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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版前言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的第一版是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在2002年10月15年了。这部多卷本的学术著作是由吴式颖和任钟印教授担任总主编，金锵、李明德、单中惠、史静寰、张斌贤教授担任副总主编，团结当时我国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的教师，以及当时仍然在读的多名博士研究生一共62人，经过6年（1996年1月至2002年1月）坚持不懈的努力而完成的科学研究成果。我们撰写这部十卷本的学术著作，意在梳理从古代东方国家至20世纪末数千年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思想发展与变革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各国思想家和教育家研究与解决各种教育问题，指导教育实践的经验与智慧，预示外国教育的发展方向，为21世纪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该书出版后不仅获得教育史专业同行的好评，而且获得教育学界专家的肯定，并于2003年12月获得了第六届国家图书奖。

不过，我们这部著作的第一版，虽然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者，都是以精品书为目标来完成和出版的，从整体上说也达到了这一目标，但是仍然存在不足之处。例如，还有一些外文人名拼写的错误，还存在着个别章的作者张冠李戴和没有写明作者的问题，等等。更重要的是，十多年来，外国教育思想的研究在我国不断取得了较大的进展，出版了一些新的论述外国教育思想史相关问题的学术著作，发表了一些以外国教育思想为主题的学术论文，《外国教育名著丛书》也已有了新的版本；十多年来，外国教育思想本身也有了新的发展，对这些新的发展也有待于进一步研究。凡此种种，都说明了修订和再版《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必要性。因此，当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向我们表示愿意承担《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再版工作时，立即得到我们这些作者的赞同与感谢。

2015年7月3日，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外国教育思想通史》修订工作会议。会议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助理饶涛和本书总主编吴式颖教授先后主持。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前总编辑叶子出席会议并讲话。她代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热情地表达了大力支持《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再版工作的意愿。吴式颖教授在会议上发言，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对再版本书的支持，并讲述了修订工作的基本思路和要求。

本书作者参加修订工作会议的有：本书副总主编、第二卷主编张斌贤教授；第二卷另一主编方晓东研究员；本书副总主编、第三卷主编史静寰教授；第三卷主要作者之一郭法奇教授；第四卷主编褚宏启教授；第五卷主编杨汉麟教授；第六卷主编朱旭东和王保星教授；第七卷主编赵卫平教授；本书副总主编、第八卷主编单中惠教授；第八卷另一主编贺国庆教授；本书总主编、第九卷主编吴式颖教授；第九卷另一主编诸惠芳编审；本书编委、第九卷第八章与第九章作者陈如平研究员；本书副总主编、第十卷主编李明德教授；第十卷另一主编杨孔炽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学术著作分社策划编辑陈红艳和多位编辑也参加了会议。本书另一总主编和第一卷主编任钟印教授已于2012年12月30日不幸病逝，第一卷另一主编黄学溥教授因事未能参加会议。因事未能参加会议的还有本书副总主编金锵、第三卷另一主编李淑华、第四卷另一主编吴国珍、第五卷另一主编周采、第七卷另一主编徐小洲等五位教授。虽然有些遗憾，但除了第一卷外，其他各卷都有主编参加会议。而且，十多年前的在读博士生早在本书出版时都已获得博士学位，成为国内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课程的骨干教师，过去的中青年教师如今都已是各个院校的教授和学科带头人，有的还担任行政领导工作，十分繁忙。上面各位主编和作者能够挤出时间参加会议，足见大家对这部书的珍爱与修订工作的重视，希望通过修订提升其学术价值。

出席修订工作会议的主编和专家对修订《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必要性、修订的原则与要求和具体安排进行了充分讨论。通过讨论确定了如下三条主要的修订原则与要求：第一，各卷主编和作者认真通读各章书稿，将书中存在的错误一一加以改正；第二，各卷在进行修订时需要注意吸取外国教育史和历史学等领域新的研究成果，并根据新版书修订引文、注释与参考文献；第三，基于对外国教育思想本身最新发展的认真研究，对本书的现代部分做一点必要的补充。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在会后还提供了一份“修订体例说明”，对著作的文字、标点符号、数字用法、引文、注释等各个方面的规范性提出了统一的要求。为了更好地完成修订任务，通过与有关人员商定，增补吴式颖教授为第一卷主编，郭法奇教授为第三卷主编。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的修订工作在上述会议后顺利进行，至2016年3月末已基本结束。该著作的第二版可望在2017年1月出版。通过这次修订，该书第一版各卷中存在的错误与问题都已尽力解决。各卷在内容上多少都有一些增删。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第九卷的第十章“印度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和第十五章“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根据新的史料做了较多补充；第十卷的第三十章增加了一节论述若干新兴教育思潮的崛起；“总序”的近代部分做了较大的修改，其他部分也有一些改动。总之，《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十卷本）通过这次修订，无论是从内容还是从编写体例上都得到了更新和提高，其科学性和学术价值得以提升。

十分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有关领导对本书再版的大力支持和出版社编辑为书稿的编辑加工付出的辛勤劳动，并感谢王者鹤博士对各卷俄文人名所做的校订工作。

由于修订时间短暂，书中仍然可能会有缺点和错误，恳请读者批评和指正。

编著者

2016年5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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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序

倘若对过去的重大事件逐一寻根究底，过去的一切会使我们特别注意到将来。

——波里比阿[1]

这是我们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同样也是每一个时代的使命和工作：对于已有的科学加以把握，使它成为我们自己所有，然后进一步予以发展，并提高到一个更高的水平。

——黑格尔[2]

本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观点和方法论为指导，并借鉴相关学科的最新研究成果，研讨外国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分析与评价各个时代最主要的教育思潮和教育思想流派，阐述各时期外国思想家和教育家认识教育现象、解释教育问题、探讨教育客观规律的得失。作者力图更全面地展现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揭示各个历史时期推动不同国家和地区教育思想向前发展与变化的诸多因素及其作用机制，总结外国思想家和教育家研究与解决教育问题，指导教育实践的经验，预示外国教育思想发展趋势，为21世纪我国教育理论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提供启示与借鉴。

本书的一个最突出的特色，就是通过追索人类发展的远古时代和古代东方文明中教育思想的起源，阐述不同时期外国教育思想家对他们所处时代教育问题的反思，来探索教育的深层本质。通观外国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我们不能不惊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从“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三方面对教育精髓的深刻洞察和继往开来的恒久意义。

一

教育是人类特有的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活动，其基本职能是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的经验与知识，促使自然人社会化，从而保证人类的延续，促进人类的繁荣与发展。历史事实说明，教育是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教育既属于永恒范畴，又是历史现象，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都有着漫长的发展和演变史。作为《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卷，本书首先对人类与教育的起源和教育思想的产生、原始社会中的教育思想等问题做了一点探讨，这对完整地理解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历程是有一定意义的。

自古以来，有关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就是人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之一。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1世纪，由古犹太人综合他们自己和古埃及、两河流域诸国、巴勒斯坦地区诸国的历史传说，并根据这些国家以及在波斯、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因素的基础上编纂的《希伯来圣经》（后称《圣经·旧约全书》），提出了“上帝造人”之说。随着历史的进步和科学的发展，人们逐渐摒弃了这一思想。早在18世纪，瑞典博物学家林耐（Carl Von Linné，1707—1778，亦译林奈）就在他的《自然系统》（1735年）一书中，大胆地将人与猿猴、狐猴、蝙蝠一同放在“灵长目”中，他又按照皮肤的颜色与其他特点，把人分为四类。[3]法国博物学家布丰（Buffon，1707—1788）虽然认为林耐的分类法是“屈辱人类的真理”，但他对于说明动物之间关系的证据不能熟视无睹，因此，他也曾说，“如果圣经没有明白宣示的话，我们可能要去为马与驴、人与猿找寻一个共同的祖宗”，但是他后来又取消了自己所说的这句话。[4]到19世纪中叶，由于地质学取得的成就和考古学的发现，英国地质学家赖尔（Charles Lyell，1797—1875）才得以在1863年确定人类在生物的长系列中的地位，而且指出人类在地球上存在的时期比公认的圣经年代学所说的年代要长远得多。[5]同年，英国科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在研究解剖学的证据以后指出，在身体与大脑方面，人与某些猿猴的差异比猿猴间的差异还要小些，因此，他将人类列为灵长目的第一科。[6]1871年，达尔文出版了名为《人类的由来》的专著，指出人类的诞生地可能是在非洲，人类的始祖是一种与大猩猩和黑猩猩关系最为密切的猿类。[7]他的这一推论已被现代考古学家的发现与研究证明。但是，他未能完全正确地阐明人类进化的机制与历程。在他以及其他人的论述中，人们也不能找到有关教育起源和教育思想产生的正确答案。

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批判继承前人学术成就的基础上提出了有关人类起源与进化过程的科学见解。他将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完全形成的人”三个阶段，并把从“攀树的猿群”到“完全形成的人”这一过渡时期，也就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称为“人类的童年”。恩格斯明确地指出，过渡时期开始的标志是两足行走。按照他的说法，这是“完成了从猿转变到人的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因为这一步为“音节分明的语言的发展和头脑的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从此，这类古猿进入“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阶段，开始了人的形成过程。[8]恩格斯认为完成这一进化过程的标志是能够制造工具。他指出，人类在自己的童年时期还不会制造工具，但是已经能够利用天然工具——石块、木棒等，进行简单的劳动。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详细地论述了这种简单的劳动如何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脑、各种感觉器官、语言、思维和社会性的发展。

恩格斯写道：“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人，一切动物中最爱群居的动物，显然不可能来源于某种非群居的最近的祖先。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他们在自然对象中不断地发现新的、以往所不知道的属性。另一方面，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劳动的发展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需要也就造成了自己的器官：猿类的不发达的喉头，由于音调的抑扬顿挫的不断加多，缓慢地然而肯定无疑地得到改造，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清晰的音节……”

“首先是劳动，然后是语言和劳动一起，成了两个最主要的推动力，在它们的影响下，猿脑就逐渐地过渡到人脑；后者和前者虽然十分相似，但是要大得多和完善得多。随着脑的进一步的发育，脑的最密切的工具，即感觉器官，也进一步发育起来。正如语言的逐渐发展必然伴随有听觉器官的相应完善化一样，脑的发育也总是伴随有所有感觉器官的完善化……脑和为它服务的感官、越来越清楚的意识以及抽象能力和推理能力的发展，又反过来作用于劳动和语言，为这二者的进一步发展不断提供新的推动力。”[9]

不过，恩格斯强调，“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劳动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劳动，真正的“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任何一只猿手都不曾制造哪怕是一把最粗笨的石刀”[10]。显然，工具的制造是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发生的质变，是“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脑、各种感觉器官与意识长期进化的结果。恩格斯特别强调真正劳动活动的自觉性和能动性。他指出，“……人离开动物越远，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就越带有经过事先思考的、有计划的、以事先知道的一定目标为取向的行为的特征”，只有人才能在自然界打上自己“意志的印记”，“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简单地通过自身的存在在自然界中引起变化；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这便是人同其他动物的最终的本质的差别，而造成这一差别的又是劳动”[11]。恩格斯还指出，劳动和语言的进一步发展“并不是在人同猿最终分离时就停止了，而是在此以后大体上仍然大踏步地前进着……由于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又增添了新的因素——社会，这种发展一方面便获得了强有力的推动力，另一方面又获得了更加确定的方向”[12]。他还说，“随同人，我们进入了历史。……人离开狭义的动物越远，就越是有意识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13]他认为，一定历史时代和一定地区的人们生活于其下的社会制度是受劳动发展阶段和家庭发展阶段制约的。

恩格斯的以上论述对我们认识教育的起源和教育思想的产生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显而易见的。20世纪以来，科学界对人类问题的研究成果与恩格斯的论断也是完全一致的。特别是在 20世纪60年代以后，不仅人类学家对人类远古祖先遗骨、遗物的发现与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生物化学家和分子遗传学家的参与更推进了有关人类起源时间的探讨。当代世界著名的体质人类学家和古生物学家理查德·利基（Richard Leakey，1944— ）在其被列入 《科学大师佳作系列》的著作《人类的起源》（Origin of Humankind）中详细地介绍了这些成果，勾画出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轨迹。后期出版的一些历史著作对这一问题也多有考察与论述。

据称，在距今1200万年前后的几百万年间，由于地壳运动，引起非洲地形与气候发生变化，大约在距今700万年前出现了一种由类似猿的动物演变而成的[14]两足直立行走的物种，这便是已经发现的最早的人类始祖。大约在250万年前，由某种最先进的比各种南方古猿身体结构轻巧、颊齿较小、脑量几乎大出50%的人属动物演化为能够制造出 “粗笨石刀”的能人，[15]他们留下了以最早石器组合（石刀、砍砸器、刮削器和各种多边器）为代表的奥杜韦文化，这种文化至少已传遍非洲大陆。[16]能人是直立人的直接祖先。直立人是分布范围超出非洲的第一批人类，并于大约180万年前至25万年前创造了以泪滴形手斧为代表的阿舍利文化。他们以原始的狩猎—采集的方式生活着。属于直立人的北京猿人已知道用火。[17]直立人的语言能力和教育活动已获得某些解剖学上的证明。大约从25万年前起，人类进入早期智人（包括尼安德特人）时代。早期智人留下了包括60种可辨认的石器类型的遗物。[18]至35000年前的一段时间里，晚期智人的语言和心智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欧亚大陆出土的大量石雕、泥塑、壁画和各种精致的工具，便是这种发展的明证。大约在15000年前，晚期智人在生产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进步，将人类带入了农耕时代。大致与此同时，人类才开始越过白令海峡（当时还是一片陆地）到达美洲，并且在相近的时间里经过太平洋中的一个陆桥进入澳洲。至此，人类的足迹已遍布除南极洲以外的所有大陆。[19]以上研究成果说明，除了具体年代[20]以外，恩格斯在100多年前有关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论述是完全正确的。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史学界是根据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与进化的论述来说明教育的起源的。学者们认为，既然“正在形成中的人”必须为满足其生存与繁衍的自然需要而进行群体劳动，这种劳动活动将他们改造为“完全形成的人”，形成了人类社会，那么，新一代人的培养就必然要遵循人类社会生活的行为准则，适应当时劳动生活的要求。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初期阶段，生产力的水平十分低下，为了满足生活的需要，每个人都必须参加劳动。毫无疑问，人类经过长期发展演变所形成的手、脑等生理结构是通过遗传的途径传给后代的，但运用手、脑及语言信号认识自然和从事劳动的本领却并非天赋。所以，新生一代即使是要学会制造和利用最简单的劳动工具，也必定要通过前辈的某种教导和个体的具体练习。年长的人们也必须根据集体劳动和生活的需要来指导年轻人的思想和行为。这就是人类最早的教育活动。本书肯定了学界多年来坚持的这些观点，同时又根据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自己思想支配和思想先于行为，行为和行为结果是思想的载体，语言是实现教育的必要条件和手段等观点，以及语言起源的时间大约在200万年前的判断，提出了语言的历史就是教育的历史和教育思想的历史，教育和教育思想应是同时产生的主张。这是根据现代考古发现和科研成果做出的新的探讨。

人类社会形成后，经历了漫长的原始社会发展阶段。对原始社会人类的生活状况，19世纪美国民族学家和原始社会历史学家摩尔根（L.H.Morgan，1818—1881）做过深入研究。他在1877年发表的《古代社会，或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Ancient Society，or Researches in the Lines of Human Progress from Savagery through Barbarism to Civilization）一书受到马克思（Karl Marx）和恩格斯的高度评价。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主义原始社会历史观的经典著作中指出：“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40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21]他还说：“摩尔根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史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希腊、罗马和德意志上古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22]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撰写于1884年。他在书中采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把原始社会分为蒙昧时代和野蛮时代，每个时代又分为低级、中级、高级三个阶段，考察了各个阶段生产劳动和婚姻制度的基本特点及其发展机制，揭示了原始社会发生、发展和解体的历史过程，指示了社会发展的方向。十月革命后，苏联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对原始社会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苏联教育史学家麦丁斯基（E. H. Meдынский，1885—1957，旧译米定斯基）、戈兰特（E. Я. Голант，1888—1971，旧译哥兰塔）和沙巴耶娃（M. ф. шабаева，1905—1983）等人对原始社会的教育做过比较多的探讨。我国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出版的外国教育通史著作中，对原始社会的教育也做了一些论述。但无论中外，还没有哪一部著作曾对原始社会的教育思想做过专门的考察与研究。本书第一卷以专章论述原始社会初民的教育行为与思想，在谈到教育思想时，内容涉及人性论（用超自然的力量和神话说明人的智愚和人性善恶的起源），人生观（通过神话进行选择人生道路的教育），儿童观（在印第安人中，父母很少打孩子，因纽特人很少体罚儿童，与文明社会实行对儿童的体罚形成鲜明对比），人才观（原始人对儿童进行教育时，在思想观念中已有把年轻人培养成什么样的人的“模板”，他们创造了各种教育方法和“成年礼”的制度，向儿童传授有关自然现象、部落的历史传统和先人的伟绩，氏族成员的权利与义务的知识，进行行为规范的教育，传授生产劳动知识与技能，开展体育和音乐、舞蹈等美育活动，体现出对新一代人已有相当全面的要求）等教育思想的永恒课题，可以说是对原始社会教育思想进行研讨的第一次尝试。这些尝试性的研讨是以19世纪70年代以来，各国学者对那些由于各种原因尚处于原始社会不同发展阶段的部落所做的考察与研究为基础的。各民族流传下来的古代神话和史诗也为我们的研讨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研讨的意义在于，我们已能够把上述教育思想重要课题的萌生追溯到久远的史前时期，从而有力地说明，文明社会中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并不是突然和偶然出现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是人类在原始社会中长期孕育的教育思想胚胎演化、成长的结果。

二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上古时期，在一些地理环境比较好的地方，例如，西亚的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可灌溉区域（简称两河流域，古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意指“两河之间的地方”），北非的尼罗河流域，印度河及其支流（旁遮普河）所泛滥过的平原地区和我们祖先生存、繁衍的黄河流域与长江流域等地，在金石并用时期，特别是进入青铜时代以后，人类的社会生活就已发生了急剧变化。生产率大为提高了，财富日益增多，无论在农业还是畜牧业中，男子的劳动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婚姻制度方面，对偶婚制迅速转向一夫一妻制（对有权势的人物来说则是一夫多妻），母系氏族制已为父系氏族制取代。在农业和手工业分工、商品生产和交换发展的基础上，原始社会开始解体，私有制、奴隶制出现了。国家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取代氏族议事机构，人类便迈进了文明时代的门槛。文字作为人类记事和超越时空的交际工具，也被发明出来并日趋完善，成了文明的重要因素。在社会分裂为阶级的同时，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分离，原始社会全体成员享受的民主、平等的教育不复存在，文化知识、正式教育（学校教育）被少数统治者独占。

（一）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与两河流域古国的教育思想

大约在公元前3500—前2006年，在两河流域就曾由苏美尔人建立了奴隶制城邦国家、早期王朝、阿卡德王国和乌尔第三王朝的统治（其中，阿卡德王国是接受苏美尔人影响的塞姆人、阿卡德城邦王萨尔贡所建），为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奠定了基础。苏美尔人不仅率先发展了农业灌溉和犁耕技术、冶金术，学会了利用风力推动帆船，并发明了车轮，而且创造了楔形文字（最早出现在公元前3000年）。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和文学艺术方面也有许多发现与创造，并且开创了西亚古代国家重视立法的传统。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颁布的《乌尔纳木法典》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法典。苏美尔人的宗教具有多神性和拟人性。在城邦发展阶段，每个城邦都有自己的保护神，城市中最主要的建筑便是塔庙，塔庙的最高祭司同时也是城邦的首领。苏美尔人还崇拜太阳神夏马西，风雨神恩利勒，女神伊西塔、南沙，等等。他们认为文字和知识是由被称为那布（Nabu）的神所创造的，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对之十分敬畏。苏美尔人不主张什么极乐的、永恒的后世。他们在世界观上只信今生，不信来世。他们认为内尔各勒神为瘟神，同时又认为所有的神既能赐福，也能降祸。在苏美尔人的宗教中，“有一种主导思想，认为人类创造出来就是为了侍奉神明的，不仅崇拜他们，而且供养他们。这种观念在著名的创世与洪水史诗中得到反映，这些史诗成为后来《圣经·旧约全书》中希伯来故事的轮廓”[23]。

苏美尔人用自己的文字把商业文书、法律条文、政令、宗教著作和文学作品都写在用黏土做成的泥片上，被称为泥板书。他们对儿童进行读、写教育和知识传授，也以泥板书为教科书。苏美尔人把知文识字的人称为文士，他们的教育亦被称为文士教育。由于神庙（塔庙）在城邦国家中的崇高地位，僧侣既是传达神意和主持宗教事务的人物，又是世俗事务的管理者和经营者，高级僧侣大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在一些神庙中又有比较充实的图书资料（泥板书），并有观象台等设备，学者们估计苏美尔人最早的学校多半是设在神庙之中的。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和对知书善写的文士需要的增加，才有单设的文士学校。20世纪30年代，法国考古学家帕拉（Andre Parrot）在两河流域的马里城发掘出一所被估计为公元前2100年的学校。后来考古学家又在其他地方发现了学校的遗址和遗物。据此，大体上可以判断苏美尔曾有三类学校：一类学校邻近皇宫，似乎是宫廷或政府机关设立的；一类学校设在寺庙中，为寺庙学校；一类学校校舍紧邻文士住地，似乎是文士私立的。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体现在泥板书所载的神话、史诗、寓言故事、法律条文之中。在一些与教育、教学有关的泥板书中也反映出他们的教育、教学思想，涉及的问题包括教育的地位与作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与方法、教师等。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

苏美尔人的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后，两河流域先后兴起由阿摩利人建立的古巴比伦王国（公元前1894—前1595年为第一王朝，以后又曾建立第二、第三和第四王朝，公元前689年，第四王朝为亚述帝国所灭），由亚述人建立的亚述王国和亚述帝国（公元前1400年左右—前1077年为亚述王国繁荣时期，公元前744年—前612年为帝国时期），由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公元前625—前539年，又称迦勒底王国）。这些国家不仅传承了由苏美尔人开创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扩大了它的影响，而且在法律、天文学和文学方面有所发明创造。例如，古巴比伦在其第六代王汉谟拉比（Hammurapi，？—前1750，约公元前1792—前1750年在位）统治时期，制定了世界上第一部比较完整的成文法典——《汉谟拉比法典》；新巴比伦制定了空前精细的计时体系，设7天为一星期，分一天为12时辰（每时辰为120分钟）；亚述在公元前7世纪中叶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图书馆（其收藏现存大英博物馆），还建造了被希腊人列为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空中花园”，等等。古巴比伦王国、亚述和新巴比伦王国的教育与教育思想和苏美尔人的教育与教育思想之间既有共性，也有各自的特点。

（二）古埃及文明与古埃及教育思想

古埃及是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逐渐向文明社会过渡的。古埃及在其存在的近3000年间不仅创造了较高水平的物质文明，而且创造了灿烂的精神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给予了巨大的推动与影响。古埃及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就发明了象形文字体系。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古埃及的宗教已由多神教演化为富于哲理性的一神教，太阳神被认为是古埃及国家和民族的保护神，“是公道、正义、诚实和维持普天下道德规范的神”[24]。为神化自己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历代法老都把自己说成是太阳神的后裔。古埃及的许多神庙都是为太阳神建造的。古埃及人相信灵魂不死，因此，要把死者遗体制成木乃伊，很好地保存起来，葬进坟墓。著名的金字塔便是法老们的陵墓。古埃及的政治哲学包含在大约于公元前2050年写成的《一个能言农民的恳求》中。该文要求君主为臣民的利益施行仁政，主持正义，要亲孤儿、惜寡妇，并应秉公裁断，惩处有当，促进人民安居乐业。[25]埃及人在天文学方面制定了世界上最早的太阳历（苏美尔人发明的是太阴历），绘制了天体图，认出了主要的恒星。在数学方面，他们主要是发展了算术和几何学。他们还计算出圆周率为3.16。埃及的医学也很发达。

古埃及人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创办了世界上最早的宫廷学校，还设有职官学校、寺庙学校和文士学校。僧侣和文士既是知识的掌握者和教育、教学过程的中心人物，也是教育的培养目标。埃及的海立欧普立斯大寺是一所藏书丰富、教育水平很高的学府。该寺的教学和研究工作一直延续到公元前4世纪中叶。因此，古希腊的一些学者，包括哲学家、教育家柏拉图（Plato）都曾到这里游学。古埃及的教育思想体现在宗教作品、神话故事和各种体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其教谕性的作品之中。一些记载僧侣和文士言行的纸草卷当然也是后人研究埃及教育思想的依据。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法律篇》中都曾议及古埃及的教育观和教育经验，从中反映埃及教育思想对他的影响。我国教育史学家滕大春先生在评论埃及古代教育时指出：“古代埃及曾居于世界教育史的先锋地位。”[26]这一评价应该不仅指古代埃及人的教育实践，对古埃及的教育思想来说，也是很恰当的。

（三）腓尼基文明和腓尼基字母的创造

腓尼基人是古代西亚十分活跃的商业群体。他们大约在公元前3000—前2000年，在地中海东岸的狭长地带建立了一些城邦国家，其中最有名的是西顿（今赛达）和推罗（今苏尔）。公元前814年，他们还在北非建立了著名移民城邦迦太基。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出于商业活动的需要，腓尼基逐渐发展出两套拼音字母表：一套是北方受楔形文字影响创造的乌加里特字母表，共29个字母；另一套是南方受古埃及文字启示创造的毕布罗斯（一译比布诺斯）字母表，共22个辅音字母。公元前13世纪，南方的字母表渐渐地取代北方字母表，成为腓尼基的统一字母表。这套字母表传到希腊后，古希腊人根据自己的语音加上了元音字母，构成希腊字母表，后来又由希腊字母表派生出拉丁字母表和斯拉夫字母表，成为现代欧洲各国字母文字的来源。此外，腓尼基的毕布罗斯字母表在东方还派生出阿拉美亚语字母，由此再演化出印度、阿拉伯、希伯来、波斯等字母以及维吾尔、蒙古、满文字母等。由此可见，古代东方文字的发明、传播、交融与演化对现代文字与文明发展源远流长的影响。

（四）古波斯文明与古波斯的教育思想

古波斯在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的国王居鲁士二世（CyrusⅡ，约前600—前529，公元前558—前529年在位）至大流士一世（DariusⅠ，公元前522—前486年在位）的统治时建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奴隶制帝国。其行政管理形式为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创建帝国和罗马帝国的统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波斯帝国在征服各地时，一般都允许各地人民保持自己的习俗、宗教和法律。这种宽容政策促进了波斯文化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巴勒斯坦沿海诸古国以及埃及文化的融合。古波斯人创立的琐罗亚斯德教和由该教演生的密特拉教和摩尼教对希伯来人的犹太教教义的最后形成和基督教神学理论的产生都有影响。该教于南北朝时传入我国，唐太宗贞观五年（631年）在长安建寺，被称为祆教、拜火教或波斯教。它也曾传入印度，印度至今仍有少数琐罗亚斯德教的信徒。可见波斯宗教思想对西方和东方都有影响。波斯在萨珊王朝（226—651年）统治时期的文教政策也促进了东西文化的交融。琼迪—沙普尔学园是萨珊王朝统治时期最著名的高等学府和学术研究中心。学生来自世界各地。学者和学生在这里可以研习琐罗亚斯德教的神学理论、古印度和希腊的文化、希腊化时代埃及和叙利亚的思想，接受医学训练。琼迪—沙普尔学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一直延续至阿拉伯帝国的倭马亚王朝（661—750年）统治时期，伊斯兰教徒首先是在这里熟悉了古典文化。学园及其校友还将一批印度、波斯、叙利亚及希腊文的著作译成阿拉伯文流传各地。

波斯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和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又称《王书》）中，涉及人性论、儿童教育观、军事教育与体育、对教师的要求、培养接班人等问题。波斯人的教育实践与思想受到古希腊的关注，古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Xenophon）著有《居鲁士的教育》一书，表示自己的观感。

（五）古希伯来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古希伯来人对世界文明的主要贡献是在宗教方面。作为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母体宗教”的犹太教，便是希伯来人在与埃及、两河流域、巴勒斯坦诸国的复杂交往中，广泛吸纳多种文化中的宗教思想和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古希伯来人在所罗门王（Solomon，公元前973—前930年在位）之后分裂为以色列和犹大两个国家，以色列王国亡于亚述帝国（公元前721年），成为“失踪的以色列十部落”。犹太人更是历经沧桑。犹大王国先受制于埃及，再亡于新巴比伦，沦为“巴比伦之囚”（公元前586年）。公元前539年，波斯灭新巴比伦王国，犹太人获准重返耶路撒冷，建立依附于波斯的以大祭司为首脑的神权王国，其后，半独立的犹太神权国家又先后归属于新征服者亚历山大帝国和帝国分裂后建立的埃及托勒密王朝、塞琉古王国（又称叙利亚王国）。公元前142年，由马加比家族（Maccabaeus）建立了犹太人的马加王国，这个王国又于公元前64年为罗马帝国军队所灭。但是，犹太人仍坚持反抗。135年，罗马皇帝哈德良扑灭了犹太人的最后一次武装起义，下令彻底摧毁耶路撒冷，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几乎全部被逐或逃离，从此，犹太人成为流浪者。

犹太人近千年中因各种政治力量拉锯式的较量而被蹂躏和抗争的历史，为他们吸收和融会各种文明成就、形成自己的精神文明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在希伯来人出现于历史舞台的初期阶段，他们和其他的人类群体一样，也是多神教或万物有灵论的信奉者。巫术在他们那里也很流行。在大卫和所罗门统治时期，犹太部落的主神耶和华的地位得到提升，但“直至犹大王希西家年间之前（公元前700年左右），耶路撒冷的耶和华殿里一直供奉着一尊黄铜巨蛇偶像”[27]。公元前8—前7世纪，犹太先知提倡尊奉耶和华为万物之主，强调宗教的目的主要是伦理的目的，声称“耶和华丝毫不关心礼仪和献祭，而是要人们‘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申冤，为寡妇辩屈’”，耶和华要求人们的是“行公义，好怜悯，有谦卑之心，与你的神同行”[28]。在“巴比伦之囚”期间，先知们又大力传播信奉唯一真神的思想，称犹太人是耶和华即上帝的“特选子民”，宣扬“救世主”将帮助犹太人复国，使犹太人获得了精神支柱。同时，从埃及到两河流域，当时出现的一种怀古思今、重视历史文献的收集、整理与学习的思潮也给流亡和囚居的犹太人重要的影响和启迪。按照赫·乔·韦尔斯的说法，犹太人正是从囚居巴比伦的时候才开始“从随身带来的一些隐藏着的和被人遗忘了的记载，如家谱，同时代的大卫、所罗门和其他列王的历史，以及传奇和传说中，编出并扩充了他们本族的历史，向巴比伦和本族民众宣讲。创世的故事、洪水的故事、摩西（Moses）和参孙故事的大部分，大概都掺和了从巴比伦得来的史料”[29]。于是，当犹太人于公元前537年回到耶路撒冷和建成半独立的神权王国之时，犹太教也最终确立并成了犹太人的唯一信仰。而犹太人的《希伯来圣经》这部包含犹太教基本教义、律法、历史和多种体裁的文学作品，某些卫生要求和医学知识的经典的编纂工作则是由许多犹太教徒历经几个世纪的努力才在1世纪完成的，其中，《摩西五经》于公元前250年便译成希腊文本流传于世。可见犹太教的形成史犹如古代西亚、北非和地中海东部沿岸地区各族人民宗教思想发展的复演史。犹太教的经典《旧约》不仅体现了犹太民族的奋斗史，而且包含了欧亚大陆文明发展的中心地带各族人民的智慧。《圣经·旧约全书》日后被作为基督教《圣经》的基础和重要组成部分并不是偶然的。

和波斯人一样，希伯来人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是和他们的宗教活动与宗教思想紧密联系的。在“巴比伦之囚”以前，希伯来人基本上没有学校教育设施，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囚居巴比伦时期，犹太人开始设立犹太会堂。会堂最初只是犹太人群聚集在一起敬神和祈祷的处所，是先知及其追随者宣讲教义的地方。为了教育出生于囚居之地的儿童与少年，使之不忘本族传统的价值观，会堂同时肩负起学校的职责。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和建立神权政治体制以后，犹太会堂的作用日益加强。随着《摩西五经》的编成，讲解和阐述经典成了主要工作。为了使年青一代学习和掌握《摩西五经》，文字教学在会堂学校中的地位也提高了。公元前444年，大祭司伊兹拉（Ezra）号召群众热心读经，全国普遍建立犹太会堂。到公元前2世纪，不仅城市设立了会堂，而且农村也设立了。城乡会堂总数达到480所。“由于儿童的人数日繁，会堂不能容纳，便另辟房舍进行经典诵习，同时由于经典的内容日趋丰富，解释阐述很费时力，必须专人负责进行，乃规定会堂从事一般宗教事务，把教授法典工作独立出来，这样，就出现了希伯来最初的学校。”[30]此外，希伯来学校教育的发展还受到埃及、塞琉古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促进与影响。在臣属于埃及托勒密王朝时期，许多移居亚历山大里亚的犹太人热心于学习希腊文和掌握希腊文化。“新的一代已经不知道希伯来语是自己的母语了，也听不懂犹太教礼拜堂里念的经文了，于是埃及的犹太人决定翻译希伯来文的经文。”[31]可见《摩西五经》被译成希腊文的主要原因是为满足移居希腊各地，逐渐成为不懂希伯来语的犹太人教育之需要。在耶路撒冷，从公元前3世纪便出现了希腊式的学校和体育馆。在臣属于塞琉古时期，安提阿四世国王伊皮法纽斯（Antiochus Ⅳ Epiphanes）更试图强制推行希腊化，导致犹太人的反抗和马加王国的建立。为了使犹太人保持犹太民族精神，希伯来的各级学校教育在马加王国都得到了较大发展。但犹太人对家庭教育仍然十分重视。犹太人的《法典大全》将“教子学习法典、教子娶妻生子、教子养成职业技能”规定为父亲的三项重要职责。[32]父亲还亲自接送儿子入学，并考察、督导儿子完成学校的作业。

除《希伯来圣经》（《旧约》）外，犹太人还留下了《死海古卷》《次经》《伪经》等文化遗产。希伯来的教育思想便体现在这些宗教经典之中。其共同之处，一是强调教育在培养人民对上帝（耶和华）的虔敬之重要作用，认为培养对上帝的虔敬就是培养独立的民族精神，保证犹太民族的生存与发展；二是强调宗教律法的学习，要求谨守和遵行一切以耶和华名义发布的诫命和道德规范；三是强调职业技能之养成。较之《旧约》，《死海古卷》中库兰社团（公元前100年左右至公元76年为其发展之鼎盛时期）的教育思想更强调锻炼人们的明辨能力和教师（祭司）的作用，对儿童身心发育特点也有进一步的认识，因此，提出了儿童的启蒙教育问题，并要求建立比较严密的教育、教学制度，其中包括启蒙教育、律法教育、考查与考验四个阶段。《次经》写作于公元前200—100年，其中不仅以小说形式赞颂智慧、知识对于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发展的意义，而且通过人物传记、故事、智训、书信等形式向世人启示智慧、学识对人之生长、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整个民族生存的重要意义。此外，《次经》还强调了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在教育方法上，《次经》强调了独立思考和钻研探讨之重要与因材施教的必要性。《伪经》意即《圣经·旧约全书》的模拟作品或伪仿作品，也称外传，约于公元前200—200年成书。《伪经》重视通过反面事例进行教育。在教学方面，《伪经》更强调因材施教。

美国学者、教育家蔡斯（Mary Ellen Chase）在谈及公元前537年由巴比伦返回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时指出：“这支回到耶路撒冷的队伍关系到世界的未来。有了它，才有现在的《圣经》，才有犹太人的宗教，才有基督教，才有后来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如果没有犹太人重返耶路撒冷，犹太人必然遭到与以色列人相同的命运……”[33]以上考察说明，由巴比伦回到耶路撒冷的几万犹太人之所以做出如此巨大的贡献，其影响绵延至今，完全是由于他们善于总结历史经验并将建立在犹太教经典中的教育理论付诸实践的结果。

（六）古印度文明与古印度教育思想

印度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20世纪20年代，考古学家在印度河流域先后发现了许多远古城市和村落的遗址。因为哈拉巴遗址发现在先，所以印度河流域的远古文化被称为哈拉巴文化。当时已经有了衡量标准和文字体系。文字显然是音节字，可以从右到左或从左到右书写，但迄今尚未释读。有几种工艺反映了高度的技巧，特别是制作小型的个人装饰品，某些雕塑标本也表现出优美和写实的才能。可惜的是，这一光辉的印度河文明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被目前还不确切知道的原因摧毁了。一批自称是“雅利安人”的游牧部落在公元前1500年前后通过兴都库什山山口进入印度。“雅利安人”按梵文的意思是“高贵”“有信仰者”“高贵者”等，属印欧语系。他们侵入印度河流域后，经过几个世纪的变迁逐渐向东部和南部发展，成为南亚次大陆的主要居民。他们早期的社会情况反映在被称为《吠陀》的古老文献中。《吠陀本集》包括《梨俱吠陀》《娑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解释《吠陀》的文献有《梵书》《奥义书》《森林书》，它们大约都形成于公元前900—前600年，其中反映了印度从原始氏族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的状况。随着社会分化的加剧，逐渐发展起世袭的四大种姓等级制度。第一等级为婆罗门（僧侣），第二等级为刹帝利（以国王为首的军事贵族），第三等级为吠舍（从事农业、畜牧业、手工业的自由民和商人），第四等级为首陀罗（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和战败的雅利安部落成员）。婆罗门和刹帝利为奴隶主阶级。前三个等级为“再生族”，第四等级为被剥夺了一切政治、经济权利的“一生族”，属于奴隶、雇工或仆役阶级，此外还有处于社会最底层的贱民——“不可接触者”。

婆罗门是形成与维护种姓制度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于公元前7世纪在吠陀教的基础上创立了婆罗门教。该教以《吠陀》为经典，奉梵天、毗湿奴和湿婆为三大主神，分别代表宇宙的“创造”“护持”“毁灭”，主张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主张因果报应、轮回转世、灵魂不灭。

公元前6—前5世纪，随着新的生产技术的采用、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贸易的活跃、城市的扩大，古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大国之间的战争加强了军事贵族的地位，商业发展使一部分吠舍的财富增加，阶级的分化和改组加剧，对婆罗门的不满和对婆罗门教教义的怀疑逐渐增长。这一切社会变化的结果便是佛教的产生。

佛教的创始人是乔答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约前565—前486）。他出生在古印度的迦毗罗卫国（今印度尼泊尔边境）。他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的太子，属刹帝利种姓。他少年时接受婆罗门传统教育，学习过吠陀经典和五明（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因有感于生、老、病、死的人生之苦，29岁离家，到处寻师访贤，探索解脱痛苦之道。6年后得道，在印度北部、中部恒河流域传播自己的信仰，历时40余年，80岁去世。传说他有众多弟子，其中最著名者10人。一些商人、国王都皈依其门下，成为信徒。乔答摩·悉达多出身于释迦族，因此被尊称为释迦牟尼，意思是“释迦族的贤明之人”，又被尊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觉悟者”。佛陀简称为佛。

早期佛教是作为与婆罗门教对立的思潮出现的。早期佛教的基本教义是：“把现实人生断定为‘无常’‘无我’‘苦’；‘苦’的原因既不在超现实的梵天，也不在社会环境，而由每个人自身的‘惑’‘业’所致。‘惑’指贪、嗔、痴等烦恼；‘业’指身、口、意等活动。‘惑’‘业’为因，造成生死不息之果；根据善恶行为，轮回报应。故摆脱痛苦之路唯有依经、律、论三藏，修持戒、定、慧三学，彻底转变自己世俗欲望和认识，超出生死轮回范围。达到这种转变的最高目标，叫作‘涅槃’或‘解脱’。这些说法，包括在‘五蕴’‘十二因缘’‘四谛’等最基本的教理之中，成为以后佛教各派教义的基础。”[34]

早期佛教不承认婆罗门教的经典和婆罗门僧侣的特权，否定婆罗门教神造种姓之说，在因果报应和修行解脱方面主张“四姓平等”，使婆罗门教受到极大的冲击。

当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急速推进，使恒河流域成为其发展重心时，波斯帝国的大流士一世约于公元前518年进入印度，使旁遮普西部成为他的第二十块辖地。公元前327年，马其顿王亚历山大灭波斯后，也侵入印度河上游地区，但两年后即撤出。其时，摩揭陀在难陀王朝（公元前364—前324年）统治下完成了对居萨罗国的兼并，统一了恒河流域地区。公元前324年，出身于养孔雀家庭的旃陀罗笈多（属首陀罗种姓）利用人民起义的力量自立为王（月护王，公元前324—前300年在位）。他在清除希腊（马其顿）的残余留守部队后挺进恒河流域，推翻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公元前324—前187年）。到他的孙子、著名的阿育王统治时期（约公元前269—前236年），“孔雀王朝……成为古印度史上空前统一、幅员辽阔的大帝国，与叙利亚、埃及和其他希腊化国家建立了联系。阿育王对内实行‘达摩’（法）治国，为各种宗教信仰提供自由传播的机会，晚年则皈依佛教，大力支持佛教的发展，广建寺塔，慷慨布施僧众。经过阿育王的积极提倡，佛教在印度境内得到空前广泛的传播，同时开始走出本土，向世界宗教的发展大道迈进”[35]。

古代印度的教育与婆罗门教和佛教是密切联系的。佛教产生以前，在四种姓中，婆罗门垄断了文化和教育的特权，只有婆罗门僧侣才有权讲授《吠陀》经典，其他种姓都不得从事教育活动。按婆罗门法典，只有再生种姓能接受教育。首陀罗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佛教倡导人人佛性平等，将教育权和受教育权普及于四个种姓，并为妇女广设尼庵，为她们讲授教义，并供其修行，扩大了教育面。无论是婆罗门教还是佛教，都以专门的组织形式和机构进行相当高深的教育，为发展婆罗门教和佛教教义、促进古印度文化的发展和世界文化交流起到了重要作用。

古印度的教育思想反映在婆罗门的《吠陀》经典和《奥义书》等经解著作及佛教的众多经典之中。史诗《摩诃婆罗多》与《罗摩衍那》也以艺术形式表达了人生哲理和培养人的理想。有些外国学者认为，佛教创始人乔答摩·悉达多当初并没有创立宗教的打算，“他的思想虽然取决于他的印度宗教经历，但并不是宗派性的”，“他不是清高的隐士，而显然是一个博学卓识的师长”，“他的学说包括一套哲学（即玄学）、一套心理学、一套伦理学，其中伦理学最为重要”，“他坚决反对把思想强加于人，相信讨论和榜样的力量是唯一有效的树立真理的手段……他告诫弟子充分发展他们的才能，为别人的利益而尽力”[36]。我国学者也有人指出，乔答摩·悉达多是世界史上最早的两位大教育家之一，另一位是我国的孔子。“早在苏格拉底出生以前，东方的两位圣人早已各据一方，设坛施教，弟子弥众，信徒盈天下。东方的两位圣人都是以济世的宏愿，艰苦卓绝，不畏万难，力图给迷航的人类指出前进的方向……东方的两位圣人都谆谆教导人类：人必须理智地对待自己和他人，克制自己的贪欲，加强道德修养，提高道德水平，以己度人，达己达人，不可为满足自己的求生欲而剥夺他人的求生权利，只有这样，人才能从‘畜生、地狱、饿鬼’上升成为真正的人，否则，人类将侵夺不息，自相残害，永无宁日。佛说三毒，贪欲为首。孔说克己，意在制贪。贪欲去尽，乃可以立地成佛，求仁得仁。明乎人兽之辨，是为真智慧。”[37]这些见解可资参考。

由上所述，可见古代东方各国拥有丰富的教育思想。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受到西方中心的影响，西方教育史的研究成为国内外教育史研究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史学者力破西方中心，古代东方的教育在外国教育史课程的教学与研究中受到了一定的重视。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第一卷列有专章，论述古代亚述和巴比伦的教育、古代埃及的教育、古代印度的教育和古希伯来的教育（分别为第二、三、四、五章），约占全书的2/7。同一时期在我国出版的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中，也多列有专章论述东方文明古国的教育。但是这些著作中仍然缺乏对古代东方国家教育思想的研究。我们这套《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一卷对古代两河流域诸国（包括苏美尔）、古代埃及、古代波斯、古代希伯来、古代印度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机制，这些国家有关文献中包含的教育思想及其影响进行了较系统的论述，可以说是我国学者集中研讨东方文明古国教育思想的第一次尝试。这对我们完整地认识外国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程，总结教育思想建设的经验是有益的。

三

在古代世界欧亚大陆的西部，靠近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国的爱琴海地区最先进入文明时代。后来，正是在这一地区孕育和发展起古希腊文明，产生了西方最早的教育思想。

（一）米诺斯—迈锡尼文明

爱琴海地区包括希腊半岛、小亚细亚半岛西部沿海地区和爱琴海诸岛。爱琴海是多岛之海，海上分布着数百个大小岛屿，其中最大的是克里特岛。早在新石器时期，克里特岛已有人类居住。约在公元前2000年，克里特进入青铜时代，出现了一些奴隶制城邦，创建了米诺斯文明。稍后，克里特岛人在希腊半岛建立了迈锡尼等殖民城市。但是，在“公元前16世纪，一支野蛮的希腊人（史称亚该亚人）从他们的发源地扩展到伯罗奔尼撒北部，终于征服了迈锡尼。他们逐渐吸收被征服者的物质文化，成为富裕而强大的海上霸主”[38]。约在公元前1400年，他们征服了克里特岛米诺斯王朝的都城克诺索斯，不久又征服了克里特全境，并使米诺斯文明演化为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公元前13世纪（一说是公元前12世纪初），迈锡尼等城邦参加了特洛伊战争，打败了特洛伊人。

但此后不到200年，他们自己又被希腊人的另一支处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多利亚人征服。米诺斯—迈锡尼文明随之衰亡。[39]米诺斯—迈锡尼文明又称“爱琴文明”。它，特别是米诺斯发展阶段的宗教和艺术传统、航海知识、喜好各种游艺和运动、崇尚自由探索的精神对古希腊及周边国家日后的发展都产生了影响。

（二）古希腊文明与古希腊教育思想

古希腊人在摧毁了米诺斯—迈锡尼文明之后，以约300年的时间（公元前1100—前800年）完成了由“军事民主制”向奴隶制的过渡。这一时期的有关资料主要来自《荷马史诗》，因此，这一时期又被称为“荷马时代”。《荷马史诗》描写了战争、冒险以及贵族和国王的生活，歌颂了阿喀琉斯、奥德修斯等希腊英雄的业绩，因此，“荷马时代”又被称为“英雄时代”。

公元前800—前500年被称为古希腊的“古风时代”。在这一时期，铁器普遍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古希腊人不仅在希腊半岛、小亚细亚沿岸和爱琴海诸岛上建立了许多城邦国家，而且大肆向海外移民，并在埃及和巴比伦建立了贸易中心。殖民扩张和海外贸易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导致工商业奴隶主的出现和希腊城邦政治体制的多样化。

古希腊比较典型的政治体制是斯巴达长期实行的奴隶主贵族寡头政治体制，雅典在公元前6世纪初由梭伦（Solon）改革后因政局混乱而出现的僭主政治体制，与公元前6世纪末由克利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奠定基础的奴隶主民主政治体制。正是独特的地理环境、多种经济和多样化的政治体制的相互作用，孕育了古希腊富有特色的文明。这一文明在希腊“古典时代”（公元前500—前336年）达到了高峰。

古希腊灿烂的文化教育和古希腊教育思想就是以当时希腊城邦国家的地理环境和国际国内的社会历史条件为背景，逐渐发展起来的。

《荷马史诗》是古希腊人文化创造的第一项重要成果。史诗包括《伊利亚特》（或译《伊利昂纪》）和《奥德赛》（又译《奥德修纪》）两部作品，其题材都与迈锡尼时代发生的特洛伊战争有关。阅读史诗就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迈锡尼时代繁荣的城市文化虽然已遭后进的入侵者毁灭，克里特—迈锡尼文明已衰亡，但迈锡尼的宏伟城池和富丽堂皇的王宫以及那个时代的精美工艺，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了创作的重要源泉。史诗实际上是诗人凭借自己的想象，将迈锡尼时代发生的事件与事物、军事民主制时代现实生活中的情景与人事和古希腊的一些神话故事编织起来联结而成的。古希腊具有丰富的神话传说，神话中的神和人是同形同性的。奥林匹斯山上诸神之首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都具有端庄、美丽、智慧的人形。这些神都有和人一样的思想情感，像人一样有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之情。宙斯和某些神灵还可以与凡人结合，生儿育女。神和人不同的地方在于，“他们被描写成是永生的，在各自的领域内往往具有无与伦比的威力，他们的好恶对人有决定性的影响”[40]。因此，凡人要向他们献上祭品，谋求神谕和神的帮助。但神也并非完美无缺，凡人也可以与神较量。希腊神话中诸神的这些形象和性格在史诗中得到生动的表现。史诗中描写了许多英雄人物的形象，如阿喀琉斯、奥德修斯就是史诗中的中心人物。史诗中还涉及英雄人物的成长与教育情况，赞颂了克戎（Chiron，或译喀戎）和福尼克勒（Phoenix，亦译富尼克斯）两位教师对阿喀琉斯的教育，体现了当时对完人的教育理想。[41]

众多学者对《荷马史诗》的考察与研究说明，史诗在开始时只是根据古代传说编的口头文学，靠着乐师的背诵流传下来的零散篇章，大约在公元前9—前8世纪才由荷马（Homer）初步定型。但是“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这两部史诗还没有写下来的定本。根据罗马著名散文家西塞罗所说，公元前6世纪中叶，在当时雅典执政者庇士特拉妥的领导下，学者们曾编订过《荷马史诗》；古代也有其他学者认为这是他的儿子希伯尔科斯执政时的事。而从公元前5世纪起，每逢雅典四年庆祝一次的重要节日，都有朗诵《荷马史诗》的文艺节目。从这一制度实行之后，史诗的内容和形式应该是基本上固定下来了”，如今我们所见的史诗则是在公元前3—前2世纪由亚历山大城的几位学者（最著名的是泽诺多托斯、阿里斯托芬和阿里斯塔科斯）校订的最后定本。[42]由此可见，《荷马史诗》实际上是特洛伊战争以后数百年中希腊民间文学的结晶，在公元前6世纪才开始用文字写本流传开来，以后又经过一些诗人学者的加工润色，使之成为世界文学的不朽之作。可以说正是古希腊人的这一文化创造，将克里特—迈锡尼文明与古希腊文明联结在一起，为古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石。

如果说“军事民主制”时代的荷马长时间中还是位十分难以确定，只是经过反复研究才基本上肯定下来的古希腊史诗的作者和文化教育活动家，那么，古风时代的诗人赫西俄德（Hesiodos，约生活于公元前750—前700年）则早已是确定无疑的历史人物了。赫西俄德（亦译赫西奥德、希西阿德）自称祖籍小亚细亚的库墨，后移居比奥细亚（Boeotia，亦译彼奥提亚）境内赫利孔山麓的小村阿斯克拉，被称为教诲诗之父。[43]他的主要作品是长诗《神谱》《田功农时》（亦译《工作与时日》）。赫西俄德为教诲其弟而做《田功农时》，并以之劝谕世人。针对现实生活中的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伦理思想，告诫世人以辛勤劳动为荣，以好逸恶劳为耻，劝人为善和恪守正义与中庸之道，还借农人之口具体介绍了各种农事知识，最后以历数每个月的吉日和凶日结束。[44]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是西方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反映教育思想的创新。公元前7—前6世纪起，它一直作为古希腊学校的教学用书和道德教育的重要教材。

赫西俄德所写的另一首长诗《神谱》，收集了很多古代传说，试图依据对宇宙的一定认识将诸神的相互关系系统化。马克思曾指出，“希腊神话不只是希腊艺术的武库，而且是它的土壤”，对自然的观点和对社会关系的观点是希腊神话的基础；又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45]。赫西俄德的《田功农时》对人类社会演进五个时代的描绘，对人事的叙述，也是和神话故事糅合在一起的。他的《神谱》更是以长诗的形式，系统叙述希腊神话故事。赫西俄德的诗篇和荷马的史诗一样，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人生理想和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荷马史诗》和赫西俄德的诗篇对古希腊民族共同人生理想确立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我们说他们的诗作的流传对古希腊民族共同的宗教观念的确立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是因为古希腊神话与古希腊的宗教是密不可分的。古希腊人宗教崇拜的对象就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要的神和英雄，如宙斯、雅典娜、阿波罗等。伯罗奔尼撒半岛西北部的奥林匹亚是奉祀宙斯最重要的圣地。公元前776年在这里首次举行的全希腊运动会，就是为敬奉宙斯的奥林匹亚节而举行的。以后每四年举行一次，形成了传统。为敬奉宙斯还有尼米亚节，也要举行体育竞赛。为敬奉其他的神，也有节日。例如，敬奉雅典娜，有泛雅典娜节；为敬奉阿波罗，有皮托节；为敬奉波塞冬，有伊斯特摩斯节。每逢这些节日都要举行体育竞技。在泛雅典娜节还要举行音乐竞技。

古希腊的这种与神话密切相连、神与人同形同性的多神宗教及其崇尚智慧、力量与美的祀奉仪式，在古希腊文明发展的起始阶段就丰富了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内容，鼓励了人的自由创造精神，为希腊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古希腊社会，没有形成世袭的神王和握有特权的有组织的僧侣阶层，这对发挥人的自由探索精神也是有利的。

公元前7—前6世纪，一种由对不属于奥林匹斯主神系的酒神和水果，特别是葡萄丰收之保护神狄奥尼修斯（Dionysus，亦译狄俄倪索斯，狄奥尼索斯，在色雷斯和小亚细亚西部古国吕底亚被称为巴库斯）的原始野蛮崇拜演进而来的奥菲斯教（Orphism，亦译俄尔甫斯教，奥尔弗斯教），出现于希腊。据传其教祖为奥菲斯（Orpheus，亦译俄尔甫斯，奥尔弗斯）。按希腊宗教故事，奥菲斯是“色雷斯王埃阿格鲁斯（Oegrus）同艺术九神之一、史诗的守护女神佳丽娥珀（Calliope）所生。善歌唱和奏七弦琴，能用弹唱施行法术，使听者（包括人、神和动植物）入幻”[46]。但也可能确有其人，传说是来自色雷斯，“但是他（或者说与他的名字相联系着的运动）似乎更可能是来自克里特。可以断定，奥尔弗斯教义包括了许多最初似乎是源于埃及的东西。而且埃及主要是通过克里特而影响希腊的”[47]。奥菲斯教徒“相信灵魂的轮回。他们教导说，按照人在世上的生活方式，灵魂可以获得永恒的福祉，或者遭受永恒的或暂时的痛苦。他们的目的是要达到‘纯洁’，部分地依靠净化的教礼，部分地依靠避免某些污染。他们中间最正统的教徒忌吃肉食，除非是在举行仪式的时候作为圣餐来吃。他们认为人部分地属于地，也部分地属于天；由于生活的纯洁，属于天的部分就增多，而属于地的部分便减少”；“奥尔弗斯教徒是一个苦行的教派；酒对他们来说只是一种象征，正像后来基督教的圣餐一样。他们所追求的沉醉是‘激情状态’的那种沉醉，是与神合而为一的那种沉醉，他们相信以这种方式可以获得以普通方法不能得到的神秘知识”[48]。奥菲斯教包含着对酒神狄奥尼修斯崇拜的一些成分，例如，对女性的尊重和尊重激烈的感情等，以及后来宣传的灵魂轮回说和关于灵魂净化。追求通过“激情状态”的沉醉获得神秘知识的说教的宗教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哲学学派、爱利亚哲学学派、柏拉图学派的形成与发展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由于有本民族神话与宗教文化的滋养，又有吸收埃及、西亚等东方文化成果之便，从公元前6世纪起，古希腊哲学、科学与文学艺术开始获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大的发展。与整个文化，特别是哲学密不可分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也更快地发展起来了。

哲学在古希腊获得了最突出的成就。公元前6世纪，在古希腊出现了第一个哲学学派。其代表人物是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哲学家泰勒斯（Thales，约前624—约前547）和他的学生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der，约前610—约前546），以及阿那克西曼德的学生阿那克西美尼（Anaximenes，约前588—约前524）师徒三人。他们都生活在当时希腊世界中比较先进且与埃及等东方国家保持着密切关系的米利都城邦国家，因而被称为米利都学派。著名的英国哲学家罗素在对米利都学派进行评价时曾这样写道：“米利都学派是重要的，并不是因为它的成就，而是因为它所尝试的东西。它的产生是由于希腊的心灵与巴比伦和埃及相接触的结果……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和阿那克西美尼……提出的问题是很好的问题，而且他们的努力也鼓舞了后来的研究者。”[49]

稍后于米利都学派，在古希腊兴起的是由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2—前493年）创立的毕达哥拉斯学派。其活动中心是古希腊人在意大利南部建立的殖民城邦克罗顿。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20年代，毕达哥拉斯在那里建立了一个“伦理—政治学园”，收徒讲学，成了“意大利学派”的开山祖师。[50]

奥菲斯教在意大利南部有比较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又曾在埃及游学达10年之久，并在巴比伦生活了5年。埃及和巴比伦的文化科学（数学、天文学）及宗教思想对他都有比较大的影响。毕达哥拉斯在几何学和天文学方面都有重要的发现和贡献。在哲学方面，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主张数是万物的本源。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用“爱智者”这个名词来代替“智慧者”的人，同时他又宣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天人感应等神秘的宗教思想。毕达哥拉斯和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古希腊哲学后来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开创和引导了一个新的哲学研究方向。与此同时，毕达哥拉斯对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做出了重要贡献。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W.F.Hegel）曾这样指出：毕达哥拉斯主要是“作为一个以教师为业的公众教师”在克罗顿进行活动的，“他可以被认作第一个民众教师”，“是希腊第一个教师，或第一个在希腊传授科学学说的人”[51]。确实，毕达哥拉斯创建的学园在古希腊提供了一种更高级的学校教育的范例。在欧洲流传千年的“七艺”中的后四门课程——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理论，当时就已经成为他学园中的核心学员必须掌握的学问了。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后来的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和教育思想与毕达哥拉斯哲学、毕达哥拉斯教育实践及其教育思想有着继承关系。据说，柏拉图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最后一位代表人物阿契泰[52]的挚友，柏拉图曾“引用他的数学著作”；“阿尔库塔斯的毕达哥拉斯主义和柏拉图学园有密切往来”[53]。众所周知，柏拉图的老师是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是柏拉图的学生。柏拉图先是通过认识苏格拉底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传人，了解毕达哥拉斯主义的。苏格拉底死后12年，柏拉图到意大利对该学派的思想和活动又做了进一步考察。回到雅典后，柏拉图于公元前387年创办了以“阿加德米”为名称的著名学园，所教课程与毕达哥拉斯学园的课程极为相似。凡此种种说明，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期的三大哲学家，其中两位——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受到过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直接影响。这同时又说明，培养出一批哲学家、形成一个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哲学流派可以说是毕达哥拉斯学园最主要的成就，其主要影响也表现在这里。自此以后，古希腊的教育思想就作为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得更系统和理论化了。

古希腊古风时代后期和古典时代的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的确是丰富多彩、流派纷呈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哲学与教育思想具有多方面的思想渊源，他们自己也做出了独创性的贡献，亚里士多德这位古代世界最大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更是在综合古希腊整个文化教育创造的基础上才做出令世人惊叹的贡献的。在毕达哥拉斯之后和苏格拉底以前，古希腊出现的主要哲学家还有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约前540—约前480）、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约前490—前430）、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或496—约前428）、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约前460—约前361），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家色诺芬尼（Xenophanes，约前560—约前478）、巴门尼德（Parmenides，约前525—约前445）、芝诺（Zeno of Elea，约前495—约前430）、麦里梭（Melissus，活动时期在公元前5世纪）和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约前481—约前411）、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90年或稍后—？），等等。赫拉克利特、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德谟克利特等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是各自成派，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家则基本上可划分成以巴门尼德为创始人的爱利亚哲学学派和以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为代表的智者派。在各派相互争论和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古希腊的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得到了更加迅速的发展。

这里应该特别谈到的是阿那克萨哥拉和德谟克利特。阿那克萨哥拉一生酷爱科学，献身自然研究，是第一个将哲学带到雅典的人。他在雅典从事学术活动达30年之久，曾著有《论自然》一书，虽已失传，但留有其著作的残篇。关于世界的本原问题，阿那克萨哥拉提出了“种子”理论；关于万物起源问题，他提出了“心灵”学说；在认识论方面，他既重视感性认识，更强调理性认识。在他的思想中，这三者是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阿那克萨哥拉曾这样表述他的“心灵”学说：“心灵是万物中最稀最纯的，对每一事物具有全部的洞见和最大的力量。对于一切具有灵魂的东西，不管大的或小的，心灵都有支配力。因此，心灵也能支配整个涡旋运动，它推动了这个运动。这个涡旋运动首先从某一个小点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进。”[54]阿那克萨哥拉在雅典开展的学术活动，促进了雅典哲学和科学的发展。此后，雅典成了整个希腊哲学的中心。他的“种子”理论直接影响了德谟克利特的哲学探讨，他的“心灵”学说对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探讨起了很大的作用。同时，他的哲学思想和人生观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也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德谟克利特既经历了古希腊战胜波斯的黄金时代，也看到了古希腊的衰败。他曾到埃及等地游学。东方之行是他的广博知识的重要来源之一。回到家乡后，他继续从事科学实践活动，并吸取希腊本土的哲学与科学成果。德谟克利特写了70部（篇）著作，内容涉及哲学、物理、数学、天文、地理、逻辑、心理、动物、植物、医药、养生、社会伦理、历史、诗歌、音乐、绘画、语言、农业、军事等诸多方面的问题。关于世界的本源问题，他提出了原子论，并在原子论的基础上把人的身体与“灵魂”“灵魂”与“心灵”统一起来，肯定人的身体和灵魂都是由原子组成的，灵魂中有一个特殊的部分就是心灵。在认识论方面，他提出了影像说。他甚至认识到，环境对人的身体状况和认识活动是有影响的。他还明确指出了感觉与理智既有区别又相联系的关系。自人类进入文明以来，他首次把人比作“一个小世界”[55]，并对人和人的社会与教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是古希腊世界最彻底的无神论者，认为“神”或“神兆”其实都是人的灵魂所感觉到的一些“偶像”（idols），也就是一种特殊的“影像”。德谟克利特和苏格拉底、普罗塔哥拉是同时代人。他曾访问过雅典并了解苏格拉底，但苏格拉底不认识他。后来，他的学说广为传播。柏拉图以敌视的态度对待他的学说，而亚里士多德却认为原子论探讨物理现象最细致，并在自己的著作中大量引用德谟克利特的话。但是，罗素对德谟克利特曾这样评论道：“德谟克利特——至少我的意见如此——是避免了后来曾经损害过古代和中世纪思想的那些错误的最后一个哲学家。”[56]“原子论者的理论要比古代所曾提出过的任何其他理论，都更近于近代科学的理论。”[57]对于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关于他的哲学对古希腊罗马乃至西欧哲学与教育思想的发展有什么影响，他本身的教育思想又是怎样的，我们过去真是了解得太少，更谈不上有些什么研究了。

除此之外，属于唯物主义路线的哲学家——恩培多克勒，不仅是当时著名的哲学家，而且是杰出的科学家和医生。他还是一位杰出的修辞学家和演说家，是智者派重要的代表人物高尔吉亚的老师。可见亚里士多德在《智者》篇把恩培多克勒奉为修辞学的创立者是不无道理的。而在属于唯心主义路线的哲学学派中，爱利亚学派在论证其哲学观点的过程中，对“七艺”中前三艺的文法和作为雄辩术和逻辑学意义上的辩证法的形成和创立是做出了贡献的。爱利亚学派的芝诺就被亚里士多德称为辩证法的创立者，因为他继承了他的老师的逻辑推理法，而尤以悖论见长。由此可见，我们过去的一些外国教育史著作中，将“七艺”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说成是智者派的创造，这是不够确切的。

不过，我们在这里也还是要特别谈论一下智者派，因为以普罗塔哥拉和高尔吉亚为创始人，并以他们为主要代表的智者派，在古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中是占有特殊重要地位的。到公元前5世纪后半期，“智者”成了以收费授徒为职业的一批巡回教师的专有名称。在伯里克利时代，[58]雅典成了智者活动的中心。普罗塔哥拉是自称为智者的第一人，也是第一个要人缴纳学费的职业教师。公元前445年，他第一次到雅典从事教育活动。柏拉图曾在他的《泰阿泰德》篇中，以苏格拉底与泰阿泰德对话的形式评说了普罗塔哥拉的哲学、社会政治和教育观点。“人是万物的尺度”是普罗塔哥拉提出的哲学命题。这一哲学命题虽然以个人的感觉作为真理标准，导致了“感觉即知识”的错误结论，夸大了事物与认识的相对性，忽视或者否定了认识的客观源泉和客观标准，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倾向，但是它大胆地肯定个人的认识能力和作为主体的人“是能动的，是规定者”（黑格尔语），肯定教育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表现出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精神，在当时还是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的。通过普罗塔哥拉及其他智者派的教学活动，前面我们已经提到的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之久的“七艺”中的前三艺，也被作为教学的正式课程确定下来了。此外，由普罗塔哥拉提出的人为约定思想还引起了一场影响整个时代的辩论，对古希腊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不无影响。但是，在很长的时间里，由于受到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贬损智者的影响，人们一直把智者看作只起破坏作用的诡辩学派，普罗塔哥拉则成了诡辩派的罪魁祸首。一直到19世纪，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发表《哲学史讲演录》，智者在古希腊文化教育发展中所起的历史作用才重新得到肯定。[59]

对古希腊罗马教育的发展产生长远影响的，还有伊索克拉底（Isocrates，前436—前338，又译爱苏格拉底）创办修辞学校的教育实践和他的教育思想。公元前392年，他在雅典创办了修辞学校，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在伊索克拉底从教的40年中，到他的修辞学校来学习的有从希腊各邦来的青年。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育活动的方式上，他继承着智者的传统。我国著名教育史学家曹孚先生曾这样指出：“通过爱苏格拉底，再通过修辞学校，智者们的教育思想与实际活动影响了后代的欧洲。我们将要看到，爱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了罗马的雄辩家的教育思想，并且在罗马的文法学校、修辞学校的内容与组织上打上了他的烙印。”[60]

苏格拉底（Socrates，约前469—前399）、柏拉图（Plato，前427—前347）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师徒三人的哲学与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必然结果。古希腊各城邦在雅典领导下取得希波战争的最后胜利，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经济发展，以及伯里克利个人对一切“深奥、高尚、优美事物”的真诚爱好，[61]他与域外文化人的友好交往，使雅典迅速地变成了全希腊的文化中心。毕达哥拉斯学派传人的来访，巴门尼德与芝诺师徒的访问，特别是阿那克萨哥拉长时间在雅典进行的哲学探究和讲学，普罗塔哥拉等智者的教育活动，为雅典第一代哲人苏格拉底的出现营造了适宜的环境，也为苏格拉底哲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应该说，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师徒三人进行哲学探究和教育实践的时代背景大体相同，都在古希腊古典时代后期希腊城邦制发生危机和走向衰落之时。亚里士多德创作的盛年已处在希腊化时代。由于他们生活的具体环境和个人经历不同，占有的知识背景和研究范围有比较大的区别，他们的哲学与教育思想虽有互相承袭之处，但又自成体系。他们在西方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都是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但对西方哲学和教育思想发展发挥的作用不大一样，发生作用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在哲学界，以苏格拉底划分前后古希腊哲学史的做法是被公认的。学者们一般都认为，他在欧洲哲学史上起过一种划时代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他实现了哲学研究任务的转变，把哲学从研究自然转向研究自我，即研究人本身，特别是人的思想和道德情操。第二，他关于灵魂的学说进一步使精神和物质的分化明朗起来。第三，他注重寻求事物的普遍定义。第四，他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伦理学命题。第五，他的辩证法强调以问答、谈话的方法探求知识。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哲学思想密不可分。基于“美德即知识”的哲学观点，他认为美德是可教的，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培养人的美德，教人“怎样做人”。他肯定了人的天赋有所不同，但他同时断定，无论人的天赋如何，都必须经过适当的教育，才能成为品德高尚和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基于“智德统一”“知行同一”说，他注重发展智慧和主动求知精神的培养，致力于通过发展人的智慧来培养人的美德，以便改进城邦的事务和恢复雅典的繁荣。可以说，这是苏格拉底致力于哲学探究和献身于雅典公民教育的目的，也是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所在。而他提出的教学法，则是西方启发式教学的渊源。

如果说苏格拉底没有留下任何著作，他的哲学与教育思想都是根据他的学生柏拉图和色诺芬的著作中的追述与回忆来研究的话，那么，柏拉图则留下了大量著作，而且他的所有著作都流传下来了。但是，柏拉图师承苏格拉底的学说，而苏格拉底学说是对前苏格拉底哲学成就的初步综合。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柏拉图的哲学可以说是集希腊各派思想的大成。他的哲学源于毕达哥拉斯、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和苏格拉底的学说，旁采物质、人事两时代诸家思想，融会贯通，而构成他自己的体系。”[62]

柏拉图哲学最重要的部分是他的“理念”说。但“理念”说实际上是苏格拉底提出的，由柏拉图加以发展。此外，柏拉图不仅对苏格拉底的“回忆”说有所发展，而且对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有发展，并把它视为最高的学问，列为培养哲学家的最高课程。应该看到，柏拉图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师从苏格拉底后，柏拉图开始深入哲学研究。针对雅典社会的混乱、无序以及从政者的道德堕落，他和苏格拉底一样，试图通过哲学的研究和教育来改变城邦领导者的思想和道德品质，以实现正义、和谐、完善的社会思想。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理想国》成了他阐述自己哲学、政治、伦理和教育思想的综合性著作。由于柏拉图认为改变城邦领导人的品质是实现建立理想国的关键，而合乎要求的领导者——哲学王，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的，因此，柏拉图对怎样的人才是哲学王以及对他们应该怎样培养和教育进行了系统的理论探讨，结果使《理想国》成了西方第一部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教育著作，奠定了西方国家重视教育和教育研究的根基。晚年，柏拉图在其所著的《法律》篇中更强调法治，并要求设一名专管教育的长官管理学校教育，还提出了对所有公民的孩子进行强迫教育的思想。无疑，柏拉图的《理想国》《法律》篇中的教育思想也是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结果。

亚里士多德由于自己的特殊经历而成为兼顾自然科学和文史研究的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在柏拉图学园学习和工作20年之久，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十分了解，但他不盲从，而是对柏拉图的“理念”说做了重要的修正。后来，亚里士多德于公元前335年在雅典创办吕克昂，从事研究和教学活动13年。其研究的学科遍及哲学、美学、诗学、伦理学、文法、修辞、逻辑学、天文、物理、生物、解剖学、心理学等领域，几乎包括了当时的一切知识部门。据说，亚里士多德有教育著作，可惜已失传。现在只能从他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著作中窥见其教育思想的梗概。

基于广泛的科学知识和对古希腊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亚里士多德提出了系统的教育理论。应该说，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是古希腊教育理论的最高成就。他讨论了教育与政治的关系；论述了自然“潜能”、环境因素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天性、习惯和理性）；提出灵魂由营养的灵魂、感觉的灵魂和理性的灵魂三部分组成的理论；主张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遵循儿童的年龄特点，把新生一代的教育分为三个时期（初生～7岁，7～14岁，14～2l岁），与灵魂的三个组成部分相对应，阐述了对儿童实施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的具体见解；要求建立普遍的公立教育体制和制定教育法规。

综上所述，古希腊哲学家可以说无人不进行教育活动，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他们哲学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毕达哥拉斯提出了古希腊教育思想中一系列基本问题，如教育的目的与任务、崇尚理性、提倡爱智、知行关系、设置四门课程等。以后，德谟克利特、智者派、伊索克拉底都有丰富的教育思想；到古希腊三哲，教育思想日益体系化。从教育思想的系统化和理论化的水平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出现可以说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个里程碑，但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才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最高成就。恩格斯在谈到古希腊哲学时指出：“如果说，形而上学同希腊人相比在细节上是正确的，那么，希腊人同形而上学相比则在总体上是正确的。这就是我们在哲学上以及在其他许多领域中不得不一再回到这个小民族的成就上来的原因之一，这个民族的无所不包的才能和活动使他们在人类发展史上享有任何其他民族都不能企求的地位。而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希腊哲学的多种多样的形式中，几乎可以发现以后的所有看法的胚胎、萌芽。”[63]无疑，这个评价同样适用于古希腊人在教育思想方面取得的成就。不过，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古希腊哲学思想与教育思想毕竟是西方哲学与教育思想发展的起始阶段，虽然希腊人富于自由探究精神，他们的思想崇尚理性，世俗性比较强，但由于当时科学的发展并不能给他们提供完全正确认识自然和社会问题的条件，使他们不得不将造成自然与社会发展和保持和谐、秩序的原因与动力归结于神。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思想中就存在神秘主义思想。色诺芬尼作为爱利亚哲学学派的先驱，就反对古希腊神话的拟人性，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把人间认为是无耻丑恶的一切都加在神灵身上”，针对古希腊崇拜似人的众神的宗教思想，他就提出了“一切是一”的思想，并称这个“一”就是神。他在《论自然》中写道，“有一个唯一的神，是神灵和人类中间最伟大的；他无论在形体上或思想上都不像凡人”，“神是全视、全知、全听的”，“神毫不费力地以他的心灵的思想力左右一切”，“神永远保持在同一个地方，根本不动，一会儿在这里一会儿在那里动来动去对他是不相宜的”[64]。他的“不动的一”的思想为爱利亚学派的创始人巴门尼德继承。在柏拉图的思想中，最高的理念至善也就是神；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的第一推动者也是神。罗素指出，柏拉图后期的作品《蒂迈欧》篇被西塞罗译成拉丁文，后来成为西方中世纪唯一的一篇为人熟知的对话。无论是在中世纪，还是在更早一些的新柏拉图主义里，它都是一篇比他的其他作品具有更大影响的著作。[65]柏拉图在这部对话作品中就赞美了至善的神。柏拉图的《法律》篇也包含了他的神学观点和他对无神论者的攻击，并要求制定有关惩罚不敬神者的法律。[66]正因为如此，柏拉图的思想在罗马时代又被发展为新柏拉图主义，而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便成了基督教教父哲学的理论基础之一。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第12卷就包含有第一推动者的理论。他还用善一目的去解释万物存在、生存和变化。这是古代人在无法科学地说明世界时不得不采取的办法。他的这些思想后来被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和唯心论者利用。

（三）希腊化时代的文明与教育思想

希腊化时代包括亚历山大东征和亚历山大帝国的建立以及亚历山大逝世后由其部将建立的马其顿、托勒密埃及和塞琉古三个希腊化王国的兴亡，为时300余年（公元前336—前31年）。

除亚历山大里亚城在希腊化时代是文明世界最大的城市和文化教育中心外，亚历山大在东征过程中建立的一些城市都成了传播希腊文化的中心。应该看到，亚历山大的东征开创了古代世界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新时代，促进了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其结果是希腊文化和东方文化的相互渗透，因而出现了一个新文明，也就是希腊化时代的文明。“如果说希腊古典文化是一种城邦文化，那希腊化时期文化就是一种走向帝国的、带有世界性的文化。希腊一体化和地方多元性相结合，消极没落的个人主义和眼界开阔的世界主义相并存，是这一文化的基本特征。”[67]美国历史学家斯诺夫里阿诺斯也指出：“希腊化时代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打破了历史上形成的东、西方各自独立发展的模型，将它们合二为一。现在，人们首次想到把整个文明世界当作一个单位。起先，埃及人和马其顿人是以征服者和统治者的身份去东方的，他们强制推行希腊化模式。但是，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自己也发生了变化，使随后产生的希腊化文明成为一个混合物，而不是来自其他地区的移植物。最后，东方的宗教也传播到西方，大大地促进了罗马帝国和中世纪欧洲的转变。”[68]

虽然在希腊化时代，文化教育中心已由雅典逐步移转到亚历山大里亚城，但雅典仍是文化教育较发达的城市，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柏拉图的阿加德米学园和亚里士多德的吕克昂仍继续进行着教学活动。哲学在那里仍得到了发展，出现了由芝诺（Zenon Citinum，约前335—约前263）开办的斯多葛派的哲学学校（公元前308年）和伊壁鸠鲁（Epicurus，前341—前270）开办的伊壁鸠鲁派的哲学学校（公元前306年）。公元前200年前后，上述几所学校合并为雅典大学。在希腊化时代，科学的发展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亚历山大里亚城设有博物馆和图书馆，许多学者在这里进行学术研究，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有许多新的发明与创造。此外，文学艺术和史学在希腊化时代也仍有发展。但是，在教育思想方面并没有看到新的发展。

然而，应该看到，希腊化时代的“文化是对希腊古典文化的总结和发展，也是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利用，更是从希腊文化到罗马文化，继而到西方文化的桥梁”[69]。

（四）古罗马文明与古罗马教育思想

古罗马的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王政时期（公元前8世纪—前6世纪末）、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30年）、帝国时期（公元前30—后476年）。古罗马在其共和早期（公元前509年—前3世纪）于公元前451—前450年制定了第一部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此后，又颁布了多部法案，划清了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限，开创了罗马奴隶主不再奴役本国公民，而是奴役外籍奴隶的道路。这时候，古罗马的奴隶制还处于低级阶段。在经济上，居民主要从事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还不发达。这时的罗马教育基本上是农民—军人教育，而且主要是家庭教育。罗马的拉丁文虽在王政时期已经使用，文化学习在教育中所占的比重却很小。从公元前3世纪中叶开始，至公元前2世纪中叶，古罗马大力向外扩张，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势力，扑灭了希腊人的反罗马运动，把地中海周围的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古罗马由此开始吸取比自己先进的希腊文化，并在保存和发展其本身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创造一种新的文化，即拉丁文化。在罗马共和后期（公元前3世纪—前30年），其文化教育的重要特点就是罗马的好传统和希腊的影响同时并存：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双重性；文字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并用；文化人物也来自罗马和希腊两个方面。正因为如此，这一时期也是罗马文明发展最重要的时期。古罗马在这一时期形成了包括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的三级教育制度。初等学校多为私立的小学，教学内容是读、写、算，其中包括学习道德格言和《十二铜表法》。一部分贵族不送子女入小学，而是雇用家庭教师在家中教育其子女。中等教育的主要形式为文法学校。起初多为由希腊人主持、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学的希腊文法学校，随着拉丁文学的发展，到公元前1世纪前后，古罗马才出现了拉丁文法学校。此后，拉丁文法学校得到了迅速发展。高等学校是仿照伊索克拉底的修辞学校办起来的雄辩术学校。开始也只有希腊雄辩术学校，教学用希腊语，主要课程是学习希腊作家的作品，教师也大多是从希腊化地区和希腊本土来的修辞学家。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才建立拉丁语雄辩术学校，使用拉丁语进行教学，学习拉丁作家的作品。在雄辩术学校除学习文法和修辞学外，还设辩证法、历史、法律、数学、天文学、几何学、伦理学和音乐等课程。可见这一时期的罗马教育对古罗马人掌握希腊文化教育成果、发展罗马文明起了多么重要的作用。当然，古罗马的这种中、高等教育，特别是它的高等教育也只是以罗马统治阶级（元老与骑士）的子弟为对象。希腊文化，对于罗马的平民是无缘的，更不必提奴隶了。

由此可见，古罗马文明还是在既保持古罗马文化的特点，又学习、吸收和融合古希腊文化教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罗马的哲学是希腊哲学的继续。古罗马哲学家卢克莱修（T.Lucretius，约前99—前55）以其毕生的精力撰写成著名的《物性论》，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试图用这一学说去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其他哲学家则以各种形式发挥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斯多葛派、怀疑派的思想，缺乏独创性。但是，古罗马在文学和史学方面相当繁荣，出现了许多后来对欧洲文化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的文学家和史学家。由于古罗马的文化教育发展历程的上述特点与影响，西方的著作通常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

随着古罗马进入帝国发展阶段，由于政体的变化，古罗马的教育也进行了相应的变化。除国家实行对教育的严格控制外，拉丁文化在学校教育中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高等教育虽然有所发展并保留了文法和修辞教育的传统，但学习内容越来越脱离实际，趋向形式主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世俗文化对立面的基督教开始得到传播，并逐渐由弱小变为强大，最后在4世纪末被定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以致出现了基督教文化教育。

以上情况说明，公元前3世纪至前l世纪是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重要时期。古罗马人不仅在本地由希腊人主办的文法与修辞学校中学习希腊文化，有的人还去雅典学习高深的学问。正如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所说的：“希腊文化‘像潮水一般涌入罗马’。”[70]罗马在接受希腊文化影响的过程中，曾受到一些罗马人的抵制。他们认为，罗马的传统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而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引入，严重地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与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在公元前161年，元老院甚至通过了不允许希腊哲学家在罗马居留的法令，宣称禁止希腊化教育。但由于当时向希腊文化教育学习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保守派的反对和元老院的禁令并未能扭转希腊文化教育对罗马的影响。为了巩固罗马传统，罗马的统治者遂规定在其统辖的范围内，仍以拉丁语作为官方语言，并先后推动建立拉丁文法学校和雄辩术学校，以便在引进和吸收希腊文化教育中有用的东西的同时，又能保持和发展自己的文化传统。”[71]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发了人们对罗马教育问题的思考，导致罗马教育思想的产生。随着罗马教育实践的发展，罗马教育思想逐渐形成与发展起来。罗马教育思想主要的代表人物除西塞罗外，还有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ntilianus，约35—96）、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和普鲁塔克（Plutachos，约46—119），其中，西塞罗与昆体良的影响更为显著。

西塞罗生活在罗马共和晚期。这时候，罗马教育的培养目标已从培养农夫—军人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活动家。他本人就是一位杰出的雄辩家，著有《论雄辩家》一书，其中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教育思想，这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西塞罗在书中论述了一个雄辩家必需的学问和品格。他强调指出，雄辩家的本质特点是善于雄辩。要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就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修辞学修养、优雅的举止风度。西塞罗对待希腊的文化教育采取折中调和的态度。“他说：‘我们要向罗马学习道德，向希腊学习文化’。他基本上接受希腊化，但要求保存罗马的道德传统。”[72]因此，他认为在雄辩家—政治活动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前期最有成就的教育家。公元70年，他遵命主持一所国立拉丁文修辞学校，历时20年之久。他所写的《雄辩术原理》一书，既是自己长期教育工作实践经验的总结，又是古希腊罗马教育经验的概括与综合。在教育与天赋的关系上，他高度评价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在雄辩家的教育上，他更强调德行的培养；在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比较上，他主张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在教学理论上，他阐述了一些精辟的见解；在教师问题上，他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与古罗马其他教育家相比，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无疑更加全面、更加丰富。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拉丁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的优美散文及其教育思想和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塞涅卡是古罗马的哲学家、政治家和悲剧作家。他的教育思想集中在德育方面。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Erasums）曾将塞涅卡伦理学著作中的一些道德箴言编辑成册，于1614年出了第一个英文版。

普鲁塔克是罗马帝国时期的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他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并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此外，他曾担任过许多要职。普鲁塔克是古罗马多产作家之一，但流传下来的只有由后人编成的两部著作。一部是《希腊罗马名人传》，另一部是《道德论丛》。《道德论丛》一书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广泛内容，并含有论儿童教育的专论。《希腊罗马名人传》也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理为一体的巨著。

本书第二卷集中地研究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教育思想。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是国内外研究较多、研究成果也比较多的课题。本书的特点是将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放到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中进行研究，探讨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与机制。在研究古希腊教育思想时，既看到它与古代东方文明与教育思想的联系，又说明了古希腊文明与教育思想的特点，对古希腊诗人和哲学家在人类教育思想发展中做出的贡献及其影响做了比较深入细致的论述与评价。在研究古罗马教育思想时，既说明了古罗马对希腊文化教育（包括教育思想）的继承，也说明了古罗马教育家的独特创造。古罗马教育家西塞罗，特别是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以及近代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

四

（一）基督教与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思想

395年，统一的罗马帝国分裂为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前者以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为首都，后者以罗马为首都。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标志着西欧古代社会的终结和中世纪的开端。经过6个世纪的演变，西欧社会终于建成了成熟的封建制度。

在西欧中世纪，基督教会成了经济上、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支配势力，成为最有势力的封建领主。教育和教育思想也受基督教教会控制，渗透着基督教神学精神。恩格斯指出：“中世纪完全是从野蛮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接受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丧失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73]

基督教产生于公元1世纪，是作为犹太教的一个下层派别兴起的。相传基督教的创始人是拿撒勒人耶稣（Jesus Christ）。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是学者们长期争论不息的问题。不管是否真有耶稣其人，四福音书中所记述的耶稣，以其行事、人品和他所宣讲的教义，对全世界产生巨大影响达两千余年。

据传，耶稣大约生于公元前7年至前4年之间，30岁时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真切感到自己是“上帝的爱子”，到世界来负有一种特殊的使命。他宣传上帝是众人之父，他理想中的上帝之国不局限于犹太民族，而及于全人类，主张信徒之间彼此相爱，一切人都是兄弟。在耶稣看来，“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要爱“主你的神”，二要“爱人如己”。[74]他的说教给苦难中的下层民众以精神的慰藉和虚幻的希望，因此，基督教在穷苦大众中迅速流传。随着基督教影响的扩大，一些富人、社会中上层人员和知识分子也纷纷加入基督教，使基督教徒的社会成分发生了变化。

随着入教者社会成分的改变，有些教会逐渐拥有较多的财富。120—220年，教会活动家中出现了一些护教士，他们已不是对迫害提出抗议和谴责，而是向罗马皇帝和知识界申诉，说明基督教的信仰内容和制度习俗的合理和无害，力图消除反教者的误解，博取宽容和同情。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us the Great）终于认识到基督教是一种可以用来巩固帝国统治的力量。313年颁发的《米兰敕令》，宣布帝国境内有信仰基督教的自由，基督教终于取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392年，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正式宣布基督教为国教。随着基督教的发展，培养信徒的初级教义学校和为年轻的基督教学者提供研讨宗教理论基地的高级教义学校产生了。作为欧洲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的修道院（也称隐修院），也于4世纪早期在埃及，由安东尼（Antony）和帕科米乌（Pachomius）等人首先创办。早期基督教著名的神学家兼哲学家克雷芒（Clement of Alexandria，Saint）、奥里根（Origen，又译奥利金）、德尔图良（Tertullian）、哲罗姆（Jerome，Saint）和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等著名教父的宗教哲学与教育思想，正是东方的宗教思想与神话传说和古希腊罗马哲学（主要是毕达哥拉斯主义、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斯多葛主义和新斯多葛主义等）交融的结果。克雷芒和奥里根是2—3世纪重要的基督教护教士。180年前后，克雷芒任亚里山大里亚教理学校（高级教义学校）的校长，培养了一批教会领袖和神学家。[75]奥里根是克雷芒的学生，后继任亚历山大里亚教理学校的校长。他们都致力于运用希腊哲学论证基督教的教义，属于亚历山大学派，为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和哲罗姆为拉丁教父的代表人物。德尔图良受过良好的希腊和拉丁文化教育，但是他在约193年皈依基督教以后，对希腊哲学持批判的态度。德尔图良是第一个以拉丁文写作的教会作家，是第一位拉丁教父，在使拉丁语成为教会语言和西方基督教的传播工具方面做出了贡献，著有《护教篇》《论基督的肉体复活》《论灵魂》《论洗礼》等。[76]哲罗姆是早期西方教会中学识最渊博的教父。他将《圣经》希伯来文《旧约》、希腊文《新约》译成拉丁文，此译本后称通俗拉丁文本，对中世纪初期学界影响至大。[77]哲罗姆曾任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的秘书，考证《圣经》，宣传禁欲。386年，他定居伯利恒，任男修道院的院长。他还著有《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奥勒留·奥古斯丁是罗马帝国后期最重要的基督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是对后代欧洲的教育影响最大的基督教教父……曾经受过很高深的希腊—罗马教育；在皈依基督教之前，担任过修辞学教授”[78]。387年加入基督教后，他曾任希波教区的主教（396—430年在任），其间著书立说。他的主要著作有《忏悔录》《论上帝之城》《论三位一体》等。奥古斯丁在其著作中运用柏拉图、新柏拉图主义者的哲学思想论证基督教的教义，为基督教构建了一套较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并提出了比较系统的教会教育思想。可见西欧中世纪早期的精神文明，以及中世纪早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思想，是在罗马帝国时期孕育成长起来的。

西欧诸国的形成过程是与这些国家社会生活的封建化过程相伴随的。8世纪末9世纪初，法兰克王国的封建制度已基本确立。在查理曼大帝（Charlemagne Emperor，约742—814）统治时期，封建的采邑制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西欧诸国的统治者在巩固自己势力和扩张领土时也依靠罗马教会的支持。这时候，教会已模仿世俗封建主的等级制度，建立了教阶制度。在罗马教皇之下，设大主教、主教和神父，分别管理大小不等的地区的宗教事务。特别是在8世纪东罗马（拜占庭）帝国的势力被削弱后，罗马教皇的职位转入法兰克人手中，教皇同法兰克人缔结了盟约，最终导致教皇利奥三世（LeoⅢ，Saint）为查理曼加冕，做出了“君权神授”的示范。

在西欧中世纪早期，罗马帝国时期的世俗教育机构已不复存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化财富几乎丧失殆尽，残存的一切都被用来为宗教神学服务。教士是主要的教育者。中世纪早期最典型的教会教育机构是修道院。在主教所在地设有主教学校（或称座堂学校）。在教堂设有堂区学校。这一时期著名的教会教育活动家有圣·本尼狄克（Benedict of Nursia，Saint）、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拉班纳斯·莫鲁斯（Rabanus Maurus，又译赫拉班，为Hrabanus Magnentius音译）、阿尔琴（Alcuin）等。其中，圣·本尼狄克被认为是西方修道制的鼻祖，他创办了西欧最早的修道院，并制定出修道院“管理条例”，成为后来的修道院的示范。阿尔琴是英格兰的著名教士。782年，他受查理曼大帝邀请来到法兰克宫廷，主持宫廷学校达14年之久，使它成了当时西欧最著名的宫廷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法兰克国王查理曼大帝不但邀请著名学者来宫廷学校讲学，而且要求收集、研究和讲授罗马帝国遗留下来的文化典籍。他还专门发布“教育敕令”，要求在全国各地建立修道院和学校，发展文化教育。一个多世纪后，英格兰西南部撒克逊人的威塞克斯王朝的国王阿尔弗烈德（Alfred，the Great of Wessex，849—899，871—899年在位）也开展了有效的文化教育活动。“阿尔弗烈德一直被人们怀念，到12世纪还有人手抄他的一些著作。”[79]

（二）拜占庭帝国的文明与教育思想

拜占庭最早是公元前7世纪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建立的移民城市。君士坦丁大帝将罗马帝国的发展重心东移时，便改建此城为君士坦丁堡。以后它成为东罗马帝国的首都，因此，东罗马帝国又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拜占庭奴隶制的崩溃和封建制的形成经历了一个缓慢的发展过程。这里存在比较强大而统一的中央世俗政权，具有从古代继承下来的比较繁荣的城市和比较发达的城市手工业，国内外贸易十分活跃。由于这些原因，拜占庭的教会始终处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地位。这些特点对它的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它始终保存着古希腊和罗马时代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教会的文化教育体系与世俗的文化教育体系长期并存，互相渗透和对立斗争。此外，希腊语是教学的通用语言。

拜占庭世俗教育的基础是古希腊、希腊化时期和古罗马的文化科学成就以及罗马时期的教育设施。帝国初期，雅典大学、亚历山大里亚的医学校和哲学学校、贝鲁特的法律学校和其他一些城市的修辞学校都继续存在，并享有很高的声誉。425年，首都办起了君士坦丁堡大学。但是在529年，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527—565年在位）又下令停办了雅典大学。7世纪中叶，阿拉伯帝国兴起，相继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使拜占庭的世俗教育遭到削弱。不过，法律教育在拜占庭一直受到重视。这与查士丁尼皇帝发扬古罗马重视立法和法律教育的传统有关。528—565年，在他的组织与推动下，编纂出《罗马民法大全》。他把推广法律知识看作巩固自己统治的手段，因而重视法律教育。在君士坦丁堡大学设有法律讲座。此外，君士坦丁堡还由国家举办有法律学校。学者私人讲学在拜占庭的世俗教育体系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各省城，尤其是在希腊古城中，私人讲学之风特别流行。初级学校多为私立学校，《荷马史诗》《圣诗集》都是重要的读物。学者们还私收门徒，传授比较高深的文化科学知识。

东、西罗马帝国分立后，基督教逐渐分化为以希腊语地区为中心的东派和以拉丁语地区为中心的西派。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加速了这种分化。1054年，东、西两派正式分裂，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的大部分东派教会自称为“正教”，意即保有正统教义的正宗教会。在宗教仪式中，他们以希腊语为主，故又被称为希腊正教，但也允许使用地方民族语言。

拜占庭教会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关心学校教育问题，也比西罗马教会更早地提出了由教士承担教师职责的问题。除了为世俗儿童开办的受教士指导的中级性质的学校外，7世纪后，拜占庭的修道院学校有了较快发展，主教学校也有发展。这些学校的主要学科虽是神学，但也给予未来的神学家某些文化基础知识和古代的哲学知识。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学校是拜占庭最高的主教学校。它不仅是教会学校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当时最高的神学思想中心，有权解释教会的政策与教义。学生们在这里不但学习七艺和科学，而且研究古希腊罗马哲学家的著作，以便日后能够更好地按照教会的需要阐述“科学原理”，并批驳异教。

利奥（Leo，约790—约869）是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教育活动家，曾设立学校，招生纳徒，传播古典知识。由于他学识渊博，学校吸引了一大批学生，名声远播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曾致函拜占庭皇帝，商请允许利奥到巴格达讲学，未果。9世纪中期，利奥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使学校重新成为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他认为拜占庭世俗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向人们传授古典知识，强调学习原著。他还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实用科学知识，他本人就为拜占庭皇室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器具。拜占庭知名的教育活动家还有佛提乌斯（Photius，810—约895）、普塞洛斯（Psellus，或译巴塞罗斯，1018—1078）和希菲林那斯（J.Xiphilinus，约1010或1013—1080）。佛提乌斯曾师从利奥。在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期间（858—867年和878—886年），佛提乌斯强调按照希腊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论证神学，把希腊文化作为基督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基础。他也曾担任宫廷教师，应聘到君士坦丁堡大学讲学，还曾在家中私设学校。他著有《典籍广览》。该书是一部对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评论性著作，体现他维护古典知识纯正性的思想。普塞洛斯曾长时间做私人教师。1045年，拜占庭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普塞洛斯受聘担任哲学院的院长。他分学习为基础的、语法的和哲学的三个等级，认为哲学是学问中最高级的学问，它可以使学生获得看穿宇宙终极的慧眼，但是他也重视基础学问，凡入哲学院学习的人，必须先受基础教育。在古希腊哲学家中，他最推崇的是柏拉图，认为应将柏拉图的著作视为学习古典知识的最基本的著作。普塞洛斯所著的《逻辑学》传入西欧后很受欢迎。希菲林那斯与普塞洛斯是同时代人，且是他的同窗好友。但是，希菲林那斯尊崇的是亚里士多德。在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时，他被聘任为法学院长。他注重法学实用知识的传授，学生修业期满，还须进行司法实习，但他也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特别要求掌握拉丁语。

在11世纪前，拜占庭的文化教育水平不但远远高于东欧各国，而且高于同时代的西欧。但是拜占庭学者缺乏创新精神，因此，拜占庭在历史上主要起保存和传播古希腊罗马文明的作用。不过，拜占庭帝国及其文明的存在对西欧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曾起过极大的推动作用。由于地理位置邻近，意大利与拜占庭一直保持着经济和文化联系。来君士坦丁堡学习的有意大利的青年，他们在这里接触到古希腊罗马的文化遗产。后来，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就是从拜占庭学者那里学习了希腊语和希腊作家的某些著作。拜占庭学者与人文主义者的交往早在拜占庭存在的后期就开始了。拜占庭被奥斯曼帝国灭亡后，拜占庭学者更是成批地逃到意大利，担任希腊文教员或从事希腊作家著作的注释工作，为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接受古典文化提供了方便条件，促进了西欧文艺复兴运动的兴起。

拜占庭文明对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和基辅罗斯的影响更巨大。9世纪时，拜占庭的宗教活动家西里尔（Cyril，约827—869）和美多德（Methodius，约825—884）两兄弟到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以希腊字母为基础，考虑斯拉夫语言的发音，创造了一套斯拉夫字母，并把《圣经》等书籍译成斯拉夫文。这套字母成为现代斯拉夫语系字母的雏形。865年，保加利亚大公接受东派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教，促进了保加利亚的封建化进程。基辅罗斯与拜占庭的联系从9世纪开始加强，其统治阶级中已有许多人接受基督教。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将它确定为国教，更加密切了与拜占庭的文化联系。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里尔和美多德创造的斯拉夫字母也传入基辅罗斯，遂成为俄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与此同时，基辅及其他城市建立教堂，并开始设立学校。

拜占庭文明对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发展也有较大的影响。7世纪中叶，阿拉伯战胜波斯和拜占庭，一部分古希腊典籍由波斯传入阿拉伯。拜占庭的一些文化教育中心落入阿拉伯帝国之手，为他们吸取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教育成果不仅提供了文献资料，更提供了现成的教师和翻译力量。

（三）阿拉伯文明与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思想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摇篮。6世纪末7世纪初，阿拉伯人的氏族社会开始瓦解，农牧业生产得到发展。但是，社会的分化和部落之间的战争不断，造成了社会动荡不安。同时，由于阿拉伯半岛处于拜占庭帝国和波斯帝国之间，双方为控制阿拉伯的商道而进行战争，阿拉伯人深受其害。各种因素加速了阿拉伯人向文明社会的转化。伊斯兰教便适应阿拉伯人历史发展的需要而诞生。

伊斯兰教是由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在麦加创立的一神教。穆罕默德因复杂的生活经历而见多识广，并对阿拉伯人的社会需要进行了深入思考。610年，他综合犹太教、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原始宗教思想而创立伊斯兰教。7世纪20年代，他在麦地那建成政教合一的国家，统一了阿拉伯半岛。穆罕默德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下口授了“安拉的启示”，由其弟子记录下来。穆罕默德去世后，经其好友及其事业的继承者——阿拉伯国家的首任哈里发（意即“先知的继承者”）艾布·伯克尔（又译艾卜伯克尔，约573—634，632—634年在位），收集、整理而汇编成册。这就是伊斯兰教的首部《古兰经》。奥斯曼（Uthman Ibn Affan）在位时期，曾规定了《古兰经》的标准本，称为“奥斯曼定本”。《古兰经》不仅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发展起着不容取代的指导作用，同时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都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教的教育也是和《古兰经》的传播密不可分的。《古兰经》中体现了伊斯兰教的文化教育政策思想。

阿拉伯文明是随着伊斯兰教的诞生和阿拉伯帝国的形成而发展起来的。阿拉伯国家政权初建时，其社会发展水平远远低于它即将征服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发展水平，在文化教育上几乎是白手起家。400年间，他们在数学、天文学、化学、医学、哲学和文学艺术方面都取得了世人公认的成就，对人类文化、科学与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在文化教育和科学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首先是由于实施了开明的文教政策，广泛吸收了被占领地区各民族的文化教育遗产，在融合东西方文明的基础上，较快地形成了具有自己特点的伊斯兰文化教育体系。其次，提倡崇尚学问和学者，推行尊师重教的政策。正因为如此，阿拉伯帝国在各地普遍建立清真寺，对伊斯兰教徒进行教育，清真寺还附设昆它布，对儿童进行教育；在各大食国首都又相继开办大学，讲授高深学问，还开办设备完善的图书馆，组织图书的收集、翻译和研究工作，并允许教师在家设学馆讲学。

《古兰经》中申述的基本信仰的纲领，对穆斯林的宗教功修和社会义务的原则规定，指明的为人处事的伦理道德要求和人生目的，对阿拉伯帝国的教育目的、教育教学的内容与方法都有指导作用。

阿拉伯国家数百年的发展中涌现出不少的学者，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拉比、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鲁西德。他们生活的时代和经历不同，知识背景和研究领域与重点也有区别，但都留下了一些著作，其中包含有教育思想。法拉比（Al Farabi，870—950）一生写了100余卷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自然哲学、伦理学和音乐。他详细地研究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深受柏拉图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使他成为阿拉伯世界第一位提出利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这一思想集中地反映在他所撰写的以《美德城邦居民意见书》为书名的著作中。法拉比还涉及对哲学的认识、教育的本质与目的、道德教育、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问题。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拉丁文名为阿维森那）是一位著名的医生，又是位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他的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包括心理观、认识论和社会政治观点三个方面。在教育的目的方面，伊本·西那提出教育应该发展每个人的身体、智力与道德，通过德、智、体三个方面的教育形成完整的人格，同时，他也很重视对职业能力的培养。安萨里（Al Ghazali，又译加扎利，1058—1111）在伊斯兰教中享有“宗教复兴者”“伊斯兰权威”的声誉。他留下了80余部著作，其代表作是《宗教的复兴》（旧译《圣学复苏》）。他的教育思想包括教育目的说、道德教育论、论知识与课程、论教师与教学方法等方面。在教育目的方面，他认为教育应培养能遵循伊斯兰教的一切教诲、具备内在完善精神的人。在教育功能和任务方面，他认为应当在重视品德培养的同时兼顾知识的传授和身体的锻炼。在知识与课程方面，安萨里已提出了必修课与选修课的安排问题。但是，其课程体系的核心是以宗教为核心的。伊本·鲁西德（Ibn Rushd，1126—1198，拉丁名为阿威罗伊）被视为中世纪阿拉伯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也是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集大成者。他认为，人的行为是受理性支配的，行为本身经理智的判断而具有善性或恶性，经过理智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行为就具有善性，就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就是恶的行为。伊本·鲁西德的哲学思想对教育工作具有极大的启示意义。

综上所述，阿拉伯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有许多共同之处。例如，他们都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他们都主张在德、智、体诸方面给学生培养与教育；他们都主张课程体系既包括宗教知识，又包括世俗知识，只是对何种知识在课程体系中应处于核心地位所持的主张不同罢了。

（四）中世纪晚期（11—13世纪）的西欧文明与教育思想

经过6—10世纪的发展，西欧社会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步。在经济方面，随着农具和耕种方式的改善，自给自足和封闭的自然经济受到很大的冲击，产生了商品交换的需要，城镇作为商业活动的中心，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的动力；在政治方面，教会虽然仍保持着无上的权威，但以国王为中心的世俗力量已有所加强；在文化教育方面，中世纪早期的荒漠状况也有所改变。西欧社会此时已呈现出发展的生机与活力。然而，就整个社会发展的水平，特别是文化教育的发展而言，西欧仍然落后于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世界；而且西欧社会仍然显得相当闭塞，缺乏与东方的联系与交流。进入11世纪以后，城市的迅速发展与社会阶层的分化，城市自治运动的开展与行会组织的出现，为这一时期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几乎是与这些社会因素的发展进程平行，迁延将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1095—1291年），不仅促进了这些社会因素的成长，而且打通了与先进东方文化交流的渠道，引进了阿拉伯文化教育发展的成果，拜占庭文化亦传入西欧，为中世纪晚期西欧文化教育（包括教育制度与教育思想）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是西欧教育制度最重要的创新。西欧最早的大学于12世纪相继在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建立；13—14世纪，中世纪大学已遍布西欧各国。最早的中世纪大学是一种自治的教授和学习中心，一般由一名或数名在某一知识领域具有声望的学者和慕名而来的青年学生自行组织，形成类似于行会的团体，进行教学和知识交易。由于中世纪大学起源的特点和教会与世俗政权的矛盾与竞争，西欧中世纪大学都获得了自治权。

除中世纪大学外，适应城市兴起后社会新阶层（手工业者和商人）教育其子弟的需要而产生的城市学校，也是中世纪晚期西欧教育制度中的新因素。城市学校基本上属于世俗性质的学校，因为它们必须授予学生读、写、算的基本知识以及从事商业或手工业所必需的知识。这些学校的出现与发展打破了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可以说是西欧中世纪教育的一大进步。

和以上社会的变化，“十字军东征”的影响和教育制度方面的创新相联系，教会在教育领域的活动形式，以及其神学与教育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其主要特点，一是教团组织（修会）的出现，二是经院哲学的发展。

由于城市的出现与发展，封闭式的修道院学校已经不能适应传教和扩大教会影响的需要，教团组织应运而生。13世纪，差不多同时产生了圣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这两个以托钵修会而著称的组织。圣方济各会是意大利人圣方济各（St.Francis，1182—1226）于1209年创立的。它一方面宣传基督教，另一方面致力于平民教育。以后，这个修会加强了与大学的联系。多明我会的创建者是西班牙贵族圣多米尼克（St.Dominic，1170—1221）。多明我会办有修道院学校，并在一些大学中负责神学院的教学工作。

经院哲学是由教父哲学演变而来的。经院哲学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以“经院”（即教会所办的学校）为生存环境；二是以辩证法（即亚里士多德所说的论辩推理）为操作原则。[80]

11世纪的中后期，围绕一般与个别的关系问题，经院哲学家中逐渐形成两派：以安瑟伦（St. Anselnus）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实论（Realism），以洛色林（Roscellinus）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唯名派（Nominalism）。在唯实论与唯名论交锋的过程中，又出现了阿伯拉尔（Pierre Abelard，1079—1142）的温和唯名论，亦称概念论（Conceptualism）。阿伯拉尔写了以《是与非》为名的著作。他所要求的也并不是以理性取代权威或信仰，而是要用理性去证实或证伪权威，充实和完善信仰的真理性。

继11世纪中后期唯名论与唯实论的争论之后，西欧知识界注重理性的倾向仍然不可遏制地向前发展。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成为一门时髦的学科。到13世纪时，教会也不得不改变自己将理性与信仰截然对立的态度，转到支持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来解释神学的合理性的立场上来。13世纪，经院哲学的著名代表人物是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约1200—1280）和他的学生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或1225—1274）。大阿尔伯特是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力图将科学知识纳入神学的轨道，为神学服务。他注解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和科学著作，力图证明基督教义和希腊哲学、自然科学可以并行不悖。托马斯·阿奎那于1245年来到巴黎大学，拜大阿尔伯特为师，深受其影响。托马斯·阿奎那后来也主持巴黎大学神学院的神学讲座（1252年）。他运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论述《圣经》和讨论神学中的各种问题，使基督教神学由原来的颓势有了转机。1259年春，托马斯任罗马教廷神学顾问，确立了他作为神学的最高学术和理论地位。1268年，托马斯又奉多明我会总会长之命，重返巴黎大学主持神学讲座，与以西格尔为代表的阿威罗伊主义派别展开论战。1277年，教皇指示严禁阿威罗伊主义在大学传播。托马斯·阿奎那的主要著作是《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和《反异教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

11—13世纪，西欧的教育思想是经院哲学的组成部分。在上述经院哲学家中，涉及教育问题比较多的是阿伯拉尔、安瑟伦和托马斯·阿奎那。阿伯拉尔曾长时间从事教育工作，深受学生欢迎。他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识决定了他的教育目的观。他的《认识你自己》一书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早在理性基础上讨论伦理学的著作，其核心思想可以归结为“意图决定论”。在《基督教神学》一书中，他认为有些犹太人和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在《方法论》中，他论述了进行论证的必要性。安瑟伦被认为是中世纪“最后一位教父”“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对教育目的、价值和功能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和界定。按照他的观点，教育是为信仰提供理智服务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第二部分的主题是伦理学，被推崇为基督教的伦理教科书，它在基督教神学教育思想中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根据托马斯的学说，“人同时具有自然理性与信仰的能力。有些知识可以通过自然理性获得，但带根本性的神学问题却只能由启示而来。由启示而来的真理与理性并不相违。他用‘超理性’而不是‘反理性’来说明神启与理性的关系。这种学说对科学知识的态度不同于传统神学理论。首先，他承认科学知识的存在，承认通过自然理性对特定事物进行研究、获得知识的可能性。其次，他承认科学知识与神学并不矛盾，甚至朝向同样的目标，两者的区别是等级不同。科学是低级的知识，神学是最高的学问。这一切虽然仍是为了论证上帝的存在，但扩大了人们的视野，使开拓中世纪原有知识体系的工作成为可能”[81]。

经院哲学到托马斯·阿奎那发展至十分完善的地步，但是他的这种工作也促成了经院哲学的衰落，而且整个经院哲学的发展也不过是中世纪罗马教会倡导的盲目信仰对人类理性的一步一步的退让，其最终目的仍然是维护教会对人类自由思想的控制。经院哲学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方法确立其神学体系，也造成了人们对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误解，致使后来批判经院哲学时，人们长时间不能有分析地对待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从中吸取有价值的思想。经院哲学在托马斯·阿奎那之后更加流于烦琐、荒谬的无聊争论。它的那种拘守教会的传统偏见、脱离实际生活、咬文嚼字、死啃书本、不顾客观事实的迂腐学风，成了禁锢人们头脑的枷锁，一直到17世纪科学兴起之后，才得到彻底的清算。

中古时期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异常丰富、多元，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对之研究却很不够。本书第三卷对西欧中世纪、拜占庭帝国和早期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教育思想发展的机制（包括基督教创立与形成和伊斯兰教产生的历史背景与文化基础），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及主要教父哲学家的教育思想，西欧中世纪早期（6—8世纪）的教育思想，拜占庭帝国和早期阿拉伯国家的文化与教育思想，西欧中世纪中期（8—10世纪），以及西欧中世纪晚期（11—13世纪）的文化与教育思想都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究和详细阐述，可使大家对中古时期东西文化教育的相互交流与促进，以及各方教育思想的发展获得进一步了解。

五

14—16世纪，西欧各国逐渐开始向近代社会过渡。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虽然在14和15世纪，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经稀疏地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最初萌芽，但是资本主义时代是从16世纪才开始的。”[82]经过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自然科学的研究运动、思想启蒙运动、政治民主化运动（政治革命）和工业革命，西欧各国最终确立资本主义制度和实现工业化，由旧的封建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体制转变为新的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体制。近代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就是通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思想启蒙运动奠定基础，使自然科学运动得以展开，而后又经过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得到发展的。

（一）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是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它最先产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而后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持续近300年。在文艺复兴运动中兴起的人文主义体现了一种新的时代精神，其核心特征是充分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与尊严。尽管通过文艺复兴，人们重新认识和掌握古希腊罗马文化，但文艺复兴绝不是纯粹的复古。有的西方学者指出：“文艺复兴绝不限于文学。有许多因素结合起来造成了一次空前未有的知识发酵……”[83]通过文艺复兴运动，人们重新直接掌握古希腊罗马哲学、科学思想和文化教育发展成果，使之成为继续发展的起点。更重要的是，“复兴过去并不是为了过去，而是为了现在和未来，文艺复兴不仅仅是复兴，而且是新时代对古代文化的继承、利用和发展，使古典文化成为表达新文化的媒介”[84]。所以，它对欧洲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标志着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

在文艺复兴运动中，欧洲各国涌现出许多人文主义者。他们提倡人道，反对神道；提倡人权，反对君权；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与现世生活；推崇古希腊、罗马文化，但重视发展民族语言，富有爱国情怀。

在14世纪的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学，通过文学宣扬和表达人文主义观点。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是这一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和文学家的杰出代表。但丁·阿利吉耶里（Danding Alijiyeli，1265—1321）是意大利的伟大诗人和散文家。“恩格斯称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也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85]撰写于1304—1307年的《飨宴》显示出他渊博的学识，而且有独到的见解。“值得注意的是书中关于‘高贵’的观点。但丁认为‘高贵’在于个人天性爱好美德，不在于家族门第，批判了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飨宴》的重大意义在于强调理性，指出‘去掉理性，人就不再成其为人，而只是有感觉的东西，即畜生而已’，认为真正使人高贵、接近于上帝的就是理性。”[86]用拉丁语撰写于1304—1305年的《论俗语》“阐明俗语的优越性和形成标准意大利语的必要性，对于解决意大利的民族语言和文学用语，具有重大的意义。”[87]《神曲》是但丁创作的长篇史诗，是用意大利俗语写成的，对解决意大利的文学用语问题，促进意大利民族语言的统一起了很大的作用。《神曲》包含《地狱》《炼狱》《天国》三个部分，大约从1307年开始写作，《地狱》《炼狱》大概在1313年即已写成，《天国》是在但丁逝世前不久才完成的。史诗的主题思想是描写“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个人和人类从迷惘和错误中经过苦难和考验，到达真理和至善的境界。”[88]围绕这一主题思想，《神曲》广泛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诗中对世俗政权的错误和教皇的罪行进行了揭露，表现了政教分离的思想；肯定现世生活的意义，认为它不只是来世永生的准备，而是有其本身的价值，“强调人富有理性和自由意志，对自己的行为负有道德责任，在生活和斗争中应遵循理性指导……诗中热烈歌颂古今英雄人物，作为在生活、斗争中的光辉榜样”[89]。《神曲》还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提倡发展文化和追求真理。“诗中赞美人的才能和智慧，对古典文化推崇备至：称亚里士多德是‘哲学家的大师’，荷马是‘诗中之王’，维吉尔是‘智慧的海洋’‘拉丁人的光荣’；还以赞颂的笔调描写荷马史诗中的英雄尤利西斯（奥德修斯）受了求知欲的推动，在远征特洛伊胜利后，坚持航海探险的英勇行为，并借他的口指出，人生来不是为了像兽一般活着，而是为了追求美德和知识’。”[90]

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是意大利诗人。他勤奋研读古典著作，掌握了渊博的知识；广泛搜求希腊、罗马的古籍抄本，是最早努力突破中世纪神学观点，运用人文主义观点予以诠释和阐述的人。他用拉丁文写了许多诗歌、散文、书信。“叙事诗《阿非利加》（1338—1342年），根据李维乌斯的历史著作描写古罗马统帅斯齐皮奥战胜汉尼拔的英雄事迹，贯串着炽热的爱国精神。”[91]“散文作品《名人传》（1338—1374年）记叙古罗马历史上和《圣经》、神话传说中的杰出人物生平，用历史人物的英勇精神激励世人。《备忘录》（1343—1345年）借助历史上的趣闻逸事，向同时代人进行道德教育。”[92]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抒情诗集《歌集》收集了1330年至他逝世前40多年间的300多首十四行诗，“抒发诗人对年轻时倾心的少女劳拉的爱……这些诗歌冲破中世纪禁欲主义和神学思想的樊篱，表达了以人与现实生活为中心的新世界观和以个人幸福为中心的爱情观。《歌集》中的政治诗，如《我的意大利》《高贵的精神》，谴责封建君主的败行劣迹，揭露教会的腐败，呼吁和平与统一，激荡着热爱祖国的热情”[93]。《歌集》中的某些诗篇和散文也反映了彼特拉克内心的矛盾。这反映文艺复兴初期新旧交替时代人文主义者的矛盾心理。

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是意大利作家。他的作品有传奇、史诗、叙事诗、十四行诗、短篇故事集、论文等。他的“第一部传奇《菲洛柯洛》约作于1336—1338年。它以中世纪传说为依据，描写一对宗教信仰不同的青年男女，冲破种种阻挠，终于获得相爱的权利。长诗《苔塞伊达》（1339年）、《菲洛斯特拉托》（1340年）分别从《特洛伊传奇》和维吉尔的《埃涅阿斯纪》中汲取素材，展示现实生活的美和爱情的欢乐。牧歌式传奇《亚梅托的女神们》（1341年）、长诗《爱情的幻影》（1342年），具有隐喻诗的特点，把歌颂德行同赞颂纯洁的爱情结合起来。长诗《菲埃索勒的女神》（1344—1345年）、传奇《菲娅美达的哀歌》（1345年）也都描写爱情。这些作品显示了中世纪传统观念和骑士文学的痕迹，但充满对人世生活的热爱和对幸福的追求，谴责禁欲主义，对人物充满激情的心理状态的刻画也比较成功”[94]。薄伽丘最出色的作品是故事集《十日谈》（1348—1353年）。这部著作包括100个故事，“其中许多故事取材于历史事件、中世纪传说和东方故事（如《一千零一夜》《七哲人书》）”[95]。“人文主义思想是贯穿《十日谈》全书的一根红线。薄伽丘的思想比彼特拉克更进一步。他在许多故事里批判天主教会，嘲讽教会的黑暗、罪恶（第一天第二故事），抨击僧侣的奸诈和伪善（第六天第十故事）。这种批判表达了当时的平民阶级摆脱中世纪教会和宗教束缚的要求”；“薄伽丘在《十日谈》中描绘和歌颂现世生活，赞美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谴责禁欲主义（第五天第一故事）……对于封建贵族的堕落、腐败，作者也予以无情的暴露和鞭挞。他赞赏平民、商人的聪明、机智，维护社会平等和男女平等。不少故事说明人的高贵不取决于出身，而决定于人的才智（第四天第一故事，第六天第七故事）。有一些故事还塑造了多才多艺、和谐健美、全面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的理想人物”[96]。薄伽丘晚年潜心钻研古典文学，同时在佛罗伦萨讲解和诠释《神曲》。他所撰写的《但丁传》是意大利研究但丁的最早学术著作之一。“他在《但丁传》和用拉丁语写的《异教诸神谱系》等论著中，批驳教会对诗歌的诋毁，提出‘诗学即神学’的观点；他阐述诗歌应当模仿自然，反映生活，强调文学的启迪和教育的巨大作用；要求诗人从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中吸取营养，并讲求虚构、想象。”[97]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没有写过专门论述教育的著作，他们的作品也很少直接论述教育问题，但他们在文学著作中包含的人文主义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以后人文主义教育的思想走向。他们的著作涉及的主要问题也正是后来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所要解决的基本问题。

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推崇古希腊文化，但是在复兴古希腊文化的工作中存在掌握希腊语言工具的问题。彼特拉克和薄伽丘都曾经努力学习希腊语，但是他们所找的希腊语教师古希腊文化素养不足，因此，古希腊文化学术的复兴在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生活的时代实际上并没有发生。稍后，彼特拉克的一个学生马尔西利（Luigi Marsili，1342—1394）召集友人讨论学术问题，形成了一个学术团体。萨卢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是这个团体中最杰出的成员。他不仅是一个人文主义者，而且是一个政治活动家。自1375年起，他担任佛罗伦萨共和国首相31年，直至逝世。[98]约在1396年，他将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克里索罗拉（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邀请到佛罗伦萨，担任佛罗伦萨大学的希腊文教授，其教学取得了很大的成果。15世纪初期，意大利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弗吉里奥、布鲁尼等都是克里索罗拉的学生。1453年，奥斯曼帝国军队攻克君士坦丁堡，已经十分衰弱的拜占庭帝国为奥斯曼帝国灭亡。许多拜占庭人，其中包括一些学者逃到意大利，还运去了“不计其数的书籍”。后来，有些学者被聘请到意大利的大学和其他学校担任教学工作，更促进了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迈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人文主义教育家主张培养多方面和谐发展的新人，创办新型的教育机构，教授世俗学科，倡导新的治学方法。他们强调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重视研究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和个性差异。正是在人文主义者批判经院哲学及经院主义教育的基础上，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了，开创了近代西方教育思想之先河。

在意大利，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1349—1420）是第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在15世纪初首先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教育思想之中。其后继者为波齐奥（Poggio Bracciolini，1386—1459）和布鲁尼（Leonard Bruni，1370—1444）。其他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包括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格里诺（Guarino Veronese，1374—1460）、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帕尔梅利（Matteo Palmieri，1406—1475）、卡斯底格朗（Baldasarre Castiglione，1478—1529）、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和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等。其中，维多里诺的教育思想显然超过同时代的教育家，他创办的以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为培养目标的“快乐之家”（曼图亚寄宿学校），完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的教育理想。同时应该指出的是，波齐奥1415年发现古罗马教育家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全本书，无疑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理论营养。卡斯底格朗、马基雅维利和萨多莱托是意大利晚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的代表。这时候，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中心已由佛罗伦萨转移到罗马，君主制在16世纪的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以人文主义精神培养君主和侍臣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思考的问题。卡斯底格朗于1516年写成的《宫廷人物》，马基雅维利在1513年开始撰写、1532年出版的《君主论》就是这一时代的产物。萨多莱托对古希腊哲学有深入的学习与研究，曾担任过教皇秘书和地区主教，关心地区的教育。他于1530年写成的《少年教育指南》反映柏拉图的《理想国》对他的影响和他对教育作用的认识，提出了他有关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主张。

在尼德兰和德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1466—1536）等。阿格里科拉被认为是将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引入北欧的主将、德国人文主义新教育的创建者。而后来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领袖的伊拉斯谟，则被誉为文艺复兴时期最杰出的教育理论家，他所写的《愚人颂》（1509年出版）传遍全欧，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在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比代（Guillaurne Bude，1468—1540）、科迪埃（Mathurin Cordier，1479—1564）、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5—1553）、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和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等。比代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知识，促进了古典文化研究在法国的复兴，发起并协助创办了法兰西学院（1530年），著有《君主的教育》（1516年）。科迪埃曾在法国的奎恩学院和瑞士的瑞弗学院任教。他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学法方面。其所著《对话集》（1564年）是一部学习拉丁语的教材。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洋溢着浓郁的自由精神。拉谟斯曾担任法兰西学院的院长。拉伯雷通过他的《巨人传》（共5部，第一、二部分别出版于1532年、1534年，第三部出版于1545年，第四部出版于1551年，第五部在他去世后11年才出版），蒙田通过他的《随笔集》（共3卷，前两卷出版于1580年，1588年出版经过修改增订的前两卷和第3卷）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精神，而成为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

在西班牙，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的教育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是独一无二的，比同时代的教育家更系统，更深刻，更富有现代精神。他的早期著作《反对伪辩证法》（1519年），对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批判。其主要教育著作是1531年出版的《知识论》。其中第一编题为“知识腐败的原因”，第二编题为“知识的传授”，第三编题为“论人文知识”，以“知识的传授”编最重要。1538年出版的《论灵魂与心灵》是一部心理学著作，广泛而深入地讨论了人的心理问题。更重要的是，他对心理现象的研究是从教学有效性的观点出发的。

在英国，人文主义教育家有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艾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等。科利特的教育思想以基督教人文主义为基础，典型地反映了15世纪末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特征。莫尔作为英国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在他的《乌托邦》一书中深刻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艾利奥特的教育思想则是人文主义教育基本原则的汇总。

综观欧洲各国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尽管他们的具体观点有所不同，但他们共同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表现出的根本特征是对人的关注，具有世俗精神以及古典主义。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无疑是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脉。

艺术的繁荣与发展是文艺复兴运动中极重要的成就。乔托（Giotto，约1266或1267—1337）是第一位意大利艺术大师。在他的艺术中，人是唯一的主体，他们具有崇高的精神和热情。他的画还“标志着向自然主义的过渡”[99]。马萨乔（Masaccio，1401—1428）“将人文主义引入艺术，在自己的作品里以人和现世为中心，从生活中汲取形象，摆脱了中世纪神权艺术的禁锢”[100]。他“掌握了独具特色的文艺复兴时期透视法的创作。与中世纪绘画不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强调光和阴影的效果，表现人物和景物的景深”[101]。列奥纳多·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米开朗琪罗（Buonarroti Michelangelo，1475—1564）和拉斐尔（Raphael，1483—1520）是文艺复兴全盛期的三位伟大的艺术大师。列奥纳多·达·芬奇又译达·芬奇，他多才多艺，既是画家、雕塑家，又是建筑家和工程师。大型壁画《最后的晚餐》（1495—1497年）和肖像画《蒙娜丽莎》（1503—1506年）是他留下的最有名的作品。米开朗琪罗也多才多艺，既是雕刻家，又是画家、建筑设计家和诗人。他在“1504年所做《大卫》雕像，被认为象征着为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力量……其艺术创作在人文主义思想支配下并受萨伏纳罗拉宗教改革运动的思想影响，表现当时市民阶层的爱国主义和为自由而斗争的精神状态”[102]。米开朗琪罗晚年所做的梅迪契陵墓雕像《晨》《暮》《昼》《夜》，“具有冷静而沉郁的悲剧性质，显示出人物的心情激动和思想矛盾，反映了当时意大利人民失去自由和独立的精神状态”[103]。米开朗琪罗的画作还有其经过4年完成的巨型天顶画《创世记》（在西斯庭教堂800平方米的天花板上），壁画《最后的审判》，建筑设计则有罗马圣彼得大教堂的圆顶和加必多利广场的行政建筑群。他还有诗集传世。[104]拉斐尔的“艺术中体现出深邃的人文主义思想，并赋予这种思想以无与伦比的表现力”[105]。他的画作有《童贞的婚礼》（1504年）、《基督下十字架》（1507年）、《基督显圣容》（1517年）等。拉斐尔的画作还有“应教皇朱理二世的要求为梵蒂冈宫绘制的大型装饰壁画，其中最有名的是《圣礼的辩论》《雅典学派》”[106]。他“为西斯庭教堂做的《西斯庭圣母》（1513年？），甜美抒情的风格平衡了米开朗琪罗西斯庭教堂天顶画雄伟激荡的力量”[107]。拉斐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和柏拉图主义者，以其哲学观念贯穿于艺术而在罗马声名远扬”[108]。这一时期杰出的艺术家还有提香（Tiziano Vecellio，1482—1576）等人。这些艺术大师的创作思想及其伟大的艺术作品对西方艺术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对当时以及后来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也有影响。

文艺复兴运动后来又引发了建立在人文主义与宗教理想双重基础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在德国出现了以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为领袖的路德派，在瑞士出现了以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为领袖的加尔文派。宗教改革家反对天主教会的专制，主张“因信称义”，要求普及《圣经》，提倡普及教育，形成了新教教育思想。可以说，“宗教改革造成的基督教界的分崩离析的局面，虽从许多方面来看是一件可悲的事，但到头来还是间接帮助了思想自由的实现”[109]。

尽管宗教改革家敌视科学，但他们首先提出了近代普及教育的思想，同时他们还创办了一些新型中等教育机构。德国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在教育上提出了许多真知灼见，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1524年）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1530年）这两篇论文上，其影响远远超出了他的那个时代。瑞士宗教改革家加尔文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论述，强调道德教化，意在塑造一种新人的形象。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相比，新教教育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宗教性、群众性和普及性。

宗教改革运动又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是以耶稣会创始人罗耀拉（Ignatius of Lovla，1491—1556）的教育思想为代表的。作为耶稣会教育的奠基者，他于1550年写出《耶稣会章程》的初稿，该章程在他去世后3年的1559年才用拉丁文出版，其中第四部分专门论述教育。罗耀拉赋予教育重要的地位，强调宗教道德教育，突出神学和哲学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显然，罗耀拉为耶稣会设计的教育就是要“将文艺复兴精神和古代经典纳入服从基督教理想和教会之中，将产生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个人主义引导到为上帝服务”[110]。

（二）17世纪的教育思想

17世纪是西欧社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也是西欧社会自然科学勃兴的时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特别是1648年宗教战争的结束，西欧社会出现了一大批诸如达·芬奇、哥白尼（Nicolaus Koppernigk，1473—1543）、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开普勒（John Kepler，157l—1630）、伽利略（Galileo Galilei，1564—1642）、哈维（William Harvey，1578—1657）、牛顿（Newton，1642—1727）等在科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人物。在这些科学家中，被誉为“近代科学之父”的英国哲学家培根在他的学术活动和著作中批判宗教神学、经院哲学与经院主义教育，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提出实验的归纳法，制定科学教育理想的方案。培根的教育思想对以后的西方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为近代科学教育的先驱，他的知识论和方法不仅对英国教育家洛克，而且对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起了很大的启迪作用。

在17世纪，英国教育界十分活跃的以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599—1670）为中心的革新教育思想家群体，正是受培根学说的影响而形成的。其成员还有：伍德沃德（Hezekiah Woodward）、杜里（John Dury）、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胡尔（Chales Hoole）等。这些革新教育思想家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论述，他们都要求学校教育扩充具有实用价值的教学内容，提出改进教育和教学方法，主张教育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并强调国家对国民教育的领导。这种教育思想无疑反映了近代英国教育发展的趋势。

在继承前人的，特别是弥尔顿有关绅士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英国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在他的《教育漫话》一书中系统阐述了绅士教育思想。他充分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强调培养一种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主张体育、德育和智育的协调，要求改进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洛克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见解，体现了17世纪的时代精神。更应该指出的是，这种教育思想深刻地影响了18世纪法国启蒙时代的教育思想，并在启蒙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发展。

这一时期，在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意大利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在他的《太阳城》一书中，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和系统的论述，把注重教育作为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主要任务。德国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德里亚（Johann Valtentin Andreae，1586—1654）在他的《基督城》一书中，对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及其教育制度做了描述。虽然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也不可能变为现实，但它阐述了理想社会的教育理论和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教育蓝图，因而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

由于17世纪的法国处于一个理性主义时代，因此出现了以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教育家芬乃龙（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为代表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想。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以理性主义哲学观为指导，强调理性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提出理性至上的伦理原则，产生了理性主义教育思想。在笛卡儿思想的影响下，芬乃龙对女子教育、早期教育以及教育原则与方法等问题进行了论述，提出了一些新的教育见解。

在整个17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最重要地位的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的教育思想。处于一个新旧交替的时代，他既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教育家，又是资产阶级新时期的最初一位教育家。他经过长期的探索和思考而形成的教育理论，不仅继承了以前时代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而且总结了宗教改革运动中的教育实践经验。因此，“在西方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上，夸美纽斯……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教育理论与实践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等著作中得到最集中的反映和升华。培根的知识论、认识论和方法论也被他运用于自己的教育理论探讨与实践中”[111]。

通观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他的思想很新颖，方法也很新颖。在17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和自己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夸美纽斯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阐述。在教育作用上，他高度重视教育对社会改良的作用和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在教育目的上，他强调现实的人必须使自己的道德、智慧和身体诸方面都得到和谐发展，以便为来世做好准备。在教育的主导原则上，他提出教育要适应自然，并以此为依据来讨论教育原理和教学原则。在学制上，他第一次确立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包括母育学校（0～6岁）、国语学校（6～12岁）、拉丁语学校（12～18岁）和大学（18～24岁）四级；在教学原则上，他第一次系统探讨了教学原则。在教学组织模式上，他第一次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班级授课制，同时又提出学年制和学日制，制定了考试（考查）制度。在学校管理上，他第一次倡导国家设置督学，并阐述了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职责，重视纪律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在教师问题上，他高度评价教师在教学中的作用，并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显然，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在很多方面超过了同时代的教育思想。应该说，他是世界上将教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着手创建独立形态的教育学体系的第一个教育家，标志着外国教育思想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来说，其贡献就在于奠定了一个初步的理论基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是17世纪教育思想中对后来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想。正如有的西方教育学者指出的：“倘若各时代的关于教育学的著作全丢失了，只要留得《大教学论》在，后代人便仍可以把它作为基础，重新建立教育的科学。”[112]

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欧洲的教育思想也传入了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成为北美最早的教育思想。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威廉·宾（William Penn，1644—1718）和托马斯·巴德（Thomas Budd）分别提出的教育思想。美国独立后出现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

17世纪的日本正处于封建社会制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期。不同于17世纪的西欧社会，尽管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日本朱子学派教育思想、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以及日本古学派的教育思想具有各自的特征，但就这些教育思想的基本性质来讲，仍然是封建主义的。

（三）启蒙时代的教育思想

发端于17世纪并在18世纪得到蓬勃发展的启蒙运动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在这一时期兴起的思想启蒙运动成为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先导。反对宗教神学，努力使科学从神学中分离出来并深信理智的进步，这是思想启蒙运动的本质特征。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国为行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那些伟大人物，本身都是非常革命的。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知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113]

在启蒙时代，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成了启蒙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几乎所有著名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特别是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和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提出了追求“理性王国”的教育思想。他们批判封建教育和封建教会，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主张由国家创办世俗教育，强调通过教育培养自由人和公民，要求教育民主和平等，提倡学习科学知识。其中，爱尔维修在《论精神》（1758年）和《论人的理智能力与教育》（1769年）中提出的“智力平等说”和“教育万能论”，以及狄德罗在《俄罗斯大学计划》（1775年）中提出的国民教育思想，都对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这一时期在法国还出现了以拉夏洛泰（De La Chalotais，1705—1785）为代表人物的国民教育思想。拉夏洛泰在《论国民教育》（1763年）中系统地论述了国家办教育的思想，强调法国民族需要一种只依靠国家的教育，主张通过国民教育培养良好的公民，要求注重本国语言和科学知识的学习。这种教育思想对19世纪德国国民教育思想和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发展以及国民教育制度的建立，起了推动作用。

在启蒙时代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地位的教育思想，无疑应首推法国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提出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爱弥儿》（1762年）一书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在这本著作中，卢梭从基本含义、培养目标、方法原则以及实施等方面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做了具体的论述。他强调自然主义教育的核心是“归于自然”，要求教育遵循儿童的天性。他提出自然主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自然人”，即一种能独立自主并体现出自己的价值的、平等的、自由的、自食其力的人。他主张自然主义教育的方法原则是正确看待儿童和给儿童以充分的自由。他要求按照儿童的年龄实施自然主义教育，具体分成婴儿期教育（0～2岁）、儿童期教育（2～12岁）、少年期教育（12～15岁）和青年期教育（15～20岁）四个阶段。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十分深刻的影响，他的《爱弥儿》一书被西方教育学者看作新旧教育的分水岭。尽管卢梭的教育思想中存在着一些以偏概全的观点，但其批判性和革命性远远超出同时代的教育思想，对新教育提出的设想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卢梭之后，深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并付诸实践的，有以德国巴西多为代表的泛爱派和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受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还有德国哲学家和教育家康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卢梭提出的儿童天性问题，后来是西方几代教育家关注和研究的问题。尽管他们的见解并不完全相同，但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是以卢梭的教育思想为出发点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卢梭的教育思想一般被看作西方现代教育派理论的渊源。

在德国，以泛爱主义为宗旨，以教育事业为主要活动的泛爱派从18世纪70年代起开始传播卢梭的教育思想，并建立了“泛爱学校”进行教育实验活动，因而出现了泛爱教育思想。泛爱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巴西多（J.B.Basedow，1724—1790）的教育活动，其泛爱教育思想在18世纪后期受到了康德等人的关注。

直接受卢梭教育思想影响的康德（I.Kant，1724—1804）在他的《论教育》（1803年）一书中对人与教育的关系、道德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论述。但应该看到，他主要还是依据自己的哲学理论来论述教育问题的。

在俄国，18世纪的教育思想是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发展起来的。在彼得一世（ПетрⅠ，1682—1725年在位）改革时期，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如费·普罗科波维奇（Ф. 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瓦·尼·塔季谢夫（B. H. Tатищев，1686—1750）、安·季·坎捷米尔（A. Д. Кантемир，1708—1744）等，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措施，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扩大教育的范围，使俄国教育得到发展。18世纪中后期，俄国科学家和教育家罗蒙诺索夫（M. B.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提出创办莫斯科大学的建议并促其实现，强调俄语在教学中的地位和发展科学与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先进的社会思想家，例如，拉季舍夫（A. H. Радищев，1749—1802），在其主要著作《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1790年）和《谈谈祖国的儿子是什么样的》（1789年）等著作中，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祖国的儿子和公民问题。18世纪，俄国的社会活动家与教育家也都受到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

在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是在法国启蒙思想，特别是在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爱弥儿》的影响下开始自己的教育生涯的。在长期的教育工作实践和吸收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许多有独创性的见解，成为启蒙时代十分重要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林哈德与葛笃德》（1781—1787年）、《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1801年）等著作中，裴斯泰洛齐对教育问题进行了集中论述。他强调教育的首要功能是促进人的发展，尤其是人的能力的发展，使人成为人格得到发展的真正独立的人。他提倡爱的教育，主张“一切为了孩子”，要求学校教育模仿家庭教育的优点。他第一次明确提出“教育心理学化”的口号，要求把教育和教学工作置于儿童本性发展的自然法则的基础上。他提出要素教育论，以便循序渐进地促使每个人在德、智、体方面得到和谐的发展。他努力探讨一个适合于人类本性的、心理学的、循序渐进的方法，具体论述了初等学校各科教学法。他主张学习与手工劳动相结合，并在自己的教育活动中付诸实践。

尽管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中存在着一些缺陷和不足，但它不仅反映了时代对教育的要求，而且反映了教育的一些基本规律。如果与卢梭的教育思想相比较的话，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显然具有鲜明的实践性。这种教育思想对19世纪欧美国家的教育曾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兴起了“裴斯泰洛齐运动”。19世纪欧美教育家，例如，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都直接受到裴斯泰洛齐的影响。裴斯泰洛齐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思想。他的这一思想后来由赫尔巴特、福禄培尔、第斯多惠、乌申斯基等教育家加以理论化与扩展。而裴斯泰洛齐要求学校适应时代的需要进行变革的呼吁，在20世纪初期还引起了众多教育家的关注。

（四）19世纪的教育思想

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发展以及自然科学和文化教育的进步，近代西方的国民教育制度开始确立，并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欧美国家的教育家从社会、哲学、心理学等不同的角度，对教育问题做了比以往更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因而提出了更丰富、更多样的教育思想。在德国，出现了以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黑格尔（George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第多斯惠（Friedrich Adolf Wilhelm Diesterweg，1790—1866）为代表人物的国民教育思想；以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为代表人物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梅伊曼（Ernst Meumann，1862—1915）和拉伊（Wilhelm August Lay，1862—1926）为代表人物的实验教育学思想；以及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的教育思想和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obel，1782—1852）的教育思想。在英国，出现了以艾吉渥兹父女（Richard Lovell Edgeworth，1744—1817；Maria Edge Worth，1769—1849）为代表人物的儿童教育思想；以贝尔（Andrew Bell，1753—1832）和兰喀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为代表人物的贫民教育思想；以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1773—1836）和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为代表人物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以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和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为代表人物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以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和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为代表人物的科学教育思想。在法国，出现了以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和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为代表人物的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在丹麦，出现了以格龙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为代表人物的民众教育思想。在俄国，出现了以别林斯基（B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ьевиц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ышевский，1828—1889）、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Α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乌申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ч Ушинский，1823—1870）、托尔斯泰（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Толстой，1828—1910）等为代表人物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美国，出现了以贺拉斯·曼（Harace Mann，1796—1859）、巴纳德（Henry Bamard，1811—1900年）和哈里斯（William Torrey Harvis，1835—1909）为代表人物的公共教育思想；以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和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为代表人物的高等教育革新思想。在日本，出现了以福泽谕吉（1835—1901）、森有礼（1847—1889）和井上毅（1844—1895）为代表人物的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此外，19世纪欧美国家中，还出现了以英国的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法国的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Simon，1760—1825）和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为代表人物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以英国的高尔顿（Francis Gaiton，1822—1911）、法国的比纳（Alfred Biner，1857—1911）和美国的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为代表人物的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

在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最重要地位且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赫尔巴特以心理学和伦理学为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探索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提出的“教育心理学化”思想，更系统地论述了教育问题，从而构建了一个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从《普通教育学》（1806年）和《教育学讲授纲要》（1835年）来看，赫尔巴特构建的这个教育思想体系包括管理论、教学论、德育论三个部分。在管理上，他强调通过强有力的管理手段使儿童养成守秩序的精神，否则就不可能进行任何的教学活动；他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管理方法。在教学上，他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概念，提出既没有“无教学的教育”也没有“无教育的教学”。他强调在接触自然和社会交往的过程中培养儿童的多方面兴趣，并在多方面兴趣的基础上制定范围广泛的学科课程体系。他以观念心理学为依据，提出了形式教学阶段理论，把教学过程分成明了（或清晰）、联合（或联想）、系统、方法四个阶段。他还提出了三种教学方法：单纯提示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在德育上，他强调道德是教育的最高目的，提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道德的概念之中。他主张通过德育来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注意影响道德性格形成的因素，他还提出了一些训育的方法。

由于强调把系统知识的传授放在学校教育过程的首位，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被看作西方传统教育派理论的主要标志。尽管其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和错误，但赫尔巴特由于自己努力探讨教育理论和构建教育思想体系而被一些西方教育学者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应该说，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不仅在不少方面确实揭示了教育规律，而且在理论的广度和深度上明显高于同时代的教育思想。教育历史表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一种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的教育思想。

推动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传播的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其中，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以齐勒尔（Tuiskon Ziller，1817—1882）、斯托伊（Karl Volkmar Stoy，1815—1885）和莱因（Wilhelm Rein，1847—1929）为代表人物，美国赫尔巴特学派以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49—1934）和麦克墨里兄弟（Charles A. McMurry，1857—1929；Frank M. McMurry，1862—1936）为代表人物。在宣传和推广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同时，赫尔巴特学派也做了某些修正，因此，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和发展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特别是在西方幼儿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正是在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下，福禄培尔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构建了以游戏和作业为基本框架的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在《人的教育》（1826年）和《幼儿园教育学》（1861年由其生前好友将他在1838—1840年发表的有关幼儿教育的论文汇集而成）等著作中，福禄培尔论述了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以及本能的发展，并对幼儿园的任务、教育内容和方法做了比较全面的阐述。此后，通过“福禄培尔运动”，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他本人也被誉为“幼儿园之父”。

俄国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反对封建农奴制与沙皇专制制度及其教育政策和制度的思想基础上形成的。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以及杜勃罗留波夫等是革命民主主义者。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其革命民主思想的组成部分，影响了19世纪中期以后俄国文化与教育思想的发展。

乌申斯基是19世纪中期俄国杰出的教育改革家和俄国教育学的奠基人。在19世纪中期俄国的公共教育运动中，他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文，提出改革俄国教育和建立符合俄国社会发展需要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各种主张，提出了开展教育理论研讨的必要性。他最重要的一篇论文是发表于1857年的《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在该文中，他提出并论证了教育的民族性思想，反对盲目地抄袭别国的教育理论和搬用别国的教育制度；要求俄国教育工作者在创建教育理论方面表现俄罗斯民族的智慧与力量，做出自己的贡献。

此后十余年，乌申斯基主要致力于其教育理论著作《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初探》（简称《人是教育的对象》）的撰写。这部著作的第一卷出版于1868年，第二卷出版于1869年。他还为第三卷积累了资料，并写出几章初稿。这些资料和遗稿在他病逝后，经其追随者阿·尼·奥斯特罗戈尔斯基整理，于1908年以《康·德·乌申斯基未发表的论文集（〈教育人类学〉第三卷资料和传记材料）》为书名出版。乌申斯基区分了狭义教育和广义教育，认为狭义教育，即学校、教育者和教师们的教育，在人的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狭义教育的作用是有限度的，这种限度是人的身心的自然条件和人注定要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的条件使然。他所说的广义教育是大自然、家庭、社会、人民及其宗教和语言。他认为广义的教育也起着很大的作用，但是学校和学校的学习与秩序对儿童和尚未完全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精神上的改变的引起、发展和抑制，能给人直接的和强大的影响，因此，确定教育的目的是十分重要的问题。“怎样确定教育目的是任何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的理论的最好的试金石。”[114]乌申斯基认为教育学不是科学，而是建立在广大范围的人类科学知识基础上的艺术。他所说的人类科学包括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心理学、逻辑学、语文学、地理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和广义的历史学（历史、宗教史、文明史、哲学史、文学史、艺术史以及严格意义上的教育史）。其根据是：“如果教育学希望全面地去教育人，那么它就必须首先全面地去了解人。”[115]不过，他在《人是教育的对象》这部著作中着重论述的，还是使教育工作者和教师能够认识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生理学和心理学，以及生理学和心理学知识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运用问题。他在《人是教育的对象》第一卷的生理篇，论述了有机体的概念、动植物生存与气候、地理条件变化的关系、人的生理规律问题；详细地说明了人的神经系统、感觉器官、肌肉、发音器官及其活动机理；讨论了反射运动、习惯和熟巧问题，以及习惯的道德意义和教育意义、神经系统参与记忆行为和神经系统对想象、情感和意志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也就是说明生理学是心理学的基础，掌握生理学知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性。在第一卷的心理篇的“意识”部分，乌申斯基论述“意识”的各种心理现象与过程，其中包括注意、记忆、想象和思维等问题。针对教育工作的需要，他着重阐释认识过程及其规律。在阐释概念的形成、判断、推理、时间、空间、归纳和演绎问题时，介绍了自古代至他所生活的时代许多心理学家和哲学家的论断，分析他认为这些论断的正确与谬误之处，并提出他自己的见解。《人是教育的对象》的第二卷包括心理篇的“情感”“意志”两个部分。在“情感”部分，乌申斯基论述了情感的生理基础、情感的各种表现、关于情感的各种理论见解，并结合教育过程论述了恐惧与勇敢、羞耻与自满、期待、受骗感、惊奇、信心等各种表现。在“意志”部分，他论述了形成人的意志和性格的条件，强调意志必须在活动、劳动与实际生活中才能得到锻炼，还讨论了确立生活目的的重要性与从事自由劳动的道德和心理意义。他在该书的结束语中特别强调，“从仔细的心理分析中，我们可以得出结论：人所喜爱的、合意的自由劳动，是只有人才能享受的幸福，而且只有通过这种劳动，心灵才能维持其正常的状态而不为局部的现象所歪曲、所吸引”；“要懂得劳动和生活的必然的心理规律，如果你想按照心灵的规律生活，如果你不想由于违反这些规律而受苦，那么你就应该具有严肃的生活目的，这个目的你可以通过自由劳动而达到；如果你能恰当地选择好劳动，并把自己的整个心灵都倾注到这种劳动中去，那么幸福自己就会找到你”[116]。乌申斯基在其著作中将赫尔巴特和贝涅克（Beneke，1798—1854）等人视为一个学派，对他们的心理学与教育学理论既有肯定，也有批评。他批评这个学派完全忽视人的心理活动的生理基础，在心理方面也只重视“意识”的研究，还批评了他们在教育理论方面的主智主义倾向。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对俄国与苏联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他也被认为是“自古以来世界各国最杰出的20位教育家之一”[117]。

列夫·托尔斯泰是世界著名的俄国作家，但是他从21岁（1849年）起，就关注农民子弟的教育，在亚斯纳亚·波良纳教农民的孩子识字。从1859年开始，他更积极地开展教育活动。1859年，他开办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或译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亚斯纳亚·波利亚纳学校），自己还在学校担任教师。他还创办了名为《亚斯纳亚·波良纳》的杂志，宣传自己的自由教育主张，交流学校的教育经验。“列夫·托尔斯泰以及他的学校的教师们鼓励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创造能力，并成功地使学生们自觉而积极地吸收知识……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最突出的一点是，对儿童们从校外学到的知识及各种能力和技能的态度。对于这种校外知识的重要性，不仅不像许多别的学校那样持否定态度，反而认为这类知识是在学校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在学生们的周围世界有着无数知识源泉，但他们远远不能给予正确的解释。因此，学校的任务就是把学生们从周围环境得到的知识上升到理论认识的水平。”[118]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没有一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固定的课程表。有时候学生与教师讨论某件有趣的事，可以一直谈到很晚。在学校也没有惩罚和处分，但学生的积极性很高，“学校里笼罩着对儿童善意的、创造性的气氛；学生在和教师的关系上是坦率诚恳的，他们能发展自己的认识性兴趣，掌握许多知识，独立思考和工作”[119]。托尔斯泰有意将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办成一所教育实验学校。许多人，其中包括外国教育家和作家都到这所学校参观，一些国家还出版了有关托尔斯泰的学校、他的教育观点与活动的著作。[120]但是这所学校受到地方保守势力的反对，还被宪兵搜查，被迫于1862年停止活动。《亚斯纳亚·波良纳》杂志也于1863年12月停办。19世纪70年代，托尔斯泰在完成《战争与和平》的撰写后，重新关注教育工作。他恢复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教学活动，并协助整个地区组建学校。这时候，他在办理学校的问题上维护了农民的发言权。1872年，他编写出版了《识字课本》，以后又进行了修订，于1875年再版，名为《新识字课本》，还编写出版了四册《阅读课本》。托尔斯泰热爱儿童，深信儿童本性善良，尊重儿童的个性，善于激发和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他认为自由是教育学的唯一标准，教育学只能在全面研究学校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才能写成。托尔斯泰晚年的教育思想有所改变。其主要表现是强调宗教在教育中的作用，他认定教学中最主要的应该是具有“纯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宗教道德教育。但是，托尔斯泰还是以其独创性的教育思想见解与具有特色的教育改革活动在俄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受到世界教育学者的重视。

公共教育思想是美国独立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思想。因为其代表人物贺拉斯·曼、巴纳德和哈里斯都曾经到欧洲国家访问和学习，所以，公共教育思想显然受到欧洲国家的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应该看到，随着公立学校运动在美国的兴起和发展，公共教育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并推动了美国近代公立学校教育制度的确立。因此，公共教育思想成为一种富有美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对于近代西方教育思想发展来说，影响近代西方历史发展进程的工业革命是一个具有决定性的重要因素。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经济结构和社会面貌，而且推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运用。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nwin，1809—1882）发表的《物种起源》一书，系统地阐述了生物进化论思想，对近代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也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科学教育思想、实验教育学思想以及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的出现，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英国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生物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提出的科学教育思想，批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强调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大力提倡科学教育，要求改革学校教育课程和方法。科学教育思想推动了19世纪中期英国的科学教育运动，也在科学教育运动中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并对欧美国家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校教育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德国教育家梅伊曼和拉伊提出的实验教育学思想，倡导对教育问题的实验研究和客观分析，要求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重视对儿童身心发展及特征的研究。这种教育思想把教育学从哲学中解放出来，并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为教育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从而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展，促进教育学真正走向科学化。正因为如此，实验教育学思想成了20世纪初期教育科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是19世纪中期以后在欧美国家中出现的。由于这种教育思想也是以实验心理学为基础的，因此，它与实验教育学思想颇为相似。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强调采用问卷法、观察法、测量法等方法，研究儿童智力的来源，测量儿童心理的内容。这种教育思想引发了19世纪末兴起的儿童研究运动，波及欧美许多国家，并对欧洲新教育思想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

特别应该强调的是，19世纪40年代至90年代形成了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凭借他们自己“创立的辩证唯物主义及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于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综合考察，紧密结合无产阶级革命的理念与实践，论述了一些重要的教育问题，从而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教育观”[121]。他们对19世纪欧美各国的教育进行了评论，对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教育思想既有批判，又有继承，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教育在社会的物质生产中的意义和作用、人的本质和个性形成、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等重要教育理论问题都进行了科学的论证，高瞻远瞩地揭示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本书用五卷（第四卷至第八卷）的篇幅，全面地论述了近代外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第四卷详细地论述了14—17世纪初期大约300年间西欧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其中包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由文艺复兴运动引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中产生的新教（路德派和加尔文派）教育思想，以及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罗耀拉及耶稣会的教育思想）。西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人的重新强调和对人能取得的成就的重新强调，解放了人们的思想；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把中世纪统一的教会拆散成大量当地的地方性教会，其直接的和决定性的遗产是使权力由教会向政府转移。[122]这一切对西欧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新教教育思想以及人文主义者与新教进行的教育活动在其中是起了莫大作用的。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是作为新教教育思想的对立面产生的，但是在罗耀拉的思想中，他创建的耶稣会制定的章程和1599年颁布的《教学大全》也汲取了文艺复兴运动的成果。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开展了文艺复兴运动，并在同一时期进行了宗教改革运动，才使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发展走到世界各国的前面。因此，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本书第四卷正是认真研究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取得的成果。

本书第五卷论述了17世纪的外国教育思想。17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17世纪，英国发生了资产阶级革命（1640—1688年）。此前，尼德兰（包括现在的荷兰与比利时等地）北部诸省于1566年爆发了争取建立民族独立国家的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经过40余年的斗争，荷兰共和国于1609年成立了。加尔文教（在英国称清教）信仰在两国革命中都起了一定的作用。自然科学在17世纪取得了富有成果的发展，哲学和社会科学在17世纪也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教育思想在西欧各国，特别是英国迅速地发展起来。本书第五卷用三章分别对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的教育思想、英国教育革新思潮和英国哲学家与教育家约翰·洛克的教育思想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新教教育思想的影响下，并受培根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影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初步构建了一个近代教育理论体系。第五卷以专章对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进行了十分深入而细致的论述。第五卷还对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法国理性主义教育思想设专章分别做了论述。17世纪的日本还是一个封建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期，但本书撰写的是外国教育史，因此，第五卷也设专章论述了17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此外，第五卷还设专章对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

本书第六卷论述18世纪的教育思想。18世纪是启蒙运动时代。在18世纪，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启蒙思想发端于17世纪，而在18世纪的法国蓬勃发展，形成强大的启蒙运动，影响到欧美的一些国家。在18世纪，发生了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776年7月4日，北美殖民地各地区代表组成的大陆会议通过了《独立宣言》，以后又经过数年战争，美军取得胜利。英、美两国于1783年9月3日在巴黎签订和约，英国承认美国独立。启蒙思想在美国革命中发挥了作用。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写道：“美国革命在当时具有深远的影响。一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在欧洲被广泛地解释为：它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 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有可能制定一种建立在个人权利基础上的切实可行的政体。”[123]以启蒙思想为先导，法国于1789年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不只是一个国家的重大事件，它对欧洲其他国家的历史发展也有影响。在这样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历史背景下，18世纪法国成为盛产教育思想的国家。本书第六卷用四章分别论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启蒙教育思想、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卢梭的教育思想和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第六卷其他各章分别论述了18世纪英国国民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18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教育思想、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和18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其中，18世纪欧美许多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教育思想是教育史学界没有研究过或很少研究的，而是本书作者研究取得的成果。

本书第七卷和第八卷论述了19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从16世纪、17世纪开始进行的科学革命，经过18世纪的发展，到19世纪自然科学的突飞猛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并且运用到人类的生产与生活之中，影响了人文社会学科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在19世纪，从英国开始的工业革命逐渐传播到欧美各国和日本。工业革命极大地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同时也改变了社会的生产关系。人口从农村流向工业集中的城镇，城市的规模扩大，数量也有所增加，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不断增长。工业和农业的关系、城市和农村的关系、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等社会问题日益突出。19世纪的这些变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也促进了教育的发展。因此，欧美各国的教育制度开始确立起来，各级各类的教育也得到了比较快的发展。为了解决教育的发展和改革问题，使教育的发展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欧美各国的一些思想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都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自己的见解。19世纪，西方的教育思想较之前两个世纪也更丰富。由于多种原因，在19世纪，德国各级教育的发展比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都更好一些，德国的教育思想也更加丰富。特别是德国，出现了赫尔巴特和福禄培尔这样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因此，本书第七卷用四章分别论述了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思想、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第八卷又用两章分别论述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和实验教育学思想。第七卷的其他章分别论述了英国的儿童教育与贫民教育思想、英国的功利主义思想、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和俄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第八卷还论述了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美国高等教育革新思想、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英国科学教育思想、丹麦民众教育思想、法国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可见本书对19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探讨与论述是比较全面和深入的。

六

在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20世纪是变化最大和最快的一个世纪，也是各方面取得成就最多的一个世纪。对于教育发展来说，20世纪则是教育改革的世纪。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兴起了以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标志的教育革新运动，试图改革欧美各国的整个学校教育制度，以适应社会与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以课程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为目标的教育改革运动出现了，目的是增强国家的科技竞争力。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面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特别是21世纪的挑战，以追求优异教育和注重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运动又兴起了。在此期间，还有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两次重要的教育改革。

正是在20世纪社会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发展的背景下，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世界各国的教育学者力图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问题进行各自的阐述，从而形成了主张各异和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使20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呈现出百花齐放、色彩缤纷的繁荣景象。

无论是就20世纪世界政治、经济，还是就文化教育发展的一般特点来说，都可以大体上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将20世纪划分为前后两个发展阶段。

（一）20世纪前半期的教育思想

20世纪前半期，战争和革命是各国政治生活的主题。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以使用电力为主要内容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使德、美两国后来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都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各种矛盾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在战争进程中，俄国于1917年先后发生二月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结束了沙皇专制统治，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俄国十月革命和随后建立的苏联，不但给后进国家树立了一个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新榜样，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且还促使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矛盾，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暴发了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各国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倒退了许多年，而且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在这种形势下，英、美、法等国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在资本主义范畴内对其社会中的某些弊病加以改革，以缓和矛盾与危机，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与发展；德、意、日等国迅速走上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进行野蛮侵略的法西斯专政的道路。唯有苏联在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不仅恢复了长期战乱破坏的国民经济，而且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它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日结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实行联合，开始扩大对邻国的兼并和掠夺，进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性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包括侵略国家在内的人民带来了最严重的灾难。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新国家，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持续三个多世纪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

在20世纪前半期，自然科学获得了新发展，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随着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冶炼、化工等技术的发展，许多国家兴起了电力、电信、汽车、飞机制造、石油化工、高层建筑等一系列新型的产业部门，使社会生产力大大提高。

与19世纪相比较，20世纪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受到更广泛的重视。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现象学和存在主义。20世纪，心理学在19世纪取得成就的基础上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方，20世纪前期比较流行的有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由弗洛伊德（S. Freud，也译弗洛依德）创立于19世纪末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在20世纪前期也发展起来了，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心理学（属认知心理学派）也已兴起。

基于20世纪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与发展，以及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苏联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和美国兴起了旨在改造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教育的教育革新运动，揭开了现代教育的新篇章。苏联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使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了很大的发展并扫除了文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调整了教育政策，在发展和改进初等教育、扩大中等教育、建立和加强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有力的措施，提高了教育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水平。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进行了教育改革，使教育得到了改进与发展，但是在纳粹上台后，其教育迅速地成了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意大利和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推行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教育。印度在20世纪前期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极为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开展了民族教育和基础教育运动。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也使其教育获得了发展。

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和这个世纪教育实践的发展一样，反映了时代急剧、快速变化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因而呈现出教育理论基础的多元化和各种思想流派既互相斗争又相互渗透与吸收的特点，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繁荣，并使各国的教育政策法令也带有更强的理性和理论色彩。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还更加清楚地说明，教育思想的发展既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先导，也是教育实际经验的总结。

20世纪的教育史是现代教育史。它是以西欧和美国几乎同时兴起的新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为起点。两者均以革新教育为目标，因此又被称为教育革新运动。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虽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均是针对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而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行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以抨击形成于19世纪的旧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建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教育为共同目标，但因其活动的地域、兴起的具体历史背景、继承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不同而又具有许多差异之处。

西欧新教育运动是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各国社会发展需要而兴起的教育革新运动。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为发起这场运动的新教育家的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基础。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对新教育家的思想也有重要影响。西欧新教育运动以英国教育家雷迪（C. Reddie，1858—1932）1889年在阿博茨霍姆创办第一所“新学校”为开端。他的思想与办学经验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都办起了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新学校。新教育家们在借鉴现代科学文化成果和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完整和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引起了教育思想和教育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新教育运动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对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教育家的著名代表人物除雷迪以外，还有英国的沛西·能（Percy Nunn，1870—1944）、怀特海（A. N. Whitehead，1861—1947）、罗素（B. A. Russell，1872—1970）、尼尔（A. S. Neil，1833—1973），法国的德摩林（E. Demolins，1852—1907），德国的利茨（H. Lietz，1868—1919）、凯兴斯坦纳（G. Kerschensteiner，1854—1932），比利时的德可乐利（O. Decroly，1817—1932），瑞典的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意大利的蒙台梭利（M. Montessori，1870—1952），瑞士的费利耶尔（A. Ferriere，1879—1966）等。其中，蒙台梭利既是西欧著名的新教育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她在教育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活动，促使世界幼儿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兴起于19世纪末延续到20世纪头20年的一场波及全美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比进步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它与西欧新教育运动相似，从兴起、成型、兴盛到衰落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运动中涌现出帕克（F. W. Parker，1837—1902）、杜威（John Dewey，1859—1952）、约翰逊（M. P. Johnson，1864—1938）、沃特（W. Wirt，1874—1938）、博德（B. H. Bode，1873—1953，又译波德）、克伯屈（W. H. Kilpatrick，1871—1965）、帕克赫斯特（H. Parkhurst，1887—1973）、拉格（H. O. Rugg，1886—1960）、华虚朋（C. W. Washburne，1889—1974）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进行了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并进行教育理论探讨，形成了强大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这些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对旧教育或被杜威称为“传统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关于“现代教育”的系统见解。杜威曾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观点的分歧概括如下：“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主张表现个性和培养个性；反对外部纪律，主张自由活动；反对向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从经验中学习；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巧，主张把技能和技术当作达到直接的切身需要的手段；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主张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反对固定的目的和教材，主张熟悉变化着的世界。”[124]但是他警告说，决不能用极端对立的公式进行思考，迷恋于把自己的信念归结为非此即彼或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种种调和的可能性。

杜威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少数几个最有影响的教育家之一。在20世纪前半期的西方教育思想中，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无疑是最重要的一种教育思想，也是对世界各国教育产生最广泛和最深刻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想。在实用主义哲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和民主主义信念的理论基础上，杜威构建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在本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教育也已从赫尔巴特主义的时代转移到杜威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静态观点到动态观点的转变。”[125]杜威于1916年发表的《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就是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确立的标志。

应该说，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是综合而完整的。在教育与生活的关系上，他提出“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主张教育就是生活的过程、生长的过程。在学校与社会的关系上，他提出“学校即社会”，主张作为雏形社会的学校本身就是社会生活。在经验与课程的关系上，他提出“课程教材心理化”，主张课程应该以儿童现在生活的经验为基础。在知与行的关系上，他提出“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从活动中学”，主张儿童在自身的活动中进行学习。在思维与教学的关系上，他提出“思维五步”和“教学五步”，主张教学应该唤起儿童的思维，培养儿童的思维能力。在教育与职业的关系上，他提出反对狭隘的职业训练，主张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结合起来。在教育与道德的关系上，他提出“学校道德的三位一体”，主张通过学校生活、教材和教学方法三个方面来进行道德教育。在儿童与教师的关系上，杜威赞同和提倡“儿童中心论”，主张学校生活以儿童为中心，但同时又指出教育过程也是教师和儿童共同参与、相互合作的过程。

与西方传统教育派理论相比，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具有时代性和新颖性，成为西方现代教育派理论的主要标志。也许正是因为它的时代性和新颖性，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才在20世纪前半期对世界各国教育产生了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由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矛头是批判传统学校及传统教育理论，因此，它与同时代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密切联系的，有时甚至被看作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毋庸讳言，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自身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而引起了同时代人和后人的批评。但是，应该看到，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激励人们批判和改变传统学校教育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它促使人们广泛地去重新思考教育目标、教育原理和教育方法。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罗思（Robert J. Roth）指出的：“未来的思想必定会超过杜威……可是很难想象，它在前进中怎样能够不通过杜威。”[126]

杜威与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也是很密切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分化的产物。虽然杜威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其早期著作中，他从批判旧学校脱离儿童生活，强调教育应尊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的角度出发，的确说过改革将是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并将之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进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验中，虽然也有“社会目标”和“双重取向”的实验，“儿童中心”取向的实验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于1920年公布的七项教育原则中，突出的也是儿童中心主义思想。长时间形成的规范和思维模式，20世纪20年代的成就，导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多数活动家对1929—1933年经济危机引发的变革需要缺乏敏感，遂使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派别，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突显出来。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康茨（G. S. Counts，1889—1974）和拉格。他们充分挖掘杜威教育思想中强调社会功能的一面，批评儿童中心论者忽视了社会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弱点是对社会问题不够重视，主张教育应当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杜威和克伯屈也赞同和支持他们的主张。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美苏“冷战”的形势下，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流派而发挥作用。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T. Brameld，1904—1977）。他将改造主义称为“危机时代的哲学”，认为教育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他提倡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改造课程和教学过程，要求教师劝导学生参加社会改造活动。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批判地继承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遗产，同时又从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了营养。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20世纪上半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教育理论还有德国的社会教育思潮和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德国社会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为威尔曼（O. Willmann，1839—1920）、纳托普（P. Natrop，1854—1924）、赖希魏因（A. Reichwein，1898—1944）、诺尔（H. Nohl，1879—1960）等，文化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有斯普朗格（F. E. E. Spranger，1882—1963）和李特（T. Litt，1880—1962）。福利特纳（W. Flitner，1889—？）的解释学教育学和朗格威尔德（M. J. Langeveld）的现象教育学是由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演化出来的，这些教育思想都有其价值，对西方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印度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伟大代表是泰戈尔（R. Tagore，1861—1941）和甘地（M. K. Gandhi，1869—1948）。泰戈尔是印度的伟大诗人、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基于印度哲学传统中的“梵我同一”理想，强调教育的目的是人的和谐发展。他批评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教育，但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提倡普及农村教育并亲自创办学校，按照他自己的教育观点进行教育实验。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和他的伟大诗篇一起，对印度人民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甘地是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他的教育思想侧重人民的基础教育，强调通过手工劳动为中心的教育改造，重建印度农村乃至整个印度社会。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与革命方略是紧密联系的，对促进印度民族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前半期，苏联的教育思想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列宁（B. И. Лeнин，1870—1924）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列宁也没有撰写过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是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教育问题做过大量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对苏联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克鲁普斯卡娅（H. K. Kpyпcкaя，1869—1939，或译克鲁普斯卡雅）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在十月革命前就发表了许多教育论著，探求俄国教育革新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年）。这部书的主题是考察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起了指导作用。十月革命后，她长时期担任各种教育领导职务，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问题的报告和论文，涉及幼儿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问题。她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在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

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是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担任苏俄与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主持文教工作长达12年（1917—1929年），发表了大量教育言论，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

在20世纪20年代，由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在进行教学改革时，以变通的形式全面推行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某些教学形式与方法（主要是德可乐利的综合教学课、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在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生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利于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学生学习技能、技巧的培养。20世纪30年代，联共（布）中央出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整顿中小学教育的决定，其中强调普通学校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与读、写、算的技能和技巧，以便为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培养合格新生；要求实行分科教学，编制比较稳定的分科教学大纲和各门学科的教科书；肯定班级授课制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等。这些政策思想成了凯洛夫（И. A. Kaиpoв，1893—1978）主编的《教育学》（1939年第一版，1948年第二版，1956年第三版）教学论部分论证与发挥的基本观点。这部《教育学》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苏联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

马卡连柯（A. C. Makapeнкo，1888—1939）是苏联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环境、遗传和教育的关系，教育和教学的关系，教育目的与方法的关系，以及师生关系。他的许多著作在集体教育、劳动教育和家庭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见解，对苏联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上述的苏联教育思想指导了为人民利益服务的教育改革，并总结了苏联前期教育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期外国教育思想的光辉篇章。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盛行于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教育是以作为法西斯主义组成部分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德国纳粹党的头子希特勒（A. Hitler，1889—1945）和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头目墨索里尼（B. Mussolini，1883—1945）露骨地、直接地鼓吹侵略有理、专政必需。由他们控制的法西斯政权采取一系列教育措施，向人民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毒害德、意两国的青年学生。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结合本国的皇国传统，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和法西斯教育理论，毒害自己的国民与青年。三国反动的政治家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美化专政和独裁，公然为杀戮和消灭其他民族提供“理论”依据。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在意大利是秦梯利（G. Gentile，1875—1944），在德国是克里克（E. Krieck，1882—1947，又译科利克）等。他们以更细致的“理论”宣扬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反对理性主义，提倡唯意志论，剥夺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追求真理的自由；要求通过教育培养学生对法西斯政权和所谓“元首”“领袖”的盲目崇拜与绝对服从，驱使青年学生为法西斯独裁统治者策划的侵略战争卖命。这种思想绝对是外国教育思想中的糟粕。本书对它进行评介完全是希望人们能够永远引以为戒。

当人类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争灾难之中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之际，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德裔美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1879—1955）对人类命运与前途和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论教育问题的论著，要求培养富有独创精神、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强调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在教学内容上要文理兼顾，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结合，避免过早地专门化，并从求真、从善、体验宇宙之美的视角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教育。作为一个不断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家和始终将人类命运萦然系于心的思想家，爱因斯坦还在许多论文中探讨了宗教与科学互为补充的问题和宗教教育的必要性。他所说的宗教是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他所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使人趋于至善的教育，包括博爱、善心及献身于科学事业精神的培养。爱因斯坦的一些教育论文还谈论了自由主义教育问题。他的深邃教育思想闪耀着天才的智慧，且与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截然对立，给人以极大的思想启迪。

（二）20世纪后半期的教育思想

20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这在20世纪后半期表现得尤为突出。电子计算机由于战争的需要被研制出来以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涉及信息技术等诸多方面的第三次技术革命便开始了。在新的科技革命的推动下，一系列新兴工业，从电子、激光、光纤、通信、信息，到遗传工程、代用能源、海洋工程、宇航、生态工程等，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引起社会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人类正在迈向信息化时代。

第三次技术革命使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也就是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在农业人口和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从事服务和信息行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产业结构中“技术密集”型企业（包括微电子、机器人、原子能、宇航等工业，以及现代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钢铁、机械、纺织等）；新兴工业区按人才、交通、环境等条件来建设；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结构和投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实现了现代化。

在20世纪后半期，前面提到的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仍然受到关注，心理学的发展受到更大的重视，前期兴起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心理学更为流行，精神分析心理学在20世纪后期又分裂出多种支派。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还兴起了人本主义心理学派。

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带来了迅速的知识更新，出现了人们常常谈起的“知识爆炸”。所有这一切都使国际激烈的科学技术竞争、经济实力竞争变成了教育竞争。这正是20世纪后半期各国不断进行教育改革，形成多次教育改革运动的重要原因之所在。

20世纪后半期第一次规模巨大、影响广泛的教育改革是美国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开始进行的。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这次改革以极大的推动。改革的重点在于删除教学内容的陈旧部分，增加大量新的科学知识，尤其重视外语、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改善，同时还特别注重天才教育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扩充，以应付经济发展和高科技竞争的紧急需要。1958年9月2日，由美国总统亲自批准颁布了《国防教育法》，为发展教育增拨大量资金。上述改革重点也都是《国防教育法》要求解决的问题。苏联随后也进行了以更新教学内容、提高教学质量为目的的教育改革。20世纪后半期进行的第二次改革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以《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为题的报告的出版（1972年8月）引发的。该报告指出，传统的教育体制，即封闭的“制度化教育”和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已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和信息社会的需要，建议实施全面的终身教育。这推动了20世纪七八十年代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的发展和普通教育改革，推广了终身教育思想，许多国家颁布了有关加强成人教育或终身教育的法令。第三次改革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36届教育大会，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在它的影响下，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被作为重要方针之一加以贯彻。与此相适应，在中等教育方面，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与渗透也成为发展的趋势。其目的都是要大大地缩短教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更直接地为社会发展服务。如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为了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竞争，迎接21世纪的挑战，各国又开展了旨在追求优异教育和注重教育质量的教育改革并形成了改革运动。例如，1985年，美国促进科学协会聘请全国知名专家和教育工作者数百名，组成全美科学技术教育理事会及五个学科专家小组，分专题研究了美国20世纪80年代以来教育改革的经验教训，研讨了战后科学、数学和技术领域发生的深刻变化和未来发展趋势，制订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21世纪初期美国基础教育改革的基本计划，以及实现这一计划的具体步骤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他们完成了一份称为《普及科学——美国2061计划》的文本。1991年4月18日，美国总统布什签发《美国2000年教育战略》；1994年3月，克林顿总统签署《2000年目标：美国教育法》；美国教育部于2002年出台《2002—2007年教育战略规划》：这都是迎接21世纪挑战的教育纲领。1988年英国国会通过的《1988年教育改革法》，1997年英国政府发表的《学习社会中的高等教育》也抱有迎接21世纪挑战的目的。为同样的目的，法国于1992年公布了《课程宪章》，2005年颁布《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法》。日本“临教审”于1987年8月发布了《为使教育适应我国社会变化和文化发展而进行的各项改革的基本方针》；1996年7月，日本中央教育审议会又提出了名为《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咨询报告。

20世纪后半期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是与上述新时代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和教育改革的实践密切结合的，但从各种教育流派的起源来说，又与20世纪前半期教育思想发展中不同意见的争鸣以及20世纪心理学和哲学的重大进展有关。

在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流派，都是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新教育思想的批判者与对立面出现的。它们被合称为新传统派教育思想或保守主义教育派。其中，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并一度成为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要素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巴格来（W. C. Bagley，1874—1946），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有科南特（J. B. Conant，1893—1978）、贝斯特（A. E. Bestor，1908—1994）和里科弗（H. G. Rickover，1900—1986）。要素主义教育派强调把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共同要素”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提倡按学科组织教学和严格的智力训练以及天才教育，主张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应处于中心地位，要求学生刻苦和专心学习。他们对进步主义教育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批评和指责，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应对美国教育落后于苏联负直接责任。要素主义者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对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永恒主义教育思想流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 M. Hutchins，1899—1977）、阿德勒（M. J. Adler，1902—2001），英国教育家利文斯通（R. W. Livingstone，1880—1960），法国教育家阿兰（Alain，1868—1951）等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永恒主义者强调，教育的本质因其表现基本的人性而不应随意改变；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属性，因此，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性，培养具有理性的人；主张加强“理智”训练；提倡学习经典名著，掌握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提倡通才教育，反对狭隘的职业教育；认为教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准备，教师在教育中应发挥主导作用。永恒主义者批评实用主义哲学未给人们提供好与坏、善与恶的智力标准，进步主义教育只重个性，忽视了共性，在教育内容上过分强调经验与活动，忽视了基础学科的学习。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在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曾在美国流行。它以宗教学说为理论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神学家和教育家马里坦（J. Maritain，1882—1973）。他在1948年到美国定居。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力图使托马斯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是宗教人文传统的继承者。其基本论点是：教育应以宗教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基督教徒和有用的公民；实施宗教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核心；认为教育是属于教会的。

由上述材料可以看到，以西欧新教育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派（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派）的所谓“现代教育”派为一方与“新（老）传统教育派”为另一方进行的理论论战，基本上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教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而且从深层次上看，这一论战还延续到20世纪下半期。

但新传统派教育思想于20世纪下半期能够在欧洲及美国流行起来，也还是因为这些流派的教育思想中有合理的，能够适应当时需要的因素。例如，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并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就是因为它强调在人类文化遗产中有“共同因素”，可以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为培养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年青一代服务。在被现代教育派指责的“传统教育”理论中也有应该继承的思想，例如，按学科组织教学，强调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学生应该刻苦学习，努力掌握人类长期积累下来的文化基础知识等，这些思想和苏联教育家的主张是一致的。

20世纪后半期，苏联教育思想也有新的发展。其特点，一是以辩证的整体观方法论为指导；二是重视教学的发展功能；三是重视教育实验研究；四是密切了与邻近科学的联系。苏联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列·符·赞科夫（Л. B. Занков，1901—1977）对教学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实验研究（1957—1969年），提出了发展性教学理论，对苏联教育改革发挥了作用。同时，一些心理学家对发展性教学理论也做出了贡献。20世纪后半期，苏联最著名和影响最大的教育家是瓦·亚·苏霍姆林斯基（B. A. Cyxoмлинcкий，1918—1970）。他始终没有离开过教育实践工作的第一线，使一所农村中学（帕夫雷什中学）成了世界闻名的模范学校。他勤于思考，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总结历史和现实的教育经验，提出了个性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对苏联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此外，巴班斯基（Ю. К. Бабанский，1927—1987）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也是以普通中学为实验基地，在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在苏联和世界其他各国引起了反响。

由于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学派林立及其演进，20世纪在欧美形成了一些主要反映和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教育思想流派，包括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思想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新行为主义是行为主义的发展。它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曾一度占据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地位，60年代极为流行，其后走向衰落。代表人物有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加涅（R. M. Gagné，1916—2002）、布卢姆（B. S. Bloom，1913—1999）等。他们都致力于人类行为，特别是学习过程的研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是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1896—1980）创立的。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对儿童的语言和思维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儿童智慧发展阶段的理论，以后又在批判地吸取现代结构论、生物学理论、控制论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为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心理学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对儿童教育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撰写了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阐述他自己的教育见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J. S. Bruner，1915—2016）等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标志着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兴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另一个结构主义心理学家奥苏伯尔（D. P. Ausubel，1918—2008）也撰写了一些专著，阐述其教学与学习理论。精神分析学派是对20世纪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创建于奥地利。他不注重于研究意识、理智等传统的心理学课题，而致力于探讨无意识（或称潜意识）、本能、性、人格和动机等问题。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即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分裂出阿德勒（A. Adler，1870—1937）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C. G. Jung，1875—1961）的分析心理学。他们已开始认识到应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人类动机的根源。20世纪40年代以后，美国形成了新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更加强调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诱发精神病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新精神分析学派由于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又分为包括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派、社会文化精神分析派和人际关系分析派的社会文化学派与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派。他们的研究对儿童教育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既有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也有教育发展中的矛盾。这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巨大发展情况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失衡；知识成为工具，人异化为物的矛盾日益严重；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仅操纵和控制了社会物质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灌输，通过政治、文化等力量奴役人和压抑人的本性，导致了人们内在价值观念的丧失和外部价值标准的瓦解，促使人们转而从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期望能“自由选择”行为准则；在教育方面，由布鲁纳等主持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使许多学生在学业竞争中失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后，新传统教育思想影响加强，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又阻碍着学生情感与个性的发展，学生普遍不满，甚至以怠课、逃学的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社会和教育背景下，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鼎盛时期。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同时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传统，还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思想观点。它主张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心理健康、能自我实现和富有创造性的人，强调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特别是要创造能促进人们学习和成长的良好心理气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斯洛（A. H. Maslow，1908—1970）、罗杰斯（C. R. Rogers，1902—1987）、弗洛姆（E. Fromm，1900—1980）、奥尔波特（G. W. Allport，1897—1967）等。他们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的公共教育。

在20世纪欧美的教育思想流派中，也有主要是将某种哲学思想引申到教育领域或将某种哲学原则与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而产生的。例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和分析教育哲学就属于这种类型。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些哲学家和教育家，如布贝尔（M. Buber，1878—1965）、雅斯贝尔斯（K. Jaspers，1883—1969）、波尔诺夫（O. F. Bollnow，1903—1991）、奈勒（G. F. Kneller，1908—1999）等，将存在主义哲学引申到教育领域所形成的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取向的教育思潮。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广泛流行。该流派重视研究和解决“人”“主体”“生存”的问题，主张教育应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标，使人认识自己的存在，形成一套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生活方式；教育应当维护个人自由，帮助个人进行自我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主张采用对话、问答、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从整体上和实质上看，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特征。但作为一种反对传统的现代教育理论，该流派对现代社会及其学校制度一些弊端的批评，以及对教育领域中多方面问题的探讨，还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分析教育哲学是将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性教育哲学思潮。“在分析哲学看来，教育界漫无止境的学说之争，都是由于概念、语言和意义的混乱造成的。如果教育概念清晰了，意义明确了，教育理论就可以达到科学化，进而促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127]因此，分析教育哲学是将严格的概念和命题分析视为教育哲学的根本任务。分析教育哲学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60—7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迪（C. D. Hardie）、奥康纳（D. J. O’ Connor，1914— ）、谢夫勒（I. Scheffler，1923—2014）、彼得斯（R. S. Peters，1919—2011）、索尔蒂斯（J. F. Soltis，亦译索尔梯斯）等。他们的研究工作为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信息社会的到来，要求教育界创造性地开拓教育科学研究，揭示新时期的教育规律，探讨教育革新的道路，预测未来教育的发展。新的时代日益依靠教育提供各种有力的支撑，而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化教育越来越显示其不适应性。因此，近几十年来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世界性的空前繁荣，教育思想极为活跃。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探讨范围既涵盖宏观教育，也涉及微观教育。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后半期兴起了激进主义教育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和一些新的教学理论。其中，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主张着力研究和探讨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教育自身的经济成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图论证和阐述教育对生产力、劳动市场、社会和个人收益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试图指出由于现代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特点而对教育本身提出的新要求。它如今已成为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对各国的教育决策和管理已经并继续产生广泛的影响。终身教育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法国。法国的保罗·朗格朗（P. Lengrand，1910—2003）是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报告和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终身教育引论》，1970年出版）中，系统地论述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和推行终身教育的必要性，受到广泛支持，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成为战后第二次世界性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在以美国为首的盟军部队控制下宣布放弃军国主义政策，实行和平建设的基本国策。1946年11月，颁布了新的《日本国宪法》，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47年3月，日本国会公布《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贯彻了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的指导思想，以美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日本军国主义，为日本教育的改革发展确定了方向。此后，为适应经济高速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日本又进行了多次教育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思想的发展大体上可以分为美国军队占领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世纪末以来的时期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教育思想的主题是教育的民主化；第二阶段在教育思想中出现能力主义和经济至上观，教育民主化思潮涌动；第三阶段出现了一些面向世界和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思想。

在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也有发展。具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是印度的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 Krishnan，1888—1975）的民族民主教育思想，埃及的塔哈·侯赛因（Taha Hussein，1889—1973）的教育思想，以及巴西的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1997）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思想。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思考，主要表现在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重视教育对发展经济的作用、关于教育改革的方向、教育的现代化、全民教育思想等几个方面。

本书第九、十两卷论述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也就是外国现代教育思想史。在20世纪，人类社会与教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战争与革命为各国政治生活的主题。如前所述，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日本都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帝国主义国家间各种矛盾的激化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1914—1918年）的爆发。在战争的进程中，俄国人民在列宁领导下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列宁非常重视文化教育建设，对改革沙皇俄国的教育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提出一些指导思想。苏俄与随后建立的苏联在教育改革与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教育理论建设方面取得的成就也是很大的，还出现了几位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家。在20世纪前期，西方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也有很大的发展。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运动中，涌现了一大批教育改革家与思想家。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是对这一时期世界教育发展产生影响最大的教育思想家。意大利教育家玛丽亚·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对世界学前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20世纪前期，在西方还有一些我们在前面提到的教育思想流派和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提出的非常卓越的教育思想。这一时期，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在外国教育思想史中也占有一定的地位。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法西斯教育思想是这些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我们是将它作为外国教育史中的糟粕来进行分析和评论的，目的是让世人引以为戒。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是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但国际的激烈争斗和地区性战争不断。国家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的竞争、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进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的广为流传，都是推动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重要因素。20世纪先后进行了两次工业革命，即发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以电力代替蒸汽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以及发生于20世纪中期的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并涉及信息技术等许多领域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工业革命不但提高了社会生产力，促进了社会经济的迅速变革与发展，而且改变了人类社会的生活方式。因此，工业革命对人类的教育提出更新的要求。旨在改变19世纪形成的传统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西欧新教育运动和新教育思潮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思潮都是在第二次工业革命发生、发展的过程中兴起与发展起来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已经给人类社会的生产与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并且还将带来更大的变化。由于现时代在先进的工业领域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信息、想象力和创新精神，国际上各个国家经济与军事实力的竞争变成了人的才能培养、知识更新和教育体制的竞争，因而激发了一些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对于教育问题的思考。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欧美各国、日本和苏联都进行了不止一次教育改革，更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在20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各种流派的心理学与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传于世界各国，影响着教育实践，特别是高等教育内容的改进，并被广泛地运用于教育研究。各种教育流派相互争荣，互相渗透，不断形成新的教育流派。以致可以说，丰富、多元是20世纪教育思想的主要特征。教育科学的急剧分化与融合，教育分支学科大量涌现，也说明了教育思想的活跃与繁荣。

本书第九卷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第十卷论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当然，这样的分工并不是绝对的，有些教育思想流派虽形成于20世纪前期，但是它们的某些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布拉梅尔德，属于新传统教育思潮的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代表人物的科南特、里科夫、贝斯特等，其活动与著作的发表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两种教育思潮都是在第九卷论述的。而在第十卷论述的一些教育思想流派的某些代表人物的活动却是在20世纪前期已经开始了。

本书第九卷除“导言”外共15章。其中第一章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着重论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政治潮流、科学技术进步和心理学发展在教育思想发展和演进中所起的作用。其他各章分别论述和评介了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新传统教育思潮、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列宁的教育思想、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法西斯教育思想、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第十卷也是15章。其中用14章依次论述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分析教育哲学思想、激进主义的教育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终身教育思想、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及教学思想、20世纪后期欧美的教学思想、20世纪下半期日本的教育思想、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并对这些教育思想进行了评价。第十卷的最后一章对教育思想的分化和融合做了详细论述，其中着重论述了教育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元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和教育方法论的演进，并对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和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潮进行了分析和阐述。第十卷还在“结语”中对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进行了总结，并对21世纪外国教育思想发展的方向做了如下三点展望：其一，关于教育的变革性和战略性思想及理论将更加受到重视；其二，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聚焦点；其三，关于终身教育的研究将进一步从实践到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

总之，本书对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研究和阐述是比较深入和全面的。对其中的一些教育流派，例如，第九卷中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和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第十卷中的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等，我们学界过去是没有或很少研究的，本书对这些学派教育思想的论述是有关章节作者研究取得的成果。第九卷中的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更是一个全新的研究课题，本书作者在比较深入地研究基础之上，对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进行了论述，是一项十分可贵的成果。本书第九、十两卷其他各章的撰写也是在进一步研究的基础上完成的，较之其他著作中有关方面的论述显得更加充实一些。

回顾人类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历史，我们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社会生活的实际需要是教育思想的源泉。社会生活发生变化，教育思想必然随之变迁。外国古代、中世纪和近现代教育思想的特色是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决定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是相互促进的。

第二，人类的教育活动必须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教育思想史反映各个时代的思想家对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探讨与认识。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是客观的，具有相对的稳定性。所以，符合人的身心发展规律的教育观、教育思想必然超出时空限制，具有永恒的价值。这就决定了教育思想的继承性，使某些历史经验能为现代人利用。所以，研究教育思想发展史是必要的、有益的。

第三，各种文化、各种教育观的接触、交流、碰撞，必然发出火花，推动文化、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创新，成为教育思想发展的动力。古希腊人只用几百年的时间，就形成了丰富多彩的哲学派别，创建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思想，这既是他们民族的特点使然，也是因为他们和古埃及与两河流域邻近，易于接受古代东方各国数千年间创造出来的文化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在前人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探索的结果。而远古时代从欧亚大陆移居美洲的人种到16世纪还处于十分落后的状态，结果被淘汰出历史舞台。所以，封闭自守、拒绝接受新事物必然造成停滞，带来死亡；改革、开放、接受新事物，发扬好传统，敢于革新与创造，才是迅速发展之路。

第四，解放思想，独立思考，敢于打破成规，挑战权威，突破禁区，坚持以实践为检验真理的标准，这是教育思想发展的生命力。历史上一切进步的教育家，一切推动教育理论前进的人士都是敢于破旧创新的勇士。

第五，教育思想的发展不是孤立的，单线的，它总是从科学、哲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社会学、政治学中不断吸收营养，来丰富自己的理论，所以，教育思想的发展与众多学科的发展息息相关。

本书是外国教育史专业老、中、青三代相结合，多年研究的结果。本书的总主编除笔者外，还有华中师范大学的任钟印教授；副总主编有：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浙江大学的金锵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单中惠教授、清华大学的史静寰教授和北京师范大学的张斌贤教授。本书第一卷主编是任钟印、黄学溥，第二卷主编是张斌贤、方晓东，第三卷主编是史静寰、李淑华，第四卷主编是褚宏启、吴国珍，第五卷主编是杨汉麟、周采，第六卷主编是朱旭东、王保星，第七卷主编是徐小洲、赵卫平，第八卷主编是单中惠、贺国庆，第九卷主编是吴式颖、诸惠芳，第十卷主编是李明德、杨孔炽。各分卷由分卷主编负责统稿。本书由总主编、副总主编负责审定。笔者在完成总序的撰写工作中曾得到任钟印和单中惠教授的大力帮助。

湖南教育出版社为出版我们的这套学术著作，给予了经费资助和大力支持。出版社社长曾果伟先生高度关注本书的编著出版事宜，副社长陈民众先生亲自参加本书第一次编委会讨论编写提纲，龙育群先生多次参加书稿的讨论。龙先生和其他许多编辑同志为本书的编辑加工付出了心血，我们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本书的第一版虽然被认为是一部精品图书，但其中仍然有些错误，而且出版十几年了，本学科和外国教育在此期间也有了较大的发展。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为我们提供了一次修正错误和补充完善的机会，衷心感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陈红艳同志和其他许多编辑同志为本书的再版所做的认真细致的编辑加工工作。

“总序”第一稿的撰写大约开始于1998年末，2002年2月完稿。2015年12月至2016年3月，对第一稿做了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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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教育思想是关于教育的意义、目的、内容、制度、方法和手段的理想、观点和理论的体系。教育思想的发展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零星到系统、由粗率经验到理论体系的漫长过程。初民社会没有专职教师，教育是全社会的事业。社会中的全体年长一代都对年青一代负有教育责任。正是在这些从事教育实践的群众教育工作者中，产生了最早的教育思想。当时还没有文字，这种最初的教育思想没有文字记载。但是，一切教育行为都是受一定教育思想支配的。原始社会的教育活动、教育制度、教育习俗和传统，便是教育思想的载体，我们通过初民社会在教育方面的行为、制度、习俗和传统，仍然可以窥知隐藏在这些行为、制度、习俗和传统后面的教育思想。这是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在这一阶段，古代东方世界和西方世界的教育思想并无显著差异。

文字的产生，是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从此，出现了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这是教育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产生于古代东方的两河流域、埃及、印度和中国。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最先出现于古代东方各国。古代东方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摇篮和灯塔，为世界教育思想史留下了丰富的遗产。古代西方的文明晚于古代东方。在古代西方最早的文化、教育思想中，处处可以看到古代东方影响的痕迹。本卷重点讨论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正是为了正本清源，探明有文字记载的世界教育思想的源头。

本卷包含原始社会初民的教育行为与思想、古代两河流域的教育思想、古代埃及的教育思想、古代波斯的教育思想、古代希伯来的教育思想和古代印度的教育思想等方面的内容，一共八章。各章执笔人是：任钟印，导言，第一章、第四章及结语；黄学溥和岳龙，第二章、第三章；岳龙，第五章；张志强，第六章、第七章和第八章。全卷由任钟印统稿，黄学溥做了部分组稿与改稿工作。


第一章 原始社会初民的教育行为与思想

由于人类起源史的朦胧，要想知道最早产生教育思想的确切时间和地点，这是不可能的。目前，关于教育思想的产生，还只能做一些理论上的推测，而不能做出有史料依据的确凿论断。

第一节 教育思想和教育行为

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受自己的思想的支配。人区别于动物的重要标志是人的行为的自觉性、预见性、目的性、计划性。动物的行为受本能驱动，是盲目的，不计后果的。人则在自己行动之前，已经在头脑中预计或设想了自己行为的后果，因而能选择后果有益的行为，避免后果有害的行为，力求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自己预期的目的。马克思曾以蜘蛛与蜜蜂为例，说明蜘蛛织网、蜜蜂筑巢的本领，足以使织工和建筑师惭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也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因为“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1]。马克思还指出，人在将自己的力量作用于自然时，不仅改变着自然物的形式，而且实现着自己的目的，他使自己的意志和行为服从于这个预期的目的。在这种场合，思想是行为的先导、动力、方向。

思想先于行为的规律不仅呈现在人与自然的相处中，这也是人类社会一切历史活动的永恒规律。恩格斯在指出人类社会史与自然史的不同特点时说：“社会发展史却有一点是和自然发展史根本不相同的……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2]就正常人的正常情况而言，我们甚至可以说，可能有没有行动的思想，但不能有没有思想的行动。因为“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外部世界对人的影响表现在人的头脑中，反映在人的头脑中，成为感觉、思想、动机、意志，总之，成为‘理想的意图’，并且以这种形态变成‘理想的力量’”[3]。这种“理想的力量”，正是推动人去行动的动力，它体现在人的行动之中。

考古学家们研究了人类开始制造工具的情形，人之所以能制造工具，是因为他们已经具备了超过猿类的心智能力、认识能力。如果没有思想，制造工具是不可能的。考古学家们研究了非洲阿舍尔遗址人类制造工具的遗迹，认定“石器制造者心中有一个他们想要制造出来的石器的模板，他们是有意识地将一种形状施加于他们利用的原材料上”[4]。也即是说，石器制造者在制造石器的行为之前，他们所要制成的工具已经在他们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考古发现为马克思、恩格斯的论点提供了历史佐证，证明人的行为受思想支配，人的行为是思想的载体。

摩尔根认为，透过社会的制度、风俗习惯和传统去窥视隐藏在制度、风俗习惯和传统后面的思想，是认识历史的方法之一。他说：“我们承认人类历史的实质与观念的发展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而观念是由人民创造出来的，它表现在人民的制度、风俗习惯和各种发现之中。”[5]

人类的行为都要通过自己的头脑，受思想支配，思想先于行为，行为和行为的结果是思想的载体，人们可以透过人的行为和行为的结果了解行为者的思想。这一理论观点为我们研究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提供了方法论的依据。

人类社会存在了数百万年，而文字的历史不到一万年。人类文明史在整个人类历史中不过短暂的一瞬。同样，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的历史，不过是全部教育思想史中简短的一个篇章。对于漫长的历史时期中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我们可以通过当时的教育活动、教育习俗、传统、教育制度乃至神话传说去研究，以重现教育思想发展第一阶段的原貌，补写那一段无文字的教育思想史。

第二节 教育思想产生于“人类的童年”

恩格斯将人的形成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攀树的猿群、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形成的人。其中，第二阶段是从猿转变到人的漫长的过渡时期。恩格斯称这种过渡时期的生物为正在形成中的人。正在形成中的人既已不同于猿类，又还不完全同于人类。正在形成中的人的特点是它的过渡性，但是，无论从两足行走，还是从脑量体积的大小和牙齿的结构形态来看，他们都已经具备人的特征，而不是猿。从攀树的猿群转变到正在形成中的人，分界点是猿从生活在树上下到地上，开始用后肢直立行走而使前肢解放成为双手；从正在形成中的人转变到已经形成的人的分界点是制造和使用工具。

史学界认定正在形成中的人这一发展阶段就是摩尔根所称的蒙昧社会的低级阶段，恩格斯则称这一阶段为“人类的童年”。

考古发掘的新发现和古人类学、古生物学乃至分子遗传学的新成就，不断改写人类起源史，更新人类起源史的原有结论。考古学家们曾经普遍认可，最早的正在形成中的人是产生于约1400万年前的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20世纪80年代后期，这个结论又遭到一致否定。考古学家和古人类学家一致认定，腊玛古猿和南方古猿的发展水平都还是猿，而不是人。考古学家们的新的认识是，最早的人科物种出现于距今700万年前，而工具制造出现于距今250万年前。这里所说的人科物种的特征就是两足行走。利基说：“我所说的‘人’最基本的，就只是指能够直立行走。”[6]

考古学的新结论证明恩格斯在100多年前的科学论断是正确的，并具体化了三个阶段的年代。根据考古学的发展，“正在形成中的人”，即“人类的童年”或“蒙昧时期低级阶段”，应是距今7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这段历史时期，长约450万年，占那一阶段人类历史的约2/3，而制造工具以后的历史略过1/3。

在“人类的童年”，既已出现了对教育的需要，又已具备了进行教育的可能。

正在形成中的人虽然还不能制造工具，但已知道利用天然的工具木棒和石块从事简单的“劳动”，正是这种简单的、不完全意义上的“劳动”，成为了从猿发展到人的推动力量，推动了正在形成中的人的手、各种身体器官、脑、思维、语言和社会性的发展，为了个体生命的维持和群体生命的延续，必须将已积累的原始劳动经验、群体的相互关系、简单的行为规范传授给年青一代，这就需要进行教育。

教育对于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必要性，不仅决定于社会生活的需要，更决定于早期人类的生物学上的特征。科学家们发现，人区别于猿和其他动物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人类的初生婴儿是软弱而不能自助的，有一个较长的婴幼儿时期，由成年人加以照料、教育，而大多数哺乳动物，包括猿在内，都是从婴儿期几乎直接进入成年期。科学家们发现，人类婴幼儿时期较长，与人脑的体积远远大于猿脑的体积有关。生物学家指出，脑子的大小影响着断奶的年龄、达到性成熟的年龄、妊娠期和寿命。在脑子大的动物物种中，这些因素趋于延长。因此，人类增大的脑量决定了人类婴幼儿的软弱和无力自助，决定了婴幼儿时期的延长和向成人过渡的缓慢，这就使对婴幼儿的照料和教育成为必要，否则人类就无法延续。利基说：“在婴儿期无自助能力的一段较长的时期中，需要父母的悉心照料。”[7]

要使教育得以实现，需要有最起码、最必要的交流思想和传递信息的手段，这种手段就是语言。夏威夷大学语言学家德里克·比克顿（Derrick Bicherton）说：“只有语言能够冲破锁住一切其他生物的直接经验的牢笼，把我们解放出来，获得无限的空间和时间的自由。”[8]语言使可以传递的信息量无限扩大，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仅凭手势和单音节的简单发音谈不上真正的教育。

人类何时具有了语言能力，这是人类起源史上争论最热烈的问题之一。多种学科的科学家、考古学家们根据人类脑量的体积大小、左脑和右脑的大小是否对称、牙齿的构造、头盖骨内与语言能力有关的布罗卡区（Broca）的存在与否、喉的位置、人的劳动活动对语言的需要以及艺术的产生等各种因素，探索最初的语言能力的出现，结论各不相同。但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人认为，人类的语言能力起源很早，是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另一类人则认为语言是在较晚的时期突然产生的。这种争论还会继续下去。但是，后一种意见甚至将语言的产生推迟到35000年以前，从而使人类在数百万年中成为“哑口动物”，这是令人沮丧的。[9]正如比克顿所说：“我们几乎无法记起一个没有语言的时代。”利基也说：“作为一个个体，我们依靠语言在世界上生存，我们无法想象一个没有语言的世界。”[10]

持第一类意见的科学家通过不同的研究，得出了大致接近的论断。纽约州立大学的人类学家迪安·福尔克（Dean Falk）写道：“如果人科成员不使用和改进语言，我想知道他们用他们的自然增长着的脑子在干什么。”[11]马萨诸塞州贝尔蒙特医院的神经学家特伦斯·迪肯（Terrence Deacon）说：“语言能力是在一个由脑——语言互相作用所决定的持续选择的漫长时期（至少200万年）中进化的。”[12]利基也认为：“如果脑量与语言能力有关，那么脑量在过去的200万年左右的时间里的增加，表明了我们祖先的语言能力的逐步发展。”[13]拉尔夫·霍洛韦（Ralph Holloway）研究非洲特卡纳湖东岸发现的200万年前的头骨，发现头骨内有布罗卡区，而且脑的左右两边不对称，这是已具有语言能力的标志。[14]

虽然语言起源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定，但有不少科学家都提到“200万年”“至少200万年”“200多万年”“200万年左右”这个大致的数字，这些数字并不排除语言的起源早于距今200万年前的可能。

我国古人类学家认为意识和语言起源于人类制造工具之前，也就是说，人类先具有意识和语言能力，然后才开始制造工具，这就意味着语言起源于正在形成中的人，即起源于“人类的童年”。这一观点和摩尔根、恩格斯的结论是吻合的，和“200多万年”“至少200万年”“200万年左右”的观点并不绝对相互排斥。

摩尔根认为，音节分明的语言产生于低级蒙昧社会，[15]即“人类的童年”。

恩格斯指出，蒙昧时代低级阶段，“这是人类的童年……音节清晰的语言的产生是这一时期的主要成就”[16]。恩格斯又说：“我们的猿类祖先是一种群居的动物……随着手的发展、随着劳动而开始的人对自然的支配，在每一新的进展中扩大了人的眼界……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中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地步了……而口部的器官也逐渐学会发出一个接一个的清晰的音节。”[17]

按照摩尔根、恩格斯和我国古人类学家的论断，人类在制造出第一把粗笨的石刀以前，语言已经有了漫长的历史，它是正在形成中的人为人类的文明准备的一份厚礼。语言起源于距今700万年前至250万年前这段历史时期，它不可能是在某一个早上由上帝或某一位神仙突然创造出来的，它只能是长期逐渐演进的产物。摩尔根说：“人类的语言似乎是由最粗糙、最简单的表达形式发展起来的。必然是先有思想而后才有语言；同样，必然是先用姿态或手势表达语意而后才有音节分明的语言……单音节先于多音节，而多音节又先于具体词汇。人类的性灵不自觉地利用喉头发音而发展出清晰的语言。”[18]

如果语言是教育的必要条件，那么我们就可以说，语言的历史就是教育的历史，也就是教育思想的历史。教育和教育思想必然产生于“人类的童年”。随着制造工具的新进展，语言和教育、教育思想也进一步复杂化了。人类没有必要等到能够制造工具以后才开口交流思想，才对年幼一代进行教育。制造工具的历史才250万年，而语言、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历史长得多。

第三节 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

所谓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是指没有文字的社会中的教育思想。没有文字的社会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文字产生以前的社会；另一种是文字产生以后仍然与文明社会隔绝，处于相对落后状态的社会。文字产生以前的社会的历史，古人根据世世代代口头相传，有一些对远古社会史的追忆。考古学、古人类学、古生物学、解剖学、分子遗传学等众多学科的新成就则进一步揭开了连古人也不知道的远古社会的秘密。人类起源史的研究澄清了数不清的关于人类由来的怪诞神话，撕开了“造物主”的神秘面纱。关于文字产生以后仍然与文明社会隔绝，处于史前阶段的相对落后的社会，古代已进入文明世纪的人，对于当时周边地区尚处于史前阶段的居民的风俗习惯、社会状况，曾有文字记述。例如，古代罗马人对日耳曼诸部落的记述、中国古籍中对边远少数民族的记载，但是更大量的材料来自19世纪以来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族志学者、旅行家、传教士、航海家对近代尚处于史前阶段的各人种、各部族的社会情况、生活习俗的亲身调查、访问和研究报告，如对美洲印第安人、澳大利亚土著居民、太平洋各岛屿和非洲等地一些原始部落的居民情况的调查和研究报告。我们现在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和教育思想的了解，主要是根据这一类材料。可惜的是，这一类材料涉及的大都是已经发展到较高水平，甚至已经受到周边地区文明的某些影响，接近文明时代的边缘，或已经开始从史前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社会。现在已难以找到尚处于人类社会初期的人种，更不用说正在形成中的人了。

一、人性观的萌芽

人是教育的对象和主体。人是什么，人性是什么，这是教育思想中的根本问题。对人性问题的关注和讨论、争辩，在文明社会中贯穿于教育思想发展史的全过程。人性问题，也是哲学、伦理学、心理学、宗教学中的核心问题。如果有一个主题，能够将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宗教学乃至经济学、政治学等学术领域联结起来，贯通起来，综合起来，那么，这个主题就一定是人性论。

在没有文字的、处于史前时代的社会里，人们已开始思考人性问题，他们试图说明人的智愚和人性善恶的起源，而这恰恰是人性论讨论的中心问题。数千年文明社会的哲人、学者关于人性的论辩，都是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的。

史前时代的人已开始思考人的智慧、能力存在差别的原因，他们力图解释人的智慧和能力从何而来。太平洋中的美拉尼西亚人相信存在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称为玛纳。玛纳可以为善，也可以为恶。人通过宗教活动可以获得这种玛纳，并据为己有。拥有玛纳的人，就会行时走运，其身价便提高，甚至可成为首领。有能力、有作为的人都是拥有玛纳的人。由此可见，美拉尼西亚人认为人的智慧、能力决定于某种超自然的外在力量，但是人可以通过自己的主观努力去获取这种外在力量，使之为己所用。人在超自然的力量面前并不是完全消极无为的。北美印第安人的苏人则称这种超自然的力量为玛尼图，此种玛尼图可以由父或母传给子女，于是他们肯定了遗传的作用。太平洋中的波利尼西亚人[19]也相信玛纳是一种特异的力或能，首领的超凡能力，他的神圣性，是源于他所拥有的玛纳，首领若不小心从事，便会失去玛纳。部落的强盛也是由于部落拥有玛纳。奴隶则不具备玛纳。在其他一些地区和人种中，玛纳也称为奥伦达、瓦坎、瓦坎达。可见这是史前社会流行颇广的一种人性观。

人性论的另一方面是人性善恶问题。人性是善、是恶或亦善亦恶？善恶自何而来？史前人类即已开始思考这些问题并试图找出答案。他们的答案是各式各样的。综观各地各民族的传说和神话，答案大致可分为三类。

（一）性恶说

据希腊神话，宙斯为了报复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取火种，命令赫淮斯托斯造美女石像，给她艳装打扮。宙斯给她注入恶毒的祸水，众神都送给她一件危害人类的礼物，赫尔墨斯神把谎言、能说会道以及一颗狡黠的心灵放在她的胸膛里。这个祸水给人类带来了一切灾难和不幸。宙斯给她取名潘多拉。她的性恶是神注定的，是不可更改的。

（二）或善或恶说

许多史前居民中流传着关于本部落的“文化英雄”的传说。“文化英雄”是各部落祖传的礼仪、习俗、典制或成丁礼的创建者。“文化英雄”一般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人代表善，另一人代表恶。易洛魁人中流传的“文化英雄”是针锋相对，各行其是的两兄弟。一个崇尚善良，人、光明和一切有用之物都是他所建造的；另一个专施邪恶，一切危害人类者如毒蛇、猛兽、春寒冬冻、严冬酷寒，都出自此人之手。善者一切皆善，恶者一切皆恶。太平洋的美拉尼西亚的“文化英雄”也是一对孪生兄弟，一个聪明，另一个愚拙；一个致力于创造，另一个专事破坏。另一些地区的“文化英雄”实际上是该部落崇拜的图腾。有的“文化英雄”是半人半兽，有的“文化英雄”是动物。

在希腊神话中，也有善恶对立的传说。据说，有两种“不和女神”，一种不和女神天性残忍，专事挑起罪恶的战争和争斗；另一种不和女神则对人类友善，刺激怠惰者劳作，因为一个人看到别人因勤劳而致富，就会变得热爱工作。神世界只是人世界的幻影，善神和恶神不过是罩上了灵光圈的善人和恶人。

由上可知，史前时代的人已经将人类分为两类：善人和恶人。善人有益人类，恶人危害人类。善人和恶人的斗争构成人类历史的一幅生动的图画。善和恶都是预定的，是不可更改、不可转化的，因而善恶的对立是永恒的。

（三）亦善亦恶说

据希腊神话，普罗米修斯用水和泥土调和，按照天神宙斯的形象造了人形，又从动物的灵魂中摄取了善与恶两种性格，将它们封入人的胸腔内。于是，人性中就既有善性，又有恶性，这也是神预设的。

上述关于人性善恶的三种观点，基本上奠定了迄今为止的人性善恶理论的框架。在以后数千年的文明社会中，无数的哲人、智者都力图探索人性善恶的究竟，他们的思想成就竟未能跳出史前人类的窠臼，这是令人吃惊的。中国古代的性善论、性恶论、善恶混论，早已存在于史前人类的头脑中。至于普罗米修斯将善恶两种性格注入人的胸腔之内的观点，更是成为几千年来西方名家以不同的形式一再重述的观点。例如，柏拉图认为人性中既有理性，又有“野性”“兽性”“多头怪兽”“狮性”；亚里士多德认为人有理性的灵魂和动物的灵魂；施达克认为人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禽兽。甚至恩格斯也不得不说：“人来源于动物界这一事实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摆脱兽性，所以问题永远只能在于摆脱得多些或少些，在于兽性或人性的程度上的差异。”[20]人身上既有人性，又有兽性，也就是既有善性，又有恶性，这已经由普罗米修斯注定了。后世的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学家都不过是按照普罗米修斯的节拍吟唱人性的颂歌。在人性论这样抽象的理论问题上，史前人类的思想竟能达到如此深刻、如此成熟的程度，真是令人敬佩。摩尔根说得好：“近代文明吸收了古代文明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并使之面貌一新；近代文明对人类全部知识的贡献很大，它光辉灿烂，一日千里。但是，其伟大的程度还远远不能使古代文明暗淡无光，并使它沦于不甚重要的地位。”[21]

二、人生观教育

青少年时期是人生观逐渐形成时期。人的一生应怎样度过，人生应有什么理想，应追求什么目标，走什么道路，这些问题是人生观教育的内容。史前人类已注意重视在青少年的人生观形成时期进行人生观教育。他们将两种人生观、两条道路、两种前途摆在青少年的面前，教育他们坚定地选择正确的道路，避免危险的道路。这种教育是通过神话的形式进行的。

据希腊神话，古代著名英雄赫拉克勒斯在青年时代思考人生的道路时，在他的面前突然出现两位女神，其中一个是幸福女神，被人称为轻佻女神。她仪态万方，雍容华贵，谦和有礼，浓施脂粉，对赫拉克勒斯说，如果你选择我做你的女友，我可以领你走上一条最舒服的生活道路，你可以享尽生活的乐趣，一生没有烦恼和不平，不用参加任何战争，不用操心买卖的事，只是享用美酒佳肴，睡在温暖柔软的床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用从事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尽情享用别人的劳动成果，享不尽荣华富贵。

另一位是美德女神。她对赫拉克勒斯说，如果你选择我指引的道路，你将成就一切世上的善事和大事。我不能保证你享受荣华富贵。一切收获都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应当敬奉神祇，为朋友做好事，为国家服务。有播种才有收获，要想赢得战争，就要学习战争的艺术；要想保持矫健的体魄，就应该通过艰苦的劳动使它强健。

于是，幸福女神和美德女神展开了激烈的争辩。美德女神对幸福女神进行了严厉的申斥：你没有一点美的东西。你不饥而食，不渴而饮，让你的朋友通宵畅饮，白天酣睡，多少美好时光白白流逝。他们在年轻时花天酒地，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到年老时，愧对过去的时间。你将遭到诸神的唾弃，为善良的世人所不齿。

赫拉克勒斯在对比了两条道路后，经过思考，最终选择了美德的道路，成就了赫赫功业，成了全希腊著名的英雄。[22]

古人通过类似的神话故事对青少年进行人生观教育，指引他们沿着美德女神指引的人生道路，树立崇高理想，胸怀大志，艰苦创业，成为有益于人、有益于社会的人。

三、儿童观

史前时代的人对儿童的珍爱、爱护，使文明时代的人深感惭愧。罗伯特·路威（Robert Lowie）在《文明与野蛮》一书中记述了各地区各人种爱护儿童的动人事例。

在多年的南美旅行中，诺登瑟德子爵只看见过一回印第安人父母打孩子。一个倔强的女孩子，在小腿、臀部和背脊上挨了轻轻三下。格林纳尔博士研究平原印第安人几十年。他说，印第安人从来不鞭挞他们的孩子……有时候，孩子哭闹不休，母亲怄气，也只拉住他一只臂膀推两下，我从来没有看见父母责罚儿童这样的事情。[23]

因纽特人对孩子无不疼爱。孩子哭着要求的东西，倘不给他，这在野蛮人心中便是冷酷无情。体罚是难得有的，有些部族里头简直从来没有用过。和尔姆船长关于爱斯基摩儿童的记述写道：儿童无拘无束地长大，他们的父母说不出怎样疼爱他们，无论他们怎样倔强，从来不责罚他们。尽管这样溺爱，那些小孩却长得性情很好……儿女长大以后，对于年老的父母非常敬爱、体谅，常常牺牲自己的利益来孝顺父母。[24]

因纽特人之所以如此疼爱儿童，是由于他们相信人死以后灵魂可以转世，人死以后的灵魂往往依附在孙辈身上，待孙辈长大以后，祖先的灵魂便离去。因此，任何一个儿童身上都依附着祖父母或先祖的灵魂。疼爱儿童，就是尊敬先祖。[25]其实，这不过是爱斯基摩人为疼爱儿童寻找或编造的一个理论依据而已。

阿肯巴人（Akambas）的特点是爱护儿童，尤其是幼小儿童。无论谁看见有人虐待儿童，都会冲上去护卫他，不管是谁的孩子。[26]

在马来半岛上，塞芒人（Semang）溺爱他们的儿女，从来不打骂。塞里格曼博士在锡兰岛上看见一个维达族（Vedda）孩子使小性子，拿起一柄斧子投向他的父亲，投中他的腿。父亲生气了，捡起斧子丢在林莽里，但并不责罚那孩子。那孩子反而怒气冲天，哭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父亲又拿食物去哄他不哭。[27]

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初民社会的人如此疼爱儿童，拒绝体罚，而进入阶级社会以后，世界各地都流行着体罚儿童的格言。古代埃及的格言是：孩子的耳朵是长在背上的，打他时才听见。古代斯巴达的儿童以忍受鞭挞为勇敢坚忍并引以为荣，以哭泣为耻。西欧中世纪的格言是：学习就是在棍棒下生活。在17世纪至18世纪，英美各国的格言是：吝惜棍棒就毁了孩子（Spare the rod and spoil the child）。中国古代的格言是：棍棒底下出孝子，不打不成才。中国的“教”字的右边竟是扑打的意思。尽管昆体良、洛克都力陈对儿童体罚的不良后果，然而，在20世纪的某些高度现代化的老牌民主国家，家长和教师竟然都赞成体罚。

教育思想上的这种荒唐，也许恰好证明了摩尔根的历史观的深刻性。摩尔根说：

文明人的成就虽然卓越伟大，却远远不能使人类在野蛮阶段完成的事业失色。野蛮阶段的人已经自己创造并享有了一切的文明要素，仅字母文字一项例外。对于野蛮人的成就，我们应当就其与人类整个进步过程的关系来衡量；可能我们不得不承认，从相对重要性而言，他们的成就超过了后人的一切事业。[28]

史前时代的儿童观，在进入文明社会以后，在维多利诺、夸美纽斯、卢梭、巴泽多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教育思想史上的一股重要教育思潮。但是，史前时代的人划不清溺爱与理智的爱的界限，这个缺陷直到文明时代仍长期存在。在独生子女日益增多的中国，对儿童溺爱的弊端更是普遍存在。

但是，在史前时代，并不是所有人种都热爱儿童，相反的情形也大量存在。如有的部落轻易地杀死儿童，有的人种用各种恐怖的办法恫吓儿童。在成丁礼时，儿童、少年往往要经受各种野蛮的、残忍的痛苦折磨。

四、人才观

前面说过，推动人去从事活动的一切，都要通过人的头脑，人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劳动的结果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的头脑中，在工具制造者的心中，先就有了一个他所要制造的工具的模板。这一原理在教育活动中也同样是正确的。在没有文字的社会里，当原始人进行教育活动时，他们的教育活动所要达成的结果，即他们要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种“模板”已经观念地存在于他们的头脑中，他们是按照头脑中的“模板”对原材料进行加工的。这个“模板”就是原始人的人才观。

人才观是历史的范畴。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什么样的人，这不决定于任何人的主观愿望，而是决定于历史条件，决定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文化水平、社会提出的需要和可能。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又说：“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们关于人的理想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所容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29]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关系决定着每个人能发展到何种程度，能取得多大自由。

原始人按照他们的人的理想安排教育活动。这种教育包括知识教育、伦理教育、健康教育、艺术教育和生产教育。

（一）知识教育

知识教育包括自然知识的教育和社会知识的教育。而这两类知识都是与他们维持生存的需要直接相关的。

在漫长的冬夜里，极北部的红色皮肤人，口头教育自己的孩子。他们使孩子们知道本地动物的名称，认识动物的性能，认识猎取的方法；教他们应该如何设置捕捉皮毛兽的陷阱。他们告诉孩子们如何利用锹和刀，把树皮造成独木舟、雪车、雪靴等。[30]

认识与生活直接相关的动物、植物、季节的转换、天气的变化和预测都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存能力。

原始人重视以社会知识教育年青一代。

对孩子们继续不断地讲述光荣的业绩和他们祖先的军功，以引起儿童的想象，指导他们走向光荣。在任何适宜的机会，总是告诉儿童们关于他们部落的仇敌，表示复仇是神圣的义务……[31]

利用贝珠带进行社会知识和历史教育，是北美印第安人的独特创造。贝珠带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档案和文献记录，它比结绳记事更进一步，用一串一串颜色不同的贝珠的组合，记录着部落的章程和本部落历史上值得记取的重要事件。只有经过专门训练的人才能读懂并宣讲贝珠带。当部落的首领去世、新当选的首领就职时，由专人在就职群众大会上展示并宣讲贝珠带，以便对新当选的首领和包括青少年在内的大会参加者进行历史传统教育和本部落的行为规范的教育。贝珠带是没有文字的历史教科书和社会学教科书。摩尔根有详细记载：

这些贝珠带通过一位讲解人就能把当年传述给它的章程、条规和事例原原本本复述出来，只有贝珠带是这些章程等的唯一记录。他们把紫贝珠串和白贝珠串合股编成一条绳，或者用各种颜色不同的贝珠织成有图案的带子，其运用的原则就是把某一件特殊的事情同某一串特殊的贝珠或某一个特殊的图案联系起来；这样，就能对事件做出有系统的排列，也能记得准确了。这种贝珠绳和贝珠带是易洛魁人唯一可以目睹的史册；但是，它们需要一些训练有素的讲解人，那些讲解人能够根据各串或各种图案将其隐含的记录表达出来。[32]

读解贝珠带的是部落的一位首领或巫师，有时还给他配备助手。这些助手“也需要同这位首领一样熟悉讲解贝珠记录。这位巫师在讲解这些贝珠带和贝珠绳的时候，就把（部落）联盟形成的历史原原本本地讲出来了。他把历史传说从头到尾全部复述一遍，遇到其中重要的部分就要引用这些贝珠带中包含的记录来加以证实。因此，推举首领的会议也就成了一次教导民众的会议；它使（部落）联盟的组织、原则及其形成的历史在易洛魁人的心中保持常新的概念”[33]。

如果说贝珠带、贝珠绳是易洛魁人的无字的历史典籍，那么，讲解贝珠带、贝珠绳的首领或巫师便是易洛魁人的“史官”，是用历史教导人民群众的历史教师。

（二）伦理教育

伦理教育的内容是逐渐复杂化的。正在形成中的人已经有了简单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就必须以一定的行为规范加以约束，这就需要进行伦理教育。已经形成的人在组成氏族以前，就对两性关系有了最初的限制，这种限制就是伦理。在氏族产生以后，伦理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熟悉作为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这是参与氏族生活的必要条件。摩尔根将北美印第安人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概括为10项，这10项条规也就是“氏族法”。古希腊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也是10项。古罗马氏族成员的权利和义务是9项。年青一代必须掌握这些规定，才能成为氏族的正式成员。氏族法的教育也就是文字产生以前的法制教育、公民教育、政治教育。

原始社会的人已认识到调节人际关系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保证，他们教育年青一代尊敬老人、服从长者、爱护儿童、尊重妇女、善待朋友、仇视敌人。这些规范成为以后文明社会普遍接受的伦理观，并有了新的发展。例如，中国古代的儒家就规范了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的关系，提倡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义母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朋友有信等，只是将仇视敌人改成了“以直报怨”“不念旧恶”。北美印第安人的伦理观、澳洲和太平洋各岛屿的原始居民的伦理观，和中国古代儒家的伦理观息息相通。这是不值得奇怪的，摩尔根的分析令人信服。他说：

人类的心灵，特别是人类所有的个人、所有的部落和民族共同具有的心灵，其力量的范围是有限度的，因此，这种心灵的活动遵循的途径是（而且必须是）彼此一致的，分歧很小的。在空间远离的不同地区，在时间远隔的不同时代，这种心灵活动的结果把人类共同的经验连成了一条在逻辑上前后相连的锁链。在这种人类经验的伟大汇合中，仍然可以辨认出少许原始的思想根芽，那些根芽根据人类原始的需要而发展，经历自然发展的过程以后，终于产生了如此丰硕的成果。[34]

摩尔根的这一深刻的理论观点，当然不只适用于伦理问题。文明社会乃至我们现代人的许多“文明成果”，都可以从远隔万里的原始人中找到最初的根源。

伦理教育的另一内容是各种禁忌。各地区、各人种、各部落都各有其特殊的种种禁忌，是未成年人必须知道的。例如，澳大利亚的土著居民禁止氏族内部通婚；禁杀、禁食本部落的图腾物种；有的部落则禁杀而不禁食；有的部落则禁食而不禁杀；有一些部落则规定在举行图腾崇拜仪式时，必须食用少量图腾物种的肉，拒食和多食都不允许，以增进与图腾物种之间的神秘亲缘。

因纽特—玛莱穆特人有一种习俗，姑娘初潮时，必须在室内独自面壁幽居40天，不得外出。因纽特人严禁混淆陆地狩猎和海上捕猎，两者的猎物和用具必须严格分开，海豹肉和鹿肉严禁放在同一室内，严禁在同一日混食，猎鹿时不得穿猎鲸时所穿的衣服，如此等等。

此外，尚未参加男子会社、秘密会社的儿童、少年，不得窥知会社的秘密。有些部落有一些活动对妇女保密。原始人的各种禁忌不胜枚举。

（三）健康教育

原始人已知道开展各种体育活动，以增进人的健康。北美印第安人的塞内卡部举行部族与部族之间的球赛，每个胞族都挑选自己最优秀的球员，通常是每方6～10人，胞族的全体成员分列赛场两边观看比赛，双方各以财物做赌注，以赌比赛结果的胜负。比赛气氛热烈，双方各为自己的球员喝彩。[35]

荷马的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根据世代的口头传说追忆了公元前13世纪，希腊人还没有文字的时代体育活动的盛况。

据《伊利亚特》，在帕特罗克洛斯的葬礼后举行的体育竞赛项目有：驾驶战车、拳击、摔跤、投枪、赛跑、掷铁饼、射箭、投掷。这些项目绝大部分仍然是今天奥运会的项目。涅斯托尔说，在为阿马里科斯王举行葬礼时，竞赛项目有拳击、摔跤、赛跑、投枪、赛车等。[36]

据《奥德赛》的记载，法伊阿基亚人的体育竞赛项目有快跑、跳远、投饼盘、拳击、摔跤、射箭、高抛圆球等。欧鲁阿洛斯说，这些竞技之事“如今到处盛行不衰”[37]。

体育活动不仅是正式竞赛中的运动项目，也是人们休闲时的活动项目。例如，在奥德修斯家胡闹的求婚者们在闲暇时“以嬉耍自娱，或投饼盘，或掷标枪”[38]。又如，“当阿喀琉斯在一旁生气时，他的士兵在岸上消遣，投掷铁饼、标枪、拉弓射箭”[39]。娜乌茜卡“和女仆们摘去掩面的头巾，玩起了球戏”[40]。

古代阿拉伯的儿童自幼学习搏斗、赛跑、举重、射箭、投枪、骑马。有些部落中的妇女还和男子比赛武艺，使用同样的武器和坐骑。

（四）艺术教育

澳大利亚考古学家伊恩·戴维森（Iain Davidson）和威廉·诺布（William Noble）认为艺术与语言之间存在紧密联系，甚至艺术先于语言而出现。他们认为艺术表现是语言赖以发展的一种手段，不是语言使得艺术成为可能。艺术必定先于语言，或者至少与它平行出现，因此，最早的艺术在考古记录上的出现，标志了口头语言的最早出现。[41]戴维森和诺布关于艺术先于语言或与语言同时出现的断语可能只是一种推测。因为语言在正在形成中的人的发展时期即已出现，而最早出现的艺术品目前还只发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洞穴画，例如，西班牙的阿尔塔米拉洞穴的壁画，法国拉·穆特洞穴的动物画等。以后相继在许多地区发现了洞穴画。旧石器时代晚期是从34000年前到30000年前奥瑞纳时期开始的，也就是说，考古学家们现在已知的艺术史最多为30000多年。艺术教育的历史的开端不会早于这个时期。

当印第安人被发现时，他们的舞蹈已发展到很高水准。摩尔根说：

舞蹈是美洲土著的一种敬神的仪式，也是各种宗教的庆典中的一项节目。世界上任何地方的野蛮人也没有像美洲土著这样专心致志地发展舞蹈。他们的每一个部落都有10～30套舞蹈；每一套舞蹈都有其专门的名称、歌曲、兵器、步法、造型和服装。某些舞蹈是所有的部落共有的，如战争舞。特殊的舞蹈是专有财产，它们属于某一氏族或专属于某一舞蹈社团，这种舞蹈社团可以随时接收新成员。[42]

这种舞蹈社团，想必就是后来的舞蹈学校的前身。

唱歌、演奏乐器，在史前时代已是普遍存在的事实，它们或者与某种宗教仪式或礼仪相结合，或者单独进行。诗歌的吟唱已盛行于史前社会。

在文字产生以前，艺术教育已成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艺术修养已成为对人的起码要求。

（五）生产教育

史前时代，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生产的产品除了艰难地维持最起码的生活需求，没有剩余产品，因而当时还没有产生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分工。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必须从事生产劳动，因此，每个儿童自幼就学习生产技术，受到生产教育。例如，在美拉尼西亚，“当儿童年龄稍长的时候，男子就教他们投枪，使用石斧、树皮制的盾、棍棒，教他们攀树、掘土……学习用网。这种实践教育是很早就结束的，而且因为这种教育的内容很简单，孩子们在技巧上往往并不逊于他们的父母”。[43]“有些负有教育责任的部落成员，应该使儿童认识生产，谁都不可以没有生产的知识。”[44]

弓箭既是狩猎工具，也是作战武器。恩格斯说：“由于有了弓箭，猎物便成了通常的食物，而打猎也成了常规的劳动部门之一。弓、弦、箭已经是很复杂的工具，发明这些工具需要有长期积累的经验和较发达的智力，因而也要同时熟悉其他许多发明。”[45]因此，学习制造和使用弓箭，便成了年青一代的必修课。

平原印第安人的儿童很小便使弓弄箭，八九岁便学着射杀小鸟或兔子。当他射中第一头鹿的时候，克洛人便举行盛大的庆祝，他的父辈中就会有一位族人出来穿营走寨唱歌赞美他。[46]

澳洲的土著居民中，少年常常跟着父亲去打猎，在实践中学习打猎。

南非的黑人儿童从小学习造陷阱，守护将熟的禾谷，使用捕鱼器，在河里捕鱼。女孩则学烹饪，粉刷墙壁，头顶水罐等。

西伯利亚察克奇族的男孩到了能握刀柄的年纪，父亲就教他雕木头，用刀做兵器。到了10岁，男女儿童都要放牧冰鹿群，获得处理动物的经验。

通过生产教育，年青一代不仅学会了生产技能，也养成了劳动习惯，增强了驾驭自然的信心。

在文字产生以前，世界各地区、各人种、各部落或氏族，就一个人或某一小部分人而言，未必就已经有了一套完整的、一贯的、充分自觉的教育思想体系。他们只能根据当时当地的需要和可能，以及世世代代的祖先一点一滴地逐渐积累起来的老规矩、旧传统对年青一代进行教育。需要和传统胜于理想，现实重于未来。各地区、各人种、各部落或氏族在教育事业上各有其独特的创造和特色，由于交往范围的狭小和传播工具的匮乏，各具特色的教育经验难以成为人类共享的财富。例如，北美印第安人的舞蹈和贝珠带便难以广泛传播。这种分散的、各自为政的局面造成了教育发展的不平衡。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文字产生以前的人类社会看作一个整体，将各地区、各人种、各部落或氏族的教育经验综合起来，原始人所具有的一套完整的教育理想便跃然呈现在我们面前。原始人的教育理想已经形成了后来文明社会的教育家所追求的全面教育理想的雏形，智、德、体、美、劳五育的理论基础已初步奠定了。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已成为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的胚胎。文明社会的五光十色、异彩纷呈的教育思想，不是从天上掉下的，不是神启的，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人类在几百万年的艰难历程中点滴积累起来的。瑞士学者克那本汉斯（Knabenhans）说得好：“唯那些物质文化最贫乏的部族，成就了许多我们认为最新的教育原理。”[47]

五、教育制度的雏形

在文字产生以前，一些行之有效的教育措施行之日久，便成了习俗，习俗固定下来，便是不成文的制度。古代盛行于美洲、澳洲、亚洲、非洲原始人中的教育制度就是成年礼（initiation）。

成年礼又叫成丁礼、入社式、成年式、加入式、戒礼或献身礼。它是对儿童少年进行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教育，目的是造就年青一代，使他们充分具备成为正式社会成员的资格。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成年礼何时出现的。有的学者认为在前氏族社会即已有了成年礼，而现在所知的实行成年礼的社会大多属于母系氏族社会乃至以后时期。

（一）进行成年礼的年龄，各地相差悬殊

东非尧人（Yao）的男孩的成年礼在8～11岁。中非俾格米人中的一支班布蒂人（Bambuti）的成年礼行于9～16岁的少年。南亚安达曼人的成年礼行于11～13岁。这些举行成年礼的少年都没有达到成年的年龄。

（二）成年礼进行的期限，各地亦不一致

澳大利亚土著居民中的成年礼往往进行数年之久，澳洲的另一些部落则只进行数星期。东非尧人的男孩进行成年礼时要隔离3个月。南亚安达曼人的成年礼持续1～5年不等，女孩则更长。

（三）在成年礼期间，要对受礼者进行系统教育

澳大利亚一些部落要对受礼者传授狩猎技术，使他们接受严格培训和身体的磨炼。受礼者须遵守严格的禁忌和斋戒，不得与人交谈，只能用手势和暗号，要与妇女成员隔绝，同时教以部落的行为规范、仪俗、传说，教以尊敬长者、服从头人。澳洲另一些部落对受礼者施以各种教练，教以打猎、宗教和道德教训，告诫受礼者服从长辈，不得沾惹已婚妇女，和朋友共饮食，保守成年礼的秘密，不得私吃雄[image: ]、蜂蜜或其他珍品，这些食品是专供老年人享用的。美洲火地岛人的成年礼对受礼者传授各种秘仪、部落的道德规诫，如恭顺长者，遵守风俗等。澳洲阿拉瓦部落的成年礼对受礼者授以行为准则，如不得追逐妇女，不得向狗投掷梭镖，要恭顺长者，不得与长者争辩，不得违抗长者的命令，不得与同部落的兄弟姊妹斗殴，回避表姊妹、堂姊妹，不得失去自制等。

（四）在成年礼期间，受礼者要经受各种残酷的、痛苦的磨炼

毁门齿是盛行于许多地区的习俗。澳大利亚各部落、南非巴托卡人（Batoka）都行此俗。澳洲部落和中非班布蒂人有在受礼者身上切痕的习俗。此外，如在篝火上烟熏火烤、毒打、污秽涂身、以可怖的面具舞进行恫吓、强使伏地、用鸟喙或野猪牙刮划受礼者的胸脯、臂膊；头痒时不得用手指搔头，必须用管子喝水。女孩第一次月经来潮时要挨一顿痛打或禁笑、禁食肉。加利福尼亚南部印第安人将受礼者置于蚁穴上，任凭蚂蚁叮咬。我国古籍中的《东夷传》记载了古代韩民族的习俗：“诸年少勇健者，皆凿脊皮，以大绳贯之，又以丈许木插之，通日欢呼作力，不以为痛……且以为健。”又云：“其人壮勇，少年有筑室作力者，辄以绳贯脊皮，缒以大木，欢呼为健。”梅根悟在《世界教育史》中引述这些材料时，将其归之于古韩民族的成年式。[48]

（五）“死而复生”

古代许多部落在成年礼期间，用各种办法使受礼者昏死过去，然后使他们“死而复生”，使之有脱胎换骨、隔世再生之感，从此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人。北美印第安人在成年礼期间通过种种手段，使受礼的少年求得“幻象”。他们须经受种种磨难，长期斋戒，离群索居，甚至使用麻醉剂，使其全神贯注，静坐凝思。历时既久，终至如痴如狂，获得幻象，幻象中所见之物即是他终身的佑护精灵。托雷斯地区岛民在成年礼期间，“始而将少年窒杀，继而又使之复生”。加利福尼亚南部的印第安人在成年礼时，使受礼者饮用一种能使人酩酊大醉的饮料，这种饮料由本地所产的一种草酿成，叫作“托洛阿切”。受礼者饮用托洛阿切后，酒性发作，神智昏迷，朦胧中出现的幻觉即所见的幻象，就是他终身敬奉的对象。

（六）割礼

澳大利亚诸部落，非洲尧人、埃维人（Ewe），中非的俾格米人，古代希伯来人、埃及人、埃塞俄比亚人和阿拉伯人都有行割礼的习俗。所谓割礼，就是割去男孩生殖器的包皮。有的部落女孩亦行割礼。割礼大都行于成年礼期间，但是古代希伯来人在男孩出生以后的第8天便行割礼，据说这是根据上帝的旨意。《圣经·旧约·创世记》第17章记载：“神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有的男子，都要受割礼”，“生下来第8日，都要受割礼”。但是，亚伯拉罕本人受割礼时已99岁，他是和他的13岁的儿子以实玛利在同一天受割礼的。行割礼在许多部落被认为是由少年进入成年的标志。斐济的纪姆巴雷的土人说：“到接受割阴茎包皮的礼仪之前，对男孩是同狗以及其他动物一样看待的。”[49]

（七）换名

印第安人由童年转入成年时要换名字，一般在16～18岁时，由氏族的酋长废掉换名者原有的名字，代之以第二个名字，并在部落会议上正式宣布。换名以后，就必须承担成年男子的责任。有的部落将第二个名字作为对勇敢作战者的奖励。

（八）隆重的成年礼

澳洲一些部落的成年礼是全部落的集会，有的部落的成年礼则是几个友好部落联合举行的盛会。成年礼一般与宗教仪式、舞蹈、唱歌相结合，有的部落还举行穿戴特殊服饰和面具的舞蹈，扮演各种神的形象，有的则与图腾仪式结合进行。

有的学者认为古代黄种人没有成年礼的习俗，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前述古代韩民族的习俗证明了黄种人中亦有此俗。此外，中国古代的冠礼，应是远古时代成年礼的孑遗。直到近代，我国有的农村地区还有一种传统习俗，男子结婚称“做大人”，要换一个正式的名字以取代小名，正式的名字要用匾额大书悬挂在高墙上，这应该也是成年礼的遗风残存。

对文字产生以前的这种成熟的教育制度——成年礼——的意义，应有足够的认识。过去曾经认为，成年礼是一种考试，用以检验受礼者是否已经具备正式社会成员的资格。从成年礼的全部内容来看，它显然不仅仅是“考试”、检验，还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的系统教育。成年礼从8岁、9岁、11岁开始，持续的时间达数周、数月，甚至5年以上，成年礼必须伴以系统的培养、训诫、锻炼，这些都充分说明成年礼是系统的教育，而不仅仅是考验。成年礼也可以看作文明社会中义务教育的前身，学校教育的胚胎，教育制度的雏形。它说明在文字产生以前，原始人的教育观已发展到相当的水平。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成年礼是现代西方的寄宿学校，如英国的伊顿公学的原始形态。成年礼中进行的教育已经包含有智、德、体、美、劳五个方面，它的意义远远不限于“考试”。

第四节 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的意义

没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一个初创的，然而是十分重要的阶段，人类的文明就是在人类的远古祖先艰难奠定的基础上开始的。从人科物种两足直立行走已经700万年，开始制造工具已经250万年，而人类文明史才数千年。人类的祖先在没有文字的环境下蹒跚前进，度过了如此漫长的岁月，发展的速度如此缓慢，这是合乎规律的现象。摩尔根发现，人类发展的进度是按几何比例前进的，人类在最早一个阶段的发展速度最慢，在最近一个发展阶段的发展速度最快，因为每一项准确的知识经获得之后，就变成了进一步获得新知识的动力，一直推进到错综复杂的现代知识。在没有文字的年代，当知识的积累才刚刚起步的时候，任何一点新知识的获得都是举步维艰的。摩尔根说：“在蒙昧阶段，人们要从一无所有的环境里想出最简单的发明，或者要在几乎无可借助的情况下开动脑筋，这是极其困难的；在这样一种原始的生活条件下要发现任何可资利用的物质或自然力量，也是极其困难的；因此，当时人类心智发展之迟缓自属不可避免的现象。”[50]摩尔根又说：“人类的伟大的和奇迹般的成就在反映出人类经历了漫长的文化阶段的同时，也证明了光阴确实未曾虚度。文明直至如此晚近方才出现的事实，表明人类进步途中困难之大，同时也反映出人类开始其历程时水平之低。”[51]人类的远古祖先就是在这种困难条件下，为对年青一代的教育创造了“文化英雄”、玛纳、潘多拉、美德女神、贝珠带、伦理规范、竞技项目、成年礼等一系列概念与经验，编写了一部无字而内容丰富的早期教育思想史。无论现代人看人类早期的教育思想多么简陋、多么原始，甚至多么荒唐，但教育上人类的一切主要制度和理论都是从早期所具有的少数思想胚胎进化而来的，原始的思想胚胎对人类的心灵和人类的命运产生过最有力的影响。在教育思想的某些方面，我们迄今仍在享受原始人类的恩赐。尽管没有文字的教育思想史占去了人类历史上太长太长的时间，但是，诚如摩尔根所说，“光阴确实未曾虚度”。

当我们对原始人类在教育思想上的奠基工作满怀崇敬之意、感激之情的时候，我们并不赞成某些学者向后看的历史观。近代以来，西方许多思想家基于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往往发思古之幽情。他们认为人类的早期社会是“黄金时代”，是理想的“自然状态”，后来的文明进步是对“自然状态”的破坏。在教育思想上，由于原始社会还没有出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有些人就认为原始社会的人已是“全面发展”的人。这些观点都不是积极的、向前看的观点。原始社会的人虽然还没有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分离，人的“原始丰满性”尚未遭到破坏，但是当时生产工具和技术简陋，生产力低下，人征服自然的力量微弱，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狭隘，地区和活动范围决定了人的眼光狭小，文化积累贫乏，图谋生计艰难，这一切决定了当时教育质量低下，内容简陋，方法原始甚至粗野。原始人“完全是被生存的困难和与自然做斗争的困难压制着的”。在那种求生艰难的条件下，人的体力和智力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运用，根本谈不上人的全面发展。进入文明时代以后，教育的内容更丰富，方法更完善，制度更健全，教育发展到更高的水平，并产生了最早的有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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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代两河流域的教育思想

发源于小亚细亚东部亚美尼亚山区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向南注入波斯湾。两条河之间的灌溉区域，希腊人称为“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意即“两河之间的土地”。因其日照强烈，气候温煦，水源充沛，适于农业耕作，因而两河流域也如同古埃及、印度、中国一样，成为人类古文明的摇篮。伴随着其他文明的进步，教育思想也随之萌生。就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来看，主要以苏美尔、巴比伦、亚述为代表，故本章主要探讨这三者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苏美尔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一、苏美尔文明

两河流域的最早文明，可上溯到公元前4000年以前。这些文明是由公元前4500年左右定居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的苏美尔人创造并发展起来的。这支文明在过去被称为巴比伦文明或巴比伦—亚述文明。但据考证，这支文明并非巴比伦人或亚述人创立，而是苏美尔人智慧的结晶，只不过是被巴比伦人、亚述人继承了下来。所以，在这里我们统称为苏美尔文明。

苏美尔文明在乌鲁克文化（公元前3500—前3000年）时期渐趋形成，其间已产生了最早的文字，主要由图画符号组成，杂以点、线和几何形组成的字符，泥板和芦苇笔已成为书写的常用工具，为以后楔形文字的形成奠定了重要基础。随后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约公元前3000—前2900年）时期，出现了最早的楔形文字，并开始使用六十进位法。进入早期王朝时（公元前2900—前2371年），苏美尔文明达到成熟状态，后为阿卡德王国（约公元前2371—前2191年）和乌尔第三王朝（约公元前2113—前2006年）完全继承与发展，对西亚各地的古代文明产生了重大影响。

楔形文字的发明与应用，是苏美尔文明的最突出特征。由于两河流域特殊的书写工具——芦苇笔和泥板，使得苏美尔文字形成了头重脚轻、以三角顿点延伸而成直笔的楔形。与埃及象形文字相比，楔形文字具有简洁实用的功效，因而成为反映当时政治、文学、经济、科技成就的主要工具。楔形文字最初也是象形文字，后来演化为表音、表意、部首三种符号组成的集合体，约有350多个。表意符号由象形文字转化而来，或直接以形指事；表音符号是以字定音，实际上起着音节符号或韵母的作用；部首符号则放在有关字符前后既表读音，又表其意。楔形文字三符并用，结构还是比较烦琐复杂，必须经过长期的认真学习训练才能掌握，因而只能是上层贵族或祭司阶层的专利品。

在文学方面，苏美尔人也取得了巨大成就。现在发现的泥板上记载了许多的神话、史诗，对后代产生了深远影响，尤以史诗《吉尔伽美什》为最。吉尔伽美什是美索不达米亚最著名的历史人物，也是神话、民间故事、诗歌和传说中的主角。在史诗中，吉尔伽美什被神灵赋予完美的身躯和超人的力量与勇气，成为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最伟大的英雄。史诗集中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于世界和人生的认识与探索，但史诗中所含的永生植物被蛇偷走，让吉尔伽美什认识到死亡是所有人类终极命运的残酷的内容，也反映出了苏美尔人与命运做斗争的悲壮与无奈。

苏美尔人在科学技术领域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在天文历法方面，为满足农时需要，苏美尔人在许多神庙内都设立了观象台，观察天象。他们根据月亮的盈亏制定了历法，1年分为12个月，6个月每月30天，另6个月每月29天，总共354天，比太阳年少11天，便用闰月来补足。在数学方面，苏美尔人发明了六十进位法。他们将圆周分为360度，时间1小时分为60分，1分钟分为60秒，沿用至今。同时，他们已掌握了四则运算，知道分数，能求出平方根、立方根，能解出三个未知数的方程。在几何学方面，他们已知道运用勾股定理来计算长方形、三角形、梯形的面积。苏美尔人还开始采用数字位置计量法，即在以十进位和六十进位联合计算大数目时，就将表示60和100的单一符号置于某一数字之后，表示此数的60倍和100倍，位置愈后，倍数愈增。此外，苏美尔人还制定了重量、长度、面积、体积、货币等的计量单位，为日后西亚的度量衡制提供了基础。

在建筑和艺术方面，苏美尔人也取得了杰出成就。著名的乌尔大塔庙完成于乌尔第三王朝时期，遗址至今犹存。其塔分四级，底宽62.5米，长43米，每层表面均砌以烧砖，色各不同。由下至上，最下层为黑色，代表阴间；第二层为红色，代表人世；第三层为青色，代表天堂；最上层为白砖，代表太阳。各层地面均植以奇花异草，非常美观，直接影响了以后两河流域的建筑特色。在绘画雕刻方面，有著名的《鹫碑》，反映拉格什王与乌玛的战争，古朴而有生气。《乌尔军旗》在尺幅之内表现了复杂的场景，更显示出艺术特色。纳拉木辛的《胜利纪念碑》是古代雕刻的杰作。工艺美术方面就当今出土的工艺品来看，也是用料考究，着色细腻，做工精细，令人叹服。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古老的苏美尔城邦也随后衰竭。然而，其文明及教育思想被随后兴起的古巴比伦王国继承并发展，直接影响了两河流域的教育实践活动。

二、古代苏美尔的教育思想

古代苏美尔教育思想的原始材料为数不多，所以，我们只能根据已出土的泥板上所记载的各种文字材料，如神话、史诗、寓言、故事等以及部分与教育教学有关的记录等，及其他考古学取得的成果进行简要的分析。

我们之所以把神话以及史诗也列为考察古代苏美尔人教育思想的重要参考，是因为神话与史诗都是先民们认识自然与人，并寄托自己的理想，反映当时生活与思维特质的重要材料。神话作为人类从野蛮社会走向原始文明社会时期的产物，集中反映了人与自然力量的对立，以及人们对这种神秘力量的最初认识和情感选择。它显示了人对自然界的第一次超越，它企图解释客观世界，解释人自身，解释他们接触到的一切事物的来源。这样，它不仅部分地满足了原始人的最初萌动的求知欲望和精神渴求，而且和巫术、图腾、祭祀等礼仪规范结合在一起，成了原始教育的主要途径和形式，并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为原始人依赖和崇拜，并在行为上努力贴近神话所提供的规范，使之成为自己日常生活中的行为指南。正如B. 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神话能“表现、提高和整理信仰，它保卫并强化道义力量，确保祭祀的有效性，并包含着指导人的行为的实践尺度”[1]。史诗则是人类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社会过渡时期的产物，它主要描绘了具有超能的人类英雄的事迹，反映了人类企图改造、驯服和利用自然力的强烈愿望，以及超越人自身和社会异己力量的主观渴求；同时，也间接地表现了人类社会集团之间血与火的交锋和痛苦的融合过程。例如，著名的神话《埃努玛·埃立什》通过记述马尔都克与女妖蒂阿玛的战斗，且杀死蒂阿玛而后创造出宇宙及人类的故事，突出反映了宇宙间善恶两种力量的斗争和善必将取得胜利的坚定信念；而史诗《吉尔迦美什》则反映了人对命运无常的无奈与悲哀，直接影响了人们的价值观念及行为选择。

从已发掘的泥板资料和考古材料来看，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教育地位和教育作用的思想

古代苏美尔人非常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首先，宗教在整个苏美尔人的生活中是居于核心地位的。一切人们的活动，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法律的、文学的、艺术的活动，都服从于最高的宗教目的。为了保持自己的优越地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祭司集团利用教育作为手段向人们灌输神学观念和服从的美德，使人们相信服从神和安抚神不仅会给个人带来诸如长寿、健康、世俗事务上的成功等优厚的回报，而且会给他们的城市带来安全与繁荣。例如，在出土的《宇宙创造之歌》一诗中，第七块泥板这样记述：

……

愿人们记住这些故事，愿老年（人）讲述它们！

愿聪明和智慧的人都记住它们，

愿父亲把这些故事重述并教给他的儿子！

愿牧牛者和牧羊人都侧耳而听，

欢祝众神之王马尔都克，愿他的土地肥美繁荣。[2]

由于泥板的残损，我们无法了解还有何具体内容，但从以上的几句话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出早期的苏美尔人是十分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尽管在神的崇拜的光环下带着许多原始社会教育的痕迹，如以老年人及父亲为师、人人都可平等受教育等，但与原始社会相比，它已经大大地前进了一步，把教育传授生产知识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功能拓展到了对神的崇拜，从而大大增强了教育的目的性和自觉性，为教育在日常社会生活实践中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也为以后学校的产生提供了一个有利的契机。教育作为宗教崇拜的工具已取得了优于其他社会实践的地位，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其次，出于对神的崇拜，古代苏美尔人建起了许多神庙和庙塔，它们不仅是宗教生活的园地，也是经济活动的中心，因而聚集了许多手工业者，如陶工、编织工、木工、制革工等。庙内的祭司要观察天象、指导灌溉、管理农业、征收田税、经营商业、主持工程修建、处理政府文献等，还要培养文士管理支出和收入账项，手工业者也需要通过教育来培养学徒、传授手艺、促进生产，这就需要设立专门的教育机构，以满足社会的迫切需要，因而学校随之在寺庙中诞生。由于苏美尔人认为文字和知识是由神那布（Nabu）创造，是神赐给人类的礼物，只有僧侣祭司才能够享受，因而教育成为上层贵族的特权，教育的地位及作用更进一步大大提高。学校教育不仅成为消除愚昧、造就聪明智慧和知文识字的人的重要场所，也成为取得特权和优越地位的进门之阶。已发掘的苏美尔文献记载道：“闭着眼睛走进去，睁着眼睛走出来，解决之道在于学校。”这思想鲜明地体现了古苏美尔人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深刻认识。而“你们无法和我相比，我是苏美尔文士”的发掘材料，在自傲之中也从侧面提供了教育在苏美尔社会中的地位之高和作用之大。

最后，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地位与作用，还与他们对人性的认识紧密相关。人性问题不仅是一个哲学和伦理学问题，而且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教育问题。由于它直接涉及人的本质及人的改造问题，因而与教育目的、人们对教育的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教育过程的组织和方法、教学内容、师生关系等一系列教育的基本问题紧密相连，成为人们探讨教育问题，形成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在古代苏美尔人看来，神祇赋予每个人以邪恶的本性，“初生婴儿，无不性恶”[3]。因此，人心中充满着各种与生俱来的私欲、狂妄、邪恶，必须努力运用教育手段，才能有效地纠正人的各种恶的自然倾向，从而使人们逐渐向善为善。除了现实生产生活的需要之外，人性本恶的意识也成了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根本思想动因所在。

另外，由于古苏美尔人很早就形成了城市经济，因而经济的发展主要依赖于国内外贸易，商业十分发达。商业活动得到了统治者的保护和支持，他们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条文，禁止商业欺诈，并且要求商业交易有文字记录，对欺骗或不守信用者处以重刑。同时，他们还认为法律是神意的体现，人人必须无条件遵从，从而要求人们接受一定的法律教育。这样，对读、写、算、法律等基本知识的需求，更进一步加深了人们对教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教育得到了全社会的重视。

于是，教育便在团结民众、教化民性、维护王权、加强宗教信仰方面扮演起重要角色，成为古代苏美尔人一项普遍而又特殊的社会实践活动。古代苏美尔人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的思想观念，我们可以明显地从泥板《虔诚的受难者》记载的内容中看出来：

我教导全国来保卫神的名字，

我训练人民来尊敬女神的名字。

我尊崇国王和尊崇神一样，

我教导人民对王宫敬畏。[4]

（二）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

教育目的植根于现实社会生活需求基础上，而对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质量规格的标准要求，直接制约着教育目标的确定、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方法的实施及教育效果的评价。所以在研究教育思想时，必须对于教育目的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认识，才能深刻地揭示某一教育思想的本质。从已有的历史事实来看，古代苏美尔人的教育目的可笼统地归纳为培养统治者。但详细分析起来，又可将其划分为不同的层次：①恩（即最高祭司、城邦首领）与恩·萨尔（即最高女祭司）；②苏卡尔（官僚）；③萨格苏尔（地方官员）；④持杯者（又译献杯者，低级官员）和文士（又译书吏）；⑤格尔·萨布（商人首领）；⑥图格·迪（法官）；⑦帕·苏尔（军官）。由此可见培养文士仅是教育目的中较低级层次的目的。与古埃及的文士相比，苏美尔人的文士无论是在地位、待遇、威望等方面都是很难望其项背的。古代苏美尔人之所以在教育目的上表现出如此复杂的层次性，这与他们的政治观、人生观、宗教观是紧密相连的。

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述，宗教是古代苏美尔人的生活中心。在他们看来，只有虔敬地供奉神、抚慰神，才会给城邦及个人带来繁荣与幸福，因此，他们建起了众多的神庙。最高祭司居住在主神庙内，主持城邦的祭祀活动，传达神的旨意。高级祭司在众人心目中成了神在人间的化身。在政治方面，苏美尔承袭了氏族社会的平等观念，一切政治措施都由城邦首领、贵族会议、公民大会议定而裁决，这其实是氏族社会末期的军事首领、氏族长老会议、民众会议在观念上的演变。于是，高级祭司利用自己的特权，将宗教与政治合二为一。高级祭司既是神的化身，又是政治领袖，身兼宗教和世俗的双重职能。在宗教方面，他们是城邦主神最高祭司；作为世俗统治者，他们要承担主管城邦水利工程的修建、参与政权管理、领导军事斗争的责任。这样，教育目的观中就自然孕育了培养最高统治者的思想。与此同时，神庙也随之兼有了国家行政机关的作用，神庙的其他祭司及人员充任国家官吏。他们上对作为高级祭司与城邦首领的祭司负责，下要负责管理百姓，处理具体事务，因此，他们是一个地位较低但享有较大权力的阶层。苏美尔人把他们称为“巴拉”，即任期有限的官员。随着君主专制政体的逐步形成，他们也随之形成一个等级森严的官僚阶层，享受不同的教育，担任不同的官职。这种观念渗入教育目的后便形成了另一层次的教育目的观。另外，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每年的洪水泛滥使苏美尔人感到神意莫测，因而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神并不总是慈善的，他有着多变的性格。例如，他们认为洪水之神尼诺塔就是一位恶毒的神。再加上永远存在的外族入侵的威胁，苏美尔人深深感到现实人生是一种无奈的悲叹，人必须在许多无法控制的力量对自己造成危害以前及时地行乐享受，因为“只有人，他的寿命不会很长，无论他做什么，只是一场虚无”[5]。此外，两河流域战事频繁，各个不同时代的统治者都十分重视军事教育，培养军官也成为教育目的必然组成部分。例如，阿卡德国王萨尔贡就组建了一支5400多人的常备军随时集结在自己周围，没有众多的合格军官，就很难实现如铭文所说的“他使全国只有一张嘴”的局面。对于神的神秘莫测，古苏美尔人也试图做出一定的限制，但这种限制并非由人来限制神，因为神在苏美尔人心目中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而是通过神自己来限制神。在苏美尔人的思想中，神与人之间是不能直接进行交流的，因而祭司的话就是神的旨意。为了防止神出尔反尔，古苏美尔人便试图编制完备的法典来保证神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从而减轻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的不安全感，于是培养法官也成了教育目的的必然要求。苏美尔人关于教育目的的多层次观念，既反映了当时苏美尔现实的生存状况和人们对于社会现实的认识程度，也反映了苏美尔人力图通过主观努力来改变客观环境的强烈愿望，从而促进了苏美尔教育的发达和文明的进化，使苏美尔文明在当时世界水平中占据前列。注重现实需要而忽略人的抽象思维能力发展的教育目的观，虽内容丰富但并不全面，因而注定了其辉煌只能是一时的，短暂的，这已被具体的历史事实证明。

（三）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多层次的教育目的观，决定了苏美尔人的教育内容观。在苏美尔人看来，人们受教育的内容必须与自己将来所要从事的职业紧密相关，而不是按照自己的兴趣或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去选择。这种思想反映了当时社会分工的发达，也促使学校教师很早就进行了专业分化。已出土的文献记载，当时的教师已有“教授计算的教师”“教授测量的教师”“教授测丈的教师”“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类型。另外，苏美尔人的这种教育内容观也直接导致了把教育过程分为两个阶段，在初级阶段受完读、写、算的基础教育后，在高级阶段实行艺徒制（apprenticeship，也译学徒制）和导师制（individual tuition）。[6]

在教育的初级阶段，读、写、算是其教育的主要内容。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虽经过了绵亘两千年之久的简化过程，但还是在表达意思的过程中要用600到1000个不同的字。[7]一个人在能够读或能够写以前，必须记住这个可怕的符号阵势，并要学会怎样把这些符号合并拢来的复杂法则。“在这些情况下，写字不可避免地必定是一种非常艰难而且专门的艺术，必须有长时间的师从，才能学会。读则更是一种神秘的领会，唯有受长期的学校教育，才有得入其门的可能。”[8]迄今发掘出的大量泥板书及学校遗址也证明了这一点。例如，在尼波尔城（Nippur）发现的泥板书中，既有帝王为振兴教育而自豪的文献，也有关于教育内容的详细记载：“我从幼年起就进了学校，利用苏美尔文的泥板书，来学习文士的艺术。在所有的青年中，我比别人善于书写，在智慧的圣地，人们练习文士的本领；我擅长加、减、计算以及财务会计”。[9]“孩子啊，大清早你就去哪儿？”“我去学校。”“你在学校干什么？”“我阅读泥板书，吃午饭，准备好泥板，练习完书写，然后学习已为我准备好的测量计算，在下午，我的抄写本又为我准备好了。”[10]另外还有许多大致相同的泥板文献也记载着当时的教学包括绘画、计数、财会、语言、阅读、翻译、计算。[11]“一个文士，只有手口一致才是一个真正的文士！”[12]“一个不懂苏美尔文的文士，算什么文士呢？”[13]，如此等等，不可枚举。另在马里河谷上游发现的学校遗址，沿墙基放着泥盆，供书写使用，地上还有许多贝壳，可能是教授计算的教具。[14]

在读写教育中，早期主要是苏美尔文，后来随着阿卡德王国的兴起，阿卡德王国开始重视阿卡德文的教育，并以国家法令的形式规定了学校里阿卡德文教师的名额，但因苏美尔文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与影响根深蒂固，所以，苏美尔文同样在学校教育中占据着重要地位。这样，初级阶段的读写教育的内容就包括古典的苏美尔文献和通用的阿卡德文字两部分，并且要学习苏美尔文与阿卡德文之间的互译。到了后期，随着帝国的衰落和社会矛盾的激化，教育内容也开始变得空疏无用，流于形式。“你撰写文件时，词不达意。你撰写函件时，令人难解。当两方争执时，你不懂调解，反倒火上加油。”“你做算术时，错谬百出，更不会撰写祈祷词和说明宗教仪式的秘密。”“但你是笨家伙和吹牛匠。你不能在泥板上正确无误地书写，甚至不会使用泥板，不会写自己的名姓，双手不适于书写泥板书。”“你是一个文士，却连自己的姓名都不会写。你该打自己的嘴巴。”“从上面看来，你或许是一个文士；但从下面看来，你甚至连人也不是。”“初学文士的人特别关心肚子吃什么，却无心于书写。”“不体面的文士变成了抄录咒语的下等人。”[15]这些出土文献的零星记载明显地表现了在人们的思想观念中，读、写、算的教育内容早已丧失了吸引力和神秘性，而变成了取得身份地位的虚浮形式，流于散漫，表明了当时教育的衰败和社会的颓废。

受完初级阶段的基本教育后，苏美尔人认为有才能的人就该接受专门的教育并进行相应的教育实习。尽管在当时已出现了“智慧之家”（the house of wisdom）这样的教育机构，但其详细情况因资料匮乏而无法确证。高级阶段的教育内容，从已有的文献资料来看，主要有以下几类，分别对应于不同的教育培养目标。

1.宗教文书及规范礼仪

主要包括来自宗教的颂歌、神话、史诗、祷词、咒语、法术文句、赞美诗以及祭司所应遵守的各种道德及行为规范，还有进行宗教活动所必需的各种礼仪形式等。

2.天文学

这是祭司必须掌握的一门学问。他们只有通过天文学来掌握天体运动的规律，才能对于自然界的各种现象做出解释和预测，从而来指导人们的实践。在苏美尔人的思想中，诸神的意志决定天体的运动，只有弄清了天体运动的规律，人们才能够洞察神的旨意。另外，天文学的知识还可以帮助人们制定精确的历法，从而帮助人们更好地掌握季节变化的规律，判断种植和收割的最佳时间。这反映出了苏美尔人对于教育内容观念上的强烈的实用主义目的。

3.数学

数学对于祭司、文士、商人、军官、官吏都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苏美尔人对于数学的学习并不注重其抽象形态的掌握，而是非常注重实际运用。因此，作为教育内容的数学主要是与实际生活紧密相连的加、减、乘、除的计算，账目核算，物资分配，体积计算，田亩丈量，土木工程等。

4.占卜术

苏美尔人认为神的意志和行为是人无法预言的，只有通过占卜术才能预测变幻莫测的未来。因此，占卜术也是高级学习阶段必须掌握的内容。当时所要学习的占卜术主要有三类：①占梦术，即通过对形形色色的梦进行占卜以预测吉凶；②剖肝占卜术（有些地方也采用肠占术），即通过检查被屠宰动物的肝脏（或肠）来预测吉凶祸福；③占星术，即通过观察天上的星辰运行预言人的命运。因为在苏美尔人的观念中，每个人都有一位专属于他个人的神，这个神是与天上的星辰相对应的。人只有专心尊奉属于他个人的神，神才会作为自己的良师，以星辰的变化来告诉他的命运状况。

5.法律

正如我们在前边提到的，苏美尔人把法律看作对神自身的约束和对人现世生活的重要保障，因而对于法律的制定、完善及学习非常重视，这构成了上古教育史中富有特色的一道风景线。统治阶级也充分利用苏美尔人的这种心理，以法律形式来确立自己在两河流域的最高统治，并通过大力推行法律教育来巩固自己的统治。例如，在乌尔第三王朝时颁布了现今世界上所知的第一部法典——《乌尔纳木法典》，后来古巴比伦王国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就是在这部法典的基础上修订而成的。在这部法典中，国王被视为神，舒尔吉国王被称为“神舒尔吉”，其子阿马尔辛被称为“给全国民众以生命之神”，官吏都被视为“国王的奴隶”，他们通过学习国王的法律体味神的旨意，并把这些旨意灌输给广大民众，从而使广大民众奉公守法，服从于国王的统治。同时，为了正确运用法律来执行各项任务和职务，法官、商人、军官、文士都必须学习司法典知识，熟知法典和司法用语。当今考古发掘出的学校教育的泥板书文献中，就有法令汇编和法庭判例之类的记载，还有文献表明在当时的法律教育中还举行关于审判杀人犯案例的讨论。

6.军事体育

战乱的频繁使得军事体育也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而受到了苏美尔人的重视，但与后来的古巴比伦、亚述相比，其重视程度远远低于这些后来者。即使与同时期的古埃及相比，也是很落后的。因为在苏美尔人看来，“写字是一种职业，颇有些像冶金术，或是纺织，或是作战。但这是一个享有特权地位，并在职位、权力和富足诸方面都有晋升之望的职业。因此，对于识字的估价，并不是把它当作一个知识的锁匙，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获得繁荣与社会地位的垫脚石”[16]，而军事体育只不过是一种体力活动，“学术传统的解释者贱视体力活动”[17]，于是军事体育的地位便远远低于其他的各项教育内容，祭司、贵族、富有的商人、显赫的文士一般是不受这种教育的。这种教育内容主要是针对那些下级军官和士兵们而设的。据有关专家的研究，当时的军事体育项目主要包括追猎、兵法、游泳、射箭、骑马、舞蹈等。[18]尽管军事体育的地位低下，不受重视，但它的出现毕竟为苏美尔人的教育内容增添了新的成分，也为以后的古巴比伦及古亚述帝国的军事体育训练提供了有益的参考，并对其产生了较大影响。

7.医学及其他学科内容

已出土文献的零星记载，古苏美尔人的教育内容还包含医学、农业、木工、植物学、地质学等方面的知识，但具体内容很难详细考证并确认。不过有一点是明确的，即医学与巫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而医学教育与巫术的传授也是密不可分的，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来。

由以上的教育内容，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古苏美尔人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充满着实用、迷信的精神，他们对于教育内容的认识一方面是出于服务于神的目的，另一方面也是现实所迫。前者使得苏美尔人在应用科学方面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而后者又使古苏美尔人没能发展起像古希腊人那种抽象的理性探求精神，因而其所取得的成果理论性很弱，给教育内容的系统化与概括化带来了许多困难，致使学生负担沉重，苦不堪言，也使得教育方法带有更多的强制性的暴力特征。

（四）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

古苏美尔人的教育教学方法是建立在他们的人性论和宗教观基础之上的。从人性本恶的观念出发，他们十分重视纪律和体罚在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地位与作用；从对文字的神圣性（即苏美尔人认为文字是神那布所创造，是神的象征）出发，他们十分重视死记硬背和机械抄写的教育价值。这两点构成了苏美尔人教育教学方法思想的基本特征。

在古苏美尔人看来，由神那布所创造的文字本身必然有一种权威，一个字得以在文字中永存，这必定是一个超自然的过程。当一个人从现实中消逝以后，他还可以通过泥板书来继续说话。因此，正确地掌握文字书写及文法规则，是一个人生命得以延续的必然前提。所以，教育教学必须从正确的书写开始。小学生首先要学习做泥板和尖笔，然后学习楔形文字的单个笔画，横的，竖的，斜的，弯的，由简单到复杂逐步掌握，然后把这些简单的笔画按照一定的规则结合起来组成一个个文字。进而要学习单一音节符号及如何运用音节表和意符，在此基础上掌握词汇，修习语言的文句、文法。这个过程首先是从正确的抄写开始的。抄写之前，教师先把语法正确、字体美观的范字写在泥板的一边，留出另一边供学生模仿。考古发掘出大量的泥板，上面的字体一边美观大方，规范标准，另一边则语法有误，笔迹难看，可能就是当时的习字作业。

古苏美尔人认为文字的书写只有在大量的练习中才能取得成效，因而当时学生作业的数量之多、抄写任务之繁重是世所罕见的。学生不仅要抄写各种各样的词汇、成语，各种动植物、国家名称、城市地名的专有名词，同时还要抄写大量的宗教文学作品、颂歌、祷告、赞美诗等。出土文献记载道：“我从抄写伊南娜（Inanna）的名字起，一直抄写到原野的兽类和各种工匠。”[19]到后来，随着阿卡德文的广泛运用，学生在学习苏美尔语的同时还要学习阿卡德文及二者间的转换与翻译，更是大大增加了学生的负担，不断引起学生的反抗，教育教学在学生的消极对抗之中质量日益下降。正如文献指出的：“某人难以掌握苏美尔文，因为他不能正确地运用舌头。”“你已经会书写泥板书了，但不能深解抄文的含义；你已经会书写信札了，但你只能如此而别无所能了。”[20]同时，学生也开始在课堂上捣乱，搅乱课堂秩序，使教学无法维持，教师便借助于暴力体罚来维持正常的教育教学活动，“我决定用棍棒打罚你们，用锁链把你们的双腿捆起，并且叫你们至少两个整月不得离开学校”[21]。

在平常的教育教学活动中，教师也认为只有通过严格的纪律和强制的高压手段才能维持教师的尊严，促进教育教学活动的顺利进行。因此，教育教学活动的每一环节中都可窥见教师体罚学生的影子。例如，一块泥板书记载道：

“我绝不能迟到，否则教师就会用棒打我。”

“我的校长对我读我的泥板书，‘The...is cut off’，用棒打我。”

“主管老师说‘我不在时你为什么说话？’用棒打我。”

“‘为什么我不在时要低头？’用棒打我。”

“‘为什么我不在时要起立？’用棒打我。”

“‘为什么我不在时要出去？’用棒打我。”

“‘为什么我不在时要拿东西？’用棒打我。”

“‘你的手不干净，’用棒打我。”[22]

此外，学生作业未完成，或不修边幅，或外出游逛，或读音错误都要受到棒打，使学生整日里处于极度的心理紧张状态之中，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摧残。不过，在教育教学非职业化的学问如道德、文学等时，教师也能间或运用一些启发、对比的方法以加深理解，但更多的是通过教师口问、学生回答的机械记忆方式。

（五）关于教师的思想

作为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教师在苏美尔人的思想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古苏美尔人认为教师是伟大智慧和知识的化身，他博学多才而富有卓识，是最荣耀的一项职业，因而当教师走访学生家庭时，总要被安排在最荣誉的座位上，家长们会像敬神一样地对教师敬奉周到，并要设盛宴来款待。在苏美尔人看来，只有如此对待老师，才能承蒙神的嘉许，给自己的子女和自己的家庭带来福运。

同时，古苏美尔人还深刻地意识到教师不仅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他还是一个塑造人的人。教师在传授知识的同时还肩负着育人的任务，他还要塑造一个人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的身体素质，因此，古苏美尔人把教师比喻为人间的神。例如，有文献记载说：“你真是我敬爱的神。你将我的不懂事的孩子培养成有人性的人。”有些出土的泥板书还详细地、满怀感激之情地回顾教师对于他的成长所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进行教育的详细细节，使我们有可能了解当时教师从事自己职业时的工作状况和主要内容。例如，有一块泥板书记载道：“他指导我的手在泥板上书写，教导我怎样好好行事和谈论好的意见，教导我注视那些指示人们取得成就的规范。”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教师从事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书写的基本技能教育、具体生活经验、人格养成的教育及道德教育四大部分。而文献中记载的“教授计算的教师”“教授测量的教师”“教授测丈的教师”“教授苏美尔文的教师”“教授图画的教师”等，使我们更加清晰地看到了当时苏美尔教育的发达及教育内容的丰富性，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了教师在推进苏美尔文明和科学知识发展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因为从历史上我们知道，苏美尔人注重实际、讲求迷信的特点使他们积累起来的知识往往是十分芜杂繁乱的。一方面，因其过分关注现实生活需要而使所积累的知识支离破碎；另一方面，又因迷信成分居多而使知识变得神秘玄奥。教师要有效地进行教育教学，首先，就要对已有的知识进行一番加工改造，使原本支离破碎的知识变得系统化、完整化。其次，还要部分地破除知识上笼罩的神的神秘光环，使学生意识到他可以接受并掌握知识。唯其如此，教师的职能才能得以发挥，教师的崇高地位才能得到众人的公认并取得牢固的保证，教师的神圣使命也才能得以充分完成。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苏美尔人的教师还部分地扮演了“理论研究者”的角色，给知识的增进与改善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机会，对于文明的发展与保存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教师成了人们信仰的精神领袖，尤其是作为学校负责人的校长，更因其知识的渊博和杰出的才能获得了社会和师生的一致敬仰。有文献记载当时人们称颂校长：“校长，你是塑造人性的上帝。”并把他尊为“学校之父”（school father）。[23]后来，随着苏美尔文明的逐渐衰落及社会的动荡不安，教师自身的职业意识开始淡化，职业道德不断下滑，教师的崇高地位也开始下降，教师在苏美尔人心目中已不再是那么神圣了。例如，出土的约撰写于公元前2000年的两篇文献：《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论》（Disputation between Enkimansi and Girnishag）和《学生》（School Boy）就显明地反映了苏美尔人对于教师思想的变化。《恩奇曼西和吉尔尼沙的争论》记叙两个学生在课堂上互相攻讦，以致课堂秩序大乱的情况，最后教师出面维持秩序：“你们吵得我两耳发聋。你们知道导师的职责吗？你们相信自己比导师更有学识吗？你们为何不尊重他的职权呢？”表现出教师的威信之低和教育教学质量的严重下降。[24]而《学生》一文则记叙了因迟到而遭到教师不断棒打的学生告诉父亲设盛宴待师，并赠以厚礼后，教师态度立马大变，非常和蔼地告诉学生：“孩子，你没有把我的教导当作耳边风，没有不听我的话，你已达到文士艺术的顶峰，而且彻头彻尾掌握了它。你无限地追随了我，付我以超乎我所应得的大量酬报，还给予我绝对崇敬，我祝愿神明给你以福祉。”“你在兄弟之中，是他们的首领；在朋友之中，是他们的表率；在学校的同学之中，你的名次最高……你已经完成了学业，成为学者了。”看似幽默、辛辣地对教师进行了讽刺，实质上非常真实地反映出了当时世风的败坏及教师地位的低下，以及苏美尔人对于教师的强烈不满与鄙视之情。苏美尔人心目中教师角色的变化之大，令人深思。[25]

此外，女性受教育也是苏美尔文明中值得关注的现象。虽然我们现在还缺乏苏美尔人中女性受教育的第一手材料，但我们可以通过史料确定：“尽管在法律上处于从属地位，妇女对美索不达米亚社会的影响仍然是显而易见的。在宫廷中，妇女也会对国王和他的统治提出建议。一些高级女祭司具有更大的权力，她们管理着庞大的神庙土地。还有一些妇女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成为书吏，为政府和私人组织撰写行政和法律文件。女性还可以做接生婆、店主、酿酒师、面包师、客栈主和纺织女工。”[26]如果女性没有接受过系统的教育，要从事这些工作几乎是不可能的。

随着乌尔第三王朝的灭亡，苏美尔的文明也开始被古巴比伦文明代替，但其文化教育思想被古巴比伦人继承下来并加以发展，创造了新的古代文明的辉煌，对于以后西方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第二节 古巴比伦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公元前2006年，乌尔第三王朝灭亡。公元前1894年，阿摩利人在其首领苏姆·阿布（Sumu Abum）的领导下占据了巴比伦城，建立了古巴比伦王国，他们全部接受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并加以发展，其国势在汉谟拉比（Hammurabi）统治时期达到极盛，但因奴隶逃亡、平民斗争、外族入侵而使国势衰落，于公元前1595年为赫梯所灭。随后又曾建立起古巴比伦第二王朝、古巴比伦第三王朝、古巴比伦第四王朝，到公元前689年为亚述人所灭，古巴比伦历史结束。

一、古巴比伦文明

古巴比伦人在文明发展方面远不如苏美尔人那样辉煌。因为阿摩利人在进入巴比伦尼亚时还处在氏族部落解体时期，文化极其落后，所以他们全盘接受了苏美尔—阿卡德文化。他们的文明与苏美尔人相比，最重大的贡献有三个方面，即法律、天文学、文学。

注重法律是苏美尔人的传统，而古巴比伦人则在继承古苏美尔法的基础上对于法律制度进行了较大改变，产生了世界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成文法典，即著名的《汉谟拉比法典》。它全面地反映了古巴比伦王国的社会政治状况、经济状况和阶级关系。

这部法典刻在一个高2.25米的玄武岩石柱上，所以也称《石柱法》。法典有8000多字，由前言、正文、结语三部分组成。前言宣扬了君权神授说，认为汉谟拉比受命于神，“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27]。正文共有282条，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十个方面。

①1～5条是关于司法行政，即有关审判的规定。

②6～25条是关于保护私有财产，对盗窃、拐带、藏匿逃奴，趁火打劫的惩罚的规定。

③26～88条是关于土地房屋，即对各种不动产的占有、继承、转让、租赁和抵押方面的权利和义务的规定。

④89～126条是关于借贷、经商、债务等方面的规定。

⑤127～194条是关于婚姻、家庭及继承的规定。

⑥195～214条是关于伤害不同地位的人予以不同处罚的规定。

⑦215～240条是关于各种职业人员的报酬和责任的规定。

⑧241～267条是关于农牧业的规定。

⑨268～277条是关于租赁及雇用的规定。

⑩278～282条是关于奴隶的买卖及处罚的规定。

由以上十个方面可以看出，《汉谟拉比法典》所涉及的内容是极其广泛的，但遗憾的是，这部法典里并没有涉及教育和教师问题。

结语部分主要宣扬法典的“公正”，警告任何人不得诋毁它。

与苏美尔人的法律制度相比，古巴比伦人的法律的集权专制意味大大增强，反对国家的罪名增加了，国王的官吏较多地担负起了逮捕和惩办罪犯的责任，惩罚大大加重，特别是对带有某种谋反作乱迹象的罪行，这就为法制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契机。

在天文学方面，古巴比伦人把置闰科学化，使闰月的设置有了固定的周期。公元前6世纪后期为8年3闰，以后又定制为27年10闰。另外，古巴比伦人还把昼夜按黄道十二宫划为12个单位，即12小时，每小时60分；把每月分为4周，每周7天，分别设一个神主管：太阳神沙马什主星期天，月神辛神主星期一，火星神涅尔伽尔主星期二，水星神纳布主星期三，木星神马尔都克主星期四，金星神伊丝塔尔主星期五，土星神尼努尔塔主星期六。以后为世界各国采用，成为今天的一星期七天制。

在文学方面，古巴比伦人把原来流传于苏美尔和阿卡德时代的英雄史诗《吉尔迦美什》第一次编成定本，记载于12块泥板上，共3000多行，成为世界文学史上的瑰宝。

除此之外，古巴比伦人在数学、宗教、医学、建筑、雕刻等方面几乎没取得多大成就。相反，由于迷信成分的不断增加，反而使得苏美尔—阿卡德文明遗留下来的许多知识和科学急剧地衰落下去。

二、古巴比伦的教育思想

古巴比伦人不仅全面继承了苏美尔人的文化和语言，而且继承了后期的苏美尔的教育思想。关于这方面可资参考的文献并不多，但从已发掘的泥板书中，我们仍可窥见其教育思想的大致轮廓和核心内容。从整体上来看，古巴比伦人的教育思想与古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殊途同归，都注重现世的实惠，而不像同时期其他民族一样去关注来世的幸福。但是由于社会的动荡、气候环境的恶化、中央集权的加强，古巴比伦人心中慢慢滋生出了一种关于罪孽的恐惧思想，人们把对神的崇拜逐渐转移到了鬼怪身上。在古巴比伦人看来，瘟神内尔各勒及许多妖魔鬼怪都潜伏在黑暗之中，游荡于空中，总是伺机置人于死地或伤害生人。人们除了供奉和施用巫术符咒外毫无办法，因而迷信巫术之风迅速弥漫开来。再加上苏美尔文明末期教育自身的颓废，使得古巴比伦民众心目中淡化了教育的观念，他们不再像苏美尔人那样非常重视教育。但是，汉谟拉比国王一再宣称“君权神授”；“安努（指当时的天神）与恩利尔（指众神之父）为人类福祉计，命令我，荣耀而畏神的君主，汉谟拉比，发扬正义于世，灭除不法邪恶之人，使强不凌弱，使我有如沙马什（指太阳神和正义之神），昭临黔首，光耀大地”[28]。他要求人们普遍重视教育，努力学习阿卡德语和阿卡德文字，从而掌握他所颁行的《汉谟拉比法典》，以维护他作为“万神之王”的专制统治。为了确保人们能够充分重视教育，他还颁行法律，规定对施行巫术者处以死刑。但这种严厉的措施并未收到多大的效果。古巴比伦人关心的只是能够在商业、金融、手工业的合股、存储和经纪的过程中签订书面合同而免于被处死（因为古巴比伦法律规定一桩没有书面合同或者没有证人的交易应判为死罪），这样一来，古巴比伦人对于教育地位与作用的认识便趋于形式化。统治者重视教育，但并未能真正引导社会重视教育。

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统治阶层与社会民众也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古巴比伦的统治者极力推行阿卡德语，使阿卡德语成了官方语言，而苏美尔语则成了死亡的语言。然而，古巴比伦人对于鬼怪的惧怕使他们严重地依赖寺庙中的祭司，而这些祭司则秉持传统，认为古代的土地神及其他神灵必须以苏美尔祈祷文去抚慰。对付各种各样的鬼怪，只有那些苏美尔语的符咒才能真正发挥效用，因而苏美尔语仍然是寺庙学校学习的重点，苏美尔语作为一种宗教语言被保留了下来。从已出土的有关文献来看，可能当时女孩也在接受一定的教育。

古巴比伦的教育也同苏美尔人一样，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主要是对读、写、算基本知识的掌握和基本技能的训练，以集体的方式进行，主要是培养文士，“用心学习的文士将会没有敌人，并受人尊敬”[29]；第二阶段主要进行宗教、法律、医学、商业、军事、行政等专业的学习，并要到相应的部门去实习，主要通过艺徒制和个别教师的专门指导来完成。他们学习的地方被称作“泥板书舍”，书舍的监督被称为尤迈亚，副手被称为阿达·伊杜贝，教师被称为杜布萨尔，助教被称为什士布加尔。还值得一提的是，古巴比伦的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所做出的新的贡献：“在教授读写之外，这些学校，至少还须为他们的某些学生准备一种‘高级教育’，并须去研习那些在一般俗务中毫无实际用处的科目。在这种研习的过程中，他们学会了制定文法和字典，以便利苏美尔古赞歌和古咒文的了解与正确背诵，以会集并整理那些古教科书。虽说是希望获得超自然的利益所鼓动，但这种工作，毕竟给了那些学者们以组织知识的训练和研究的训练，而且也使得我们今日还能够读懂苏美尔文。”[30]同时，“一些组织知识的新颖办法，和许多更加精确的科学，为实用所需的那种科学，由口训和实例把它作为实用的知识而流传下来了”[31]。由已发掘出的泥板书文献来看，数学在当时因实际需要而发展迅速。在最古老的算术板中，有了以下几个数字，D=1，o=10，O=100。在稍后的出土文献中又有了D=1，o＝10，D=60，O=600的记录，可见，当时六十进位制与十进制已在通用，因楔形文字的书写工具尖笔的缘故，所画符号D变成了Y，O变成∧，分别代表了六十个和十个单位，只有凭借符号的不同次序，才能确定并识别它们所代表的数值，例如，YY∧∧∧Y1就代表2×60＋3×10＋1，可见古巴比伦人在数字计算方面已取得了较大成就。但这种记数法也给教育教学带来了一定的麻烦，使得学生又增添了许多沉重的识别与记忆的负担。此外，古巴比伦人还把分数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如在出土的泥板书文献中，学生的作业中就有[image: ]（表示1/2），[image: ]（表示1/3），YYY（表示2/3）的记载。

古巴比伦人的教育教学法显得机械、呆板，一味讲求死记硬背，例如，数学的教学，只不过是把生活的具体问题提出来给予答案，要求学生记得答案即可，因此，学术科学的传授与应用科学或手工业的传授，看上去似乎并没有真正的分别；给一个数学或医学学生的那种教导，和给一个冶金或纺织学徒的那种教导，本质上完全是一样的。这样的教育教学方法必将窒息教育教学实践的生机与活力，从而影响整个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关于古巴伦人这方面的资料并不多，我们只能据仅有的资料做这种推断，但有篇关于农业教育的文献提供了完整的资料，值得我们注意。

城市和城市生活的发展带来了古巴比伦文明的兴盛，但是统治者、技工、商人、祭司都要依赖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才有可能行使其职能，因而农业生产在国家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已发掘出土的泥板文献《农人历书》（Farmers Almanac）[32]为我们提供了当时农业教育的完整材料。这篇文献开首便说，“昔时一个农人教导他的儿子说”，然后便详细地给儿子传授一年之中在农田中干活的技能技巧及组织农事的态度和方法，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农业生产所达到的水平及人们持有的教育思想和道德观念。

这篇文献中农人首先要求他的儿子做好播种前的准备工作，例如，给地浇水：“当你准备着手（耕种）你的田地时，密切注视堤堰、沟渠和护堤的开口处，以便当你把田淹灌时，水在田里不致升得过高。你把水排完后，注意田里浸透了水的土地，要让它为你保持繁殖旺盛的土地。”然后要除掉杂草并把土地整修平坦，疏松土壤。准备工作做好之后，才可以犁地播种。

在播下种之后，农人要求他的儿子向主管农业的女神祷告，以求保佑农田丰收，并要防止各种鼠虫鸟害，保证庄稼顺利成长。“幼芽顶破地面而生长时，（你）向女神Ninkilim（田鼠和害虫的女神）做一个祷告并轰走飞鸟（to shoo away the birds）。”在庄稼成长的过程中要浇3～4次水并注意庄稼患病，“当大麦长满了垄沟狭窄的底部时，给籽苗浇水。当大麦长得像船中垫子一样高时，给它浇水。给它的王麦（S. N. Kramer 认为就是指已抽穗的大麦）浇水。如果浇过水的大麦变红了，你应该知道，‘它得了Samana 病’”。如果各方面工作都按部就班做好并不生病时，那么丰收就在望了：“如果它长出了粒多的大麦，给它浇水，它会给你产一份额外的大麦。”

庄稼成熟之后，要及时收割并打碾、弄净、储存，向神祷告并感谢。“当你准备收割你的麦田时，不要让大麦自行倒伏，要在它有力量时收割它。一个割麦者，一个捆麦者和一个在他前面的人——这三个人将为你收割。捡麦穗的人不得破坏，他们不能把麦捆扯开。”“当你即将扬大麦时，让那些称量大麦的为你准备一些能装30古尔的箱。把你打麦场的地弄平，把箱摆好，上路。当你的工具（准备好了），你的车收拾好了之后，让你的车登上麦堆——你的麦堆要脱粒五天。当你准备打开麦堆时，烤制arra面包。当你打开大麦堆时，把你打麦橇的齿用皮子系好。”“当你把大麦堆起来以后，做‘没有扬净的大麦的祷告’。当你扬大麦时，留心那把大麦从地上扬起来的人——应该有两个人为你扬它。在将要扬净大麦的那天，把它放在一些柜子上，在傍晚和夜里各做一次祷告。把大麦松开来，就像一股强风一样，松开的大麦将为你储存起来。”“恩利尔（Enlil，苏美尔众神之父）之子，宁乌尔塔（Ninurta，农神）的教导。啊，宁乌尔塔，恩利尔可信赖的农人，赞美你！”

另外，在这篇《农人历书》中，做父亲的还告诫儿子为人处事的原则，一方面，对于奴隶们要用严刑酷法来惩治，绝不能有丝毫的怜悯与同情，“让青铜……你的工具留心你的胳膊，让皮头箱、刺棒、鞭子树立你的威信。”“让你的鞭子树立起你的威信，不要容忍丝毫的怠惰。在他们活时要监视他们，不要容许任何中断，不要让你的田里的劳力们（分心）。既然他们必须夜以继日地持续耕作10天，他们的力气就应该使在田里，不应向你献殷勤。”另一方面，对外要保持怜悯之心，并给穷苦者以帮助，“在你收获的日子里，就像在困窘的日子里一样，要让土地按照它们的数目养活年幼的和拾麦穗的人们，你的神将永远保佑你”。这种思想给后世极大的影响，特别是希伯来人和基督教。因为在《圣经·利未记》第十九章中的规定与这里的告诫如出一辙，而犹太人的先祖亚伯拉罕可能是从两河流域迁移到迦南的。因此，西方教育史或思想史的著作中追溯西方思想的渊源总要追溯到古巴比伦、古埃及人那里去。这种教育儿子的思想也显明地反映出了当时教育严重的阶级性。一个普通的奴隶主都绝不施予奴隶些许的同情与怜悯，更不用说当时的上层统治者了，由此也可以推断出当时农民根本不享受必要的知识教育，而只是通过艺徒制的方式来学习农业生产的经验，奴隶就更不用说享受必要的教育了。这篇文献从另一个角度给我们展示了正规学校教育之外的另一种教育思想及其方式，从而为我们全面地了解古巴比伦社会的教育状况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值得我们重视。

古巴比伦王国自汉谟拉比国王死后，陷入了全面的内外交困境地之中。动荡不安的社会现实使教育几乎形同虚设。公元前1595年，古巴比伦王国灭亡，古巴比伦的教育也随之宣告结束，但其所继承的苏美尔的教育思想仍对后来者产生了一定影响。

第三节 古亚述文明及其教育思想

亚述位于巴比伦尼亚以西，它于公元前3000年末进入文明时代，其历史可分为早期亚述、中期亚述、亚述帝国三个时期。由于严重的内乱和外在强敌的攻击，亚述帝国首都尼尼微于公元前612年为迦勒底人建立的新巴比伦王国军和米底王国军攻破，最后一个据点卡尔赫米什也于公元前605年覆亡，亚述帝国灭亡。亚述人所创造的文明，与苏美尔—巴比伦文明有了较大的差异，进而直接影响了他们的教育思想。

一、古亚述文明

古亚述文明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尚武，注重实用。狂热的军事追求使得工商业发展在亚述人统治下趋于萧条。法律制度上也与古巴比伦有了重大区别，亚述人实行同害惩罚法和按照受害者及犯罪者的地位分等级惩处的制度。女性被视为丈夫的财产，离婚的权利完全掌握在男子手中并允许一夫多妻，已婚女子一律不得不戴面纱而公开露面。科学技术由于战争的需要而取得了较高成就。例如，在天文学方面，他们已能将圆周按360度划分，且能够用某种类似划分经纬度的办法来测算物体在地球表面上的位置。他们已认出了五个行星并加以命名，在描述日食、月食方面也取得了一定成就。在手工业方面，技术水平大大提高，铁剑、强弓、长矛、撞墙锤、战车、金属胸甲、盾牌、头盔等军事装备的制造在当时都是最优良的，从而使亚述人在军事上占据了无与伦比的优势。

医学因军事的需要而得到了高度重视，从而获得了较大发展。当时已有500多种药物运用于医疗并进行较为合理的分类，对于每一种药物的用途都已有了明确说明。此外，对于各种疾病的症状也有了描述，而且一般都以自然的原因来解释病因。相对于古苏美尔人和古巴比伦人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进步。但在当时，符咒和巫术仍然被普遍采用，并未受到禁止。

在艺术方面，亚述人远远超过了古巴比伦人，尤其是在雕刻方面。亚述人的雕刻以战争和田猎为题材，塑造的临危不惧的猎手、凶猛异常的狮子、垂死挣扎的野兽、冷静勇敢的战士等，都形象逼真，动作生动，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但在建筑方面，亚述人远远不及苏美尔人。亚述人的建筑一般显得很粗犷、简单，缺乏苏美尔人的那种宏伟、精细的特点。

由于战争的需要，亚述人比古巴比伦人重视教育。他们不仅继承了苏美尔—巴比伦教育思想和实践，而且进行了较大的改造、创新，使两河流域的教育又一次走向兴旺发达，取得了较高成就。

二、古亚述的教育思想

与古苏美尔人的教育思想和古巴比伦人的教育思想相比，古亚述人的教育思想表现出强烈的黩武气息。这种独特的思想贯穿于古亚述人对于教育的目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教育内容的选择，教育教学方法的采用等各种观念之中，使古亚述的教育思想与社会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

（一）关于教育目的、地位及作用的思想

从已出土的文献资料来看，古亚述的教育目的似乎也同古苏美尔人一样表现出多元化的特色。如在已发掘的泥板书及铭文中，亚述人把祭司、僧侣、文士、军人放在几乎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谈论更多的是前三者，因而国内已有的几部外国教育史专著都认为文士的培养是其教育的核心。但是，古亚述的祭司和文士也必须懂得军事。就祭司而言，到了古亚述时期，他们的服务对象已不再是古巴比伦人崇拜的乌尔都克神（智慧之神），而是以亚述大神和伊丝塔尔神（女神，女战神）取代了他，并且对于后者的崇拜远胜于前者，因为她能决定战争的胜负。亚述国王阿瑟巴尼帕（Ashurbanipal）在其祷辞中说：“啊！阿尔贝拉的夫人 [33]，我是阿瑟巴尼帕，亚述的国王，你的手的创造物，受你生父 [34]的（召唤）来重修亚述的庙宇并建筑巴比伦的名城。我已决定走到有关荣誉的神圣地方，然而，以栏国王条曼不尊敬诸神。所以，我求你，女神中之女神、战争王后、诸神的公主……为我向你的生父亚述吁请，（因为条曼）已把他的军队摆上战场，已集中他的武器向亚述前进。你，诸神中的战士，像……要在战场中心追赶他，用暴雨和恶风消灭他。”[35]由此可见，当时祭司的作用主要在于向战神伊丝塔尔表述国王的意愿，并请求她用神力帮助世俗国王在战斗中获胜。因此，祭司也是为军事斗争服务的“战士”。因为亚述国王均出身僧侣阶层，因而培养僧侣实质上就是培养最高统治者自身。只有明白了这层关系，我们才能明白亚述国民为什么那么重视僧侣的思想实质，也才能明白亚述国王在祷辞中表现出来的这种迫切而热烈的思想和愿望：“愿我的帮助者诸神欣纳我的虔诚的工作，并愿诸神衷心祝福我的国度。愿我的僧侣的种子永远昌盛，好像巴比伦城的埃·萨吉拉的基础”，“愿我的僧侣宝座的基础安如磐石！”“愿仁慈的命运、优渥的恩惠，伴随着我的统治，保护我的僧侣的地位”[36]。由历史我们知道，亚述国王个个都是能征善战的军事领袖并以征战为能事，所以，重视僧侣教育仍然要以服从军事斗争需要为最高旨归，实质上也是培养“战士”。由于当时环境条件的限制和周围敌对民族的不时进攻的威胁，亚述人把他们的国家完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战争机器。文士不仅要处理一般的行政事务，还要征募兵源，加以训练，组成军队，这就要求文士不仅能为“文”，而且要懂“武”，一旦战事紧急，文士也要立即投入战争。由此可见，文士其实也是享有较高文化程度的战士。再加上当时亚述拥有远远多于周围其他民族的常备军并经常发动战争，培养合格的战士便是其教育不言自明的目的。因此，实践的现实需要形成了亚述人关于教育目的的清晰思想：培养为军事斗争服务的合格“战士”。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亚述民族变成了一个出色的武士民族，也养成了他们好战的民族习性和不断扩张侵略的野心以及残忍恐怖的心理态度。他们不仅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强大且最有力量的军事武装，建立了庞大的军事帝国，而且极其残忍地对待被征服的其他民族的战士、平民、军官、贵族以及自己民族内的叛逃者和造反者。剥人皮、钉火刑柱、割耳、剜眼、割生殖器……亚述人不仅把这些暴行付诸实践，而且还把它们编成文字，记载流传给后人，既炫耀他们的英勇业绩，也作为道德思想教育的教材。例如，亚述尔那细尔拔尔的编年史就记载道：“那些反叛我的酋长们，我把他们的皮剥了，堆成一个战胜纪念标：在里面的一些，我让他们腐朽；在堆顶上的一些，我把他们绑在火刑柱上；在堆旁边的一些，我挨次把他们烧死；我剥了很多人的皮；我把他们的皮挂在城墙上；国王的军官们（指邻近民族的）、叛徒们，我就砍掉他们的手脚。我把阿希雅巴巴（叛军首领）带到尼尼微：我剥掉他的皮，把他的皮钉在城墙上……”[37]铭文也记载每次战争后屠杀俘虏：“虏血如泉，流山泻谷。”[38]这种教育目的的极端残忍性使后来者批评不已，以至于美国历史学家伯恩斯等人在其《世界文明史》第1卷中大发感慨：“指望军事强盛带来的权力和安全，到头来却成了笑料。假如亚述完全没有防御能力，它的命运也未必会更坏。”[39]不过，从积极的方面来讲，亚述人的这种教育目的观因其适应了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使得原本弱小的亚述民族迅速强大起来，并在军队的质量方面拥有了当时无与伦比的巨大优势。可见还是有其合理性因素存在于其中的。后来的古希腊斯巴达偏重于军事训练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与古亚述人教育思想有诸多的相似性，而且斯巴达教育思想中的许多积极因素也为一些大思想家称道，并被保留下来，对西方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西方教育思想的重要源头。古亚述的教育思想要比斯巴达早许多，因此，正确认识亚述的教育目的思想是必要的。

（二）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对于教育地位与作用重要性的认识以及教育目的的明确化，使得古亚述人形成了重视军事体育，同时辅之以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较全面的思想，从而使得亚述的教育内容呈现出多样化的特色。

古亚述人教育目的观中强烈的黩武主义特征使得尚武成为确定教育内容的首要原则。激烈的战争不仅需要强健的体格、娴熟的军事作战技能技巧，而且需要一定的知识、智慧和战术训练及相应的组织能力。所以，跑步、游泳、射箭、击剑、驾车等方式都被作为增强体质的重要内容。其中尤为值得提出的是在古亚述人的思想中，增强体质的目的就是为了战斗，而非增进人的发展，因而他们在训练中把人追猎狮子和老虎等猛兽作为训练的重要手段和检验训练效果的重要方式。这种残酷的人兽搏斗既使人的潜能和技艺得以充分发挥，也使人的心理和意志得到了超常的训练。古亚述士兵之所以以残忍闻名，与这种训练不无关系。游泳之所以作为他们的教育内容，是因为古亚述人认为游泳可以使一个人的皮肤变得柔软、富有韧性，而且可增强人的肌肉力量及训练人控制自己的意志力，这对一个战士来说是不可或缺的。射箭、击剑、枪术等都是钢铁兵器时代的专门训练项目。还值得一提的是古亚述人的驾车训练项目。古亚述人不仅设计出了各种各样的战车，而且对于驾驶战车的技术规范及考核标准都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与中国先秦六艺教育中“御”的内容颇有相似之处。从古亚述人的常备军的军种分类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他们训练内容的复杂性和多样性特征。古亚述人通过募兵制建设了数量庞大的常备军，并把他们分为以下各兵种：战车兵、骑兵、重装步兵、攻城兵、辎重兵、工兵等。要求这些兵种既有各自的专门技艺，又要能够一专多能，掌握其他兵种的基本技能，以便在战斗中及时地替换伤残及死亡的士兵，从而保持军队整体的战斗力。由此可见，从注重实利的思想原则出发，古亚述人在军事训练方面还是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从而大大扩充了自苏美尔—古巴比伦以来的教育内容。

另据已出土的泥板书文献，亚述人已在贵族子弟中进行战略战术及组织才能方面的教育训练，而且要求他们掌握较广博的文化知识。如亚述国王阿瑟巴尼帕在谈到自己所受的教育时说，除了体格训练外，还学习语言，他能懂“苏美尔人的和阿卡德人难于掌握的泥板书”[40]，还学习占卜、几何、算术、军事技艺等。此外，阿瑟巴尼帕还在其首都尼尼微建立了大型图书馆，内中藏有约计3万份泥板书。太罗城也有图书馆，藏有泥板书约3万件，尼波尔城图书馆约有泥板书2万件，[41]由此可见当时教育内容之繁盛。另据考证，当时还设有专门学校进行神学、法律、天文学、医学等学科的教学工作。医学因为军事的需要而尤为发达，不仅有药物一般性能功效的说明，而且有疾病症状的简要概括。同时，医学仍与巫术紧密结合。在古亚述人看来，人体的许多疾病并非由于自然原因而引起，而是因为魔鬼潜入了人的身体，只要运用巫术驱除恶鬼，人的病体就可痊愈，因此，巫术也作为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被纳入了教育内容。有一块泥板书就详细地记载了亚述时期教授巫术的场面和基本内容。[42]

拿一块白布，把玛米（mamit）放在里面，

放在病人的右手里。

又拿一块黑布，

用它包住他的左手。

那么一切恶鬼，

以及他所犯的罪过，

就会离开他，

永不再来。

培养“战士”，不仅要求他们具备强健的体格，娴熟的军事技能技巧，较丰富的文化知识，而且要求他们具有坚定的道德信念和始终不渝的信仰，所以，古亚述人对于道德教育也很重视，他们不仅通过神话和寓言来灌输道德信念，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道德规范。例如，于1871年由亚述学家G. 斯密斯发现的《伊兹杜巴尔之歌》史诗，借英雄伊兹杜巴尔的事迹来教育人们。这首诗第七块泥板第二栏，借黑阿巴尼之口要求人们崇敬神灵，正确看待死亡：“亲爱的朋友，不必忧伤，死亡这东西终究要来的，我们为什么恐惧呢？是那地下世界的雾气把你的占师接了去！诸神带领我们，也不征求我们的同意，他们给予生命，又在现世的一切纷争中把生命拿回去，我要结果我在世上的生命；自从有生以来，我经历了欢乐和忧愁；要到地下的可怕世界去，而且一去不返。”[43]第八块泥板第二栏，通过伊兹杜巴尔之口要求人们淡泊名誉，而把自己奉献给自己的国家。对于名誉，他说：“哎呀！这个‘名誉’不过是‘命运’的梦啊！朝思暮想的东西却不能使人心中快活。人们的称赞，或无心的冷笑，于我都无所谓，我是孤单的！孤单的！”“人的名誉并不像表面那样堂皇，它和‘昔日’一道睡去，是一个消失了的梦。”[44]

在行为规范方面，要保持对神的崇敬之情，并通过自己的行为践履和内心真诚来获得神的帮助与赐福。“每天去朝拜你的神，用纯洁的香去上贡献和做祷告；在你的神前，保持纯洁的心；每天早晨，要向他祷告、请求、鞠躬致敬，这样，凭神的帮助，你会发达。”“敬畏（神），可得恩惠。”“贡献可以增加寿命，祷告可使罪过得赦免。”“敬畏诸神的人，不会哭号；敬畏诸神的人，将得长寿。”在对待朋友和伴侣方面，要尊重他们并充满爱心，“对你的朋友和伴侣，不可说坏话，不可说下流话——要说仁慈的话！”对于其他的人要给予帮助，并充满仁爱之意，即使对于家中的仆人，也要一视同仁，“施食物给人吃，施酒给人喝，寻求善行，避免（恶事），这是使神喜欢的，使沙玛什喜欢——他会酬报的。（对仆人）要帮助，要仁慈；（你要保护）家中的使女。”对于自己，要勤于学习，“从泥板上去学习智慧”；要学会克制自己的情绪，“如果在发怒——不可说出来。怒中说话，不久你就要后悔，悄悄地抚慰你的哀愁。”要谦虚而不能骄傲、自矜自夸，“不要说大话——要守口如瓶”；要严于律己，提高自身的素养和语言表达能力，“你不可诽谤——要说纯洁的话！你不可说坏话——要说仁慈的话！”否则将会遭到神灵的报应，“诽谤和说坏话的人，沙玛什神将要在你头上会见它”[45]。

由上述内容，我们可以看出古亚述人在服从军事战争的目的之下，设置了较广泛的教育内容。这不仅是对苏美尔—古巴比伦教育内容的继承，而且有所发展，反映出了社会的进步和人们对于人自身潜力认识的深化。教育内容的丰富多样也直接制约了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认识。

（三）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

古亚述人的教育教学方法思想是与他们的教育教学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军事战争所需的技能技巧的掌握仅靠死记硬背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古亚述人明确意识到必须对苏美尔—古巴比伦的教育教学方法加以改造。因此，古亚述人在教育教学方法上把集体训练与个别指导结合起来，[46]一方面，在宫廷学校、文士学校、寺庙学校中由专门教师进行集体的教育教学；另一方面，由个别教师或家长进行专门指导，从而把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同时，古亚述由于道德教育的发达而使他们形成了重视儿童的思想，他们已意识到进行教育教学应该照顾到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才能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效果。这种思想的萌生，是两河流域教育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突破，具有重要的意义。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当时的学校教师们以各种符号创制了音阶表、单词表，编成了字典，绘制了苏美尔文和阿卡德文的语法解说表，还利用赞美诗、咒语、卜辞及法律的和历史的知识，指导学生进行语句练习；同时，还在教材中编写注释，以减少学生的疑难；绘制山川鸟兽的图形，作为教学辅助，以有趣的神话和寓言来进行道德教育……使古亚述的教育教学取得了较好效果。

古亚述的教育思想后被新巴比伦人继承，并随其对外扩张而流传开来，在“巴比伦之囚”时期，给予犹太人的影响尤其深远。随着这些犹太人的被释，古代两河流域的教育思想遗产也随之融入犹太人的思想之中，对于犹太教及基督教的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更是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而在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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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古代埃及的教育思想

埃及是世界上著名的文明古国之一，因尼罗河的定期泛滥带来了肥沃的土壤，它很早就有了发达的农业，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生产力的发展为国家的产生提供了可能。早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已建成上埃及和下埃及两个王国；大约公元前3000年，埃及统一，前后历经前王国时期（约公元前4245—前2700年）、古王国时期（约公元前2700—前2290年）、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65—前1787年）和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85—前1090年）。［其中还包括第一中间期（公元前2290—前2065年）、第二中间期（公元前1787—前1585年）］，以及新王国后直到亚历山大入侵（公元前1090—前332年）几个阶段，[1]为古埃及文明时期，亦即通常所说的法老文明时期。在这一时期，古埃及一步步地发展起奴隶主阶级的专制政权和相应的社会文化，教育也随之发展起来。

在古埃及的奴隶制国家中，法老（即埃及国王）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他集政权、军权、神权于一身，全国土地均为他所有。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使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统治阶级为了巩固其政权，一方面，诉之以暴力镇压；另一方面，豢养僧侣从思想上麻痹广大人民，因此，寺庙僧侣在社会上占有极高的地位，他们把持了文化和科学知识的大权。同时，“在当时的条件下，采用奴隶制是一个巨大的进步”[2]，它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丰富了文化科学知识。古埃及人不仅发明了文字，还从测量和建筑中创立了几何学；从预测农业收成及河水泛滥中发展了天文学，制定了相当精确的日历；从水利灌溉中创设了水利学，并从治疗疾病和制作木乃伊中发展了医学，而举世闻名的古埃及金字塔则表明了当时建筑学的高度发达。为了把这些知识传给统治阶级子弟，埃及学校产生了，教育思想也随之萌生。下面我们对古埃及的文明及其教育思想做一概述。

第一节 古代埃及文明概述

埃及是文明古国，是世界文化的发祥地之一。在长期的生产斗争和社会实践过程中，埃及人民积累了丰富的生产生活经验。随着奴隶制的逐渐形成，一部分人逐渐从劳动中分离出来，专门从事脑力劳动。这种脑体分离促进了埃及文化的发展，使古埃及在水利、天文、建筑、医药、文学、艺术、数学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创造了灿烂的埃及文明。

农业是古埃及最重要的经济活动，灌溉系统则直接关系到农业的丰歉和社会的繁荣，所以，古埃及的水利很发达。自远古时代起，尼罗河流域的居民就借助简单的鹤嘴锄、土筐等工具修建堤坝，改造水路，在中王国时期就已形成了遍布全国的灌溉系统。他们不仅担负了大片农田的灌溉，而且把大片的沙漠、沼泽改造成了良田，这显示了古埃及人力求摆脱自然束缚，进而控制自然的伟大气魄。

农业的发达促进了天文学的兴盛。由于农业生产的需要，古埃及人不仅注意到了日出日落的位置和季节性变化，而且根据月亮的盈亏和行星运行变化情况绘制了星座图，制定了各种历法，创造了时间概念，如“年”“季”“月”“日”“时”“30年”“十万年”“永恒”等，而且还辨认出了一些星座，推动了人们对宇宙的认识。

古埃及的建筑，包括金字塔、神庙、宫殿住宅和陵寝墓地等，是古埃及人智慧和才能的结晶，特别是金字塔建筑群，已成为灿烂的古埃及文化的象征，是世界著名的文化遗产。

在古埃及的科学成就中，医学特别引人注目。古埃及人因他们的医学知识而享有盛誉，且对希腊、阿拉伯、叙利亚、波斯等欧洲和中东国家的医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巫术、医书；记录了最早的人体解剖学和比较解剖学的观察；进行了最早的外科学和制药学实践；还创造了丰富的解剖学和医学词汇；特别是他们制作的木乃伊，对于人类医学的研究和发展更是做出了巨大贡献。

古埃及的文学也有着丰富的内容，它们是当时人们实际生活的反映。其主要形式包括祈祷文、自传、神话、寓言、教谕、铭文、圣歌与赞美诗、亡灵书、抒情诗、世俗文学等，是我们了解古埃及情况的重要史料。

古埃及的艺术主要包括雕塑、绘画、浮雕及工艺美术等。它是古埃及灿烂文化中的组成部分，也是我们今天赖以研究的主要实物遗产，它与古埃及的建筑紧密结合在一起，共同组成了令世界称奇的宏大艺术博物馆，显示了古埃及人杰出的创作才能和非凡的想象力。

在生产生活的实践中，为了解决土地测量、食物分配、建筑设计等实际问题，数学也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公元前2000年以前，古埃及人已掌握了一套实用的记数法，并能够简便、准确地进行算术计算。他们已能够解决包含两个未知数的问题，已具有了用分数表示不等差级数和等比级数的基本概念，而且熟悉长方形、三角形、圆形、角锥体的基本性质，还可以计算它们的面积，他们算出圆周率为3.16。

在辉煌灿烂的古埃及文明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金字塔文明和古埃及文字。

一、金字塔文明

“金字塔”一词英文为“pyramid”，源于希腊语“pyramis”，意即“糕饼”，这是因为希腊人眼中的金字塔形状很像他们经常食用的糕饼。当初，古埃及的国王们并未采用“金字塔”一词，他们分别把各自的金字塔称为“斯赫福诺的光辉”“乌纳斯（Unas）精美的居所”“属于胡夫的陵墓”，等等。古埃及的国王们之所以采取金字塔这种样式来修筑自己的陵墓，而没有采用其他的建筑样式，是因为古埃及人认为金字塔可使国王的亡灵进入天堂，正如金字塔铭文第267篇中所解释的：“乌纳斯（Unas）国王长眠在通向天堂的阶梯上，他能由此迈步进入天堂。”[3]

作为埃及国王陵墓的金字塔，标志着古埃及的数学、建筑等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突出地表现了古埃及人的智慧和才能，成为古埃及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最鲜明的象征。它还出现了所谓“金字塔时代”。从广义而言，这一时期包括从古王国时代到中王国；从狭义而言，主要是指第四王朝时期，因为此时期金字塔的数量、规模、建造技艺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据专家估计，现已查勘到的金字塔共有80多座。第一座金字塔是由被古埃及人奉为“普塔神之子”的伊姆荷太普建筑师为国王左塞（Djoser）设计建造的陵墓，因其墓上建筑是六级阶梯形的平顶四面锥体而被称为“梯形金字塔”。此后古埃及国王纷纷仿效，代代相传，构成了庞大的金字塔建筑群。这些金字塔大都坐落于以首都孟菲斯为中心，从北部的阿布洛阿斯到南部美杜姆之间的狭小地域，因为古埃及人认为尼罗河东岸是太阳升起之地，是生命之源，而西岸则是太阳降落之所，是“极乐世界”，是超度亡灵的地方。

金字塔的建造跨越了十个朝代，即从第三王朝到第十三王朝，共经历了四个时期，即形成期、鼎盛期、衰落期、复兴期。

形成期的金字塔主要由早期的马斯塔巴（Mastaba）墓发展而来，其代表主要包括左塞国王的梯形金字塔、美杜姆金字塔、罗姆波道尔金字塔。这些金字塔的共同特点都是在马斯塔巴墓的基础上改建装修而成，其设计思想直接影响到后来的金字塔建筑，为真正金字塔的修建开拓了道路。

鼎盛期的代表是世界闻名的吉萨金字塔群，是埃及金字塔建筑艺术的最高体现，以至于许多学者视其为古埃及科技与文明的百科全书，认为可从中窥得古代世界的历史面貌。[4]其中，胡夫（Khufu）金字塔，又称大金字塔，占地近5万平方米，台基边长为230米，高146.6米，用来建造金字塔的石块达230万块，平均每块重2.5吨，最重的达30吨，反映出古埃及人的超群智慧。毗邻的是胡夫之子哈夫拉（Khafr）的金字塔，在其附近是世界闻名的斯芬克斯（即狮身人面像），在当时被认为是冥府大门的守护神。鼎盛时期的金字塔建筑因其博大深沉的独特魅力而位列古代世界七大奇观之首，足见古埃及人的匠心智慧所在。

衰落期的金字塔主要是为第五王朝、第六王朝的国王们建造的。此时的金字塔无论是建筑材料还是建筑水平，都今非昔比，不是墨守成规，就是粗制滥造。但值得注意的是从第五王朝的乌纳斯金字塔开始，出现了象形文字书写的铭文，后世称为“金字塔铭文”。

复兴期的金字塔建筑是从中王国的门图荷太普二世（Mentouhotep Ⅱ）开始的，一直持续到新王国时期。这一时期的金字塔建筑不仅比以前的金字塔规模小，而且多以碎石、泥砖为基本建筑材料，所以易被自然力及人为因素破坏，到现在已存留不多。到了新王国的图特摩斯三世（Thutmose Ⅲ）时，金字塔建筑便为石窟墓代替了。尽管学术界现在对于金字塔出现之谜尚未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它作为埃及人智慧之结晶，是人类建筑史上的奇迹却是毫无疑问的。它鲜明地体现了古埃及人的思想及其风格，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二、古埃及文字

古埃及的文字记载保存了大量古埃及文化遗产，对于埃及社会的发展、世界文化的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没有古埃及文字就不会有古埃及的灿烂文化。

古埃及认为文字是由鹭头人身的图特（Thoth）神创造的，他司知识与魔法。在古埃及人看来，图特创造的文字用图画表示神的启示，是神的文字，因此，只有神庙的祭司才能理解和有权使用。那尔迈调色板的发现证明在公元前3100年左右古埃及已形成象形文字体系，它是一种发展比较完备的文字。从整体来看，埃及象形文字由表意符号、表音符号和限定符号（即指示符号）三部分组成。表意符号用图形来表示一个特定的意思；表音符号从部分表意符号演变而来，在公元前600年左右日趋规范化，形成24个单辅音、大批双辅音和3个辅音符号；限定符号就是在表音符号之外加上一个新的纯属表意的图形符号，置于词尾，以表明它属于哪个事物范畴。这三种符号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组合起来，使象形文字成为音、形、义相结合的文字体系。

为了适应书写和实际交往的需要，古埃及文字的形体经历了由繁到简，由难到易的演变过程。这一过程可分为象形文字、祭司体文字、世俗体文字、科普特文字四个阶段。

象形文字体系是迄今所知的最早构成体系的古埃及文字材料，其名称“Hieroglyph”由希腊语“神圣”（hieros）和“雕刻”（glupho）组成，意即“神圣铭文”。它因最初多见于神庙和公共纪念碑的墙壁之上，且只为极少数的神庙祭司通晓，因而被古埃及人称为“神的文字”。这种文字在古埃及时代使用范围极广，不仅包括尼罗河下游地区，而且延及古代努比亚的大部分地区、西部绿洲、西奈半岛及古代近东地区，被广泛地使用于宗教、商业、官方文件等许多方面。

因象形文字字体复杂，书写缓慢，难于掌握，所以古埃及的书吏将其符号外形加以简化，创造了祭司体文字，因其主要为埃及祭司们专用于书写宗教文字，故被称为“神秘文字”。后广泛应用于古埃及人的日常生活之中，如公文、信件、账目、图书目录、文书、文学、宗教文献等，一直使用到新王国末期。大约公元前700年，它逐渐被世俗体文字取代。

世俗体文字是祭司体文字的草写形式，最初被司法人员和政府官员用来书写契约、法律和行政公文，后主要用于商业和日常生活的书写记录、文学作品、宗教文献等。它已不具有图画特点，字体变得相当简化，成为类似字母的符号，一直被使用到4世纪。

科普特文字是因受希腊语影响而发生了变化的埃及文字，一般被称作新埃及语，包括24个希腊字母和7个作为补充字母的世俗体文字，是当时民间通用的文字。

第二节 古代埃及的教育思想

古代埃及的教育思想与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及其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状况紧密相连。由于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及社会生活的日益复杂化，古埃及十分重视教育，他们创办了多种类型的学校，进行了广泛的教育实践活动，从而产生了一系列关于教育的看法和观点，形成了古代埃及的教育思想。

一、关于教育的社会功能的思想和学校类型

古代埃及的教育，其社会功能极其简单：一是政治功能；二是社会化功能。在古埃及奴隶制国家中，法老集全国政权与教权于一身，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贵族和僧侣都必须绝对服从法老的意志。为了巩固自己的专制统治，法老除了诉诸暴力之外，更豢养了大批僧侣来从思想上欺骗人民，使他们心甘情愿地忍受压榨、剥削，因此，而寺庙僧侣拥有极高的社会地位。为了有效地从思想上控制人民，这些僧侣都受过较好的教育，拥有较丰富的学识和较高的素养。同时，由于文明的发达，古埃及的政治、宗教、军事、贸易等事务十分纷繁，再加上文字的发明成熟，使古埃及养成了“无事不记录”的传统。如此繁芜的事务绝非少数有学识的僧侣所能承担。于是，许多知文识字的文士便应运而生。他们精于书写，通晓律令，有较好的文化水平，常常居官任职，享有较多的特权和丰厚的待遇，因此，他们直接服务于政权，充任政府的公务人员，这一点是和希腊的智者不相同的。“文士教育”几乎成为埃及古代教育的核心。阿哈依托曾说，“没有一个不靠王室而生活的文士”[5]，显著地体现了教育依附于政治，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和特点。他们一方面被教导说，“国君之友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国君的仇敌是死无葬身之地的，他的尸体将抛至河中”[6]，要求人们与国王为善，不可作对，否则便死无葬身之地；另一方面又教育人们要“承认神灵的伟大，神灵便可寄居你的心中”[7]，要求人们尊崇法老的意志，不可亵渎。同时告诫人们：现实生活不是永恒的，灵魂是不灭的，灵魂要安宁，要享受幸福，必须在现世忍让服从，修身积德，叫人充当法老的顺民；还认为人的灵魂的享受要以身体为凭借，要保护好尸体，因而大兴土木，建造金字塔，使人民安于忍受役使。

为了培养更多的服务人才，巩固自己的统治，同时也把民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为法老服务上来，古埃及的统治者一方面以文士为官吏，上可任至宰相，下可为公文书吏、书信书吏、军队书吏、“圣书”书吏等，“他们不用负担一切义务，不用服任何劳役，不拿锄头和十字镐，不用挑担和摇桨”[8]，享受种种优厚待遇，吸引人们从事学习。另一方面给受教育者灌输书吏光荣的思想，“要知道，书吏的职位是最好的职位”[9]；“这比一切职业都好……当他还是个孩童时，就有人欢迎他”[10]；“如果一个书吏在京城找到了不论什么样的职位，他在那里就不会贫困”[11]；“没有任何东西优于书，读书犹如水上行舟”[12]。

为了使受教育者将来能够树立统治阶级所期望的世界观、人生观，文士学校还要求学生抄写各种各样的教谕。从这些教谕中，我们也可以明显地看出当时教育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功能与促进社会发展的功能完全受制于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并为之服务的明显阶级性。例如，中王国时期的《杜阿乌夫之子阿赫托依给其子珀辟的教训》中告诫说：“我没有看见雕刻匠或者首饰匠当过使节，可是我看见过在炉灶旁边干活的铜匠，他的手指像鳄鱼皮，他身上的气味比鱼子还要臭。”“石匠在各种坚硬的石头上干活。工作完了的时候，他垂下双手，累得筋疲力尽。”“农民穿的衣裳一年到头不更换……他累得很……可是他驯服得跟一个在狮子面前的人一样。他经常害病……”“织工在家里干活……他的腿贴在肚子上，他气也透不过来。要是他在一天内没有能织出足够的布匹，他就要像沼泽中的荷花那样伸不开身子。”[13]在详尽地描绘了雕刻匠、石匠、农民、织工等的艰辛之后，转而以非常羡慕的笔调来赞扬书吏的职业：“你瞧，除了书吏以外，没有一种职业是不受首长管辖的，因为书吏自己就是首长”[14]；“要是谁读书识字，人家就会跟他说：‘你很有出息！’”[15]“对于我给你说的那些行业，人家就不会这样说了……人家不会跟书吏说：‘替这个人去干活！’”[16]优越的地位及丰厚的待遇，确实吸引了不少人从事艰苦的学习钻研活动，大大减轻了对于法老专制统治的威胁。同时，他们的研究活动在客观上也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除此之外，有些教谕还利用人们梦想永恒不朽的心理，鼓励人们勤奋学习。例如，B. 沃特森在《埃及象形文字入门》一书中介绍了一篇新王国时的教谕，颂扬书吏说：“即使他们去世，他们的名字仍将长存……人们对他们的记忆一直延续到永恒。做个好书吏吧，一心一意好好努力，使你的名字也得到永存。”[17]表面上看起来似乎是在鼓励人们努力向上，勤奋学习，实际上，古埃及的教育权完全操纵在祭司手中，人们学到的东西以尊奉神灵、忠孝温驯为主要内容，完全是在培养法老的忠实臣民。而且，书吏们完成学业后，绝大部分都到国家的各级行政机构去供职，完全变成了法老意志的贯彻者、执行者。所以，古埃及教育是为政治服务的。在古埃及奴隶制国家中，教育除了培养各级各类的书吏文士之外，还肩负着另外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僧侣。古埃及的僧侣不仅是宗教活动的主持，而且是法老的喉舌，是神在人间的代言人。他们掌握着人类积累起来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并把它们神秘化。为了维护自己的特权地位，僧侣们必须把一整套的宗教仪式、祷文及必要的科学知识传递给后继者，从而使僧侣们不断地从思想上来控制人民。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为民众提供与神接触的条件：“你们，来自上下埃及的人们，从南北来到底比斯向神祈祷的人们，到我面前来吧。你们说的话会传到阿蒙神那里。我是由神任命来倾听你们的请求的信使。我会把一切都向他（阿蒙神）呈报的。”[18]由此可见，古埃及教育的政治功能是最主要的功能，它直接制约并决定着教育其他功能的发挥。

基于古埃及教育的上述社会功能及培养皇室和贵胄子弟、僧侣、书吏的需要，古埃及设立过以下几种学校。

第一，宫廷学校。埃及古王国时期，国势强盛，为使皇室子弟和贵胄子弟具备胜任政府各项工作的知识和才能，早在公元前2500年左右，古埃及的宫廷中就开始设立学校，教育皇室子弟和朝臣子弟，教师由学识渊博的官员担任，教学内容很难准确考证，据推测可能是读、写、算及天文、艺术等基础知识。在完成学业之时，他们就会被派到政府的有关部门去见习和实习，接受实际业务锻炼，取得实际经验，然后再学习专门的知识，正式委任官职。另外，在法老的宫廷之中，法老还经常邀集文人学士讨论军国大事和学术问题；在此期间也对宫廷子弟授以教育，因为这种教育传授的知识程度较高，有的教育史家称之为宫廷大学。

第二，职官学校。职官学校是古埃及职业教育性质的学校。由于埃及中王国时期国势发达，政务复杂，仅靠宫廷学校已难以满足社会对人才的需求，因而政府各部门纷纷创办学校，训练合格的官员。主要的职官学校有：司马机关设的训练司马官员的学校，例如，文献记载贝肯康从5岁到15岁被派在御马管理机构接受训练，16岁时任御马人员训练所的主持人；司档机关所设的训练司档官员的学校；司库机关（royal treasury）所设的培养理财官员的学校；“书籍之家”（House of Books，即古埃及皇家图书馆）所设的训练书记员和抄写员的学校；等等。因为这是由政府各部门自行设校，因此也由学校直接招收贵族和官员子弟入学，一方面，教授普通课程，进行基础训练；另一方面，进行专门职业教育，做业务训练。由于职官学校的教学和有关机关的业务紧密联系，所以大多以吏为师，在现任官员的指导之下成为文士和官员。由于职官学校兼负基础训练和业务训练的双重任务，宫廷学校就只招收教育皇家子弟和外邦留学青年，一般青年进宫廷学校的就寥寥无几了。另据记载，当时还存在着以信函方式培养官吏的方法。职官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就在相应的政府部门担任下级官吏。

第三，寺庙学校。最初，古埃及文字的使用权掌握在僧侣手中。为了进行宗教活动，抄录宗教文献，进行研究，培养新一代的僧侣，古埃及很早就出现了寺庙学校。寺庙既是宗教活动的场所，也是替法老办理天文、建筑等专业事务的机构，同时也是培养各种人才的场所。有些寺庙的僧侣是杰出的学者，他们具有很深的学术造诣，因而向程度较好的青年传授高深的知识。例如，海立欧普立斯大寺就是这样一个著名的高等学府，其教育水平极高，藏书丰富，便于钻研探索。该寺的僧侣具有精深的天文学、应用数学、物理学、历史学的知识，皇家的天文官都由此培养。它不仅是埃及著名的学术中心，也是著名的国际学术中心，犹太的摩西，希腊的泰勒斯、梭伦、柏拉图等著名人物都曾到这里游学。此外，由新王国拉米西斯二世（Ramesses Ⅱ）创立的卡尔克大寺及爱德弗等的寺庙也是著名的学术胜地。在古埃及，寺庙学校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其学生也全部为显贵子弟，不接纳贫穷学生。正如创办寺庙学校的僧侣乌若霍若欣特在铭文中所说：“我遵照法老的命令，创办和管理学校，学校的学生全部来自显贵人家，而非来自贫穷人家。”[19]在寺庙学校中，初学者仅仅学习读、写、算的基本知识和宗教知识，程度较高者则学习专门知识，如天文、地理、历史、文学、法律等。

第四，文士学校。文士学校又称书吏学校，是埃及设置数量最多的学校，以培养各级各类文士为目的。中王国时期的文士学校，专门训练王室和贵族子弟，一般高于其他普通学校，有的还设有特殊的高等学府，称为“生活之家”。后来便逐渐面向社会各界，从日常事务的抄写员直到达官显贵和高级僧侣，均由文士学校来培养，因而文士学校的修业年限及培养水平也是参差不齐：家境贫困者入水平低的学校，仅习读、写、算的基础知识及基本技能，并熟记政府规章条例等，修业期短；富家子弟则进入水平高而且修业年限长的学校，在基础训练的基础上，研习数学、医学、天文学等，并要通晓政府律令及公文函牍，修业结束，则按其专长委以职务，在实际中进行锻炼，可能会被委任为书吏，进而升任高级职务。因为文士学校的主要目的是训练地方和政府机关的职员，有足够基础知识的神庙祭司、艺术家、翻译人员、教师等，就业门路广，而且是晋升到高官显位的阶梯。正如权势显赫的阿赫托依在给儿子的家训中所说的：“啊，要是我能迫使你爱书本胜于爱你的母亲，要是我能在你的面前把书本的好处指出来，该有多好呀！”[20]

二、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

前面已提到培养文士是古埃及教育的核心。一名文士不仅要流利地书写，而且要精通律令，学有所长，以便充任官吏处理政务、管理寺庙、经营贸易等。这决定了古埃及的教育内容包括两个方面，即基础教育和专业教育。基础教育主要包括书写、阅读、简易计算等，以书写为主；专业教育主要包括建筑、天文、医学等。

在基础教育阶段，写字、抄写手稿是儿童最主要的学习内容。古埃及有“无事不记录”的传统，十分注重文字的书写功夫，再加上古埃及人认为文字是图特神所赐，书写必须正确美观，因而对于书写的要求极为严格。在古埃及所使用的文字中，一般是象形文字、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并存，象形文字主要应用于宗教活动、重要公文、寺庙装饰、墓碑题刻等；祭司体文字主要用于宗教文献的书写及寺庙工作的处理；世俗体文字主要用于日常生活。所以要求学生要熟练掌握这三种文字，这样一来，学生就要比阅读花费多得多的时间来练习书写。对于这三种文字的手稿，不但要会念，而且要写得熟练、美观，有许多学生因达不到教师要求的标准而受到严厉的处罚。在抄写铭文时，教师要求学生用世俗体文字来写事务文件，用祭司体文字书写宗教文件。写作时，教师先写示范字，由学生临摹，然后再抄写教师提示的格言、故事、教谕等。学生们主要在陶片或石片上练习写字，写完后随手扔掉，其他的学生一般用芦苇笔蘸墨水在纸草上书写。墨水有黑、蓝、褐、绿、灰、淡、红、黄、白等各种颜色，最常用的是黑色和红色。一般书写用黑色，但章、节、段的开头则用红色书写，以显得层次清楚。为使书写取得较好效果，学生往往从起床就开始练习，直到深夜才能休息，而且学校以严酷的纪律来严格要求和督促学生：“每天都要用功读书，这样你将会熟练掌握文字。不要懒惰度日，不然你就要受到鞭打。”[21]

书写的内容，最初是日常所见的事物，如天、地、日、月、星、风、云、晨、暮等以及地名、官吏名、鸟兽名等。到了较高级的学习阶段之后，就开始学习书写公文、书札、契据、道德格言、记事文等。在书写中还附带学习各种知识和统治者赞许的道德品质。古埃及特别重视学生对于辞令的学习，因为他们认为善于辞令是有教养者的标志，“辞令比武器还有力量”“你如巧于辞令，你必将获得胜利”“巧妙的辞令胜过贵重的珠宝石”“人的嘴巴会拯救他脱离险境，他的辞令会使他待人和善”[22]。当学生具有了初步的写作能力之后，就要求他写作各种商业信函、申请书、工作报告等，并要想象各种情况，具体练习各类体裁，或对古典文学作品进行模拟写作，以丰富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并锻炼他们实际处理事务的能力。

古埃及的受教育者不仅要进行繁重的读写练习，而且要学习简易计算。现存大英博物馆的莱茵德纸草卷是一部数学集，它的开头题词便是“获知一切奥秘的指南”，足见古埃及对于数学的重视程度。然而，遗憾的是，古埃及人没有对数学进行理论上的探讨，他们在数学上的成就仅仅是经验的积累，注重实际应用，如计算个人财产、土地测量、征税的税率、金字塔的面积、体积等。所以，古埃及人的数学教育也是实用性质的教育，而非抽象的数学理论教育，这与古希腊人注重数学的抽象性是根本不同的。

较高级阶段的教育则是专业教育。在诸多行业中，古埃及人尤其看重建筑业。从事建筑业者贵如王公，可联姻皇亲，极为显赫，所以接受建筑业教育的人数众多。在古埃及，建筑业教育大多是由僧侣来进行的，这是其建筑业教育的一大特点。

天文学方面，在准确地规定宗教典礼和节日时间的需求之下，宗教僧侣担起了研究天文的职责，并在经常观察天文的地方修筑起了神庙，从事宗教事务并管理青年僧侣的教育工作，传授给他们天文学知识。有学问的年长僧侣用观测星相的方法从事天文学的教学工作，学生夜间练习对星辰的运转的独立考察，白天则对其他天文学知识进行诵记。著名的卡尔纳克神庙就是典型之一。另外，海立欧普立斯大寺也培养王室的天文官，由精通数学、天文学、测量学、物理学等专业的僧侣任教。

医学教育方面，古埃及人往往巫医交织。著名的埃伯斯医学纸草卷记载了治疗各种疾病的药方，载明了药名、剂量和服用方法，其中穿插着巫咒和口头禅，表明当时的医学教育充满了迷信色彩。此外，史密斯纸草卷专门讲述创伤和骨折的外科诊治；拉洪纸草卷专门讲述妇科学；柏林医学纸草卷和赫斯特纸草卷，与埃伯斯纸草卷内容极其相似，三者的资料似乎源于同一出处，部分章节几乎完全相同，而且三者均为第十八王朝时的作品，但柏林医学纸草卷和赫斯特纸草卷的出现要比埃伯斯纸草卷晚，似乎可推断它们之间存在着某些继承关系，也间接地反映出当时教育注重诵记的特点。另外，还有伦敦医学纸草卷和切斯特—贝蒂纸草集，其中第6张正面写了一系列的药方，还记载了对肛门和直肠疾病的治疗方法，背面记满了当时流行的咒语和口头禅，同样反映出巫医结合的特点。这些医学纸草卷是世界医学文献中最古老的组成部分，它们为我们了解古埃及的医学及其教育情况提供了极为宝贵的资料，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

在古埃及的教育内容中，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道德教育。古埃及的道德教育在整个教育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目的在于培养学生敬神、忠君、敬上、孝亲的道德品质。古埃及人认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在主宰着人的命运，给人以启示，告诫人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世上出现罪恶，是因为人们违背了神的意愿；造孽的人终将遭报应，行善的人必会获得奖赏。在著名的《亡灵书》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对人们的道德要求及行为规范：“我从未给他人带来痛苦。我从未让任何人挨饿、哭泣。我从未杀戮。我从未雇凶杀人。我从未促使灾难降临他人头上。我从未掠夺神庙中的供奉。我从未在祭祀时弄虚作假。我从未草率处理献给神灵的祭品。我从未通奸……我从未窃取邻居的地产来丰富自己的土地。我从未侵犯别人的领地。我从未作恶……我从未靠暴力劫掠……我从未偷窥……我从未杀人……我从未偷窃谷物……我从未盗取祭品……我从未说谎……我从未诅咒别人……我从未攻击他人……我从未亵渎神祇……我从未委屈他人……”[23]只有神的意愿才是永恒的，才会变成现实。所以最早的被完整地保留下来的普塔荷太普的教谕文说：“人的计划永远不会实现，成为现实的只是神的意愿。”[24]而且他们认为，人类本身也是神的创造，神不会计较人们祭祀品的多少，神期待的只是人们的感恩戴德，所以人们必须虔敬诸神，聆听他们的指示，按神的意愿办事。在古埃及人看来，神与国王是有机的统一体，国王法老是神的儿子，是神在地球上的代理人，是人与神交往的媒介，所以，对于神的虔敬表现为对国王法老的忠诚。各级官吏都是法老命令的执行者，对于国王法老的忠诚，必然表现为对于长官的敬畏。另外，父母是一家之主，儿童必须孝顺父母，而且非常重视对母亲的孝顺，“你不应当忘记母亲对你的厚恩。她生育了你，并尽其所能地抚育了你。她哺育你达三年之久。她使你成长壮大。当你进入学校学习书写时，她每日从家中给教师送去面包和啤酒。假如你忘恩负义，她可以羞辱你，她可以将双手举向上帝，而上帝是倾听她的控诉的”[25]。

古埃及人充分利用宗教、寓言、神话、传记、诗歌等多种形式来对青少年进行道德品质教育，以养成他们节制、善良、睦邻、恤苦、怜贫等品德。例如，哈尔胡夫在其自传中说：“我赐面包给饥者，赠衣服给赤身露体者。我把失船遇难者救上陆地。”[26]而世人对于他的这种品德所做的评价是：“献给这个坟墓的主人，一千个面包和一千瓶酒。”[27]英坦夫的自传中也说：“我友好对待求助者，倾听他们的申诉。我节制，善良，和蔼，能用宽慰的言辞令哭泣者平静，对穷人我慷慨解囊”，“我慷慨而且热情，拥有食物却不吝啬。我是穷人的朋友，我乐于助人。”[28]在古埃及人看来，恤苦、怜贫，是仁慈的标志，可得到人们的爱戴与神的赞扬。正如第二十五王朝的大臣哈尔瓦在自传中所说：“我在他的城市里受到爱戴，在他统治的地区受到赞扬。我对他的臣民多么仁慈。我做的一切，人们喜欢，神祇赞扬。我从来没有过失。我赠面包给饥饿者，送衣服给衣不遮体者。我替人们排除痛苦，驱逐罪恶。我为可尊敬的长者举行葬礼。我赡养老人，满足穷人的要求。”[29]

节制被认为是上等社会人必须具有的教养，所以古埃及人极其重视对于行为的严格要求。例如，在就餐方面：“要对于自己的饮食感觉满足。假如你吃了三块面包，又喝了两瓶啤酒，而肚子仍感不足，就该对肚子加以控制。”“食物不可贪求饱腹。”[30]在教谕文学中，《对卡盖姆尼之教谕》主要讲述就餐规矩，要求饥肠辘辘者面对一桌美味佳肴要克制，战胜贪欲，等待主人来敬食。即使有人狼吞虎咽，也要克制自己不受影响，保持温文尔雅的举止。

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的伦理道德教育资料当属《普塔荷太普之教谕》。这篇教谕除诗体的序、跋外，由37节箴言诗组成，分别讲述了当时伦理道德的最主要方面。如在第一节里，普塔荷太普教育他的儿子要谦虚，不能骄傲自满。

不要为你的知识感到自豪，

而应向无知者和智者请教；

艺术的探索没有止境，

没有任何艺术家的技艺能尽善尽美。

精辟的言辞比绿宝石还要深藏不露，

但在磨石女工那里会找到。[31]

即使身在高位也要学会虚心，学会忍耐，给人以同情。

如果你是领导者，

就要耐心倾听别人的请求，

不要打断他为洗罪讲的话。

痛苦的人多么希望倾诉衷肠，

这比取胜的愿望还要迫切。

如果打断请求者的话，

就会有人问：

“为什么要拒绝？”

并非所有的请求都要得到赞同，

但是，耐心倾听也能安慰人心。[32]

对人要一视同仁，不能以贫富来决定自己的态度，更不能以成见来看待别人。

不要考虑他是否贫穷，

不要知道了他过去的境况就蔑视他。[33]

但是，对于男女关系要慎重处理，这表达了男女授受不亲的思想。

如果你要保持与主人、兄弟或朋友的友谊，

无论走到哪里，

千万不要接近女人！

接近女人是多么不幸，

打扰女人的人又是多么不受欢迎。

上千个男人被逐出友谊之门，

像做梦的刹那，

死神便会来到，

只因他们认识了女人。[34]

此外，《对各个职业的讽刺》这篇父对子的训诫第二部分主要阐述了各种处事之道与行为规范，它们与《普塔荷太普之教谕》提到的内容极其相似，由此我们可以归纳出古埃及人欣赏的主要美德包括自我克制、谦逊、慷慨、正直、诚实、忍耐、勤劳。由已有的资料我们看出，古埃及人的德育内容极其丰富，但正如其数学的发展一样，他们只注重具体行为规范的教育，而未能从哲理的角度对道德伦理进行探讨，反映出古埃及注重实际的鲜明特色。

虽然埃及社会无论是在公共事务还是家庭生活中，男性都居于主导地位，但女性也在社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仅出现了好几位女性统治者，如法老哈特谢普苏特（Hatshepsut，公元前1473—前1458年在位），还有的成为祭司，有的接受正规教育，成为书吏。[35]

三、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

古埃及人的教育教学方法思想与当时人们持有的儿童观、知识观、学习观及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密切相关。它不仅直接指导了当时的教育教学方法实践，而且对于以后的希伯来教育及西方教育产生了很大影响。

在古埃及人的观念中，儿童的天性是顽劣执拗的，只有严厉的惩罚才能使儿童变得驯服。因此，他们认为只有在教育教学中采取严厉的体罚方法，才能督促儿童勤奋学习，最终成为国家和社会的有用之才。因此，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体罚盛行。最常用的体罚方式就是鞭打和关禁闭。一旦学生在接受教育教学的过程中犯了过失或没有遵照和达到教师提出的要求，就会遭受到严厉的鞭打。因此，在许多出土文献中，鞭、棍等惩罚工具几乎成了教学的同义语。由此可以想见当时体罚的经常性与普遍程度。另据文献记载，公元前1500年左右的埃及王子塔户提（Tahuti）曾说，他每日遭受鞭打犹如每天吃饭一样的经常，也可作为明证。但在古埃及人看来，鞭打责罚还是轻微的处罚，如果学生犯了大的错误，就要被关禁闭。禁闭时间的长短，要依所犯错误的大小而定。所犯错误越大，关禁闭的时间就越长。据史料记载，有的教师把学生囚禁在寺庙中达3个月之久，由此可见当时体罚之烈。

知识观也是古埃及教育教学方法思想的重要基础。在知识的来源问题上，他们认为来源于神的启示。在他们的观念中，有一位名叫图特的神掌管着知识和魔法，他在尼罗河畔用奇形怪状的图画来记录神祇的启示，并教导埃及人写字、计算、制定历法等。所以，知识并不是由人发明创造的，它是神的专利，教师只能机械地进行灌输，要求学生呆板地仿效和记忆，绝不能随意发挥或改变。对教学内容，教师们很少会做出必要的解释说明，只是要求学生进行大量的抄写和背诵，以大量的作业来对学生进行反复的机械训练。尽管有些时候教师们也会用问答法来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但并不注意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学校里教师布置的作业越多，学生的学习就会越好，学生才能得到更进一步的发展，从而为将来从事各种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因此，“学校里的作业像山一样的恒久”[36]，学生应该十分乐意地去完成作业，而不能违反，“在学校所过的时日对你是有好处的”[37]。学生只有每天都勤奋用功，才能有所进步，获取知识，“每天都要用功读书，这样你将会熟练掌握文字”[38]。如此繁重的作业和单调枯燥的学习，离儿童的天性甚远，于是儿童怠学的情形时有发生。为了克服学生怠学的毛病，古埃及的教师从思想和肉体两方面对学生进行牢牢的控制。一方面，他们借助于当时古埃及人对神祇异常崇拜和敬畏的心理，不仅把知识归于神的启示，知识是神对人的恩赐，从而加强学习知识的神秘感和敬畏感，使人们潜心于学习，而且还把通过体罚来促进学习的观念神圣化，认为体罚儿童是神的意志，“知识技艺之神图特把教鞭送给人间”[39]，绝对不可抗拒，而且要心甘情愿地接受体罚。

古埃及人还认为学习必须专心致志，心无旁骛。因为当时要教学生学会阅读各种书稿，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特别是为阅读而进行的文字学习工作，更要耗费学生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当时，学生们要用特别的习字本每天抄写3页左右埃及象形文字的700多个常用符号、草楷的祭司体文字和世俗体文字符号。这对于有限的时间来说，确实是一项比较艰巨的任务。对于各种文字手稿，不但要会念，而且要写得熟练、美观，更增添了学习的难度。这样一来，学生们挪出时间去从事其他活动，势必要占用学习的时间，因此，古埃及的教师们以严格的纪律和严酷的惩戒把学生关起来逼迫他们学习。他们制定出了许多纪律要求，例如，禁止学生懒惰偷闲，“啊！文士，不要怠惰，否则你将被惩戒驯服”[40]；不要上街去游荡，“我要捆起你的腿，如果你再去街上游荡，你还会遭到河马皮鞭的抽打”[41]；“不许学生上酒馆，不能追女人，只能勤奋用功学习，以期将来出人头地”[42]；等等。

在教育教学方法中，除了体罚惩戒和机械灌输、死记硬背之外，古埃及人还运用名利诱导和思想上威胁恐吓的方法来诱使学生学习。一方面，他们非常注重向学生灌输知识重要的思想，甚至要求学生爱书本胜过爱父母。同时又以获取知识后将获得的社会地位、荣誉及个人优越的生活条件来诱导儿童勤奋学习，“唯有文士是指挥众人工作者，如果读书成为文士厌烦的事情，那么幸运之神就将离你而去了”[43]。在世界上，只有读书最光荣，“没有任何东西优于书，比墓志铭更有用的东西莫过于书籍”[44]。另一方面，古埃及人又对儿童进行威胁恐吓，增加无形的思想压力，“用心地念书，不要把白天玩掉了，否则你的身体就要吃苦”[45]；“不要忘记书写，不要厌烦书写”[46]；“不要把时间玩掉了，否则你就要挨揍”[47]。古埃及人的教育教学方法尽管简单粗暴，但仍有其积极的方面，例如，注重实际、学以致用等。古埃及学校不仅按社会上的专业需要来设置，而且非常注重实践效果，注重见习与实习，使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起来，从而使学生一毕业就可以很顺利地进入工作，大大缩短了从学校到社会的适应期，这是其教育教学方法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此外，古埃及的教育教学在大多数情况下以吏为师或以某专业的专门人才为师，这也为理论有效地联系实际提供了极有利的条件。这些官吏或专门人才大都实践经验丰富，学识精深，因而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就会把培养人才的过程与教育结束后使用人才的过程统一起来，全部纳入整个教育过程之中，大大增强了人才的适应性，缩短了人才发挥作用的时间和周期，这值得我们借鉴。

此外，虽然古埃及盛行对儿童的体罚，但这并不是绝对的教育教学方法。柏拉图曾游历过埃及并考察过埃及的教育，他在《理想国》中提出了“寓学习于游戏”的儿童教育观，这是吸收了古埃及人的教学经验。后来，柏拉图在《法律篇》中详细、具体地描述了古埃及人在幼儿教育中“寓学习于游戏”的经验，并予以赞扬。经过柏拉图的介绍，这一经验得以流传后世。到18世纪，德国的巴西多进一步发挥这一经验，提出变学习为游戏的理论，以引起儿童的学习兴趣，防止强迫记忆。但是，变学习为游戏的观点受到了康德和乌申斯基的批评。包括杜威在内的许多教育家都认为，在儿童教育中，兴趣与努力的关系应保持平衡。教学应注意引起儿童的兴趣，以提高其学习的积极性，但不能将全部教学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



[1] 关于古埃及的历史阶段划分问题，说法不一，此处采用汉尼希、朱威烈等在《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一书中的划分法。具体可参见汉尼希、朱威烈等：《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而在杰内达·勒布德·本恩顿及娄贝特·笛·亚尼的《全球人文艺术通史》第2版中采用的时期划分为：“人们通常将埃及古代史划分为大约30个王朝。今人对前两个王朝知之甚少，从第三王朝开始，依据各时期稳定性和成就的不同，可分为三个阶段：古王国时期（公元前2686—前2181年，包括第3—6王朝），中王国时期（公元前2040—前1786年，包括第11—14王朝），新王国时期（公元前1552—前1069年，包括第18—20王朝）。各‘王国’之间相对动荡的阶段被称为‘中间’时期，‘新王国’之后是后期王朝，后期王朝于公元前525年结束，并被波斯帝国吞并。”具体可参见杰内达·勒布德·本恩顿、娄贝特·笛·亚尼：《全球人文艺术通史》，尚士碧、尚生碧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第23页。

[2]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8页。

[3]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173页。

[4] J. E. Manchip White. Ancient Egypt：It’s Culture and History，New York，1970，p.64.

[5] 《外国古代教育史》，第20页。

[6]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3～64页。

[7]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3～64页。

[8] G. Posener. Dictionary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New York，1959，p.255.

[9] Dictionary of Egyptian Civilization，p.255.

[10] 司徒卢威：《古代的东方》，陈文林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5年版，第97页。

[11] 《古代的东方》，第97页。

[12]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77页。

[13] 米·马吉耶：《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钱君森译，少年儿童出版社1957年版，第129～131页。

[14] 《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第129～131页。

[15] 《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第129～131页。

[16] 《古代埃及孩子的一天》，第129～131页。

[17] Barbara Waterson. Introducing Egyptian Hieroglyphs，Scotland Research Institute，1982，p.41.

[18]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140页。

[19] 《外国古代教育史》，第19页。

[20] 《古代的东方》，第99页。

[21]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40～41页。

[22] 《外国古代教育史》，第21页。

[23] 沃利斯·巴奇：《亡灵书》，纽约兰登书屋1999年版，第574～579页。

[24] 詹姆斯·布雷斯特德：《古埃及宗教和思维的发展》，宾夕法尼亚大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201页。

[25]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4页。

[26]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ume I：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s，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3，p24.

[27]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ume I：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s，p121.

[28]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ume I：The Old and Middle Kingdoms，p122.

[29] Miriam Lichtheim. Ancient Egyptian Literature—Volume III：The Late Period，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0，p27～28.

[30]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4页。

[31]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68页。

[32]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69～70页。

[33]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69～70页。

[34]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69～70页。

[35] 《简明新全球史》，第39页。

[36] 《古代的东方》，第97页。

[37] 《古代的东方》，第97页。

[38] B. 瓦特尔森：《埃及象形文字入门》，苏格兰研究院1982年版，第41页。

[39]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3页。

[40]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2页。

[41] 《古代的东方》，第89页。

[42] 《人类早期文明的“木乃伊”——古埃及文化求实》，第41页。

[43]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2页。

[44] 《外国教育通史》第1卷，第62页。

[45] 《埃及象形文字入门》，第42页。

[46] 《古代的东方》，第89页。

[47] 《古代的东方》，第89页。


第四章 古代波斯的教育思想

古代波斯是历史悠久的东方文明古国之一。波斯人在人类文明史上写下过辉煌的一页。古代波斯的宗教有长远的影响，波斯被歌德称为“诗国”“诗人之邦”。波斯大诗人菲尔多西被西方人称为与荷马、但丁、莎士比亚和歌德并列的世界五大诗人之一。[1]公元前2世纪，波斯就与古代中国开始了文化交流，建立了密切联系。在教育和教育思想上，波斯也有其独特的民族特色。

第一节 古代波斯述略

今伊朗地区已发现1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人类遗迹。1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结束，进入新石器时代。公元前4000年进入金石并用时代。公元前2000年时，原来居住在里海、咸海以北草原上的印欧语系诸部族向外迁移。向西迁移的一支后来成为希腊人、罗马人、高卢人、日耳曼人。向南迁移的一支人进入伊朗高原和印度，成为伊朗人、印度人。伊朗人包括许多部族，其中最强大的是米底人和波斯人。米底人首先建国，公元前612年，米底王国联合迦勒底王国消灭亚述帝国。公元前550年，波斯人居鲁士二世（Cyrus Ⅱ，前590/580—约前529）推翻米底人的统治，建立波斯人的阿契美尼德王朝，奠定了强大的波斯帝国的基础。公元前330年，波斯亡于马其顿王亚历山大。后来，由阿达希尔一世（Ardashir Ⅰ，224—240年在位）重建波斯国，创立萨珊王朝，至651年（一说是642年）被阿拉伯人征服，结束了古代波斯的历史。1935年，波斯定国名为伊朗。

古代波斯的文明，是与琐罗亚斯德（希腊文Zoroaster译音，按古波斯文应是查拉图斯特拉，Zarathustra）的名字分不开的。琐罗亚斯德约生活于公元前7世纪20年代至前6世纪50年代，他创立的一种宗教，依其创立者称为琐罗亚斯德教；依其所奉的经典《阿维斯塔》，称为阿维斯塔教；依其所崇拜的主神阿胡拉·玛兹达（Ahura Mazda），称为玛兹达教。因为该教崇拜圣火，又称为拜火教。该教于唐代传入我国后称为袄教或火袄教。651年阿拉伯人灭波斯后，一部分不愿改信伊斯兰教又不愿交付罚款的波斯人逃亡到印度帕西地方，他们依然坚持原来的宗教信仰，这批人称为帕西人，他们所信仰的琐罗亚斯德教称为帕西教。波斯人模仿苏美尔文字创立了自己的波斯文以后，便追记了口头流传下来的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宗教传说和赞美诗。古代波斯文字原来已经不能释读。19世纪上半期，英国考古学家兼外交家劳林逊（Henry Rawlinson）发现了古代波斯国王大流士用波斯文、埃兰文和巴比伦文三种文字为自己刻石记功的“贝希斯登铭文”（Behistun Inscription）。经过十多年研究，劳林逊终于释读了古代波斯文，后来又释读了古巴比伦文，促进了亚述学的兴起。

在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公元前550—前330年）时代，波斯的文化、文学开始发展，阿契美尼德王朝历代诸王不仅崇尚武功，也重视文化，大力扶持琐罗亚斯德教，组织人力收集、整理、编辑、抄写《阿维斯塔》这部古代波斯的诗文总汇。以后，波斯产生了很多文学作品。享誉世界的阿拉伯故事集《一千零一夜》中的许多素材都是来源于波斯。古代波斯的这种文化氛围必然影响到古代波斯的教育思想。

古代波斯学校教育不发达，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是通过国家、社会和宗教团体进行的；所谓“学校”，也不是后世人所理解的以传授文化知识为主的地方，而是进行政治教育和伦理教育的场所。公元前5世纪时的希腊人在被称为“历史学之父”的希罗多德（Herodotus）关于古代波斯的教育中曾有过记载。他写道：“他们（波斯人）的儿子在5～20岁受到教育，他们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事情：骑马、射箭和说老实话。孩子在5岁之前不能见到自己的父亲，而是要和母亲生活在一起。”[2]希罗多德的记述并不十分准确。说古代波斯人的年青一代在5～20岁受教育，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实际上，他们要受教育到26～27岁。说古代波斯人教给他们的儿子的只有三件事，也未免以偏概全。

关于古代波斯的教育思想，我们通过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和古代波斯文献中反映的教育实践，可以窥知其梗概。

第二节 宗教观及其教育思想的意义

在651年阿拉伯人征服波斯以前，波斯人的宗教是琐罗亚斯德教。琐罗亚斯德教在提高波斯人的文明水准、增强民族内聚力、进行广泛深入的道德教育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琐罗亚斯德教教义的主旨是劝善弃恶。善恶对立、争斗，最后善必然战胜恶，这是琐罗亚斯德教的中心思想，也是他们对群众进行伦理教育的指导思想。琐罗亚斯德教的经典《阿维斯塔》中写道：

思想和言行皆有善恶之分，

只因原始太初两大本源并存，

真诚者求善，从恶乃虚伪之人。




生命宝殿善端起，死亡魔窟恶端立，

善者来日清晨天国分享阿胡拉的恩惠，

恶者将跌落阿赫里曼阴暗的地狱受罪。[3]

按照琐罗亚斯德的教义，世界上有善、恶两大势力进行斗争，人间的吉凶、祸福都是这两大势力斗争的结果。善界的最高神是阿胡拉·玛兹达，是善的本源。一切光明、洁净、理智以及有益于人世的事，皆出自阿胡拉·玛兹达。恶界的最高神是阿赫里曼（Ahriman，又译阿里曼），一切邪恶、不洁以及危及世人者，皆出自阿赫里曼。玛兹达是真理、智慧之神，阿赫里曼是诳惑、道德腐败之神，它造成贫瘠荒漠、凶禽猛兽、毒蛇害虫。善、恶总是针锋相对。例如，善神创造了16个善国，恶神便创造16个恶国。两方的斗争是长期的、反复的，在斗争9000年以后，善神终于战胜恶神，所以，世界的前途是光明的、乐观的。琐罗亚斯德教劝喻世人要皈依善神阿胡拉·玛兹达。弃恶从善，阿胡拉·玛兹达就会福佑有加，万事亨通。如果皈依恶神阿赫里曼，就会大难临头。

有些研究者认为强调善、恶两端的对立、斗争以及善必然战胜恶，是古代波斯文化思想的特色。诚然，这一特色既反映在3世纪以后的摩尼（Mani）教中，也贯穿于更后的《列王纪》（《王书》）中。[4]人们曾试图从古代波斯与邻国的民族矛盾或部族之间的争端来解释善恶斗争的思潮。这种解释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如果我们能以更开阔的视野和更深邃的洞察力来观察古代波斯的善恶思想，我们也许能找到一点更根本的东西。

首先，善恶斗争的思想不是古代波斯独有的思想，而是古代世界各人种、各民族、各地区、各时代共同关注、探讨、论辩的问题。这一思想在古代世界乃至近现代都具有共同性、普遍性。本卷第一章中曾论述在初民社会，美洲、太平洋诸岛以及其他地区的原始居民中，广泛流传着“文化英雄”的传说。“文化英雄”一般是一对孪生兄弟（说明他们天生就是不可分的），一善一恶，互相斗争。古印度的神话中也贯穿着善恶的斗争。这种斗争体现为提婆和阿修罗之间的斗争，前者代表善，后者代表恶。可见这种关于善恶斗争的思想自古以来就存在。各地区、各人种的这种共同的神话传说，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体验，共同的感受和认识。

其次，各种宗教中也贯穿着善与恶的斗争和劝善弃恶的思想。

在基督教中，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在佛教中，天堂与地狱、畜生、饿鬼的对立，也都是善与恶的对立和斗争。基督教、佛教的真正目的也无非是劝善弃恶，这和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的目的是完全一致的。

善恶观也体现在伊斯兰教中。按照伊斯兰教义，应笃信的只有安拉一神，虔诚信奉安拉为一神并做善事者，将永居天国。不信奉安拉并做恶事者，则堕入火狱，受烤炙之苦。人们必须弃恶从善，皈依安拉。

由此可见，善恶共存，善恶对立，善终将战胜恶，人们应当弃恶从善，这是世界各民族、各人种的共同话题，不独古代波斯如此。

问题在于：世界上为什么会有善恶？善恶的最终根源来自何处？如前所述，有人从古代波斯的民族矛盾和部族冲突说明古代波斯善恶观的根源。这种解释实际上并未说明问题的实质。因为，如果民族矛盾或部族冲突是古代波斯善恶观的根源，那么，民族矛盾和部族冲突的最终根源又是什么？那些广泛流传“文化英雄”传说的古代各人种并没有古代波斯所有的那种民族矛盾或部族冲突，他们也笃信善恶对立的观念。

社会上存在的善和恶，其始初的本源来自人本身，来自人的内部，来自人性，来自人性中的善与恶。

人性中何以又有善、恶呢？

人是从动物发展而来，人身上永远都会有与生俱来的与动物共有的本能、欲望——求生、求偶、求自保、求安逸。动物在满足这些欲望时，是没有任何伦理、道德约束的。

人告别猿后，人区别于动物，是因为人具有了意识，开始认识自己的行为的后果；认识到只有结合成社会，才能增强与自然抗争的力量；认识到个体的生存与群体的生存是息息相关的。为了群体的生存，必须限制、约束个体的行为，必须将追求个人欲望的满足限制在不妨碍他人同样的权利的范围之内。“自己活，也让别人活”，这就是伦理、道德，这就是善。而不顾及群体的生存权利，为满足个人的欲望而损害群体的权利，这就是恶。荀子将“生之所以然”的饥而欲食、寒而欲衣、劳而欲息、生而好利、声色之好称为“性恶”，柏拉图将人的欲望称为“多头怪兽”，也是认定欲望无限制地发展就是“恶”。荀子主张以“礼义”化性起伪，礼义就是善。柏拉图主张以理性领导欲望，理性就是善。上帝和魔鬼，天堂和地狱，阿胡拉·玛兹达和阿赫里曼，都在人的心中。

因此，琐罗亚斯德教的善恶观，就其实质而言，是人性问题。所谓善恶两大势力的斗争，就是人性中的善与恶的斗争。所谓皈依善神，就是听从理性的指导；所谓善战胜恶，就是理性主宰欲望，就是人战胜自我，成为自己的主人。阿赫里曼、阿修罗、魔鬼、地狱、饿鬼……就是无节制的欲望；阿胡拉·玛兹达、提婆、上帝、天堂、佛、孪生兄弟中的善者，就是理性。善和恶的斗争，也就是人性、理性、人的社会性、道德心和单纯动物性之间的斗争。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琐罗亚斯德教的教义实质上是一种深刻的教育原理。琐罗亚斯德欲以宗教的形式达到的目的，也是世俗教育中的根本问题。琐罗亚斯德教、摩尼教、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以及初民社会中关于“文化英雄”的传说，与古今的教育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琐罗亚斯德在波斯从原始社会向阶级社会转变的时期就提出了如此深刻的教育思想，这是很了不起的贡献。

第三节 古代波斯的儿童教育观

古代波斯是一个穷兵黩武的国家。自从居鲁士二世于公元前550年建立阿契美尼德王朝后，该王朝的历代国王都是东征西讨，凭借武力建立了庞大的帝国。这个王朝十分重视对年青一代的教育。据古代希腊历史学家色诺芬在《居鲁士的教育》中的记述，居鲁士是按波斯法律的精神造就出来的。这种法律首先关心的是对年轻人的教育，而不是像其他国家让每个人随心所欲地教育自己的孩子。其他国家只顾惩罚犯罪，而波斯的法律则重在防患于未然，它一开始就使它的公民不致有做坏事的倾向。

在古代波斯的都城，有一个广场（Agora），称为自由广场。广场的中心是公廨，那里有国王的宫殿和文官们的府邸，有出售各种商品的店铺，但禁止一切叫卖声和粗鲁的行为，以免干扰受教育者的正常活动。广场四周划分为四个区：儿童区、青年区、成年区、老年区。前二者是教育的场所。从老年人中挑选管理儿童的人，其职责是把他们培养成为最优秀的儿童。从成年人中挑选管理青年的人，其职责是将他们培养成为最优秀的青年。男孩在16～17岁时进入青年团体，青年经过10年训练后转入成年团体。对成年人和老年人，也有人负责进行管理和监督。

据色诺芬记述，古代波斯上公立学校的男孩，学习的内容是法制教育。教育者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男孩中宣讲守法，告诫他们不应有偷窃、抢劫、欺骗、诽谤以及其他不良行为，如有违反，一经发现，必受严惩。此外，诬告、忘恩负义、怠慢父母、怠慢神灵、怠慢国家和朋友，都将受到严惩。古波斯人认为，紧随忘恩负义而来的是无耻，而无耻是一切不光彩的行为的诱因。[5]

古波斯人还教育男孩学会自制。老年人的言行是他们的榜样。儿童看到老年人谨言慎行时，便从中学到了自我克制。老年人还教育男孩服从长官。儿童看到老年人总是服从长官时，也就学会了服从。教育男孩节制饮食，是学习自制的一个内容。为了学会节制饮食，男孩子们不和母亲在一起吃饭，而是和教师在一起，按照长官统一的信号用餐。他们从家里带来面包和佐膳的水芹菜一类蔬菜，一个喝水用的杯子。渴了，就到河里取水解渴。

男孩子们还学习射箭、掷标枪，这是以后受军事教育的基本功。

在居鲁士的时代，波斯进入文明时代的时间还很短暂，文字、书本知识的教育在儿童教育中尚无重要地位。

第四节 关于青年军事教育的思想

古代波斯对青年的军事教育是在实践中进行的，他们在实践中锻炼意志，积累经验，学会本领，以期成为优秀的军人。

从儿童团体进入青年团体后，除已结婚者外，青年人要携带轻武器，每晚在公廨周围轮值守夜，这既是为了城市的安全防卫，也是为了锻炼青年人自我约束的能力。他们在公廨中随时待命，如有公务要他们去完成，便应命立即行动。

跟随国王出猎，是锻炼军事技能的机会。国王出猎时，携带一半守卫人员跟随，另一半留守原地执行任务。随国王出猎的青年人，必须携带弓箭、箭袋，一把钩子或装在鞘中的小剑，一具轻量级盾牌，两支标枪，其中一支用于投掷，另一支在必要时用于手击。他们把参与狩猎看作公益事业，而国王则俨如战场的指挥官，他自己行猎，也监督别人行猎。他们认为这是对作战的最好的练习。打猎还使他们养成早起的习惯，锻炼忍耐寒热的能力，使他们练习长途行军，练习奔跑。他们遇到野兽时，就必须用箭射杀，如在中途突然碰到野兽，就要投掷标枪。如果出现在面前的野兽是强壮的，会激发他们狩猎的勇气。如果与动物接近，就以箭矢射杀。经过这些实际锻炼以后，凡是在战争中所要经历的一切，就没有一件事情不在狩猎中受到锻炼。

青年们也要锻炼节制饮食。他们的食物分量是有规定的。不出猎时，青年的食物和男孩一样多。出猎时，青年的食物比男孩多一点。为了练习节食，他们在狩猎时，有时两天只吃一天的食物，以便养成在战争时期能忍受饥饿的习惯。佐膳食品是捕获到的动物。如果没有捕获猎物，就只能啃水芹菜。

留在家里没有跟随国王出猎的那一半人，就练习他们在童年时代所学的东西以及射箭，投掷标枪。他们在练习时互相竞赛，就各人所长进行公开比试，优胜者获得奖品。如果某个部落在技术、勇敢、服从等方面特别优异的人最多，公民们就喝彩欢呼。不仅在场的指挥者，而且在童年时代教育过他们的人，都会受到奖励。官员们往往利用留守的青年执行公务，例如，担任保卫，搜查罪犯，追捕抢劫犯，或任何其他需要体力和智力的任务。青年们在从事这类活动时受到锻炼和教育。

青年人在青年团体中受过10年教育后，转入成年团体。在成年团体中经过25年后转入老年团体。

从儿童团体转入青年团体，并不是没有限制的。据色诺芬的记述，所有的公民都有权将自己的儿子送入公立学校学习，但不是所有公民的儿子实际上都能进入公立学校。只有那些有能力负担儿子的生活费的家长，才能将儿子送入公立学校。无力负担儿子生活费的家长，就不送孩子上这种公立学校，他们要让儿子做事维持生计。没有进过公立学校的儿童，即使达到规定的年龄，也不能进入青年团体。没有完成青年团体学程的人，不能进入成年团体。由此可见，在古代波斯，即使教育很简陋，它也并不是普及的，教育机关只对有钱人开放。在古代波斯阶级社会初出现端倪时，教育权就产生了不平等，财产是学校的入场券。

第五节 讴歌智慧的教育观

古代波斯是尚武的民族，但波斯人对知识、智慧的尊崇，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下面我们从菲尔多西的史诗《列王纪选》中引用几段，以说明古代波斯人对知识的杰度。菲尔多西（Ferdowsi，约935—约1020）是10—11世纪人。《列王纪选》成书于11世纪，但是《列王纪选》是根据已有的史料，追述651年波斯被阿拉伯人征服以前的历史故事和神话传说，所以，《列王纪选》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古代波斯人的思想观点。

在《列王纪选》“对智慧的颂词”中，菲尔多西写道：

颂扬理智是人间最大的善举。

理智是代代君王的王冠，

理智是仁人贤士的冠冕。

理智具有生命，永燃不熄，

生命凭借理智，理智是生命根基。

理智指引方向，理智指引心灵，

理智伴人生走向彼世，步入今生。

理智给人欢乐，理智唤醒人性，

理智使人富贵，理智使人贫穷。

……

一个人若不靠理智指引行动，

就会时时懊悔自己行为鲁莽。

……

你应永远听从理智的命令，

理智使你一生避免恶言恶行。

你要把博学贤明之士的话谨记在心，

还要云游四方把这话传给别人。

当听到学者贤士的高论明言，

万勿懈怠，要牢牢记在心间。[6]

琐罗亚斯德以宗教的形式劝喻世人的教言，诗人菲尔多西以世俗的言辞将其发挥得淋漓尽致。诗人劝喻世人要尊重知识，尊重智慧，尊重理智，尊重有知识的学者、贤士的教诲，以理智作为人生的指路灯、行为的准则、心灵的向导，使自己避免恶言恶行，避免鲁莽的行动。如果说琐罗亚斯德仅仅限于劝人向善，那么菲尔多西则指出了弃恶从善的道路：弘扬知识，弘扬理智，唤醒人性。

菲尔多西在另一处写道：

正如雨露把世界大地滋润，

知识可贵，能美化人的灵魂。[7]

在一个尚武的民族中，发出“知识可贵”的呐喊，这是醒世的呼唤。《列王纪选》中多次提到对“博学”者的推崇和敬意，这是古代波斯教育思想中极其珍贵的东西。

第六节 古代波斯的体育观

体育与军事教育关系密切，前者是后者的基础。在一个重视军事教育的民族，重视体育锻炼是自然的。在古代波斯，年青一代的体育锻炼除赛跑、射箭、投枪等项目外，球艺也是受到重视的体育项目。从他们进行球赛时热烈的群众性的场面，可以看出球艺是受到普遍欢迎的运动。

《列王纪选》中关于王子夏沃什表演球艺的描述，可见其盛况。

准备停当，只听鼓声隆隆响起，

一片尘埃飞舞，遮盖了天地。

锣鼓号角之声响彻云霄，

球场上气氛炽烈，地动山摇。

国王用球杆把球打到场上，

勇士们大吼一声，一拥而上。

皮兰挥臂把球重重一击，

那球唰的一声高高升起。

夏沃什看准球路，催马向前，

不等球落地凌空打出一杆。

他开球第一杆就打得漂亮，

球儿从眼前消失，不知去向。

尊贵的国王连忙吩咐左右，

说快快给王子送去一个新球。

夏沃什王子感谢，把球儿亲吻，

这时，鼓角声又起，腾飞入云。

王子此时又换了一匹新马，

把那新拿的球儿抛到地下。

然后看准那球，重重打出一杆，

球儿直飞云霄去与月亮会面。

那球被他这杆击中又不知去向，

似乎飞上高天在云中躲藏。[8]

国王竟亲临现场，为一场球艺表演助兴，可见对球艺运动的重视。至于马球比赛，又是一番热烈景象。

夏沃什王子从王宫直奔球，

他在球场中来回奔驰几趟。

格西伍首先把球开到场里，

王子见球扑身，赶上前去。

当他用球杆把球控制在手中，

他的球伴在场内便占据了上风。

王子猛击一杆，球儿便高高飞起，

远远离开地面，似乎飞上天去。

当那球儿又重新落到地上，

凯扬的健儿又及时赶到球旁。

王子又一次把球高高打起，

土兰人目瞪口呆，个个感到惊奇。

然后他命令军士们奋勇击球，

说球场球杆球儿俱在，何不一显身手。[9]

球场上的球员分成两个阵营，两队竞争激烈，各显其能。古代波斯在军事上曾经所向披靡，这与他们重视体育运动，增强国人体质的传统是分不开的。

第七节 精心培养接班人的思想

王子是国王的接班人，王子的教育质量关系到国运的兴衰，所以古代波斯对王子的教育特别慎重，往往挑选德才兼备、文武双全、德高望重的人专责对王子进行精心培养。

从《列王纪选》中鲁斯塔姆对王子夏沃什的教育，可见王子教育内容的梗概。

教他骑马射箭及套兽的技艺，

教他拢缰认镫驾驭坐骑。

教他交往仪礼宴饮应酬，

教他捕捉猎物放鹰驱狗。

教他断狱判案，处理国务军机，

率军布阵以及对人的言谈话语。

桩桩件件一一把他教导，

他也用心苦学，付出巨大辛劳。

夏沃什日有所进，迅速成长，

这样的王子堪称举世无双。[10]

鲁斯塔姆是古代波斯武艺高超、举世无双、天下无敌的英雄，是忠心耿耿的社稷之臣，又是德高望重的长者，是波斯家喻户晓的传奇式人物。这样的人为王者师，担负培养未来国王的重任，是深得人心的。鲁斯塔姆对夏沃什进行教育的内容，不限于希罗多德所说的三项，而是包括军事、政治、法律、言语、交际仪礼、狩猎等各个方面。鲁斯塔姆教导有方，夏沃什立志成才，果然成为多才多艺、文武双全、武艺超群、人品卓绝的英雄，可惜不幸死于奸人之手。

埃斯凡迪亚尔在双目失明之后，把儿子巴赫曼托付给鲁斯塔姆，请求鲁斯塔姆对巴赫曼“加意指引，用心抚养”。埃斯凡迪亚尔要求鲁斯塔姆：

请教授他两军战阵、搏击征战，

请教授他狩猎出游、饮宴言论。

教他待客酌饮与马球游戏，

教他应对之策与来言去语。[11]

可见埃斯凡迪亚尔所重视的是军事、狩猎、体育运动、应对宾客的礼仪、言辞等方面的教育，与夏沃什受教育的内容大部分相同。文化知识并不居于重要地位。

鲁斯塔姆不负所托，他在给巴赫曼的祖父卡斯塔斯帕的信中写道：

我教他临政之策，准备为王，

事事劝喻教导，使他智力成长。

……

就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

王子长大成人，是一位英俊少年。

他聪明俊秀，博学而且干练，

不愧是皇家后人，应戴王冠。[12]

鲁斯塔姆不仅在战场上是无敌英雄，是朝廷的支柱，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和深谙教育之道的教育家。鲁斯塔姆的实践，便是古代波斯王子教育观的具体写照。

古代波斯教育思想中有值得吸取的精髓。国家对教育的重视，教育先于惩罚，[13]根据国策制定教育目的——培养军人，劝人向善的道德教育，培养守法精神的法制教育，在实践中进行教育，对理智、知识、博学者的尊重，自制、刻苦精神的培养，净化教育环境的措施，精心培养接班人，这些都是可以借鉴的。古代波斯教育思想中的不足是对文化知识教育的欠缺和受教育权的财产限制，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古代波斯宗教教义中反映的人性论观点更是具有普遍意义。



[1] 由于西方人知识的局限，他们不了解屈原、李白、白居易、陆游等人。

[2] 希罗多德：《历史》上册，王以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70页。

[3] 张鸿年：《波斯古代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3页。

[4] 11世纪时菲尔多西的史诗。

[5] 色诺芬：《居鲁士的教育》，见孟禄：《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史料》，英文版。

[6] 菲尔多西：《列王纪选》，张鸿年译，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页。

[7] 《列王纪选》，第66页。

[8] 《列王纪选》，第411页。

[9] 《列王纪选》，第457页。

[10] 《列王纪选》，第299页。

[11] 《列王纪选》，第639页。

[12] 《列王纪选》，第653页。

[13] 与我国《学记》中“禁于未发谓之豫”的观点相同。


第五章 古代希伯来的教育思想

希伯来文化（也称犹太文化）是世界著名的文化体系之一。它发端于4000多年前的上古时期，在与世界其他各种文化的长期冲突和融合过程中，不仅吸收和同化了其他文化因素，而且保留了自己原始文化形态的许多特征，给世界文化，特别是西方文化以巨大的影响。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不仅直接发端于犹太教，而且全盘接受了希伯来的著名文化遗产《希伯来圣经》，后称《圣经·旧约全书》（简称《旧约》），作为自己经典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旧约》不仅为宗教、历史研究提供了重要依据，也为世界文学、绘画、雕塑、诗歌、音乐、律法等贡献了奇特的构思和大量的素材，直至今日仍在对世界文化产生着重要影响。

第一节 希伯来文化概述

一、文化

希伯来文化（即犹太文化）与希腊文化同为西方文化的两大根源，不仅对以后西方的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而且在各种上古文化中，犹太文化还在宗教、律法、历史、文学等方面直接走在世界的前列，成为以后世界两大宗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母体宗教”，深刻地影响了世界文化。

（一）宗教

希伯来人视上帝为主宰一切的全能。上帝是永恒的，是宇宙万物之源，具有至高无上的意志。他创造了自然界，而且制定了人类的道德戒律，这样就发展起了希伯来人特有的自然观和道德观。当希伯来人面对自然现象时，他们体悟到的是上帝的伟大杰作，因而引起的是上帝之所以伟大的证明，唤起人们对上帝的崇拜感情，而不是对科学的好奇心。他们并没有把自然看作一个由自然法则支配的体系，他们所关心的只是上帝的意志，而不是人类的智慧；是内心的情感，而不是思想的力量；是正直的行为，而不是抽象的思维，所以他们只关心宗教和道德，只是基于信仰而非理性，把奇异的自然现象看作上帝威力的表现，从而对科学表现出少有的冷漠和轻蔑。直到10世纪以后，这种情形才有所改观。这种对一神教的完全崇拜给希伯来人以极强的心理承受能力，增强和巩固了希伯来民族的团结，但也阻碍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他们的宗教观为基督教所继承，当基督教在全社会占据统治地位时，便出现了西方历史上的所谓“黑暗的中世纪”时代。

（二）文学

希伯来人在文学方面对世界文化的发展贡献最大。作为古希伯来宝贵遗产的《旧约》（Old Testament）、《次经》（Apocrypha）、《伪经》（Pseudepigrapha）、《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等，包括各种神话传说、英雄故事、诗歌、小说、格言等，以希伯来民族兴亡的历史背景为材料，以民间口头创作为基础，以古朴、简练、生动有力的语言和高度形象化的描绘，反映了希伯来人对于世界的理解以及他们的思想感情和行为方式，对世界文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英国文学史家圣茨伯里曾夸张地说：约翰·班扬只熟读一部《圣经》，就成了文学家。美国人樊戴克曾做过统计，莎士比亚的每一出戏引用《圣经》典故的地方平均为14次。许多近现代作家如弥尔顿、拜伦、歌德等人还都从《旧约》中取材，足见希伯来文学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及其重要性。

（三）律法

希伯来民族对于世界具有重大影响的文化因素，除了犹太教的教义和宝贵的文学遗产以外，就要数他们在律法方面做出的开拓性的工作了。希伯来民族是一个很早就自觉地、系统地从事律法建设与完善的民族。在公元前13世纪颁布的“摩西十诫”为希伯来民族打下了整个律法体系的基础，也为人们进行道德反思和分析提供了依据；《摩西五经》（即《托拉》，Torah）的形成则为希伯来民族的律法体系构筑起了主干框架。据迈蒙尼德拉比的权威统计，《圣经·旧约》中共包含了613条具体戒律，其中368条是“不准做的”，245条是“必须做的”。在以后流散世界各地的过程中，有关《托拉》中的戒律的注释、实施细则以及其他规定、法典的大量产生，使得国家实体尚未真正出现之前，希伯来民族的法律实体已经完成。从抽象的法哲学到具体的各种细则，都在人类法律史上取得了开拓性的成果。希伯来人的律法不仅是区别正义与邪恶的准绳，而且更值得我们重视的是希伯来人把律法的遵行看作对上帝的虔敬，从而把法律功能与宗教功能结合在一起而衍生出强烈的文化功能。《托拉》成为希伯来民族的共同伦理，律法成了联结流散的希伯来民族，增强民族统一性的纽带。希伯来民族不是一个由血缘、地缘形成的民族，而是一个由上帝的律法联结在一起的民族。违背律法意味着撕毁与上帝的圣约，必将导致民族灾难，从而更增加了律法的权威和效力。

（四）医学

希伯来人的早期医学完全服从于敬畏上帝的观念。他们认为疾病是由上帝引发的，上帝引发疾病的目的是为了治病救人，人们应当匍匐在上帝面前，乞求拯救，因而医学显得无足轻重。然而，上帝要求洁净的戒律也为以后希伯来医学的迅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此外，对上帝的虔敬还使希伯来人在废除巫术信仰及其实践中取得了重大成就。进入中世纪以后，希伯来人的医学便迅速发展起来，他们在积极吸取和发展医学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对于阿拉伯医学及西方医学的进步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例如，著名医生以撒·以色列的医学著作被认为是阿拉伯文的犹太医学的最辉煌成果；摩西·迈蒙尼德在开罗的圣祠，时至今日仍被认为是特别神圣的场所。到了近现代，犹太人更为世界医学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如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艾尔弗雷德·费比恩·赫斯对佝偻病及坏血病的杰出研究等。仅从1908年到1936年，具有犹太血统、获诺贝尔医学奖的就达6人，足见犹太人对于世界医学发展的贡献了。

（五）历史

希伯来人的上帝观使得他们意识到了历史的重要性，他们对于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都设立了纪念日予以纪念，使过去得以活生生地再现，极大地发挥了历史的现实功能。同时，希伯来将历史看作一出充满神圣意味和道德内涵的戏剧。他们认为，历史事件揭示了人类愿望与上帝旨意的冲突，通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上帝的存在得以显现，他的意图为世人所知。古希伯来人深信，历史是由上帝的意志创造的，这种意志与人们的愚昧、偏执的意愿相冲突，因而总是带给人们惩罚，甚至毁灭，然而它也变化、拯救并慷慨地赐福于那些服从戒律、听从教诲的人。正是因为历史事件揭示了上帝对人类的态度，这些思想便具有了精神意义，因而值得记录下来，做出评价，并为人们所接受。所以，希伯来人不仅在其经典中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历史事件，为我们的历史编纂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而且提出了一种指导性的历史编写和研究思想。《旧约》《次经》《死海古卷》《伪经》中的许多历史事件不仅十分明显地证明了这一点，而且影响了以后的许多史学工作者。

二、文字

希伯来的文字是希伯来语言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一种拼写字母。希伯来字母早期是迦南字母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其形态的发展与阿拉米字母密切相关。约在公元前8世纪时，它的书写形式已接近于后来的方体，被称为“阿拉米体”。“巴比伦之囚”时期，阿拉米字母曾一度取代希伯来字母。到了第二圣殿时期，“阿拉米体”被称为“方体”，成为希伯来字母的主要形式，也成为希伯来字母的标准形式和印刷形式。中世纪时还创造出了“圆体”。另外，还有中古体、拉比体、草体等形式。

希伯来文字使用22个辅音字母，从右往左书写。原来没有元音字母符号，到6世纪以后，才逐步创造出三种元音标音法，即巴比伦法、巴勒斯坦法和太巴列法。巴比伦法和巴勒斯坦法都是把元音标音符号加在辅音字母上方，而太巴列法则将元音标音符号加在辅音字母下方、上方或中间。由于这三种标音法中只有太巴列法为多数人接受，故目前只使用太巴列法。不过，元音标音符号仍在经卷和大多数宗教书籍中使用。

希伯来文字通常使用3个辅音字母构成动词的词根，用改变元音或其他辅音的办法衍生不同词汇。书写时，辅音字母之间不连写，字母也没有大写、小写之分，因此，希伯来词语不易区别一般名词和人名、地名等专用名词。另外，希伯来22个辅音字母各代表固定的数值，前10个字母分别代表1至10，第11至19个字母分别代表20至100，第20至22个字母分别代表200、300、400。

古典希伯来文字在公元前后为亚兰文代替，但后人仍称为希伯来语。在《密西拿》初期，希伯来语的许多名词借用阿拉米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的词汇。在9—18世纪又吸收了许多西班牙语、阿拉伯语的词汇。

现代希伯来语则以《希伯来圣经》语言为基础，复活了古希伯来语，并根据现代的需要做了一些革新。现代希伯来语是唯一以书面语为基础的一种语言，其句法根据《密西拿》希伯来语构成。同时，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要，还吸收了许多与英语同音的词语，如电话、电视、咖啡、沙发、公共汽车、原子等，只不过是把它们用希伯来字母书写而已。大量的日常词汇仍保留、采用《希伯来圣经》中的词汇，这在语言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第二节 《圣经·旧约全书》中的教育思想

《圣经》是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典，是其教义和神学的根本依据。其内容主要包括历史、传奇、律法、诗歌、论述、书函等。《圣经》的名称源于希腊文biblia，意为一组书卷，原是一个复数词，拉丁化后成为单数词。将这些书定为正典圣书者认为各书都具有神的启示和旨意，因而称之为《圣经》。

今天的《圣经》，通常指的是基督教的经典，也称为《新旧约全书》，包括《旧约》39卷，《新约》27卷，总共66卷。在4世纪时，由教会正式规定下来。到了欧洲中世纪，伴随着基督教与王权的结合，《圣经》中的词句具有了法律效力。当时的哲学、政治、法律等，都逐渐成了宗教神学的附庸。圣经对西方文学、艺术等各个方面也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

《圣经》除了宗教内容以外，还包罗天文、地理、政治、教会、礼制、音乐、人类、文艺、道德、形体、灵魂、人事、饮食、宝物、服饰、器用、宫室、植物、动物等许多领域，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作品。在长达2000多年的历史过程中，《圣经》中的神话、传说、故事、寓言、格言、说教等，已渗透到西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西方传统文化的一部分，至今具有重要影响。在我国的汉译本中，《圣经》被称为《新旧约全书》，其中《旧约全书》（简称《旧约》）部分就是犹太教的《圣经》，它是了解古代希伯来人的历史状况的重要典籍之一。要很好地了解《旧约》，就应了解其成书过程，这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希伯来人的教育思想。

一、《旧约》的成书过程

《旧约》是犹太教的经典，是对1000多年古代犹太历史的记录，它包含了犹太人的法规、智慧、希望、传说和文学传统。由于它是由众多的宗教教徒历时多年编纂而成，因而书中存在着一些不准确和前后矛盾之处，但这丝毫无损于《旧约》所具有的极其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旧约》一书的成书过程，基本与其民族历史发展脉络相近。

公元前20世纪，东方的一个游牧部落，自幼发拉底河流域迁到迦南，当地迦南人认为他们来自东方的幼发拉底河（即《圣经》中的“大河”），所以称他们为“希伯来人”，意即“来自大河彼岸的人”。后来由于灾荒，一部分人逃到埃及，公元前17—前13世纪，希伯来人兴旺起来，引起埃及人不满，埃及人开始了对希伯来人的迫害。处在埃及统治下的希伯来人，因不堪法老的压迫与剥削，出现了《旧约》中所记载的摩西率众逃离埃及的情况，以及在约书亚领导下征服迦南的故事，尽管尚缺乏其他历史资料佐证，但奴隶逃亡之事，在当时却是可能的。以后，以色列人进入《旧约》所记载的“士师时期”（约公元前1200—前1030年），这一时期由“士师”来处理各部落间的事情。士师拥有审判的权力，既是政治、军事统帅，又是宗教领袖。当时由于非力士人的不断入侵，希伯来人各部落便开始联合，公元前1028年由扫罗（Saul）建立了统一的王国，进入王国时代。首任国王扫罗战死之后，大卫（David）统一以色列全境，建立起统一的以色列王国，定都耶路撒冷。其子所罗门（Solomon）统治期间（公元前974—前930年），国势大盛，成为以色列民族史上的黄金时代。但在所罗门死后，国家一分为二，北方的称以色列王国，南方的称犹太王国。公元前721年，以色列王国为亚述帝国灭亡。公元前597年，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率军攻占犹太，并于公元前586年第二次攻陷耶路撒冷，将犹大王室、贵族、富户、工匠全部掳至巴比伦，史称“巴比伦之囚”，直到公元前538年被波斯王居鲁士释放回国。此时，希伯来人又沦于波斯统治之下。公元前334年又为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所征服，其后几经易手，又为罗马所统治。多灾多难的现实，使希伯来人把对现实的渴求转向精神领域，把希望寄托于上帝的“保护”和“拯救”上；转向于总结民族集体活动的经验，通过知书识字的“拉比”，凝聚为故事律法，编写成经典，以便于希伯来人流落世界各地时仍能保持其民族的独立性，在精神上获得认同，于是便有了辉煌的古希伯来历史文化遗产《圣经·旧约》。

《旧约》，又称《希伯来圣经》，除个别段落用阿拉米文写成外（如《但以理书》中的几章与《以斯拉记》中的一些段落），绝大部分用古希伯来文写成，共39卷，929章，收集了自公元前11世纪末以来流传的古代律法典籍。全书约于公元前6—后2世纪逐渐形成。就其内容而言，希伯来人一般把它分为律法书、先知书、圣著三部分；而基督教新教和一批近代学者则把它分成律法、历史、先知、文集四部分。从《旧约》的成书历程来看，我们还是采用三分法来介绍，因为它们反映了犹太教《圣经》成书的三个阶段。

第一，律法书（也称《摩西五经》），希伯来名为《托拉》（Torah），包括《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五卷，主要记载了古希伯来传说中的世界与人类的起源及犹太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历史，约于公元前444年成书。《创世记》主要记载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人类的起源和犹太民族的起源，共50章；《出埃及记》则主要记述摩西的成长及带领族人出埃及并与上帝立约的事，共40章；《利未记》又译《肋未记》，是犹太教律法的汇集，共27章；《民数记》又译《户籍记》，主要记述希伯来人出埃及后在西奈旷野、巴兰旷野、摩押平原发生的事件，共36章，是多种资料的汇编；《申命记》是以摩西所传律法的形式汇编而成，共34章。这五经的形成是犹太教经典汇集成书的第一阶段。

第二，先知书，希伯来名为“勒布尔姆”（Nebhüm）。这一部分是犹太教经典汇集成书的第二阶段，约在公元前190年编集成书，是一些“先知”（意即“神的代言人”）的著作汇编，主要反映犹太王国兴亡的历史以及对当时政治、经济、社会、宗教等情况而阐发的评论。

第三，圣著，希伯来名为“克图毕姆”（Kethubhim），也译为“圣书卷”“圣录”“笔录”“经”“杂集”等，内容包括诗歌、智慧书、戏剧故事等，具体有《诗篇》《箴言》《约伯记》《雅歌》《路得记》《耶利米哀歌》《传道书》《以斯帖记》《但以理书》《以斯拉—尼希米记》《历代志》共11卷，合称圣著11卷。它收集了流传下来的犹太诗歌、寓言、格言、谜语、比喻等，对于早期基督教和《圣经·新旧约全书》中《启示录》等卷的形成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也为以后基督教文明的诞生和希伯来文明的发展起了非常重要的承上启下作用。

《旧约》经卷的最后定型是公元1世纪末的事。公元70年，由于耶路撒冷圣殿被毁，以圣殿为会所的犹太教最高议院及司法机构“犹太教公众”（sanhedrin）被迫解散。20年后，犹太教律法家和宗教领袖约翰兰·本·撒该（Jochanan Ben Zakkai）在海滨城市雅麦尼亚主持召开拉比会议，会上重建“犹太教公众”。“犹太教公众”由72位长老组成，他们讨论了犹太教的经典问题，最后确定了《旧约》各部分的著作和卷数。在最初的卷数中，总卷数为22卷，即把24卷书中的《士师记》与《路德记》合为一卷，《耶利米书》与《耶利米哀歌》合为一卷，以求与希伯来文22个字母数吻合。

二、《旧约》中的“原罪”说与“性恶”论

在提到古希伯来人的思想时，有许多人把西方中世纪时占统治地位的“性恶”论渊源追溯到希伯来人的经典《旧约》中的“原罪”说。其实，就目前有关资料来看，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对于希伯来人来说，也是不公正的。古代的希伯来民族也同世界上其他各民族一样，在思维初始对周围的客观世界及人类自身活动产生了高度的好奇，从而以自己的生存环境状况和已获得的生产生活经验为基础，对世界和人类的起源做出了一定的逻辑推演和相应的解释。《旧约》首卷《创世记》正是这种思维的产物。它主要记载了上帝如何创造世界、人类的起源和犹太民族的起源，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以前（因《创世记》成文于公元前6世纪前）希伯来民族的宗教信仰主题，以及他们对现实世界的某种主观认识。亚当和夏娃偷食禁果而遭到上帝的惩罚，只是古希伯来人为了塑造至高无上的上帝权威和增强对于民族命运及个人不幸的心理抵抗力而进行的心理说教而已。古希伯来人的《圣经》中并不包含“原罪”的观念。因为在古希伯来人看来，他们是上帝的选民，犹太民族是优于其他民族的。他们与上帝的关系是一种平等的契约关系。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1]。可见，在这里并没有“原罪”的观念及“性恶”论的萌芽。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之所以受惩罚，是由于他们违背了耶和华最初不准他们吃善恶树上的果子的诫命，因而上帝发出了可怕的诅咒，对夏娃说：“我必多多加增你怀胎的苦楚，你生产儿女必多受苦楚。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对亚当则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诅咒。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2]从这里，我们更多看到的是古希伯来人的伦理观及其生活环境的恶劣，它们孕育了西方文化中最初的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观念：人与自然界是敌对的，人只有在征服、战胜自然的艰苦斗争中才能求得自己的生存。古希伯来人对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关注远远超出了对于人自身的关注，因而根本不可能产生“原罪”及“性恶”的观念。而且，古希伯来人通过对亚当、夏娃偷食禁果而受罚的事件强化了希伯来人的一神教崇拜，有力地排斥了周围民族多神教的影响与渗透，从而为希伯来民族在强敌环伺、颠沛流离的险恶环境中维持民族的独立生存、发展奠定了重要的心理基础。这与以后基督教的解释是有着本质区别的。

其实，“原罪”观念的产生是与基督教的形成紧密相连的。它作为基督教“赎罪”说的理论基础而被广大基督徒熟悉。它最初由耶稣的门徒保罗提出，以人类因为亚当的罪过而都有罪的说法，突破了犹太教只局限于犹太民族的局限性，使被钉上十字架的耶稣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为基督教成为世界各民族的统一宗教奠定了基础。此后，很多教父哲学家又从不同方面对这一理论进行论证，四五世纪以后，奥古斯丁在前人理论的基础之上对于人性问题及善恶问题进行了详尽分析，形成了系统完备的“性恶”论理论体系。随着基督教统治地位的获得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学”正统信仰的日益稳固，“性恶”论也在中世纪占据了主导地位。

三、《旧约》中的教育思想

古代希伯来人的教育是以宗教神学为其核心的，因而他们的教育从思想、形式、内容、方法而言，都以培养广大民众对于上帝耶和华的虔敬为最高使命。在古希伯来人的观念中，他们是上帝的选民。公元前1259年，他们的领袖摩西在西奈山上接受了上帝的律法，颁布十诫，意味着古希伯来人与上帝耶和华订立了契约。只要希伯来人服从契约，遵守上帝的律例，那么耶和华就会在冥冥之中保佑他们，并赐福给他们。如果希伯来人违背了契约，就将被上帝抛弃并受到惩罚。正是这种相互制约的契约观，构成了古希伯来人教育思想的核心，贯穿于古希伯来人对于教育认识的各个方面。从教育作用的认识到教育目的确立，从教育内容的安排到教育教学方法的选择，以致教师观等，这些思想集中反映在《旧约》一书中。下面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一）关于教育作用的认识

在古希伯来人看来，耶和华是全知全能的上帝，希伯来人是上帝在人世的选民，信神是天经地义的事。对于上帝的虔敬可使上帝赐福于人，因而通过教育来培养宗教信仰是犹太教最重要的目标。在古希伯来人的心目中，不信仰上帝就是罪恶，而没有知识的愚人是不能真正信仰上帝的。《希伯来圣经》是上帝意旨的代表，通过学习《希伯来圣经》就可以接受上帝耶和华的教导而成为上帝的真正选民，得到上帝的庇护与赐福，所以，犹太人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爱我、守我诫命的，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3]传说摩西曾告诫大众学习法典，不论成人、妇女、儿童，皆无例外。如果说古希伯来人初期仅把教育的作用视为培养对上帝虔敬的思想感情的重要手段的话，那么在以后的颠沛流离之中，古希伯来人则把对上帝的虔敬与民族统一结合起来，通过教育来加强民族的统一性，使人们通过学习《希伯来圣经》来保存民族传统，维系民族独立。特别是自“巴比伦之囚”以后，苦难的经历使古希伯来人的领袖深深地意识到：当一个民族赖以存在的领土、政府和文化居地不复存在的情况下，这个民族的生存、团结和发展就只能通过教育，借助于文化和宗教纽带，凭借共存的记忆、信仰和习俗把每一个成员结合在一起，万众一心，团结御侮，加强民族的向心力和战斗力。正如被誉为“口传《托拉》的《塔木德》（Talmud）”所说：“只要有儿童在学校，以色列的敌人们就不能战胜以色列。”犹太学者埃班在评价约哈南·扎凯在耶路撒冷被攻陷后叩见罗马统帅韦斯巴乡请求保存学院和学者一事时也指出：“约哈南考虑的不是几十位老年智者的生命，而是要发扬他们所代表的精神传统。约哈南的行动为犹太民族的发展指出了正确的方向，这个民族缺乏国家独立的正常条件，因而寄希望于自己的精神财富，它认为只有忠于传统，才可能作为民族继续生存下去。”[4]正是在这个维度上，希伯来的宗教和希伯来的政治通过教育合二为一，犹太教的法典和希伯来的法律通过教育融为一体，万能的上帝成了希伯来民族的象征，虔敬耶和华就是忠于自己的民族。培养对上帝的虔敬，就是在培养独立的民族精神。教育成了希伯来民族赖以生存、发展的基石。

（二）关于教育目的的看法

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培养他们对上帝的虔信思想和感情。在古希伯来人的观念中，愚昧不会给人带来幸福，一个愚昧的人将会遭到各种不幸，“愚昧人背道，必杀己身；愚顽人安逸，必害己命”[5]。所以人人必须追求智慧，因为一个人有了智慧以后，“谋略必护卫你，聪明必保守你，要救你脱离恶道，脱离说乖谬话的人”，“智慧要救你脱离淫妇”，“智慧必使你行善人的道，守义人的路”[6]；一个人的幸福与否，就看他是否拥有智慧，“得智慧的、得聪明的，这人便为有福”。智慧是人生中最为宝贵的东西，“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精金，比珍珠（又译为红宝石）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之比较。她右手有长寿，左手有富贵。她的道是安乐，她的路全是平安。她与持守她的做生命树，持守她的俱各有福”[7]。获得并拥有智慧，不仅可使人幸福安康，而且可以提高人的社会地位，获得世人的尊敬，“智慧人必承受尊荣，愚昧人高升也成为羞辱”[8]。“高举智慧，她就使你高升；怀抱智慧，她就使你尊荣。她必将华冠加在你头上，把荣冕交给你。”[9]对于一个家庭来说，智慧还是家庭和睦、幸福快乐的重要因素，“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10]。所以，一个人在生活中，应把追求智慧放在重要地位，“你们当受我的教训，不爱白银，宁得知识，胜过黄金”[11]。这种十分推崇智慧而强调通过学习获取知识的思想，对犹太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仅形成了希伯来人全民学习、全民都有文化的优良传统，而且对于长期流散的犹太人在心理上保持民族认同起了巨大的作用。正是由于这种为智慧而学习的思想观念，把学习过程与获取知识的目的直接统一起来，知识的获得就是目的的实现，从而使犹太民族产生了与其人口数量不相称的众多的伟大人物。在希伯来民族中流传的“娶拉比女儿为人生荣耀”也就不难理解了。

既然智慧能带给人如此多的财富，那么智慧又是从哪儿来的呢？怎么样才能获得智慧呢？正是对这个问题的解答，古希伯来人直接厘定了他们的教育目的。在他们看来，“耶和华以智慧立地，以聪明定天”[12]，所以“敬畏耶和华是知识的开端”[13]，“因为耶和华赐人智慧，知识和聪明都由他口而出”[14]。如果不敬畏耶和华，那么当人们面临各种不幸时，也无法运用智慧来解脱困境，也难以得到耶和华的帮助。“你们遭灾难，我就发笑；惊恐临到你们，我必嗤笑。惊恐临到你们，好像狂风，灾难来到，如同暴风，急难痛苦临到你们身上。那时，你们必呼求我，我却不答应，恳切地寻找我，却寻不见。因为你们恨恶知识，不喜爱、敬畏耶和华。”[15]耶和华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祭司的国度”，培养“圣洁的国民”[16]，所以只有根据耶和华的吩咐，按照他的戒律，“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17]，才能获得耶和华的庇佑，免遭人间的种种磨难，“你若不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不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律例”，耶和华使“诅咒、扰乱、责罚临到你身上”，“直到你被毁灭，速速地灭亡”[18]。由此可见，希伯来的教育思想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一神教的宗教思想充斥一切教育领域。希伯来人要想生存，就必须遵从上帝耶和华的旨意。培养下一代虔信耶和华，是希伯来人义不容辞的责任。尽管智慧对希伯来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但它必须服从于虔信上帝耶和华这一根本宗旨。在希伯来人的观念中，他们是上帝耶和华的选民，希伯来人与上帝之间是一种契约关系，耶和华“同意作为他们的上帝，是以希伯来人履行契约为先决条件的。他们一旦违约，就将大难临头”[19]。古希伯来语“教育”一词的含义是“学习律法”，这种律法正是希伯来人与上帝之间的约法。所以，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集中地体现为培养新生一代虔信上帝耶和华的思想感情。这种教育目的的产生，也是希伯来人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丧失了领土和政府的现实依靠之后，民族生存斗争便成了整个民族发展进程中生死攸关的问题。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也不能不服从于民族生存斗争这一根本目的。他们唯一能依靠的，就是虔信上帝耶和华，从而获得现实艰难处境中精神上的慰藉，并从与上帝立约的信念中推演出只要一心一意虔信上帝，自可获得民族拯救的信心，获得现实生存斗争的动力和勇气，使古希伯来人在精神上立于不败之地。这样，虔信耶和华就成了维系整个民族精神的唯一有效手段。所以，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看似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实质上它仍然是服从于理性的，是为统一民族精神，维系民族生存、发展服务的。

（三）关于教育内容的论述

由于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对上帝耶和华的虔信之情，所以他们的教育内容比较狭窄，宗教神学贯穿一切，凌驾于一切之上，其他的教育内容完全服从于宗教目的。

1.宗教神学

摩西带领希伯来各部落出埃及，定居巴勒斯坦以后，逐渐由游牧文化进入农业文化。此时的教育以家庭教育为主，除了对儿童进行必要的道德和某些职业方面的训练之外，最主要的是对儿童进行宗教神学的灌输，以培养宗教信仰、热爱上帝耶和华为根本宗旨。“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唯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20]除此之外，还对儿童进行宗教习俗的教育。

2.律法

律法，是古希伯来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希伯来教育中所说律法的含义不仅仅是指有关的法律条例、命令规章，它同时还包括道德伦理、卫生、宗教等。古希伯来人认为律法的学习是上帝耶和华的意旨和要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使你可以在那流出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21]。在律法的教授过程中须墨守成规，不能做丝毫改变，“凡我所吩咐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22]。“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23]这儿的律法书即被称为《托拉》的《摩西五经》。“托拉”一词是希伯来文的音译，其词根为“引导”或“指路”之意，意指律法是上帝指引人的行动与处世之道，必须严格遵守奉行。在后来《塔木德》所规定的父亲对儿子的三项应尽义务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教儿子学习犹太经典《托拉》。希伯来的律法要求父母亲尽可能早地对孩子进行宗教神学教育，甚至要求在孩子刚开口说话时就要教会他背诵“摩西将律法传给我们作为雅各会众的产业”。孩子早在幼儿时期就开始与父亲一道诵读《托拉》，由此可见律法在犹太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是多么重要。

古希伯来人认为虔信上帝并不意味着脱离人间的世俗事务，相反，天堂的信念与世俗事务息息相关，因而将对上帝的虔信具体化为日常生活中细微的道德伦理规范。上帝耶和华在西奈山顶给摩西所传的十诫中绝大部分内容为日常生活的伦理道德规范，例如，“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人的房屋；也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24]等。《旧约》的许多地方也留下了这种告诫，例如，“耶和华诅咒恶人的家庭，赐福与义人的居所”[25]；“我儿，你要听受我的言语……不可行恶人的路，不要走坏人的道”[26]；“要修平你脚下的路，坚定你一切的道，不可偏向左右，要使你的脚离开邪恶”[27]；“恶人的道路，为耶和华所憎恶；追求公义的，为他所喜爱。舍弃正路的，必受严刑；恨恶责备的，必致死亡”[28]；“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29]。对于上帝的敬畏与虔敬，并不在于言语行为上的外在表现有多好（当然，这一点也很重要），重要的在于好上帝之所好，恶上帝之所恶，“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30]，“世人哪，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31]，要“爱人如己”[32]。

在古希伯来人眼中，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必然是一个孝敬父母的人。子女“要听你父亲的训诲，不可离弃你母亲的法则（有的译本为‘指教’）”[33]；“智慧之子使父亲欢乐；愚昧之子叫母亲担忧”[34]；“我在父亲面前为孝子，在母亲眼中为独一的娇儿”[35]。只有对子女进行良好的教育，才能培养出孩子良好的品德，才能保证父母的幸福，没有良好的教育的子女会使父母苦恼。所以，父母对子女进行教育是应尽的责任，你们“要吩咐你们的子孙谨守遵行这律法上的话”[36]。“要招聚他们男、女、孩子，并城里寄居的，使他们听，使他们学习。好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谨守遵行这律法的一切话。也使他们未曾晓得这律法的儿女得以听见，学习敬畏耶和华你们的神。”[37]尽管古希伯来人十分重视子女的伦理道德教育，但他们并不只限于抽象的道德、伦理观念的灌输，而是十分注重实践，注重行为的结果，旨在使受教育者通过实际生活的需求来分辨善恶，做出选择，因而带有明显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倾向。正如《旧约·申命记》指出的：“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生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抟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起的誓，立你作为自己的圣民。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赐你的地上，你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与你。”[38]所以，希伯来人尽管很重视宗教祭祀和节日庆祝仪式，但他们认为这仅仅是一种手段而非目的。一个人如果行为不轨，作恶多端，那么祭祀与节日庆祝活动也就毫无意义。这种带有极强实用性的伦理道德观对于犹太人在颠沛流离之中，能够适应各种环境并保持自己的民族独立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此外，律法教育中还穿插着卫生、艺术、宗教等的教育，例如，《旧约·利未记》的第11章、第12章、第13章、第14章、第15章分别论述了饮食、生育、疾病等方面的知识，《出埃及记》的第25章、第26章、第28章分别论述了建造柜子、桌子、灯台、幕幔的工艺及服装的设计制作等，从一个侧面表现了古希伯来人的医学和艺术教育情形。

3.职业教育

犹太人认为，读书在于修身养性，手艺才是谋生致富的根本。无论出身贵贱，都必须会一门手艺。《塔木德》规定“教子养成职业技能”是父亲的三项责任之一。由于对职业教育的重视，希伯来人具有很高的手工艺技巧，不论贫富贵贱，均可凭自己的手艺独立谋生。在当时，有些人虽官居高位，但手艺可与工匠媲美。由于资料所限，对于当时职业教育的方法我们无从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很多手艺是在家族中世代相传的。

4.音乐

音乐自古以来就在希伯来人生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音乐作为赞美上帝、感化人的心灵、记载希伯来人的历史、理解和记忆法典的重要手段，向来为教育者所重视。“现在你要写一两首歌，教导以色列人，传给他们，使这歌见证他们的不是”，“有许多祸患灾难临到他们，这歌必在他们面前做见证，他们后裔的口中必念诵不忘”[39]。古希伯来人虽重视音乐教育，孩子从幼年就学习音乐，但以唱歌为主，不教授器乐。例如，大卫王就是一个著名的歌唱家、作曲家，写下了不少优雅动听的歌曲，他在执政期间，还雇用了大批音乐教师，大规模地开展音乐教育活动和宗教活动。

5.读、写、算教育

古希伯来人起初并不重视读、写、算的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育，这是因为：①古希伯来人的简单的农牧经济和特有的宗教生活对于读、写、算需求不多；②政府和王宫不太重视与外界的外交往来、历史档案记载和商业贸易活动；③古希伯来人十分注重口耳相传，注重记忆，大至国家大事，小到历史掌故，多以歌谣、故事形式流传下来；④《托拉》被视为神圣经典，长期不许抄写，以免发生错误而亵渎神灵；⑤希伯来语是一种古老的语言，十分难学。但在后来，随着教育范围的扩大和经典研究的复杂化以及商业贸易的发展，读、写、算教育开始逐渐为希伯来人所采用。据考证，在士师时期，巴勒斯坦地区出现书写。特别是从巴比伦被释回家园之后，先知阶层已不复存在，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一个新兴阶层“文士”（scribes）出现了。他们集抄写员（copist）、律师（lawyers）、翻译（interpreter）于一身，在当时成为掌握并教授读、写、算和进行《圣经》研究的专家。另据《旧约·历代志上》的记载及阿摩司和米卡著过书的事来推测，可能在撒母耳以后及阿摩司、弥加时期，书写已得到了广泛应用并呈现出专业化趋势，但这些还缺乏足够的证据。计算则主要由从事商业者学习。

此外，高级学校中也附带教授数学、天文学、外国语、地理等科学知识，但比重极小。

（四）关于教育教学方法

古希伯来人的教育教学方法完全服从于他们的教育目的，但又有许多值得我们借鉴的东西。一方面，希伯来人认为“世界是由于儿童的呼吸而存在的”[40]，因而儿童在教育中享有较高的地位，教育教学方法上比较注重启发、引导和直观性原则，并注意运用亲情感化和说服教育；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所有的儿童必受上帝的教育”，上帝之言不可更改、删减、增加，因而强调死记硬背。此外，他们还认为儿童天性粗野、愚笨，因而强调体罚、纪律。从总体来看，其教育教学方法思想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1.注重口耳相传，强调死记硬背

希伯来人的教育旨在培养虔信、敬畏上帝的思想感情和信念，因而十分重视传授律法知识和宗教理论，他们视《律法》和《圣经·旧约》为圣典，因而严禁对其做任何增加或删减、发挥。“所吩咐你们的话，你们不可加添，也不可删减，好叫你们遵守我所吩咐的，就是耶和华你们神的命令。”[41]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小心翼翼，唯恐越雷池半步，因而十分重视口耳相传，由教师口授，学生背诵记忆。不仅在无书籍时如此，有了书籍也是如此。在希伯来人看来，背诵是学习之母，如果只学习而不背诵，就好比只播种而不收割。这种注重听讲和死记硬背的办法，对于流散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保存文化的同一性及保留古老的文化遗产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正如希伯来史学家吉尔夫所指出的：卷帙浩繁的《塔木德》一旦遗失，12个有学问的拉比就能逐字逐句地从记忆中将它想出。希伯来人认为只有充分调动各种感官的功能，才能把知识深深地刻记在心中，因而他们十分注重儿童的朗读。

2.强调知识的准确与精深，注重行为的躬行践履

古希伯来人十分强调学习知识的准确精深，要求对律法及宗教典籍熟练地掌握，能够一字不差地背诵《圣经》（即《旧约》）是希伯来人最荣耀的事。同时，希伯来民族又是一个务实的民族，十分强调行为上的躬行践履，这在前面道德教育中已有述及，兹不赘述。

3.兴趣与体罚并重，灵活与严格共存

为了克服学习经典过程中的枯燥无味，教师们不仅在背诵时辅以各种游戏，还鼓励学生独立思考，积极发问，同时还充分运用直观教具，例如，发给儿童刻有诗句的圣饼，组织儿童互相进行记诵竞赛等。有时，教师还会指派年长儿童辅助学业上感到困难的儿童，或年幼而颖慧的儿童给年长而迟钝的学伴解决疑难问题。谚语说：“恰似一块小木可以燃烧一块大木，幼儿也可使年长儿童学得聪明；恰似一块铁可以磨利另一块铁，一个儿童也可使另一儿童变得敏慧。”[42]

尽管教师想尽办法激发儿童的兴趣，但是由于经典的艰涩难解和学习过程中繁重的死记硬背，与儿童的可接受水平相距甚远，所以儿童总有厌烦和反感情绪产生，古希伯来人不得不诉诸严厉的体罚。他们认为“愚蒙迷住孩童的心，用管教的杖可以远远赶除”[43]；“鞭子是为打马；辔头是为勒驴；刑杖是为打愚昧人的背”[44]；“鞭打亵慢人，愚蒙人必长见识”；“责备明哲人，他就明白知识”；“刑罚是为亵慢人预备的，鞭打是为愚昧人的背预备的”[45]；“鞭伤除净人的罪恶；责打能入人的心腹”[46]。在古希伯来人看来，体罚儿童，不仅仅是教师的事，也是父母不可推卸的责任。“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47]“杖打和责备能加增智慧，放纵的儿子使母亲羞愧。”[48]他们还认为儿童应该乐于接受体罚，“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49]。如果儿童不服从管教，就要加重处罚，“你用杖打他，他必不至于死。你要用杖打他，就可以救他的灵魂免下阴间”[50]。如果顽梗悖逆，虽经惩治仍不听从，“父母就要抓住他，将他带到本地的城门、本城的长老那里”，“本城的众人就要用石头将他打死”[51]。从根本上来说，希伯来人对待儿童还是比较和善的，“一句责备话深入聪明人的心，强如责打愚昧人一百下”[52]，只不过为了教育儿童成才，不得不采取这种严厉的体罚办法，除了思想观念在作梗外，也足见其良苦用心了。

此外，古希伯来人还把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充分利用家庭聚会、立石碑、逾越节、五旬斋节、结芧节等节日，群众集会等多种形式进行教育，更显出其教育教学方法的灵活性、多样性。

（五）关于教师的思想

尊师重教在希伯来人中蔚然成风。尽管古代希伯来的教师几经变换，如初期为僧侣和父亲，后来则出现先知，在“巴比伦之囚”时出现了“拉比”，但希伯来人对教师的尊敬有增无减。希伯来人后来把对教师的尊敬十分简洁地概括为一句话：“拉比的声音就是上帝的声音”，足见其社会地位之崇高。在希伯来人的教育活动中，教师是不计报酬的，必须另有其他职业来维持生计。同时，由于教师的责任重大，因而对教师的选择也较为严格。首先，他们要精通《托拉》，能阐发其内在的含义并经过一定的业务考核。其次，希伯来教师是青年的导师和社会的表率，是人们灵魂的工程师，因而对教师的信仰、品德、行为举止有很高的要求。古希伯来人认为只有良好的品德才能培养良好的品格，纯粹的学术生活都是有危险性的。最后，教师还必须具有教育教学的个性品质，如耐心，献身儿童教育的热忱等。因为古希伯来人的教师不负众望，富于献身精神，且在希伯来的文化传递、民众组织、宗教工作等方面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希伯来的儿童自小就被教导说：“敬爱师长要胜过敬爱双亲，因为父子都是因教师而获得尊敬的”，“父亲仅把儿子带到今世，而教导儿童以智慧的教师把儿子带到永生”[53]。

第三节 《死海古卷》中的教育思想

一、《死海古卷》的发现

《死海古卷》，又称《库兰古卷》，犹太教库兰社团文献的统称。计有11部相当完整的手抄本和大约万余件碎片残篇，这些文献均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的作品，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希腊文、拉丁文书写于皮革、纸草、金属片之上。《死海古卷》的发现十分偶然。1947年7月的一天，一个阿拉伯牧童随手将一块石头扔进巴勒斯坦死海西北部库兰附近的岩石洞中，他随后发现了若干陶瓮，内藏许多羊皮书卷。几经辗转兜售，最后为耶路撒冷东正教圣马可修道院大主教撒母耳（又译赛缪尔）和希伯来大学教授苏格聂购得。初步研究认为，这是几篇最古老的希伯来文《圣经》抄本。这引起了各方面的重视，经过系统发掘，先后在十多个洞穴中发现了大量的《圣经》古卷和其他文献的蒲草纸卷宗，种类达600多种，碎片残篇数以万计。这些古卷便被称为《死海古卷》（Dead Sea Scrolls）。

据考证，抄写并使用这些古卷的，是从正统犹太教分裂出来的艾赛尼教派的一支。他们以库兰为总部进行活动，后世学者称之为库兰社团，其活动时间约为公元前130年到公元68年。根据现有的挖掘考古资料，这些古卷就其内容性质主要包括以下8类。

1.法规

法规主要记述当时库兰人的宗教信仰、生活方式、库兰社团的沿革、组织及礼拜仪式等。文献主要包括《会规手册》《撒督文献》（又称《大马士革文献》）、《会众守则》3部，另还有一卷《光明之子与黑暗之子的战争》。《会规手册》又译《教规手册》《训导手册》，由5副羊皮合成，共11段，第1段遗失，其余各卷详细记载了库兰社团的各种规定，例如，入社的手续，行为举止的注意事项，违反社规的处罚等。

2.《旧约》抄本

《旧约》抄本主要包括希伯来文《圣经》及其希腊文和阿拉米文译本的手抄本。除《以斯帖记》外，其他各卷都有全部或部分抄本，其中《以赛亚书》和《撒母耳记》几乎完整无缺。这对于研究古卷年代和《圣经》的发展及基督教的起源均有重要参考价值。

3.《次经》《伪经》及其他《经外书》

关于《次经》《伪经》在后面还要专门讲述，在这儿仅述出土古卷名。除以上二经外又带有一定神圣意味的各种著作，统称为《外传》或《经外书》。出土古卷中属《次经》的抄本有《多比传》《便西拉智训》《所罗门智训》；属于《伪经》的有《以诺书》《巴录启示录》《禧年书》。

4.《圣经》注释讲义

《圣经》注释讲义是库兰社团的讲道资料，即讲经者对于《圣经》中若干段落所做的注释或讲义。它以犹太民族特有的解梦、解谜的形式，对当时犹太的政治形势、宗教状况做出“预言”式的评论。

5.感恩圣诗及其他

古卷中有相当一部分属感恩诗篇，其中有一卷长达18栏，共有诗篇20余首，常以“主啊！”起首。另还有仪式、祷词、祝福文等。

6.有关巴尔·柯赫巴起义的文献

该文献主要由蒲草纸和羊皮卷文献组成，其中有命令、信件和起义时期的婚书契约、买卖文书等。

7.铜卷

铜卷于1952年被发现，主要记载圣殿财宝的名称、数量、埋藏地点。据考证，它是公元70年耶路撒冷陷落前，为疏散圣殿财宝而设计制作的。

8.圣殿卷

圣殿卷约写于公元前l世纪中叶至公元1世纪中叶之间。全卷长28英尺（约8.53米），有66栏经文，主要详细记述了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各种细则，还以上帝的名义颁布了一系列的规范条文，对于一年中各种节日的遵守、集体和个人的洁净标准等都做了详细说明。

二、《死海古卷》[54]中的教育思想

上面我们已经说过，《死海古卷》的内容极其丰富，其中《圣经·旧约》抄本要占很大比重。关于这部分内容中的教育思想，我们将不再讨论，可参见本章第二节的第二个问题。这里我们主要讨论分析库兰社团的教育思想。

库兰社团又译昆兰社团或库姆兰社团，它是一个约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在古犹太国废墟上建立起来的隐居旷野的社团，是具有深厚宗教感情，并过着共同公社式生活的社会组织。据研究，该社团正式成立于公元前140年，其创始人被称为“正义之教师”（又译“正义导师”）。从公元前140年到前100年左右为库兰社团的创立时期，公元前100年左右至公元76年为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公元前31—公元5年曾因地震而使社团生活中断达30多年。公元68年，罗马帝国派遣第十军团镇压犹太人武装起义，库兰社团成员遂将他们的全部图书典籍封藏在陶瓮里，埋在附近的山洞之中。从库兰社团的成员来看，绝大多数都是犹太人，只偶尔吸收个别非犹太血统的信徒。他们自认为剩余下来的真正犹太人，忠实信守传统中以色列人与上帝所立之约。他们认为他们将与上帝订立“新约”，因而远离城市、村镇，隐居在沙漠和旷野之中。他们认为上帝借摩西所昭示的律法（即《托拉》）是永恒不变的，是万古长新的，这些律法的解释只能由真正的教师来完成，一代一代往下传。他们认为能够正确解释《圣经·旧约》的人，必然是祭司。新教师的出现，是解救他们的真正希望。所以库兰社团的教育思想与《旧约》中的教育思想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也有他们自己的鲜明特色。

（一）教育的作用

库兰社团认为教育无论是对于个人，还是对于社团，抑或对于上帝，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于个人而言，接受教育是接受上帝的智慧，正确理解上帝的律法、诫命的必要条件，也是练达人情、能够独立生活且履行个人义务的重要条件。如果不接受教育，人们“坚如石头的心”，就难以“理解正确的训诲”[55]，而“与你（指上帝）立约的圣徒，经受律法的教育得蒙智慧的光照”[56]，一个“平常人非熟读了三本书就不会懂事”[57]。对于社团而言，只有经历了必要的一定时期之后，“他才可以按照不同的圣洁程度，尽各种义务”[58]，“使他成为家庭正式组织成员，得以进入圣会的公会”[59]，“并有资格担任公职”[60]，“参与诉讼并宣判”[61]。对于敬奉上帝而言，接受教育也是必不可少的。因为一个人只有接受过教育之后，才能明白“一切存在之物都是上帝思想所命定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62]；才能使一个人听见上帝的话语，使他的灵魂顺服上帝，遵守他的典章律法。“一个人唯有使灵魂顺服上帝的法度典章，他的肉体才能得到洁净；只有这样才能用水洗涤，才能从净化的各种水礼得以成圣；只有这样他才能真正完全地行在上帝的道路上而不偏离左右，不违反上帝的命令。”[63]“只有通过心灵里领悟上帝的真理，人生的道路才能够得到正确的指导。唯有这样，他的一切不义才能得到救赎，而后才能定睛仰望人生的真光。”[64]在库兰人的心目中，只有受过教育的人，才能具有智慧和聪慧来领悟上帝的道理，才能真正按照上帝的训诲来生活，从而得到上帝的佑护，获得人生的幸福。这样一来，教育便成了联系上帝与其选民的中介，成了从人世通向天堂的桥梁。

（二）教育目的

库兰人的教育目的与《旧约》中的教育目的有明显的不同。尽管从表面上来看，仍以尊奉、敬畏上帝为目的，但在实质上，库兰人已不再着眼于培养人们虔信上帝的思想感情，而是着眼于调整人们的心灵，培养人们的明辨能力，从而塑造出能在将要出现的新先知、新教师的领导之下担负起迎接新时代诞生的战士。

在库兰社团存在之时，政治局势动荡不安，而他们所信仰的循环论又告诉他们：时代的巨轮就要停止旋转。根据这种理论，历史不是继往开来、向前发展的，而是轮回旋转、周而复始的。每到一个时期，时代的巨轮就要停止旋转，整个宇宙就要出现大混乱，即将被滚滚洪水淹没，或被大地的深处燃烧起来的大火熔化，这时，希望中的伟大禧年将会来临，时代巨轮就会重新旋转，新世界将在世间诞生。在这种情况下，库兰人从犹太教教义中找到了他们的出路：尊奉上帝就会得救，行义的人必因信得生。库兰人认为他们是真正以色列的余民，是特别蒙上帝“光照”的人们，只要他们忠实地信守传统上与上帝所立的圣约，就可以保证他们能够连续不断地在地球上生活、繁衍下去。因此，库兰社团的目的就是重申律法，锻炼人们的明辨能力，以便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律法并遵行之，还要使人们与上帝交往，接受上帝灵感，更新与上帝所立之约，迎接新时代的诞生。要完成这两项任务，就要培养出能够正确解释和宣传律法的教师（库兰人认为他理所当然应由祭司担任），以及能够接受上帝灵感并扫除邪恶的战士。这样，将来新先知、新教师出现时，就可以领导他们进入黄金时代，这就是库兰人的全部教育目的。

那么上帝的律法到底能不能被正确地解释，人能不能接受上帝的灵感与上帝同在呢？库兰人认为：上帝的律法是永恒的真理，“只有神所定的规律，才是刻在石板上的永恒真理”[65]，而上帝已把这些真理放置于某些品德高尚的人们中，只要具备一定条件，他就会向已接受过教育，具备了一定智能的人解释和宣传。“你用口中的言语，使这个人的生命走上正路，将你的训诲和理解放进他的心里，使他能向具有见识的人们，放开智慧的源泉。”[66]上帝早已把接受教育的潜能和所要学习的内容送给了他的子民：“借着上帝神秘的大能，光明才能进到我的内心，我的眼睛看见到永恒的事物。过去向人类所隐蔽的德行，人们所不得而知的智识，精深微妙的学问，正义的本源，力量的宝藏，一切荣耀的源头，是上帝特别赐给他所拣选的子民，世世代代永远为业。”[67]而子民们凭着上帝的赐予，便可与永恒上帝直接交往，接受上帝的灵感，不仅使他们能够在地上结成弟兄友爱、休戚与共的集体，而且还使他们可以成为天上非凡存在的一分子，成为那个永恒团体的一个成员，变成与上帝直接交谈的“圣者”。“上帝赐给他子民所要承受的产业，使他们与天上的圣者同命运，参与天上众子的团契，组成一个完善的整体，成为上帝所栽、万古长青的圣洁结构。”[68]

（三）教育内容

库兰社团既以拯救律法为己任，那么律法就是库兰人的重要教育内容。但他们认为要正确地理解律法，就必须先受一定程度的启蒙教育，具备一定的能力。此外，为了正确地按各自的能力履行对社团的义务，库兰社团的每一个成员还必须学习《会规手册》和《撒督文献》；道德教育更是受到重视，因为这是虔敬上帝的重要前提。

1.启蒙教育

关于库兰社团对于启蒙教育的思想主张，我们尚缺乏充分的资料来分析论述，但可以从《死海古卷》中的零星材料做初步的推测。在启蒙教育内容的选择上，由于库兰人对于儿童的了解似乎比《旧约》中的有关记载进步了许多，因而他们能够比较充分地考虑儿童的身心发育特点，不再像过去一开始就死记硬背上帝的律法，将抽象晦涩的东西硬塞给儿童，而是根据儿童的身心特点及接受水平，编写了相应的教材。“每个人从儿童时代起都应受《幼学篇》的教育。”尽管古卷中未曾提到《幼学篇》的具体内容，但我们可以从学习的年龄条件限制和书名上充分肯定《幼学篇》就是库兰社团专门为儿童编写的课本。另外，从出土的大量古卷多为抄本的事实来看，库兰人的启蒙教育中应该还包含着读写知识和能力的教育与训练。

2.律法

律法作为上帝的意旨，永远都是希伯来民族学习的重中之重。希伯来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遵从《摩西五经》，“不要违背主的言语，一步也不要偏离为雅各后裔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上帝为以撒后裔所颁布的神圣律法”[69]；“一步也不要偏离上帝在各个时代为他们所定的命令”；“绝对不要左右偏离上帝真理的律例典章”[70]；“你们要遵守我今日要你们实行的一切律例、典章、命令以及我的诫命”[71]；“我要全心全意心甘情愿地热爱你，我已经洗净了我的心，遵守你神圣的律法，永不离开你吩咐的”[72]；“我要谨记神所立的定例”[73]。在古库兰人看来，只要认真地学习和遵行律法，不论是人还是动物，都会掌握上帝所指出的真理，从而免除自己的罪恶，并给自己带来幸福和快乐。“铭刻了你的律法的言辞”[74]，“也要成为真理的活泉，使由你能力所支持的动物，都能行走在真理的道路上，使他能在你所定的美好时节，做你真理的信使，给卑微的人们，带来你宏大慈爱的好消息。从你圣洁的源泉，向忧伤痛悔的灵，宣布你的拯救，向悲哀哭泣的人们，带来永远的快乐”[75]。既然律法的学习可以给人们带来诸多的好处与幸福，那么人们就应该认真地接受教育，谨慎地以律法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主啊！求你使我理解你所教导的律法，使我在你的典章上受教育”[76]，否则就会违背上帝的旨意，引起他的愤怒，使希伯来人与上帝所订的契约遭到破坏，从而遭到上帝严厉的处罚。“你们的心里要异常谨慎小心地实行这些话，免得你们上帝的愤怒，如火焰被扇起，把你们烧掉。他还要堵塞诸天，不给你们降雨，关闭地下的众水，使土地不给你们生产粮食。”[77]

3.《会规手册》和《撒督文献》

库兰社团认为他们社团的成员才是真正的以色列会众，他们称他们的祭司为“撒督的后裔”[78]，他们在背叛、混乱的时代中负有特定的任务：维持上帝的圣约与律法，引导人们在审判临到他们之前回到正路上来，并要与异教徒进行最后的战斗，所以库兰人将自己组织起来，形成了一个比较严密的社团。他们认为只要这个社团能信守上帝所定的律例，就能成为真正的“上帝的殿，真正的至圣所”。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对社团成员定出一整套正式的原则与宪章，使人们能够以此受教育而规范思想及行为，不至于偏离上帝之道而遭天谴。于是便产生了《会规手册》和《撒督文献》，它们成为社团成员共同学习的重要内容。例如，《会规手册》的《人心里的两个灵》前面有一个标题，明确指出：本篇是供布道者用的。而《撒督文献》从开始的部分讲述以色列人的历史以及“余民”的教义，后面讲述社团的实际法规，充满着教育味道。

4.道德教育

在古希伯来人的思想中，上帝是一切优秀品德的本源，所以虔敬上帝必须具备优良的道德品质。库兰社团也不例外。他们认为上帝是“天使之君，荣耀之王，万灵之主，万物之帅”[79]，没有上帝就没有一切。大智大慧的上帝“是一切善行的根本，是真理的奥秘”[80]。上帝的善与魔鬼的恶是绝对水火不相容的，“恶人的份将是深入骨髓的痛苦流连，是人类的耻辱，受到人们的谴责；但是义人要享受天上丰盛的快乐，饱尝土地所生长的美味”[81]。义人所行的义，就是上帝的品德和律法，“你的审判全是真理，你的行为全是正义”[82]，所以，“任何力量都挡不住上帝的刑罚，罪孽也没有长存的希望”[83]，行恶之人必受惩罚，行义之人必得幸福，“恶人的树必定倾倒，如同铅块沉在大水之中，有火发出，将它们烧成枯干，它们所结的果实，也随之落空。但是，义人的树，却要永远盛开荣耀、丰富、美丽的花”[84]。义人所行之义必定要是上帝之义，这样才会使善恶昭彰，各得其分，“凡对你守信的人，看哪！你将以永恒的荣耀作为冠冕，戴在他们的头上，并以四季不断的快乐，加在他们的工作中，你却要在恶人的脸面，蒙上羞耻”[85]。只有虔敬上帝，依靠上帝的力量，才能使优良的道德品质发扬光大而减少世间的邪恶和不道德行为。“你的正义使我洁净”[86]，“在邪恶向我发动各种战争面前，你增强我的力量，使我不怕他们所造成的破坏”[87]，从而“邪恶全被消灭，欺骗不再存留，刚愎永远消逝……强暴也都止息”[88]，“使被罪歪曲的灵洗净一切过犯的污染，使他得以列入天使的行列，成为天上众子的会众”[89]。可见，上帝是慈爱的，并非不给犯有过失者以改过的机会，“看，上帝的眼睛，垂看爱怜好人，向俯伏敬拜他的人，显出无限的慈爱，他一定要在患难的时节，拯救他们”[90]，“慈爱与真理，围绕他的座前，公平与正确是他宝座的根基”[91]。那么，上帝要求他的选民们具备的优良品德有哪些呢？即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会规手册》规定为：谦虚、忍耐、恤贫、悯穷、良善、敬畏上帝；《撒督文献》则以“入约者的义务”具体化为每个成员的日常行为规范，例如，“要使自己不染不义之财”“不要掠夺上帝子民中的贫苦人”“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要同情穷苦、匮乏的人和客旅”，“不欺骗自己的骨肉”“要行为端方，避免淫行”“要关心同伴的幸福”等。[92]

（四）教师和教育教学制度

根据历史循环论的主张，库兰社团的成员们认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就要结束了，新的时代即将来临。在这旧时代将要结束的最后时刻，他们要重温他们的祖先摩西与上帝所立的圣约，从而忠实地信守它，以保证他们能够获得上帝的拯救而代代相传下去，最后从上帝所赐的土地上清除罪恶的痕迹。所以，他们把重新确认律法看作头等大事。因为他们认为，上帝借着摩西所传授的律法，被历代的“假先知”“伪教师”篡改、歪曲，已失去了它的本来面目。重新确认律法，必须有能够正确解释律法的人。只有当律法被正确解释以后，才能向广大民众宣传而使民众奉行上帝之道，从而获得上帝的拯救。能够进行这种正确解释的人，在库兰社团看来，只能由从他们的远祖，曾担任过大卫时代祭司的撒督那儿经由众先知而传下来的真教师才能胜任，而这种新教师，在许多情况下，必然是一位祭司。这是因为，只有祭司才是与撒督一脉相承、使徒相传的，他拥有无可争议的权威来制定法律，而当时库兰社团的许多章程标准事实上也确实是由祭司制定的。而且，许多祭司在司法和经济事务上都拥有绝对的权威。他们学识渊博，善于决断，敏于组织，精于宣传，作为上帝的代言人，自然非他们莫属。此外，在犹太史上，历来迎接新时代到来的各位先知，几乎都是祭司。所以，库兰社团理所当然地把教师与祭司合为一体，不仅要求他们担负起解释和宣传律法的责任，而且寄希望于祭司领导群众来迎接新时代的到来。这样，库兰社团中的教师便集解释与宣传律法、教育民众、组织民众、拯救民众于一体，合政治、教育、文化、宗教功能于一身，成为库兰社团的实际领袖人物。

在库兰社团的成员看来，教师的教育只不过是外在的因素，教育的作用在于诱导出上帝赋给每一个人的内在潜能。如果没有上帝预先的赐赠，人们就不会有各种感知觉和理解思维能力，也就根本谈不上学习、接受教育。“要不是你开我的口，我怎能说话呢？你若不给我见识，我怎能理解呢？”[93]“从你那里来的智慧，使我知晓这些事；是你开启我的耳朵，使我能听到神奇的奥妙！”[94]但是，上帝赐赠给每一个人的才能又是有差异的，所以教师们必须因材施教，“只能按照每个人智识的深浅，和他理解所能达到的程度”[95]来进行教育教学，从而使人们“在不同的领域里服侍你”[96]。

一名教师，首先必须有精深、渊博的知识。对于律法，更要有精深的研究，同时还要具有相当的社会知识，懂得各种语言。“祭司应熟悉《幼学篇》和摩西律法的全部条款，以便在各个适当时候，向群众宣讲。”“他应精通人事关系，熟悉各界人士的语言。”[97]“假如他不熟悉这些事，则由住在营盘里的会员表决选举一名利未人”[98]，这反映了库兰社团对教师的严格要求。

其次，教师还要有足够的耐心和献身于教育的巨大热忱和责任感，这样，就“可以不分白天夜晚，随时给他们解释律法”[99]。教师既然有如此的热忱和责任，那么学生也必须勤奋努力，“一年到头每天晚上应有1/3的时间保持清醒，在一起读书，一同研究律法，一同礼拜”[100]。

此外，为了保证教育教学质量，库兰社团还对教师的年龄资历及学生人数做出了严格的限制。“在群众中履行职务的祭司，年龄应从30岁到60岁”，“至于各营盘的总监督，年龄应自30岁到50岁”[101]，“任何地方有了10名会员，其中必不可少1名精通《幼学篇》的祭司”[102]。

在明确教师职责和儿童身心发展特征的基础上，库兰社团根据自己的要求建立起了一套比较严密的教育教学制度。关于这套教育教学制度，我们还缺乏足够的第一手资料来进行研究。从已出土的古卷文献来看，这一制度由前后衔接的四个阶段组成。

第一阶段，启蒙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儿童要以《幼学篇》为主要内容接受启蒙教育，也要接受一些简单的律法知识，并发展他们的能力和智力。

第二阶段，律法教育阶段。这一阶段主要进行律法的教育，包括各种律例典章。从古卷记载的学习年限为10年来看，这一阶段所学的内容可能还是比较丰富的。

第三阶段，考察阶段。受教育者年满20岁，就可以提出申请，加入库兰社团。在接到申请之后，库兰社团的成员要进行民主选举，推选出考试者对申请者的智力、道德、品行进行公开的全面审查，看教育是否合格。如果合格，就可进入下一阶段——考验期阶段。

第四阶段，考验期阶段。这一阶段从期限上看为2年。经审查合格的受教育者首先要经历1年的考验期。考验期内不能分享社团的公共财产，也不能在公共的餐桌上吃饭。1年期满后要由社团公众进行复查，如果公众表示满意的话，就要再接受为期1年的考验。在第二年的考验期内，申请者可将他的财产交给“监督”管理支配，但仍不得享用集体的公共财产，也不能和大家一起吃饭。考验期满后，由全体社员表决通过，然后举行公开的入会仪式，宣誓效忠，就可以进入社团，成为正式社员。但此时只能按律法规定充任见证人，协助听讼，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才干，直到25岁，他才可以在库兰社团的正式机构任职。至此，全部的教育过程才告一段落。

总之，《死海古卷》中的教育思想与《旧约》中的教育思想有了一定的差异，这是由希伯来人的社会状况及生存环境决定的，同时也与库兰社团组织的宗旨密切相关。

第四节 《次经》中的教育思想

一、《次经》述略

“次经”[103]（Apocrypha）一词源于希腊文apòkryphos，意为“隐藏”，即隐藏而不公开的经卷。“次经”又译作“外典”“后典”“旁经”“逸经”等。《次经》的写作年代约在公元前200—100年。大约在公元90年，巴勒斯坦当局在亚美尼亚会议上宣布传统的39卷书（即希伯来古本24卷）为“希伯来经典”，把后来《次经》的诸篇目排除在外，但希腊文译本（又称“七十子”译本）的《圣经》比希伯来古本多出一部分经卷，这部分经卷在通行希腊语的犹太人和非犹太人中间传播很广。5世纪，著名圣经学者哲罗姆根据希伯来文本和希腊文译本并参照已有的拉丁文译本，把希伯来文本中没有，但包括在希腊文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之内的书卷单列出来，与《旧约》《新约》并列而整理成“拉丁文通俗译本”的《圣经》。这部《圣经》在1546年的特兰托会议上被天主教奉为“神圣经典”，但不包括《以斯拉续篇》和《玛拿西祷言》。1566年，有人把历史上无争议的为整个教会所接受的《圣经》经卷，称为正经，或“第一正典”经书；而把一些在内容、年代、文字和作者等方面有所争议的经卷，称为次经，或“第二正典”经书，也叫“后典”。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马丁·路德领导的新教不承认《次经》，只认为它们是有益的读物，这为新教普遍接受。在中文译本中，新教圣经称为《新旧约全书》，不包括《次经》在内。现在人们普遍认为《次经》共15卷，约182章。

《次经》包括人物传记、宗教故事、智训、书信、祷词等，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些作品提供了纪元前数世纪中犹太人的历史、生活、思想、礼拜和宗教习惯等许多资料，对于人们认识耶稣生活的时代背景有着重要意义。探索其中的教育思想，也会使我们更深刻地理解基督教的教育状况。

二、《次经》中的教育思想

《次经》中的教育思想与《旧约》相比，注入了更多的爱国主义成分，与《死海古卷》中库兰社团的教育思想相比，更为具体而真实，富有现实意义。为更好地了解《次经》中的教育思想，我们先了解一下当时的历史概况。

公元前398年，以斯拉二返耶路撒冷，宣布摩西律法，立大祭司为犹太首领；公元前333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耶路撒冷建立起希腊化统治；公元前323年—前198年，巴勒斯坦又处于托勒密王朝统治之下，《圣经》开始译为希腊文；公元前198年—前166年，巴勒斯坦处于塞琉古王国统治之下；公元前166年，马加比起义，公元前141年赢得独立，形成哈斯蒙祭司王朝；公元前76年，亚历山德拉女王执政，法利赛党兴起；公元前63年，罗马大将庞培占领耶路撒冷，哈斯蒙王朝灭亡；公元前55年，大祭司希尔坎的弟弟阿里斯托布鲁二世领导犹太人起义，被罗马帝国镇压；公元前37年—前4年，希律作为犹太王统治巴勒斯坦。从以上这些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出希伯来人的辉煌历史已经结束，他们面临的是战祸连绵，国破家亡，迭遭异族蹂躏的残酷现实。先知们公平、正义的呼声早已被血腥淹没，如何使希伯来人重新恢复对上帝的虔敬并争取民族独立，获得发展，便成了有志之士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只有斗争，才能赢得生存；要进行斗争，就要先坚定人民的信心；坚定人民的信心，就需要以英雄的业绩来激励他们，以上帝过去的奖惩来启示人们，以幻想来安慰群众，号召他们起来斗争，坚定他们的信心。这一切便构成了《次经》教育思想的主旋律。此外，对于如何待人交友，如何寻求智慧等方面，它也有可取之处。

（一）教育目的

《次经》包含的教育目的继承《旧约》，即培养虔敬上帝、品德优秀而且学识与才智过人的有用之才。《次经》仍然把宗教信仰放在首位，在人们的眼中，上帝就是“万能之主”[104]，他“创造了宇宙，及其光辉的一切”[105]，“万事出于主：成功和失败，贫穷和富有，生命和死亡。智慧，聪明，律法知识，爱情，以及好的行为——所有这些都来自主”[106]，“虔诚的人会得到主赏赐的祝福，此种祝福会突然降临。用不着关心你的需用，也用不着考虑未来注定给你何等成功”[107]，“跟主在一起，永不分离，这样当你离世时，你就将身披荣耀”[108]，“你活在世上的每一天，都要把我主牢记心中”[109]，“那你就会无往而不胜”[110]。既然虔敬上帝可以使一个人获得幸福、财富、荣誉、地位、胜利，那么，“你的最大骄傲应该是敬畏主”[111]，只有虔敬上帝，才可以使人生过得顺利而有意义，所以，《次经》的教育目的首先就是使年青一代培养起虔敬上帝的思想感情。

对于上帝的虔敬，必须与优秀的道德品质相伴，因为不良的品德会使人走上邪恶的道路，背叛正义的事业，甚至会背叛上帝，从而会受到上帝的惩罚。“恶人总要受到与其恶念相应的惩罚，因为他们背叛主，并且藐视正义的事业”[112]，“恶人在年老的时候将会受到那些已达完美境界的青年人的耻笑”，“当他们死的时候，他们得不到一个荣耀的葬礼。甚至连尸体也会使他们永远蒙受嘲笑和侮辱。上帝要把他们弃置地上，并使他们哑口无言。如同颠出地基的建筑物，他们将沦为一片废墟。他们将处于痛苦的境地。人们很快将他们全然忘却”[113]。这种严厉的惩罚不仅使上帝抛弃了他们，而且连人们也不会施以同情，这种悲惨的境地是因为他们不守上帝的道德戒律而作恶造成的。所以，良好的道德品质才能得到上帝的垂青，“对于义人，有直路好走；对于恶人，有陷阱可落”[114]。品德优秀的人，将会为上帝所佑护，永享幸福，“义人受上帝保护，永远不遭磨难”[115]，而品德败坏之人将为世人所唾弃，为上帝所惩罚，“即使你们死了，也要受到唾骂”，“恶人也是如此，注定要归于灭亡”[116]。因此，要成为上帝的真正选民，就要培养他们的优良品德。

为了生存斗争的需要，希伯来人也极其重视知识与智慧的学习获得。他们在《次经》中不仅以小说的形式来赞颂智慧、知识对于犹太民族的生存及发展的意义，例如，女英雄尤滴在兵临城下的关键时刻巧施美人计，智取敌酋之首，从而挽救了民族的危亡，青年但以理在法庭上挺身而出，以其智慧伸张正义，使无辜者幸免于难等，而且通过人物传记、故事、智训、书信等形式处处告诫世人，智慧、学识对于人生长、发展的重要性及其对于整个民族的重要意义。“对于一个厌烦智慧或教育的人来说，等待他的将是悲惨的生活”[117]；“你们这些统治列国的人，如果配得上宝座与权威的象征，荣耀智慧，那你们就能够统治长久”[118]；“明智者愈多，世界愈安全”[119]。智慧不仅对于个人生活、社会安全及发展、统治者地位的巩固均有重要意义，而且它是上帝的象征，只有以智慧相伴的人才能获得上帝的赐福，才能坚持正义，摒弃邪恶。“她是上帝之能的一口气——一股来自全能者的纯洁而闪光的荣耀之流。任何污秽之物皆无法溜进智慧之门。她是无限光明的一个映象，是上帝之活动与善性的一面完美无缺的镜子。”[120]“上帝最爱者莫过于朝夕陪伴智慧的人。”[121]“黑夜总是追赶着白天，可是邪恶永远不能征服智慧。”[122]这样，智慧也就成了人的素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表面上看起来，希伯来人在《次经》中表述的教育目的均服务于虔敬上帝这一根本目标，但实际上，它是饱受战乱及流离之苦的希伯来民族现实生存斗争的直接需要和反映。正如我们在前面有关《旧约》教育思想中所分析的那样：虔敬上帝与维护民族统一是同一回事，上帝就是希伯来民族的象征。虔敬上帝就是获得民族认同，而优秀的道德品质可以增加民族的团结，增强人与人之间的亲和力，便于在险恶的世界中互相支持，互相帮助；恶劣的生存环境大大加重了生存危机，仅有对上帝的虔敬之情和优秀的品德还是难以在强敌环伺之下维持生存，所以智慧被摆到了突出的地位。为了达到虔敬上帝的根本目标，希伯来民族的先哲贤人们便把智慧看作上帝的能力的显示，是上帝给世人的赐福。这样，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便把理想与现实、生存与发展、社会需求与个人素质的要求有效地整合在一起，既可以给苦难中的民族成员无限的希望和信心，又可以立足于现实，教给年青一代生活与生存的知识与能力，使年青一代既能保持本民族的优良传统，又具有高度的灵活性和极强的生存适应能力，从而为希伯来民族在强敌追杀与颠沛流离的艰难困苦之境中繁衍生息、连绵不断，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

（二）教育内容

就《次经》一书的记载来看，当时希伯来人的教育内容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现实的需要而大大地丰富了。就我国目前划分教育内容的标准来看，当时已具备了宗教教育、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内容，尽管有些记载极其零碎，但从中我们也可以窥知《次经》中希伯来人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情况。

1.宗教教育

虔敬上帝一直是希伯来人教育的核心内容，所以，宗教教育始终在希伯来教育内容中占据核心地位。“噢，我的孩子，要遵行我的教导。虔诚地崇拜上帝，行事要取悦于他。”[123]“一定要牢记，诚诚实实赞美上帝。”[124]当时的宗教教育主要包括虔诚地崇拜上帝、赞美上帝、礼拜、节日仪式、故事讲解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故事讲解，例如，《多比传》《尤滴传》《三童歌》《苏撒娜传》《彼得与大龙》等，都是借着主人公的行为事迹来宣扬上帝的公正与伟大，从而要求人们绝对地信仰和服从上帝，以便逢凶化吉，转祸为福。

2.德育

《次经》的德育思想比较丰富，不仅包括强烈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而且包含个人品德修养及生活礼节诸方面的行为规范。

（1）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思想

《次经》有一个明显的倾向，就是大大加强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的教育。如《马加比传》不仅是一首辉煌壮丽的民族史诗，而且极其强烈地宣扬了爱国主义、民族主义精神，给人们极其鲜明的观念：只要虔敬上帝，胜利一定属于希伯来人，这极大地激发了希伯来人的政治、民族热情。其中，《以利亚撒殉教》和《母子殉教》的故事，更给希伯来人树立了信教爱国的光辉榜样。前者讲述了一名叫以利亚撒的老年经师因不肯吃猪肉而欣然走上刑场被敌人活活打死的故事；后者则讲述了一位犹太母亲和她的七个儿子在被割舌、剥掉头皮、砍去手脚、扔入烧红铁锅的酷刑之下仍毫无惧色，慷慨就义的故事。这不仅可以激起希伯来民族强烈的仇恨与愤慨，而且可以激起民众反对异族的暴政，争取民族独立的决心和信心。

（2）个人品德修养

在个人品德修养方面，《次经》中论述得多而具体，主要的道德品质包括诚实、公正、恤贫、克己、谦虚、孝道等。要求通过一定的教育，培养出这些道德品质，从而赢得上帝的信任与慈爱。例如，“诚实待人，公义处事”[125]；“济贫要比囤金好得多”[126]；“如此仗义疏财，将会救你们脱离死亡，将会洗净你们的一切罪恶。那些济贫之人将会过上充裕的生活”[127]；“培养你的孩子遵行正道。要教导他们，一定要救济穷人”[128]；“救济穷人便可以赎罪，正如水可以灭火一样”[129]；“忍耐终将结下喜乐之果。沉默不语，以待时机，你将美名扬”[130]；“儿呀，你要凡事谦卑，人们重视谦卑胜过礼物。你越是伟大，你就越是谦卑；那样上帝才会喜爱你。上帝的权能是伟大的，他受到谦卑者的荣耀”[131]；“谦恭会赢得荣耀与尊敬”[132]；“如果你们尊敬父亲，你们就会赎掉罪过；如果你们荣耀母亲，你们就会获得巨额的财富。如果你们尊敬父亲，日后你们自己的孩子也会使你们幸福；上帝将倾听你们的祷告。你们孝敬父母，便是顺从主，主将使你们福寿绵长。要孝顺父母，就好像你们是他们的奴隶”[133]；“无论是谁，抛弃了双亲，或者惹双亲生气，那就如同诅咒上帝一样；那他便是将自己置身于上帝的诅咒之下了”[134]。

（3）生活礼节行为规范

《次经》还对希伯来人的生活礼节行为规范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建议，便于人们养成行为习惯。如在交友方面，强调要有礼貌，和气待人，“如果你礼貌和气，那你就会赢得许多人的友谊”[135]，而且要慎重择友，不可乱交滥交，“交朋友时，切不可过早地相信他们；要待他们自我证实可靠之后再相信”[136]。与他人关系方面，要以友情为重，“切莫为银钱而出卖朋友”[137]。婚姻方面，“切莫失去与聪明贤惠的女子结亲的良机”[138]；“如果你有一位贤德的妻子，那就不要与她离婚”[139]。与子女关系方面，“如果你有儿子，那就要教育他们”；“如果你有女儿，那就要叫她们保守贞操，不要过分放纵她们”[140]。对于父母，“要记住生育之恩”[141]。对于仆人，要善待、爱护，“切莫亏待一个忠于职守的仆人，切莫亏待一个为你尽力工作的佣工，要像爱护自己那样爱护聪明的仆人，并且给他以自由”[142]。旅行方面，“旅行会使你更加聪明”[143]。献祭之时，要奉祭自己劳动所得，祭物要丰盛，不可弄虚作假，“要用丰盛的献祭来赞美主，不要吝啬初熟的谷物”[144]；“依靠来路不明的供品，那他是不会接受的”[145]。

3.智育

《次经》中的智育内容主要是通过律法的学习来获得智慧，从而具备应事适变的能力与技巧。在古希伯来人看来，智慧是个人生活所必需，“全神贯注于智慧便可获得丰富的知识”，“如果你寻找她，你就会顿觉心里平安”[146]；智慧是社会安定的基础，“明智者愈多，世界愈安全”[147]；智慧是上帝的参谋，“她熟悉上帝的奥秘，并且帮助他决定活动日程”[148]；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良好品德来自于智慧，“所有美德皆是智慧的杰作：正义与勇敢，克制与知识。生活为我们提供的价值莫过于此”[149]；“即使一个人尽善尽美，如果没有来自你的智慧，也将被认为毫无可取之处”[150]。所以，“上帝最爱者莫过于朝夕陪伴智慧的人”[151]，而智慧来自万能的上帝，“博大智慧，来自天主，智慧与他，永世相随”[152]，“智慧即是律法，这律法实际上也就是至高上帝的圣约”[153]，所以爱智便是遵守上帝的律法，只要虔敬上帝，即使“忠信者尚在母腹中，便已获得智慧”[154]。“敬畏主，便是最丰富的智慧”，“敬畏主，便是智慧之花”，“敬畏主，实乃智慧之根”[155]，律法的学习与对上帝的虔敬又紧密结合在一起。由此可见，《次经》中智育内容的安排仍然是为虔敬上帝服务的，体现了希伯来人挽救民族危亡的良苦用心。

4.体育

在古希伯来人的观念中，体育在整个教育内容中并不占重要地位。尽管他们认为：“健全的体魄和开朗的性格比金子和钻石还要宝贵得多。”[156]但是他们同样坚信：使人身强体壮的并不是体育，而是上帝。所以他们说：“使人强壮者莫过于侍奉上帝”[157]，这样，体育便在《次经》中记录极少，不过我们可以窥知古希伯来人对于体育的看法。

5.美育

古希伯来人因受宗教教规的束缚，对于美育论及较少，但与体育相比较而言，还是较为认真的。例如，他们在对美的看法上，注重实质而非形式，因为他们认为形式并不代表实质，形式只是表象，并不真实。所以，他们以智慧为美，“智慧之美赛过太阳与群星”[158]；反对只注重外表而忽略其内在美的倾向，“不要见一个人外表好看就夸奖。另外，也不要见一个人其貌不扬就冷眼相待。同大多数会飞的动物比较起来，蜜蜂何其藐小，然而，它酿的蜜是最甜美的食品。切莫取笑一个衣衫褴褛的沦落人”，“有许多国王最终沦落为庶民，他们的王冠却被默默无闻者夺得”[159]。由此可见，古希伯来人的美育注重正确审美观念的确立和审美能力的陶冶、培养，而不只注重外在形式的观摩与创造，所以古希伯来人在建筑、雕塑、绘画等方面对世界贡献不大。

（三）教育教学的原则与方法

在《次经》中，古希伯来人的教育教学原则及方法与他们对教育教学现象的规律把握及人性的认识、儿童观紧密相连。随着时代的进步和知识的积累以及其他外域文化的影响，到了《次经》时期，古希伯来人对于教育教学的规律有了更深的认识，所以在教育教学的原则及方法方面也有了更多的科学性和灵活性。

在《次经》中，古希伯来人已意识到教育教学的本质在于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来培养人，而且要有专门的空余时间来学习，所以他们认为教育子女是父母的责任，也是父母的义务。“养活一个没有教养的孩子是父亲的耻辱，如果是个女儿，耻辱就更甚。”[160]“一个追求知识的学者必须有学习的时间，他必须从诸般事务中摆脱出来”[161]，从而他们要求教育教学由父母监督，及早进行，“从小就教育他们约束自己”[162]，而且要在固定的学习时间勤奋攻读，勤于思索。“他要探索所有古典作家的全部智慧，专心致志地考究先知书。他记录名人的演说，熟练地解释比喻。他研究箴言的含义，并且能够讨论比喻的晦涩难点。”[163]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希伯来人的教育教学把独立思考与钻研探讨放在了重要地位，与《旧约》中只强调口耳相授、死记硬背的教育教学方法相比，是大大前进了一步。

从对人性认识的角度出发，一方面，希伯来人认为人各不同，“智慧之主使他们各不相同，又给他们各不相同的任务”[164]，所以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因材施教。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人有聪明和愚笨之分，所以，对愚人的教育教学也是白费力气，“愚人的头脑如同漏底之瓶，装进多少漏出多少”[165]；“教育笨蛋如同黏合破罐，如同唤醒酣睡的人。向一个笨蛋解释什么事情就如同向一个睡汉解释什么事情一样，当你解释完了的时候，他还会说：‘什么呀，再说一遍吧？’”[166]相反地，对愚人进行教育教学还会增添他们的痛苦，“教育对于愚人来说，如同手铐；教育对于智人来说，如同金镯”[167]，所以，他们要求放弃对愚人的教育，“要避开他们，以免他们玷污了你，这样你才能得以安宁，不受他们愚蠢行为的干扰和破坏”[168]。他们认为对愚人的教育是一种负担，无可救药，“这种人是一种比铅还重的负担，他们只配称为‘混蛋’。担得起一担盐铁砂，却抬不起一个大傻瓜”[169]。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极其错误的教育思想。

同时，古希伯来人已注意到环境对人的影响。“如果你接触柏油，柏油就黏附在你身上，如果你跟傲慢之徒为伍，你就将变得跟他们一模一样”[170]，所以，对人进行教育要慎重选择教师及环境，“不要拜访愚人或者与他们长谈”[171]，“耳听愚人之言，如同负重旅行，然而智人之言，却使人如释重负”[172]。

在《次经》中，古希伯来人认为儿童的身心发育尚未成熟，具有很强的可塑性，而且他们生性顽劣，只有运用严厉的纪律和惩罚才能取得相应的教育教学效果，所以在希伯来人的教育中，鞭打体罚蔚然成风。他们认为：“有些时候，对孩子进行说教就如同早晨对人唱歌一样地不合时宜。然而，鞭打在任何时候都是最佳的教育方法。”[173]而且，体现父亲对儿子的爱护，就要看他对儿子管教所采取的措施，“爱孩子的父亲常常鞭打自己的孩子”[174]。“从小就要鞭打他，使他尊重你的权威。”由此我们可以想见体罚之烈和管教儿童之严的程度了。严厉的体罚并不足取，但古希伯来人在教育孩子其他方面的教育教学思想仍有其积极意义，值得我们借鉴。如不要溺爱孩子，“一个溺爱孩子的人，将不得不包扎自己的伤口”[175]；教育孩子要得法，“一个教子有方的人，不仅可以在朋友面前引以为荣，而且还可以使敌人羡慕”[176]；不要娇惯、放纵孩子，“没有驯服的马难以驾驭，没有教养的儿子也不例外。如果你娇惯自己的孩子并且跟他玩耍，他就会令你失望，（他会）成为惹祸的根苗”[177]，“小时候不要放纵他，不要原谅他的过失”[178]，“否则，他就会固执己见，狂妄不羁，只能令你悲痛悔恨”[179]。要教导孩子勤劳，不能偷懒，“懒惰的人就像粪堆一样，令人讨厌，谁也不愿意走近他们”[180]；要让孩子参加必要的劳动，不能养尊处优，“必须管教你的孩子，要他干活，否则他就会成为你的累赘”[181]；等等。

第五节 《伪经》中的教育思想

一、《伪经》述略

《伪经》[182]（Pseudepigrapha），意即“《圣经》的模拟作品”或“《圣经》的伪仿作品”，也称外传。因其所写的人物都是《希伯来圣经》中出现过的，但作品又不属于《希伯来圣经》正典之列，更不包括在希腊文《七十子译本》和《拉丁文译本》之中，而且书卷的作者名字均属虚构假托，因而被称为《伪经》。其成书年代约为公元前200—200年，内容主要包括启示录、历史故事、智慧书、诗歌等。《伪经》的范围没有公认的界限，篇目也不统一。查理斯（R. H. Charles）曾编写过一本近千页的《伪经集》，共收17卷，但有些卷目与公认的《次经》卷目不符，如把《马加比三书》编入《次经》，把《次经》中的《以斯拉篇》又抽出来放在《伪经》里。从我国目前出版的《犹太教百科全书》和《基督教百科全书》来看，公认的篇目主要有《禧年书》《亚里斯提的书信》《亚当与夏娃传》《以赛亚殉道记》《马加比三书》《马加比四书》《撒督残篇》《以诺一书》《以诺二书》《巴录二书》《巴录三书》《西比路巫语》《摩西升天记》《所罗门诗篇》《十二族长遗训》《犹太教父训言》《阿希加尔故事》等。

《圣经》学者们一般依文字，把上述作品分为巴勒斯坦伪经（原文用希伯来文、亚兰文写成）和亚历山大伪经两类。亚历山大伪经原文用希腊文和斯拉夫文写成。巴勒斯坦伪经主要有《以诺一书》《禧年书》《十二族长遗训》《以赛亚殉道记》《亚当与夏娃传》《所罗门诗篇》等；亚历山大伪经主要包括《亚里斯提的书信》《西比路巫语》《马加比三书》《马加比四书》《以诺二书》等。《撒督残篇》《犹太教父训言》《阿希加尔故事》则是查里斯加进去的篇目。

二、《伪经》中的教育思想

在《伪经》中，古希伯来人的教育目的仍以培养虔敬上帝，具有正义感且品德优秀，具有学识智慧的人为其核心，但在对人的素质要求上，较之其他诸经更加注意民族精神的培养和强健体魄的追求，因而显得更具有现实性和进步性。

《伪经》中对于虔敬上帝的思想感情的培养，不再以正面的宣扬来进行灌输，而是通过反面的事例来进行教育。例如，《以诺一书》通过对审判前各种各样可怕刑场的描写（见《伪经·以诺一书》第21章、22章），以及罪人灵魂被囚在漆黑的大山洞中，而义人的灵魂处于光明水泉之中的对比（同上），指出“光荣的上帝，永生的主，已经为正义做好准备，祝福他们（指虔敬上帝之人），已经创造好了，并已应许赐给他们（长生香树果）”，“在他们活着的日子里，无灾无害，没有痛苦和患难去侵犯他们”。强调只要人人虔敬上帝，就可以使自己及家人获得财富，得到幸福，并可使灵魂上天堂，正如在《约伯遗命》中所描写的：约伯不仅重新获得了健康和原有的财产，而且他与其子女在死后，灵魂都进入了天堂，永享欢乐。

在《伪经》中，希伯来人同样认为要虔敬上帝，就要行义人之道，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否则，将会遭到上帝的严厉惩罚，正如《以诺一书》中描绘的罪人与堕落天使所受的审判及其刑罚。《十二族长遗训》也以各位族长所犯罪行及由于犯罪而引起的报应告诫后人：罪是人的内在邪恶欲望引起的，要虔敬上帝，获得上帝的佑护与赐福，就要禁情欲，戒贪婪，消仇恨，去虚伪，忌骄傲，要诚实，远离不义，远避诱惑，广行善事，“让你的家门敞开，使贫穷人做你的常客，不要与有夫之妇闲谈不休”[183]。在他们看来，“世界的根基有三：公正、真理、和平”[184]，只有虔敬上帝，遵守律法，才能使人与人、人与世界保持一种和谐关系，否则，邪恶的欲望将会膨胀，驱人走上犯罪之路而置人于死地，“嫉妒、贪欲和野心，驱人于死地”[185]。虔敬上帝，行上帝之道，还要保持自身信仰的纯洁性，不可信奉其他的神，搞别的偶像崇拜，否则就会有种种灾难和惩罚降临。

在《伪经》中，德育将正义看作一切的基础，例如，《以诺书》第48章写道：

在那里，我看见正义的水泉，

那是永不枯竭的水泉，

在它的周围有许多智慧之泉。

一切干渴的人饮用了它，

就会充满智慧，

并和正义、圣洁、被选者同住。[186]

《伪经》中的德育内容除了加强自身修养，克制欲望，保持信仰纯洁之外，培养民族自豪感、自信心及为国捐躯、勇于牺牲的爱国情怀，也是一个重要的方面。例如，《亚里斯提的书信》通过72个译员用72天译完《摩西五经》的故事，借托勒密二世对译员的异常敬重及译员对《摩西五经》的高度评价，充分地表达了希伯来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巴录二书》及《马加比三书》两部作品分别通过对希伯来屡遭不幸原因的探讨及对未来世界美妙景象的描绘，以及埃及托勒密四世妄图用灌醉了酒的500头大象来踩死全部希伯来人的诡计为上帝所破坏，转而信奉上帝的故事，给予饱受磨难、流落异乡、前途渺茫的希伯来人极大的安慰，从而增强了他们的民族自信心；《以赛亚殉道记》则通过先知以赛亚的事迹，歌颂了先知们为民请命、为国捐躯的崇高精神；《摩西升天记》更借助摩西的预言——未来世界只有乐园和阴间存在，乐园是希伯来人的居所，阴间是外邦异教者的居所，把民族主义精神发挥到了极致。

在智育方面，《伪经》集中于人的理性精神的培养。在希伯来人看来，人的各种情欲和情感是从快乐与痛苦中产生的，欲望的满足将会产生快感，因此，情欲产生的正常程序是：先有欲望，然后是满足，再后是快感。他们认为人的欲望必须加以控制。理性是智慧的选择，只有理性才是德行的指南和情欲的主宰，它能够凭着谨慎和节制来控制人的贪欲、邪念和激烈的冲动，从而战胜迫害和苦难。按照《伪经》的观点，求生存的欲望是人最根本的情欲。因此，培养人的理性，关键就在于看人是否能为了信仰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如果以理性制服了最基本的情欲——求生的基本欲望，那么一个人也就实现了自己的生存价值。为此，《马加比四书》讲述了被捕的七兄弟和他们的老母亲的故事。七个兄弟在自己的母亲面前遭受了火烧、拔发、割舌、烧烙等种种酷刑，但他们没有一个屈服，而是慷慨就义。他们的老母亲也主动跳进火堆，宁死不降，成为理性战胜情欲的模范。由此可见，在《伪经》中，智育的目的同样服从于信仰的最高目的，能力的培养与德育同一，很好地实现了智育与德育的有机统一。在古希伯来人看来，“智慧即是律法”[187]，所以理性依赖于智慧，即是理性依赖于律法，培养理性只有依靠学习律法，只有理智地按律法办事，才会真正克制住情欲。信仰、德育、能力、知识都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

在体育方面，《伪经》中的教育思想比《旧约》《死海古卷》及《次经》中的体育思想大大前进了一步。他们已开始把强健的体魄视作虔敬上帝的必要条件之一，“你要勇敢如豹，轻快如鹰，敏捷如羚羊，健壮如狮子，去遵行天上的父的旨意”[188]。

在教育教学方面，《伪经》更加强调因材施教，认为“人各有所长，物各有其用”[189]。古希伯来人把人细分为四种，“有四种人坐在大圣贤面前，一种人像海绵，一种人像漏斗，一种人像滤器，一种人像筛子。海绵吸收一切；漏斗一边吸取，一边漏掉；滤器滤去好酒，留下渣滓；筛子筛掉糠秕，留下精华”[190]。强调人生而有所不同，必须区别对待，扬长避短。此外，《伪经》还强调了学习要善于见缝插针，“不要说等我空闲时我就读书，也许你将永远没有空闲”[191]；获得知识要有勇气与决心，要循序渐进，要懂得由博返约，粗中取精，要善于把握事物的实质所在，“害羞的学不成业，急躁的教不好书，纠缠事务的不聪明”。《伪经》强调了教育教学对于人的重要作用，“无教养的人不怕犯罪，粗俗的人不教虔敬”[192]。

总之，古希伯来人的教育思想以虔敬上帝为根本目的，以律法学习为基本内容，以道德修养为基本目标，这直接孕育了以后的基督教及其教育思想的种子，对世界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其过分重视宗教信仰而扼制了科学知识的传播与创造，从而阻滞了其理性思维的发展和创造精神的发挥，这也是其思想中的重大缺陷。当然，古希伯来人一贯重视学习与教育的传统，并且力图将树立信仰与道德教育、能力培养、知识传授有机结合起来的思想与实践，对日后犹太教育乃至世界教育的发展还是产生了积极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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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印度的教育思想（上）

——婆罗门教的教育思想

古代印度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根据地下发掘物，现在已知的印度最古老的文化是哈拉巴（Harappa）文化。哈拉巴文化形成于公元前2800—前2500年，兴盛于公元前2500—前2200年。哈拉巴文化时，印度已进入金石并用时期，已经有了青铜器、牛耕、外贸和文字，并出现了奴隶制的萌芽。在公元前18世纪中叶（1750年左右），由于现在还不能确切知道的原因，哈拉巴文化突然消失了。继之而来的是“吠陀”时代，约当公元前1500—前600年。吠陀（Veda）时期，社会向原始奴隶制度过渡。从欧亚草原南下的一支游牧部落雅利安人逐渐成为印度的主人。吠陀教逐渐演变成婆罗门（Brāhmana）教。社会成员划分成4个等级（种姓）：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是祭司贵族集团，享有最高特权；刹帝利是世俗统治集团；吠舍包括从事农、牧、手工业的小生产者；首陀罗是无产无权的奴隶。雅利安人在公元前1500年入主印度后，大约过了1000年，至公元前600年左右，才有了自己的文字——梵文。

公元前600年以后，印度进入“列国时代”，境内形成16个国家。由于商业的发展，社会矛盾的加剧，对婆罗门教的不满情绪的增长，印度进入了思想活跃、学派纷呈、百家争鸣的时期。当时反对婆罗门教的新思潮被称为“沙门思潮”，从沙门思潮中产生了耆那教和佛教。

佛教的创始人是悉达多·乔答摩（Siddhartha Gautama），即释迦牟尼（Śākyamuni），成道后称为佛陀（Buddha），意即觉者，简称为佛。释迦牟尼时代的佛教并不是一种宗教，释迦牟尼宣讲的是一种哲学、伦理学说；释迦牟尼不是神，不是神话人物，而是一位以哲学、伦理道德谆谆教人的社会教育工作者。释迦牟尼主持的僧众团体和“精舍”实即印度最早的学校。释迦牟尼在40年的教育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是一位成就卓著的大教育家，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大教育家之一。

公元前5世纪初，释迦牟尼去世后，原来统一的佛教团体逐渐分裂，这也和中国古代孔子、墨子死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的情形一样。佛教僧团中最先出现了上座部和大众部的分歧，以后从上座部和大众部中各分化出许多派别，从此佛教进入部派佛教时期。特别是大乘佛教形成以后，原始佛教的哲学—伦理性质逐渐向宗教—神学演化。

由于哈拉巴文化留下的遗物太少，现在还不可能知道哈拉巴文化时期的教育思想情况。下面分婆罗门教、佛教、部派佛教三个阶段，探讨古代印度的教育思想。本章先研究婆罗门教的教育思想。

婆罗门教是印度正统的宗教派别，在印度居于一种全民宗教的地位。它不仅是一种宗教信仰体系，更是一种社会组织制度。婆罗门教的源头主要是由欧亚大陆迁移至印度次大陆的雅利安人神话信仰系统，这一信仰系统与古希腊罗马、古波斯神话信仰有着非常密切的亲缘关系。据学者考证，雅利安人曾经历过印度—欧洲共住与印度—伊朗共住两个时代。《梨俱吠陀》中的神系与欧洲神系同源，说明在远古曾有过一个印欧共住时期；而吠陀神系与琐罗亚斯德神系之间惊人的接近与其间微妙的差异，大约说明了印度与波斯雅利安人由共住而分裂的原因，印度雅利安人由古波斯向南亚次大陆的迁移大概就起因于雅利安人内部神系的分裂。然而，婆罗门教并非纯粹的雅利安人宗教。如果说雅利安文明是婆罗门教主流的话，那么，古老的印度河文明则构成婆罗门教生长中绵延不断的暗流。印度本土原住民达卢毗荼人（Dravida）、科罗利耶人（Kalaria）的文明与信仰都影响了婆罗门教的产生，同时也在雅利安文明的影响下得到发扬。实际上，后世印度教的产生就是婆罗门教中本土因素的复兴。早期婆罗门教的历史发展经过了萌芽、成熟与发展几个时期。其中，吠陀时代是婆罗门教的萌芽时期，《梵书》时代是成熟时期，《奥义书》与《经书》时代是发展时期。此后，就进入了学派时代，婆罗门教内部诸学派自由的哲学探讨取代了神学的论证与烦琐的祭祀规范，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Śramana）思潮也应运而生。根据德国印度学者多伊森（Deussen）的区分，印度早期婆罗门思想经过了神话、神学与哲学三个阶段。吠陀时代是神话时代，《梵书》时代是神学时代，《奥义书》则是哲学时代。实际上，每一个阶段都蕴含了这样三种倾向，只是侧重不同而已。在不同时代思想体现的精神内容上，婆罗门教思想经历了由祭祀主义、苦行主义向瑜伽主义、出世主义的演变，宗教气质由因循旧俗的、以祭祀邀神宠的、求现世之福庇的传世宗教，逐渐演变为苦行以砺意志、修行以积资粮的、求来世果报的解脱宗教，进而将传世宗教完全改造为自觉创造之理性宗教。此即由婆罗门教发展至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的精神史的线索。下文我们就以吠陀时代、《梵书》时代、《奥义书》与《经书》时代的划分来研讨婆罗门教的宗教思想内涵，把握其中精神发展的线索，并寻绎其中的教育思想因素。

婆罗门教是印度教育思想的主流。印度的教育实际，无论教育制度、教学科目，还是教育理想、教育方针与教学方法，都与婆罗门教有着内容与形式上的关系。不同时期的婆罗门教思想具有不同的教育思想特征，也影响着不同的教育实际的形式和内容。因此，从不同时期婆罗门教思想中的神话、神学与哲学成分来勾勒不同时期的婆罗门教思想的精神气质，并从对这一精神风貌的把握中理解其教育思想的特征，及其教育实际的形态，是本章的一个基本思路。

第一节 吠陀时代的教育思想

一、吠陀文献的构成与婆罗门教思想的历史状况

吠陀是婆罗门教的圣典，主要是赞神的颂歌和祭祀祈祷文。吠陀原意为知识，在汉译佛经中有韦陀、皮陀等音译，又有“智论”“明论”等意译。婆罗门教把吠陀视为古圣人受神之启示而诵出的天启经典，是神之智慧的显现。吠陀名义上有广义与狭义两种所指，狭义上指四部吠陀本集，即《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广义吠陀则包括本集，以及对本集的注释之《梵书》，涉及秘密教义的《奥义书》，详细规定生活与祭祀仪轨的《经书》等。

四部吠陀本集形成于不同年代，而且在内容上也有本末之别，但在祭祀形式与祭官制度上，四部圣典之间有着紧密的联系。古代印度有四种祭官，请神之官名劝请者，赞神德之官名咏歌者，供养神之官名祭供者，司祈祷之官名祈祷者。其中，劝请者是统领祭祀全体之官。《梨俱吠陀》即是劝请者所用，是其中最古老的本集，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500年，为印度雅利安人居住于五河流域时天然歌咏之诗篇，由1028首诗篇组成，共有10552颂，集成10卷。《沙摩吠陀》是把《梨俱吠陀》中的诗篇配上曲调而用来歌咏的本集，共有1549首，大多见于《梨俱吠陀》，是咏歌者所用的经典。《耶柔吠陀》为祭供者所用之典，其中大多为《梨俱吠陀》中未有之祭词，与《梨俱吠陀》有很大不同。该圣典大约形成于公元前1000年。

广义的吠陀包括《梵书》《奥义书》《经书》等。各吠陀都有自己的本集、《梵书》（含《奥义书》）、《经书》三个部分。《梵书》是从神学上解释本集中祭祀的礼仪以及相关理论的经典，一般由散文构成。《经书》是从制度上说明祭祀实行的种种规定，以及与吠陀宗教相关的社会生活方面的种种法规。《奥义书》是吠陀终极之义，即吠檀多，属于吠陀“极意”的内容，为从意义上探讨吠陀奥秘的典籍。《奥义书》与《经书》都是由《梵书》的组织中演化而来的。《梵书》由仪轨、释义与极意（吠檀多）组成，仪轨即《经书》的内容，极意是《奥义书》的内容。这一次序与婆罗门教学次序有关。教师最初教弟子狭义的《梵书》，授以祭仪的行法，次教以与此祭仪相关的意义，然后再教以吠檀多，使其明了吠檀多哲学之奥义。这样一个循序渐进的次序也说明了从《梵书》到《奥义书》的形成顺序。《梵书》形成于公元前1000—前700年，基本上与《耶柔吠陀》形成于同时；古《奥义书》形成于公元前公元700—前500年。与《梨俱吠陀》时代相比，《梵书》时代是婆罗门教的形成时代。这时的婆罗门教信仰已经脱离了《梨俱吠陀》时代的神话色彩，而组织成为祭祀万能的、婆罗门至上的、吠陀天启的宗教，并依据宗教神学的解释而形成以四种姓制度为主的社会制度和习俗法规。

由《奥义书》终期所发端的学派时代，实际上早已蕴蓄在《奥义书》当中。婆罗门教由于教条化、烦琐化的倾向而出现分裂迹象，自由探讨宇宙人生的沙门思想家大批涌现。婆罗门教内部相应地出现了自由与保守的两种倾向：代表自由倾向的是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代表保守倾向的是出现了以稳定婆罗门教传统秩序为目的的，对种种社会生活法规和祭祀仪轨做出详细规定的《经书》，《摩奴法典》是其中专门对社会生活进行规范化的《法经》中的一种。佛教，作为这个时代一个重大的精神成果，就形成于此时。

二、《梨俱吠陀》的思想内涵及其教育思想意义

《梨俱吠陀》思想内容中，最重要的是它的神话观念。除此之外，《梨俱吠陀》实际上已经包含有从祭祀的意义上对神话进行解释的内容，这可以看作《梵书》神学样式的原型；而且在《梨俱吠陀》最后一卷中，出现了几首探讨宇宙起源的具有哲学意涵的诗篇，这些又成为《梵书》与《奥义书》哲学内容的延伸。由此可见，作为神话时代的代表，《梨俱吠陀》中已经包含后世思想发展的因素和萌芽。因此，我们在探究《吠陀》，尤其是《梨俱吠陀》思想内涵时，就应该从其神话观念、神学解释与哲学倾向入手来深入分析。

（一）神话观

神话是人类初民对宇宙自然与人生现象的思考，是其认识水平、精神状况和生活环境的投射，是原始的宗教和哲学。因此，神话的内容主要是对自然和生命现象的神秘解释，这些解释反映了他们的情感和想象。神话主要是从人的角度对超人能力的想象和描摹，因此，神话中的诸神都具有人格形象，而早期神话的神化对象往往是自然现象。《梨俱吠陀》中的诸神基本上是对自然现象的神格化，如雷神因陀罗、火神阿耆尼、晓神乌莎等，均为自然现象的神格化。在自然神格之外还有一些属于低级崇拜的神格，如魔鬼、庶物等下层信仰的神祇，在《梨俱吠陀》中亦有萌芽，而在《阿闼婆吠陀》中逐渐成形。此外，还有一些以英雄人物之事迹转化而来的人文神话。诸多神话当中，于吠陀神话发展的晚期亦出现了抽象神格，这说明了当时人们精神水平的提高。

吠陀神话的诸多神格之中，并没有出现一个统率诸神的最高神，从客观上看是一种多神教，而就信仰者的情感状态来看则选择其中一神为信仰对象，这即是单一神教，又名交互神教（马克斯·缪勒，F. Max Müller语）。诸神之间的关系可以根据天、空、地三界来区分类属，也可以根据吠陀中出现的次数来区分其神级的高低，但并没有一种确定的标准。

关于吠陀诸神与众生的关系，一般而言，诸神与人类之间有一些亲属朋友式的关系。人神之间可以交通，人可以为神，神亦可以降为人，这表明人是具有神性的，而神亦似人。因此，人神之间可以交通的信仰就构成吠陀神话的一个重要特点。

人神之间交通的方法和渠道，主要有两种，一是祭典，二是咒法。祭典主要是与高级神之间的交通方式，而咒法则是与低级神的交通方式。在《梨俱吠陀》中，祭祀是主要的人神交通方式。吠陀神话中的人神关系完全是一种功利的交换关系。他们认为神虽是具有超人能力的存在，但在性格上与人并无不同，故需要以祈祷诉求和供物牺牲来讨神之欢心，以邀神之恩宠，庇佑现世之福荫。这就是祭祀存在的心理和情感前提。因此，举行祭祀典礼、祈祷献祭于神就成为吠陀宗教的核心关怀，吠陀文献中对神之赞歌亦全为祭祀而唱颂之歌咏。吠陀时代的祭祀还未完全制度化，一般在家庭中进行，许多仪礼的细则还未分化。日常简单的祭祀仪礼由家长负责执行，复杂的祭礼则由家长聘请祭官来执行。《梨俱吠陀》时代，祭官制度已经分化成熟，劝请者、咏歌者、行祭者、祈祷者四祭官的名目与职能已经确定。祭官于祭祀时所诵之诗句，原本并无一定，是随时而做的，后来逐渐形成固定的内容，这就是《梨俱吠陀》本集。

由于祭官制度的形成，祭祀的权力逐渐转由专门人才来实行。相传，吠陀由七圣人及其同族之人所传，这些人被视为神与人之间的交通媒介而受人尊敬。此七圣及其同族便是专门传习吠陀的天才系统，从这些系统中就产生出世袭的传诵吠陀的专门家庭。他们逐渐垄断祭祀权，形成一个以宗教为业的阶层，此即婆罗门种姓乃至整个种姓制度的起源。祭祀权的逐渐专门化，与祭祀仪礼和祭祀赞歌的固定化一同形成，具有固定内容的《梨俱吠陀》与统一的祭礼同时出现。这一过程实际上也是垄断吠陀知识和祭祀知识教学权力的过程。教授和学习吠陀知识逐渐成为婆罗门的义务和权利，其他人则无机会也无权利接触吠陀。最低种姓的人民根本无权接触吠陀，也就是无权接受文化知识的教育，其他种姓的人则必须经过婆罗门才能接触吠陀。“如果谁没有得到其教师（婆罗门）的许可，而能通晓吠陀，那是做了窃盗的行为，要遭受地狱之灾。”[1]婆罗门种姓对文化知识和教育的垄断，于此可见一斑。这样由吠陀中对神人之间交通的信仰便引申出关于人神媒介的圣人的信仰，由圣人的信仰进而推演出祭官制度和吠陀知识的垄断。这可以说是吠陀神话观念对印度教育思想和教育实际的一种深远影响的表现。专门家族垄断的吠陀知识采取心口相传的方式来传授和学习，由于吠陀天启的性质，所以对吠陀知识的教学主要是以保存为主的记忆，而不是以理解为主的意义传达。

在吠陀祭祀中，由于祭祀种类繁多，其中许多祭祀涉及大量关于祭祀对象的知识。以新月满月祭为例，它需要具备一定的天文知识，于是附庸于吠陀而出现了对于具体现象的知识探讨，这就是在《梵书》时代以后形成的吠陀支分的前身。从这些吠陀支分知识与吠陀的关系来看，当时人们认为一切知识都得自吠陀天启，因此，探讨这些知识的学科是作为吠陀的附庸而传世的。这些吠陀支分的萌芽中已经含有了后世世俗教育的许多因素，对后世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二）哲学观

婆罗门教中哲学思想的萌芽是从《梨俱吠陀》中几首具有哲学意味的诗篇开端的。《梨俱吠陀》形成的晚期，出现了抽象神的信仰。这些抽象神主要是一些立于自然神之上的关于宇宙原理而做的抽象的命名。这些诗篇中以生主、原人等神名来指称宇宙创造的原理，将它们视作统一宇宙万物的基础。这样，吠陀诗篇就有了由单一神论向一神论演变的趋势。

表述宇宙创造原理的诗篇在《梨俱吠陀》中主要是几篇创造赞歌。这些诗篇表达了一些共同的思想倾向，例如，以宇宙具有统一之原理，万物皆始自此一原理的开展。宇宙原理虽变化开展出万物，却并不因这种创造活动而对自身有所改变，它虽动而能生万物，但自体不变不动。诗篇中关于宇宙统一性的理解、宇宙原理与万物之间的生殖关系类型的能生所生样式，以及本体与现象之间动与不动的辩证统一等思想，成为印度哲学思想中关于宇宙本体论一元论解释的根源。

《梨俱吠陀》中的《无有歌》共有七颂，主要探究宇宙终极实在及其与万有之间的生成关系。诗歌设想宇宙终极实在为非无非有、不生不死的“太一”（tadekem，又译唯一物、彼之一、那一个等），作为无无之境的终极实在。这已经脱去了神话色彩，而具有了思辨的意味。“太一”，与希腊创造神话中混沌状态（chaos）相当，亦称之为无光的波动界。颂歌云：“太一由于自身的力量呼吸而无气息，此外没有其他的东西存在”[2]，“那太一为虚空所掩，由于自身的热力而产生出来。”“此后最初的爱欲在太一中显现出来，它是产生思想最早的种子。”[3]为虚空所包之“太一”，依于“热力”（tapas，即苦行）而开展出自身，爱欲（kama，即业）于其中显现出来，成为思想（manas，即心识）的种子（retas）。种子便是有与无之间的锁链。颂歌又云：“圣人们用智慧在心中探索，找出‘有’生于‘无’之间的联系。”[4]圣人们的探索便是依于种子而内省于心，最终达到对终极实在的洞察。这首《无有歌》已经呈现出印度哲学传统中一些重要的思想萌芽。如上文中提到的以爱欲（业）为宇宙开展的动力源，并把这一动力源视作心识种子联系有与无等，成为后世大乘唯识学的思想根源。在这首颂歌中，最能表明《梨俱吠陀》末叶精神发展状况的是关于“tapas”的观念已经成熟。“tapas”在这首诗中指“热力”，是开展出爱欲（业）的根源，成为宇宙生成的原因。这个词后来具有了“苦行”的意义，在一定意义上，苦行就是通过对爱欲的控制以达到止灭热力——生命力——目的的工具，实际上也是一种洞察宇宙真实的手段，更是伦理思想的萌芽。这样，吠陀宗教就具备了由一种神话的世界观向哲学的主体自觉的世界观演变的可能性，在祭祀之外，以解脱为核心的人生问题逐渐成为吠陀宗教的关怀，终于在《梵书》时代形成明确的教义。

《生主歌》将《无有歌》中的“太一”（“彼之一”）从人格形象方面来表述。这首赞歌又名《金胎歌》，“金胎”是太阳的人格化，是太阳生生之力的具体化。它首先是一种创造之神，以生主为“原水”，其中产生胎子，生天地，并定天之两极，产生所谓天河、海洋和雪山，以自己的影子做不死之神与生死之人；其次，生主还是一种主宰之神，是万有的唯一之主，居于神界之上，管理四足、两足生物和神界，施以赏罚。《造一切歌》进一步赋予此最高之神以具体的形貌。诗云：“四方有眼、四方有面、四方有臂、四方有足之唯一神，以其腕与翼，煽锻天地。”[5]这种四眼四面四足四臂之神可谓后世梵天之原型，而且其中又有将万有全体视作一种大人格表现的倾向。《祈祷主歌》把宇宙的本原看作祈祷主，宇宙即为它所创造。但它的创造行为所用之材料不在自己之外，而是由无中生有，“有”即根本物质，在赞歌中称为神母，由此根本物质而生成天地万有。到此为止，吠陀诗篇中的宇宙本原已经具有了梵天的基本特征，以梵为最高原理的思想已经渐具雏形，婆罗门教的信仰系统初具规模。

《原人歌》把祭祀次序与宇宙创造次序联系起来而确立一种世界观，宇宙本性与人类本性同一的思想得到明确表达，把宇宙视为巨人的发现和进化。它是《梨俱吠陀》中最晚期的作品。由原人生出之物有五类，一为鸟兽家畜野兽等，二为四吠陀，三为人类四姓，四为日月火雷等诸神，五为三界地极，包括了有情无情一切存在。其中，对四种姓的等级规定成为四种姓制度的圣典根据。《原人歌》以原人的不同部位来匹配四姓和万物。其中，头部生天界：由耳生方位，由眼生太阳，由鼻息生风，由口生因陀罗、阿耆尼以及婆罗门族；由脐部生空界：心生月，臂生王族；由足生地界：腿生吠舍，足生首陀罗。四姓制度由宇宙创生次序决定，奠定了婆罗门教社会制度的经典基础。

《梨俱吠陀》中的哲学诗篇在信仰与社会两方面为婆罗门教的形成提供了经典的依据。在信仰方面，以梵为最高原理，以tapas（热力、苦行）为宇宙创生原理中的一个环节的思想已经基本定型。在此意义上，《阿闼婆吠陀》确立了梵行者的概念。所谓梵行者，是吠陀学生之意，指在一定时间内，依于导师学习吠陀、修习苦行之人。《阿闼婆吠陀》把这些借修苦行而达于梵之学生看作创造神的代表。由此可知，在以传授吠陀知识为主的早期婆罗门教育中，由于梵天与苦行思想的成熟，而逐渐形成了于学习吠陀知识之外的修学道路，即所谓苦行。苦行的出现，在教育意义上意味着在知识教育之外，更注重道德修炼，使智与德结合起来。婆罗门教作为一种救赎宗教的形态已经萌芽，而这一点正是成熟的印度宗教与哲学的根本精神所在。

苦行的出现预示着教育传统的改变。从前以传授吠陀知识为主的，以祭祀为目的的，由世袭婆罗门家族垄断的教育传统开始松动，一种新兴的、以人生问题为主要关怀的群体开始出现。他们对祭祀的意义做象征性的解释，以苦行来补充或取代祭祀，认为个体通过苦行的锻炼是可以与神交通的，而不必经过或仅仅经过祭司的媒介，从而提高了个人的主体性的意义，淡化了个人对中介祭司的依赖、屈从，强调了个人的主动性、自动性的价值。作为这种风气的结果自然会在教育上动摇世袭的教育体制，而在世袭家族之外兴起一个新的以传授苦行经验知识为主的教育系统，为在《奥义书》时代刹帝利阶层获得教育权力埋下了伏笔。另外，在教育理想上，由于苦行的出现，解脱救赎的目的逐渐取代了祭祀的目的，为教育内容由祭祀的知识演变为解脱的知识奠定了基础。这些都可以看作吠陀时代末叶教育思想的一种变化趋势。这一趋势反映了从单纯宗教教育向关怀现实人生的教育的转变，宗教教育中增加了世俗教育的色彩。这一趋势在《梵书》中得到神学化的表述，在《奥义书》中真正实现了转变，而在学派时代完全成熟。

三、《梵书》的思想内涵及其教育思想意义

《梵书》的时代是婆罗门教确立的时代。这一时期，吠陀宗教的教权已完全为婆罗门种姓掌握，祭祀万能、吠陀天启、婆罗门至上三大纲领完全树立。在教育上，教学权完全为婆罗门掌握，教学亦以教权的传承为第一要务。《梵书》正是这一时代风气的体现。

关于《梵书》的性质，一般而言是发挥《耶柔吠陀》解释祭祀礼仪的神学化旨趣而成的吠陀解释书。《梵书》的内容是以祭祀为中心，穿插着大量的神话、解说以及关于宇宙本原的哲学探究等繁杂的内容。

在《梵书》的哲学思想中，阿特曼论与解脱轮回思想不仅对后世《奥义书》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而且最能代表《梵书》承上启下的思想地位。阿特曼思想在《梨俱吠陀》中的原人观念中已经初露端倪。原人说以自我的立场，求宇宙的原理于自我之中的思想倾向，由小宇宙与大宇宙之间的关系，推导出人之本性与宇宙本性之间的对应关系，又根据这种对应关系而得出宇宙之我与个人之我之间的统一。这样一种人格本位的考察，以原人为第一步，以生气为第二步，由生气而渐进于内向的实我，由这一实我推演出去而成宇宙之原理，使这一宇宙原理由原人、生气而成为一种具有灵魂的终极实在。从阿特曼意义上解释宇宙原理，梵也具备了阿特曼的意义，为《奥义书》中的梵我合一奠定了思想基础。

轮回观念是《奥义书》时代以后印度的共同信仰，是一切宗教哲学的核心问题与终极关怀所在。轮回观念是在《梵书》中基本成形的。轮回观念的起源同业与主体的思想相关，在《百道梵书》中即有以业力为轮回解脱之因的思想。书中说：“为善者当受善生，为恶者当受恶生，依净行而净，依污行而污。”[6]又云：“死后之灵魂悬于天秤，视其善恶之业以行赏罚。”[7]这对轮回与业力之关系有所揭示。业的思想起源于下层信仰，业的本质一般而言是指一种依附于生理与心理的力量，最早在《阿闼婆吠陀》中就已经出现了罪与罚之间的相应关系。业的思想的产生必然伴随着自我同一思想的产生，如无同一之自我，善恶之责任将失去承担者，因此，业说的出现应该与阿特曼思想的成熟有关。这样我们可以认为，《梵书》中阿特曼思想的成熟与业说的出现是有着一定内在联系的，而阿特曼思想与业说的成熟自然会带来轮回观念。尽管《梵书》还未对轮回之不同境界、业的不同结果、灵魂在轮回中的状况进行明确的解说，这些都要在《奥义书》时代才能完全成形，但轮回思想在《梵书》中已经具备大致的雏形。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梵书》中阿特曼的思想，使得轮回观念成为印度文化中一个具有本质特征的存在。

《梵书》中阿特曼思想的成熟意味着主体观念的自觉。主体的觉醒应该说是《梵书》在制度化、神学化祭祀仪礼与社会生活的重要成果。这表明婆罗门教在制度上成熟之后也已经基本具备了救赎宗教的精神特征，意味着婆罗门教的全面确立。在教学上，由于婆罗门教的制度化，出于传承教权、维护教统和本集团的权益的目的，出现了对教学权力的垄断。此外，婆罗门教的四期制度也于此时期渐具雏形，修学逐渐制度化。同时，主体的自觉带来了教育理想的一定转变，以祭祀知识为主的教学内容中加进了以林栖苦行修炼的内容，解脱知识的获得成为祭祀之外的一种重要知识。

第二节 《奥义书》与《摩奴法典》中的教育思想

一、《奥义书》的思想内涵及其教育思想意义

《奥义书》是由《梵书》中“极意”部分的内容发展而来的。在《梵书》中，哲学因素混合于祭祀的内容之中，一切解说都以祭祀为主。然而，随着轮回思想的兴起，祭祀求福已不能满足人们的需要，追求彻底的解脱已经进入印度思想精神界。此外，自《梨俱吠陀》时代以来即已存在的探究宇宙真实本原的哲学倾向也愈来愈发挥出强烈的影响，使得哲学的探究逐渐脱离祭祀神学的束缚。《梵书》中确定的婆罗门三大纲领由于刹帝利王权的扩张而逐渐动摇，开始反对拘泥于祭祀形式的婆罗门教传统，而强调突破婆罗门对教学权力的垄断，进行一种与人生实际相关的学理探讨与宗教实践。于是，尽管《奥义书》仍然是婆罗门教的产物，但在其中已经具有了一些反婆罗门的自由思想因素，成为后世学派时代的思想、精神根源。适应这样一种趋势，教学权也逐渐由婆罗门之手而移入刹帝利种姓，以王室为中心形成一些新的教学中心；在教育思想上也由以祭祀为主的知识传授和教权维护，演变为以解脱觉悟为主的真理追求与经验传授。婆罗门教在《奥义书》时代完全实现了其从一种传世宗教向救赎宗教的精神转化。

《奥义书》中的阿特曼思想是婆罗门教思想成熟的一个重要表现。自《梨俱吠陀》以来，从主体内部求宇宙之本原的思想已经成为婆罗门教哲学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思路。《奥义书》在原人、生气与心的基础上继续深入对主体的探究，逐渐脱离经验的意味而进至一个绝对的超验的境界，达到一种纯粹主体层次的认识。在《圣特格耶奥义书》中，乌达那克曾以一个譬喻教导其子，问他剖开榕树的果实，并取其中的种子再剖开，其中还有什么东西存在？其子答道看不到什么东西。其父便道：“由汝所不能见之微细物中，发生广大之榕树矣，此即阿特曼也，此即你也。”[8]这即以阿特曼为不可见之超验存在的证据。《奥义书》中关于阿特曼的思想通过四位说与五藏说加以组织，最能说明阿特曼思想的深入过程。《布利哈德奥义书》中以醒、梦、熟眠、死四位来解释人的四种状态。醒位时主客观对立，心受外物制约，为最不自由的状态；梦位虽以心为精神之主宰而产生万象，但所用材料仍是醒时之经验，还未完全自由；熟眠位与死位则是精神毫不受外物影响、左右的状态，是自我呈露其自体之位，除自己所发之光明外，并无其他之物与之相对。因此，后两位是理想之境，是“最上之归趣，最上之安乐，最上之世界，最上之欢喜”。实际上，这是以熟眠位来比喻心中不可言传之秘密，即绝对之实体我。四位说对人的精神、心理状态的描述可以说非常精细和深入。如果说四位说是从用的角度来探究我体之真相，那么五藏说则从体的方面，以一种分析的方式来说明我体的性质。《推提利耶奥义书》将我分为五个阶段，即食味所成我、生气所成我、现识所成我、认识所成我、妙乐所成我五个由粗入细、互相含覆的五重我体。食味所成我指肉体之我；生气所成我指呼吸之我；现识所成我指精神现象所成之我；认识所成我指精神现象之中能动的认识主体，在一定意义上是指《奥义书》中真实之我，是梵之真相，但是这一我体还具有客观认识对象，还并不完全是不可说、不可见、不可思议的绝对我体，因此，在认识我之上又加上一个理想之我，即妙乐之我。这就是为一切生理心理作用所掩盖的真实我体。五藏说所包含的对主体的认识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表明了《奥义书》的哲学思辨能力。

《奥义书》中关于我体的思想最终引申出存在于我体之中的本体，揭示了我与宇宙最高真实之间的统一关系。但《奥义书》并不完全是从主观的路径来寻绎宇宙本原的，《奥义书》还有大量从梵本体的角度来说明宇宙真实的思想，是《奥义书》本体论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客观角度说明宇宙本体的思想主要继承了《梵书》中的创造神观念，以梵为宇宙万物生灭的大原理。关于梵的性质，《奥义书》主要以两种方法来表述，一是遮诠法，即以否定的方式来显示本体的真相，认为梵是超越于任何经验属性之上的，不能以任何语言的逻辑的方式来表达，对梵的表达只能以“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这样类比的否定的方式表达。另一种是积极的表诠法，从正面来说明梵的性质。《布利哈德奥义书》以六相来说明梵的性质，即智、爱乐、实有、无终、妙乐和安固。这中间只有实有、智、妙乐为后世吠檀多学者认可。实有是指一种相对于变异状态的不变实在的状态，是作为现象根据的不变常住的实在；智是将从主观角度所得的对真实之我的认识赋之于梵而形成的看法；妙乐则是对梵的自由境界的一种想象。对梵的性质的正面表诠实际上是针对遮诠否定所得认识的一种虚拟假设，仍然是一种经验言说，表遮之间是一种真相与显相的关系。《奥义书》关于梵本体性质的两种认识，对后世印度思想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吠檀多哲学中的上下梵关系，以及大乘佛教中的真如不变随缘的关系都可以说是这一思想的变形。

关于梵与我之间的关系，《奥义书》提出了著名的“梵我一如”理论。它认为梵与我之间在本性上是同一的，《布利哈德奥义书》中有“我者梵也”“此我实彼梵也”这样的说法。但值得注意的是，我与梵之间是以怎样的方式同一的，究竟怎样才能实现梵与我之间的同一。《奥义书》关于梵我统一的方式有两种：一是从“我”中探究梵的存在，以真实之我为梵；另一种则是在与个体阿特曼我类比的意义上另立一个宇宙大我，作为宇宙真实本体。两者都是从理论上说明梵我一如的，阿特曼始终是在个体视域中考察梵的存在及其性质的。存在于个体之中的梵与作为宇宙本体之梵是在体的意义上的统一，还是质的意义上的统一，《奥义书》有着不同的说法，但一般来讲是一种质的同一观。也就是说，个体之梵与宇宙之梵在性质上是同一的，但并不意味着在自体上完全同一。由个体之我最终实现与梵的同一，是需要经过一个实践过程的，也就是说，理论上的一致，并不能代替事实上的同一，其间还须实践修行来使个体证悟于梵之境界才能最终实现，这是梵我一如说的旨趣所在。

这样一种梵我一如说的意义中已经包含了在《奥义书》中方才成熟的轮回解脱思想。《奥义书》的终极目的在于解脱，书中种种言说都是为达到解脱。《奥义书》的解脱理想在于发现自身本具之真性。对真性的发现需要经过一个修行的过程，《奥义书》列有修行的诸种德目。例如，《圣德格耶奥义书》就列有苦行、慈善、正行、不杀生、实语，作为行者的义务；《摩诃那罗耶那》列举了62种宗教与道德的要素，即真实、苦行、自制、寂静、慈善、义务、生殖、火、火祭、祭礼、思念、遁世等。这些德目包括了道德、祭祀、生活义务以及修行等诸方面的内容。其中，遁世是解脱道的必要环节。根据这些德目加以组织，形成制度，即婆罗门教的学苑制。这一制度规定了一个婆罗门教徒一生与解脱修行有关的义务，即在达到一定年龄之后入师门学吠陀及祭法；毕业后归家则为家长治家、抚育子孙、供养神与祖先；年老后出家进入森林，研究苦行与哲理，过一种禁欲苦行的生活，逐渐求道以觉悟。在这一时期，具体用于修行的法门是禅定瑜伽。瑜伽是自《梨俱吠陀》以来的苦行法之后发明的修行法门。

梵我一如论在教育思想上有重要意义，它开启了后来佛教教育思想的先河。所谓自身本具之真性，即后来佛教所说的人人皆有佛性；所谓梵我一如，就是后来佛教所说的人人皆可成佛，我与梵统一，就是由我提升为梵，由现实的我升华为理想的我，把我改造成为理想的我。这说明了人接受教育的巨大可能性。从我到梵的转变的契机是修行，不经这个中间环节，梵我一如就不可能实现，这说明了教育的巨大作用，犹如中国古代学者认为，经过主观努力，人皆可以成为尧舜。

在《奥义书》的解脱思想中，智慧是解脱追求的目标。这种解脱的智慧与通达吠陀获得的知识是完全不同的。这种智慧是关于梵而非关于经验界的知识，是言语思维无法把握的内容。根据这种智慧的终极意义，祭祀和世间的道德都还是轮回界的内容，并非解脱的正道。但是，祭祀与世间的道德生活又毕竟是通向解脱的方便之路，在解脱的道路上仍是具有一定作用和意义的。因此，《奥义书》关于如何协调吠陀中的祭祀知识与自身对智慧的追求，就是一个如何在保持吠陀宗教特色的同时又能实现这种精神转变的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奥义书》完成了这种协调和转变。《奥义书》重视智慧，可以看作后来佛教慧学的法本。将智慧视为解脱的正道，与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提倡的盲目信仰有明显的差别。

《奥义书》在婆罗门教思想史上的最大贡献，在于确立了一个婆罗门教信徒，而不仅仅是一个婆罗门种姓成员的根本任务与基本特征，这就是寻求解脱之道，而非简单的履行祭祀的义务。这一转变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也非常重要，它使婆罗门的教育由吠陀知识、祭典知识的传授变为对解脱知识的寻求与传授。对解脱之道的寻求使得教育的内容愈来愈多样化和自由化，教学权力也从婆罗门支配种姓的手中逐渐分散到其他种姓，尤其是刹帝利种姓的手中。以解脱为理想的教育是以主体的自觉为前提而发生的，《奥义书》对阿特曼与梵的探究，进一步深化了对主体与宇宙真理的认识，梵我一如的理论又为解脱提供了哲学的基础。《奥义书》中的阿特曼思想与修行的过程紧密相关，这可以说是修行中获得的一种不断深入的认识结晶。

二、《摩奴法典》的思想内涵及其教育思想意义

在《奥义书》时代晚期至学派时代初期，对于《奥义书》中兴起的自由之风出现了一股逆反的保守潮流。这一潮流的兴起一方面是为了在各种新思潮中确立婆罗门教的正统教义；另一方面是欲从制度上树立婆罗门教的权威，维护婆罗门教权的传承，巩固婆罗门教对于社会生活的控制。对四姓之义务、祭祀之行法等做有组织的记述而制作成大量教科书式的文献，这些文献采用一种称为修多罗（sutra，经线）的文体，故而称为《经书》。

《经书》大致有三大类：第一类是关于四姓义务、社会法规等日常生活的规定，称为《法经》；第二类是说明祭官主持大祭行法的《天启经》；第三类是说明由家长主持的家庭祭祀行法的《家庭经》。这三部结合起来是对婆罗门教实际生活方面的说明，通常总称为《劫波经》。一般而言，吠陀各支派都附有《劫波经》，与天启经典不同，这些经典都是所谓圣传文献。在这三种《经书》当中，《法经》最为重要，后世尚有许多综合《法经》而成之《法论》，其中最著名的是以马那瓦派《法经》为基础，综合其他法经而成的《摩奴法典》。

这些以《劫波经》名义附属于吠陀本集的文献，是作为吠陀本集的辅助学问而存在的。这些吠陀的辅助学问又称为吠陀支分，共有六种，除《劫波经》外，还有研究吠陀音韵的式叉、研究吠陀文法的毗迦罗耶、吠陀注释书的尼禄多、研究吠陀音律的兰陀、研究天文的树提五种。这些吠陀支分都是探讨专门知识的学科，成为印度专门学问的根源。例如，印度著名的波尼尼文法就是毗迦罗耶最成熟的代表。这些专门学问附属于吠陀教学，以为一切知识得自吠陀天启，因而成为印度世俗知识教育的源头。这些专门知识作为吠陀支分的地位，也说明了印度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的内在关系。

《法经》《法论》根据婆罗门教的教义，对人们的社会制度与日常生活做出种种规定，把社会秩序看作神意的安排，把日常生活视为宗教生活的一种形式。在此意义上，婆罗门教就是一种律法的宗教，强调法律与教律之间的合一，认为世俗生活与神圣生活是一体的，是神圣生活的一种形式。最能体现《经书》中《法经》之精神，并在今天仍然发挥影响的，当属《摩奴法典》。《摩奴法典》不是一部通常意义上的规定人们相互关系的法典，而是一部有关民事和宗教行为规范的律书。其中不仅有一般法典所涉及的题材，还包括宇宙创造论，对人生各阶段的行为规定，关于宗教义务、敬神仪式、苦行赎罪等的说明，还有种种生活中的禁忌与戒律，灵魂轮回状况的说明和解脱方法的阐述等。下面我们就《摩奴法典》中的创世论、四姓义务和再生族的四住期以及轮回解脱观念等问题大致解说，以明其思想旨趣与理论内涵，并对其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做一阐明。

《摩奴法典》的创世神话继承了吠陀中的原人、生主和金卵的神话，以人类始祖摩奴的名义叙述了宇宙创生的过程。根据书中的解说，宇宙在开端时是沉浸于黑暗之中的，“不可见，并无明显的特征，不能靠推理去发现，也不曾被启示”[9]，此后“非显现的自存神出现”，以五元素扫除黑暗，揭示自然，使宇宙变为可见。他首先创造出水，并在水中放入一粒种子，“此种子变作一个光辉如金的鸡卵，像万道光芒的太阳一样耀眼，至高无上的神本身托万有之祖梵天的形象生于其中”[10]。从以上引述中就可以看到吠陀神话中原人、金卵说的痕迹。以梵天的名义出现的原人最先创造了天地，并在天地之间布置了大气，接着，“他由最高之灵中抽出本然存在而对感官不存在的意识，并在意识产生之前产生了作为指导者和最高统治者的自我”[11]。由梵而识而自我，然后生出主体认识器官和客体的组成元素。这是印度宗教思想传统中最具影响的思路。神的创世活动是一种对种种事物进行命名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梵创造了诸神和群仙，并借祭祀创造出吠陀。在梵天的创世活动中，最重要的是繁衍了人类，从他的口、臂、腿、足创造了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婆罗门由于从最高贵的肢体所生，并是最早产生出来的，因而掌握吠陀经典，成为一切造物的主人。他们以学习和传授吠陀，执行祭祀，主持献祭为义务。刹帝利以保护人民，行布施，祭祀，诵读圣典，摒弃欲乐为义务。吠舍以照料家畜，布施，祭祀，学习经典，经商，放贷，耕田为义务。首陀罗则以服务于上述种姓为唯一义务。婆罗门是以智慧为生者，是人类中最高的存在。在婆罗门中，最卓越的是精通圣学的人；在学者中，最卓越的是熟知其义务的人；在熟知其义务的人中，最卓越的人是严格完成其义务的人；在完成义务的人中，最卓越的人是学习经典达到解脱的人，从而确立了婆罗门对教育权的垄断。这些对四姓，尤其是对婆罗门种姓的义务规定，最能说明婆罗门教注重智慧和解脱，强调吠陀知识和尊重四姓义务的特点。更重要的是，将对四姓义务的遵守和智慧解脱联系在一起，把对吠陀知识的学习放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上。

在关于再生族的修学过程的说明中，法典指出四姓义务是达到解脱的途径，而吠陀、传承、良习、知足是义务体系的四种来源。这样便明确地给予教育非常重要的地位。法典明确规定了自《耶柔吠陀》时代以来即已出现的关于再生族义务的四期修行制度。这四期制度分别为：①梵行期，即学生期，指婆罗门入师门为弟子，学习吠陀和祭祀知识，在宗教方面锻炼身心。②家住期，指梵行期结束后归家完成结婚生子、操持业务、祭祀诸神等社会义务的阶段。③林栖期，年老以后完成诸种义务，隐居于山林，修苦行以磨炼身心，以期最终解脱。④遁世期，指舍弃一切身外之物四处云游的阶段，实际上终身行者亦是遁世行者。在这四期制度中，每一阶段都与一定的义务相联系，都是实现婆罗门教最终理想的修行过程。其中，梵行期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较为突出。这一阶段对教师和学生的义务做了详细的规定。对教授全部吠陀、祭祀以及《奥义书》的婆罗门称为教师；而对只教授一部分吠陀和吠陀支分知识的人则称为副教师。法典中给予传授圣道的人极高的崇敬，认为“在给予生命的人和传授圣道的人中间，传授圣道者是最可尊敬的父亲；因为，精神诞生，即入门式，和学习吠陀之先导，不管今生和来世，对于再生族来说都是永远的”[12]。把教师视为梵天的象征，是供物之火，受到最大的尊敬。

法典认为有六种义务是引人走向解脱的主业，这六种义务就是学习和理解吠陀，修严峻的苦行，认识梵天，制御情欲，不伤生，尊敬师长。在这些义务当中，学习《奥义书》而认识最高我是一切学识中首要的学识，人们因为它而取得永生；在六种义务中，为认识最高我而学习吠陀，被认为对于今世后世的幸福最有效。此外，法典还明确指出，苦行和认识神我是婆罗门达到最后解脱的最好方法：“由苦行来消除罪过，由认识梵天来为自己取得永生。”[13]这些都给予吠陀知识以及吠陀知识的教育极高的地位。

《摩奴法典》的思想内涵在一定意义上是对从吠陀时代以至《奥义书》时代婆罗门教思想的一个总结。一方面，它以制度化的方式确立了婆罗门教的组织形式和社会规范；另一方面，它也从教义上系统化了婆罗门教的思想体系。在教育思想上也进一步规范化了种种传统的教育制度，充分揭示了教育在婆罗门教思想和社会体系中的地位。这些都对我们深入认识婆罗门教的性质有所帮助。

《摩奴法典》的时代大致进入了印度思想史发展中的学派时代，六派哲学逐渐兴起，婆罗门教在制度化的同时也进入了一个精神自由发展的时期。一方面，婆罗门教内部的哲学探讨日渐繁荣；另一方面，印度本土下层神祇在婆罗门教信仰系统中也获得了更多的信仰，以毗湿奴、湿婆为代表的神逐渐取得了与梵天相当的地位。与此同时，沙门思潮在婆罗门教权之外赢得了大量的信徒，尤其是佛教，经过佛陀时代，在孔雀王朝时期更取得了国教的地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学派时代的印度思想文化进入了一个多途发展的繁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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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古代印度的教育思想（中）

——佛陀的教育思想

公元前6—前5世纪，印度历史进入了一个转折时期。这一时期，印度政治文化的重心逐渐由西北印度五河流域移往恒河上游，并由上游向中游推进，而雅利安人的势力还远及半岛南端。在雅利安人的文化扩张过程中，“瓦尔那”（种姓）制度中的四种姓渐趋完备，而以军事贵族为主的刹帝利种姓逐渐取得社会政治生活的主导地位，出现了许多王国，并在相互争斗中渐渐形成了14个较有实力的国家，印度次大陆已经酝酿着统一的趋势。随着刹帝利种姓社会政治地位的不断提高，由他们所代表的新兴文化也开始要求在精神文化上的相应地位。《奥义书》中就已暗含了此种自由的哲学探讨的因素，而晚期《奥义书》则激发了这一新兴文化的潮流。

第一节 佛教兴起的背景

一、沙门思潮与佛教

印度正统的婆罗门思想，经历了以《梨俱吠陀》为主的天然神话时代，逐渐形成了以《耶柔吠陀》等为主的，主张祭祀万能的，统一全民生活礼俗之国民宗教。在此阶段，由婆罗门阶级掌握宗教与社会生活的主导权，传统主义的习俗信仰由婆罗门的神权垄断。但是，在此时期逐渐形成的《梵书》《奥义书》已经显露出新的精神倾向。《奥义书》蕴蓄的这一文化潮流，与前一时期正统婆罗门思想的差异，在于实现了由强调祭祀万能的祭祀主义向重视解脱知识之寻求的转变。信仰的重心由作为约定俗成的祭祀礼拜，开始在《梵书》《奥义书》中形成轮回观念之后，着重于自我的解脱救赎。这种转变实际上就意味着人的自觉。随着自我的进一步觉醒，在婆罗门教的内部与外部同时形成了精神思想上的革新潮流，一个哲学的或学派的时代开始成形。佛教正是这一潮流的典型代表。

由这一革新潮流带来的精神思想上的变化，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婆罗门内部面对此革新要求而做出的相反的极端保守的反应，体现在各种强调社会规范的《经书》编撰上，《摩奴法典》就形成于这一时期。二是在民间世俗信仰的层面上，结合本土原住民的信仰传统，在婆罗门教中开始形成对湿婆神和毗湿奴神等人格神崇拜的神教信仰潮流，这一潮流发端于大叙事诗《摩诃婆罗多》，而不拘泥于原有的信仰形式。三是在婆罗门教内部形成的种种寻求对世界、宇宙以及人生统一解释的理论与实践的派别，这些学派包括与佛教同时或稍前稍后的数论、胜论与瑜伽等，实际上，六派哲学的大部分思想基础都奠定于这一时期。四是指反婆罗门传统的、反吠陀权威的思想潮流，主要即所谓六师，佛教与耆那教都属于这一潮流，这就是与婆罗门思想相对的沙门思潮。

沙门思潮的兴起与沙门的社会身份有关。沙门是苦行者与出家人的通称，在婆罗门教中是指在林栖阶段出家过梵行生活的人。实际上，沙门的背景存在于印度本土文化之中。印度本土原住民中流行着借助苦行获得神秘力量的传统。这一传统与雅利安人以祭祀为主的信仰不同，前者注重个体苦行。土著文化，由于雅利安文化的扩张而潜入地下，成为主流文化之下的暗流。随着雅利安文化的深入，它们也逐渐吸纳异端的思想因素，而融入自身文化之中，《奥义书》就是这种融合的体现。这种融合给婆罗门思想带来的新的倾向，就是对祭祀意义的探讨。对祭祀意义的探讨，逐渐动摇了祭祀万能的信念，主张内在的或精神的祭祀与外在的形式的祭祀之间的不同，实际上，内在的祭祀就是为了与苦行相适应而做出的对祭祀意义的重新解释。随着对祭祀意义的探讨，业报轮回观念逐渐形成，婆罗门教中的终局论（末世论）与解脱论不断完善。在轮回与解脱问题出现以后，对解脱的寻求就不必然局限于婆罗门的思想范围和垄断其思想的种姓圈子，对平等解脱的呼声与固有的苦行传统相结合，伴随刹帝利种姓社会地位的提高而逐渐形成与婆罗门思潮对立的沙门思潮。

沙门思潮，根据佛经和其他印度文献的记载，一般指六师，即富兰那迦叶、末伽梨拘舍罗、阿多翅舍钦婆罗、婆浮陀迦檀延、尼乾陀若提子和珊遮夜毗罗羝子。沙门思想的基本趋向就是由祭祀向知识的转折。这种知识是解脱的知识，它不同于理性的知识，实际上是一种灵知，它的获得便意味着解脱和超越。苦行与冥思，也就是瑜伽，是获取这种灵知的途径和方法。沙门思想所具有的强调知识的主智取向，和作为解脱方便的对瑜伽的重视成为印度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质。在沙门思潮当中，佛教和耆那教是其中的主流。与其他几种沙门思想不同，佛陀并不主张极端地反对婆罗门思想，而是采取一种调和的、中道的态度，因此，佛教思想更能代表当时思想界的变革状况。关于佛教体现的其所处时代之精神，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首先，佛陀本人即刹帝利种姓出身，而且在传道过程中始终依附于刹帝利王权的庇护，尤其在后世的阿育王时代，更是依靠王权而成为国教。其次，佛陀的出生地处于当时婆罗门文化的边疆地区，正统婆罗门的影响力还很薄弱，土著沙门文化的基础仍在，佛教的兴起有其历史与思想的根源。最后，佛教的传播多选择新兴的国家，这些国家婆罗门的势力都不如刹帝利阶级强大，更容易接受佛教的信仰。依靠刹帝利阶级而兴起的佛教，在突出刹帝利所具有的优越地位的同时，更强调平等解脱的意义。这种平等观就是主张四种姓在解脱上的机会平等。这种平等思想在当时社会具有非常进步的意义，也是佛教得以广泛流传的原因之一。这些都说明佛教是顺应了当时的形势发展而兴起于世的。

二、佛教思想的基本构成及其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

《梵书》《奥义书》时代形成的业报轮回观念，提出了个体解脱的问题。正统婆罗门思想也在《奥义书》指引的方向上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沙门思想则更是坚持了生活中解脱问题的优先性。佛教也不例外。对于同样的轮回解脱问题，佛教提出了自己的答案。

佛教答案的特殊之处，在于分别就轮回与解脱提出了自己的解释。围绕这些解释，佛教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解脱方法论。贯穿佛教思想始终的是关于缘起的思想。佛教既在缘起的意义上把轮回解释为我与无我的统一，又在缘起的意义上指出了解脱的实质。缘起不仅是佛教世界观、人生观的基础，而且是佛教修道方法的根据。在一定意义上，佛教就是关于缘起道理的教说体系。这一教说体系就其基本宗旨而言，可以概括为三法印或四法印，即诸行无常、诸法无我、涅槃寂静、有漏皆苦；就其教法的要目来说，则是四谛八正道等教法纲领；就其教理的理论基础而言，则以缘起理论为核心形成无我说、业论与涅槃论等几个方面；若就修行的方法而言，则有依照修行的不同次第而组织的戒定慧三学等。这是佛教的教法结构。

在教法结构之外，作为教祖之佛陀的形象与性质的思考也是佛教思想开展的根源。与婆罗门教世代相沿的信仰不同，佛教的成立依赖于教祖佛陀的创教与传教活动。不仅佛陀所说法是信徒信仰的根据，佛陀的行为也是理解佛教的依据，佛陀的言传身教都是佛法的内容。因此，佛法中存在着佛陀论这样一种重要的思想内容。它不仅包括了佛陀的生平传记，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些佛传都反映了一定的佛陀观念，不同的佛陀观念代表着不同的佛教思想。佛陀由作为导师的人格形象，经由本生故事的渲染，成为非凡的菩萨，神通变化，神秘不可测度，最后成为大乘思想的理想状态。这说明了佛陀论在佛教教法思想体系中的重要性。

一生传道布教的佛陀，在世时即形成了规模颇大的教团组织。依靠教团，佛陀的思想得以流传后世，广布四方。教团又是信徒共住修道的场所，信徒们互相监督，互相砥砺。因此，僧伽是佛教的现实形态，是具有宗教神圣功能的社会组织，也是进行佛教教化与教育的场所。僧伽论也是佛教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综上可知，佛教的构成大致有佛法、佛陀观念与僧伽组织三个方面，即所谓佛、法、僧三宝齐备，佛教才成其为佛教。作为分别讨论佛、法、僧三个佛教教义系统的教法论、佛陀论与僧伽论，在教育思想史上分别具有重要的意义。我们可以把这三方面分解成在教育思想上有意义的几个范畴，以便进一步探讨。这些理论范畴分别是：关于理想境界与理想人格的正觉；获取解脱理想的知识系统，即法的体系——其中蕴含着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与解脱方法论——与解脱教育之关系；传道授徒之教团始祖佛陀，所具有的师范性与模范性，在解脱教育中的重要性；教团组织在规范解脱实践中的教育意义；自觉、觉他的慈悲心与解脱之关系，即道德教育在解脱中之地位；等等。

正觉是涉及佛教理想境界与理想人格的范畴，是解脱理想的实现和完成。正觉体现着佛教的宗教价值观的实质。作为理想，正觉是同有限的世界与人生相对的自由境界，是灭苦之后的乐，是离杂染之后的清净，是由迷转悟后的醒觉。它的存在指示着佛教的价值方向。这一价值趋向是与世俗的人文教育代表的世俗价值观迥异其趣的。因此，我们说正觉，或者说解脱，是佛教教育的目标。

知识与解脱之关系，即法在解脱教育中之作用，是佛教教育思想的主要方面。作为沙门思潮的代表，重视知识、重视知识在解脱中之作用，是佛教的宗教特性所在，也是作为解脱宗教的佛教宗教性所在。与以祭祀万能的、血祭牺牲的、咒术迷信的、狂迷刺激的非理性的原始神秘宗教不同，佛教对知识的重视，是高级宗教理性化、理想化的反映，也是亚洲高级宗教共同具有的以知识为解脱救赎的唯一途径的主智主义特点。尽管佛教是一种对生命意义进行理性探寻的宗教，对解脱救赎价值的肯定方面具有理性化倾向，但佛教的知识仍然不是来自于经验归纳与理性论证的科学知识，而是由另一种经验实证提炼出的具有神秘密契性质的灵知，用佛教的语言讲是智慧和觉悟，是一种境界，是一种知行合一的实践知识，而不是纯粹求知的理论知识。作为宗教解脱知识的佛法，所具有的这一特性影响着佛教教育的特点。

宗教之所以为“教”，在于其是依据一定宗教理想而实行的社会教化活动和组织。没有教化的宗教不成其为宗教，而只是一种个人的信仰行为。然而，宗教的教化与世俗的人文主义教育之不同，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知识及其内容的态度不同。世俗的人文教育以培养现世的，具有理性的，知、情、意全面发展的人格为目标，知识在人文教育中仅仅是陶冶精神和锻铸品质的工具，因此，这些知识都是经验的理性知识，包括历史、古典语言、修辞、文学与道德哲学等学科。这些学科知识以世俗价值观为理论基础，肯定现世的和人的价值。人文教育的世俗价值取向，与宗教的超越价值观根本不同。以宗教价值观为基础的宗教教育，则把知识视为对上帝和彼岸世界的认知，把教育视为救赎与解脱的手段。佛教正是这样一种宗教教育，知识是佛陀自觉与觉他的内容，是佛与众生的中介，是解脱超越的方便。佛教教育正是在佛陀对佛法知识的言传身教和后期的经典学习中完成的。

作为宗教教育类型的佛教教育，不仅不同于世俗人文教育，而且与其他宗教，尤其是基督教的教育不同，这种不同也反映在对知识性质的不同理解上。基督教在经院哲学产生以后的理性主义的传统，以理性来论证上帝的存在，却否认人的理性可以完全而恰切地认识上帝。对上帝的理性认识方式的一个结果，就是明确了人与神之间界限的绝对性，这一界限使得基督教中的理性主义传统具有了排斥神秘主义的倾向，即对获得关于上帝完整认识的灵知的排斥。这一点在近现代基督教发展中有所改变。对上帝的理性信仰，协调了理性与信仰之间的关系，使得信仰成为一种现世内的理性行为，即马克斯·韦伯（Max Weber）所说的“切事的理性行为”，而成为资本主义的精神动力。在佛教中，作为知行合一实践知识的智慧灵知，最先是一种与日常生活对立的知识和行为，是超越于人的有限性之上的无限知识，是佛的知见，也就是基督教词汇中所谓神的直觉。这样一种知识，是可以经过严密的训练获得的，这一知识就与解脱一样，本身就是教育获取的目标。因此，听闻诵读与瑜伽禅定就是获取解脱知识的主要手段。由经典研读到修行践证，知识经由书本的理论阶段，最终融会贯通而进入人的生命实践，成为一种人生的智慧。

根据马克斯·韦伯的评价，佛教所代表的亚洲主智主义宗教，是理性化不彻底的宗教。[1]知识阶级在理性化的探索世界与人生的终极意义不能实现的情况下，转而以体验的方式，采取神秘主义的手段来解决这一问题，并把体验的内容间接地以理性主义的方式传达出来。这是印度佛教主智主义的特征。这一特征决定了佛教教育的特征。由理性传达的知识只是真正知识的中介，真正的知识是无法以理性的方式来传达的，解脱知识的最终获得依靠的并不是理性教育的结果，而是一种神秘本性的呈露显发，其间的究竟与细节是不可言传，不能以意识揣度的。对终极知识传递可能性的怀疑，是佛教教育对待知识的一个特点。

佛陀作为救世的拯救者形象，在原始佛教时期，也只是一个因觉悟而具有超常能力的师范者。他是以模范的形象来展开拯救活动，而并非传达神圣使命、具有神性的先知。佛陀的导师身份和形象，使围绕其的教团更像一个学派，而少了些宗教组织的味道。在这个团体中，教团领袖只是一个“古鲁”，即精神上的导师，而并不具备神性。因此，早期佛教的组织，更多的是一个传授和学习佛陀所证之解脱知识的场所，而非祈祷和崇拜的地方。佛陀及其后继者也仅是教师，不仅传授知识，而且以自己的行为范导着学生。佛陀作为教师的身教，即体现了佛教道德教育的特点。

道德教育在佛教教育中的地位，是从属于其宗教价值理想的。这一点也与世俗的以培养有道德的人为目标的道德教育不同。道德在佛教教育中，既是教育的目的，同时又是教育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道德修行中，解脱的目标才能落实。另外，道德行为又是解脱实证后的自然显发。佛教的道德教育思想对我们深入思考世俗道德教育之得失有一定的帮助。

以上我们对佛教思想中师、悲、觉、法几个范畴在教育思想中的意义加以分析，从中可以对佛教教育思想的特点有所了解。

综上所述，关于佛教教育的特点，我们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佛教教育是一种宗教教育，而且是东方亚洲的宗教教育。这样一种宗教教育具有明显的主智主义倾向，强调知识在解脱教育中的重要性。其次，佛教的知识是一种实践知识，是知行合一的智慧，是直观本体的神秘灵知，因此，在佛教教育中，知识的传授就不是简单的理性学习，而依靠特殊的训练和不易传达的精神领悟。最后，作为知识传授者的佛陀，以知识的传授来实现自觉、觉他的救世目的，他既是觉悟者，又是觉悟的传达者，因此，在佛教教育中，教师的作用得到了突出的强调。与对教师教育功能的重视相应，教团实际上也执行着学派和学校的功能。

第二节 佛陀与佛陀观

一、佛陀的历史形象与佛陀观

佛教，即佛的教说，是佛陀（Buddha）在菩提树下成道后，40年间所说法而成立的包含戒、定、慧三学的宗教体系。这一体系是由佛、法、僧三宝构成，它不仅包括解脱的理论与实践，而且涉及解脱修行的现实形态，即依律而组织的僧伽。更重要的是，这一体系还突出了始祖崇拜，而且在佛教中，对始祖佛陀的崇拜是与理想人格的崇拜合二为一的。佛法作为佛陀自内觉证的内容，是表现于佛陀的人生与人格的。佛陀“如说而行，如行而说”，他的教说得自他的实践修行之所证，而他的修行行为又是他的教说真理性的直接证明，同时，见之于行为的人格是其教说的体验妥当性的保证。如果说原始佛教是以佛陀的教说为信仰重点，强调“佛、法一如”，而佛陀自身的性质问题还未从佛陀所说教理中完全独立出来，那么，部派佛教和大乘佛教则把佛陀论作为重要的教法内容，关于佛陀人格及其行为表现实质的思考和观察就成为推动教义发展的重要动力。因此，探讨佛陀的历史形象以及佛陀原始教说中包含的对佛陀历史形象的认识，就应该成为我们以科学的、实证的态度叙述佛陀生平史实的前提。

佛陀论或佛陀观是以佛陀自身为内容的佛教理论。最初的佛陀论应该是佛传，但严格地讲，佛传只是佛陀论的素材和组织，而并非佛陀论本身。我们甚至可以说，不同时期形成的佛传是不同佛陀观的反映。另外，关于佛陀性质的不同理解与思考也影响着对佛传的解释。因此，准确地说，佛陀论或佛陀观应该是指围绕佛陀的生平事迹与教说实践而展开的，关于佛陀人格形象本质的看法。对佛陀形象自身的认识，直接关系到对佛陀教说的性质以及佛说理想境界的理解。于是，我们可以说，了解佛陀观，尤其是了解佛传中所反映的佛陀观，是准确说明佛传、叙述佛陀生平的前提。

二、佛陀的生平与传教活动

（一）觉悟成道前的佛陀生活

佛陀，姓乔答摩，名悉达多，因其是释迦族人，故又称释迦牟尼，即释迦族的圣人之意；佛陀是尊号，凡觉悟者皆称佛陀，后则专称释迦牟尼。佛陀所在的释迦族，是刹帝利种姓，属于乔萨罗国。其父名净饭，称号为王；其母名摩耶，称号为王后，是释迦族的首领。佛陀出生在迦毗罗卫城蓝毗尼园，该城位于现今印度与尼泊尔接壤的边境地区。关于佛陀生卒的年代，南、北传佛教存在着分歧。南传上座部认为佛灭于公元前544年，据佛陀涅槃之时为80岁，则佛陀诞之年为公元前624年；北传佛教依据“众圣点记法”推算佛陀涅槃于公元前486年，则佛陀出生之年当为公元前565年。一般我们以北传之说为佛陀生卒之年。

佛陀的诞生是无论哪派佛教都曾加以神化，极尽渲染之能事，其中许多属于本生谭故事。一般来讲，佛陀是以白象形进入母胎，摩耶夫人怀胎整整十月，于蓝毗尼园站着右胁而生佛陀，其间夹杂有大量神迹的铺陈。据南、北传佛教共同所传，佛陀降生之后，朝东、西、南、北四方各走七步，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目顾四方，说道：“天上天下，唯我独尊。”[2]佛陀出生7天之后，其母摩耶王后去世，由王后之妹钵罗遮钵底（摩诃波遮波提·乔达弥，后成为悉达多的继母）抚育成人。之后，阿私陀仙人来访，指出其具有三十二相和八十种好，预言王子在家则为转轮王，出家则为佛陀，即觉悟者。

佛陀早年过着优裕的宫廷生活，佛经中曾有许多关于享乐生活的记载。然而，佛陀性喜沉思，常睹人缚于老、病、死、别离、忧愁、污秽之苦而不能得脱，便有出世之志。佛经中曾记载佛陀回忆早年的入禅体验，对远离欲乐和不善法的禅定之乐有所体会，开始思索觉悟之道。其父恐其离家，便以五欲境羁縻其志，为其纳妃，名耶输陀罗，又造诸殿，供其享乐。耶输陀罗为其生下一子，名罗怙罗。然而，这些都未能消除佛陀求解脱开悟之心。他出家了。王子趁夜深人静之时，潜出宫城，进入东方蓝摩邑森林，摩顶放踵，改换服饰，成为出家修道者，即沙门，时年29岁。

出家之后，王子首先前往吠舍离，想从跋伽婆求学涅槃道，对其所答不满意，便又去王舍城访阿罗暹，学得瑜伽禅定的直观法门，即“无所有处”法门。然而，这仍然不能满足他的解脱要求。于是，王子往阿蓝若林访郁陀罗（郁头伽·罗摩弗），然只学得“非想非非想定”法门，[3]仍非最终解脱的最后法门。之后，王子在摩揭陀国四处漫游、乞食、苦行，开始独自寻找觉悟解脱之道。

他首先在尼连禅河畔独自修禅。这时，其父净饭王（Suddhodana）遣5位使者（比丘）前来随侍左右，共修苦行。他们每日只食一麦一麻，苦行6年，以至于形销骨立，仍然未能解脱。王子开始对苦行产生怀疑，回想起幼年进入初禅时获得的喜乐，认识到喜乐并非不善法、喜乐并非爱欲的道理。于是王子幡然悔悟苦行之无益，便走出林外，先于尼连禅河中洗浴，然后接受鹿奶的供养，恢复精神。5位比丘以为王子退堕正道，放弃正法，便舍他而去。王子则独往迦耶山毕钵罗树下金刚座，发起大决心，说：“我今若不证无上大菩提，宁可碎是身，终不起此座。”[4]于是，静坐观心，深入禅定。佛经运用了许多象征的手法，来描述佛陀在修禅过程中受到的种种干扰，其中以降伏摩罗最为有名。摩罗是佛教独创的魔，是对障碍解脱的种种人性弱点和罪恶的拟人化。在佛经中，佛陀常以摩罗为现世欲和来世欲、现世欲想和来世欲想。佛陀首先以自己的禅定力击退了摩罗儿子们的进攻，把他们掷出的各种武器都变成了花雨；然后，抵制住摩罗女儿欲染、悦人、爱乐的诱惑，没有动摇自己的定力。

降伏魔障之后，佛陀便进入自在禅定，终于大彻大悟，成就无上正觉。佛陀所悟的境界经过了四个阶段，首先是初禅，远离不善法，有理论思考的所谓解悟在其中，并因远离不善法而得喜乐；其次是二禅阶段，这一阶段已经舍离了理论性的解悟，而直接进入禅定境界；再次是第三禅，喜乐止息，住于舍、念和智；最后是第四禅，无苦无乐，无喜无忧，在此基础上，进而获三智、得三通，即忆宿命智、有情生灭智、漏尽智三智和宿命通、天眼通、漏尽通三通。这三智和三通就包括了佛陀悟道的主要内容，即轮回转生说、业报说与四谛说。随后，佛陀又探究苦的根源，悟出了十二因缘说；接着又进一步悟出五蕴说，完善了自己对宇宙人生的认识。这些都构成了佛陀原始教说的基本教义。

佛陀悟道觉悟后，获得了无上解脱涅槃，进入了无上欢喜的境界。佛教中有许多关于佛陀成道觉悟时的神化描写，渲染佛陀倡导的庄严吉祥景象。在《法句经》中，佛陀曾自述了两偈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他说：“轮回转生无数次，始终寻求造屋者，不见造屋者踪影，翻来覆去是痛苦。现在找到造屋者，你已不用再造屋，所有椽子已破碎，顶梁柱子也折断，你的心已入无行，一切贪欲已灭绝。”[5]偈中“造屋者”指轮回的原因，“无行”指涅槃，表达了佛陀所悟真理的宗旨。

佛陀经历了6年修行而终于悟道，时年35岁。其悟道时坐禅之处的毕钵罗树，因而也改名为菩提树。

（二）觉悟成道后的传教生活

据佛经中的记载，佛陀成道后在原地停留了四个星期，享受解脱之乐。第一个星期，他重温了缘起道理；第二个星期，他回答了婆罗门关于“何谓婆罗门”的询问；第三个星期，他遇到了暴雨，受到了蛇王的保护，悟到了得法之人只有善待众生，克服我慢，才能得最大欢乐的道理；第四个星期，佛陀接受了两位商人多波萨与跋履迦的供养，化度了两位最早的优婆塞（居士）。在这段时间里，佛陀思考了自己解脱与说法救度他人之间的关系，开始考虑说法的必要性问题。在巴利文《中尼柯耶》与律藏《大品》中，佛陀曾有偈颂道：“我之所得不容易，何必费力去宣示；众生执着贪和嗔，难以理解这种法。微妙精密逆潮流，深入细致难洞察，众生染欲陷黑暗，不能理解这种法。”[6]这两偈说明，佛陀在悟道后曾经犹豫过说法示人的问题。

根据经中的说法，梵天前来劝请佛陀为众生说法，希望佛陀能够怜悯众生，救度他们出离苦海，打开不死之门。梵天劝请佛陀的故事，说明佛陀内心的矛盾，同时也说明了佛陀所悟境界的一种变化。由不说法而说法的转折，表明了佛陀境界由自觉向觉他的转变，也表明了佛陀由一个觉者向教育家的转变。这一转变实际上恰恰完成了佛陀之为佛陀的最关键的一步。这一转变的意义，在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时期还未成为佛法的重心，但成为大众部之后大乘佛教理解佛法的重点。

佛陀在决定说法之后，便开始考虑为谁说法的问题。佛陀首先想到的是他曾求教过的两位老师，阿罗暹与郁头伽，但这两人都刚刚过世。佛陀便想到其父派来随侍左右的5位比丘，于是在婆奈城鹿野苑找到5位比丘，为其说法，这是佛陀成道后的第一次说法，也就是所谓佛陀的初转法轮，是佛陀的教育活动的开端。

5位比丘因为佛陀放弃苦行而远离佛陀，而当佛陀来到面前时，他们都不由自主地礼敬佛陀，佛陀便向他们讲授四圣谛的道理。在讲述四谛之前，佛陀首先阐说了中道的道理。中道即八正道，是关于正确的修行和行为方式的说明。在此基础上，安立四谛的道理。5位比丘中憍陈如首先开悟，认识到万法有生必有灭，此后婆颇、跋提、阿说示和摩诃那摩也相继开悟。在讲述四谛理的基础上，佛陀又为他们讲述了“无我说”，揭示了五蕴无我的道理。这便是佛陀的初次说法，从此，在佛之外，法、僧具备，完整的佛教已经成型。在此以后，佛陀开始了他长达40余年的传教生活。

佛陀在度化了5位比丘之后，又接着度化了耶舍及其继母，自己的妻、子和朋友，使佛陀的弟子队伍迅速扩大。其继母与其妻是佛陀最早的优婆夷（女居士）。之后，佛陀又以神通力接引了以苦行著名的迦叶三兄弟及其随行的1000位弟子。在迦耶顶，佛陀为这1000位比丘宣讲了《燃烧经》，指出因离欲而解脱的道理。

在佛陀早期传道生涯中，为摩揭陀国王频毗沙罗说法是其中较关键的一次。律藏《大品》记载，佛陀为频毗沙罗王及其所带领的12万婆罗门长者讲解放弃拜火祭祀的意义，使他们领悟到万法生灭的道理，皈依佛陀。通过对频毗沙罗王说法，佛陀的僧团取得了世俗权力的保护，而且获得了较稳定的经济保障。佛陀早年传道的主要场所——竹园精舍，便是频毗沙罗王献给佛陀的。

在王舍城，佛陀还度化了两名非常有名的弟子——舍利弗与目犍连。两人因学识优越，佛陀非常器重，众旧弟子中有不心服的，佛陀就为他们说了后来成为佛教中最基本的伦理训诫：“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从此，这渐渐形成戒律规定，称为波罗提目叉。摩诃迦叶与摩诃迦丹延亦于此时出家。

佛陀在王舍城时，曾有一次著名的说法。游行者长爪来访佛陀，以“一切于我皆不可”的观点诘问佛陀，认为自己于一切法都能不执着。佛陀便问他对自己所主张的“一切于我皆不可”是否认可、执着？指出他并不能真正放弃执着。然后，佛陀又为他讲解如何看待身和受的问题，指出它们都是由无常所成，因缘而生的性质，从而使其能够做到不偏执、不争辩、不执着，因离欲而解脱。佛陀说法时，舍里弗立于佛身后摇扇，闻听佛法之后，脱尽烦恼，顿时开悟。长爪亦心服，请求皈依。

佛陀于成道后6年，由王舍城返回家乡迦毗罗卫城，为亲族说法，皈依者极众。其中，佛陀之子罗怙罗和表弟难陀，亦追随佛陀出家。净饭王为此来见佛陀，诉说自己当年由于佛陀出家而忍受的痛苦，而现在罗怙罗与难陀又要离他而去，所以非常伤心，希望佛陀能够征得父母的同意，然后再允许弟子出家。佛陀接受了净饭王的建议。

佛陀在迦毗罗卫城为亲族说法后，返回王舍城竹园精舍。在这个时期，比丘们还没有正规、固定的住所，分散居住在各处。王舍城的一位富商征得佛陀的同意，为众比丘建造了60处住所。这位富商的姐夫是舍卫城的给孤独长者，恰好在富商宴请佛陀之时来访，得闻佛陀说法，领悟到万法生灭的道理，请求皈依佛陀，并决心为佛陀和众比丘在舍卫城建造一座雨季安居的住所。这就是舍卫城祇园精舍的来历，也是佛陀舍卫城说法的缘起。佛陀在此进行教化工作数十年。

佛陀从王舍城来到舍卫城，住在祇园精舍，[7]为舍卫城的百姓说法。舍卫城波斯匿王和王后末利夫人相继皈依了佛陀。在祇园时，难陀因不能忍受出家生活，想要还俗，佛陀便以方便神通力感化了他，使其最终修成阿罗汉。

佛陀度化其养母（继母）摩诃波遮波提·乔达弥的故事，是妇女出家的开始。佛经记载，佛陀从舍卫城回到迦毗罗卫城尼拘律园，乔达弥前来请求出家，但佛陀不同意妇女出家。在佛陀离开迦城前往吠舍离，住在大林重阁讲堂后，乔达弥削发，着袈裟与许多释迦族的妇女历经艰险，赶到吠舍离，请求出家。经阿难（Annam）的请求，佛陀为她们定下了八重法。只有接受了这八重法，才允许妇女出家。乔达弥欣然接受，成为第一个比丘尼。

佛陀接受女子出家，打破了当时男尊女卑，女子不能受教育的旧传统，是在教育对象和受教育权上的一次革新。

此后，佛陀在乔赏弥城瞿师罗园，遇到众比丘因某戒条而发生争执。佛陀劝解无效，被迫离去。临行前，说偈云：“争吵之声同时起，无人觉得自己蠢；僧团由此陷分裂，无人觉得有责任……宁可一人独自行，不与傻瓜结成伴；林中大象独自行，不争不夺不作恶。”[8]

释迦牟尼在教育活动中实行“有教无类”的方针，他破除只有婆罗门才有教育权、只有再生种姓才有受教育权的传统，他的门下弟子没有种姓限制，平民、工匠甚至罪人、失足者，只要真心向佛，皆可皈依佛门并视其学习成就，获得施教的权利。佛陀传教几十年中，度化了无数弟子信徒。其中，后世广为流传的是他降伏强盗鸳掘摩（指蔓）的故事。鸳掘摩是一个杀人取指编成项链的强盗。一天，佛陀取道鸳掘摩出没之处，牧人和农夫劝阻佛陀，佛陀依然前行。鸳掘摩持剑追赶，佛陀施展神通，使其不能追上。鸳掘摩心想：“真奇怪！我能追上奔象、奔马、奔车和奔鹿，却不能追上这个比丘。”他喊道：“停下，比丘！”佛陀回答道：“我已停下，鸳掘摩！你也停下。”鸳掘摩心想：“释迦族的儿子们，一向说真话，可这个比丘明明走着，却说：‘我已停下，鸳掘摩！你也停下。’”他便问佛陀这话的意思，佛陀说了一偈道：“鸳掘摩！我已停下，不对众生施刑杖；你依然滥杀无辜，因此说你没有停下。”鸳掘摩听后，放下屠刀，当下悔悟，成为佛陀的弟子。

佛陀在传教的生活中，曾经遇到过自己僧团内部的分裂，佛陀以自己的智慧与慈悲最终避免了僧团的分裂。佛陀的表弟提婆达多因以神通取信于摩揭陀王子，而得到了很多的供养。于是野心勃发，想取代佛陀统治僧团，遭到佛陀的制止，便怀恨在心，教唆王子刺杀其父夺取王位，而自己则因陷害不成佛陀，亲自于灵鹫山趁佛陀散步之时，推下石块，企图砸死佛陀。由于山岩突然合拢，只有一块碎石伤了佛脚。此后，提婆达多屡次设计谋害佛陀都未得逞，甚至提出“五事”分裂僧团，并带走一部分比丘，另立门户。佛陀便派舍利弗、目犍连前去解救他们。二人先后说法，终于把500位比丘带回竹园精舍，彻底击败了提婆达多。

佛陀在晚年还调停了摩揭陀国与憍萨罗国的战事，消弭了战火。佛陀为避免在其圆寂之后众弟子发生分裂，为阿难讲述了六诤根、四诤事、七灭诤、六调停法等法门，为自己的身后事做出了安排。

（三）佛陀涅槃

佛陀在涅槃前一年行迹遍布中印。由王舍城而吠舍离，而那烂陀，而那提伽，而般荼，而薄伽城，而拘尸那罗的娑罗林，分别讲说戒、定、慧三学的关系，尤其着重于戒；宣讲《法镜》，增进弟子对佛、法、僧三宝的信心；训示众弟子，要以自己为岛屿而安住，以自己为庇护，以法为岛屿，以法为庇护；于吠舍离大林重阁讲堂总结自己的教法为四念处、四神足、四正勤、五根、五力、七觉支、八正道，合称三十七道品。在薄伽城为众比丘宣讲四大教诫，训示众比丘要以法和律为依，贞定异说。佛陀还于吠舍离化度奄摩罗女，为离车人说法，受纯陀供养，点化游行僧须跋陀，接受其为佛的最后一个弟子。

佛陀因接受铁匠纯陀供养的事物而染病，便选择了拘尸那罗城的娑罗林作为涅槃之处。他卧于娑罗双树之间，右侧而卧，呈狮子睡眠状，保持清醒，等待圆寂。据佛经记载，在这段过程中，娑罗双树鲜花竞放，撒落佛身；天上也撒下曼陀罗花和檀香粉以示崇敬；众天神赶来观看佛陀涅槃的景象。佛陀说：“这些并不是对如来的崇敬；比丘和比丘尼，优婆塞和优婆夷，通晓法和次法，依法而住，正确修行，随法而行，这才是对如来最高的崇敬。”

佛陀还决定以“如来生处”“如来成正等觉处”“如来转无上法轮处”合乎“如来入无余涅槃处”为起涅槃后的参谒礼拜之所。临灭前对须跋陀说偈道：“我29岁时出家，寻求善道，须跋陀！自从出家到现在，51年已过去，游行正理正法地，此外无处有沙门。”

此后，佛陀为众比丘授偈道：“这500位比丘，甚至最后一位，都能达到预流，得不退法，必定成正等觉。”然后，佛陀对众比丘最后说法道：“诸行是坏法，你们要精进努力，心不放逸。”

佛陀说法完毕，便进入涅槃。

三、佛陀传道说法的特点

佛陀一生传道说法，言传身教，度化弟子无数。从佛陀与其声闻弟子的关系着眼，我们可以说，尽管在巴利文文献和现存佛传中，存在着大量对佛陀的神化描写，但无论是在声闻弟子眼中，还是从度化声闻弟子的实践来看，佛陀首先是一个具有亲切、朴素形象的导师。他一生的教化实践，事实上就是一种教学实践。其教学方式能因人、因地、因时而异，方便设教，灵活接引。总的来说，佛陀一生是一个不断从事着教育活动的宗教家，是一个进行着宗教活动的教育家。

如果我们先抛开佛陀教学的内容，而只从其教学的方式与方法来看待佛陀的教学活动，佛陀所具有的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可能会更加明显。关于佛陀的教学活动，历来为研究佛陀思想的学者所重视，例如，德国的奥登堡（H. Oldenberg）在其研究佛陀的巨著《佛陀：他的生平、教法与教团》中，就曾经专门讨论过佛陀的教学法问题。[9]对这个问题的探讨，首先遇到的是佛陀教学的风格问题，其次是佛陀教学的形式问题，然后是佛陀教学的方法问题。对佛陀教学的研究，还需要联系佛陀所处的印度思想文化的背景，尤其是教学、教育的传统来探讨。

在吠陀文献中，教义的讲说是在一种类似于法庭辩论式的风格中展开的。在佛陀的传教活动开始之前很久，婆罗门的学派与祭祀的现场就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讲说教义的风格。这种风格具有一种严肃的形式，传达圣事的话语都经过了一定的修饰，而且这些话语都与一定的外表形式，如动作、表情和仪态等规矩相适应。因为这些话语承载着神圣、严肃的内容，因而他们具有了庄严、神圣的性格。这种严肃的与祭祀场所相联系的教义讲说风格，使得关于教义的思考更多地被限制在婆罗门的寺庙中。

以佛教为代表的沙门思潮的兴起，尽管并非都是在思想上与正统婆罗门教相冲突的学派思潮，但是在形式上都抛弃了旧的婆罗门教的教义讲说方式和在家祭祀礼仪，而采取了更为自由和灵活的思考和教学的方式，不受时间、地点和说法对象的限制，而与自身的修道实践相配合。这样一种教义讲说的方式在其还处在沙门思潮的原始阶段时，可以说是走出寺庙的行者式教学。即使在这样的教学中，婆罗门式的教义辩论风格仍然在沙门学派中被保留了下来。这一点，我们在佛陀教义讲说中就可以清楚地看到。

从现存的佛陀早期教说的文献中，我们看到的是一种非常朴素、自由的讲说风格。首先，佛陀在一生的传教活动中，并没有形成一种特地为讲说教义而使用的语言。在现存的佛教文献语言中，只有梵语与巴利语是印度本土古老的语言，然而，这两种语言并非佛陀说法时使用的语言。据学者研究，佛陀说法时使用的是东印度方言，他的弟子也大多使用这种语言。使用哪种语言说法，在佛陀看来并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因为，佛陀认为，每一个听法者都是在他自己的语言中听到佛的说法的，也就是说，佛陀的教说并不限制于一种固定的方言。其次，现存的原始佛教文献都是佛陀口头表述的汇编，在佛陀的时代还没有写作的习惯，而只有简单的文告写作。这些文献中，有着大量关于同一论题的重复讲说。从这些重复讲说的经文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佛陀亲切、自由、生动的讲说方式。这样一种讲说方式，更多地与讲说当时的情境紧密相关，有着十分真实的现场感。在佛陀的讲说中，婆罗门式的辩论风格也得到了保留和体现，不同的是，这样一种风格更具有自然的情感表达的特征，而不是由传统决定的形式主义的作风。当然，这并不是说在佛陀的讲说中没有对形式的要求，提问的方式、讲说遵守的程式，以及动作、语调等在佛陀的教团中都有规定，只是这种规定并没有婆罗门式的僵化和教条而已，而是始终保持着生动、人文的气氛。

由于佛陀思想的沙门特质，他的教学方法呈现出自由、灵活的特点。在现存的原始佛教文献中，这一特征主要表现为体裁的多样化。对话、故事、寓言以及格言式的说教，在早期佛经中得到了灵活运用。一般而言，对话体是佛经的主要形式，也是佛陀教学的主要方式。通过对话来完成教与学的过程，既不须经过书本的中介，也不是以教为主体的灌输式的教学法，而着重于教与学之间的互动关系。佛经中，教学一般由对话来展开。从大量的佛经来看，佛陀的讲说一般是在两种场合展开。一是在佛陀与弟子们例行的集会中，由弟子就修学中遇到的问题和困惑向佛陀提问，然后，由佛陀根据情况方便解说，如大乘经典中的《华严经》《般若经》等；二是在佛陀的游行中，随机讲道，方便设教，灵活度人，如《阿含经》中的多数经典。后一种情况，在原始佛教文献中更多地出现，而前一种方式则是大乘佛经的主要形式。无论哪种方式，对话是其基本的展开方式。在对话中，佛陀或以自己的本生故事，或以其他佛的化身事迹来解说佛法；或者是以寓言的方式，运用譬喻的手法，生动、透彻地讲明佛法深意；或者是以格言的形式，将佛法的道理以便于记忆和记诵的方式集中起来，编成韵文体的偈颂来讲说；或者是针对某一问题集中论述解说，形成后世论书的初始形式；或者是以广泛破除异见和异解为主的方广形式；或者是以神通变化之奇迹灵验开导信心。佛陀不同的说法方式，就构成原始佛教的教法组织形式。这些方式最早有9种，即经、应颂、解说、偈颂、自说、如是语、本生、未曾有法、方广，后来被扩大为12种，增加了譬喻、论议与因缘，形成所谓九分教或十二分教。这些教说方式充分地体现了佛陀教学的多样化特点。[10]

佛陀教学方式的多样化，体现了佛陀灵活施教的特点。佛陀施教的灵活性，在佛教的教法中称为方便。方便是实现教理的手段和工具，佛陀广义的教化行为，都是方便，而不只是讲说。在理与教之间，教是承载理的，理由教来表达。理与教之间的这种关系，一方面，教中寓理，教是对求学者的规范，是佛之教，因而是神圣的，是为圣教量；另一方面，理由教明，教之规范以合于理、达于理为目的，因此，规范不是教条，圣教量不是真如，不能绝对化。学者虽必经方便之教而趋向真理，然方便之教是多样的，可以随“机”应“变”，不拘一格，因地制宜，因材施教。这些在佛经中随处可见。同样是接引度化，对待迦叶三兄弟的方式就与阿难不同。一以神通破除苦行之执，一则于日用之间，随处点拨；同样是佛弟子，对阿难只能讲声闻法，而舍利弗则必须以大乘般若法门才能满足。因此，佛陀的方便施教体现了非常进步的教学思想。

第三节 佛陀的教义及其教育意义

一、佛陀教说的立场与原始佛教的基本性格

（一）原始佛说与原始佛教思想

根据佛教史的分期，原始佛教是指佛陀本人及其灭后百年左右部派未分时期的佛教，大致在公元前530—前370年。这一时期的佛教思想基本保持佛陀教法的统一和纯粹，内部尚未分化。因此，我们可以说原始佛教就是根据佛陀的教说以及由佛陀教说的精神推阐而来的佛教。

原始佛教思想的材料大多保存在经律当中，这些经律以南传的巴利文经藏和律藏最为古老，其中经称为尼柯耶，有长部、中部、相应部、增一部及小部五部；律以戒条（波罗提木叉）为主，包括《经分别》《建度》与《附随》三部分，它们分别是对戒本的广释，即以缘起故事的形式说明佛陀制定每一条戒规时的状况，以及诸事的汇编和对前两类内容的概要附注。汉译的经律基本从梵文移译而来，北传的资料大多保存在汉译当中，其中经藏的四阿含，即长、中、杂、增一与巴利文经藏的前四部相当，巴利文的小部则大多未有相应的汉译，少部分的汉译收在称为杂藏的部类中。汉译的律有与巴利文律藏大致对应的《四分律》《五分律》《十诵律》《摩诃僧祇律》与《根本说一切有部律》等，多是大众部与一切有部所传的戒律，与上座部系统的巴利文律藏传承不同。

无论南传还是北传的原始佛说，都经过了一个很长的形成过程，基本上是在部派形成以后才最后定型的，因此都带有明显的部派色彩。若试图从中寻绎、勾勒出佛陀原始教说的真实样貌，是相当困难的。根据东西方学者的研究，虽然大致可以搞清楚巴利文三藏中经典的编年次序，但由于文献编撰的复杂性以及判定标准的多样，最终确定佛陀教说的原始状况仍是非常困难的。因此，对佛陀思想的深入探讨，就不能仅仅以《经集》《长老偈》以及《法句经》等几部目前已确定为最早成形的经典为基本典据，而要能够以佛陀教说的精神为中心，结合佛法整体的历史与逻辑的实际，全面地利用阿含与律部的文献，从原始佛学的整体来研究佛陀的教说，以此为我们进一步阐述佛陀思想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建立稳固的学说史的基础。

在对佛陀教说的内容进行探讨之前，我们有必要对佛陀说法的形式方面的问题加以分析。因为佛陀说法的立场与风格标志着佛陀教说与其他学派的界限，体现出佛陀清理各种思想倾向的态度，同时也奠定了佛教在2500年的发展历程中统一的精神气质，尤其是对原始佛教基本性格的形成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二）佛陀教说的立场与原始佛教的基本性格

印度有着理论与实际或者说哲学与宗教不相分割的思想传统，印度的思想基本上不做纯理论的、知识兴趣的、以求知为终极目的的探究，而始终以关切人生实际的宗教问题为学说的重心。然而，自《奥义书》时代以后，由对人生实际的宗教解说渐渐引申出对形而上学的本体论问题的讨论，思辨的风气渐开，尤其是沙门思潮不受婆罗门教条的束缚，展开纯任自由地探讨，但同时诡辩论、怀疑论的说教也甚嚣尘上。汉译《长阿含》中的《梵动经》（相当于巴利文《长尼柯耶》的《梵网经》），总结了当时流行的一切派别的问题与解答，即所谓的六十二见，这些见解大致可分成8种观点，颇能反映当时思想界的状况。这8种主张分别是：①常见论，主张世界与自我都常恒不变。②半常半无常论，主张世界与一切有情部分为无常，部分为常恒。③有边无边论，讨论世界有限无限的问题。④诡辩派，又称捕鳗论，对任何事都不做决定性的结论，就像鳗鱼一样不可捉摸。⑤无因论，认为一切现象都是偶然的，并无因果规律可循。⑥死后状态论，对于死后的存在状态做种种的讨论与解释。⑦断见论，主张死后即一切断灭。⑧现法涅槃论，探讨何种状态是此世存在的最高境界。根据巴利文《梵网经》的解说，六十二见又可分为两大类，即关于过去世的“过去劫过去见”与关于未来世的“未来劫未来见”，而六十二见只是针对这些观点提出的理由。以上列举的这些主张，基本上可以归纳为因中有果论与因中无果论两项，都是对宇宙、世界以及人生进行断与常、有限与无限、身命一与异等方面的思辨探讨。这些讨论构成了印度诸学派的形而上学理论。

佛陀对于这些关于经验世界、生活世界以外的独断论教条，表达了自己鲜明的立场。佛经中有著名的“十四无记”的说法，最能说明佛陀对于形而上学理论的态度。所谓十四无记，就是指对14个问题不做回答。这些问题分别是：①世间常；②世间无常；③世间亦常亦无常；④世间非有常亦非无常；⑤世间有边；⑥世间无边；⑦世间亦有边亦无边；⑧世间非有边亦非无边；⑨如来死后有；⑩如来死后无；k如来死后亦有亦无；l如来死后非有非非有；m命身一；n命身异。这些几乎全部是我们上面已经举述的当时思想界关心和讨论的问题，对于这些问题，佛陀都不予作答，表明佛陀关心的重点不在这些与实际生存和生活并无直接关系的理论问题上，或者说，佛陀不从这些问题的角度出发来建构自己的学说。《中阿含》中的《箭喻经》通过佛陀与摩楞迦的对话，以有名的“箭喻”充分表达了佛陀自己的见解。在经中，摩楞迦抱怨佛陀对世界常与无常、身命一与异等问题不回答，佛陀就向他解说道：这如同中箭之人，哪里有先究明箭的形状与射箭之人的样貌种姓，然后才去拔箭疗伤的道理。佛陀之所以不回答这些问题，是因为它们与梵行无关，无助于离欲，也无助于灭寂，并不能给解脱人生之苦带来实际的帮助。这表明佛陀立说的根本，在于从人生的实际出发，针对人生问题来寻求有实际效果与作用的答案，避免做不切实际的诡辩与玄想。

那么，在佛陀看来，什么是从人生实际出发的人生问题呢？这就是人生的苦难。在佛陀组织自己教说的四谛说中，苦谛是其他三谛的根本。围绕人生之苦的现象，探讨苦的生起根源，寻找灭苦的途径，提出脱苦之后的理想状态，是佛陀原始教说的核心内容。三法印或四法印是佛陀教说区别于其他学说的教义标志，其中，无论是“诸法无我”还是“诸行无常”，都在解说世界无常无我这一事实的同时揭示着苦的现实存在，而“涅槃寂静”若没有“有漏皆苦”为对照，则失去了其作为理想的价值。因此，我们可以说“有漏皆苦”是佛陀教说的根本出发点。佛陀关于人生之苦的教说深刻地反映了个体生存与生活的真实感受，从中我们可以深切体会到佛陀对个体生命的重视。这种直面人生的活生生的感受和体悟，才是佛教的生命力所在。在这个意义上，佛陀的教说就不可能是关于生活与生存世界之外的形而上学的理论知识，而是与人的生活与生存实际紧密相关的宗教性的实践知识。他不从形而上学的理论教条出发对人生问题做出解答，而直接从人生实际引申出自己的理论教说。

作为一种实践知识，佛陀在阐述自己关于世界、宇宙乃至人生的看法时，便不仅仅是在陈说一个事实判断，同时也是在表达自己的价值评价，即使我们可以用纯理论的眼光来分析佛陀的世界观与知识论，但是这些理论只有实际化以后才会具有佛陀教说自身的意义。佛陀的教说是事实与价值不相离，伦理与心理相统一的。这一点表现在佛陀用概念来建立自己的学说体系时，总是侧重于从大家一般都能接受认同的现象出发，以眼前明白的事实来说法，不做抽象的思辨，不把身边的现象抽象地对象化。如十二因缘的理论，作为佛陀教说的核心原理就是以人生的普遍现象为基础，以人人认可的常识为前提建立起来的。这一理论不仅是佛陀人生观的基本原理，也是他的世界观的基本原理。它们陈说着关于世界的事实性知识，同时也表达着这个世界中的人关于世界的情感。佛陀的教说可以认为是对世界观这一概念的原始含义——人生在世的意义——的准确表达，这一点，马克斯·韦伯在揭示印度宗教的特性时便做过恰当的说明。关于佛陀教说的这种性质，前辈学者都曾有过论述。日本佛教学者木村泰贤曾说过：“佛陀所最努力者，纯在就人生其物之成立与活动而加以说明，此自其目的观之亦甚显著。故其宇宙论亦毕竟以人生问题为中心之宇宙观，所谓对于吾人世界之观察，若离开人生而考察宇宙乃为佛陀所不许者。”这是对佛陀教说实践性格的准确理解。

佛陀教说的实践性格还表现在对个体人生实践的指导上。人生问题的提出与人生问题的解答是相辅相成的，佛陀关于人生之苦问题的提出，就已经向我们指示了与现实苦难相对照的理想乐土的可能性，这种理想状态就是常乐我净的涅槃境界。佛陀教说的最终旨趣便在于引导众生获得解脱，实现涅槃，使众生能够像自己一样得到解脱的愿心。它指导着佛陀一生说法布道的生活。这种愿心便是后来大乘教说中菩萨这一理想人格的实质，而菩萨是能够根据众生的实际来灵活施救的。佛陀就常常把自己比作为人治病疗伤实际临症的医生，总是根据病人的病情来做出诊治。佛经中曾有如来知义、知法、知度、知时、知会众的赞叹，说明了佛陀根据具体情事方便施教的情形。在梵文中，表示“因缘”概念的“nidana”一词，便具有病理的意思。据说，佛陀成立的四谛说就受到了医学从探究病源到考究治疗方法的启发。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教说与医学之间的类比关系，恰当地表达了佛陀从人生实际出发解答人生问题的主旨。对人生问题的解答与人生实践的指导正是佛教之所以称为教的意义所在，也正是佛教在教育思想史上意义的充分体现。

从佛陀教说的实践性格，我们也可以引申出佛陀教说的理论态度。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佛陀于鹿野苑初转法轮时，在对五弟子宣讲四谛说之前，首先讲了中道的道理。最初，中道应该是针对五弟子坚持的极端苦行的实践态度而提出的不苦不乐的中道行，其内容便是八正道（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这种态度运用于理论的建构，便成为与“一切见”相对的“分别”观。“一切见”是指对待事物、建立教说的独断绝对的一往之论与一边之见，而“分别”观则是与此相对的客观分析的态度和立场。“分别”观见之于理论的建构，首先从现实的已禀赋的经验事实出发，而不是从盲目的理论教条出发。在这个意义上，佛陀颇有与近代科学接近的理论态度。这种理论态度用之于批评其他各种学说，便生动地体现了佛陀教说的理论特点。在《经集》中，佛陀反复陈说了自己对于各执己见的各派争论的态度。他说：“人们总是说自己的教义纯洁，其他的教义不纯洁；信奉什么便说什么好，各自确认各自的真理。”[11]“（问）一些人说：‘这是真实的、正确的。’另一些人说：‘这是虚妄的、错误的。’这样便会出现分歧，进行争论。为什么沙门意见不一呢？（答）因为真实只有一种，没有第二种；人们懂得这一点，就不会争论。但他们各自宣扬各自的真实，因此，沙门意见不一。（问）为什么那些争论者自称能人，宣扬不同的真实？是相传有许多不同的真实，还是他们抱有自己的思辨？（答）没有许多不同的真实，在这世上，除了名想，没有永恒的事物。在各种观点中运用思辨，便会提出真实和虚妄的二重法。”[12]在此意义上，佛陀总结道：“信奉教条的人不会带来纯洁，他推崇臆想的观点，声称依靠它就有光明，就有纯洁，他看到的仅此而已。”[13]而在佛陀看来，正确的道路应该是这样的：“牟尼抛弃尘世束缚，出现争论，不追随一方；别人不平静，他平静；别人采纳观点，他不采纳。”[14]“他对万事万物，对任何所见、所闻、所想不用设防，卸下重负，获得解脱，这样的牟尼没有渴求，不再属于时间。”[15]通过以上所引，我们可以看到佛陀对当时思想界种种不相容的学说观点的反省与批评，同时也可以看到佛陀教说的不执着、不教条、实事求是的客观分析的理论取向。这种批评的精神与分析观察的态度，正是所谓“法归分别，真人归灭”的教说旨趣所在。

佛陀的“分别”观运用于反省、自察自己的教说体系时，便出现了以著名的“筏喻”来解说佛陀教说的理论性质。佛陀把自己的教说比作船筏，只是渡人过河到达彼岸的工具，即所谓“方便”。作为“方便”，佛陀的具体教说就不是僵化的教条，而是根据具体情事可以灵活变通的策略。这种思想经过后来大乘学派的发展，组织成二谛的教义结构，即把教理（真谛）与教法（俗谛）辩证地统一起来。仅视教法为表达教理的方便，虽有实际作用，但并不是终极的、第一位的实在。在部派时代，曾有佛陀教说是“了义”还是“不了义”的争论，反映了对佛陀教说性质的不同看法。所谓“有着文沙门执着文字离经所说终不敢言”，就是指那些把佛陀教说教条化的派别，这些派别的此类主张是有违佛陀真意的。从佛陀关于教理与教法辩证关系的处理上，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对教育目的与教育手段之间关系的看法。

通过以上对佛陀教说立场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原始佛教的实践性格与理论风格有所体会和了解。原始佛教具有的立足人间、朴素、亲切的说教方式，非形而上学的分别切事的理论特征，以及拒斥神秘和狂迷的，理智、规范的实践风格，不仅不同于印度其他教派学说，而且与发展到后来的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有很大的不同。当然，尽管佛教的后期发展有不同程度的形而上学化与神秘化的倾向，但佛陀教说的基本精神和立场是贯彻始终的，这就是在理论形态上的事实与价值的统一，以及在实践上对人生之苦的终极关切，和对寻求解决人生问题方法的关心。正是由于原始佛教的这种性格，我们在研究和评析佛陀教法的思想因素时，就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哲学的理论框架，并进而根据这样的框架来结构佛陀的教育思想。因此，在下面对佛陀思想的分析中，我们把“教法体系中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作为一般思想史和教育思想史中形而上学（本体论）以及形而上学与教育的关系这方面的内容来论述。同时，我们从佛陀教法体系中抽象出关于认识与知识方面的理论教说，作为佛陀的认识论与知识论来讨论，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它们在教育思想方面的内涵。另外，佛陀在价值论方面的思想由于佛陀教说的事实与价值统一的特点，我们将关于理想目的论的这部分内容在基本原理中讨论，而把道德论放在修道论中论述。这样的结构安排，是由佛陀价值论思想的特点，尤其是佛陀对道德的基本看法决定的。

二、教法体系的基本原理及其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

佛陀教说的内容，是通过四谛说组织成为一个完整的教法（或教义）体系的。由于四谛说在教法组织上的作用，有的学者也将其作为“佛陀教义的纲要”（中村元语），或者作为统合佛说八万四千法门的“主干”与“一切教法之根基”（木村泰贤语）。四谛说把佛陀的教法组织成流转与还灭或者是迷与悟、染与净两个部分，其中，流转、迷、染是对轮回界生死因果的解说，还灭、悟、净是就涅槃界的解脱出离因果所做的解说。苦谛与集谛以轮回界生死因果为内容，灭谛与道谛以涅槃界解脱因果为内容。作为解说流转与还灭两种因果的四谛说，是在运用因缘，或者更普遍地说，是运用缘起的道理，分别对现实与理想进行系统的剖析，可见缘起在佛陀教法中的地位。关于缘起理与佛陀教法之间的关系，许多学者都从南传上座部的大论师觉音（亦译佛音，buddhaghosa）对“法”（dharma）这一概念的定义中寻求解释的门径。觉音对“法”的内涵做了四种区分：a教法；b因缘；c德；d现象（或译事物）。有学者认为后三项是指存在的理法，其内容便是指存在意义上的缘起理，而教法是对缘起理的解说，于是这四项就被归纳成教法与理法这样的能诠与所诠的关系。同样是运用能诠、所诠的模式解释这四项之间的关系，有的学者认为前三项是指以缘起理为内容的教法，是佛陀教说意义上的法，与作为存在事物或现象的“一切法”相对。不管如何解释这四项之间的关系，缘起理与佛陀教法之间的对应关系是确定无疑的，这正是对佛陀在《中阿含》中所说的“若见缘起便见法，若见法便见缘起”这句话的恰当解释。由此可见，缘起是佛陀教法的基本原理。

作为佛陀教法基本原理的缘起，不仅是组织四谛理论的核心原理，而且是三法印用以标志佛法特征的基础。不论是无常还是无我，都既是对缘起理的说明，又是缘起理运用的结果。即使是作为终极实在的涅槃或法界，也必须用缘起的道理来揭示。因此，我们对佛陀教法体系的评述，就是根据缘起的原理而不是从教法的组织系统即四谛来论述佛陀教法的重要内容的。这些内容包括无我说、业论、涅槃论三方面。下面我们首先从缘起原理的含义入手来分析佛陀的教法体系。

（一）缘起说及其教育意义

缘起原理的原始教法形态是佛陀悟道的核心内容——十二因缘说。一般来讲，佛陀正是由于观察十二因缘的关系而觉悟了缘起的道理才得正觉成佛的。十二因缘定型后的经说散见于多部经律，较典型的说法有几种。《缘起经》中云：“佛言：云何名缘起？初谓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所谓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起愁悲苦忧恼，是名为纯大苦蕴集。如是名为缘起初义。”这里仅言及缘起的生起次序，即所谓顺观缘起。相应部卷十三（《杂阿含》卷十二）中云：“比丘们，缘起是什么？比丘们，从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而生愁悲苦忧恼。如此，有这一切苦蕴之集起。比丘们，这叫作缘起。可是，由于无明之灭而有行之灭，行灭而识灭，识灭而名色灭，名色灭而六处灭，六处灭而触灭，触灭而受灭，受灭而爱灭，爱灭而取灭，取灭而有灭，有灭而生灭，生灭而老死愁悲苦忧恼乃灭。如此，有一切苦蕴之灭。”这段引文便包括了原始教说中反复提到的对于十二因缘进行顺逆观察的两个方面。从上面的引文，我们可以看到十二因缘的诸支都是人生的现象，其实质是生死问题。关于十二因缘的核心究竟是识与名色，还是无明与行，学界有不同的解释。这些关于十二因缘教法中诸支关系的教义解释涉及佛陀关于存在的根源与结构的看法，是后来佛教诸派教义分歧所在。这里我们先就十二因缘的基本含义做一些探究。

从上文所引《缘起经》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言及缘起诸支之间的生起关系之前提到的“依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是对诸支生起关系即顺观的概括。关于十二因缘的教法所包含的一般意义上的缘起道理，通常在经律中完整地表述为顺逆两个方面，即“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杂阿含》卷十三）。这句话可以作为缘起原理的基本公式。这个公式要表达的意义正是缘起的内涵。巴利文相应部中这样解释缘起概念：“诸比丘，什么是缘起？诸比丘，以生为缘有老死，无论诸佛出世或不出世，而此（缘起的）界（自性）住立，是法住性、是法不变性、是此缘性。如来于此现正觉、现观，现正觉、现观后，讲它、说它，施设、确定、开显、分别及显示它，而说‘汝等当见！’诸比丘，以生为缘有老死，诸比丘，以有为缘有生……乃至……以无明为缘有行，无论如来出世……乃至……分别显示，而说‘汝等当见！’诸比丘，以无明缘有行。诸比丘，这里是如性、不违自性、不他性，是此缘性。诸比丘，是名缘起。”[16]在这里，缘起被解释为“此缘性”（巴利文为idappaccayata），是以此为缘的意思，它是由真理决定的存在，或者说它就是真理，就是“如性”。“此缘性”根据学界的一般理解，是相关性或相依性的意思。也就是说，诸法之间是相互依存的，以彼此相缘为本性。然而，相关性的含义并非仅仅指出彼此相缘那么简单，或者说，彼此相缘的意义包容着丰富的义理层次。对于“此缘性”在相关性意义上最彻底的说明，应该是中国佛教华严宗“理事无碍”“事事无碍”的法界缘起说，而从原始佛说到大乘的中国教派，围绕缘起的相关性意义有着一个复杂的发展演变过程。

在原始佛说中，对“此缘性”的解释是从无常、无我的方面着手的。在三法印中，诸行无常是指一切现象都是生灭变化的意思。一般地讲，行是经验世界中的现象，无常是迁流变化之意。在部派佛教中，无常的含义被彻底化，具有了刹那生灭的意义。但是在原始佛说中，无常还基本上是指经验现象，尤其是人生现象的生灭变化。由于无常的性质，所以处于迁流变化当中的事物都是不能恒久永存的，事物之间是不能避免相互依存与转化的。可见无常也是对相关性的揭示。在经验界、现象界并无永恒的实体，事物不能保持自我本性的不变，即不能“任持自性”，这正是诸法无我的一般含义。诸法没有实体便是无我。所谓“我”，就是自我决定、自在自为的时空之外的超验实体。现象界的诸法并不具备这样的绝对无待的实体性，而只是有条件地依他的存在。诸法无我力求说明的事物这种依他有待的本性，也正是相关性的内涵。

总之，十二因缘教法中的“此有故彼有，此起故彼起；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的缘起公式，说明的就是现象界一切事物之间的相互依存、彼此为缘的关系，在这种关系当中并无自主的实体，事物的本性是依他有待的这样一个道理。我们可以说，十二因缘的教法是在抽象的意义上阐明了这个存在的缘起道理，缘起的道理所具有的形式上的意义，正是十二因缘教法的精神旨趣所在。但是，以人生现象为内容的十二因缘诸支之间具体的互为条件的因果关系，与这个形式上的抽象的缘起道理之间又是怎样一种关系呢？或者说，原始教法以十二因缘说明的缘起道理具有怎样的特征呢？为说明这一点，我们就须从十二因缘的具体教法内容，即十二种人生现象之间的具体关系及其意义来探讨。

根据《缘起经》所说的意思，缘起是指“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而无明缘行等十二支的相缘关系，是这句话的“所谓”，也就是说十二支之间的相缘关系是彼此相缘关系的意义所指。或者说，缘起的道理抽象地说是“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的相缘原理或公式，而具体地说则是指以人生现象为内容的十二因缘诸支之间的相缘关系。对佛陀缘起思想的探讨不能离开十二因缘说的教法，也就是说，我们只有把抽象的缘起道理具体放在十二因缘的教法当中，才能获得佛陀关于缘起理实际意义所指的理解。以上我们已经分析了缘起理的抽象内涵，下面我们就来了解佛陀关于缘起理在人生实际中的意义所指。

在原始佛说中，“彼此相缘”的关系不是空泛笼统的，“此”与“彼”有着明确的所指，它们就是从无明生到老死有，又从无明灭到老死灭的相缘关系，其实质在于说明人生苦乐的根源，在阐明苦蕴的“集”与“灭”。也就是说，十二因缘的教法是根据“有漏皆苦”的价值判断展开的。通过十二支之间的相缘，说明“五取蕴是苦”的道理。所谓五蕴，是指色、受、想、行、识五种现象，包括名（精神或心理现象）与色（物质或肉体现象）两方面，这说明人的生存以及与人的生存相关的一切世间都是为苦所摄的，苦的根源就在于从这五个方面加以执着，即所谓“取”，“取”的根源在于“无明”。这样，以阐明苦为宗旨的十二因缘教法，实际上是一种价值的缘起。这一包含着价值判断的缘起教法，根据这十二种人生现象的生起因果与断灭因果的不同，即所谓顺观与逆观的不同，可以分成流转与还灭两种缘起。

关于“无明”的意义，根据经典的解释，是指对苦、集、灭、道四谛的“无知”。然而，这种“无知”并不仅仅是指对四谛理论的知识缺乏，更多的是指对四谛的“无见无现观”。所谓“见”与“现观”，是指对四谛道理的直观，通过直观而有的并非理论意义上的知识，而是一种洞见和觉悟。因此，“无明”的克服，也不像一般对无知的克服一样，仅仅经过求知、学习便能实现，而是要通过八正道，尤其是其中的“正定”，才能最终实现“正见”。这说明“无明”基本上是就人的精神的或存在的障蔽而言，这种障蔽便是欲望，也可称为烦恼障。对欲望的克服需要道德的以及禅定的实践。因此，从“无明”的性质，我们也可以了解佛教关于教化或教育的本质与作用的看法。

由于“无明”的存在，所以有“行”的生起。“行”，最广义的意思是诸行无常的行，即一切现象之义。另外，还有五蕴中的行蕴之行，指意识作用。十二因缘中的“行”应该是“思”，即“善恶之意”，是身、口、意三业中的意业。可见，行是从业的意义上立说的。由无明缘行，即是由欲造业之义。业是轮回的动力因。佛陀教法中关于业的理论与缘起的原理相结合，最能说明佛教对教育的可能性的观点。

“行缘识”之识的意义，一般地来讲是“分别”，即“分而知”的意思，也就是认识判断的作用，这是就前六识而言，这主要是五蕴中识蕴的意义。在十二因缘中，“识”的意思后世多解为“入胎之识”，也称“结生识”，作为轮回的承担者。但在原始教法中主要还是指具有认识作用的主体心。

“识缘名色”的意义是后世唯识学借以成立阿赖耶识的原始教法根据。唯识学的这种解释便是继承了“结生识”的意义。名色是指五蕴，其中包括识蕴，如果作为名色成立条件的识同时也是识蕴所摄，那么便是识以自己为缘了，而这是不合逻辑的。因此，作为名色，尤其是六识生起条件的识，就应该是藏有诸识生起功能（即种子）的阿赖耶识（藏识）。但是，根据教法的原始含义，似乎应该是“内有识身，外有名色”之意，把名色作为识所缘的六境。据此，六处即为六根，是对认识能力的比喻说法。由于根（能力）境（对象）相触而有识（结果）生，因此，“触”是根、境、识三者和合的意思。“受”是“触”的结果，即“眼触所生受”乃至“意所生受”等六受身，按其性质可分为苦、乐、不苦不乐三种。可见，“受”是由触而生的苦、乐、不苦不乐三种感受。由此三种感受而生起爱憎的欲求，便是“爱”。“爱”的性质，据四谛的解释可分为欲爱、有爱、无有爱三种。“取”是由心中之爱念所发之行为。由“取”而产生“有”，“有”是存在的意思，此处指由“取”的业力残余下的人的性格或人格。由“有”而起“生”，“生”是指经验的发生。“老死”是指老苦与死苦，代表由生直接引发的愁悲忧恼等一切苦恼。从根本上说，苦恼是无明、业等带来的。

这是十二因缘教法中顺观缘起或流转缘起的内容。关于逆观或还灭的内容，只有消极的说明，实际上还灭缘起的具体细节是修道论的内容，即佛陀四谛教法中道谛的内容。其核心是八正道，以生起“正定”，产生“正见”，最终觉悟解脱为目的。以上是原始教说中十二因缘的基本意义，与部派佛教中对名相的规范化、系统化相比，许多名相的解释还有模糊笼统之处。但是，原始佛说从人生现象出发，以苦的判断为中心，解说抽象的缘起道理的特征是非常明确的，这正是佛陀关于缘起道理的十二因缘教法的实质。尽管十二因缘教法中包含着关于缘起理的“此缘性”意义，但这种抽象的道理还没有在教法上普遍化到宇宙的一切现象上。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就一方面表现在抽象缘起理的继续深化上，另一方面则相应地在教法组织上进一步扩大到宇宙、人生的一切方面，逐渐具有了形而上学本体论的意义。

从对原始佛说的十二因缘教法及其所阐述的“此缘性”道理，我们可以看到以相关性、此缘性为内涵的缘起原理所具有的多个义理层面。我们可以说它既是存在于教法诠说之中的道理，又是与这种道理相应的独立于教法之外的存在之理法，而同时我们也可以说它是教法中运用的观察揭示缘起理的普适的思想方法。在此意义上，我们就可以认为抽象的缘起道理作为缘起的一般意义，它虽寓于教法之中，由具体的教法来阐明，但它又是超越具体教法之上，不能为教法的解说完全穷尽的。作为一切教法的核心教理，不同的教法都是对这一教理的不同解说，而教理的旨趣不变，所变化的只是教法的组织形式。这正是佛常说的“如来出世，或未出世，此理已定”的意思，即“有佛无佛，性相常然”之义。但同时不容忽视的是，“此理”毕竟是依于佛陀而显现于世的，从佛的大觉中流出，所谓“见法者如见我，见我者如见法。何则？见法故见我，见我故则见法也”。这说明此理法又依佛而有。于是，对缘起理的探究便不能抛开佛陀的教法，经中常谓“吾人之法以世尊为本，以世尊为向导，以世尊为依处”便是此意。因此，我们可以把由十二因缘的教法引申出的缘起问题的探究分为两个层次，一个是作为教理的缘起原理，另一个是表述缘起原理的教法系统。如果说教理是抽象的，是存在意义上的，那么教法则是具体的，是根据教说实践，而且是针对众生的实际需要而来的。也就是说，教法对教理的解说，是教法对教理的实际化、价值化，而教理则是通过教法运用于实践的。教法与教理之间的关系，是我们理解佛教思想的重要线索。从两者之间的关系变化中，我们可以了解佛陀缘起思想的真实含义，进而加深对佛教思想的发展演变的理解。

关于缘起教理的意义，佛陀的教说中已经做出了“此缘性”（即相关性）的解释，但原始佛说中的“此缘性”意义仍然有义理未剖的笼统之处，缘起教理的终极旨趣是在大乘中观学派中被进一步完善和发现的。另外，关于缘起教法的组织，以原始教法中的十二因缘为原型，一直是佛教诸派组织教法的根底，只是对它的态度和运用有所不同。后期佛教的发展，一方面，不断加深着教理的认识；另一方面，在组织教法以适应和表达教理时，非常重视教法形式的统一性，通过综合旧有的教法来传达新的教理。这一特点体现了佛陀教法的连续性与继承性，同时也是在为新的教理寻找佛陀教法的根据。部派、中观与瑜伽行（唯识）都在不同程度上体现了这一点，并且各有所侧重。

对缘起教理“相关性”意义的决定性发展，便是在“此缘性”（相关性）与“空”意义上的无自性之间建立起逻辑联系，这一点是由龙树（Nagajuna）在《中论》中完成的，在“缘起性空”或“缘起无自性”的道理中实现的。实际上，原始佛说中用无常无我来解析“此缘性”的相关性意义，便使缘起理具有了无自性的意思，也就是上文提到的诸法由于迁流变化的无常本性而具有的依他有待的无自主性，即无实体性意义上的无我。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缘起理完全可以仅仅理解为现象之间的相对性关系，正如“相对性”一词的英语译词“relativity”所表达的含义一样。即使将这种相对性关系绝对化，也不能必然推导出佛教意义上的“空”来。佛教“空”的内涵有着非常丰富的层次。根据龙树《中论》的意旨，“空”同时具有遮与表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就现象界而言，缘起的道理便是空的道理，缘起可说是对空义的正面表诠，“空”可说是以遮诠否定的方式表达着缘起的最终旨趣，也就是说，缘起即无自性，无自性即空；由空故无自性，由无自性故诸法随缘而起。另一方面，缘起性空作为对现象界虚妄本性的揭示，在否定现象的真实自在本性的同时，实际上便是在以遮诠否定的方式表达着真实与绝对的存在。我们也可以说，缘起性空的道理本身便是在以真实否定虚妄；诸法之所以是缘起而无自性的，是因为有着真实自在的真如与它比照。因此，“空”本身也是对真实本体的说明。由此可见，“空”是现象与本体的中介，在“空”中，现象与本体实现了统一，“空”对现象虚妄本性的揭露本身就是真实本体的显露。在这个意义上，缘起教理与如性真理便合而为一了。关于此，佛陀的原始教法中就曾有提示，但是，只有在龙树的中观学派中，对于如性真理的阐释才更深入，缘起与如性的和合不再是笼统地以缘起为如性，而是从如性的自在来成立缘起。这是大乘思想的核心，也是缘起教理的终极意义。

对佛陀教法的全面组织工作是由佛灭后的各部派以及大乘的瑜伽行派完成的。由于它们对佛陀教法的组织，故又被称为小乘的和大乘的法相学。大、小乘法相学在法相（教法）组织上具有统一的形式，这可以看作对佛陀教理的一致性、连续性的体系化的追求。通过教法的统一来贯彻教理的一致与连续。这一点便表现在大、小乘论书在造论格式的程式化与模式化上。当然，在统一的程式中存在着教理的深浅与大小的差异，只是这些差异不是通过改变名相范畴重新建立体系来表现的，而是仍然借助旧有的教法名相，通过增加与调整名相来完成的。这样便维护了佛陀教法的统一与稳定。

在对十二因缘教法的整理上，部派佛教将十二因缘组织成三世两重因果的形式，并在教理上相应地提出了“人无我”的看法。瑜伽行派则从十二因缘的教法中整理出阿赖耶识缘起的教法，借此说明“人法两无我”的道理。诸部派乃至大乘诸派中关于缘起的教法与教理的不同看法，我们将在下文进一步深究，这里需要强调的是，无论教派与思想怎样变化，它们都是围绕十二因缘的教法，根据缘起的道理来展开自己体系，并进而深化缘起理的。

以上我们讨论了原始佛教中的缘起思想，缘起思想是佛陀教说中关于世界与人生本质的理论。通过缘起思想，我们可以了解佛陀对于世界的终极实在的基本看法，正是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引申出佛陀关于教育的本质、目的以及意义的基本认识。关于缘起思想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我们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缘起的原理是与形而上学的实体观截然不同的一种对于世界、宇宙乃至人性本质的认识，抛开其在宗教实践上的意义，仅仅作为一种理论而言，它把变化当作世界、宇宙以及人性的本质，在绝对的意义上，并没有恒久、稳定、普遍的基质可以作为宇宙的支撑，变化的绝对意义实际上与空是同义的。在空的本质上，现象界的事物本性都是相对的，是相依相关的，不能独立自在、自存自为的。在此意义上，教育作为一种人性改造行为便是能够成立，而且有意义的，这与决定论的思想所认为的人性不可改变，因而教育无用的观点是截然不同的。缘起思想中关于教育实践方面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佛陀教说的业论中。第二，缘起思想也涉及道德主体或行为主体的问题。根据缘起的理论，“无我”的判断是可以自然引申出的结论，然而，在何种意义上成立“无我”，则关系到佛教对人格主体本性的认识，同时也关系到佛教思想中关于教育目的的思考，也就是说，什么样的人格理想是佛教教育的目标，在怎样的状态下人格主体是可以被教育改造的。缘起思想中关于人性与教育的关系，以及教育的人格理想问题则主要体现在无我论中。无论业论还是无我论，都是缘起道理的运用与引申。第三，缘起教理与教法之间的关系，实际上是佛教教理与佛教教法的关系。佛陀以及其后继者们关于法与理关系的论述，也充分体现了佛陀思想中关于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之间关系的思考，同时也体现了佛陀关于语言文字的表达与真理自身之间关系的思考。以上三方面的内容，我们将在下面的无我论、业论以及涅槃论中进一步探讨。

（二）无我论与业论及其教育意义

1.无我论

无我论与缘起论一样，是佛陀教法中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实际上，无我论就是缘起道理的一个方面，是缘起思想的一种形式，也可以说，无我是缘起思想在人格主体领域里的运用与表现。其实，运用于人格主体领域里的缘起思想正是佛陀原始教法的特点，这一点被后来的部派佛教总结为“人无我”。可见，缘起与无我是佛陀教法的根本标志，是佛陀教法的特质所在。在佛教三法印中，苦及其相关的业的思想，是印度思想中固有的传统理念，并非佛教独有，因此，并不能构成佛教思想终极意义上的用以说明、解释其他教法的基础和标准，而其自身是要由缘起与无我来说明、解释的，并因而具有佛教自身的意义，尤其是其中的业的思想更是如此。下面我们对佛陀教法中的无我理论以及据此重新解释的业论加以分析，并进而阐明其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

在探讨无我问题之前，我们首先应该把印度思想传统中的“我”的理念加以分析，以明确无我思想的针对性。“我”（阿特曼，atman）是《奥义书》的核心观念，从《梵书》时代起，印度思想中就出现了向主体内部寻求终极实在的倾向。这一倾向以《梨俱吠陀》中的《原人歌》为出发点，进而把生气（呼吸）与心作为终极原理的承担者，最终以纯粹能动体与纯粹主观体为自我之本体。关于自我（阿特曼）的性质，我们已经知道阿特曼是超越于我们的经验之上的，同时又潜存于我们自身之内的发生开展出宇宙的根基或实体。把我体作为宇宙的根基，并进而提出梵我一如的本体论框架，因而我与梵一样是宇宙的本体。作为宇宙本体的实我具有怎样的德相呢？《奥义书》中有四位说与五藏说说明阿特曼的性质，同时也反映了《奥义书》中对我的认识过程以及组织过程。其中，《布利哈德奥义书》中对熟眠位之我的描述颇能反映我体的终极性质：是实最上之归趣也，最上之安乐也，最上之世界也，最上之欢喜也。[17]可见欢喜、安乐、实在是我体的性质，后来在佛教中也将此概括为常、乐、我、净四种德相。作为实体的我体，具有恒久不变、真实自在、自由如意、清净安乐的特点。这可以看作印度思想传统中我的理念的基本内容。

佛陀教说中的无我思想，根据传统的解释是对《奥义书》中反映的婆罗门思想的回应与反驳。因此，无我就是对婆罗门教的实体我的否定。在原始佛说中，“我”一般被理解为“常一主宰”之义，那么无我就可以分析为无常与不自主两方面的意思，不自主即苦，因而无我与无常、苦构成了一个相依的完整的意义结构。这三方面之间互为表里，可以互相解释。这说明三法印说形成了佛陀教说的统一的教义基础。在无常的绝对意义上理解无我，就不存在固定的自我，而只有流动变化本身，即使有我的意识出现，也只能在流动变化的意义上来说明。由于流动变化而无“我”，即不由“我”的主宰而有变化之自然，故产生由不自由而起的“苦”感。作为不自由之苦最具典型性的反映，就是我体不能常住的生命短暂的幻灭之感，更进一步说，就是由再生再死而引起的轮回之苦。关于无我的解释，在原始佛说的教法系统中主要以五蕴的无常与苦来说明五蕴的无我，这可以看作从教法理论的角度对无我意义的阐明。

关于五蕴无我的意义，觉音在《清净道论》中概括为“只是名色，而没有人及补特伽罗”，其中，名色是指受、想、行、识与色五蕴，五蕴无我即五蕴和合故无我。五蕴是对人自身的构成分析，在人身的五种功能集合的和合中并没有自在的我体的存在，而只有和合了的五种功能集合，因此，实际上五蕴无我表达的只是和合无我的意思。关于这一点，成立于部派时期的《弥兰陀王问经》中做了进一步的组织。此经通过那先比丘与弥兰陀王的对话问答，最终得出“我”的存在仅仅是一个名号而已的判断。经中云：“这个‘那先’，其实也只不过是个名称、称呼、假名、通称、名字而已。在那个地方并没有任何人格的个体可以认定。”根据觉音的总结：“‘人’和‘我’只是表达五取蕴，而当我们逐一考察各个部分时，我们发现依照绝对意义并没有‘人’，可以据以妄称为‘我’或‘我的’。换言之，依照绝对意义只有‘名色’。凡是作如是观者，他的见解才是如实之见。”值得注意的是，觉音的表述中关于“我”的意义有绝对（第一义）与相对（世俗义）的区分，这对我们在后面说明佛教无我理论中的行为主体问题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杂阿含经》对五蕴无我又做了进一步的阐明：“色是无常，一切无常的东西是苦，苦的东西是无我。”其他受、想、行、识四蕴亦如此，由五蕴的无常、苦来说明无我，这样，五蕴的无我也仍然是在无常不自主的意义上展开的。因为五蕴本身的每一蕴都是一种“集聚”，因此，五蕴并不是人的五种要素性实在，它们自身也是处于流动变迁之中的。于是，原始教说中便出现了另外一种关于五蕴无我的说法，即五蕴各个无我。当然，这一点在五蕴中的每一蕴都由集聚和合而成意义上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阿含经》关于这一点有着另一种解释。里斯·戴维斯（Rythys Davids）的著作《佛教》，曾引用了巴利经藏中一段颇具代表性的话。经云：“行者们，不管这些导师们以怎样的方式看待‘我’，他们都认为它是五蕴或五蕴之一。于是，行者们，一个没学问的、不信教的人—— 一个既不能与皈依者，也不能与神圣性发生联系的人，他也不能理解他们的法，也不会遵循这些法来生活——这样一个人既把‘我’作为在物质属性（色）中保持同一（identical with）的东西，又把它作为一种物质属性（色）的所有者（possessing），也把它作为一种物质属性（色）的包容者（containing），一种居留（residing）于物质属性（色）之中的东西。”[18]与此相同，其他四蕴也是这样一种关系。经又云：“通过这二十种看待‘我’的方式，他便得到了‘我存在’的理念。”[19]可见“我”是作为五蕴中每一蕴的同一者、所有者、包容者与居留者的意义存在的。五蕴有我的意思，就是五蕴是我的，为我所有之义。与此相应，“无我”便是“不是我的”“不由我所属”的意义。里斯·戴维斯还进一步明确指出，把身心分成五蕴来表示是后世发展出来的概念，原来仅仅分为身与心两种，所谓无我，仅仅指“身心不是我”，即身心不是我的所有物之义。这样，无我就不是对我体的完全否定，即“没有我”（without a soul）的意思，而仅仅是“不是我”（not a soul）之义。这一无我义在汉译《阿含经》中被译作“非我”。日本学者中村元关于原始佛说中无我义的确切含义曾指出：“在初期佛教，由无常的理法而导出无我说。据古老经典出现的无我说看，任何东西都会变化、会消灭的，所以，人对任何物，都不要认为是‘我的东西’‘我的所有’来‘执着’。故云：修行人首先非舍去‘我的东西’之观念不可。因此，无我说就是排斥如此意思之‘我执’‘执着’的。”[20]那么，无我实际上就只是“非我”之义，即“不是我的”“不由我所属”的意思，而无我说的旨趣仅在实践上破除“我执”，而不是从理论上否定“我”体。关于“非我”意义上的“无我”义，中村元进一步指出：“无我说被认为是佛教的根本思想，同时是佛教与其他诸哲学思想明显的分别标志。但至少在初期佛教并不主张‘我不存在’，只是反对客观的、实体的或机能的‘atman观与我观’而已。对于是存在或不存在之问题，初期佛教徒是沉默而不多言的。”[21]

对无我义的这种解释，被认为是原始佛说中最古老的说法，《经集》《长老偈》与《法句经》中保留了许多这样的证据。例如，《经集》说：“人们总为自己喜爱之物悲伤，因为占有之物不会永恒；认识到存在之物总要消亡，不要居家。”[22]“人认为这是我的，但还是随死亡而消失；认识到这一点，虔诚的智者不会崇拜自我。”[23]又云：“贪恋自己喜爱之物的人，不能摆脱忧愁、悲伤和贪婪，因此，牟尼们摒弃执着，四处游荡，寻求宁静。”从以上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无我教说的主要意图是让人摆脱对身外之物的执着，而转向真实自我的寻求。《法句经》中对于真实自我的强调，就很能说明寻求自我、实现自我的意思。经云：“自己才是自己之主，自己才是自己之所依处。是故，要像商人能控制良马那样来控制自己才好。”从以上的引述中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对无我说的运用，主要是侧重于实践上的去执着。

关于佛陀无我思想的真实意趣，学者们多引用《杂尼迦耶》中佛陀与婆差种出家人的一段对话：“尊者乔答摩！有我吗？”佛陀保持沉默。婆差种又问道：“尊者乔答摩！那么，没有我吗？”佛陀依然保持沉默。这说明佛陀不愿陷入关于有我无我的争论当中，这一点也符合佛陀对于形而上学问题的一贯作风。这样一来，佛陀的无我说就仅仅具有了实践上去执着的“非我”之义了。

佛陀教说中的无我义究竟是如传统中解释的那样，是理论上否定实体我的意义，还是如上面所举的仅仅是实践上的去执着，对此学界有着不同的意见。我们认为，理论上的“无我”在实践上的表现便是“非我”，二者并不矛盾。尽管佛陀的教说主要侧重于实践上的去执着，但是对此实践意义的理论总结便自然可能引申出理论上的无我义。或者可以说，理论上的无我义是对佛陀非我思想的论证与分析，这也正是为什么无我思想的完整出现是在部派时期的原因。这说明在佛陀关于无我的义理当中，就已经蕴含了我与无我之间关系的复杂思考。正是在此意义上，我们才可以去寻找佛陀教说中无我说与轮回说的逻辑联系。实际上，在大乘佛教发展到如来藏思想阶段，经由对“我”的否定之否定而提出的具有“常乐我净”性质的“自性清净心”，其思想动因便存在于佛陀的思想当中。把无我与轮回对立起来的认识，是将无我思想教条化的结果。那么究竟怎样解释无我说以适应与业报主体的关系呢？这就涉及了佛陀教说中的业论的内容，这部分内容实际上也关系到佛陀对行为主体、道德主体的看法，即无我的思想怎样与行为的、道德的主体相调和的问题。

2.业论

无我说的传统解释可能会使人误以为佛陀是否定主体，尤其是否定轮回主体的。这样一来，人们甚至认为佛陀的教说似乎是在否定道德的主体。类似的困惑实际上在佛陀灭后的部派时代就已经出现，诸部派提出的“中有”“穷生死蕴”以及“非即离蕴”等概念，都是在为无我与轮回的矛盾寻找理论上的解决和突破。后代学者竭力证明佛陀思想中的无我即非我的做法，实际上也是在寻求这一矛盾的解决。寻绎后代佛教解决此问题的思路，并结合印度思想中业论的传统，我们可以大致理清佛陀关于无我与业的关系问题。

业的思想，也可以说是依业轮回说，并非佛教独有的思想主张，而是《奥义书》时代以后印度思想界共同的信仰。据学者的考证，依业轮回说产生于梵书时代末期，与婆罗门思想中的常我论一同完成，实际上可以说，依业轮回说是与常我论相配合形成的。根据《奥义书》中的婆罗门思想，业、我、轮回之间犹如火药与炮弹的关系，借火药力的大小不同，运送炮弹至不同的地点，这正是借业力之不同而使常我轮回于不同世界的意思。在这样一个框架中，印度思想界大致出现了三种关于行为（业）与因果报应关系的观点，这些观点都关系到对行为主体责任的不同看法。一是认为一切都由过去的原因所决定，凡是人所经历的苦、乐或非苦非乐都是由过去所作之业决定的，这就是所谓“宿作因论”。二是认为人是由神的意志决定的。凡是人所经历的苦乐或不苦不乐，都是由自在神决定的，此即“尊佑论”。这两种观点实际上都是否认人的意志自由的极端决定论。还有一种是主张人所经历的苦乐与不苦不乐都是无因无缘的偶然论。这样一种观点也没有意志自由的存在余地。这说明在印度传统的业论中，业的决定力量剥夺了个人意志的决断自由。在过去所造业的决定作用之下，个人当下的努力、精进毫无意义，或者说它们本身就是业决定下的结果。根据这种思想，在业的束缚之下，主体“我”便完全处于由无明左右的迷界状态，缺乏道德主体的完整性，于是轮回便成了主体的一种宿命。这说明在有限的轮回主体与无限的超越主体之间缺少了自主的自由意志的中介，这样修道的必要性、可能性就是值得怀疑的。因此，解决行为受业决定的必然性与意志自由之间的关系问题就需要一种理论上的突破。这种突破的任务实际上就是由佛陀来完成的。

根据佛教乃至印度宗教思想的构成及其旨趣，我们可以把它们分成解脱论与轮回论两个方面。在这两个方面之间，关于轮回主体以及修行、解脱主体之间关系的认识，始终是理论分歧所在，同时也是理论的动力所在。一般来讲，无论轮回还是解脱，都是就一个经验上具有同一性的承担者而言的。在《梵书》《奥义书》中，这个承担者就是“我”，关于这个“我”有所谓四位、五藏的不同划分，其主旨在于说明“我”在从迷到悟的过程中的相通与相异的阶段性关系，而大我、小我之间的相通与相异，实际上也是在为解脱与轮回的根据提供说明。在佛陀的教说中，这个解脱与轮回的承担者由于无我说而似乎变得很暧昧。虽然不存在作为“常一主宰”之我，但是经验上的行为承担者是否也不存在呢？如果这样的承担者不存在，那么轮回与解脱、修道的主体当然也无存在的必要了。无我的确切所指究竟是在何种意义上的，佛陀所理解的业报轮回与婆罗门思想中的业报轮回说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成为正确理解佛陀教说的关键。这一问题的解决首先要从佛陀教说中业与轮回的实质来分析。

正如上文所说，根据婆罗门思想的主张，业的作用有如火药，主体我借此药力而轮回。有我论就是把轮回主体视为炮弹，能够在轮回过程中保持自身的“常一”。佛陀主张“无我”，于是在理论上便不存在常一的、可被运送于不同境地的如同“炮弹”一样的主体。关于业的本质及其与有情的关系，印度各派思想虽然看法不同，但把业作为依附于生理、心理组织（即生命）的潜在的力量这一点上是共同的。诸派业说的内容一般来讲都根据自我同一的思想，主张善恶一切业会由于个人的责任而成为轮回的动力。那么，佛陀思想中的轮回是怎样一种状态，业又是怎样发挥作用的呢？《中阿含》曾言：“有情以业为自体，为业之相续者，以业为母胎，以业为所为者，凡此上下之区别，均世间依业而转，有情为业所缚，犹如车之依轴而行。”根据这段引文，我们可以知道，业是有情的“自体”，是有情的“母胎”，由于业的力量而有生命的连续，同时其行动作为又是在造业，有情处于业的束缚之中，由于业而有其自身，或者可以说业即是生命的内在规定。木村泰贤曾就业的本质道：“故据佛陀之真意，业之为物，非依附于生命之一种力，宁作为生命营求自己创造时内在的规定解也。”[24]这样就与佛教的无我说联系起来，认为生命只是业力的连续，或者以火药与炮弹的比喻而言，“佛教对此则否认炮弹为恒存，一言以蔽之，即仅承认依于火药与其力之轮回形式也。”[25]在此意义上，轮回便不是主体我在三界中的行走流转，而是如佛经中常用的比喻，是“一灯移于他灯”，或者是如蚕子化为蛹、蛹化为蛾的关系，其主体的同一性不是由常一不变的“我”来表示的，而是用灯的燃烧，以及蚕、蛹、蛾之间在变化中既同又异的关系来表示的。关于佛教的轮回观念，里斯·戴维斯曾以图表加以解释，其图如下：a-a1-a2-a3-an ┄┄anb-b1-b2-b3-bn-bnc-c1-c2-c3-cn ┄┄在图中，a、b、c表示五蕴所成的有情生命，数字表示业的累加，实线表示一期生命中业的累加与变化，虚线表示一期生命的结束与另一期生命过程的开始。通过这一图表，我们可以看到，一期生命中业的累加不仅是这一期生命变化的根据，同时也是下一期生命的基础。在这一过程当中，并没有不变的主体，只有不断变化的业，或者可以说只有业的变化是不变的。例如，有的学者以墨水的流注来形容的，墨水在流注过程中，不断地着染颜色，而色与水之间是无法分开的。也就是说，没有一个抽象的水的自体或者说主体，能够与颜色截然区别开来，而只有不断染着色彩的流注过程是不变的。这就说明了佛教的轮回观念，即实际上只有业力在三界中的变化，而并没有所谓“我”的流转游行。然而，在常识上业力毕竟是系于某种承担者，或者说是业力自身就形成了某种统一的东西，作为一种力量必须集中，否则就会飘散而无所谓力量。这种常识上的我感，佛陀在教说中实际上是给予了解答的，也就是说，佛陀是肯定常识上的我感的。通过业的理论，我们知道佛陀首先是在表达一种无常观，这种无常观其实就是无我的根本含义，即在刹那变迁流转的绝对性中自然不可能存在常一不变的“我体”。然而，业的理论实际上并不是在第一义的意义上解说无常观的专门理论。准确地讲，我们毋宁将业说视作世俗谛意义上对常识感的说明。因为根据无常的理论，变化的绝对性是不容业的存在余地的，业最初实际上只是对轮回说的解释而已。这说明业说安立的立场是针对迷界的常识意义上的世俗谛的内容。在真谛的意义上重新解释世俗意义上的常识，这就是所谓世俗谛，而世俗谛内容的安立恰恰是中道的意义。

关于在中道的意义上对世俗我的安立，佛陀的教说中有许多经证。例如，《杂阿含》曾云：“迦叶！认为作者与受者相同而说自始已有之苦的‘自作之说’，是堕落常住之说；认为作者与受者不同而说被受所压制的东西之苦的他作之说，是堕落于断绝之见的。如来不取这二极端，由‘中’而说法。”经又云：“迦叶！这世间的人多持有‘有’与‘无’二边的立场，由正确的智慧而如实观察世间之‘生起’者，世间并没有无的东西存在，又依正确的智慧而如实观察世间之消灭者，世间并没有‘有’的东西存在……迦叶认为‘一切是有’是第一极端，认为‘一切是无’是第二极端。如来离开了这些极端由‘中’而说法。”如将这种中道的态度用之于无我与我的关系上，我们可以认为在无常变化意义上的无我义与常一不变的有我之间存在着断灭与持续之间的辩证统一，这种统一就是常识意义上“我感”的基础。在世俗谛意义安立的我，并不是具有实体性的存在，而是综合了变与不变的存在，在变中具有稳定性的东西，在稳定中不断发生变化的东西。这就与我们常识上的我感相应而并不矛盾，说明佛陀的无我是能够与常识相顺并正确解释常识的。这一意义上的我，就成为佛陀教说中关于意志自由问题的解答。实际上，所谓轮回主体，在严格意义上只是这样一种世俗谛意义上的我在业力作用下的变化与流转，是这样一种业的变化与流转中的稳定性与统一性。因此，在世俗意义上造业与受业之间仍然是存在因果关系的，也就是说，存在着责任关系。这样一种责任关系的存在，并不排除责任主体在行为中的决断自由，也就是说，尽管我是由业力作用下而成其为我的，但我仍然具有在自由的情况下造新业的自由。我在世俗意义上是受过去业决定的，但我在绝对意义上是绝对变化的，对于未来的变化永远敞开，因此，可以说佛教在业力不灭的意义上保证了我的自由。我所具有的开放性格，是由“无我”给予的；自由开放之我却并不因为“无我”而遭到彻底否定，在变之不变的意义上安立随顺世俗意义上的我，正是这一自由的承担者。在此意义上，轮回的主体就不是常一主宰意义上的我，而是在变化意义上的我，实际上只是业力自身而已。于是，在我与无我之间的辩证综合而具有中道思想的特征，便反映了缘起中道的意义。这说明大乘思想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在佛陀教说中有其根据。

通过对无我、业、轮回意义的阐明，我们可以对佛陀教说中的意志自由问题有一种明确的认识，即佛教的无我说并不否认现实中我的存在意义，只是这样一种我是在变化中形成并继续不断变化的。一方面，我承受过去业力的结果与责任；另一方面，我又具有向新的可能性开放的自由，这种自由就保证了努力与精进的存在余地，也认可了人格提升的可能与价值，从而也给予修养必要性。这一点正是佛陀教说在印度思想史上的革命意义所在，也是佛陀教说的真理性所在。在对佛陀教说中无我论、业论以及轮回观的解释中，我们也充分认识到了佛陀教说的完整性。无论缘起理、无我说，还是业论、轮回观，都构成了一个在缘起教理基础上形成的具有很强解释力的教说系统。我们可以说缘起理在佛陀教说中的一以贯之的运用，正是正确理解无我说、业论的关键。

通过无我说与业论，我们也更加明确了缘起理的意义所在。无我与我之间的关系，正好表明了无我说展开的立场，即无我说作为个体化原理的意义，可以说无我作为无常所具有的本体论含义在业论的意义上赢得了其个体化基础。正是这种个体化真理真正构成了佛陀教说的宗教意义发生的前提，同时，由无我说展示的以缘起为第一意义上本体论基础的个体化原理，也从而获得了开放的基础，而这一基础正是佛陀眼中的人性根基。于是，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也可以获得佛陀关于人性的基本看法，即没有固定不变的人性，人性是在变化中形成，又在变化中改变的。这样，修道便是有意义的，人对自身的改造，对自身命运的把握就是有可能的。所以，我们说佛陀教说中的无我论与业论中包含的人性思想在教育思想史上具有积极意义。

关于无我说与业论的思想在教育思想史上的意义，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首先，佛陀教说中的业论并不是如印度思想中一般业论所具有的决定论意义一样，而是在决定与自由之间的协调，这一思想就为教育作用的存在留下了余地，也就是说，努力与精进是必要的，是有效的。其次，关于无我的确切含义及其与我的关系，提供了教育可能性在主体人格方面的基础，也就是说，对我的非实体意义上的理解，尤其是对我的变化本性的揭示，给予意志自由充分的肯定，指出了人格主体可以变化、可以被教化的性质，而这一点正是教育在人格中的基础。这表明了佛陀教说对人性问题的基本看法。关于在教育中人的主动性的发挥，以及这种主动性或者说主体性的基础和机制，在早期佛陀教说中还没有十分明确的揭示，这一点是在佛教的后来发展中逐步清晰、完整的。总之，通过无我论与业论，我们可以对佛陀原始教说关于人生的本质看法有所了解，对人的基本构成有所认识，对人性的真实状况有所领悟。

（三）涅槃论（理想论）及其教育意义

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尤其是一种救赎宗教，其理论的设置与实践的展开，都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中产生。信仰就是在其关于现实的理论分析以及理想的实际展示的肯认接受中发生的。在此意义上，关于现实存在的分析、判断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事实判断，而是与价值判断合而为一的。如果脱离了价值判断的背景，事实判断在佛教自身理论系统中将毫无意义。这一点正是我们上文对缘起理的分析所揭示的，缘起理作为世界的存在原理实际上就是对存在之苦的性质的说明，二者之间是不能分开的。同时，对存在的无常苦空的性质说明还不能完整地呈现佛陀教说的宗教性格。因为，作为一种宗教，它不仅要能为人的现实生存状况及其本质提出准确的说明，而且它也必须为解决现实生存困境的问题提供圆满而有效的答案。这种答案就是属于宗教末世论内容的理想价值论，其核心便是宗教目的论或终极解脱论、幸福论。佛教的末世论就是它的涅槃论或解脱论，是其理想价值论所在。从佛陀的理想价值论，我们可以了解到佛陀教育思想不同于人本主义世俗教育的特质所在。

关于涅槃意义的理解，由于涉及佛教宗教经验的深层，关系到佛教实践中的终极实在的性质，具有不能用分析的、逻辑的方法解说的不可言说的神秘色彩，所以，对于具有不同文化背景，没有佛教实践体验的人来说，有许多难以洞察之处，这正是在涅槃概念意义的理解中出现许多歧义的原因所在。下面我们就将涅槃的基本内涵做大致的梳理。

“涅槃”的语意，从梵语的构词来讲，是由动词词根va（吹）加上否定性的前缀nir演化而来的名词，原意是“吹灭”“清凉”“平静”。这一词语在耆那教、婆罗门教中都已经用来指称它们各自的终极理想状态。但是由于对现实存在的本质以及理想状态的认识不同，所以对这一概念的内涵也有各自不同的理解。例如，在《奥义书》中，涅槃是指梵我一如的状态，这种状态是一种极乐的境界，是对小我界限的超越，但这一超越仍然是“我”的超越。在耆那教中，涅槃是指灵魂通过苦行完全脱离业的桎梏之后的境界，这一境界被描绘成四种至善，即无限智慧、无限信仰、无量力能、无量欢愉。根据佛陀原始教说，涅槃分成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两种，有余涅槃是烦恼已尽然而肉身犹存的状态，无余涅槃是烦恼与身体都已摆脱的境界。根据对佛陀原始教说的传统解释，涅槃，主要是无余涅槃，是寂灭之意。所谓寂灭，是指阿罗汉最后脱离身体的束缚而最终灭身灭智的消散状态，这样一种状态，相对于因缘而言，是离灭因缘的、不在业的因果之中的状态。关于这种状态的实质，由于涉及内在体验的不可传达性的制约，因此，人们往往将其解释为不存在，或者甚至解释为不再轮回的死寂状态，这样实际上仅仅是把避免再生作为佛陀教说的唯一目标。关于涅槃状态的实质，佛陀在教说中并没有给予明确、肯定的说明，不是沉默不言，便是以中道的态度来加以辩证。例如，关于如来死后状态的问题，佛陀曾言：“如是跋差，依于色而计如来，如来已舍其色，恰如多罗树之绝其根，而无生分，于未来为不生法。跋差，解脱此色之如来，深远不可计量如大海，谓再生亦不再生固不当，谓不再生亦非不再生亦不当，依于受而计如来，如来已舍其受……”对如来涅槃后的境界不做有无的判断。又如，一位名叫焰摩迦的比丘，曾以为一个比丘如果诸种烦恼已经断除，身体也最后消散，便进入一种寂灭的不存在的状态。针对这一看法，舍利弗指出这是类似于外道的“断灭”说，他以五蕴无我的理论说明关于涅槃后境界的无所谓断续与有无的性质。那么，涅槃的意义究竟该如何描述呢？

首先，涅槃这一概念表达的是否定性的意义，即相对于生存的烦恼、罪业、痛苦与执着而来的否定，也就是说，所谓涅槃，就是没有烦恼、罪业、痛苦与执着的状态。因此，所谓寂灭、消散意义上的涅槃，仅仅是在一个非常朴素、简单的意义上，表达了一种针对生存的执着而产生的解脱感。在印度传统的宗教背景中，这种解脱感的实际内容主要是指现实生命形式的否弃，即对五蕴的摆脱。这种摆脱便意味着不再兴起新的生命形式，也就是对五蕴轮回的超越。但是，通过对生命的否定而获得的解脱是否即意味着不再生存或不再存在这样一种纯粹否定意义上的判断，这一点还是值得进一步分析的。如果我们从有余涅槃的有限特征来看，涅槃仍然具有从主体内在的角度而产生的积极含义。所谓“有余”，是指仍余有肉身的烦恼已尽的状态。关于这样一种状态，佛陀的描述更多地从主体内在的感受着眼，例如，佛陀指涅槃之境为不死、安稳、清凉以及最高乐等，这些都是指主体的适意之境。这样一种适意之境当然并不会因为身体的最后舍弃而随之一同消散，更可能的是这样一种适意之境的发生本身就是极乐存在的反映和流露。因此，关于涅槃积极性质的探讨就是有根据、有可能的。

西方印度学佛教学的奠基人马克斯·缪勒曾指出：“如果我们去审视《法句经》中涉及涅槃的每一个段落，我们就发现其中没有一处的意义会是寂灭，大多数情况下，即使不是全部，如果我们把这个意义归之于涅槃的话，将是完全不可理解的。”[26]里斯·戴维斯也认为：“从有限存在的不完美中解脱是涅槃的结果，但不是涅槃本身。佛教的天堂不是死亡，也不在死亡中，而是一种当下的完美生活，经藏中极力描绘了这种用之于阿罗汉果这一最完美果证的入神状态，而且把它作为涅槃的一个部分。”他还进一步引用本事经中的说法，指出经中的一个逻辑预设是如果有一个积极性的存在，那么其消极的对立面也一定存在，如有热即一定有冷，诸如此类。在这些对立范畴中，存在的对立面却不是涅槃，而是不存在；涅槃的对立面则是贪、嗔、痴三种欲望。这说明涅槃并不意味着是寂灭这一存在的对立面，而仅仅意味着这三种情欲的灭除和消失。关于涅槃的这一体性，佛经中做过非常清晰的揭示：“云何名为无余涅槃界，诸比丘谓得阿罗汉，诸漏已尽，梵行已立，所做已办，已舍重担，已证自义，已善解脱，已得遍知：彼于今时，一切所受，无引因故，无复希望，皆永尽灭；究竟清凉，隐没不现，唯依于清净无戏论之体，不可谓有，不可谓无，不可谓彼亦有亦无，不可谓彼非有非无，只说为不可施设究竟涅槃，以此名为无余涅槃界。”[27]可见，涅槃自体是超越于世间知见之上的唯佛所知的境界，对于这一境界，我们只能就其在世间的表征，即对烦恼诸业的灭除来了解其性质，至于其自身的体性却是不可以世间言说来规定它的。这样就给后世的佛教思想家们留下了充分发挥想象与思辨的余地。如大乘教说中以常乐我净来描绘如来境界就是佛陀教说中涅槃义的自然发展，伴随这种发展，佛教的终极思想也发生了变化，由自利解脱的个人出离变而为自利、利他的整体解放，菩萨的理想取代了罗汉的果证，对涅槃的内涵又在无余涅槃这一涅槃体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无住涅槃的概念，代替有余涅槃。

关于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的区分及其相互关系，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无余涅槃并不简单的是身体的最后消散，是生存因素的最后结束，而是作为体性存在的涅槃自体。在此意义上，有余涅槃就应该是体证了这一涅槃体性但还没有将宿业完全耗尽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修证者通过修行已经获得了光明、极乐爆发后的解脱，但还没有与涅槃自体合而为一。处于这种状态的修证者就是阿罗汉，这是所谓小乘教的最高果位。关于阿罗汉所证有余涅槃的性质，有学者曾以恒星为喻做了恰当、生动的说明：恒星在停止燃烧之前发出的光，在它毁灭之后仍然可以被我们感觉到；阿罗汉也如恒星一样，尽管其已经不再造业，但作为其以前所造之业结果的身体仍在；这一遗留的身体不久即会消散，而且不会再有新的身体形成，正如毁灭后的恒星，其所发之光很快便会消失一样。这就是阿罗汉所证有余涅槃的实质。

关于阿罗汉果的人格意义，我们可以透过宗教神秘色彩来寻绎其在人生实际中的朴素的表现。首先，阿罗汉果的实证是在接受了佛陀关于人生苦的本质的教说之后，依据佛陀指引的修行实践道路而践履精进的结果。对佛陀教说的接受便意味着对佛教人生观的认可，便意味着关于人生意义的寻求与思考要从佛陀教说中找到答案。实际上，可以说人生的意义就在对佛陀教说的信仰之中。佛教为人生规定的信解行证的道路，以信仰为起点，以阿罗汉果所证有余涅槃为在人生之内所能获得的最高目标。因此，在我们关注的人生意义上，作为理想人格的阿罗汉果的意义就是十分重要的。其次，对阿罗汉果在人生之内的意义，后来的部派佛教时代有着不断神秘化的倾向，但若据佛陀教说之精神，阿罗汉果莫若以为具有极朴素之含义。究其实在而言，阿罗汉果不过是祛除生存疑念、摆脱生存苦恼，自个人欲望解脱的自觉的精神境界而已。这样一种精神境界的获得来自于长时期不断的克己修行之后的豁然顿悟开朗，以及伴随于开悟之后的保持坚守。部派时期导致部派分裂的所谓大天五事，其核心就是阿罗汉果是否会退转的问题。这实际上就是一个关于阿罗汉果是否具有朴素的人文意义的问题。大天主张的阿罗汉果也有烦恼的看法，就表明了佛陀原始教法的人间性格。

以上是我们对涅槃这一佛教终极理想状态的分析，通过对涅槃性质的说明，我们知道了佛陀教说中关于教育目的的基本看法。由于对涅槃的独特规定，使得佛陀的教育思想不仅不同于印度文化传统中其他宗教思想派别关于教育目的的认识，而且佛教关于教育目的的独特看法也非常能说明整个印度文化传统在教育思想上的特殊性。

（四）心智论（认识论）及其教育意义

关于人的心理构成以及认识过程的思想，是佛陀教说体系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佛陀教说中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一点在教育思想史上也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其对心智的理解涉及教育的诸多方面。因此，我们有必要深入地探讨佛陀教说中的心智思想。

佛陀的教说体系曾继承印度思想中传统的分析世界构成的六大说，即地、水、火、风、空、识，其中，识被作为构成世界的一类存在要素。就人的角度来看，其他五种元素构成人的身体，识则构成人的精神或心理。在六大说当中，识被作为最宽泛的，与物质身体相对的精神、心理存在，在此意义上，识与心、意具有同一的意义所指。佛陀曾云：“此所谓心，或称为意，或为识者。”即将心、意、识对举，作为同样的意义来使用。在六大说之外，佛陀教说中还以五蕴说来解说世界及人的构成，一般来说，在色、受、想、行、识当中，色蕴用来指示物质存在，包括人的身体粗根；其他四蕴则指人的精神性存在，其中，识蕴专指人的主导性的精神作用，在佛陀的原始教说中主要指六识；而与识蕴共同构成人的精神性存在的受蕴、想蕴、行蕴则是指伴随识蕴的主导作用而发的精神心理功能，或者也可以看作心王作用的具体发挥。根据五蕴的说法，识蕴就不是笼统、宽泛地指所有的精神心理现象，其所指的范围就更具体，有其自己的专门所指。部派佛教的阿毗达摩中，识蕴以外的受蕴、想蕴、行蕴所指示的精神心理功能，被称为心所，与被称为心王的识蕴相配合，后来又从想蕴中细分出一类精神心理功能，称为心不相应行，补充对心理精神现象的完整认识。随着对心理精神现象的不断深化，在阿毗达摩佛教中就出现了用心、心所、心不相应行以及色、无为法组织教说的教法结构。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佛陀教说在后来的发展中越来越具有的心理化、观念化或者说唯心化的趋向。

关于心王与心所具体作用的认识，涉及佛陀教说中对精神心理现象的复杂认识。心王是指纯粹意识，一种核心的知觉能力，是心的主体。按照佛教的传统表达法，这一部分也表述为一种元素的结合，即识蕴。心王作用的具体发挥就分别地表现为具有确定感觉的印象感受，以及在此基础上出现的表象作用和意志作用，这便是心所的作用。心所的作用一方面是心王的具体体现，另一方面是相对于心王的次一级心理现象。如果进一步分析心王与心所的具体内容，我们就可以知道心王主要是指具有分别作用的诸识，所谓“识者了别”，这种分别作用即含有意识、知觉进而是分析、判断以及推理的作用。在后世瑜伽行派的法相组织中，关于识的个别作用的具体内容曾有过分歧，一派认为分别是指最基础的意识、知觉的意义，另一派则认为分别只指第六识的执着分别意义上的判断、推理含义。作为印象感受、知觉表象与意志愿望的，由受、想、行三蕴囊括的心所作用，是心王在发挥作用时出现的不同阶段的心理现象。受是指对苦乐、不苦不乐的感受，主要是就包含有情绪反应的直觉而言；想是指在受的基础上生心动念的意思，将知觉与记忆表象出来的作用；行是指一种将意念付诸行动的能力，即意志力，在这种意志作用中也包括一种不由自主的成分，即所谓心不相应行。部派佛教时代对心、心所的分类认识非常深入而且复杂，但佛陀原始教说阶段关于心、心所的认识还未组织得十分严密，其意义还有待进一步发掘。

佛陀教说一般用来描述世界与人的构成的法相组织是六根、六境、六识的十二处、十八界。六根指眼、耳、鼻、舌、身、意六种感觉器官；六境指色、声、香、味、触、法六种认识对象；六识是眼、耳、鼻、舌、身、意六种认识结果。根、境由触而生识，这便是认识过程的开端。在认识过程中，感觉器官是认识的物质、物理基础。感觉器官即所谓六根，《奥义书》中已具备眼、耳、鼻、舌、身五根。在印度各派思想中，五根都具有半生理、半心理的性质，即以其为物质，亦将其视为“细物质”，也就是说所谓“根”，并非仅指表现于外在的可见的器官，也用来指潜在的功能作用，即所谓“胜义根”。在佛陀的思想中，五根是指物质的存在，有生灭成坏的变化，依于一期寿命而存在，这说明五根是缘起法。作为认识器官的五根在感知外部对象时，并不是不加区别地笼统地接受对象，而是各有自己的对象。眼根以色为对境，耳以声为对境，鼻以香为对境，舌以味为对境。根、境相接便产生眼、耳、鼻、舌、身五识。在六根当中，意根的性质与前五根不同，意之“根”并不是如前五根一样的物质器官，即所谓粗色根，而是从一种比喻的意义上表示作为其他五根之基础作用的功能。因为意识是对前五根的作用加以统摄、总执的一种功能，它以前五根的境界为境界，同时以意根自己产生的对象即幻觉为境界，另外，也以无为法为境界，这样便包括了一切法，是以一切法为境界，所以，发挥这样一种功能的结构便是意根。意识类似于统觉作用，使前五根所发挥的认识作用能够在意识中获得醒觉，这种醒觉就是把零碎的、孤立的感觉内容统摄于自我意识之中。意根类似于发挥统觉作用的精神器官，或者也可以将其理解为意识用之于自身而产生的结果，即所谓对自我的实体化，一般我们将其称为心。在后世瑜伽行派的教说中，意根就单独成为一种识，即第七识末那识，作为自我意识即我执的基础，成为实体之我。六根与六境合为十二处，再加上六识便是十八界，将认识的各个环节都囊括在其中。

关于认识的具体过程，佛陀教说中有着非常丰富的论说。佛陀曾云：“比丘，一切识由因缘生，而受一一之名，即以眼根为缘，于色识生，而为眼识；以耳根为缘，于声识生而为耳识……恰如凡火依于缘而燃，得受种种之名，以木为缘而生之火，曰木火，以藁为缘而生之火曰藁火。”[28]这是对根、境、识相接的因缘关系所做的说明。关于复杂的心理现象的产生，佛陀亦云：“以眼根与色为缘而生眼识，依此和合而有触，与触共生受想思……乃至以身根与触为缘而生身识，三和合而为触。”以眼根对于色，眼根接受色的刺激，于是有视觉的产生，即眼识生；视觉的产生虽依赖于根与境的和合，但眼识的产生仍然是人内部视觉作用发挥的结果，这一点在后世瑜伽行派的教法中，即以眼识种子来表示眼识发生的内在根据。眼识产生之后发挥积极的作用又能使眼根专注于境，产生感觉；由此感觉随后产生快与不快的心理感受，即所谓“受”；根据受又可以构成知觉的内容，即所谓“想”；据此想而又欲有所取舍，则成为“思”，即意志的作用。通过以上诸环节方形成复杂的心理现象。由以上所述，我们可知认识过程的完成以及认识作用的形成，不仅有外界刺激的作用，同时也有着内在的根据和动力。这一点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是十分重要的。

根据佛陀的教说，认识的形成须由主观方面即六识，客观方面即六境以及联系二者的感觉器官六根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三者不可缺一。即必须有完全的根器，有与根相对之境，同时还须有根与境之间的和合，只有三个条件完全具备，认识才会发生。佛陀关于认识过程的思想，一方面，有实在论意义上的认识论倾向，以外界的存在为客观，坚持元素个别的立场，主张精神性的元素与物质性的元素都是相互外在的，这种观点便是一种心物二元或者心物多元的看法。从这种实在论的立场出发，主张认识的产生是以外界的刺激为主，这种观点集中体现在佛陀的六界说与五蕴说中。另一方面，佛陀教说中也存在着观念论的倾向，主张把物质性的元素最终归结为精神心理性的存在，以心的要素为构成世界的要素，表现为认识论虽以认识的成立为六根六境和合的结果，但认为六根发挥着更主导的作用，客观的外境必须依赖主观要素才能成立。这种观点在佛陀原始教说中经常被表述为“一切依识而立”的命题，在后世则明确地表述为“三界唯心，万法唯识”，认识的过程被设定为心识自己设定自己的对象。但是心识设定自己认识对象的过程并不是主观随意的，心识所设定的境界同样是由因缘的力量借着心的中介作用而产生的，包括心自身的功能也都是这样一种因缘作用的结果。因此，认识也是具有客观性的。在佛陀原始教说中，这两个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但若从佛教思想自身的发展来看，无疑是观念论的倾向更为根本，是后世佛教理论继承与发挥的重点。我们在探讨佛陀教说中的教育思想因素时，就应该十分重视佛陀认识思想的这一特点。

从这样一种认识思想出发，佛陀在教育上就一定是强调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一方面，积极发挥人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精神，表现于教育过程中就是启发式的，循循善诱的，以使学习者主动、自觉的一种态度。

（五）修道论（道德论）及其教育意义

宗教与科学的不同之处首先在于宗教不是一种以纯粹认知为内容的理论体系，它是一种实践以及关于实践的指导理论。作为一种实践，它一方面表现为教化，另一方面表现为依据教化而进行的修道实践。因此，宗教理论就是一种依据自身关于世界、人生的基本看法来指导修道实践的教化理论。在教化的意义上规范宗教的内涵，是从宗教的社会功能角度做出的理解，这与在信仰的意义上规定宗教的实质有所区别，信仰更多的是从个体生命的价值关怀角度解释宗教的内涵。因此，我们可以说与作为个体终极价值诉求的信仰意义上的宗教表述不同，宗教同时也是一种依据自身的价值系统来转化或净化现实人生的教化理论。在此意义上，佛教就不仅仅是一种个体信仰的价值表述，它同时也是依据佛陀自觉自证的信解行证的境界而进行的一种教化活动。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理论，不仅在理论意义上与科学的关于事实的理论认知不同，而且作为一种事实与价值合一的理论体系，其理论关心的重点就在于理想价值的实现。因此，佛教理论始终把对实践的关心，把依据佛所证的教理用之于世间教化放在第一位。我们可以说佛教不同派别理论体系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在教化与修行的实践中产生，由对教化与修行实践的不同理解、不同解释导致的。各教派之间并不存在对佛陀教说在信仰层面上的分歧。正是基于此，修道实践论在佛陀教说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修道实践论的重要性还表现在它是佛陀道德观的体现，围绕修道问题而展开的道德思想是佛陀道德观的主要特点。

修道思想在印度宗教传统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在具体修持方面积累了许多具有共同性的方法，这些修道方法在不同的宗教体系中都有所体现，在某种意义上存在着为各派宗教共有的功法。例如，所谓四禅八定以及五戒等，就是非常著名的共法，其中，五戒出自婆罗门教，四禅与四无色定是由阿罗暹仙人所创。总的来说，印度的各派宗教思想都大致由戒、定、慧三学组成，这三学实际上也构成了佛教修道思想的三个方面。尽管在修道问题上各派思想存在着许多共法，但由于各派宗教的终极旨趣不同，即所谓慧学不同，他们对修道法门的理解与运用便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这种差异实际上也体现了各派思想对现实以及对现实的转化（或净化）的不同看法，就教育思想而言，其中最有意义的部分是关于道德在修道或者说在转化现实中的作用，这实际上就是各派思想的道德观。因此，从修道的角度来论究佛陀教说中的教理与具体修道的关系，对我们认识佛陀教说的性质会很有意义，同时也对我们理解佛陀的修道思想有所帮助。佛陀教说中的基本真理，即慧学，与修道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教义理论的慧学在佛陀教化中的意义；另一方面是慧学作为一个具体的修道环节在修道中所发挥的作用。慧学与修道的关系问题是我们在探讨佛陀修道思想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所谓慧学，即佛陀教说中关于世界与人生的基本理论，它由染净因果组成，是佛陀教说的核心教理。它一方面解说着现实世间的真相，揭示着现实世间的苦的本质；另一方面也指示着超越现实之苦，以获取真实妙乐之理想实现的目标与途径。在此意义上可以说，佛陀的教理就是指导信徒的理想规范。它一方面规定着信徒行为的理想目标与终极价值意义；另一方面也在此理想与价值的指引下，具体规范着信徒的行为举止。这样一种规范是与世界、人生的本体之理相适应的理想，是和转化或净化世界与人生相适应的具有伦理意义的行为准则。在规范的意义上考量佛陀的教理，我们便对佛陀教说的教化性质有了明确的认识。佛陀之为佛陀，首先是因其自觉了世界人生的真理，获得了超越常人的智慧和解脱，而更重要的在于佛陀是能够以先觉觉后觉的导师和先知，是以其所悟真理与所践证的智慧示范人间、觉悟人间的理想人格。于是，我们也可以说佛陀教说中蕴含的教理，原本并非纯粹认知意义上的理论知识，而根本上是一种运用于实践的指导理论。这样一种理论用之于信徒的修道实践，便是佛陀之教说的教化运用，因而佛陀的教理便具有了规范意义。在规范的意义上理解佛陀的教理，便赋予解说教理的教说以一定意义上的权威，这样一种权威是贯彻教化的保证。根据佛陀教理的规范教化意义，修道者在修道过程中遵循规范指导下的学习和修行就是十分必要的。实际上，在进入实际修行之前对教理的学习解悟，就是对规范的学习和领悟，以使自己的思维和行为能够依循规范，即所谓“多闻熏习，如理作意”。佛陀教说自身所具有的方便适应的随机特征，尽管也把最终的觉悟之权赋予修行者的自觉，但是这种自觉不能从根本上离开规范的指导作用。这样一种观点与大乘佛学在中国的发展方向有着很大的不同。在中国佛学尤其是禅宗中，教理规范被极端方便化和任意化，以至于觉悟被完全归为一己自心的自觉自证，教理规范的引导让位于本心的自由呈露。依据这样一种思想，对教理经典的学习就丧失了重要性，学习变成了生活中的随处体证。这种教化思想发展的极端结果便可能导致教理规范的否弃和破坏，最终影响到教化的合法性与必要性，因而破坏佛陀教说的根基。强调教化的意义是佛陀原始教说乃至印度佛教思想的统一特征，这也是印度佛教与中国佛教的一个关键的不同点。

在教化的意义上来考量佛陀的教理与修道实践的理论，能够使我们对佛陀的教育思想加深认识。下面我们就从教化与修道关系的角度来考量佛陀的修道思想，并从教化的意义上来揭示佛陀道德观的实质。

从根本上讲，修行者通过对修行规范的接受而展开的修道过程，始于对理想目标的信仰。在信仰中完全将自我托付于由佛陀所宣示并由佛陀所象征的真理，依循佛陀真理的要求来实现佛陀的教说所许诺的人生问题的解决。因此，修道的动机在于对佛陀教说中所宣扬的价值的认可和契合，即对人生之苦的价值判断的认可与契合，同时也在于对佛陀提出的最终解脱答案的期许。在此意义上，依照佛陀教说中所设立的修道德目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就是修道者的义务。根据修道者的不同层次，一般来讲，佛教的修道论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以在家修行为内容的修道论；二是以出家修行为内容的修道论。根据修行者的不同层次给以不同的要求，确立不同的理想目标与行为规范，同时也根据所证境界和所得果的不同来划分不同的修行层次。佛陀教说中关于修道过程和修道德目有信解行证的划分，有见道与修道的区别，在阿毗达摩佛教中有三十七菩提分法，在大乘思想中有十地的阶次，等等。这些不同的修道规范都是适应不同的修道需要而设定的。佛陀所说教理的不同层次就意味着适应人的需要的不同规范的运用。以教理为规范的意义，是与佛陀教说的性质相一致的。

在具体叙述佛陀的修道思想时，我们首先遇到的是修行者的资格问题。关于这个问题，佛教的主张与印度主流正统的宗教派别有着根本差异。婆罗门教认为只有四种姓中的前三种姓即婆罗门、刹帝利与吠舍具有修道的资格，而首陀罗则被排除在修道与解脱的秩序之外。佛教则持四种姓平等或四种姓清净的观念，使佛教的修道解脱向所有人开放，认为四种姓在修道解脱上并不存在差别，这是佛教修道观的进步之处。在肯定了修道资格的平等性之后，佛陀将修道者区分为在家修行与出家修行两类。在家与出家之间在修道有效性上是存在差别的。佛陀教说中的一般倾向，总是将出家修行置于在家修行之前，把出家修行视为高于在家修行的修行阶段，认为真正、彻底的修养，只有出家才是最有效的。但是，佛陀的本意并没有把在家与出家在修道效果上的区别绝对化，也就是说，在家修行者只要求道心切、用心纯直也有可能最终获得解脱。佛陀教说中关于在家与出家修行之间关系的这一态度，集中体现在对在家的伦理生活的重视上，给予所谓世间法修行较高的地位。这一点也正是佛陀原始教说具有的朴素人间性的一致表现，与部派佛教较重视出家修行的态度有所区别。佛陀教说中规定的德目规范，无论在家还是出家，都贯穿着一个基本精神，即所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这样一个精神原则便表明了佛陀教说的教化性质，它表述了佛陀教说规范的三个由低到高的修行层次，适应于不同阶段的修行要求。其中，“诸恶莫做”具体讲是指不做十恶业，即三种身恶行：杀生、偷盗、邪淫；四种语恶行：两舌、妄语、恶口、绮语；三种意恶行：贪欲、嗔恶、邪见。“众善奉行”指离诸十恶业，即谓奉行十善业道。无论离恶还是行善，都是处理涉及他人的行为规范，具有十分明显的他律的、外在约束的性质。实际上，这些行为规范是与一般的社会道德规范相一致、相协调的，是普遍的社会伦理规范的要求在佛陀教说中的体现。真正涉及佛徒的修道修养的德目规范应该是从行为的内在根据着眼，从修行的立脚点即修心入手，纳入修道解脱的规范要求中。这方面的德目规范就是“自净其意”的内容。因此，“别解脱律仪”即戒律，才是关于修道的具体德目。“别解脱律仪”是连接一般伦理要求与修道之间的具体行为规范，在此基础上，才能展开更高层次上的行为要求，即所谓“静虑律仪”与“无漏律仪”。这两种律仪都是在对人的日常行为规范的基础上做出的对于进一步修行的指导要求，这些规范便是与禅定、智慧相关的伦理规范。这些律仪规范都与趋向解脱的修道修养直接相关，也就是说，这些律仪存在的目的并不仅仅在于约束人的行为以向善，而是更着重于改善人的行为动机，以助善念的增长。由净行而净意，因净意而获致心解脱、身解脱。这样，佛陀的修道规范就把对在家众的一般伦理规范要求与修道的目标联系了起来。

以上我们论述了慧学作为教义理论在教化意义上的作用。慧学作为修道环节的意义，对于我们理解佛陀教说中的修道思想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作为修道环节的慧学，实际上就是教理学习或经典学习在修道中的作用问题。慧学在修道中的作用，以佛陀教说中的法相来表述就是闻、思、修三慧的不同功能。所谓闻慧，是指从经典（修多罗）学习中获得的智慧，由听闻佛陀的教诲所生的智慧。声闻乘就是指正听佛陀的言教而获解脱的佛陀声闻弟子。所谓思慧，是指将听闻所得的智慧加以深入思考，以确定其义理而得的智慧。如果说闻慧还是一种理论知识的话，那么思慧则是对这种知识的融会贯通。所谓修慧，则是把通过闻、思获得的智慧贯彻于生活与具体的修行，并在此基础上形成由禅定所生的智慧。只有在这一阶段获得的智慧才能彻底深入心灵，使解脱成为可能。这三个阶段的智慧实际上是与圣教量、比量和现量这三个认识阶段相一致的。对佛陀教说即圣教量的学习，是开始修道的第一阶段。通过圣教量的读诵、听闻与理解，获得关于佛陀教说中所含教理的知性认识，当然，这样一个阶段是与信仰的发生与深化相伴随的。通过佛说圣言量的熏习，不仅在知性上接受和认可佛说的道理，而且要在思维上依照佛理来运思，即所谓“如理作意”，用佛理来“正思维”。这样一个过程的深化实际上已经运用了知性逻辑的推理考量作用，这一过程即比量的阶段。经过比量的推度作用，将佛理加以深入理解进而豁然贯通，由知性的所谓“知解”进而获得一种贯通知性与情意的“解悟”，即所谓“思慧”。由此解悟所得“见道”的认识作为进一步修行的基础，展开“见道”之后的“修道”阶段，而由“修道”所得的智慧即所谓“修慧”。这种智慧是对真理的亲证，是亲见、体知真理的境界，这种亲证即现量的内容。这样一种智慧才真正具有深入心灵，转化人的有限性，改善人的在染感苦状况的作用。佛学教理中闻一思一修三慧的理论与儒学的学、思、行结合的教育思想是契合的。在修德方法上，佛学与儒学有许多相通或互补之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佛陀对于书本知识与实践知识之间相互关系的认识。在佛陀看来，经典学习在整个修道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它是修道的前提与基础，是树立信仰与修行目标、规范的阶段，通过知性学习掌握佛陀教说的理论，用理性来约束自己的思想与行为，以理性的力量来贯彻佛陀教说的规范，净化自己的心灵与行为。在理论学习的基础上，佛陀也十分重视实践知识的重要性。实践知识的获得首先是理论知识在实践中运用、深化的结果，然而，实践知识具有不同于理论知识的特点。它是一种“体知”，是一种诉诸行为和身体的智慧，是知、情、意统一的实践状态，与理论知识的静观状态根本不同。在佛陀看来，实践知识是对理论知识的深化，实践知识不仅是一种知识，更是一种生存的智慧，是一种生命的境界，而且是理论知识的目标。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对理论知识的重视，只是出于修道方法的有效性考虑，是相对于仅仅强调以生活化的方法来获取实践知识的方法论的反动，而并不是取消实践知识的目标。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佛陀对经典理论学习的重视，主要是着眼于如何保证正确的、纯粹的修行，而不致背离佛陀原始教说的本意，所以，经典学习的作用便在于学习和掌握正确的佛理，以规范以后的修行，防止实践中产生的任意解释佛法的倾向。佛学中闻、思修结合的修道论使佛学与早期基督教的武断、盲从“无知是信仰之母”等愚昧修道论有着明显的区别。

佛陀修道论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思想是关于教团生活在修道中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我们知道佛陀一生行道都有诸弟子围绕左右，从最初听法的五比丘，一直到临涅槃时嘱咐大迦叶的整个弟子集团，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有组织的僧团。从僧团的形成来看，它首先是出于听闻佛法需要才追随佛陀左右的；其次，过一种团体生活也是修习佛法的需要，因为在一个修道的团体中，成员之间戒行上的互相监督与禅行上的彼此增益，有助于修道境界的精进。因此，在一定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僧团组织与中国古代的书院相比较，僧团组织实际上是一种流动的书院。这一组织根据佛陀树立的价值理想来培育人，以使接受这一价值理想的人都能实现其理想。僧团中教与学的方式，一方面是佛的讲法和弟子们的听闻，这种听与讲的方式更多的是以对话问答的形式展开，其中，佛陀的讲说着重以启发引导的方式，循循善诱，机锋激发，以启悟弟子的智慧，而不是以灌输知识为教育的手段；另一方面，佛陀的教学也更重视生活化、直观化，从日常日用的实践中，使弟子从佛陀的行事中观察、学习，以获取真知。在这样一个教学团体中，教与学的方式是非常生动灵活的，与近代意义上的以传授知识为主要内容，因而忽略了育人理想的学校有着很大的不同。

以上我们对佛陀原始教说中的修道思想的内容、形式以及修道的组织做了大致的解说，对于其中有关教育思想的部分也做了提示。下面我们着重从佛陀修道论中包含的有关道德问题的思想加以分析，一方面说明佛陀的道德理论，另一方面对佛陀教育思想中的道德教育的内容加以评析。

在佛陀修道论中，无论是在家众的修道还是出家众的修道，道德行为都是修道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也是修道内容的一个重要部分。道德行为，即所谓行善，是贯穿修道各阶段的统一的德目要求。通过上面的解说我们已经知道，佛陀修道思想中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就是所谓“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而且把这三条视为佛陀教说的根本特征。修道的不同层次对应着不同的道德要求，树立了不同的德目规范。一般来讲，在佛陀的原始教说中，在家众的修行更侧重于伦理规范的要求与束缚。另外，在不同的阶段，道德行为或者说行善在修道中表现出的作用也有所不同。这些不同在一定意义上便涉及对佛陀道德观念的不同理解。由于理解不同，对佛陀道德思想的评价也会不同。如果我们把佛陀的道德思想纳入道德哲学或伦理学的系统中来考察，会对佛陀的道德思想有一个较深刻的认识。

伦理学关心的问题基本上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什么是善的问题；二是如何促进善行的问题。前者涉及的是什么样的准则规范才是正当、合宜而且普遍的，即道德准则的设立与评价的标准问题；后者探讨的主要是善行之所以为善的问题，即道德行为的内在标准问题。前者关心的是建立怎样的伦理规范体系；后者关心的是如何使行为成为道德的。在一定意义上，探讨规范体系的普遍、合理与正当的问题，并不必然涉及行为的内在道德标准问题。然而，探讨行为的道德标准需要联系一定的准则规范。实际上，行为的道德标准问题不过是普遍的道德标准以何种形式进入行为的问题。规范伦理学内部义务论与目的论的分歧，主要是围绕目的与动机的问题展开的关于行为道德标准的争论，他们在普遍规范的内容与来源上的分歧并不是矛盾的焦点所在。

一定的伦理规范体系是与一定的价值观念体系相一致的。在中世纪的西方与古代的中国，社会的伦理规范体系分别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基督教和儒家的价值体系相一致。这些不同的价值体系总是由不同的宗教与形而上学体系来表述和承担，由习俗与信仰，而不是经过科学探讨与理论论证——正如西方近现代社会政治哲学所讨论的那样，来确立伦理规范体系。古代印度也不例外。在印度这样一个宗教的国度里，不同的宗教观念与不同的价值观念相伴随。但不论不同宗教体系的价值观念怎样的不同，他们彼此之间都以自己的宗教价值理想为善，把随顺、实现自己的价值理想的行为视为善行。佛教也是如此。佛教以解脱为善，以随顺解脱为善行。在这一意义上，佛教可以说是一个以解脱为最终目的的目的论体系，以解脱的目的来确立善的标准和规范。用这样的道德规范来约束人的行为，并把依循这样规范的行为视为道德行为。相对于解脱的目的，道德行为只是手段和方便。一般来讲，这样的行为并不必然具有道德行为的内在标准，而只需要从行为的效果来判定其是否满足了行为的目的，目的与效果是否一致来判断其道德性质即可。然而，这样的判断往往忽略了行为的动机是否为善的问题。根据康德的义务论伦理学对行为的道德标准的探讨，真正的道德行为是以意志自身是否善良为标准，而善良意志是指根据理性的绝对命令行为的能力。这样，行为的道德标准就不能以外在目的，快乐与否的感受，即幸福，作为判定的标准；也不能以心理学意义上的道德情感的有无为标准来衡量行为的道德性。在康德看来，德福之间能否统一是由神来保证的领域，尽管道德行为不以幸福为目标，但道德行为可能带来幸福的结果，只是这样的结果不是我们所能料知的；道德情感不是道德行为的来源，事实上，道德情感是以善良意志为前提的。这样，动机自身的善，即善良意志，而不是外在的目的和感受，就成为行为道德性的标准。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是普遍的准则通过意志自身的善良，也就是自身为善的动机，进入人的行为而实现的，而不是通过工具理性由知性机巧所设想的目的来实现的。

用康德的伦理学来分析佛陀教说中的道德思想，如果从其整个教说体系的宗教性质来看，佛陀关心的问题主要是去苦求乐、由染转净的问题，解决的是何为人生之善的问题。佛陀不仅确立了善的目标，即解脱，而且指出了实现此目标的方法，其中，道德行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和环节。但是佛陀教说的目的论性质，并不必然导致对于行为的功利性质的判断。在确立了善的目标与规范之后，佛陀并没有把道德行为等同于简单地依循此目标与规范而来的行为。在佛陀看来，目的与动机之间一样不需要有知性的机巧作用其中，只有自身为善的动机才能真正实现佛教的目的——解脱。也就是说，道德行为在佛陀的观念中一样可以成为目的，而不仅仅是手段和方便。于是，在解脱与道德行为之间就建立了一种不即不离的关系，或者说是一种即道德即解脱的关系。关于解脱与道德行为之间的这样一种关系，我们完全可以从佛陀本生谭的菩萨行中领悟到其间是如何相即不离的。佛陀自菩提树下悟道之后，就以拔苦济众的慈悲利他的心愿和行为，用一生的时间传道、救度众生；而同时，佛陀也以自己的慈悲利他之行实践着自己的解脱之路，完善着自己的修道资粮。实际上，只有在慈悲利他的意义上，佛陀才真正践证了“无我”的境界；在另一种意义上，解脱的目标和境界也使得道德行为与幸福感完全结合了起来，德福在宗教解脱的意义上统一了起来。康德思想里出现在道德有为中的强制命令的准则判断形式，实际上已经预设了由于人的有限性而导致的理性与情感之间的对立，因此，理性与情感的统一，或者德与福的一致，只有在神的境界才能实现。这一点在佛陀的思想中由于认可了人人解脱的可能性，所以能够被克服。

总而言之，道德行为在佛陀的思想和践履中不仅是一个人求道的资格和资粮，也是一个人解脱的践证。当然，在佛陀思想以及后来佛教思想的发展中，都曾有过以道德为方便的观点和倾向，但其间的差别只是有漏善与无漏善的区别。所谓有漏善，是烦恼未尽时所行之善，实际上就是在有我的境界中所行之善，还并非真正的道德行为，因此，在修道的过程中处于较低的阶段；无漏善是烦恼已尽时所行之善，真正达到了无我，因此，在修道的过程中处于较高的位置，是真正意义上的道德行为。我们可以说，佛陀思想中关于道德行为的性质与作用的看法，尽管存在着不同，但这种不同只是针对修道的不同阶段而出现的不同认识。关于道德的本质，佛陀是有着一贯而统一的看法的，这就是即道德即解脱的道德论。

因为佛陀的道德思想与其宗教关怀紧密相连，所以佛陀的道德教育也与宗教教育分不开。佛陀的道德教育与世俗的以道德或者说以成人为目的的道德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佛陀的道德教育是与佛教的理想目标相适应的，也就是说，它是以成佛或成圣为道德教育的目的。这样一种道德教育思想是与佛陀教说的根本的宗教出世倾向直接相关的。因此，佛陀教说中可以说并没有基于人性理念而来的德行概念，如果说在佛陀教说中有着德行概念的话，那么这样的德行概念应该是基于教说中的佛性观而来。与西方古代亚里士多德以“明智”“勇敢”等为德行，中国古代以仁、义、礼、智、信为德行有所不同，佛教的德行概念应该说是与菩萨行相应的，在菩提心意义上提出的慈悲这样两种品质。这样两种品质是与佛性相应的两种情操，具有了这两种品质和情操就会有慈与悲的行为；而这样的行为在体现这样的品质时又是在践证着佛性。因此，我们可以说佛陀教说中道德教育的重点在于菩提心的发育，也可以说是慈悲情操的培养。这样一种道德教育在大乘阶段得到了极大的发扬，只是这样一种道德教育仍为佛陀教说的解脱理想所规范的。

以上可以说是佛陀教说中道德教育的实质。如果我们撇开佛陀道德教育的宗教背景，抽象地继承其道德教育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方面，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佛陀的道德教育中，“应该”的强制性，不是经过说教灌输强加给信徒的，而是利用了信徒在修道上的自觉，把利他的道德行为与自利的解脱联系了起来，把个体的解脱与众生的解脱进而与社会的净化联系起来。于是，道德就不仅与个人幸福联系了起来，而且与社会的改造相联系。这可以说是一种德福一致的道德观，这样一种道德教育也就是以幸福为目标的道德教育。佛陀道德教育思想的这一特点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情操培养都具有参考价值。我们应该认识到在强调道德的同时，也应该把道德与个人的实现和个人的幸福联系起来，这样的道德教育才具有深入人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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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古代印度的教育思想（下）

——部派佛教与大乘佛教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部派佛教的教育思想

一、部派的分裂

根据南、北传佛教共同所传，原始佛教教团内部发生分派，大约在佛灭后百年左右。佛灭后，由佛陀声闻弟子结集三藏，依法护持，内外感化，而能使教团醇和如一。随着众声闻长老息化归真，逐渐离世，教团内部失去了人格感召力的吸引重心，同时，教团规模不断扩大，佛法所面临的时势也日益不同于佛陀在世之时，因而对佛法的理解与解释也渐渐失去规范，意见分歧的出现不可避免。

意见分歧在佛灭后进行的第一次结集中就有所反映。当时，佛弟子们对戒律中规定的“八事”产生了疑问和争论，但并未造成教团的分裂。教团的公开分裂是在第二次结集时。关于分裂的原因，南、北传佛教说法不同。据南传佛教说法，东印度吠舍离地方是跋耆人的中心，从这一种族出家的佛弟子对戒律持比较自由的态度，并提出十条戒律的修正，即“十事”。这一情况被西北印度的长老耶舍发现，于吠舍离召开第二次结集，弹斥“十事”为非法，并进而对律藏与经藏重新结集。据传，在700位比丘于吠舍离结集之时，另有多数比丘召开大结集，与耶舍的结集对立。于是，一方面根据是否以“十事”为非法的态度，另一方面由结集上存在的分歧，引起教团内部的争论，最终分裂成两派，坚持戒律但持自由态度的比丘，以进行大结集的众比丘为大众部，而进行小结集并对戒律持保守态度的比丘则为上座部。

据北传佛教的传说，发生分裂的地方，并不在吠舍离，而是在摩揭陀；分裂的原因，也并非戒律的问题，而是法相教理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法相问题是阿罗汉的资格或性质问题。据《异部宗轮论》中的说法，佛法初破是因“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分为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根据这五种对阿罗汉性质的再认识，阿罗汉是仍具人间性格的果位，而并非超人间性的完善的存在；阿罗汉并非究竟位，只有佛才是究竟位。

对阿罗汉性质超人间与人间性、究竟与非究竟的不同理解，就成为教团分派的根据。主张阿罗汉人间性的大天一派就成为大众部，主张阿罗汉超人间性的则成为上座部。

南、北所传关于部派分裂的不同说法，可能并非毫无关联。有的学者主张，南、北传说法之间存在着一定的逻辑联系，也就是从对于律的不同解释，渐而进至教义问题的分歧。总之，部派的分裂应该不仅仅是律或教义法相单独造成，而应该是相互联系着，促成部派之间分裂的。

大众部与上座部分派之后，又相继从各自内部分裂出其他部派，它们分别是：从大众部本宗分出的一说部、说出世部、鸡胤部、多闻部、说假部，后又从大众部中分出制多山部，又因与制多山部意见不合，而又分出西山住与北山住部两部，这是大众部系本末分派而成的九部；上座部保持内部统一至佛灭后第二百年至第三百年，因诤分部，形成一切有部与上座部本部两部，上座部本部转称雪山部，后从一切有部中流出犊子部，从犊子部流出四部，一法上部、二贤胄部、三正量部、四密林山部，后又从说一切有部分出化地部，从化地部流出法藏部，再后又从一切有部流出饮光部，至第四百年初，又从一切有部流出经量部，亦名说转部，如上形成上座部本末分部共十一部。上座部与大众部前后共形成二十部，这是北传的说法。据南传的说法则为十八部，在部派分合上存在细微的差异。

以上缕述了部派分裂的原因，以及所分之部派。部派佛教与原始佛教之间的异同，是我们在探讨部派佛教思想时首先应该关注的问题。

原始佛教是指佛陀在世及至佛灭后一百年内的佛教，部派佛教则是指佛灭后第二百年至第四五百年时的佛教，因此，原始佛教与部派佛教是佛教发展史中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二者是两个历史范畴，是教义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作为前后相承的两个阶段，其间自然存在着相沿相续的内在连续性。这一连续性，在某种意义上是指部派佛教对早已存在于原始佛教中的论究教义法相的作风，进一步地加以发挥引申而已，之间并没有十分明显的分界线。然而，部派与原始佛教之间确实存在着的相异之处，则更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些相异之处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说明。

首先，二者之间存在着法相问题讨论研究方法上的不同。佛陀自身的说法是自由随机的，论域宽广的。其间，教说方法灵活运用，设喻取譬、铺陈渲染、变化自在，说理但求使人悟解，故而说教圆通方便，对教说法相自身并不拘泥。佛陀说法力避教条迂腐，体现出十分有力的批判精神。所以，佛陀在说法时并不十分在意组织严密的范畴体系。部派佛教则以讲求范畴体系的严密完整为特色，在诸部派的阿毗达摩论书中，对佛陀教说的种种法相进行严密的分类，组织成完整的体系，并对每一个概念都加以分解定义，根据不同的情况进行种种分别。因此，与原始佛教相比，部派佛教是以“诸门分别”的逻辑的体系化的方式为自身特色的。这一方式使部派佛教具有了教会神学式的烦琐作风。

其次，从教理思想的内容上来看，大致上原始佛教处处以解脱修道的实际来着眼立论，教说理论为实践服务，一切教说法相都归趣于解脱理想。例如，佛陀著名的“十四无记”说，表现出对与解脱实践无直接关系之形而上学问题的漠视，充分体现了佛教以人生价值关怀为核心的宗教本色。部派佛教虽然同样是以解脱为理想归趣的，也以解脱修道的实践为理论教说的指南，但与原始佛教不同的是，部派佛教关心的问题已经由理想归趣与修道实践，转向了理论自身。这并不是说部派佛教已经不再具有佛教的价值关怀，而只表明当时佛教内部需要解决的问题在于理论，而非实践。这样一种变化，正是部派佛教所具有的教相整理的特质所在。因此，可以说部派佛教是一种更重视理论，强调知识和纯粹认知的佛教系统。其中，佛陀所不予回答、理睬的不切实际的问题，在部派佛教中都有所涉及。部派佛教所具有的理论、知识兴趣，使其不可避免地染上一些教条、迂腐的弊病。

最后，在理论趋向上，可以说原始佛教教说的重心是心，由心之现象而开展出缘起的道理；部派佛教的重心则是法，即客观存在的事实性的存在，以事实性的可分析的元素为世界和人生现象统一的基础。

部派佛教时期，是阿毗达摩论书大量形成的时期。阿毗达摩是对法或无比法之意，法指一切存在的理法，即一切存在者本身，因此，阿毗达摩可以说是对存在的研究。对论书而非经律的重视也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部派佛教的特色，那就是注重理论体系的结构、组织，而忽视实践的修持与践履。因此，部派佛教的弱点就在于忽视了佛教的实际，不能从佛教的全局着眼。但它对佛陀教说法相的整理对佛教的发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

部派佛教的思想理论极其烦琐复杂，从中寻绎教育思想的因素则更困难。诃梨跋摩所著《成实论》记载，部派佛教共同讨论，并发生争执的问题，有所谓“十论”。即二世（过去世与未来世）有无？一切法（有为法与无为法）是有是无？中阴身（轮回之间的存在体）有无？有无“人我”（轮回主体）？未受业报者是否存在（业报已尽者是否还有生命存在）？罗汉是否有退（得罗汉果者是否会退转）？佛陀是否在僧数？随眠与心是否相应（随眠烦恼是否与心相应）？心性是否本净？这些问题根据佛教思想体系的基本构成，可以大致分出以下几个范围：①佛陀论，包括与佛陀自身的性质直接有关的罗汉论、菩萨论等。②存在论，探讨对有为与无为等一切法的性质。③心性论，相当于修道论，探讨修道的内在根据及其可能性。④部派特有的关于轮回业报的主体，灵魂是否存续的问题。各派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复杂而细微的歧见，我们只选取其中最有影响的大众部与一切有部，来分析和了解部派佛教思想的整体旨趣，并从中发挥其于教育思想的意义。

二、大众部的教育思想

大众部思想是反对正统上座部佛教保守倾向的产物，因此，它具有新鲜而自由的气息。一般来讲，上座部尊重传承，基本上以传统为教说的根据，并以维护和接续传统为根本方针；大众部则以理想为原则，以理想为衡量教说的标准，也就是说要使传统合于理想。当然，这是就一般趋势和特点而做的一概之论，在两派内部以及后来的分派之中，思想取舍方面非常复杂。在教理重心上，两部虽然都以阐明苦集灭道四谛为教说方针，但上座部关注的主要是苦集问题，即现实成立的根据与原因，从染与迷的立场着眼立论；大众部则以灭道问题为侧重点，着眼于理想境界的描述与说明，并有从理想，即已清净与觉悟后立论，来构造世界观与人生观的倾向。在此意义上，关于轮回问题的解释多从上座部开展出来，而关于解脱理想与修行资粮的说明，则多是大众部及其后出诸派关心的内容。

下面我们就从佛陀论、心性论以及存在论几个方面来进一步分析大众部思想的特色。

（一）大众部的佛陀论

大众部的佛陀论，最能显示部派佛教发展的新兴气象。我们知道，佛陀之为佛陀是因其成正等觉而为佛陀，这样，成道前之悉达多王子与成道后之佛陀之间，就存在着历史性与理想性形象上的差别。这些不同主要围绕着如何理解佛陀的人间性与超人间性，或事实性与理想性之间的关系而来。佛陀的历史性或人间性方面，即生身，究竟是确实存在的事实，还是不由业所感，而由佛陀法身化现而来的呢？佛陀与罗汉之间有什么不同？或者说，罗汉阶段的佛陀与作为佛弟子的罗汉是否有差别？诸如此类的问题，在大众部与上座部、一切有部的论书中，以一定的法相问题出现。据《异部宗轮论》所列的大众部系的基本思想纲领，我们可以把大众部的佛陀论从三乘关系、佛身论、佛之精神力量以及佛说法之性质等几个方面加以分解。

据北传佛教的说法，围绕大天五事，关于阿罗汉性质而产生的争论，是上座部与大众部分派的原因。这五事的意图，在于要把阿罗汉的性质解释为具有充分人间性的存在。其中，“为余所诱”是说罗汉在身体方面还是有漏的，还有不净烦恼的余习存在；“无知”与“犹豫”是说罗汉虽已断除情意上的烦恼，但还未断除所知上的执着烦恼的障蔽，还未达到佛陀所有的一切种智；“他令悟入”是说罗汉的觉悟并非由于自觉自证，而须经由他人之力，借他人之教说，才能悟人；“道因声起”是说罗汉并非常住于定境，还会有无常之苦受。在大众部对罗汉性质的认识中，一方面指出其相对于理想境界的局限，降低罗汉果位的神圣性，还原其人间性的方面；而另一方面则把佛陀的意义推崇到极致，将一切理想的性质都赋予佛陀，从而把佛陀极端理想化。大众部的罗汉论中包含着区分佛陀与罗汉之间差别的想法。上座部佛教继承原始佛教的一种含混的说法，因为佛陀与罗汉都是解脱者，故以为佛陀亦是罗汉之一。例如，经律中有佛陀教化了五比丘后，加佛陀而有六罗汉之说，是佛陀与罗汉之界限、义理笼统不明的反映。大众部的罗汉论中暗示的佛陀观，代表了佛教思想发展的方向。

大众部持一种极端理想化的佛陀论。《异部宗轮论》述及大众部佛陀观的纲领时云：“诸佛世尊皆是出世，一切如来无有漏法。”[1]根据这段引文，大众部思想中的佛陀是最清净、完美、永恒的超自然、超人间的终极存在。所谓“皆是出世”，窥基《述记》释曰：“此部意说世尊之身，并是出世，无可过故，唯无漏故。谓诸异生说名为世，可毁坏故，劣诸圣故；二乘有学，下过异生，劣无学故；二乘无学，下过有学，劣于佛故，非超彼之身，唯无漏故，非不可坏，犹立世名；唯佛世尊，下过一切，无所劣故，不可毁坏，超过毁坏，皆是出世，约人为论，无漏身故，萨婆多部，其意不然。”[2]意思是说，佛陀是超过世间一切存在的最高存在，因世间法皆是可毁坏、不易久长之法，所以佛陀之出世间，即是不可毁坏、永恒不易之存在；众生与独觉、声闻二乘中的有学、无学，都还是世间法，故而“犹立世名”。所谓“无有漏法”，窥基释云：“约法为论，十八界等，在佛身时，皆名无漏，非漏相应，非漏所缚，故名无漏。”[3]是指构成佛陀身心组织全体的十八界，即六识、六境、六根都是无漏法，也就是说，不仅佛陀的精神（六识）是清净、完美的，而且佛的身体也是清净、无漏的，不为烦恼所束缚，与烦恼不相应。

大众部的佛陀观突出强调了佛陀身体的无漏性质。关于佛陀身体的性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一是认为佛陀的身体，作为生身与众生的肉身无异；二是认为佛陀的生身是历经菩萨时代多劫修行而生成的，因此，在佛陀的时代应该已经变化成超自然的、超人身的灵体。后一种看法已经暗示了后世大乘佛教三身观念中化身的雏形。大众部即持后一种看法。在他们看来，佛陀的生身并非由业所感而成——因佛陀所有的业力也是无漏、清净的，“佛所有三业，皆亦是无漏”（窥基语）——而是因发菩提心而回向世间、救度众生，化现于此世的超凡存在，所谓“如来生在世间，长在世间，出世间住，不为世间法之所污”[4]即是此意。根据这一看法，大众部又认为“如来色身实无边际”“如来威力亦无边际”“诸佛寿量亦无边际”。据窥基的释义，如来色身，是经多劫修得的“报身”，其无边际，随机变化，而有佛之生身。另外，由于报身无限，为利乐有情而现世，有情不能救度尽净，则如来不会舍身入寂，故寿命亦无限。身量与寿命无尽的佛陀，自然具有超常的能力，他的身体能随意识与无意识的作用于一刹那间遍布世间，这虽然已是大乘的解释，但也说明大众部理想中超越时空、物理限制的自由随意的佛陀形象。

大众部关于佛陀精神力量的看法，虽与上座部一样承认其无限、无漏的性质，但大众部的看法更加强调佛陀精神力与众生心理能力的区别，着重于佛陀精神力量神秘性质的方面。《异部宗轮论》这样描述佛陀的精神力量：“佛一切时不说名等，常在定故，然诸有情谓说名等，欢喜踊跃；一刹那心了一切法；一刹那心相应般若，知一切法；诸佛世尊尽智、无生智恒常随转，乃至般涅槃。”[5]这是说佛陀能够动散不变，常在定境，不需经过思维、语言的过程，而能任运讲说，自成应理言教，即所谓“无思自成事义”（窥基语）。佛陀还能于一刹那间了知一切法的真相，不仅知外境之相，而且能知心之相；不仅能知一切法之共相，而且能知一切法的自相，这是对佛陀全知认知能力的描述。佛陀还能于一刹那间使心与般若智慧相应一致，不仅能知世间法，而且能知出世间法，这是对佛陀实践智慧能力的说明。另外，佛陀能于一刹那间与智慧相应一致，直至涅槃入寂，这说明佛陀没有无善无恶的无记心，完全超出了众生的心量。

佛陀说法的性质是佛陀论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因为，如何看待说法之于佛陀的重要性，涉及对佛陀与声闻、缘觉界限的确切认识。大众部在这一问题上所持的极端理想化的态度，使对三乘之间界限的认识得到了强化。在大众部看来，“诸如来语，皆转法轮”（《异部宗轮论》），也就是说，佛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应理言教，正如窥基所云：“此法轮体即佛所有名句声等教法为体。”因此，佛说法的内容就应该不止四谛、八正道正式的具体教法，不仅佛的见道之语是转法轮的内容，就连佛陀与阿难日常的问答也富含深意，具有不可思议的、摧伏他人身上无知疑惑的力量，所谓“世尊所说无不如义”，对众生都有所利益。此外，关于佛陀说法性质的看法中，还有一个关于如何看待佛陀说法过程中以何种语言说法的问题。这本是一个关于历史事实真相的问题，但在部派佛教的法相讨论中具有了教义上的特殊意义。大众部认为，“佛以一音说一切法”，也就是说，佛陀说法时是用一种语言——梵语——来说法的，而听众则由佛陀的神通加持力，各以自己的语言听闻和领会。这种看法与上座部的解释又有不同。根据上座部的解释，佛陀并不是只用一种语言说法的，而是随着场合之不同，随时变换方言，即使在同一场合，又由于听者种族不同，佛也能很快地变换语言，使其迅速领悟。这样，所谓“佛以一音演说法”（《大毗婆沙论》）的古训，就仅是一种象征、比喻的说法。大众部自然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根据大众部的认识，佛陀所说法，都是圆满功德所生不可思议力量之所为，因此，其所说也都是究竟彻底的了义言教，没有不了义的说法。这样的观点也自然不为上座部所接受。

大众部对佛陀说法性质的理想看法，把说法之佛陀与声闻、缘觉严格区分开来。在上座部看来，声闻、缘觉并非完全不对众生说法，只是没有如佛陀一样的愿心；大众部则认为说法完全是佛陀的资格，其他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资格。

从以上对大众部佛陀观的分析中，我们可以充分认识到大众部思想的理想化色彩。在大众部的佛陀观中，佛陀已经不再是一个循循善诱、诲人不倦的导师形象，而是一个借助奇迹来促使人产生信仰的教主，其历史性的、事实性的、人间性的存在已经被完全置换成超人间的理想性的神圣存在。佛陀之说法也不再仅仅是一个教学的过程，而被神秘化为一种真理展示的过程；佛陀所说之法具有的朴实、亲切的理性教诲式的特点，也变成了一种启示。这样一种佛陀形象来传达佛教的真理，进行佛说的教学，已经不再是理性的具有人文色彩的教育，而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神秘主义类型的教育了。在这样一种教育中，教与学的过程不是依据理性的原则进行知识上的传授，而是一种神秘的启示。大众部的佛陀观说明作为哲学、伦理理论体系的原始佛学已经开始向富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佛教转变，开始由人文教育向宗教启示的转变。

（二）大众部的心性论

佛教中关于心的本原，或关于心理作用真相的理论，是心体论。心体论与认识论、主体论与生命论的讨论结合在一起，成为佛教思想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原始佛教心体论是在批判当时思想界关于心体的两种不同看法的过程中形成的。一是以心体为常住不变的灵魂；二是以心理作用为物理作用过程，并无独立的心体存在。前者即典型的有我论；后者则是顺世外道的唯物主义主体论。佛陀的心体论则调和两种对立的思想，成立一种缘起作用的心体论。这种心体论一方面破斥灵魂常住的有我论，不承认有一个独立自在的心之实体；另一方面则力辟以心理过程为物理过程的主体论，不认为无心之物能推导出纯粹精神心理作用来。佛陀所主张的中道的心体论认为，心是依缘而起、刹那生灭的作用过程，其中并无不变自存的实体存在。这样一个过程是由种种要素互相联系地产生的，既不依存于任何物质的元素，也不依存于任何独立的心体。因此，心体只是一个诸元素的复合体。

佛陀的心体论拒绝对心体做形而上学的解释，而持一种缘起作用下的活动的心理过程论。部派佛教中上座部继承并发展了这种观点，并把这一思想演化成一种关于心理活动相状的理论，使心的作用相状理论成为部派佛教的基本问题。然而，大众部则在究明心的作用相状之理论（心相论）的基础上，把佛陀的观点引向了一个新的方向，即关于心的本性或心的作用的本性是否清净的讨论，这就是与心相论相对的心性论。在一定意义上，大众部对心性问题的讨论，是心体论中形而上学倾向的回归。因此，在部派佛教中，尤其是大众部系的派别中，又有各种形式的有我论出现。

《异部宗轮论》这样表述大众部心性论的纲要：“心性本净，客尘随烦恼之所杂染，说为不净。”[6]从这一纲要中，我们知道心性论是在讨论心的本性与烦恼之间的主客、染净之关系。在心相论中，心的作用是有善有恶的，也就是说人心是善恶相混的，然而，论到心之善恶作用背后的根据，究竟为善为恶，或者说在心作用中哪种作用更为根本，就不是心相论所能涵盖并解决的问题。根据原始佛说，推原佛陀的心性思想，则是以无明为心的本性，以迷妄染污为心性。实际上，无明也只是心作用中一种更为根本的作用而已，本身并非一种自在的体性存在。以无明为心性的说法，只是从在染之现实世间而言的，着重于心的现实性，而并没有突出心的理想性的一面，即人之转染求净、舍迷趋悟、转识成智的内在根据。人之所以能突破无明之束缚，而产生求菩提之心并最终能得菩提之果，一定也有其心理上的依据。这一根据也一定是心作用在与烦恼相应的同时，还能产生善心作用的原因。这样便出现了关于心性是净是染的讨论，即染的根据与净的根据哪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大众部主张清净为心的本性，即所谓以清净为心之主，而烦恼染污则为心之客。烦恼染污之所以为客，为第二性的存在，其根据又何在呢？窥基的释义曰：“无始以来心体自净，由起烦恼染，故名染，烦恼非心无始本性，故立客名。问：有情无始有心称本性净心，性本无染，宁非本是圣？答：有情无始心性亦然，有心即染，故非是圣。问：有心即染，何故今言心性本净，说染为客，客主齐故？答：后修道时染乃离灭，唯性净在，故染称客。”[7]据窥基之释义，之所以把烦恼作为客尘，并不是从本体论的角度着眼，以清净为逻辑在先，而是从修行实践的意义上，就修证之结果来说的。这就是说，无论染心还是净心，都是现实给予的事实，是无始的存在；所谓“有心即染”，说明并无一个清净的心之本性先于烦恼存在。因此，并不能从理论之立场武断何者为先为本，而只能从修行的结果来看，以去除的为客，而以留存下的为主。这说明心性之主与客、净与染，仍然是依靠心之作用来显发的，表示心的这一作用的概念就是菩提智。经过修行，由菩提智呈露，与菩提智相应的就是心之本性。大乘思想继承了大众部的心性论，并区分了相应之心（用）与不变之心（性），使大众部的思想更加清晰。如此解释大众部的心性论，比较能够接近大众部思想之原意。大众部这一思想实际上较好地调和了心性与心相之间的关系，坚持了以用显体、由相显性之方法论原则。这一原则实际上就成为佛教本体论的特色所在。佛教本体论的这一特色使得它能够避免东西方多种本体论中无法避免的善恶二元的悖论。

大众部的心性论中还涉及对烦恼性质及其与心之关系的认识。《异部宗轮论》说：“随眠非心，非心所法，亦无所缘。随眠异缠，缠异随眠，应说随眠与心不相应，缠与心相应。”[8]缠是指现起之诸烦恼，即烦恼的现实状态；随眠是指烦恼的休眠状态，是潜存着的烦恼。在心理作用过程中，烦恼伴随着心理作用而现起，即所谓缠；在心理作用中潜存着而不发挥心理作用，但形成生命解脱最后障碍的是随眠。伴随心理作用而现起的心理现象即心所，故缠即心所；随眠不与心理作用一同发生作用，因而不是心所。对缠与随眠的区分，意图在于指明，对现起烦恼的破除并不就是解脱，而只有连同身体一起舍弃之时，才能将随眠烦恼消除，因随眠“恒在身故”。对随眠与缠的区分，也说明修学的过程并不能由于做到了精神上的解脱就完成了，修学的目的在于生命的完全解脱。

大众部的心性论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值得发挥之处甚多。首先，关于心性染净的讨论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就是一个教育可能性的内在根据的问题。大众部的心性本净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解决了人的教育可能性之内在根据的存有问题。教育之所以能够成立和进行，并非只要教的一方化之即可，而是需要学者一方的配合才能奏效。由教化之必要性，即对佛教之宗教价值的承认，而进至教化可能性之探讨；由对佛陀论中教化一方的重视，而演化为对所化一方接受能力之强调，佛教的教育思想在大众部的心性论中得以发展。根据这样一种思想，教育的目的，只有通过学者一方的自觉，知识只有真正进入学者的生命与生活才能实现。其次，关于教育可能性的问题，不是一个理论上做出的泛泛判断，而是贯彻于教学实践的，体现于一定之教学方法的观念，由一定的心理能力来反映的。也就是说，大众部心性论中对教育可能性的强调，主要表现于教学实践中如何主动发挥学习能力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用的问题，即实践的问题，是与修学实践相配合的问题，而不完全是一个形而上学的问题。最后，大众部关于随眠与缠是否心所的区分，事实上就是对教学中学习过程的说明。大众部，事实上也是整个佛教的学习观念，着重知与行的合一，知识落实于生活与生命的实践。知识的学习不是简单地接受理论，而是要能体会于生活与生命中，并且本身就是直接作用于生活与生命的学问。这一作用就表现于对烦恼的破除上。学习在于烦恼的破除，就是知识作用于生命与身体的意义，这也正是佛教教育的实践性格的体现。

（三）大众部的存在论

部派佛教的存在论与原始佛教的存在论相比，具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关于世界的本质与构成的认识，渐趋理论化和系统化。佛陀时代的存在论，不专注于从理论上探究宇宙、人生的存在根据，而是以解脱修道的实践为理论的依归。因此，佛陀的存在思想具有很强的实践性和亲切朴素的、直接贴近人生的特点。部派佛教的存在论，则逐渐产生了完善认知的理论要求，对与人生现象无直接关系，但对在终极意义上可能影响人生的本体问题产生了兴趣。

佛陀存在论的实践旨趣也决定了佛陀存在论的理论特点，那就是不认为宇宙和人生中存在着固定不变的实体，在现象背后有着现象所依托的本质，而认为宇宙是由关系的法则形成的相互依存的存在。佛陀这种存在论实际上就是缘起观。这种存在论虽然不曾肯定实体性的不变存在，但它至少承认了缘起法则的不变性。对缘起法则不变性的不同解释就成为部派佛教存在论的不同形态。这些形态基本上可以分成实在论与观念论两种。其中，上座部与一切有部是典型的实在论，而大众部则明显的是观念论。

佛教用以表示存在的概念是一切法。根据存在的不同性质，佛教将一切法划分为有为法（现象界）与无为法（本体界）两大类。无为法指与缘起生灭之无常法相对的常恒之法。在佛陀思想中，这种常恒之法虽未以一定的法相表达之，但肯认有三种常恒之存在，即涅槃法、缘起之法则与四谛教理。这样，缘起世间就并非只是无常一面，而有超出于个体之外的常恒存在一面。关于有为法的性质，有部主张三世实有、法体恒有，认为构成现象界的种种要素（有部认为有七十五种元素是恒有的法体）是三世而恒有的；大众部则认为过去未来二世无体，现在世则刹那生灭，并有一种极端观念论的主张，认为“三世法悉是假名无有实体”（一说部之主张）。关于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关系，一般有两种态度，一种持有为法与无为法互不相关的消极态度，另一种则主张无为法与有为法之间有一种积极的关系。前者是上座部的观点，后者是大众部的见识。

关于有为法的性质，《异部宗轮论》云：“过去未来非实有体。”窥基释曰：“现有体用，可名实有，去来体用无，故并非实有。曾有当有，名去来故。”[9]过去法体已经过去，其作用亦消失，未来法体亦然，因无体无用，故并非真实存在。现在法体，有体有用，故为实有。一切有为法皆刹那灭，过去已经过去，未来还没有来，真正存在者，只有现在法。三世法之间有如波浪，此起彼灭，不以三世法为并列的关系，而是前后相继的。在此意义上形成了刹那生灭说。刹那生灭说主张，一切现象（心理和物理现象）都是刹那流动的持续体，因而以一切法为一刹那心之存在，最终达到观念论的见地。

关于无为法的认识，部派佛教中经过了渐次发达扩展的过程。上座部持守佛陀的说法，仅以涅槃法为无为法，即以贪、嗔、痴灭为无为法。一切有部则以择灭、非择灭和虚空三种为无为法。择灭无为是指由智慧所证之无为法；非择灭无为则指由于缘缺不齐而毕竟不生法；虚空指“色于中行”的绝对空间，因不生不灭而成为无为法。大众部则有九种无为之说，即在有部三无为之上，又加上了空无边、识无边、无所有处、非想非非想处、缘起支性、圣道支性。其中，由于涅槃之不生不灭的特点与由禅定所得的境界相似，故也以四禅境界为无为。“缘起支性”之所以为无为法，据窥基的释义，以其“此理是一，性常决定”，“其无明等十二支分，是有为摄，理是无为”[10]。十二因缘虽为有为法，但就性理而言是无为，此性理在大乘思想中即是“空”。“圣道支性”亦是就其性理而言，窥基云：“性能离染，理是常一，其八差别，自是生灭，理是无为。”[11]八正道虽有八种差别，但其理则一，即是决定不变的无为法。从性理而言无为，是大乘思想中自性涅槃观念的滥觞。

从上面所述的无为法思想中，我们可以看到无为思想从作为有为法离灭之后的留存状态，与有为法之间不发生直接关系，而到大众部以性理解释无为法，就已经暗含了大乘思想中关于无为法与有为法之间的积极关系的认识。这样一种积极关系主要表现为对无为法所起作用的认识，从对无为法的作用观中引申出对菩提智慧作用的思考。

大众部的存在思想体现了其一贯的理想主义精神，肯定终极存在的积极意义，扩展了终极存在的范围，给修道解脱更合理的根据，与其佛陀论、心性论思想一同为大乘思想的成立积蓄了理论资源。大众部存在论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表现于终极存在的积极意义。无为法相对于有为法，不是隐于有为法背后的消极存在，而是对有为法性质直接发生作用的存在。这种作用就表现为对有为法中舍染趋净能力的肯定，指出这一能力的终极根据。这一思想同心性本净思想是一致的，都对教育的内在可能性给予了积极的肯定，指出教育须诉诸人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但是，大众部思想中高扬理想主义的态度，也给其宗教的和教育的实践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有学者指出：“大众系之于圣格，理想则崇高，行践则宽容，轻声闻而贵菩萨。思想多所启发，而言不及实。”[12]原始佛教的宗教实践由于佛陀的言传身教，虽戒律严格，但践行笃实，亦步亦趋，有规范可依；表现于教育之实践，亦平实朴素，教与学之间，次第井然。至大众部，则将解脱目的极端理想化，将佛陀形象极端神秘化和偶像化，将修行解脱之可能性普泛化，但在修行上没有提出与此理想相应的实践规范，导致理想虽高，却放松践行之标准，对修行规范之遵守采取宽容、姑息的态度，大天五事就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这一特点见之于教学，就可能出现一种失序状态，教师的权威被怀疑，教法作为规范的意义被减弱。这是从大众部思想中可以推想的结论。在大乘佛教中，大众部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大乘思想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宗派就具有了大众部思想中蕴含的结论。

三、一切有部的教育思想

一切有部是从上座部佛教中分化出来的部派，大众部因隐入后出诸派而本义不彰，一切有部就成为部派佛教最有影响的部派，与后来从中演化出来的经量部成为对后世最有部派代表性的思想。一切有部思想在各个方面都与大众部思想相区别，然而，一切有部并非因此就成为与大众部的进步倾向对立的保守面。因为在一定意义上，一切有部是响应部派佛教新的思想动向而在上座佛教内部发生的革新运动。其与上座部思想的异同，对于理解其思想的性质也具有重要的意义。

《异部宗轮论》记载，一切有部是于佛灭后第三百年初从上座部中分出的部派。关于二者的分派根据，窥基释其来历云：“上座部本宏经藏以为上首，以律、对法为后宏宣，非是不宏律及对法，然不以为首。至三百年初，迦多衍尼子出世于上座部出家，先宏对法，后宏经律既乖上座本旨，所以斗争纷纭，名少乖诤，不同大天大乖诤也。”[13]这说明二部之分是在依经或依论上发生的分歧，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正是在上座部内部发生的保守与进步之争。上座部一依迦叶之教，以第一次结集的经藏为宗，而一切有部则以迦多衍尼子等所造论为依据，弘传佛法。后出之论自然在解释上更具有时代气息，也受到大众部自由风格的影响。一切有部又名说因部，这涉及一切有部的思想特征。关于一切有部的思想特征，窥基释云：“说一切有者，一切有二，一有为，二无为。有为三世、无为离世，其体皆有，名一切有。因言所以，此部说义，皆出所以，广分别之，从所立为名，称说一切有部也。”[14]此部以解说一切法为内容，一切法指有为法与无为法。有为法指三世有为，无为法指出世法。所谓说因，是指该部以解说一切法的因果为宗旨，因果解说又以诸门分别为论说方法，因而一切有部又称说因部。关于一切有部具体的思想内涵，我们仍然从存在论、佛陀论与心性论三方面加以阐发，以见其与大众部之异同。

（一）一切有部的存在论

一切有部的存在论是典型的实在论形态。佛陀原始教说虽然是以价值的立场看待世界的，对于本体论、宇宙论的问题不做深入的解说，但它仍然持一种朴素的常识的实在论的态度看待世界和人生现象，以心理和物理现象为无始存在的元素。这一点在上座部佛教中也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对一切现象做出解析，肯定存在与法则的实在性。但上座部思想还有说理不透彻之处，只有一切有部是彻底的实在论。

一切有部的实在论特色集中体现于其解析诸法的原则和观点上。《异部宗轮论》说：“谓一切有部诸法有者皆二所摄，一名二色，过去未来，体亦实有。一切法处皆是所知，亦是所识及所通达。”窥基释义曰：“说一切有等，谓一切有者有二，一法一切，谓五法即心、心所、色、不相应行、无为；二时一切，谓去来今，各对诸部，名色摄一切法。色相粗著，易知其体，称之为色，四蕴无为，其体细隐，难知相貌，以名显之，故称为名。”[15]以横向的五种类型的法相与纵向的三种时间关系来解析诸法的样式。其中，以心、心所、色、心不相应行与无为五种类型的法的样式来说明诸法，是有部世友《品类足论》中首先提出并在部派佛教中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在他们看来，宇宙和人生在结构上都可以用这五法来归类，宇宙、人生的诸种现象都可以归入这五种结构之中。心是指心的主体；色是指物质存在；心所是指种种心的作用；心不相应行指跨于心与物两者之间的关系、状态、性质意义上的存在；无为是指不生不灭之法。这五种结构按其性质又可以分成名与色两类，一指心理现象，二指物理现象。就其细处再分析，五法又可以分出许多元素，一般来讲有75种，一切有部（简称有部）认为这75种元素是构成心理与物理现象，以及联系心理与物理现象之间的关系、状态与性质意义上的根本实在。以这75种实在作为统一世界的基础，也就是说，只有可分析的75种元素，而并没有独立自存的心体。这就是所谓我无法有论。从上所知，有部的存在论实际上是一种概念的实在论，因为有部的态度是以抽象概念为实在的诸法。有部不仅主张空间的诸法实在，同时它也主张时间的实在性，不仅认为现在世实在，而且主张过去与未来世实在，并不因为其作用已逝或未来而失其法体，这即有部的三世法体恒有论。

有部的存在论中，关于无为法的看法也与大众部的不同，以择灭、非择灭与虚空为三无为法，没有对无为法做夸张、铺陈的解说。关于有为法与无为法的关系，有部基本上还是与上座部一同持一种消极的观点，即认为无为法只是隐于有为法背后的没有直接交涉的存在，是生灭变化之有为法灭除之后的一种状态而已，以不变性为无为法的要素。有部的无为思想虽然对上座部仅以涅槃法为无为法的思想而有所扩展，但它并没有走向极端，仍然没有改变以无为法为消极存在的意义。有部的无为法思想实际上是部派佛教无为思想的基础。

同时，有部还主张“四谛渐现观依空、无愿二三摩地俱容得入正性离生。”[16]认为对四谛道理的修证需要经过渐修渐证而得。在修行上，以空观来对治“见行”，即用空观根除认识上的障蔽，所谓“我见增上”与“我所见增上”，“增上”即指添加在如实之见上的见识。另外，以无愿观来根除情意上的执着，即所谓“爱行”，包括“懈怠增”与“我慢增”两种。从以上有部关于修行的思想，我们可以知道，与大众部相比，有部的修行要更加朴实可行，平易踏实。

以上我们大致分析了有部的存在思想，有部对待存在的实在论态度表明了一种现实主义倾向。如以缘起支性为有为法，与大众部以缘起支性为无为法截然不同，一方面，严密区分了有为与无为之间的界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无为法在现实中不能具有积极的作用。这一倾向见之于有部的教育思想，就表现为以现实的而非理想的手段来解决教学问题，实现教育目标。有部在具体实践中讲究规范，致力于教法上的组织统一，力图使践履有法可依。有部多出探讨教义与教法的论书，说明他们对教法组织与传达的重视。这些都表明有部思想中强调教育的意义而不重视理想化之自觉的思想特点。

（二）一切有部的心理论

佛教的心理论是佛教思想中最具科学性的部分，曾有学者认为佛教心理学的水平高于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心理思想。在整个佛教思想体系中，心理思想最具原创性。在佛陀思想中，心理思想与他的生命观、伦理观、认识论以及修道论都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佛陀关于心理问题的思想在部派佛教时代都得到了进一步深化和整理。部派佛教的心理思想集中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心体论，探讨心理现象与主体之间的关系。二是心理作用论，也可称为心相论，探讨心王与心所的关系以及心理作用的过程。三是心性论，探讨心之本体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是佛教形而上学理论的内容。在诸部派之中，一切有部的心理思想最丰富和完整，对后世的影响也最大。与大众部相比，一切有部的心理思想主要集中于心相理论，而不像大众部那样更多地关注心性问题。下面我们就从心体论、心相论以及心性论几个方面来分析一切有部的心理思想。

部派佛教的心理论，坚持佛陀原始教说中破除以心为固定不变之实体的思想，而贯彻佛教无我说。但是对于无我的解释各有不同。这些解释与各部派的心理观紧密相关。这些解释大致可以分成有机论的无我说与机械论的无我说两种。一切有部就是其中机械论的代表。根据有部的思想，心是缘起之现象，它由色、受、想、行、识五蕴，以及五蕴之间的因缘关系构成，或由六根、六识之间的依存关系构成，总之，心是由诸种要素依缘而成的现象。心的意义，在佛教文献中一般有三种表达，即心、意、识。关于心、意、识的关系，一般来讲有两种说法：一是以三者之间全无区别，只是同一物的不同名称；二是以为三者之间存在着不同的意义。这些不同的意义中，有以心为滋长义，意为思量义，识是了别义；有以过去心名意，未来心名心，现在心名识；等等。一切有部代表了部派佛教关于心、意、识的基本看法，即以三者为同一心体的不同作用和意义，其中，“集起故名心，思量故名意，了别故名识”[17]。一般以心为情意作用；意为五根之间的联系中枢；识是就认识而言的，指认识分别作用，一般指意识。这样，三者之间就成为后来瑜伽唯识学中的六、七、八识，即意识、末那识、藏识三识的雏形。

心的活动和作用及其与心所的关系，也是有部思想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关于心的基本作用，一般以缘虑，即认知，为其主要的作用。围绕认知而形成的推理、判断、意志等，就成为心理作用的组成部分。这些心的作用，就成为有部思想中非常有特色的心所论。在进一步分解有部心所论之前，首先须解决心与心所的关系问题。一般而言，心所是心所有法之义，以心为心所的持有者。但是关于心所为心持有的意义，存在着不同的解释。一派以为心之外并无独立的心所法存在，它只是对心的作用的一种抽象说明而已；一派认为在心王之外还存在着虽为心所有，但仍然具有一定程度独立性的存在。无心所派是大众部系的主张，这种主张仅把心所视为心作用的差别，虽有种种不同，但仍与心是同一行相；心、心所别体论是一切有部的主张，他们认为佛陀以五蕴解说心理现象，在识之外仍然别说其他四蕴，这说明在心外还存在着其他样式的心理作用，相应于心王而发生作用。《异部宗轮论》言及一切有部本宗同义之时云：“心、心所法，体各实有，心及心所，定有所缘，自性不与自性相应，心不与心相应。”[18]明确主张心与心所法之间各有其体。关于心与心所的关系，在经论中有许多譬喻，如以心王为主人，以心所为仆人，心所是所属，在具体事实上虽结合于一处，但在概念上分别是一定的。关于二者的具体不同，《俱舍论》云：“各各了别彼彼境界，取总境相故名了别。”[19]以心王为取总相，即对象总体上的相貌；心所取别相，即对象细微之处的相貌。一个认识，必须经过心王与心所之间的相互配合，二者同依止于心根，缘同一对象，共同作用才能发生和完成。

有部关于心所分类的思想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心理思想。心所分类的思想在有部中也经过了一个发展过程。首先在世友的《品类足论》中发端心所分类的思想，将心所分为十大地法、十大烦恼法、十大善地法、十小烦恼地法等，这些都成为《俱舍论》、唯识学中进一步整理心所的根据。在后来的思想发展中，逐渐形成了以《俱舍论》中的心所分类为成熟形态的分类类型，即大地法十、大善地法十、大烦恼地法六、大不善地法二、小烦恼地法十、不定八，后经唯识经论的整理，成为遍行、别境、善、烦恼、随烦恼、不定六种。其中，遍行（大地法）是指一切心共通的心理作用，包括感觉、思维、意识、统觉以及心与境之间的相应性这样的心理作用。别境、烦恼、善、随烦恼等则是专指在转迷成悟之修行实践过程中的心理现象，一是要发扬增进的心理作用，即作为善心基础的大善地法；二是要改进祛除的心理作用，即迷妄基础的大烦恼地与大不善地法。从以上对心理作用的分类思想来看，有部乃至所有部派佛教的心理思想具有一个不同于近代以来的科学心理学之处，即在一般的、客观的心理现象之外，还专门探讨了具有价值内涵的心理现象，这些现象包括伦理的心理基础和修行中超出一般心理的心理现象。佛教心理论所具有的这一思想特点，与其作为宗教而非科学的思想性质相关。对心理现象的认识是要服务于修行解脱之目的。因此，这样的心理论就是专注于应用的心理论，从宗教体验和宗教实践中来，并用之于宗教实践，以引发新的宗教心理经验。这样一种心理论就与教育过程发生关联。

关于心性本净与否的问题，有部持与大众部相反的观点。根据大众部的思想，众生心性虽处于杂染之中，但其是本来清净的。也就是说，大众部对心之本性持一种理想主义的态度，肯定众生解脱觉悟的可能性。有部则认为，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心性观与心理现象的事实不符合。善与恶都只是心理作用而已，与心王相应，若离心王则无心之作用。离开心王没有所谓本性净与否的问题，因而否证了心性本净思想。有部关于心性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其以作用论心的思想特点，在此意义上，有部坚持了佛陀原始教说中的无我观，严防以心性问题的面目复活有我论。

以上我们讨论了一切有部的心理思想，从中我们可以大致找出一切有部教育思想的基本思路。以作用心与本性心相对，是一切有部思想的一个基本特色。大众部的心性本净思想中实际上已经蕴含了后来在大乘佛教思想中得到发挥的自性清净心思想。作为如来藏的自性清净心就是众生之佛性，即成佛之内在的可能性。只是这样一种可能性无论是在大众部还是在大乘思想中，都只具有境界一边的所知的意义。但是，这种思想存在着误把心性作为一种心体或心理作用的可能。也就是说，本净之心原本已非缘起之心、作用之心，而是一种性理，但以心性称之，就有可能使人误以为心性亦是一种心。这种误解在中国佛教思想中就有所体现。一切有部严格区分心性与心相的区别，即进一步明确了心与性之间的不同，以心为能知，以性为所知；以作用论心，以理体论性。有部这样一种思想倾向继承了上座部注重现实的态度。基于这样一种思想态度，有部就不是以高标理想来树立教育目标，而是多从实践的要求出发，以促进善心的增进为修行的具体德目，对最终的果位与不同阶段之修行所证也都抱一种现实的态度。表现于教育上，以随眠为心所，且为缠所摄的思想，就与大众部之以随眠非心所，而且与缠性质不同的论调截然不同。把随眠视作为缠所摄，就是把随眠这样一种认识上的障蔽看作与情意方面的烦恼一样是一种心理作用，是可以通过心理作用过程而克服的。这样就把教育的针对性放在了一个现实的基础上，因而有助于把教育视为一种实际的理性化的教学过程，而教育的目标也是可以通过理性手段达到的。与这样一种思想相应，具体教学就自然会讲求教育方法，肯定教育的必要性，着重教育手段的改进。这些都是与大众部高标理想而忽视现实手段的提高和改进的不同之处。

（三）一切有部的佛陀观

一切有部的佛陀观与大众部的佛陀观恰恰相反。首先，关于佛陀与二乘之关系方面，有部认为：“佛与二乘解脱无异，三乘圣道各有差别。”窥基释义曰：“解脱三乘无别，唯断染无知，得不染无知，无得解脱理。”[20]也就是说，佛与二乘就解脱果而言是同一的，但所依循之圣道有所不同。从可断之烦恼而言，佛是既能断染污无知了脱生死，又能断不染污无知得一切智与一切种智，即能获得关于事物共相与自相的完全认识；二乘之人则只能断染污无知了脱生死，出离轮回，但不能断除认识上的障蔽，不能得到对于事物真相的完全认识。因此，佛陀能于一切对象（境界）得不依于他之自觉，而且能得完全无保留的觉悟，这种觉智又是无错谬的，即无错谬觉。二乘中独觉唯得自觉而无其他二觉，声闻则二觉皆无。这种观点是由有部与法藏部首先倡导而成为部派佛教佛陀论的一个基本内容的。这一点大众部也无异议。大众部与一切有部之分歧主要表现在关于阿罗汉（声闻乘）之性质的理解上。有部认为：“诸阿罗汉皆得静虑，非皆能起静虑现前。”窥基释义说：“诸无学得静虑，离欲界欲法尔皆成熟，故中间与根本同一时得。”[21]也就是说，无学阿罗汉已得圣位，脱离欲解烦恼的束缚。这与大众部以阿罗汉“为余所诱”等人间性的解释有所不同。

与大众部降低阿罗汉果位的神圣性，从而理想化佛陀的思路不同，一切有部继承上座部的佛陀观，对佛陀的性质基本上采取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这一态度见之于对佛陀身体的认识，就是不以佛身为彻底无漏。《大毗婆沙论》云：“若佛身是无漏，无比女人不应于佛生身起爱，指蔓于佛不应生嗔，乌庐频罗迦叶波等不应生痴。”[22]这就是说佛陀生身与人之肉身无异。佛陀超越于世间法之上，不为世间之得失苦乐所染，是由于其能够脱离利、誉、称、乐四法与衰、毁、讥、苦四法之义，即主要是一种精神上的超越。从有部的纲领性结论而言，佛陀是十五界有漏，后三界无漏，也就是意识、法处、意根三界无漏。这样，佛陀之生身就没有不受限制之自由，不仅不会如大众部所主张的“寿量无边”“色身无边”，而且不主张佛之生身能够自由变化，随意化身。在他们看来，佛之生身在寿量和形体上都是有限的，真正无限的只有佛之法身。然而，一切有部的法身观也不同于大众部的法身观念。大众部的佛身思想中，已经基本具备了大乘思想中的三身观念，以佛之生身为佛之法身的化身，而法身无疑已经具有了完全超越的性格。在一切有部看来，不仅佛陀生身只是有漏之肉身，而且法身也只是对佛陀教法的象征说法。因此，“敬重法身不重生身”作为有部的一个原则，主要是指对佛法和僧伽的敬重，佛陀所具有的种种神秘性格，在这样一个法身观念下，就完全变成一种象征的说法。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一切有部的佛身观更接近于佛陀“依法不依人”之教诫本意。佛身之存续主要是佛陀教法之存续，佛陀精神之存续，而并非佛生身之神秘的不可思议的存续。

一切有部关于佛陀精神力之理解也体现了这样一种现实主义的理性化的风格。首先，有部不认为佛陀一刹那可了一切法，而认为人心是一心相续的，不能二心同时而起，因此，佛陀在了知外境之时也须经过一个认识的次第，而且要经过作意作用，即不能随意而知，而是一个自觉的认识过程。这样，尽智与无生智也不是恒常随转的，而是继起的，不是同时具有的。有部甚至认为，佛陀也有无记心状态，即非善非恶的心理状态，并非完全处于善心状态。根据这样一种佛陀观念，佛陀说法自然是“非如来语皆转法轮”，而唯有“八正道是正法轮”；而且“非佛一音能说一切法”，“能说诸法无我，不能说一念为无我”，佛所说皆为共相法；“世尊亦有不如义言，佛所说经非皆了义，佛自说有不了义经”[23]，佛陀说法的范围不是扩大到佛的一切言语，也不是完全称理而说，而是会针对不同情况，随顺众生而方便说法。有部对于佛陀精神力量的认识并没有如大众部一样，将其极端化为一种神秘的绝对超越的性格。

一切有部对佛陀性质的理解，侧重于从精神上阐发其超越自由的性质，对佛陀生身的认识仍然坚持一种即人间的现实主义的理解。在他们看来，佛陀并未完全被神秘化，成为超越于人间之上的与终极实在同一的存在，而仍然具有原始佛说中的朴素、亲切的导师性格。有部对佛陀法身的理解，表明佛灭后教团由对佛陀人格的敬慕发展出的对教法的依持，教法取代佛陀人格成为教团统一和教义传承的根据，实现了由佛而教的转变，教育的主体由佛陀自身的言传身教转化为以教法为主的传习。有部对佛陀教法性质的现实主义意义上的理解，又使得教团内部自由探讨的氛围非常浓厚，教与学能够在一种理性的气氛中进行。有部对待教法的尊重态度使得他们更重视教育在教团的维持与佛法的传播中的作用。过去由佛陀承担的救度众生的任务，由佛陀之法身，即教法与僧伽来承担，将佛教之教制度化、组织化，这可以说是部派佛教，尤其是有部思想的意义所在。

以上我们讨论了部派佛教的思想及其在教育思想方面的意义。佛教发展到部派时期，已经具备了完整的规模，教义的组织整理已经体系化，教团的规范已经制度化，教法所依之经典已经定型，已经在原有规模上进一步成熟。但与原始佛教相比，部派佛教失去了原始时期的活泼生动的气息，由一种实践的宗教演变成一种教会的宗教；由一种作为实践指南的教义演变成一种纠缠于名相概念的烦琐教条；由一种具有生活内容的教说演变成一种形式主义的说教。部派佛教的成熟，已经使其脱离了佛陀救苦救世的宗旨。因此，还原佛陀通俗化、实践化精神的运动就在部派佛教内部酝酿，其结果就是大乘佛教的兴起。

第二节 大乘佛教的教育思想

一、大乘佛教的兴起

部派佛教当中，大众部是最具自由精神的一派，其种种理论主张都已具有了反对部派佛教形式主义教条化倾向的意图。但是大众部仍然受到部派佛教教义与教团的种种限制，而未能彻底走出部派佛教的藩篱，真正的突破只有在大乘经典酝酿成熟之后，在新兴的比丘与居士集团手中才能完成。

大乘佛教兴起的标志首先是大乘经典的形成，大乘佛教的成熟则是以龙树创建中观学派为开端的。大乘经典的结集，实际上就是在传统的教法权威之外，另立教法权威的核心，以取代由传统的口传圣典为标准的教法系统。这些大乘经典在部派内外逐渐酝酿，在公元前后逐渐形成。它们利用阿含经典的记述、教训的材料，加以自由的变化，表达一种新鲜的、更丰富的思想。这些大乘经典不仅在内容上，而且在形式上都与阿含类经典有所不同，但都以佛说自诩是一致的。最早成型的大乘经典主要有：形成于南印度的，以总结部派中空观思想的《般若》类佛经；在《般若》基础上发挥唯心妙有思想的《华严经》；代表在家居士对传统教会思想的反动的，综合真空妙有并将其生活化的《维摩诘经》；由破斥二乘变为综合二乘，主张三乘归一，一切皆得成佛的《法华经》；等等。这些法典在大乘思想的发展中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在大乘经典中的思想都是未经系统化的零散的言论，只有到了大约公元1世纪时，在龙树的手中，大乘思想才具有了成熟的规模和体系，形成学派，这就是由龙树创建的以《般若经》为根本典据，以《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为基本论书的中观学派。在龙树之后，又陆续出现许多以发挥《般若》与《华严经》真空妙有思想，分别向净心与妄心两方面开展的如来藏系与瑜伽唯识系经典。在这些经典基础上又不断形成一系列论书，在公元二三世纪时，成立了以无著（Asanga）、世亲兄弟为代表的瑜伽行派思想，以及未完整成型的如来藏学系。瑜伽行派在护法之后就逐渐走向教条化与烦琐化，在公元六七世纪时，最终发展出与印度教合流的密教思想。

关于大乘与部派佛教之间的差异，一般来讲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乘思想是相对于部派佛教教会的形式主义的，着重于教相整理而忽视教义实践精神之倾向的反动，因此，大乘的革新运动不是由出家主义的僧侣教会承担，而是由在家信徒兴起的自由的、通俗的、实践的运动。其次，就教义而言，部派佛教着重于佛陀言教之整理与发挥，注重教说之内容；大乘则注重于从佛陀人格来发挥自己之教义，从佛陀之人格，以佛陀之未发而为言教体验根据，理解佛陀教说之原意。再次，大乘以菩萨为理想人格，以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为终极理想；部派佛教则以佛弟子，即阿罗汉为理想人格，不主张人人皆得成佛说；大乘以一切众生皆得成佛之故，主张多佛说；而部派佛教则主一佛说；对于佛身的认识，大乘提出了完整的三身说，把法身观念由教法的意义演化为理法的意义。此外，大乘佛教关于最终解脱的理解也与部派佛教不同，他们在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之外，设立无住涅槃，把个体自了自利的灭身灭智的寂灭涅槃，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自利、利他的社会改造实践，将个体之解脱与社会之净化联系起来。最后，在教理上，把部派佛教中机械实在论与不彻底的观念论改造为一种真空妙有相综合的中道，最后落脚于一心的教义系统，对修行之根据与存在之因果都做出了更合理的解释。

大乘佛教在教义和实践上与部派佛教的异同也充分地表现于教育思想上。关于大乘佛教中教育思想的内涵，我们将从印度佛教中形成学派的中观与瑜伽行两派，从它们各自的教义理论与实践学说来进行分析和梳理。

二、中观学派的教育思想

大乘佛教经过在部派佛教内外的长期酝酿，形成了以《般若》《华严经》《法华经》《维摩诘经》等经典为主的，一系列以佛说的名义创作的大乘佛经。这些佛经在教义与实践方面，已经全面地提出了大乘佛教的基本思想和精神，真空妙有与无住涅槃、四无量与六波罗蜜等思想都已成型，只是在教义的逻辑化与系统化上还未加以严密的组织，大乘的中心义理没有进一步得到突出和强调。对早期大乘经典中的教相和教理进行整理与发挥，将大乘思想组织成一个完整义理系统，并确立了教法传承谱系的，是龙树创立的中观学派。

龙树（又译龙猛、龙胜，约150—250），生于南印度维达婆国一个婆罗门家庭，早年接受婆罗门传统教育，后皈依佛。据传说，龙树在雪山龙宫得到大量的大乘佛经，后来就依据这些大乘经典进行著述，创立了中观学派。他的著作据藏传佛教记载有122种，汉译则仅有22部。其中，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论书有《中论颂》《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菩提资粮论》《七十空性化》《回诤论》等。龙树的学生提婆据他的《中论》发挥其思想，著有《百论》，与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共同成为中观学派的基本论书。中国的三论宗就以此三论命名。

龙树对大乘经典的整理和解释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方面，透过经中繁复的教相，直接揭示其中所含的义理，树立大乘教的基本教理；另一方面，依据已经树立的大乘教理，利用部派佛教所整理的法相，重新组织大乘的法相系统，以统一佛说。龙树在从教理与教相两方面树立大乘教规模的理论活动中，贯彻始终的方法论是贯穿教法与教理之间的二谛论。实际上，二谛论也是龙树认识论的原则。下面我们就从龙树思想中的存在论与实践论两方面来分析他的思想内涵。

论及龙树的理论体系首先须明了他的真俗二谛的方法论。在他的根本论书《中论》中，贯穿全书的基调就是以二谛为基本的观察诸法的方法，并以二谛为组织部派教相与中观教理的指导原则。关于二谛理论的典据，见于《中论·观四谛品》：“诸佛依二谛，为众生说法：一以世俗谛，二第一义谛。若人不能知，分别于二谛，则于深佛法，不知真实义。”[24]这说明二谛原本是诸佛说法之原则，是组织言教的方法，因此，二谛是从能诠言教上着眼，而非从所诠境界上立论。青木释曰：“世俗谛者一切法性空而世间颠倒故生虚妄法，于世间是实；诸圣贤真知颠倒性，故知一切法皆空无生，于圣人是第一谛名为实。诸佛依是二谛而为众生说法，若人不能如实分别二谛，则于甚深佛法不知实义。”[25]可见二谛首先是诸佛依据真实义理而组织言教的方法；俗谛指对世间众生所说之法，真谛（第一义谛）是诸佛所见所知之法，可见二谛之别主要是由说法对象的不同决定的，对世间众生说一切法是实，而于诸圣贤而言，一切法自性空。《三论玄义》言：“有二谛故，佛语皆实。以世谛故，说有是实。第一义故，说空是实。”[26]这是说佛说法皆是如实而说，对世间众生说一切法有是适应于众生具体情况的方便说法，而不是虚妄言说的假法。真俗二谛，两种如实言说之间的关系，就涉及中观思想的核心，即缘起性空之理的真实内涵。关于俗谛存在的必要性，论曰：“若不依俗谛，不得第一义谛。不得第一义谛，则不得涅槃。”青木释道：“第一义皆因言说，言说是世俗，是故若不依世俗，第一义则不可说，若不得第一义，云何得至涅槃，是故诸法虽无生而有二谛。”[27]这样，言教二谛之间由说法对象和内容之不同，又引申为真理与言教方便之间的关系。言说是世俗，是方便，是能诠；第一义是真理，是境界，是所诠。于是，二谛之间的关系就演化成缘起与性空之间的不即不离的中道关系。

缘起性空思想是《般若》经类的主题，也是龙树《中论》论说的宗旨。《中论》中有一首著名的偈颂，明白说示了二者的关系。颂云：“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亦为是假名，亦是中道义。”青木释曰：“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何以故？众缘具足和合而物生，是物属众因缘故无自性，无自性故空，空亦复空，但为引导众生故以假名说，离有无二边故名为中道，是法无性故不得言有，亦无空故不得言无，若法有性相则不待众缘而有，若不待众缘则无法，是故无有不空法。”[28]这首颂里包含着三重义理。第一重是诸法由缘起故无自性，无自性即空；第二重是诸法因无自性故，由缘而起皆为假名；第三重是因空故，缘起法非有，因假故，缘起法非无，缘起法非无非有，是为中道。这三重义理是对佛教真理空的完整说明，即一是空性，二是空之用，三是空之显现。作为本体之空性是超言绝相，不可言说的，这在中观学中是由八不缘起的思想揭示的。空性是不着一边，不落言诠，非概念思维的神秘直观内容；空之用是指由性空故空掉对诸法本性之概念执着；空之显现是指依空之用，使诸法依其自性而缘起显现。可见，中道就是正确认识缘起的方法，同时也是对缘起性质的完整说明。在中道的意义上，缘起法连接起真空与妙有，成为融会空有的存在。

中观学派的缘起思想，是在扬弃部派佛教缘起观的基础上成立的。这一点在中观思想的八不缘起观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中论》篇首一颂说：“不生亦不灭，不常亦不断，不一亦不异，不来亦不出。能说是因缘，善灭诸戏论；我稽首礼佛，诸说中第一。”[29]生、灭、常、断、一、异、来、出八种概念，是就缘起诸法的假相立名，众生把这八个概念执着为实在，因此，堕于无因邪因断常等不能正确理解诸法中道实相的错谬之中。在这八个概念之中，《中论》只集中解释了“不生”一种，这是因为无生是大乘缘起观的核心，是大乘缘起观区别于部派，尤其是有部缘起思想的关键。原始佛说的缘起观，是着重说明诸法相依相缘的“相关性”（又云此缘性），即没有一法是独立自存的道理。十二因缘就是这种相依性的集中教说，其中，“生”是十二支的核心。这样一种缘起说的重心是法与法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没有进至由相互依存而推论出的自性空之结论。正是原始佛说缘起观的这一不彻底性，使得部派佛教的缘起观不是从相关性揭示的诸法性质上着眼，而是从相关的关系上立论，于是便出现了一切有部的元素实在的缘起论。所谓缘起，只是指元素之间的互相依存之关系，元素以及元素之间的依存关系是实在的，虚妄法仅仅是由诸元素构成的主体“我”。有部的元素实在论实际上是一种概念实在论。中观的缘起观则进一步指出，由于相互依存关系，元素的存在是不实在的，不仅元素与元素之间由依存关系所成之物是不实在的，而且元素自身也是这样一种依存关系的产物，因而也是不实在的。因此，八不缘起观的意旨即在于破除对概念实在的执着，揭示诸法性空的实相，从而在空性的基础上树立正确的缘起观。

《般若》中就已经在观行上一切法空破除了五蕴、十八界、十二因缘等诸法相的实在性，然而，《般若》主要是从实践的意义上以空观来破除众生对这些法相的执着，并不是要提出一个与空观相应的理论体系，龙树的《中论》正是在完成这一任务。在《中论》二十七品的结构中，贯穿始终的是以二谛的辩证来纠正对缘起的错误认识。它以真空为第一义谛观照的内容，这是真理的终极意义；以有部等部派树立分析的元素实在观为第二义谛的内容，第二义谛作为真理只有在第一义谛的前提下，以空观来施设的意义上才能成立。《中论》是以第一义谛的立场来破除第二义谛中存在的观察之妄，依据一种辩证的方法指出部派树立教相中的矛盾，通过对概念的否定辩证而最终归于一种非概念的直观，即以空为内容的神秘直观。这种否定的辩证法就是所谓遮诠法，它破除任何一种对于概念的执着，因为概念总是与流动的世界不相符合，相对于世界而言，概念只是表诠这种刹那流动生灭之世界的方便和工具，它只具有象征和指示的作用，而且也只有在作为象征和指示的言教意义上，即假名，才具有自己的实在性。这样，由概念的辩证而达致中道。于是，我们可以说，与有部等所持概念，即实在的唯实论相反，中观的缘起观是一种概念非实在的唯名论。

根据这样一种辩证的缘起观，不仅世界是流动不居、刹那生灭、归之于空的，而且也并无能够最终完全表达这一世界真相的理论。世界的真相是植根于一种由理论所指示，但最终要超越于理论的实践体验中。因此，中观的二谛中道思想，也给予佛陀以来的教法与教相一个如其实际的定位。这样的理论观念，便会影响到对于佛教教育的实质和方法的看法。有部的教育观念，由于拘泥于佛说的内容，着重于教相的整理，因而在教育上也表现为注重教说内容的传授，在实践上也更多地依据教说规范，亦步亦趋。中观的理论观念则充分意识到了教说的方便性质，从而使得教育更自由和灵活，教说内容的传授以修行实践之归趣为指南，教育以启发实践智慧为务。这样一种教育风格更接近佛陀原始教说的作风，而较少教会神学的教条气息与学究式的迂腐习气。中观思想的辩证态度使得中观的教育成为一种启发式的注重实践的教学。

还有一种教育观念也体现于中观的实践观中。以中观为代表的大乘思想，与部派佛教在思想上的一个重大差异，在于大乘是以求菩提智慧为实践理想，而部派佛教则以求解脱为实践目标。这种转变的意义体现于大乘，尤其是中观在有余涅槃与无余涅槃之外另立无住涅槃上。根据部派佛教的解释，有余涅槃是仍然留存有身体的解脱，实际上是一种精神解脱，即见道；无余涅槃是指死后的隐没不现的寂灭状态，一种彻底的精神与肉体的全面解脱。这样两种解脱都是以个体为本位的解脱观，而且是一种以出离世间为唯一目标的解脱观。在这样一种解脱观中，道德只是解脱之方便，从属于解脱理想的价值，而不具有自在的价值。中观提出无住涅槃概念，一方面，是适应于缘起性空的中道理念的必然引申，即在揭示终极真理的同时，也肯定假名之为假的意义和作用，这样在肯定出世间之价值的前提下，也肯定世间存在的意义；另一方面，则把个体的出离解脱与社会的他人的解脱出离结合起来，把自利自了的解脱行为与博施济众的救世活动结合在一起，这样一种结合基于解脱的可能性与必要性而来，即对个体来说，只有在自利修行之外，加上利他的环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脱。同时，真正的解脱并非在彼岸世界，而是只有将理想实现于此世间，使众生一同解脱，才是真正的解脱。于是，无住涅槃就成为一种清净世间的现实的社会改造运动。这样一种解脱涅槃的观念，就能诠主体而言，是一种菩提智慧，是一种即世间的受用人生的智慧。与这样的智慧相应，涅槃便是即世间即生死的。

与能动的实践的无住涅槃相适应，中观的道德观念也与部派佛教的道德观不同。部派以“诸恶莫做，众善奉行，自净其意，是诸佛教”为基本的道德原则。这样一个原则以行善止恶为自净其意的方便，道德只是擦拭心之镜的工具而已。大乘菩萨行则把道德的利他行为作为解脱修行的一个阶段，是在根本观照所得根本智之后的运用阶段，即所谓后得智。这种智慧在认知的意义上，是由根本智证所得共相智之后，将共相智用于个别事物以了知其自相的智慧。从实践的意义上而言，共相智是直观空的智慧，自相智则是空观在具体社会实践中的运用，由直观状态演变为与知性相应的状态。道德就是空观在实际生活中的理性显现。在空观意义上的道德行为是一种彻底无我的利他行。与这样一种道德观相适应，龙树整理了《般若经》中的德目，作为大乘菩萨行的修行节目，举其要者而言，即四无量与六波罗蜜。

四无量即慈、悲、喜、舍四种德行；六波罗蜜指布施、持戒、禅定、忍、精进、般若（智慧）六种到彼岸的修行法门。在这些德目中，道德的意义被大大扩展了。以布施为例，在原始和部派时期，它仅仅是一种积累福德资粮的行为，在大乘菩萨行的意义上，以人、我、财三轮体空来解释布施的意义，这样布施就成为般若智慧的一种体现，同时也是般若智慧的证明。智慧与道德不即不离，非一非异，没有道德的智慧是不完整的，没有智慧的道德是不彻底的。这样的智慧是知行合一的，这样的道德是以他为自、自他一致的。

大乘中观的智慧观与道德观在教育思想上的体现，首先，是以一种积极的、能动的、即人生即世间的智慧作为教育的理想，取代灭身灭智的出世解脱。这样一种教育理想将出世关怀与入世关怀结合起来，将宗教的神圣性与人文世间的社会性结合起来，使佛教这样一种宗教教育与世俗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找到了佛教进入并影响社会生活的一个契合点。大乘佛教即出世与入世相即的性格，使它的教育理想包含了更多的社会内容，也承担了更多的社会责任，尤其是中国与日本的大乘佛教成为社会教化与社会改造的一支重要的精神文化力量。其次，中观学说具有的辩证的理论性格，使得他们对于佛陀以来之教说的方便性质，持一种更彻底的认识，教说在教义教学的实践中运用得更灵活。在教说组织中，对遮诠法的运用也是中观理论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特点。这一特点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是以否定的辩证法来启发学者的思维和悟性，使他们能够超越言教表面的意义，通过概念的具体所指，直接领悟教说所指的真理。这样一种教学方法不仅是佛陀教学实践风格的还原与恢复，在一定意义上，也与以孔子和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古代教育中具有的典型性的教育特点相通。

中观学说在实际教育中非常重视辩论在教学中的作用。他们把辩论作为摧毁邪说、声张己说的手段，同时也是启发教学、检验教学的方法。这一特点在大乘中期佛教教育制度化、机构化以后体现得很充分。这一点我们在瑜伽行派的教育思想中再进一步加以说明。

三、瑜伽行派的教育思想

龙树通过对早期大乘经典的整理而创立的中观学派，树立了大乘缘起性空、真空妙有教理的基本原则，然而，由于中观以遮诠否定的辩证法为基本的思维方法，以批判部派教会的思想来建立自身理论与实践的特色，所以，就中观思想的整体而言，它是以破为立，系统化大乘早期经典的思想，明确大乘与部派之间的界限。随着大乘思想的成熟发展，一方面，在教理上有着进一步深化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维持佛说的统一性，也有着统合大乘与部派思想的必要。瑜伽行派就是适应这样一种需要而出现的。

在龙树建立中观学派之后，又有大量大乘经典问世。这一时期的大乘经典针对中观思想中存在的不足，主要从三个方面来深化和发展大乘思想。第一，关于染净迷悟根据的说明不足。中观思想主要是从认识观照的意义上立论的，以一切法为所知，染净迷悟仅是观照境界的差别，而未能指出染净迷悟在能知主体中的根据，建立大乘思想的本体论基础。第二，由于对染净迷悟问题的说明不足，所以在关于一切众生悉能成佛这一大乘基本教说的心理根据说明上还有未达一间之处。如何从理论上解决这一大乘实践的根据问题，是中期大乘思想的一个主要的理论关怀。第三，关于佛陀本性的认识，经过龙树中观思想的发展，已经在思想上获得了大致的轮廓，但是还未能在教相上提出一个完整的法相，而中期大乘经典中的三身论就是这样一种成熟的法相。这一时期出现的大乘经典主要有两类，一是从自性清净心的意义上建立染净根据的如来藏经类，如《大方等如来藏经》《胜蔓经》《大般涅槃经》等；二是从杂染心的角度立论的瑜伽唯识系的经典，如《解深密经》《大乘阿毗达摩经》等。综合二者思想的代表即《入楞伽经》。

约4—5世纪由无著、世亲兄弟创建的瑜伽行派就主要是从杂染心的意义上整理大乘经典思想的。在瑜伽行派作为基本典据的六经十一论中，六经包括《华严经》《密严经》《解深密经》《大乘阿毗达摩经》《入楞伽经》《大乘庄严经》六种从染净两方面立论的经典。这表明了瑜伽行派最初的综合立场和理论规模。经过无著、世亲兄弟的整理和组织，确立了以杂染心，即阿赖耶识为核心的瑜伽唯识思想系统，成为与中观并立的大乘学派。如来藏系的思想则附庸于瑜伽唯识学派，并未取得独立地位。

无著、世亲兄弟建立的瑜伽行派与中观学派的不同之处，也正是其理论特色所在之处。一方面，瑜伽行派在中观八不缘起观所树立的缘起教理的基础上，提出了阿赖耶识缘起思想，使得缘起法与性空理结合起来，部派的缘起教法与大乘的缘起性空理结合起来，并在法相组织上把佛法结构成一个完整统一的系统，不因教理上的不同导致佛法系统的分裂；另一方面，瑜伽行派也在缘起教理上发展了中观思想，提出五法三自性的理论，给予缘起法一定程度上的实在性，完善了二谛中道的理论，纠正了中观理论可能的偏失。此外，正如瑜伽行派的名义所示，此派以瑜伽实践为立宗的基础，以瑜伽修行的次第来组织理论，观行一致，道果相应，着重于根本智证的同时也重视后得智的解说，努力使作为直观内容的根本智慧境界可以作为知识而传达，作为规范而使人依循。这些都成为瑜伽行派的理论特色。下面我们就从瑜伽行派的两个组成部分，即注重从教相上统合大小乘、中观与唯识思想系统的法相学，与在教理上深化部派、中观缘起思想的唯识学，略述其思想梗概。

瑜伽行派的唯识思想是大乘思想发展的一个阶段性标志。原始佛说与部派佛教思想中有着大量关于心识性质与作用的思想，但是这些思想都未能引申出一个存在的统一根据。唯识学中阿赖耶识概念的提出，对以前关于心识、心体的思想做了一个归结，同时也将缘起安置于一个恰当的基础之上。关于阿赖耶识的意义，《摄大乘论本》中对阿赖耶识的本性与作用做了比较明确的区分。《摄大乘论本》云：“此中安立阿赖耶识自相者，谓依一切杂染品法所有熏习为彼生因由能摄持种子相应；此中安立阿赖耶识因相者，谓即如是一切种子阿赖耶识，于一切时与彼杂染品类诸法现前为因；此中安立阿赖耶识果相者，谓即依彼杂染品法无始时来所有熏习阿赖耶识相续而生。”[30]据这段引文，阿赖耶识之为阿赖耶识的自相，是在作为一切杂染品法的生因、摄持杂染品法的种子、接受杂染品法的熏染这三方面的意义上建立的。作为一切杂染法生因，它并不是一因能生万物意义上的起源，而是与杂染法之间处于一种能动、相互作用的关系之中。一方面，阿赖耶识犹如仓库般于其中摄藏着诸法的种子，这些种子的现行，便形成现实存在的诸法；另一方面，这些种子并不是从阿赖耶识中自己生长出来的，而是由同类性质的现行之法对阿赖耶识的熏习而留存于其中的。这些种子实际上只是以前所造之业潜存下的功能而已，根据佛教业力不灭的原则，这些功能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就会发生作用。因此，阿赖耶识这一概念表达的并非实体性的存在，而是一种功能作用的过程，种子与现行之间也是“俱现和合”的。这是与佛教思想对于心识刹那生灭状态的认识是一致的。依存于阿赖耶识而发生的种子与现行之间的关系，就是阿赖耶识与诸法之间的因缘关系。

在唯识学的心识观中，阿赖耶识处于心识的最深层，它不仅是诸法依持的根据，而且也为诸识所依。前七识都有自己的种子藏于阿赖耶识之中，这些种子的现行就构成七识能缘见分的一边。能缘识之所缘对象则有两种，一是由含藏于阿赖耶识当中的相分种子现行而来的本质相分，二是缘此本质相分而生的影像相分。前者是疏所缘缘，后者是亲所缘缘。作为亲所缘的影像境可以离本质境而自存，这时的影像境即所谓独影境，是自识虚妄变现的境界。亲所缘与疏所缘共同作用而产生的认识是具有一定客观性的，与独影境不同。因此，以阿赖耶识为因缘而限定的认识过程是具有一定客观性和稳定性的。同时，这也说明由阿赖耶识因缘变现的诸法都是具有一定实在性的存在。这正是唯识学关于缘起法，即依他起法的态度。通过对阿赖耶识因缘与所缘缘理论的解说，我们可以知道唯识学关于心识与诸法的生起关系的态度，并不是一种以心体为动力因而能生一切法的关系，心与诸法之间是由缘起联系，而且是对缘起的说明。

唯识学中的阿赖耶识缘起论是把认识问题与存在问题结合起来加以解决的。认识问题与存在问题的相关性原本是佛教思想实践特色的反映。阿赖耶识与杂染法之间的依持关系，一方面说明的是染境迷界存在的根据；另一方面则说明了凡界认识的来源，以及其中妄见的根源。阿赖耶识作为存在与认识的根源，其与终极存在和清净认识的关系又是怎样的呢？或者说阿赖耶识与清净法的关系如何呢？作为染因的阿赖耶识能否生起清净法？如果能生，是否会破坏关于存在与认识的一元论解释？

关于清净法的来源问题，是唯识佛教乃至中期大乘佛教关心的重点。唯识学，主要是晚期唯识学，即唯识今学，对这一问题的处理体现了唯识学的根本理论特征。首先，唯识今学区分了清净法的两种不同性质，即作为所缘境界的清净与作为能缘识体的清净，所缘清净就是真如，能缘清净即菩提智慧。所缘清净的来源问题实际上是真如法作为所缘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即真如是如何可能被认识的问题。在唯识学中，这一问题是以真如是否有种的形式提出的。如以真如有种则真如也是含藏于阿赖耶识之中的相分种子，作为种子，它不仅是自身熏习的结果，而且会发生自己的功能。这种看法无疑是误解了真如作为无为法的性质，真如与缘起、涅槃与业报轮回之间的界限未能区别清楚。因为真如自身是存在于缘起之外的，是去染之后之所得。而与缘起相即之空性，仅是从真如的角度对缘起的说明而已。若真如五种，或者说在主体心识之中，并无清净法的根据，那么，解脱或说涅槃，又是如何可能的呢？唯识今学对此的解释，充分体现了大乘思想的基本理趣。

关于清净法的来源问题，唯识今学是从能缘清净的意义上着手解决的。他们认为清净法确实是有种的，但它并非真如种子，而是菩提种子，即智慧的根据，而非真如或涅槃的根据。涅槃与菩提、真如与正智之间的不同，在果位上是所显得与所生得的区别，是所缘与能缘的不同。智慧菩提更多的是从主体受用的一边立论的，真如涅槃则多从所证所显的境界一边着眼。这种区分与大乘无住涅槃与无余、有余涅槃的区分是一致的。菩提智慧的现行在阿赖耶识中是有其种子根据的，这就是无漏种子。关于无漏种子的来源，即在杂染心识中如何存在着清净法根据的问题，就成为清净法来源上又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唯识学对此的解释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认为无漏种子本有，从无始以来即存在于藏识之中；二是主张无漏种子是在多生多劫的轮回过程中受佛法的熏习，即无漏新熏说；三则综合二者，认为无漏本有，新熏乃发。[31]一般来讲，本有说是超验说，新熏说是经验说，本有新熏说则是先验说。这三种观点都有其合理性。实际上若按照佛教的理解，经验不限于此生此世，而是囊括无始以来所有转生经历的。这样，相对于此生此世的超验本有，也不过是经验新熏之所得了。经验之所得的本有种子遇缘而发，则可以作为本有新熏的先验说来理解了。这可以说是对唯识学清净法根据问题的一个疏通解释。

对无漏种子存在根据问题的理解，涉及瑜伽唯识学关于众生成佛可能性的看法。早期大乘经典，尤其是《法华经》中，提出了“一切众生皆能成佛”这样一个大乘佛教的基本口号，上面提到的三种关于无漏种子的本有与否的问题，就是唯识学中关于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玄奘所传的唯识今学主张五姓各别说，在表面上与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大乘基本教义相悖，实际上，一切成佛说是在所知境界的意义上就众生的体性，也就是自性涅槃的意义上来立论的，而五姓各别说则从能知智慧的意义上立论。就境界而言，众生都有可能得见真如实相，但从主体的角度，则总有人无缘听闻佛法，而失去熏习本有净种的机会。这才是五姓各别说的本意。犹之中国古代所说“人皆可以为尧舜，不必人人果成尧舜；涂之人可以为禹，不必人人终能成禹”。可能性与现实性并不总是一致。

从唯识学关于清净法来源，以及五姓各别的认识中，我们可以充分了解到瑜伽唯识学对熏习，即教学的重视。在唯识学中，我们能够寻绎大乘佛教关于教育问题的比较全面的看法。首先，他们恰当地给出了教育在佛教中的地位，指出教育之于佛教的意义。根据本有新熏说，众生虽然都有自觉的能力，但这种能力还仅仅是一种潜能，若不经过教育熏习的开发，永远不会变成现实。这样，一方面指出了教育可能性的根据所在，另一方面也突出了教育活动对于佛教理想之实现的重大意义。亲近佛法，多闻熏习，就成为佛教解脱之道中一个必经的阶段。这就是本有新熏说的教育意义所在。其次，关于教育结果的看法，唯识佛教持一种积极的态度，以菩提代涅槃，就是把佛教的解脱作为一种即世间的受用人生的境界，使佛教的教育也具有了一定意义上的人文色彩，可以起到一定程度上的人文世俗教育的作用，甚至可以取得世俗教育无法取得的效果。那就是把教育与人的存在问题、幸福问题结合起来，使教育工作的着眼点从寂灭以后的虚无转向现世，转向今生。此外，唯识佛教关于本体问题侧重于实践的非形而上学的解释，表现于教育问题上，使得他们对教育对象不一概而论，而是根据不同根性，不同的认识能力，在不同的环境、不同的条件下，实施不同的教育方针，采取不同的教育手段，这就是五姓各别说在教育上的意义。另外，唯识佛教还从认识论的意义上阐发了学习的过程。真如无种说指出所缘的真如并不作为种子潜存于阿赖耶识之中的事实，但智慧又是以真如为内证境界的，也就是说，真如是可以作为所缘缘进入智慧境界的，那么它又是怎样为智慧所缘的呢？唯识学认为，能缘心识首先是以法界等流法，也就是相似于真如法界的中介——教法，为所缘缘，先产生关于法界真如的共相意义上的认识，并在这一对真如法界的理论认识的基础上产生一种豁然贯通的精神了悟，使理论的认知变成生命的觉悟，即所谓“见道”，或称共相智。然后，再进一步将这种共相智落实于具体的生活实践，使其成为一种与生命实践密切相关的，充分觉醒的，对自我与世界都同样洞彻其奥秘的智慧境界，这正是所谓能够了知诸法自相的自相智，即修道位的智慧。这是对学习过程的准确描述。我们所期望的真正的学习过程就应该是由一般的理论认知，经过一个融会贯通的阶段，最终进入生命实践，成为一种生命智慧，为生命实践服务。

以上我们讨论了瑜伽行派思想中唯识学的理论旨趣，及其在教育思想上的意义，下面让我们来进一步了解一下瑜伽行派中法相学的思想内涵。

法相学一般来讲包括形式与内容两个方面的意义。首先，从形式上讲，它依据部派佛教，尤其是有部论书中的法相组织形式，来阐发大乘的，主要是唯识学的教理。有部的法相组织形式主要是指由世友在《品类足论》中首先确立的以心、心所、心不相应行、色、无为五法或五位的组织结构。这一形式在世亲所著《俱舍论》中得到进一步的发挥，并明确了由五位所摄诸法的名目，形成部派佛教关于存在元素的比较完备的结构形式，即五位七十五法。世亲在改宗大乘瑜伽行派以后，又利用这五位七十五法的形式著有《大乘百法明门论》，只是在原有的七十五法的基础上增加了二十五法，成为五位百法的形式。在增加的二十五法中，心法由七种识增加阿赖耶识为八种，心所法由四十六种增为五十一种，心不相应行法由十四法增至二十四法，色法由地、水、火、风四大变为眼、耳、鼻、舌、身、色、声、香、味、触、法处所摄色十一种，无为法则由虚空、择灭、非择灭三种又增加了不动灭、想受灭与真如无为三种。所增加的法相一般都指示了新的教理，如心法中的阿赖耶识与无为法中的真如无为。此外，世亲还于《大乘百法明门论》中首次点明了旧的法相组织形式与新的教理之间的关系，分别将五法相对于心的关系加以分梳，指出心法为一切法中最胜，心所法与心相应，色法是心“所现影”，无为法是心“所显现”，将一切法归著于心，故一切法空无我；由一切法无我故，部派法相归著于大乘教理。[32]《大乘百法明门论》增加的法相，基本上依据大乘唯识教理附随于部派法相之后，因此，可以对部派佛教与大乘唯识学之间继承演进的关系一目了然，同时也把教理的演进统合进一个统一的法相系统中，维持佛陀教法的完整性。这种利用旧有法相组织形式来表达新的大乘教理的方法，充分体现了瑜伽行派在大乘教理的基础上完成教法统一的关怀，这正是瑜伽行派不同于中观学派之处。

瑜伽行派对教法统一的关怀，表明了一种重视教法传承，强调教法内在关系的态度。这种态度高度重视教法的传授与学习。在瑜伽行派的思想中，对各种学派，包括部派思想的学习体会，是修道途中必经的阶段。他们认为从部派到中观，然后至于瑜伽学派的教法都是佛陀言教的结晶，只有通过大量知性的闻熏，才能不断生起正信、正念、正思维，最终生起智慧。尽管三乘不同、五姓各别，众生根性与机感不同，但是佛法一味，具有内在的统一性，众生随其根机而各取所需，因此，解脱道果才有不同。只有广泛的学习佛法，才能最终由小入大，会三归一。在不同根性众生中，瑜伽唯识学尤其重视不定种姓。在某种意义上，对三乘教法的统一观念，就是针对不定种姓之人施设的。依五姓各别说之见，三乘种姓是一定的，余下的无种姓人是永远不会有机会闻熏佛法而被教育改造的，只有无定种姓之人，教育才会发挥作用，而且也只有广泛的不限于门派的教育才能使他们最终趋近佛果，直至成佛。由此可知，以无定种姓为对象的瑜伽唯识学教法给予教育十分重要的地位，它既不同于以大乘根性为对象的中观教学，注重教学中无师自悟的可能性，也不同于部派，尤其是有部的教学，纯以自利为怀，而是在强调学习过程艰苦漫长性质的同时，承认最终成佛的可能性。在他们看来，多闻熏习的过程不仅是一个书本学习的过程，而且是一个接受道德教育、进行道德实践的过程。在实践中学习，在实践中证明所学，把个人的教育与众生的教育联系在一起，成为一种社会教化的活动。这些都是瑜伽行派思想中非常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思想因素。

此外，瑜伽行派思想还将学习的基础放置到一个较科学的基础上。在瑜伽法相学中，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内容，即对遍计所执性与依他起性的区分。在唯识古学中，依他起性与遍计所执性一同是虚妄分别性所摄，也就是说，日常的认识作用都是一种执着、错谬的认识，正确的认识只有在重新生起的正智中才会发生。这样，一方面将正智与缘起法（依他起性）对立起来；另一方面也使得正智与真如之间的界限不易分别。唯识今学则重新审定虚妄分别的性质，以分别为缘虑，而不以计执为分别，这样在遍计执性与依他起性之间做出了恰当的区分，使依他起性不再是一种错谬执着之见，而仅仅是一种认识能力。这样一种能力不仅能缘杂染法，成为遍计执性，同时也能缘清净法，成为正智。于是，正智与计执就都成为缘起的心识境界，从而与真如根本区分开来。根据这样一种观点，学习的过程首先是一个缘起的过程，由微至著，由小积大，逐渐积累而进至完全的掌握，成为一种生命的智慧。这一态度也使得人们对学习抱一种客观的实事求是的看法，防范以学习为完全神秘的过程甚至可以一蹴而就的误解。因此，瑜伽行派的这一思想就可以成为医治大乘佛教末流轻视教育、奢谈智慧得证的神秘主义作风的良药。

瑜伽行派的教育思想也充分体现在它们的实际教育中。成立于五六世纪，兴盛于七世纪的纳兰陀寺就是瑜伽行派教育思想的最完整的代表。在纳兰陀寺中，部派佛教、中观佛教与瑜伽佛教的教学同时进行，而且还包括外道的、世俗的教学科目，形成一个师与法具备的完整的教学体系，对印度教育做出了很大贡献，而这一贡献是与瑜伽行派的思想基础紧密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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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世界教育思想的源头在“人类的童年”。在文字产生以前，世界各地区、各人种、各部族都对教育思想的产生和早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人类进入文明世纪的入口处是文字的产生。有了文字，便有了最早用文字记载下来的教育思想，便有了用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史。人类文明的曙光最早出现在古代东方。古代东方产生了世界上最早的文字和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也产生了最早的伟大教育家。

一

世界上最早的文字产生于古代东方。古代两河流域和古代埃及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3000年以前，古代印度的文字产生于公元前第三个千年。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古代腓尼基人在苏美尔文字和埃及文字的基础上创立了自己的文字。公元前8世纪，经过腓尼基在希腊的商人，这种文字教给了希腊人，由此产生了希腊文，成为后来拉丁文和西方各种拼音文字的渊源。

古代东方产生了最早的科学，天文学、数学、医学开始萌芽。古代希腊最早的哲学家、史学家大都访问过东方诸国，他们将东方的科学带到了希腊，促进了西方早期科学思想的发展。

世界上最早的一神教产生于古代东方。最早的一神教是希伯来人的犹太教和古代印度的佛教。后来2000年中在西方居于统治地位的基督教也是在古代东方萌生的。它是从犹太教中分离出来的一个支派，是古代东方的宗教和古希腊哲学结合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三大世界性宗教中的两大宗教都产生于古代东方。

世界上最早的用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产生于古代东方。古代苏美尔人的泥板书有许多记载了父亲对儿子的教育箴言，古代埃及的许多教喻诗也记载了父亲对儿子的教诲。西方最早用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是公元前8世纪赫西俄德为教育自己的兄弟而写的《工作与时日》，比古代东方国家用文字记载的教育思想要晚得多。

古代世界最早的、最有成就的伟大教育家出现在古代东方，他们是公元前6世纪的悉达多·乔答摩（释迦牟尼）和孔子。这两位教育家都有一个稳定的教育团体（学校），都有一套成熟的哲学、伦理学的理论体系，都对弟子进行长期的、系统的教育，都有一批成就卓著的门徒（释迦牟尼有十大弟子，孔子有七十二贤人），都给后世留下了影响深远的教说。如果把耶稣看作一个实有的历史人物而不是神话虚构，那么，世界上古代四大教育家——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其中三人出现于古代东方，只有苏格拉底出现于古代西方。

古代东方是世界文明的源头、摇篮、发祥地。当西方世界还处于原始混沌状态时，古代东方的文明已经高度发达、光芒四射，成为世界文明的灯塔。东方人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将永垂史册。

二

最早产生于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奠定了以后数千年教育思想发展的基础。

作为教育思想理论基础的人性论，在古代东方已开始进行探讨。古代苏美尔人已提出性恶说，认为初生婴儿无不性恶。古代波斯的玛兹达教阐发了人性中善恶两端的理论。古代的佛教更深入了对人性的探讨，佛教认为“无明”和佛性都是人人具有的。“无明”是烦恼和苦的根源，而佛性又使人人皆可成佛。克服无明的障碍，弘扬人性中固有的佛性，端赖于教育和自我修炼。教育可以规范人身上的“兽性”，把人提升为真正的人，成为佛就是成为真正的人，驾驭了动物性的人，成为真正有道德的人、社会的人。

因此，在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中，各国都将道德教育置于教育的中心地位。教育人，首先就是要把人培养成为真正的人、有道德的人，作为群体生活中一个有益成员的人，然后才是各种专业教育。道德教育，不管可以将它具体化为多少细目，为忠君、祭祖、敬神、孝敬父母、尊敬长上、慈爱幼小、信于朋友、同情弱者乃至民胞物与，等等，都是教人把群体的生存置于个体生存之上、之前，克制个人的一己之欲、一己之利，顾全大局、先人后己。只有这样，才能达到和谐共存，共同发展，人我俱安。

近代以来，随着知识的增长、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在促进社会进步、改善人类生存环境和生活质量上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在教育理论中，对知识、能力、科学、技术价值的估计越来越高，人文教育、道德教育、整个人的培养无形中被排挤到次要的地位。科学技术的进步与物欲横流齐头并进。科学技术既造福于人类，也给人类带来灾难、破坏。总有一天，人类会觉醒过来，痛定思痛，重新认识古代东方人重视道德教育的真知灼见，使现代教育得到更健康的发展。

古代东方对教育的功能已有深切的认识。无论是要增强民族的内聚力、稳定社会秩序、强化国家机器、提高国防和军事能力、改善个人的境遇、提升人类的道德水平、祛除社会上的和人心中的邪恶，还是要促进人类自身的净化和发展，教育都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因素。

古代东方的教育内容已经十分丰富，除了作为学习工具的读、写、算以外，已经有了哲学、伦理、宗教、天文、数学、几何、音乐、文学、体育、军事训练、生产技术教育等，尽管它们都还处于初创、粗糙的形态，但已经包罗了后世学校教育的基本内容。

世界上最早的学校产生于古代东方。有了学校，才有了系统的、正式的、有序的教育活动。这极大地提高了教育质量，扩大了教育的规模。随着学校的产生，在古代东方各国第一次产生了专职的教师，也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教材、教科书，用泥板、纸草、竹木简制成的教科书，为教和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提高了教育的效率。

古代东方在教学法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古代埃及的某些积极的教学法被柏拉图吸收，并对以后的西方教育发生影响。在教学法方面贡献最多的首推孔子。孔子倡导的学与习结合、学与思结合、学与行结合、因材施教、批评与鼓励结合、了解学生、师生平等讨论、教学相长、以身作则、温故知新、由博返约、启发式等教学法思想奠定了后世教学法理论的牢固基础。释迦牟尼在40年的教育和传道活动中也积累了讲述法、问答法、暗示法、精思法、践履法、讽诵法、示范法等教育教学方法，这都是行之有效的方法。

古代东方对于教师的素养已有了深切的认识。一个良好的教师必须道德高尚、好学不厌、循循善诱、诲人不倦、以身作则、不耻下问，孔子和释迦牟尼堪称优秀教师的典范。

在公元前6世纪以前，西方人尊奉的第一位圣人苏格拉底尚未出世时，古代东方便有了一整套教育思想，编写了世界教育思想史的第一卷。这是古代东方人对人类文明的不朽贡献。

三

在远古时代，古代东方和西方便有了文化上的接触。这种接触大体上是通过以下四种途径进行的。

第一，战争。如公元前12世纪的特洛伊战争，公元前5世纪的波斯、希腊战争（希波战争），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的东征以及后来罗马人的向东扩张等。

第二，商业，特别是古代腓尼基人在东西方贸易上十分活跃，将东方的文化带到西方。

第三，学术访问。古代希腊最早出现的一批学者大都抱着寻求知识的目的游历东方各国，特别是埃及和巴比伦。这些学者广泛吸收了东方的哲学、伦理、科学、神话，把它们带到希腊，促进了希腊文化教育的发展。

第四，宗教。古代希伯来人创立了犹太教。基督教也首先是在古罗马的近东地区融会东方宗教和古希腊哲学成果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其神学体系，然后在西方广泛传播的。西方人追述西方文化发展史时，总是分作三大段：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和近代。其实，希腊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都不同程度上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原产于罗马帝国属地巴勒斯坦、亚细亚等地的基督教最终也被罗马帝国立为国教，从而使它成为世界性的宗教。基督教的传播也将古代东方的神话、历史、伦理、习俗、教育思想传到了西方。

当西罗马帝国灭亡时，代之而起的西方社会的新主人是一批“野蛮人”，这批人尚处于史前发展阶段，没有成熟的文字和文化，不懂得文明人类的生活准则。古代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被“野蛮人”摧毁殆尽。这时，只有基督教的教徒在“野蛮人”中艰难而又耐心地进行教化工作，教给他们文字和文明人类的行为规范，使西方社会的新主人逐渐接受文明的熏染，渐进于文明人的行列。在西罗马帝国衰亡的过程中，当“野蛮人”大举破坏文化时，基督教的教会和教徒是保存古代书籍、传抄古代书籍的唯一的文明捍卫者，使古代西方的文化传统不至灭绝，为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基督教对西方文化的贡献，也包含着古代东方文化对西方的贡献。

自从基督教在西方广泛传播以后，耶稣便成了西方人心目中的导师和救世主。但是，人们也许忽略了，他们的导师是出生在拿撒勒[1]的东方人。随着对耶稣信仰的传播，作为教师的耶稣的教育思想也得到传播。不论在黑格尔的《耶稣传》中，还是在大卫·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D. F. Strauss）的《耶稣传》中，耶稣都不是一个神话人物，而是一个以道德谆谆教人的教师。施特劳斯还以专节总结了“耶稣的教育方式”[2]。

通过上述四个途径，古代东方的教育思想随着东方文明传到了西方，溶入西方的文化和教育思想，虽然现在已难以分辨西方的某一教育观是受惠于东方何时何地何人的教育观，但可以肯定的是，东西文化的交流、接触、撞击，必然发出光芒，催化新思想的产生，从而推动整个文化的发展。闭关自守、夜郎自大、孤芳自赏、孤陋寡闻，就必然停滞落后。没有古代希腊学者到东方各国的访学，就不会有古希腊灿烂的文化；没有古代东方神话传说和古代西方柏拉图主义哲学的结合，就不会有基督教文化。不同文化的交流、互补，是文化发展的动力，教育思想也是如此。西方人善于学习，他们在吸取他人之长的基础上自我发展，为近代开始后西方人胜过东方人奠定了基础。这就是历史的真实。



[1] 拿撒勒（Nazareth）。

[2] 施特劳斯：《耶稣传》第一卷，吴永泉译，商务印书馆2010年版，第41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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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卷将着重探讨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思想产生、发展和变化的基本过程，以及制约或影响这个过程的诸方面因素。这个过程大致开始于公元前6世纪，于5世纪基本结束。在这个过程中先后形成的丰富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教育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并且为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

在国内外有关西方哲学史或文化史的研究中，不同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不同的意义上使用“希腊”和“罗马”这两个概念的。一部分学者主要是在历史学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因而强调它们作为西方历史不同阶段的“特殊性”（当然并不因此否定二者的联系）。另一部分学者则是在文化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因而主张把古希腊、罗马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研究。这种取向的研究显然更重视二者之间的延续性。

本卷对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历程的探讨，将主要运用文化史和哲学史的研究取向。在努力发掘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由于产生基础和所要解决的问题的不同而形成的差异，以及它们在西方教育历史中的独特贡献的同时，本卷将侧重把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整体而加以探讨，对二者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进行分析。

选择文化史和哲学史研究取向的基本原因是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的特殊性。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明显不同于政治史、社会史等其他专门史，而更接近于文化史和哲学史。这也就是说，与政治史、社会史等不同，在教育思想史方面，古希腊、罗马之间的联系性、延续性的意义更重要。众所周知，罗马文明是在希腊文明的强大影响下兴起和发展的，但这只是就总体而言。具体到罗马文明的不同组成部分，情况并不完全相同。在政治制度、社会结构和法律体系等方面，罗马民族的创造性和罗马的历史传统所发挥的作用，远远大于希腊的影响。而在教育，特别是教育思想方面，罗马人的创造远比他们从希腊人那里接受的要少。罗马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希腊的影响下逐渐形成的，罗马人思考教育问题所运用的原理也完全是希腊的产物。简言之，罗马教育思想主要是在希腊的影响下形成和发展的。这样说并不意味着忽略罗马教育家在思想方面的创造性，更不意味着罗马教育思想只是希腊教育思想的单纯模仿。但是，从西方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过程看，与罗马教育思想所具有的独特性或创造性相比，它与希腊教育思想之间存在的深刻的历史联系更为重要。通过这种联系，不仅可以在总体上把握希腊教育思想的“流向”，也有助于真正理解罗马教育思想的起源，进而全面探索西方古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选择哲学史和文化史研究取向的另一个基本原因是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变迁与同时期哲学发展之间存在的内在联系。众所周知，古代世界并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教育思想。古代思想家或哲学家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与他们关于其他问题的见解，通常是浑然一体的。哲学的形式与内容同时也就是教育思想的形式和内容，这就决定了教育思想的变化与哲学的变迁之间客观上存在着必然的联系。而在哲学方面，古希腊、罗马之间的内在联系一向为研究者所认同。在《哲学史讲演录》中，黑格尔把希腊哲学划分为3个时期：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罗马世界中的希腊哲学和新柏拉图哲学。苗力田在其主编的《古希腊哲学》中认为，古希腊哲学从公元前6世纪开始形成，一直到6世纪初，共延续了1000多年。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早期希腊哲学（相当于通常所说的前苏格拉底哲学）、古典时期的希腊哲学（包括智者、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哲学）、亚里士多德哲学和晚期希腊哲学。朱敦华在《西方哲学通史（第1卷）》中指出，古希腊哲学经历了3个时期：公元前6—前5世纪为早期，这是希腊哲学的产生、发展时期；公元前4世纪是希腊哲学的成熟时期；亚里士多德之后为晚期希腊哲学。这些关于希腊哲学发展阶段的划分，实际上所要说明的正是希腊、罗马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在这里，“希腊”并不是地理概念，也不是民族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

由于古代教育思想孕育于哲学的母体中，因此，哲学的历史变迁不能不制约乃至决定教育思想的演变。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轨迹实际是同时期哲学发展过程的缩影。虽然就总体而言，哲学的历史并不等于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教育思想的历史具有自身的自主性或特殊性，但在教育思考尚未从哲学中分离出来的古代世界，哲学的历史与教育思想的历史实际上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不同方面，二者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因为如此，从哲学史研究的取向出发进行研究，不仅有利于理解古希腊、罗马时期先后出现的各种教育思想，而且有助于对这个时期教育思想变迁过程进行宏观把握。

从现有史料看，在公元前5世纪前（即前苏格拉底哲学或自然哲学时期），除了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等人关于教育问题的只言片语外，希腊思想家们很少涉及教育问题，更没有关于教育问题的较系统的论述。只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由于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所发生的巨大的社会、文化变迁，由于希腊哲学形态的变化（即从自然哲学过渡到社会政治哲学），才出现了德谟克里特、智者、苏格拉底等人的较系统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便成为一种系统的教育学说。亚里士多德之后，随着伊壁鸠鲁和斯多葛学派的兴起，希腊哲学进入文德尔班所说的“伦理学时期”，伦理学探讨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教育思想的形式和内容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在罗马教育家的思想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变化。纵观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发展过程，哲学形态的变化虽然不是引发教育思想变迁的唯一原因，教育思想形态的变化也并非与哲学形态的变迁完全一致，但是，二者之间的这种本质联系确实提供了解释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视角。

从这个角度出发，可以把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史划分为4个主要阶段：①公元前6世纪—前5世纪初为第一阶段。这是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发生阶段。在这个时期，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先后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主张、见解，从而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基础。②公元前5世纪初—前4世纪初为第二阶段。这是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初步繁荣的时期。在这个阶段，德谟克里特、智者、苏格拉底等人提出了较丰富的教育思想，使前一时期零散、片断的教育观点逐渐发展成较系统的教育思想。③公元前4世纪初—前4世纪后期为第三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教育学说的出现，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体系化、理论化阶段。④公元前4世纪后期—3世纪后期为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希腊教育思想与哲学思想一样，广泛传播到希腊以外的广大地区。在希腊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先后产生了西塞罗、昆体良、普鲁塔克等人的教育思想。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阶段，由于斯多葛学派哲学的影响，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出现了明显的伦理学化趋势，因而具有显著的实践特征。

二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史上，先后出现了许多教育思想家，形成了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这些在不同时期、由不同思想家依据不同的理论基础提出的教育思想，涉及的问题不尽相同，得出的结论也各有差异，由此形成了思想历史的丰富多样性。在这些有着种种差异的教育思想之间，事实上又存在着种种相同和相似，从而表现出思想历史的相关性和连续性。这种种相同和相似，不仅表现在不同时期的教育家在某些观点上的一致或相近，更主要地表现在他们所关注和探讨的问题的共同性。这些问题通常并不是具体的、局部的问题，而是有关教育基本功能、基本性质的带有普遍意义的问题。这些共同的问题包括教育与城邦的关系、教育与天赋的关系、知识与道德的关系、训练与陶冶的关系等。在古代世界，这些问题构成了教育的基本范畴。

（一）教育与城邦的关系

教育与城邦的关系，实际上是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在教育中的延伸。在古希腊、罗马思想中，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不只是纯粹的伦理学问题，同样也是重要的政治问题。而在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理论问题，更是极紧迫的现实问题。

从荷马（Homer）时代起，希腊人就开始意识到他们无法回避的一个基本问题，即个人与群体（或整体、社会、国家）的关系。《荷马史诗》一方面充分肯定了个人对财产的要求，肯定了个性的价值；另一方面又大力颂扬为集体、为国家奋斗牺牲的高尚品质。此后，赫西俄德的诗篇、《伊索寓言》及七贤的格言，都涉及这个基本的道德和政治问题。当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过渡到人生人事哲学之后，由于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所发生的重大变迁，哲学家们将思考的重心逐渐放到诸如什么是正义，什么是正义的国家，如何建立一个正义的国家等当时社会面临的重大现实问题。在这个思考过程中，个人与社会（城邦）的关系日益成为政治学、伦理学关注的中心。这是因为，真正合理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实现正义的基本条件。而正是在对这个问题进行深入探讨时，哲学家们才涉及教育问题。基于此，希腊哲学家和后来的罗马思想家在探讨教育问题时，总是把教育与政治、道德相联系。并且不管希腊、罗马哲学家和思想家们持何种教育主张，他们所阐述的教育思想在“结构”上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从德谟克里特、普罗塔哥拉到西塞罗、昆体良，他们的教育思想实际上都包括两个基本的组成部分：一是分析教育在一个理想国家形成中的作用；二是探讨对这个理想国家基本组成人群（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教育。（当然，他们所关注的主要是未来统治者的教育。）教育思想中的这种“结构”的相同，实际上反映了希腊、罗马思想家们哲学—政治思想倾向的一致，即他们都把人性的改善作为政治的基础。

（二）教育与天赋的关系

教育活动的基本前提是，人是否具有教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确定这种可能性和必要性，同时也是探讨教育问题的前提。从更深远的意义上看，教育与天赋的关系实际上又涉及人性、灵魂等哲学问题。（事实上，对这些问题思考的结果，构成了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基本内容，也是罗马哲学的主要组成部分。）古希腊、罗马哲学家们对人性和灵魂问题的探讨，既为他们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天赋的关系问题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是其哲学思考的逻辑必然。正是在这种相关中，古希腊、罗马的哲学探索与教育思考产生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虽然哲学家们在人性、灵魂问题上的见解不尽一致，但他们探讨的基本问题是相同的。而正是这种共同性，产生了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

（三）知识与道德的关系

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本来是伦理学的基本问题，但是，从苏格拉底以后，古希腊、罗马哲学对道德问题的探讨总是与政治问题结合在一起的，因此，道德问题通常就不仅仅是伦理学研究的问题。从教育的角度看，知识和道德及其关系事实上涉及教育过程的一个基本问题，即教育的内容。无论人们对教育持何种认识，都无法回避教育活动的内容问题。否则，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就不具有任何意义。正因为如此，在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整个过程中，思想家们始终对教育活动中知识与道德关系问题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先后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见解，并由此构成了一条清晰的思想线索。

（四）训练与陶冶的关系

从表面上看，训练与陶冶的关系主要与教育的功能有关（即教育是注重实际知识和技能的传授，还是强调人格的陶冶）。但是，就其内涵而言，它实际上与更深层次的问题相关。从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史看，强调教育应着重传授实用知识和技能的主要是智者，而他们又主要是从教育对个人功利的角度出发分析教育的功能。与智者相比，古希腊、罗马的其他教育家则更注重教育的陶冶功能，特别是注重教育对灵魂改善的作用，而这通常是与他们在教育与城邦的关系、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见解一致的。

对训练与陶冶及其相互关系的不同认识，与不同教育家的知识价值观的不同相关，也与不同的认识论思想相关。因此，依哲学认识论的发展线索，可以在一个侧面把握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发展的线索。

以上四个方面是古希腊、罗马教育家探讨的基本问题。对这些问题的探讨及其结果，构成了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和发展的基本线索。以现代的眼光看，这些问题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纯粹的教育问题。而正是这种对“泛教育问题”的探讨，才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教育发展实际状况的真实反映，才是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特殊性的真实反映。

本卷由张斌贤、方晓东组织编写和审定。本卷各章节的分工为：导言，张斌贤；第一章，张斌贤、李立国（第一节、第三节第一部分至第三部分），方晓东（第二节、第三节第四部分）；第二章，杜亮；第三章，刘俊（第一节），张斌贤、王颖（第二节），王素君、康继文（第三节）；第四、五、六章，李立国；第七章，方晓东（第一节），赵可（第二节），冯广兰（第三节）；第八章，刘传德；结语，张斌贤、方晓东、李立国。张斌贤负责第一章至第六章的审定和修改，方晓东负责第七章、第八章的审定和修改。


第一章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第一节 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古希腊是欧洲文明的发源地，同时也是西方教育思想的摇篮。如同任何时期、任何民族的教育思想一样，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变迁也是特定时间空间条件下的产物，是古希腊社会、文化、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社会因素发挥的实际作用是不尽相同的。大体说来，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早期阶段，哲学是教育思想萌芽的土壤，古希腊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中期阶段，民主制度在雅典等城邦的确立，是推动古希腊教育思想进一步成型的直接动力。在后期，作用于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因素则是多方面的，希腊（特别是雅典）经济实力的空前强盛，奴隶主民主政治的鼎盛，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城邦面临的巨大危机，以及希腊文化的繁荣，都对这个时期教育思想的变迁产生了重要作用。只有从变化的观点出发，多方面地考察社会因素的作用机制，才能真正把握古希腊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从而更深刻地理解古希腊教育思想。

本节将着重探讨古希腊教育思想萌芽时期和体系化时期对教育思想形成和变革发挥主要作用的社会要素。这两个时期相当于希腊历史的古风时期和古典时期。

一、教育思想萌芽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一）希腊民族的形成

古希腊是在长期的历史变化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当时的希腊并不限于欧洲巴尔干半岛南端，即现在希腊的这块地方，而是指现在欧、亚两洲交界处的爱琴海地区。它包括后人命名的希腊半岛、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爱琴海东岸），以及爱琴海上的岛屿和它南部的克里特岛。在希腊文化开创之前，它所在的爱琴海地区早已有了历史悠久的文明。希腊文化及其哲学、教育思想就是爱琴文明发展的产物。爱琴文明历史上分为公元前3000—前1400年的克里特文明和公元前1400—前1100年的迈锡尼文明两个时期。到公元前1100年左右，爱琴文明趋于衰落。

到了荷马时代，即公元前9—前8世纪，希腊半岛、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西岸基本上连成一个整体，形成了具有固定地域和共同方言的三个民族的人——埃奥里亚人、爱奥尼亚人和多利亚人。当时，在这三个民族的内部，各个民族和部落仍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彼此之间还以部落的形式发生关系，并不存在统一的“希腊人”的观念。随着社会特别是经济的发展，到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城邦奴隶制已经普遍确立和繁荣起来，打破了原来氏族和部落的独立的经济地位，形成了以奴隶制生产方式为基础的共同的经济关系。同时，希腊城邦之间及其内部的政治关系开始超越原来各部落之间及三个民族内部的血缘关系。这样，在长期的共同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中，三个民族和各部落的界限逐渐被打破，形成了统一的希腊民族。

在希腊民族形成的过程中，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宗教、文艺和奥林匹亚运动会也逐渐形成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希腊人只有部落神、氏族神和家族神，还没有民族神。《荷马史诗》描述了希腊特有的神和神话，赫西奥德（Hesiods）进一步加以系统化，建立了神谱，并将神谱同希腊民族联系起来，出现了民族神。希腊人还塑造了一个具有强烈希腊民族色彩的神阿波罗（Apollon），被供奉在德尔斐（Delphi）神庙。阿波罗本是埃及和小亚细亚都崇拜的太阳神和农业神，只是各民族有不同的说法而已。在《荷马史诗》中，阿波罗地位不甚突出，但后来逐渐成为希腊的民族神，并且是城邦的建立者和保卫者。阿波罗神和德尔斐神庙成为统一的希腊民族的象征。

与此同时，反映统一民族特点的庆典节日及音乐、诗歌等也陆续产生。这些不仅促进了希腊共同文化的发展，而且使希腊人认识到自己既是本城邦的成员，又是希腊民族的一分子。特别是从公元前776年开始，全希腊召开四年一次的奥林匹亚竞技会。它是全希腊规模最大的聚会，对统一希腊民族起了很大作用，同时也成为希腊各城邦共同采用的纪元标准之一。希腊哲学家及教育家的生平年代都是以此为依据的。经过这样长期的变迁和发展，统一的“希腊人”终于出现了，他们就是创造古代希腊哲学和教育思想的主体。

（二）希腊城邦制度的形成

公元前8—前6世纪，希腊各地先后出现了城邦，逐步建立了城邦奴隶制的经济政治制度。由于希腊境内山峦重叠，不能提供建立地区性帝国所需的地理条件，古代希腊并没有像东方那样较早出现统一的王国或帝国，而是实行统治区域狭小、各自独立的城邦制度。所谓城邦，就是由一个中心城市，加上邻近的乡村结合而成的一个国家，“小国寡民”是城邦制度的显著特征。城邦制度并不是古希腊所独有的，近代考古发掘资料证明，世界各地从原始社会过渡到奴隶社会时，都存在过类似希腊的城邦小国。但由于古希腊的城邦制度存在时间长，和其他地方相比，它发展得最典型、最充分。

由于希腊全境各地区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城邦国家的发展也是不平衡的。在公元前5世纪以前，希腊大陆的科林斯、麦加拉和小亚细亚西岸的米利都占有重要地位，那时的斯巴达和雅典还未崛起。希腊的城邦制度为希腊科学和哲学的兴盛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西亚和埃及，宗教和僧侣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在西亚，工商业者往往依附于神庙经济，未形成一个独立的阶层。与工商业发展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发展，也直接受宗教或祭司集团的控制。在埃及，祭司们拥有大量耕地，拥有自己的城市、军队、船只和行政机构。他们不仅有严密的组织、机构和制度，而且控制了意识形态，不允许与教义相矛盾的思想存在。在这种情况下，独立的思想难以冲破宗教的束缚而自由地发展。

古希腊的情况却不是这样。在希腊，神庙固然拥有自己的土地，但数量很少，且从属于所在的城邦。祭司只从事宗教活动，不参与政事，不能控制思想，他们始终超脱于党派和城邦之间的斗争。即使是全希腊的宗教中心——供奉阿波罗的德尔斐神庙，祭司们也只是负责收集各方信息，以便为各方求神谕的人们做出准确的预言，以显示阿波罗的神灵。

在当时的希腊，工匠的地位也与西亚和埃及不同，他们不受祭司和神庙的控制，是独立的生产者，可以在各城邦自由往来，这就为他们成为工商奴隶主创造了基本的前提和条件。这样，在工商贸易发达的地方，首先是在小亚细亚西岸以米利都为代表的伊奥尼亚城邦，出现了一支独立的社会力量——工商业奴隶主。他们不受宗教势力控制，反对旧的习惯势力，反对土地贵族的统治，要求扩大公民权。这些工商业者既拥有独立的地位，又没有保守性，而且具有生产技术和科学知识，他们就可能摆脱宗教神话的控制，用积累起来的知识去认识世界。这是古希腊思想文化兴盛的重要社会原因。

与不同的政治经济制度相适应，各城邦形成了不同的法律制度、教育制度、伦理规范和生活方式。除了共同的希腊宗教外，还出现了各城邦自己的守护神及庆祝活动，如雅典的雅典娜守护神和泛雅典娜节日，科林斯的宙斯大会和海峡赛会等。各城邦独立自主，相互竞争，容易发挥人的聪明才智并促进文化的共同繁荣。在城邦内，哲学家可以从事哲学探讨，也可以从事政治活动，并且可以在不同的城邦活动来往。但各个城邦提供的条件是不同的。一般说来，单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城邦，由于人们固守在土地上，眼界狭隘，墨守成规，不利于人们认识的发展。像斯巴达那样实行军事生活方式和军营方式的教育，更阻碍了思想的发展，而像米利都、雅典这类城邦，注重手工业、商业和海上贸易，人们眼界开阔，保守性较少。而政治上的民主制比贵族制、寡头制更有利于人们的创造活动，所以，古代希腊的思想一般都产生在伊奥尼亚人的城邦。

（三）自然哲学的兴起

教育思想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产物。人类的认识经历了不同的阶段，只有发展到了一定阶段，才能产生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是在哲学的母体中孕育的，而在哲学产生之前，人们主要是采用形象的思维方式去解释世界，那就是神话。所以，哲学是从神话中产生出来的。哲学产生以前有一个史前阶段，即神话阶段，古希腊哲学也不例外。

纵观古希腊哲学，它有着自己的发展线索。这一基本线索就是从探索世界本原问题开始而又始终围绕着这一问题展开。为什么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就提出了世界本原问题？这是与古希腊神话分不开的。在古希腊哲学产生之前，古希腊世界就广泛流传着关于世界创生的完整神话传说：宇宙最先是混沌，从混沌中分化出天空和大地，天空和大地也就是父亲和母亲，他们所生的孩子是最高的神，然后繁衍了各诸神及后代；诸神代表日、月、星辰等自然物，再往后甚至连正义、命运、善恶、战争等人们所能认识的各种社会现象都归结为神的作用。很显然，希腊创世神话已把宇宙中的一切事物的产生和变化都归结为混沌这个终极原因。随着野蛮时代的结束和文明时代的开始，创世神话并未真正解决的世界起源问题，落到了希腊早期自然哲学家身上。只是创世神话中的“神”被早期哲学家提升为哲学的世界本原问题。可见希腊哲学一产生就提出世界本原问题并不是哪个哲学家兴之所至，而是希腊创世神话影响的结果。

奥菲斯（Orpheus）教关于灵魂的看法对古希腊哲学有一定影响。奥菲斯教尤其崇拜狄奥尼修斯（Dionysos）。狄奥尼修斯既是酒神，又是收获之神。狄奥尼修斯在隆冬肃杀之际去世，到春天复生，意味着生对死的胜利。每到收获季节，希腊人庆祝狄奥尼修斯的活动是狂热的，人们开怀畅饮，高歌狂舞，享受着一年辛勤劳作的果实。奥菲斯教主张狄奥尼修斯是人的灵魂或心灵部分，人也有肉体、感官及欲望。人带有原始的罪恶，必须通过“净化”来赎罪。净化的方式有：用泉水洁身、戒食、禁绝杀生和血祭等。通过“净化”，灵魂在轮回转世中变得纯洁，从而得到解脱，复与诸神同在，享受至福。奥菲斯教“圣徒”的灵魂经过“净化”，因而是不朽的、永生的。人们所谓肉体的生，实际上是灵魂的死。因此，肉体是灵魂的坟墓。灵魂相继被囚禁在植物或动物体内，直到最后通过人的灵魂净化，而摆脱生的轮回；至于那些不可救药的灵魂，只能被罚永远堕落在凡间事物的泥潭中。奥菲斯教的这种永久的、不朽的、高踞于肉体之上并且可以与肉体分离存在的灵魂的思想，以及灵魂轮回的思想，对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以及苏格拉底、柏拉图的思想都产生了一定影响。

神话对古希腊哲学的影响是双重的。古希腊哲学既是在神话文化的启迪下，又是在与神话文化的斗争中兴起的。希腊神话主要记叙在荷马和赫西俄德等人的著作中。特别是《荷马史诗》在希腊世界广为流传，是希腊世界道德教育的主要材料。它描写的是希腊人攻陷特洛伊城的英雄业绩，但将地上的英雄和天上的诸神结合在一起，使神也有和人一样的残酷、贪婪、欺诈、淫乱等特性。《荷马史诗》将当时流传的各种神话传说集中在一起，塑造了相互限制、相互嫉妒、相互争斗的许多神。自然哲学家反对这种拟人神，而提倡理性神。按照他们的观点，“存在”是唯一的，如果神真正存在的话，那他必须是圆满统一的；从思辨的观点看，说有许多相互争斗的神，是荒谬的；从宗教道德方面讲，这种观点是亵渎神灵的。赫拉克利特（Heraclītos）毫无畏惧地说，荷马应当被赶出诗人之列并遭鞭笞，因为他曲解了神性。色诺芬尼（Xenophanēs）提出了一种摆脱一切神话和拟人思想局限的神性观点，认为神既没有人的外形，也不具有人的特性。神是与人完全不同的存在，神是全知全能的。

希腊哲学是在对神话文化批判和继承的基础上诞生的。泰勒斯（Thalēs，约前624—约前547）第一次以物质性的水作为万物的本原，意味着哲学从神话中分离出来，标志着哲学的产生。最初的哲学虽然从神话中分离出来，但又摆脱不了宗教神话的影响。泰勒斯认为万物都是有灵魂的。赫拉克利特认为万物的本原——“永恒的活火”就是神。毕达哥拉斯学派对哲学、数学和天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但又将哲学、科学和宗教混在一起。爱利亚学派的先驱者色诺芬尼提出了“理性神”。直到巴门尼德（Parmenidēs）提出“存在”的概念，哲学从神话的分离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巴门尼德的“存在”概念是抽象的，是靠理性的逻辑论证得到的，它是哲学的而非神话的产物。

自然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人逐步摆脱了神话思维方式，进入对世界的理性认识，为希腊哲学、科学和文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提供了土壤。另外，自然哲学特有的对世界的认识方式也直接影响了希腊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如前所述，自然哲学是从探讨万物的“始基”为出发点的。这种力求穷尽事物本原的思维方式，事实上也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人探讨政治、伦理和教育问题的思考方式。正是这种思维方式的特殊性，决定了希腊教育思想不同于罗马的基本特征。

二、教育思想体系化时期的希腊社会、文化

公元前5世纪前期是希腊历史发生重大转折的时期。在短短几十年间，希腊世界，特别是雅典发生了全面的、根本性的变化。这同样反映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中。正是在这个时期，古希腊教育思想迅速实现了从萌芽时期到体系化时期的转变。

（一）“希腊的学校”

公元前5世纪上半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古希腊的大多数城邦与东方专制帝国波斯进行了一场殊死战争，史称希波战争。这场战争以波斯的失败而告终。自此，希腊进入了以雅典为中心的古典时代。这是以雅典为代表的希腊民族在政治和文化上取得辉煌成就的时代，也是古希腊教育思想逐步进入体系化的时期。

在希波战争的第一阶段（公元前500—前479年），希腊军队在斯巴达的领导下抵抗侵略并取得胜利，但随着波斯军队从希腊本土的撤走，斯巴达人退出了战争。这是因为长期以农业经济为主的斯巴达人不懂得工商业者的要求，没有认识到海洋的作用。而一直注重发展海外贸易的雅典人，则不失时机地利用胜利形势，继续领导各城邦对波斯的战争，把战争推向希腊境外。公元前478年，以雅典为核心，成立了包括200多个城邦的联合同盟，雅典人利用这一工具向外扩张，取得爱琴海的控制权，到公元前449年，最终打败了波斯。雅典帝国进入强盛时期。雅典的经济繁荣为其民主政治提供了充分的基础，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又为文化的繁荣创造了物质前提，为本邦及从外邦来的各种人才创造了施展才华的条件。雅典进入了哲学、科学、文艺和教育空前兴盛的时期。雅典奴隶主的民主制，是希腊文明的伟大成就之一。雅典城邦的民主政治自梭伦（Solon）改革奠定基础，中经克里斯提尼（Cleisthenes）改革扩大成果，至公元前461年厄菲阿尔特（Ephialtēs）的改革而最终确立。厄菲阿尔特被刺之后，伯里克利（Periclēs）成为民主派的领袖。公元前461—前429年的长达32年的伯里克利时代，是雅典历史上最繁荣和最强盛的时代，也是雅典民主制发展到顶峰的时代。

雅典民主政体有三个主要机构：公民大会、五百人会议与民众法庭，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公民大会。在伯里克利时代，公民大会发展成定期举行的最高权力机构，每月召开3～4次，凡年满20岁的男性公民都可以参加。公民大会以投票方式决定城邦的所有重大的事情。此外，对雅典民主政治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国家公职人员都由公民大会选举产生，并受到公民大会的监督，若不称职，随时可以罢免。公职人员卸任时要做述职报告，若发现有渎职或犯罪行为，要追究法律责任，直至被判处死刑。在雅典城邦，言论自由是每个公民的基本权利，凡是公民，在公民大会上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提出各种建议，批评公职人员。因此，公民大会上充满了各种不同意见的争辩，有力地显示了民主政治对思想自由的开展所具有的催化作用。

伯里克利在其著名的阵亡将士国葬典礼的演讲中曾对雅典的政治制度做过说明。他指出：“我们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政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都是平等的，让一个人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考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有的真正才能。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正因为我们的政治生活是自由而公开的，我们彼此间的日常生活也是这样的……在我们私人生活中，我们是自由的和宽恕的；但是在公家的事务中，我们遵守法律。”[1]

古典时期的希腊，特别是雅典，正处于一个价值观念发生巨大变化的时代，传统的价值观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在这个时期受到挑战。在荷马时代，人们以英雄为榜样，在战场上表现得最勇敢的人也最受尊重。在公元前8—前6世纪的奥林匹亚运动会上，体育竞技的优胜者获得最高荣誉。但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泛雅典娜（Athēnē）节时，所有雅典公民都能参加社会生活，当时不仅有战车赛、徒步竞走、火炬竞走，还有歌队合唱、朗诵讲演比赛等，反映了从英雄时代单纯注重竞技到古典时代已经扩展到注重文化和精神的变化。雅典和斯巴达的标准不同，斯巴达仍保持传统观念，认为勇敢（骁勇善战）的人是最值得尊重的，雅典却以智慧和参加政治活动的能力作为衡量一个公民优劣的主要标准。一个好公民应该能发表演说，能言善辩，有处理好城邦和家庭事务的能力，这需要智慧——正如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演说中指出的：“我可断言，我们的城市是全希腊的学校；我可断言，我们每个公民，在许多生活方面，能够独立自主；并且在表现独立自主的时候，能够特别地表现温文尔雅和多才多艺。”[2]

伯里克利认为一个好公民应该多才多艺、独立自主、关心政治、温文尔雅、谈吐平稳、遵守法律等。要培养这样的公民，教育自然成为重要的事情。伯里克利高度重视提高雅典公民的素质，大力扶持学术和文化的发展。他不仅扩大民主的基础，采取切实措施使广大下层公民参与政治活动，而且大力兴办雅典的文化事业，并为外邦人来雅典办学和传授知识创造条件。当时学者名流如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德谟克里特（Dēmocritos）、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等哲学家和索福克勒斯（Sophoclēs）、欧里庇得斯（Euripidēs）、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ēs）等戏剧作家活跃在雅典的文化领域。雅典人的文化水平迅速提高，雅典在政治、经济、科学、文化、教育等领域都成为希腊世界的中心。

雅典公民不但靠本邦的奴隶与外邦人养活，而且大量盘剥盟邦。雅典虽然以城邦拥有的财富供养了2万名脱离生产的官吏和战士，但主要依靠的还是农民、手工业者和商人。他们一边从事生产活动，一边参加政治和军事活动，充当战争的主力。雅典郊区阿提卡的农民，像阿里斯托芬在其剧本中所描写的那样，大多拥有一座小庄园，它一边是葡萄园和菜园，另一边是农田，附近还有一片小树林是放牧和养蜂的场所。农民每日早出晚归或在田间劳动，或去赶集，或到城里参加公民大会和看戏等。他们为这种小康生活和城邦生活感到自豪。对雅典公民来说，如何保持他们这样一个奴隶主城邦的霸权地位和他们的生活方式，是至关重要的问题。

因此，伯里克利高度重视文化和教育的繁荣，一方面是顺应历史的潮流，另一方面是为了保持雅典的民主政治和雅典城邦的统治地位。当时雅典教育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教育公民成为城邦合格的领导者。所以，当时希腊各地的学者荟萃雅典并不是偶然的。伯里克利的周围聚集了希腊的一大批精英人物，一些富有之家也往往成为智者的讲习之所。随着民主制的发展，学习诉讼、辩论和演说，学习法律和公务成为当时雅典公民追求的时尚。那些想获得重要职位，在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富家子弟就专门请人教授这些知识。伯里克利也曾将他的两个儿子托付给普罗塔哥拉教授。即使是一般公民也需要懂得一些这方面的知识，以便被卷入诉讼时做防身之用，或者担任公职时恪尽职守。这就为当时智者派的活动提供了土壤。智者活动也适应了当时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随着民主制的确立，公民个体本位的精神文化也逐渐成长起来，个体不仅通过工商业经济和民主政治确立了自己的自由度，而且在精神方面也走向自由。个体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寻求个体的独立，自由的精神在思想文化领域蔓延，出现了众说纷纭的思想流派。这种精神的最集中体现就是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该命题标志着个体本位在精神文化方面的确立。在智者看来，人人心中都有一个标准，每个人都是一个尺度，就看你如何将你的意见讲得令人信服。这就需要学习辩论的技巧。

叶秀山认为：“智者学派是伯里克利时代的哲学上的镜子。古代自然哲学家以科学精神武装了自梭伦以来的雅典民主制整个时代，到伯里克利时期，除了这种科学精神以外，还有智者学派鼓吹的个人自由、独立的精神，而从科学精神到这种政治上、道德上独立精神的过渡环节，则是留基伯（Leucippos）、德谟克里特的原子论。独立的、物质的原子，运用到社会中，也就是人格的、个人的独立。雅典民主制下的公民，就像一个个原子，有自己的独立意志，以独立、自由的身份参加到这个社会中来，从而永远保持自己的个人的独立性。这就是早期智者学派的代表人物所鼓吹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的社会实质。”[3]

智者作为一个全新的学派，既是雅典民主制的产儿，又反过来反映了这种民主制的基本精神。他们对雅典人的精神生活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智者所传授的修辞学、辩论学，只注重逻辑、语言形式，注意推理的力量，让人信服；而在雅典，只有使人信服，才能推行自己的主张，而不能靠暴力或命令强制执行。在公民大会上、陪审法庭上可以看到人们慷慨陈词、唇枪舌剑的场面，伯里克利就是这样一位民主领袖，修昔底德所记载的他的几次演说辞，就是早期智者精神的具体运用。可以说，智者学派代表了雅典城邦上升时期思想与文化教育的主流。

雅典人开放的观念、勇于破旧立新的心态为雅典文化教育的兴盛提供了重要的条件，这与斯巴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的斯巴达虽与雅典一样是希腊世界的霸主，但一直是封闭的农业经济，政治上实行贵族统治，人们的观念没有多少变化。斯巴达实行二王制，就是由它的两个最有势力的氏族代表实行统治。最高政治机构是长老会，根据来库古（Lykourgos）的立法，公民大会事实上无效，全部权力属于终身任职的60岁以上的长老。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贵族专制是极其保守的。全部不足2.5万人的斯巴达人统治着人数20倍以上的希洛人和边民。城邦规定全体公民必须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禁止公民使用金银，严禁经商，不许智者去传播知识等。斯巴达的男人沉默寡言，衣着俭朴，终年不穿鞋，整天在军营受训；为了生育健康的孩子，斯巴达的妇女也要学习竞走、搏斗、投标枪和掷铁饼等。斯巴达实行的公餐制和弃婴场一直维持到公元前4世纪。在这种社会里，新的思想观念是难以产生和得到传播的。公元前7世纪，抒情诗人提尔泰乌斯（Tyrtaeus）为斯巴达人写的战歌，从建立城邦起唱到希波战争，一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时还在唱。

雅典却完全不同于斯巴达。雅典城邦从形成到繁荣并不是原有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延续，而是工商业经济取代了农业经济，民主制取代了贵族制，新的观念取代了传统的观念。海外贸易、希波战争和殖民运动使雅典人同外部世界的交往日益频繁，外邦人和外族人不断往来于雅典，人们的眼界开阔了。公元前432年，伯罗奔尼撒同盟召开大会。在会上，科林斯代表慷慨陈词，批评斯巴达人的守旧精神，剖析雅典人的性格，将二者做了鲜明的对比。

“你们（指斯巴达人——引者注）从来没有想到过，将来会和你们作战的这些雅典人是怎么样的一种人——他们和你们多么不同，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啊！一个雅典人总是一个革新者，他敢于下定决心，也敢于把这个决心实现。而你们是善于保守事务的原况，你们从来没有创造过新的观念，你们的行动常常在没有达到目的的时候就突然停止了……他们果决，而你们迟疑；他们总是在海外，而你们总是留在家乡。因为他们认为离开家乡愈远，则所得愈多，而你们认为任何迁动会使你们既得的东西发生危险……至于他们的身体，他们认为是给他们的城邦使用的，好像不是他们自己的一样。但是每个人都培养智慧，其目的也是要给他的城邦做一点显著的事业。如果他们做什么事情而没有成功的话，他们认为他们所有的一切完全被剥夺了；但是如果他们的事业成功了的话，他们就认为这种成功和他们将要做的事业比较起来，就不算什么了。如果他们做一件事情没有成功的话，他们马上把他们的希望放在另一个方面，以弥补这个损失……所以他们一生的时间都是连续不断在艰苦、危险的工作中度过的，很少享受他们的财产。他们把假期看作履行一种义务，他们宁愿辛苦地劳动，不愿和平地安宁。一言以蔽之，他们是天生不能自己享受安宁的生活，也不让别人享受安宁生活的。”[4]

科林斯人的这段话说明了雅典人和斯巴达人具有迥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雅典人敢于打破传统观念，创造新的生活和新的观念，也能以开放的心态容纳希腊各邦各方面的人才。这正是古典时代希腊世界的思想文化中心在雅典而不是在斯巴达的重要原因。智者敢于破除旧的观念，和雅典的这种社会条件直接相关；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孜孜不倦寻求真理，也是和这种条件分不开的。

（二）民主政治的危机

雅典的繁荣不仅以本邦的经济发展为基础，而且还是建立在对盟邦的经济剥削和政治控制基础上的。雅典一半左右的财政收入来自提洛同盟各邦的贡赋。它既要控制盟邦，又要和斯巴达争夺霸权，和科林斯、麦加拉争夺海上控制权。科林斯和麦加拉为与雅典争霸，便和斯巴达结盟。种种矛盾的激化终于导致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爆发。战争以雅典失败而告终。雅典的失败除了一些特别原因，如雅典发生大瘟疫，个别将领的无能和冒险等外，同盟诸邦的叛离和大量奴隶的逃亡使雅典的经济和军事都发生了很大的困难，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战争加剧了雅典内部政治斗争，导致发生政变。这场长达近30年的战争，不仅使雅典衰落，而且导致整个希腊世界的衰落。以后的一个世纪，希腊的经济虽有所发展，但再也无法恢复其鼎盛时期的景象了。

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境内萧条，海上交通和贸易受阻，并发生严重粮荒，大批公民破产沦为乞丐。在普遍性的危机中，明显的两极分化出现了。雅典的民主制是与它的经济繁荣密切相关的，它主要依靠同盟的财富养活2万多名脱离生产的公民；战争失败，同盟解体，城邦无法养活这么多人。而他们自己早已脱离生产，靠政治生活，政治上无所依托，他们就成为流浪汉。因此，作为雅典民主制基础的经济繁荣已经过去，民主制也从繁荣走向了衰落。公元前411年，由安提丰（Antiphon）等人领导推翻了民主制，建立“四百人议会”，实行寡头制。但第二年就恢复了民主制。公元前405年，伯罗奔尼撒战争结束前夕，雅典又由“三十僭主”统治，但不到一年时间就被以塞拉绪布罗（Thrasybulus）为首的“十人委员会”推翻。公元前403年再度恢复民主制。公元前402年，皮索多鲁（Pythodorus）任执政官，重新修改了以前的民主制度，恢复薪俸和津贴。一直到亚里士多德时代，雅典实行的是皮索多鲁修订的民主宪制。

客观地讲，雅典及其他一些城邦虽然不断有民主派和贵族派之间的斗争，但基本上还是民主力量占优势，实行民主政治。但民主制的确是衰落了，这种衰落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民主派的领袖堕落、变质为蛊惑者、煽动家（demurgogue），“demurgogue”这个词本来没有什么贬义，只是“平民领袖”和“群众领袖”的意思。伯里克利以后的平民领袖不像他们的先辈克里斯提尼、伯里克利那样主要关心的是人民和城邦的利益，他们往往以自己个人或集团、党派的利益为行动准则，无视城邦法律，采用欺骗和煽动手段激起民众的偏激情绪，以便排挤、打击对方。这种手段在希腊伦理规范中是不正派的，所以他们被称为“蛊惑家”。最早被称为“蛊惑家”的是继伯里克利之后被称为民主派领袖的克莱昂（Cleon），以及在他以后的毫无原则而又很博学、长于雄辩的阿尔基比亚德（Alciabiades）。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第四卷第四章中，将民主政体分为五种，前四种都以法律为依据，第五种是最坏的，它由蛊惑家操纵，置法律于不顾。他说：“第五种民主政体的最后裁判不是决定于法律，而是决定于群众，他们的命令代替了法律，这种情况是由蛊惑家造成的。在以法律为依据的民主政体中，最好的公民占据首位，那里没有蛊惑家；而在法律不是最高权威的地方，蛊惑家就产生了……蛊惑家将一切事情招揽到公民大会，用群众决议发布命令以代替法律的权威。因为群众是听他们的，他们就代表群众的意志左右国政。这样的民主政体实在不能不受到指责，因为在那里，法律没有权威，可以说没有宪法。”[5]蛊惑家从表面上看同历来的民主领袖一样，他们也很重视公民大会和陪审团的作用，但实际上他们是把这些民主机构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

另一方面是作为民主制基础的公民日益失去生活自主，成为靠城邦养活的“糊涂而又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托芬语）。伯罗奔尼撒战争以后，雅典破产公民日益增多，失去生活保障的公民对政治生活失去兴趣，政治家为了吸引民众参加，不得不采用津贴的办法，甚至竞相提高津贴费。在国库空虚的情况下，执政官竞相提高津贴吸引民众参加政治活动，由这样的公民参加表决，或投豆子或举手呐喊，将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是可想而知的。公民们失去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热情，或者不参加政治活动，或者将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作为取得津贴维持生活的手段。乡村的农民不再因为要得到一点津贴到城里参加公民大会了，公民大会成了城市无产阶级高谈阔论的场所，甚至连陪审法庭，由于经济原因，也只有老弱病残或不务正业者才去任职了。在《骑士》一剧中，阿里斯托芬通过一位将军试图劝服一个卖香肠的人去夺取职位，嘲讽了民主制度。

卖香肠的人：告诉我，像我，一个卖香肠的人，怎样才能成为那样的大人物？

将军：这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你已经具备了一切应有的条件——卑贱的出身，受过在市场中买卖的锻炼，蛮横无理。

卖香肠的人：我想我还不够格。

将军：不够格？看来你似乎有一颗非常好的良心。你父亲是一位绅士吗？

卖香肠的人：老天爷做证，不是的！全家老小是无赖。

将军：幸运儿！你要担任公职的话，已有一个多么好的开端啊！

卖香肠的人：可我几乎不识字。

将军：唯一麻烦的就在于人什么都知道。适于做人民领袖的不是那些有学问的人，或者诚实的人，而是那些无知而卑鄙的人。千万不要错过这个绝好机会。[6]

在民主政治鼎盛时期，公民的义务被视为神圣的。但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随着经济和政治的变化，雅典人的伦理道德也普遍堕落了。柏拉图的一些对话反映了当时雅典人的思想情绪。《理想国》第2卷中格老孔（Glaucon）说：“大家都想满足自己的欲望，做坏事都是被强迫的。每个人都认为正义对他自己没有好处，只要能做坏事，他就会去做。因为每个人都相信，对他个人说从不正义得到的利益要远远超过从正义所能得到的。主张这种理论的人坚持了这一点，如果有人有这样的权力拒绝为非作歹，就要被大多数人认为是最大的傻瓜，虽然当面还称赞他。大家这样互相欺骗，因为害怕吃亏。”[7]“所以他们会说：苏格拉底啊，无论是神也好人也好，他们给不正义的人安排生活远比为正义的人所安排的要好得多。”[8]这便是雅典一般公民从战争的后果，从经济和政治生活中得出的有关正义和利益、真理和善恶的结论——正义者吃亏，不正义者得利，只要有利可图，一切在所不惜。

面对雅典城邦的衰落、民主政治的蜕变、伦理道德的败坏，以及智者运动所造成的后果，苏格拉底和柏拉图挺身而出，竭力寻求一条新的出路。他们一方面高举理性主义的大旗，反对智者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强调“认识你自己”，去追求永恒的本质的存在，去寻求真正的“正义”和“善”。这成为他们追求的中心目标。另一方面，他们对雅典的民主政治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提出要通过对善和正义的普遍真理的认识，培养一批真正有智慧的政治家作为统治者。他们认为，一个政治家必须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善，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这样他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人们也要真正认识自我，致力于灵魂的改善，追求真正的美德，过一种有价值的生活。这也就是他们“哲学王”的政治设计和教育理想。

（三）价值观念的变化

从古典时期开始，希腊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以往哲学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自然，他们主要探讨什么是万物的本原，宇宙万物是如何从本原演化而来的。而到了古典时代，哲学家研究的对象则从自然转向了人和社会，开始探讨什么是正义以及城邦和法律是如何产生的等问题。文德尔班在《哲学史教程》中认为以智者为标志，希腊哲学和科学“走上了人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和注意力”[9]。这种转变既是社会发展的结果，也是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

随着政治经济的进步，人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智慧和力量，认识到自己是社会活动的主人。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人的命运是由神安排的，只有神才是一切活动的主人。在《荷马史诗》中，神是社会活动的主角，人只处于被支配的从属地位。在特洛伊战争中，虽然英雄们做出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但他们是受奥林匹斯山上诸神摆弄的，一切活动最终不得不听命于神。人与人之间的战争体现的都是神的意愿，诸神才是战争的真正主角，人不过是他们的工具和依附者。

而希罗多德（Herodotos）在《历史》中描述的希波战争，尽管其中不乏占卜和预言，但是战争的主体都是人，双方均没有神的参与。战争的胜负完全取决于双方的力量、机智和勇敢。公元前490年，马拉松之战取得胜利，是因为雅典统帅的果断、迅速，及时抓住战机，乘波斯占压倒优势的骑兵尚未赶到的时候，用重装步兵猛击波斯的弓箭队和步兵，使敌军大乱，获得胜利。公元前480年，萨拉米海战的胜利是由于雅典人听取了塞米司托克勒（Themistocles）的建议，奇迹般地建造了200艘最先进的三列桨战舰；还由于战略指挥正确，广大水手的优良素质和勇敢。战争使希腊人认识到，命运不是神掌握的，决定命运的是人自己的努力。

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许多希腊城邦先后发生了程度不同的政治变革和立法运动。这些改革冲击了原来习以为常的社会关系和伦理风俗，同时也触及不同的阶级和阶层人们的利益，迫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这些社会问题。和前期人们热衷于探讨万物本原及宇宙本原等命题相比，当时的人们更关心社会问题，包括社会法律乃至风俗习惯是怎样形成的，正义的原则是什么，什么是幸福，什么是善恶等问题。人们已开始从重视自然转向重视人本身了，哲学探讨的中心问题也必然向这个方向转移。另外，哲学的转变也是哲学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早期自然哲学家继承了神话文化，即宇宙万物是怎样形成的，一直以追寻宇宙万物是从哪里来的，探讨事物的本性、本质为目标。哲学家们不但用各自的哲学原则去解释自然现象，而且用来解释社会现象。毕达哥拉斯学派用数量关系说明社会领域的正义、秩序、意见、婚姻等，赫拉克利特用火的纯度和干燥来说明人的聪明，恩培多克勒（Empedoclēs）用爱和恨说明人与人之间的离合等，这些思想到公元前5世纪已显得陈旧了。到了古典时代，反思领域扩大了，反思的层次深化了。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的变革，哲学家们也卷入了社会运动之中，他们开始研究认识本身问题、伦理问题、政治制度问题等。哲学家已开始把目光从对象转向主体，从客观转向主观。他们开始注重哲学的实际用处，企图说服群众按照他们的理论来改造城邦，并用他们自己的哲学理论来培养统治者。在这种情况下，哲学研究开始从以自然为主转向以人和社会为中心。

（四）教育实践的变迁与教育思想的演化

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形成的直接原因，如果说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为教育思想创造了外在条件，那么，教育实践的变化则是教育思想演变的内在基础。这一点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中得到了具体的证实。

古希腊教育的历史虽然可以追溯到荷马时代，并在公元前8—前6世纪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古希腊教育的真正繁荣是从希波战争后才开始的。正是由于智者学派的出现，在希腊产生了最早的职业教师，教育在平民中得到进一步普及，教育的内容、方法等进一步制度化和正规化。教育实践的发展，教育与社会生活联系的加强，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教育本质规定性的不断外化的展现。这便为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从而直接促进了教育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受益于教育在社会生活中地位的不断提高。民主政治为普通公民在政治生活及其他方面取得成就、施展才干创造了条件，同时也产生了教育、训练的需要。这样，教育就成为社会流动的重要力量。教育在社会中地位的不断提高，引起了人们对教育事务的关注，进而进行理论上的探究。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繁荣与教育功能的演化是直接相关的。与此相联系，教育实践中存在的问题也成为推动人们认识的力量。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后，希腊世界面临的不仅是政治危机、道德危机，而且是教育危机。社会形势使古希腊教育原有的一系列问题、矛盾集中地暴露出来了。因此，社会的改造必须同时改造教育。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表明，他们对当时的教育问题是具有清醒认识的。他们的某些教育思想正是革新教育的设想。教育实践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作用更具体地表现在：教育实践本身的状况、制度、组织、内容，乃至内含的基本精神，都在不同程度上直接或间接地制约着教育思想的形成。荷马时代以来，在长期的进化过程中，希腊教育逐步形成了一套体制、组织，同时形成了其特有的内在精神。所有这一切，都或多或少地成为希腊教育家思想的重要内容。或者说，古希腊教育思想在一定意义上是对教育实践状况的再现和描述，是对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古希腊教育家的许多重要教育思想都直接反映了希腊（特别是雅典）教育的实践，例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关于教育体制的主张，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由教育的思想，等等。

第二节 古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社会—文化基础

一、罗马的历史与社会

古代罗马原是意大利半岛上的一个奴隶制小城邦。意大利位于欧洲南部的亚平宁半岛，北部是比较宽广的波河水系平原，平原以北以高耸入云的阿尔卑斯山与中欧为界；南部是一个窄长的半岛，深入地中海。意大利海岸线虽然很长，但是岛屿和港湾少，因此，意大利半岛上的罗马没有希腊那样优越的航海条件，贸易很不发达，接受东部地中海先进文明的机会很少，发展较晚。但是亚平宁半岛上充足的阳光、肥沃的土壤、丰富的河流和茂密的植物（包括森林、灌木林和草坡）非常适合农牧业的发展。此外，古罗马城陆路交通四通八达，是许多天然通道的聚合点。后来，罗马人又在这些古道的基础上修筑了若干条交通干线，其中以阿庇亚大道、瓦莱利亚大道、拉丁那大道和弗拉明尼亚大道等最为著名。陆路交通的畅通使罗马十分容易接触意大利的其他文化，吸收它们的优秀成果。这些独特的地理和自然条件对古罗马国家的形成和发展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对其文化及教育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代罗马的历史一般可分为三个时期：①王政时期（公元前8—前6世纪末）；②共和时期（公元前509—前30年）；③帝国时期（公元前30—后476年）。

王政时期从公元前753年，拉丁部落联合其他部落在台伯河口建立罗马城[10]，逐渐形成罗马城邦国家，到公元前509年推翻王政改行共和政制为止，共244年。其间经历了七个王。前四个王是拉丁人和萨宾人，都是经元老院和人民大会正常选出来的。此时罗马属于氏族制末期，正在解体的氏族社会还保留着氏族公社的民主制，王（勒克斯），还不是有绝对统治权的国王，而只是部落联盟的军事首长和祭司长。国家物质和文化生活也还停留在农牧村落式的简陋、粗朴的水平上。从第五个王开始，后三个王是埃特鲁里亚人，他们继位的方式都掺杂有阴谋和暴力的因素。他们把埃特鲁里亚的城市规模和生活方式带到了罗马。在罗马城兴修水道和桥梁，建筑神庙、纪念堂、城墙和广场，发展工商业，进行军事和财政改革，制定城乡区划，创建森都里亚大会，改革选举法，增加王权，扩张领土等，历时一百余年，把罗马从一个质朴无华的乡村变成了一个可与埃特鲁里亚诸城邦或南意大利诸希腊城邦相比拟的一个真正的城市。这一时期，国家制度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并且发生了严重的阶级分化。贵族拥有大量的土地和财富，在政治、军事和宗教方面享受特权，把持各种公职，掌握国家权力。而平民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低下。平民有产者有权参加公民大会，参军服役，可是不能进入元老院和担任国家其他要职。城市平民中只有少数人由于经营工商业发财致富，大多数人生活贫困。乡村中的平民缺少土地，甚至没有土地。穷困的平民向贵族租佃土地，借贷财物，并以债务人及其家属的人身作为抵押，到期不能偿还，债主有权拘禁、奴役抵债者，甚至将其出卖。尽管如此，在王政时期贵族和平民的等级划分刚刚产生，两个等级之间的界限还不十分严格，他们虽然存在矛盾，但尚未发展到严重对立的地步。

从公元前509年罗马建立共和政体至公元前30年罗马确立帝制，史称罗马的共和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共和早期（公元前509年—前3世纪）和共和晚期（公元前3世纪—前30年）两个阶段。

共和早期，贵族直接掌握政权后，不仅享有经济上的特权（如占用公有土地），而且垄断了一切政治、宗教上的重要职位，逐步发展成为一个完全排他性的等级。这样就造成贵族和平民等级界限森严，在政治和社会方面的权利不平等，导致平民与贵族的矛盾与斗争日益尖锐起来。平民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存权利，在经济上，围绕着争取土地和取消债务奴役制问题展开斗争；在政治上，强烈要求提高平民的地位，保障人身自由和合法权益，并与贵族平等地参与政权，结束贵族独揽大权的局面。平民与贵族斗争得到的初步成果是于公元前471年获得创设平民议会和选举保民官的权利。平民议会由保民官召开，参加者只有平民。在平民议会上选举保民官和平民市政厅，也审理一些案件。起初，平民议会通过的决议只对平民有效。后经过长期而复杂的斗争，于公元前287年以后，平民议会获得了独立立法的资格，其决议可不经元老院批准就成为法律。保民官的人身不可侵犯，其职责是保护平民的利益，对贵族高级官员损害平民利益的行为，乃至国家机关违反平民利益的法案和决定可行使否决权。但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罗马实行的仍是习惯法，因循先例，没有成文规定。习惯法的规范比较含糊，对法律的解释权和司法审判权掌握在贵族官员手中，他们时常滥用职权欺压平民。通过平民长期斗争，公元前451年—前450年，罗马才制定了成文法，即《十二铜表法》。[11]这部法典严格维护私有财产，保护贵族的利益。但因法律已编成明确条文，量刑定罪以此为准，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贵族的司法专横。此后，平民的进一步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成果。公元前367年通过了著名的《李锡尼乌斯—绥克斯图斯法案》，平民获得担任国家最高官职的权力[12]，而绥克斯图斯本人在公元前366年当选为第一个平民出身的执政官。其他官职也对平民陆续开放。公元前326年通过了《波提利乌斯法案》，该法案禁止以人身抵债，废除了债务奴役制[13]，划清了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界线，开创了罗马奴隶主不再奴役本国公民，而是奴役外籍奴隶的道路。但罗马共和早期的奴隶制还处于低级阶段，由于主要的生产形式是小农经济，奴隶用在生产部门所占的比重不大。这一时期罗马的经济主要是农业和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还不发达。

共和晚期，由于前一时期平民反对贵族斗争取得了重大的胜利，在某种程度上完善了罗马的国家机器，缓和了自由民内部的矛盾，调整了自由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为罗马成功的对外扩张奠定了基础。公元前3世纪中叶到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百多年中，罗马经过3次“布匿战争”，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同时经过3次“马其顿战争”，彻底消灭了马其顿的势力；最后扑灭了希腊人的“反罗马运动”，终于在整个地中海地区取得了压倒一切的巨大胜利，把地中海周围的几乎全部国家和地区都纳入了自己的势力范围。罗马对多数被征服的地区和国家采取吞并而建立行省的办法，对那些“同盟国”“友邦”或“保护国”采取了一种过渡形态，到公元前1世纪以后，大部分也已陆续变成行省，并入罗马的版图。与此同时，罗马的社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奴隶制经济得到发展，以使用奴隶劳动和雇用自由民劳动的混合型庄园迅速崛起，小农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局面被打破，同时小农的破产，又引发了新的土地和债务问题。公民兵制逐渐被职业兵制取代，他们已由共和国的士兵演化成为带兵将领的私兵。阶级关系日益复杂，阶级斗争日趋尖锐。到公元前1世纪，共和国初期的两大阶级——平民和贵族，已经消亡，随后产生的新贵族和骑士也因内战而大都被杀戮或破产了。代之而起的是新的富豪阶级、军事殖民者和随着军事征服而来的奴隶阶级。奴隶主和奴隶的对立导致大规模的奴隶起义和灭绝人性的内战。总之，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共和国对上述出现的新矛盾已束手无策，国家权力不可避免地集中在少数军事统帅手中，最终导致共和政体的灭亡。

从公元前30年屋大维创建元首制罗马帝国，到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史称罗马帝国时期。元首制一直保持到284年。在元首制下，统治者恢复秩序，安定人心，加强城市建设，推行各项改革措施，使罗马的经济繁荣，城市化发展迅速，政局相对稳定。这一时期被称为罗马的“和平时期”或“黄金时代”。这一时期，为了建立易于防守的边界线，奥古斯都进行了一系列侵略战争，确定了罗马帝国的最后边界，形成地跨欧、亚、非三洲的大帝国。但到安东尼王朝的马可·奥里略时，帝国由盛转衰，日耳曼人越过多瑙河入境定居，从此，帝国的边境不再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界线，为后来“蛮族”大举入侵开了方便之门。从3世纪开始，罗马帝国的奴隶制陷入了严重的危机，罗马经济衰败不堪，农村枯竭，城市衰落；内战连绵，政局动荡不安，238—253年的15年间，共换了10个皇帝。各行省拥兵自重，独霸一方，帝国陷于四分五裂的政治局面。395年，帝国分裂为西罗马帝国和东罗马帝国。476年，日耳曼人“蛮族”统帅奥多亚克废黜了最后一个西罗马皇帝罗慕路斯·奥古斯都，西罗马帝国灭亡了。

二、罗马的文化与教育

罗马文化与教育的发展和特点显然与罗马各时期社会的历史、政治和经济状况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地理条件和历史的发展，罗马在文化上不可避免地受到相邻的希腊先进文化的影响。但罗马人并不是简单地模仿或承袭希腊文化，而是在许多方面保持并发扬了罗马传统文化的特点。罗马文化最重要的特点就是罗马的旧传统和希腊的影响同时并存。一切文学作品都具有这种双重性：文字是拉丁文和希腊文并用；文化人物也来自罗马和希腊两个方面。

在西方文明史中，古代罗马文明占有重要的地位。希腊文化主要是通过罗马的改装而影响到后代欧洲。因此，在文学、法律、政治、经济、军事、教育等领域，许多国家往往从罗马文化中得到有益的启迪。直至今日，西方国家的政治、军事、法律和社会制度的一些特点仍可以追溯至罗马时代。

正是因为罗马文化具有上述特点和影响，西方的历史教科书通常把希腊文化与罗马文化并称为希腊罗马文明。罗马在1世纪产生了基督教。君士坦丁统治时期，采取了承认和扶植基督教的政策。313年，君士坦丁与东部帝国的奥古斯都联名发表著名的《米兰敕令》（又称《宽容敕令》）。此后，基督教成为西方社会唯一重要的宗教，罗马文明逐渐过渡为基督教文明。[14]

在文化成就上，罗马人不像希腊人那样具有丰富的想象力和完美的理想，也没有为理论而理论的纯理论的兴趣。但罗马人更重视文化的实际效果及其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实用价值。因此，在这个时期，罗马人不重视纯理论的研究，在哲学和纯科学的研究上建树较少。但他们非常重视对政治和社会生活有实用价值的专门学科的研究，在伦理学、文学、史学、法律、实用科学技术和教育等学科的研究上都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丰富而全面的成果。

罗马的哲学是希腊哲学的继续，并且经历了哲学研究方向的重大转折。卢克莱修（T.Lucretius，约前99—约前55）用毕生精力撰写了著名的哲学新篇《物性论》，生动、系统地论证和发挥了德谟克里特和伊壁鸠鲁的原子论，并试图用这一学说去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一般认为，以西塞罗为代表的折中主义是把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斯多葛派、怀疑派等学说拼凑在一起，反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原子唯物主义，宣扬怀疑论的认识论和神秘主义、禁欲主义的伦理观。以塞涅卡为代表的晚期斯多葛主义，继承和发挥了斯多葛派的基本理论，反对伊壁鸠鲁、卢克莱修的学说，宣扬宿命论和禁欲主义，重视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强调道德伦理原则的传播和实际应用，是一种宗教伦理思想体系。罗马哲学的基本特点是：①继承和发挥了希腊哲学各学派的基本理论，学识渊博，但缺乏独创性。②重视哲学的实践意义，加强了对道德伦理问题的研究，伦理学被视为处世哲学，逐渐变成了研究的中心问题。③除卢克莱修的唯物主义哲学外，不少学派的思想都具有宗教意识，宣扬怀疑论的认识论和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是基督教教父哲学的重要思想来源。④开始时，大约在公元前3—前2世纪，各学派之间相互对立，并热衷于彼此争论，对伦理学问题的争论特别感兴趣，力争战胜别人，夺取胜利。随着各学派渗入罗马帝国的各个生活领域，各学派之间的派性逐渐消逝，论战也逐渐减弱，出现了学派之间相互融合的倾向。

罗马的文学和史学空前繁荣，因此，这个时期亦被称为“文学历史”时期。罗马拉丁文早在王政时代已经使用。大约从公元前3世纪后半叶开始，拉丁文逐渐被广泛利用并逐步完善起来。经过历代作者的创造，拉丁文逐步发展为与希腊文并立的文字。罗马学校要求学生必须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罗马的政治家和文人也都通晓两种文字。两种文字的竞相发展，使罗马文学在较短的时期里就获得长足的发展。从公元前3世纪起，罗马先后涌现出了位格·奈维乌斯（约前270—前200）、Q.恩尼乌斯（前239—前169）、卢西里乌斯（Gaius Lucilius，前180—前103）、卡图卢斯（Catullus，前84—前54）、卢克莱修、维吉尔（Publius Vergilius Maro，前70—前19）、贺拉斯（Q.Horatius Flaccus，前65—前8）和奥维德（P. Ovidius Naso，前43—后17）等著名诗人；普劳图斯（T.M. Plautus，前254—前184）、阿非尔（P.T.Afer，前195—前159）等喜剧作家；加图、西塞罗等拉丁散文作家。他们创造的拉丁文诗歌、戏剧和散文等文学作品广为流传，有些作品保存至今，为在世界广大地区传播罗马和希腊文化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罗马的史学和历史学家出现于公元前3世纪末。共和早期的杰出代表及著名作品为老加图用拉丁散文撰写的罗马史《起源》和寄居罗马的希腊籍史学家波里比阿（Polybios，约前200—前118）撰写的《罗马史》。共和晚期的杰出代表和真正有价值的历史著作有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前100—前44）的《高卢战记》《内战记》，以及萨鲁斯特（C. Sallustius Crispus，前86—前34）撰写的两部专题史《喀提林阴谋》和《米古达战争》。帝国时期是罗马史学创造的高峰时期，历史名著迭出，有：李维（Titus Livius，前59—后17）的历史巨著《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塔西佗（Publius Cornelius Tacitus，约55—约120）的长篇历史著作《历史》和《编年史》，普鲁塔克的传记名著《希腊罗马名人传》，阿庇安（约95—165）的《罗马史》24卷，狄奥·卡西乌斯（155—235）的《罗马史》80卷，阿米安努斯·马塞林努斯（330—400）的《罗马史》31卷。这些历史名著是罗马史学的经典和范本。许多作品还歌颂了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指出罗马人民具有爱国主义和公共道德观念，坚强的性格，勇气，责任心，纪律，自我克制，节俭，忍辱负重的精神，对父母、政府和法律尊敬等一系列美德。

罗马的法律是古代各国法律中内容最丰富、体系最完善的法律。它经过公民法、万民法和统一法3个历史时期。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前罗马通过的法律，大多属于公民法，主要包括习惯法和成文法，是罗马国家为本国公民颁行的法律。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成文法是公元前450—前449年，罗马政府迫于平民的强烈要求和压力颁布的《十二铜表法》。公元前2世纪中叶到公元3世纪初叶是万民法时期。万民法是继公民法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罗马私法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用来调整罗马公民和异邦人之间，以及异邦人与异邦人之间民事法律关系的。它主要包括行政长官的告示、法学家的解答和皇帝的敕令。这一时期比较著名的法学家有普罗古路斯、萨比努斯、盖乌斯、伯比尼安、保罗斯、乌尔比安和莫迪斯蒂努斯等人。从212年《卡拉卡敕令》颁布到565年查士丁尼去世，是罗马的统一法时期。罗马法从创新阶段进入整理、修订和汇编阶段。最早从事此项工作的是哈德良皇帝。他于130年指派著名法学家萨尔维乌斯·犹利安努斯（Selvius Julianus）组成一个委员会，将历年来的行政长官告示整理、修订。后经元老院通过并颁布，名为《犹利安努斯敕令》或《永久敕令》。此后，法律汇编工作受到历代皇帝的重视。其中，东罗马帝国的查士丁尼对法典进行了大规模的、系统的汇编工作，先后编纂了《查士丁尼法律汇编》《法学汇编》《法学阶梯》。查士丁尼去世后，法学家又将他在《查士丁尼法律汇编》后颁布的敕令编辑成书，称为《新敕令》。这4部法典反映了罗马时期，尤其是罗马帝国全盛时期罗马法的全貌。罗马法律的基本精神及大部分内容对后世文明，尤其是近代文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罗马的自然科学在整体水平上远不如希腊那样发达，但在农学、地理、医学，以及工程、建筑等实用科学技术方面，罗马人取得了重要的成就。

在罗马文化获得长足发展的同时，罗马的教育在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影响下也取得了迅速的发展。王政时期和共和早期，罗马还是一个农业社会。在公元前6世纪，罗马虽然已经有了文字，到公元前300年，已经出现了小学校，但这个时期，学校在罗马传统的教育制度中不占重要地位，教育的主要形式是家庭教育，父母和长辈是主要的老师。教育的方法是在实际生活中通过言传身教进行。如父亲带领儿子到田间耕种、收割，并在劳动过程中传授有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在劳动之余，便教儿子们学习投掷标枪、骑马、角力、游泳和有关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等儿子长大一些，父亲便带儿子们到各种社会场合，学习将来参与正式社会活动的本领，养成在社会生活中所必须遵循的礼仪和习惯。学习的方法主要是模仿和记忆，例如，通过模仿父辈的光辉榜样和历史英雄人物，学习罗马人热爱祖国、遵守法律、孝敬父母、勇敢、慎重、诚实、节俭和虔诚等传统美德；模仿长辈们在各种会议上的言行典范，学习在公众中讲演的技能技巧；通过背诵，牢记《十二铜表法》等。很显然，这一时期，罗马传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良好的农夫—军人。教育的核心内容是罗马公民的道德品质、农业生产的知识和经验、军事方面的知识和技能、社交活动的言行举止和礼仪。此外，罗马人也对儿童进行少量读、写、算的教育。罗马的女童则跟随母亲学习将来作为家庭主妇和母亲所必须掌握的有关知识和技能，如学习纺织、料理家务，以及阅读和进行宗教活动的仪式等。对于罗马人来说，教育只是为了实际的需要，因此，他们很少考虑与现实生活无直接关系的内容。

公元前3世纪中叶，罗马的对外扩张为希腊文化教育及文人学者和教师进入罗马打开了方便之门。尽管遭到罗马保守派的反对，但罗马当时的教育远远落后于希腊，需要学习希腊教育中先进的东西。因此，罗马按照希腊学校教育的模式，逐渐建立起具有罗马民族特点的学校教育制度。

（一）小学，通称为“卢达斯”（Ludus）

一般为私立学校，校址多设在庙宇或普通民房里，设备简陋。7～12岁的儿童都可以进小学学习。但实际上，小学以平民子女为主要对象，学费由教师自行规定。学习的课程包括读书、写字、算术及道德格言和《十二铜表法》。体罚在罗马小学中非常盛行，学生常常受到老师的鞭打。小学教师一般由奴隶或被释奴隶担任，他们收入菲薄，社会地位低微。奴隶主贵族和富家子弟多不在这种小学受教育，而是跟家庭教师学习初步的文化知识。

（二）中学，又称文法学校

12～16岁的罗马贵族及富豪家的男孩可进文法学校学习。开始时，这种文法学校是由希腊人开办的，主要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学，故称希腊文法学校。到了公元前1世纪初叶，随着拉丁文学的发展，这些学校发生了变化，增设了拉丁文、拉丁文学等课程。与此同时，拉丁文法学校也开始出现，儿童同时学习希腊文法和拉丁文法。[15]此外，还学习地理、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文法学校纪律严明，违反校纪常受到体罚。一般来说，文法学校教学条件优越，教师待遇优厚，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

（三）高等专业学校

罗马最早的高等专业学校是修辞学校。16～18（19）岁的罗马贵族或富豪子弟从文法学校毕业后，如果想担任公职，可进入修辞学校学习。罗马修辞学校也是罗马在征服希腊后，仿照雅典修辞学校的模式设立的。开始时，只有希腊修辞学校，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拉丁修辞学校也建立起来。教师是希腊和罗马的修辞学家和哲学家。修辞学校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专门的雄辩人才。课程主要为修辞学和雄辩术。此外，为培养具有广博学识的雄辩人才，修辞学校还开设了各种与雄辩术有关的课程，包括军事、政治、法律、哲学、伦理、文学、历史、地理、音乐、天文、数学、物理等。修辞学校的教学方法，首先是精读著名雄辩家的讲演词，然后由教师指定题目练习撰写讲演稿，并实习辩论，教师还教授学生用希腊文和拉丁文进行互译和演说。此外，帝国时期，罗马的法律日趋完善，律师成为一种重要的职业，于是法律学校应运而生。罗马境内相继建立了许多私立法律学校，学习年限为4～5年，教育水平达到大学水平，对实施法律教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与此同时，各地还建立了医学学校、建筑学校、机械学校。这些学校多采用学徒制，由著名的实际工作者担任教师，教学方法注重实践。

（四）大学

最初，罗马没有大学，罗马青年完成高等专业学校的学习后，若要继续深造就必须到希腊上学。例如，贺拉斯和西塞罗等曾在雅典上过大学。恺撒、卡西乌斯等曾在罗德斯岛求过学。75年，皇帝韦斯巴西安（又译韦斯巴芗，T.F.S. Vespasianus，9—79，其中69—79年任罗马皇帝）在和平庙建立了一个大图书馆，并试行教授职称，罗马大学开始萌芽。125年，哈德良（Hadrianus）皇帝模仿亚历山大里亚的图书馆，在罗马城创办了“罗马学府”，正式设立教授职称，并在法律和文法学校推行。这是罗马出现得最早的公立大学。学校聘请希腊、罗马的文学家、雄辩家、哲学家担任教授。他们除授课外还从事研究工作。各省城的许多青年都前来求学。但这种大学把教学和研究的重心放在希腊人已经探求过的学术上，对科学和理论建设并无多大建树。

罗马的学校教育制度是在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因此就简单地把罗马教育制度归结为对希腊教育制度的照抄照搬，是十分武断的。事实上，罗马在学习希腊文化教育的过程中，曾根据本民族的情况和需要做出了一些重要的调整、修改与补充，同时保持并发挥了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固有的特点，成功地将这两种文化教育不可分割地融合在一起。因此，罗马学校教育制度既是希腊教育制度的继承和保存，同时又是对希腊学校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具体地说，罗马的学校教育制度的最大特色就是为培养罗马理想的优秀公民，即杰出的雄辩家提供了最好的服务。与此同时，以平民子女为对象的普通教育也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罗马学校教育制度的另一个特色是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教育内容讲求实用，课程设置忽视体操、舞蹈、音乐、自然科学和哲学，但对各种实用知识和技能技巧，如文法和修辞、法律和历史等课程异常重视。教学方法重视实践，各种教学法和教学理论比希腊有所发展。正是由于罗马学校教育制度具有上述特点，所以，在中世纪结束开始重建教育时期，人们首先继承的是罗马的教育模式，而非希腊的教育模式。直到19世纪，这种教育模式还在欧洲学校中占据统治地位。

三、罗马社会文化对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影响

古代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受到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是罗马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真实反映。

第一，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与罗马对外扩张和对希腊的最后征服是分不开的。正是由于罗马征服了地中海地区，最终征服了希腊，希腊文化教育才如开闸之水直泄罗马。大批希腊文人学者和教师纷纷涌入罗马，创设学校，讲授知识，传播思想。希腊文化教育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必然会产生直接的冲突，并遭到顽固的抵制。但这种抵制并没有产生实际效果，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地传入罗马，并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教育的形式、内容和观念。这种现实直接促使罗马教育家深入思考有关教育的重大课题，进一步认识罗马教育传统与希腊文化教育的特征，努力寻求一条道路，从而既能保持固有传统，又能根据本民族的需要学习、借鉴希腊文化教育的优秀成果，并把学习、借鉴来的东西改变为罗马本民族的东西，进而赶上或超过希腊文化教育的水平。罗马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第二，罗马的传统文化，特别是思想意识形态具有浓厚的宗教意识和道德感。因此，教育家们更容易接受希腊各派哲学，尤其是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他们主张在教育中培养传统美德，包括热爱祖国、遵守法律、孝敬父母、勇敢、慎重、诚实、节俭和虔诚等。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最具代表性。

第三，长期以来，古代罗马是一个农业国家，长时间大量的农业生产劳动养成罗马民族崇尚实际、富于实践的民族精神。因此，罗马人很快就看准了应从希腊先进的文化教育中学习、借鉴什么。可以说，罗马民族是一个善于学习且学习效率很高的民族。他们清醒地从希腊文化教育中吸收比自己优越的东西：一是读、写、算，这是罗马公民应具备的基本素质。二是希腊文法，这是学习先进文化科学知识和与各民族交流的重要工具。三是雄辩术，这是从事政治活动的重要武器。这就为古代罗马形成以西塞罗、昆体良为代表的雄辩家教育思想，以及普鲁塔克的普通教育思想提供了适宜的环境。

第四，罗马民族崇尚实际、富于实践的精神在教育思想中还表现为：罗马教育家比较关注各门学科的教育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学组织形式等具体问题，比较忽视纯理论问题的研究和探讨，这就是为什么罗马没有培育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教育哲学家，却造就了如昆体良那样的教学理论家的主要原因。

第三节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它本身也是历史的，经历了一个从发生到发展，从不成熟到成熟，从零散到系统的演化过程。根据教育思想的具体形态的不同，这个过程可以划分为4个阶段：早期的古希腊教育思想，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确立，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一、早期的古希腊教育思想

早在《荷马史诗》中，就已经有了关于教育的记载。史诗直接记述了希腊英雄阿喀琉斯（Achilles）的教育情况。阿喀琉斯有两位教师，一位是喀戎（Chiron），一位是富尼克斯（Phoenix）。喀戎是半人半马的怪物，是神的儿子，以智慧和医术著称。他教阿喀琉斯各种知识和技能，如打猎、马术、掷枪、弹琴、医术等。自阿喀琉斯幼年起，富尼克斯就精心教育他。后来他自豪地对阿喀琉斯说：“是我把你教育成这个样子的。”赫西俄德在他的著作《工作与时日》中，记载了不少自己对兄弟的教诲。

这些记载涉及教育的许多方面（如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及教学方法），对以后希腊（特别是雅典）的教育颇有影响，但上述关于教育问题的文字带有直接的经验性质，主要是对教育的现象描述，只能视作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原始表达。

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开端是在公元前6世纪。之所以在这时产生了最早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因为希腊哲学的兴起。希腊哲学的最初形式是自然哲学，即探索自然界变化与发展的普遍原因和原则。哲学的兴起，直接促成了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以自然界为思考对象的自然哲学的兴起对教育思想产生的影响，主要不在于关于教育现象的具体主张和观点，而在于对教育现象的认识方式和思想方法。具体言之，自然哲学的兴起标志着希腊民族的思维水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它使人能够摆脱或超越直接经验形式的束缚，使关于对象的认识上升到理性，并赋予认识结果普遍性的理论思维的形式。只有当一个民族“学会”运用理性进行思考，才有可能真正产生关于教育现象的思想、理论。

希腊哲学最早出现在当时希腊最为繁荣的小亚细亚的伊奥尼亚地区，这里诞生了以泰勒斯为代表的米利都学派。他们的学说结束了传统神话对于世界的感性把握，而专注于探求世界万物背后恒常的东西。此后的希腊思想家在前哲开辟的理性主义道路上继续寻求隐藏在现象世界之中的本原和秩序。

几乎与米利都学派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所提出的教育主张，涉及古希腊教育思想的许多基本问题，蕴含了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一般倾向。这一学派的理论核心是把数当作万物的本原，并主张灵魂不死、灵魂轮回。他们的哲学首先是追求一种生活方式，即追求永恒解脱、超脱轮回的途径。由此，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净化灵魂，教导人们根据和谐的数的要求各司其职，从而保持完美的社会秩序。这种重视灵魂净化的和谐思想，对后来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

毕达哥拉斯把数当作世界的本原，认为人的灵魂是与宇宙、与神相通的，三者之间共通的东西就是万物本原——数。正是因为有了数的共通性，灵魂才可以认识万物，也只有通过数的概念，人类才能把握万物的本质；反之，数的概念及最能反映数的和谐的领域如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也通过这种共通性来影响人的灵魂，使之净化。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把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体育和医学当作主要的教育内容。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对教育问题的把握不是直观的，而是对普遍性问题的理性把握。毕达哥拉斯教育主张的提出，标志着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从此，希腊教育思想开始了它的发展历程。

继毕达哥拉斯之后，色诺芬尼进一步发展了理性主义的观念。他对以荷马和赫西俄德为代表的传统宗教观念、价值标准和风俗习惯进行了批判，并强调智慧，认为智慧是一种美德，而智慧就是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他认为神并不主动地昭示于人，人要自己去探寻，去逐步认识神。色诺芬尼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人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超越变幻的现象世界，深入事物背后，去接近永恒的真实——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认识关于神的真理，获得智慧。而通过感官知觉，人们只能把握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样获取的知识只能称为“意见”，意见是变化的，是不可靠的。

色诺芬尼的思想促进了古希腊教育向人文化、世俗化方向的发展，具有思想启蒙的色彩。虽然色诺芬尼对教育问题的涉及面不如毕达哥拉斯那样广泛，但他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内容，如对传统教育价值观的批判、知识与道德的关系、真知与意见的对立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对以后的智者学派、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影响。

就这样，在哲学思维的推动下，人们对教育现象有了更加深刻的理性认识，产生了早期的希腊教育思想，从而开创了希腊乃至整个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但同时也应看到，早期自然哲学家，包括毕达哥拉斯和色诺芬尼，并没有把教育当作一个专门问题进行研究，他们的教育主张是片面的、不完整的，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是在公元前5世纪。

二、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确立

公元前5世纪，希腊社会的巨大变化及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社会人事哲学的转变，对教育产生了新的要求，并促成了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这种标志就是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智者派在对社会、政治、道德等与人们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见解。在智者那里，希腊哲学发生了一次重大转折，不同于以往以研究自然本原为主体的自然哲学，他们开拓了以研究人和社会为中心的新的领域。尽管每位智者不一定有完整的思想体系，甚至不一定做过理论上的概括和总结，彼此之间也不一定有一致的观点，但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治学内容和共同的时代要求，赋予智者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着眼于现实，追求眼前对自己有用的、能够实现的目标，置价值考虑于真假问题之上，这是他们的共同特点。由此提炼出的以价值目标为核心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论是他们的哲学思维的最高准则。

在智者派看来，一切知识、真理和道德都是相对的，都有赖于具体的认知者，没有客观真理，只有主观意见。由此，普罗塔哥拉提出“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16]，以个人作为判断的唯一标准，实际上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朴素的人本主义的价值倾向。这在当时具有极大的思想启蒙的作用。

智者不仅在希腊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而且对希腊教育实践和思想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于种种原因，智者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现有史料中，只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教育论述被较多地保留下来。他们已经认识到教育与政治、道德具有密切的关系。普罗塔哥拉指出：“一个合理的国家的所有公民，包括坏的公民在内，比起一个既无文化，也无正义，也无法律，更无使公民养成公正习惯的强制力的国家的公民来，都要更好、更正直。他们的这种优越性归功于他们国家的法律、教育、文化。”[17]由此，普罗塔哥拉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这适应了当时民主政治活动刺激公民提高自己的素质和文化修养的要求，促进了古希腊教育的发展。

为实现他们的教育目的，智者们把修辞学、论辩术、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这既开辟了新的学术研究领域，又扩大了教育内容的范围，西方教育史上沿用长达千年的“七艺”中的前三艺（文法、修辞学、辩论术），正是由智者派首先确定下来的。这些教育内容适应了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对于发展民主政治、革新道德风俗观念都具有积极的启蒙作用，但也有它的消极作用，特别是到了后期，发展为诡辩术，损害了民主政体，败坏了社会风气。

总的来看，古希腊教育思想探讨的基本问题，希腊教育思想的一些基本范畴、命题、原理，在智者的教育思想中已有所触及，智者的教育思想已经指出了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和方向。不过，智者派的教育思想虽在形式上完整一些，但并未系统化。从智者派较为完整的教育思想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体系化教育思想之间，还需要一个过渡的中间环节，这个过渡是由苏格拉底完成的。

和智者差不多同时的苏格拉底，一方面，和智者一样顺应历史潮流，主要研究人和社会的问题，特别是致力于伦理道德问题；另一方面，他坚决反对智者的感觉论和怀疑论，反对他们的相对主义，大力倡导理性。正是苏格拉底响亮地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口号，倡导哲学变革，将教育主张建立在牢固的理性主义的基础上。

苏格拉底认识到，转折时期的希腊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持社会稳定并进而振兴社会，这首先涉及领导人的品质，从而引发出政治家的培养问题。因此，他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合格的政治专业人才，并由此而提出了“美德即知识”的知德统一论。苏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识等同起来，通过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来推出道德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此来反对“道德即情感、欲望”和“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的说法”的相对主义原则，以及“强权就是正义”的非道德原则，为道德规定了一个共同的不变标准。同时，“美德即知识”也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在苏格拉底所处时代，提出知德统一的见解，对于破除贵族阶级的道德天赋理论，也有着明显的进步意义。

从知德统一的观点出发，苏格拉底进而提出了德行可教的主张，从而肯定了教学与道德教育之间的内在联系。同时，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为道德教育的实践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知德统一的主张在希腊以后的教育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从中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通过传授一定的知识对下一代进行道德教育，一直在道德教育理论中占主导地位，而这一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知德统一论。

为了有效地传授知识，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苏格拉底创立了“精神助产术”。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并不是直接向学生传授具体知识，而是通过问答、交谈或辩论的方法消除错误与模糊的认识，寻求正确的答案，从而获得真正的知识。这种方法有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判断和寻求正确答案的积极性。

在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程中，苏格拉底的重要作用不仅在于他的思想直接影响了柏拉图，更重要的是，他总结了包括智者派在内的许多思想家的教育主张，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地理论抽象，使前人关于教育的见解、主张理论化，从而为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提供了必不可少的思想工具。因此，可以说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史上，苏格拉底发挥着承前启后的转折性作用。

三、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

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基本上有了独立的体系，进入了体系化时代。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继续探讨世界的本原和人生的理想。苏格拉底对于“善”“美”等人生和教育追求的最高目标并没有明确的定义。柏拉图提出了“相”和相论，将世界分为可感世界与可知世界；提出了以实现“正义”和“善”为最高目标的“理想国”的设计，把教育作为建立“理想国”的主要途径。

柏拉图主张通过教育把个人的发展与社会联系起来，通过城邦教育促使个体全面发展。国家的兴盛有赖于公民的素质，而教育必须适应组成国家的各类人的需要和潜力。柏拉图认识到，教育的责任是巨大的，影响到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柏拉图提出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培养“哲学王”。在关于“哲学王”的教育中，柏拉图提出了相对完整的教育主张，这种教育是以“灵魂转向说”为认识论基础，指出“灵魂转向”就是要使人从专注现实可见世界的种种变动事物转变到去认识可知世界中的真实存在，一直达到最高价值的“善的相”。而这种“灵魂转向”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柏拉图设计了一套理想的课程，即在学习体操和音乐这两门课程之上，还必须学习5门课程：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最后学习辩证法，成为“哲学王”。应该讲，柏拉图提出了包括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过程、教育方法在内的相对完整的体系化的教育思想。

亚里士多德继承并发展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亚里士多德发展了柏拉图的灵魂学说，不但提倡理性，而且认识到感性在人的认识中的地位与作用。他把灵魂分为植物灵魂、动物灵魂、理性灵魂，并将教育的阶段和教育的内容建立在他的灵魂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和谐发展教育的思想和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提出了自由教育思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本质在于理性，而理性只有通过求知才能获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人不只是追求知识，还追求幸福，追求快乐，追求欲望等。但亚里士多德认为，求知是人的最根本的本性，人的其他追求只能从属于这一本性。所以，人应以获得知识为最大的幸福和快乐。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认为，真正的求知活动只是出于爱好知识，并无其他目的。那么，人应该追求什么样的知识呢？这种知识应是关于最高原因和最普遍知识的最高智慧。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这种最高智慧就是哲学。

在希腊，米利都学派以来萌芽、成长的希腊理性精神，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里始成正果。“人是理性的动物”，这是亚里士多德对希腊精神的最高概括。并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把理性精神融入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提出了改善灵魂、发展理性，使人得到全面、完美、和谐发展的理想。古希腊人第一次理解并表达了这一思想，这是留给西方世界的伟大遗产。耶格尔[18]谈到这一成就时曾言：其他的民族造就了神、鬼和国王，唯有希腊人造就了人。

四、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广泛传播与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

在希腊化[19]时期，由于亚历山大大帝和罗马的扩张，希腊人被迫到处流亡。希腊人每到一地就办起学校，传播希腊文化。公元前272年，罗马人占领了希腊在意大利半岛的殖民地塔伦顿（Tarentum），许多希腊人被作为奴隶带到罗马，其中，希腊著名的文法学家安德罗尼库斯（Livius Andronicus）也被胁迫到罗马。在罗马，他被分派到学校教书，从此，罗马有了最早的希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罗马学校的课本内容十分贫乏，于是就动手把《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记》翻译成拉丁文。《奥德修记》立即成为罗马学校的重要课本，成为《十二铜表法》以外的补充读物。这样，古希腊文化教育便在罗马得到初步传播。与此同时，一些外交使节和商人也充当了希腊文化的传播媒介。一些罗马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希腊城邦留学，也成为传播希腊文化的重要力量。

希腊文化和教育的广泛传播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文化的形态，而且促进了罗马教育的新发展。这一时期，罗马的私立学校不断出现，许多希腊教师也纷纷到这里授课讲学，学校教育开始在罗马发展起来，形成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与希腊式的学校教育并存的局面。不过，这时的学校教育，范围还很小，其教育对象也仅仅限于上流社会的少数青年。罗马对希腊的最后征服，直接促使希腊文化教育进一步传播。希腊的哲学、文学、艺术、科学和教育成为古代文明的公共财富，被广泛介绍到罗马。希腊人遍及世界，变成了世界的导师。罗马人清醒地意识到这一点。正像罗马诗人贺拉斯所说：“被征服的希腊人征服了他的粗鲁的征服者，并把各种学说介绍给有乡村气的拉丁人。”但这并不意味着罗马人只是将希腊文化教育简单地移植到罗马及被其征服的广大地区的土壤上。实际上，罗马人在学习、借鉴和广泛传播希腊文化教育的过程中，结合本民族的实际需要，提出了富有特色的教育思想，进而影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演化进程。

罗马教育的希腊化经历了两个不同的时期，这就构成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以及形成与发展的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

公元前3—前1世纪，为罗马学习、借鉴希腊教育的时期，也是古罗马教育思想的萌芽阶段。在这个时期以前，罗马人已仿照希腊建立了卢达斯（小学）。公元前3世纪，希腊人在罗马建立了希腊文法学校（中学）和希腊修辞学校（高等专业学校），教师主要是希腊人，教科书是从希腊学校引进的，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教育目的也都受到希腊教育的影响。由于当时罗马没有大学，希望继续深造的青年先后到雅典等地的希腊大学留学，学习希腊的文化科学。他们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并致力于传播希腊文化和教育。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不仅丰富了罗马教育的形式和内容，而且对罗马的教育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这个转型时期，希腊教育的影响必然与当时盛行的罗马教育传统发生直接的冲突。一些罗马人认为，希腊文化、教育和生活方式的传入，严重损害了罗马人的生活和道德规范，破坏了罗马的文化和传统。在他们看来，罗马传统的美德是罗马取得成功的根本原因。因此，他们本着爱国热情，坚决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公元前173年，元老院以宣扬享乐主义为由，下令驱逐了两名伊壁鸠鲁派教师。12年后，元老院又发布禁令，禁止希腊哲学家及修辞学家在罗马居住。

与此同时，希腊文化教育的引进及其与罗马文化教育传统的冲突，引起人们对教育问题的关注和探讨，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萌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加图、瓦罗等人。

从现有的文献史料来看，古代罗马最早关注教育问题并尝试写作教育著作的人物应首推加图。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 Censorius，前234—前149）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历任罗马执政官和监察官等高级公职。他同时也是一位作家、演说家，用拉丁文撰写了《起源》《论农业》和《道德格言》等著作，并发表了演说100余篇，是拉丁散文的奠基者之一。在罗马教育史上，加图同样具有一定的地位。他曾写过一本对自己儿子的教育集，反映了其教育思想，可惜没能保存下来。但是普鲁塔克在《希腊罗马名人传》一书中转述了加图关于子女教育的观点和实践。

加图把子女教育视为头等大事。他的儿子出生之后，主要由其妻子亲自喂养。他一旦有空，也来亲自照顾儿子，如陪着妻子给儿子洗澡等。待儿子开始懂事，他就把儿子置于自己的管教之下，教他读书。当时加图家中有一个曾当过教师，精通文法的奴隶，但加图认为，让他的儿子给奴仆责骂，或者由于学习迟缓而让奴仆拧耳朵是不对的。于是他自己担当起家庭教师的重任，亲自给儿子教授文法、法律[20]，以及各种必要的课程；同时教儿子掷铁饼、骑马、拳击、游泳，进行军事体育锻炼。出于对儿子进行爱国主义和传统美德教育的需要，他还亲手用正体字写了一部罗马史，使儿子不必出门就能了解和熟悉自己的祖先及他们的传统习俗，并学习罗马民族的传统美德。此外，加图还非常注重身教，严格要求自己在子女面前如同在神面前一样，绝对不使用有失体统的言辞，并且绝对不和子女一同入浴。[21]

显然，加图实施和推崇的是罗马的传统教育。他追求的教育理想是培养罗马的合格公民。他认为，合格公民应具有传统道德品质，通晓讲演、法律、历史、医学、农业、军事等实用知识和技术，体魄健全，行为举止庄重、得体。教学方法以实际活动及言传身教为主，以课本教材为辅。

在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之际，加图为了维护罗马的文化传统，极力抵制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他指出，罗马人过去击败了大希腊、西西里和希腊本土的联合反抗，但被输入了希腊文明，使之征服了罗马人。罗马远征军带回了希腊艺术品、书籍、学者、教师、家奴、装饰、习尚，以及各种奢侈品和大量财富，使罗马人向追求舒适、悠闲、安逸和个人主义方面发展，而集体主义精神和克勤克俭等罗马传统的道德风范遭到削弱和背弃。正是出于这种担心，他于公元前155年，建议元老院将来讲学的两名希腊哲学家驱逐出罗马。不仅如此，加图还撰写了一部名为《起源》的历史著作，呼吁罗马人注意传统道德已处在危殆的边缘，提醒罗马人要爱护自己民族的传统美德，莫忘公民职责和尚武精神。不过，加图并不是完全否定和排斥希腊文化教育。他接受罗马起源与希腊神话的联系，承认一些意大利人来自希腊。他不喜欢雅典人的浮夸巧辩，但自己潜心研究雄辩术，热衷于演说，雄辞善辩，成为罗马的著名演说家。据西塞罗说，在加图去世100多年后，他的150多篇演说辞仍保留下来。他的《起源》一书中收入了自己多篇演说辞。

总之，加图在教育上关注的问题是如何实施和保持罗马的传统教育。他通过自身经历，具体、详细地描述了罗马当时盛行的家庭教育。他的有关论述反映了罗马传统教育的形式、内容和方法。

古代罗马百科型学者和教育家瓦罗（Marcus Terentius Varro，前116—前27）则与加图不同，他所关注的是学校教学内容的问题。他学识渊博，在语言文字、历史考古、哲学、自然科学、农业等多方面都有研究，著作多达数十种、上百卷，可惜只有少量保存下来。主要著作有《古代史》《训练九篇》和《学科手册》等。

《训练九篇》（Discip Linarum Libri IX），又称《教育九卷》，共分九卷，是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瓦罗在该书中分别阐释了当时文法学校盛行的“自由七艺”——文法、修辞学、逻辑学、算术、地理、天文和音乐。此外，还着重讨论了医学和建筑两门学科。《训练九篇》长期作为文法学校的重要教材，其写作方式对以后许多罗马作家的创作产生了影响，从而掀起了“百科全书运动”。昆体良的12卷本《雄辩术原理》，便是该运动的重要成果之一。

《学科手册》（De Lingua Latina），亦称《拉丁语论》。瓦罗在该书中将拉丁语中的词分为可变格的词和不可变格的词，还讨论了纯粹拉丁语的奇格的词尾变化形式，确定了规则动词变态体系，为拉丁文法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并长期作为拉丁文法学校的标准教科书。

综上所述，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见解，还只是具体、局部和描述性的，而不是对教育普遍性问题的理性的认识与分析。这主要是由于当时罗马仍处在从罗马传统的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的转型时期，两种教育制度并存，学校教育制度还未完全确立起来。

第二阶段：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公元前1世纪—476年，为罗马将希腊教育本土化或拉丁化的时期，也是古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的阶段。在这个时期，希腊文化教育大规模传入罗马，从根本上影响了罗马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教育观念。在这种情况下，加图式的抵制方式显然不可能产生任何实际效果。罗马人在希腊教育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了具有罗马民族特色的学校教育制度，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的文化教育逐渐融合在一起。现实促使罗马的思想家们进一步认识希腊文化和教育，并寻求一种既能保持固有的传统，又能接受高度发展的希腊文化教育的合理方式，从而促使罗马教育思想形成与发展。这个阶段教育思想的突出特点是，对教育现象的认识已逐步过渡到理性把握和反思的水平，标志着古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与发展。当然，罗马这个阶段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前一阶段所取得的思想成果为基础的。该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西塞罗、昆体良、塞涅卡和普鲁塔克等。

西塞罗和昆体良着重阐述了雄辩家的教育问题。雄辩术起源于希腊，在共和早期，雄辩术就从希腊传入罗马，并在罗马公民的政治和社会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到共和晚期，雄辩术进一步成为人们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因为当时只有雄辩家才有希望跻身于罗马的统治阶层，进而成为官运亨通的新贵族。于是，以培养雄辩家为目的的高等专业学校——修辞学校，便蓬勃发展起来。罗马教育逐渐从培养农夫—军人的教育转向培养雄辩家—政治家的教育。罗马教育的这种重大转变，直接促成古罗马教育思想的新发展。西塞罗不仅是罗马雄辩家的佼佼者，并且在理论上较系统地论述了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反映了当时罗马高等教育的理想和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不仅真实地反映了这种巨变，而且在理论上进一步阐明要把雄辩家培养成既深受希腊文化熏陶，又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的全面发展的人，从而在理论上成功地将罗马文化教育传统与希腊文化教育影响成功地融合在一起。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现象中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问题，进行了较为完整的认识与分析，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并促进了以后罗马教育思想的发展。罗马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皇帝独揽大权，政治家只需奉旨办事，已不能对国家的重大政治问题公开发表自己的主张。雄辩术失去了过去就政治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或影响公众舆论的作用。人们只是在法庭上还需要雄辩术进行控告与辩护，于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师或律师。昆体良所论述的雄辩术原理就是关于培养优秀雄辩家——律师的理论和方法。他突破了西塞罗局限在高等教育的范围内讨论雄辩家的培养问题，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罗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实践经验，提出从未来雄辩家咿呀学语开始教起，直到成为一个合格的雄辩家的一整套教育理论，在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对近代教学论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塞涅卡系统探讨了道德教育，包括道德教育的目的、途径、方法等。此外，他还论述了关于雄辩术教育、教育方法、学习方法等许多重要的教育问题。其中包含了对罗马教育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明显的理性特征，因此，应把塞涅卡的教育主张视为从西塞罗教育思想发展到昆体良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的中间环节。

与昆体良生活在同一时代的普鲁塔克所关注的不是雄辩家的教育问题，而是普通教育问题。他强调对儿童必须进行德育、智育和体育，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体健康的罗马优秀公民。这是由于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受教于著名希腊学者阿谟尼乌斯，青年时期曾广泛游历雅典等希腊历史名城，深受希腊文化的熏陶。因此，在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希腊文化的因素要大于罗马传统的因素。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不同于西塞罗、昆体良等人的一个显著的特点。但由于受晚期斯多葛主义的影响，他们的教育思想也有一些相同的地方。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表达了罗马人把新一代培养成全面、和谐发展的优秀公民的要求，对古代罗马的教育实施产生了实际的指导作用。

随着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产生和广泛传播，特别是325年基督教被罗马帝国尊为国教以后，宗教精神日益渗透到学校教育中去，世俗的古罗马教育开始逐步衰落，古罗马教育思想也发生了巨大的转变，逐渐建立起以基督教神学为理论基础的经院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并在欧洲封建社会中统治了一千多年。直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兴起，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才重新受到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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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古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

希腊民族关于教育问题的思考始于何时？由于史料的缺乏，目前还难以对这个问题形成明确的结论。从现有史料看，虽然在希腊神话和《荷马史诗》中就有关于教育问题的零星表述，但希腊教育思想的真正起源，应该说是与希腊哲学的兴起直接相连的。虽然在希腊哲学的最初形态——自然哲学中，哲学家们关注的主要是自然现象及其规律，人、社会、政治、道德和教育问题并不是他们注意的焦点，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完全忽略了这些问题。事实上，从自然哲学家们的著作残篇中，可以挖掘出一定分量的教育思想。在米利都学派，特别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爱利亚学派的哲学中，出现了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

第一节 自然哲学与古希腊教育思想的萌芽

黑格尔认为，当思想对思想本身进行反思的时候，哲学便开始了。公元前6世纪就是古希腊民族开始反思的时代，反思的对象主要是古代神话及其所反映的思想观念。

在自然哲学兴起前，神话是希腊人认识世界的主要方式。面对五光十色、变幻莫测的自然界，希腊人试图探寻种种自然现象背后的原因和规律。但除了凭借感性之外，他们尚没有别的机能去把握自然界，于是便想象在自然现象背后存在着控制自然现象的各种神灵，各种神话反映了古希腊人这种想象活动的结果。几乎每一个民族早期都经历过这样一个阶段，都有自己的神话传说。

渐渐地，希腊人开始不满足于对世界的感性的和想象化的解释，他们逐步反思传统的神话认识方式，并开始对世界的起源和基本规律进行探讨。这种反思和探索始于公元前6世纪的伊奥尼亚各希腊城邦，更确切地说，始于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家。正是他们，“对宇宙起源和各种自然现象做出了充满实证精神的、世俗的解释，全然无视宗教信仰的各种神力，无视既定的宗教礼仪和那些通过赫西俄德等‘神学家’诗人流传下来的神圣故事”[1]，形成了一个既外在于宗教，又完全不同于神话的全新思想领域。

自然哲学的出发点是对世界“始基”（即本原）的探讨。面对这个变化莫测的世界，面对山岳、河流、太阳、天宇，自然哲学家抛开旧式的关于神灵的传说而悬想：在这变化无常的“多”背后，是否存在恒常不变的“一”呢？这样，一切出于它，一切最终又归于它的“一”，亦即世界的本体，首次被提了出来。黑格尔指出：“在这种还没有意识到理智世界的阶段，我们当然必须说，必须具有一种很大的精神勇气，才能不承认自然界的这种丰满，而把它们还原到一个长存不变的单纯本体。说出这个不生不灭、常存不变的本体（连诸神也有神谱，也是活动的，多样的，变化的）是勇敢的；这个本体，泰勒斯说，就是水。”[2]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ro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35—前515年）则认为这个本体是无限的、无定形的“阿派朗”（Apeiron）。在阿那克西米尼（Anaximenēs，约前588—前525）那里，世界本体成为“空气”。较之泰勒斯的水，空气更具备阿那克西曼德提出的无定形的规定性，从而更有普遍性意义。但不管是水、“阿派朗”，还是空气，都结束了神话对世界的感性想象式的把握，而专注于探求世界万物背后那恒常的“一”。正如黑格尔所说：“有了那个命题，这种狂放的，无限纷纭的，荷马式的幻想便安定了……”[3]

几乎与米利都哲学家同时代的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期约在公元前532年）及其学派，把米利都学派哲学家的思想向抽象化方向推进了一大步，第一次从具体的现实世界抽象出一种具有感性特征的数，并把它作为世界的本原。较之米利都学派的物质性本原，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不仅更需抽象的理性来把握，更重要的是，它说明在这个多变的世界中有一种秩序存在，人们需要不断地学习、探求，以认识宇宙中完善的秩序。自从秩序被引入世界，人的理性活动就有了指向目标。

此后的希腊思想家就在先哲开辟的理性主义道路上孜孜不倦地寻求那隐藏在变幻的现象世界之中的本原和秩序，但这时他们又遇到一个难题：如果存在恒常不变的世界本体，它是如何转化成眼前丰富多彩的世界呢？对这个问题的不同回答，造成赫拉克利特（Heraclīto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04—前501年）与爱利亚（Elea）学派的尖锐对立。赫拉克利特否认不变的世界本原的存在，而以“流变”本身作为世界的本质，只是在这流变的世界中有“逻各斯”（Logos）存在，人的理性就是要寻求这世界的逻各斯；以巴门尼德（Parmenidēs，约前515—约前445）为代表的爱利亚学派却把多变的现实世界视作虚妄与假象，认为真实的存在是永恒静止不变的，人只有通过思维才能把握存在。他们之后的恩培多克勒（Empedoclēs，前495—约前435）、阿那克萨哥拉（Anaxagoras，约前500—前428）、留基伯（Leucippos，约前500—约前440）等人试图调和单纯肯定运动和静止的两种极端观点。他们所提出的无论是元素还是原子，都既具备爱利亚学派的“存在”的基本特征，即永恒、不变、均匀，又能够不断运动组合以形成这流变的世界。到德谟克里特（Dēmocritos，约前460—约前370）提出完善的原子论时，希腊自然哲学达到了它的顶峰，同时也走到了尽头。

自然哲学兴起的意义，绝不限于哲学史范畴。它不仅标志着哲学代替神话，成为希腊文化的基本内容，而且标志着希腊民族已经从最初的对客观世界的感性的、直观的猜测，过渡到理性的和本质的把握；标志着希腊民族的认识能力得到了根本提高。这是希腊文化发展的根本所在。自然哲学的兴起，同时也清晰地表明作为希腊文化基本取向的理性主义的形成。理性主义既是哲学发展的结果，又是希腊文化和哲学发展的基本原因。

对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而言，自然哲学兴起的意义同样是非常重要的。第一，自然哲学家首先提出了关于教育问题的一些尽管并不系统但范围广泛的见解。从现有的史料看，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等人都先后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教育的主张。以现代的标准衡量，这些教育主张既不系统，也不明确，甚至与教育还有一定距离，或者说并不总是直接论述教育的。但是，在教育远未制度化的公元前6世纪，这种形态的教育思想才是真实的。而且，也只有这种形态的教育思想，才真实反映了公元前6世纪希腊民族教育认识所达到的水平。另一方面，尽管自然哲学家们的教育主张在形式上是非专门化的，在内容上是不系统的，但他们所论及的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古典时期希腊思想家关注的教育基本问题，有许多事实上早已在自然哲学家们的视野中。即使是自然哲学家所提出的一些较具体的教育主张，也以不同的方式为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所继承。从历史的观点看，自然哲学家们提出的教育主张事实上构成了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基础。

第二，自然哲学家们探索客观世界所运用的思维方式，虽然并没有在他们自己的教育主张中得到明确和系统运用，但逐渐影响了希腊民族的思维方式，成为希腊人认识一切事物的认知方式，同时也成为古典时代希腊思想家系统探讨政治、伦理和教育问题的思维方式。与罗马人相比，希腊人在探讨教育问题时，显然更重视教育的基本问题，更重视教育的基本价值。之所以如此，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古希腊人在探讨教育问题时运用了自然哲学家们在思考自然现象时所使用的基本思维方式，即从教育的“本原”出发考察教育问题，探讨教育现象背后起支配作用的“逻各斯”。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系统阐述各自的教育思想时，首先是从人的“本原”（即人性）和国家的“本原”（即正义）出发，并由此入手考察教育和教学问题。而在他们做这样一种思考时，他们实际上涉及了教育的“本原”问题。正因为如此，古希腊思想家的视野中并不存在着纯粹的教育问题或政治、伦理问题。这一点绝不能仅以古希腊教育的制度化程度来解释。事实上，在古典时代，至少是雅典学校教育的制度化程度已经较以前大为提高了。正是古希腊思想家认识教育现象的特殊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博大精深的教育学说，并由此奠定了希腊在西方教育思想历史发展中的崇高地位。古希腊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影响之深远，是众所周知的。这并不能完全归结为古希腊思想家的聪慧和天赋，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当归功于他们的思维方式。因为关注教育的“本原”，避免了具体的时间和空间条件的局限，因而有可能提出具有普遍意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才是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力的。

第三，自然哲学家们所倡导的理性主义，同样是古希腊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动力。无论是在哲学上持感觉主义的智者，还是反对感觉主义的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在教育观方面事实上都坚持了理性主义的思想取向。他们同样反对权威，反对迷信，注重智慧的发展，强调教育的世俗性（即教育为个人和城邦的幸福，而不是为神灵）。古希腊思想家们的这种坚定不移的理性主义，保证了他们对教育“本原”问题的探讨。事实上，这二者也是相互联系、相互促进的。没有理性主义，就不会有对教育“本原”的探讨；反之，没有这种对“本原”的探索，理性主义就会成为非常空洞的教条。

第二节 毕达哥拉斯的教育思想

从现有史料看，在希腊，最早提出较明确和丰富的教育主张的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这个意义上，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教育主张的提出，是希腊教育思想史的重要开端。

毕达哥拉斯是伊奥尼亚（今小亚细亚半岛西岛）萨摩斯人谟涅萨尔库（Mnesarchos）的儿子，出生在公元前570年左右。据说，毕达哥拉斯的父亲是个指环雕刻师，或者是一名富商。早年，毕达哥拉斯继承父业，从事商业活动，并且正是实际的商业活动最先引起了毕达哥拉斯对“数”的关注。大约在公元前540年，毕达哥拉斯离开家乡萨摩斯到东方游学。他先后在埃及和巴比伦等地居住达15年之久，因此相当熟悉东方的宗教思想和僧侣制度。同时他还吸收了当地算术、几何、天文学等方面的优秀成果。此后，毕达哥拉斯又先后到希腊本土及克里特岛等地游历，直到45岁左右（公元前525年左右），他才回到家乡萨摩斯。多年的游历生活极大地丰富了毕达哥拉斯的阅历和知识，以至一向对先哲“不恭”的赫拉克利特也不得不承认毕达哥拉斯是知识最多的人之一。这些知识是他后来组建自己的团体并取得伟大学术成就的基础。

毕达哥拉斯返回萨摩斯不久，便离开那里，去了希腊，在南意大利的殖民地克罗顿居住。在克罗顿，毕达哥拉斯组建了一个团体，这个团体有严格的戒律约束，积极从事着政治、宗教、学术活动，并且一度取得克罗顿地方的政治领导权，还在南意大利其他许多城邦得势，盛极一时。大约在公元前6世纪末—前5世纪初，毕达哥拉斯团体遭到当时反对派势力的打击，毕达哥拉斯本人不久后去世。但团体势力仍然延续下来，直到公元前5世纪中叶遭到第二次沉重打击，团体成员大部分被杀死，其余逃到希腊各地。到公元前4世纪前期，团体消亡。

毕达哥拉斯的出生地伊奥尼亚，是以米利都学派为代表的早期自然哲学家们活跃的地区。他的故乡萨摩斯岛在僭主波吕克拉底（Polycrates）的统治下，成为当时希腊世界重要的经济、文化中心。早年，毕达哥拉斯接受了米利都学派思想的影响，“显而易见，毕达哥拉斯熟悉阿那克西曼德和泰勒斯提供的一切（关于万物本原）的物理学解释……但是，毕达哥拉斯掉转身来，把这些物理的原因，归诸超自然的原因”[4]。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变化呢？根据阿波罗尼乌的记载，在罗利岛的费雷西底（Pherecydes）的影响下，毕达哥拉斯开始了向宗教神秘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转化。毕达哥拉斯的东方游历，除了让他积累了丰富的科学知识外，也使他接受了大量东方宗教思想及僧侣制度的影响。（还有一种看法认为毕达哥拉斯的轮回说来自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奥菲斯教派。）正是由于毕达哥拉斯所处的特殊的地理环境和时代环境，以及他复杂的经历和所受的多方面的影响，使毕达哥拉斯在一生中，“既是宗教教师，又是科学天才，这一点为他的后学所继承，也为其他人所批判，然而，从来没有人否认过这一点”[5]。例如，比毕达哥拉斯年轻10岁的同代人色诺芬尼，就曾因他的灵魂轮回学说而嘲笑过他，赫拉克利特则因此指责他思想浅薄；而恩培多克勒对毕达哥拉斯崇敬有加，认为他丰富的知识令人惊讶，并将之归功于他早先二三十年的生活阅历。[6]

毕达哥拉斯没有留下著作。我们只知道在他亲手建立的学派里，大家都把这位大师的口头意见奉为圭臬。从后人有关毕达哥拉斯的论述中，至少可以确定三点：他接受了宗教思想中的轮回学说；他积极地从事在那个时代的希腊引起巨大兴趣的科学研究；他建立了一个复杂的团体，其成员的生活受一定的宗教和道德原则的约束，这个团体还积极从事着政治、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

毕达哥拉斯把物质与精神、肉体与灵魂、上帝与世界分离开的二元论，通过恩培多克勒和柏拉图等人，对后世的思想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也正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对生活实践准则的认真关注，第一次使伦理学和社会理论的问题成为哲学研究的课题，第一次使“人”的问题进入哲学家的视野。

一、毕达哥拉斯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数是万物的本原

在公元前6世纪的希腊哲学家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理性的思维和探究的道路，伊奥尼亚物理学家遵循了这条道路；另一条是宗教的唯心的神秘主义道路，当时盛行于希腊的奥菲斯教派为希腊人指引了这条道路。从此以后，希腊哲学的整个发展就表现为连续不断的争论，而在一些重要方面又表现出本国的一元论思想与东方的二元论思想，即希腊理性主义与东方神秘主义之间的调和。这两条发展路线并非截然分开，而是交叉的，时而分道扬镳，如在德谟克里特和柏拉图的思想中；时而它们又结合起来形成新的富有成果的思想，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就是这样。研究希腊哲学的学者都认为，毕达哥拉斯学派是最神秘而难以理清的学派。他们身上引人注目地结合着神秘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因素，以致后来整个学派本身发生分裂，分作严格坚持宗教戒律忌讳的“信条派”（Acousmatics）与发展理性传统的“数理学派”（Mathematicians）。

在毕达哥拉斯以前的希腊自然哲学家的思想中，自然与精神是不分离的。一切事物都是有生命的，包括石头，都注入了一定精神。因此，在他们那里，并不存在生命和精神的问题。到了毕达哥拉斯，在客观物质世界之先，出现了另一个抽象的世界——数。于是，物质与精神第一次被分离了。

继承伊奥尼亚自然哲学家的传统，毕达哥拉斯探讨了万物的本原问题。他认为：数是万物的本原。据说，有一次毕达哥拉斯经过一家打铁铺，听见打铁铺里传出的打铁声十分和谐悦耳。经过仔细观察后，他回家做了一个琴弦实验，发现如果甲弦负重12磅，乙弦负重6磅，即二者之间的比例是2∶1时，琴弦便发出八音度的谐音来；如果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2∶8或3∶2时，便发出五音度的谐音来；如果二者之间的比例是12∶9或4∶3时，便发出四音度的谐音来。这是西方有记载的第一次在观察经验基础上进行的科学实验，而毕达哥拉斯可能因此逐步领悟到世间万物皆归于数的原理。正如伯奈特（Burnet）指出的：“有充分理由假定，毕达哥拉斯是这样推论的：要是乐音归结为数，那么其他任何东西为什么不能归结为数呢？”[7]亚里士多德对此过程做了比较系统的概述：“毕达哥拉斯学派孜孜从事数学的研究，并且最先推进了这门学科，进而认识到数的本原就是万物的本原……他们似乎发现了数和存在的生成的事物有较多相似之处，比在火、水、土中能找到更多，如某种数是正义，另一种是灵魂和理性，再有一种是机会，几乎所有一切别的东西无一不可以用数来表述。还有，他们看到音律的特性和比例也是可以用数来表现的。一切其他事物就其整个本性来说都是以数为范型的，数在整个自然中看来是居于第一位的东西，所以他们认为数的元素就是万物的元素，认为整个天就是一个和音，也是数。”[8]

那么，数是怎样作为本原而派生出万物的呢？第欧根尼·拉尔修（Diogenēs Laertios）在他的《名哲言行录》中的记载有助于我们了解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万物的本原是单一，从这个单一产生了不定的二，不定的二是属于单一的质料，而单一是原因。从单一和不定的二产生出各种数，从数产生点，点产生线，从线产生面，从面产生体，从体产生可感觉的物体。可感觉的物体有四种元素，火、水、土、气。这些元素都互相转化并结合，产生出有生命的、有智力的、球形的宇宙……”[9]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看来，“1”是点，“2”是线，“3”是平面三角形，“4”是立体的角锥形，由这些几何图形构成世间万物。但是，点自身如何能产生线，线又如何产生面，面又如何产生体呢？在当时就有人提出了疑问。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对此做了比较精细的回答：物体是由一点构成的，这个点流动时产生线，线流动时成为平面，平面深度运动时就产生三度的立体。然而，单个的点又何以能够流动呢？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点是由能够自由运动的数生成的，而能够自由运动的数就是灵魂。

毕达哥拉斯认为，最能体现数的本原性的领域，除了音乐外，还有天文。这一点与其教育思想密切相连。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学习具有完善秩序领域内的知识，方可达到净化灵魂的目的。

毕达哥拉斯按照数的要求，构建了一个完整的宇宙体系。他认为：“宇宙的中心是火，围绕这个中心运动的是‘对地’，因为它自身便是一个地，而且它与我们所在的地相对，所以称为‘对地’；在‘对地’之后是大地，地也是围绕这个中心运动。地之后是月亮……”他认为，做圆周运动的天体共有10个（在毕达哥拉斯看来，10是一个完满的数目）。[10]在这10个围绕中心火运动的天体中，最外圈是恒星天，往内依次是土星、木星、火星、金星、水星，然后是太阳、月亮、地球、对地。毕达哥拉斯还认为，各种天体间的距离是成数学比例的，因此，它们在运行时会发出巨大的、和谐的声音。但是，只有少数贤哲才能聆听到此种天籁。在科学史上，将数学引入天文研究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一大贡献。

（二）道德观

在毕达哥拉斯的哲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关于人、关于人的灵魂和关于灵魂与宇宙万物关系的学说。他的哲学首先是一种生活方式，一条追求永恒解脱的途径。因此，与其他自然哲学家不同的是，毕达哥拉斯较早涉及道德领域。亚里士多德曾说，毕达哥拉斯是第一个试图讲道德的人。

毕达哥拉斯团体的所有精神、原则和行止，都植根于轮回说。如波菲留所述：“毕达哥拉斯对他的门人讲授过一些什么，已经无人清楚了，因为他们保持一种异乎寻常的缄默，但以下几点仍然是人们所共知的：第一，灵魂不朽；第二，灵魂能转移到其他生物体中；第三，已经发生过的事物还会以循环的方式重新发生，没有什么纯新的事物；第四，我们应把一切有生物都看作是同类的。”[11]人的灵魂处在一种循环的轮回之中，他将经历各种不同的生物体，历经磨难。只有经过彻底净化的灵魂，才能摆脱肉体的困扰，回到自由的“以太”，即神的世界。

在苦难的轮回中，灵魂又依怎样的法则选择它要寄寓的生命体呢？毕达哥拉斯认为，灵魂此生的体现形式取决于前生所度过的生活类型，它将在地狱里经过审判，得到相应的报偿或惩罚。[12]人身上最有力的部分是灵魂，它决定着人的生命变化。它可善可恶。灵魂向善，人就会获得幸福；灵魂趋恶，人生终会不幸。所以，毕达哥拉斯学派特别强调灵魂的净化，认为人应该在内心里对卑劣的行为感到悲哀、恐惧，对良善的行为感到喜悦；应该通过研习音乐与天文，使灵魂体悟到一切皆数，并由此得到净化。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道德观的核心，是“和谐”和“秩序”。他们认为，追求和谐与秩序就是善，相反即是恶。在个人道德中，他们讲求和谐，认为美德是一种和谐。毕达哥拉斯学派记录道德说教的《金言》中，提出个人要敬神，敬父母，对他人言行公平，强调中庸，反对过分的行为和欲望，尤其反对过度的食欲与色欲，强调对食色行为要加以节制，但这一节制又以不带来痛苦为限；要求过一种清洁、简单的生活，慎勿有可以引起嫉恨的动作；友谊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因此需用道德标准选择朋友，对朋友要谦让、忍耐。[13]这种和谐思想对亚里士多德的“中庸”思想是不无影响的。

在社会道德中，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推崇“秩序”。他们认为，数的排列是和谐的、有序的，所以社会也应当有和谐的秩序。在他们看来，社会秩序是在不平等中存在着一种更高的平等，所以就像自然界一样，社会秩序本身就应有不同的等级。人们应该从这种等级中而不是从一切人的机械平等中去寻找矫治社会的办法。按照几何比例的平等法则，个人的权利应与他的贡献相对应，于是每个市民在国家中便有了指定的地位。国家靠法律来规定和维系这种秩序；而在各个等级之间、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则应当通过爱来沟通、联结。在这样的社会秩序里，像毕达哥拉斯这样的贤哲的天职，就是成为他们同胞的精神向导，就像他在克罗顿所做的那样。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主张的实际上是一种知识贵族的政治，这个贵族以指导国家事务为己任。从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柏拉图所设想的“理想国家”的思想渊源。

二、毕达哥拉斯的教育思想

在某种意义上，毕达哥拉斯学派可以说是一个规模庞大的教育组织和学术机构。杨布利柯曾经记载了该学派的活动。

克罗顿这个杰出城邦，是毕达哥拉斯以他的教导获得许多门徒的第一个地方，他赢得了600名以上的公民，他们不仅热衷于他所传授的哲学，据说还是财产共有的公社成员。他们按照毕达哥拉斯的教导，过着共同的生活，这600人都是哲学家。根据资料，还有许多号称为“信条派”（在这里，杨布利柯认为毕达哥拉斯的门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交出财产的数理派，他们得到精深的科学知识的传授；而另一部分则不用交出财产，他们是只严格遵守团体各种戒律的信条派。有些史学家认为这两派是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后期分化的。——引用者注）的听众，他们是他到意大利做第一次讲演时就成为他的门徒的。还有2000名以上的听众，也被他的讲演说动，衷心信服以致不再回家，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一起建立了一个宏大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听众之家，被称为大希腊城。他们从毕达哥拉斯那里接受教导和法规，并当作神圣的盟约那样遵循。[14]

正是在对世界和人的广泛思考及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毕达哥拉斯提出了范围非常广泛的教育主张。

（一）教育目的

毕达哥拉斯关于教育目的的见解，是与其轮回说相联系的。毕达哥拉斯认为，个人接受教育的唯一目的是净化灵魂。人的灵魂是与神和宇宙本质相通的，它是神圣的、永恒的。灵魂降临人寰、投入人体是一种惩罚。根据赏善罚恶的报应原则，灵魂在世间经历轮回转世，因此，肉体实际上是对灵魂的禁锢，感官和欲望加诸灵魂许多限制与痛苦。若想摆脱这无尽的轮回，重归于神的怀抱，永享福祉，唯有通过神秘的入教仪式，从事科学研究、哲学思考，净化灵魂终至摆脱肉体的困扰。[15]这是人生的唯一目的，也是教育的最终目的。然而，在灵魂得到净化、重返神境之前，在世间芸芸众生之中，什么样的人的灵魂最接近于净化，应成为遵循的楷模呢？毕达哥拉斯认为，人世生存的最高等级当为游吟诗人、医生或王子那样的生活。但培养这几种类型的人，是否应当成为教育在现世所追求的目标呢？关于这个问题，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并没有留下明确的言论。

而在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政治、教育活动中，并没有把培养门徒成为游吟诗人、医生或者王子似的人作为重心。他们更多的是力图影响人们的思想，成为人们精神上的指导，指导人们按照和谐的数的要求，根据自己的贡献各司其职、各得其所，从而保持社会的完美秩序。在克罗顿，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事实上成了城邦政治生活中的知识贵族（正如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设想的那样），指导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保证整个社会秩序的和谐。而培养出这样指导国家事务的知识贵族，是否实质上就是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教育的社会目的呢？毕达哥拉斯进一步认为，只有在治理良好、秩序完美的社会中，个人才可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关于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话中得到证实。一次，一位父亲问毕达哥拉斯的信徒，怎样才能给他的儿子最好的教育？这位信徒回答说，他只有成为一个治理良好的国家的公民，才能受到最好的教育。[16]由此可以推论，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所主张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能建立和指导完美社会秩序的人，进而在这样完美的社会秩序中，培养遵循良好秩序的社会公民。

（二）教育内容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既然把净化灵魂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那么，什么样的教育内容有助于达到这个教育目的呢？

据说，当菲罗斯的僭主勒翁问毕达哥拉斯是什么人时，毕达哥拉斯回答说他是“一个哲学家”，意即爱智慧者。什么是智慧呢？毕达哥拉斯认为，智慧不是一个名称，而是严格意义上的科学，是精确的知识。但并非每个领域都存在精确的知识，相反，只在少数几个领域里才存在着科学。毕达哥拉斯及其门徒认为，知识是以数学为基础的。只有通过数，事物的本性才能被认识。这也就是说，只有当事物中的数学关系被认识之后，人们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本身。如果没有数，人就不可能认识任何东西。“实在，任何东西所以能够被认识，是由于有‘数’……因为‘数’的本性是认识的原因，在费解的和不知的事物中，‘数’能给每个人提供指导。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任何存在的事物，无论它们自身或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都是不清楚的，除非是那里存在有‘数’及其本质。事实上，正是‘数’使万物通过感性知觉和灵魂相适应，使它们成为可以认识的，并且可以彼此比较……谬误不能以任何方式进入‘数’，因为谬误和‘数’的本性是彼此敌对的，而真理是和‘数’有关的，并且紧密地和‘数’结合在一起。”[17]由此可见，数在人类认识中起着决定性作用。

按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观点，世间万物是无定形的，而无定形的物体的数量关系是不确定的，无法计算的，无法下个好的定义，所以关于这些无定形的物体是不能有科学、不能有精确的知识，也即不能被认识的。由此，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科学只与完善和有序的领域有关，即只与音乐和天体有关。不仅如此，数的概念本身，以及最能反映数的和谐的领域如天文、音乐，也能影响人的灵魂，使之净化，最后超脱轮回。因此，毕达哥拉斯学派积极投身对数的研究。普罗克在《欧几里得〈几何原理〉注释》中，记录毕达哥拉斯学派将数学研究分为两种四个方面：第一种是研究多少的，即研究不连续的量，其中研究绝对不连续量的是算术，研究相对不连续量的是音乐；第二种是研究大小的，即研究连续的量，其中研究静止的连续量的是几何学，研究运动的连续量的是天文学。这实际上也正是毕达哥拉斯学派教育的主要内容。

1.算术与几何

既然毕达哥拉斯学派把数作为万物本原，理所当然，他们把关于数的概念的学科——算术的地位，放在最高的地位。因为没有数，就根本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存在，能够被认识；反之，撇开其他事物是可以认识数的。正是从数产生出几何图形，然后再从几何图形产生出万物。因此，虽然几何学也是重要的，但“算术是远远高于别的一切科学的，特别是高于几何学……当几何学对一个问题失败时，算术能够加以证明，同时，如果问题是涉及形式（即数的本原）的，算术也能探讨‘形式’”[18]。虽然毕达哥拉斯最著名的科学发现是几何学中的毕达哥拉斯定理，但在当时，他们对算术的重视是远远高过几何学的。

2.天文

毕达哥拉斯认为全部天体组成一个和谐的、有秩序的宇宙——“科斯摩斯”（Cosmos，意即有秩序的世界）。各个天体间的距离是按音节有序排列的，它们运行时也会发出和谐的声音。如此和谐的宇宙是与人的灵魂相通的；而人也应当研究天文以净化自己的灵魂。

3.音乐

据说毕达哥拉斯正是在对谐音的研究中发现数是万物本原的原理的，因而他尤其推崇音乐对净化灵魂的作用。在希腊音乐中，全音阶中共有4个主要的谐音，其比例是4∶3，3∶2，2∶1，4∶1。毕达哥拉斯派认为，它们都可以包括在数的系列1，2，3，4中，这些简单的比例是最悦耳的，它可以敲响灵魂的同类的谐音。毕达哥拉斯深信，向感官灌输音乐，“对人类来讲是头等重要的事情。随着而来的是，他们能观察美的外貌和形式，并听到优美的节奏和旋律，因此，他是第一个充满节奏和旋律确立音乐教育的人”[19]。音乐能医治人类坏的品性，能使人的心灵恢复到质朴的状态，得到净化。

4.体育和医学

早期毕达哥拉斯派出于灵魂进入肉体是接受惩罚的观念，以为摆脱肉欲是净化灵魂的可靠手段，从而敌视肉体，把肉体需要看成是发展精神力量的障碍，导致在生活中他们力求限制肉体的需要，抵抗外来诱惑与影响，进而使肉体成为心灵的一种有效工具；再加上他们禁杀生灵的素食习惯，大大影响了他们身体的健全发展。到了后期，毕达哥拉斯学派这种净化的观念逐步被加以修改。这时有人提出灵魂是一种和谐的观点，肉体的和谐可以促进居于其中的灵魂的和谐；并且，不仅肉体与灵魂分别要保持和谐，而且肉体与灵魂二者之间也要达到和谐的关系。因此，他们改变了从前弃绝肉欲以净化灵魂的做法，而是以数学、天文和音乐净化灵魂，以体育和医药净化肉体。据说，他们在听课之余从事角力、赛跑、投掷等传统的体育活动。

除此之外，毕达哥拉斯学派还传授荷马和赫西奥德的诗歌，这大概是出于他们培养游吟诗人的想法。

（三）教育方法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教育方法，实际上是一种特殊的生活方式。他们认为，生活是极其严肃的事情，正确的行止需要一种系统的训练。因此，新加入的信徒首先是让他净化灵魂，清除灵魂上的污垢。怎样清除灵魂上的污垢呢？那就要求保持长期的沉默；每天做一次严格的自我反省，即在一天的言行之后，要默想和反省自己是否有犯法的言行，是否有未尽到的义务；应该在内心里对卑劣的行为感到悲哀、恐惧，对良善的行为感到喜悦，然后用音乐驱除白天精神上的激动回响，以净化他们受到搅动的心灵，使他们平静下来处在做好梦的状态；早晨醒来又让他们听人唱特殊的歌曲和用竖琴演奏的旋律，以清除晚上睡眠中的麻木状态。此外，还有更高级的净化形式，就是进行内心修养，使信徒无论是在众人前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都不做卑劣的事情，并且时刻保持自尊，这样就能净化灵魂。

在清洗灵魂的同时，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还要求学习和研究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及医药等科学，以便领受数的和谐，促进灵魂的和谐与完满。后期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阿契塔认为：“对于人们尚无知识的题目，人们必然只能或是通过向别人学习，或是自己去发展它，才能得到（关于这个题目的）知识。所以，凡是学来的知识总是来自别人或外来的帮助，凡是发现的知识总是靠自己独立的努力……可是，如果人们不知道如何去探求，发现也是不可能的。”[20]至于如何探求、怎样去得到别人的帮助，毕达哥拉斯学派并没有明确的资料说明。但从现有的史料可以知道，毕达哥拉斯提倡弟子们在听讲时低头默听，不允许发言提问。由此可见，毕达哥拉斯是注重冥思默想式的思维活动的。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教育主张和实践中，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由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持有众生灵魂平等的观点，因此，他们的教育对象是相当广泛的，更难得的是他们据此认为男女是平等的，所以同时也吸纳妇女进入他们的团体。在杨布利柯的《毕达哥拉斯传》的记载中，指名提到的毕达哥拉斯学派成员有200多人。其中，男性218人，女性17人。他们来自希腊各地，甚至远至西西里的叙拉古，北非的迦太基等地。这种对女性教育的重视，在当时的希腊世界是非常罕见的。

对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教育活动，历来是有争议的。公元2世纪的罗马人琉善在他的《出售哲学》一文中，对毕达哥拉斯派的教导极尽嘲讽。他指出，毕达哥拉斯派以“最美妙的哲学”为招牌，标榜能使人“成为非凡的人”，领悟宇宙的和谐，获得再生，实际上却什么也不教，只教人回忆。当买主问他怎样才能回忆时，他告诉买主“先净化你的灵魂，把上面的脏东西洗干净”。如果是已经净化了的灵魂，那就要保持长期的沉默，闭口无言，整整5年不说一句话，即5年内只许听讲，不许提问，而且不吃有生命的东西和“神圣的豆子”，学习音乐、几何、数学，“领会神就是数字、和谐与万物的始基的奥妙”[21]。

毕达哥拉斯学派一直被认为是古希腊历史上最难以把握的学派，因为它的创始人从一开始就主张述而不作，甚至连团体的言论、活动也对外保密。据说，有人就是因为违反这条规定被抛进大海。所以，关于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资料，流传于世的非常有限。同时又由于毕达哥拉斯学派活动的时间长达3个世纪，期间受到外界各种学说的影响，内部也曾有过分化，因此，想要完整把握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思想，和这些思想在不同时期的变化，是非常困难的。尽管如此，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重要历史影响是公认的。罗素写道：“我们不知道有什么别人对于思想界有过像他那么大的影响。我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对所谓柏拉图主义的东西倘若加以分析，就可以发现在本质上不过是毕达哥拉斯主义罢了。”[22]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的理论，通过对柏拉图的影响，以后又融合了新毕达哥拉斯派和新柏拉图派的神学唯心主义，深深影响了古代基督教哲学，以致整个中世纪经院哲学。

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希腊教育和教育思想史上的贡献同样重要。黑格尔认为，毕达哥拉斯是希腊的第一个民众教师，他所创建的团体是希腊最早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极力推崇并进行了大量研究的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后成为希腊学校最基本的教学科目，并且一直沿用了一千多年。毕达哥拉斯及其学派在教育史上最大的贡献，在于他们将秩序引入世界，引入科学，从而为人的学习、探究树立了目标。自此以后，希腊人的思想活动都把寻求关于世界的完美秩序（包括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作为自身的目的。理性主义由此得到强有力的支持，并逐渐成为希腊思想、文化和教育的主流。

第三节 色诺芬尼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色诺芬尼（Xenophanēs）生于小亚细亚西岸伊奥尼亚12个希腊殖民城邦之一的科罗封。关于他的生平，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说：“色诺芬尼是德克修的儿子，或者按照阿波罗多洛的说法，是科罗封人奥尔托门尼的儿子……他被逐出母邦，在西西里的仓克勒（Zancle）和加塔纳（Catana）度过了他的一生……他写作史诗、挽歌和长短格的诗，谴责赫西奥德和荷马，反对他们关于神的说法，他也吟诵自己的诗作。据说，他和泰勒斯与毕达哥拉斯的观点相反，他也攻击埃皮美尼德（Epimenides）。他寿命很长，正如他自己在某处所说的那样：67年已经过去，这与我出生之时，尚有25年之久……他的鼎盛年约在第66届奥林匹亚赛会（公元前540—前537年）。”[23]

关于色诺芬尼的生年，至今还存在争议，但一般学者推断他比毕达哥拉斯年轻，比赫拉克利特年长，这大概是可信的。色诺芬尼一生是个游吟诗人，他的职业就是在希腊各地贵族们举行的宴会上吟诵荷马、赫西奥德等人的史诗，或者他自己创作的诗篇。在当时的社会风尚下，这虽然还是颇受尊敬的职业，但据记载，色诺芬尼的生活是相当贫困的，曾经因为没有财力雇人而只得亲自埋葬自己的孩子。

作为一个游吟诗人，色诺芬尼有相当数量的诗篇片段保留下来，其中包括一些挽歌、讽刺诗、论自然的诗句和关于科罗封及爱利亚城邦的叙事诗。相对于其他早期希腊哲学家，色诺芬尼能留下这么多资料是相当宝贵的，因此，格思里说，色诺芬尼是古代希腊哲学家中“第一个留下有无可辩驳的，相当数量著作的哲学家”[24]。

色诺芬尼一生大部分时间漂泊不定，关于他最后是否在爱利亚定居，甚或他究竟是否到过爱利亚，尚存争议；关于他与爱利亚学派间有怎样的联系，以及他对巴门尼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也无定论。但一般观点认为，色诺芬尼的思想是从批判荷马和赫西奥德的神话开始，他的思想启发并影响了巴门尼德的哲学，所以他是爱利亚学派的先驱。

二、对传统神话及教育价值观的批判

色诺芬尼是一个游吟诗人，同时也是一个思想家。他漂泊于各地，以敏锐的眼光观察旅途中所见的各地奇观，不同的宗教习俗和特异的自然风光；他到处吟诵荷马和赫西奥德的神话、史诗，同时也以一种批判精神去观察本民族的生活、活动和思想意识。他发现自己所吟诵的神话、史诗中有许多矛盾和问题，于是尽情发挥其讽刺的风格，无情地嘲弄那些只要在他看来是荒谬的东西，特别是嘲弄和批判旧的关于神的观念，从这些批判中一步步得出他自己关于“神”的结论。

色诺芬尼对旧神的批判反映了社会的变化和新需要。在色诺芬尼之前很长的时间里，《荷马史诗》和其他神话一直是希腊人宗教和伦理教育的范本，荷马本人也享有崇高的威望。色诺芬尼的残篇说：“自古以来，人人都以荷马为榜样。”但是，《荷马史诗》主要反映的是英雄时代人们的风俗习惯和精神面貌。那时，希腊社会尚处在原始社会晚期，杂婚制、群婚制、对偶婚制并存，还没有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的观念，还不以抢劫、盗窃为恶，也无所谓奸淫、强奸等观念。所以，那时候的神话、史诗自然也是按这种社会生活描绘诸神的。例如，在神话中就有宙斯娶妹妹赫拉为妻，诱拐腓尼基国王女儿欧罗巴，又和底比斯王后阿尔克墨涅生出大力士赫拉克勒斯等。

但在色诺芬尼生活的时期，希腊城邦奴隶制已经形成，新的经济政治制度及新的生活方式产生了新的人伦关系和社会观念。传统神话、史诗的具体内容与现实生活越来越脱节了。歌颂乃至仿效诸神的这些行为，无异于破坏新兴的社会秩序和伦理关系。其实，在色诺芬尼以前，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公元前7世纪末和前6世纪初的诗人，在吟诵宴会诗时，就已开始劝说人们行善，不要歌颂神灵之间的斗争。[25]社会生活条件的变化，人们行为观念的改变，为色诺芬尼对旧神话的批判创造了条件。色诺芬尼对旧神的批判，实际上就是对旧道德、旧秩序的批判，是理性对生活秩序的呼唤。从保留下来的色诺芬尼的残篇中，可以看出他对荷马和赫西奥德关于神的看法的批判主要有三个方面。[26]

第一，批判他们用人性的弱点和罪恶描绘神明。这方面有塞克斯都·恩披里柯的《反数理学家》保存的残篇。

“荷马，赫西奥德赋予神一切，包括人的那么多耻辱和谴责：奸淫、彼此欺诈和盗窃。”

第二，批判他们赋予神以人的形象，甚至动植物的形象。这方面的残篇如下。

“凡人们以为诸神是诞生出来的，穿着衣服，并且有同人们一样的容貌和声音。”

“埃塞俄比亚人说他们的神的皮肤是黑的，鼻子是扁的；色雷斯人说他们的神是蓝眼睛、红头发的。”

“可是，假如牛、马和狮子都有手，而且像人一样都能用手画画和塑像，它们就会各自照着自己的模样，马画出或塑成马形的神像，狮子画出或塑成狮子样的神像。”

“象征巴克科斯（Bacchas）的常青树摆在华丽大厅的周围。”

色诺芬尼对神话的批判可谓一针见血，击中了神的拟人化这个致命弱点。所有宗教不过是现实世界在人们的主观意识中变形的反映，因此，凡一切人创的神皆有无可避免的拟人性，且随着信奉者本身的差异而变化，这一点对于至尊的神来说，却是不可思议、不可接受的。

第三，批判传统诗人将诸神划分等级。这方面没有色诺芬尼自己的残篇，只有欧塞比乌（Eusebius）的记载。

关于神，色诺芬尼指出，在他们（诸神）之间不存在统治关系；认为诸神中有一个统治者，那是渎神。无论在哪一方面，诸神都不欠缺任何东西。

古希腊悲剧诗人欧里庇得斯在《赫拉克勒斯》中，也记载了色诺芬尼的思想。

我不相信神欣赏不正当的爱情，也不相信神灵们真的会犯罪，也不认为一个神要去统治另一个神，因为倘若真的是神，他就不欠缺任何东西，那些都是歌咏者们的无稽之谈。[27]

另外，色诺芬尼还批判了占卜、预言等迷信活动。

色诺芬尼对于传统神话的批判是深刻的、彻底的。他以前的自然哲学家们虽然都提出了各自关于世界的不同于神话的解释，那实质也就是对传统神话的扬弃，但尽量避免了与传统神话的直接交锋，仅仅另外开辟了一个思想世界。与他们相比，色诺芬尼是激进的，他直斥旧神的人性化弱点，动摇了它自立的基础。策勒尔说得好：“普通人的信念是将文明的重要成就，如农业、栽培技术、火的发明和使用，以及其他发明等，都看成是神所赐予的。色诺芬尼第一个将这些看作人类自己的创造。正是在他的关于宗教的论述里，他显示了最大的洞察力。在这里，他也看到了人的作用：神的特征是由不同民族的人的特点所决定的。”[28]

应该说，米利都自然哲学家们提出的“什么是本原”的问题，首先突破了旧神话世界观的窠臼，而色诺芬尼对神人同形论的批判则动摇了神话世界观的基础。另外，色诺芬尼本人的自然哲学观又进一步加强了他对旧神的批判。例如，在《荷马史诗》中，彩虹被说成伊里斯（Iris）女神，披着彩云外衣去传达宙斯的旨意。色诺芬尼却对它做出纯自然的解释：“所谓伊里斯，其实不过是一团云，看起来是紫的、鲜红的和黄绿色的。”[29]关于“爱尔谟圣火”，色诺芬尼说，那是“由于浮云的运动而发出的闪光”。

现代西方学者都注意到色诺芬尼的用语“所谓伊里斯”“所谓圣火”的含义，指出“他的动机是反对将这些自然现象当作神的流行观念”，而“同样地不相信传统宗教的动机，想必起了作用”[30]。

既然色诺芬尼把旧的人形神一概斥为荒谬的，那么，究竟有没有神，神又应该是什么呢？亚里士多德谈到色诺芬尼时说：“但当他凝视整个天空时，他说一是神。”色诺芬尼的基本思想就是万物的统一，那就是“一”（all one）的统一。这“一”同时又是神，无始也无终，总是与自身相同，因而是不可改变的。色诺芬尼这样来描述神：“唯一的神，在所有神和人中最伟大，无论是形体还是思想都和有死之物不同。他永在同一处，所以永无运动，在不同时间到不同地方对他是不合适的，他毫不费力地用理智的思想主宰一切。”“神全视、全思、全听。”[31]简言之，色诺芬尼认为神应该具备这样的特点：静止不动，无处不在，无始无终，不可分离，凭思想来主宰世界。策勒尔指出：“他（色诺芬尼）的最大成就在于他没有被导致无神论，却从人类弱点的最后痕迹深化了神的观念，从而不仅为一个更深刻的上帝的概念，也为一种摆脱一切迷信（如占卜之类）的虔诚扫清了道路（这种虔诚的实质就是道德思想和道德行为）。这种以世界统一性以及神和自然不可分离性的思想为基础的宗教哲学，至今仍是色诺芬尼的主要功绩。”[32]

色诺芬尼对传统神话的批判和他的“一神”思想，对古希腊教育思想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如上所述，长期以来，神话和史诗一直是古希腊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之一，它们带给希腊人的观念是追求个体自由，崇尚英雄行为，注重感性内容。色诺芬尼对于传统神话的尖锐批判，即是对传统教育内容及其所代表的教育价值观的抨击，这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和时代精神进步的要求的。色诺芬尼下面的一段话有助于说明这个问题。他说：

如果一个人在奥林匹亚——宙斯的庙就在那里，靠近比萨河边——参加赛跑或5项竞赛得胜，或者在角力时得胜，或者在激烈的拳斗中得胜，或者在那被称为全能竞赛的可怕的比赛中得胜，这个人便会在公民们中获得赞誉，会在竞技场上赢得显赫的地位，会被邀参加城邦的盛宴，得到珍贵的奖品。如果他在驾车比赛中获胜，也会得到奖赏，然而，他没有像我那样值得受奖。因为我们的智慧优于人或马的体力。在这件事情上，人们的意见混乱不堪，而重视体力甚于重视智慧是不公正的。因为纵然在人们中有一位优秀的拳击手，或者有人在5项竞赛或角力中获得冠军，或者赛跑得胜（赛跑比别的竞技更加重视敏捷），可是城邦并不因此而治理得更好。当一个人在比萨河边竞技得胜时，城邦得到的幸福是很小的，因为这并不能使城邦的库藏充盈。[33]

在这里，色诺芬尼批评的矛头并不是指向奥林匹亚赛会本身，而是针对当时重竞技、体力而忽视智力的社会风气。从荷马时代以来，希腊人崇拜的英雄大多是在疆场勇敢善战、武艺高强的斗士。体育竞技之所以受到广泛重视，是与这种传统分不开的。但是，随着社会发展，知识、智慧和智力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日益重要。色诺芬尼敏锐地看到了这种趋势，认为应当把智慧视为美德，强调智慧对治理城邦、对公民品性的修养，比体育竞技更为有用，因此，人们应当给智慧应有的尊崇地位。色诺芬尼的这种人类智力进步的思想可以说是后来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的先河。[34]

那么，什么是色诺芬尼所说的智慧呢？人的智慧又是怎样得来的呢？色诺芬尼继承了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宇宙秩序”的思想，并且更向抽象化前进了一步，世界秩序不再是具有感性色彩的数，而是神，是神所自创自守并与自身同一的律令。因此，正如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真知即是对和谐的数的体认，在色诺芬尼那里，智慧就是关于神的认识。但是色诺芬尼认为神并不主动把自身昭示于人，人要自己去探寻，去逐渐发现神，认识神。

“神并没有从开始就对有死的人显示出一切，但人们在时间中探索时，碰巧发现了更好的东西。”[35]

可见，探求神的意旨、认识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而似乎更多的是一种偶然结果。那么，凡人们凭什么来认识这永恒安谧、统治一切的神呢？色诺芬尼认为，理性，唯有凭思维和理性，人才能逐渐认识神，也即世界秩序，“一切是思维和理性”[36]。因为“神根植于一切事物内”[37]，并且它是超感官的，凭感性，人是不能够认识神的。这个思想到巴门尼德那里发展为著名的“思想与存在同一”的结论，也影响到后来亚里士多德的形式与质料说。但色诺芬尼并不认为人能够真正彻底地认识神的一切，人只能凭借理性逐渐接近神，在此过程中偶尔认识神的某一方面，因此，色诺芬尼说“碰巧发现”。同时，这个接近过程是永无止境的，人的认识永不能达至神本身。色诺芬尼也没有保证自己对一切事物都洞明，而只满足于自己所得到的看法“近似真实”——不过确凿的知识是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真理与意见的关系。由此可以得出结论，教育应当教人以理性接近神，获得关于神的认识即智慧，从而使人们的行为符合世界秩序（神的律令）的要求。

三、真知与理性教育

当色诺芬尼仰头凝视整个太空，说“一”是神的时候，他事实上就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两部分，一面为安谧、永恒、均匀、思虑而完美的神的世界，另一面则是流变、短暂、繁杂而无序的现象世界，因此便出现了相对应的两种知识。色诺芬尼认为，与那真实者即神同一的知识才是真理，然后他提出“意见”来与真理相对立，当在本质上幻灭的、变化的万物频繁地出现在意识里，便形成意见。巴门尼德把这种划分进一步确定为“真理之路”与“意见之路”的区分，并加以绝对化，从而彻底割裂了关于实体与关于现象的知识，在肯定前者的同时，把后者斥为虚妄与谬误。

在色诺芬尼之前，有关世界的知识是些什么呢？是一些来自感官知觉的认识，是通过感官知觉在思维中的不自觉的组合改造而获得的——这种改造的产物一代传一代，直到它们固定下来，体现在语言中，从而形成思想家进行思维的材料。[38]这些知识首先是神话，然后是哲学。不过在早期自然哲学家那里，他们提出的世界“本原”仍然是某种具体物质；早期毕达哥拉斯学派从现象世界中抽象出“数”的原则来，然而，此“数”也脱离不开感性的特征。只是到了色诺芬尼时，思维才超越了已知的感性观念——他第一次根据他对已知观念进行思考时出现的逻辑需要进行思考。他的哲学推理产生于他的经验与思维之间的差异，产生于他的知觉或想象与他的理性要求相对比时所显示出的不足。当现象世界在主体感官面前显得形形色色时，更加理性的观察意识到这流变中似乎还存在某种恒常不变的秩序，敏锐的思想家们立即致力于探寻这隐藏在现象背后的原则。在这个过程中，他们逐渐意识到“一与多”这对矛盾产生的不同根源。随着哲学家对世界原则的阐释越抽象，距离日常生活的观点越远，他们就越明白自己理论的源泉不同于通常意见的源泉。最后的结果终于是：理性思维与感性知觉对立起来。色诺芬尼似乎是最早把思维与感觉对立起来的思想家之一，策勒尔评价他是第一个赋予思想比感觉的不可靠性优先地位的哲学家，明显地作为古希腊哲学中一种新倾向的创始人而出现。[39]色诺芬尼认为，感觉是不可靠的，只有思想真正值得依赖，“显然，感觉有欺骗性，束缚于感觉，就会妨碍理智”[40]。为什么思维高于感觉呢？色诺芬尼认为，重要的是人只有通过理性思维才能超越变化的现象世界，深入事物背后，去接近那永恒的真实者——神。也就是说，只有通过理性思维，人才能认识关于神的真理，获得智慧。而通过感官知觉，人们只能把握关于事物的表面现象，这样获取的知识只能称“意见”，意见是不定的，变化的，因而与真理相对，在感性的直观里，（真实者的）反面出现在我们面前—— 一堆的事物，和这堆事物的变化、生灭与混合。[41]总之，要获取真知，唯有通过理性思索的途径。一切来自感官的知识，都不过是意见。

色诺芬尼并没有完全把真理和意见相对立。黑格尔认为，色诺芬尼的态度游移于真理与意见之间，他“好像没有决定究竟赞成其一或其他”，而是“一般说来在两个相反的知识之间宁选取比较近似的意见”[42]。他把人对真理的认识仅限制于较强的意见，即比较近似真理的意见，而不能看作真理本身。色诺芬尼认为，只有神，由于思想超出于凡人，所以能够“全视、全思、全听”，而凡人对问题只能有一些“看法”“意见”，“意见”只能近似真理，人是不能认识神的本质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才说：从来没有人清楚地知道过，也绝没有人会知道关于神灵的……以及关于宇宙的事。因为即使有人幸而能够说那最完满的真理，他自己也并不知道，因为“意见”沾染了一切。[43]怀疑论者塞克斯都·恩披里柯曾用怀疑论的观点阐释色诺芬尼的思想，他认为色诺芬尼并没有放弃一切知识，而只是放弃科学的和正确无误的知识，但留下了意见的知识。但事实上，色诺芬尼绝不是像塞克斯都那样的怀疑论者和不可知论者，他所放弃的也绝不是科学的和正确无误的知识，而是放弃了关于表象的知识。因为表象的知识源于人们的感官知觉，而现象世界展现于人的感官知觉面前的不过是流变幻灭的表象，所以，源于感官的表象知识是不可靠的。即使人通过心灵去思考表象背后的真理，也会因为他不具有神的力量而限于意见。“倘若神没造出黄色的蜂蜜，人们就会认为无花果非常的甜。”[44]这里，色诺芬尼涉及了感觉与思维的主观相对性问题，但真正明确讨论这个问题是从智者开始的。

然而，从色诺芬尼的思想中，可以肯定的是，他认为确凿的真理是存在的，也是可以被认识的，即使认识真理的人本身也不知晓。这一点对教育来说非常重要。肯定真知的存在和可认识，是个体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前提。神虽然没有将真理指点给人，但人经过一定时间的探索，是可以接近真理的。这既说明教育和学习是可能的，而且因为知识、智力在城邦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因而是必要的。

由于种种原因，后人并不知道色诺芬尼是否曾经提出过与教育直接相关的主张，或者虽然曾经提出，但未能存留于世，尽管如此，从现有史料中，仍可以发掘出他关于教育问题的重要见解。事实上，在这些见解中，古典时代希腊教育思想涉及的许多基本问题已初露端倪。就此而言，虽然他的教育主张并没有直接的继承者，但由于他提出了教育中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因此，他在希腊教育的历史发展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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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成型时期的古希腊教育思想

从德谟克里特，尤其是从智者和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成型时期。在这个时期中，随着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巨大变化，随着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人生、人事哲学的转变，教育问题日益成为希腊哲学家关注的重心。其结果是，出现了较以前更丰富和系统的教育学说，希腊人对教育现象的认识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如果说毕达哥拉斯、色诺芬尼等人的主张是只涉及教育的某些方面，他们的思想是以片段的、不完整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那么，到德谟克里特、普罗塔哥拉，以及苏格拉底生活的时代，希腊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无论在范围上还是在思想表达的方式上，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成型时期，希腊人的教育思考已经扩展到前所未有的广度，而他们表达这种思考的结果的方式也较以前更为系统。更重要的是，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人们可以看到希腊人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已经逐渐超越了具体时空条件的限制，而达到了一个普遍性的高度。

第一节 德谟克里特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哲学—伦理学说

德谟克里特（Dēmocritos，约前460—约前370），古希腊哲学家。他生于阿布德拉，家境优裕，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青年时期曾广泛游历，因而具有广博的学识，熟知早期希腊哲学各个流派的学说。德谟克里特一生写了很多著作，1世纪的著名学者德拉西卢（Thrasuios）将他的著作分为伦理学、物理学、数学、文学和技艺等类。据说，德谟克里特的著作共有70部（篇），涉及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遗憾的是，他的著作基本上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有关伦理道德的断简残篇。所幸后世学者非常重视德谟克里特，对他的生平和学说做了一些记述和摘录，我们得以从这些断简残篇及记述和摘录中，把握德谟克里特庞大哲学体系的基本轮廓，并发掘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思想。

公元前6—前5世纪是自然哲学兴盛的时期，哲学的中心问题是探索世界的本原。德谟克里特继承伊奥尼亚特别是留基伯的唯物主义传统，对各派学说加以改造吸收，从物质的内部结构探索万物的本原，完善了原子论的唯物主义哲学体系，达到了自然哲学的顶峰。

德谟克里特认为：“一切事物的始基是原子和虚空，其余一切都只是意见。”[1]所谓意见，是对事物表象的认识，原子和虚空才是世界的本原。原子，希腊语指“不可分割的东西”。确切地说，德谟克里特所说的原子是指一种最微小、不可再分割的物质微粒：内部坚实、充满，没有空隙；在数量上无限，但是同质的，只在形状和大小上不同；作为整体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原子借以运动的空间即虚空，空无一物，不充实，却是一种现实的客观实在，是一种绝对意义上的“存在”。无数的自由原子在虚空中运动，碰撞结合，生成宇宙万物，万物消亡又回归于自由原子。如此循环往复，生灭不息，唯有虚空和运动的原子是永恒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说，原子和虚空是世界的本原。

德谟克里特将原子论的思想贯穿到认识论中，将人的身体和灵魂统一起来，提出了著名的影像说。他认为，人的身体和灵魂在本质上都是原子的结合物，只不过灵魂是由一种更光滑的、圆的原子构成的。遍布全身的灵魂原子能够感知外界事物，灵魂的特殊部分——“心灵”，则能够产生思想。德谟克里特认为，感觉和思想都源于感官同外界对象接触所得到的印象，也即“影像”。他说：“感觉和思想都是由透入我们之中的影像产生的。因为若不是有影像来接触，就没有人能有感觉或思想。”[2]德谟克里特明确肯定认识起源于感觉，而感觉是感官同客体接触留下的影像，这是一种朴素的反映论。此外，他还进一步论述了感觉和理智的关系。他认为，感觉的认识只停留于事物的现象；理智的认识则能认识事物内部的本质。因此，理智优于感觉，但理智又离不开感觉，必须以感觉为基础。

在影像说的基础上，德谟克里特还提出了无神论。他否定神的存在，认为所谓神不过是原子射流所形成的特殊影像，而神之所以产生，是因为人们对自然现象的无知和恐惧。尽管他的解释并不十分科学，但他否定神，在当时仍不失为一位伟大的无神论者。

在德谟克里特生活的时代，苏格拉底孜孜不倦地从事着政治和伦理的研究；智者四处讲学，相当活跃；哲学家关心的主要问题已开始从自然界转向人类社会和伦理道德方面。作为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德谟克里特同样感受到这种时代精神的变迁，从而关注社会政治和伦理道德问题，将哲学的视野从天上转向人间。

德谟克里特经历了希腊民主制最繁荣的伯里克利时代，但随之而来的是长达二十几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民主制由盛而衰。德谟克里特出身于富裕之家，代表工商业奴隶主尤其是中等奴隶主的利益。在奴隶主内部贵族派和民主派的斗争中，他坚决拥护奴隶主民主制。在他看来：“在一种民主制度中受贫穷，也比在专制统治下享受所谓幸福好，正如自由比受奴役好一样。”[3]与此同时，他也看到了民主制面临的危机，认识到贫富分化是整个社会动荡衰败的原因。但他无力改变现状，只能提出一种中庸的思想，主张法治和限制贫富分化，以调和社会矛盾，达到维护希腊民主制的目的。德谟克里特是个奴隶主，在对待奴隶的问题上与亚里士多德相似。亚里士多德说：奴隶“是有生命的工具”；德谟克里特说：“应当像使用我们身体的一部分一样地使用奴隶。”[4]

德谟克里特的伦理学说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和民主政治观的影响；同时，也与其原子论哲学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内在联系。在德谟克里特看来，世界的本质是原子和虚空。“人是一个小世界”[5]——人也是由原子构成的，人的生命的产生或结束取决于肉体原子和灵魂原子的结合或分离；而整个人类社会是虚空，即每个人借以运动、求得生存与发展的空间。正如世间万物都要遵循必然性一样，人也要遵循一种必然性。德谟克里特认为，人的本性都是追求快乐，避免痛苦的；而真正的快乐是灵魂的快乐，“灵魂平静地、安泰地生活着，不为任何恐惧、迷信或其他情感所扰”[6]。但德谟克里特并不排斥感官的快乐，认为感官的快乐是应该满足的。他说：“一生没有宴饮，就像一条长路没有旅店一样。”[7]德谟克里特还指出，人要做的不是消灭欲望，而是发挥理智的作用节制欲望，使其适度。至于如何达到真正的快乐，获得灵魂的幸福，德谟克里特提出了一些建议，总的说来是教导人们追求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等美德，做一个有道德的好公民。这些贯穿到对教育的思考中，成为他论述教育问题的理论基础。

古希腊的教育思想，是在一些哲学家和思想家论述哲学及社会问题中，谈论到有关教育方面的问题时产生的。德谟克里特作为杰出的自然哲学家，在探索自然哲学问题的同时，顺应智者、苏格拉底等开启的社会人事哲学之风，从维护奴隶主民主制的立场出发，研究社会的政治和伦理问题，也涉及人的教育问题。德谟克里特的教育思想掺杂在他的伦理学说中。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看到他的完整著作，留存下来的只有一些主要论述道德问题的残篇。而关于伦理学残篇的真伪，中外哲学家尚有很大的不同见解。从这样一个体系不太完整的伦理学说中去发掘更为零散的教育思想，是有一定困难的。我们只能以现有材料为据，阐述他关于教育问题的见解。

二、论教育与天赋

德谟克里特认为，人的天赋有好有坏，好的天赋使人向善，坏的天赋则使人向恶。他说：“只有天赋很好的人能够认识并热心追求美的事物。”[8]“赋有一个坏天性的人，是不由自主地常常被迫去做坏事的。”[9]如果任天赋自然发展，那么，世间必定善行更少、恶行更多。因为在德谟克里特看来，“教训只有吃尽千辛万苦才能发展好的禀赋；反之，坏的禀赋则用不着丝毫努力就自己发展出来了”[10]。

那么，如何发展好的禀赋、抑制坏的禀赋，使人从善弃恶呢？德谟克里特认为，主要的途径是教育。因为知识和道德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美德源于智慧、知识，罪恶则往往出于无知。他说：“从智慧中引申出这三种德行：很好地思想、很好地说话、很好地行动。”[11]“对善的无知，是犯错误的原因。”[12]由此，通过教育使人获得必要的知识，就可以改变一个人的道德品性，使恶的去恶从善，使善的臻于至善。德谟克里特将知识与美德有机统一，这与苏格拉底宣称“美德即知识”是相似的。尽管二人在哲学观上存在着尖锐的对立，在人性问题上也存在着分歧，但无论是代表唯物主义、主张人性无善无恶的德谟克里特，还是代表唯心主义、主张人性善的苏格拉底，在解决人的道德形成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抓住知识这一法宝，都承认德行可教。只不过德谟克里特更彻底，注重后天德行的塑造，而苏格拉底坚持唤醒先天具有的美德，带有浓厚的天赋道德观念色彩。德谟克里特比较正确地阐述了天然禀赋和后天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他认为，人是由天然的禀赋和后天的教育塑造而成的。“在青年中有聪明才智的人，而在老年中也有愚蠢的人；因为其实并不是时间，而是适当的教育和天然的禀赋教会人思想。”[13]在天赋和教育中，德谟克里特更强调教育，因为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创造第二本性。他说：“本性和教育有某些方面相似，教育可以改变一个人，它可以创造一种第二本性。”[14]德谟克里特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认为人人都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德行，成为城邦的公民，参与城邦统治，这与智者，尤其是他的同乡普罗塔哥拉的思想是一致的，在当时体现了一种教育观上的进步倾向。

德谟克里特肯定了教育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作用，告诫那些为人父母者：“可以给子女受教育而不太减少自己的财产，这样就在他们的财产和人身周围竖起一道防卫的围墙。”[15]同时，他认识到发展好的禀赋要吃尽千辛万苦，而发展坏的禀赋可谓轻而易举，从而深切地感受到了教育的艰辛。他说：“儿童教育是一件充满不确定的事。如果教育成功了，这只有经过很大的努力和操心才能达到；而如果不成功，则此中所受到的烦恼是无与伦比的。”[16]德谟克里特伦理思想的中心是追求怡悦，特别是心灵上的宁静、和谐。为此，他甚至主张人不生儿育女，以避免一些可能的、无与伦比的烦恼。在这一点上，德谟克里特明显带有古希腊先哲泰勒斯的思想印迹。传说，泰勒斯为了避免由于妻室子女的不幸而引起痛苦，主张不娶妻生子。西方学者关于泰勒斯是否结过婚有不同说法。有的说他未结过婚，终生独居；有的说他与一个女人同居，但未结婚。当然，德谟克里特不主张生儿育女还有另一重原因，即“当你自己去生育时，你就冒许多危险，因为你必得生下什么就要什么”[17]，而生下的很可能就不是自己所希望的那样的孩子，加之教育艰辛，所受的烦恼和痛苦将是难以言喻的。在他看来，凡是想要孩子的人，最好去他的朋友的孩子中挑选一个如自己所愿的孩子。德谟克里特幻想在生育上加进自由选择的因素，这带有一种原始的、模糊的优生倾向，但他的想法无疑过于天真，充满理想主义色彩。

德谟克里特不主张生儿育女，既反映了他的教育观的矛盾，也反映了他的伦理学说的矛盾。他认为教育能够创造人的第二本性，但又认为教育的结果难以把握，主张不生儿育女，试图逃避教育。他教导人们要公正，尽自己的义务，维护国家的利益，但又认为生儿育女可能带来烦恼，主张不生儿育女，尽管他也提出了一种天真的补救方法，但在一定程度上说，他仍然否认了个人对家庭的义务，从而也否定了个人对国家和民族的义务。

三、论心智教育

德谟克里特重视智慧，认为智慧高于肉体。他说：“人们比留意身体更多地留意他们的灵魂，是适宜的，因为完善的灵魂可以改善坏的身体，至于身强力壮而不伴随着理性，则丝毫不能改善灵魂。”[18]当时，希腊民主政治的发展对公民的自身素养提出了更新、更高的要求，智者顺应这一要求，革新教育，教授语法、修辞、辩论术等，注意心智训练。德谟克里特推崇心智，正是顺应当时新教育中强调心智教育因素的潮流。

德谟克里特认为，善恶与智慧、知识有关。这说明，他已认识到智慧、知识与道德有联系。为了增长知识，陶冶德行，他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方法与原则。

（一）勤奋

德谟克里特认为，人是在先天的禀赋和后天的教育共同作用下发展的。勤奋可以使人获得更多的知识，拥有更高的才智。一个人即使不聪明，但如果勤奋劳动，仍然可以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如他所说：“很多博学的人是并不聪明的。”[19]“大部分天性不能干的人由于练习而变得能干。”[20]反之，一个人如果不勤奋劳动，即使天资聪颖，也很可能一无所成。他说：“如果儿童让自己任意地不论去做什么而不去劳动，他们就既学不会文学，也学不会音乐，也学不会体育，也学不会那保证道德达到最高峰的礼仪。”[21]德谟克里特并不否认天赋，但他强调后天的主观努力，在那样一个宣扬神力和天赋道德的时代，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

（二）多思

德谟克里特把人的认识分成两种：感觉的认识和理智的认识。他认为，感觉的认识是“暧昧认识”；理智的认识是“真理认识”，能够到达事物内部的本原——原子和虚空。因此，认识客观世界，要以感觉为基础，但仅仅依靠感官接触获得感觉是不够的，必须充分发挥理智的作用，多动脑筋多思考。他说：“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应该尽力于思考得很多而不是知道得很多”[22]。德谟克里特强调思考和研究精神，不仅有利于获得真理，而且还可能与政治时弊有关。当时，民主制日渐衰败，流于形式，成为煽动家和蛊惑者弄权的工具。德谟克里特教人处事深思熟虑，独立自主，不轻易受他人蛊惑、煽动，对当时的政治生活也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三）适应自然

德谟克里特借助于唯物主义原子论和影像说批判了神的存在。在他看来，人不是神创造的，而是原子构成的，是自然的产物，要遵循自然的必然性。他认为，很多时候人都是在步随自然的后尘。他说：“在许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是模仿禽兽，做禽兽的小学生的。从蜘蛛，我们学会了织布和缝补；从燕子，（我们）学会了造房子；从天鹅和黄莺等歌唱的鸟，（我们）学会了唱歌。”[23]从自然界推及人，德谟克里特认为人要遵循自然本性，担负力所能及的事情。他说：“凡想安宁地生活的人，就不应该担负很多的事，无论是私事还是公事；也不应该担负超乎他的能力和本性的事。”[24]在学习上，他告诫人们：“不要企图无所不知，否则你将一无所知。”[25]应该说，适应自然的教育思想在德谟克里特那里还是很朦胧的，而且这种思想牵强附会地将人类活动和自然现象类比，本身也有不妥之处。尽管如此，德谟克里特的上述思想还是可贵的。

四、论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

在奴隶主民主制日益衰败、社会道德日益堕落的时代，德谟克里特承认知识和美德可以传授，充分肯定教育的作用，使人通过教育获得主要的知识，以此造就新一代具有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等美德的公民，来挽救社会的政治和道德危机。因此，道德教育自然而然地成为德谟克里特教育思想的核心。在德谟克里特遗留下来的朴素的道德格言中，他从现实生活和奴隶主民主派的立场出发，对道德教育的内容和方法都做了较多的论述。尽管这些论述大都停留在经验的水平，但其中不乏一些充满睿智的见解。

（一）古希腊传统的四大美德

智慧、公正、勇敢和节制是古希腊传统的四大美德，德谟克里特继承荷马时代的遗风，将其作为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1.智慧

在荷马时代，人们就非常推崇智慧。《伊利亚特》（The Iliad）中，奥德修（Odyssey）聪明过人，足智多谋，想出著名的木马计，一举攻破围困十年之久的特洛伊城，成为希腊人崇拜的英雄。智慧作为希腊传统道德中的最高德目，也一直为哲学家们所关注。爱非斯的唯物主义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认为：“智慧只在于一件事，就是认识那善于驾驭一切的逻各斯。”[26]他所说的逻各斯意为“尺度”“规律”“理性”等。这句话的意思即：智慧是认识万物的“尺度”（“规律”）。德谟克里特继承了这一思想，他认为，万物都要遵循必然性（因果关系）——世界本原（原子）产生万物的必然性。而且，智慧对于塑造人的其他美德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为正确的思想和言行都源于智慧，而错误和罪恶往往源于愚昧无知，拥有智慧，才能使人的思想和言行都符合善，使人幸福。所以，他说：“坚定不移的智慧是最宝贵的东西，胜过其余的一切。”[27]

2.公正

在古希腊，公正这种美德一开始就同人们对利益的思考联系在一起。荷马时代就提倡坚持正义，为城邦利益做出牺牲的精神，批评那种把个人利益放到城邦利益之上的自私行为。之后，著名的民主改革家梭伦、伯里克利等从民主政治的需要出发，承袭了这一精神，强调个人履行对城邦的义务，个人利益服从城邦利益。德谟克里特也是如此。他把公正和义务联系起来，认为“正义要尽自己的义务；反之，不义则要人不尽自己的义务而背弃自己的义务”[28]。所谓尽义务，就是为奴隶制城邦尽义务，以城邦利益为重。在他看来，个人利益包含在城邦利益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他说：“国家利益应该放在超乎一切的地位上，以使国家能治理得很好。不应该让争吵过度，以致失去公道，也不应该让暴力损害公共的善。因为一个治理得很好的国家是可靠的庇护所，其中有着一切。如果它安全，就一切都安全；而如果它被毁坏，就一切都被毁坏了。”[29]在主张国家利益高于个人利益这一点上，德谟克里特与宣扬个人主义的智者派是对立的，而与强调道德普遍性的苏格拉底是一致的。这一思想也在后来的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继承和发扬。

3.勇敢

古希腊是一个骁勇善战、尚武的民族，因而勇敢不仅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们为人景仰之处，也是希腊社会公民必备的美德。伯里克利认为，勇敢主要是在对敌斗争、保卫祖国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甘冒风险、知难而进、不怕牺牲的精神。伯里克利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荷马时代以来人们对于勇敢的价值取向。德谟克里特从现实生活出发，对勇敢的含义做了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勇敢不只表现为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奋勇杀敌，还表现为克服自己不正当的欲望、缺点和错误。有些人虽然是战场上的英雄，但经受不住诱惑，沦为欲望的奴隶，这样的人是不配称真正的勇敢的。他说：“我们应该不仅把那对敌人取得胜利的人看作勇敢的人，而且应把那对自己的欲望取得胜利的人看作勇敢的人。有些人能治理城邦，却是女人的奴隶。”[30]对于那些“沦为女人的奴隶”的人，德谟克里特无疑是极为鄙视的，因为他们会将自己，甚至城邦引向歧途。由此可以看出，德谟克里特对勇敢这一美德提出更高的要求，也是出于改进时政的需要。

4.节制

据说，希腊七贤之一的克莱俄布卢曾明确提出节制的道德要求，认为节制是最好的。毕达哥拉斯也主张节制，反对过分的行为和欲望，教导人们过一种清洁、简单的生活，但其最终目的是净化灵魂，使其不受下界污染，以求好的轮回。这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色彩。德谟克里特强调精神的快乐，但不反对物质的享受，只是强调要节制自己的欲望，使其适度。他说：“人们通过享乐上的有节制和生活的宁静淡泊，才得到愉快。”[31]为了更好地做到节制，他强调人要知足。他说：“不应该追求这一切，而应该满足于自己所有的，并且把自己的生活和那些不幸的人去比一比。想想他们的痛苦，你就会因自己有比他们较好的命运而庆幸了。如果接受了这一原则，你就能生活得更愉快，并且驱除了生活中不少的恶：嫉妒、仇恨和怨毒。”[32]

（二）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主张

德谟克里特还谈到了诚实、同情和友谊等美德，在这里不再一一论述。下面，我们主要探讨德谟克里特在道德教育原则和方法方面的主张。

1.知行合一

从一定程度上说，德谟克里特和苏格拉底一样，也是主张“知识即道德”的。在他们看来，人要依照道德行事，必须具有一定的知识，明辨是非，知道哪些行为是善的，哪些行为是恶的。但德谟克里特并没有像苏格拉底那样，将知识和道德完全等同起来，而是进一步提出：依照道德行事，还要落实到行动上，身体力行。在他看来，一个人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并不一定就会从善弃恶；相反，有很多人，虽然说着最漂亮的话，但做着最可耻的事。因此，他说：“应该热心地致力于照道德行事，而不要空谈道德。”[33]只有将道德认识付诸实际行动，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切都靠一张嘴来做而丝毫不实干的人，是虚伪和假仁假义的”[34]。在行的问题上，德谟克里特还论述了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的关系。他认为，人的行为的动机和结果是统一的，好的行为必须有好的动机，坏的动机则会导向坏的行为。因此，他不仅关注行为的结果，而且更强调行为的动机。他说：“认识好人和坏人，不仅是从他的行为看，而且要从他们的意愿看。”[35]“可恶的不是做不义事情的人，而是那有意地做不义的事情的人。”[36]“不做不义的事还不是善良的标志，应该甚至连不义的意向都没有。”[37]德谟克里特将知和行统一起来，将行为的动机和结果统一起来，比较科学地揭示了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对于道德教育过程具有指导意义。

2.鼓励和说服

古代希腊，尤其是梭伦改革以来，社会的道德要求常常是用格言、忠告和法规的形式提出并确定下来，作为法律颁行，使这些要求成为人们行为的规范。德谟克里特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在他看来，“法律意在使人们生活得更好”[38]。同时，他和梭伦一样，也认识到了法律作用的局限性。因此，他接着说道：“这只有人们自己有成为幸福的人的愿望才能达到，因为对那些遵从法律的人，法律显然是适合于他本性的美德的。”[39]然而，对那些没有认识到法律的必要性，不遵从法律的人来说，法律还只是外在的强制和暴力，没有成为他们内心自觉自愿的要求。所以，德谟克里特提出鼓励和说服的道德教育方法。他认为，法律和约束能使人知道不该做不义的事，在表面上禁止人做不义的事，而鼓励和说服不仅使人知道不该做不义的事，还使人懂得为什么不能做不义的事，从而在内心里除去为恶的念头，滋生行善的愿望，自觉主动地去做符合正义的事情。正如他所说：“用鼓励和说服的言语来造就一个人的道德，显然是比用法律和约束更能成功。因为很可能那种因法律禁止而不行不义之事的人，在私下无人时就犯罪了；至于由说服而被引上尽义务的道路的人，似乎不论私下还是公开都不会做什么坏事。所以照着良心行事并且能知其所以然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坚定而且正直的人。”[40]

3.自律

早在毕达哥拉斯那里，就强调了人要有自尊心，每天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言行，从而做到无论是别人在跟前还是自己独处的时候，都不要做一点卑劣的事情。但他这样做的根本目的是清洁灵魂，使灵魂离开肉体时获得永生。德谟克里特摒弃了他的宗教神秘主义思想，继承并发展了他的学说。德谟克里特提出“良心”这个概念，他认为，人和一切生物及偶像的最重要的区别，就在于人有良心。他说：“那些偶像穿戴和装饰得看起来很华丽，但是，可惜！它们是没有心的。”[41]德谟克里特所说的良心包含了同情心和羞耻心等。他认为，人与人之间，甚至城邦之间、同盟之间，应该相互关心、同情。在谈到人的道德修养时，他强调人要自尊、知耻。他说：“保持尊严地忍受贫穷，是贤智之士所固有的特性。”[42]“做了一件可耻的事的人，应该首先对自己觉得惭愧。”[43]在他看来，一个人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之后，最重要的是要有自尊，进行自我反省，在内心对错误的行为感到羞愧。他说：“对可耻的行为的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44]他强调要严于律己，善于自处，要学得在自己面前比在别人面前更知耻，即使在独自一人时，也不要说坏话和做坏事。他说：“不应该在别人面前比在自己面前更知羞耻，而应该在一个人也看不见时和在大家都看见时一样不做坏事。毋宁在自己面前应该更知羞耻，并且把下列箴言铭刻在自己心上：丝毫不做不适当的事。”[45]

此外，德谟克里特还十分关注政治教育。尽管德谟克里特不是政治活动家，但他关心社会政治，关心整个国家的命运。普鲁塔克在《反科罗特》中记载说：“德谟克里特劝人受政治科学方面的教育，这科学是极重要的，并劝人从事那种人能借以实现最伟大最美的事物的工作。”[46]联系德谟克里特所处的历史时代以及他所持的政治立场，不难看出，他所说的“最伟大最美的事物”是指奴隶主民主制的再度繁荣。伯罗奔尼撒战争后，民主制日益衰落。陈村富先生在《希腊哲学史（第2卷）》中对希腊民主制衰落的表现做了精辟的概述：“一方面是民主派的首领堕化为demurgogue（煽动家、蛊惑者）。他们讨好群众，愚弄群众，将公民大会变成他们争权夺利、打击异己的工具。另一方面是作为民主制力量基础的公民群众日益失去生活自主，成为靠城邦养活的‘糊涂而又任性的老头子’（阿里斯托芬语）。他们失去了伯里克利时代的政治热情，或者不参与政治活动，或者将参加公民大会和陪审法庭仅仅作为取得津贴、维持生活的手段，因而往往受人操纵、支配，成为蛊惑家进行政治角逐的工具。”[47]在这种情况下，德谟克里特强调公民的政治教育，客观上企图一方面，提高统治者的素质，使国家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另一方面，唤起公民的政治热情，提高其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发扬独立自主的精神，以挽救当时的政治危机。这具有一定的远见，然而，这种试图通过教育来拯救政治和社会的理论只能是一种善良的愿望而已。

德谟克里特一生没有四处讲学，也没有创办学园，他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掺杂在他的政治伦理学说中。从某种意义上说，德谟克里特的教育思想是出于一个富有社会责任感的哲学家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而阐发的。尽管他的教育思想比较零散、不成体系，而且还很朴素，带有一些经验的色彩，但不可否认，他仍然给后人留下了一些深刻、独特的见解。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无法读到他的完整的原著，只能从他留下来的只言片语和别人的记述摘录中，发掘、揣摩他的思想，因而无法还其原貌，还可能存在一些曲解，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节 智者的教育思想

公元前5世纪后期，随着智者的出现和智者运动的兴起，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智者在对社会、政治、道德等与人们现实生活直接相关的重大问题进行探索的同时，提出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思想见解。这直接导致了希腊教育思想的正式确立。不仅如此，由于智者的教育主张涉及许多教育的基本问题，因此，他们的思想对希腊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

一、智者与智者运动

在希腊，“智者”（Sophistes）一词很早就存在了。在荷马时代，它是指在技巧、占卜和预言方面的特殊才能及拥有这种才能的人。在《荷马史诗》中，造船工、战车驭手、舵手、雕刻家、占卜者、预言家等，凡是在各自领域内有别人所没有的禀赋和技能的人，就被称作智者。以后，诗人、音乐家、医生、自然哲学家等各行各业有专门知识、技艺的人，也被称为智者。再到后来，人们把凡是有智慧、有理解力、技术超群的人，以及具有治理城邦技艺的人，都称为智者。诸如梭伦、泰勒斯等人，就曾被称作智者。

到了公元前5世纪后期，“智者”（Sophistes）一词获得了特殊的含义。它是指以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一批教授辩论术和其他知识并收取学费的职业教师。文化史和教育史研究的主要是这种意义上的智者。

智者通常划分为早期智者和晚期智者。早期智者的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前481—约前411），高尔吉亚（Gorgias，约前483—约前375），普罗狄克（Prodicus，生卒年代不详），希庇阿斯（Hippias，生卒年代不详），安提丰（Antiphon，生卒年代不详）和克里底亚（Critias，前480—前403）等。后期智者的主要代表包括卡利克勒（Callicles）、波卢斯（Polus）、普罗塔库斯（Protarchus）、塞尼亚得（Xeniades）等。

智者的出现和智者运动的兴起，是公元前5世纪后期希腊社会思想、政治、经济形势的必然产物。

希波战争后，希腊的奴隶制经济和奴隶主民主政治进入了高度繁荣的时期，随之而来的是希腊人的思想观念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主要反映在：第一，在这个时期，希腊人逐渐认识到人自身的力量和能力，认识到人是社会活动的主人。在《荷马史诗》中，支配战争，乃至整个人类活动的决定性力量是神和神的意志，人在自身活动中只具有从属的地位。而在希罗多德《历史》所描述的希波战争中，决定战争结果的主要是交战双方的力量对比和谋略。人不仅是战争的主体，而且是决定战争胜负的最终因素。这两部文献对人和神在战争中作用的描写，实际上反映了不同时期人们对自身力量和能力的不同认识。

第二，随着希腊人对自身认识的进步，同时由于商业和航海贸易的发展，希腊与外部世界的接触不断增加，希腊人逐渐认识到法律、社会的行为规范等并不是神授的，并不是神的意志的产物，因而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他们逐渐认识到各种社会、人事的东西如法律等，并不是自然的事物，不是自然而然形成的，或按某种永恒自然法则存在的，而是由一些人自己通过思考、选择、讨论决定的东西，是某种“人造的”或人们“约定的”东西。

第三，由于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发展，希腊城邦的政治结构和社会组织日益复杂，原有的政治知识已经不能适应城邦政治发展的客观要求。在这种新形势下，发展一种新的政治知识，以及与此相关的道德知识，便成为城邦政治的必然要求。与这种变化相联系的，希腊世界中原有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方式也面临着极大的挑战。在智者兴起之前，希腊人的政治知识教育的方式，或者是游吟诗人在公众面前朗诵自己的作品，或者是观看戏剧演出，或者是通过直接参加公民大会等政治活动，并没有一种较为专门的传授政治知识的形式，也不存在较为“专业化”的传授政治知识的教师。而当政治知识由于政治本身的复杂化变得更丰富和广泛时，原有的教育方式显然不能适应政治知识变化的要求。智者的出现，正是适应了这样一种社会的客观要求。

古典时期，被称为智者的人很多，仅现在知道名姓的就有20多人。但是，有关智者的史料现存很少且不完整，主要集中在普罗塔哥拉等少数几个人上，因此，后人只能从有关这些人的史料来把握智者和智者运动的基本情况。

（一）普罗塔哥拉

普罗塔哥拉是希腊北部城邦阿布德拉人。关于他的生活年代、活动时期，有着不同的说法。一般认为，他生活于公元前481—约前411年，他的主要活动年代是希波战争之后雅典极盛时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前404年）前期。

普罗塔哥拉是德谟克里特的同乡。关于他的早年生活，几乎没有什么可靠的资料，只有两个不同的传说。一个传说说他早期是个木料搬运工，发明过扛木料的垫肩。有一次，德谟克里特看到他在捆扎木料，他纯熟的技巧使德谟克里特吃惊，于是收留了他，让他受教育，他以后出了名。另一个传说说普罗塔哥拉是阿布德拉最富有的公民的儿子。公元前480年，波斯王薛西斯侵入阿布德拉时，普罗塔哥拉还是个孩子，他的父亲款待薛西斯，于是波斯王令占星术士教育普罗塔哥拉。这虽然是两个不同的传说，但都说明了普罗塔哥拉在早期曾从别人那里受过很好的教育。这一方面使他本人有了智慧；另一方面也使他以后能够自称智者，以教人为职业。

关于普罗塔哥拉的较为可靠的资料，是他从事智者活动来雅典之后。在雅典期间，他同伯里克利交往密切。普鲁塔克在《伯里克利传》中说他们常在一起讨论各种问题。有一次，两人用了一整天的时间来辩论究竟是标枪还是掷标枪的人，或是主持竞技的人要对一个被枪刺死的人的死负责。这是一个关于法律责任问题的探讨，而不是诡辩。因为当时雅典规定：凡动物或工具致人死命的应受法庭审判。在这类论辩中，伯里克利从普罗塔哥拉那里得到很大益处，增进了思考和雄辩的才能。后来，伯里克利委托他去为雅典在西西里的殖民城邦图里立法，表明了对他的政治品德和能力的高度评价和信任。普罗塔哥拉在雅典期间，曾目睹伯里克利在两个儿子死于瘟疫时所表现出来的政治家风度和高尚品德，并为之感动：“伯里克利的年轻漂亮的儿子们在8天以内都死了，他（伯里克利）克制住内心的悲伤，表现得镇静自如。在众人眼中，他每天都从这种沉着安静中得到幸福、自由和荣誉。凡是看到他承受住莫大悲伤的人都认为他是个高尚的、勇敢的、超群的人。这使他们知道在这场灾难中什么才是自己的幸福。”

普罗塔哥拉在雅典时，积极支持雅典的民主政治制，受到了伯里克利的重视。据柏拉图回忆，伯里克利的两个儿子都跟随普罗塔哥拉学习。普罗塔哥拉是以自己的教学职业来影响雅典青年的思想的。因为他是个外邦人，不具有雅典的公民权，不可能掌握政治权力、直接参与政事，所以他只能以演讲、谈话、规劝来施加自己的影响。他认为自己的目的就是使人们“学会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48]。

（二）高尔吉亚

智者学派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在创立和完善修辞学方面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高尔吉亚出生在西西里东部的林地尼。他的生卒年代不详，但是历史上的记载都说他很长寿，活了100多岁。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他被派到雅典，劝说雅典同林地尼结盟，反对叙拉古。在那里，他击败了反对联盟的修辞学家忒西亚斯，使得雅典人决定和林地尼结盟，并派出一个舰队支持林地尼。他还多次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讲演。在一次悼念伯罗奔尼撒战争阵亡者的葬礼上，他呼吁希腊人团结起来，显示出了非凡的演说才能。

高尔吉亚曾游历希腊许多城市，收徒讲学，赢得了很高的声望。据说由于他在演说、修辞学方面的成就，雅典人为他铸了一个金质的雕像。

高尔吉亚的著作大部分已佚失，只有《海伦颂》和《为帕拉墨得斯辩护》两篇基本上完整地保存下来。另外，塞克斯都·恩披里柯在自己的著作中，曾大段摘录过高尔吉亚的《论存在或论自然》，这些都是研究高尔吉亚思想的重要史料。

（三）安提丰

关于安提丰的生卒年代，没有任何资料。一般认为，他的父亲是奴隶主贵族，有很高的社会地位且很富有，曾把安提丰送到当时雅典鼎鼎大名的诗人欧里庇得斯那里受教育。在欧里庇得斯家里，一个叫刻菲索丰的有学问的奴隶经常给安提丰上课，使得安提丰渐渐地对这个奴隶产生了好感，并萌发了奴隶不低贱的想法。

17岁时，安提丰告别老师，回到家中继续学习。他父亲派一个叫吉拉的年轻女奴专门服侍他。几年后，他把吉拉从奴隶地位解放出来并与她结婚，为此，他与家庭决裂，开始过着贫民的生活。由于经常和下层贫民接触，他知道穷人多数没有文化，因此，在和富人发生纠纷时，法庭总是做出有利于富人的判决。他决定帮穷人打官司。他曾受过良好的教育，精通法律条文，常常迫使法庭不得不按规定条文办事，这样减少了穷人的损失。他也在一般民众中出了名，找他打官司的人越来越多，后来他就开始教人如何进行诉讼，逐渐成为一名智者。

在从事智者职业的过程中，安提丰越来越认识到奴隶主思想家所谈论的真理是颠倒的。在奴隶主看来，把人分成天生高贵的奴隶主和天生低贱的奴隶是天经地义的真理。安提丰以毫不含糊的词语反驳道：“出身高贵的人，我们敬仰；出身低贱的人，我们看不起。这些都是野蛮的习惯。因为就自然的禀赋说，我们都是一样的，不管我们是希腊人还是野蛮人……我们大家都用嘴和鼻孔呼吸空气。”[49]为了把颠倒了的真理重新颠倒过来，阐明真正的真理，他写了《真理论》。这本书以后散失，很长时间不为人们所知。直到1915年，考古学家才在古代埃及奥克西林赫城的遗址中发现了《真理论》手抄本的残篇。

智者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学派。智者们并没有统一的哲学理论，也没有统一的政治学说。但是，共同的职业、共同的治学内容、面临的共同的时代要求，以及共同的思想倾向和价值观念，又使他们具有一些共同的特征。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如下。

第一，敢于破除陈见，自称为智者。普罗塔哥拉是第一个自称为智者的人。他曾指出，智者的技艺其实古已有之，只是由于古代具有这种技艺的人因惧怕遭受迫害，因而用各种名称作为伪装，如荷马、赫西俄德伪装成诗人，奥菲斯和穆赛马伪装成先知和预言家。但他不是这样：“我采取完全不同的做法，承认自己是一个智者，是教人的。”[50]之所以有这样的变化，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环境的改变。

古典时代，认为智慧是神授的，自称有智慧就亵渎了神灵的陈旧观念开始动摇，智慧逐渐被认为是人的思维和活动的结果。在这种背景下，自称为具有智慧的智者，虽然已经不存在任何危险，但仍需要破除世俗观念的巨大勇气。

在普罗塔哥拉之后，智者们通常都自称为智者。“智者”一词逐渐成为职业教师的代名词，希腊也因而有了最早的职业教师。

第二，收费授徒。在智者以前的很长时间里，希腊世界一直存在着师徒相传的传统。例如，高尔吉亚就曾是哲学家恩培多克勒的学生。但在智者以前，学者授徒通常是不收费的。智者兴起以后，为传授知识而收取报酬，才逐渐成为一种较普遍的现象。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在其著作中，曾多次提到智者收取报酬的事。这也正是智者遭到抨击的主要原因之一。色诺芬在其《回忆苏格拉底》中，曾给智者下过一个定义：“那些为了赚钱而将智慧出卖给需要它的人，就叫智者。”柏拉图则说，智者是“批发或零售精神食粮的商人”。

第三，智者大都致力于逻辑学、修辞学、演说等的研究。一方面，智者适应了古典时代奴隶主民主政治对演说、辩论的客观需要，把学术研究和教学的重点放在与演说、诉讼相关的修辞学、文法、逻辑学等科目上。另一方面，之所以注重这些科目，实际上也与智者所追求的教育、教学目的相关。智者收费授徒的目的是，他们能使那些跟随他们学习的人取得诉讼和政治上的成功，因此，他们的教学更侧重于语言和思想的表达。与此同时，由于智者坚持相对主义和感觉主义，否认普遍的知识和真理的存在，因此，在他们的教学中，知识内容的地位当然远不如知识形式的地位。

第四，智者们的教学没有固定场所。智者们通常居无定所，广泛游历，出没于希腊的许多城邦。由于这个原因，智者们既没有固定的学生，也没有固定的校舍。据伊索克拉底（Isocratēs）说，智者之所以居无定所，是因为这样一来，他们可以不必承担城邦的公共福利费和税收。尽管如此，智者们的这个特点使他们扮演了文化、教育“使者”和流动学校的角色。

二、智者的哲学思想

如上所述，智者并不是一个学派，因而并没有统一的哲学思想。在哲学史研究中，通常采取的做法是通过对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思想的把握，从整体上了解智者作为一个群体的哲学思想。

（一）感觉主义、怀疑主义、相对主义的认识论

1.普罗塔哥拉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学说

普罗塔哥拉的著作，除了还剩下几段残篇外，几乎都散失了，后人只能根据柏拉图等人著作中所记述的材料来研究他的思想。

普罗塔哥拉在认识论上是一个感觉主义者。他认为“知识就是感觉”。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转述了普罗塔哥拉的哲学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存在时万物存在，不存在时万物不存在。”[51]

普罗塔哥拉这样解释这个命题：事物本身存在着对立的方面，比如，蜂蜜并不是只有甜的一面，也有苦的一面。究竟是甜是苦，完全由人来决定。一个正常的人吃到蜂蜜，蜜对他来说是甜的；一个发高烧的人吃到蜂蜜，蜜对他来说又是苦的。再比如，有时候一阵风吹来，你觉得冷，我觉得不冷，或者我觉得稍冷，你觉得很冷。这样蜜是甜是苦，风是冷还是不冷，就以人的尺度来决定了。哲学上的命题也是这样。事物本身有存在和不存在两个方面，有的哲学家看到存在的一面，有的哲学家看不到存在的一面，这些都是以哲学家的尺度来说的。

柏拉图在分析解释普罗塔哥拉的哲学命题时认为，根据普罗塔哥拉的观点，“对各个人而言，万物是如何也就等于各人感觉如何”，而“感觉总是对某物存在的感知”。感觉的特点是：第一，人的不同知觉起因于不同的知觉对象和不同状态的知觉者，所以，此时此境的知觉者和彼时彼境的知觉者的知觉是不同的。第二，人在此时此境下对某物的知觉绝不同于彼时彼境下对他物的知觉；引起我如此知觉的东西，如果和他人相遇绝不会产生和我一样的感觉，不会产生同样的性质。第三，人不会自行产生这种感觉，物也不会自身产生这种性质。这种感觉性质只能是在感觉者和对象相遇时产生的。“当我变成知觉者的时候，我必定是某物的知觉者，绝不可能有此感觉而无此物。”在《克拉底鲁篇》中，柏拉图进一步概括了普罗塔哥拉的思想：“对于我来说，事物就是向我呈现的那个样子；对于你来说，事物就是向你呈现的那个样子。”

普罗塔哥拉把个人作为衡量事物存在与不存在的标准，认为事物的真假、是非都是相对于个人而言的，不存在普遍的标准。这种思想显然片面夸大了人的主观作用，过分强调个人的感觉对判断活动的意义。他把感觉的相对性夸大成为绝对性，否认客观真理的存在，因而陷入了相对主义、怀疑主义。但在另一方面，由于普罗塔哥拉的命题充分肯定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巨大作用，确立了人在认识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蒙意义。黑格尔指出，普罗塔哥拉“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个命题，“就其真正的意义说，这是一句伟大的话”，是“一个伟大的命题”，由此确立了思维、理性在哲学和认识中的崇高地位。

2.高尔吉亚关于存在的学说

高尔吉亚在《论存在或论自然》这篇著作中提出了三个命题：第一，无物存在；第二，假如有物存在，也不能被认识；第三，假如它能被认识，也不能传达给别人。

高尔吉亚在论证第一个命题时说，如果有物，它就或者存在，或者非存在，或者是既存在又非存在。但这三种情况都是不可能的：①非存在并不存在。如果非存在存在，那么它必定同时既存在又不存在，而这是荒谬的。②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如果有存在，那么它或者是永恒的，或者是生成的，或者既是永恒的又是生成的。但这三者都能被证明是不可能的，因此，存在是不存在的。③由于存在是不存在的，非存在也是不存在的，因而就不可能既存在又非存在。

他在论证第二个命题时说，如果存在能被认识，就无异于说思想着的东西就存在了，但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果我们想到会飞的人或能行驶在海上的车，并不就真正存在着这样的人或车。相反，如果说存在能被思想，那么，“非存在”就应该不能被思想，但事实不是这样。像六头十二足的女妖以及吐火怪兽等并不存在的东西，人们却想到了。可见，说存在能被认识是荒谬的。他指出：“如果被思想的东西并不是存在物，那么存在便不能被思想，这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

他论证第三个命题时，提出了两点理由：首先，人们是用视觉、听觉来感知事物的，那么，怎么能把所视所听的东西用口来告知别人呢？其次，我们告诉别人时用的信号是语言，而语言并不是真实存在的东西，因此，我们告诉别人的仅仅是语言，而不是存在的东西。存在是无法告知别人的。

高尔吉亚以上三个命题的论点可以概括为：知识只限于感觉，只限于个人的主观经验；在主观经验之外的客观事物是不存在的；即使是存在的，我们也不能认识它们；即使可以认识它们，我们也无法把认识到的传达给别人。因为语言文字只是感性经验的符号，用语言文字表达出来的不可能等于个人的感觉经验本身。

高尔吉亚的这三个命题无疑是错误的，他否定了事物的客观存在和人们对客观的认识。他的论证烦琐诡辩，而且有明显的逻辑错误。但他在论证中涉及的存在与思维、语言与内容的关系问题，对于澄清“存在”这个概念及对以后形式逻辑的创立，是有益的。

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思想带有明显的感觉主义、相对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对这些倾向不能简单地加以否定。事实上，从历史的观点看，这些倾向应给予充分的肯定。这些倾向反映了智者所处时代的客观要求，对于思想启蒙和解放是有积极作用的。

（二）智者的政治、道德学说

对社会、政治、道德和法律问题的关注，是智者的共同特征。事实上，正是从智者和苏格拉底开始，希腊哲学才完成了从自然哲学到人生人事哲学的转变。

在探讨这些问题时，智者中存在着自然说与约定说两种不同的观点。约定说的主要代表有普罗塔哥拉、克里底亚、吕西斯（Lysis）、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等。自然说的主要代表则有高尔吉亚、安提丰、希庇阿斯、塞拉西马柯（Thrasymachus）和卡利克勒等。自然说的主要观点是人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决定自己的命运，不应受外在法律和习俗的约束；约定说则强调人与动物、社会与自然物的区别，主张用社会的力量约束和改造人的本性。

1.自然说

在智者运动中，最早明确提出自然说的是高尔吉亚。他在《海伦赞》（或译作《海伦颂》）一文中，通过为海伦的辩护，阐明了关于人的本性的见解。

海伦是希腊主神宙斯和斯巴达王后的女儿，是希腊著名的美女。她出嫁后又爱上了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被带到了特洛伊，从而引发了著名的特洛伊战争。海伦因此成为罪魁祸首，不断受到谴责。而高尔吉亚则为海伦的行为辩护。他指出，海伦“之所以去特洛伊，或者是由于神意和命运的安排，或者是被暴力劫持，或者是被言语感动，或者是被爱情支配”。而在上述任何一种情况下，海伦都不应受到谴责，反而应得到同情。这是因为，如果是第一种情况，那么，由于没有人能够违抗神意，因此，应当受到责难的是谴责海伦的人。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由于是劫持者加害于海伦，因此，海伦是不幸者，应当受到惩罚的是劫持者。如果是第三种情况，由于语言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受语言的诱惑犹如受暴力的劫持，海伦是身不由己地同意了别人所说所做的事。所以做错了事，应受责难的是那诱惑者而不应是海伦”。如果是第四种情况，海伦也不应受谴责，这是因为，情欲是人的本性，海伦之所以跟随帕里斯，那是“自然”的选择而不是海伦的选择，因此，海伦的行为无可指责。

高尔吉亚辩护的目的，实际上既不是要说明神力的强大和人力的微不足道，也不仅仅是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而是企图说明天性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从而说明受天性支配的行为的合理性。与此相联系的是，既然天性或自然是合理的，那么，违反天性或自然的就是不合理的，应当受到谴责或加以变更。显然，高尔吉亚的思想已经明确把“自然的”和“人为的”加以对立，并认为合乎“人为的”是可以选择的，“自然的”就是无法选择的，而无法选择的就是必然的，因此，“自然的”应超乎于“人为的”之上。

在高尔吉亚之后，安提丰进一步阐述了“自然说”的理论。他认为，法律所要求的与自然所要求的是完全相反的；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对自然的束缚，而自然所确定的永远要比法律所规定的有价值。他指出：“法律所确认的许多正义行动是违背自然的。”“……法律所做的限制却使人们越来越背离自然，它教唆人们逆自然而动。其实人的生存本身就是属于自然的……”这就进一步揭示了“自然的”与“人为的”的对立，进而明确肯定了自然的合理性。

“自然说”反对人为的法律和道德规范，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恰恰相反，它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这是因为，一方面，“自然说”对传统的法律和道德提出了挑战，使人们得以重新认识法律和道德的本质，从而为法律和道德的变革提供依据。这适应了古典时代希腊社会发展的基本需要。另一方面，“自然说”对传统法律观的挑战，进一步促进了希腊人对法律、伦理和风俗习惯三者关系的认识，并产生了希腊人对“未成文法”的探讨。

2.约定说

普罗塔哥拉从相对主义、怀疑主义哲学观出发，批判了奴隶主贵族把政治制度、法律规范和道德规范说成是“自然的”“神造的”，因而是“永恒不变”的观念。他指出，政治制度、法律和道德并不是人类社会从来就有的东西，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上，人们为了共同生活而创造的。它们是“人为”的产物，“约定的结果”。这些东西只有当它们对人有好处时才能存在，否则就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应当由新的、对人们有好处的政治、法律、道德所代替。他还认为，所有人都同样地拥有“政治的智慧”或政治的本领，可以判断什么是可尊敬的和可耻的，什么是正义的和非正义的。因此，所有的人都应当同等地参加社会政治、法律、道德生活。普罗塔哥拉说的“所有的人”指的是公民全体，这种思想为奴隶主民主制取代奴隶主贵族制做了有力的论证。

以后，许多智者继承普罗塔哥拉的思想，更加重视法律的作用。著名演说家吕西斯曾说：“雅典人用自由人的精神指导城邦事务，用法律表彰善良，惩治邪恶。因为他们知道，用暴力彼此相残是野兽行为。人类应以法律为正当行为的准则，以合理的言论为劝说的手段。”在这些约定派看来，法律和理性使人具备动物所没有的道德准则。虽然法律不能促使人行善，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但至少不会违背道德，可以阻止公开的恶行。

（三）关于国家起源的学说

在国家起源问题上，智者中存在着约定说与自然说之争。

在智者以前，希腊人还没有区分“社会”“城邦”“城市”这几个概念。在希腊人看来，人为了防卫而聚集在城市里就等于社会的形成和城邦的建立，所以，城市的建立、城邦的形成和社会的产生是一回事。至于人类自身的起源问题，当时希腊人还没有一般人类形成的观点，他们把不同的神作为不同部落和民族的神话祖先。在此之后，自然哲学家们开始用元素的混合解释人体的结构，但这只能说明具体人体的形成，对于一般的“人”的形成问题没做专门探讨。智者在这种神话与理论背景下，从当时社会实际情况出发，开始思考人类社会和城邦的形成问题。

在智者之前，有两种关于社会发展的观点影响着人们的思想：一是以赫西奥德为代表的社会倒退论；另一种是早期哲学家提出的历史循环论。智者们认为这些理论都不足以解释世界的丰富多彩、纷繁复杂。他们将人类发明耕作、制造工具、使用语言、组成城邦结合在一起，进行理论说明，从而创立了历史进步论。

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记载，普罗塔哥拉用神话表达了这一思想。普罗塔哥拉说：最初，神用土、火等元素的混合物造成各种生物。当它们产生出来时，神命令普罗米修斯和艾比米修斯把它们装备起来，并且给它们逐个分配特有的性质。艾比米修斯对普罗米修斯说：“让我来分配，你来监督。”于是他就用各种手段来装备各种生物，有的给予力量，有的能飞快奔跑；有的凶猛，有的弱小，则给予自保手段，如能飞翔或钻到地下来逃避危险。为了抵御寒暑，给它们装备了皮毛，还给它们提供各种食物，如草、根、树上的果实，以及给一些动物以别的动物为食物。此外，还让它们能够繁殖，以便保存物种。艾比米修斯做了这些，但他智慧不够，忘记了他已把所有的手段都给了野兽，而对于人就无法再提供什么了。这时，普罗米修斯来检查他的工作，发现别的动物都有了适当的装备，唯有人是赤身裸体的，而且没有防身的武器。但是，指定人出世的时刻已经到来，普罗米修斯找不到补救的办法，就从赫斐斯特（冶金之神）和雅典娜（智慧女神）那里偷来技术与火，把它送给了人类。因此，人有了智慧来维持生活。这样，人类因分有神的属性而高于其他动物了。他们不久就发明了语言，造出房屋、衣物、鞋子和床，学会了农作和畜牧。但只是分散为生，还没有城邦，自然无力抵御野兽的侵害。以后，自我保护的需要使人类聚集到城邦。但因为他们没有治理城邦的政治技术，因而相互危害，又陷入新的危险之中。主神宙斯担心整个人类会灭亡，就派赫尔墨斯来到人间，把相互尊重和正义带来，作为治理城邦的原则和人们友好联系的纽带。赫尔墨斯问宙斯，他应该怎样分配正义，是只给少数的熟练掌握那门技术的人，还是也给那些不熟练的人？宙斯答道：要分给所有的人，我愿意他们所有的人都有一份；因为如果只有少数人享有，像别的技术那样，城邦就无法存在下来。还有，要按我的命令制定一条法律，把不尊敬和不正义的人处死，因为这种人是国家的祸害。[52]

可以说，普罗塔哥拉是用约定说观点来解释国家起源的，他的学说以后被一部分智者继承并发展。这些持约定说的智者认为，人们为了获得在自然条件下得不到的利益而组建国家，国家是集体的人工产物，法律是这个集体的约定，国家和法律都不是天然生成的。

自然说并不完全否认国家是约定的产物，但强调约定是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自然发展过程，并且约定的内容由一部分人的本性决定，不需要全体人的同意。克里底亚曾在《西叙福斯》中解释了与普罗塔哥拉完全不同的社会约定过程：最初，人生活在无序的野蛮状态，为了向恶人报复，人制定了法律，让正义统治，使暴力屈服。但法律不能阻止人们私下作恶，一些聪明博学之人就首先发现使凡人害怕的神，这样，即使他们偷偷地做、说、想坏事，也会感到害怕。克里底亚明显表达了对人为的约定的蔑视。他主张国家是在符合神赋予的自然本性基础上产生的。

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相比，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明显缺乏系统性，还远未形成体系。但即使是从现有的这些非常有限的资料中，也可以看到智者的哲学、政治学和伦理学思想是非常丰富的。这些思想为他们的教育学说奠定了较坚实的基础。

三、智者的教育学说

智者的历史贡献主要是在希腊文化和哲学上。但是，作为希腊最早的职业教师，智者在希腊教育和教育思想发展中的独特贡献，仍然是非常重要的。由于种种原因，智者们关于教育问题的论述没有得到很好的保存。在现有史料中，只有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等人的教育论述被较多地保留下来。

智者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基本内容。

（一）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的教育目的观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批判智者是只知收取学费，没有真正考虑学生需要，而不受社会欢迎的人。他为智者勾画出六种形状：第一，“他似乎是猎取年少富豪子弟的猎夫”。第二，“他是心灵上知识的商人”。第三，“他是这类货物的零售者”。第四，“他也是知识上自造品的发卖人”。第五，“他是言论上竞争的能手，诡辩术的专家”。第六，“他有商榷的余地，扫除一切有碍知识的成见”。这些智者“只有逞臆的知识，其所知并非真理”。实际上，智者并不是以赚钱为目的进行教育活动的。普罗塔哥拉在承认自己是第一个最早使用“智者”名称的人之后，又回答了一个重要问题——他要教给人什么样的知识。在与苏格拉底的谈语中，他说：“如果希波克拉底到我这里来，他就不会受到别的智者惯常给学生受的那种罪；他们逃脱了各种技术的束缚，却被这些教师们拿住，赶回到这些技术上来，要学算术、天文、几何学、音乐。可是他如果到我这里来，他会学到他来学的东西。这就是私人事务及公共事务中的智慧，他会学到把自己的家庭处理得井井有条，能够在国家的事务方面做最好的发言和活动。”苏格拉底接着问：“你的意思是不是说，你教给人政治的艺术，你答应把人教成良好的公民？”普罗塔哥拉指出：“这正是我所从事的职业。”[53]

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普罗塔哥拉认为智者的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

智者所设定的教育目的并不是主观臆断，而是根据当时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基本趋势提出的。当时希腊教育有三种类型。第一类是斯巴达教育。以培养城邦的保卫者为目的，单纯重视军事体育训练，教育内容非常单一、狭隘。第二类是帖撒利教育。那里多是贵族政体或僭主政体，对教育不太重视，只是个别奴隶主贵族子女受到有限的教育，公民们大多粗俗、闭塞。第三类是雅典教育。与斯巴达相反，雅典认为城邦是为公民而存在的；教育要为发展每个公民的心灵服务，要提高公民的品行和智慧。雅典从梭伦时代起就开始重视教育，公民子弟从小要学习阅读和书写。到公元前5世纪初，雅典已形成一套根据不同年龄进行的分级和分科教育。六七岁以前，儿童由父母在家庭进行教育。六七岁至十四岁的孩子要接受初等教育，初等教育包括音乐和体育。音乐方面所学的内容除音乐外，还包括读、写、算、诗歌等，道德教育占有重要地位。在一些学校，读、写、算术分化出来成为单科，由专门老师传授。体育对年幼者只是进行简单的体操训练。14～17岁的少年接受中等教育，学习文法、修辞、文学、绘画和几何学等。这时期的学生还要进入体育馆，接受高级的体育训练，同时参加各项社会、政治活动，在活动中受到实际教育。到了十八九岁，雅典青年要受两年军事训练。第一年的内容是体育、骑马、战术和武器的使用，第二年是侦察、守卫要塞、服役。在初级和中级阶段，雅典的教育是私立的、收费的。但两年的军事训练是城邦的事务，由城邦组织。

雅典的教育要比斯巴达和帖撒利进步，但也只有富人的孩子才有条件接受比较完备的教育，一般公民家庭是难以负担这样的教育的。而当时雅典民主制度鼓励公民无论贫富都应参加社会的政治事务。所以，原有的这种教育状况与雅典民主制的要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而且，由于雅典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原有的教育方式已不适应时代的需要。喜剧家阿里斯托芬曾说，雅典原有的教育“教育不出马拉松战役的英雄，却是要年轻人讨厌商人和市场”[54]。另外，雅典原有的教育内容也明显不适应当时雅典政治发展的需要。雅典民主政治迫切需要公民具有演说、论辩、修辞、诉讼等方面的能力，要求公民具有更多有关政治、伦理方面的知识。这些都是原有的教育难以做到的。智者们把学会处理个人与公众事务看作教育的基本目的，这是适应雅典社会的基本需要的。

对于智者这种以实际需要为目的的教育，黑格尔做了精辟的分析。他说，智者们的教育，“既是哲学教育，也是演说教育，教人治理一个民族，或者通过观念，以便使一件事情能够办得通……此外，他们还有着最普通的实践目的，就是给予政治家一种预备教育，以便在希腊从事一般职业性活动”[55]。这种教育的一个中心问题是，要使人有智慧。也就是说，要使人有政治眼光，有能力来适应政治斗争的需要。智者之所以给希腊教育一种巨大的影响，就在于他们知道什么是希腊教育最需要的。

（二）政治技艺与政治才能是可以传授的

智者的教育目的是提高公民（主要是青年）参与城邦政治活动的才能，这些才能包括后人所说的政治才能和道德品性。智者本人出现在法庭和政治论坛上发表演讲，与人辩论的并不多，他们多是通过对青年人传授这些品德与才能来达到他们的教育目的。

对于才能、品德能不能传授的问题，在当时产生过很大的争论。一部分代表传统势力的人认为才能与品德是人的自然禀赋，只是各人程度不同而已。犹如马能奔跑但快慢有别，船能在水上行驶但质量不同；人能通过驯马使它跑得快些，但不能通过训练使马学会鸟的飞行本领；物品可以想办法造得好些，但不能通过精巧制造使这一事物具有另一种事物的品性。人也是如此，人的才能和品德是自然的，它是人在生长过程中由父母、长辈影响，范例感染，自然而然成就的，是潜移默化的结果，而不是由别人有意识、有目的教育的结果。他们论述的理由是：第一，政治技艺或政治才能不能像一般工艺那样可以传授给人，即使是最优秀、最聪明的公民也不能将自己的政治才能与品性传授给别人。例如，伯里克利就不能将自己的治国才能传给自己的两个儿子。第二，有的人在智者门下学习却没有什么收获，例如，阿尔基比德兄弟受教6个月却毫无所得。第三，许多没有教师的人却是成绩显著的人。

对于上述观点，普罗塔哥拉等做了有力的回击。他认为，第一，一般技艺和治理城邦的技艺不是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两者的区别不在于可教和不可教，而在于前者是少数人的禀赋，而后者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能力。比如，在一般技艺中，如果一个人吹嘘他擅长吹奏或其他技术，而实际上他并没有这种技能，人们会嘲笑他，恼恨他，他的家属会赶来指责他发疯；但如果他讲实话，人们则会称赞他。然而，当问题涉及正义或其他政治德行时，如果他在公众面前讲实话，承认自己的行为的不正义性，那么人们即使知道这个人确实是不正义的，在上述的技术中他们所称赞的讲真话，在这里他们却会认为是发疯。人们认为，每个人都应表白自己是正义的，无论他是否正义。因为宙斯已把正义分给了每个人，没有正义，他就不属于人类。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一般技艺可以传授，却不是人人都能学会；政治方面的技艺人人都有，但一定要经过学习才能会，如果不经过学习，公民就不会从事政治活动。

普罗塔哥拉坚定地声称：“我可以向你保证：这些参与公众议事的才能与品德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自发的，而是通过教育和尽心学习才获得的。”[56]首先，父母、保姆、学校教师、城邦法律都起着教育的作用，人们从小就在父母和识字老师那里受到教育，谁用心谁就有收获。其次，惩罚实际上就是一种教育。对于天生的缺陷或命运遭遇，人们不会指责或惩罚，而是给予同情；但是一个人如果缺乏本来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获得的才能和品德，而行不义或作恶，或染上这些坏的品性就要受到惩罚。因为不义、不虔诚这些坏的品性是和政治上的品性和才能相反的。“惩罚做错事的人，不是为了他过去做的错事，而是为了将来避免同一个人或别的人做同样的错事。这种主张本身就意味着品性、才能是能通过教育加以灌输的。”[57]

第二，为什么政治智慧和美德不一定能父传子呢？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自然的特殊天赋”的不同，父母是不可能把他的才能全部传给自己孩子的；再者，由于每个人都分有正义，每个人都可以做正义教师。父子所接触的人不同，孩子不可能完全习得父亲所具有的智慧和美德，孩子是向他自己所接触的人学习，知道了什么是正义与合乎法律的，这种学习实际要比仅随父母学习少量的知识要好得多。伯里克利也认识到孩子很难从自己这里学得广泛的才能与品德，所以请普罗塔哥拉等人做他孩子的家庭教师，大家互相学习，共同教育。

第三，有些人在智者门下学习收获甚微，主要原因是没有好的教师；至于未经学习却有才能的人，并不是他无师自通，而是人们都在用心教育自己的孩子，只是没有“智者”这个名称而已。这样也不能证明才能与品德不能传授，智者们坚决主张政治才能与品性是可以传授的，而且必须从小教育和训练。

智者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很重要的。既然治理城邦的才能和品德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获得，那么广大门第和身份不高的自由民就可以通过教育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来参与政治活动；反之，出身显贵的豪门贵族如果没有经过教育和训练来获得政治技艺和才能，同样有理由将他们淘汰。这场争论从思想上看是一场传统与反传统的斗争，从教育上来看，反映了智者们对教育在国家发展中作用的看法。他们确实为希腊社会和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三）天性教育与法律

智者重视教育在人的天性改变和发展中的作用。现今保存的比较完整的一篇无名氏之作，详细论述了智者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见解。[58]

智者认为，教育保证了人在各个领域的成功。他们认为，人的成就取决于几个因素：首先是自然的禀赋，这是命运方面的因素，我们无能为力。除此以外，都是人自己能支配的，这就是对美德的追求、勤奋好学、严守规则、孜孜以求完成所选择的事业。如果缺乏这些，做事完满就是不可能的；若是受到教育与约束，就没有做不到的事情。

智者强调每个人应从小接受训练、刻苦努力。因为荣誉只能是长期奋斗的成果。依靠教师，人们可以在短期内掌握修辞技艺，但是，只有通过大量的训练和实践活动，才能和品德才会得到发展；只有通过频繁的交际，持之以恒的训练并力戒一切不良的行为和活动，才能获得才能和品德。与此相联系，智者们强调应艰苦锻炼，做到自制，要将追求正义和才能看成是高于金钱和享受，才能获得自制的品行。

智者认为，人不可把提高自己的地位当作奋斗目标，也不可视守法为软弱，不可将扩张权力看作美德。这种想法是和人的本性背道而驰的。人们不可能单独生活，他们必须联合。一旦处于共同体中就不可能没有法律而生活，因为这比单个生活还要糟。法律和正义是人类的主人，这是不能改变的，是自然规律确定的。智者强调，必须考察服从法律的好处，以及无法律状态的坏处。服从法律的好处是可以互相信任，这将导致财产公有。有了相互信赖，即使是少量公产也可以满足，否则即使有大量公产也无法满足。城邦是否繁荣昌盛，法律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在德治下生活，阴谋诡计难以滋生，人们可以享受最大的欢乐。

以上可以看出，这篇作品的主要论点是人生来具有的自然本性要通过教育锻炼，通过法和伦理规范才能加以提高和发展。法律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是相辅相成的，它们是指导人们生活的共同准则。

当然，并不是所有智者都同意这种观点。安提丰就认为法律的要求同自然的要求正好相反，法律所规定的利益是自然的桎梏。人们亲手制定的法律、伦理规范、风俗习惯、契约协议在不断变化，真理标准和价值标准也在不断动摇，人们怎么能把这些不确定的法律教给青年人，并让青年来遵守法律呢？对青年进行教育，不需要看重法律，用法律来约束他们，而应该从尊重青年本性方面来训练、教育他们。

（四）教学内容

根据上述主要教育观，智者们把修辞学、辩证法、文法作为他们的主要教学科目。

1.修辞学

古代希腊人所说的修辞学，不是现代人所理解的关于语法和用词的修辞理论，而是指如何使用语言的技艺。它包括如何在不同场合针对不同对象发表演说和进行论辩的才能。和现代所说的“口才”“辩才”比较接近。

早在荷马时代，希腊人就将善于辞令、能说会道当作一种值得羡慕的能力加以赞扬。公元前8世纪城邦制度形成以后，在公民大会和议事会上发表演说，成为重要的政治活动。谁的口才好，便能制服政敌、取悦民心。以后，由于城邦间的纠纷，特别是在希波战争中城邦之间出于结盟的需要，各城邦出现了使者。使者们大多能言善辩，以语言为武器。有名望的智者差不多都担任过这样的使者。到公元前5世纪，民主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城邦间交往的增多，直接推动了修辞学的发展及其社会作用的提高。修辞学日益成为一门重要的技艺和学问，在人们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极大的作用。

为适应社会对讲演、雄辩的广泛需要，为了使年青一代具有政治技艺和政治才能，智者把修辞学的教学作为一项基本的教育内容。修辞学的教育，是智者活动的重要内容。

在修辞学方面，最有建树和影响的智者是高尔吉亚。高尔吉亚的修辞理论，目前已无任何资料，但他的两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和《海伦颂》保存了下来。这两篇文章对于了解当时希腊修辞学教学的情况很有意义。在《海伦颂》中，高尔吉亚通过多方面的论证，从道德上为海伦的行为进行辩护，力图改变希腊人的传统偏见。但它的主要作用是表现语言、雄辩的力量。

高尔吉亚的另一篇修辞学范文《为帕拉墨得斯辩护》，则是为帕拉墨得斯写的辩护词。帕拉墨得斯原是特洛伊战争中的希腊英雄，统帅奥德赛诬陷他私通特洛伊国王，并将他处死。这是一件历史冤案。高尔吉亚以此为题，从法律角度考虑，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用第一人称的口吻为帕拉墨得斯做了申辩。申辩一环紧接一环，环环相扣，生动有力，反映了当时希腊人在公民大会或法庭上典型的辩护方式。

除了两篇保存比较好的范文外，据记载，高尔吉亚还经常在雅典举行的葬礼、宗教节日上发表演说。他的修辞学教学有几个基本特点：一是修辞教学范文和演说带有强烈的反传统倾向。他认识到青年人比较容易接受新的思想，在写作和演说中，选择在希腊人中已成定论的帕拉墨得斯和海伦的故事作为范例，为其进行辩护，做翻案文章。这种思想很新颖，深受青年的喜爱。二是他讲求修辞学教学方法，论辩中先设定各种可能性，然后用归谬法一一加以否证，达到论辩目的。三是他强调使用语言的艺术。高尔吉亚很讲究排比、对称和语调，善于利用动作、手势和装饰。他能让人随便出个题目来进行雄辩，创造了即席演说、辩论的技艺。

2.文法

智者们在研究修辞学同时，也开始重视用各种文法规则来规范自己的语言。他们研究了写作中的语法问题及正确使用名称问题。

在文法方面最有建树的是普罗塔哥拉。他第一个提出应按照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主张严格地将词性定为三种：阳性、阴性、中性。他主张采取严格的措施来纠正希腊文中的词性的惯用法。例如，他认为希腊字“愤怒”“斧”原系阴性，按其性质应改为阳性。阿里斯托芬在其《云》剧中，用戏剧的手法记录下普罗塔哥拉在矫正词性中做出的贡献，例如，希腊字“和面盆”的原字本是阴性，但这字的尾部是阳性的字母，因此，应把它的字尾改为阳性。

为了在演讲和辩论中正确、有效地使用语言，揭露对方用词不当的错误，智者们又深入研究了正确使用名称的问题，即“正名”。

“正名”是由普罗塔哥拉首创的，但成就最大、影响最大的是智者普罗狄科。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普罗狄科说：“参加讨论的人应该是不偏不倚，却不应是‘同等的’，这二者是不同的。他们必须同样注意听，但不是给予同等的评价。对于比较聪明的人应给予较高的评价，反之则给予较低的评价，这就是不偏不倚。”“你们的讨论应该是争论而不是争吵，争论发生在朋友之间，心怀善意，而争吵是发生在不和与敌对的人们之间。采用这种方式，我们的会议必将取得巨大成功，你们这些发言人也将得到我们这些听众的很大的尊敬，是尊敬而不是恭维。因为尊敬发自于听者的心灵，是真的而不是假的，但恭维通常是恭维者所说的一种违背心意的话。如能这样，我们这些听众也将因此而能够得到极大的喜悦，但不是享乐。因为说一个人得到喜悦，是说他学到了一些东西，并能在他心中得到一种切实的理解；而说他是享受的，则是说他吃了某些东西或是他得到了其他身体上的享乐。”[59]

普罗狄科的这个研究方法就是从两个或几个相近的词中找出它们的共同含义，同时又找出它们的细微差别，这是词的划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也常使用这种方法来讨论，这对后来希腊文的发展起了很大作用。

3.论辩术

智者们所教的论辩术，就是对某些具体观点加以论证，提出正面理由和反面理由来辩难，使弱的论证变为强有力的论证。在智者以前，希腊哲学家通常只注意揭示认识对象中所包含的矛盾，而智者则进一步探索人的思维本身以及表达思维的语言中的矛盾。这对人的思维和语言的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论辩的盛行，在古希腊由来已久。但由于长时间内希腊并没有形式逻辑，人们不懂得矛盾关系中两个判断既不能同时肯定，也不能同时否定。智者们从感觉论和相对主义出发，认为知识就是感觉、看法、见解。一件事情，你说对的，我可以说错的；你说好，我说不好；你说美德是不能传授的，我说是可以传授的。两个命题是对立的，在他们看来却并不矛盾，二者可以同真，不存在非此即彼的真假关系。相反的两个命题都是真的，然而，它们并不是等值的，其中有一个好一个不好，或者说一个强些另一个弱些，论辩的取胜关键在于能不能建立起比论敌更强有力的说服命题，或者说使不利命题的有利观点突出出来，将不利观点掩盖下去。这种以个人愿望、有用、有利为原则的论辩术，也可以被人用来为任何不正当的行为辩护，可以为恶行找到理由。一切东西只要符合自己的愿望就是真的，这显然否认了真理的客观性。有无道理，不在于是否与事实相符合，也不在于是否经得起群众的检验，而在于雄辩的力量，在于语言和修辞的力量，这也是后来智者成为诡辩者，遭人反感的主要原因，也是智者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

4.自然科学

智者的教学科目还包括自然科学。阿里斯托芬的喜剧《云》反映了智者研究并教授自然科学的情况。智者观察天象，“观察月亮的循环轨道”，用空气、云的运动来说明下雨、打雷、闪电的原因。

智者中教授自然科学最为有名的是希庇阿。《普罗塔哥拉篇》中说他曾回答了一些关于物理学和天文学的问题。普洛克罗在其《欧几里得几何学注疏》中说，希庇阿发明了一种曲线规，能用来解答三等分一个角的问题和等于圆的正方形的问题，向高等几何作图迈出了第一步。

此外，智者们还在音乐方面加以施教。《云》记述了他们教人学习“音量”“音律”，教人“三步音”“四步音”的诗行。他们认为音律“能使人在交际场中显得风雅”，还能够使人知道什么是“战舞节奏”，什么是长短节奏，等等。

从以上可以看出，智者的教学内容是很广泛的，只要与能使人很好地讲话，发表打动人心，激起人感情的演说有关的知识，智者们都认真研究，向学生传授。

（五）智者的教学形式

智者们摆脱了早期哲学家只在狭小范围内传授本派哲学，批评别家思想的做法，他们既在本地施教，也将学生带到雅典求学，有的还四处讲学，发表演说。普罗塔哥拉曾往返于阿布德拉、雅典、西西里等地讲学、演说；高尔吉亚则从西西里到雅典，又到帖撒利、玻俄提亚等处活动。高尔吉亚和希庇阿等人还常在奥林匹亚赛会上穿上节日紫袍，发表自己最新著作并回答各种问题。他们对学生有时只做一次或几次讲座，有时则进行长期系统的教学。他们既有事先准备的书面发言，又有临时即席讲话。他们的讲授方式也很灵活，有个别传授、集体讨论、允许随意提问等方式。《普罗塔哥拉篇》讲到三位智者的不同方式：体弱多病的普罗狄科穿着睡衣，披着羊皮袄躺在床上，周围坐着聚精会神听讲的青年；走廊对面坐着希庇阿，学生将他团团围住，聆听他回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普罗塔哥拉则在走廊上边走边讲，听众们分列两行，并有秩序地跟着普罗塔哥拉来回走动。这体现了智者们不拘一格的教学方式。

四、智者运动的历史贡献

在历史上，由于智者们大多收费授徒，因而一直受到人们的指责。由于黑格尔的影响，人们才开始较为客观地评价智者的历史贡献。其实，智者并不是柏拉图等人所批评的那样是貌似有智慧，而是确实有智慧。智者是那种将自己的智慧用作达到实用目的手段，教人学会在民主政治中获取胜利的人。这与以往以智慧为追求目标的哲学家大不相同。智者并不注重传授具体的知识，而是把自己拥有的智慧如修辞学、论辩术传授给学生，着重培养学生演说、论辩的实际能力，而不是让学生去寻求真理。这种思想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追求绝对真理的精神形成了鲜明对比。由于思想观念的不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对智者们横加指责。

就智者未看到事物本质而言，柏拉图等人的批评有一定道理，但若完全否认智者的智慧，否认智者观点的正确性一面，则是错误的。在当时，智者教人以实用知识，是一大进步，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此外，大多数智者是在自己的知识和智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才开始授徒讲学的。如果没有大智大慧，智者，尤其是早期智者是不可能来到外邦授徒讲学的，别人也不会愿意向他们学习、求教的。从希腊文化史的角度看，许多新知识领域最初是由智者开始探讨的。与此相关的是，智者们常被指责狂妄自大，原因是他们自诩能够教人智慧。事实上，智者们以教学为专门职业，教给人们水平更高的修辞学、演说和论辩的技巧，这在当时确实是一种少数人具有的智慧。而智者们之所以受到责难，主要是长期以来希腊人一直认为神最有智慧，只有神才能教导人、指导人，给人以智慧。从历史的观点看，恰恰是在这方面，智者真正适应了当时在雅典出现的新的思想观念变革的趋势。

智者的另一个罪名是被认为败坏青年，毒化社会风气。后期智者，特别是自欧绪德谟等人玩弄文字游戏和诡辩，确实对青年、对社会起了不良作用，但实际上，智者的正面作用要远远大于负面影响。他们从时代发展的角度出发，教育青年一代去反抗旧的传统束缚，促进了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另外，并非如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所说，智者对雅典的不良社会风气负有责任。这是因为，雅典社会风气的败坏和雅典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并不是智者所能决定的，而取决于雅典社会政治、经济等方面的状况。

智者收费也是当时为人诟病的重要原因。但实际上，这一点同样反映了希腊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在传统上，希腊人的教师是游吟诗人，他们的教育面向公众，并且是不收费的。到公元前5世纪，由于雅典经济的发展，传统的财富观念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凭借自己的手艺、智慧获得钱财，在当时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而且由于智者大多来自外邦，并无其他谋生的手段，在这种情况下，依靠自己的知识和智慧谋生，应当说是很自然的。因此，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指责，事实上也有强人所难之嫌。

对于智者收费问题，伊索克拉底曾做过申辩。伊索克拉底年轻时曾是智者高尔吉亚、普罗狄科的学生，后来又跟随苏格拉底。他说，许多智者教人修辞、演说、诉讼，以及天文、几何知识，他们不是像有人想的那样危害城邦、获取钱财，而是教有益于城邦、有益于学生的知识。伊索克拉底指出，虽然有些智者过于好辩和过于追求金钱，但大部分智者认为对他们最好的报酬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变得更聪明、更值得尊敬。虽然收费授徒，但没有一个智者积聚了大量金钱。通常认为高尔吉亚很富有，其实他是因为没有固定场所，无须承担公共福利费用，再加上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因而显得富裕一些。即使这样，他去世时，也只留下很少的钱。伊索克拉底的申辩旨在说明，智者收费是正常的，他们并没有如柏拉图所指责的那样积累了大量的金钱，也不是将智慧当作商品出售，获得高额报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反对智者以智慧换取报酬是一种保守思想的体现，他们难以接受这种新事物的出现。

智者运动在历史上有着多方面的贡献。从哲学上看，智者运动标志着古希腊旧的自然哲学的终结，哲学从对外在的自然现象的研究转向了对人本身的探索，开始着重探讨有关公民的现实生活的种种问题。哲学由此突破了以往学派的圈子，走向公众，成为公众的事务，成为与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思想活动。

在政治上，智者适应了奴隶主民主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客观需要，以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教导青年，培养他们雄辩的才能与政治知识，这对于民主政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思想文化上，智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人、个人被当作判断一切真假、善恶、美丑的标准，人不仅成为世界的中心，而且成为认识、思维的中心。人的主体作用被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从这个意义上讲，智者的个人主义实际上是最早的人文主义。

在教育上，智者是最早的职业教师。由于他们是以收费而不是以门第为标准授徒，因而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从而促进了希腊社会的流动。他们把文法、修辞学、辩证法和政治知识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更新和扩展了希腊的教学内容，确立了新的教育方式。所有这些，都为希腊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然而，智者们研究社会起源和社会现象时，持有感觉主义、相对主义、怀疑主义态度，破坏了追求确定知识的哲学思辨，也就没有比较稳定的教育思想，这对哲学、教育的持续发展是不利的。同时，他们在对传统哲学、教育进行批判时，又太重修辞、论辩，以致后期智者把“人是万物的尺度”变成了为所欲为的借口，使得智者成为以诡辩术来骗取钱财的人，这对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负有部分责任。智者运动的不足中又蕴含了很大的能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正是看到了他们的缺陷才认识到自己的任务，并在此基础上最终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体系。因此可以说，智者学说在希腊发展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第三节 伊索克拉底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伊索克拉底（Iscoratēs，前436—前338）是希腊古典时代后期伟大的教育家。他出身于雅典富裕的奴隶主家庭，受过良好的教育，曾师事过智者普罗塔哥拉、高尔吉亚、普罗狄科等，也曾受教于苏格拉底。早年任法庭文书。他热心政治，本有志于成为一名演说家，但因嗓音沙哑，转而从事修辞学、雄辩术的教学和研究工作，并结合教学写了不少著述，发表政见，提出建议，试图以此影响当权者，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公元前392年，他在莱西恩附近创办了雅典，乃至希腊最早有固定校址和学习年限的修辞学校，在希腊文化发展的历史上起过重大作用。他认为，真正的演说家应有广博的知识，包括法律、历史、文学、哲学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必须具有现实的社会意义。伊索克拉底的学校的特征是更面对现实，注意实际。他的学校追求的睿智是更为实用的，以找出生活问题的常识性解答为主，不为知识而知识。在他的学校中，学生必须在3～4年的修业期内研习多种科目，做很多的练习。由于其教学切合社会和学生的实际需要，教学成绩斐然。在他的指导下，许多学生成为在事业上有成就、在社会上有影响的人，他的学校成为当时希腊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在希腊化时代及以后的年代里，仿照这所学校建立的许多修辞学校成了传播知识的中心。伊索克拉底不仅是一位杰出的教育实践家，也是一位在教育、政务等方面有突出见地的作家，他的丰富的教育思想就包含在他所撰写的许多演说辞中，如《泛希腊集会辞》《论和平》等。

二、论演说家的培养

伊索克拉底把培养演说家作为其教育的基本目的。但他要培养的“演说家”绝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有雄辩才能、能说会道、巧言令色的那种人，不是后期“智者”那样的演说家。伊索克拉底本人虽然也是一位智者，但他不愿意被别人这样认为，并耻于与智者为伍，因为他对他们那套把时间完全浪费在无聊的争论上，已流俗变质的作风深恶痛绝。他写了《反对智者》一文，说他们是“貌似追求真理，但一贯编造谎言的人”，是欺骗青年、抬高自己、妄自尊大、好为人师的人。[60]

那么，为什么他要致力于培养演说家呢？他要培养的演说家又是什么样的人呢？首先，伊索克拉底素有大志，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未能活跃于政治舞台上而成为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政治家，也未能成为登台讲演的演说家。于是，他希望通过办学、教授弟子，培养善于从事政治活动的、在智慧和辩才方面都很杰出的经世治国之才。

其次，他对“言谈”这一人类特有现象有特别的认识。他认为，言谈是把人和一切有生之物区别开来的，人类本性中固有的一种天赋。他指出，人类没有哪一方面比其他生物优越，在敏捷方面、体力方面，以及其他能力方面，甚至比很多生物逊色。但是，因为人具有这种互相说服，并随心所欲地把不论什么东西都清楚地表达给对方的能力，人类就不仅摆脱了野蛮的禽兽生活，并走到了一起，建立了许多城邦、制定了各种法律、发明了各种技艺。而且，总的说来，人所设计的一切机构制度，其建立没有一个不是借助于演说的能力。“因为正是这种能力制定了分清是非荣辱的法律，如果没有这些法令规定，我们简直不能生活在一起。我们贬恶扬善，也是运用说话的能力。通过说话，我们教育愚者，因为，善于言谈的能力被当作透彻的理解力的最准确的标志，而真诚守法、公平正直的演说是一个善良忠实的灵魂的外部表现。运用这一官能，我们既对有争议的问题展开辩论，也对自己没有了解的事物设法弄明白。因为同样的论点，我们既用来在当众演说中去说服别人，也用来在自己的思想中考虑问题。我们把那些善于当众陈词的人称为有辩才，而把那些在自己心灵深处善于思考问题的人看作明智。而且，如果有必要简要地概括出这种能力，我们将会发现，没有哪一种运用聪明智慧来完成的工作是在没有言语的帮助下做好的；相反，在我们的行为和思想中，言语都是我们的向导，那些最有才智的人，语言运用得最多。”[61]

但与此同时，他又认为，美妙多艺的言谈从不为通常人所能掌握，而是心灵聪慧者的杰作，而且正是在这方面，那些被认为是智者和愚者的人们，才表现出最强烈的对比。他指出，人们是否从幼年起就受到自由高雅的教育，并不取决于他们的勇气、财富，或与此相同的其他条件，而是最明显地从他们的言谈中表现出来。对个人来说，言谈本身就是文化修养最可靠的标志，善于言谈者不仅在其城邦是强有力的人物，在其他国家也很受尊重。他认为，雄辩术本身具有教育意义，它可以使人变得更好，因为一个想要善于言辞并能说服人的人，必然在品行上严于律己，珍惜自己的名声。

最后，受历史和现实的影响，他持有“希腊人天赋优异”思想，这是他的一个基本政治和教育信念。因此，他的教育追求可以说是“希腊人演说家”这样一个概念。

众所周知，在人类文明史上，希腊尤其是雅典曾经辉煌一时，是西方社会、文化、政治生活的中心。伊索克拉底具有希腊人强烈的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他生在雅典城邦奴隶主民主制度的“黄金时代”，也亲历了雅典衰落的全过程。他在盛年时又目睹了“三十僭主”的短暂统治，看到了苏格拉底被陷害、诬告、判死刑。他无限怀念、赞美雅典昔日的光荣，认为过去的雅典最关心年轻人，注重培养人才。“他们不仅在文学艺术上、在行动和讲话的能力上都是世界上最有才华的人，而且在勇气和德行方面，也是高居一切人之上的。”[62]“显而易见，假如他们不是在天赋方面远远超过别的人，他们是不可能取得这些成就的。”[63]他认为，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理应是人类中最好的人”。这种信念在今人看来无疑是一种囿于地域和种族生活而形成的非常狭隘、幼稚的观念。但这种儿童般幼稚的自我中心意识，却实实在在地构成了伊索克拉底这位真诚乃至狂热的爱国主义者终身言行的基础。正像我们在他的演说辞中所见到的，坚持希腊人，特别是雅典人是最好的人，是伊索克拉底的一贯主张。当时希腊人中持有这种信念的绝非伊索克拉底一人。希腊人在地中海世界的迅速崛起，雅典人在这一过程中立下显赫功绩，大大激发了希腊人，尤其是雅典人的民族优越感，把自己视为文明人，把非希腊人视为野蛮人。而伊索克拉底则是笃信和鼓吹这种希腊人优异论的突出人物。所谓种族优越，实际上是文化优越的不同表达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伊索克拉底确有理由坚持这样一种民族优越论，因为在希腊文明鼎盛时期的古典时代，世界上似乎还没有哪个民族在其文化的整体性质上优于希腊民族。正因为如此，当我们看到伊索克拉底大讲希腊人如何优于其他人时，并不觉得它完全是一种种族偏见。他说：“希腊乃世界教化的本源，而雅典实希腊文明的中心。”[64]“哲学是由我们的城邦教给全世界的。”“而且，在雅典尊重辩才这种人人渴望掌握、人人十分羡慕的才能。”“我们的城邦在思想和言谈方面远远胜过人类的其他部分，以致她的学生变成世界其他部分的教师；她已使‘希腊人’这一名称不再是指一个种族，而是指一种才智，致使‘希腊人’这一称号是在意指那些和我们有共同文化的人，而不是用于和我们有共同血统的那些人了。”[65]况且，我们应该看到，伊索克拉底在大谈祖先的业绩及超人的天赋时，转而指出：“任何人都不要以为，这些赞美之词用于那些组成现在政府的人们是合适的——远非如此。因为对那些表现得无愧于他们英勇祖先的人们，这些话是一种颂扬，面对那些松懈怯懦、玷污了他们高贵出身的人们，这些话则是一种谴责……尽管我们托神的福，生而具有这样的天赋，但我们没有珍爱之，保全之，而是相反，陷入愚蠢和混乱之中，且又贪求各种歪门邪道。”[66]

伊索克拉底的“希腊人优越论”，也显示出了他认识上的局限性。首先，人类文明从来都是各民族相互影响、共同发展的结果。在希腊文明兴起之前，东方文明早就有出色的成就。希腊文明的兴起与发展吸收了西亚、埃及等东方文明的成果。其次，希腊，特别是雅典古典时代文化的辉煌创造，不能仅归功于希腊人的天赋，而应当从客观的社会历史条件中寻求根源。

伊索克拉底慨叹人心不古、今不如昔。他很善于从历史中寻找、挖掘自己需要的东西。他通过缅怀古人，借助传统教育的力量，以此激发希腊民族精神，欲力挽狂澜、重振雄风、再创伟业。这正是他终身从事教育事业的宗旨所在。因此，我们应正确认识他的局限性，与其说他盲目、偏执、狭隘，莫如将之理解为他为唤起民族自信心，感召人们向上、向学、向善，努力成为能为大众谋福利的杰出人才的教育、政治思想。

简言之，伊索克拉底所要培养的学生——演说家，是公共舆论的领袖，是公民思想的塑造者，是一个可以决定城邦兴衰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他要对国家的幸福负责；他是一个完善、有见识的人，知道什么是好的、对的和公正的；他运用自己掌握的所有技术，引导公众献身于美德。[67]

三、论演说教育

伊索克拉底认为，成就某种事业须具有三个条件：首先，人们必须对他们选定要做的事有一种天赋的才能。其次，他们必须勤学苦练，掌握他们那个专门科目的知识，不论这个科目的具体内容是什么。最后，他们对技艺的实际使用和灵活运用，必须精通、熟练。只有满足了这些条件，他们才能完全胜任任何行业并且有杰出的表现。

他认为，在对雄辩家的教育中，天赋的才能最重要，具有最大的力量。它在所有各种因素中居于首位，实践次之，教育更次之。在他看来，天赋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首先，有良好的心智，又能勤学苦练，记住所学的一切。其次，具有一副好嗓子和清晰的口齿，因此，不仅能用演说的内容，也能用音乐般的语言去吸引观众。最后，还具有一种自信，这不是一种虚张声势的表现，而是庄重、自制的修养使其态度如此沉着，能在向全体公民演说时，如同自己思考问题时一样安然自若。具有这些条件的人，尽管没有受过什么良好细致的教育，而仅受过一些粗浅的通常训练，但他也许就能成为希腊人从未见过的雄辩家。[68]他认为，有些人天赋并不高，但在实践经验方面很突出，也能有很大进步，或许还能远远超过那些虽然天赋高，却太忽视自己才能的人。因此，结论是这两种因素的每一种，都可以造就出好的演说家或好的事业家，如果二者结合在同一个人身上，那也许就能造就出一个超群绝伦的人。他指出，教育的力量不能和天赋及实践的力量相提并论，“因为，假使一个人学习雄辩术的一切原理并十分透彻地掌握之，他也许能成为一个比大多数人能说会道的演说家，但如果让他站在大庭广众之前却缺少一样东西，即自信，那他恐怕一句话也说不出”[69]。

但伊索克拉底并未因此忽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要满足这三个条件，对师生双方都是有要求的：“学生提供必需的接受能力，教师提供灌输知识的能力。同时，双方在实际运用技艺的反复练习中，又都有其作用须发挥：教师必须十分勤奋地指导学生；而学生则必须严格遵循教师的教导。”[70]他已认识到教育实施过程中学生是内因，居主体地位，教师是外因，起主导作用的师生双边关系。

伊索克拉底认为，一个优秀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知识渊博的人。他的学校里讲授着各种有用的知识，虽然修辞学是中心课程，但他更重视“哲学”，视“哲学”为“培养心灵”的重要课程。他反对某些智者只教修辞学而忽视哲学的错误方针。同时，他又把体育看作和哲学同样重要的一种教育手段，与哲学互相补充，哲学训练心智，体育操练身体。在论述演说艺术时，伊索克拉底说：“大家都承认，人的自然机能由生理和心理两部分组成，而且没有人否认，在这两部分中，心理部分居于首位，而且具有较大的价值。我们的祖先远在我们的时代以前，为了别的事物已设计出了很多技艺，但从没有为身和心的发展想出什么方案来。一些人因而发明了两种训练办法并传给我们，一是体育，是锻炼身体的，体操是其中一部分；另一是哲学，是训练心智的。这二者是孪生的技艺——相辅相成……当教师们训练学生时，体育教师教他们学会进行体育比赛而设计出来的各种姿势，而哲学教师则传授给他们清晰表述思想的一切演说方式。”[71]但是，他又指出，这两类教师谁也没有掌握一种科学，能够随心所欲地把任何人都变成有才能的运动员或演说家，他们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对此做出贡献，但这些才能从来不会十分完美地表现出来，除了那些在天才和训练两方面都很杰出的人。

他试图寻找一种能使“身和心的发展”达到十分完美的方法，但确切地讲，他是更强调“心智”的发展，因为他认为“心理部分居于首位”“‘身’听命于‘心’的判断”，认为在“我们拥有的一切中，唯有智慧是永恒的”。他甚至批评“那些首创全国运动会的人”，说：“我真奇怪，他们竟会认为人们的过人体力值得如此大加推崇，而对那些为了公众幸福而辛勤劳动、埋头苦干并且训练自己的心智，以便也能帮助其公民同胞的人，却不分配给他们任何报酬。其实，按理说他们倒是应当为后一种人做出妥善的安排。因为纵使所有运动员的体力都比他们现在具有的体力大两倍，世界上其他人的处境也并不因此好了多少；而如果仅有一个人获得智慧，则所有愿分享其识见的人都会受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努力探索训练心智的“哲学”方法。

他认为，“哲学，它曾有助于发现并建立这一切机构，它曾教育我们从事公务，并使我们彼此和睦相处，它曾把由于愚昧无知而造成的各种不幸和来自生活贫困的各种不幸区别开来，并教导我们谨防前者而高姿态地忍受后者”[72]。他说，“把‘哲学’一词用在一种现在对我们的讲话或行动都无帮助的训练上是不恰当的，我倒要把这种训练称为心智的操练，是哲学的预备科目”，“有些人称之为‘哲学’的其实并无资格使用这个名称”[73]。那么，究竟什么是“哲学”方法呢？他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很简单，“因为，根据人的天资，我们并不能掌握一门科学知识就完全知道该做什么，该说什么。因此，不得已而求其次，我把能够运用推理能力而一般地达到最好的进程的人看作聪明人，而把专心钻研那些使他最迅速地获得这种见识的学问的人看作哲学家”[74]。接着，他又进一步阐释了具有这种力量的那些学科是什么。他说：“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腐败、堕落的人变得诚实、正直，从前没有，现在也没有。那些自称有这种本领的人，在怎么也找不到这种教育办法以后，将会逐渐变得厌烦而放弃其徒劳无功的努力。我倒觉得，人们能够变得好一些，有价值一些，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善于言谈的抱负，如果他们有一种想要能够说服听众的强烈愿望，最后，如果他们专心运用他们的有利地位。第一，当任何人决定要发表备受赞扬的演说或书写值得称誉的论文时，他如支持不公正的、渺小的或只和个人争吵有关的事情，却不支持那些伟大的、光荣的、致力于人类幸福和我们公共福利的事情，那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若看不到事物的这种性质，他将会不得要领而一事无成。第二，他将从和他的话题有关的人们的一切活动中选用那些最卓越、最有教育意义的事例。由于习惯于考虑并评价这些事例，他将会不仅在准备某一特定讲稿时，而且在他一生中所有的活动中，时时感觉得到这些事例对他的影响。因此，自然的结果是，说得好、想得正确的能力，将会把热爱智慧、热爱荣誉作为一种报酬带给钻研说话艺术的人。”[75]看得出，这种“哲学”不是学科分类意义上的一门学科，而是所有能使人智慧、聪明的学问，是对讲话和行动都有帮助的训练，从而使自己更有价值的实践活动；是一条途径，是“练习术”。这种哲学才是真正对训练心智有益的，它与柏拉图式的纯思辨哲学截然不同。

伊索克拉底为人处世、做学问一向严谨诚信。他极力主张教学内容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的教学方法也非常强调学生的实践活动，把练习看作教学的重要方法。求真务实是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一个总的原则。他认为，演说术的力量不仅仅靠一些修辞技巧的细节规则。他像柏拉图一样，极端鄙视专用修辞学的精微细致之处来赢得论证和说服审判官的恶棍。他竭力主张公众语言的力量必须从理性的观念和知识之中去寻找。教育从其更高的意思说必须是实用的。演说术并不仅仅是一种增益文采，而且是在广大政治事务中实际使用的一个精确工具。他批评后期智者不着边际的诡辩，说他们佯装寻求真理，其实他们一开始就致力于欺诈；他们声称教授智慧和快乐，但是他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是无知的；他们冒充知道未来，但他们不能说出和恰当地思考现在的事；他们说要给人智慧，能把话说好，会演说，但他们的演说辞比那些无知的人无准备的发言更不精确；他们把时间完全浪费在那些无聊的争论上，其实这些争论并不能改善人的心灵。

他对探究宇宙本原的哲学家也不以为然，认为那些奇思怪想简直和魔术师变戏法差不多，尽管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却吸引了一大群没有头脑的人。他主张，想在这世界上有点作为的人，必须从他们的兴趣中完全排除一切空洞的思辨，排除一切与生活无关的活动。他严厉指责那些矫揉造作，吹捧和他们自己水平接近的人，把时间浪费在强词夺理的争辩上，除了以牺牲青年为代价去美饰自己以外什么也不关心的人。正告他们应当停止使用哗众取宠的花招，不要装腔作势，那种用玩字眼、支吾诡辩的办法证明多种事物的办法实际上老早就受到驳斥了。他们应当追求真理，用政府的实际事务教导学生，并训练他们成为专家。他告诫学生：对于有用事物的基本可信的推测，比关于无用事物的十分精确的知识更为可取；在重要事情上略胜一筹，远比在对于人生无益的小事之上非常出色更有价值。

如前所述，在教学过程中，他要求学生必须勤学苦练，对技艺实际使用和灵活运用，达到精通、熟练。他说：“当他们（指教师——引者注）已经使学生熟悉、精通这些课业之后，就要他们做各种练习，使他们养成工作的习惯，并要求他们在实践中结合他们已经认识到的那些个别事物，去更牢固地掌握它们，同时将其理论密切联系当时的情境加以运用——我们称之为‘理论’，是由于没有什么知识体系能完全包括这些情境。在一切情况下，它们总是超出我们专门技术的范围，但是，那些对理论最专心致志而又能从中看出大部分有关推论的人，常常能最正确地对待这些情境。”[76]伊索克拉底既重视理论教学，又重视与实际联系和结合。他还指出了知识学习的迁移作用。正是认识到迁移作用，他很理智地主张在教学上选用那些与本教育项目看似不相关、没有用处的学科，因为通过这些学科的学习，学习者会在能力提高方面产生非凡的功效。他认为，擅长辩论的教师，以及那些从事天文学、几何学和这一类学术研究的人，对他们的学生不会有害而是有益，“这益处不像他们自己宣称的那么多，但比别人认为他们所做的多”[77]。他说：“大多数人觉得，在这些学科中除空谈和钻牛角尖外，别无他物，因为这些学科没有哪一个被有益地运用到私人的或公众的事务中去。人们在学了它们不久之后，很快就不再记得它们了，它们在生活中不经常伴随我们，对我们所做的事没有什么帮助，是和我们的必需事物完全脱离的。但我既不持有这种意见，又不和它相差很远。”[78]在他看来，一方面，那些认为这种训练在实际生活中没有用处的人是对的；另一方面，那些称赞这种训练的人也是有道理的。之所以如此说，那是因为这些学科在性质上和其他科目不同——其他学科对人们有用只在已经学会了有关的知识之后，而这些学科，在人们已经掌握了它们之后，可能并无用处（除非选定了以之作为谋生之业），它们只是在学习过程中对人有帮助。“因为，当我们从事天文学和几何学微妙而精确的研究时，我们不得不用心去思考困难的问题，而且被弄得习惯于讲和用所听到、所看到的东西，不让我们心不在焉，胡思乱想。这样一来，在受过这些学科的反复磨炼后，我们就获得了能够较易、较快地掌握和学会那些更为重要、更有价值的学科的能力。”[79]因此，他劝告年轻人在这些学科上花些时间，“但不要让他们的心智因那些空洞的、难以捉摸的东西陷于枯竭，也不要受古代诡辩家们的各种思辨理论的束缚”。这也正是他求真务实，在运用和发挥他所谓“‘哲学’的威力”。

四、关于道德教育

伊索克拉底非常注重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他很重视道德教育，尤其重视传统的道德教育。他的演说辞中，无论辩论什么问题，都洋溢着一种道德教化的崇高热情，从而使他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成为一套独特的演说教育思想。他认为，一个良好的公民应是一个有德行的人；一个有教养的人能恰当对待每天所有来找他的人，在社会上最公正和有礼貌，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不被好运冲昏头脑；雄辩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语言修辞演说技巧问题，而是德行和智慧的产物，一个真正的演说家必须是一个道德高尚的人。他说：“当人们在私生活中做成功事情的少而失败的事情多时，我要责备他们，认为他们没有达到他们应该达到的地步。而且，进一步说，对那些虽然出身高贵，却比那些臭名昭著的人只好一点点，而比他们的祖先要坏得多的人，我要斥责他们，并想劝他们取消他们现有的身份。于公共事务，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假如我们比那些遭受诸神谴责、患了癫狂病的人较为守法，我们不应当骄傲，甚至连自满都不该，但假如竟比我们的祖先差，那我们就很应当感到苦恼和悔恨，因为我们应当努力学习的是他们的优良品德，而不是那三十暴君的腐败、堕落的行为。”[80]“请回顾我们城邦和我们祖先所完成的光荣而伟大的业绩……如果你们回顾一下这些人中每一个人的业绩，你们将会发现，完成这些丰功伟绩的，不是那些生活荒唐、行为随便的人，也不是那些庸庸碌碌、才不出众的人。我们一切幸福，全是那些不仅在出身的声望方面，而且在智慧和辩才方面都很卓越、很杰出的人开创出来的。”[81]他又道：“你们应当把这个教训铭记在心：一方面，尽管为了人民大众的利益，要注意做到使人们在有关个人纠纷时能获得他们应获得的权利，也应使他们能分享到应得的、人人都有份的其他照顾；但在另一方面，你们应当欢迎、尊重、珍重那些在能力和训练方面都超越众人的人，以及那些有宏大志向的人。这是由于领导伟大高尚的事业，运用权力保卫我们城邦的安全，使其免于危险，同时维持对于人民的治理，要靠这样的人物，而不是靠拍马献媚的人！”[82]他赞赏祖先“卓越的德行和节制”，推崇治理国家“德行优于法度”。他认为，基于“要把国家管理好，不是用立法，而是如何用德行”这种看法，祖先首先想做的不是如何惩罚犯法的人，而是如何培养不愿触犯任何刑章的公民；他们对所有的公民都很关怀，但最关怀的是年轻人；他们给每个人分配一种适合的职业，使人人有事做，专心于高尚的业务和劳动；他们还注意社区教育的功能，把城市划分为若干区，把农村划分为若干乡，并从惩罚和监护两方面来制止人们作恶。[83]因此，“年轻人不把他们的时间浪费在赌窟里，不和吹笛女郎鬼混，也不像现在的青年那样，整天和一些不三不四的伙伴难分难解，而是坚持钻研他们被分配的业务，赞赏那些在业务中超过他们的人，并与之展开竞赛。他们极力避开市场，即使有时不得不从市场经过，你会发现他们这样做时态度很稳重，很有节制。和长辈顶嘴或者对他们鲁莽，那是被认为比现在对双亲犯罪还应受到指责；而在小酒馆里吃喝，那是无人敢做的事，连一个诚实的奴隶也不敢，因为他们要培养绅士的风度，而不是小丑的样子；至于那些开玩笑、装丑角的人，今天我们视为聪明机智的人物，那时却被看作可怜的愚人”[84]。

他特别强调品行、形象之于人的重要，认为促进德行的不是成文的法律，而是日常生活的习惯，因为大多数人易于接受他们生息、成长于其中的礼仪习俗和道德行为。他希望学生以古人为榜样，养成优良品行操守。他告诫学生：“请你们注意，想说服人的人，对于品德问题，是不会疏忽马虎的。不，相反，他将会极力设法在公民同胞中树立最受尊敬的声誉。因为，谁不知道名声好的人所说的话比操行可疑的人所说的话具有更大的说服力，而且，生活实例所形成的论点比言词所提供的论点更有分量？因此，一个人越是想说服其听众，他就越是热心于争取名声好，争取受到公民同胞们的尊敬。”[85]他本人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真可谓身教胜于言教、事实胜于雄辩，堪称“学为人师，行为世范”。

关于教育对象——人的问题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伊索克拉底的标准非常高。在他的演说辞中多次、多处、多种情况下提出诸如“完美”“最”之类的用语，他就是在孜孜以求使人达到“完美”的境界。他要培养的演说家是要有卓越品行，极富辩才，对社会有价值的实用人才。关于辩论的技能，他认为：“对于别人以前谈过的话题一定不要避而不谈，而是一定要设法比他们谈得更好；在合适的时候恰当地使用之，在每一种具体情况下对之抱有正确的感情，并用完善的言辞表达之，这种能力则是智者的特有本领。”[86]“那些试图谈论公认为高尚美好的，或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话题的人，却全都远远没有达到这些话所提供的可能达到的完善境地。”[87]伊索克拉底念念不忘“祖先”，实际上，他就是在向“祖先”看齐，他所要培养的演说家就是要成为像祖先那样“卓越的”“杰出的”“超群绝伦的”人物，并去创建像祖先一样曾创下的不世伟业。这就是他要达到的终极目的。他认识到了杰出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但同时也过于扩大了“伟人”的力量。在他的意识里也朦朦胧胧地有“人民大众”的概念，即辉煌是由整个“希腊人”尤其是雅典民族创造的，但他未能正确、深刻地领会盛衰的历史规律，因此，他执着地追求着他的目标：要由教而治，造就出他心目中完美的希腊人，以及他期望达到的希腊盛世。

伊索克拉底设计推行的这种教育值得重视。从现代教育原理的角度看，伊索克拉底运用了正面强化的教育原则，他让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扮演正义、光荣、伟大的角色，在这个过程中充分激发人性中的积极因素，达到净化和陶冶人格的目的。这样，人们通过演说，通过对演说效果的追求，即在教育别人的同时教育自己。从理论上讲，伊索克拉底极力推崇的这种演说教育确有其合理之处。当然，其不足之处也是很明显的。他对“演说家”培养的高规格使这种教育绝不是简单易行、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形式，能符合要求，达到水准的毕竟是少数，因为“所有的希腊人竟不是在同一的水平上”[88]。从这个意义上说，他的演说教育是精英教育。但这并不意味着教育范围只局限在少数人，事实上，恰恰是他这种教育给我们启示，提供了一种人才培养的思路和模式，尤其是对于专门人才的培养，也就是在普遍提高教育对象的水平前提下，使选拔和造就优秀人才可行。

西方教育史专家通过大量历史事实的考证，认为伊索克拉底在教育史上的贡献非常大。他们认为，自由教育的理念不是始于亚里士多德，而是始于伊索克拉底，古罗马的普鲁塔克、西塞罗和昆体良都继承了伊索克拉底的教育理念，西塞罗的《共和国》与《法律》在标题上模仿了柏拉图，但实际上进行的是伊索克拉底式的尝试，以伊索克拉底的雄辩家取代了柏拉图的哲学王。伊索克拉底提出的使人文主义和公民意识相结合的思想，在西方一直保持着生命活力。并且，当前学校教育中的许多实际问题，如教育的性别差异、阶级不平等、教育的非专业化和较低的社会地位等，都可追溯到伊索克拉底的影响。[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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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与教育活动

苏格拉底（Socratēs，前469—前399），希腊哲学家。他的父亲是雕刻匠，母亲是助产士。他出生和成长在雅典帝国的鼎盛时期，当时的雅典是“全希腊的学校”，在浓厚的文化氛围中，苏格拉底受到良好的教育。他曾向阿尔刻劳学习过自然哲学，也向不少的智者大师如普罗塔哥拉等求教过，同他们讨论各种问题，这对他研究人与社会，学会思考和辩论的艺术有很大作用。青年时期的苏格拉底与当时雅典的学者名流已有较多交往。在交往中，他才智崭露，声誉渐起。

在他30多岁时，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了。作为雅典城邦的公民，苏格拉底直接参加过3次战役。在作战中，他英勇果敢，吃苦耐劳，冒着生命危险在战场上拯救落难战友，表现了为城邦不惜牺牲的爱国精神。

长达27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是希腊社会历史的转折点，是雅典城邦由强盛走向衰落的关键。战争使全希腊的政治、社会秩序陷入了极度混乱。霸主们公开宣扬血与火的杀伐，声称弱肉强食就是“正义”和“公道”。斯巴达打着“解放希腊，帮助诸邦摆脱雅典统治”的旗号，雅典则喊着“为帝国利益而战”，实际上双方都赤裸裸地奉行霸权政治原则。政治动乱又使希腊人精神世界发生了极大的混乱和危机，人性普遍堕落，希腊的传统道德陷于崩溃。

面对处于灾难和衰落的祖国，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作为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苏格拉底不仅用自己的身体，更用自己的头脑——用深刻的哲学思想和教育实践，企图挽大厦于将倾。他认为，造成雅典面临巨大危机的根源，是道德和人性的堕落，因此，拯救社会的根本出路，就在于改善灵魂和人的本性，引导人们追求和认识道德的善，由此才能重振道德，改善政治以复兴雅典乃至全希腊。关于这一点，他在自白中说得非常明白。

雅典人啊！我尊敬你们并且热爱你们，但我将宁可服从神而不服从你们，而且只要我还有生命和气力，我就不会停止哲学的实践和教诲，劝勉我所遇到的你们之中的每个人，照我的方式对他说：你，我的朋友，伟大、强盛和智慧的雅典城邦的一个公民，你只专注于积累大量钱财和猎取声誉，却毫不关心和留意于智慧、真理和灵魂的最大改善，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如果这人说：是啊，可我是注意的呀！这时我就不离开他，也不让他走开，而要来回地盘问他；如果我发现他并无美德，只是口头上说他有，我就要责备他忽视了最宝贵的东西，倒把无价值的东西看得非常重要。我要把这些话反复地对我所遇到的每一个人去讲，不管他年轻还是年老，是公民还是外邦人，但是特别是对你们这些公民们说，因为你们是我的同胞。要知道这是神的命令，我相信，在我们国家里再没有什么比我对神的服务是更大的好事了。因为我所做的事情只是到处去劝说你们，不论老少，不要只考虑你们个人和财产，首要的事是要关心灵魂的最大改善。我告诉你们，金钱不能带来美德，而只有美德才会带来金钱和其他一切好事，包括公共的和私人的好事。这就是我的教义。[1]

这就是苏格拉底自觉认识到的他的使命，他把它理解为神赋予他的神圣使命，引导他在城邦内到处找人谈话，讨论问题，启迪理智，改善人的灵魂。这种使命和对这种使命的自觉认识，是他的生活与哲学的全部宗旨所在，成为其哲学的出发点和核心。这使得他的哲学并不是一种迂腐的道德规劝，而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的反思与批判。他曾把自己比作神特意赐给雅典的一只“牛虻”，刺激、惊醒日趋懒惫的，像一匹硕大又喂养得很好的马的雅典，使它从昏睡中醒来而重新奋发。

面对雅典日益深重的社会危机和道德危机，苏格拉底认识到，当前最重要、最迫切的问题，是怎样教育青年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苏格拉底从30岁开始，大部分时间都在从事教育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教育公众上，特别是对青年的教育上，历时近40年。苏格拉底一生虽然从未创办过有固定校舍的学校，但他是一个真正的、希腊传统意义上的民众教师。

苏格拉底以造就有德行、有智慧的治国人才为己任。他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事业“对于人类有最大好处”[2]。苏格拉底曾自谓“我一生从没有过宁静的生活，我从不关心大多数人所关心的事情，诸如赚钱，建立舒适的家庭，谋求高官厚禄等；也没有参与如政治、秘密结社、结党等在我们城邦从未间断过的政治活动”[3]，而将全部时间和精力放在教育事业上。

在长期的教育工作过程中，苏格拉底的教学没有一定的对象，更没有固定的场所。他的门人中既有贵族派，也有民主派；有本邦人，也有外邦人；有政治家，也有将军。从青年到老人，从富人到穷人，无论是普通的农民，还是手工业者，都是他的教育对象。他教无定所，体育馆、广场、街坊、商店成了自然的教室。苏格拉底说：“我愿同样回答富人和穷人提出的问题，任何人只要愿意听我谈话和回答我的问题，我都乐于奉陪。”[4]比如，尤泰鲁斯就是一个“不得不亲手劳动来维持自己的生活”[5]的雇工。画师帕拉西阿斯、雕刻匠克雷多、制造胸甲的皮斯提阿斯都成为他的教育对象。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有些类似于我国古代教育家孔子的“有教无类”。他和人谈话时，常常目光炯炯，似能穿透一切，使人感到一种超人的才智和内在的精神美。柏拉图在《会饮篇》中描述苏格拉底善豪饮，当众人喝得醺然酩酊时，他尚能清醒地侃侃而谈，但他日常生活极为节制，绝少饮酒。他以自制、节俭、刻苦追求学问和诲人不倦为生活准则，鄙视智者以出售知识为生财之道。当时雅典贪婪敛财、奢侈靡逸之风日甚，苏格拉底却以其俭朴、刚健、正直、英勇的人格，在雅典公众面前树立了一种道德楷模，使他的教义更具感召力。

苏格拉底对希腊未来有高度的责任感，他把城邦的希望寄托在青年人身上，希望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成为有德行、有知识的人。苏格拉底热爱青年，并善于对青年人的资质和品行进行鉴别。他通常通过他们学会注意的事物的速度，他们对于学得的事物的记忆能力，以及他们对于学习一切有助于管理好家务、庄园、城邦和成功地处理人类事务的知识的渴慕程度来判断青年人的才能和品质。针对青年人身上存在的不同情况和特点，苏格拉底教育青年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对那些自以为禀赋好而轻视学习的人，他就教导他们：越是禀赋好的人越需要受教育。他认为烈性而桀骜不驯的良种马，如果在小的时候加以驯服，就会成为最有用、最骁勇的千里马；但如果不加以驯服，则始终是难以驾驭的驽才而已。苏格拉底认为，青年人受到好的教育就能成为优良有用的人；如果受的教育不好，他们的意志越坚强，就越容易犯错误，甚至走上犯罪的道路。他以猎犬为喻，品种最优良的、最经得住疲劳的、最善于袭击野物的猎犬，如果经过良好的训练，就会最适于狩猎，而且最有用处；但如果不经训练，就会变得无用、狂暴，而且最不服使唤。教育、培养青年也是这样。苏格拉底指出，禀赋最优良的、精力最旺盛的、最可能有所成就的人，如果经过教育而学会了他们应当怎样做人的话，就能成为最优良的、最有用的人，因为他们能够做出极多、极大的业绩来；但是，如果没有受过教育而不学无术的话，那他们就会成为最不好、最有害的人，因为由于不知应该选择做什么，而且由于狂傲激烈、禀性倔强、难受约束，就会做出很多、很大的坏事来。

苏格拉底和当时活跃在雅典的智者派虽有表面上相似的地方，但与他们又有很大的不同。智者派教人要收取学费；他却分文不取，把教育人视为自己应尽的义务。他是一位不收酬金的义务教育家、知识的无私奉献者。色诺芬回忆说：“尽管他（指苏格拉底——引者注）接待了许多希望听他讲学的人，其中有本国公众也有外国人，但他从来没有因为讲学而向任何人索取过报酬，而是以其丰富的学识毫不吝惜地向所有的人施教。”[6]对受教育者，他不仅不收取报酬，有时还愿意最大限度地奖励、资助那些愿领受他的教益的人。从教学内容上来看，智者派侧重雄辩术、文法、修辞；苏格拉底的教学内容重视道德、智慧、治国才能的培养，目的在于教人怎样做人。

苏格拉底这只“牛虻”企图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来改造希腊人的思维和精神生活。这种独特的精神与当时雅典人所奉行的政治及生活规则产生了严重冲突。苏格拉底认为，从政必须以正义为准则，雅典之所以陷入无穷动乱和灾难之中，都是因为人们只追逐金钱、地位，丧失了美德之心和善。所以不管什么人、什么政体，只要言行不合正义，都会遭到他的批评。苏格拉底对民主政体和贵族政治都持独立不倚和批评的态度，招致了当权者的仇视。他虽逃脱了“三十僭主”的迫害，却在民主制恢复时遭到了杀身之祸。

公元前399年，他以“引进新神”和“败坏青年”的罪名被控告。苏格拉底恪守自己的哲学使命和原则，在法庭上，他不畏惧，不求饶，侃侃而谈，申辩自己的所作所为是正当的。他不仅严正地为自己辩护，而且继续针砭雅典时弊。被判处死刑后，他的朋友和学生劝说并帮助他越狱逃走，被他坚决拒绝，因为他认为他和国家之间有神圣的契约，自己应遵守雅典的法律，这是他不能违背的。所以他视死如归，在临终前仍同朋友们讨论哲学问题，他饮鸩就刑，用自己的生命和哲学实践捍卫了自己的使命和人格。“分手的时候到了，我去死，你们去活，谁的去路好，唯有神知道。”这句话历经两千多年，今天读来仍令人潸然泪下。

对于苏格拉底之死，历来大多数哲学家认为这是雅典人做的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连“三十僭主”都不敢向他下毒手，而民主制恢复后却将其害死。从历史上看，苏格拉底的思想和活动及其造成的社会影响是同当时雅典社会传统的政治、宗教、道德观相冲突的。他用“认识你自己”代替神谕，提倡理性原则及人的自我意识，批判雅典传统的社会道德和政治规则，这些都威胁到维系雅典城邦的政治、伦理和宗教原则，因此，他被判罪是必然的。黑格尔以深刻的历史洞察力，论述了苏格拉底的悲剧性质，他指出：

他的遭遇并非只是他本人的浪漫遭遇，而是雅典的悲剧，它不过是借此事件，借苏格拉底表现出来而已。这里有两种力量在相互对抗：一种力量是神圣的法律，是朴素的习俗——与意志相一致的美德、宗教——要求人们在其规律中自由地、高尚地、合乎伦理地生活，我们可以用抽象的方式将它称为客观的自由……另一个原则同样是意识的神圣法律，知识的法律，是主观的自由，这是那教人识别善恶的知识之树上的果实，它来自自身的知识，也就是理性，这是往后一切时代的哲学的普遍原则。[7]

上述黑格尔的看法，一反前人对苏格拉底之死事件的单纯道德评价，而做了较为深刻且富有启发性的历史评价，是比较公允的。当代美国新闻工作者I.F.斯东在70岁高龄之后，穷十年之劳，写出了《苏格拉底的审判》一书。斯东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苏格拉底之死在于他的学说与雅典民主政体的矛盾，而矛盾体现在哲学的三个根本问题上，即人类社会群体的性质，什么是美德和知识，个人与政治的关系。在这些根本问题上，苏格拉底与大多数雅典同胞乃至古代希腊人都有着较大的分歧。

应该说，苏格拉底的哲学和道德思想旨在维护雅典奴隶主阶级的长远利益，基本上符合古代希腊奴隶社会的基本要求。伯罗奔尼撒战争后，雅典公民早已被战争、政变和政客争权夺利弄得晕头转向、意乱神迷，已不能体察“牛虻”的使命和善意。苏格拉底被他苦苦眷恋的城邦处死，这不仅是苏格拉底个人的悲剧，也是整个雅典和希腊的悲剧。

苏格拉底没有任何著作，他的思想在与别人的对话中表达。今人主要通过他的两个学生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著作来了解他的生平和思想。色诺芬是历史学家，在《家政篇》《辩护词》《宴会集》和《回忆录》中记录了苏格拉底的言行。柏拉图的对话多以苏格拉底为主角，但一般认为，只有他的早期对话基本上反映苏格拉底的思想，其中尤以《申辩篇》《克力同篇》《尤息弗罗篇》《拉刻斯篇》四篇对话为主，记录了他与苏格拉底在审判期间的对话。

第二节 哲学的变革及其对教育思想史的意义

在苏格拉底以前，哲学家们探索的主要是宇宙的本原问题。苏格拉底早年也曾潜心研究自然哲学，但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哲学不能仅单纯研究自然，更应该研究人事。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家们对世界本原问题的探讨，是一个错误的目标，“选择这些思想对象的人是愚蠢的”，因为“这些问题是人根本不能解决的”。他指出，那些研究世界本原问题的人的观点只能引起争论和混乱，得不到确定的结果，并且他们也不具备这种研究的能力。苏格拉底把哲学当作一门实用的技艺，认为学习技艺的目的在于能够用其所学为社会服务。他批评那些专心致志地研究自然的人毫无目的，并不能改变社会现实，他对自然哲学家们的工作表示怀疑：“那些研究天上事物的人，当他们发现万物是凭着什么规律实现的以后，也希望能够制造出风、雨、不同的节令，以及他们自己可能想望的任何东西来，还是他们并没有这类的希望，而是仅以知道这一类事物是怎样发生的为满足呢？”[8]色诺芬回忆，苏格拉底经常到处找人谈话，“他不像大多数其他的哲学家那样争论事物的本性是什么，猜测智者们称之为世界的那个东西是怎样产生的，天上的每一件事物是由必然的规律造成的，而是努力指出，选择这种思考对象的人是愚蠢的”。他常常劈头就问他们，是不是认为自己对人事已经知道得很透彻，所以进而钻研那样一些沉思的题目，或者质问他们，他们完全不管人事，只对天上的事情加以猜测，是不是认为自己在做本分的工作。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应该研究有用的人事问题，诸如虔诚、适当、正义、坚韧、懦怯、勇敢等德行的定义，国家及治国的道理，政治家的风度，统治者的品质等。他认为：“凡精通这些问题的人就是有价值，配受尊重的人，至于那些不懂这些问题的人，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看为并不比奴隶强多少。”[9]

苏格拉底认为哲学的任务首先是研究人本身，尤其是社会面临剧烈动荡之际，人们更加有责任来研究人事，因此，他提出了“认识你自己”。苏格拉底借用德尔斐神庙的这句格言作为哲学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从而扭转了希腊哲学的方向。他认为自然哲学家在研究世界本原时，并没有首先审视自己的心灵。而苏格拉底主张人的心灵内部已经包含着一些与世界本原相符合的原则，人们应首先在心灵中寻找这些内在原则，然后根据这些内在原则来规定外部世界。

苏格拉底之前的智者学派就已经开始注意研究人和人事了。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但智者的理论是以感性、欲望为基础的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智者看来，人是凭感觉来衡量一切的，人是凭欲望来行动的，人仅仅是具有感觉和欲望的人。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们并没有真正认识人自己，因为人之所以为人，不仅仅是由于他有感觉、欲望和情感等，更重要的在于人有灵魂，有理性，追求善，而真正的善是灵魂中道德的善、纯粹的善。苏格拉底在批判智者的同时，把对人的研究提到了新的高度，严肃地把“认识你自己”的命题放到了哲学面前。他认为对于人来说，认识到自己的本质在于善，致力于自己灵魂的净化，才是他们最紧要的事情。因此，黑格尔指出：“智者们说，人是万物的尺度，这还是不确定的，其中还包含着人的特殊的规定；人要把自己当作目的，这里面包含着特殊的东西。在苏格拉底那里，我们也发现人是尺度，不过是作为思维的人：如果将这一点以客观的方式来表达，它就是美，就是善。”[10]

苏格拉底深深眷恋着养育他的城邦——雅典。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述了他和小伯里克利的谈话。后者讲到城邦竞争中滋长了大量罪恶，公民“经常怀着恐惧的心情，生怕有忍受不了的灾祸降临城邦”，苏格拉底却满怀信心地说：“绝不要以为雅典人已经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了。”[11]但与此同时，苏格拉底并不满足于昔日的道德规范，因为他已经亲眼看到，种种的不正义正是在雅典人以往视为光荣、正义的事情里发生的。他发现，雅典人以前自以为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与善，但其实并不理解它们，把它们与一些实用的目的、个人的野心，如追逐金钱、地位等相混淆。在这点上，就连那些伟大的政治家也是如此，因此，人们常常把不义当作正义。同时他也发现，那些自称为智慧教师的智者其实也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美德，他们只知道人人都有自己的真理，这样也就没有什么真理可言。因此，他认为要拯救雅典，首先必须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善和美德，分清正义和不义，进而改善人的灵魂，重建道德价值。

色诺芬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说：“他（苏格拉底——引者注）时常就一些有关人的问题辩论，讨论什么是虔诚的和什么是不虔诚的，什么是适当的和什么是不适当的，什么是正义的和什么是不正义的，什么是精神健全的和什么是不健全的，什么是坚韧和什么是怯懦，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政治家风度，什么是统治人民的政府，以及善于统治人民的人应当具有什么品格，还有一些别的问题……”[12]从柏拉图的早期对话和色诺芬的回忆录中都可以看到，苏格拉底首要关注的是伦理道德问题，但他总是上升到哲学高度，对人的本性做深刻反思，并且运用他的哲学和道德原则去探讨政治、人生和知识领域的问题，企图通过改造希腊人的全部思维和精神生活，克服社会的全面危机。所以，出路在于引导人们认识什么是真正的善，什么是真正的美德，什么是真正的知识，以改善人们的灵魂，恢复雅典昔日的光荣。

正是在哲学转变和社会现实的双重要求下，苏格拉底强调要认识普遍的、共同的本质，探求真知，为此，他按照德尔斐神庙的古老神谕，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命题。他所说的“认识你自己”，就是让人们知道自己是无知的，只有承认自己是无知的，才能放弃原有的经验性的、感性的东西，去发现理性的知识，发现事物的概念，认识真理。只有达到了真理性的认识，人的行为才能是正确的。一切错误的行为，罪恶的行为，都是无知的结果。同时，苏格拉底所说的“认识你自己”也是强调共同的、普遍的善。面对当时雅典的政治危机和道德危机，苏格拉底批评智者以个人感觉作为真理和正义的标准，因为每个人的感觉是不同的。建立在个人感觉之上的所谓真知，只是一种相对主义和主观主义的东西，结果必定是否定真理本身。苏格拉底认为要拯救国家，必须确立一个真正的、普遍的善的观念。

苏格拉底的哲学，是一种“道德哲学”“伦理哲学”。他把研究道德作为哲学的主要任务。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主要命题就是：美德即知识。苏格拉底把美德与知识等同起来，实际上是寻求一种普遍的道德观念，来反对相对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道德观，以克服当时雅典的道德危机。德行的知识就像几何一样，人们遵循几何学知识测地造房，同样，人们要遵从伦理学知识为人处世。学了几何学可变成几何学家，同样，学了伦理学可变成有德之士。人们探讨德行，就是要获得道德的一般定义和普遍本质，即获得普遍的、永恒的知识。从道德哲学观点出发，苏格拉底把道德修养作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提出了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的道德观念，主张培养人们公正、节制、勇敢、智慧等优秀道德品质。而这些美德既然是知识，就可以由教育而来。在苏格拉底看来，美德是可教的，即德行可教。在西方教育史上，苏格拉底最早提出了知识和道德的关系，以及教育在培养德行中的作用。

从道德哲学出发，面对危机日益深重的祖国，苏格拉底认为当时社会问题中最主要的是如何教育青年具有美德和善的观念，成为一个好的公民。苏格拉底告诫青年，幸福不在于财富，而在于知识。对于那些以财富自夸，认为不需要受教育，财富会成就他们的心愿，使他们受到人们尊敬的人，苏格拉底就热情地教导他们，说：“只有愚人才会自以为不用学习就能够分辨什么是有益的和什么是有害的事情。也只有愚人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分辨好歹，单凭财富就可以取得自己所向往的并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不能做出对自己有利的事情，但这也就是做得不错了，而且也就是为自己的一生做了美好的或充分的准备了。只有呆子才会认为，尽管自己一无所知，但由于有财富就会被认为是个有才德的人，或者尽管没有才德，却会受到人们的尊敬。”[13]

苏格拉底所实现的哲学的变革，在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进程中具有极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哲学家的目光从自然转向社会、人类生活以及人类自身，与人密切相关的教育问题才有可能得到关注，从而引起思考。另外，在苏格拉底的思想逻辑中，政治问题、哲学问题和道德问题是相互联系的。正是这种联系，教育问题才真正进入思想家的视野，并作为一个基本问题被提了出来。苏格拉底是否自觉地把教育问题作为思考的对象，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还难以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正是由于对政治、道德问题及其相互关系的系统探讨，才使苏格拉底有可能同样系统地思索教育问题，从而形成希腊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教育理论。再者，哲学的变革为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希腊教育思想的成型和鼎盛，之所以出现在雅典由盛而衰的转变过程中，其原因在于，正是在这个时期，希腊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的巨大发展，为教育认识提供了足够丰富的思想材料。

第三节 论政治家的培养

苏格拉底生活在雅典由盛而衰的转变关头，他深刻地意识到了希腊社会发展的内在矛盾。他既反对斯巴达式的寡头制，也反对当时雅典式的极端民主制。他主张政治专业化，使治理城邦的大权掌握在一部分有专业政治知识且品质高尚的人手中，而不是把权力分散在没有政治知识的普通公民手中。

苏格拉底认为，政治是专门知识，政治家应该是智德兼备的专业家。色诺芬的《回忆苏格拉底》中记叙了苏格拉底对雅典当时政坛的评论。苏格拉底批判雅典的领导人素质低劣，人人都可以通过抽签的方法获得职位，整个政府由叫人害羞的擀毡工人、补鞋匠、铜匠、农民、批发商、在市场上斤斤计较贱买贵卖的人们组成，他们既未考虑过也没有从事过管理事务。“用豆子拈阄的方法来选举国家的领导人是非常愚蠢的，没有人愿意用豆子拈阄的方法雇用一个舵手或建筑师，或奏笛子的人，或任何其他行业的人，而在这些事上如果做错了的话，其危害是要比在管理国务方面发生错误轻得多的。”苏格拉底极力主张，应全力培养和鼓励那些真正有才干、熟悉政务的人去从事政治，坚信只有好的舵手才能把雅典这条迷失方向的船领出困境，逃离厄运。他进而指出：治理城邦是“最伟大的工作”“最美妙的本领和最伟大的技艺”，治理国家的政治家应具有“帝王之才”。政治技艺绝不是一种自然禀赋，“如果说，没有多大价值的工艺不必经过有本领的师傅的指导就会自己精通这一见解是荒谬的；那么，把像治理城邦这样伟大的工作，认为人们自然而然地做出来，那就更加荒谬了”[14]。同时，他又以塞米司托克勒斯（Themistocles）的例子说明，政治家的本领不可能通过和那些自称知识渊博的智者交往而获得。

那么，政治家应如何获得这些治理国家的本领呢？他强调政治家本身应受良好的教育与训练，刻苦学习本领，尤其是美德方面的知识。在与绰号“美男子”的尤苏戴莫斯（Euthydemus）对话时，苏格拉底劝告年轻的政治家首先要勤奋学习，获得广博知识，培养美德。他说：那些想学竖琴、笛子、骑马，或其他类似事情的人们，总是刻苦训练，而且不单纯靠自己，还请教那些精通此道的师傅们，对于他们想学的技艺，总是勤学苦练。“然而，在那些立志做成功具有演讲和实践才能的政治家的人们中间，有些人以为不必经过准备和钻研，就可以自动地突然间取得这些成就。其实很显然，后者比前者更难成功，因为尽管有许多人从事后一种工作，但成功的很少。因此，很明显，后者需要更巨大的、艰苦的努力。”[15]

在苏格拉底看来，像其他任何行业一样，政治也是一门技术，它需要天赋，更需要学习、实践。无论出身如何，所有希望从事政治行业的人，都必须努力学习各种有关政治的知识。在色诺芬的回忆中，苏格拉底用质问的方法，引导非常希望得到政府职位的青年格老孔（Glaucon）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没有担任所想职位的必要知识。他告诫跃跃欲试从政的柏拉图的弟弟格老孔：从政前首先要学习，学习国防军事、税务财政、农业经济等多方面的知识，会理家才能治国。一个统治者对国家事务如果没有精确的知识，他就不可能对国家有好处，也不可能使自己光荣。苏格拉底总结说：“格老孔，要当心，你一心想要出名，可不要弄得适得其反啊！难道你看不出，去说或做自己还不懂的事情是多么危险吗？……在所有的事上，凡受到尊敬和赞扬的人都是那些知识最广博的人，而那些受人谴责和轻视的人都是那些最无知的人。如果你真想在城邦获得盛名并受到人们的赞扬，就应多努力，对你所想要做的事求得最广泛的知识。因为如果你能在这方面胜过别人，那么，当你着手处理城邦事务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地获得你所指望的。”[16]

苏格拉底经常劝勉那些热望担任公职的人学习必要的业务。他说：“年轻人，一个人想在城邦里担负将领的责任而忽略学习业务的机会，实在是件可耻的事情，这样的人应该受到的城邦的惩罚，远比一个没有学习雕刻而竟想签订合同为城邦雕像的人所应受的惩罚多。因为在战争的危急时期，整个城邦都被交在将领的手中，如果他成功，整个城邦将会获得很大益处；如果他失败，整个城邦将蒙受极大的损失。因此，一个希望被选派担任这样职务的人，如果忽略学习这样的业务，又怎能不受到应有的惩罚呢？”[17]他指出，一个学会了弹七弦琴的人，尽管他还没有使用这个乐器，就已是一个七弦琴师；一个学会了医疗术的人，尽管他没有开业，就已是一个医生；然而，对一个缺乏相当知识的人来说，即使全世界的人都选他做将领，他也不能因此是一个将领。

在《回忆苏格拉底》中，色诺芬讲述了一个故事：身经百战、历经艰辛，甚至还在战争中负了许多伤的尼各马希代斯（Nicomachides）埋怨雅典人，说自己虽富有作战经验，雅典人却没有选他为将领，反倒选了没有作战经验的安提斯泰尼斯（Antisthenes）。苏格拉底用领导歌舞团和领导军队的过程类比，说明安提斯泰尼斯虽然没有率领过军队，却可能具备一个成功的将领必备的资格。苏格拉底提出，不管一个人领导什么，只要他知道自己所要学的是什么，而且能够达到这个要求，他就是一个好领导。不管他领导的是一个歌舞团也好，还是一个家庭、城邦或军队也好。管理个人事情和管理公众事务只是在大小方面有差异，而在本质上是相似的，“凡是知道怎样用人的人，无论是私人企业或公共企业都能管理好，而那些不知道用人的人在两方面都要失败”[18]。

苏格拉底培养政治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古希腊政治专业化、知识化的历史趋势，他把政治看作一门与其他行业不同的，并非人人都能掌握的专业技术。他反对熟悉某一特殊技艺的人对其他行业指手画脚，并把这种态度迁移到政治问题上。正因为如此，他在《普罗塔哥拉篇》中说：“公民大众在诸如建筑、造船等问题上要请教专家，那些没有专业知识和经验的人往往要被轰下台；但到了政府事务时，他们却准备听取任何人的意见，无论他是建筑师、铁匠、商人、船夫，还是穷人或者富人，出身好的人或不好的人。”言下之意，苏格拉底对雅典公民人人都可以在公民大会上讨论各种重大问题，并拥有同样重要的投票权的做法表示反对。苏格拉底反复劝告他那些想做政治家的学生，一个统治者对国家事务如果没有精确的知识，就既不可能对国家有好处，也不可能给自己带来光荣。他强调在政治问题上，一个人必须有真才实学，否则后果不堪设想。苏格拉底劝诫他的学生不要夸耀，凡是想要有所表现的人，就应当努力让自己真正成为他所想要表现的那样的人。如果自己不是那样的人，而冒充为那样的人，一定会给自己带来麻烦和讪笑，而且还可能给国家带来耻辱和损害。他举了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道理：一个本不善于吹笛的人却吹嘘自己善于吹笛，这个恶劣的吹笛家和狂妄的吹牛家在花费了很大一笔资财之后，不仅毫无收获，而且还给自己带来耻辱，使自己的生活沉重、无用和可笑。苏格拉底进而指出，政治家应有治国本领，让那些吹牛政客来治理城邦是非常危险的，这就像“一个人没有必备的知识而被任命去驾驶一条船或带领一支军队，他只会给那些他所不愿毁灭的人带来毁灭，同时使他自己蒙受羞辱和痛苦”[19]。

色诺芬说，苏格拉底还以同样的方式证明，一个本不是富有、勇敢或有力量的人，而表现成这样的人，是毫无用处的。他称那些用说服的方法向别人借得银钱或财物而不肯归还的人是个不小的骗子，但他认为最大的骗子是那些本来没有资格，却用欺骗的方法使人相信他们有治国才能的人。苏格拉底十分严肃地说：“人们把他们所不能胜任的任务加在他们身上，当他们辜负了人们的期望的时候，人们对他们是不会客气的。”[20]

苏格拉底曾和小伯里克利谈论使雅典人恢复他们古代精神和雄心壮志的方法。他指出，应该用先人的丰功伟业使他们受到激励。在过去，没有一个民族像雅典人那样为他们祖先的丰功伟绩而感到自豪；很多人受到激励和鼓舞，培养了刚毅、果敢和为祖国甘冒一切危险而不辞的精神。然而，雅典在取得卓越成就之后，由于疏忽大意而变得落后了。要恢复雅典原有的辉煌，政治家们不应只靠花言巧语来煽动民众，而必须有真才实学。苏格拉底在同小伯里克利的对话中谈到，对于竖琴演奏者、合唱演员、舞蹈演员、摔跤家或角斗家，一个不具备必要知识的人是不可能企图指挥他们的，凡能指挥这些人的人都能说出他们所擅长的这种技能是跟谁学来的；而我们的大多数将领并没有经过事先的学习。苏格拉底在同绰号“美男子”的政治青年尤苏戴莫斯的对话中，批评了雅典人对于政治专业知识学习的忽视：“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什么，即使我听到过什么人在言论和行动方面有所擅长，我也从未找他们谈谈。我从来没有打算从那些知识渊博的人们中间请谁来做我的老师。恰恰相反，我一直避免向任何人学习。尽管如此，我却要按照我随便想到的，向你们提出忠告。”[21]接着，苏格拉底把这段话与那些并没有学过医术，却被城邦要求担任医药工作的人做了类比。他说，这些人会以这些词句开始自己的求职演说：“雅典人啊，我从来没有向任何人学过医术，也没有找过任何医生做我的老师。因为我一直避免向任何医生学习，甚至避免给人一种学习的印象。尽管如此，我还是求你们派给我一个医生的职务，因为我将试着在以你们为试验品的过程中进行学习。”[22]苏格拉底的无情讽刺使得所有在座的人都哄笑了起来。应该说，苏格拉底的这些话虽有戏谑之意，但绝不是无的放矢，而是对雅典民主政治的深刻反思。

苏格拉底作为热爱雅典城邦的公民，作为奴隶主阶级中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他敏锐地觉察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已造成希腊城邦社会及其精神生活的解体。苏格拉底从精神道德和社会政治方面作了深刻的反思。他反对那种人人当家做主的雅典式极端民主制，要求把城邦事务的管理大权交给对政治确有真正才能的政治家，这样才能建立一个理想国家。苏格拉底对伯里克利时代末期以来的雅典民主制的蜕变是很不满的，他批评用豆子拈阄的办法将不懂政治的人选出来管理国家有极大的危害性，但是他并不全盘反对民主制，而且明确反对僭主制政体，对由斯巴达势力支配的雅典“三十僭主”专政十分厌恶。他既反对贵族寡头政治，也抨击政客利用民主制度操政弄权：“圣主和统治者并不是那些拥有大权和王位的人，也不是那些由群众选举出来的人，也不是那些中等的人，更不是那些用暴力或凭欺骗手段取得政权的人，而应该是那些懂得怎样统治的人。”[23]他的理想是贤人统治，但不是波斯帝国的专制皇帝，而是由德才兼备的贤人执掌权力，以法治邦。因此，苏格拉底要培养和造就有专门知识和德行的人。

整个雅典古典时代的教育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政治领袖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又分成两个派别：一是继承智者传统，以伊索克拉底为代表的修辞教育论者，其培养目标是演说家；另一派就是苏格拉底倡导的以培养政治家为目标的哲学教育论者。苏格拉底喜欢和青年交往，他在雅典的街头巷尾、竞技场所高谈阔论时，周围常常簇拥许多年青子弟，如何教育青年培养他们的美德是他的谈话主题。他想用他的哲学塑造年青一代，在他们身上寄托他的理想。当智者安提丰问他自己为什么不从政时，他坦白地剖明心迹：“安提丰，是我独自一人参与政治，还是我专心致志培养尽可能多的人参与政治能起更大作用呢？”[24]因此，不参政的苏格拉底实际上深深地介入了政治，他的活动起了现实的政治影响，他将复兴雅典的理想寄托在年青一代身上。他对青年的影响日益增大，自然触犯那些不学无术、无德无能的政治权贵，导致他被指控为“败坏青年”，以至于被判死刑。

第四节 道德教育哲学

苏格拉底不仅是个政治思想家，而且是一位道德改革家。他建立人的哲学，着眼于探讨人的道德本性。他认为社会道德秩序的稳定是城邦兴盛的基础，道德沦丧是城邦政治危机的根源；改善灵魂、匡正道德是振邦兴国的根本。因此，与培养合格领导者以拯救雅典密切相关的，是他要求全体公民改造道德生活，呼吁雅典同胞进行自我反省，寻求一种真正有价值的生活。苏格拉底认为，智者的相对主义的感觉论只能助长个人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这是造成雅典危机的思想根源。因此，他强调普遍的知识与价值，贬低感觉，要以理性去探讨伦理观念和道德价值，确定普遍的、绝对的善。他在古代希腊首次建立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

一、美德即知识

美德即知识，这是苏格拉底道德理论和道德教育哲学的一个基本命题。它表明美德的本性是知识，人的理智本性和道德本性是同一的。

在希腊文中，arete这个词的含义相当广泛，不仅指人的优秀品质，也指任何事物的优点、长处和美好的本性。苏格拉底将生活中人所表现的所有优秀品质，如正义、自制、智慧、勇敢、友爱等都称为人的arete，一般将它译为“美德”（virtue）。“美德即知识”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学的主旋律。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苏格拉底说，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因为正义的事和一切道德的行为都是美好的；凡认识这些的人绝不会愿意选择别的事情；凡不认识这些的人也绝不可能将它们付诸实践。所以，智慧的人总是做美好的事情；愚昧的人就不可能做美好的事，即使他们试着去做也是要失败的。既然正义和其他美好的事情都是美德，很显然，正义和其他一切美德都是智慧。”[25]苏格拉底将这种“美德即知识”的理论具体运用于实际生活中，他说：“在农业方面是那些善于种田的人，在医学方面是那些精通医道的人，在政治方面是那些好的政治家们；至于那些不能把事情做好的人，既没有任何用处，也不会为神所钟爱。”[26]

苏格拉底曾和希庇阿斯讨论什么是正义的问题。苏格拉底认为：“守法就是正义”，并且说明他所说的法就是“城邦的律法”，即公民一致制定的协议，规定他们应该做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27]在他看来，法就是普遍正义，是指导城邦生活的最高准则。苏格拉底在被判处死刑后，朋友们都劝他越狱求生。但他声称自己从不放弃原则，总是根据理智决定是否接受朋友的建议。苏格拉底说：人皆非有意作恶，以错对错的报复绝不可取，这是一条人生原则。自己如果越狱逃跑，就是对雅典城邦做了毁法败邦的报复，是摒弃了自己对城邦的道德承诺，违背了正义的生活原则。

苏格拉底认为“自制是一切美德的基础”，“自制是人的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美德”[28]。自制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智慧是最大的善，不自制就使人远离智慧，缺乏健全理智，沉溺于某些快乐，于是本来能分辨好坏的感觉迟钝了，不择善而从恶，不做有益的事而做有害的事。苏格拉底并不否认人需要快乐，但是他反对享乐主义道德观将快乐说成是满足欲望和情欲。他指出：不自制给人带来的唯一东西就是所谓快乐，但这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唯有自制才能给人最大的真快乐。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理智是最大的美德，自制表现为以理智克服欲望，使欲望以适度的方式得到满足。“一个不能自制的人和最愚蠢的牲畜有什么分别呢？那不重视最美好的事情，只是竭尽全力追求最大快感的人，和最愚笨的牲畜有什么不同呢？只有能自制的人才会重视实际生活中最美好的事情，对事物进行甄别，并且通过言语和行为，选择好的，避免坏的。”[29]

苏格拉底认为，勇敢不是天生的品质，而是一种需要经过教育，获得知识，才能教养起来的美德。勇敢和知识密不可分。不能简单地说勇敢就是对可怕的危险事情无所畏惧；如果对这类事情的性质无知而无所畏惧，这不是勇敢而是鲁莽。在大难临头时必须有知识、有智谋，善于应付，临危不惧，这才是真正的勇敢。勇敢无疑是一种高尚的品德，但只有和智慧结合的勇敢才是高尚的，愚昧的勇敢只不过是顽固，是有害的恶。勇敢出自智慧，人的勇敢是要通过勤学苦练才能培养起来的。这样，苏格拉底就将勇敢与知识、智慧联系起来了。

交友是当时希腊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苏格拉底对此很重视，他教导人们要懂得友爱和友谊的价值，要懂得怎样交友择友。他自称不像别人那样喜欢声色犬马，“我所喜欢的是有价值的朋友”。他认为友爱的本性是善，善和恶不能互相并存，因为坏人和坏人、坏人和善人之间没有真正的友爱，友爱只存在于高尚、善良的人们中间。苏格拉底又认为：任何人都不爱无知无用之人，如果对事物没有知识就会将事情弄糟，失去别人的爱，甚至父母的爱，只能处处受制于人；如果你获得知识，显得有用与善，所有人都会对你友爱。苏格拉底以此说明友爱这种美德同知识与智慧是紧密相连的。

苏格拉底还从“美德即知识”出发，提出美德是统一的，反对智者把人的美德相分离的观点。普罗塔哥拉认为美德就如同人脸上的鼻子、嘴那样的部分，它们的功能是彼此不同的，所以有些人勇敢而不公正，有些人正义而不智慧。实际上，普罗塔哥拉陷入了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将美德相互割裂，认为对立的美德可以共存于一体，善也是相对的，既可对人有益，也可对人有害。在普罗塔哥拉看来，道德是相对的，没有普遍绝对的标准，因此不能构成确定、完整的道德人格。苏格拉底针锋相对地提出了美德的有机整体性和道德价值的普遍确定性。他并不否认多种行为美德之间的差异，但更强调它们的有机联系，即它们有同一性，那就是它们的理智本性。苏格拉底对古希腊的几种主要美德——正义、自制、勇敢等，加以分析，认为它们有共同性，都和知识相联系，都受智慧的支配。这种本质上的同一性使各种美德内在联结，不能孤立存在，构成美德的整体性。苏格拉底主张，美德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智慧、知识和美的本性使各种美德成为有机联系的整体。美德的整体先于部分，也优于部分，人的美德不可能被分割成各个部分，人的道德人格必定是完整的。

二、美德可教

在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中，苏格拉底指出，从雅典公民大会的情况看，政治技艺似乎是不可教的，公民大众讨论建筑、造船时请教建筑和造船的专家，而讨论政治事务时，如果请某人作为专家来施教，只会招致轻蔑和哄笑，被嘘出会场。苏格拉底说他本不相信美德可教，请博才多学的普罗塔哥拉为他释疑。

普罗塔哥拉讲了一个神创造人和人类社会进化的故事来回答这个问题。混沌初开，神用火和土做成了人，普罗米修斯为人类偷来了火，并产生了百工技艺，但由于人没有政治技艺而相互伤害。宙斯害怕人类因此会毁灭，便命厄庇墨透斯给人带来相互尊重和正义的美德，并且使每个人平等具有，城邦得以制定法律才有秩序、友谊和团结。按照普罗塔哥拉的社会进化论，人类早期处于自然状态，没有道德和法律；互相尊重和正义虽然是由宙斯带给人的，但由于人人具有这种本领，制定道德和法律，社会才进入文明社会。道德和法律是人约定而成的。普罗塔哥拉认为，既然美德不是天生的（physis），也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约定的（nomos），它就是可教的。同时，美德的传授也受天赋的影响，如一个享有盛誉的奏笛天才并不一定能使他的儿子成为奏笛高手，因为每个人的天赋能力是不同的，自然禀赋只能影响教学美德的程度，所以美德是可教的。至于有的人能教好，有的人不能教好，则是由于各人的天赋和努力程度不同。

普罗塔哥拉认为道德和法律是约定俗成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因此，不同的城邦就可以有不同的道德和法律，道德没有绝对的标准，善恶、好坏的标准在于个人的感受和体验，这样又使道德成为不可教的。在同普罗塔哥拉的对话中，在道德的本性问题上，苏格拉底提出了两种道德观。智者主张不是人拥有的知识支配人的行为，而是激情、快乐、痛苦、恐惧等情感支配人的行为，他们将知识看作屈从于情感的奴隶，甚至可以被情感抛到一边。苏格拉底则主张知识是最能支配人的行为的美好东西，因为它能使人辨别善恶。苏格拉底并不否认道德生活中有快乐和痛苦等情感的表现，但它们是复杂的，面对各种现实的和可能的快乐和痛苦，人需要对道德行为做出选择。人在选择时必须对它们做出测度、衡量，这种测度本身就是知识，只有知识才能保证得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我们获得善的生活，使恶的生活得到拯救，因此，恰恰是知识支配快乐和痛苦等情感。有些人明知恶而故犯，明知善而不为，并不是因为情感统治了知识，而是因为在测度快乐和痛苦并做选择时缺乏正确知识，做了错误的选择，是一种严重的无知。所谓情感支配，是纯粹无知的结果，只有智慧才是人行为的主宰。明知恶而故犯，不过是人在道德行为的选择中因无知而犯恶罢了。

根据以上分析，苏格拉底论证各种美德有共同性，即都源于知识，是由知识支配的，而不是由情感支配的。苏格拉底和普罗塔哥拉的全部辩论得出一个戏剧性的结果，双方的论点都走向了自己的反面。苏格拉底开始时说美德是不可教的，现在却相反证明所有美德都是知识，证明美德是可教的。而普罗塔哥拉说美德是可教的，现在美德却成了非知识性的东西，这样就使它们完全不可教了。其原因在于苏格拉底认为道德应该有共同的、客观的、绝对的价值标准；美德出自人共有的理智本性，是一种知识；知识必然是可教的，善恶、是非只能由知识来判断；知识出于理性，理性乃人的天性，是physis。所以，美德必然是普遍的，绝对的，可教的。

三、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

善是苏格拉底的最高哲学范畴，它既有本体论意义，也有道德意义。他认为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苏格拉底曾说：善是我们一切行为的目的，其他一切事情都是为了善而进行的。这里所说的其他事情是指快乐、理性、自制等。善也是全部社会生活的目的，治理城邦的目的就是要使城邦和公民们尽可能从善。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一切行为的目的，也是最高的道德价值。苏格拉底所说的“善”究竟是什么？希腊文agathon这个词原本有好、优越、合理、有益等含义，英文为good，中文译为善。但agathon的含义比中文“善”的含义要宽泛得多。

在色诺芬和柏拉图的记载中，苏格拉底谈到善时往往是和有益、有用等联系在一起的。苏格拉底常说：“对于任何人有益的东西，对他来说，就是善……”[30]他强调关于善的知识比其他各种知识都重要，如果没有这种知识做指导，医学未必使人健康，制鞋、纺织等技艺未必能生产好的鞋子和衣服，领航员未必能保证航海安全。总之，如果缺乏善的知识，一切事情都做不好。

苏格拉底认为，善是“一种关于人的利益的学问”。不过，他所认识的功利和智者的不同。他反对满足个人情感和欲望需要的功利观，认为这种利益是表面的、短暂的和变化的，不是真正的利益。他要求人们辨别和追求真正最高的利益，这种最高的利益应当是满足灵魂需要的，而不是满足肉体需要的利益，所以，最高的善是与知识、真理相一致的。

苏格拉底指出，灵魂和身体的善都表现为和谐、有秩序，但这只有通过知识训练才能达到。他说：“任何事物的美德，无论实现在身体、灵魂还是其他任何生物中，都不是只凭任意偶然性。而能最好地得到的，只能由通过适合于每一事物的秩序和条理才能得到。任何事物的美德都是一种有规则、有秩序的安排，所以，正是这种适合于该事物的秩序的出现才能使任何事物成为善的。”[31]善通过正义、秩序和技艺知识植根于身体和灵魂之中；自制的人才具有正义、勇敢、虔诚的真正的善。苏格拉底也将善和自由、自制联系起来。色诺芬在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对尤苏戴莫斯的教导。苏格拉底指出，自由对于个人和城邦都是高贵而且美好的财产，能够做最好的事情，即从事善就是自由；反之，受到阻碍不能从事善，也就是没有自由。他认为凡是不能自制的人，也就是没有自由的人。那些不能自制的人不仅受阻不能去做最好的事，还被迫去做最无耻的事。苏格拉底还将自由的善与自制、智慧联系起来。他说：“智慧是最大的美德，不能自制就使智慧和人远离，并且驱使人走到相反的方向去。”由于“不能自制使人对眼前的快乐流连忘返，常常使那些本来能分辨好坏的人感觉迟钝，以致他们不但不去选择较好的事情，反而去选择较坏的”，所以“健全理智和不能自制这两种行为是恰好相反的”[32]。这样，苏格拉底将道德自由归结到健全的理智，将自由、理智和“善”联系在一起。人根据智慧，遵循理智，能够自制，就能做最好的事情，从而实现善。

苏格拉底认为，人的一切合理行为都是为了从善，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人为了达到善，必须寻求能明察事物本性和原因的知识技艺，这样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这即是美德和幸福。人不能只从个人经验出发，沉溺于日常事务，在满足欲望中获取快乐，以为这就是善。要是唆使城邦及其公众在满足私欲中寻求快乐和幸福，一味追求强权，效法僭主，滥用权力，就只能走向歧途，恶果累累。苏格拉底指责当时的统治者不注意使公民的灵魂从善，却热衷于建造船舰、军港、卫城等设施，因此，他们对社会危机是负有责任的。同时，苏格拉底认为智者也应负责任，智者自诩为使公民从善的教师，却唆使人们一味追求欲望的快乐，使他们追求错误的生活目的，变得骄纵、贪婪，陷入不正义和邪恶，毒化了人们的灵魂。苏格拉底大声疾呼：雅典属于最伟大的城邦，雅典人是以智慧和强盛闻名于世的。可是他们现在专心致志于获得钱财，猎取荣誉，而不关心智慧、真理和灵魂的完善。因此，苏格拉底认为，治理城邦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改善公民的灵魂，给他们知识教养，使他们过理性的生活。改善公民灵魂，是真正的政治技艺，是政治家的真正职责。

四、知识观

苏格拉底认为，人通过理性灵魂获得的知识不同于感觉，不同于流行的意见，而是一种普遍的、必然的真理。只有通过理性，人才能够得到确定不移的、绝对的知识，这是苏格拉底思想的重要方面。从人类认识史的进程看，早期希腊自然哲学家的知识主要是通过对自然界的直观认识得来的。与此相应，他们对人的认识也还比较粗浅，较多自发探讨人的感知能力及其生理基础，对人的理性的自觉反思则较薄弱。只有爱利亚学派的巴门尼德将思想和感觉、真理和意见区别开来，开始将理性思维提到首要的地位。在这方面，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继承和发展了巴门尼德的传统，但是他们是在一个新的背景下提出这个问题的，那就是反对智者的感觉论。当时的智者以教授知识自诩，但是他们的相对主义感觉论不可能形成一种确定的知识，相反，造成了思想上的混乱。苏格拉底认为智者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理论将是非、善恶的标准都混淆了，是造成社会上各种罪恶的原因。他认为，智者虽然自称是教授和传播知识的，但是他们所授的知识根本不是知识。因此，苏格拉底必须提出一个确定的“知识”概念，来和智者相抗衡。

在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主要是自然哲学家，他们所讲的知识都是与运动变化的事物相关的，他们的知识主要都是从对自然现象的直观中得来的，所以，他们讲的知识都是运动变化的方面，这是苏格拉底不能认可的。因为这样的知识不能作为判断真理的标准。苏格拉底说，我们要寻求的是那真正的美，并不是容貌美好，因为这些东西是会变化的，现在是这样，以后又会变成那样。真正存在的问题是在同一状态下的，永远也不会运动变化，运动变化的东西是任何人都不能知道的，因为当你接触它时，它已经改变了性质。如果万物都在变动，没有确定不变的东西，那便根本不可能有知识，因为知识本身没有改变，它才是知识。如果这种变化继续下去，便不会有任何知识，这样既没有能知的人，也没有被知的东西。苏格拉底明确提出：感觉只能是流动变化的认识，不能得到确定的知识；只有常驻的、绝对的认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知识作为知识，应该有一种绝对的、永恒的本质。他还说，如果没有这样的知识，便没有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但是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如绝对的善、美等总是绝对存在的，因此，应该肯定有这种知识的存在。这里所说的知识的主体和被知的对象并不是一般的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而是有苏格拉底所指的确定含义的。他明确地说知识的对象是绝对的美、绝对的善，也就是他所说的普遍的定义、本性或本质。能够达到这种认识的，当然只能是灵魂中的理性。

苏格拉底坚持认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掌握知识；也只有确定的知识才使人懂得真理，辨别真知和谬误。苏格拉底以人为知识的主要对象，而人由身体和灵魂构成，他相应地提出学科知识的分类：关于人的身体有两种学科，即体育和医学；关于人的灵魂的技艺统称政治，也有两种学科，即立法和正义（道德）。体育和医学、立法和道德之间都是紧密联系、相互渗透的，立法和体育相应，道德相当于医学。同时，他还指出生活中有一些同这些学科表面相似的冒牌技艺，如烹调师自称是最懂营养健康的专家，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医生就无所事事了。同样，智者的修辞术也是冒牌的技艺。他批评智者的修辞术并不能揭示关于事物的真理以及什么是正确和错误、高尚和卑下、正义和非正义，实质上只是一种奉承人的雕虫小技。即使同政治活动的某些方面有表面相似，也只是一种恶劣的相似。这样的修辞术只能使人们产生某些信念，以貌似有理实无理的辩论使人轻信某种意见，并不能在公众集会上教给人们知识和真理，让他们区分正确和错误。苏格拉底主张，知识是靠理性获得的真理，能使人辨别正确和错误，有客观的标准，能引导人从善，合乎正义。在苏格拉底看来，“善”是万物的真正的、最后的目的。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知识就是能区别、认识什么是善和什么是恶，什么是好的和什么是坏的。苏格拉底强调理性的作用，倡导“善的目的论”的思想，这种思想在西方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善的知识”属于一般的知识，各种具体知识都和一般的知识有关，用苏格拉底的话说，它们都是受一般知识支配的。苏格拉底认为一般的知识高于具体的知识，医生和工匠虽有具体的知识，却不一定具备一般的知识。他指出，在人们具有的各种具体的知识以外，还有更高抽象层次的一般的知识，也就是关于“善的知识”。

“知识即美德”有其积极意义。苏格拉底把美德和知识等同起来，通过知识的客观性、普遍性与确定性推论出道德的普遍性与确定性，以此来反对“道德就是情感、欲望”和“任何事物都有两种正相反的说法”的相对主义原则，以及“强权就是正义”的政治非道德原则，确立了道德的共同性，为道德规定了一个可行的不变标准，这就是善。苏格拉底提出“知识即美德”，明确肯定了理性知识在人的道德行为中的决定性作用，建立起了一种理性主义的道德哲学，赋予道德价值客观性、确定性和普遍规范性，意在维护希腊民族在历史上已形成的传统美德。既然美德即知识，知识是可教的，美德也是可教的，那么知识的可教性就蕴含着美德的可教性。但是，德行的可教性似乎否认了苏格拉底关于善是灵魂的内在原则的说法。根据前者，德行是通过教育而获得的后天习性；根据后者，德行是不假外物而存在于内心之中的天然本性。苏格拉底认识到向善的本性和后天教育对于德行同样重要。比如，他说：“勇敢是自然的东西，由灵魂适当地培育出来。”[33]另一方面，勇敢又是关于可怕与不可怕的知识。这样，苏格拉底关于勇敢的对话提出了勇敢不可教与勇敢可教两种不同的观点。苏格拉底指出“学习”本身就是一个矛盾，“任何人既不可能学习他知道的东西，也不可能学习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能学习知道的东西，因为他已经知道了这个东西；他不能学习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不能知道在学习什么”[34]。

“德行就是知识”这句话也包含着一个“苏格拉底式的悖论”。这个悖论并不同道德的可教性相矛盾。因为在苏格拉底看来，人在开始学习时，灵魂里已经存在着关于德行的原则，只是由于受到蒙蔽而没有被人们觉悟，学习的目的就是认识自己灵魂之内的已有德行，关注以前尚未被学会的本性。所以，肯定德行是灵魂的本性，与肯定美德的可教性并不矛盾。

在苏格拉底看来，知识和美德是人人皆有的天赋本性，有些人缺乏美德只是由于感觉的迷误而扭曲了人的理智本性，美德的可教性和自然性在学习的过程中达到统一。苏格拉底认为，美德是天生的，但人的美德的形成有赖于后天教育与培养。“正如有些人的身体天生比另一些人的身体更强于耐劳吃苦一样，有些人的心灵是天生比另一些人的心灵在面对艰险时更为勇敢。因为我见到在同一的法律制度下教育长大的人，他们在勇敢方面大有差别。”[35]不过他又认为，“任何一种天生的倾向，都可以由训练和锻炼而使之在刚毅方面有所长进”[36]。因此，“很显然，无论是天资比较聪敏的人，还是天资比较鲁钝的人，如果他们决心得到值得称道的成就，都必须勤学苦练才行”[37]。苏格拉底承认人的天赋存在差异，但不论天赋好的还是天赋差的人，都必须受到适宜的教育，才能真正成为一个有德行的、有智慧的人。后来的亚里士多德也接受了他的影响，认为道德虽出于天性而需要训练，但亚里士多德更强调道德的教育和训练。这既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同时又批判地发展了他的思想。

通过知识教育和道德陶冶可以恢复人的道德本性，使城邦社会生活确立在严格的理性道德价值的基础之上，这正是苏格拉底道德教育哲学的使命和宗旨所在。

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也是一种知行合一论，强调道德实践。这与当时雅典的社会风气有关。当时的雅典是希腊政治文化的中心，许多“诡辩学家”自以为具有人生和自然的全部学问，到处招摇过市，评头论足。“他们从这个希腊城市漫游到那个希腊城市，一方面作为其本邦公民的使者，另一方面向广大听众显示自己的才华。他们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且收入甚巨。但他们遭到了公众中一部分人的嫉妒和厌恨。因为每当一个公民可以在陪审法庭上为自己辩护的时候，他们却把一切使用普通武器的特技传授给有钱能买得起的人，恍如一群没有经过训练的决斗者中，他们就是耍刀弄枪的教师爷或职业性的剑客。”在这种情况下，苏格拉底提出知德统一，强调言行一致，是有其现实意义的。可以说，苏格拉底本人的道德实践就是对“美德即知识”的最好诠释。他多次有生的选择：他可以交付一笔赎金，换取生命，他的朋友也愿意代他交付赎金；他还可以把妻子和孩子带上法庭求情，用妇孺之情感化陪审团；在临刑前夕，朋友们又为他安排好了出逃的道路。但他认为，这些行为都是与法律相抵触的不正义的行为，他在知道什么是正义之后就不能再做不正义的事。他宁可承受不正义的惩罚，也不愿做不正义的事。因为人们对他不正义的惩罚是出于无知，而他若做了不正义的事便是出于有意。他为“德行就是知识”“无人自愿作恶”的道理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但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主张“真知必行”，否定了“知”与“行”的矛盾。按照他的理解，一个人有道德，必须有关于道德行为的知识。如果没有道德行为的知识，就不可能做出符合道德要求的行为。这就引出苏格拉底的“无人有意作恶”的论断。苏格拉底在《普罗塔哥拉篇》中曾说：没有人趋恶或自认为是恶的，避善趋恶是违反人之本性的。有些人明知恶而故犯，明知善而不为，做了错误的选择，是一种严重的无知。在他看来，既然由于无知才为恶，因此可以推断：无人自愿为恶，明知恶而自为的说法不能成立。如果一个人不得不在善恶之间做出选择，那么他能选择小的恶时，他不会去选择大的恶。面临战争的危险，人们只是由于危险观念的不同就可以区分出懦夫与勇士。懦夫拒绝作战，做了错误的估计。勇士乐于作战，是因为他们对快乐和痛苦做了正确的估计。苏格拉底认为，勇敢就是知识，怯懦就是无知。苏格拉底还提出了“有意为恶优于无意为恶”的观点，认为自觉说谎骗人，犯错误乃至伤害人，都比不自觉做错误的行为好。他还列举了一系列实例论证：有能力跑得快而故意跑得慢的人优于没有能力只能跑得慢的人，故意乔装跛脚的人优于真正跛脚的人，因此，人们都愿意要有能力也曾有意犯过错误的奴隶，不愿要没有能力而屡犯错误做傻事的奴隶。这个论点也是从“美德即知识”这一基本原则推出来的。

应该讲，苏格拉底把知和行完全等同起来，把由知到行的关系看作一种必然的决定性关系，是带有片面性的。亚里士多德后来对“美德即知识”这一命题做了深刻的分析，他承认作为智慧的知识对于德行是不可能缺少的，但除了知识之外，还需要意志和激情，才能促使人们按照德行行动。亚里士多德批评苏格拉底否定了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无视意志和情感在形成美德中的作用。知识对形成美德、规范道德行为无疑起主导作用，苏格拉底以此批判智者主张个人的情感。欲望支配一切行为，这是对的。但是人的意志和情感也是形成道德品格的重要因素。苏格拉底排斥灵魂中的非理性部分，否定一切意志和情感的价值，将美德只归结为理论知识，是有片面性的。

第五节 精神助产术

注重对人的理性思维做自觉的反思，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他寻求的普遍性定义以及他的辩证的对话，都要求用比较严格的逻辑规范和清晰的语言来表述。为了追求真正的善，弄清什么是美德等概念，苏格拉底到处同人谈话，并在这种谈话中发展出“精神助产术”的教学方法。例如，他从不说自己对美德有一个什么看法和定义，而总以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向那些被认为或自认为有智慧的人求教，请他们说出什么是正义、勇敢、友爱和美德等。在他的对话者提出了一种定义之后，苏格拉底就举出一些事例，揭露这个定义在运用于这些事例时显得不恰当或不充分，于是对方只得承认自己的定义不当或有错误，并不得不提出新的定义。苏格拉底则追根究底，继续从各方面来揭示这些定义仍然是不适当的，这样讨论就会不断升华；同时迫使对方承认自己并没有弄清楚美德是什么，即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对此还需做进一步的研究。

苏格拉底通过谈话寻求普遍定义、普遍真理的方法随处可见，他的对话中充满了这样的实例。色诺芬的《回忆录》中记载了苏格拉底同青年尤苏戴莫斯关于“什么是正义”的对话，这些对话较集中地反映了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过程和特点。

苏格拉底问道：“虚伪是人们中间常有的事，是不是？”

“当然是。”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我们把它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苏格拉底问。

“显然应该放在非正义的一边。”

“人们彼此之间也有欺骗，是不是？”苏格拉底问。

“肯定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这应该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当然是非正义的一边。”

“是不是也有做坏事的？”

“也有。”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奴役人怎么样呢？”

“也有。”

“尤苏戴莫斯，这些事都不能放在正义的一边了？

如果一个被推选当将领的人奴役一个非正义的敌国公民，我们是不是也能说他是非正义的呢？”

“当然不能。”

“那么，我们得说他的行为是正义的了？”

“当然。”

“如果他在作战期间欺骗敌人，怎么样呢？”

“这也是正义的。”尤苏戴莫斯回答。

“如果他偷窃、抢劫他们的财物，他所做的不也是正义的吗？”

“当然是，不过，一起头我还以为你所问的都是关于我们的朋友呢。”尤苏戴莫斯回答。

“那么，所有我们放在非正义一边的事，也都可以放在正义的一边了？”苏格拉底问。

“好像是这样。”

“既然我们已经这样放了，我们就应该再给它划个界线：对敌人做这一类的事是正义的，但对朋友做这一类的事，是非正义的，对待朋友必须绝对忠诚、坦白，你同意吗？”苏格拉底问。

“完全同意。”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接下去又问道：“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就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因此，就制止了士气的消沉。我们应该把这种欺骗放在两边的哪一边呢？”

“我看应该放在正义的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儿子需要服药，却不肯服，父亲就骗他，把药当饭给他吃，而由于用了这欺骗的方法竟使儿子恢复了健康。这种欺骗的行为又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我看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又如，一个人因为朋友意气沮丧，怕他自杀，把他的剑或其他这一类的东西偷去或拿去。这种行为应该放在哪一边呢？”

“当然，这也应该放在同一边。”尤苏戴莫斯回答。

苏格拉底又问道：“你是说，就连对于朋友也不是在无论什么情况下都应该坦率行事的？”

“的确不是，”尤苏戴莫斯回答，“如果你准许的话，我宁愿收回我已经说过的。”

“准许你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苏格拉底说，“因为这比把行为放得不正确要好得多。”

“至于那些为了损害朋友而欺骗他们的人（这一点我们也不应弃置而不予以考虑），你想哪一个是更非正义，是那些有意的呢，还是无意的呢？”

“苏格拉底，我对于我自己的回答再也没有信心了，因为我先前所说的一切现在看起来都和我当时所想的不一样了。尽管如此，我还要说，那有意说谎的比起无意说谎的人要非正义些。”

“那么，你是不是认为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正像有一种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呢？”

“我想有。”

“你想哪一个更有学问些，是那有意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还是那无意之中写得不正确或念得不准确的人呢？”

“我以为是那有意的人，因为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做得正确。”

“那么，那有意写得不正确的人可能是有学问的人，但那无意写错的人则是没有学问的人？”

“怎么是那样呢？”

“是那有意说谎的人知道正义呢，还是那无意说谎、骗人的人呢？”

“显然是那有意这样做的人。”

“那么你是说，那知道怎样写和念的人比那不知道的更有学问？”

“是的。”

“那么，那知道正义的人也是比那不知道的更正义些？”

“似乎是这样，可是我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了。”

“但是，一个想说实话而总是说不准的人，当他指路的时候，时而说这条路向东，时而又说它向西；当他算账的时候，时而算得多，时而又算得少，你以为这样的人怎样呢？”

“很显然，他以为自己知道的事，其实他并不知道。”

“你知道有些人是叫作有奴性的人吗？”

“知道。”

“这是因为他们有知识呢，还是因为无知？”

“显然是因为无知。”

“他们得到这样的称号，是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怎样打铁呢？”

“当然不是。”

“那么，也许是因为不知道怎样做木匠活？”

“也不是因为那个缘故。”

“那么，是因为不会做鞋吧？”

“都不是，因为恰好相反，大多数会做这类手艺的人都是些奴颜婢膝的人。”

“那么，他们得到这种名称是不是因为他们对于美、善和正义的无知呢？”

“我想是这样。”

“这样，我们就当用一切方法努力避免做奴颜婢膝的人了。”

“说实在的，苏格拉底，我曾非常自信自己是一个喜爱研究学问的人，并且还希望通过这种钻研，能够达到一个才德兼备的人所应该具有的造诣。但现在你想想看，当我看到自己费了这么多的辛苦，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的时候，我对自己该是多么失望啊！而且我连有什么别的方法改善这种情况都还不知道呢。”

苏格拉底说道：“尤苏戴莫斯，请告诉我，你曾经到过德尔斐没有？”

“去过两次。”

“你曾经看到在庙墙上刻的‘认识你自己’那几个字吗？”

“看到过。”

“对于那几个字你有没有思考过呢，还是你曾注意过，并且察看过自己是怎样的人呢？”

“我的确并没有想过，我以为对这一切我已经都知道了，因为如果我还不认识自己，就很难说知道任何别的事了。”

“但你以为一个人只知道自己的名字，就是认识了他自己呢，还是像那些买马的人，在没有察看过马是驯服还是桀骜，是强壮还是软弱，是快还是慢，以及骏马和驽马之间的其他各方面的好坏情况以前，总不认为自己已经认识了所要认识的马那样，必须先察看了自己对于作为人的用处如何，能力如何，才能算是认识自己呢？”

“这样看来，一个不知道自己能力的人，就是不认识自己了。”[38]

从以上对话中，可以概括出苏格拉底精神助产术的基本步骤。

苏格拉底首先让尤苏戴莫斯承认：虚伪、欺骗、做坏事、奴役人，这一类事情只能归于非正义一边；然后苏格拉底问：一位将领奴役一个敌国的俘虏，能说是非正义吗？他在战争期间欺骗敌人，以及抢劫敌人的财物，难道是非正义吗？尤苏戴莫斯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这样，原来认为是非正义的事情也可以摆在正义这一边了。这就是揭示出来的第一个矛盾，因此要重划一个界限：只有对敌人虚伪、欺骗、做坏事、奴役人是正义的，如果将这些行为施行于自己人或朋友，便是不正义的。可是苏格拉底又问他：如果一个将领看到他的军队士气消沉，因而欺骗他们说援军快要来了，从而制止了士气的消沉；又如，儿子不肯服药，父亲欺骗他，让他将药当饭吃下去，从而恢复了健康；再如，朋友意气消沉，为了怕他自杀，将他的剑偷走。这些都是为了自己人和朋友的好处而做了欺骗和偷窃，当然应该归于正义而不是非正义。这样就第二次将尤苏戴莫斯划分的界限的矛盾揭示出来，他只能收回已经说过的话，并且承认对他自己所说的已经没有信心了。接着，他又提出第三个论点，认为有意说谎要比无意说谎更非正义一些。苏格拉底将学习和认识正义的方法同学习和认识文字的方法相比，问尤苏戴莫斯：是那些有意写得或念得不正确的人，还是那些无意写得或念得不正确的人更有学问呢？尤苏戴莫斯回答说，是那些有意的人更有学问，因为只要他愿意，他能够做得正确；而那些无意写错的人则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写得正确，才会写错的。同样地，那有意说谎欺骗别人的人是知道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的，他是有意欺骗别人，只有不知道什么是正义的人才会无意欺骗别人：那知道正义的人总比无知的人更加正义一些。所以，又第三次揭示了尤苏戴莫斯的矛盾，推翻了他原来的论点。对无知，特别是对美、善、正义这类问题无知的人来讲，他们只能当奴隶，不能成为自己的主人。最后，尤苏戴莫斯只能承认他不知怎么说才好了，他原来以为自己喜欢研究哲学，是很有智慧的人，现在却连一个最应该知道的问题都回答不出来，而且他自己对如何改善这种情况也都还不知道。苏格拉底教导他：要认识你自己，要有自知之明，要能认识自己的无知。

苏格拉底自认为他的方法就是通过同人谈话，通过提出问题、回答问题、反复诘难来寻求普遍的定义。他通过揭示对话者观点或提出的定义中的自相矛盾，启发对方一步一步地明白自己本来是无知的，应该反省以求新知。他实际上是在问答中不断揭露对方的矛盾，使对方承认错误并不断修正错误，从而引导他们逐步认识真理。

第一，苏格拉底将自己的对话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这种精神助产术同一般的实际助产术有着类比关系。按照苏格拉底的看法，关于最一般的美德、正义、善等知识和定义，并非人们主观的观念，而是客观存在的绝对知识和神的知识，是人们投胎出生前灵魂所具有的本性和知识。所以，它本来存在于人们的心灵里，犹如胎儿在母腹里一样，但它同感性、个别的事物混杂在一起。苏格拉底通过谈话启发人的理性灵魂，把感官及肉体的杂质清除，这样真正的知识就显现出来了，回忆起来了，就像一个胎儿从母腹里产出来一样。那么，苏格拉底的方法的作用也就像助产婆帮助胎儿出生那样。苏格拉底的母亲是一位助产婆，他以助产术来形象地比喻自己的方法：“我的助产的艺术在许多方面像她们的，不同的是我注意的不是女人而是男人，我要照顾的是他们进行思考的灵魂而不是他们的身体。人们常责备我，问别人问题而我并没有才智对讨论主题有所断定，这是对的——神让我当一名助产婆，并没有要我生孩子。”[39]苏格拉底将自己的方法称为“精神助产术”，因为它同产婆术的确有关系。

按照雅典风俗，仍能怀孕、生育的妇女不允许给人接生。苏格拉底承认自己无知，对讨论的问题并无现成的定论，自己是一个探索者而不是教导别人的全能者。据说，德尔斐神庙祭司传下神谕说，没有人比苏格拉底更有智慧。自知没有全能智慧的苏格拉底为了验证神谕，开始考察被人们称作有智慧的人的智慧。他先后与政治家、诗人和工匠交谈，发现政治家自以为是，实际上一无所知。他还发现诗人写诗并不凭智慧，而凭灵感。最后，他又发现工匠因为自己手艺好，就自以为在别的重大问题上也有智慧，这个缺点淹没了他们的智慧。别人没有智慧都自以为有智慧，苏格拉底自己有智慧却认为自己无知。当然，苏格拉底式的无知只是一种态度，他并没有把自己的知识和见解变成定论，而只把它们当作对话的催化剂。同时，苏格拉底把对自己的成见和定论的否定比作临产前的阵痛，这也是每一个获得真理的人必经的阵痛。苏格拉底认为，每个人的灵魂都蕴含真理，但人们未加考察便接受的偏见和谬误，蒙蔽了真理。对话的结果是对话者在自己的内心中发现真理，正如产妇从自己体内产生新的生命一样。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教导人们如何去认识真理，但并不教给人们什么是真理，正如助产士的任务是帮助产妇生育，但她自己并不生育。

第二，关于矛盾，也就是相反和对立的问题，是古希腊哲学从一开始就被哲学家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自从泰勒斯提出水是万物的本原，紧接着阿那克西曼德就认为泰勒斯的说法中有矛盾，因为水是冷和湿的，从它中间怎么能产生出热和干的事物呢？最早提出来物的本原是一对对相反的对立面的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学家；赫拉克利特第一个将矛盾对立和事物的运动联系起来，指出正是由于矛盾和对立，事物才不断运动变化；芝诺不仅看到了一和多、运动和静止、有限和无限等的相互矛盾，而且看到多、运动、有限本身也包含着矛盾。芝诺推翻对方的论证就达到了他的目的，而苏格拉底推翻对方的结论仅仅是他的一种手段，他要达到的目的在于探求更高的认识普遍本质的真理；并且其关键在于引起对方思想中的自我矛盾，这样，对方的思想发展就不是外力强加的，而是他自己思想的必然的生动发展了。

苏格拉底的反诘运用了智者的矛盾法：或从对方提出的答案中推导出荒谬的结论，或论证与之相反的意见亦可成立，或用事实反驳对方的理由。矛盾法的运用使对话充满了怀疑和批判的精神，但未导致智者们的相对主义立场。苏格拉底动摇对方固有的成见的目的是促使他们更加接近真理，他从未动摇他们追求确定真理的信念。矛盾法在苏格拉底看来并不是智慧，它只是达到智慧的手段，是为真理的目的服务的工具。

第三，希腊文dialektikos这个词的前缀dia是“通过”的意思，lek的词根lego就是“说话”的意思，所以，辩证法的最初含义是“通过说话、谈话”。苏格拉底使用的对话方法也就是“辩证法”，它不是简单地提出问题和回答问题，而是在回答中揭露矛盾和认识矛盾。苏格拉底的辩证法贯穿着一种分析理性的精神，即在论辩的思维矛盾中注重对概念的逻辑分析，注重合乎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他使用的是归纳论证和寻求一般定义的认识方法和逻辑方法。这是从考察具体事物出发，从现象、个别和特殊出发，通过诘难，揭示出那种把一般定义归结为个别、特殊的东西的看法是不妥的、矛盾的，从而引导人们的认识逐步排除一般定义中那些与共性不相干、不相符的特殊成分，向本质和普遍性前进，最后达到一个最一般的定义，这就是从个别、特殊到普遍、一般的定义方式。苏格拉底认为，定义是寻求知识和真理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基本途径。他认为知识并不同于日常经验或意见，它能说明事物的本质或原因，因此，寻求、揭示事物本质的定义是人们获取知识的根本手段，有重要的实用价值。

第四，苏格拉底使用这种方法也是为了反对当时智者的论辩术。智者的论辩术承认两个相反的命题都是真的，或无所谓真或假，又认为两个相反的命题并不是等值的，仍有好坏、强弱之分，他们论辩的目的就是如何使弱的论证变为强的论证，战胜听众，赢得听众的赞同。在矛盾论证的两个方面中，他们往往选取其中一个他们认为有利的方面，为之辩护，因此，智者的论辩术不以追求客观真理为目的，往往成为诡辩。

苏格拉底反对智者的相对主义，不承认真理有其特殊的主观性，而是主张有普遍的、绝对的真理。他揭露智者的论证只承认有特殊的、个别的普遍性，而否认普遍的、一般的主观性；智者教人学习，不是教人从无知到有知，而是教人在论辩中玩弄词语。苏格拉底认为揭露对方的矛盾并不是否认矛盾，而是让对方认识自己的矛盾，承认自己的错误，通过不断地认识矛盾去寻求普遍的、绝对的真理。

苏格拉底认为美德可教，启迪人的智慧和美德是严肃而认真的事情，智慧和知识好比资金，必须学会正确使用，它才会有价值。苏格拉底运用谈话法就是为了使人们正确学习和使用知识，用它正确地指导人的行为，实践美德，过有价值的生活。所以，苏格拉底自称他的方法是一种精神助产术，是帮助对方产生真正思想的孩子——绝对真理。

第五，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在教学中的具体运用，就是一种讲座和辩论的方法。这里的关键就是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式的无知是真诚的态度，没有真诚的无知，便没有对知识的真诚探索，这种态度是实施苏格拉底对话的关键环节。承认自己是无知的学习者，这样便能在对话中提出问题，探索答案，而不是去单纯解答问题，把学习变成不断探索新知识的过程。承认自己无知的态度，使对话者双方处于同等的地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不是教师的训导，更不是智者的炫耀，而是双方共同探讨。这不是预先设定一个原则，然后自圆其说，为之辩护；也不是先提出一个答案，然后千方百计地把对方引向这个答案。在使用这种方法时，苏格拉底并不直接向学生传授各种具体知识，而是通过问答、交谈或辩论的方法来得出他认为是正确的答案，即普遍真理。苏格拉底虽然提出了这个伟大的目标，但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则困难重重。因为从揭露认识中的矛盾一步一步上升到认识普遍的真理，是一个无限复杂的过程，其中有本体论的问题，有认识论的问题，还有逻辑的问题，等等，直至今日也只能说人类还是处在这种认识的不断深化的过程中。这种方法要求师生共同探讨，互为促进，共同寻求正确的答案。其有助于激发学生积极思考、判断和寻找正确答案的积极性，所以，学生的思维相当活跃。但是，精神助产术这种方法并不适用于一般的教育教学。因为中小学教学，甚至包括大学低年级的教学，其基本目标都是向学生传授知识，进而发展他们的智力与能力。学生的知识根本达不到与教师进行对话的水平，教学主要是要求教师根据传授法等教学方法向学生传授知识，使学生掌握基本概念与基本原理。精神助产术这种讨论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在中小学教学中使用，但不能作为主导方法，只能是传授法等教学方法的辅助与补充。到了大学高年级和研究生阶段，学生对于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有了深入理解，他们已具有较高的理论水平，能够与教师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可以使用这种方法。但是，在使用这种方法时，教师应要求学生事先认真准备，仔细阅读大量文献资料；如果没有准备，其对话对问题的探讨很难深化，不易于提高学生的理论水平，学生的思想不是更清晰，而是更混乱了。

第六节 贡献与影响

如何培养政治家，美德即知识，精神助产术，这三个方面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构成了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主体。在雅典从强盛到衰落的转折时期，希腊社会面临的基本问题就是如何保持社会的稳定。苏格拉底认识到，政治的稳定首先涉及领导人的品质，由此进一步引发出政治家培养的问题。如果说前一个问题主要与政治学相关，那么后一个问题则主要与教育相联系。苏格拉底关于如何培养政治家的论述，深刻揭示了教育与政治，亦即教育与城邦、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这不仅触及了当时希腊政治现实与教育实践的核心问题，而且对柏拉图等人的思想影响很大。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更系统地论述了政治家培养的必要性。苏格拉底主张使政治知识化、专业化，而柏拉图则进一步主张应该由哲学家统治国家。政治家掌握了知识，是否就是有了统治的美德？针对这一问题，苏格拉底明确提出了美德即知识，强调智慧即美德，无知即罪恶。从这一观点出发，他进一步推论：因为美德即知识、智慧，而知识是可以通过传授、学习获得的，因此，通过学习知识，就可获得美德。在这个意义上，美德是可教的，是后天获得的。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提出知德统一、德行可教的主张，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希腊在长期的贵族统治下形成了一种观念，认为贵族是“最好的人”，也就是最有道德的人。苏格拉底提出知德统一、美德可教，实际上否定了这种道德天赋的观念，否定了贵族阶级对道德的垄断，为民主政治的建立做了理论上的辩护。

苏格拉底的知德统一论，是柏拉图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出发点。在柏拉图设想的理想国家中，社会成员的等级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先天素质，不如说与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由金子构成的人之所以应当成为国家的统治者，首先取决于他们受到了最完备的教育，掌握了一切高深的学问，具有最高的善。军人、劳动者的地位也同样是由他们的教育程度、他们的品质所决定的。这样，柏拉图不仅全面接受了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观点，而且把知识与道德的关系推进到了一个“一一对应”的极端，而德行的等级完全是由受教育程度决定的。

从教育思想的发展来看，知德统一论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由于强调知识与道德的内在联系，因而肯定了教学与道德教育之间的直接相关。同时，由于认识到道德的知识基础，也就为道德教育的实践找到了一条重要途径。知德统一的主张在希腊以后的教育思想的各个历史时期一直起着重要作用。从中世纪后期到20世纪中叶，通过传授一定的知识科目对下一代进行道德教育，一直是教育理论和实践中占主导地位的主张，而这个主张的理论基础就是知德统一论。用教育学的术语讲，亦即赫尔巴特提出的教育性教学原则。这一原则就使苏格拉底知德统一的伦理学观点转变为真正的教育原则，把教育、教学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使教育能全面、系统地渗透到教学之中，从而既保证了教学的实施，又确保了教育目的与社会期望的实现。

用什么方法来教育学生获取知识？苏格拉底提出了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的方法本质是一种归纳法，也是一种思维训练的方法。这种方法是与苏格拉底对道德问题的关注及对人的心理或认识的见解密切相关的。因此，这种方法通常用于道德教诲之中。美国教育史家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曾精辟分析了苏格拉底方法的意义。他指出，苏格拉底方法具有多方面的意义。从哲学上看，这种方法是一个概念形成的过程。从教育上看，这种方法是获得知识、真理的过程。从逻辑上看，它是从具体到一般的过程。从心理学上看，它是从感觉形成观念的过程。从科学上看，它是从现象的多样性中抽象出普遍原理的过程。[40]可以说，苏格拉底关于精神助产术的论述，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最早的学习理论或教学理论。

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虽然提出了使人获取知识的方法，但人的知识究竟是从哪里来的，他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知识究竟是先验地存在于人的大脑中，还是人后天通过实践活动获得的，教育的本质是内发，还是外铄，教育的方法究竟是启发，还是灌输，对于这些问题，教育思想史上争论了2000多年，直至今天，也还没有一个圆满的答案。

苏格拉底教育思想的意义，一方面，是对古典时代雅典社会、政治和教育状况的深入反思，就此而言，他为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思想遗产。通过他的思想，后人可以了解古典时代希腊人对教育问题思考的基本状况。另一方面，苏格拉底在思考一个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政治、道德和教育状况时，提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些问题并不是希腊民族特有的，而是广泛的和普遍的。苏格拉底的睿智在于他直接引发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考，而且长久地影响着不同时代和不同民族的教育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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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体系化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

从毕达哥拉斯等人开始对教育问题进行初步探索到苏格拉底的时代，经过近两个世纪的发展，希腊教育思想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这种发展既表现在希腊人对教育问题认识的范围不断拓展，而且也表现在认识的日益系统化。如果说毕达哥拉斯等人只涉及教育中的局部的、个别的问题，他们的认识就其表现形式而言，基本上是零星的、不完整的，那么到苏格拉底的时代，这种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中，一种整体的、多方面的认识，以及一种较系统的认识表达形式，已经出现。虽然后人只能从柏拉图的若干篇对话中了解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在这个意义上，他的思想形式似乎仍是片断的），但从大量对话中依然可以看到，与他的前人相比，苏格拉底关注的问题在范围上已经大大拓展，他的认识达到的深度和高度更是大大地超越了前人。尤其重要的是，通过概括诸如“知德统一”“德行可教”等命题，苏格拉底使希腊人对教育的认识大大地抽象化、系统化了。

但只是到柏拉图写作《理想国》等著作时，希腊教育思想的这种系统化、体系化的趋势，才真正地作为一种现实出现了。柏拉图教育理论的形成，标志着希腊教育思想体系化时期的到来。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是古代希腊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他出身于雅典的名门望族，本名亚里斯托克利斯，柏拉图是他的绰号。至于他为何有此绰号，有人说是由于他前额宽广，有人说是由于他谈论广博，还有人说是由于他体格完美。由于家庭和雅典的传统，他在青少年时期受到良好的教育，热衷于文学创作，写过赞美酒神狄奥尼修斯的颂诗和其他抒情诗。

柏拉图大约20岁时成为苏格拉底的学生。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了一个传说：有一天晚上，苏格拉底梦见一只小天鹅飞来停在他的膝盖上，发出嘹亮而又美妙的鸣声后就冲天而去。第二天，人们将柏拉图介绍给他，苏格拉底就把柏拉图看作他梦见的那只小天鹅。这个故事说明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师生关系是不同寻常的，苏格拉底很器重柏拉图，柏拉图也十分尊重苏格拉底。这次会见是柏拉图一生中的重大转折，他放弃了自己的诗歌追求，而献身于哲学的理性事业中，并为此贡献了毕生精力。

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被处死，这件事给了柏拉图终生难忘的记忆。他开始认识到，只有用哲学指导国家，哲学家成为统治者时，国家统治才能走向正义。从此，他把哲学和政治联系起来，用哲学指导政治，在现实的世界上建立理想的城邦。这是他毕生追求的理想。虽然以后柏拉图在实践中经过多次挫折，但他想按照哲学来治理城邦的理想并没有放弃。他一生虽以主要精力来研究哲学，越来越少参加政治实践，却以他的思想影响城邦统治者。

在苏格拉底去世之后，柏拉图开始了他的游历生涯，从公元前399年离开雅典，他相继到麦加拉、埃及、居勒尼、南意大利和西西里等地游历，到公元前387年告一段落，前后长达12年。在麦加拉，麦加拉学派坚持普遍、一般而否认具体事物的观点对柏拉图的影响很大。埃及高度发展的官僚政治制度，僧侣牢牢地控制着全国的文化教育，世代相传的等级森严的固定职业分工，以及埃及人在天文学、数学等方面的成就都影响了柏拉图，这在他的《理想国》及其他对话里提出的政治、教育理论和制度中多有所反映。柏拉图到了北非的居勒尼，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何学家，也是居勒尼学派的代表人物塞奥多洛（Theodorus），向他学习几何学。后来，柏拉图又来到了南意大利，访问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活动中心塔壬同，结识了作为当地政治领袖和哲学家的阿契塔（Archytas）。塔壬同推行的温和民主政治，阿契塔的政治业绩，以及他受人民爱戴的情况，都给柏拉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成为他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雏形。

这次游历对柏拉图的思想影响很大。柏拉图在游历中考察了各地的政治、法律、宗教等制度，研究了天文学、数学、音乐等理论以及各种哲学流派的学说。正是在这样广博的知识基础上，柏拉图形成了他自己的学说。也正是这次游历，推动他建立学园，传播他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见解，培养人才，以期实现他的理想。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在南意大利时，曾被邀请到叙拉古统治者狄奥尼修斯（Dionysius）一世的宫廷。他劝说狄奥尼修斯一世采用新的政治制度，但遭反对。柏拉图被狄奥尼修一世卖为奴隶，幸亏友人出资赎出，将他送回雅典。公元前367年，狄奥尼修斯二世即位后，柏拉图的好友、叙拉古的首席大臣狄翁（Dion）写信给柏拉图，邀请他重返叙拉古。柏拉图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再次来到叙拉古，却遭软禁。后在阿契塔的帮助下回到雅典。公元前362年，狄奥尼修斯二世敦促柏拉图重返叙拉古，柏拉图以65岁高龄第三次渡海去西西里，但仍见弃于宫廷。公元前360年，柏拉图重返雅典，最后结束了西西里之行。

公元前357年，狄翁发动政变，夺取了叙拉古的政权。作为柏拉图的忠实信徒，狄翁既不采取僭主政制又不采取民主制度，而实行贵族政制。但由于政治、经济困境，最终失败。三次西西里之行的失败，特别是狄翁之死给柏拉图留下了难以医治的创伤。柏拉图一直对狄翁寄予厚望，知道他热爱哲学又具有政治实践能力，希望在他身上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狄翁的失败，将柏拉图“哲学王”的理想彻底粉碎，柏拉图的政治理想发生了大转折，从《理想国》的“人治”转到最后《法律篇》的“法治”。

在政治事业屡遭失败的同时，柏拉图的哲学事业却获得成功。公元前387年，自西西里返回雅典之后，他在以希腊英雄阿卡得摩斯（Academus）命名的运动场附近创立学园，这是西方最早的高等教育机构，后世的高等学术机构（Academy）因此得名。柏拉图在那里除讲授哲学之外，还讲授数学、天文学、声学和植物学等自然知识，但以哲学为最高级课程。学园的目标不是传授实用的技艺，而是注重思辨的理论智慧，吸引了各地的学生到此学习。柏拉图在讲学的同时，继续写作“对话”。他的授课内容没有流传下来。

晚年的柏拉图不仅在雅典，而且在整个希腊世界享有崇高声誉。公元前347年，80岁高龄的柏拉图在参加一次婚礼的宴会上无疾而终，葬于耗费了他大半生心血的学园里，所有的学生都参加了他的葬礼。当时，柏拉图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可以用他最有才华的学生亚里士多德的悼词来说明：

“巍巍盛德，莫之能名。光风霁月，涵育贞明。

有诵其文，有瞻其行。乐此盛世，善以缮生。”[1]

古代文献中记载的柏拉图著作，现在都可见到，甚至还可见到一些不见于古代文献的柏拉图著作。现存的柏拉图对话有40余篇，其中28篇被确定为真品或可信度很高的作品。现存的13封信中，有4封为真品。柏拉图的对话有很高的文学鉴赏价值，对话人物性格鲜明，场景生动，充满情趣，严密的论证配以优美的语言，达到了哲学与文学、逻辑与修辞的高度统一。各个历史时期的柏拉图研究专家对柏拉图对话的写作时间的意见尚不统一。我国学者汪子嵩等根据西方学者康福德和格里思的见解，将柏拉图的对话分为三期。[2]

第一，早期对话，包括《申辩篇》《克里托篇》《拉凯斯篇》《吕西斯篇》《卡尔米德篇》《欧绪弗洛篇》《大希庇亚篇》《小希庇亚篇》《普罗塔哥拉篇》《高尔吉亚篇》《伊安篇》。这些对话基本上属于“苏格拉底的对话”。

第二，中期对话，包括《欧绪德谟篇》《美涅克塞努篇》《克拉底鲁篇》《美诺篇》《斐多篇》《会饮篇》《国家篇》《斐德罗篇》。这个时期，柏拉图已经摆脱了苏格拉底的影响，建立起了自己的哲学体系——相论。

第三，后期对话，包括《巴门尼德篇》《泰阿泰德篇》《智者篇》《政治家篇》《斐莱布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法篇》。这个时期，柏拉图的思想已与中期对话中的思想有所不同。

柏拉图的思想是对以前希腊哲学，包括早期自然哲学、智者以及苏格拉底思想的创造性发展。特别是苏格拉底的人格和思想对他影响很大。柏拉图对话的主角多为苏格拉底。他说：“过去和将来都不会有柏拉图写的著作，现在以他署名的作品都属于苏格拉底，被美化与恢复了本来面目的苏格拉底。”[3]这些话固然出自哲学家的伟大谦虚，但也反映出苏格拉底对他影响之深。

第二节 相和相论

柏拉图创立了一个庞大的哲学体系，一般称为相论。idea和edios，国内哲学界过去一般译作“理念”。但柏拉图研究专家陈康、王太庆、汪子嵩等认为这种翻译并不准确，主张译为相和相论。现在一般的英文翻译和著作也大多将柏拉图的idea和edios译为form；将他的理论称为Theory of Forms，而不像以前那样称为Theory of Ideas。

柏拉图的相论是他整个哲学体系的核心，内容复杂，体系庞大。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论和巴门尼德的存在理论是柏拉图相论的重要思想来源，但对其影响最大的还是苏格拉底的思想。苏格拉底在探求美德的普遍定义时主张，表达某种美德的概念必须是确定不变的，自身具有同一性，不容掺杂相对立的东西，没有内在的矛盾。这就有了“相”的思想雏形。柏拉图的相论直接继承了苏格拉底的思想。但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苏格拉底专注于伦理问题而忽视了整体的自然世界，柏拉图则从寻求伦理定义扩充到寻求普遍的万物的“相”，形成了他的相论。

柏拉图所谓的“相”，实际上是指一类个别事物的共同性。他认为一类事物之所以成为一类事物，是因为它们分有一个同名的“相”。例如，他在《斐多篇》中说，任何具体的美的东西都是变动的、相对的，只有“美的相”才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的美，是决定一切美的事物的原因。那么，柏拉图的“相”具有什么特征，与具体事物又有何区别？

第一，单一性。“相”是单一的、同一的，不是组合而成的；而具体事物是组合或混合而成的，不是单一的、同一的。这个“一”具有双重含义：一是一类同名的东西只有一个单一的“相”；二是这个“相”不是组合而成，而是不可分的“一”。同时，柏拉图又肯定不同类型的事物有相应的不同类型的相，就是说，他又承认了“相”的多数性。这种众多的相的思想，一方面是受了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受了原子论的影响，因为原子作为万物的本原也是多数的。

第二，永恒性。“相”是永恒的，不朽的；具体事物不是永恒的，是要毁灭的。如具体存在的床是各式各样的，可新可旧的，可毁或不可毁的，“相的床”，也即所谓“床的存在”，却是始终如一、永恒不变的。

第三，纯粹性。“相”是纯粹的、完全的、绝对的；具体事物是不纯粹的。柏拉图在《斐多篇》中讨论什么是美时说：“如果有人向我说，一件东西之所以美，是因为它有美丽的颜色、形状之美，我是根本不听的，因为这一切把我闹糊涂了。我只是简单、干脆，甚至愚笨地认定一点：一件东西之所以美，是由于美本身出现在它上面。”[4]在柏拉图看来，美的具体事物的美都是相对的、不纯粹的、不完全的，无论它们怎样美，也有不够完美的地方，即有不美的成分存在。而“美的相”则是绝对的、纯粹的美，它不包含一点儿丑。

第四，超感性。具体事物是感觉的对象；“相”却只有思想（努斯、理性）才能掌握，是知识的对象。他说：“作为多个的东西，是我们所能看见的，而不是思想的对象，但是相只能是思想的对象，是不能被看见的。”[5]

第五，客观性。柏拉图认为，可见世界的各种具体事物虽然是可感知的，却是虚幻的，不真实的；而“相”虽然是不可感知的，却是真实的存在。正如柏拉图所说，各种事物有它们自己的牢固的存在，这种存在不是相对于我们的东西，也不会由于我们想象的力量而动摇不定，而是和各种具体事物自身，以及它们自己固有的本性有关。总之，柏拉图认为，和多变的、相对的、感性的事物相比，相是永恒的、绝对的存在。现实的具体事物是虚幻的，相才是真实的，是世界万物的本原。但是，柏拉图又认为，相和可见世界的具体事物是有联系的。对此，柏拉图提出了模仿说、分有说和工匠说。

所谓模仿说，就是认为相是事物的原型，事物是相的摹本，事物得以存在，是由于模仿了相。例如，现实的桌子和床都是同名的相的仿造品。现实的国家也是国家的相的仿造品。它是模仿了相的国家的本质现实，但是不可能完全达到理想国家的要求。分有说认为个别事物的存在，是分有了相的存在。例如，美的花、美的画、美的人，之所以是美的，就是因为它们分有了“美的相”。柏拉图说：一个东西之所以是美的，是因为美本身出现于它，或者为它所“分有”。柏拉图所说的事物分有“相”，不一定是事物占有“相”。相是绝对的、纯粹的，事物则是有相对性和不纯粹性，因此，相对于事物来说，是一个可以分有，而不可以达到的对象。柏拉图的工匠说与模仿说相似，是说工匠造床是以“相的床”为原型的，画家画画是以“相的画”为蓝图的。工匠说和模仿说的不同之处在于，在相同的个别事物之间增加了一个制造者。这个制造者的出现，为他的神创造世界的理论提供了依据。

柏拉图相论的提出，重点在于探讨作为世界本原的相和个别事物的关系问题。他提出了个别与一般、个性与共性的关系问题，认为共性是事物的一种普遍的性质和事物的原型，是事物内在的东西，因而是理性把握的对象。犬儒学派的第欧根尼曾对柏拉图的相论提出批评。他说，我的确看到一张桌子、一个杯子，但是并没有看到作为“相”的桌子和“相”的杯子。柏拉图回答道，你说得对，因为你的确具有一般人用来看桌子和杯子的眼睛，但你没有看桌子的本质和杯子的本质的精神。柏拉图在这里强调的是，只有用理性才能认识事物的普遍本质。

柏拉图后期相论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巴门尼德篇》和《智者篇》中。在《巴门尼德篇》中，柏拉图对自己的前期相论进行了反思。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柏拉图的相原是为每一类事物确定一个同名的“相”，但由于他的相论具有目的论性质，只承认正价值的东西如美、善的“相”，而否认负价值的东西如丑、恶的“相”。到后期，柏拉图开始以广泛的存在论取代目的论观点，承认负面价值的“相”的存在。第二，柏拉图原来认为相和具体事物是对立的，但如果说“相”和具体事物是两个分离的世界，那不但具体事物不能分有“相”，而且这种“相”也最终不能被人们认识。所以，柏拉图开始承认具体事物和“相”并不是截然对立的，感性知识和理性知识也是相联系的。

在《智者篇》中，柏拉图提出了“通种论”。他从《巴门尼德篇》曾讨论的十几对相反的范畴中选取了三对——存在和非存在，动和静，同和异，认为它们是可以普遍应用的“种”，并用逻辑论证它们之间的关系。这就是“通种论”。“存在”和“非存在”本是巴门尼德提出的，他认为只有“存在”是存在的，不能说“非存在”存在，这样就将“存在”和“非存在”割裂了。柏拉图开始认识到“非存在”并不是绝对的无，也是一种存在。所以，他提出“存在”和“非存在”不是绝对对立的，它们可以相互联系，在某种意义上，“存在”是“非存在”，“非存在”也是“存在”，它们的对立是相对的。他接受赫拉克利特的思想，认为只有能运动、有生命、有思想的存在才是完善的，并认为静中有动，动中有静，从而破除了动和静的绝对对立。可以看出，柏拉图已经开始修正他原来的两个世界对立的思想了。

随着柏拉图相论的变化，他的其他方面的学说也有了相应的变化。在认识论上，他打破了理性和感性的绝对对立，看到感觉、记忆和理性相结合才能认识真理；在伦理学上，他将智慧和快乐的绝对对立打破了，认为美应该是智慧和快乐的结合；在国家学说方面，他看到了“哲学王”的理论和实际的严重脱节，从而认识到“法治”的作用。

第三节 认识论

以其灵魂学说为基础，柏拉图系统阐明了以“学习就是回忆”为核心的认识论。

一、灵魂的三重区分与灵魂不朽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灵魂的三重性，认为灵魂包含理性、激情和欲望三个“部分”。这里所谓“部分”，并不能理解为灵魂的各个组成部分或内容，而仅仅是一个比喻的说法，表明同一灵魂的不同活动方式、机能或原理。灵魂的三个“部分”具有各自的功能：理性是灵魂中最高贵的，是人和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是不朽的，是人与神共有的（下文所讨论的灵魂不朽中的灵魂也是专指这部分）；而其他两部分则有生有灭，是人和动物共同具有的。理性灵魂体现于理想国的哲学家的身上，相当于智慧的美德。灵魂中的激情“部分”，体现在理想国的护国者身上，相当于勇敢的美德。激情高于欲望，激情虽然也被赋予动物，但只有人的激情才是理性的天然同盟。欲望是灵魂中的最低级“部分”，它表现为感性的需要，体现在第三等级——被统治者身上，相当于节制的美德。欲望当指肉体欲望，理性的欲望被称为爱欲，这是对善和真理的追求。肉体的欲望或服从理性而成为一种美德，或背离理性而造成邪恶。柏拉图在《斐德罗篇》里用一个“灵魂马车”的比喻来说灵魂三“部分”之间的关系。人类灵魂的御车人驾驭着两匹马：一匹驯良，代表着激情，它爱好自制、荣誉和谦虚，要驾驭它不需要鞭策，只需劝导就行；另外的那匹马十分顽劣，代表着欲望，而御车人即代表着人的理性。当御车人看到他所爱的对象时，整个灵魂充满了欲望，那匹良马知道羞耻不贸然行动，那匹劣马却要带着主人去追求快乐。这个比喻说明了灵魂内部的冲突，只有理性战胜欲望，才能去认识“相”。柏拉图对灵魂所做的三重区分并不影响他讲的灵魂统一性。他认为，灵魂的本性是理性，激情和欲望都应服从于理性；欲望背离理性而沉溺于肉体享乐，是违反灵魂本性的。当他不加区别地使用“灵魂”一词时，是指合乎本性的灵魂，即理性灵魂。只有在分析灵魂与身体、道德和政治活动的对应关系时，他才区分灵魂的不同“部分”，不把灵魂与理性相等同。

柏拉图认为，正如世界可分为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人也可分为肉体与灵魂两部分。人的肉体是有生有灭的，而灵魂则是不朽的。在《蒂迈欧篇》中，柏拉图指出，天上的诸神是创造者造的，它们完全出于创造者的意志，所以是不朽的、永恒的，而人则是由创造者和诸神一起创造而来的，在人之中有一部分属于理性，是创造者亲自播种的，是不朽的神圣统治力量。只是人的灵魂中的理性纯洁性较差，因为外面的火、气、土、水闯入了人的灵魂，而形成欲望、情感，所以，人的灵魂中除了理性外，还有感觉、情欲等。但只有理性是不朽的，人的肉体是诸神从外部世界借来的火、气、水、土这些物质元素组成的，并不是永恒的。柏拉图在《斐多篇》中提出，为什么哲学家乐于死亡，而一般人对此不能理解呢？柏拉图认为，灵魂和肉体混杂在一起是不纯粹的，只有纯粹的理性才能获得真理。而死亡是肉体和灵魂的分离，只有灵魂在人死后，才和肉体有彻底的分离，灵魂才能得到净化和自由，才能认识真理的存在。所以，柏拉图提出，灵魂是不朽的，哲学家不会害怕死亡。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也论证了灵魂不朽的问题。他说：“凡是灵魂都是不朽的，因为永远运动的东西是不朽的……由他物引起运动的都可以说是无灵魂的，只有由自己内在运动的才是有灵魂的，因为这是灵魂的本性。”[6]柏拉图认为，运动是灵魂的本性，灵魂是自己运动的，所以它不会停止运动。它是一切运动事物的本原——起源、原因或第一原理。它永远不会停止，所以，灵魂是不朽的，如果它停止运动，整个宇宙以及一切生成的东西不再存在，而且也没有别的东西能使它们再运动起来，再产生出来。灵魂不朽说和柏拉图的认识论是密切相关的。柏拉图认为，知识是不朽的灵魂所固有的，即知识是先验的，学习不过是对灵魂中固有知识的回忆而已，而不是把灵魂中没有的知识硬塞进人的灵魂中。因此，教育是启发，而不是灌输。

二、“学习就是回忆”

在“灵魂回忆说”的基础上，柏拉图在《美诺篇》中提出了“学习就是回忆”的观点。“既然灵魂是不朽的，可以不断重生，它已经在这个世界以及别的世界中获得一切事情的知识，所以，它能回想起先前已经知道的有关美德和别的事物的知识，这是不必惊奇的。整个自然是同类的，灵魂已经学习到一切事物，所以，当人回想起某一件东西——通常便叫作学习时，便没有理由怀疑他不能发现所有别的东西，只要他有足够的勇气去寻求。寻求与学习不是别的，不过就是回忆（anamnesis）。”[7]

在《美诺篇》中，柏拉图借苏格拉底之口，证明他的“学习就是回忆”学说。在对话中，苏格拉底通过运用精神助产术，促使美诺的一个童奴回忆起自己灵魂中固有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即勾股定理的内容（见图5-1）。这个童奴原来从未受过包括几何学在内的任何数学教育，但是通过苏格拉底恰到好处地提问，即精神助产术，不断纠正童奴急忙做出的种种错误回答，最后童奴终于如愿以偿，“回忆”起了灵魂中固有的高度抽象的毕达哥拉斯定理。这是柏拉图“学习就是回忆”理论中最经典的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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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柏拉图“学习就是回忆”的勾股定理案例

苏格拉底先在沙地上画了一个正方形ABCD，它的边长是2尺，它的面积是4平方尺。苏格拉底要求童奴回答：比这个正方形面积大1倍的正方形的边长是多少？童奴不假思索地回答是4尺。苏格拉底照他的回答画正方形AJKL，可是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16平方尺，它是正方形ABCD的4倍而不是2倍。可见，所求正方形的边长应该比2尺大，比4尺小。童奴立刻想到是3尺，苏格拉底因而做正方形AOPQ，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是9平方尺，而不是原来正方形的2倍（8平方尺）。这样，童奴就感到迷惑了，说他实在不知道应该是几尺。苏格拉底再做正方形AJKL的一半，说正方形AJKL的面积是正方形ABCD的4倍，而现在要求的是它的2倍，只能是正方形AJKL的一半，那么怎么得到那一半呢？一个正方形只要从它的对角线切一下分成两半，就得到面积相等的一半。将正方形AJKL中的4个正方形各切一半，得到正方形BDNM恰恰是正方形AJKL的一半，面积是8平方尺，这正是苏格拉底所要求的，是正方形ABCD的2倍。BD是它的一边，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要求回答的正方形的边长。虽然童奴不知道[image: ]这个虚数，但从苏格拉底不断画图的启发，他终于知道正方形ABCD的对角线BD正是苏格拉底所要求得的边长。当然，童奴不可能知道这就是后来欧几里得编在《几何原本》第1卷的命题47，即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等于其他两边平方之和，他也不知道这就是据传是毕达哥拉斯发现的著名的几何定理。当童奴做出正确的回答以后，苏格拉底说：美诺，你看怎么样？他（童奴）原来说不知道，后来真正的意见却像梦一样地产生出来了；我并没有教他，只是向他提了些问题。可见这些真意见是他就有的，现在只是回忆起来而已。苏格拉底说：如果将同样的问题多次以不同的方式去问他，最后他便有精确的知识。这种知识并不是我教他的，而是他回答问题时自己重新发现的，这种重新发现就是回忆。[8]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认为：“回忆就是说当一个人回想某一事物时，他必然在某个时候已经先知道了这个事物，回忆是以被回忆的内容早已存在为前提的。”[9]他举例说：当一个人看到另一个过去认识的人所弹的琴时，他会立刻想到这张琴的主人的相来。如果某人有贝克和西米亚两个朋友，当他看到西米亚时便会想起贝克；回忆更经常发生在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看到从而已经忘却的时候，当看到一匹马或一张琴的图像时会想起马或琴的主人来，而且看到西米亚的相时会想起西米亚本人来。

柏拉图特别强调：所有这些回忆都是由相似的（西米亚和西米亚的画像）或不相似的（人和琴）对象引起的，不论是完全相似还是部分相似。柏拉图在这里回忆的这个具体事物和引起回忆的那个具体事物是两个不同的事物，从而也是不同知识的对象。

《美诺篇》和《斐多篇》中的“回忆说”，虽然回忆的主体都是灵魂，回忆的对象却不同。在《美诺篇》中，回忆的是几何图形，启发回忆的是边长为2尺的正方形，要回忆的是面积为其2倍的另一个正方形，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是逻辑上的前提和结论的关系，也是教学上的根据和结果的关系。《斐多篇》回忆的事物不是数学和逻辑的关系，而是个别的相似和不相似之间的关系。另外，《美诺篇》中的“回忆说”讲的是数学推理，否定了感觉的作用。《斐多篇》中的“回忆说”却承认了感觉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N. 古莱认为：“可感事物在这里起了‘提醒者’的作用，由可感事物回忆起原型，从而获得‘相’的知识。”[10]罗斯也认为，柏拉图认为人不是由感觉得到“相”的知识的，“相”的知识早已在人的灵魂里，不过我们已经忘记，感觉起了启发的作用，促使我们回忆起“相”。[11]

在《斐莱布篇》里，柏拉图谈到了记忆和回忆的区别。他认为：灵魂和肉体结合在一起感受到的经验，在灵魂中保存下来的就是记忆；而灵魂和肉体分开，单独唤醒了记忆中的经验或学习到的知识便是回忆；或者是灵魂已经失掉了感觉的记忆或它曾学习过的某些东西，现在由灵魂单独（不和肉体相结合）恢复了才是回忆。

柏拉图在《斐德罗篇》中又指出：只有哲学家才能回忆起“相”。因为只有哲学家的灵魂在天上已经认识了真正的存在，进入肉体后又能够孜孜不倦地寻求真理，才能回忆到真正的存在——“相”。大多数人的灵魂不能做到这一点。

在认识论上，柏拉图的“回忆说”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精神助产术。苏格拉底说他自己并没有知识，他只能用问答的方法帮助别人，将他们心上已经孕育的知识“接生”出来。但是人心中的知识从哪来的？苏格拉底没有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提出：知识不是后天获得的，也不是灵魂自发产生的，而是灵魂中固有的。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知识并不是从外部灌入人的灵魂的，人们对外部世界的感觉经验只能起推动灵魂回忆的作用，并不是真正的知识来源。教育的作用在于触动、提示和唤醒知识，使之明白地昭示出来。所以，教育的作用在于启发人灵魂中固有的知识，而不是把外部世界的知识与经验灌输到人的灵魂中。

柏拉图的“回忆说”旨在解决这样一个难题：一个人既不能知道他所知道的东西，也不能知道他不知道的东西。他不会寻求他所知道的东西，因为他既然已经知道它，就无须再探寻；他也不会寻求他不知道的东西，因为他甚至连他要寻找的东西是什么都不知道。“回忆说”的关键在于肯定一个人可以学习他所想知道的东西，但对“知道”的意思进行了分析：知识包含于灵魂之中，已经是被知道的东西；被知道的东西不一定是被关注的东西，拥有知识的灵魂不一定知道它的拥有。“回忆”“寻求”都是灵魂对自身的关注，是对既有知识的认识。

三、“向上引导”（Epagoge）

在《会饮篇》中，柏拉图不像在《美诺篇》和《斐多篇》中强调通过“回忆”认识“相”，而是注重另一种方法，叫“epagoge”。它的原意是“向上引导”，即从最下层的具体事物开始，一级一级向上引导，最后达到认识“相”。柏拉图是这样论述“美的相”的：先从认识某一个美的形体开始；再理解形体美是贯通的，由此就得到形体美的概念；再由形体美转入认识心灵美，即美的灵魂；再由心灵美达到认识知识美，即美的学问、美的智慧；最后上升到认识美的“相”自身。自下而上是按价值高低划分的，即“从个别的美开始，好像升梯一级一级逐步上升，直到最普遍的美。从一个美的形体到两个美的形体，再到每一个美的形体；从美的形体到美的制度，从制度到学问知识，最后一直到美自身——他认识到了美是什么”[12]。这种认识是从具体的经验事物开始的，它比较符合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过程。

四、蜡板说

所谓“蜡板说”，主要是强调知识是记录在蜡板上的印象，知识并不永远是潜藏在灵魂中的。

柏拉图把作为记忆工具的蜡板看作记忆女神内莫绪涅赐给人的礼物。任何时候，只要人希望将看到、听到或意识到的东西在心中保留下来，便将它们印在蜡上，正像印刻在指环上一样。只要印在蜡板上面，它的像还保留着，人总可以记起它、知道它；而那些已经擦去的或是没有好好印在上面的，人便忘掉，不知道了。柏拉图认为各个人心中的蜡是不同的：“让我们想象心里有一块蜡，在这个人心中的和在那个人心中的蜡可能有大有小，有的纯粹些，有的不纯粹些，在有些人那里硬一点，另一些人那里软一点，有些人则软硬适宜。”[13]柏拉图所说的“蜡”和《荷马史诗》中所说的灵魂的“心”是相似的。如果是一块好的、光滑而又适度的蜡板，印象清楚便不容易调错，这样的人可以说是有才能的；如果只有粗糙的心，是由不纯粹的蜡造成的过硬或过软的板，印象不清楚，人便很容易忘记或调错。

柏拉图的“蜡板说”和原来的“回忆说”是不同的。康福德认为“蜡板说”是建立在经验论基础上的，强调感觉是知识的唯一源泉，和柏拉图原来主张的“回忆说”根本不同。汪子嵩认为，柏拉图的“蜡板说”是洛克“白板说”的最初雏形，不过柏拉图还是认为人的蜡板有纯粹和不纯粹、光滑和粗糙之分，也就是说人的天赋认识能力有高低之分。[14]

五、鸟笼说

为了区别“有知识”“获得知识”等概念的不同，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了“鸟笼说”。他把人的心灵比喻为鸟笼，把知识比喻为小鸟。他说，每个人的心中都有鸟笼，在幼年时知识的笼子是空的，后来得到了知识，将它们一点一点地关在笼子里，这就是发现或得到了知识，就是“知道”。当人心中的笼子具有知识之后，从笼子中取知识教给别人，这样他便是“传授”知识，别人向他“学习”知识。

柏拉图的“鸟笼说”认为知识是人出生以后灵魂从经验中获得的，与先验的“回忆说”不同。在柏拉图的早期对话中，苏格拉底、柏拉图一直反对知识是可教的，认为人的知识是自己先天具有的，他们只是将已具有的知识接生出来，而“鸟笼说”却肯定了知识是后天学习得到的，说明知识是可以传授的。

柏拉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的“蜡板说”和“鸟笼说”都带有明显的经验论色彩，和以先验论为基础的“回忆说”有重大区别。这表明柏拉图后期的认识论已发生了根本变化。

第四节 “哲学王”的教育

一、“哲学王”思想的提出

（一）哲学家的本性

在古希腊，哲学一向被认为是智慧之学，而且是一切智慧之中的“最高智慧”，哲学家就是具有“最高智慧”的人。哲学最初便是以“爱智慧”的面目出现的，而哲学家也是以最富于智慧的形象普遍受到人们的敬仰。到了苏格拉底，他为了使自己和智者相区别，就不再称自己是具有智慧的，也不愿意人们把他看作最有智慧的人，而只认为自己是智慧的爱好者和追求者。

苏格拉底反对称他为最有智慧之人，这并不是出于谦逊，真的认为自己无知，而是出于对智慧本质的重新理解。苏格拉底推崇的是那种具有普遍性和原则性的根本知识，他认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配称智慧，而只有真正达到和掌握这种知识的人，才能称为哲学家。柏拉图继承并发展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按照柏拉图的观点，真正的哲学家在于洞悉“相”的本性，并且能够把它运用到国家的治理中去。哲学家的本性就是“永远酷爱那种能让他们看到永恒的不受产生与灭亡过程影响的实体的知识”[15]。哲学家是爱好智慧的人，他不是爱好智慧的某一部分，而是爱好全部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对任何学问都要去涉猎一下，那种对任何事情都好奇的人并不是真正的哲学家，只有那些热忱于寻求真理的人才是哲学家。“哲学家是能把握永恒不变事物的人，而那些做不到这一点，被千差万别事物的多样性搞得迷失了方向的人就不是哲学家。”

在柏拉图看来，哲学家要掌握知识，必须具有良好的天赋，而“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和节制”[16]，这种天赋并不是人人都具有的，只有少数人才具有。哲学家是节制的，而且不贪图享乐，他并不像大多数人那样热心追求物质享受和肉体的快乐，而是关注自己灵魂的改善和自身心灵的快乐。人越是追求真知，越不受肉体的污染，不受饮食男女等欲望和喜怒哀乐等情绪的影响；灵魂越是能离开这些罪恶，便越能进入那个神圣的、不朽的智慧世界，人的灵魂便可以获得自由。哲学家是胸怀坦荡、眼界广阔之人，能观察和研究所有时代的一切存在，胆怯和狭隘不属于真正哲学家的天性。哲学家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热爱真知。哲学家还是性格和谐老人，既不贪财又不褊狭，既不自夸又不胆怯，具有天然有分寸而温雅的心灵，能够本能地导向每一事物的“相”。[17]

柏拉图认为，作为哲学家，他的灵魂必须具有最高的美德——智慧的美德。必须经受住各种困苦的考验，百折不挠，喜欢一切意义上的劳苦。只有经受住各种考验，他们才能完成最重要的学习，掌握“善的相”。哲学家必须具有正义的美德。柏拉图认为，正义包含了全部最基本的美德。当各个等级的人都能忠实履行自己的应尽义务，完成自己所处社会地位要求的职责时，社会便实现了正义。但正义的本质不仅在于社会职能和关系的外部调节，更重要的还在于人内在的精神状态和品质。对于哲学家而言，正义就是充分认识到自己的天职，按照善的要求去行动，从而引导国家走向善。因此，柏拉图主张哲学家从政，哲学家应过两种生活，即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哲学家需具备统治艺术。柏拉图把政治知识和艺术看作编织国家之布的才能。他说：“统治的艺术就是用真正的编织方法，把刚毅和智慧之士的德行结合起来，使他们志同道合、和睦团结地共同生活，从而编织出最壮丽、最豪华的国家之布。”[18]柏拉图认为掌握“善的相”的哲学家不应只停留在哲学生活中，还应深入充满艰难与危险的政治生活中。他说，哲学家不是为了城邦中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城邦的整体幸福。柏拉图这样劝告哲学家：

“哲学家生在别的国家中有理由拒不参加辛苦的政治工作，因为他们完全是自发地产生的，不是政府有意识地培养造就的；一切自力更生不是被培养而产生的人才不欠任何人的情，因而没有热切要报答培育之恩的心情，那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已经培养了你们——既为你们自己，也为城邦的其他公民——做蜂房中的蜂王和领袖；你们受到了比别人更好更完全的教育，有更大的能力参加两种生活（哲学生活和政治生活——译者注）。因此，你们每个人在轮值时必须下去和其他人同住，习惯于观看模糊影像。须知，一经习惯，你就会比他们看得清楚不知多少倍，就能辨别各种不同的影子，并且知道影子所反映的东西，因为你已经看见过美者、正义者和善者的真实。因此，我们的国家将被我们和你们清醒地管理着，而不是像如今的大多数国家那样昏昏然地管理着，被那些为影子而互相殴斗，为权力——被当作最大的善者——而相互争吵的人统治着。事实是：在凡是被定为统治者的人最不热心权力的城邦里必定有最善最稳定的管理，凡有与此相反的统治者的城邦里，其管理必定是最恶的。”[19]哲学家虽成为统治者，掌握了权力，却不贪图享乐，这是“因为，事实上……只有当你能为你们未来的统治者找到一种比统治国家更善的生活时，你才可能有一个管理得好的国家。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里才能由真正富有的人来统治。当然，他们不是富有黄金，而是富有幸福所必需的那种善的和智慧的生活。如果未来的统治者是一些个人福利匮乏的穷人，那么，当他们投身公务时，他们想到的就是要从中攫取自己的好处，如果国家由这种人统治，就不会有好的管理。因为，当统治权成了争夺对象时，这种自相残杀的争夺往往同时既毁了国家也毁了统治者自己”[20]。哲学家喜爱真正的哲学生活，而轻视政治权力。让不爱权力的人掌握权力，这正是柏拉图“哲学王”思想的精髓所在。

柏拉图认为，哲学家掌握最高知识，是具有统治才能的人，但在当时希腊人的心目中，哲学家被认为是怪物，是无用之人，这是因为那些自称为哲学家的智者给哲学带来了坏的名声。哲学家的本性如果得到好的教育培养，便可以发芽成才；如果遇到坏的教育，会变得比谁都坏。败坏青年的是智者和诡辩家，他们在公共场所蛊惑青年，将他们喜欢的称为“善”，将他们不喜欢的称为“恶”。他们向那些具有哲学家本性的青年献媚，诱惑他们走上歧途；出身高贵、富有财产的年轻人的野心被鼓动起来，妄自尊大，便不可能继续研究哲学。另外一些不具备天赋的人却闯入了哲学的神殿，他们不能研究哲学而只能制造诡辩去败坏哲学。这样，剩下来配得上研究哲学的人微乎其微了。他们或是出身高贵又受过良好教育，灵魂没有受到腐蚀，依然在真正地研究哲学；或是一个伟大的灵魂生于一个狭小城邦，他不屑于关注这个小国的事情；少数人或许由于天赋优秀，脱离了他所藐视的其他技艺，改学哲学。这极少数的哲学家像一个人落入了野兽群中一样，既不愿意参与作恶，又不能单枪匹马地对抗所有野兽，只能脱离现实保持沉默，但求自己躲开祸端。

这种现实使柏拉图认识到，“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看作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众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哲学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21]。所以，柏拉图提出，只有在合适的国度里，哲学家才能充分成长，而当前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是不适于哲学家成长的。“哲学如果能找到如它本身一样最善的政治制度，那时可以看得很明白，哲学确实是神物……”[22]因此，必须创造理想的政治制度让哲学家真正发挥作用，这也说明了为什么柏拉图要提出理想国。

（二）理想的国家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不仅是一位哲学家，同时也是一位决心献身于政治的人物。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他所提出的理想政治制度之外，现实存在的政治制度有四种。第一种是荣誉政体。这是一个善恶混杂的政治制度，统治者不是有智慧的人，而是单纯而勇敢的人，特点是争强好胜、贪图荣誉，类似于斯巴达的政治体制。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比较自信而崇尚武力，但缺乏文化，爱权力和荣誉，他们是依靠武功获得权力。第二种是由少数富人掌握统治权的寡头政体。统治者的性格特征是贪婪，贪财的欲望是他们的神圣原则，理性和激情都得服从它，理性计算如何赚钱，激情用来赞美财富和富人。第三种是民主政体。在这种政体中，城邦的每个公民都有同等的权力担任公职，官员通常由抽签决定。和这种民主政体相应的个人性格特征是：他们都过于放纵自己的欲望，不受理性约束，称傲慢为有礼，放纵为自由，浪费为慷慨，无耻为勇敢，完全沉溺于不必要的欲望之中。他们的生活没有秩序和节制，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却以为这就是自由和幸福。柏拉图将这样的人叫作民主的人。第四种是专制暴君、独裁者当政的僭主政体。统治者的个人性格特征是属于兽性和野性的欲望占了上风，其最优秀的理性部分受到奴役。这种人在疯狂的欲望驱使下，成为暴君。以上这四种政体都是在当时希腊世界实际存在或曾经存在过的。与这些政体相对立的是，由哲学家担任统治者的理想国家，即贤人政体（aristocracy）。

柏拉图认为，任何个人都不能独立生活，人们需要结合在一起，组成城邦。城邦首先要有食物、住房和衣服，因此，要有农民、瓦匠和纺织工人，还需要有商人，有老板及卖苦力的人。这些只求满足于物质需要的城邦还是初级的，他称为“猪的城邦”。城邦还应有医生，有各种艺术家，有保卫城邦和人民财产的军人、卫士，以及统治者。柏拉图提出，理想的国家由三个不同的阶级组成：统治阶级、卫士阶级和生产阶级。与此相适应，一个理想的国家应具有正义、智慧、勇敢、节制四种美德。少数统治者具有智慧的美德，具有治理整个国家的知识。卫士阶级具有勇敢的美德，但这种勇敢不是兽类或奴隶的那种凶猛，而是由教育培养而成的。生产阶级具有节制的美德，服从统治者的管理。但节制和智慧、勇敢不同，并不专属于某个阶级，而是国家中全体人民包括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应具有的美德。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和谐一致。而正义并不是在智慧、勇敢和节制之外，与它们并列的另一种美德，而是在这三者之上，是比它们更高一个层次的，对它们普遍适用的美德。柏拉图认为国家的正义就是各人做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去干涉别人，依靠各自拥有的智慧、自制和勇敢为国家做出贡献，这就是正义的国家，也就是柏拉图理想的国家。

正如理想的国家有三个不同的阶级，个人的灵魂也由三个不同的部分组成，即理智、激情和欲望。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服从它，是它的助手；欲望是贪得无厌的，必须受到理智和激情的控制。人的灵魂中的这三部分和谐相处，各自起自己的作用，理智起领导作用，激情和欲望服从而不违反它，灵魂能够自己主宰自己，这样的人便是正义的人。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财产共有，统治阶级的个别成员不允许拥有财产，并且妻子、儿女也是公有的，不允许各自组织各自的家庭，这样就排除了“我的”和“不是我的”，从而使国家免予分裂。男女平等，受同样的教育，享有担任同样的公职的权利。没有固定的婚姻关系和家庭，要注意培养优秀的人种，最好的男人和最好的女人相配。孩子公共养育。统治者所需要的一切由公民供给，活着受全体人民尊重，死后受哀荣备至的葬礼。

但这样的国家只是一个理想的国家，要使它从理想变为现实，柏拉图认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让哲学家为王。“除非哲学家成为我们这些国家的国王，或者我们目前称为国王和统治者的那些人物，能严肃认真地追求智慧，使政治权力与聪明才智合而为一；那些得此失彼，不能兼有的庸庸碌碌之徒，必须排除出去。否则的话……对国家甚至我想对全人类都将祸害无穷，永无宁日。”[23]“哲学王”思想的提出，实际上说明，柏拉图把希腊的城邦危机的根源完全归结为缺乏有德行、有能力的统治者。柏拉图认为，统治者的个人特征决定着政治制度的好坏，因此，他把“哲学王”的政治看作克服城邦政治危机和建立理想政治制度的根本出路，提出了“哲学王”的思想。“我不得不宣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利，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24]“只要让真正的哲学家，或多人或一人，掌握这个国家的政权。他们把今人认为的一切光荣的事情看作下贱的、无价值的，他们最重视正义和由正义而得到的光荣，把正义看作最重要的和最必要的事情，通过促进和推崇正义使自己的城邦走上正轨。”[25]

（三）对“善的相”的认识呼唤哲学家

柏拉图认为，“相”是不变的、抽象的、纯粹的、永恒的、不朽的，而具体事物是变化的、不纯粹的、不永恒的、注定要毁灭的。对“相”的认识不能由感觉而只能由智慧去把握，而只有哲学家才具有智慧的美德，所以，也只有哲学家才能认识“相”。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又提出了“善的相”。他认为“善的相”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不知道它，那么别的知识再多，对我们也没有任何益处，正如别的东西，虽拥有而不拥有其善者，于我们无益一样。或如我们拥有一切而不拥有其善者……或者懂得别的一切而不懂美者和善者，这有什么益处呢？”[26]

“善”原意是指一个东西的好处和用处，曾是苏格拉底哲学的一个核心问题。柏拉图发展了苏格拉底的理论，并将“善”纳入他的相论体系，不但提出了一个“善的相”，而且认为这是其他一切“相”的原因，是最高的相。柏拉图认为，现象世界中的善不过是“善的相”的儿子。为了说明什么是“善的相”，柏拉图用现象中的善做比喻来说明它，这就是有名的太阳的比喻。

柏拉图指出，当我们看东西的时候，一方面是眼睛有看的能力，另一方面是有被看到的对象——颜色，但如果没有第三种东西存在，人的视觉便什么也看不见。这第三种东西就是光，正是光将视觉和对象联结起来。光是从天上的太阳来的，有了太阳的光，我们的眼睛能够很好地（善）看见，对象也能很好地（善）被看见。在所有感觉器官中，视觉是最像太阳的，但眼睛和视觉都不是太阳，它们的能力是从太阳流射出来的。太阳不是视觉，却是视觉的原因，同时又是被看到的对象的原因，因此说太阳是“善”在可见世界中产生的儿子。太阳同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在可知世界中的善本身同理智和可知对象的关系一样。在这个比喻中，“善的相”相当于太阳，灵魂中的理性能力和它所认知的对象——真正的存在，即“相”，相当于视觉能力和它所感知的具体事物，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光相当于真理和存在）。他说，人的灵魂好像眼睛一样，只有当它注视被真理和存在照耀的对象时，它的理性才能知道它们，如果它转而去看暗淡的变化世界时，便只有意见了。所以是“善的相”（通过真理和存在）给知识的对象以真理（和真实的存在），同时又给知识的主体（灵魂）以知识的能力，“善的相”是真理和知识的原因，是在这二者之上的。真理和知识只是像善，还不是善自身，善比它们高贵。柏拉图进一步说明，善比真理和知识高贵，不仅因为它是这二者的源泉，而且它也像太阳一样，太阳既能使对象被看见，同时又是事物产生、成长和得到营养的原因。同样，知识的对象不仅从善得到它们的可知性，还得到它们自己的真实的存在。太阳促使万物成长，同样，善也是知识的对象——“相”产生和成为真实的存在的原因。所以，“善的相”作为可知世界的根源，既有认识论的意义，又有本体论的意义。从认识论讲，它既是主体——灵魂中的理性具有认知（知识）的能力的原因，又是客体——存在，即“相”能被认知的原因。从本体论讲，它是所有存在（“相”）能够存在的原因。这个关系可以用图5-2表示。[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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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善的相”关系图

波普尔指出，在柏拉图的“相”的王国中，善是最高的，是“一种超级的相”，其他的“相”均由它产生并获得存在。[28]他认为“善的相”是指灵魂总在寻求的那种可以得到最后的满足的东西，是物的存在和认识的根源。“善的相”不仅应用于个人生活，而且应用于整个宇宙，是万物存在的终极目的，从而它超出一切有限的差别，超出认识和存在的差别，超出理智及其对象的差别，结果，“善的相”成为超出一切原理并成为其他原理的最后根据的那个原理。[29]范明生认为，“善的相”不但在伦理学上是最高、最后的原则，其他伦理原则都要服从它，以它为最后根据；同时它又超出存在和认识的区别，超出主体和客体的区别，因而无论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它都是最高、最后的原则，是其他一切原则的最后根据。[30]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指出，在讨论漫长的培养“哲学王”的教育路程以前，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需要讨论，这便是关于“善的相”的问题。“善的相”是最大的知识问题，正是由于它，正义等美德才是有用的和有益的。所以，“善的相”是未来统治者最需要学习的问题。可以认为，柏拉图在这里提出“善的相”，是因为他认为这是哲学家的最高追求，每一位哲学家只有掌握了这一最高、最后原则，才能达到真知，成为合格的理想国的统治者。正如柏拉图所说：“这个（‘善’）就是每一个人的灵魂所追求的，也是他的一切活动的目的……——像这样的、如此伟大的原则，在我们的国家里将一切事务托付给他的那最好之人，难道可以处于无知的黑暗之中吗？”[31]对“相”的认识并不是一般人所能为的，对“善的相”的认识更不是一般人所能及的。柏拉图认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正义和美怎样才是善，他就没有足够的资格做正义和美的护卫者。我揣测，没有一个人在知道善之前就能足够知道正义和美。”对于这一人生和宇宙的最高、最后原则和根据，只有具有真智慧的哲学家通过漫长的学习与钻研，才能努力去掌握它。而只有掌握了“善的相”，哲学家才能成为真正的、完善的、彻底的哲学家，才能洞悉人生和宇宙的最高原理，从而去引导城邦走向真正的“善”。

（四）古希腊的政治现实与柏拉图的实践

培养政治家或统治者，是古希腊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斯巴达和雅典等城邦中实行的教育，从本质上看，就是以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为基本宗旨。特别是从公元前5世纪开始，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的兴盛产生了政治家培养的必要性，普通公民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参政、从政机会，而要参政、从政就必须在公众面前讲演、辩论。讲演和辩论又需要一定的知识、智慧和政治常识。智者的教育活动适合了这一现实需要。正如黑格尔所言，智者的教育是一种教人认识权力，从而获得权力和运用权力的教育，即培养政治家的教育。

苏格拉底亲身经历了雅典奴隶主民主政治由极盛到衰败的转变，他认为城邦衰落、民主制变质的根源在于统治者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甚至缺乏必要的政治常识。苏格拉底认为，与其他技艺一样，政治也是一门专门的技艺，需要专门的知识和能力。因此，苏格拉底把培养政治家看作他教育的主要任务。可以说，苏格拉底比智者更明确、深刻地认识到了培养政治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柏拉图进一步发展了苏格拉底的思想，更系统地论证了政治家培养的必要性。苏格拉底主张使政治知识化、专业化，而柏拉图则进一步主张应由哲学家统治国家。在74岁高龄时写给朋友的第七封信中，柏拉图追溯了自己这种思想形成的过程，他写道：

我年轻的时候，也有跟其他许多人相同的经历，我希望自己成年后立即参与政治生活。但当这样的时机到来时，政治形势却发生下列变化。

那时存在的政府，为大多数人所不满，于是发生了革命。革命是由51个人领导的，其中，11名在城邦，10名在比雷埃夫斯港，——这些地方都需要管理市场、处理市政问题。“三十寡头”的统治建立了，成为最玩忽职守的统治者。这里面有许多人是我的亲戚和朋友。他们也确实立即邀请我与他们共事，觉得这似乎十分相适宜。由于年轻，我那时的感受并无惊人之处。我相信他们是城邦的管理者，会领导城邦摆脱不正义的生活方式而享受正义的生活。所以，我非常热切地关注着他们，注视着他们的行动。但我看到的是，时间不长，他们就搞得怨声载道，使人人都怀念前期，觉得那是黄金时代。更有甚者，他们竟敢陷害我的老朋友苏格拉底。

……

我思考着这些事情，思考着这些人治理城邦的方式，思考着他们的法律及习俗。越是思考这些，年龄越是增长，我越觉得正确管理城邦事务之难。没有忠实的朋友和可靠的伙伴，做任何事业也不能成功。由于我们的城邦已不再按祖先制定的原则和制度来统治，要公正地治理实在不是易事。而要很快获得另外的新朋友也根本不可能。除此之外，成文法和习惯皆被败坏，世风急转直下。因此，尽管我一开始极度热心于从事政治活动，但一想到所有这些事情，看到它们如何以惊人速度向四面八方急速恶化，我变得头晕目眩，迷茫不知所从。尽管我继续考虑着用何种方式可以改善这些事情及整个政治，但一涉及政治行动，我却不断地等待合适的时机。直到最后，看看所有现存的城邦，我意识到它们都处于极坏的统治下，它们的法律已经败坏到无可救药的地步，除非来一场剧烈的变动和极大的运气。我不得不宣告，必须颂扬正确的哲学，通过它，一个人可以认识到公众生活和私人生活中的各种正义的形式。因此，除非真正的哲学家获得政治权力，或者城邦中拥有权力的人，由于某种奇迹，变成了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中的罪恶将永远不会停止。[32]



这就是柏拉图为之终生奋斗的“哲学王”理想，柏拉图的理想国就是这一理想的生动阐释和具体展示。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已不像早期希腊哲学那样只是对自然界的沉思，而是涉及整个人类生活。“哲学是人的本质。他随处表示了对哲学尊严之最崇高的看法：唯有哲学才是人应当寻求的东西。他对哲学具有最深刻的情感和坚决的意识，而对于一切别的东西都表示轻视。”[33]柏拉图把哲学当作“上帝赐予人类的礼物，从来没有，也永不会再有比哲学更伟大的东西”[34]。哲学是以最高的善为对象，它是整个世界遵循的最高原则，因而哲学是治理国家的最高学问。掌握了哲学的人具有最高智慧，能够洞悉最高的“善的相”，理应成为国家的统治者，按照“善”的原则建立理想的国家。对于这个见解，黑格尔曾做过精辟的分析。他说：“说统治者应该是哲学家，说国家的统治权应该交给哲学家手中，这似乎未免有点妄自尊大。不过为了判断这话是否正确，我们最好记着柏拉图意义的哲学及当时对于哲学的了解，即把什么算作哲学……我们知道，柏拉图这里所了解的哲学，是与对超感官世界的意识，亦即我们所谓宗教意识混合在一起的；哲学是对自为的真理和正义的意识，是对国家的普遍目的的意识和对这种普遍目的的有效性的意识……由此得到的结果就是：当柏拉图说哲学家应该管理国家时，他的意思是根据普遍原则来决定整个情况……这样的原则构成政府和权力的实质。”[35]

哲学家成为统治者在希腊并不是什么创见。公元前6世纪，毕达哥拉斯学派在克罗顿的统治就是实际例证。在游历时期，柏拉图曾到继克罗顿之后兴起的另一个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中心塔壬同，结识了当地民主政体的领袖和毕达哥拉斯学派的主要代表阿契塔，彼此结下了深厚而持久的友谊。在阿契塔的领导下，塔壬同推行温和民主政体，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文化上也比较进步。阿契塔本人既是一个杰出的政治家、军事统帅，受到当地人民爱戴，又是一个杰出的思想家，是许多知识部门的先驱，特别是在数学和力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因而受到亚里士多德的学生、著名学者欧得穆斯的称赞。阿契塔在哲学上也颇有贡献，以致亚里士多德本人也要写一部著作《阿契塔的哲学》，专门阐述他的学说。塔壬同的政体和阿契塔的为人、学识，给柏拉图留下深刻的印象，成了他日后追求的哲学家和政治家相结合的一个理想的雏形。

公元前387年，柏拉图结束了游历，马上在朋友们的资助下，参照毕达哥拉斯盟会的经验，创建了自己的学园，试图通过培养一批精通哲学、自然科学，又善于治理国家的哲学家，来实现他的“哲学王”理想。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所综合性的，培养贵族子弟为上层统治者的高等学校。学园设在雅典城外西北郊，园址原是用来纪念希腊英雄阿卡得摩斯的一座花园和运动场。然而，正如黑格尔所说，这里真正的英雄是柏拉图，他使原来的名字失掉了意义，以致阿卡得摩斯的名字在后代只是凭借柏拉图而得传。

柏拉图的学园和当时希腊的政治有密切关系，它为许多城邦的政治家提供政治咨询并帮助他们立法。柏拉图自己不但参与叙拉古的政治活动，还由于他的名望，也参与了其他城邦的政治。第欧根尼·拉尔修记载说：帕菲勒（Pamphile，罗马尼禄时代的历史学家）在《回忆录》中曾记录，阿卡狄亚人和底比斯人建立美伽洛波利城邦时曾请柏拉图为他们立法，当他发现他们的所有权不平等时便拒绝了。他还讲了一个故事：柏拉图曾为卡伯里亚（Carbrias，死于公元前356年，曾两次领导雅典军队打败斯巴达的职业军人）辩护。卡伯里亚受审讯时，雅典没有人出来为他辩护，当柏拉图陪同卡伯里亚走向卫城时，告发人克洛彼卢威胁他说：“你是要去为他辩护吗？难道你不知道苏格拉底服的毒酒正在等待着你？”柏拉图回答说：“正像为祖国服务时，我临危不惧，现在为了尽朋友的责任，我也将同样如此。”[36]

学园不仅是培训统治者的一个基地，而且为希腊世界的那些已经获得政治权力的政治家们提供实际的指导。古代作家普鲁塔克等人在有关著作中记载，当马其顿国王佩尔狄卡三世在公元前4世纪60年代要求学园派一名顾问时，柏拉图派去欧佛赖俄。他告诫宫廷团体要“研究几何和从事哲学思考”，并说服佩尔狄卡三世，在青年王子菲利领导下设置一个专门组织；以至在菲利登基后，斯彪西波（Speusippus，继柏拉图出任学园领导）提醒菲利，他的掌权要归功于柏拉图。此外，他还派科里司库和厄刺斯托到小亚细亚的阿索斯，与阿塔纽约斯的统治者赫尔弥亚（Hermeias）建立密切关系。柏拉图还为他们当政治顾问，促使赫尔弥亚把他的僭主政体改变为比较合法的政府。赫尔弥亚也积极支持柏拉图的朋友和学生狄昂组织武装力量，推翻狄奥尼修斯二世在叙拉古的统治。柏拉图还相继派他的学生阿里斯托倪穆、福尔弥俄、梅涅得穆到阿卡狄安厄勒安斯、皮尔海安改革当地的政体；派欧多克苏、亚里士多德为他们自己出生的城市克尼杜斯和斯塔癸刺制定过政治制度、法律。就是柏拉图本人，也不止一次受到昔尼勒等地的邀请，要求他去制定政治制度（他拒绝了）。后来，亚历山大大帝也曾向学园的第三任领袖塞诺克拉底（Xenocrates）就王权问题进行咨询；并曾派柏拉图生前的一名学生德琉斯，到亚洲的希腊居民中去进行工作。塞诺克拉底本人当时就备受雅典公民的尊敬，于公元前322年作为雅典的使节，会见亚历山大死后统治雅典的马其顿总督安提帕特（Antipatros）。[37]这些事实说明：柏拉图在学园内以培养未来的哲学家为己任，希望他们在将来的政治现实中实现他的理想。柏拉图贡献毕生精力的学园，是他实现自己“哲学王”思想的直接阵地。一个现实的雅典帝国消失了，但一个体现着柏拉图理想和追求的精神王国在它的废墟上诞生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柏拉图的“哲学王”的思想正是他这种实践活动的反映，而非一种纯粹的乌托邦。

哲学构成国家的基础，哲学家掌握国家统治权，由此引出一个重要的课题，即如何培养哲学家。柏拉图虽然提出过不同等级的人的灵魂中所具有的美德是不同的，但他更关注的是哲学家的后天培养。在柏拉图那里，教育成为实现理想国、培养统治者的根本手段。柏拉图认为，单纯凭借立法，而不主要依靠教育，要想实现理想国是根本不可能的。

因此，国家的头等大事就是教育。在《法律篇》中，他也强调指出：立法者应把教育当作头等大事，要重视负责教育事务的官吏的选拔，把它看作国家最高职务中的最重要职务，由全体公民中最优秀的年高德劭的公民担任。未来的统治者，虽天赋甚高，但要经过严格的教育培养.使他们从低级的感性认识上升到高级的理性认识，直到凭借辩证法的训练，把握最高的“善的相”。而“善的相”也就是理想国的原型，只有认识、掌握了这种至高无上的“善的相”，被教育之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以此来缔造和治理国家。正因为如此，柏拉图不仅于公元前387年创立了学园，致力于培养未来的哲学家，而且在《理想国》和《法律篇》中，以斯巴达和雅典教育为蓝本，精心设计了一个完整的，以培养哲学家为最高目的的教育计划。柏拉图的教育思想体系就是围绕培养哲学家这个中心而提出的。

二、“哲学王”的培养

（一）建立公民教育制度

在柏拉图的理想国里，第一等级的哲学家管理国家，第二等级的军人保卫国家，第三等级的生产阶级供养国家，三者各司其职，各尽其责，互不越位，是为正义。为了证明这一点，柏拉图又借苏格拉底之口，吞吞吐吐地讲了一个著名的“高贵的假说”。苏格拉底说：

（我们应该）首先说服统治者们自己和军队，其次说服城邦的其他人：我们给他们教育和培养，其实他们一切如在梦中。他们是在地球深处被孕育被铸造成的，他们的武器和装备也是在那里制造的；地球是他们的母亲，把他们抚养大了，送他们到世界上来……他们虽然一土所生，彼此都是兄弟，但是老天铸造他们的时候，在有些人的身上加入了黄金，这些人因而是最宝贵的，是统治者。在辅助者（军人）的身上加入了白银。在农民以及其他技工身上加入了铁和铜。但是又由于同属一类，虽则父子天赋相承，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错综变化，不一而足。所以，上天给统治者的命令，最重要的就是要他们做后代的好护卫者，要他们极端注意在后代灵魂深处所混合的究竟是哪一种金属。如果他们的孩子心灵里混入了一些废铜烂铁，他们绝不能稍存姑息，应当把他们放到恰如其分的位置上去，安置于农民、工人之间；如果农民、工人的后辈中间发现其天赋中有金有银者，他们就要重视他，把他提升到护卫者或辅助者中间去。须知，神谕曾经说过“铜铁当道，国破家亡”，你看你有没有办法使他们相信这个荒唐的故事？[38]

一些研究者从这段话出发，推测柏拉图是个“遗传决定论者”或“血统论者”，其实，这是对柏拉图的误读。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虽然柏拉图认为统治者是金子铸成的，具有智慧的美德，军人是用银子铸成的，具有勇敢的美德，而生产阶级是用铜和铁铸造的，具有节制的美德。但是，柏拉图并没有将他们固定化，而是主张按照先天的能力来安排他们的位置，统治者和军人的子女有可能成为工人、农民，而生产阶级的子女也有可能成为统治者和军人。在理想国里，根据法律，禁止男女监护者一起住在单位的家庭内，妻子应该是所有男子共有的。同样，儿童也应该是共有的，父母不应该认识子女，子女也不应该知道父母。在父母与子女互不知道的情况下，又怎能知道谁是未来的统治者、军人和生产阶级？不是遗传决定论，那么依靠什么来选拔统治者、军人和生产阶级呢？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设计了一个严格而又公平的教育筛选制度来决定各个公民的命运，奠定了社会分工的基础。应该说，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是依靠教育而不是靠血统或其他因素来决定每个公民的未来。正因为如此，柏拉图极端重视教育在培养统治者中的作用。试想一下，如果成为统治者的主要条件并不是个人的能力，而是门第、血统等先天因素，那么，教育在培养统治者的过程中并不起主导作用，并且由于先天决定，能够成为未来统治者的人已知道。这样，统治者的教育不可能在国家生活中引起普遍的关注。但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恰恰相反，教育被列为国家的头等大事，教育在选拔和培养未来的统治者中起关键作用。虽然理想国中的教育以培养“哲学王”为主要目的，但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柏拉图设计了一个完整的公民教育制度。其内容如下：柏拉图强调教育应是终身进行的，统治阶级应注意优生，最优秀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多越好；劣种的男女相互婚配，生育子女越少越好。前者所生的儿童，要妥善地抚养、教育；后者所生的儿童，应当抛弃；即使原属优秀的男女，偶尔生出劣种的孩子，也要抛弃。柏拉图重视胎教。0～6岁，为幼儿教育阶段，儿童主要通过游戏学习，并适当地接受宗教教育。6～18岁接受普通教育，主要是学习音乐以陶冶心灵，进行体育运动以锻炼身体。以上阶段，为国家全体公民都享受的教育。在完成普通教育之后，选择一部分人继续接受教育，成为未来的哲学家或军人，大部分则不再接受教育，成为生产阶级的一员。18～20岁主要是进行军事训练，除继续受音乐教育外，还应该学习初步的科学知识，这是一个军人所必需的。20～30岁，选拔少数人学习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等高级课程，为掌握辩证法，成为“哲学王”做准备。30～35岁，再挑选合适的人完整地学习辩证法。35～50岁为实践时期，掌握了辩证法的哲学家在最高的统治地位上为公众服务。到50岁时，真正的哲学家已经认识了“善的相”，他们既可以从事哲学研究，在轮到他们时也可以统治城邦。等他们培养出继承人可以接替他们时，便可以辞去一切职务，安享晚年了。

在公民教育制度中，柏拉图特别申明，女人也可以和男人一样参加各种活动，受到同样平等的教育，成为统治者。在担负国家职务方面不分男女，不论哲学家还是军人，女人同男人一样，可以成为候选人。既然男女所担负的职务相同，那么女子就应当受到同男子一样的教育。女子与男子的唯一区别，就是女子的体质较弱，所以在战场上可做辅助性的较轻的工作。但在军事教育方面，女子应与男子相同，要培养女子勇于作战的能力，要使她们和男子一样在体育场接受军事训练。

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较系统地提出了幼儿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他是最早提出并阐述幼儿教育思想的人。首先，柏拉图强调优生。他主张成年男女公民之间，不存在固定的婚姻关系和性关系。柏拉图是把男女婚姻关系按优生学原则，建立在养育最佳下一代公民的需要之上的。他主张使婚配成为高尚的事业，目的是生育优秀的后代。任何个人无婚配自主权，权力属于统治者，他们为成人选择配偶。其中，勇敢的军人，在战争中战绩卓越的，除应得到种种荣誉外，还享有更多的和女子交往、结合的自由，以便为国家生育更多的优良后代。柏拉图还对男女婚龄做了严格的规定，男子为25～55岁，女子为20～40岁。因为这个时期是男女在精神上、体质上最旺盛的时期。凡不符规定婚龄和健康标准而结合生养的子女，则是非法的，国家不予抚养。即使合法生育的子女，从一开始就要由政府官员进行检查，只允许健康的婴儿被养育，不良、孱弱的则被抛弃。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国民的素质一代胜过一代。

其次，柏拉图不仅主张优生，而且强调优育，认为教育应从幼儿开始。“凡事开头最重要，特别是生物。在幼小柔嫩的阶段，最容易接受陶冶，你要把他塑成什么形式，就能塑成什么形式。”[39]基于柏拉图的“儿童公有”的观点，幼儿教育当属国家的职责，国家要统一设置育儿院，把认定优良的孩子放入院中，由专人照料。柏拉图对幼儿教育做了划分：0～3岁为第一阶段，儿童出生后立即交给国家特设的育儿院养育，并用摇篮曲、儿歌对儿童施加影响；3～6岁为第二阶段，儿童要被集中到附设在神庙里的国家儿童场里，由性格温和、富有知识的保姆监护，通过讲故事、寓言、诗歌等形式对儿童进行教育。

幼儿教育的主要任务，在柏拉图看来，就是对儿童进行道德的熏陶，以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他认为，人皆有行善的天赋，弃恶从善是人的本性，而个人是否能这样做，关键在于个人是否有识别善恶的能力。一个人能知善，他肯定会行善；一个人知恶，他肯定会避恶。成年公民应对幼儿进行教育和训练，把关于善的知识的种子播种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使之成为道德高尚的人。

讲故事是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好的形式。柏拉图主张对故事内容进行选择，把那些振奋精神、鼓舞斗志、积极向上的作品奉献给孩子，而取缔那些描绘神怪离奇、死难恐怖以及不合乎道德要求的故事，使他们知道敬神、敬父母，并且相互友爱。为什么要这样呢？因为柏拉图认为模仿是人的天赋本性，“从小到老一生连续模仿，最后成为习惯，习惯成为第二天性，在一举一动、言谈思想方法上都受到影响”[40]。教育者应让他们从小开始模仿忠诚、勇敢、虔敬、节制的英雄的言行，成为良好的公民。反之，那些损害神和英雄行为，与贤人勇士道德标准不相符合的故事，则应防止儿童去仿效。如果儿童去模仿这些，就会变成残暴、凶狠、自私、胆怯或狂妄的人。柏拉图一再告诫人们：“先入为主，早年接受的见解总是根深蒂固，不容易更改的。”[41]

柏拉图十分重视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地位。他认为，3～6岁的儿童本性是喜欢做游戏的，但游戏不仅仅是玩耍和娱乐，更是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形式。柏拉图强调要对儿童的游戏严格控制，使他们在相同的条件下，按照相同的规则，玩相同的游戏，从相同的玩具中获得同样的快乐，这样，他们的性格就可以相同地固定下来。因此，游戏的内容和方法要符合法律的精神，有利于国家的安定。“我们的孩子必须参加符合法律精神的正当游戏。因为，如果游戏是不符合法律的游戏，孩子们也会成为违反法律的孩子，他们就不可能成为品行端正的守法公民了。”[42]柏拉图建议游戏活动要尽量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简单、易行、自然，同时要有一定的规则和程序，防止出现违反纪律的现象，通过游戏逐渐培养孩子的勇敢、聪慧、严肃和守法品质。

6～18岁为普通教育阶段。在这个阶段，课程是音乐和体育，用音乐陶冶精神，用体育锻炼身体。这个阶段的教育主要是为选拔国家的军人做准备。

古希腊的音乐教育除了现在理解的音乐外，还包括诗歌、文学等。从公元前7世纪一直到柏拉图的时代，神话、史诗及悲剧、喜剧开始发展起来，那时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史诗是辉煌的代表作。他们在几百年中教育了希腊人，对希腊社会起过重大作用，受到人民的尊重。诗人被认为是“教育家”“第一批哲人”“智慧的祖宗和创造者”。到公元前6世纪哲学兴起，有些哲学家如色诺芬尼指责荷马和赫西俄德，说他们将偷盗、奸淫等人间丑行加到神身上，强调要用神圣的歌词和纯洁的语言去崇敬神灵，但不要歌颂泰坦诸神、巨人或半人半兽的怪物的斗争。文艺是娱乐还是教育的问题已经提出来了。阿里斯托芬在喜剧《蛙》中描写两大悲剧诗人埃斯库罗斯（Aeschylo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ēs）在冥界争首席诗人的位置。冥王请酒神狄奥尼修斯裁判。酒神认为理想主义者埃斯库罗斯继承了荷马的优良传统，人物性格反映了希腊人的英雄品质，可以培养观众的勇敢、正义、节制等美德，从而被召到阴间去教育雅典人；而现实主义者欧里庇得斯描写的都是希腊人的丑行，他所描绘的人物充满激情、狡猾、凶狠、花言巧语和钩心斗角，难免会对观众产生坏的影响。因此，冥王裁决，只能由另一位悲剧诗人索福克勒斯代理冥界首席诗人。文艺的教育功能和社会功能，已成为希腊人的一个重要问题。

作为古希腊的思想家，柏拉图非常了解诗歌对人的深刻影响。从他的相论出发，他认为诗歌及其他艺术都是对可见世界的模仿，而可见世界不是真实的存在，只不过是可知世界的摹本，因此，诗歌等艺术不过是影子的影子，摹本的摹本，离真理隔着三层。既然这样，那柏拉图为什么还要主张以诗歌进行教育呢？因为柏拉图认为只有极少数具有哲学天赋的人才能认识可知世界，大多数人根本不可能认识可知世界，只能凭感觉认识可见世界。同时，为了培养理想的卫国者，他主张严格选择诗歌、音乐的内容。

柏拉图认为，包括荷马、赫西奥德和悲剧诗人们的作品，远离存在，内容无非是暗示祸福无常，诬蔑神和英雄们，这些内容对把青年培养成为有正义、虔敬、勇敢等美德的公民，是非常不利的。因此，在理想国中，除掉颂神的和赞美好人的诗歌外，其他一切诗歌不准闯入国境。因为这些诗人们不仅不认识真理，而且捏造谎言，诬蔑神灵。柏拉图说，不让年轻人相信他们的胡言乱语。如荷马描写女神和佩莱斯的儿子阿克琼斯，由最有智慧的赫戒抚养成人，但他内心卑鄙贪婪，蔑视神灵。赫西俄德叙述天神乌拉诺斯（Uranus）配了地神，生下18个儿子。这18个儿子力大无比，天神惧怕他们，便把他们打入地牢。其中一个儿子名叫克洛诺斯（Cronus）的，把父亲推翻并割掉生殖器，自己做了天神。柏拉图认为神是单一的，神就是善，不可能产生恶，也不可能会变恶。而诗人们对神做不真实的描写，迎合人灵魂中低劣的部分。青年人如果学习他们，就会成为残暴、自私、胆怯的人。

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比其他教育都重要，因为音乐的节奏和曲调有强烈的力量浸入人心灵的最深处。如果教育方式适当，音乐能滋润人的心灵，美化人的心灵；如果没有这种适合的教育，心灵就会因此变丑。旋律和曲调的谐和、庄严和优美能使卫国者精神和谐，举止有理，仪态优美。反之，如果音乐教育不合适，则违反人的本性，使人的行为受到坏的影响，影响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甚至扰乱法律，直至颠覆国家的全部机构。

柏拉图认为，音乐教育至关重要，其目的在于改造人性，培育美德，培养人有节制地、和谐地爱好美好、有秩序的事物。如果像现在的诗歌艺术那样，充满对神和英雄的诬蔑，还有其他绘画、雕刻作品及建筑等体现邪恶、放荡、卑鄙的精神，护卫者从小就接触罪恶的形象，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在心灵中便会铸成大错。柏拉图强调必须寻找艺术巨匠，用其大才大德，开辟一条道路，使年轻人由此而进，如入健康之乡；眼睛所看到的，耳朵所听到的，这样的艺术作品随处可见；使他们如坐春风，如沾化雨，潜移默化，不知不觉间受到熏陶，使优美和理性融合为一。

音乐教育要与体育相结合。柏拉图认为只接受音乐教育，就会精神不振，成为懦夫；而专门从事体育者也只能使身体发达，脑力迟钝，成为不学无术之人。所以，二者不可偏废。但柏拉图又提出，“因为我觉得凭一个好的身体，不一定就能造就好的心灵好的品格。相反，有了好的心灵和品格就能使天赋的体质达到最好”[43]。音乐和体育服务于人的两个部分，即心灵和身体，用音乐照顾心灵，体育照料身体。体育可使人健美，但人体美不如心灵美高尚，因为身体不如心灵高贵，心灵是身体的主宰。所以，体育又要服从于以陶冶心灵为目的的音乐教育。柏拉图所讲的体育主要是为战斗做准备的体育锻炼。训练青少年像警犬那样终夜不眠，视觉和听觉都极端敏锐，各种饮水食物都能咽下，烈日骄阳、狂风暴雨都能泰然处之。柏拉图特别强调，体育要锻炼身体，但也要培育好的精神，体育不是使人粗暴野蛮，而是使人的激情和理智达到和谐。在普通教育的基础上，青年人接受两年军事训练，他们从十几岁到二十岁除继续接受音乐教育外，还应学习初步的科学知识。一般青年到了20岁，学业就算基本结束了。他们中的部分人要投入军营，成为一名军人。少数优秀的青年将继续深造。

关于教育和培养公民的原则纲要就是这些。柏拉图详细阐述了从儿童出生到18岁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其中，6～18岁的教育，虽然公民有权参加，但主要是为培养护卫者做准备。这两个阶段的教育，仅仅达到了感性认识，认识了可见世界的一些事物，远未达到认识“相”的目标。“哲学王”的培养，是要在此基础上，选拔少数人继续接受教育，实现心灵转向，从认识可见世界上升到认识可知世界，最终认识“善的相”，成为统治国家的“哲学王”。

（二）促进灵魂转向

柏拉图认为，“哲学王”的培养，就是通过教育促进他们的灵魂转向，即以可见世界为对象的意见状态，转向或上升到可知世界为对象的知识状态。也就是指使受教育者的心灵状态从最低等级的想象，逐步上升到信念、理智，最后达到理性等级，把握最高的“善的相”，进入纯真、至美、至善的可知世界的这样一个灵魂的转向或上升过程。“哲学王”的培养过程就是这样一个灵魂的转向或上升过程。柏拉图的所谓“哲学王”的教育就是一种促进灵魂转向或上升的艺术。柏拉图说：“我们必须认为，知识和学习的性质不是像有些人主张的那样，那些人在说到教育时，以为知识仿佛不是包含在灵魂之内而仿佛是被放进灵魂之内，就如像把视觉放进瞎了的眼睛里面那样……理性教导说，每个人在他的灵魂内都潜伏着一种内在的性能，他本身具有借以学习的官能。譬如说，人的眼睛不能够由黑暗转向光明，除非随着他的整个身体转过来；同样地，我们的整个灵魂必须掉转方向，离开那变动着的现象世界。灵魂必须转向真实存在，直到他能够经受得住阳光，能够观看真实存在之明朗和光明。不过我们说，这个真实存在的就是善。认识真实存在的艺术就是教育的艺术——也就是用什么方式可以使这一转向来得最容易，最有成效，并不是把视觉放进（弄进）人里面，而是使视觉发挥其作用，因为他已经有了视觉，不过没有适当地转向自身，因为他没看见他所应该看见的对象。灵魂的其他美德与肉体比较接近，它们不是先在于灵魂里，而是通过练习和习惯得来的；反之，思维作为神性（美德）绝不会失掉它的力量，它之变好变坏只是由于转向的方式。”[44]为了详细论述灵魂转向，柏拉图又对他提出的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做了进一步的划分，认为存在和认识两个系列都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如果我们用一条线代表它们，将线划分为不相等的两段，一段是可见的，另一段是可知的，对其中每一段都按相同的比例各划为两小段，如图5-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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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3 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关系

画一条直线AB，按实在性和真理性的程度，先分成两大段AC和CB，AC代表可见世界及其认识，CB代表可知世界及其认识，由于后者无论在实在性和真理性的程度上都超过前者，所以在划分线段时CB>AC；接着根据清楚与不清楚的程度，按AC和CB的比例，再将AC线段分成AD和DC，分别代表可见世界的影像及其认识，和实物及其认识；将CB线段分成CE和EB，分别代表可知世界的理智和理性的对象及其认识。这样，根据实在性和真理性的不同的程度，心灵状态也就有高低不同的四个等级，也就是说，受教育者必须从最低的心灵等级（阶段）上升到最高的心灵等级（阶段），心灵转向的教育过程始告完成。现分述如下。

第四等级是想象（eirasia，英译imaging或illusion）（AD），其对象是影像，如影子或水平面或别的平面上反映出来的东西。第三等级是信念（pistis，英译belief或faith）（DC），其对象是影像所像的实物，包括人在内的动植物，各种自然物和人造物。第二等级是理智（dianoia，英译understanding或thinking）（CE），处于由第三等级到第一等级的居间等级，是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第一等级是理性（noesis，英译reason或intelligence）（EB），是哲学研究的范围，和它对应的认识对象是“善的相”。

这样，柏拉图就将灵魂即认识的能力分为四个阶段，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智，第三是信念，第四是想象。它们各自的对象即存在方面，也有相应的四个阶段：“善的相”、数理学科、具体事物、影像。[45]

柏拉图为了让读者明白他的思想，在《理想国》第七卷又做了一个洞穴的比喻，以生动的实例说明存在和认识的四个阶段。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故事。[46]

有一群人世世代代居住在一个洞穴里，他们从出生时起就被铁链锁在固定地点，犹如囚徒，甚至连脖子也被锁住，不能回头或环顾，只能面壁直视眼前的场景。在他们的身后，有一堆火，在火与囚徒之间有一堵矮墙，墙后有人举着各种各样的木偶走过，火光将这些木偶投影在囚徒面对的洞壁上，形成多样的、变动的影像。囚徒们的一生都犹如在看皮影戏，他们不能相互观望，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也不能回头看到造成影像的原因，他们都以为眼前晃动的影像就是真实的事物，用不同的名字称呼它们，仿佛这些影像就是真实的人、动物和植物。囚徒们已经习惯了这种生活，他们并不感到悲惨，也没有挣脱锁链的念头。但是，有一个囚徒偶然挣脱了锁链，他移动脚步，回过头来，生平第一次看到炫目的光亮，火光使他感到刺眼的痛楚，使他看不清原先已经习以为常的形象。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他终于能够分清影像和木偶，明白木偶比影像更真实，影像是由火造成的投影。他不顾刺目的难受，逼近火光，走向洞口。后来有人把他从陡峭的洞口拉出洞外。当他第一次看到阳光下的真实事物时，他再次眼花缭乱，甚于初见火光时所受的痛苦。他只能慢慢适应阳光的照耀，先看阴影，再看水中的映像，进而看事物本身，抬头看天上的月亮和星辰，最后直接观察太阳，知道太阳是岁月和季节的原因，主宰着世间万物。这个解放了的囚徒，当他回想往事时，他在庆幸自己的解放的同时怜悯他的囚徒同胞。按照他自己的意愿，他宁愿在外面做贫困的主人，也不愿回到洞穴里当高级囚徒。但是，为了解放他的同胞，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回到洞穴里。他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他从光明处来到黑暗处，已不能适应晃动的影像。别人会因为他看不清影像而嘲笑他，说他在外面弄坏了眼睛不合算。没有人相信他在外面看到的东西，他不得不在法庭和其他场合同他们争论幻觉和真理、影像和原型的区分，因而激起众怒，恨不得把他处死。

洞喻和线喻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可见世界（AC），相当于洞穴世界；可知世界（CB），相当于洞外世界。第四等级的影像，是想象的对象，相当于洞壁上木偶的影像；第三等级的具体事物，是信念的对象，相当于洞穴中的木偶或器物；第二等级的数理学科，是理智的对象，相当于洞外世界的太阳等的影像；第一等级的“善的相”，是理性的对象，相当于洞外世界的太阳等本身。[47]获得知识的渐进过程相当于借助“影像”和“具体事物”基础上的数理学科和逐步上升的辩证法，最后认识到作为万物本原和最高原则的“善的相”。下面，我们具体分析认识过程的四个阶段。

1.第四等级（AD）：想象和具体事物的影像

柏拉图认为这是最低等级的认识。柏拉图认为，最低级的心灵状态是想象，它的认识对象是生物、自然物和人工制品，也就是一切可感事物的阴影或摹本；或者是生物等有形、可感事物在水里或光滑物体上反射出来的影像。用柏拉图自己的话来说，这些可感事物的影像即“第三张床”。第一张床是床的本位，理念的床；第二张床是以理念的床为模型的摹本；而第三张床——影像的床，则是摹本的摹本，如画家所画的床。灵魂的这种状态，是后面所述洞喻中被囚禁的囚徒的灵魂状态。他们终身被囚洞中，看到的只是器物或木偶的投影。他们的心灵是歪曲的，离理念的真实还隔着三层。所以，它存在的真实性最低，认识的清晰性最低，自然地，价值等级也最低。

2.第三等级（DC）：信念和具体事物

灵魂转向的第二阶段是：从影像上升到影像的原物，即感官面对的有形事物。柏拉图说，这一部分则表示实际的东西，“即我们周围的动物以及一切自然物和全部人造物”[48]，对于这些东西来说，前面那一部分的影像只是对它的模仿。它相当于洞喻中那个被释放的囚徒，越过矮墙和通路后，看到了在燃烧的火光照耀下投到洞壁上的影像的原物，开始时他感到头晕目眩，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习惯于看影像的原物了，这时，他的心灵状态就从第四等级的想象状态转向信念状态，从想象、偏见、激情中摆脱出来，直接转向可感事物。

就第三等级的认识对象本身来说，柏拉图认为：这些具体的器物、木偶、人、马、床等生物、自然物、人造物等，都是特殊的，都还是理想的人、马、床（即人、马、床的理念）的不完善的摹本；因此，心灵的这种认识还停留在意见、信念的状态，还没有获得人、马、床这些特殊事物的本质，即相的认识。

3.第二等级（CE）：理智和数理学科

在柏拉图看来，理智虽然可以归入可知世界中，但如果仔细探讨，却发现它是处于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的居间世界；从认识的心灵状态来讲，是处于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之间，但接近于理性认识。数理学科是进一步学习辩证法的基础，只有通过研习数理学科，获得理智的认识，才能进一步学习辩证法，上升到认识“善的相”。它相当于洞穴中的囚徒被拉出洞外去看真正的太阳，但他感到眼花缭乱，对于真实的存在看不清楚，需要一个适应与逐渐习惯的过程。

4.第一等级（EB）：理性和“善的相”

柏拉图认为，到第二等级为止的理智，尚未完全实现灵魂转向，只有通过辩证法，上升到最高的以“善的相”为对象的理性等级时，才能成功地完成灵魂转向，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哲学家。它相当于洞穴中的囚徒，在来到洞外经过一定时间的适应，终于看到了太阳本身。只有到这时候，他才真正认识到太阳主宰着可见世界中的一切，它是万物的终极原因。

概括而言，灵魂转向是从想象、信念到理智、理性的上升过程，是从认识具体事物到认识数理学科，直至最后认识“善的相”的认识过程，也是充分发挥心灵潜在的认识能力的过程。这一学说是柏拉图制定教育课程，从而培养“哲学王”的认识论基础。我国学者范明生高度评价了这一学说，指出：它既是个体又是整个人类的认识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它又代表着不同类型的人的认识特征，第三等级信念，相当于普通人的认识特征；第二等级理智，相当于数理学家的认识特征；第一等级理性，相当于哲学家的认识特征。同时，它又代表不同类型的哲学学派：第四等级想象，相当于以智者派普罗塔哥拉为代表的相对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第三等级的信念，相当于以赫拉克利特，特别是以德谟克里特为代表的唯物主义；第二等级的理智，相当于毕达哥拉斯学派中的数理学派；第一等级的理性，相当于巴门尼德、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等人的理性主义。[49]

柏拉图“灵魂转向说”同“回忆说”之间是否有区别？英国的N. 古莱认为两者之间没有什么区别。他指出，柏拉图尽管在《理想国》中才开始正式讲到相的“摹本”“影像”，这本身就表明，他继续像在《斐多篇》中那样，把相和具体事物的关系，看作原型的相和它的摹本之间的关系。古莱进而认为，在《理想国》第七卷开头讲教育的本性时，柏拉图不言而喻地肯定了“回忆说”，即教育不是把知识放进灵魂中，好像把视觉放进原来未曾目睹的眼睛中那样；而是使已经拥有潜在知识的灵魂，转向正确的方向。英国学者J. 亚当也持同样的看法，认为“回忆说”与“灵魂转向说”之间没有什么区别。[50]陈康通过比较《美诺篇》中的“回忆说”和《理想国》中的“灵魂转向说”，指出两者是有所区别的。他认为：在《美诺篇》中关于教育，柏拉图的主张有两点，一是消极的，知识传授是不可能；二是积极的，所谓学习乃“回忆”。消极的一点并非根本否认教育；事实上它是和《国家篇》相同的思想，即否认教育是真正知识的灌注。至于积极的一点，是它建立在另一个玄学基础上。这里我们又须多少提到柏拉图的纯粹哲学了。在《美诺篇》以及和它相近的“谈话”里，柏拉图以为在心灵深处隐藏着关于万物的知识。所谓心灵深处，即是下意识，由意识中沉落到下意识里去的是遗忘了的；若遇着适宜的环境，这遗忘了的知识，我们还可回忆起来。知识原来存在人心中，只是隐而不显；它并非由外注入，因此，所谓教育，只是用适当的方法，譬如，有技术地询问，使学习者回忆起他所遗忘的。这个思想和《国家篇》里的差别如下：在《国家篇》里，柏拉图不再认为在心灵里隐藏着知识，只认为在它里面有获得知识的能力。从这玄学思想的变迁出发，我们方可了解柏拉图教育概念的变迁。

既然在心灵里只有空洞的（无内容的）知识能力，一方面，无可回忆（因为无知识内容），因此，教育不能是引起回忆；另一方面，使这能力向着正当的方向发展，即可获得知识，因此，教育是“心灵转向”。[51]

三、课程体系

柏拉图所说的灵魂转向就是使人从专注于现实可见世界的种种具体可变事物转而去认识真正的存在，一直达到最高的“善的相”。这种灵魂转向并不是城邦中每一个人都能做到的，只有国家的统治者——“哲学王”才能认识“善的相”，并按照这种价值观将国家安排得最好。柏拉图认为，这种心灵转向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实现，因此，按照心灵转向的不同阶段，设置了各阶段的课程，目的是培养“哲学王”，促成他们的心灵转向。

柏拉图设置的课程是在体育和音乐这两门初等教育课程之上，还有五门课程：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按照这个次序将灵魂从可见世界逐步上升到可知世界，最后达到辩证法——哲学。

（一）数理学科

1.算术

柏拉图把算术看作“一切技术的、思想的和科学的知识都要用到的，它是大家都必须努力学习的最重要的东西之一”[52]。军人必须学习它，以它统率军队，哲学家也应该学习它，因为算术是脱离可见世界而把握真理的工具。柏拉图认为，计算能提高我们的思维，例如，有三个手指——小指、无名指和中指，它们每一个看上去都是一个指头，无须靠思想去考虑。但如果谈到粗细、大小，视觉便会觉得它既大且小，同样触觉会觉得它既粗又细，既软又硬，这类矛盾的问题促使灵魂去研究它们，这就要求助于计算的能力。首先要考虑那是一个还是两个，如果感觉到的是两个，是彼此不同的，它们每一个是一个，可是合在一起便是两个，理智要将它们分开来考虑。视觉看到大和小，但它们是合在一起而不分开的，所以会得到模糊的印象；计算则采取相反的方式将它们分开，首先弄清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计算将可见事物和可知的对象区分开来。[53]感觉对象是矛盾混合的，理性能将它们区分开来，这便需要计算。计算是由可见世界向可知世界前进的第一步。

柏拉图认为学习算术的目的更重要的是，是引导灵魂转向而不是追求实用，认为这门学科能把灵魂引导到真理。[54]所以，算术能使灵魂通过纯粹思想去认识真理自身，那些天性擅长算术的人学习其他课程也比较快，算术可以使迟钝的心灵变得敏捷起来。因此，柏拉图说：算术有资格被用法律规定下来。“我们应该劝说那些将要在城邦里身居要津的人学习算术，而且他们不是马马虎虎地学，是深入地去学，直到用自己的纯粹理性看到了数的本质，要他们学习算术不是为了做买卖，仿佛在准备做商人或小贩似的，而是为了用于战争，以及便于将灵魂从变化世界转向真理和实在。”[55]

2.平面几何

学习几何学虽然在军事上也有用处，如安营扎寨、排列队形等，但这些实用功能只是附带的。柏拉图认为，几何学中大部分高深的知识是帮助人们认识“善的相”。有人说“画方”“作图”等都仿佛是为了实用，但实际上是为了追求纯粹的、永恒存在的知识。几何学的对象是永恒物，而不是某种有时产生和有时灭亡的事物。几何学能使灵魂认识真实的存在，“大概能把灵魂引向真理，并且能使哲学家的灵魂转向上面，而不是转向下面”[56]。这里，柏拉图并没有谈到几何学的具体内容，只是谈到几何学的真正对象是永恒不变的知识，属于理智阶段，是灵魂转向中必须学习的课程。

3.立体几何

柏拉图提出在学习平面几何之后，天文学之前，应该加上立体几何作为第三门课程，不然便是从平面直接进到圆周运动的立体了，应该从二维进到三维。立体几何是平面几何向天文学的过渡，它涉及的是长、宽、高三维空间的立体，是平面几何和天文学之间的桥梁。当时，立体几何并没有得到很大发展，柏拉图认为原因有两个：一是学习它很困难，没有一个城邦认为值得重视而学习它；二是学习它需要有人指导，而当时很难找到这样的教师，即使找到了，也没有人肯虚心学习。

4.天文学

天文学是讨论运动中的立体事物的学科。由于它的对象远在高空，一般人认为研究这门学科就能引导心灵离开低处的事物去看高处的事物了，即迫使灵魂向上看。柏拉图无情地讽刺了这种流俗的浅薄见解，指出当时学习天文学的人并不是真正在学习天文学，因为他们只注意到天体美的外观，还停留在“可见世界”中。他嘲弄道：“如果有人想研究可见事物，无论是张开嘴巴向上望还是眨巴着眼睛向下看，我都不会认为他是在真正学习（因为任何这类的事物都不可能包含真正的知识），我也不会认为他的灵魂是在向上看。即使他仰卧着学习（在陆上或海上），我还是认为他是在向下看。”因为“除了研究实在和不可见者外，我想不出任何别的学习能使灵魂的视力向上”[57]。柏拉图主张研究天文学应像研究几何学那样，运用灵魂的理智去提出和解决问题，而不必去管天空中那些可见的事物。因为“看上面的东西”并不是引导人去看天上的事物，那些事物虽在天上却还属于可见的世界，它们还不是真实的存在。当天文学家看到天体星球的运动时，他们赞美天体的完美构造，但要从中研究星球的昼夜之间，日夜和月、年之间，其他星球和太阳、月亮，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永恒不变的比例关系，却是荒谬的。柏拉图认为，天体星球本身是属于可见世界的，因此，天体星球运动的比例关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真实的东西是这些天空中的星体所承载的真正的数和图形中的快慢运动，以及它们彼此之间的相互关系，这些东西只能用理智去把握，眼睛是看不到的。天文学应研究天体星球后面的不可见者，即真实者，亦即那些只有凭借理智才能把握的纯数和纯粹图形。

5.谐音学

谐音学和天文学是姐妹学科，天文学是研究眼睛看到的运动的，而谐音学是研究耳朵听到的运动的。谐音学是毕达哥拉斯学派首创的，但柏拉图认为不必向他们去征询意见，即不让学生去追随毕达哥拉斯学派研究那些不完善的高音和低音，免得浪费时间去计量这些音调的高低。他批评一般谐音家只研究音调之间的数的比例关系，以寻求到事物运动的数的比例关系为满足，而不去进一步探讨这些比例关系中哪些是本来和谐一致的，哪些不是，以及它们为什么是和谐一致的，即合乎善和美的。真正的哲学家还要进一步研究这些比例关系中哪一些是真正的和谐，还要追问为什么它们是真正的和谐，直到往上推到美和善，即认识到最后原理，才达到学习的目的，同时也是对象自身的目的。

柏拉图认为，学习者还必须认真研究这些学科彼此间的相互关系，以及将这些学科结合在一起需要一个总的认识，这样才能达到目的，不白费气力。因为学习这些课程仅仅是一个基础，是进一步学习辩证法的准备。[58]

柏拉图之所以将这五门数理学科按“算术—平面几何—立体几何—天文学—谐音学”的次序排列，并非出于偶然，而是因为柏拉图认为学习的先后应当保持同一次序。陈康先生认为，柏拉图这样排列，并不是依据各门学科距哲学的远近而定，即柏拉图以算术的对象距感觉对象最近，距哲学的对象最远；几何学的对象次之，天文学的对象又次之；谐音学的对象距哲学的对象最近，距感觉对象最远。他是根据各门学科的学习难易而定的。凡是对象的结构较复杂的学科皆以对象的结构较简单的学科为基础。例如，天文学以立体几何为基础，因为天文学的对象比立体几何的对象复杂，前者是运动中的立体，后者是单纯的立体，否则，天文学应当排在立体几何之前，而不是在它之后。[59]

（二）辩证法及其与数理学科的关系

柏拉图认为，如果一个人不能对自己的观点做出逻辑的论证，便不能说他已经有了应有的知识，即辩证法知识。如果一个人不依靠感觉的帮助，能用辩证法通过推理以求认识事物的本质，并最终把握善本身，他便达到了理性世界的顶峰。这个过程就是辩证法。正如洞穴比喻中的囚徒被解放出来，从阴影转向投射阴影的影像，再转向火光，然后从洞穴中上升到阳光下，最后终于认识了真正的太阳，这整个程序便是引导灵魂转向，上升到善的过程。只有辩证法这种研究方法，能够不用假设而一直上升到第一原理本身，通过纯思辨而认识可知世界，认识到“善的相”。理性在进行这种活动时，绝不凭借任何感觉事物，而只靠理性，从这一个“相”到那一个“相”，并且最终归结到“善的相”。柏拉图把“这个思想的过程”叫作辩证法。

掌握了辩证法，心灵转向的目的也就实现了，培养“哲学王”的教育也就完成了。只有掌握辩证法的人，才“容许他们来统治国家，裁决大事”。他又补充说：一个人要能将以前学过的各门课程总起来看，看到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以及它们和实在的联系，这样知识才能融于心灵中。能不能将事物联系起来看，这是有没有天赋辩证能力的主要试金石。柏拉图特别强调辩证法便是能将看到的事物相互联系起来，有一个总的看法。

对于究竟什么是辩证法，柏拉图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英国学者A. E. 泰勒认为，柏拉图所讲的辩证法不求助于感觉所得到的东西，这个过程不是上升到“万有的起点”和又从那里下降的双重过程，全从“形式依靠形式到形式，并终止于形式”那样地前进，辩证法甚至会摧毁数理学科的假设。[60]我国的范明生把柏拉图的辩证法概括为六个方面：第一，柏拉图认为辩证法不是诡辩术。第二，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论证相论的重要手段。第三，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问答法——“理智助产术”。第四，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假设法或二律背反。第五，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分析和综合。第六，柏拉图把辩证法理解为理念、范畴的矛盾运动的法则，即对立统一的原理。[61]

柏拉图认为，辩证法要高于数理学科。数理学科还不是真正的知识，因为它们的前提假设是某些并不知道的东西，它的结论和中间步骤也是并不真正知道的东西；它是从假设出发推出结果，而对假设本身却不加以解释。所以，柏拉图认为，这些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知识。以上五门课程本身也像做梦似的，只能认识到真理的影子，因为它们并不能完全脱离感觉，虽然它们是达到真理的必要途径，却还不是真理。而辩证法虽也从一些假设出发，但不是向下推求它们的结果，而是向上寻求假设赖以成立的根据，以达到“善的相”。

数理学科的研究对象是处于具体事物和“相”之间的居间者。柏拉图指出，数理学家所思考的，并不是实际的、个别的、可感的几何图形（如圆形、正方形、三角形等），而是研究圆形本身（圆形的相）、正方形本身（正方形的相）、三角形本身（三角形的相）。概括而言，就是以图形为手段，去思考可感事物的“相”。也就是说，数理学家的心灵特征是处于信念与理性之间的理智等级。他们虽利用可感图形去思考抽象的图形，但还没有上升到完美无缺的相的地步。而辩证法完全超出了可感事物，是从形式到形式进行研究，研究对象是最高原则的“善的相”，研究者的心灵处于纯理性状态。但是，辩证法与数理学科之间又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柏拉图的教育设想中，数理学科是军人和“哲学王”所必修的，军人学习意在实用，而“哲学王”学习意在为进一步研究辩证法做准备。辩证法完全摆脱具体事物，这样在感觉和理性之间就出现了一道鸿沟，数理学科正好起着沟通的桥梁作用，否则，心灵转向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柏拉图说，只有具有辩证能力的人才能真正完成灵魂转向，也只有按照以上所说的课程进行训练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道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62]从柏拉图的有关论述来看，我们写在纸上的数字、图形、公理、命题、推理、演算等都是可以看到的，是感觉经验的对象。尽管我们画的正方形或圆形不是真正的、绝对的正方形或圆形，但是它们代表的是真正的、不变的、必然的东西。这样，几何学既和感觉又与理性相联系，起着沟通和纽带的居间作用。一方面，当凭借可感图形研究纯粹的图形时，研究者的心灵就由感觉转向理智；另一方面，当不凭借假设“眼光向上看”，不再由假设以推求结果时，研究者的心灵就由理智转向理性。所以，数理学科是沟通具体事物与辩证法不可缺少的环节，“帮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63]。只有这样，研究者才能从感觉转向理性，达到最高的、终极的“善的相”。

第五节 道德教育论

苏格拉底坚持“美德即知识”，指出建立在理性认识、知识基础上的美德是可教的，而建立在感性欲望基础上的美德是不可教的。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这一思想，认为美德即知识，只有具有最高智慧的哲学家才能掌握美德，也只有哲学家才能教授美德。

一、美德即知识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提出了四种美德：智慧、勇敢、节制、正义。他强调正义是其他各种美德的原因和条件，属于高级的美德。柏拉图在论证灵魂不灭时讲了一个故事，来说明正义是由知识决定的。故事说的是一个阵亡战士72天后复活了，他讲述了在另一个世界看到的情况。那里有两个口子通往地下，两个口子通往天上，灵魂到了这里，凡是正义的灵魂从右边升天，不正义的从左边入地。这些灵魂出来以后，从天上来的清净、纯洁，从地下来的污秽不堪。然后，“必然”的女儿——命运女神，让各个灵魂选择自己愿意的生活，有各种社会地位和职务、贫富强弱以及智愚等的不同。如果已经学会分辨善恶，便可以选择合乎灵魂本性的正义生活，不然，即使是从天上来的灵魂也可能做出错误的选择。他描绘了各个不同的灵魂按照自己的性格选择不同的生活，他们经过“必然”的宝座，喝了“忘记”河里的水，向各方散去，重新投胎。

柏拉图通过这个故事告诫人们：必须有真正的知识，才能分辨真正的善恶，真正的正义和不正义。这是道德教育的根本问题。

在《法律篇》中，柏拉图继续探讨《理想国》中提出的四种美德，并认为这些美德有一个共同的原理，这种原理是立法者制定全部法律的依据；这种原理，是通过教育训练才能认识的。柏拉图坚持知识在国家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知识在一切善的事物中是被列为第一位的。对神和人都是这样，无论是谁，要是愿意生活得幸福和受到人们赞美，他从一开始就应该掌握知识，这样就能像一个真正的人那样活下去，并且能够取得人们的信任。更可贵的是，这种人不仅具有崇尚真理、节制和智慧等美德，并且能和统治者合作，尽他所能地去矫正其他公民。因为能传授知识，比仅仅拥有善更值得赞美。

二、哲学家才能够掌握最高的美德——善

在《斐多篇》中，柏拉图指出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美德。他指出，每一种美德都是和它的对立面结合在一起的，勇敢伴随着恐惧，节制伴随着放纵。勇敢的人敢于面对死亡，是因为他害怕有更坏的后果；自制的人之所以要在某些方面自我限制，正是因为他要在他所希望的另一方面得到满足。他将这种行为比作交易。他说在美德的交易中，正确的方法是不要以快乐交换快乐，痛苦交换痛苦，恐惧交换恐惧，不要以大换小。在这种交易中唯一正确的货币只能是智慧，只有智慧才能判断什么人应该奉行什么样的美德。如果正义、勇敢、节制等不是和智慧交换，而是和快乐、恐惧等进行交换，便不是真正的美德，至多只是美德的影子。美德是要从这些东西中净化出来。而净化对于大多数人只具有象征的意义，只有少数人才能真正做到，这少数人便是真正的哲学家。所以，柏拉图提出，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美德。在《斐德罗篇》中，柏拉图认为只有哲学家凭借反省，才能回忆起真正的美德。他强调美德本身是不能凭借感官感觉到的：“人类理智按照所谓‘理念’去运用，从杂多的感觉——知觉出发，凭借推理，把它们统摄成一种理性的概念。这种推理就是一种回忆……”柏拉图说，只有凭借灵魂，理智才能把握这种绝对的美德，美德本身“就在这天外境界存在着真本体，它是无色无形、不可捉摸的。只有理智（灵魂的舵手，真知的权衡）才能观照到它”[64]。

在晚年的《法律篇》中，柏拉图继续坚持只有哲学家才能掌握美德，而绝大多数人已经丧失生前拥有的绝对美德的回忆；只有哲学家，有好的记忆能力，当处于狂迷状态，沉思尘世美德的原型，即美德的“相”时，才能观照正义、节制、智慧等美德本身。

三、只有具备知识的人才能教授美德

《美诺篇》在论证美德是否可教之前，柏拉图先论证了美德是知识的问题。美德是善，而要判断善和恶、好和不好、有利和不利，必须依靠智慧。人的精神状态如正义、勇敢、节制等几种美德，以及敏锐的心灵、高贵的品格、良好的记忆等，都需要以智慧为指导，还有财富、健康等如何才对自己有利，也需要由智慧来判断。智慧统率这一切，而智慧就是知识。由此应该得出结论：美德是知识，所以它是可教的。但柏拉图怀疑这个结论是否正确。他提出美德是可教的，那必然有教授美德的教师，那谁能成为教授美德的教师呢？智者不是教授美德的教师，政治家如塞米司托克勒、伯里克利也不能将他们的儿子教好。所以，结论是没有教授美德的教师，也就没有学习美德的学生，因而美德是不可教的。这样就出现了一个悖论：美德是知识，所以是可教的；没有教授美德的教师，所以美德是不可教的。怎样解决这个问题，柏拉图提出了一个“真意见”的概念。真意见和知识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真意见和知识一样，都是真的和正确的。它们的区别在于：知识是永远留在我们的心灵中的，而真意见却不稳定，有时会在心中，有时又从心中跑掉了。所以，那些只有真意见的人有时会做出正确的判断，那是真意见在他心上的时候；有时会做出错误的判断，那是真意见逃掉的时候。因此，真意见始终是正确的。

真意见可以给人提供正确的指导，但它还不是知识。许多人，包括政治家在内，都只有真意见，还没有知识，所以不能教人以美德。这样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聪明人如塞米司托克勒虽能正确地治理城邦，成为城邦的首领，但是由于他只有正确的意见并没有知识，所以不能教好自己的孩子。政治家和诗人们正像先知和传达神谕的人一样，他们能说出许多道理，靠的是神圣的灵感，而不是因为他们有知识。这样，柏拉图就推出了自己的结论，如果一个人有了真正的知识而不是有真意见，他便能教授美德，因此，美德是可教的。美德可教与否，关键在于是否有掌握知识之人。

第六节 贡献与影响

《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也是一部探讨教育问题的著作。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卢梭曾宣称：“《理想国》不是一部关于政治学的著作，而是迄今撰写的有关教育的最好论文。”[65]以耶格尔为代表，近现代西方有些学者也十分重视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耶格尔在他的巨著《潘迪亚：希腊文化的理想》中，将教育看作希腊文化的理想，将国家主要看作一种教育力量。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曾将柏拉图的理想国称为“柏拉图的教育城邦”。“关于城邦的实际结构或其制度的学说实际上并不是这部早期著作的核心。这里所关心的对象甚至不是城邦的公正法律，它们真正关心的是城邦的正确教育，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教育。而从根本上说，它就是哲学教育。”[66]从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来看，在柏拉图之前，教育学是被包含在政治学、哲学体系之中的，无论是毕达哥拉斯、色诺芬，还是智者、苏格拉底，只是在论述哲学、政治学问题时谈到了教育。柏拉图却在《理想国》中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并在他长期学园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灵魂转向为目标的“哲学王”教育思想，制定了足以代表古希腊科学研究最高成果的课程体系。这样，柏拉图就在西方第一个提出了初步的教育学体系。这是柏拉图对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伟大贡献。柏拉图的教育思想虽吸收了当时希腊城邦，特别是斯巴达、雅典的教育经验，但又不拘泥于这些经验内容，而是在他的相论和认识论的指导下，对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深刻的反思，提出了指向未来的理论性体系。同时，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又与古希腊的社会现实密切相关，他把教育与政治相结合，认为教育对于实现理想的政治制度有重大作用，特别是对于培养最高统治者作用更大，因此，他认为教育的最高目标就是培养“哲学王”。更难能可贵的是，柏拉图把“哲学王”的培养过程看作教育的选拔过程，因此，他提出了公民教育制度，开始让全体公民皆受教育，在此基础上选择聪明、有才之士进一步深造。

柏拉图关于“哲学王”的教育过程和教育内容的价值也很大。“灵魂转向说”是从想象、信念向理智、理性的上升过程，也是一个发挥心灵潜在能力的过程。尽管柏拉图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的先验论者，但在探讨教育过程时，他一再强调指出这种认识上的心灵转向的进展，不是自发的过程，它需要高度发挥认识主体的能动性，要经过漫长和艰辛的学习、训练。“灵魂转向说”反对知识外来，但并不像“回忆说”那样主张灵魂中有先验的知识，而是认为灵魂本身具有一种认识的能力，灵魂转向是灵魂固有的认识能力的提高。教育并不是将灵魂中原本没有的知识灌注到人的灵魂中，而只是引导这种固有的能力能够掌握固有的方向，使它从黑暗走向光明，从变化的世界走向真实的世界，最终认识“善的相”。由此，柏拉图否认教育是知识的灌注，而主张教育是起启发作用。

柏拉图对数理学科的陶冶价值的分析，以及他对理智能力在人类认识过程中地位的论述，受到现代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是对当时自然科学的成就从认识论角度进行的总结概括。具体来说，是他根据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和谐音学领域内的认识特征概括出来的，因而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深远的影响。但在分析数理学科时，柏拉图将可见世界与可知世界绝对划分开来，也产生了一些荒谬之处。例如，他认为天体星球本身是属于可见世界的，不是永恒不变的，天体星球运动的比例关系也不是永恒不变的，所以，他要求天文学研究成为一门纯思辨的学科，去研究天体星球运动背后的所谓“真实的存在”。

柏拉图的教育思想充满着理性主义精神。古希腊早期是神话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荷马史诗》是公民教育的共同读物，每一个儿童都能背诵这些诗歌，这些诗是儿童教育的来源。从米利都学派开始，一种区别于神话文化的更高级文化——理性文化在古希腊萌芽了。自然哲学家开始向神话文化挑战，探讨世界的本原问题，认为事物的发展是有规则、有秩序并遵循普遍规律的。智者把哲学从天上引到了人间，但他们只强调人的感性层面。只有到了苏格拉底，才勇敢地举起了理性主义大旗，引进“理性神”，认为理性、秩序或法则是物质世界和人类世界的第一原则，正是这一原则派生了真、善、美。由于苏格拉底倡导理性精神，与雅典人的日常观念相矛盾，结果被以“亵神”之罪处死了。柏拉图继承了苏格拉底的理性精神，提出世界的真正存在是“相”，这是只有最高的理性才能认识的“真正的真实”，其他一切都由此而来。他认为，永恒比现实、理性比感觉更有价值。所以，柏拉图把教育的重点从感觉的存在转移到理性的、超感觉的真实上，这也是柏拉图倡导的“哲学王”教育与智者倡导的演说家教育的根本区别。正因为强调理性，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因为他认为诗和诗人长于模仿，与真理相距甚远。那么，柏拉图把诗人赶出理想国，用什么填补一直主宰着希腊文化和教育的诗歌文化这一精神空白呢？柏拉图提出了数理学科和辩证法，这些都是感觉所不能认识的，而只有靠人的理性才能达到。作为教育过程的灵魂转向也充满着理性精神，柏拉图不承认人可以借助神秘状态与“善的相”沟通，十全十美的“善的相”并不是靠某种突发的热情便可以认识的，要达到它必须走一条漫长而又曲折的道路——从音乐、体操到五门数理课程直至辩证法，这是一种循序渐进的学习过程。

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又将理性主义传统加以发扬光大，响亮地提出了“人是理性动物”的口号。起源于苏格拉底，奠基于柏拉图，完成于亚里士多德的希腊理性主义传统支配着西方两千多年教育的发展。直到19世纪的尼采，极力贬低理性精神，这种理性至上的价值观才开始受到冲击。

柏拉图倡导教育中的理性精神，所以，他的教育也是一种心灵教育，是一种人性和谐圆满发展的教育。著名柏拉图研究专家陈康先生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在分析国家、个人和心灵的关系时指出：三者中最基本的是心灵，最高层次是国家，中间层次是个人。即国家的基础在个人，个人的基础在心灵，因此，国家以心灵为基础，内心的状况是国家的超政治基础。所谓教育，就是以培养完善的心灵为目的。柏拉图的教育是发展整个的心灵，而并不是欲望、激情或智慧的单独发展。“只有整个的人性已经发展了，那时才有和洽的心灵，始有良善的个人，始有完善的国家。理想国的实现、道德的完成、人性的发展，完全依赖适当的教育。这样，国家主义的教育和个人主义的教育在此不再像以前彼此冲突，而是融合为一；培养有勇气的，满足情欲的，探求知识的人，在此不再像以前各不相容，乃成为整个教育计划的各方面。这乃何以《国家篇》中的教育思想是希腊教育思想的最高峰、柏拉图集其前人的大成。”[67]

陈康先生在分析希腊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指出了柏拉图教育思想的伟大之处。他认为，希腊教育思想，从一个观点分类，可分为以培养公民为目标的国家主义教育（斯巴达、雅典、克塞诺封），和以培养个人为目标的个人主义教育（智者、苏格拉底）；从另一观点分类，可分为培养有勇气的（斯巴达、克塞诺封），满足情欲的（智者）和探求知识的教育（苏格拉底）。“这些教育思潮表现了许多个别的观点，诚然是很复杂丰富的了，然而，它们仍不过是山中的细流浅涧，仅为气象万千的巨川做些片面的准备。从一深处入手，从分析的人性入手，将它们综合起来，不是机械的排列，而是有机的融合，成为一个体大思精、首尾一贯的教育哲学系统：这个伟大的工作在柏拉图的《国家篇》里始告完成。它不仅集以前教育思想的大成，而且成为以后希腊教育思想的源泉。一千余年的西洋古代思想史关于教育方面，在这里达到它的最高峰”[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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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亚里士多德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是古希腊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也是一位博学的思想家。马克思称他为“古代最伟大的思想家”[1]，恩格斯说他是古希腊“最博学的人”，具有“百科全书式的科学兴趣”[2]。亚里士多德的传记材料，主要来自3世纪的思想文化史专家第欧根尼·拉尔修的记载。当代学者对亚里士多德的生平资料进行了多方搜寻，但终因年代久远，许多具体细节已难以确定。根据普遍接受的观点，亚里士多德的一生大致可分为四个时期。

一、童年、少年时期：出生～16岁

公元前384年，亚里士多德出生在马其顿边区，爱琴海北部卡尔西乃西半岛东岸的斯达吉拉城（现名斯塔夫罗斯）。他的父亲尼各马科斯是安德罗斯的移民，出生于爱奥尼亚一个以医生为祖业的家庭；母亲菲斯蒂丝是伏卑亚岛人。

作为一个以医生为祖业的家族子弟，亚里士多德幼年学习了医学的基础知识，如医学、解剖学等，接受了医学的基本训练。丰富的基础知识，严格的实践训练，使亚里士多德自幼形成了注重事实的特点，树立起了尊重经验的作风。医学和解剖学激起了他强烈的好奇之心，习惯于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观察事物，把自然看作完整的有机体。这对于他以后形成哲学和教育思想，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二、学园时期：17～37岁

在17岁时，亚里士多德来到了古希腊文化教育的中心——雅典，并进入了柏拉图创办的学园（阿卡德米，Academy）学习。这时，学园正处于人才荟萃、思想活跃的高峰时期。亚里士多德的到来，在学园中引起了轰动。他广泛钻研政治学、戏剧、诗歌、物理学、心理学、历史、逻辑、天文学、伦理学、自然史、数学、修辞学、生物学，等等。人们惊叹于他多方面的才华：一个人竟能向如此众多的科学知识敞开心智的大门，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柏拉图曾幽默地说，他的学园由两部分组成——其他学生们构成学园的身体，亚里士多德则是它的头脑。正因为这样，他才得到了阿卡德米的nous的美称。nous这个词的含义是心灵、精神、理智、理性等。这个称誉是亚里士多德当之无愧的。

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据说，亚里士多德期望被选为柏拉图的继承人来主持学园，但这个愿望落空了。由于雅典与马其顿的战争，雅典掀起了反马其顿的怒潮。在这种局势下，作为一个外邦人、马其顿宫廷医生的儿子，亚里士多德的境遇可想而知。就是在阿卡德米的内部，他对数学的态度也引起非议。柏拉图临终前指定他的侄儿斯彪西波为园长，而斯彪西波则主张哲学和数学相等同。于是，亚里士多德决定结束20年的学园生活，回到小亚细亚。

三、游历时期：38～50岁

从公元前347年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到公元前335年他重返雅典，这12年是他的壮年漫游时期。他受赫尔弥亚的邀请来到了小亚细亚，并和赫尔弥亚的养女丕茜亚结婚。但由于波斯人的入侵，赫尔弥亚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亚里士多德被迫离开。幸运的是，他受到了马其顿国王菲利浦之邀，担任其子亚历山大（Alexander）的私人教师。亚里士多德在阿卡德米所受的教育，就是以把君主变为“哲学王”为最高目的。亚里士多德成功地执行了这一方针。他把柏拉图尊重理性和哲人治国的思想，撒播在亚历山大年轻的心灵里。亚历山大即位以后，在武力得天下的同时，积极振兴文化，以行“哲学王”之治，这与亚里士多德的教导是有密切关系的。黑格尔认为，亚历山大事业上的成功和与先生持久的友谊，是对亚里士多德教育精神的最好鉴定。他说：“亚里士多德在亚历山大身上，比柏拉图在狄奥尼修斯身上，找到了一个不同的、更有价值的学生。”[3]“在亚历山大的教育里面，能够归于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教化的是：亚历山大的精神禀赋的特有的伟大，那自然的本性，得到了内在的解放，被提高到完美的、自尊的独立，而这是我们在他的目的和事业中所看到的。”[4]

四、著书立说时期：51～62岁

公元前336年，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年仅21岁的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攻陷雅典，亚里士多德重返雅典。这一时期是亚里士多德事业的高峰时期。漫游加深了他的阅历，增长了他的见识，他积累了一批数量巨大的资料，思想见解也逐渐成熟，走上了独立探索的道路，并形成了自己的学派。他创办了吕克昂学校，上午，他带领高年级的生徒，一边漫步，一边探讨那些专门性的问题；下午在运动场的回廊上，向众多低年级学员，包括一部分旁听者讲授基础科目。此外，他还编写了大量的讲义或教学提纲，如今只有这一部分作品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亚里士多德一生的著作共有146部，保留至今的主要是一些讲义、讲稿和材料。1831—1870年，德国柏林出版了依曼努尔·贝克所编的《亚里士多德全集》标准本，共收集著作46部，分为七类。第一类，是以《工具论》为总标题的逻辑学著作。第二类，是以《物理学》为核心的有关自然的著作。第三类，是以《论灵魂》和以《小物理学》为总标题的有关心理现象的论文。第四类，是关于生物学的著作，这是在亚里士多德全集中篇幅最多的，约占全部篇幅的1/5。第五类，是哲学和哲学史的著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形而上学》。第六类，是政治、经济、伦理著作。第七类，是文艺理论。

亚里士多德留下了巨大的文化遗产。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亚里士多德不仅贡献了《政治学》《伦理学》《论灵魂》等一系列有关教育的著作，而且树立了一种堪称典范的亚里士多德人格——在对纯粹知识的追求中实现自我。他以自己无与伦比的成就证明了自己就是他所称颂的那种自我实现的人、幸福的人或自由的人。

第二节 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亚里士多德在古希腊哲学和科学发展的基础上，对众多知识门类进行了认真而独立的研究，建立了古希腊思想史上最庞大的知识体系。他的教育思想正是以这个理论体系（特别是其中的哲学、政治学、伦理学等方面的思想）为基础的。

一、四因说

亚里士多德认为，柏拉图的理念论不能说明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变化，因为理念是与个别事物相分离的。而要说明事物的存在，必须在现实事物之内寻找原因。他认为，第一哲学研究的是“第一本原和根本原因”。他指出，事物是由于四个原因而形成的，有了这四个原因，事物才能产生、变化和发展。这四个原因是：质料因，即事物构成的根基；形式因，即事物何以是的原因；动力因，即运动自何处来；目的因，即事物何所为的原因。

质料因就是构成事物的“最初本质”，是事物形成的原因，如铜像的铜、银碗的银等。形式因是指事物的“模型”“事物的基本定义”，是某种事物之所以是此种事物的源泉。动力因是一切事物变化发展的动力，是一切生成的事物的生命源泉。目的因是事物变化所追求的目标和运动发展的终点，也就奠定了事物产生是为了什么目的。例如，散步是为了健康，床是为了睡眠，等等。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一事物的发展变化，一旦具有了自己的本质，同时也就获得了一定的形式而表现出事物的存在，所以，动力因、目的因都可归结为形式因，这样，纯粹形式不但具有自己本身的意义，而且赋予了它们动力和目的的本性。如一棵橡树，种子是长成橡树的质料因；长成橡树则是它的形式；而长成这样的橡树则是种子的目的；正是在长成这样的橡树的目的吸引下，橡树才长成这样的橡树，因而才成为动力因。因此，橡树的“形式”既是橡树的“目的因”，也是它的“动力因”。这样，他就把四因归纳为二因，即质料因和形式因。

亚里士多德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质料”的结合，就一个个体而言，质料和形式是不能分离的。绝没有无质料的形式，也没有无形式的质料。凡存在的个体，必定是质料和形式的结合，把形式当作可以离开质料而独立存在的东西，就会导致柏拉图的错误。柏拉图认为，只有相才是最真实的实体，而感性事物不过是对相的不完全的模仿而已。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柏拉图正好颠倒了相和感性事物的关系，因为与真实的实体相分离的相离开了质料，就根本无法存在。

二、“潜能和现实”说

亚里士多德用“潜能”和“现实”这一对范畴，来说明形式和质料的关系。简单来说，潜能和现实，是事物存在的两种方式。潜能是指具体事物中处于潜在状态的一种能力，它还没有获得现实；现实是存在着的事物自身或实现了自己本质或目的的事物。亚里士多德认为，潜能变为现实，或者说潜能得到了实现，也就是事物完成了、达到了它自身的目的。这种目的的完成或已达到，他称为“隐德莱希”。因此，现实是一种达到了“目的”的活动，而没有达到目的的活动只是运动，运动是由潜能向现实转化的中间过程。潜在的事物一旦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意味着获得了自己的形式本质，因此，形式是现实，而那尚未获得自己形式的质料则只是潜能。他提出，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就是潜能与现实的关系，质料的形式化，或者说从质料到形式的过渡，须是从潜在的东西发展成为现实的东西的过程。

亚里士多德认为，事物的生成变化不是从无到有，而是从潜在的有到现实的有。它不只是一种潜能，也不只是一种现实，而是从质料到形式、从潜能到现实的过渡。质料是形式的潜在，形式是质料的潜在性的实现。最后要达到的目的已潜在于起点之中，形式已潜在于质料之中；质料追求形式使其实现，达到目的；潜在的形式成为现实，形成了具体的个别事物。因此，质料与形式的关系可以说是发展中的关系。这是对辩证法的贡献。

但是，由于亚里士多德在形式—质料说中的混乱，他不能正确理解潜能和现实的关系。在他看来，作为质料的潜能是消极的、被动的，而作为形式的现实则是积极的、主动的，运动就是现实（形式）吸引潜能（质料）向自己转化的过程。因此，从根本上说，现实先于潜能。他还从潜能与现实的相对性思想出发，推论出“绝对潜能”（纯质料）和“绝对现实”（纯形式）的存在，认为“绝对现实”就是“永恒不动的定律”，即“神”。可见，亚里士多德在潜能和现实的问题上，割裂了二者的辩证关系，最后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唯心论。

三、灵魂论

灵魂的本质是什么？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灵魂既不是如德谟克里特所说的精细原子，不是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目之和谐，也不是柏拉图的所谓独立于身体之外的东西。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一个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躯体的完全现实性。”[5]这个定义一方面肯定了灵魂是非物质性的东西，另一方面也提示灵魂和躯体之间的相互关系。他认为灵魂只有和躯体相结合才能发挥其作用。他把灵魂看作形式，把躯体看作质料。作为一种现实的生命实体，灵魂根本就不能脱离躯体而独立存在。他形象地把灵魂比喻为“蜡烛”，认为灵魂进行思维活动时，思维对象在心灵上留下了痕迹，好比刻于蜡板上那样。

亚里士多德认为，灵魂是有高低等级差别的，不同的灵魂按其等级可依次分为三类：营养灵魂或植物灵魂；感觉灵魂或动物灵魂；理性灵魂或人类灵魂。他认为，不同等级的灵魂，作用也不同。较高级的灵魂包含较低级灵魂的作用，但不能归结为低级灵魂的作用；低级灵魂则不具有高级灵魂的作用。营养灵魂是最低级的灵魂形式，它具有吸收营养和繁殖的作用。感觉灵魂是动物所具有的比较高级的灵魂形式，它具有三个方面的能力，即感觉能力、欲望能力、运动能力。理性灵魂是最高级的灵魂形式，这是人类的灵魂形式。人类灵魂自身同时还具有营养灵魂和感性灵魂的作用。因此，人类灵魂达到了营养灵魂、感觉灵魂和理性灵魂三者的统一。人类灵魂的作用是理性和思维能力，人类灵魂比其他灵魂具有更大的优越性。由此，亚里士多德下了一个著名的定义：人是有理性的动物。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理性灵魂分为被动理性与能动理性两种。前者是以外界事物为对象，在感官知觉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一部分理性会随着身体的死亡而消失。但是，能动理性并不都是在感觉记忆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不是以外界事物为对象，而是以理性本身为对象。这种能动理性是永恒的、不朽的，并不随身体的死亡而消失，所以也称为“神的理性”。这样就把能动理性与他的神学联系起来。

亚里士多德的认识论与柏拉图的相论不同。亚里士多德虽然重视理性认识，但也认识到感性认识的作用。他认为，认识是一个逐步深化的过程。认识须从感觉开始，感觉是客观外在的事物通过感官的媒介引起的一种变化。人们的认识通过感觉印象进一步发展，便是想象；如果这种感觉印象继续保存起来，就叫记忆；如果过去的印象能有秩序、有纪律地重新唤起，而不是盲目浮现在心中的，就是回忆。亚里士多德认为，认识必须由个别上升到一般，才能达到真正的智慧，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理性灵魂的内容从感觉中得来，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这两种从外部世界获得的认识的不同点在于，感性获得事物的数目、大小、形状、运动和静止等个别方面的知识，而理性获得的是一般的、真理性的知识。

由此出发，亚里士多德竭力提高理性而贬低感性。他认为感觉只能认识个别或特殊的事物，只能告诉我们“是什么”；而理性则是关于一般的概念的知识，它能告诉我们“为什么”。所以，感性认识是一种卑贱的知识，理性认识则高级得多。由此他认为，纯技术的知识比纯理论的知识卑贱得多，理论知识高于技术知识，知识的理论价值高于实用价值。只有依靠能动的理性、纯粹的思辨而达到的知识才是“最高尚的”“神圣的”知识。在古希腊时期，这种知识就是哲学。因为哲学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用，哲学是为求知而求知的学科。因此，亚里士多德虽重视感性的作用，但他是更重视理性作用的唯理主义者。

四、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社会政治问题的研究，提出了较系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伦理学说。他有一句名言：“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由此出发，他较系统地阐述了关于国家政治的学说。他认为，国家或城邦的产生是出于自然，而不是出于某种外力强制。从时间上讲，国家起源于家庭，因为先有建立在夫妻和主奴关系基础上的家庭，然后才由家庭结合为村庄，由村庄结合为国家。但是，从性质上看，国家并非家庭和村庄的机械总和，国家高于个人、家庭、村庄。个人只有在国家中才能发挥其能力，实现他自己。社会生活是人类生存的目的，人的幸福在于过一种团体的生活。一个人如果脱离国家或社会，那么，他或者是野兽，或者是神，就不成其为人。但是，社会与国家的目的又在于培养人，使之成为良好的公民，即成为有责任的人。国家的职责不只在于维护法律和秩序、抵御外敌的侵略，它的更高、更重要的职责在于使公民幸福地生活。为了公民的幸福生活，国家至少应有下列一些功能。第一，国家必须保持适当疆域，以便提供足够的资源，满足公民的生活需要。国土不能太小，否则将缺乏生活必需的自然资源；但也不能太大，否则过剩的资源将产生挥霍浪费的生活方式。第二，国家必须维持社会等级制度。农民和工匠等生产者虽然是必要的社会成员，但不应有公民权。只有能够保卫国家的武士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公民是一生履行国家职责的人。他们在青年时是武士，中年时是统治者，老年时是祭司。公民在城郊或军事要塞附近拥有一块土地，雇用农民耕地。第三，国家的一项重要功能是教育。教育应从体育和道德教育开始，从小就培养年青一代的道德习惯，铸造健全体魄。

亚里士多德认为，要缓和两极对立，协调社会各阶级的关系，必须有一种两极之间的平衡力量，这种力量就是中产阶级，因为“中产阶级（小康之家）比任何其他阶级都较稳”[6]。因为中产阶级拥有适度的财产，不贪图别人的东西，不谋害别人，恪守“中道”。他们的生活状况使他们最容易遵循合理的原则；他们最能服从政府，最不会逃避对国家应尽的责任，也不会有什么野心，中产阶级最具中庸的美德，最能顺从理性而不趋向极端。因此，由中产阶级支配的国家在政体上避免极端政权，在财产上防止两极分化，在政治上调和阶级对立，在道德上能够入德成善，使公民们各得其所，和衷共济。这样才能达到阶级调和、社会安全、人人幸福、国富民强的目的。从这种宗旨出发，亚里士多德对各种政体进行了评述。他把政体的形式做了分类，认为大体上有三种是好的或正常的政体，那就是君主政体、贵族政体和共和政体；有三种是坏的或不正常的政体，那就是僭主政体、寡头政体和民主政体。在三种好的政体中，君主政体比贵族政体好，贵族政体比共和政体好；而在三种坏的政体中，僭主政体比寡头政体坏，寡头政体比民主政体坏。值得注意的是，亚里士多德并不以统治者人数的多少决定政体的优劣。他认为统治者的德行才是决定因素，如一个人统治的政体，如果统治者贤明，则为君主制；如果统治者邪恶，则为暴君政体。暴君政体由君主政体蜕变而来。同样，贵族政体可能蜕变为寡头政体，立宪政体则可能蜕变为民主政体。

五、伦理学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们不论做什么事情，都是为了追求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善和至善。他说：“一切技术，一切科学，同样，一切活动和研究都被认为是以某种善为目的的，善是一切事物追求的目的。”[7]不过，不同的事物追求的目的不同，人所追求的目的是善或至善。至善是一切事物追求的最高目的。至善本身是无目的的，而善是人们在行为过程中可以实现的目标。由此，他指责柏拉图的“善”的相不过是一种空洞的形式，因为这种“善”的相本身是超经验的，它和人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这种独立存在的“善”本身是人根本无法达到的。对每一个生物来说，善在于它的活动的完善；对人来说，善只在于人所特有的活动的完善。这就是理性活动，而与它的功能协调的理性活动就是善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既是理性的动物，同时也是政治的动物。作为政治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行德，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美德就是知德。知不是指实践活动或伦理的德行，而是指纯粹思维活动或理论的善行。行是建立在“实践智慧”基础上的，而知需要建立在“理性智慧”的基础上。他认为，行德还不能使人达到最高的幸福。如果说行德使人成为“良好的公民”，那么知德则使人成为一个极“完善的人”。知德是指脱离行动的思考，为求知而求知，为研究学术而研究学术的纯思辨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理性的沉思活动是悠闲自在的，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的，它是所有善行中最愉快的；这种愉悦是纯粹和持久的，因而也是可贵的。这种思辨的沉思是神圣的生活，是人的最高幸福。他说：“理性的沉思活动则好像既有较高的严肃的价值，又不以本身以外的任何目的为目标，并且具有它自己本身所特有的愉快（这种愉快增强了活动），而且自主性、悠闲自适、持久不倦（在对于人生可能的限度内）和其他被赋予最幸福的人的一切属性，都显然是与这种活动相联系的。如果是这样，这就是人的最完满的幸福。”[8]

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是一种选择的习惯，是被作为实践智慧的理性所规定的。[9]他在另一处解释说，德行是一种行为的结果，这种行为是自觉的，经过思虑而选择的。[10]亚里士多德把德行分为两类：道德上的德行是良好的性格，理智上的德行是卓越的智力。前者包括自在、优雅、自制、勇敢、高尚、正义、友爱、快乐等，后者包括理论智慧、良好的判断力和实践智慧。亚里士多德尤其强调行为习惯在人的德行形成中的作用。他指出，道德上的德行是出自习惯的结果，因为它的名称ethike（伦理）是由ethos（习惯）这一词变化而来的。[11]习惯是教育和风俗的产物，是多次重复的思虑和选择的结果。在他看来，不是德行决定人的道德行为，而是坚持不懈的道德行为决定人们的德行，没有付出行为的德行是潜在的自然禀赋，只有在良好的习惯中才能形成现实的品德。

亚里士多德认为，正确的行为，必须遵循恰当的理性原则，这是判断某一行为道德价值的最根本的标准。这种理性原则就是中庸（中道）。他认为，人的行为，无论是过度还是不及，都足以败坏人的德行，唯有适度才能造就德行。“凡行为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行，即恪守中道。”[12]“德行应以中道为目的。”[13]“过度和不及乃恶行的特征，适度则是美德的特征。”[14]适度是过度与不及的中道，适度和过度与不及的距离是相等的，但是，这种中道并不像数学中的等差中项那么严格，它只是一种相对的中道。在生活中，适度就是一种恰到好处的行为，既不过度，也不能不及。他举例说，无论是勇敢还是节制等个性，只要过度或不及，都可能酿成恶果。例如，一个人行为怯弱、退缩不前，不能应付事物的变化，就会成为一个懦夫；同时，如果一个人无所畏惧，敢冒一切危险，就会成为一个莽汉。对于个体来说，如果一个人毫无节制，纵情恣乐，就会成为一个放浪形骸的人；但如果像一个乡巴佬一样，回避一切快乐，就会变得麻木不仁。

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德行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它比其他任何技艺都更高级、更优越，因此，对于人的心情和行为而言，遵守中庸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为了达到道德上的至善，人们应当把自己的情感和行为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否则，过度与不及都会引起美德向恶行的转化。

中庸有其特定的适用范围。亚里士多德指出：“并不是一切行为、一切感情都有适中。例如，恶意、无耻、嫉妒等感情，奸淫、偷盗、谋杀等行为，以及其他这一类的感情或行为，本身就含有恶性，本身就是恶，就应当谴责，并非仅仅由于过度与不及而被谴责。”[15]他又说：“在不公正的、怯懦的、放荡的行为里寻求适度、过度与不及都是错误。因为如果这些行为里也有适度或过度与不及，那就是在过度与不及里有适度，在过度里又有过度，不及里又有不及了。”所以，在过度与不及里，不能有适度；在适度里，不能有过度与不及。[16]可见，在亚里士多德那里，中庸绝不可滥加施用，对于恶的、不正当的情感和行为，它们的恶性质不在于是否在适当的时候用适当的态度施于适当的人，而是只要做了，就必然是恶的。

第三节 城邦教育论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类不同于其他动物的特征就在于他的社会性。在人类演化史上，虽然经历了家庭、村落到城邦（即国家）的漫长发展过程，但真正体现人类本性的只能是国家。随着城邦的产生，“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以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17]。只有到这时，人类的本性才能最充分地体现出来。亚里士多德从国家的“自然生成”出发，在其理想国家中呈现给人们的是一副各阶级较宽松、人与人之间友善的国家形象。他说，“城邦是同等人们之间的社会组织”[18]，这就否定了柏拉图的社会等级论。同时，国家是善业的最后实现，是人类的最大幸福。因此，城邦的建立必须以达到全城邦人民的幸福、和谐为目的。

基于以上前提，亚里士多德提出了阶级的划分方法。他以“城邦赖以生存的诸职能”为条件，指出要使城邦得以生存、发展，“粮食供应为第一要务，其次为工艺……第三为武备……第四为财产……第五……即所谓祭祀。列为第六而实为城邦最重大的要务，是裁决政事、听断私讼的职能（即议事和司法职能）”。因此，为了满足城邦的需要，“那么，邦内应当有：若干农民，从事粮食生产；工匠；武装部队；有产阶级；祭司；一个裁决有利于公众要务并听断私事的团体”[19]。这就是国家所需要的六大阶级。亚里士多德认为，国家中各阶级的划分并非依照天性，而是依照年龄的长幼，即“少壮的军事组和老年的议事组”[20]。因此，少年为战士，老年者为官吏，老迈者为祭司。他们在政治上掌握军事和议事权，是城邦的主要部分，余下两个阶级是农民和工匠，他们是为城邦经济服务的从属阶级。

与柏拉图的那种由金字塔式、层次分明的社会各阶级构成的理想国不同，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承认各阶级界线和地位的可变性，城邦各阶级处于一种宽松、和谐的状态，整个社会也呈现出自由、平等的特点。这些都深深影响了亚里士多德对城邦教育的看法，也使得其观点与柏拉图有明显的不同。

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特别是柏拉图的政治知识化和专业化的思想；另一方面又修正了柏拉图的由少数“哲学王”统治国家的主张。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统治和治理国家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它需要一种科学的指导。因此，治理国家的权力不能交给只会玩弄小聪明的政客，不能交给花言巧语的煽动家或诡辩家，而应由聪明、有才之士担任。

但与柏拉图不同，亚里士多德从他的“中庸”理论出发，提出应当把治理国家的权力交给占人口多数的中产阶级，而不是极少数聪明、有才智的所谓“哲学王”。他指出，与其他阶级相比，唯有中产阶级才能“顺达理性”“很少有野心”“无所忧惧”，较其他阶级都更稳定。所以，应当实行以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共和政体，由中产阶级执掌政权。从“城邦只是同等人们间的社会组织”出发，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对统治阶级的教育所做的绝对化分，而主张对作为统治阶级的中产阶级做同一的教育和训练。下面这段话，足可代表其观点。

考虑到一切政治组织总是由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相合成，我们就要论究两者应该终身有别，还是应该混为一体。教育制度须符合上述问题的抉择而制定不同的措施。我们可以想象，在某种情况下，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一经区分，应使终身有别。邦内如果在同级中有超群拔萃的人们，他们的性格和智虑几乎像诸神和英雄，那么统治阶级自将与他们的臣民判然相异。但这样的想象，世上终不可遇。我们在实际生活中，迄未见到有如斯居拉克斯所说印度诸王及其臣民身心两个显然有别的情况。因此，我们应该选取统治者和被统治者更番迭代的政体……根据自然的安排，我们拟把全体种属相同的一个公民集团分为两个年龄高低的编组，自然所做青壮和老人的分别恰正符合政体中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分别。青年们都不会妄自认为才德胜于前辈而不甘受人治理；他们如果明知自己到达适当年龄就要接替统治的职司，就更加不必怨望了。这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在当时而言，固然是编组不同的人们，但就先后而言，两者将是同组的人们。对于他们的教育也是这样：从一个观点来看，两者应当受到相同的教育；从另一个观点来看，就应当相异。[21]

亚里士多德认为，城邦应有统一的教育制度。“既然一城邦就（所有的公民）全体而言，共同趋向于一个目的，那么，全体公民显然也应该遵循同一教育体系，而规划这种体系当然是公民的职责。”[22]亚里士多德和他的老师柏拉图一样，都主张由国家统一创办学校教育，教育应由国家来掌管。在他看来，国家的重要职责之一在于创建统一的教育制度，使全体公民接受这种“公共”教育，反对把教育作为家庭和私人事务。他说：“按照当今的情况，教育作为各家的私事，父亲各自照顾其子女，各授予自己认为有益的教诲，这样在实际上是不适宜的。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既然为全邦所共同，则大家就该采取一致的教育方案。”[23]

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认为教育是城邦要务，唯有教育才能使城邦公民团结统一。他说：“城邦应该是许多分子的集合，唯有教育才能使它成为团体而达成统一。”[24]他明确指出，国家应大力创办与管理教育，因为教育对国家的兴衰至关重要，少年的教育为立法家最应关心的事业，“邦国如果忽视教育，其政体必将毁损”。为此目的，亚里士多德提出了“教育应由法律规定”的主张，目的在于把教育纳入国家法制的轨道。他明确提出，儿童和需要教育的各种年龄的人都应受到训练，为把城邦治理好，需通过法律的规定，要求全邦公民受教育。并且特别提到了妇女和儿童的受教育问题，“妇孺的善良与否的确有关城邦的优劣，妇女占据全邦人口的半数，而儿童则不久就要成长为公民”[25]。

在谈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时，亚里士多德提出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教育应成为对人们进行“法治的工具”，儿童教育和公民教育应符合于其政体所依据的精神和宗旨。他说，国家的法律是根据理性来制定的，而各种法律的具体内容必须使全体公民理解。只有这样，才能使公民遵循法律的要求去处理事务，社会秩序才能安定。这对于巩固统治和顺利开展社会民主生活是十分重要的。他把城邦实施“法治”与进行的公共教育联系起来。他说：“一个城邦应常常教导公民们，使他们能适应本邦的政治体系（及其生活方式）。”[26]他认为，在保全政体的诸种方法中，“最重大的一端还是按照政体（宪法）的精神实施公民教育”[27]。如果忽视了这一点，那么城邦的统治必然失去稳定。“即使是完善的法制，而且为全体公民所赞同，要是公民们的情操尚未经习俗和教化陶冶而符合于政体的基本精神（宗旨）——要是城邦订立了平民法制，而公民却缺乏平民情绪，或城邦订立了寡头法治，而公民缺乏寡头情绪——这终究是不行的。”[28]亚里士多德提出，必须按政体的宗旨和精神来施行公民教育，“……所谓按照政体的精神教育公民，并不是说要公民们学习寡头党人或平民党人的本领。应该培养公民的言行，使他们在其中生活的政体，不论是平民政体还是寡头政体，都能因为这类言行的普及于全邦而收到长治久安的结果”[29]。

教育要培养良好公民，其直接而实际的目的是保障城邦的幸福。亚里士多德认为，就个人、家庭、国家的三者关系而言，个人、家庭与国家是一种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个人、家庭是部分，国家是整体，而整体优于、高于部分。因此，国家、社会的利益比个人、家庭的利益更重要。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幸福依赖于与灵魂固有的美德或优点，而这是在社会关系中获得的。显然，为了个人的幸福和城邦的幸福，教育必须使其符合公民身份的实际义务。因此，每个公民要适应社会，要学会控制情绪，变得节制、勇敢、宽宏大量、公正。但他又认为，为国家培养良好的、有教养的公民虽然是教育的目的，但并不是唯一目的，也不是最高目的。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教育还应促进人的天性的发展，为青年们的美好生活做准备，使人们正确享受闲暇并进行思辨。这才是教育的真正目的。因为国家和个人的目的是一致的，即都在于追求和获得幸福。可见，亚里士多德虽强调教育为城邦政治服务，但并没有忽视教育对个体发展的作用。应该讲，亚里士多德力图在理论上协调教育为社会服务与教育为个人服务这二者之间的矛盾。

第四节 和谐教育论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其和谐教育论的理论基础。在亚里士多德以前，几乎所有的希腊哲学家都对人的灵魂问题进行了某种探讨。但是，由于人自身问题的复杂和不确定，因此，对于灵魂问题的探讨比对自然物质世界的思考更艰难。赫拉克利特曾感叹道：灵魂的边界你是找不出来的，你即使走遍了每一条大道也找不出，因为灵魂的根源是那么深。

希腊人对灵魂的探索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荷马史诗》中，灵魂是神注入人身中的某种力量；米利都学派的自然哲学研究打破了这种神话，哲学家们从具体的物质如“数”“水”“原子”等所象征的宇宙法则来解释灵魂。换句话说，灵魂就是我们意识到的宇宙、理性或宇宙法则，就是人赖以安身立命的东西。苏格拉底、柏拉图更是把灵魂的改善提到了人生第一要义的地位。他们对灵魂问题的思考，在亚里士多德那里得到了进一步拓展。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灵魂，就是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在《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认为，政治家的宗旨就是促进人类的美德。人类善德重在灵魂方面，政治家研究灵魂之学，就像医生研究身体之学一样必要。而立法者作为政治家的导师，必须首先对灵魂有透彻的了解，然后才能告诉政治家筹措什么样的法律和教育，以保证所有的公民个个成为善人。

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是与其形式—质料说相对应的。他认为“形式”与“质料”是统一的，不可分的，“质料”是物质基础，“形式”只是人们给物体的称谓。联系到人身上，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由身体（肉体）和灵魂两个不可分离的部分构成，身体和灵魂既是两种东西，又是和谐统一的。他认为，灵魂既不是质料，也不是个体，而是形式，“是潜在地具有生命的自然物件形式”，是我们据以生活、感觉、运动或认识的根本东西，所以是某种定义和形式，而不是质料和个体。灵魂是有生命物体的第一现实性，灵魂同物体是不可分的，离开现实的物体，灵魂就不可能存在，就像没有腿不能走路一样。“所以没有必要追究躯体和灵魂是不是统一，正如没有必要去追究蜡块和蜡块上的烙印是不是一样，个别事物的质料和以它为质料的个别事物是否同一一样。”[30]

灵魂是使生命与非生命区分开的本质，所有生物都有灵魂，并非人所独有。那么，作为生物，人与其他生命的区别何在？人的灵魂的独特本质是什么？亚里士多德并没有简单回答这些问题。他指出，灵魂的各级能力由低到高排列：生长—感觉—思维。各种能力的发挥构成了“物性生活”“感性生活”“理性生活”，即植物、动物和人。各种能力在不同生活层次中的排列关系可概括为：

①生长：植物。

②生长：动物。

③生长、感性、理智：人。

按照亚里士多德的说法，每高一级的灵魂形态都先天地包含着低一级灵魂的能力。就人而言，思维需要想象，想象需要知觉，而感官知觉又不可能离开营养而存在。于是在人这里，植物灵魂、动物灵魂和理性灵魂集于一身，构成了一个完整而有序的等级系统。对此，苏联教育史家麦丁斯基在他的《世界教育史》中做过分析。[31]他指出，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分为三部分：①表现在营养和繁殖上的植物灵魂；②超越各种植物的特征而表现在感官愿望上的动物灵魂；③超越多种动植物的特征而表现在思维和认识上的理性灵魂。人的动物部分的灵魂因为服从于理性的缘故，所以也称为意志灵魂。

亚里士多德认为，上述三部分灵魂恰恰对应三方面的教育（如表6-1所示）。

表6-1 三部分灵魂与三方面教育的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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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地看，希腊人虽然早就在智育、德育、体育这几个方面进行了长期的实践，但在亚里士多德以前，还没有哪位思想家对灵魂及其教育进行过如此明确的划分。柏拉图虽然制定了一个灵魂转向的教育过程及其课程体系，但他仅仅把人的心理分成理性和非理性的两部分。通过对人的灵魂构成的分析，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确立了人类教育的四个基本范畴，并强调把体育、德育和智育及美育紧密联系起来，使人的各部分灵魂都得到发展。亚里士多德的这种和谐发展的思想，是他教育思想的重要特征。

众所周知，在古希腊，和谐观念并不是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的。早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和谐”就已成为一个重要的哲学和教育准则。但他们的“和谐”，主要是指天体的和谐。毕达哥拉斯认为，有一种天籁，当人全神贯注于听觉和心灵，就能听出天体激发出来的和声；当人沉浸于这游动的宇宙的谐音之中，就可达到一种天人合一的和谐境界。在柏拉图那里，“和谐”就是“正义”。柏拉图认为，人分三等，大家各司其职，互不越位，社会便得到安宁、和谐，这种“和谐”是社会的“和谐”。只有到了亚里士多德，希腊人才把外在和谐转向内在和谐，并对这种人的内在和谐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和谐教育思想才有了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

一、体育

体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这和他主张为奴隶制城邦培养劳动者、军人、高级官吏的思想相关联，同时，也和当时整个希腊各城邦普遍重视体育的社会时尚有关。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体育的目的与任务主要可分为实用和理智训练两方面。体育的实用目的是指，受过体育锻炼和军事训练的人身体健壮，能够担负起社会职业分工范围内的各项具体任务。亚里士多德特别强调公民具有作战能力。所以，他认为，对儿童进行体育锻炼，使他们具有强健的体魄在军事上具有重大意义。这种思想显然与当时雅典海上争夺霸权有关，同时也与奴隶主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采用暴力手段镇压奴隶反抗有关。因此，必须加强青少年的体育锻炼，培养他们的崇武精神和坚强意志。因为在征战中，“得胜的应该是高尚雄强的心怀，只有真正勇毅的人们才能正视危难而毫无畏缩”[32]。

为了培养这种品格，必须对儿童进行体育理性训练。这是因为，仅仅培养人们具有勇敢精神就如“驱策少年从事野蛮的活动，而不给予确属必要的教练，他们就一定趋于鄙陋”[33]。体育理性训练的目的，比体育的实用任务要深入一步，即从表面的实用价值深入内在的精神、理智享受。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体育训练和体育锻炼绝不能仅仅停留于身强力壮，而必须提出更高的要求。他要求培养的人不但身体强壮，而且身体的发育协调、均衡；精神面貌应当是端庄大方，果敢进取；在道德品质方面，态度坚韧、刚毅，具有勇敢向上的精神。也就是说，体育不仅应促进人身体的发展，而且应促进人的心智、道德水平的全面提高，引导人接近最高精神境界，接近善本身。亚里士多德把这种深入于人的内在灵魂的美称为理性享受。这也是他所说的体育的理性价值。亚里士多德反对那种只重视儿童身体锻炼，而不重视儿童内在理性发展的体育训练。他说：“专门培养少年们的运动员习性和本领，完成这种训练实际上常常对他们身体的发育和姿态多有损害。”[34]亚里士多德也注意到了体育训练必须与儿童的年龄相适应，“在发情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以轻便的体操（竞技）；凡有碍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和严格的饮食限制都不适宜”[35]。他认为，儿童早期的过度锻炼会对儿童发展留下恶劣影响，“早期教练中的剧烈运动实际上损耗了儿童选手们的体魄……18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36]。

二、智育

智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发展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智育方面，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更重视感官作用及经验，同时也重视理性的作用。

在有关智育的探讨中，亚里士多德首先讨论了人的天赋问题。亚里士多德指出：“如果说人产生下来就有这种知识，那是奇怪的事：因为这意味着我们具有了比证明更精确的知识，却没有注意它。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不是事先就具有它而是获得的，那么，要是没有先前的知识基础，我们又如何认识和学到它呢？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既不能生而具有这种知识，也不能完全没有这种知识的发展状态就获得它。因此，我们必定具有某些能力，在精确性上没有达到更高的程度。”[37]

亚里士多德这里所说的“先前的知识基础”，实际上是个体借以获得知识的某些天赋能力，但它们并不“精确”，需要在实践中达到更高的程度。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每个个体身上的这种天赋能力还只是一种“潜能”，由“潜能”变为“现实”，还有一个过程。在《论灵魂》中，亚里士多德对潜能和现实概念的区分说明了这一问题。

对潜能和现实也应加以区分，直到现在，我们还只是笼统地说到它们。如有知识的，我们可以说一个人有知识，因为这个人是有知识的人中的一个；我们或者说一个人是“有知识”的，是指他具有语法知识。这两者都具有一种能力，但方式不同。其一因为他是这样的一个种和质料；另一个是只要他愿意，他就能够运用他的语法知识，假如没有什么意外妨碍他（的话）。还有一种有知识的人，他已经现实地运用了他的知识，他是在严格意义上具有关于这个A的知识。而前两种人都是潜在地有知识，但是，其中一种人通过学习而转变，一次又一次地从相反品质改变过来，而另一种人则从仅仅具有感觉或语法知识而非现实活动，改变为另一种现实活动。[38]

在这个转化过程中，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经验与感官的作用。英国学者乔纳逊·伯内斯（Jonathan Barnes）在所著《亚里士多德》一书中，对亚里士多德思想的经验主义成分极为重视。他说：“在亚里士多德看来，知识的最终源泉是感官知觉……作为一个本体论者，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本体是日常的可感物体。柏拉图让抽象的理念在其本体论中起主导作用，从而认为照亮实在的探照灯是理性而不是知觉。亚里士多德把可感的个体放在舞台的中心，因而把感官知觉当作它的火把。”[39]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所有的动物都具有被称为感官知觉的区分事物的固有能力。感官知觉对于一切动物都是天生的，某些动物保存了知觉对象，某些则并非如此，没有保存知觉对象的事物……除了感官知觉外，没有别的知识。但是某些知觉者可能把知觉对象保留在它们的灵魂中；有这种事物多次发生时，就有了进一步的区别，有些动物便从保存的印象中获得一个总的说明，而其他动物则不是。这样，从感官知觉中便产生出我们的所谓记忆；从记忆中（当它经常跟同一事物相连而出现时）产生出经验；从经验中，或者从整个留居在灵魂的普遍中，便产生出技能和知识的原则。

亚里士多德不同于柏拉图，在对待知识掌握知识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强调感知与直观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按照他的看法，人要了解事物的本质，首先要从感知开始，但他并没有因此忽视理性的作用。在理性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与柏拉图是较一致的。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对此曾有深刻的分析。[40]乌里希在他的名著《教育思想史》中指出，如果亚里士多德仅仅是一个纯粹的经验主义者，那么，他就不可能成为天主教会的导师，天主教神学家托马斯·阿奎那就不会把自己的理论大厦建立在他的哲学体系上。另外，也不能说明为什么16世纪的经验科学是在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斗争中兴起的。乌里希说，如果我们考虑到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内容及他解决人类现实问题的方法，他的确比柏拉图具有更多经验主义的东西；但在方法上，经验主义的态度并不一定使亚里士多德成为唯心主义的反对派。乌里希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两人之间的不同是程度上的，而不是本质上的。柏拉图的“理念论”并非对经验毫无兴趣，他也是从观察现实生活出发的；而亚里士多德的经验主义则很快落入带有唯心主义色彩的形而上学之中。[41]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们只有掌握理性的知识，才能对事物有深刻的见解，进而把握事物的本质。“人们如果还没有把握一件事物的为什么（就是把握它的基本原因），是不会以为自己已经认识这一事物的。”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实质仍是柏拉图的那种理念论。

三、美育

亚里士多德很重视美育在人的和谐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尤其强调音乐教育对人的理性的培养和发展的巨大作用。亚里士多德所说的音乐不仅包括通常意义上的音乐，也包括文学作品、诗文的诵读、欣赏和诵唱。

亚里士多德认为，当时古希腊学校教育的四种学科（阅读和书写、体育、音乐、绘画）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有用的学科，即“实用之学”；另一类是文雅的学科。而音乐是属于文雅学科的。他解释说，让儿童上音乐课，既是教育，可以“净化”他们的心灵，又是娱乐，可以使他们的理智得到享受，同时音乐影响情操，其效果将及于性格。特别是音乐的悲喜都切中人心，对青少年的情操与性格都有深远影响。音乐本身是一种“自由和高贵”的“文雅”学科。它能使人愉快舒畅悠闲安逸，“形成高尚自由的心灵”，使理性得到发展，促使灵魂的“质料”的成分减少至最小限度，“形式”的成分增加至最大的限度，精神境界达到完美至善的地步，接近于“纯形式”——神。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只有极少数理性灵魂得到充分发展，跻身于最高境界的人，其心灵才是愉快舒畅而安逸的，其理性才是娴静、自由而高贵的。他认为，只有到这个时候，音乐教育的理性任务才完全得到实现，它的最大价值才真正得到体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学校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培养儿童具有审美能力、审美的创造精神，并且使人们能悠然自得地度过“闲暇”。亚里士多德提出对音乐教材加以选择，“如果目的在于教育上，当选取最优良的培养品德诸乐调”[42]。

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在选择音乐教材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强调的是要选取那些合乎中庸的情感而又“苦乐得其正”的歌曲。他指出，只有这样做，音乐教学才能达到“高尚自由心灵”的目的。亚里士多德还说，音乐教学不仅要使儿童欣赏音乐，判别雅俗，具有评断能力，而且在乐器方面，要培养他们具有演奏能力。据此要求，他提出：在音乐教练中，应该让少年们登台演出，因为艺术的实际练习有助于形成演奏的艺术技巧。

此外，亚里士多德还论述了绘画对于“审美教育”的意义。他认为，儿童既然熟悉描形调色，不仅构图造像可供实用，久而久之，他们也逐渐开始进行审美活动。

四、德育

德育是亚里士多德和谐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将在本章第七节“道德教育论”中专门论述，这里不再重述。

综上所述，亚里士多德所阐明的体、智、德、美和谐教育的思想，是植根于雅典教育之中的。它不仅是古希腊教育经验的总结，而且表达了古希腊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

第五节 自然教育论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教育的自然适应性原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也是历代教育思想家、教育理论家普遍关注的问题。最早提出并要求教育顺应人本身自然发展原则的便是亚里士多德。他说：“认识到儿童的生活是合动植物与人类生活而成的，必然要依照其自然的发达以为教育，则可更明显地提倡一种教育上的自然主义运动了。”[43]亚里士多德主要从人的灵魂自然发展的思想出发，分析人的自然发展与教育的关系。

在他看来，人的灵魂由植物性部分（身体部分）、动物性部分（非理性部分）和理性部分三部分构成。在人的发展过程中，“就创生的程序而言，躯体先于灵魂，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先于理性部分。情欲的一切征象，例如，愤怒、爱恶和欲望，人们从开始其生命的历程便显现于孩提；而辩解和思想的机能则按照常例，必须等待其长成，岁月既增，然后日渐发展；这些可以证见身心发育的程序。于是我们的结论就应该是：首先要注意儿童的身体，挨次而留心他们的情欲境界，然后才及于他们的灵魂。可是，恰如对身体的维护，必须以有造于灵魂为目的，训导他们的情欲，也必须以有益于思想为目的”[44]。亚里士多德依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提出了循序渐进的教育程序：①婚姻和育人以健康和天赋（本能）为主，重视体格教育；②儿童和青年以情欲和习惯为主，重视行为教育；③青年至成人以思辨和理性为主，重视哲学教育。只有严格遵守这种教育程序，“才可普遍造诣于全部诸美德”。

在《政治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教育应根据儿童的自然发展顺序来确定教育年龄的分期。他要求教师根据儿童的年龄特征对他们进行教育。他强调说：“一个人生来就是人，而不是其他动物，并且其身心必定具有某种特性。”[45]“教育的目的及其作用，有如一般的艺术，原来就在效法自然，并对自然的任何缺漏加以殷勤的补缀而已。”[46]教师在教育与教学中只有遵循这种特性，才能取得良好的教育效果。亚里士多德把年青一代从出生～21岁的生活、学习和锻炼划分为三个时期：即出生～7岁为第一个时期，7～14岁为第二个时期，14～21岁为第三个时期。各个时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如下。

一、第一个时期：幼儿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幼儿教育又可以分为儿童出生前的胎教、出生～5岁的婴幼儿教育和5～7岁的儿童教育三个阶段。

亚里士多德从他的灵魂学说出发，论证了胎儿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理性灵魂和非理性灵魂，而非理性灵魂中的植物部分（植物灵魂），专管人的生理机能，负责身体的营养、发展和生长等方面的事项。而身体的生理机能在生命最初时期就已经开始。亚里士多德还从生物学、解剖学、医学的观点出发，讨论了优生优育的问题。他认为，父母的体质对子女将来的体格的影响至为重要。那么，“何种体质的人对于其子女的体格最为有益呢？”[47]亚里士多德认为，那些受过“使各人五官四肢都能得到平衡发展”[48]的“普遍操练”的人，他们的体质才是最优良的，他们的体质对其子女体格的影响因而是最有益的。接着要注意的便是有关婚姻的问题——公民们应在什么年龄结婚？什么样的人宜于结婚？在讨论这些问题时，他认为，立法者应考虑到男女双方及其寿命之长度，他们的生殖力可能在何时终止，以及双方体力的悬殊。即便如此，还有一个父母生育时期的最佳选择问题。亚里士多德认为，太年老的人和太年轻的人所生的儿童身心都会有缺陷，因此，最适宜结婚的年龄应当是智力旺盛之年。

与此相关的是胎教问题。在这方面，亚里士多德首先强调的是孕妇的保健问题。对此，亚里士多德也提出了比较详尽的建议。他说：“孕妇要注意自己的身体；进行经常的操练，摄受富于滋养的饮食……孕妇们每日须到专司育儿的女神坛庙进香一次，养成她们经常运动的习惯……孕妇应避免劳神苦思，保持安静的情绪。”[49]早在公元前4世纪，亚里士多德就提出类似优生、优育、胎儿保健的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当然，他的思想中也存在着一些不合理之处，例如，他认为最合适的结婚年龄为女性18岁，男性37岁，而男女智力旺盛之年均在50岁。这显然是不科学的。

婴幼儿阶段的教育应顺其自然，以孩子的身体发育为主。亚里士多德主张父母使孩子得到良好的营养和适当的锻炼。他强调婴儿的食物以含乳成分最多的为好，而含酒精的则越少越好。婴幼儿的体育活动也很必要，成人可以协助他们做一些适合于婴幼儿的动作。他主张对幼儿进行忍受寒冷的锻炼，其理由是：这样做，有助于儿童的健康，并能使他们坚强，适于兵役。他同时指出，幼儿的锻炼要“适其量”，应该是循序渐进的，防止他们过度疲劳。

从出生到5岁这一阶段，亚里士多德反对儿童进行课业学习或强迫的劳作，以避免对他们的身心发育产生消极的影响。但同时他又认为，应使儿童有充足的活动，以免肢体不灵。他认为，可以用游戏这种娱乐方式，因为“儿童游戏既不流于卑鄙，又不致劳累，也不内含萎靡的情调”[50]。教师与父母要对儿童的游戏进行指导，妥为布置，力求使幼儿的游戏活动能成为幼儿对“自由民”事业的模仿。

关于儿童5～7岁阶段的教育，按亚里士多德的意见，应以良好习惯的培养为主要任务。为达到这一要求，就要防止不良恶习对儿童的影响。他指出：儿童在这一时期最容易受到熏染，“任何卑鄙的见闻都可能养成不良的恶习，所以，立法家的首要责任应当是在全邦杜绝一切秽亵的语言”[51]。同时，还应杜绝秽亵的图画展览和戏剧表演，务必使儿童“隔离于任何下流的事物，凡能引致邪慝和恶毒性情的各种表演都应加意慎防，勿令耳濡目染”[52]。亚里士多德认为，决定儿童道德品质的构成有三个因素：一是天性；二是习惯；三是理智。其中，习惯是最重要的。良好习惯的形成就是在日常言行活动中，让他们最先遇到美好的东西，经常接触好人好事，并让他们身体力行，反复练习。久而久之，良好的道德品质也就自然形成了。

二、第二个时期：少年儿童教育

7～14岁，属于儿童发展的第二阶段。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是一个学习、受教育的最关键时期，是奠定坚实基础的时期。为使其动物灵魂部分得到良好发展，所以，这一时期要把情感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同时要求体、德、智、美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更要求接受良好的文雅教育，为将来过好理性生活，获得理智的闲暇享受做准备。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7～14岁儿童进行教学的任务是，让他们掌握读、写、算的实用知识与技能，并且要对他们进行体操训练与音乐教育。在这个时期，儿童已经在国家创办的学校里接受教育。亚里士多德主张让儿童学习有实用价值的知识。那么，什么是有实用价值的知识呢？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并非所有实用之学都要学习，而是应当学习那些对于从事政务与增强健康及阅读、书写有用的知识，而勿使儿童因为学习手艺人的技术而染上工匠的卑陋。他指出：“无须把一切实用的科目全部吸纳。业务应该分为适宜于和不适宜于自由人操作的两类；授给儿童的实用知识就应该以这个分类为依据，勿形成‘工匠（卑陋）的’习性。”[53]他指出，“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用、赚取金钱，劳瘁并堕坏意志的活计”[54]都是“卑陋的”，因而是儿童不应学习的。

从其灵魂说出发，亚里士多德认为，首先应特别注意儿童身体的发育，加强体操练习。他说：“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先把功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训练其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55]而在体育训练中，他反对斯巴达以严酷训练培养公民勇猛精神的方法，倡导雅典式的“健美”的和谐发展的体育，并且认识到体育训练必须和儿童的年龄相吻合，过度的体育锻炼只能是有害于儿童身心健康的。他说：“在发情年龄以前的儿童应教育轻便的体操（竞技）；凡有碍于生理发育的剧烈运动和严格的饮食规则都不适用。”[56]只有“18岁的青年才适宜从事剧烈运动并接受严格的饮食规则”[57]。

在智育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主张除了让儿童学习读、写、算的普通知识外，主要是让儿童学习音乐。他认为，7～14岁儿童的心灵最易于接受音乐教育。音乐令人愉快，有娱乐作用，进而陶冶性情，操修心灵，“……音乐教育的确适合于少年们的真趣。当年龄幼小时，儿童们都不愿接受辛酸而引不起快乐的事物，至于音乐，则在基本上就内含甜蜜而怡悦的性质。又，音乐的曲调和韵律令人愉悦，而且渗透灵魂。所以，许多思想家把灵魂结合于乐调：有些人就直说灵魂本是一种乐调，另一些人则认为灵魂内含有乐调的质素”[58]。亚里士多德指出，音乐既然能陶冶人的性情和修养人的心灵，那么，就应该列入教育科目并教授给少年们。

亚里士多德认为，音乐教育应当以培养欣赏能力为任务，而不应追求专门技能的训练。因此，音乐课不要教学生们学习在职业性竞赛中所表演的那些节目，更不能教学生们尝试竞赛中以怪异相炫耀的种种表演。他说：“我们所定的课程固然不该仅仅使少年粗识某些动物和几乎所有奴隶以及小儿都能领会的普通音乐为限，却也只需达到对高尚的歌词和韵律能够欣赏的程度为止。”[59]在乐器的选择方面，“凡授予学生们的乐器，应当是对音乐方面及其他学术方面，能够助长聪明、增进理解的乐器”[60]。亚里士多德认为，乐调和韵律可分为三类：①培养品德；②鼓励行动；③激发热情。其效用也分为三点：①教育；②引发情感；③操修心灵。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要求不同的效果，但对少年，选取各自歌词和乐调则“应当以培养品德为主”，宜取中和庄敬的杜里调。总之，在亚里士多德看来，音乐教育应符合三个标准，即“中庸标准、可能标准和适当标准”[61]。

从儿童身心发展的阶段来看，第二时期是对儿童实施体、德、智、美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时期。亚里士多德十分重视这一时期的教育，既反映了他作为思想家、教育家对当时古希腊教育实践的概括总结和理论升华，也反映出他亲自从事教育工作的体验。亚里士多德的教育见解，时至今日仍给人们启发之处的原因就在于此。

三、第三个时期：14～21岁的青年教育

亚里士多德关于这个时期教育的论述已失传，人们只能在亚里士多德关于儿童和少年教育主张的基础上，根据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和教育实践活动的特点，进行较合理的推断。

依据亚里士多德灵魂学说的论点，青年阶段的教育应把理性灵魂的培养放在最重要位置。因此，这一时期的教育重点就是发展理性，发展智慧。因此，必须把哲学学习放在首要位置。为了配合哲学的学习，必须开设一些基础的课程。考虑到当时的学科发展情况，这些基础性学科中，像数学、物理、自然、天文、音乐理论是有可能包括进去的。亚里士多德要求学习一些“实用之学”，并要求公民善于“参战”，所以，他提倡阅读、书写、算术、体育，也是极有可能的。而为了让“自由民”能更好地享用“闲暇”，音乐、文学、诗学、绘画是要学习的。似乎可以这样说，亚里士多德在吕克昂学院的教育实践，正是他关于青年教育理论的具体实现。

第六节 自由教育论

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论的核心，在于强调自由教育是唯一适合于自由人的教育。它的根本目的不是进行职业准备，而是促进人的各种高级能力和理性的发展，从而使人从愚昧和无知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基本内容，应避免机械化的、专业化的训练。亚里士多德认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在于人具有理性。人只有充分运用、发展其理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样，人的教育也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根本目的。旨在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才是自由人所应接受的教育。

亚里士多德认为，自由教育的实施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闲暇和自由。与大多数希腊哲学家一样，亚里士多德高度强调闲暇的作用。他认为，只有当自由人无须为生计奔波、操劳，具有足够的闲暇，才有可能不去从事各种“贱业”；也只有如此，自由人才可能在闲暇中从事真正的、崇高的理性活动，才能使人的身体与心灵保持自由，使人作为自己的主人。这种自由是理性发展的基本要素，是接受自由教育不可缺少的条件。[62]

那么，闲暇从何而来？亚里士多德虽没有“生产力”之类的近代概念，但他从经验中已经正确地认识到人类自由时间的获得有赖于生产的发展与技术的发明。他说，技术的发明“有些丰富了生活必需品，有些则增加了人类的娱乐；后一类发明家又自然地被认为较前一类更智慧，因为这些知识不以实用为目的。在所有这些发明相继出现以后，又出现了既不为生活所必需，也不以人世快乐为目的的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最先出现于人们开始有闲暇的地方”[63]。他说，在人类的经验中兴起了技术，“有经验的人较之只有感官的人富于智慧，技术家又较之经验家，大匠师又较之工匠富于智慧，而理论部门的知识比之生产部门更应是较高的智慧。这样，明显地，智慧就是有关某些原理与原因的知识”[64]。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越到高级的发展阶段，闲暇时间就越多；而闲暇越多，就可进行高级的思辨活动。拥有不为衣食住行等方面问题而担忧的闲暇，人们就可以为求知而致力于学术，全无任何实用目的。亚里士多德认为这种全无实用目的的学术活动，才是一个自由人的活动。能够从事这种纯粹的学术活动，是一个人自由本质的确证。

思辨理性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高尚的活动。亚里士多德认为，人具有“生物性”（生长能力、感性、欲望）、“人生性”（社会性、政治性）、“神圣性”（思辨）等特性，其中，“神圣性”显然远远高于前两者。而要从事这种纯粹的思辨活动，就必须具备“闲暇”。他说：

哲学研究的开始，只有在全部生活必需品都已具备的时候，在那些人们有了闲暇的地方，那些既不用提供快乐，也不以满足必需的科学才首先被发现。[65]

哲学的智慧显然是结合直觉的理性而研究性质上最高的事物所得的科学知识。因此，无怪乎一般人说阿那克萨哥拉、泰勒斯和他们这类人是有哲学智慧的，这都是由于看到这些哲学家们不了解他们自己的利益，所以不说他们是有实践的智慧；他们的知识是非常的、奇特的、超人的、深刻的；但是，由于他们所求的不是人类的利益，所以这些知识是无用的。[66]

哲学这门学问不是实践智慧，不产生物质利益，不仅哲学家本人清楚，一般人也看出来了。研究这样的学问，必须是既有充分的时间，又无生活必需品的后顾之忧，还必须没有精神负担，否则，即使具备哲学家的天赋，也不可能进行纯粹思辨。

接受自由教育，进行纯粹思辨，只有闲暇不够，还必须有自由。自由人就是当时的自由公民，这种自由人首先是身体自由，摆脱了他人支配和看管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的束缚，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及能力选择职业。这种自由人不仅表现在身体上的自由，还表现在思想上的自由，可以自由地思考问题。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由人在体力上不再是为了伺候别人，在思想上也不再是为了接受别人的意志，而是为自己而活着。自由人必须既有身体的自由又有意志的自由，二者缺一不可。一般来说，身体不自由，也不可能有意志的自由；仅有身体自由而没有思想自由，同样产生不了纯粹学问。

自由是产生自由学问的必备条件，有了自由就有了进行纯粹思辨、探索哲学的可能性。亚里士多德认为，希腊的奴隶主阶级属于自由人，他们中间就产生了一批哲学家。但在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奴隶主阶级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人，他们身体自由，但他们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不被允许也不需要独立思考。所以，在那里无论如何不会产生自由学问——哲学。例如，埃及的祭司僧侣有的是闲暇，但他们的闲暇只能产生出数学、几何学、天文学、神学，永远产生不出哲学。亚里士多德说：“数学之所以产生在埃及，就是因为埃及的祭司有闲暇。”[67]因为埃及的祭司虽然是统治者，但他们充当的是神的代言人，自认为是神的使者。他们的确有充足的时间、丰厚的财富，但并没有思想自由，他们根本不敢提神以外的东西。所以，古埃及、古巴比伦的有闲阶层永远也不会产生出哲学。相比之下，古希腊的有闲阶层拥有独立思考的权利，享有思想自由，可以对大自然、人类的奥秘进行探索，进行纯粹思辨，研究自由学问。

也正因为如此，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反复论证闲暇为勤劳的目的，正如和平为战争的目的一样。他说：

我们曾经屡次申述，人类天赋具有求取勤劳服务同时又愿获得安闲的优良本性。这里，我们当再一次重复确认我们全部生活的目的应是操持闲暇。勤劳和闲暇的确都是必需的；但这也是确实的，闲暇比勤劳高尚，而人生所以不惜繁忙，其目的正是在获得闲暇。那么，试问，在闲暇的时刻，我们将何所作为？总不宜以游嬉消遣我们的闲暇。如果这样，则“游嬉”将成为人生的目的（宗旨）。这是不可能的。游嬉，在人生中的作用实际上都同勤劳相关联。——人们从事工作，在紧张而又辛苦以后，就需要（弛懈）憩息；游嬉恰使勤劳的人们获得了憩息。所以在我们的城邦中，游嬉和娱乐应规定在适当的季节和时间举行，作为药剂，用以消除大家的疲劳。游嬉使紧张的（生命）身心得到弛懈之感；由此引起轻舒愉悦的情绪，这就导致了憩息。（闲暇却是另一回事。）闲暇自有其内在的愉悦与快乐和人生的幸福境界；这些内在的快乐只有闲暇的人才能体会；如果一生勤劳，他就永远不能领会这样的快乐。人当繁忙时，老在追逐某些尚未完成的事业。但幸福实为人生的止境（终极）；唯有安闲的快乐（出于自身，不靠外求），才是完全没有痛苦的快乐。对于与幸福相和谐的快乐的本质，各人的认识各不相同。人们各以自己的品格（习性）估量快乐的本质，只有善德最大的人，感应最高尚的本源，才能有最高尚的快乐。[68]

基于此，亚里士多德主张：“须有某些科目专以教授和学习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凡有关闲暇的科目都出于自主（而切合人生的目的），这就实际上适合于教学的宗旨。至于那些使人从事勤劳（业务）的实用科目固然事属必需，而被外物所役，只可视为逐生达命的手段。”[69]这样，亚里士多德就把课程分为两种类型：作为逐生达命的手段的实用课程与作为操持闲暇的理性自由课程。一类是适宜于自由人学习的，一类是不适宜于自由人学习的。他指出：“任何职业，工技或学课，凡可影响一个自由人的身体、灵魂或心理，使之降格而不复适合于善德的操修者，都属‘卑陋’。所以，那些有害于人们身体的工艺或技术，以及一切受人雇用、赚取金钱、劳瘁并堕坏意志的活计，我们就称为‘卑陋’的行为。”[70]简言之，那些实用的，为获取钱财，或为某种实际功利的知识和技能，都不是适宜自由人学习的。只有那些有助于发展理性、切合人生目的的知识，才是自由人应该学习的。这种知识就是自由学科，如阅读、书写、音乐、哲学等。

亚里士多德当然意识到自由学科中的某些科目是有一定的实用性，但在这些同时具有实用价值和自由价值的学科中，自由价值是主要的，在教育中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弘扬理性的作用。他说：“某些为了实用而授予少年的科目，如读写，也并不完全因为这只是切合实用的缘故；（无关实用的）其他许多知识也可凭所习的读写能力，从事进修。相似地，教授绘画的用意也未必完全为了要使人购置器物不致有误，或在多种交易中免得受骗；这毋宁是在养成他们对于物体和形象的审美观念和鉴别能力。事事必求实用是不合于豁达的胸襟和自由的精神的。”[71]在所有自由学科中，亚里士多德推崇的第一学科是哲学，其次是音乐。在《政治学》中，他用了大量的篇幅讨论音乐课程及其价值。他指出，音乐教育是一种性属自由、内含美善的教育。他说：“我们的祖先把音乐作为教育的一门，其用意并不是说音乐为生活所必需——音乐绝不是一种必需品。他们也不以此拟于其他可供实用的科目，如‘读写’。读写（书算）可应用到许多方面：赚钱、管家、研究学术以及许多政治业务，无不有赖于这一门功课。绘画也可作为实用科目的实例，练习了这种科目的人们较善于鉴别各种工艺制品（在购买器物时可做较精明的选择）。音乐对于这些实务既全无效用，也不像体操那样有助于健康并能增进战斗力量——对这两者，音乐的影响是不明显的。音乐的价值就只在操持闲暇的理性活动。当初音乐被列入教育科目，显然由于这个原因；这确实是自由人所以操修于安闲的一种本事。”[72]

亚里士多德对哲学这门课程的自由价值做了详尽的阐述。他从哲学起源的角度论述了哲学是一门自由学问。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哲学并不是一门生产知识。这一点，即使从早期哲学家们的历史看，也是很明白的。因为人们由于惊奇才开始研究哲学；过去就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他们起初是对眼前的一些问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一点前进，提出了比较大的问题，例如，日月星辰的各种现象是怎么回事，宇宙是怎样产生的。一个人感到惊奇，感到困惑就觉得自己无知；所以在某种意义上，爱神话的人就是爱智慧的人，因为神话也是奇异的事情构成的。既然人们研究哲学是为了摆脱无知，那就很明显，人们虽求智慧是为了求知，并不是为了实用。”[73]

亚里士多德认为，哲学这样一门探究万物终极目的或宇宙至善的自由学术，是人间最光荣最神圣的知识。亚里士多德曾把知识分为三大类，“所有科学要么是实践的，要么是创造的，要么是理论的”[74]。实践知识是为了行为而追求的，创造知识是为了制造事物而追求的，理论知识是为它自身而追求的。他认为理论知识包括数学、物理学和哲学，哲学乃理论科学之顶峰，它是以最高的“善”“神”“理性”为对象。而善、神、理性又是以自身为对象或目的的，无所外求，所以，哲学也应是以其自身为目的，研究哲学的人在同最善最美者的交往中遂达成一种自满自足、无须外求的自由境界。亚里士多德还以自由人做比喻，让人们理解哲学是一门自由的学问。他说：“我们说一个自由的人是为自己活着，不是为了伺候别人而活着。哲学也是一样，它是唯一的一门自由的学问，因为它只是为它自己而存在。”[75]

亚里士多德坚信求知是人的本性，理智就是每个人灵魂中占支配地位，并且是最好的部分，是人的最高本质，所以“理智比一切东西更是人”，过一种理智生活是最大的幸福生活，有智慧的人是最幸福的人。这种幸福的人爱智慧，“爱智慧的目的是为了摆脱自己的无知”[76]。这种人爱真实、恶虚假。因为“哲学就是为了真理的知识”。“热爱真理的人没有危险时爱着真理，在危险时更爱真理。”[77]这种人既然潜心于知识，他追求的是心灵的快乐，对肉体的享受肯定淡泊，绝不像有的人那样贪求财富，追求享乐。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就有关于泰勒斯只爱智慧不爱金钱的记述：“世人曾经轻侮泰利（勒）斯以哲学见称而贫困得几乎难以自给，讥笑哲学并非救贫的学问。某年冬，他凭星象学预测（明年夏）油橄榄将获丰收，于是把自己的一些资金，完全交给启沃岛和米利都城的各油坊作为定金，租得了各油坊的榨油设备；这时谁都不去同他竞争，订定的租金很低。收获季节来临，需要榨油的人一时纷纷到各油坊，谁都愿意照他所要求的高额（价格）支付榨油设备的租金。他由此获得大量金钱，向世人证明哲学家不难致富，只是他的志趣不在金钱。”[78]对理性自由的真挚追求和热情赞美，是亚里士多德对西方文化和教育发展持续影响的主要方面。从亚里士多德的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古希腊那种操持闲暇的理智生活的社会特征。在古希腊，以发展理性为目的，以和谐均衡发展为核心的自由教育，既是希腊教育实践的基本特色，也是希腊教育思想的共同特征。它深刻反映了希腊民族爱智、爱美、崇尚和谐的文化精神，因而成为希腊教育长期追求的基本目标，同时又是希腊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对后来影响最大的方面之一。

第七节 道德教育论

古希腊思想家一般是从美德、至善与幸福等概念入手探讨道德问题的，亚里士多德也不例外。我们知道，在古代希腊人那里，“arete”（汉译为美德或德行）这个词最初主要指一事物所具有的功能。眼睛能观，这就是眼睛的“美德”；耳朵能听，这就是耳朵的“美德”。所以，亚里士多德可以讨论一个人的“arete”，也可以讨论一把斧头、一个论点的“arete”。人的“arete”即他拥有的实现相应活动的能力。

亚里士多德正是从功能角度去研究人的美德、至善、幸福的。他说：“人们都知道幸福是至善。需要清楚解释的是，幸福的真正性质是什么？我们以为要答复此问题，最好首先研究人的功能是什么……然则人的功能是什么？人的功能，绝不仅是生命。因为甚至植物也有生命。我们所求解的，是人特有的功能。因此，生长养育的生命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其次，有所谓感觉生命也不能算作人的特殊功能，因为甚至马、牛及一切动物也都具有。余下，即人的行为根据理性原则而具有理性生活。这种理性原理有两部分，一是被动地服从理性指示的原理，一是主动地具有和行使理性能力的原理。因此，‘理性生活’亦有两种意义。而我们必须指出的是，我们注意的是那种具有主动意义的生活。因为唯有这种意义的生活，才与理性生活一名词的意义相符。”[79]

由此可见，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人的“特殊功能”，主要就是指能够过这种主动选择的理性生活的能力。在他看来，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的根本特点，亦即他的功能，即在于他具有理性。因此，理性的运用和发挥，就是人的幸福所在。幸福即“心灵合于完全德行的活动”[80]。在理性的实践活动中，在通过理性对激情和欲望进行调节的过程中，人就充分发挥他真正的功能，并且达到了他为之存在的目的。这就是善行，这就是幸福。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他强调幸福就是“有为的实践”，幸福就在于“善行”，在于“心灵的活动”。[81]

在对待“善”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思想，但又没有把自己局限于两位老师的思想框架内。他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有其目的，如医学的目的在于健康，战略的目的在于获胜等，这些目的都是善。由于活动的目的不同，善也具有现实多样性。他不同意柏拉图用一个抽象的、普遍的至善理念来涵盖现实存在的善的多样性，而是认为，善可以分成不同的等级和层次；在这些等级和层次的善之中，有一个最后的目的，即最后的善，它就是至善，至善本身就是目的，它任何时候也不能成为手段，因此，至善是其他目的的目的。他说：“只有最高的善才是某种最后的东西。倘若仅只有一种东西是最后的，那么它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倘若有多个最后目的，那么其中最后的，就是我们所寻求的善。”[82]从中可以看出，亚里士多德遵循着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伦理传统。但是，他从现存的实际生活出发，主张一切具体的行动和职业活动都是在追求某种目的，是在实现某种具体的善。至善是由各个具体的善积累而成，并且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德行的活动而实现的。在他看来，至善和个别的、特殊的善是联系在一起的，离开个别的、特殊的善，就无所谓普遍的、绝对的至善。他认为，柏拉图说一切事物和行动只追求一个善，在逻辑上是错误的。

那么，怎么理解“善行”呢？亚里士多德把“善行”分为实践的善行和理智的善行。所谓“实践的善行”，就是包含在每一种具体的技艺和职业活动中的善行。这种善行也是幸福，不过它是有限的幸福。所谓“理智的善行”，是一种更高级的善行，是包含在为集体事业即为城邦事业而从事的活动中的善行。这种幸福是无限的、绝对的。他有时把这种幸福称为“神性的幸福”。拥有这种幸福的人就能够过一种自满自足的理性生活，像神明一样，达到最高的自由境界。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的一般幸福是与“实践的善行”相联系的，因为它是人的具体品质和气质在现实活动中获得的幸福，依然是有情感上的外在特征。而思辨活动则与“理智的善行”相联系。思辨活动使人自身得到满足，享受幸福，所以，最高幸福与理智的、思辨的、哲学的活动相一致。在他那里，理性即善，即神，而思辨即神的活动，它自满自足，无须外在的任何东西。“一个思辨者除了他的思辨之外一无所需。”[83]外物的存在，反而是思辨的障碍，这就是最完备的幸福。“在人的活动中，与思辨最类似的，也是最幸福的……幸福和思辨是并行相随的；思辨的能力越大，那么享受的幸福越多，幸福并不是偶然地相随着思辨，而是内在于思辨，因为思辨自身即是可贵的，所以说‘幸福’二字是某种思辨。”由此看来，思辨活动是最好的活动，它是人的智慧的自由活动，不依赖于个人之外的外部环境，具有独立性。思辨活动本身就是目的，人们为了智慧而热爱思辨活动，因此，它的快乐和幸福是自足的幸福。当然，思辨活动需要闲暇，它在自身之外没有其他的目的追求，它有着本身固有的快乐。我们为了闲暇而忙碌，为了公平而战斗，这都是为了争取思辨活动所需要的闲暇，幸福存在于闲暇之中。如果一个人能够终身从事思辨活动，那么，他就能得到最完善的幸福。因为对一个人来讲，属于自身本有的东西，也就是最强大、最快乐、最幸福的东西，而合于理性的思辨活动正是人本身的活动，所以，人以理性为主宰的思辨活动就是最高的幸福。

亚里士多德道德教育思想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强调“中庸”原则（或称中道原则）。崇尚中庸之道，可以说是古希腊自荷马至古典时代思想家们的共同传统。《荷马史诗》中就出现了“和谐”与“合度”的概念，《田功农时》的作者赫西奥德曾以“任何事物都要有分寸”的箴言劝谕世人，明显地反映了早期希腊人的中道观念。毕达哥拉斯学派的哲人们指出宇宙的基调有三：平均、秩序与调和，并在数量的比例中表示着音乐式的和谐，而毕氏本人的“黄金分割律”更以其不朽的价值而传播后世。古典时期原子论学派的大家德谟克里特有一句名言：“适中是最完美的，我既不喜欢过分，也不喜欢不足。”雅典的执政官梭伦认为，中庸就是防止极端，主张“自由不可太多，强迫也不应过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也都讨论过中庸的定义问题，虽然他们并没有得出明确的结论。当然，在古希腊的所有思想家中，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最著名。他视中庸为调适过度与不足之间的一种合理而有效的方法。亚里士多德的中庸论属于伦理学的范畴，它作为一种行为的道德指南，在当时及对后世也都具有广泛的影响，在西方学界被称为“黄金中道”，历久不衰。

亚里士多德认为，在人类的情感和行为中，存在着不及、过度和中间三种状态。他认为，德行从本质上说就是中道，寻求不及和过度二者之间的中间性，是达到幸福的正确途径。[84]

亚里士多德具体分析了十余种德行，对它们的不及、过度和中间状态进行了全面研究，如怯懦—勇敢—鲁莽，放荡—节制—麻木，小气—大度—无度，友谊—谄媚，怀恨—义愤—嫉妒，虚荣—自豪—卑贱，等等。他从这种分析得出结论说：“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过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是德行，即遵守中道。”[85]幸福的获得就体现在这些遵循中道原则的选择和行动之中，“善德就在行于中庸——则（适宜于大多数人的）最好的生活方式就应该是行于中庸，行于每个人都能达到的中庸。”[86]

亚里士多德认为，对人的情感和行为而言，要求遵守中道，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必要的。在他看来，德行是以理性为指导的，它比任何技艺更高级、更优越。既然技艺行于中道就能很好地发挥功能，达到中道，那么，人的德行也是能够发挥其功能，达到中道的。不仅如此，亚里士多德还根据他对人本身性质的分析，强调中庸对人的感情和行为是必要的，因为人的情感和行为有过度与不及的事情，甚至有些“天生易于发生的事情”自然地倾向于耽乐，陷于放荡之中。因此，他认为，德行必须处理、调节情感和行为，在过度与不及这两个过失之间持守一个当中位置。

但是，亚里士多德的中庸、中道并不是折中主义。恰恰相反，他的中庸或中道原则是排斥折中主义的。因为他认为，道德上的中道不同于几何学上的直线上的中点，说“因为德行必须处理情感和行为，而情感和行为有过度与不及的可能，而过度与不及皆不对；只有在适当的时间和机会，对适当的人和对象，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亦即最好的中道。这是德行的特点”。这就是说，道德上的中道指的是人的情感和行为的过度与不及之间的恰当之处，而这个恰当之处是相对的，因人和条件的不同而不同，不是过度与不及的简单调和、折中。德行是二恶之间的中点，一恶在“过度”一边，一恶在“不及”一边。二恶即过度与不及，而德行是发现与选择中道的或适度的量。因此，就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的界限来说，它是一个与恶相对立的极端；它是善，是正当，而不是在善与恶、正当与不正当之间的中间状态。一切恶的、不正当的情感与行为，如恶意、无耻、嫉妒等情感，偷盗、谋杀等行为，本身就是恶，就应当受到谴责，并不是由于它在恶德行中有过与不及才受谴责。显然，亚里士多德的这种中道思想对是非、善恶的区别，是有着严格的界限的，与那种在是非、善恶之间模棱两可、不偏不倚的折中主义毫无共同之处。

心灵分为理性和非理性部分，亚里士多德认为德行相应也有两种，与理性部分相应的是理智的德行，是以知识、智慧表现出来的，由教育和训练而来；与非理性部分相应的是道德的德行，是以制约情感和欲望的习惯表现出来的，由习惯而来。

亚里士多德对德行的区分，包含着他同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联系与分歧。按照苏格拉底、柏拉图的观念，知识即美德。亚里士多德肯定了知识和理智对于人的美德的重要性，同时强调在生活实践中经过训练养成的习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知识、理智，对人的德行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唯一的条件，还必须有实际的训练，养成在行为中正确选择的习惯，才能真正全面地完善道德。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德不仅是一种道德知识，更重要的是一种道德行为。我们不仅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更重要的是要使我们自己成为一个正义的人，勇敢的人。而要做一个勇敢的人，当然最好是知道什么是正义和勇敢，但单纯知道还不够，知道了并不一定能做到，亚里士多德正是在这一点上对苏格拉底进行批评的。亚里士多德同时也指出了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伦理思想上的区别：苏格拉底认为灵魂的本性是理性，美德是纯理智的，忽视了意志和情感对形成美德的作用；柏拉图则将灵魂分为理性和非理性两部分，认为意志和情感属于灵魂的非理性部分，将智慧归为理性，勇敢归为意志，节制归为情感。理性知识对于形成美德、规范道德行为无疑起主导作用，苏格拉底以此批判智者主张个人的情感欲望支配一切行为。这是正确的，但是，苏格拉底否认灵魂的非理性部分，排斥一切意志和情感的道德价值，将道德教育变成一种非理性的知识道德，是带有片面性的。亚里士多德强调把理智的美德和道德的美德结合起来，这与苏格拉底、柏拉图是有原则区别的。

在人的德行形成问题上，亚里士多德反对柏拉图的“回忆说”和“先天知识论”，强调人的德行是后天形成的。他认为：“理智的德行，是由于训练而产生和增长的（所以需要时间和经验）；道德的德行则是习惯的结果”。[87]德行不是天赋的，但也不违背人的天性，自然赋予人获得德行的潜在能力，这种能力由习惯而完善起来。一方面，如果按照人的自然本性，按照生理的感觉和心理的反映，人的情感和行为就会过度或不及。这正像人们不经过教育和训练就不会射击，并且不能准确射中目标一样，人们不经过教育和训练，也不会自然而然地做出适合于中道要求的行为。另一方面，按照自然的状况，人本来就没有先天的美德，凡美德都是后天形成的。但是，人作为一个有理性的动物，却是有接纳美德的特性，人是有追求美德和实现美德的能力。所以，人能够通过教育和训练而使德行趋于完善。

亚里士多德强调德行可数，德行是人力所及的，可以通过自己智力和训练而完善起来的，它不像一些人力所不可及的自然现象是不可改变的。他认为道德训练过程就像人们学习技艺一样，是经过多次重复练习而学会的。一个人要想成为公正的人，就要通过做公正的行为才能变成公正的人；要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和节制的人，就必须实行勇敢和节制行为。由于和别人交际，而后变成公正或不公正的人；由于身处危险之中，感受恐惧与大胆，经过训练，而成为勇敢的或怯懦的人。亚里士多德的这些思想明显不同于柏拉图，表现出经验主义倾向。

他提出入德成善出于三端：天赋、习惯和理性，但是，他所说的“天赋”并不是柏拉图的那种先天的理念知识，而是自然禀性方面的素质。同时，他更重视理性在德行形成中的指导性作用。下面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观点。

人们所由入德成善者出于三端。这三端为（出生所禀的）天赋，（日后养成的）习惯，及（内在的）理性。就天赋而言，我们这个城邦当然不取其他某些动物品种（禽兽），而专取人类——对人类，我们又愿取其身体和灵魂具有某些品质的族姓。人类的某些自然品质，起初对于社会是不发生作用的，积习变更天赋；人生的某些品质，及其长成，日夕熏染，或习于向善，或惯常从恶。人类以外有生命的物类大多顺应它们的天赋以活动于世界，其中只有少数动物能够在诞世以后稍稍有所习得。人类（除了天赋和习惯外）又有理性的生活；理性实为人类所独有。人类对此三端必须求其相互间的和谐，方才可以乐生遂性。（而理性尤应是三者中的基调。）人们既知理性的重要，所以三者之间要是不相和谐，宁可违背天赋和习惯，而依从理性，把理性作为行为的准则。我们在前面已经论到，在理想城邦中的公民应有怎样的天赋，方才适合于立法家施展其本领。公民们既都具备那样的素质，其余的种种就完全寄托于立法家所订立的教育方针，公民们可以由习惯的训练，养成一部分才德，另一部分则有赖于（理性方面的）启导。[88]

这段话清楚地表明了亚里士多德如何看待天赋、习惯及理性在人的德行形成中的作用。如前所述，亚里士多德是重视人类理性功能的。他认为人们要养成善德，就必须以理性为指导，求得三者之间的和谐统一。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人是“社会的动物”，更是“理性的动物”，人只有在对理性世界的追求中才能实现自己的最高本质，达到一种纯真至善至美的理性自由境界。

第八节 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影响与评价

在西方教育思想发展历史上，亚里士多德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亚里士多德以其丰富的哲学、伦理学、政治学为基础而提出的系统的教育理论，是西方历史上继柏拉图之后出现的又一个重要的思想体系。它标志着希腊民族教育认识的新发展，同时也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在亚里士多德之后出现的许多重要教育思潮，就其历史基础而言，都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对亚里士多德来说，人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是幸福。幸福的人不是野蛮的人，也不是自然形态的人，而是受过教育的人，有教养的人。幸福之人亦是优秀之人，是有德行的人。但德行恰恰要通过教育才能养成。伦理道德和教育相互融合，教育目的与人生目的完全一致，这是亚里士多德教育思想的核心。亚里士多德又认为，人生的幸福在于悠闲自得，那么，教育的根本目的就是获得闲暇“schole”（即“学校”一词的词源）。作为教育目的的闲暇，就是人自己有致力于重要事务的自由。自由存在于摆脱了一切物质束缚的思维活动中；一种投入恬静的沉思和冥想的生活，这是真正的幸福。教育应引导人实现其终极目标，即基于思维的理性生活，这是教育的根本宗旨所在。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也进入了一个更高阶段，确立了教育中的“形而上”问题，即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他以后的每一位大教育家都不断对此探讨。人文主义者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自由教育思想，对人的理性推崇备至，认为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发展理智。康德（Kant）认为，人是有道德、有理性的动物，道德、理性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根本特点。因此，旨在全面发展人的各种能力的教育，就是应当以发展人的理性和道德作为基本目的。费希特（Fichte）认为，一切教育都应以培养人的品性为宗旨，真正的教育就是道德教育。到了赫尔巴特那里，强调的不是知识的功利价值，而是文化价值，即主张知识的根本价值在于陶冶人心、发展理性。20世纪的永恒主义、要素主义等保守主义教育家认为，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那么人的自由便是教育的唯一的、永恒的、最高的目的和价值。而人的自由的本质是理性，理性在人的教育中具有永恒的、最高的价值。所以，亚里士多德自由教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思想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经过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18世纪的新人文主义以及20世纪的永恒主义、现代人文主义，一直延续至今，成为西方教育的一个基本特征。

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是古希腊教育的根本特点。在西方教育史上，是古希腊人在他们的教育实践中，首先探寻到这一重要的教育规律。在如何培养人的问题上，亚里士多德也强调教育要适应自然及和谐发展教育。他提出灵魂说，并将教育的阶段与教育的内容建立在灵魂说的基础上，是自然主义的开山之祖。在西方教育发展的各个时期，历代教育思想家虽对教育适应自然的认识理解和阐释的角度并不一致，但总体而言，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依据生理学、心理学的成果加以发展，形成了近代自然主义教育的两种类型：客观自然主义和主观自然主义。前者以拉特克（Ratke）和夸美纽斯（Comenius）为代表，要求以客观存在的自然为基础，适应自然的发展顺序和规律而实施教育；后者以卢梭（Rousseau）、巴泽多（Basedow）、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福禄培尔（Froebel）为代表，主张发展受教育者主观中的自然本能。特别是卢梭，高扬人性，主张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反对压制和束缚儿童。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家和新教育家们则继承了卢梭的思想，反对赫尔巴特的主智主义。杜威（Dewey）强调：儿童是中心，教育措施应为儿童而设置，这是一场如同哥白尼（Copernicus）把天文学的中心从地球转到太阳一样的革命。爱伦·凯（Ellen Key）明确提出“20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蒙台梭利（Montessori）强调：教育第一关心的问题是“儿童的存在”。总之，他们坚持从相信儿童、尊重儿童的立场出发，把儿童作为教育的主体和中心，强调给予儿童自由，让儿童积极主动地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这较之近代自然主义教育家只从抽象思辨的角度去强调儿童的天性大大前进了一步。当代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可以说是大工业社会谱写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新篇章，它注重人性的自由发展，反对轻视人的存在和价值的偏向，这些都与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相通。可以说，亚里士多德的教育适应自然思想的提出，标志着西方教育的另一个重要思想传统的形成。这个传统经过近代的自然主义、现代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和新教育运动，一直延续到今天，成为西方教育的另一个基本特征。

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体、德、智、美四育和谐发展的思想对西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也产生了重大的作用和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继承并发展了亚里士多德的和谐教育思想，但他们的和谐发展思想是新时代的反映，体现了从个人的自然需要出发的适合个人自由意志的、自由的、快乐的、开放的和谐发展，特别是提出了劳动教育，使劳动教育成为人文主义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与亚里士多德截然把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分开是不同的。继人文主义教育家之后的许多著名教育家、思想家，如夸美纽斯、洛克（Locke）、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第斯多惠（Diesterweg）、欧文（Owen）、乌申斯基、斯宾塞（Spencer）等，都很重视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并对此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研究，使这一理论有了较大发展。从近代开始，西方教育实践中也普遍重视多方面和谐发展教育的实施。正是在对长期的理论探讨和实践经验的不断总结、概括、提高的基础上，和谐发展教育思想更趋完善，形成了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的提出，标志着和谐教育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理论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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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希腊化——罗马教育思想

如本卷第一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四部分所述，在罗马教育希腊化与抵制希腊化的过程中，罗马教育思想开始萌芽，并在继承希腊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具有罗马民族特色的教育思想，先后产生了加图、瓦罗、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等著名教育家。加图和瓦罗关于教育的论述反映了当时罗马教育从家庭教育向学校教育转变的状况，具有具体、局部和描述性的特征。他们有关教育的论述在本卷第一章第三节第四部分中已较详细地介绍过，因此，这里不再重复。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反映了在希腊文化教育的影响下，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并将希腊的教育思想与罗马的教育理论成功地融合在一起，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真正形成。在他之后的三位教育家塞涅卡、昆体良和普鲁塔克，也从理论上对罗马教育进行反思和探索，提出了各具特色的教育思想。本章和第八章将着重系统地介绍这四位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马库斯·塔留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前106—前43）是古代罗马共和时期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骑士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先后就读于修辞学家、法学家以及斯多葛派哲学家所办的学校。青年时期受过军事训练并服过兵役。最后在雅典哲学学校游学3年。毕业后从事律师工作，不久步入政界，凭借杰出的辩才和渊博的知识，于公元前64年当选为执政官。

在哲学上，西塞罗属折中主义者。他从实用的观点出发，把毕达哥拉斯派、柏拉图派、斯多葛派和怀疑派等各个学派体系拼凑在一起。其主要贡献在于将希腊哲学思想通俗化，使其明白易懂，让人易于接受。他首先把许多哲学的专用术语译为拉丁文，这些拉丁文的哲学术语在西欧被广泛沿用。西塞罗的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和禁欲主义色彩。他反对卢克莱修的原子论，承认神灵的存在，否认原子和虚空的客观实在性。他赞同毕达哥拉斯的灵魂不死说和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知识只有偶然性，没有确实性，因此，要放弃对事物的判断。他相信人所公认的“清晰明白”的意念，是神所赐予的。人生而具有一些“天赋意念”，这些意念通过回忆是可以把握的。他反对伊壁鸠鲁和卢克莱修的幸福主义伦理观，认为幸福就是追求美德。他确信：“灵魂离开了躯壳便可以归到天府，如果灵魂是有美德而公正的，便可一直顺利地升天。”[1]

在政治上，西塞罗倾向于当时的元老贵族派，认为由君主、贵族和骑士相结合的政体是最理想的国家制度。内战期间追随庞培反对恺撒。恺撒死后热衷于恢复共和政体，发表反安东尼演说多篇，成为罗马共和制的最后领导者，元老院中有影响的人物。后三头政治联盟，在清洗元老院时被杀害。

西塞罗著述广博，集中体现了共和国晚期罗马元老知识界的文学、政治和知识兴趣，其文体通俗流畅，被誉为拉丁文的典范。主要哲学著作有《论善与恶的定义》《论神性》和《学园派哲学》等；主要政治著作有《论共和国》《论法律》等。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论雄辩家》（De Oratore，或 On the Orator）一书中。《论雄辩家》是以对话形式写的。在书中，西塞罗虚构了克拉苏在罗马郊外塔斯克勒姆别墅的一次聚会。来参加聚会的人对有关雄辩家、雄辩术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西塞罗借克拉苏之口阐述了关于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实际上反映了当时罗马高等学校（修辞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和方法。

二、论继承罗马文化教育传统与学习希腊文化教育

罗马共和后期，希腊文化教育传入罗马，并对罗马教育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希腊教育不仅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传统教育制度的形式和内容，而且从根本上改变了罗马的教育观念。面对这样的巨变，罗马的有些教育家对希腊教育的影响持极端反对的态度，有些持全盘接受的态度，而西塞罗则采取折中主义的态度。

一方面，他受益于罗马传统教育，因而对本民族传统教育抱有深厚的情感。在《共和国》一书中，他借书中人物斯西比奥的口说：“听我说啊，我并非对希腊各种方式茫然无知，但也不是宁可偏向它们而不要我们自己传统的人。由于我的父亲，我受了文科教育，而且，从孩童时代起，我就力图自学。但是，造成今日的我，是经验和家庭教育多于书本。”[2]

另一方面，由于对希腊文化教育有着切身的感受，西塞罗也不否定和排斥希腊的文化教育，而是高度评价希腊文化教育，特别是雄辩术教育对罗马雄辩家教育所起的作用。他说：“事实上，且不说自称在雄辩能力上居于领先地位的希腊人，也不说一切学问的发现者，制造了雄辩术的无上威力并使之完善的雅典人，就在我们罗马城，确实没有任何一门学问比与演说艺术有关的学问更加生气勃勃。因为自从我们的世界帝国建立起来，长久的和平确保了我们的闲暇以后，几乎没有一个渴望成名的青年不认为他的责任就是竭尽全力掌握雄辩能力。起初，因为他们对方法一无所知，认为没有确定的训练程序和任何艺术规则，他们（指立志学习雄辩术的青年——引者注）往往靠天生的能力和见解以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技巧。但在以后，当他们听了希腊演说家的演说，熟悉了希腊文学，雇请了希腊教师以后，我们人民就燃起了对雄辩才能难以置信的热情。”[3]

显然，西塞罗既接受了希腊的文化教育，又要求保留罗马的文化教育传统，并且成功地将二者融合在一起。他从罗马政治生活的实际需要出发，把培养雄辩家—政治家作为罗马教育的理想，并强调最成功的雄辩家不仅是受过希腊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人，即具有广博的知识、能言善辩、风度优雅，而且是符合罗马传统要求的实干的政治家，即具有罗马传统道德，精通法律和军事，具有实际工作能力，举止庄重得体，等等。因此，在雄辩家—政治家的培养中，罗马文化教育传统和希腊文化教育的作用是并行不悖的。

三、论教育的目的和价值

长期以来，罗马的传统教育一直以培养农民—军人为目的。到共和晚期，由于雄辩术已成为从事政治活动和进入国家领导层的工具，许多学过雄辩术的人都登上了元老和高级官吏的位置。于是，教育目的逐渐从培养农民—军人转变为培养雄辩家。西塞罗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反映了这种转变，代表了当时罗马有教养人士的普遍观点。西塞罗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政治家，因为只有优秀的雄辩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政治家，所以，雄辩术教育是罗马社会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准备。基于这种看法，西塞罗不仅终生致力于发展雄辩术的理论和技巧，而且他本人也正是通过自己杰出的雄辩才能，从平民而成为罗马共和国的执政官。

具体地说，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本质上是政治家。这种政治家既不完全是罗马传统培养出来的实干的政治家，也不完全是柏拉图要培养的“哲学王”，而是类似于伊索克拉底要培养的演说家，是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接受了全面教育，并具有实际工作能力的政治家。因此，雄辩术和哲学只不过是政治家必修的科目，精通雄辩术和哲学是手段而不是目的。

由于意识到罗马与希腊在认识上的差异，西塞罗强调哲学和雄辩术不是相互对抗性的学科，哲学和雄辩术都是那些打算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积极作用的有识之士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才能。有知识而无表达的能力，知识则为无用之物；但没有知识的材料，则雄辩术是没有效力的，因此，真正的雄辩家本身就是哲学家，不仅在哲学上通晓对生活有价值的一切东西，并且能够“生动有力，引人入胜”地论述公众所关心的问题，更加有力地使其哲学对实际事务产生影响。他说：“在人们讨论的时候，给他们提供题目，要求他们谈论不朽的神灵，虔诚的信仰，亲睦友善，交谊，他们的公民伙伴的共同权利，或整个人类的那些权利，谈论国家的法律，公正，节制，宽宏大度，各种善行美德。我想所有的学园和哲学学校都会大声说，这些题目正是它们所关心的问题，而与演说家无涉。但是，当我给哲学家们自由，任其私下讨论这些题目，以消磨其闲暇时，我也给演说家指派任务，哲学家用平淡、毫无生气、枯燥的措辞讨论同一题目，而演说家论述起来则生动有力，引人入胜。”[4]显然，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政治家实际上是罗马教育传统与希腊教育共同造就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西塞罗不是一个充满幻想的理想主义者，而是相当注重实际的。他主张教育的价值在于实用，因此，学校要为了儿童所在的现实世界而进行训练，使受教育者成为一个按照城市方式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一个政府所需要的人，一个掌握了他的职业技能的人。学生学习的目的，不仅是为了提高智力，更重要的是为了把自己学到的东西有效地应用到公共和私人生活中去，为社会和个人服务。

四、论雄辩家的素质及其教育内容

西塞罗认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雄辩家不仅要做到“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而且能就任何论题进行阐述、发挥，并且影响、说服听众。为了培养这样的雄辩家，西塞罗详细地论述了雄辩家应具备的优良素质，并提出雄辩家要具备这些优良素质，就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和严格的训练。

第一，雄辩家应具有成为雄辩家的天赋才能，如智力上的快速反应能力、敏捷的口才、清脆的声调、匀称的体态等人性之中内在的品质。如果缺乏上述自然的天赋，便难以成为真正的雄辩家。但是光有天赋才能还不够，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雄辩家还必须依靠后天的培养。教育的作用就是通过严格的训练，使这些天赋的才能变得更好。

第二，雄辩家应具备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西塞罗认为，要成为一名成功的雄辩家，不应只是一个具有满腹诡计、辩论技能的幕后妥协之徒，而必须具备广博而坚实的知识基础。只有这样，他才能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做出正确的决定，在公共场合、法庭、讲台、元老院里阐明自己的主张，并指引别人做出明智的判断。他强调说：“雄辩的艺术则是更为崇高的事情，它是由远比人们想象得多得多的各种科学和学问结合而成的。”“大量事物的知识，对于雄辩艺术来说是十分必要的，没有渊博的知识，即使是能言善辩也是空洞荒谬的……”[5]因此，“在我看来，谁如果没有获得一切重要学科和艺术的知识，谁就不能成为完备的具有一切优点的雄辩家”[6]。基于这种看法，西塞罗主张雄辩家应接受通才教育，其课程除了雄辩术以外，还应包括文法、修辞、逻辑、几何、天文、音乐、物理、历史、法律和哲学。此外，还应了解政治、经济、科学、人群心理和社会习俗等知识。在西塞罗看来，雄辩术是依靠各门学科的知识而达到优美和丰满的，否则，雄辩术只不过是空洞的、愚蠢可笑的、夸夸其谈的胡言乱语。而一切学科知识的学习必须服从于培养真正雄辩家这个总目的。例如，学哲学是因为演说、辩论时常常会接触到哲学命题，而且如果一个人对于哲学家所揭示的关于人类的天性与行为习惯的理论没有精心的研究，他的演说就不能使公众激愤或抑制公众的感情和情绪；学历史是为了提供史实先例以加强论据，获得良好的辩论效果；学习政治是为了对某项立法提案做出正确的判断，以便在公众大会上发表演说支持或反对这项立法提案，以引导公众做出明智的选择；学法律能够从事高级的行政和法官工作。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西塞罗非常重视法律教育。他认为，法律知识在罗马人的生活和文明中是十分重要的，在雄辩家教育中也是必不可少的内容。他说：“人们将在学习法律中获得乐趣和欣慰。”“斯契沃拉民法知识，对将成为有造诣的雄辩家是不可缺少的。”[7]在西塞罗的指导和影响下，罗马的法律从完全实用的，靠艺徒制传授的艺业，提高为科学的学科，其教学也逐渐系统化和理论化。在西塞罗的时代，首都罗马成为法律深造的中心，许多希腊人到法律学校求学。西塞罗还大力提倡学习和研究历史。他指出，历史是时代的证人，真理之光，活的记忆，生活的指南。那些敢于陈述全部真相，毫无偏袒，没有个人恩怨，而又生动的历史，对读者是有教育意义的。因此，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要熟记过去的全部历史和先例”[8]。

第三，雄辩家应具备伦理性格。西塞罗认为，一名真正的雄辩家除了掌握上述知识外，还必须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他应该忠诚地、出于公正地为公民服务，头脑中毫无私心杂念，成为他所处时代的最杰出的人。为此，必须重视道德品质的培养，要从出生就开始进行教育和训练，使他生活在传统的环境里，逐步学会以同情、仁爱、礼让等规范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形成明确的、公正的道德感和社会责任感。只有这样，他才能把掌握的知识贡献出来，更好地为公众服务。

第四，雄辩家应有语言修养。西塞罗认为，真正的雄辩家仅有一般的自然与社会知识还不够，还必须在语言方面有特殊的修养，因为遣词造句及整个演说辞的文体结构，决定了演说水平的高低。区分内容充实、语言丰富的讲演与内容枯燥、词汇贫乏的讲演的根据“即高超的演讲具备优美而雅致的文体，在修辞方面具有独特的技巧和光泽”[9]。在西塞罗看来，雄辩家应具备的语言修养包括必须说纯净、准确的拉丁语，清晰、言简意赅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做到通俗易懂、优美生动，并能够使论证紧扣主题。为此，雄辩家就必须接受更高级的演说艺术的陶冶，攻读修辞学，以便使演讲的艺术达到最高成就。他认为，攻读修辞学是罗马享有最高名望的高等教育形式，只有少数尖子才能接受。西塞罗本人正是那一时代优秀雄辩家的典范，他以纯洁、典雅的拉丁文体促进了拉丁文学的发展，从而对罗马和以后欧洲的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五，雄辩家应具有优雅的举止和风度。西塞罗认为，演说时身体的姿势、手势、面部表情和抑扬变化的声调都会对演说的效果产生巨大的作用。因此，一个有造诣的雄辩家又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发表演说时，“谈吐文雅、机智，在回答问题和反驳对方时，要敏捷、简练、谦恭有礼”[10]。此外，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还应了解听众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感情，使自己的演讲打动听众。他说：发表演说时，“必须清楚地懂得，自然赋予听众的思想情感，由于演讲的动力和艺术得以镇静或兴奋……”[11]因而使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尽善尽美，完全令人陶醉，举止得体，以便能打动人心，令每个人着迷”[12]。而要做到这一点，也需要付出很大的努力，经过大量的练习才能达到。

五、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

西塞罗认为，培养雄辩家的方法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通过广泛的阅读使雄辩家具有广博的知识。西塞罗认为，教师应让学生诵读大量的文学精品，同时授以记忆术，使学生真正掌握大量的知识，这对于一个雄辩家的成长是非常重要的。

二是通过长期的写作使雄辩家获得敏锐的思维、判断能力和机智的表达能力，从而提高“雄辩能力”。西塞罗指出，一篇好的演说辞要结构合理，布局匀称得体，并富有韵律，这就需要在写作演讲稿上下功夫，通过持之以恒的练习达到。因此，要想成为雄辩家必须花费巨大的精力，锲而不舍地练习写作，同时还要竭尽全力去观察事物，体验生活，并从实践中学习。只有这样做，才能成为一个才华横溢的雄辩家，受到人们的普遍赞扬。

三是通过大量的实际训练来提高雄辩家的雄辩理论和技巧。西塞罗强调经验是最好的老师。他说：“在每个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所获得的学识之上，又加上了大量的实践经验，这些经验比一切大师们的箴言都更有用。”西塞罗认为，最常用的实际训练是演讲练习和模拟审判。演讲练习是先确定一个在讲坛上演讲的论题，让学生对讲题深思熟虑，做好充分的准备，尽可能接近真实地发表演说或进行辩论，在实践中学习雄辩术。模拟审判是让学生对法庭上要做的事情事前进行练习，还要去法庭观看。在那里，学生既可以看到雄辩家的演讲姿态，又可以学到雄辩的技巧，因此，法庭是雄辩术理论和实际互相结合的理想场所，也是获得这些知识和技巧的最佳课堂。在上述练习的基础上，“雄辩术必须从家庭中温室般的练习场地走出去，走向实际行动，走向喧嚣的尘世，走向军营和公共争辩的战场……”[13]

六、贡献与影响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在罗马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他对西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在《论雄辩家》一书中阐述了关于雄辩家应具备的素质及其教育内容和方法，真实地反映了罗马教育传统的巨大转变，即从家庭教育转向学校教育，从农民—军人教育转向雄辩家—政治家教育。因而他的《论雄辩家》一书也以“罗马的伟大教育理论著作”著称于世。另一方面，他以纯洁的拉丁语和优美的拉丁文体，向罗马世界介绍希腊化时代的文学和哲学，不仅推动了拉丁文的发展，而且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文作品对当时罗马及后世欧洲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至于他的时代被称为“西塞罗时代”。罗马帝国时期杰出的雄辩教育家昆体良对西塞罗的雄辩术推崇备至，甚至认为西塞罗的雄辩术在当时已“达到了顶峰”，或“已处于执牛耳的地位”[14]，并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继承和发展了西塞罗关于雄辩家教育的理论与方法。至西欧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对西塞罗教育思想的研究仍经久不衰。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多里诺、伊拉斯谟等人的教育主张都从西塞罗那里受到启迪。在15—16世纪，西塞罗的拉丁散文作品被神圣化，成为当时文法教学的主要教材。他的拉丁文体受到人们的刻意模仿，以至于字斟句酌，徒尚技巧，而忽视在文思和意境上开拓创新，形成所谓西塞罗主义，从而一度阻碍了教育和文学的发展。但是从整体而论，西塞罗教育思想及其拉丁散文作品的积极作用和影响仍占主导地位。

第二节 塞涅卡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塞涅卡（Lucius Annaeus Seneca，约前4—后65）是古罗马哲学家、政治家、悲剧作家。

塞涅卡出生于古罗马帝国巴埃蒂卡行省的科杜巴（Cordoba，今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古罗马著名修辞学教师老塞涅卡的次子。幼年时被其姨母带至罗马，学习哲学和法律。后因病去埃及疗养，在那里学到多方面的知识，培养起对自然科学的兴趣。青年时期塞涅卡皈依斯多葛主义。公元31年返回罗马，很快步入政界，先后担任会计官、元老院元老。公元37年，喀利古拉皇帝（Caligula）继位，塞涅卡遭忌被迫隐退。公元41年，克劳狄皇帝（Claudius）继位，流放塞涅卡于科西嘉，原因据说是塞涅卡和皇帝的侄女里维拉（Julia Livilla）通奸。公元49年，皇后阿格丽皮那（Agrippina）将塞涅卡召回，任命为执政官。公元50年，塞涅卡和一个富有的女人宝林那（Pompeia Paulina）结婚，营建起一个有势力的圈子，其中包括布鲁斯（Sextus Afranius Burrus）——禁卫军长官，帝国政务的主要负责人。同年，塞涅卡成为未来皇帝尼禄（Nero）的家庭教师。

这一年似乎是塞涅卡交好运的一年，但如罗素所言：“塞涅卡要比亚里士多德更为不幸，因为他教的学生就是皇帝尼禄。”[15]尼禄是古罗马帝国时期有名的暴君之一，塞涅卡成为尼禄的老师，注定了日后悲惨的结局。公元54年，克劳狄皇帝遇刺身亡，尼禄继位。塞涅卡作为主要顾问之一，达到了事业的顶峰。但尼禄很快就显示出真正的凶残：公元59年，尼禄下令处死自己的母亲；公元62年，又下令处死自己的妻子。同年，布鲁斯去世，塞涅卡失去了主要的政治盟友。在日益失宠的情况下，塞涅卡不得不请求退休，并立即得到批准。从此，他专心写作，闭门谢客。公元65年，政敌指控他参与皮索（Piso）推翻皇帝的阴谋，尼禄只是看在塞涅卡曾是自己老师的缘分上令其自尽。塞涅卡割断血管，并发表最后的演说。因血流不畅，被人抬到蒸汽炉内闷死。塞涅卡在镇静和坚韧中死去。

塞涅卡一生几度起落，又曾漫游各地，所以深谙世事，见多识广。在学术上，塞涅卡涉猎甚广，著作丰富。这些著作通常分为三类：探讨自然现象的科学著作，今多已亡佚；文学著作，主要有9部悲剧，是用无韵诗写作而成，供阅读而非演出的剧本，多是欧里庇得斯（Euripides）和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悲剧的改作，保存了希腊古典悲剧的精华，对文艺复兴时期的舞台悲剧有很大影响，法国新古典主义悲剧和英国莎士比亚悲剧都从中汲取灵感；伦理哲学著作，包括1部书信集和14部问答体著作。书信集是塞涅卡与朋友卢西里乌斯124封通信的选集，著作有《安慰》《论悠闲》《论道德》《论国家》等。塞涅卡的伦理哲学著作全面阐述了道德、人生见解，并且涉及广泛的教育问题，给后人一定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伊拉斯谟（Erasmus）将其道德箴言编辑成册，并在1614年出现了第一个英文版本。

塞涅卡主要以哲学家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要考察他的教育主张，其哲学思想是一个主要的线索。

二、塞涅卡的哲学思想

在哲学史上，塞涅卡被认为是晚期斯多葛主义（Stoicism，又译斯多亚主义）的代表人物。

斯多葛主义是指古希腊罗马时期斯多葛学派（又译斯多亚学派）的哲学主张，在前后约600年的传播过程中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①公元前3世纪在雅典萌芽；②公元前2世纪，随着希腊亡于罗马，又随着希腊主义的进程，斯多葛主义开始在罗马世界流传；③公元前1世纪，斯多葛主义已经在罗马帝国生根，成为典型的官方哲学，公元3世纪逐渐消失。

斯多葛主义最基本的概念是自然，根本指导思想就是“顺应自然而生活”。顺应自然的生活是幸福的生活，顺应自然而生活着的人就是智者。智者必须具有三种德行：渊博的自然知识、精确的逻辑训练和高尚的道德情操。因此，斯多葛主义把哲学分成三部分：物理学、逻辑学和伦理学。

伦理学方面，斯多葛主义同样主张与自然保持一致。从事哲学研究的目的是为道德生活寻求一种稳固的支撑。人必须按自然的本性来生活，因为正是自然的本性引导人走向美德。在斯多葛主义的全部发展过程中，相信人最基本的规则应是遵循自然而生活，寻求如何使人类生活和自然一样有秩序，这是贯穿始终的主题。

晚期斯多葛主义者更加重视道德伦理问题，强调道德伦理原则的传播和实际应用。专门从事伦理说教，在理论上没有什么创新。此外，还进一步强化了斯多葛主义的宗教神学观念。

塞涅卡在基本理论上继承了斯多葛主义的传统，并有所发挥。他把顺应自然的生活定义为幸福的生活，哲学是获得美德进而通往幸福生活的途径。“所有人都知道，我们的座右铭是：顺应自然。”[16]“哲学以人类的幸福为宗旨，为我们开辟通往幸福的道路，为我们指引走向幸福的方向。”[17]美德应该是实践而不是理论上的探讨，从事没有实用目的的研究是浪费时间。在此基础上，塞涅卡宣扬禁欲主义，认为肉体的快乐是微不足道的、短暂的，而且是有害的。外在的善并不提供真正的幸福，美德的真正价值是内在的。幸福的生活就是过符合自己本性的生活，人应该过一种和真正理性一致的生活。为确保道德上的进步，要每日自省，提倡助人为乐，宽恕损害过自己的人。

在宗教神学问题上，塞涅卡在泛神论的形式下宣扬神学目的论。他认为，一切实在（物质）都是有形体的，但是物质和物质中的力是有区别的，正是这种力使物质本体具有形式，这种力就是精神，就是神。神是指导万物的精神。由于人的弱点和不完善，需要依靠信仰神的力量来指导。自然的规律和德行的准则就是神的意志，对神的信仰就是最高的善，服从和仿效神的意志就是服从最普遍的命令，就是按本性来生活。由此出发，帝王秉承了神的意志，是神在人间的代表，是神在人间的镜子，是国家的生命，是民众的父亲。民众要受帝王的理性支配，服从帝王的统治。塞涅卡此类为王权辩护的主张在当时及对后世都很有影响。

从塞涅卡的哲学思想中，我们可以体会并梳理出他的教育思想，即道德教育。

三、塞涅卡的德育思想

塞涅卡的全部道德教育思想围绕美德的获得来展开。在塞涅卡看来，顺应自然是幸福的生活，人应该追求幸福的生活。对个体而言，能否成为智者是判断生活幸福与否的尺度。智者具有美德，人通过美德的习得成为智者。美德只能通过哲学的学习来获得。下面我们尝试着把他的道德教育思想加以条理化。

（一）道德教育的目标——成为“智者”

“持久的、无忧无虑的幸福之唯一的保证是良好的性格。”[18]所谓“良好的性格”，就是美德。“只有受过完整教育的人，通过不断实践被训练、培养到完美程度的人，才能获得美。”[19]达到“完美程度”的人就是智者。“智者”是为获得最大成就的人保留的称号。智者的生活是幸福的，而“对于幸福生活，他们（智者）需要的仅是一种理智而高尚的、轻视财富的精神”[20]。

在塞涅卡看来，“智者”是完美的，智者的幸福生活是一种精神上的自我满足。首先，智者揭示了真理和自然；其次，智者揭示了人生的规律，使人生与世间的普遍现象合拍。[21]塞涅卡对“智者”所做的规定性不可谓不高，需要个体的人穷其一生来努力实践，而且事实上也不可能实现。“智者”只能是斯多葛主义的“神”在人间的化身。这种化身，就是理想化的斯多葛主义者，甚至就是塞涅卡自己。

“智者”的提法鲜明地体现了塞涅卡作为斯多葛主义者的泛神论主张。他说：“哲学所许诺的事——她将使我成为和上帝一样的人。”[22]斯多葛主义认为，神是最完美的理性，是整体的宇宙的意识。宇宙万物由于神而获得各种性质、生命和运动。人作为自然的最高存在物，必须按自然的本性生活。这种生活的最高层次就是“智者”，就是人间的神。作为斯多葛主义者，塞涅卡认为“智者”的层次是可以达到的。因为自然的本性已经在人的内心深处种下了美德的种子，所有人都能按本性做到这一点。

（二）道德教育的可能性——“种子”说

塞涅卡主张：“自然在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奠定了美德的基础或播下了美德的种子。”“我们一生下来就倾向于美德，每个人都如此，所以当人受到所需要的刺激时，人性中的这些品质就会被唤起，也可以说是使他们从沉睡中苏醒过来。”[23]塞涅卡继承早期斯多葛主义“种子理性”的理论，强调人天生具有美德的基础，但要具备美德，还有赖于教育的培养。他说：“我们天生就向往美德，但我们不是生来就具备美德。除非你去培养它，不然的话，即使最好的人，也只具备获得美德的素质，而不具备美德本身。”[24]

塞涅卡一方面假设美德基础的先天性，另一方面又承认美德的后天习得性。这就为他的道德教育留下了余地。道德教育作为外在的一种手段，就是要唤醒深埋于人类内心深处的美德。

（三）道德教育的内涵——美德的划分

美德就是智者所具有的品质。这种品质的不同表现形式就是美德的不同形式。塞涅卡把美德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勇敢。勇敢是对于通常会引起恐惧的东西抱着鄙视态度的品质。[25]勇敢鄙视一切恐吓我们、桎梏人类自由的东西。

第二，忠诚。忠诚是人所具有的最神圣的东西。它不会为任何高压而背叛，也不会为贿赂所腐蚀。

第三，自我控制。智者对于无法忍受的享受予以抛弃，对于其他的加以调整，绝不容许自己为了享受而享受。因为人的欲求是其该需要的数量，而不是其想要的数量。

第四，博爱。智者在言语、行为和感情上对一切都表现出仁慈和宽厚，应制止人们的傲慢与刻薄。

第五，仁慈。智者懂得人不应该开杀戒，对别人的鲜血应视如自己的一般爱惜。

除此以外，还有朴素、勤俭节约等品质也是美德的组成部分。所有这些品质，构成了塞涅卡道德教育的内涵。“一个人要是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那所有其他知识就都对他毫无价值了。”[26]这些美德是智者所具有的，也就是斯多葛主义者们所具有的，自然，塞涅卡本身也都具有。美德的重要性是如此之大，其他的一切都相形见绌，黯然失色。美德的涵盖是如此之广，需要人敞开全部的心灵去接受，需要无数艰苦的身体力行。其前提就是自由艺术。

（四）道德教育的前提——“七艺”

对于古罗马教育重要内容的“七艺”，塞涅卡从其哲学立场出发，抱有鲜明的工具性。

塞涅卡认为，缺少自由艺术就无法获得美德。同时又指出：就美德而言，“七艺”的学习是无所收获。[27]两种态度看似矛盾，但在塞涅卡身上又是合理的统一，这只能用工具主义的态度来解释。因为“七艺”可以训练人的头脑，从而为获得美德做准备。它开辟了道路，而不能将人带到目的地。

自由艺术使人获得自由的唯一原因在于对智慧的追求。在塞涅卡那里，所谓“七艺”，并不符合这个伟大的称谓。因为“七艺”并不能直接导致美德的习得。从获得美德的角度，塞涅卡逐一批判了“七艺”的各个部分。

文学只关注语言的研究。学习词汇，分析音节，制定韵律规则，这些并不能够驱除恐惧，根除欲念或者抑制情感，于美德也就毫无价值。音乐不能使生活的不如意达到和谐。几何学教人计算，是让指头为贪婪服务。天文学可以预测星体的轨道，却不能预知命运。总之，“七艺”只能算作浮华之物，使人陷入迂腐，心情烦躁，思想僵化，自满自足。

但浮华的知识总比没有知识要好些，没有知识简直就像挖走人的双眼。所以塞涅卡主张，可以学习“七艺”，但最终都应从头脑中剔除出去。破而后立，真正的美德只能通过哲学的学习来获得。

（五）道德教育的途径——哲学的学习

塞涅卡对哲学的规定是：“在哲学身上，你看到的应是生活本领自身的主人，她确实也掌管着其他的本领，因为一切为生活服务的活动都必须是她的奴仆，生活本身也是她的奴仆。”[28]哲学不是日常生活的技术，“我不愿把属于技术的荣誉带在哲学的头上”[29]。哲学就是顺应自然，就是把高尚的行为看作善举。塞涅卡赋予哲学极高的地位：“无论我们是否掌握在无情的命运的规律之中，也不管是否一切都由作为宇宙主人的上帝安排好了，或者人类的一切事物都受偶然性的抛撒和打击，有责任保护我们的正是哲学。”[30]在塞涅卡看来，哲学是通往幸福生活的唯一可能的途径，只有通过哲学的学习才能使人幸福。“（哲学）是要磨炼和锻造人的个性，整饬人的生活，规范人的行为，向人证明应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31]这再一次表现出斯多葛主义的泛神论思想。

塞涅卡批判了当时社会上对待哲学的不严肃态度。鉴于哲学是当时教育活动的主要内容，因此，他的锋芒主要指向教师和学生。他首先批判了教师言行不一的丑态。“有些人把哲学当成一门做生意的技巧来学习，因此，他们一方面教别人应该怎样生活，自己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我认为没有比这种人更降低人格的了。对于自己当众指责过的种种错误，自己又屡屡重犯的人是宣传他们的教育毫无效用的活广告。”[32]同时也批评有些人学习哲学的目的不够端正：“但实际上，事情开始有变坏的倾向了，这一部分责任应归咎于哲学教师，因为现在他们不是教我们应怎样生活，而是教我们该怎样辩论了。另一部分责任在学生的身上，因为他们现在求师首先不是为了培养品行，而是为了发展智力。其结果是，哲学变成了语文学，学习智慧变成了学习词语。”[33]

塞涅卡十分明确地阐述了关于教与学的关系，并充分肯定学生的主体地位。“教者与学者，应有共同的目的：提高后者。”“一个求学于哲学家的人应该每天都获得一点有价值的东西，回家来时应该成为一个更加健全的人，或者至少应该是更有可能成为一个更健全的人。”[34]

在塞涅卡那里，学习哲学的正确途径有两条。

第一条是交谈。“谈话于人最有裨益，因为它是逐渐潜入心田的……哲学是良言忠告，而且没有人是大喊大叫地给人以良言忠告的……但如目的在于启发人自己主动学习，而非强迫人学习，则只能通过低声细语的交谈，因为这种交谈比较容易进入大脑，开人心扉。人们所需要的不是千言万语，而是有效的言词。”[35]

的确，交谈就像播种，有助于人的成长。但交谈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斯多葛主义者的道德箴言。只有他们的伦理道德才能指示人们正确的方向。在塞涅卡看来，“箴言与种子具有同样的特点：形态细小，影响深远”[36]。“我们应当寻求的是对我们确有帮助的教诲，以及精神饱满、思想崇高的格言，因为它们是能立即进行实际运用的。”[37]在这里，罗马人的实用主义也表露无遗。

对于教师，同时也就是哲学家，其言谈举止，塞涅卡要求应该做到井然有序，从容不迫——同哲学家顺应自然的生活一样。哲学家的演说是要把古训教诲传授给正在接受教育的人们，言语要简洁明了，朴素自然。所以既不能冗长激烈，也不能慢慢吞吞。对于前者，塞涅卡讥讽为沿街叫卖的小贩所具备的品质，后者则是内容贫乏的表现。

对于学生，塞涅卡的要求同样明确：“我们聆听哲学家的教诲，从他们的著作中发现真理，这些都应运用到追求幸福生活中去。”[38]塞涅卡特别反对只听不做的陋习，讥讽为“在哲学家那里打坐的人，不过是让耳朵充分享受所需要的乐趣”[39]。

第二条是读书。一要读好书，二要精读。所谓好书，指的是天才作家的作品。好的书风格平静，纯朴优美，雄浑刚健，却又不失趣味性。要想获得永远铭记在心的知识，就只能从富有天才的作家那里获取养料，不能有杂乱散漫和随意任性的成分。塞涅卡形容那种走马观花式地阅读所有作家的著作的人是“旅游者”。

选定好书之后，就要专心研读。“浏览许多不同思想之后，要选取其中一个，认真思考并当天予以彻底消化。”[40]对天才的伟大作品，不可能匆忙接近一下就有透彻的了解，必须视作整体加以考察，特别是创作过程中相互关联的各种因素。因为天才的作品就是这些相互关联的因素的总和。对这些因素可以加以单独的考察，但不要和它所属的整体分离。

塞涅卡这样说，也很难得地这样做了。事实上，他不仅主张读斯多葛主义者的作品，更从不同的思想流派吸收广泛的养分，并在选定之后牢牢抓住。学习不同流派的思想的目的不是叛逃，而是为了侦察敌情。塞涅卡并不认为只有斯多葛主义者才发表过高尚的言论，而是对知识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表现出特别的宽容。

通观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其从始至终都流露出一个斯多葛主义者鲜明的立场，对此我们应该辩证地分析借鉴。

四、简评

历史上对塞涅卡的评价贬损不一，要想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塞涅卡，必须从其所处的社会历史背景出发。

1世纪，古罗马进入帝国时期。帝国社会生活的一个主要特征就是财富逐渐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塞涅卡正是一个代表。塞涅卡出生于富裕家庭，和富裕女子联姻，更在尼禄当政时期聚敛了大量财富。根据历史学家的考证，塞涅卡即使不是克劳狄和尼禄时代的罗马首富，也是第一流富翁中的一个。[41]这样一位富翁，却公开说自己鄙视财富，大谈禁欲主义，不能不令人怀疑，从而引起后人的诟病。

恩格斯在《布鲁诺·鲍威尔和早期基督教》里提到了塞涅卡：“赛内加（即塞涅卡）先生表明，如果他们处境顺利，他们会变成什么样子。这位讲道德谈克制的斯多葛派，是尼禄宫廷中的头号阴谋家，不可能不阿谀奉承。他让尼禄赏赐金钱、田庄、花园、宫室。当他宣扬福音中贫困的拉撒路时，他实际上正是这个预言里的富人。只是当尼禄要他命的时候，他才叩请皇帝收回一切赏赐，说他的哲学已使他感到满足。”[42]

罗素曾这样评价：“塞涅卡是被后代根据他那可敬的箴言来加以评判的，而不是根据他那颇为可疑的行为来加以评判的。”[43]

这两种评价颇具有代表性，都可以供我们参考。恩格斯用充满论战性的语言痛斥了塞涅卡的伪善，言辞虽然激烈，却一针见血。罗素的评价较温和，为我们留下了研究其道德箴言的余地。这两种评价结合起来，可以构成对塞涅卡的完整认识。

我们坚持辩证地认识和评价塞涅卡的行为和思想，对其聚敛财富和言行不一的行为应予以谴责；对其哲学和教育思想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宗教神学思想、为奴隶制度辩护的言论应持批判的态度。但其道德哲学、道德教育的思想还是有很多闪光的地方可供我们吸收、借鉴。只有坚持辩证的态度，我们才能比较客观地认识和评价塞涅卡。

哲学家默兰对斯多葛主义做出了最精当的评价：“斯多葛学派可以按两种方式来解释，我们在其中，或者能看到对神的‘世俗化’和物质化的解释；或者是恰恰相反，在其中能看到对物质的神化和精神化的解释。”[44]塞涅卡的全部思想都可以用这句话来概括。例如，他对“智者”的规定，既是对神的世俗化，又是对人的神化。

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古罗马教育史上重要的一环。随着帝国的确立，古罗马教育也发生着巨大的转变，由培养农民—军人转向培养具有多种素质的雄辩家—政治家。[45]在雄辩家应具备的多种素质中，排在首位的无疑是道德。因此，罗马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重德。正像塞涅卡指出的那样：“在罗马教育家的心目中，道德始终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因素，道德的形成是教育的最高目的……道德远比知识重要，道德既是知识的目的，又是获取正确知识的必要条件。”[46]塞涅卡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并非偶然，而是既有斯多葛主义者的哲学信念，同时也是民族文化心理和社会现实的产物。塞涅卡的道德教育思想应该说存在着一定的体系，像道德教育的目的、途径、方法等，基本上构成了一个整体。如果说西塞罗标志着罗马教育思想发生转变后的真正确立，那么塞涅卡就是这种转变的进一步巩固。因此，应视其为从西塞罗到昆体良之间的一个重要环节。

塞涅卡对道德教育的重视即使在两千年后的今天也极具启发意义。毋庸置疑，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也把“德”列在首位，塞涅卡在此和我们有相似之处。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对待道德的态度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但必须指出的是，塞涅卡道德教育的出发点及最终目的和我们大相径庭。比较分析此间的种种文化差异，对于转变教育思想、更新教育观念都有可以借鉴的地方。尤其是在新旧千年更替之际，深刻领悟西方文化的精髓，对培育、建设新的道德观念和价值体系定会有所裨益。

塞涅卡的教育思想并不局限于道德教育，事实上，他的教育主张是较为广泛的，可以说包括了当时罗马教育的所有重要问题。就思想的内涵而论，包含了对罗马教育的反思和探索，具有明显的理性色彩。[47]但就其表述方法来看，主要采取了书信的形式，以“道德箴言”名之于世，也就很难有系统性可言。只能说道德教育思想是塞涅卡教育思想的主要部分。

第三节 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著述

普鲁塔克（Plutarch，约46—118），罗马帝国时期传记作家、伦理学家和教育家，对后世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普鲁塔克出生于希腊中部维奥提亚地区的凯罗涅亚镇一个富裕而有文化教养的家庭。父亲是一位历史学家，同时有很深的哲学造诣。由于父亲的影响和良好的家庭教育的熏染，普鲁塔克幼年时即对学问充满了热切的兴趣，渴求知识，孜孜不倦。青年时代，普鲁塔克游学于雅典，师从逍遥派哲学家阿摩尼奥斯（Am-monius），学习哲学、数学，兼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毕达哥拉斯各派学说之精华，同时涉足医药学和历史学。他喜爱游历，希腊本土的名城胜地、爱琴海诸岛、小亚细亚、埃及、意大利等地，莫不留下了普鲁塔克的足迹。每到一处，他都广泛收集历史文献资料和口碑传说。这些努力为其史学著作的撰写奠定了丰实的基础。广泛学习和四处游历的经历，使普鲁塔克受益匪浅，为其在文学、历史和教育等方面的成就做了充分的准备。他不但博闻强记，而且关心世道人心，热心公益事业，是一位学问渊博且富有人道精神的哲人。

普鲁塔克生活的时期，正值罗马帝政时代的初期。此时希腊地区并入罗马帝国已有两百余年，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逐渐融合在一起，形成了希腊—罗马文化。普鲁塔克既是希腊的硕学通才，又是罗马的公民。在他身上，体现着希腊文化和罗马文化相融合的结果。

普鲁塔克曾在罗马讲授哲学，其间结识许多名人。据说，普鲁塔克曾经先后为罗马两朝皇帝——图拉真和哈德良讲过课，博得赞赏并被擢居高位，担任过执政官和希腊总督。普鲁塔克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家乡凯罗涅亚度过。他一方面潜心著述，另一方面担任地方的首席行政长官。他还做过希腊圣地德尔斐阿波罗神托所的终身祭司。他曾在家乡开办了一所学校，自己担任多门学科的讲授，但以哲学和伦理学为主。

普鲁塔克是古代多产作家之一，著作等身，计有两百余种，可惜大多数早以散佚。流传下来的著述由后人编辑成两集。一是《希腊罗马名人传》（Parallel Lives），二为《道德论丛》（Morialia）。前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行动领域的成就，后者意在说明古希腊罗马在思想领域的目标。二者互为补充，相辅相成。其中，传诵较广的是《希腊罗马名人传》。该传记1990年被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相传，这是普鲁塔克晚年的呕心沥血之作。这是一部融历史、文学、教育和人生哲学为一体的鸿篇巨制，是西方古典文库中的瑰宝。在外国古代文学传记中，《希腊罗马名人传》堪称最负盛名，最有影响。《希腊罗马名人传》主要以古希腊罗马广阔的历史舞台为背景，将希腊和罗马伟人中品行事业相类似者加以并列，对照叙述，然后给予评价，塑造了希腊罗马历史上各种类型的人物形象，表明了两种民族伟大、光荣的历史。正是由于它的流传，我们才得以回到希腊、罗马时代，才能体会到与当时的代表人物接触的喜悦。这部《希腊罗马名人传》现存仅仅50篇，有23对，46篇采用对比写法的名人传，希腊、罗马各占一半，另外还有4篇单人传记。但后人为了方便，把原著中各组相比较的人物按年代顺序重新进行了排列。普鲁塔克文笔流畅清晰，瑰丽多姿，人物刻画细致入微，栩栩如生，故事情节引人入胜，启人遐思。奇闻逸事和名言隽语穿插其间。《希腊罗马名人传》开创了传记体史学著作的先河，后世多仿效该书笔法进行写作。但是，普鲁塔克主要是一位伦理道德学家，再现历史并不是他撰写传记的主要目的，其主要目的是发挥和宣扬自己的伦理理想。书写传记是实现其教育目的的手段。《来库古传》是《希腊罗马名人传》中主要涉及斯巴达文化教育的一篇，同时提供了大量斯巴达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材料，是后世史学家研究斯巴达各方面情况的重要资料来源。普鲁塔克在为来库古树碑立传的过程中，以美饰和赞同的笔法，叙述了斯巴达的教育概况。其中，普鲁塔克非常推崇斯巴达教育的某些实践活动。比如，重视军事体育训练及优生的问题，少年可与宠爱他们的男性长辈交往的问题，语言训练的问题，热爱智慧等，都可以在普鲁塔克《论儿童教育》（The Education of Children）中发现相对应的似曾相识的理论。

《道德论丛》则由六七十篇杂著组成。以苏格拉底式宣讲，柏拉图式对话或辩论，以及家庭聚会中的非正式谈话为主要形式，颇有后世“席间漫谈”“炉边闲话”的风味，质朴、自然，以训世为主要目的。内容涉及教育、哲学、伦理、宗教、政治、科学、文艺等。《论儿童教育》是其中关于儿童教育的专论，详细论证了如何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儿童。普鲁塔克注重良好教养、好习惯的养成及全面的人文训练的教育，目的是为特权家庭培养年轻绅士。他自己的经历也说明，只有良好的教育才能成就有哲学智慧、优雅风度、英雄气概、政治谋略的人。

在哲学上，普鲁塔克是一个折中主义者。他以柏拉图学说为核心，融毕达哥拉斯学派、斯多葛学说、亚里士多德学派为一体。他的伦理道德思想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至上”和“哲人治国”等理论。他认为人生应当受理性的节制，以道德为准绳，严于律己，宽以待人，恬淡寡欲，崇尚朴素谦和，不慕名利，忠于职守，造福人群，顺乎人情，而反对放纵情欲，奢侈过激，贪婪残忍等行为。他尤其注重道德实践，这种主张对他的教育思想有重要影响。

普鲁塔克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往往从唯心史观的宿命论出发，原始的宗教迷信色彩较浓厚，以善恶分明、因果报应的伦理思想为基本原则。首先，他尊崇神性，信奉天意。同时，他深信生命无常，灵魂不朽，晚年又增添了浓郁的神秘主义色彩，提倡灵魂转世和生命轮回的学说。他认为，在神与人之间存在一种中间状态，他称之为“精灵”“魔障”或“亚神”。人在世上，如果一生树德行善，摒弃邪恶，死后就会荣升为精灵，犹如他心目中的“护法神”苏格拉底先师一样。之后，如果继续发扬光大其美德，则升天变为真神；如作恶失去光洁，则堕入红尘，轮回转世。精灵有恶有善，有强有弱，有幸与不幸，因而神谕有时应验，有时失灵。《希腊罗马名人传》中，英雄人物的建功立业，功败垂成，都与神谕有关，处处脱不开精灵或魔障的法力。[48]

他主张在人的灵魂中要努力使非理性服从于理性。幸福来自于德行，而德行在于遵守宇宙法则的根本教义。在政治上，普鲁塔克倾向于开明的君主制，对雅典的民主制持怀疑态度。

二、论公共教育

在《来库古传》中，普鲁塔克详细介绍了斯巴达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情况。这是现在人们研究斯巴达教育的主要资料来源。

斯巴达的教育属于非常古老的早期人类教育类型，其生活有着明显的原始生活习俗的痕迹。拉哥尼亚平原东、西、北三面环山，唯一临海的南岸由于海岸线平直而缺少良港，使斯巴达成为保守封闭的农业国家，墨守着原始部落时代的一些古老的生活方式。斯巴达的教育有两个显著的特征：一是斯巴达人的教育生活化，寓教育于生活，把包括政治、经济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与品德的培养紧密结合在一起。二是注重军事体育。教育的任务是使斯巴达人在长期严肃训练中成为坚忍不拔的战士和绝对服从的公民。

在斯巴达的政治、法律生活中，来库古做出的重要贡献在于他的立法，而立法又是与教育紧密关联的。立法的目的是维护社会成员内部在政治、经济、法律活动中的平等权利。竭力防止两极分化，使所有公民既不穷也不富，“使一切人生活方式上都平等一律”。

来库古的立法主要有三项内容：①创建长老议会。由28人组成。长老议会同国王们在最重要的事务上有同样的决定权，从而给国家大事的协商带来了稳定和节制。②重新分配土地；分配斯巴达人的流动财产；取消不必要的、多余的技艺。重新分配土地，可以杜绝当时斯巴达骇人听闻的不平等，使人们彼此在划一的、生计上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生活在一起。分配流动财产的方法是用易碎的、币值很小的铁币替代所有的金银货币。同时，因为没有销路，大部分技艺也随着旧的货币一同消失了。这样，再不存在与外国的买卖，传播异邦思想，教唆邪恶的修辞学教师和占卜者也被拒之门外，蓄妓的风气和金银匠人也不复存在，“于是，奢侈就这样渐渐地失去了刺激它、支持它的因素，自然消亡了”[49]。③建立公共食堂制度。目的是进一步打击奢侈风尚和铲除致富的欲念。这是来库古精心构思的政治措施。在公共食堂里，人们相互结伴，吃饮同样的食物，而不是在家里，倚靠着华贵的睡椅，坐在华贵的桌前，让人侍候，吃得脑满肠肥，屈服于每一种贪欲和各种饕餮之徒的恶习。普鲁塔克认为这一切不仅毁了他们的性格，而且败坏了他们的身体。通过共同居住和简单饮食，财富不再成为人们渴求的对象，成为“非财富”。普鲁塔克称赞这是一个“伟大的成就，而且是一个更加伟大的成就”[50]。公共食堂不仅是斯巴达人餐饮之处，还是青少年男子接受教育的场所，是培养共同行为规范的学校。男孩子们出入公共食堂，就像到正经学校里去上学一样。他们在那里倾听政治辩论，领受开拓心胸的有益的教育典范。要练习容忍揶揄。要申请成为食堂的会员，还得得到原有成员的投票通过。因为共同进步的人要保证志趣相投、好恶一致。在食堂饮酒要适度，进餐后在夜色中回家不得拿火把，以培养他们勇敢无畏的品德。

普鲁塔克认为，来库古的这三项措施在整体范围内涵育了斯巴达人的民族品德和性格：稳妥和节制，坚定和平等，俭朴和实用，反对奢侈，遵守公共习惯，友爱，志趣相投，好恶一致等。斯巴达的每一个公民都只属于国家。来库古的目的是不使他们有独立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使每个人成为社会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来库古领导下的斯巴达教育完完全全承担了立法的功能。以教育代替立法，把民众教化与立法紧密结合。来库古制定的法律并未形成文字。他认为：“倘若那些促进城邦的繁荣与美德的最主要和最有约束力的原则，深深地在公民的习惯和训练当中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经久不变和牢固可靠，因为通过教育使青年人民明确坚定不移的目的，要比强制更具有约束力量。”[51]

元老院议员的补缺要选最德高望重的人，这是对美德的奖励。议员竞选是对全体公民的一次教育和感召。丧葬方面，来库古主张破除迷信恐惧，不用陪葬，除战死的男人或殉葬圣职的妇女，不准刻写墓碑，使得丧葬也成为英雄和美德的表征。普鲁塔克评价道：“来库古将对德行的颂扬或对罪恶的谴责同生活中一切必要的细节融合在一起了。”

来库古认为，优秀的典范不断出现，必然对沿荣誉大道迈步的人产生支配性和决定性的影响。也正因为如此，来库古反对斯巴达人吸收外邦未受过训练的，在不同政体下的人们的生活习俗，并拒绝外邦人，以杜绝外邦人的信仰和教唆的腐蚀。来库古认为：“防杜腐败的风习侵袭和充塞斯巴达比防止瘟疫更有必要。”[52]

普鲁塔克认为，正是由于来库古通过以上训练和教育斯巴达人的方法，将他的法律灌输到他们的性格里去，培养他们对政体的爱，使来库古保障了其法律的稳定性和持久性。斯巴达人后来对来库古教诲的稍离，导致他们丧失了对希腊的控制权，濒于毁灭。普鲁塔克认为，这也是从反面证明了来库古的英明和功绩。

三、论遗传的作用

普鲁塔克关注赋予儿童生命的父母的出身，主张如果父母想把其子培养为达官显贵，就要对与之同居的妇女进行选择。要克己自省，远离下流的妇女，如妓女和妾婢。因为父母之中无论哪一方出身不高尚，则天性卑鄙低劣，即使终其一生也不能根除。人人可以斥之，辱之。这样的父母所生育的儿童，是得不到幸福的。另外，为了避免父亲将恶习遗传给孩子，那么父亲在与其妻亲近之时，不得饮酒或浅尝辄止。普鲁塔克相信，如果父亲在醉酒的情况下使其妻受孕生子，则其子必钟情于杯中之物。他甚至借第欧根尼之口，对神智不正常的青年人断言：“你父亲在养育你的时候一定喝了酒。”[53]

普鲁塔克认为，品行的善恶取决于三个重要因素，即本性、理性和习惯。只有这三个因素同时具备，才会有正常、良好的行为。人的本性拜遗传所赐，理性经学习所得，习惯通过实践而养成。人在自然禀赋的基础上，通过学习而获得进步，通过不断重复而使其善行得以巩固。只有三者的结合，才会使人的品行趋于完善，缺一不可。因为“没有经过学习的本性，是盲目的；没有本性的学习，是不完整的；既没有本性又不学习的实践，是无效果的”。这就好比种田一样，首先要田肥地沃，其次要求农夫技艺高超，最后是选用良种。培养儿童也同此理。禀赋之如土地，教师之如农人，语言教化之如种子。柏拉图、毕达哥拉斯、苏格拉底这些出类拔萃、享有盛名的人物身上，正体现了这三种素质的完美结合。

普鲁塔克的优生论与来库古的教育实践保持一致。来库古把教育看作立法者最伟大、最崇高的任务，并且追根溯源，着手调整婚姻与生育状况。来库古深信，婚姻的目的是生育。斯巴达的年轻姑娘的婚嫁习俗与她们接受的教育一致。来库古只是在她们完全成熟并热望结合时，才让她们做新娘。成熟产生的相互渴望使男女产生体贴入微的爱情，这时的新娘也强健有力，足以应付怀孕和生育的紧张劳累。斯巴达实行抢婚制。新郎在夜间和妻子短暂约会后仍回到原来的住处，与其他青年男子共居一处，直到做了父亲才可在白天看望自己的妻子。目的是锻炼克制和节制的美德，并且由于节欲，使双方身体内部充满创造力，并保持情爱的高涨与新鲜。

来库古抵制丈夫对妻子的独占欲和妒忌。他主张为了得到气度不凡、高贵典雅的孩子，妇女可以与比自己丈夫优秀的青年同居生子。因为儿子是国家的公共财富，而非父亲的私有财产。他嘲笑当时法律中的愚蠢之处：“他们繁育犬马时反倒坚持要得到最佳的雄性良种，不惜金钱或利用私人友谊；但是，他们将自己的妻子锁在深宅内院，让她们只给自己生儿育女，哪怕他们自己是些笨伯，或是孱头，或是病夫。”[54]因为婚姻关系的目的只是得到健壮的体魄和营造良好的政治环境。

总之，普鲁塔克的教育思想中已出现了优生学的萌芽。他重视遗传的作用，强调父母要有良好素质才能养育正常儿童，并且把人的天赋列为决定健全行为的重要因素之一。同时，他又肯定了教育的重要作用。

四、论智育

（一）哲学素质的培养

普鲁塔克赋予哲学至高无上的学科地位。他说，自由民的孩子，必须要熟稔文雅教育中的每一学科，但是，只要求他们随机学习，只需了解而不必深究。而哲学应是一切教育的核心，最为重要，最有价值。正如旅游时可以观光许多城市，但要定居，则须选择其中最好的才会使儿童们享受到裨益。

知识可以分别医治身体和心灵的疾病和创伤。在身体方面，医学知识可以保证人的健康，体操知识可以使人强壮。而对心灵方面的疾病和烦忧，只有哲学才能医治。普鲁塔克指出哲学有三个主要的作用：①使人能分辨何者为荣誉，何者为羞耻；何者为公正，何者为不公正。即何者可为，何者不可为。②可帮助确定人与神，与父母，与长辈，与法律，与朋友，与权贵，与妇女，与孩童之间的关系。尊敬神明，孝敬父母，尊让长辈，服从法律，顺服权贵，爱护朋友，礼敬妇女，悌爱儿童，不恃傲于奴仆。③不因得而过喜，不因失而过悲，不放纵声色，不蛮横粗暴。这些都仰仗哲学知识的指引。

普鲁塔克主张，哲学要与生活实际相联系，应重视哲学的实用性。他认为生活方式有三种：世俗的生活；思索的生活；享乐的生活。享乐的生活即纵情声色，耽于情欲的生活，卑下低级，不应仿效。思索的生活不应脱离实际，一旦脱离实际，就会成为空乏无益的生活。世俗的生活如果缺乏哲学的成分，就会枯燥无味，没有文化气息，没有修养价值，这样的生活也不能带给人幸福。可见，生活离不开哲学，哲学也不应该脱节于生活。在这方面已经给人们树立了典范的是那些把政治才华与哲学智慧适当地结合于一身的伟大人物。他们于社会，于公共事业，于个人有益，又达到了潜心研究哲学的最高精神境界。在现实生活中，伯里克利、阿克斯特等人就是把政治和哲学巧妙地糅合在一起的典型。

（二）阅读、语言、音乐、诗歌的训练

普鲁塔克要求孩子们必须阅读古代的作品。要像收集耕种时使用的农具一样收集这些作品。因为教育所要依附的工具是书籍的使用，这样，我们才能对知识进行研究。

斯巴达少年要接受严格的语言问答训练，要求答话有理有据，言简意赅，言辞辛辣优美。讲粗话者受罚，绝不说思想苍白或毫无意义的语词，不信口开河。

普鲁塔克对斯巴达人交谈的评价是：“虽然简短，但确定有力，中肯，能抓住听者的思路。”[55]因此，普鲁塔克断言：“热爱智慧胜过热爱健身活动是斯巴达人与众不同的特点。”[56]

斯巴达人关注音乐、诗歌方面的修养。其歌曲激情饱满，振奋人心，风格古朴，主题严肃，扬善抑恶。热爱音乐和尚武好战同时体现在斯巴达人身上。普鲁塔克通过对诗人泰勒斯的赞美，说明诗歌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颂诗可规劝人们服从命令，和谐如一，诗人做的工作与最有成效的立法者对等。他说：“韵律整齐的诗歌里，充满了井然有序的宁静。因此，凡是听过这些诗歌的人，不知不觉就柔化了性情，以至于摒弃了当时风靡一时的相互憎恨，从而和睦共处，一道追求高尚的、崇高的情操。”[57]来库古在发现《荷马史诗》中包含的政治与纪律的教诲比它提供的欢乐与放纵的刺激毫不逊色后，把史诗抄录编册，使之在斯巴达广为流传。

以上普鲁塔克阐述的斯巴达教育的一些史实，比如，斯巴达教育实践中对音乐、诗歌、艺术的重视，热爱智慧胜过健身活动等情况，与我们现在掌握的斯巴达人嗜武成性、没有文化的说法互相矛盾。要解释这一矛盾，须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后期的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

在迈锡尼文明时代，斯巴达是希腊本土上重要的文明中心，在各城邦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公元前1200年左右，另一支叫作多利亚人的希腊人，侵入希腊半岛中部和南端的伯罗奔尼撒，毁灭了迈锡尼文明，征服了原先居住在那边的土著部落，繁衍为斯巴达人。之后，希腊本土出现了延续约400年[58]（约公元前1200—前800年）的黑暗时期。由于迈锡尼文明的毁灭，希腊本土经济倒退，文化陵夷，又倒退到了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直到公元前8世纪中期，才重新开始有文字记载的历史。

在征服和对外扩张的过程中，斯巴达国家产生、形成。在扩张过程中，这支多利亚人把大部分被征服的土著居民变成了集体的农业奴隶，或将之驱逐到边远山区。从公元前8世纪后期开始，斯巴达人又侵入西部的美塞尼亚，史称第一次美塞尼亚战争，让大部分美塞尼亚人（即“希洛人”）沦为奴隶。公元前7世纪后期，美塞尼亚人掀起大规模起义，史称第二次美塞尼亚战争。这次战争给予斯巴达沉重的打击。战争之后，斯巴达的文化发展突然停滞了。在此之前，斯巴达人生活安逸自由，热爱音乐和艺术，对殷勤奴隶也有较好的态度。博伊德与金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也述及在斯巴达阿尔特弥斯神庙遗址的出土文物揭示了这个民族艺术的突然变化。“整个7世纪，都能看到一些生气勃勃、地方色彩浓厚的艺术品的证据。这些艺术品无论在优美还是滑稽方面都表现着典型的希腊人的意识。后来，在非常短暂的时间之后，神庙里奉献的祭品就不再精美了，而且具有幽默感的奇形怪状的面具在祭品中甚至绝迹了。”[59]

在《来库古传》的最前面，普鲁塔克考证了传说中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的在世年代。历史学家对于来库古其人的出身、游历、去世的情况，意见不一致。估计来库古生活在公元前7世纪末以前。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来库古时代斯巴达教育对智慧训练的重视了。

（三）记忆力的训练

记忆是学识的储藏所，要锻炼儿童的记忆力。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像记忆那样，能创造和孕育新的事物。不论是记忆超群还是记性驽钝的儿童，都要进行训练，增强他们自然的禀赋或补救其所不足。这样，优秀者更胜一筹，落后者也会有所进步，积少成多。凡教学中可以训练记忆力的科目，对儿童的学业成就和实际生活都有助益。

五、论道德教育

普鲁塔克强调本性、理性和习惯在人的品行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他并不认为禀赋欠缺的人就要抱憾终生，无以弥补。他说，如果上苍赐降这三种素质于一身，则是极端的荣耀和上天的厚爱。如果天性不全，教育则是改变个人处境的适当的渠道。因为除天性外，理性和习惯后天可以习得。学习、实践、教育可以弥补天性的不足。习惯长期坚持逐渐积淀，则形成性格。“习惯”在此等同于“教育”。好的习惯不是自发形成的，它是良好教育的结果。为了证明教育、实践、习惯在人的性格形成中的更重要的作用，普鲁塔克以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的例子来说明。[60]来库古用不同的方式饲养了两条同种猎犬。一次，当众人聚会时，来库古对他们说道：“斯巴达的人们啊！习惯、训练、教养及生活指导对人的美德的形成有极大的影响。现在就让我做个证明。”于是，他在狗的前面，放了一盘食物，一只兔子。当一只狗飞奔逐兔而去之时，另一只却津津品尝盘中食物。来库古说：“这两只狗都是同一种类。由于教养方式的不同，一只成了狩猎者，另一只成了贪食者。”这就是普鲁塔克关心儿童教育的原因。

普鲁塔克也谈及了早期儿童教育的问题。早期教育在孩子落地之日就应开始。要立即对孩子的肢体加以限制，使其长直，避免畸形。同样，出生伊始，就要重视孩子性格的塑造。因为幼儿易受外界影响，可塑性大，思想还未定型。一旦外界的不良影响进入孩子的头脑，就很难清除，就像在松软的蜡上盖上的印章。所以，要用正确的教育占据儿童易被感染的心灵，保护他们不被污染。

简言之，良好的教育，适当的训练，要持之以恒，贯穿人生的婴儿期、童年、青年时期。只有这样，才能修得品行完美，人生幸福。在人的本性中，两种资质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智力（mind）和理性（reason）。智力制约理性，理性是智力的奴仆。对于这二者，万贯财产不可腐之，病魔缠身不可摧之，恶语中伤不可毁之，时光流逝不可蚀之。虽然年年岁岁，时光飞逝，湮没了其他很多东西，智慧却随年月增辉，远离了琐屑与粗鄙。

另外，普鲁塔克特别指出，他的教育理论普遍适用，既面向富家子弟，也面向平民孩童。并且专门指出，穷人须尽其所能，给孩子提供最佳的教育。如果做不到，那他们必须运用别的办法来获取教育。

在道德教育方面，普鲁塔克论述了道德教育的方法、道德教育的内容及青春期教育的问题。

普鲁塔克主张用鼓励与说理、批评与表扬相结合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反对掌掴等体罚手段。他说体罚不适合于自由人的孩子，只有奴隶才可以被体罚。儿童受罚后，不但要承受身体上的痛苦，心灵上也难免被伤害——他会认为自己没有被别人尊重，没有被当作自由人。对于自由人的孩子来说，批评与表扬的方法最为有效，胜过任何其他不正当的途径，因为奖励和表扬可以激励他们奋发向善，渴望荣誉；责备和批评避免他们堕落为恶，鄙弃丑行。同时，要注意批评与表扬的交替使用，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时机选择要恰当。在儿童自以为很了不起的时候，加以批评，使他们感到惭愧，然后再辅之以鼓励，使他们重新振作。就如同奶妈的方法：打一巴掌，揉一揉。表扬时应注意实事求是，不要言过其实，以免诱发儿童自高自大、忘乎所以的心理。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普鲁塔克也做了一些阐述。他主张杜绝孩子讲污言秽语，并援引德谟克里特之言——“言语是行动的影子”，要求儿童的语言彬彬有礼，举止合宜。因为再没有比性格粗鲁更令人厌恶的事了。要教育青年人在论辩中态度谦逊，控制情绪，在不能获胜时审时度势，及时让步。这才是聪明的表现。要培养青年人说真话、实话的习惯，因为谎言是奴隶的行径，众人莫不痛恶欺骗。即使在地位微贱的奴隶中，也是以欺骗行为为耻的。

普鲁塔克为青年人的道德修养设计了一个原则，即生活俭朴、言语谨慎、抑制愤怒、约束行为。

另外，普鲁塔克谈到了青春期教育的问题。他指出，对青年的关心要比对儿童的更多一些。因为青年人如果犯错，性质会严重得多。在这一阶段，青年易滑向堕落，行为无节制，贪婪，偷父母的钱，赌博，寻欢作乐，酗酒，与已婚妇女行为不轨等。因此，要谨慎监督青年的行动，加以约束、限制。因为人在本性上是喜欢作乐、放纵奔放和无所羁绊的，所以需要人去驾驭。在这一阶段，为人父母者对青年放纵不管，任其胡为，则愚蠢透顶。但凡有头脑的父亲，都应对处于该年龄阶段的青年特别警惕小心，用生活中正面、反面的各种实例来说服、教育他们恢复理智。如果以上方法仍不能使浪子回头，他们仍肆意妄为，听不进忠告，就应考虑让他们成婚。婚姻是青年人最好的联合方式。择媳时，不能贪图富贵人家，攀附高枝，而要选择门当户对的亲家。因为如果娶了个金枝玉叶，则不知不觉会将自己变成嫁妆的奴仆，而非妻子的丈夫了。

六、论体育

普鲁塔克认为，体育是儿童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要实施得当，全力以赴。体育不仅是为了形体健美，更是为了强壮有力。因为孩童时的强壮身体是成年后强健的基础。恰似在晴空万里的日子，人们应该有未雨绸缪的打算。所以，年轻时应该经历充分的磨炼和自我节制，以便老来应用。

体育锻炼要适度，不可过火，以免太劳累不能读书。他引用柏拉图的说法，睡眠和劳累都是有害于儿童的。

体育的重要性还在于体育锻炼与战争紧密联系。在他看来，锻炼的基本职能就是培养勇敢的战士。出于战争的缘故，孩子们必须接受掷标枪、射箭、打猎等训练。因为在战争中，“征服的果实，是属于胜利者的”。室内的生活不足以生产出战场上所需要的身体条件。有些士兵身体虚弱，只有通过体操训练才能较顺利地接受军事训练。

七、论妇女教育

普鲁塔克赞赏斯巴达对女子教育的重视。斯巴达的这种做法与原始部落的生活风俗有一定联系。虽然希腊英雄时代已经是父权制社会，但仍保留了尊重妇女的风尚。在斯巴达社会，妇女地位高于希腊其他城邦。同时，这也是为了给她们生育身体健康的孩子创造必要的条件。妇女最主要的任务就是为国家生育健壮的战士。妇女在家接受教育，不必去军营。主要内容是通过跑步、摔跤、扔铁饼、掷标枪锻炼身体。这些运动既可以使将来腹中胎儿健壮结实，又可顺利分娩，并使她们摆脱娇气与娇弱。妇女在运动时同青年男子一样，只着短袖束腰。这样既可对围观的青年男子中行为失检的进行揶揄，挑剔，又可对高贵品德者进行赞颂。普鲁塔克认为，这些妇女衣着虽少，却丝毫不失体面，反倒培养了她们庄重贞节、质朴的习惯和对健美身体的热烈追求等美德，也使她们体验到一种高尚的情操，使她们拥有勇气和抱负。在家，她们绝对地管理家务；在公开场合，她们参与辩论并无拘无束地发表对重要问题的意见。在这样的公开活动中，不仅妇女，所有的青年都身临其境，接受生动的道德教育。

八、论父母与教师的职责

教育在人的性格形成中可以发挥巨大的作用。而教育能否正常发挥其效能，教育性质是好是坏，则取决于教育者。[61]普鲁塔克眼中的教育者依次为父母、奶妈、教仆、教师。对教育者的要求及责任，普鲁塔克做了以下阐述。

母亲应该亲自抚养自己的孩子。因为她们在抚养孩子时，母爱盈怀，情真意切，小心翼翼，待之若掌上明珠。而女佣和奶妈的爱则是不真诚的，来自于外界，为报酬而付出。因此，为人母者要鞭策自己，尽可能担负起抚育和养护的责任。如果因为身体孱弱或子女众多的原因，要雇用奶妈或女佣的话，则要谨慎从事，择优而用，以希腊人为首选。希腊妇女浸淫在高度发达的文化传统中，性格与德行要较其他民族的优越。

为人父者，应洁身自好，谨言慎行。只做其所应做之事，为子女树立学习的榜样，成为子女自检行为的明镜，教育子女趋善行而避恶果。如果父亲一生劣迹斑斑，偷盗行窃，则连忠告奴隶的资格都丧失了，更别说教育自己的子女。父亲在让孩子学习的时候，要充分考虑到孩子的接受能力。普鲁塔克说，有些父母对孩子的要求过高，效果适得其反。因为“当他们过于迫切地想在种种学问上使他们的孩子出人头地、鹤立鸡群，他们就会给儿童安排一些不合情理的难以完成的任务，结果造成孩子的难过和负性情感体验，从而厌恶学习”[62]。在为儿童选择了优秀的教仆、教师之后，为父者如果从此对孩子的实际教育情况甩手不管，不闻不问，则不算尽到了父亲的责任。他们应该过几天就检查一下孩子，不能把对儿童的全部希望寄托给外人去实现。因为“没有任何东西，能像国王的眼睛，能使马儿肥硕”[63]。父亲对孩子的教育要刚柔并济，不能过于严厉、生硬和粗暴。自己不如年轻人的地方，父亲应该坦白承认。为父之道，在于宽严结合。偶尔可放纵一下孩子的欲望，放松一下缰绳，有时却要严格要求。应制怒，以镇定对待青年的错误，要忍耐得了青年人无关紧要的错误。有时甚至需要熟视无睹或装聋作哑。既然我们可以忍受朋友的短处，为什么不可以容忍自己的子女的呢？即使不能做到镇静，那么发火之后，应马上冷静下来。有张有弛，严厉与慈爱的有机结合，才能达到预期的教育效果。

普鲁塔克赞同青年人与眷宠他的成人亲近、交往。他认为像苏格拉底、柏拉图等值得仰慕的人，都可以对青年产生良好影响，指导他们心向学业，行为美满，并使他们见习领袖风采。在来库古领导下的斯巴达就有类似现象，那里的老年人对青少年的成长和训练非常关心，出于父亲、师长、长官的责任心，时常去观看他们的训练并激励他们。部分有声望的男子钟爱、宠幸一些少年，分享其荣辱、罪罚。同性之爱（包括女性）在斯巴达人中颇受赞许。普鲁塔克对此持肯定态度。他说：“此中毫无嫉妒、竞争，相反，那些把他们的感情集中在同一少年身上的人，倒把他们的感情变成了彼此发展友谊的基础，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使他们所钟爱的少年成为尽可能高贵的人。”[64]

除了父母，还应该为儿童选择教仆作为儿童的教育者。他们身兼仆人和游伴二职。这种人要求性格健全，口齿清晰，最好是希腊人，以免孩子跟瘸学跛，被野蛮人及卑鄙的人玷污。到孩子年龄稍长，就应该为他们选择教师，交给教师照管。教师的挑选要慎之又慎，不应随意把儿童交给从战争中掠来的奴隶，或野蛮未开化的或居无定所的人。普鲁塔克指出，时下有许多人在处理为孩子择师一事上荒诞不经，不能仿效。因为他们把孩子托付给一些自己信任的奴隶去监护照看。这些人往往是照管农场、船只等东西的，有的是管理家务的，个个好吃懒做，酗酒成性，百无一是。一个优秀的教师，应该像《伊利亚特》中的亚乞利斯的教师那样忠诚可靠。

普鲁塔克提出选择教师的标准是：生活正常，品行端正；行为高雅，无懈可击；经验丰富，无可匹敌。

九、贡献与影响

作为一代宗师，普鲁塔克在世时就深受景仰，其作品成为人们最喜爱的读物。文艺复兴时期，普鲁塔克的伦理观念和他所歌颂的人生模式，还有迥异于经院主义教育的把培养有教养的人作为教育目的，把哲学思考、文雅举止和政治风度结合的教育理想，正切合西欧人文主义学者的需要和主张，而备受他们的青睐。《道德论丛》和《希腊罗马名人传》的希腊文原本被刊印，后被译为拉丁文、意大利文、法文、英文，其传更广，声名更胜，几乎家喻户晓。拉伯雷、蒙田、莫尔、莎士比亚、培根、歌德、马克思等，都十分喜爱普鲁塔克的作品。后世很多史学家、文学家都从中汲取营养。不但普鲁塔克笔下的英雄人物成为人们教育孩子的活的典范，而且他对教育理论的发展也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卢梭的巨著《爱弥儿》中，我们时时可以体察普鲁塔克对他的影响。

17—18世纪欧美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普鲁塔克的著作也很流行。当时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景慕古典时代的奴隶主民主制，对普鲁塔克笔下的古希腊罗马英雄人物充满敬意。19世纪，由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兴起和学者们对历史事实的准确性采取了更加严格的态度，普鲁塔克的影响开始消减。虽然在20世纪他的直接影响并不大，但是一般人关于希腊、罗马的历史知识仍然得之于普鲁塔克的作品。在英美和西欧的一些学校里，普鲁塔克的作品至今仍被列入世界名著第一年必读书目。

普鲁塔克的《来库古传》在叙述斯巴达立法者来库古生平事迹的过程中，记述了大量有关斯巴达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方面的材料，是研究希腊历史的重要文献。作者本人在写作的过程中，通过对斯巴达教育制度的叙述和赞美，表明了作者对教育，尤其是对当时罗马教育的看法。

对于历史上是否有过来库古这个人物，西方学者长期争论不休。普鲁塔克记载闻名于世的斯巴达社会制度，包括教育制度，是来库古一手缔造的。英国教育史家博伊德和金在他们合著的《西方教育史》中指出了这个观点的双重错误。应该说普鲁塔克在《来库古传》中大力宣传来库古的历史作用，对斯巴达的教育制度充满溢美之词，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历史材料的缺乏，另一方面也是普鲁塔克通过对斯巴达教育的赞美而折射出其对当时罗马教育现状的批评态度。

在罗马共和时期，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雄辩家，这在昆体良、西塞罗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但到了帝国时期，在罗马皇帝独揽大权的情况下，人们并不能对国家的重大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雄辩术的作用已发生了很大变化，只是人们在法庭辩论时还需要雄辩术，雄辩家变成了辩护家（律师）而成为一种职业。在这种情况下，普鲁塔克高度重视教育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来库古正是因为把教育青年当作国家的重要任务，才确保了斯巴达的长期稳定。他认为罗马的统治者应该重视教育在维护国家稳定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要培养罗马青年具有完美的德行，即具有诚实、节制、勇敢等品德。因为它不仅有助于培养罗马人“忠君爱国”的思想，而且有助于罗马统治者对各地区的不同民族的人民进行精神统治。

普鲁塔克重视遗传的作用，但他同样重视教育的作用。他从人的天性与教育的关系出发，认为人的成长需要三方面的因素：人的自然本性、理性与习惯。在这三者中，本性是先天就有的，而理性和习惯则来自后天的学习和实践。本性、理性和习惯是相互联系、缺一不可的。人的成长就是在自然本性的基础上，通过后天的学习和实践而实现的。教育不仅具有发展人的本性的作用，而且具有弥补、改善本性的作用。普鲁塔克特别强调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巨大作用。普鲁塔克虽赞美斯巴达的教育制度，但并不像斯巴达那样只强调单纯的军事体育训练，而是主张对青年进行德、智、体等几方面的教育，提倡通过公共教育把罗马青年培养成为德、智、体和谐发展的人，以便使他们成为品德高尚、学识渊博、身体健康的人，成为罗马的优秀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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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

马库斯·法比尤斯·昆体良（Marcus Fabius Quintilianus，约35—95）是古代罗马奴隶制帝国初期最负盛名，影响最大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从理论上系统地总结了加图、普林尼、卢克莱修和西塞罗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又对罗马学校教育实践进行考察审视，提出了较为完整的一套教育理论。他的12卷巨著《雄辩术原理》（Institutio Oratoria）系统地论述了关于培养善良而精于雄辩术的雄辩家的具体举措。他指出，一个真正的雄辩家既要擅长雄辩，通晓各种文化知识，具有随机应变的各种能力，同时还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思想情操，是一个善良的人。为此，昆体良全面论述了雄辩家教育的目的、内容、方法、教学过程和教师等问题，形成了他独特的教育思想体系，对后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第一节 生平与著述

昆体良是古罗马帝国的雄辩家、教育家。他出生于西班牙（当时属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埃布罗河上游加拉古里斯的一个小镇。其父是当时颇有名气的一位雄辩术教师，并在罗马兼任律师事务。因此，昆体良从小就来到罗马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后来又进入罗马文法学校学习。他的教师中有著名的文法课教师帕利门（Remius Palaemon）。帕利门是通过自学掌握了文法知识而获得自由的家生奴隶。[1]获得自由后，帕利门成为文法教师，也是位标准拉丁文法教科书的编撰者。昆体良之所以具有纯净的罗马语言修养是与他接受帕利门的教诲分不开的。离开文法学校后，他曾为当时罗马很有名气的雄辩术教师，著名的律师阿佛尔（Domitius Afer）担任助手。长达8年之久的律师助手生涯给昆体良提供了许多熟悉、了解雄辩术理论和实践的机会，能有幸聆听当时处于权势顶峰的政界要人的演说，这也为他此后独立从事雄辩术和律师事业奠定了基础。公元58年（一说59年），阿佛尔去世，正值罗马旷世暴君尼禄（Nero）统治最黑暗的时期。昆体良毅然离开罗马，返回故乡西班牙。在西班牙的10年时间里，他主要从事律师工作，在民众中已享有一定声誉，并取得显著业绩。公元68年，尼禄由于诛杀无辜，挥霍无度，耽于淫乐，不务政事而内外交困，众叛亲离。各种社会势力起而反对其暴政，元老院宣布他为“祖国之敌”。尼禄在绝境中逃出罗马，自杀身亡。不久，元老院又宣布当时驻西班牙的副统帅，年已72岁的伽尔巴（Galba）继任皇帝。由于昆体良在政治上拥护罗马帝国制度，思想上维护奴隶主贵族统治，学术上雄辩术造诣较高，因而得到当局的信任和赏识。同年年底，伽尔巴在走马上任时把昆体良也带回到了罗马。此时，又遇到一场争夺帝位的内战，半年之内，包括伽尔巴在内，3个皇帝在混战中被杀，原任罗马驻非洲总督的韦斯巴西安翦灭群雄，夺取皇位，创立了弗拉维王朝。韦斯巴西安是罗马帝国较有作为的皇帝，在位时，他加强中央集权统治，整顿财政、经济，发展文化教育，重建被烧毁的卡皮托林神殿，修建可容纳数万名观众的半圆形大剧场等。为了让皇室及贵族子弟得到精深培养，韦斯巴西安皇帝于公元70年在罗马开设了由国库支付教师薪金的国立拉丁语修辞学校和希腊语修辞学校，这在罗马历史上是从未有过的创举。昆体良被委任为拉丁语修辞学校的公职教师，在这所修辞学校主持工作达20年之久，一直到公元90年退休。他前后历经弗拉维王朝的三代皇帝。[2]韦斯巴西安皇帝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反对奢侈放纵。昆体良也竭力提倡敬重德行，恢复俭朴，规范优良的雄辩术风格。因此，在崇尚道德和俭朴方面，昆体良是完全迎合韦斯巴西安的主张的。昆体良还曾担任过多密善皇帝的两个外孙的家庭教师。由于深得君王及其子弟的赞赏，昆体良获得了多密善皇帝封赠的“执政官”称号。当时这是一个没有实权的空衔，只作为荣誉和特权的象征而已。昆体良在雄辩术教育岗位上辛勤执教20年，他为人严谨、仁慈、豁达、睿智，感情真诚、热爱学生，深受学生们的尊敬和爱戴。他在退休后仍不停歇，着手撰写《雄辩术原理》，只用2年时间，就完成了长达12卷的鼎力之作。但此书直到他去世后的公元96年才出版。这是西方第一本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在教育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此外，昆体良还著有《论罗马雄辩术衰落的原因》（Decausis Corrupta Eloquentiae），可惜已散失无存。《雄辩术原理》的书稿也曾遗失达1300多年之久，直到1416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人们才从瑞士的圣·高卢女修道院藏书楼的积尘中发现此书的破损文稿，由瑞士古籍收藏家波齐奥·布拉秋利尼（P. Bracciolini，1380—1459）花费32天的时间，以秀丽的文字抄写完这部著作，使它重见天日，并立即受到社会各界人士的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英国19世纪著名哲学家穆勒（J. S.Mill）在谈到昆体良著作的贡献时指出：“他的著作是整个文化教育领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书。”[3]德国著名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读了此书后深受鼓舞。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这样写道：“我喜爱昆体良更甚于几乎所有其他教育权威，因为他既是教师，也是模范的雄辩家，即是说，他是以理论和实践的最巧妙的结合进行教育的。”[4]昆体良老年丧妻丧子，逝世于公元95年（另一说为公元96年）。

第二节 昆体良雄辩术的思想渊源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是与雄辩术的研究和雄辩家的培养紧密相关的，深受斯多葛派哲学的影响。

雄辩术（Oratoria）又名演说术。昆体良认为，“它是一门艺术，它是有用的，它是一种美德，它的素材是需要处理的每一个问题”[5]。据《伊利亚特》记载，早在古希腊的荷马时代就出现了雄辩术和教授雄辩术的人。因为古代希腊经济的发展、文化与学术的高涨和政治生活的活跃，使雄辩术得以持续发展起来，并产生了一批学识渊博、才华横溢、文采绚丽、热情奔放的著名雄辩家。恩培多克勒、高尔吉亚和普罗塔哥拉是最杰出的代表。古希腊时代雄辩术研究和讲授的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一是致颂词，一般在庆功会或葬礼上发表演说，颂扬某个人或某些人的功德和业绩。二是进行政治鼓动，针对国家重大的政治、军事、社会问题发表演说，进行辩论，申明自己的观点，影响公众舆论。三是法庭上诉讼案件的控告与辩护。到了罗马共和时期，上述一、二方面的内容仍然是雄辩术为之服务的重要方面，成为争取民众、击败政敌的重要工具。改革家格拉古、阿西琉、路卡努、西塞罗都是才干超群的雄辩家，使雄辩术在政治生活中显现其巨大的作用。到了罗马帝国时期，雄辩术虽已逐渐失去其昔日的光彩，但是它在另一种重任下继续为帝国效劳。这时，它成了有教养的罗马人的标志或身份（主要是走向仕途的阶梯），但更多的是从事法律的诉讼。昆体良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使雄辩术理论日臻完善。

昆体良在认识论上奉行的是斯多葛学派。[6]该派代表芝诺（Zenon Kitieus，约前336—前264）在认识论上承认客观事物在人的认识中的反映，人应“顺应自然”，具有朴素唯物主义倾向；他还提出宇宙决定论与人类自由说。芝诺及其弟子们深信，自然的过程是严格地为自然规律所决定的。起初只有火，然后逐渐出现气、水、土。最终将有一场宇宙大燃烧，于是一切又都变成为火。这种演变过程将永无休止地重演。我们每个人都包含有一部分神圣的火。一切事物都是那个叫作“自然”的单一体系的各个部分，个体的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时就是好的，德行就是与“自然”相一致的意志。既然德行在于一致，所以人生中一切真正好的和坏的东西就都取决于自己。他可以很穷，但又有什么关系呢？他仍然可以是有德的。在一个人的生命里，只有德行才是唯一的善，像房屋、田地、财产这些东西都是微不足道的身外之物。房子只能有力量左右外物；而德行则完全靠个人自己。所以，每个人只要能把自己从世俗的观念中解脱出来，就有完全的自由。斯多葛学派给后人思考的重点有三个方面：一是知识论；二是自然律；三是伦理观。这些无不给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打上深深的烙印。

第三节 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昆体良在论述雄辩家的培养时，十分强调教育的作用。他虽承认个人的禀性对人会起某些作用，但他又认为更重要的是要靠教育的力量。他指出，只有人的天赋与教育的结合，才能造就出理想的雄辩家。人的天赋是教育的原材料。如果没有原材料，教育是无能为力的。而大多数人都是可以接受教育的。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第一卷第一章中就开宗明义地写道：“正如鸟生而能飞，马生而能跑，野兽生而凶残，唯独人生而具有敏慧而聪颖的理解力。所以，心智的根源也是来自天赋。”[7]为此，他告诫每个做父亲的人在孩子刚一出生的时候就要对他寄予最大的希望，并一开始就给予他精心的关怀，深信每个孩子都可以通过教育得到较快的发展。在一般情况下，如果有人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那么缺少的不是天赋能力，而是教育。教育的作用是以人的天赋为基础的，天赋的发展又必须通过教育来实现。这两者孰重孰轻呢？昆体良说：“我认为优秀的雄辩家是更多归功于学习，而不是更多归功于天性。这就像最好的农夫也不能改良没有肥力的土壤，而肥沃的土地即使没有农夫的帮助也能长出有用的东西来，然而，如果农夫在富饶的土地上支付了劳动，他就能比土地本身的恩赐收获更多的果实。”[8]关于天性与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问题，昆体良的结论是：“自然（天性）是学习的原材料……没有原材料，人工无所用，即使没有人工，原材料仍能有自身的价值，但人工的成就较之自然（天性）的成就效果更大。”[9]在近两千年前，就能做出如此深刻的分析论断是难能可贵的。

昆体良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善良的、精于雄辩的人——雄辩家。雄辩家在当时罗马人生活中是个受人尊重和令人向往的专职。既成为富贵子弟进入仕途、往上攀登的阶梯，也成为平民后代或学得雄辩技能为民请命或改换门庭的途径，使雄辩家的教育在罗马流行了好几百年。

昆体良继承了西塞罗的雄辩家教育主张，并做了新的补充和发展，形成了他独具特色的一套教育思想体系。昆体良认为，要成为一名合格的雄辩家，必须具备三个不易达到的条件：第一，应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因为一个雄辩家首先应该是富有德行、心地善良的人。他说：“我的目标是完美的雄辩家的教育。这样一种雄辩家的首要因素是他应是一个善良的人，因此，我要求他不仅具有非凡的演说天才，而且同时要具备一切优良的品格。”[10]第二，应具有渊博的知识、丰富的阅历。因为只有以完备的知识学问为基础，才能使演说具有哲理性、权威性、正确性，也就具有更大的说服力。第三，要具有朴素自然、简洁优美、真切动人的演讲风格。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掌握丰富的精辟词汇，懂得应用它们的正确方法，学会一些修辞手段。这些修辞手段不是临时生造的，而是从自己的储备中水到渠成地取用的，就如同从百宝箱中取用一样”[11]。此外，还要根据自己的特点，充分研究声调、手势、表情、仪态、用词、隐喻、修辞手段等，以便使演讲能获得最大的成功。昆体良的心目中所要培养的人，绝不是普普通通的凡夫俗子，而是活跃于上流社会的雄辩名家。他说：“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是一个具有最高的天赋才能，满腹蕴藏着最有价值的各种知识的人，是上帝派遣下来为世人带来荣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一个各方面都出类拔萃的人，一个会很好地思考又善于言词的人。”[12]

第四节 论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

昆体良总结前人的经验，特别是借鉴他的老师帕利门的办学方法，主张学校教育优于家庭教育，班级授课制取代个别教学。当时，关于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谁优谁劣问题的争论众说不一，各执一端，而较多的人是反对学校教育的。他们从奴隶主贵族特有的阶级偏见出发，认为学校的集体教学使学生们混在一起，其中必定夹杂有一些品行不端的人，那么由于“近墨者黑”的原因，势必有许多孩子会因此而学到恶德和恶习，其后果不堪设想。昆体良却从实际情况出发，竭力倡导学校教育。他认为，不管在家庭还是在学校两种教育场合，都有可能产生善德，也有可能产生恶德，关键不在形式，而在根源。把家庭教育理想化是完全不合实际的。相反，那种娇惯溺爱、放纵不管的教育方式往往出现在家庭中父母和其他家人的道德败坏，恶劣的榜样，无原则的宠爱纵容之中，更有甚者，那些奴隶主贵族无恶不作，卑鄙无耻的行为处处可见。青少年在这样的环境中受教育，耳濡目染，久而久之，便深深地印入了他们的心灵，养成了种种的恶习。正是这种孩子，将败坏的道德带进学校，污染了学校的空气，而人们却反过来责怪学校败坏了年轻人的道德。昆体良反驳道，把道德败坏带进学校的正是从小在家里受不良教育的学生，道德败坏的根源正是上流社会的家庭及身为达官贵人的父母们。因此，学校教育比起家庭教育来要优越得多，它不仅不会在品德的形成上劣于家庭教育，而且还有它集体教育所独有的长处。其中包括学校的集体教育能给儿童进行经常的生动的思想品德教育。儿童在学校里每天都可以见到好的或坏的行为表现，每天可以看到许多刚发生的新鲜事，每天都会听到对优良行为的赞扬和对不良行为的批评。好的品行对他是一种鞭策，错误言行对他也是一种警惕。另外，“一个未来的雄辩家，一个必将生活于广大公众之中并谙悉公共事务的人，应当从童年时代起就习惯于见了人不致羞涩腼腆，也不应该过着颓唐孤僻有如隐士的生活”[13]，而在“离群索居的生活中，它不是凋残下去，成为湮没无闻的陈迹，就是走向另一极端，变得夜郎自大。因为不与别人比较，人们总是对自己的力量估计过高的”[14]。昆体良正确地指出那些关在私舍院墙之内的家庭教育弊多利少，儿童的精神生活得不到激励和鼓舞，是培养不出具有雄才大略、高瞻远瞩的栋梁之材的。为此，昆体良坚持认为，只有通过接受严格的学校教育，才能培养出他所要求的“伟大而不过度、崇高而不暴烈、勇敢而不鲁莽、稳重而不沮丧、有力而不懒散、生气蓬勃而不放荡、外貌悦人而不放肆、端庄而不装腔作势”[15]的雄辩家。而这种“完美的、杰出的、崇高的、才华横溢的雄辩家”[16]的培养，必须经历包括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在内的长期教育的过程。

第五节 论雄辩家的培养过程

一、幼儿教育

昆体良明确提出，一个未来雄辩家的教育应从摇篮时期开始。他说：“我主张从婴儿时期起就规范我的雄辩家的学业，假定他的全部教育都是由我负责。”“我的计划是引导我的读者从咿呀学语开始，经过初露头角的雄辩家所必需的各个阶段的教育，一直达到雄辩术的顶峰。”[17]他告诫人们：“早期年龄阶段的光阴不要浪费”，“7岁以前学习的东西无论怎么少，但有了这个基础，到了7岁就可以学些程度更深的东西，否则到了7岁还只能从最简单的东西学起”[18]。进而他从儿童心理和生理特征出发强调：“越是年纪小，头脑就越易于接受小事情”，“因为初步识字仅仅靠记忆，而记忆力不仅存在于儿童时期，而且儿童时期的记忆甚至更加牢固，正因为如此，就更没有借口浪费早期年龄的光阴”[19]。

在实施儿童教育中，昆体良十分重视儿童周围的人施加给儿童的影响，因为儿童首先听到的是她们的声音，模仿的是她们的语言，因此，儿童的看护者必须身体健康，说话清楚正确，她们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要为儿童做出好的榜样。他生动地举例说：“我们天生地能历久不忘孩提时期的印象，如同新器皿一经染上气味，其味经久不变，纯白的羊毛一经染上颜色，其色久不能改。”[20]小时候进入脑海中的深刻印象会长久保存，不易忘怀。昆体良注意到“越是令人讨厌的习惯，越是牢不可破，因为好的习惯变坏是容易的，但何时能使坏习惯变好？”[21]为此，做父母的在开始的时候就要给孩子们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们走错了路以后再把他们从迷途中叫回来。要做到这一点，家长们自身最好是个有知识、有修养的人，而不是初懂文墨而狂妄自大，一知半解又装腔作势的人。家长们的无知和失检行为可能带给孩子们种种危害。昆体良深切地体会到，幼儿时期的教育对未来雄辩家的培养关系重大，必须抓紧抓好。昆体良借鉴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幼儿教育的经验，提倡对幼儿进行多方面的教育，帮助他们在体质、德行和知识等方面打下初步的基础。

儿童在7岁前该进行怎样的教育，当时人们的看法不一，有的干脆认为不应该学习，有的主张只进行身体的养护和道德的熏陶，不应该进行知识教育。昆体良则力主给儿童多方面的教育，并提出幼儿在学会说话的前后已是智育开始的时间。尽管7岁前儿童接受知识的能力有限，但只要长期坚持，总能一点一滴地学到一些东西。幼儿时期虽然学得不多，却能一生受用。昆体良主张让幼儿先学习希腊语。因为拉丁语是通用语言，在平时交往中就能学到。幼儿学习希腊语后，紧接着就应正规地学习拉丁语，然后与希腊语同时并进。他要求父母和家庭教师考虑幼儿的兴趣和接受能力。每次的学习量应当很少，并且要灵活多样，使学习变成一种娱乐，而不是使儿童负担过重。昆体良提醒人们：“最要紧的是要特别当心，不要让儿童在还不能热爱学习的时候就厌恶学习，以致在儿童时代过去以后，还对初次尝过的苦艾心有余悸。”[22]他指出，主张早期教育，并不等于期望儿童成为早熟的超常儿童。对急于求成的做法，昆体良是持反对态度的，他强调“早熟的才能鲜有结好果者”[23]。他还专门对那些飘飘然自诩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儿童做过一段寓意深长的评析。他认为，有些过早就显露超常才能的儿童，不少是受虚荣所驱使，把刚刚学到手的一点点似懂非懂的东西拿出来炫耀一番，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的力量，也没有深厚的根基，他们不过像是撒在土地表面而过早萌芽的种子，不过是看来有如稻子似的杂草，未到收获季节就变黄而结出干瘪穗子，就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成就令人高兴，但他们的进步已到此为止。而我们的惊奇也就随之减退”。这是值得引以为戒的事情。

二、初等教育

当孩子渐渐长大，离开父母膝前，并开始认认真真地学习的时候，昆体良竭力主张把他们送到人数众多的初级学校去接受教育，把孩子交给专职教师去接受管理。因为要把一个不懂事的孩子变成一个真正的雄辩家，能在大庭广众之中，准确而清晰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能就自己选择的任何论题进行阐述、发挥，并使之生色，就必须掌握雄辩术方面的一切基本准则。而能够获得上述能力、知识的最佳场所应该是在学校。在家庭里往往会滋长儿童孤傲、娇惯等不良习性。要克服家庭教育带来的负面效应，就必须到学校去并接受专职教师的教育，为此，必须改变罗马贵族阶层聘请家庭教师教育他们子女的传统做法，而把适龄儿童送到公共初级学校去学习。在学校中，共同学习比家庭教育要优越得多，在集体中更有利于激励学生的学习和思考。

在初级学校，儿童主要学习阅读和书写，也同时要学习音乐、诗歌、算术等课程。在初级学校学习期间，为了使每个学生获得应有的发展，教师负有更大的责任。昆体良明确强调：“一个高明的教师，当他接受托付给他的儿童时，首先要弄清他的能力和天赋素质（natural disposition）。”[24]对此，昆体良继承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关于人的天性差异和因材施教的思想，并做了进一步发挥。他认为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人的心性各异，教师要研究、了解儿童的天赋、心性、才能特点，然后才好根据不同儿童的不同倾向和才能，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和教学。有的孩子是懒惰的，除非你激励他，才有效果；有的孩子受到管教就发火，耐心说服会奏效；用恐吓的办法能约束特别顽皮的孩子，却使另一些胆小的孩子丧失勇气；持续的勤奋会使意志坚毅的孩子深受锻炼，另一些孩子则因短期的努力而收效更好。昆体良在长期教育实践中摸索出一套按儿童不同个性采用不同教育方法的经验。例如，对那些有好奇心和好胜心的孩子，要不断地提出新要求，怀抱特别的期望；对一遇挫折就哭鼻子的孩子，在对他们进行教育时则应激励和鼓舞，同时利用责备和荣誉等手段去激发他们的雄心壮志。他认为最令人担心的是对任何事情都漠不关心的孩子，对他们不能抱过多的指望。因为人们存在着智力上的差异，对于智力差的孩子，要尽量适应其能力，以便按照自然的诱导对他们的智力加以训练。而对于天资优异的孩子，则应该让他们去学习一切知识和技巧。对此，昆体良提出要避免两种差错：一种是企图去做不能做到的事；另一种是轻易地放弃他们能胜任的事。

对在初等学校学习的孩子，昆体良强调必须遵循他们年龄的特点，要了解并且确定儿童在不同年龄的接受能力，切忌给幼弱的学生过重的负担。无数事实告诉我们，凡是头脑还未发展到足以忍受的程度，超越儿童头脑所能接受的东西，是不能进入儿童的头脑的。另外，“从一开始就要告诫学生，绝不能表现出自私、无耻和失去自制，他应牢记维吉尔（Virgil）的名言‘少年时代养成的习惯是多么重要’”[25]。昆体良还坚持认为：“从小就表现出真正有才能的孩子也一定是举止端庄的人，不然的话，我认为一个资质鲁钝的人丝毫也不比一个聪明而行为不正的人更坏；但是倾向高尚的人绝不会是鲁钝怠惰的人。”[26]

昆体良认为初等学校对儿童的教育，不仅要重视思想品德和知识才能的培养，同时还要关心他们的休息和娱乐。他强调：“对于一切儿童都应当允许他们有些休息，这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什么东西能经受持久的劳累（即使是那些没有感觉没有生命的东西也以轮换的休息而有松弛的时候，以便保持活力），而是因为专心致志的学习有赖于学生的意愿，而意愿是不能通过强制得到的。”[27]对此，他进一步强调说：“如果学生的精力和精神因休息而得到恢复，他就能以更旺盛的力量和更清晰的头脑进行学习，而这种力量通常是不能用强迫得到的。”[28]

关于儿童的娱乐游戏，昆体良说：“我不会因学生爱好游戏而感到不高兴，那是天性活泼的标志……有些娱乐有助于发展敏锐的智力。”[29]这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与此相反，“那种总是迟钝麻木、没精打采的，甚至对那个年龄所应有的激动也漠然、无动于衷的学生，我是不指望他能热心学习的”[30]。对于儿童的休息和娱乐，昆体良坚持认为既要支持又要加强管理，并给予正确的引导。他指出：“应当给休息规定一个限度，否则，你不让他休息时，就使他产生对学习的厌恶，而过度放纵的休息容易养成懒惰的习惯。”[31]昆体良认为开展比赛，轮流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之类的智力游戏，是娱乐活动最理想的形式。他还指出，“在游戏中，学生的道德品质也能毫无保留地按照本来面目表现出来”[32]，教师应注意加以引导与教育。

对这一年龄阶段的学生应该怎样进行教学呢？昆体良十分形象地做了这样的比喻：“我倒唯愿教师自己也像保姆一样，更小心翼翼地为尚未发展成熟的头脑提供软食，让他们尽量喝够牛奶——更有吸引力的功课，用这种办法，他的身体可能暂时发胖，到年龄更成熟以后，就会节食减肥的。”[33]

为了造就一个未来的雄辩家，昆体良希望他们在“童年时代要经常表现出勇敢、创造力，以创造为乐，虽然他们可能缺乏正确性和精确性。过头的精力旺盛是不难纠正的，麻木不仁则是不治之症”[34]。对初等学校的教师来说，其重要职责就在于培养儿童的求知欲和创造性，切不可束缚住他们的手脚，而要像对待小鸟一样，“当他们证明力量已经足够的时候，就让他们自由地飞向天空”[35]。当然，儿童可能会犯各种各样的差错，所以，“有必要提醒教师注意，在纠正学生的错误时，如果过于吹毛求疵，学生就会丧失努力的信心，意志消沉，最后会憎恶他的功课，担心动辄出错，什么功课也不想做”[36]。因此，对这个年龄的学生，教师要尽量和蔼，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严格，也要以温和的方式进行。在昆体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世风日下，昆体良十分担心由于父辈的失职行为而造成对孩子的祸害。他指出，少年儿童天真幼稚，缺乏是非、真假、善恶的判断能力，若经常被无原则的宠爱纵容，听到的是靡靡之音，看到的是羞于出口的事，这些不良的所闻所见就会造成他们道德的失落和视听的混淆。昆体良一再恳切地要求所有成人、家长和教育者们将心思用于培养一切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习惯，要求做父母的人本身成为孩子们的有效榜样，只做一切应当做的事。

三、中等教育

在初等学校已经学会顺利地阅读和书写的儿童，下一步就是要接受文法学校的中等教育了，昆体良对这一时期少年儿童学习的内容提出了一个范围广泛，几乎包括当时一切知识领域的课程。他认为没有任何一门学问是对雄辩家无用的。没有任何一门学科应该被遗弃在未来的雄辩家的注意之外，“如果遗漏了次要的部分，就不能称为完美无缺”[37]。具体地说，他所提到的学科包括希腊文、拉丁文、修辞、音乐、天文、几何、文法、哲学（物理学、伦理学和辩证法）等。这个文法学校的课程体系与古希腊和罗马共和时期流行的“七艺”教育内容相比较，是更为丰富、更加完备的。在其中，昆体良特别重视“文法”这门课程，这是“因为如果不通过文法的学习为未来的雄辩家打下牢固的基础，你筑起的任何上层建筑物都会倒塌的”[38]。进而他又语重心长地告诫人们，“但愿任何人都不要轻视文法基础”，“因为，只要深入这所圣殿的内室，可以说，很多精微奥妙的东西就会呈现在面前，它们不仅有助于孩子的智力变得敏锐，而且也为运用最渊博的知识和学问开辟了前景”[39]。

昆体良还分别论述了学习其他课程的重要性。例如，他强调阅读是未来雄辩家必读的科目。正确的阅读必须做到口眼并用、发音准确、连贯、迅速、口齿清晰、稳重。阅读课能激发和陶冶学生的品格，培养高雅的情趣，增强思维效能，锻炼记忆能力。昆体良还具体要求学生在阅读时必须熟记一些名人著作中的警句、格言、成语、典故，历史诗歌中严正的结构，文学作品中纯正的语言及深邃的思想，将这些东西印入脑际，有助于演说和雄辩。此外，学习文学作品有利于说话简洁精练、寓意深刻而富有说服力；学习音乐有助于雄辩家的声音抑扬顿挫和手势的运用，恰到好处地来表现思想感情，这样也就使演说更富有说服力，更有效地去打动听众的心。所以昆体良认为，如果有谁不掌握音乐知识和音乐艺术，谁就很难成为优秀的雄辩家；学习诗歌朗诵将不仅使演说变得爽快顺口，富有诗意，而且便于借用古诗名词，借题发挥。他还说，学习几何学可以锻炼思维，对于一个雄辩家来说也是非常有用的，因为在许多演说辩论中都需要用各种确凿的统计数字来加以证实，更能给人以信服。如果在演辩中没有精确的数据，说起话来必然是吞吞吐吐，含糊不清，其结果就难以预料。此外，昆体良还提出学习理论可以陶冶性格、培养德行；学习哲学有助于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和深入细致地思考问题，是智慧的根源；他把物理学也列入必学课程，并把它称为自然哲学，他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学科更广泛丰富，研究整个“天界的事物”和“人界的事物”，涉及自然、天文、天命、灵魂及各种预兆等。因此，他明确认定，没有物理学，没有自然哲学，就不会有真正的雄辩术。对自然哲学一无所知的人，根本就不配做一个雄辩家。

总之，昆体良认为只有掌握广博坚实基础知识的人，才能成为优秀的雄辩家。他坚持认为，一个雄辩家可能不是音乐家、几何学家，但他不能没有这方面的知识，“即使这些学科的作用在辩论的过程中不会明显地体现出来或对辩论起推动作用，却能以一种内在的无声的力量对雄辩才能做出贡献”[40]。它正如“无言的蜜蜂也是从各种各样花卉和汁液中制成人类的智慧所不可企及的蜂蜜的奇异芬芳，上天赐予人类的卓越无比的雄辩才能也需要许多学科的帮助”[41]。同样道理，在此阶段，“当儿童的头脑尚未发展成熟，没有定型而又幼稚无知，不管接触什么都会留下深刻印象的时候，他们不仅要学习什么是雄辩才能，更重要的是学习什么是良好的道德”[42]。

四、高等教育

“等到孩子超过了应有的年龄才把他送给雄辩术教师”[43]，进入雄辩术学校接受高等教育。在雄辩术学校中学生着重学习与雄辩术有关的更深的课程，这是在经历幼儿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扎实学好基础知识之后，进入专业教育的重要阶段。雄辩术课程大体包括三个部分：一是广泛阅读前人的和当代人的雄辩词；二是学生自己进行写作雄辩词的练习；三是根据写作的雄辩词进行演讲练习。与此同时，昆体良要求学生们在思想意识和学风方面明确应尽的职责和必须遵循的原则。

这些教学和教育活动有的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有的则要靠学生对自己严格要求和积极实践来完成。

关于阅读名人们的雄辩词，昆体良要求对作者做缜密的选择。他说：“我自己认为，从一开始以及自始至终都要阅读最优秀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我又优先选用文体明晰、用词清楚易懂的作品。”[44]在阅读过程中，昆体良还要求学生以批判继承的态度去对待，不可盲从，不要被别人的作品捆住了自己的思想；也不可狂妄自大，目空一切。他认为两种态度都不利于自身的进取。对此，昆体良明确指出，在学生中要防止两种错误倾向：一是“学生由于过度地崇拜古人而在阅读格拉古和加图以及其他同类作家作品中，使自己的思想受到束缚”[45]；二是正好相反的危险，对前辈的经典作品不屑一顾，却“成为现代浮华作家的矫揉造作的华丽文辞的有害诱惑的牺牲品”[46]。应该看到“过去和现在都有值得全面学习的作家……有很多值得学习的有价值的东西，但要注意不要把浮渣当作美玉”[47]来看待。

关于学生自己进行雄辩词练习的写作，昆体良要求他们首先把正直的原则和高尚的行为看作前提条件，成为“一个真正名副其实的公民，并能履行其公私职责的人，一个能够用自己的意见指导国家、用他的立法给国家奠定稳固基础、用法官身份的判决消除邪恶的人”[48]。这其实也是承接、准备和进行诉讼辩论时的指导思想，在此基础上，充分运用所学的各科知识，尤其运用伦理学知识、民法知识及传统的雄辩术理论，“只要我们满怀信心地开始动手，培养我们自己……这只是一个短期就能实现的任务”[49]。但潜心于这样一种理想的人，必须摆脱一切其他杂念，因为一个头脑充满了邪念的人，不可能集中注意于追求高尚的学问，而只有“当头脑变得无挂无碍而成为自己的主人时，当没有任何事情妨碍、分散注意力时，才能集中精力于所追求的目标”[50]。与此相反，“孜孜于猎取地位，汲汲于追逐财富，以狩猎取乐，虚掷光阴于各种展览，所有这一切都严重地干扰我们的学业（因为在一件事情上花去了时间，就是在另一件事情上丧失了时间），由此而产生野心、贪婪、嫉妒，甚至想入非非，使我们夜不能眠，眠不能梦，试想，这一切将产生什么后果？……在这些心神不安之中哪里还有学问的地位？哪里还有高尚追求的地位？无异于在荆棘的田地里是没有稻谷生长的余地的”[51]。对教师如何指导学生写作雄辩词，昆体良要求教师因人、因事而异，采用多种多样的教学方法，但不论哪种方法，都要“在开始的时候给他们指出正路，而不要等到他们走错了路以后再把他们从歧路上叫回来”[52]。有时，要完全让学生自己想办法，进行独立思考，善于运用自己的智力，而不能过分地循规蹈矩。昆体良认为，教科书是有用的，但书上的规矩不能处理一切特殊情况，对规则必须灵活运用。“这正如在军事学中一样，有很多流传下来的传统的共同规则，但更有用的是要知道它们的灵活运用，要知道在不同的地点、时间、环境、条件下，哪一位将军用得明智，哪一位将军用得愚蠢。因为几乎在一切领域都是规则不如实际经验有价值。”[53]所以，整个雄辩词练习的写作过程，也是学习前人、超越前人、锻炼自我、创造自我的过程。

关于根据写作的雄辩词进行演讲练习，昆体良以更大的热情做了多方面的阐述。第一，他明确指出：“我所要培养的不是法庭上的迂夫庸人，不是为金钱而受雇的代言人，不是笨嘴拙舌的律师，或者，无以名之，姑名之曰讼棍；我所要培养的人是具有天赋才能、在全部高等文理学科上都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天神派遣下凡来为世界争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是各方面都超群出众、完美无缺的人，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54]要成为这样完美的人，他反问：“难道不需要具备贪欲不能动、权势不能倾、威武不能屈的洁白无瑕的美德吗？”[55]未来的雄辩家，只有具备上述这些善良品质，再全面掌握雄辩术的原理，才能使追求者到达完美之境。第二，学生在演说雄辩术的练习中，“要以一切最为雄辩有力的演说家作为自己的楷模”[56]。继承、发扬前人的优秀成果，同时，要以高标准、严要求，充分发挥自己特有的才华，敢于超过前人。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中，多次赞誉过西塞罗，称他为“不仅在雄辩术的实践上，而且在雄辩术的理论上独放异彩的人……在罗马人中只有他将真正的雄辩天才同教授雄辩术结合起来”。昆体良认为，与西塞罗齐名的还有马库斯·加图和赫马戈拉（Hermagoras）等都是值得仿效的，应该借鉴他们高尚的箴言，领略他们的演说风格。[57]因为前人的教诲会使我们懂得演说的导言该如何以精辟的言辞征服人心；陈述事实时如何表述得条理清楚，情节感人；批驳对方、据理力争时，怎样环环紧扣、严密透彻，时而紧迫猛攻，时而运用尖刻的嘲笑和机智的诙谐，以及恰到好处地运用生动的词语、富有感染力的隐喻、类比、事例、典故等，最终以演说获得成功为目的。但是在借鉴前人成就的同时，昆体良希望青年们勇于保持各自的个性特点和创造性，并敢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人们总是感到没有人能超过过去最优秀的人，那么现在最优秀的人就不会成为最优秀的人了。”[58]第三，昆体良还要求雄辩术演说练习坚持真诚和朴实的风格。昆体良所要培养的“是思想和言论都崇高圣洁的人”。这种人要待人真诚、言行一致，演说上也同样如此，“因为，装假，即使是装得谨慎小心，总会败露的，如果言不由衷，谁也不能言语流畅而不结结巴巴，支支吾吾。一个坏人一定是口是心非，口里说的是一件事，心里想的是另一件事”[59]。与此相反，对善良的人来说，“他不会缺少正直、诚实的言辞，也不会缺乏表达崇高思想的能力……这种思想可能没有华丽的魅力，但它们会被本身自然的品质充分润饰，因为以真诚的感情说话，就会说得雄辩有力”[60]。与此相悖的是一种“讹误百出的演说风格”，“这种风格或以滥用词汇自夸，或滥用幼稚可笑的警句，或以装腔作势洋洋自得，或以陈词滥调沾沾自喜，或装作泰然自若，这种风格经不起轻轻一击，他们或错将夸张看成崇高，或以自由演说之名给狂人的胡言乱语套上光环”[61]。除此之外，昆体良在《雄辩术原理》一书的第2卷第10章第58节至第68节讨论了当时公认的三种演说风格，即平易的、庄严的和绚丽的风格，并指出此类划分并非包罗无遗。至于应采用哪种类型，他认为每一种类型只要是健全的，都有其相应的用处，应该由演说者自己做出判断，如果情况需要，演说者甚至可以运用多种类型。演说者要随着人物、地点、时间的不同而常常使用不同的语气，即使在同一次演说中也可以用不同的方法“使陪审团时而振奋，时而平静下去，要激起人们的愤慨或同情，所用的手法是不一样的，他在传达信息和激起情绪时是运用不同的技巧”[62]。在引言、阐释、提供证据、引申或结论部分，演说者不应拘泥于一种腔调。根据实际需要，“他的演说要时而沉重有力，时而稳定庄严，时而猛烈逼人，时而气概恢宏，时而活跃兴奋，时而侃侃而谈，时而措辞尖刻，时而友好待人，时而若无其事，时而小心翼翼，时而心平气和，时而文质彬彬，时而甜言蜜语，时而简洁明了，时而灵巧机智，总之，不能千篇一律，而又要前后连贯”[63]。如上所述，雄辩术的最重要的职能已不言自明，这就是，“雄辩家的演说要讲求实效，并且有确保达到自己的目的的能力，同时，他不仅要赢得有学识的批评者的赞许，还要能赢得普通人的赞许”[64]。

昆体良认为通过以上从幼儿教育开始，经过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最后的高等教育的训练、培养，一旦学生深刻理解、熟练掌握，并善于运用雄辩术的原理和技能技巧，教师的教学任务就接近完成了。但年轻的雄辩家仍不能就此停止攀登，只有坚持不懈地再越过层层斜坡，才能到达雄辩术的顶峰，“到达硕果累累的地方，这些果实不是买来的，而是辛劳的产物；万紫千红的鲜花就不需寻寻觅觅而突然出现在你的眼前”[65]。即使如此，昆体良对这些年轻的雄辩家们，仍希望他们“依靠自己的辩才的力量乘船继续前进，或者从智慧殿堂的深处（即哲学家那里）寻求进一步帮助”[66]。对此，昆体良还给他们做了一个寓意深刻的比喻。他把为数众多的雄辩术追求者比作一群出航的游客。刚出发时，熙熙攘攘，人声鼎沸，千帆竞发。走了一段航程以后，航船渐渐稀疏了。最后，“我们的周围是天连海、海连天，海水共长天一色。在这广袤无垠的苍穹之中，我们好像只看到了一个旅客，此人就是西塞罗。但即使是他，尽管他曾驾驶过巨大、牢固的桅船航行在海洋之上，现在也已落帆停桨”[67]，停止前进了。而昆体良和他所培养的雄辩家们却还要以西塞罗的终点为起点，再继续向前航行，而且“必须比他走得更远”[68]。也只有达到这样的才学高度和思想境界的人，才能真正成为一个“完美的、杰出的、崇高的、才华横溢的雄辩家”[69]。

第六节 论教学方法

昆体良不仅是一位雄辩术造诣深厚的学者，而且是西方古代最杰出的教学论专家。他继承、发扬前人宝贵的教育和教学研究成果，又总结了自己长期任教所积累的丰富的教学经验，提出了一套培养雄辩术人才的完整的教学理论，这是他整个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精华所在。他在这方面阐述的许多观点，不仅对当时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做出过贡献，而且对后世教学理论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一、论分班教学

昆体良是分班教学的拥护者和实践者。他说，他的老师帕利门就是采用这种办法进行教学的。昆体良称赞这一教学形式并论证了它的优越性。他主张把学生分成班级，教师对全班而不是分别对个别学生进行授课。实行这一制度，不但教师可以一次同时教许多学生，节省时间和精力，而且通过这种集体教学，从教师对不同学生进行的表扬与批评中，使其他学生同时也得到鼓励和警惕，从而促进同学间相互学习、相互帮助、相互竞赛的开展，有利于大家共同提高。这种公共活动的交往能更多地给学生锻炼，比以往传统的个别教学要优越得多。

二、论课业的组织

昆体良认为，在实行分班教学的过程中，学生应该学习包括人文和数理方面的多门课程。对这些课业的教学，由每天单一课程学习改为交替进行。他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举例说：“当我们由于突然需要而在法庭上进行答辩时，我们口里说着一件事，心里想着下面要说的话，同时要注意到词汇的选择、搭配、手势，说话的声调和姿势，以及身体的动作，这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既然所有这些性质如此不同的事，只要稍加努力就都能做好，我们为什么不能把一天的时间加以划分，以便用于各种不同功课的学习呢？更何况，变换课业本身就能恢复和重振精神，而持续不断地长时间学习一门功课就困难得多。”[70]所以，他主张把阅读课与书写课交替，书写倦了，再以阅读课来替换。昆体良的这一见解是充分估计了人的心智力量的状况而提出来的。他断定儿童的心智力量是巨大的，经常处于勤奋活跃状态，能使儿童的兴趣指向多个方面。他们在同一天时间内可以学习多种课程，也就同时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但他同时指出，在这种课程交替进行过程中必须注意儿童的休息和游戏。休息和游戏可以使儿童的精力得到恢复，并能以更愉快、更坚强的精神投入新的学习。

三、论教师和教法

昆体良认为，当一名雄辩术学校的教师是一件光荣、崇高的事情，教师所从事的是竭尽全力去培养智、德全才的雄辩家和追求雄辩术原理的崇高的事业。因此，第一，教师自身应该是才德俱优、即言即行的人。教师的崇高品德和优良风格就是学生仿效的榜样，它能有力地防止学生的行为流于放荡；相反，教师的失检行为，将给学生极大的祸害。第二，教师应该是“公认的有学问的人”，既要掌握所教学科的内容，也能熟练地运用各种教学方法。昆体良认为，最有学问的人的教学，往往使人更容易懂和更加明白；反之，越是无能的人，越是教得晦涩难懂，“以本身的愚蠢去教人”，其害大矣。第三，“教师要以父母般的感情对待学生，他应当想到父母把孩子信托给他，他就继承了父母的地位”[71]。教师对待学生的态度应该是“严峻而不冷酷，和蔼而不放纵，否则，冷酷引起厌恶，宽容招致轻视”[72]。第四，教师要因材施教。对各种不同个性的学生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要在了解学生特点的基础上，决定哪个学生最适宜进行简洁、文雅态度的演说，哪个学生宜于以生气勃勃、庄重、流利、粗犷、华丽的态度进行演说，使每个人在他最有才能的方面得到应有的发展。第五，教师要善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而为了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和意愿，教师就要小心谨慎地考察、了解每个学生对不同课业的喜爱程度和接受能力，并要善于回答学生提出的问题，向不发问的学生提问，但不要使他们负担过重，“正如紧口瓶子不能容受一下子大量流进的液体，却能为慢慢地甚至一滴一滴地灌进的液体填满”[73]。教师通过因势利导，鼓励学生自己去发现问题，运用他们的智力，增强学习的兴趣和意愿。第六，教师要正确运用表扬和批评。昆体良把这看作教育艺术之所在。教师对待学生要尽量和蔼，不论对错误的纠正多么严格，也要以温和的方式进行，而对不同年龄的学生，纠正错误要用不同的方法。对学生的错误要及早发现及早纠正，因为“错误在幼年时得不到纠正，在以后的生活中就会成为难改的积习”[74]。

关于对学生的优点进行表扬或褒奖，昆体良要求教师做到“既不吝惜”，“又不滥用”。因为吝惜表扬，会挫伤他们的热情和积极性；而滥用表扬，又会滋长他们的虚荣心和自满情绪。所以，教师对于学生的良行表现，应该及时、恰当地做出评价和表扬，让他们懂得“获得表扬是一种巨大的荣誉”[75]，大家都要珍惜它。

四、论体罚

昆体良竭力反对体罚。他认为对待幼小儿童更要严禁体罚。他曾大声疾呼：“对于如此纤弱、如此无力抗拒虐待的幼年，任何人都不允许滥用权威。”[76]他还愤慨地谴责“那些宵小之辈是多么可耻地滥用了体罚的权利”[77]，而造成众多不幸的少年儿童身体和心灵的创伤。他认为对儿童施行体罚是教育者的无能和失败，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做法。为此，他专门给体罚列举了五大罪状。

第一，体罚在事实上“无疑是一种凌辱”，是一种残忍行为。[78]

第二，盛行体罚，儿童一旦对“鞭笞习以为常”，教育就难以再起作用。

第三，如果年幼时期遭受体罚，长大以后往往更难以驾驭。

第四，体罚只能培养奴隶的性格，不能造就雄辩的人才。

第五，体罚的结果，必然使儿童“心情沮丧、压抑，使他不敢见人，经常感到抑郁”，甚至产生恐怖心理。[79]

总之，昆体良认为体罚是人为的一种教育谬误，是一种不光彩的行为，并再次重申：“我是无论如何不赞成的。”[80]昆体良反对体罚的上述理由充分说明他对儿童人格的尊重和对儿童深刻的了解。同时，这也是他强调对儿童进行正面教育，以及要求培养儿童生龙活虎般的积极性、创造性等主张的体现。

第七节 贡献与影响

昆体良集古代希腊、罗马教育经验之大成，在着重阐述雄辩家培养的实践与理论问题中，对教育与教学的一些基本理论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富有价值的见解，形成了他特有的一套教育思想体系。他的许多思想观点曾被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家们赏识，更进一步为17世纪捷克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继承与发展，为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尤其是他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思想对欧洲各国影响更大。昆体良在阐述他的教育理论时，给我们描绘了一个完美雄辩家的形象。他说：“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是一个具有最高的天赋才能，满腹蕴藏着最有价值的各种知识的人，是上帝派遣下来为世人带来荣誉的人，是前无古人的人，一个各方面都是出类拔萃的人，一个会很好地思考又善于言辞的人。”[81]其实，这也是对他本人最好的写照。他是在吸取希腊文化的一切有益成果和重振罗马优秀文化传统的同时，又敢于“另辟蹊径”，从而在雄辩术的理论研究上成绩卓著，留存后世。他的这些人品、业绩，广受人们的赞许。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文学家彼特拉克（Francesco Petrarca）曾对昆体良做过这样高度的评价：“你（昆体良）所完成的不是一把刀子的职责，而是一块磨刀石的职责，你在培养雄辩家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较之培养他在法庭上取胜更加伟大。我承认，你是一位伟大的人物，但你的最伟大的卓越之处是你给伟大人物以基础训练和塑造伟大人物的能力。”[82]

昆体良曾说，一个有崇高理想的雄辩家不应以捞取酬金为目的，而应从他自己的精神中，从沉思和知识中去寻求一种长存的、无限富有的实际效益。他的这一抒怀述志，成了他生前的写照和死后的预言。后代人对他的真诚赞美和深切敬意将是永存的。

昆体良也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完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他所表现出来的对罗马奴隶主和帝王的温顺与忠贞，对劳动者、对奴隶的轻薄和鄙视是一种剥削阶级阶级意识的必然反映。我们不能苛求于他，要紧的是，我们应该从他为世界教育事业做出的重大贡献中，多受点启迪与教益。



[1] 奴隶主与家中女奴隶所生之子女，仍属奴隶身份，但有别于外来的奴隶。

[2] 韦斯巴西安（69—79年在位，）；提图斯（Titus，79—81年在位）；多密善（Domitian，81—96年在位）。

[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译序第16页。

[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译序第16页。

[5] 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第3卷，转引自《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37页。

[6] 希腊文Stoikoi音译，意谓“柱廊”，又译“画廊派”。

[7]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0页。

[8] H. E.巴特勒：《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第1卷，1920年英文版，第349页。

[9] H. E.巴特勒：《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第1卷，第349页。

[1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页。

[1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88页。

[12] 孟禄：《古代希腊罗马教育史资料》，1928年英文版，第500页。

[1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3页。

[1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3页。

[15]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8页。

[16]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8页。

[17] 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第1卷，前言，转引自《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6页。

[1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16页。

[1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1页。

[2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16页。

[2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1页。

[2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页。

[23] 孟禄：《古代希腊罗马教育史资料》，第465页。

[2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5页。

[25]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7页。

[26]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6～27页。

[27]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6～27页。

[2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6～27页。

[2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6～27页。

[3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6～27页。

[3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7页。

[3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7页。

[3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3页。

[3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3～74页。

[35]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88页。

[36]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4页。

[37]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44页。

[3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30页。

[3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30页。

[4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44页。

[4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44页。

[4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35～36页。

[4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64页。

[44]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1938年英文版，第95页。

[45]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96页。

[46]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96页。

[47]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96页。

[4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7页。

[4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80页。

[5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6页。

[5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6～157页。

[5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87页。

[53]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94页。

[5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60页。

[55]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60页。

[56]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0～171页。

[57]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41页。

[5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83页。

[5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61页。

[6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7页。

[61]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6～177页。

[6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6～177页。

[6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7页。

[64]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7页。

[65]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8页。

[66]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4～155页。

[67]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4～155页。

[6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55页。

[6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178页。

[70]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65页。

[71]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73～74页。

[72]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73～74页。

[73]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4页。

[74]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105页。

[75]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32～33页。

[76]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32～33页。

[77] W.M.思迈尔：《昆体良论教育》，第32～33页。

[78]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8页。

[79]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8页。

[80]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第27页。

[81] 孟禄：《古代希腊罗马教育史资料》，第501页。

[82] 任钟印：《昆体良教育论著选》，扉页。


结语

与一切时代的思想一样，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首先是具体时间和空间条件下的产物，是古希腊、罗马社会、文化发展的积极结果，因而具有显著的民族性和时代特征。从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过程看，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又具有明显的普遍性。这不仅是因为古希腊、罗马思想所涉及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更主要的是，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揭示了一系列具有普遍意义的教育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深刻的见解。这些问题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在不同的时代表现出来，并在不同程度上制约着教育的变迁，而那些见解也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变得过时、陈旧。人们在审视当代世界的教育问题时，时常会惊异地感到大量的问题曾经以不同的方式出现过，而当代人的认识也总是通过不同的途径与古希腊、罗马的思想家们发生某种联系。简言之，古希腊、罗马不仅是西方教育思想史的一个阶段，更是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基础。

一

从教育思想的基本倾向来看，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根本特征是它的世俗化或人文化。这是古希腊、罗马文化的基本精神在教育认识领域中的具体反映。

众所周知，与一切古代文化一样，古希腊、罗马文化中也存在着神的观念。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在其著作中也经常谈及神。这似乎说明古希腊、罗马文化也是一种宗教文化。但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在本质上，古希腊、罗马文化是一种世俗的、人本的文化。这是因为在古希腊人看来，人是宇宙中最崇高的造物，人生的目的在于实现人的自由本性，而不在于奉献神灵。对于神灵，他们的看法是，神是人的扩大，神与人具有同样的属性，同样的弱点和需求。由于这个原因，希腊宗教的神与人的关系是非常亲近、平等的。他们甚至认为，神是为着人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希腊人赞美神也就是赞美自己。对神灵的这种“自由主义”的态度，同样表现在希腊人对宗教仪式的看法上。在希腊宗教中，也有献祭的仪式，但这种仪式不是为了赎罪。在希腊人看来，人只要献上适当的祭品，在交易中尽自己的本分，神就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因此，既无须精心设计教义、教规，也无须专职的祭司，每个人都可以由自己履行这种简单的宗教仪式。正因如此，希腊从未形成一个占统治地位的教士阶层，教士通常是选举产生的，其职责主要是礼仪性的。简言之，希腊宗教的这种自由的、理性主义的特点，使它很难对哲学、道德、教育的自由探索产生阻碍性的影响。尽管希腊思想中有神的观念，但在本质上，希腊文化依然是世俗的、人本化的。

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似乎具有更强烈的宗教精神。但实际上，罗马人的宗教信仰具有非常明显的“实用主义”倾向。另外，在罗马形成国教之前，罗马的神灵是多种多样的，并没有一个神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所以，罗马人虽然虔诚，但在现实生活中并没有形成一个特殊的教士（祭司）阶层，神灵也同样没有绝对的权威。

世俗的文化培育了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与许多古代国家相比，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从一开始就具有人本化的倾向。智者派、苏格拉底、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思想，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趋势的发展。不论古希腊、罗马教育家们在许多教育问题的见解上存在着多么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思想倾向是一致的。他们探讨的是为了城邦的福利或个人幸福的教育，在其中没有给神留下一席之地。这一点尤其集中地表现在他们对自由教育的论述上。简言之，在古希腊、罗马思想家们的观念中，教育是一种人的事业，它以人为出发点，并以人为目的。正因为古希腊教育思想中的这种世俗化、人本化的倾向，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18—19世纪的新人文主义，才能从古典文化中得到宝贵的思想启示。

从教育认识的思维方式来看，古希腊教育思想具有哲学化的特点。这不仅表现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大多是由哲学家提出的，他们的教育思想是其哲学思想的组成部分；也表现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发展与哲学的发展存在着直接的联系。希腊哲学从自然哲学向人生人事哲学的转变，直接促进了教育思想的确立，人生人事哲学的每一次发展又导致教育思想的变化。

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哲学化特点主要表现在，古希腊教育思想家们在考察教育问题时，并不满足于使自己的思想停留在具体的教育问题上，也不满足于为解决几个实际的教育问题提供具体的方案。他们使自己的思想深入教育的最本质、最普遍的问题上，力图解释“教育是什么”“教育为了什么”“如何进行教育”等一系列教育的基本问题。他们力图寻找教育的一般原则，找到教育的普遍规律。

这个特点是与希腊人的思维方式直接相关的。从希腊哲学产生之日起，希腊人就孜孜不倦探索世界、宇宙的“始基”（本原）问题，他们力图运用严密的逻辑思维寻求构成万事万物的最基本的原因。从泰勒斯所说的万物的本原是水，到毕达哥拉斯所说的万物的本原是数，希腊哲学发展遵循的是同一条路线。智者派和苏格拉底的哲学虽然改变了哲学探索的内容，但他们遵循的思想路线仍然是自然哲学发展的路线。当普罗塔哥拉说“人是万物的尺度”，当苏格拉底说“认识你自己”时，他们事实上都涉及了道德和政治问题最本质的东西。希腊人的这种穷尽一切、探索本原的思维方式，使他们拥有哲学、科学、艺术这样纯形式的学术，也使他们创立了最早的教育哲学。

从教育思想的内容来看，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一个基本特性是它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表现在两个主要方面：第一，如上所述，教育思想通常是希腊哲学家哲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更具体地说，是其政治学说和道德学说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一点表明，在古希腊思想家的观念中，教育是解决当前政治、道德问题的重要途径和方法，是实现其政治理想的有力工具。他们之所以去探讨教育问题，原因正在于此，他们的心目中并不存在纯粹的教育问题。

第二，既然他们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造的方法，那么，随之而来的问题必然是教育的改造问题。只有改造当前的教育，才能发挥教育在建造理想社会中的作用。因此，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伊索克拉底等人对智者教育的猛烈抨击，他们所提出的教育设想或计划，就其实践意义而言，都是改造当时教育的一种努力。

从表面上看，古希腊教育思想的这个特点与上述哲学化特点是矛盾的，其实不然。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哲学化特点说明教育思想的高度抽象性，它在形式上是非实用性的。但这种抽象并不是无源之水，它的根源就在于现实的教育问题。对现实问题的高度理论抽象，其结果自然不是局部的应用，而是普遍的应用。而希腊教育思想的实践性，正是这种意义上的应用。

与古希腊教育思想相比，古罗马教育思想的哲学性显然逊色得多。罗马从未产生过像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样的哲学家，从未出现过非常系统和完整的哲学理论。同样，罗马人也从未提出过系统的教育理论。与希腊人相比，罗马人更注重实用、实际，这是罗马文化的一个重要特点。我们只要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希腊人为西方世界贡献了科学、哲学和艺术，而罗马人对西方历史的贡献则主要在于医学、建筑、工程和管理等更偏重于实用的技术——就可以明白罗马为什么没有贡献非常哲学化的教育思想。与希腊思想家相比，古罗马教育思想更注重相对具体的教育问题的研究，或多或少忽略了对较抽象的纯理论性问题的探索。在古希腊教育思想中，人们不容易发现思想家们对诸如教学程序、教学方法、教师工作等实践性较强而理论性相对不足的问题的思考，即使是那些本来较具体的问题，古希腊思想家也把它们抽象到相当的理论高度（如苏格拉底法）。因此，在古希腊教育思想中，似乎不存在具体的、技术性的教育问题。而在古罗马教育思想中，情形正好相反。古罗马教育家在探讨具体的教育问题时，是何等得心应手，提出了一系列富于创见性的主张。而在一些较抽象的教育理论问题上，他们则显得“力不从心”。关于这些问题的见解，他们或者是继承了希腊人的思想，或者是将希腊人的思想以通俗的形式进行重新表述，其创造性远不如在对具体问题的思考中那么显著。而且，即使是那些本来理论性很强的问题，古罗马思想家们也把它们具体化了。由于这个原因，古罗马的教育思想难以真正上升为一种教育理论、教育哲学。

古罗马教育思想中的实践特征还表现在另一个通常不为人注意的方面。与希腊人注重从哲学本体论考察教育问题不同，罗马思想家更重视从实践哲学出发探讨教育问题。希腊人当然也常把教育问题与政治问题、道德问题相联系，但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这种联系的本体论意义。而罗马人似乎只关注这种联系本身，他们并不热心去进一步思考“原因背后的原因”。这种情况产生的一个直接结果是，罗马人对人的理解更多地侧重于道德范畴。因此，与希腊思想家强调人的天性的多方面发展不同，罗马思想家更注重人的道德。罗马教育家强调道德远比知识重要，认为道德既是知识的目的，又是获得正确知识的必要条件。道德始终是占据首要地位的因素。从这个意义上说，道德的形成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同时，他们也注重理性、智慧的发展，并把它们看作美德形成的关键所在。塞涅卡所追求的是培养智者，而只有具有美德的习得才能成为智者。昆体良提出雄辩家必须是一个品德高尚的人，是一个善良的人。这些都代表了古罗马教育思想重视道德教育的特征。这一特征是罗马教育传统固有的特征，又与晚期斯多葛主义的影响密切相关，同时，还与从帝国初期开始的罗马社会风气败坏的现实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不无关系。

从发生学的角度看，古希腊教育思想与整个希腊文化一样，都曾经不同程度地受到东方文化的影响。但就总体而言，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主体是希腊民族创造力的结果，是希腊社会和文化发展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古希腊教育思想是“原生”的。而古罗马教育思想则明显不同，它是古希腊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罗马人在广泛吸收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同时，又根据本民族的教育理想和教育实际需要，对古希腊教育思想进行“修改”“补充”和创造，使古希腊教育思想与古罗马教育思想成功地融合在一起，从而形成具有特色的罗马教育思想体系，有力地推动了罗马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西塞罗所要培养的雄辩家，实际上是由希腊、罗马文化教育共同塑造的既具有希腊文化教育熏陶的有教养的人，又符合罗马传统要求的实干政治人才。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借鉴了希腊教育经验，以及自西塞罗以来罗马教育发展的经验。在他的著作中很难分清哪些是罗马的传统，哪些是希腊的影响。这说明在昆体良时代，随着希腊、罗马文化教育的进一步融合，古希腊、罗马的教育思想也逐步浑然一体了。

与古希腊教育思想相比，古罗马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经验之间存在着密切的联系。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教育思想主要是理论思考的产物，而不完全是他们本人教育经验的总结，因此，人们很难在其教育思想中看到他们本人教育实践的情况，也很难寻找他们的教育实践经验。但在古罗马教育思想中，人们则可以看到教育家的经验与他们思想之间的直接关系。实际上，他们的教育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罗马教育实际状况的反思和探索，或是对本人或他人教育实践经验的理论抽象。昆体良的教育思想是古罗马教育思想这一特征的典型代表。他的12卷巨著《雄辩术原理》就是对他主持拉丁雄辩术学校的20年里积累的教育教学经验的全面总结。

如果从其他角度出发，对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特点进行概括，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以上所述三个方面的特点，只是一种结论。但从这三个方面中，可以看到古希腊、罗马教育思想的基本性质及历史贡献。

二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古希腊教育思想占有极重要的地位。这首先表现在，古希腊教育思想的产生，标志着西方教育思想发展进程的开端，由此开始了西方教育思想的演化历程。

其次，作为西方教育思想的源头，古希腊教育思想中的一系列见解、主张和理论，对后世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作用。希腊教育思想家们关于自由教育的论述，关于统治者培养的主张，关于教育作用的见解，关于教育内容的设想，关于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都对罗马以及后来许多时代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直到现在，在西方教育界的一些重要理论中依然可以看到希腊思想的痕迹。

再次，希腊思想家们在思考希腊教育问题时，都提出了一系列带有普遍性，乃至永恒性的重大课题。他们涉及的一系列教育中的关系问题，如教育的社会目标和个人目标的关系，知识传授与道德训练的关系，知识教学与思维发展的关系，知识的实用价值与训练价值的关系，教学过程与学生发展的关系，等等，在各个时代中的具体内涵不同，但始终是教育面临的基本问题。直到今天，还不能说这些问题已经全部或彻底解决了。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由于希腊人已经提出了这些教育中的基本问题，因此，他们事实上为教育认识提出了基本的框架和思想材料，从而在不同程度上规定或制约着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路线和进程。甚至可以这样断言，在希腊教育思想中，已经蕴含了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内容。

最后，古希腊教育思想的基本精神影响了西方教育思想的特性。尽管西方教育思想史有长达一千年的中世纪时期，但真正决定西方教育思想特性的历史力量，主要来自希腊。古希腊教育思想中的人本化、哲学化和实践性等特点，在不同时期得到不同程度、不同方向的发展，并被不断积淀，形成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传统。

凡此种种都说明古希腊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历史贡献。因此，不深入把握希腊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基本特性，是不可能真正理解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进程的。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古罗马教育思想也占有重要的地位。相对古希腊教育思想而言，古罗马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更具体，几乎每一位罗马教育思想家都对后世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

西塞罗的教育思想连同他的散文作品，在西欧文艺复兴时期曾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维多里诺、伊拉斯谟等人的教育主张直接受到西塞罗的启迪。在十五六世纪，西塞罗的散文作品被神圣化，成为当时文法教学的主要教材。他的文体受到人们的刻意模仿形成了所谓的西塞罗主义。

塞涅卡的道德著作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他的言论被圣经作者大量吸收，因而有“基督教之叔父”之称。意大利等国的人文主义者经常引用他的格言作为理论依据。通过他的道德思想的影响，塞涅卡的教育主张也为后人所熟知。

昆体良的教育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由于战争等原因，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雄辩术原理》全本一直被认为失传了，后人只能从该书的片断和其他文献中，窥知昆体良的教育理论。直到1418年才被意大利学者波齐奥·布拉秋利尼（Poggio Bracciolini）重新发现。经过人文主义学者的注释、宣传，《雄辩术原理》在意大利、德国、荷兰、法国等国，立即引起极大的反响，得到了普遍的高度评价。昆体良的教育学说因而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的重要思想来源，对当时几乎每一位人文主义教育家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马丁·路德、夸美纽斯等人的教育理论，同样受到来自昆体良的有益启示。直到19世纪，《雄辩术原理》仍受到广泛的赞誉，英国著名思想家穆勒（J.S.Mill）称之为“整个文化教育领域中古代思想的百科全书”。

普鲁塔克的著作在文艺复兴时期同样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家的关注，先后被译成英文、法文等文字。他的道德思想和教育思想对拉伯雷·蒙田等人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的《希腊罗马名人传》一直是重要的道德教材，被后人广泛传颂。卢梭就曾从《希腊罗马名人传》中接受了共和精神的熏陶。

这些教育家对后世的影响，并不是罗马教育思想的全部贡献所在。罗马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思想发展中的贡献也并不是各个教育家具体影响的简单相加。在总体上，罗马教育思想的历史功绩如下。

其一，它继承、传播并在一定程度上实践了博大精深的希腊教育思想，从而使西方教育思想传统得以进一步形成、巩固。

其二，它进一步拓展、丰富了对教育现象的认识。罗马人长于实际、短于思辨的特点正弥补了希腊人长于思辨、短于实际的不足。罗马教育家在一系列具体教育问题上的思想同样起到了这种作用。这就使人们对教育现象的认识进一步扩展了。

其三，它与希腊教育思想一起共同构成了西方教育思想的历史基础，从中世纪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西方各国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吸取着罗马教育思想的精华。

其四，它注重实际，强调组织和管理，重视道德养成等特点，开创了一种新的教育传统。这种特点在教育的沿革中逐步积淀成为西方教育传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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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中世纪”在学术界是一个常用但含义并不清晰的概念。它最先为西方的研究者在研究西方社会的历史发展演变过程中，用来表示存在于古代与现代之间，将两者区别开来又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个历史时段。英文的“中世纪”（Middle Ages）来源于两个拉丁文词“medius”（“middle”，中间的）“aevum”（“age”，年龄、时代）。英文中作形容词用的“中世纪”就直接用了这两个拉丁文词的复合变形“mediaeval”。因此，“中世纪”这一概念以西欧社会的历史发展模式为代表，根据线性发展的历史观，把社会演进看成是以古希腊、古罗马为代表的古代社会经过中间阶段的过渡，进入由资产阶级政治、经济革命而确立的现代社会的历史过程。由于这一历史过程在西方社会同时又表现为封建土地形式和生产关系占主导地位，因此“中世纪”又被定义为封建社会。当西方学术研究的成果，借助于西方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以后，“中世纪”的提法也在更广泛的领域内被运用。西欧以外的国家和地区也被纳入“中世纪”的历史范畴。这种广义的中世纪已不仅仅是一个时间概念——因为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中世纪并不具备从古代向近代过渡的中间阶段含义，更打破了西欧意义上的中世纪历史时段（公元5—13世纪末），也不仅仅表现为封建社会形态——因为这一时期西欧式的土地占有形式和生产关系虽不能说是绝无仅有，但也不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广义的中世纪涵盖了前现代时期世界不同国家和地区的特殊社会形态，表现了它们在各自历史和传统的基础上向现代过渡的发展过程。本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使用“中世纪”这一概念的。因此，其内容除西欧地区公元5—13世纪末的教育理论外，还将涉及阿拉伯、拜占庭等国家和地区在这一时期的主要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主要是人，是人在教育问题上的思想活动和理论成果。任何时代的教育思想都离不开当时社会的物质、生产及其他对人的思维活动有制约作用的因素影响。特定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也为社会主流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留下了时代与阶级的烙印。然而，教育思想更多地表现为人的精神追求，社会精神生活的特质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解释和升华。

总览中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人们的精神追求和生活特质，我们不难发现：宗教是这一时期超越民族、国家、政治、经济以及文化差异的共同因素。无论是西欧、阿拉伯，还是拜占庭，对神的崇拜与信仰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主要特征。

宗教是人类文明的创造物，是人类区别于其他动物群体、具有高度精神机能和需求的表现。许多学者在对人类社会进行历史、文化的哲学思考时都非常重视宗教的因素。黑格尔认为宗教与哲学是同一的。[1]

由于宗教的这种特性，由于宗教是中世纪社会生活的主导意识形态，本卷关于中世纪教育思想与理论的研究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宗教问题，如基督教、伊斯兰教、东正教等。

宗教首先是一种信仰。这种信仰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很不相同，如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信仰唯一绝对的神，佛教和道教相信统治世界终极的是无边的“法”或“道”。但无论何种信仰，都建立在相信存在着凭感官无法掌握的事物和力量上，对它们的敬畏与憧憬可以使人欲望得到满足，精神得到升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认为：“信仰是对神的预感、认识和想要与神为一的渴望、对神圣生活的热烈的企求。”[2]

宗教也是一种社会组织，它不但用对唯一神或终极真理的精神服从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约束，还通过组织严密、遍布于社会各处、有形的教会团体和机构对人们的实际生活进行干预。宗教在使个体实现精神同一的同时，使社会感受到群体生活的力量。宗教在形成特定社会的秩序与自律机制方面能发挥不可思议的作用。

宗教还是一种文化精神，它深刻地表现了特定文化的本质特征。正因为如此，社会学家韦伯才尝试从宗教的角度揭示社会发展的动力问题，文学家艾略特（T. S. Eliot）才大力倡导拯救西方的办法是建立“基督教社会”。

本卷正是基于上述对宗教特性和功能的认识来分析中世纪不同国家和地区宗教与教育的关系以及对教育理论和思想的影响。

基督教是西欧中世纪封建统治的精神支柱，是西方社会文化的核心。虽然西欧中世纪的真正开始是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但是，本卷关于中世纪西欧教育思想的研究将把时间起点放到公元l世纪——基督教，作为犹太教的革新组织之一，在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犹太人聚集地孕育形成的时期。这样做基于以下几点考虑：第一是为了完整表现基督教孕育、形成和发展的全过程；第二是可以突出基督教如何在古代文明被毁、社会处于全面分裂的情况下获得对西欧文化教育和人们精神生活的统治权；第三是可以将古罗马时代已经开始的基督教教会中的一些重要神学理论争论包括进去，这会使我们加深对东、西罗马的分裂和这种分裂对基督教的影响，以及在中世纪的历史时空中，西欧的基督教与拜占庭的东正教在宗教和教育方面的不同思想和发展特征的了解。本卷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将分别论述基督教的产生和早期教会领袖的教育思想和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家的教育理论。第四章以公元6—8世纪西欧不同地区的教育思想为主要内容，勾画出基督教及其教育思想在罗马帝国末期以及中世纪早期的发展线索。

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依然存在。按传统和政治制度，它是罗马的，但按语言和文化则是希腊—东方式的。在西罗马的政治、经济、文化传统等被蛮族的武力入侵和社会的急剧变革破坏殆尽的时候，东罗马始终保持着希腊化时期的基本特征。以希腊语为载体的希腊文化、精神和生活方式等不但仍然在东罗马帝国存在，而且在不断与东方文明古国的交往与接触中表现出综合东西方文明的特征。这使拜占庭帝国的文化教育在世界历史上，特别是在中世纪这一特定历史时段，具有不可忽视的独特价值。本卷第五章将集中研究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形态及其文化教育政策与思想的基本特征。

阿拉伯帝国和伊斯兰文化的兴起是这一历史时期非常重要的事件。在辽阔的阿拉伯半岛，逐水草而居的阿拉伯人在先知穆罕默德的领导下，在公元6世纪以后建立起一个相当繁荣的阿拉伯社会。同样信仰一神教的阿拉伯人以《古兰经》为经典，以唯一无偶的安拉为信仰对象。然而，作为征服者，他们与征服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不同，他们对被征服的民族，特别是文明发达程度高于自己的波斯人、埃及人、犹太人等，采取了更宽容开明的政策——允许他们自由保留自己的宗教、风俗、语言、生活方式等。结果，被征服民族在享受宗教自由的同时成为新制度下安静而勤劳的民众，而阿拉伯帝国也获得了其发展所需要的更广泛多样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公元8—11世纪是阿拉伯帝国最繁荣的时期，融会东西方文化而形成的阿拉伯文化在各知识门类上都有相当杰出的贡献。阿拉伯人的教育思想十分丰富，特别是在道德教育、人格养成性教育等方面给后人留下宝贵遗产。本卷第六章集中研究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思想，将通过对法拉比、安萨里、伊本·西那等人教育思想的介绍，反映阿拉伯人的教育理念和在实践中积累形成的教育理论。

公元8—10世纪是西欧中世纪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著名的查理曼（Charlemagne）大帝改革和加洛林王朝的“文化复兴”使西欧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在教育上出现了一系列重要人物，他们以查理曼大帝和阿尔琴（Alcuin）为代表，前者有君主的远见和权威，后者有学者的才识与学问，这两方面力量相结合，努力将教会教育与世俗教育融会起来，以推动文化知识的传播，在更广泛的意义上教化国民。本卷第七章通过对查理曼大帝和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文教政策及思想的分析，通过对阿尔琴及其弟子的教育活动及理论的分析，来概括这一时期西欧在文化教育上的思想与理论成就。

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和准备，西欧在公元11世纪前后进入了中世纪的繁荣期。众多因素导致了中世纪复兴的出现：由十字军东征而引起的东西方文化交流；由城市的形成而导致的社会阶层的分化；由于教团组织的大量出现而表现出的教士对学术专业活动的重视，特别是由中世纪大学的建立所带来的知识的传播与扩散，以经院哲学的缜密思维和激烈争论磨砺出的理性主义的萌芽等是特别值得关注的因素。本卷第八章对西欧这一时期复杂的社会生活画卷进行了全景式介绍，又在此基础上对著名经院哲学家，如洛色林、安瑟伦、阿伯拉尔等人的教育思想和理论进行了集中分析。

第九章重点研究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这位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也是中世纪欧洲乃至世界历史上最杰出的学者和教育家之一。他所建立起的庞大、系统的神学体系不但对后世西方的神学与哲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深深影响到教育。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本章在全面介绍其理论的同时，重点抓住其知识观、儿童观、目的论和教育上的方法论，试图能更深刻地揭示托马斯·阿奎那教育理论在教育发展史上的意义、贡献和局限性。

第十章讨论经院哲学后期及解体时期的教育思想。罗吉尔·培根、爱尔哈特、邓斯·司各脱是这一章的重点人物。他们既继承又挑战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论，其思想典型地反映了过渡时期思想先行者的基本特征。

本卷是数位作者合作的结果，作者分工如下：导言、结语、第一章、第二章、第四章第一节由史静寰撰写；第二章的哲罗姆部分、第三章由姚运标撰写；第四章第二节和第三节、第六章的伊本·鲁西德部分由郑崧撰写；第五章由郭建撰写；第六章由李淑华撰写；第七章、第八章由王晓华撰写；第九章、第十章由郭法奇撰写。全书由史静寰统稿。

我国教育史界对中世纪教育史的研究还比较薄弱，本卷作者尽管尽心尽力，但是由于水平、资料、前期研究成果等诸多因素的限制，日前呈现给读者的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1] 黑格尔：《宗教哲学讲座》，转引自赵林：《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55页。

[2] 黑格尔：《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贺麟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63页。


第一章 基督教的产生与神性教育思想的形成

宗教到底是何时、何地、何以产生的？进行宗教研究时首先需回答的这一基本问题却难倒不少学者。西方文化史学家道森（Christopher Dawson）曾经说过：“世界各大宗教好像是神圣传统的大河，它们流过各个时代，流过它们浇灌和哺育的变化着的历史场景。但是我们却往往不能追溯到它们的源头，它们消失在未曾开发的远古时代的遗迹中。”[1]然而，他认为西方的基督教是一个例外。人们对基督教的起源问题“了解得太多而不是太少”[2]。很多学科都曾为这一问题的研究做出贡献。但是对这一问题的分门别类研究虽然在各自专业领域取得很大成果，但也产生了不良影响：割裂了宗教与文化、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联系；忽视了基督教与社会文化历史之间的创造性相互关系的关键课题。[3]道森的看法不无道理，起码提示我们在研究宗教的起源问题时，必须考虑宗教与人类社会生活的内在联系，注意导致某种特定的宗教组织和信仰形式产生的复杂社会原因。

第一节 基督教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基督教一般被认为是公元1世纪兴起于罗马帝国统治之下的巴勒斯坦或散居在小亚细亚及埃及等地的犹太人中间，是当时出现的众多犹太教的革新派别之一，以后在整个罗马世界传播开来。

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原因。正像美国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说：“如果不先了解公元最初4个世纪中罗马世界的经济社会状况和流行的理想，我们就不能了解基督教的兴起、传布和影响。”[4]

一、基督教产生的社会条件

（一）希腊化时期的历史遗产

希腊化时期（也称希腊主义时期）一般是指自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4年东征开始，至罗马帝国皇帝奥古斯都于公元前30年征服埃及的托勒密王朝为止。这一时期和随后的罗马帝国时期是世界古代史中的两个彼此相联系和衔接的重要历史时期。

“希腊化”这个概念主要用在文化领域，是指希腊人在国势衰败直至亡国的情况下把他们的文化扩大到希腊世界之外的区域。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希腊人和古代东方国家历史上一直存在着多方面的交流和融合，这一时期，随着亚历山大大帝的军事扩张政策的推行，希腊文化在亚非广大地域内传播，形成一种新的社会政治经济秩序和文化氛围。以后，罗马帝国将其主体继承下来，并通过自己强有力的行政和军事手段，使之成为一个新的综合体。因此，希腊化并不是简单的希腊文化在地域上的拓展，而是希腊文化在与其他各地区、各民族文化的接触与交流中，发展生成的一种新文化。由于在哲学、文学、艺术、科学等方面，希腊文化的影响最大，因此，这一过程被称为希腊化。

亚历山大在慑服希腊的过程中，对希腊文化采取了比较开明和宽容的政策。以后，他在用武力征服欧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时候，也保持了在文化上的较温和态度。他的大军所到之处，并未完全摧毁当地的社会制度和结构，而是将希腊—马其顿式的城邦制度与当地原有政体结合，并且在观念上承认各地居民在接受这一混合政体后所拥有的平等合法存在权。这种比较开明的政策，一方面使各地较多地保留了自己的文化特色，另一方面也在整个帝国内初步形成一种统一的社会基础和思想认同。各地、各城邦、各民族之间虽然矛盾冲突不断，但彼此通过协商仲裁解决问题的努力也一直不断。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了早期的世界主义观点和人与人之间在对立统一中共处共存的思想意识。这是希腊化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和希腊—马其顿帝国这一特定的历史阶段，东西方文化在冲突与融合的基础上所形成的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化遗产。我们在这一时期及以后的一些著名思想家和学派，如斯多亚学派、新柏拉图主义、犬儒学派等的著述中不难看到这些特征。

随着亚历山大的去世，他所建立起的世界性帝国瓦解了。但是，随后出现的几个希腊化国家，如塞琉西王国、托勒密王国、马其顿王国等仍以不同形式保存了希腊—马其顿帝国的重要文化遗产，以后当它们被纳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这些遗产又被罗马人所继承。

（二）罗马帝国的社会状况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这一帝国的领土跨越欧、亚、非三洲，人口超过6000万，包括了凯尔特人、意大利人、希腊人、埃及人、叙利亚人、色雷斯人等。不同的风俗、语言、传统等构成了罗马帝国文化的斑斓色彩。

帝国政府通过加强公共交通设施建设促进各地经济流通和工商业生产的发展；通过加强律法建设，强化政府的行政组织和管理能力，保证帝国内政治上的稳定和各项工作的效率与效能；罗马帝国时期是西方奴隶制社会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期，罗马人在许多领域内，如法律、建筑、行政等方面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繁荣时期的古希腊城邦国家。

然而，罗马帝国在其发展的鼎盛时期已孕育着深刻的内在危机。由于地域广大、民族众多，罗马帝国内一直存在着阶级、民族、地区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为了求得政治上的统一，统治者越来越依赖于高压和武力手段以消灭各民族、各阶级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独特性。这不仅使旧有的社会秩序被全面破坏，也使广大百姓失去了精神上的依托和家园。公元64—65年，罗马帝国境内发生大饥荒。自然灾害并未使中央政府降低各省的赋税，一些地区的地方官员还以各种强硬手段迫使百姓纳税。在犹太人居住的地区，罗马巡抚劫夺耶路撒冷圣殿的财库来抵偿赋税，激起犹太人的强烈反抗，爆发了遍及犹太全境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悲壮的战争最后以犹太人的失败而告结束。犹太人不仅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无数犹太人被杀，而且还被迫付出信仰的代价，将他们过去交给耶路撒冷圣殿的贡税交给罗马神庙。素有宗教传统的犹太民族在多次起义被罗马军队血腥镇压以后，对自身命运的无可奈何、对救世主的企盼与向往达到顶点。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孕育而生。

二、基督教的产生及在罗马帝国的发展

（一）罗马帝国时期的宗教

从希腊化时期到罗马帝国时期，这一地区已经孕育发展起一种新的汇合东西方文化的综合性文化。宗教是其重要表现形式。

早期的希腊文化在本质上是非宗教的。希腊神话中描述的生活在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与其说是高贵无比、主宰一切的神，不如说是神化了的人。他（她）们的生活场景和所表现的喜怒哀乐是古代希腊人基于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朦胧认识所创造出的现实与想象的混合。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希腊自然主义宗教（多神教）中存在着希腊文化所特有的唯心主义或唯灵主义特征。这种最初仅仅表现为粗陋的灵肉二元论，随着希腊思辨哲学的发展而逐渐精细起来，并通过毕达哥拉斯、柏拉图等人的哲学理论，特别是经过新柏拉图主义的进一步神秘化改造而成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高度抽象的一神论宗教的重要理论资源。[5]

罗马人与希腊人相比，少了理论色彩和艺术气质，却多了现实主义和实用精神。罗马帝国在政治上建立起了统一秩序，给这个战乱频繁的地区带来了一段时间内的稳定。罗马统治者把维护统一与秩序放在首位，他们一方面通过完善法律和国家机器来达到这一目的；另一方面，则通过建立与自己的统治地位相适应的思想控制和意识形态来实现。

由于希腊化时期形成的文化多元，罗马人占领这些地区后在宗教上面临着宗教繁多、教派林立的局面。希腊式的自然主义宗教、罗马人的带有氏族祖先崇拜性质的信仰以及东方式的神秘主义宗教等混杂在一起，各自有自己的影响对象和渠道。人们相信神灵、鬼怪、占卜、神迹，社会上占星术、巫术、各种祭仪活动等盛行。最初罗马当局对大多数非官方宗教的存在并未太在意，其自身的帝国祭仪虽拥有官方地位，但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宗教。奥古斯都时期（Augustus，前27—后14年在位），帝国统治者已经有意识地将君主与神联系起来。宗教不再仅仅是个人的信仰问题，而与帝国政治联系在一起。

随着统治阶级逐渐认识到宗教在维护和巩固政权中的重要作用，政府的宗教政策也日益严厉起来。建立一种统一的、能对社会上不同的人发生影响的宗教成为罗马帝国的统治需要。

（二）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

基督教的兴起几乎与罗马帝国的发展同步。它最初起源于犹太教，在一个时期内仅仅是犹太人信仰的犹太教中的一个支派。

公元1世纪前后，在罗马帝国的民间流行着许多公开和秘密的教派组织。它们的宗教理想和实现各自理想的方式很不同。有的超然，有的入世，有的主张以暴动的手段迎接天国，有的要求过一种与世隔绝的禁欲生活。而正在孕育中的基督教则宣传“信徒因基督的牺牲而得救”。对于正遭受饥荒和暴政迫害而处境绝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的下层民众来说，个人只要信仰就可获救，就可摆脱厄运的宣传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所以很快在犹太下层百姓中传播开来。早期的基督徒几乎都来自卑微的平民、奴隶、小商人和手艺工匠。他们居住在城市的人口稠密街区，过着艰难困苦的生活。他们没有什么文化教养，也缺乏改变自己处境的实际能力，却有着犹太人所特有的丰富的精神世界和对神圣信仰的不懈追求。罗马政府最初的宗教政策并未能达到宗教统一的目标，反而激化了社会矛盾，加强了宗教发展所需要的悲剧生活色彩、人们悔罪的迷狂和在痛苦中超越的巨大精神要求。基督教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孕育形成的。

这一时期虽然罗马帝国内各种宗教教派、信仰祭仪盛行，但只有基督教具有发展成为一个世界性大宗教的道德禀赋。其所信仰的唯一神超出民族、地域和自然的限制，超越人们日常生活习俗的隔绝；其创始人所宣传和实践的“牺牲与救赎”“受难与复活”等既具有很强的象征意义，又简单感人，具有极强的影响力；其教会活动所具有的救济与慈善性质不但与教徒的实际生活紧密相连，还在他们中培养起一种内在的精神气质，引导着其生命与精神的心路历程。早期基督教所具有的这些特征使它很快脱离犹太教母体，在非犹太人中传播，经过二三百年的发展成为罗马帝国中最有影响力的宗教。

基督教的产生与发展固然与这一时期百姓的精神状况和需求有关，也是这一时期罗马帝国整个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结果。

基督教产生和发展并最终成为罗马国教的时代，罗马帝国从上升与发展的顶峰时期逐渐走向没落和衰败。早期帝国内虽然战乱频繁，但多是在希腊、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进行，意大利本土则成为古代世界经济、政治生活的中心。城市的繁荣和以城市为基础的城邦制组织是罗马社会的根本命脉。城市既是罗马社会生产力、生产关系发展的重要标志，也是其生活奢靡、道德败坏、贫富两极分化导致的阶级冲突孕育、生长并集中表现出其破坏性的地方。基督教虽然最初产生于巴勒斯坦北部的乡村，但很快就进入城市，并在保罗时代（Paul the Apostle，Saint，活动期在公元1世纪）发展成为“一种城市宗教”。进入罗马社会的核心生活使基督教具有了极大的发展空间。作为“一种互助的有着神秘的宗教基础、半秘密性会社”的组织，基督教在大商业和制造业城市的下层社会流传，侵蚀着这个统一帝国的社会特别是精神基础。随着基督教的发展，罗马帝国的富有阶层、城市生活的精英也开始加入基督教会，这加强了教会发展的物质和智力资源，同时也使基督教会的性质发生转变：它不再是一个由穷人和中等阶层所组成的宗教社团，而成为具有明显的等级性和官僚式的组织。为了获得有财势的异教贵族的支持，教会开始向世俗社会投降，为了获得罗马政府的官方承认，教会也开始向政府妥协。结果，教会和世俗社会的界线越来越模糊，宗教变得从属于政策和政治了。基督教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是与其在罗马社会越来越上升的地位所并行的。公元313年，君士坦丁大帝（Constantine the Great）正式在米兰诏令（Edict of Milan）中准许了宗教容忍，基督教在罗马帝国成为合法宗教。半个多世纪以后，罗马的狄奥多西一世（Theodosius I，379—395年在位）又下令，关闭一切异教神庙，除基督教外，禁止各种异端教派活动，基督教正式成为罗马帝国国教。

基督教在短短三四百年的时间里，从一个产自古代东方、不为人所知、栖身在帝国大城市下层居民中的秘密社团演变为罗马帝国的官方信仰，成为希腊罗马世界几乎无可争议的宗教之主，这个过程被许多人认为是个奇迹。其实，一种宗教在一个社会变迁、思想混乱、文化冲突、环境动荡的历史时期迅速发展、赢得大量信徒并不罕见。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勃勃生机，除了社会外界的客观原因外，还有其教义、教规以及作为一种信仰所具有的精神、道德内涵方面的因素。

第二节 基督教的思想、理论渊源

基督教的思想、理论渊源十分丰富。由于罗马帝国独特的地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基督教是在一种相当复杂然而开放的条件下形成的。从基督教的神学理论体系、哲学思维特征到精神气韵和内涵，我们可以看到来自东西方的思想智慧，出自不同民族的精神文化积淀。基督教形成以后之所以发展迅速，影响广泛，其理论资源的丰富，其文化的包容性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可以说基督教在形成时期，其在理论基础和准备上已具备一个世界性大宗教所需要的道德禀赋和文化容量。

一、基督教与犹太教

（一）基督教与犹太教的文化传承

基督教从其产生的最初渊源来说与犹太教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特别是在文化传承上。

犹太文化是世界上古老的文明系统之一。尽管人们相当一致地认为，犹太人有着深厚的宗教传统，但是从荒漠游牧时期起到巴比伦之囚时代开始，犹太人在信仰方面与其他文明系统并无本质区别——原始多神教在人们的观念和社会习俗上占据主导地位。公元前6世纪，以色列人被掳往巴比伦以后，受两河流域文化传统的熏陶，东方民族宗教信仰的影响，特别是亡国流浪的屈辱经历使他们的政治观念、宗教信仰发生深刻变化。对现实处境的不满，对“救世主”降临的渴望，对民族辉煌历史的回忆及对自己命运的反思等，演变为对超现实的、永恒的、统治世界万事万物的唯一神的敬畏与信仰，以耶和华为代表“一神论”宗教遂发展起来。公元前5世纪，以色列人陆续返回巴勒斯坦后，这种宗教信仰日渐成熟，并成为犹太教的基本特征之一。

犹太人在西方历史上被称为“宇宙和时间概念的创造者”[6]。他们用宗教形式曲折地表现出宇宙观、历史观、人生观在世界文化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重要地位。犹太圣经，特别是其《创世纪》篇讲述了宇宙的诞生、时间的诞生、人类的诞生。尽管故事本身充满浪漫的神话色彩，但故事中却蕴含着相当深刻的道理。

犹太人自公元前1世纪中叶被罗马帝国征服以后，一直没有停止反对罗马侵略者的民族抗争。这些抗争大都是在犹太教的宗教形式之下进行的。但随着局势的变化，随着抗争的不断失败，犹太人内部在如何对待罗马帝国的态度上出现明显分化：代表犹太祭司贵族利益的撒都该派投降；对抗争丧失信心、采取隐居禁欲、一心敬奉上帝来等待上帝降恩的艾塞尼派隐退；以犹太中产阶级和宗教知识分子为主的法利赛人则以不合作的消极抵抗为手段；激进的奋锐党虽然没有放弃抗争，但这个主要由犹太下层民众组成、成分复杂的团体也缺乏获胜的手段。在复杂的斗争中，联结这些政治派别甚至是维系散在各处的犹太人民族团结的唯一纽带就是犹太教中对上帝干预人世、派弥赛亚降临、重新建立大卫王国的坚定信念。

这一时期形成的基督教主张弥赛亚已经降临，上帝派其子来人世，不是要恢复正统的以色列王国，而是通过拯救人类的灵魂，建立一个美好、理想的世界——天国。从犹太教中脱胎而出的基督教既带有其母体——犹太教的某些遗传，如崇拜上帝（耶和华）为唯一的真神，相信他将派弥赛亚（基督）降世救人，信守犹太教经卷等，但也明显表现出对传统犹太教的改造，如确认上帝的普世性；接受非犹太人入教；关注社会各民族、各阶层人们的精神需求等。这使它很快在罗马帝国境内传播，成为被不同民族的人所接受的宗教信仰。

（二）基督教与犹太哲学—神学理论

犹太教作为信仰一神论的宗教有着相当深厚的哲学理论基础和完整的神学论证体系。犹太文化的神秘主义和对超越现实世界的“来世”生活的关注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特别是其思辨性哲学结合以后，变得更为系统、抽象，其宗教哲学化的特征对基督教神学理论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下面，我们将以犹太哲学—神学家斐洛为例，说明这一问题。

斐洛（Philon，约前30—约45年）出生于亚历山大里亚的一个犹太人显贵家庭，一生在亚历山大里亚度过，深受在这里流行的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思想的影响。作为当时最有代表性、最有影响的犹太哲学家，他身上集中体现了希腊文化特别是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希腊哲学与犹太教信仰的结合。黑格尔曾这样来介绍和评价他与希腊哲学的关系：“他特别擅长柏拉图的哲学，此外他更以引证犹太圣书并加以思辨的说明出名。他把犹太族的历史当作基础，加以注解。但是历史上的传说和叙述，在他眼睛里都失去了直接的现实意义，他甚至从字句里找出一种神秘的、寓言式的意义加到历史上去，在摩西身上他找到了柏拉图。”[7]

除柏拉图外，斐洛还非常熟悉当时较有影响的其他一些希腊主要哲学家和哲学流派，如亚里士多德和斯多亚学派等，并吸收其理论中对自己有用之处，努力建立一个能调和希腊哲学和希伯来《圣经》 、平衡理性主义和神启主义、沟通神学和哲学的新的思维论证系统和理论体系。

斐洛在本质上是个神启论者，其理论的根本目的是为宗教信仰辩护，因此，神学在他的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借用柏拉图主义的哲学思维方法，试图通过对神的本质的高度抽象论证，对神和宇宙、人神关系及人对神的认识等命题的阐述，把高度伦理化的犹太教一神论信仰改造为具有普遍的超越主义特征的神学理论。

斐洛认为神是绝对的、唯一的、永恒的、终极的存在。他运用喻义解经的方法，对《创世纪》中神创造亚当之后，又创造夏娃为其做伴进行解释，得出结论：创世纪的神是独居的唯一体。神的本性即唯一。不能有任何东西高于、低于或等于神。神在万物之外，又在万物之中。神是自身完美的、无以复加的、不可改变的。神从其本性来说，不属于任何东西，也根本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上帝在创世纪前后是自身等同的、自有永有的。

关于上帝创世说，他吸收了希腊哲学中有关宇宙创始与终结的几种不同见解，例如，德谟克利特等人主张的宇宙既可造，也可灭，但就其总体而言宇宙是永恒的；亚里士多德等人所代表的世界是永恒的，不是受造的，因此无所谓生灭；柏拉图等人论证的世界是受造的，一旦被创造出来就将永远存在下去。斐洛虽然博览众家地了解所有这些观点，但他本人最接受的是柏拉图的观点。为了增强这一观点的说服力，他认为柏拉图等人并不是这一观点的创造者，早在犹太人的摩西时代就已经有了这样的认识。他大量引用《旧约·创世纪》的经文来说明这一问题。斐洛的创世说虽然以神和现实世界的对立为前提，重在强调上帝的永恒性、唯一性和受造世界的单一性，但上帝创世在他这里更多的是指神创造了主宰世界万事万物的秩序，而不是构成世界的物质性基质。在他看来，上帝创世的意义在于神凭借神性的力量和逻各斯的作用，将并非由他创造的物质构成现实的可感世界。这里，神所处理的不再是物质层面的东西，人们对神的理解也不再基于感性或伦理意义上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后人在解读斐洛的创世说时认为：根据他的解释，世界只是被塑造成的，不是被创造出来的，因为物质不是发源于上帝的。这样的创世说与其说是和《圣经·旧约》不如说是和柏拉图的《蒂迈欧篇》有更多的一致之处了。

基于对神的本质的解释，斐洛又进一步论证了人对神的理解、人神关系等问题。人作为神的造物，如何才能认识造物主？对于神学理论的这一基本问题，犹太人虽不乏神秘主义的解释，但传统的犹太教理论由于未摆脱伦理化宗教的局限，并未能给予圆满回答。斐洛吸收了希腊哲学的超越主义理想和抽象思辨的论证手法，在这一问题上做出创造性贡献。他认为，追求宗教的真正本性应当超越外在世界的局限。神并不居住于用凡人之手建造起来的房屋内，并不与凡人的日常生活有什么相干。神的唯一真正有价值的存身之处是纯粹的灵魂，对神的信仰与追求不应表现在宗教祭仪上，甚至日常行为上，而必须在内心的虔诚和精神的领悟上。在他看来，《圣经·创世纪》所记述的故事已经表明：作为血肉之躯的人已经败坏，只有智慧和精神之路能引导人走向神。人必须观照神，使心灵向神靠近。只有心灵得到净化，人才能放弃一切受造物，只关注作为太一的神。人在沉思神的永生存在中得到欢愉。由于神是超越的，人也只有在灵魂的超越中才能体味神，与神相通。他强调人必须使心灵从可感世界上升到无形的秩序，上升到看不见的神。对神的认真寻求本身，而不是对神的实际需求，是最重要的。这种寻求即便失败了，也会得到充分的报酬。

对于人认识神的渠道，斐洛认为是神的启示和恩典。如果没有神的启示和恩典，人是不可能认识上帝的。神的启示表现为人的神圣的“迷狂”，这是一种信仰的狂热状态，也是一种无我的境界。他所论述的这种神圣的迷狂揭示了信仰与情感的关系。关于这种联系，当时和后来的很多人都有论及。

由于斐洛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他被恩格斯称为“基督教的真正父亲”[8]。

二、基督教与希腊哲学

基督教与希腊哲学之间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希腊哲学，特别是以普罗提诺为代表的新柏拉图主义，以塞涅卡为代表的斯多亚学派等希腊晚期的哲学思想和流派几乎是在与基督教共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中形成和发展的。希腊哲学理论中的一些重要命题也同样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所关注。因此，研究基督教，特别是基督教的神学哲学理论就不能不讲希腊哲学，离开了希腊哲学，就无法全面地了解基督教及其神学理论。

（一）柏拉图主义、新柏拉图主义与基督教

柏拉图是古希腊最重要的哲学家、客观的唯心主义理论的创始人之一。他试图最抽象、最终极地解释宇宙、世界和一切事物及生命现象的本源。为此，他将自己老师苏格拉底的心灵内在原则和德行的一般定义客观化，使之成为独立于人的心灵并与人的知识相对应的实在——理念。他把理念与现象分离开来，提出了著名的“两个世界说”——变化的、多样的、可感的现实世界与永恒的、唯一的、可知的理念世界。为了解释这两个世界的联系与结合问题，他先是利用“分有”和“模仿”说，说明理念与个别事物之间是本原与派生、原型与摹本、普遍与特殊的关系，进而又提出在理念和可感事物之间存在着一个数理等级——独立于这两者的第三种因素：“一”或者“至善”。按照柏拉图的解释，“一”就是“至善”，也就是造物主。造物主作为至善，不仅维持自身的善，还要使一切不完善的东西接近自身。他借蒂迈欧（一个来自意大利北部的毕达哥拉斯主义者）之口描述了其“创世说”。在他看来，可感世界是生成的，任何生成的东西皆有原因。世界的原因是一个造物主。造物主创造了世界、创造了时间、创造出天体、创造出各种动物，最后创造出人的灵魂。灵魂本来生活在永恒的理念世界，以后降生为灵魂。如果灵魂在肉体中生活得好，它们在肉体死亡后将返回理念世界，如果生活得不好，它们将转生为动物。

柏拉图的这些理论，特别是其创世说、灵魂说等几乎用不着怎么修改就可直接为基督教神学理论所用，他提出的真正的哲学研究就要达到对神的某种认识[9]更为后世哲学与神学的合流发展打下了基础。

柏拉图通过自己创办的学园培养了大批思想的后继者。其中，最有成就的是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代表了古希腊哲学的最高成果，他本人也因为学识渊博、著述涉及领域广泛而被称为古代西方学术的集大成者。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中不乏唯物主义的因素，但是在本质上，他仍继承了柏拉图的客观唯心主义和神学目的论。这主要体现在他的形式质料说上。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自然界的每一种对象，都是形式和质料的合成物。虽然他以相当辩证的眼光看待形式与质料的相互关系，但他坚持形式先于质料而存在，是每种具体事物的本质和最初本体。和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认为在世界的本原问题上，一定存在着某种先于一切形式、质料的东西，他称之为纯形式（也就是柏拉图所说的至善）。纯形式在亚里士多德的理论体系和思维逻辑中是永恒的第一推动者，是终极最后的动力因，也是世界存在的目的和意义所在。在这里，亚里士多德十分谨慎地不直接提到它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因为在他看来，神一旦直接进行创造宇宙万物的工作，就等于接触了质料，这会使神失去纯形式的崇高与纯粹，反而贬低了神的完美。

古希腊的哲人们对探索宇宙的奥秘、世界的本原有着无穷的兴趣。无论是柏拉图，还是亚里士多德，宇宙世界、万事万物在他们的眼中既是多彩的，也是同一的，既是多变的，也是永恒的。他们试图通过对其表象和本质进行分解的方式来更深地认识了解它们，通过对世界本原和归宿等问题的探讨，对超越物质世界的精神力量和因素的探讨来揭示宇宙万物的深层秘密和世界运行的根本规律。这种智慧的寻觅和思索使他们在理论上得出神的存在是必要的、必然的及其相类似的结论。在他们所生活的时代，这种神学目的论主要还是一种理性思辨的结果，其理论体系更多的属于道德哲学的范畴。但是，进入罗马帝国时期以后，特别是3世纪以后，社会的日益动荡，奴隶制危机的日益严重使柏拉图思想的后继者越来越发挥了柏拉图学说中的神秘主义色彩。由此形成的新柏拉图主义对基督教神学理论产生了更为直接的影响。

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的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是普罗提诺（Plotinos，205—270年）。他出生于埃及，曾在亚历山大城攻读哲学达11年之久，以后到罗马讲授哲学，是西方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人物之一。

3世纪是罗马帝国“政治和宗教的动乱时期”。生活在这一时代的普罗提诺以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理论中的神学目的论为基础，广泛吸收斐洛等人融合希腊哲学成分的犹太神学理论，以及亚历山大早期的基督教神学思想，顺应处于分崩离析之中的罗马统治阶级的需要，创造出一个内容庞杂、充满神秘主义色彩的理论体系。

普罗提诺认为世界的最高本原是“太一”，它超越一切本体，具有绝对的完满性。世界万物的出现是太一完满性“流溢”的结果。流溢的阶段性形成了世界的等级，因此，先流溢出的理智在等级上高于以后流溢出的灵魂、物质等，这是宇宙理性的表现。普罗提诺提出著名的“三一原理”从理论上阐明自终极第一原理太一逐步下降，经由神圣的第二原理心智到第三原理灵魂，然后进入最低的可感现象世界。在普罗提诺的理论体系中，这个“三一原理”是既不可多，也不可少的，其顺序和相互关系也不可变。

太一是绝对原理，是超乎一切之外、之上的神。它是不可名状的、不可认识的。太一派生万物并不需要任何意志或运动，而只是自身的流溢。

心智是太一最先流溢出的第二个神。它也具有太一的永恒、完美，但是作为第二神（原理），它的内容是有生命的存在（不是指动植物和人，而是指绝对的生命形式）和理念，因此，具有多样性。心智是灵魂所在的地方，它的内容是完美的、纯粹的，与可感事物相分离。

灵魂是从心智派生出的。它处于无形的心智世界和有形的可感世界中间。它有两个等级，高级和低级。高级灵魂以理智为追求目标，低级灵魂与质料结合产生可感世界。普罗提诺十分强调灵魂的两重性。它可以和心智结合，也可以和肉体结合，是善恶两重性的表现。在灵魂和肉体的关系上，他认为物质是由灵魂创造出来的，进入肉体的灵魂不一定受到肉体的损害，但灵魂下降进肉体的动力却是情欲。灵魂中的善要求归复高于灵魂的心智，而恶则表现为对肉体、物质的迷恋。灵魂的复归，在普罗提诺看来既是指从肉体中的“解脱”，也是指与神圣本体太一相融合所产生的“狂迷”。

普罗提诺的论述，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从太一到物质世界的生成过程，同样重要的是，如何通过一系列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宗教、伦理实践和仪式，使灵魂摆脱尘世，归复心智和太一世界。这后一方面就是净化灵魂的修行。

普罗提诺本人并不参加神庙的宗教仪式，对巫术、占星术等也持强烈反对态度。他提倡的宗教精神主要还是道德修行。但是他极力论证的人因追求精神上的神圣本体而产生的“狂迷”是一种典型的宗教狂热，他理论中的神秘主义色彩又很容易被进一步发挥，用于解释和指导各种超自然的宗教灵修活动。因此，后来的研究者认为：正是通过他，并通过受到他影响的奥古斯丁，那种被呈现为是整个希腊哲学发展终极结果的神秘主义变成基督教神学，成了中世纪和近代世界宗教中的一个重要因素。[10]

普罗提诺在教育史上也是个相当值得注意的人物。他曾在罗马教书多年，深为学生们所爱戴，曾被学生们称为“最神圣的普罗提诺”[11]。由于他卓有成效的论证，新柏拉图主义成功地将灵魂与肉体、理智与情欲二元论的观点引入教育，并使教育的重点开始从注重理性思辨、知识道德等转向精神的修行与自敛。当教育的内容逐渐为精神的修行和对来世生活的关心所充斥，当教育的方法主要是对学生的欲望和活力进行约束时，西方教育的发展便偏离了古希腊文化繁荣期的航向，进入了神性教育的时代。

（二）斯多亚学派与基督教

斯多亚学派（Stoicism）也称斯多葛学派。公元前4世纪，希腊著名哲学家芝诺（Zenon，约前336—约前264年）在雅典市场北部的一个画廊讲学，“斯多亚”意指“画廊”，因此，这一学派又被人们称为“画廊学派”。这一派别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绝对地由一种神秘的必然性所支配的，他们将其称为“命运”“天意”或“神”。人作为宇宙体系的一部分也应该服从这种神秘的必然性。世界万物都来自于神的创造。由神所代表的自然法则对一切人平等，因此，世人皆兄弟。人人都应敬畏神，相互友爱，实现天下大同。斯多亚学派的这种宿命论、禁欲主义、博爱和世界大同的思想与早期基督教所宣传的观点有异曲同工之处，因此，两派的相互往来与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斯多亚学派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后来的一些研究者甚至认为：斯多亚主义与其说是一种哲学，不如说是一种宗教更为强有力。“没有一种早期的哲学体系像斯多亚学派那样，如此紧密地和宗教衔接起来。” [12]斯多亚主义“是世界上最显著的宗教势力之一”[13]。

斯多亚主义者是典型的有神论者。他们把神看作整个宇宙秩序的创造者和工程师。整个宇宙和人类就是从神那里产生出来，又回到神那里去的。服从神的意志对宇宙和人来说是天经地义的。社会上必须提倡对神的虔诚信仰，因为好人、有道德的人、有知识的人、有智慧的人是敬畏神的；反之，坏人才不信神。早期的斯多亚学派提倡巫术、占星术、显灵术，对各种宗教迷信活动都很积极。以后，它不断吸收当时社会上有影响的哲学思想，调和各学派理论上的分歧，特别是随着基督教势力在罗马帝国的发展，它的泛神论的特点有所减弱。

斯多亚学派的哲学思想以人的精神追求为核心，以真理（神的意志）的获得为最高目标，具有十分明显的宗教色彩。在他们看来，人的灵魂应该控制人的情感，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不会为情欲所左右，而具有独立的心灵控制能力。这一学派的创始人芝诺来自塞浦路斯岛，公元前311年来到雅典后，广泛吸收当时在雅典流行的各种哲学学派的思想，其理论是东方希腊主义与雅典各派哲学综合融会的结果。他的所有作品几乎都已经失传。后人主要依据第二手资料对其理论进行研究。他于公元前294年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拥有众多弟子，整个斯多亚学派体系的框架就由他创立。这一体系包括三大部分：物理学、伦理学和逻辑学（辩证法）。如果把斯多亚哲学比作一个动物，则逻辑学是骨骼，以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哲学是肉，伦理学是灵魂。在芝诺看来，世界所有万物都服从自然理性，这是一种顺从自然的本性，也是由神掌管的公正理性。因此，他的伦理学是建立在神学目的论的基础之上的。信仰是其中的重要内容。越到晚期，斯多亚学派越强调伦理道德，其理论的神学色彩也越浓厚。

芝诺认为教育目的很重要的一点是培养人的理性，也就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在他看来，伦理是与知识、教育不可分的。知识越多、教育水平越高就越有道德。[14]这一点与苏格拉底的“知德统一论”颇为相似。

斯多亚派的知识观也带有古希腊唯心主义思辨哲学的基本特征：强调知识的整体性，因为它是世界“逻各斯”的体现。在芝诺看来，尽管人们认为自己拥有各种智慧，但“逻各斯”是统一的，人们不可能拥有逻各斯之外的任何智慧。

在芝诺的理论体系中，逻各斯已经常与“神”所混用，甚至被神所代替。到晚期斯多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如塞涅卡（Seneca，约前4—65年）、奥勒留（Aurelianus，121—180年）等人那里，神的唯一性与权威性更为突出。塞涅卡认为：“由于人的弱点和不完善，所以人的道德生活需要依靠信仰神的力量来指导，用宗教神学来弥补伦理学的不足。”奥勒留则公开提出，对人来说，相信神是必不可少的，生活在一个没有神的世界中是毫无价值的。[15]

斯多亚学派在希腊化时期乃至罗马帝国前期的哲学思潮中一直占主导地位，以后，虽然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力上升，但其哲学理论的很多因素被融入新柏拉图主义的体系之中。经过新柏拉图主义的中介，斯多亚主义成为基督教神学理论的重要资源之一。恩格斯在分析早期基督教的理论渊源时指出：“斐洛的亚历大里亚学派和希腊罗马庸俗哲学——柏拉图派的，特别是斯多葛派的——给予在君士坦丁时代成为国教的基督教的巨大影响，虽然还远未详细地弄清，但这种影响的存在已经得到证明。”[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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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早期基督教会领袖及主要教父哲学家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第一节 早期基督教会领袖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早期基督教主要是指基督教的最初创立与形成时期，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耶稣基督（Jesus Christ）和他的门徒弟子保罗、约翰等人，主要经典是《圣经·新约》27卷。从中我们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到基督教在其早期阶段教育上的主要作为和理念。

一、耶稣基督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耶稣基督被认为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尽管从严格历史学考证的角度，人们对这个人物存在的真实性仍未有定论，但是，基督教信仰的耶稣并非史料确凿的耶稣，而是《圣经》记载的耶稣。因此，无论历史上是否真有耶稣其人，但这个人物对基督教创立与发展的重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耶稣通过《圣经》及其他教会文件显示了其独具特色的教育活动和思想。西方的不少教育史家认为，耶稣的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史的影响相当巨大。[1]

根据《圣经·新约》的记载，耶稣出生在一个犹太穷苦木匠的家庭，由圣灵受孕，天使报信，博士来朝，上帝命名，是作为救世主降生在这个世界上的。耶稣的童年时代似乎只是在家中和犹太会堂学校里受过有限的教育。这种状况在当时的犹太人中，特别是在犹太下层百姓的子弟中十分普遍。

耶稣的身上担负着教诲众生的使命，这使他天生就是个教师。他四处游说于世人之中，向他们讲授上帝的学问。根据福音书的记载，耶稣在世上只生活了33年。他真正从事讲经布道的工作时间并不长，但却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总结耶稣的教育思想和在教育方面的工作特点，下面几个方面特别值得注意。

（一）坚信人人可教，把爱作为信仰的基础和道德的最高境界

基督教的基本教义是相信上帝是造物主，是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人是上帝的子民，在这个意义上，人与人之间并没有本质差异。由于这样的基本信仰，耶稣的教诲对一切人开放，不管是穷人还是富人，不管是聪明人，还是愚笨者，在耶稣看来都是可教的，都应该成为教育的对象。耶稣认为：凡遵行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凡信者皆为亲属。[2]在耶稣看来，“爱”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一要爱“主你的神”，二要“爱人如己”。[3]在耶稣的眼中，天父上帝就是最大的爱，神对人的爱是无尽的，虽然人犯罪作恶，背弃了神，但慈爱的天父却像牧人不肯丢失迷途的羔羊一样，去寻找他们，召唤他们，拯救他们。神的这种普世的爱是一切爱的基础，通过基督教的教诲和启迪，一切人都可以获得这种博爱的精神。

（二）实行处处施教，以浅显易懂的方式对众人施教

耶稣云游四方，在他的身边总是跟随着众多的门徒弟子。他以天地社会为课堂，以随处可见的问题为研究的对象，随时与他们进行讨论，回答他们的问题，对他们进行教海。听耶稣讲道的人更多的只是社会上的普通百姓，耶稣总是以他们能够理解的方式教他们。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他们愿意听，他就开讲。他的讲解中运用了很多寓言、格言、比喻等，既生动形象，又深刻明晰。他诲人不倦，对所有的弟子、追随者一视同仁。就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而言，耶稣是个极出色的教师。

（三）以拯救人的灵魂为最高教育目的，以高度的献身精神树立起精神追求的楷模

在耶稣眼中，教育并不仅仅是知识的学习，而是一种道德精神的养成，是一种人性的教化，是对人的精神的拯救。与古希腊的很多智者哲人一样，耶稣也把知识和道德看成是合一的，只不过在他的理解中，反映人的精神追求的道德比知识更为重要。有了对神的信仰，有了这种精神上的追求，人就可以认识世界，获得关于宇宙万物的知识。因此，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是道德教育。后人在评价耶稣与同时期从事教育的其他智者时认为，耶稣是精神上的智者，其他人则是才智上的智者。[4]耶稣本人是追求崇高精神目标的楷模。他不为物欲的吸引所动，甚至以付出生命的代价来实现人生的追求。在他看来，“天国来临”并不是外在的事件，而是人内心世界的改变。对人施教不仅仅需要技巧，更需要对人的爱心，需要身体力行地做出榜样。教育是对人的心灵的滋养，对人的精神的沐浴。教育者必须本人是追求精神价值的典范，同时也是塑造人心灵的工程师。使耶稣成为基督的正是他的人格力量与教导[5]，“他为西方教育史所打下的烙印是不可磨灭的”[6]。

二、耶稣门徒保罗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在基督教发展史上，保罗（Paul）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许多后世的学者认为，如果不是保罗的话，耶稣的教导可能只不过是当时社会上极不著名的一个小教派。正是由于保罗的富有创造性的工作，新生的基督教才得以更广泛地传播，因此，人们称保罗是“基督教的第二个奠基人”，“是基督教神学的真正创立者”。[7]甚至有人更明确指出，“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教义体系，它的创始人正是保罗而不是基督”[8]。

保罗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存在已经没有什么怀疑，但是，对于他的生卒年代，后人却很难说清。只知道他在1世纪末出生于小亚细亚西利西亚地区的一个犹太家庭。他从小受过严格正规的犹太教育，熟悉城市生活，对当时在那里流行的希腊文化也很了解。他早年虔信犹太教，曾参与过迫害基督徒的活动，后受耶稣感召，在35岁左右转信基督教。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以后，他隐居数年，以后重返耶路撒冷宣讲福音，60岁左右时被罗马皇帝尼禄处死。“保罗书信”是他在各地传教过程中写给各地有关教会的，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思想。

（一）“原罪”与“赎罪”说

保罗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最重要的贡献是使基督教这一脱胎于犹太教的教派团体，无论在教义上，还是在组织上，完成了与犹太教的分离，成为一个独立自主、可以在更广泛的地域和文化空间中传播的宗教。保罗将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变成各民族的统一宗教有其理论和教义上的依据，这就是：耶稣基督是全人类的救世主，他被钉十字架是为整个人类所犯下的“原罪”进行“赎罪”。

所谓的“原罪”在保罗这里虽然已经归结为亚当，但其解释原罪的形成，如何从一人转到所有世人的原因却要简单、抽象得多。在他看来，“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从亚当到摩西，死就做了王，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也在他的权下。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像。”[9]所谓“赎罪”是与“恩典”连在一起的。上帝为拯救人类，派自己的儿子向世人传播福音。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全人类“赎罪”做出了牺牲，从而使人类摆脱了“原罪”和必死的命运。在他看来，“因一人犯罪就定罪”，“因一次的过犯，众人都被定罪”，照样，因耶稣一人恩典中的赏赐，可以更加倍地临到众人身上。“因一次的义行，众人也就被称义得生命了。”因此，可以说“罪由亚当而来恩由基督而得”[10]。“原罪”与“赎罪”理论的提出，使人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一个根本的变化：“我们作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11]这样，“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礼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自由人和奴隶，男人和女人，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为一了”[12]。“原罪”与“赎罪”说的提出，使基督教把人类的拯救直接转向了灵魂内部的拯救，从而冲破了犹太教律法的藩篱，使基督教从犹太教中独立出来并迅速传播开来。这种理论以后经过奥古斯丁的系统整理，成为基督教教义中最重要的理论基石。

（二）“灵魂”与“肉体”分离说

保罗强调人的灵魂拯救，认为这是耶稣教导的核心。他认为灵魂的拯救是以肉体的牺牲为代价的。他明确地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13]古希腊哲人们，如柏拉图等人所论述的“灵肉分离说”在保罗这里被进一步强化。在他看来，灵魂的净化与肉体的放纵是格格不入的，他所提倡的“活祭”，就是摒弃肉体情欲。本来犹太教与耶稣都不赞成放纵情欲，但两者也都没有极端到把一切不道德甚至不虔诚的行为都归结为情欲所致，而保罗却达到了这种极端。他对肉欲极为厌恶，将圣灵与情欲完全对立起来，而且把肉欲的表现扩大，不但奸淫、邪荡等是肉欲，恼羞、结党、纷争等也都属肉欲的范畴。如何摆脱肉欲的控制？保罗认为犹太教靠律法对人的约束是外在的，并不能真正使人得到拯救，而基督教主张依靠灵魂内部的约束是一种精神境界的升华。保罗提倡的是“因信得救”“因信称义”，这就使基督教的发展冲破了犹太教律法的限制。不服从犹太教律法与习俗的外族人凭借心灵的圣洁，凭借对上帝的坚定不移的信仰也可得到拯救。

（三）知识与智慧观

保罗和耶稣一样，走遍各地，向他所遇到的各色人等传播福音。他对当时流行的希腊、罗马哲学各流派的理论都有相当深入的了解，特别受柏拉图、斐洛等人思想的影响较大。他知识渊博，雄辩能力很强，曾在推喇奴的学房与人辩论达3个月之久。由于他的影响，不少犹太人、非犹太人皈依了基督教。其中不少人为了表示与异教的决裂，将自己的藏书拿来，当众焚烧。据当时的人们算计的书价，有5万元之多。据《圣经·使徒行传》的记载，此后，“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14]。

由《圣经》记载的《使徒行传》中，保罗对知识特别是对区别于上帝福音之类的知识所持有的基本态度也可见一斑。在保罗看来，神是唯一真实的知识，基督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他说：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因为十字架的道理，在那灭亡的人为愚拙，在我们得救的人却为神的大能。就如经上所记“我要来绝智慧人的智慧，废弃聪明人的聪明”。在他看来，智慧有两种：神的智慧和世俗的智慧。这两种智慧完全不同。神的智慧，他也称之为“完全的人”的智慧，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世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是“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世俗的智慧也被他看成是“这世上的智慧”。人凭这种智慧，并不能认识神，神就乐意用人所当作愚拙的道理拯救那些信的人，而且神在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这就是神的智慧了。[15]

保罗的知识与智慧观奠定了基督教会对知识和智慧的基本看法，对中世纪基督教文化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第二节 主要教父哲学家的教育理论

早期基督教主要靠耶稣的牺牲、使徒的献身而形成自己在社会上的影响，因此历史上称之为“使徒时期”。2—4世纪，是基督教传播、发展并取得统治地位的阶段。这一时期，随着基督教的发展与传播，特别是在其被确立为罗马国教以后，急需理论上的完善。这一最初形成于社会下层百姓中的简陋粗俗的信仰，要真正影响世界，就必须在神学思想、哲学基础、社会表现形式上更加精细。基督教最初是作为一种启示宗教出现的。耶稣基督自己、他早期的门徒弟子们都并非哲学家。他们主要是通过提出一种赎罪、拯救和爱的学说，而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体系，来传播基督教思想。他们更关注的是布道，是通过实际影响民众的实践体现上帝的神性。基督教在迅速发展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各方面势力的怀疑和敌视，其中不少批评是建立在理论上的，这迫使基督教努力为自己辩护，也建立起自己有说服力的理论体系。2世纪以后，随着社会上层特别是文化教育水平较高的人加入基督教，一批知识分子开始在信仰的指导下，运用东西方社会已有的理论与思想资源，特别是古希腊罗马哲学和传统文化对基督教信仰加以解释和论证，形成基督教关于世界及人生的综合理论。由于这一批人对基督教发展所具有的特殊使命和独特贡献，后人把他们称为基督教的“教父”或“护教学者”。

教父是基督教实现一统过程中教义的传播者、解释者和教会的组织者。按其使用的语言来区分，教父可分为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本节将以奥利金、德尔图良、哲罗姆等人为例，分别介绍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体现在其哲学、神学思想中的教育思想。

一、希腊教父的教育思想

早期教父大多为护教士，他们的辩护主要针对犹太教和希腊罗马文化。他们一方面强调基督教优于这两者，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从它们中汲取营养。因此，教父们的思想代表了基督教与东西方文化特别是哲学思想的最初碰撞与融合。

埃及的亚历山大城是希腊化时期的著名学术与文化中心，也是东西方各种哲学、宗教、文化汇合的地方，因此，东西方文化的碰撞与融合在这里体现得相当明显。到3世纪左右，这里已成为基督教哲学、神学理论的重要中心之一，并形成著名的亚历山大学派。

亚历山大学派试图在吸收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哲学的基础之上，建立一个基督教哲学的综合体系。这一体系包含着上帝的超越性和内蕴性、宇宙之律和自由意志、普通启示和特殊启示、实际伦理的崇高标准等。在《基督教历代名著集成》丛书中负责编选《亚历山大学派选集》的汤清在评论它时认为，这一学派具有这样一些特点：第一，偏向于抽象的上帝观，以上帝为超越的、绝对的一致；第二，求助于道和灵等居间者，作为上帝与世界中间深渊之桥梁；第三，有把物质看作与邪恶相关的趋势；第四，注重锻炼自己，以求更清楚地看见上帝。[16]在以后基督教的发展中，我们可以很清晰地看到这些特点的影响。

（一）克雷芒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亚历山大的克雷芒（Titus Flavius Clement，约150—215年）出生于雅典的异教徒家庭，早年曾游学希腊、意大利、叙利亚、巴勒斯坦等地，广泛学习了各种学问，成年以后才皈依基督教。189年前后，他接任亚历山大里亚教理问答学校（The Catechetical School of Alexandria）校长，以博学和雄辩吸引了众多学生。以后因受罗马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而出走。他的主要著作有《规劝异教徒》（The Exhortation to the Greeks，又译为《对希腊人的劝勉》）、《训导者》（Paidagogos）、《杂文集》（The Miscellaries）等。

他的著作有深厚的理性思辨色彩。他十分熟悉希腊不同哲学家的思想和理论，并站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对他们进行了评论。例如，他在《对希腊人的劝勉》中对众多希腊哲学家的思想进行了评论。在他看来，米利都（Miletus）学派的泰勒斯（Thales）等人属“无神派”，他们以水、火、土、木等论证世界是典型的“敬拜物质”。另有哲学家，在四行之外，寻求更高超更优越的原则。他们中间有些人称颂“无限者”，有些人崇尚“满足”，有些人提倡“心像”。斯多亚派主张“神圣透于诸物质中，甚至在最低的物内”。逍遥学派则以“至高者”“宇宙之灵”作为万物之父的代名词。然而，克雷芒认为，希腊哲学中真正与基督教“同工”的是柏拉图。柏拉图是“受了上帝的感动，把握了真理，而说唯一的真神为上帝的人”[17]。克雷芒在自己的著述中经常引用柏拉图的话，他利用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主义批判当时社会上存在的各种神话、民间信仰仪式。他运用历史资料对比证明希腊哲学来自东方宗教的智慧，认为基督教是东方智慧的发扬光大。他在沟通和融合东西方文化、哲学和宗教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与当时的许多基督教神学家一样，他认为真理是唯一的、一元的。基督是一切知识的原理，一切真和善都是属于神的。但是他并不否认其他知识的存在，还致力于调和理性和启示、知识和信仰、哲学和宗教的关系。据后人统计，他的著述中共包含从300位异教作家中来的700条引语。[18]在他看来，信仰和知识不仅不是不相容的，而且是相互需要的。他特别着重论证了哲学与神学的相互关系。一方面，他认为《圣经》与希腊哲学是同一条大河的两条支流，哲学与神学并不矛盾；另一方面，他指出希腊哲学低于基督教，是启示神学的准备。在他看来，音乐、几何学、天文学等作为知识也都具有各自的价值。它们为哲学训练了心灵，因而也有助于使心灵超出尘世。他特别强调逻辑的作用，认为逻辑学是神学家必不可少的智力工具，应该“把辩证法摆在一切科学之上，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19]。

克雷芒的观点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希腊教父试图运用哲学武器来论证基督教教义，运用哲学的方法和术语来提高宗教信仰的地位。他所建构起来的以神学为顶的知识体系的金字塔为世俗学问保留了一定的空间，这不同于当时教会中一些人宣传的知识蒙昧主义。但是，将世俗学问看成是低于神学、服务于神学的知识系统强化了基督教对知识的垄断，这种做法在中世纪为许多基督教学者所采用。

克雷芒很看重后天的教育（他有时称为训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他说：“训育是一个具有多方面意义的字。训育可以指被领导和受教的人；也可以指领导和教授别人的人；又可以指引导本身。最后，还可以指所教的东西，即如教训。”[20]当然，无论这个词含义再多，接受上帝的指引，实现精神上的皈依是最核心的内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称基督为“导师”，因为“他的目的是要改善人的灵魂，而不仅是要教人知识，是要引导人得着有美德的生活而不仅是得着有知识的生活”[21]。

他认为，人有习惯、行为和情感三者。那支配习惯的乃是劝勉的话；那支配行为的乃是引导的话；那医治情感的，乃是慰藉的话。这三种话，只是一种，那就是道。它强有力地将人从他们的本性和世俗的生活中解脱出来，教育他们得到那唯一的真救恩，就是信仰上帝。[22]“神教育我们的教材，是对上帝的敬畏心。因为敬畏心可以教导我们服侍上帝，教育我们知道真理，引导我们走那进入天堂的窄路。”[23]除上帝之外，他认为每一个基督徒也都承担着教育他人特别是非基督徒的神圣职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愉快地学习，不倦地教人；将知识传授别人，既不吝惜，也不假装谦虚而不肯传授”[24]。他本人就是一个这样的人。

克雷芒在基督教思想史上是个很有争议的人物。他虽然真心诚意地接受了基督教信仰，但却没有撇下他所熟悉的希腊各派哲学。他试图将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主义和斯多亚主义与基督教综合起来，但却并未使任何一方买账。克雷芒在世期间并没有真正建立起其有特点的神学理论体系，这一工作由他的学生奥利金继续。

（二）奥利金的教育思想

奥利金（Origenes，约185—约254年）是克雷芒的学生，也是东方希腊教父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与自己的老师一样，他也致力于运用希腊哲学来论证基督教义，对基督教的理性化、系统化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其学说曾长时期被基督教会作为异端而遭到谴责。

奥利金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城的一个虔信基督教的显贵家庭，从小接受基督教教育。他的父亲爱好希腊文学，在对儿子进行基督教教育的同时，辅之以希腊文化的熏陶。他17岁时，父亲殉教而死，这对他影响至深。

奥利金成长的年代，正值基督教的发展时期。亚历山大等城市成为基督教的宣传中心。各种学说汇集，宗教和学术研究的空气极为浓厚。公元2世纪末（约190年），著名的基督教学者潘代努斯（Pantaenus）在这里创办了基督教第一所教理学校。起初它是为新教徒准备洗礼的教育机构，以后扩大了范围，变成一种男女老幼都可以进去学习宗教和某些世俗学问的学校。潘代努斯去世以后，克雷芒做了校长。奥利金曾在该校学习，并成为克雷芒的得意门生。公元204年，奥利金18岁时，被破格任命为教理学校的第三任校长，以填补因克雷芒逃避教难离去而出现的校长空缺。在职期间，奥利金一方面大力宣讲基督教教义，一方面钻研各种知识。他尤其重视哲学，并遵照潘代努斯和克雷芒的方法，以希腊哲学来论证教义。他特别以新柏拉图主义和新斯多亚主义为理论基础，构建起一个系统论证基督教教义的学派——亚历山大学派。

他终身严于律己，清贫乐道，甚至自行阉割，彻底断绝肉欲的诱惑，过着严格的禁欲主义生活。他待人宽厚，言辞论著谦虚谨慎，其人品深受人们的敬重。奥利金在公元210年前后，因罗马帝国皇帝对基督教的迫害而离开亚历山大城，在巴勒斯坦地区居住了20余年。其间，他在该撒利亚城创办了一所教理学校，在那里执教达20年。由于奥利金认为宗教知识只有在正规学习世俗学问的基础上才能更好地领会，因此，这所学校扩展了学习范围。学生学习哲学、几何、算术以及基督教知识。在他的主持之下.这所学校办得十分红火，名声甚至超过了亚历山大城的教理学校。

奥利金晚年重返亚历山大城。后由于罗马帝国又一次兴起迫害基督徒的浪潮，他被捕入狱，并受裂腿之极刑。

他一生撰写大量著作，据说有6000余部，但如今所存不多，主要有《论原理》（De Principiis，又译为《教义大纲》）、《驳凯尔苏斯》（Contra Celsum，又译为《辟克理索》）等。尽管奥利金人品出众，但其思想却被不少教会人士认为是异端。公元4世纪以后，他的学说更多次引发争论，公元533年第二次君士坦丁堡公会议上，教会正式宣布他是异端。后人在评价他时认为，他在教会历史上是“头一位伟大系统神学家”“头一位伟大释经家” “头一位伟大证道家”和“头一位伟大灵修文学家”。[25]可是他在教会中“既没有圣者的称呼，也没有殉道士的称呼，更没有教父的称呼”[26]。“主要原因乃在于他的神学将基督教徒信仰与柏拉图派、斯多亚派和东方的玄想混杂起来，且因其寓意释经法误认这些玄想有圣经的基础。”[27]尽管奥利金信仰虔诚，知识、人品也都很出众，但他借寓意释经法将自己的理解注入《圣经》之中，借上帝之口，说出自己的思想，这是正统教会不能容他的真正原因。

1.三位一体的上帝观

奥利金把神看成是纯精神的、绝对无形的一元，是“太一、无限和完满”。上帝是神，是唯一的，但分为圣父、圣子和圣灵三个位格。圣父即上帝。圣子是圣父所生，但并不因此和圣父分离开来。圣子分享圣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他们看作本质的共同体，他们是同质的。圣子不同于圣父之处在于，他是“道”（逻各斯），是圣父创世的工具，是圣父和人类之间的中介，是第二个神，是“上帝本体的真像”。圣子不如圣父那样纯粹，其存在是以圣父的存在为条件的，是依附于圣父的。圣子和圣父有关，我们人类又和圣子有关，因而我们通过圣子也和圣父有了关系。至于圣灵，奥利金认为，圣灵具有神的本性，和圣子一样高耸在一切受造物之上，但功能次于圣子。圣父在把神圣的一元展现为杂多时，圣子是最先的，其次是圣灵，接着才是被创造出来的世界。圣父通过圣子创造世界，由圣子具体显示其逻各斯、智慧和理智等，而圣灵则是圣父、圣子共同创造的结果，反映爱情、正义等。圣父、圣子、圣灵是存在、理性和善的统一体，是最高的本体。对人类得救来说，“需要圣父、圣子和圣灵”，“若无三位一体的全部合作，便不能得救”。[28]但这三者本身存在着高低等级的区别和救灵范围的不同。在奥利金看来，“父与子的工作不但在圣徒中，也在罪人中，不但在有理性的人中，也在不能言语的动物中，甚至在无生命的东西和万物中也是普遍有的。然而圣灵的工作绝对不在无生命的东西中，也不在有生命而不会言语的东西中，它的工作也不在那有理性却‘卧在恶者手下’并毫不转向良善生活的人中”。“圣灵的工作，只在那些已经转向良善生活并行走在那引到耶稣基督路上的人中，才可以看得出来。换言之，它只在那些从事于善行，并居住在上帝里面的人中工作。”[29]奥利金关于圣父、圣子、圣灵三者关系的看法被正统教会认为是异端。

在其他一些神学基本问题上，奥利金也运用希腊哲学的某些论证方式，得出了不同于正统神学的看法。比如关于上帝创世的问题，他一方面认为神的创世是必然的，这种创世并无特定开始时间，因而没有开端，世界是永恒的；另一方面又认为，就人面对的这个世界来讲，它是有开端的，会衰微。因为要是这个世界无限延续下去的话，神也就不可能预知万物了。他和其他基督教教父一样，强调基督教信仰的合理性与可证明性。坚持上帝是绝对精神，万物是从上帝派生而从属于上帝的。但是，他同时把柏拉图的灵魂在先论及新柏拉图主义的流溢论作为论证这一理论的基础，认为上帝并没有直接创造物质世界，而首先创造的是灵魂。由于灵魂具有自由，可以采取各自的方式，物质世界才会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奥利金试图运用希腊哲学的论证方法，建立基督教的独有教义。为此，他一方面坚决驳斥和反击一切他认为有违基督教教义的学说、理论；另一方面，他独出心裁地将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嫁接在一起，结果，基督教正统教会及其信徒，虽然受到他的影响，接受他的护教理论，却又反对他的系统神学理论，甚至认为是异端。

奥利金思想的矛盾特征还表现在其他很多方面。例如，他在神学具体问题上的看法相当开明，认为凡是个别神学问题都应该可以自由讨论，但同时又认为神学基本的权威性，特别是神学中宣传上帝绝对权威的理论不可怀疑，不可论证。在当时社会动荡的情势下，他反对基督徒参与世俗政治，主张他们只可在“神国”里，即教会里担任工作。在以后西罗马帝国走向灭亡的年代里，这种思想曾引导一些教士消极、冷静地对待俗界灾难，把全部心思与才能运用于宗教修行和教会工作。奥利金本人也正是这样做的。

2.善恶理论与灵魂得救说

奥利金对善恶问题有着自己相当独特的见解。他认为，恶是一种匮乏，是指受造物离开其存在的完美性，是一种死亡的生活。恶的原因，既不在神，也不在于物质，而在于那种离开神的自由行动。这种行动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人的善恶，只是意志的一种自由选择。上帝正是根据人的选择对其行为进行公正的审判，人的意志选择在未来世界中都会得到报偿或惩罚。因此，到头来恶本身会成为善的附属品。万物最终都将复归，那时，物都将恢复到与神的统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认为善恶并不是绝对的。“凡是有理性的受造者，各个都能行善，也能作恶。”[30]“甚至魔鬼自己也并非不能行善；但他虽能行善，却不渴望行善，也不努力追求美德。”[31]“正如他当时具有接受善或恶的能力，却从良善之途堕落，并以全部心力转向邪恶，照样，也有其他能够行善或行恶的受造者，却凭着他们的自由意志，远离邪恶而迫慕善德。”[32]

在奥利金看来，魔鬼的引诱是占首位的恶。但即便包括魔鬼在内的恶的精灵，也可以得到改正并获得拯救。这就是他著名的“人和魔鬼都能得救”的理论。这里面所蕴含的对人类命运的乐观主义态度，对一切人，无论教内或教外，一视同仁的思想，以及对人的理性和意志的肯定等是奥利金理论中相当积极的部分。

奥利金认为，人有追求善的愿望和能力。这是神所赋予的。但是，人做出何种决定，却是人自己的事。他借注释《圣经》的机会，告诉人们：我们的每一个行动，都是我们自己的意见加上神的帮助的结果。[33]神对人的拯救通过了“道”（逻各斯）。道不只采取人体的形态，还采取一种完全的、理性的、人的灵魂。道比罪恶要强有力得多。万能的上帝正是凭借道，引导人类复归到完美的生活。奥利金虔诚地相信上帝是万能的，无所不知的，无所不在的，但是他同时主张人的自主性，人的选择与理性的不可忽视的重要性。这两方面的结合是他教育思想的基础。

3.论人性、儿童与教育

奥利金非常坚持上帝是纯粹精神的。这样做的重要原因是运用柏拉图的“分有说”解释人与上帝的关系。被分有者不可能有形体，否则，“分有”就变成了分有者对被分有的形体的分割。上帝与人的关系，在他看来表现为被造物“首先从上帝即圣父那里获得存在，其次从圣道那里获得他们的理性本性，第三从圣灵那里获得他们的圣洁”[34]。虽然一切被造物都能分有圣父的存在，但只有理性动物——人才能分有圣子的道和精神存在，而只有人类中的善者才能分有圣灵的圣洁。

奥利金认为人有两种本性：“可见的、有形的本性和不可见的理性。”[35]前者是支配身体欲望的动物本能，后者是影响灵魂的自由意志。在他看来，人的动物本能是通过自由意志起作用的，而不是相反。人的自由意志又可以通过教育和训练来形成，这就是人的理性。因此，基督教会有责任鼓励人们学习，成为博学的人、有理性的人，成为可以运用自己的意志控制自己欲望的人。总的说来，他非常重视教育。他曾说过：“受教育当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教育是使人向善的手段。但是即使是希腊博学之士也不会说那些坚持错误学说的人是受过教育的。而且，还有谁会不承认已经学过最好的学说是一件好事呢？……事实上，受教育、学习最好的学说以及成为有理智的人，这些都不妨碍我们了解上帝，相反还有助于我们了解上帝。” [36]

他主张人的心智应该得到开发，心灵的启蒙是神对人的恩惠之一。上帝本身就是最重要的教师，耶稣作为圣子，也具有神圣的教育力量。尽管耶稣有肉体化身，但其内在本性却是纯粹心灵的。他的肉体化身仅仅提供了一个拯救灵魂的生活方式的榜样，每一个人都应该效仿耶稣，把耶稣作为人们心灵历程的向导以逐步向善。在世间社会，基督教教会应该承担起教育的使命，教堂应该成为开发人心灵的学校。生活本身也是一种教育过程。人们应该在生活中追求一种精神的含义，使个体灵魂上升到与神结合并达到完善。

在奥利金看来，人心灵的发展和完善是人生的最高目的，上帝已经为此做出安排，以帮助人们达到这一目的。人们可以借助于各种各样的方式，包括世俗知识，来达到这一目的。上帝所创造的世界本身就提供了一个“教育的大环境”。[37]

奥利金对人性积极向上的肯定，对所有人都具有可教育性的揭示，对教会教育职责和功能的论述反映了他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深度，在教育史上具有积极意义，与其后的一些教父哲学家，特别是以德尔图良为代表的拉丁教父们的观点有着明显的区别。

4.论知识、学科与学习

奥利金与他的老师克雷芒一样，主张利用希腊哲学的某些思想来论证基督教教义。但是他对希腊哲学的基本看法却是相当基督教式的。这在他的代表作《反塞尔修斯》中表现得非常明显。塞尔修斯认为只有哲学思辨才能达到神圣理性，而基督徒的愚昧无知根本无法达到这一高度。奥利金反驳这一说法，认为哲学对天启并不是必不可少的，哲学只为少数有教养的人独享，而圣道之光是洒向每一个人的，因此，耶稣选择渔夫而不是哲学家来做使徒。哲学对于基督教虽然并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却十分珍贵。基督徒对哲学的兴趣并不亚于异教徒。另外，他还论证说：“一个人若未曾受过属人智慧的训练，我们并不以为他就不能得到神圣的智慧。但我们认为属人的智慧和神圣的智慧相比，就成了愚拙。”[38]希腊哲学所能达到的理性只是人的智慧，基督教宣扬的圣道是神的智慧。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

将人与神、人的智慧与神的智慧区别开来，并按等级排列并不是奥利金思想的独特之处，其独特之处在于：他认为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并不意味着信仰高于理性，因为“神圣智慧不同于信仰，它是上帝首要的‘传世能力’。随后的第二性能力见之于那些知道如何准确地辨认传授下来的道理的人中间，即所谓的‘知识’，第三能力见之于更简单的被拯救的人等，他们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坚持服务于上帝，它就是信仰”[39]。因此，奥利金实际上是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上，认为以天赋理性获得的知识比单纯的信仰更接近于上帝。他希望基督徒既要有事物的知识，又要有信仰的知识，做一个哲学和信仰相结合的超过一般哲学家的“完人”，同当时很多基督教父们反对世俗知识、鼓吹盲目信仰的态度相比，奥利金对知识的看法要开明得多。

由于他并不认为学习世俗知识与基督教信仰之间有不可解决的矛盾，相反，还把前者看成是后者的基础和准备，因此，他不但不反对，还很重视世俗知识的学习。他在一封信中曾这样表达自己对于不同学科的看法：“我希望你能尽全力献身于基督教的发展目标；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希望你能把希腊哲学作为一门学习的课程，或者是基督教的准备。还可以从几何学和天文学中汲取用以解释圣经的营养。由于那些哲学家的后代习惯于把几何学、音乐、语法学、修辞学和天文学说成是哲学的有益助手，我们也可以从哲学与基督教的关系上来讲述哲学本身。”[40]

在学科顺序的安排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柏拉图对奥利金的影响。奥利金认为，个体的教育过程应该开始于对语法学、修辞学和文学的学习，继而学习算术、物理、几何、天文，以培养理性和抽象思维能力，然后将哲学作为学习基督教经典之前的最后一个准备阶段，以认真研习《圣经》为学习的终点。这一学习过程一般要持续4年左右。在他看来，对世俗知识的充分掌握，能够使信徒逐渐加深对《圣经》的理解。他将柏拉图主义对人心灵特质的三分法运用于解释知识的学习，认为知识也表现为三个层次：文字层面、历史层面和精神层面。对于第一种层面，一般的信徒就能认识；第二种层面则为愿意深造、要求上进的信徒所理解；第三种层面只有“完人”才能掌握，它意味着达到了神圣的形而上学境界。

奥利金是早期基督教教会的重要理论家。作为亚历山大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将古希腊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为理论化、系统化的基督教哲学和神学理论体系的建立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也很突出，不但是一位出色的教师，还提出了在当时社会很有特点的教育思想。他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的可教育性的论述等，虽然充满宗教色彩，但却具有相当积极的实质内容。他对知识的界定，对世俗文化的态度，也表现出比较开明和宽容的特点。

二、拉丁教父的教育思想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内的传播是由东向西进行的。早期基督教会以亚历山大城等罗马帝国东部的城市为中心，由于东部通行希腊语和希腊化的组织，主要著作家、教会领导人也都是希腊文化培养出来的，因此，这一时期的教父又被称为希腊教父。以罗马为中心的西部城市从公元2世纪开始发展起来。那里的居民主要使用拉丁语。此后，随着罗马地位的提高，使用拉丁语的罗马教会也逐渐成为西方教会的中心。主要在这一地区活动、使用拉丁语的一批护教士被称为拉丁教父，其主要代表人物为德尔图良、哲罗姆和奥古斯丁。

从时间上看，拉丁教父的著作比希腊教父的著作晚了大约1个世纪。从思想渊源上看，拉丁教父是希腊教父的学生。然而，拉丁教父的著作并不是对希腊教父著作的简单模仿，而反映了“教会生活和基督教神学的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独立的形式”[41]。希腊教父与拉丁教父的著述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最主要的不同表现在希腊教父由于生活在希腊思想的影响之中，倾向于哲学思考，而拉丁教父则更多地与基督教的敌人论战，因此，论战的色彩浓厚。

（一）德尔图良的教育思想

德尔图良（Tertullianus，约160—约225年）是第一个以拉丁文写作的教会作家，因而也被称为是基督教拉丁教会最早的教父。虽然学界有人认为因德尔图良曾做过蒙塔诺斯（Montanus，约126—180年）派基督徒而不能被称为教父[42]，但似乎没有人怀疑他在基督教发展史上所具有的地位。他被很多西方学者称为“最后一位希腊护教士和最早的一位拉丁护教士”[43]。他的作品和基本观点奠定了拉丁基督教发展的基础，他对包括希腊文化在内的异教文化的反对与排斥态度，他的反理性、宣传蒙昧主义的观点深深影响到后世基督教的发展。

德尔图良出生于罗马帝国北非行省迦太基（今突尼斯附近）。父亲是罗马军队里的一名百夫长。德尔图良早年受过良好的希腊和拉丁文化的双重教育，对古希腊罗马的历史、哲学、文学、法律和医学等均有较深研究，曾当过律师，还颇有名气。

德尔图良在年少时，按他自己以后忏诲时的说法，曾追随异教的习俗，沉浸在世俗的娱乐之中，过着放荡生活，是个典型的纨绔子弟。大约在公元193年，他皈依了基督教。在他的著作中，他并没有清楚解释自己皈依基督教的原因，只说是看到了基督徒在经受迫害时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和殉教时慷慨就义的英雄行为。成为基督徒后，他天生的叛逆性格和好斗善辩的作风，再加上狂热的宗教情感，使他不但完全抛弃世俗享乐，而且对这种生活方式甚至罗马帝国文化采取了敌视和批判的态度。在生活上，他一改年轻时的放荡不羁，全力宣传苦行禁欲。他虽有妻子，但却坚持过独身生活，晚年更宣扬不婚不嫁，把禁欲看成是基督徒生活的基本方式；在信仰上，他主张对《圣经》所载的上帝禁令完全服从，他视一切异教徒为敌人，不但要从信仰上征服，而且不惜从身体上消灭。在知识上，他大张旗鼓地反对理性，将哲学看作异端邪说的根源，把世俗学问看作对人灵魂的侵害。他的极端主张即使在基督教会中也并不被完全认同。为了自己的狂热信仰，他在213年前后加入蒙塔诺斯主义教派（Montanism，也有的书译为孟他努派）。这一教派宣传世界末日、圣灵启示以及千年王国理论，相信幻觉和预言，主张教徒必须过严格的禁欲、苦行生活，以便在世界末日到来之时，获得上帝的恩典，升入天堂。这一教派后来被罗马教会所禁止。

德尔图良是第一个用拉丁文写作的重要基督教作家，一生著述甚多。他的大量著述已经佚失，但仍有30余篇作品留传至今。比较著名的有《论灵魂》（On the Soul）、《申辩书》（Apology）、《致殉道者》（To the Martyrs）、《致异教徒书》（To the Heathen）、《关于改悔》（Concerning Repentance）、《论肉体的复活》（The Resurrection of the Flesh）、《论灵魂的证言》（On the Testimony of the Soul）等。后人对他的论文有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是把它们分为参加蒙塔诺斯教派之前和之后两类，前者反映了教会的正统观点，后者则是正统与异端邪说的混合；另一种分类是根据论文的内容分为两组：为基督教辩护而作的护教论作品和宣传禁欲主义的宗教伦理道德论著。

1.论灵魂与肉体

德尔图良认为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是物质的，灵魂也是物质的。上帝是一个形体，因而也是物质的。在他看来，凡是存在的都是形体，任何存在者，都有自己的物质。虽然他也承认“非物质”存在的可能性，但同时认为，事物的物质与非物质之分，其实就是粗壮与精细之分，在本质上并没有根本区别。他对物质或实体的定义是：“产生于上帝的气息，不朽的、占据着身体、具有形式的简单实体，本性中有理智，用各种方式发展它的力量。”[44]基于这样的观点，他反对希腊哲学家普遍认为的灵魂、肉体分离说，即人死之后身体朽灭、灵魂转世的说法。他认为灵魂是在母体子宫里和胎身一起生成、共同发育的，而不是从外面什么地方降临到身体中去的。他论证了灵魂的物质性与物质的不朽性，但是关于人死之后灵魂的物质性问题，他的看法相当矛盾。一方面他承认人死意味着灵魂和肉体的分离，但他同时坚持分离之后的灵魂仍然保留着身体的踪影，而并不像柏拉图所说的那样离开以前的身体而到新的身体里去转世。在他看来，人死之后的灵魂犹如做梦，身体与灵魂重新结合之时就犹如大梦初醒。说到底，死人是可以复活的，就像昼夜交替、夏去冬来、花草枯荣一样。

德尔图良认为，希腊哲学家主张灵魂与肉体分离说是为了否认肉体作为物质的价值。按柏拉图的看法，肉体是灵魂的监狱；但按使徒的说法，肉体是上帝的殿堂。根据后一种看法，肉体本身是善的，而且是永恒的。人的罪恶并非肉体造成的，而是灵魂的选择。作为教父哲学家，他坚持世界的物质性，把本来只属于灵魂的完善性同样归诸肉体。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上，他的观点比当时任何一位哲学家都更接近于唯物主义。但是，我们必须看到，他这样做的主要原因并不是出于对世界和人的科学认识，而是为了论证末世论，为了诋毁希腊哲学。

所谓末世论也是蒙塔诺斯教派的基本论点之一。这一派曾将公元177年当作世界末日，以后又不断将末日推迟到不久的未来。根据这一派的观点，在世界末日，上帝将对人类进行审判，好人升入天堂，恶人投入地狱。人在最后审判中的命运基于他灵魂选择的生活，这是德尔图良思想的一个焦点。如果像希腊哲学家那样主张人死之后，身体朽灭、灵魂转世，也就意味着，人的灵魂不必为自己生前的选择承担责任，人的肉体不会因其所犯罪恶在地狱中受苦。在德尔图良生活的时代，罗马帝国上层社会道德堕落、生活腐败，已越来越引起人们的不满。早期教会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敌视态度、对“最后审判”的急切盼望、天堂与地狱说的广泛流行一定程度上表现了下层基督徒的心态，德尔图良将原教旨主义与素朴唯物主义相结合所论证的灵魂观也可以说是这种心态的一种反映。当然，随着基督教会的日益发展和与上层利益的结合，教会最终采取的是吸收了柏拉图主义的奥古斯丁的理性辩护主义，而不是德尔图良极端的、以原教旨主义和素朴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灵魂说。

2.论信仰与知识

德尔图良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典型的蒙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代表。他不但宣扬信仰，贬低知识，而且认为宗教与哲学、信仰与知识对立。

德尔图良所说的“哲学”主要是指希腊哲学。在德尔图良生活的时代，基督教虽然已形成对罗马帝国的影响，但希腊哲学思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知识界仍相当有地位。与这一时期的许多思想家以各种不同的方式吸收希腊哲学并为己所用的做法不同，德尔图良采取了完全敌视和排斥希腊哲学和其他世俗学问的态度。在他看来，哲学不但是与基督教格格不入的异教徒的智慧，而且哲学家是比其他异教徒更危险的人物。在他的《反异教的信条》中，他提出：哲学是人和魔鬼的学说，“哲学的素材是现设的智慧，是对自然和上帝旨意的草率解释”，“异端是哲学教唆出来的”。[45]他不但贬低哲学的地位，而且嘲笑哲学所重视的理性的方法。基于原教旨主义的信仰，他反对一切建立在理性思维基础上的学问。

德尔图良否定哲学的理论依据是他从认识论角度划定的信仰与理性之间的根本区别。他认为，信仰和理性各有自己的不同性质和活动范围。信仰的知识具有它自己的智慧，与理性证明无关。人相信的东西、信仰的东西不能被他的理性所理解。《圣经》上说“寻找，就寻见”，就是指信仰范围内的事情。基督教信仰是人们寻找的目标，当你相信时，你就成功地寻见了，你不能用理性的证明或论证去解释这种现象。如果有人一定要越过信仰去寻求信仰的证明，那么这只能表明他并不真正地拥有信仰。他的这种“一旦我们相信了，我们就不想得到超过信仰之外的东西”的思想被称为“自足的信仰”，这一思想后来被人发挥成一句名言—— “正因为它是荒谬的我才相信”（I believe because it is absurd）。其实，德尔图良在他本人现存的著述中并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他在《论基督的肉身》一文中针对那些为基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而感到羞耻的人说：“上帝之子死了，这是完全可信的，因为这是荒谬的。他被埋葬又复活了，这一事实是确实的，因为它是不可能的。”[46]德尔图良采取这种“唯其不可能，我才相信”的极端立论方式，与其说是为了说明人与认识对象的关系，不如说是为了突出人认识上帝与认识其他事物的本质不同，即信仰与理性的本质不同。在他看来，理性自身有很大的局限性，理性将自己理解不了的事物，比如上帝等视为不合理的而加以否定。他强调信仰的真理是不可能用人之常情或理性去衡量的，在理性看来荒谬的东西可能正是信仰所特有的。因此，人们不能用理性去思考信仰、去要求信仰。

关于真理与知识，他认为，世俗世界不存在真正的真理，真理就是上帝，就是《圣经》。对上帝的认识就是人对真理的追求。靠人的理解力无法真正认识真理，因此，基督徒决不可追求世俗知识或真理。由于否定世俗真理的存在，德尔图良也否定世俗知识的价值，甚至否定探索知识的努力。他告诫人们：“不要让任何人通过哲学和空洞的欺骗误导你们，它只是人的传统，与圣灵的智慧相对立。”[47]德尔图良对世俗知识和文化的极端态度，使他被称为教会史上反文化运动最典型的代表之一。其实，德尔图良对哲学、世俗知识的排斥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反对异端的斗争有关。他的极端态度与原教旨主义主张更多是在对抗激烈的场合下所使用的武器。他本人精通古希腊罗马文化，在大多数场合，他的著作也具有说理充分、论辩严密的特征。哲罗姆曾这样评价德尔图良：“还有什么人比德尔图良更博学、更敏捷？他的《申辩书》和其他反对异教徒的著作包含着这个世界的所有智慧。”[48]事实上，在德尔图良身上，我们能感受到具有精神追求的知识分子在社会动荡、在与不同文化接触碰撞时所产生的思想矛盾与困惑。他用对希腊哲学和文化的极端否定态度来表现自己在信仰上的坚定与正统，用强调基督教与希腊哲学的本质不同来确立基督教在思想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德尔图良的努力在他生活的时代并未取得成功，但却影响了后世不少基督教学者的思维，在此后西方社会特别是基督教的发展历史上，我们不难看到他的影响。

3.教育思想

德尔图良并没有系统的教育思想，他所关注的教育更多的是宗教道德教育和教义教育。

在他的眼中，教育主要是为了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更多的人信仰上帝。虔诚的基督徒最需要的是对上帝的绝对信仰，对教义的完全服从。他们必须抛弃世俗的享乐，杜绝人间功利，甚至不得参加公共事务或经商。他认为崇拜神是人获得真理的唯一途径，基督徒并不需要世俗知识，更不需要思考的能力，因为这些只能使人走向邪恶，成为令人厌恶的异教徒。

在内容上，他将《圣经》奉为唯一的经典，作为学校最主要的教育内容，要求人们完全按《圣经》教导的去做。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在德尔图良这里是一致的，人最高的道德是信仰与热爱上帝，这会使人追求真理。对德尔图良来说，智育不是教育应该考虑的内容，因为“一个心灵不能侍奉两个主人——神与恺撒”。至于体育和美育，更与上帝的旨意相违背，与禁欲主义的生活方式不相融，因而为他所反对。

依照德尔图良的本意，基督徒都不应该进入世俗性质的学校，然而，在他所生活的时代，基督教在开办学校方面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因此，他不得不妥协。但是他仍然坚持，基督徒进世俗学校是不得已而为之，他们必须更加强调个人的修行，克己禁欲，把学习《圣经》作为最重要的事情。以后由于基督徒与非基督徒在学校教育上的矛盾，教义问答进入学校。公元3世纪以后，教义问答课已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

除宗教知识外，德尔图良也意识到，基本读写和处理生活事务的能力是青少年所需要的。他在《论偶像崇拜》一文中甚至承认，某些世俗学科如文学对任何职业都是必要的，没有它们甚至神学也是不可能的。

总之，他在学校教育的问题上，一方面在总体上表现出对世俗学校和学问的极端否定与排斥，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一些具体科目上妥协。

德尔图良是基督教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他为基督教的宣传，为基督教在异教世界的传播，为基督教在与希腊罗马文化的冲突与较量中得到发展做了大量工作。他的护教言论虽然不无极端之弊，但是，在极端的语言之下，我们也能发现思维与智慧的火花。德尔图良的教育思想并不突出，特别是他对世俗知识和学问的排拒态度使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不高。人们在批判宗教蒙昧主义的思想时，他总是一个重要靶子。的确，无论是从理论基础，还是客观效果来看，他的教育思想对于世俗教育的发展无疑是一种阻碍。随着由他及其后继者所代表的基督教信仰时代的到来，学校教育在西欧进入了低谷期。

（二）哲罗姆的教育思想

哲罗姆（Jerome，约342—420年），古代基督教圣经学家、著名拉丁教父，“古代西方教会可引以为自豪的最有才能的学者”[49]。他生于罗马帝国西部拉丁语省份达尔马提亚（Dalmatia）的斯特利同城（Stridon）的贵族家庭，父母均是基督徒。哲罗姆早年曾在异教学校学习。359年，他赴当时的拉丁文化中心罗马求学，师从著名文法学家多纳图斯（Donatus），并深受西塞罗（Cicero）思想的影响。360年，他皈依基督教，但对学术和宗教都有一种永无止境的求知欲。366—370年，他游历了高卢各城市，然后返回故乡，准备过隐居和沉思生活。约在370—373年，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苦行主义者。这批人后来无法忍受苦行生活，纷纷离去。哲罗姆失望之际到东方各地旅行，直到安提阿加入正在当地兴起的苦行修道生活。在安提阿期间，他突然身患重病。病中，他相信基督亲自向他显现，指责他热衷于希腊罗马经典的研究，此后便转而研究《圣经》，学习希伯来文。373—379年，他在离安提阿不远的地方隐居。379年，哲罗姆在安提阿被任命为长老，此后来到君士坦丁堡，结识了尼萨（Nyssa）的格列高利和纳西盎（Nazianus）的格列高利，并在纳西盎的格列高利门下学习。382年，他前往罗马，并赢得教皇达马苏斯（Damasusl，304—384年）的信任和支持，任教皇的教务秘书。在罗马期间，哲罗姆越来越热衷于隐修生活，并四处宣讲隐修生活的功德。不久，他就拥有了一大批追随者，尤其在罗马有地位的妇女中追随者更多。但他也树敌不少，甚至神职人员中也有人反对他，因为隐修主义当时在西方世界尚不流行，同时也由于其在争论中从不饶人的个性。达马苏死后，哲罗姆在罗马的地位岌岌可危。385年他隐退到安提阿。不久，罗马有一批受他讲道影响而实行独身隐修的人，在贵夫人葆拉（Paula）及其女儿优斯图秋姆（Eustochium）率领下，追随他到达安提阿。哲罗姆带领他们穿越巴勒斯坦，到达埃及，参观了当地主要的隐修院。386年，他们回到伯利恒，在这里，葆拉建造了几座女隐修院和一座男隐修院。哲罗姆任男隐修院院长，并致力于《圣经》的研究和翻译工作，直到420年去世。

在哲罗姆任教皇教务秘书期间，教皇鉴于当时流行的一些较古老的《圣经》拉丁文译本粗糙、讹误较多等弊病，建议哲罗姆重译。约388年，他完成了《圣经·新约全书》的拉丁文译本。391—404年，在安提阿犹太朋友的帮助下，哲罗姆将《圣经·旧约全书》从希伯来文译成拉丁文，定名为《通俗拉丁文本圣经》（Vulgate）。1546年，该译本被托兰特宗教会议定为天主教会唯一的标准译本。哲罗姆《圣经》的翻译工作对拉丁文法、语言的发展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0]鉴于他对教会的贡献，罗马教会封其为“博士”，又赠给他“圣徒”的头衔。

如何看待世俗学问，是中世纪早期教父和教育家探讨的主要问题之一。哲罗姆对古希腊罗马的学术和文化基本上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世俗学术是一种异教文化，它与基督教教义是相违背的，对世俗学术的学习将阻碍信仰的形成；与此同时，他又表现得自相矛盾。青年时代，哲罗姆曾跟随多纳图斯学习修辞和哲学。皈依基督教后，他决定与世隔绝，但随身携带了许多古典书籍，在沙漠孤寂的隐修生活中，在悔恨自己罪孽时，通过对古典著作的阅读内心得到了安慰。他说：“我是不幸的人，我禁食，攻读西塞罗的著作，度过了多少不眠之夜和流了无数的辛酸之泪。在想了我的罪孽之后，我开始读浦劳图斯（Plantus）的剧作。如果一直在回想往事，并试图读各种预言书，它们的简单拙劣的文体立刻引起我的反感。”[51]但虔诚的信仰又使其内心深感不安，于是，他陷入了幻想之中，做了个著名的梦。他梦见自己已经死去，被拖到最高审判者（上帝）面前。当被问及自己的身份时，他回答自己是名基督徒。而审判者却说：你撒谎，你不是基督徒，你是西塞罗信徒，你的财富在哪里，你的心便在哪里。[52]梦中哲罗姆受到了惩罚。从此，他再也不看渎神的著作，并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圣经》的学习之中，还力劝别人仿效他。他曾多次表示，假如再收藏或阅读异教著作，便犯下否定上帝之罪。即便如此信誓旦旦，哲罗姆在写的书信中，仍不自觉引用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在为修道院开设的课程中，又把文法和诸如浦劳图斯、特伦斯（Terence）和维吉尔（Virgil）等人的作品（主要是维吉尔的作品）列入其中。

哲罗姆学识渊博，文化功底深厚，精通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一生著作甚丰，涉及历史、哲学、教会史、神学、《圣经》的注释和评述及其翻译等诸多方面。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126封书信之中，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和《致戈登修斯书》。

《致莱塔的信——论女子教育》（To Laeta，Concerning the Education of Her Daughter），写于403年。哲罗姆此时正在伯利恒隐居，罗马贵妇莱塔写信给作者，向他请教如何培养自己刚出生的女儿葆拉，哲罗姆除谈了怎样教育这个孩子之外，并指出，如果这些方法在罗马城行不通，可以把葆拉送到伯利恒。莱塔接受了哲罗姆的建议，把孩子送到伯利恒由祖母和婶婶照管。后来，葆拉终于接替婶婶优斯图秋姆成为她的祖母老葆拉所创办的女修道院的院长。《致戈登修斯书》约写于413年，是答复戈登修斯关于怎样培养自己小女儿的询问，也是由伯利恒寄到罗马的。

哲罗姆的教育思想源于其隐修观，并接受了罗马帝国神学家、拉丁教父德尔图良的基本思想，认为灵魂是神的圣殿，其核心概念是对神的敬畏，为了使灵魂能真正地从属于神，必须得到充分的修炼和教育。他说：“因此，将要成为神的圣殿中的灵魂的，必须受到教育。除了属于畏惧上帝的事以外，她必须听不到任何别的东西，也不说任何别的东西。必须不懂任何不洁的语言，对世俗的诗歌毫无所知。当她的舌头还柔软的时候，必须沉浸在赞美诗的甜美之中。”[53]鉴于此，人必须注重内心生活和内在精神的发展，能够充分发展人与生俱来的善性和神性，净化人的灵魂，最终使灵魂得到拯救，是教育的最终目的。

1.论知识教育

哲罗姆认为，教育包括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两个方面。哲罗姆的智育思想主要以当时罗马帝国学校教育的常规作为出发点。

他认为，第一，知识教育应从教育儿童学习拉丁字母开始，他建议，“给她一套用黄杨木或象牙做成的字母，叫出每个字母的名称。……不仅要她掌握字母的原有顺序，务必使她按字母的名称编成韵文，而且要改换字母的顺序……使她既能根据形状又能根据发音认识这些字母。此外，一旦她用铁笔在蜡块上写字，而她的手还颤抖不稳的时候，既可以把着她的柔嫩的手指教她写字，也可以把简单的字刻在木板上，这样一来，她的努力被规范在这些限定的笔画以内，循着为她刻出的线路去写，而不致偏离线路的沟纹”[54]。另外，为了使儿童更好地掌握字母的拼写，哲罗姆主张以《圣经》中的各种预言书的作者、使徒和一系列主教的名字为工具，通过儿童牢记这些人名，来掌握拼写的方法和规则，这种方法既能给儿童语言以训练，又能使其记忆力同样得到发展。

第二，拼写的目的在于发展阅读能力。哲罗姆对语言教学极为重视，他认为，对于一个基督教徒来说，阅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而要能阅读《圣经》，希腊语、拉丁语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语言学习是通往《圣经》的桥梁。他建议，语育教学应当从希腊语开始，然后再教授拉丁语，“让她背熟很多希腊文的诗句，但也要教给她拉丁文。因为，如果她的柔嫩的嘴唇没有从一开始就惯于说拉丁语，她的口音就会被外国语的发音弄糟，她的本国语就会因外国语的影响而降低水平”[55]。阅读教学的内容应以《圣经》和早期教父的作品为主，对其他人的作品则要加以判断，而不能盲从。他说：“要让她从学习《圣经》中的《诗篇》开始，然后从所罗门的《箴言》中收集人生守则，让她从《传道书》中的传道者那里养成鄙弃今世人生及其空虚的习惯，让她遵循《约伯记》中树立的关于德行和忍耐的榜样，然后让她转到学习《福音书》，一旦在手，永不释卷。”[56]还要让她心甘情愿地陶醉于《使徒行传》和使徒书信，进而记诵《预言书》和《创世纪》等，伪经作品应力求避开，即使阅读也应注重其中包含的教义的真理性而不是所述的奇迹，“需要特别审慎地从沙里淘金”[57]。赛普里安（Cyprian）的著作、阿撒纳修斯（Athanasius）的书信集和希拉利（Hilary）的论文，可以通读而无须担心失足。总之，“凡是对信仰应有的关心没有受到忽视的书籍，让他以所有这些书籍的作者的著作和才智为乐”[58]。

第三，强调手工劳动的价值。哲罗姆主张随着女孩年龄的增加，还要教她纺毛线，会使用绕线杆，会把杆子放在膝上，转动纺轮，用大拇指捻纱。手工的价值在于能够满足自身御寒遮体等基本需要，以免去追求华丽的奢侈品。

第四，强调教师的慎重选择。哲罗姆认为，早期印象是难以从头脑中根除的，会影响人的整个一生，为人父母者不应当轻视无关紧要的小事，没有小事则难以成大事。为了防止儿童从小就形成既影响其谈吐又影响其人品的旧习惯，必须挑选一位有教养，在年龄、为人处世和学识上都值得赞扬的教师，因为，“初步的基础知识出自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口和出自一个没有教养的人的口是不相同的”[59]。

第五，教学应着重于奖励和鼓励，以便使学习成为快乐的事情，激发儿童学习的兴趣。他说：“拼音拼得好就给以奖励，以这个年龄的儿童所喜爱的小礼物引导她继续前进。她要有学习上的同伴，以激发她的竞争心，使她在看到别人受称赞时受到激励。如果她学习进步缓慢，你不应责骂她，而是应当运用奖励，以激发她的头脑……最要紧的是你必须注意不要使她的功课变得索然无味，否则，她在孩提时代就抱有的对功课的厌恶，会一直继续存在到她成年以后的时期。”[60]如果教学中采用奖励等方法，“她的功课对她就成了一种快乐而不需要任何强制”[61]。

2.论道德教育

哲罗姆认为，在儿童教育中，道德教育比知识教育更为重要。哲罗姆的道德思想受东方教父隐修思想的影响较大，主张以培养谦卑、服从、朴素、贞洁等品质作为道德教育的核心，最终达到对神的虔敬。

在道德教育的方法上，哲罗姆主张，首先，应实行禁欲，以控制乃至消除各种欲望。为此，他主张儿童的服饰和装饰要符合将来的身份，既不能戴耳环，涂脂抹粉，也不能戴项链和宝石，不要和父母同桌共餐，以避开有诱惑力的东西，这是一种更安全的自制；绝对禁止饮酒是危险的，但不要饮酒过量；肉食供应是允许的，以免其身体虚弱，而不是教其自我放纵，等等。

其次，注意儿童良好行为的培养。未婚少女除非有母亲的陪伴，不要让她自由地在公共场合出现，或去参观教堂、殉难者的圣殿，以防止误入歧途。未婚少女的全部快乐应当在于其居室之中。

再次，注意父母及其同伴等周围人的行为影响。哲罗姆认为，儿童易于模仿以及具有易于向善或易于向恶的可塑性，“你向哪个方向指引她，她就会被引向那个方向”[62]。因此，未婚少女只应与女孩子交往，而对男孩子的事情应一无所知，决不应该注视年轻小伙子。其保姆不应当是行为不检的、放荡的、习惯于扯闲话的人；其抬轿人必须是品行端正的人；身教胜于言教，父母应是行为庄重的人并应成为养成孩子天真无邪的行为习惯的楷模。“她所选择的游戏同伴不应当是浓妆艳抹的、歌声婉转的女孩，而应当是素净、庄重、衣着淡雅、神情抑郁的女孩。让她以某些年长的，在虔信、人品和贞洁方面备受赞扬的、善于以榜样和言辞教育她的老处女作为楷模。”因为，“鲜花凋谢得很快，一阵妖风立刻就会使紫罗兰、百合花和藏红花枯萎”。[63]

最后，寓道德教育于知识学习之中。哲罗姆建议，通过对众先知、使徒、主教以及教父的著作和品德的学习，尤其是通过对《圣经》的阅读和学习，培养儿童的基督教道德品质。他说：“要她把从《圣经》中摘取的精华交给你，使这成为她每天的任务。”[64]“在她长大以前应当能背诵赞美诗和所罗门之书；福音书、使徒书和预言书应当成为她心中的宝藏。”[65]

综合上述，从哲罗姆两封论教育的信中不难看出，哲罗姆的教育思想反映了罗马帝国末期，当奴隶制社会土崩瓦解，基督教成为国教以后的历史时期内教育观发展的状况，表现出了由古代教育向中世纪教育过渡的特点。第一，古典学术急剧衰落，基督教迅速壮大并成为文化的中心。第二，教育已被宗教神学所渗透，培养学生皈依上帝、世俗文化为神学服务成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圣经》成为主要教材。第三，古代希腊罗马培养人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教育已被与世隔绝的修道生活所取代，基督教道德代替了世俗道德，宗教教规成了标准的行为规范。第四，古代世界的教育方法尤其是昆体良的教育方法受到哲罗姆的重视，表明基督教教育家对古代教育精华的态度。第五，手工劳动已被列入教育内容，这是进入中世纪以后修道院生活的范本。第六，哲罗姆关于重视早期教育、教育不要忽略小事、要使学习成为轻松愉快的事情、注重教师和同伴的选择、身教重于言教、要多用正面的鼓励、激起竞争心理等，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哲罗姆的教育思想影响西方教育达1400年之久，他关于女子教育和儿童教育的论述，被整个中世纪作家所广泛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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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奥古斯丁的教育思想

奥勒留·奥古斯丁（Aurelius Augustinus，354—430年）是罗马帝国后期著名的基督教思想家、教育家和早期基督教最杰出的教父。他在基督教神学的系统化、教父哲学完整体系的形成以及教会教育思想和体系的构建上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其著述涉及哲学、宗教、伦理、教育等诸多方面。奥古斯丁的思想体系很快发展成为奥古斯丁主义，成为基督教哲学的指南；他的教育思想则奠定了欧洲中世纪教会教育的基础。

第一节 生平、教育活动及著述

奥古斯丁于354年11月13日生于北非的塔加斯特（Tagaste），即今阿尔及利亚的苏克阿赫腊斯城。母亲莫尼卡（Monica）出身于罗马贵族家庭，知书识礼，温柔善良，富有耐心，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父亲巴特里齐（Patricius）生活散漫，脾气暴躁，是个异教徒。据奥古斯丁回忆，他的家庭并不富裕，父亲只是个普通市民，但望子成龙，甚至不顾家庭的经济状况，想方设法让他上学，以求取功名，光宗耀祖。

奥古斯丁从7岁开始在本城的启蒙小学上学，学习拉丁文和初等算术，同时学习希腊文。他自称从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喜欢玩耍，时常逃学游荡，荒废学业。但想到老师的鞭打，又不敢不学习。后来在谈到自己学习外文时，他声称自小就憎恨希腊文，学会拉丁文是在“不受磨折地，在乳母们哄逗下，在共同笑语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留心学会的”[1]。

奥古斯丁12岁时去附近的马道拉（Madauras）城的文法学校学习文法，对诗歌产生了兴趣，赞赏荷马的诗篇，尤其喜爱拉丁诗人维吉尔的作品。他16岁结束文法学校学业后，由于家庭经济拮据，无法实现去迦太基攻读修辞学和哲学的愿望，在家闲荡一年。据他自己记述，在这一年里，除出没于花街柳巷，还经常伙同游手好闲的青年搞恶作剧。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奥古斯丁总结说，这并非“贪恋人家的妻子和财产”，而是贪图淫逸、寻欢作乐，并将其当作生活的“调味品”，这样做毫无目的，完全是“为作恶而作恶”。[2]对此，父亲非但不加管束，反而带着一种醉后的狂喜津津乐道。母亲则反复叮咛，希望他能皈依基督教，得到教规的约束。

奥古斯丁17岁时父亲去世，家庭生活愈加困难，但母亲仍希望儿子继续深造。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奥古斯丁来到迦太基攻读修辞和哲学。虽然受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沾染上了任性放荡的恶习，但抱着一种强烈的成名成家的愿望、有着强烈的自尊心和虚荣心的他，在雄辩术学校中学习常名列优等。他按照学校规定的课程，学习西塞罗的著作，研究修辞学，希望能练出出众的口才。与此同时，他又对照基督教的《圣经》，开始探讨罪恶的性质和起源问题。

学习《圣经》之后，奥古斯丁认为，基督教以上帝为善，无法解释邪恶和苦难从何而来。因此，他违背了母亲的心愿，加入了当时在北非势力大、影响广且比较自由的摩尼教。摩尼教宣扬善恶二元论，善和恶是两个对立的永恒法则，人的灵魂来自善，肉体来自恶，犯罪是由于恶的缘故，因此人不负道德责任；同时要求“选民”实行禁欲，对一般“听道者”则无此要求。这些学说似乎给奥古斯丁放荡的行为提供了解释。所以，奥古斯丁信奉摩尼教达9年之久。母亲得知此事后，痛恨儿子“在信仰和精神方面已经丧亡”，禁止他“在家中同桌共餐”。同时，又请一位基督教主教加以开导，期望他早日放弃摩尼教。

374年，奥古斯丁结束学业，回到故乡任文法教师。375年他去迦太基教授雄辩术。此间，奥古斯丁为了满足求知欲，继续研究学问，阅读了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发现摩尼教学说并非他原先想象的那么理想和真实，甚至不及希腊神话，于是对摩尼教的信仰产生了怀疑和动摇。在380年前后，奥古斯丁写出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论美与适宜》（Beauty and Proportion），本书的中心思想针对摩尼教的罪恶起源理论，驳斥恶为原则和实体的观点，力图论证善的绝对性。383年，摩尼教的主教孚斯德（Faustus）来到迦太基，奥古斯丁要求他解答善恶为何要永远争战，孚斯德的解释又无法让他满意。至此，奥占斯丁开始抛弃摩尼教另找其他学说，以寻求关于善的真正答案。

383年，在朋友的劝说下，奥古斯丁不顾母亲的反对来到罗马，招收学生，教授雄辩术。岂料，罗马的学生们为了赖交学费，串通一气，在好几个教师那里穿来穿去听课。对学生的这种行径，奥古斯丁痛斥他们“钱财重于信义，以致不惜违反公道”，简直是一群狐朋狗党。正值困惑和烦恼之际，米兰来人聘请雄辩术教师，奥古斯丁立即写了一份演讲稿，呈罗马市长提出申请。384年他赴米兰任教，在授课之余，还去听了米兰大主教、当时基督教著名教父安布罗西（Ambrosius，333—397年）的讲道，并与安布罗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自此以后，他在安布罗西大主教的影响下，完全从基督教的观点研究真善美。最后，他从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启发，懂得在物质世界外寻找真理，对照《圣经》，认为找到了自己所追求的真正的真理，即上帝是绝对的存在，上帝是至善，上帝是一切善的根源。上帝是应当追求的永恒不变的真理。至于恶，无非是世界万物并非十全十美的表现，即恶是善的缺乏，恶只是损害善而已。由此，奥古斯丁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理论上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终于抛弃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和学园派的怀疑论。伴随着信念的转变，奥古斯丁计划摆脱物质世界的束缚，过内心的精神生活。他决定首先从生活上断绝一切与异性不正当的往来，根除一切情欲；其次，辞去教书职务，表示摒弃任何荣华富贵。

386年秋，奥古斯丁带着母亲以及一些朋友，来到米兰郊区一所别墅进行自我反省，闭门思过，并准备接受基督教的洗礼。此间，主要通过学习柏拉图哲学和基督教《圣经》，研讨善恶的问题，他最终发现，人并没有两个灵魂和两种本性，人只有一个灵魂、一种本性。它就是善，善是本体，而且渊源于唯一的善的根源。通过这样的研讨，理性的认识推动他下决心，在生活中远离罪恶。他在《忏悔录》中曾这样记叙自己信奉基督教的转变过程：某天正当他在住所的花园里为信仰而彷徨之时，耳边响起清脆童声：“拿起，读吧！拿起，读吧！”他急忙翻开身边的《圣经》，恰见使徒保罗的教诲赫然在目：“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3]他觉得这段话当中自己的要害，“顿觉有一道恬静的光射到心中，溃散了阴霾笼罩的疑阵”[4]。这段经历就是基督教史上著名的“花园里的奇迹”。387年复活节，奥古斯丁在米兰接受安布罗西主教的洗礼，正式加入基督教，时年33岁。此后，他与过去相比判若两人，彻底改变过去浮荡和贪图名利的生活方式，成为一个清心寡欲的虔诚的基督徒。为了克己禁欲，他不与任何异性交往，甚至连自己的亲妹妹也不愿单独见面，专心致志地过内心的精神生活，一心一意地思念上帝。

387年秋，奥古斯丁启程赴非洲，途中母亲病故。388年秋，他返回塔加斯特，从事著书立说。他遵照《圣经》上把东西分给穷人的教导，将家中所有财产施舍给穷人，自己则聚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过清贫的修道生活。

391年初，奥古斯丁前往希波（Hippo）传教，他的卓越才能和流利口才为当地主教所赏识，被晋升为神父，同时被主教破格录用，授予讲道的资格。此后，他忠心耿耿地为教会事业服务。一方面不辞疲劳地宣讲教义，一方面夜以继日地著书立说。他在教会的追随者越来越多，影响越来越大。396年希波主教去世，奥古斯丁继任希波教区的主教职位。任职期间他以极大的精力从事著述，讲经布道和组织反对异端等活动，他建立的神学堂吸引了远近各地主教，他所在的修会成为北非教会的中心，并成为以他姓名命名的修会的前身。430年，汪达尔人入侵北非，围困希波期间，奥古斯丁于同年8月去世。鉴于他在神学思想和哲学理论上对基督教的贡献，奥古斯丁被教会称为“伟大的教父” “杰出的大师” “上帝的圣者”，一直受到教会的尊敬。

奥古斯丁生活在古代社会向中世纪社会过渡的转折时期。他目睹了罗马帝国的分裂、衰落和异族入侵，经历了基督教取得统治地位的过程。罗马教会在西罗马帝国皇帝狄奥多西一世时期，取得了国教的地位，但基督教尚未取得精神的统治权，它仍然面临着来自古代文化传统和新近入侵的异教信奉的原始宗教的挑战，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教派的斗争。奥古斯丁皈依基督教后，著书立说，致力于神学的理论研究，开始运用柏拉图主义哲学论证基督教教义，把哲学和神学结合，为基督教教会建立了一套完善的宗教哲学体系。据他晚年在《订正》（426—428年）一书中统计，为了宣扬《圣经》所从事的论著，前后历时44年，总共写有93种，232部。主要著作有《论上帝之城》（City of God）、《论三位一体》（On the Trinity）、《忏悔录》（Confessions）、《论幸福生活》（On the Happy Life）、《论秩序》（On Order）、《论自由意志》（On Free Will）、《论灵魂不朽》（On the Immortality of the Soul）等。奥古斯丁的著作字句优美，富有诗意，思想新颖，理论深邃，尤重哲理，使他成为基督教杰出的文学家、哲学家和神学家。

第二节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奥古斯丁以《圣经》为依据，结合自己深厚的古典文化的功底，运用柏拉图主义学说，构建了一套完善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促进了基督教的信仰教义化、统一化、仪式化、组织化。

一、上帝观

奥古斯丁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认为上帝是最终的实在，上帝是完满的、不变的、永恒的、全善的，上帝即至真、至善、至美，上帝是绝对真理；而感性世界是不完满的、变化的、暂时的、非至善的。他认为，上帝作为最终的实在一定是完满的，所以没有理由要他变化。因为一个完满的东西发生变化，就会成为不完满的。上帝是永恒的，上帝不存在于时间之中，在上帝创造时间之前不可能有时间。上帝是全善的，上帝的善不仅在于最真实，而且在于爱人类，在于和平和安稳。他还认为，上帝具有创造的本性，“天主创造一切”，“宇宙间除上帝之外，没有任何存在者不是由上帝那里得到存在”，整个世界都是由上帝创造的。奥古斯丁主张，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他说：“上帝是三位一体的——即‘父’，由父而生的‘子’，和从父出来的‘圣灵’，这圣灵就是父与子之灵。”[5]他认为，上帝在位格上是三位的，但三位在本体上是一，三位是一体而不是三体。他说：“父、子、圣灵，各位都是完全的，所以它是三位一体，而不是三重”，“既非三个神，亦非三个善，而是一个至上全能的上帝，即三位一体本身”。

二、善恶论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自己有的，上帝是绝对的有。上帝是永恒的存在，绝对的精神。上帝至真无比，是最高的本质和实体，并断言上帝是不朽的，上帝即至善。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善是本质和实体，善是绝对的。上帝至真、至善。在上帝那里，恶是不存在的，所谓恶，与上帝毫无关系。至于万物，它们不是自己有的，而是由上帝创造的，因而它们不可能同上帝一样绝对，它们不是绝对的有。但万物源自上帝，由上帝的有而有，因而它们也不是绝对的无。创造者上帝是绝对的有，是至善，所以凡是存在的，本身也都是善的，只是并非十全十美而已。这就意味着，万物本身是有缺陷的，是能朽坏的。所谓缺陷和朽坏，就是恶。或者说，善的减少就是恶。同时，他又强调说，作为存在者，其善无论减少到何种程度，总剩留一些善，否则，就不能朽坏，也就无法存在。总之，善是本质和实体；恶无非缺乏应有的本质和实体。就本质而言，恶是虚无，恶是相对善而言的，所以恶可以定义为“背离本体，趋向非存在的东西。……它倾向于造成存在的中断”[6]。或者说，恶即“善的缺乏”和“实体的缺乏”。

为了说明恶即“缺乏”，奥古斯丁具体区分了三种不同类型的恶。第一类恶的现象可称为“物理的恶”，指事物的自然属性造成的损失和伤害，自然灾害、人由于生老病死等生理原因造成的身苦皆属此类。这一类恶的原因是缺乏完善性。第二类恶即“认识的恶”，指“把错误当作正确接受，把正确当作错误拒绝，将不确定当作确定固守”。认识上的恶的原因是人的理智之不完善，与自然恶的原因基本相同。但是从后果上看，认识上的恶比自然界的恶更危险。第三类恶即“伦理的恶”，只有这类恶才称得上罪恶。他说，罪恶是“人的意志的反面，无视责任，沉湎于有害的东西”。他认为，伦理的恶和认识的恶是相关的：“错误与苦难一起产生。当他们在内心感觉到畏缩，这就是恐惧；当心灵为可欲事物所占据，不管它们是如何有害与空洞，错误阻止心灵觉察它们的真实本性，或者说，病态的欲望遮掩了觉察力，沉浸于愚蠢的快乐。”[7]

三、意志自由和恩典说

上帝创造的人类是善的，为什么现实中的人类却如此之恶？这是因为人类的始祖亚当和夏娃在上帝的伊甸园中，受蛇的引诱偷吃了苹果，从而使其道德败坏，犯下了原罪，这种原罪传给后代，使整个人类都具有了罪恶的本性。由此引申出一个问题是：夏娃为什么会吃那个苹果，使人由善变恶呢？奥古斯丁的回答是：这是出于人的意志。他认为，上帝的创造物都具有善的属性，把人性的堕落归因于外物的引诱，推诱于上帝，是说不通的，因为善的东西不可能导致恶的现象。他问道：“一个善而可变的自然会产生恶，会使意志自身变成恶，这种事物怎么能够发生呢？”[8]既然犯罪的原因不在于外界的客观事物，就必定在于人们自身内部的主观意志。他说：“决不是一个低劣的事物会使意志恶的，它之所以恶化，只是由它自身（意志自身）反常的不正当地企求着一个低劣的事物。”[9]人本来是可以正直地生活的，但他可以愿意，也可以不愿意。愿意的是他，不愿意的也是他，都是他自己。行善或是犯罪，都在于人自己愿意与否。人处于善和恶的矛盾之中，但关键在于人，由人自己去选择。因而，犯罪作恶并不是由于恶自身有什么原因，完全是由于人的自由意志，是人的自甘堕落。他说，灵魂的“背离与皈依是自愿的，而不是被迫的”[10]。

既然人的自由意志包含着犯罪的可能性，上帝造人时为什么会赋予人自由的意志，他为什么不创造出更完善的人，不赋予人只会行善、不会作恶的意志呢？奥古斯丁的回答是：如果是这样，那么，行善或作恶将不再是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上帝代替人所做的选择。他说：“不是有意做的事既不是恶，也不是善，因此，如果人没有自由意志，则不会有公正的惩罚和奖赏。然而，赏罚的公正来自上帝的善，它必然存在。因此，上帝必然赋予人自由的意志。[11]上帝为了显示自己惩恶扬善的公正，必须赋予人意志自由。上帝并不干预人的意志的自由选择，而是让人承担自己选择的责任，上帝只是对自由选择所产生的善、恶后果进行奖罚。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在造人时曾赋予人自由意志，但自亚当犯下“原罪”之后，人的意志已被罪恶所污染，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人已为罪恶所奴役，已不可能依靠自己的行为或抉择得到拯救。因此，只有依靠上帝的恩典，人才能恢复意志自由，做出善的抉择。他自问自答道：“怎样得救呢？他们能靠自己的善行得救吗？自然不能。人既灭亡了，那么除了从灭亡中被救出来以外，他还能行什么善呢？他能靠意志自行决定行什么善吗？我再说不能。事实上，正因为人滥用自由意志，才使自己和自由意志一起毁坏了。一个人自杀，自然必须是当他活着的时候。到他已经自杀了，他就死了，自然不能自己恢复生命。同样，一个人既已用自由意志犯了罪，为罪所胜，他就丧失了意志的自由。”[12]奥古斯丁所说的“人既灭亡了”是指人已经丧失了善的本性和自由选择的能力；上帝的恩典是指上帝之子耶稣牺牲自己，为人类赎罪。自基督教诞生以后，人类已经摆脱了自亚当以来的罪恶的奴役，人的意志恢复了选择善或恶的能力，这就是做基督徒或做异教徒的选择。为此，奥古斯丁获得了“恩典博士”的称号。

四、信仰与理解论

奥古斯丁认为，信仰是“天启”（上帝的启示），是绝对的真理，理性和信仰并不是对立的两极，两者存在着彼此交叉的关系，“并非一切思想都是信仰，因为人们常常为了拒绝信仰而思想；但是，一切信仰都是思想”。信仰属于思想范畴，其定义是“以赞同的态度思想”[13]。他认为，思想或思想对象持怀疑、批判和否定态度，或持赞同态度，都是合乎理性的。一方面，任何怀疑和批判都以某些无可置疑的前提出发，这些前提就是信仰的对象；另一方面，信仰并非无思想的盲从，它是以相信权威为前提的思想。如果没有被信仰的前提，也就不会有对信仰的进一步思考和理解。因此，在人的思想过程之中，否定、信仰、理解是彼此交叉的。同时，奥古斯丁又宣称，信仰是绝对可靠的，信仰是十分自然和十分必要的一种思维活动，信仰本身就是一种确认性质的思维。所以，“如果你不理解，信仰会使你理解。信你在先，理解在后”。“信仰是理解的途径，理智是信仰的一种报酬。”甚至还强调：“所以我不认为理解为了信仰，而是信仰为了理解”，理性之所以需要，是为了论证信仰。进而提出：“信仰为了理解。”[14]

为了更好地说明信仰和理解的关系，奥古斯丁区分了三种不同的信仰对象：第一种是只能相信，不能或不需要理解的东西，如历史事实；第二种是相信和理解同时起作用的对象，如相信数学公理和逻辑规则的同时也在理解它们；第三种是只有先信仰，然后才能理解的对象，这些是关于上帝的道理。一方面，理性为信仰做准备，语言的意义、权威的地位都需要通过理性被接受，即信仰之前，需要某种程度的理解，否则将不会“以赞同的态度思想”；信仰之后，更需要对信仰做更深入的理解。另一方面，信仰为理解开辟道路，可以帮助理性理解那些其自身无法理解的对象，他们从这个新的起点踏上智慧的旅途。到了后期，奥古斯丁似乎更加强调信仰对理性的依赖。他说：“上帝不可能憎恨他所创造的、使我们优于其他动物的东西。让我们把信仰看作迎接与追求理性的序曲，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理性的灵魂，我们甚至不能信仰。”[15]

五、上帝之城和地上之城

奥古斯丁根据《圣经》故事认为，最初，上帝创造出许多无形的天使，其中有的服从上帝，有的则对抗上帝，这样就分化为善和恶两派：当人类祖先亚当和夏娃被创造时，他们已处在善和恶两种可能性之中，结果他们妄用自己的意志自由，听从恶的天使，违抗上帝的命令，犯下了“原罪”。自此，善和恶便具体化，其中以善的上帝为一方，以恶的人类为一方，形成完全对立的两大阵营：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前者按照精神生活，向往善，追求永生；后者按照肉体生活，犯罪作恶，贪图现世享受。实质上，这是两种不同的爱和由此产生的两种不同的结果，即“两种爱组建了两座城，爱自己、甚至藐视上帝者组成地上之城，爱上帝，甚至藐视自己者组成天上之城，前者荣耀自己，后者荣耀上帝”[16]。这两种国度，“一部分人命定与上帝一起进行永恒的统治，另一部分人与魔鬼一起永遭磨难”[17]。“实际上，这两座城在现世相互交织、混合，直到最后审判才把两者分开。”“天上之城和地上之城在世间的进程自始至终交织在一起。……双方享受同样的世间利益，或被世间邪恶所折磨，但伴随着不同的信、望、爱。”[18]也就是说，两者的区别没有任何外在的标准或地域界限，完全是内在的生活态度（信、望、爱）。奥古斯丁认为，人类社会或地上之城虽然是恶的，但也体现为保卫和平、维护正义，体现着人们善的愿望。这也充分说明地上之城必然要反映上帝的旨意，应当以上帝之城为典范，最后回归到上帝之城。地上之城是归向上帝之城的一种过渡。由于地上之城是恶的，难以实现这神圣而伟大的历史过渡任务，地上之城唯有接受基督教会指引，才能期望最终归入“上帝之城”。因为，基督教是上帝之城的具体体现，基督教虽类似于世俗国家，也同属于地上之城的范畴，但与世俗国家不同的是，它为上帝挑选并获得上帝的保证；它在上帝之子耶稣基督亲自领导下，由对上帝的爱而建立起来；它教导人们按照精神生活，追求真正的和平和至善。所以，只有基督教会才能够稳妥地引导人们归向“上帝之城”。

奥古斯丁的宗教神学哲学理论，或称“基督教神学”，构成了其包括教育目的、人性论和儿童观、道德教育、知识论及教学论在内的整个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信仰，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把传播教义、争取信徒作为重要的目标。经过使徒保罗在“外邦人”中传教及其对教义的修改，基督教从犹太教的一个分支扩展为各民族的统一的宗教，基督耶稣便成为全人类的救世主。保罗认为，人虽然从亚当开始就有了“原罪”，但从基督耶稣的死而复活后，人又得到了幸福，因为人与上帝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的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而得救了。”保罗强调人的拯救是灵魂的拯救，是灵魂的永生，而灵魂的拯救必须摒弃肉体的情欲，因为“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彼此为敌”。人如何才能得救呢？保罗主张“因信得救”，即依靠灵魂对神的信仰与热爱而被拯救。保罗宣称，一切人都可因信得救，不服从犹太教律法与习俗的外族人凭借心灵圣洁也可成为“誓约民”。因此，信仰上帝的基督徒过着一种圣洁的生活；得着圣灵的人，灵魂得到拯救的人便是新人，而信仰和热爱上帝便成为得着圣灵的途径。

自保罗之后，基督教不仅有了信仰的对象，而且也有了信仰的途径，采取各种方式和手段使人皈依上帝，具有信仰就成了基督教最主要的工作。基督教教育便成了最直接的工具。罗马帝国晚期，社会正处在大动荡和大分化的时期，值此之际，基督教以其严格的道德生活吸引了大多数民众，基督教得以迅速传播，其势力也日益壮大，教徒的成分日趋复杂。392年，基督教被定为国教取得合法地位后，面对粗糙的基督教教义，要求有人从理论方面来论证耶稣及其《圣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同时要求改革世俗教育，培养能为教会服务的人才。在这样的形势下，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宗教神学体系及其教育思想便应运而生。

奥古斯丁对待基督教经历了从怀疑、背弃到信仰的曲折反复的过程，并有“蒙主召唤”的奇迹般的体验。在《忏悔录》中，根据个人的经验，他把人的认识看作从低级到高级，最终达到信仰上帝的过程，进而提出了教育目的的主张；同时通过自我反省的形式告诫青年人，他在生活上之所以远离罪恶，主要是由于上帝对自己心灵的启迪，读了《圣经》，皈依了基督教。

奥古斯丁认为，神具有无上的能力、无限的智慧和至善至美的品德。神从无中创造了世界，创造了万物。他指出：“主，确无可疑的是：你创造了天地。确无可疑的是：‘元始’即是你的智慧，在智慧之中，你创造了一切。确无可疑的是：这有形可见的世界分为两部分，用天地二字可以总括你所造的一切。……确无可疑的是：不仅一切已造的和已成形的东西是出于你的创造，甚至可能创造和可能成形的东西，都可能由你创造，因为一切来自你。”[19]

作为创造万物的上帝，他是“至高、至美、至能、无所不能，至仁、至义、至隐、无往而不在，至美、至坚、至定，但又无从执持，不变而变化一切，无新无故而更新一切；……行而不息，晏然常寂，总持万机，而一无所需；负荷一切，充裕一切，维护一切，创造一切，养育一切，改进一切；虽万物皆备，而仍不弃置”[20]。“是万有的唯一真原，化育万类的至美者。”[21]

上帝是至真、至善、至美的，而作为上帝创造物的人类，起初虽是善的，但人类的始祖滥用意志自由，丧失了向善的能力，犯下了原罪，并传递给了后代，导致人生下来都是有罪的。因此，人生在世的最高目的只有不断地赎罪修行，克己欲望，心向上帝，才能得到上帝的宽恕和恩赐，灵魂才能得到拯救，进入“上帝之城”，人才能得以永生。由此可见，奥古斯丁的教育目的既不是发展智力和理性，也不是培养国家的公民，而是要过情神生活，修炼道行，培养对上帝充满信仰、虔诚的基督教徒。即是说，通过教育，使人聆听，懂得上帝的教诲，领悟上帝的至真、至善、至美并意识到自身的罪恶和如“粪土”般的渺小，从而进行祈祷、忏悔，克服对各种欲望和享受的追求，最后皈依上帝，进而成为能忠心耿耿地为教会服务的教士。

根据抑制人性、高扬神性的基本宗旨和教育是一切内心修炼的教育本质观，奥古斯丁提出了教育为教会和神学服务的主张。他在《忏悔录》中用向上帝祷告的方式明确指出：“主，你是我的君王，我的天主，请容许我将幼时所获得的有用知识为你服务，说话、书写、阅读、计算都为你服务。”[22]

奥古斯丁认为，人要想得到拯救，光有信仰是不够的，首先是过禁欲生活。人人都追求幸福、快乐，而真正的幸福、快乐是信仰上帝；人人都爱美好的东西，真正美好的是至善至美的上帝、上帝的智慧、上帝的道。沉湎于暂时的可变的有形的事物，把快乐寄托在这些事物上，就容易堕落，且离上帝越来越远，并最终走上毁灭。因此，“一切学识之最终目的，就是敬爱神，并获得快乐的生活”[23]。鉴于此，道德教育在教会教育中应居于首位。道德教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养成虚心、哀痛、温柔、饥渴慕义、怜恤、清心、和睦、为义等“真福八端”；培养学生具备宽容、谦虚、热爱真理、正义、爱人、严谨、服从等基督徒的优良品质。当然，从奥古斯丁的经历及其教育思想来看，道德教育并非其目的本身，他希望通过道德教育，一方面使人摆脱现实世界的欲望和享受，用理性克制欲望，使情感服从理性，致力于内心的操持、心灵的修炼，做到清心寡欲；另一方面使人们能够认识到自身的原罪，进而认识到上帝的至善，有助于使人养成一种为善的倾向，避恶趋善。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对上帝的信仰，并得到上帝所赋予的神性，弃恶从善，改邪归正，从而得到拯救，进入一个尽善尽美的世界——天国。由此可见，奥古斯丁已从根本上把教育目的、道德教育的目标宗教化了。

奥古斯丁的教育目的虽然是以个人向上帝祷告的方式提出的，但是恰恰反映了中世纪早期的文化状况和价值取向的变化，迎合了当时的社会需求。奥古斯丁的教育目的，一方面反映了以古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文化以及世俗教育的衰落；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基督教势力的扩大，教会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已成为必然趋势；此外，作为虔诚基督教徒的奥古斯丁，为了论证基督和《圣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创立系统完善的宗教哲学理论体系，提出教育为教会、为神学服务的主张，也是其思想的逻辑必然结果。奥古斯丁的教育目的论为中世纪欧洲的教育奠定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基础。

第四节 人性论、儿童观以及儿童的教育

一、人性论

中世纪早期关于人的自然本性问题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摩尼教的观点，他们认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灵魂和肉体是两个势均力敌、相互平行的独立部分。灵魂代表着光明，肉体代表着黑暗，这两种势力处于永远争战之中，人既是它们争斗的场所，又是它们争夺的对象。二是部分基督徒的观点，他们持有肉身复活的信念，认为人的肉体是灵魂的寓所，人是包括灵魂的肉体。三是柏拉图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实质是灵魂，肉体只是被灵魂暂时利用，并终将抛弃的工具，它缺乏本身的独立性。奥古斯丁既不赞成摩尼教的灵魂和肉体平行的二元论，也不同意柏拉图的肉体缺乏实在性的观点。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本质可归结为理性灵魂，灵魂具有统辖肉体的本性，一个缺乏肉体的灵魂不成其为人。同时又认为，灵魂和肉体是有主从关系的两个实体，两者的结合是“不相混合的联合”，即是说，灵魂和肉体的个性即它们的实在性，两个实体结合为人，但都没有失去其各自的独立性。为了深入地说明这一问题，奥古斯丁采用了“双重人格论”，认为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外在的人”和“内在的人”。前者是人的外形、表象，即被灵魂所统辖的人体；后者则是人的理性灵魂的深处。两者的关系是主人和奴隶的关系，内在的人只是相对的本质，不能离开外在的人（人的肉体）来谈论人的本质；同时，内在的人是不与肉体相混合的灵魂，这使得他得以研究灵魂自身的本质，这一本质与无形的、永恒的理性相通，它是上帝之光的受体、道德实践的主体。奥古斯丁的人的自然本性论表现出了两种倾向，一方面主张参照肉体的实体性来解释灵魂，兼顾内、外两个方面，反对贬低肉体；另一方面主张在人与上帝的关系中考察灵魂，推崇灵魂的纯洁，贬低肉体的禁欲主义倾向又十分明显。

奥古斯丁认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构成的，是上帝的创造物。万事万物作为至善至美的上帝的创造物，必定也是善的，否则，就体现不出上帝的善性了。由此推论，人性最初必定也是善的，正如他所说：“上帝造人原是良善的。”又说：“没有一个人生来就是恶的；那些恶人，只是由于浸染了恶习的缘故。”[24]由此可见，奥古斯丁把最初的人或人类的始祖看成是善的，持有性善论的观点。

但是，另一方面，奥古斯丁又认为现实中的人的本性，都是恶的。那么，人性是如何由善变恶的呢？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初造亚当之时，亚当洁白无瑕、品行端正。但结果却是，亚当辜负了上帝的信仰，滥用了意志自由，由善走向了恶。更为严重的是，亚当这种犯罪的恶果所造成的“从恶”倾向，不仅毁灭了他自己，而且还给他的后代带来了世代遗传的“原罪”。他说：“天主，请你俯听我。人们的罪恶真可恨！……因为在你面前没有一人是纯洁无罪的，即使是出世一天的婴孩亦然如此。”[25]在这里，奥古斯丁又把每个人，包括婴儿都说成是恶的，从而又变成了彻底的性恶论者。因为根据他观察，连婴儿都有恶的妒忌之意：他们还不会说话，就面若死灰，眼光狠狠盯着一同吃奶的孩子，不让一个极端需要生命粮食的兄弟靠近丰满的乳源。在《忏悔录》中，他还记述了自己童年的一幕情景：“对我的父母以及一些审慎的人不顺从我有害的要求，我发怒，要打他们、损害他们，责罚他们不屈从我的意志……”[26]因此，不能说婴儿“本心无辜”[27]，完全是一种天生的罪恶。因为他从出生之时起已是堕落的人群中的一员了，当他到了一定年龄时就会情不自禁犯罪。依次推理，成人的罪恶意识更为强烈，整个人类都是有罪的。

二、儿童观及儿童的教育

奥古斯丁根据其人性论，结合对自己童年经历的理解，讨论了有关儿童教育的问题。

（一）体罚是促使儿童由恶向善、改邪归正的不可缺少的手段

奥古斯丁认为，儿童生来都是邪恶的，儿童所表现出来的纯洁仅是肢体上的稚弱，而非本心无辜。他在《忏悔录》中记述到，自己童年时喜玩耍、好游戏，但不喜读书，“并且恨别人强迫我读书”，但一想到责打，对课业又不敢懈怠，“不受强迫，我便不读书”，因此，儿童“年龄虽小，但已罪大恶极，确应受惩罚”[28]，并且认为，自己之所以最终能够皈依上帝，能为上帝和教会服务，是与童年时在责打下所学到的知识分不开的。由此他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任何学习是没有惩罚的，戒尺、皮鞭和棍棒确实是制服儿童、涤除其罪恶所必需的物品。

（二）家庭尤其是父母对儿童的成长和教育起着重要的作用

奥古斯丁自称，父亲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市民，家境并不富有，但他望子成龙，不计较家庭的经济力量，愿意担负儿子留学远地所需的费用，使自己受到了可以说是当时最好的教育，而许多远为富裕的人家都不肯为子女做此打算。奥古斯丁在总结自己的经历时认为，自己早年的放荡行为是与父亲分不开的。父亲作为一名异教徒，只关心儿子学问上的前途，只求儿子能娴于辞令，根本不考虑儿子如何成长，能否保持纯洁。当看到儿子发育成熟时，带着一种醉后的狂喜，津津乐道，“就是这种狂喜使世界忘却自己的创造者，不爱你（指上帝）而爱受造物，这是喝了一种无形的毒酒，使意志倾向卑鄙下流”[29]。自己最终皈依上帝是与母亲分不开的。母亲作为一名虔诚的教徒，上帝忠心的婢女，时刻在关心着儿子的行为和信仰，同样面对儿子的放荡行为，母亲则担心至极，怀着虔诚的忧惧惊恐，同样面对前途，母亲希望的则是寄托在上帝身上的、身后的前途，并且认为“传统的学问不仅没有害处，反而为我日后获致你能有不少帮助”[30]。当得知儿子信奉摩尼教时，奥古斯丁的母亲伤心欲绝，认为这是奥古斯丁在信仰和精神方面的丧亡，禁止他在家中同桌共餐，敦促他尽快改邪归正。

（三）教学应尊重儿童的学习兴趣

奥古斯丁在回忆自己童年学习语言文字时写道：“我自小就憎恨读希腊文……我酷爱拉丁文……”“为何当时我对于讴歌这些故事的希腊文觉得憎恨呢？的确荷马很巧妙地编写了这些故事，是一个迷人的小说家，但对童年的我却真讨厌。我想味吉尔（维吉尔）对于希腊儿童也如此，他们被迫读味吉尔，和我被迫读荷马一样。读外国文字真是非常艰苦，甜蜜的希腊神话故事上面好像撒上了一层苦胆。我一字也不识，人们便用威吓责罚来督促我读。当然拉丁文起初我也不识，但我毫无恐惧，不受磨折地，在乳母们哄逗下，在共同笑语之中，在共同游戏之时，留心学会了。我识字是没有遇到也没有忍受强迫责罚，我自己的意志促引我产生概念，但不可能不先学会一些话，这些话，不是从教师那里，而是从同我谈话的人那里学来的，我也把我的思想说给他们听。”[31]

（四）儿童的知识教学应注重正经典籍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记叙自己童年时，为拉丁诗人维吉尔《伊尼德》中迦太基女王狄多失恋自尽而流泪；对木马腹中藏着战士、大火烧特洛伊城等感到津津有味；而将“一一作二，二二作四”看作一种讨厌的歌诀，对天主的死亡不曾流一滴眼泪。“童年时爱这种荒诞不经的文字过于有用的知识，真是罪过。”[32]同时，他又认为，当儿童学会说话时，通过阅读虚浮的文字的确在其中能读到不少有用的字句，“但这些字句也能在正经的典籍中求得，这是稳妥的道路，是儿童们所应走的道路”[33]。

（五）儿童的学习应当通过实物和实际活动进行

奥古斯丁曾这样记叙他童年时喃喃学语的经历：“我的长辈并未用任何系统的方法教我词语……当他们说出一事物名称，并在说话同时移身于该事物时，我看并猜到：他们所要指出的事物被他们发出的声音称呼。他们的意图由他们身体的动作显示出来。所有人的自然语言是他们的面部表情、眼睛神态、身体各部位的动作，以及表达他们期待、满意、反对或回避的心情和态度的声调。因此，在不断听到位于不同句子的词语的过程中，我逐渐知道它们是哪些事物的符号。在学会说出这些符号之后，我可以表达自己的意志。”[34]他又说：“因为婴儿只有通过从说话的人那里学习语言才能学会说话，难道人们不可以不学习演说艺术，而依靠阅读和学习雄辩家的演讲稿并尽量模仿他们而成为雄辩的演说家吗？……这正如一个想告诉你走路规则的人应该警告你在前脚着地之前不能抬起后脚，然后再详细地告诉你如何活动关节和膝盖一样，他说得对，一个人是不能用任何其他的方法来走路的。但是人们发现按这些动作去走比听这些动作要容易些。”[35]

（六）教学活动的最终目的或核心乃是激发学生内心的活动

奥古斯丁指出：“我们要去请教的不是那些滔滔不绝的演说家，而是守护在心中的真理。……当内心真理让他们了解到所说事物的真相时，他们高兴、称赞。但是，他们不知道他们实际是在称赞学习的人，而不是在称赞教师……因为在讲话者启发学生之后，学生便迅速地记在心中了，但他们却认为是他们从外部受到讲话者的激励。”[36]

第五节 伦理学与道德教育

奥古斯丁的“原罪论”“赎罪论”“禁欲论”“灵魂不灭论”构成了其伦理学和道德教育的基础。《圣经》说：“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奥古斯丁的伦理学是围绕信、望、爱展开的，其中，他把爱作为首推的美德，他说：“就我而言，美德最简单、最真实的定义是爱的秩序。”[37]爱的秩序是指宇宙万物间永恒不变的秩序，也被称为“神律”“永恒律”，它对人心的作用造就了道德准则。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心灵是由知、情、意三种作用构成的。心灵的作用在于能够认识到一个智慧者的存在。但是，奥古斯丁又认为，人并不完全是认知者，单靠道德的认知，并不能将道德实践出来，道德实践表现为意的活动，因为，“作为一个知者，并不就是一个智者，作为一个有意志者，并不就是一个公正者，但人是能够成为一个智者和公正者，借由领受神的恩典……”[38]智者和公正者的养成，必须由道德来实现。

奥古斯丁认为，人的理性是可以改变的、有错误的，而神圣的理性是不变的、永恒的，而且是人人都具有的，是永远存在着的，它是一切真理的标准。因此，作为至真、至善、至美的上帝是道德的源泉和标准，而尘世的一切都是罪恶的。根据这一观点，奥古斯丁概括综合了宗教教义中提出的道德要求和古希腊哲学家提出的道德规范，提出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基督教道德规范——七主德。七主德包括三条神学德目（信仰、仁爱、希望）和四条世俗德目（审慎、节制、坚毅和公正）。七主德既是奥古斯丁道德教育的内容，也是其道德教育的要求。

所谓信仰，是指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全知全能，相信神会救赎处于罪恶中的人类；同时相信上帝又是人类道德现象的最终根源，社会上一切道德规范都是出自上帝的命令。他说：“只有照着信心而生活，而且我们只能够这样做；以我们的信心与祈祷，盼望那给我们信心的上帝会帮助我们。”“幸福就是来自真理的快乐，也就是以信为快乐，因为天主就是真理”，即是说，信仰乃是行为主体幸福和力量的源泉。

所谓仁爱，是基督教伦理思想的基本原则，是指在爱上帝的同时，也爱上帝的创造物即人类。他说：“谁爱你，在你之中爱朋友，为你而爱仇人，这样的人真是幸福！一人能在你身上泛爱众人，既然不会丧失你，也不会丧失所爱的人……”[39]爱不仅以上帝为对象，也以上帝为来源，正因为上帝充满仁爱之心，所以，人类的灵魂也就包含着爱的种子。为了更好地说明仁爱，奥古斯丁提出了“有用”和“正当”两条价值标准。他认为，正当是为自身缘故而欲求的东西；有用是为其他事物的缘故而欲求的东西。两者的价值不同，需要不同的对待。正确对待正当的东西的方式应该是享用；正确对待有用的东西的方式应该是使用。享用和使用分别指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两种生活方式。享用的对象是正当的东西，但同样是可欲的对象，不过，对它的欲望不是肉体的官能需要，而是心灵的渴望与追求，即心灵的正当欲望追求“理智的美丽，即被我们称之为精神的东西”。使用的对象是物质生活资料，使用并非为了肉体的满足和享受。与此相联系的是，奥古斯丁区分了“清心”和“贪心”。他指出：“清心是对造物主的爱，贪心是被造物对自身的爱。”[40]奥古斯丁的仁爱观主要是指个人对神圣的精神境界的热忱追求，对物质、身体的爱好必须服从对精神、神圣对象的爱戴，人类只有在爱上帝中才能表现出爱真理，这便是他把仁爱作为最主要德目的原因。

所谓希望，是指对神以及神创的来世天国生活的希望和憧憬。他说：“永生是至善，永劫是极恶。”至善的永生在现实世界是不可能实现的，人类只能希望蒙神恩，“应该耐心忍受”现世的罪恶，在天国中过上幸福生活。他说：“我们得救了，我们乃是因希望而得幸福。如果我们还没有得到当前的解救，只有期乎要得来的解救……那有待乎来世的解救，其本身将是我们的至福。”[41]

所谓审慎，是指“把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善恶的鉴别上，以求使一个人对于所企求的与所避免的事物，不会有错误发生”[42]，即趋善避恶。

所谓坚毅，是指“被迫去忍受生活中的种种不幸”。痛苦是人类罪恶的必然结果，是上帝对人的考验，因为不幸结束自己生命是没有毅力和勇气的表现。对于痛苦，不能逃避，只有忍受。

所谓节制，是指“永久地和自己内心的恶习——肉欲作斗争”，因为“只有肉体停止与心灵违抗，然后我们自身才没有恶习，与心灵相违抗”，即要以禁欲主义来实现宗教道德。他又认为，人类要阻止肉欲是很困难的，也许是不可能的，必须靠上帝的帮助。他说：“让我们靠上帝的帮助去阻止灵魂屈服于和它相违逆的肉体。”

所谓公正，是指使每个人尽其天职，即“要使肉体归顺于灵魂，灵魂归顺于上帝”。

综观奥古斯丁提出的基督教道德规范，可以说突出地表现出了禁欲主义的主题：能禁欲的进天国，纵欲的只能留在尘世。因此，一个理想的、有道德的人，就是一个虔诚的、品质优良的基督徒。

奥古斯丁以对神圣精神的追求为目标，叙述了有关伦理道德教育的措施和方法。首先，人类内心所求以及向往必须是完美的善，必须符合神的旨意和意志。其次，道德行为必须以戒律为准绳，即不可荒宴酗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竞争忌妒，应当爱戴主耶稣基督，勿纵肉体私欲。再次，道德行为的核心是顺从、服从神的指示。服从的对象首先是神或上帝，与此同时是对地下权威的服从，因为人世间君王的权威，来自于神的权力，是神的旨意的体现，因此，服从君王就包括对神的服从。服从君主一是要求安分守己，不做越轨之事和不有非分之想；二是更高层次的要求，即内心的顺服，而不是表面上的顺服。最后，慎重交友。他在《忏悔录》中多次提到偷梨的事，一方面在于说明这是由于缺乏正义感，欣赏犯罪的乐趣所致；另一方面也认为这是害人不浅的友谊、不可思议的思想所致。如果是他独自一人，决不能做这种事，进而告诫人们不要与品行不端的人混在一起，否则，容易造成犯罪。最后，人与神的沟通和交流，是经过祈祷、忏悔，以及德性上的谦虚与敬爱神而获得的。

第六节 认识论和教学思想

一、上帝的存在和真理论

奥古斯丁自己承认，关于上帝的知识是通过柏拉图的理念论而获得的。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使他认识到上帝是绝对精神、绝对的有、永恒的存在。他说：“我读了柏拉图派学者的著作后，懂得在物质世界外找寻真理……我已经确信你的实在，确信你是无限的……确信你是永恒不变的自有者，绝对没有部分的，或行动方面的变易，其余一切都来自你，最可靠的证据就是它们的存在。”[43]他又说：“你决不能否认存在着一个不变的真理……你不能说他是你的或我的，或者其他任何人的。他既存在着又公诸于一切认识不变真理的人，犹如光奇妙地既是私有的又是公有的一样。”[44]这真理本身就是上帝。当然“如果有什么比这真理更高尚的，那么他就是上帝。如果没有，则真理本身就是上帝”[45]。如果你发现有一个永恒、不变的东西高于我们的理性，你还能不称之为上帝吗？“真理就是我们的上帝。”[46]“所以，无论如何，上帝存在你是无法否认的。上帝存在着，而且真实地、无与伦比地存在着。我认为，我们不仅对此信以为真，而且掌握着十分可靠的知识，尽管迄今它是极其脆弱的。”[47]由此，奥古斯丁得出结论：上帝的存在是谁也无法否认的。上帝即真理，真理亦即上帝。一切真理都存在于上帝之中，真理以光的形式照耀出来。

二、知识论与知识教育

从上帝即真理出发，奥古斯丁论述了《圣经》的神圣性和权威性。他说：“规则除了写在被我们称作‘真理之光’的书上还能在哪里呢？一切真理的规则被铭刻在这里；并且从这里被移植到正直的人的心灵。但是，这种转移是无形的，正如印章的图形被压在蜡上而无损于图章自身，这些规则在人的心灵上留下自身的印记。”又说：“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即认识永恒，唯有爱才能认识它。”[48]因此，在知识教育的内容中，学习《圣经》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圣经》是上帝的语言，是一切知识的泉源。鉴于此，学习《圣经》时，必须绝对服从其中的教诲，即便其中有晦涩难解之处，也不允许有丝毫的怀疑和独立判断。只能绝对地、无条件地服从。

奥古斯丁虽然强调《圣经》的权威性，但他并不一概排斥世俗的学术和文化，而是认为世俗学术中的一些知识不仅有助于传播教义，而且有利于培养信仰。他说：“修辞学既然对坚持真理或反对谬误都有用，谁敢说体现在真理辩护人身上的真理在反对谬误时（会）解除武装呢？例如，那些力图说服人们什么是谬误的人，应当知道如何提出问题，以便使对方进入一种友好的或注意的或愿意受教的精神状态，而同时真理辩护人却又不知道这种艺术，有哪个愚蠢的人会认为这是明智的呢？”[49]他又说：“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为真的、与我们的信仰相一致的话，我们不应该害怕，而要把这些话从它们不正当的主人那里拿过来，为我们所用。”[50]奥古斯丁的这两段话表明，古典文化之所以能够为基督教服务，原因在于它们不是古典文化作者本人的发明，而是上帝恩赐给人类的精神财富，但却被“邪恶、不正当地奉献给恶魔”，因此，基督徒“应该取回它们，用于传授福音”。他曾以《出埃及记》里以色列人掠夺埃及人财富为例，说明基督徒也可以合法使用异教徒的精神财富，他指出：“异教徒各科学问不只是错误和迷信的幻觉、殚思劳神的谜团……也含有适合真理之用的自由学科教育、极为卓越的道德规则以及一神崇拜的真理。”[51]当然，奥古斯丁也清醒地认识到古典文化必须经过一番改造，才能被基督教所利用。他说：“以色列人在出埃及时带走的金银衣物与他们后来在耶路撒冷所罗门王统治的鼎盛相比是贫穷的，同样，从异教徒书籍中搜集到的有用知识与神圣典籍的知识相比也是贫乏的。不管人们从其他来源学习到什么东西，都要谴责有害的，包容有用的。”[52]“有害”与“有用”的价值判断标准是《圣经》，基督徒应在信仰指导下对古典文化进行去芜存真的清理。

从其对古典文化的态度出发，在世俗知识中，奥古斯丁更为注重“自由学科”。他认为通过文法、修辞、辩证法、几何、音乐、数学、天文等学科的学习，既可以使学习者进行比较、判断，学习到其中所含有的真理、卓越的道德规则和正确的论点，更为重要的是，有助于认识永恒的存在，认识上帝的至真、至善、至美。在自由学科中，奥古斯丁最为重视修辞的学习和雄辩才能的教育和训练。他认为，只有掌握修辞与雄辩艺术，人们才能更好地赞美、歌颂上帝，宣传基督教的信仰，批判和驳斥各种异端邪说或世俗文化，说服对基督教仍心存疑虑甚至敌视的人们，从而有助于基督徒更好地坚持真理，并能够忠心耿耿地为教会服务。此外，奥古斯丁还非常重视拉丁语的学习和语法训练，认为对语法规则的遵守，既有利于遵守天主的律法，又有助于对《圣经》做出最深刻的理解，还能在法庭上在诉讼时进行正确的辩论。

奥古斯丁并不认为一切世俗知识都是有用的，都是应该学习的。他首先反对的是自然科学。他认为一切有关客观事物的知识，都是“虚妄的知识”，人类对自然界奥秘的探究，不仅毫无用处，甚至会导致对上帝的大不敬，因为他心中没有上帝。其次他反对史诗、悲剧和喜剧作品，认为这些作品的内容都是荒诞不经的东西，阅读这些作品理应受到惩罚。最后，音乐的学习应该有所节制，因为音乐是感性的，不应超越理性。

奥古斯丁主张应根据有用和有害的原则，以基督教原理作为价值标准，重新编写各科教科书，作为榜样，他亲自编写了逻辑学、修辞学、几何、音乐、算术和哲学等学科的入门教材。

三、认识论和教学

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无须证明的客观存在，是绝对的真理，是无限而永恒不变的超越存在。那么，人是如何认识上帝的呢？

奥古斯丁从柏拉图主义的知识等级观念出发，把人们获得知识的能力分为感觉和理性两种。感觉又分为以身体为感官的外感觉和以心灵为感官的内感觉。人凭借外感觉把握外界有形事物，凭借内感觉把握外感觉，凭借理性把握内、外感觉，或者说，用理性对感觉的内容进行判断。这样，有形事物—外感觉—内感觉—理性构成了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等级。他说：“很明显，有形事物被身体感觉所感知，身体感觉不能感觉自身；内感觉不但可以感知被身体感觉所感知的有形事物，而且可以感知身体感觉自身；理性却认识所有这一切，并且认识自身。因此，理性拥有严格意义上的知识。”[53]因此，一切有理性的人都或多或少地拥有真理。但是，只有那些信仰上帝的人才能把真理之光的印记集合起来，使这些最初是模糊的印记突现为清晰、完整的观念，形成对上帝的认识。

奥古斯丁认为爱有两种：对尘世间美好事物的爱和对天国中上帝的爱。他认为人的感官可以认识万物，可以体验到尘世间一切美好的事物，但却无法感受到上帝。只有对上帝的爱，才有光明，才有真理。如何去爱上帝呢？他认为只有反求诸己，从自己的灵魂入手，才能实现对上帝的爱。他说：“你究竟在哪里？……我暗中摸索于倾斜的坡路上，我在身外找寻你，我找不到‘我心的天主’。”[54]于是，“这样我逐步上升，从肉体到达凭借肉体而感觉的灵魂，进而是灵魂接受器官传递外来印象的内在力量，也是禽兽所具有的最高感性。更进一步，便是辨别器官所获印象的判断力；但这判断力也自认变易不定。因此即达到理性本身，理性提挈我的思想清除积习的牵缠，摆脱了彼此矛盾的种种想象，找寻到理性所以能毫不迟疑肯定不变优于可变，是受那一种光明的照耀……最后在惊心动魄的一瞥中，得见‘存在本体”[55]。“你指示我反求诸己，我在你引导下进入我的心灵……我用我灵魂的眼睛——虽则还是很模糊的——瞻望着在我灵魂的眼睛之上的、在我思想之上的永定之光。这光，不是肉眼可见的、普通的光……完全是另一种光明。这光在我思想上……这光在我之上，因为它创造了我，我在其下，因为我是它创造的。谁认识真理，即认识这光；谁认识这光，也就认识永恒。唯有爱能认识它。”[56]心爱又是如何认识上帝的呢？“我爱上帝之时，我究竟爱的什么？我灵魂之上的上帝是何人？我的灵魂将使我升入上天和上帝在一起。我将超越那股贯穿全身，使我神形归一的那股力量，我不能凭借那股力量找到上帝……然而我身上还有另一种力量，不仅使我生长，而且使我感到上帝创造并赋予我血肉之躯，这股力量使双目不听而视，使双耳不视而听，使其他所有的感官均各得其所，各尽其职。通过各种不同的官能，我一个人从事各种活动。”[57]即是说，因反求诸己实现了对上帝的爱，上帝赋予人以超越自我的力量，才认识了上帝，获得了真理。

奥古斯丁认为，人们对真理的认识又是同对自我的认识分不开的。上帝赋予人超越自我的力量，既认识了上帝又认识了自我，使二者统一了起来。对真理的认识，就是在这种统一中进行的。由此，他进一步对作为主体的“自我”做了分析，指出人有灵魂和肉体，并对肉体感官的认识作用做了一定程度的肯定，认为外界事物是通过感官而感知的。但是，他非常强调灵魂、理智的作用，认为“人身的感觉本该伴着理智，驯服地随从理智，仅因理智的领导而被接纳”[58]。绝不允许感觉超过理智而自为领导。因为感觉易为物欲所蒙蔽而成为其附庸，那样就不能认识上帝，也就不能认识真理。只有灵魂，才能“对无声无形的天主，能从他所造的万物而心识目睹之”[59]。灵魂给肉体以生命，上帝则是灵魂生命的生命。因此，认识上帝，获得真理，必须以上帝的启示为依据，通过对上帝的爱使灵魂升华，到达上帝的身边，得到“天启”，才能认识真理。

奥古斯丁的认识论还包含着对人的认识过程的较为细致的心理分析。如前所述，他把人的认识能力分为感性和理性。记忆是联系这两种能力的中介，在人的认识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他把记忆看作灵魂的府库，在那里储藏着无数的影像、概念、知识和情感。上帝赋予人超越自身的力量而进入这个府库，从而获得各种知识。他说：“超越找本性的力量，拾级而上，趋向创造我的天主。我到达了记忆的领域、记忆的殿廷，那里是感觉对一切事物所感受而进献的无数影像的府库。凡官觉所感受的，经过思想的增、损、润饰后，未被遗忘所吸收掩埋的，都庋藏在其中，作为储备。我置身其间，可以随意征调各式影像，有些一呼而至，有些姗姗来迟，好像从隐秘的洞穴中抽拔出来。有些正当我找寻其他时，成群结队，挺身而出，好像毛遂自荐地问道：‘可能是我们吗？’这时我挥着心灵的双手把它们从记忆面前赶走，让我所要的从躲藏之处出现。有些是听从呼唤，爽快地、秩序井然地鱼贯而至，一经呼唤便重新前来。” “在那里，一切感觉都分门别类、一丝不乱地储藏着，而且各有门户：如光明、颜色以及各项物象则属于双目，声音属耳，香臭属鼻，软硬、冷热、光滑粗糙、轻重，不论身内身外的，都属全身的感觉。记忆把这一切全都纳之于庞大的府库，保藏在不知哪一个幽深屈曲的处所，以备需要时取用。”“从同一库藏中，我把亲身体验到的或根据体验而推定的事物形象，加以组合，或和过去联系，或计划将来的行动、遭遇和希望……如果没有这些影像，我将无法说话。”[60]记忆对感觉材料的保存既然是一种“分门别类”的处理，它是按照一定的规则活动的，记忆的规则不来自感觉，“记忆还容纳着数字、衡量的关系和无数的法则。这都不是感觉所镌刻在我们心中的，因为都是无色、无声、无臭、无味、无从捉摸的”[61]。这些规则是真理之光压入记忆体内的痕迹，记忆按照一定的规则区分、排别。记忆体内有两部分内容，一是来自感觉的材料，一是来自真理之光的规则。知识就是两者的结合。他说，“知识”（cogitare）这个词来自“集合”（cogere），“cogitare一字为理智所擅有，专指内心的集合工作”[62]。所谓集合，指心灵根据规则对感觉材料进行分析、综合，从记忆上升为概念的过程。他说：“概念的获致，是把记忆所收藏的零乱混杂的部分，通过思考加以收集，再用注意力好似把概念引置于记忆的手头，这样原来因分散、因疏略而躲藏着的，已和我们的思想相稔，很容易呈现在我们思想之中。”[63]

奥古斯丁还认为，在人的记忆中或在人的心灵中，有着共性、一般、普遍的知识，有着概念、学术方面的知识，其中包括文学、雄辩术、数学、法则等。这些知识都不是从感觉进入人的心灵的。它是人心中所本有的，是上帝所赐予的。人要认识它们，也只有凭上帝给予人的“灵魂的眼睛”“超自然之光”“智慧之光”，始能做到。对此，奥古斯丁举例证明说，如颜色、声音和气味，肉体的感官能够体验到的，可是它们意味的东西或意义本身“肉体的感官却无法感受，除了我的灵魂之外，别处哪里都看不到。在我的记忆中收集到的不是颜色等的印象，而是它们所意味的东西本身，这些东西怎样进入我的身体呢？如果它们能说话，请它们回答。我敲遍了我身上每一个门户，没有找到它们的入口处。……那么它们来自何处？怎样进入我的记忆中的呢？我不清楚。因为我获得的知识，不是靠别人的传授，而是来自我自身。对此我深信不疑，并且命令自己妥善保管，以便随意取用……可见这些东西早已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过似乎隐藏得很深，如果不经提醒，一时不可能想起”[64]。因此，为了获得知识，只需抛弃一切物质的、感性的东西，从经验的世界中摆脱出来，接受“超自然之光”的照明，进行自我思维，就可以发现。或者说，人们之所以有真正的知识，就是对自己内心早已存在的概念的认识。基于这种认识论，奥古斯丁认为教学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发现心中已有的真理，而不是去认识客观物质世界。教学活动，就是通过符号、言语、数等等，引起学生对其心中已有概念的重新认识”[65]。

奥古斯丁作为一个基督教神学家，其神学体系的建立，标志了基督教西派教会“拉丁化”的完成。一方面，它反映了西罗马帝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状况；另一方面，它却是基督教拉丁教会文化的典型，为以后基督教西派教会神学思想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它在13世纪以亚里士多德理论改造基督教神学的托马斯主义兴起以前，一直支配着基督教神学与哲学。即使是19世纪末，托马斯主义被列为罗马教会的官方哲学时，奥古斯丁主义依然为新经院哲学家所继承和宣扬，现代法国著名经院哲学史家日尔松（Gieson）对奥古斯丁主义推崇备至，宣称“圣奥古斯丁的哲学著作，无论从其广度或深度来说，都远远超过早期基督教所有的思想论述，它给后世的影响极其深远。人们到处可以发现它的印迹。它迄今还起着作用”。“奥古斯丁主义已经经历了15个世纪，谁也不可能预卜其终结。”[66]

奥古斯丁作为基督教教会的教育家，他所提出的以皈依和信仰上帝以及服务于教会的教育目的，以善恶论、原罪说、禁欲主义为道德核心，以《圣经》为中心教材，强调《圣经》的权威性和真理性，以经过改造的神学化的“七艺”为课程，以服从、体罚和神秘的内心反省为主要教育教学方法的思想，构成了中世纪教会学校的指导思想，影响欧洲各国的教育达1000多年。

奥古斯丁教育思想对西欧中世纪教育的影响具有双重性。从积极影响来看，他从信仰和理性的关系出发，认为世俗知识可以为基督教信仰所用的见解，为以后的神学家提供了如何利用和改造世俗文化的榜样，托马斯·阿奎那曾评价说：“圣奥古斯丁充分地利用了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每当他看到这些人的教诲中与信仰相符合的东西，他采用之；当他看到与信仰相反的东西，则修订之。”同时，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既压制了古代文化中的怀疑、批判精神，又在神学的形式下保存和发展了古代文化中的某些前提、原则以及论证、求知的理性方法。这对于处于蛮族入侵、古代文化衰落之中的中世纪早期教会致力于保存古典作品，以及教会学校和修道院学校安排教育活动，具有一定的影响，为未来古代文化的复兴在某种程度上提供了条件。奥古斯丁对于基督教教育问题的若干见解，为整个中世纪教会教育以及教会教育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理论依据。从消极影响来看，奥古斯丁的上帝观和《圣经》的权威性、儿童原罪说、爱精神生活的天国高于爱物质生活的现世等，无疑影响了中世纪学校所盛行的蒙昧主义、禁欲主义、课程设置的宗教性、体罚、机械训练、教会对学校教育的垄断，使教育成为教会的工具，成为基督教信仰的手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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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西欧中世纪早期的教育思想（6—8世纪）

罗马帝国末期，西欧经历了野蛮与文明、蒙昧与智慧的激烈对抗。这一对抗以“蛮族”的胜利而告结束。辉煌灿烂的古典文明被撕扯成一块块碎片。此后的西欧社会，相对于古典文明的繁荣期，既体现出一种“黑暗”与“愚昧”，也显示出文化的转型与多元。诚然，这一时期商业的衰退、城市的衰落、文明的丧失、思想原创性的缺乏以及现代意义上的教育缺损等，无疑都是对黑暗的最好注脚。然而，这一时期所表现出的思想文化的冲撞以及社会重构的努力却也不乏建设性。当文明与愚昧共存、落后与进步相伴时，不同文化因素的碰撞冲突、同化顺应为新型文化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在西方社会，这种新型文化是在两种社会环境以及精神世界——具有英雄崇拜和好战特点的蛮族王国的战争社会，和具有禁欲主义和克己理想的神学文化的基督教和平社会——之间尖锐的二元对立与融合的推动下形成的。这既是西方文化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又赋予了这一时期西方文化典型的神性特征。这一时期，无论是爱尔兰、英格兰文明的兴起，还是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约540—604年）教化蛮族的努力，无论是圣卜尼法斯（St. Boniface，675—753年）的文明传播，还是欧洲大陆的社会重建，无不借助于教会的形式和影响。虽然他们的活动并不具备思想的原始性特色，但在一个充满野蛮蒙昧的社会中，它们无疑起到了薪火相传的巨大文化功能。正是这些活动，保留了西方文化的火种，延续了西方文化的演进历程。

第一节 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废墟之上的西欧封建社会

一、日耳曼部族的大迁徙

在罗马帝国时期，被希腊、罗马人称为蛮族的人种和民族包括日耳曼人、斯拉夫人和匈奴族人。他们占据了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的广大地区。其中对罗马帝国影响最大的是日耳曼人。

这一时期的日耳曼人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上，尚处于从原始畜牧业向定居农业过渡的时期；在社会组织上还带有明显的原始游牧民族的组织形式；在精神气质上，则保留着浓厚的崇尚武力、能征善战的传统。日耳曼各部族早在公元前已开始向罗马人居住的地区进行迁徙。正像历史学家汤普逊所说：“日耳曼各部族的大移动，不是一个暂时的偶然事件，而是一个连绵进行着的并早在入侵之前已经开始的行动。”[1]日耳曼人迁徙的基本原因，“在于农业的简陋制度，在于因生产过低所产生的粮食供应的缺乏以及在于爱好掠夺的品质”[2]。在罗马帝国的早期阶段，罗马帝国有充分的力量保持对日耳曼人的控制权。为扩大自己的实力，罗马军队还招募了不少日耳曼人。他们不但是极优秀的士兵，一些人还成为罗马帝国军队的将领。日耳曼人通过参加军队，极其容易地进入罗马帝国境内。另外还有大批的日耳曼人以“同盟者”的名义居住于罗马帝国边境各省内。他们通过承诺在战争时服军役，从罗马人手中获得土地进行耕种。这些人在长期的生活中已经或多或少地受到罗马文明的同化和影响。

随着日耳曼各部族人口的增加，日耳曼部族生存压力越来越大，向罗马帝国境内的移动也越来越频繁。4—5世纪，这种移民越来越多地是通过武力和战争的方式来进行。与这种方式相伴随的是掠夺、屠杀、死亡、饥荒、破坏等。这时的罗马政府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对付日耳曼人的进犯。罗马平民几乎是在全线向帝国中心地区撤退。对于已危机四伏的罗马帝国来说，蛮族的入侵更加剧了帝国大厦的倾覆。

二、罗马帝国内部的矛盾与危机

古罗马到帝国时期进入了自己发展的鼎盛阶段。然而，几乎同时出现的是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与危机。罗马人在自己历史的早期阶段（罗马共和国早期），在经济上已经以农业为主。罗马人的骨干部分是由自由农民阶级构成的，他们还须担负军事服役。贵族同时是地主兼军官，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控制着政府。这种以自由农民为主的劳武结合的社会组织形式到罗马帝国时期已经不复存在。奴隶制成为国家的重要制度。罗马帝国的奴隶分为两大类：城市奴隶和乡村奴隶。两者都属于主人，前者为主人的城市产业工作，后者在主人的乡间住宅服务。占有奴隶就是占有财富，也是地位与权力的象征。小农被逼破产，很多人流入城市成为游民或在地主的庄园里成为隶农。大土地占有制大量增加，富者愈富，贫者愈贫，自由农民阶层和独立的手艺人已被消灭殆尽。与土地垄断相伴随的是财富和权力的垄断。到5世纪初，整个西欧都由有势力的地主贵族所控制，罗马帝国皇帝就是帝国内最大的地主。他们本身生活奢侈、糜烂，对奴隶和隶农残酷盘剥、压榨，阶级矛盾十分激烈。

罗马帝国曾经是国家权力和行政管理效率的代表，其比较完善的税收制度保证了庞大的帝国机器的运转。但是发展到帝国后期，由于行政费用的增加、物价的上涨、货币制度的腐化、富人用特权逃税、垄断和不公平的竞争等，赋税负担已成为严重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罗马臣民除付直接税和间接税外，还被要求承担多种义务性“公役”。所有这一切，都成为压在百姓身上的沉重负担，也成为导致民间起义、暴动、集体抗税等多种与政府冲突的直接原因。

罗马帝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虽然在很长历史时期内，罗马人的民族情绪并不显著，占主导地位的是对自己所在城市或乡土的感情，但是，发展到罗马帝国后期，随着罗马帝国中央权力的弱化，这种具体的乡土感情日益聚合为与帝国权力相左的地域性和民族性。从3世纪开始，一些省份已开始脱离帝国而独立。一些大领地也越来越多地成为国家中的半独立王国。周边的下层阶级和自由民，为了避免盗劫、蛮族掠夺，逃避苛捐杂税和勒索等，不断向大领地集中，寻求庇护，结果是阻塞了皇帝权力的施行，妨碍了司法和赋税，使中央政府的权力化为乌有。所有这一切，破坏了帝国政府的完整性，深刻改变了帝国社会的结构，也严重削弱了国家的实力。

由于经济萧条，盘剥严重，社会动荡，从3世纪起，罗马帝国境内，特别是边境地区不断发生“弃田”现象，罗马农村劳动人口不断移入城市，加剧了这些地区业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和下层百姓的生存危机。同时，越来越多的日耳曼人进入这些地区，又使帝国进一步直接面对来自外部蛮族势力扩张的压力。

不可一世的罗马帝国的逐渐衰亡是个十分复杂的历史过程。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只是这个过程中的最后一幕。当罗马帝国的大厦像破屋一样逐渐倒塌下来的时候，日耳曼人充当了使破屋成为废墟并在废墟之上重建家园的主要力量。他们和本地人并肩杂处，在共同生活中，“罗马人更加蛮族化了，同时日耳曼人更加文明化了。他们和教会一起，制定了新制度的式样，并从罗马制度的残余以及从他们自己的更有活力的制度中形成了一种新文明”[3]。

三、基督教会在由罗马帝国向中世纪过渡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罗马帝国的日渐衰落并最终灭亡相对应的是基督教会的日益发展并成为西欧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精神和社会力量。虽然基督教在4世纪初（313年）已经由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通过《米兰敕令》获得了其在罗马帝国的合法地位，几十年后（392年）又由狄奥多西一世正式立为罗马帝国的国教，但是，基督教真正成为统治西欧的力量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是什么原因使基督教不但没有随西罗马帝国的灭亡而消失，反而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发展了呢？是什么因素使基督教不但幸免于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旧制度一起毁灭，反而成为在旧制度的废墟之上建立新制度的力量之一呢？

宗教社会学和心理学的基本观点告诉我们：宗教其实表达了人们对某些特殊的（神圣的）、超自然的、属于不可见的宇宙规律的力量、事物、存在或情景的恐惧、敬畏、害怕之情。从更具体的人类生活的角度来说，宗教起着一种调整的功能，特别是在人遇到不安定、痛苦、神秘或灾难性的变化的时候，在人们不能自我把握并解释这种现象和变化时，宗教对个人起着平衡情绪、调整心态、寻找和思考生活意义并努力适应变化的作用，对社会则起着保持秩序、延续传统、形成群体凝聚力并更新社会精神生活的作用。[4]在罗马帝国末期和中世纪早期，基督教“承袭了罗马帝国的传统”，“作为一个较高层次文明的使者，带着罗马法的威望和罗马名字的权威来到蛮族中间”。“罗马帝国政治制度的崩溃留下了一个任何蛮族国王或酋长也不能弥补的巨大空隙，而这个空隙被作为新兴民族的导师和法律制订者的教会填补了。”[5]

基督教会的精神力量并未受到罗马帝国覆亡的严重损害，其精神传统反而成为处于战乱和分裂之中的西欧社会的巨大统一力量。新兴蛮族王国取代了罗马帝国的军事和政治功能，但是所有其他事务，如道德权威、知识与文化、人们的精神生活关怀等都由基督教会负责。“这种文化领导与政治权力之间的相互独立性，是产生西方文化的自由而充满活力的活动的主要因素之一。”[6]

欧洲中世纪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系列复兴（特别是精神和理智的复兴）的历史，它们通常是在基督教的影响下兴起的，精神领袖（宗教首领或传教士）的个人努力和以修道院、修会等为代表的团体制度在传播宗教精神、促成智识复兴方面起着巨大的教育作用。

四、修道教育的发展与体制化

修道形式早在罗马帝国时期已经出现，它集中表现了基督教的出世观念、忘我精神、禁欲主义和孤寂形式。所谓修道就是一种训练，是对人精神和肉体的训练。早期的基督教和当时许多宗教教派团体一样，认为人的精神追求与肉体欲望是相对立的，只有克制肉体欲望才能换取精神上的欢乐。因此，禁欲、苦行、自我克制等从一开始就成为基督教信条中的组成部分。另外，早期基督教所生存的环境使教徒们时刻面临殉教的危险，一定的殉道准备和训练也成为必需。这种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使基督教的修道制度迅速发展起来，各种各样的修道院先后在各地出现。

修道院是一种群居集团。它与教徒的独身修行不同，它不仅是一种生活方式，还具有巨大的集体影响与教育的力量。在西方基督教的历史上，一般认为中世纪修道院制度的创立者和立法人是圣本尼狄克和圣格列高利一世。

圣本尼狄克（Saint Benedict，480—550年）曾于529年前后在罗马与那不勒斯之间的卡西诺山冈（Monte Cassino）上建立起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修道院。他亲自为修道院制定了详细严格的“管理条例”（也可称为“教规”）。这一条例的出现，标志着源自东方的修道院制度被罗马精神和西方教会的传统最后同化，本尼狄克修道院本身也成为以后欧洲许多类似修道院的母院，它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可以效仿的模式。

本尼狄克称这一修道院是“为主效力的学校”[7]，这充分说明这一机构的性质和目的。在条例中，本尼狄克严格规定了修道院的组织结构、管理形式、规章制度等，甚至修道院的环境布置、修道僧从早到晚的活动安排等也都有所涉及。但从条例的论述重点上，我们可以看出，修道院的根本任务是训练教徒。本尼狄克并不是历史上最早创建修道院的教士，他对基督教教育发展的主要贡献在于他制定了一套详细严格而又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使各地修道院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由本尼狄克修道院所代表的西方拉丁式修道院随着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590—604年任教皇）接任教皇而在意大利、高卢等地迅速传播开来。788年，查理曼大帝在法兰克帝国内各修道院强制施行这一规程。至此，修道院已成为集生产、生活、教育、文化的保存与传播等多重功能于一身的特殊机构，也成为西欧封建社会早期重要的社会组织和团体。

修道院是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他们有大量的土地庄园，因为本尼狄克相信“靠双手的劳动生活的人才是真正的教士”，“懒惰是灵魂的天敌”，修道士是最好的劳力。[8]整天辛勤的劳作不但使修道院的存在有了物质保证，而且不致使修道士们懒散。修道院是一个共同生活的大家庭，修道士不许拥有私人财产，具有绝对权威的院长就是严厉的家长，田产等为集体所有，修道院的土地经营管理方式在中世纪早期具有明显的优越性，对当时的经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修道院是集体劳动的庄园，它不但宣传劳动的责任和自食其力的尊严性，还把研究农业生产、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作为自己的重要工作，因此，有人说“每一所本尼狄克修道院，基本上便是一个模范田庄”[9]，正是修道院把古罗马关于农业、牲畜、养殖等方面的科学方法和技术保留下来，并在中世纪早期在蛮族中传播。修道院还是一个特殊的学校，院中不但建有图书馆、抄写间等教育设施，还有严格规定的学习时间和学习任务。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知识的保存与传播上，在教育活动的开展和教育功能的履行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总之，修道院在中世纪早期混乱而野蛮的时代里，为人们提供了一块超脱现实、体现道德追求的精神净土，“本尼狄克教规体现了某种精神秩序和规范的道德行为的理想，这种理想使得修道院成为充满战争的世界中的一个和平之岛。”[10]正像汤普逊所评价的：“不管修道院制度的基本动机怎样，很少人会否认僧侣在‘黑暗时代’对社会的服务是具有重大价值的。”[11]

第二节 欧洲大陆地区神学家的教育思想

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大陆，战马嘶鸣，社会动荡，古典文化被冲击得七零八落，罗马时期的公立学校制度随着罗马帝国的瓦解和城市的衰败而消亡。有一批神学家，他们也是当时最杰出的学者，出于培养神职人员或保存和延续古典文化传统的目的，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内创办了中世纪西欧大陆地区最早的一批学校。这些学校此后自然成了教会的有机组成部分，教育的发展因此完全丧失了应有的独立性。

由于处于历史过渡时期，再加上个人生活经历不同，所以这批神学家的教育思想存在着差异和分歧，突出表现在对待世俗学问的态度上。他们有的全盘接受，将它与教义、神学并重；有的以是否有益于基督教信仰为尺度进行取舍；有的则完全予以排斥，视之为“异端”。从后来的历史发展来看，西欧教育在这一问题上选择了中庸之道。其他方面也往往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分歧—整合的过程。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罗马教会的教育思想决定了中世纪西欧教育的基本面貌。

一、波伊提乌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阿尼奇·曼留·塞凡里纳·波伊提乌（Anicius Manlius Severinus Boethius，约480—524或525年），出身于显赫的罗马贵族世家，早年在雅典接受了长期的良好教育，再加上本身聪慧超群，成熟较早，弱冠之年便已投入了社会政治生活。在东哥特王狄奥多里克（Theodoric）统治时期（493—526年），波伊提乌官运亨通，成为国王的近臣。520年，他出任罗马执政官。522年，他与著名的元老西马库斯的女儿结婚，同一年，他的两个儿子与他一同被推选为执政官。此时，波伊提乌的权势和声望达到鼎盛。然而，好景不长，523年他被控叛国罪下狱，后被处死。

波伊提乌在他生活的年代是一位罕见的知识渊博的学者，是一位杰出的哲学家和神学家。作为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在新旧时代交替之际，他竭力想保存和延续这种文化传统。在政治上，他试图在异族统治下维护元老院旧有的权威，推行罗马以往的社会政治制度；在思想文化上，他努力在新的社会和历史形势下发展和丰富基督教思想，使之合理化、现实化，并借助翻译、整理、编纂和注释古希腊文化的成果来培养人们的理性，以此来恢复被战争和异族统治所麻痹了的国民性。担负着这种历史使命的波伊提乌做了大量的著述，内容涉及教育、神学、哲学、科学等方面。

在教育和科学方面，他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翻译了古希腊艺术和科学中最基本的知识，其中包括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毕达哥拉斯的音乐、尼科马库斯的数学、阿基米德的机械学、托勒密的天文学等，并整理编纂了《几何原理》《算术原理》《音乐原理》等小册子，这些小册子在中世纪成了教授“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的课本。五卷本的《音乐原理》是当时一部音乐思想的完整著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一直是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音乐教科书，即使是在今天，这部著作在帮助我们确证古典音乐原理和方法方面，仍有很大价值。

在哲学方面，波伊提乌曾经立志将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和柏拉图的《对话集》译成拉丁文，并设法使这两位古希腊最著名的思想家的观点协调一致。但实际上他只翻译了亚里士多德的《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论辩篇》《正位篇》《解释篇》《范畴篇》以及波菲利对之所做的注释，此外还为《范畴篇》《解释篇》撰写了评注。这些译著和评注在中世纪被广泛地用作逻辑学教材，同时构成了早期经院主义者汲取亚里士多德思想的主要资料库。作为一名翻译家，波伊提乌在技巧上，亦即在那种转译术语的准确性和艺术性上是非常卓越的，他为许多希腊哲学概念在拉丁文中找到了合适的对应词，并第一次下了标准的定义。所有这一切，对于中世纪欧洲哲学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波伊提乌的神学著作有一些还需辨别真伪，目前有把握肯定的是他所著的关于“三位一体”神学命题的五篇论文以及他在临终前撰写的《哲学的安慰》（Philosophic Consolation）。研究他在这些著作中所表达的神学观点，并弄清他所用的一些对基督教哲学有着重大意义的术语，如位格、实体、存在、上帝的永恒性等的确切含义，对研究基督教思想史和经院哲学是有益的。[12]特别是《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为信仰的理性化和过渡到经院主义哲学开了先河。

波伊提乌涉足了众多的知识领域，在吸收前人观点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知识分类法。他视哲学为知识的总汇，由思辨哲学和实践哲学两部分组成。思辨哲学是关于存在的学问，存在有神智、理智与自然三个领域，相对应的是三门学科，即神学、生理学（现在所说的心理学）和物理学。实践哲学包括伦理学、政治学和家政学，分别研究个人、国家和家庭的行为。由语法、修辞和逻辑组成的“三科”是哲学的工具，其中的逻辑又是思辨哲学的一部分。逻辑与思辨哲学的关系犹如手与身体，手既是身体的工具，又是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波伊提乌将七门自由学科中的另四科组成“四艺”，拉丁文原意为“四条道理”，波伊提乌将它定义为“通向智慧的四条途径”，归属于思辨哲学。波伊提乌对人类知识所做的分类，符合古代知识状况，为中世纪的教育规定了基本框架，古代知识则在这种框架中以百科知识的形式被保存下来。

波伊提乌与古代的许多哲学家、思想家一样，没有自成一体的系统教育思想，但从他的哲学思想中所折射出来的智慧之光仍给当时和后世的教育以启示，这主要表现在《哲学的安慰》这部著作里。

《哲学的安慰》是波伊提乌在囹圄之中所作。面对命运的突变和死亡的临近，他没有求助于上帝，而是在“哲学女神”的引导下，极其冷静地对人生中所面临的一些基本问题，如天命、善恶、幸福、自由意志等进行最后的思索。经过思考，他认识到，人生的命运与自然的秩序是同一的，它们支配着万事万物的流逝往复，不依人的愿望而驻足一处。一切靠命运降临的东西，尽管它能给人带来一时的快乐，都不是真正的幸福。真正的幸福是一种善，“即是那一旦达到而不会再求什么的。那是一切美好事物的最高点，包括一切美好事物；如果遗漏了任何一种善，就不能称为最高福善，因为还有可追求的东西”[13]。显然，财富、权势、名誉、享乐都不是至善，因为它们会引起更大的欲望。唯一能满足欲望的幸福是美德，美德不假外物，超越一切外在幸福。只有美德才是人通过自己追求、不依赖命运即可获得的幸福，才是一切人应当追求的目的。相对于善的完全，恶就是缺陷，对于人来说，这种缺陷主要不在于意志，而在于能力，因为每个人都不乏行善的意志和愿望，但往往缺乏行善的能力，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幸福或至善，误把外在幸福作为善来追求。人在善恶的选择上存在着自由意志，因为人是有理性的，但是人的认识受到时间的束缚，不具有上帝的那种预知能力。因此，是上帝决定着合乎至善的必然秩序，他本身即代表着至善。作为人来说，他可以通过为善而获得神性。

以上波伊提乌所探讨的也是在他之前和之后的众多基督教神学家所长期讨论的问题。波伊提乌是名基督教徒，但他没有盲目地信仰，而是本着理性的态度，运用逻辑推导的方法进行逐步深入的思考。尽管他的最终结论没有离开基督教的基本教义，但对具体问题的解释更为理智和现实，因此，对教育更富有积极的指导意义。他向教育指出，教育的目的应是培养美德，引导人们追求至善；作为教育对象的人是有理性的，有自由意志的人，人的本性是善的，因此是可教的，而且人人都可教；教育的具体实践应该是提高被教育者行善的能力，首先是提高辨别善与恶、真幸福与伪幸福的认识能力。可见，波伊提乌虽然是中世纪前期的思想家，但其现实主义和理性主义精神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与中世纪那种消极、弃世、蒙昧主义的精神状态完全不同。

二、卡西奥多鲁斯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卡西奥多鲁斯（Cassiodorus，约485—约580年）是波伊提乌的同时代人，出身于意大利南部一个属于上层社会的家庭。他曾担任过东哥特国王狄奥多里克的秘书，并辅佐过其他两位国王，其主要政务是撰写文告和参与外交活动，这从他的文集《杂录》（Variae）中可以反映出来。但政治生活并不是他长达90余年的人生旅程的主要内容，作为受过古典文化教育，而又处于古典文化衰败时期的人，文化教育才是他一生关注并为之献身的事业。

卡西奥多鲁斯不仅注释过《圣经》，将多部希腊教父的著作译为拉丁文，而且还独自编纂了一些具有影响的作品，内容涉及文学、历史、神学、教育等。历史方面最著名的是12卷的《哥特人的历史》（History of the Goths），它记述了哥特人自神话传说以来的发展历程，是研究哥特民族的重要史料，可惜留传至今的只有后人改写的简本，历史价值已大为逊色。神学论著《论灵魂》则记述了基督教思想家对“灵魂是否具有物质性”这一问题的长期争论。对于后世来说，影响最大的还是他所编纂的《宗教和世俗文献》（Institutes Concerning Divine and Human Readings），这本书在西方教育史以及图书馆史上都占有重要地位。除了著述之外，卡西奥多鲁斯还是当时推动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的积极实践者，他的教育思想和活动对中世纪欧洲教育某些方面的发展具有开创性的意义。

卡西奥多鲁斯重视学校教育，是中世纪欧洲最早将学校教育和修道院制度结合起来的实践者，这一结合对于修道院作为中世纪早期欧洲文化教育中心地位的形成具有重大影响。

6世纪初，由于长期的战乱，罗马时期的教育体系随着城市衰败而瓦解，整个社会的文化素质和学术水平发生极大的倒退。即使是那些算是有识之士的教士，也经常可以看到他们一手拿《圣经》，一手拿拉丁语法书进行传道的现象。对此，卡西奥多鲁斯和波伊提乌一样，满怀忧虑，他希望通过重建古罗马时期那种系统的、由国家控制的学校教育制度的途径，来恢复和发扬古典文化传统。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认为这也有助于提高教士的素质，促进对《圣经》的理解和对神学的研究。为此，他先后向国王和教皇发出呼吁，请求他们的支持和赞助，但每一次都没得到积极的响应。大约在538年或540年，卡西奥多鲁斯退出政坛，全身心地投入重建学校教育的工作中去。他先是着手在罗马创办一所基督教学校，在这所学校里，由政府委派的教师负责教学，教学内容是宗教教育与自由学科的训练的结合。但这一计划因战争的爆发而受挫。于是他离开了罗马，在意大利南部的维瓦留姆（Vivarium）修道院用自己的家产创办了一所学校。这样，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便历史性地结合在一起，对此后修道院学校教育的发展起了示范和推动作用。卡西奥多鲁斯本人则作为学校的管理者，在此度过了自己的余生。

为了给学校教学和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卡西奥多鲁斯非常重视图书馆的建设。一方面他四处收集各种文稿，以充实馆藏。收藏的对象不限于宗教，而涉及文法、历史、地理、音乐、农业等方面。不仅像卢克莱修、瓦罗、西塞罗、维吉尔、贺拉斯这样的古典拉丁作家的作品赫然立于书架上，而且荷马、希波克拉底、加仑、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欧几里得、阿基米德、托勒密等古希腊作者的文稿也从东方被收集而来，并被译为拉丁文。[14]此外，他在《神学和世俗文献》一书中还介绍了图书的管理、校对、抄写和修补，并附上了当时神学和世俗学科中优秀著作的书目题解。这本书在中世纪相当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欧洲修道院图书馆的必备书。另一方面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图书的抄录工作。他在维瓦留姆修道院内设置了抄写室，不仅以身作则，亲自执笔，而且对修士的抄写工作做出正式规定。他十分强调准确性，并要求书籍装订优质和美观。

卡西奥多鲁斯以上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于中世纪西欧修道院发展成为重要的教育和学术机构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维瓦留姆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其后西欧各修道院图书馆的样板。在中世纪早期，西欧几乎每一座大修道院都开办了学校和图书馆，这些修道院在城市大学兴起之前，在保存古典文化、普及教育以及进行学术研究方面发挥了主要的作用。

在知识问题上，卡西奥多鲁斯十分重视包括七艺在内的所有的世俗知识，对于古典文化的挽救和传播做出了不懈的努力。

6世纪，西欧的古典文化在战乱中遭受了极大的破坏，许多古代著作散失和消亡了。当时的一些基督教教父和教会首领却极力排斥古典文化中的世俗知识，视之为妨碍基督教信仰的洪水猛兽，所以千方百计地限制世俗知识的学习和传播。卡西奥多鲁斯虽是一名基督教徒，但对世俗知识的态度却相当不同。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最后一批受过古典文化熏陶的罗马人，对古典文化自然而然地有着某种眷恋，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看到古典文化和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不仅无害，而且有益。在他的有关教育的著作中，他反复证明了学习研究世俗知识的重要性。在他看来，这些知识不仅有助于对《圣经》的正确理解，而且有助于提高对基督教文学的阅读和写作能力，因此传授和学习世俗知识应是一名基督徒义不容辞的责任。卡西奥多鲁斯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让古人的学习任务成为我们的学习任务吧！”[15]这一呼唤足见他对世俗知识的重视。

从这一思想出发，卡西奥多鲁斯对世俗知识的传播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整理、编纂、注释、抄录和翻译古典文化成果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方面。在总结前人所得的基础上，卡西奥多鲁斯编纂了《神学与世俗文献》一书。该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介绍了经文的研究，涉及一些基督教神学家和历史学者；第二部分是对七种自由学科的说明。对于每一部分和每一学科，卡西奥多鲁斯都介绍了它的发展历史和代表性的人物及其观点，并列出了值得收藏的书目。这本书不仅对当时的世俗知识起了普及作用，而且对于后人也有很高的参考价值，因为其中所列的许多著作现都已失传。在这本书中，卡西奥多鲁斯还正式使用了“七艺”这一名称来概括七门自由学科，并引用《圣经》中“智慧建造房屋，用七根柱子支撑”这句话，把“七艺”看成是智慧的七根支柱，从而赋予其神学依据。从此，“七艺”就被一般教徒视为与教义相一致的世俗学科，成为中世纪基督教学校教育内容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卡西奥多鲁斯自己创建的学校和修道院里，世俗知识被列为必修内容，而且他还为学校的教师和学生制定了一定的标准。为了提高修士们的语法知识水平，以便他们在抄录图书的过程中发现原本中的语法错误，避免以讹传讹，谬种流传，93岁高龄的卡西奥多鲁斯还从8位语法学家的著作中摘录要点编成一本有关拼写法的书，其价值在于保存了现已散失的著作中的精华。

卡西奥多鲁斯是一个处于历史过渡时期的人物，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中也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教育的组织形式上，他开创了学校教育与修道院制度相结合的模式；在教学的内容上，他让世俗知识容身于宗教教育之中。这两点都是中世纪西欧教育的重要特点。

三、格列高利的教育政策及思想

教皇格列高利一世（Pope Gregory Ⅰ，约540—604年）在教会史上又被惯称为大格列高利（Gregory the Great），人们视之为站在古代和中世纪新旧世界分界线上的“伟人”，是古代罗马的最后一位主教，中世纪的第一位教皇。他与安布罗西、奥古斯丁及哲罗姆并称为拉丁教会的四大教父。

格列高利出身于罗马一户富有的贵族之家，祖父曾任罗马主教。家庭的熏陶使之言行举止具有一种罗马贵族特有的自负和对基督教事业的神圣使命感。作为最后一批受到比较系统的教育的罗马人之一，他却似乎未学过希腊语知识。573年，他被任命为罗马执政官，但受隐修生活的吸引，第二年他就抛弃了仕途的锦绣前程，捐献出自己的全部财产修建修道院和救济穷人，自己也归隐于圣安得烈修道院，成为一名本尼狄克派修道士。579年，他出任罗马教皇驻君士坦丁堡宫廷的使者。此后6年，他充分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方面竭力维护罗马教廷的利益，另一方面代表罗马基督教，反对东派教会的“异端”思想，维护正统教义。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在这6年的时间里，他仍未学会希腊语。鉴于他的才华，唯一的解释是，他从内心里抵触学习希腊语。586年，格列高利回到罗马，担任圣安得烈修道院院长。590年，他被推为教皇，任期一直到他去世。

在任期间，格列高利面临严峻的形势。一方面，罗马教廷处于蛮族的包围之中，在蛮族的冲击和袭扰之下，教廷如汪洋中的一叶小舟，岌岌可危；另一方面，教会内部纪律松弛，组织涣散，信仰失落。但正可谓“时势造英雄”，格列高利以全部的精力和智力，沉着应对，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整顿教产的管理，增加教廷的收入，保证了罗马政教各方之需；他严肃纪律，力除教会之时弊，树立教皇之权威，并且重建教皇代牧区，此为后来教皇国之滥觞；他与各方蛮族首领交好，不仅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些外来的威胁，而且促使他们放弃阿里乌主义，皈依罗马正教；他著书立说，阐述基督教的教义、教会生活、组织结构等，为基督教的发展指出了方向。

格列高利不仅在基督教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而且从西方的教育发展史来看，他的教育政策和思想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当然这种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是与他在中世纪基督教中的地位相联系的。

格列高利影响后世的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对世俗学术和世俗教育及其与宗教教育的关系等问题的看法上。在这些问题上，罗马教会内部态度不一。卡西奥多鲁斯持世俗教育与宗教教育并重的观点，伊西多尔把世俗教育置于宗教教育之下，让世俗知识服务于宗教信仰，而格列高利则是敌视世俗学术、否定世俗教育的典型。在他看来，一切对人有用的知识，都已包含在《圣经》里了，人世间一切疑惑都可以在《圣经》中找到解答，因此世俗学术的学习不仅没有必要，而且会妨碍纯正信仰的形成。在许多书信中，格列高利都毫不掩饰自己对文雅高深的古典世俗文化的敌视。在《意大利教父生平和神迹对话录》（又简译为《对话录》，Dialogues on the Life and Miracles of the Italian Fathers）中，他宣扬“不学无术是虔诚之母”。在《道德论》（Magna Moralia）中，他说：“我不愿为避免语句的生硬而找麻烦，对前置词和词尾变化的次序或确切意义，我不屈尊求解。一想到神谕的言词要服从多纳图斯的规则，我就怒火中烧。”[16]在给法兰西维恩（Vienne）主教德西德留斯（Desiderius）的信中，他严厉地告诫道：“我们听到一个一提到就不免感到羞耻的消息。人们说你的‘弟兄们’（其实就是你）习惯于对某些人讲解语法，对此我们不但非常不满，而且十分愤怒……因为赞美朱比特的话语断然不能出于颂扬基督的口中。一个大主教讲些连对虔诚的俗人来说都不适宜的话，是多么不成体统！”[17]

从后来西方教育的发展来看，以格列高利为代表的这种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成为决定中世纪西方教育发展面貌的主要因素。它所造成的后果是十分有害的。西方古典文化在中世纪初期，由于长期的战乱和动荡，已遭受极大的破坏。此时再加上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统治地位，并垄断文化教育事业的基督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敌视和排斥，衰败的趋势进一步加剧，使得罗马基督教世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为愚昧所蒙蔽，只能在黑暗中摸索前进。一直到11世纪，教会对世俗学术的态度才有所转变。[18]

格列高利在否定世俗教育的同时，对传播基督教，皈化蛮族，争取信徒却是一往情深，义无反顾。在他的努力和影响下，伊比利亚半岛的西哥特人、罗马的主要敌人伦巴德人先后皈依罗马正教，承认教皇的权威。在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教育过程，只不过它是一种非正式、非制度化的教育，即教化。因为这些蛮族在接受罗马正教的同时，也更多地接触了比自己的文化更为先进的拉丁文化，经过吸收、借鉴，从而加快了自身的文明进程。这在格列高利派遣传教士远赴不列颠岛传教的活动中清楚地体现出来。596年，以奥古斯丁为首的传教团奉格列高利之命到达英格兰的肯特王国。经过半个多世纪的不懈努力，基督教最终在英格兰确立了优势。在这个过程中，这些传教士也把拉丁文明中的社会习俗（如反对近亲结婚）、组织制度、罗马法等内容带到了不列颠岛。[19]统一的教会组织的建立和完善促进了英格兰的统一，学校的创办（约600年开办了文法学校，约602年开办了歌咏学校）以及与罗马之间交往和联系的日益密切，使英格兰的学术与文化得以不断增进。

在传播基督教的活动中，格列高利不仅富有热情，而且非常讲究方法和策略。他要求神职人员要注意防患于未然，及时提醒人们远离罪恶，并且帮助人们树立面对罪恶的信心。他认为，尽管传道词都是劝勉之言，但仍要考虑时机、对象、方法，“应当预先想到他该讲什么，向什么人讲，什么时候讲，用什么方法讲，应当讲多少”[20]，这些方面，无不应周详考虑，否则就会影响传道教化的效果。在皈化蛮族的过程中，格列高利注意合理地利用异教的某些形式，稳健地进行改造，以减少阻力。他曾指示在英格兰的传教士，不要破坏异教神庙，而要对它洒圣水、设圣坛、陈设圣徒遗物，把基督教的仪式、节期同异教的献祭惯例结合起来，指出把蛮族的过去一笔抹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足取的。这种务实稳健的方法在英格兰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异教徒在熟悉的地方、熟悉的仪式下接受了新的信仰。

格列高利的这种宗教热情和务实作风与他的神学思想是有一定关系的。他的神学思想属于奥古斯丁系统，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格列高利和奥古斯丁一样，认为上帝早已择定选民，但他又不过分强调预定论。他认为，人的得救不仅靠上帝，而且也通过个人的善功来补赎。他说：“我们做善功既靠上帝，也靠我们自己；靠上帝是由于他预先赐给的恩宠，靠自己是由于我们随后产生的善良的愿望。”这样，在承认上帝先知先觉的同时，也十分“宽容”地为信徒开启了自我救赎之门。在教义的论述、神学思想的阐释上，格列高利比其他神学家更贴近平民大众，更多地结合了普通信徒的思想。在《对话录》中，他讲述了许多好人来世享乐、罪人受苦之类的故事；在《道德论》中，他大量运用寓言来解释《圣经》，这本书日后成了教会进行伦理道德教育的重要教科书；《圣本尼狄克传》则采用了人物传记这种人们易于接受的文学体裁。这些著作都是以通俗的方法来论述基督教教义和神学思想的，故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格列高利对西方中世纪教育的另一大贡献是他创办（或可能只是改进）了歌咏学校。格列高利非常重视音乐在净化灵魂、营造肃穆的宗教氛围以及在增强读经和赞美诗的感染力等方面的作用，为此他曾收集和整理礼拜仪式音乐，用作弥撒经文和宗教祈祷或礼拜仪式时的伴唱，这些音乐被后人称为“格列高利圣咏”（Gregory Chant）。为了训练歌咏手，他创办（或改进）了歌咏学校，学校除了教授音乐知识和训练歌咏技巧外，还教拉丁语和阅读方面的基础知识。这种学校后来作为—种常设的教育机构，逐步发展成为进行初级教育的学校。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格列高利一世的教育思想通过转化为在中世纪西方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文化教育政策，对当时文化教育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造成严重的阻碍，但他对基督教事业的热情推动和稳健领导，则促进了拉丁—基督教文化在西方的传播。

四、伊西多尔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塞维利亚的伊西多尔（Isdore of Seville，约560—636年），生于西班牙卡第根纳（Cartagena）的贵族家庭。600年前后，他接替其兄林德（Leander），出任塞维利亚地区的大主教，任职时间长达36年。在职期间，他努力扩大罗马正教的势力和影响，劝化当时统治西班牙的西哥特人放弃阿里乌主义，接受正教教义。作为西班牙教会的首领，他在宗教教规和教会管理机构的建设上也做出了贡献。633年，他以主席身份主持召开了著名的托莱多（Toledo）第四次宗教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一系列重要决定，其中包括统一各地区的教仪，每个教区都必须设立一所学校，以培养神职人员等。伊西多尔著述甚丰，内容涉及语言学、自然科学、宇宙论、历史等方面，但绝大部分是关于基督教理论、礼拜、基督教徒和牧师的职责以及对《圣经》的评注等方面的作品。由于以上各方面的突出成绩，伊西多尔在基督教世界享有很高的声望，以至于9世纪有人假托他的名字编写了教令集。1722年，教皇英诺森十三世追赠他为“圣徒”。

伊西多尔是宗教教育的积极实施者和推广者。在任主教时，他创办了一所有一定规模的以培养神职人员为宗旨的学校；他主持的第四次托莱多宗教会议，又做出了每个教区必须设立一所学校的规定。这都有力地推动了西班牙教育，特别是宗教教育的复兴和发展，他也因此被誉为西班牙教育的重建者。在这些活动中，伊西多尔所持的观点和看法集中体现了中世纪基督教的基本教育思想。

伊西多尔认为，人生的基本目的在于获得上帝的拯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人必须不断地修炼自己的德行。德行修炼的方法有多种，如忏悔、祈祷、冥想、劳作等，通过努力学习以获得智慧也是其中的一种，尽管知识的对象只是暂时的世界，但它对于获得智慧，并最终获得信仰是必要的。伊西多尔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明日就死又何妨，只要学习，就像永远不死一样。”

然而，对知识和学习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伊西多尔对所有知识的尊崇和对学习所有知识的鼓励。在他看来，所谓智慧，就是瞻仰永恒的真理，即上帝。可见，无论是他的人生目的，还是他的学习目的，都是紧紧围绕着基督教信仰的，因此，学习内容的选择与安排必然以此为核心，《圣经》以及奥古斯丁等教父的著作于是成了学习的主要内容。对于世俗知识，伊西多尔与奥古斯丁相似，总的态度是排斥性的。他禁止自己教区内的僧侣阅读异教著作，认为古希腊、古罗马著作中的许多世俗知识是与基督教教义相违背的，应当坚决取缔。他尤其反对诗歌，把诵读诗歌的人视为“恶魔”。

尽管伊西多尔竭力防范世俗知识对基督教信仰可能造成的一切冲击，但他也意识到基督教世界无法真正摆脱博大精深的古典文化的影响。为了消除人们头脑中业已存在着的异端邪念，他认为在神职人员的培训中安排一些世俗知识的内容，让他们对世俗知识有一定的了解是必要的。从这一目的出发，伊西多尔根据基督教教义和当时培养神职人员的需要，在收集和整理古希腊、古罗马作家以及基督教教父著作的基础上，编纂了《词源》（Etymologies）一书。

《词源》又译作《词源学》《语源》，它是一部20卷的巨著。第1卷、第2卷论前三艺（文法、修辞学和辩证法），第3卷论后四艺（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第4卷论医学，第5卷为通史简编，第6卷论宗教法，第7卷论神学，第8卷介绍各地教会及各种异端派别，第9卷论语言、民族和诸王国，第10卷论天文，第11卷论人与人性，第12卷论动物，第13卷论天文，第14卷论地理，第15卷论城市、建筑和原野，第16卷论矿产，第17卷论植物，第18卷论战争，第19卷论船只的结构、建造以及服饰，第20卷论家具、饮食与食具。[21]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词源》是本百科全书式的论著，它涵盖了当时几乎所有的知识领域，而且作者伊西多尔把一切可以收集到的资料都收入其中，而不论其深浅和是否可信。

从这部著作中，我们可以进一步了解伊西多尔对各类知识的不同态度。对于权威，他绝对服从。他不敢对《圣经》提出疑问或者进行讨论，也不敢对早期基督教领袖和神学家的著作提出意见，他所做的只是对其中他认为最杰出的论述进行汇编，或在此基础上做进一步的阐发。在古希腊、古罗马的世俗知识中，他看重七门自由学科，尤其是前三艺，认为这些知识有助于理解《圣经》和教父哲学。在他眼里，“文法远比异教好”，“如果能更好地吸收和运用语法学家的学问，那我们的生活将受益无穷”。因此文法在《词源》中整整占了一卷。至于其他方面的世俗知识，则完全服务于神学的需要，因此，《词源》中出现了许多错误、荒谬和肤浅的资料。例如，天文学部分只提到太阳比地球、月亮大，而对连他自己也表示怀疑的怪异事物的论述却十分详尽、生动，这足以说明这部书的科学性是多么含糊！

《词源》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使之在问世以后，对后来的文化教育产生了正反两方面的影响。从积极的角度看，在知识贫乏的中世纪早期的西欧，这部百科全书式的巨作一直是有关古典知识和基督教知识的标准参考书，成为当时西欧人了解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重要途径，同时它也是当时教会学校中最有权威性的教科书之一。伊西多尔本人因此被教会奉为“优秀的圣师，公教会的新光荣”。而且，伊西多尔在书中第一次把“七艺”中的前三艺定名为“三学”（Trivium），把后四艺定名为“四学”（Quadrivium），从而使作为中世纪学校主要课程的“七艺”定型化。而《词源》中所辑录的许多错误的知识，以及作者从宗教偏见出发对古代作品所做的任意裁剪而对作品精神的阉割，对后世的思想文化的发展是十分有害的。[22]

第三节 爱尔兰和英格兰地区的教育实践与思想

爱尔兰和英格兰地区基本上都是由原始社会直接过渡到封建社会的。尽管两地远离古典文化的发源地，社会发展水平落后于西欧大陆地区，但欧洲中世纪文化教育的第一次复兴却令人惊讶地诞生于此。

由于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相似，地理位置相近，所以两地教育的发展呈现出某些共同的特征。第一，基督教化是两地教育走向兴盛的主要推动力量，教会是教育的主要组织者和领导者；第二，与欧洲大陆狭隘的教会教育相比较，两地的教育更具朴素的开放性，更具生机与活力。当然由于两地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不同，两地教会与罗马教廷的关系亲疏不一，所以这种开放性的程度是有差异的。

一、爱尔兰地区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中世纪早期，爱尔兰地区文化教育的发展源头有二：一是本土的部族文化与教育；二是伴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而输入的拉丁—基督教文化与教育。

凯尔特人（Celts）是爱尔兰的主要居民。中世纪早期，他们仍处于原始社会后期，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部落是主要的社会组织形式。他们在皈依基督教以前，有着自己独特的文化和教育体系，这种文化和教育体系由当时在社会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巫师——德洛伊（Druids）传递下来。作为凯尔特社会中的主要文化人，他们收徒讲学，形成爱尔兰早期的文化教育机构，在爱尔兰基督教化后，这种传统保存了下来。

基督教是在4世纪前后传入爱尔兰的，5世纪时爱尔兰已基本基督教化。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前后的一个世纪里，由于蛮族迁徙及征服所造成的巨大动荡，爱尔兰教会一度与欧洲大陆教会断绝了联系。受爱尔兰本土文化及社会状况的影响，爱尔兰教会在组织和教仪上形成了不同于罗马教会的“异国情调”。比如，它实行私下告解和忏悔，而不是罗马教会的公开悔罪；在复活节的日期上，它保留了罗马教会已经放弃的算法；在教会的组织形式上，修道院代替主教辖区制成为主要的管理方式，修道院长比主教更具权威；在修道院的管理上，欧洲大陆地区流行《本尼狄克院规》，而爱尔兰则普遍接受圣科伦班（St. Columban）制定的苦修要求更为严厉的章程。这些差异预示了两派教会日后不可避免的冲突，也决定了爱尔兰教会教育的某些特征。

爱尔兰的修道院与凯尔特人的氏族公社制度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各自独立的修道院不仅发挥了宗教中心的作用，而且也成了各氏族的教育中心，许多氏族首领都将自己的子女送到修道院学习。土著文化和拉丁—基督教文化因此和谐共存，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教育的发展也随之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不仅学校类型多样，而且数量多，规模大。7世纪时，仅在图阿姆—德里坎（Tuam-Drecain）一地就至少存在三种学校：拉丁文学和基督教文学学校、爱尔兰法律学校、爱尔兰文学学校。各地修道院一般都附设有学校，大的如克洛纳尔德（Clonard）、克朗弗尔特（Clonfert）和班戈（Bangor）三地的修道院学校，共有学生3000人，小的如圣戈比（St. Gobi）修道院学校，也有学生50名。[23]这都说明爱尔兰修道院对传播知识、发展教育有着极大的热情。

爱尔兰教育的发展和繁荣不仅是由于它有尊重知识和教育的传统，也是由于它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具体地说，它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爱尔兰的学校，无论是世俗的还是修道院的，都是面向整个社会的，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培养未来的神职人员，更重要的是为了延续社会文化传统。这从学校规模的庞大和学校类型的多样化等事实中可以得到证实。而且，这种开放性还突破了地域上的限制，使爱尔兰学校成为不列颠乃至欧洲大陆地区学子们理想的求学之所。664年，不列颠和爱尔兰都爆发了瘟疫，许多英吉利平民与贵族离开家乡赴爱尔兰求学，他们来往于各修道院学校之间，欣然就读。爱尔兰人不仅热情接收，而且还向他们提供日常食品和教学用书。[24]

第二，在爱尔兰的教育中，宗教知识和非宗教知识兼容并包。即使是在修道院学校，两种知识也是和谐共存的，这里不仅设有固定的讲解《圣经》的教师，而且还有固定的语法、几何、物理等学科的教学人员。教义和神学等内容在教学中虽然占有重要的地位，但并不凌驾于其他学科之上。这一时期的许多爱尔兰学者不仅对《圣经》有着精深的理解，熟悉奥古斯丁、哲罗姆、大格列高利、伊西多尔等神学家的著作和思想，而且还十分热衷于研究古典著作，这与欧洲大陆同人们的那种怀疑、畏惧以至于排斥古典文化的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于古典文学作品，他们不仅能从艺术价值的角度进行客观的评价，而且能经常引用和模仿。正是由于有着这样截然不同的态度，所以当古典文学在西欧大陆逐渐从学者的视野和学校的教学科目中消失时，在爱尔兰却广为流传。爱尔兰的教育对一切知识，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无论是本土的还是外来的，都满怀热情，兼收并蓄。在语文教学中，他们既重视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这些经典语言的教学，同时也重视本族语的教学。在7—8世纪，爱尔兰学者以精通希腊语和希腊文学而享誉欧洲大陆，并且为爱尔兰古代文学的保存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受凯尔特人朴素的社会风气的影响，再加上远离罗马教会那种狭隘、保守的教育思想的侵染，爱尔兰教育形成了开放、包容的特点。正是在此基础上，中世纪欧洲最早的文艺复兴的景象出现在爱尔兰。与此同时，一批富有苦修理想或传教精神的爱尔兰修道士推动了一场传教扩张运动，这场运动对7—8世纪西欧基督教的传播和修道院生活的振兴起了很大作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科伦巴（Columba，约521—597年）和科伦班（Colunban，543—615年）。565年，科伦巴率领一批爱尔兰修道士在爱奥那岛（Iona）上创建了一所修道院，作为皈化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的基地。590年左右，科伦班的欧洲大陆之行也推动了那里的修道院改革。这场改革从法国的吕克瑟伊（Luxeuil）扩展到瑞士的康斯坦茨湖（the Lake of Constance），最后又波及意大利皮亚琴察（Piacenza）的波比奥（Bobbio）。经过他及其门徒们的努力，爱尔兰修道院制度第一次成为欧洲大陆文化的一个因素。他们所创建的一系列修道院保持了对学术和教育的热情。吕克瑟伊和波比奥修道院长期是学术活动的中心，圣高尔（St. Gull）修道院是“若干世纪西欧学习的灯塔”[25]。这都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爱尔兰文化教育的成果及其在欧洲文化教育史上的地位。

二、英格兰地区教育的发展及特点

6—8世纪，英格兰的教育是伴随着这一地区基督教化的进程而发展变化的，推动这一进程的是两支分别来自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的传教力量。

6世纪中期，爱尔兰修道士就已经在不列颠北部的苏格兰人中传教，之后又向南部的英格兰发展。597年，由教皇格列高利一世派出的第一支传教团到达英格兰南部的肯特王国。在传教过程中，两派教会都创建了各自的修道院，作为活动基地。此外，罗马教会还在已经基督教化的地区设立主教辖区，进行管理。为了培养传教士和传播基督教文化，双方都在修道院或大教堂内附设学校。尽管弘扬基督教信仰、皈化异教徒的宗旨一致，但诚如前面所述，两派教会代表着两种不完全一致的基督教文化，为扩大自己的影响，他们进行着不断的竞争，这种竞争进一步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发展。

634年，受不列颠中部的诺森伯里亚国王之邀，爱奥那岛的爱尔兰修道士又在林第斯凡（Lindisfarne）建立了一座修道院，并完成了把诺森伯里亚王国基督教化的使命。但是在664年，国王奥斯维（Oswy）决定放弃爱尔兰教规，接受罗马教规。至此，罗马教会在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之后，才算在整个英格兰确立了牢固的地位。

在罗马教会进入英格兰不久，学校教育就在这一地区诞生了。大约在600年，坎特伯雷有了一所文法学校；632年左右，约克大教堂开办了一所歌咏学校，这两种类型的学校后来都得到了稳步发展。坎特伯雷文法学校是一种新型的教会学校，因为在当时的西欧大陆地区，教会似乎还未开设过这种专门讲授文法的学校。文法学校的创办是为了适应这一地区传教的需要，因为英格兰人在接受基督教之前，对教会的基本用语——拉丁语几乎一无所知。因此，无论是培养传教士还是向民众传教本身都得从教授拉丁语的基础知识——语法开始。歌咏学校实际上也是一种初级学校，而不是纯粹培养唱诗班歌手的专业学校。除了这两种教堂学校外，修道院学校的数目也在不断增加。到750年，英格兰已有几百所修道院附属礼拜堂，它们大多成为地方宗教和文化教育的中心。

英格兰教育的发展一方面是出于传教的需要，另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得归功于一大批重视知识、热心教育的教会首领的推动。饱学之士西奥多（Theodore，约602—690年）出任坎特伯雷大主教后，一方面全面整顿了英格兰教会，建立了有序的主教辖区；另一方面在哈德里安（Hardrian）的帮助下，将坎特伯雷建成一个可与爱尔兰的大修道院学校相匹敌的学术文化中心。圣彼得修道院院长本尼狄克·比肖普（Benedict Biscop，约628—690年）出身贵族，却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基督教和文化事业。他创建了威尔茅斯（Wearmouth）和贾罗（Jarrow）这两所著名修道院，并多次访问罗马和高卢，带回大批工匠和歌唱家，用以建造教堂和举行礼拜活动，他还收集了大量手稿以充实修道院图书馆。奥尔德海姆（Aldhelm，约639—709年）最初师从爱尔兰学者，后到坎特伯雷进修，接受了两种文化的熏陶，成为当时最博学的教师，他也是英格兰创作拉丁诗歌的先驱人物。贾罗修道院学校的主持者比德（Bede，约672—735年）一生孜孜以求，诲人不倦，“以攻读、教授和写作为乐趣”，是同时代人中造诣最深的学者。约克大教堂学校校长阿尔伯特（Albert）既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优秀的教师，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主要推动者阿尔琴就是出于他的门下。

以上这些杰出人物虽没有给后人留下系统的教育思想，但从他们的教育实践以及这一时期英格兰教育发展状况中可以看出当时英格兰教育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教育的首要任务是普及拉丁—基督教文化中的基础知识，因此，这一时期英格兰主要的学校教育属于初级教育。其原因如前所述，是由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决定的。在学校接受教育的人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未来的神职人员，另一类是普通的英格兰人。即使是前者，实际上也来自英格兰本土，这从比德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实：当和平来临时，许多英格兰贵族和穷人都急着让自己的子女削发并起誓为修士。[26]而且，有些学校是专收学童的，如631年邓尼奇主教菲利克斯（Felix）帮助东英吉利国王创办的文法学校。[27]在教学内容上，深奥的神学和抽象的逻辑往往不在学校讲授之列，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英格兰教育的初级性。

第二，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英格兰的教育者与爱尔兰的教育者一样是热情的、开放的。阿尔伯特曾经说过，让古代智者所发现的知识在我们这个时代毁灭，是可耻的。在约克大教堂学校里，他向学生讲授文法、修辞、法律、天文、地理、几何、音乐等各科知识，“用不竭的知识溪流和晶莹的学问甘露滋润着干涸的心田”[28]。比德在教学过程中，撰写了天文、历法、音乐、哲学、语法、修辞、算术、医药等方面的教科书。比德本人以及奥尔德海姆、阿尔琴等就是在这种百科全书式教育下培养出来的杰出学者。尽管英格兰教会源出罗马，但在宗教知识与世俗知识的关系问题上，它并没有独尊神学、抑制世俗知识传播的明显倾向，教师在讲授世俗知识时并没有受到多大的束缚。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西欧大陆教会学校中遭到极大限制，被格列高利一世和伊西多尔视为恶魔的古典诗歌、散文在英格兰却受到普遍的欢迎。奥尔德海姆就是个维吉尔崇拜者，比德对维吉尔、奥维德（Ovid）、贺拉斯等作家的古典文学作品十分熟悉。不仅如此，二人都创作了一些精致的、令西欧大陆学者感到惊讶的诗歌和散文作品。正是由于西欧大陆教育和英格兰教育在知识观上存在着这样的差别，所以推动加洛林文艺复兴的不是来自于意大利的副主祭比德或执事保罗，而是来自英格兰的阿尔琴。

第三，尽管在此时的英格兰教育中，神学还未成为一门专门的教学科目，宗教教育不占主导地位，但教育的宗教性还是清晰的。在初级学校中，拉丁—基督教文化基础知识的教学是围绕着《圣经》的讲解展开的。西奥多和哈德里安的教学方法就是如此，他们以经卷为课本，向学生讲授韵律、天文以及基督教会的算术等方面的知识。阿尔伯特讲授文法的艺术性，教唱缪斯颂歌，演奏长笛、七弦琴，描述天堂的和谐，揭示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其最终目的在于展现《圣经》的奥秘，宣扬上帝的伟大。两种知识的地位，虽然没有明显的轻重之别，但仍有主次之分。奥尔德海姆认为，学习世俗文学和自由学科尽管是必要的，但只能附属于神学的学习，因为它们是工具，而不是目的。在比德所受的教育中，宗教方面是主要的，他的神学思想是严格追随四大教父的。从他身上可以看出，英格兰教育越往高级发展，宗教性就越明显。

综上所述，中世纪早期英格兰教育是一种普及拉丁—基督教文化基础知识的初级教育。尽管如此，这种教育还是极大地推动了拉丁—基督教文化的传播。特别是在诺森伯里亚，爱尔兰教会和罗马教会两股力量及其所代表的两种文化相互抗衡和撞击，掀起了一股文化巨浪，人们通常称之为“诺森伯里亚文艺复兴”。8世纪后半期，随着诺森伯里亚政治盟主地位的逐渐丧失，文化也开始衰落。但英格兰文化传统此时已由以圣卜尼法斯和阿尔琴为代表的一批批英格兰传教士和学者带到了欧洲大陆。从718年开始，在罗马教皇和法兰克国王的支持下，圣卜尼法斯率领传教士在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人中进行传教，成绩卓著，先后建立了五个主教区，极大地拓展了罗马教会的势力范围。他及其追随者创建的富尔达（Fulda）、赫斯费尔德（Hersfeld）、泰杰西（Tegernsee）等一批修道院“不仅构成德国而且构成北方和东方的毗邻地区的传教活动的源泉以及理智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中心”[29]。正是通过圣卜尼法斯和阿尔琴等英格兰传教士和学者的文化输入，8世纪末，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中心从英格兰转移到了查理曼开创的法兰克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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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拜占庭帝国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拜占庭帝国的社会概况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一、拜占庭帝国的社会形态

3世纪起，罗马帝国度过了它的奴隶制繁荣时期，逐步走向没落。为挽救帝国的衰败，330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306—337年在位）把国都由历经战乱、困苦不堪的西部，迁到了政治相对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东部，在古代希腊移民城市拜占庭的旧址建立新都，定名君士坦丁堡。本来已存异议、纷争剧烈的罗马帝国逐渐形成了以罗马和君士坦丁堡各为中心的东西两部分。395年，罗马帝国终于分裂为两个独立的国家。仍以罗马为都城的西部，史称西罗马帝国；建都君士坦丁堡的东部，史称东罗马帝国，又称拜占庭帝国。拜占庭帝国的版图以巴尔干半岛为中心，主要包括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爱琴海诸岛和北非东部一带。

罗马帝国分裂后，西罗马帝国风雨飘摇，日薄西山，面临着空前规模的内忧外患。在奴隶起义和外族入侵的双重打击下，它很快灭亡了。拜占庭帝国则有所不同，其历史又延续了近千年。实际上，5世纪下半叶，拜占庭也曾陷入内外交困、摇摇欲坠的境地。然而，由于拜占庭奴隶制度和社会经济发展特点不同于西罗马，因此，未蹈西罗马灭亡的覆辙。在拜占庭的农业生产中，东部地区虽然还存在奴隶制田庄经济，但一般规模不大，尤其在全国农业经济中不占主导地位。拜占庭主要采用隶农制，农业生产者以隶农为主，辅以奴隶和自由农民。这样，拜占庭农业中的奴隶制危机远不及西罗马帝国那样严重。另外，当西罗马繁华的城市在战火中变成残垣断壁的时候，拜占庭城市普遍保持稳定和繁荣。拜占庭一些较大的城市不仅是政治和军事中心，而且是工商业中心。城市中手工作坊林立，城市之间贸易往来频繁。帝国境内手工产品，诸如玻璃制品、金属制品、呢绒、刺绣、麻布、毛呢等远销海外。拜占庭帝国政府从农业和工商业中征得大量赋税，足以维持庞大的官僚体系和雇佣军队的开支，保证了中央政权的持续稳固。尤其是拜占庭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处东西交通要冲，连欧亚两洲大陆，扼黑海与地中海咽喉，三面环海，沿岸陡峭，一面城墙高筑，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极富战略意义。因而，拜占庭虽然屡遭外族侵入，君士坦丁堡几乎每次都凭借自身优越的地理条件，化险为夷，不致使拜占庭遭受灭国之灾。独特而优越的地理位置也使它起到了沟通欧洲和亚洲的桥梁作用，并成为中世纪早期基督教世界最大的商业中心。毫不夸张地讲，4—12世纪，君士坦丁堡是整个基督教世界真正的国都，它无论在政治和经济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堪称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因此，拜占庭从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经历了平缓渐变的过程。4—6世纪，拜占庭奴隶制逐步瓦解，封建制度在7—9世纪初步确立，11世纪最终形成，13—15世纪由于十字军东侵和奥斯曼帝国入侵的双重打击，拜占庭才逐渐衰亡。在拜占庭千余年历史中，拜占庭帝国常常以罗马帝国的正统继承者自居，拜占庭人也把自己称作罗马人。

拜占庭的社会特点决定了其教育特征。拜占庭在近千年的历史中始终保持了一个比较强大的世俗政权，庞大的国家机器需要大批掌握读写技能和法律知识的官吏为之服务；发达的工商业和广泛的对外贸易，要求人们具备一定的地理、天文与数理知识；穷奢极欲的拜占庭皇室和教会还需要懂得物理学（主要是机械学）和数学的人，为其建造金碧辉煌的宫殿和教堂；拜占庭统治者需要历史上统治臣民的经验和歌功颂德的诗人。正是世俗政权和社会的需要，才使得古代希腊罗马所积累的文化科学知识和世俗教育体系在拜占庭得以保存，古典文化教育的传统也未曾中断。

二、拜占庭文化和宗教特点

拜占庭帝国的疆域大都是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帝国的故土。经过希腊化时期（前4世纪—前1世纪），希腊文化成了该地区共同的文化。罗马帝国鼎盛时期，希腊化达到了顶峰。3世纪左右，罗马帝国西部同西方诸民族接触日多，拉丁化倾向日趋明显，帝国东西部在文化上的分歧逐渐加剧。罗马帝国移都君士坦丁堡后，尤其是日耳曼人征服了西罗马后，拉丁化的西方和希腊化的东方已泾渭分明。希腊语在西欧逐渐成了陌生语言，以致在拉丁语课文中出现了希腊词或引文，都在其后注明：“不要读！这是希腊语。”拜占庭则恰恰相反，此时开始了第二次希腊化时期，希腊语不仅是通用的民间用语，而且重新成为官方用语。语言虽是一种表达思想的外部形式，但它体现了希腊的文化、希腊的精神和希腊的生活方式。拜占庭担当起了古典希腊文化保护者的角色，大量的希腊典籍被保存下来。如果没有拜占庭对古典文化的保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荷马等人的著作就很可能遗失湮没，人们就无法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希腊文明，那么，这种损失不仅对西方文化，而且对整个人类文化所造成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拜占庭境内由古代发展起来的繁荣城市一向是文化教育中心，这些城市保存着宏丰的古代文化典籍和完备的教育设施，为拜占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便利。还需指出的是，拜占庭的疆土包括了埃及和西亚一些文明古国的旧壤，再加上它不断地同东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中国接触和交流，使文化教育兼具东西方综合的特点。

拜占庭教会虽然也是基督教会，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传统文化背景的不同，早在西罗马灭亡之前，基督教会就已有了东、西派之分。东派教会主要分布于欧洲东部、亚洲西部和北非东部，西派教会主要分布在欧洲西部和北非西部，两者在神学、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分歧。中世纪初期，西欧各国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罗马教会趁机利用它在政治上的地位，支配了意识形态领域，垄断了文化教育，使之服务于神学，把古代希腊罗马文化视为“异教”邪说，肆意摧残。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竟说什么“不学无术是真正虔诚的母亲”，下令禁止阅读古典作品，不准研究数学。在教会怂恿下，许多古代艺术珍品和书籍被毁坏。虔诚的教士们一丝不苟地把写在羊皮纸上的古代手稿字迹刮去，然后毕恭毕敬地改写上经文、神迹故事或修道院编年史，古典文化毁失殆尽。诚如恩格斯所言：“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缺不全的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1]

反观东派教会，虽从4世纪起也曾展开过向所谓异教文化（主要是古典希腊文化）的挑战，野蛮地摧毁优秀的世俗文化，残酷地迫害“异端分子”。例如，391年，文化名城亚历山大里亚的大主教唆使教徒焚毁该城著名的图书馆；415年，教会又极端残忍地杀害了当地著名的女哲学家兼数学家希帕蒂娅（Xypatia）；529年，皇帝查士丁尼（Emperor Justinian）支持教会关闭了有着近千年历史的古代文化教育中心雅典学园，凡此等等。然而，由于拜占庭始终存在着强大统一的世俗政权，教会处在从属于世俗政权的地位，皇帝对教会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皇帝可以颁布神学理论，制定教会法规，召开主教公会议，任命教会高级神职人员。故而，东派教会对文化教育的控制是有一定限度的，并且常常受到世俗政权抑制，远未达到西派教会那种对文化教育垄断和独占的地步。另外，受文化传统的影响，东派教会继续保持着用希腊哲学观点钻研神学理论的传统，学习古典文化知识成为必需。就这点而言，东派教会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希腊文化的保存者和传播者。

三、拜占庭文明的交流与影响

拜占庭的历史长达近千年。它在鼎盛时期，幅员辽阔，地跨欧、亚、非三大洲，政治比较稳定，经济比较繁荣，文化相对发达。因此，其文明的影响绝非狭隘地区性的，而是具有重要的国际性影响的。其间，拜占庭不断同东方文明古国波斯、印度和中国相接触，在文化教育上相互交流和促进；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文化教育发展也深受其影响。特别是十二三世纪以前，拜占庭文化教育水平不仅远远高于东欧各国，而且处在西欧各国之上，对东西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拜占庭文明很早就同波斯、印度和中国有所交流，尤其是东派教会的聂斯脱利派起到了中介和桥梁的作用。该派推许古代希腊文化，注重以希腊哲学方式来研究基督教神学。5世纪中期，聂斯脱利派出走君士坦丁堡，在叙利亚境内建立传教基地。他们带去大量的古代希腊哲学、修辞学、天文学、几何学、历史学、艺术和科学著作，并将其中一部分译成叙利亚语。5世纪末期，该派传教大本营移到波斯境内，在萨珊王朝的庇护下，从事古典文化教育活动达数世纪之久。他们建立学校，把学校不仅当作培养传教士的基地，而且当作传授和研究希腊知识的场所。许多古代希腊著作被译为波斯文，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促使希腊哲学与波斯、印度哲学相互接触和交融。聂斯脱利派的传教士也曾到中国传教，中国史书上称之为“大秦景教”。这些传教士将拜占庭擅治眼疾和痢疾的方法带到了中国，也将中国的养蚕技术带回了拜占庭。

拜占庭文明深刻地影响了古代伊斯兰国家的文明发展。7世纪崛起的阿拉伯帝国相继战胜波斯和拜占庭。在征服和扩张过程中，伊斯兰统治者发现统治比自己经济繁荣、文化发达的地域，控制基督教、犹太教等有不同信仰的民族，不能单纯凭借军事威慑和政治高压，还必须学习外邦先进文明。因此，伊斯兰国家对希腊等异教文化采取宽容和吸取的态度。起初，阿拉伯学者研习希腊学术时，得到的大都是聂斯脱利派传教士译成叙利亚文和波斯文的希腊作品。稍后，阿拉伯人从拜占庭手中夺取了一些文化教育中心，获得了丰富的希腊罗马典籍，直接接触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8世纪，阿拉伯人研究和翻译希腊罗马古典作品蔚然成风，许多阿拉伯学者亲赴拜占庭境内研读和搜罗古代典籍。9世纪，哈里发麦蒙（al-Ma’mun，813—833年在位）在统治期间，奖掖学术研究，尤其推崇希腊学术。在同拜占庭作战取得优势时，麦蒙致函拜占庭皇帝，请他代为搜罗希腊著述，得到了大批书籍。为此，麦蒙设置专门翻译馆，将卷帙浩繁的希腊哲学、数学、天文学、医学等典籍译为阿拉伯文。正是在吸收希腊文化，兼融印度、波斯等文化成分的基础上，独具特色的阿拉伯文化形成了。阿拉伯人也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参照借鉴了拜占庭学校教育经验，建立起富有伊斯兰民族特色的学校体系。

在东欧，拜占庭7世纪便和斯拉夫人有所接触。9世纪后，拜占庭同东欧诸国建立起广泛而密切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这些国家的行政制度、宫廷生活、法律、文学艺术和教育无不仿效拜占庭。拜占庭文明影响东欧同基督教的传播密切结合在一起，9世纪，拜占庭传教士西里尔（Cyril，约827—869年）和美多迪乌斯（Methodius，约825—884年）两兄弟前往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他们两人都是著名的学者、神学家和语言学家，已在多瑙河流域的斯拉夫人中传播基督教多年，号称“斯拉夫人的使者”。在大摩拉维亚公国传教过程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以希腊字母为基础，并考虑斯拉夫语的发音，创造出一套斯拉夫字母，把《圣经》等书籍译成斯拉夫文。这套字母成为现代斯拉夫语系字母的雏形。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还广收门徒，训练了许多通晓斯拉夫文的传教士。两兄弟所做的这项工作，无论对当时传播基督教文化，还是对斯拉夫文明的发展，均有十分重要的意义。865年，保加利亚大公接受了东派教会的洗礼，皈依基督教。东派教会派出许多懂得斯拉夫语的传教士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受拜占庭文明影响日甚，也加速了保加利亚封建化的进程。9世纪，基辅罗斯公国开始同拜占庭交往。988年，基辅罗斯大公尊奉基督教为国教。随着基督教的传播，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创造的斯拉夫字母也传入这一地区，遂成为俄文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1世纪，基辅罗斯公国把大量的基督教书籍和希腊作品翻译为俄文。东欧这些国家正是通过接受拜占庭文明的影响而加速了自己民族文明的发展。

拜占庭文明对西欧特别是意大利也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6世纪，拜占庭皇帝占领意大利南部、西班牙等地后，曾留下一些由帝国所设立的学校及希腊学术研究机构，它们遂成为中世纪西欧保存古典学识的中心所在。爱尔兰寺院学派即由此类学术研究机构演变而来。11世纪末到13世纪的十字军东侵，在客观上也促进了东西方文化的交流，拜占庭等国文化迅速传到西欧，并使西欧获得了失传达8个世纪之久的大量古代希腊罗马典籍，大开了西欧人眼界，影响了西欧文明进程。其间，查士丁尼时期拜占庭编纂的《民法大全》也传入西欧，成为西欧研究罗马法的依据。另外，11世纪后往来于拜占庭和意大利之间的威尼斯商船，把许多古代手稿载往意大利。与古典书籍的接触，唤起了意大利众多学者向往古典文化的热情，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注入了酵母。这一时期，许多拜占庭学者亲赴意大利讲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14世纪末拜占庭著名学者克利索拉斯（Chryso1oars，1355—1415年），他先后在威尼斯、佛罗伦萨、米兰、巴都亚、罗马等地讲授希腊语达十余年，亲手创办了多所学校，将柏拉图的《理想国》译为拉丁语，并著有《希腊语法问答》，成为意大利人学习希腊语的最早的教材。克利索拉斯门人弟子众多且影响广泛，著名的有尼科利（Niccoli，1364—1437年）、布鲁尼（Bruni，1369—1444年）、瓜里诺（Guarino，1374—1460年）、波吉鄂（Poggio，1380—1459年）等，他们都成为当时名闻遐迩的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继克利索拉斯之后，君士坦丁堡著名学者普莱顿（Plethon，1355—1450年）也到佛罗伦萨讲学。他是当时柏拉图哲学和新柏拉图主义哲学的最高权威。普莱顿在佛罗伦萨建立了一所“柏拉图学园”，影响波及德国。其他来意大利讲学的拜占庭著名学者还有伽赞（Gaza，1400—1475年）、乔治（George，1424—1500年）等人。1453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攻陷后，更有大批希腊学者逃亡意大利，为传播古典文化，推动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第二节 拜占庭帝国的教育实践和思想

一、承继古典传统——拜占庭教育的主要特征

（一）继承、保存和传播古典文化的世俗教育体系

溯本求源，拜占庭教育的基础植根于罗马帝国时期，与罗马帝国东部的教育有着密切的连续性。因此，为更好地、完整地了解拜占庭教育，有必要追溯到罗马帝国迁都君士坦丁堡之时。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移都君士坦丁堡后，把教育作为国家一项重要活动。他认为，帝国要充满生机地长存下去，至关重要的是要保持罗马帝国的传统。他指出，“坚持古代的传统是未来时代的准则”[2]。而达到这一目标，必须依靠教育。为补偿战乱给文化教育事业带来的损失，他慷慨资助教学活动，鼓励学者到君士坦丁堡讲学。君士坦丁首先恢复了停止已久的由政府支付公共教师薪金的传统，随后，又颁令做出具体规定：豁免公共教师一切赋税和劳役；不可强占公共教师的房屋驻扎军队；任何人必须尊重公共教师；任何人不得伤害公共教师或对他们提出起诉；按时付给公共教师薪金。君士坦丁强调，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他们能够顺利地教许多人学习人文学科”[3]。君士坦丁以后的几个皇帝继续遵循和贯彻了这一振兴教育的政策。

君士坦丁等人一系列奖掖文化振兴教育的做法，极大地促进了帝国东部，尤其是君士坦丁堡世俗教育的繁荣，大批学者由帝国西部来到了君士坦丁堡。如果说公元前3—2世纪末希腊化影响罗马帝国时，众多学者由东部进入罗马城，其声势犹如潮水一般，那么，这次涌入君士坦丁堡的学者，景象恰似回潮。君士坦丁堡同文化名城雅典、亚历山大、安提阿、贝鲁特等，成为帝国文化教育中心。

狄奥多西二世（Theodosius Ⅱ，408—450年在位）统治期间，于425年首创君士坦丁堡大学，延揽全国各地著名学者来校任教。学校共开设31个讲座，其中希腊语10个，拉丁语10个，罗马演说术3个，智者派学说5个，法学2个，哲学1个，学生修业5年。学校坐落于宫廷附近，狄奥多西二世将藏书达12万册的宫廷图书馆附设给了学校。君士坦丁堡大学一时竟成为全国最大的教育机构，尤其是529年雅典学园关闭后，它成了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

七八世纪，拜占庭内部旧有的奴隶制已经解体，封建制尚未确立，军事贵族之间连年混战，人民起义连绵不断。拜占庭东部各省相继被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占领，进入多瑙河南岸的保加尔人和斯拉夫人屡犯拜占庭北疆。处于内忧外患打击下的拜占庭，文化教育事业普遍衰落。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销声匿迹了，著名的君士坦丁堡大学几度中断。

9世纪中叶，封建制度在拜占庭初步形成，国家政权相对稳定。869年，帝国政府重建君士坦丁堡高级学校。这标志着拜占庭世俗教育摆脱了困境，古典教育再次步入繁荣。著名哲学家、数学家利奥（Leo）被任命为校长。学校开设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天文学和语言学等讲座。利奥亲自主持哲学讲座，其他几个讲座由他的两位老师以及得意门生执教。后来学校又陆续增加了数学、音乐、文法、法律、医药等科目，聘请著名学者讲授。学校很快成为全国古典教育和古典研究中心。慕名前来求学者，不仅有拜占庭各地青年，而且还有一些阿拉伯和西欧青年。

君士坦丁九世（Constantine Ⅸ，1042—1055年在位）统治期间，再次下令重组君士坦丁堡大学，把学校分成法学和哲学两院，任命著名学者希菲林那斯（Xiphilinus）为法学院院长。君士坦丁九世注重法学教育，旨在培养国家急需的官吏和律师。为此，法学院着重实用知识的传授，凡到该院学习者，必须受过基础教育。学生毕业后，要进行专门司法学习。哲学院院长由学高望重的巴塞罗斯（Psellos）担任。巴塞罗斯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谙熟哲学、修辞学、文学、算术、几何学、音乐、天文学、法学、医药学等学科。在巴塞罗斯主持下，哲学院成为拜占庭哲学和其他世俗学问的研究中心，声誉日隆，西方的塞尔维特人、东方的阿拉伯人以及北非各地青年纷纷前来就学。

13世纪初，十字军发动第四次东侵，矛头直指拜占庭。1204年，十字军攻占君士坦丁堡，对君士坦丁堡大肆劫掠。大量古代艺术珍品被运往欧洲，藏书宏丰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被付之一炬。古典文化蒙受浩劫，古典教育在拜占庭几乎绝迹。1261年，米凯尔八世（Michael Ⅷ）收复了君士坦丁堡，随即在君士坦丁堡掀起了一场“巴列奥王朝复兴运动”，即对古典文化的复兴。皇帝米凯尔八世亲自制订计划，恢复拜占庭教育。他委任政治家兼学者阿可诺波利（G. Acnopolites）重振拜占庭教育。阿可诺波利亲授数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直到十四五世纪，较之邻国，拜占庭教育仍保持相对发达的水平，国家对教育依然关注，政府继续控制和资助公共教师。

值得一提的是，拜占庭在国家举办的教育事业中，继承了罗马帝国时代的传统，重视法学教育。不仅因为政府需要大量懂得法律知识的官员，而且，由于拜占庭工商业发达，尤其是君士坦丁堡地处交通要道和商业贸易中心，来往商旅络绎不绝，商业纠纷诉讼案件频频发生。因此，拜占庭人特别重视继承和研究罗马法律。前已谈及，君士坦丁堡大学自成立之日起，便设立法学讲座，贝鲁特等地也设有国办专门法律学校。查士丁尼时期（Justinian，527—565年在位），以君士坦丁堡为中心，掀起了宏大的法学学术运动。这一运动和查士丁尼的立法活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查士丁尼雄心勃勃，极力扩张疆土，企图恢复昔日罗马帝国的版图。为统一民心和法度，他于528年任命一专门委员会，致力编纂一部完备的法典。534年，这一工作最后完成，法典总称《民法大全》，共包括《查士丁尼法典》《法理汇要》《法学总纲》和《法令新编》四部分，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

法典编纂完毕后，查士丁尼为使法律广为众人知晓和遵行，达到加强统治的预期目的，大力推行法学教育。他在君士坦丁堡和贝鲁特等城市创建和重组法律学校，学生修业年限为5年。第一年上半年学习《法学总纲》，随后三年半里，研习《法理汇要》，第五年学习《查士丁尼法典》。由于《民法大全》卷帙浩繁，教师常选择重要章节辑成教材。查士丁尼以帝王之尊亲自为教科书撰写序言，并钦命专门教授讲解。教学方法大致是，教师列举相同或相似的法案，比较法理学家不同的观点，学生之间展开争论，最后教师阐述自己的见解。

在拜占庭世俗教育体系中，除国家举办的世俗教育体系外，私人讲学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各城市中私人讲学之风盛行，学者们私立学校，招生授业，继承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传统。因学生须缴学费，只有“父母担负起学费的儿童才能接受教育”[4]。

私人开设的学校在程度和教学内容等方面不尽相同。他们有的开办初级学校，具有蒙学性质，其学生学习内容包括正字法、文法初步知识和算术初步知识。教科书多采用希腊化时代的注释，也有拜占庭人编写的教科书。《荷马史诗》备受青睐，教师常常要求学生整段背诵，甚至记诵全诗。因此，当时在拜占庭凡是受过教育的人都非常熟悉《荷马史诗》。11世纪女作家科慕宁（Comnena）在她的历史作品《亚历塞传》中，66次引述《荷马史诗》的内容，极少在引文前加上“荷马云”之类的词句，否则，会给人以画蛇添足之感。初级学校一般也将有关《圣经》和基督教教义的知识列为教学内容。

中等教育机构为文法学校，教学内容以古典知识为主，以古代希腊优秀作家的作品为蓝本，采用希腊化时期或拜占庭人的注释。也有许多学者开设学校，专门讲授较为高深的知识。前面提及的著名学者利奥就是通过向私人教师求教的方式来提高和完善其修辞学、哲学和数学等方面的知识的，他在担任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之前，也曾从事私人讲学。

私人讲学是拜占庭传递古典文化的重要方式，即使在七八世纪拜占庭教育步入低谷时，私人讲学也从未中断过。尤其是11世纪，由于拜占庭私人讲学之风达到极盛时期，受过教育的人数激增，“具备读写能力的人，并不能显示出比同时代人格外优越”[5]。文书行业已不是以往那样高贵的职业，而成了普遍习见的行业。一位失业的作家曾被人劝告道：“靠抄写谋生吧……做个抄书匠吧！”[6]

（二）神学为体、古典知识为用的教会教育体系

4世纪初，基督教在罗马帝国取得了合法地位，基督教势力迅速膨胀。可是，到4世纪中期时，基督教教会仍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教育政策，更谈不上建立系统的基督教学校和形成完善的基督教教育理论。不过，此时，帝国东部的希腊教父已经开始著书立说，阐述有关基督教的教育问题。按照希腊教父的理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上接于神的教民，教育的首要职责是让教民虔诚读经而信仰上帝。因而，圣经和基督教教义必然是基督教教育的核心内容。但是，这一时期的教父们继承了早期希腊教父们的传统，强调神学为体的同时，并未贬斥古典知识，而是主张古典文化知识，特别是希腊哲学，作为基督教教育的辅助来论证和阐明神学问题。他们甚至主张年轻的基督教教徒要接受系统的古典知识教育。这与西部教会敌视和排斥古典世俗文化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在这种思想影响下，东派教会对古典文化抱有极大的宽容态度，始终采取吸取和利用的原则。

东派教会的主要教育场所有修道院学校、座堂学校和堂区学校。修道院学校源于基督教修行制度。东派教会修行制度的特点是提倡善行，注重祈祷、读经和生产劳动，反对苦行主义。为了很好地阅读《圣经》，东派教会强调对修道士实施教育，规定年轻的修道士都应学习阅读。9—10世纪，宏大的修道院运动风行于拜占庭，修道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各地，规模较大的修道院均专门附设学校。修道院的学习内容主要是《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也兼有修辞学、哲学等较高深的古典学科。

座堂学校也是教会开办的高级学校，致力于神学研究和教学，培养教会高级人士。座堂学校一般附设于都主教和大主教所在教堂。6—l1世纪是座堂学校在拜占庭境内发展的高峰时期，各大教区竞相设立座堂学校。680年，在君士坦丁堡召开的主教公会上，东正教发布教育通谕，规定任何教士都可以把子侄或其他男亲属送到座堂学校或修道院学校读书。座堂学校的主要学科虽是神学，但也传授某些古典世俗学科，作为学习和研究神学的基础和辅助。因此，学校教师一般分为两类：一类是神学学科教师，另一类是世俗学科教师。座堂学校培养出来的“护教士”们，大多擅长雄辩，熟悉希腊哲学思想，能用哲学观点来解释一些宗教问题。6世纪创办的君士坦丁堡大座堂学校，是拜占庭历史上最著名的座堂学校。它存在时间也比较长，始终与世俗的君士坦丁堡大学相颉颃。凡到该校任教者，都要经过严格的考核，最后由君士坦丁堡教区牧首斟选确定。学校设立固定神学讲座，每个讲座围绕一个专门宗教课题，例如设有《福音书》《使徒书》《诗篇》等讲座。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学习基督教经典著作。除神学讲座外，还有固定的哲学、文法、修辞学讲座。当时教会权威人士荟萃于此，著书立说，主持讲学，传播和阐述基督教教义与神学原理。这所学校不仅是教会学校最高学府，而且成为拜占庭帝国基督教神学研究中心。

东派教会比西派教会更早地关注一般基督徒子弟的学校教育问题，也比西派教会更早地提出教士应承担教师职责的问题。早在381年君士坦丁堡召开的宗教会议就颁布敕令，在城镇和乡村建立学校，免费教育儿童。529年威桑教会会议，明令“所有教区的神甫，须接纳未婚男女青年进入教堂，教导他们唱赞美诗，上宗教课，学习基督律法，以便使他们有可能成为接班人”[7]。采用这种方式，教区的每个教堂逐渐兼具了教育儿童的职能。680年召开的君士坦丁堡宗教会议，再次颁布通谕，指示城镇和乡村的教士要开办学校，基督教徒可以送子弟入校学习，并要求教士们不得强索学费或其他报偿，除非家长自愿酬谢。从以上几个文件可以推断，拜占庭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已有教士开办的堂区学校，面向世俗儿童，教授一些读写基本知识和基督教教义。

二、巴西勒和克利索斯托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巴西勒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巴西勒（St. Basil，约329—379年）出身于小亚细亚一个显贵的基督教家庭，受家庭影响，笃信基督教，早年接受了系统的基督教教育。青年时代到君士坦丁堡和雅典接受古典教育，曾一度准备从事律师职业和做雄辩家。回到家乡后，正值基督教修行主义风靡东派教会，巴西勒与一批志同道合者共同创办修行会团，建立修道院，从此献身修道院生活。基督教的修道院制度最早产生于东派教会，巴西勒是集体修行的积极倡导者，力主将修道院制度和教会两者调和起来，并制定了一整套修道院制度，为东派教会修道院的发展奠定了组织和制度上的基础。拜占庭修道院制度基本上一直沿用着巴西勒所定的那套方针办法行事。巴西勒特别强调修道士的教育。他规定年轻的修道士应置于年长修道士的管理下，学习阅读。阅读的内容和顺序是先掌握字母、音节，读认单词，然后学习格言和小故事，直至可以阅读《圣经》。读经、祷告和工作是每位修道士每天必修的功课，巴西勒还主张把修道院的教育对象扩大到世俗儿童身上，只要父母同意，就可以把他们的子弟送到修道院接受教育。

在论述基督徒教育问题时，巴西勒坚持神学是整个教育的王冠，《圣经》是全部教育的核心，但巴西勒并没因此贬斥古典知识教育，把古典知识排斥在教育内容之外。相反，他认为，古典知识不仅同基督教教义无冲突，而且有助于纯洁青年的灵魂，培养青年的道德情感。他曾说，“荷马的所有诗歌，是颂扬一种善行”[8]。故而，巴西勒鼓励年轻的基督教徒不仅要钻研《圣经》和基督教教义，而且要求他们学习古典文学、哲学和历史等知识。他身体力行，将自己的学生送到挚友、著名修辞学家利巴尼斯（Libanius，约314—393年）门下，接受系统的古典教育。但是，在学习古典知识方面，巴西勒认为，不能全盘接受，要有所取舍。取舍的重要依据看是否增益青年的道德情操。巴西勒为指导青年学习古典作品，专门撰写《致告青年如何有益地阅读健康作品》一文，建议青年有所选择地学习古典作品。他举例，青年应从诗歌中学到扬善贬恶的品行，以滋养趋善的心灵。对诗歌中描述的良言善行，要尽情效仿；反之，浊语恶行，要像《奥德赛》中所描写的人们害怕听到海妖的歌声一样，堵上耳朵，“免得在欣赏美丽词句的愉悦时，不理智地接受了一些错误的思想，恰似吃下掺着毒药的蜂蜜”[9]。

（二）克利索斯托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克利索斯托（Chrysostom，约347—407年）出生于安提阿，青少年时期接受传统教育，曾研习修辞学、哲学和法学。370年，克利索斯托受洗入教，并于397—404年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最高首领牧首一职。他长于布道，擅于辞令，有“金口”之誉。克利索斯托所处时代，正是基督教蓬勃日上的时期。但是，在罗马帝国东部，所谓异教势力十分强大，特别是395年东西罗马帝国分裂以后，反映在教育上，基督教会虽已开办了学校，但是为数寥寥，远不能适应基督教的发展。广大基督教徒面临着一种选择，要么将子弟送入世俗学校，要么做个目不识丁的基督教徒。西派教父普遍认为，宁可选择后者，以避免“异教”文化亵污儿童的灵魂。克利索斯托则完全无惧于此，主张把儿童送到世俗学校学习古典知识。

为防止儿童进入世俗学校学习古典知识的时候“失去完整的灵魂”，忘却基督教信仰，克利索斯托指出，最为积极有效的方法是把家庭作为坚定的基督教教育场合。他宣称，在拜占庭“每一幢房屋就是一所教堂”[10]。父母应承担起教育子女的职责，“在摇篮期就开始教育他，把良好的规矩铭刻于他心中，使任何人无法涂抹掉它们”。这样，儿童“像打上印记的蜂蜡”[11]，不用再担心他们接受古典教育时，污染纯洁的灵魂。为此，克利索斯托专门撰写了一部题为《父母抚养子女的正确方法》的著作，来探讨基督教徒子女家庭教育问题。全书共90章，最后一章还涉及女童教育问题。

克利索斯托认为，父母在家庭中给予儿童最基本的教育是学习《圣经》和教父作品。他指出：“对《圣经》的无知是一切罪恶的根源。”[12]《圣经》是道德教育的基础，对于儿童未定型的灵魂，《圣经》可以提供最适当的思想和行为准则。他从《旧约》中选取了7000条语录，从《新约》中选取了11000条语录，作为儿童学习《圣经》的内容。克利索斯托把儿童的宗教教育和道德教育紧密地结合在一起，重视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在这点上，他赞同古代罗马道德教育传统，希望父亲担当起儿童的导师，通过实际生活实施道德教育。例如，对儿童反复灌输道德准则，不厌其烦地通过示范来形成儿童的品性；用鼓励或奖励来维护正确的行为；用沉默或不高兴的表情以示反对，等等。克利索斯托的理论中虽然没有教鞭和棍棒的位置，但是，他强调纪律仍是必要的，尤其父亲应严格监察儿童的行为，避免其受到周围不良环境因素的影响。克利索斯托把儿童的头脑比作一座城市，视、听、闻、触的感官是城门，为保持“城市”的清洁，必须小心把守“城门”。为此，儿童禁止进入戏院和公共浴池，因为那里有对年轻人不良的、过分的刺激；儿童不得跟“下贱”的奴隶接触，家庭奴隶必须严格挑选，以免儿童沾染上不良的行为。克利索斯托也坦言，无论如何预防和教育，儿童肉体中都存在着邪恶的欲望，并随时有爆发的可能。他写道：“医学手册告诉我们这种欲望在15岁以后同暴力相关，我们如何才能拦住这匹野马呢？我们要做些什么？要怎样束缚住这匹野马呢？”[13]克利索斯托认为，除非依靠《圣经》禁令，否则不能遏止肉体邪恶的欲望。

巴西勒和克利索斯托作为东派教会希腊教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教育主张代表了东派教会人士的教育观点和倾向，反映了拜占庭早期基督教教会对教育的态度，一直影响了拜占庭教会的教育实践。

三、利奥和弗提乌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利奥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利奥是9世纪拜占庭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关于他的生卒年代说法不一，大约生于790年，卒于869年。他于840—843年曾任希腊帖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地区大主教。利奥早年在君士坦丁堡接受初级教育，按照当时拜占庭世俗教育的通行做法，学习读、写、算、文法、诗歌等一些初步知识。青少年时代，他遍访君士坦丁堡名师，接受修辞学、哲学和数学等方面教育。有一段时期，利奥在拜占庭境内四处访问著名修道院，搜罗古代典籍，常常隐居山林之中，如饥似渴地汲取古典文化营养。为了渴求知识，增益学识，他也曾远足欧洲各国游学。无奈欧洲大陆正值基督教教会一统天下，垄断了文化教育事业，世俗文化遭受了史无前例的浩劫。利奥形容欧洲大陆是一片智力荒漠，见不到任何知识的绿洲，欧洲大陆的文教状况令他大失所望。

利奥返回君士坦丁堡后，立志振兴古典文明。他设立学校，招生纳徒，传播古典知识。由于利奥学识渊博，学校很快吸引了一大批学生。9世纪拜占庭和阿拉伯帝国之间战争频繁，利奥在前线担任官员的一位学生被阿拉伯人俘虏。当时，阿拉伯帝国处于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政治比较稳定，经济发展，文化昌盛。哈里发延揽人才，奖励学术，兴办文化教育事业。利奥的这位学生偶然参加了哈里发举办的宫廷学术沙龙，他的欧几里得几何学造诣使众多的阿拉伯学者和哈里发折服，利奥也因此声名远播阿拉伯帝国。哈里发求贤若渴，以帝王之尊亲笔致信利奥，特准利奥的学生携信回到君士坦丁堡，邀请利奥到阿拉伯帝国讲学。拜占庭皇帝闻听此事，对利奥礼遇有加，钦定利奥担任君士坦丁堡公共教授职位，并拨出专门场所和资金，聘请利奥主持讲学。后来，哈里发又专门致信拜占庭皇帝，恳请利奥到巴格达讲学，信中写道：“勿以宗教之歧异，国土之不同，而拒余之请。对于友朋，固应尽其友谊。果如所请，余将报君以黄金百两及永久之联盟与和平也！”[14]终因拜占庭皇帝不忍割爱，哈里发未能如愿以偿。9世纪中期，利奥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大学校长，在他主持下，君士坦丁堡大学重新成为拜占庭学习和研究古典文化的中心。

利奥非常推崇古典文化，他本人学识渊博，通晓古代希腊哲学、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音乐、代数等学科，尤其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研究造诣颇深。利奥认为，拜占庭世俗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向人们传授古典知识。从流传下来的利奥的一些日记片断，我们可以看到他极力主张向学生传授广博的古典知识。利奥指出，学生学习古典知识的捷径就是大量地阅读和研究古典原著，这些原著既包括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也包括其他一些著名学者的修辞学、几何学和天文学等原著。他本人整理和编写的《希腊文集》是学生学习希腊语知识的基础和入门教材。利奥甚至鼓励学生学习一些实用科学知识。作为一名数学家，他精通机械学，是拜占庭名闻遐迩的能工巧匠。利奥为拜占庭皇室设计制造了许多机械器具。据一位西方使节描述，在拜占庭皇帝宝座前陈设着由利奥设计制造的鸟兽铜器，旋转按钮，一只只鸟儿可以发出悦耳的鸣叫声，伏在地上的铜狮子摇头摆尾，发出阵阵吼声，皇帝的宝座也可以随意升降。据说，拜占庭由首都君士坦丁堡通向各地的烽火报警系统也是由利奥发明设计的。

（二）弗提乌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弗提乌斯（Photius）是9世纪拜占庭文化复兴运动中最活跃的人物，在拜占庭古典研究历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关于他的生平，没有详细准确的记载，一般认为，他生于810年，卒于893年，出身于拜占庭一个显赫的家庭，叔父曾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师。弗提乌斯从小在君士坦丁堡接受良好的学校教育，师从过利奥。成年后，弗提乌斯在拜占庭政府和教会中担任过要职。855年，他被委任为拜占庭常驻阿拉伯帝国的使节，858—867年和878—886年，两度担任君士坦丁堡教区牧师。他担任君士坦丁堡牧师期间，极力强调按照希腊哲学观点和方法来论证神学，把希腊文化作为基督教教义、礼仪、习俗等方面的基础，加剧了东西教会之间的歧异。有关他的教学活动，流传下来的资料甚少，只有一些零星的资料记述过他曾担任过宫廷教师，也应聘在君士坦丁堡大学讲过学，更多的时候是在家中设学招生，传授知识。前面提及的“斯拉夫人的使者”西里尔和美多迪乌斯两兄弟就是弗提乌斯的得意门徒。弗提乌斯学识渊博，除精通神学外，谙熟哲学、修辞学、文学、历史、数学、声学、医药学、地理学等，是一位百科全书式学者。时人称誉他“在几乎世俗学问所有的分支上，超过了所有同时代的人，堪与古人媲美”[15]。弗提乌斯家中定期举办各种沙龙，邀请著名学者参加，有计划地阅读和讨论古典名著，涉猎范围很广。弗提乌斯的府邸遂成了君士坦丁堡的学术中心。

弗提乌斯生活的时代是拜占庭古典教育再次呈现繁荣的时期。但是，由于七八世纪战乱的影响和拜占庭境内多民族文明的交流和融合，古典知识失去了往昔的纯正，希腊语、拉丁语中的外来语和俚语日益增多，词义和词性发生了诸多的变化。面对新情况，弗提乌斯竭力主张维护古典知识的纯正性。他指出，继承和传播古典知识，必须首先维护古典传统，保证知识的规范化。为此，弗提乌斯下大力编纂希腊语和拉丁语词典。他编纂的《词典》（Lexicon）是一部词条相当完备的希腊语词典，词典中收集词汇之多，在拜占庭历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弗提乌斯是保存、传播和学习古典文化的积极倡导者，他本人学习和研究领域几乎涉及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每一个学术领域。弗提乌斯藏书宏丰，收集了大批的古代希腊罗马典籍。他的著作《典籍广览》（Bibliotheca），被史学界看作拜占庭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典籍广览》是一部评论性书籍，共包括280章，几乎涉及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每一位经典作家的作品。它每提及一本古代典籍，先简要介绍作者的个人传记，随后点评书籍内容，对每本书点评长短不一，从两行到70页不等。这部著作成为后人了解拜占庭文化和古代希腊罗马典籍的重要史料。

四、巴塞罗斯和希菲林那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一）巴塞罗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巴塞罗斯（Psellos）出生于1018年，去世年代说法不一，一说1078年，一说1096年。他是拜占庭历史后期著名的学者，是11世纪拜占庭文化复兴时期最杰出的代表人物。巴塞罗斯出身于君士坦丁堡的一个平民家庭，家境贫寒，幼年丧父。但是，他母亲非常贤惠，含辛茹苦，竭尽全力地为巴塞罗斯提供接受教育的机会。巴塞罗斯的启蒙教育是在离家很近的一所修道院学校中完成的。他天资聪颖，入学不久就能熟练地背诵《伊利亚特》全诗。巴塞罗斯少年时代，他的两位叔叔已是君士坦丁堡颇有名气的学者。他毫不讳言地讲，两位叔叔对自己学业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位学校老师。巴塞罗斯16岁时，在叔叔引荐和资助下，师从于拜占庭著名学者莫罗帕斯（Mauropous）和尼西塔斯（Nicetas）。莫罗帕斯通晓希腊语和拉丁语，熟悉哲学、修辞学、几何学和法学等学科；尼西塔斯擅长文法学。他们是对巴塞罗斯一生学业影响最大的两位老师，巴塞罗斯扎实的哲学、修辞学、文法学和法学功底，就是受业于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的结果。

巴塞罗斯由于出身平民，没有庄园和其他财产，因此，没有稳定的经济来源。他曾做过律师，也曾在拜占庭政府中短期担任官员，然而，巴塞罗斯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在从事教学活动，以教学和写作为生。他担任过公共教师，更长的时间在做私人教师。教学虽然是他赖以谋生的基本手段，但是，巴塞罗斯断然否定他从事教学仅仅是为了生计。他说：“我历尽艰辛获取知识并将知识传授给人们，绝不是为了换取金钱，我甚至用金钱资助那些渴求获得知识的贫寒之士。”[16]巴塞罗斯坦言道，他自己从事教学活动是为了保存和传播知识，保证古典文明成果的传递。

1045年，在拜占庭皇帝亲自过问下，拜占庭政府重组了君士坦丁堡大学。大学由哲学院和法学院组成，巴塞罗斯受聘担任哲学院院长，达到了其教学生涯的巅峰。巴塞罗斯的两位老师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以及他的几位得意门生共同组成了哲学院的教师阵容。在巴塞罗斯的主持下，哲学院声名鹊起，吸引了拜占庭境内外众多渴求知识的青年。巴塞罗斯不无自豪地说：“尼罗河浇灌着埃及的沃野，我的唇舌则浇灌着他们的心灵。”“你若问波斯人和伊索比亚人，他们会告诉你：他们是慕我之名而寻我求教的。从巴比伦前来的人是从无餍足地饮我那智慧之水的。在众多国家之中，有的称我是学识的明灯，有的称我是心智的光辉，其余国家也以别种最为尊贵的颂语来赞誉我。”[17]虽然巴塞罗斯学术造诣很深，是一个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但是，他也曾谦虚地说：“确切而言，我无须孤芳自赏，也不能没有自知之明而过高地估计自己的能力。在知识的探究和思辨方面，我同先哲们相比，是多么微不足道。”[18]实际上，这不仅仅是巴塞罗斯的自谦之词，而且道出了绝大多数拜占庭学者的共同特征，即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知识的保存者和传播者，而不是知识的创造者。

巴塞罗斯的思想深受柏拉图的影响。他对柏拉图推崇备至，在一切场合极力宣传和颂扬柏拉图的哲学观点。巴塞罗斯认为古典知识虽然由众多不同学派组成，但柏拉图的思想可以说鹤立鸡群，具有集大成的特点。因此，柏拉图的著作应该是学习古典知识的最基本的著作。他的著作《逻辑学》就是按照柏拉图哲学体系撰写的，这本书传入西欧后，受到普遍欢迎。然而，就某种意义而言，巴塞罗斯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更大。新柏拉图主义是3—5世纪发展起来的一个哲学学派，其是以柏拉图哲学，特别是以柏拉图的理念论和神秘主义为基础，糅合斯多葛派、毕达哥拉斯派的哲学以及其他各种哲学思潮而形成的。它的最基本特征就是把柏拉图的理念论同神学结合了起来，强调所有精神的和物质的存在，都是从最高的精神实体流溢出来的。巴塞罗斯关于上帝和灵魂的解释，具有鲜明的新柏拉图主义色彩。

关于上帝是什么，巴塞罗斯认为，“上帝不是天空，不是太阳，不是任何可以感知的事物……也不是感官和智力能够触及的，上帝具有深不可测的本质”[19]。因此，人们对上帝的理解不能依赖自身的认知能力，不能靠知觉和理性去认识，而只能来源于对宇宙秩序的领悟，只能靠信仰和虔诚。显然，巴塞罗斯的观点具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对于灵魂问题，巴塞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研究。他认为，灵魂不是物质的和有形的，而是精神的和无形的，它往来于理念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但是，巴塞罗斯并不把肉体看成是罪恶的根源，反对强调人世生活的绝望和无能。他认为不应该鄙视肉体，肉体具有积极作用，它是灵魂的“工具”，可以帮助灵魂认识现象世界的客体，从而反映出事物更高级的理念。他也不赞成原罪论，认为善与恶是相对的，一个人可以自由地选择，并不是命运里预定的，善行能够帮助人们的灵魂顺利地回到上帝身边。巴塞罗斯并没有着意去界定或区分柏拉图思想和新柏拉图主义，而常常将两者看成是一脉相传的关系，特别是把后者看成是前者的继承与发展。

巴塞罗斯讨论有关知识和知识学习问题时，主张哲学院学生的学习要分为几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学习文法和修辞学。文法学习要以希腊罗马原著为教材，通过学习使学生能够娴熟地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结构，为今后学生正确地阅读和写作打下一个良好的基础。巴塞罗斯强调修辞学是一门非常重要的学问，甚至认为“知识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修辞学，另一部分是哲学”[20]。他指出，大部分人认识不到修辞学的重要性以及它与哲学的关系，意识不到学好修辞学是进一步钻研哲学的基础所在，特别是有些哲学家忽略用最美的语言和优雅的文体来表述他们的思想，致使他们的哲学变得枯燥而乏味。但是，巴塞罗斯同时指出，也不能纯粹为了追求华丽的辞藻和典丽的文风而忽视作品的内涵，走向另一个极端。

当学生完成文法和修辞学训练后，第二阶段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等课程。巴塞罗斯指出，这些学科的学习也是为将来更好地学习哲学打下基础。他说：“我重视这些学科，不仅逐个地学习，而且把它们联系在一起研究，诚如爱皮诺米斯（Epinomis）所言，它们和谐一致地导向共同的结果。”[21]例如，巴塞罗斯认为，算术是联系具体有形世界和抽象无形世界的中介，可以帮助学习者形成抽象的观念，为进一步洞悉理念世界奠定基础；天文学有助于学生领悟宇宙间万事万物的秩序，它不应当与占星术等同起来，运用一些低级的法术或幻术。巴塞罗斯甚至批评把雷电和地震当作上帝的惩罚是一种错误的观点，他认为这些都是自然现象，并试图从自然和理性上去寻找合理的答案。

最后一个阶段学习哲学。巴塞罗斯认为哲学是知识的最高形式，“没有哪门学科能够与哲学相伦比，它是从各门学科中抽象出来的，包含了各门学科”[22]。因此，只有扎实而完整地学习了其他各门知识，以宽广的知识为基础，才能进一步地学习哲学知识，也只有最优秀的人才有可能攀登上这一知识的顶峰。巴塞罗斯虽然运用新柏拉图主义观点来诠释《圣经》和基督教教义，但是他并没有因循希腊教父们的观点，把哲学看成是神学的奴婢。巴塞罗斯把哲学看成是各门知识的抽象和综合，不言而喻，哲学也是知识的王冠，它的地位并不低于神学。11世纪，西欧经院哲学体系初步形成，哲学界全神贯注地致力于调和基督教教义和希腊罗马哲学、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相比较而言，巴塞罗斯虽然也宣扬上帝要靠虔信去领悟，而不能靠理性去认识，但是，他提出，哲学和宗教是各自独立的认识领域，反对把哲学和宗教混为一谈，反对教会对学术妄加干预。巴塞罗斯的学生义塔罗斯（J. Italus）继承和发展了他的观点，认为哲学和教会教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应完全采取不同的途径探索真理，主张哲学和神学应该分离，全面地驳斥了被教会利用和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学说。为此，他们师徒两人遭到了教会的残酷迫害。

（二）希菲林那斯的教育活动与教育思想

希菲林那斯（Xiphilinus）大约于1010—1013年出生于拜占庭的特比佐德（Trebizond）城，去世年代不详。他早年在故乡接受学校教育，青年时代来到君士坦丁堡接受高等教育，师从莫罗帕斯和尼西塔斯，成为巴塞罗斯的同窗好友。两人在求学过程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一直保持终生。诚如巴塞罗斯所言：“在知识的王国里，我们相互砥砺，相互帮助。”[23]他们共同钻研学术，成为拜占庭名闻遐迩的学者，当时被传为美谈。然而，他们在学术观点上并不完全一致。希菲林那斯尊崇亚里士多德，他对柏拉图和新柏拉图主义颇具微词，甚至直接批评巴塞罗斯的哲学观点。在学术研究领域方面，希菲林那斯对法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是君士坦丁堡最著名的法学学者和律师。1045年君士坦丁堡大学重组，拜占庭皇帝亲自为法学院选择校址，学院是在一所著名修道院的原址上扩建而成的，位于一座山脚下，面向大海，依山傍水，风景宜人。学院不仅拥有优良的教学设施，优秀的师资队伍，而且附设了一所图书馆，拜占庭皇帝诏令从全国各地官方和民间收集了大量的法学书籍充斥其间，为法学教学和研究大大提供了便利。希菲林那斯应聘为法学院院长，致力于法学教育，法学院很快成为拜占庭全国法学教育和法学研究的中心。

拜占庭继承了古代罗马帝国的传统，一向重视法学教育。然而，经历了七八世纪战乱后，拜占庭法学教育废弛。在谈到拜占庭法学教育现状时，希菲林那斯毫不讳言地指出，帝国法学教育糟糕到了一个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缺乏法学教育机构和专门人员，政府官员、法官、公证人和律师很少有机会接受严谨而正规的法学教育，他们只接受过普通教育，至多再加上一定的修辞学训练。即使有一些人接受专门的法律训练，也是靠师徒相传的方式，没有统一的法学教材，也没有标准和规范的法典作为教学依据。因此，一旦他们在实践中运用起法律知识，就会各行其是，随意引申和诠释，造成法律概念出现模糊不定、混淆不清、是非颠倒等现象，甚至使法律成了党派之间斗争的工具，严重损害了法律的公正性，带来了不良的后果。这样一来，必然会危及拜占庭的统治秩序，也会造成犯罪现象蔓延。因此，希菲林那斯认为，拜占庭急需恢复法学教育传统，以培养政府官员和法律专门人才。希菲林那斯的观点恰恰迎合了拜占庭社会的现实需要。

希菲林那斯赞成由政府出面建立法学教育机构，集中优秀的法学学者担任教师，为年轻人提供一个接受正规法学教育的场所。希菲林那斯认为，法学院的目标就是为学生提供周全的法律知识教育，把他们培养成为熟悉法律知识的政府官员或法学专门人才。学习法律知识必须以宽广而扎实的普通知识为基础，因此，希菲林那斯特别强调学生要学习和掌握希腊语和拉丁语，学习和掌握哲学、修辞学等知识。他以自身为例，说明学习其他知识是法学学习的基础所在，尤其是修辞学知识至关重要，是顺利学习法学知识的基础，万万不能忽视。希菲林那斯针对法学教育的特殊性指出，为了保证法学教育的质量和维护法学实践的规范性，每一位学生只有修完所有课程获得证书并从事一定时期的司法实习后，才有资格从事法律实践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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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阿拉伯帝国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阿拉伯帝国的历史与文化

一、阿拉伯帝国的兴起

（一）伊斯兰教产生前的阿拉伯社会

阿拉伯半岛是阿拉伯人的发祥地，也是伊斯兰教的摇篮。它位于亚洲的西南部，东接波斯湾和阿曼湾，南临阿拉伯海，西濒红海，北接叙利亚沙漠和美索不达米亚草原，总面积约320万平方千米，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岛。半岛的西部和南部因高山环抱，阻挡了潮湿海风的吹入，形成了半岛干燥和炎热的气候特征。由于各地自然地理条件的差异，气候温差也具有明显的不同。半岛内陆地区属于热带沙漠气候，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干燥炎热地带，难以进行耕作。只有西南地区，因受季风的影响，每年有充足、定期的雨水，可以进行惯常的农业生产。其中位于半岛西南角的也门，自古以土地肥沃、物产富庶而著称于世，被誉为“阿拉伯的福地”。

古代阿拉伯半岛是著名的商业要道。半岛西部及与红海平行的狭长地带——汉志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亚欧的一条重要商道，东西方的商品，通过这条商道，被运到地中海东岸，再被转运到欧洲。商道开通之后，不少阿拉伯人纷纷移居于商业要冲的城市，或自己经营商业，或受雇于商旅，为别人做驮夫、镖客或向导。因而汉志地区兴起了许多商业据点和城镇，其中以麦加和雅特里布最为重要。

阿拉伯居民主要分两大部分：沙漠游牧民和绿洲定居民，其中沙漠游牧民占大多数。氏族组织是沙漠游牧民和绿洲定居民的社会基础，有共同血缘关系的氏族组成的部落是基本的社会单位，个人必须依靠部族才能实现他的社会价值，也才能得到权利和生计的保障，倘若丧失了部族关系，则个人的地位是难以得到保护的。

氏族、部落中实行军事民主制度，首领由氏族成员推选年高德劭、智勇双全、仗义疏财的人担任。一切大事必须取得各氏族的一致同意，由长老会议决定。氏族、部落首领不能独断专行，也不享有强制性权力。部落有各自的宗教仪式。部落之间因争夺水草、牲畜及血亲复仇而经常发生战争，这些大多发生在同宗部落之间的战争，极大地削弱了血缘联系。6世纪末7世纪初，部族组织内部开始发生分化。一些显贵的家族、氏族长老和部落首领占有较多的牲畜和财物，并役使少量的奴隶或依附者。强大的民族迫使弱小的民族处于依附地位，强制征收贡纳，而贫穷的氏族成员则把劫掠富人或过路商人视为摆脱困境的唯一出路。社会的分化和无休止的战争，造成了社会的动荡不安，也加速了氏族制度和部落宗教的解体。

6世纪，北方的两个大帝国拜占庭和波斯，为控制阿拉伯的商道进行了战争。525年，埃塞俄比亚在拜占庭的支持下侵占也门。757年波斯又出兵赶走了埃塞俄比亚人，在也门建立起自己的统治，而且另辟了由波斯湾经两河流域到地中海的商路。战争的破坏和商道的转移，使汉志地区商业衰落，土地荒芜，原来受雇于商旅的驮夫、镖客、向导失去了工作，不得不重新开始过着游牧或半游牧的生活。外国军队的入侵，使阿拉伯人处于严重困难的境地，同时也使他们意识到，阿拉伯人只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才能摆脱困境。伊斯兰教正是在这种面临内部部族组织濒于解体和外部邻国军队入侵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

（二）伊斯兰教的产生与发展

伊斯兰教是穆罕默德在麦加创立的“一神教”。麦加位于汉志地区南部一个贫瘠的涸谷里。但由于它地处亚、非、欧三洲交通枢纽，南往也门可达印度洋，北通地中海可抵欧洲，东至波斯湾可到两河流域和中亚，西接红海可通非洲，城内又有一眼便于过往商旅饮用的渗渗泉和一座名为“克尔白”的古老神庙，神庙中供奉着被阿拉伯人视为圣物的黑色陨石。因此，自古以来麦加就成为阿拉伯人朝觐的圣地和进行商业贸易的中心。

麦加的主要居民是古莱氏人。他们原是游牧的贝都因人，散处于麦加周围，以出租骆驼和护送商队为生，5世纪末进入麦加定居后，转而经营商业，发展为一个专业的商业部落，并获得了古莱氏（意为从事贸易、获取利润）的名称和麦加的统治权。古莱氏贵族控制着麦加城市的议会组织——马拉以及宗教祭祀，他们除领导部落成员从事转运贸易外，还注意发展内部的集市贸易，每年在乌卡兹举行一年一度的盛大集市，吸引众多的阿拉伯人前往交易及朝觐。6世纪末，麦加已成为一座繁荣的商业城镇，在商业贸易中，古莱氏贵族也获取了大宗利润，成为新的商业贵族阶级。他们依靠自己的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占有奴隶，剥削和奴役本氏族部落的贫苦成员，麦加在迅速向阶级社会过渡。随着贵族阶级剥削、奴役的加重，阶级矛盾也日益加剧。商业贵族阶级为了巩固其统治，亟须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机关，而一般的民众则渴望实现社会的安定和摆脱贫困。这种动荡不安的社会状况，促使穆罕默德产生了利用宗教信念、传布新“启示”的思想。

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年），出身于麦加古莱氏部落的哈希姆族一个没落的商人贵族家庭，童年失去父母，先后由他的祖父和伯父抚养。因家境贫寒，穆罕默德少年时就以替人放牧为生，稍长则跟商队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等地经商。25岁时受雇于麦加富孀赫蒂彻，为其经商，并于同年与赫蒂彻结婚。复杂的经历使得穆罕默德见多识广。与赫蒂彻结婚则是他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摆脱了为人帮佣以维持生计的贫寒困境，社会地位也随之提高。婚后的穆罕默德继续从事商业贸易活动，并进行了新的宗教信仰的思考。在去叙利亚等地经商的过程中，他熟悉了犹太教和基督教。610年，他综合犹太教、基督教以及阿拉伯半岛上的原始宗教，定古莱氏部落的主神安拉为唯一的宇宙之神，自称是安拉的使者、先知，创立了伊斯兰教。“伊斯兰”一词，原是“和平”之意，同“战争”“仇恨”相对，另有“谦恭”“服从”的意思，意为只有谦恭才能导致和平。信仰伊斯兰教的人，称为“穆斯林”，意为“服从安拉和先知的人”。

穆斯林以《古兰经》为经典。按照伊斯兰教的教义，《古兰经》是安拉的语言，是安拉通过他的使者传达给世人的启示，是神圣无误的永恒真理。实际上它是穆罕默德在各种不同情况下讲的话，在穆罕默德死后，由其好友艾布·伯克尔收集整理而成。依据《古兰经》，伊斯兰教的宗教信仰包括信安拉、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末日。伊斯兰教最根本的信条是信仰唯一的安拉，这种严格的一神教反映了贵族统一国家的要求。信末日，就是相信通过末日的审判，凡生前信仰安拉、遵循经典、服从先知的人，死后可以升天堂，否则就要堕入地狱。

伊斯兰教的宗教仪式，主要有五功，即念功、拜功、斋功、课功和朝功，它包括如下内容：每个穆斯林一生中必须信仰和口诵“万物非主唯有安拉，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每天必须面向麦加古老的神庙“克尔白”祈祷礼拜五次；每年回历9月斋戒一月，白天不食；每个穆斯林应自愿捐（后改为政府征收）财产的25%作为济贫、建筑清真寺、开办学校等费用；凡是有能力的穆斯林，一生中应当到麦加朝觐一次。这五功也是每个穆斯林所必须遵循的宗教义务。此外，每个穆斯林还有参加“圣战”的宗教义务。

《古兰经》针对当时阿拉伯半岛上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还主张善待和释放奴隶，保护私有财产，对盗窃者处以砍手重刑，禁止高利贷和赌博行为，反对血亲复仇等。这些主张，赢得了群众的支持，有利于阿拉伯半岛的统一。《古兰经》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是阿拉伯国家关于宗教、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制度的经典。伊斯兰教是适应7世纪初阿拉伯半岛社会经济发展的形势和实现政治统一的需要而产生的。随着伊斯兰教的产生和发展，阿拉伯统一国家逐渐形成。

610年，穆罕默德开始在至亲密友中秘密宣传伊斯兰教，经过3年的准备和酝酿，约在613年开始公开传道，很快就有40名因不满商人贵族聚敛财富、控制商业贸易的人皈依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的发展以及它独尊安拉、反对多神信仰和偶像崇拜的特点，直接威胁到麦加商人贵族的宗教特权和经济利益，因而遭到了以倭马亚族的阿布、苏非扬为首的贵族的激烈反对。这时深受麦加商业贵族盘剥的雅特里布居民支持了穆罕默德，他们曾两次派出代表秘密到达麦加，邀请穆罕默德前往雅特里布。622年，穆罕默德分批派其信徒离开麦加迁往雅特里布。同年7月16日，他本人与少数门徒亦从麦加出奔，这就是著名的“徙志”。后来这一年被定为伊斯兰纪元的开始，雅特里布也被改称为麦地那（意为“先知之城”）。“徙志”是伊斯兰教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也是穆罕默德生活史上的一个转折点：他以一个被轻视的先知身份，离开他诞生的地方，却以一个受尊仰的政教领袖身份，进入他寄居的城市。

穆罕默德在传播伊斯兰教的活动中成为穆斯林敬仰的宗教领袖，同时利用“圣战”，穆罕默德又陆续征服了麦地那、麦加等城市，迫使贵族们接受了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上取得了绝对的胜利。此后，穆罕默德继续征服其他地区，以求建立一个伊斯兰教的大帝国，到632年他逝世时，阿拉伯半岛大体上归于统一，穆罕默德也成为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袖。

（三）阿拉伯帝国的形成与发展

穆罕默德逝世后，阿拉伯社会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一方面是继承人问题的斗争。由于穆罕默德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也没有留下决定继承人的有关制度，因此根据当时氏族社会首领推选产生的惯例，穆罕默德的继承人也只能援例从各部落的贵族中选出。为争夺继承权，形成了麦地那贵族、麦加古莱氏贵族及穆罕默德家族等三派政治力量，经过激烈的斗争，最后确定从麦加古莱氏贵族中推选出穆罕默德的好友、老资格的艾布·伯克尔为首领，改称“哈里发”（意为先知的继承者）。最初的四位哈里发艾布·伯克尔、欧麦尔、奥斯曼和阿里都是由大众从古莱氏族中推选产生的。艾布·伯克尔任哈里发（632—634年在位）以后，平息了各部落的叛乱，调节了穆斯林各派的关系，从而巩固了统治。

为了满足阿拉伯人夺取商路和肥沃土地的要求，缓和内部矛盾，维护半岛的安定和统一，加强对外防范，艾布·伯克尔以伊斯兰教“圣战”为号召，鼓动南北部落组织穆斯林军队，向伊拉克和叙利亚发动进攻，并成功地占领了加沙地区。634年，艾布·伯克尔去世后，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承继了这场战争，发动了阿拉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大征服运动。战争的首要目标指向了阿拉伯半岛北邻的两大帝国拜占庭和波斯。长期以来，两大帝国因进行相互残杀而元气大伤，国内经济衰落，社会动荡，这些都有利于阿拉伯人的征服。635年，欧麦尔兵分两路，对拜占庭和波斯帝国展开了全面进攻。东路大军在雅穆克战役中一举歼灭拜占庭5万大军，占领了叙利亚首府大马士革，不久又挥师东进，在卡迪西亚一战中，击溃了波斯主力，占领了伊拉克。638年，东路大军进入基督教圣地耶路撒冷，不久即占有全部的巴勒斯坦。642年，东路大军在尼哈温战役中彻底击溃了波斯军队，消灭了称霸西亚1200多年的波斯帝国。西路大军则于642年攻占亚历山大里亚，征服了埃及。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位）继续进行扩张战争，先后征服了呼罗珊、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以及北非的一些地区，阿拉伯国家的疆域跨越了亚非两大洲。

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原是麦加贵族中最有势力的倭马亚家族的成员，该家族在改宗伊斯兰教后，丧失了领导权，心怀不满，一直是穆罕默德的潜在威胁。奥斯曼当选为哈里发，意味着倭马亚家族势力的复兴。奥斯曼利用职权，大力扶持个人势力，并在扩张战争中大发其财。他的统治带有明显的贵族专政性质，因而引起人们的反对。以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阿里为代表的反对派，否认奥斯曼的权威，主张由阿里继任哈里发，并由此逐渐形成新的教派——什叶派，与奥斯曼奉行的逊尼派相对立。656年6月，奥斯曼被刺杀，阿里继任为哈里发（656—661年在位）。但是，以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为首的倭马亚家族，拒不承认阿里政权。不久维护阿里的人发生分裂，一部分不满阿里政策的下层穆斯林脱离什叶派，另建军事民主派（哈瓦立及派）。661年，军事民主派刺杀阿里。叙利亚总督穆阿维叶乘机夺取了哈里发的政权，开创阿拉伯帝国。

穆阿维叶依靠埃及和叙利亚穆斯林贵族的支持，在大马士革建立了倭马亚家族的哈里发政权，史称倭马亚王朝（661—750年）。此后，哈里发不再选举产生，而由家族世袭。王朝初期，在镇压了国内反对派势力后，在“为安拉而战”的口号下，开始了大规模的对外扩张。到8世纪前期，倭马亚王朝已经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大洲的大帝国，在我国史书上称为大食国。倭马亚王朝旗帜尚白，因而又被称为“白衣大食”。帝国的疆域东起印度河和帕米尔高原，西至大西洋的比斯开湾，南到尼罗河下游，北达里海和咸海，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大的帝国。

倭马亚王朝在哈里发希沙姆统治时期（724—745年）达到了极盛，但衰落的征象也随之暴露出来。倭马亚贵族阶级的专制统治以及为满足奢侈荒淫的生活而加紧对人民的残酷剥削，导致帝国各种社会矛盾特别是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和教派斗争高涨。各地的人民起义不断爆发，以穆罕默德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阿布·阿拔斯为首的反对倭马亚王朝的政治派别阿拔斯派形成。747年，阿拔斯派的宣教士、释奴阿布·穆斯林在波斯东部的呼罗珊发动起义，提出减轻税收、取消劳役，号召推翻倭马亚朝的统治。750年，起义军击溃哈里发主力，推翻了倭马亚王朝。阿布·阿拔斯利用这一胜利，在库法宣布自己为哈里发，建立了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762年迁都巴格达，中国史书称之为“东大食”。因阿拔斯王朝旗帜尚黑，又称“黑衣大食”。

阿拔斯王朝从750年建立到1258年亡于蒙古人，历经500余年，37代哈里发，其发展可分为两个阶段，前期自750—847年，后期自第10代哈里发穆台瓦基里至1258年。阿拔斯王朝前期是帝国政治、经济文化繁荣昌盛的时代。首都巴格达成为西方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这个阶段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哈伦·拉希德盛世”和“麦蒙时代”。“百年翻译运动”使得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大放异彩。阿拔斯王朝后期帝国在政治上和财政上出现了危机。在埃及、叙利亚、伊朗和中亚，先后出现了许多独立的地方贵族小王朝。10世纪初，突尼斯一带又建立了另一个封建国家——法提玛王朝（909—1171年），其统治者自称为穆罕默德女儿法提玛的后裔。法提玛王朝经过一系列征服战争，到10世纪末，版图已包括了埃及、北非、叙利亚和阿拉伯半岛的西岸。因法提玛家族崇尚绿色，我国史书又称之为“绿衣大食”。到11世纪，阿拉伯帝国事实上只剩下以巴格达为中心的两河流域了。1055年，突厥族的塞尔柱人占领了巴格达，并控制了巴格达哈里发政权。哈里发仅保有宗教首领地位，阿拔斯王朝已名存实亡了。1258年，蒙古军队攻陷巴格达，彻底消灭了哈里发政权。持续了几个世纪、盛极一时的阿拉伯帝国最终灭亡了。

二、阿拉伯帝国的社会制度

（一）政治

阿拉伯帝国是在经过一系列的大规模征战基础上而形成的国家，因而在帝国境内，民族成分复杂，宗教信仰不同，宗教派别繁多。为维护帝国的统治，历代哈里发都注重建立和强化中央集权的国家体制。倭马亚王朝的创立者穆阿维叶统治时期，他在麦地那政教合一国家的基础上，承袭了东方的君主专制政体，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统治机构。

哈里发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集政治、军事、立法和宗教的权力于一身。穆阿维叶针对半岛各部落为争夺哈里发位置而长期纷争的状况，于668年以武力相威胁，在麦地那举行了一场拥戴他儿子叶齐德为王储的“效忠宣誓典礼”，在阿拉伯历史上，首次确立了哈里发世袭制。

国家的政权机构，在哈里发以下，设各部大臣，辅佐哈里发，分掌行政、税收和宗教等事务，其中掌管财政、税务的部门最为重要。地方行政大体沿用拜占庭和波斯的建制，全国分为9个行省（后合并为5省），省以下设县。行省的长官称总督，由哈里发任命原来的驻屯军首长担任，掌管全省的军政大权，也可以兼任宗教领袖。总督有权任命自己下辖的县长去管理各县的行政，只需将其名单呈报哈里发备案，因此具有极大的独立性。地方税务由哈里发直接派遣税务官掌管，税务官只对哈里发负责。

军队是阿拉伯帝国的重要支柱，依据阿拉伯部落之间战时的习俗，军队由全体阿拉伯成年男子所组成，以氏族、部落为军事单位，原来的首长即为军事指挥官，每攻克一地，即按部落分开驻扎。军队分骑兵和步兵两种，骑兵主要由阿拉伯的穆斯林组成，待遇远远优于步兵。改奉伊斯兰教的新穆斯林一般只能编入步兵。此外，倭马亚王朝还仿效拜占庭的式样，建立了一支数量可观的海军。阿拉伯统治者正是依靠着强大的海陆军队的征战，才形成了一个地跨亚、非、欧三洲的大帝国。

但是，作为来自沙漠地区，经济、文化、政治水准相当落后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他们要管理好幅员辽阔、民族复杂、人口众多、文明程度高于自己的新领土，必然面临着巨大的困难。为克服阿拉伯人统治上的弱点，倭马亚王朝推行了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政策。首先，以和阿拉伯穆斯林享受同等待遇为承诺，鼓励非阿拉伯各族人民改奉伊斯兰教；其次，规定阿拉伯语为法定的官方语言，凡官方文件、官方交谈、教育和伊斯兰教用语，一律使用阿拉伯语。这些措施尽管曾经一度引起各地人民的强烈反抗，但随着帝国统治的加强以及阿拉伯语在政治、文化上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帝国境内一些民族逐渐阿拉伯化或伊斯兰化了。这对于促进阿拉伯语在各地区的发展和普及，扩大阿拉伯人统治的社会基础，具有极大的影响。到阿拔斯王朝时，它已不是纯粹的阿拉伯国家，而是以阿拉伯人为主，包括许多信仰伊斯兰教的异族在内的“阿拉伯—伊斯兰帝国”。

750年，阿布·阿拔斯利用伊朗“新穆斯林”的力量建立起来的阿拔斯王朝，在倭马亚王朝行政制度的基础上，参照波斯萨珊王朝的政治典章制度，进一步强化了中央专制政权。哈里发独揽帝国的政治、军事和宗教大权，他自称是“安拉的继承人”“伊斯兰教的保护人”，同时，制定了一套烦琐的礼仪：新哈里发继位，必须举行下属对哈里发的“效忠宣誓”典礼，并由宰相献上一个美称作为哈里发的名字；每周星期五穆斯林举行聚礼时，必须为哈里发进行祈祷、祝福。这样便为哈里发一职染上鲜明的宗教色彩，使哈里发以宗教的权威来巩固政治统治。

除了确立哈里发至高无上的权威之外，中央政府还组成了以宰相（维齐尔）为首的日益庞大的官僚机构。宰相由哈里发从亲信中选任，权力极大，可总揽全国军政大权，任免各省总督，甚至可以世袭职位。阿拔斯朝初期，宰相多由伊朗人担任。宰相之下设有行政、军事、财务、司法、驿站、工商、农业等重要部门。此外，还有维持社会治安的警察署、专管调查冤狱的平反院、负责管理官民晋见哈里发事宜的侍从室以及主管文书的枢密院等机构。阿拔斯王朝的政府机关比以前更为复杂，官僚机构比以前更加完善。在众多的机构中，国家最关心的还是财政。财政部仍是政府机构中一个最重要的单位，它管理着全国的税收，是帝国的一大支柱。财政大臣及派驻各省的财政总监成为哈里发政府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直接由哈里发任命。

阿拔斯王朝的军队有正规军和常备军两种。正规军以哈里发的禁卫军为核心，包括周围各部族以及从各民族和各地区征募而来的部队。禁卫军主要由波斯的呼罗珊人所组成，后来逐渐由突厥人所代替，其待遇和装备都远远优于其他军队，他们训练有素、组织严密，是哈里发政府军队的主要力量。在正规军之外，还有从各地雇佣而来的军队作为帝国的常备军，他们由政府供给粮饷。

司法是哈里发统治的重要手段。在伊斯兰教社会中，宗教和司法是密切相关的。主持正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宗教义务。因此，阿拔斯王朝的法官往往是从信仰伊斯兰教、精通教义和教律的宗教学者中选拔任命的。各大小城市都设置法官，其除负责办理穆斯林的诉讼案件之外，还负责管理宗教基金和孤寡的财产。后来，解释教法之事，也属于司法部门的职权，因此，法官的职权大，地位高。一省的大法官，其地位几乎可以同总督相比。

阿拔斯王朝还设置了严密而庞大的警察组织，其职责主要是在案件未定之前，协助法院负责侦破工作，同时负责维持各大城市的社会秩序。警察署长还通常兼任哈里发的警卫长。后来警察的职能逐渐由突厥奴隶组建的近卫军所取代，警察组织也因之解体了。

驿站部（邮政局）是阿拔斯政府的一个重要部门，其首要任务是管理全国的交通、运输和通讯工作。为保证各地贡税的运输及皇家邮政的畅通，阿拔斯王朝以首都巴格达为中心，开辟了通往各省的大道，各地重要城市也有道路相通。驿路上到处设置驿站，形成了遍布全国的交通网络。驿站大臣和行省的驿站长官都由哈里发任命，直接与哈里发进行联系。驿站部同时又是一个侦探组织，负责侦察和监督中央和地方官吏的动向，刺探人民群众的活动，随时密报中央。

阿拔斯王朝时，全国分为24个行省（第七任哈里发麦蒙时代为27个行省），省下设县。各省总督由哈里发任命。由于当时波斯人势力大，所以许多重要行省的长官多由波斯人担任。总督掌管全省的军政大权及宗教事务，地位显赫。为防止总督日久权大，割据地方，哈里发向各省派驻钦差大臣，并要求总督接受其监督；同时时常调任总督，以缩短其在一地的任期；地方税收除必要的开支外，也被要求解送中央，以削弱地方势力和增强帝国的势力。

（二）经济

阿拉伯帝国的经济是在吸收和改进被征服地区先进的经济制度和生产技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早在哈里发欧麦尔时，大规模对外军事扩张的结果，使战利品源源不断地流入麦地那。如何分配这些战利品，对欧麦尔来说，确实无所适从。在波斯人的建议下，636年，欧麦尔仿效萨珊王朝，设立了“年俸制度”，使每个出征的阿拉伯穆斯林都有固定的收入。各人年俸的多寡，一般以其与穆罕默德的亲缘关系或入教的先后而定。欧麦尔创设的“年俸制度”一直被阿拉伯各朝所沿用。倭马亚王朝初建时，年俸成为哈里发扩大军队和培植亲信部队的工具，因此也曾一度造成年俸制度的混乱。在阿拔斯王朝，随着伊朗人势力的日益扩大，伊朗兵的年俸也在不断地提高，以至于到了王朝后期，国库逐渐空虚，无法继续实行年俸制度，只得用土地取代年俸或下放给地方，由各省以地方租税来发放年俸。

作为商业发达的阿拉伯帝国来说，货币是其重要的流通手段。麦地那政权建立后，市场上所使用的主要是波斯和拜占庭两大帝国的货币迪尔汗（银币）和第纳尔（金币）。但随着社会的动荡，两国的货币也十分混乱，这给商业贸易带来了诸多的不便。哈里发欧麦尔曾着手对市场流通的货币进行改造，统一币制。但由于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仍在继续，货币混乱的状况并未根本解决。直到7世纪末，倭马亚王朝阿卜杜·麦立克在位时，阿拉伯帝国已基本安定，政治、经济建设正蓬勃发展，统一币制、铸造真正的阿拉伯—伊斯兰货币已势在必行。阿卜杜·麦立克顺应时代要求，先后进行了三次币制改革，铸造出具有阿拉伯—伊斯兰特色的货币并在全国通用。币制的统一和阿拉伯化，促进了阿拉伯经济尤其是商业的发展。

税收是阿拉伯帝国的经济命脉，尤其是土地税，在各项税收中居于第一位，是国库主要的收入。阿拉伯国家的法律规定：一切土地都归安拉，只有先知的继承者哈里发才有权支配。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将征服战争中所占有的土地定为公产，归以哈里发为首的全体阿拉伯穆斯林所有。依据原占领地的制度，凡是耕种公产的人（包括信奉伊斯兰教者在内），都得缴纳租税即土地税。土地税是分期以实物和货币缴纳的。征收的标准，依据征服的形式、年成的丰歉、农作物的种类及水利灌溉等情况的不同而各异。这就给土地税收带来了种种弊端。到8世纪中期，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曼苏尔决心革除土地税收方面的弊端，进行地税改革。他首先健全税收制度，并严格了对税吏的纪律约束。为增加税收，使国家的收支有所固定，他开始创建分成地税制。这一新税制到他儿子哈里发迈赫迪时得以完成并实行。经过改革，国家的土地税收制度得以固定，增加了政府的收入，也使民心得以安定。

人丁税也是阿拉伯帝国一项重要的经济来源。人丁税是对穆斯林以外信仰一神教教徒（包括基督教、犹太教、萨比教等教徒在内的迪米人）所征收的一种附加税。尽管迪米人与阿拉伯帝国签订了契约，已表示归顺，但他们只有交纳了人丁税，才能受到生命与财产的保护，并享有信仰宗教和举行宗教活动的自由。为了逃避人丁税，许多迪米人纷纷改奉伊斯兰教，致使国库收入锐减，因此，在8世纪初，即使改奉伊斯兰教的非阿拉伯人也曾一度须交纳人丁税。人丁税不仅是非穆斯林教徒的一种沉重经济负担，而且也是其社会地位低下的标志。

此外，还有伊斯兰宗教税天课、什一税以及工业矿产、商业外贸等方面的税收，它们与土地税、人丁税共同构成了阿拉伯帝国的税收制度，为帝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农业是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阿拉伯帝国征战之后，在扩张的领土上保存并发展了征服地既存的封建生产关系。为发展农业经济，政府十分重视水利建设，倭马亚王朝哈里发穆阿维叶的儿子就曾在大马士革的巴格达河上开凿了一条沟渠，使附近的农田得到充足的灌溉。阿拔斯王朝前期的哈里发都非常重视水利的兴修，曾动用巨额资金改善农田水利，并发派官吏直接进行管理。灌溉工具水车和扬水机也流行于各地，耕地面积迅速扩大，许多荒芜的沙漠地带变成了良田沃土，各种农作物收成旺盛。叙利亚的大马士革地区、美索不达米亚南部、波斯湾东岸和阿姆河及锡尔河流域成为阿拔斯王朝的四大谷仓。

农业的发展，为手工业生产提供了充足的原料，国家的统一又为生产技术和工具的交流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到阿拔斯王朝时期，城市手工业已有了长足的发展，手工作坊蓬勃兴起，其中以纺织业最为突出。布匹、绸缎、呢绒等纺织品畅销各地，尤其是大马士革的绸缎远销西欧，闻名世界，至今西欧仍把大马士革缎作为“绸缎”的通称。中国的造纸技术在8世纪中叶由中亚细亚传入阿拉伯帝国后，到9世纪末得到迅速发展。造纸厂首先设立在中亚的撒马尔罕，这里生产的“撒马尔罕纸”成为这一地区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风行于整个伊斯兰世界。之后，巴格达、大马士革、埃及、北非、西班牙等地区也相继设立造纸厂，生产的纸张曾长期流行于西欧各地。到13世纪，中国的造纸技术才经阿拉伯人传到欧洲。矿藏开采业得到了政府的重视，金、银、铜、铁等矿业生产兴盛。此外，金属制品、玻璃器皿、瓷器等手工业品在西方也享有盛名。

商业在阿拉伯有着悠久的历史，早在伊斯兰教诞生以前，阿拉伯人就已经十分重视商业。阿拔斯王朝前期，由于大规模的征战基本结束，帝国政治统一，社会安定，工农业生产得到发展，国内外交通发达，金融流通顺畅，使曾经因对外战争而几乎被犹太人和基督教人所垄断的阿拉伯人的商业经济又重新迅速发展起来，陆上和海上贸易繁荣，穆斯林商人的足迹遍及欧、亚、非三大洲。阿拉伯的椰枣、蔗糖、棉毛织品、玻璃器皿等商品远销世界各地；东方的香料、丝绸、瓷器、染料和非洲的金粉等货物在阿拉伯各大市场应有尽有。阿拉伯帝国首都巴格达和中国水陆交通相连，在两国的都城都设有专营对方商品的市场，中国唐宋时的广州、扬州、泉州等地，也有阿拉伯商人频繁往来。

商业贸易的繁荣，促进了银行业的发展。在商业贸易中，由于金银币兑换的需要和汇票、证券的广泛使用，银行业应运而生了。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代哈里发曼苏尔时，库法城出现了著名的汇兑市场。到9世纪，帝国的银行业十分发达，国际信誉极高，在国际贸易中，任何合法的商人都可以使用汇票，持汇票的穆斯林商人也可以到非伊斯兰国家兑换现金。支票得到广泛使用，一些大商人都在银行里设立账号，凭支票支付，有时连国库财金支付也采用了支票。由于伊斯兰教法不允许信徒赚取利息，因此，在阿拔斯王朝前期，从事银行经营的多为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这些人为国际贸易和银行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

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引起了城市结构的巨大变化。原来阿拉伯人在被征服地区建立的军事城堡，许多都成了规模大、人口众多的产业中心和贸易市场。城市里，手工作坊林立，商业贸易繁荣。阿拔斯王朝首都巴格达是当时著名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城内皇宫气势巍峨，街道布局井然有序，教堂、商场、公园、医院、诗人集会所、外人居留处等场所应有尽有。水陆交通四通八达，世界各地的货物在这里集散，是当时东西方少见的繁华都市之一。此外，大马士革、巴士拉、库法、开罗等城市也都闻名于世。

经济的发展为阿拉伯帝国提供了大量的财政税收，为帝国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使它能对一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和宗教结构复杂的国家统治延续几个世纪之久。

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与特点

（一）伊斯兰文化概况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主要由三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一是阿拉伯人的固有文化；一是伊斯兰教文化；一是波斯、印度、希腊、罗马等外族的文化。伊斯兰文化是阿拉伯帝国境内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帝国境内丰富的文化遗产是这一文化形成的主要渊源，而政治的相对稳定、交通发达、经济繁荣、阿拉伯语成为官方语言与学术研究的主要工具，这一切又为伊斯兰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和必要前提。8—11世纪，伊斯兰文化进入了繁荣时期。数学、天文学、医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1.数学

这是一切自然科学的基础。阿拉伯人在数学方面的重大贡献之一，就是改进并推广了印度人的数字系统。8世纪下半期，印度的数码和十进位法传到阿拉伯后，大数学家花刺子密在9世纪初第一个进行了使用，并在他的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中首次介绍了印度数字及其优点。12世纪，欧洲人通过花刺子密的著作才知道了印度数码，所以称之为“阿拉伯数字”。以后，阿拉伯数字便取代了欧洲人使用的繁杂的罗马数字，到近代，阿拉伯数字又经过欧洲传遍了全世界，大大促进了计算科学的发展。

代数是数学中最基本、最古老的分支之一，但代数知识能发展为一门独立学科，是与花刺子密和欧麦尔·海雅木等数学家做出的巨大贡献分不开的。花刺子密是最早编写算术和代数的学者，12世纪他的代数学著作《积分和方程计算法》被译成拉丁文后，到16世纪一直是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科书。他的《代数学》一书还系统地论证了6种类型的一次方程和二次方程的解法，提出了方程根的几何证明，阐明了一些代数式的运算法则。较花刺子密更晚的数学家欧麦尔·海雅木进一步发展了代数学，他提出的三次方程的几何解法，即利用两条圆锥曲线相交的方法求解，被认为是中世纪阿拉伯数学家最杰出的贡献之一，在代数学的发展史上，可以说是一大创举。

阿拉伯数学家还在三角、几何等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确定了正弦、余弦、正切、余切等概念并发现了正切与余切、正割与余割、正弦与余弦间的函数关系，建立了若干三角公式，制定了很多三角函数表，使三角学开始脱离天文学而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在几何学方面，他们打破了中国数学家祖冲之保持了1000年的纪录，成功地计算出π的具有17位准确数字的值。

2.天文学

由于穆斯林的宗教生活和海外贸易发展的需要，天文学的研究在阿拉伯显得日益重要。穆斯林学者在吸收印度、希腊等地天文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经过几百年的观测和研究，把天文学发展到一个新的水平。

在巴格达、大马士革、开罗、科尔多瓦、撒马尔罕等许多城市，政府设立了天文台，作为专门的研究机构。穆斯林天文学家创造出了中世纪最新的精密仪器，如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象限仪、星盘仪等。9世纪时，穆斯林天文学家凭借这些精确的仪器，进行了第一次正规的天文观测；在幼发拉底河的辛闸平原和约旦的巴尔米拉附近做了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的实地测量工作，并以此推算出地球的圆周及直径长度、体积大小；提出了地球绕太阳运转的学说，论证了地球是圆形体、地球自转以及潮汐与月球运动的关系；绘制了天文图和星象图，编制了多种天文表。穆斯林天文学家还翻译了许多希腊和印度的天文学著作，其中包括托勒密的《天文大集》和印度的《信德欣德》，并在系统观测天体运动的基础上，根据精确的数据结果，校正了托勒密关于黄道斜角、二分点的岁差和岁实等错误。花刺子密、巴塔民等人编制的天文表，也被译成拉丁文传入欧洲，对欧洲乃至对世界天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3.医学

这是穆斯林十分重视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一门学科。伊斯兰教诞生以后，医学作为一门自然科学，在阿拉伯医学家的努力和哈里发的提倡下，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阿拔斯王朝时，已成为一门最普及的学问。从9世纪初，在巴格达建立起伊斯兰世界第一所医院开始，到10世纪中叶，全国医院就达34所之多。各医院都设有分科，并附设药房，有些医院设有医学图书馆，并讲授医学课程。由于从事医学和药剂师的人数在不断增多，为保证质量，政府制定了严格的考试制度，医师和药剂师只有经过考试，成绩合格才能从业。哈里发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时代，仅巴格达一带，经过考核开业的医生就达860多人。他们对于眼科、伤寒、霍乱、天花、麻疹等疾病，总结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治疗方法。外科手术在10世纪时也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已经使用消毒和手术麻醉术，并由几个医师合作，协同进行大手术。开刀、割痔、拔牙、切开气管等医疗技术熟练，特别是在绑扎大动脉止血方面，是阿拉伯医学家的一大突破，比欧洲人早600年。

阿拉伯人注重对医学实践的总结和理论的研究，出现了许多著名的医学家，其中以拉齐和伊本·西那为代表。拉齐（865—925年）是巴格达国家医院的院长，著名的临床外科专家，他医术精湛、医德高尚，是阿拉伯医师中成就最大、著作最多的人物之一。他的代表作有《天花与麻疹》和《医学集成》，前者是一篇著名的医学论文，论文中首次对天花病人做了临床记录，长期以来成为欧洲医学界重要的参考文献。后者是一部医学大百科全书，书中吸收了希腊、波斯和印度的医学知识，并增添了许多新的医学成就。《医学集成》被译成多种欧洲文字后，对西方医学界的影响长达数百年之久。在拉齐之后以享有“医中之王”美称的伊本·西那最为著名。他的杰作《医典》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也是对当时医学知识最高成果的总结。全书不仅有医学原理及治疗方法，而且还有药学专章。书中对脑膜炎、中风和胃溃疡等病理做了精辟的论述，确认了肺结核的接触传染性，发现了水流和土壤传播疾病的作用，提出了心理疗法配合药物治疗的方法。书中还分析了760多种药物的性能。这部医学巨著出版后，被译成了拉丁文、希伯来文和英文等多种版本，并取代了其他医学名著，成为12—17世纪近600年西方医学的指南。

4.历史和地理

阿拉伯历史学的兴起，经历了一个从口传到笔著的过程。在伊斯兰纪元后的百年内，由于哈里发不准人进行笔录，所以除《古兰经》外，阿拉伯还没有成文的书籍。所谓历史学，也不过是口耳相传的奇闻逸事以及关于穆罕默德及其弟子的生平与英雄事迹等各种宗教传说而已。真正的历史著作始创于8—9世纪，其题材主要是阿拉伯人远征的历史以及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如瓦基迪等人的《武功记》、伊本·阿卜杜勒·哈克木的《埃及的征服及其消息》、巴拉祖里的《各地的征服》、伊本·伊斯哈格的《先知略传》和伊本·希沙姆的《先知穆罕默德传》等。到9世纪后期，阿拉伯历史学研究趋于成熟，在历史著作的体裁上，已出现了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阿拉伯编年史的鼻祖是塔巴里（838—923年），他一生勤奋治学，在学术界享有很高的声望，在他的百余著述中，以《历史先知和帝王史》和《古兰经注》两部巨著最为有名。《历代先知和帝王史》是阿拉伯语中第一部完备的著作，它以阿拉伯—伊斯兰历史为主，以其他民族为从，用编年体裁，叙述了从创世纪到915年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后来，伊本·艾西尔（1160—1233年）的《历史大全》节录了塔巴里的著作，并补充写到1231年。在当时狭隘的宗教观念笼罩史学界的情况下，塔巴里能独辟蹊径，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编写出这样一部规模宏伟的通史著作，其功绩是巨大的，他所开创的编年体系，为后来阿拉伯历史学家所沿用。素有“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之称的著名史学家、地理学家麦斯欧迪是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的巨著《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就是一部依朝代、帝王、民族等项目叙事的纪事本末体史地百科全书，其研究范围广泛，内容包括阿拉伯、印度、波斯、罗马等许多国家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自然科学、宗教和哲学。它所保存的极其珍贵的史料，是当代研究阿拉伯帝国历史与当时世界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文献。麦斯欧迪的纪事本末体也被后来许多阿拉伯历史学家所采用。

商业贸易、政治统治和宗教生活推动了阿拉伯地理学的兴起，而盛行于穆斯林中的学术旅行之风又为地理学的发展积累了丰富的资料。著名的天文地理学家花刺子密曾以托勒密的《地理学》为蓝本，编写了《地形学》一书，这是阿拉伯的第一部地理专著，该书附有一张“地球形象图”，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对后世的阿拉伯地理学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阿拉伯帝国政治的稳定、商业贸易的繁荣，到9世纪、10世纪时，以研究“诸国道里”的地理专著不断出现，其中以伊本·胡尔达兹比所著的《省道记》最具有代表性。《省道记》详记了帝国的商路、税收以及当时亚欧陆路和海路交通情况，是研究当时东西交通及商业贸易的重要的参考文献。10世纪以后，重要的地理专著中，以雅古特所著的《地名辞典》最为著名。这部著作按照字母的次序排列地名，书中内容广泛，不仅集当代地理学之大成，而且含有历史学、人种志和自然科学方面的许多宝贵资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

5.文学和艺术

阿拉伯人在文学方面的成就最先是诗歌。诗歌以其语言简洁、明快、犀利、朴实等特点而深得阿拉伯民族的喜爱。早在伊斯兰教出现前的“蒙昧时代”，阿拉伯诗歌创作就进入了第一个繁荣时期。每逢集市庙会，各部族的诗人、演说家就参加诗会，育诗赛歌，展示自己的才华。悬挂在麦加克尔白神殿墙上的七首“悬诗”就是诗赛中当选的佳作。流传在民间的古诗更比比皆是。伊斯兰教诞生之初，诗人的地位下降，诗歌创作几乎停滞。倭马亚政权建立后，诗歌创作才重新繁荣起来，除抒情诗外，还出现了大量的政治诗，其内容多为对阿拉伯统治者的歌功颂德之作，也有一些讽刺时局的诗。政治诗在倭马亚时代被“文学三杰”艾赫泰勒、法赖兹得格和哲利尔发展到了顶峰。阿拔斯时代是阿拉伯帝国的极盛时期，诗歌创作也进入了黄金时代。抒情诗、赞颂诗、悼念诗、讽喻诗、哲理诗等各种风格的诗歌都得到了很大发展，创作的题材大大拓宽，除宗教题材之外，现实生活的题材也被写进了诗歌中。

阿拉伯的散文成就，在伊斯兰教初期最值得推崇的是《古兰经》，它不仅是伊斯兰教的经典，而且也是一部优秀的散文杰作。优美的文字，凝练的语言，丰富的内容，独特的体裁，使之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对后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到阿拔斯时期，随着帝国的鼎盛，阿拉伯散文也得到长足的发展。民间文学故事的创作风靡文坛，其中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一千零一夜》可称中世纪伊斯兰文学的瑰宝。作品以古老的波斯文《一千故事集》为基础，吸取了东方各国的民间故事，经过几百年的加工和修改补充，最后完成于16世纪。它内容丰富，叙事生动，妙趣横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伊斯兰教世界各族人民的社会生活与风俗习惯，不失为世界文学的不朽之作。该作品自18世纪始译成了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广泛流传。

音乐是阿拉伯人十分喜爱的一种艺术。早在伊斯兰教之前，阿拉伯人在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已经创作了各式各样的歌曲，出现了一批写诗作曲的游吟诗人和职业歌手。乐器主要有琵琶、长笛、芦管和手鼓等。到奥斯曼时代，声乐和乐器的配合渐趋和谐。著名的音乐家突韦斯首先将节奏应用于阿拉伯音乐，并在手鼓的伴奏下演唱成功。伊斯兰教给音乐的发展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招祷词的诵唱旋律和曲调起伏的《古兰经》的吟唱，为具有浓厚伊斯兰色彩的音乐和歌曲的产生创造了条件；穆斯林的朝觐活动给乐师和歌手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华的良好机会。倭马亚王朝时期，音乐艺术作为群众的娱乐获得了发展，音乐家的地位得到了提高，歌坛出现一派兴旺景象，甚至哈里发叶齐德一世和韦立德二世亲自弹奏乐器，作曲吟唱。到了阿拔斯王朝，阿拉伯—伊斯兰音乐进入全盛时期。音乐艺术最突出的成就是音乐理论日臻成熟，出现了一批音乐理论家以及乐理著作，如大音乐家肯迪的《音谱论》《节奏论》《作曲法》，音乐理论家法拉比的《音乐大全》《节奏分类法》等，这些著作对中世纪欧洲音乐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建筑艺术是阿拉伯艺术中最能持久的一种艺术，而清真寺建筑则是阿拉伯艺术的最高体现。伊斯兰教创立之初，清真寺以它朴素而简陋的场所满足穆斯林宗教活动的需要。倭马亚时期，雄伟壮观的清真大寺显示着伊斯兰教的至高无上。耶路撒冷岩石清真寺和大马士革清真寺，就是这一时期保存下来的两大伊斯兰教建筑物。耶路撒冷清真寺建筑呈八角形，大圆屋顶。圆顶及八角檐梁表面铺满了彩色瓷砖，上面镶嵌着图案，刻有精美的《古兰经》经文。在阳光照耀下，整座大殿金碧辉煌，是保存至今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遗迹。大马士革清真寺为方形圆顶建筑，全寺有三座尖塔，寺内有半圆形的凹壁和马蹄形的拱门，整座大寺气势雄伟，被称为中世纪的世界奇迹之一。到阿拔斯时代，建筑艺术更臻完善，圆顶、尖塔、连拱廊、精巧的弓架结构成为伊斯兰建筑的象征，由此形成了独特的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除清真寺外，伊斯兰建筑艺术还可以从伊斯兰世界各地的宫殿、城堡、陵墓、学校、公馆、旅店等建筑物上反映出来。由于伊斯兰教反对偶像崇拜，表现人类与动物被认为是真主所独享的特权。因此，在任何一座清真寺中，都找不到人类的画像。清真寺中所装饰的是穆斯林艺术家们用花卉、植物图案、几何图案和阿拉伯字母雕绘出的各种优美花纹，其样式新颖，独具一格。但在一些宫殿和公共设施中，在一些书籍和工艺品中，穆斯林艺术家们仍能发展用艺术再现的鸟、兽和人的形象，如阿木赖小宫的人物壁画、地毯上编织的狩猎图和陶器上描绘的人物、翎毛等。

6.哲学

阿拉伯哲学体系是以伊斯兰教教义学为基础，吸收了东西方主要是希腊的某些哲学思想而逐渐形成的。8世纪，阿拉伯人翻译了大量波斯、印度特别是希腊的书籍，在收集、翻译的过程中，他们接触到了希腊哲学。希腊哲学注重理性思维和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对阿拉伯人的思想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些伊斯兰学者开始苦心钻研希腊哲学，试图将伊斯兰教义和希腊哲学相结合，用哲学方法来解释信仰并解答穆斯林提出的各种问题。到9世纪，一些阿拉伯哲学家一改过去以信仰问题为研究的终极目的，转而对哲学做纯学术研究，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出现了一批著名的哲学家，如肯迪、法拉比、伊本·西那、安萨里、伊本·鲁西德等，其中以伊本·西那和伊本·鲁西德的成就最高。伊本·西那大胆提出了科学与宗教“双重真理论”；伊本·鲁西德对这一理论做了系统阐述，认为哲学通过理性思维和逻辑思维得到的真理和宗教通过天启和经传得到的真理“都是真理”。伊本·鲁西德的学说对中世纪的西欧产生了很大影响。

（二）外来文化对阿拉伯社会的影响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由多种文化源流汇合而成的，其中外来文化对于阿拉伯社会所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

早在蒙昧时代，阿拉伯人已与邻国发生往来，到伊斯兰时代，这种交往显得尤为频繁。大规模征战的胜利，使阿拉伯的疆域不断扩大，而被征服地区大多是文明古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这对于从沙漠帐幕中走出的阿拉伯统治者来说，进入了一个前所未见的新世界。为了统治这样一个新世界，阿拉伯人在派遣穆斯林学者随军到各地传播伊斯兰教的同时，也十分重视向被征服民族学习。他们每征服一地，基本承袭了当地原有的典章制度，留用旧官吏。倭马亚王朝建立后，在政治制度上，各部门的组织多仿效拜占庭。到阿拔斯朝时，政府重用波斯人，并在政治上沿袭波斯帝国旧制，建立中央集权制，赋予哈里发以至高无上的权力，并组成了以宰相为首的日益庞大的行政内阁，使国家政权机构从形式到灵魂都日益“波斯化”。

外来文化给阿拉伯社会经济带来了巨大的变化，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是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和发展。欧麦尔时代，阿拉伯的民族社会习俗浓厚，是不允许穆斯林积蓄财富的。但随着对波斯和拜占庭的征服，这些地方的封建生产关系深深地吸引了他们，改变了他们的财富观念，阿拉伯游牧人，特别是那些贵族首领们，千方百计地在“新土地”上夺取财富，形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也使封建土地所有制得以确立和初步发展。哈里发奥斯曼开始将各方土地分为采邑，分封给亲近和属下。阿拔斯朝曼苏尔时，大土地所有者迅速增加，波斯的新穆斯林也因拥护并参加了“阿拔斯革命”而获封。其次是建立了稳定的经济秩序。面对对外征服而获得的大量财富，阿拉伯人采用了波斯的“年俸制度”，使每个出征者都有了固定的收入。同时留用波斯、拜占庭等地的旧官吏管理财经工作，建立财务制度，并进行了地税和币制改革。币制改革基本仿效拜占庭和波斯的式样，甚至还保留了某些拜占庭和波斯货币的痕迹，直至7世纪末，才真正使货币阿拉伯化。经过吸收、改进被征服各族的经济制度，阿拉伯人建立了较为稳定的经济秩序，保障了国家的财政收入和财经管理，促进了市场的统一和繁荣。最后是推动了生产的发展。作为文明程度远远高于阿拉伯人的被征服地区来说，其生产水平对阿拉伯社会生产发展的影响是巨大的。在征服过程中，阿拉伯人通过与被征服的各族人民共同生活、共同劳动，生产技术得到了很大的提高。在阿拔斯朝前期，大批外族工人带着先进的技术和工具，进入城市，从事技术工作，他们和阿拉伯人生活在一起，互相影响，互相交流，从而促进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如造船业、纺织业、玻璃制造业等行业，同时也推动了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发展。

伊斯兰教在创立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来自犹太教特别是基督教方面的影响，这从《古兰经》中可以看出。《古兰经》中有将近占全书1/4的内容属于故事传说，这些内容除了部分是纯粹的阿拉伯故事传说之外，其中大部分有可能是源自基督教的故事传说。有关《圣经》的人物，在《古兰经》中也被提到了24人之多。《古兰经》中还有着类似《圣经》而又具有阿拉伯特点的关于天堂、地狱的描述，这显然是《古兰经》在收集记录的过程中受到来自基督教方面的影响所致。至于对《古兰经》的注释，也染上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色彩。《古兰经》的注释来源有三种，一种是由穆罕默德传述下来的“传闻的注释”，一种是凭依经注家们自己的心得注释的“意见的注释”，还有一种来源就是“基督教式与犹太教式的注解”，这也是常被多数经注家所吸收的。第三种注释的特点是穷根究底。当经注家每闻一节经文时，必追求它的究竟，以求得水落石出。然而，要满足这种欲望，只有借助于《旧约》和《旧约》的注释甚至《旧约》注释里面的神话、传说。这种注释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当时改奉伊斯兰教的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比较多，他们将犹太教和基督教中的一些故事传说渗入伊斯兰教中，而且被经注家们所接纳。因而在经注中就充满了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说了。穆斯林们正是借助于异教中人们所熟悉的故事传说，从中引申出必要的教训，以达到宣传新宗教信仰的目的。

然而，外来文化对阿拉伯社会影响最广泛的还是在学术方面。阿拉伯人远征的对象是东西方的富庶之邦，也是当时文化极其灿烂的国家。这些国家的古代文化典籍备受阿拉伯人的青睐。在倭马亚王朝，阿拉伯人已开始重视并从事把外国学术著作介绍到阿拉伯来的工作了。一批学者受哈里发的派遣或个人自发地去收集希腊及波斯文化中有关医学、炼金术和星相学等方面的实用科学书籍，并翻译成阿拉伯文。到阿拔斯王朝，由于国力的强大，社会的稳定，翻译外来文化得到进一步发展并由此形成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百年翻译运动。波斯、印度、希腊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方面的文化典籍被大量翻译、介绍到阿拉伯社会。政府并为此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哈里发拉希德时，修建了巴格达图书馆，收藏外来图书，并对各种学术研究予以支持，甚至给予庇护，使帝国各地的文人学者能不受民族和宗教信仰的限制，享有学术的自由，造就了一大批热心宣扬希腊、波斯、印度文化的学者和翻译家。哈里发麦蒙鼓励学者云游求学，搜寻珍本，并在巴格达图书馆的基础上建成了著名的“智慧宫”，作为全国性的翻译学术和教育机构。通过百年翻译运动，阿拉伯人接受了希腊、波斯、印度等国的逻辑学、哲学、文学艺术、医学、天文学、几何、数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百年翻译运动之后，接着出现了一个创造性活动的时期。阿拉伯人在消化了波斯各种学问和希腊古典遗产的基础上，使两者都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需要和思想方法，在学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使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各个方面，无不打上希腊、波斯和印度等文化的烙印。

阿拉伯语言作为宗教、学术和社交语言，在形成完备的过程中，也从波斯语和其他外来语中吸收了大量的新词汇，特别是抽象的名词，并使之“阿拉伯化”。借助对希腊、波斯和印度的科学、哲学著作的翻译，翻译运动大大丰富了阿拉伯语中的科技和哲学词汇。希腊的逻辑对阿拉伯的语法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阿拉伯语吸收了外来文化的精华，不仅使阿拉伯语增加了许多新词句、新意义和新的想象，而且为其他欧洲语言提供了大量的术语，并对非洲及其他地区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语言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文学方面，阿拉伯文学家受波斯和印度文学的影响是深刻的。他们在研读了波斯优秀的文化典籍后，从中受到启发，产生了新的感受，写下了大量具有波斯风格特征的阿拉伯散文和诗歌，其高度的优雅、精彩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往往给人一种清新之感。阿拉伯文学家从印度的格言、故事中也吸取了丰富的营养。阿拉伯人喜爱格言、谚语、警句，而印度格言以它的言简意赅、深入浅出深受阿拉伯人的欢迎，他们将传入阿拉伯的印度格言融合、充实、润色，使它成为阿拉伯文苑中的琪花瑶草。印度的故事也成为阿拉伯文学创作的重要源泉。

阿拉伯人很早就对逻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随着曾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等地并入阿拉伯帝国的版图，到8世纪中叶，阿拉伯人开始大量接触希腊文化。希腊逻辑学在学术研究上所产生的巨大作用促使阿拉伯学者重视逻辑学，许多学者纷纷从波斯文和希腊文中翻译有关的希腊逻辑学著作，并做了深刻、充分的注释。亚里士多德逻辑学中的类推法，也被广泛运用到阿拉伯的教法、语法、哲学等学术研究中，给阿拉伯学术打上了逻辑学的烙印，并推动了阿拉伯逻辑学的发展。

阿拉伯的哲学受希腊哲学的影响尤其突出，以至于有人认为，就实质来说，阿拉伯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但阿拉伯哲学并不是希腊哲学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接受希腊哲学的同时，根据被征服各国人民的思想及其他东方的影响加以修改，将希腊哲学与伊斯兰教进行调和，使其更适合于伊斯兰教的精神倾向。

阿拉伯—伊斯兰建筑艺术是在把被征服民族高度发达的建筑艺术和技巧与阿拉伯固有的建筑艺术和技巧相结合的基础上形成的，它集中体现了古代印度、波斯、希腊和阿拉伯的建筑风格，这在阿拉伯的清真寺、宫殿等建筑物中明显可见。阿拔斯朝的萨马腊清真大寺中窗子的繁叶饰的弓架结构，是印度建筑艺术的体现；波斯萨珊王朝时出现的卵形或椭圆的圆顶、半圆形的弓架结构、螺蛳形的塔、锯齿状的雉堞、用瓷砖砌的墙和用金属板盖的屋顶等独特的建筑式样，成为阿拔斯王朝建筑艺术结构中最有力的因素，它和阿拉伯建筑艺术相结合，构成了阿拔斯王朝建筑风格的主流。

在自然科学方面，阿拉伯学者学习了印度和希腊的数学、天文学、医学、物理学和地理学等学科的知识，吸收了这些学科的主要内容，并对印度、希腊自然科学方面的错误及不当之处，做了必要的补充与修订，创建了一些新的学科、新的理论，使希腊、印度的自然科学得以延续和发展。

阿拉伯人正是在对希腊、印度、波斯和基督教等外来文化的接受、改造过程中，发展了本民族的文化，推动了阿拉伯社会的发展，同时也使这些灿烂的异族文化能够得到保存和延续，并流传于世。

（三）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特点

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是建立在本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同时又吸收了被征服各族的文化而得以迅速发展起来的。尽管外来文化对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使它在各个方面都具有明显的外族文化的痕迹，但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来说，其主体仍依循着本民族的传统，充满着阿拉伯民族浓厚的生活气息，反映着阿拉伯民族的显著特征。其中，阿拉伯—伊斯兰式的建筑艺术是最典型的例子。阿拉伯人自古深居沙漠，圆形的帐幕、矗立的枣林是这一民族生活的依靠，也显示着这一民族的特色。在阿拉伯的建筑物中，雄浑宏大的圆顶，象征着浩瀚的沙漠和沙漠中的圆形帐篷；高耸入云的尖塔，表现着沙漠中枣林的挺拔形象，它容易唤起阿拉伯人对于浩瀚沙漠的联想和笔直枣林的回忆，也寄托着他们对沙漠、帐篷、枣林的依恋情感。沿着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情感创造本民族文化这一特征，在阿拉伯学术和文化艺术中也尽数展现，例如诗歌的创作。在蒙昧时代，诗的内容多为颂扬本部落对外征战中的英雄业绩、悼念遗址、描写沙漠生活中的景物等。悬挂在克尔白神殿墙壁上的七首“悬诗”对阿拉伯地区部落生活的种种情态就做了生动的描写，著名“悬诗诗人”乌姻鲁·盖斯的诗对友人、遗址、沙漠风光、部落生活的描写，反映了诗人对阿拉伯民族生活的深厚的思想感情。这种以情感融入诗中的创作一直被后世所沿用。

宗教生活在阿拉伯人中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信仰伊斯兰教是阿拉伯人今生的光荣、来世的寄托。这种思想影响到阿拉伯—伊斯兰文化，使它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宗教色彩。在阿拉伯国家的一些学术中心，最初的学术并不是哲学等方面的活动，而主要是宗教学的活动。至于科学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还求助于宗教的发展，它以宗教的理论为根据，并染上宗教的色彩。例如，哈里发奥马·阿制杜勒·阿齐兹在书库里发现一本医书后，先向安拉祷告了好几日，然后才取出进行阅读；历史学家搜寻过去历史战迹的史料，必定依照搜寻圣训的方法；历史著作则多以宗教传说为题材。在倭马亚王朝末期到阿拔斯王朝初期，对于传入帝国版图的希腊、罗马文化，阿拉伯人也用理论将它们进行改造，使之发生变化，以和伊斯兰教相适应。哲学、地理学、天文学等学科的发展，无一不受宗教因素的驱使。当希腊哲学传入阿拉伯后，一些伊斯兰学者苦心钻研，目的在于运用希腊哲学中的理性思维和逻辑推理来证明造物主的存在并解答穆斯林提出的各种问题。尽管后来开始了对哲学做纯学术的研究，但这种研究仍然受到宗教教义的影响。

伊斯兰的艺术家们创造了众多的精美艺术品，而这些艺术品往往又是与手工艺品联系在一起的。“工”和“艺”的完美结合是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艺术的一大特点。尽管伊斯兰教禁止人和动物入画，但艺术家们仍然创造了风格独特、变幻无穷的植物图案、几何图案和文字图形的装饰艺术，点缀着阿拉伯人的生活。首先是圣洁的宗教场所——清真寺，它的墙壁上镶嵌着五颜六色的大理石或马赛克构成的图案，壁龛上刻着各种花纹和图案，大厅内悬挂着艺术化的文字随风飘动，地毯上编织着精美的花边图案，阳光透过圆顶上的彩色玻璃照射在墙壁上、大厅内，使整个大殿金光灿烂，壮丽辉煌，构成了一个美的世界。人们在进行宗教活动的同时，充分得到了美的艺术享受。其次，在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中，各种图案被织进纺织品、烧在陶器上、装饰在各种建筑物的墙壁和门窗上、雕刻在水晶和玻璃制品上、镶嵌在金属制品上，“工”和“艺”达到了完美的结合，使一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展现在人们的眼前，为世界艺术史增添了一道绚丽的风采。

第二节 《古兰经》的教育思想

《古兰经》是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伊斯兰教最有权威的一部经典，也是一份影响深远的历史文献。它不仅对伊斯兰教的兴起、传播和发展起着不容取代的指导作用，同时对阿拉伯世界的历史、文化、哲学以及社会生活的诸方面也都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伊斯兰的教育也深受《古兰经》影响，从传统的伊斯兰教教育来看，《古兰经》的影响反映在其各个方面，包括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教学理论、教学体制和教学方法。因此，研究伊斯兰教育，《古兰经》应是必读之书。

一、《古兰经》的成书和内容

《古兰经》成书于7世纪，它是穆罕默德在创立伊斯兰教、缔造阿拉伯国家的过程中，以真主安拉的名义，颁布的一系列“启示”。从穆罕默德开始得到“天启”，到最后编纂成书，大约经历了40余年。有关《古兰经》的定义，穆斯林较一致的意见是：“降示先知的超绝文辞，记录在许多册页中，在虔诚崇拜地恭读和连续不断地传播中成书。”[1]

《古兰经》的内容不是真主一次性降示的，这点它不同于其他的宗教经典，它是穆罕默德在610—632年，以安拉的名义陆续、零星降示的。为此，《古兰经》记载：“不信道者曾说：‘怎么不把全部《古兰经》一次降示他呢？’我那样零零星星地降示它以便我凭它来坚定你的心，我逐渐降示它。”[2]仔细研读《古兰经》，可以看到其内容紧密联系着当时阿拉伯社会的变革和发展。穆罕默德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把对当时发生事件的处理意见以安拉的名义陆续颁示，如《古兰经》中的律例大多和当时所发生的事件相适应。人们有了争执，请穆罕默德排解，于是便有了启示下降，用以解释和断法。

穆罕默德每当接到启示，便立即传授给他的弟子，跟随他身边的弟子中会写字的，立刻就把它们记录下来，不会写字的就默记心中，事后还背诵给穆罕默德听看其记得是否正确。后来有了几位专门负责记录《古兰经》经文的书记者，他们在听到新的启示后，就记录在一块皮子上、一块木板或驼羊的肩脚骨上。穆罕默德口授启示时，还将每章中各节的先后顺序安排好并告之弟子记录下来。但《古兰经》中各章的顺序则是在穆罕默德去世后，由弟子们编定的。[3]《古兰经》最后一段是：“今天，我已为你们成全你们的宗教，我已完成我所赐你们的恩典，我已选择伊斯兰做你们的宗教。”[4]穆罕默德宣读这段启示时，是在他最后一次朝拜“天房”的时候。当时，穆斯林大众站在阿拉法特山下，穆罕默德面向天空，穆斯林跟着祈祷，此后81天穆罕默德就去世了。

穆罕默德去世后，其随身弟子宰德·本·撒比特首次开始收集经文，但并没形成大范围的收集和整理。在以后战争中，不少能熟悉背诵经文的圣门弟子陆续阵亡，欧麦尔觉察到问题的严重性，便建议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立即汇集和整理全部经文，以免日后散佚失传。艾布·伯克尔接纳了这个意见。经收集、整理、核对和汇编，最后由宰德·本·撒比特将经文抄录在同样大小的“册页”上，交艾布·伯克尔保管。艾布·伯克尔去世后，将经文移交给继任的哈里发欧麦尔，欧麦尔被刺后，由他的女儿、先知的妻子哈福赛保管。但在民间流传的《古兰经》因为反复转抄的凌乱以及方言的复杂、读法断句的歧义，造成了不少争议。在远征军中，叙利亚和伊拉克的穆斯林就曾为《古兰经》的读法分歧产生过争执和冲突。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深感问题的严重，他意识到，只有统一规范了《古兰经》，并将之作为一面旗帜才能增进穆斯林之间的团结，巩固和扩大伊斯兰教的胜利成果。于是他任命宰德·本·撒比特为《古兰经》校订委员会主持人，召集了圣门弟子，从哈福赛那里取回汇编成册的《古兰经》重新进行修订、整理和抄录。修订时针对方言读音的差异，奥斯曼主张在不妨碍内容主旨的原则下，以古莱氏语为主体，并兼顾社会上已经流通易懂的其他方言，统一了《古兰经》的内容及章次编排。统一后的新范本被转抄了几部，送往各地保存，同时废除了在此之前私人转抄、社会流传的所有抄本。统一后的《古兰经》便作为唯一的标准范本在全世界通行。迄今1300多年，世界各地的《古兰经》无论是手抄本还是印刷本，都以统一定本为依据，不允许有丝毫的篡改。以后，由于《古兰经》定本的产生，人们对《古兰经》的注释与研究展开了，这就推动了以后阿拉伯文法学、圣训学、教法学、法理学、教义学等各学科的发展。

穆罕默德的传教活动主要是在麦加和麦地那两地进行的，因此《古兰经》的全部内容，从时间、内容、地点上划分为麦加章和麦地那章两部分。由于活动的内容不同，两部分经文的重点也有所不同。麦加章的经文侧重劝说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让人们从偶像崇拜转向一神教，强调信主独一、信天使、信使者、信经典、信末日，提倡施舍济贫、善待孤儿。经文描绘了天国的宁静与和平，警告了火狱的惩罚，引述了古代先知的故事和传说。麦加章的经文表述热情奔放，富于激情，改革精神很强，主要致力于创建伊斯兰教。后部分麦地那章的经文用词不像麦加章那样热烈，其内容除了进行宗教宣传外，更多的是以政治家的姿态，指导规范人们的生活。因为这个时期穆斯林的力量已经强大，形成了新的伊斯兰教社会和国家，故经文中较多是为当时政教合一的穆斯林社会确立宗教、政治、经济、社会、军事和法律的制度，如圣战、天课、婚姻、财产继承、商业贸易等问题的具体规定。因为经文是依据社会的发展需要而产生的，有时会出现前后矛盾或与当时社会环境不适应的情况，对此，穆罕默德及时进行补充、调整和停止。例如有关天课的规定，麦加章中只笼统地规定人们要进行不限定额的天课，麦地那章中就制定了天课的范围和使用规定。正如《古兰经》中说的：“凡是我所废除的，或使人忘记的启示，我必以更好的或同样的启示代替它。”[5]

从内容上来看，《古兰经》不是一部系统阐述教义的专著，不是一部体系完备的法典，也不是一部传道讲演的文集，但似乎又都兼而有之，在穆斯林中，这部经典起着“详解万事，向导信士”[6]的作用。穆斯林们认为，《古兰经》包罗了一切有价值的知识，是一切精神和伦理问题的最后依据。

《古兰经》共30卷，114章，6200多节，其内容可以概括为6个方面。

（一）申述基本信仰的纲领

该部分内容主要阐述伊斯兰教的“五项信条”，即信真主、信天使、信经典、信先知、信后世。这其中最重要的是信真主，真主安拉在穆斯林们眼中，是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的造物主，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掌握者。这是伊斯兰教信仰的核心，也是自始至终贯穿《古兰经》的主线，其他几项均是以信真主为前提而派生出的。

（二）反映与异教徒的论争

《古兰经》中有很大比例的经文内容是与多神教徒和其他教徒的争论。《古兰经》中所说的“异教徒”主要是指多神教徒，“有经的人”指拜星教徒、拜火教徒，也包括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穆罕默德初创伊斯兰教时，阿拉伯半岛上多为多神教徒，特别是古莱氏的贵族集团，他们信奉传统的多神教，并以捍卫多神教的偶像崇拜为名，敌视并迫害穆斯林。穆罕默德与他们做过长期艰苦的斗争，以确立伊斯兰教的地位。《古兰经》对待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态度与对待其他教徒有所区别。《古兰经》承认“有经的人”犹太教徒与基督教徒的先知穆萨（摩西）和尔萨（耶稣）是真主委派的使者，也承认他们的经典是真主颁降的，但认为这些经典在流传中已被篡改过，远非原貌了，所以应持谨慎、警惕的态度。《古兰经》对他们的态度是既有肯定也有否定，既有分歧也承认其共同点。

（三）规定宗教功修与社会义务

《古兰经》对穆斯林的宗教功修和社会义务，做过很多原则性的规定，主要包括3点：个人对真主履行的敬拜仪式；有一定经济条件的穆斯林按比例交纳天课；勇于出征、为主而战的兵役制。

（四）提供制定教法律例的依据

《古兰经》中提到一些可以作为立法依据的原则，也有一些对具体事例的处理意见，这些都为伊斯兰教法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也可以说，《古兰经》代表了阿拉伯社会从氏族时期的不成文法向文明社会成文法的一种进步的转变。例如，经文对世人的作为做了5种划分，并明确了对这5种行为的奖罚态度。它们分别如下。义务性行为：履行者受奖，违反者受罚；可嘉的行为：遵者受奖，未遵者不罚；无关紧要的行为：不存在奖与罚；受谴责的行为：舆论上认为不受欢迎甚至讨厌，但不受惩罚；严禁和受罚的行为，必受惩治。但在具体判断和实施中，某种行为应属哪一类，经文中没有逐一详述，除了较明确的几项，如饮酒、吃自死之物及血、猪肉、未诵安拉之名而宰的可食动物，还有通奸、赌博等行为是属于严禁范围的之外，对其他并没有提出划分界限的严格标准。这就造成了在以后伊斯兰国家以《古兰经》为主要依据立法时存在着不少的差异。

（五）指明为人处世的伦理道德

《古兰经》的不少章节，在命人行善止恶、趋善避恶的前提下，还涉及大量有关伦理道德的问题。它对穆斯林个人的修身养性、社会交往中的人际关系及待人接物的准则，都以命令、倡导、鼓励的口吻一一做出规定。经文中常把日常生活中穆斯林的伦理道德的培养、锻炼和自我约制行为，提到敬畏真主、尊崇真主、博得真主喜悦的宗教功修高度来表述，把社会交往中的良好道德表现与虔诚的宗教功修紧密联系起来，既体现出伊斯兰教对伦理道德的重视，也使得世俗的道德观在宗教的氛围中得到强化和巩固。

（六）讲述以“认主独一”为核心的宗教故事

《古兰经》中还有相当多的篇幅是讲述传说故事、历史人物、古代部族兴亡历史的，其中最主要的是讲述历代先知在其部族中的传教活动，其数额包括穆罕默德在内的先知共计28位。《古兰经》通过故事的形式来宣传真主的万能与权威、真主的独一无偶和至高无上，这便于不同文化层次的穆斯林都能很好地吸收和理解，这也是《古兰经》的一大特点。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经典，也是伊斯兰教育的渊源，以后便在《古兰经》的思想体系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教育的思想体系，确立了伊斯兰传统教育的内容、形式、原则、方法。

二、《古兰经》中的人生目的与教育

伊斯兰教社会中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古兰经》中有清楚的表述。《古兰经》说：“赖买丹月中，开始降示《古兰经》，指导世人，昭示明证，以便遵循正道，分别真伪。”[7]“这部《古兰经》必引导人于至正之道，并预告行善的信士，他们将要享受最大的报酬。”[8]翻阅《古兰经》全书可以看出，这部宗教经典的最终任务是指导世人：为进入乐园而信奉真主走正路，这也正是伊斯兰社会的人生目的。在这个人生目的中，信奉真主是最高原则，进入乐园是最终目的，走正路则是穆斯林信徒今世的奋斗目标。根据《古兰经》所反映的内容和倡导的趋向分析，它提出的正路包含了四方面内容：一是信真主，二是信来世，三是信善恶，四是为主道而战。《古兰经》中绝大部分内容都是围绕这四个方面进行论述的。为了深入地探寻《古兰经》所倡导的人生目的的实质和特色，不妨结合书中对人的认识、对今世来世的认识等问题进行分析。

首先，我们看《古兰经》中对人的认识。

《古兰经》中，最高的创始者是真主安拉，真主创造了大地上一切事物，人当然是真主的创造物，并且真主是宇宙和人类的最高主宰。作为一部宗教的经典，为了提供信仰的力量，这些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将《古兰经》与其他宗教经典进行比较研究，人们不难发现《古兰经》中表现出一种与别的宗教不同的特色。《古兰经》中，真主在创造人的时候，“他精制他所创造的万物，他最初用泥土创造人。然后用贱水的精华创造他的子孙。然后使他健全，并将他的精神吹在他的身体中，又为你们创造耳目心灵”[9]。还说：“我确已把人造成具有最美的形态。”[10]这里清楚地表明了人是天地间的精华，是真主精神的体现，是真主创造万物中最美的形态。所以真主宣布：“他使你们为大地上的代治者。”[11]“真主确实是和信士们在一起的。”[12]这里包含了一种人神合一的思想，人能体现真主的精神，可以遵循着真主的旨意治理人世。这一观点使得人的地位和价值仅次于真主安拉，这在其他宗教中是十分罕见的。

伊斯兰教中，人性与神性不是分离以致对立的，人不必为了获得神的宽恕而永远贬抑自身。虽然真主与人的关系是创造者与被创造者的关系，人是真主的奴仆，但是人被创造时得到了真主的精神，人可以遵循真主的旨意治理人世，因为人是真主在大地上的“代治者”。所以伊斯兰教中没有修道院，没有终身禁欲不婚的修士、修女或僧尼一类的出家者。人性、人欲被认定是自然的，是受肯定的。虽然《古兰经》中有些地方也教导人们要抑制和控制各种欲望，约束多种情欲，并用“修行”和“戒斋”的方法，使人们实践这一点。但它的总体内容并不否定人生现世生活，否定人的自然欲望。如《古兰经》所说：“迷惑世人的，是令人爱好的事物，如妻子、儿女、金银、宝藏、骏马、牲畜、禾稼等。这些是今世生活的享受；而真主那里，却有优美的归宿。”[13]这段经文明白地指出，一些世俗欲望和感性生活有其合理性，真主允许人们在今世享受；但这些欲望应限于真主所规定的范围之内，而且它们不能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人们最终追求的应是永恒的来世。《古兰经》还鼓励人们可以满足人生正当的需要，它说：“众人啊！你们可以吃大地上所有合法而且佳美的食物。”[14]可见《古兰经》并不否定人的现世生活享受，也不提倡禁欲主义。当教规与人的生存发生冲突时，伊斯兰教更看重的是人的生存。《古兰经》中规定信徒不得食用非屠宰物，即自死物。但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食用了非屠宰物也可以不予追究。“凡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15]“凡为饥荒所迫，而无意犯罪的，虽吃禁物，毫无罪过，因为真主确是至赦的，确是至慈的。”[16]也就是说，当人受到胁迫或是在饥饿所迫的情况下，吃禁物是无罪的，是教法特许的。由此可见伊斯兰教对人生存权利的重视。

《古兰经》鼓励人们充分享用真主所赐予的一切合法食物，不必为压抑自己的正当欲望而扭曲人性，但同时为避免荒淫无度、穷奢极欲现象的出现，又提出许多规范和戒律对人们的生活加以约束，主张人们应在真主的指引下过一种既充实又有节制的生活。因此，《古兰经》对人们今世生活中所要遇到的一系列问题如饮食、婚姻、财产及生活方式都进行了规劝和指导，从中也充分地体现出伊斯兰教的人道和求实精神。

其次，我们再看看《古兰经》对今世和来世的论述。

《古兰经》把人的生活分为两部分——今世和来世。经文告诫人们，真主将在末日审判时告诉人们在世间生活时的行为表现，然后根据审判结果决定每个人来世的生活，“在那日，人人都要发现自己所作善恶的记录陈列在自己面前”[17]。《古兰经》中今世和来世是有密切联系的，并不是毫无关联的两段，来世的归宿取决于今世的表现。若人们按照真主的旨意认真过好今世生活，也就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自己来世的归宿。

对于今世生活，真主除了允许人们享受今世生活外，还鼓励人们在现世人生道路上要有积极奋斗精神。《古兰经》对奋斗于人生的人赋予很高的地位。它说：“没有残疾而安坐家中的信士，与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为主道而奋斗的信士，彼此是不相等的。凭自己的财产和生命奋斗的人，真主使他们超过安坐家中的人一级。真主允许这两等人要受最优厚的报酬。除安坐者所受的报酬外，真主加赐奋斗的人一种重大的报酬——从真主发出的许多品级、赦宥和慈恩。”[18]这段古兰经文反映出《古兰经》从宗教的角度出发，要求人们静心礼拜，专心修行，但它又把真主的最高奖赏给予了尘世奋斗的人。可见《古兰经》最终重视的还是人们在今世的一种积极奋斗精神。它还说：“在被压迫之后，为真主而迁居者，我在今世誓必使他们获得一个优美的住处，后世的报酬是更大的。”[19]也就是说，当信徒不堪忍受当地异教徒的迫害，向另一个可以生活的地方迁徙时，不仅没受到真主的谴责反而受到鼓励，这也是为主道而奋斗。《古兰经》对人类社会中的一些实际事物如执政掌权、商业贸易、结婚生子、饮食卫生的态度是不否定不忽视，对之都有详尽的指导和规范。这些指导和规范体现出的最大特点便是合乎人性、顺乎人情。

对于来世，《古兰经》指出人们在来世的归宿有两种：乐园和火狱。在末日审判时，真主将依人们现世的表现进行判决。那些敬畏真主，在今世生活中，为人正直，驱恶从善，并为主道奋斗的人将进入乐园。《古兰经》对乐园的描述是十分生动而具体的。乐园中有水河、乳河、酒河、蜜河，还有各种水果食品，人们可以任意食用。仔细审视《古兰经》中的乐园是以现世生活为摹本的。对长年生活在沙漠中的人来说，最珍贵的是水和食品，乐园里便有“泛泛的流水，丰富的水果，四时不绝，可以随意摘食”[20]。而那些不畏真主、罪孽深重、至死不信道的人，将进入火狱。火狱里的人终日垫着火褥，盖着火被，“他们在其中不能睡眠，不得饮料，只饮沸水和脓汁”[21]。“他们将享受铁鞭的抽打……尝试烧灼的刑罚。”[22]《古兰经》为人们安排了两种反差如此之大的归宿，其主要目的是用以告诫人们要信奉真主、走正路从而能进入乐园，得到永恒的幸福。《古兰经》对于来世生活的描述，尽管只是宗教的想象，但它借助于现世社会中奖善惩恶的信念，用一定的道德观念来约束人们现世的行为，其最终目的还是建立今世生活所必需的制度和秩序。先知穆罕默德就反复向人们告诫：要相信安拉，不忘后世惩罚，过一种使真主满意的生活。

对所有的宗教来说，末日审判和两世说都是约束、抑制人们思想行为的最好方法，大多数的宗教对两世的态度都是抑现世扬来世的。但伊斯兰教与它们有很大的不同，它并不否定自然的人性，不否定今世的生活，真主宣称：“谁想获得今世的报酬，我给谁今世的报酬；谁想获得后世的报酬，我给谁后世的报酬。”[23]它主张人们要耕种两世的幸福，而不是以牺牲现世为代价来换取来世的幸福，注重今世追求来世，这便是伊斯兰教的两世幸福说。这一观点使得人们在企望来世永恒幸福的同时，也重视现世生活，注重现实的物质利益和个人的主观努力，要求人们通过自己的奋斗去求得两世吉庆。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正是促使中世纪阿拉伯文化、经济、教育辉煌的原因之一。

《古兰经》对人生的态度，还反映在它将信仰与务实精神的巧妙结合之中，伊斯兰教宣传要信奉真主，应为真主牺牲一切，但是，这种牺牲是有回报的，真主对这种报答性的牺牲不会熟视无睹，他会给人类最好的报酬。《古兰经》说：“凡他们为真主而遭遇的饥渴和劳顿，他们触怒不信道者的每一步伐，或每次对敌人有所获，每有一件就必为他们记一功，真主一定不使行善者徒劳无酬。他们所花的旅费，无论多寡，以及他们所经历的路程，都要为他们记录下来，以便真主对他们的行为给予最优厚的报酬。”[24]人们的每一付出，不论大小，必得回报。因此，人类为真主所做出的牺牲，也就是为自己的幸福所做的努力。这样的定位，将信仰与务实精妙地交融在一起，使得穆斯林信徒的宗教生活表现出一种顺乎自然、合乎人性的特点，而其最直观的表现还在清真寺的选址和功用上。佛教因以出世为特点，所以它的名寺古刹大都建在远离闹市的深山老林中。而伊斯兰教的清真寺绝大多数都选建在繁忙、拥挤的市场中央，像麦加、麦地那、德黑兰、开罗等地著名的清真寺都是如此。清真寺中没有圣坛神龛，没有佛寺中的四大金刚十八罗汉，也没有一般教堂中的那种静谧与肃穆，而是充满一种平顺、自然、安宁与笃实的气氛，一种对世俗事物感人的亲和力。因此，清真寺中可以接纳一些不为宗教而来的人们，学生可以在那里踱来踱去地背功课，夏日朋友们可以在寺内午休并悄悄闲谈，去周围商场采购的父母亲还可以把孩子寄放在寺内等。

《古兰经》的务实精神还体现在对一些行为细节的规定中。例如，探亲访友，不要随便进屋，“直到你们请求许可”[25]；“如果你们发现别人家里没有人，你们就不要进去，如果有人对你们说：‘请转回去！’你们就应当立即转回去”[26]；在亲友家做客，或在其他场所都“应当节制你的步伐，你应当抑制你的声音”[27]。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还关照吃了“生葱生蒜一类的东西”的人，“当远离人，待在家中”。这些宗教经典所昭示的教规，体现出如此浓厚的人生常情常理，使其信仰不再是一种虚无缥缈、不食人间烟火的东西，而变得具体实在，具有实实在在的生活内容，它的信徒便可以在日常的生活情境中实践自己的信仰。

《古兰经》所阐述的人生目的，显然带有宗教的局限。但它务实的精神、对人性的肯定及它的两世幸福说、善恶报酬说，使它有别于其他宗教，使它更注重现世生活。《古兰经》对其信徒来说，既有信仰上的强大吸引力，又有律法上的约束力，同时还为人们的世俗生活、社会活动提供了具体而详备的指导。穆斯林们正是在“为进入乐园而信奉真主走正道”这一人生目标的激励下，团结在唯一真主的旗号下，以充满着自信、务实的精神去奋斗人生，从而创立了庞大的阿拉伯帝国，并产生了中世纪人类文明的辉煌。

《古兰经》具有特色的人生目的观，使得《古兰经》在论及教育问题时也具有极大的特色。首先，它鼓励人们去探寻现实世界中所存在的奥秘和规律。因为人最能体现真主的精神，并被真主授权为大地上的代治者，所以《古兰经》提出人是有力量去认识并掌握宇宙间的奥秘和规律的。《古兰经》告诉人们，真主创造万物时并非随意而漫无目的，它是依一定的规则和秩序的，因而宇宙间是包含一定的奥秘和规律的。它说：“真主本真理而创造天地。”[28]“真主创造天地万物，只依真理和定期。”[29]“他本着真理，创造天地；他截夜补昼，截昼补夜；他制服日月，各自运行，到一个定期。”[30]《古兰经》中出现“真理”一词有上百处之多。穆罕默德为自己确立的使命之一也是传播真理。这里所指真理的内涵是什么呢？透过宗教的薄纱，进行归纳和分析，可以看到《古兰经》中所阐述的真理，在一定程度上是指人们对客观规律、秩序、事理的一种认识。当然前提是这一切都是真主降示的，并不是指对客观事物本质及其规律的正确反映。但《古兰经》在论述这一问题时，最大的价值在于它肯定了人有能力认识真理。其次，它又指出对真理的认识不是凭主观猜测的，而是凭借理智和知识的。它说：“这是我所降示你的一本吉祥的经典，以便他们沉思经中的节文，以便有理智的人们觉悟。”[31]“而猜想“对于真理，确是毫无裨益的。”[32]这里清楚地表明了真主要求人们运用观察思考的方法去了解真理，而不能用臆想和猜测。又如：“天地的创造，昼夜的轮流，在有理智的人看来，此中确有许多迹象。他们站着，坐着，躺着记念真主，并思维天地的创造。”[33]《蜜蜂》章中还详细地谈到：“将有一种颜色不同，而可以治病的饮料，从它的腹中吐出来，对于能思维的民众，此中确有一种迹象。”[34]据伊斯兰学者的统计，《古兰经》中鼓励和教导人们去观察、探索宇宙奥秘的有700余处之多。《古兰经》还进一步向人们指出，有理智的人，就是有知识的人。它说：“有知识的与无知识的相等吗？惟有理智的人能觉悟。”[35]即是说，人有了知识后，便具有了理智，而理智的人才能真正理解和掌握事物的奥秘和规律。人是依靠知识和理智去认识真主创造万物中的真谛的，这就将知识和智力摆到了一个极高的地位上。因此，这使得以后伊斯兰世界中，拥有知识和智力的人备受尊崇。相传哈里发麦蒙在位时（813—833年）因尊崇知识，付给他的首席翻译大师侯奈因、本·易司哈格的报酬为与译出书本同等重量的黄金。重酬之下，侯奈因将一大批古希腊名著译为阿拉伯文，使这批人类宝贵的遗产得以流传下来。用与书稿同等重量的黄金作稿酬，正是体现了阿拉伯人对知识的尊重，对学者的敬重。作为一种宗教，它为什么要教育它的信徒去求知求智？结合7世纪阿拉伯半岛的社会现状，我们可以明白，穆罕默德之所以这样教诲他的信徒们，主要是针对当时半岛上文化的落后、思想的混乱。他希望通过理性和知识消除人们对大自然、对未来的恐惧，并由此来统一人们的思想，从而建立起一个文明的强大的阿拉伯民族。

《古兰经》中所倡导的人生目的说，包含了一定的合理、积极的成分，特别是它提倡的“人应该追求走正道”“为进乐园而奋斗今生”“做善人而不做不义者”等正直的人生哲理，是适应性很强的人类道德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阿拉伯人得以重视知识，重视教育，尤为重视道德教育，他们广泛吸收人类文化的遗产，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有阿拉伯特色的教育思想体系。

三、论知识与教师

伊斯兰教十分重视教育。《古兰经》以真主的名义要求穆斯林尊重知识、尊重教师、鼓励求知。它将求知与信仰结合在一起，赋予了教与学的行为神圣的宗教意义，并以此推动了伊斯兰教育迅速发展。伊斯兰社会的文化、知识和科技的大发展，正是建立在《古兰经》尊师重教的基础之上的。《古兰经》中对知识和教育的重视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崇尚学问和学者

穆罕默德在圣训中谈及知识及教学时指出：“知识是伊斯兰教的生命、信仰的支柱。”[36]而无知是要受到指责的，《古兰经》中说：“他们中有些文盲，不知经典，只知妄言，他们专事猜测。”[37]经文中还指出无知会造成世界的朽灭，因为“世界朽灭的迹兆：知识泯灭、无知普及”[38]。《古兰经》还告诫人们只有拥有知识的人，才能对真主的启示有深入的理解。穆罕默德一直热衷于对知识、智慧的追求。伊斯兰学者在描述这位伟大的先知时，不仅描述他的光辉形象、伟大业绩，同时还有他超群的智力和知识。大贤阿里说：“当我询问使者的圣行是什么时，他（指穆罕默德——编者注）回答说：‘文明是我的资本，智慧是我宗教的基础……知识是我的武器……’”[39]

《古兰经》重视知识，主要基于对知识价值的深刻认识。穆罕默德认为知识可以战胜愚昧、落后，可以使阿拉伯民族强盛起来，知识可以帮助伊斯兰教的传播，可以使穆斯林更好地领会真主的启示，规范自己的行为。这样便有利于建立起以伊斯兰教为核心的社会体制。在伊斯兰社会中，人们普遍认为知识是带有神性的。因为知识是来自真主的，因此，对待知识应犹如对待真主一样虔诚。这一点正是伊斯兰社会兴办教育的社会心理基础。穆斯林获取知识，主要有两种途径。一种途径是真主的启示，即通过对《古兰经》的学习而完成。穆斯林认为，《古兰经》包罗了一切有价值的知识，是一切精神和伦理问题的最后依据。另一种途径是利用真主赐予人类的才智，通过刻苦的学习、理性的思索而获取。如前面所介绍的，自然界万事万物中所存在的知识，人们也是可以了解、掌握的，甚至事物间的规律和秩序，人们都可以通过学习思考而掌握。这种认识观将穆斯林认识世界的渠道拓宽了，在以《古兰经》为核心的宗教知识指导下，穆斯林们以宗教的热情向一切知识领域发起了进攻，使得伊斯兰世界在短短的两三百年中从蒙昧时期的游牧部落一跃为世界文明的中心。这个飞跃与伊斯兰教对知识教育的重视和鼓励是分不开的。对知识的重视必定带来对学者的尊重，据圣训记载，穆罕默德有一句很著名的话：“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这里所说的学者和殉教者都是伊斯兰教虔诚的真主追随着。但学者表现出的是经过学习思索后的一种理智的行为，而殉教者表现出的则是发自内心的情感性的崇拜。穆罕默德认为，这两者在对真主的信仰，在对真理的追求中，所表现出的层次和水平是不同的。他认为应该肯定的是学者对真理自觉探索的精神。学者以知识和理智去对待所信奉的真理，不仅知其然，还知其所以然，因此，他比殉教者那种带有一定盲目的情感崇拜行为更为可取。因而，穆罕默德说：“知者的睡眠强过无知者的礼拜。”[40]学者的墨迹与殉教者的血迹，哪个价值更高呢？这里的墨迹应泛指书籍，它是学者经过探究后以理智的态度写下的知识和学问，而血迹是指殉教者个人的言语行为。在现实社会中，墨迹的功用大于个别人殉教的血迹，所以穆罕默德认为墨迹的价值高于血迹。从历史上看，穆罕默德在得到真主的默示后，要靠学者来抄写，在伊斯兰教的传播中，也要依靠学者去抄录和口授。随着阿拉伯的远征，伊斯兰教在更广泛的几大洲中进行传播，书籍可以不受时间、空间、人数的限制，其传播效果远远大于个别人之间的口传，因此，墨迹的作用大于血迹。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伊斯兰教在初创时期就能以理智和现实的态度去对待知识和学者。也正因为这一点，阿拉伯人能在广泛吸收古代人类文化遗产的基础上建立起中世纪阿拉伯的文明。

（二）鼓励求知

穆罕默德以安拉的名义向穆斯林发出一个庄严的号召：“求学问是男女穆斯林的天职。”[41]他还说：“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穆罕默德将求学视为信徒的天职，天职也就是一种终身使命；他把在清真寺里教学和求知的人比作为真理而战的勇士。教学和求知这两种在世俗社会中纯属个人的行为，在伊斯兰社会中便带上了崇高的目的和神圣的宗教意义。求学问就是对真主虔诚的一种表现，教和学都犹如圣战一般是为真主献身的活动。信仰和求知结合起来后便促使人们以狂热的宗教热情去追求学问和知识。这一号召，不仅鼓励穆斯林热衷于求知，同时还纯洁了人们求知的动机。在确定了追求学问和知识是最有价值的高尚行为后，在清真寺里施教和求学的人就都是遵循天职的了。他们按照真主的要求进行工作，教和学成为他们生活的目的，而不是谋生的手段。这就排除了世俗教育中功利性的因素，使得施教者能安贫乐教，求学者能潜心求知。这一号召也使得社会上无论富有还是贫穷者都乐于求知，以满足对高尚行为的追求。在这种天职观念的指导下，阿拉伯人对教和学是不遗余力的。穆罕默德迁到麦地那建立政权后，就立即派人到叙利亚去学习外语和各种学问，在著名的伯克尔战役后，穆罕默德命令有知识的犹太战俘，可以教授阿拉伯人阅读、书写并以此作为赎身的代价。

穆罕默德要求人们在求知过程中应不畏艰难，勤奋坚韧。他说：“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42]穆罕默德的要求，促使了阿拉伯人在求知中不计一切代价，因此，阿拉伯人在接受人类文化遗产时，十分勤奋努力。每天天未大亮，只要听到清真寺里“班达”的声响，穆斯林们便起床盥洗，进寺礼拜，聆听长者的教诲，而且在求知中还表现出对异族文化的尊重和渴望，并对异教文化有着高度的宽容态度，他们广泛地吸收各地区文化遗产。穆罕默德的后继者，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的使节，在公元651年8月便到了中国当时的首都长安，实现了穆罕默德的圣训，“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

穆罕默德还要求人们从生到死都应孜孜不倦地学习。他说：“求知，从摇篮到坟墓。”这种终身教育的思想在伊斯兰世界是很盛行的。因为使者已宣布求知是穆斯林的天职，天职便是终身使命，只要对真主的信仰不灭，这个任务便不能中止。因此，穆斯林从生到死都应努力学习。此外，穆罕默德还为穆斯林的刻苦学习指出了一个光辉的前景：“踏上寻求知识的道路者，真主为他开辟通向乐园的坦途。”[43]穆斯林终身的目标是进入天国乐园，而努力学习始终不渝的人，便可接近真主进入天国。于是求知便成为通向天国乐园的最好捷径。在穆罕默德这种思想的影响下，教与学这两方的积极性都被调动起来了，它对伊斯兰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推动力是可想而知的了。在伊斯兰教的清真寺中，无论它是宏伟精美的还是低矮简陋的，都有着虔诚的教学活动。可以说在伊斯兰世界里，每修建一所清真寺，便意味着一所学校的诞生。以后伊斯兰著名的学者、文人都以在清真寺中设座讲学、传授知识作为自己崇高的职责。广大学子更以虔诚、勤奋的精神如饥似渴地获取知识。阿拉伯的教育事业便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了。

（三）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古兰经》中记述，穆罕默德第一次得到真主的启示是：“你应当宣读，你的主是最尊严的，他曾教人用笔写字，他曾教人知道自己所不知道的东西。”[44]这就是说至高至尊的真主也曾履行过教师的职责，曾教人写字，掌握知识。因此，穆罕默德为自己确定的职责也是宣传正道和提倡学问。伊斯兰教中最崇高的真主和先知，都以身示范传授知识，教人学习，可见教师在伊斯兰社会中的地位是多么的崇高。圣训中对教师的赞美是既频繁又热情的，如“恭贺那种人，他以其知识而工作，止人作恶”[45]。“以其知识济人的知者，较一千个办道者强。”[46]“真主，及他的使者，天地的居民，甚至洞中的蚂蚁、水中的鱼类都为人们的好教师祈祷。”[47]但是，如果自己拥有知识而不愿传授给他人，这种行为是要遭诅咒的。“真主赐予一个人知识，而他隐藏，在复生日，主让他带火嚼子。”[48]穆罕默德之所以如此看重教师是因为他还认识到，在人们获得知识的过程中，教师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说：“每个有知识的人上面，都有一个全知者。”[49]穆罕默德清楚地认识到教师的作用，教师是学者，是知识的掌握者，更重要的，教师还是知识的传播者。每个人可以不同程度地接受前人的知识财富，但有没有教师的指导和帮助，其效果是大不一样的。正是教师的工作，可以使人们更迅捷有效地掌握知识，而这对于穆罕默德当时的事业来说是尤为重要的，故而《古兰经》一再地强调教师的作用，并提出以知识去教化民众、做真主喜悦之事的人，真主会为他开辟通向乐园的坦途。

伊斯兰世界中最早的教师是使者。在《古兰经》中，真主告诫人们：“我在每个民族中，确已派遣一个使者。”[50]使者是安拉派到各民族各地区进行传教、教化民众的人。《古兰经》说：“你们有使者可以作为他们的优良模范。”[51]伊斯兰教认为：真主先后派遣了许多使者，但最尊贵的也是最后一位便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为自己确定的职责是宣传正道、提倡学问，以后穆罕默德在统一阿拉伯半岛、宣传伊斯兰教的过程中，也向各地派出了不少自己的使者。使者是伊斯兰社会中拥有知识和智慧并且品德高尚的人。《古兰经》指出：“真主降示你天经和智慧，并以你所不知道的（义理）教导你。真主赐你的恩惠是重大的。”[52]使者是伊斯兰社会中最受尊敬的人。把《古兰经》中对使者的描述概括一下，可以看到使者拥有以下几大特征。

第一，使者是人不是神，他是真主的创造物，也要经历生老病死，不具备神性。第二，使者的任务是传达真主的旨意，指导民众如何按真主的旨意从事各种活动，而且以自己的行为作为示范。第三，使者是有理智的人。他从真主那儿获得智力，拥有了知识和智慧并以此去教化民众。他们自身都有着高尚的品德，深受民众尊敬。第四，使者大都产生于本民族，是本民族杰出的成员，他们熟悉本民族的一切风俗礼节，又关心本民族的兴盛衰败，使者不是外来客，他们与民众没有任何隔阂。第五，使者在教化民众的过程中，不辞劳累，不惧艰险，无私无悔。这个描述，会使人们马上与德高、身正、博学、善教的教师联系起来，穆罕默德正是以世间最优秀的教师形象塑造了《古兰经》中的使者，而《古兰经》中的使者，作为一种楷模又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伊斯兰社会中的教师。

据历史记载，阿拉伯最早的教师是圣门第一代弟子，穆罕默德在世时，他们作为使者被派往也门、巴林群岛等地从事教育。在征服麦加后，他们又派往麦加。到了哈里发欧麦尔的时代，幅员增大，国土日广，被派分赴各地的学者就更多了。据艾哈迈德·爱敏估计，“伊斯兰教初期第一流的学者有数人，第二流的约20人，第三流的约120人”[53]。这些学者所到之处，无不建立学校，招收学生进行讲学。哈里发欧麦尔派当时著名学者阿布杜拉·买斯欧德到伊拉克的库法去讲学的时候，曾写信给库法的民众，他是这样说的：“我派阿布杜拉·买斯欧德为你们的导师与长官，我宁愿使自己受损失而使你们得以享受他的学问。”这位学者以后便长久居住在库法，举办学校进行讲学，后来成为一个学派的领袖人物。

四、道德教育

伊斯兰教是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穆罕默德曾自称，他是被派遣来完成道德教育的。伊斯兰社会在对教育的认识中也体现了这一精神。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重要的还在于培育人的精神、灵魂和品性。

《古兰经》中的道德教育内容可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关于宗教信仰和宗教义务的，表现为真主为信徒们所做的种种规定，其目的是为穆斯林确立一种绝对价值观；另一部分是关于社会公德的，它结合人们的日常社会生活，将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以便于信徒付诸实践，同时它还为信徒树立了一个道德完美者的具体形象——先知穆罕默德，让穆斯林以此为楷模，不断完善自己的人格，从而走近真主进入乐园。

（一）有关宗教信仰和宗教义务的部分

信奉真主是《古兰经》最高的也是最基本的道德原则。信奉真主也是判断穆斯林道德行为的唯一标准。《古兰经》认为宗教信仰和宗教道德是不可分开的，例如，看一个人是否诚实，首先要看他是否发自内心地信奉真主。《古兰经》鼓励信徒行善，但同时又强调，在行善的过程中，一定要有坚定的信仰，否则虽有善行，来世也不会幸福，也进不了乐园。它说：“谁背叛正教，至死还不信道，谁的善功在今世和后世完全无效。”[54]它认为，善行只有与信奉真主相结合才能达到至善，才能是本体论上的“完善”。信奉真主不仅成为穆斯林道德行为判断的最高标准，同时也成为伊斯兰社会里政治、经济、生活中一切伦理道德的基础。

《古兰经》确立的这一最高道德原则，针对当时已陷入解体的氏族部落的阿拉伯社会，是十分适合的。在实现民族统一过程中，它把原属于世俗道德的一些行为规范，纳入宗教的范畴中，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协调和规范，纳入人与真主的关系中加以解释。它所产生的号召力、规范力更强大。在宗教的氛围中“上帝的逼视”“叫人无处遁形”，它使得宗教教徒往往比非宗教信仰者更能遵守世俗的道德规范。由信徒内心对真主的崇拜和敬畏而产生出的一种激情，迫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恪守道德律令，为真主牺牲一切，包括圣战中的杀身成仁。

《古兰经》为穆斯林规定的基本宗教义务是“五功”。“五功”指念功、拜功、斋功、课功、朝功。我国的穆斯林将其归纳为五句话，即念作证词，坚持礼拜，斋戒一月，交纳天课，麦加朝觐。对这“五功”，《古兰经》中有具体而详备的阐述，指导信徒如何规范地实施。值得人们关注的是，《古兰经》在对这些外部宗教行为进行规范的同时，还紧密结合着对信徒内在道德的教育。例如交纳天课，这是伊斯兰教强制性的济贫税。只要财产达到了规定的限额，就要被抽取一定的税率。还有在开斋节，每个有钱的人交一天的伙食费接济穷人等，这是真主的命令，每个穆斯林必须履行宗教义务。但同时，它还告诫大家，履行这一宗教义务的最终目的是培养信徒的善行。《古兰经》不仅仅要求信徒履行这一宗教义务，仗义疏财、行善济贫，同时它还强调信徒在行善时的主观动机。《古兰经》指出，只有本着虔信而行善的，真主才予承认，而不信道者的善功是不被真主承认的。人们行善时应以真主的名义去行善，而不应是为了个人沽名钓誉。做善事本是为了传播真主的正道，而受恩惠的人所感谢的应是真主，而不是行善者。这样在坚持动机纯真性中，善行便起到了道德净化的作用。

（二）有关社会公德的部分

《古兰经》制定了很多信徒必须遵守的道德规范，其内容大多是人类世代崇奉的社会公德的沉淀，如公正、自洁、诚实、守信、宽恕等。这些都反映出人类道德价值的共同性。正如恩格斯所说的那样：“宗教一旦形成，总要包含某些传统的材料，因为在一切意识形态领域内传统都是一种巨大的保守力量。”[55]《古兰经》对这一部分的论述花费的篇幅很大，涉及面也很广，阐述得具体而繁杂。对这些内容的论述进行归纳分析后，可以看出它带有明显的两大特色。

1.神定论

《古兰经》中所有的德目都是以真主的命令、真主的意志向信徒提出的。《古兰经》从第一章到最后一章，每章都以“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开篇，也就是说，每一章中的道德规定都是真主的旨意。书中真主对现世生活中人们应具备的一切道德行为，都逐一地做出规定，并提出明确的可操作的道德律令，用之规范人们的日常行为。例如，婚嫁是世俗社会中存在最普遍的行为之一。《古兰经》将之列为真主的意志。真主宣布：“你们中未婚的男女和你们的善良的奴婢，你们应当使他们互相配合。”[56]又说：“真主以你们的同类做你们的妻子，并为你们从妻子创造儿孙。”[57]因此，在伊斯兰社会，婚配被认为是一种神圣的诫命，结婚是一种圣行。圣行即神圣的行为，把结婚尊为圣行，也就把结婚视为高尚、纯洁、神圣之事。这一观点既反映出伊斯兰道德中神定论的特色，同时也反映出伊斯兰教将宗教与人生社会并重的特色。真主是伊斯兰最高权威，他的命令与意志是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的，他是无所不在、无处不在的。因此，穆斯林们无不遵令而行，而且他们不仅以此规范自己的言行，还主动地用以改造自己的灵魂，完善自己的人格。因为当信徒面对一种完善的理想人格形象时，会产生出一种不满足和向上的驱动和追求（如成佛、成圣），在这种追求中，他会不断地完善自身，并从道德的他律走向自律。这个过程一方面是信仰的实践过程，但同时也是道德人格不断完善的修身过程。这是一切宗教中道德教育的共性，也是它有别于世俗道德教育的一大特色。

2.道德的核心是“善”

《古兰经》是一部宗教经典，与其他的宗教一样，它把善恶作为核心问题进行论述，“行善”和“善行”是它道德的核心内容。从广义的角度来看，《古兰经》所指的善，包含的内容是很丰富的。“善”首先表现为虔信真主，并履行宗教义务。在穆斯林看来，信仰真主是人的最大善行。其次，“善”还表现为施济。仗义疏财、贩济贫民是善行的重要内容。《古兰经》中提及的施济，有的是指施舍钱物，有的则是指用言行去帮助他人，如关心邻居、照顾幼儿、探望病人、参加葬礼、安慰他人等。也就是说，施济的内容可以是钱物，也可以是时间、精力、同情心、支持、善言等。这样，并非有钱物的人才可行善，任何一个穆斯林都可在虔信真主的前提下行善，积善功。在尊师重教的阿拉伯社会，教人知识和智慧是最大的施舍。圣训中说：“最贵的施舍是教人知识，而后又有人将知识转授教。”另外，主持公道也被列为“善行”。穆罕默德指出：“如果有人在两个人之间主持公道，即是一种慈善。”他还说：“如果有人利用他的牲畜去帮助他人背负或运载货物，那是一种慈善；一句善言也是一种慈善；前赴礼拜的每一步伐，也是一种慈善；如果把路上任何有害的东西消除，那亦是一种慈善。”可见任何有善意的言行都属善行，行善越多，功夫越深，久之便属善功了。

《古兰经》要求所有的信徒都要树立“善”的观念，实施“善”的行为，因为“真主的确喜爱行善的人”[58]。为了使善念深入每个信徒的灵魂深处，化作他们今世道德行为的原动力，《古兰经》把行善或作恶与人的最终归宿联系起来，并制定了善恶报应、乐园火狱以及来世报偿的教义、信条，并在这个基础上形成了伊斯兰社会众多的道德规范和道德戒律。

《古兰经》主张善恶报酬说。因为真主是以德报德，以怨报怨的。“谁赞助善事，谁得一份善报；谁赞助恶事，谁多一份恶报。”[59]而且这种报酬还分为今世的报酬和来世的报酬。善功可修得来世的幸福，“最先行善者，是最先入乐园的人”[60]。在末日审判时，“信道而行善者，我将使他们入于下临诸河的乐园，而永居其中”[61]。对不信道而作恶者，则永居火狱，受火狱惩罚。这些教义清楚地告诉信徒，今世的善行是有回报的，它可以换得来世永久的幸福。而且，真主是公正的、明察秋毫的。“在复活日，我将设置公道的天秤，任何人都不受一点儿冤枉。”[62]经真主公正地审判，“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你的主绝不会亏枉众仆的”[63]。《古兰经》花费了很多精力渲染末日审判时的气氛，就是要使穆斯林虔信真主和末日审判的存在和公正。

在世俗社会中，善恶报偿也是人们对道德行为后果的一种评判。《古兰经》把这一世俗的道德伦理观与两世幸福说的宗教道德观结合起来，使得行善求报者在情感、心理上得到了神圣的保证和支持，真主的全知、全能和无所不在，使信仰者产生一种信念，只要听从真主的启示做善事，真主就不会亏枉他。这一信念便激励着穆斯林们以更大的热情、更高的自觉去遵循一切道德规范和道德律令。

《古兰经》在培养穆斯林的道德观念、规范道德行为时，主要采用的方法是说服和劝导式的，极少采用空洞的道德说教，或是谈一些大而无当的道德原理。很多地方的阐述，是把一些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在具体的道德行为的规范中体现其道德律令。

《古兰经》中很多篇幅以故事的形式讲述先知们的事迹。通过这样的方式为穆斯林树立起一个具体的、可仿效的道德完人形象，成为他们立身处世、待人接物的典范。《古兰经》中几乎每一章中都有一定的道德劝诫，教导人们如何行为以及哪些可为，哪些不可为。这些规定最大的特点是简单易行。例如圣训中记载，一个穆斯林应以6项应有的礼仪，去对待另一个穆斯林。当遇见另一个穆斯林时，应向他祝福；当他给予你一个邀请时，应接受他的邀请；当见他打喷嚏时，应对他说：‘愿真主降仁慈于你’；当他生病时，应去探望他；当他逝世时，应该送他棺架；欣赏他欣赏自己的地方。这6种具体的礼仪行为规定，体现出伊斯兰教要求信徒做善人走正道的道德律令。因为待人宽厚仁慈，亲爱怜恤，乐善好施，都是真主确立的“善行”，若与人交往中，做到这6项礼仪，人便具有了一定的善行，在末日审判时它也将发挥一定的作用。这样像仁慈、善功等抽象的道德指令便在6项礼仪中体现出来了。

将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还表现在其“两世说”中。“两世说”对一般的信徒来讲是较为抽象的。《古兰经》将抽象的“两世说”，建立在具体的善行基础之上。以做善事不做恶事这些具体行为要求来体现“两世说”，这就很容易被人们所接受和遵行了。例如，《古兰经》中不仅提出了善行要与信真主、信来世相结合，行善的人可以进乐园这些原则，同时还制定了一系列具体的善行准则和要求，告诉人们哪些是善行以及怎样去行善。

又如，《古兰经》在劝导人们孝敬父母时是这样阐述的：“你的主曾下令说：你们应当只崇拜他，应当孝敬父母。如果他们中的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在你的堂上达到老迈，那末，你不要对他俩说：‘呸！’不要呵斥他俩，你应当对他俩说有礼貌的话。你应当必恭必敬地服侍他俩，你应当说：‘我的主啊！求你怜悯他俩，就象我年幼时他俩养育我那样。’”[64]经文中第一节 “你们应当只崇拜他”是指崇拜真主安拉，孝敬父母是善举，故将之与崇拜真主联系在一起，充分体现其重要性。经文还提出了对待年迈父母应有的方式、态度和举止，详备而具体。这些规定要求穆斯林对父母的孝敬不仅要表现在生活的赡养、衣食的温饱等物质供给方面，尤其注意的还有对待他们的态度，应使年迈的父母感到精神愉快、心情舒畅。像这类的道德律令深入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使人们听后极易照章行事，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便成为人们固定的道德习惯。虽然它没强制性的命令，也没有什么法律制裁作为后盾，但它依靠对真主的敬畏、对乐园的向往，却使得人们能够虔诚地遵行。

以说服、劝导式为主，并与人们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道德教育方法，也体现出穆罕默德道德教育思想的特色。穆罕默德针对当时阿拉伯社会道德沦丧、秩序混乱的现状，希望通过这些简单易行的道德告诫和行为规范，使人们能迅速树立起一种判断是非曲折的价值准则，去统一人们的言行，并且能依靠宗教信仰的方式，使这些道德准则内化，以此去净化人们的灵魂、改造人们的内心，从而创造出一个和谐礼让、团结强大的伊斯兰社会。

通过以上对《古兰经》中有关道德教育内容及方法的介绍，可以简单地归纳出《古兰经》道德教育的两大特色。

其一为信仰与道德的一体化。《古兰经》认为宗教信仰与宗教道德是不可分开的。在信仰和道德中，信仰又是第一位的，道德是信仰的产物。因此它规定，穆斯林的一切道德行为都应在信仰的前提下进行才是动机纯真的。例如，信徒应本着虔信的目的去行善，去主持公道，去施舍济贫，才能得到真主的肯定，也才能得到来世的报酬进乐园，否则即便有善行“在今世和后世完全无效”。因此，《古兰经》说：“信道而且行善者，是乐园的居民。”[65]这里很明确地将信仰和道德同时列为进入乐园的必备条件。《古兰经》还将信仰真主的人称之为善人、行善者、克己者、诚实者、守礼者、谦虚者、公道者等。这些称谓也都表明了信道者同时也要具备完美的德行，体现出信仰与道德是一体存在的思想。这一点也是一切宗教具有的特色。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体现出宗教的社会功能，才能更好地控制社会。

其二为道德教育生活化。《古兰经》中无论是对宗教信仰的培养还是对一般道德行为的规范，都紧密联系着社会生活，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每个细节中，例如对公正、诚实品德的培养。因为阿拉伯人很擅长经商，而商业活动又是阿拉伯社会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古兰经》便结合着经商活动向穆斯林灌输公平、诚实的观念。本着“真主准许买卖，而禁止重利”[66]的原则，《古兰经》提出，在经商中“你们当使用充足的斗和秤，不要克扣别人所应得的货物”[67]。它还以卖粮为例要求穆斯林公平交易。它说：“当你们卖粮的时候，应当量足分量，你们应当使用公平的秤称货物，这是善事，是结局最优的。”[68]由此可见，公平交易也是善事，按真主的这一指示做了，便是今世的善功，可有最好的结局。在这个思想的影响下，阿拉伯人便在每日的商业贸易中，培养出公正、诚实的美德。阿拉伯人很注重人际关系的协调。如何处理好人际关系，《古兰经》说：“信道的人们啊！你们中的男子，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你们中的女子，也不要互相嘲笑；被嘲笑者，或许胜于嘲笑者。”[69]《古兰经》还提出穆斯林不要互相诽谤，不要以诨名相称，要远离猜疑，不要互相侦探，不要互相背毁。[70]这些规定体现出一种对人的尊重和宽恕，经文甚至还涉及人际关系中最敏感的隐私问题，要求人们不窥探别人的隐私，“不要互相侦探”。又如对虔信的论述，《古兰经》将虔信真主列为穆斯林最高的美德，而虔信真主不仅体现在宗教生活的“五功”中，还体现在人们世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如前面所述《古兰经》中把结婚尊为圣行，将主持公道列为善行，这些行为都成为对真主虔诚的一种表现。良好的卫生习惯也是对真主虔诚的表现。穆罕默德告诫弟子“刷牙礼二拜胜过不刷牙礼七拜”。礼拜是对真主的虔诚，这里把对真主的虔诚程度与人们生活中的最细微的刷牙行为联系在一起，其原因是穆斯林礼拜时要念诵经文，运动口腔，而礼拜又是多人聚集的时刻，若有口臭是很令人生厌的。穆罕默德便提出了这一训诫。《古兰经》也制定了一系外关于礼拜前要整衣冠、大小净的规定，这些规定使得信徒从整洁外表开始直到洁净心灵，既坚定了他们的宗教信仰又使他们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真可谓二者兼得。《古兰经》道德教育生活化的特色还体现在它的教育方法上，如将抽象的道德原则具体化，既制定抽象的道德原则，又制定具体的道德行为准则等。

将道德教育融化在生活中进行，使人们对道德的认识具体实在，不似那般的空洞虚无；而且使得道德要求简明易行，极富操作性。这些对处于“蒙昧时代”的阿拉伯社会来说是很合适的，正是有了这种贴近生活、简明易行的道德教育，才使得当时处于多神崇拜、愚昧好斗的各部落阿拉伯人，都能接受伊斯兰教的伦理道德观，并能在实践中较好地得以实施，从而将阿拉伯社会带进了人类文明的阶段。《古兰经》中的道德教育生活化特点也是人类道德教育规律的体现。

第三节 法拉比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法拉比（Farabi，870—950年），全名为艾布·纳赛尔·穆罕默德·法拉比。870年出生在中亚法拉卜州的瓦西吉镇。据说，他的名字便是源于他的故乡法拉卜（Farab）。法拉比的父亲是波斯人，曾在土耳其宫廷军队中任过军医，母亲是土耳其人。有关法拉比的少年时代情况，文献记载不多，人们只是知道他在故乡专心致志地学习了不少知识特别是语言类。他学习了土耳其语、波斯语和希腊语，后来又掌握了阿拉伯语。他认真地阅读了大量的古希腊哲学书籍，这些为他以后的成就奠定了雄厚的基础。

法拉比40岁左右迁居到巴格达，在这里他师从大翻译家尤努斯（Yunus）。尤努斯是基督教徒，是当时以擅长古希腊著作翻译而著名的学者，也是一位很有名气的逻辑学家。法拉比在他那里学习了哲学和逻辑学。在巴格达，法拉比还学习了阿拉伯语、音乐、数学、医学等众多知识。据记载，这期间他还到过哈兰，曾成为那里亚历山大里亚哲学学院的一员。

941年，由于政治骚乱，法拉比离开巴格达到了大马士革。943年，法拉比又来到叙利亚北部的哈马丹王国首都阿勒颇（Aleppo）。国王赛福·道莱十分热心赞助学术，他的宫廷里吸引了不少哲学家、诗人和文史学家。首都阿勒颇一度成为与巴格达匹敌的文化学术中心。赛福·道莱很赏识法拉比的才华，热情地挽留了他。法拉比在此定居下来，埋头于教学和著书工作。

法拉比的晚年成为苏非派（Sufism）的一员，过着节俭、修行的生活。他终生未婚，一生过着清贫的生活。在阿勒颇时，国王赛福·道莱对学者、名人十分慷慨，但法拉比却无意于豪华奢侈，每天只肯从国王处领四个迪尔汗小钱以满足最低的生活需要。为了便于思考，他很喜欢清静。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带着学生和助手在郊区的花园和清溪畔度过的。伊本·罕理康在《名人死亡录》中说，只有在潺潺清水汇流处或茵茵绿草丛生地才会见到法拉比的身影。他盘坐在那里静心撰写论文，学生和助手们则围坐在他身边。法拉比于950年逝世，享年80岁，葬于大马士革郊区。

法拉比生活的时代，正是阿拔斯王朝开始从兴盛走向衰落之际。原处于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土耳其人（突厥人）、波斯人和塞尔柱人的社会地位逐渐上升，不少人官居高位，并掌有实权。帝国的疆域被总督和小国王们一一瓜分，使得伊斯兰帝国四分五裂。更严重的是，在北非的突尼斯，伊斯玛仪派（Ismailis）的欧贝杜拉于909年建立法提玛王朝，自称哈里发。后倭马亚王朝的艾米尔阿布杜·拉赫曼三世也于928年自称哈里发，这样加上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伊斯兰世界便出现了三位哈里发，形成三足鼎立的政治局面。巴格达的哈里发也大权旁落，宫廷政变频繁，哈里发更迭不已，造成了阿拉伯帝国政局的极端不稳。但由于阿拔斯王朝前期近百年的发展，这时期阿拉伯的经济仍处于繁荣时期，商业贸易、农业灌溉和手工业都有重要发展。同时，各个地方王朝积极弘扬本民族传统文化，为显示各自的开明，争先恐后地延聘文人名士，集海内外学子于一堂。他们还积极发展城市经济，繁荣文化。伴随着科学文化的发展，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各种思想流派十分活跃，出现了不少与伊斯兰权威思想相悖的新观点，传统的道德观也受到了挑战。这种政局的动荡、思想的活跃，对法拉比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法拉比认为伊斯兰世界应保持统一的思想，它不同于以往单纯的宗教信仰。他试图从哲学的角度，运用理性建立一个新的伊斯兰思想体系。为此，他努力调和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调和新柏拉图学派和苏非派的思想，甚至努力调和信仰与理性、宗教与科学的关系，希望从这些思想中产生出一个新的体系，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一思想。法拉比终身为这一工作不懈努力，只是到了晚年，由于处处碰壁，他对改造社会已心灰意懒，便逐渐走向神秘主义的泛神论。

法拉比知识丰富，博学多才。据说他很善写诗，他写的诗多具有哲学家和数学家的风格。他也有渊博的医学知识，有的史学家说他曾从事过医生职业。法拉比一生写了100余卷著作，涉及哲学、逻辑学、政治学、伦理学、音乐诸多方面。他详细地研究过柏拉图的《理想国》。柏拉图在这本书里阐述的教育思想对法拉比的影响很大，促使他成为阿拉伯第一个提出利用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家。这一思想集中反映在他的《美德城邦居民意见书》（The Opinions of the People of the Virtuous City）中。此外，他还有《科学分类》（Catalogue of Sciences）等论著。

法拉比在中世纪就享有很高的声誉，许多犹太学者都热心学习、研究他的著作，并将之翻译成拉丁文和希伯来文。欧洲现在许多国家的图书馆里，都收藏有法拉比哲学著作的上述两种文字的手抄本。法拉比对亚里士多德著作所做的注释也很多，这些从不同角度、运用不同方法所做的注解和评述，对阿拉伯哲学以及以后的欧洲影响深远。中世纪欧洲不少大学研究亚里士多德所采用的教材都是经法拉比评注后的“注释集”。因此，阿拉伯世界认为法拉比是继亚里士多德之后又一杰出的哲学家，称之为“第二导师”，与“第一导师”亚里士多德齐名。

二、对哲学的认识

法拉比是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东方支派的代表人物。这一学派是阿拉伯哲学的主体。这一学派十分重视对自然科学和逻辑学理论的研究，对自然哲学兴趣浓厚。这一学派在研究中很强调理性的作用，具有较强的世俗性。但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穆斯林，生活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中。因此，他们的思想又受到宗教信仰的深刻影响，在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的问题上，大多采取调和立场，折中主义，由此而导致了“两重真理”学说的产生和发展。

法拉比的哲学思想是在综合吸收柏拉图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物理学、普罗提诺的“流溢说”等思想学说的基础之上，形成他的“统一哲学”学说的。

法拉比认为哲学是包罗万象的智慧，是各门学科之母，是人类学问的最高形式，认为哲学是探索真理的学问。法拉比对他认可的真理怀有热忱之爱，认为无论是谁都应服从于真理。他为哲学下的定义是，哲学是从万物是“存在”这一事实来了解万物的。但是宗教与哲学终究会产生冲突，对此，法拉比既不动摇他视之为真理的哲学观，也不蔑视作为宗教的伊斯兰，而是灵活地运用新柏拉图主义的观点去改造伊斯兰文化。他在承认宗教的重要作用后，又主张哲学处于更高的位置。他提出哲学是直接地把握“真理”、揭示“真理”的，而宗教则是以形象化的或象征性的形式去提示同一个真理的。例如，法拉比坚信世界是无始的，但这一观点与《古兰经》中的“天地被造”说发生了冲突。法拉比首先肯定世界不是在“某个时刻”由安拉所创造出的，世界到任何时候也绝对不能归结为无（这点与《古兰经》的末日说恰恰相反），而且认为哲学上的这一真理不能随意更改。但他又提出，若以直接的形式表述真理，只有哲学家才能够理解和把握，大多数人由于自然本性和天资禀赋所限，没有能力来理解。于是，只有将这一真理用形象化的方式来表示，即世界是存在着始点和终点的某个时间过程，这样民众才便于理解，由此也就派生出“天地被造”之说了。法拉比认为《古兰经》正是采用这种象征性的说教来揭示真理的，这样才能使真理进入普通民众之中。所以，法拉比认为哲学和宗教是同一真理的两种不同的表示方法，之间并没很大的矛盾，而且两者中哲学还高于宗教。例如，他在论述哲学家和先知时，认为先知通过个人的幻觉得到真主的“启示”，而哲学家通过理性思维而领悟到真主的“启示”。由此看来，先知便逊居哲学家之下了。因此，法拉比将哲学列为人类学问的最高形式，并指出只有通过哲学，才能使人的心灵升华到永恒的理性水平，认为哲学是通向永恒幸福的道路。

法拉比之所以重视哲学，将哲学摆在突出的地位，是与他的政治观相联系的。当时阿拉伯世界政局动荡，各种思想纷纭多变，传统的伊斯兰思想在被冲击后失去了权威地位。法拉比希望通过哲学和理性重建一个新的伊斯兰思想体系，由思想的统一进而达到政治的统一，使国家和社会得以稳定。但在伊斯兰世界中，先知与《古兰经》占据绝对权威，加之伊斯兰教本身具有浓厚的世俗性，所以法拉比没有也不可能抛开宗教来谈社会的改革，反而要依靠宗教，于是他便努力使哲学和宗教统一起来，而又特别强调理性，重视感觉的认识。法拉比给哲学家的任务是通过宗教的形式，教给人们真正的哲学内容，使人们能依据正确的认识，在人的能力限度范围内更好地接近安拉。

三、教育的本质与目的

（一）教育的本质

法拉比重视对教育本质的研究。他曾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的角度论证什么是教育。法拉比认为教育是在一个特定的时期和特定的文化范围内，个人对价值观、知识和实际技能的获取。他认为每个人都具有某种天生的习性，“这种力量是人一生下来就具有的，不是后天获得的”。教育就建立在这种天生的习性基础之上。因此，他主张社会应为所有的人提供学习的机会，提出伊斯兰建立的应是大众化的教育体制。但是由于每个人的习性不同，教育应对不同天性不同禀赋的人授以不同内容的教育，以便使他们将来承担不同的社会使命。在法拉比设计的美德城邦中有少数具有超人智慧的天才，他们有能力理解或思辨概念，法拉比称之为“选民”。另外大部分是理解力一般的普通民众，法拉比称之为“公众”。教育对“选民”来说应是通过学习理论科学培养理性美德，从而担负起政治领袖的职责，而教育对“公众”来说则是通过学习实践科学培养伦理美德，在“选民”的率领下走向精神幸福的道路。

法拉比在论述学习的本质时，十分重视感觉的作用。他说“人的认识的取得来自感觉”[71]，他称感觉是“途径，通过它，人的心灵获得了知识”，他指出知识从感觉开始，然后通过想象，成为一种理性的观念。想象的一种功能就是保留感觉的形象，这种形象最后会变成智力的财产。他以医学为例指出医学是通过解剖从感觉经验中获得的，在这一点上他与柏拉图有所不同。柏拉图认为知识是灵魂从理念世界带来的残留的固有的记忆，学习则是对理念的“回忆”。法拉比在婉转的解释中，否定了柏拉图的观点，强调感觉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在论述中还涉及今天教育心理学中的某些问题。

关于学习本质的论述，法拉比接受了柏拉图的某些观点，认为学习建立在“记忆”的基础之上，但又不同于柏拉图所讲的学习只是观念的再现。他引入了“相同”这个概念，提出学习是把通过感觉获得的观念与头脑中已有的观念进行的比较。这一论述不仅把柏拉图的“理念”与外界具体事物联系了起来，还由此得出教学应以感觉为基础的结论。法拉比分析人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人具有接受知识的能力；由人的感官把被感受的具体事物、形象传递给人的心灵；被感受事物的具体形象经过加工后成为抽象的形式，这些抽象形式成为“潜在可识事物”，被人的心灵所接受；依靠一种外界的力量，法拉比称之为“能动理智”，通过它的溢出使“潜在可识事物”上升为“真实可识事物”，从而成为人的知识。法拉比的认识论，肯定了知识的取得是依靠感觉和实践的，但他不了解事物的变化和发展是在事物的内部，却借助一个外在“能动理智”完成知识的最终获取。对“能动理智”，法拉比并没有更详细的说明，只说它是超人类的、外在的，但并不是“神”。他认为哲学家可以从逻辑和哲学的沉思中了解到“能动理智”的形式。

通过以上介绍，我们可以了解到法拉比在论述教育这一问题时，首先肯定了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他称之为“本性”，正是有了这个前提，教育才具有了它的价值。其次，他正确地指出知识的获取离不开感觉和实践，教育应建立在感知的基础之上。但同时，他又强调人类的理性仅是一种可能态，要上升到现实态，必须有超人的外力推动，从而又得出了唯心主义的结论，认为知识的最终获取还要依靠“能动理智”。他认为哲学家在认识普遍本质的“第一存在”时更是如此。这些思想中既有他接受的亚里士多德关于感性认识的内容，又增添了伊斯兰教的色彩，从而形成带有法拉比特色的理论。

（二）教育的目的

法拉比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具有美好品德，达到每个人可能达到的完美，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引导人走向完美。显然，法拉比确定教育要培养的这个“完美”既包含善的知识，又包含善的行为，当两者紧密结合，幸福和美好就同时存在了，这就达到了教育的最终目的。在具体的实施中，他提出教育的重要目的是培养政治领袖。在他看来，犹如轮船需要船长一样，民众需要一个优秀的政治领袖，在他的带领下使人们都走向完美。优秀的政治领袖是依靠教育而形成的，在《美德城邦居民意见书》中他指出，城邦领袖是教育者，但首先他应是受教育者，这犹如先知是教育者，但他先受过主的调教一样，因为“统治者的无知比普通人的无知更为有害”。通过教育，政治领袖具备了美德，成为有理性、智能和具有实践精神的典范。城邦领袖需要具有12种特性，其中包括“诲人不倦，善于引导他人，以教育他人为快乐”[72]。法拉比清楚地指出政治领袖应是哲学家。哲学家通过自己的言教和身教去教育影响民众，对他而言最重要的工作是培养人们的美德。因为“市民道德的良好平衡”，是决定城市的稳定、持久的原因。当道德行为沦丧，市民对行为和意见产生怀疑，缺乏管理人民行为的共同的价值准则时，城市就会受到困扰，最终会被消灭。道德的良好平衡是依靠教育完成的。因此，法拉比主张教育应受到重视并由国家统一管理，国家对教育做出预算，从救济金税和土地税中拿出一部分用于教育。他说“有两种税，一种用来互相帮助，另一种用于对青年人进行教育”[73]。法拉比在谈教育目的时特别重视理论学习和实践的结合，他认为，掌握知识的目的就是应用，除非科学能够应用于现实，否则科学就毫无意义，是空的，没有用的，真正的科学“是那些随时可以付诸实践的科学”，而绝对的完美应是“人通过共同应用知识和行动所获得的”。

法拉比的教育目的说深受柏拉图的影响，只是在柏拉图那里，哲学家是以“理念”为指南来治理“理想国”的，而法拉比则主张通过教育，用理性来改造社会形成完美的人。所以，法拉比是阿拉伯第一个提出利用教育改造社会学说的人。

四、道德教育

法拉比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将培养美德作为教育的一个根本目的。法拉比把人的行为分为三类：善行，应该褒扬的；恶行，应该贬抑的；非善非恶，不褒不贬的。他认为人的善良行为来自于正确的道德认识，正确的道德认识得益于合理的教育。所以在法拉比的著作中，很多地方都包含着他的道德教育思想。

（一）论美德

法拉比给美德的定义为美德是“心灵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做出美好和善良的行为”[74]。他认为美德是心灵固有的，这样人随时按照美德去行动，受美德的吸引永远追求真正美好的东西。对美德的标准，法拉比主张“万事中为上”，他认为过度或不及对身体和精神都有害。如何确定“适中”的度呢？他提出要根据具体的时间、地点、目的和途径来确定。例如，勇敢介于懦怯和鲁莽之间，贞节介于纵欲和禁欲之间，慷慨介于悭吝和挥霍之间。这些都是美德。他说当一种品质行为表现适度，既不过分又无疏漏时，这种品质就值得赞扬。很显然，他关于美德的标准受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也与中国儒家的“中庸之道”颇有相似之处。

法拉比将美德分为两类：一类为理性的，是聪明人理性成分的美德，如智慧、知识创造性和灵巧；另一类为伦理的，如节制、勇敢、慷慨、正义等。理性的美德大多属于哲学家、政治领袖，伦理的美德属于一般民众。

（二）论道德教育

法拉比提出人的品德不是先天的一成不变的，它取决于个人后天的行为，也就是说人的品行是可以改变的。一个缺乏优良品行的人，可以通过教育在后天的磨炼和实践中形成好的品德。法拉比就如何培养美德进行了一系列阐述。

首先，法拉比十分重视道德认识在人品德形成中的作用。他从理性主义出发，认为知识比实践更为重要。他说：有两个人，一个人完全精通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但在实际生活中却一点也不能按其知识去行动；另一个人没有读过亚里士多德的书，因而不知其教导，但在实际生活中他的行动却与亚里士多德的教导完全合辙。这两个人中哪个更伟大呢？当然，前者更伟大，因为知识是比之实践更为高位的东西。[75]原因是，正确的道德认识产生出的道德价值观，可以驱使人们从善，从而形成美德。然而，仅是盲目行为并不知其所以然的人，不能说是具备了美德。对真理和谬误有思考和识别力的人，掌握了理论上的美德，虽一时还不能付诸实践，但美德已成为他心灵所固有的一部分，他终会按照美德去行动。这种人相比那种在浑浑然盲目行为下符合美德标准的人来说是更高一位的，所以知识比之实践更为重要。法拉比重视道德认识在品德形成中的作用，强调道德行为应受理性知识的支配。

但是，法拉比同样重视道德实践，若对上段话进行全面系统的分析，我们就会发现，法拉比提出知识比实践更重要，他所指的知识是与培养理性美德有关的知识，如数学、物理学、形而上学等。这些多属帮助人认知存在物的理论哲学，显然对普通民众来说是难以掌握的。他认为民众是依靠政治领袖或哲学家的形象去理解理性美德的。他们对观察到的行为进行模仿或运用，在反复的实践中获得美德。民众所具有的是伦理美德，其实践性很强，例如节制、勇敢、慷慨。法拉比认为这些伦理美德是通过习惯和反复进行而获得的，他说习惯就是在长时期内频繁地不断重复某种特定的行为，经过反复地实践和磨炼，直至这些美德在脑子里形成根深蒂固的模式，由此就会产生良好的道德行为。因此，法拉比认为，人的品德无论是优良的还是恶劣的，都是经过实践得来的。一个缺乏优良品德的人，可以通过习惯养成好的品德，因而法拉比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中的实践环节。综上所述，法拉比认为在培养理性美德中应重视道德认识，在培养伦理美德时则应重视道德实践。

五、课程理论

法拉比是第一个对诸多知识进行分类的阿拉伯教育家。在《科学分类》一书中，他将知识列成五章八类加以研究。在分类列举的基础之上，他对每一种知识在教学中的作用进行了阐述。

法拉比提出学习首先应从语言开始，因为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或接受别人的思想都离不开语言，掌握语言是掌握其他一切知识的基础，所以学习应从语言开始。法拉比所说的语言包括了语词学、语法学、书法、读法及诗律学。法拉比本人娴熟地掌握多种语言，他深深体会到语言的作用和价值，所以很重视语言的学习。

其次是逻辑学。他指出逻辑学是科学和方法学的工具，“它给人提供了一整套规律，这些规律能够矫正人们的思维并将其引向正确道路。这样，当人们专心致志于研究某一科学时，便可保证不会出偏差”[76]。在阿拉伯语中，逻辑一词的意思既包括口头表述，也包括理性思维的程序。法拉比认为形成思维时语言先于规律，所以逻辑学的学习应排在语言学之后。法拉比重视逻辑学与他视之为最高学问的哲学有关，他认为逻辑学与哲学关系密切，逻辑学是掌握哲学的初阶和准备。

再次是数学（穆斯林学者习惯把数学称为“教义学”），它包括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以及动力学。算术排在最前。法拉比认为算术是学习理论科学的基础，因为数字和量值是不允许有丝毫的马虎的。正确的计算既是学习一切理论知识的前提，同时又可以有效地训练学生的智力。学生必须依照程度深浅的不同，分阶段顺次进行学习。算术之后是几何。法拉比指出几何可以依据论证“给我们确凿的知识并排除一切不确定性”。几何是一切论证中最有力的论证，在这点认识上他与柏拉图很相似。法拉比还提出学习几何学有两种方法：分析的方法和结构的方法。几何学之后是天文学。法拉比讲的天文学是属科学的天文学，与当时社会上的占星术不同。最后是音乐和动力学。

学生在掌握了数学之后就可以学自然科学了。法拉比认为自然科学研究的对象是物质，如动物、植物、矿物等。在数学和自然科学的排列顺序上，法拉比提出先学自然科学也是可以的，因为自然科学比起数学来与人的感觉关系更密切，而感觉是学习知识的开始。学习完以上以精确为标志的科学知识后，再学习玄学（形而上学），即法拉比所说的所有现存生物的“第一要义”。接着又回到人文科学，有支配社会的政治学和支配贸易的法律学。最后是神学，包括伦理学、伊斯兰教法学、伊斯兰教义学和一神论。法拉比称之为“保护社会借以建立和存在信念的科学”，是一门实用的科学，它可以改造人们的道德价值观，使人们努力去获得美德。

在所有学科之上还有一门最高形式的学问——哲学。法拉比对哲学的态度，前面已做过介绍。他提出为了学好哲学还必须学习哲学史，它能使人更好地了解哲学的真谛。归纳一下，法拉比所列的课程有语言学、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玄学（形而上学）、政治学、法学、神学。在这一系列课程中以玄学为界，前部分是哲学上所说的关于存在客体的知识，学习它们的目的是认识真理；后部分是关于人行为的知识，学习它们的目的是获得幸福。在学习哲学之前，学生通过这两类知识的学习增强了理性的思维，改造了自己的道德价值观，这就为学习最高形式的哲学奠定了基础。

在《科学分类》一书中，法拉比没有将医学列入学科之中，但他有一篇论文专门论述医学，在论及医学时，他有时将之称为科学，有时将之称为艺术。《科学分类》中也没有提到体育，但他在《法律篇摘要》中提到了体育，并指出体育有益于身体和头脑，“如果身体健康，头脑也就健康”。

法拉比的课程理论很有特色。其一，它包含当时尽可能有的学科知识，并在介绍每门学科内容和价值时指出了各门学科之间内在的关系，由此将一个体系化的知识结构列为了课程的内容。其二，法拉比强调数学和自然科学的重要性，并十分注重其实用价值。例如对数学，柏拉图注重的是各种观念，而法拉比注重的则是数学的实践内容。其三，法拉比指出了某些课程在人发展过程中的作用。例如，学习数学可促进人智力的发展，学习逻辑学可增强人的理性思维。法拉比的课程理论以及对知识的分类法，对后人影响很大，成为人们效法的样板，如伊本·西那在他的《治疗篇》中就是依照法拉比的排列法来安排书中各门学科的。

六、论教学方法

法拉比和其他阿拉伯教育家一样，十分重视对教学方法的研究。他提出教学方法必须适合学习者的水平，针对不同的人法拉比确定了两种教学方法。第一种为劝导式的方法。这种教学方法主要适合于普通人学习一般的知识或是学习应用艺术、工艺类的知识。它主要通过演讲和活动相结合而进行。法拉比提出劝导式演讲一定要考虑听众的理解力，要使他们能够掌握所要认识的事物。这种教学的主要目的是说服听众，使之做他深信是正确的事情，并知道如何去行动就可以了，并不需去深究事物的原因和规律。这种教学配合的是行动，要实践。第二种为论证式的方法，主要适合于天才般的学者学习理论性很强的知识，如哲学、逻辑学、理性美德等。这种方法主要用于“教师使用演讲的方式进行的教学”。它不同于劝导式的教学，它要通过可靠的证据，用确切的知识，对真理做出解释，最终应使学生认识规律，掌握真理。法拉比又称第一种为宗教的方法，第二种为哲学的方法。显然这是他关于哲学高于宗教思想的又一反映。他认为直接揭示真理的知识，需要确凿的证据进行论证，而宗教和文艺、实用类的知识只需人们相信并能付诸行动就可以了。

法拉比还提到其他一些教学方法，如辩论的方法。它是从矛盾的思想开始，通过激烈的辩论，以强大的声势使对方接受自己的思想，从而达到统一。他认为这种方法一般用来对付较顽固的人。还有一种他称之为“科学的谈话”的方法，即教师对某一事物进行提问，从问题入手，最后通过问题的解决，使学生获得知识，这种方法和我们今天的“问题教学法”似乎有一定的相似之处。有意思的是，法拉比还从我们今天称为心理学的领域去探讨教学方法。他提出一种教学方法为“习惯”。他给“习惯”下的定义是：“人借以获得一种自然的气质或脱离某种不稳定气质的状况，我指的是在一个长时期内频繁地不断重复某种特定的动作。”[77]这种教学方法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前面已经提及。法拉比很看重这种教学方法，他以现实中政治领袖们使市民习惯于好的行为从而使他们成为好市民的事实来说明通过习惯可以获得美德。习惯可使人从不自觉的行为过渡到自觉的行为，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习惯成自然”。法拉比还指出习惯不仅可以培养人们的美德，还适合于书写等技艺的培养。

法拉比对记忆和理解进行了比较，最后得出理解高于记忆的结论。他说：“理解比记忆更好，因为记忆的活动主要涉及词语，换言之，涉及细节……记忆能够永远继续下去，无论对个人或是对班级几乎都没有用……而理解过程涉及事物的意义、普遍的概念和规律——界定事物，限定事物，适用于一切事物。在这些事情上下功夫不会没有好处。它也可以应用于尤其是掌握下列的概念，如类推、组织、制定政策和考虑后果。如果一个人只学一些琐碎的事情，他就难免走入歧途……然而，如果他依靠原则和普遍的概念，在遇到新事物时，他就可以参照他对原则的理解，并将该事物与另一事物作出比较。所以理解显然比记忆更好。”[78]为了使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法拉比提出了一些具有科学原理的教学方法。首先，他建议教学中对凡是能够被实际看到的东西使用观察法，“把实物放在眼前”。在对一些复杂的难以掌握的概念教学时，采用“分解和分析”的方法。教师可借用学生熟悉的词语描述，从具体的特点入手，通过分析得出一般的特点。法拉比认为教学中运用代名词来表达可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而且这种方法还能鼓励学生对学习有自信心。

在论述诸多教学方法时，法拉比还谈及教学仪器在教学中的作用。他认为天文学的教学一定要依靠通过仪器观察获得的重要数据来完成。学习音乐也离不开乐器，对音乐的教学他有很详细的论述。

法拉比在音乐上的造诣很高，他有一部名著《音乐大全》。据说，他还发明了一种乐器，形如竖琴。《伊斯兰百科全书》中记载，苏非派毛勒威亚修道士仍然保存有法拉比谱写的古典歌曲。法拉比以他娴熟的音乐理论和技能论述了音乐教学。他认为学习音乐重要的方法是听乐器演奏。因为音乐的大部分原理是通过感官获得的，听乐器演奏可以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音乐理论。为此他还亲自设计了一种乐器，改进了其他几种乐器，如巴格达鼓和拉巴，以满足音乐教学的需要。运用这些乐器使书本上的内容能够被学生直接感知，其结果是“用言词和类推解释的内容与所听到的音乐完全一致”。设计为教学服务的乐器是法拉比在音乐教育上的一大创举。

法拉比还看到游戏在教学中的作用。他提出玩耍本身不是目的，但组织好的玩耍可以有严肃的目的。他认为玩耍可以战胜疲劳，可以恢复学习中所需要的力量。娱乐犹如食物中的盐可起调节作用，它使人休养身心，恢复力量，以便承受更重要的劳动。他很欣赏古埃及人利用苹果、花束以及一些物体，在游戏中教儿童算术的做法。他提出创造性的游戏具有更大的教育作用，为此他还推荐了几种能激发儿童创造力的游戏。

对阿拉伯社会教育中普遍存在的惩罚现象，法拉比的观点是教师对学生的态度应宽严适中，要依儿童不同的特点来确定宽严程度。对那些为了一时的乐趣而淘气的孩子就满足他的一些乐趣，这样孩子则会抑制自己或改变淘气的做法。对过于淘气的孩子应给一些脸色看，使他感到有压力和不愉快。对一些不规矩的行为则要给一定的处罚，使儿童放弃这种行为。关于体罚，他认为，当肉体的惩罚比心理的惩罚更能使学生产生畏惧的话.也不失为一种教育的方法。

第四节 伊本·西那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伊本·西那（Ibn Sina，980—1037年），全名为艾布·阿里·侯赛因·伊本·阿卜杜勒·伊本·西那，拉丁名为阿维森那（Avicenna），是继拉齐之后最著名的穆斯林医生，也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天文学家、诗人和教育家。980年他出生在中亚的布哈拉城（Bukhara，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附近的阿夫那村，幼年时随家生活在布哈拉。伊本·西那的父亲是位伊斯玛仪派信徒，长期从事地方行政长官工作，他是位很有远见的父亲，当看到自己的儿子有优秀的天分时，立即安排了对他的一系列周密的教育。伊本·西那从5岁起，就开始接受教育。当他掌握了阿拉伯语时（他的本族语是波斯语），父亲为他聘请了教《古兰经》和教文学的老师，在两位老师的指导下，10岁的伊本·西那已经能流利地背诵《古兰经》，同时还阅读了大量的文学作品。像他在自传中说的，他当时简直成了一个“神童”。以后他又以惊人的速度学完了算术、代数和几何。伊本·西那家中经常有伊斯玛仪派的优秀思想家进行秘密集会，对他们的精彩讨论，伊本·西那很感新奇；从旁听中他学习到不少伊斯兰教法和一些哲学观点。当大哲学家阿布·阿布达拉赫·纳特里来到布哈拉市，他的父亲便将之请到自己家中，让儿子拜之为师。伊本·西那向他学习了逻辑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他在学习中又显示出数学方面超人的才能。他的积极好学、博闻善记，使得这位教授很快便感到自己所教的内容已满足不了这孩子的需要了。其后，伊本·西那又被医学所吸引，并在很短的时间里学习完医学，并从临床治疗中得到经验和能力。当他在医学上获得一定声望时年龄还不足17岁。那时，位于河外地区的地方小王朝萨曼王朝（Samānid，874—999年）的苏丹努哈·本·奈苏尔患了重病，宫中医生们束手无策，经人推荐来的伊本·西那为他治好了病，苏丹十分钦佩他。伊本·西那由此被允许进入宫中的书库。当时的萨曼人极为重视阿拉伯—伊斯兰学问，曾把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大量著作，译为当时已经形成的“新波斯文”。苏丹奈苏尔的王宫藏书很多，伊本·西那在这里阅读了大量的珍藏书籍，尤其是哲学类的著作。他在以后的回忆中谈及这样一件事：他在这个王室图书库里看到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他反反复复阅读了40遍，但还感到自己尚未真正地理解它，偶然的机会，他得到法拉比写的《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读完后，他感到迄今为止的疑难问题一下子便解决了。在这里，他用了一年多的时间进行阅读和钻研，当他18岁时因其哲学和医学方面的影响，已成为闻名遐迩的学者。在他父亲去世后，伊本·西那开始在各地漫游。

1001年，伊本·西那来到花剌子模，在戈尔甘城结识了富商艾布·穆罕默德·希拉兹，由于他的帮助，伊本·西那在这里办了一所学校，收徒讲学，同时开始编写《医典》（The Canon of Medicine）一书。学生阿布·奥贝德·朱尔加尼就是从这里开始终生追随着他的，最后还为伊本·西那编写了生平传记。我们今天了解这位哲学家、教育家，不少内容就是通过这本传记而获得的。后来，戈尔甘城发生动乱，伊本·西那到了哈马丹（Hamadan），在这里他又为哈马丹的苏丹夏姆斯·道莱治好了顽疾，因其博学和才干被苏丹任命为宰相。伊本·西那执法十分严厉，得罪了军队中的武官，这些人极力排斥他。苏丹被迫将他免职，伊本·西那一度还被囚于监狱，财产被武官们洗劫一空。后来夏姆斯·道莱旧病复发，只好又请回伊本·西那为之治病，苏丹向他道歉，又使他官复原职。这以后他度过了一段较为安定的时间。白天，他协助苏丹治理国事，闲暇时为学生讲学，晚上著书立说。学生们请求他写一本全面反映亚里士多德哲学观的书，于是他开始写《治疗篇》（The Healing），由学生朱尔加尼负责核对，另一位学生校对《医典》，并将订正和修补意见补入。999年苏丹夏姆斯·道莱在征战中身亡，新君即位，有意对伊本·西那怠慢，于是伊本·西那萌发了离去的念头，他秘密写信给伊斯法罕的苏丹，希望为之效力。事发后他又在狱中度过了4个月。在狱中，他写了第一篇苏非派论文《哈伊·本·耶格赞》（Hayy Ibn Yagzan），还有《治疗篇》的逻辑学部分。后来他设法越狱，乔装后逃到伊斯法罕，在那儿他受到苏丹阿拉渥·道莱的欢迎，并受重用达13年之久。1030年，伊斯法罕城一度失陷，占领军抢劫了伊本·西那的住宅，他写的《公正书》这部大型百科全书全部失落，这部书共20卷，有2800个哲学命题，其中包含被称为“东方哲理”的关于他个人的哲学思想，以后流传下来的只有一些片断章节。1037年，他在陪同阿拉渥·道莱出征哈马丹时，患病不愈，去世后被安葬在哈马丹城郊，终年57岁。

伊本·西那的一生十分坎坷，数经动乱和战争，颠沛流离，但他意志很坚强，精力旺盛。他在担任几个苏丹的幕僚时，都未中断对科学和哲学的研究。无论他走到哪里，身边总有自己的学生和研究圈子。他一直坚持讲学和著书，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的思想文化财富。伊本·西那的著作很多，1950年为纪念他诞辰1000周年，埃及国家图书馆出版了该馆保存的伊本·西那著作书目和评注，共收入150余部著作和手稿，其内容涉及他那个时代所能有的各种知识门类。他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哲学和医学部分。《治疗篇》（又译作《治愚书》或《医经》）是部百科全书式的哲学巨著，包括逻辑学、物理学、数学和神学（形而上学）四大部分，共18卷。伊朗、埃及、捷克均出版过该著作的部分篇章。英国牛津大学图书馆藏有该著作全套18卷的手抄本。欧洲和阿拉伯一些国家的图书馆里藏有该套书的部分手抄本。《拯救篇》（The Deliverance，又译作《解愚书》）是《治疗篇》的缩写本，内容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这本书是他为那些“想超出一般老百姓，靠近上层，掌握一些哲学基础知识的人”编写的。该书与《医典》于1593年在罗马出版过。1912年埃及出版过《拯救论》的单行本。《指示与说明》（The Directives and Remarks，又译作《训导书》）是伊本·西那的晚期著作，包括逻辑学、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其内容丰富，观点鲜明，是他晚年哲学思想的代表著作。该书被译成英文和法文，19世纪在欧洲出版。《医典》是伊本·西那最重要的医学著作，全书共5卷。他在哈马丹时开始撰写，到伊斯法罕后才完成。这部书被誉为“一部中世纪真正的医学百科全书”[79]，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广泛出版，讫于17世纪末，一直是欧洲各大学的重要教材。该书使伊本·西那享誉阿拉伯世界和欧洲各国。伊本·西那还是一位诗人和文学家，他的医学《千行诗》和长诗《灵魂颂》不仅是医学和哲学的重要著作，也是极优秀的文学作品。他用塔克文撰写的《知识论》系统地论述了各门类的知识。

二、教育观的哲学基础

（一）心理观

伊本·西那非常重视在今天被列为心理学范畴的一些问题的研究，“以致他名列古代和中世纪史上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学者的前茅”[80]，并由此成为中世纪对该问题研究的佼佼者。伊本·西那关于心理学问题的研究是以灵魂论的形式出现的。

灵魂是古希腊哲学家们研究的重要命题之一，中世纪的伊斯兰哲学家们也研究了这一问题。虽然《古兰经》不鼓励穆斯林深入研究这一问题，一些教律学派还反对这类研究，但也有不少的穆斯林学者对此感兴趣，有着不同程度的研究。伊本·西那对于灵魂的分析和论述，是他哲学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他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他有关这方面的专著和论文很多，如《论人的灵魂及其表现》《论灵魂》《灵魂潜力分析》《灵魂与肉体》以及长诗《灵魂颂》。伊本·西那在研究灵魂问题时，除了借鉴前人的学术成就外，还很注重借鉴亚里士多德之后医学发展的成果。他从形而上学、神学和医学生理学三个方面研究了这个问题，提出了一些有价值有特色的观点和思想，并以此为基础研究教育理论。

伊本·西那认为，人包含公开的和隐蔽的两种因素。在《医典》中他谈到，我们对自己所能确实了解的是包括器官和细胞组织的可感知的人体，当然这些是借助于解剖学，人还有隐蔽部分——人心灵的构成。伊本·西那从灵魂的存在、灵魂与肉体的关系及灵魂的功能三个方面阐述了这一问题。

1.灵魂的存在

为了说明灵魂是存在的，伊本·西那不厌其烦地从五个方面予以证明。

（1）生物运动的证明

伊本·西那提出，人和动物自身的意识的运动，是灵魂存在的证明。他认为按自然本性，人因其自身的重量应呈静止状态，却在地上行走，鸟在空中飞翔而不跌倒地面，都是由于他们自身具有一种特殊的力的作用，这就是灵魂。在《灵魂潜力分析》一文中他说，灵魂是这种自觉运动的内在推动力。

（2）生理意识和感情的证明

伊本·西那认为人的感情和意识是灵魂存在的表现和证明。在《灵魂潜力分析》中他说：“人对事物表现出的惊讶、欢笑、痛苦、羞耻等，这些心理意识是人的特征。人还可以说话，可以利用各种手势，最重要的是人可以体会到纯理性概念的含义，可以从已知中接受和意识到新的知识，这一切只存在于人，因为人有灵魂。”[81]

人有了灵魂才能接受抽象的事物和概念，才能进行思维、想象和判断，从而认识新的未知的事物。

（3）人的本质延续的证明

伊本·西那提出，使人的本质得以延续的是灵魂。他说人的肉体处于不断消耗和补偿过程中，由于新陈代谢，人的肉体在20年内是完全更换过的，它实际上已不是原来的那部分了。而人的灵魂自出生后就有了，是不变的。所以这个人才能延续下来，才能回忆起过去许多事情来，才能使自己的本质延续下去。本质虽不像肉体可以看见，但它确实是存在的，它就是灵魂。在《灵魂潜力分析》中他提出，人和动物的感觉、意识、成长、繁殖等这些行为之原就是灵魂。

（4）“我”的证明

伊本·西那提出，我们经常听到人们说“我看见、我喜欢、我走了、我用耳朵听、我想到了……”，这些意识和动作中的“我”并不是指人体的某个器官，而是联系这些意识和行为的共同点，它起着支配作用。所以伊本·西那提出，能够支配人的意识和行为，但又超出这些意识和行为的“我”就是灵魂。

（5）抽象“人”的证明

伊本·西那提出一个设想，当一个人刚被完整地创造出来，没受外界一切影响，也不受感觉影响时，他是意识不到任何其他事物的，但他仍可意识到“自我”的存在，这种自我意识就是灵魂。

伊本·西那关于灵魂的分析和论证，实际就是在研究人精神的存在和作用，是在分析精神与物质的关系。例如，他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灵魂时就提出，人最初的认识来源于实践，是通过感官接受的，但人的视、听、嗅、味、触五种感官是彼此独立、互不支配的，因此它们需要把自己得到的外界信息传递给一个总调度、总指挥，从而进行协调。伊本·西那将这个总调度、总指挥称为“共感官”。他又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的发展和转化过程，论证了这个“共感官”就是人们的灵魂。今天心理学的研究告诉我们，人的语言、思维、实践、认识和判断等，都是大脑皮层的神经中枢活动的表现。伊本·西那所说的“共感官”或曰“灵魂”实际上就是指人的“高级神经中枢”。尽管由于当时科学实验的局限，他的观点存在许多缺陷，但他能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对人进行研究，也构成了中世纪哲学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2.灵魂与肉体的关系

伊本·西那认为，灵魂和肉体是并存的，而且两者密切相连，不间断地相互协作。没有灵魂就没有肉体，因为灵魂是肉体生命之源，是肉体运动、感觉的动力源泉，是肉体生命力之所在。反之，没有肉体也没有灵魂，因为灵魂是随肉体的产生而产生的。但灵魂与肉体并不是因果关系。在论述灵魂的本质时，伊本·西那提出，灵魂是一种单纯的本质。[82]它是超越物质的，是不灭的。他认为灵魂不同于肉体，例如人的躯体和器官在40岁以后便停止发育并开始萎缩，而灵魂的潜能却恰恰相反，如人的认识、思维、判断的能力在40岁之后反而表现出更健全和强大的倾向。所以灵魂完全不同于肉体，否则它在40岁以后也应该衰退。伊本·西那也看到年迈者或病人所表现出的健忘、思维力减弱等现象，但他将之归咎于肉体器官的影响。他认为这是灵魂忙于安排肉体而顾不上思维所致。

在灵魂的归宿上，他继承了法拉比的思想，认为灵魂并不随肉体的毁坏而消失，它也不会从一个肉体转向另一个肉体。所以他对“转世说”或“轮回说”持否认态度。伊本·西那还提出灵魂具有个性，其个性特点取决于他的质料，即与肉体结合时的物质灵魂。当肉体消失后，不亡的灵魂仍保留着与肉体结合时留下的个性痕迹。

3.灵魂的功能

伊本·西那提出灵魂具有一定的功能，他称之为“力”。灵魂的功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即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不完整到完整。对此，伊本·西那做了详细的分析。

首先，灵魂具有植物性功能。它表现为消化力、繁殖力和生长力。这类功能关系到人类的生存、营养摄取、发育成长以及通过繁殖达到人类的繁衍。

其次，灵魂具有动物性功能。它表现为能动力、感觉力。感觉力又分为外部感觉力和内部感觉力。外部感觉力是通过五种器官——视、听、嗅、味、触，对外部世界所产生的感觉功能。内部感觉力是通过想象、记忆、模仿等方式由内心支配的感觉功能。

最后，灵魂还具有区别于动物的人性功能。人性功能又可称为灵魂的理智，它包括了实践理智和理论理智。实践理智又叫道德理智，它是指导人实际行为的主动能力，属于实际智能。理论理智是指导人思维的认知能力，属于思辨智能。

伊本·西那是位名医，他在分析人的灵魂时，与医学观点结合在一起。他认为人灵魂的感受功能（植物性功能）是大脑的前部，灵魂的意识功能（动物性功能）是大脑的中部，灵魂的理智功能是大脑的后部。他还提出，人的灵魂从诞生起就形成了，但这时灵魂的功能并不能全部表现出来，它的植物性功能和动物性功能先发挥作用，而它的理智功能，则要经过三个阶段的发展才能表现出来。第一个阶段为理智的原质状态，处于这个状态时，理智本身不能转变为行动。例如，未经启蒙的儿童不能读书、写字，但这也并不等于他不会读书写字。第二个阶段为理智的潜在状态，在这一阶段，它本身具有了转变为行动的条件和工具，但尚未发挥出来。例如，经过启蒙的儿童，会知道简单的道理，像全体大于部分，等于同一个量的两个量也相等。第三个阶段是理智的完备状态，这时的人便有了完全思维和抽象的能力。理智的最后阶段是实践和运用。作为医生的伊本·西那还研究过人的心理疾病，如他描述过一种心理错乱的病症——相思病。这种病的症状是体重和气力消减，并伴有发烧。对这种心理疾病的治疗，应从精神上去解决而不是依靠药物治疗。对其他一些疾病，他也主张用心理疗法配合药物治疗。他认为最好的疗法是增强病人心理和精神力量，鼓励他和疾病斗争，美化环境，欣赏悦耳的音乐，和亲人团聚等。伊本·西那的灵魂功能说剖析了人学习的潜在能力和发展规律，这些思想为中世纪的教育学说奠定了一定的科学基础。

伊本·西那对灵魂的论述属于“二元论”，前部分他从医学角度出发，带有一定的唯物因素，后一部分即“灵魂不灭”的结论却是从神学和宗教的立场出发的，带有时代和社会的局限性。

（二）认识论

伊本·西那指出认识就是对事物的抽象。他将认识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类，并认为人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感性知觉、想象、推测到理性思维四个从低到高的阶段。与这四个阶段相应的人的灵魂也处于四种理智状态，它们分别是物质的理智、习惯的理智、现实的理智、获得的理智。物质的理智是一种能够接受知识的潜在能力，习惯的理智是不自觉地接受知识的过程，现实的理智是对已接受知识的思考和理解，获得的理智是从被认识的对象中抽象出的普遍概念。伊本·西那的知识观是建立在其认识论基础之上的，所以他很重视感觉的作用。他说感觉到的一切事物图景被传送到感觉器官，产生很深的印象，然后被感觉机能所接受。感性知识是一种获得的知识，它源于感官刺激。理性知识则是依靠真主赋予人的思辨能力而获得的。

（三）社会政治观

伊本·西那认为，社会是由众多具有不同技艺和能力的人组成的集体。它是以专业分工为前提，同时又是以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合作、联系为基础的。如果没有这个基础，一切都将是混乱无序的，社会则可能被解体。国家是社会的管理手段，是在正义名义下的一种强制性工具。它主要用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持久，使人人能够各司其职，各得其所。社会的运转和众人的各种活动是需要法律来进行协调和制约的，对伊斯兰社会而言，是必须服从真主的神圣正义的法律。伊本·西那还认为具体法律的产生是由先知在神启的指引下制定出来的，真主掌握着永恒不变的总体，但因社会是较为复杂的，加之法律也应随时间的变化而变化，所以先知依据神启界定出事物的总原理，制定出法律的总纲。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应给执法人以一定的解释权。对先知的继承人或是哈里发来说，其职能是在任何有法律条文存在的地方执行法律原则，而在无法律条文存在的地方，他则是一个与当权者们进行磋商的独立解释人。因为哈里发拥有相当大的权限，所以应被严格挑选。他可以由民众选举产生，也可由执政者们共同商议后确定。当选的哈里发应具有勇敢、无畏、适度和正义等美德，而最重要的是他应具有渊博的伊斯兰法典知识和实践的智慧。伊本·西那十分痛恨专制独裁的执政者，他提出应对专制独裁者处以严刑甚至死刑。

伊本·西那的社会政治观与其所处的时代有着密切的联系。伊本·西那深深地感到，基于伊斯兰宗教信条的阿拉伯社会已经衰落了，想要使伊斯兰社会重新振兴，出路在于用理性改造人与社会，宗教的信条只在其中起辅助作用。因此，他排除了真主对现实社会细节上的“全知”“全能”属性。在这一点上，他与法拉比是一脉相承的。伊本·西那提出应通过教育使社会上各阶层的人都具有不同程度的智慧和道德，例如，执政者有理性，拥有渊博的知识，并具备熟练的管理才能。在执政者的管理下，民众也都具有伊斯兰伦理道德观并以此规范各自行为，人人遵守伊斯兰法律，能为公众的利益履行各自分内的职责。

三、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目的

伊本·西那提出教育的目的是发展一个人的身体、智力和道德。它应依据每个人不同的能力和爱好，以及对未来职业的选择，实施不同内容的教育，使每个人都掌握一定的专业和技能，成为自食其力、对社会有所贡献的人。他认为对一个人来说，其身体、智力和道德都很重要，所以教育不能偏重哪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那些只着眼于智力发展和知识积累，或只重视道德、仅局限造就完善公民的教育都不是完整的。教育的目的应是通过德、智、体三个方面形成完整的人格。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他论述教育时，既重视人的身体发育和与之有关的体育锻炼、饮食、睡眠和卫生，也重视智育和德育。另外依据他的社会观，他认为建立在“分工”“合作”基础上的社会要求每一个社会成员均需相互交换服务。虽然各人的天资是有差别的，但教育可以赋予每个人适合自己才能的谋生技艺。每个人都应掌握一种专业技能，才能为社会公益事业服务，对社会做出贡献。所以他也很重视职业能力教育。

伊本·西那和古希腊的学者一样，认为哲学家优越于其他任何人，但他并不认为教育的目的仅限于培养哲学家。他将哲学家的教育列为专业教育阶段中诸多专业教育中的一种，这是他与其他伊斯兰教育家的重要区别。伊本·西那的教育目的说，与他个人的职业和经历有关。他是个优秀的医生，并长期从政，对社会有着深入的了解和研究。他的教育目的说，不是从纯抽象的思维中得出的，而更多地体现出社会现实的一面。他从一个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的多重角度提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身心都健康的正直公民，培养他们去从事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这的确是他高于不少穆斯林教育家的地方。当然伊本·西那的教育目的说带有时代的局限，比如，对脑力劳动者和体力劳动者的教育在他那儿就有了极大的差别。

（二）论各阶段教育和方法

1.儿童阶段

伊本·西那将6岁以下儿童的教育划为两段：婴儿期（0～3岁）、儿童期（3～5岁）。

婴儿期的主要任务是身体发育。他对婴儿的每一种活动都给予了关注，如睡眠、洗澡、哺乳以及适合于婴儿年龄的体操。他十分重视母乳喂养，强调母亲应亲自哺乳自己的孩子，因为这样对孩子的健康和性格有直接的影响。即便母亲不能亲自喂养，也要精心挑选奶娘，应尽量避免喂养动物奶汁。对婴儿哺乳的时间、每天的进食量以及如何断奶，他都做了详细的论述。他说：“婴儿吃奶后睡觉时，不可剧烈地摇晃婴儿的小床，否则会震动婴儿胃中的奶水，只宜轻轻地摇。哺乳前婴儿哭一会儿对婴儿进食有益，不必紧张。母亲哺乳期一般是两年，这期间婴儿若想吃其他食物，可以搭配着喂给，但不能强迫。当幼儿开始长牙时，可以从吃母乳逐步过渡到吃硬些的食物，最初可以喂成人咀嚼过的面包，以后可以吃在水、蜂蜜或在果汁中浸泡过的面包，喂食量应慢慢增加，使之逐渐地脱离母乳。”他说：“断奶应逐渐来，不要突然全断掉。”

3～5岁为儿童期。伊本·西那指出这个时期儿童身体强壮了，舌头能够运用自如，儿童的听觉也能够集中起来了，这一切为学习做好了准备。这个时期的教育应侧重三个方面：儿童的道德；身体的发育和运动；情趣和行为举止的培养。伊本·西那认为这个阶段最重要的是为孩子创造童年的幸福，使儿童在身体、精神和道德上健康地成长起来。所以他不主张在这个时期对儿童实施任何专门化的教学，他重视的是儿童游戏性的运动和音乐教育。他指出游戏对儿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在游戏中儿童既可以锻炼体力，也可以学到各种运动技能，同时还能学会怎样过集体生活。游戏的形式和运动量可以视儿童的年龄和能力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但游戏对每一个儿童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音乐教育可以陶冶儿童的情操，音乐能给儿童带来愉悦、高兴、纯真和激动人心的情感。他以一个作曲家、演奏家的眼光，提出儿童有能力掌握辨别协和弦、不协和弦、高音、低音的方法，可以掌握发声的原理，所以应注意让儿童听音乐。孩子从被放入摇篮起，就应该听着音乐入睡。略大些的孩子可以学习有简单韵律的诗歌，这些可以为他们将来学习欣赏音乐或作曲、演奏乐曲奠定基础。伊本·西那关于儿童阶段的教育思想，不少是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出发而阐述的，含有相当的科学性。他认为儿童期的教育重要的是游戏性运动和音乐教育，而不是专门知识的教学，也适应了该阶段儿童身心发育的需要，体现出伊本·西那对儿童发育特点的正确认识。

2.初级教学阶段

伊本·西那将6～14岁儿童的教育定为初级教学阶段。在《医典》一书中，他规定孩子从6岁开始进入“初级阶段”，应该跟从家庭教师或学校的教师接受正规的教育，并要逐渐远离游戏和活动，开始有组织的学习。伊本·西那认为这个阶段实施的是初等的普遍教育，所以学生们学习的内容是大致相同的。

伊本·西那指出，这个阶段教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学生虔诚的信仰和完善的伦理道德，同时使学生掌握基本的阅读和书写能力。孩子首先学习的是《古兰经》。他说：“当孩子们的关节长结实了，舌头也灵活自如了，就有了受教育的条件，他们能专心听讲了，就应开始学习《古兰经》，接触字母表……”[83]

阿拉伯的书法一般是由《古兰经》教师教授的，往往先由教师写出字母，学生按照教师的指导在木制的“石板”上进行书写，并用心和手记住它们，直到能正确地写出这些字母并掌握发音。然后是遣词造句，这以后学生就能试着在石板上写出他们已经背会的《古兰经》韵律诗了。除《古兰经》外，学生们另一个重要的学习内容是阿拉伯诗歌。教师首先让孩子们背诵一些语言简单、诗节较短、节奏轻快的诗，以便学生记忆和理解。一般是先吟诵韵律诗，然后再读古曲诗。伊本·西那提出，教给孩子的诗歌的内容应有所选择，要挑选那些抑恶扬善、具有高尚道德含义的诗，因为对这个年龄阶段的儿童而言，他们读到的或听到的诗句对他们有强烈的影响。儿童从背诵的韵律诗中了解到人应具有的高雅举止，了解无知和愚昧的耻辱，学会尊敬父母，崇尚公认的良好行为，养成慷慨好客的品性，具备良好的道德准则。伊本·西那认为，有启迪作用的文学佳作，会使孩子受到道德教育，从而为他们将来一生的幸福奠定基础。对于诗歌，阿拉伯人有一种特殊的喜爱，伊本·西那在《医典》中说：“诗歌是影响想象的语言。”所以他对诗歌的教学给予了很大的重视。

对于教学的组织形式，伊本·西那认为对这个阶段的学生来说最好是进行集体教学而不是个别教学。他说，当一群行为优秀、有良好习惯、情操高尚的孩子们在一起接受教育时，一个儿童会去教另一个，并向他学习，成为他的朋友。如果一个儿童只和教师在一起，可能两个人都不会满意。教师面对的不只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厌烦情绪会减少，活动的节奏会更快，孩子们在一起学习时也会有较大的学习兴趣，相互竞争，渴望成功。集体教学对教师和学生都有益，所以他鼓励这个阶段的孩子应在集体的学习和活动中共同成长。

3.专业化教育阶段

伊本·西那认为，学生在完成普通教育之后，各自的才能开始显现出来，这时应开始专业化教育。他所确定的专业化教育，是指与人们所从事的职业有关的教育。伊本·西那认为，因为每个人的灵魂都具有独特的个性，所以每个人所表现出的才智、能力和兴趣都是不相同的，将来所从事的职业也不相同，所以在完成普通教育后的专业化教育不应是千篇一律的。如何确定学生的专业教育方向呢？伊本·西那提出应尊重年轻人的意愿，应依据他们各自的才能、兴趣、爱好以及将要选择的职业，接受不同的专业教育。在这个问题上，父亲和教师只能是指导者，而不是指挥者。他说，年轻人不应接受任何强加给他们的、与其能力和爱好不符的教育，教师应在仔细观察了解学生之后，并依据社会上行业和专业群体的发展和需要，对学生进行专业指导，使他们能正确选择一个既适应个人才能和爱好又是社会所必需的职业。教师应该明白：“并不是孩子想要从事的手艺都有其可能性并适合他们，唯有满足其性格、对他们适合的手艺才是如此。如果技能技艺只需提出要求便可得到，而没有什么适合和不适合的问题，那么人人都可掌握它们，而人们将不约而同地选择去从事最高尚的技能和最高级的手艺。”[84]

伊本·西那在阐述因材施教的思想时，还谈到特殊教育的问题。他看到社会上有“智力缺陷’和“头脑简单”儿童的存在，并指出这些人“没有能力从一般的教育和理论学习中获益”，所以应提供一种适合于他们的教育，使他们在监护人的指导下学会如何安排自己的生活，并通过教育和治疗逐步康复。对那些康复无望的孩子“则应保证对他们的照顾”。

伊本·西那将专业教育划分为两大类，即实用技艺教育和理论教育。

实用技艺教育主要培养手工艺者，如从事贸易、珠宝制造或具体一门手艺的人。这类教育主要依靠勤勉的实践，在具体的操作中边干边学。但伊本·西那认为这类教育的作用不仅是教会学生掌握谋生之计，同时还可完美人格。他说：“如果孩子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他选定的行业，他就有了靠此为生的好机会，因为这有两个好处。第一，当他尝到靠自己的技艺挣钱的快乐，并认识到其技艺的潜力时，他会珍惜它，为了取得优异成绩，探索该技艺的一切秘诀的动力会更大。第二，他会对靠自己挣钱谋生变得习惯起来。”[85]由此可见，伊本·西那认为能依靠自己的能力自食其力的人，不仅可以获得钱财，同时还可具有独立的人格，还具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能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也是伊本·西那重视职业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

理论教育主要培养社会上的脑力劳动者。这种教育主要是通过教师的讲解来完成的。伊本·西那笼统地提出这种教育有两种形式，即传递式和学术式，但没详细介绍具体内容。我们通过介绍他在自己的研究圈内教授学生的史料可以看到，他喜欢灵活地运用多种方法进行教学。他有时为学生讲解，有时让学生听写课文，组织学生讨论，有时也用书信解答学生的问题。他重视让学生自己通过阅读、调查和思考来掌握知识，为此他还确定了各科专门的参考书籍。在理论知识掌握之后，伊本·西那同样重视实践环节，他认为：“如果学生是学医的，他就应通过临床实践更好地掌握知识，积累经验；如果是学文学的，他就应尝试用自己的笔去挣钱谋生。”

伊本·西那关于专业化教育阶段的论述很具特色，在基础教育后的分科教育中，他不仅重视哲学家、医生、科学家的培养，还同等重视职业技能的培养。特别是他在当时就看到了教育与经济、教育与社会需求之间紧密的联系，看到个人的才能爱好在专业化教育与职业选择中的重要作用，并要求教师对学生进行正确的择业指导，这在中世纪确属高见。但因时代的局限，伊本·西那没能正确地认识到学生才能及兴趣、爱好有别的根本原因，他认为这是一种难以了解的潜在原因，对此人是无法识别的，只有全能的真主才知晓。

伊本·西那关于三个阶段的教育，主要是针对男孩进行的。在女孩的教育上，他认同社会上的习俗，即女孩在家中，由家人或家庭教师将道德、宗教及必需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她们。按照伊斯兰社会的习俗，丈夫应当保护和照顾妻子，应在经济上供养她们，所以妇女不必像男人那样为养家糊口而去从事各种工作，也就不需要专业化的教育。虽然当时阿拉伯世界曾出现过不少著名的女律师、女诗人和女歌唱家，但伊本·西那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妇女没有养家的重担，可以轻松地致力于感兴趣内容的学习。对妇女来说，她们主要的任务还是做一个合格的妻子和母亲。

（三）道德教育

伊本·西那和其他伊斯兰教育家一样，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认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提高个人修养，以求得道德完善。能够提高个人修养，促使道德完美的学问有三种，即个人道德学、家庭道德学和公民道德学。个人道德学是教导人类自己如何生存，为了今世和来世的幸福，人必须具有什么品质，个人道德学常常把一个人怎样才能保持灵魂纯洁作为课题来研究。家庭道德学是教导家庭成员之间共同生活的正确方法。公民道德学是教导人们如何过好公共生活的学问。在伊本·西那的道德教育思想中，家庭伦理、家庭生活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他认为夫妻生活是人类种族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保障，家庭是构成国家躯体的细胞。所以他强调应保持夫妻关系的纯洁，以维护健康的家庭关系。他要求城邦严厉制止一切淫乱放荡的生活和私通行为，以免给家庭婚姻关系带来损害。应教育丈夫和妻子各自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丈夫应保护、照顾妻子，承担起养家糊口教育子女的重担，而妻子则应细心周到地服侍丈夫，精心喂养和教育儿女。父母亲都应承担对子女的抚养和教育职责，但当孩子长大结婚后，应让孩子去独立生活。若子女继续和父母亲生活在一起，会使年轻人失去进取心，增加依赖性，这样会给双方带来苦恼和麻烦，对个人、家庭和社会都不利。孩子独立生活后仍需孝敬父母，承担赡养年迈父母的责任。伊本·西那还谈到，如果夫妻感情破裂无法调和，也应允许离婚，但他指出这样会给子女造成不良的影响。

伊本·西那认为，道德不是天生的，是后天形成的。他说：“一切德性，好的或坏的，都是后天养成的；当一个人尚未形成一定的德性时，会自己养成这些德性，当他的心灵在某种特定的道德特性下发生改变时，他可依靠自己的意志抛弃它而趋于其反面。”[86]对人的天性，他认为既非善亦非恶，然而更近善而远恶。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会促使人发生改变，达到完美。对儿童来讲，其可塑性最大。所以他提出对人的道德教育，应从他诞生之时开始。孩子从出生到早期童年阶段，会遇到很多问题和困难，这些都会影响他们的心理和性格，会影响到他们的道德培养，所以应从儿童尚未养成不好的品行和性格之前就加强教育和培养。他说：“孩子一断奶，其教育和道德培养就开始了——这发生在他受到应该谴责的道德和讨厌性格的侵袭或被其战胜之前。”由于邪恶的道德会很快侵蚀年幼的孩子，恶习极易独占上风，如果有任何邪恶的道德和恶习对其施以影响，就会主宰他，到那时他就难以挣脱这些邪恶的道德和恶习，亦无法与其抗争。伊本·西那认为在人们的品行形成中，环境具有重要的作用，所以他很重视童年时期对儿童所能造成影响的一切，如乳母、教师、朋友。他还谈到择友的问题，指出一定要选择志同道合、品行高尚的人做朋友，将之作为自己的镜子，以他们的优良品质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才不致误入歧途。也正因为如此，教师对学生来说尤为重要，他认为教师在儿童教育中的作用，远不止把知识传授给他们，学生还从教师那里获得许许多多的习惯、思想和价值观。当教师在认真履行职责，传授知识的同时，学生会不费力地、无意识地在模仿中效仿了教师的行为举止和品性。为此，伊本·西那对从事教师的人提出了严格要求，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之前，应先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当自己有了良好修养后才能去要求别人。这也正如我国所说的：正人先正己，己不正，也不能正人。

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伊本·西那提出主要有两种，一是利用榜样发挥作用，二是道德行为的实践。伊本·西那主张让孩子在榜样的影响下坚持日常道德行为的练习。他和法拉比一样同意“习惯成自然”的说法，因为道德价值仅为理性所承认是不够的，它必须在人的心中扎根，通过模仿、习惯获得良好的品德，使人们心中的“道德感”成为行为结构的一部分，才能达到最后的道德完美。

道德教育还需要奖赏、鼓励和惩罚。他认为当心灵遵循道德之路时，就应给他们以奖励，当人的心灵为邪恶所蒙蔽时，也需要惩罚心灵，如生气的警告和具体惩罚。他说：“人必须准备奖赏和惩罚心灵，以此对其加以调控。”他认为体罚会导致对孩子的伤害，因为过分的打骂会导致仇恨，并得不到预期的教育效果，他提出不到万不得已时，不能使用体罚。

第五节 安萨里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著作

安萨里（Ghazali，1058—1111年），全称阿布·哈米德·伊本·穆罕默德·安萨里。1058年生于波斯呼罗珊（Khorāsān）图斯城（Tūs）附近的格扎顿村。7岁时丧父，在父亲好友的监护下接受教育，当父亲留下的遗产用尽之后，他接受了监护人的建议，与弟弟一起进了尼沙普尔的一所以宗教学习为主的教育机构马德拉沙，因为马德拉沙不仅不收学费，还免费提供食宿。安萨里在那里学习了伊斯兰教法学、《古兰经》注释、圣训等课程。安萨里对任何知识都不是盲目地接受，他很勤于思索。他对这个时期的求学是这样看待的：“我们不是为着真主求学，但我坚信的只有真主。”[87]依照伊斯兰周游求学的教育传统，安萨里15岁时到了文化繁荣的城市朱尔文，师从伊玛目伊斯马仪学习。几年后他又回到尼沙普尔，拜在当时首屈一指的大学者马立克·楚瓦伊尼门下，向他学习教义学、逻辑学及神学。楚瓦伊尼门下人才荟萃，安萨里以他的聪慧、博学和善思很快便超过了他的同辈甚至前辈，赢得了很高的声誉。尤其在辩证法方面，谁都不是他的对手。连楚瓦伊尼也常常对人说：“这位天才，可以代替我来讲课了。”安萨里在这里学习的5年中经常协助楚瓦伊尼进行教学。与此同时，他还跟随另一位学者学习苏非神秘主义思想。1085年楚瓦伊尼去世，安萨里开始参加社会活动，听说地方王朝塞尔柱的首相尼采姆·穆尔克（Nizam al-Mulk）十分爱才重教，安萨里便来到当时著名的学术文化中心城市——巴格达。一次在尼采姆主持的学术辩论会上，安萨里发表了自己精彩的辩论，这使他名声大噪。尼采姆十分器重这位年轻的学者，安萨里就在这里待下来了。这期间，他一边从事社会学术活动，一边带着自己的学生著书立说，同时他还潜心研究了伊斯兰哲学尤其是法拉比、伊本·西那等人的思想。1090年，尼采姆任命他为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的教授，他受到大学里师生的热烈欢迎，并在这里开始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

在大学里，他主讲教法学、逻辑学、神学等课程，这时他已成为教义学、哲学领域中的最高权威。各地有才气的年轻人纷纷慕名而来，投其门下，以能成为安萨里的学生而感到自豪。社会上的名流甚至连宫廷大臣们也都很尊敬他，有时几乎使他达到神圣的地位。大学者伊本·塞巴吉曾赞许道：“他的风范令国王和大臣们都折服。”11世纪末的伊斯兰社会，正进行着思想意识领域的大辩论，主要表现为宗教与哲学之争、逊尼派与什叶派之争、神的启示与理性之争。在这场激烈的争论中，安萨里心中逐渐升起了一个大疑团，他感到自己穷其半生之力，通过理性所获得的教义学和哲学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错误。他对理性的认识能力产生了怀疑，感到传统的教义学在通过理性论证安拉之中，反而使人们心里失去了安拉。他陷入无可名状的不安，感到精神正四分五裂，精神的焦虑又影响了他的身体，使他大病一场，以致无法坚持正常的教学工作。但安萨里又感到，在这精神的崩溃中，似乎又孕育了一种新思想的胎动。出自对真理的渴望，他辞去了教授职务，放弃了一切名利荣耀，开始长途旅行，过一种苦行、苦修的生活，以期求得对安拉的真正认识。1095年，他首先步行到了圣地麦加，然后经大马士革、耶路撒冷到亚历山大。在旅途中每到一地，他都旅居在清真寺中，大多时间都在寺中静心修养、冥冥苦思。最终他确信，只有经过个人精神的修炼，通过穆斯林个人对真主知识的直接感觉和内心经验，才能维持信仰的真诚与持久，才能使灵魂净化，从而得到拯救，并获得来世永恒的幸福。安萨里开始撰写《宗教学的复兴》（Revival of the Religious Sciences）一书，重新建立他认为正确的、新的信仰体系。1105年，尼采姆的儿子塞尔柱王朝的大臣法赫尔·穆尔克说服了安萨里到尼沙普尔的尼采米亚大学任教，但不久法赫尔·穆尔克被杀，安萨里又回到故乡图斯城。安萨里深知教育的功能和作用，他在图斯城兴办了一所苏非派的道堂学校，并聘请了不少苏非派学者在这任教，宣传他的神秘主义思想及修炼方式。1111年12月19日，安萨里去世，被安葬在图斯城内。安萨里在伊斯兰教中的地位，犹如基督教中的奥古斯丁，享有“宗教复兴者”和“伊斯兰权威”的尊号。

安萨里的著作很多，据统计有80余部，代表作为《宗教学的复兴》（旧译《圣学复苏》）。这部著作是安萨里花了近10年的时间完成的，如其书名所示，作者是在一个宗教衰微、道德沦丧的时代，为了复兴伊斯兰教而撰写的。安萨里主张伊斯兰教信仰应包括外部行为和内心虔诚两部分，两者相辅相成，互为补充，不可偏废哪一部分。基于这一信念，《宗教学的复兴》一书分两部分进行阐述，每一部分又分作两卷，每卷10章，总共4卷40章。第一卷关于宗教礼仪，论述了信仰者对真主的虔诚礼拜及其必须遵行的义务；第二卷关于社会风俗，论述了信仰者应有的日常生活、举止言行；第三卷关于毁灭性行为，论述了种种有损于信仰者功德的行为；第四卷关于得救的行为，论述了有益于信仰者的功德。在这部书中，安萨里试图从各个领域去重建伊斯兰的信仰体系。

《哲学家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Philosophers）是伊斯兰的哲学名著。安萨里在该书中所指的哲学家是以伊本·西那为代表的阿拉伯东部亚里士多德学派。他将该派的主要观点归纳为20个问题，以先立后疑论证的研究方法逐一进行了批判。他认为哲学家主张的世界无始、肉体不能够复活和安拉不了解细节三个问题，犯了叛教的错误，其他17个问题，则犯了异端的错误。安萨里的批判并不是简单地以信仰替代理性，而是要打破这些观点所依据的理性论证的方法。他指出理性仅是“知”的世界中的权威，理性在“信”的世界中是没有作用的。由此他得出哲学家们希望通过理性思辨来维护伊斯兰信仰是可笑之至的。有趣的是，安萨里在批判中所采用的方法恰恰是理性的哲学方法。安萨里的这种批判方法远比以往那些凭借感情色彩、缺乏理性说服力的攻击要高明得多，这种建立在理性基础之上运用先立疑后论证的批判方法对以后哲学的发展，有很大借鉴价值。

二、论“知”与“信”

安萨里认识观的前半部分与伊斯兰传统观念相同，他也持“分离论”，认为世界由灵魂世界与物质世界构成，有时也称为理性世界和感性世界。人与之相应的认识也有两种，即理性认识和感性认识。感性认识是凭借人的感觉器官完成的，理性认识是大脑根据依靠感官所得到的观念再创造出的一种新的观念，这种新观念是脱离感官功能而得到的高层次的观念，所以称之为分离性观念。但安萨里进一步论证，人们存在第三种认识，即直觉体验。安萨里认为由于人体感觉器官的功能是不健全的，所以凭借感官所获得的观念是有错误的。例如，映入人们眼中的星星像一枚银币那样小，而事实上这个星星比地球还大若干倍，可见视觉是存在偏差的，感性认识是有错误的。理性认识在本质上应是非感觉的，也可以说它是从感觉经验中超脱出来的，应该是真实的。但安萨里提出理性认识也并不是绝对真实的，正如人们在认识理性权威之前，不是一度也相信感觉经验是最真实的吗？结果感性认识的权威在理性面前崩溃了。他设想很可能有一天会出现比理性认识更权威的、更真实的东西，到那时理性认识的权威性也会崩溃的。他说这犹如做梦一样，在梦中感到的真实，只有在梦醒后才知道是不真实的，他认为现实生活也许就是一场梦。在否定了理性认识的绝对真实之后，他提出还存在第三种认识即直觉体验。这是通过心灵而获得的一种认识，它是最真实、最确信的。他说，当人们的心灵清除掉各种不良德性后会闪现出一种光，凭借这道光人们可以获得对真主的本性、德性、行为以及关于真主创造现世与后世的知识的认识，这是人的心灵中已具有的先天的光明，再经上界对人心灵的照明，会使潜在于人灵魂中的真知再现，这就是安萨里所说的第三种认识——直觉体验。他提出人们的认识是由感性直观到理性思维，再由理性思维到直觉体验的。直觉体验是后理性的一种认知阶段，其认知途径既联系感性直觉，又不等同于感性直觉，既是对理性的否定，又离不开理性思维。安萨里就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即理性认识的真实性、权威性在一定的领域中是存在的，而在另外的领域中就不存在了。随后他进一步做了划分，把能承认以理性作为绝对权威的领域称之为“知”，与“知”相对应的是“信”的领域，即信仰的世界。“知”是理性的领域，而“信”是心的领域（心，安萨里这里说的心既意味着心脏，同时也意味着心情，作为神秘主义的术语，它是人类意识最深层次的神秘直观的机能中心）。安萨里认为心是内在于人类精神的实在，是被规定为认识安拉、接近安拉的东西。安萨里对理性也并不是持完全排斥态度的。他认为在“知”的领域中，理性具有绝对的权威。而且他提出在“知”的领域中一切都是澄明的，不存在推测、臆想的余地，正如像“5＋2＝7”及“同一物体不能同时占有两个空间”这样不存在异议的命题一样清楚明白。“信”的领域则是个庞杂的世界、分层存在的世界，这是因为“信”的世界是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他认为那种共同的对谁都相等的信仰是不存在的。由于每个人对信仰体验的深浅不同，实践的范围大小不同，所以得到的信仰也各不相同，所以“信”的世界是庞杂的。若把理性与信仰这两种领域中的权威做一个比较，安萨里认为不能武断地说哪个更高更大，只能说这两者是不同质的东西，可比性不大。若要把这两个混同起来则是绝对不允许的。安萨里进一步指出，社会就存在着把这两者混淆不清的现象。如教义学家们煞费心思想论证信仰是合乎理性的，而哲学家们则企图通过理性思维去领悟到安拉的“启示”，对此，安萨里认为这无疑是要人们用耳去看，用眼去听，是绝对不可能的。这些人存在着无法补救的错误，他们不理解“知”与“信”的区别，在教义学家和哲学家中要么各执一方，相互指责，强调信仰权威的便否定理性的作用，强调理性权威的则认为只有理性才是认识世界的唯一工具，而且相信通过理性才能获得真正的知识；要么就把两者混淆起来，用宗教宰制理性，或用理性割裂信仰，安萨里认为这些都是错误的。最后安萨里得出结论：运用理性思维是无法正确认识安拉的，所有想对信仰进行逻辑的演绎、进行数学式的分析都是徒劳的尝试，只会污染具有真正信仰的人。人们若想认识确信的知识只有通过心灵体验，而信仰是其支柱。

安萨里在关于“知”与“信”的论述中，否定了单纯追求理性和一味坚持信仰的片面认识观点，也否定了对宗教和理性的协调。他开创了一条新的认识道路，即感性—理性—后理性（理性基础上的感性）。这条认识路线，成为以后阿拉伯哲学认识论的主线。安萨里对“知”与“信”两个领域的划分，一方面对理性的认识能力给予了限制，一方面又使理性合法地支配了“知”的世界，成为信仰之外的又一主宰，因而他开启了“双重真理说”的先河。

三、安萨里与苏非神秘主义

安萨里出生在一个苏非派家庭，早年接受了不少苏非主义的教育，在他的后半生，则完全接受了苏非派的学说和思想。他在发生了精神冲突后，离开巴格达周游各地时，每到一地，总是在当地的清真寺里隐居，静心修养。晚年他在家乡图斯城更是如此，完全过着苏非式的苦修生活。他的著作如《宗教学的复兴》《四十书》《光龛》《内心的揭示》等，都充分反映出他的苏非派观点和思想。他决心通过自己的亲身体验，能给穆斯林一个正确信仰的自我感受的全过程。安萨里的盛名和权威地位，再加之他对苏非派思想的改造和完善，使得伊斯兰教的正统信仰派接纳了苏非神秘主义，苏非主义因此在伊斯兰世界的意识形态中居于统治地位达五六个世纪之久。

苏非主义在长期的发展中曾形成许多不同的学说和派系，安萨里维护的是以逊尼派思想为主的苏非思想体系。他认为苏非派应把自己的思想和行为与“宗教法律学”结合在一起，遵循教法和从事精神修炼是相辅相成、并不矛盾的。一方面，苏非派的生活应以教法规定的宗教礼仪为基础，遵循教法是达到更高的虔修阶段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苏非派的不同修炼阶段是与履行教法规定的宗教功课相一致的，并非异端。因此，他认为非遵法苏非派是不能被传统穆斯林所接受的。同时他对苏非派的一些思想进行了改造，例如苏非主义的泛神论主张以及对圣徒、圣墓的崇拜，因为这些对传统穆斯林宗教感情造成了伤害，安萨里将这些从苏非主义思想中排除掉，并调和了神秘主义与正统信仰的主张，这就更利于正统派接受苏非主义。

安萨里的神秘主义思想与苏非派的思想也并非完全一致，其分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在“自我体验”和“精神修炼”方面

安萨里关注的是“自我体验”和“精神修炼”；而苏非派关注的是“自我升华”，最终追求的是“人主合一”，使自己的人性能转化为神性，这多少带有功利主义成分。苏非派理论上也提倡“自我体验”，但真正去实践的不多。安萨里则穷其半生精力，在实践中努力做到净化灵魂，虔诚地进行精神修炼和自我体验。他要求把对安拉的信仰还原为个人的精神，并在内心中深化。因此，他对苏非派中一些偏离了苏非主义的精华转而只关心自己的灵魂、对他人灵魂不闻不问、信奉“我就是真理”者，抱以鄙视的态度。他认为“对于苏非的言论，缺陷永远缠附着”[88]。

（二）在思想体系方面

安萨里不仅努力在实践上进行精神修炼，同时还不断地对自己的内心体验进行反省，加以理性分析，使之理论化，最终形成了有特色的思想体系。同时他还通过教育和著述使得这一思想体系在民众中得以推广、实践。这一点是一般苏非所无法比拟的。苏非的各学派不仅没有形成一定的规范，而且对一些概念、术语各自不同的解释，造成漫无边际的各种结论，使得一般穆斯林难以接受。安萨里的做法恰恰弥补了它的不足。

（三）“向安拉之爱”

关于“向安拉之爱”的问题，安萨里主张“向安拉之爱”不仅仅是个象征性的神学词汇，它还是真实存在的。人们应由自爱、真爱达到最高之爱；应由只纯粹地爱安拉，进而发展为爱安拉所造的一切，通过安拉而爱一切的人和物。由此可见安萨里对安拉的爱具有社会爱的内容。这与一般苏非的独善主义也是极不相同的。因此，有的学者认为安萨里并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苏非派。

安萨里的思想体系与苏非主义是有较深的渊源的，特别是在他经历了精神冲突、思想转向后的晚年，在其内心深处，苏非神秘主义主张占据了统治地位，但与一般的苏非主义又存在着较明显的区别。了解这些对我们深入理解安萨里的教育思想是有帮助的。

四、教育目的说

安萨里对教育目的的论述是以其伦理观和神秘主义思想为基础的。他的教育目的说带有浓厚的宗教性和非功利性，这与前面介绍的两位伊斯兰教育家有很大区别。安萨里的教育目的说有两大特征。

（一）面向后世的宗教教育目的

安萨里提出，教育应培养能遵循伊斯兰教的一切教诲、具备内在完善精神的人。教育应使人通过精神修炼，认识到绝对的真理，从而靠近安拉，以求得后世永恒的幸福。安萨里与很多伊斯兰学者一样，把宇宙分为转瞬即逝的现世和永恒的来世，他认为现世中由于恶压过了善，人们受到的强制多于自由选择，所以人是为来世而生的。教育的最终目的应使人摈弃现世，面向来世。教育应使人明白现世的钱财、地位、权势都是虚幻之物，不应眷恋。人们应摆脱种种欲望，通过苦身达到静心，从而靠近安拉，得到灵魂的快乐和幸福。可见安萨里将教育的高尚功能确定为纯洁心灵，培养宗教修养。

传统伊斯兰教的教义是主张两世吉庆的，它鼓励人们既考虑来世幸福也应过好现世生活。因此，伊斯兰教中没有修道者，如基督教中的僧侣、佛教中的比丘。为什么安萨里当时会提出这个与传统相悖的以宗教为指南、面向后世的教育目的说呢？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有关。11世纪的伊斯兰社会，经历了阿拔斯王朝前期高度发达的经济和极为富裕、繁荣的社会生活，同时政治上的自由，使得思想领域十分活跃，各种学说派别纷纷登场。伊斯兰世界受到各种不同的思想文化影响，特别是东部受古希腊文化的影响很大。人们认为教育的目的应是多角度、全方位的，故而人们对教育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要求，认为教育应培养政治领袖、正直公民，培养社会生活所需要的医生、技师等，以往那种以培养虔诚穆斯林为主的传统教育目的说受到了冷落。安萨里不赞同这种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说，安萨里认为当时的伊斯兰世界世风愈下，信徒的宗教认识混乱，需要澄清，物质贪欲横溢，需要抑制。加之功利主义的影响，穆斯林的信仰受到伤害。这一切都是造成政治动荡、社会骚乱的根本原因。只有通过教育，纯洁人们的信仰，方可重新达到伊斯兰世界的宁静与和平。基于这样的目的，安萨里将教育目的定位于以宗教为指南，面向后世。因此，他提出教育是一种功德，无论是施教者还是求学者都应动机纯洁无染。他说，求学者，宜以敬事上帝为宗旨，不可以升官发财，或减税免役为目的，或存其他愿望，否则必获得可怕的果报。

（二）重视品行，兼顾知识、身体的教育目的

虽然安萨里的教育目的说是以宗教为指南、面向后世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排斥教育的其他功能。他极为重视对穆斯林品德的培养，同时也兼顾对知识的追求与身体的锻炼。

安萨里认为有真正信仰的穆斯林，除了应遵循伊斯兰教所规范的举止行为外，更重要的还应具备高尚的品德。因为只有具备了高尚的品德，纯净的心灵才能直入超凡脱俗的内省体验的境界，才能体验到真主的知识，从而接近安拉。所以教育应重视对人品德的培养，重视人内在精神的完美。在《教子篇》中，安萨里详尽地论证了品德培养的重要意义以及如何实施品德教育。在知识与品德、知识与自我体验的关系中，安萨里的观点是，美德与劣德的区别在于知识，真正的知识是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的。自我体验也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缺少了知识，自我体验是无法完成的。他主张接受安拉的人一定是具备广泛的知识、拥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对知识安萨里还有其独特的认识，他将知识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利用感觉和理性从物质世界中获得的知识，一类是依靠神启和自我体验从安拉那儿获得的知识。一般的穆斯林大多只能获得第一种知识，只有学者、大智大慧者方可获得第二类知识。在《宗教学的复兴》第1卷第1章中，安萨里谈的是知识，他详细地研究了知识的珍贵作用以及各类知识之间的区别，他提出最重要、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安拉的知识。可见安萨里是十分重视教育传授知识这一功能的，只是对传授的知识他是有所选择和侧重的。除此之外，安萨里也提出与纯洁的灵魂相配合的是强健的身体，体育对身体来说是不可缺少的一课。他认为对于儿童而言，游戏、运动是最好的锻炼身体的方法。教育应根据每个人的年龄进行不同的体格锻炼。综合以上论述，我们可以看到，安萨里的教育目的说带有深厚的宗教色彩，但作为教育家的安萨里并没让其宗教的来世的观点，影响到他对现世人多方面的发育和教育的要求。在为宗教服务中，他强调教育动机的纯洁性，将教育的作用与宗教中的最高境界功德相提并论，并要求无论是施教者还是学习者都应在崇高的目的而不是私利的目的下认真、执着地进行。但应指出的是，安萨里的教育目的说是带有时代的局限性的，他的观点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较多地满足了时代的需要；它构成了伊斯兰教育目的的连续性，但他的这一思想不带变革和发展的因素，他缺乏伊本·西那的那种发展的因素，表现更多的是其保守性。

五、论道德教育

（一）道德观

安萨里的道德观与其信仰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他的道德价值标准来自于伊斯兰教神秘主义思想，而他关于信仰的论述也具有道德教化的内容。他要求人们在真正信仰的支配之下做一个有德之士。有德之士的标准是虔信、勇敢、节制、有识、理智、慷慨等。在政教合一的伊斯兰社会里，信仰与品行是不可能分裂开的，伊斯兰教中认为只有信仰而缺乏品德的人，不是全备信仰的穆斯林，而不信安拉者，其善举好比一堆灰，毫无价值。[89]可见道德必须以信仰为前提，而虔信的同时也就具备了良好的品德。安萨里的道德观正是体现了这一标准。

安萨里认为有德之士应是视贫穷胜于财富，视饥饿胜于果腹的，他应该摈弃现世，面向来世，也就是说有德之士应是重精神、轻物质的。这是他神秘主义思想在道德观中的具体体现。在经历了大富大贵之后又彻悟了的安萨里，对现世的地位、权势、钱财给予了极大的藐视。本来伊斯兰教是允许人们享有现世的物质福利的，只不过强调人生的真正价值应是来世永恒的幸福。但是安萨里认为如果不摆脱对物质享受的追求，整天纠缠于现世俗务中是无法做到真正的精神修炼的，而精神修炼、净化灵魂的目的也不是企求来世的福乐和天国里的享受，人生的最终追求是对安拉的认识。在这一点上他与一般的穆斯林是有较大区别的。在《宗教学的复兴》一书中，安萨里通过五种不同形式的爱来决定道德价值的等级，其标准是依照情感的升华和对功利超脱的顺序来排列的，可见安萨里的道德观是重精神轻物质的，是非功利的。他举过一个例子：“要知道，青菜和潺潺流水都是可爱的，但这并非是因为水可以喝，青菜可以吃，或者除了它们本身的观赏价值外，可以得到别的什么乐趣。”他认为它们的可爱，是基于“对美本身的感知就是一种享受”[90]。这种非功利主义的道德价值观决定了他的教育观，同时对以后一个时期的伊斯兰教育都有很大的影响。

（二）道德教育

基于安萨里的道德观，他认为道德教育首要的是培养人有虔诚的信仰。他指责了社会上那些盲从或仅流于形式的信仰不是真正的信仰。他说当时社会上大致有这样两种不正确的信仰。一种是出自于对宗教权威的服从，伊斯兰的子孙自然就成为伊斯兰教徒。孩子从父母或教师那儿接受了伊斯兰教义，不思考也不怀疑，以致有的人认为履行了宗教义务就是个好信徒了。安萨里指出这类信仰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些力量不是来自信仰本身，而是对以上临下权威者的服从，这不属真正的信仰。另一种是企图从宗教中获得权势和财富，他们研究教义、教法只是为了上层统治者，取悦他们以期谋得高位和钱财，而不是为了信仰。这类人说的和做的是不会一致的。还有的人研究教义、教法虽不是为了现世的权势和财富，但是为了自己的来世，他们只关心自己灵魂的归宿，从不关心他人灵魂的拯救，这些都是功利的、自私的，也不属真正的信仰。安萨里进一步指出，正是社会上不少人具有的不是真正的信仰，故而使伊斯兰教带有了仪式化、外化的缺陷。例如，信徒们只关心教法中有关生活琐事的规定，如怎样洗手、如何剔牙等，而对信徒内心深处的个人体验却毫不在意，其结果是宗教的权威渗透到生活的每个角落，而信徒心中的信仰之灯却熄灭了。

安萨里提出信仰必须以“心”信仰。信仰应是一种精神，它应在人的内心中深化。所以真正的信仰，必须是绝对的个人体验。他说，心中任何体验也没有，只是恪守一定宗教义务的信徒，“恰如在房顶上点灯，外面亮屋里黑”，这就失去了信仰的真实意义。当一个人的信仰成为他内在的精神后，指导他一切行为的便不再是外界的强制和约束，而是自己内心的需要。穆斯林会自觉地去遵循伊斯兰的教法。这样，通过虔诚信仰的培养，安萨里使得一些道德准则在人们内心中深化，从而成为约束人们言行的力量。他相信这样会创造出一个礼让和谐的伊斯兰社会。在《宗教学的复兴》一书中，他指出判断一个人的品德如何，不应只看他的外部行为，更重要的是他的内在精神。他说：“品德是人的灵魂潜在意识的反映，不仅仅看表现。一个很悭吝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可以不得不慷慨解囊；另一个品德高尚的人，却因为穷而无力施舍。”[91]他认为仅仅通过外部行为，即是否施舍，是难以判断其品德高下的，关键是他的内在精神。但是这并非说安萨里是不重视外部言行的，作为遵法派苏非的安萨里，主张宗教信仰应包括内心信仰和外部行为两部分，而且这两部分是相辅相成、并不冲突的。他信奉圣训中说的“信仰是诚信于心，确认于口，体现于行”，“善行越多，信仰越诚，恶行越多，信仰越不诚”。他主张的是信徒的外部行为应是在内心信仰的支配下而产生的善行，信仰和言行应该一致，而且信仰是主导，行为只是表现而已。安萨里主张道德教育首要是培养人有真正的信仰，也就是强调道德教育首先应改造人们的内心世界，培养良好的品德，不仅仅是规范外部言行而已。当人们形成良好品行时，他会自然而然地约束自己的言行，符合社会的要求。

人的品德是如何形成的呢？安萨里认为是通过后天教育形成的。在《宗教学的复兴》中，他说：“孩子的纯洁心灵是一颗宝贵的珍珠，是天真无邪的，是没有任何雕刻和图像的，是可以接受任何雕刻和走向任何方面的。如果引导和教育他做好事，他就会走向正确的方向，今生和来世他都是幸福的……如果引他做坏事，像牲畜一样放任自流，无人关心，他必然会痛苦，走向毁灭，其责任在家长和教育者。”[92]这段话明确地指出，一个人的品德是后天形成的，影响一个人品德形成的因素有社会环境、家庭，但最重要的是教育。他还把孩子教育的责任放在了父母和教师身上。

安萨里还进一步指出，品德的形成是逐步完成的。他说一个人的品德和他的身体一样，不是生来就成熟的，而是需要不断发展逐步成熟的，身体的成熟靠营养，品德的成熟靠知识和教育。在品德不断成熟的过程中，教育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安萨里正确地认识到人的品德是后天形成的，而且人的品德是可以改变的，决定这一切重要的因素是教育，他便赋予了教育在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安萨里还从社会角度强调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社会不是也不可能是道德的，社会上的恶压过了善，如果对儿童的品德不加以正确的引导，不施之正确的教育，由其自由发展是一定会受社会种种不良影响而趋向于恶的。这也是安萨里重视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在确定了教育在品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后，安萨里对道德教育的方法也进行了论述。

安萨里认为道德教育应从孩子的童年时期开始，因为童年时期是人性格形成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若对孩子实施好的教育，他们就可以形成优良的品格，这有助于他们未来的生活。若不对孩子实施正确的教育，让他们的品行堕落，以后再想把他们引导到正确的道德上就很困难了。安萨里提出，人们应了解这个时期在人品行形成中的特殊作用，应从孩子的童年时期有效、正确地实施教育。童年时期的品行教育主要应由父母亲来承担。父母应注意自己的言行对孩子的影响。《宗教学的复兴》一书第四部分中说道：“要记住，每一种受称颂的品行和受欢迎的习性来自亲人和朋友的习性。”父母应培养孩子具有勤俭朴素的美德，教导他们不要贪图安逸，不要追求虚荣和享乐，为此，孩子衣着起居都应简朴，这样才能培养起勤俭朴素的精神。父母还要培养孩子具有谦虚的美德。在《教子篇》中，安萨里给孩子的第一条忠告便是应该谦虚不能自满。他说：“你不要就某些问题逞能而同任何一个人争论。因为这当中包藏许多灾祸，其中祸大于福。因为这种争论是一切可耻的品德产生的来源，如虚伪、嫉妒、自傲、仇恨和吹嘘等。”[93]但若想阐述自己正确的意见，怎么办？他主张应用谦和的态度用研讨式的谈话去阐明，而不是用逞能式的争辩。总之，应“虚心而不是自满地去研讨问题”。

安萨里还劝告人们不要去攀结显贵，不要接受王公们的赐礼，即使正当的赐礼也不要接受，因为这可能会产生对他们的奉承、徇私以及顺从。他要求人们应保持自己独立的人格精神，这在当时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六、论知识与课程

伊斯兰的学者大都较热衷于对知识及其分类的研究。中世纪的阿拉伯，流行着两类知识，一类属阿拉伯知识，是有关《古兰经》、圣训、教法学、语言学及阿拉伯历史的知识；另一类属非阿拉伯知识，是有关医学、天文学、化学、数学、逻辑学、哲学等的知识。这类知识较多是随阿拉伯帝国的扩大与外来文化接触、交流后而形成的知识。作为学者和教师的安萨里也十分重视对知识的研究。他对以上两类知识都给予了详尽的论述。

安萨里认为真正的知识应该是关于安拉的知识。因为宗教的知识可以帮助人们得到精神上的发展，从而获得真正的幸福。但他也并不排斥世俗的知识。他认为世俗的知识也有自己的用途，现世的生活需要这些知识，只是宗教知识应高于世俗的知识。安萨里将从亚里士多德之后存在的知识分作六门学问，即数学、物理学、逻辑学、形而上学、政治学和伦理学。他对这六门学科的作用和地位一一加以论述。他认为数学是哲学的基础，逻辑学是哲学的工具，物理学是研究宇宙的构成、天空、星辰、大地上的单一形体（如水、气、土、火）与复合形体（如动物、植物、矿物）以及它们形成和变化的原因的知识。这三门学问是属于无法否定的科学，它们与宗教的矛盾不大，可以接受。政治学研究世俗的统治，伦理学涉及灵魂的属性和道德，这两门学问属于有保留地接受的知识。形而上学的问题最多，安萨里列举出20个问题，并判定其中3个属于叛教，其他17个属于“异端”，因此形而上学是应受到批判的，不能接受。对哲学的知识，安萨里将之分成三种：第一种是正确的，应予肯定；第二种是属独创的，要具体分析，因为有的属哲学上的独创，而有的则是宗教上的异端；第三种是必须予以否定的。基于以上对知识的认识，安萨里构建了他的课程理论。

伊斯兰的学校对于课程没有严格的规定，学生可以自由地选择课程和导师。针对教育上的这个传统，安萨里认为课程形式应分作两类：一类为必修课，这是每个学生都必须研读的；另一类为选修课，它是学生根据自己的愿望和能力而选择学习的。具体科目也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宗教类学科，主要有四种：基本教义；教义的分支学科；工具性的知识，如语言学、语法学等；辅助性的知识。另一类是非宗教类学科，如医学、数学、诗歌、历史等。学生如何选择学习课程呢？安萨里提出的标准是看对学生和社会是否有用。宗教类知识可以纯洁人们的灵魂，使人们更好地进行精神修炼，从而感悟到安拉的真光，获得来世永恒的幸福，显然对人对社会是最有用的知识，所以学校应重视对学生们开设这类知识，学生也应终生不懈地努力学习。还有其他一些有用的知识，学生可依据能力、兴趣以及经济实力进行选择学习。对那些有碍信仰的东西，如巫术、魔法、占星术等，学校则应坚决抵制。

安萨里将其认识论中划分“知”与“信”的观点运用于知识论上，得出通过感觉和理性获得的知识适用于“知”的世界，可以帮助人们了解所处的物质世界；而通过神启和灵感获得的知识适用于“信”的世界，可帮助人们发现无形的世界。虽然这两类知识的来源、方法和可靠性都不是等量齐观的，但两者各有存在的价值。对一个穆斯林来说，除要掌握宗教类的知识，也是可以掌握理性知识的。安萨里反对的是不加区分地将这两类知识错位套用。有时安萨里甚至认为这两类知识之间并不存在矛盾。人们之所以认为这两者之间是冲突的、矛盾的，是因为学习者不精通。若能掌握神的启示与人理性判断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者之间不仅可以相互补充，甚至是不可缺少的。但他也指出，事实上人们很难有能力同时研究和掌握这两类知识，于是便形成了学习者分成两条路的现象，谁对其中一条路感兴趣则对另一条道路就陌生了。[94]

学生掌握知识的顺序应从基础学科开始，依照学科内容的深浅难易程度进行。安萨里以宗教教学为例提出学生学习的顺序，首先是阅读、书写、背诵《古兰经》，然后是“逊奈”，即伊斯兰的习俗、惯例、传统。这往往是以先知为榜样进行学习的，以此作为对《古兰经》的补充。再之后是“太甫绥鲁”，即《古兰经》的诠释、译注及相关的知识，最后是应用类的知识“斐洛海”，即伊斯兰法学及其渊源。

安萨里的课程理论显然是以宗教课程为核心的，这点也正是中世纪伊斯兰教育的最大特征。只是安萨里崇高的学术地位和影响，使得11世纪后的伊斯兰学校教育削弱了理性知识的教学，使宗教类课程占据了主导地位。但安萨里对宗教知识与理性知识具有内在联系的观点，又促成了19世纪末爱兹哈尔大学开设自然科学课程，当时的大学校长穆罕默德·安巴比在1878年便是引用了安萨里的这一观点，证明了自然科学和宗教知识并不矛盾，由此批准在该校开设自然科学课程。

七、论教师与教学方法

穆斯林的知识分子多被称为“乌里玛”，他们既是伊斯兰的学者，往往又承担着教师职责。起初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未受到官方的重视，其培养和成长都是自发的。8世纪以后，统治者们需要乌里玛阶层为他们的政权进行神学的论证，因此开始提高乌里玛的社会地位，同时重视起对他们的教育和培养，如著名的学者阿布·尤素福就曾被任命为巴格达的总法官。乌里玛便拥有了官方所赋予的释法大权。10世纪以后，乌里玛通过对教法的解释权，已能够在实际上控制普通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了。随着社会地位的提高，生活的富足，他们中的不少人过多地关注世俗物质生活，一味地想接近和奉承当权者，热衷于政治和学术的争论，并从中获得荣誉和社会地位。安萨里十分鄙视这类人，指责他们是造成社会腐败的根源。他深感学者和教师对社会的巨大影响和重要价值，并通过对自己个人经历的反思，形成了对学者、教师的一系列论述，如对教师的地位、作用，教师应具备的品质，教师的职业规范以及教师的教学艺术等。

安萨里认为追求知识是敬神的一种表现，教学是穆斯林的一种责任和义务，教师是社会上最出色的一种职业，是社会上不可缺少的人。在《宗教学的复兴》中他是这样描述的：“任何人学习、行事和教人，都将是天国中的强者，因为他将像太阳，其光辉照亮其他星球，或是像麝香，其芳香溢及别的物体；从事教学工作，他就在完成一项伟大浩繁的任务，因此他必须留意自己的行为和职责。”在这里，安萨里指出教师是强者，因为他拥有知识和真理，而教师的伟大不仅是他拥有知识和真理，更重要的是他是知识和真理的传授者，这犹如太阳不仅自身光亮，麝香有自香，它们更大的价值在于太阳的光芒能照亮其他的星球，麝香的芳香能香溢他物。所以说，教学工作是一个伟大的职业。

安萨里明确地指出，教师的职责如下：追求真理；修身并言行一致；无私无畏地传播真理，教诲他人。为使教师能更好地履行这一职责，安萨里对教师提出了若干要求。

首先，教师应具备独立的人格。安萨里认为教师是追求真理、传播真理的人，他们要获得真知首先应保持内心的纯洁和无私，他们服从的应是安拉而不是权势。若过多地接近和依赖统治者就会影响自己独立的判断力和思想。因为你若乞求于权势，并从那儿获得好处，你必然要服从于他们的意见，为权势者的指挥棒所左右，这就很难再坚持客观的立场，很难无私无畏地去寻求真理，传播真理了。因此，安萨里要求教师应与统治者保持疏远的态度，不去拜谒他们，不为权势者做事，例如，不要热衷于为他们讲学或去当他们孩子的教师，不要希望从权势者手中获取任何酬谢。安萨里认为教师是为社会、国家工作的，因此，教师应从社会公共基金中合法地领取自己的报酬。为更好地做到这些，教师应保持俭朴的生活习惯，不去追求现世生活的财富和地位。他认为物欲越少，精神则越纯洁，并能够脱离于小家园，完全献身于求知、授教的人，才是最理想的教师。

其次，教师应是博学的，教师的一生应是不倦地求知的一生。安萨里短暂的一生从未停止过对知识的寻求。他作为追求知识的学生、传授知识的教师和探寻知识的学者，确实是中世纪伊斯兰社会的楷模。他也以这种严谨的精神要求每一位教师，提出教师应该穷其一生求得真知，并无私地传授给学生。对于教师的求知，安萨里特别重视的是求知的动机，在《给弟子的信》一书中他这样说：“哦，弟子！你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来研读科学和博览群书——但我不知道这有何用。如果是为了尘世的目的，获得华而不实的东西，赢得它的荣誉，好向你的同时代人和同伴炫耀一番，那真是你的不幸，不幸之至啊！但如果你是想重振先知的神圣律法，锻炼你的性格和打破那驱使灵魂的邪恶，那么祝福你，再一次祝福你。”[95]安萨里指出当时不少学者热衷于研究教法学，就是为了迎合统治者的趣味，从中获得地位、名利。出自这种目的研究教法学，只会流于形式而根本得不到教法学的真谛。在安萨里看来，教师只能在具有一个纯洁的求知目的下，才能达到博学，从而履行他神圣的职责。

最后，教师应该言行一致，成为学生的榜样。安萨里认为教师的工作不应局限于教授某门具体的科目，只成为知识的提供者，它应涉及学生的个性和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学生的楷模和榜样。例如，教师要求学生要保证求知动机的纯洁，他首先就应树立这样一个榜样，他应拒绝现世物质的诱惑，坚持苦修苦行，力求从内心深处去体验《古兰经》的精髓，这样他不仅可以将寻求到的真知传授给学生，更重要的是他以自己的言行去影响培育了一位真正的穆斯林学者——具有纯洁动机、一心靠近安拉的人。因此，安萨里要求教师应时刻注意自己的言行，成为学生的榜样，这样学生也就会像对待自己的父亲一样地尊敬、服从于教师。

安萨里对教师的论述与伊斯兰教育传统观点基本相近，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如关于教师的内心的需求、教师应具备的品质方面则体现出较多的苏非派思想。但安萨里关于教师的教学艺术、教学方法的论述更多的是来自于他多年的教学经验，而不是苏非派的观点，内容如下。

有关因材施教的思想。安萨里提出教师应考虑学生在性格和能力上的差别，恰如其分地对待每一个人。例如，有的学生接受知识时表现得较为迟钝，教师便不能强迫他去接受他能力无法接受的知识，这样做的效果只能适得其反。而对于聪慧的学生，教师对他们的要求也不能降至一般学生的水平。安萨里以给人提供营养品、促进身体发育为例，阐述了教学上的因材施教思想。他说教师不能对一个刚出生的婴儿喂之以肉，也不能对一个很强壮的人仅喂之以母乳，因为恰当的食品可以促进人体的发育，而用不适当的食品加重其负担，只能带来毁灭。[96]所以教师在教学时应考虑到不同年龄、不同能力倾向的学生不同的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才能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

针对不同的学科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安萨里指出教学的方式方法与所教授的学科内容是有联系的，教学方法应服从于教学内容，应满足于学生掌握这门知识的需要。例如在宗教教育方面，他建议对刚入学的孩子进行宗教内容教学时，不应要求学生过多理解，而应通过反复地灌输，在学生熟记和重复的基础上再进行解释，让学生有所理解，在学生已形成根深蒂固的信念后，他就能有意识地去指导自己的行为了。反之，教师在传授一门具体的技能时，就不能只让学生记住条目，它需要更多的实践，在反复的实践基础上养成一种正确的习惯和能力。

针对学生发育特点循序施教。安萨里通过多年对教学、学生的研究，认为儿童的发育有其固有的顺序和特点。例如孩子的兴趣，在不同的发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男孩在儿童期对运动和游戏会很着迷，以后会对华丽的服饰和外表感兴趣，到青春期对女人和性感兴趣，到20岁时会具有领袖欲和统治欲。当他成长到中年时（40岁左右），他会对与主有关的知识感兴趣。教师的教学应遵循这一规律，在不同的发育时期，利用学生的兴趣特点，来激发他们对学习的需要。例如，对刚入学的男孩可先用球类游戏诱发他们对学校和学习生活的兴趣。安萨里十分重视游戏在教学中的作用，他认为不允许儿童玩耍，整天强迫孩子承担沉重的学习负担，会使他们心机死亡，聪慧受损，造成他们对学习的厌恶，甚至会造成他们对生活的厌恶。因此，教师应为儿童设计好适合他们年龄的各种游戏以满足需要。对儿童期的学生进行奖励时可针对他们的喜好，采用一些锦衣饰物，但教师要明白这只是一个时期的应对措施，重要的还是培养起他们的责任心。对青春期的学生，教师应教育他们树立起对婚姻、家庭的责任心，并做好充分准备。他鼓励年轻人在出现性冲动，或进入成年后就结婚。对成年人的教育则应是唤起他们对主、对来世的渴望，以此作为他们生活、学习的动力。此外，安萨里还建议教师在教学时应循序渐进，当未确保学生已掌握某个主题内容之前，不要匆忙进入另一个主题。教师应针对不同的学习对象有选择地传授不同的教学内容。最后，他还建议在教学中采取渐进和耐心的方法。

第六节 伊本·鲁西德的思想及其教育意义

伊本·鲁西德（Ibn-Rushd），全名艾布·渥里德·穆罕默德·本·艾哈默德·本·穆罕默德·本·鲁西德，西方称之为阿威罗伊（Averroës）。他生于1126年，卒于1198年。在他去世之后大约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强盛的阿拉伯世界不复存在。1248年，欧洲的基督徒几乎夺回了整个伊比利亚半岛，在那里统治了约5个世纪的穆斯林只剩下半岛南端的一个小岛。1258年，蒙古人攻陷巴格达，500余年历史的阿拔斯王朝覆灭，繁荣一时的阿拉伯文化教育随之消逝。因此，伊本·鲁西德被视为中世纪阿拉伯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他在哲学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两方面。首先，他是亚里士多德著作最杰出的注释者和评论者，对此有人曾这样评论道：“亚里士多德解释了自然界，而阿威罗伊解释了亚里士多德。”[97]其次，他是中世纪阿拉伯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继承了阿拉伯哲学中的理性主义认识论，进一步调和了哲学与宗教之间的对立，为双重真理论奠定了基础。

与前三位阿拉伯思想家不同，伊本·鲁西德没有从事教授业的经历，也未对教育问题做过专门的论述，但是在一个有信仰的时代，他的理性主义认识论和双重真理的观点无疑影响了人们对自身和世界的认识，他对被宗教笼罩下的整个思想界，包括教育思想造成冲击和震荡。

一、生平与著述

伊本·鲁西德生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城（Cordoba），该城是当时西部阿拉伯世界最重要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12世纪前欧洲最繁华、人口最多的城市。伊本·鲁西德家族又是一个著名的学者和法官世家。在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良好的家庭环境里，他从小接受了语言学、文学、法律、辩证学、数学、医学等各方面的教育。在哲学方面，他接受了伊本·巴哲（Ibn-Bajja）的影响，并师从于著名哲学家和学者伊本·图斐利（Ibn-Tofail），受益颇多。伊本·鲁西德聪颖过人，其刻苦学习的精神也令人惊讶不已，以致传说，他从记事起，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阅读，只有两个夜晚中断过学习，一是他父亲去世那天，二是他的新婚之夜。

1169年，在伊本·图斐利（当时他担任国王的大臣和御医）的推荐下，伊本·鲁西德被国王委以重任，一是担任塞维利亚的法官，二是注释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两年后，他调任科尔多瓦大法官，这是他的祖父和父亲曾经担任过的职位。1182年，他又接替年老告退的伊本·图斐利，担任国王的御医。然而，伊本·鲁西德的平步青云和优越地位招致了政敌们的嫉妒和攻击，特别是反对他的理性主义思想的伊斯兰法律学家。他们在国王面前进行百般的挑拨和中伤，并煽动公众反对伊本·鲁西德。1195年，国王先是撤了伊本·鲁西德的职，而后又把他放逐到科尔多瓦附近的一个犹太村庄，并发布诏书，禁止臣民阅读和思考哲学书籍，违者严惩。3年之后，国王召回了这位哲学家，并以礼相待。然而历尽磨难的伊本·鲁西德已是病魔缠身。1198年，他便去世了。

以伊本·鲁西德的去世为标志，“在公元12世纪，阿拉伯东方的阿拔斯人和安达鲁西亚的倭马亚人，为在伊斯兰教中开拓理性和知识领域所做的努力均以失败而告终。阿拉伯哲学，由于伊本·鲁西德的去世，失去了它的最后一位代表，致使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运动起码停滞了500年之久”[98]。

伊本·鲁西德学识渊博，著述丰富，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对亚里士多德作品的注释和评论。这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是由于受命于国王，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他本人对这位先哲的崇敬。在伊本·鲁西德看来，亚里士多德是一位完人，他的学说是最高的真理，他的理解力是人类理解力的极限。伊本·鲁西德不仅注释了亚里士多德几乎全部的作品，而且他的注释逐字逐句，由表及里，旁征博引，因此对原文的阐释清晰而深刻，并且将亚里士多德哲学从新柏拉图派的混合物中提炼和澄清出来，恢复了他的个性特征。他的评论，则包含了他本人的哲学思想。除了注释和评论类著作外，伊本·鲁西德还有许多个人的撰著，如《矛盾的矛盾》（The Incoherence of the Incoherence）、《关于宗教和哲学之间的一致性）（On the Harmony Between Religion and Philosophy）等。前者是对安萨里的《哲学家的矛盾》的反驳，是伊本·鲁西德影响最为深远的著作，被认为是重新奠定了阿拉伯哲学的基础的著作。

二、哲学思想

（一）宇宙无始说

在世界有始和无始的问题上，伊本·鲁西德继承了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图斐利等人的无始说，反驳了安萨里对哲学家的攻击。与前人相比，他的世界无始说的理论更为清楚和系统。

伊本·鲁西德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的，过去和将来都是如此，它是不可创造和不可消灭的。在永恒的自然界，既无绝对的产生，也无绝对的毁灭，有的仅仅是在永恒因素——物质和形式重新结合基础上的改变，物质世界是运动变化的，运动是永恒的，“因为任何运动都是以前运动的结果”[99]。既然运动是无始的，那么这一运动就需要一个无始的发动者。反过来说，因为世界是由无始的作用者发生的，所以世界也是无始的。这一无始的发动者产生出世界的秩序，创造出永恒的运动，应称之为世界的创造者。它的存在体现在世界完美无缺的秩序中和天体的理性运动中。在伊本·鲁西德看来，统治这一永恒有序世界的是严格的必然性，整个世界依照自己永远不变的规律存在着，而不是宗教学家所说的出自真主的意志，“因为世界上没有奇迹”[100]。如果说真主在发挥作用，那也是遵循必然性的规律。“因此，祷告就是不需要的、无目的的，人应该信赖自己的积极性，应该认识自然规律。”[101]

可见，伊本·鲁西德虽然把真主视为世界的创造者，但他显然已不是伊斯兰教中那位全知全能、支配世界的造物主了。在伊本·鲁西德所描述和理解的世界里，真主仅仅是赋予运动以必然性的第一推动者而已，他的权威下降了，而自然规律的作用上升了，在运动变化的世界中，自然规律的地位甚至超越了真主。

（二）理性主义认识论

从物质和形式不可分离出发，伊本·鲁西德认为灵魂和肉体也是不可分的，肉体决定灵魂，肉体毁灭，灵魂随之毁灭，因此他否定个体灵魂不灭之说。在肯定灵魂存在的同时，伊本·鲁西德将生物的灵魂划分为五种：植物的灵魂、感觉的灵魂、想象的灵魂、欲望的灵魂、理性的灵魂。他认为前四种是人和动物所共有的，第五种，即理性的灵魂是人类所特有的。这是一种用理智了解整体和一般的力量，它能脱离于物质的形式，理解和领会事物的本质。

那么，人为什么会有理性呢？伊本·鲁西德认为，这是因为在宇宙中存在着两种理性，它们可以和人类灵魂取得联系，从而使人类获得理性。这两种理性是原动理性和物质理性。物质理性提供认识的可能性，而原动理性则把认识的可能性变为现实。原动理性对物质理性的作用，如同太阳光对视力的作用一样。人类通过两种方法与原动理性取得联系，一种是哲学家的方法，它开始于可感，然后在理性中达到可思；另一种是苏非派的方法，它通过苦行和修炼，达到神秘的直觉。伊本·鲁西德肯定哲学家的方法，主张人类认识应由感性达到理性，主张认识合乎自然的发展。而苏非派的方法，在他看来是用奇迹去说明认识，这种说明是不科学的。根据人们对原动理性接受的程度，伊本·鲁西德把人划分为三个等级：普通人、神学家、哲学家。在他看来，只有哲学家才能获得真知，达到神的世界。

（三）哲学与宗教的调和

伊本·鲁西德被公认为是双重真理论的奠基人之一，但他并不是试图调和哲学和宗教的第一人，在他之前，有许多古希腊哲学家和阿拉伯哲学家都曾做过努力，伊本·鲁西德只是沿着先哲们所开辟的道路继续走了下去。

他认为，“哲学是宗教的朋友，哲学和宗教带来的都是真理。真理不反对真理，而是相辅相成的”[102]。但是哲学和宗教各有其侧重点，信仰和理性是在不同层面上活动的。哲学是沿着为少数人所能理解的纯粹思辨的道路前进的，而对于生活在习惯影响下而形成自己观点的“众生”来说，有一个具有象征形式的绝对信仰的权威就足够了。群众应该保留他们的信仰，因为信仰“用绳索套住一些人，防止他们互相摧残和争吵”[103]。在具体问题上，哲学与宗教的分歧是可能的。从哲学观点看是真理的东西，从宗教观点看就可能是谬误的，反之亦然。例如，哲学反对灵魂不死说，宗教则坚持灵魂不死。这样，哲学和宗教都获得了一定的、或多或少独立的运用范围。但伊本·鲁西德认为，对于一心探求真理的人来说，完全可以撇开信仰的象征形式和简单的训导来探讨真理。他还提出宗教有两种形式，一是唯理的，即阐述“自然宗教”的宗教，实际上就是自然科学；二是象征的寓意的宗教，即群众的宗教。由此哲学成为真理的最高形式，同时也是最高的宗教。此外，伊本·鲁西德还从宗教的角度论述了研究哲学的必要性。他认为，“哲学工作就是从论证造物主角度来研究万物。万物以其有条不紊的安排证明造物主存在。这种对万物的认识越全面，对造物主的认识也就越全面”[104]。因此应该鼓励哲学研究。而且《古兰经》中就有许多章节主张用理性研究万物，如：“有眼光的人呀，你们思考吧！”

伊本·鲁西德的上述观点奠定了“双重真理论”的基础，其意义在于将哲学和科学从神学和宗教的长期束缚中解放出来。

三、人学和伦理学思想

尽管伊本·鲁西德探讨的多为哲学和宗教方面的问题，但他对有关人的问题也有一定的研究。

（一）善与恶

伊斯兰教义学家主张，善之为善，恶之为恶，均出之于真主的意欲，但他意欲的善恶并不是因为其本体的原因，而是由于其纯粹的意志。也就是说，在善恶问题面前，人是无能为力的，不能选择的。伊本·鲁西德反对这种观点，认为这种观点既与理性对立，又违背宗教的精神。说它同理性对立，是“因为我们用自己的感官和知觉可以知道是好或坏的东西，某人是在行善还是作恶，是作美还是出丑，因此他会得到报应或是受到惩罚”[105]。至于说它违背宗教的精神，是因为它同那些用丑与恶来形容暴虐的不少《古兰经》章节相抵触。例如，第41章46节说：“行善者自受其益，作恶者自受其害，你的主绝不会亏枉众仆的。”类似的话证明，真主并不能决定人的行为的善恶。因此，伊本·鲁西德认为，人的行为本身经理智的判断而具有善性或恶性，理智深思熟虑之后发出的行为具有善性，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就是恶的行为。

与善恶相关，他还谈到人的自由问题。他认为，人不是绝对自由的。人的灵魂是自由的，但在实践中要受自然和社会规律的制约，是有限的。因此，个人的行为不能以个人理智为最后的决定者，而应以社会和国家的利益为标准。

（二）社会政治观点

伊本·鲁西德的社会政治观点主要集中在《柏拉图〈政治学〉》一书节要中，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思想。

第一，社会需要凝聚力。他认为，“一般而言，没有比市民说某些东西‘这是我的，那不是我的’对城市更为有害，也更容易造成混乱”[106]。在城市管理方面，最有害的莫过于把一座城市变为几座城市，最有益的莫过于将多座城市合而为一。在这里，“城市”的概念可以延伸为“国家”。伊本·鲁西德还反对做隐士，主张积极参与社会事务，为国家服务，为人谋幸福。

第二，男女平等。社会需要内聚力，那就不能排斥任何成员。伊本·鲁西德反对歧视妇女，认为妇女的低下地位使她们变为“卷心菜”，从而被排斥在社会物质和精神生产的活动之外，不能充分发挥个人的才能和社会作用。他说：“既然妇女和男人都是人，我们说她们也必须与男人有同样的目的……由于某些妇女十分杰出，气质高雅，因此她们之中不可能不出哲学家和统治者。”[107]

第三，抨击暴政。伊本·鲁西德以犀利的笔抨击了暴政。他说：“凡是暴君必然处于这种境地：他被一个充满欲望和恐惧的阶层绊住了手脚。此外，他（本身）也欲壑难填，不能自主。因此，他不能随意走走，也不能随意看看……这种人最恶劣的习气之一是，他不能克制和控制自己，但却想在某种程度上领导别人……”[108]他主张政权应掌握在元老院手中，基于社会各阶层共同的利益建立必要的秩序。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法官和医生，只需军队对它加以保护。

四、伊本·鲁西德思想的教育意义

伊本·鲁西德的思想没有直接涉及教育，但从教育的角度看，我们可以从中得到许多启示。

第一，哲学和科学应取代宗教和神学在教育中的中心地位。根据伊本·鲁西德的论证，哲学和科学不仅不再依附于宗教信仰，而且被赋予了重要地位。一方面，哲学是真理的最高形式，只有通过逻辑思辨的方法才能获得真知，达到神的世界。另一方面，在他看来，获取科学知识是人获得真正幸福的途径。他说：“犹如饥渴是身体的空虚使人有空虚感一样，无知和愚昧则是灵魂的空虚，也使人有空虚感。这是因为世上有两种感到满足的人，一种人满足于吃饱喝足，另一种人则满足于获得知识。但是，只有通过认识最高存在的事物才能得到真正的满足。”[109]而他所说的对最高存在物的认识不是指个体不死、冥世生活、复活、死后报应等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在伊本·鲁西德眼里完全是一无是处的无稽之谈，只会腐蚀人们的特别是孩子们的智慧。他认为真正值得人们去选择的是科学哲学知识，因为这些知识才是真实的、持久的，才能给人们带来智力上的快乐。因此，无论是从追求真理还是从追求幸福的角度来看，科学和哲学都比宗教和神学更有价值，更应成为教育的中心。

第二，教育应该培养有理性的人。如上所述，伊本·鲁西德认为人能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达到理性认识，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但这种能力有一个从可能到现实的转化过程。其结果就是每个人的现实理性能力又是有高低之分的。这种差异性为教育涉入其中并发挥作用提供了基础和空间。而理性普遍性的特征说明人人都是可教的，每个人都应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即使是女性，也不能被排除在受教育者之外。这样，伊本·鲁西德为我们论证了“教育平等”的问题。同时因为人有理性，所以在教育方法上就不应该采取机械训导和灌输的方法，而应该充分发挥受教育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第三，教育应走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道路。重视实践，是因为理性认识从感性认识开始，丧失了感觉，就会丧失与这种感觉相对应的理性，如盲人没有与颜色相联系的理性。没有对个体的感觉，也就不会有类的知识。因此，教育应引导学生积极实践，丰富感性认识，以期达到科学的理性认识。那种脱离社会、独自一人苦思冥想的方法不是正确的教育方法。

在重视亲身实践的同时，伊本·鲁西德也重视前人积累的经验。他认为个体是要死的，不死的是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知识。因此，他鼓励学习、研究古人的著作。他说：“研究古人的著作就是法定的义务，谁禁止能研究的人去研究它，那他就把人们拒之于法所提倡的通向认识真主的大门之外，这是一扇通向真主认识真主的研究之门。如果这样做，那就是绝顶的愚昧。”[110]尽管在研究古人著作的过程中，可能会失足、迷途，但并不能因此阻止能研究的人去研究，这犹如因怕干渴者猛喝水会呛死而阻止他喝凉水解渴，结果让其渴死一样。“被水呛住而死是一种偶然事件，由于干渴而死是一种自身的必然事件。”[111]

第四，人的道德品质的修炼和提高取决于人本身。伊本·鲁西德认为人的行为的善恶并非取决于真主的意志，而是取决于基于道德认识之上的道德实践。因此，教育可以从引导人的正确的道德认识入手来培养人们合乎道德的行为，当然这也是出于对人的理性的自信。伊本·鲁西德还认为作为现实的人，作为社会的公民，他的自由是有限的，而不是绝对的，他的行为应符合社会规范和国家利益，一名合格的公民应该具备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乐于为国家服务的品格，同时应具有民主的意识，反对暴政。因此，教育要在这些方面发挥作用，为社会培养以国家利益为重、具有民主意识和参与意识的合格公民。

伊本·鲁西德的理性主义思想和逻辑推理式的思维方式对于信仰的时代和社会来说，确实是一种极大的冲击，特别是对在经院主义神学重压之下的西欧。从1230年开始，伊本·鲁西德的著作陆续被译为拉丁文。他的许多观点，如世界的永恒性、个人灵魂随肉体而死亡、科学知识的独立性和真理性等，如一股清新之流注入了如一潭死水的西欧思想界，激起层层波澜。正统经院哲学家视之为最危险的异端邪说，竭力阻止他的著作的流传，同时又模仿他的思辨式论证方法，用以论证经院哲学。而正统经院哲学的反对派则拥护伊本·鲁西德的学说，主张像他那样忠实于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反对按柏拉图主义精神解释亚里士多德著作，尤其反对出于维护神学教义的需要而改造、割裂亚里士多德学说。他们不顾神学的权威，从伊本·鲁西德的一些注释中推导出一些违背正统教义的结论，许多结论带有唯物主义和无神论的色彩。他们的思想观点被正统经院哲学家贬之为“阿威罗伊主义”。

在13世纪50—70年代，正统派和阿威罗伊主义者在当时的被誉为“哲学家之城”的巴黎大学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导火索是巴黎大学讲座席位的控制权问题，后来上升到哲学思想上的论战。从一个侧面来看，这实际上也是一场争夺教育领导权、决定教育内容和性质的斗争。

阿威罗伊主义者的领袖是艺学院教授布拉邦特的西格尔（Siger of Brabant，1240—1284年），但丁称之为“因推论真理而引起妒嫉”[112]的人。他认为，上帝只思考自身，他认识的只是一般的和必然的东西，因此没有什么“天意”或奇迹，有的只是能根据事物和自然理性的规律来证实的东西。世界是永恒的、必然的，理性就是排除上帝的自由创造，与事物始因有必然联系的永恒本质，人的意志按照必然性行事。西格尔对植物的和有感觉的灵魂同理性的灵魂做了严格的区分。他认为植物的和有感觉的灵魂的实体是物质的，它的表现是与物质的活动分不开的，它既赋予肉体以生命力，又同肉体一起衰亡。而理性的灵魂对所有人都是唯一的和统一的，它是外来的，暂时与有机体结合以便完成意识的行为。在这个唯一的灵魂里住着人类的精神实质，所以尽管个别人死了，但人类却是不灭的。这样，他一方面强调了个体灵魂的物质性和死亡性，另一方面强调人类理性的伟大性。[113]西格尔的这些思想与伊本·鲁西德的学说是何其相似呀。

巴黎大学的这场论战由于教皇的介入，于1277年暂时平息了。尽管阿威罗伊主义者受到迫害，阿威罗伊主义被禁止在巴黎大学公开讲授，但这种学说一直存在到17世纪经院哲学衰亡，是这一期间西欧主要的学说之一。[114]阿威罗伊主义虽然没有与经院哲学彻底决裂，但客观上对正统经院神学造成了猛烈冲击，推动了唯名论的发展，对哲学最终摆脱宗教神学的束缚产生了重大影响。

阿拉伯的文化教育在伊斯兰教产生之后才真正开始脱离落后的状态，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伊斯兰教创立者穆罕默德对知识和教育的倡导。他曾说过，哲理是穆斯林失去了的骆驼，必须寻找。[115]他还说过：“进入清真寺教学或接受教育的人，犹如为真主而战的勇士。”[116]他的这一思想为其继任者所继承。

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发展随着阿拉伯帝国国势的兴衰而起落，在阿拔斯王朝（750—1258年）时，阿拉伯文化教育达到鼎盛，特别是前期规模宏大的百年翻译运动（750—847年）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东西方文化的大量传入，丰富了阿拉伯人的知识，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求知欲望，促进了教育事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各种新的思想元素的进入不可避免地在思想上对信仰纯朴的穆斯林造成冲击，特别是希腊哲学中所包含的理性主义和逻辑论证的思维方式所带来的冲击尤为显著。这种冲击引起了思想界的分野，形成了两个阵营：一方是教义学家，他们坚持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捍卫它在社会生活及思想中不可动摇的主导地位；另一方是哲学家，他们虽是穆斯林，但他们沿着希腊哲学所开辟的理性主义和思辨的道路，自由思考包括教育在内的各种社会问题。因此，在文化教育发展的过程中，双方曾进行过激烈的斗争，但阿拉伯思想给人印象最深的是它的理性主义和调和、中庸的特点，表现为在哲学和宗教、理性和信仰之间，并不存在谁取代谁、谁限制谁的问题，而主要是在认识真理和获致幸福的过程中，谁更重要的问题。因此，实际上无论哪一方都为信仰和理性留出了独立存在和活动的空间，差别仅在于位置的高低上。反映在教育问题上，双方同样有分歧，但更多的是趋同。

第一，在对教育的重要性的认识上，双方是一致的。这既是由于阿拉伯民族重视知识和教育的传统的影响，也是出自思想家们对人的认识形成的分析结果。比如，在道德问题上，双方都认为它是后天形成的，教育可以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在理性问题上，哲学家普遍认为它有一个从可能、潜在、低级的状态到现实、高级状态发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教育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双方都将促进道德、智力和身体的全面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目的，主张教育要培养身心健康的、具有完美品德的社会公民。不过，教义学家更突出道德的教育，并且将培养虔诚的信仰作为道德教育的首要内容。

第三，在道德教育的问题上，双方都一致将知识作为美德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认为在愚昧中不可能产生美德。在美德的形成过程中，双方既重视道德认识，又重视道德实践，并且都把道德认识列为第一位。不过，教义学家眼中的道德认识以信仰为标准，哲学家眼中的道德认识则以理性为工具。

第四，在知识和课程的问题上，双方都设计了百科全书式的知识体系和课程体系，其中既包括宗教知识，又包括世俗知识。不过对于体系的核心，双方存在分歧。教义学家以宗教知识为核心，把世俗知识视为工具性、辅助性的知识，而哲学家则把哲学视为整个体系的王冠。

第五，在教学方法上，双方都注意到了教育对象的年龄特征、兴趣、爱好等心理因素在教学活动中的重要意义，因此普遍主张采用循序渐进、因材施教等科学的教学方法，以及榜样、练习、奖惩等方法在教学实践中的合理运用。相比较而言，哲学家比教义学家更强调在教学中进行实践积累和丰富感性认识，强调认识合乎自然的发展。

除了以上这些方面之外，阿拉伯思想家留给后人的有益启示还有很多，如伊本·西那对教育的心理学基础的重视和对专业教育的重视，伊本·鲁西德在受教育权上男女平等的论述等。但是在11世纪以后，阿拉伯世界出现了一股极端神学潮流，它反对理性至上和自由思想，对阿拉伯文化教育的发展起了窒息作用。天文学、化学、希腊哲学被视为异端，纯宗教的学校取代了盛极一时的宗教、科学并重的学校，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尼采米亚宗教大学代替了昔日知识荟萃的智慧宫。幸而，随着阿拉伯文化传入欧洲，理性主义和思辨传统在自身的发源地得到了复兴，这又引起了在基督教钳制下的欧洲的思想，包括教育思想的解放。



[1] 朱崇礼：《伊斯兰文化论丛》，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版，第103页。

[2] 马坚：《古兰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75页。

[3] 马坚：《古兰经》，第3页。

[4] 马坚：《古兰经》，第78页。

[5] 马坚：《古兰经》，第11页。

[6] 马坚：《古兰经》，第186页。

[7] 马坚：《古兰经》，第20页。

[8] 马坚：《古兰经》，第213页。

[9] 马坚：《古兰经》，第317页。

[10] 马坚：《古兰经》，第478页。

[11] 马坚：《古兰经》，第335页。

[12] 马坚：《古兰经》，第133页。

[13] 马坚：《古兰经》，第37页。

[14] 马坚：《古兰经》，第18页。

[15] 马坚：《古兰经》，第19页。

[16] 马坚：《古兰经》，第78页。

[17] 马坚：《古兰经》，第38页。

[18] 马坚：《古兰经》，第68页。

[19] 马坚：《古兰经》，第204页。

[20] 马坚：《古兰经》，第417页。

[21] 马坚：《古兰经》，第462页。

[22] 马坚：《古兰经》，第254页。

[23] 马坚：《古兰经》，第49页。

[24] 马坚：《古兰经》，第152页。

[25] 马坚：《古兰经》，第267页。

[26] 马坚：《古兰经》，第267～268页。

[27] 马坚：《古兰经》，第315页。

[28] 马坚：《古兰经》，第306页。

[29] 马坚：《古兰经》，第309页。

[30] 马坚：《古兰经》，第353页。

[31] 马坚：《古兰经》，第350页。

[32] 马坚：《古兰经》，第410页。

[33] 马坚：《古兰经》，第54页。

[34] 马坚：《古兰经》，第206页。

[35] 马坚：《古兰经》，第354页。

[36] 程法勒：《圣训精选》，内部资料，2001年，第72页。

[37] 马坚：《古兰经》，第8页。

[38]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34页。

[39] 穆罕默德·胡泽里：《穆罕默德传》，秦德茂、田希宝译，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6页。

[40]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109页。

[41]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20页。

[42] www.xzbu.com/1/view-6560453.htm。

[43]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124页。

[44] 马坚：《古兰经》，第478节。

[45]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68页。

[46]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69页。

[47]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74页。

[48] 程法勒：《圣训精选》，第40页。

[49] 马坚：《古兰经》，第183页。

[50] 马坚：《古兰经》，第204页。

[51] 马坚：《古兰经》，第321页。

[52] 马坚：《古兰经》，第70页。

[53] 艾哈迈德·爱敏：《阿拉伯—伊斯兰文化史》（第1册），纳忠译，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第155页。

[54] 马坚：《古兰经》，第24页。

[5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57页。

[56] 马坚：《古兰经》，第268页。

[57] 马坚：《古兰经》，第207页。

[58] 马坚：《古兰经》，第21页。

[59] 马坚：《古兰经》，第66页。

[60] 马坚：《古兰经》，第417页。

[61] 马坚：《古兰经》，第71页。

[62] 马坚：《古兰经》，第218页。

[63] 马坚：《古兰经》，第370页。

[64] 马坚：《古兰经》，第214页。

[65] 马坚：《古兰经》，第8页。

[66] 马坚：《古兰经》，第33页。

[67] 马坚：《古兰经》，第119页。

[68] 马坚：《古兰经》，第215页。

[69] 马坚：《古兰经》，第399页。

[70] 马坚：《古兰经》，第399页。

[71] 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5年版，第223页。

[72]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张文建、王培文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81页。

[73] 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一卷），梅祖培等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289页。

[74] 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288页。

[75] 井筒俊彦：《伊斯兰思想历程》，秦惠彬译，今日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125页。

[76] 井筒俊彦：《伊斯兰思想历程》，第69页。

[77] 井筒俊彦：《伊斯兰教思想历程》，第291页。

[78] 井筒俊彦：《伊斯兰教思想历程》，第292页。

[79]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06页。

[80] 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第245页。

[81] 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第248页。

[82] 伊本·西那：《论灵魂》，北京大学哲学系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10页。

[83] 阿布德·拉赫曼·那奇布：《阿维森那》，张在民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2页。

[84] 阿布德·拉赫曼·那奇布：《阿维森那》，第51页。

[85] 阿布德·拉赫曼·那奇布：《阿维森那》，第55页。

[86] 阿布德·拉赫曼·那奇布：《阿维森那》，第45页。

[87]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23页。

[88] 井筒俊彦：《伊斯兰思想历程》，第98页。

[89] 《布哈里圣训实录精华》，宝文安、买买提·赛来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0页。

[90] 安萨里：《宗教学的复兴》，转引自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第74页。

[91] 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第269页。

[92] 李振中、王家瑛：《阿拉伯哲学史》，第270页。

[93] 安萨里：《教子篇》，转引自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史》，第139页。

[94] 转引自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二卷），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年版，第82页。

[95] 转引自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二卷），第85页。

[96] 转引自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二卷），第80页。

[97]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于汤山译，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5年版，第56页。

[98]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65页。

[99]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59页。

[100]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59页。

[101]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60页。

[102] 伊本·鲁西德：《关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一致性》，见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77页。

[103]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63页。

[104] 伊本·鲁西德：《关于宗教与哲学之间的一致性》，见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75～176页。

[105]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75页。

[106]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第335页。

[107]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第335页。

[108]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第336页。

[109] 蔡德贵：《阿拉伯哲学史》，第328页。

[110]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77页。

[111] 穆萨·穆萨威：《阿拉伯哲学》，第177页。

[112] 但丁：《神曲》（第三部），王维克译，作家出版社1954年版，第71页。

[113] 奥·符·特拉赫坦贝尔：《西欧中世纪哲学史纲》，第117～118页。

[114] Paul Edwards，The Encyclopedia of Philosophy，Macmillan Publishing Company，1967，Vol. I，p.226.

[115] 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116] 纳忠等：《传承与交融：阿拉伯文化》，第203页。


第七章 西欧中世纪中期的教育思想（8—10世纪）

经过罗马帝国末期和中世纪早期由战争和政权更替所引起的社会动荡和思想无序，从8世纪开始，西欧进入了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

这一时期，基督教会已成功地确立起自己在社会组织、意识形态甚至社会日常生活中的主导地位。人们，包括统治者与平民百姓，在宗教信仰中找到了精神的寄托和每日生活的安全与希望。

然而，同样在这一时期，世俗世界的发展也取得值得注意的成就。以王权—贵族政治为特征的世俗权力系统已经形成，在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具有影响力；经济生产活动在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中也日益发展起来，为社会世俗文化教育的繁荣提供了相应的物质资源。西欧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的二元关系，双方的对立、冲突与融合在这一时期以更为复杂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成为推动整个中世纪社会发展的主题。

第一节 查理曼及加洛林“文化复兴”

一、查理曼及其文教政策

查理曼是“黑暗时期”里的一个给西方带来光明和希望的传奇人物。在他一生的主要活动中，他扮演了征服者、文化智识的传播者和保护人的多重角色。作为征服者，他在一定程度上用剑和基督的十字架建立起了一个短暂统一的王国；作为文化智识的传播者和保护人，他利用自己的权威和影响把当时欧洲各地的文化精英网罗到自己的宫廷，集中他们的智识财富，在继承和发展先辈文化政策的基础之上，使加洛林“文化复兴”达到高峰，在黑暗中为西欧乃至西方文明点燃了希望之光。正由于他的伟大成就，西方文化才充满了宗教与世俗间的二元对立，形成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同时这种教俗间的冲突与对抗也充分展示出西方文化个性化的文化背景。所以查理曼不仅成为许多西方君主效仿的榜样，而且被许多传奇视为一个亘古的主题而加以传颂。

审视查理曼这些功绩的取得，得益于在武力保障之下的基督教化运动和文化教育方面所做的努力。这恰似一柄双刃剑洞穿了社会的黑暗，突现出光明的希望。

（一）查理曼生平及主要活动

查理曼原名查理（Charles），又名卡尔（Karl），查理曼是一个法语名字，曼即“伟大”的意思，查理曼即伟大的查理之意（Charles the Great）。他是查理·马特之孙，丕平（Pippin）之子。

关于查理曼童年时的情况现已无从考证。传记作者艾因哈德（Eginhard）在《查理大帝传》（Charles the Great）中指出：“任何有关他的出生、幼年时代，甚至少年时代的事，由我来谈都会是可笑的，因为我找不到任何有关这方面的记载，而可以自称对这些事情有亲身了解的人，也没有一个仍然活着。”[1]历史上关于他最早的记载是其父丕平死后，他于768年与其弟卡洛曼（Karlmann or Carlomann）分治法兰克王国。771年其弟卡洛曼死后，他成为法兰克王国唯一的国王，直到814年病逝，在位共46年。

查理曼一生征战东西南北，伏尔泰在《风俗论》一书中把他称作“他那时代中最有野心、最有策略、最为伟大的军人”[2]。他在位46年，共进行过53次战争，战争密度达到每年1次之多。经过多年征战，他把从其父丕平那里继承来的疆土扩大了一倍，到他死时，他的统治范围包括现代法国、比利时和荷兰全境，现代德国、意大利的大半和西班牙东北部的一角。这个范围和欧共体（欧洲联盟的前身）范围十分近似。在诸多战争中，对北方撒克逊人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征战近32年，最后才在804年有效地控制了撒克逊人。

与查理曼军事征服相伴而生的是他的基督教化运动。无论是在西班牙东北部对萨拉森人的战争，还是在北方对撒克逊人的战斗，都是基督世界对异教世界的斗争。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查理曼发动的战争比4个世纪后的“十字军”东征更具有宗教圣战的特点。这一方面出于查理曼本身的宗教虔诚；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则在于维护法兰克社会安全的需要。他力图以统一的宗教意识同化有不同信仰的异教民族，尝试着建立一个统一而包罗万象的神圣秩序。因而，查理曼所领导下的加洛林帝国也被“公认为是在一种神权君主政体的统治下的整个基督徒臣民的社会”[3]。这种武力征服的世俗性与基督教的神学色彩之间的交织从此成为西方社会赖以发展的内部动力。教权与政权、神性与人性之间的抗争也孕育出了近代的西方文明。

同样出于对宗教的虔诚，出于维护神性社会的需要，查理曼致力于国内特别是教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充当和扮演了文化智识的保护者的角色，在其父丕平奠定的基础上将加洛林“文化复兴”推向高潮。所以有学者在研究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起源时指出：“加洛林复兴的起源必须到查理曼的自我使命感和由虔诚激发起的对无上君权的尊严感中去找。”[4]“他常常接受这样的熏陶：他的权力是上帝委任的，为的是让他保护教会、维持他的臣民的道德，他不能仅仅给他们带来一种模范生活的局面，而且还必须留心眷顾他们信仰的成长。”[5]正是由于这样的动因，查理曼在文化教育上采取了大量的措施：创办教会学校，发布法令强制教会教育的正常进行，从经济等物质条件上给教会以保障，设立世俗教育机构等。这些政策无疑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这也是整个中世纪文化教育的主要特点。但对教会教育的支持客观上保留了西方文明的火种，同时也对世俗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对此，博伊德、金认为“查理大帝才是所有赞助教育的君王中最杰出的”[6]。

作为一个留下光辉业绩的君主，查理曼在人格品质上同样有其独特之处。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写道：“查理还是以最大的精力进行他所从事的事业，在他所努力争取的目的完全达到以前，他怀着不屈不挠的毅力，既不间断，也不松懈。”[7]他“从不因为所需要付出的辛劳而拒绝承担或从事任何事业，也从不因为害怕危险而退缩。他了解他所承担或完成的每一件工作的真实性质，因此，他从来不因为失利而受到挫折，也从来不因为侥幸而迷失方向”[8]。艾因哈德对查理曼的评论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法兰克王国领土的扩张、对撒克逊人历经30年的战争与查理曼的这种人格力量是有深层的内在联系的。同时，作为君主，他在对内处理臣民关系上具有一种仁慈之心。查理曼曾在794年颁布过一个著名的限制最高物价的法律。以前的学者大多认为这项法律的颁布更多的是出于一种经济目的，而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则提出：“这项法律的用意，与其说是为了经济目的，不如说是为了救济穷人的苦难，那是由教会制定的一种基督徒的义务。”[9]这种观点与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所载的史实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这种观点与史实之间的一致绝非偶然，皆源于一种道德的动因，来源于个人人格上的仁慈之心。这种伟大的人格魅力除开创了与神圣罗马帝国相媲美的法兰克王国以外，同时也为查理曼本人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他在世时曾被称作“荣膺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底之王、罗马贵族查理”。这一称号所代表的几乎是世界性的权力，使得他可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势相媲美，其荣耀在800年的圣诞之夜达到顶点。当他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出席圣诞弥撒时，教皇利奥（Pope Leo）把一顶金皇冠加于他的头上，在场的所有人向他欢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伟大而宽宏的罗马皇帝查理万岁！”这一称号使查理曼与奥古斯都臻于同等的地位，步入西方历史的伟人之列。对此也有学者提出不同的看法，如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指出：“查理曼并未普遍地被人们列入历史伟人的行列。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个人勇气、他的军队的强大组织以及他的敌人的软弱和孤立，而不是任何战略的天才。”[10]虽然历史评价不一，但查理曼在特定时代的所作所为及其对后世西方的影响是人们所公认的。

（二）查理曼时期的基督教化运动

基督教化运动是由查理曼发起的，试图以武力征服为前提的基督教的一体化运动。运动本身是基督教与异教之间的抗争，而运动所深藏的内涵，则是查理曼试图以统一的意识形态和宗教观念建立一统秩序的尝试。如果说查理曼依靠武力扩大了其领土范围，而对这些已取得领土的秩序的建立与巩固则有赖于基督教的意识统一功能。因而在某种程度上，查理曼用剑和十字架支撑起了法兰克王国。同时，信仰的一统化必然有助于教会组织地位的提高，所以基督教化运动本身又促成了教会在加洛林“文化复兴”中主导地位的确立。为推进基督教化运动的进程，查理曼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对教育的关注成为一个主要的支柱。

1.基督教化运动的动力来源

基督教化运动之所以产生，有两方面的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一是来源于查理曼本人虔诚的宗教情结；二是来源于查理曼维系其世俗统治的需要。

作为基督教化运动的发起人，查理曼自身的宗教情结不可避免地影响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据艾因哈德记载，查理曼“从幼小时候起，就在宗教生活里长大，他对基督教极为热诚和虔信”[11]。查理曼幼年之时，其父丕平创办了宫廷学校，而主持宫廷学校的则是当时宗教的热情传播者卜尼法斯；其父丕平对宗教事业热忱支持，因此可以说，查理曼从小生活于一个宗教氛围十分浓厚的环境中，而这种环境的熏陶致使他形成强烈的宗教情结，融入他以后的事业中去。“查理曼坚信无论个人还是国家都应该接受洗礼，他把自己看成上帝的代理人，以监管这一神圣过程的执行。因此他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完成这一伟大的任务而行的。”[12]所以无论是对北方撒克逊人的战争，还是对西南方萨拉森人的战争，在武力征服后必然伴随的是基督教的洗礼，这是查理曼衡量他们是否臣服的一个重要标志。这在对撒克逊人的战争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在历经32年反反复复的征战之后，随着巴伐利亚公国的最终受洗而结束了这场战争。以洗礼结束一场战争，以基督教最终代替异教而告终，这不能不说与查理曼本人的宗教情结有关。

然而，作为基督教化运动，它的最终的目的则在于对秩序的维持与巩固，这是查理曼发动基督教化运动的初衷所在。他想用基督教把降服者羁縻于自己的桎梏之下。当他征服一个地方后，他常常留下一些教士来说服异教徒，留下一些士兵来强迫他们皈依基督教，直至这些异教徒最终都成为基督徒—— 一种奴隶式的基督徒为止。对于那些不愿意受洗的异教徒，查理曼最终依靠流血使基督教和奴役得以巩固。780年前后，查理曼曾发布撒克逊地区敕令，强迫撒克逊人接受基督教，违抗者处以死刑。其中第十一条规定：“凡对国王表现不忠诚者，处死刑。”由此表明基督教化运动的首要目的在于保证教徒、臣民对君主的忠，这实际上已不再是宗教性的意图，更多地打上了世俗的烙印。对于那些敢于打破这种秩序的异教民族，查理曼所采用的是一种极端专制的铁血政策。史书记载，查理曼曾于782年，在阿勒尔河之滨屠杀了4500名不信仰基督教的俘虏，最终迫使异教徒接受基督教。可以说，查理曼的基督教化运动是以血的代价来实现的。但不可否认，正是在这种强权与意识形态一体化的双重作用之下，法兰克才得以有一个较为稳定的和平环境，虽然十分短暂，但毕竟使西方文化的发展有了喘息之机，得以孕育出加洛林的“文化复兴”。所以基督教化运动本身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具有积极的历史意义。

2.基督教化运动的实现

为了更好地实现基督教化运动，查理曼除了采取强权、高压之外，还从宗教及社会发展的需要出发采取了一些切实可行的措施。

作为基督教化运动，它所面对的对象是处于不同文化发展阶段、具有不同语言的异教民族，在实施过程中如何实现传教与沟通，这就需要相应的语言工具的支撑。以前的基督教要求一律采用拉丁语布道，这就使得基督教在其推行过程无法实现与异教徒的交流。为此，查理曼在794年的法兰克福宗教会议（很大程度上是在阿尔琴的鼓动下召开的）上宣布：“别让任何人相信上帝只能用三种语言来崇拜，让人们用每一种语言去崇拜上帝，如果一个人的要求是合理的，他就会得到满足。”在将近20年之后，图尔会议以同样的方式命令教士们以世俗的本地语来阐释《圣经》。这样就使得基督教克服了传播过程中的语言障碍，而不再是一种古典的高高在上的特权。特别是《圣经》的本地语阐释使得基督教教义与不同文化背景相联系，赋予其与特定文化相符的理解，大大推进了基督教的传播。

为了更好地使人们理解基督教教义，查理曼曾多次颁布法令要求提高教士的传教水平。提高教会整体文化水平的主要手段就是教育，因而基督教化运动在客观上突现了教育的地位和职能。对此，西方学者在谈到中世纪教育时指出：“须记住一点，教会办教育不是因为教育本身是好的，而是教会发现，不给信徒特别是不给教士以学习《圣经》和履行宗教职责所要求的过去那种文化，教会就不能做好自己高尚的工作。最初，并没有想到为青年们准备一般生活的需要而教育他们。”[13]可以说，正是查理曼基督教化运动的需要，带动了此时期教育的发展；同时也是基督教化运动，致使该时期教会教育得以发展，从而形成一套教会教育的制度；而世俗教育则处于一种衰势地位。这也是中世纪教育具有极强宗教性的深层根源所在。

另外，为推动基督教化运动，查理曼还采取宗教同化政策，他曾在803—804年把大约1万户撒克逊人迁移到佛兰德、法国和罗马等地，让撒克逊人生活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之中，达到信仰一体化的目的。[14]

以上措施的实施无疑加速了基督教化运动的进程，这种进程的加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都带来了极大的变化。

（三）查理曼的主要文教政策

文化教育作为推动基督教化运动的一个重要手段，受到了查理曼的格外关注，可以说查理曼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关心文化教育的统治者。为提高教会的文化水平，他颁布和实施了一系列文教政策。他不仅在宫廷里聚集了从意大利、西班牙到英格兰和爱尔兰等西欧各地的他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物，而且推行了一整套系统的教牧人员教育改革计划。道森认为：“几乎没有统治者能像他那样对教育的重要性有更为清楚的认识和给予知识的传播以更大的关注。”[15]查理曼的对教育的关注虽然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但是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教会教育与世俗教育的发展，使西方文明在黑暗中显露出光明的希望。

1.改革和创建教会教育体系

随着法兰克疆域的不断扩大，原有的宗教传教方式也不再适应新型传教对象的需要，特别是各种民族方言与传教的拉丁一体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这就需要培养能用不同方言进行布道的教士；同时，这一时期的战争致使整个教士队伍传教水平不高，而基督教化运动的推进则需要提高他们对经义的理解和传教的水平。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要求查理曼改革现行的教会教育，创建新的教会教育体系。关于当时的教会教育状况和教士传教水平，查理曼在一封写于794—797年的给富尔达修道院院长的信件中有所揭示：“……这些年来从各地修道院送来的信件中经常显示出对居于当地教友的神圣而虔诚的祈祷仪式的狂热，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同样这些人写的东西中崇高的情感与粗陋的语言奇妙地杂糅在一起，这是因为对学识的忽视致使他们没受调教的舌头无法准确无误地表达那由虔诚的信仰在内外两方面所支配的东西。由此我们开始担心，因写作技巧的贫乏，他们将远远达不到理解《圣经》所需要的智慧。”[16]针对这种现状，查理曼通过法令的形式来改革教会教育。他于789年颁布《普通告诫》，规定“要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要在每一个主教区和每一个修道院里教授赞美诗及其曲调，教授圣咏、计算和语法，要让教士们都有一丝不苟地订正过的书”[17]。同时，《普通告诫》还特别关注教区牧师的学问质量和等级，他们应当了解关于信仰的真理、圣礼的形式、弥撒和赞美诗的祈祷文，他们还应当有布道的才能。另外，在787年发给各主教和修道院长的公告中，查理曼在评论了修道院书信中所出现的拙劣的错误后，提出教士应为正确理解基督教《圣经》而学习。“我们规劝你们，不仅不要忽视学习文法，而且要谦卑而不停地运用文法。这样你们就能更易更快地深入《圣经》的奥秘。学了这些修辞手法以后，无疑，读者就会更好地理解到所学的《圣经》的根本意义。为此，让既能而又愿意学习同时又希望教其他人的人们都学文法。”[18]查理曼前期主要关注教会教育，而从796年之后（根据796年以后的公告判断），查理曼的教育政策从以僧侣和牧师教育为主向平民教育方面渗透和扩大。他在812年发布的一份公告中表明了这一点。虽然这时期世俗教育仍然很弱，但为后来世俗教育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查理曼通过这些带有强制性质的公告、法令的颁布，建立起了教会学校，成为以后教区学校的原型，并且通过对教育的提倡，培养了一批基本上能胜任的像样的教区教士。这为发挥基督教化运动的社会稳定功能起到了一定作用，同时也培养出了一批专注于世俗事务的上层阶级和僧侣阶层，大大充实了法兰克的人才队伍，为保证法兰克王国统治秩序的稳定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通过查理曼的教会教育改革，形成了西方教会注重教育的传统，为后来修道院办学及修道院等成为文化中心奠定了基础。

2.尊重知识，尊重人才

查理曼出于统治需要和自身对知识的渴求，形成了对知识和人才尊重的观念，并且将这种观念与其社会统治实践相结合，形成了黑暗时期所特有的文教政策。正是自上而下的对知识和人才的尊重，才带动了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兴。在复兴中，具有古典意义的学术活动得以逐步呈现，形成了一批早期的具有初步知识分子意识的学者群体。尽管群体本身所附加的神性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他们无疑成为十二三世纪知识分子的先驱。更为重要的在于这种来自统治阶层的对文化事业的关注，形成了良好的社会氛围和文化传统，成为后世统治者，如阿尔弗烈德大帝等，有意或无意加以模仿的蓝本，在一定程度内化成了贤明君主的一种素质标准。所以，其意义是不容忽视的。

查理曼本人极其热衷于知识的习得。由于我们对查理曼童年时所受的教育几乎一无所知，所以无法确定他的这种强烈的对知识渴求的感情源自于什么样的文化背景。但史书记载查理·马特曾将丕平和卡尔洛曼送到巴黎附近的圣德居修道院学习，据此可以推断：有可能丕平对查理曼也采取了同样的方式，并且在丕平时代也已经建立了宫廷学校，这无疑都为查理曼接受一定的知识教育提供了条件。但由于当时宫廷学校的不规范以及修道院教育的非系统性，有可能查理曼所受的教育只是十分初级的，而在很大程度上他是靠自学而努力进行自我教育的。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的记载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查理花费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从阿尔琴那里学习修辞学、辩论术，特别是天文学。他也学习计算术，并且极其勤勉地细心观察星辰的运转。他还努力学习书写，为了这个目的，他常常把用来写字的薄板和纸张带在身边，放在卧榻的枕头下面，以便在空闲的时刻使自己习惯于写字。但是他对这项陌生的工作开始得太晚了，因此几乎没有什么进展。”[19]这充分表明查理曼对于知识的态度，他通过自学，最终使自身的知识修养达到了一个较高的水平。“他说话流利而敏捷，能够最清晰地表达他的意旨。他并不仅仅满足于本族语，而且还不辞辛苦地去学习外族语言。他的拉丁语学得这样好，说起来就像是说本族话一样……他的谈吐这样流利，甚至有时候都显得有些饶舌。”[20]查理曼作为“黑暗时代”中的以崇尚武力为主要价值取向的国君，其知识方面的素养较之其他民族君主无疑要强得多。这种自身对知识的渴求和强烈的宗教使命感相结合，便构成了他领导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动力之源。他把自身对知识的渴求推及社会，从而开启了文化领域的新潮流。瓦拉弗里德·斯特拉伯在给《查理大帝传》增写的前言中认为：“在所有的君王中，这是一位最热切地寻求有识之士并提供一切便利让他们安心而痛快地思索研讨的君王；由此他具备了开启整个知识的一个崭新潮流的能力，这一潮流的许多东西在这个野蛮的世界上迄今还不为人所知。”表明当时的学者能够在查理曼的保护之下静心于学问的探讨，而这也正是查理曼能力的一种具体展示。

查理曼在领导“文化复兴”的过程中，十分注重人才的选拔。他在位期间，聚集了来自意大利、爱尔兰、英格兰、西班牙等地的知名学者，形成了颇具规模的学者群落。他们一方面作为法兰克王国文化智识复兴的组织者、实施者；另一方面又是查理曼处理政务的咨询者。他们在文化知识方面所做的努力，直接为当时的法兰克社会带来了秩序的稳定、文化的复兴以及教会地位的提高；同时他们的努力间接地为法兰克王国知识分子的本土化提供了条件。例如，自9世纪后半期开始，法兰克知识分子开始逐步取代了外来知识分子的位置，到了十一二世纪在法兰克社会中则基本上见不到有影响的外来知识分子的身影。这些成就的取得无疑与查理曼的人才政策有联系。然而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什么样的人才是查理曼所关注的呢？他在选才上采取的是什么标准？在圣高尔修道院一位僧侣所著的《查理大帝传》中记载了查理曼的一句话：“但愿我有十二个像耶罗姆和奥古斯丁那样在各门学问上如此精通，又受过如此全面的训练的教士。”[21]这表明查理曼在选才上是有一定参照系的。当然这种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带上查理曼的主观色彩，正如基佐所说：“查理曼是在他们的文人气质中辨认出他们并把他们召到自己身边的。”[22]根据这种特定的标准，查理曼将眼光投向整个欧洲，特别是那些文明程度较高的地区，如罗马文明的中心意大利、爱尔兰和英格兰等保留了较高文化水平的地区等。他对这些学者极为尊崇，并且给予他们很高的荣誉。很多学者在晚年都成为著名的大修道院院长。查理曼通过为这些学者提供必要甚至是十分丰厚的物质保障以及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使他们逐渐形成一个专事学术探讨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影响波及整个社会，使一些在初期从事于一种完全不同事业的人最终转向学术研究，如一些军人和政治家向学者的转变即是鲜明体现。

从这个学者群落的组成来看，除开我们上面已多次提到的阿尔琴以外，还有来自意大利的副主祭彼得和执事保罗，来自西班牙的西哥特难民西奥达尔夫，来自法兰克后来成为查理曼传记作者的艾因哈德，以及一些来自爱尔兰、英格兰、意大利、西班牙的不知名学者等。在他们中间，阿尔琴以其渊博的学识成为学术领袖（关于阿尔琴思想下面将有专节论述，在此不再赘述）。

副主祭彼得（Peter of Pisa）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地区。当查理曼于774年征服伦巴底后，彼得便成为查理曼有史可查的第一位教师，这也正是他所以彪炳史册的主要功德所在。就其学问而言，据称他是一个颇有造诣的语法学家，并曾经写过一本非常基本的语法书作为为查理曼授课的教科书。关于他的活动、思想的记载很少见，这从一定程度证明他在宫廷中的影响除开第一个教师的名誉之外微不足道，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执事保罗（Paul the Deacon），原名保罗·瓦内弗里德，和彼得一样，来自意大利伦巴底地区。他出生贵族家庭，从小在帕维亚宫廷被抚养长大，幼时即入附近的一所修道院（科摩湖上的修道院），大约在779年到了蒙特卡西诺。这个地方成为保罗一生特别是在为查理曼服务期间魂牵梦绕的地方。他最终于787年回到蒙特卡西诺，并在此终其天年。执事保罗与查理曼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带有一种契约的交换关系。由于保罗的兄弟曾因卷入叛乱而被法兰克人投入监狱，保罗为了救其兄弟出狱，便通过此时在查理曼宫廷中的彼得，向查理曼致了一份用诗写成的颂词，请求他释放叛乱者。作为一种回报，也可以说是一种条件，保罗便不得不留在查理曼的宫廷之中，后进入梅斯的圣马丁修道院。这种交换关系得以成立的一个前提条件便是保罗所具有的知识素养。他既是一位语法学家、诗人，同时又是一位历史学家。作为诗人，他为查理曼宫廷恢复了拉丁诗歌的传统。然而，使他名垂青史的则在于他作为历史学家的杰出贡献。他曾写作《伦巴底人史》（History of Lombards）、《梅斯主教史》等史学著作。其中，《伦巴底人史》对于我们今天了解那个时代伦巴底人的社会生产、生活状况，了解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史料，也是我们了解伦巴底人的出现直至走向成功的主要材料来源，是他所有史学著作中最有价值的一部。《梅斯主教史》同样也是一部十分重要的史学作品，为后世相关题材的撰写、研究提供了一个范例，以至于成为中世纪一种极其风行的史学流派。在写作《伦巴底人史》的同时，他曾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写作一部查理曼就任皇帝以前的罗马史，使得查理曼宫廷更加熟悉古典时代的业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800年查理的加冕。作为一位宫廷学者，他还曾受查理之命编写主教长老讲道集以颁发给各教堂作范本使用。这种讲道范本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时教育的通用教材。查理曼为此作了序，明确提出：“尽管我们有改进教会状况的愿望，但我们仍怀着极大的热情，不得不承担恢复因先辈的忽视几乎熄灭的文化的任务。”[23]可见这个讲道集本身透射出的教育功用。要想依据保罗在宫廷里的时间来评价他在学者群体中的地位是不切实际的，即使在他787年返回蒙特卡西诺以后，他仍然与宫廷保持着密切的联系，继续发挥着他在查理曼事业中的不容忽视的作用。

西奥达尔夫（Theodulf），即艾蒂安·吉尔松所称的难民西奥达尔夫，著名的神学家、诗人，同时也是他那个时代为数不多的对世俗教育做出巨大贡献的学者。大约在782年，由于查理曼对西班牙的干涉而引发难民浪潮，西奥达尔夫作为难民进入法兰克王国。他具体来自于西班牙何处尚不清楚，但作为西班牙人，他继承了西班牙国家的典型风格：注重古典，注重艺术。作为诗人，他“几乎有能力驾驭几乎所有的古典格律”[24]。他吸取了古典的形式，用这种形式来描绘他所涉及的古迹风物和宫廷生活等。他于797年左右当上了奥尔良主教，在此期间应查理曼之命写下了一系列神学著作，由此确立了他作为一个神学家的地位。作为神学家，他凭着自己独创性的努力进行了对《圣经》文本的修订工作。在修订过程中，他善于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吸纳不同的观点、学说：他对不同的内容、观点不是盲目地删除，而是仔细加以收集、整理、研究，并且对这些学说持一种严谨的批判态度，以一种怀疑精神去恢复《圣经》文本的本来面目。这使得他所修订的《圣经》文本更趋于客观，更接近早期希伯来人的精神。但由于他所修订的文本与查理曼及其时代的需要相脱离，因而未能得以流传，影响甚微。作为奥尔良主教，西奥达尔夫曾在797年指示教士免费实施普及教育，他鼓励乡村牧师开办学校，把读写知识传授给一切信任他们的学生，而且不计较报酬。这种思想在当时教会教育居于垄断地位的情况下，无疑为世俗教育的发展带来了希望。很难说他这种思想没对查理曼的教育观念产生影响，因为查理曼于812年发布的一个公告中表达出了类似的观点：“每人必须把自己的儿子送到学校去学文法。儿童必须留在学校里勤奋地学习，直到他能学知识为止。”[25]同时这也为查理曼后期克莱门特所实施的教育扩大化政策奠定了基础，提供了理论、实践方面的依据。西奥达尔夫的世俗教育思想的萌芽在一统的教会教育情势中找到了一个突破口，虽然规模仍然很小，但却是以后教育领域中世俗与宗教二者间的冲突、对立的开端，在黑暗中为教育特别是社会下层教育点燃了希望。

艾因哈德是查理曼宫廷学者群体中年纪最小的一位，他在查理曼死后崛起而成为法兰克学者的代表，从而结束了法兰克教育由外国人控制的局面。他于775年出生在法兰克东部的莫因格维，少年时代就学于富尔达修道院学校，这所学校是由英国传教士圣卜尼法斯所创。他15岁时被送入查理曼的宫廷之中。瓦夫拉里德·斯特拉博认为：“他之所以被修道院院长鲍古尔富斯从这里送到查理的宫廷，与其说是出于门第优越，毋宁说是由于他的才智非凡，这种才智即在当时就已显示了他日后如此驰名的学识的光明前景。”[26]西奥达尔夫的记述也证实了这一点：“纳达纳斯（艾因哈德的别名——编者注）这儿转转那儿转转，从来闲不住，他像蚂蚁一样前跑后蹿停不下来的脚板在地上敲出嗒嗒的声响。一个伟大的客人寄居在这么小的躯壳房里，伟大的思想也填满了他那细微心腔的空隙。”[27]可以说这时期艾因哈德并不算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而只是一个在查理曼宫廷中学习的贵族少年而已。他真正有所影响是在路易登基以后，艾因哈德成为皇帝的秘书，从而在整个法兰克帝国的各种事务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关于他的具体情况，由于史料所限现已知之甚少。他于828年退出法兰克政治生活，在塞利根城的修道院中安度晚年直至840年去世。艾因哈德最大的贡献在于在查理曼去世9年之后写出了《查理大帝传》，这是迄今为止我们研究查理大帝甚而那段时期的社会发展状况的最为权威的材料。中间虽难免夹杂一些过度的溢美之词，但它所具有的史料价值却是无可置疑的。

3.中兴宫廷学校，创建帝国学术中心

据称宫廷学校最早出现于墨洛温王朝时期，但此说由于史料的缺乏尚显证据不足。关于宫廷学校最早的记载出现在查理曼父亲丕平统治时期，史载丕平曾邀请英吉利传教士圣卜尼法斯和其他一些英格兰、爱尔兰学者到法兰克，主持和参与宫廷学校的建设。这一时期，“在他的赞助下，为贵族办的宫廷学校，呈现出一种新的重要性”[28]。但这时期宫廷学校的组织形式十分自由，并不是正统意义上的学校，其中所蕴含的教育成分微不足道。尽管也有少数人学习阅读，但智力生活的追求并不是主要目的。由于宫廷学校的学生都是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弟，所以宫廷学校的主要职能在于让这些贵族子弟熟悉和了解王室成员及其生活习俗；通过观察去模仿、学习那些与他们贵族身份相符的行为，如战斗、决策及领导等。这些行为的习得往往成为他们以后独自领导和管理的一个前提条件。因此，这时期的宫廷教育更多的是一种生活教育，也可以说是9—10世纪法兰克骑士教育的一种初始形式。

查理曼在继承早期宫廷学校优良传统的基础之上，加大了宫廷学校中教育所占的比重，使宫廷学校成为当时法兰克王国的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这也是其中兴的主要体现。和早期宫廷学校一样，这一时期的宫廷学校并不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过周密组织的教学组织形式，而是一系列课程和研究小组的集合体，它每年甚至每个季节都在变动。最初也没有固定的地方，随查理曼首都的迁移而不断游动，最后在亚琛（Achen）成为法兰克王国的一个常设机构。为了提高宫廷学校的质量，查理曼邀请爱尔兰著名学者阿尔琴管理宫廷学校，在他周围聚集了我们上面所提到的知识分子。可以说当时的宫廷学校聚集了欧洲文化的精英，这为它成为学术中心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条件。宫廷学校的成员既有王室成员如皇后、皇子、公主及其他皇族成员，也有年轻的贵族子弟如艾因哈德等，同时还有宫廷里的官员。作为君王，查理曼亲自参加宫廷学校的学习并表现出极大的学习热情，这无疑为宫廷学校的发展提供了保证。从年龄结构上看，既有处于知识启蒙阶段的年轻人，也有以查理曼为代表的成年人。这种教育对象的多样性必然带来教学方法的多样化。在教学方法方面，阿尔琴因人而异，因材施教。对那些年幼的学生采取问答法；而对年长的学生则采取讨论的形式。教学内容则包括文法、修辞、天文等学科。阿尔琴曾在一封写给查理曼的信中详细说明了这些教学科目。“哦，我能以派埃里安（Pierian）诗体永远使你快慰，我或者细察高踞天空的星座，或者研究诗的优美旋律，或者转而推敲古代祖先的伟大格言，或者探讨拯救我们的永恒的圣训。”[29]另外从阿尔琴的书信和所编的教科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宫廷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与他在约克大教堂学校所学的学科是相同的，即以“七艺”和宗教为主。虽然这些内容缺乏深层次的探讨，还只是停留在初级阶段，但它不容否认地开启了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先河。它作为一个学术中心和教育中心所产生的辐射波及整个法兰克王国，带动了法兰克王国对文化和教育的热衷。同时，它的教育实践和所取得的成绩也对后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宫廷学校培养了许多伯爵、主教和教士，对于推动教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积极影响。宫廷学校培养出的人才，以艾因哈德为代表，使查理曼统治后期迅速实现了人才的法兰克本土化，打破了外来学者垄断教育、学术的局面，同时也极大地提高了法兰克民族自身的文化水平。当然宫廷学校的规模所限、教育对象的特定化，致使它的影响范围极其狭窄，并且作为学术中心未能产生出具有原创性的思想观念，这不能不说是其局限。这也是它所处历史文化背景的必然产物。

二、加洛林“文化复兴”

（一）关于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界说

在西方文明史上曾经出现的十四五世纪的“文艺复兴”所带来的巨大文化影响，使得加洛林“文化复兴”一词很容易引起误解。所谓复兴是指对原有事物的恢复、继承乃至发展。如果按照这种正统的理解，那么加洛林复兴所带来的只能是无法与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相媲美的失望。确实，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没能产生出纯正深奥的思想，缺乏具有初创性的思想体系，没有任何真正的哲学和科学思想，更没有产生出引导西方文明发展的思想先驱，艺术上也缺乏如达·芬奇一样的艺术创造者，同时它又是一个范围极其狭小的缺乏广度的文化运动，仅限于为数不多的教士阶层。因此，无论从什么角度看，加洛林“文化复兴”都与正统的字面意义相去甚远。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应如何去看待这次“文化复兴”运动？我们视界的立足点应定位于何处？作为文化领域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它有其自身所依附的时代环境，而这种社会的相应支撑往往决定了运动本身的发展水平。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可以从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特定背景出发去理解和认识它。作为西方文明发展序列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加洛林“文化复兴”不仅有承前的功能，也有启后的巨大历史功绩。可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是黑暗之中的一个开端，一个欧洲学术、文化重新发展的完完全全的开端。它提供了一个包括文稿复制、图书馆和学校在内的构架，由此形成了整个欧洲文化发展的基础。正是加洛林“文化复兴”才使得大量典籍得以保存至今，同时形成一种将古典学术和世俗文化结合以发展宗教文化的西方学术传统，从而大大发展了世俗文化。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巨大影响一直持续到十一二世纪的教会改革运动和经院哲学的兴起。因此可以说，如果没有了加洛林“文化复兴”这个开端，西方文化就无从谈起。固然，作为开端它有开端自身所无法克服的弱点和缺陷，但我们应放眼于整个西方文明发展的历史来看待加洛林“文化复兴”。所以以下对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理解主要立足于这样的视角。

现在学界一般理解的加洛林“文化复兴”，总是与查理曼联系在一起的。詹姆士·包文（James Bowen）在《西方教育史》中就认为加洛林“文化复兴”源自查理曼768年称帝，终于840年法兰克王国的终结，他称之为“加洛林时代”。但作为一次具有相当规模的文化复兴运动，它必定有一段极长的酝酿期，然后才会走向高峰而得以突现出来。查理曼时期可以说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成熟期，各种文化要素在此时得以不同程度的兴起。这样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即加洛林“文化复兴”是否起源于查理大帝时期。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回答加洛林王朝的真正来源。关于加洛林“文化复兴”之所以得名，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之所以称为加洛林是来源于查理曼的名字；一种观点则认为源于查理曼家族的名称“加洛林”。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提出：“7世纪时，史学家称为加洛林家系的大地主家庭掌握奥斯特拉西亚大权。加洛林家族成为王室行宫的‘宫相’……成为奥斯特拉西亚的实际主宰。”[30]第一种观点似乎证据不足，因为查理曼的名字中无论是法文还是英文都没有“加洛林”的发音。即使这种观点成立，那么在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发展进程上则会出现时间的断裂，即无法上溯也无法下推。第二种观点把加洛林看成是一种家族名称，并且以它来命名一个王朝，这似乎更符合西方历史传统；同时这也能完整地涵盖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整个发展状况。这种观点同样印证了某些史家所认为的“查理曼的复兴是对圣卜尼法斯传教运动的继承和转化的观点”[31]。所以这种观点更符合实际。这样加洛林王朝就是自751年丕平接受圣卜尼法斯的涂油仪式登上帝位起，直到840年法兰克一分为三的《凡尔登和约》的签订为止。这段时期又恰恰是文化、艺术得以蓬勃兴起和发展的时期。所以加洛林“文化复兴”从政治时间上加以规范应上溯到加洛林王朝的确立之时，从文化时间上加以考虑则更为久远。

（二）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动力来源——教会与世俗之间的二元拮抗与融合

整个西方中世纪的文化都受着蛮族社会文化与神学文化二者之间二元对立的支配。正是两种文化尖锐的二元对立，在西方社会内部产生了一个内在的对立并且是批判和变革的不尽源泉。因此，世俗文化与神教文化的二元对立可以被看成是对西方文化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动力因素的重要来源。加洛林“文化复兴”作为中世纪早期的一次文化复兴运动，不可避免地打上了这种中世纪文化的烙印。正是教俗的二元对立，使查理曼找到了教会文化作为文化复兴的主要形式，而兴起教会文化的目的又是与教俗的二元拮抗紧密相关的。查理曼试图建立起一个有统一秩序的神权君主国家，以蛮族社会的军事征服和教会的精神归化作为其统治的互补面。因而这一时期教会文化仍然具有极大的世俗职能，而在教俗二元对立中，教会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未能摆脱世俗权力的控制，这也构成了不同于中世纪其他时期的教俗对立特点。这种独特的二元对立和查理曼出于统治的需要二者间的结合，共同推动了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兴起。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是教俗二元对立的必然产物，同时对教会文化的关注也是当时社会文化发展的最佳和唯一的选择。

1.教会文化兴起的历史必然

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形式便是教会文化的兴起。一种文化在特定时期的兴起有其客观的历史必然性，加洛林“文化复兴”也不例外。可以说，教会文化的兴起是与此时世俗文化的衰落相伴而生的，正是教会文化较之世俗文化较高的发展水平及较为完善的文化组织形式，使之成为社会的主流文化形式。

蛮族入侵致使高度发达的以世俗文化为主的罗马文明体系崩溃。随之而来的是在愚昧观念指引下的对文化的简单需求，这种简单需求与罗马文化的共通之处则在于对信仰的需要和宽容。因而基督教义成为与异族文化相沟通的主要媒介。这样，在世俗文化走向衰落的过程中，基督教文化无疑扮演起了诺亚方舟的角色。这也是基督教文化能在原有政治制度被打破后仍能存在并独自支撑起西方文化发展重任的原因所在。对此，美国学者道森认为：“在过去，人类世界一直充满着自信和安全感。随着潮水的退去，他们在筑起的堤坝的保护下把文化的界限不断地向前推进。但是现在潮水涌来了，堤坝被冲垮了，并且潮水很快将吞没陆地。只有教会作为避难的方舟留了下来，因此，一个人与其徒劳无益地将他的时间和金钱浪费在试图修补残破的堤坝上，或重整被毁的土地和时遭洪水吞噬的土地上，毋宁用之于建造方舟上。”[32]在这里，道森揭示了当时社会的一种无奈心态，这也成为教会文化为何成为中世纪文化主流的一个合理诠释。教会文化独居西方文化主导地位的状况一直贯穿于整个中世纪，所以加洛林“文化复兴”也不可避免地顺从于这种主流文化的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以教会文化为其主要形式是一种历史的必然选择。

另一方面，加洛林时代教会文化的知识基础以及相应的制度保证也促使统治者选择教会文化。加洛林“文化复兴”的重要知识来源是爱尔兰文明和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特殊的地理位置使这种文明得以逃脱被野蛮扼杀的命运。加洛林“文化复兴”直接得益于爱尔兰文明与圣卜尼法斯的宗教扩张运动和阿尔琴的文化实践。可以说圣卜尼法斯为加洛林的“文化复兴”奠定了基础，而阿尔琴则把圣卜尼法斯的努力推向顶峰。圣卜尼法斯为加洛林“文化复兴”营造了浓烈的修道院氛围，使整个加洛林“文化复兴”带有强烈的修道院色彩。圣卜尼法斯出于强烈的宗教普世情感，与其盎格鲁—撒克逊同伴一起，进入当时基督世界的北部地区，即现在的德国境内，进行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他们以修道院为中心，传播于7世纪兴起于爱尔兰的新型基督教文化。由圣卜尼法斯所创办的修道院，为法兰克教会的再教育和精神领导提供了人力，并且逐步使这些修道院成为当时法兰克社会的文化中心，为后来加洛林“文化复兴”提供了制度上的保障，其中最著名的是744年创建的富尔达修道院。在随后的50年里，在富尔达修道院的影响下，其他新型修道院在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兴起，如瑞士的圣高尔修道院（St. Gall，约750年）、赫斯费尔德修道院（Hersfeld，769年）、巴伐利亚的本尼狄克贝乌修道院（Benedictbeuern，740年）和泰杰西修道院（Tegernsee，757年）等。所有这些修道院都构成了未来法兰克社会的传教源泉以及理智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中心。事实上，这时期的修道院在很大程度上已取代了衰落了的城市的地位，一直保持了它们作为中世纪文化中心的地位，直到十一二世纪新型城市自治联盟的兴起。所以我们说，加洛林“文化复兴”所处的这种修道院文化中心地位的时代背景，从客观上决定了其复兴的主要形式只能是教会文化。同时，圣卜尼法斯的宗教扩张运动，在建立和奠定基督教世界的基础和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基础上富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2.教会与世俗间的二元对立

教俗之间的二元对立构成了整个西方中世纪文明得以缓慢发展的主要动力。但这种动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段所表现出来的冲突与融合是不相同的，即是说文化发展的动力因素也具有不同的作用方式。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这种动力因素大致表现为两种形式：一是世俗社会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需要；二是教会超越世俗限制的需要。这两种来自不同角度的需要客观上推动了教会文化的发展。

（1）世俗社会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需要

加洛林“文化复兴”以前，教会在与世俗的二元冲突中居于一种从属地位，他们不能参与朝政，尚未确立起其精神上的权威地位：世俗统治者从未把僧侣看成是国家的一个等级，只是在需要的时候才偶尔征求他们的意见。所以处于从属地位的教会所谋求的便是与世俗政权的联合，作为世俗社会的一种工具发挥功用。这在雷米主教写给克洛维的一封信中表露无遗：“请您注意，特别是不要事事居于主教们之上。要听取他们的建议。只要与他们融洽无间，便易于治理。”[33]这虽然清楚表达了教会渴望为社会服务的愿望，但世俗统治者则并未对此表现出同样的热情。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692年。据梅斯年鉴记载，宫相丕平于692年给予僧侣参与五月校场民众大会的权力，企图以他们的威望来巩固他作为宫相的权力。从此，主教和修道院长开始在法兰克社会奠定其世俗权力的基础，教会也从此开始发挥工具职能；世俗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利用教会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出于这种目的，加洛林时代的早期统治者开始转向自觉支持教会文化的发展，这尤以丕平和查理曼为典型代表。在丕平时代，丕平曾大力支持圣卜尼法斯在法兰克的传教活动，据载，丕平曾请圣卜尼法斯创办宫廷学校，以提高宫室成员的文化水平。如果说丕平时代对教会工具职能的认识还处于自发阶段的话，查理曼时代则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发挥教会的精神工具职能。在对北方撒克逊人的征服过程中，查理曼在军事征服的基础上，利用教会迫使撒克逊皈依基督教，从思想意识上加以控制。查理曼在治理国家的过程中则更为注重发挥教会的文化职能。随着帝国疆域的扩大和治理难度的加大，对人才的更高要求产生了，由此促使查理曼关注当时的文化知识教育。他通过召集宗教会议，以告诫、律令的形式关注教会文化的发展。他在798年颁布的《普通告诫》中就公开提出，教士应当有布道的才能，应当了解关于信仰的真理、圣礼的形式、弥撒和赞美诗的祈祷文等。他还要求教会设立学校教孩子读书。这些政策的施行，在客观上提高了教会教士阶层的整体文化水平，更有利于在更大范围内进行传教活动，从而巩固了查理曼在精神上的统治，同时也为法兰克社会提供了更多的人才。在当时的法兰克，教士担任世俗职务的现象十分普遍，并且教区承担了大部分的行政管理职能。这些都是查理曼充分发挥教会工具职能的结果。因此，世俗社会对教会工具职能发挥的关注成为文化复兴的重要动力来源之一。

（2）教会超越世俗限制的需要

世俗社会与教会之间的对立一直处于此消彼长的交织之中。教会随着其财富的逐步积累，教职人员参与世俗事务的增多以及教会权力的扩大，也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工具职能的定位，而希冀凌驾于世俗社会之上，超越世俗社会的限制。为达此目的，教会首先在形式和理论依据上保持了对世俗社会的优越地位，即通过涂圣油仪式和颁布《伪伊西多尔教令集》（简称《伪教令集》）为以后教会的超越奠定了理论上的依据。加洛林时代的开创，源于751年圣卜尼法斯代教皇扎哈克亚斯为宫相丕平敷圣油，确立了丕平取代墨洛温王朝在形式上的合法地位；对此，教皇斯提芬三世又于754年重新亲自为丕平举行敷圣油仪式。丕平的加冕不仅仅标志着朝代的更迭，同时还蕴含有更深层的文化意义。仪式本身便意味着世俗政权只有在被神权所认可之后才能取得合法地位，为以后神权超越王权提供了形式上的依据；800年，利奥三世（Pope Leo Ⅲ）为查理曼的加冕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观念。所以后来教皇阿德里安四世在写给梅因斯（Mains）、科隆、特里尔大主教的一封信中说道：“国王是在加冕之后才成为皇帝的……皇帝掌有的一切，均得之于我们。”这表明这种观念在后来已经变成教会所坚信不疑的信条而加以宣扬。在形式上做铺垫的同时，教会也从理论依据上做了相应的准备，于8世纪出版了一本《伪教令集》。这些伪教令宣称：古代教典规定，未经教皇准许，不得召开全省宗教会议，一切教士诉讼案均归教皇审理。实际上这就排斥了世俗社会介入宗教事务的可能，同时在很大程度上剥夺了世俗社会审判权的独立行使。最终查理曼在晚年据此授予主教一项权力，即如果两个世俗人打官司，其中一个请主教裁判，那么另一个就必须服从判决，不能上诉。这实际上为教会干涉世俗事务开了方便之门。尽管《伪教令集》充斥着许多谬误，但在中世纪知识匮乏、教育水平低下的时代，只有僧侣阶层才具有一定的判断能力，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只有这些受过教育的僧侣才配审判别人，理应给他们以更多的权力而不论其真伪。这使得教会逐渐凭借其在文化教育方面的优势，扭转了对世俗社会的依附，而逐步居于主导地位，由此也促使教会认识到自身文化发展的重要意义。因此，在查理曼死后世俗政权逐步衰落而无暇顾及规范教会文化的时代，教会自觉地担负起了发展自身文化的重任。这可以从一系列宗教会议记录中对教育问题的讨论表现出来：教会曾在822年、829年、855年的宗教会议上讨论教会设立学校以及学校向公众开放的问题；829年，教会向虔诚者路易（Louis the Pious）请求在帝国精心挑选的三个地方创办公共学校；859年，在萨沃尼埃的一次宗教会议上，主教们回顾了帝国境内宗教生活和教育的进步，并要求查理在一切有师资力量进行圣教和人文科学教育的地方建立公共学校。[34]如果说建立教会学校是教会对自身文化建设的关注，那么创立公共学校则是由教会自身的文化建设推向社会、关注整个社会的文化建设。教会此举的真正目的还是在于控制和超越世俗社会，这是其发展文化事业的出发点和归宿。

无论是世俗社会出于治理国家的政治需要，还是教会出于超越世俗社会的需要，他们都聚焦于文化建设之上。因而正是教俗不同需要间的这种拮抗与冲突，在客观上导致了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出现，由此开创了西方中世纪文明的先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与世俗二者间的冲突与对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动力之源。

（三）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内容

加洛林“文化复兴”以教会文化的复兴为主要形式，涉及文化传播的工具、文化赖以建立的制度以及文化发展的手段等方面的复兴。

1.区域教会教阶制度的确立

“区域教会”由德国学者特尔慈在《基督教社会思想史》中提出，是对查理曼时代教会制度的概括，是相对于中世纪中后期基督教统一文化体而言的。查理曼时代，法兰克社会中的教会更多地带有区域性的政治经济色彩，而少有教皇影响的痕迹，教会更多地担当起行政的职能，成为法兰克社会行政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教皇控制力的弱小和教会世俗行政职能的需要，使得查理曼得以根据世俗统治的原则着手建立区域教会内部的教阶制度，经过多年的努力最终确立起大主教—主教—教士—牧师的等级制度，其中大主教和主教由查理曼直接任命，教士包括修道僧和世俗教士两种，而牧师则处于这种制度的最底层，一般在偏远的居民聚居区如村落等地进行传道。这时期，教皇尚无力影响和控制主教的任命，这使教会更多地带有世俗的色彩。每一个主教所在的主教区则成为一个天然的行政区划，主教负责区域内的精神及物质等方面的事务。在宗教事务上，主教向大主教负责，而教士和牧师则由主教管理。这种教阶制度实际上和当时的政治制度一脉相承，是典型的从上至下的等级制度。这种制度的确立有利于改变以前教会的无序状况，使各项教会律令能够得以从上至下地顺利推行，特别是在教会教育的推行上起到了保障作用，促进了这一时期教会文化的兴起。这种制度随着教皇势力的逐步渗入和世俗力量的衰退，逐渐强调信仰的神学等级，成为后来教会发展的重要制度支柱。

教阶制度的确立为教会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制度保障，而要更好地发挥教会作为世俗统治工具的职能，还必须对教会的传教活动本身进行规范和改革。查理曼主要从统一《圣经》文本和规范宗教仪式两方面加以改革。

在查理曼时代，大多数教会只拥有不完整的《圣经》版本，即使是完整的也是以各不相同的顺序出现的，并且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文本正文中还存在许多歧义和互有出入之处。撒缪尔·伯格把这种情形归结为：“优秀的文本与低劣的文本可悲地混杂在一起，有时同一书的两种译本并排放在一起，更老的版本居然与拉丁文《圣经》的唯一公认本混淆到了区别不开的程度，每一部手稿中抄录的《圣经》顺序都不一样……”[35]这种情形给当时的教会传教活动造成了极大的混乱。为改变这种情形，查理曼提出“将天主教的书籍全部仔细地订正一遍”。不过限于当时的文化智识水平，对所有天主教书籍进行订正的要求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但对《圣经》文本的统一和修订在阿尔琴的主持下变成了现实。阿尔琴采用不同的手稿，对它们进了实质性的、大胆的校勘订正。新的《圣经》文本中包含了许多优秀文本，有学者认为这一文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圣哲罗姆（St. Jerome）文本的重建。这一文本在13世纪时经过重新整理，一直作为拉丁文《圣经》的基础而保留到现在的罗马天主教会。可以说这为后来天主教会关于《圣经》的理解奠定了文献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这种宗教典籍的统一，也为当时的加洛林教会提供了统一的文献基础，有利于教会文化向一体化的演进和发展。除了阿尔琴的努力以外，奥尔良主教西奥达尔夫也对《圣经》做了修订，尽管文本具有极高的价值，但由于其文本脱离了当时的实际，所以仍然未能产生多大的影响。除开《圣经》的修订以外，其他“天主教著作”也在查理曼的敦促之下得到了不同程度的修订。宗教典籍的修订和统一，为教会文化的兴起确立了共同的内容和起点，以此为基础进而带动了其他文化形式的兴起；同时这也有利于教会文化趋向一统，为日后教会真正超越世俗社会提供了条件。

查理曼除了在宗教典籍上加以统一外，还在教会仪式方面做出了许多统一的规定。加洛林“文化复兴”前期，基督教仪式的总体在西欧国家中体现出一种细节上的分化。这种总体包括弥撒的不同部分的顺序和连续、各种各样的圣礼、庆典、为特殊的职位举行的祈祷以及一系列的宗教节日等。在法兰克社会则存在两种典型的教会仪式，即高卢仪式和西哥特式的仪式。前者在整体上显得更为形式化，更富有意味，更适宜于法兰克人的性格；而后者则是一种十分豪华的西班牙式礼拜仪式，其职位和仪式相当繁多。这两种仪式都在法兰克社会内部具有广泛影响。查理曼为了统一帝国内的教会礼拜仪式，便以《罗马圣礼书》为蓝本，结合流行的高卢仪式和西哥特仪式，让阿尔琴对教会仪式进行修订以适合法兰克教会的需要。800年后不久，查理曼下令在他的领土上统一施行经过修订的《罗马圣礼书》，这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今天罗马弥撒书的重要来源。这样，查理曼就在其帝国范围内统一了教会的礼拜仪式，使教会仪式有了统一的规范和标准。同时查理曼还派遣教士到罗马教廷学习唱诗，为统一教会的唱诗方式做准备。对此，在圣高尔修道院僧侣所著《查理大帝传》中曾有相关记述：“教士的努力不仅在梅斯城中表现得效果卓著，而且很快就广泛地影响到法兰克全境”[36]。

查理曼的礼拜仪式和唱诗方式的统一为教会文化的统一开辟了道路。在教阶制度的制度保障之下，以规范统一的教会仪式为先导，其他文化领域也掀起了改革和复兴的浪潮。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教会本身的改革成为文化复兴的基础与保障，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重要组成之一。

2.学校教育体系的确立

教育的复兴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重要特色之一。此时期文化发展的客观实际，使得教育的复兴又主要集中于教会教育的兴起和发展。关于加洛林时代教育的复兴，并非如古希腊、古罗马文化传统对教育的关注是出于对智识生活的热爱和自觉追求。这时期的教育复兴的功能性的目的强于文化创造和传播的目的；教育的功能也仅被定位于世俗政治和教会发展的手段而已。这时期复兴的真正目的则在于满足加洛林时代政权社会和神权社会维护自己利益的需要，是一种典型的功利性目的在教育领域的具体体现。但不可否认的是，加洛林时代文化水平的衰落在客观上由于教育的复兴而得以遏止，为中世纪中晚期教会文化向世俗文化的过渡提供了多维度的文化基因；同时，尽管只是出于一种非自觉的功利性需要，却在客观上推动和促进了教育领域自身水平的提高，建立了较之中世纪初期完善得多的学校教育体系，虽然它与现代意义上的学校教育体系尚有较大差距，但这毕竟在中世纪所谓“黑暗”的历史中迈出了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构成了以后学校教育的制度性基础。这也是加洛林“文化复兴”在西方文明发展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重要原因。

由于受加洛林时代教俗间二元对立状况的影响，教育领域也出现了明显的二元分野，即存在着世俗教育和教会教育两种不同的教育形态。但这两种教育之间并非如教俗的尖锐对立一样，二者具有很大的包容性：世俗教育中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而教会教育中也渗透着世俗教育的因素，出现了教会教育向世俗教育开放的新格局。这种世俗教育与教会教育二者相互补充，共同构成了加洛林时期较为成形的学校教育体系。但这种体系与现代意义上的层级十分明显的体系不同，这时期的教育体系内的各种教育形式并不存在纵向上的联系，而只是一种横向上的并存。同时加洛林“文化复兴”典型的教会特色，致使这时期的教育也主要以教会教育为主，辅之以世俗教育的形式。这时期的世俗教育主要以宫廷学校为典型代表；而教会教育则存在着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两种，同时也存在一些歌咏学校和初级的文法学校。它们共同构成了加洛林时代的学校教育系统。

（1）宫廷学校的复兴

关于宫廷学校的详细情况，前面已有所论述，这里只需明确两方面的内容即可。首先，宫廷学校作为此时期世俗教育的中心和典型代表，并不意味着它具备了完整意义上的学校形式。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认为，它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个固定的、经过周密组织的机构，而是一系列课程和研究小组的一个集合体，它每年甚至每个季节都在变动。[37]但它之所以能成为世俗教育的代表，除这时期其他世俗教育形式的缺失以外，还与它的文化中心地位及对后来文化所发挥的作用有很大关系。查理曼时代的宫廷学校云集了来自其他文明程度较高地区的文化精英。以阿尔琴为代表的文化精英们在查理曼所提供的这一特定的较为宽松的环境中，能够充分独立、自由地从事文化的探讨，使宫廷学校成为当时法兰克社会乃至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文化中心。尽管宫廷学校在当时并未能将其影响扩展到整个法兰克社会，但它在实现法兰克学者的本土化和文化下移方面对后代的影响，足以使其具备了成为世俗教育典型的资格。从这里培养出的一大批以艾因哈德为代表的法兰克学者，他们在9世纪末、10世纪初逐步取代外来学者，实现了法兰克学术和学者的本土化；同时，宫廷学校也培养了大批伯爵、修道院长等，他们把宫廷学校的文明之光带到社会的基层，实现了法兰克社会的文化下移。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宫廷学校的世俗典型性是名副其实的。其次，尽管我们把宫廷学校看成是世俗教育的典型，但不可否认它具有强烈的宗教色彩，这可以从它的成员构成和教学内容两方面得以体现。从宫廷学校的成员构成来看，无论是早期丕平时代的宫廷学校，还是查理曼乃至晚期路易时代的宫廷学校，其成员都主要以教士为主。早期的圣卜尼法斯、查理曼时代的阿尔琴以及晚期的爱留根纳（Erigirna），都具有教会背景。特别是在查理曼时代的宫廷学校，除阿尔琴以外，其他如彼得、保罗、西奥达尔夫等皆为教士出身，并都在教会中任职，所以宫廷学校的教会色彩是极为浓厚的。宫廷学校的这种人员构成也是与当时教会文化占主导的客观实际相吻合的。从宫廷学校的教学内容来看，它虽然继承了古希腊、古罗马的“三艺”和“四艺”，但这些学科往往被赋予了极强的宗教色彩。阿尔琴曾经叙述过，自己年轻时实际上宁愿读维吉尔的《田园诗集》也不愿读赞美诗，而在他晚年时，他却因他的学生与此相同的爱好而加以训斥：“……我只能希望你的心充满着四部福音而不是《埃内阿斯》的十二部书。”[38]阿尔琴同时还认为：“语法训练和哲学训练的步骤会引向合乎福音的完美的极致。”所以对于阿尔琴来说，各种学科课程的设定的最终目的都是引向一种对《圣经》、福音的更好理解。这使得其教学内容的宗教色彩不显自明。

总之，加洛林时期带有宗教色彩的宫廷学校无疑成为后来世俗教育的模板与蓝本，直接影响到英国阿尔弗烈德的文教改革，同时也为9世纪、10世纪骑士教育的兴起提供了模式借鉴，其深远的历史影响是不容低估的。但在加洛林时代，文化的复兴主要是教会的复兴，而宫廷学校自身则无法单独承担起教会文化复兴对教士的需要。因而建立教会自己的教育机构就成了当务之急，由此具有悠久传统的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便得以成为教会教育的主要形式。

（2）教会教育的兴起

加洛林时期的教会教育形式除了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以外，还包括初等文法学校和歌咏学校。

①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s）

主教学校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博伊德和金认为：“大概这种学校首先出现于英格兰。我们明确记载的最早的这类学校就是在那里创办的，最奇怪的是，把这些学校的创办恰好间接地归功于教皇格列高利的活动。”[39]这种论断表明主教学校至迟在6世纪末和7世纪初便已经产生了。主教学校创始之初的目的在于培养教士，但由于主教区缺乏足够的资源去培养成千上万的在农村及偏远地区传教的教士，所以在办学形式上便采取一种学徒制的形式，由他们向当地的主教学习最为基本的拉丁文的阅读以及礼拜仪式等。所以主教亲自授课便成为主教学校的一大特点。加洛林时代继承了主教学校的优良传统，特别是查理曼统治时期，以教会律令的形式要求各主教区都应设立学校，以对广大教士进行宗教知识的培训。但受学校规模所限，整个教士阶层形成了两个不同的集团：一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精英集团；一是那些很少受到教育的教士大众集团。这种教士集团内部的分野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主教学校的教育影响，只有少数出身上层社会的教士方有可能进入主教学校学习，而大批的处于教会底层的教士则很少有接受教育的机会。这也是加洛林时期整个主教学校的特色。主教学校在教学形式上也沿袭了以前主教学校的传统。儿童在很小的时候便跟随主教生活、学习，通过日常的模仿、观察和主教偶尔的正规教导进行学习，这是一种典型的师傅带徒弟式的教学方式。在加洛林时期，由于主教一般都具有较强的行政事务色彩，所以主教往往迫于职责而四处奔走。到8世纪时，主教已开始把他们的教学任务委托给常驻在大教堂的宗教会议中具有相当学识的成员，让他们来管理学校。一般来讲，每所主教学校只有一位教师。在组织教学时，不同水平和层次的学生集中在一起，由教师负责教授和指导那些水平较高的学生，然后那些刚入校或水平较低的学生便跟随那些比他们年长且水平较高的学生学习教义等。这种教学方式和现代意义上的复式教学有某些相似之处。教学内容仍然以“七艺”为主，也包含一些宗教经典的学习；但正如阿尔琴所说，宗教经典尚没有构成儿童专门化学习的科目。从主教学校出来的学生往往成为教会各级的主要管理人员。虽然速度十分缓慢，但不可否认主教学校为提高整个教会的文化水平发挥着极大的作用。由于主教学校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主教对待教育的态度，取决于教师的努力，所以当主教或教师由于某种原因离开之后，就容易使主教学校濒于关闭，缺乏教育的连续性保证。这也是经常困扰加洛林时期主教学校的一个致命的缺陷。尽管如此，这时期仍然涌现出了一批持续了几代人的主教学校，如劳恩（Laon）、梅因兹（Mainz）、雷姆斯（Reims）和奥尔良（Orleans）等。他们在培养教士、传播教会文化、提高社会的整体文化水平方面无疑发挥了重大的历史作用。

②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s）

修道院学校是以修道院作为存在的基础和保障的。关于修道院制度，道森认为：“对中世纪文化起源的任何研究，都不可避免地要给西方修道院制度的历史以重要地位，因为，在从古典文明的衰落到12世纪欧洲各大学的兴起这一长达700多年的整个时期内，修道院是贯穿于其中的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通过修道院制度，宗教才得以对这些世纪的整个文化发展产生了直接的和决定性的影响。”[40]这表明修道院制度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是不容忽视的。作为教会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修道院制度“是作为对整个希腊世界和罗马世界的古典文化传统的一种抗议而起源于非洲沙漠的”[41]。它是宗教苦行主义和禁欲主义的一种制度化产物。在修道院的逐步发展、壮大过程中，修道院于6世纪确立了其制度化的《圣本尼狄克教规》（Benedict's Rule），标志着修道院制度被罗马精神和西方教会的传统最后同化。《圣本尼狄克教规》真正发挥影响是在9世纪的加洛林时代，所以有学者也把9世纪称为“本尼狄克世纪”。正是在加洛林时代才最终确立了《圣本尼狄克教规》在西方作为宗教生活的普遍准则的地位，由此也使加洛林文化打上浓烈的修道院色彩，修道院学校便是这种文化现象的一种具体体现。

早期修道院学校是出于培养修道士以传教的需要而建立的。中世纪初期由于世俗文化与教育的衰落，为使那些成为修道士的人熟习和掌握各种宗教仪式的需求，客观上推动了各修道院设立学校；随着修道院制度的发展，特别是“儿童祭牲礼”（Oblation of Children）的出现，使修道院自觉地承担起了教育的责任。所谓“儿童祭牲礼”，首先由《圣本尼狄克教规》加以规定。《圣本尼狄克教规》第59章中规定：允许家长可以送一名小孩到修道院当修道士，以示对上帝的虔诚。这种“儿童祭牲礼”与佛教中所提倡的俗人送一名子女入寺院的做法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实质上都是为了通过这种形式来表达对佛或上帝的虔诚。到9世纪时，大多数修道院由于遵从《圣本尼狄克教规》而吸纳了为数不少的儿童，这必然要求修道院对这些儿童进行教育，以使他们成为一个称职的修道士。教育形式随修道院的大小而有所区别，在那些小型修道院学校中，一般由年长的修道士教儿童基本的阅读和唱圣诗，让他们学习一些常用的宗教仪式。这种修道院学校唯一的目的是为培养儿童具备初步的传道能力，并不存在对教义或学问的思索和探讨；而在那些大型修道院中则存在着十分正规的学校，一般由学问精深的修道士主持，学生包括修道院里的修道士和那些作为“牲礼”被送入修道院的儿童。教育目的包括培养专门的修道士和世俗教士两类，因此其学校形式也存在着两种：一种是专门面向修道院的学校；一种是面向世俗子弟的学校。前者主要进行宗教礼仪教育，后者则对世俗子弟进行初级的阅读等方面的教育。修道院学校的这种开放性办学模式一直延续下来，虽然中间有过短暂的挫折，例如，817年在安尼亚那的本尼狄克特的怂恿下提出的修道院改革规定：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应专门对修道士开放，但这仍未能中止修道院学校向公共的开放式办学。这种办学模式为9—11世纪的修道院制度成为教会改革的主要参与者奠定了深厚的文化基础，并涌现了以圣高尔修道院为代表的一大批教会文化中心，可以说修道院学校在其中发挥了巨大的历史作用。

③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

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材料并不多见，这方面最为直接的证据来自里昂和奥尔良。一份由里昂的大主教莱德拉德写给查理曼的信透露出了有关这种教育方式的信息：

我现在有一所歌唱学校，学生中有一些已经成长得如此成熟以致他们有能力成为教师。我还有一所阅读学校，在里面不仅进行每日祷告所需的“功课”的正常阅读，而且还通过《圣经》的研习尝试着达到一种对精神意义的理解。许多学生已经能够搞懂《福音书》的准确意义……我们还做了一些对书本的誊写来说必须提供的训练。[42]

这里所说的阅读学校实际就是一种初等文法学校，并且这里所揭示出的教学内容与查理曼在805年发给帝国监察官的指示中所提到的内容完全相同。在这份指示中列出了“阅读”“歌咏”“书写，以使他们文字通顺”。这表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在当时的确存在，并且具有很好的发展趋势。关于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博伊德和金也指出：“事实上，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到8世纪结束时（西奥达尔夫和查理曼大帝规定普通教育的时候），所有大教堂和联合教会都办了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同时，歌咏学校不再是培养唱诗班歌手的纯粹专业学校，而是一种初等学校；文法学校同样不再是仅仅为神学学习做准备，而是一种向未来的教士传授普通课程以及一切专业课程的机关。”[43]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的管理上，他们指出：“到8世纪……歌咏学校就开始由教堂管理人员负责，11世纪的法令称这种管理人员为合唱队指挥。而文法学校则委托给校长（校长有各种名称：scholasticus，magister，scholarum，archischola），他也是牧师会的律师，日后称为校长（Chancelloz）。”[44]这进一步表明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不仅存在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而且这种学校在制度化和规范化方面达到了较高的发展水平。歌咏学校和文法学校可以说是对主教学校和修道院学校的补充和完善。由于它们都是以教会为存在的基础，且教学内容带有极强的宗教性，所以共同构成了教会教育的学校系统，为这时期教会文化的逐步兴起提供了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直接影响到11世纪教会改革，形成了一大批文化教育中心，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文明的火种。

（3）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

教会文化传播工具的复兴包括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和书写工具的改进与统一。这也是任何文化能够复兴的首要条件和必备基础。

①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

图书馆作为一种文化机构在文化的传承与创造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任何文化的创造或复兴必定都是建立在对传统继承基础之上的，因而衡量一种文化的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便是图书馆建设的完善程度如何。同时图书馆也是文化得以更新和发展的一种手段和媒介，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实质是一种知识之源、文明之源。基于这种认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觉醒无疑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这样评价道：“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优势在于它已开始把成集成套的书籍赋予这块土地，这些书对那个阶段而言既多且广。”[45]这表明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图书馆有意识的建设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得以成就的重要前提和保障。

加洛林时代几乎所有的图书馆都属于宗教机构，主要是修道院，至今仍有这样一句谚语说：“一个没有书籍的修道院就等于是一个没有食物的堡垒。”实际上图书馆已经成为这一时期修道院的一种象征。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意识，是由当时文化衰落所带来的书籍匮乏与教会文化复兴二者矛盾所推动的。教会文化的复兴需要借助于相应的典籍，而当时社会却无法满足这种需要。利济厄的一个主教曾抱怨说在他的教区内竟然找不到一本完整的《圣经》。阿尔琴在写给查理曼的信中也谈到了同样的问题，他说：“您谦卑的仆人在这里[46]没有发现任何在他自己的国家中并不罕见的那种杰出的学术著作。而这一点就他对于主人的忠心和他自己的研究而言是亟待弥补的。”这种书籍的缺乏迫使作为当时社会文化中心的修道院关注书籍的收藏，从而有了图书馆建设意识的初步启蒙。早期的图书馆建设可以说在黑暗中经历了很长的摸索，付出了很大代价才逐步取得成效。各修道院在建设中通常采用借书和复制两种手段。借书是复制的前提，而借书在当时不得不凭偶然的搜寻才能实现。据说阿尔琴任图尔修道院院长期间，曾从罗马借来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书信集，向他的朋友圣里基埃的修道院院长安吉尔伯特借来了朱尔丹的《哥特人史》等。在当时，借书是一件和乞求相提并论的事情，费里埃的卢普在大约830年写给艾因哈德的一封信中写道：“一旦打破一切压抑造成的束缚，我就再一次请求你在我逗留此地期间借给我几本书——向某人借书比起向某人乞求友谊来，其冒昧程度总要小得多。”[47]不难看出借书在当时并非易事，由此也不难理解当时为什么有些教会不愿出借书籍了。

如果说借书解决了典籍的来源问题，那么如何保存则有赖于对这些借来书籍的复制工作了。在加洛林时代，复制工作是一项专门性的职业，并且受制于当时的书籍物质载体制造技术和书写工具的发展水平。与同时代的中国文明相比，加洛林王朝时代西方还没有发明造纸术和印刷术，尚处于用皮革和手工抄写作为复制手段的原始阶段，这不能不说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时加洛林时代大多用皮革和羊皮纸，但修道院大多非常穷困，以致有些地方迫不得已把旧手稿——既有宗教的也有世俗的著作抄本——上的字迹擦掉重新用，这也为书籍的复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同时，当时的书写工具十分原始，随着复制需要的进一步提高，迫使人们对书写技术和工具加以改进。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讲，图书馆建设客观上推动了书写工具的完善和提高。

经过加洛林时代半个世纪的努力，到9世纪时出现了一批意义深远的图书馆。从图书馆藏书数量上看，当时一个比较重要的教堂一般拥有200～300册书。其中尤以富尔达修道院藏书最为丰富，达1000多册，其他如阿尔萨斯的默巴赫修道院藏书在870年左右有400册，意大利的博比奥在10世纪时的藏书也超过了600册。从各图书馆收藏的内容来看，包括礼拜仪式、宗教、历史和法律以及艺术等方面的著作，以礼拜仪式和宗教方面著作的收藏为主，如收藏《圣经》、教父元老的著作和各种各样的教会评论等；历史和法律类除教会史和教会律令法规外，也包括世俗历史学家的著作以及罗马法的文献等；而艺术类则主要收集一些人类智慧的作品，如有关语法和诗体学的论文、古典诗人和散文作家的手稿、逻辑学和修辞学教科书，同时还包括少量的关于计算、地理和医药方面的著作。从收藏内容来看，加洛林时代的图书馆实际上已经确立起了初步的分类体系，具有了某些现代意义上的图书馆的雏形。

尽管加洛林时代的图书馆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这种建设工作只是出于教会文化发展的客观需要而进行的，尚处于自发阶段，更谈不上形成自觉的建设意识。这可以从查理曼遗嘱中关于图书的处理加以说明：“他同样地决定：他大量收藏在他的图书馆里的那些书籍，应当以合理的价格卖给需要的人，得钱送给穷人。”[48]在这位法兰克教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脑中尚没有建立一个永久性的图书馆的意识，这种情形对于修道院也不例外，真正能坚持不懈地收藏书籍的修道院是十分少见的。往往随主教或修道院院长的去世或离开，原先收藏起来的图书就散失了。因此这一时期图书馆建设还不能说已经内化为教会或世俗社会的文化需要，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时代文化发展的产物而已。但不可否认，这种意识的觉醒对后世文化的积累和图书馆建设由自发向自觉的转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历史意义。

②书写工具的改进和统一

图书馆建设对书籍复制的需要推动了书写工具的改进和统一。在早期法兰克社会，由于存在着不同的书写方式，致使在不同书写方式培养下的人无法读懂用其他书写方式写成的书籍。这种书写方式的混乱与教会文化的一体化需要相矛盾，因而，要求改进和统一书写方式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内容。“至少到了8世纪或早在7世纪，我们确实发现了某种试图改进手写体的努力。”据史书记载，这时期先后存在过苏格兰式字体、安色尔字体、吕克瑟伊字体等。其中，“安色尔字体字形较大，在字母躯干的主线条之上或之下隐伏着细茎和细尾，经常被人误认为是西哥特式字体或伦巴底字体”；“苏格兰式字体起源于爱尔兰和英格兰，其特征是字形较小，且字体长而尖，带有特征性的缩写”，这种字体随爱尔兰文明向大陆的迁移而传入大陆，成为当时大陆修道院的常用字体之一；吕克瑟伊字体则对后来统一字体的产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7世纪末就已经流行于高卢地区，以吕克瑟伊修道院为其代表，这种字体是一种“拉长的，呈波浪形的并且有点尖的字体，看上去很厚重，大小适中”，这种字体后来传入柯化修道院，被许多史学家误认为是统一书写体的最初起源和开端。当时这几种字体互相并存、互相吸收，一直到9世纪初。这种不同字体的并存逐步趋向于寻求一种共性的统一规则的建立，查理曼早期复制的一本《圣经》已经显示出了这种努力的迹象，呈现以后统一字体的大部分特征。这种统一字体的最终形成是在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很可能是在阿尔克温和他的学生及后继者弗雷德吉兹的影响下完成的”。后其影响逐渐遍及全国，被加洛林帝国普遍采用，成为我们今天所熟知的“加洛林字体（Carolingian minuscule）”，它是“吸收了一定成分的安色尔特征的小书写体，它仍然以拉丁字母为基础，并解决了在速度和规则性两方面取得一种美妙平衡的问题。它只有很少几种连字弧线，但单词的安排使得相关的短语之间留有更大一些的空隙”[49]。这种字体的统一为教会文化的一体化扫除了障碍，为复制和保留古代典籍提供了一种较为理想的手段，可以说它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不亚于秦始皇“书同文”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的历史作用。所以这种字体在文艺复兴时期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误认为是罗马字体而大加推崇，并得以在文艺复兴时期重新兴起，成为现代印刷体的基础。现代印刷体在很大程度上保留着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基本形式。对此沃尔夫把加洛林小书写体的发展与现代印刷体自身的发展看成是“奠基于书写文学的文明成长史中的两个关键步骤”。足见加洛林书写体的统一在西方文化发展史上的地位及作用。当然沃尔夫的这种评价未免带有文明“欧洲中心论”的倾向，加洛林书写体的出现实质上与秦始皇时代的统一文字、采用小篆的措施是相同的，并且在加洛林字体出现之时，古代东方已经向活字印刷术迈进而进入了一次新的印刷革命。因此，从整个文化比较的视角来看，从全球文明的发展史来看，加洛林书写体统一本身便失去了对世界文明的重大意义，这不得不让人叹服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卓越贡献了。

书写体的统一不但实现了教材的异地统一，而且把书写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纳入了教育内容之中。在加洛林时代，书写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而存在，并非每个人都能熟练地掌握书写的技巧，只有从小接受专门的训练的人才能胜任。因此，书写就成为当时初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教会文化复兴所引起的对书籍不断增长的需要，促使修道院进行书写人员的专门培训。这种对书写教育的客观需要，形成了中世纪时代学校早期职业教育的萌芽。因而，书写工具改进和统一的教育意义在于推动了教育的发展，丰富了教育的内容，从而奠定了教会文化复兴的工具基础。

（4）科学、技术及艺术的复兴

加洛林时代是文化由断裂走向重建的过渡时代，所以无论是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发端并达到相当程度的早期科学、艺术，还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在这个时代都是微乎其微的；同时教会与科学二者的先天性敌对更使得科学、技术在教会居于主导的社会中无立锥之地。可以说，现在由“科学”这个词所涵盖的范围在当时只能说是一片荒漠。因此，我们这里的复兴就只能是大浪淘沙式的带有初步科学意味的复兴，而非现代科技意义上的复兴。

加洛林时代尽管总体上缺乏科学的思想，但仍然存在着一些实用的技术。查理曼时期曾编成《染色指南》手册，里面谈到了“颜料的配方、镀金、染印皮革、在手稿中制作涂金的字母、给玻璃上色等诸如此类的操作规程”。同时，在这一时代的诗歌作品及手稿中，随处可见药物采集方面的相关知识介绍，在当时草药的使用成为医学最富有实质性的成就。另外，出于确定宗教节日的需要，这一时期逐步确立起了对天文观测的需要，人们在观测的基础上运用数学方法计算相应的宗教节日。通过计算和观测，就形成了较为初级的天文学和数学等学科的概念，同时也形成了人们对日历研究的关注。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相应学科在断裂后的初步萌芽。但不可否认的是，受当时社会宗教色彩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各种萌芽性质的科学无疑都带有极强的宗教色彩和神秘性。例如，中世纪时的药粉，通常取自“一头刚满周岁的未交配过的公牛风干了的血，该牛在被宰之前连续三天用月桂树叶作饲料，然后在星期四或星期日由一名童贞之人来宰”[50]。另外，计算、天文等则完全出于为宗教服务的目的而逐渐发展而来。因此，这时期科学和技术的萌芽也只能算是宗教控制下的科学的萌芽，缺乏科学发展所需要的自由思考，这决定了复兴只能是一种低水平上的复兴。

关于艺术的复兴，法国学者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这样评价道：“征服者法兰克族没有培养出任何艺术。”[51]这时期法兰克社会在艺术上的复兴主要表现在建筑艺术上。艾因哈德在《查理大帝传》中记载道：“他却还着手兴建了许多工程，用来装饰国家……在阿亨的奉献给上帝的圣母玛丽亚大教堂、美因茨附近莱茵河上长度达五百尺的大桥。”[52]这表明查理曼统治时期已经十分重视建筑，并且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永平。其中玛丽亚教堂在当时虽不能和拜占庭帝国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相比，但也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艾因哈德把它描绘成一座由金银灯盏、实心的黄铜栏杆和门牒，以及从罗马和拉史纳运来的列柱和大理石装饰而成的美丽王宫。此外，查理曼还专门训练一批装饰工人如漆工等，为各种建筑物进行装饰。这些都表明在查理曼时代建筑艺术已逐渐为教俗统治者所关注，开始逐步复兴古代希腊罗马的建筑风格。这实际上也是加洛林时代统治者在形式上效仿古代统治者的必然产物。

（四）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衰落及其评价

1.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衰落

随着查理曼在814年去世，加洛林“文化复兴”也随之接近尾声。文化的衰落，往往是失去相应社会制度支撑的产物，古希腊、古罗马文明如此，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也不例外。因而可以说，加洛林王朝社会制度的变迁是导致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衰落的根本原因。从表面上看，这是新一轮蛮族入侵浪潮和法兰克社会内部利益集团的重组与纷争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那些来自北部斯堪的那维亚的海盗、来自西地中海地区的掠夺者和来自东部大草原的游牧人，掀起了一场比五六世纪规模更大、更具有毁灭性的新一轮入侵风暴，这轮入侵浪潮以摧毁修道院为特点，使加洛林帝国的文化学术中心遭到毁灭性的破坏，从而使加洛林复兴所赖以建立的组织制度基础和文化基础丧失，这必然致使加洛林文化衰落。史载：“853年11月8日诺曼人溯卢瓦尔河而上，出其不意地出现在图尔人面前，城市和圣马丁修道院（阿尔克温半个世纪以前就在此作主持）化为一片灰烬，那全欧洲最丰富的一个档案馆，也许还有图书馆也夷为平地。”[53]这种现象在9世纪中叶的法兰克社会比比皆是，它对文化的摧毁力是显而易见的。在外部冲击的同时，法兰克社会内部由于失去了查理曼的伟大人格力量，原来的统一理想不复存在，出于各自对利益不同的关注而出现了政治集团的重组。这种分裂肇端于817年国王虔诚者路易把帝国分封给自己的三个儿子，而在他死后其三子果然彼此攻伐，并最终通过843年的《凡尔登条约》将法兰克社会一分为三：法兰克、德尔曼和和伦巴底。美国学者汤普逊对此时法兰克社会状况做了极为精彩的描述：“虔诚者路易（814—840年）的懦弱、父子间的斗争、弟兄间的战争（结束于843年瓜分帝国的《凡尔登条约》）、男爵们的谋叛作乱……各种事情已变为地方性的了，没有全国性的事情了。”[54]那种以社会统一为保障的文化复兴从此不再具有广泛的社会性，而沦落为地区性的事业；同时，政治、经济利益的重组与纷争，致使统治者无暇顾及文化事业的发展，这必然导致文化走向衰落。同样是在817年，文化上表现出两个十分明显的衰落标志：一是本尼狄克特的修道院改革提出，将来修道院学校只对僧侣开放，这实际上是对加洛林复兴中教育政策的倒退与反动；二是原宫廷学者西奥达尔夫因涉嫌参与一起阴谋案而被流放异国。这可以说标志着查理曼时代肩负文化复兴重任的学者群落的终结。尽管以后有艾因哈德、约翰·斯各特（John Scott）等学者的努力，但这仅仅是文化发展的惯性使然，文化走向衰落则是大势所趋，是内外因结合下的社会变革的必然产物。从上面所述也可以看出，在加洛林王朝由盛向衰的转变过程中，817年是典型的标志和转折点，无论是其社会意义还是文化意义都标志着加洛林时代的没落。如果说外族入侵和法兰克社会内部的利益纷争只是加洛林文化衰落的表层原因，那么其根本因素则在于经济的驱动和由此而来的封建制度的作用。“第九世纪中的最重要历史事实，是法兰克帝国的瓦解。瓦解的真正原因是封建制度，而封建制度基本上是一种经济和社会力量。”[55]这种力量早在查理曼统治时代就已经潜在地、孕育着：他的统治以大地主阶级为基础，但他所建立的行政机构已逐渐渗入了地主阶级利益的影响，最终导致9世纪大地主阶级成为支配王室的力量，并且查理曼统治时期获得对大地主阶级控制权的一个重要措施便是恩地[56]和采邑地的大量赐予。这些恩地和采邑地的重要来源便是战争的掠夺。在这样不断的赐予过程中，地主阶级的势力不断扩大；而随着法兰克社会战争的减少，运用战利品作为纽带的控制手段就自然失去效用。王室对地主阶级控制力的减弱必然导致地方权力的膨胀和利益的重新分配，因而引发社会内部结构上的动荡，最终导致社会解体和 文化的衰落。因此，经济、社会的驱动仍然是文化发展的根本动力因素，文化的盛衰成败是与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密切相关的。这应成为我们考虑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出发点。

2.加洛林“文化复兴”的评价

加洛林“文化复兴”是在文化荒漠基础上的文明之光的再现，因此在评价其历史影响时，我们必须以其时代背景为起点，把加洛林“文化复兴”置于西方文化发展史的长时段内加以考察。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尽可能客观，既不贬低其历史作用，也不高估其历史影响。它有局限性，也有值得张扬的光辉之处。但总的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仅仅是西方文化断裂后的一个新的开端和起点。作为开端，它便带上了开端的固有弱点和缺陷，同时也迸发出开端所特有的开创性色彩。

首先，加洛林“文化复兴”运动是一次缺乏广度和初创性的运动。广度是针对其影响范围而言的，而初创性则是指其思想的创造性。加洛林“文化复兴”的影响范围十分狭窄，主要集中于教会文化的复兴，几乎完全局限在牧师的范围，而能够从这次复兴中受益的往往是那些出身于上层社会的世俗子弟和教士阶层，致使这次文化复兴运动缺乏普遍性的基础，而它在欧洲所波及的教会人员充其量不过几百人而已。因此，有的历史学家如亨利·皮雷纳从这个意义上把加洛林“文化复兴”描述成为一种衰落。同时，加洛林“文化复兴”与古典文明的断裂和与同时代东方文明交流渠道的缺乏，致使其思想来源匮乏，无论在哲学还是科学上都未能形成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这个时代实质上是一个思想贫乏的时代，相对于古典文明来讲，则是一种明显的倒退和衰落。这是由于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文化断裂背景所致，是时代制约下的一种必然结果。

其次，加洛林“文化复兴”作为西方文化断裂后的一个崭新的起点，其基础性的文化作用则成为加洛林“文化复兴”的主要历史功绩所在。可以说，没有这第一个文化复兴，其他任何别的都无从谈起。它伟大的历史作用就恰恰在于它是一个完完全全的十分彻底的开端。一方面，它上承辉煌灿烂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通过创建图书馆、改进和完善书写工具以及复制书籍，保留了大部分古代典籍，这使大部分的古典遗著才得以幸存至今，成为以后教会改革和文艺复兴的重要典籍、史料来源。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加洛林“文化复兴”保留了西方文化的火种。在经历了短暂的黑暗时代之后，火种得以传播和彰显，终于孕育出近代发达的西方文明。另一方面，加洛林“文化复兴”创建了较为完善的教俗教育体系，彰显了教育在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使文化智识得以通过这种教育体系而迅速传播，从而形成了文化的下移、学术的下移。尽管这种影响范围不是太大，但它所形成的对社会底层教育的关注和教育的实用主义理念，成为以后西方教育发展史上的两大传统，为教育的民主化和功能化提供了思想上的基础及来源；在教育内容上，注重将古典教育内容和世俗文化兼收并蓄以用来发展宗教知识，在客观上大大弘扬了人们对古典学术传统的偏爱。如果没有这种偏爱，十四五世纪文艺复兴将无从谈起。在这种结合过程中，它尤其侧重于对柏拉图理念思想的关注，为宗教神学从柏拉图主义向新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学说过渡提供了制度上的准备，在很大程度上也间接地孕育出了经院哲学。因此，在西方文化断裂的社会中，加洛林时代教育和思想在继承基础上的再现无疑具有薪火相传的巨大历史作用，这使得加洛林“文化复兴”成为以后西方人重新认识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中介。

最后，加洛林“文化复兴”确立了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教俗文化二者的融合与冲突。加洛林“文化复兴”在很大程度上是教会文化的复兴，但这种复兴又是在世俗力量的干预之下，借助于世俗文化力量而得以实现的，这样就顺利达成二者间的结合。正是由于西方文化所存在的教会与世俗的冲突与拮抗，在文化体系内部产生出发展的动力，直接推动着西方文化的不断更新和不断的自我超越，从而避免了古代东方文化在辉煌之后便无法超越而导向衰亡的命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教会文化的彰显，达成了教俗二者间的势力均衡，由此开始真正形成了西方文化的动力之源。这可以说是加洛林“文化复兴”对西方文化的最大贡献，也是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

阿尔琴的老师约克的阿尔伯特曾经说过：“容许古代的智人所发现的知识在我们的时代毁灭，是可耻的。”[57]加洛林“文化复兴”承担起了保存和保护古代文明与古典文献遗产的这一文化理想，并且最终在西方文化的发展中使它逐步地得到实现。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加洛林王朝时期的成就，是一次真正的文艺复兴，是作为有意识的整体的西方文化的起点。

第二节 阿尔琴及其弟子的教育思想

“加洛林复兴”之所以被赋予强烈的“文化”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以阿尔琴为核心的大批学者的努力。如果说查理大帝为“加洛林复兴”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扶持和保障的话，那么阿尔琴等人则为复兴提供了根本的文化支撑和学术支撑。由此不难看出阿尔琴在加洛林复兴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对此，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认为：“他对查理曼及其王朝的影响，他富有感染力的热情和他的工作能力都使他无可争议地成为‘加洛林复兴’背后的精神动因，这种精神对他的君王来说是分外的亲切。”[58]阿尔琴的内在精神动因与查理曼提供的外在制度保障二者的结合，共同催生出了延续西方文化得以传承的“加洛林复兴”，正是这次文化复兴才使西方文化的发展不至于出现断裂，保留了文化的内在精神一致。从这个意义上讲，加洛林“文化复兴”尽管水平很低，但它在西方文化史上的地位却是不能低估的。关于以阿尔琴为代表的知识文化界与以查理曼为代表的贵族、教士阶层的结合，道森认为其结合的共同基础是“人文知识和理性讨论”[59]。这就决定了加洛林“文化复兴”必然是通过人文知识的传播而达致社会理性水平提升的一场文化运动。因此，教育便不可避免地成为加洛林复兴的主要途径和手段选择。所以有学者在评价加洛林“文化复兴”时认为，中世纪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加洛林“文化复兴”的最重要成果。[60]这也是阿尔琴对西方文化发展的最大贡献所在，尽管他在加洛林复兴中承担了多种角色，但教师仍是其得以名垂青史的主要角色所在。他在教学过程中体现出的教育思想，无论是对传统思想的承继，还是自己原创的思想，都与他所处时代的文化衰落形成鲜明的对比。在此意义上，对阿尔琴思想尤其是其教育思想的探讨，对于我们了解那个时代，了解西方文化发展链上的重要一环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阿尔琴生平及主要教育实践活动

阿尔琴（Alcuin，约735—804年），出生于爱尔兰诺森伯里亚一贵族家庭，于804年在图尔修道院院长任上去世。国内学者在名称上有称其为“阿尔昆”的，也有译作“阿尔克温”的，本文中以“阿尔琴”译法为准。阿尔琴一生大致可以分成三个阶段，即本土求学及任教阶段（735—782年）、宫廷学校阶段（782—796年）和图尔修道院阶段（796—804年）。在不同阶段他的角色定位具有差异，这也使得他的教育实践活动呈现出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在这三个阶段的实践活动中，贯穿阿尔琴一生的活动主线就是教育活动与教育实践，这是阿尔琴定位的主要特征所在。

（一）本土求学及任教阶段（735—782年）

阿尔琴出生于735年，这一年著名学者比德去世。比德的学术精神和学术理想后来在阿尔琴身上得以体现和彰显，从而延长了比德的精神生命，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巧合。阿尔琴的早年生活现无证可考，关于他有关情况的最早文献记载是他为阿尔伯特的学生。[61]阿尔伯特师从比德，因此，阿尔琴通过向阿尔伯特学习而继承了英国的学术传统，这也是后来有学者把他誉为“诺森伯里亚文化的最后一位伟大代表人物”[62]的渊源所在。至于他具体于何年进入阿尔伯特创办的约克修道院学校现已无史料可考，但这一时期的约克学校无疑代表了当时欧洲最高的文化教育水平。博伊德和金在谈到阿尔琴年轻时的教育环境时这样说道：“他享有当时在欧洲其他地方不可能得到的有利条件——完全可以接近西方一切现存的知识泉源……爱尔兰的、罗马的、法国的以及坎特伯雷的学术资源。他从这些机会中深受其益。”[63]基佐在《法国文明史》中也指出：“那时，爱尔兰和英国的智力状况优于欧洲大陆；文学艺术和学校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繁荣。”[64]这些事实表明，阿尔琴接受的是当时最好的教育，这为他日后成为学识广博的学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氛围。在约克修道院学校，阿尔琴师从阿尔伯特，阿尔伯特这时任该校校长。关于阿尔琴的求学情况，加斯科因（Gaskoin）在《阿尔琴：生平及事业》（Alcuin：His Life and His Work）一书中做了详尽的记载：

沿着比德所开创的学术传统，阿尔琴在其学习的所有领域中都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和顽强的毅力；和比德一样，他也积极投身于教会的各种事务之中进行学习；他显著的才能引起其同学的嫉妒，但他的温和宽厚以及谦虚的品质使他赢得了同学的尊重，也获得了老师们的嘉许与赏识。[65]

由此不难看出，阿尔琴早年求学生涯同样充满了辉煌，正是其谦逊的品质和勤勉的努力引起了阿尔伯特对他的关注，从此阿尔伯特对阿尔琴的教育进行了特别的关照，并且加强了对阿尔琴的精神引导。这使得阿尔琴不止一次地获得机会作为阿尔伯特的侍从访问欧洲大陆和罗马教廷。这种经历使他很早就置身于一种浓烈的学术氛围之中，吸收来自他的老师的各种知识、思想，分享他们的兴趣、希望甚至恐惧，这些为他形成独特的思维习惯和思维方式奠定了基础。阿尔琴早年求学从学习内容上来讲，主要接受了拉丁语法、教义、历史、辩证术以及一些四艺学科的基础知识等方面的教育。在抽象思维的形成上，他主要受新柏拉图主义的影响，特别是受波伊提乌《哲学的安慰》一书的影响。这成为阿尔琴后来思想的主要来源和基础所在。良好的学术环境和阿尔琴自身的努力，使他的早年求学成为他一生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丰硕阶段，也决定了他以后所要从事的职业。

至于阿尔琴何时结束其求学生涯成为约克修道院学校的老师，现已无法考证。但作为教师，阿尔琴获得了极大成功。加斯科因认为：“用阿尔琴所处时代的标准加以评价，阿尔琴是他那个时代无人能出其右的教师。”他指出，阿尔琴“对其所从事职业的神圣与尊严确信不疑，他同时具备了一个天才教师所应有的一切品质：他热情，耐心；对所从事工作发自内心的忠诚与喜欢以及他所具有的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等”[66]。这些品质的具备使他的教学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的学生不仅限于英格兰，同时他还吸引了大批大陆学生到约克修道院学校求学。778年，阿尔琴接替阿尔伯特成为约克修道院学校的校长，这为阿尔琴日后创建查理曼帝国的教育体系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教育管理者，他取得了与教师同样的成就，他使约克修道院学校的名声臻至巅峰；同时和比德、阿尔伯特一样，他竭力加强资料文献的收集工作，建成了当时欧洲藏书最为丰富的图书馆，保存了大量的珍贵文献，这也为他日后从事相应的图书馆方面的建设养成了习惯，奠定了基础。阿尔琴如果不在帕尔玛碰到查理曼，他的约克修道院教师生涯也许会持续一生。780年，约克大主教阿尔伯特去世，恩鲍德就任大主教，阿尔琴奉命到罗马取回象征教皇认可标志的手杖、披肩。781年在帕尔玛，阿尔琴见到了查理曼。查理曼此时急需一位学识渊博的学者和管理者来帮助他实现帝国理想，阿尔琴正是其心目中最合适的人选，所以他立即邀请阿尔琴到他宫廷中任职，这极大地改变了阿尔琴的命运。回到英格兰，在得到主教和国王许可的条件下，阿尔琴于782年来到查理曼的宫廷，从而步入其人生最为辉煌也是对后世文化产生深远影响的时期。

（二）宫廷学校阶段（782—796年）

宫廷学校阶段是阿尔琴一生事业最为辉煌的时期，也是其深远历史影响的奠基时期。他的影响得益于与查理曼理想的契合。对此基佐曾有过十分精辟的论述，他说：“如果阿尔琴的影响仅限于学院的四壁之内，那就不值得我们太多注意了；但他一生的伟大事业是与查理曼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位杰出人物在知识界的权威所产生的结果却更为重大。”[67]这种评价无疑是十分公允和客观的，这就为我们给阿尔琴在这一阶段的角色定位提供了有益的启示，即这一时期，阿尔琴并不是以一位单纯的宫廷学校教师身份而出现的，而更多的是以一位教育管理者和相应政策的制定者的身份出现的。关于阿尔琴的这种定位，学术界大体持认同态度。例如，基佐认为阿尔琴是“查理曼的掌管文教学术事务的首相”[68]；博伊德和金也认为阿尔琴在“782—796年期间任王国的首席教育大臣”[69]。阿尔琴的这种角色定位很大程度上是其自身特征与查理曼要求二者相吻合的结果。早在阿尔琴之前，查理曼宫廷便已经聚集了来自各地的学者，如彼得、执事保罗、西奥达尔夫等，但这些学者都与查理曼的要求相去甚远。查理曼为了实现其理想，不仅仅是需要在某一方面有特长的学者，他需要一个“敢于接受新事物、新思想；能够与人坦诚相见；并能使别人与他一起充满激情地将一些思想付诸实施的学者”[70]。由此不难看出，查理曼所需要的是一位学者型的领袖人物，他不仅要有相应的学术权威，也要有相应的协调能力和组织能力。这是阿尔琴以前的宫廷学者们所无法达到的。而阿尔琴所具备的“条顿（Teutonic）血统，超越其时代的博学；一位天才教师的素质和对教学职业本身的热爱及其约克学校的文化背景；他性格中的谦逊、严谨与正统；更重要的是他发自内心地对查理曼本人的尊重与崇拜及对查理曼理想的深层认同”[71]等这些特质使他成为满足查理曼要求的理想学者。正因为查理曼和阿尔琴二者间深度理想的共通，才有了他们良好合作的基础与可能，也才有了加洛林复兴的鼎盛与繁荣。从阿尔琴以后的教育实践活动来看，他的努力确实达到和实现了查理曼的要求。

首先，作为宫廷学校的校长，阿尔琴将一大批学者团结在他周围，形成了一种较为融洽和谐的氛围，他自己也受到了其他学者的尊重。西奥达尔夫对阿尔琴的描述表现出明显的敬意：“阿尔宾纳斯（阿尔琴的绰号——编者注）长老只管坐着，偶尔冒出几句奇特的话……因为他课教得比别人更好，当他吹起学问之笛时，他的笛管中流出的乐音也更加动听。”[72]在和查理曼及其他王室成员的关系上，阿尔琴也处理得极为融洽。他通过取绰号的方式一方面对教学赋予了情趣，同时又避免了社会等级关系在教学中显现。他根据《圣经》给查理曼取名为大卫，自己名阿尔宾纳斯，另外也给其他学者赋予了取自古典著作中的别名。阿尔琴在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上无疑取得了成功。其次，从其教学实践来看，阿尔琴已充分展示出过人的才华。他恢复了宫廷学校的教学秩序，使它成为查理曼帝国的文化中心；他以宫廷学校为样本，创建了帝国教育体系，特别是协助查理曼制定了许多教会教育的法案法规，使教会教育得以制度化、规模化，培养出了一大批受过教育的教会人员。同时，他对教会礼仪系统进行了改革与调整，使查理曼帝国教会的礼仪规范最终与罗马教廷的礼仪标准相接轨。此外，他还组织学者对那些有误的典籍进行了修正与调整。如此等等都表明阿尔琴在宫廷学校阶段所做出的教育努力及这些努力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

796年，阿尔琴辞去宫廷学校校长一职，为此查理曼任命他为当时帝国境内最为富有的图尔圣马丁修道院院长。自此，宫廷学校开始衰落，图尔修道院开始成为帝国教会系统的文化学术中心。

（三）图尔修道院阶段（796—804年）

阿尔琴任圣马丁修道院院长后，“他生活的余年就致力于要把这个修道院办成寺院的学术中心”[73]。为了实现这一理想和目标，他首先扩大了修道院学校的规模，改变原来只招收本院教士的做法，吸引了大批来自欧洲各地的学生进入修道院学校学习。这里培养出了许多对后来西方学术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者，如拉宾纳斯等，从而延续了他自身的学术生命和社会的文化传统。在扩大学校规模的同时，阿尔琴秉承了在约克修道院学校养成的图书馆建设的习惯，注重和加强了图尔修道院图书馆的建设。他曾上书查理曼允准派人到约克修道院收集那些在欧洲大陆难以寻找的文献资料；同时他也竭力推进图书复制工作的进行，在以前的抄写字体的基础上，推动抄写工人创造出了“加洛林书写体”，并且引进了对图书复制的编排。这些到目前为止仍是西方印刷技术中的重要来源和组成之一。在图尔修道院期间，应查理曼之托，他主持修订了《圣经》文本。从他现存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推算出：“他大约于797年开始他的工作，不久以后在图尔定居，800年复活节与801年复活节之间结束了工作。”[74]800年查理曼加冕时，阿尔琴把修订过的《圣经》文本作为礼物赠送给了查理曼。对此他在801年写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曾明确提到：“对于送什么能表示我对您的威力和敬爱之心，我思考了很久，最终我决定寄去我的《圣经》校正本。”除此之外，阿尔琴在图尔修道院时期还撰写了一些著作。后来他的视力急剧退化，晚期他辞去修道院院长职务，将圣马丁修道院分派给他的几个学生加以管理。他于804年5月19日在图尔去世。关于他在圣马丁修道院的具体实践活动，他在796年致查理曼的一封信中做了详尽的陈述，他说：

我，您的弗拉克斯，遵照您的劝告和英明的愿望，致力于在这所圣·马丁学校里对我的某些学生分发圣经的蜜汁；我还试图使另一些人陶醉于古代研究的陈酒；我以语法知识的果品滋养一个班级的学生，而以星辰的序列和等级展示于另一班级学生的眼前……我恳求陛下允许我派几个人到英国去把这些精华运到法国来……[75]

阿尔琴的去世标志着他与查理曼协作的结束，也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在他之后，加洛林复兴开始走向衰落，后来更是由于受到北部游牧民族的打击重新跌入低谷。尽管如此，阿尔琴所开创的文化精神仍然顽强地延续着，对后来11—12世纪欧洲的复兴以及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都有着深远的影响。

二、阿尔琴的主要教育思想

阿尔琴的教育思想并非具有原创性，大多都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继承和重新阐释而已。但难能可贵的是，他在社会文化处于最低谷的时候，凭借他对古典文化的了解，较为全面地阐释出了教育发展的方方面面，并将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形成了文化复兴史上独具特色的教育复兴运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教育思想相对于其时代而言又是一种创新与改革，具有极强的时代意义。综观阿尔琴的教育思想，涵盖甚广，主要涉及教育目的观、教育内容观、教育方法论以及教育制度建设等方面的思考与见解。

（一）教育目的观及教育价值论

阿尔琴并没有明确的关于其教育目的思想的表述，现存的最有说服力的材料是他在图尔修道院兴办教会学校时写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相关的表述：“我积极致力于许多工作，以便培养很多人，为教会神圣的上帝服务，并装饰你的帝国政权。”由此表明其教育的目的与价值的二重性，即教育的宗教目的和教育的世俗目的。加洛林“文化复兴”的研究表明：教会对文化的垄断地位，使文化复兴主要是一场教会文化复兴运动；同时查理曼的世俗政权实质上也是宗教色彩很浓的以教会作为精神、人才支撑的政权形式。因此，阿尔琴的教育目的观置于加洛林时代背景中，则不难看出其教育目的主要是一种宗教目的，这也是与加洛林复兴的整体目标取向相一致的。菲利普·沃尔夫认为：“中世纪是这样一个阶段：其间由教会施加于世俗权力的道德控制的观念始终牢固树立，不可动摇。”[76]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查理曼、阿尔琴以及其他学者的真正目的在于“达到一种对《圣经》的真正理解，并把这一知识传播到全体教士中去”[77]。可见阿尔琴主张教育的宗教价值有其现实合理性。从阿尔琴早年的成长经历来看，他之所以坚持宗教至上的教育目的观也有其必然性。加斯科因在《阿尔琴：生平及实践》一书中曾指出阿尔琴在求学期间即表现出强烈的宗教兴趣。同时，约克修道院学校在阿尔伯特于766年接替阿尔伯特成为大主教之后，其教学性质开始发生改变。阿尔伯特在教学中加大了宗教课程的教学，使约克修道院学校至此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教育机构。[78]这种教学环境的改变无疑也对阿尔琴之后选择教育的宗教定位产生了影响。阿尔琴的这种宗教教育观在他对世俗知识与宗教学习二者关系的论述中也有较为明显的体现。他认为：“智慧是灵魂的修饰物。因而世俗知识的学习只是达到更高境界的基础而已，人们通过对世俗知识耐心、不懈地研究，最终会获得对神圣教义（Holy Scriptures）的理解。”[79]由此表明阿尔琴教育的最终指向是通过教育提高人们（包括教士）对教义的理解水平，这无疑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教育观。这种教育价值选择在阿尔琴的教育实践中也有着鲜明的体现，特别是在他协助查理曼所颁布的各种教育法规中体现得尤其明显，具体可参见第一节中的相关论述。

（二）教育内容观

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阿尔琴继承了约克修道院以“七艺”为主的传统，但在不同学科的着重点上根据实际情况有所调整；同时他还自己编写相应的教学材料，以使学生能更好地理解所学的内容。

阿尔琴在《约克郡教会中的主教和圣徒》中对约克修道院学校的教学内容做了详尽的描述，这构成了他以后选择教学内容的基础和主要依据。“博学的阿尔伯特让头脑饥渴的人就饮于各种科学学科的水源。他热心地把语法的艺术和规则传达给某些人，又让另一些人掌握流利的修辞……有些人从他那里学会吹卡斯达里亚的风笛……他教给另一些人宇宙之和谐：日月之工作、极地的五带、七个行星、星星运行的规律……他揭示数的各种性质和组合；他教人们如何确切地计算下一个复活节何时庄严地再现；他还首先说明季经中的种种神秘事物。”[80]综合阿尔琴的描述，可看出这时期约克修道院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有语法、修辞、法学、诗歌、天文、自然史、编年史学和《圣经》的解释等，内容涵盖了“七艺”和《圣经》两大部分。阿尔琴继承了这种教学内容体系，在宫廷学校期间，他根据当时法兰克文化水平基础较差的现状，把“七艺”分成初级和高级两个部分。在初级阶段教授简单的读、写、算，在此基础上让学生进入对语法和修辞学科的学习；高级阶段则主要集中于对“四艺”学科的传授，引导学生探讨有关自然、天文等方面的问题。在图尔修道院期间，对神圣教义的传授上升到主要位置，但这并不等于阿尔琴排斥“七艺”学科的学习，相反他认为文法、修辞等学科的学习是更好理解《圣经》的基础。他在796年致查理曼的一封信中曾详细谈及其主要教学内容，他说：“我……致力于在这所圣·马丁学校里对我的某些学生分发圣经的蜜汁；我还试图使另一些人陶醉于古代研究的陈酒；我以语法知识的果品滋养一个班级的学生，而以星辰的序列和等级展示于另一班级的学生眼前。”[81]表明这时期他所选择的教学内容以《圣经》为主，辅之以古典著作的学习和语法、天文等学科的传授。同时，这一时期为了满足图书馆藏书的需要，他还专门开设了书写课，以培养熟练的文献抄写工，这是一种带有初步职业训练的课程设置。

在教学材料的选择上，阿尔琴除了从经典作家的著作中节选外，他还自己编订教材。现知道的他所编订的教材有《促进青年人智力发展的一些问题》（Problems for Sharpening the Wits of Youth）、《丕平与其老师间的讨论》（Discussion between Pepin and His Schoolmaster）、《论正字法》（On Orthography）和《论语法》（On Grammar）。这些教材大多结构较为简单，编写体例一般采用问答形式或对话形式，这主要是受西塞罗和比德著作影响的结果。同时，阿尔琴为了让学生更好地掌握众多的经典著作，他在教材中采用一些短小的有助于记忆的诗歌形式来对众多的文章进行精简。这些诗歌有的诗节或诗行是按字母表中字母顺序开头的；有些则通过第二格词尾变化的形式加以编写。这种诗歌的编写体例由于其极强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易于为学生所接受和记忆，因而成为一种非常重要的教材编写形式。对此，菲利普·沃尔夫指出：“无论从心理学的观点还是从教育学的观点出发，我们都能从对9世纪使用的课本的细致考察中获得某种东西。”[82]

（三）教育方法论

阿尔琴的教育方法遵循了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的基本原则，继承了自苏格拉底以来的教育方法传统，并在此基础上有所突破与创新。加斯科因在评价阿尔琴时这样说道：“他耐心、热情、孜孜不倦，非常注意不使学生负担过重，努力扎实地激发每个人身上潜在的力量，打个比喻说，就如同一个人在火石上打出火来一样，火是一直隐藏在火石之中的。”[83]这实际上是在说明阿尔琴教育方法论中的启发诱导的原则；同时阿尔琴还坚持通过“观察学生的天生气质并根据他们的天赋来因材施教”[84]。对此，博伊德和金也认为：“阿尔琴的教学方法因人而异。”[85]这种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原则体现在方法论上则表现为对话法和问答法的方法论形式。对话法实际上也是一种讨论法，主要用于有一定学识水平且年龄较长的学生群体，如阿尔琴与查理曼等人的学识交流就基本上采用这种方法；而问答法则以传授知识为目的，通过教师提问、学生回答的方式促使学生去思考，在思考过程中发现谬误、得出真理，这种方法一般用于年龄较小、好奇心较强的未成年学生，如阿尔琴与丕平的对话就体现出了这一特点。关于对话法，一般更倾向用于讨论式的学术交流。讨论的内容主要涉及辩证法、修辞、天文、语法以及历史、道德等形形色色的问题。在对话法中，由查理曼等人提出较为简短的问题，阿尔琴做出相应的回答。这种回答一般较为直接，字数大多在几百字，当然也有一些较为短小的简单的对话。例如，在《论修辞》（On Rhetoric）一书中曾有一部分关于“修辞”的问答：

查理曼：修辞从何得名？

阿尔琴：它源自演讲的影响。

查理曼：修辞学研究的目的何在？

阿尔琴：使人更为熟练地表达。[86]

由此可以看出查理曼主要在于提出问题，而阿尔琴负责给予相应的解答。在解答的过程中会有相应的讨论与争鸣，这样阿尔琴就必须对相关问题做出更深层的解释。这种对话法同样也适用于学者之间的讨论。关于对话法，菲利普·沃尔夫指出：“对话的巧妙运用……使得那常常是十分枯燥的材料中注入了一种生命的活力。当阅读疲劳、精神涣散之时，那种取材于谜语和文字游戏的对话实在是很能起到逗人发笑的作用的。”[87]这种方法的运用同时也营造了一种平等、活跃的学术氛围，更有利于君臣之间及学者之间的交流。与此相对应，问答法则主要以讲授为主，但教师的讲授是建立在学生问题的基础之上的。所以学生能够参与到教学中来，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去思考问题、提出问题；教师的作用主要在于引导学生提问、解释学生的疑难等。在《丕平与其老师间的讨论》一书中，这种问答法运用得非常多，现举例如下：

丕平：著作是什么？

阿尔琴：历史的保管员。

丕平：说话是什么？

阿尔琴：灵魂的译员。

丕平：什么东西产生说话？

阿尔琴：舌头。

丕平：舌头是什么？

阿尔琴：抽打空气的鞭子。

丕平：空气是什么？

阿尔琴：生命的保护者。

同时，教师也会提出相应的问题，让学生运用所学过的知识加以解答。如：

阿尔琴：有一样东西，既是存在的同时又是不存在的，它是什么东西？

丕平：是虚无。

阿尔琴：它怎么能够存在同时又不存在？

丕平：它名义上存在，但实际上不存在。

以上问答的内容无疑缺乏内在的逻辑联系和深层的知识积累；但作为方法本身来讲，问答法无疑充分发挥出了学生的主体能动性，满足了他们的好奇心，从而引导他们日后逐步去思考，去探索那些能引起他们兴趣的神秘事物，形成对探究和知识的热爱。这无疑是这种方法的最为成功之处。基佐曾对这种方法做了非常公正的评价，他说：“这种对话，作为教育的一种手段，是完全不可思议的幼稚的；作为智力运动的一种征兆和开端则是值得我予以重视的：这种对话证明，有了这种热切的好奇心，人的天真的思想就能把自己的目光引导到一切事物上；这种好奇心对于一切出乎意外的结合，对于一切非常巧妙的念头都十分感兴趣。”[88]

（四）教育制度建设

阿尔琴作为一位教育管理者，对于教育制度建设也做了一些相应的思考。其中有的思想对于后世的教育制度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尽管我们还无法考证他的教育制度建设思想与近现代西方教育制度建设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关联，但在一个文化衰落时代提出富有规律性的教育制度思想无疑已经体现出了阿尔琴思想的历史地位。综观阿尔琴在教育制度建设上的论述与实践，主要包括三方面的思想，即班级授课制思想的萌芽、分级教育思想的萌芽和图书馆建设的认识等。

班级授课思想是17世纪夸美纽斯对教育学所做出的最具有历史意义的贡献之一。然而，阿尔琴所处时代早于夸美纽斯近千年，他所提出的班级授课思想无疑只能看成是一种萌芽。在阿尔琴的信件中，有两封信曾直接提到过有关班级授课的思想。796年，在他写给约克大主教恩鲍德二世（Eanbald Ⅱ）的一封信中，坚持主张“按读、写、算把学生分别分成不同的班级进行教学，并且每班任命一位专门的老师负责”[89]。同年，阿尔琴在写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也表达了相同的思想。他在信中说道：“我以语法知识的果品滋养一个班级的学生，而以星辰的序列和等级展示于另一班级的学生眼前”[90]。为了更好地理解阿尔琴这里所提的“班级”思想，我们可以参照他在约克修道院学校时的一些具体实践来加以说明。布鲁克在《英语文化》（English Literature）一书中指出：“学校的系统化或者说不同学科的划分或专业化是约克修道院学校的典型特征所在。”[91]结合布鲁克的说明和阿尔琴本人的两封信我们可以看出：阿尔琴这里所指的“班级”更多的是建立在相应专业科目的学习标准之下的。他所说的“班级”似乎更接近于我们现在所说的“专业”教育。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琴的“班级”教育思想只能是一种萌芽，相对于夸美纽斯广义上的班级授课而非仅以专业为标准的班级思想而言，这种思想的不足与偏狭是显而易见的。但不容否认的是，阿尔琴对班级概念的提出以及对相应班级指定专职教师加以管理的做法，无疑预示着一种新型教学形式的孕育，这是他超越于其时代之处，也是他作为时代文化教育思想代言人的光耀之处，它的历史意义是尤为深远和巨大的。

阿尔琴的分级教育思想在前面所述的教育内容部分已有所体现。这种思想体现在教育制度上则主要反映于对成人教育机构和儿童教育机构的不同划分上。以往研究通常把阿尔琴在查理曼宫廷中的教育活动场所统称为宫廷学校，而实际上在广义的宫廷学校之内包含了两种层级不同的教育机构：一是专门为王室子弟开设的狭义的宫廷学校；二是为王室成员和查理曼等人开设的“帕拉丁纳学院”（Scholar Platina）。前者的主要教育对象是青少年，教学方法以问答法为主，在教育内容上以基础性的知识传授为主要内容；而后者属于非正规、非系统的教育机构，其涉及内容不止局限于传授一些古典知识，同时还广泛涉猎其他诸如政策、时事等多方面的内容，在方法上以讨论和谈话法为主，即使是探讨一些知识性的问题，其深度也较“宫廷学校”要深得多。因此，这两种教育机构在层级上是不一样的，这实际上体现出阿尔琴对学校层级体系的初步的思考，虽然这种思考仍停留于简单的二元划分层面之上，但这种思想所包含的对教育体系的思考无疑是具有历史意义的。

图书馆对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是在阿尔琴所处的文化衰落、典籍四散的历史条件下，意义更是重大。阿尔琴作为学者和教育管理者，充分认识到了图书馆建设的意义，并且身体力行努力扩充其所在图书馆的资料收藏，对当时查理曼帝国各修道院的图书收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也使大量典籍得以经过“文化的低谷”而仍能保存下来。阿尔琴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来源于他早年在约克修道院学校养成的习惯。阿尔琴早年作为阿尔伯特的侍从数次访问欧洲大陆，其中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收集所需要的书籍；在阿尔琴任约克修道院学校校长后，仍不时利用外出机会不断收集新的材料以充实和丰富图书馆的藏书。经过阿尔伯特、阿尔琴等人的努力，约克修道院图书馆成为当时欧洲藏书较为丰富的地方。这在796年他写给查理曼的一封信中也得到了印证。他说：“但我部分地缺少以前在我自己的国家里靠着我老师的热忱和我自己的努力收集起来的那些充满着经院的博识的好书。”[92]这种早年养成的习惯逐渐演变成阿尔琴的自觉行为，他曾在查理曼的允准下派遣多名教士到约克修道院学校取回一些书稿，加以复制。在收集范围上，据说阿尔琴从罗马借来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书信集；向他的朋友圣里基埃的修道院长安吉尔伯特借来朱尔丹的《哥特人史》以及他的学生特里夫斯大主教克鲍德写的一系列论文等，可以说其收集范围是十分广泛的。在收集书籍的态度上，阿尔琴表现出一种非常谦卑的态度。阿尔琴为了向他的学生克鲍德借书，曾以这样的语气请求道：“我知道你是非常乐意伸出手来接受别人的书籍的，而当你拿出书来给别人时你的手就不由自主地想缩回去——尽管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我还是请求你把它们借给我用一会儿。”[93]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书籍稀缺；另一方面则源于阿尔琴对书籍的热爱和对图书收集的重视。在阿尔琴的努力推动下，至796年，相当一部分的修道院和主教区已开始获得数量可观的书籍，阿尔琴所在的图尔修道院更是成为图书收藏中心。这无疑带动了整个社会对文献资料的重视，为进一步的文化创新提供了基础和条件。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阿尔琴无疑为文化典籍的保存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同时他对教育辅助设施的重视也反映出他教育认识的全局观，这是他作为教育管理者使加洛林复兴主要成为教育复兴的原动力所在。

（五）阿尔琴有关著作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

阿尔琴的主要著作有《论语法》《论正字法》《论辩证法》（On Dialectics）和《促进青年智力发展的一些问题》等。在这些著作中，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了阿尔琴的有关教育思想。

《论语法》一书首先在编写体例上打破了传统的对字、词意义解释的模式，而是加入了对一些经典文献的解释等内容，在编写方法上主要以对话法为主，这有利于激发学生的主动思维。阿尔琴在书中设计了他和两个学生的对话，他作为教师负责使对话继续下去，并引导学生回答相关问题。这种编写体例自此以后成为后来学者所纷纷效法的对象，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内容上，《论语法》强调“七艺”的作用，认为“七艺”是达致知识完善的必经阶梯。因此，在该书中，阿尔琴逐一展开论述了“七艺”各学科的意蕴，并且借助多纳图斯、普里西安（Prisician）、伊西多尔和比德等经典作家的经典著作作为语法教学材料加以解释，从而对七艺学科本身及其意义做了充分的论述。该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阿尔琴关于世俗教育的认识，他认为，“世俗教育是神性智慧的奴婢或侍女”，“语法规则和哲学规律的把握是达到福音完美顶峰的台阶和基础”。[94]这表明阿尔琴是主张神性教育和宗教教育至上的，这也是与其教育目的观相一致的。

阿尔琴在《论正字法》中详细介绍了拉丁语字词的各种变化形式，他以比德同类题材的研究为范例，按照字母顺序将不同的字词排列成一个词汇表，其目的在于依据传统的语言规则对学生进行形式、字词词尾变化及用法等方面知识的传授，在此基础上使学生能够自己理解和阅读古典拉丁文献。所以《论正字法》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字典类的工具书籍。在本书中，阿尔琴还对当时拼写中的常见错误做了详细的订正。其中出现频率最高的是“b”和“v”的混淆，在书中阿尔琴不厌其烦地强调“acerbus”和“acervus”，“habena”和“havena”，“albus”和“alvus”，“bile”和“vile”等词语间的区别；同时他还警告人们注意原音“h”的用法，例如，他说，“ara”意思是altar，是“祭坛、供坛”之意，而“hara”则是pigsty，即“猪圈”的意思，用以表明原音“h”对词意义的影响是十分巨大的。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这部著作除用作教材以外，还被用作语法形式方面小测验的主要材料。

其他著作，如《关于修辞与美德的对话》（Dialogue on Rhetoric and the Virtues），主要在查理曼与阿尔琴之间进行，其主要内容涉及查理曼日常政务方面的文件事务等的讨论，以使这些官方文书更符合语法规范。《论辩论法》主要是对以往一些经典作家如卡西奥多鲁斯、波伊提乌、西塞罗等人作品的汇编，以此作为教学的材料。同时该著作也探讨一些形而上的富于思辨的问题，如他对哲学进行了定义，他认为：“哲学是对自然的探究，是对人类事务和神性事务的学习，因此这对人类来讲是可能的。”另外在《促进青年智力发展的一些问题》中，阿尔琴列举了53个相关问题。这些问题涉及一些十分有趣的内容，如求从1加到100的和、渡河等方面的问题。在解答这些问题的过程中，阿尔琴不时引入幽默诙谐的语言，从而使整个氛围变得较为宽松、活泼。

不容置疑，以现代思想创新的标准来加以衡量，阿尔琴的思想无疑缺乏原创性，缺乏在传统基础上的新的思想的创新。但如果把阿尔琴置于西欧7—8世纪的社会大背景中加以衡量，阿尔琴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地位，对当时的西欧教俗文化和以后西方文化的发展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正是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扮演了一个薪火传人的角色，才使西方文化不至于出现真正的“断裂”，从而延续了文化的传承，保证了西方文化得以一脉相传的内在文化精神逻辑的一致。他对图书馆建设的重视、对古典文献的收藏与保留做出了重大贡献，正是这些散落于不同修道院里的古代典籍，构成了后来文艺复兴的主要精神来源和物质支撑；他对教育的重视使一个较为完整的教会教育体系得以在查理曼帝国建立，培养出了一大批承担文化建设重任的文化传人。通过他们，整个西欧逐渐从文化的低谷中走出来，而迈向文化的复兴与鼎盛；通过他们，地域上也从单一的查理曼帝国向整个西欧大陆延伸，出现文化普及的新趋势。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作为教会学校的主要支柱，阿尔琴的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查理曼请阿尔琴对高卢人进行教育……而威塞克斯的阿尔弗烈德则派人到高卢请学者到英格兰进行再教育。”这既是对阿尔琴在文化传播方面所做贡献的肯定，也是对阿尔琴在查理曼帝国文化成就的褒扬。对于阿尔琴的巨大的文化贡献，基佐曾有一个全面的评价。他认为阿尔琴“是修道士、副主祭、当代教会之光，但他同时又是一个学者、一个杰出的文人。近代思想长期以来产生的这两种因素，即对异教文学的支离破碎的印象、古代习俗、教会和对它的赞美、爱好、歉意（我如此称呼它），与对基督教信仰的诚挚、对探测其奥秘和保卫其势力的热忱，终于在他的身上开始联合起来了”[95]。这就是阿尔琴的贡献所在。

三、拉宾纳斯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拉宾纳斯（Hrabanus Maurus，776—856年），于776年出生于美因兹地区一个贵族家庭，自幼随母亲学习，后进入富尔达修道院接受正规教育。他学习期间表现优异，于802年在富尔达主教拉特加（Abbot Ratgar of Fulda）的举荐下入查理曼宫廷学校随阿尔琴继续深造，深得阿尔琴的喜爱，成为阿尔琴思想的最有影响的传人和弟子。拉宾纳斯跟随阿尔琴学习的时间不长，于803年他27岁时被任命为富尔达修道院学校校长，这所学校在他的领导之下成为当时德国最著名的修道院学校，他个人成就随之也达到顶峰，被誉为“日耳曼导师”（Preceptor Germaniae）。他于822—836年任富尔达修道院主教，在此期间写成《论神职的教育》（Education of the Clergy，De Clericorum Institution）一书，集中体现了其教育思想。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将这些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为教会教育保持阿尔琴及古典传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拉宾纳斯于856年2月4日去世，在他身后，他的学生将其思想继续发扬光大，形成了特定的富尔达传统。

拉宾纳斯的教育思想主要以宗教教育思想为主，体现在《论神职的教育》一书中。这本书在把圣奥古斯丁的教育理念向中世纪转化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该书体现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是教育是宗教的附属物。因此，七艺学科也仅是达到宗教目的的一种手段和工具而已。因此，拉宾纳斯的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宗教教育的论述；二是论“七艺”。

（一）论宗教教育

拉宾纳斯的宗教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知识观基础之上的。他认为在所有的智慧和知识中，神圣教义是最高形式的智慧和知识，是“所有智慧的基础、内容及完善（perfection）”。而这种最高形式的神圣教义则来源于一种不变的永恒的智慧，这种智慧是最高形式的，是圣灵先于其他生物而创生出的一种智慧形式。以此为前提，拉宾纳斯指出其他的智慧形式都必须到教会智慧即神圣教义中去寻找起源。在认识论上，拉宾纳斯反对客观的认识论，认为智慧、真理与善的认识都是一种本体认识。他说：“任何真理之所以被看成是真理主要在于真理本身的沉思；任何善的事物之所以被认为是善主要在于善本身的存在；一切智慧之所以被看成是智慧也主要在于智慧本身。”[96]由此出发，他认为哲学家的哲学著作中所包含的真理与智慧并不是真正的智慧与真理，因为它们并不是那些真理和智慧的本身表述，也不是原创的真理和智慧。他认为为了认识这些真理和智慧，就必须通过教育，通过教育把那些具有永恒性的真理或智慧传授给人们，只有这样才赋予了认识真理与智慧的可能性。拉宾纳斯的这种认识论思想不可避免带有极浓的神秘主义色彩，在这种神秘主义思想的基础上，他赋予了宗教教育以现实性和可能性。

拉宾纳斯从其知识观出发，认为人们阅读神圣教义的目的在于理解这些神圣教义写作者的本来思想和意义，以此为基础，在神圣教义的引导下进而去认识和理解神的意志。然而，现实存在的各种教义由于被翻译成不同语言，所以在传播过程中错误百出，人们所理解的教义往往是表面的，是十分模糊的，也是令人感到十分怀疑的；他们凭借的教义往往错误地理解了原来教义创作者的本原含义，这就为人们的信仰和救赎带来了困惑。基于这种现实因素，拉宾纳斯主张加强教士教育，以使人们能够正确地理解教义里的精神。由此他指出，“教会教育的目的在于使那些从事神职服务的神职人员更为合格”[97]。他要求教士全面掌握知识，获得全面的发展。在教士应掌握的知识上，拉宾纳斯认为教士应掌握如下知识：神圣教义、历史、言语表达、关于字词的神秘意义以及道德培养等方面。这些知识内容实际上是继承了阿尔琴所提倡的七艺学科，而“七艺”在其知识观中只是派生于神圣教义的一种二级知识而已，在这里“七艺”科目是达到对神圣教义正确掌握和理解的手段和途径，也是拉宾纳斯的主要教育内容。在《论神职的教育》一书中，他具体阐述了他对“七艺”学科的认识。

（二）论“七艺”

拉宾纳斯关于“七艺”的阐述围绕着对神圣教义的学习而展开。他按照七种学科对宗教教育的重要程度将“七艺”依次排列为：语法、修辞、辩证法、数学、几何、音乐和天文，并对每一科目进行了具体的定义和说明。

拉宾纳斯认为语法是文雅艺术（liberal arts）的基础和源泉，他把语法定义为：“语法是一门教我们解读诗人和历史学家的科学，是一门使我们正确读写的艺术。”[98]他指出，在神圣教义中和在其他世俗科学中一样，有着多种多样的语言表达形式，而这些表达形式的运用有可能会使人对教义产生出不同的理解。因而他要求人们学习相应的语法规范以便更好地理解神圣教义中所包含的本来意义。基于此，拉宾纳斯认为语法是每所基督修道院学校都应传授的教育内容，认为只有通过语法的学习，人们才能真正获得正确拼写和表达的艺术，才能真正去理解神圣教义。

关于修辞，拉宾纳斯认为这不仅是一种世俗智慧，同时也是一种宗教智慧。他针对世俗教师对修辞所做的定义，认为修辞是一门在日常生活情景中有效地运用世俗谈话的艺术，指出修辞同样也应是宗教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修辞对正确理解教义具有重大意义，“无论谁，只要完全掌握了修辞艺术，那么他就获得了代上帝立言的能力，他就能很好地完成其工作”。这实际上指出了教士掌握修辞艺术对布道的重要意义，同时他还认为“修辞可以判断事物的真假对错”，因此修辞应成为教会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拉宾纳斯指出：“辩证法是关于理解的科学，通过它我们可以去考察、去定义、去解释，也可以从虚假中去辨别真理。因此辩证法是科学的科学。”他指出辩证法的作用在于“能教我们怎样去教别人，它传授教育本身……辩证法能教我们发现真理、识别虚假，它教会我们进行推理；它能表明争论中哪些是有效的论点而哪些则是无效的论点……通过这种科学，我们能够去考察万事万物，能肯定地判断不同事物的特性”等。由此看来，辩证法被拉宾纳斯认为是所有学科的第一推动力，是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辨学科。这门学科在教会教育中同样有特定的用途。为了使教士能准确辨别诡辩论者或异端的错误论点，并且对这些论点加以有力的反驳，这就需要教士去理解和掌握这门艺术，并且还应当不断地去反思辩证法的一些基本规律。只有这样，才能使教士更好地维护教义的真理性和纯粹性。

拉宾纳斯对数学的重要性做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数学是“一门数的科学”。数学是几何、音乐、天文等学科赖以产生的基础科学，缺失了这门学科，它们将无从产生或存在。对于神圣教义的理解，数学的作用也是不容低估的。他指出单一的数是互不相同并且是较为固定的，但不同数之间的组合则是无穷尽的。因此，他认为如果不掌握数学的话，那么教士对神圣教义中那些属于神秘意义的数或语言将无法透彻理解。因而在教士教育中，数学也应成为一门主要的学科加以重视。

关于几何、音乐与天文，拉宾纳斯认为：几何是有关形状的科学，它为造物主创造世间万物提供了立体的形状参考，对庙宇建筑、道路修建等也具有重要意义；而音乐则是根据音调进行时间间隔的科学，它渗透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教会生活中如果没有音乐则无法虔诚地完成教会礼仪，因此，音乐对教会活动的顺利完成来讲也是不可或缺的，也是每个教士都应该掌握的一门艺术；天文是一门研究星际运行规律的科学，它有助手人们探究和了解自然现象，天文在宗教教育中的主要用途在于根据星际的运行变化，以确定复活节以及其他宗教节日的时间等，因此，这也应成为教士学习内容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论神职的教育》中，拉宾纳斯还提到了如何看待世俗哲学家所主张的“七艺”的问题。他认为：“对于那些世俗哲学家的自由文雅艺术，基督徒应学习他们的用途和益处；对于他们作品中所包括的真理，我们不应有所顾虑，而应把这些真理拿来为我所用，以我为主。”[99]这体现出拉宾纳斯思想中实事求是的务实态度，尽管他的思想以宗教为宗旨，但他对世俗知识并不排斥。正因如此，富尔达修道院成为当时的学术文化与教育中心，这与拉宾纳斯个人的努力是密不可分的。

第三节 伊里杰纳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

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约翰·斯各特·伊里杰纳（John Scotus Erigina），是加洛林宫廷学者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基督教会的最后一位希腊化学者，后世神秘主义思想的先驱。他的生卒年月、出生地点史书均无记载，同时关于他的籍贯和出生地尚存在一定争议。但根据他的名字大体可以确定其国籍。约翰·伊里杰纳或约翰·斯各特，意思是“爱尔兰的约翰”。“爱尔兰从前叫作埃林（Erin），而它的人民是跟苏格兰的高地人（Scots）即苏格兰人是同一个民族的。因此，Erigina这个名字就表明他的国家是苏格兰人的国家，而Scot则是他的种族和民族。”[100]现在学界普遍采纳这种观点，基本上达成了共识。但关于他出生的具体地点和年月，则无从考证，他大致出生于9世纪初。关于他童年的教育状况也仍然是一个谜，有学者认为：“他自幼在本地学校读书，有一句话可以表明伊氏之求学精神：‘除了由真理而来的喜乐以外，没有什么叫人可以羡慕的。除了缺乏真理以外，亦没有什么叫人可以躲避的。’”[101]这种观点虽可揭示出伊里杰纳童年求学的一些情况，但由于缺乏足够的史料支撑而显得证据不足，无法令人信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幼年时期曾学习过希腊语，在他生活的时代，希腊语已基本上在基督教世界销声匿迹，所以他成为他那个时代唯一通晓希腊语的学者[102]，正因为如此，他才成为查理统治时期最有名望的宫廷学者，自此始，史书才有了关于伊里杰纳活动的记载。至于伊里杰纳究竟是哪一年到查理宫廷里的，也存在着争议，因此关于伊里杰纳历史起点的确定一直成为一个谜。845年左右，他进入查理的宫廷。查理去世以后，关于伊里杰纳的历史记载也至此结束了。所以伊里杰纳执掌宫廷学校大约达32年之久。这一时期是他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的主要时期，为宫廷学校的复兴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关于伊里杰纳在宫廷学校中具体的教育活动，现尚无史料可以揭示，但从当时宫廷学校在社会上的反响来看，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虽然查理统治时期社会衰落、政治衰败，但“从知识界的情况来看，则比一般所说的情况具有更多的活力和思想自由，更多的对文学的爱好”。通过以伊里杰纳为代表的大批宫廷学者的努力，“宫廷学校重新发出了这样的光辉，以致那些同时代的人把它当作新鲜事物而大为惊讶……当时公众对秃头查理宫廷中的文学的复兴有如此强烈的印象，以致不说l’école de Palais（宫廷的学校，Schola Palatii），而说le Palais de l’école（学校的宫廷，Palatium Schola）”[103]。足见宫廷学校已成为公众瞩目的焦点和社会的学术、文化中心。作为宫廷学校校长的伊里杰纳，无疑成为宫廷学校复兴的主要策划者、组织者和实施者，这也可以看成是他教育成就的一种间接体现。由于伊里杰纳在877年查理去世之后便再也没有出现在史料记载之中，所以关于他的去向及结局有许多猜测，其中最令人信服的是他一直留在法国，而且先于查理去世，即在877年以前就已经去世了。关于这种观点，似乎可以由罗马的图书管理员阿纳斯塔修斯约在876年写给查理的一封信加以证实，在这封信中，当阿纳斯塔修斯谈到伊里杰纳时就像谈到一个已死的人似的[104]，这种语气与伊里杰纳在查理宫廷中的地位是不相符的，因此这种观点具有一定的可信性。

伊里杰纳作为中世纪早期西方基督教社会的一位思想家，他“在学术史上是一位孤独人物，既没有先驱，也没有后继者，他不曾创立任何思想流派，也不曾和同时代人物真正进行哲学对话”[105]。但他的的确确构造了一套超越其所处时代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主要体现在《论神的预定》（也称《论宿命论》）和《论自然的区分》等著作中。《论神的预定》成书于851年，是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他关于宿命论的观点在基督教社会激起极大的喧嚣。当时里昂教会的一个教士弗洛鲁斯曾对此书大加攻击，“以我主耶稣基督的名义反对某个名叫约翰的狂妄自大的人在关于宿命论和上帝的先见，以及人类思想的真正自由方面的愚蠢的错误”[106]。这部著作也引起当时教皇尼古拉一世的不满，他曾要求查理把伊里杰纳送到罗马受审或至少把他赶出宫廷学校；同时这也成为855年瓦朗斯宗教会议和859年朗格尔宗教会议谴责的主要对象。《论神的预定》主要思想在于伊里杰纳提出了“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过来，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的观点。这种观点在以信仰主宰一切的社会中，引入了理性的冲击，把理性与信仰二者相提并论，这必然激起教会当局的强烈不满。而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体现出了强烈的泛神主义色彩。他运用新柏拉图主义和泛神论思想，论述上帝通过一个神圣的永恒的过程而创造一切，上帝是一切事物的统一；重视人的理性，贬斥教士们的权威。美国学者威尔·杜兰（Will Durant）对此曾评价道：“在阿贝拉德（阿伯拉尔）200年之前，在许多荒诞无稽的学说之中，这是一次对神学大胆的挑战和对理性的启示，也是一次对基督教和希腊哲学调和的企图。”[107]伊里杰纳的泛神论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成为斯宾诺莎泛神论思想的直接来源。除此之外，伊里杰纳还翻译了大量的希腊语著作，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他在858年翻译的署名为大法官狄奥尼修的著作，定名为《伪狄奥尼修》，这部著作不但影响了伊里杰纳本人，而且“几乎像《圣经》一样”，对欧洲的神学和哲学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的这些著作被法国神学家米涅收入《拉丁教父文集》第122卷中，成为研究欧洲哲学史特别是中世纪思想史的宝贵材料。

伊里杰纳是一位超越了其所处时代的思想家，所以后世许多学者称他为“当时爱尔兰给予欧洲的最伟大的学者”“中世纪哲学之父”“中世纪哲学的查理大帝”等，表明了他在中世纪思想史上所处的独特地位。他的思想自成体系，是中世纪“大全”式哲学体系的先驱，对后世思想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二、主要教育思想

伊里杰纳出任宫廷学校校长约32年之久，长期的教育实践必定使他积累了丰富的教育思想。但由于史料的原因，现存的关于伊里杰纳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方面的材料极为稀少。因而关于他的教育思想的研究更多的是从其哲学思想入手，结合其相应的教育实践来进行探讨，这也是和当时社会中教育的地位相符的。综观其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教育目的观

伊里杰纳关于教育目的的论述主要散见于他关于哲学与宗教关系问题的论述之中。在伊里杰纳思想中，哲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理性与权威所探讨的都是同一个问题，即试图用哲学去诠释宗教，实现理性与信仰、哲学与宗教二者的调和和统一。这种调和思想特别是哲学与宗教二者间的调和并非伊里杰纳的首创，“历史地看……他是9世纪时这种始于2世纪而在5世纪十分活跃的、想把亚历山大的新柏拉图主义和基督教神学混合起来的企图的代表者和译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他显示出他是继承了这些事实和专有名词的；他是想把事情一直追溯到雅典本身、追溯到古代哲学各学派内部的那条虔敬幻想的链条的最后一环”[108]。基佐的这段说明充分表明了伊里杰纳的思想渊源。他特别推崇奥古斯丁“哲学即对智慧的爱，无非就是宗教”的观点，这在他《论神的预定》一书的开头便被加以引用，在这种思想的基础之上，他提出了“真正的哲学就是真正的宗教，反过来，真正的宗教就是真正的哲学”的哲学与宗教同一论的观点。他以哲学为出发点，试图把哲学与宗教调和起来，他认为“上帝不是哲学的禁区，它不只是宗教信仰的对象，也是哲学研究的对象，宗教崇拜和理论思维应具有同等的地位和权利”[109]。在他看来，信仰和理性二者并不矛盾，而应当是内在一致的，这可以用他关于信仰和理性的理解加以证明：“我认为信念无非是按一种合理的本性从它里面衍生出关于造物主的知识的某个原则。”[110]这实际上表明伊里杰纳认为信仰来源于理性，具有高扬理性的趋向。而关于理性，他认为“灵魂它本身是未知的，可是它开始对它自己显露出来，并对其他东西也按它的形式显露出来，那就是理性”[111]。这表明他所理解的理性自身就是一种神化了的理性，是神向人的启示。作为一个宗教信仰者，尤其是身处中世纪教会居于绝对主导地位的宗教信仰者，他的思想仍然是以宗教为基础的，他不否认宗教经典《圣经》的权威，但他主张必须要用理性对《圣经》加以合理的解释。“在一切事物里我们必须听从圣经的权威，因为真理就被封闭在那里，就像封闭在一个秘密的圣殿里那样；可是我们切不可认为，为了赋予我们神圣的天性，圣经总是使用精确而文雅的字眼和符号；它利用比喻、隐蔽而形象的词语，屈就我们的弱点，并用一种简单的教育方法提高我们迟钝而幼稚的思想。”[112]这暗示伊里杰纳试图对《圣经》的权威进行合理解释的努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他承认《圣经》只是作为一种形式上的权威，而这种权威的认可则要取决于理性对《圣经》的合理解释；这实质上是一种反权威，是对理性力量的一种认可。这与他关于权威与理性关系的思想是相一致的，他认为，“权威是理性的衍生物，并不是理性从权威中衍生出来。一切不被理性承认的权威似乎是没有价值的。与此相反，理性无故地寄托在自己的力量上，无须经任何权威批准。合法的权威，在我看来，只是被理性力量所发现而由神圣的神父们传送出来供后代利用的真理”[113]。在这里，理性实际上已成为权威认可的一种标准和准则，而超越于权威了。这种思想与他认为《圣经》是最高权威的观点产生了矛盾。对此基佐认为，“他需要有宗教这个盾牌来保护自己，来对付以他为对象的种种攻击”[114]。这种解释与伊里杰纳自身所处的时代和其思想经历具有内在的一致性，能够较为合理地解释其思想中自相矛盾之处。

总之，在哲学理性和宗教信仰的关系问题上，伊里杰纳思想的实质与核心在于：推崇理性，贬斥迷信；推崇知识，贬斥盲从教士们的权威。这也成为伊里杰纳教育目的观的起点和归依。为了实现在信仰中用理性去指导和诠释信仰，人们就必须通过一定的中介去丰富和完善人们的理性，确立起信仰和权威的理性法则，从而使人们有这种理性的能力去获取信仰中的主动与自觉。而这个中介无疑只有通过教育的作用方能加以实现，因为理性的培养必须落脚于具体的知识，只有知识的不断积累才有可能提高理性的水平。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杰纳的教育目的观主要在于通过知识的传授，培养人们的理性能力，这也是其理性与信仰关系思想的必然产物。这可以从伊里杰纳对哲学学科的重视中加以体现。由于理性具有极强的思辨性，所以在理性训练中，抽象、思辨性较强的学科必然会成为主要的选择，而哲学学科无疑属于这一类学科。他认为哲学是一种方法，在《论神的预定》一书中他指出：“……在认真地调查研究和试图确实地发现一切事物的原因时，达到一种虔诚而完善的教义的一切方法都在于希腊人叫作哲学的那种学科和教育。”[115]这种方法是用来寻找事物存在原因的一种方法，而把这种方法运用于信仰之上，他认为应把神学理性化，从哲学的角度去研究《圣经》。他指出：“哲学就是对正教教条的解释，人们用它来对上帝——万物最高的根本原因——进行毕恭毕敬的顶礼膜拜和理性的研究。”[116]在这里，哲学成为一种工具和方法，通过这种工具和方法体现出理性的法则。因此，哲学学科的教育便成为用理性诠释信仰的必要前提。所以伊里杰纳在此又更进一步地回归于理性至上的基点之上，使理性成为其思想的目的与核心，在其教育思想中也不应例外；并且理性教育目的的实现是通过哲学学科的传授来加以实现的，由此构建起了他独特的超越其时代的教育目的观。

（二）教育作用论与神人观

伊里杰纳由其哲学与宗教关系的思想孕育出理性培养的教育目的观，但是这种理性能力的培养是否具有可能性，则取决于教育对象即人是否具备认识的主体性和获取知识的可能性。只有在人具备了获取知识的可能性的前提下，这种理性培养的教育目的才有可能实现。同时，即使具备了这种可能性，仍然存在教育媒介在其中发挥了什么样作用的问题，即教育如何将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解决与伊里杰纳自身关于人的认识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

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把自然的过程分成四种存在：第一类和第四类存在指的都是上帝；第二类存在指种和类，包括上帝的各种各样的理念、万物的形成、本质或逻各斯；第三类存在指的是具体事物，是“自身被创造却不能创造他物的存在”，而人就属于这一类存在。这种划分表明伊里杰纳把上帝看成是创造了万物并且超越了万物的存在，是世界所有存在与非存在的本源、核心，同时又是归宿，具有至高的地位。人作为上帝所创造的万物的一种，无疑是居于上帝之下的存在。但是人和其他存在之间是一种什么关系呢？是并列抑或是主宰或是其他？伊里杰纳认为人是“一种不同于其他存在物的特殊存在物”。人既是一种精神性存在又是一种物质性的存在，而其他存在物则仅是二者之一，由此伊里杰纳提出了人要优于其他存在物的命题。他根据观念是万物的本质并且先于事物而存在的原理，推导出上帝使一切有形的与无形的被造物，使整个被造的大自然，都包含在人里面。他认为，“凡有形与无形的被造之物，没有不包罗在人心里，没有被造物的本质不是在人里面的”[117]，“宇宙间一切，不论是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任何部分，无不存在、知觉、活着及概括在人里面”，甚至“天使所禀赋的本性，也无不存在于人的里面”[118]。实际上他是把人置于了一种上帝之下、万物之上的地位，由此凸显出了人在万物中的独特地位，具有初步的人本主义的思想萌芽。同时，伊里杰纳并未停留于仅仅把人看作较为优越的种类的观点，而是进一步突出人的作用。他认为上帝之所以把万物的观念或本质统统放在人里面，目的是要在人里面创造一切。“如果事物本身存在于它们的观念中比存在于它们自身中更为真实，并且如果它们的观念自然存在于人中，那么它们都是在人中被创造的。”[119]在这里伊里杰纳把人置于万物的创造者和主宰的地位之上，强调人的丰富性和创造性。既然人的理念创造出了其他的存在物，那么也必然能够认识其他的存在物，从而肯定了人类的认识活动。他还认为这种认识活动是人类的一种本性活动，人类认识能力的先天性就肯定了人类先天具有获取知识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为人类社会后天的教育活动提供了生命力，提供了基础和前提。因此，伊里杰纳认为人类先天认识能力使理性教育目的培养有了可能性。教育的作用则正是在于把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达成人类理性能力的不断丰富和完善。

在探讨神人关系的同时，在高扬了人居于世界各种存在物的主体性地位的基础之上，伊里杰纳还深入探讨了人性论方面的问题。他提出人性善的观点，他认为“神圣的善性，是永存无量的，不但在善人中，亦在恶人中。我们的性情不是生而恶的”[120]。他从人和万事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出发，认为上帝本身不可能预定恶的品质，如果上帝在创造万物时就先定了有恶的因素的存在，那么社会与上帝本身的善相矛盾，这就暗示上帝本身既存在着善因也存在着恶的因素，而这与万物创造者和归依的完美的上帝形象是不相符合的，因而不存在着先定的恶。但为什么在人的品质中会出现恶的因素呢？伊里杰纳认为，人和上帝一样，都具有自由意志，人在选择善的同时，也有可能选择善的对立面。所以他认为罪和恶只不过是善的反面，罪、恶即“不善”或“反善”，并且恶只是善性发挥过程中的一种偶然，它具有一定的时间性，主张善、恶之间可以实现二者的相互转换，即可以由恶向善转变。因此，恶只是一种暂时性的依附于人身上的品质，而非人所先天具有的，至善则是人善性的根源和目的所在。这种思想实际上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即人既具有选择善的可能，也有选择恶的自由，由此便为教育提供了发挥效用的机会。在个体的人在善恶之间进行选择时，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以人性的至善为标准，引导和规勉人去弃恶择善，从而发扬和彰显人性中本有的善性，提高个体自身的选择能力。这实质上是个人主体性教育思想在善恶选择上的具体体现。同时，教育的作用还表现在能帮助人们去实现由恶向善的转变，因为善恶皆是由个人所造成的，所以个人在接受教育的前提下，也可以变不善为善。因此，教育的功用就在于以至善为标准，在充分尊重个体自由意志的前提下，去引导个人主体性的发挥，以此来实现教育的道德功用。

伊里杰纳的人性本善的思想从根本上否定了基督教传统的关于原罪、永罪和赎罪的说教，打破了基督教赖以存在的理论基础，这无疑是一种超越其时代的思想的进步。所以恩格斯在论及伊里杰纳的思想时曾这样评价道：“他的学说在当时来说是特别大胆的；他否定‘永恒的诅咒’，甚至对于魔鬼也如此主张，因而十分接近于泛神论；因此，当时正统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他就不乏恶意的攻击。”

（三）教育内容观及教学方法论

1.教育内容观

关于伊里杰纳在宫廷学校所选定的教学内容，虽缺乏直接的史料的实证性支撑，但从其他现存史料来看，至少有两方面：一是古代哲学和文学；一是关于七艺的教育。

（1）古代哲学和文学

从伊里杰纳著作中所体现出的思想偏好来讲，他公开盛赞哲学学科在信仰解释中的重要作用，尤其偏好古希腊哲学，认为古希腊哲学的训练是从事一切研究的基础。“为诚挚地探求万事万物的成因，每一种达成完美学说的方法，都必须以希腊人所称为哲学的科学和训练为基础。”[121]这种哲学的训练无疑只有置于教育的实践之内才有可能得以实现，因此，哲学无疑是伊里杰纳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这同时也可用当时宫廷学校的精神传统的延续而加以证明。在伊里杰纳之后出掌宫廷学校的是一位名叫曼农的学者，他仍以古代哲学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对象，与他同时代的好几个学者都赞扬他关于哲学的博学的讲授。[122]这种讲授的传统无疑来自伊里杰纳的努力。

作为当时社会唯一精通希腊文的学者，伊里杰纳曾翻译了一些希腊文著作，这不可能不成为他日常教学活动的内容而加以传授。同时为了满足当时社会对希腊语的迫切需要，相信没人会怀疑他会进行一些有关希腊语知识的教学，虽然没有确凿的史料能够证明这一点，但这些无疑是伊里杰纳传授的主要内容之一。

（2）关于“七艺”的教育

伊里杰纳传授“七艺”方面的知识，是符合文化传承的客观实际的。早在阿尔琴主持下的宫廷学校，“七艺”便是主要的教学内容，作为一种教学模式的继承，此时进行“七艺”教学当无疑问。但对于伊里杰纳自身关于“七艺”的掌握水平，由于受时代限制，所以很难说他是否透彻地理解和把握了这七种学科。但有史料表明他对七种学科有了某些新的认识，他的关于“七艺”的定义随处可见，但那些现存定义似乎都只是把它们看成是一门具体的呆板的学科，而缺乏艺术的力量，因此他重新从艺术的角度对“七艺”进行了定义。他认为：

文法即用以保障进行清晰表达的艺术；

修辞即用以深刻、全面地阐明由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偶然性（occasion）、可能性（opportunity）以及质量（quality）七种因素所界定的相关主题（topic）的艺术；

辩证法则是用以努力探究人们意识中那些基本的合乎理性概念的艺术；

数学是一门建立在大脑沉思基础之上的纯粹的关于数的推理的艺术；

几何是一门经过大脑的敏锐观察而对平面或立体图形的间隔（intervals）和表面（surfaces）进行思考的艺术；

天文则是一门对天体维度、天体的运行及其周期进行观察的艺术；

音乐是关于音调中被感觉的音程的科学。[123]

这种理解为传统的“七艺”注入了较为轻松的艺术的情调，无疑是对传统理解的一种升华。但由于史料的缺乏，这七种学科在教学中的具体实施情况便不得而知了。

2.教学方法论

在教学方法上，伊里杰纳在继承宫廷学校传统教学方法的基础之上，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科学的思维、教学方法。在《论自然的区分》一书中，伊里杰纳采用对话体的形式，从教师与学生的角度，通过相互的提问、解释和探究来展开全书的论述。这种对话体可以看成是他教学中对话法的书面表现，这种方法也是阿尔琴时代宫廷学校所惯用的主要教学方法。这种历史传统的沿袭足以证明伊里杰纳在教学中采用了对话法；除此之外，伊里杰纳还十分注重培养学生科学的思维方法。他在《论自然的区分》中指出：“推理的真正程序可以从对感性事物的自然研究发展到对精神事物的纯粹沉思。”[124]“对感性事物的认识远不是没有什么重要性的，它对理解理性事物是大有用处的。因为正像通过感觉我们达到理解，同样，通过创造物我们回返到上帝。”[125]这实际上是强调一种从具体到抽象的归纳方法的运用，这不仅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无疑也是伊里杰纳教学方法的一种。除归纳法以外，伊里杰纳还十分注重观察法的作用，他说：“因为要达到对最高典型的最纯粹的沉思，除了很好地注视接近我们的他的映象之外没有别的道路。”[126]他通过观察具体而寻求抽象的理解。所以这些方法无疑为伊里杰纳重新复兴宫廷学校发挥了重大作用。

综观伊里杰纳的思想，他首先是一位思想家，而教育思想只不过是其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的也是其神秘主义的思想和对理性的张扬，直到13世纪这些思想仍然引起教廷的恐慌，以至于教皇曾下令搜寻所有伊里杰纳的著作并寄到罗马加以焚毁。这不能不从反面印证出伊里杰纳思想的光辉之处和超时代特征。可以说，伊里杰纳是中世纪时代一位孤独的思想先驱，因为他的存在，中世纪才显现出一丝思想的光芒。这也正是伊里杰纳伟大的功绩所在。

第四节 阿尔弗烈德大帝的文化学术活动及其影响

一、阿尔弗烈德大帝生平概述

阿尔弗烈德大帝（Alfred the Great，849—899年）是9世纪英格兰南部威塞克斯公国国王阿特伍尔夫（Æthelwulf）五个儿子中最年幼的一位，也是最具历史功绩、产生了深远历史影响的一位。由于阿尔弗烈德在位期间对统一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对英格兰的完整所做出的历史贡献，所以他被后人尊称为“大帝”，这也是英国历史上唯一一位被称为大帝的国王。目前，学术界对阿尔弗烈德的研究存在着很大的争议，这主要是由于现有的有关阿尔弗烈德的历史材料极其稀少，以前学术界奉为经典的最早的研究史料是9世纪时阿尔弗烈德的宫廷学者阿塞尔（Asser）所撰的《阿尔弗烈德的一生》（The Life of Alfred）和阿尔弗烈德组织编撰的《编年史》（Chronicle）。但近年来学术界对这些材料的研究发现存在许多疑点，因而这些史料的可信程度受到怀疑。对此，英国学者史密斯在1995年出版的《阿尔弗烈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一书中对相关疑点进行了仔细的清理，提出了一些全新的观点。鉴于此，本研究将结合以上两方面的史料，对阿尔弗烈德的文化学术活动做出一个客观的评价。

阿尔弗烈德的一生大概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出生到他继承王位的早年阶段（849—871年）；第二阶段是抗击丹麦入侵者的战斗阶段（871—878年）；第三阶段是阿尔弗烈德的文化建设阶段（878—892年）；第四阶段是他的晚年阶段（892—899年）。这四个阶段除早年阶段外，其余三个阶段是根据《编年史》中对阿尔弗烈德的阶段性记述加以划分的。

关于阿尔弗烈德的早年阶段，无论是阿塞尔的《阿尔弗烈德的一生》还是《编年史》都没有明确的记载。阿塞尔认为阿尔弗烈德出生于849年，而史密斯根据阿尔弗烈德在位时编撰的最早的《西撒克逊谱系》（The West Saxon Genealogy）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23岁时继承了王位，而登基的时间是871年。据此，史密斯认为阿尔弗烈德应出生于847年或848年。[127]关于阿尔弗烈德早年情况的记载在《编年史》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853年他随父亲到罗马朝圣，一年后返回威塞克斯，根据阿塞尔的模糊记述，阿尔弗烈德似乎曾两次到罗马，现已无据可考；另一次则是868年，他随其兄阿特尔雷德一世（Æthelred Ⅰ）远征诺丁汉（Nottingham）。此外，阿塞尔曾在传记中记载了当阿尔弗烈德10～11岁时，阿尔弗烈德父去世，后其兄阿特尔雷德成为他的监护人。正因为如此，当阿特尔雷德于871年去世后，阿尔弗烈德方取代了阿特尔雷德那些年幼的子女而成为国王。关于阿尔弗烈德早年受教育情况和其他方面的情况，阿塞尔认为阿尔弗烈德早年并没有受过系统的教育训练，出使罗马的经历使他具有了极为初步的拉丁文知识；并且阿尔弗烈德一生为疾病所困扰。这种观点明显和阿尔弗烈德后来在文化学术领域的巨大成就相矛盾，对此许多学者提出了疑问。其中，史密斯推断，阿尔弗烈德虽然早年所受教育水平不高，但其早年教育已为其以后对学术文化的关注奠定了基础。不过这些观点也仅仅限于推论而已，由于缺乏充分的史料支撑，所以关于阿尔弗烈德的早期教育情况已成为一段历史悬案。

阿尔弗烈德于871年即位后，直到878年一直都在和丹麦入侵者进行军事上的斗争。据史载，8年间，大大小小的战斗共进行了50多次。仅在871年，阿尔弗烈德就进行了规模不等的9次战斗，《编年史》对其中的6次进行了详细的记载和描述。[128]因而这一阶段也可看成是阿尔弗烈德军事上的抗争阶段。该阶段有两次战斗具有重大的意义。这两次战斗都发生在878年。878年1月，在威尔特姆郡的奇特纳姆，阿尔弗烈德的军队被丹麦军队大败。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说道：“878年1月，阿尔弗烈德的运气出现了惊人的逆转……许多人被杀死，大部分人溜回家里，有相当一部分人逃往海外……只有极少数军官和随员跟从阿尔弗烈德……这是阿尔弗烈德最困难的时期。”[129]这种状况没有持续多久，同年5月底，在伊桑敦，阿尔弗烈德集合旧部大败丹麦军队，并活捉其首领格洛斯姆，从而一举扭转了不利局面。活捉格洛斯姆后，阿尔弗烈德亲自充当教父为格洛斯姆及其部众洗礼，使他们皈依基督教以永息干戈。这虽然收效甚微，但充分体现了阿尔弗烈德的宽大胸怀。丘吉尔对此给予了至高的评价，他说：“阿尔弗烈德具有一种崇高的力量，能够使感情不受环境的支配，在大战或惨败中仍然保持公正的看法，不为艰苦的逆境而气馁，也不因命运的好转而得意忘形，并且对于屡次失信的人仍然信赖。由于这一切，他的形象远远高于同野蛮人进行斗争的动荡不定的战争舞台，在荣誉的顶峰放射着永恒的光华。”[130]伊桑敦战役结束后，威塞克斯王国得以有了一段较长时间的和平。尽管据史载这种和平是阿尔弗烈德用重金买下的和平，但这段和平时光成就了日后完整的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共同体和民族统一文化的形成，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878—892年是阿尔弗烈德实行初步政治军事改革和文化学术复兴的时期。在军队组成上，阿尔弗烈德采取轮换制，即让一半人在家从事农业耕作，一半人参军以抵御丹麦人的进攻；并且这两部分根据一定的时间相互交换，这样既保证了军队的战斗力，又保证了农业生产。同时，从威塞克斯军队组成的实际出发，阿尔弗烈德在英格兰历史上第一次组建了海军。尽管海军实力并不强大，但“英格兰海军的诞生仍将永远和阿尔弗烈德国王的名字连在一起”。在政治上，据丘吉尔所载，“在南到英吉利海峡，北到泰晤士河谷的全国广大地区，阿尔弗烈德国王都建立了自治市，并且划给每个市一部分附属地区，使它有足够的人守卫城墙，维修工事”[131]，从而加强了整个王国的防御力量。这一时期使阿尔弗烈德名垂青史的是他对文化学术活动的扶持和参与，这为他赢得了“英格兰的查理曼”的称号。

阿尔弗烈德的晚年时期是他最后一次抗击丹麦军队的入侵、巩固社会文化改革的时期。从892年秋天开始，丹麦军队分三路入侵西塞克斯，其中以黑斯廷为首的一支较为有名。这时期西塞克斯军队在阿尔弗烈德指挥下，由他儿子爱德华和女婿埃特尔烈德辅助，取得了抗击丹麦入侵者的彻底胜利。这次战争持续到896年，以丹麦军队的失败而告终。《编年史》在总结这次战争时感叹地写道：“感谢上帝！这支军队（丹麦军）并没有给英格兰人造成太大的创伤。”3年后，即899年，阿尔弗烈德带着一生的荣耀去世。关于阿尔弗烈德的身后影响，丘吉尔曾做出高度的评价，“他的血缘为英格兰人造就了许多伟大的统治者，他的鼓舞作用为基督教军队频传捷报提供了动力”[132]。由此不难看出阿尔弗烈德作为英格兰历史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以及他作为教会保护者的伟大历史地位。

二、阿尔弗烈德的学术文化政策和活动

阿尔弗烈德深受查理曼文化复兴的影响，在保卫民族生存的同时，他对精神生活的培养超过了同时代的大多数统治者。对此，道森指出：“在他同时代的统治者中间，只有他意识到了精神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并且，他在恢复基督教文化的传统上花费的精力，并不比他在保护民族生存上花费的精力少。”[133]由于北欧异族入侵对发达的爱尔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的破坏，所以阿尔弗烈德的文化重建工作所面临的基本上是一片文化荒漠。关于当时的文化学术状况，他在《司牧训话·绪言》（Pastoral Care）中说道：“在英国，学术的低落如此之普遍，甚至在亨伯河的这边，能懂英文礼拜或把一个拉丁字译成英文的人已经极为稀少；我相信在亨伯河的那边也不多。事实上，当我即位时，他们是如此之少，以致现在连一个在泰晤士河以南的也记不起了。”这种文化荒野的现状与以往文化昌盛时代产生了鲜明的对比，这使得阿尔弗烈德对已逝的文化时代产生了向往。他说：“我常想起从前全英国教会内外有过多么博学的人……那时统治国家的国王如何服从上帝和上帝的宣教师；他们如何在国内维护和平、道德和秩序……他们在军事与学术方面是如何成功；还有奉圣职的人是如何热心于教导与学习以及对上帝的一切礼拜……”[134]昔日的文化繁荣与阿尔弗烈德所处的文化衰落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这种反差构成了阿尔弗烈德致力于学术文化活动的巨大内驱力。他的所有的文教学术活动提纲在《司牧训话》前言中均有着较为鲜明的体现，主要包括对拉丁文作品的翻译，组织编撰《编年史》，招贤纳士开办宫廷教育和注重对教会教育的改革等。因此，《司牧训话》前言一文也被史密斯称作阿尔弗烈德学术文化活动的计划与蓝图[135]，充分展示了阿尔弗烈德的学术文化政策与实践。

（一）对古典拉丁文作品的翻译

翻译活动是阿尔弗烈德确立自身学者型领导者的一个重要的标志。翻译实践的出现也是当时文化现状与社会的文化需求二者脱节的必然产物。对此，阿尔弗烈德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详细阐明了翻译拉丁作品的文化背景和动机，他说：“我忆起曾经怎样地看到我国在全被焚掠以前的情景；遍布于英国的教会是怎样地充满珍宝与图书。尽管也有一大批上帝的仆人，但他们不懂这些书，因为这些书并不是用本国文字写的，这就使他们根本无法理解。”“当我回忆这一切时，我极为奇怪，为什么从前遍于英国的博学多能的人既然读懂一切书籍，而不想把它们译成本国语言。”这是与当时其他文化的做法背道而驰的。当时，“其他一切基督教国家也把它的一部分译成自己的语言”。基于英格兰这种只会英语而不懂拉丁文的文化现状，阿尔弗烈德提出：“最好我们也把那些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译成我们都能懂的语言。”[136]这里提出的“一切人迫切需要懂的书”实际上是指阿尔弗烈德的具体的选材范围，即选取一些适应需要的经典的拉丁作品作为对象。从现已确定的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来看，其选材范围涉及历史、法律和哲学等。史密斯曾就阿尔弗烈德所译的《司牧训话》一文做出详细的探究，他认为阿尔弗烈德之所以关注格里高利的作品，主要是其作品中所包含的对世俗统治者所提出的建议以及包含的神学思想吸引了阿尔弗烈德。[137]这基本上反映出阿尔弗烈德的一个重要的选材标准，即“有用”或“需要”的标准。在这一标准下，阿尔弗烈德亲自翻译了格列高利的《司牧训话》、波伊提乌的《哲学的安慰》以及奥古斯丁的《对白》。阿尔弗烈德的翻译作品存在着两种情况：一种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独立完成的；一种则是阿尔弗烈德组织，由学者完成的。由于史料缺乏和年代久远，这两种情况常被混为一谈，所以关于哪些作品是阿尔弗烈德本人亲自翻译的，至今尚存有较大的争议。例如12世纪时，马尔姆斯伯里的威廉（William of Malmisbury）就曾认为比德的《英吉利教会史》为阿尔弗烈德所译；后又有一些学者认为奥纳修斯（Orosius）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为阿尔弗烈德所译等。对此，史密斯通过对这些涉及的作品内容、时间及翻译风格等方面的考证，认为真正由阿尔弗烈德独立翻译的作品只有三部，即《司牧训话》《哲学的安慰》和《对白》。本文作者采用史密斯的观点。

翻译，必须要有娴熟的语言知识作为文化支撑。从阿尔弗烈德所译作品的情况来看，他无疑具有很高的拉丁文水平，并且熟悉英语中的一些习惯表达方式。然而，根据阿尔弗烈德的传记作家阿塞尔的记载，阿尔弗烈德在39岁（由于阿尔弗烈德出生时间的错误，所以阿塞尔误认的39岁应为40岁）时才开始接触拉丁语。在《阿尔弗烈德的一生》中，阿塞尔说道：“887年11月11日的圣马丁节，在阿塞尔的帮助下，阿尔弗烈德开始阅读拉丁文作品，并进行相关翻译。”这时阿尔弗烈德刚好40岁。同在该书中，阿塞尔又提出阿尔弗烈德及其学者们的翻译活动主要集中在890—899年。也就是说，阿尔弗烈德学习拉丁语3年后，他便能独立完成一些古典作品包括深奥的哲学著作的翻译。这种情况为后来的学界留下了诸多困惑，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能否完全掌握一门较为深奥的语言，并能熟练应用，对此许多学者对阿塞尔的记述提出了质疑。质疑的结果是认为阿尔弗烈德开始拉丁语学习的时间会更早，甚至可以追溯至他7岁时到罗马的朝圣经历。这种解释较阿塞尔的记载似乎更为符合历史的事实。由于阿尔弗烈德语言能力的限制，更因为其所处时代文化的落后，很难说阿尔弗烈德在翻译中很好地理解了奥古斯丁和波伊提乌等人的哲学思想。但为了使其翻译的作品能为英语社会所接受，他采取了较为丰富的翻译技巧，较为简明地传达原作的思想观念。从阿尔弗烈德所翻译的作品来看，它们主要涉及以下几方面的技巧：一是较为朴实的翻译，即采取逐字逐句的翻译方式，这能保证忠实于原作，这种技巧主要体现在他对《司牧训话》一文的翻译之中；一种技巧则是采取意译的方法，通过有所选择的综合以及对原作里的材料进行重新安排，按照英语的语言习惯进行翻译，这种方法主要运用于对《哲学的安慰》和《世界史》等艰深著作的翻译；在翻译中，阿尔弗烈德在修辞手法上较多地采用了隐喻的修辞手法，这种隐喻大多以船或航海为喻，这种隐喻手法的运用无疑是受格里高利《司牧训话》影响的结果。综观阿尔弗烈德所译的作品，不能不惊叹他对拉丁语和英语二者融合的熟练驾驭。对此，史密斯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的翻译技巧至少部分反映出他对方言表达方式的熟练与热爱，更反映出他融合外来文化因素于英语文化体系的愿望和努力。”[138]这也正是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为英国文化所做出的巨大贡献。他的翻译，一方面引进了先进的大陆文化，在一片文化荒漠中燃起了文化复兴的希望，为英语文化的崛起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则推动了语言特别是书面语言的本土化进程，促进了英语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为后来英格兰民族统一体的最终形成提供了统一的工具性语言。这种语言的本土化带来的必然是文化的本土化，这就为盎格鲁—撒克逊文明的日后兴起提供了条件和可能。在此意义上，作为学者的阿尔弗烈德对于英语文化而言具有深远的历史影响。

（二）组织编撰《编年史》

《编年史》也称《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这种按年代顺序进行的历史记载体裁并非阿尔弗烈德本人的首创。早在六七世纪比德时期便有了编年体裁的出现，只不过那时的编年史是用拉丁语而不是英语记述的；而阿尔弗烈德则开创了用英语进行英国编年史编撰的先例。目前，学术界关于《编年史》究竟是由阿尔弗烈德本人编撰，还是在他主持下由宫廷学者加以编撰的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多数学者认同后一种观点。《编年史》的时间跨度较大，覆盖了从最早的英国外来入侵直到1155年。也就是说，《编年史》最早记载的事件是公元前60年恺撒（Caesar）入侵不列颠。自此以后英国发生的较大历史事件都有着或详或略的记载。从《编年史》的内容构成来看，它表现出明显的阶段性特征，从写作风格上大概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是阿尔弗烈德871年继位以前的记述，这些记述都较为简略，文风粗疏，与后面的记载风格形成鲜明对照；接着便是871—896年的记载，这部分对历史事件特别是与阿尔弗烈德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尤为详细，但这部分在878—891年出现了断裂，只有零星之处提到西塞克斯王国和不列颠的历史事实，更多的篇幅是用于介绍丹麦军队在欧洲大陆的行动；896—1155年构成了编年史的第三部分，这一部分除沿袭了阿尔弗烈德时代的风格外，从语言表达历史叙述和评价方面都较前两部分更为成熟，这也是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因此，《编年史》内容构成上的这种阶段性特征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英语《编年史》的编撰是从阿尔弗烈德开始的。对此，丘吉尔在《英语国家史略》中也做了相应评价，认为“编纂《撒克逊编年史》[139]的工作就是由他开始的”，因为“开头的条目都很零散，可见没有经过编纂者的运笔。从阿尔弗烈德的时代起，条目都很确切，内容往往很丰富，而且有时文笔流畅，并能写出某些事件的历史意义”[140]。史密斯也指出，从《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141]的记载内容来看，871年是个明显的分界线，从这一年开始，有关阿尔弗烈德和丹麦入侵者的内容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而以前对丹麦军队行动的记载则是较为简略的。这反映出编纂者有意把871年即阿尔弗烈德登基的年份，作为《编年史》的“起点”。据此史密斯认为《编年史》的编撰是在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期。[142]同时，《编年史》所体现出的历史意识和对语言本土化的追求无疑又符合了阿尔弗烈德的个人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编年史》是在阿尔弗烈德指示下由相应的学者组成的编撰机构编纂而成的。史密斯认为：“有两组学者同时开始编撰《编年史》。一组学者负责收集从恺撒到834年的材料；而另一组学者则负责撰写阿尔弗烈德家族开始统治西塞克斯王国的部分，主要集中于阿尔弗烈德继位以后。”[143]也有学者认为《编年史》的第一部分是阿尔弗烈德组织学者对拉丁文《编年史》所做的初步的翻译。这两种观点在此似乎并不矛盾，因为收集材料的过程必然涉及借鉴；又由于以前的材料均为拉丁文，所以对现成材料的翻译更是顺理成章之事。总之，无论阿尔弗烈德在《编年史》的编撰中究竟发挥了多大作用，这一行动本身开创了对本民族历史的关注与重视。同时，《编年史》重现了古典英国历史的基本构架；作为一种体裁，《编年史》也为历史阐释和陈述方面的研究提供了一种基本的研究模式。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编年史》丰富了英国历史的研究，完善了历史研究的理论体系，是历史研究领域方法论上的一次进步。

（三）宫廷学者和宫廷学校

关于阿尔弗烈德统治时是否如查理曼时期有着统一的宫廷教育机构，现在还存有极大的争议。从他的《司牧训话》绪言中所体现出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阿尔弗烈德较为注重贵族青年的教育，并且吸引了一批威塞克斯以外的学者到宫廷服务，成立了“知识之家”（House of Knowledge）的机构。但据现有史料还很难判断这些学者所发挥的作用能与阿尔琴等人在查理曼宫廷中发挥的作用相提并论。阿塞尔的传记中所记载的相关情况几乎是查理曼宫廷学校历史的翻版，所以很多学者对此持极大的怀疑态度。

阿塞尔在传记中曾记载阿尔弗烈德从默西亚（Mercia）邀请了四名学者到宫廷，以辅助阿尔弗烈德学习。这四位分别是沃尔思特主教威尔弗特（Waerferth，bishop of Worecester）、普利门德大主教（archbishop St. Plegmund of Canterbury）、教士埃特尔斯坦（Priest Æthelstan）和牧师沃尔伍尔夫（Chaplain Waerwulf）。此外还有从法国高卢来的修道士格林保尔（Grimbald）和弥撒牧师约翰。阿塞尔在传记中则自称是被阿尔弗烈德大帝从西威尔士召集而来的，作为阿尔弗烈德的老师。这七个人共同组成了当时阿尔弗烈德的学者群体，辅助阿尔弗烈德的自学。这也得到了阿尔弗烈德本人的证实，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曾提到这些学者曾帮助他学习拉丁文。他说：“我在国事纷忙中，开始把拉丁文名为Pastoralis的著作译为英文……这是我从我的大主教普利门德、我的主教阿塞尔、我的弥撒牧师格林保尔、我的弥撒牧师约翰学得的。”[144]这些宫廷学者被称为Witan，即“智者”“贤人”（a wise man）。他们除了帮助完成阿尔弗烈德的翻译计划外，还承担着相应的教育职责，但没有证据能显示他们是宫廷的专职学者。史密斯的研究表明，这些学者似乎并不常住宫廷，而是在阿尔弗烈德需要的时候被宣召进宫。因此，他们同时也负有进行教会管理和从事世俗事务的职责。对此，史密斯以普莱格蒙德和沃尔夫特为例加以证明。他认为“他们不仅只限于帮助阿尔弗烈德完成其翻译计划，而且有大量的证据表明：他们参与了沃思特的抵御丹麦军队入侵的保卫战和参与了898年伦敦的重建工作；同时负责各自所辖教区的宗教事务”[145]。可见这些宫廷学者的角色定位是多元化的，这也是与当时战争环境是相吻合的。

宫廷学者角色定位的非确定性，使得宫廷学校存在的师资因素出现不确性，因而学术界对阿尔弗烈德时期是否存在正规的宫廷学校有着相当的质疑。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阿尔弗烈德极为注重教育，并且在宫廷中确实存在过相应的贵族子弟的教育机构。他的著作和翻译作品曾多次谈到与教育有关的问题。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对教育对象做了界定，他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安静、和平，就可容易做到让现在英国出身于自由人家庭并有足够从事学习的财力的青年，在他们还不适合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146]这表明阿尔弗烈德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贵族教育，在当时的情况下也只有王室子弟和贵族子弟能负担起学习的费用。在此意义上存在相应的宫廷教育机构是与他对教育对象的界定相符的。博伊德和金据此认为该机构的教育目的在于“使全民得到提高”[147]。他在《对白》绪言中对这种思想也有相应的论述。他坚信：“一个人在其一生中获得的智慧和教育越多，那么他（她）提高自身水平和在来世获救的机会就会越好。”[148]因而出于全民提高的目的，他要求注重教育。为此目的，他从经费上给予了大力支持。阿塞尔在传记中曾记载阿尔弗烈德用收入的1/8来资助宫廷学校的建设。在教学内容方面，阿尔弗烈德也做了相应的论述，他认为教学内容主要应包括英语学习和拉丁语学习两部分，其中英语学习是基础，而拉丁语学习则是提高阶段的学习。他在《司牧训话》绪言中说道：“在他们还不适于其他任何职业以前，专心学习，一直到他们把英文读好。对于那些继续学习的，以后再教以拉丁文，并提拔他们升等。”[149]在此，阿尔弗烈德通过“提拔”“升等”把教育同前途联系起来，无疑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人们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有利于教育社会地位的提高和教育整体水平的发展与提高。同时他认为拉丁语的学习并不在于学习本身，而在于通过学习达到应用的目的，即达到人们能够阅读和理解拉丁语著作的目的。这实际上是实现文化本土化的一个重要途径。阿尔弗烈德对教育的关注一方面源于英国文化衰败的现状，另一方面则出于他自身对知识和智慧的热爱。尽管宫廷学校的存在与否尚待进一步的论证，但他所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对教育的关注无疑是英国后世教育得以发展的一个重要起点。在此意义上他又被后世学者誉为教育的“庇护者”（Patron）。

此外，阿尔弗烈德还编订了法典（Law Code）。史密斯认为：“阿尔弗烈德法典并不是西撒克逊习惯法的简单汇集，而是在他指导下的对几个盎格鲁—撒克逊王国司法实践进行综合、提炼的产物。”[150]他一方面在法典中将盎格鲁—撒克逊习惯法与摩西传统、基督教原则和日耳曼习惯相融合；另一方面又借鉴了《圣经·新约》中的一些原则并做相应修改以为他所用。他曾对法典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原则发表评论说：“法官如能牢记这一原则，就可以普施正义，而不需要其他法典了。法官应设身处地替原告着想，考虑怎样判决才能使他满意。”同时，他还经常参与司法实践。阿尔弗烈德法典后经历代国王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最终为圣爱德华法典所继承，成为英国宪法的基础。在此意义上，阿尔弗烈德开创了英国司法制度的先河，为英国法律体系的形成和完善奠定了基础。这无疑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

阿尔弗烈德作为一位处于时代更迭期的杰出君王，一方面以不屈的人格力量抗击着异教徒对基督教文化和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文化的毁灭性打击，保存了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的独立存在，正是在此意义上，西方许多学者对阿尔弗烈德做出了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的历史人物，他不仅挽救了英格兰，甚至挽救了整个西方基督教文化。[151]这种评价不乏溢美之词，但把阿尔弗烈德看成民族英雄和教会的庇护者则是一致的；同时他在战争中所体现出的对异教徒的宽厚胸怀，更为他赢得了崇高的历史赞誉。另一方面，阿尔弗烈德在文化荒漠中对盎格鲁—撒克逊文化的复兴与重建使他赢得了学者和文化保护人的声誉。这也是他对后世英格兰民族影响至为深远之处。对此道森曾评价道：“阿尔弗烈德王的所有成就，都没有他在其最后几年中致力于追求知识，以便为其臣民恢复已经失去的基督教文化的传统这一决断，更富有英雄气概的了。”“他普及当地基督教文化的质朴计划，或许比查理曼帝国的神权政治泛世主义更适合于时代的真正需要。”[152]正是他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他作为民族英雄以及作为文化传人的特定历史地位，为他赢得了不列颠历史上唯一的“大帝”称号。如果考虑到他所处的特定历史背景，考虑到他的行为所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这一称号于他是恰如其分和当之无愧的。

第五节 吉尔伯特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

一、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吉尔伯特（Gerbert），又称西尔维斯特二世（Sylvester Ⅱ，938—1003年）。他是教会史上第一位法国教皇，10世纪时著名的学者、政治家，对10世纪德国国王奥托三世（Otto 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并且在法国朱佩王朝（Capetian Dynasty）的兴起过程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关于他的材料，除他自己所编的《书信集》以外，还有他的学生里歇（Richer）在《法兰西史》中对他的实践及思想的十分详尽的描述。

吉尔伯特出生于现在法国中部的奥里亚克城（Aurillac），关于其出生的具体日期目前尚存有争议[153]，人们只知道他在很小的时候便被送进了附近的圣·杰拉尔修道院（Saint Gerald）。里歇认为他是“一个阿基坦人，因为他生在那儿”。奥里亚克的地方志和他本人的叙述表明他“出身微贱”，“既没有财产，也没有高贵的血统”。在修道院里，他打下了语法学方面的扎实的基础，这不能不说与当时圣·杰拉尔修道院浓郁的学术精神有密切的关系。圣·杰拉尔修道院是当时克吕尼精神复兴的中心之一，其修道院院长奥托（Odo）后来成为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吉尔伯特曾受业于奥托和另一位接替奥托成为院长的雷蒙（Raymond），二者都是当时知名的修道院学者。因此，可以说吉尔伯特在早期便身处一个那个世纪最好的修道院之中，受教于当时两个有名的学者。这就不难解释为何吉尔伯特思想中偏重于古典人文知识了。这种对古典人文知识和修道院内克吕尼改革精神的继承成为吉尔伯特思想的两大来源。除此之外，吉尔伯特思想还带有10世纪时期西班牙穆斯林的学术特色，如对自然科学的偏爱等。这三者的有机结合，共同构成了吉尔伯特的思想体系。吉尔伯特思想中的阿拉伯来源与他在加泰罗尼亚地区的生活经历有关。在这里他接触到了大量的阿拉伯学者，熟悉了被加洛林“文化复兴”影响下的欧洲地区所忽略了的“四艺”科目，里歇对此曾有记载：“在比克的奥托主教的指导下，吉尔伯特对数学进行了深刻而有意义的研究。”[154]同时他在这里还接触到了阿拉伯的天文学知识，这些都成为他以后自然科学研究的主要思想来源。11世纪编年史家夏巴纳的阿德埃玛曾断言他到过科尔多瓦，这无疑为吉尔伯特的阿拉伯思想来源提供了又一个有力的证明。

970年，吉尔伯特随加泰罗尼亚主教到罗马，他以其广博的智识受到教皇的重视与赏识。里歇写道：“教皇马上注意到这位年轻人非凡的才智和求知的欲望。由于在意大利很少有人懂得音乐和天文学，他马上派人去告诉日耳曼和意大利的国王奥托，有一个通晓数学足以当他们老师的年轻人已经来到了罗马。国王立即要求教皇介绍一下这个年轻人的详细情况，并想方设法别让他回国。”[155]从此以后，吉尔伯特便与奥托家族建立起了深深的联系，使他卷入了10世纪的政治激流和旋涡之中。这种联系既给他带来了荣誉，使他达到权力的顶峰，于999年成为教皇，同时也为他带来了许多沉浮与苦闷。也可以说，从此以后，他便再也没有重新走回静心求学的轨迹之上。971年，吉尔伯特拒绝了奥托一世让他担任奥托二世家庭教师的请求，主动放弃了罗马的舒适生活，随兰斯（Rheims）副主教嘎尔姆努斯（Garamnus）回到兰斯，此行的唯一目的是向以逻辑学著称的嘎尔姆努斯学习逻辑。这种行为使吉尔伯特在当时赢得了崇高的声誉。他一边向嘎氏学习逻辑知识，同时也向嘎氏传授数学、音乐等方面的知识以作为回报。当时的兰斯大主教阿达尔伯诺（Adalbero）正进行教会改革，他以教会学校的改革为突破口，希冀以培养人们对知识的热爱来带动教会复兴。但这种学校的改革缺少一位渊博的能担当领导责任的学者。此时吉尔伯特的出现无疑成为阿达尔伯诺的希望。对此里歇这样说道：“正当他（指阿达尔伯诺）苦恼不知如何提高他学校的地位与质量的时候，上帝给他派来了吉尔伯特。”[156]因此，在阿达尔伯诺的请求之下，吉尔伯特于972年成为兰斯主教学校校长直到989年，从此开始了给他带来巨大荣耀和光辉的教学生涯。中间除983年被任命为博比奥（Bobio）修道院院长以外，吉尔伯特的教学生涯共持续了16年之久。其间，他积累了丰富的教学经验，设计和制造了许多超越时代水平的教学用具、仪器等，形成了独特的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思想。正是这段经历而非他的教皇生涯为他在历史上争得了一席之地，他被美国学者达林顿（Darlington）称为“最伟大的教师之一”。989年，他离开兰斯学校与奥托三世结盟，并在后者的支持下于999年成为罗马教皇。但随着奥托三世在暴动中于1002年去世，吉尔伯特在屈辱中也于1003年5月离开人世。

关于吉尔伯特的政治、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思想，学术界已有了较为详细的研究，并于1938年法国举行的吉尔伯特诞辰1000年纪念会上，出版了相关的论文集和传记作品。但是作为教师的吉尔伯特的有关资料则发掘不够，他的教学方法、教学辅助设备——教具以及产生的教育影响所蕴含的价值尚不为人所真正了解。美国学者达林顿认为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使他有资格被称为历史上最为伟大的教师之一。[157]所以对吉尔伯特教育思想的研究和挖掘，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10世纪时期的教育，同时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吉尔伯特思想的全面、系统的认识。

二、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由于受其三大思想来源的影响，在教育思想上体现出鲜明的古典人文主义特色和阿拉伯学术特色。阿拉伯特色具体表现为对科学知识的重视。所以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就包括古典人文主义和自然科学教育思想两部分。

（一）教育目的论

吉尔伯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于作为人身份、地位的象征或依附。他在984年写给图尔主教埃伯拉尔（Ebrard）的一封信中这样说道：“我不像盘尼修斯（Panetius）要把知识的有用性与知识的点缀性二者分离，恰恰相反，在此我和西塞罗一样，总是尽力使这二者有机地结合在一起……”[158]这就充分表明吉尔伯特注重的是知识的实用价值，而反对仅把知识看成是点缀和装饰的观点。但他并不否认知识具有提高人修养的价值，认为这种价值的实现必须是建立在实用前提下的一种丰富。因此，吉尔伯特的这种教育实用论在很大程度上冲破了中世纪以前人们为知识而知识的教育目的论，从而把教育同个人的实践以及社会现实联系在一起。这不能不说吉尔伯特的思想具有极鲜明的现代特色。他这种教育目的论具体表现在他对修辞学科的教授之上。他从他自身的政治经历和政治实践出发，认为“雄辩对于那些不关心社会公共事务的人来讲，唯一目的只在于作为一种装饰和点缀；而这对于那些卷入公共事务中的人则不适合，他们必须要有雄辩的才华以阻止那些具有暴力性精神的危害。在这种意义上，会说可以说是处理公共事务最为重要的一种手段。”[159]因此，他认为修辞教学的真正目的在于培养能熟练运用辩论技巧和修辞知识的雄辩家，要使他们在辩论时对这些理论知识的运用达到自如的境界，以至于上升到一种无艺术（artlessly）的境界。这就充分表明了吉尔伯特最终的目的还是落脚于知识的运用。同时，这种目的论也体现在吉尔伯特对科学知识的传授之上，例如，他对天文学、医学、珠算等知识内容的传授无疑都具有极强的实用色彩。

（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虽身为教会统治居于主导地位时期的教皇，但他却是一个典型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直接继承了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精神，同时又融入其所处时代的特有的见解和偏好，二者共同形成了其丰富的人文主义思想体系。对此美国学者达林顿这样评价道：“吉尔伯特尽管生活在中世纪最为黑暗的历史时期，但他的思想更像是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而不是中世纪时期的思想；他更多的具有文艺复兴时代教皇的特征，而不像是一个中世纪时期的教皇，他的思想更适合于15世纪后的文艺复兴时代。”[160]这表明吉尔伯特思想中人文主义成分的重要地位。同时，这种人文主义特征也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之上，使他形成了有别于这个时代的独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1.重视古典人文典籍的收集和传授

吉尔伯特继承了加洛林时代图书馆建设精神的传统，从当时书籍匮乏的实际出发，大量收集各种古典人文书籍，试图建立起兰斯修道院学校的图书馆。当他983年出任博比奥修道院院长时，那里有着十分丰富的藏书，包括大量古代诗人、雄辩家、哲学家的著作。当他离开这里回到兰斯时，他私下收买了一个修士以获得他所需要的书籍。他曾经说道：“你知道，我是多么急切地在寻找各地的书籍；……你不要让别人知道，快去帮我搞一些曼利乌斯（波伊提乌）的天文学抄本、维克托里的修辞学抄本和德摩斯梯尼（菲拉列特）论述眼疾的抄本。”[161]这段话较为充分地表明了吉尔伯特对书籍的渴求和他所收集的藏书的大致范围，主要集中于古典“七艺”书籍。在所保留下来的吉尔伯特书信中，关于他对书籍的收藏对象没有一次被提到是与宗教有关的，而都是对古典人文书籍的渴求。

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人文书籍的重视在教育上则表现为对这些相关知识的传授。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对许多拉丁诗人的原作进行讲授，其中包括维吉尔、贺拉斯（Horace）、斯塔裘斯（Statius）、德伦西（Terrence）、佩尔西乌斯（Persius）和朱维纳里斯（Juvernalis）等人的作品。和同时代的其他修道院学者不同，吉尔伯特并不过分在意去删除那些关于迷信和灵魂不朽的与正统基督教教义相抵触的内容，而是尽量让学生学习原著。他认为这是学习修辞和辩证法，特别是锻炼、培养人的雄辩能力的重要前提和基础。里歇曾记载道：“只有在他的学生熟悉和掌握了这些人的作品及风格之后，他才让他们涉及修辞方面的学习。”[162]在这些古典拉丁学者诗人中，吉尔伯特尤为注重对西塞罗著作的学习和传授，他认为“西塞罗的著作是罗马雄辩术的代表和先驱”。考虑到他对学生雄辩能力培养的需要，因此他对西塞罗的关注则不足为奇了。吉尔伯特曾公开声称：“在所有的人类文物中，没有什么比那些包含在著名学者众多著作中的思想、智慧更值得推崇与尊重的了。”吉尔伯特这种对古典作家的偏好遭到当时许多正统修道院学者的攻击，史载有一次当他指责罗马人愚昧无知时，教皇使者毫不客气地回敬他：“自从开天辟地以来，上帝就已经选择了村夫野汉，而不是雄辩者和哲学家。”[163]不难看出，吉尔伯特是一个超越其时代的古典人文主义者，他的思想更接近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美国学者沃尔夫曾这样评价吉尔伯特，他说：“甚至16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们，也没有像他那样贪婪地寻找书籍。”[164]这一方面肯定了吉尔伯特人文主义者的身份，另一方面又反映出吉尔伯特对建立图书馆的不屈信念和其教育思想中的古典人文特色。

2.注重对传统“三艺”学科的传授

吉尔伯特作为一个古典人文主义者，充分继承了古典教育中注重教授“三艺”的传统，但和加洛林时代不同，他并不主要是一位语法学家，而更多的是着重于传授“三艺”中的逻辑（辩证法）与修辞学科。在这三种学科的关系上，他认为学习文法是基础、前提。所以他在教学中十分注重对拉丁古典诗人学者作品的传授。这项基础性的工作主要由兰斯修道院学校的普通教师承担，他则对逻辑学和修辞辩论有着较为深入的研究。他对逻辑学的教育往往是通过对一些作品的讲解来进行的，这些作品包括《波菲利》（Poorphyry）的序言、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以及波伊提乌的一些作品。在教学过程中，主要由他阅读这些作品，在阅读过程中穿插一些讲解，讲解的观点大多来自古典学者的观点以及他自己的一些看法。他通过这种方法让学生能理解和把握这些作品的思想内涵，并在此基础上组织一些必要的讨论，以加深和巩固他们对这些作品的理解。这种教学方法直到13世纪时还被人们普遍地采用。吉尔伯特教授修辞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能自如运用修辞知识、理论进行辩论的雄辩家。因此，他的修辞教学就带有极强的系统性和实用性。首先，在理论学习上，他把修辞课程所涉及的所有材料都归纳成一张表，便于学生系统地学习这些基本的修辞原理。其次，他让学生把这些学到的知识运用于辩论的实践中去。里歇曾记载吉尔伯特在教学过程中“曾让诡辩家带领学生进行辩论的实践”。这种方式使学生能够实现理论与实践二者的结合，真正做到学以致用。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吉尔伯特已经超越了传统经院教学中刻板、僵化模式的限制，无疑具有与其时代相较而言的进步意义。

（三）自然科学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由于受阿拉伯文化的影响，其思想体系中与“四艺”学科相关的自然科学的思想十分丰富，这是他有别于他所处时代的一个主要特征，特别是他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所设计的教具，采取的教学方法以及积累的相应研究性知识，都使得他成为10世纪文化“蒙昧”状况下的特殊的例外。

关于“四艺”学科的教学，吉尔伯特采用了直观性的教学方法，他通过自己的研究，设计出了有助于学生理解深奥知识的教学辅助设备。但是他和后来的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等人不同，他设计这些仪器、设备的真正目的并不在于进行科学研究和发掘新的科技知识，他的真正且唯一的目的在于为教学所用，在于使学生能通过这种直观的教学形式巩固和理解那些复杂深奥的知识原理。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吉尔伯特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师，但同时他的这些设计在客观上也推动了相应科技因素的萌芽，打破了中世纪基督教世界人文学科一统文化的局面，这对于后世科技思想的发展具有极为重要的奠基作用。吉尔伯特这种科技思想在数学、几何、天文学等学科上都有积极的成果体现。

吉尔伯特十分注重数学的教学，他认为数学是所有科学的基础。基于这样一种认识，他在数学学科的研究和教学上取得了十分突出的成绩，其中最重要的成就是他设计制作了一个算盘，对此里歇曾做了详细的记载：“为了启发学生，他要一个军械师为其制作了一个算盘。这事实上是一块木板，其中分出一些格子来。它的纵向被分成了27个部分，热尔贝[165]想借此用他的9个数码来表示所有的数字。除此之外，他还做了1000个角状符号，它们代表着这9个数码。把这些符号在以上27个格子中来回调换位置，就可以进行许多数字的乘法和除法运算。这样，运算比过去简便多了，只要花很少的时间通过心算就可以完成。”[166]吉尔伯特制作算盘所采用的原理实质上是印度发明的掐值法，即通过明确数的序列位置如个、十、百、千、万等来进行计数，这样就易于使人们能快速准确地对较大的数据进行处理。这种方法首先从印度传到阿拉伯世界，吉尔伯特无疑受益于阿拉伯且将这种原理以一种更为形象和直观的方法传播给了西方世界。除此之外，吉尔伯特还解决了当时数学学科的难题即除法问题，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总结出了“差额”除法，其计算过程包括一系列的化简[167]，转换成现代的公式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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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尔伯特的这一发明开辟出了一个广阔的数学领域，为数学研究走向深入和数学知识的普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曾著有《论几何学》一书，虽然这本书究竟是否是他本人所著犹存争议，但书中所体现出的思想表明他对欧几里得和毕达哥拉斯的相关知识已经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出了10世纪时数学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社会逐渐开始注重加强对数学学科的教授和研究。

吉尔伯特以其扎实、雄厚的数学知识为基础，在天文学领域特别是在天文仪器的设计、制造方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沃尔夫认为“正是由于这些工作，里歇及同时代人才对他表示出如此的敬仰”。吉尔伯特曾亲自设计和制造了木质球仪、空心球仪和浑仪。木质球仪上画着各个星座，并且可以围绕两极旋转；空心球仪上装着一些望远镜，指向两极和一些精确的方位；浑仪则可以显示出纬线（赤道、回归线和极线）和黄道，在黄道面上通过“一个十分精巧的机构”“悬挂着各大行星的轨道”。此外，他还制作了一个星盘，用来绘出宇宙的球极平面映射图，同时还可以作为测向仪。整个仪器可以通过一个小环很方便地握在手上。对于观察者来说，只要知道了天空中某一点相对于自己的位置，就可以通过这个星盘得到宇宙在任一给定时刻的完整图景。这实际上将整个天体运行加以平面化，使之更为直观，更易于学生了解天体运行的情况。关于这些仪器的具体制作过程，里歇在《法兰西史》中均有较为详细的记载[168]；同时吉尔伯特在他留下来的书信中也有一些记载，例如，他曾写信给迈斯（Micy）主教康士坦丁尼（Constantine）谈到如何制作球仪的问题。由于这些仪器的发明更多的是出于教学的目的而设计的，所以更有利于教学的具体进行，因而取得的教学效果是十分明显的。里歇曾说道：“使人大为吃惊的是，他通过一些仪器，成功地使这门几乎无法进入的学科变得十分明了……即使你一点也不懂这门科学，你只要了解了其中一个星座，你就马上可以通过这一球仪而识别其他所有的星座，不再需要老师的帮助。”[169]应当说里歇以一个学生的身份对吉尔伯特的直观教学做出的评价是公允、客观的，这也反映出吉尔伯特作为一个以抽象思维为主的社会中的教师，以其卓越的形象直观教育方式为当时的教育带来的新的冲击，这也为后世的教学方法、教学思想体系提供了素材。

吉尔伯特除对上述学科有独到的研究以外，他还在音乐和医学方面有着很深的造诣。在教学中，他把音乐看成是继数学之后的一门十分重要的学科。然而，当时音乐在高卢地区基本上已经不再流行，所以这给他的教学带来极大的困难，为此他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并且把其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中，使音乐重又成为学校教学的主要内容之一。他音乐方面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写给修士康斯坦丁的一篇小论文中。里歇曾讲道：“他可以在单弦琴上清楚地弹出各种不同的音调，把和音与谐音分解成半音、全音、大三度和升半音等，并按照某种方法把音调分离成声音。”[170]这表明吉尔伯特自身的音乐素养已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吉尔伯特对音乐学科的重视一是吉尔伯特人文主义的古典气质使然，一是从其本身立场即教会需要的角度出发，要求他重视对音乐知识的传授。他对医学的研究则不同，既非出于教学的需要，也不是宗教环境的结果，而是一种对医学研究的兴趣使他在这方面有所成就。但吉尔伯特医学研究的兴趣并没在里歇的《法兰西史》中得以体现，里歇自己则对学医具有浓厚的兴趣，他曾从兰斯到夏尔特尔（Chartre）向一位精通医术的修士求教，这二者之间似乎存在一种反差和悖论。要解释这种反差的唯一的原因在于吉尔伯特并没有把医学作为教学的一部分。这在吉尔伯特写给他的一位朋友阿达尔伯诺的一封信中已有所体现。当阿达尔伯诺向他征询建议时，他说道：“你不要希望我能给出那属于医学实践中权威性的建议，我所追求的只是一种科学的知识，而避免将它与实践相联系起来。”[171]这也表明吉尔伯特的主要兴趣在于医学的学术性探讨，而不是进行医学实践。出于强烈的兴趣，吉尔伯特收集了大量的医学书籍，并且也曾抄写过一些医学手稿。这些都是和他所处时代所关注的重点是不同的，在这个意义上也体现出他超越时代的一面。

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特别是他对古典人文学科的重视，直观教学方法的熟练运用，大量教学辅助设备的设计与制造以及他专心致力于教育的精神和他的实用的教学目的论，都无疑使他的思想具有了超时代的意义，使他成为一位卓有成效的杰出的教师之一。作为教师，“他的知识之完全，造诣之精深及个人体验之丰富都是阿尔克温（阿尔琴）这样的人所无法比拟的。他具有十分全面的知识和教学的才能”[172]。同时，作为教师他还具有一种执着和专一的精神，并且具有一切优秀教师都应具备的教学相长的精神，他曾说：“我教我所知的一切，学我所不知的一切。”所有这些无疑都给后世带来了极大的影响，并且由于他在教学上的杰出贡献，通过他所培养的众多的学生的作用，吉尔伯特间接影响了十一二世纪的政治、宗教事务，间接导致了11世纪德国和意大利境内的修道院改革运动的兴起。所以他的历史影响是至为深远的。总体上讲，他是文艺复兴以前的一个人文主义者，其所有的思想与影响都是与他的人文主义的特质紧密相连的。因此，西方有些学者从这种意义上把吉尔伯特时代称为10世纪的文艺复兴时代。[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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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西欧中世纪复兴期的教育思想（11—13世纪）

西欧社会在8—10世纪时为走出“黑暗”所做出的种种努力终于在11世纪得到了回报。无论是教俗共举的加洛林“文化复兴”，还是教会内部的宗教改革运动，都在11世纪开始结出足以影响以后整个西方社会发展的丰硕果实，从而迎来了西欧社会在“黑暗时代”之后的一个新的发展高峰。在这一时期，复兴的含义已远非单纯的文化意义所能概括，已从思想文化向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方面拓展，在很大程度上，为以后西方社会的思想发展、教俗格局的重组以及社会经济形态的转型奠定了基础。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11—13世纪的复兴是一次社会全方位的综合的上升运动，是西欧社会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历史转折，也是西欧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进行过渡的一个关键时期。综观这一时期的复兴，它既是历史发展的逻辑产物，也是当时社会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时期西欧社会发生的两大极为显著的事件——十字军东征和城市的兴起——共同促进了社会整体的复兴。

十字军东征在基督教普世理想的宣召之下，伴之以强烈的功利和贪婪，开创了西欧社会由孤立、封闭向开放社会格局的过渡。作为一次以宗教统一为终极目的的宗教运动，十字军东征无疑是一次失败的运动。然而，它所带来的对西欧社会的客观上的冲击，意义却是不可估量的。文化上，它打通了与先进东方文化沟通的渠道，从而形成文化上的互补（当然，主要是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及其东方发展向西方社会的回流），使西方社会文化复兴找到了支撑点和内在的精神主线；十字军东征对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贪婪性，引入了一些新的经济因素和制度性因素，强化了原本处于萌芽时期的社会经济贸易形式；同时十字军东征对货币的需求加速了西欧社会原有经济形态的崩溃，为新型经济因素的出现乃至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因此，在它的作用之下，西欧社会城市的复兴得以出现。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西欧社会城市的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但不可否认十字军东征加速了这一兴起的过程。

城市不断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新的利益集团的出现，原有的贵族式的等级权力分配关系已逐渐被打破，新型的权力分层以利益为标准正逐步形成。这样，在新旧两大利益集团之间便不可避免地产生利益重组的需要，进一步加快了旧的权力分层的崩溃，从而使社会分层出现了新的有利于新型利益集团的变化，这对于西欧社会从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提供了强大的外部刺激力量，使11—13世纪的西欧社会处于两种制度更替时的活跃时期。这种活跃不仅为各种社会因素的重组提供了多种选择的可能，同时，这种活跃的社会外部因素的刺激和作用，也为思想、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多向度的选择余地，使这一时期的思想呈现出极为纷繁的局面。

虽然这一时期教会仍然处于思想的垄断地位，但面对来自社会外部世俗因素越来越强烈的冲击，教会被迫在思想文化领域为世俗社会打开方便之门，原先以信仰为核心的先验教会思想体系随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古典文化的重新出现，已不能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亚里士多德学说的重新传回西欧无疑加速了以柏拉图学说为理论来源的先验思想体系的解体，因而这一时期建立在亚里士多德思想基础上的经院哲学便逐渐成为思想的主流，涌现出了一大批经院主义哲学家，如洛色林（Roscellinus）、安色伦和阿伯拉尔等。他们在理性与信仰二者关系的探讨上，或坚持先验的信仰高于理性，或执着于理性高于信仰的理论，从而围绕这两种不同的观点形成了唯名论和唯实论两大不同的思想流派。两派学术上的论争极大地推动了这时期西欧学术思想的发展。不同流派为了宣传和弘扬自己的思想，纷纷借助相应的教会组织形式组建不同的思想群体。因此便出现了不同的教会流派，如弗朗西斯会、方济各会以及多米尼克修会等，这些修会间的思想论争无疑在教会内部带动了思想的发展，也促使教会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进行改革。

教会改革并不意味着教会对世俗权力的放弃，与此相反，教会迫切需要一大批与世俗社会有着紧密联系而又拥有强烈宗教关怀的人才，以达到与世俗社会相抗争的目的。然而，这些人才的获得则必须借助于一定的教育机构才能够实现。因此，中世纪大学在该时期也应运而生。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大学是教会理念与世俗形式相结合的机构，其内在的精神动因具有强烈的宗教性。当然，中世纪大学的出现也离不开城市兴起对教育所提出的新的需求的刺激，它也是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不可否认，一方面，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在教育发展史上正式确立起了一种新型的教育观念和制度，为高等教育逐渐成为教育的重要层级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中世纪大学在知识的传播、创造及其专业化方面，相对于以前的时代而言，发挥的作用是巨大的。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时期的经院主义哲学家以大学为阵地展开的学术争鸣，为后来经院主义哲学成为教会的指导性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为以后一些新的哲学思想的出现提供了思想萌芽和理论准备。同时，中世纪大学培养出了大批人才，这可以说是西欧文化未来几百年得以迅猛发展的重要动力之源。不管是教会的拥护者还是反叛者，他们都在中世纪大学的习染之下，或从正面，或从反面为西方文化贡献出了重要力量。

以上所述表明：社会外部因素的刺激带来了西欧社会的活跃和多元，这种社会特性又为思想的充分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为该时期西欧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内在思想支撑。因此，11—13世纪西欧社会的复兴可以说是社会外部因素与思想文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第一节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社会因素

11—13世纪西欧社会复兴的深层社会动因有二：一是十字军东征及其影响；一是城市的兴起与社会分层方面所发生的变动。

一、十字军东征与东西方文化交流

（一）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

十字军东征作为中世纪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1096年一直持续到1291年，共延续了近200年的时间，其间共发动了十多次对东部地中海地区的所谓“圣战”，其持续时间之长、参与热情之高以及波及范围之广都是极其罕见的。之所以出现这次对西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是与其动力因素的多样化、复杂性紧密相关的。

关于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传统上一般把这次运动更多地归结为一种宗教因素作用的产物，例如，我国学者安长春在《基督教笼罩下的西欧》一书中就指出：“宗教动机是十字军东征的起因和推动力，全部东征活动都是在讨伐伊斯兰教的旗帜下进行的。”[1]这种观点一直是探讨十字军东征动力因素的主流观点之一。也有学者提出十字军东征作为一次波及整个西欧和东地中海地区达200年的历史事件，它的动力来源非宗教的纯信仰因素所能推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中指出：“十字军代表着中世纪以虔诚、好战及贪婪三种动力为特征的融合，三者都异常重要。”[2]汤普逊也认为：“十字军像任何其他伟大历史运动那样，是由于好久以来起着作用的复杂力量所产生的结果，也是由许多个别运动逐渐汇合而成的顶峰。”[3]诚然，宗教因素在表面上直接推动了十字军东征运动的产生，但作为一次规模庞大、持续时间长的历史大事件，任何单一的动力因素都必然无法独立承担起如此重任，在这种单一因素后面，还有一些更具根本性的推动因素在发生作用。因此，十字军东征的动力因素是一个多层次、多向度的复杂因素的组合体，是宗教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政治因素等诸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1.十字军东征的宗教驱动

十字军东征是一种圣地朝拜热情与基督教普世理想二者共同作用的产物。自10世纪开始，西欧出现了到耶路撒冷朝拜的热潮，这被认为是实现“救赎”的最为虔诚的行动。但这一时期耶路撒冷处于伊斯兰教的控制之下，这使得大多数朝圣的教徒往往要历尽千辛万苦方能达到，这不可避免地在基督徒中酝酿出圣地收复运动的思想萌芽；同时这也是基督教对异教徒进行打击以实现其“以基督精神归化天下”的普世理想的需要。因此，可以说早在10世纪便埋下了十字军东征的宗教动因。这种动因在11世纪随一次正常的领土之争而得以现实。11世纪下半叶，塞尔柱突厥民族在西亚兴起，于1055年推翻巴格达哈里发的统治，又于1071年在现在亚美尼亚境内的曼西克特击败拜占庭军队，并且占领了大量小亚细亚的土地，直接威胁着君士坦丁堡的统治。鉴于国家的危急情况，当时的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一世放弃与西欧教会间的前嫌旧怨，吁请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Pope Urban Ⅱ）援助。这为西方教俗社会向东方拓展提供了契机。为获得行动上的符合教义的正义之名，西欧社会大肆制造塞尔柱突厥人玷污圣地、迫害朝圣者的谎言，从而号召广大教众进行“圣战”以收复圣地，拯救东方基督教徒。这样就使十字军东征在“圣战”的名义下得以合法化。但他们所宣扬的对朝圣者的迫害以及对圣地的玷污则与历史事实不相符合，汤普逊认为这些宣传仅仅出于反伊斯兰教目的而利用教众的轻信心理煽起他们的狂热。事实上，早在869年，耶路撒冷教长狄奥多西在写给君士坦丁堡一神职人员易格那提阿的信中，就曾赞扬了东方教会的宽大政策，他说道：“他们是公平的，因而我们在任何方面没有遭受到压力。”[4]这种状况即使在突厥人占领耶路撒冷后也未曾改变。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的“圣战”不过是利用宗教因素作为一种借口和幌子而已，这并非十字军东征运动的本原动因，这也应了“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古语。

2.十字军东征的经济利益驱动

对利益的贪婪构成了十字军东征的根本动因。这种贪婪一方面表现为对东方财富的攫取欲望，一方面也表现在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之上。

随着地中海沿岸城市与小亚细亚等地的贸易往来的增加，以及朝圣者不断带回关于东方富庶景象的夸张性描述，东方的富足成为西欧整个社会所钦羡的对象。所以在宗教“圣战”的契机之下，他们力图将这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羡慕变成现实，因而他们纷纷以巨大的热情如潮水般地涌向东方。这种心态从十字军士兵的信件和行为中即可得到鲜明的体现，“在十字军兵士的行为里或他们的信件里，很少可指明，他们已经一般地放弃那些其他中世纪战争里所反映的动机和欲望”，“他们热衷于下列传说（似乎是更起作用一点），东方神话式的财富、黄金、白银、美女正在等待掠夺者的手，诸如此类的故事”。因此，汤普逊指出：“我们不能不重视‘爱好金银和美女’的诱惑力。”这种诱惑力终于随着君士坦丁堡的攻陷而变成现实，此时，所谓的圣战和对异教徒打击的幌子已不再能遮住十字军本性中贪婪的攫取欲望，利益的驱动战胜了基督的正义与仁爱。

同时，十字军东征的利益驱动也源于他们试图对国内经济困境的摆脱。长子继承制的施行，迫使无继承权的幼子们“用他们的宝剑来寻找生路”；封建主在其所属土地越来越少的情况下，为了维持奢华的生活，除“加紧压迫农奴，使农奴贫困化来弥补自己的亏空”以外，还随时准备“干着任何危险的事情”来摆脱经济上的困境；处于社会最底层受压迫最多的农奴阶层在教皇缓期偿债和解除人身依附关系的影响下，也希望借此摆脱依附地位而获得独立的人身自由，因此他们往往具有更大的热情，构成了十字军运动的主力。所有这些阶层无疑都把十字军运动看成“是一个来自上帝的号召”[5]，看成他们摆脱困境的最佳选择。对此，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期的一位观察家曾清醒地指出：“有些人由于好奇心而到东方去；其他的人由于家中生活窘困而需要打仗，不管是反对基督教的仇敌也好，朋友也好，以此来终止他们的贫困状态；还有别的人要逃避他们的债务，要逃避他们应该履行的义务，或要逃避为了他们的罪行而应得的处罚。”[6]由此不难看出，各个阶层对经济利益的考虑成为十字军赖以形成的深层动因。

3.十字军东征的社会政治驱动

从社会政治意义上讲，十字军运动又是一次西欧社会内部矛盾转化和教会重新确立权威的运动。

在经历了6—10世纪的权力不断重组的过程之后，西欧社会开始步入一个较为稳定的阶段，为了保持这种稳定的长期存在，教会曾发布“神命休战”命令，力图做出在圣日及圣季进行战争系属非法的规定。但西欧社会几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好战特性无法保证这种休战制度的顺利执行，就连那些提倡休战制的僧侣们也认识到：“封建社会对战争恶习已经根深蒂固，不可能把战争完全压制住。”[7]为了把这种好战本性引出欧洲社会，教会试图通过与异教战争的神圣化、正义化来达到该目的。早在西班牙与穆斯林作战时，这种反异教战争就被理想化为正义战争，这种思想在1150年的格累细亚的诏命中得以最终确立，“当时，军事精神和宗教狂热混淆在一起，僧侣和军队汇成为宗教—军事团，而上帝战争代替了上帝休战”[8]。因此，可以说十字军东征做到了停止私斗运动未能做到的事情，把封建贵族中大批最残暴倔强之徒引向外地，使西欧社会免于劫掠，这无疑是西欧内部社会矛盾向外的野蛮转嫁。同时，11世纪的欧洲出现了连续多年的自然灾害。从1089—1095年西欧连续7年干旱，使农奴阶层面临生存困境。基柏特·得·诺根特曾记载：“法国人在这时期遭到饥荒，接续而来的歉收，使谷物价格飞腾上涨。唯利是图的商人们，按照他们的惯例，靠着一般人的苦难，还在进行投机买卖。食粮又少又昂贵，穷人吃树根野草来充饥。”[9]再加上这时的封建主为维持原有的奢侈生活而加重了对农奴的剥削，使得广大农奴不堪重负。这种矛盾已经积聚到了行将爆发的边缘。因此在这时发起十字军东征无疑为广大农奴找到了一条突破困境的出路，从而实现了把国内的尖锐矛盾转嫁到西欧以外去的目的。为使这一目的得以充分实现，教会从精神和物质方面给以利诱，例如，教皇乌尔班二世在1095年的动员演说中宣称：“凡愿献身于这项神圣事业的人，都将获得最高精神酬报：‘积极参与出征行列，以清赎自身罪愆，永葆天国不朽的荣誉。’”[10]同时他还许以物质诱惑：“这边有的不过是忧愁和贫困，那边有的是欢乐和丰足。”由此不难看出，十字军东征的发起是西欧教会和世俗贵族有意识地将矛盾转嫁的产物。

如果说转嫁社会矛盾是出于为社会稳定而考虑的话，那么教会借助十字军运动重塑权威则纯粹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随着西欧社会稳定程度的增强，封建主势力逐渐增大，出现了要求与教会进行权力重新分配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教会对世俗社会的控制。此时拜占庭帝国的求援正好给教会提供了一个重塑权威的时机。因为从客观上讲，此时的西欧封建贵族阶层尚无力承担起讨伐异教、援助拜占庭帝国的重任，只有教会利用其精神力量集聚欧洲社会的各种力量方能担此重任；从主观上说，教会自东西罗马分裂导致教会分离之后，一直有统一基督教、光复圣地的理想，但这种理想由于受不同社会因素的制约未能实现。突厥人对圣地的占领和亚历克修斯的求援无疑将这种主客观因素很好地结合到了一起，如果说这次东征能达成光复圣地的宗教目的，教会无疑拥有更为巨大的精神权威，同时它还可以将东西教会二者重新统一起来。出于这样的考虑，教会不遗余力地发动了十字军运动。对此，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十字军在许多方面有利于教会，它可使教皇在这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中，置身于最前方，取得全欧洲的精神领导权。”[11]

（二）十字军东征概述

十字军东征自1096年始，结束于1291年，这一年穆斯林从基督徒手中夺回最后一个据点亚克，从而标志着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结束，前后持续近200年。关于其间共有过多少次东征运动，由于各史家统计方法不同，因而众说纷纭。有8次说，也有11次说等。在近200年的东征运动中，其中第一、第三、第四和第五次的十字军东征具有极为广泛、深远的历史影响。下面简要介绍以上几次东征活动的情况。

第一次十字军东征（1096—1099年）：在拜占庭国王亚历克修斯的求援下，当时的教皇乌尔班二世于1095年在克莱蒙特召开宗教会议，通过组织十字军队伍以“圣战”的名义进行东征的决议。此后从1095年到1096年春，乌尔班二世在法国各地进行鼓动性演说，号召广大教众积极参加东征。在他的精神允诺和物质利诱之下，各地教众群起响应，特别是社会底层的农奴阶层响应更为热烈，他们首先于1096年春组成一支六七万人的队伍开始了东征运动。这支队伍由于缺乏严密的组织，没有坚实的经济实力作保障，加上沿路受到疾病和劫掠等的打击，到达小亚细亚时已基本上丧失了战斗力，被突厥人轻易打垮，最后只剩下3000多农民逃回君士坦丁堡。如果说这次农民十字军运动是一次序曲的话，那么，在1096年秋季出发的十字军则标志着教俗政权向外拓展的野心和决心。这支由法国、意大利和德意志西部骑士组成的东征队伍共3～4万人，他们从洛林、里昂、土鲁斯与布林迪西分四路出发，于1097年春天在君士坦丁堡会合。在拜占庭帝国的帮助下，他们迅速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攻克尼西亚后，又于1098年攻克爱德沙、安条克，并于1099年6月进逼耶路撒冷城下，围攻一个多月后于该年7月15日攻陷该城。这样，历经3年的东征以圣地的收复而告终。但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城被攻陷后的表现则暴露出了其野蛮、血腥和贪婪的本质。据当时的参与者福尔克里·沙特尔在《耶路撒冷史》中记载：“你如当时置身现场，就会亲眼看到我们的脚踝都被死者的血污染红，但是我还要指明的是什么呢？那就是没有一人幸存；即使妇孺也不能幸免……而后，一应僧俗人等去往圣墓及圣庙大唱九度音程的圣歌，虔敬地做着祈祷，对他们向往已久的圣地进行朝拜与捐献。”[12]这无疑表明十字军东征宗教性的虚伪与其行为本身的野蛮和血腥。有阿拉伯编年史家曾这样评价十字军：“他们是一群凶狠善战的畜生。”十字军攻陷耶路撒冷城后，成立了耶路撒冷王国，由下洛林公爵哥德夫利以“圣墓保卫者”的名义统治该城，后其弟鲍尔温继位。王国下设安条克公国、爱德沙伯国和的黎波里公国。王国依照西欧封建制模式制定了所谓《耶路撒冷条例》，规定了封建世袭制度以及领主与附庸的关系。同时，为了巩固和强化对被征服地区的统治，教皇还组织了几个宗教性的军事组织骑士团，包括神庙骑士团、医护骑士团和条顿骑士团等，他们与耶路撒冷王国一道，共同建立起了穆斯林包围圈中的基督教王国。

第三次十字军东征（1189—1193年）：这次十字军东征是由萨拉丁于1187年光复耶路撒冷所引起的。萨拉丁是以埃及为中心的新兴伊斯兰国家阿尤布王朝的首领，他多才且具有骑士气概，他于1187年10月2日光复了耶路撒冷城，并收复了许多沿海城市。他领导的反十字军的胜利震动了整个欧洲，由此引发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这次十字军由三位杰出的国王领导：德国皇帝红胡子腓特烈一世、法国国王腓力·奥古斯都和英国狮心王理查。他们于1189年出发企图收回耶路撒冷，但出师不利，由于德皇红胡子腓特烈一世在小亚细亚乞里西亚过河时被淹死，致使德国十字军返回德国。英法两国十字军部队继续向耶路撒冷城进军，并于1191年攻占亚克城，但由于英法两国国王矛盾重重，所以攻下该城后法国国王即率法国十字军返回了法国，并与德皇亨利六世缔结反英同盟。这样剩下狮心王理查已无力再攻下耶路撒冷城，遂与萨拉丁签署一项条约，即允许基督徒3年内可到耶路撒冷朝圣和经商。更为不幸的是，理查在回国途中被德皇亨利六世所俘，在缴纳了巨额的10万英镑赎金之后才得以重返英国。因此，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由于三位著名君主领导而得以留名，但事与愿违，最终却以闹剧收场。自此以后，光复圣地耶路撒冷便成了历次十字军东征的理想和目标，但不想却是一个未竟的理想。

第四次十字军东征（1202—1204年）：这次东征与第一次有许多相同之处，都由教皇鼓动发起［由教皇英诺森三世（Pope Innocent Ⅲ）鼓动而成］；这次十字军也是由封建主加以统率的。这次十字军东征在所有东征运动中是最为臭名昭著的一次，它最足以说明十字军的掠夺本质。霍莱斯特曾不无嘲讽地评价道：“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十字军东征，它始终没有到达圣地，但就其本身行动而言，取得了辉煌的胜利。”[13]这次十字军的原定进攻目标是埃及，试图攻占阿尤布王朝的心脏而迫使萨拉丁退出耶路撒冷。所以十字军于1202年在威尼斯集合，准备通过海路向东进军。当时的威尼斯总督恩里科·丹多罗同意提供舰船运输35500名军人和4500匹战马，但提出让十字军缴纳85000银马克的运费及分得十字军掠夺财富和土地的一半。十字军无法交付这笔运费，这样威尼斯总督同意十字军队伍倾其所有交纳运费，对于不足部分提出附加条件，即十字军在征途中须代威尼斯攻占新近落入匈牙利国王手中的拉扎口岸。这样十字军于1202年攻占拉扎，攻占拉扎之后十字军并未向埃及开进。由于这时拜占庭帝国内部发生权位更迭的混乱，废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历克塞逃往西方向教会求援，这样就为十字军转而攻打君士坦丁堡提供了借口。本来丹多罗由于和埃及密切的商贸往来便不愿意十字军攻打埃及，而拜占庭帝国由于和威尼斯在地中海东岸地区的激烈商贸竞争，引起威尼斯不满，试图将拜占庭帝国排挤出威尼斯的商贸范围之内。出于这样的考虑，在援助拜占庭帝国的借口之下，丹多罗与十字军首领北意孟菲拉侯爵卜尼法斯以及德意志皇帝特使一起，积极策划向拜占庭帝国的进攻。1203年5月，十字军从安德罗斯岛向君士坦丁堡进发，6月底歼灭拜占庭舰队，7月初进抵君士坦丁堡战略中心金兰湾，迫使篡夺帝位的阿历克塞三世出逃，从而恢复了伊萨克二世的统治，但不久即被推翻。一无所获的十字军和威尼斯人并不甘心就此罢休，他们决定攻占该城，推举自己的皇帝以瓜分东罗马帝国。于是，十字军开始围攻君士坦丁堡，并于1204年4月13日攻陷该城，推举佛兰德斯伯爵鲍尔温九世为帝，建立起拉丁帝国，在经历了约半个世纪的统治之后，于1261年崩溃。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城的洗劫可以算作十字军运动史上最为丑恶的一页，他们大肆抢掠财富，焚毁城内珍贵的文化典籍，焚烧图书馆，破坏艺术品，这些行径致使君士坦丁堡从此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到以前高度发达的水平。至此，十字军的贪婪性和侵略的目的暴露无遗。

第五次十字军东征（1212年）：有的史家并未将这次十字军东征计入东征之列，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在第四次东征之后的又一次以光复圣地为目的的东征运动，在此为了写作的方便，暂将此称为第五次十字军东征。在第三次东征失败和第四次消灭同一宗教信仰的拜占庭之后，西欧人开始对基督教信仰产生了怀疑，由此出发生成一种观点，认为只有纯洁无罪者才可重新夺得圣城。在这种思想的驱使之下，西欧人于1212年组成了儿童十字军共5万人，其中包括3万德国儿童和2万法国儿童。这次东征的结局是不言而喻的，以悲惨的结局告终。他们蜂拥到欧洲南部各海岸港口，“出于宗教热诚，竟然相信地中海的海水会在他们面前干涸，为他们铺设一条通往圣地的神秘道路，许多儿童明智地回到家中，其余的则被售予穆斯林为奴”[14]。童子军东征无疑是十字军东征史上最为愚昧的一次东征，体现出狂热群体意识中的宗教理想的愚人性和理性缺乏下的人为悲剧性。这以后，西欧社会逐渐丧失了对东征的热情与信心，虽然也组织了几次十字军东征，但无论就其规模、影响还是声势来讲都无法和前几次相提并论。1261年基督教徒在“圣地”的最后一块领地亚克被光复，宣告了持续近200年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的终结。

（三）十字军东征的文化影响

对十字军东征文化影响的评价是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文明是由相当复杂的因素造就而成的，很难把精确的价值归之于某一单一因素的作用。美国学者汤普逊也指出：“在对所谓十字军的结果作出评价时，我们所感困难的，是区别于哪些事情似乎是起源于十字军的；哪些现象是在十字军时出现，但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由十字军所产生的。”在文化影响上我们也“不可能来区别：什么文明是从十字军产生的，什么文明是在十字军时期发展起来的”[15]。在评价指向不明的同时，评价出发点的不同也带来了有悖历史事实的评价。在以往关于十字军东征文化影响的评价研究中，人们所注目的焦点往往在于东西方文化间的交流之上，而这种交流又尤其侧重于西欧社会对东方文化的吸收和融合，以此为出发点，人们往往易于做出积极的评价，如大部分学者所持“如果没有十字军东征，便没有了欧洲社会的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等诸如此类的观点。毫无疑问，十字军东征为西欧文化、文明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推动，但这种侧重于单方面文化吸收的评价是否更多地打上了学界长期存在的“欧洲中心论”的烙印，因为文化影响是相互的，在一方受益的同时，作为一次“军事与精神”交织的十字军东征运动，给文化输出方的伊斯兰文化所造成的影响同样应该是评价关注的焦点。如果以此为起点进行评价，十字军东征则扮演了一个十分不光彩的角色，可以说它对东方文化的打击是致命的，所造成的影响是负面和消极的。因此，基于以上考虑，我们认为从西欧文化和东方社会两个不同的出发点进行评价是能够较为客观反映十字军东征的文化影响的，可以说它既有消极的影响又有积极的作用。

1.十字军东征对东方文化的消极影响

正如以上所说，不能把文明价值的判定归结为某个单纯因素的作用一样，我们也不可能把十字军东征看成是导致东方伊斯兰文化衰落的罪魁祸首，但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对伊斯兰文化的衰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加速了这种衰落的过程。事实上，曾经在西欧处于文明蛮荒之境时期的高度发达的伊斯兰文明，随十字军东征在13世纪末的终结而尘埃落定，逐渐退出文明的舞台而成为人们追忆的历史。这种时间上的一致并非巧合所能够诠释得了的。只要看看十字军对君士坦丁堡和耶路撒冷文明的野蛮破坏便可以找出二者若明若暗的联系了。当1204年4月13日十字军攻入君士坦丁堡城时，这个当时的文化之都遭遇了灭顶之灾，并且从此一蹶不振，再也没能恢复到其顶峰时期的辉煌。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这样写道：“抢劫情况，是欧洲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君士坦丁堡原来是基督教国家中从古希腊时代以来一脉相承古代高度文化和物质文明的一个大城市代表。现在，几乎全部珍奇遗产都被破坏无遗。……物质的毁坏虽比不上人类所遭受的文学和艺术上的损失，但也是令人痛心的。图书馆、宫殿和浴场化为瓦砾场所。”[16]另据史载：十字军曾在君士坦丁堡纵火三昼夜，把藏书丰富的君士坦丁堡图书馆付之一炬。他们掠夺艺术珍品，对于运不走的雕塑等艺术作品则采取野蛮的破坏手段；后来装饰在威尼斯圣马可大教堂的青铜饰金的四匹骏马，是亚历山大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作品之一，就是当年十字军从君士坦丁堡赛马场运回威尼斯的。十字军对同属基督教文化的拜占庭帝国尚且如此的丧心病狂，对于异教文化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的。在此姑且不论十字军在耶路撒冷城所造成的血腥与野蛮，单就他们对伊斯兰文明所带来的影响而言也是无以复加的。他们的足迹所至，带来的是一片死寂与荒凉，造成大量的伊斯兰教徒离开他们曾引以为豪的文化之乡。因此，近200年的东征严重破坏了这一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大大阻滞了这一地区社会历史的发展。这样，文化的衰落也是十分必然的结果。从此意义上讲，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破坏性影响不可不谓之大。

2.十字军东征对西欧文化的积极影响

现在很难说十字军东征带来了什么具体的文化影响，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打开了一条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渠道，使两种文化得以进行直接的接触。这应该是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在文化上带来的无意识的影响。人们也许会惊讶于两种不同信仰、相互攻讦和抵制的文化却能在这一特定时期走向融合，对此美国学者道森解释道：“毫无疑问，尽管这两种文化互不相容，但西方的年轻民族有时却能接受较为古老的文明的更高和更为精致的文化。……而且，如果在一个最大限度地抵制异教教义侵入的教牧社会中尚且如此，那么，世俗社会在不直接与宗教或政治相联系的事务上更愿接受较高文化的影响，这就更加可能了。”[17]由此表明文化的交流是不以意识形态为障碍的，而是一种先进与落后二者间相互流通的结果。所以十字军东征的强烈宗教性并未能阻止异教文明的流入，相反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一进程。十字军东征所造成的东方文化的西渐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古希腊和阿拉伯文献的翻译，一是人员特别是学术人员之间的交流。其实这两种方式也并非十字军东征时代的独创，早在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在西班牙和意大利便有了这种文化交流方式的存在，只是程度和规模要比十字军东征时期小得多而已。这一时期翻译了大量的科学、哲学方面的典籍，例如，1138年、1175年托勒密的天文学著作《四分法》和《大综合论》被分别译成拉丁文，从此，托勒密的地心说成为天主教公认的权威性学说；数学家花剌子模的《印度记数法》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他的代数方面的著作也于此时传入西欧，并被作为大学教科书直到16世纪；12世纪时，阿维森那的医学名著《医典》被介绍到西欧，直到17世纪仍被认为是大学的权威性医学著作。在哲学思想方面，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大多于十二三世纪被译成拉丁文。例如，他的《分析篇》《正位篇》《诡辩驳斥篇》《分析后篇》和《物理学》等著作于12世纪被译成拉丁文；《形而上学》《尼可马可伦理学》《论灵魂》《论天和世界》等也于13世纪被陆续介绍到西欧。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引入，使西欧天主教的官方哲学从此发生巨大的变化，由此而产生出的经院哲学成为以后西方天主教会的主流思想。同时，这一时期大量的阿拉伯哲学思想也纷纷被介绍到西欧，开阔了西欧人的视野和眼界。所以，站在西方社会的立场上来看，十字军东征所带来的积极的文化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评价，如果这一时期没有十字军东征，欧洲也会取得进步，但经历了这场运动之后欧洲的变化是如此显著的，以致会不可避免地得出这样的结论：十字军运动是影响欧洲文明最大的一个因素。

二、城市的产生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城市曾随古罗马的衰亡而逐渐衰落，在整个中世纪早期，城市不再是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中心。到了11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秩序的稳定，城市作为重要的社会存在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并对人类发展产生极为重要的影响，被认为是中世纪时期一个转折性的标志事件。美国学者汤普逊就认为：“没有一个运动再比城市的兴起具有更持久的意义。城市运动，比任何其他中世纪运动更明显地标志着中世纪时代的消逝和近代的开端。”[18]从此，城市开始逐步成为当地社会的工商业中心，并进而形成了相应的利益集团和商人行会、手工业者行会等。经济实力的壮大以及获取更大发展自由的愿望促使这些利益集团向封建教俗贵族提出权力重新分配的要求，因而无论是以和平还是以暴力的方式产生出了城市自治运动。这一运动无论是对资产阶级作为新兴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还是对西方自治思想的形成，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此，汤普逊在评价欧洲中世纪的城市兴起时曾这样说道：“城市的兴起，论过程，是演进的，但论结果，是革命的。”[19]关于这一时期的城市发展概况，一位法兰西的历史学家写道：“在城堡密集的地方（这些城堡因设防而日益集结，因战争、抢劫和饥饿而变得荒凉）出现了许多更大的城市，这些城市都具有力量雄厚的郊区，由于工业和商业的发展，城市人口稠密。在7—10世纪这个时期，城市好像哑巴似的死气沉沉；在13世纪，城市像蜂房似的终日嗡嗡：街道很狭窄，不规则也不卫生，但是很热闹，到处拥塞着货物包、小贩摊和兜售货物的商人。地上树起了壮丽的纪念碑，纪念碑的出现应归功于城市的富人和那些朴素的无名建设者的天才。”[20]由此不难看出，当时的城市既有作为经济中心的繁华和浓厚的商业氛围，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初创时的局限与不足。但不管怎样，城市的兴起毕竟标志着一种影响西方社会以后发展的新兴模式和力量的出现，标志着两种不同生产关系在此时的碰撞、融合，进而使西欧步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时期。因此，探讨这一时期的城市兴起具有重要的意义。

（一）城市的产生

关于城市的起源具有各种各样的争论。“像任何其他巨大而又复杂的现象那样，城市的根源深植于过去的历史里，而所有的城市已不是出于同一的根源的。城市运动的多种根源和它史料的歧异，是个麻烦的问题。”[21]现在关于城市的起源就有公社起源说、庄园起源说、市场法起源说、免除权起源说、卫戍起源说以及加洛林朝地方制度起源说和德意志行会起源说等诸多观点。这些假说无一例外都带有特定区域、特定阶层的局限，这一时期的“城市运动不是一个全国性的运动。它是出现于中欧和西欧的各个地区和各个民族之间的一种社会经济现象，无关种族、语言或边界”[22]。因此，这些假说不能解释在不同地区同时产生的这一社会现象。为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必须从不同地区城市兴起的共同点出发加以分析。“在这个时代，欧洲城市生活的兴起表现出若干相似点；不论它们位于北意大利或北法，位于法兰德斯或德意志，这种生活兴起和城市的经济生活发展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23]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城市是一种经济社会现象，因而它的产生和出现也应是中世纪经济社会力量的产物。综观这一时期城市的产生，有三方面的因素共同促成了城市的复兴。

1.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和人口增加促成了城市的产生

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农业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生产力水平已有了极大程度的提高。随着农具和耕种方式的改善，特别是用马牵引的带轮的铁犁和二圃、三圃制的广泛流行以及大面积垦荒的出现，生产率得到了增长。主要谷物如大麦、小麦的产量急剧增加，由8—9世纪时的种一收二，提高到种一收五六的水平，因而出现了大量的农业剩余产品；同时新的动力来源如风磨和马力的使用也带动了其他专门行业如纺织、制革、采矿等的兴起。这些专门行业逐渐发展成为具有专门技能的部门，致使以前的封闭型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逐渐被打破。农业生产者开始运用自己的剩余产品同手工业生产者交换自己所必需的物品如生产工具等，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交换，并且这种比重逐渐增大。随着交换地点的固定，便出现了定期的集市，这成为以后城市赖以产生的基础。在这里逐渐聚集起了固定的手工业者，他们成为城市最早的市民。因此，可以说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力的提高是中世纪西欧城市兴起的重要前提。同时，随着西欧社会在11世纪时期战争的减少和社会趋于稳定，人口数量开始大幅度增加，这就为农业以外的手工业、制造业等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资源，满足了这些行业发展初期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得以生产出更多的剩余产品用以交换。这样无疑扩大了商品交换的规模，使手工业者队伍逐渐庞大，从而使城市得以在以前集市的基础上迅速膨胀。

2.农奴争取独立的斗争促成了城市的兴起

马克思认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城市的城关市民”[24]。这表明西欧城市的产生是农奴和其他依附农民与封建领主进行阶级对抗的结果。11世纪十字军东征给农奴解放带来了契机，从此农奴争取自由、独立的斗争便在西欧社会内部此起彼伏。开始时，一些具有特定技能的专业化手工农奴为了摆脱庄园主的剥削和压迫，便采取逃亡的方式来达到解除依附关系的目的。他们逃到一些交通要道如渡口、港口、关隘以及一些主教驻地、寺院和封建城堡附近聚居下来，利用其手工技能制成手工业产品以交换维持生活所必需的物品。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地方人口逐渐增加，来往商人和商品交换行为增多，使得这些聚居地逐渐形成了初期的城市。以后农奴的逃亡行为随城市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大而成为阶级对抗的主要方式。当时，西欧流行过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对此，汤普逊曾评价道：“城市的迅速发展曾引起农民状况的改善。”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使得很多城市专门制定了许多有利于逃亡农奴的法令。例如，1168年圣托美尔城规定，农奴入城后，领主不得追捕；1127年英王亨利三世给克劳彻斯特城颁布特许证明文规定：农奴在城市住一年零一天便成为自由人。除制定相应的法规外，有的城市走得更远，甚至主张废除农奴制，例如，意大利的卫尔夫派城市提倡释放农奴，并且在很多场合还允许农奴以金钱来赎买他们的自由。由此不难看出一种新的生产关系与旧制度之间的激烈冲突与对抗。自由农奴在城市聚居数量的增加，一方面增大了消费群体的基数；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众多的劳力资源以从事手工业活动。这些无疑都极大地促进了城市商品交换行为的增多，使城市逐步摆脱了封建城市的封闭特性而走向开放型的发展，这显然是与新型生产关系的发展相符的。

3.贸易的发展促成了城市的产生

美国学者汤普逊认为，贸易发展是城市发展的基本的共同原则，是城市起源过程中的一个具有原动力的积极因素。由此可见贸易发展在城市形成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中世纪时，贸易特别是国际贸易的发展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自然环境的影响，地理因素“对于一个中世纪城市生活的发展是具有最大影响的。尤其重要的是，地理位置和它周围的自然资源使城市获得了经济特征和重要地位”[25]。综观中世纪时欧洲最早的城市无不与其优越的自然地理环境有关。这时期最先出现的城市主要集中于地中海沿岸，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地以及北欧波罗的海沿岸的港口，如后来的汉萨联盟等。这不能不说与这两地发达的海上交通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以意大利诸城市为例，由于与东方各国贸易往来的地中海航道的打通，再加上十字军东征扫除了意大利各城市的贸易竞争对手，这一地区城市不仅数量多，而且发展较快，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因素萌芽最早的地区。他们从近东和远东地区贩入香料和奢侈品，以此为中转地，然后向欧洲大陆腹地倾销这些商品。可以说，意大利这些港口城市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集散地的发展和壮大，而北欧莱茵河附近城市的兴起也不例外。

（二）欧洲城市社会阶层的分化

社会阶层的分化往往是以不同的经济地位为标准的。如果说在中世纪城市出现之初还具有一些平等、民主的意味的话，那么随着城市的发展，不同经济地位的阶层开始在城市内部和外部同时出现了分化。城市内部出现了早期的资产阶级、市民阶层以及那些处于城市生活最底层的雇工、学徒工人等；城市外部则是整个市民阶层与封建地主或者教会二者间的分化。内部社会阶层的分化是借助于行会的出现得以实现的，而外部社会阶层的分化则是城市自治运动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城市自治运动和行会的出现提供了城市社会阶层分化的外部环境。

1.城市自治运动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城市出现之初，大都受到封建教俗领主的制约，这种制约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城市经济生活的自由发展。随着城市工商业者经济地位的提高，他们迫切需要打破这种限制以获得自主的发展机会；又由于封建领主对城市居民的各种摊派、税收加重了他们的负担，从而激起了全体城市居民的反抗。这些城市居民和工商业贵族结成城市自治联盟，反对领主对城市的控制，实现城市的自治。道森曾这样评价自治联盟：“它是中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创举之一。自治联盟不只是商人的联盟，而是一个城镇所有居民的联盟，他们都受到保卫共同和平、维护共同自由、服从共同首领这一誓约的约束。”[26]在共同誓约聚合之下的城市自治联盟，或采取赎买的办法，或采取武装斗争的手段，或二者兼用，于12世纪开始掀起向封建领主争取自治权的斗争。斗争的结果是一部分城市取得了独立的自主权；而一部分城市则与封建领主相妥协，取得了不完全的自主权。取得完全自主权的城市如意大利的威尼斯等，德意志的城市则形成了独立的共和国。在这些共和国内，政权由一个显贵团体行使，并逐步发展成为一个主权团体。它制定条例、法律，对外有宣战、媾和的权力；对内行政权由行政长官负责行使，这些行政长官或叫“城长”，或叫“市长”或“统领”。这样就形成了城市贵族与城市居民二者的社会分层。那些只具有不完全自治权利的城市，由于领主仍然拥有极大的城市控制权，所以一般城市的行政长官如市长等都是领主的代理人，代理人代表领主行使一切权力，如宣布判决、课征赋税等。城市必须向领主履行一定的义务如交纳赋税等。在这种类型的城市里，城市贵族的自主性也有着不完全的体现，由他们中间选举出的执政官或“士绅会议”，可以行使一定的行政权力如通过城市的法令等，并且依照封建领主的授权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习惯法受到审判，但没有权利建立自己的政府。这样，就在贵族及其代理人和城市居民之间形成了一个第三等级，这标志着资产阶级开始逐步插手城市事务的管理。

2.行会的形成与社会阶层的分化

如果说城市自治运动带来的社会阶层分化属于宏观层面的话，那么随行会出现所造成的社会阶层分化则可看成是微观层面上的一种分化。行会的起源和城市起源一样错综复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早期中世纪世界，下层社会到处觉得有组成某种集团的必要性”。对此，根特曾做出如下审慎的论断：“在早期，我们祖先中间，盛行着一种较为持久的、实际的而又合理的目的所表现的自由结社与组织的精神，关于这一点是无须寻求更远的根源的。它无须乎外地的榜样，但只要当他们的一般文明状态允许并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兴起了，并按照情况与目的采取了各种不同的形式……城市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来自周围乡村的移民居住着的。他们由于变更了他们的住处，离开了他们的亲属，因而离开了那些患难与共、休戚相关的人们。行会在某种程度上所提供的，正是他们亲属的作用。”[27]这种借助于共同利益纽带的集团实际上成了中世纪城市居民获得独立身份的一种手段。对此道森认为：“中世纪的行会生活，是公社生活的一个缩影，它的高度稳定性，使得其成员身份在个人的生活中比城市公民身份本身更为重要，因为主要是通过行会，普通人才能行使和实现他的公民权。”[28]由此可见行会在中世纪城市生活中的重要地位。纵观中世纪的行会发展，其种类繁多，大体可以分为手工业者行会和商人行会两大类。

手工业行会是手工业者为了保护自身的利益，由不同手工业作坊主联合起来反对外来竞争和压迫的一种组织。这种组织一般由同业的作坊主聚合而成，这些作坊主称为行东。整个行会由会员选举行头（行会主席）或监管来负责行会的日常事务，如产品的规格、质量和数量，学徒的年限及劳动日长短等。这些决定具有对内的一致性和强制性。行会实际上是一个由行头、行东和会员组成的严密的集团，这样有利于增强竞争力；同时在每个作坊内部也有严格的分层，包括作坊主、帮工或学徒三个层次。一般学徒学习年限为2—7年，由作坊主视其表现决定是否升为帮工，在学徒期间没有工资，只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帮工则可领到少量的工资，在为作坊主工作几年后，依据相应标准被确定是否有资格独立开设作坊，成为匠师。这些标准大都由行会统一制定，只有审查通过之后方可被行会认可。实质上，作坊主与帮工、学徒之间是一种典型的宗法性师徒关系，帮工和学徒处于行会的最底层，与作坊主之间具有紧密的人身依附关系。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展，商人之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特别是外来商人之间的竞争。为了保证对市场的独占地位和对商业的垄断，商人之间也组成联盟，从而形成了商人行会。一般每个城市拥有一个独立的商人联合体，也有按经营范围结成的商人行会，这时期还出现了跨城市、跨地区的商人联合公会。商人公会中有相应的领袖，他们决定商人行会的所有事务，而加入行会的商人成为会员，拥有相应的权利和承担一定的义务。这些商人公会的领袖与高利贷主、城内的大房地产主共同构成了城市贵族。他们控制了城市议会，把持了城市的对外贸易等发展大权，成为城市的上流阶层，商人行会会员则构成了城市的市民阶层。

城市的社会阶层在手工业行会和商人行会的共同作用下，基本上分成了城市贵族阶层、市民阶层和雇工阶层三类。城市贵族阶层以后出现分化，大部分成为新兴的资产阶级，另有一部分则成为封建主贵族而被淘汰；城市市民阶层由行会的行东及会员、商人行会的会长共同构成，他们由于具有独立的经济发展权，最终大部分也上升为资产阶级；而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则是雇工阶层，他们是最初的无产阶级，与市民阶层与贵族阶层都有着极强的人身依附关系。正是这些处于社会最底层的人，构成了以后新型生产关系向旧有制度斗争的主力军。他们由于具有对自由的深切热望，所以形成了西方典型的市民精神。对此，法国布道家扎克·得·维特里约在1200年时大力称道这种精神，他说道：“市民能深思熟虑，对公共事务勤劳而又热心，他们拒绝屈从别人，并防止任何人侵犯他们的自由。”[29]由此，西方社会逐步步入了一个自由的、自治的市民社会。

第二节 西欧中世纪复兴的思想文化因素

在继承加洛林“文化复兴”和9—10世纪的宗教复兴运动的基础上，西欧在11世纪迎来了思想、文化发展的高峰。这时期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兴既有制度的创新也有纯思想的提升，主要集中在宗教修道制度及其带来的文化影响、教育领域新型机构——大学的兴起，以及思想领域内理性与信仰二者激烈的交锋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的因素共同构成了西方现代文化兴起的基础。

一、教团组织的出现与教士学术活动的发展

教团组织（orders，即修会组织）是修道院制度的产物。西欧中世纪复兴期所涌现的教团组织起源于10世纪的新兴宗教运动。由本尼狄克修会到克吕尼教派的改革，进而发展到息斯妥西安[30]等新型修会组织的出现，呈现出不断更替的过程。可以说，这一时期西欧各种修会组织不断涌现，其中也包括一些反教会的异端组织如阿尔比派等。之所以出现修会组织不断更迭的现象，是与教会本身发展所造成的弊端迫使创立新修会，以及教会为适应外部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做出相应调整相关的。

从教会内部来看，日益滋生的腐败现象和自满情绪成为各种新型修会组织得以建立的指向性对象。这种腐败来自修会组织对财富的迷恋与贪婪，这与各种修会所提倡的贫穷、苦行和劳动的理想、信仰相悖逆，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修会组织作为宗教组织的性质，使其更多地呈现出世俗特性。“整个中世纪都有贪污腐化的教士，某些史学家乐于编写有偷窃行为的主教、贪吃的牧师及放荡的修女等事例。”[31]尽管这些只是个别情况，但也足以反映出当时教会内部活力的缺乏。这就迫使教会不得不建立新的修会组织以增强活力，对此汤普逊在《中世纪经济社会史》中指出：“修道院制度的历史，是一个腐败和改革的长期纪录……那用以纠正寺院腐败的方法，一向是增多僧侣——建立一个新寺院团来纠正旧寺院团的弊病，来重整这种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新教团组织的诞生都是改革和复兴的结果。但这些新教团组织在发展过程中又会产生出新的弊端从而激起新的变革，从而就形成了新旧教团组织之间的不断更迭现象。如果说腐败从机理上加速了对教团、修会组织的侵蚀的话，那么自满则使教团组织从根基上丧失了存在的可能。霍莱斯特曾把自满看成是中世纪教会的最大缺点，他认为：“中世纪盛期教会最大的缺点还不是大量贪污，而是日益增长的骄傲自满情绪，这种情绪有时会导致迷恋教产，对基督徒的宗教生活，持冷漠而勉强的态度。”[32]这种对宗教的冷漠导致大多数教士完全丧失了对于宗教的虔诚，使教会与宗教徒赖以联系的精神纽带出现断裂。修会组织也逐步趋于封闭和世俗化，这极大地削弱了修会组织的影响，迫使教团组织做出新的调整和改革。可以说，自满倾向已经成为这一时期基督教修道生活中反复出现的问题，为了抵制这种日益增大的侵蚀，防止修会组织的世俗化，各修会纷纷借助改革以缓解矛盾，这就导致了改革的周而复始，形成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和兴衰。

从修会组织外部来看，与经济因素关系的协调与否也成为新型组织取代旧有团体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修会团体大多具有极强的封闭性，所以对社会经济的敏锐性往往较差。特别是西欧复兴期各种经济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一种过渡时期的较为复杂的经济关系，这为修会组织的适应带来了极大的困难。例如，在息斯妥西安派取代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上，这种因素体现得尤为明显。息斯妥西安寺院团在方法上能够适应12世纪改变了的经济条件，使它财富迅速增加，规模迅速扩大，成为一种极富生命力的新型教团。这时本尼狄克派和克吕尼派则仍停留在一种简单的农业经济上，从而无法适应新时代的需要，因而导致这两种教派组织逐渐丧失主导地位。由此可见，经济因素同样是修会组织之间产生更替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内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修会组织之间的不断更替成为复兴时期的一大象征。这种更替导致许多新型的、富有深远影响的修会组织出现。到了13世纪，随着息斯妥西安派势力的式微，出现了两个在思想文化领域和宗教修道理想上都有着深远影响的新型修会组织：法兰西斯派（Franciscans）和多米尼克派（Dominicans）。

（一）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的产生及发展

1.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概述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由于在传道方式上都以乞讨为主，都强调修会的绝对贫困以改革息斯妥西安教派的腐败，因而这两个新型修会也被称为托钵僧派。二者在许多方面存在相似之处，但在传道理想、目的和对待贫困的态度等方面也存在一定的差异。由于同处13世纪，所以二者相互渗透、相互影响，特别是在文化教育领域表现更为明显，它们共同促进了这时期文化的复兴，对后来经院主义哲学体系的建立以及新型思想文化因素的兴起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法兰西斯派也被称为圣方济各会或小兄弟会，得名于其创始人——意大利中部城市阿西西的法兰西斯（Francis of Assisi）。他是一位绒布商的儿子，早年曾随父亲游历过许多地方。法兰西斯于1182年生于阿西西，关于其早年生活，美国学者霍莱斯特在《欧洲中世纪简史》一书中指出：“方济各（指法兰西斯）青年时代慷慨大方，精力充沛，交游甚广，很快就成为一个喧闹而无害于社会的少年团伙的首领，他的为人并非放荡不羁，有位作家描写得十分恰当，他‘似乎完全是一位有欢乐情趣的人物’。”如果说这种生活方式是一种典型的城市贵族的世俗生活的话，那么在法兰西斯20多岁时，他的生活方式逐渐由世俗向宗教修道的生活方式发生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虽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很难解释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也许这与他早年对社会底层人民的同情与关注有关。他曾参加阿西西下层人民反对贵族的战斗，并且在佩鲁贾战败被俘而当了一年的囚徒，更为重要的是他思想意识中的宗教理念与信仰。他在《遗书》中写道：“当我还生活在罪中时，看见麻风病人就令我难受。但主亲自引领我到他们中，我对他们便产生了怜悯之心。在我离开他们时，过去那种难受的感觉一变而为甜蜜而舒适之感了。”这里所说的主的引领实际上是福音的启示，他继续说道：“在上帝给我送来几位兄弟之后，没有人告诉我该做些什么，但是，至高无上的上帝向我启示，我必须按照神圣福音（着重号为著者所加）的形式去生活……上帝已经向我们启示，我们应该采用这种向人致意的方式：‘上帝给你和平’。”[33]由此表明法兰西斯走向修道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精神来源是福音的指引，福音的力量对他是如此的具有震撼力，以至于他在1208年2月24日波蒂温库拉（Portiuncula）教堂的福音颂词中被深深触动：

随走随传，说，天国近了。医治病人，叫死人复活，叫长大麻风的洁净，把鬼赶出去，你们白白地来，也要白白地舍去。腰袋里不要带金银铜钱。行路不要带口袋，不要带两件褂子，也不要带鞋和拐杖。因为工人得饮食，是应当的。[34]

可以说，福音所倡导的使徒的贫困与苦行成为法兰西斯行动的指南，奠定了法兰西斯派的精神基础，成为重要的理念来源。自此以后，法兰西斯开始混迹于贫民之中，衣着褴褛，用其父亲的钱去拯救贫民、整修教堂，为此他被剥夺了继承权，并与其父断绝父子关系。通过他的布道与使徒式贫困生活的榜样的影响，在他周围逐渐聚集起一些信徒，法兰西斯称他们为“小兄弟”，因而法兰西斯派也得名小兄弟会。当他的门人达到12人时，他带领他的门徒于1210年到罗马请求教皇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教会修会组织。出于教会吸引更多信徒的需要，英诺森三世批准了他们的请求。对此，霍莱斯特曾对教皇的用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说：“无疑，教皇鉴于方济各会的正统性质，正可用作抵消以清贫质朴为标榜、赢得广大群众改变宗教信仰的韦尔多派、阿尔比派及其他异端组织所造成的影响。因为方济各忠于天主教事业已毋容置疑，何况他那坦率纯朴的生活作风，可使误入歧途的人重新回到基督教会。”[35]由此表明，教皇的批准实际上确立了法兰西斯会的工具职能，使其成为维护正统教会反对异教的一种工具。然而，这是与法兰西斯本人的理想相悖逆的，他所追求的，不是建立一个新的宗教修会，也不是任何形式的教会组织，而是追随基督，追求一种抛掉传统、组织、财产和知识等累赘，并恢复个人与内在生活的神圣源泉的直接接触的新生活。因而这种理想与现实的悖逆成为法兰西斯派发展的一大障碍，并最终导致法兰西斯派后期对法兰西斯精神信念的抛弃。

法兰西斯派在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整体的精神理念：强调绝对贫困，以基督和使徒为榜样，反对对财产的占有，要求不论个人和集体都必须安贫乐道；主张通过劳动来获取生活所需，认为劳动“并不是出于为了换取劳动报酬的贪婪，而是为了做出一个好榜样和防止懒惰”。这种劳动目的决定了法兰西斯派的主要生存方式必须依赖乞讨，这也是对教会组织腐败改革的必然结果。法兰西斯在《遗书》中指出：“既然我们不应接受我们的劳动报酬，那么我们请求上帝的施舍，并挨家串户地乞求我们的食物。”[36]乞讨便成了法兰西斯派的主要特征，通过守贫、乞讨，他们对社会大众进行宣讲、布道；他们主要聚集于城市周围，在城市民众之间布道以满足城镇人民日益增长的宗教需求。这可以说也是对以前教会封闭、隔离的一种纠正和改革。在这些精神信仰的凝聚之下，法兰西斯派规模逐渐扩大，最后达到28000人的规模，成为当时极富影响的一个修会组织。它的会员大多来自那些城市贵族，他们放弃了对财产的占有与欲求，而跟随法兰西斯走上了追求使徒式理想的精神之路，这足见法兰西斯在当时社会里的影响。为此他曾被说成是“许多时代中的最有自发性的而又最不受习俗拘束的天才”。

随着修会组织规模的扩大，法兰西斯的鼓舞性精神毕竟不能掩盖其组织能力的欠缺，同时其精神鼓动性与修会发展二者之间存在的内在悖逆，迫使法兰西斯逐步让出了对修会的领导权力，以1219年他到埃及传道为标志，自此以后法兰西斯在修会组织发展方向上的影响力越来越小，而代之以洪诺留斯三世对教会的监管。教皇对修会会规进行了修改，修改后的会规与法兰西斯的初衷已相去甚远，这样，法兰西斯派最终成为一种为教会控制的宗教修道组织。而法兰西斯相传晚年由于在埃及感染上眼疾，更少与人交往而过上一种神秘的隐修生活，直到1226年去世时他仍对其理想化的使徒式生活抱有坚定的信念。以后法兰西斯会在波拿文都拉（Bonaven-tura）的改造之下，更多地脱离了修会守贫的本色，而逐渐使会规臻于合理，并与文化教育相联结。这种与智识阶层的联结致使修会带上了一些贵族的世俗烙印，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腐败，因而其影响也在13世纪末趋于式微。

与法兰西斯会相伴而生的是多米尼克修会。多米尼克修会得名于其创始人西班牙的多米尼克·德·古茨曼（Dominic de Guzman，1170—1221年），学术界也有人译成多明我会。根据多米尼克的姓名，有学者推断多米尼克出身于西班牙贵族。他幼时在帕伦西亚（Palencia）接受教育，后成为奥斯马修道院的法政牧师（Canon of Osma Cathedral）。当时宗教异端派别风起云涌，特别是法国南部的阿尔比派势力日益高涨。1203年，多米尼克与奥斯马主教迭亚哥（Diego）出使法国，第一次直接接触到阿尔比派的教义和组织。他们于1206年完成使命返回，途中遇到受罗马教廷之命反击阿尔比异端的息斯妥西安派的传教士，并亲眼看见了他们与异教派别的辩论。由于息斯妥西安派处于劣势，所以多米尼克和迭亚哥决定加入他们的行列，共同反对异端阿尔比派。在这过程中他逐渐萌发出通过建立修会组织来反对异端的观念。多米尼克与息斯妥西安派传教士们的谈话已经初步显现出以后修会精神的雏形。据多米尼克传记作家彼得（Peter Ferrandus）记载：迭亚哥和多米尼克指出息斯妥西安教士反对异教的努力之所以收效甚微，根本原因在于他们经院式的古板传教方式以及大批随从式的奢华传道。他们认为只有对隐修生活的践履者才可能真正实现对福音的理解与传播，这样就要求传教士抛弃财产，依靠乞讨来达到与异教抗衡的目的。自此以后，对贫困生活方式的追求成为多米尼克会的主要标志，这也成为该修会反异端目的得以实现的主要手段与途径。此后，他们返回西班牙继续进行反异端的斗争，不久迭亚哥去世，多米尼克成为领导反异端的主要组织者。

尽管与阿尔比派的斗争由于教廷的武力干预而告终结，但多米尼克对通过乞讨实现传道目的的理想仍未泯灭。他不断宣扬其主张，并在周围聚集起了一小批支持者。1215年，图卢兹主教赠送给多米尼克的修道团体一座教堂。以此为基地，多米尼克开始逐步扩大组织，并于同年到罗马请求英诺森三世批准成立新的修会组织。教皇鉴于当时各种修会组织不断涌现而导致的混乱状况，未批准成立新修会的请求，但同意在传统教规下的修会团体的成立。因此，多米尼克采用奥古斯丁的教会法规，并补充进关于贫困与乞讨的内容，这样，1216年教皇洪诺留斯三世（Pope Honorius Ⅲ）批准了成立新修会的请求，正式称之为多米尼克修会。修会成立后，多米尼克一改以往修会经院的封闭传教方式，于1217年决定派遣教士到各地传教，以直接接触信徒满足他们的精神信仰的需要。为了影响未来的教会领袖，他派遣教士到当时的文化知识中心巴黎、罗马和博洛尼亚等地进行传教，以争取知识阶层的信徒，从而扩大修会的影响。多米尼克的努力获得了巨大的成效，其传教范围远涉德国、伦巴底、法国等8个国家和地区，并且在大学内发展了大量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信徒，使多米尼克修会在学术智识水平上成为推动当时大学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这种对文化教育的重视也随之成为该修会的主要标志与特征。这将在以后的论述中重点展开。

多米尼克本人具有极为出色的组织才能。从1220年开始举行第一次修会全会以后，修会全会作为一项制度每年举行一次，商讨修会章程，确立修会的发展方向与目标；并且通过这种形式，在修会内部发挥一定的民主，建立起相应的修会组织机构和制度，使修会的组织与管理形成相应的制度。到1221年多米尼克去世时，修会已发展到拥有60余处会址的规模，特别是在各文化知识中心的影响为教会的精神支撑提供了理论体系。但这种知识阶层的加入也为多米尼克修会注入了强烈的贵族习气，致使修会逐步脱离具体的传道实践，而沦为经院里的学问思辨。更可悲的是，多米尼克修会会员由于他们的学识而被聘为宗教裁判所的裁判员，成为教会压迫异端的工具，所以该修会也被贬称为“多米尼克的狗”，最终成为一种教会组织。其实，多米尼克创立修会的本意虽然也是出于同异端争夺信徒的需要，但其真正目的则在于建立一个谦卑的、自我牺牲的修会，到社会底层去直接布道传教，以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而不是脱离尘世的经院式的沉思默想。这种理想与信念间的事实悖逆，不可避免地使修会走向腐败、自满的老路，而被新的修会所代替。

2.法兰西斯派与多米尼克派的异同论

作为同处13世纪的两大修会组织，二者既是相互竞争的对手，又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同行者。如果说二者在创立之初精神理念上存在重大分歧的话，那么在以后的发展过程中则又出现了更大程度上的重叠与交叉。可以说二者同中有异，异中存同。按照道森的观点，之所以造成这种同质的原因在于“权威的影响和外部环境的压力”，而异质的存在则是各自精神理想指引的结果。“多明我修会（多米尼克修会——引者注）前后一贯地保持着对其教育修会即传教师修会的原始理想的追求；而方济各修会（法兰西斯修会——引者注）的教规和传统则保持了它们作为向普通百姓宣传基本的和主要的基督教真理的宣教师的原初使命。”[37]这种观点有其合理的一面，但未能从根本上揭示出二者同异的实质所在。两大修会之所以同时出现，并具有极大的同质性，一方面是出于一种宗教改革的自觉和反异教维护正统教会的工具定位，一方面则是与13世纪的社会发展状况紧密相关的。对此，汤普逊精辟地指出：“托钵僧是反映中世纪欧洲促使封建制度垮台的经济和社会革命的。他们显然是城市的而非农村的僧侣集团；在精神和组织形式上也是民主的而非贵族的。……在目的和实践上，法兰西斯和多米尼克派寺院是城市的传教团，也是社会救济的会社。”[38]这才是两大修会同时并存并具有同质性的深层因素。尽管如此，多米尼克和法兰西斯各自宗教理想的差异，致使二者在宗教理念、修会组织以及规章制度等方面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由此形成了二者的分野。但不可置疑，无论是作为传教师还是宣教师，对文化教育的注重成为这两大修会光耀教会史的重要标志，尽管这也是二者相互渗透的结果。

关于这两大修会的同质性，道森把它理解成二者的相互渗透，认为“多明我修会接受了方济各修会的集体贫困原则……而在另一方面，方济各修会接受了多明我修会关于教育修会的理想”[39]。这里姑且不论二者是否如道森所说就是这两大修会的共同之处，而且就渗透与同质而言，似乎并不成其为一组对等的概念。至于这两大修会的共同之处，汤普逊曾做了全面而又精练的总结。他说道：

法兰西斯派和多米尼克派，不像克伦尼寺院团那样从封建贵族里来补充人员，而是从平民中来补充人员的。托钵僧不是住在偏僻的地方……而是在城市内建立了他们的寺院。他们不是要获得土地和物质财富，而是在藐视赠与并依靠施舍过活的。托钵僧不是使用他们土地上的农奴代做劳动来经营农业和工业，而是专心于教育、布道和慈善救济。托钵僧不是拘泥于死文字（至少就民众来说）所写的手抄本，而是使用方言（平民的语言）来布道……托钵僧不是被人奉侍而是奉侍人的。……另一方面，托钵僧采用了一种新理想：救人才得救己。他们的慈善行为，是纯洁而又真实的，不像旧派僧侣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40]

以上所加的着重号不难表明：二者从宗教理想、成员组成、修会原则以及传道方式和内容诸方面均存在极大的相同点。这两种修会组织实际上都是来源于城市兴起之上的对布尔乔亚即中产阶级经济意识的反叛和觉醒。所以他们拒绝财富，走向平民，目的在于追求一种新的宗教理想，在于做出使徒式清贫生活的榜样以消除社会业已出现的阶层分化。这和本书以上所述的社会经济因素对二者同质性的深层决定观点是相符的。

大量同质性的存在并未将这两大修会合二为一，事实上它们各自以自己不同的风格和魅力成为13世纪修会组织的两大标志，这不能不归功于各自对宗教理想的理解、随之而来的相应的制度保障及对待宗教修道原则的理解。这也是二者的差异所在，也是各自的特色所在。

首先，从各自宗教理想赖以建立的思想渊源上看，二者大相径庭。如果说对旧有教会腐败的改革是它们赖以建立的共同外因的话，那么不同的思想渊源则应看作其根本内因。从法兰西斯会来看，法兰西斯创立修会的思想主要源自于福音书的启示，其《遗嘱》中“至高无上的上帝向我启示，我必须按照神圣福音的形式去生活”已经充分表明了这一点。自此，福音书成了法兰西斯会行动的指南和精神的明灯，法兰西斯以基督和使徒为榜样，坚持一种纯正的原始宗教理想，力图以自身的践履为榜样去纯化已逐步世俗化的教会。这不能不说是与历史逆流而动的。理想与现实的差距终于导致法兰西斯宗教理想的破灭。多米尼克修会的精神来源表面上来自于圣奥古斯丁。之所以说是表面上的起源，这是因为圣多米尼克（St. Dominic）在创立修会之初并未一开始就立足于奥古斯丁所制定的会规，而只是在教皇不批准前提下的妥协产物，并且这种妥协是有所改变的而非照搬奥古斯丁的会规。那么多米尼克真正的精神之源何在呢？这可以从其传记作家彼得的记载中看出。彼得记载多米尼克曾于1204年在蒙彼利埃会见息斯妥西安传教士时说过一番话：只有像卡特里派（阿尔比派）的“完人”那样自我克制、谨守“使徒式的贫困”、热心传道，才能使那些迷途者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这句话无疑表明多米尼克修会的精神理念是与异教阿尔比派的理念相应而生的，其唯一的目的是“使迷途者回到罗马教会的怀抱”。和法兰西斯纯宗教理想不同，多米尼克的宗教理想带有极大的世俗化和功利化色彩，这就使得其以后使修会所制定的贫困原则成为一种手段而非目的。

其次，在对贫困原则的理解上，二者存在差异。对个人和集体贫困的强调在表面上都是法兰西斯会和多米尼克会的修会理念之一，正因如此，道森才提出了多米尼克修会的贫困原则是对法兰西斯修会相应原则的吸取，这种观点似乎过于简化了贫困原则在这两种修会中的真实内涵。上面本书已从多米尼克修会的精神来源上论证了对异教“使徒式生活方式”的借鉴，这也足以表明多米尼克修会并非借鉴了法兰西斯修会的相应原则。同时，从贫困原则在修会中所处地位来看，法兰西斯修会将它看作纯粹的宗教修道理想而去加以践履；而多米尼克修会的宗教理想并非纯化教会，防止教会的世俗化，而是在于通过这种贫困的方法和手段去达到和异教相抗衡、最终消灭异教的目的。可以说贫困原则在法兰西斯修会中处于价值层面，而在多米尼克修会中则处于一种工具层面，二者孰高孰低，不比自明。另外，从两种修会所形成的时间来看，尚无充足的证据能表明多米尼克修会是对法兰西斯修会的借鉴。只能说两种修会对贫困原则的采纳，不管是出于何种动机和目的，都是对当时已有修会组织封闭、腐败式传道的纠正和改革的结果，是特定社会条件下对新型修会组织所提出的必然要求。

再次，法兰西斯修会和多米尼克修会的组织保障和制度保障是不一致的。总的来讲，多米尼克修会的组织、制度建设较法兰西斯修会更具严密性。从纵向上看，多米尼克会由总会和各教省组成，总会设总会长一名，各教省设省分会长，同时设有总会会议制度和省级会议制度，每年举行一次，总会也称全会，由总会长和各省修会会长以及各省推选一名代表组成，可以说，其体制内部包含了早期民主制的因素。然而，法兰西斯修会直到法兰西斯去世时，其组织制度才与多米尼克修会相近似，设总干事，经选举产生，任期12年，各教省设省干事，也由选举产生。从横向上看，二者都有第一修会和第二修会。第一修会是指专以乞讨为生并进行传道布教的正式修会会士；第二修会则是女修会，为满足女信徒对贫困生活方式的宗教需要而设。除此之外，法兰西斯修会还设立了第三修会，这主要是满足那些不愿脱离世俗生活或由于结婚等原因造成无法成为正式修会会士的平信徒的需要而设，允许他们过半隐修生活、禁食、祈祷、崇拜和行善等。这样从纵横两方面加强了修会的制度保障。但毫无疑问，这些组织制度的完善也为教皇控制修会提供了方便。

最后，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同。这在以后将专题讨论，在此不再赘述。

（二）法兰西斯修会与多米尼克修会的文化教育活动及学术活动

中世纪教会对教育的重视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色和标志。但是随着十二三世纪世俗力量的不断壮大，教会君临一切的绝对控制状况此时在世俗社会的冲击之下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具体到文化教育领域则表现为教会教育的衰落，这也成为当时寺院衰败的一个最为突出的表现。“寺院的衰败情况，最突出地表现在寺院教育和文化事业的氓化方面。”这种退化可以从两方面加以表明：一方面“到12世纪时，寺院的学校在程度上远低于世俗僧侣管理下的教会学校”；另一方面从寺院图书馆所藏的手抄本目录数量来看，从9—12世纪呈急剧递减之势。[41]教会整体文化教育的衰落使一些以较高文化水平为特征的异教团体得以突显，从而引发了教会的极大危机。鉴于此，新的修会组织不可避免地必须注意到修会的教育问题：一方面是提高传教士的传教水平，以改变当时“很少有教士能为其教民提供道德和神学方面教导”的现状；一方面则通过这种途径和手段争取更多的教徒，维护教会的正统地位。具体到法兰西斯会和多米尼克会而言，他们对文化教育的关注以及由此而培养出的大批经院学者已经成为13世纪教会组织的标志。然而在这两大修会组织并非具有同步的教育发展意识，更多的是在多米尼克修会的刺激和激励之下，法兰西斯修会才在后期步入教育领域。因此本节主要探讨多米尼克修会的教育活动，同时在相关之处也对法兰西斯修会的教育状况进行相应的涉及。

1.教育意义和价值的认识

多米尼克修会关于教育价值的认识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多米尼克的教育自觉意识。他自小在帕伦西亚接受教育，此后又一直任奥斯马修道院的法政牧师，这毫无疑问形成他对教育认识的最初环境因素；更为重要的是，他这种教育自觉是源于与异教较高智识文化水平相抗衡的需要，这也是与其建立多米尼克修会的原初精神动源相契合、相一致的。他这种教育自觉在多米尼克修会章程中得到了直接的体现，章程写道：“学习并非修会的终极目标，而是一种保证我们的目的得以顺利达成的最为重要而且是必需的手段；同时，如果缺失了学习，那么布道和灵魂得救将无从谈起。”[42]由此表明他所主张的学习和教育是一种手段，是为实现顺利布道、传教和拯救灵魂而采用的工具。在此意义上，多米尼克所理解的教育只是也只能是界定在工具价值的层面之上的，他对教育的注重并非出自自觉的教育热爱，而是源于宗教理想的工具必需。由此出发，他进而指出：“任何一位修道士只有在接受了至少3年的布道训练之后才能在公共场所进行传道。”教育在这里成为传道得以进行的必要前提，揭示出多米尼克本人对教育的重视和对教育重要意义的认识。出于这样的认识，多米尼克甚至可能曾经规定过见习布道制度。这可以从1229年圣·吉利斯的约翰（John of St. Giles）加入多米尼克修会一事加以印证。约翰是当时巴黎神学教师中的一位世俗教士，一次当他在大学的福音布道会上进行布道时，他指出托钵僧派是福音的最为完美的践履者和体现者。这时他中止了他的布道，并请求在场的修会总会长允许他加入多米尼克会。他的请求得到满足之后他才最终得以返回讲坛继续其布道。以后有学者评论这件事时认为：修会免除了约翰的见习期，允许他立即可以进行布道，这也可以保证他得以继续在神学学校里供职。由此表明，多米尼克在强调教育的工具价值时，注意到了教育与实践之间的过渡环节，这种思想在下面所述的他对教学辅助材料的制定中也有所体现。因此，可以说布道的见习期制度是使教育工具价值得以更好实现的完善与补充。但教育的工具性作用则是多米尼克自觉教育行为的核心和魂灵。

2.修会学校教育系统的建立

教育工具价值的实现必须有赖于相应的制度保障，而学校教育系统的建立则成为其最为重要的制度支撑。以前讨论多米尼克修会的学校教育时，更多侧重于其大学教育。事实上，大学教育只是多米尼克修会所建立的学术大厦的顶峰而已，它有一套自成体系的封闭的学校教育系统。这个系统由两个要素组成：修道院学校（priory school）和大学（university）。修道院学校是整个修会教育的基础，它向修士提供基础的《圣经》方面的教育；在教学材料上选用了如彼得·伦巴德（Peter Lombard）的《句法》（Sentences）和雷蒙德（Raymond）所编著的有关忏悔和惩罚方面的《布道集》（Summa）；同时，修道院学校还向修士提供必要的哲学基础方面的训练，如亚里士多德的相关学说等，从而为修士进入大学做知识上的铺垫。修会规定建立修道院学校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必须有一位接受过训练的神学家，否则不予批准，这无疑可以保证修道院学校的教学质量。大学则是多米尼克修会取得巨大荣耀的地方，作为一级学校系统，它为多米尼克修会培养了如大阿尔伯特、圣托马斯·阿奎那、爱尔哈特、陶勒尔和萨伏那洛拉等一大批闪耀文明星河的人物。这也是多米尼克修会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多米尼克修会对大学教育的介入早在1217年就开始了，当时多米尼克决定派人到当时的文教中心巴黎、波隆那（Bologna）以及西班牙等地进行传教，其目的在于紧紧抓住知识中心，为其宗教理想的实现服务。这也表明多米尼克教育自觉上的远见卓识。大学教育中主要开设文科课程（the arts course），其中以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研习为主要内容。为了避免当时大学世俗习气的影响，多米尼克修会在修道院学校的基础上，在大学内设普通学校，如神学院等以进行专门的教育。这种课程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关注直接促成了新经院哲学的诞生。大学培养出的学生，很大一部分直接留在大学里进行教学研究工作，而一小部分则到教会中任职，如任宗教裁判员等。修道院学校和大学共同构成了多米尼克修会的学校教育系统，这时法兰西斯修会亦然。

3.教学辅助材料的编订和使用

对教学辅助材料的选择和编订是与多米尼克修会关于布道的认识有关的。多米尼克修会认为布道是一门艺术，而这种艺术的掌握除学校的专门养成以外，还与大量阅读相关文章、范例集成等有关。这些文章和范例集成就成了培养这门艺术的辅助材料。综观多米尼克修会教育中所采用的辅助性材料，大致包括两大类。一类是介绍传教布道艺术的一般特征和规律性的文章、著作，如当时就曾广泛使用过的由多米尼克修会总会长亨伯特·罗曼斯（Humbert de Romans）所著的《传教士的教育》（The Instruction of Preachers）一书，作者在该书中详细介绍了有关的传道原则，并且针对传道实际提出了一些具体操作方面的建议，特别在传道的语速方面做了详细的说明，认为：“修士在传道布教过程中语速应适中，既不要太快也不要太慢；如果语速过快容易使听众的理解跟不上讲解速度，造成理解的混乱，而如果太慢则又容易使听众感到乏味。”[43]这种观点实际上已经具有了不自觉遵守教育规律的萌芽，即照顾到听众或传道对象的实际而进行布道。此外，多米尼克修会还采用了托马斯·韦利斯（Thomas Waleys）编著的《传道的艺术》（Art of Preaching）。这些都是总结传道工作一般规律和规则的著作。另一类则是以前使徒或圣人的传道范例集成。多米尼克修会专门编纂了《范例集》（Collections of Example），收集使徒或修士一些比较成功的、在当时广为流传的布道范例，让修会会士不断地去揣摩、加以模仿，以使他们在布道时能运用到这些成功的经验。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模仿学习，这也表明当时修会教育在方法上的突破符合规律性。除了以上两类辅助材料以外，多米尼克修会还曾在13世纪编纂过一本早期的《圣经索引》（Biblical Concordances），《圣经索引》更多的带有文学的性质，其目的在于为修道士们提供一种范本文集。总之，在正统的学校教育中引入辅助材料，极大地提高了多米尼克修会对修士的培养质量，这种辅助教学形式的运用也表明多米尼克修会对教育规律性的认识已达到了一定的水平，这为整个修会教育水平的提高奠定了基础。

4.法兰西斯修会的教育活动

与多米尼克修会关注教育的自觉不同，法兰西斯修会之所以涉足教育领域，主要是由于环境的压力和多米尼克修会注重教育给它带来的竞争。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无疑与法兰西斯本人有极大的关系。史载法兰西斯仅会简单的读和写，没有明显的教育背景方面的记载，并且从法兰西斯本人来讲，他反对对修会会士进行教育，他认为修士接受教育会导致他们的骄傲自满和对财富的占有，这是与其贫困传道的宗教理想相冲突的，为此，他曾诅咒过其修会会士彼得（Peter Stacis）试图在波隆那开办学校的行为。同时他认为宗教人士是不需要接受教育和培养心智的。由于法兰西斯本人教育背景的缺失以及对教育价值的否定，就不难理解法兰西斯修会为什么缺乏一种教育自觉了。但法兰西斯个人的教育价值体认毕竟无法挡住外界特别是教育发展给修会所带来的压力。在他死后，从1200—1250年就有大约70所新型大学在欧洲建立；同时这一时期多米尼克修会已经在大学校园站稳脚跟，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为了和多米尼克修会争夺信徒，也为了适应教育发展和修会自身发展的需要，法兰西斯修会于13世纪30年代开始介入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领域。法兰西斯修会涉足的最早记载是英国神学家海里斯的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Hales）被吸纳加入法兰西斯会后，被允许继续留在大学任教。在牛津大学，1247年亚当·马什（Adam Marsh）的加入标志着法兰西斯会士进入教师阶层，自此逐步发展，最终形成一个足以与多米尼克会士抗衡的教师团体。法兰西斯修会在波拿文都拉时期，其教育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波拿文都拉鼓励治学，认为这有助于宣讲布道。这种教育价值论的变化带来了法兰西斯修会整个教育发展水平的改变，培养和造就出了亚历山大、波拿文都拉、邓斯·司各脱、罗吉尔·培根和威廉·奥卡姆（William Occam）等一大批光耀星河的智者，为后期与多米尼克修会在教育领域的抗衡提供了条件。

关于这二者教育状况的评价用一句话可以表明：他们既缔造了中世纪思想的最伟大的创建者阿奎那，同时又孕育出了中世纪思想的最大的毁灭者奥卡姆。这也是他们的宗教理想和创会初衷所没有预料到的结果。

二、中世纪大学的建立及现代大学的起源

中世纪的复兴既是社会的复兴也是思想文化的复兴，较中世纪前期而言，这时期的思想文化方面的复兴可以说达到了整个中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顶峰，无论从思想观念的突破与创新，还是从思想文化组织形式的构建上都较之以往有了质的飞跃。同时在这种思想文化的复兴中也孕育出了现代西方文化的多因素起源，使西方文化的发展在古典文化与文艺复兴时期之间不致出现断裂，构成了近现代西方文化发展的重要起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复兴与社会复兴是相伴相生、互为因果的，可以说社会复兴因素的出现一方面为思想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强烈的外部刺激；而另一方面则又为思想文化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例如，十字军东征客观上对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推动，城市的兴起所产生的对文化知识的新型需要、对思想文化因素的刺激，以及教团组织出现后对知识的普及性传播等，这些无疑都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得以复兴的重要因素。在这些因素的作用下，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在制度和观念上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在制度上，这一时期创立了思想文化传播、发展的重要形式——大学；在观念上，对于信仰与理性的论争为近代西方哲学把人性从神性中解放出来提供了观念基础，并且在这种论争中出现了理性主义的萌芽和产生出集中世纪哲学之大成的新型神哲学——经院哲学。因此，可以说，大学的出现、经院哲学与理性主义的孕育与发展成为这一时期思想文化复兴的重要体现。

中世纪大学的出现可以被认为是中世纪复兴期在教育领域里的最重大的一种制度和观念的创新，东西方学者对此都做出了很高的评价。例如，柯勒（Cole）就曾指出：“大学的出现是十二三世纪心智活动领域最为引人注目的事件。”[44]大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不但从制度上完善和丰富了传统的教育层级体系，而且为传统教育注入了一种全新的教育观念，为现代大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大学所具有的一些本质性功能模式、制度特征和办学理念都可以在中世纪大学中找到起源，这也是中世纪大学作为中世纪文化复兴的产物对后来人类文化事业——尤其是教育事业——做出的巨大贡献。当然，作为现代大学的起源形式或初始阶段，中世纪大学无论在办学理念还是办学形式上都不可能与现代大学同日而语。对此，有西方学者曾指出：“虽然学校是大学校，但是在这个词的严格意义上，却还不是大学。在这个阶段，我们要找出区别中世纪大学和古代雅典学校或亚历山大里亚学校的特点是徒劳的。”[45]由此不难看出，中世纪的大学在很大程度上和传统学校教育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从其早期命名上也可体现出来。在早期阶段，“学校已经成为大学校（studia generalia）”[46]。Studia generalia意即大学校，也是公认的为欧洲学生开设的无地域限制的学习的地方。随着发展，它逐渐演变为universitates，具备了现代大学的名称，但universitates在中世纪是行会（guilds）的代名词。因此从中世纪大学名称的演变历程来看，中世纪大学并不具备现代意义上的系统的有组织的高等教育机构这样的含义。因此，我们在理解和研究中世纪大学时，必须从其本来意义出发客观地加以研究，这可以说是我们进行该研究的根本出发点。但是不可否认，中世纪大学的发展过程孕育出了现代大学的职业功能定位、自治传统以及相应的学位制度等，正是这些因素将中世纪大学与现代大学二者联结到一起，构成了中世纪大学研究的现代视角。

（一）中世纪大学的建立

关于中世纪大学的最早起源现已无证可考。因为中世纪大学是由早期的经院学校发展而来的，缺乏统一的组织机构，所以难以明确判断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标准，起源更难具体确定。如果以行会组织的出现为标准的话，那么有关巴黎大学的最早的材料是在1170—1175年，或许时间会更早，有可能在1150年左右。[47]波隆那大学的情况也是如此。无疑，在12世纪的欧洲已经出现了名义上的“大学”机构，并且在12世纪末期形成了以巴黎大学、波隆那大学和萨莱诺（Salerno）大学为代表的三种不同的大学教育模式。尽管这些模式之间存在很大差异，但作为中世纪复兴期出现的一种典型机构，在各自的形成因素上都大同小异。综观中世纪复兴期的大学，其起源或多或少地受到地理环境因素、传统经院学校因素和著名学者的影响等因素的综合作用，这三种因素也可以说是大学赖以产生和出现的三种条件。

1.地理环境因素对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推动

大学作为一种教育机构在中世纪出现，环境地理因素在其中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在当时最有代表性的巴黎大学和波隆那大学的形成过程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波隆那大学所处的地理位置来看，它地处意大利伦巴底平原，位居连接东、南、西各主要城市和国家的交通要道之上，向南可达那不勒斯（Naples）、罗马和佛罗伦萨，向东有威尼斯，向西有米兰，甚至可以延伸至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家。这样优越的地理环境在12世纪是十分罕见的。便利的交通和身居交通要道，一方面有利于来自不同地域的文化、思想在此沉积、碰撞，从而有利于形成一种较为宽松的文化氛围和出现多元的文化分布，这无疑为新型教育机构的产生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另一方面则有利于文化的传播和文化的交流，这对于改变传统僵化观念，提高学术水平无疑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由此波隆那大学的创建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良好的地理环境所蕴含的文化推动。这种推动作用在巴黎大学的产生上也体现得十分明显。关于巴黎大学的产生，西方许多学者都认为：在法国境内，甚至在巴黎郊区都有过许多著名的、影响甚为广泛的经院学校，然而这些学校并未在文化的进化过程中发展成大学，而是在巴黎这一传统学校基础较薄弱的地方出现了中世纪最早的大学。之所以出现这一现象，与巴黎被作为法国首都有极为紧密的关系。对此，包文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中举夏尔特尔学校为例与巴黎大学加以对比来说明巴黎大学产生的地理影响。他说道：“相反，与巴黎相隔仅50英里[48]的夏尔特尔学校却未能发展成为大学，而逐渐衰落成为一所语法学校，而这所学校在11世纪时所具有的影响是当时巴黎的经院学校所无法比拟的。”[49]在这种反差之中，地理因素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首都的巴黎，一方面因其优越的人文环境、商业氛围和政治文化吸引了大批学者聚集；另一方面又为大学的正常运行提供了良好的外部保障，使大学这种新型教育组织具有继续发展的外部可行性。学者尤其是知名学者的汇聚无疑带动了文化水平的提高；同时在中世纪，在大学作为一种组织形式尚未具有自身的吸引力时，著名学者对学生的吸引力极大地推动了大学本身的发展。这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地理因素所产生的人文效果。所以，中世纪早期大学产生过程中地理因素发挥的作用是不容小觑的。

2.著名学者对中世纪大学产生的推动

著名学者在大学起源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无论是在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和萨莱诺大学都体现得十分明显。

波隆那大学作为中世纪法学研究中心，其典型的法律研究特征的形成得益于早期的两位著名法学家格拉西安（Gratian）和欧内乌斯（Irnerius）的努力。格拉西安确立了教会法在波隆那大学的主导地位，而欧内乌斯则恢复了古典罗马民法在城市生活中的地位并使其成为波隆那大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之一。西方学者一般认为波隆那大学的起源应归功于欧内乌斯在法律教学上所做出的努力，如博伊德和金在《西方教育史》中就指出：“普遍同意导致波隆那大学兴起的是波隆那在欧洲声誉中所处的地位，而实则应归功于欧内乌斯。”[50]关于欧内乌斯的情况我们知之甚少。包文指出：“他可能是波隆那本地人，曾创办一所法律学校，该校成为后来波隆那大学的原型和基础。”[51]伯查德（Burchard）的编年史中记载了欧内乌斯的主要贡献在于“恢复了一些长期被人们所忽视的法律典籍……他按照古罗马皇帝查士丁尼的编排顺序对这些法典做了重新编排”[52]。这里所说的法典即查士丁尼法典。欧内乌斯在对这些法律典籍进行整理的基础上，以它们作为其法律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从而使法律学科从此成为一门独立的科目影响着波隆那大学的课程设置，甚至也对后来西方的法律体系的建立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欧内乌斯所做出的伟大贡献，博伊德和金的评价是比较客观和公允的，他们认为：

他对法律知识的主要贡献，或许是在课程中介绍了查士丁尼法典（Justinian Code）中《学说汇纂》（The Digest）的若干新部分。……用对标准课本进行细致的专业性的研究，以代替只对法律原理进行的讨论，他似乎是第一个人。……他业已把法律知识的领域扩展得很大，以致再也不能把法学看作仅仅是与人文学科有联系的附带性的学习了。从此，法学本身被列为在专门教师的指导下，专业学生应学和非学不可的独特学科。[53]

同欧内乌斯在民法方面所做出的贡献一样，格拉西安在教会法方面也为波隆那大学法律特征的形成提供了素材。关于格拉西安法律教学的最早记录是在1119年，他是波隆那圣菲力克斯修道院的一位本笃会修道士。他于1140—1150年编成著名的《教会法令集》（Concordance of Discordant Canors）。对此，伯查德编年史中曾有所记载：“他把分散在各种书籍里的教会法令集中到一本书中加以体现，并且附以教父们的权威性的观点；在法令的编排上，他遵循一种便利原则，以理性的态度将各种不同的主题集中到一起。”[54]格拉西安的《教会法令集》包括教会法令的总体构架及理论介绍和具体的案例介绍两部分。具体的教学通过具体的案例，采用提问法进行。自此后，《教会法令集》成为学校传授各种教会法令的主要内容。道森曾指出：“直到一位波隆那修道僧格拉蒂安在1140年前后写下他的重要论文Decretum（《原理》）并在这篇论文中对所有现存材料都按照新的法理学精神进行了分类和整理的时候，对这个课题的研究才被置于一种科学的基础之上。从此以后，波隆那才不仅成为民法教育的伟大中心，而且成为教会法教育的伟大中心。”[55]格拉西安的这种努力直接影响到后来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 Ⅲ，？—1181年）和英诺森三世，这为教会法成为教会关注的主要问题而受到重视创造了条件。因此，波隆那大学典型特征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这两位学者的努力。

由著名学者推动大学出现的现象在巴黎大学和萨莱诺大学也同样存在。在巴黎，除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外，大批杰出学者的推动作用也是十分显著的。当时以香浦的威廉（William of Champeaux）和阿伯拉尔为代表的大批学者，凭借他们卓越的学术影响而使巴黎迅速成为欧洲的教育中心。人们称赞威廉讲神学课极像“天上的来使”；而阿伯拉尔则由于其卓尔不群的个性和对学问的独到见解而闻名于世；在很大程度上，阿伯拉尔的人格魅力和学问精神吸引了一大批追随者，成为这时期巴黎学术繁荣的重要推动力量。萨莱诺大学由于材料大量遗失，关于其具体的情况已不甚了了。但从现有史料推断，在10世纪时，萨莱诺就建立起了医学校，并且也有一些著名的医学教育者出现在各种史料之中。奥得吕克·维塔里斯（Orderic Vitalis）曾对萨莱诺医学校在11世纪中叶的有关情况做出记载，在这些记载中曾提到一位名为拉尔夫（Ralph）的人，认为他“在萨莱诺城中以医术见长，且精通语法、修辞、天文和音乐等；在医术方面除一位博学的妇女之外，无人能与之匹敌”[56]。由此可见，当时萨莱诺医学校中已经有一些著名的医学学者，正是他们吸引了大量的学生从而推动了后来萨莱诺大学典型特征的形成。

3.中世纪大学产生的传统经院学校基础

教育发展不可能出现断层，而应具有极强的传承性。作为一种新型教育机构的产生，大学必然是在原有教育机构基础上的发展与创新。由此出发，作为中世纪学校教育主要形式的经院学校便不容置疑地成为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制度基础。事实上，早期大学与经院学校之间的差别实在是相当模糊的。这一时期的大学不具备现代大学的统一组织、统一机构以及统一的办学理念，在教学内容上和传统经院学校也区别不大。所以早期大学阶段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传统经院学校向新型大学教育机构的过渡时期。以巴黎大学为例，尽管早在12世纪初便有了巴黎大学，但直到1200年它才由两所总教堂学校合并为统一的巴黎大学[57]，而在此以前它一直以一种教堂学校的形式存在着。这些学校还有夏尔特尔、圣母院（Notre Dame）等。萨莱诺大学在1231年以前一直以医学校的形式存在；而波隆那大学则无可争议地以法律学校作为其存在的基础。因此，这几所大学的发展历史表明，中世纪大学在早期制度来源上借鉴了经院学校的制度形式，被赋予不同的典型特征后才成为大学的，是以传统经院学校为其产生的基础和蓝本的。

（二）大学自治的中世纪起源

对于现代大学而言，大学自治既是其理想所在，也是它赖以确保学术独立的命脉所在。当现代大学越来越陷于社会各种因素的制约之中而使其独立性遭到日益削弱之际，在大学这种高级形态的教育机构的源头，其自治的独立性和典型性无疑给人以清新与启迪。这种也许最为朴素、最为初级的自治，一方面使人看到了现代大学自治传统的萌态，另一方面又为现代大学自治理想的实现提供了精神上和模式上的借鉴。

和现代大学自治对学术独立性的强调不同，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更多来自于不同群体对自身权利和利益捍卫的需要，正如“大学”最初并非指向纯粹意义上的高等教育机构而是一种“行会”的代名词一样，最初的大学自治也具有不同于现代大学自治的意义和内涵，无论是在自治的精神实质、表现形式还是在自治的获取途径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别。通观中世纪早期大学自治传统的形成过程，大学犹如一位平衡大师，在市民社会和教会之间保持一种绝妙的平衡。正是利用了二者之间的相互牵制才保持了大学的不偏不倚，也才有了“夹缝”中的大学独立性的存在。但是这种独立性的获得并非来自皇室或教皇的恩赐，而来自于为保护自身权利与利益的抗争。无论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其自治模式的最终确立无不是与市民社会和教会相冲突和斗争的结果。他们采取罢课和取得权威支持的手段，利用市民社会和教会对大学这一机构的需要，逐渐为自身的存在争得一席合法之地。在这一抗争过程中由于参与主体的不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中世纪大学的自治模式：一是以巴黎大学为典型的教师自治；一是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自治。这两种模式流传至今，在现在的北美和拉丁美洲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得到了充分的展现。当然，大学自治作为制度内部精神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内涵和表现，这也正是我们研究中世纪大学自治的意义和起点所在。

1.大学自治的形成

大学自治是中世纪大学与教会和市民社会斗争的结果。在斗争的大学参与中，巴黎大学以教师为主体，而波隆那大学则以学生为主体；在斗争形式上，从表面上的大学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利益冲突，逐渐发展成为深层次的大学对办学自主权的争取；在斗争内容上，从学生的生活权益保障、教师权利、学生权利深化为大学的教育内容、教师资格认定以及大学审判权等制度性特征的确立。因此，大学自治传统的确立经历了一个从表象逐渐深入的长期过程。

中世纪大学同20世纪大学一样，在与城市市民社会的互动中存在着强烈的爱憎情绪，一方面大学的存在推动了城市的发展与繁荣，而另一方面大量学生的存在又给城市带来了压力和问题。因此在大学与城市社会二者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出许多摩擦，导致中世纪大学的教师或学生各自组成相应群体以维护自身权利，从而出现了大学的行会组织。所以中世纪早期大学的自治并非如现代大学是对学术独立的需要，而是现实利益和权利保障需要的产物。这种现象在巴黎大学和波隆那大学中都有着鲜明的体现。

从巴黎大学来看，这种权利保护包括教师权利保护和学生权利保护两部分。教师斗争主要指向教会对办学权利的垄断，而学生主要针对市民社会对其权利的侵犯。因此，巴黎大学是在教俗二者之间同时展开冲突但又能很好保持大学中立地位的典型范例。在中世纪，公民权意味着特殊的经济权利和法律保证，因此在巴黎市民眼中，大部分来自巴黎市外的学生都被视为外国人，即使那些巴黎市郊的学生也不例外。然而，巴黎大学典型的神学特征，使其学生都具有不受市民社会约束的教会特权，如教会内部司法等方面的权利。这样两个不能互相制动的群体之间往往由于房租等民事问题发生冲突与纠纷。在巴黎大学早期历史上有两次大的民事冲突导致了巴黎大学极大独立性的获得。1200年，巴黎大学学生由于和旅店主、巴黎市民发生冲突，遭到巴黎市长带领下的巴黎武装力量的镇压，许多学生受伤，几个学生遇害。事情发生后，巴黎大学上诉当时的法国国王菲利普二世奥古斯都（Philip Ⅱ Augustus），得到法王的大力支持。他颁布法令以保护学生权利将来不受侵犯，并将参与该事件的巴黎市长以侵犯学生权利名义加以监禁。如果说1200年事件是巴黎大学为争取自治向世俗政权寻求保护的话，那么1229年的罢课事件则是向教会寻求保护，从而实现教会与世俗二者之间的相互牵制。在1229年巴黎大学与巴黎市民的一次冲突中，一些学生被捕并被处以极刑，学生感到1200年所赋予的权利并未得到贯彻、落实，所以便通过罢课以示抗议。当时的法国国王路易九世（Louis Ⅸ，1226—1270年在位）年仅15岁，由其母摄政，由于慑服于巴黎市的强权而未能对巴黎大学的权利做出相应的保护。这导致巴黎大学除神学院以外全部解散，大量教师出走。这一事件对教会、巴黎市民和法国都产生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为维持教会的神学教育中心地位，教皇格列高利九世（Gregory Ⅸ，1227—1241年在位）于1231年颁布Parens Scientiarum（Mother of Sciences，科学之母）法令，以恢复巴黎大学，并赋予了巴黎大学许多特权，对巴黎大学多方面的社会生活进行了相应的调整，以使其拥有更大的自主权。1231年法令更为重要的是使巴黎大学获得了教会的认可与保护，使其成为大学与世俗社会相抗衡的重要砝码[58]，但同时也揭开了教会大规模介入大学办学的序幕。

其实早在1170—1172年，教会即因学生权利问题介入巴黎大学[59]。1215年教皇特使、红衣主教罗伯特·德·柯肯（Robert de Courcon）向巴黎大学转达了教皇的有关指示，这些指示涉及教师资格、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对学生的管理等方面的内容。[60]教会的介入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巴黎大学的自由发展，尤其极大地限制了教师的权利，因此教师与教会之间的斗争在13世纪成为巴黎大学争取自治的重要表现形式，这被博伊德和金誉为“真正决定大学建立的斗争”[61]。最初，巴黎大学的办学权很大程度上控制在圣母院的教会司法官手中。他拥有教师资格认定权，有颁发授予学位的权利，而且在行政管理和训练方面，教师和学生都必须完全受其管辖。这实际上垄断了巴黎大学从行政到教学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为了获得更大的自治权，教师在承认司法官教师资格认定权利的前提下，提出“他们有权确定教师身份的条件，不允许不遵守规章的任何教师加入他们的协会”的要求，遭到司法官的拒绝，由此展开了教师与司法官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逐渐向有利于教师的方面发展。1212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发布训令：禁止司法官强要教师宣誓服从，要求对教师们提出来的所有候补者无偿地授予特许证。……取消司法官的监狱，未经教皇明确批准，禁止把大学逐出教会。[62]1231年的“科学之母”法令进一步限制了司法官的权力，剥夺了他的刑事审判权，限制和削弱了其民事和宗教审判权，规定教师有权用停课方式坚持自己的权利，有权制定章程，并可以强迫自己的成员尊重和遵守章程。这种斗争到13世纪末期逐渐式微，教师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司法官的特权急剧缩小，只在仪式上具有授予特许证的权力。从这时起直到中世纪结束，教师在大学中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正是由于教师与学生的共同努力，大学自治的传统在13世纪于巴黎大学得以确立，对此博伊德和金曾做出如下评价：“大学在其同城市当局与宗教当局的关系中，在力量方面已经建立了一种不容置疑的地位。”[63]

由于波隆那大学的法学教师均为波隆那公民（这也是取得法学教师资格的一个必要前提），享有波隆那市民所享有的权利和保护，因而在波隆那大学并不存在势力强大的教师行会，所以学生自治便成为波隆那大学的典型特征。波隆那大学学生自治的形成有三方面原因。首先，波隆那大学学生都是年龄较大并且具有一定社会生活经验的人，他们具有极强的自治能力，这为实现自治提供了条件；其次，波隆那作为13世纪典型的工商业城邦，其世俗因素要远远强于教会力量，因此和巴黎大学学生享有教会保护不一样，波隆那大学的学生必须寻求自我保护，以处理和市民社会之间的冲突；最后，波隆那大学的学生自治与学生对公民权的追求有着很大的关系。道森认为，这时期的波隆那大学“像城市公社一样，是以共同誓约的道德关系与法律关系为基础的学生公社”[64]。公民权作为公社的主要体现自然成为波隆那学生追求的目标。对此，拉什代尔（Rashdall）曾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认为：“学生的大学代表了这类人的这么一种努力，即为自己缔造一种人为的公民权，以代替他们在追求知识或进步的时候暂时的公民权。并且，一个Studium（学府）对它所在城市的商业事务的极大重要性，可以解释自治城市为什么最终乐于承认学生大学，尽管这种让步并不是没有经过一场斗争的。”[65]

诚如拉什代尔所言，波隆那大学的自治同巴黎大学一样是与市民社会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焦点集中在法律教师资格的取得之上。早在12世纪上半叶，民法博士已享有特别的声誉，拉什代尔对此曾写道：“或许在整个教育史上，至今还没有哪位教师在社会阶层中获得的地位像波隆那的早期博士那样高。”[66]鉴于法学教师的这种崇高威望，波隆那市政府开始介入波隆那大学的办学。柯勒在《教育思想史》（A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ought）中指出：“早在1180年便出现了通过合同聘请教师，付给薪水的现象”，据统计，一个世纪后，“在波隆那大学有23名法学博士，除1名由大学自己任命外，其余22名全为政府的公证人。从此城市自治政府逐步攫取了学生行会的权力”。城市自治政府的这种干预发展成为“工资高的教职被限定只能由波隆那市民担任”[67]。实际上波隆那的市民资格成为获得法律教席的必备条件。这对那些从意大利之外慕名而来的学生加入法律教师队伍的梦想无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尽管早在1158年，皇帝弗雷德里希·巴巴罗萨（Emperor Fredrick Barbarossa）曾颁布敕令（这道敕令有时被错误地认为是波隆那大学建立的标志），规定“把法律上的特殊地位授予伦巴第王国的所有学生：就法律的程序来说，允许学生有选择的权力”[68]。但这一规定仅仅是保证了学生学习的权利而已，对于那些非波隆那籍的学生来说，其出路只有一条，即离开波隆那。1216年市政府的一条规定激起了外来学生出走的决心，政府规定学生必须宣誓效忠于波隆那市而非各自的国家；同时市政府还制定法令禁止法律学生离开波隆那市。这直接引发了1217—1220年波隆那大学的解散。这一方面为许多以波隆那大学为模式的新型大学在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建立提供了机会，更重要的是为教会介入波隆那大学事务提供了契机。当时教皇洪诺留斯三世在1217年5月27日公开表示支持学生离开。到1219年时，教会介入程度加深，教皇洪诺留斯宣布以后法学博士行会的承认必须经过波隆那副主教的同意，这实际上增强了波隆那大学与世俗政权抗衡的实力。教会的认可同时为波隆那大学带来了许多超越于世俗社会的特权。1291年，教皇尼古拉斯四世（Pope Nicholas Ⅳ）宣布“在波隆那获取的民法或教会法学位在其他任何地方也同样适用”[69]。这项规定在1309年由教皇克莱门特（Clement Ⅳ）重新加以确认。教会的这一系列规定无疑保障了波隆那大学自治的最终确立，但同时也使波隆那大学陷入市民社会、教会和大学内部三者之间的互相牵制之中，这种多因素制约为波隆那大学自治在14世纪的衰微埋下了伏笔。

2.大学自治的模式

中世纪大学自治模式有二：一是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自治；一是以波隆那大学为典型的学生自治。

教师自治模式。在巴黎大学，所谓的教师自治并非纯粹意义上的教师自治，因为巴黎大学内教师与学生身份之间存在极大的交叉与重叠，文法学院的教师同时又是神学、医学、法学院的学生，因此其教师自治就体现出一种多层次、多标准的特点。“教师”（faculty）这个词最初出现于13世纪末期，其本意是“力量”“能力”，后来逐渐成为行会分工的代名词，最后取代了“行会”一词，表示相关科目如法学等学者的集合概念。因此从“教师”词源学意义上来说，教师自治所指向的对象也是多向度的。在巴黎大学内部同样也存在着学生团体，他们以民族、国家为标准划分成四个学生群体，即法国、诺尔曼（Norman）、皮卡德（Picard）和英国。法国学生群体包括来自巴黎和所有南欧的学生；诺尔曼则包括那些来自诺曼底（Normandy）、布列塔尼（Brittany）和其他巴黎西部的学生；皮卡德则聚集了那些来自巴黎北部的低地国家的学生；英国群体包括英国、斯堪的那维亚、德国和斯拉夫等地的学生。这些学生群体旨在联合起来以保护自己的利益，作为群体他们有自己相应的规章。例如，当时的德国人的团体章程就规定团体的目标在于“扶植兄弟般的博爱、互联互睦、慰病助贫、理丧和消除仇恨怨言，陪伴和护送要取得教师职位的人出入考场，以及成员们在精神上的慰藉”[70]。由此表明，当时的学生群体仅仅是一些有如同乡会似的私人团体而已，他们并不关注学校本身的发展，这也是教师团体取得领导地位的因素之一。另外，当时巴黎大学以文法学院的学生数量为最多，而这些学生入校时仅14岁左右，这就使得他们无力承担起如波隆那学生一样的重任，为教师团体主导大学生活提供了方便。同时在教师团体内部也存在教师团体间的敌对现象，如巴黎大学典型的神学与其他教师团体的对立。这种对立主要是出于对大学领导权的争夺。在巴黎大学，由于文法学院的学生基数较大，教师社会地位最低，受圣母院司法官的压迫也最深，因而他们的反抗激情加上数量优势使他们获得了大学领导权。当然也有学者对这种观点提出了异议，如法国学者杜尔凯姆（Durkheim）就曾在《教育思想演进》（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Thought）一书中提出过不同的观点。巴黎大学的教师自治是在与圣母院司法官的斗争过程中，通过不断获得更多的权利而得以实现的。到14纪末15世纪初时，巴黎大学的教师获得了极大程度的自主权：他们有权选举校长和任命主要管理人员；有权指定自己的诉讼代理人；有相应的学位授予权；有对司法官对不合资格教师认定的否决权：有进行自主教学的权力（包括选定教学内容、采用相应的教学方法等）。以前辖制大学事务的司法官权力只剩下在仪式上授予特许证的权力。这些权力的获得表明巴黎大学自治程度的加强。自治虽然一方面有力保障了巴黎大学自身的发展权利，但“过分的自由给自己带来了难以应付的敌手。由于大学过于自信，它敢于起来反抗法国国王，但结果发觉自己的权力便因此消失了”[71]。这是16世纪巴黎大学自治传统衰微的内在因素。

学生自治模式。以波隆那大学为代表的学生自治模式并不意味着教师行会的缺失，实际上教师行会在波隆那大学的出现要早于学生行会。但是由于教师行会的成员具有波隆那公民权，不存在学生对自己权利进行保护那样的急迫需要；另外，教师薪金来源很大一部分是依赖于学生的，这也造成了教师行会的从属地位。对此柯勒曾指出，在波隆那大学，“教师也有自己的行会，其历史可能比学生行会的历史更长，但由于他们依赖于学生的学费生活，所以他们居于一种从属地位”[72]。关于波隆那大学早期学生行会的材料现已失传，现有据可考的材料是从1753年开始的有关记录。从这些记录中可以看出，波隆那大学学生行会组织划分标准和巴黎大学一样均采用民族划分法，分成四个学生行会，即伦巴底（Lombard）、托斯坎（Tuscan）、罗马（Roman）和山北行会（Ultramontane Nations）。前三个都是来自阿尔卑斯山以南现意大利的不同地区的学生行会组织，这些组织后来合并成统一的山南行会（Cismontane，意思是this side of the mountain，山区边的学生组织）；而山北行会则是指那些来自意大利以外的其他国家、地区的学生组织，又被称为“外国人”。这样，在波隆那大学后来只存在山南和山北两个学生行会，每个行会推举一名校长共同负责管理波隆那大学的日常事务。诚如前面所述，波隆那大学学生自治模式的形成同样是斗争的结果，在斗争过程中，学生行会逐渐认识到自身对城市的存在价值，以此为斗争砝码，逐渐从斗争中获取了大量的权利，诸如食品价格、房租、税收以及免服兵役等方面的权利。包文认为波隆那学生行会所获得的这些权利简直可以与恺撒授予古罗马知名学者的权利相提并论。[73]特别是针对免服兵役权，波隆那市民组织于1243年曾制定法令加以明确规定。但学生自治模式最为鲜明、典型的体现是他们对教师行会和学校日常管理的控制权利，对此博伊德、金认为“在学生和教师们的交往中，学生的胜利更是圆满的”。这种圆满体现在“学生‘大学’使教师们完全听从支配”之上：

他们被迫宣誓服从校长，并按学生官员的命令管理他们的班级。没有准假，他们甚至一天也不能缺席。他们必须准时开始和结束讲课。他们必须按适当的进度安排教程，以便完成全部作业而不回避困难或者略去任何东西。任何违章的行为都要受到与过错完全相称的惩罚；而坚持对抗的，则他们被迫从所属的那个协会开除出去，对协会的事务也不允许参与了。[74]

综观大学学生自治模式的形成，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学生要具有足够的自治能力；一是教师在经费上必须处于从属地位。当这两个条件开始出现变化后，学生自治存在的可能性也就微乎其微了，波隆那大学本身的发展历史已证明了这一点。后来为了实现与波隆那学生行会的和解，波隆那市政府开始承担教师薪水，并且到十六七世纪时期，学生结构也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因此到了18世纪末，学生自治模式在欧洲大革命中从欧洲大陆上消失。以上两个条件同样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今天拉丁美洲所施行的这一模式的高等教育中，其质量和稳定性都不尽人意。条件变了，所产生的结果自然不一样。

（三）大学职业功能定位的中世纪起源

一般认为，大学的职业功能定位是工业革命在高等教育领域作用的结果。工业革命以前的高等教育更多的是一种文雅教育和闲暇教育。在这里姑且不论中世纪教会教育对教士培养的强烈目的性的存在，就大学产生以来而言，可以说在中世纪大学产生之初便蕴涵着极强的职业定位因素。无论是中世纪“大学”的本义，还是大学产生的社会驱动因素以及大学内部教学内容的层级设置都鲜明地体现出了这种特点。

1.从“大学”本义上体现出大学机构的职业性

“大学”一词在中世纪并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单纯指向高等教育机构的意义，University来源于拉丁语的Universitates，意为“行会”，是为了互助和保护而仿照手工艺人行会方式组成的教师或学生的团体、协会。这种团体、协会在传统经院学校中的主要作用在于“调整教学，确保由学生进入教师行会标准的严格执行”[75]。所以早期中世纪大学在严格意义上只是一种行业组织，是来源于手工业行会在智力生活领域内所形成的行业组织。对此，《中世纪教会》（Medieval Church）一书的作者曾将Universitates与屠户行会做了相应的比较研究，他认为：“尽管各自针对的对象不同，巴黎大学的教师行会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屠户行会，但二者都实行一定的等级制度。”他认为巴黎大学文法学院的学生相当于屠户行会的学徒（apprentices），学士（bachelors）相当于白日工（journeymen，法语中的jour是白天的意思），两种行会中最高的等级都称为master。[76]这种对比研究说明早期大学至少在机构组成原则上采用和借鉴了手工业行会的形式。手工业行会是一种具有鲜明职业特点的组织，教师或学生行会的形式借鉴不可否认应该建立在具有较为固定的职业倾向基础之上。这一时期的史料也表明，教师已摆脱中世纪初期不稳定的状况，开始集中于某地进行较为稳定的教学，在很大程度已经成为一种职业。只有这种职业的参与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且较为稳定以后才有可能在某种共同利益的联系下形成群体或集团。所以教师行会的出现也即大学的出现是教师职业化的产物，而这种职业化的前提又直接推动教师行会在培养目标上加强和巩固教师的职业特点，在培养目标上就不可避免地引入教师的培养目标，从而形成一种职业教育的定位。正如柯勒在解释master一词时所说：“因为早期大学主要是一种行会，所以master的学位就是学生从学生学徒身份向教师职业（profession）转变的一种标志。”[77]由此表明，大学职业性的定位已经出现。

2.中世纪大学产生的社会驱动与职业定位

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的产生，都有着强烈的外部因素的推动，这些外部驱动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学作为一种制度或机构带有相应的社会职业定位色彩。巴黎大学是以培养教士为主的，而波隆那大学则是培养世俗法律工作者如公证人等的。

巴黎大学之所以具有如此浓厚的神学色彩，是与教会在其形成过程中所施加的影响分不开的。教皇亚历山大三世在1179年第三次拉特兰（Latern）会议上通过的教会法令第18条中要求：每所修道院都应为教士设立一所学校。法令指出：为了避免穷人不能接受教育，每所修道院都应当尽力满足那些贫困教士学习和提高的要求，免收他们的学费，对那些合格的可以被授予教师资格的教士也应当免掉一切费用。[78]这一法令并未得到如实的贯彻、落实，迟至1215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在全体大会上又重申了这一法令，并且要求进一步加强对教士的除神学以外的语法等方面的基础训练。无论是修道院学校，还是语法学校，这些都是构成巴黎大学的重要基础。由以上两个教会法令所强调的重点来看，教士的培养是核心内容，并且这种培养的职业定位是建立在对语法等文雅学科学习的基础之上的。从巴黎大学本身发展实践来看也证明了这一点，巴黎大学之所以成为这一时期的神学中心，是与其神学院雄厚的研究实力以及所培养的教士大量散布于各地紧密相关的。因此可以说，对教士的定向性培养已经显露出了巴黎大学的职业性特点。在此基础上巴黎大学又慢慢建起了一些世俗的职业学科如法学、医学等，这就进一步加深了这种职业化的定向。

波隆那大学的建立较少受到来自教会的影响，而更多的是受其所处的意大利独立城邦国家在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商业经济氛围的影响。包文认为：“波隆那大学的建立更多的是受12世纪意大利活跃的经济、商业氛围激励的结果。”[79]12世纪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正处于商业兴盛时期，地中海沿岸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地中海地区的商业中心，使其建立起了与北非、小亚细亚以及西欧等地的广泛贸易联系。在这种发达的贸易氛围之下出现了对法律人才的需求，以规范贸易双方的交易行为，明确双方的权利与义务，以共同的法律规范确保贸易的进行。因此，公证人在当时成为社会所急需的人才类别，这在很大程度上刺激了波隆那大学法学特征的形成。同时，波隆那城邦统治者出于处理世俗行政事务的需要，也开始大力鼓励法律学校的开办并亲自学习相应的法律，这样就形成了法律学校与城市公社之间的互动，进一步加强了波隆那大学在罗马法基础上的法学特征。对此，道森指出：“民法学者在同一时期里也在组织着中世纪的国家并使之合理化。正是在意大利的城市生活中，这一相互影响的过程最为完善。城邦的统治者、政府官员和教会的管理人员均来自相同的阶层，在相同的大学里接受教育，并具有相同的知识背景。”[80]由此看出，波隆那大学具有典型的社会服务方面的特征，其中尤其是对法律专门人才的培养更是体现出了职业定向的功能。

除巴黎大学和波隆那大学以外，萨莱诺大学对医学人才的培养也同样具有社会驱动的职业定位传统。可以说大学教育的职业定位是孕育于中世纪大学之中，而在工业革命时期集体展现的一种功能定位。

3.教育内容层级设置中所体现出的职业教育观

教育内容的层级设置实质上体现出了基础与应用和提高之间的关系。在中世纪大学这种层级设置包括两部分：一是作为基础学科的文雅教育；一是在文雅教育基础上设置的法律、医学和神学等学科。中世纪大学，无论是巴黎大学还是波隆那大学，都以文雅教育作为其教学的核心与基础。学生只有经过文法学院的学习获得相应的资格之后才能够进行其他学科的学习。一般学生在14岁左右入校进行学习，到21岁左右才完成他们在文法学院的学习。这一阶段学生主要学习“七艺”，但“七艺”内容已与以前有所区别，有所改进。例如，逻辑学则按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进行了重新阐释，同时引入波菲里的《导言》；文法学习则是狭隘地根据普里西安的论文，不包括文学；修辞学和哲学在巴黎大学被认为是次要学科，但波隆那大学由于其典型的法律中心，则特别强调对修辞学的学习。这一时期教学内容设置上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于大量引进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学说，由此也展开了教会与大学在教学内容设置上的争论。亚里士多德学说在大学内的盛行与当时人们所持的观念有关，“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乐观地认为亚里士多德学说尤其是逻辑学说能够解决人类智力生活领域内的所有问题”。在这一时期，逻辑成为文学院的主要课程，并且掌握相应的逻辑知识也成为文学院主要的培养目标。在其他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学校则选择古代教父们的权威作品，这是当时主要的教学内容之一。通过在文学院长达6年的基础学习，学生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才被允许升入法律、医学和神学等具有较强职业定位的学科进行学习。所以一般都认为：在早期大学的四个学院中，文学院是所有学生都必须通过的本科。对此，包文曾明确指出：“文雅教育是必修课程的核心和基础，所有的文学院学生只有在成为文学院教师后，在条件许可情况下才能进入更高一级的学习。”[81]由此不难看出，文科是中世纪大学所有学科的基础，而神、医、法三种职业定向性学科的学习则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其最终目的则在于为更好进行这三科的学习提供知识、智力方面的准备。这实质上涉及如何处理人文基础学科与实用性职业学科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现代高等教育，由于专业细分程度加深，其本身的职业定位越来越单一。这就使得高等教育很多时候过分注重了职业性的一面，而忽视了人文的一面。中世纪大学这种教育内容的层级设置相信能提供一个很好的借鉴和启示。

在教学方法上，这一时期大学主要采用讲授法（lectio method）、讨论法（quaestiones disputatae）和问题法（quaestio）等三种。其中讨论法和问题法成为中世纪大学一种模式化的教学方法，一般包括学生之间的讨论、教师之间的讨论和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讨论三种；学生讨论每两周进行一次，讨论前由教师给定讨论题目，学生有充足的时间加以准备，后进行相互间的辩难，最后由教师进行总结、评论；而教师间的讨论类似于现代大学的学术讨论，每年举行两次，会上教师可以就与学问相关的任何问题进行讨论。讨论法和问题法主要用于神、医、法三科的学习；而在文学院阶段仍然以讲授为主。讲授法主要包括教师阅读和教师评论两个步骤，有时也进行一些相关的讨论。这一方法在文学院的应用的目的主要在于拓展学生的知识视野，为他们的进一步学习奠定深厚、坚实的基础。

（四）学位制度的中世纪起源

学位制度是现代大学的一个重要特色，是高等教育与其他社会领域相区别的重要标志之一。正因为学位制度的存在，我们的高等教育才从纵向上成为一种富有层次的学历教育。现行的学位制度包括学士、硕士和博士三级，但在有的国家如美国等出现了专科教育的协士学位，在硕士和博士学位中间出现了中间学位，也存在着一种研究学位如博士后等。但我们通常所指的学位制度是指三级学位制度。作为现代大学的重要制度，学位制度最早起源于中世纪大学。如前所述，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在制度指向上并非单纯意义上的学历标志，而更多的是一种职业资格和职业等级的标志；这种学位制度的真正来源，也非大学内部自然生成，而是向手工业行会特别是“屠户行会”借鉴的结果。因此，中世纪意义上的学位制度在意义上非近、现代大学的学位制度可同日而语。不可否认，中世纪大学学位制度所蕴含的资格标准，成为现代大学学位制度继承的内在精神，中世纪的职业定位意义上的学位制度则在现代大学中失去了存在的空间。

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制度包括bachelor、licentiate和master三级，而没有现在大学学位中的doctor。在学位的取得程序上是从bachelor到licentiate再到master，每一种学位的取得都有其特定的要求、程序，并且每一级学位都标志着不同的职业等级，因而也预示着极强的职业取向。

Bachelor一词我们现在译为学士，但从其词源学意义上来讲其意义十分混乱和模糊。拉什代尔在《中世纪大学》（The Medieval Universities）一书中曾指出：“bachelor在不同的学习机构中的用法是多种多样的。”Bachelor更多的是指称大学第一阶段学业的结束，在bachelor的取得上必须遵循一定的程序，满足一定的要求：学生必须在文法学院学习6年左右，年龄达到20周岁，且表现优良，方有资格申请；取得申请资格后，学生还必须参加一个由逻辑学教师和文法教师组织的名为determination的辩论会。在辩论会上，学生必须就一个论题展开阐述，并且接受来自教师和其他反对者的提问与诘难，时间有时长达数天之久。如果教师确认学生已经达到了相应的水平则表明这名学生通过determination。但这并不意味着这名学生已经取得bachelor学位，还须向所属的同乡会（以地域为标准划分的行会组织）提出申请，在经过同乡会考察认定合格之后才被认为是取得了bachelor的资格。作为bachelor，他可以在一位教师指导下进行文法学院的教学工作，但这并不表示他获得了教师资格，要获得教师资格还必须经过licentiate的各种考察。

Licentiate意即教师资格许可，是学生在取得bachelor之后，经过两年的继续听、讲课，对所学的内容重新温习一遍，并且经过公开讲课、辩论取得教师行会的同意之后，成为master的候选者。这时学生可以向主管教师资格认定的司法官提出申请。经过审查，司法官会举行一个充满教会色彩的盛大仪式授予申请人licentiate的资格。Licentiate实际上是master的候补资格和正式走上教师岗位的过渡阶段。

取得licentiate资格后，再经过大约6个月左右的讲课，申请人可以有一次称作inception的机会展示自己的能力、水平以获得教师（master）[82]资格。Inception由司法官和四个主考人共同主持，包括辩论、讲授等方面的内容，在得到在场主考人的承认和首肯，以及经同乡行会组织同意后申请人可以被授予硕士学位（master）。因此，inception实际上是一种盛大的教师资格授予仪式。在这个仪式上申请人要进行严肃的宗教宣誓，并被授予两样成就象征，即硕士帽（master’s cap，biretta）和书，这样才真正标志着硕士资格的取得。从此申请人进入教师行列，享受教师所有的权利，同时也履行相应的义务。

中世纪也出现了doctor一词，但并不包含在中世纪大学的学位层级之中。Doctor来源于拉丁词汇doceo的过去分词doctus，意思是教学、教（teach）。所以doctor一词在中世纪时常和教授（professor）一词互相通用，表示一种高级的教学资格。作为学位本身来讲，master是最高学位，只是在后来大学发展过程中，doctor一词才被赋予了博士的含义而成为学位制度的最高等级。

以上所述表明，中世纪大学不但提供了学位制度的称谓沿袭，同时关于学位制度的职业定位及等级层次的精神也是后来学位制度得以存在的主要精神。

大学作为中世纪在教育制度上的创新，其意义不只在于对教育制度、观念的丰富和完善，它作为一种广义上的文化机构，在整个西方文化发展史上所发挥的巨大历史作用同样也应得到彰显。大学对理智、科学精神的培育，大学对批判精神的滋养无不对后来西方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道森对此曾有过精辟论述，他指出：“只有随着大学的兴起，西方文化才获得了它后来的成就所依赖的那种新的理智与科学的训练。”“如果西方思想没有经过数个世纪的理智训练的准备，以便用宇宙的理性和人类智力的力量来探索自然的秩序，那么现代科学本身几乎不可能产生。”这种准备体现在“数个世纪中，欧洲受过教育的阶层在逻辑思维的艺术方面一直在接受一种严格的和精确的训练”，这种训练通过对问题进行辩论的方式，“不仅提高了才智的敏捷性和思想的准确性，而且尤其发展了那种西方文化与近代科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此而兴起的批判精神与方法上的怀疑”。[83]因此，中世纪大学所体现出的教育意义和文化意义不能不说是中世纪思想复兴的一大贡献，这也是改变对中世纪研究否定多于肯定态度的重要明证。

三、经院哲学与理性主义的孕育与发展

如果说中世纪大学的出现更多的是体现在制度上的创新的话，那么经院哲学的兴起便可算作这一时期思想领域里的正统与异端、传统与现世的大冲撞。这种冲撞非但有违教会强化思想控制的初衷，进而为教会一统局面的丧失埋下了祸根。经院哲学各种流派间的思想交锋与论争，也孕育出了理性主义的幼芽，开创了人们对理性的崇尚传统，孕育出了人们对神性的质疑和对科学精神的追求；经院哲学涉及近代哲学几乎所有的命题，成为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渊源。因此经院哲学无疑是西方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对以后西方思想的发展起到了奠基作用。

从词源学意义上讲，“经院哲学”（英文为scholasticism或scholastic philosophy）一词来自拉丁文scholasticus，原意为“学院中人的思想”，因此在我国也有人译称“士林学术”。我国之所以称之为“经院哲学”即是由此而来，着重强调这种哲学运动赖以生存的机构、环境特征。这种观点在西方学者那里受到了质疑。美国学者霍莱斯特曾指出：“严格而论，经院哲学无非是和中世纪盛期学校——天主教会及修院学校，以及随后的大学——相关的哲学运动。更确切地说，是着重涉及唯理论与有神论关系——理性与启示的运动。”[84]他在定义指称的重点上已从传统的强调经院特征向运动本质的指称转化。对此，我国学者赵敦华也有过相应的阐述。他认为经院哲学的确切含义应该是：“在公教会（或天主教）学校里传授的，以神学为背景的哲学。”[85]因此根据这种定义指称的变化，经院哲学实际上就是指在经院学校中所进行的，对基督教神学从方法论和哲学意义上所做的理性阐释运动。

作为一场思想运动，经院哲学上承教父哲学时代关于信仰与理性等问题的讨论，继承了德尔图良、奥古斯丁、波菲利以及波伊提乌等人的思想，同时也有中世纪时期伊里杰纳等人所做的奠基性工作。在涉及的问题上，经院哲学既涉及信仰与理性的关系，又涵盖了共相与一般关系的讨论。前者孕育出了中世纪理性主义的萌芽，而后者则深化出了唯名与唯实之争，为后来强调经验科学和提倡唯物精神做了思想上的准备。经院哲学兴起于11世纪末的西欧，它的出现除与这一时期西欧社会诸种因素的发展与转型有关以外，同时还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即亚里士多德学说，尤其是亚里士多德辩证法思想在西方社会的重新崛起。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出现与教会所持的正统思想即柏拉图主义和新柏拉图主义之间的激烈碰撞在所难免，这样便引发了两种思想在神学领域内的大论争。这种论争实质上是先验与经验、信仰与理性二者的论争，是神学哲学化与哲学神学化之间的论争。因此，经院哲学作为哲学思想实际上是一种神哲学——它既是哲学，也是神学，“它作为哲学史研究对象是经院哲学，作为神学史研究对象是经院神学”[86]。这种论争自11世纪末期始，直至14世纪逐渐衰微，共历时3个多世纪。它囊括了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重要思想家，从贝伦加尔到安瑟伦，从洛色林到阿伯拉尔，最后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集大成，完成经院哲学体系的最终构建。可以说，经院哲学运动时期可谓群星闪耀，思想纷呈，论争不断，为西方文化乃至人类文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信仰与理性——理性主义的孕育

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是经院哲学讨论的主要问题之一，讨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辩证法能否运用于神学，即在辩证法或理性与信仰之间存在着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这一时期处于优势地位的神学如何看待处于上升态势的哲学的问题。争论过程中形成正统与非正统两种观点。正统派认为“只有先信仰才能理解”，而其中又包括了极端的反理性的正统派，以圣达米安为代表；而其主流则是以圣安瑟伦（St. Anselm）为代表的折中派，主张在信仰的前提下对理性加以运用，体现理性的工具价值。非正统派则以阿伯拉尔为代表，坚持“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的观点”，由此张扬出人的理性在信仰中的主体性功能。这两派虽然观点各异，但其目的均在于维护神学的正统地位，因而二者逐渐趋于一致，都承认理性与信仰关系中理性的工具性价值，从而在托马斯·阿奎那思想中形成了二者的谐和。尽管如此，不可否认的是，在这一争论过程中，人的理性精神得到了极大的高扬，为文艺复兴乃至后来的启蒙运动提供了摆脱神学精神控制的理性基础。

1.信仰寻求理解

这是安瑟伦引用奥古斯丁的原话来概括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信仰是理解的出发点，没有信仰就不会有理解；另一方面，有了信仰，不一定总会理解，理解不会因信仰而自发产生，而是理性积极寻求的产物。这种观点也是正统派的主要主张。同时正统派也包括以达米安（Petrus Damiani，1007—1072年）为代表的极端反理性主义。赵敦华曾称达米安是“反辩证法最有力者”。他曾说过：“哲学应当像婢女服侍主人那样为神圣的经典服务。”这成为后来广为流传的“哲学是神学的婢女”（Philosophia ancilla theologiae）一说的直接来源，达米安反理性主张由此可见一斑。达米安思想的直接来源是3—4世纪的教父思想家德尔图良。德尔图良在讨论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时认为：“在拥有耶稣基督之后，我们不再希冀有奇异的争论；在享有福音布道之后，不再需要有逻辑分析！”[87]达米安继承了德尔图良的这种信仰至上的思想，在理性与信仰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是不相容的，认为“辩证法是依照逻辑规则独立运用理性的方法。正因为它不依赖天启和信仰，运用辩证法的能力不是上帝赋予的。……辩证法相信逻辑规则，神学信仰上帝的启示与奇迹，两者是不相容的”。由此他完全排斥和否定了理性在信仰中的作用。同时达米安还继承了德尔图良“唯其不可能，我才相信”的思想，提出“逻辑不可能不适用于上帝。上帝是任意、全能的主人，他可以使逻辑上看来是不可能的东西成为可能，甚至成为事实”[88]。从而要求人们相信逻辑的不可能性乃是神学的可能性。这样达米安就在理性与信仰、神学与哲学之间筑起一道壁垒，并且高扬神性而贬抑理性，使理性只能成为神性的奴仆。这种观点成为典型的教会正统观点，由这种观点出发便进一步引申出对知识的反动。例如，后来的圣方济各继承了这种思想，认为知识理论与救世无关，甚至是一种危险。后来方济各派的精神领袖雅克明·达·托弟曾用一首诗来表达了这种反知识的立场：柏拉图与苏格拉底争论纷纷／绞尽脑汁，费尽心神／进行争辩无停顿／与我什么相干？／只要心灵纯真/就能通往天国、幽径独寻／祝贺上帝，远避哲学。[89]这种主张实际上是对中世纪知识、文化复兴的反动，是逆潮流而动，因而也受到包括正统派神学家在内的诸多学者的否定。大多数正统派神学家仍然采用的是一种折中派的观点，以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

折中派的信仰论与极端信仰论一样起源于教父哲学时期的思想，主要继承了奥古斯丁关于信仰与理性的观点。奥古斯丁认为理性能够为信仰服务，二者并不矛盾。他说道：“倘使这些所谓哲学家，特别是柏拉图派哲学家的论点，和我们的信仰有任何真实及一致之处，我们不仅不会退缩，而且要将那些被非法据有的转为我们所用。”[90]这也表明奥古斯丁是以神学与信仰为前提的，在二者具有一致性的基础上强调哲学或理性的工具有用性。这种观点后来为中世纪时期的坎特伯雷大主教兰弗朗克（Lanfranc，约1010—1089年）所继承，他原则上同意在一定条件下辩证法可以运用于神学。他这里所提的条件即指辩证法的结论不能与信仰和教义相矛盾，对此，他曾说道：“辩证法不是上帝的神秘性敌人，相反，如果它正确地被运用，将在适当的时候确认上帝的神秘性。”[91]兰弗朗克的学生——坎特伯雷大主教圣安瑟伦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并成为温和信仰论的集大成者。

由于安瑟伦思想上承奥古斯丁，下开经院哲学重要问题深入讨论之先河，所以他也被誉为“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位经院哲学家”。至于究竟谁是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现已无据可考，但无疑安瑟伦对经院哲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奠基作用。在信仰与理性的关系问题上，他沿用德尔图良的“信仰寻求理解”来表明立场。他说道：“不把信仰放在第一位是傲慢，有了信仰之后不再诉诸理性是疏忽，两种错误都要加以避免。”[92]这实际上表明圣安瑟伦是坚持在神学或信仰至上前提下的对理性使用的中间立场，是对兰弗朗克“辩证法的应用必须增强信仰，而不能损害信仰”主张的继承。但同时，安瑟伦对这种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他放弃了兰弗朗克对辩证法应用范围的限制，而把辩证法运用到一些神秘领域的研究中；他突破传统信仰论坚持信仰是前提的观点，认为在运用辩证法进行推理时，可以把教义当作有待证明的结论，而不是证明的前提。这种思想对理性使用空间的拓展，减少对理性的神学限制具有重要意义，也有利于人主体理性思维的充分发挥。安瑟伦同时也注意到以信仰为证明的结论有可能导致证明与结论不符的问题，对此他并不否认该问题的存在，当出现这一问题时，他认为应以权威意见作为是非判断的标准。他在《独白》中说：“如果我在此次研究中说了一些权威没有提及的话，即使我的述说对我来说是理性的必然结论，我愿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这一述说，即它不被说成绝对必然的，只被说成看来似乎是必然的。”[93]由此不难看出，安瑟伦所理解的理性仍然是臣服于信仰之下的理性，是权威意见支撑下的信仰至上的必然理性。这也是信仰至上论的共同点所在。为了避免理性在运用辩证法过程中的错误，他在《宣讲》开头的祷词中祈祷道：“主啊，我并不求达到你的崇高顶点，因为我的理解力根本不能与你的崇高相比拟，我完全没有这样的能力。但我渴望能够理解你的那个为我所信所爱的真理，因为我决不是理解了才信仰，而是信仰了才理解；因为我相信：‘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94]这是他进一步用信仰作为标准来协调和平衡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因此，安瑟伦所理解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是以信仰作为理解的起点和终点的，是对信仰的不断深化的过程。这种起点与终点的重合实际上仍未能为理性的运用留出充足的空间。理性仍然仅限于一种神学的正面论证，而无法对神学本身提出质疑和批判。所以安瑟伦所主张的理性的价值取向始终是围绕神学或信仰的标准在进行的，根本不存在二者间的互动。这也体现出理性的纯粹工具价值的一面。

2.理性寻求信仰

“理性寻求信仰”是针对信仰至上论的“信仰寻求理性”而言的。虽然主张“理性寻求信仰”的非正统派主张“只有理解了才能信仰”，强调理性对神学或信仰的质疑与批判，但在其最终目的上，非正统派仍然是归于信仰、神学的，他们只是希图通过理性去修正和完善正统神学的不足与错误之处，以更好地为神学服务。这种思想在当时教会一统局面下不见容于当世，被认为是对教会权威的挑战，被视为异端，是一种非主流、非正统的观点。持这些观点的思想家也屡屡被作为各种宗教会议的批判对象而被大加挞伐。这种状况直到托马斯·阿奎那时期才有所改观，但仍存在争议。

强调理性的观点同样可以在奥古斯丁那里找到源头，奥古斯丁曾指出：“真正的哲学和真正的宗教是同一的。”这种思想为加洛林文艺复兴末期的伊里杰纳所继承，并在此基础做了进一步的深化。伊里杰纳认为在哲学和宗教、理性和天启之间万一出现矛盾时，那就应采取哲学或理性的观点而不是权威的观点。这表明伊里杰纳是主张理性权威要高于宗教权威的。对此他写道：“权威产生于真正的理性，而不是理性产生于权威。因为没有被真正的理性所确证的权威是软弱的。相反，真正的理性，因为它是可靠的、恒常的，以其自有威力为基础的，所以它不需要同某种权威妥协来确证自己。”[95]可以说，在伊里杰纳这里，理性的力量得到了极大的张扬。但由于伊里杰纳所处时代思想的荒芜，这一观点未能产生出较大影响。博伊德和金曾在《西方教育史》中这样评价道：“然而，约翰·斯科塔斯（John Scotus Erigina，即伊里杰纳）超过自己时代太多，没有对时代的思想趋向产生很大的影响。”[96]但这并不意味着伊里杰纳影响的消失。在11世纪末，他所提出的理性高于权威的观点为图尔的贝伦加尔（Berangar of Tours）所继承，从而开启了中世纪理性至上的先河。从这个意义上讲，伊里杰纳应看作非正统信仰论思想的源头。

贝伦加尔是中世纪时期首先将辩证法运用于神学讨论的思想家，他明确主张：“在一切方面都应该运用辩证法，因为运用辩证法就是运用理性。”[97]他所理解的辩证法则是艺术的艺术，是理性的杰作，主张将辩证法运用于包括神圣的事物与来自神秘启示的信仰在内的一切事物。为此他说：“理性应被应用于一切地方，正因为人被赋予理性，他才是唯一按上帝形象被造之物。”他在谈到理性与权威孰为判断真理的标准时指出：“理性不知比权威高多少，它才是真正的主人与裁判。”[98]这种思想实质是对伊里杰纳理性权威思想的继承。通过强调人的理性权威，力图求得人与神关系中较为平等的地位，从而更好地发挥出人相对于神的独立性，这是高扬理性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贝伦加尔的观点为其学生阿伯拉尔所继承并发扬光大。我国学者赵敦华曾称阿伯拉尔是“中世纪哲学家中最有个性与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99]。也有人称阿伯拉尔是中世纪时期最早的理性主义者等，但这与其思想本身尚有分歧，对于这种评价学界大多持否定态度。从另一个角度而言，之所以出现这种评价也绝非空穴来风，这是与阿伯拉尔在信仰与理性、辩证法与权威关系上的思想紧密联系的。

阿伯拉尔的思想主要体现在《是与否》（Yes or No）一书中，从全书立意的出发点来看，阿伯拉尔并未摆脱相信权威的中世纪的思想方式。对此，法国学者波塔利（Portalie）曾指出：“阿伯拉尔从不想对信仰的神秘作出哲学的证明，他更没有自称为理想主义者。”[100]他只是“坚持辩证法在神学领域内的权利，根据理性主义原则建立哲学与神学的联系”[101]。也即是说，阿伯拉尔思想的最终目的并非以理性取代权威或信仰，而是用理性去证实或证伪权威，充实和完善信仰的真理性，其最终旨归仍在信仰与神学的维护之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思想与18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则相去甚远，这也是学界反对称他为理性主义者的主要原因之一。在阿伯拉尔思想中，含有极强的批判精神，他认为权威意见同样会存在矛盾。他说：“教父和使徒都会犯错误……不过他们的错误并不是由于信仰引起的。有些错误是由于引用伪托的权威著作或有誊写错误的《圣经》而产生的。”对于这些客观存在的矛盾，阿伯拉尔反对安瑟伦盲从权威的做法，主张人们对一切未辨真伪的权威著作“都要有充分的自由进行批判，而没有不加怀疑地接受的义务”[102]。批判所依据的工具则是辩证法，这在《是与否》一书的写作方式上有着最为充分的体现。同时阿伯拉尔也考虑到那些无法用辩证法去解决的权威之间矛盾的情况，也即是说，在理性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应如何对待权威意见之间的冲突与矛盾的问题。对此，阿伯拉尔主张，“对权威意见进行比较，使其中更好地被验证并更多地被确证的意见保持优先地位”[103]。阿伯拉尔相信，辩证法考察的结果或使看起来相互矛盾的权威意见保持一致的真理性，或使其中一种意见保持正确性。无论如何，辩证法最终确立了权威意见的可靠性。由此不难看出，在理性与信仰二者的关系方面，虽然阿伯拉尔最终目标是为了使信仰更富真理性、更富权威性，但这种真理性与权威性的获得是建立在理性或理解基础之上的，只有经过理性检验的信仰才是真正的信仰。阿伯拉尔反对盲目的抛弃理性的信仰。对此，他曾说过：“若不首先理解，没有任何东西能相信。”这无疑是对理性思想的一种高扬，理性价值虽然仍停留于工具层面而没能获得本体上的价值意义，但这种工具性的发挥却打破了外在信仰与威权的限制而得以充分的展现。这相对于权威基础之上的理性思想来讲更接近于理性主义时代对人理性的称颂。因此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阿伯拉尔同时代的其他思想家而言，阿伯拉尔是一个具有典型理性思想的思想家。这也是他彪炳史册的一大因素所在。

（二）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

唯名与唯实之争实质上是关于共相或一般与个别之间关系问题的争论。争论最早发端于柏拉图理念论的思想。这个问题到了12世纪成为经院哲学各派讨论的主要问题。但这决非中世纪经院哲学研究对象的创新，与理性与信仰关系问题一样，早在3世纪时便已经提出了该问题。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3世纪的新柏拉图主义者波菲利。他在《亚里士多德〈范畴篇〉引论》中提出了三个问题：种和属（共相）究竟是存在着，还是仅仅寓于纯粹的理智之中？它们的存在是有形的呢，还是无形的？它们是与可感知的东西分离，还是就在可感知的东西之中并且和它们一致呢？这三个问题后来构成了唯名与唯实之争的主要问题。波菲利本人对此却不置可否，他说：“这类问题是极其高超的问题，需要非常刻苦的研究。”后来在6世纪时，波伊提乌在《波菲利“引论”注释》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初步探讨，说明这一问题对于逻辑基础乃至整个哲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倾向于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解释这些问题。尽管如此，他也并未对此做出明确的回答，认为“那是更崇高的哲学的事情”[104]。后来伊里杰纳曾提出个别事物是理念实在化的观点，这与后来实在论的思想具有相通之处，但伊里杰纳并未正面对该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1世纪末期经院哲学的兴起，波菲利提出的三个问题成为这时期每位思想家都必须面对并试图加以解决的问题。其间由于各自理论观点的差异而形成了不同的理论流派，产生了十分激烈的争论。索尔兹伯里的约翰（John of Salisbury）在《逻辑学讲解》中曾对所有的论点进行了总结，共有六种不同的流派、观点，大致包括唯名论、唯实论以及介于二者之间的理论观点。其中在思想史上较有代表性的是以洛色林为代表的极端唯名论，以安瑟伦为代表的唯实论以及以阿伯拉尔为代表的温和唯名论——概念论等三种观点。

关于唯名与唯实之争最先起源于何时现已无据可考。博伊德和金曾在《西方教育史》中指出：“当唯实论和唯名论在安瑟姆（Anselm）和罗塞林（Roscellinus）之间的争论中参加进敌对双方中之一方时，中世纪对唯实论和唯名论的大辩论就开始了。”[105]但从现有史料来看，最早的唯名、唯实之争应是贝伦加尔在《论圣餐》一书中所做的神学讨论。贝伦加尔运用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思想反对圣餐的实质转化说，反对“实体是无形的实质”的观念，这实际上是早期的唯实论思想与唯名论思想的交锋。这种争论孕育到了11世纪末期最终成为一场经院哲学的大争论。

1.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与安瑟伦的实在论

唯名论一词来自“名称”，意思是一切词都是个别事物的名称，共相不表示个别事物之外的实在。恩格斯曾指出唯名论学派的创始人是洛色林，这与他第一位较为全面地阐释唯名论的思想有很大关系。洛色林根据亚里士多德《范畴篇》的思想，认为真正的实体只是个别事物，一切词都表示个别事物，殊相（个别概念）表示单个事物，共相（普遍概念）表示一群个别事物。他认为只有个别事物才是客观实在的，所谓一般或共相只是代表许多个别事物的空洞的“记号、词、名称”而已，既不是客观存在，也不是存在于思维中的概念。针对那种认为共相表示个别事物之外的某种实在的观点，洛色林认为这种实在只不过是用词表达时发出的声音而已，并没有改变个别事物的实在。因此，洛色林的唯名论被称为极端唯名论。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实质上主张共相只存在于语言中而不具有实体性的存在形式。这种对一般或共相实体形式否定的观点直接对神学的“三位一体”产生了极大的冲击。按照洛色林的看法，“圣父、圣子、圣灵”只是三个不同的实体而已，所谓“三位一体”的普遍神圣实体即上帝是没有的，只不过是一个名称或字眼而已。洛色林的思想被正统神学看作异端而受到批判，安瑟伦曾指责洛色林是“使用辩证法的异端”。为了反驳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观点，安瑟伦在《关于肉身化的信》中系统地反驳了洛色林的观点，形成其思想的实在论特色。

安瑟伦是一个极端实在论者，他在对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进行系统批判的基础上指出：有形世界并不是个别事物的总和，个别事物需要普遍原则如时间与空间规则的组织，方能联系在一起，这些普遍原则是实在的。他认为一般概念不仅仅是只存在于语言中的词的表达，一般概念不仅存在于思维之中，而且是先于个别事物、离开个别事物独立存在的实体。他认为，洛色林的根本错误在于把感觉印象当作理解的出发点，缺乏把握抽象观念的能力。针对洛色林对“三位一体”观念中上帝的本体存在的质疑，安瑟伦运用其实在论观点对上帝的存在做了相应的本体论证明。所谓“本体论证明”是后来康德所赋予的名称，其意义是仅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证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就是从上帝的概念直接推出上帝的存在，表明上帝的观念就隐含着上帝的存在。安瑟伦关于上帝的本体论证明主要体现在《宣讲》一书中，这主要是一种先天性证明，其先天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它是对“上帝”概念意义所做的逻辑分析；第二，“上帝”概念是证明的前提与出发点。在《宣讲》中，安瑟伦用一个三段式推理来表明其论证：

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

结论：上帝在实际上是存在的。[106]

在《宣讲》中，安瑟伦还对这种证明做了详尽的说明。安瑟伦的这种证明方式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法国僧侣高尼罗（Gaunilon）曾撰写《就安瑟伦〈宣讲〉的论辩为愚人辩》的反驳文章。除了进行本体论证明以外，安瑟伦还从后天经验出发对上帝存在做了相应的证明。例如，一切事物按照完满性程度被排列成一个等级系列；所有事物都以一个最完满的东西为原因，分有物必然低于被分有物等。他把上述这些原则作为进行后天证明推理的逻辑前提，指出这些原则必然导致关于上帝存在的结论。安瑟伦关于上帝存在的先天和后天证明，对于批判洛色林否认上帝存在的观点有着重要作用。这样通过上帝的存在，就可推衍出在个别事物之上是存在着共相和一般的，一般是超越于个别以抽象方式存在着的，它不仅存在于具体的个别事物之中，同样也存在于人们的思维、信仰等精神之中。后来洛色林在致阿伯拉尔的信中承认了安瑟伦的智慧与虔诚，似乎是已经默认了安瑟伦对其“三位一体”问题的批判。可以说他们之间的交锋是唯名论与实在论在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较量，以后两派虽然仍坚持各自观点，但逐渐走向融合，如温和唯名论思想就吸收了大量实在论的观点。

2.阿伯拉尔的温和唯名论

阿伯拉尔温和唯名论思想的形成与他相应的学习经历和知识储备有关。他曾受业于极端唯名论者洛色林，也曾就教于极端实在论者威廉（William de Champeaux，1070—1121年）。阿伯拉尔在继承二者思想精华的基础上，运用其丰富而强烈的批判精神确立起了自己的思想。他的思想主要集中在《波菲利集注》之中，这也是现存的关于早期唯名与唯实之争的最早的材料。

阿伯拉尔认为从概念上明确讨论的对象应是共相而非理念，他对这两个概念做了相应的区分。他并不否定理念先于个别事物而存在，但他认为理念是上帝专有而人不可能与上帝共同拥有的理念，因此相对于人类知识而言，共相才是应该集中讨论的问题。他认为共相与理念本身也存在区别，共相以一般名词表示种、属，它们不能像理念那样脱离个别事物而存在。共相通过词表示种属的思想实质上是对洛色林思想的继承，但阿伯拉尔在此基础之上又进行修正。他认为一般或共相并不是空洞的词或声音，而是有一定思想内容的词。这里的思想内容即人类思维通过抽象而形成的许多个别事物的某种相似性或共同性的概念，而词则是用以表达或标志这类概念的。因此阿伯拉尔的思想在此意义上也被称为概念论。关于他的思想与洛色林思想的区别，用“人”这一概念为例即可以很好地加以说明。“人”作为共相，洛色林认为它只是代表许多个别的人的词或名称，其他什么也不是；而阿伯拉尔则认为“人”不只是一个词，而且是人心中用以表示人的相似性或共同性的一般概念。

针对威廉“共相是事物的相同本质，本质同时存在于一类事物之中，这种事物的差别则由它们各自的偶性造成”的观点，阿伯拉尔指出，如果本质是实体，那么同一实体存在偶性不同的事物之中必然会自相矛盾。在此基础上，阿伯拉尔还做出了普遍与个别的区分不是整体与部分区分的论断。他认为共相不可能是由部分组成的集合体，因为集合体不能同时、全部地分布在组成它的各个部分之中，而共相却能同时、全部地分布在归属它的各个事物之中。由此阿伯拉尔得出结论：“不论是单一的事物，还是集合的事物都不能被称为共相，因为这些事物不能表述众多的事物。能够表述众多的事物只能被归诸词。”[107]这样，阿伯拉尔最终将实在论思想改造成为唯名论的“词”的思想，回复到其概念论的思想之上。阿伯拉尔的概念论的核心思想主要是认为共相是逻辑概念与心灵中的观念。这种思想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只有个别事物才是独立的实体，共相不是实体，也不表述个别实体以外的实体；第二，共相作为名词是有形的，作为名词的意义是无形的，但心灵中有关于它的印象；第三，共相表述的事物存在的共同状态在感性事物之中，但共相把握这一状态的方式却在理智之中，表现为心灵中的一般印象；第四，个别事物是产生共相的原因，但共相一旦产生，便有了不依赖个别事物的心灵印象，即使个别事物消失，印象仍然存在。

总之，阿伯拉尔既坚持了共相是一般名词的性质这一唯名论的基本立场，又未彻底否认共相与外部某种一般性相对应的实在论观点。因此，阿伯拉尔思想虽以唯名论为主，但更多的带有中和的性质，是一种温和的唯名论思想。

经院哲学除以上提到的几种理论观点以外，还有拉波里的吉尔伯特（Gibert de la porrée）所坚持的“天然形式论”。这种观点认为：共相是个别事物的种、属，是由存在于个别实体中的相似的自然形式所组成的。在此意义上，吉尔伯特把共相看成是“形式的集合”，这个集合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心灵的抽象过程，即心灵把自然形式与它们所属的实体分开，比较它们的异同，把相似的形式组合成共相。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对吉尔伯特的观点做了如下总结，他说吉尔伯特“把普遍性归诸天然的形式，致力于证明这些形式与共相的一致性”[108]，实质上是一种温和的实在论的概念论观点。

经院哲学在经历了唯名与唯实不同流派和理性与信仰不同观点的整合与碰撞之后，到托马斯·阿奎那那里实现了不同观点之间的和谐与统一，从而最终构建起完整的经院哲学体系，达到经院哲学发展的顶峰。但同时这也孕育着经院哲学的衰落。现代学界一般将经院哲学等同于烦琐哲学，在争论问题上的无聊与琐碎往往是现代学界对它加以讨伐的主要之处。对此，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在总结经院哲学对共相性质问题的讨论时也说道：“解决这一问题的路途如此漫长，连世界在此过程中也将变得古老，花费在这一问题上的时间比恺撒征服世界的时间还要长。”他说这场争论往往陷入咬文嚼字的无谓之争；他发现巴黎的学者们在20年间争论同样的问题，说同样的话，他们没学到什么新东西，也不教人以新东西。[109]这些无疑是中世纪经院哲学之所以受到批判的痼疾所在。但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在整个经院哲学讨论中，尽管权威仍然占据主导地位，而理性主义的兴起以及由此而产生出来的对权威的批判精神却更令人欣喜。这种理性精神的出现，一方面为人主体性的张扬，为人性从神性中解脱出来奠定了基础；另一方面又为后来对真理问题客观性的探讨提供了思想武器，成为后世自然科学内在的精神逻辑。同样，在唯名与唯实之争中所体现出来的方法论和朴素唯物思想的萌芽又未尝不使后世思想受益匪浅。历史尤其是思想史的发展从来不会存在断裂，也许其表现形式各有异同，但前一段对后一时期的奠基是不可否认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世纪经院哲学尽管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它对后世学术思想的奠基性影响则是巨大的，是渗透于学术思想内在精髓的继承性影响。经院哲学的研究在此意义上也成为学术思想史研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

第三节 著名经院哲学家论教育

经院哲学于11—13世纪在西欧的出现和兴盛，是这一时期社会复兴运动中最为注目的成就。无论是经院哲学出现后所带来的对正统神学或世俗观念的冲击，还是它对各种知识分支的丰富、完善与修正都成为这一时期的典型特征。相较于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思想文化的复兴而言，该时期的复兴所体现出的最大特点在于群星闪耀、观点纷呈，涌现出了一大批在整个西方思想史具有重要奠基意义的经院哲学家。从贝伦加尔到洛色林，从安瑟伦到阿伯拉尔，从索尔兹伯里的约翰到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他们在理性与信仰、普遍与一般等哲学基本问题上的争锋与探讨，开创了以后西方思想发展的批判与理性精神居于主导地位的先河。他们身处社会转型与变革的时代，面对新旧转承间出现的诸多社会、思想、文化上的矛盾，自觉或不自觉地选择了此时复归西欧大陆的亚里士多德学说尤其是其辩证法思想，以此作为工具，开始了这时期思想领域的变革。因而辩证法的空前兴盛成为11—13世纪西欧复兴的典型特征之一。对此，英国学者菲利普·沃尔夫在其《欧洲的觉醒》一书中做出了如下的解释，他认为：“不断变化的世界提出各种问题要求人们来解答。在混乱的思想和蹩脚的逻辑的支配下，人们本能地固守着那些生吞活剥的圣书和引证；但其中的歧义及矛盾的显而易见和矛盾性，却使他们的内心感到深为失望。于是他们转而寻求推理和选择的法则，以使自己的思维方式更为有效。”[110]思维方式的有效性保证了思想家思想创造工具的有效，同时他们在思想的传播上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教育作为媒介，这也是文化争鸣与复兴期共有的一个基本法则。无论是把教育作为传播思想的阵地与媒介，还是把教育看成是谋生的手段（此时教师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一种职业），教育无疑都成为各经院哲学家关注的焦点之一。从兰弗朗克和圣安瑟伦的坎特伯雷的贝克学校，到威廉和阿伯拉尔在巴黎创办的学校以及伯纳德（Bernad）所在的夏尔特尔学校，都集中展示了他们对教育的重视。可以说，这一时期的学校与经院哲学家二者之间是相互推动、交相辉映的。在很大程度上，经院哲学家个人的学术威望成为学校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这也是与这一时期西欧大陆内部学生之间自由流动有很大的关系的。因而经院哲学的兴盛通过经院哲学家们的努力与实践也推动了该时期教育的极大发展，包括中世纪大学在这时期的产生都与此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但不可否认，尽管这一时期诸多经院哲学家都有着丰富的教育实践，但他们在教育思想上的原创上却维持在中世纪早期的水平；教育内容仍然保持了“七艺”，只不过在重心上倾向于辩证法的研究而已；在教学方法上也未能超越加洛林文艺复兴时期阿尔琴等人的方法体系；在教育价值论方面，教育也仍然被看作达到信仰的一种工具，虽然有理性高扬所带来的教育必需，但理性的最终指向仍然在于信仰，教育仍未脱其工具价值的定式。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与各经院哲学家所关注重点并非在于教育紧密相关的。同时，由于年代久远，许多史料已无从考证，从而这也为我们深入认识他们在教育实践中体现出来的教育思想设置了障碍。例如，洛色林虽以阿伯拉尔的老师和极端唯名论者闻名，但他现存的唯一一份材料仅限于给阿伯拉尔的一封信，对于他的教学实践及思想则是一无所知。这种情况在贝伦加尔等人身上也十分突出。因而这一时期关于著名经院哲学家的教育思想，根据史料的现有状况和对西方社会的影响程度而言，主要集中体现在阿伯拉尔和安瑟伦的教育实践中。

一、阿伯拉尔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阿伯拉尔[111]（Abelard，1079—1142年）是11—13世纪复兴时期最具个性，最富批判精神，也是争议最大的一位思想家。法国学者勒戈夫曾认为：“就12世纪的新时代范围来说，他是第一个伟大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第一个教授。”[112]道森认为阿伯拉尔是中世纪的“第一位人文主义者”。造成阿伯拉尔一生的悲剧性命运转折的爱情故事，则成为19世纪乃至现代人们传颂不衰的话题，并且直接演绎成了好莱坞《天堂窃情》的电影文化而广为流传。由此可见，阿伯拉尔有着深远的社会影响和历史影响。

（一）阿伯拉尔的生平及教学实践活动

阿伯拉尔的一生以1117年与海洛伊丝（Heiloise）的爱情“悲剧”为分水岭，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079—1117年，是阿伯拉尔求学及荣誉的巅峰时期；第二个阶段则从1117—1142年，这一时期是其命运的悲怆时期，但同时又是其思想走向成熟的阶段。

第一阶段。阿伯拉尔于1079年出生于法国布列塔尼地区南特附近的巴莱村（Palets of Nantes，in Brittany）一个下层骑士家庭，自小受到良好的教育。他后来写道，他的聪慧及倔强的个性都归因于他“故乡的土地和身上流动的血液”。他从形式上放弃了骑士军事斗争的武器，然而在精神上却埋下了富有韧性的斗争精神的伏笔。对此阿伯拉尔曾说：“我放弃了战神的领地，去追求智慧女神的庇护。”这种选择使他最终成为“辩证法的斗士”。勒戈夫曾这样评价他道：“他始终在促进新观念的产生，哪里有他的身影，哪里就有激烈的争议。”[113]这种评价与阿伯拉尔自己的表述十分吻合，他曾说道，“哪里辩证法兴盛，我就到哪里去”[114]，这也是阿伯拉尔求学时的一个基本原则。他于1094年即16岁时离开家乡向孔比耶尼的洛色林学习逻辑学，因不满洛色林的极端唯名论立场而终止。这段经历奠定了阿伯拉尔批判极端唯名论而走向温和唯名论的思想方向。1100年，他转向巴黎圣母院教堂学校的香浦的威廉学习。但威廉的实在论观点同样不能让他感到满意。由于阿伯拉尔对威廉的批判，二人关系决裂，这是阿伯拉尔与他人关系决裂的开端。关于他与威廉之间的冲突，他曾有一段记述。他说：“一开始，我很受他的欢迎。但因为我经常坚持要反对他的某些观点，我马上成了他的眼中钉。我不怕与他争论，因此我有时也会占上风。然而，我的这种鲁莽行为立即引起了我那些被认为是最出色的师兄弟们的义愤。”[115]与威廉的决裂导致他自己开办学校，由于未获巴黎大主教的批准，他不得不走出巴黎，于1101年在麦伦（Melun）创办了他教学生涯中的第一所学校，从此开始了辉煌的教学生涯。以后他又在柯尔比（Corbeil）和巴黎的圣热内维耶伏山（St. Genovevaberg）设席讲学。他的教学受到学生的广泛关注与欢迎，对此，勒戈夫给予了阿伯拉尔极高的评价，他说：“巴黎文化的中心从此永远不再是在城区的小岛上，而是在圣热内维耶伏山，在塞纳河的左岸：一个人就这样决定了一个市区的命运。”[116]这种评价虽然有些夸张，但从一个视角反映出当时阿伯拉尔教学的影响。后由于受到论敌“不懂神学”的指责与批判，阿伯拉尔于1113年师从拉昂的安瑟伦研习神学。安瑟伦的声望只不过暂时使阿伯拉尔——这位最激烈的反传统者——收敛了蔑视偶像的狂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他便批评安瑟伦是一棵光长叶不结果的树、光冒烟不发火的炉子。[117]这种批评导致阿伯拉尔与安瑟伦的决裂，他于1114年返回巴黎，出任巴黎圣母院大教堂学校的神学教师，直到1117年才终止。这段时间是阿伯拉尔事业的巅峰时期，也是其荣耀的最高时期。他的一个同时代人曾对此做了记述，“向阿伯拉尔学习的有来自海外的如德国人和英国人，更不要说法国人，特别是巴黎人了”[118]。这种记述与菲利普·沃尔夫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所做的描述是相符的，据载当时阿伯拉尔的学生达几千人。阿伯拉尔自此成为整个法国乃至整个欧洲学术界关注的中心，也成为巴黎市民心目中最具吸引力的学者。他自己也曾写道：“我曾开设的两门课程的听众日益增多，气氛也愈加热烈；他们给我带来的好处，他们给我带来的荣誉，这些你都已经知道了。……但是傻瓜总会因为幸运面趾高气扬。……从此，我就认为是天底下唯一的哲学家。”[119]这种身处荣誉巅峰而滋生出的自负终于在1117年导致阿伯拉尔命运的突变。从此，阿伯拉尔开始了苦难历程。

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可以用阿伯拉尔于1135年写成的《我的苦难史》（The Story of My Misfortunes，法文名为Hisooria Calamitatum）一书的书名来加以概括。从1117年开始，阿伯拉尔便生活在颠沛流离之中，辗转于不同的修道院以寻求生命的延续，而同时还不得不遭遇来自各方论敌的迫害，最终于郁郁中凄然离开他所批判、他所热爱的尘世。这种凄惨的经历虽然在肉体上给他带来了屈辱与痛苦，但这一时期却是他思想的丰富、成熟时期，他写出了大量的著作，包括《论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整体》《是与否》《基督教神学》《神学导论》《认识你自己》（也称《伦理学》）、《辩证法》和《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等。这些著作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思想文化遗产，其影响已远远超越了阿伯拉尔时代的局限，在此意义上阿伯拉尔得以“永生”，从而成就了他一生孜孜以求的对神性的维护与爱。

1117年之所以成为阿伯拉尔生命的分界点，主要原因在于他与海洛伊丝的爱情故事在这一年以悲剧性的结局而导致二人从此各处一方，尽管他们仍然保持着精神上的依恋。阿伯拉尔与海洛伊丝的爱情导致海洛伊丝怀孕，从而引起了海洛伊丝舅父也是阿伯拉尔在大教堂的同事富尔贝尔（Fulbert）的报复。报复的结果是阿伯拉尔遭受阉割的耻辱而入圣丹尼斯（St. Danis）修道院，而海洛伊丝也步入修道院成为一名修女，从此开始了他们生活中最具决定性的转折。本来，无论对阿伯拉尔还是海洛伊丝而言，修道院都并非他们自愿的选择。阿伯拉尔曾在《我的苦难史》中坦言，他进入修道院并非出于宗教使命感或者对修道院生活的向往，而是为了掩盖耻辱而进入圣丹尼斯修道院的。海洛伊丝在给阿伯拉尔的第二封信中也说道：“我本来——上帝明鉴——毫不犹豫地听从你的指令先于你迈进阴间的（这里指进入修道院）。”[120]他们之所以没有选择婚姻——阿伯拉尔作为一个低级教士在当时是可以结婚的——而选择了修道生活的不归之路，一方面是由于海洛伊丝奉献的无私的爱，另一方面更主要的在于如施皮茨莱所言的他们所共有的“哲学家兼教士的理想”，“这理想要求他们恪守不婚制而把婚姻看成是个人自由和研究自由的丧失。海萝丽丝（海洛伊丝——引者注）愿意放弃婚姻，于是阿伯拉尔便可继续走他的教士兼哲学家的道路而又不损害他应有的道义上的地位”[121]。正是这种理想使阿伯拉尔在以后的苦难历程中具有了明确的追求目标，并且在这一理想的指引下爆发出了极大的思想创造力。阿伯拉尔于1118年应学生之请，将其授课内容编成《论神圣的三位一体和整体》一书。此书在观点上与正统神学所主张的三位一体理论不相吻合，而成为1121年苏瓦松（Soissant）宗教会议批判的主要针对对象，被谴责为“否定上帝人格的撒伯里乌主义”[122]，并被勒令当场烧毁。此后他对圣丹尼斯修道院创始人的考证与该修道院传统观点不符，激起该修道院教士众怒。这迫使他出走，避难于塞纳河畔的诺让（Nogent-sur-Seine）。隐居的生活并没持续多久，学生们发现了他并蜂拥而至，在诺让形成了一个由帐篷和茅屋所组成的学校村。这表明他的声誉并未因其所受的耻辱而有所下降。学生为他修建了一座护慰之上帝祈祷堂（das Oratorium des Parakleten）。1228年，阿伯拉尔将它改建为护慰之上帝修道院。在这里，他写作了《是与否》《基督教神学》和《神学导论》等。他的教学活动引起正统教会的极度不安，为了躲避可能的迫害，他于1128年出任布列塔尼地区简陋的圣吉尔达修道院院长一职，直到1132年。1132年以后他重返巴黎主教座堂学校任教，并于1135年写就《我的苦难史》，1136年完成其伦理学著作《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中对补赎说的重新诠释激怒了伯纳德，终于导致1140年圣斯（Sons）主教会议对他的批判与谴责，他的学说被罗马教皇宣布为异端。此后他被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收留，两年之后，即1142年他在凄苦中去世。这两年他进行了艰苦的创作，写出了《辩证法》《一个哲学家、一个犹太人和一个基督徒之间的对话》等著作，为其生活历程对哲人的理想追求画上句号。

（二）阿伯拉尔的理性批判与教育目的观

阿伯拉尔思想中一个鲜明的特点便是他的理性批判和质疑精神。关于这一点，对阿伯拉尔有过深入研究的雷姆萨特（Remusat）曾这样评价阿伯拉尔道：“作为一个批评家，他敏锐的洞察力和机敏的天赋对事物的理解往往达到一个令人惊奇的境地。”[123]阿伯拉尔在自己的著作中也曾说道：“怀疑是件好事。因为怀疑导致探讨，探讨导致理解，而理解最终导向信仰。”[124]他认为通过人类的理智能力可以获得真理，而真正的信仰则必须通过知识和理解。这样，在理解和信仰之间便形成了以理解为基础的信仰的关系，出现了对理性的高扬，尽管这种高扬仍然是以信仰为前提的。通过知识和理解的信仰观点的提出无疑会对传统的权威发出挑战，一些没有经过理性检验的权威便成为阿伯拉尔批判的对象，同时对知识和真理的强调又相应地形成了阿伯拉尔的知识观和真理观。阿伯拉尔对人类理智能力的注重，使教育的价值论和目的观在其理性批判之中也得到突现，使教育成为实现其批判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从阿伯拉尔的理性批判出发，后世许多学者据此而认为阿伯拉尔是第一位理性主义者，第一位人文主义者等。但也有学者对此持有冷静态度，如法国学者波塔利（Portalie）就认为“阿伯拉尔从不想对信仰的神秘作出哲学的证明，他更没有自称为理性主义者”[125]。杜尔凯姆对这种过高的评价持保留态度，他认为对阿伯拉尔的评价不能超越其客观思想而人为拔高。这种评价问题争论的实质在于阿伯拉尔思想究竟是以理性为指向还是以信仰为宗旨。关于这个问题，阿伯拉尔在给海洛伊丝的一封信中曾有过明晰的表述，他说：“我并不想做一个否认圣保罗的哲学家，也不想做一个与基督分离的亚里士多德，因为在上苍之下我没有别处能获得拯救。我的良心之根本，就是基督用以构筑其教堂的基石。”[126]结合阿伯拉尔的哲人兼教士的理想，我们不难看出阿伯拉尔的第一选择是教士，是信仰，而哲人与理性是为教士与信仰服务的。这既是阿伯拉尔所有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又是他思想的巨大贡献所在。诚如勒戈夫在《中世纪的知识分子》中所言：“没有人像阿伯拉尔那样致力于把理性和信仰结合起来。在这个领域，他作为新神学的重要创始人圣托马斯的先驱，超过了圣安瑟尔姆（即圣安瑟伦）。”[127]这种以信仰为最终指向的信仰与理性的关系的建立表明：信仰居于本体价值的地位，而理性则扮演了工具价值的角色，理性的最终指向是落脚于信仰之上。正是对信仰与理性的这种价值定位，影响了阿伯拉尔对于教育的目的观和价值论的认识。一方面，由于对理性工具价值的高扬而在客观上产生了对教育培养人理性功能的重视，教育成为理性培养的重要途径。从这个意义上讲，阿伯拉尔因而顺应了学校人士的愿望，即他们在神学的范围内“要求说明人类和哲学的论据，希望更多地理解而不是简单地宣布福音”。另一方面，信仰的本体价值论使教育的目的只能定位于纯洁信仰之上，“人们不可能信仰他们无法理解的东西”[128]。因此教育是为了信仰，是为了培养人有效的信仰能力，这种能力就是人的理智能力。可以说，阿伯拉尔所从事的教学与教育活动的最终的旨归在于宗教信仰；而教育本身在其中被赋予了工具性意义，在客观上推动了当时教育的发展，提高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中的地位。但这种教育认识论仍未摆脱中世纪对教育的普遍认识，仍然是一种典型的宗教教育观。所以，如果说阿伯拉尔是一位理性主义者的话，那也只是在神学范围内的理性主义者而已。但不可否认，他对人类理性的高扬却对后来的西方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在此意义上富有一定的人文意义和人文象征。

对理性工具价值的定位并非意味着理性对信仰的盲信。相反，阿伯拉尔主张充分利用理性对信仰、对权威、对传统进行批判，以达到更好信仰的目的。他的这种批判性是建立在他对信仰不确定性的认识之上的。他认为正统神学中存在许多自相矛盾和不确定之处，而这种信仰的矛盾与上帝的唯一性相冲突，因而有必要解决这些矛盾以获致与上帝观念的同一。人们对在解决这些矛盾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些权威往往也有不同的理解，这样就容易造成人们信仰的混乱。因此，他主张对权威意见进行批判性的理解，他说：“我们没有必要由于权威人士表面上的矛盾而有所顾忌，甚至不敢正视现实。因为有上帝的教导，他们在根本上无疑是一致的。”[129]对此，阿伯拉尔自己也身体力行，面对别人对他教学缺少经验的指责，他回答道：“在教学中我从来习惯于我的思想力量，而不是依靠传统。”[130]他写成《是与否》一书，列举了156个有关神学问题的不同权威解释的自相矛盾之处，以说明传统与权威的不可盲信。但阿伯拉尔并非以此来否定传统和权威，只是说明有对权威意见进行进一步探讨的必要性。他的这种质疑精神成为他理性批判的首要步骤，他认为可以通过质疑而获得真理，他说：“疑问使青年读者最大限度地探索真理，这种探索使他们心灵敏锐。坚持不懈的、经常性的疑问确实是智慧的第一关键。……如果不深入讨论，可能很难对自己所谈及的问题有信心。对具体的论点的怀疑不是无疑的。”[131]这种批判与质疑精神的确立无疑是以人的理性为基础和前提的。对人理解能力在信仰关系中的张扬，实质上拓展了神人关系中人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为人之独立于神，最终摆脱神的外在控制埋下了伏笔。正因如此，阿伯拉尔的思想遭到了保守神学家的谴责，他们认为从疑问出发进行理性的探索最终只会导致违反信仰的结论。这种谴责不无道理。为了应付来自保守神学家的压力，阿伯拉尔提出了“真理不会反对真理”的真理观来加以辩护和反驳。他认为知识包括信仰，因而保守神学家如果认为辩证法的运用会成为反信仰的武器的话，“那么他们无疑拒不承认知识了”。因为“真理不会反对真理”，而“知识则是对事物真理的把握，即智慧，其中包括信仰这一类别”[132]。阿伯拉尔在此运用偷换概念的辩证技巧，把知识等同于真理，因而也认为信仰和辩证法都是真理，从“真理不会反对真理”的前提出发，得出辩证法不会反对信仰的结论。因此阿伯拉尔的“真理不会反对真理”的真理观在逻辑上存在缺陷，只是用以调和辩证法与信仰、神学与哲学的口号而已。

阿伯拉尔的这种疑问和批判精神虽然在客观上起到了动摇神学正统地位的作用，但在主观上，阿伯拉尔并非自觉地承担起这种反权威、反传统的使命，即其理性批判与质疑精神中带有极强的时代特性，具有不彻底性。他所主张的疑问与理性批判并非针对信仰的真理性而言，而是针对信仰的某种表达和理解提出来的；但他也并非完全否定权威，只是通过理性在权威中找到符合信仰真理的权威加以信仰，从而维护权威的威权地位。对此，他曾说道：“在同一问题有各种论断的情况之下，为确定哪些具有预期的规则的力量，哪些是宽容的让步，哪些是对完善的劝勉，不懈的讨论是必要的，以便我们可以在权威不同的意图中找到解决矛盾的办法。”当理性面对各种矛盾无所适从时，阿伯拉尔主张以权威作为标准来加以解决，最终仍然是落脚于权威之上，只不过应该对权威之间的不同意见加以比较而已。他说：“如果发生矛盾过于明显而无法以论辩消除的情况，那么权威意见必须通过比较，使其中更好地被验证并更多地被确证的意见保持优先地位。”[133]由此表明阿伯拉尔的理性批判的最终目的在于运用理性保证权威的正确性，维护权威的纯洁性和唯一性。因此，他所理解和使用的理性仅仅是一种有限理性而已，是在权威法则范围内的工具理性。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对他理性思想的夸大性评价都是与其思想相违背的。阿伯拉尔这种站在神学内部为更好地维护信仰的真理性而做出的所有努力，却遭到当时保守神学家的不解甚至谴责、批判，这不能不说是中世纪神学发展的一大悲哀；也正是阿伯拉尔的这种立于教会体制内部的出于公心的理性批判铸成了他一生的悲剧性结局。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他的思想在以后的时代终于为主流神学所吸收，成为托马斯·阿奎那神学体系的重要来源而回归主流。对此，包文曾这样评价阿伯拉尔的批判精神，他说：“阿伯拉尔的思想超出了其同时代人对权威的迷信，在他以后的时代里他的思想成了权威与模式。”[134]阿伯拉尔的遭遇印证了思想者的孤独，自古皆然。

（三）阿伯拉尔的伦理观

阿伯拉尔的伦理学思想体现在他的《认识你自己》一书中，该书被认为是中世纪最早在理性基础上探讨伦理学的著作。阿伯拉尔的伦理观在理性和事实的基础上，以恶为基点，通过善恶之间的互相转化来建构伦理思想体系。

阿伯拉尔认为，“罪无非是侮蔑上帝，或承认那本心信为不应承认的”，“正当地说，罪是意味着确实侮蔑上帝，或甘向恶投降”。[135]同时他认为罪这一概念本身是一个多层级的整合，包括了四个组成部分，即“灵魂的不完善性，它使我们倾向于犯罪；罪恶本身，它产生于对邪恶的赞同、对上帝的藐视；邪恶的意志或欲望；邪恶的行动”[136]。赵敦华把阿伯拉尔的罪的四层分类总结为罪恶的倾向、罪恶的意图、罪恶的表现和罪恶的后果。这种对罪恶的体系化分层实际上构建起阿伯拉尔伦理观的前提。在此前提下，阿伯拉尔认为罪恶的意图才是罪恶本身，而罪恶的倾向、表现和后果都不能用来衡量罪。从此意义上说，阿伯拉尔的伦理思想也被称为“意图决定论”的伦理观。与恶和罪相对应的是善。阿伯拉尔认为善既存在于人中，也存在于上帝那里。善也和罪恶一样是一个多层级的系统，包括善意和善行两部分，其中上帝的善是最高的善。同罪恶的意图即是罪恶本身的观点一样，阿伯拉尔认为真正的善是善意，而非善行。在善意与善行的关系上，他认为“善行是由于善意”，他说：“我们说一种内意是善，即是正善在它本身；但若说一种行为是善，则不因为它本身具有正善，却由于它从一善意而来。”[137]这样，阿伯拉尔就把善恶的衡量标准界定在意图之上，也即以一个人内在的善恶意图来判断善恶的表现、行动等。

然而内在的善恶用一种什么样的标准加以区分呢？对此，他引用《圣经》里的话说：“你的眼睛若暸亮，全身就光明。”[138]而这种光明就是良心，良心是判断内在意图善恶的一个重要标志。因此他说：“同一个人可在不同时间做了同一事情，而这同一事情有时可称为善，有时却是不善，这皆由于不同内意之故，因而善恶互殊。”内意的善恶的判断依据则在于：“内意的善，不是仅凭外表看来像善，而是真实想来是善才对……罪只是做了违反良心的事。”[139]由此不难看出，所谓“真实的想”即是对良心的衡量与判别，而判别的主体则应当是个体自身，判别的标准则应以至善上帝为标准。因此，阿伯拉尔伦理观的道德主体在这个意义上讲实际上是个人，而不是抽象的人类。只有个体自身的良心判断才是衡量善恶的重要标准，这样个人的主体性在此得到了极大的张扬。

由内意决定论出发，阿伯拉尔认为所谓罪确实侮蔑了上帝或甘向恶投降，而对于那些无知或无力承担道德责任的人来说，即使行为罪的表现，但也不能算是罪，不应受罚。他说：“由于此故，孩提之辈以及天然头脑简单的人，皆不在犯罪之列。因为他们缺乏理性，无功过之可言，所以他们无所归罪。”[140]对于那些虽然屈服于邪恶势力，但只要在内意上不赞同邪恶势力的屈服，我们也不能把它称之为犯罪。他说：“他们可以支配我们的身体，但只要我们的心灵是自由的，真正的自由不会受到威胁。”[141]这样个体的道德选择直接决定了善恶的后果，进一步强化了个体的道德主体性，同时也是对理性在道德评价与道德判断中所起作用的一种肯定。但阿伯拉尔伦理观中道德主体的个体界定和无知者无罪的思想客观上动摇了基督教正统神学的“原罪”观念。因为“原罪”说认为由于亚当的罪过人类全体都犯了罪。如果根据阿伯拉尔道德主体的个体化观点，则亚当如何能代表以后的每一位个体则成为一个矛盾；并且后来的人类对亚当的罪行并不了解，处于无知状态，那么又如何能把亚当的罪归并到后世子民身上呢？阿伯拉尔认为这是不可思议的，他认为不可能设想上帝会因为一个人的父母犯罪而惩罚他。因此他认为人类从亚当处所继承的是一种罪感，而非罪罚，因此赎罪一说实际上是不成立的。由此不难看出阿伯拉尔思想中的理性因素的重要地位。

如果说内意即善恶意图是阿伯拉尔伦理思想的基础和核心的话，那么善恶的表现（意志、欲望）和后果（行动）则是处于这一核心的边缘物。在三者的关系上，阿伯拉尔做了精彩论述，提出用意图决定论反对意欲决定论和后果决定论的思想。

意欲决定论认为意志和欲望是意图或内意的原因，由此阿伯拉尔提出和建立了包括禁欲主义在内的一系列观点。阿伯拉尔认为邪恶的意志或欲望不是犯罪意图的原因，而是犯罪意图的结果。他说：“在没有邪恶意志的情况下也会犯罪，因此罪不能定义为‘意志’。”[142]恰恰相反，罪的产生往往先有犯罪意图，这种意图刺激了邪恶的欲望，由此而产生邪恶的意志，最终使人付诸行动。阿伯拉尔通过对这一犯罪心理过程的分析，指出不能把意志和欲望倒果为因，是意图决定意志，而非意志决定了意图。

在运用意图决定论反对意志决定论的论述中，阿伯拉尔集中对禁欲主义进行了鞭挞与批判。禁欲主义者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如食欲、性欲等是一种邪恶和罪，虽然这种邪恶无法根除，但可以要求人们节制，可以在没有快乐的情况下被满足。阿伯拉尔对此做了相应的批判。他认为人的自然欲望如食欲、性欲等本身并非邪恶。他以一个路过邻居花园看到硕果会有馋涎之感为例来加以说明。他认为产生这种感觉非常正常。根据罪恶的标准是意图的观点，阿伯拉尔指出产生这种感觉并没有主观上占有的意图，因而不能说这种欲望是有罪的。但如果产生偷窃水果的意图，这时才算是邪恶和有罪了。他认为之所以禁欲主义者把欲望看成是犯罪，是由于他们把欲望都看成邪恶，这种立场在阿伯拉尔看来是十分荒谬的。他说：“如果他们能够证明身体的快乐本身就是一种罪恶，或者不犯罪就不会有这样的快乐，那么，夫妻运用他们的身体行使结婚的特权、一个人贪婪地吃着属于他的果实，都不能免于罪恶。”阿伯拉尔在此运用证伪法推导出禁欲主义者观点的荒谬，这种前提的否定，必然导致对其禁欲主张的否定，因此阿伯拉尔接着指出：“既然肉体的自然满足很明显不是罪恶，那么这种满足必然伴随着的快乐感情同样也不能称之为罪恶。”[143]因而对欲望的正常的快乐追求则不应受到限制。阿伯拉尔对禁欲主义的批判无疑具有人性解放的历史性意义，对于人本性的张扬，突现人之为人的合理之处从而使人独立于神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认识你自己》一书成书于1136年，是在阿伯拉尔与海洛伊丝事件之后写成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对禁欲主义的批判又何尝不是阿伯拉尔对自己行为的辩解和对他爱情故事的注释。但不管怎样，阿伯拉尔在一个充满禁欲论调的氛围中，敢于为人的独立性与本体性伸张，这种精神无疑也是作为一代学人的风范所系。

阿伯拉尔从其“意图决定论”出发，反对用行动和后果作为判定罪的标准，也即是反对具有功利主义色彩的后果决定论。他所反对的依据仍然是“意图是罪恶本身”和“无知者不能称罪”。他认为意图决定善恶，无论意图是否实施都不会改变善恶的价值，而效果的大小也不能改变善恶本身，只有意图才真正决定善恶的程度和是否犯罪。他说一个罪的行动和后果或许出自善的意图，或许出自恶的意图。如果是出自善或无知，那么这种行动或后果就不能称之为罪，如果是出自于违反良心的意图而产生的后果则是罪。他说：“我们认为‘罪’这一辞，严格地说只能适用于有意过犯的事上面。”“然而我真不解对儿童们，或对那些尚未得闻应信基督的人们，其不信基督——这诚是一宗不信的行为——怎么应当列为过犯。……虽然我们说他过错，但是出于无知。”“这就是所称为无知之罪，并不带有任何足以谴责，只是做了不适合我们的事罢了。”[144]但是对于那些违反良心，有着犯罪意图而产生出的后果则应称之为罪，他认为：“那些迫害基督或属他子民的人，他们以为应当加以迫害的，他们这样做，就是在行动上犯了罪。可是，倘若他们违反着自己的良心而不这样做的，他们所犯的罪便更严重了。”[145]由此，阿伯拉尔进一步说明了判断罪的标准是意图，而罪的后果或行动只是意图的一种外在表现，这种表现的程度和其产生的影响最终是决定于意图的。他主张对犯罪后果的司法判决不能代替对罪本身即犯罪意图的道德评判，如果按社会效果决定罪的大小，其结果往往是微小的过错被量以重刑，而秘密的或内心的罪恶却不受任何惩罚。因此，阿伯拉尔主张道德判断与司法判断二者应该结合而行，但道德判断应先于司法判断，是司法判断赖以做出的内意标准。这种内意是由人自己根据良心做出的，因此作为个体人虽不能自主决定行动，但他可决定他的意图。所以他应对其由意图产生的行为负责。在此，阿伯拉尔完成了他对意图的善恶决定论的阐释。

此外，阿伯拉尔还对赎罪说和因信称义做了一定的诠释和发挥。关于赎罪说，他认为魔鬼根本没有权力单凭诱骗就使人犯罪，除非这是得到了上帝的允许，把人交给魔鬼来处分。“魔鬼不曾有权单凭诱骗而把人害了，除非或者如上所述，这事经蒙上主允准在先，把人交给恶魔当作狱吏或凌虐者而加以惩罚。”[146]如果说是上帝允许在先的话，那么也就不存在赎罪一说了，因为失去了赎罪的对象，即应该向谁赎罪，而如果是向魔鬼赎罪，又未经上帝允准，那么就与上帝至高无上的权力自相矛盾。因此这也是不能成立的。对基督耶稣的代赎说，他认为人类获救而耶稣受死是犯了大罪，因而应对此进行更为合理的解释。他认为这是通过耶稣的血达到与上帝的复合，是“由于那显给我们的唯一神恩，即圣子化成了像我们一般的人性，从而以道德实范教训我们，甚至于死。上帝就用了爱心更完满地把我们和他结合起来；其结果，我们的心情由于这样一种神恩的赐予而加热燃烧，再不怕任何含辛茹苦而真切爱神了”[147]。在对代赎说的重新诠释中，阿伯拉尔涉及了“因信称义”的解释，他认为“上帝的义就是上帝所赞许的”，这种义具体体现为一种爱心。“义成乎爱”，这种爱来自福音而不是来源于律法，“上帝的义今在律法之外显明给那信基督的一切人”[148]，并把这种爱普惠于众人，上帝以这种爱与人们相联系，只要人们具有了这种爱心，就可以称义。因此称义是因上帝的爱而义。阿伯拉尔的因信称义说无疑是其爱情精神的扩大化，对此德国学者施皮茨莱指出，阿伯拉尔“一开始就试图使海萝丽丝从人性之爱达到完美性之理想转向经由上帝之爱的道路达到完美性之理想”[149]，也可以说生活经历影响了其思想的形成。对爱的强调无疑站在人的角度，强调了人与人之间建立在宽容基础之上的联系，只要“有爱就能得救”的思想更是突出了人的主体性地位。因而从此意义上讲，阿伯拉尔的思想具有典型的人文关怀和人文意义。

阿伯拉尔的伦理学思想在其《基督教神学》一书中得出结论：有些犹太人和异教徒也能获得上帝的恩典。这种观点与教父时期流行的“基督教是真正哲学”的观点并不矛盾。正是这一观点遭到了同时代保守神学家的谴责，而他观点中对道德主体的界定、对人性的高扬、对赎罪说和原罪说的批驳却并未引起大的反对。由此可见，他的伦理学思想并不为其时代所理解。这种思想对后世产生的影响是深远的。对此，勒戈夫做了深入的分析，“正如冈底亚克说：‘《伦理学》中的自我认识，表现为对自由表示赞同的分析，通过它我们可以承认或否定对上帝的不敬，即罪孽……’阿伯拉尔也写道：‘心灵的忏悔于是就消除罪孽。’在这个世纪末出现的忏悔神父们，全都把这一逆转变化引入了赎罪心理学（如果不说赎罪神学）。城市和学校中的心理分析就这样进一步深入，教会的圣事也真正‘人性’化了。这对西方的思想是多么重要的财富”[150]！

（四）阿伯拉尔的教学方法论

在方法论上的创造是阿伯拉尔对其同时代人和后来的学者贡献最大的成就。勒戈夫评价他“主要是个逻辑学家”，“是辩证法的伟大的先驱者”，“他像所有的伟大哲学家一样，首先研究出一种方法”。[151]他关于方法论方面的论述主要体现在他的《逻辑学初阶》《是与否》和《方法论》等三部著作中。在《方法论》一书中，他以极为简明扼要的方式证明进行论证的必要性，认为神父们在任何一个问题上都意见不一致，一个说“白”时，另一个人则说“黑”。这就是“是与否”。这样，实际上《是与否》与《方法论》集中展现了阿伯拉尔在方法上的思考。

阿伯拉尔的方法论思考是构建于12世纪方法体系现状的基础之上的。关于这一时期的“流行的教学方式”，菲利普·沃尔夫认为它并没随文化的复兴得到“相应的更新”。对此，索尔兹伯里的约翰曾就他在夏尔特尔的所见做了详细的记述。他说：“所有的教学主要都采用‘训诫’的方式。教师不论是在教学生阅读《圣经》，还是在教古典诗作、演讲，或者罗马法、宗教法文集的时候，总要反复停顿，以三种方式来解释原文。首先，他要作一下语法分析（littera）；其次，他再解释初读这篇文章的感受（sensus）；最后，还要探究隐藏在文字背后的思想意蕴（sententia）。然后，他还要测验一下他的学生从中吸取了多少精神营养。对此，学生们必须在记忆上下相当大的功夫。”[152]不难看出这种方法过于模式化和程序化，学生的创造性和个性在教学中得不到体现和发挥，完全是一种外部灌输式的呆板的教学方法。阿伯拉尔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沉寂的状况，特别是他的问题式的以辩论为主的方法更是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博伊德和金认为正是他的这种方法给了他“以盛名，并使他的教学在巴黎的教育生活中，以及通过巴黎在整个欧洲的教育生活中，产生了永久的影响”[153]。

阿伯拉尔的方法论主要体现在《是与否》一书中。在该书里，阿伯拉尔列举了156个神学问题，这些问题都涉及根本的教义和信条，例如：上帝是否知道一切？是否只有一个上帝？在提出问题后，阿伯拉尔并非着手去解决问题，而是从教会所认可的使徒和教父著作中摘录出具有权威性的解释，按照是与否进行归类。这样就在同一问题上有了两种不同的权威解释，使其矛盾性显而易见。阿伯拉尔在列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之后，他并不发表自己的观点，而是让读者自己去判断。这种问题法实质上是一种归谬法，但不是由阿伯拉尔去总结和推导出谬误，而是让寻求解决问题的人在他所提供的材料中自觉地推导出悖论，达到让学生或个体主动思考的目的。这种方法从原创意义上讲，无非苏格拉底“产婆术”的一种变体。但如果联系阿伯拉尔所处的权威重于一切的时代背景来看，它所具有的时代意义恰如黑暗中的一线光明给人以希望。也正因如此，阿伯拉尔的教学如此具有吸引力，当然这里面与其强烈的批判性有一定的关系。据索尔兹伯里的约翰记载，他曾于1136年就学于阿伯拉尔门下，“在他的门下，我学到了论辩艺术的要义。我凭我仅有的一点理解能力，贪婪地吸收一切他所赐予的精神食粮。”[154]柯勒认为阿伯拉尔采用的主要内容是传统的“七艺”课程，但据阿伯拉尔透露，他曾说“我曾开设的两门课程的听众日益增多”[155]。综合这两种观点可以看出，阿伯拉尔当时主要讲授辩证法和逻辑。“七艺”中的数学于他而言则是不可能讲授的，因为他并不精通此道。从教学方式来讲，阿伯拉尔仍然采取讲授的教学方式，但在讲授过程中他会融入一些对经典著作或权威意见、观点的即席评论。柯勒说“阿伯拉尔一般从日出时分开始授课，大约要讲6小时左右”[156]。关于阿伯拉尔具体的教学实践活动则由于史料原因，无从了解。尽管如此，阿伯拉尔的教学取得了显著的成功，据杜尔凯姆在《教育思想演进》中记载：“据说阿伯拉尔为法国、英国和德国共培养出了1位教皇、9位红衣主教、50多位主教和副主教。其中最为有名的是彼得·伦巴德，他所编的《箴言四书》（Liber Sententiarum）成为后来巴黎大学神学教育的标准教科书。”[157]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阿伯拉尔教学的成功和教学方法的有效。此外，阿伯拉尔《是与否》的写作风格也为后世所效法。其中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四书》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不但继承这种列举正反论据的“论题”形式，并且在此基础上还有所发展，补充了对所提出问题的解答，即“论辩”部分。论辩在论题提出的正反意见的基础上，运用逻辑推理和分析的方法证明其中一种意见的正确和另一种意见的错误，使这种方法更为完善。因此，正是从12世纪开始，由于阿伯拉尔的贡献，“人们开始以整体的形式评注文章，以逻辑的方法分门别类。他们收编某些专门的‘问题’集，解释疑难章句，协调不同的经文”[158]。这样引证相反典据的方法迅速成为处理各种问题公认的方法。这也就是阿伯拉尔的最大贡献所在。

阿伯拉尔无疑是中世纪哲学家和思想家中最具个性和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在神学、伦理学和方法论方面的贡献使他超越其时代的囿限，成为中世纪的一位典型代表；而他的思想对理性的倡导，对道德主体的个人界定以及对人主体性、能动性的高扬，使其思想体现出与其时代不协调的人文表征和关怀。在这个意义上讲，他是一位在神学领域内的人文主义者，这种对神学的人学化为后来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运动提供了丰富的思想奠基；他的质疑与批判精神更体现出其个性的独具魅力之处，开创了后世知识分子独立人格和学术自由的思想先河。在此意义上，勒戈夫称他为第一位知识分子是对他最好的评价。然而，阿伯拉尔悲剧性的命运更让后世感悟到思想者的孤独，一种为人类开创新思想的超前使命使他不容于当世，再加上智者的狂傲最终铸成其虽悲凉但十分成功的人生。把阿伯拉尔放入其时代之中，怎么评价也不为过。因此之故，克吕尼修道院院长彼得在阿伯拉尔的墓碑上写上“高卢的苏格拉底”“一个多才多艺、精细的、敏锐的天才”。这可以说是对阿伯拉尔最好也是最为精当的评价。

二、安瑟伦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安瑟伦（1033—1109年）被誉为中世纪“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他于1033年出生于勃艮第王国的奥斯塔（Aosta）城一个破落贵族家庭。关于他幼年时的情况现已无证可考，他的传记作者埃达梅尔（Eadmer）曾记载他自小有当一名修道士的愿望与理想。他20岁时母亲去世，后因与父亲不和，3年后离家出走。他先在勃艮第和法兰克待了3年，于1059年受贝克修道院学校校长兰弗朗克学术声望的吸引而投入贝克修院学校。一开始他只是跟随兰弗朗克学习语法和逻辑等知识，并未成为修道士；1060年他正式进入贝克修道院做了一名见习修道士，从而圆了他童年的梦想。在这里他一直待到1093年，其间于1063年接替兰弗朗克成为贝克修道院副院长，主持贝克修道院学校工作；1078年在贝克修道院创建人、院长赫尔鲁因（Herluin）去世后，他正式成为贝克修道院院长，直到1093年离任。贝克修道院学校由于兰弗朗克和安瑟伦的努力，成为当时闻名欧洲的文化教育中心。对此，博伊德和金曾对贝克修道院学校和当时的巴黎主教学校——巴黎大学的前身——做了对比，认为“当后来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的兰弗朗克和他的继承人安瑟伦两人当诺曼底贝克学校的校长时，外国学生来学习神学的是到贝克而不是到巴黎”[159]。贝克学校当时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1093年，他被任命为坎特伯雷大主教，填补其老师兰弗朗克1089年去世后这一职位长达4年的空缺。在坎特伯雷大主教任上，安瑟伦是当时教皇格列高利七世为提高教权而制定的教会改革纲领的积极支持者，为此他不惜同英国国王威廉和亨利一世发生公开的冲突，狂热地推行罗马天主教会的方针政策。安瑟伦于1109年4月21日在天王教任上去世，后于1494年被罗马教廷认可为圣徒，1720年被宣布为教会博士。关于安瑟伦研究的详尽材料，除了他自己的著作以外，还有他的学生埃达梅尔为他写的传记《圣安瑟伦的一生》（Life of St. Anselm of Vita Sancti Anselmi），这是了解安瑟伦各方面情况的最早的历史记载。

安瑟伦作为中世纪一位杰出的思想家，为经院哲学的系统化奠定了基础，提出了经院哲学的主要研究内容。他一生著述颇丰，主要著作有《祈祷与沉思》（1078年）、《独白》（1076年）、《宣讲》（1077—1078年）、《关于道成肉身说的书信》（1094年）、《上帝何以化身为人》（1098年）等，其他还有《论语法家》《论真理》《论选择的自由》《论意志》《论一致》和《论能与不能、可能性与不可能性、必然性与自由》等。正是这些众多的著述支撑起了安瑟伦作为第一位经院哲学家的丰富的思想体系。

作为贝克修道院学校的校长，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管理方面，安瑟伦都积累和升华了丰富的教育思想。在教育实践方面，他继承了兰弗朗克所规定的教学秩序和教学内容，讲授语法、亚里士多德辩证法、西塞罗的修辞术以及哲罗姆和奥古斯丁等人的教会文选等；和他同时代的其他神学家一样，安瑟伦在教学中同样注重辩证法的传授，而其教育思想主要以此为基础加以建构：通过辩证法对信仰的论证来界定教育的价值和功能；同时安瑟伦也十分注重方法论的运用和创新，提出了富于浓烈宗教色彩的真理观和自由观。总的来讲，安瑟伦的教育思想是神学前提下的教育哲学思考。

（一）理性、信仰及其教育意义

在安瑟伦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理性作用的认识逐步深入，从而迫使经院神学家运用理性去论证和维护传统的信仰。关于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早在奥古斯丁时代即已提出。奥古斯丁曾经常引用《以赛亚书》中的“除非我相信了，我决不会理解”的话，并且在布道集中讲道：“理解我的话以便相信它，但是相信神的话以便理解它。”[160]这实际上提出了理性的神学前提和神学标准的规范。安瑟伦作为奥古斯丁思想的继承者，也十分注重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探讨。在此意义上他被称为“最后一位教父”。他在《独白》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启示录》和我们对他的信仰是我们一切推理的出发点。我们信仰不是为了理性，而我们的理解却是为了信仰。”在《宣讲》中，他也引用了《以赛亚书》中奥古斯丁曾引用过的那句话，并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奥古斯丁的语言：“我不是企求理解以便我可以相信，而是我相信以便我可以理解。”[161]由此不难看出，安瑟伦的思想与奥古斯丁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都把信仰看成是理性的前提和基础。在此，理性是从属于信仰并受信仰所制约和规定的。但安瑟伦在承认神性的上帝先于物质存在的前提下，较奥古斯丁更进了一步，他对信仰基础上的理性对信仰的反作用做了深入的论述。这种思想在《宣讲》中有着鲜明的体现，他认为：“在接受神或上帝先在的前提之下，就应该运用辩证法作为手段或工具去证明这种先在。”[162]所以理性在此是作为一种从属的工具和手段发挥作用的。对于理性的这种神性工具效用，安瑟伦指出：“我们必须用理性去维护我们的信仰，以反对不信上帝的人，不是反对基督徒。因为对于后者，我们揣想他们一定能够坚持他们受洗时所接受的义务。对于前者，我们必须指出，他们是如何不合理地反对我们。”[163]同时他还认为理性对信仰具有必要性，“在我看来，当我们有了坚决的信仰时，对于我们所信仰的东西，不力求加以理解，乃是一种很大的懒惰”[164]。在此安瑟伦实际上是主张运用理性对信仰加以论证，使其更合理、更完善也更易为人所接受。这种思想也迎合了他那个时代对辩证法的神学运用的时代特点。然而在此意义上的理性虽然有所张扬，但其外部规范性和局限性仍然是十分明显的。这种局限性在安瑟伦自身思想中也体现得十分明显。他意识到对理性的张扬有可能导致与信仰本身的冲突，对此，他首先指出仅靠理性去获得神性的先在论证是不够的，理性只是一种附属的工具。对冲突和矛盾的处理则完全有赖于权威的评判，这种权威就是指经典典籍和神学家的言论。他在《独白》中说：“如果我在此次研究中说了一些权威没有提及的话，即使我的述说对我说来是理性的必然结论，我愿以这样的方式接受这一述说，即，它不被说成绝对必然的，只被说成现在看来似乎是必然的。”[165]这表明理性的合理与否的最终评判是以权威为标准的，而权威的神性特征则无疑使理性只能局限在超世俗的神性事务之中。因此，这种理性只是一种有限的理性，是中世纪神性世界中透射进去的一丝亮光而已。在此人的主体性的发挥也仅仅是人对神的权威的有限制的主体性发挥而已。综观安瑟伦关于理性与信仰的论述，他实际上认为：理性必须限制在信仰的范围之内。信仰是出发点和归宿，理性只是中介和手段而已。信仰提供结论，理性则证明这个结论是必然的，从而确证其真理性。理性的结论只有当它们和《圣经》相符合时才可以采纳。这就是安瑟伦的理性与信仰观。

安瑟伦的理性与信仰观对教育的目的、价值和功用提出了相应的规范和界定。他所坚持的神学前提和权威评判标准，实际上是教育在培养理性过程中的一种目标设定和标准设定，即任何教育内理性能力的培养的最终指向都是神学的目标，是培养如何更为合理解释论证和理解信仰的理性能力。这种理性能力的培养必须合于权威的标准设定，在此权威所赖以体现的经典文本和经典话语便成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教学过程的所有活动都是在权威这一标准下加以开展和进行的。理性相对于信仰的从属地位和工具效用则揭示出教育的价值，即教育在此作为理性培养的主要手段，它的价值的发挥仅仅是神学完善的工具、手段而已，教育的本体价值只有在这种工具价值的前提之下才有生存的空间。教育无疑是为信仰提供理智服务的，在此意义上教育也成为神学的奴婢。安瑟伦的这种教育价值观实际上也是整个中世纪神学教育观的具体化。由于理性的有限性和人主体性发挥的不完全性，所以教育价值的体认便不可避免地会带有诸多的局限，特别是神性的外在制约和规定。这也是中世纪神性超越一切的必然结果。

（二）安瑟伦的方法论思想

安瑟伦作为中世纪一位杰出的神学家，其思想固然有独到之处，但他对研究方法的关注同样为他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在《欧洲的觉醒》一书中，作者认为：“圣安瑟伦在技巧上的创新并不亚于他的著作的质量。”“在当时，这些方法比他的思想本身影响更大。”“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发现一系列他自己的推理。他的工作是‘对教义的合理解释’，远远地走在时代的前面，甚至已经走到了13世纪。正如德·盖林克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向前的大跳跃。’”[166]安瑟伦的方法论思想集中体现在《独白》和《宣讲》中，前者是对“自果推因”方法的尝试，而后者则是对“本体论证明”方法的运用。“本体论证明”是对“自果推因”证明的一种完善和补充。安瑟伦分别运用这两种方法共同论证了一个神学根本问题，即“关于上帝的存在”的问题。

“自果推因”证明方法也被称为“后天证明”，即这种方法是从公认的经验事实出发推导出上帝必定存在；是根据柏拉图的理念论，通过相应的逻辑论证，由宇宙的特称而达到全称的一种证明方法。在此意义上，这种方法又被称为“宇宙论证明”。这种方法最终论证出人在不完善的经验世界的现象之中，最终必然要向上寻找一种永在的、必要的、完全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上帝。这种方法的逻辑前提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思想和奥古斯丁的相关思想，包括如下内容：一切事物按照完满性程度被排列成一个等级系列；较高事物是较低事物的原因；所有事物都以一个最完满的东西为原因，或分有它；分有物必然低于被分有物等。安瑟伦由这些逻辑前提出发，在《独白》篇中从善、存在和事物的完满性等经验性存在入手加以论证，得出“有一个东西，不管他被称作存在者、实体或本性，它在所有存在事物中是最好、最大与最高的存在”[167]。这种存在是至善，是最具完满性的存在。这种存在就是超越于经验存在的永恒的上帝。至此安瑟伦完成了上帝存在的证明。安瑟伦的这种方法尽管从经验存在推导出了超经验的永恒存在，然而他所选用的逻辑前提没有经过确定性的证明，而把这些原则看成是自明性真理，即认为柏拉图理念论的确然性。这无疑导致逻辑前提本身的确定性受到怀疑，从而使得结论的确定性不具备说服力。这为后来的反神学主张的批判提供了支撑。因而安瑟伦的这种“后天证明”法不能算是一种严密的逻辑论证。但不可否认，他对神学命题的哲学探讨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并且在这种“后天证明”中奠定了“本体论证明”的概念基础，为他进行上帝的“本体论证明”提供了条件。

“本体论证明”概念是后来康德所赋予的，意指仅依赖于概念的分析而不依赖于经验事实的证明。安瑟伦在《宣讲》前言中曾对这种证明方式做了相关论述。他说：“证明除了它本身别无他求，通过它本身可以满意地证明上帝确实存在，上帝是不需要别的东西的最高的善，是一切事物存在和更好地存在的原因，也能证明我们关于上帝所信仰的任何东西。”[168]这表明安瑟伦证明的出发点是上帝本身，是对“上帝”概念所做的逻辑分析。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相对于《独白》中的“后天证明”而言，这种证明应是一种“先天证明”方式。具体到《宣讲》中，安瑟伦采用了三段论的证明方式：

大前提：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仅存在于思想之中，而且也在实际上存在。

小前提：上帝是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

结论：上帝在实际上存在。

在大小逻辑前提中，安瑟伦认为小前提是一种普遍观念，其确然性是不容置疑的。他说即使愚人也不能否认在他们心中有一个“不能设想比之更伟大的东西”的观念存在。因此，安瑟伦的本体论证明主要侧重于对大前提的论证。他首先论证上帝是存在于人理智之中的，他指出：“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不能仅仅在心中存在，因为假使它仅仅在心中存在，那么被设想为实际上也存在的东西就更加伟大了。所以，如果说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仅在心中存在，那么，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与被设想为可与伦比的东西就是相同的了。但这根本不可能。因此，某一个被设想为无与伦比的东西毫无疑问既存在于心中，也存在于现实中。”[169]在这段推论中，安瑟伦实际上运用了完满性的推论原则，即被设想为仅在理智中存在的东西不如被设想为同时在理智与现实中存在的东西更伟大、更完满。由此，安瑟伦结合小前提推导出“上帝在实际中也存在”的结论，从而完成上帝存在的“本体论证明”。这种证明方式在当时即遭到人们的批驳与质疑。当时法国僧侣高尼罗曾撰写《就安瑟伦〈宣讲〉的论辩为愚人辩》的批判文章，认为观念与存在是两个不同序列，不能做出从观念到存在的跳跃。这种证明在后来引起了极大争议，对哲学史和思想史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三）安瑟伦的真理观与自由观

安瑟伦的真理观主要集中体现于《论真理》一书中，他以教师与学生的对话形式在该书中涉及真理问题的不同层面的讨论。对此，赵敦华认为：“从讨论内容看，安瑟伦的‘真理’概念不仅是关于思想和语言的认识论概念，而且是关于意志和行为的伦理学概念，更是关于世界秩序与上帝的形而上学与神学的概念。”[170]安瑟伦的真理观是建立在柏拉图、奥古斯丁的世界秩序的认识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世界作为一种秩序存在，其中的一切事物都有着高低等级之分，高一级事物是低一级事物的原因和根据，而最高级的事物则是万物的创造者上帝，因此它是一切事物最终的根据所在。由此出发，安瑟伦认为真理的存在也是一种秩序存在，他因而把真理定义为：“真理是只有心灵才能觉察到的正当。”[171]这里的“正当”是指秩序的正确与依据。这样正当就成了真理的代名词，是“真理即正当”的真理观。从上帝的最高等级性出发，安瑟伦认为上帝是最高真理，但上帝并不遵循“真理即正当”的原则。对此，安琴伦认为：“最高真理不是正当，因为它不服从任何东西，所有一切都归诸它，它却一点也不能被归诸为任何东西。它除了自身之外没有任何别的理由。”[172]因此，上帝是判断一切真理的最高标准，一切真理都因为服从最高真理才获得正当性。在此意义上，上帝是正当的终结判断标准。这种思想的神学先在前提是与其对理性与信仰关系的认识相一致的。安瑟伦认为真理首先存在于判断之中。一个肯定或否定判断真假与否依赖于判断主项的存在或不存在，即“当判断把是者表示为是，它做了它应当做的事”，在这种情况下的判断即具有了正当性。反之，则不具备正当性，判断便成为一种否定的判断。不难看出，如果将安瑟伦真理正当性的标准加以具体化，则是“是者为是，非者为非”的判断，是判断与对象的客观实在相一致的判断。安瑟伦认为这种标准同样适用于思想的真理。他说，思想的正当在于按事物的本性来加以判断，而事物的本性即事物的正当存在，“因为，如果所有事物都是它们所是的东西，那么毫无疑问它们是它们应是的东西”[173]。“所是”表明事物存在的等级序列和方式，而“应是”则表明事物存在的原因和根据。因此，要使思想的正当性成立，同样也应遵循“是者为是，非者为非”的判断标准，即思想的正当性必须与事物的“应是”相吻合，相一致。由思想的真理出发，安瑟伦提出了意志的真理问题。他把意志的真理看成正义，认为正义是意志决定做或不做一件事的正当性。同思想的真理的正当性一样，当意志去意愿它应该意愿的东西时，它就是真的，反之则是假的。因此，判断的真理、思想的真理和意志的真理表明：正当性的具体标准就是“是者为是，非者为非”的一致性。这实际上具有遵从客观实在的思想特征，无疑对于实事求是地判断事物的正当性具有积极的作用。然而，这种标准是以上帝这一最高标准为先在条件的，只有符合上帝这一最终标准的正当性才具有意义。这限制了真理的适用范围，在唯物的判断之上又被赋予了唯心的色彩。这也是安瑟伦神学家的角色定位所带来的必然结果。

安瑟伦的自由观是与他的意志说紧密相联的。关于自由和意志的问题，是一个与教会原罪说有关的哲学问题，安瑟伦对此做了深入阐释，写成了《论意志》和《论选择的自由》，集中论述了他关于意志和自由的思想。

安瑟伦认为，自由是相对于选择的自由而言的，选择的自由则又是与意志相联系的。因此，意志说是自由观的认识前提和基础。他认为意志是介乎理性和欲望之间的一种东西。他指出：“在灵魂中有三个本性：理性、意志和欲望。……意志处于理性和欲望的中间地位，时而倾向理性，时而倾向欲望。当它转向理性时，它就受有理性的和精神的事物影响；当它转向欲望时，它就受肉欲和非理性的事物影响。”[174]因此，意志处于理性和欲望的中间而具有倾向性，或者趋于理性，或者趋于欲望。安瑟伦认为意志的倾向具体表现为两点：一是趋于有用的东西，一是倾向于正当的东西。前者是中性趋向，如果有用的东西同时也是正当的东西，那么它就是善的倾向，反之则是恶的倾向；而后者是为了正当本身，是出自意志本性的倾向。在此意义上安瑟伦认为意志有善恶之分。意志何时为善，又何时为恶呢？安瑟伦认为这与人的选择自由有关，即他们既可选择为善，也可选择为恶。这就涉及人的自由问题。在《论选择的自由》中，安瑟伦对自由和选择的自由做了相应的区分。他认为自由是“意志为了公正本身而保持公正的力量”[175]。正当在此成为意志所追求的目的，而选择则是实现这一目的所需的能力，即自由的能力，这种能力也是一种行善的能力。从自由概念出发，安瑟伦推导出“自由”不含恶因，“恶是与自由不相容的”。选择的自由则是既可选择恶也可选择善的自由。安瑟伦认为正是由于人类具有了选择的自由，才致使亚当和夏娃选择恶而有了人类的原罪，从而使人丧失了真正的自由，即丧失了为了正当本身保持正当的力量。他认为要获得真正的自由，仅靠人类的赎罪是无法实现的，必须是在上帝的恩惠之下，只有靠上帝把真正的自由重新赋予人类。对此，谭鑫田评价道：“这样一来，安瑟伦既使上帝对人世间的罪恶不承担任何责任，又使人们把摆脱人世间罪恶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上帝。”[176]这实质上也是安瑟伦的自由意志说的主要目的所在：用哲学推论去论证和解释原罪说和补赎说。这也体现出安瑟伦思想的浓烈的宗教和伦理色彩。

综观圣安瑟伦的思想，它主要来源于柏拉图的理念论和教父们的思想，继承了他们关于信仰高于一切、理念超越实在的精神；在此基础上，他同时又不拘泥于这些思想的束缚，而是以这些思想为认识前提和基础，结合时代对辩证法思想的关注，对这些思想加以改造和创新。例如，注重了人理性精神的彰显，强调人主体性地位在神学前提下的尽可能扩充，提升道德、评判在伦理体系中的地位等。这又开创了以后经院哲学研究的先河。因此，圣安瑟伦可以说是处于思想转折点上的一个关键人物，在他身上，思想的转承启合、承上启下得到了鲜明的体现，因而他不愧于“最后一位教父”和“第一个经院哲学家”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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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约1225—1274年）是西欧中世纪著名的基督教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也是一位教育工作者和大学教师。作为基督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集大成者，托马斯·阿奎那在哲学和神学的关系中，把哲学融合于神学之中，创立了庞大、系统的神学体系，对后世西方神学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同时，作为中世纪基督教教育思想的继承者和创新者，托马斯·阿奎那在教育和神学的关系中，把教育思想从属于神学之下，形成了系统的经院主义的教育思想，对近代西方乃至现代西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托马斯·阿奎那神学思想体系的形成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生平及主要教育活动

托马斯·阿奎那1224年年底（或1225年年初）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附近的洛卡塞卡城堡。托马斯·阿奎那5岁时，他的父亲将他送进蒙特·卡西诺的本笃会修道院学习。这是一所由在529年拆除的阿波罗和丘比特神庙修建起来的、在西欧久负盛名并受弗雷德里希皇帝的自由思想影响较深的修道院。虽然修道院是一所高等学府，但也专门为儿童开设一些初步的课程，如听讲《圣经》故事、背诵祈祷经文、学唱圣诗圣歌、参与宗教仪式活动等。托马斯·阿奎那在那里接受了近10年的教育。托马斯·阿奎那14岁时，弗雷德里希二世与当时的罗马教会发生冲突，教皇格列高利九世指责他信奉阿拉伯哲学家阿威罗伊[1]的“双重真理”说，宣布他为异教徒，革除他的教籍。弗雷德里希二世乘机派兵进攻卡西诺山，解散了卡西诺修道院，托马斯·阿奎那不得不离开了学院。不久，他父亲又把他转入那不勒斯大学学习。除了继续研读未学完的学科外，他还主要攻读神学和哲学。

那不勒斯大学于1224年由弗雷德里希二世创办，为多米尼克修会负责管理。学校按照当时教会大学的设置，分文学院、神学院、法学院和医学院，哲学主要是在神学中讲授。这所学校的主要特点是鼓励思想开放和学术自由。当时，欧洲的社会正发生许多重要的变革。11世纪以后，随着城市经济的发展、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和世俗王权力量的增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由阿拉伯的哲学家介绍到西方，并广泛流传。以柏拉图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早期中世纪经院哲学，即奥古斯丁主义的经院哲学成为哲学界和思想界批判的主要对象。一些新的学派（如阿威罗伊学派）开始出现，它们竭力推崇亚里士多德主义，反对旧的柏拉图主义。柏拉图理论已不再是唯一的理论权威。受这种新的思潮的影响，在欧洲的许多大学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开始成为一门时髦的学科，一些师生以持有亚氏著作的拉丁文译本为时尚，弗雷德里希二世也鼓励那不勒斯大学开展亚里士多德哲学的学习。由于受创办者自由思想的影响，一些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学者纷纷到校任教，一些神职人员和修会会士也前来任教，使得学校内各种主张、各种学说都可以自由表达，学术气氛显得十分活跃。在学校里，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学习了语法、逻辑、修辞、算术、几何、音乐和天文等科目，更多地感受到了当时学校自由、活跃的气氛。在学习逻辑和天文时，他开始接受哲学教育，阅读了亚里士多德的逻辑著作以及后来一些学者对此所做的评注。这个时期，一个名叫彼得的爱尔兰老师向他介绍了亚里士多德的科学和宇宙学著作。托马斯·阿奎那在这所大学里一共学习了6年（也有说是5年），学校中的自由思想和学术气氛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244年，托马斯·阿奎那加入了多米尼克修会，成为一名修道士，但这一做法使其家人大为恼怒，因为他的父母曾希望他能成为一个本尼狄克会的教士或院长。在13世纪欧洲贵族的眼中，教士与修士是有明确区分的。教士一般是一种固定的职业，属于上等阶级，享有世人的尊敬；而修士是新出现的，是以乞讨的生活方式接近穷人、宣传福音的教士。托马斯·阿奎那的选择与其贵族的出身和其家庭观念大相径庭，不久就被他的两个哥哥绑架至家中，禁闭了一年多，但家人的这一强制手段并没有改变托马斯·阿奎那对教皇和教会的坚贞信念。在禁闭期间，托马斯·阿奎那阅读了《新旧约全书》《箴言录》和其他哲学书籍，并写了两篇关于形式逻辑的短文，即《论谬误》（讨论在标准的推理形式中容易出现的谬误）和《论模态命题》（关于必然性和可能性的问题），开始了他早期的哲学著述活动。在禁闭期间，他的两个哥哥还使用了美人计希望他回心转意、放弃修道士的生活，但托马斯·阿奎那对自己的初衷坚决不改。一年以后，托马斯·阿奎那的母亲只得恢复了他的自由，成全了他的志愿。

1245年，托马斯·阿奎那离开家，来到巴黎大学，拜大阿尔伯特（Albertus Magnus，1206—1280年）为师，专攻神学和哲学。大阿尔伯特与托马斯·阿奎那一样，也是多米尼克修会的教士，在巴黎大学曾获得神学博士学位，任巴黎大学的神学教授。大阿尔伯特知识渊博，思想开阔，精通古代东西方的经典文献，特别是希腊和阿拉伯的自然哲学著作，曾专门编纂过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其中动物学和植物学比较有名。大阿尔伯特生活的时代正是亚里士多德思想影响的时代，面对亚里士多德主义这一新的思潮，他看到了基督教信仰面临的危机，试图用亚氏的学说来为基督教教义进行辩护。尽管大阿尔伯特的努力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但其做法对托马斯的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继承老师的思想，结合基督教发展的实际，创立了庞大的基督教经院哲学的体系。在学习期间，托马斯·阿奎那就表现出了自己的才华，深受大阿尔伯特的赏识。不少传说记载，托马斯·阿奎那刚到巴黎大学时，是一个沉默寡言但酷爱思索的学生。由于他身材魁梧，行动迟缓，性格沉静，同学们给他起了一个“西西里亚哑牛”的绰号。但老师大阿尔伯特认为他会有所作为，有意留在身边，重点培养。在一次大阿尔伯特主持的讨论会上，托马斯·阿奎那打破了以往的学生对问题只能做正方或反方论证的惯例，直接提出了本应由主持人做出的结论。尽管他的举动违反了常规，但他惊人的辩才和准确的判断使大阿尔伯特心中非常喜悦。阿尔伯特向全班学生预言道：“我们可以说他是一只哑牛，但是这只哑牛在学问方面的吼声将响彻全世界。”

1248年，托马斯·阿奎那随大阿尔伯特去科隆创办圣十字架学院。1250年，托马斯·阿奎那晋升为神父。1252年，托马斯·阿奎那受大阿尔伯特和多米尼克总会长的推荐，离开科隆去巴黎大学神学院主持神学讲座，开始了他的教育教学活动。

托马斯·阿奎那走向社会、从事教育活动的时期，正是他经受种种考验和磨难，初步得到教会认可的时期。在当时的欧洲，社会各个方面的情况还是相当复杂的，不仅有王权与教权的争斗，在教会内部还有教皇和地方教派以及不同教派之间的争斗。后者的矛盾主要集中在是以原有的柏拉图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来阐述教会哲学，还是以当时新出现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为基础来阐述和发展教会哲学的问题上。大阿尔伯特向多米尼克总会长推荐托马斯时，曾高度评价托马斯·阿奎那对亚里士多德学说所具有的较深的造诣。托马斯·阿奎那本人也深信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比较接近真理，不仅可以为教会所利用，而且还可以促进教会事业的发展。托马斯·阿奎那正是肩负着这样一种重托和满怀着这样一种神圣的信心来到巴黎大学的。但当时的巴黎大学并不是为托马斯·阿奎那准备好一切的。首先，受教皇直接领导和委派的多米尼克修会的会士，虽然拥有凌驾于本地神职人员之上的优越地位，但容易引起与本地神职人员之间的冲突；其次，当地的神职人员教师对多米尼克修会会士来校主持神学讲座表示强烈的不满，因为主持神学讲座便意味着拥有讲解神学的最高权威；再次，巴黎大学尽管也受到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影响，但坚持柏拉图主义、反对和排斥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教会保守人士仍有一定的势力。面临着这么多的挑战，进入巴黎大学的托马斯·阿奎那只能把自己的立足点定在教学的成功上。

在当时，神学院的教学主要是讲解《圣经》和《箴言录》，采取的方法主要是宣讲和辩论。宣讲时，教师在台上念一段经典著作，然后逐字逐句进行分析，同时举出一些问题加以解答。辩论时形式多样，也比较隆重，经常出现师生一问一答的对峙局面。托马斯·阿奎那到了神学院后，头两年主要讲解《圣经》，后两年讲解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录》。为了在教学上站稳阵地，通过教学阐发自己的信仰和争取师生对自己的支持，托马斯·阿奎那对《箴言录》进行了详细的注释，并在注释中加以论证，阐明自己的观点。经过艰辛的工作，托马斯·阿奎那将原来30万字的《箴言录》，扩展为200多万字的巨著，名为《彼得·伦巴德〈箴言四书〉注释》。在这部巨著中，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引用教会历代的经典著作，也采纳了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其突出特点是一改过去沿用的奥古斯丁的柏拉图主义的先验论，而采用当时流行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特别是其自然哲学思想，强调感性经验和客观现实，注重理性认识和后天证明，对基督教教义进行新的论证。在教学中，托马斯·阿奎那以其流利的口才、新颖的思想和清晰的论证，很快吸引了学生，受到热烈的欢迎。但托马斯·阿奎那的做法却遭到教会内部人士的强烈反对，他们指责托马斯·阿奎那借用教外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篡改基督教教义，标新立异，损害教会传统思想。在地方势力和保守势力的联合夹击下，托马斯·阿奎那于1254年被迫离开巴黎大学的讲坛。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不因一些保守派的反对而停止传播，也不因托马斯·阿奎那的一时失败而失去地位。相反，随着亚氏著作的不断翻译和介绍，西欧形成了研究和学习亚里士多德思想的浪潮。在这个浪潮面前，罗马教廷不得不改变策略，于1256年重新让托马斯·阿奎那返回巴黎大学继续主持讲座。托马斯·阿奎那回到巴黎大学后，不仅积极地进行教学活动，而且还开设多种形式的辩论会。在辩论中，托马斯也一改过去的风格，大胆迎接挑战，以其独到的见解，对神学上的任何问题，哪怕是十分复杂和深奥的难题，做到深入浅出的解答。有时，他还举行不限范围、不定题目的随问随答的辩论会，通过辩论和解答别人提出的问题，来阐述自己的观点，扩大自己的影响。作为一名教师，托马斯·阿奎那除了讲课和参加辩论外，还应同事之邀写了两篇文章：《论自然的原则》和《论存在与本质》。这两篇文章分别解释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后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上的一些术语，被认为是托马斯·阿奎那哲学体系早期的重要著作。由于托马斯·阿奎那优异的教育教学成绩，巴黎大学校长于1256年建议授予其博士学位，并破格晋升其为大学教授。1256—1259年，是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站住阵地，并不断扩大自己影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他以神学博士这一最高的荣誉资格进行教学，并全力以赴地运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理论，讲述《圣经》和讨论各种神学问题。他认为神学的中心问题是上帝创造一切，现实的一切变革均以上帝为目的，为宣传上帝服务。为了更好地把基督教神学的学习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第一次主持关于“真理”问题的讨论，它涉及了哲学、神学以及社会现实等12个问题的讨论：上帝、天使和人的真理及对真理的认识，天命和预定，恩典和辩护，理性，良心和自由意志，情绪，狂喜，先知，教育等。在总共29个问题中，每个问题只涉及一个主题，但它本身又由许多个别的题目构成。例如，以真理为主题的问题，就由“什么是真理？”“真理只有一个吗？”“理解会有错误吗？”等12个辩论构成。在教学和辩论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写出了《论真理》一书。全书由253个辩论题目组成，字数在50万以上，成为托马斯·阿奎那教学活动的主要成果。在这本书里，他对真理做了三重区分，即真理以不同的方式分别属于实在、感觉和判断，而主要是在个体的判断之中。

托马斯·阿奎那在巴黎大学的教学和辩论活动，尽管遇到了各种阻力，也遭到教会内部人士的反对，但却使得基督教神学原来的颓势开始发生新的转机。托马斯·阿奎那的成功，使得教会人士看到，亚里士多德主义与柏拉图哲学一样，可以为基督教所用，并且重新确立基督教的权威。1259年春，出于对托马斯的赏识，教皇亚历山大四世把托马斯召回意大利，让他任罗马教廷神学顾问，确立了托马斯·阿奎那作为神学的最高的学术和理论权威的地位。尔后，托马斯·阿奎那一直为历届教皇所器重。在这一时期，托马斯·阿奎那主要是在教廷任职，并到意大利的维坦博、奥尔维埃托、罗马、贝鲁莎、阿纳尼等地讲学。在意大利讲学的这一时期，托马斯·阿奎那完成了一项重要的著述任务，即《反异教徒大全》（Summa Contra Gentiles）的撰写。这部书实际上是与托马斯·阿奎那的前期工作分不开的，书中的前54章是在巴黎大学讲学时写的，其余的部分是在意大利期间完成的。全书分4卷，每卷100章左右，共462章，大约40多万字。关于写作此书的目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是要“竭尽全力弘扬公教信仰所宣布的真理，驳斥与之相反的谬论”，使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为此，必须借助“人们都信赖的自然理性”，利用这些“理性所探究到的真理”去排除错误。同时，要使“理性所证明的这些真理同基督教的信仰互相协调一致”。该书的主要特点如下：公开、大量地把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融入基督教的教义中，为基督教的各种神学命题做辩护；放弃了对原有的宗教假定的“自明真理”不进行论证的传统做法，对基督教神学重新进行了没有宗教假定的、详细的论证；适应社会现实发展的需要，调和自然与超自然、理性与信仰的矛盾，强调二者是统一的，基督教的信仰是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并承认理性的地位的；注重综合和分析的运用，并在论证中充分地表述自己的观点。

1268年，托马斯·阿奎那又奉多米尼克修会总会长之命，再次赴巴黎大学主持神学讲座，并与以西格尔为代表的阿威罗伊主义派别展开了激烈的论战。直至1277年，教皇指示严禁阿威罗伊主义在校园传播，才结束了论战。尔后，托马斯·阿奎那又专攻巨著《神学大全》的写作。托马斯·阿奎那的这部代表作开始于1265年（或1266年），历经10多年，直到他去世，只写出三部分。1274年，教会决定在法国里昂召开会议，以调解西方拉丁教会与东方希腊教会的矛盾。托马斯·阿奎那奉命赴会，但在途中一病不起，于3月7日逝世。托马斯·阿奎那去世后，他的一些学说曾遭到攻击，但最终罗马教会确认了他的地位。1323年，托马斯·阿奎那思想被奉为正统，其本人也获得“圣徒”“圣师”“天使博士”“哲学导师”等各种光荣称号。19世纪末，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钦定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为罗马官方的神学和哲学，要求世界各地的神学院和教会学校教授和学习。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思想也成为基督教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

《神学大全》（Summa Theologiae）是托马斯·阿奎那重要的代表作，是基督教一部经典的神学专著。尽管这部巨著没有写完，但该书充分体现了作者完整的思想和理论体系。因而，该书享有基督教第一部百科全书的美称。

《神学大全》是托马斯·阿奎那在教学时与论敌进行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也是他在对自己的早期著作进行修订、整理、充实，进一步总结、加工过程中形成的。《神学大全》全书分为三部分，有200万字。其中，第一部分是作者1267年在意大利教学期间写成的，共119个辩题；第二部分包括上下两卷，上卷有114个辩题，下卷有189个辩题，这一部分篇幅有100万字以上，被认为是托马斯·阿奎那所有著作中最著名的部分，是一部基督教伦理学著作；第三部分是全书最短的部分，只有90个辩题。关于此书的写作目的，托马斯·阿奎那在序言中指出，为了有利于初学者学习基督教真理，本书是按照初等教育教科书的方式编写的。但从全书的内容和结构来看，《神学大全》实际上是一部基督教神学辩护集，其各部分是由题和条而不是由章和节组成的。

《神学大全》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哲学和神学。哲学和神学的关系或理性和信仰的关系问题，是中世纪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在中世纪早期，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教父哲学混淆哲学和神学的区别，把哲学作为神学的附庸，强调理性是信仰的工具。在后期，受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影响，一些哲学家，如阿尔伯特开始把哲学作为不同于神学的科学来对待，出现了主张神学和哲学彻底分离、用哲学批判神学的趋势，哲学和神学的关系问题又引起人们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托马斯·阿奎那既要坚持神学的立场，保护神的地位，又要顺应历史的发展，进行必要的变通。这种变通就是承认哲学与神学的分离，但反对用哲学批判神学。这样，重新论证上帝便成为托马斯·阿奎那解说哲学和神学关系的重要支柱，成为《神学大全》的重要任务。上帝是欧洲哲学史上本体论在基督教中的表现形式，也是基督教哲学的核心问题。关于上帝的证明历来为基督教哲学家所重视。例如，在基督教历史上奥古斯丁和安瑟伦都十分推崇关于上帝的直觉本体论证明，即认为凡有上帝存在的观念必定有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指出，证明有两种：一种是先天证明，即从原因推断结果；一种是后天证明，即从结果推断原因。像奥古斯丁等人用先天证明来论证上帝是不成功的。因为把需要证明的结论当作证明的前提或原因是无效的，上帝观念的存在不是上帝存在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有效的证明应当是后天证明，即从我们熟知的事实或结果开始，推演其原因——上帝的存在。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五种关于上帝的证明。第一，事物运动的证明，即一个事物的运动原因是由另一事物在推动的，每一事物的运动总有其他的事物在推动，但“最后必然追溯到一个不为其他事物所推动的第一推动者，大家知道，这个第一推动者就是上帝”[2]。第二，事物动力因的证明，即没有事物作为自己的动力因，没有一个事物先于自己存在，每一事物都有一个先于自己的事物为动力因，这样追溯上去必有一个终极的动力因，这个终极动力因就是上帝。第三，对可能性和必然性关系考察的证明，即不是一切事物都是可能的，而是有些事物是必然的，必然的事物都有其原因，但外在的原因不能无穷地推论下去，必有一个自身就是必然的东西，是其他事物必然的原因——这就是上帝。第四，事物完善性等级的证明，即一切事物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完善性，这种多少的完善性是与最高的完善性相比较而言的，因此可以肯定有一个最高的完善性——这就是上帝。第五，自然目的性的证明，即有些事物如自然物，虽无知识，却是有目的地活动着的，无知的东西是受着一个有意识的理智者的指导——这就是上帝。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的五种证明从理论上扬弃了奥古斯丁主义的先天证明。它强调从事实经验出发，运用理性推理，从已知推究未知，从结果推究原因，遵循的是亚里士多德主义的由感性上升为理性的认识路线。尽管这种后天证明仍是论证预定的结论，但在形式上为承认物质世界，承认客观规律，承认哲学理性的地位，为认识自然界和人类现实社会打开了通路。

《神学大全》的第二部分是作者在巴黎大学撰写的，主题是伦理学。伦理学思想是托马斯·阿奎那教育思想重要的理论基础之一，而他的伦理学思想又受亚里士多德伦理学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其中关于“至善”和“幸福”的思想。对于这个问题，我国的学者有较深入的研究。有的学者指出，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亚里士多德虽然提出了人人都趋向善和幸福的命题，可缺乏对上帝的认识。因而，只能分析现世和暂时的部分的善和幸福，认识不到至善和至福，从而无法解释人生的最终目的。亚氏所理解的现世的善和人间幸福与基督教所理解的最高的善是有差距的。结论是，亚氏的伦理学是不完善的，需要用上帝的原则加以补充。[3]也有的学者指出，托马斯·阿奎那“至善”论是以上帝的至善为原因的结果。道德活动的终极目的不是幸福，而是上帝。幸福和上帝分别代表了共有的善和最高的善。虽然人们不一定知道具体的善与最高的善的因果联系，但可以从一个具体的目标与共有的善之间的联系断定它有善的品格。因此，人类道德服从的目的是幸福，不是上帝，人类幸福和上帝并无必然的联系。[4]这些研究表明，托马斯·阿奎那的伦理学是建立在对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改造的基础上的，同时也反映了他对人类社会现实的具体的善和共有的善的关注。正因为如此，托马斯·阿奎那在伦理学的研究上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他的《神学大全》第二部分可以称得上是一部伦理学的巨著。这一部分共分上下两卷，上卷讨论“一般伦理学”，主要从公共社会生活、个人行为和心理等方面研究一致公认的伦理道德问题，其中不仅分析了德行问题，还论述了各种法律。下卷讨论“特殊伦理学”，即从基督教义的角度来论证人的行为的规范性，其中提出了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德行与罪行等问题。《神学大全》的第二部分在基督教神学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被推崇为基督教的伦理教科书。

《神学大全》的第三部分是作者在意大利的那不勒斯写的，主题是教理神学，主要论述神学的“道成肉身”“基督救世”学说，以及基督教中洗礼、圣餐礼、坚信礼和忏悔礼四项圣事的性质和作用。总之，这一部分仍是通过对神学圣事的一般的阐述，为神学的发展提供理论上的证明和依据。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发表以后，赢得了当时基督教世界的极大重视和高度评价，成为基督教思想的重要的理论基础。《神学大全》最早曾被译成希腊文和亚美尼亚文，后又翻译成英、法、德、意、荷、日等多种文字，并出版过多种版本。在我国，1950年曾翻译了该书的部分内容，名为《神学集成》。

第二节 托马斯·阿奎那论教育的目的与性质

从神学的角度来研究教育目的论，这是中世纪教育家的共同特点，但托马斯·阿奎那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不同于以往教育家的视角。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目的论

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目的论是建立在他的神性论和人性论基础上的，或者说托马斯·阿奎那是从上帝和人的关系方面来论述教育目的的。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上帝作为一种永恒的存在，是万物存在的根基。如果对“存在”做进一步区分，则上帝的存在是一种“自有的存在”，而万物的存在是一种“共有的存在”。“自有的存在”是最纯粹的存在和存在自因，它赋予一切事物存在的活动，又是一切活动的原因。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上帝是全部的现实性，就其自身而言，他是不掺杂潜在性的纯活动，就其与现实的事物关系而言，他是它们的缘由。”[5]“共有的存在”是一切事物共享的存在，是事物存在的共性。神学要研究的是关于“自有的存在”——上帝，形而上学研究的是“共有的存在”，但形而上学最终要归结为神学，导致所要研究的上帝。

从神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来看，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形而上学是以不同的实体为对象来说明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在他看来，实体可以分为三类，其中第一类是上帝，上帝是最高的实体，是纯粹的、完整的和单一的实体。第二类是精神实体，是从上帝那里获得的，并使之成为现实的存在活动的实体。精神实体的本质是固有的潜能，它限制实体接受什么样的现实和多少现实。同时，由于精神实体不能完全接受纯粹存在，而与上帝区别开来。另一方面，由于精神实体没有形式与质料的区分，又与有形实体区分开来。第三类实体为有形实体或物质实体。它由于受到潜在本质和潜在质料的双重限制，所以比精神实体享有更少的完善性。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存在与精神实体和有形实体的存在有密切的关系。人是由肉体和灵魂构成的有形实体，同时，人的灵魂又是单一的精神实体。这种单一的精神实体使得人保持着精神活动的纯粹性和独立性，它一方面与肉体相结合，使人具有属于自己的特性；另一方面与肉体分离后，使人仍具有与上帝相沟通的能力。托马斯·阿奎那说：“灵魂被肉体的质料个别化，在与肉体分离之后仍保持个别性……肉体不是灵魂存在的全部原因，但这一灵魂的存在与肉体有关。同样，肉体不是灵魂个体性的全部原因，但这一灵魂的本性能与这一肉体相结合。”[6]因而，每一个灵魂按其本性适合于特定的肉体，同时，每一个人又都有自己与上帝相通的不朽的灵魂。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人性和特定个性的人。

那么人性中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是人的理智。他认为，人与动物不同，人有一种称之为“理智”或“理解”的能力。受亚里士多德的影响，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智有两种活动。一种对非复合物进行思考以确定事物的简单本质，例如什么是人，什么是动物。另一种则通过肯定或否定对复合物做结合或分离的判断，例如对“猫在地席上还是不在地席上”进行判断，“猫”和“地席”这两个词都被结合在判断句中，但在肯定判断中，在思想上是把猫与地席结合在一起的，而在否定判断中，在思想上是把猫与地席分离开来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的理智的理解和思考活动是通过印象的抽象实现的。这表明理智活动以某种方式依赖于感觉经验，但他又认为理智在抽象过程中具有非常积极、复杂的作用。理智主要有两种能力，即主动理智和接受理智（也有人称被动理智）。前者是指人从特殊的感觉经验中抽象出的一般观念的能力。后者指人保存和运用这些抽象出来的观念的能力。他在《神学大全》中指出：“灵魂有一种称为主动理智的能力，这是一种为了使某些东西现实地非质料化而对个别质料的各种限制进行抽象的能力。这同一个灵魂还有另一种接受观念的能力，它被称为能够接受这样一些观念的接受理智。”[7]主动理智和接受理智是人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本特征。托马斯·阿奎那还认为，人的理智还能够对人的道德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由于人的存在是一种理智的存在，所以人的善和行为永远依照理性。托马斯·阿奎那十分重视人的理性的力量。他所强调的人的“理性”实际上是一种知识的表现，由此引出他对知识的重视，而对无知的鄙视。他认为，无知的人常常是一些愚蠢的人，尽管他们都非常想接近上帝，但是由于无知，所以他们必然不能为善。因为无论做什么，若没有实际智慧和知识，就没有任何美德。整个道德所依赖的每一种基本的美德，都是用不同的方法把智慧和知识引入人们日常的行为的。理性、自由和个人的责任感是人性论的基本内容。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一思想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古希腊教育家的“美德即知识”主张，对于教育中重视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的结合具有重要的作用。

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上帝和人的关系的理解，关于人的理智的论述，奠定了其教育目的论的理论基础。他的教育目的实际上是发展人的通往上帝神性的理智。在他看来，人是具有精神实体和物质实体的统一体，但无论是人的精神实体还是物质实体都是有局限的。因为人的精神实体有存在与本质的区分。人的物质实体不仅有存在与本质的区分，还有形式和质料的区分，区分越多的实体，对现实性的制约越大，其完善性越小。怎样摆脱这种限制，增加完善性，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教育不仅要关注人的物质实体的需要，更要关注人的精神实体的需要，通过发展人的理智，引导人性趋向人类独有的、自由的理性生活，使不朽的灵魂与上帝沟通，接受上帝的爱抚和指导，从而摆脱物质世界的各种限制，使人成为向往神性世界的人。总之，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目的论来源于对上帝的完整性和完善性的认识，来源于对人性的有限性和不完善性的认识。当然，他也看到了人的理智的作用，看到了人向往上帝的可能性，从而赋予教育以崇高的使命，他一生的教育教学实践活动也正是以此为出发点并展开的。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知识观

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述教育目的的过程中，实际上也阐明了他的知识观。托马斯·阿奎那的知识观概括地讲，就是感性知识观、理性知识观和神性知识观。

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感性知识是关于物质的事物的知识，或者说是人们通过感觉经验认识有形物质所获得的感性认识。感性知识可分为外感性知识和内感性知识，前者通过五种感官——视、听、嗅、尝、触，由作用者对被作用者的物理影响造成。例如，通过视觉感官可以获得对物体颜色和形状的认识；通过听觉可以获得对声音的认识；通过味觉可以获得对气味的认识；通过触觉可以获得对物体的粗细薄厚的认识等。在外感性知识中，针对有人因重视视觉的作用而提出的“视觉中心论”，托马斯·阿奎那持批评的观点。他认为，不应按五种感官或相应的感觉对象来划分知识，而应按感官和感觉对象的结合做出区分。每一种感觉都是人感知外部物体的不同形式。按此划分，人的触觉器官以及通过触觉获得的知识是最重要的。因为触觉的感官是人身体的全部，而不是人体的某一部分感官，而且触觉感官还可以直接与可感物体相接触，认识可感对象的形体。托马斯·阿奎那“触觉中心论”的提出，批判了传统的只注重隐喻、象征的有缺陷的教学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教育上的直观教学和活动教学方法的思想基础。内感性知识是指通过对事物的可感形式的认识而获得的知识，它是依据某种精神作用，对外感觉获得的关于事物的印象进行的再认识。它能在各种条件下，包括在事物不出现的情况下获得对事物的全部的认识。例如，人不仅可以感知具体的事物，还能获得对事物整体的认识，人不仅能认识当前的事物，还能够通过想象保留对过去事物的感觉印象，或对过去的感觉印象进行回忆等。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外感性知识和内感性知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它为理性知识的形成提供了素材。

理性知识处于感性知识和神性知识的中间地位，它是对感性知识的抽象认识。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理性知识主要是哲学知识。哲学一般包括物理、数学和形而上学。物理学研究对象的特点是它们在存在上和概念上都依赖物质。数学研究对象虽然在存在上依赖物质，但在概念上不依赖物质。形而上学的研究对象在存在上不依赖物质，其主要的研究对象是上帝。这说明哲学有一部分知识是与感性知识相联系的。针对当时一些神学家或把哲学与神学相混淆，使哲学成为神学的附庸，或用哲学代替神学，攻击神学的正统地位的倾向，托马斯·阿奎那对二者的关系做出了新的论述。他认为，哲学和神学有着共同的研究对象，如上帝、创世、天使、拯救等，但二者又有区别，哲学以理性认识它们，神学靠天启认识它们，二者都是相对独立的科学。因此，不能因为哲学研究神学而把哲学归属于神学，也不能因为神学依赖理性而降低神学的地位。哲学尽管从属于神学，“是神学的婢女”，但哲学有其独立的地位。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理性知识——哲学的论述，为认识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和神性知识的关系，特别是重新认识哲学的地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神性知识是托马斯·阿奎那知识观的重要内容。在他看来，神性知识主要是关于神学的知识。神学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自然神学，即作为哲学一部分的神学。自然神学以自然理性认识神学道理，如关于上帝的存在等。另一部分是教理神学，即作为神圣学问中的神学。教理神学是依靠天启和权威来信仰的神学道理。因此，“哲学是由事实到上帝，神学是由上帝到事实”[8]。以往对“三位一体、化身、原罪”等教义是不能用理性来证明的，它属于教理神学的范畴。尽管神学与哲学和其他科学有明显的区别，但托马斯·阿奎那没有忽视这些科学的作用。在神学和哲学的关系上，托马斯·阿奎那十分重视哲学对于神学的作用。他指出，“第一，我们可以用哲学证明信仰的前兆。在信仰的科学中必然有一些可用自然理性来证明的道理，如上帝存在、上帝是一等关于上帝和被造物的命题。信仰倡导这些被哲学证明了的命题。第二，我们可以使用哲学来类比信仰，比如，奥古斯丁在《论三位一体》从哲学家的学说中找出相似观点来解释三位一体。第三，我们可以使用哲学批驳反信仰的言论，显示其错误和不必要”[9]。在处理神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上，托马斯·阿奎那也宣称，就知识的确实性来说，其他科学的确实性都来自人的理性，可能会有错误，而神学的确实性来源于上帝启示，不会有错误。就知识的内容来看，神学更为高贵，因为神学所探究的主要是超出人类理性的至高无上的东西，而其他科学只能涉及人类理性所能把握的东西。就知识的目的性而言，一般科学如政治学、军事学只是为了政治和军事，而神学是为了永恒的幸福，具有崇高的目的。因此，“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并没有割断神学与其他学科的联系。在他看来，关于上帝存在的后天证明就离不开这些科学的知识。当然，他特别强调，“神学不是把其他科学作为它的长官而依赖，而是把它们看成它的下级和奴仆来使用”[10]。

总之，托马斯·阿奎那的知识观尽管体现了以神学知识为主导的思想，而且在论述神学知识与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的关系中，把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置于神学的统治之下，并用理性知识和感性知识为神学服务，这充分体现了托马斯·阿奎那忠实于神学的一贯主张。但它也反映了两个重要的思想。一是托马斯·阿奎那开始重视感性知识的地位，重视利用现实的、物质的事物知识作为自己观点的材料，客观上，它为这一时期教育教学面向现实和实际打开了通道。二是托马斯·阿奎那试图在哲学和神学方面做出区分，试图把神学中的哲学问题分离出来，划分二者各自不同的研究领域，这为哲学走向独立，走向世俗，与教育研究进行结合，迈出了重要的一步。托马斯·阿奎那的知识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对传统知识观的重大变革。

第三节 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方法论

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方法论是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的，即人类的知识是怎样形成的，如何认识个体及个体的发展，教育教学中应采用什么样的方法等。下面我们分别从托马斯·阿奎那的认识论、儿童观和教育方法三个方面出发，来看一下他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一、托马斯·阿奎那的认识论

托马斯·阿奎那的认识论是与他的知识观密切联系的，可以说他的知识观是建立在他的认识论基础上的。

托马斯·阿奎那的认识论在许多方面是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的。他认为人类真正的知识是关于概念的知识。但是，概念的知识是以感觉为基础的。他指出，凡是智慧所把握的东西最初都出现于感觉中，开始于感觉的教导。感性事物和感觉经验是一切认识的基础，感性认识是人的认识的基础阶段。为此，他曾举例证明。如果有人缺少某种感觉，他就不可能有这方面的知识。天生的盲人是没有颜色这一概念的。那么人的感性认识是怎样形成的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感性认识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感性认识的被动阶段。在这个阶段，受外界客观对象的刺激，人通过主观外部感觉（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接收这些刺激，并把这些物质印象传递到感性认识的第二个阶段。第二阶段被称为感性认识的主动阶段。在这一阶段，人开始通过主观内部感觉（记忆、辨别、综合、想象）接收第一阶段的物质印象，产生感性印象。不过，托马斯·阿奎那也指出，感性印象的获得不是单凭某一阶段完成的，它也不仅仅是物质的或生理活动的结果，它是在物质和精神、生理和心理活动的共同作用下完成的。当然，托马斯·阿奎那又认为，感性印象只是感性认识的完成，还不是真正的知识，真正的知识是人的一种理性知识，它需要理智对感性知识的抽象，需要人的理性的认识过程。

关于理性认识的作用和理性认识与感性认识的关系，托马斯·阿奎那明确指出，理性认识在知识形成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首先，“虽然理智活动以感觉为根据，可是理智在感觉所把握的东西中却能认识感觉不能感知的东西”。其次，“如果理智的原则本身具有某种物体的性质，它就不可能认识一切事物”。因为任何物体的特定本性都会阻止它去认识一切事物。再次，“理智灵魂的有些活动，如理解和欲求等，不是通过肉体的器官来实现的”。[11]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理性认识过程是不同于感性认识过程的，理性认识不与具体的东西相联系，不思考具体的东西，它是感性认识所不能达到的。那么理性认识过程有什么特点呢？对此，托马斯·阿奎那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他看来，理性认识过程与感性认识过程不同，感性认识最初是被动的，理性认识最初是主动的。因此，理性认识有主动理智和可能理智的功能上的划分。在感性印象刺激的基础上，主动理智通过想象认识体现物质形式的“映象”。“映象”是理性认识的来源和内容。关于“映象”，托马斯·阿奎那解释道：“在我们现实生活中，我们的知识，无论它们是多么的精神性，必须常常伴随着映象。因为，即使是上帝，我们也是通过其创造的成果的映象来认识的。”[12]主动理智在与“映象”接触后，通过进行抽象活动，把“映象”中的可能形成普遍概念的因素——“理解形式”显示出来，让可能理智去感受和反应。可能理智接受“理解形式”形成理性印象，最后反应“理性印象”，产生概念或“理性意向”，完成理性认识过程。

总之，托马斯·阿奎那关于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过程的论述，指出了人的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即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阶段，指出了个别认识和一般认识的区别和特点，尽管有的见解不尽科学，但已把感性认识作为人的认识的重要来源。在他看来，没有感觉，人心中就不能有所认知，而且理性认识是以“感性印象”为原料的。如果没有以“感性印象”为基础经过抽象而获得的“概念”，人心中同样也不能有所认知。同时，托马斯·阿奎那还看到了理性认识的能动作用，这些都对理解人类的认识过程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托马斯·阿奎那的认识论为其教育教学思想奠定了基础。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儿童观

托马斯·阿奎那在论述教育目的时，已经涉及了一些对儿童个体的认识，这里，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关于儿童观，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几个比较重要的观点。

第一，他认为人的存在依赖物质和精神的存在，但人的精神的存在更重要。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是有生命的存在物。作为有生命的存在物，人具有植物灵魂和动物灵魂，具有动物的各种功能，具有维持生命和繁殖后代的任务，这些都不能脱离物质的存在。但是，人又不同于一般的存在物，也不同于有生命的存在物，更不同于动物。人的存在主要是精神的存在、智慧灵魂的存在、社会性的理性存在。这种存在使得人成为物质存在和精神存在的统一体。同时，人的灵魂具有不同的能力或功能，它是有机的，有感觉的，有智慧的和有意志的。人在胎儿期，具有有机的和有感觉的灵魂，出生时，又附加上了有智慧的灵魂。智慧和意志构成了人类灵魂的本质。灵魂的智慧方面可以超越有机体，而不受肉体的束缚。人的这种特点使得人不完全受物质存在的约束，而保持其精神的“持续存在”。

第二，由于人的智慧灵魂的存在，人具有单一的人格，每个个体之间都是有区别的。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人的灵魂是一种单一的精神实体，它使得人在活动时保持着精神活动的独立性。当灵魂与肉体结合时，便产生个别的人，灵魂被个体化为个人灵魂。托马斯·阿奎那反对关于人类共同灵魂的观点，指出，灵魂与肉体的个别自然本性倾向于造就个别的灵魂。他说：“‘灵魂被肉体的质料个别化，在与肉体分离之后仍保持个别性，如同图章压在蜡块上的印迹一样’，这一命题可被理解为正确的，但也会被误解。如果它的意思是说肉体是灵魂个体化的全部原因，那就错了；如果说肉体只是部分原因，那就对了。肉体不是灵魂存在的全部原因，但灵魂的存在都与肉体有关。同样，肉体不是灵魂个体性的全部原因，但这一灵魂的本性能与这一肉体相结合。”[13]按照这种说法，每个人都有按其本性适合特定肉体的灵魂，每个人灵魂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差异。

第三，由于人的智慧灵魂的存在，人具有自主、自决的能力，也具有意志自由的倾向。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人与动物最大的不同就是人有理智的灵魂和意志。人的欲望和行为不像兽类那样，似乎绝对地由外面被感觉的印象来决定。人有自决的能力，人有掌握采取行动与否的权力。因而人是自由的，人不是由外界原因迫使他行动的，人是依靠自己的理性做出自由选择的。他说：“唯因人是理性的，他才有自由的选择。”[14]

第四，人的自由选择是以对善的追求和实现为前提的。关于人的自由选择，托马斯·阿奎那不仅注重理性的因素，也强调意志的作用。在他看来，选择在内容上是意志的行动，在形式上是理智的行动。理智得出结论、决定和判断之后，意志进行选择。但意志要做出决定，必须首先有善的观念。意志由理智认为是善者，即由合理的目的所决定。人的自由选择实际上是在实现善的手段和他的理性所抱有的目的之间做出选择。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善不是完全指最高的善，它还包括普遍的善和其他的善。正像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在实践中，托马斯·阿奎那所谓的善并不只是追求最高的善，并非每一种人的行为都以上帝为目的。因为人行为的终极目的和与具体目的之间只是一种间接的联系，人的自由不限于固定的善。[15]

第五，每个人都有生来平等的自由。托马斯·阿奎那是从自然律出发来论述这个问题的。在他看来，自然律是与人本性相适合的东西，它涵盖了人的本性的一切行为，人是依从自然律来行事的。例如，从人的自我保护到繁育后代，从追求幸福到服从良心都是依照自然律的行为。因此，符合自然律的行为都是好的。从这个思想出发，托马斯·阿奎那指出：“所有人的自由生来平等，虽然其他禀赋都不平等。一个人不应像工具一样服从另一个人。”[16]这个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主张。这对一个神学家来说是难能可贵的。

总之，托马斯·阿奎那关于个体存在和特点的见解，反映了社会新的变革对他的影响，也反映了他的儿童观的基本内容和倾向。他重视人的身体和精神的存在，重视人的理智的作用，重视个体的差异，重视人的自由选择，以及重视人的平等的思想等，使得他的儿童观已经与中世纪传统的儿童观有明显的区别。托马斯·阿奎那的儿童观深刻地反映了亚里士多德唯理性主义思想的影响，以及他对现实问题综合的思考，这些都奠定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基础。

三、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教育方法

托马斯·阿奎那十分重视教育教学的作用，他曾经指出：“教育是与人类密切相关联的一项活动。人类的养育并不是唯一的要旨。教育包含了教学，而所有的教学都需要时间。”[17]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教育教学思想中，他的具有特色的教育方法占有重要的地位。可以说，他的教育方法是他在教育过程中运用哲学思辨捍卫神学思想的产物。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教育方法包括他的教学方法和论著中的论证方法，其主要方式如下：

（一）正反论辩式

正反论辩式即在教学或辩论过程中摆出或陈述正反两方的各种观点，通过细致的分析，提出自己的主张，并对其他观点加以评说。1256—1259年，托马斯·阿奎那曾把在巴黎大学进行教学时主持过的辩论记录下来，发表了题为《真理论》（De Veritate）一书。《真理论》由29个问题构成，共有253条。该书是用一种辩答体裁写成的，这种辩答体裁在巴黎大学是经常被运用的。在书中，托马斯·阿奎那采用了当时班级正反两方所质问的辩论，以及由导师进行最后的评判的形式。例如，在《真理论》的第10问中，托马斯·阿奎那提出了“心的问题”，其中第1条是“心——就其三位一体的形象来说，是否即为灵魂的本质，抑或只是它的一种资能”。在这一条目下，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学形式和方法是首先提出9个正面观点，论证“心是灵魂的本质，不是一种资能”。接着，又提出7个反面观点，论证“心是灵魂的一种资能，不是本质”。然后，托马斯·阿奎那提出自己的观点。他先指出了本质和资能的区别，认为本质是一种最高级的东西，资能是低于本质的东西。接着，又指出了二者的联系，认为灵魂的本质为主体，一般不为人所知，要想认识灵魂的本质，只能凭借事物活动的特性——资能来认识。但是，认识灵魂的本质，应从其最高的能力来把握。因为从能力方面来看，较大的能力应包含较小的能力，而较小的能力决不能包含较大的能力。因此，要以一物的某种能力指称它，只能凭借其最高的能力。例如，人身上有植物灵魂，有动物灵魂，还有理智灵魂，但要认识人必须把握人的理智灵魂。通过以上分析，托马斯·阿奎那总结道：“所谓心乃指我们灵魂中的最高能力；因而，我们之上帝即凭那在我们里面的最高成分，这个上帝形象之属于灵魂的本质，必须是由于那个本质有心作其最高能力。这样，心若其含有上帝的形象来说，是指称灵魂的一种资能，而非其本质；或者，若是它指灵魂的本质，这只是由于那种心能是因本质而来。”[18]最后，托马斯·阿奎那对上述各种观点进行了评说，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这种教学方法的主要特点是把各种与主题有关的正反两方面的论点都摆出来，通过逐一地对各种论点进行分析、评说，使持有不同主张的学生看到各自观点存在的问题，从而比较容易接受教师的主张。

（二）开放调和式

在教学和著述过程中，托马斯·阿奎那不仅强调正反论辩的方法，还十分重视运用开放调和的方法来解决神学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有的学者研究指出：“托马斯的著作从内容到方法都表现出鲜明的调和特征。”[19]这种开放调和的特征主要表现为托马斯·阿奎那在分析问题时，常常对一个论题或概念的意义做出仔细的区分，然后把对方的观点放在一个大的范围内，指出对方的观点在某个层次上是正确的，但在更重要的意义上或更大的范围内却是错误的或是有缺陷的。这样，托马斯·阿奎那把表面上看起来相互对立的观点解释为从不同角度或层次看待同一对象的结果，或者说它们是同一认识的不同方面。经过托马斯·阿奎那的分析，人们可以看到，他的论敌所犯的错误的性质通常不是一无是处，而是以偏概全，而他认作真理的学说与其说排斥了错误，不如说是把错误化解为自己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例如，托马斯·阿奎那在反对奥古斯丁主义者的观点时，他可以使用奥古斯丁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又如，他在分析“真理是否与实在同一”的问题时，就是从实在、思想和判断三个层次进行了分析，认为真理是以不同方式分别属于实在、思想和判断的，从而肯定了不同层次的理解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在分析“心是灵魂的本质还是资能”的问题上，托马斯·阿奎那同样运用这种方法。他认为，如果从心含有上帝形象的角度来看，心是灵魂的一种资能。如果从上帝本质直接而来的角度理解，心是灵魂的本质。总之，托马斯·阿奎那运用这种方法的特点是，注意分析各种观点合理或不合理之处，在批评不合理之处时，肯定其合理之处，在指出其合理之处时，分析其不合理之处。同时，托马斯·阿奎那把各种观点都纳入自己研究的范围内，作为自己观点分析的对象，或给予补充，或给予提高，从而使各种相互对立甚至冲突的观点在他这里全都化解了，成为其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这种开放和调和的方式并不是无原则的，托马斯·阿奎那是在不违反基督教基本精神的前提下采用这种较为灵活的方式的。也就是说，他所做的一切分析和工作都是为神学服务的，都是有利于基督教的发展的。总之，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之所以引起基督教世界的重视，基督教思想之所以得到长期的存在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与这种调和式和开放式的思维方式和分析方法有直接关系。

（三）启发诱导式

在教学中，托马斯·阿奎那非常重视学生通过自己的努力和他人的帮助来学习。他把学习分为两种：一种是通过发现来学习（learning by discovery），即依靠自己的努力获得对事物本质的理解；二是通过教学来学习（learning by instruction），即在他人的帮助下经过启发和诱导而获得知识。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第二种学习实际上也主要在于学生。因为在教学过程中，传授知识的过程是一个辩论的过程。尽管知识的传授需要一定的“符号”，但“符号”只能影响感官，不能启发理智。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运用种种方法，运用辩论的形式，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使学生真正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取知识。因此，教学方法的重要方面就是启发、诱导学生主动参加学习活动，在获取知识的过程中发展自己的理智。

总之，托马斯·阿奎那式的教育方法尽管从本质上是为论证基督教神学服务的，但它反映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辨哲学的影响，也反映了当时中世纪后期要求变革基督教神学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呼声。他的正反论辩式方法、开放调和式方法以及启发诱导式方法等，都是他在基督教神学面临挑战时对其进行反思和实践的产物，这些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基督教神学发展面临的不利局面。同时，在他的这些方法中，我们也可以看到，托马斯·阿奎那重视教育方法的灵活性、世俗性和实用性，重视儿童个体和个性的发展，这也正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具有重要特色的方面之一。

第四节 托马斯·阿奎那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托马斯·阿奎那与西欧经院哲学的发展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哲学体系是西欧基督教哲学继奥古斯丁的神学哲学形成以来的第二种思想形态。他一生致力于建立天主教庞大的经院哲学思辨体系，批判和继承以往基督教哲学的遗产，顺应时代的要求，大胆改革基督教神学基础和思想体系，对西欧经院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经院哲学的产生，学者们有不同的看法，美国学者梯利认为经院哲学的开端应是在9世纪。经院哲学与教父哲学的区别是，前者致力于发挥和制定教条并把它们组织成唯理的体系；后者主要是在教会的组织下，运用演绎法，对已形成的论题进行必要的证明。我国学者傅乐安也把9世纪作为经院哲学产生的时期，并认为13世纪以前是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主导思想的经院哲学，13世纪以后是以托马斯主义为代表的经院哲学。我国的另一位学者赵敦华则认为11—12世纪是经院哲学的诞生期，其主要特征有二：一是它以教会或修道院办的学校为生存环境，二是它以亚里士多德的辩证法为操作条件。这里我们主要采用后一种说法。为了更好地认识托马斯·阿奎那对经院哲学发展的影响，我们先从基督教哲学的产生开始说起。

在基督教早期发展的年代里，基督徒一般是不愿与哲学家接触的，他们害怕哲学和哲学家，担心在辩论中被击败。在他们看来，哲学意味着异教徒的智慧，哲学是一种诡辩，是应受到谴责的。因而，在反对异教徒斗争中，基督徒也较多地使用教义，而不是哲学。但随着基督教的不断发展，当基督教成为罗马国教，并逐步在欧洲大陆普及后，在反对异教哲学家的过程中，基督教不得不面临哲学、理性和自然的挑战。解决神学与哲学的关系、理性与信仰的关系、自然与超自然的关系等问题成为基督教发展的关键。于是，基督徒也开始重视利用哲学来论证基督教，基督教哲学产生并逐步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在这一时期，一些基督教思想家重视基督教哲学的创建，他们以基督教教义作为哲学研究的题材和指导原则的基础。这种哲学的目的在于解说基督教的教义，使之系统化并加以论证，即在基督教的基础上创建一种关于宇宙和人生的理论。在他们看来，基督教的真理是无可争议的，它是人类思维和认识的起点和归宿。基督教哲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利用哲学来论证这些真理，让哲学为宗教服务。因此，依靠哲学建立基督教思想的体系成为基督教思想发展的重要特色。

以奥古斯丁为代表的神学哲学（也称教父哲学）是基督教哲学发展的早期思想形态。它是以柏拉图的哲学为基础的，因而也被称为柏拉图—奥古斯丁主义。奥古斯丁是在罗马教育制度培育之下通晓古代各科知识的思想家，在接触了古代哲学思想以后，他放弃了亚里士多德思想，而坚信“柏拉图哲学最接近基督教”，坚信柏拉图的哲学对于改造和发展基督教哲学具有重要的作用。针对一些哲学家运用古代哲学反对基督教的问题，奥古斯丁不以为然，他认为那些哲学家的思想并不是他们自己的，只不过是上帝赐予人类的精神财富。他说：“如果那些被称为哲学家的人，特别是柏拉图主义者说了一些确实为真的、与我们的信仰相一致的话，我们不应该害怕，而要把这些话从它们不正当的主人那里拿过来，为我所用。”[20]关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奥古斯丁认为，上帝在人的心中，人只能通过自己的信仰来认识上帝，不可能通过外部世界推论出上帝。因而，最有价值的知识是关于信仰的知识，是那些能够给予我们关于上帝的知识。自然界的知识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人类需要理性，但是理性的作用在于了解所信仰的东西。因此，人应该是“先信仰后理解”，信仰是高于理性的东西。托马斯·阿奎那在评论奥古斯丁的这一思想方式时指出，“圣奥古斯丁充分地利用了柏拉图主义者的学说，每当他在这些人的教诲中发现与信仰相符合的东西，他采用之；当他看到与信仰相反的东西，则修订之”[21]。奥古斯丁的这种“先信仰后理解”的思维方式和“信仰至上”的态度对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基督教早期思想的重要特征。

奥古斯丁哲学思想的主要特征是用信仰来统治理性，用权威来消除怀疑，这在基督教的早期发展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在这一时期，基督教本身的发展需要一定的理论基础，同时，社会的动荡也需要强有力的思想加以指导，奥古斯丁哲学的出现恰恰是这种社会现实的反映。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思想成为控制早期中世纪社会的主要思想之一。但是，奥古斯丁的基督教神学思想也有致命的缺陷。主要表现如下：这种哲学体系只注重以柏拉图的哲学为根据，混淆神学和哲学的区别，把神学当作哲学，反对其他哲学思想；这种哲学只强调信仰高于理性，而一味排斥理性，无视理性的认识能力；这种哲学只注重对超自然的神性的信仰，而轻视对人类现实社会和自然界的认识。总之，奥古斯丁的神学思想体系一味强调神学与理性对立，自然与超自然对立，很难解释和利用理性和自然界对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影响。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哲学逐渐成为一种僵化的思想体系，受到来自教会内部和外部各方面的批评。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的出现是基督教哲学发展的必然。

托马斯·阿奎那的经院哲学思想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的哲学思想基础上的。12世纪以后，随着东方阿拉伯文化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渗透，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及其思想通过阿拉伯哲学家的介绍，开始为西方所认识，并通过中世纪大学的宣讲，得到迅速传播。我们知道，西方基督教哲学主要是以柏拉图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为基础的，它与亚里士多德主义的区别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柏拉图的神秘主义哲学主要强调“两个世界”论，即理念世界和现实世界，认为前者是真实的，后者是虚假的；“灵魂在先”论，认为灵魂先于肉体存在，灵魂和肉体结合以后才能成为一个人；“灵魂实体”论，即灵魂是独立存在的，肉体死亡以后，灵魂可以离开肉体，回到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主张则如下：“形式质料”论，认为形式和质料是不可分的，形式不脱离事物，而在事物之内，因而不仅要重视精神世界，还要注重物质世界；“灵魂肉体不可分”论，认为人是由灵魂和肉体组合而成的一个统一的实体，灵魂是肉体的形式，灵魂本身不是一个完全的独立体，它必须与肉体结合才能成为一个独立的实体；“感觉经验”论，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自然界和感觉经验，自然界和感官世界是实在的世界，是可以信赖的世界，是我们研究和了解的对象。人通过对感官经验的理性抽象，形成概念，上升到科学。正因为如此，托马斯·阿奎那看到了亚里士多德思想可以弥补奥古斯丁主义思想局限的特点，并利用和改造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开始从事批判和改造奥古斯丁主义局限的工作，使西方基督教哲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在当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不是一下被人们所接受的，甚至在教会内部也遇到了强有力的抵制。1209年，巴黎宗教会议在巴黎大学宣布，教师不得教授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凡依附于亚氏学说的，一律开除教籍。命令还严禁私下抄录、阅读或以某种方式保存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210年，基督教教会最高当局亲自发布命令，宣布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为禁书。1215年，基督教又宣布《形而上学》为禁书。但是，这些禁令并没有阻止亚氏思想的传播。在法国的巴黎、英国的牛津以及意大利等地，许多人都以信奉亚氏的思想为荣，把亚氏的思想或言论当成自己立场和观点的依据，甚至一些大学干脆将设置有关亚氏的讲座当作吸引学生就学的重要手段之一。在反对和拥护亚氏思想的斗争中，逐渐形成了两个尖锐对立的派别。一个是依附于亚氏思想、拥护阿威罗伊学派的巴黎大学神学教授西格尔，他赞同世界永恒性和灵魂可朽的命题，坚持双重真理说，肯定理性真理，反对信仰真理，主张哲学独立于神学，摆脱神学的束缚。另一个是科隆大学的神学教授、被称为“全能博士”的大阿尔伯特，他坚持灵魂实体不变和不朽的观点，并试图调和灵魂和肉体的关系，认为“只有同时理解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才是最完善的哲学家；如果我们研究灵魂自身，我们追随柏拉图；如果我们把灵魂看作激活身体的原则，我们同意亚里士多德”[22]。他反对西格尔的使哲学脱离神学的“双重真理说”，主张哲学和神学都来自上帝之光。对于这场争论，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应当重新认识基督教哲学的思想基础。在他看来，柏拉图学说虽然符合基督教教义，但已经不适用新的情况；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虽然有与神学相抵触的地方，但其有利于神学的方面大于其不利的方面。为宣传和让人们认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并把亚氏的思想作为自己经院哲学重要的思想基础，托马斯·阿奎那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托马斯·阿奎那首先做的工作是从原始资料入手，查阅和研究了大量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并写下了大量的、根据亚里士多德思想阐发的、有利于基督教的观点和注释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托马斯·阿奎那频频引用亚里士多德的言论，熟练地引用亚里士多德的命题，俨然成为一个注释和解说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思想权威，使得教会内部和外部的亚里士多德的追随者也望尘莫及。在充分研究亚氏著作的基础上，托马斯·阿奎那大胆运用亚氏的概念、原则和方法改造和补充基督教哲学，对基督教哲学的传统理论和困扰经院哲学的主要问题进行重新解释和有力论辩。

关于“先信仰后理解”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这种主张信仰在先、理解在后的原则在新的形势面前是缺乏说服力的。因为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影响下，理性已经显示出了巨大的威力，再一味排斥理性，无视理性的认识力量是不明智的。因此，应当使理性与信仰协调起来，让理性阐明信仰和证明信仰，这比放弃理性，为了信仰而信仰更有利于基督教哲学的发展。

关于“灵魂实体说”，托马斯·阿奎那放弃了奥古斯丁“先验论”的主张，而采用了亚里士多德的灵魂学说，认为灵魂与肉体相结合进行认识具有真实性和合理性。在他看来，人的灵魂具有不同的职能和能力，如感觉的能力和智慧的能力。凭借这种能力，灵魂可以以不同的方式发挥作用。通过感觉的能力，它可以接受个别事物，接受个别事物的“种”；通过智慧的能力，它可以把感觉的摹本塑造成可理解的摹本，接受可理解的“种”。托马斯·阿奎那还认为，通过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两个阶段所形成的理性认识，其最重要的功能是证实信仰，因而，理性是不会反对信仰的，只能是为信仰服务的。

“双重真理说”，是异教阿威罗伊学派主张的观点，他们肯定哲学真理，对抗信仰真理，认为哲学真理是真理的最高形式，主张哲学独立于神学，摆脱神学的束缚。对此，托马斯·阿奎那坚持调和论的观点。他认为，赞成哲学反对信仰，或者拥护信仰排斥哲学的观点都是不可取的，是一种偏激的观点。托马斯·阿奎那认为，为了理性而放弃信仰，或是为了信仰而放弃理性都是对自我和基督教精神的一种背叛，最终都会损害上帝的形象和对上帝的认识。他承认理性和信仰是有区别的，从认识的层面来看，哲学是由事实到上帝，神学是由上帝到事实。但他指出，从终极层面来看，作为哲学的理性和作为神学的信仰，都是与上帝有关并属于上帝的。由于上帝是各种真理的共同源泉，即终极真理，因而，理性和信仰二者之间是可以统一的，最终统一到上帝上来。当然，神学与哲学是有根本区别的，即神学高于哲学。阿奎那认为：“神学可能凭借哲学来发挥，但不是非要它不可，而是借它来把自己的义理讲得更清楚。因为神学的原理不是从其他科学来的而是凭启示直接从上帝来的。”[23]经院哲学的发展可以不排斥理性的存在，而应该利用理性的力量来完成对信仰的论证，从而促进基督教的发展。

总之，在托马斯·阿奎那看来，要想促进基督教事业的发展，就必须借助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力量。亚氏关于人的知识基于自然界和有赖于感觉经验，关于人的认识两个阶段的思想，以及关于辩证思维的思想等，超越了当时的以柏拉图思想为基础的奥古斯丁主义，给人们思想带来了较大的震撼和冲击，使得人们不得不承认亚里士多德思想中确实有许多合理性的方面。为此，托马斯·阿奎那大声疾呼，应当头脑清醒地对待过去和现在发生的一切，认真研究亚里士多德的思想，让亚氏的思想为基督教思想服务，成为基督教经院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托马斯·阿奎那在改造基督教经院哲学时，并不是完全否定奥古斯丁主义的全部观点的，而是承认其观点的合理性方面，修正其观点的不适用方面，使其成为基督教经院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总之，托马斯·阿奎那以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为基础，以基督教思想为内核，改造了旧形式的早期的基督教经院哲学，使经院哲学走出了解体的困境。从此，经院哲学开始摆脱以奥古斯丁主义为代表的基督教哲学的思维模式，更加关注神学发展与哲学发展的联系，关注基督教发展与社会现实发展的联系，使基督教的发展更具有灵活性和适应性。

但是，托马斯·阿奎那对经院哲学的改造，并没有统一基督教内部的思想，他的主张在他生前也没有被全体教会所采纳，反而遭到反对派强烈地批评和指责。是拥护还是反对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在他在世时一直成为基督教内部争论和斗争的焦点。托马斯·阿奎那去世后，这种斗争更为激烈，他的学说一度与阿威罗伊学派一道被看成是异端邪说。1277年，在纪念托马斯·阿奎那逝世3周年的日子里，巴黎大学的神学院教授举行会议，谴责亚里士多德主义，并禁止讲授托马斯·阿奎那的一些观点。1279年，法兰西斯学派的威廉写了《纠正托马斯》一书，对托马斯·阿奎那《神学大全》的许多观点进行了批判。法兰西斯修会还召开大会号召全体成员批判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与此同时，拥护托马斯·阿奎那的多米尼克修会针锋相对，多次召开大会，宣布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是正确的，主张以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为学术研究的指南。一些教士还著书立说，论证托马斯·阿奎那哲学思想的内在价值，反击反对派的进攻，使得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又引起人们的关注。

基督教的发展总是需要以一定的思想权威为精神支柱的。罗马教廷在权衡利弊后，最后确立了托马斯·阿奎那思想的正统地位。1323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册封托马斯·阿奎那为圣徒，肯定“托马斯·阿奎那著作的每一章节都包含无比的力量”，“托马斯·阿奎那的学说是无与伦比的”。托马斯·阿奎那还被授予“天使博士”的称号。14世纪中叶以后，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成为经院哲学的核心，许多大学纷纷以研究和传播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为荣，使托马斯主义达到了全盛。宗教改革时期，教皇试图通过复兴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权威，以重振基督教事业。16世纪中期，天主教主教会议规定托马斯主义为天主教会正统学说。19世纪后期，教廷为使天主教适应现代社会思潮，再次号召复兴托马斯主义。自此，以托马斯主义为基础的新经院哲学兴起，新托马斯主义成为20世纪西方哲学的重要流派之一。

二、托马斯·阿奎那与中世纪的欧洲教育

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思想不仅推动了欧洲经院哲学的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欧洲中世纪的教育，使中世纪教育在许多方面都发生了一些重要的变化。

首先，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变化是对教育对象和教师的认识问题。在这方面，托马斯·阿奎那的“人论”对人的本性、教育对象和教师的认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长期以来，在“人”的认识问题上，柏拉图主义一直强调“人是使用肉体的灵魂”，认为“灵魂在肉体中如同舵手在船中”一样，把灵魂和肉体看成是两个相互独立的实体。托马斯·阿奎那的“人论”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批评了柏拉图的思想，强调应当重视人的自然本性和建立在自然本性基础上的人的理性。在《神学大全》中，托马斯·阿奎那讨论了“人”的问题。他认为，经验事实证明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是正确的。托马斯·阿奎那指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都是自然、感性的实体。人的有些活动，如感觉和感情活动，是肉体与灵魂的同步功能，如果二者是各自独立的，怎样来解释人的身心的协调活动呢？如果说这种活动是感性灵魂在起作用，那么感性灵魂就成了独立于理性灵魂的另一实体，这与灵魂是一个单一实体的说法相矛盾的。托马斯指出：“恩典并不摧毁自然，它只是成全自然。”[24]上帝对于自己所创造的东西总是给予厚爱的，凡是自然的东西不会完全枯萎。同样，对于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然理性，上帝也是给予关注的。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在人身体中，理性灵魂是统摄一切形式和功能的实质性形式，它包含着动物灵魂、植物灵魂以及所有低级的形式。人的理性灵魂不仅具有理性活动的功能，而且还管理着人的营养、生长、感觉、生殖以及其他一切生命功能。人的理性灵魂存在于肉体每一部分，是与肉体共同影响人的活动的。在这里，托马斯·阿奎那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重新解释了对人的认识，为教育能够关注人的感觉和感性认识存在，为认识人在活动中精神和肉体的关系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不仅如此，托马斯·阿奎那还突出强调了人的自然本性的主动作用。在他看来，尽管人靠上帝的恩典和启示而被拯救，但自然与赐福的关系是第一位和第二位的关系，恩典的赐予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基础的，上帝只赐福于那些努力实现自己自然禀性的人。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托马斯·阿奎那重视通过教学来发展学生的认识能力和对问题的辨析能力，而不仅仅是宗教教义的传授。在对教师的认识上，托马斯·阿奎那的见解也具有一定的意义。托马斯·阿奎那自1252年就教于巴黎大学以后，几乎一直没有脱离教学，其对教师工作的理解也达到较高的程度。他认为教师必须把知识的渊博与教学的清晰、简明完美地结合起来。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型教师，十分重视所从事专业的研究。他写的著名的《反异教大全》《神学大全》等书，最初都是作为他自己教学用的教材，经过不断思考、论辩逐步形成的。托马斯·阿奎那把教师工作的意义与在中世纪所能达到的专业化程度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当然，尽管托马斯·阿奎那注意到了人的感性及认识的存在，但他并没有放弃理性灵魂的实体作用。他认为，人的理性灵魂虽然与肉体一起执行动物灵魂和植物灵魂的生命功能，但理性灵魂最主要的功能是执行不受肉体影响的纯粹的理性活动。因而人的活动既有有理性灵魂与肉体同步的活动，也有与肉体不同步的纯粹理性的活动。这一思想反映了托马斯·阿奎那虽然看到了人的灵魂与肉体的密切联系，但他仍坚持灵魂具有独立于肉体活动的独特作用的观点。这是他改造、继承奥古斯丁神学世界观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结果，也正是他的“人论”有较大局限的方面。

其次，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哲学的改造，对欧洲中世纪的教学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欧洲传统教育的教学内容一般都比较注重神学的至尊地位，托马斯·阿奎那也把神学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他在论述神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时指出，神学是关于信仰的学问，是来自上帝的启示，神学的价值超出其他学科的价值。但他的认识又有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思想的一面。托马斯·阿奎那认为，尽管神学有最高的价值，但哲学和其他学科也有自身的价值，哲学是由事实来认识上帝，二者是可以共存的。另外，哲学可以用后天的事实来证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应当重视对不同事物的认识，如事物的运动、事物运动的原因、事物产生的可能性和必然性、不同事物发展的等级性以及世界的秩序等。通过对这些事物的认识，可以说明上帝的存在。因此，在教学内容上，不仅要重视神学，也要重视哲学，重视物理学、数学等。托马斯·阿奎那不仅运用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来改造基督教哲学，而且还亲自研究亚氏的著作，写下了大量的评注，为中世纪的教育教学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例如，1268—1272年在巴黎大学时，他对亚氏的《物理学》《后分析篇》《解释篇》《政治学》《伦理学》《论感觉》《论记忆》《论灵魂》等做了评注。1272—1274年，托马斯·阿奎那又完成了对《形而上学》《论天》《论生灭》的评注。总之，托马斯·阿奎那的这些工作，调和了基督教学说与亚里士多德学说的矛盾，使得亚氏的学说进入了神学领域，成为基督教精神的新的基础。同时，通过对亚氏学说的介绍和评注，托马斯·阿奎那也使得中世纪的教学内容吸收了世俗科学知识，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中世纪教育教学内容的发展。

最后，托马斯·阿奎那对基督教哲学的改造也对中世纪的教学方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逻辑方法和辩证方法的使用，使得教学方法具有严密性的特征。中世纪的教学是以神学课程为主的，随着神学教学与经院哲学的结合，神学课程中使用教父语录式的教学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师不仅要讲解教条，还要经常在课堂上与学生展开讨论，并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途径和答案。为了使神学的教学更有说服力，神学教学更加强调教师具有恰当地提出问题、严谨地辨析词义以及正确地进行推理的能力。因而，运用逻辑的手段，使神学教学与逻辑方法相结合，成为教学方法改革的必然。这种新的变化，不仅深化了神学教学内容，也改进了神学教学方法，使得神学教学更具有了逻辑的力量。亚里士多德主义传入西方以后，这种结合的趋势更为明显，托马斯·阿奎那就是这方面的重要代表。他深知亚里士多德逻辑学和辩证法的力量，主张把亚氏的方法运用到神学教学中来，以分析神学问题。因而，在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学和论著中，我们经常看到他运用逻辑学和辩证法的方法分析问题的情况。在这一时期，人们常把辩证法看成是对话的艺术，并且体现在自己的具有论辩色彩的著作中。这一时期，人们对辩证法的基本要求就是以一个当前流行的观点作为考察的对象，列举赞成和反对这一观点的理由，然后进行词义辨析、逻辑推理等，审查正反两方面的理由，最后得出自己的结论。在托马斯·阿奎那时代，这种辩证法的运用已成为一种固定的、时髦的形式。在托马斯·阿奎那所在的巴黎大学中，神学教育的核心是讲课。在大多数情况下，教授的讲课时间是早上6点到8点，9点到中午由学士教授。除了讲授以外，教授还将主持对他所选择的某个题目的正式辩论。在这种场合，往往是先提出一个问题，然后陈述和论证各种对立的意见，学士必须回答听众所做的各种论证，而最后由硕士做出判断。其中，有就某个确定的题目所做的问题辩论，也有范围更广的即席的经院讨论等。在这些场合，听众可以就任何题目提出任何问题。这种讲课的形式也影响了托马斯·阿奎那立说的形式。在托马斯·阿奎那许多著作中，他运用这种辩证法分析神学问题的方法也是非常熟练的。例如，在托马斯·阿奎那《论真理》的辩论记录中，涉及了他对上帝、对人、对真理的认识等12个方面的内容。在各部分内容中，每个问题都涉及一个主题，但每个主题本身又有自己的小题目。在这些小题目中，我们处处可以看到托马斯对辩证法的运用。例如在“什么是真理”这一条中，托马斯·阿奎那首先提出7个正面的论证，说明真即存在；接着，又提出5个相反的论证，认为存在与真不是同一的东西；最后，是托马斯对各种论证做出裁决。他在区分了“真”和“真理”的三种意义后，又回到开始提出的赞成和反对把存在等同于真理的各种论证上，指出哪些是正确的，哪些是错误的。托马斯·阿奎那所重视的这种方法，不仅反映了当时神学发展的需要，同时也影响了当时神学教学方法和神学立论方法，成为这一个时代的特征。它的积极意义在于它使得处于权威地位的经院哲学开始重视与基督教神学相对立的各种观点，给不同的或者反对的观点以一定的地位，体现出基督教神学在接受亚里士多德思想以后所呈现出的一种从未有过的开放的特征。另一方面，托马斯·阿奎那重视把自己的教学材料与所教授的学生密切地结合起来，让学生通过学习和辩论，锻炼能力。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学方法被后人称为“课程书本中心”和“学生中心”模式的统一，对西方教育和教学方法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25]当然，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学方法也有过于烦琐的特征，特别是当他的这种方法被到处滥用，并成为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时，这种方法的机械性和烦琐性的问题愈加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又抵消了辩证法本身所带来的活力，逐渐使其变成一种僵死的东西。这一问题的根本原因在于，托马斯·阿奎那所捍卫的经院哲学，虽然为适应社会的变化做了一些必要的变革，但其宗旨是为神学服务的，当这种变革要触及神学的根本利益时，其保守的性质便会暴露无遗，托马斯·阿奎那的教学方法的局限性充分地反映了其历史和时代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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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经院哲学后期及解体时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罗吉尔·培根和爱尔哈特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一、罗吉尔·培根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约1214—约1292年）是英国经院哲学家、法兰西斯修会修士和一个博杂的自然科学家。罗吉尔·培根出生在英国桑莫斯特郡的一个地主家庭。1230年，他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深受牛津大学校长格罗斯特（Grosseteste）思想的影响。1236年，罗吉尔·培根到巴黎大学任教，开始讲授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并成为亚氏著作的评注者。在一次接触了亚氏的关于自然的著述以后，他对自然的好奇心被激发了，他的兴趣从此由经院哲学转向对自然和工艺制造的研究。1247年，罗吉尔·培根又返回牛津大学学习，成为格罗斯特的弟子。格氏的科学与数学思想对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257年，他加入了法兰西斯修会，希望从事科学研究计划，但遭到修会领导者的反对，并受到囚禁的处罚。这期间，罗吉尔·培根忍受各种迫害，坚持写作，先后完成了《形而上学论》《大著作》《小著作》和《第三著作》等书。1272年，他又写了《哲学纲要》一书，但由于他的思想有“标新立异”之嫌，罗吉尔·培根再度被囚禁，直到1290年左右才被释放。几年后，他便去世了。他的最后一部著作是《神学纲要》。罗吉尔·培根的一生，可以说是为理想和信念而抗争的一生，同时也是悲剧的一生。后人对他的贡献是给予充分肯定的。14世纪末，罗吉尔·培根获得了应有的声誉。15世纪，罗吉尔·培根的名字成为牛津大学的骄傲，人们称他为“悲惨博士”。对此，我国的学者赵敦华先生也给予高度的评价，他认为：“罗吉尔·培根是一位不幸的天才。他的不幸在于他的超前思想，他比同时代人更早地认识到实验和数学的重要性和科学应有的实用价值。……他不只是以‘证明科学’体系和方法介绍神学，而且要以实用科学的精神全盘改造经院哲学。”[1]

罗吉尔·培根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亚里士多德哲学全面影响的时代，同时，也是基督教对亚氏思想的吸取由渐进到积累，以致全盘来丰富和改造自己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世纪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哲学家都参加进来了。但是，每个人又以不同的程度和方式做了自己的工作。罗吉尔·培根的哲学及教育思想形成了自己的特点。

在哲学方面，罗吉尔·培根继承了他的老师格罗斯特的思想，但又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格罗斯特是从对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理解的角度来认识基督教哲学的。他认为全能的上帝身上包容了一切造物——不仅仅是人。一切造物、物质都来源于又复归于上帝。他指出光是物质自身的初始形式，其功能是自我增长、扩展和发散。初始的物质性形式是比所有后来的形式更为高级且有着更尊贵、更优异的本质，其存在的形式就是智力。罗吉尔·培根继承了格罗斯特的思想，但他更强调把几何和数学运用于对光的理解上，认为数学或更简单的数字，而不是光，是最基本的物质。在他看来，尽管语言是智力生活的重要手段，但语言从属于数学，数学是发现实在和真理的方法。罗吉尔·培根十分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后分析篇》，强调哲学更应当从数学和经验的角度来认识事物。他指出，必须“搞懂数学科学原理，因为没有经验什么也不能充分地认识”[2]。罗吉尔·培根还说：“我现在想来说明实验科学的基本原则；没有经验，任何东西都不可能充分被认识。因为获得认识有两种方法，即通过推理和通过经验。”[3]对此，他更主张后者。他指出，推理会得出结论，并使我们视其为当然，但却既不会使该结论可靠，也不会消除怀疑。这样的思维如果没有以经验的方法来发现这一结论，就必定陷入真知的主观状态中。他还指出，就什么可认识而言，许多人都会议论一番，但是由于他们缺少经验，他们就忽略了自己的辨别能力，因而既不会躲避有害者，也不会趋向有利者。例如，一个从未看过火的人会用恰当的推理来证明火燃烧、伤害物体并毁灭之等，但他的思想不会因此而满意，直到他把手或某些别的易燃物放到火上，他才会避开火，这样他才以经验证明了推理所告诉他的知识。一旦有了燃烧的实际经验，他的思想就踏实了，并对真理有了真正的认识。因而仅有推理是不够的，还要有经验，任何事情都必须经由经验来证实。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吉尔·培根十分重视经验作为知识来源的作用。我们知道，在中世纪，人们主要是依靠神学的课本和教义的推理来获取知识的。因而神学书本和推理成为知识的主要来源。人们重视教条，重视推理，而很少关注社会的现实和人自身的经验与人们所具有的知识或原理的联系。但随着社会的发展，特别是一些实验科学萌芽的出现，给人们关于知识来源的认识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经验可以证明推理，也可以推翻推理。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身边的生活，重视与自身有关的经验，经验遂成为知识的重要来源，成为判断是非的重要标准。罗吉尔·培根本人很早就对实验科学产生了兴趣，并进行了一定的研究，因而他深知经验的重要性。罗吉尔·培根关于知识获取来自经验的思想无疑反映了社会发展的这种真实的情况，这对于知识只是来源于书本、来源于推理的传统观念是一种有力的挑战。

当然，罗吉尔·培根所谓的经验论是带有一种神秘色彩的经验论。他强调，一个人要认识真理，就必须进入一种直觉状态，要通过个人亲身的体验和经历。在他看来，基督教的真理在基督教的社会中是以行为来体验的，在个人身上是以神秘启示来体验的，是由超人的力量来证明的。通过这种内在的体验，人可以达到心醉神迷的境地，获取关于精神事物或一切人文学科的神秘的知识。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罗吉尔·培根的思想实际上更多地反映了他反对抽象的共性或普遍性的存在，而信服个人的真实存在的特点。他说：“一个人比所有的共相合起来还要真实。”[4]

另外，从当时的科学发展来看，罗吉尔·培根关于经验和个人体验的思想，尽管反映了他对经验的重视，有利于科学实验思想的发展，与以往和当时的思想家构成了明显的区别，但在他的思想中，神秘主义却占了支配的地位，因而也有许多荒诞的思想和迷信。例如，他把占星术和天文学、巫术和力学、炼丹术和化学混杂在一起，并在经验中掺杂了一些神秘的内容，这又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实验科学的发展。

尽管如此，罗吉尔·培根的人生经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人生观和知识观对他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从哲学观来看，罗吉尔·培根重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特别是重视亚里士多德哲学中实用科学的思想，并用这种思想去全盘改造基督教经院哲学，这使他的思想具有一种开放、融合和批判的特征，这一特征也成为他的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

从人生观来看，罗吉尔·培根从对关注自然的兴趣出发，对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和追求。他一生承受了“标新立异”之嫌，遭受了迫害、囚禁之苦，这使得他的人生观更具有一种超前和开拓的特征。这一特征使得罗吉尔·培根在教育的学术改革的探索上，提出了许多有新意的思想和见解，超过了许多同时代的思想家和教育家。

从知识观来看，罗吉尔·培根尽管还保留了对传统的推理地位的重视，但他开始重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作用。当他在从经验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事物时，实际上提高了经验在认识来源中的地位。他把哲学的研究和思考与实际的经验联系起来，为思考和改造旧的基督教教育提供了现实的参照物。

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罗吉尔·培根对教育进行了新的思考、批判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这一时期教育的发展。

首先，罗吉尔·培根对经院教育不重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和著作表示了强烈的不满。他认为当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是十分落后的，不仅不重视自身的改革，还阻碍新思想的吸收。他描述了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在巴黎和牛津的境遇，指出，在1237年以前，尽管人们已经翻译出了亚氏的《自然哲学》和《形而上学》以及其他书籍，但这些在巴黎都被列为禁书，这是因为这些著作中有物质和时间不灭的观点。在牛津大学时，他才首次听到坎伯雷大主教圣爱德蒙讲授《诡辩术》。罗吉尔·培根认为，直到1292年，绝大多数拉丁族人认为亚氏的哲学著作很少有几本值得一读，亚氏的包罗一切知识的哲学著作也没有被译成拉丁语而不为拉丁族人所知。[5]不仅如此，在基督教社会，许多有关古典道德和科学的书籍也十分缺乏。罗吉尔·培根也描述了这种情况：“亚里士多德、亚维新纳、辛尼加、西塞罗和其他古典作家的科学书籍，除非用高价不能得到，他们的主要著作还没有翻译成拉丁文，其他复本在普通图书馆或其他地方都找不到。……还有和道德科学相关联的最有用的书籍也是这样。”[6]

其次，他对经院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存在的问题也给予了有力的批判。他指出，经院教育和教学只重视中世纪的神学课本，而取代了对《圣经》的研究，偏离了正确的方向。他说：虽然神学家的主要研究对象应当是《圣经》经文，“可是近50年来神学家主要从事众所周知的论文集和《神学大全》中所辩论的问题，完全不是上帝的神圣经文。因此，神学家对人传授的是关于学术问题论文的现成答案而不是《圣经》的经文……这些问题大部分是以辩论和解答问题的方式引入神学，用的是哲学术语”[7]。可见，在罗吉尔·培根看来，这时的经院教育和教学已经背离了原有的正确方向，背离了对上帝的信仰主要应通过个人对《圣经》理解的途径，这种经院教育和教学只能把人们的思想和思维搞乱。

对经院教育和教学的不满，使罗吉尔·培根形成了从《圣经》出发，改革经院教育和教学的思想。他指出，基督教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理解和宣传上帝的智慧。他认为，一切人类知识都有一个共同的根源，即神圣的经典——《圣经》。《圣经》揭示的上帝的智慧后来分化出三门学科：神学、教会法和哲学。神学直接宣扬上帝的智慧，是最完善的科学。教会法和哲学对《圣经》的阐述也能产生出神圣的真理。针对经院哲学存在的问题，罗吉尔·培根的改革主要把重点放在哲学方面。在他的《大著作》中，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学术改革计划。在这个计划中，他把哲学分为数学、语言学、透视学、实验科学和伦理学5个部分。[8]

关于数学，罗吉尔·培根认为数学是最基本的科学，是“其他科学的大门和钥匙”。他提出5项理由来说明数学的重要性：数学是其他科学的基础，其他科学都以数学为模式；对数学的理解是天赋的，数学的学习不依赖于经验；数学是由易到难学习学问最自然的途径；数学是人和自然共同所知的对象；利用数学可以达到没有错误的完全真理以及在各方面都无可置疑的确信。罗吉尔·培根关于数学科学的论述为在人类生活和研究自然中利用数学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关于语言学，罗吉尔·培根认为，语言是一切学科表达和传递的方式，主张语言学中语法的研究不应只限于拉丁语，还应考虑到拉丁语的母语以及各种语言，如希伯来语、希腊语与拉丁语的关系。罗吉尔·培根关于语言学的论述，为各种语言之间的相互借鉴、翻译提供了条件。

关于透视学，罗吉尔·培根认为，透视学与光和视觉有关。透视学可以从光的本性和人的感官结构两方面说明人的视觉。罗吉尔·培根根据透视学原理，首次提出了望远镜的设想。他还使用分析方法，把感觉对象分析成29个感觉要素，认为感觉可以分为“专门感觉”和“一般感觉”。“专门感觉”是指每一感官的单独感觉，包括视觉、触觉、听觉、嗅觉和味觉。“一般感觉”指专门感觉的复合，包括距离、位置、体积、形状、大小、连续性、单独性、数量、运动、静止、粗糙、光滑、透明、厚度、阴影、模糊、美丑、近似、差别等。罗吉尔·培根还对感觉由简单到复杂，最后到对事物的判断的感性认识过程做了详细的分析，为后来近代的经验论者分析事物提供了明确的思路。

在西方，罗吉尔·培根是第一个使用“实验科学”概念的人。关于实验科学，罗吉尔·培根认为实验科学是最有用和最重要的科学。我们知道，中世纪只强调“证明科学”，但罗吉尔·培根指出只有证明科学是不够的。证明科学只能得出结论并使我们认可这个结论，但不能给予我们摆脱一切怀疑的确定性。缺乏经验的理论是无用的。没有经验，就没有东西可以被充分地认识。一切事物只有被经验所证实才能为人们所信服。罗吉尔·培根从三个方面论证了实验科学的重要作用。首先，实验科学具有实证性，它能够证明科学的结论。例如，关于彩虹，亚里士多德认为它是太阳与星星之间的垂直线，也有人认为彩虹是日冕等，这些说法是不可证实的。但通过实验可知，彩虹实际上是水汽反射太阳光而形成的自然现象。实验科学的确定性提供了确定知识的充分条件。其次，实验科学具有工具性，没有实验科学的帮助，其他科学就不能达到目的。因而可以说实验科学高于思辨和学艺。谁掌握了实验科学，谁就有了制造神奇效果的力量。再次，实验科学具有实用性。罗吉尔·培根认为，实验科学不仅是其他科学的工具，而且是达到任何人目的的工具。例如，医学实验可以找到延长生命的途径；国王支持实验科学可以助于武器的发明，以利于国家的防卫；教皇支持实验科学有利于挫败异教徒。总之，罗吉尔·培根的实验科学思想尽管是为封建国家和教会服务的，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后人的智慧，影响了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马克思曾对罗吉尔·培根在这一时期在火药精确配方和在眼镜上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关于伦理学，罗吉尔·培根认为伦理学是最好和最高尚的科学，是一门关系到现世和来世生活、注重人的实践和行动的科学。他强调伦理学包括关于人和神关系的形而上学与神学、关于人与人社会关系的民法和关于个人行为的道德准则三部分。在伦理学上，他十分重视古代思想家的精神遗产，他的伦理学实际上是基督教教义与古代法律思想和道德观念的综合。例如，他明确指出：“拉丁人和希腊人哪里知道人的权利和与法律，这就是来源于亚里士多德、提奥弗拉斯及其继承者、雅典人梭伦的十二铜表法。”[9]在他看来，个人的道德准则应以斯多亚派哲学家塞尼卡、西塞罗的互利原则作为个人行为的基础，同时，基督教的信仰对于个人道德修养具有重要的作用。罗吉尔·培根的伦理学思想又是以改革现实为目的的。他明确指出，要改革教会的“普遍的腐败”，就必须把以古代的伦理学和基督教教义相结合的精神力量和以教权与王权相结合的物质力量统一起来，改革教会，建立廉洁的教会。

总之，罗吉尔·培根在教育上，特别是在学科上的改革，给中世纪的教育和学科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和新的内容。他强调实验科学的思想，他注重教育改革的思想等，都对中世纪以后的宗教改革，甚至近代实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学者安德森（F. H. Anderson）指出：“当我们谈到科学中的培根改革时，我们应当提到那个被遗忘的13世纪的僧侣，而不是那个赫赫有名的17世纪的大法官，这样可能更加公正。”[10]英国的哲学史专家索利也高度评价了罗吉尔·培根的功绩，认为“他看出了为弗兰西斯·培根未充分认识的科学方法中的两个步骤的重要性。这两个步骤是：把基本规律演绎地运用于特殊事例，接着用实验证实这些结果”[11]。

二、爱尔哈特的异端神秘哲学及教育思想

约翰·爱尔哈特（又译约翰·爱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约1260—1327年）是13—14世纪经院哲学中具有神秘主义倾向的哲学家。他出生于德国的图林根，是大阿尔伯特在科隆的学生。爱尔哈特从巴黎大学神学院毕业后曾在巴黎与科隆教授神学多年。他从30岁起担任多米尼克萨克森等地的分会长。作为一名多米尼克会的成员，爱尔哈特坚持该会的托马斯主义的传统，但又受到阿拉伯哲学家阿维森那神秘主义哲学的影响[12]，成为14世纪基督教经院哲学中具有异端神秘主义倾向的代表。他的神秘主义哲学在他生前就开始遭到科隆大主教的指责，并被指控因违反教义而被关进监狱。1327年，爱尔哈特死于监狱。

神秘主义是起源于东方的。早在中世纪初期，西罗马帝国灭亡以后，一些东罗马帝国的传教士来到西方，带来了东方的神秘主义，对西方的基督教哲学和神秘主义的结合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神秘主义哲学思想大都可以在中世纪早期的神秘主义的哲学中找到雏形。这一时期，教会神秘主义哲学的主要特点是对辩证法和其他世俗学问持敌视的态度，将它们视为神学的对立面。

12世纪，随着经院哲学的兴盛，中世纪的教会神秘主义哲学得到发展。当时，一些神学家反对片面的智力万能论，重新倡导神秘主义哲学，主要代表有法国西斯特先修会修士伯尔纳德和法国圣维克托隐修院修士雨果。他们不反对理性，但反对用理性来论证一切的思想，主张理性和宗教情感的结合，主张有一种认识是不能靠智力来推论的，那就是超越理性的真理。这种真理要凭对《圣经》和教会的权威的信仰来接受；但只有靠神秘的幻象或直觉，信仰才可能转化为知识。他们认为，灵魂要通过三个阶段，即思考、默思和默观（cogitatio，meditatio，contempltio），上升到洞悉一切的高度，而唯有默观才能超越理性的信仰对象，树立不可动摇的信念。这一时期的神秘主义与经院哲学合流，合流后的经院哲学成为占支配地位的意识形态。它的主要特点是神秘主义神学家承认辩证法在神学中的有限应用，同时坚持辩证神学不能达到最高的神学真理。这一时期，在一些著名的经院哲学大师中，如托马斯等人，也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神秘主义的因素。

14世纪兴起的神秘主义思潮，与以前的神秘主义相比，既保留了中世纪早期的神秘主义思想的一些传统，又具有新的特点。这主要是由于社会出现了一些新的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旷日持久的、席卷整个欧洲的百年战争所带来的创伤。为了摆脱外在的苦难，人民越来越趋向于内在的精神生活，追求超度天国的来世平安与幸福，这为神秘主义的流行提供了可能性。第二个因素是从基督教的内部来看，自基督教分裂为东西两个教会后，一向在人们心中占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的权威被削弱了。这种变化为个体寻求自己独立完整的个性，重新估价自己与上帝的联系，提供了自我选择的机会和可能，人们为摆脱单一的外在的精神负担开始了长期的探索。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往和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价值成为人们关注的主要内容。这又为神秘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重要的条件。第三个因素是，战争创伤、灾荒、瘟疫在欧洲的蔓延，大量人口的死亡以及人们为躲避这些灾难而逃离自己的家乡等，一方面造成了劳动力的匮乏，另外一方面也使得许多人成为自由民。欧洲社会开始出现了一种注重商业发展，注重世俗生活和世俗教育的倾向。在这种新的变化和需要面前，人们开始关心自身的生活，关心个体道德意识的自主性，试图摆脱宗教的戒律和伦理规范的束缚，这也为神秘主义思想的流行提供了条件。

当时，教会神秘主义逐步形成两派：一派是拉丁系神秘主义，它服从于教会，受圣维克托教团影响较大，属于正统的派别，他们强调教会的作用，强调对外功和外物的追求；一派是日耳曼的神秘主义，它对教会的学说采取比较独立的态度，因而被视为异端的派别，这一派主张应放弃对外功和教会的繁文缛节的追求，而强调与上帝的直接交往，主要代表人物就是德国的神学家爱尔哈特以及他的弟子苏索和陶勒尔。

爱尔哈特的神秘哲学是受托马斯·阿奎那思想影响的，因为爱尔哈特承认只有在上帝中本质和存在才是统一的。但他又认为上帝是纯粹的肯定，上帝本身不存在否定因素。上帝是唯一的存在，是世界万事万物依赖的本源。离开上帝一切都是无法存在的。爱尔哈特的思想具有宗教改革的倾向，不仅在他生前受到了教会的指责，在他去世后也受到了教会的审查。审查的结果是，爱尔哈特的著作中有28个命题（或篇）被定为异端，或有异端嫌疑。1329年，教皇约翰二十二世对爱尔哈特所宣扬的异端哲学命题加以谴责。这些命题如下：“（1）创造是上帝的永恒活动。这是指主动的创造，被动的创造不是永恒的；（2）世界是永恒的，因为上帝在永恒的圣道中创造世界；……（4）灵魂中有不被创造也不能创造的东西；（5）上帝既非善，又非全善、至善，当我们说上帝为善时，如同颠倒黑白；（6）所有被造物是纯粹的无，这不是指它们缺乏，而是指它们什么都不是；（7）任何活动，包括罪与恶都显示、闪耀着上帝的荣光；……（13）上帝热爱人的灵魂，而不是外物；……（15）在不追求外物、名誉、功用、圣事、奖励和天国的人中间，在摒弃所有这一切（包括财产）的人中间，上帝才赐予荣誉；……（17）一个善人，灵魂高尚的人是上帝唯一的圣子，上帝永恒的作品；……（23）上帝是可能的和现实的一，在他理智之中或之外都不存在多，那些只见区分或对立的人不会认识上帝；……（27）善人的意志服从上帝的意志，他意愿上帝意愿的一切，如果上帝要他不时犯罪，他就不得不想犯罪，这是真正的苦修；（28）一个犯有千桩罪恶的人如果出自好意，那么他就是在不得不有意犯罪。”[13]从这些命题中，我们可以看到，爱尔哈特关于上帝是否为善的观点，对灵魂的理解，以及对人的灵魂与外物关系的认识等，表达了一种神秘主义和泛神论的创世观、灵魂观和伦理观，反映出了他受新柏拉图主义思想的影响而表现出的与传统的经院哲学的区别。

关于爱尔哈特异端神秘哲学的基本命题，有的研究者指出它是“存在即神性”，即认为人的灵魂深处有神秘的火花，它非受造物，也是不能创造的，它可以引导灵魂进入神的永恒不变的世界。这使爱尔哈特的哲学具有泛神论的色彩，对泛神论的各种派别和集团产生较大的影响。[14]也有研究者指出，爱尔哈特异端神秘哲学的基本命题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在早期否认上帝为存在，认为存在是上帝的创造，存在属于一切被造物，但不属于造物主。上帝先于存在和高于存在。另一种是在后期认为上帝是存在，但上帝是一种理智的存在，而不是一种物质存在。[15]爱尔哈特认为“上帝不因存在而知，而是因知而存在”，上帝不为自身而创造存在，他把存在全部赋予世界。因而许多由上帝所创造的东西，包括善、正义、光等为上帝所创造而又留驻在上帝之中。总之，通过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爱尔哈特的异端神秘哲学虽然强调上帝对万物的创造，但更注重对上帝存在和物质存在的区别，强调上帝作为理智的存在与人的联系，这为我们更好地认识他的教育思想提供了较为有利的条件。

在教育方面，爱尔哈特从对上帝的神秘认识出发，提出的关于对上帝与人的关系的认识，以及对人的行为的认识等，对中世纪后期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关于对上帝的认识，爱尔哈特认为上帝是不可思议、不能规定的精神实体。他的最初和终结是永恒神性的神秘的秘密，甚至他本身也一无所知。作为不可言传的存在物，上帝自己不能显示他自己，他只表现在三位一体中。爱尔哈特认为上帝只有借思维自己而成为上帝，要思维自己，他需要三位一体和世界。上帝必须认识自己，必须活动和表达自己。对于三位一体，爱尔哈特把奥古斯丁的“存在、生命、理解”与三位人格联系起来，颠倒了奥古斯丁提出的顺序，将理智放在前面，认为圣父是理智，圣子是生命，圣灵是存在，把一个理智的上帝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

关于上帝与人的关系，爱尔哈特认为，上帝是世界的根基，世界是永恒的创造。万物在上帝之中，上帝也在万物之中。创造物不能离开上帝，上帝也不能离开万物。不过，他认为，上帝在人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安顿。因为在爱尔哈特看来，人一方面像其他被造物一样通过中介与上帝间接进行联系；另一方面，又通过其他被造物所没有的灵魂与上帝直接进行交往。人的灵魂的核心是神圣理智的“火花”，灵魂的这一部分不是被造的，也不能创造。灵魂的这一部分通过与上帝的交往，保持与上帝理智的同一，使上帝在人的心中。爱尔哈特认为“上帝在人的心中”，意味着人的灵魂与上帝的理智的结合。当然，这不是人自己的行动，而是在人身之中上帝的行动。人认识的最终目的和全部过程就是由个别上升到统一，不断前进，超越所有的差别，最后从有差别的人的世界进入无差别的神的世界，进入永恒的、不变的世界。总之，人与上帝的理智和精神的联系构成了二者之间的最根本的联系，人的理智和精神的发展是以神的理智和精神为基础的。

在确立了人与上帝的关系之后，那么人应当如何做呢？爱尔哈特认为，为了使人的灵魂与上帝直接沟通，人必须把自己闭锁在灵魂的深处，“寂然不动，沉湎于上帝之中”。同时，与一切不属于上帝的东西相分离，既不追求外物，也不炫耀外物，专心进行祈祷、圣事等有助于内心修养的活动。在爱尔哈特看来，传统的道德准则是没有用处的，最高的道德准则是无欲、无知、无为，即没有欲望，没有知识，也不占有任何东西。只有这样，灵魂才能从事纯粹的理智活动，才能与纯理智合为一体。

很明显，爱尔哈特的伦理观是一种让人排斥外物和外求的伦理观。它把上帝的意志作为人的道德的源泉，使人的一切活动都指向上帝，并以上帝的意志作为判断人的一切活动的标准，结果只能导致即使人有“良好愿望也会犯罪”和“上帝要我不得不犯罪”的极端观点。当然，爱尔哈特思想的积极意义是反对当时的基督教伦理道德规范的束缚，强调上帝权威的唯一性。同时，他的思想中也包含了一种“对道德意识的自觉自主性与个体化的强调”[16]。

作为一名多米尼克会的成员，爱尔哈特不仅重视学术著作的写作，更重视通过教育实践活动（主要是讲道活动）来传播他的神秘主义理论。因而，有的学者指出，爱尔哈特之所以能使他的神秘主义理论和实践广为传播主要得力于他的讲道，而不是他的学术著作[17]。在讲道中，爱尔哈特的主张在向往一种更纯洁、更深刻的宗教生活的世俗教徒中大受欢迎。爱尔哈特死后，他积极倡导的神秘主义思想并没有被教会的谴责所扼杀。相反，他的弟子们继承了爱尔哈特的传统，大力宣传神秘主义理论，使其得到较大发展，使之蔓延到英国和西班牙等国。

爱尔哈特的神秘主义教育思想对中世纪后期基督教教育思想和宗教改革运动的教育思想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基督教教育思想的发展来看，爱尔哈特的神秘主义教育思想的出现，使人们感觉到在社会、生活以及教育中，宗教生活主要是人的一种内心的生活，人的生活和行为是以基督的意志和行为为准则的，而不仅仅是接受教会的信条和从事一些圣事而已。同时，它也使人们认识到，个人的体验应在宗教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基督教的教义、教会的权威等与人的个体体验是无明显关系的。教会也主要是一种外在的权威，它对个人的宗教体验是无益的。爱尔哈特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唤起了人的理智的觉醒，为基督教社会、思想以及教育的改革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对此，有的研究者指出，如果将爱尔哈特学说与路德教义进行比较的话，“可以发现不少相似之处：两者都强调个人与上帝的直接交往和个人内在精神生活的价值，主张摒弃外物和繁文缛节。艾克哈特把善、正义等完满性视为人与上帝间的纽带，路德也把善与正义看作有待实现的人生历程”[18]，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洲宗教改革时期，路德的教育改革思想是建立在爱尔哈特的教育思想基础之上的。

第二节 邓斯·司各脱的哲学及教育思想

邓斯·司各脱（又译约翰·邓·司各脱，Johannes Duns Scotus，约1265—1308年）是中世纪几乎与托马斯·阿奎那齐名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之一。作为法兰西斯修会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与多米尼克修会的托马斯·阿奎那在神学、哲学和伦理学等方面存在许多不同的见解。他在思考和阐述其理论体系时，表现出了一种唯物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倾向。对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在《神圣家族》中指出，“唯物主义是大不列颠的天生的产儿。大不列颠的经院哲学家邓斯·司各脱就曾经问过自己：‘物质能不能思维？’”[19]在教育思想方面，邓斯·司各脱从认识论和伦理学的角度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一、邓斯·司各脱的生平及哲学思想的形成

邓斯·司各脱出生于苏格兰伯立克郡的邓斯，其叔父是法兰西斯修会苏格兰分会的会长，邓斯·司各脱先在哈丁顿接受小学教育，15岁时便加入法兰西斯会。1283—1290年他在牛津和巴黎学习，1291年被任命为神父。次年，他被派往巴黎大学学习，4年后返回英国，从此开始了他的教学生涯。1292—1301年，邓斯·司各脱先后在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任教，主要教授12世纪被誉为“思维大师”的巴黎教区主教彼得·伦巴德的《箴言四书》。这个时期的讲演形成了他的《牛津论著》。1302年，邓斯·司各脱赴巴黎讲授神学和哲学。1304年，他因参与教皇博尼法斯八世反对法国国王菲利普的活动，被法国国王驱逐出境。1305年，教皇博尼法斯逝世后，他返回巴黎，并获得神学教授席位。1307年，由于他与法国国王的势力再次发生冲突，他被调到科隆的法兰西斯会馆任教。1308年，邓斯·司各脱去世，终年43岁。

邓斯·司各脱的主要著作除《牛津论著》外，还有《巴黎论著》《论灵魂论题集》《第一原理》《形而上学精细论题集》《自由论辩集》等。

邓斯·司各脱学识渊博，极善言辞和辩论，被誉为“精明博士”（也有称“精细博士”）。同时，他也被称为“非常有争议的人”。他抨击大多数的同时代人，其中有罗吉尔·培根、托马斯·阿奎那、阿威罗伊等。有的研究者指出，这种批判的态度，由于比较谦恭，容易被人接受，也使得邓斯·司各脱的著作“成为具有神圣教义价值的同时代哲学的集大成者”[20]。邓斯·司各脱的哲学思想不同于同时代的许多哲学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也曾援引一位哲学家布鲁克尔的话对邓斯·司各脱的哲学思想给予了高度评价，说他“曾经那样地发展了哲学，如果不是已经有了哲学的话，他本人也会成为哲学的发明者。他是那样地知道了信仰的神秘，几乎不能说他是相信神秘了；对于神意的秘密，他好像看穿了；在短短几年内，他写了那么多东西，以致没有一个人能读完他的著作，更难有任何人能充分了解它们”[21]。

邓斯·司各脱的哲学与神学有着密切的联系。作为法兰西斯修会的神父，邓斯·司各脱信仰上帝的存在，承认万物是由上帝创造的；但作为崇尚理性的哲学家，他又主张神学与哲学的分离。那么哲学与神学怎样才能分离呢？邓斯·司各脱认为，神学主要研究上帝存在的问题，如果说这也是哲学研究对象的话，那么哲学与神学是不能分离的。但如果是否定的话，哲学才能真正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为此，他做了大量的工作。

从当时哲学的主要论战来看，邓斯·司各脱是站在坚持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上帝的立场上的。在这个问题上，他认为，11世纪、12世纪的伊斯兰哲学家阿维森那和阿威罗伊是有争论的。“阿维森那主张上帝不是形而上学的主题，因为一门学科并不证明其主题的存在。可是，形而上学家们却证明上帝的存在。……阿维罗伊反驳阿维森那，证明上帝和纯精神都是形而上学的主题。”[22]邓斯·司各脱是站在阿维森那一边的，在他看来，对一个学科来说，它的对象是先于该学科存在的。论证某一对象的存在不是该学科的事情，而是其他学科的事情。因而哲学如果以上帝为对象，就不应论证上帝的存在。由此，上帝也就不能成为哲学的研究对象。

从认识论的角度，邓斯·司各脱也认为上帝不应成为哲学研究的对象。他认为人的理智能力是有限的，只能认识与人理智能力相关联的对象，如视力与颜色有关，听力与声音有关。人的理智只能通过感官认识感性世界，不能认识超感性的上帝的存在，上帝只能成为神学的研究对象。在邓斯·司各脱看来，神学把上帝作为最高的存在预先接受下来；神学也不需要人的理智去认识上帝，它仅凭信仰和启示就可以把握关于上帝的真理。因此，哲学是一门独立的学科，不应从属于神学。

邓斯·司各脱认为，哲学的研究对象是“存在”，或“一般的存在”。对于“存在”，亚里士多德曾为形而上学规定为“存在之为存在”，但到了中世纪，“存在”已等同于“最高存在”的上帝，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承认上帝是无限的存在，是“存在之为存在”。上帝成为人们认识的首要对象。邓斯·司各脱指出，在一定意义上“存在之为存在”是人的理智的认识对象，但在一定情况下又有不同。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理解。首先，“存在之为存在”是一个适用于一切事物的最普遍的概念，它是离开了事物个别的、具体的规定性的存在。从实际情况来看，人们认识事物的顺序不是先普遍后具体的，而总是先认识个别的具体的存在物。其次，“存在之为存在”作为普遍的概念，它的内容是空泛的，它使得理智不能精确地规定“存在”的意义，而只有具体事物的存在，人的理智能力才能很好地把握。他举例说，只知道词的一般意义时，对象是含糊地被认识的，只有当给出词的定义时，对象才被明确地认识。最后，认识存在是合于人的理智本性的。他认为人的理智不能像上帝那样把握事物的本质，人只能在“存在”的框架内探讨事物的本质。

总之，在邓斯·司各脱看来，人的理智依其本性，或者从逻辑上来说必然以“存在之为存在”为首要对象，但在时间上和认识顺序上，人的理智首先认识的是具体的、个别的事物。人的理智能理解“存在”的一般意义并不等于认识到具体的存在事物。当然，他又强调，对存在一般意义的理解，有助于认识具体存在的事物。这样，我们可以看到，虽然邓斯·司各脱没有放弃对一般存在意义的认识，但在他的思想中，认识具体事物的存在已经占有重要的地位。

从上面的认识出发，邓斯·司各脱还阐述了事物的个别性和共性、普遍性的关系问题。在他看来，宇宙中的任何事物，包括从天使到无生命的东西，都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每一个个别事物之所以不同于它物是由于其个性存在的结果。同时，任何个别事物除了有其个性以外还具有与它同类事物相同的共性。例如，一个人不仅有自己的个性，同时还有整个人类所共有的特性——人性。邓斯·司各脱还对共性与普遍性做了区别。他认为，共性和普遍性是有区别又有联系的。它们的区别在于，共性存在于个别事物中，而普遍性存在于人的理智中。但共性与普遍性也是有联系的，如果人的理智把共性从个别的事物中用抽象的方法抽取出来，使之成为概念性的东西，这时，共性就变为普遍性了。用邓斯·司各脱的话来说，“共性本身不是普遍性，它须靠理智而成为普遍性”[23]。那么普遍性是否是一种虚构的东西呢？邓斯·司各脱给予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普遍性是一种存在，因为非存在不能被理智所认识，普遍性来源于理智。

阐明事物的个性与共性和普遍性关系的主要目的，还在于说明个别事物存在的原因。在邓斯·司各脱看来，任何事物都有个性和共性，但共性不能成为个别事物存在的原因，因为所有事物共有的性质无法说明个别事物的独特性质。同样，事物的普遍性也不能成为个别事物存在的原因，因为普遍性是建立在共性的基础上的。那么决定个别事物存在的原因到底是什么呢？邓斯·司各脱认为是个体性原则。对此，他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这样的原则必须是确实的存在；第二，这样的原则必须是个体的。根据这两个条件，邓斯·司各脱把个体性原则看成是“个体的差别”或“此性”（individual difference or thisness），如何理解“此性”（thisness）呢？美国学者霍金斯指出，“此性”表现为一个个别的原则。“这一原则是不可能被降为任何其他的因素。个别的不断增加而成为一个统一体，并且成为一般的统一体。因此，对一般的认识并不适合于对个别的个体的认识。”[24]美国的学者A.弗里曼特勒也认为，“此性”并不象征着一般，因为它就是确定我是我、你是你的原则。在我们没有理解“此性”之前，我们不可能理解任何东西，不可能理解“此性”和“彼性”的差别。实际上，对于邓斯·司各脱来说，个别是唯一的存在事物，是个别的存在。[25]邓斯·司各脱的这些强调个别事物、强调事物的个体性的思想，为我们认识他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二、邓斯·司各脱的教育活动及思想

作为一名法兰西斯修会的成员，邓斯·司各脱十分重视通过教学、著述特别是辩论活动来宣传其教派的思想和主张。据说，在一次辩论中，他的对手提出了许多论据来反对他的观点，邓斯·司各脱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仅凭记忆依次重复了所有的论据，并且一一加以批驳，使所有在场的人惊叹不已。在教学活动中，邓斯·司各脱十分重视通过争论式的教学方式进行教学。这种方式的主要特点是通过相互排斥的论据即“赞同”和“反对”意见的对比来批驳对方的观点。这种方式广泛地运用在他的论著和辩论活动中。在教育思想方面，邓斯·司各脱是通过他的认识论和伦理学来进行阐述的。

在认识论方面，邓斯·司各脱研究和分析了知识产生的动力以及知识的分类等问题。他认为，由于人的认识活动是一种理智的本性活动，因而，一切合乎本性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从因果关系来看，人的知识也是在一定的原因下形成的。关于知识产生的原因，邓斯·司各脱指出这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知识的动力来自外部对象，知识是外部事物印在其上面的印象；一种认为知识的动力来自内部对象，知识是灵魂内部产生的天赋观念和规则作用的结果。对这两种观点，邓斯·司各脱都持反对意见。他指出，如果人的灵魂包含永恒真理，那么它既是产生知识的动力因，又是接纳知识的质料因，使得灵魂处于不间断的理解状态，这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思维和理解只有当认知对象出现时才会发生。另外，如果知识完全由灵魂并在灵魂之内产生，那么如何解释知识的内容总是关于外部事物的印象？这些事实离开事物与知识之间的因果联系是无法被解释清楚的。同样，邓斯·司各脱也不同意外部事物是知识的唯一动因的主张。他指出，为什么人能够进行推理，为什么人能够进行反思，逻辑关系为什么会产生等，这些仅仅从外部事物来解释是说不通的。他认为，只有承认理智不是消极地接受事物的受体，而是积极参与认识活动的原因，才能圆满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强调，“如果灵魂或事物都不是理智活动的全部原因，如果两者都为理解活动所需要，那么这两个因素在一起就是知识的完整原因”[26]。邓斯·司各脱关于知识动因的分析，明确地说明了知识是事物与思维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在中世纪教育思想中反对知识的天赋说是有一定意义的。同时，它也为在教育教学中研究知识的形成过程提供了条件。

按照知识的对象，邓斯·司各脱把知识分为两种：一种是关于从所有实际存在中抽象出来的对象的知识，另一种是关于存在着的、表现为实际存在着的知识。他把第一种知识称为抽象知识，它的对象是存在或非存在的抽象本质。他把第二种知识称为直观知识，它的对象是个别事物的本质，它与事物的实际存在或伴随着这种存在而产生的表象相符合。那么如何来认识这两种知识呢？邓斯·司各脱指出，直观知识是对个别事物的直接把握，但这里的直观不一定是感性直观。直观知识既包括个别事物作用于感官而产生的表象，也包括理智对事物个性的认识。人的理智不可能离开个别事物的可感知形象而把握它的个性。因而人类的直观知识是不完满的。抽象知识开始于事物的影像，事物通过它在灵魂中所造成的结果对抽象知识起作用，因而，它是抽象知识的一个动力因。影像和事物一样，是个别的，但包含着共性，还需要另一个动力因使共性从个别影像中分离出来，这种动力因只能由理智来提供。尽管有了理智的动力因，但邓斯·司各脱认为动力理智并不从影像中直接抽象出普遍概念，因而，他又设想了一个被影像和动力理智共同作用的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潜在理智。因此，他的结论是，抽象知识是以影像和动力理智为原因，以潜在理智为作用对象，最后形成类概念的结果。

按照知识的性质，邓斯·司各脱还把知识分为演绎知识和归纳知识两种。演绎知识是以必然为对象的，归纳知识是以偶然为对象的。但他指出，对必然对象的认识开始于对偶然对象的认识。归纳知识从可感事物出发最后达到知识的必然对象，因而，归纳知识和演绎知识两者的认识对象都有必然性。邓斯·司各脱对演绎知识和归纳知识关系的论述，对“归纳不是科学知识”的传统偏见是一种有力的挑战，影响了后来的一些重视归纳科学知识的思想家，也为改革教育教学方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

在伦理学方面，邓斯·司各脱建立了以意志自由为基础的伦理观。他认为，上帝的本性在于意志和理智。由于上帝被证明为无限存在，他的意志和理智也是无限的。但是，意志和理智在上帝这里是有区分的。邓斯·司各脱反对托马斯·阿奎那关于理智高于意志的主张。他认为，托马斯·阿奎那把理智置于意志之上，一方面使意志成为理智的奴隶，因而使上帝成了相对的存在；另一方面也贬低了上帝的自爱原则，使上帝在道德上保持不偏不倚或冷漠的态度。在邓斯·司各脱看来，在上帝那里，意志高于理智。没有意志的活动，理智就不能有所作为；没有意志的作用，就不能确定理念与事物的关系。尽管意志在理智之后出现，并以理智为条件，但意志优越于理智，因为意志可以决定理智去思考这一个或那一个对象，改变这一个或那一个对象。因此，意志是上帝更为重要的本质。由于意志具有最高的能力，因而，意志有绝对的自由，它无论做什么事情都不受任何必然性的制约，而是自己随意决定的结果。从这点出发，邓斯·司各脱认为，教会规定的所谓神圣的戒律并没有绝对的必然性，是不能与上帝的意志相比的。邓斯·司各脱的这些观点，实际上得出了对教会不利的结论。

不仅如此，邓斯·司各脱还认为人的意志也是自由的。在他看来，人的意志不仅可以影响某一种行为，而且还可以在不同场合以不同的方式自由地活动。从人的意志自由的思想出发，邓斯·司各脱提出了伦理学中“为己的爱”和“公正的爱”的思想。关于对“爱”的解释，在邓斯·司各脱之前，已有一些观点存在，但邓斯·司各脱反对古代哲学家提出的“爱”是由于人的本性不完善而引起的一种努力和活动的说法，认为这种“爱”是为己和自私的，没有把爱上帝看成是最高的爱。他也不同意托马斯·阿奎那的“爱”是人在爱上帝时也是爱自己的观点。邓斯·司各脱认为，人的意志有双重向善的趋向，一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产生的“为己的爱”，一种是为事物的绝对价值而不管对自己是否有利的“为公正的爱”。“为公正的爱”超出了“为己的爱”，只有这种爱才能使人去爱上帝、爱他人。同时，他还认为，尽管这两种爱都会在人身上发生，都是人意志所具有的，都可以指导人的行动，但公正的爱是意志中最根本的，它可以抑制和缓解人的自私的爱，可以使人做出公正的选择。

与两种爱的思想相联系，邓斯·司各脱提出了两种“善”的观点。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善：一种是本性上的善，一种是道德上的善。本性上的善指为人们所需的事情或行为，如人的跑步和走路之类的活动等。道德上的善要远远高于本性上的一种为上帝的善。评价一个人的行为在道德上是否善，不仅要看这个行为的动机，还要看这个行为的结果，看这个行为的动机和后果是否符合上帝的意志。尽管一个行为在本性上是善的，如果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或者为了某种不良的目的，那它在道德上就可能不是善的了。

总之，邓斯·司各脱看到了传统伦理学在解释现实道德问题上的不足，并试图进行改革，其探索精神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他的伦理学不仅重视个人的“为己的爱”，也重视超出个人利益的“为公正的爱”，并且对这两种“爱”做了一定的区分，使人们在道德教育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由原来的模糊变得较为清晰，由原来的片面变得较为全面。当然邓斯·司各脱在论述中的许多观点都反映了其思想的神学色彩和唯心主义的倾向，这是其历史的局限性，但对我们认识中世纪伦理学的发展和道德教育的发展是有一定作用的。

邓斯·司各脱去世后形成的司各脱主义成为法兰西斯修会的指导思想，并成为对抗托马斯主义的有力工具。正是在这种冲突与对抗中，基督教哲学和教育思想对原有理论的弥补和新的思想的出现，推动了中世纪哲学的发展，也推动了中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到了14世纪、15世纪，司各脱主义声势浩大，这时的司各脱主义者数量已经超过了托马斯主义者。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司各脱主义遭到人文主义者的批判后，开始从大学退出，只在法兰西斯修会内部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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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中世纪欧洲在西方乃至世界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都是非常重要的阶段。它的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是西方灿烂的古代文明和辉煌的近现代文明之间不可或缺的过渡阶段，还在于这一过渡阶段与此前和此后历史阶段的联系并非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直接和自然，甚至在某些方面还以历史发展的悖论形式表现出来。中世纪在不同人的记述和评论中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性质。在基督教历史编纂者的笔下，中世纪是充满神迹、上帝意志充分显现的时代，是此前的前基督时代和此后的圣灵时代的过渡阶段。然而，在不少非基督教或反基督教人们的眼中，中世纪被称为“宗教信仰的时代”。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经过理性主义的思想过滤，这一时代又被称为欧洲历史上的“黑暗时期”。启蒙学者以“黑暗”来概括中世纪的主要依据是中世纪的精神特征，即基督教对意识形态和社会精神生活的控制。基督教作为一种宗教被启蒙学者认为是人类生活中一切落后的和野蛮的东西的代表。为“野蛮”和“蒙昧”所充斥的中世纪在理性主义这杆大秤上失去了其应有的分量。其实，无论是基督教学者的歌颂，还是启蒙学者的批判，他们在判定中世纪的历史性质时都具有共同的特征：以社会的精神特质——在基督教学者那里是神，在启蒙学者这里是理性——作为判定这一时代的主要标志。然而，我们应该看到：中世纪和任何历史阶段一样，具有社会生活的丰富性与复杂性。即使这一时期确有某种精神特质存在，它的表现形态也是多样的，它对教育的影响，与其他历史时期一样，更多的是内在和间接的。

宗教对人的生活与教育的全面控制和影响是中世纪社会的一大特征。然而，无论是基督教，还是伊斯兰教，它们最初的力量都相当弱小。它们的传播，更多的是通过精神和教化的功能。

基督教产生于罗马帝国属下的巴勒斯坦地区，其发展——无论是从行政地盘，还是从文化意义上——都具有由边缘向中心、由下层向上层、由非主流向主流社会的特征。对罗马帝国的统治者和大多数民众来说，基督的话语一开始确实是一种外来的声音，一种弱小和奇怪的声音。他的门徒保罗等人最初在雅典传道时不断受到希腊文士的嘲笑和排斥。早期粗俗简单被镇压打击的基督教由边缘向中心、自下而上的发展在文化史上是个奇迹。这一奇迹的出现，除基督教本身具有一个世界性大宗教的道德禀赋外，我们还应该关注的是它的教育。无论是耶稣基督，还是他的早期门徒，他们不仅是虔诚的信仰者，还是非凡的教师。他们以自己人格的榜样力量和卓有成效的民众教化工作在短短一二百年的时间里形成了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中的地位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如果我们不受现代社会对教育的高度专业化解释的局限，从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社会教化的角度去理解教育，我们不能不承认，基督教的发展更多的得益于它的教化功能。这种教化，至少在早期阶段，表现出典型的从农村到城市、由下层向上层、自边缘到中心的特征。

早期基督教被罗马社会的主流和官方所排拒，主要在下层民间活动。这一时期，罗马帝国的庞大地盘和多元民族与生活特性使社会的非主流文化缺乏一种内在的凝聚力。这为基督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基督教以博爱为宗旨的精神追求和以上帝为唯一神的信仰理念使它在一盘散沙的非主流社会形成了一种精神上的黏合剂。它不仅仅使社会的非主流民族、阶层的人们有了某种可以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还使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人，包括主流和非主流阶层、统治与被统治阶级、中心与边缘地区的所有人，理论上具有了可以分享与交流的共同精神资源。基督教教育，正是宣传和实现这种精神共存、资源共享的主要渠道之一。早期基督教在教化力量上的强大与其政治、经济实力上的弱小形成鲜明对比。

教育承担着文化传递和传播的重要功能。这种功能的履行常常超越地域、民族或国家的界线，与特定社会的经济、政治实力也并非总是正相关的。在中世纪文化教育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这样的实例，这推动着我们更深入细致地研究中世纪的社会和教育形态，更深刻地理解教育与社会、与历史发展的复杂关系。

二

在教育史上，中世纪被称为“神性的时代”。神对人的思想、精神甚至肉体的控制被认为是这一时代教育的基本特征。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人文主义的思想大旗高高飘扬，古典人本主义教育精神的再现与复归成为时代进步的重要标志。启蒙运动以后，人对神的反抗、人的理性对神性的挑战更成为批判并推翻旧制度的主要突破口。

然而，如果我们透过近代社会所营造出的人神对立的表象，如果我们超越单纯理性思维所难以避免的局限，我们会发现，中世纪教育并不像很多人归纳的那样单一，神性与人性在教育上有着不可忽视的内在同一性。

历史上的基督教和其他以至高无上的神为唯一信仰的宗教（如伊斯兰教）一样，在其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动了一场造神运动，这一运动的直接结果是使基督教彻底划清了与自然主义或形式主义的希腊罗马民间信仰的界线，也使基督教的信仰对象具有浓重的神秘主义、唯灵主义色彩。然而，我们必须看到：基督教所说的基督是“人子”，是“上帝之子”。他既是人，也是神，“基督神人性”和“三位一体”一样是基督教的核心思想，它构成了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也是其教育思想和活动的内在支撑物。正像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基督教的本质是对人类本性的认识。”[1]耶稣基督的无可言传的神秘之中，隐藏着人类对内在人性和自我的寻求。

在西欧，基督教用“原罪”与“赎罪”说奠定了上帝与天的基本关系。表面看来，这种“罪由亚当而来恩由基督而得”的说法使人整体上失去了独立地位，人的自由意志和选择也成为导致恶行的根本原因，只有上帝的恩典才能拯救人类的信念引导人放弃现世努力，追求来世幸福。然而，如果深入分析，我们会发现，“原罪”与“赎罪”说中包含丰富的关于人神关系的积极认识，它推动人们以更积极和乐观的态度去应对现世生活、去充实和完善自己。

人的善恶问题是基督教思想家讨论的中心问题之一。主张人性本善的佩拉纠派（Pelagians）坚持人的命运取决于人自身，人只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本性，就可以选择善，并不需要上帝的恩典。这种主张为坚持人性本恶的奥古斯丁派所反对。人的原罪说和上帝的恩典说是奥古斯丁理论的核心。但是即使在奥古斯丁这里，他也并没有完全否认人的自由意志的存在。在他看来，人的肉体本身并不是恶，它具有自身的完善性。是人的自由意志导致了恶和罪的结果，它们是人的自主选择，而不是上帝所能代替人做出的决定。虽然晚年的奥古斯丁鼓吹“人已经死了”，借此意指人已经失去了自由选择的能力，但在他的恩典说中，又包含上帝之子耶稣牺牲自己为人类赎罪以后，人的意志又恢复了选择善恶能力的内容。毫无疑问，基督教所说的上帝的恩典更多的是一种外在力量的产物，但是，它作用于人身上，产生的却不仅仅是束缚的功能，甚至相反。正像马克斯·韦伯所说，“由确信而产生的极度轻松的感觉使罪恶所造成的巨大压力得以排解”[2]。

基督教教育既是信仰的传播，也是人的培养。人对人类本性的理解，对生活意义与价值的追求，人的道德修养和精神生活的构建，所有这一切都不是人的生物本能所具有的，而是后天教育和社会化的结果。人所建立起的文化世界，使人不能仅仅靠生物本能生存。人在不断地把自然转变为文化的过程中，在不断地用新的文化塑造来代替旧的文化塑造的过程中，获得了生命的意义，确立了人的使命感。这种使命感使人热血沸腾，这种热血沸腾是一切宗教生活的一个根源[3]，更是基督教赖以存在的基础。我们应该看到：《圣经》的创世记与其说是把上帝，不如说是把人解释为世界的主人，当然人是作为上帝的代表，作为上帝的摹本，受上帝委托对万事万物进行统治。西方人正是从这种精神中学会了让自然为自己服务，并且由此超越自然，探讨世界彼岸的上帝，获得人的存在所不可缺少的精神上的支撑与依赖。

三

信仰和理性在不少人的眼中是相互排斥和对立的。中世纪作为“宗教信仰的时代”，因而也被看成是非理性的、信仰至上的时代。古希腊时期的思辨理性主义和近代的科学理性主义之间存在着中世纪的断层。现代的研究者已经用多方面的研究揭示出这种看法的片面性。

信仰和理性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也是中世纪教育思想所涉及的重要内容之一。在这一时期著名思想家、教育家的论述中，我们不难看到对这一问题的既丰富又充满争论的看法。

在亚历山大学派的神学家那里，由于仍保留着浓厚的古希腊哲学思维的特征，他们对理性的重视与肯定是相当明显的。克雷芒提倡基督徒的所有行为都要受理性的支配。这里，理性含义广泛，包括知识、智慧、哲学、爱等。它们与信仰不但不矛盾，还是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他的学生奥利金把理性细化，提出“可见的本性与不可见的理性”之分，前者支配身体欲望和活动的本能，后者影响灵魂的目的与意志。希腊教父神学家努力在自己所建立的思想体系中包容信仰与理性，但在如何看待两者的不同特性，如何处理两者的地位、作用和相互关系等问题上，他们已出现了立场上的偏斜。克雷芒一方面把哲学看作神学与世俗学问的中间人，另一方面规定了信仰先于知识、高于哲学的原则。奥利金试图更深刻地揭示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提出哲学是人的智慧，而《圣经》是神的智慧，虽然神的智慧高于人的智慧，但这并不意味着信仰高于理性，因为不能把神的智慧等同于信仰，也不能把人的智慧等同于理性。他要做的是把知识置于信仰之上，因为在他看来，以天赋理性获得的知识比单纯的信仰更接近上帝。希腊教父们对理性的崇尚与推崇态度在随后的拉丁教父那里虽然已很难见，但承认理性存在并试图揭示其与信仰所具有的不同特性作为神学和哲学的基本命题之一却从未完全消失。德尔图良那句实际并不存在的名言“正因为其荒谬我才信仰”，与其说是他否定理性存在的表现，不如说是突出了他强调信仰与理性相区别的基本观点。以后的奥古斯丁以及中世纪的经院哲学家都从不同方面丰富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与看法。

被称为“经院哲学之父”的安瑟伦在从教30余年的同时一直在探索以逻辑所要求的简明性和必然性来论证信仰的真理性这一工作。他相信上帝的至高无上，相信人的智慧无法达到理解上帝的高度，这种基本态度与中世纪的大多数教徒并无区别。但是，安瑟伦与其他教徒不同的是，他坚信任何真理都具有可以公开显示的明晰性，这种明晰性可以通过逻辑的证明而获得。因此，运用理性可以达到与《圣经》和教父教导相符合的结论，辩证法、逻辑学可以作为解决神学问题的理论工具。安瑟伦的名言“信仰，然后理解”，表面看来，是奥古斯丁学说的重复，仍然是信仰至上主义，但实质上却具有不同内涵。这从安瑟伦的代表作之一《独白》的原标题中即可表现出来。这个被题为“对信仰的理性基础进行沉思的一个例证”的著作试图对上帝的存在进行理性证明。这种做法虽然在当时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开创了以理性的逻辑论证上帝、论证信仰的先河。当《圣经》、教义不再仅仅是证明的前提，而且是有待证明的结论以后，当辩证法、逻辑学等知识范畴的东西与神学直接联系起来以后，上帝就不再仅仅是信仰的对象，而成为理性学习与研究的对象，信仰与理性的关系也不再局限于精神领域的孰高孰低、孰先孰后，而具有了知识学上的同一特征。正是由于这种同一特征，后来的阿伯拉尔可以公开挑战当时教会所坚持的权威，并根据亚里士多德辩证法的原意，即由词语的不确定到确定的过程，提出“理解导致信仰”的口号。正是这种同一特征，使神秘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雨果在圣维克多学校努力实践穷尽世俗知识的理想。在他看来，“所有的人文学科都能为神学学生服务”，只有在穷尽世俗知识之后才能达到信仰所需要的理想的神秘境界。

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学者在理性与信仰的问题上有着与基督教学者同样的困惑，因而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研究上也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贡献。最为西欧学者所熟悉的阿威罗伊是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主要译注者。他以忠实原著的精神力图恢复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原貌，提出著名的“双重真理说”。在他看来，宗教与哲学分属真理的不同等级。宗教是一切人都需要的真理，但信仰宗教的人却可以根据其知识的层次分为三类：一类是未受教育的普通人，满足于权威的力量，经书和先知的启示足以令他们满足；第二类是受过教育但智力一般的人，他们要求对信仰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他们可以成为神学家；第三类是极少数智力超群的人，他们要求对信仰做出理性证明，这些人就是古希腊哲人所推崇的哲学家。将哲学与神学分开，主张它们各自代表不同领域的真理，这在东西方的思想家那里并不少见。阿威罗伊的独特之处在于他把哲学真理看成是最高的、纯粹的真理，而神学表达的真理却处于次位。这种真理观在坚持信仰第一的神学家眼中当然是大逆不道的，因此，阿威罗伊的学说虽然在西欧影响很大，但一直为罗马教会官方所排拒。

关于信仰与理性的争论对中世纪教育实践及思想的影响很大。中世纪早期，罗马教会以钦定的“四大博士”的著作，即哲罗姆翻译的拉丁文圣经、奥古斯丁的神学著作、安布罗斯和大格列高利写的教规与赞美诗作为教育神职与世俗人员的教材。教会不但禁止使用其他著作，甚至将拉丁文都分为神圣与世俗两种。只有拉丁教父使用的基督教拉丁文才能在教育中使用，古典作家写作时使用的世俗拉丁文也被排斥在教育的语言之外。加洛林“文化复兴”时期，远见卓识的查理曼大帝已经认识到信仰需要知识和理性。他礼聘当时欧洲最有学问的人主持法兰克王国的教育工作，大力推行“七艺”教育。他颁布的敕令明确提出：“有了知识会导致人为善。……通晓一般知识的人肯定更易于理解圣经中的比喻、寓言和形象化描述的真正的神圣意义。”[4]因此，推广教育、传播知识不但不会影响信仰的纯洁，还会加强信仰的力量。

经院哲学的兴起使信仰与理性之争达到了高峰。这个本来就出自修道院学校（经院）的学术派别对基督教教育的影响显而易见。这一时期的学校教育仍以神学课程为主，但记诵教父语录式的教科书已不能满足学生的需要。教学中，教师根据学生提出的问题，通过严谨地辨析词义、逻辑推理、辩论等来使学生认识教父典籍中涉及的哲学和神学问题成为重要的教学方法。逻辑推理、论辩方法的盛行极大地加强了理性的力量，正像长期在法国的圣马丁教堂学校任教的贝伦加尔所称，辩证法本身就是理性的杰作。正因为人被赋予理性，他才是唯一按上帝形象被造之物。贝伦加尔对理性的大力推崇使他被反对者称为“用理性解决一切问题”的代表。在他之后，众多的经院哲学家、神学家继续运用这一方式辨析各种哲学与神学问题。新兴的中世纪大学成为论辩的最好场所，造就了一大批思维缜密、逻辑严谨、语言简洁犀利的论辩高手，提出了一系列极有深度、需要高度智慧和知识造诣才能思考和解读的哲学与神学问题。这些问题至今仍吸引着众多研究者。正像比利时卢汶大学高等哲学研究所所长卡洛斯·斯蒂尔（Carlos Steel）所说：“中世纪对于欧洲思想的形成是何等重要，中世纪关于信仰和理性、传统和自主、理智的统一性、灵魂的不朽性、上帝的存在和世界的永恒性、形而上学的概念、国家和自然律、逻辑和语言、德性和激情等等问题的讨论，对于现代哲学家仍具有挑战性。”[5]

四

中世纪及其教育的历史缺陷和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是教会强制、一统文化的形成及其对教育的负面影响。中世纪初始时期的社会动荡与权力真空使基督教会成为西欧社会与精神生活的领袖，也使罗马帝国之后的欧洲成为基督教的天下。基督教教会成为西欧最大的封建主，基督教神学理论成为主导西欧社会的意识形态。基督教创立了一个超理性的信仰权威，同时又赋予其极丰富的道德内涵，这就使教会式、神学式文化的影响力（既是精神的，也是世俗的）达到了顶峰。这种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被不少学者看成是中世纪社会的主要特征之一。

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在中世纪早期混乱和动荡的社会中树立起权威的力量，为不同文化承传和生活境况的人们共存共处奠定了秩序的基础，也使精神和信仰的力量得到前所未有的张扬。然而，正是这种教会一统的强制性文化也形成了中世纪最主要的问题。这些问题随着教会一统文化的强化而越来越显现，并成为引发人们的思考和争论，甚至引发社会变革活动的重要因素之一。

教会一统文化的确立使中世纪成为神性的时代。正如恩格斯所说：“中世纪的世界观本质上是神学的世界观。”[6]在这一时代，人们把上帝作为最高权威，把来世作为人生的归宿，从中演绎出现世生活的全部意义。这种社会认识必然赋予教育以明显的宗教化目的。不仅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理论家强调教育要使人皈依上帝，查理曼大帝这样的世俗君王也把基督教作为教化百姓的主要工具。在中世纪的思想家中并不乏重视教育者，但是，他们重视教育、论证教育的依据并不在人自身、人类社会自身，而在于神圣生活的需要。教育是实现神性的基本途径。根据托马斯·阿奎那的理解，人的“幸福在于上帝”[7]，人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也都要服务于这一目的。

教会一统文化对个体人的束缚是十分明显的，对社会创造与发展能力的限制也是不可忽视的。中世纪，无论是与它之前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相比，还是与它之后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时期相比，在教育思想的发展上都表现出一种相对的单一和被动。人们通常只是在宗教的范畴内探讨教育，教育不过是实现对上帝的信仰的一种工具，对教育性质和功能的这一理解抽去了教育丰富的内涵，使教育受制于教会、服务于神学，成为神学目的论所演绎出的结果之一。中世纪的思想观念把世界看成是上帝的造物，把人看成是带有原罪、等待上帝解救的羔羊。上帝权威的彰显使人变得渺小无力，对秩序和权威的服从压抑了人的自主性与创造力，活生生、充满生命激情的人被淹没在来世和彼岸世界的辉煌之中。由于教义把人看成是生而有罪的，因此，教育更多地被看成是使人皈依上帝的一种工具。教育对人是约束力量，而不是解放力量，在中世纪被推到了极致。

另外，中世纪基督教的知识观也具有明显的局限性。在信仰高于一切的社会，不但知识的价值要被放在神性的天平上衡量，知识的构成也要经过神学剪刀的裁剪。奥古斯丁的一段话很有代表性，他说：“如有人问我们宗教上所信仰的是什么，那么，我们不必如希腊人所说的物理学家那样去考问事物的本性、天体的秩序、时间的意义等。我们也不可能有关于这些东西的知识，我们基督徒，不必追求别的，只要无论是天上的或地下的，能见或不能见的一切物体，都是因创造主的仁慈而受造，那就够了。”[8]如果说奥古斯丁是在谈论信仰问题时采取了排拒希腊文化特别是自然科学知识的态度，在他之后，基督教会则以更激烈的手段、在更广的范围内对世俗知识进行封杀。450年，教皇英诺森一世公布了必须销毁的异端书籍目录，其中除古希腊、古罗马的著作外，还有犹太教经典、原始基督教的著作，甚至经典本《圣经》以外的各种版本的《圣经》也在销毁之列。此后，教会不断公布新的禁读、销毁书目，还把不少有独立思维建树的学者以宣传异端邪说之名送上宗教审判台。人类智慧的很多宝贵遗产就这样被毁坏、被断送了。

中世纪在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留下了一段盘旋曲折、峰回路转的路径，在人类思想和智慧的磨砺与成长中也印上了深深的痕迹。中世纪留给后人的遗产是丰富而复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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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本书是十卷本《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的第四卷，讲述的是14世纪到16世纪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教育思想。

文艺复兴运动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向封建主义和天主教神学体系发动的一场伟大的文化革命运动。人们往往将“文艺复兴”与“人文主义”视为一个东西，认为二者具有同一性，“这是每一本大学和中学教科书以及导游书中不断重复的陈词滥调，但是却被20世纪一大部分专攻这一时期的史学家所否认”。原因在于文艺复兴作为欧洲现代史的初期阶段，是一个具有多样化内容的历史时期，无法赋予它一个单一的特征，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指出，“以前把文艺复兴时期的特征概括为人文主义，这已不再能为大家所接受”，文艺复兴时期，“欧洲发生了许多事情，不能把它们都称为人文主义。作为一类例子，我可以举出宗教改革、反宗教改革和宗教战争”[1]。因此，不能简单地理解文艺复兴，也不能简单地理解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尤其不能将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等同于人文主义教育。

文艺复兴运动具有阶段性和地域性，它最先发生于14世纪的意大利，15世纪末传播扩展到北欧[2]，并引发了北欧的建立在人文主义与宗教理想双重基础之上的宗教改革运动，而宗教改革运动又导致了天主教会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人文主义和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两大重要成就，具有鲜明的历史进步意义，而反宗教改革则是天主教会对历史进步的一种反动。尽管宗教改革运动是由人文主义运动所引发的，反宗教改革是宗教改革所引发的，但在时间上，三种运动具有一定的重合和交叉，加上三者的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三者之间因而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这三种运动所代表的社会势力都非常重视教育，都将教育视为实现其价值目标的重要手段，人文主义者希望通过教育传播人文主义新文化，宗教改革者和反宗教改革者希望通过教育推进和实现其宗教理想。因此，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大致可以分为人文主义教育、新教教育、天主教教育（包括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以及在反宗教改革运动中由耶稣会创办的）三种类型。这三种教育势力既存在着冲突也存在着融合，相互间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对当时及其后教育与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产生了程度不同的影响。

历史过程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从哪里开始，教育思想的发展总与教育发展的历程相伴。尽管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和教育的发展历程并非亦步亦趋、一一对应的关系，教育思想也并非教育实践的简单的、直接的主观反映，但教育思想总是特定时空条件下即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地域条件下思想主体对教育现象、教育活动的认识成果，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源于教育问题对思想者的刺激，而教育问题的产生又具有其社会背景，因此，一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教育状况给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状况划定了基本的框架。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框架也是由该时期的独特的社会条件和教育状况所决定的，这个框架由三个部分构成，即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新教教育思想和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这三种教育思想在文艺复兴时代各自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在此过程中，相互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融合现象，也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关系。

本卷的一个重要目的就在于客观、全面地描述三类教育思想的演变历程及其相互之间的复杂关系。同时，本卷还着力描述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和个体条件，这是本卷的特色之一。仅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去把握教育思想的演进历程是不可能对教育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予以深刻揭示的，教育思想产生的动因以及教育思想的最后归宿都不是教育和教育思想本身。教育思想的主体在思考教育问题时往往都有一个鲜明的社会取向，教育思想所论及的是教育问题，在表现形态上似乎是内向于教育的，但在本质上却是外向于社会的，这种外向性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鲜明。本卷对教育思想产生的社会条件以及教育思想对社会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等问题的关注给予了充分的重视。

教育思想产生的个体条件也不容忽视，教育思想是思想者对教育问题进行思想所产生的个体成果，它带有强烈的个性色彩，反映着思想者个人的人生经历。离开了对思想者生存状态的认识，很难把握其教育思想的独特和深刻之处。不可否认，每一类教育思想群体，如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们都有着基本相同的理论框架，但具体到每个个人，则其教育思想又都有着独特的个性，而每位思想者存在的价值和魅力就在于其独特的个性。因此，本卷不仅想揭示文艺复兴时期相对于整个人类历史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时代个性，不仅想揭示文艺复兴时期不同的教育思想流派（如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新教教育思想等）的个性，不仅想揭示每种教育思想在不同发展阶段、在不同地域的个性，而且尤其想揭示每位思想者的教育思想的个性表现。这就需要把教育思想与教育思想者的生活史二者结合起来予以考察，对思想者的生平予以充分的关注。本卷对几位重要教育思想人物的生平进行了细致的分析，深感这样做对理解他们的教育思想大有裨益。当然，在叙述他们的生平时，并非事无巨细，而是从教育思想的角度做了取舍，并未将那些与教育思想无关或对理解其教育思想无多大助益的生平材料罗列于思想者的生平之中。

在文艺复兴时代，谁是教育问题的思想者，即教育思想的主体是谁；这些思想主体关注哪些教育问题，他们为什么关注这些问题，为什么提出这样而非那样的教育主张；这个时代的教育思想是否只是“复兴”过去而无创新，教育思想的生成方式和存在形态与过去的遗产、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与思想者个人的性格特征有何联系，不同时期、不同内容的教育思想之间有无传承、融合和冲突；总体上看，这个时代教育思想的成熟度如何，它在人类整个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如何，这些问题都是本卷所力求回答的也是不容回避的问题。

由于种种原因，过去对文艺复兴时代教育思想史的研究存在平面化、简单化的倾向，随着中外学术界对文艺复兴研究的深入和大量研究资料译介到国内，对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史予以细致、深刻研究的时机已基本成熟。本卷在写作过程中运用了一些新的史料，也运用了一些新的方法对史料进行了甄别和选择，根本目的在于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即充分描绘出教育思想发展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对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予以立体的刻画，并在此基础上对之做出历史主义的客观评价。

除导言、结语、人名索引和参考文献外，本卷内容共有十一章。第一章从宏观上描述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二章至第八章讲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发展状况；第九章和第十章讲述新教教育思想；第十一章讲述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

本卷由褚宏启、吴国珍主编，各章节的执笔人是：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第四章、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第八章第一节和第二节、结语、人名索引、参考文献——褚宏启；第七章第三节和第四节、第八章第三节——章林；第七章第五节——李为人、王晓华；第八章第四节——石中英；第九章——吴国珍；第十章——刘林海；第十一章——郑松。全书由褚宏启统稿并修改定稿。

本卷的写作因为资料和研究基础等方面的原因而具有较大的难度，尽管作者付出了较大的努力，尽管与以往的国内研究成果相比有了较大的进步，但由于作者水平所限，书中难免有许多不足乃至错谬之处，敬祈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1] 阿伦·布洛克著：《西方人文主义传统》，董乐山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7页。

[2] 本书中的北欧是指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德国、法国、英国等皆属此地域范围。


第一章 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教育思想是特定时代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亦然。本章意在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变迁做一个宏观的、简要的描述，从而阐明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发生发展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文艺复兴运动

“文艺复兴”从其词义看，是指古典文化即古希腊、古罗马文化的复活或复兴。但文艺复兴绝非纯粹的复古，其本质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文艺复兴是一场反叛中世纪精神权威和旧价值观念、开创新时代思想文化传统的运动，反叛在开始时需要有不同于中世纪的精神权威和价值观念的支持，而创造新文化也必须有一个起步点。所有这些，人们从古典文化中找到了。古典文化对当时新文化的产生和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以至于这个时代被后人冠之以“文艺复兴”之名。

—、文艺复兴的性质

文艺复兴是一场静悄悄的文化运动，并非一场骤起的疾风暴雨，其结束也不是突然的，因为它所体现的丰富的新思想因素被思想界以不同的方式、于不同的方面、在不同的时间继承和发扬。因此，很难对其起始和终结划定一个确切的时限，但大致说来，从时间上看，文艺复兴的中心时期是14世纪中至16世纪末。在意大利，从13世纪末就已可见它的端倪，而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其尾声则一直延续至17世纪初。从影响上看，文艺复兴对欧洲社会的发展影响深远，它标志着欧洲近代社会的开端，是欧洲社会力图冲破封建束缚的第一个重要历史进程。

文艺复兴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文学艺术、哲学、科学、宗教、法律、教育等，并非仅是“文艺”的复兴；其成就并非仅表现在文化方面，在政治经济等层面也有丰富的表现，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是一个虽与中世纪相联系但却与中世纪相当不同的新社会；文艺复兴并非仅是“复兴”，而是含有大量的创新成分，不少成就虽以古典文化为基础，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有些成就则是古典文化中所不具有的，“虽然许多新成就的基础是古典文化，但是它们很快地超越了希腊、罗马影响的范畴。事实上，绘画，科学，政治学和宗教方面的许多成就和古典遗产关系并不大”[1]。

人们常常将文艺复兴与中世纪彻底对立起来，认为中世纪是黑暗的，而文艺复兴则一片光明，似乎二者之间有一条鸿沟，有一个断层，文艺复兴是突如其来的东西。这种认识是片面的，实际上，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社会有着发展上的明显的连续性，文艺复兴肇始于中世纪后期欧洲社会所发生的种种变革，“中世纪后期和文艺复兴的文明比一般人们所认为的有更多的共同点”[2]。中世纪后期，由于贸易与手工业的发展以及与民族国家的发展相伴的君主权力的加强，欧洲的封建制度渐趋解体，作为封建农业制度的采邑制日渐衰落，封建贵族的势力被大大削弱；而作为封建军事制度的骑士制度由于火枪的运用和雇佣军队制度的建立也日益成为历史的陈迹。在宗教领域，中世纪后期也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乐观主义和对世俗事务的兴趣逐渐取代了中世纪早期倾向悲观主义和来世的思想；宗教中的人性化色彩不断加重，神职人员的苦行主义遭到反对，圣母玛利亚被作为现世美丽慈祥的母亲形象而受到崇拜；中世纪后期的基督教神学——经院哲学力图使理性与信仰协调一致，在宗教的形式下孕育着理性的精神，而唯名论对经验的重视和对怀疑精神的推崇更为文艺复兴后期科学的进步奠定了基础。[3]在文化教育领域，教育的发展尤其是中世纪大学的产生给中世纪后期的文化和学术带来了活力；中世纪后期文学中尤其是民族语言文学和市民文学中充溢着异教精神和世俗色彩，现世生活受到歌颂，而神职人员则总是被作为嘲笑的对象而出现；即便是中世纪后期的建筑和音乐也表现出新的精神内涵；哥特式建筑取代了罗马式建筑，其建筑风格和装饰更强调世俗意识，强调人对自身、对自然的热爱，而音乐更强调个人的创作而不是对传统曲调的继承，人对自身的能力更加自信。这种种社会变化为文艺复兴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社会基础。[4]

社会发展尤其文化发展上的连续性也决定了教育上的连续性。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者都是中世纪教育的产物，中世纪后期大学与城市学校的兴起以及世俗学科受到重视等已为文艺复兴时代的教育做了铺垫，“文艺复兴从中世纪后期继承了高度系统化、专门化了的一大批知识”，正是这一大批知识为文化的复兴和创新开辟了道路，而且，这些知识“虽然经过许多变化和补充，它仍是文艺复兴期间教育的主脉”[5]。

二、文艺复兴文化的产生

文艺复兴最先产生于意大利，这是与意大利特殊的社会文化条件密切相关的。意大利在中世纪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长期分裂为许多独立的城市共和国以及封建小邦，又受西欧大国如法国、西班牙的欺凌，内战和外患连绵不断。但意大利面临地中海，是西欧和东方贸易的枢纽，因此它的城市在欧洲最为发达，经济上在一些城市中最早出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政治上则形成了相当强大的城市国家。正是城市社会和城市生活孕育了文艺复兴，促成了新文化的形成。西方学者彼得·伯克指出：“没有城市，就没有文艺复兴。”[6]

富足的城市社会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趣味。富裕的上层市民沉迷于世俗生活的享乐之中，剩余资本使城市政府、经济团体特别是一些有权势的个人得以赞助学者、诗人和艺术家，使他们美化和丰富公共的和私人的生活，以博取和增加城市、商号和个人的社会声望。在这种社会经济条件之下，意大利城市中不仅形成了比较开放自由的文化气氛，而且产生了欧洲中世纪以来最早的世俗知识分子阶层，专门从事文化创造活动。这个阶层的思想感情基本上是上层社会的，但作为知识分子他们又有一定程度的独特趣味和追求，因此往往能够超出纯粹对物质利益和实用价值的关心而集中精力于对知识文化的追求。生机勃勃的意大利城市社会生活与中世纪长期居支配地位的种种价值观是相矛盾的。在这样一个富裕、多变、更加讲求实际的社会中，人们较之以往更加公开地、理直气壮地追求尘世利益与世俗乐趣，这与教会宣扬的禁欲主义是格格不入的。活跃的城市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各种新事物和新兴趣，也大大冲淡了人们对来世的关切。随着事业上的成功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人们的自信心也日益增加。与此相应，中世纪消极、保守、重传统、宗教色彩很浓的精神生活方式开始为一种积极、自由、较重理性、带有更强世俗性的精神生活方式所取代，一种新思想文化运动就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产生了。[7]

意大利本身的文化遗产也是文艺复兴发生于意大利的重要条件。希腊、罗马古典文化的传统，在中世纪时更多地保存在意大利，近水楼台先得月，这使得意大利学者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古代的手稿、遗物、遗迹并对之加以研究。意大利各城市长期同拜占庭、阿拉伯有着经济和文化的联系，这使得意大利人熟悉了更多的古希腊的文稿和其他文化遗存。意大利本土上有各占二分之一的图书馆分别属于王公藏书室和教堂图书馆，其中的一大部分藏书是大量的希腊、罗马的珍贵文献。“古人历史有许多是在意大利这块土地上演出的：在罗马，那里的大广场、竞技场、公共浴室的废墟遗址至今仍是当时罗马显赫威势的无声证人；在南方，有像叙拉古那样的讲希腊话的城市；在中部和南部乡间，那里的农民在耕田时还不断地挖出古代的塑像、钱币和碑石。”[8]意大利文艺复兴正是以这种良好的文化遗产为基础才首先形成的。

文艺复兴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发掘和研究古希腊罗马文化遗产的热潮紧密相关的。当然并非只是到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才对古典文化感兴趣，在中世纪时，古拉丁文作品并未被完全遗忘，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被基督教神学奉为“先哲”，因此可以说，当文艺复兴发生时，人们对古典文化的研究已有了一定的基础。但这种研究十分有限，对古人思想有不少曲解和误解之处，而且主要是为了神学的需要。文艺复兴时期对古典文化的兴趣是在很不相同的社会背景下产生的，其规模和取向大不一样。在城市中生活、受到世俗教育，并想从封建的与教会的传统中摆脱出来的意大利人已经具备更深刻地领会和欣赏古典作品的能力，而且他们也想从古典文化中找到一种比中世纪文化更合自己乐趣和人生态度的文化。这样，发掘古典文化遗产在意大利蔚然成风，学者们深为古希腊罗马的文化成就所吸引，以巨大的热情投入搜寻、校订、翻译、研究和宣传古代著作的工作，并努力模仿它们的风格进行写作。王公、富豪乃至教皇也支持这类活动，他们在时代风尚的驱使之下，争相雇请学者文人，搜寻罗马古代手稿遗物，建立学园和图书馆，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古典文化的复兴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历史影响，它使人们直接接触了古代的原始手稿，并发现了许多埋没已久的作品，从而对古代非基督教的思想文化有了更好的认识。这有助于开阔人的视野，丰富人的头脑，进而使人养成比较开放的态度，并使人慢慢学会用神学以外的观点去看各种问题。[9]

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认为承认“文艺复兴时期与中世纪千丝万缕的关系，并不意味着把连续性当作同一性”，因为“较早几个世纪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与十四、十五世纪尤其在意大利看待古代世界的方式，有着关键性的不同。中世纪能够从古代经典中取其所需，正是因为他们与古代世界之间没有分隔感。但是不论他们从古人那里拿来了什么，不管在艺术、神话、文学或者哲学方面，他们都把拿来的东西融化在他们自己的完全不同的基督教信仰体系之中，改变了这些东西的原来涵义使之适应这一体系，而没有任何不合时代的感觉。只有到了彼特拉克和十四、十五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古人的世界才开始被看作是一种凭其自身价值而单独存在的文明，不再是一个任人劫掠的货栈。中世纪对古代世界的感觉是轻松随便的熟悉的感觉，而文艺复兴时期则第一次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待它，觉得它既遥远生疏，又令人着迷。他们所努力的不是吸收它的某一个特点，而是把它当作一个自成一体的极其不同的世界，认为这个世界比他们自己的世界不知优越多少倍，因而佩服得五体投地”[10]。古代世界的重新发现不仅恢复了过去已被淹没和歪曲的古典文化，而且这种重新发现成为新文化的生长点，为最后新文化超越古典文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三、文艺复兴新文化的传播

北欧即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文艺复兴在时间上大大滞后于意大利。直到16世纪初文艺复兴才在北欧诸国扎根生长。为什么在16世纪以前文艺复兴不能在意大利以外的地方发生有效的影响呢？西方学者丹尼斯·哈伊认为要解决这一问题，唯一的途径是对社会结构予以分析。北欧国家皆为君主国，而在14世纪、15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具有浓厚的共和政治色彩，对于以这样的政治背景和政治取向为基础的意大利文艺复兴新文化，北欧的君主们自然不会感兴趣。到了15世纪末，意大利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11]，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文化革新在北欧的传播扫平了道路，“意大利的革新要为北欧所理解的首要条件是这些革新必须适合于一个基本上是以君主和贵族为主体的社会。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个条件在十五世纪晚期的意大利出现了。文艺复兴无论从文学还是艺术方面讲最早是从城市生活中产生的。这些城市的大部分都为各个小的家族所统治，后来这些家族统治演变成了带有宫廷侍从和官僚机构的君主国，成为意大利的政治统治形式，这时意大利的社会同北欧的社会相比已无太大区别”[12]。这从政治上为文艺复兴在北欧的传播提供了有利条件。此外，在宗教方面，15世纪末意大利学者对宗教问题的态度与14世纪时已大不相同，此时的态度更适合北欧的口味，更能与北欧的宗教热诚相融合。这也是促成文艺复兴文化于16世纪才在北欧生根的原因之一。

仅有意大利的条件还不够，北欧对文艺复兴新文化的接受还需以其自身的成熟的社会条件为基础。

14世纪、15世纪的北欧已经有一些土生土长的新文化的萌芽。15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生产技术的改进，新航路的开辟以及和平在许多地区的恢复，北欧的工商业迅速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因素开始蔓延并日趋活跃。经济的发展促成了许多城市的繁荣，为新文化的传播创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新文化不仅适合城市市民和资产者的口味，也受到了君主贵族的欢迎。当时，政治、外交和宫廷生活都有了很大发展，新的风气逐渐形成，上层统治阶级对语言知识、修辞技能以及礼仪风度越来越感兴趣，他们因而常常对新文化持赞成态度。英国的亨利八世、法国的弗朗西斯一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马克西米利安等君主都积极致力于推广文艺复兴文化。意大利与北欧间的文化交流也促进了北欧的文艺复兴。早在15世纪中叶，意大利的学者已经来到英国、法国和德意志等地区，传授拉丁文和希腊文知识，介绍古典的和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著述。这些活动引起了各国学者们对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兴趣。不少北欧学者纷纷前往意大利求学，然后将新文化带回本国，广为传播。15世纪下半叶，印刷术的应用为北欧传播新文化提供了十分有效的手段。这样，大约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种子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扎下了根，与当时的新文化萌芽结合起来，形成了北欧的文艺复兴运动，并进一步引发了宗教改革运动。[13]

第二节 人文主义

在西方思想中，看待人和宇宙的模式大致可分为三种。第一种是超越自然的模式，这种模式聚焦于上帝，把人看成神所创的一部分。第二种是人文主义的模式，它聚焦于人，以人的经验作为人对自己、对上帝、对社会认识了解的出发点。第三种是自然的，即科学的模式，把人看成自然秩序的一部分，与其他有机体一样。第一种模式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第二种模式形成于文艺复兴时期，第三种模式到了17世纪才形成。17世纪以后，这三种思想模式都继续有代表，相互间处于竞争、并存局面。这种划分尽管过于简单化，但对于从宏观上把握和分析问题却很有用处。[14]那么，人文主义的内涵是什么呢？

一、人文学和人文主义

很难为“人文主义”下一个确切的定义，这个词不论在古代世界或者文艺复兴时期都还没有出现。人文主义一词的英文原文 humanism 是从德语 humanismus译过来的，而德语中的这个词是1808年德国一位教育家在一次关于古典教育在中等教育中的地位的辩论中根据拉丁文词根 humanus 杜撰的。从历史上看，“人文主义者”（humanist）和“人文学”（the humanities）这两个词的出现比“人文主义”（humanism）这个词要早得多。在15世纪末，意大利的学生使用了一个词叫umanista，英文即 humanist（人文主义者），这是学生们用来称呼教古典文化的教师的，就像称法律教师为legista一样。教师所教的有关古典文化的教学科目在文艺复兴时代被称为 studia humanitatis，译成英文就是 the humanisties，中文的意思就是“人文学”或“人文学科”，在15世纪，这些科目指的是语法、修辞、历史、文学、道德哲学等。学习这些科目必须以古典拉丁文和希腊文为基础。

本书中所讲的“人文主义者”，其范围较之教授“人文学”的教师的范围要广一些，研究人文学的人也被置入人文主义者的范围。人文学具有强烈的世俗色彩和人本精神，以希腊神话为例，有的研究者指出，“希腊神话中的神是高度人格化的。他们具备人类的思想感情，他们的性格也十分鲜明。它和其他民族的神话不同，他们的神既不是抽象道德概念的化身，也不是阴森、怪诞、令人生畏的偶像。他们同人类一样，有爱，有恨，七情六欲样样具备，甚至好嫉妒，爱虚荣，有时在道德上还不如人。他们不是高高在上，高不可攀，他们常常来到人间同美貌的男女谈情说爱。他们同凡人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长生不死、具有无比的法术和智慧，有超乎凡人的力量。希腊神话很早便摆脱了兽形妖灵阶段，而走上了神人同形同性的道路”。“希腊神话中充满了追求光明，酷爱现实生活，以人为本，肯定人的力量的思想。古希腊人认为享受现实生活就是享受神的恩赐，因此，他们追求自然的美景，追求物质的享用，追求文学艺术的赏心悦目，追求自然与人生中的美。”“希腊神话与其他民族神话一样，相信神，相信命运，有的神话故事与宗教祭祀紧密相连。但是，神话强调的却是人的力量，人的奋斗精神。强调对人生与现实的热烈追求，充满乐观主义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希腊神话更像‘人话’。”[15]对人文学的重视，反映着文艺复兴时期世俗精神和人格意识的觉醒，人们正在走出中世纪基督教观念的迷雾，开始用世俗人的眼光去看待人生和社会，开始形成一种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这种“人文学”古典文化所表达的、为人文主义者所宣扬和传播的新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就被称作“人文主义”。

人文主义者是由形形色色的人物组成的，其成分非常复杂，其中有品学兼优者，也有趋炎附势之辈；有精明干练之人，也有迂腐不堪的书呆子。这些人的观点并不全都相同，甚至在一个人身上也会出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思想倾向。但在人文主义者的意识和行动中却不同程度地体现了一些进步的、与中世纪不同的思想和价值观，如对人生意义的肯定，对人及其潜力的信任，对人的活动的赞赏以及对自我的强调等。人文主义实质上指的就是这样一种新的时代精神。

二、人文主义的特征

人文主义的特征有以下数种表现。

第一，肯定和赞扬人的价值和尊严。这是人文主义的核心特征。人文主义者认为人是有能力的，人能够发展自身，从而获取各种优秀品质，不断向完美接近。人文主义对人的赞颂与中世纪教会对人的贬抑形成鲜明的对照，在中世纪教会看来，人是罪恶、卑微、消极的存在，只有上帝是完美的。奥古斯丁认为，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而人是卑微的，人具有天生的原罪，有罪的人不是完美的，人在上帝面前软弱无力，人唯有靠上帝的恩惠才能得到拯救。一切都是命定的，没有天命，就连一根头发也不会从头上掉下来。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皮科（Giovanni Pico della Mirandola，1463—1494年）在《论人的尊严》中宣称，上帝赋予了人按照自己的意志塑造自身的能力，人可以下降为动物，也可以上升从而成为与上帝相似的东西。不仅文学、哲学歌颂了人，而且绘画也歌颂了人。例如，画家拉斐尔（Raffaèllo Sanzio，1483—1520年）不是像中世纪那样把人描绘成迟疑不决的、受折磨的人，而是把他们描绘成温和的、聪明的和高尚的人，他的圣母像表现的也是人间母亲的善良贤淑。拉斐尔所要表达和歌颂的是人之美以及人性之美。人文主义提升了人的地位。

第二，倡导乐观向上的人生观，重视人的能力而非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人文主义反对消极悲观、无为的宿命论，认为人有能力决定个人的命运，人的能力发展得越充分，就越有能力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文主义对人的看法更加乐观和自信，认为个人的能力及其发展是获得成功、荣誉和较高社会地位的主要依靠。人的伟大与高贵不在于其血缘、门第、财富等因素，伟大与富贵不是先天生就的，而是通过个人发展、个人奋斗后天造就的。人是积极有为的而非消极无为的。

第三，宣扬人的思想解放和个性自由。中世纪神学宣扬人对教会的教义教规的绝对信仰和盲目服从，而人文主义与这种权威主义做法相对立，要求把人从教会的教义、教规和其他教条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如同英国史学家西蒙兹（Symonds）所言，“这是思想大解放”，“人们竞相摆脱控制，纷纷批判循规蹈矩，全都热衷于自由自在的古风，对审美观有了新的认识，不顾一切地要为自己争取不受权力约束的自由天地。人们是如此精力充沛和自有主见，都感到了探索的愉快。没有他们不敢面对的问题，没有他们不愿按他们的新认识来加以修正的公式”[16]。

第四，肯定现世生活的价值和尘世的享乐。这是对中世纪禁欲主义和来世说宗教教条的背离。来世说以今生受苦受难作为来世欢乐和永生的条件，使人克制甚至泯灭人生各种合理的欲望与追求。人文主义者将天国的幸福和欢乐移至人间，要求人们追求现世的幸福和欢乐，将虚无缥缈的天国放在一旁。北欧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年）问道：“如果你把生活中的欢乐去掉，那么，生活成了什么？它还配得上称作生活么？”[17]

第五，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人文主义者主张通过教育来培养具有多种造诣的全面发展的通才。人文主义者认为中世纪教育是职业性的，是狭隘的，不能使人的各种潜力得到充分的全面的发展，他们主张传授古典学问，让学生接受广泛的人文学科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头脑发达、能写善辩、风度优雅、体魄强健的经世致用之才，以适应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教育是一种后天的、人为的力量，对教育的重视也是对人的力量的自信，即人有能力造就完美的人。

第六，历史观发生变化。历史不再被看作天意的实现，而是人类努力后成功或失败的产物。人成为历史的主体，历史是人创造的。人文主义者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这种历史感与他们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追求青史留名的个人愿望相结合，使他们往往把自己视为历史过程中的一分力量，他们力图以自己的力量去影响历史，去建功立业，以名垂青史，让后人景仰。

第七，批判经院主义，要求致力于对人的问题的研究。人文主义者尖锐地抨击经院哲学一心扑在逻辑范畴和形而上学的问题上，攻击它的抽象推理脱离人的丰富多彩的日常生活。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彼特拉克指责经院哲学总是准备告诉我们那些对于丰富我们的生活“没有任何贡献的东西”，而对“人的本性，我们生命的目的以及我们走到哪里去”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却不加理会。他认为人们应该把他们的脑筋转到人生和社会问题上去，而不要花在讨论抽象空洞的问题上。在人文主义者看来，人文学是关注人生世事的，应以之取代空洞无用的经院哲学。

第八，倡导新的治学方法。人文主义者在研究古典文化的过程中，逐渐发展起来一种语言的和历史的考证方法。这是人文主义的重要成就。人文主义者以研究古典文化为使命，他们发现不少古典著作在中世纪由于抄写错误和被人为篡改等已经面目全非，令人生疑之处甚多，于是他们就尽力搜求原始的资料，通过对语言文字的考证比较，以校正后世出版的古典著作，力求从语言文字上重现古典著作的本来面目。同时，他们还从古代作者所处的社会条件出发，历史地和批判地理解把握作者的思想。人文主义要求用历史主义的客观态度去把握历史，按照过去的本来面目去理解人类过去的历史，“正是在对待过去的文化，对待历史的问题上所持的态度，明确地确定了人文主义的本质。这种态度的特征并不在于对古代文化的特殊赞赏或喜爱，也不在于更多地了解古代文化，而是在于具有一种非常明确的历史观。‘野蛮人’并非不了解古典著作，而是不能从当时真实的历史环境出发来理解这些作品”，“人文主义才算是真正地发现了古代人”。[18]

人文主义的这种治学方法具有强烈的批判性和客观性，这是一种在任何领域都行之有效的调查方法，是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于清理知识垃圾、为知识的健康发展扫清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人文主义“通过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对自然科学知普遍的现实问题产生了影响”[19]，对人类后来文化的繁盛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加林认为，只有对这种人文主义的治学方法有了深刻的认识，才可以明白：“为什么文艺复兴不仅是艺术家们的时代，而且也是科学家们，托斯卡内利和伽利略的时代；为什么中世纪进行的关于物理学和逻辑学的非常肤浅和贫乏的讨论，只有经过含义上全新的人文主义教育之后，才显得具有丰富的内容；为什么新型的医生是从语言学校中产生的。由于这种学校中所具有的严格的批判精神，也就可以理解笛卡尔对许多问题所持的怀疑态度。我们还可以了解，为什么意大利文化能对整个欧洲统治近两个世纪之久并成为产生无数哲学天才的肥沃土壤。”[20]

以上所讲的人文主义若干特征是对众多人文主义者的思想表现所做的一般性的概括，人文主义不是一个严格的思想派别或学说体系，而是一种宽泛的价值追求，一种思想和信仰的倾向。

人文主义的思想特征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有着充分的表现，它们对教育目的论、教育内容论、教育方法论等皆具有深刻的影响。甚至可以这样说，这些思想特征本身就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三、人文主义的时代差异与南北差异

尽管人文主义有若干共同的思想特征，但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人文主义也有其时代差异和地区差异。具体而言，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和后期人文主义、意大利人文主义与北欧人文主义就有许多不同之处。

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主要是指在15世纪初兴起于佛罗伦萨的“市民人文主义”（civil humanism）。市民人文主义者强调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政府中任职，对城邦政治问题十分关心，他们为共和制度大唱赞歌，他们相信在共和制度中，每个市民都有同等机会参加城邦管理，并通过这种活动获得个人荣誉，这样就将个人能力的发挥与城邦国家的发展和繁荣结合了起来，将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统一了起来。市民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的本性要求人积极投身于社会生活，雄心勃勃、追求荣誉是高尚的，应受到鼓励，但人的雄心壮志也应与光耀家族、报效国家一致起来。

到了15世纪末，君主制在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随着意大利政治形势的变化，以市民人文主义为基础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被君主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市民人文主义衰落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发展进入后期阶段。这个阶段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更关注君主政治，此其一；其二，随着新柏拉图主义的兴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加强了对宗教问题的研究。这些研究尽管是初步的，但为北欧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16世纪北欧的人文主义者在许多方面继承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传统，如对人的价值和现实生活的肯定，对古典著作的浓厚兴趣，对经院主义和教会专制的反感，对教育和普及新知识的重视以及对政治、社会问题的关心等。但北欧社会与意大利社会在历史背景、文化传统以及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等方面的不同，使得北欧人文主义具有自己不同于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个性。

北欧人文主义最大的特点就是更加关注宗教问题。一方面，北欧由于在历史、地理方面，与意大利相比，受古典异教文化的影响较少，而受中世纪教会的影响较深；另一方面，教会的腐败劣迹引起了普遍的不满，宗教改革运动在酝酿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宗教问题备受关注。北欧人文主义者用人文主义的语言和历史方法研究《圣经》和早期教父们的著作，目的是摆脱中世纪的错误译本和诠释，给基督教以新解释。他们力图从教会的教义中和活动中清除种种神秘的、烦琐的尤其是虚伪的东西。因为特别关注对基督教问题的研究以及强调虔敬的价值，北欧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通过研究古代语言文字来加强对基督教研究的做法，在彼特拉克时就开始了。但一方面由于实际的需要，一方面也由于古代语言知识的增长，这一做法在16世纪的北欧人文主义者中形成了更为普遍的风气。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批判教会的腐败劣行，加深了人们对天主教会的不满；他们否认教会和教皇的绝对权威，认为这种中世纪所确定的权威并无切实的依据；他们推崇《圣经》的权威地位，认为个人可通过《圣经》即“上帝之音”而与上帝直接交流，无须教会做中介；他们希望消除一切有碍虔诚的东西，希望改革教会，回到早期基督教的简朴状态中去。基督教人文主义所要求的教会改革是指维护教会统一前提下的内部改革，与后来兴起的新教改革不同，但在客观上，基督教人文主义为新教改革做了重要准备。宗教改革正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所引发的。

四、人文主义与宗教、科学的关系

人们一般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距离较远而与科学距离较近，有人甚至以人文主义“贵人”而宗教宣扬上帝为由而认为人文主义与宗教是对立的。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实际上就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宗教、科学三者之间的远近而言，人文主义离宗教更近一些而离科学更远一些。

人文主义抨击教会甚至教皇，但他们不反对宗教，更不打算消灭宗教。人文主义的“对于人类尊严的歌颂，并不意味着反对宗教……大多数人文主义者具有真正的宗教感情”[21]。

人文主义与宗教感情之间并无冲突，不仅不冲突，不少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反而认为二者是相得益彰的。人文主义者对人的看法与中世纪虽有不同，但这并未对他们的宗教信仰造成妨碍。西方学者阿伦·布洛克指出：“我们是无法回避奥古斯丁笔下人的充满罪恶的存在状况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之间的冲突的。因此在奥古斯丁所绘的画像里，人是堕落的动物，没有上帝的协助无法有所作为；而文艺复兴时期对人的看法却是，人靠自己的力量能够达到最高的优越境界，塑造自己的生活，以自己的成就赢得名声。但是对人文主义者自己来说，这种冲突却很少成为问题；他们大多数人继续把基督教信仰视为理所当然的事，并没有感到自己对古典的热情需要与它协调。”[22]

人文主义的宗教性与中世纪的宗教性显然是不同的，前者人与神共舞，后者神则高高在上。人文主义者眼中的宗教与中世纪教会眼中的宗教的内涵也是不同的。以北欧人文主义者为例，“他们相信宗教是为了人的好处，而不是为了有组织的教会的利益，甚至也不是为了人们所敬畏的上帝的荣誉；他们主要是从道德观点上解释基督教。他们认为基督教的许多神学和超自然的因素都是不必要的，即使不是完全有害的。他们很少用任何形式的宗教仪式。他们嘲笑尊敬圣物和出卖赦罪券等迷信。他们承认需要有限数量的教会组织，但是他们不承认教皇的绝对权威，也不承认真正需要有教士作人和上帝之间的中间人。总之，大多数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所真正希望的是理性高于信仰，行为高于教条，个人超越有组织的制度。他们相信只要逐渐通过征服愚昧和消除弊端，不必通过激烈的反抗，能够建立一种朴素而又合乎理性的宗教”[23]。

可见，他们心目中的宗教实为一种道德追求。他们虽然关心宗教问题，但有明显的世俗倾向。他们反对圣礼、圣物的神秘和迷信观念，也不像中世纪教徒那样希望从“原罪”中解脱出来，或把目光盯住上苍，祈求超自然的恩赐和外来救星。相反，他们中大多数人注重和肯定尘世生活，对自己的能力充满信心，相信可以通过追求知识和道德目标达到自我解救。在他们心目中，现实的道德和社会问题比来世或者彼岸的事更为重要。他们所关心的首先是基督教中的伦理内容，注意的中心与其说在灵魂拯救方面，不如说在人的向善和社会风尚改良方面。[24]他们极为重视道德建设，认为道德问题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关键。

人文主义与科学的关系比较复杂。人文主义者关注的是治人之学，对自然事物并不十分感兴趣；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反感导致他们厌恶系统的、抽象的思维方式，而系统抽象的思维方式对认识自然是绝对必要的；他们关于自然的许多观念还受古代权威的束缚，有不少错误之处。基于此，有人甚至认为人文主义阻碍了科学的发展。这种看法有一定道理，但并不确切。因为从另一方面看，首先，人文主义者对世俗事物的重视，唤起了人们研究自然事物的兴趣；其次，他们对古籍的发掘、整理和出版，为人们继承古代的哲学和科学成就提供了便利；最后，如前所述，人文主义的不受权威约束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也为人们超越过去关于自然的知识成果奠定了重要基础。

相对而言，文艺复兴时代是“人文学”繁盛的时代而非“自然科学”繁盛的时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不多。科学革命是在文艺复兴时代之后的17世纪发生的。

第三节 宗教改革运动和反宗教改革运动

宗教改革运动产生于16世纪初，其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会和教皇制度，而反宗教改革则是天主教会对宗教改革运动的反动。

一、宗教改革运动

自5世纪罗马帝国灭亡后，天主教会一直是欧洲唯一统一的国际性组织，其势力渗透到欧洲社会的各个层面，对社会生活进行着广泛的控制。在原则上，教会作为一个神圣的机构，所应关注的是人的精神的纯洁，其目标是将上帝的荣耀带到人间并通过圣事使众生得救，而要做到这一点，教会人员首先应有较高的道德水准，为教徒树立榜样。然而教会在其发展过程中，腐败现象有增无减，到了宗教改革前夜，教会的腐败已达到了令人无法容忍的地步，对于教会的抱怨、讥刺和批判以各种形式流传在社会上。“纯洁教会”成为欧洲当时一个最普遍的口号。人们以一种怀疑和否定的眼光来审视教会，教俗之间的矛盾愈益尖锐。

文艺复兴为宗教改革做了思想准备，人文主义思想家对天主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腐败、愚昧与虚伪的揭露，对改革教会、改革现实社会的呼吁，对人道精神批判意识的推崇等，成为宗教改革者对天主教会及其教阶制度、仪式、教义等予以怀疑、批判进而予以否定的重要条件。可以说，宗教改革是文艺复兴运动在宗教领域的继续。

长期以来，对于天主教会的种种积弊，天主教会内部的有识之士也深感不安，他们力图革除教会弊端，改革教会行政，但最后都以失败而告终。既然这种内部的自上而下的自我改革不能实现，那么外部的、自下而上的宗教革命就在所难免了。

教权与王权的冲突也是促成宗教改革运动的一个因素。王权的强大降低了教会在欧洲社会的地位。教会作为一种超国家机构存在和发展的主要条件是封建分裂和王权的衰微，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教会作为统一的组织来管理社会生活的必要性才充分显示出来。而王权的强盛和民族国家的形成使得曾经作为欧洲的教育者、开发者、管理者和仲裁人的教会已经不再被需要了，强大的王权和民族国家已有力量从事各种世俗管理事务。在世俗事务中，教会所有的职能只剩下一件事情可做，这就是继续向整个欧洲索取财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教会真正地堕落和腐化了。教会成为整个欧洲走向近代社会的一个赘物。

教会对欧洲财富的占有量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16世纪初，大约四分之一的法国、二分之一的德国和二分之一以上的意大利的财产都掌握在教会手中。在德国，教会的土地占了一半。教会敛财的手段多种多样，除征收“什一税”外，还有接受教徒的捐献、出售教职、销售赎罪券等。其中销售赎罪券最不得人心，教会1517年在德国出售赎罪券直接引发了宗教改革。

德国于15世纪末已基本上确立了地域的统一，接近成为一个民族联合体，但在政治上仍旧处于分裂状态。内部的分裂和混乱使德国不能像法国、西班牙那样以一个国家的力量反抗教廷的盘剥。德国成了“教皇的乳牛”，罗马教廷的肆意盘剥在德国表现得最甚，这自然引起了德国各阶层的愤恨，激发起强烈的民族意识。1517年10月，教皇以修缮罗马圣彼得大教堂为名，派特使到德国销售赎罪券，声称：“只要购买赎罪券的钱一敲响钱柜，罪人的灵魂立刻就可以从炼狱升入天堂。”教皇的特使还声称，赎罪券不仅能够赦免以往的一切罪过，甚至还可以预先赎去未来所犯的罪过。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公开反对买卖赎罪券，认为人的得救不因是否购买赎罪券，而在于是否对上帝有真诚的信仰，人唯有信仰才能得救。每个人都可以在阅读、理解《圣经》的基础上产生对于基督的信仰，最高权威不是来自罗马教会和教皇，而是来自《圣经》，个人与上帝的沟通无须教会做中介，这样，教会及其所操持的一切复杂的仪式和活动便成了多余的东西，实际上肯定了个人的理性、意志在宗教活动中的地位。路德的思想从理论上彻底否定了教会的权威，他的反对出售赎罪券的言论引起了巨大反响，宗教改革的序幕就此拉开。

宗教改革开始后，德国境内的新教势力与旧教势力进行了长期的斗争。1555年双方才握手言和，订立了《奥格斯堡和约》，规定各地诸侯、城市有权选择领地内的宗教，确立了“教随君（诸侯）定”的原则，路德教从而取得了合法地位。路德派新教在德国的主要势力范围是在德国北部，在国外的影响主要及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如瑞典、丹麦、挪威等。

德国宗教改革开始以后，瑞士、英国等地也掀起了宗教改革运动。瑞士的茨温利（Ulrich Zwingli，1484—1531年）1518年任苏黎世大教堂的教士，他在传教中抨击天主教会的腐化堕落，反对出售赎罪券。1522年他发表《六十七条》，系统地阐述了其宗教改革主张，引发了瑞士的宗教改革。瑞士分裂为新教诸州与旧教诸州，双方发生对抗，茨温利在武装对抗中战死，瑞士的宗教改革渐趋衰落。1534年，法国的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年）到瑞士宣传新教教义，使加尔文派新教运动首先于瑞士，继而在法国、荷兰、苏格兰、英格兰、北美等地获得了广泛开展。

从1529年起，英国开始自上而下地进行宗教改革，1534年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宣布现任国王及其继承人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首脑，这样就否认了教皇干涉英国事务的权力，从而彻底与罗马教廷决裂。

新教有不同的教派，大的教派主要有路德派、加尔文派和英国国教派，此外还有很多小的新教教派。这些新教教派之间意见不一，也有分歧和争吵。尽管各派主张不尽相同，但基本观点都是基本一致的。新教徒反对罗马教廷巧立名目，欺世敛财；反对神职人员的荒淫无耻，贪婪腐化；反对教会仪式的繁文缛节、陋习陈规等。新教徒依然信奉基督教，但都反对天主教教义。中世纪罗马教廷的正统教义认为，教会是上帝与教徒之间的中介，教徒要得救、要获得上帝的恩宠，必须假手于教会和教士，教徒必须在教士参与下依天主教教义和教皇训诫来理解《圣经》，教徒必须在教士的主持下履行洗礼、圣餐等仪式，方能赎罪和得救。教士掌握着《圣经》的解释权和圣礼的主持权，使得教会具有无上的权威，更使得教皇成为权威的权威。新教则强调个人而不是教会在宗教生活中的地位，否认教会的绝对权威；认为上帝与教徒的沟通不必以教会为中介，教徒可通过个人对《圣经》的独立阅读和理解，通过个人对上帝的信仰，而获得上帝的恩典；不是教皇、教会，而《圣经》才是唯一的权威，“《圣经》而且只有《圣经》才是新教信奉的宗教”[25]。这样，信仰就成为个人的事情，任何外在的权威和中介都失去了存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新教在本质上是个人主义的，它对大一统的教皇统治具有强大的消解作用。新教还进而指责天主教教义的虚假性，认为中世纪教会的许多教义、教规在《圣经》中没有依据，完全是出于天主教会自身的需要而杜撰的。新教要求以原始基督教教义取代中世纪教会教义，以古代教会为楷模革新天主教会。

宗教改革运动使一个受罗马教廷统治的统一的欧洲基督教会分崩离析了，欧洲基督教遂分裂为新教和旧教两大阵营。两大阵营展开了长期的斗争，对欧洲新教会产生巨大的影响。

与人文主义运动相比，宗教改革运动是一场更广泛的、更深刻的、冲击社会各个阶层的全民性社会改革运动。它的意义绝不仅在于“宗教”改革，而触及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层面。

宗教是西方文化的核心，而教育是传播文化的工具，宗教的变革势必导致教育的变革，势必导致教育思想的变革和新教教育思想的产生。

二、反宗教改革运动

在宗教改革运动兴起的最初20余年，天主教会对新教猛攻的反击是软弱无力的，几任教皇均未能认识到情况的严重性，仍旧像过去的教皇那样追逐世俗利益，不关注教会事务。

随着新教势力的不断壮大和天主教会危机的日益加深，教皇于16世纪中叶开始把教会事务放在首位，积极采取措施来遏制宗教改革运动，以图复兴天主教，史称“反宗教改革运动”。

反宗教改革运动主要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进行内部整肃。在天主教会内部实行整顿，惩办贪污腐化、渎职和严重违犯教规的教士。教皇把一些热心整顿天主教会的人安插到红衣主教会议之中，专门成立了“九人委员会”，负责天主教会的整改事宜。

第二，改组和建立宗教裁判所，对有异端嫌疑的人，严刑逼供，处以没收财产、监禁或加以放逐甚至火刑焚死。

第三，召开特兰托宗教会议。1545年教皇在意大利北部的特兰托召开宗教会议，目的是反对新教。会上天主教内部有强硬派和妥协派的分歧，而且教皇与皇帝的矛盾也很尖锐。会议断断续续地开了18年，直到1563年才结束。会议最后确认教皇为教会的最高权威，宣布一切新教教派都是异端，宣布天主教的教条、仪式和做法（甚至出售赎罪券）都完全正确无误；公布禁书目录，禁止教徒阅读禁书；同时下令开办神学院，训练为天主教会忠心服务的神职人员。

第四，积极推进海外传教。天主教会主张“在欧洲失去的，要在海外补回来”，因此向美洲和东方派遣了大量传教士，海外传教扩大了天主教在世界各国的影响。

第五，支持和发展耶稣会。耶稣会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先锋和中坚，该会1534年就开始活动，但1540年才被教皇正式批准，此后它始终与罗马教廷保持联系。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宗教组织，耶稣会意欲“让世界都服从罗马教廷”，它设有专门的教服和固定的活动场所，尽力向社会各个阶层渗透。耶稣会始终走在反宗教改革的前面，为了维护教皇和天主教会的利益，往往不择手段，不仅以讲道、传教、兴办教育等手段极力维护天主教的影响，而且还采取暗杀、放毒、策划政治阴谋等手段扩大天主教的政治利益。.

耶稣会把兴办教育视为实现其宗教和政治目的的重要手段，由于措施得力，耶稣会的教育活动颇有成效。在16—18世纪的欧洲，“没有哪一个教会团体像耶稣会那样在教育上发挥了重要作用”[26]，因此，耶稣会的教育活动及其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在西方教育史上占有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

反宗教改革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效，天主教势力在德国、西班牙、奥地利、波兰、意大利等国家又重新得到了巩固。

三、宗教冲突及其后果

宗教改革及其所带来的宗教冲突对欧洲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新教势力和旧教势力的冲突和斗争首先在各国国内激烈地进行，随着冲突的加剧，国内战争遂发展为一场国际战争。1618—1648年的战争就是一场大规模的国际性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是新教势力与天主教势力的一次大决战，以德国为主要战场，丹麦、瑞典、荷兰、英国、法国、瑞士、西班牙、波兰教廷皆介入其中，战争给整个西欧尤其是德国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战争的进程使新、旧教国家或诸侯都认识到，谁也不可能消灭对方，继续战争只能给双方带来更大的危害。最后，战争以妥协而告结束，参战各方签署了《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和约确定了“教随国（君）定”的原则，规定路德派、加尔文派信徒和天主教徒一样享有同等权利。

几十年战争的结果，结束了中世纪以来一个教皇主宰欧洲的局面，承认了国际大小国家平等、信教自由的原则，大体确定了欧洲各国疆界和新、旧教势力范围，新教基本上获得了平等地位，“欧洲大陆上的宗教改革运动可以认为至此结束”[27]。战争结束后，新、旧教之间的大规模冲突随之告终，欧洲各地的宗教状况也基本形成定局。但教皇对战争的休战提出抗议，反对旧教势力和新教势力议和，利用耶稣会以地下活动和外交手腕继续反对新教，企图全面恢复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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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的时限为14世纪到15世纪末，后期的时限为15世纪末到16世纪中期，这两个时期教育思想具有不同的内容和特点。本章主要阐述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第一节 意大利前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萌芽于14世纪，在15世纪得到迅速发展，其产生和发展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文化运动的发展状况密不可分，其内容充分反映了当时意大利社会政治、宗教、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

一、14世纪和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产生和发展

以人文主义为基本文化特征的文艺复兴始于14世纪的意大利，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与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生并不是同步的，前者稍滞后于后者，人文主义的新要求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得到充分的表达是在15世纪。但不能因此就否认14世纪人文主义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贡献。14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主要表现形式是文学，通过文学宣扬和表达人文主义观点，但丁（Dante Alighieri，1265—1321年）、彼特拉克、薄伽丘（Giovanni Boccaccio，1313—1375年）是三位杰出的代表人物，但丁发表《神曲》是早期文艺复兴开端的重要标志。这三位代表人物都没专门写过关于教育的著述，但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却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了其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框架和讨论教育问题的基本思路。因此，本节对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的思想给予了充分关注，视其为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整个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文化教育的发展状况与政治、经济的发展状况相比呈显著的不均衡状态。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所担当的是“欧洲知识和艺术领袖的角色”，成为“现代欧洲的长子”[1]，其地位之高，早为世人所公认。但同时期意大利的经济和政治状况却远不如其文化那样充满生机和活力。

从13世纪末到15世纪末，意大利经济一直处于不景气状态，直到15世纪末才开始局部的复苏。“一般来讲十四世纪是一个经济上衰退的时期。这方面尽管意大利各地在经济衰退中差别很大，并且还有某些例外，但她仍同西欧总的发展趋势保持一致。人口减少，农业和工业生产下降的情况在托斯卡纳地区，特别是在佛罗伦萨表现得尤其明显。从十三世纪末起，就开始陷入了严重的灾荒。十四世纪初粮食连年歉收，纺织品生产大量减少。此外再加上1348年在意大利的城市、特别在托斯卡纳地区爆发了黑鼠疫，使这一地区遭到沉重的打击。此地也如同其他地方一样，鼠疫的传播以普遍的饥荒为先兆。经济衰退持续的时间并不短：直到十五世纪末，才出现局部的明显复苏，即仅在农业而不是在工业和商业中的复苏。可以说，直到法国入侵意大利前夕，总的来讲这个国家的繁荣程度还不及它在十三世纪中期的情况”，总之，“在经济上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就其整体来讲，比过去更加贫困”。[2]

在政治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呈分裂状态，政权实际上是地方性的或地区性的，相互之间冲突不断；在政治形态上既有君主制也有共和制。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政治状态是：“十三世纪意大利的形势是除了德国皇帝在北方保持有残余的势力和法律上的力量之外，中部和南部则是教皇的势力范围。同时，城市享有相当大的自由，商业的繁荣为城市增加了财富，也给人们带来了要从旧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希望。”[3]

共和制兴起的基础是中世纪城市的产生。西欧封建社会初期，古罗马时代的城市已经衰落，遗留下来的一些城市如罗马、巴黎、伦敦等已失去经济中心的地位，仅是封建诸侯、教会主教的统治中心而已。中世纪西欧的作为工商业中心的城市，并非从古代继承而来，而是10世纪到11世纪兴起的。西欧的新城市首先在意大利和法国南部发展起来，那里既有古代手工业与商业的良好基础，又适于同东方进行贸易往来。意大利的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等就是首批建立起来的中世纪城市，这些新城市虽然兴起较晚，但发展却非常迅速，市民争取城市自治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在反对封建领主的斗争中获得了自治权，建立起独立的城市共和国。

共和制是与传统的世袭君主制背道而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组织形式。到12世纪，意大利的北部各主要城市几乎普遍采用了这种共和自治的政府形式。这种制度给这些城市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独立，但在法律上它们仍然被视为神圣罗马帝国的臣属。历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德意志皇帝）都竭力要将自己的统治强加于北意大利地区，北意大利的主要城市则针锋相对，为保护自己的独立而战。在反对帝国干涉的过程中，关于政治“自由”的观念发展起来，它包括两层含义：第一，共和制城市有权使自己的政治生活摆脱任何外来干涉，即肯定自己的主权；第二，共和制城市也有相应的权利以自己认为适当的方式管理内部事务，即捍卫业已存在的共和制度。在意大利北方城市与神圣罗马帝国斗争的整个过程中，教皇一直是它们的主要盟友，但这些城市很快就想到这种联盟存在的危险，这就是教皇自己开始觊觎北意大利地区的统治权力。到13世纪末，教皇已经成功地获得了直接统治意大利中部广大地区的世俗权力，在北意大利地区大多数重要的城市内，教皇的权势也炙手可热。面对教皇的咄咄逼人之势，一些城市开始反击。1266年帕多瓦城市当局因当地教皇拒绝纳税而与其发生严重争执，1282年该城教职人员实际上被剥夺了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佛罗伦萨1285年宣布不承认教会法庭的审判权和僧侣的豁免权。为对抗教廷，方法之一就是抬出皇帝与教皇抗衡，亦即只需向帝国做出让步，承认北意大利确系神圣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便可论证教皇并非北意大利的合法统治者。在14世纪初，这是一个极有诱惑力的政治策略。因此，这种策略为当时的一些政治家所津津乐道。例如，但丁就极力支持皇帝以对抗教皇，他在《论世界帝国》（约写于1309—1313年）中要求人们把皇帝看作唯一能够消弭党争、带来和平的统一力量。他要求帝国的权威应独立于教会的权威，而不为后者所制约。当时抬出皇帝只是权宜之计，所以一向为其自由而骄傲的城市共和国不可能将但丁的建议看作救世良方。虽然城市能够以此来否定教皇干涉其内部事务的权力，但为此付出的代价是要再次被打上神圣罗马帝国臣属的印证。显然，这些城市共和国需要这样一种政治理论，运用它既能够为自己独立于教会的自由辩护，而又不至于再将自由拱手交给他人。[4]

在城市共和国内部，也出现了新的危机。从13世纪开始，由于商业的发展，新兴商人阶级显赫一时，但这些新贵在由名门望族所牢牢把持的城市议会中却没有发言权，他们极力谋求得到社会的承认，于是组织自己的议会向旧议会发出挑战。新贵的议会，1250年在卢卡和佛罗伦萨建立，1262年在锡耶纳建立，不久在大多数重要城市中纷纷出现。这样，共和国内部的党派斗争越演越烈，但丁被流放也是内部党争所致，结果使共和制受到侵蚀。到13世纪末，绝大多数城市被内部党争弄得四分五裂，乃至不得不抛弃共和政体，去接受单独一位“首领”（signore）的统一的和强有力的强权统治，以此来取代混乱不堪、暴力冲突不断的“自由”状态，打着使城市获得更多秩序与和平的旗号，由自由政权转向专制政权。有人认为意大利城市共和国的“自由的光焰”只是可悲的昙花一现。随着首领的登台、专制政权的建立，一种新式的政治理论便应运而生，它以歌功颂德的方式，将首领吹捧为统一与和平的使者，认为专制政权较共和政权要稳定得多，能给人民带来和平和宁静，和平的价值远高于自由等。到14世纪，意大利出现了许多的地方性君主国。

并不是所有的共和国都倒向了专制主义，有些城市坚决捍卫共和制政权，佛罗伦萨就属其中的中流砥柱。捍卫共和的行动伴随着一种政治思想体系的发展，这种体系崛起于13世纪末14世纪初，到15世纪初则发展为“市民人文主义”。这一体系的目的在于辩明和强调共和制下的城市生活有其独特的优越性，极力颂扬共和制。

14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出现一种明显的从自由城市过渡到个人和家族的君主制趋势，但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在整个14世纪是真正的共和国，它们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与这种政治现实相应，在思想领域，一些人为共和制辩护，一些人则为君主制辩护。15世纪以前意大利君主制与共和制共存的格局并未有多大改变。正是共和制下的佛罗伦萨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真正的贡献，14世纪文艺复兴三杰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皆为佛罗伦萨人；到了15世纪，佛罗伦萨的三任秘书官萨留塔蒂（Coluccio Salutati，1331—1406年）、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和波齐奥（Bracciolini Poggio，1380—1459年）将人文主义运动推向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他们赞颂共和制，歌颂和捍卫自由，成为市民人文主义的主要代表，使市民人文主义成为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运动中一面鲜艳的旗帜。

不论是在意大利还是在北欧，人文主义的发展都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但丁对帝国统治的渴求、彼特拉克对君主美德所寄予的深厚期望、布鲁尼对共和制的热情歌颂以及16世纪马基雅弗利[5]（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伊拉斯谟、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等人对君主制的推崇等，都标示出这种联系的密切程度。另外，许多人文主义者尤其是有声望的人文主义者大多在权力机构中任职，或服务于教皇、皇帝和君主，或服务于共和国政府机构。人文主义与政治的这种联系在教育思想的发展上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得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成为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

文艺复兴作为一场文化革命，必然会对教育发生深刻影响，但人文主义的新精神并没有马上渗入学校，“文化复兴革新了教育的内容，并且在对待文学和道德问题上采取了崭新的姿态。新兴的艺术[6]在个人和公共的生活中占据了重要的位置。但是以上这些现象在十四世纪都还并不常见。我们更多地是在个人的环境中而不是在学校里发现它们。它们还仅仅是以孤立的而不是普遍的现象出现”[7]。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在14世纪意大利新文化中的地位给人以鹤立鸡群之感，他们振臂一呼尚不能使应者云集，因为人文主义在14世纪末以前尚无深厚的根基，然而正是这几个人的思想培养出了好几代的人文主义者。到了14世纪70年代，人文主义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人们对新文化的姿态已不是最初所表现出来的那样犹豫和观望，而是迈出了坚定的步伐”，“文艺复兴的根基已深深地扎到土壤下面去了”。[8]

在人文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到了15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开始发展起来，与之相应，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开始被系统地表达出来，涌现出一批讨论教育问题的著述和人文主义者。本章对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阐释正是以此为基础的。

二、但丁的思想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联系

1265年，但丁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古老的家族中，但丁最初30年的情况现在尚无确凿的材料，有关其生平的可信的记载是从1295年开始的。1295年，但丁投身于佛罗伦萨的政治活动。1302年，但丁因政治原因被佛罗伦萨当局放逐，从此到1321年去世，但丁一直在外流浪，未回佛罗伦萨。但丁的著述主要有《论俗语》《飨宴》《论世界帝国》《神曲》（包括《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堂篇》）等。《神曲》是人类文明史上的杰作，内容丰富，表面上描写地狱、炼狱和天堂，实则描写今世，它记录了新旧交替时代意大利的社会生活，反映了当时文化领域的各种成就，但丁通过《神曲》也鲜明地表达了他对各种事物的看法和态度。尽管《神曲》中包含许多中世纪的东西，如但丁所使用的术语和概念大都来源于同时代的经院神学，但它有史以来第一次表达了带有新时代特征的新思想和新世界观。

但丁没有直接论述过教育问题，但作为新时代精神的第一位代言人，他的思想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却正是其后的教育思想家所不能回避的。新思想对教育思想的渗入是一个逐步的过程，但丁提出了新的思想，后人才将这些反映时代精神的新思想渗透到教育思想当中去。但丁的新思想涉及他对宗教、政治、道德、理性、古典文化、民族语言等的看法。

在世俗与宗教的关系上，他认为二者是平行并重的。他认为有两条历史线索，一条是《旧约》和基督教所昭示的历史，一条是世俗权力所留下的历史，二者具有同等的和并列的意义。意大利的政治分裂和战祸频繁使但丁希冀在意大利确立一种世俗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局面，他认为帝国和教廷是两种平行的、平等的权力机构，它们分别统治着现世中的世俗和宗教这两个方面，教廷不应无端干预世俗事务。在《论世界帝国》中，但丁把世俗权威和宗教权威区分开来，他认为世俗政治的目的是将人性的发展推向极致，人不同于宇宙万物，其特殊目的仅仅在于发展那种“通过可能的理智而从事理解的能力”，而政治的目的就是帮助人们发掘这种智力潜能。要达成这一目的，和平至关重要，而只有统一的世俗帝国才能最稳固地维持和平。但丁赋予世俗国家一种独立的、非宗教的目的，他利用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做出了这样的论证，即国家是一种世俗的权威，它不必服从于教会或宗教的目的。“但丁的这一工作具有高度的独创性和革命性。在中世纪，曾经有过许多捍卫世俗权威、反对教皇干预的理论，然而，但丁的这种有关自足的世俗国家的哲学理论却是全新的。尽管这种理论与罗马帝国联系在一起，并且因此注定不会具有永久的影响。但是，就哲学观念的范畴而言，这种理论无疑是但丁最具独创性的东西。”[9]就因为《论世界帝国》一书，但丁在死后的10年中一直被指斥为教会的敌人，该书也遭教会的火焚。

但丁否定教皇权威和教阶制度，认为关于教会本质的唯一有效的证明只能存在于《圣经》之中，在《圣经》之后依据教皇的圣谕和教会的博士们的解释而建立起的“传统”不具有任何的有效性，但丁要求对《圣经》予以新的解释，从中挖掘出隐秘的含义。他反对中世纪教会人员所做的一些解释，如但丁不同意将教会的权力比作太阳而将世俗的权力比作月亮，不同意由此而得出的教会权力高于世俗权力的结论，但丁认为不能对上帝创造太阳和月亮的故事做这样的解释。但丁认为，不能赋予太阳、月亮这样的含义，因为上帝创造二者先于创造人，而世俗权力和教会权力都属于人类生存的条件，不可将它们与太阳、月亮这些先于人的创造物混为一谈。此外，但丁还指出，作为一种天文学事实，月亮也有着它自身的运动方式，不能认为它完全依靠太阳而存在。他不仅在政治上抨击教廷，而且从道德上抨击教会，认为教会罪恶昭彰，正在堕落之中。但丁对教会拥有财产权和司法权也持否定态度，因为在《新约圣经》中耶稣曾要求“你们的腰袋里不要装金银铜钱”。但丁对教会的看法具有颠覆性，他认为教会是基督建立的使徒团体，依照耶稣基督的要求教会必须生活于贫困和谦恭之中。但丁依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认为教会不能被看作一种政权。在《炼狱篇》中，但丁还将教廷比作一位淫妇，坐在车中与一个巨人（法国宫廷）接吻，后来这位巨人将车子和淫妇一起拖进了密林之中（隐喻教廷之被迁移于法国）。

但丁在《炼狱篇》中曾追问：为什么世间如此缺少美德？但丁认为，问题出在人类自身，最大的问题是教会权力与世俗权力各自的领域混淆不清，教皇堕落了，教会腐化了，以致道德走向歧路。但丁倡导七种美德，包括四种基本美德，即节制、谨慎、刚毅和正义，三种宗教美德，即信仰、希望和博爱。但丁认为，即使未受到基督启示的人，也可以获得四种基本的美德。在《论世界帝国》结尾处，但丁写道，正确无误的神明为人类安排了两个目的：其一是尘世的幸福，它包含在人类自身美德的发挥中，并且体现在尘世乐园中；其二是永生的幸福，它包含在目睹上帝的愉悦中，而这单靠人类自己的美德是达不到的，非有神启相助不可，它体现在天堂之中。只要我们遵循哲学的教诲，跟从智慧的引导，并且身体力行行动的美德和知识的美德，就可以达到第一个目的；只要我们遵循那超越人类理性的神圣教诲，并且身体力行信仰、希望和博爱这三种神学的美德，就可以达到第二个目的。从此可以看出，但丁的宗教观是宗教激进主义和宗教理想主义的融会，而其内核是道德问题，激进主义和理想主义皆指向对当时教廷和教会的批判。

但丁对道德问题的探讨严肃而深邃，并将其融于雄丽奇崛的文学想象之中。《神曲》是一部人类道德批判的巨著，用自叙的方式写就，但丁是书中的一个角色。整部作品开始于但丁在一个黑暗的森林中迷了路，黑夜过后，但丁又被三只野兽（豹象征淫欲，狮象征骄傲，狼象征贪婪）拦住去路，在这危急时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但丁青年时代的恋人俾德丽采的嘱托前来搭救但丁，然后又带但丁游历地狱和炼狱。地狱里阴森恐怖，罪恶不能受到宽恕的灵魂在此受磨难和酷刑。但丁通过地狱的描述，尖锐地谴责了淫欲、饕餮、贪婪、挥霍、谄媚、偷盗、伪善、背叛、冷酷、挑拨离间、阴谋诡计、重利盘剥、买卖圣职等罪恶。但丁将买卖圣职的教皇也打入地狱之中。游毕地狱，但丁随维吉尔重返地面，来到洗罪涤恶的炼狱山前。只有那些生前的罪恶能通过受罪而得到宽恕的灵魂，才能进入炼狱。炼狱里的刑罚没有地狱严酷，而且带有赎罪的性质，故此灵魂们比较容易接受。炼狱共分七层，每层洗去傲慢、嫉妒、愤怒、怠惰、贪财、贪食、贪色中的一种罪恶，最后升至山顶，山顶上是一座尘世乐园。到此处后，维吉尔离去，改由俾德丽采前来引导但丁游历天堂。在经过了构成天堂的九重天之后，苦苦追索，遍览了古往今来人类所走过的弯路、陷入的迷途、犯下的过错和铸成的罪恶，指出人怎样伤害了他人、贬损了自己，揭示出人的心灵和意志上的种种缺陷，从而寻求人的价值和尊严，探索通往人的崇高美德和自我完善的艰难道路，这充分体现出但丁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具有深刻的忏悔意识和批判精神，有人将这种精神称为但丁精神，认为“但丁精神，其基本特征是深刻、崇高、锲而不舍的自我批判、自我忏悔、自我完善的自觉意识以及对全民族、全人类道德进步和文明发展的思虑和关切。在人类物质进步的发展历程中，离不开精神进步这一重要层面；而个人、民族和人类在精神文明的发展过程中，离不开这种自觉的批判精神、忏悔意识和进取意志。这就是为什么人类每前进一步总要有一批思想家最先挺身而出，清算社会历史和精神观念的陈腐垃圾的基本原因。事实上，这种但丁精神自欧洲文艺复兴开始就一直伴随着人类走向历史的进步”[10]。教育以塑造人的精神世界为己任，教育从但丁处获益多多。再者，但丁本人不就是一位整个人类的教师吗？但丁的作品中所蕴含的教育精神是非常深邃的。

但丁十分推崇理性的作用。在《飨宴》中，他认为人天生具有理性，理性的思考和沉思具有一种特殊的重要性，它可以使人更充分地发挥其自然潜能。在但丁看来，哲学是纯粹精神的和理性的世界，是上帝、天使的世界与人的世界的中介，因此，但丁特别推崇哲学，将其置于各种学科之首。但丁将其对知识的划分与宇宙天体的划分相联系，有九大天体围绕地球旋转，距离地球由近到远依次是月星天、金星天、日星天、火星天、木星天、土星天、恒星天和水晶天。在水晶天之上是最高天。但丁从最低的天体开始，依次将下面的七个天体对应于七艺，即文法、辩证法、修辞学、算术、音乐、几何和天文学。第八层天即恒星天对应于物理学和形而上学，第九层天对应于道德哲学和伦理学。九大天体中，水晶天是最高的运动圆周，通过其影响，控制着所有低层圆周的运动。同样，伦理学也对其他各门学科具有一种普遍的控制力，因为它指导着从事这些研究的人的头脑。在水晶天之上的恒定不动的最高天，即基督教的天堂，这一天体准确地对应于神学。其他学科都可以存在观点上的分歧，并且因此与宇宙的各个运动部分相对应，但是，这种情况却不能发生于神学之中，神学只研究永恒的真理。哲学与这些皆不同，它首先是一种行为或一种思想状态，而不是经研究而获得的学说，但丁用哲学一词指谓词源学意义上的“对智慧之爱”。但丁反对盲目信仰，而是要求信仰要以理性为基础。尽管但丁的许多哲学观念含混不清，如在理性真理与宗教真理的关系问题上就是如此，但他对人类的理性力量却持狂热的乐观主义态度。他将理性视为人类本质的一个方面。

但丁在《神曲》中将维吉尔视为理性和智慧的象征，认为维吉尔是喷涌出丰富的语言之流的源泉，是其他诗人的荣誉和光明，是载誉的圣哲，“你是我的大师和我的先辈；我单单从你那里取得了那使我受到荣誉的美丽的风格”[11]。《地狱篇》的思想模型就来源于维吉尔《伊尼德》一书第六章。实际上，维吉尔不仅是但丁文学上的向导，也是其政治观的主要思想来源。但丁要求人们追求知识，在《神曲》中，但丁借尤利西斯这一形象表达了这一思想，甚至对家庭的眷恋“也征服不了我（指尤利西斯——引者）心中的热忱，它要去获得关于世界的知识，关于人类的善恶的知识”，尤利西斯还激励他人：“想一想你们的出身：你们不是生来去过野兽的生活，而是要去追求美德和知识的。”[12]但丁同时又认为人类的理性是不完满的，虽然它能理解尘世之物中的真理但它难以理解神圣之物中的真理。但丁认为，只有像修道士那样通过对沉思生活的追求，人们才能获得对于神学真理的理解能力。

但丁阅读和研究了大量古代和中世纪的著作，他引证古人的范围甚广，在古代作家中，他常常提及亚里士多德，而非西塞罗、波伊修斯和托勒密；在中世纪作家中，他提及最多的是阿奎那。但丁无疑掌握许多知识，但他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哲学观，不论在总体上还是在某个具体问题上，他却没有明显地依附于某个权威或派别。这表现出其独特的个性。

但丁积极捍卫意大利语的地位。《论俗语》虽然是用拉丁文写成的散文体论文，却是一部对意大利语的辩护词，也是一部诗论。《飨宴》和《神曲》是用意大利文写成的。但丁认为对意大利诗歌进行评论时，应该使用意大利语而不是拉丁语，但丁还系统比较了意大利语和拉丁语，并通过对拉丁语的赞美性分析抬高了意大利诗歌的地位。但丁希望《飨宴》不仅成为他的诗作的辩护词，也成为普通人可以阅读的书，他明确地将此书献给许多不懂拉丁语的意大利人，他一心要使那些只为大学教授所掌握的学问（它们通常是用拉丁语写成的）也为意大利读者所掌握。在他以前，从未有人在如此大的范围内做过这样的尝试。但丁强烈地感受到意大利语的潜力。

但丁一生都在期待着一场伟大的变革，他怀有一种神圣的责任感和舍我其谁的使命感，他预言未来并力图挽救颓世。在《地狱篇》中，但丁一开始就怀有一种信念，即他游历地狱、炼狱和天堂是由于命运的安排。游历刚开始时，维吉尔便训斥那些试图阻拦他们的人：“不要阻拦他命定的行程；这是天上的意志，天所在，定能完成：不要再多问。”[13]而在《天堂篇》中，书中人但丁担心他若向世人说出他在游历中的所闻所见，“会使很多人感到辛辣”，并担心会因此而不能名垂后世，“我已被逐出了我的祖国，但愿不要因为我的诗篇里暴露了人类的罪恶，一切国家都不容我”。在书中，但丁最伟大的先祖卡嘉归达则勉励但丁：“由于自己的羞耻，或别人的羞耻，而变得晦暗的良心，的确会觉得你的说话异常刺耳。但虽然那样，还是拂开一切谰言，把你看到的全部天启叙说出来，生有痂癣的人自己会搔痒；因为，你的声音若是在初尝时有辛辣之味，但在消化之后，它会留下富有生命的营养。你的这个呼号将如烈风一般，愈是吹向高山峻岭风势愈猛：这对你将是一个不小的荣誉。”[14]这个预言已经实现了，但丁暴露了人类的罪恶，却获得了世界性的声誉，当今哪一个国家不容他呢？

三、彼特拉克的人文主义思想

彼特拉克（意大利文为Francesco Petrarca，1304—1374年）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教育思想家，但同但丁一样，他的思想所涉及的主要问题却正是后来许多教育思想家所关注的。

彼特拉克是一件自我造就的“艺术品”，他视自己为被塑造的对象，精心雕琢，终生不辍。彼特拉克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的成就是其自我教育、自我塑造、自我设计的产物。他本人的生平与成就是一个突出的自我教育的范例，是当时个人个性充分发展的典型，是后天力量能使个人成为伟人的体现。这些不仅肯定了个人在自我塑造中的力量，同时也肯定了自我教育的价值。

彼特拉克和但丁、薄伽丘皆为佛罗伦萨人。1302年，但丁被流放几个月后，彼特拉克的父亲也被逐出佛罗伦萨。1304年彼特拉克出生于阿雷佐（Arezzo），几年后迁往比萨。彼特拉克8岁时，其父出于谋生的考虑全家迁往阿维尼翁。中世纪的一条教旨是，“教皇在哪里，哪里就是罗马”。教廷设在阿维尼翁的70年，恰是彼特拉克在世的70年（约数）。当时大批意大利人涌向阿维尼翁，彼特拉克一家只是其中之一罢了。彼特拉克的父亲是一个公证人，他希望彼特拉克学习法律。从12岁到20岁，彼特拉克先后在蒙培利埃（Montpellier）和博洛尼亚（Bologna）学习法律，其间对古典著作尤其是西塞罗和维吉尔的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其父担心这种兴趣有碍学习法律，开始干预，将其书付之一炬，但看到彼特拉克心意甚笃，遂从火中抽出两本，言可作为学习法律之余的消遣，其父仍要求彼特拉克以学习法律为主业。20岁时，他放弃了法律的学习而专心致志于古典著作的搜求与研习。1326年至1353年，彼特拉克是在阿维尼翁度过的，其后他多次到意大利长途旅行。1353年移居意大利，主要居住在米兰、威尼斯和帕多瓦。1374年逝世于帕多瓦。他做过有薪俸收入的牧师，先后给科伦纳家族（Cardinal Giovanni Colonna）和维斯康拉家族做过秘书。

居住于阿维尼翁、多次游历、给贵族做秘书等经历，使彼特拉克获益很多。他可以接触各界人士，涉猎各类书籍，搜寻古典作品，目睹文化遗迹。尤其是阿维尼翁扩建的教廷图书馆和兴盛的图书贸易使彼特拉克对古典著作的追求趋向狂热，并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和后人，正是在此种意义上，人们称彼特拉克为“人文主义之父”。然而在此必须从“人文主义”本始意义上去理解人文主义。人文主义作为一种文化运动，人们对其的理解和评价并不一致。正如克利斯特勒所指出的：“假如我们要正确理解这个运动，首先就必须设法忘掉那种强调人的价值的相当含糊不清的次要意义。人的价值这个术语是人文主义从现代的语言中获得的。而且，为了把握人文主义对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义，我发现从人文主义这个术语（它是在十九世纪早期提出来的）回溯到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个术语是很有帮助的。人文主义这个词就来自人文主义者和人文学科这两个词，并且，这两个词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实际上被使用的词。从这个时期的资料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人文主义者就是讲授人文学科的人，而人文学科这个词则代表了一组学科，它由语法、修辞学、诗学、历史和道德哲学组成。从这一定义中可以明显地看到，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就是上述意义的人文学科的伟大兴起与发展；人文主义对其他文化领域，诸如文学、艺术、科学、宗教可能产生的任何影响必定都是间接性的。”[15]在但丁生活的时代，人文学科的兴起与发展尚未真正开始，其真正开始正是以彼特拉克为标志的。

彼特拉克少年时代就开始对古典著作产生了浓厚兴趣，他一生都怀着极大的热情搜集、抄写和注释古罗马时期的著作，并试图订正原文，设法吸收或采用其文体和观点。这些古典原著在过去几个世纪里无人知晓。在一封约写于1346年的信中，他列举了他所发现的一些古典著作的作者：西塞罗、特伦斯、加图、色诺芬、柏拉图、塞涅卡、奥古斯丁、普林尼等，在信中，他还要求收信人依他所列的名单为其搜集古典著作，他还讲他正在请求他在不列颠、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朋友也这样做。彼特拉克认为人们对财富趋之若鹜，而对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指古典著作和手稿）却知之甚少，这是“我们时代的耻辱”，他认为发现古典著作是一个人所做的有价值的事情之一。彼特拉克的努力没有白费，1353年他写信告知一位朋友他已拥有各种类别的古典著作。但这些著作均是拉丁文的，他在1346年写的那封信中提及的所已有的柏拉图的著作也是拉丁文本的。直到1354年他才第一次搜集到希腊文本的柏拉图著作，他因之成为西欧第一个拥有希腊文本柏拉图著作的人。到了1368年，他宣称：“我家中有16种或更多种的柏拉图著作。”[16]尽管他不懂希腊文，不能阅读这些著作，但他依然为拥有这些著作而骄傲。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知识的发展靠手抄本来维系，这难免产生讹误，而且传抄次数越多，产生讹误的可能性就越大。彼特拉克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致力于发现这些讹误，他希望能通过对史料的评论和比较，通过对重要细节进行论证等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从此可看到彼特拉克对史料的确切性的追求。这种追求还表现在他对古希腊著作的态度上。

彼特拉克不了解罗马文明受古希腊人影响的程度，但他从古罗马著作中看到大量有关希腊的资料。他因此试图学习希腊语，但没有达到阅读希腊文原著的水平。中世纪也有人懂希腊文，但中世纪的希腊文的拉丁文译者一向集中注意神学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对文学不感兴趣。在搜集到《荷马史诗》的希腊文手抄本（此手抄本被当作《荷马史诗》的最早的拉丁文译本的依据）后，彼特拉克建议翻译《荷马史诗》，这就为以后古希腊诗歌和文学的复兴开辟了道路。彼特拉克认为柏拉图比中世纪的思想权威亚里士多德伟大，认为前者是哲学宗师。彼特拉克并不轻视亚里士多德，他认为亚里士多德本人可能高于他在中世纪的翻译家和注释家心目中的形象，他说：“我承认我非常不喜欢他的那种以拉丁语出现的文体，然而，我从希腊文的材料和西塞罗那里知道，在他本人的语言中，他的著作是非常悦耳、典雅和华美的……然而，由于翻译家的粗俗和嫉妒心，流传给我们的却是穿着粗糙简陋外衣的亚里士多德。”在攻击经院主义学者时，彼特拉克指责他们“坚持的只是通过传闻所了解的亚里士多德……并且任意曲解他的正确词句，使其含义别扭难懂”[17]。实际上，并不是所有的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皆悦耳、典雅和华美，但彼特拉克的这一看法却十分中肯，要求恢复其本来面目，予以重新评价。在彼特拉克之后，人们就根据希腊文本来研究亚里士多德，而且亚里士多德的中世纪著作译本也被人文学者的译本所取代。以上种种，表明彼特拉克力图恢复历史本真的追求。

彼特拉克的古典主义主要囿于古罗马作家的范围内。他崇尚古罗马作家使用的拉丁语之纯正与优雅，认为中世纪通行的拉丁语粗俗而鄙陋，希望以前者代替后者。因此，在其著述中，他采纳古风，模仿古典拉丁文作者的文体和语言。他尤其尊崇西塞罗和维吉尔，视之为父兄，1345年彼特拉克发现了西塞罗的信件，后来引信便成为他写信的范文。晚年在《论无知》中他整段引用西塞罗的话，并称自己是西塞罗主义者。彼特拉克关于古希腊著作的知识也是通过西塞罗获得的。

彼特拉克的古典主义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机械模仿，他还注重在内容上吸收古人之精华。他认为，模仿的过程不应是亦步亦趋地照抄或照搬，而应是创造性地改写或重写，如同蜜蜂将花粉酿成蜂蜜一样。所求者不是形似而应是神似的。超越古人，跳出传统樊篱是彼特拉克根本的愿望。彼特拉克对古典作品精熟于心，他在写作时，古典作品中的词句、文风会不自觉地流溢出来，因此，他的模仿绝非机械式的亦步亦趋。再者，彼特拉克强烈的自我意识和有所成就的愿望也促使他尽力超越古人。

古典主义无疑是人文主义的最基本特征，但不是唯一特征，由古典主义又引发出许多新的问题，如对古代社会和异教作家的评价、对世俗与宗教关系的看法、世俗美德与基督教美德的关系等，对这些问题的一般看法也是人文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彼特拉克是古非今，对古代研究越多，对当时社会的不满就越甚。他说，“我生活在这个时代，但我是生不逢时”，“我从来就不喜欢今天这个世道”。[18]是古非今的目的是变更现世，彼特拉克不是一位自我沉醉于过眼烟云般的历史中的学究，他的研究促使他直接介入了当时的政治，他渴望意大利和平统一，沉醉于古罗马的辉煌与光荣，力图重建罗马帝国，这是他参与社会活动的主要出发点。他认为自己的处境与祖国的处境命脉相连，他说：“假如罗马被割得四分五裂，整个意大利又将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假如意大利被搞得肢体不全，我个人的前途又有什么希望呢？”[19]

彼特拉克对教会颇为不满，他曾用大量篇幅严厉谴责阿维尼翁教廷的堕落和邪恶，并把阿维尼翁比作新巴比伦，他希望教廷能回归其故址罗马。彼特拉克对经院哲学持敌视态度，这种态度后来被著名人文主义教育家维夫斯等人文主义者所发展，但他对经院哲学的批判并不具有专业性，常常有强烈的个人主观色彩，往往都是细枝末节上的批判。尽管彼特拉克对教会和经院哲学不满，但他却笃信基督教。宗教信仰和宗教虔诚在他的思想和著作中居核心地位，如果宗教和古典著作发生冲突，彼特拉克会毫不犹豫地站在前者一边，他说，“我的心灵的最深处是与基督在一起的”，“当这颗心灵思考或谈到宗教时，即在思考和谈到最高真理、真正幸福和永恒的灵魂的拯救时，我肯定不是西塞罗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而是基督徒”。“为了真正地进行哲学探讨，我们首先必须热爱和崇拜基督”，“做一个真正的哲学家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基督徒”。[20]这表明，彼特拉克在反对经院哲学的同时，仍保持其基督教信仰，力图将自己的古典常识与宗教信仰调和起来。古代的制度与作品以及由此而表现出来的伦理价值，未必与基督教一致，古罗马的泛神论与中世纪的一神论水火不容，强调个人成功的斯多葛式的伦理标准也不会为倡导自我牺牲美德的基督教所接受。因此将人文主义与基督教调和起来颇有难度，但二者在彼特拉克看来皆有长处，值得调和。在《论无知》中，彼特拉克说：“以一个信徒的真诚和稳定的情绪来阅读西塞罗的作品，当然不会对奥古斯丁或别的任何人有什么妨碍；相反，西塞罗流畅的语言对所有的人都是有益的……当然，我们必须想到或提到宗教这一最高真理、这种真正的幸福和永久的超度……我似乎很有把握地感到假如西塞罗能够幸会基督或了解他的说教的话，他本人一定会成为一名基督教徒。”[21]在讨论了自然灾害的肆虐、人类文明的崩溃、人类困苦的处境、人类邪恶带来的孽果、人的灵肉间的冲突、人之死亡不可避免等之后，他得出结论：来世生活是最美好的，《圣经》是通向来世生活的最准确的指南。彼特拉克对奥古斯丁甚为推崇，视其为他的精神引导者，在其著作中对其引述甚多。彼特拉克的这种态度具有典型性，他实际上是把早期基督教作家视为基督教的古典学者，他们不与经院神学家为伍而是与非基督教的古典学者在一起。后来的一些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北欧（泛指意大利以北）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如科利特、伊拉斯谟、莫尔等人把他们从研究古代作家发展起来的编辑、翻译和注释的学术方法也使用于对《圣经》和基督教古典作家的研究，从而使基督教人文主义盛极一时。在此意义上，彼特拉克可以说是文艺复兴时期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先驱。

古代社会是美好的，来世是美好的，现世如何呢？人应该如何度过现世呢？在此问题上，彼特拉克的态度是矛盾的。一方面，他积极投身于社会事务，力求运用自己的才识济世于水火，并力图扬名于世；另一方面，他又为此而懊悔，希望能远离纷争不断的尘世，心平气和地专注于他所感兴趣的研究和写作，也认为静思隐居的生活方式高于投身社会事务。对这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的关注是彼特拉克许多著述和信件的主题，也是后来许多人文主义者热衷的话题，并且也是当今许多知识分子所关心的问题。彼特拉克说，“我的愿望变化不定，我的欲望相互冲突，这些将我搞得心魂不宁。一个人的外在的追求就是这样与他的内心欲望相互斗争着……”[22]他认为从事世俗事务会有碍于他精神境界的升华，故他希望逃离性爱、避开世人、摆脱官场生活的重压，以求乡间生活的恬淡、静谧。隐居生活的平静与闲适，比尘世间任何欲望都更令人向往。彼特拉克甚至指控夏娃毁掉了亚当的独身生活。彼特拉克对隐居的向往是真诚的，他对社会活动的参与也是实实在在的，那么，他崇尚的隐居生活的性质如何呢？他的隐居离世是禁欲主义的吗？与中世纪修道士之修道一样吗？

彼特拉克的隐居是世俗性质的，正如克利斯特勒所言：“世所公认，独居的理想已经体现于中世纪修道生活的传统中，彼特拉克事实上就举出僧侣和隐士的那种生活为例。但是，他的理想与僧侣不同，而是和学者或作家的理想相同，到乡间去，远离城市，远离喧嚣和骚乱，过着无人干扰，自由地读书和思考的生活。我们充其量只能说，彼特拉克把修道院的隐居理想变成世俗和文学上的理想，直到现代，隐居的理想一直以这种形式被许多诗人、作家和学者喜爱，他们仍然喜欢草地、森林、湖边、河畔，讨厌闹市和公路，甚至象牙之塔。”[23]本书认为，彼特拉克的隐居与其参与社会活动并不相互冲突，而是相得益彰的，隐居不是无所事事，不是禁欲，淡泊是为明志，宁静是为致远，隐居时的读书与写作加深了他对社会的理解，也为其参与社会奠定了智识基础。二者统一于他的强烈的自我意识，渊源于他对名誉的不懈追求。

彼特拉克对自己的存在及存在状况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力图按自己的想法进行自我形象的塑造。彼特拉克要求人要关注自身，要求要重视人。他认为人的问题应是哲学等关注的主要对象，他批判经院哲学学者的一个原因是他们提出的问题毫无用处，忽视了人的灵魂这一重要的问题。他借奥古斯丁之言批评道：人们赞美山峰之巍峨壮丽、海水之汹涌澎湃、河流之奔腾不息和星辰之周期运行，却把自己置于脑后。他接着说：“除了灵魂以外没有任何东西值得赞赏，对伟大的灵魂来说，没有任何东西是伟大的。”[24]山峰再高，也高不过人的精神。据此，我们可稍作引申：既然灵魂最伟大，那么以塑造人的灵魂为己任的教育必应是世间最伟大的工作。在《论无知》中，彼特拉克说：“即使所有那些事情都是真实的，它们对幸福生活来说也无关紧要。因为我了解动物、鸟类、鱼类和蛇类的本性，而忽视或蔑视人的本性、人生的目的以及人们的来处和归宿，这对我又有什么益处呢？”[25]在此，人们第一次发现了“对人的重视”。尽管彼特拉克依然虔信上帝，但却未漠视人的存在，他认为哲学的最高目的是认识上帝，同时他把认识人和认识上帝连接起来。在灵魂之中，意志（情意）和理想何者居先？他说：“培养善良虔诚的意志比培养有能力和聪明的智力要安全。意志以善为对象，理智的对象则是真理。意欲求善优于认识真理……因此那些把时间用在认识上帝上而不用在热爱上帝上的人是错误的。因为人之一生无论如何不能完全认识上帝，但是人们能够虔诚地热爱上帝……诚然，人们不能热爱完全不了解的东西。可是，我们对上帝和美德的认识达到一定程度（因为我们并不能超越这个程度来认识它们）也就足够了。只要我们认识到上帝是一切善的源泉，依靠他、通过他、在他之中，我们就是善的（就我们是善的而言），并且认识到美德是仅次于上帝的最好的东西。”[26]彼特拉克要求人们崇敬上帝，实际上也是重视人的灵魂的另一种表现，在他看来，上帝是人主观精神的产物，关注上帝亦即关注人类的灵魂本身。

关注人的理念在彼特拉克那里与其自我意识、自我塑造有密切的联系。彼特拉克对其个人价值的认识具有一种深切的历史感，他精熟史实，他也把现实的自我嵌入了历史长河之中，力求通过自身的努力，在历史上有一席之地。他仰慕古人的丰功，也想创造自己的伟绩，他有成就一番事业的豪情，有留名千古让后人景仰的渴望。他敬仰古人，他也希望后人像他敬仰古人一样敬仰他。他的一生是追求名誉和荣誉的一生，他的“成名成家”的愿望比其后的许多人文主义者还要强烈得多。他有坚定的主体意识，他有意识地按自己的期望形象塑造自己，他相信自己的能力和价值，自信自己能决定自己的未来。这种主体意识是后来许多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所具有的，并被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家蒙田发挥到极致。我们认为，这种主体意识是一种饱含现代精神的态度，彼特拉克未将自己的命运屈从于外力，不悲观亦不宿命。他的一生比他的著作本身更能体现出“人”的精神。

他既把自己作为生命的主体，又把自己作为他关注的一个对象，不时地修改、纠正、调整着自己，使自己更趋完美。他并不是盲目地活着，他很清醒地注视着自己的生存状态。他的精神境界远远地高于同时代人和很多后人。他的努力并没有白费，他少小时就想成为桂冠诗人，其后他对此念念不忘，成为其主要的奋斗目标。后来他果然在罗马被加冕为桂冠诗人，荣耀至极。从此，我们可以看到，人有塑造自身的巨大力量，外在之物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人的生存与命运。

他喜欢独居幽处与其成名成家之追求并不对立。读书与写作是最令他愉快的事，对他来说，写作已积习成性，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不让其写作无异于使其死亡。而独居幽处，能使他避开不愿见的人、不愿做的事，有一个适于写作的环境，能更好地按自己的愿望塑造自身而不受别人干预。幽居与参与社会活动一样，皆为他成就功业所必须。

追逐个人声名和荣誉在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那里是一种普遍的做法，这种做法也深深地渗到教育之中。让受教育者有所作为也成为教育的一种追求。这样就带来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念——个人发展是合乎道德的，追求声誉不仅是合理的，甚至是应予大书特书的。彼特拉克如何看待声誉与美德的关系呢？

基督教认为上帝洞察一切，人的命运是由万能的上帝所左右的，人对命运、对生活中的苦难是无能为力的。彼特拉克强调生活是无休止的抗争，充满冲突和磨难，他也相信宿命论，但同时又强调人自身的力量，他试图将基督教伦理观和古典伦理观调和起来。在《论对两种不同命运的拯救》中，贯穿始终的主题是，聪明人除了相信自己健全的理智外，不应相信其他什么，聪明人应相信厄运，尔后设法减轻厄运带来的后果。应居安思危，也应处乱不惊。在此，彼特拉克所倡导的实际上是一种古典的美德：“一种通过学习与奋斗后身心具有的特质，一种可以为个人带来高贵和荣誉的特殊伦理，一种以历史上伟大的生活和成就为样板而取得的声名，一种使俊贤之才区别于平庸之辈的美德。”[27]由此，彼特拉克视追求声誉为美德，他的一生表明他正是一位忠实的践行者。他主张允许人享有一定程度的自由意志，因为自由意志存在是个人自我完善的必要基础。“自由意志”问题后来成为伊拉斯谟和路德争论的主要问题之一。

然而，彼特拉克对声誉的看法充满矛盾。在其著述中，他又常常贬低对声誉的追求，而认为应以修行美德取代对名誉的追求，他认为名誉是一种虚荣，是一种空泛的大众舆论，是月桂树上的苦涩浆果，是一阵过往的轻风。追逐名誉会招人嫉妒，会失去自己的部分安宁，最好能够平静地生活，哪怕被称作一个文盲。这些无疑是受到了奥古斯丁的影响，表现出两种伦理观在彼特拉克头脑中的冲突，即把追求世俗事物视为虚荣的基督教伦理观和想使自己的每一成就与古代历史上的丰功等量齐观的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努力之间的冲突。随着年龄渐高，彼特拉克抱负明显减弱，愈加崇尚过朴素的生活，拒绝出任高官，拒绝财富诱惑，拒绝参与可能影响他写作心境的社会活动。但这决不表明他已放弃追求，只是使追求改变了重心，他愈加重视精神境界的提升，更重视人的内在品质的提高。而这在他看来，是荣誉之源。他欲以修行美德代替追求名誉。他认为一旦修成美德，真正的名誉便会不期而至。有所作为是其一生的追求，也是其一生的写照。正是这一点，使其成为一个“现代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人文主义者。

彼特拉克强调古典时代的道德理想，认为这些是人的行为的最好的指南。在彼特拉克看来，一个好人（good man）是一个有德行的人、受道德约束的人，而德行来源于知识。彼特拉克推崇的知识包括历史、哲学和诗歌三大领域，由此，他认为这三类学科的代表人物李维、西塞罗、柏拉图、维吉尔、荷马是人类的最好的楷模。学习这三类学科可获取知识，而知识将使人获取美德。这里彼特拉克实际上讨论的是知识获得与品德发展之间的关系。

在怎样通过教育获取知识方面，彼特拉克没有试图提出系统的方法和概念，这在15世纪才成为教育思想关注的问题。但彼特拉克在其著作中也多多少少涉及教学过程问题。他认为，对知识的清晰的掌握是教学的基础，他借助于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权威来论证此点：“被一个人所清楚地理解了的东西，他才能清楚地表述出来，他才能将其心灵最深处的东西传达到听众的脑中。在这方面，诚如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第一卷中所言：‘一个人以其昏昏，不能使人昭昭！’的确，没有认识（knowing）就没有教学，因为（如同西塞罗在《论法律》第二卷中所言）‘教学不仅需要一定的认识某种事物的技巧，还需要一定的教某种事物的技巧’。然而，这种技巧以理智和知识的明晰性为前提。”[28]在此，彼特拉克在前人基础上将“认识”（knowing）和“教学”（teaching）做了明确的区分，他认识到一般的人类认识过程与特殊的教学认识过程是不尽相同的。

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波特拉克也注意到了王侯的教育问题。他69岁时，应帕多瓦的统治者弗朗西斯科（Francesco da Carrara）的要求，在一封长信中论及王侯的教育问题。彼特拉克讨论了王侯德善与正义的必要性，并详列出王侯应具有的品质：王侯应通过合宜手段保护其国土，应对公共福利感兴趣，应公平而合理地征税；在个人风度方面，王侯应自制、谦逊而有尊严；王侯应赞助和尊敬那些有特殊才能的人，尤其是那些有名望且在法律、宗教、军事和学术等领域从事公共事务管理的人。

对于大众教育（education for the people ），他没写过什么东西，他对大众教育持蔑视态度，具有明显的贵族性倾向。他认为大众子弟智力愚钝，轻视荣誉而贪图小利，并无多少可造就之处。优秀人物不应做这些孩子的教师，应让那些羞于和害怕与同辈的成人交往的人，让那些喜欢对着镜子自我炫示的人，让那些总喜欢惊吓、折磨、统治孩子的人去做教师。[29]由于当时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高，教师素质较差，教师的地位也很低。彼特拉克对教师职业的这种态度与此有关。他还认为教师职业会束缚一个人个性的发展。

在复兴古代教育思想方面，彼特拉克并无直接的、突出的贡献。早在1335年，彼特拉克在读一本书时就间接地知道了昆体良，因为这本书中几次提及昆体良，但是直到1350年他才在佛罗伦萨一个私人图书馆中第一次直接读到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手抄本。但该手抄本并不完整，只有后面的部分，即使如此，也让他兴奋不已。尽管昆体良的观点并没能缓和彼特拉克对于教师职业所持的偏激观念，而且彼特拉克还在《雄辩术原理》手抄本的边页注上自己驳斥昆体良反对孤独生活的观点，但发现《雄辩术原理》的确意味着古代教育思想复兴的开始。

彼特拉克是一个具有重要历史地位的过渡性的人物，正如有人所指出的：“他的古典的修养，他的基督教的信仰，以及他对经院哲学的抨击，这些都具有个人的和某种程度上的近代性质。同时，他说的每一件事都弥漫着古典文化的影响，并且时常充满中世纪思想的残留痕迹。旧东西和新东西错综复杂地纠葛在一起，因此我们应该避免像人们常做的那样仅仅强调一个或者另外一个方面。我们甚至不能说，根据他自己的思想，旧东西是不重要的，只有新东西是重要的。假如我们想要对他做出正确的评价，并且理解他的思想的独特结构，我们必须承认旧东西和新东西同样是他的思想和观点的基本组成部分，在这个方面，就像在许多其他方面一样，彼特拉克是他那个时代的典型代表，是人文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说：由于彼特拉克具有非凡的天赋和洞察力，他不仅预见到了后来文艺复兴运动的发展，而且他也为造成这一运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因为他在他的同时代人和直接后继者中享有巨大的威望。就像大多数哲学的（和政治的）预言家那样，彼特拉克是那种由于帮助人们实现未来而预见到未来的人物之一。”[30]彼特拉克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也可从这个视角来看，尽管他直接论及教育的文字很少，但其思想却触及其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要涉及的主要问题。研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演进，不能回避彼特拉克的作用。

四、薄伽丘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

对于古典拉丁文化的复兴，彼特拉克功不可没，但致力于复兴古典拉丁文化的绝非彼特拉克一人。与其同时代的佛罗伦萨学者薄伽丘就是其中最有影响的一位。薄伽丘用意大利俗语和拉丁文两种文字写作。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十日谈》就是用“不登大雅之堂的佛罗伦萨方言”写就的。

在《十日谈》中，他以现实主义笔法，倡导人文主义精神，运笔如刀，向天主教会的权威进行挑战，在嬉笑怒骂的文学背后，充溢着严肃的批判精神，批判的对象主要是天主教会的禁欲主义、神职人员的道德堕落以及以宗教狂热为表征的蒙昧主义和宗教迫害。薄伽丘大胆提倡人性、人道和个性解放，认为幸福在人间不在天国，要求把人性从禁欲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热爱现实生活，追求纯洁的爱情。在他的笔下，人性突出地表现在男女的爱情上，他予爱情以新的评价，认为不应视之为邪恶，反应视之为美善，因为纯洁的爱情是至性至情的流露，无可非议，光明正大，应受到祝福。他认为人性之力甚大，只要有人的地方，人之天性就会显现，不可窒息，也无从回避，他说：“谁要想阻挡人类的天性，那可得好好儿拿点本领出来呢。如果你非要跟它作对不可，那只怕不但枉费心机，到头来还要弄得头破血流呢。”[31]

何为高贵？在此问题上薄伽丘也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情怀，他认为人之高贵不在于权力、财富、门第，而在于美德，他说：“我们人类本是天生一律平等的，只有品德才是区分人类的标准，那发挥大才大德的才当得起一个‘贵’；否则就只能算是‘贱’。这条最基本的法律虽然被世俗的谬见所掩蔽了，可并不是就此给抹煞掉……”[32]薄伽丘疾呼平等，对处于不利背景下有德有才之人常作不平之鸣，如“命运之神都叫那具有高贵灵魂的人操着卑贱的职业”，“命运之神常把有德有才之士隐藏在下等人中间”等。

《十日谈》从形式到内容都是新的，其战斗性也异常鲜明，这是但丁和彼特拉克所不能比的。1497年在天主教会发动的一次宗教狂热中，《十日谈》被教会在佛罗伦萨广场焚烧；1573年佛罗伦萨出版了一种教皇钦定的《十日谈》删节本，把里面干坏事的神职人员全都改成俗人。1375年薄伽丘死后被安葬于故乡一座教堂的坟地里，可后来其墓竟被天主教会挖掘掉，墓碑也被扔掉。

写完《十日谈》之后，薄伽丘转向学术研究，改用拉丁文写作，并对古希腊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是复兴古希腊文化的积极促进者。在他的努力下，欧洲第一次有了《荷马史诗》的拉丁文译本。

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是比较缓慢的，主要原因是语言的障碍。1312年维也纳宗教会议曾通过决议，要求巴黎、波伦亚、牛津、萨拉曼卡的大学和法律学院必须聘请希腊文、阿拉伯文、迦勒底文和犹太文教授。但是除法律学院和牛津大学采取过某些行动之外，这项决定的大部分并未付诸实施，西方的大学和中学都没有教希腊语。从理论上讲，在意大利学习希腊语不困难，因为从希腊殖民时代起，在意大利南部就已存在相当大的希腊语地区。但实际情况却是，希腊语地区的居民在文艺复兴时期希腊语的传授方面并未做过多么大的实际贡献，他们中间懂两种语言的人很少，此外他们还有异端之嫌，因为他们把君士坦丁堡作为他们的文化中心，罗马教廷对其持怀疑态度。[33]为复兴古希腊文化，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不得不求助于拜占庭文化。

巴拉姆（Barlaam）是古典文化复兴时期第一个被明确记载的希腊语教师。彼特拉克曾向巴拉姆学习过希腊文，但没有成功。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巴拉姆不是希腊人，对希腊文化的了解并不多，希腊语的功底并不深厚。他出生于卡拉布里亚（Calabrian），但在君士坦丁堡居住过多年，其文化背景比较驳杂，受到希腊、罗马、伦巴底（Lombard）、拜占庭等不同文化的影响。他留下来的著述表明他才能平庸，对学术一知半解，并无精到的认识。然而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却对其赞不绝口。彼特拉克曾写道，巴拉姆的“希腊语无与伦比，但在拉丁语方面则非常贫乏；他知识渊博，思维敏捷”，当巴拉姆离开他时，他哀叹“命运将一位优秀教师从我身边夺走”。薄伽丘像彼特拉克一样认为巴拉姆在希腊学术方面拥有广博的知识。实际上，这些皆为过誉之辞，因为彼特拉克和薄伽丘对希腊语知之甚少，故易对懂希腊语者产生盲目的崇拜。

1360年，薄伽丘本人开始学习希腊语，师从皮拉图斯（Leontius Pilatus）。皮拉图斯也是卡拉布里亚人，在到佛罗伦萨之前，曾在意大利和拜占庭之间有过往返几次的旅行。薄伽丘1360年在佛罗伦萨给皮拉图斯设立了希腊语教席，这是西欧的第一个这样的教席。皮拉图斯待了三年，薄伽丘在希腊语方面有了一些长进，皮拉图斯还将《荷马史诗》译成了拉丁文（第一个拉丁文译本）。这个译本水平不高，皮拉图斯与他人相处得也不好，1363年皮拉图斯离开佛罗伦萨。薄伽丘认为在希腊语研究方面皮拉图斯具有超凡的技巧（great skill）。现在看来，巴拉姆和皮拉图斯无实质区别，五十步与一百步罢了，两人对古希腊文学无深刻的把握，更乏详加阐释古希腊学术的能力，希腊语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外语罢了。所以，尽管薄伽丘的希腊语学得比彼特拉克好，但也同样未能使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更进一步。实际上，古希腊文化学术的复兴在薄伽丘生活的时代并未发生。

然而，复兴古希腊文化的热情有增无减。彼特拉克的一个学生马尔西利（Luigi Marsili，1342—1394年）召集同人好友讨论学术问题，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团体，该团体的学术兴趣与当时的大学大相径庭，主要讨论人与宇宙的关系以及人怎样才能最完全地认识到其发展的可能性等问题。该团体在欧洲的声誉不断增大。这个团体中最杰出的人物萨留塔蒂对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萨留塔蒂不仅是一个人文主义者，同时也是一个政治活动家，1375年被选为佛罗伦萨共和国的文书长和秘书，此后他长期担任要职，一直到14世纪末他都是佛罗伦萨政治活动和人文主义活动的中心人物。他利用其政治影响，使佛罗伦萨成为人文主义学者荟萃之地，承前启后地促进了人文主义运动的进一步发展。他的文书厅成为人文主义学者活动的中心，他使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被正式公认为佛罗伦萨“三杰”，他还通过组织一系列学术和教育活动造就了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

1396年，萨留塔蒂给著名的拜占庭学者克里索罗拉（Manuel Chrysoloras，1350？—1415年）写了几封信，邀请他到佛罗伦萨来，克里索罗拉接受了邀请，于1396年年底或1397年年初到达佛罗伦萨，在大学里任希腊文教授。克里索罗拉的教学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佛罗伦萨大学（the Studio Florentino）成为意大利几个主要的学术中心之一，对古希腊文化的研习，使佛罗伦萨更是走在了前列。克里索罗拉的许多学生成为意大利和欧洲学术界的领袖人物。其中最具影响的有布鲁尼、尼可利（Niccolo Niccoli，1364—1437年）和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1349—1420年）等人。从此以后，文艺复兴就获得了更广的含义，不仅包括古罗马文化的复兴，还包括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文艺复兴运动迈向了一个新阶段，人文主义的发展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到14世纪末，古典学术在意大利已全面复兴，人们对古代的价值有了更深刻的认识。进入15世纪，欧洲文化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转折，文化的发展越来越倚重于对古罗马、古希腊文化的研究。这种文化的转向使得欧洲的教育也发生了转向，带来了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教育的蓬勃开展，带来了教育理论的新进展。

第二节 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

14世纪末，尽管意大利的人文主义之学已经开展起来，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的思想被广为传播，但人文主义精神并未对教育思想产生什么影响。正是弗吉里奥在15世纪初首先将人文主义精神渗透于教育思想之中，他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复兴了被湮没甚久的具有世俗精神的古典教育思想，使之重放异彩；其二，在古典教育思想的基础上，他结合时代的需要，阐明了人文主义的教育目标、内容和方法。

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拉丁文为Petrus Paulus Vergerius，1349—1420年）是第一个系统阐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人文主义教育家，1349年生于帕多瓦附近的伊斯脱利亚（Capo d’ Istria），后从帕多瓦迁至佛罗伦萨，教授逻辑学，并研究民法和教会法。他在佛罗伦萨时，深受该地人文主义的影响，他曾师从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这使其古典知识基础较其前人如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更为丰厚。1391年他又回到帕多瓦任逻辑学教授，在讲授逻辑学时，他摒弃了经院主义的方法。后来，他进入帕多瓦君主弗朗西斯科·卡拉拉的宫廷为君主服务，约在1404年，他用拉丁文写了一篇书信体的教育论文《论绅士教育》，是写给卡拉拉之子阿伯丁的。这篇论文的拉丁文题目是De ingenuis moribus，英译为The Education of the Gentleman，有的拉丁文版本的题目还加了几个字et liberalibus studiis（意为“和自由学科”）。[34]论文共分为七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介绍写此文的目的；第二部分论述人的性格及其训练；第三部分论述各门自由学科；第四部分论述学习与教学、研究的方法；第五部分论述体育与军事训练；第六部分讨论休闲娱乐问题；第七部分为结语。这篇论文比较系统地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当时在整个西欧引起轰动，到16世纪末，共出现了40多种印本。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

—、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在《论绅士教育》的开篇，弗吉里奥转述并引述他人的观点，认为父母对子女有三项义务：其一，给子女起一个好名字，所起的名字应好听，不使子女为之感到羞愧；其二，给子女选一个好城市，使其有一个好的生活、成长和教育环境；其三，给子女提供好的教育。三者之中教育最为重要。名字不好听可以更改，居住地环境不好可以迁居，但一个人早年没受到教育却很难补救。对于一个人而言，使其受到良好的教育是给予他的一件最好的礼物，远胜于给予其物质财富，他可因受到教育而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因出类拔萃而声名远扬，这样即使他有一个最平庸的名字，此时其声誉也给此名字带来荣耀；即使他所出生的城市默默无闻，此时其声誉也能给此城市带来荣光。我们不能选择自己的名字和出生地，但学业上的进步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自身的努力。弗吉里奥以此激励阿伯丁努力向上，自律有为。

教育对个人发展而言助益多多，但弗吉里奥认为，不能只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待教育的作用，因为教育并不只是私人的事情，还关涉国家，国家应将正确训练青年人视为分内之事。[35]弗吉里奥认识到一个高雅的社会始于对儿童的精心教育，他认为对教育行为予以悉心指导至关重要，而这就需要加强对教育的理论研究。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标示出对建立教育理论的深切关注，这种关注在近一百年后的伊拉斯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伊拉斯谟已将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充分理论化了，在伊拉斯谟那里，人文主义教育理论的成熟度已大大超过了弗吉里奥。[36]

那么，弗吉里奥所言的教育是一种什么样的教育呢？他要通过这种教育造就何种类型的人呢？弗吉里奥所倡导的教育是博雅教育（liberal education）、通才教育或全面教育（all-round education），这种教育所造就的人不是中世纪的骑士，不是中世纪的教士，也不是某一行业的从业者（中世纪后期行会教育的目标），而是充满世俗精神的身心俱健的人。弗吉里奥认为身体训练和知识训练皆有利于培育人的高贵情操，且都能给人带来声名和荣誉，受教者可从二者中择其一。然弗吉里奥要求阿伯丁精熟二者，认为这样可给他带来更大的光荣，并可使身心均衡发展。真正的教育旨在对人的心智（the reason）和身体（the body）两个方面予以有效的训练，进行心智训练可使人能明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进行身体训练可使人能更好地服从理性的命令，能保护我们的权利和捍卫我们的尊严。而对于王侯的教育而言，王侯不仅应受到和平艺术方面的训练，更应受到战争艺术方面的训练，应将后者置于更重要的位置。弗吉里奥对战争艺术的强调与意大利当时四分五裂、纷争不断的政治现状是密切相关的。

博雅教育通过人文学科（liberal studies）或自由学科而达成，“我们称那些对自由人（a free man）有价值的学科为自由（liberal）学科，通过这些学科我们能获致美德和智慧，并成为美德和智慧的躬行者。博雅教育唤起、训练和发展那些蕴含于人身心之中的最高才能，正是这些才能使人变得高贵”[37]。从《论绅士教育》看，弗吉里奥所倡导的博雅教育包括德育、智育、体育、军事教育、休闲教育等方面，其用意不是培养武士或某种专门职业者，不是训练人的某种特殊的技能，而是发掘出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特性，并使这些特性得到全面、均衡的发展。

弗吉里奥认为，天性粗鄙者以获取物质财富、追求感官享受为生活的目的，而天然高贵者以追求道德价值和声誉为生活的目的。至关重要的是，从幼儿期起，这种高尚的追求就应伴随一个人的成长历程，萦绕于其脑际心底。弗吉里奥断言，除非及早着手于智慧的探索，否则我们将来不能获得智慧。有些儿童天赋甚佳，不需要个人付出多少努力就能在知识和能力方面有较好的发展，弗吉里奥认为，若予这些儿童以正确的指导，他们长大成人时会在德行和智慧方面达到非凡卓越的境地。而对于天赋中常的儿童应予以更多的关注，通过教育弥补天赋之不足。不论儿童天赋优劣高下，教育皆应及早进行，在儿童可塑性较强时就使他们养成努力学习、吃苦耐劳的习惯。

在探讨教育目的时，弗吉里奥涉及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都十分关注的一个问题即人生目的问题。弗吉里奥认为，人生是为了追求声誉，获得美名。这里的声誉已获得了近现代的价值色彩。出身、门第、财富、权力不是声誉的来源，人应靠其智慧和美德获取声誉，也就是，声誉不是天赋的，而是后天获得的。个人后天努力有作用，后天的教育对声誉的获得更是具有莫大的作用。教育对人生有提升之作用，教育不是无为的，实施教育的人也不是无力的。这样，弗吉里奥就从理论上将教育置于一个重要的位置上。教育能给人带来光荣，能改变一个人在尘世的命运，这对宿命论无疑是一个挑战。

二、道德教育

在《论绅士教育》中，弗吉里奥首先讨论了道德教育问题，他将道德教育置于博雅教育之上，认为德行的培养重于知识的传授，知识应从属于道德。

弗吉里奥将竞争精神（emulation）列为受教者应具有的一种首要品格（character），认为竞争精神的基石在人的天性之中，人具有一种渴望得到赞扬的天性。但竞争不应是不择手段的，弗吉里奥将之界定为“不含恶意的对抗”。第二种品格是服从，乐于、敏于服从，听从教导，是将来取得进步的重要保证。儿童年少，理智发展水平有限，其行为大多受冲动的驱使，较少受到理智的驱动，因此弗吉里奥要求特别重视竞争和服从对儿童发展的意义。在品格发展中，弗吉里奥还要求重视机智、勤奋、彻底性等品质，要求对儿童身上表现出来的每一个体现这些好品质的迹象予以鼓励和赞扬。

儿童应有羞耻心，应对受惩罚和不光彩的事感到羞愧。儿童应尊敬长辈，待人应友好，有宽容精神和合作精神。

弗吉里奥认为人的外在仪表的尊严与人的内在气质的高贵是相联系的，两者都重要，但相比较而言，他更重视人的内在品质。弗吉里奥转引苏格拉底的话，认为儿童应在一面镜子前注视和审视自己，仪表高雅、风度翩翩者应认识到其行为应与其仪表相称，而容貌欠佳、风度较差者则应尽力求得内在的和谐以弥补外在之不足。

弗吉里奥强调榜样的作用，认为向榜样学习比自我反省效果更佳，并且活着的榜样对儿童的影响又胜于已经不在人世的榜样，因为活榜样离儿童更近，儿童能闻其声、听其言、观其行，易于模仿学习。

在讨论道德训练（moral discipline）问题时，弗吉里奥将儿童品德发展与儿童的年龄阶段联系起来，认为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儿童在品德发展方面会有不同的危险和误区。而造成此种结果部分是因为儿童的天性，部分是因为儿童受到错误的训练，部分是因为儿童缺乏生活经验。弗吉里奥以儿童身上易出现的一些问题如浪费、自大、轻信、易变等对此予以进一步说明。慷慨大度是一种优秀品质，远胜于吝啬小气，然而不重视金钱的价值而不假思索地乱花钱，却绝非好习惯。人骄傲自大久而久之会形成自吹自擂的恶习，进而会歪曲事实，养成虚伪的不良品行，弗吉里奥认为，“自大和虚伪对青年人伤害最甚”[38]。弗吉里奥要求青年人养成少说多做的习惯，颇似孔子之“讷于言而敏于行”，他说：“一个沉默寡言的年轻人至多只有一个缺点，那就是他沉默寡言；而一个喋喋不休的人很可能会犯五十个错误。”[39]儿童还往往易于轻信他人，这是因他们涉世不深，社会经验不足。儿童的兴趣和现实也易于发生变化，这是其自然冲动过剩、心境心情易变所致，儿童常常感情用事，很少能接受中庸适度的道德教诲，更难接受严厉的批评。浪费、自大、轻信、易变或与儿童的天性有关系，或与他们所受的训练有关系，或与他们不接触世事有关系。弗吉里奥要求教师注意在这些方面纠偏救失，要求善待儿童而不是一味苛求。

年轻人易受外在诱惑的引诱，弗吉里奥要求年轻人注意抵御诱惑。弗吉里奥反对无所事事，要求积极有为，无所事事会使一个人放纵自己。孤僻、沮丧、愁苦等情绪皆对人有害。在人的生理需要的满足方面，弗吉里奥倡导节制精神，认为对生理需要仅仅以满足为限，不可放纵无度，因此他反对暴饮暴食，也反对贪眠不醒。

弗吉里奥要求遵守教会法令，认为这至关重要，应当从小抓起。不应通过强制灌输的方式使儿童虔信上帝，因为强制只会使人产生轻蔑的态度而不会使人形成虔诚的信仰。弗吉里奥还要求儿童尊重父母和长辈，对客人、朋友甚至对地位较低的人彬彬有礼。

儿童的品德发展受许多因素的影响，朋友、父母、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都会对儿童品德发展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影响，狐朋狗友对一个人的品德有败坏作用，而诤友则起促进作用。弗吉里奥认为，诤友的批评就像一面忠实的镜子告诉你有哪些缺点需要改正，如果一个人任性地拒绝听取这种批评，那么他就会掉进谄媚者的泥潭而不能自拔。豪奢的家庭生活往往对儿童的发展有不良影响。在奢侈和安逸的家庭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如果在所有的场合下都能显示出其智慧与刚强，弗吉里奥认为，那简直就是一个奇迹。享乐的诱惑，寄生生活给人带来的负面影响，毫无节制地放纵自我，会窒息理性和刚正，使理性和刚正很难在一个人的精神世界里扎根生长。为减少外在诱惑的不良影响，他建议不让这些儿童在豪华的家中受教育，而是到国外、到本城的另外一个地方、到亲属或朋友家中受教育。维多里诺建立的“快乐之家”是对弗吉里奥这一思想的典型实践。

三、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的选择服从于身心俱健这一教育目标的实现。对阿伯丁家族而言，体育和军事训练是传统的家庭教育的一部分，其祖父和父亲皆精于此道。但只发展体力还不够，人还应学习人文知识。然而有一些人却认为学习知识既于国家无益又令学习者个人心烦，弗吉里奥的观点与此完全相反，认为于国家于个人皆大有裨益。

弗吉里奥也认识到知识是双刃剑，知识在恶人手中会助恶人作恶，在善人手中则会助善人行善，恶人知识越多、智慧越高对社会的危害就越大。因此，弗吉里奥将道德置于知识之前，认为前者比后者重要。

对于有德行的人，有知远胜于无知。知识和学问不仅有功利价值还有内在价值。不论在公共事务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一个人谈吐优雅、文笔清秀会使他占据优势从而受益匪浅。知识和学问还可使人明智地休闲，使休闲充满乐趣而不是百无聊赖、无所事事。当我们独处时，没有同伴也无事可做，此时没有什么比书籍对人更有益了。在书海遨游，我们看到了巨大的知识宝库，从中可获得乐趣，也许还可激发灵感。书中记述了人类的成就、自然的奇观、上帝的所为，无所不包，书籍还给我们提供了打开未来秘密的钥匙。最为重要的是，书籍及其所包容的精神财富真有永垂不朽的特性，可生生不息，泽及后世。弗吉里奥以诗意的语言描绘读书之乐之雅：通过阅读古典文学作品，我们可以了解过去、洞察现在甚至把握未来，使过去、现在甚至未来在我们的精神中融于一体，古典文学作品的魅力之大，无与伦比，人生的其他种种乐趣都无法与之媲美。与书为伴时，没有喧嚣，没有贪婪，没有固执，书随时准备回应我们所有的要求，书籍是我们所有人共同的财富，是无价之宝。

弗吉里奥哀叹，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这些饱含智慧的书籍湮没不彰，有些被部分地损坏，有些则被完全毁坏。而流传下来的一些或者以讹传讹，或者残缺不全，难以呈现其本来面目。而优雅的希腊语即便在现在的希腊人那里也几近湮灭，而在意大利除了力图挽救古希腊文化的一两个人之外，希腊语已被完全忘却，无人知晓。弗吉里奥对此十分惋惜，表明他对古典作品的挚爱。弗吉里奥在写《论绅士教育》时，古希腊语言已在佛罗伦萨复活了，古希腊文化也相应地开始复兴了。正是这种复兴使当时古典知识的积聚更加丰富，进而为教学内容的丰富奠定了必要的基础。弗吉里奥对教学内容的讨论也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

弗吉里奥将他所倡导的教学科目置于“自由学科”（liberal studies）的名下。他认为在自由学科中，最重要的是历史，既因为历史学科本身具有吸引力，也因为历史学科具有功利价值，不论是学者还是政要都会对历史感兴趣。道德哲学的重要性仅次于历史，在一种特殊的意义上，它的确是一种“自由学科”，其目的在于教人以真正自由的秘密。历史给道德哲学所谆谆告诫的道德箴言提供具体例证。道德哲学阐明人应如何行为，而历史则记载了人在过去的言行以及我们为了今日之生活可从中获取什么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在重要性上居于第三位的学科是雄辩术。通过道德哲学我们可获得事物的一般真理，而通过雄辩术我们可将这些真理表达得更有条理、更富感染力，并更令人信服。历史史实中饱含人类的智慧，运用历史史实利于加强推理的力量，使论辩或演说更有说服力。弗吉里奥认为，判断可靠、谈吐睿智、行为正直是“真正的自由气质”（a truly liberal temper）的标志。

弗吉里奥将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视为自由教育的基础。这三种学科在弗吉里奥看来是古罗马人对教育的重要贡献。接着，弗吉里奥又讨论了文学、体育、音乐和绘画四门学科。他讲这四门学科是古希腊人所设计的教育科目。弗吉里奥将绘画逐出自由学科的范围，认为绘画是画匠的职业活动，学习绘画与其博雅教育的思想不相容。但他同时也认为，绘画与书法是相通的，书法就其本质而言是绘画艺术的一个方面，而且热爱艺术的希腊人认为绘画具有一种特殊的价值。只是从这个意义上他才认为绘画可在自由学科中占有一席之地。弗吉里奥对绘画并不重视，他更多地将绘画看作一种职业、一种与谋生相关的活动，而不是看作一种发展人的精神的手段。原因在于在弗吉里奥时代，绘画被行会所把持，中世纪的一些陈旧观念仍占支配地位，意大利艺术发展的黄金时代才刚刚展露曙光，绘画还未与教育有直接的联系。弗吉里奥认为文学、音乐、体育较绘画重要，体育可强身健体，同时也是培养军事技能的合宜手段，而文学和音乐则是历史、道德哲学和雄辩术三门主要学科的主要辅助科目。他认为文学又可分为语法、作文规则、逻辑学、修辞和诗歌等小科目。语法和作文规则是学习文学的基础。逻辑学作为探求学问的真正方法，的确是获取任何学科知识的向导。修辞学则有助于雄辩术的学习。弗吉里奥认为，在公共生活中，雄辩术特别重要，然而现在的确不再像过去那样受推崇以致几近失传。现在在法庭上，在会议中，在聚会上，在解释某一问题时，在劝说他人时，在与人辩论时，雄辩术均无立锥之地。现在所注意的只是讲话的速度、简洁、朴素等方面。我们的祖先曾因演说而为他们自己、为他们的语言赢得了巨大的光荣，而现在演说却受人轻视。弗吉里奥认为：“受过真正的教育，对年轻人而言是一种荣耀，如果我们的年轻人不辱这一荣耀，就必须在演说能力上赶上或超过前人。”[40]而学好修辞学则是提高演说能力的重要前提。诗歌不论对日常生活而言还是对提高演说能力而言都不无价值，然而它更多地与人的闲暇生活有关。谈及音乐，弗吉里奥指出，希腊人不承认那些不会歌唱和演奏乐器的人是“有教养的人”。苏格拉底年事已高时还学习演奏乐器，为雅典的年轻人树立了榜样。沉醉于音乐之中，有助于使人的灵魂达于内在的和谐，而不是耽于感官享受。音乐有益于人的道德和精神的发展，音乐是一门真正的自由学科，应在教育上占有一席之地。

弗吉里奥还主张学习算术、几何、天文学等科目。他认为，算术探讨数的特性，几何研究点、线、面、体的性质，二者都是重要的学习科目。天文学研究星辰的运动、大小、距离，把我们带到寂静的星空，我们可以在此研究恒星和行星，预测日食和月食。他说，自然知识内容丰富，包括天地万物的法则和性质，它们的起因、变化和结果，对自然奇迹的种种解释等，这是最令青年人高兴同时又是最有益于青年人的一门学科。

弗吉里奥将医学、法律和神学视为三大职业性学科。他认为医学作为应用科学无疑对学生具有吸引力，但不能将医学视为自由学科。法律以道德哲学为基础无疑应受到尊敬，若将法律视为一个学习科目，法律完全应得到这种尊敬，但从职业的角度看，它仅是一种谋生的行当。在此可以看出，弗吉里奥雷同于亚里士多德，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决然对立，而且扬前者而抑后者。关于神学，弗吉里奥认为，神学所探讨的问题玄远深奥，远离人的感性认识，要靠纯粹的玄思才能够对神学问题进行探讨。实际上，弗吉里奥并不看重医学、法律和神学，因为它们都是职业性的，与其博雅教育的目标并不一致。他对中世纪最重要的学科—神学，几乎就未做讨论，似乎与其教学计划无关。

四、教学方法

弗吉里奥详尽讨论了教学方法问题。自昆体良之后的1300多年，教学方法问题一直不受关注。由于战争等各种原因，自西罗马帝国灭亡后人们就认为《雄辩术原理》一书的全本失传了，后人只能从该书的片断和其他文献中，部分地知悉昆体良的教育理论。直到1418年，《雄辩术原理》的全本才被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发现。因此，当弗吉里奥写《论绅士教育》时，他并没有看到《雄辩术原理》的全本。但弗吉里奥肯定看过残本，因为他对昆体良的思想非常熟悉，而且多处引用。但我们不能据此认为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关于教学方法的思想是昆体良思想的翻版。弗吉里奥并未亦步亦趋，而是在承继中有所创新。例如，在关于才智与记忆的问题上，弗吉里奥与昆体良显然不同，昆体良将记忆视为比才智更重要的部分，人的全部才智的发展均以此为基础。弗吉里奥也承认记忆的价值，认为离开了记忆，才智就无以存在，但弗吉里奥同时认为，两相比较，才智比记忆更重要。

弗吉里奥认为，博雅教育（自由教育）并不要求学习者精通每一门自由学科，因为穷毕生之力精通一门已属不易。不应对自己有过高的期望，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才能一般，并不超常，我们必须学会知足。如果在学习一门科目时不考察它与其他科目的关系，我们就不能正确地理解这门学科，这是确凿无疑的。尽管如此，我们也许需要明智地选择最适于我们智力和兴趣的科目。学习科目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个人精神的特性。一个孩子才思敏捷，能迅速地抓住其所研究问题的要点并能简练地陈述之；另一个孩子要迟缓一些，但其判断力强，其判断慎重而可靠，能找出其对手结论中的弱点，弗吉里奥认为，这两个孩子在学习科目的选择上就应各有偏重，前者可能会在诗歌和抽象科学（the abstract sciences）方面有所作为，而后者较适于学习实践性较深的学科。如果一个孩子善于思考但不善表达，学习研究修辞学和逻辑学对他更有价值，长于记忆者适于学习历史。有的人擅于抽象思维但短于处理特殊的和具体的事物，他们会在数学和思辨哲学方面取得好的成绩。而与此相反者则适于学习研究自然科学和实际事务。弗吉里奥强调：在教育中应该认识到人的天性并应该遵循人的人性。应让能力有限的孩子只学习那些能使其有所收获的科目。[41]

弗吉里奥反对培养学究，他认为学习自由学科只是手段。推崇自由学科并不是让人陷于其中不能自拔。他引证亚里士多德来加强其论证。他说，亚里士多德一直强调，人首先是一个公民，是城邦的一个积极的成员，不应将全部兴趣沉迷于自由学科。因为完全沉迷于此可能会无益于做一个有用的公民或君主。从此可看出在知行关系上弗吉里奥更重视行的作用。

为获得知识，弗吉里奥要求学习者要择良师，选好书。即使是打基础也要师从于最好的教师，在选择所读书目时只应选那些一流作家所写的书。人先前所受的教育会在人的精神世界深深扎根，不论这种教育优劣高下皆是如此。若教学方法不当、所举例证有误，初学者就会对事物形成错误的认识，更为严重的是，这种结果会对其今后的学习造成障碍，他在今后的学习中就必须克服双重的困难：既要摈弃原来的错误认识，又要学习新的知识。

弗吉里奥对教师在教学中作用的认识反映了一种新的教学认识论，即学习不是一个直接的过程，因为知识在他看来并不像新柏拉图主义者和奥古斯丁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先天存在于人脑之中的。阿奎那在13世纪提出了获取知识的新方法，强调理性在知识中的地位，要求即便是有关上帝的神学信仰也必须建立在理性理解的基础上，而新柏拉图主义和奥古斯丁主义强调回忆说，充满着神秘主义色彩和权威主义色彩。弗吉里奥同阿奎那一样也重视理性的方法，但他不用它来论证神学，而是将之应用于完全世俗化的人文知识的研习。弗吉里奥强调教师在学生和知识之间的中间作用，是人文主义新教育理论的基本特征之一。[42]正是以此为基础，弗吉里奥提出了许多教与学的方法。

弗吉里奥认为，在教与学的过程中，有两个教师和学生均易犯的错误亟须纠正。一个是贪多，弗吉里奥认为，正如暴饮暴食不利于消化吸收，人的记忆力也不堪忍受重负，“营养不良”的大脑会变得失去活力而不是愈益强健。补救之道是，每次所教所学的知识不宜过多，以使人的记忆能够承受；而且还应天天复习，以使所学知识更加牢固于心。另一个错误是用心不专，很快地将注意力从一个科目转向另一个科目，走马观花，这不利于取得扎扎实实的进步。弗吉里奥认为在一定的时间内应专心致志于一个科目，应抑制浮光掠影式的好奇，各门科目的学习应依序进行。不可这儿翻翻，那儿瞧瞧，学习应讲求效率。同时，弗吉里奥也要求正确处理博与约的关系，他认为，以一门学科为学习的中心同时又广泛阅读，利于加深对这门学科的理解。

弗吉里奥还提出了四种具体的学习方法。其一，复习。应复习所学的所有新知识，至少应复习其中最重要的内容，复习对增进记忆大有裨益。弗吉里奥以加图为例说明复习的重要性。加图才智超群，但依然勤学不辍，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勤于复习。他晚上回顾日间所做、所见，温习日间所读之书，不论工作时还是休闲时始终如此。其二，讨论。与同学讨论所学科目有助于我们理解、表达和记住我们所学的知识。辩论的确有效，是一种重要的教育手段。其三，教授。将我们所学教于他人是使知识更加牢固的重要方法。其四，练习。练习不仅使人对知识的认识更加透彻，还有助于使学生更加细心而勤勉。

弗吉里奥要求学习者要有毅力，要珍惜时间。在学习各科知识时，初学者总是会遇到各式各样的困难，克服这些困难的唯一法宝是要有学习的毅力，不屈不挠地直面所遇到的困难而不是回避退缩。每天要有固定的时间读书，任何借口和托词都不能破坏。弗吉里奥举例说，亚历山大大帝甚至在战役中还读了很多书，恺撒在战场上指挥军队时还在写作，而奥古斯都则在战场上吟诵诗歌。面对这些事迹，在平和的城市生活中，还有什么能作为借口去忽略每天的学习？[43]很多空闲时间被浪费了，这些空闲时间可通过读一些比较轻松的书籍并从中获得愉悦而被利用起来。弗吉里奥建议每一个图书馆都要摆放一座钟，并使每一个读者都可看到，以警示每一位读者使其知晓时间流逝之迅速，从而使其惜时。

五、体育和军事训练

弗吉里奥主要讨论了军事训练问题，他认为，文学和军事训练是“最适于君主的两门主要的自由学科”[44]。这两门学科的学习应结合起来进行，不可偏废。

他认为战争既要求一个人有坚强的意志又要求他掌握军事技能。弗吉里奥非常看重人的意志品质。他认为男孩子自小就必须逐渐养成吃苦耐劳的习惯，以使他成人后能够忍受种种艰难困苦。年轻人应在户外活动中受到锻炼，应当用英勇事迹去激励他们，应使他们能忍受酷暑和严寒，能忍受饥渴考验。奢华的生活使人的身心衰弱，而磨难则使人的身心变得坚强。在逆境之中意志坚如磐石是一个人最值得骄傲的品质。这种身心力量还与蔑视死亡、英勇无畏相伴。不论是在和平环境下还是在战争状态中，如果我们把高尚而勇敢地生活在人世视为我们的第一要务，那么我们就不应过高地估计漫长的人生能给我们赐福多少，因为人生有欢乐也有苦难。如果死亡来临，我们应勇敢地去面对它，而且如果必要，我们应快乐地欢迎它的到来。即使死亡不期而至，我们依然有机会去表现我们的勇敢。

弗吉里奥反复强调从儿童时代起就训练一个人使之具有勇敢和吃苦耐劳的品质是最最重要之事。弗吉里奥对斯巴达训练儿童的方式褒扬有加。斯巴达人训练儿童时纪律严苛，在训练时要求儿童在双方的竞争和斗争中不能屈服和让步，身受皮肉之苦时不准哭喊，即便鲜血直流，即便人已失去知觉也不行。

在选择锻炼身体的活动项目时，弗吉里奥认为，应选择那些能促进身体健康、能增强四肢力量的活动项目，还应在一定程度上考虑到每一个人的具体情况。弗吉里奥推荐的身体锻炼项目和军事训练项目有以下诸种：剑术，矛、盾和棍棒的使用，游泳、跑、跳、拳击、掷标枪、射箭、马术等，弗吉里奥认为，这些是充分训练士兵所必不可少的项目，如果一个人是骑兵，更应接受这些训练。弗吉里奥认为，军事训练的内容和方法不应泥古不化，因为不同时代战争的方式方法是不同的。军事训练的目的不是挑起战争而是自卫。他说，我们不能预见战争何时会发生，也无法预见它的残酷与恐怖，但通过军事训练至少当战争发生时我们能有所准备。

战争的艺术包括很多内容，并不只是指个人的军事技能，战略战术、军纪、供给、营地的安排、军队的驻扎等皆属于战争的艺术。一个指挥官在这些方面应受到训练以承担重任。弗吉里奥认为，战争的艺术只能在战场上从亲身经历中去获得，但他认为不应忽视一些伟大的军人所写的有关战争的书籍。弗吉里奥认为对于获得战争艺术而言，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都是必要的。弗吉里奥要求阿伯丁向其父弗朗西斯科和其叔叔雅科比（Jacopo）学习军事技能，因为他们精熟此道。

六、休闲

弗吉里奥认为，除了工作之外，还有休闲。休闲是人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人应学会休闲。在休闲时人可做的事很多，弗吉里奥要求选择有益于身心的休闲方式。他认为，为使疲惫的大脑得到休息而漫无目的地在海边漫步，且边走边拣拾卵石和贝壳，不是一种好的休闲方式。而打球则不然，它会使疲惫的身心重新获得活力，于身于心皆大有益处，因此较漫无目的的散步要好。打猎、钓鱼等也令一些人喜爱，即便要吃些苦头也争先恐后。对那些因为学习和研究而把大脑搞得疲劳者，静静地休息、缓缓地骑马、适意地散步皆为消除疲劳的妙方。听音乐和唱歌亦为休闲之法。音乐既可以使人心绪平静，对人起抚慰作用，又可以激发人的力量，使人斗志昂扬，因此，弗吉里奥认为在选择音乐时休闲者应考虑到自己的心境。弗吉里奥反对玩骰子，认为这种游戏无丈夫气概，而且会引人进入赌钱的歧途，对之应予以大力反对。

有些人完全沉迷于学习和研究之中，废寝忘食，不思休息。弗吉里奥认为，对于这些人，让其在一段时间内完全放弃工作，什么事也不做是有益的，因为弦绷得太紧反而易断。尽管这些人将无所事事视为负担和痛苦，但也必须让他们充分放松，这对其工作是有益无害的。有些人将其一天分成三部分：一部分用来睡眠，一部分用来休闲和吃饭，一部分用来研究和学习自由学科。弗吉里奥认为三者之中最后一部分最重要，它会使我们的人生更加丰富、更加充实。

在讨论休闲问题时，弗吉里奥还要求注意克服一些小缺点，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衣着方面的良好习惯。一个男人不应太注重自己的外表，因为这样显得太女人气，不像个男人。但也不应忽视外表，应适度关注自己的衣着，应使之适应于不同的时间、地点和场合。

弗吉里奥第一次系统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复兴了许多被湮没甚久的古罗马、古希腊教育思想，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对当时和其后的教育皆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应看到，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其一，教育思想的成熟度不高。弗吉里奥的许多教育思想有明显的因袭古人的痕迹，因袭昆体良尤多。以拿来主义态度，重述并复兴古人教育思想的确是当时时代的需要，但因袭的结果往往是创造性不足，使得教育思想缺乏鲜明的个性。同时，由于弗吉里奥承继昆体良多多，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也带有昆体良教育思想的特点，即对教育问题的见解，更多的是一种经验性的认识，缺乏严密的理论论证，教育思想的理论性还不够强，无深刻的教育理念，亦无细密的理论构建，具有重实际、轻思辨的特点。其二，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贵族性。教育目的是培养和教育绅士，教育的对象是上层子弟。另外，弗吉里奥将博雅教育与职业教育相对应，褒扬前者而贬抑后者，也反映出其思想的贵族性特点。

第三节 波齐奥和布鲁尼对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

弗吉里奥的教育思想在当时的意大利上层社会获得广泛回应，被越来越多地付诸实践，1420年弗吉里奥离世时，很多贵族家庭都聘请了家庭教师对其子弟进行新式的人文主义教育。在教育理论的发展方面，弗吉里奥也非后继无人，不少学者紧跟其后在教育理论探索方面继续前行，克里索罗拉的两个学生波齐奥和布鲁尼是其中最优秀者。在15世纪的整个前半叶，波齐奥和布鲁尼是当时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波齐奥对教育思想的主要贡献是发现了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的全本，进一步促进了古典教育思想的复兴。布鲁尼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他第一个论述了如何对女子实施人文主义教育的问题。

一、波齐奥发现《雄辩术原理》全本

西方教育史家波温认为，在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之后，没有比波齐奥于1415年发现《雄辩术原理》全本更能促进人文主义前行的事件了。[45]

波齐奥（Poggio Bracciolini，1386—1459年）出生于佛罗伦萨的一个药商之家，曾参加萨留塔蒂领导的人文主义团体，努力搜集古典作家的文稿，并加以整理注释以利时人阅读。从1403年起他在罗马教廷担任书记员和秘书，在罗马期间，他搜集了大量古罗马铭刻，记录了古罗马的文物建筑遗迹，写了《时运无常》一书，开辟了对文物古迹进行考古学和历史研究的先例。波齐奥文风尖锐，将典雅与滑稽融为一体，对当时的一些社会问题进行揭露和讽刺，对教会和贵族多有不恭之词。他的《论贪婪》以对话的形式讨论发财致富问题，认为人们忙忙碌碌皆为求利，教士关于禁欲的说教含欺骗成分，实际也是为掩盖其追求财富的行为。他认为财富是国家繁荣的基础。《论高尚》则认为人之高贵与否在于是否拥有美德，他嘲笑贵族身份是靠祖先从事强盗事业得来的，贵族不务正业如同野兽无所事事。《反对伪善者》则攻击僧侣游手好闲，靠伪善达到贪财好色的目的。这些观点都具有典型的人文主义色彩。1453年波齐奥回到佛罗伦萨担任文书长，并写了《佛罗伦萨史》，高度评价佛罗伦萨的政治和文化成就。1459年他逝世于佛罗伦萨。

波齐奥是15世纪意大利最伟大的古代手稿发现者，他搜集、整理、抄写古典文献的活动对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运动起了重大的作用。他的最有名的一次发现活动是他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期间完成的。

1414年到1418年，在瑞士的康斯坦茨召开了著名的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会议的目的是解决教皇皇位之争，从当时的三位教皇中，选出一位能被世人普遍接受的教皇，结束教廷分立的局面。革新教会管理也是这次大会的议程。前一个目的得以实现，而后一个目的则没有实现，致使教会继续腐败，并最后导致了宗教改革运动。波齐奥当时是教廷的秘书官，因职务关系而参加这次会议。他对会议本身没有什么值得一书的作为，令他名垂青史的发现古代文稿一事是他在休会期间完成的。瑞士的圣高卢（St Gall）附近有一座本尼狄克教派的修道院，建于8世纪，因其图书馆的藏书而一直享有盛誉。波齐奥亦闻其名，故从康斯坦茨启程赴此，道路崎岖难行，历尽艰辛，然不虚此行，收获颇丰，其中最主要的收获就是发现了昆体良《雄辩术原理》的全本。波齐奥在给布鲁尼和尼可洛的信中，毫不掩饰其狂喜之情：

我确切相信，如果我们不来营救，他（昆体良）一定会很快地被毁掉；因为不可想象一个伟大、无瑕、优美、文雅和智慧的人，能够如此长期地忍受监牢的悲惨景况，忍受监狱看守的残暴和这种凄凉而污秽的地方。在那里我发现了他。他看来的确非常哀伤而且愤怒，好像一个定了罪的囚犯，长着蓬乱的胡须和粗糙的头发，他的面部表情和装饰表示着对给予他的不公平的判决的抗议。他似乎是在伸出双手，向古罗马人呼吁，要求把他从不应有的判决中拯救出来。他不堪忍受的是，他曾经用他的雄辩术维护了许多人的生命，但是现在却无一人来给他的冤屈平反，没一个人出面把他从不公正的惩罚中营救出来。用特仁斯的话来讲，你不敢希望得到一个机会，对于他是如此幸运，对我们更为幸运的时机偶然到来了，我们在康斯坦茨的闲暇时间想到要去访问监禁他的监狱。圣高卢修道院距康斯坦茨大约有20英里[46]路。到那里去，一方面为了消遣，一方面为了搜寻图书。我们听说，在那里的女修道院有一所大的图书收藏所，我们便直接出发到那里去。在一所连现在的图书目录也不能包罗无遗的藏书丰富的图书馆里我们发现了昆体良，虽然由于疏忽和年久而积满了灰尘和污垢，但却还算完整。但是你要知道这些书并非按照他们的价值保存着的，而是放在极其污秽和黑暗的城堡主楼的底部，这种地方，纵然是定了罪的犯人也很难勉强进到里面。我坚信，任何人只要察访一下囚禁此种罪犯的那些野蛮人的监牢，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比那些很久以前曾空谈过他们的悼词的人来说，还要幸运些。[47]

从此可看出人文主义者对古代作家的崇敬之情，对古典文化的敬仰之心。昆体良辞世时，念悼词者还在，但是一千多年之后的现在，念悼词者已早被人忘却，但昆体良还活着。故此波齐奥说，昆体良较之昆体良的念悼词者更幸运。布鲁尼在给波齐奥的复信中，对波齐奥的发现惊喜不已。

这是你的荣耀，由于你的努力，这些著名学者的著作才得以重见天日。我们的子孙将不会忘记，当叹息那些失散而无法找到的手稿，却又重新被发现时，他们将多么感激你……由于你，我们全部占有了昆体良，过去我们只能说占有他的一半，而且他的原文不全并有讹误。啊，珍贵的获得，啊，意外的享有，我将真的能够读到昆体良全部著作吗？这些著作，在它被发现以前遭到破坏并被删改得支离破碎，现在却成了我的安慰品。我祈求你立即把它送来至少在我死前能够看到它。[48]

在教育理论匮乏的时代，《雄辩术原理》全本的发现无异于雪中送炭，尽管只是复兴古人思想，但其意义不亚于教育思想的创新，甚至比创新还重要，因为当时敬仰古人远胜于敬仰活人。昆体良教育思想在人文主义者中间的传播，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营养，“当时的人文主义者坚信，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已找到了这个失传甚久的圣杯，在这个圣杯之中，盛放着古代的教育智慧”[49]。

以崇尚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复兴古典文化为特征的人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并非一帆风顺，早在15世纪初就有反对的声音。异声来自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学者，他们出于维护民族语言（俗话）的考虑而反对人文主义。他们在但丁、彼特拉克和薄伽丘之后想使民族语言成为一种有价值的文学语言，而人文主义强调复兴古典文化，关注拉丁语、希腊语及其文学，他们认为推崇古典语言将会窒息民族语言的发展。另一方面是宗教人士，他们出于宗教的目的而反对人文主义。一位多明尼克派教士基于其宗教保守主义观念，认为人文主义颂扬异教文化而忽视了教会的教化之天职，有离经叛道之嫌。

这两种指责对人文主义的发展并无大碍，因为并未击中要害。首先，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俗语，彼特拉克、薄伽丘等人如此，即使是布鲁尼，他于1436年也为佛罗伦萨的俗语辩护，夸赞其完美。一些学者认为人文主义的古典色彩与俗语的发展相悖，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不理解人文主义的真实意图，他们只看到皮毛，未及人文主义之精髓。其次，人文主义者并不反对天主教。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批判天主教会是实，但批判教会与否定天主教是两回事，人文主义者往往都有虔诚的宗教信仰。一个天主教人士因人文主义者复兴古典世俗文化而指责他们离经叛道，会使人文主义者自己也感到冤枉。事实上，人文主义者都不否认宗教的意义和价值。布鲁尼在其著作《学习和文学》中就非常强调宗教科目的重要性。

二、布鲁尼的教育思想

人文主义在发展过程中既有友声，亦有异音。在15世纪的第二个25年里，布鲁尼（Leonardo Bruni，1370—1444年）是人文主义最杰出的捍卫者。布鲁尼出生于阿雷佐一个粮商家庭。1390年或稍后来到佛罗伦萨学习法律，后参加了萨留塔蒂的人文主义团体并师从克里索罗拉学习希腊文，还担任过美第奇家族的家庭教师。1405年到罗马教廷担任教皇秘书，1415年返回佛罗伦萨担任公职，1427年起任佛罗伦萨文书长，直到1444年去世。布鲁尼是市民人文主义的新一代代表人物，围绕市民人文主义这一主题他写了大量著作，其中最重要者是他用拉丁文写的《佛罗伦萨人民史》（Historiae Florentini Populi）。他把佛罗伦萨从古罗马时代一直写到当代，把佛罗伦萨的历史写成佛罗伦萨人民继承和发扬古罗马共和传统，在各方面不断取得成就的历史，打破了中世纪史学家把历史看作按神意而活动的结果，强调共和制度在保障公民自由和激发爱国主义热情方面的优越性，强调共和制度与古典文化传统对城市繁荣发展的贡献。布鲁尼开创了从世俗角度和以政治观点为指导撰写历史的近代史学之风，在伦理观上他较前人更进一步，认为学者应积极投身于社会，不应与世隔绝，过隐居和闲散的生活。他鼓励对财富的占有，认为占有物质财富利于行善，穷困将会限制德行的发展。布鲁尼本人就曾投资于保险业、商业、银行业，置有多处地产，他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人之一。

布鲁尼精通希腊文，他用拉丁文重译了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政治学》，还翻译了柏拉图的几部著作。这样，布鲁尼的知识背景就与彼特拉克等人有了显著的不同。这种不同在其教育思想中也有较明显的反应。在教育方面，布鲁尼认为非凡的才华只能从渊博的知识中产生，一个人应广涉时事，博览群书，使思想丰富多彩；要首先学习最重要的最有用的东西，要成为对未来充满智慧的人。

布鲁尼关于教育的论述，集中体现在他的一封题为《学习与文学》（De studiis et literis，英文为 On Study and Literature）的信中。这封信是写给一位名叫巴普蒂斯塔（Baptista di Montefeltro，1383—1450年）的女士的。

巴普蒂斯塔是乌尔比诺伯爵的幼女，她22岁时嫁给了皮卡诺（Pecaro）城的一位贵族。这是一粧不幸的婚姻，1429—1431年其夫执政，因无能而受人憎恨并被驱逐出该城。巴普蒂斯塔遂返回乌尔比诺，寡居和隐居近20年直至去世。婚前，巴普蒂斯塔就爱好诗歌，心醉神迷于古典文学。婚后，她对文学的热情丝毫未减，寡居期间更是专心于文学。巴普蒂斯塔不仅善写，而且擅长于演说，是当时深受人文主义影响的具有较高人文修养的优秀女性。

布鲁尼给她写这封信的具体时间不好判定，一说是在她1405年婚后不久[50]，一说是在1423—1426年[51]。从信的内容看，后者似更可信。因为信的开头就说：“杰出的女士，您在知识界享有的较高声誉促使我给您写这封信，一是向您已获得的成就表达敬意，二是鼓励您继续努力。”[52]巴普蒂斯塔结婚时才20出头，享誉知识界的可能性不大，而在信中，布鲁尼对她褒扬有加，因此，此信大约写于1423—1426年。

在信中，布鲁尼对女性受教育，对女性潜心求知并无偏见，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由于收信人是一位女性，他在提出其人文主义教育方案时必定要考虑到女性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他没有提及修辞学和体育，“因为修辞学是为直接的公共活动做准备的，而体育是承担军事义务的基础”[53]，公共活动和军事离女性较远，故布鲁尼未予讨论。如同信的标题所表明的，布鲁尼讨论的是文学的学习问题，这个问题是人文主义教育问题的核心。

布鲁尼所理解的文学是非常宽泛的，包括历史、古典文学作品，甚至还包括基督教作家如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的作品等。

布鲁尼认为，一个人要赢得声誉，要进入卓绝之境，要更好地享受生活，需学习广泛而多样的知识。然而，不同知识的重要性是不同的，故在时间和精力分配上也应相应有差异。布鲁尼认为历史最重要，忽视历史的人谈不上有真正的教养。了解我们的历史的渊源及其发展、了解过去所取得的成就是我们的责任。历史的价值不在于回首过去更在于它能助益于现在，历史能使人洞察现在，能给人提供有益的借鉴。历史有道德教化之效，它为道德规则提供了具体的事例。对于君王而言，历史是一面镜子，益于其确定治国方略。布鲁尼认为，在流传至今的有永恒价值的古代文学作品中，历史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古人的历史著作文风清新优雅，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布鲁尼认为，勤勉的女士是完全能领会这些作家的作品的。布鲁尼指出，历史是对史实最简洁的描述，其内容并不错综复杂，因而易于学习。而一旦我们掌握了这些史实，它们就会存留于我们的记忆之中。

接着，布鲁尼又讨论了古代演说家的作品。他说，没有人比古代的伟大演说家更衷心地歌颂美德、更强烈地谴责罪恶。从他们那里，我们还可以学会怎样安慰、鼓励和劝诫他人，学会怎样给他们提建议。如果说是哲学家提供了演说中的一些原理和原则，那么演说家则赋予这些原理和原则以血肉、以情感、以令人信服的感染力，正是从演说家那里我们学习到优雅绝伦、扣人心弦的表达。在演说词中，我们还可发现丰富多样的词汇、清新流畅的风格、蓬勃向上的生机和震撼人心的力量，这些皆可裨益于我们的写作和交谈。

布鲁尼非常重视诗歌。在这封信中单讨论诗歌就占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篇幅。他认为诗歌是每一位有教养的女士都必须非常熟悉的学科。古代伟大的思想家莫不被诗歌所吸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在其著述中常常引述诗句，表明他们对诗人的熟知。诗歌之所以重要，既在于其题材的丰富多样，又在于其形式的优雅动人。古代诗人的诗作涉及面甚广，事物的本质、万物的起源、战争的技巧、和平的艺术、道德的准则、宗教的情感、日常的重要事务莫不在其描述之列，因此，布鲁尼认为，诗歌是知识的重要源泉，布鲁尼要求今人通过诗歌学习古人的智慧以利现世之人生事务。同样重要的，诗歌还具有非凡的感召力，“所有这一切都表达得如此优美，如此高雅，不能不引起我们的尊崇”[54]。布鲁尼认为诗歌的节奏、格律与人的情感世界有着特殊的联系，没有什么其他的力量比诗歌更能打动人的精神、影响人的情感。引申开来，可以看到，实际上布鲁尼将诗歌视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力量，不仅诗歌的内容有教育意义，而且诗歌的形式也具有教育意义。正因为对诗歌有这样的认识，布鲁尼指出，诗歌在知识方面能给人提供有价值的帮助，在表现形式上较之其他形式的文学具有更强的吸引力，在精神方面能给人带来使人高贵的愉悦，若有人对其价值漠然置之或无动于衷，那他就不配称为有教养之人。

布鲁尼爱诗如命，然而当时却有一些人反对学习古代作家的诗歌，理由是古诗的题材选自爱情故事和罪恶故事，不利于敦化人之德行。布鲁尼问道：“你们能找到关于永恒和挚爱的更好的范例或者使女性具有最高美德方面更好的题材吗？”[55]布鲁尼也承认在古典诗歌之外也有一些诗歌对人有教育作用，但布鲁尼认为这些诗歌数量较少而且缺乏文学的魅力，对人难以产生强烈的感染。布鲁尼认为忽视古典诗歌之美而仅注意其瑕疵是不公正的。

布鲁尼认为，不同的知识的价值是不同的，对有些知识，他极力压制学习者学习的热情，而对另一些知识，他极力激发学习者学习的热情。如前所述，他极力激发人们去学习历史、演说词和诗歌，那么他不愿让人学习哪些知识呢？他认为有些知识适度知道即可，没必要精熟于心，没必要投入过多的时间，算术、几何、占星术就属此类，这些知识具有错综复杂的特性，优雅的大脑被其吸引是不值得的。令人惊异的是，布鲁尼将修辞学也划入此列。原因是布鲁尼认为对妇女进行教育要针对其特点和职责，各式各样的辩论和论战如公众讨论、法庭辩护等皆在妇女的职责之外，与其无关，故没有必要要求妇女学习与辩论和论战密切相关的修辞学。

文以载道，布鲁尼所看重的历史、演说词、诗歌等都是由文字来构成的，那么文所载之“道”是什么呢？布鲁尼认为“道”就是其中所蕴含的宗教与伦理精神，他说：“在对一个基督教女士进行教育时，应将宗教和道德置于首位。”[56]前文讨论历史、演说词和诗歌时已涉及此问题。布鲁尼看到了诗歌对培养宗教情感的作用[57]，看到了历史、演说和诗歌的伦理价值。他要求女士学习教会文学，尤其是要研读奧古斯丁的作品。但他同时又认为一位有教养的基督教女士没必要完全沉迷于教会文学，没必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教会作家。布鲁尼对宗教问题论述甚少。在谈及道德问题时，布鲁尼回溯至古希腊罗马时代，认为禁欲、节制、谦虚、公正、自信、高尚等古希腊罗马留下来的品德，应受到真诚的尊敬。人必须探讨这样一些问题，即有什么样的德行才能使人幸福？如果幸福与否取决于美德，以美德为主要或唯一因素，那么幸福是否会被痛苦、监禁、放逐所破坏？如果承认这些可以阻碍一个人幸福，是否可以进一步说正是它们使人陷入悲惨之境？难道幸福意味着趋乐避痛？抑或意味着对正直的感知？抑或意味着躬行美德？这些问题最值得探讨，对男人对女人皆然。

布鲁尼重道亦重载道之“文”。他说：“一个人只有行万里路、读万卷书方能达于教育的高境界。诗人、演说家、历史家和其他贤哲皆各有其长，各自都会令人受益，我们必须潜心研究之，这样我们的知识才会变得丰富、多样、优雅和好用，才能在各个领域对人的言行有所帮助。但是，为了有效地运用我们的知识，我们必须把它们表达得更有力量。学问的两个方面的确是不可分割的，二者相得益彰。擅长于表达，但孤陋寡闻，不熟悉事实和真理，那是无益的；反之，知识面甚广，但不能将其优美地表达出来，就如同把知识放在一个容器中使其难见天日，或者因表述不清而使其显得残缺不全。的确，完全可以问这样一个问题：一个人拥有艰深且多样的知识，然而如果他不能用适合这个学科的语言去表达它，这种拥有又有何益处？无论如何，若一个人既有渊博的学识又有优雅的表达风格，我们就应让其获得出类拔萃及永恒荣誉之最高称号。”[58]

内容和形式是不可分的，布鲁尼二者并重。他要求在研读古典作品时要注意体会其表达形式的优点并要求学习者学习这些表达技巧。为此，他在教育方法方面提出了若干具体的要求。

布鲁尼非常强调基础知识的学习，认为如果基础知识掌握不好，是不可能建立起一座知识大厦的，既不能领悟他人作品之妙，也不可能优雅地表达自己。他要求阅读时要细心，留心词汇的使用、词形的变化、修辞和比喻的运用以及所有的写作技巧如格律和反衬等，从此体会文字的风格和韵致。在阅读时应注意作品的选择，应选择一流的古希腊、古罗马和基督教作家的作品来读，格调不高的作品只会给人带来负面影响。在许多名家中，布鲁尼对西塞罗和维吉尔赞佩有加。他说，在古典作家中，西塞罗会给人带来恒久的欢乐，其思想之丰富，语言之多变，风格之有力，无人堪比。维吉尔仅次于西塞罗，维吉尔是我们民族文学的光荣和骄傲。[59]

布鲁尼提倡大声朗读，认为用清晰、准确的音调朗读作品，有助于体会作品的节律之美，有助于抓住作品的要旨、把握作品的框架，有助于提高个人的阅读能力。

布鲁尼认为每个学生都应有个人的练习本，在他之前，从未有欧洲学者提出通过练习本进行教学的建议，他是提出这种新课堂教学方法的第一人。[60]布鲁尼是从克里索罗拉那里学会使用笔记本的，当时在拜占庭的君士坦丁堡笔记本已被使用。布鲁尼必定是从使用中尝到了甜头，故推荐此种方法。笔记本的普遍使用受物质条件的限制，必须有价廉的充足的纸张供应。但由于纸的生产量有限，纸价甚贵，当时纸张的使用是很受客观条件限制的。因此布鲁尼的建议明显是对上层社会而言的，是有所指的。几个世纪之后，大众教育才普遍使用纸张来做练习用。

总体而言，布鲁尼的教育思想缺乏广度，这可能与其只是讨论女子教育这一问题有关；同时也缺乏深度，教育思想中有新意之处、独特之处并不多见。

第四节 维多里诺的教育思想

有人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写在纸上，但从不将之付诸实践。而维多里诺（Vittorino da Feltre，1378—1446年）与此完全相反，他将一生献给了教育实践，却并没有把他的教育思想写出来示人。他的卓有成效的教育实践活动恰是其丰富深邃的教育思想的外化。他的教育思想在质上和量上均超过了留下许多文字的同时代人。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1378年维多里诺出生于意大利的一个小镇费尔特雷（Feltre），关于他童年时代的生活情况，人们所知甚少。他的家境并不富足，有时连生活必需品都不能齐备。费尔特雷比较偏僻，离大城市很远，交通也不方便，文化因而也不发达，教师和书本皆匮乏。由于费尔特雷不能使维多里诺强烈的求知欲得到满足，他18岁时进入帕多瓦大学求学。这一年克里索罗拉到佛罗伦萨讲授希腊语。尽管当时帕多瓦在学术文化上的地位不如佛罗伦萨那样重要，但帕多瓦大学与人文主义新学术却有密切的关系。彼特拉克对帕多瓦有重要影响，他与帕多瓦的望族和帕多瓦大学的学者都过从甚密，彼特拉克的丰富藏书在其死后多年一直保存在帕多瓦。彼特拉克的学生康弗西诺（Giovanni Conversino da Ravenna）14世纪末在帕多瓦大学教授修辞学和拉丁文学。在彼特拉克等人的影响下，帕多瓦大学具有较浓厚的人文主义气氛。就连传统的神学和辩证法（逻辑学）这两门学科，在14世纪末的帕多瓦大学也渗进了人文主义因素，纯粹的经院主义方法在神学和逻辑学研究中已没有地位。帕多瓦大学声誉在外，学校的学生中不仅有意大利人，也有英国人、法国人、德国人、匈牙利人。大多数学生在此修习医学、教会法，但该校的文法修辞、哲学等学科的地位较意大利另一所著名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同类学科的地位要高。维多里诺在此感受到了古典文化复兴的氛围，他为此觉得愉悦，于是潜心学习古典文化，对拉丁文法和拉丁文学用力尤多。由于经济条件拮据，维多里诺靠担任文法课教师的报酬维持求学。他此时所教的文法课是为私人而开设的初级文法课程，工作单调辛苦，经济收入也不高。靠此微薄的收入，他系统地修习了辩证法、哲学和修辞学，此外他还学习了教会法。由于希腊语此时还尚未进入帕多瓦大学的课程，所以维多里诺没能在大学里学到希腊语。获取博士学位后，维多里诺又开始学习数学，数学在当时大学课程中并无地位，数学的教与学是在大学之外进行的，维多里诺数学学得很好，不久就成为颇有名气的数学教师。

维多里诺在帕多瓦待了近20年，其间深受著名人文主义者巴齐札（Barzizza）和弗吉里奥的影响。1407年巴齐札来到帕多瓦，1415年维多里诺离开帕多瓦。在对古代语言和古典文化的态度方面，维多里诺受巴齐札影响较大。在巴齐札看来，拉丁语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学术交流、文学写作都离不开它。而古典文化中则蕴含着改造现实社会的理想模式，因此研习古代语言和古典文化不可泥古不化，不应只学其皮毛，而应深刻把握其内涵。可见15世纪初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并无16世纪初意大利人文主义那样的学究气息和形式主义倾向。弗吉里奥与巴齐札关系密切，当1396年维多里诺到帕多瓦大学读书时，弗吉里奥已在该校任教，但在此前，维多里诺已知弗吉里奥之名，因为弗吉里奥于1392年发表了其教育论文《论绅士教育》，名噪一时，对当时人文主义教育推动甚大。弗吉里奥这些教育构想被维多里诺全盘接受，并由维多里诺“付诸实践”。[61]

维多里诺与当时另一位教育家格里诺关系密切，他俩在帕多瓦大学时就曾是同学，后来，格里诺离开帕多瓦到了君士坦丁堡，于1403—1408年住在克里索罗拉家里师从克里索罗拉之子学习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其后又回到佛罗伦萨居留，1414年离开佛罗伦萨来到威尼斯，于此开办了意大利第一所人文主义学校。1415年维多里诺从帕多瓦来到威尼斯格里诺所开办的学校任教，在此共待了一年半的时间，其间他跟从格里诺学习希腊语，而格里诺则跟从他学习拉丁文化，两人互教互学。由于瘟疫的流行，1416年学校停办，维多里诺随格里诺于1416年深秋来到帕多瓦，1417年格里诺返回威尼斯重新开办学校，维多里诺是否随格里诺返回威尼斯，尚无史料的确认。可以确认的是，1420年，维多里诺已于帕多瓦大学任教。1422年巴齐札赴米兰而离开帕多瓦大学，其主持15年的修辞学席位由维多里诺继任主持。此时维多里诺已成为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当时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并不都是道德的楷模，不少人因沽名钓誉、钩心斗角、互相攻讦而背负恶名。维多里诺不仅学识渊博，而且绝无恶名，他生活俭朴，爱生如子，声望甚高。由于对帕多瓦大学纪律松懈、学生受外界不良习染不满而他又对此无能为力，他约于1422年辞去教职再次来到威尼斯。1423年他在威尼斯开办了一所学校，由于他办学有方，吸引了不少学生，他也很快被公认是意大利“最值得信赖和最有能力的人文学教师”[62]。

1423年曼图亚侯爵冈查加（Gianfrancesco Gonzaga）邀请维多里诺任其子女的家庭教师，当时维多里诺正忙于在威尼斯办学，加上他不喜欢不断迁居，于是拒绝了邀请。但冈查加的邀请又至，维多里诺说他厌恶宫廷生活，渴望平和及做有用的工作，不喜欢拋头露面等，想以此再婉拒，而冈查加求贤若渴，条件非常优厚，让维多里诺自订薪金额度，并应允他在教育事务上有充分的自主权。维多里诺最后答应了冈查加的邀请，于1423年年底来到曼图亚宫廷执教。冈查加及其夫人波拉（Paolo di Malatesta）都十分支持维多里诺的工作，这使得维多里诺遂心如意，能专心致志于他热爱的教育工作，他在此一直工作到他1446年辞世。

维多里诺在曼图亚建立的学校被称作“快乐之家”（The Pleasant House），位于曼图亚城的西北角，校舍设在靠近河边的一座宫殿里，三面环绕着草地，环境清新自然。校园里种植着树木花草，有宽阔的道路，有大块的绿地，房屋也宽敞高大。维多里诺认为这种优美的环境对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是有益的，利于学生活动身体，有助于使学生内心愉悦，他将学校称为“快乐之家”意蕴也在于此。他欲使学校成为学生所喜欢的而不是所厌恶的场所。维多里诺讨厌奢华的宫廷生活，在他的坚持下，宫殿里的豪华家具及陈设被搬走，宫殿被重新装饰，墙壁被饰以儿童游戏的壁画，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起初，维多里诺只有3个学生，他们都是冈查加公爵的孩子，从3岁到9岁不等。后来规模逐渐扩大，最多时达到六七十人。曼图亚的富家子弟、来自意大利其他地方的维多里诺朋友的孩子都成为该校的学生，维多里诺按学生父母的经济地位收取学费，收费不是为了他个人，而是为了救济贫寒学生。维多里诺招了不少家境贫穷的学生，他为他们承担全部的费用。维多里诺并无文艺复兴时代人文主义者所惯有的那种等级观念，认为贫寒的家庭中也会有才智出众的儿童。在教育中，不论学生的家庭背景如何，他都一视同仁，绝无偏袒。维多里诺对学生充满慈爱之心，对教学一丝不苟，深受时人敬重。当时最著名的一些人文主义学者如格里诺、波齐奥、费立尔福（Francesco Filelfo，1398—1481年）等皆把自己的孩子送到维多里诺的门下求学，他们深信在这里他们的孩子能受到当时最好的教育。有趣的是，格里诺本人在当时也是著名的教育家，也开办了学校，但他却将自己的一个孩子送到维多里诺这儿受教，可见维多里诺在当时文化教育界的地位之高。学生的年龄大小不一，有的入学时才六七岁，有的则有二十几岁。后来成为著名人文主义者的瓦拉（Lorenzo Valla，1407—1457年）离校时已23岁。有些年龄大的学生甚至到快30岁时才离校。

曼图亚学校不久便名声大振，不仅在意大利而且在法国和德国等地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校的成功与维多里诺的学识和能力有关，但与其高尚的人格魅力也是分不开的。布克哈特曾这样描述维多里诺：“他是毕生献身于其特别擅长的事业的一人。他几乎没有写过书，而最后把他青年时代所写的、曾长久保存在他身边的少数的诗也毁掉了。他孜孜不倦地求学；从来没有追求过功名，他轻视一切像这样的身外浮名；他和师生友好，相处甚欢，知道怎样保持他们的好感。他在身体锻炼和精神锻炼上都是过人的，是一个卓越的骑手、舞蹈家和剑术师，无论冬夏都穿同样的衣服，就是在严寒天地也只是拖着一双凉鞋走路，他这样生活下去，一直到老年也没生过病。他很善于控制他的激情、他的性欲和愤怒的自然冲动，因而能够一生保持童贞并且从来也没有用恶语伤过任何人。”[63]当时意大利新建的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校有许多，远非只有维多里诺所开办的曼图亚学校这一家，“但是，像它这样完美地体现了文艺复兴教育理想的学校，却别无他处了”[64]。维多里诺的教育理想是什么呢？

二、教育理想和教育内容

维多里诺的教育理想是培养身心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这种人应具有强健的体魄、丰厚的文化知识、良好的品德和虔诚的宗教信仰。

维多里诺认为身体健康是学生精神发展的前提，故对学生的身体健康和训练十分关注。他悉心照料生病的学生，要求学生在各种气候条件下坚持身体锻炼，提高身体对寒暑的适应能力。当寒冬到来时，他不让学生从火炉取暖，他认为人感到寒冷是身心无所事事带来的结果，拍拍手、跺跺脚、大声地讨论、大声地读书等活动使人的身心处于活动状态，就可以驱走寒冷。

体育和军事训练在中世纪骑士教育中一直有良好的传统，但在中世纪教会学校里和后来市政当局开办的一些世俗性的学校里，体育没有地位。不应把维多里诺重视体育只看作他对骑士教育传统的继承，因为他不是为了培养尚武精神。他重视体育是基于他对人性、人的发展和理想教育的理解。他认为人由身心构成，故人的发展应包括身体的发展，理想的完全的教育因之也应包括体育在内，而不只是进行心智训练。身体训练的目的不是使学生获得某些专门的体育技能，而是为了增强体质，培养学生吃苦耐劳的习惯，锻炼学生使之具有坚强的意志。学生每天都必须从事体育活动，风雨无阻。活动的内容包括跑、跳、投掷、击剑和各种球类运动等。各种军事训练活动也是维多里诺所力倡的，他认为各种训练能使人举止优雅，行为灵敏，富有尊严。维多里诺喜欢户外活动，时常组织学生去登山，到伽特（Garda）湖游览，参观城堡，使学生充分领略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之美。每一次活动都精心组织，有时一次活动要持续几天。户外活动深受学生欢迎，对于增进师生关系、增强学生体质、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皆大有益处。

维多里诺为学生开设了广博的人文主义课程，包括拉丁语、希腊语、文学、历史、哲学、七艺等。古典文化在中世纪的意大利并未绝迹，七艺也是中世纪学校里的教学内容，但在维多里诺那里，对古典文化的态度则是典型的人文主义性质的，七艺的含义也已大大改变而不同于中世纪。

拉丁语和希腊语是打开古典文化的钥匙，维多里诺非常重视二者的教学。同格里诺等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一样，维多里诺轻视本族语，在他的教学计划中本族语没有什么地位。能用拉丁语讲话、写作在当时被视为是有教养的标志。拉丁语准确、简练、优雅，而本族语在当时还未发展成熟，显得粗鄙不堪。加上拉丁语是与伟大的罗马帝国和罗马文化相联系的，其地位比本族语高并不是一件怪事。

语言的学习是与语法的学习和古典著作的研读结合在一起的。他认为学习语法是学习语言的基础，学生在阅读古典著作和写作前应透彻掌握语法知识，语法教学除可使学生掌握语法规则外，对学生也是一种有价值的精神训练，对其精神发展是有益的。语法教学不应只重死记，还应注重应用。在语法教学中，教师首先通过口授向学生提供足量词汇，做词形词尾变化练习。然后从古典文学、历史、伦理学等著作中选出一些浅显的段落让学生做词法和句法的练习，并做初步的写作练习，有时他还引导学生就某一主题展开讨论。这种学习语法的方法灵活多变，效果远高于单纯的死记硬背。维多里诺不论在拉丁语语法教学方面还是在希腊语语法教学方面均使用这种行之有效的方法。

在罗马文学家中，维多里诺推崇西塞罗、维吉尔、吕西安、奥维德、贺拉斯、普拉图斯和塞涅卡等人。他要求学生能背诵西塞罗和维吉尔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有的学生在离校前能将维吉尔的全部著作，西塞罗的所有演说、论文和书信背诵下来。在研究古典作品时，首先，他要求学生把握每一个词的含义及其在句子中的作用；其次，他要求学生体会、把握作品的风格，他认为风格体现出每个作家不同的个性；最后，他要求学生充分领会作品的深刻内涵。实际上这是要求学生既重视作品的优雅的表现形式，又重视作品的深刻的精神实质。在课堂中，维多里诺总是使用最简洁最直接的语言进行教学，避免冗长和累赘。他具有较高的表达技巧，表意清晰，且能用不同的方式表达同一种意思。他注意使自己说的话适应学生的接受水平以使学生能充分理解。他说话时的语言语调犹如音乐一样优美。因以上种种，维多里诺的语言教学很富成效，学生用时短，但学得好而多。他的弟子中出现了一些像瓦拉那样的大家。

维多里诺的希腊语造诣没有拉丁语造诣大。14世纪末到15世纪前半叶，意大利境内的希腊语教师可分为三类：第一类是来意大利执教的外国人，他们来自君士坦丁堡或希腊本土，克里索罗拉是一个典型；第二类是在希腊或君士坦丁堡居留过的意大利学者，格里诺、费立尔福是典型；第三类是在意大利本土跟从上述两类人学习希腊语的意大利学者，维多里诺就属于这一类希腊语教师，他38岁时才在威尼斯跟从格里诺学习希腊语。维多里诺对第三类希腊语教师的希腊语素养抱谨慎态度。为提高曼图亚学校希腊语教学之水平，维多里诺通过费立尔福在1430年左右将乔治（George of Trebizond），在1441年将伽查（Theodore Gaza）聘为希腊语教师，他们都不是意大利人，属于上述的第一类教师。乔治和伽查都是造诣很高的希腊语学者，他们在曼图亚教授希腊语，同时跟从维多里诺学习拉丁语。伽查所写的有关希腊语语法的小册子是15世纪同类著述中写得最好的，伊拉斯谟在剑桥时曾将之引荐给英国的人文主义者，他还将之视为自己不可缺少的工具书。在伽查的推动下，曼图亚学校成为当时意大利学校中希腊语教学最系统、最有成效的学校。维多里诺一生好学，他跟从伽查继续学习希腊语，他希腊文化方面的造诣较前更高了。维多里诺要求学校的希腊语教学使学生能够阅读希腊文著作、能用希腊文写作并能用希腊文谈话交流。一些年纪轻轻的学生能用希腊文写出优美的文章，令一些学者惊诧不已。在古希腊作家中，他要求学生阅读荷马、色诺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鲁塔克、伊索克拉底等人的著作。

除阅读和写作能力外，维多里诺还注重培养学生的演说能力。演说在当时意大利和社会生活中居于重要地位，维多里诺自然不会对之置之不理。此外，他还认为，演说对一个人是否确实掌握某些知识以及掌握到何种程度是一种检验，只有真正掌握了的东西才能被清楚地叙述出来并传达给他人。他认为，在说话或演说时，口形大小要适当，呼吸的间隔应合宜，每一个音节都应清晰可辨，避免发出混浊不清的咝咝声。声音应洪亮，该强调的地方应加重语气，应注重语调变化，做到轻重有致，抑扬顿挫。演说者还应注意仪表，以与所说所讲相协调，表现出风度的优雅和举止的尊严。

历史是重要的教学内容。历史主要是指古代希腊和古代罗马的历史，罗马史尤其受到强调，因为罗马历史意味着意大利民族的英雄时代。由于当时的历史研究注重个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维多里诺也就从这一角度展开历史教学，强调个人能力、个人独特的个性对历史的影响，并从古代的伟大人物那里为其学生寻找道德准则的指导。历史更多地被视为一种饱含伦理意义的东西，因为它能为抽象的道德信条提供具体生动的事例。从历史著作中人文主义者抽取出具有典型人文主义色彩的信条：人生的意义在于建功立业，在历史上留下英名。这是一种入世的、积极向上的、具有乐观主义色彩的信条。它肯定人的力量与人的价值，对人充满信心。维多里诺对学生的热爱以及他一生的不懈追求皆表明维多里诺的人生观所具有的典型的人文主义色彩。

维多里诺从伦理学的意义上来理解哲学，认为哲学的作用在于为人生提供有益的指导，因此他不看重哲学的思辨特性，这也就意味着他厌恶当时争吵不休的经院哲学。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是曼图亚学校的重要学习内容，不懂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人不能被认为是有教养的，“因为他们对造就一个人或一个公民是最重要的”[65]。对于年轻一点的学生，由于他们抽象能力还有限，则要求他们学习西塞罗的著作，维多里诺认为，西塞罗充分吸收了古希腊哲学和伦理学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并将之运用于实际生活，年轻一些的学生在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前可以先学习西塞罗的著作。

七艺也是重要的教学内容。文法教学既包括拉丁文法亦包括希腊文法。修辞教学是与写作教学一起进行的，旨在使学生能用拉丁语和希腊语写出优美的文字。辩证法（逻辑学）在当时的大学中尤其在巴黎大学、牛津大学等传统大学中居于重要地位，但在人文主义者那里其地位则是从属的，维多里诺认为逻辑学的作用在于它有助于使人更准确、更精确地思考问题，使人找到事物间的联系与不同，他反对经院哲学家借助于逻辑学进行无意义的烦琐的论辩。在维多里诺的心目中，逻辑学的地位远在文法和修辞之下。算术、几何、天文、音乐也是曼图亚学校的教学内容。维多里诺擅长数学，在数学教学方面享有盛誉，在学生学习算术的初期阶段，他通过游戏教学生关于数的知识。他将几何学教学与绘图、测量等结合起来进行。在天文学教学中，他还兼讲自然史（Natural History）。他认为音乐对人有巨大的感染力和影响力，他曾在学生就餐时演奏乐器，结果一些学生被音乐所吸引以致忘记了吃饭。但他认为有的音乐是不健康的，对学生无益处，他要求以健康、向上的音乐陶冶学生的性情。此外，唱歌和跳舞也是与音乐有关的教学内容。从此可见，维多里诺已大大去除了中世纪教育笼罩于“七艺”之上的浓厚的神学色彩，而赋予七艺以较强的世俗色彩。

但这绝不是说维多里诺对宗教持反对态度，他实际上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对上帝充满真诚的信仰。他的教育理想不是欲以人文主义精神取代基督教精神，而是欲将二者融于一体。他认为人生是否有尊严全依赖于人是否将自己与上帝相联系，他每天都亲自参加学校里的宗教教学，竭力培养学生宽容、谦恭等基督教美德，他还与学生一道去做弥撒，他本人还定期做忏悔。在他心目中，古典文化与基督教精神一点也不冲突，而且他认为二者对于一个人的全面的成长都是必不可少的。他是一个出色的人文主义学者，同时也是一个恪守基督教道德的典范。

三、教育方法和教学方法

维多里诺热爱教育工作，深谙教育教学艺术，他所运用的教育教学方法给人以耳目一新之感。他所享有的盛誉，主要不是由于他的教育理想与教育内容，而是由于他教育教学艺术的高超。他注重环境对学生的陶冶作用，力求使学生生活的环境清新、朴素、自然，将学校建成环境优雅、使学生乐于生活其中的“欢乐之家”；他要求将学生的精神发展建立在身体发展的基础上；注意学生的学习科目在安排顺序上的适当变换以避免学生很快陷入疲劳状态；他以身作则，处处做学生的楷模。这些方面都是维多里诺在教育方式方法中超出于一般教师之处。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维多里诺教育教学方法的最主要和最动人之处在于他对学生的尊重和了解。维多里诺热爱学生，将自己的心血全部倾注于学生身上，他爱生如子，对年幼的学生充满关爱和期盼之情，对年长的学生所取得的成绩他深感骄傲并对他们的前途充满信心。他与他的学生们生活在一起，一起就餐，一起游戏，一起出游，分享学生们的兴趣与欢乐。他不必使用严厉的惩罚手段就可以管理六七十个学生，良好的师生关系使得他对学生的管理工作变得轻松自如。体罚极少使用，只有当学生有不虔敬或放荡的行为时才使用，但也必须在辩论和讨论后才使用，而且是作为替代开除的一种举措。如果学生功课准备得不好，惩罚办法只是让学生在放学后将之补上。他认为应吸引学生去学习而不是驱使强迫他们去学习。他认为学生天生就赋有学习的兴趣和能力，应相信学生，尊重他们的人格尊严，尊重他们的自由。[66]

维多里诺要求教师观察了解学生，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因材施教。维多里诺本人十分细心地研究每一个学生的能力、兴趣及其将来的职业趋向，据此相应地调整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他根据学生的兴趣和能力允许学生在学习知识时有所侧重，不搞一刀切，他认为一些学生应主攻古典文学，一些学生则应主攻数学或者哲学，一些学生则应主攻诗歌或音乐。上午和下午的时间维多里诺进行集体性质的教学，而早晨和晚上则是他进行个别教学的时间，他与他所喜爱的学生交谈能一直谈到深夜。他睡得不多，一大早就起来督促他感兴趣的学生起床对之进行个别辅导。维多里诺的学生回忆道：当时是冬天，一大早维多里诺就来到了学生住的地方，他一手拿着蜡烛，一手拿着一本书，叫醒一个学生后，他站在一旁耐心等候，给学生留出穿衣的时间，等学生一切就绪后，维多里诺把书递给他，并且用严肃认真的话语鼓励学生努力学习以取得进步。[67]维多里诺的教育和教学工作做得非常细致，他掌握每一个学生的特点，关心每一个学生的进步，这是当时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所远不能比的。

维多里诺是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卓越实践者，他兴办的曼图亚学校为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校的建立树立了榜样，他的弟子进一步将其教育思想发扬光大，广为传播，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对当时欧洲人文主义教育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卡斯底格朗认为维多里诺所办的学校从古至今举世无双。彼特拉克曾被誉为“第一个现代人”（the first modern man），伍德沃德认为维多里诺应被誉为“现代教师第一人”（the first modern schoolmaster）。[68]详察维多里诺的教育作为和历史地位，此言不虚，名副其实。

第五节 格里诺的教育思想

同维多里诺一样，格里诺（Guarino da Verona，或Guarino Veronese，或 Guarino dei Guarini，1374—1460年）也没有专门的教育著述。这是一种比较奇特的现象，弗吉里奥、布鲁尼、西尔维乌斯等人并非专职的教师，但他们都有专门的教育书信和注文行世，终生献身于教育的维多里诺和格里诺对教育应最有心得，但却无专门的教育著述留给后人。是否他们醉心于或忙于具体事务而无暇写作？维多里诺可能是，但格里诺却不是，因为他有不少著述和译著行世。这种情况给后人研究其教育思想增加了难度，回避是不当的，因为当时两人盛名远扬，补救的办法只能是通过其教育实践研究其思想、通过他人的记载和论述研究其思想。

格里诺在教育实践方面与维多里诺齐名，可通过其一些做法来探讨其教育思想，因为教育实践是教育思想的外化。另外，尽管格里诺本人未写教育著作，但他的儿子小格里诺即巴蒂斯塔·格里诺（Battista Guarino）于1459年写了一篇题为《论教学和阅读古典作家著作的方法》（On the Method of Teaching and Reading Classical Authors，拉丁文名为 De ordine docendi et studendi）的论文，该论文体现了格里诺的办学思想，正如巴蒂斯塔在文中所讲的：“此文的确是几个学者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小结，尤其是它体现了我父亲格里诺的教育思想。”[69]因此，以此文为研究格里诺教育思想的基础之一是可行的。本节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格里诺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格里诺1374年生于意大利维罗纳（Verona）一个工匠家庭，12岁时丧父，其母虔信上帝、富于爱心且非常能干，格里诺在其母亲的关怀下长大。其母对宗教的虔诚对格里诺影响甚大。格里诺青少年时期师从名师马尔札格亚（Marzagaia）学习拉丁语，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这种学习在方式上显然是前人文主义风格的。此后，格里诺又赴帕多瓦和威尼斯，意在进一步提高自己。1390—1403年，他在帕多瓦结识了包括弗吉里奥在内的一些学者，在威尼斯结识了一些名门望族。很难认为此时帕多瓦的学者所从事的研究是人文主义性质的，因为他们所使用的拉丁文并不优美、纯洁、雅致，而拉丁著作所包容的知识又非常贫乏，并且他们也不懂希腊语。尽管如此，帕多瓦在学术上还是显现出一些新气象，如有一些私人教师如弗吉里奥认为拉丁语并不仅是学习神学、法律和医学的手段，也是探索古代文明的工具。

格里诺在维罗纳、帕多瓦和威尼斯或学习或教书，度过了生命的前30年。1403年他随威尼斯的一位商人兼官员来到希腊（君士坦丁堡），一直到1408年才离开。近5年的时间使他受益匪浅并对其以后的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当时热爱古典文化的学者而言，有幸访问古典文化的故乡希腊是令人羡慕不已的事。然而格里诺的运气还不止于此，他在君士坦丁堡还结识了克里索罗拉父子，当时克里索罗拉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和帕维亚（Pavia）讲授希腊语后刚刚返回在君士坦丁堡的家。格里诺到克里索罗拉家拜访，并成为克里索罗拉之子约翰尼斯（Johannes）的学生，师从他学习希腊语。格里诺勤奋学习，熟练地掌握了希腊语，由于君士坦丁堡是古典文化的重要保护所，格里诺还接触到了大量的古典著作，他沉浸其中博览群书，学业大进。

他34岁时回到威尼斯。他想在威尼斯找一份合适的工作，但未果，遂于1410年2月怀着失望之心赴博洛尼亚，在此他结识了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波齐奥、布鲁尼和其他一些学者。应布鲁尼之邀，格里诺来到佛罗伦萨。在佛罗伦萨，格里诺第一次发现他的真正职业应是教师，向学生传授古希腊、古罗马文化，因为他擅长此道，驾轻就熟，且兴趣盎然。由于格里诺也是克里索罗拉的弟子且去过希腊，这使他在崇尚古典文化的佛罗伦萨颇受尊重。格里诺开办了一所学校，很快声名大振。1412年佛罗伦萨学园（the Studio of Florence）重新开办，格里诺被市政当局指定主持希腊语讲座，这既是一项殊荣也是对格里诺希腊语水平的肯定，因为此前只有克里索罗拉一人在此主持过该讲座。这样，格里诺在文艺复兴的诞生地佛罗伦萨终于确立了自己的学术地位。作为文艺复兴的发祥地，作为一个崇尚自由的城市共和国，佛罗伦萨的文明程度名列欧洲前茅，频繁的对内对外交流、浓郁的人文主义氛围、高素质的城市公民、封建主义束缚的解除等条件给人文主义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格里诺从其亲身经历中还体会到，古代世界与佛多伦萨现实生活之间并无鸿沟，文艺复兴与现实生活之间有着完美的结合。在人文主义教学中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理念，那就是“有益于现世人生”，人文主义研究和教育的崇高目的在于促进城市社会的昌盛，追求的是管理的廉正、纯粹的正义、爱国主义的自豪感、高贵的自尊和对社会有所作为的人生观。[70]人文主义者追求声誉，而个人声誉的大小直接取决于他对社会有何贡献。人文主义研究并不唯书，并未沉迷于故纸堆中，并未沉沦为乏味的学究行为。

尼可利是佛罗伦萨人文主义研究的赞助人，此人出手慷慨但难以相处，克里索罗拉离开佛罗伦萨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与其不和。格里诺有着一个学者的强烈的自尊心，自然不肯摧眉折腰屈就于脾气不好的赞助人，因此与尼可利相处得并不好。格里诺与其他人文主义学者的关系也差强人意，格里诺成就斐然，招致了一些人的妒意，格里诺本人在性格上也有缺陷，他脾气古怪缺乏耐心，远没有维多里诺的人缘好。因此，尽管他身在佛罗伦萨，但心却在维罗纳和威尼斯。到1414年，冲突和不和已公开化了，这使格里诺去意已决。恰巧此时威尼斯巴巴拉家族的弗朗西斯科访问佛罗伦萨，他遂将格里诺带回威尼斯。格里诺在希腊时曾与弗朗西斯科常有书信往来，关系密切。

在威尼斯，格里诺为年轻的贵族们开设了一所学校，一些想掌握希腊语的学者也到此学习，其中就有维多里诺，维多里诺在这里待了3年或4年的时间。通过对西塞罗和修辞学规则的深入研究，格里诺的拉丁文知识大有长进，他还花了很多时间研究昆体良，从中学到不少教育的方法。正是在这一时期，他开始设想编一本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语法手册（若干年后，在费拉拉宫廷，格里诺编的语法手册付诸使用），将其教学心得和方法形成文字。1418年他回到故乡维罗纳，成为维罗纳城的修辞学教授。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人们对古希腊学术的兴趣愈加浓厚，很多不同年龄的学者和学生慕名前来维罗纳向格里诺学习希腊语，其中甚至还包括一些修道士。

1429年格里诺应费拉拉公爵尼可洛（Niccolo d’ Este）之邀赴费拉拉做尼可洛之子利奥纳洛（Leonello）的教师，酬金可能是当时人文主义教师中最高的。教利奥纳洛是其首要任务，同时还教费拉拉城的其他一些年轻人。1435年利奥纳洛结婚后，格里诺有了自己的一座房子，又招了不少寄宿生。1436年费拉拉建立了大学（Studio pubblico）[71]，1442年该大学正式获得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授权，称为费拉拉大学（The University of Ferrara）。这所大学的建立与格里诺的影响很有关系，大学建立后，费拉拉遂成为人文主义发展的一个重要中心。格里诺从1436年起就担任大学的修辞学教授，一直到1460年他辞世。

在1408年到1460年的50多年时间里，他一直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可以说是个职业教育家，他对其从事的工作充满兴趣和热情，他好学不辍的精神使其拥有渊博的古典文化知识，不仅熟知古罗马文化，也熟知古希腊文化。精深的文化修养使其教师生涯也与众不同，他不仅是一名知识的传授者也是知识的探索者，这种探索和研究，使其教学永远充满新意，而非陈词滥调的重复，他的教学就是其研究成果的阐释、归纳和传递。在学术上他兴趣广泛，79岁时开始翻译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拉博（Strabo，公元前63—21年）的地理学著作，历时3年才译完。

二、教育重心的转移

在格里诺那里，教育实践与理论的重心较过去有了一些比较显著的变化。

首先在教育目的上，格里诺不再泛泛而谈博雅的目标，而是更强调为谋生、为职业做准备。这与其教育对象范围的扩大有关，如果教育对象只是王公子弟，可以不考虑谋生问题，可以无顾忌地“博雅”下去。而对于其他人，人生的第一要务当是谋生、当是找到一份好的职业，格里诺一生飘零各地，对此当深有体会。因此，从教育目标上看，格里诺更加务实，更加贴近学习者的生活实际，更加为其未来的出路着想，少了许多浪漫的、理想的成分。这也许是职业教育家与一般人文主义学者的不同。格里诺将教育与学生的未来前途相结合，使教育成为一种重要的人生手段。一些学生希望通过受教育获得一些必要的知识技能从而谋得一个职位，或任教职，或教书，或在政府部门和教廷找一个低级的职位。在等级制社会，高级职位往往由名门望族所垄断，是非贵族子弟不能问津的。实际上这也是教育的悲哀，教育在人的沉浮升迁中并未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格里诺尽管名声显赫，但他的生存状态也具有依附性，依附于他人而生存，他的几个儿子的职业选择也说明了这一问题。他的儿子中有一个子承父业成为费拉拉大学的教授，一个做了大教堂的教士，一个成为市政机构的秘书，一个成了医生，这颇能说明当时社会上中等职业的构成状况。对中下层子弟而言，博雅教育也许是一种奢侈品。

格里诺也进行军事教育，也进行宫廷礼仪训练，“这可能是因为学校招了几个来自社会最上层的孩子”[72]，言下之意是，若无这些孩子，有些内容完全就可以不教。

与此相应，教育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过去的家庭教育为重心转移为以学校教育为重心，因为教育的对象扩大了。学校似乎成为一个公共性质的机构，其地位和作用也越来越显彰。格里诺在费拉拉办的学校后来被称为“Studio pubblico”或“Studium generale”，其中的“pubblico”和“generale”两词就体现了教育的公共性和开放性，体现了时代的进步。这种变化必定会带来一些具体的管理问题，如学生的住宿、学生的管理、学费的收取等，在这些方面，格里诺借鉴中世纪大学的一些做法，如采取寄宿制向学生收取费用等。格里诺自己办学，是“私学”，但其学校又面向社会，又是“公学”，由于其办学成效显彰，许多人包括一些学者也慕名前来受教，有的来自匈牙利，有的来自莱茵河畔。由于学生较多，他一人无力全部承担教学工作，他就仿效巴齐札的做法，雇用了一些助理教师对初学者实施教学。

另一个变化是，格里诺不再像一些人文主义者那样极力强调文学的价值，文学在他的视界里，位置并不显彰，阅读文学作品只是休闲时的一种消遣，较之以赌博、玩球、看戏剧，读书是一种更好的休闲方式。好书不仅能怡人性情，还可使人获得知识。读书生活是一种“真正的、国王般的生活”，读书的乐趣远大于其他乐趣。

但研究起来，可发现格里诺眼中的“文学”的范围比布鲁尼、西尔维乌斯要窄一些。从他们的教育理想和实践看，实质上的区别并不大，都强调古典著作的学习，只不过格里诺在论述时是以语法学习统领古典著作的学习，将语法真正置于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甚至强调在语法学习的第一个阶段只应注意字词和语法规则，对著作的思想内涵等可不予关注，认为到了学习语法的第二个阶段才应关注思想内涵。正因为这样，不少学者指斥格里诺的教学中已有形式主义的倾向。这种指责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不尽合理，格里诺是一个教育专家，几十年的教学实践使其认识到，如何教学才能更具成效，他比其他人更有发言权。他要求教学在不同的阶段应有不同的重点，他要求在基础阶段要打好基础，这样才能在较高的学习阶段更好地理解作品的内涵。

还有一个重心的转移是，格里诺的教育思想更加关注教学方法问题。从表面上，虽然其视野更窄了，实则不然，实际上他把教育理论深化了、细化了，他的这种理论对教学实践的推动作用更大了，对自己实践经验的总结使其思想更具自己的特色而不只是古典教育思想的重述，创造性更强了。因此，格里诺的教育思想的深刻性、针对性、创造性较之前述诸人的确更强了，这标示着教育理论的发展而非萎缩。格里诺的理论和实践专业化更强，从纯粹教育理论发展的角度看，其价值远胜于泛泛而谈“博雅教育”。

三、教学的三个阶段

关注教学是格里诺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主要特征。格里诺把教学分为三个阶段：基础阶段、语法阶段和修辞学阶段。学生进哪一个阶段受教并无严格的年龄界限，主要看其知识的掌握程度如何。

基础阶段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基础知识。格里诺强调语音的重要性，他说：“当你读书时，语音不要囫囵吞枣，应将每一个词的语音都清晰地念出来，这不仅有助于生理上对食物的消化吸收，也有助于加深对所读东西的记忆。”[73]清晰地大声朗读于身于心皆有益，格里诺的这一认识是直接从普林尼（Pliny）那儿拿来的。此外，发音还应自然，不要矫揉造作。除了学习语音，在基础阶段还要学最基本的语法知识，如名词、代词、形容词因其在句中之用法而生的词尾变化以及动词的变化等。格里诺采用了中世纪晚期的一本小册子作为该阶段的教学用书。

教学的第二个阶段是语法阶段，这是格里诺教育思想与实践最富个性之所在。格里诺认为语法是教育的基础。如果不能透彻掌握语法，学生进一步的学习就很困难，也很难取得切实的进步。他将语法阶段又分为两个小阶段。

第一个小阶段的主要目的是让学生系统地掌握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语法知识。拉丁语语法的教学包括词法和句法两个部分，词法主要讲词形、词尾的变化，句法涉及动词造句和其他一些句法知识。为促进语法教学，格里诺专门编了一本《格里诺语法规则》（Regulae Guarini）作为教科书来使用。该书是格里诺多年教学经验的总结，它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并不是只从语法本身的角度来编写的，而是充分考虑到了学习者的需要。该书共分13个部分，从结构框架上看，并无很强的系统性和逻辑性，如并未将词法和句法分开编排，而是打破常规，混合编排。但处处考虑到学生的需要，将句法与词法混合编排也是出于这种考虑，结果却能使学生高效率地学到系统的语法知识。《格里诺语法规则》是对中世纪相关语法教科书的一个超越，在当时被广泛使用，影响很大。打破传统框架、考虑到学生需要是一种崭新的思路。还有一点与中世纪不同的是，在介绍句法规则时，格里诺并不试图去解释它，而是以古典作家的用法为范例来说明它，例如，他说：“当称呼一个人时，你应写成‘te oro’而非‘vos oro’，因为‘一个’是单数，因为所有的拉丁作家都遵守这条规则。”[74]这种论证方式也是其他人文主义者常用的，反映出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化的尊崇。

为巩固所学语法知识，格里诺要求学生既要做口头练习也要做书面练习。只有通过做快速的口头练习，才能使所学的语言成为活的语言，才能流利使用。至关重要的是，每一个学生都应为主要的语法规则找一些句子做例证，这样才利于掌握抽象的语法规则。格里诺要求学习语法规则时不仅要求准确，还应该注意语言的风格问题。他要求教师在教学中应选择些既能准确地说明语法规则，在表达上又比较优雅的材料作为教学材料使用。通过练习，学生牢固地掌握语法知识，达到使用时随手拈来的熟练程度。

关于韵律的知识也非常重要，不懂韵律的人不能说他受过教育。懂得韵律可使我们欣赏古诗的节奏之美，而不懂韵律却会使我们对于诗只知其义而不知其美。

作为一个精通希腊语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格里诺十分清楚希腊语的价值。他认为希腊语与希腊文化的教学同拉丁语和拉丁文化一样重要。他认为，没有希腊语的知识，拉丁学术的存在是不可能的。拉丁语从希腊语那里借用了许多东西，如双元音的使用、拼字法等。小格里诺在其论文中以西塞罗、昆体良、加图和贺拉斯等人重视希腊语为例证来说明希腊语的重要性。这些著名的拉丁作家都强调拉丁文学和语音对希腊语的依赖性。在当时，希腊语并不像拉丁语那样是一种交际语言，许多人视学习希腊语为畏途。格里诺的教学实践表明，只要教法学法得当，希腊语并不难学。小格里诺说：“据我所知，我父亲的不少学生在完全掌握拉丁语之后能够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在学习希腊语方面取得很大进步，能将中等难度的希腊文著作准确、迅速地译成拉丁文。要达到如此熟练的地步，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精心地、系统地进行希腊语语法基础知识的教学。”[75]在学习希腊文法时，应将全部的注意力集中于词汇和语法结构上，只有当学生牢固地掌握了词汇和语法知识，教师才可以给学生介绍一些难度较大、需要思考的书来读。

在学习希腊语时，还应学习希腊诗歌，《荷马史诗》、其他英雄史诗和戏剧作品都是学习的材料。

希腊语和拉丁语的教学不是分两个不同的阶段进行的，而是同时进行的。也许格里诺认为这样会相得益彰。

语法教学的第二个小阶段，主要研读散文作家尤其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同时也要读一些被认可的诗人的作品。与第一个小阶段不同的是，本阶段注重对所读作品内容实质的理解和把握。格里诺重视历史的价值，认为历史可使学生了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生活方式、法律规范和风俗习惯，检视芸芸众生和不同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命运，明察个人和国家成败的根源，探讨其优劣和得失。历史知识还具有现实价值，历史上的经验与教训可为世人安排个人事务提供有益的借鉴。小格里诺在其论文中以古代作家重视诗歌为例证说明诗歌的重要性，在选择拉丁诗歌作品时，将维吉尔列在首位，以下是奥维德、塞涅卡、特伦斯等人；在古希腊诗歌作品选择时，将荷马的作品列在首位，然后是英雄史诗和戏剧作家的作品。此外，还应读一些关于天文学和地理学方面的著作。可见，在本阶段，教育是以学习和阅读古典著作为核心的，从小格里诺的论述看，阅读古典著作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形式上的目的，即通过阅读著名作家的作品，学习他们的写作风格和写作方式，即学习其文学之美；第二是实质上的目的，即通过阅读古典著作，使学生在品德和知识方面得到发展。[76]格里诺对古典著作的选择不是任意的，既重其形式亦重其内容，并使之与其教育目标相吻合。

教学的第三个阶段以学习修辞学为主，同时也学习一些逻辑学和罗马法的知识。修辞学的学习将雄辩术包容在内。学生在教学中应仔细研读西塞罗的《修辞学》和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西塞罗的著作是学习修辞学时的主要内容，西塞罗的《修辞学》全面、细致地论述了演说的各个方面，西塞罗的演说词更是运用修辞的典范。想掌握雄辩术的学生应时时不离西塞罗，学习其简洁的文风，体会其高贵的道德力量。

本阶段还应学习逻辑学和罗马法。学习逻辑学可以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和柏拉图的《对话录》为范本，学习的目的在于有助于更恰当地理解柏拉图，西塞罗的对话集在形式上和题材上常常直接仿效柏拉图。学习罗马法的目的在于有助于充分全面地理解拉丁作家的作品。[77]

从教学的三个阶段的划分可以看出，格里诺最为关注的是语法学习阶段。

四、教学的方法和教育的方法

有一种教育观念始终左右着格里诺，那便是追求教育教学的效率，怎样使教育和教学更富成效是格里诺一直思索和探讨的问题。他的整个教育理论和实践主要是对这一问题的解答，这涉及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过程与阶段的设计以及教育教学方法的运用等许多问题，其实质是“如何教”的问题，格里诺的主要贡献也正是在这一方面。小格里诺在其论文的开头就明确地讲，他写作这篇论文的目的就是给学生和教师提供学习方法和教的方法和指导，而他论及的这些方法主要来源于其父格里诺的理论和实践。

前面在阐述教学的三个阶段时已涉及教育教学方法问题，在此再予以进一步论述。

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基本教学内容是古典文化，但在具体教学方式方法的认识上并不一致。格里诺的几点突出的做法如下。其一，将拉丁语与希腊语、古典拉丁著作与希腊著作同等看待，同时学习，将二者交融于一体，使之相得益彰。而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因自身素质的限制，在教学中只能以讲授拉丁语、拉丁文化为主，格里诺则切实地打破了这一局限，使古典文化的教学更加全面，为古典文化的全面复兴和传播做出了贡献。其二，将教学划分为循序渐进的三个阶段，以语法教学作为古典文化教学的突破面和切入点，并不泛泛而谈古典文化的重要性和古典文化的学习科目，而是切合实际，突出重点，重视基础知识（语法知识）的教学。其三，在教学中使用教科书。除采用中世纪晚期的教科书、克里索罗拉的教科书外，自己还编了一本《格里诺语法规则》给学生使用。使用教科书使学生学有所依，利于提高学习效率。更为重要的，格里诺在编写《格里诺语法规则》时渗入了新的教育观念，即把学生的心理需要与知识的逻辑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打破了过去教材编写偏重知识本身的逻辑性、系统性，忽视学生的实际需要和能力水平的局限性。这里实际暗含这样一种观念：教学过程是一个特殊的认识过程，它与人类的一般的认识过程具有不一致性。如同杜威所言，教材的逻辑顺序和儿童的心理顺序不是一回事。格里诺显然看到了这一点，并在编写教科书时充分地体现了这种认识。

这些方面都是格里诺在教学认识上的一些独特之处，此外，格里诺在教学中也采取了一些具体的方法，举要如下。其一，练习。格里诺注重练习，既要求学生做口头练习也要求做书面练习。其二，复习。每天晚上复习每天所学的有价值的东西，只有复习才能使人对知识保持良好的记忆。其三，翻译。因为希腊文和拉丁文要同时学习，格里诺认为，让学生将希腊文译成拉丁文、将拉丁文译成希腊文是一种卓有成效的教学方法。其四，做笔记和摘录。择所读著作之精要做笔记和摘录，可使人准确把握文意，形成自己的判断，同时能使人集中注意力并使人才思敏捷。摘录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使人在认识某一事物时不满足一家之言，在众家之言中有所比较，择优而从。小格里诺认为这对学生会有很大助益。其五，以教促学。这种做法是从昆体良那里借用的，昆体良认为，一个人如果知道他将要把他正在学习的东西教给他人，他就会细心而用功，对所学知识的每一个方面、每一个细节都不会放过。小格里诺认为，这种“以教促学”的方法可使人克服在学习中粗心大意和不求甚解的不良习惯。[78]其六，自学。格里诺重视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要求学生掌握自学的方法。这是颇具远见之举，因为学生跟从教师学习的时间总是有限的，主要靠个人自修。小格里诺在其论文中，论述了一个已掌握了希腊语法的学生怎样在没有教师帮助的情况下在学业上达到高水平。他建议道，先选择一个古希腊作家，选择的条件是这位作家的著作已被准确地译成了拉丁文，然后将希腊文原著与拉丁文译著逐词逐句地细加比较，这样就可熟悉文中出现的希腊词汇。同时要养成朗读的习惯，大声诵读希腊文著作，使声入耳、意入心，此外，小格里诺还引用普鲁塔克、普林尼等人的话为佐证说明朗读不仅益于心也益于身，朗读可增加体温、加速血液流动，亦可促进消化。小格里诺认为，朗读训练还可增强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讲话的自信心，而自信心对一个演说者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在自学中，要注意处理好语言的形式与语言表达的思想之间的关系即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格里诺既重语言的表达方式的优雅，也重视语言所表达的思想内容，如同小格里诺所说：“言之无物是绝对不能令热爱学问的人满意的。”[79]

格里诺重视教学日程的安排，要求制订一个计划，规定什么时间学习什么科目，此计划一旦制订就严格执行。不应贪多求快，应依规而行，日积月累，积少成多。如果不细心安排，列出日程，精力过于分散于很多学科，要想彻底掌握知识是不可能的。

格里诺反对以强制手段强迫学生学习。他要求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生视师为父，师待生如子。而以鞭笞手段强制学生学习，必然使学生视读书为畏途，对学习生厌恶之情，鞭笞摧残青少年自由的天性，使学生在品德上和智慧发展上皆受到损害。格里诺要求教师以善意待学生，除非万不得已不使用惩罚手段。教师可利用学生争强好胜的特点激励学生，鼓励学生开展健康的竞争，这样竞争的双方都会获益匪浅。

这样，教师的选择就成为影响教育教学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格里诺认为教师应受过良好的教育、有良好的教养、懂得教育教学方法并能尊重善待孩子。这种要求是很高的。实际上，在格里诺时代，像维多里诺和格里诺这样高素质的教师少之又少，大多数受教育的孩子无缘受到好的教育，他们的教师往往既缺乏必要的知识储备也不懂教育的方法技巧，教育手段也非常残酷，学校如同牢狱，鞭笞屡见不鲜。格里诺的教育实践、教育理念与当时的教育现实之间有不小的差距，人文主义新式教育的实施需要一定的物质条件和高素质的师资条件，而这些条件在当时是匮乏的[80]。因此，人文主义教育理想只是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得到了实现，广大的教育空间依然充斥着陈规陋习。

总体看来，格里诺的教育理论较之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是有实质性的发展的，以往对他的评价有些过低。

第六节 西尔维乌斯的教育思想

有一种误解，认为人文主义与天主教是水火不容的，认为人文主义者与教皇是势不两立的。实际上，文艺复兴和人文主义都是非常平和的，教会和教皇并未将人文主义视为洪水猛兽。非但如此，一些教皇还是人文主义的积极支持者。“到了15世纪中叶，文艺复兴实际上已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意大利，其光辉所到之处，连罗马教廷也和各个国家一样，无不为之眼花缭乱……文艺复兴的光辉是如此炫目夺人，使教皇对其他理想[81]全都视而不见，把罗马教廷领入了一个世俗的荣誉和艺术的光辉使宗教信仰黯然失色的发展过程”，1453年土耳其人攻占君士坦丁堡也未燃起基督教世界东征的热情，罗马教廷似乎已专心致志于尘世的光荣。尼古拉五世（Nicholas，1449年即教皇位）是梵蒂冈图书馆的创办人，也是一位一流的学者，被称为第一个“文艺复兴教皇”[82]，而后来的庇护二世（PiusⅡ，1458—1464年在位）在其当教皇前是一个很有造诣的人文主义者，他被视为“人文主义教皇的完美典型”[83]，“他以后直到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前的历任教皇，都是文学、艺术和大建筑的保护人，他们把罗马修饰一新，深受文艺复兴的推动”[84]。这位庇护二世就是本节所要论说的西尔维乌斯。

一、生平与活动

西尔维乌斯（Aeneas Sylvius Piccolomini，1405—1464年）出生于意大利名门望族之一的皮科洛米尼家族（the Piccolomini family），在人文主义的熏陶下长大。他参加过巴塞尔宗教会议（the Council of Basel），1442年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6年担任牧师，次年被提升为主教，1455年被选为教皇，称作庇护二世。

西方教育史家伍德沃德（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合格意义上的学者，他的拉丁文很流利但不够优雅，况且他基本上不懂希腊语。不过翻译过来的古希腊著作已能满足他了解古希腊文化的需要。西尔维乌斯生性活跃，喜好参与社会活动而非关在小屋子里潜心于学术，富于务实精神，头脑清醒，对时事有较强的洞察力。[85]的确，西尔维乌斯不是学究，人文主义的本质精神也不是使人钻在故纸堆中两耳不闻窗外事，而是要求人在社会生活中展示人之为人的精神风貌。从此意义上看，西尔维乌斯同彼特拉克、布鲁尼等人一样，都是当时人文主义者中的精英人物，西尔维乌斯对当时社会产生的实际影响远超出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伍德沃德认为西尔维乌斯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这种评价有些低，实际上西尔维乌斯既是一个学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有大量的文学著作留给后人，从这些著作中可看到他具有较强的深思明辨能力。他擅长外交事务，在外交方面审慎周密而又能审时度势，他之所以能被选为教皇，一个重要原因是他有出类拔萃的才能。正因如此，一些西方史家认为“他在我们心目中是中世纪最后一位伟大的教皇”[86]。

西尔维乌斯兴趣广泛，对古代的东西、对现实的社会和自然都充满探索的热情。他曾仔细研究了意大利各地方的古迹，“他的天性显然倾向于探索自然，搜奇访古，热心于不朽的作品和对于人类生活做敏锐而细致的观察。在任教皇的最后几年，他虽然受着痛风症的折磨，但仍然很高兴地坐着轿舆翻山越岭，到塔斯库路姆、阿尔巴、蒂布尔、奥斯蒂亚、法雷利和奥克里库路姆等地并把他所看到的不论什么东西都记载下来。他沿着罗马公路和引水道的线路前进，试图确定居住在这个城市周围的古代部族的疆界”，他痴迷于古代的遗迹、作品，“像这样的教皇要求教廷的布令官以古典的拉丁风格来写作，自然是一件预料得到的事情”。[87]西尔维乌斯对自然的认识更表明他有过人之处，“十五世纪中叶，除在意大利外，能从哪里找到像在伊尼亚斯·希尔维优斯（即西尔维乌斯——引者注）的著作里边那种地理学、统计学和历史学知识的综合呢？不仅在他的伟大地理著作中，而且在他的书信和评述文章中，只要他用得上自己的观察或人家的见闻时，他写风景，写城市，写风俗习惯、商业和物产、政治情况和政治制度等都同样出色……尤其关于苏格兰的描写，也都没有漏掉任何关于人们生活的叙述，并且表现了一种不偏不倚的观察比较的能力和方法，而这是除了哥伦布的受过古人熏陶的同乡外，任何人都不能做到的。千万人都看到过并且部分地知道他所看到和知道的那些东西，但是他们内心里却没感到有对它做一番描写的必要，而且也没有意识到世人希望有这种描写”[88]。也许现在看来，西尔维乌斯当时对自然的认识是肤浅的，但在当时，却是可贵的，尤其是他的作为预示着人与自然的一种新关系，人类更加外向，自然成为人探索和认识的对象。

就其影响地域看，西尔维乌斯的影响不仅限于意大利，即便在他未当选为教皇前，他就为德意志人文主义的发生发展做出了贡献。正如历史学家巴伦所指出的：“在十五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会议，有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十五世纪最有成就的人文主义作家之一、一度在帝国办公厅任秘书的埃内亚·西尔维奥·皮克洛未尼（后来为教皇庇护二世）（即西尔维乌斯——引者），这时候在传播新学术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在十五世纪中期以前，德意志群众不仅从他的笔下得到大量的拉丁文通信以及研究人文主义学术和人文主义人生哲学的详尽计划，而且得到一部开风气之先的心理描写小说和可作为典范的关于德意志地理和历史的描述。一些把拉丁文学译成德文的翻译家们，受到这样的熏陶不久就对十五世纪初期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发生了兴趣，在这些著作中首先提出关于人的研究和开化、人类天性、妇女的作用、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新思想。这些到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已经译成德文的先驱作品，法国、勃艮第和英国的读者们在十五世纪几乎得不到其中任何一种译本。”[89]德国较早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与西尔维乌斯在德国传播人文主义是分不开的。

西尔维乌斯于1450年写了一篇题为《论自由教育》（De Liberorum Educatione）的论文，是为年轻的波希米亚和匈牙利国王拉迪斯拉斯（Ladislas）而写的。拉迪斯拉斯的父亲艾伯特二世（Albert Ⅱ）死于1439年，而拉迪斯拉斯在其父死后才出生。对年幼的国王的监护就成为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弗里德里希三世的一个重要职责。拉迪斯拉斯就生活在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皇宫里，一直到1452年才脱离监护。西尔维乌斯做过弗里德里希三世的秘书，1447年任主教后也常常出入皇宫，故与拉迪斯拉斯相熟，并对他产生了兴趣。当拉迪斯拉斯10岁时，西尔维乌斯专门为拉迪斯拉斯的教育问题而写了《论自由教育》，阐述了他的人文主义教育观，但西尔维乌斯本人并非拉迪斯拉斯的私人教师。

在篇幅上，西尔维乌斯的《论自由教育》较布鲁尼的《学习与文学》要长得多，与弗吉里奥的《论绅士教育》相差无几，几乎一样长。

二、论教育的使命

西尔维乌斯认为：“人由精神和身体两部分构成，人的精神和身体应一并得到发展。”[90]西尔维乌斯意在培养身心俱健的人，他要求通过体育、军事训练和合理饮食以强健身体，要求通过文学、哲学和文艺的学习来丰富人的精神世界，使人拥有信仰、美德、知识和智慧。

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是人所有的资质中最宝贵的部分，身世、财富、名声、健康和漂亮等都无法与之相比。这些东西也受人青睐，但它们都是偶发的，来去无常并不恒久，随着时间和命运的变化，富贵可变为贫穷，健康会变为衰老，漂亮会变为丑陋，“然而精神财富却是一笔恒久的财富，命运、诽谤或时间等因素都无损于它”[91]。他人可掠走一个人的物质财富，但却不能抢走一个人的精神财富。性格（character）是人的精神的集中体现。西尔维乌斯认为，我们真正的财富是性格。人的命运会因时因地而变，有时变得非常突然，有时甚至变化很大，令人猝不及防，难以躲避。但健全的精神、坚定的性格、真正的智慧却能使人笑傲人生的诸多变故，直面人生的种种困苦。明智者不以个人的优秀品质换取金钱，因为金钱易于耗尽，而优秀品质则伴人终生。真正的智慧能使人忍受命运的各种变化。西尔维乌斯认为精神健全对当权者尤为重要，他说，没有人会比一个掌握千百万人生杀予夺大权的人更需要有智慧和美德。所罗门正确地借助于智慧治理国家。西尔维乌斯认识到智慧地道德地使用权力会造福于民，而独断地邪恶地运用权力则会祸国殃民，因而应通过教育使当权者尤其是国王和王子拥有美德和智慧。他认为，学问是国王的必备之物，博学有智慧者才能当国王。产生此种认识，想必他既有历史的佐证又有亲身的体验。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几乎都十分关心对王侯的教育，想必均与此有关，他们想通过提高统治者的素质来改造现实社会。

西尔维乌斯强调人应有宗教信仰，他列了一系列宗教教义要求学习者学习。他说：“我们的精神要有信仰，在其迫切性上任何世俗利益都无法与之相比。如果我们的天赋精神不是为我们进入天国做准备，就不必对之做出评价……的确，文学一直为我们传达‘上帝高于一切’的信条。况且作为一个王侯，你的整个生活和人格都应对上帝充满感激之情，感激他赐予你的并非由于你的优点而带来的各种好处，应对上帝饱含敬畏之心，认真对待宗教仪式，虔诚信仰上帝并尊奉教会的权威。”[92]

西尔维乌斯也重视人的品德发展问题。他认为哲学是探寻善的本质的一门学问，是人所特别需要的。他要求拉迪斯拉斯在择友时要慎重从事，应择好榜样为友，与坦率、真诚、言行光明磊落、举止谦虚、性情温和的人为伍。他还要求人具有自尊、自信、节制等美德。

西尔维乌斯认为天赋、训练和实践是教育的三要素。讨论教育问题首先要看教育对象是否具有可教性，是否有可塑的天然条件。天赋是天生的而非后天获得的。西尔维乌斯对人之天性持乐观肯定的态度，他引用昆体良的话：如果说飞翔是鸟的天性，奔跑是马的天性，那么热情向上则是孩子的天性。西尔维乌斯认为，儿童的内在的精神需通过有条理的有组织的教育去发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真正的进步，而教育儿童正是教师的职责。

择师是件大事，应择良师，若选错了教师则贻害甚大。一个教师若对其已有的知识自满而不求上进，不仅有碍于其能力的进一步提高，而且也说明其在品格方面自律不严。坏榜样使人形成坏习惯，积习难返，日后欲改难之又难。教师应为学生树立好榜样，“因此，教师应睿智、真诚，并有丰富的经验，具有高尚的品德”[93]。教师对学生既不应过于严酷，也不应过于亲昵。对孩子不应诉诸棍棒，不能像对待奴隶那样去驱使其受教，而应借助于真诚的语言去说服他。教师应尊重学生，不能侮辱学生，否则会使学生对教师、对教学产生憎恨之心。教师对学生既应友善又应有权威，教师对学生的责任如同父母对子女的责任，师生之情应如同亲子之情，若师生关系达不到这一步，教师还应努力。西尔维乌斯看到了教师在学生精神发展中的作用，看到了师生交往在本质上是一种精神的交流。西尔维乌斯强调教师的作用的根本点在于更好地构建学生的精神世界，以更好地完成教育的使命。

三、论身体的发展

西尔维乌斯从身体训练、军事训练、饮食、饮酒等方面讨论了身体的发展与养育问题。

身体训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养成使其终身受益的习惯。应使学生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磨炼，克服贪睡和懒散的陋习。耽于安适与享受会削弱人身体的和精神的力量。西尔维乌斯还赋予身体训练以审美的追求。认为人的举止不应随意，应恰如其分，不论是站是坐都应保持优雅的风度。身体训练既求身体之健，亦求身体之美。

军事训练是教育的一部分，接受军事训练是履行圣战义务所必需的，与异教徒土耳其人的战争需要掌握军事技能。应教会学生使用弓箭、拋投石器、使用长矛，还应使学生学会驾车、骑马和游泳。学生还应参加各种游戏如球类游戏，应使游戏成为学生每日生活的一部分，这样可有调剂之效，使学生对学习免生厌恶情绪。西尔维乌斯要求游戏应包含技巧的成分，不应是粗糙不堪的。西尔维乌斯认为人应劳逸结合、张弛有度，工作后的休息是继续工作的必要条件，并认为这是人类生活的一条法则，教师应对之予以特别的关注。

在饮食方面要遵循适度原则，否则暴饮暴食不仅会加重消化的负担，而且会有损于脑力活动。不可习惯性地过分放纵胃口，这样会带来疾病并导致体能衰退。追求吃喝等方面的感官享受是粗鄙不雅的，是与低等动物处于同一水平上的。吃喝只是生活的手段，不是生活的主要追求和最终目的。在饮食上应节制，不暴饮暴食，也不挑三拣四，只有这样才能增强体质，使人充满生命活力。

尽管饮酒有解渴和放松神经的作用，但是孩子在成长过程中应避免饮酒，如果饮用，也必须是饮用那种经过高度稀释过的。饮酒应节制适度，防止滥用，青年人饮酒时要谨慎，要保持警觉，用内在意志力量来保护自己不致酗酒。社交宴会为什么一定要饮酒？西尔维乌斯问道：“为何不能通过真诚的交谈使社交宴会显得体面，同时又保持一种恬淡欢乐的气氛？”[94]身体毕竟是精神赖以活动的场所，不爱惜身体的人是在为自己设置监牢。人诚然要关注衣食，因为衣食不仅对于保持人的体力、脑力有益，而且也能满足一个人自尊的需要，仪表体面高贵毕竟不是坏事，对王侯而言，尤其需要，但不可过分沉溺于衣食之中，否则就显得琐碎和女人气了。

四、论文学的学习

在《论自由教育》中，西尔维乌斯用一半的篇幅讨论了文学的学习问题。他讨论文学的视角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稍有不同。

西尔维乌斯强调文学和哲学的重要性，以为王侯应具有这两方面的智慧，只有如此才能理解神、人之法，才能洞察我们周围的各种事物。文学是学习哲学的基础，否则哲学难以被理解。“文学是我们的向导，它使我们真正地理解过去，正确地估计现在，可靠地预测将来。哪里没有文学，哪里就一片漆黑。一个不懂历史教训的王侯孤立无助，只能沦为谄媚和阴谋的牺牲品。”[95]

西尔维乌斯依从昆体良，认为语法和文学是同一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是所有知识的门户，“语法”作为一门学科较之其字面的含义更复杂也更有价值。历史上的一些大人物如恺撒和奥古斯都精通语法。语法是掌握知识的最根本的基础，只有掌握了语法才能达到博学和智慧的境地。他认为语法可分为三部分：正确演说的艺术即雄辩术；写作散文和诗歌的艺术；写作书信的艺术。从他在文中的论述看，他实际上将文学（即语法）的学习等同于对古典人文学科的学习，内容十分宽泛，涉及宗教、伦理、历史、诗歌、演说、写作、语法等诸多方面。当时的“文学”是一个笼统的概念，而且当时也未形成统一的讨论课程问题的学术规范，对知识也无确定的分类，所以不同的人文主义者在论述课程问题中使用“文学”一词时，在其外延上难免会有些出入。不过将文学视为古典人文学科却是共同的、一致的。

先谈雄辩术。西尔维乌斯将雄辩术列为学习文学之首。之所以如此重视，是因为他对雄辩术的重要性有切身体会。他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他能当选为教皇与其优秀的演说技能有密切的关系。正如布克哈特所指出的：“庇护本人在他的一生中利用讲演为他最后登上教皇宝座做了不少准备工作。尽管他是伟大的学者兼外交家，但如果没有他那辩才的荣名和魅力，他或者会永远当不上教皇。‘因为没有比他的讲演更显得高雅威仪的。’无疑地，这就是为什么许多人甚至在他当选之前，就认为他最适合于担任教皇职位的理由。”史料曾记载：“庇护演说时的高雅庄严举世无双。”西尔维乌斯本人对其个人成就（包括演说在内）也颇为自得。[96]他在《论自由教育》中对雄辩术的论述颇为生动深刻。

他说，我们必须学会通过演说恰如其分地表达自己的思想，表达的风格和方式应与所谈及的主题协调一致。社会事务较多的人更应该懂得雄辩术，君主尤应如此。君主需与臣民交流，而演说交谈是重要的交流手段。保持沉默对妇女而言是适合的，而对于一个男人则不适合。如果一个国王在他的臣民面前保持沉默，则是国王的耻辱，国王应因之感到羞愧。在战场上有时舌头比刀剑还锋利。人说话前应三思，如果在说话前没有经过思索，那么保持沉默是明智之举。轻率的演说家用嘴说话而不是用心说话，忘记了喋喋不休和雄辩有力不是一回事。沉默不语和喋喋不休都是演说的大忌，皆不可取。不假思索任意讲话会使人后悔，因为一言既出就不能再收回。要获得演说的才能需要适度的练习，否则会有“书到用时方恨少”的遗憾。

语调和发音是重要的演说要素，需要进行有条理的训练。既要防止发出女人般颤抖的尖叫声，也要避免大喊大叫。发声时应注意每个词的每个细节，每个音节、字母的音长要适当。不可使声音只徘徊在嗓子眼里，必须清晰地发出来，舌头和嘴唇发音时都要到位。人说话时要有信心和雄心，否则演说很难达于出类拔萃的境界。演说时避免使用污言秽语，因为语言是事物的影子，是表达事物的，不洁的语言代表不洁的事物，会对人产生不良影响甚至会致人堕落。警惕演说中的不良因素，并不意味着要在社交谈话中、在演说中必须极其严肃、板着面孔，亲切和礼貌总是有吸引力的，生硬和造作则令人生厌，而夸大其词则受人轻蔑。讲话时不真诚或怀有恶意当然是缺点，甚至可以说是一种罪恶。因此，西尔维乌斯要求演说人务必使演讲坦诚直率、言语自尊、气势磅礴。

在说话（演说）与语法的关系方面，西尔维乌斯主要讨论了词的用法问题。演说中必须注意词的选择和用法，不能导致语法错误。不管是本国词还是外来词，是简单词还是复合词，词所表达的是本义还是引申义、是约定俗成的词还是新造的词，演讲者都应心中有数。西尔维乌斯还要求注意时态、词的性和格、词尾变化等问题。在演说中要慎用言词，滥用是一大忌讳。使用的字词不够风雅、不符合名家的标准用法、盲目使用未被接受的外来词、词的性和格的误用等都属于滥用。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推崇古典风格和古代名家的权威，在风格和用词上往往以古人为典范。西尔维乌斯认为，古典风格和古代权威之所以值得我们尊奉，是因为它们具有其独特的威严，令人不敢小视。然而西尔维乌斯反对泥古不化，反对对古典风格不自然的模仿，他认为演说最重要的一点是让人能理解，字词是表达意义的，内容重于形式。因此应学古而不泥古，应学古人之精髓而非皮毛，应将古人的一些过时的用法弃之不用。在选择古代的权威时，应将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放在第一位而将诗人放在第二位，因为诗人要受韵律的限制，对字词的使用有时不尽规范。

在讨论毕雄辩术之后，西尔维乌斯开始讨论散文和诗歌的写作艺术。他认为，他在前面所讲的演说中所要注意的字词的用法，同样适于写作。他强调写作技巧只能靠大量阅读才能掌握，应经常大量阅读有造诣的演说家、历史学家和诗人的经典作品，既注意他们所使用的词汇的技巧，也注意他们处理素材的方法。在演说家中，西塞罗为首选人物，其作品在风格上直接坦率，易于理解。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的演说风格优雅，这些人亦在西尔维乌斯的推荐之列。而与西尔维乌斯同时代的演说家中，他推荐了格里诺、波齐奥等人，认为他们的风格朴实无华，皆有学习的价值。在历史学家中，他认为李维的著作是第一流的，新旧约全书中有关历史的章节也应阅读，同时他还推荐了其他一些史家的著作。西尔维乌斯借用西塞罗的话论证历史的重要性，认为历史是过去的生动的写照，是照亮真理的明灯，是我们现在生活的向导，西尔维乌斯要求彻底精通主要历史学家的著作，从中学习所包含的智慧。在罗马诗人中，他首推维吉尔，认为其语言似音乐般高贵，其风格多样，或简洁，或丰富，或严谨，或华贵。其声誉恒久不衰，对他的任何赞美都显得多余，任何批评都显得可笑。贺拉斯仅次于维吉尔，奥维德等人紧随在贺拉斯之后。在古希腊诗歌中，西尔维乌斯认为《荷马史诗》的崇高主题和浪漫精神使之最适合于对孩子们进行鼓励性的训练。此外，他还要求学习普拉图斯和特伦斯的挽诗，学习塞涅卡的悲剧。

可以看出，西尔维乌斯是非常尊崇古代著作的，这些古典著作都洋溢着浓厚的世俗气息。一些教会人士反对学习和研究古典著作，认为它们充满异教精神，腐朽过时，学习这些东西是浪费宝贵的时间。西尔维乌斯认为这种看法非常肤浅，只能代表少数孤陋者的意见，他的回答是：“假如这种激烈的声讨确实反映了大家的真正的意愿，我只能抖掉脚上的尘土与这片土地告别，因为这片土地被令人窒息的黑暗所笼罩。”[97]他说，甚至哲罗姆、奥古斯丁等人也毫不犹豫地从异教徒的诗中寻找到例证，西尔维乌斯进一步追问：如果我们因为古代伟大作家有瑕疵就否认他们，那么我们应如何看待神学家？他们也有瑕疵，甚至他们中间也出现过异端，能因此就完全否认他们及其作品吗？教徒保罗在异教徒中传教时是利用异教徒的作品来宣传教义的，西尔维乌斯认为记住这一点就足够了。他追问道：你贬低保罗的权威，你能让我们尊重你的权威吗？

西尔维乌斯对反人文主义者的反击是非常有力的，从中可看出其敏捷的才思和善辩的才能。他的看法颇为中肯，古典著作和神学著作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但不能因噎废食，应从中吸取有价值的养分。他强调指出，并非所有的神学家的著作都适合信奉基督教的学生学习，他要求剔除其中不良的内容而只接受他们所写的赞扬正直、谴责邪恶的内容；读古典诗歌时亦然，应吸收那些充满活力的和美的东西，而舍弃那些崇拜邪神的、错误的和贪婪的东西。他指出：“这里有一条值得遵循的准则，它可以在我们读古代作家的作品时起指导作用，无论诗人、历史学家或哲学家赞颂过什么，我们只接受那些有助于铸造我们的品格的东西，这是万无一失的。”[98]可见，西尔维乌斯对待古典著作的态度并不狭隘。这对于一个未来的教皇而言，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书信的写作是学习文学（语法）时应予关注的第三项内容。对王侯而言，写信是一项重要的职责，教皇掌握写信技巧，以利于各种事务的处理和加强与各方的联系。也许一个王侯很少写信，但如果写了，就应写得清晰易读，不但内容应清晰，字迹也应清晰。整洁和准确是两项基本要求。要向古人学习写信技巧，在选择范本时要选择那些品位高的、有用的内容，如著名散文作家或诗人的道德箴言，这样在无意识之中就会形成高尚的信念。西尔维乌斯特别强调字词的拼写，用了不少篇幅论述这一问题，认为只有通过阅读名家作品和勤于练习写作才能提高使用字词的能力。

拉丁文书信的写作在当时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在社会交往中其地位可能仅次于演说，书信的社会作用也与现在大不相同。除了君主、官员要写信外，诗人学者也写作书信。彼特拉克擅长于书信写作，一生有大量书信行世，西尔维乌斯也给后人留下大量书信。本章所讨论的弗吉里奥、布鲁尼等人有关教育的思想也都是通过书信的形式表达出来的。正如布克哈特所言，当时的好的书信“是纯洁的拉丁文法的典范。在任何情形下都保持一种完美无缺的文体是良好教育的一个准则和修养有素的结果……写信的目的很少像今天这样，报告一些写信人的情况或者其他人的消息；它毋宁被看作是一种文学著作，用来证明自己的学问和取得收信人的重视。这些书信最初是用来进行学术探讨的……在以后一个时期，书信成了优美洗练的成语的总汇，用来鼓励或屈辱部下，恭维或侮辱同侪，歌颂保护人或者向他乞求。在这一时期，西塞罗、普林尼等人的书信被人当作典范来加以勤勉地学习着。早在15世纪，关于拉丁文书信的形式和说明的著作就已经作为巨大的文法书和辞书的附录而出现了；即使我们今天在图书馆里看到这批著作的数量之巨也会感到惊讶。但是，正像这些参考书的存在引诱了许多人从事于不适合他们的工作那样，它们也鼓励了真正有能力的人写出更完美的优秀作品来，直到最后出现了波利齐亚诺和16世纪初的彼埃特罗·本波（Pietro Bembo）的书信。这些书信不仅在一般拉丁文体上，而且也在更特殊的书信写作艺术上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杰作的地位”[99]。书信是人生的重要武器，西尔维乌斯对书信写作的强调说明他的洞察力是非常敏锐的。

可以将西尔维乌斯关于文学学习的目的概括为四个字，那就是能写善辩。而能写善辩的目的是更好地积极参与社会生活，这是西尔维乌斯教育思想的核心。

五、论其他科目的学习

在文学之外，西尔维乌斯还讨论了七艺和哲学的学习。

七艺是西方传统的教学科目，西尔维乌斯赋予七艺以人文主义色彩。语法前已述及，不再重复，在此只阐述他对修辞、辩证法、音乐、几何学、算术和天文学的看法。

西尔维乌斯认为语法和修辞二者之间有密切的联系，不论是历史学家还是诗人，都是通过修辞来体现其写作风格和写作技巧的，并且通过修辞这种形式来阐发他们对人对物的评价。修辞学对演讲也很有助益，修辞可增强演讲的魅力并利于阐明结论。学习修辞也应师从古代的权威，如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昆体良等人。辩证法与修辞也关系密切，因为二者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在于使表达更令人信服。逻辑对于我们清楚、准确地思考和表达有直接的助益，能使我们在辩论中发现推理存在的错误步骤，除此之外，逻辑并无其他用途。有些逻辑学家仅在词语的细微之处空耗时间和才智，把逻辑看作智力的游戏而不关注其活生生的用法。人真正值得骄傲的在于“做”，有些空耗才智的琐事会浪费人的大量时间，如果将这些时间用来做更有意义的事，会有更丰硕的收获。在此也许西尔维乌斯在批判经院主义的空疏无用。音乐对人的精神有抚慰、振奋之效，亦应列入教育内容之中。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对音乐的追求应适度，应对靡靡之音严加控制，应由性情严肃的教师来指导学生学习音乐。算术和几何学可结合在一起学习，几何学可促进知觉和推理能力的发展，是一门很有吸引力的学科，但西尔维乌斯认为它不应占用学习者太多的时间和精力。关于学习算术的价值，他没有论及。天文学展现了无尽的苍穹，揭示了天堂的秘密，学生不应对天文学一无所知，否则就不能理解古代诗歌中有关天堂的描述。

西尔维乌斯认为哲学高于七艺，它在更高的层次上给人以终极的指导。哲学探求万物之因，体现出人对智慧的追求。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Thales）认为哲学即自然科学，苏格拉底将哲学从天上拉回尘世，认为哲学应关注伦理道德问题，柏拉图认为哲学应研究人的精神从而使哲学变得完整了。在做了这些叙述后，西尔维乌斯要求人们更多地关注道德哲学，认为它探讨行为的合理性，对于指导人的行为不可缺少。从中可更明确地学到他应尽的义务和责任，知道如何虔敬上帝，如何对待父母、兄长、妻子、朋友、君主、国家和他人。道德哲学能教人追求美德，例如，教人摒弃贪婪之心、尊重妇女、爱护孩子和家庭、怜悯穷人、待人公正，还教人要自我克制、不纵容自己、成功时不得意忘形等。为达到此目的，需要学习指定的书籍。此外，西尔维乌斯还将西塞罗、塞涅卡和波伊修斯（Boethius）关于道德问题的著述也列入必读的范围。

尽管西尔维乌斯论述了有关教育的许多问题，但其最关注的还是古典文化的学习，他对演说和书信写作的论述是紧扣当时的时代需要的，洋溢着浓郁的时代气息，他的教育思想在当时无疑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遗憾的是，拉迪斯拉斯18岁时就死了（死于1457年11月），生命如此短暂以致不能验证西尔维乌斯的教育目标在他身上是否能实现；可喜的是，西尔维乌斯本人就是其教育理想的生动写照，他期望的正是他实践的。正因为如此，其教育理论才更有说服力。

第七节 阿尔伯蒂的教育思想

阿尔伯蒂的教育思想在风格上与格里诺截然不同。格里诺教育思想的主体是讨论教学过程、教学方式、教学方法等一些微观的问题，而阿尔伯蒂对这些问题几乎未做讨论，他探讨的都是一些比较宏观的问题，如个人发展与国家发展的关系、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教育与人性的关系等问题。与彼特拉克、弗吉里奥等相比，阿尔伯蒂在教育思想方面又有了一些新的突破，其观点有了更多的创新成分，而不单纯是或基本上是对古典教育思想的复兴。

—、生平

阿尔伯蒂生活的时代和其生活经历对其教育思想的影响是非常明显的。

里昂·巴蒂斯塔·阿尔伯蒂（Leon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年）是佛罗伦萨一个富有的银行家的私生子。阿尔伯蒂家族是佛罗伦萨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在佛罗伦萨的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后因政治斗争，被驱逐出佛罗伦萨。阿尔伯蒂1404年出生于热那亚（Genoa），当时其所在的家族已被驱逐。一直到1428年阿尔伯蒂24岁时才回到佛罗伦萨，此间20多年阿尔伯蒂四处迁徙。不过其生活并不艰辛，其父一直从事商业活动，获利颇丰，商业活动涉及欧洲主要城市如伦敦、巴黎、布鲁日（Bruges）、科伦、巴塞罗那、雅典等，在意大利境内，与热那亚、威尼斯、博洛尼亚等皆有商业往来。然而不论他们居于何处，不论其财富来源于何处，阿尔伯蒂家族成员总是佛罗伦萨人。

阿尔伯蒂少时好奇心非常强烈，观察力十分敏锐，对自然、对人、对社会充满着探究精神，而且意志坚定。变动不安的放逐生活，使其接触到各种各样的人情世事，开阔了视野，也使其养成了自立自强的品格。在其家族的影响下，他鄙视无所事事，富有责任心，具有强烈的创新精神，正是这些因素使其奋发有为，成为当时出类拔萃的全才，为其个人、为其家族、为托斯卡纳人、为佛罗伦萨赢得了巨大的荣誉。1414年或其后他在威尼斯开始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他如饥似渴，长进神速，同时对数学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其父有很高的音乐才能，故阿尔伯蒂从小就习乐器，能演奏几种乐器。他还善于向他人学习，在与成年人的交往中，他在知识方面和个性发展方面都获益良多。尽管他能熟练使用拉丁文写作而且也不反对使用拉丁文写作，但他却鲜明地维护托斯卡纳方言的尊严和地位。阿尔伯蒂从小就练习使用这种语言。后来有人与其发生争执，反对学习方言而极言古典语言的重要性，阿尔伯蒂则予以驳斥，他痛斥一些迂腐的学者通过使用古典语言（学术语言）卖弄炫耀自己，把学问搞得晦涩难懂。古典语言诚然是获取古人智慧的重要手段，但他认为，应该尽可能地从实验室、从现实生活中获取智慧。阿尔伯蒂非常强调观察、试验和实验的重要性，并不盲从古人，这种理论始终贯穿在其艺术理论之中并对达·芬奇等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同一位历史学家所指出的：“艺术理论涉及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表现的正确性问题，一是美的问题。前者是通过透视学的理论和实践，对人体、解剖学、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广泛的自然现象的研究来达到的。因此，阿尔贝蒂（即阿尔伯蒂——引者）要求：‘首先画裸体人像；然后画穿衣服的。’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们都接受了这个忠告，我们从达·芬奇、拉斐尔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无数预备性的素描中就可以看出这一点。正因为如此，米开朗琪罗和达·芬奇孜孜不倦地、极端热心地研究解剖学和从事解剖人体……也正因为如此，达·芬奇付出大量的劳动，采取严格的实验方法，通过观察和试验，企图解开大自然的秘密。在另一方面，美是天工的回声和反映，只有用宇宙的和谐以其为基础的那些比例，才能够巧夺……达·芬奇特别是以阿尔贝蒂（即阿尔伯蒂——引者）的发现为基础，要求艺术家必须令人信服地表现热情和情绪，而这些热情和情绪又必须准确地符合故事的戏剧性内容。”[100]阿尔伯蒂陶醉于古典文化，但他更痴迷于现实事物，更尊重事实而非文字，其精神境界已远远高于其他一些人文主义学者了。

阿尔伯蒂不仅追求精神的完美，还追求身体的完美并力图使身心发展相均衡。从童年时代起，他就刻苦学习锻炼各方面的体育技艺，故体魄强健。他还富于审美情趣，力求健与美相融合，使举止优雅，仪态有风度，认为这样才能在身体的力量与身体的外在表现上实现完美的和谐，否则身体之强健只是蛮力而已。可见，阿尔伯蒂追求的是个性的充分、和谐的发展。[101]

1424年当他20岁时，其父已过世，他面临着人生道路的选择，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学问而放弃了父业。此时他主要潜心于研究民法，此外还写了一部拉丁文的剧本，由于写作水平高超，有很多年该剧本被认为是古人的剧作。不久，迫于经济的压力，他谋取了一个为红衣主教阿尔贝格蒂服务的职位，并随其到了巴黎。其后，阿尔伯蒂于梵蒂冈被任命担任了一个教职，并很幸运地获得了教皇尼古拉五世的赞助，原来，尼古拉五世名叫托马斯（Thomas of Sarzana），是阿尔伯蒂求学时代的一个朋友。1428年他获准返回佛罗伦萨，此时才第一次看到了他的袓先的宅第。1431年他来到罗马教廷担任秘书，在罗马期间他对建筑产生了浓厚兴趣，开始潜心研究建筑学，后来他写了《论建筑》一书[102]，认为建筑应当是实用性与装饰性的统一体，建筑的美在于和谐，这种和谐来自一定的数学比例和如音乐的音阶一样的韵律。他还认为建筑具有社会政治方面的影响，体现着不同社会及其成员的特点。[103]在建筑实践方面，他“用古典式的壁柱来加强表现曼图亚的圣安德烈亚教堂（1470—1493年）的墙面的虚实交替的节奏，而这样的极端非罗马处理方法，后来布拉曼特在梵蒂冈建筑上采用了，就成为文艺复兴建筑进程中最重要的表现方式”[104]。除曼图亚外，阿尔伯蒂还在费拉拉、罗曼尼（Romini）、乌尔比诺、佛罗伦萨等地担任过当局的艺术顾问并主持建筑设计工作。可见，阿尔伯蒂在建筑学上也是颇具盛名的。1462年，阿尔伯蒂辞去教廷的职务，但继续在罗马生活，直到1472年去世。

阿尔伯蒂的主要论著有《论家庭》《论命运和命运女神》《论心灵的安宁》《论法律》《论神学》《论绘画》《论建筑》《论雕塑》等。他的教育思想散见于这些论著中，但较集中地体现在《论家庭》中。

阿尔伯蒂具有多方面的兴趣和才能，很难说他的主要兴趣和才能是什么，他在艺术、建筑、数学和文学等方面皆有骄人的成就。他一生勤恳，不懈地追求自身的完善和各方面才能的全面发展。也许他最被人称颂的成就在建筑方面，但他同时也是一位自然科学的探索者、一位数学家、一位拉丁教义作家、一位古典文化学者、一位著名的身体强健者，“即便在那样一个群星璀灿的时代，在才能和成就方面也无人堪与其相比”[105]。他追求个人的完美，也达到了个人的完美。布克哈特认为阿尔伯蒂是一位能真正称得上出类拔萃的全才，他用一段很长的话做了较详尽的描述：[106]

里昂·巴蒂斯塔从儿童时代起就在一切方面出人头地。关于他的各种体育技艺和练习，我们很惊讶地读到：他怎样能够双脚并拢跳过一个人的头顶；他怎样在大教堂里向空中掷出一个硬币，直到听见它落在远处屋顶上的响声；最难驯服的劣马怎样在他的胯下战栗。在三件事情上他希望别人找不出他的缺点：在走路、骑马和说话上。他学习音乐没有老师，可是他的作曲却得了专家的称赞。他虽处困境，却学习民法和寺院法很多年，直到疲劳过度而招致来严重的疾病。他在二十四岁的那一年，发现记忆文字的能力减退了，但理解事情的能力还照旧，就开始研究物理学和数学。与此同时，他还向各类艺术家、学者和工匠乃至补鞋匠多方了解他们的行业的秘密和特点，从而掌握了各种才艺和熟练技巧。他顺便学习了绘画和造型艺术，特别长于根据记忆来刻画描绘达到逼真逼肖。他的神秘的“暗箱”受到极大的赞赏，暗箱里，他有时候展示的是一轮明月和几点疏星从远山的后边升起，在另外一个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宽阔的景色，有起伏的山峦和深远的海湾退到模糊的远景中去以及战船于阳光下或暗影中在水面上前进。对于别人的创作，他也高兴地表示欢迎，并认为每一种合于美的法则的人类成就都是近于神圣的东西。此外，还有他的写作，首先是那些关于艺术方面的。这些作品是“艺术形式文艺复兴”的里程碑和第一流的权威著作，特别是在建筑方面；其次还有他的拉丁散文作品——小说和其他著作——其中有一些曾经被误认为是古代作品；还有他的挽歌、牧歌和诙谐的宴会演说。他还写了一部四册的关于家庭生活的意大利文著作；各种伦理的、哲学的和历史的著作以及许多演说词和诗篇，其中包括一篇对于他的狗的吊辞。尽管他欣赏拉丁语言，他仍用意大利文写作并鼓励别人也这样做；他自己是希腊学术的信徒，但认为如果没有基督教，世界必将误入迷途。他的言论严肃而机智，一般认为有收集的价值，其中有些典型的句子，长达许多行，已经被引用到他的传记中了。他像天性淳厚的人所常做的那样，毫无保留地传授他所有的和所知道的一切，毫无保留毫无代价地把他的主要表现公开出来。然而我们还没有谈到他天性中最深邃的源泉——他一生与人周旋中所带有的那种深厚的同情。他看到参天大树和波浪起伏的麦田就为之感动得落泪。他把慈祥而尊严的老人们当作“自然界赏心悦目之作”来尊敬并且百看不厌。他对形体完美的动物发生好感，因为它们特别受到了自然的宠爱；当他有病时，不止一次因为看到了美丽的自然景色而霍然痊愈。无怪乎那些看到他和这个世界有如此亲切而神秘的灵感交流的人们都认为他有预言的能力。有人说他在事情发生的许多年以前就曾经预言过伊斯特家族中的一个流血惨剧、佛罗伦萨的命运和教皇们的死亡，并且善于观察人们的气色和内心。毋庸多说，一个铁一般的意志浸透着和支持着他的整个人格；像文艺复兴时期的所有伟大人物一样，他说：“人们能够完成他们想做的一切事情。”

但即便是这样，布克哈特还认为，“列奥那多·达·芬奇和阿尔伯蒂相比，就像完成者和创始者，专业的大师和业余爱好者相比一样”[107]。然而，达·芬奇（Leonardo da Vinci，1452—1519年）向阿尔伯蒂吸收了许多东西，没有阿尔伯蒂，就没有达·芬奇的伟大成就。

阿尔伯蒂几乎臻于完善的个性发展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教育现象，他的完美发展、完善该归功于谁？天赋的才能、家庭的影响、教师的教导还是自身的努力？

探讨这么一位全才人物的教育思想是一件颇令人感兴趣的事。

二、教育的宗旨

阿尔伯蒂的一生就是追求和实现其教育理想的一生，他的教育理想就是人的个性的充分全面的发展。

全面发展是身心兼顾的。身体为人发展之根本，“在所有的训练中，身体的强健是首要的目标，它是品德健康发展的前提也是智力发展和有贡献于社会的前提”[108]。要保持身体的健康和活力必须受到训练，必须练习，要使学生在灵活性、耐性和技巧等方面受到训练，阿尔伯蒂还要求让学生做一些户外活动，这不仅利于身体发展，也利于使学生养成热爱大自然的情感。脑力劳动可与身体性练习交替进行以调节身心使之均衡。打球、击剑、跳跃、骑马、游泳都是锻炼身体的好方式。阿尔伯蒂反对将马上比武作为学生锻炼身体的项目，一是因为太危险，二是因为这种运动含浓厚的卖弄、炫耀的成分。身体的发展也应均衡，某一方面的身体技能出类拔萃者不应自足，应对某些发展欠缺的身体技能予以关注。阿尔伯蒂不要求为身体锻炼提出过高的目标，他认为有些人身体技能超凡与天赋很有关系，其他人不应盲目效法，有些技能不是通过练习就能达到的，而且身体锻炼也不是为了竞技，主要是为了强身健体，提高身体的效能，并助益于精神的发展。

在讨论身体发展问题时，人文主义学者的意见大同小异，因为这个题目在当时的知识背景下讨论的余地不是很大。但在精神发展方面，他们的看法就差异较大了。那么，阿尔伯蒂对此问题的看法有何特点呢？

其一，境界更高了。阿尔伯蒂在讨论人的精神发展时充溢着进取精神和自主意识。布克哈特认为文艺复兴的重要成就是“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人们又找回了世界，找回了自己。“人的发展”在阿尔伯蒂这里特别显彰，他崇尚昂扬向上的人生观，认为有能力把握自己，要求人做自己的主人。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行动，不是沉思，不是推理。他实际上是要求人过积极的生活，投身于自然和社会，有所作为，他反对隐士、修道士、学究式的生活，认为这种生活是消极的，是背离时代精神的，于社会是无益的。但投身社会不等于否定自我，阿尔伯蒂要求人做自己的主人，他说，最高的王权不是别的，而是表现在一个人能完全控制和驾驭自己的精神的发展上。在此，阿尔伯蒂将驾驭个人的能力置于很高的地位，实质上他要求人要战胜自己，有自制能力，以铁一样的意志使自己向上有为而不随波逐流。他说，最高的善就是成为你自己，但应是最好的、最高的自我，人应将追求自身完美作为人生的目标。阿尔伯蒂非常强调自我，强调个人具有改变自己、改变社会的力量，洋溢着乐观进取的蓬勃精神。他的一生正是他的这种追求的最好标志。

其二，视野更宽了。人文主义者都强调人的全面发展。但人的发展的目的又何在呢？许多人没有再进一步论述，似乎使人获得全面发展本身就是最终的目的，至多是认为人的发展和完美能给个人带来声誉。有人也将个人发展与国家、社会相联系，但力度较小。阿尔伯蒂则鲜明地将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联系，非常强调个人发展的社会意义。他认为任何类型的生活即便是宗教生活，若无明确的为社会的完善而尽力的情怀，那么必定是不完美的。一个人诚然有理由为来世而活着，但一个人更不应忘记他在今世的责任，他有义务改进其今生今世的生活。阿尔伯蒂认为，如果来世和今生发生了冲突，应当将今生放在第一位，重视今世才更具有基督教精神。正义是一种主要的社会性的美德，人应以追求正义为人生目的并将这渗透于个人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还应对与我们同生此世的人尽责，而追求正义、履行职责都必须以个人具有才能为条件。优秀的个人才有可能对社会做出较大的贡献。

其三，现实针对性更强了。阿尔伯蒂眼中的个人不是理论的抽象的个人，而是比较具体的生活于社会中、家庭中的个人。对家庭及其教育价值的关注是阿尔伯蒂教育理论的一个特点。为什么家庭使阿尔伯蒂如此感兴趣呢？

他认为，家庭是一个比国家更重要的联合体，它建立在血缘关系和亲情关系之上，是自然而然的东西，而国家则不然，国家是许许多多家庭的联合体，它或者是建立在互惠互利的基础上，或者是军事征服的结果，国家的组织机构都是人为设置的。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力量较之国家更直接、影响也更为深远，血缘关系较之一般关系更为亲密，相互间的责任感也更强一些。阿尔伯蒂关注的是通过何种方式才能使一个家庭的社会地位不断提高，才能使一个家庭兴旺发达，才能使一个家庭获得尊重，通过何种步骤才能使一个家庭获得声誉并名垂青史。阿尔伯蒂看到了家庭在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作用，看到了家庭是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他认为，家庭好了，社会也就好了，他并没有将家庭与社会割裂开来。他的这种认识显然是对当时意大利政治状况的主观反映。在14世纪、15世纪的意大利尤其是在古佛罗伦萨，家庭在城市社会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阿尔伯蒂所说的家庭并不仅指由父母和孩子所构成的小家，还包括由众多有血缘关系的家庭所组成的家族（gens）。在14世纪和15世纪的佛罗伦萨，一些家族兴起了，一些家族衰微了，兴衰的原因何在？当时家族左右着佛罗伦萨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一个大家族出于报仇、竞争、嫉妒、野心等动机可以打乱整个社会秩序并危及每一位公民的安全，在这种情势下，其他家族的成员对社会的安定和繁荣应尽到哪些责任？这些问题在当时是现实性非常强的问题，也是阿尔伯蒂非常关心的问题。阿尔伯蒂本人所在的家庭也是因为竞争而被逐出佛罗伦萨，因此他对竞争的后果有切身的体会。

阿尔伯蒂抓住了当时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并且是从此角度来论述教育的，这样就使其个性发展、个人发展的理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其视角是独特的，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他在论述个人发展、家庭的社会作用、社会发展等问题时充溢着社会责任感，这就使其教育理论显得大气磅礴，在风格上与格里诺等人注重于具体的教育方法的探索大相径庭。

阿尔伯蒂的教育理想是，通过教育培养出好的个人，通过好的个人建立好的家庭，再通过好的家庭建立好的社会。先个人后家庭再社会，颇具中国古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意味。

个人取得成就是家庭的骄傲，是家庭的荣誉。个人的才能发展得越充分越全面，就越能给家庭更多地尽力。同样，一个优秀的家庭越有才能越有成就，其对国家和城市的贡献就越大。然而，禁锢的空气和氛围是不利于人的充分全面的发展的，佛罗伦萨与其他地方相比有更多的自由精神，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佛罗伦萨人在衣着方面各行其是，服装成了纯粹个人的事情，许多人为自己设计式样，只要自己认为合适就行，并无外人干预，人们把漂亮适体的服装看作个人完美的一项因素。[109]也正因为如此，去过许多地方的阿尔伯蒂才把佛罗伦萨视为理想的地方，他1428年一回到佛罗伦萨就感觉到这种自由的气息，就喜欢上了佛罗伦萨，这种喜欢绝不是因为佛罗伦萨是他的故乡。他认为这种社会氛围最利于人的发展。

阿尔伯蒂认为，一个家庭能否兴旺发达，能否有益于社会，直接取决于家长的品格和能力，因此，家长的素质和未来家长的培养就显得至关重要。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目标不尽相同，但一般不外是培养公民、学者、廷臣、演说家、王侯等社会角色，阿尔伯蒂与他们不同，他则以培养一家之长为教育的目标。他的《论家庭》所讨论的就是这一主题。《论家庭》的框架纲要大约酝酿于1432年至1433年。《论家庭》共有4卷，第一卷讨论长辈对孩子的责任和孩子对长辈的责任以及正确教育年轻人的若干原则；第二卷讨论了婚姻生活和家庭和睦问题，认为婚姻必须以感情为基础，还讨论了增进家庭共同幸福的条件；第三卷讨论了怎样才能对家庭的财物、地产、成员进行最好的管理；第四卷讨论家庭间的相互关系、家长间的相互关系以及这些关系对国家稳定的影响。这四卷皆涉及怎样教育培养未来的家长、家长应具备哪些素质等问题。

当时男女地位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在阿尔伯蒂的思想中亦有充分的反映。他认为父亲和丈夫乃一家之主，只有如此，家庭才能稳固，他说：“在男人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女人保持沉默并倾听男人的话，永远是和谐的标志；而女人多嘴饶舌则是轻率轻浮的表征。”[110]男尊女卑的理论依据是女人在身体和性情方面皆有不能与男性相比的劣势，女人在天性上是被动的、畏缩的、柔弱的、不稳定的，故家长应为男性。在家庭中教育儿子的职责归于父亲，做父亲者不应以事务繁忙为借口逃避这项职责，还有什么事务比教育儿子更紧要的呢？阿尔伯蒂要求父亲对孩子要始终一贯地信任、关怀，并对其未来充满希望，他认为在儿童性格的形成中这种影响是最重要的，这样可使孩子在家庭中就形成不畏艰难险阻的观念，有利于他将来勇敢地面对各种困难。

阿尔伯蒂重视儿童宗教感情和道德情操的培养。他所理解的宗教感情带有明显的世俗性质，他认为宗教感情即个人忠诚于上帝的意志，它等同于关注社会的共同幸福和个人的自尊。迷信是与真正的信仰相对立的，而且对自由的心智的运用是有害的。这种看法既不同于天主教教义，也与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如梅兰克顿的看法有异。在品德培养方面，阿尔伯蒂强调诚实和自制两种品质。他认为人应制怒，应节制饮食，应控制住自己的好赌之心。阿尔伯蒂要求父亲在关注孩子的品德发展时应注意使孩子戒绝自以为正直的不良态度和道德上的虚伪之心。

阿尔伯蒂要求父亲仔细观察了解孩子的性情，这样可对孩子的一生及早进行预测。说话、表情、姿势都可揭示一个人的品质。好的表现是厌恶无所事事、做事具有持之以恒的热情、待人坦诚、不固执己见、有宽容之心等，对这些品质应予以鼓励。父母还有责任养成观察了解孩子能力发展状况的习惯，这对家庭教育是非常必要的，这样就可找到促进孩子能力发展的最佳时机。

家庭对孩子的影响是很大的，儿童幼小时主要受母亲的影响，稍大一些主要受父亲的影响，但阿尔伯蒂认为，与家庭教师的作用相比，父母的影响是第二位的。父母应视家庭教师为家庭中的一员，予以充分的信任。在选择家庭教师时，对其品格的要求放在第一位，而学问则放在第二位。从此可以看出，阿尔伯蒂所讲的家庭教育的范围是较广的，既包括父母对孩子的教育和影响，也包括家庭教师对孩子的教育。

三、人性与教育

阿尔伯蒂对人和人性饱含赞美之情，对人的发展的可能性予以充分肯定。他认为从外观看人在所有造物之中最高贵、最优雅，人的身体亦为造物主所造，必须尽力使其保持健康、美观，人要通过身体才能给国家、家庭和自己提供长期的服务，身体不健康的人是无力提供这种服务的。在此，阿尔伯蒂极言身体的重要性，实际上是论证体育的合理性。这种看法与中世纪正统的天主教教义是相对的，后者认为，人的身体是没有价值的，所以没必要善待肉身，人应过克己的苦行生活，这是典型的禁欲主义观念，与此相对应的教育观就是，可以对学生施以体罚，通过对肉体的折磨达到对灵魂的拯救。

阿尔伯蒂还赞美人的智慧。他认为人的智慧有两个突出的表征，一为无休止的好奇心，二为与好奇心相联系的探索真理的能力，这二者是人之为人的标志。人与其他动物有共性，如都有基本的生存本能，但只有人拥有探究万物之因和判别行为好坏的愿望和能力。人的好奇心、判断力和推理能力是重要的天赋，正是这些东西使人有所作为。阿尔伯蒂在此实际上是主张人的意志是自由的，人可依自己的意志塑造自我、完善自我，人是有为的不是无能的。

当时的人文主义者不论是意大利的还是北欧的往往对人性都持一种乐观主义的看法，以为人性是善的，认为这种善性可带来无穷尽的进步，伊拉斯谟就持此观点，古代的权威也支持此观点。这种乐观主义的性善论与基督教的原罪论是直接对立的。佛罗伦萨的多米尼克派对人文主义者的这种人性论持反对态度而强调原罪说，后来的新教也持原罪说。人文主义者的人性论与天主教和新教是不同的，但是阿尔伯蒂却既不持严格的性恶说，也不对人性持盲目的乐观态度，他从自己的经历中看到了人具有非凡的自我发展的能力，他从当时意大利一些有才干的人的身上看到了人的个性的巨大力量，但他认为，人不仅有能力为善，亦同样有能力作恶。阿尔伯蒂到此就没有进一步展开其理论，他对人性可为善亦可为恶的看法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与其对社会状况尤其是对佛罗伦萨社会状况的变迁的反思是分不开的，有能力的人不一定为善，家族的野心和贪婪会破坏城市共和秩序，会妨害公民权利，能力越强，危害越大。但不论怎样，阿尔伯蒂都充分肯定人的巨大潜能，也正是从此意义上，他赞同多米尼克派关于性恶的观念，认为必须抑制人性中恶的方面。

总体来看，阿尔伯蒂对道德问题的思考并不深刻，这也是当时人文主义思考道德问题时的一般特征。阿尔伯蒂对死亡和末日审判、人类的罪恶、今世与来世的冲突等宗教问题并不十分关注，在旧信仰和新兴学术二者的关系上，阿尔伯蒂与其同时代的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并未予以认真的清理，对二者的异与同并不明晰。当时是一个新旧杂陈的时代，局中人也很难像后人一样对旧思想与新观念间的异同做出清晰明澈的厘定。阿尔伯蒂对这类问题兴趣也不大，他认为有德行之人应追求一种生命的内在和谐，这种和谐建立在廉正诚实和热爱美德这一基础之上。人的精神的完善与这种内在的和谐是不可分的，他认为即便是宗教信仰，也应当是这种内在和谐的外在的强劲的表达。如果一个人仅满足于生理欲望，追求低级趣味，置时代和社会对其提出的要求于不顾，他就难以达到这种内在的和谐，难以达到精神完善之境。阿尔伯帝认为，最高的善就是人之自我，但这一自我必须是一个人尽力所能达到的最高的、最好的自我。这种自我不是一种纯粹内在的自省和体验，而应是与时代、社会相联系具有外向情怀和有为精神的生存状态。阿尔伯蒂的道德理想是力量（strength），人生应是一个有力度的人生，而不是消极悲观无所作为的人生，人的各种才能的发展、人的各种成就功业，均是这种力量的一种表达。从此角度看，阿尔伯蒂的内在和谐实为人与外在世界的一种和谐，但他在讲人与外在的关系时，并不将个人依附于外界，而是强调个人的应具有的精神高度和道德境界，要求人要改造外在世界，使之更加完美。阿尔伯蒂是将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放在一起讨论的。有所作为是他毕生的写照，也是其理论的精髓。如此看来，尽管他承认人性有恶的一面，但他要求抑恶扬善，要求人奋发有为，完善自己也改造社会，洋溢着蓬蓬勃勃的朝气和活力，这种朝气和活力恰是人文主义精神的典型特征，是持性恶论的多米尼克派决不会有的。

四、教学内容

中世纪后期西欧兴起了一些行会学校，这些学校以教基本的读、写、算为主，具有较强的职业性和世俗性，对宗教教育一统天下的教育格局是一个冲击，其进步意义自然不可低估。人文主义教育兴起后，一些人认为古典人文教育离现实的职业预备太远，没有直接的实用价值，对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表示怀疑。阿尔伯蒂反对这种看法，认为这种认识是狭隘的。他认为，人具有好奇和求知之心，这是一种重要的天赋，艺术、科学、文学等能满足人的这种天赋的要求，通过适当的教育和教学，这种好奇和求知之心就会变成一种自发的兴趣，即便离开了教师也会充满探索精神，充满生机和活力，使自己更完美，使社会更完善。他认为不能仅从知识的实用性看知识的价值，他要求将知识的实用价值与内在价值结合起来，他甚至认为二者是难以分开的。他说：“文学绝不是一个累赘，不论一个人从事何种职业，文学显然是力量的源泉。”[111]文学修养可使人更具绅士风度，文学可使人的精神更加高贵。阿尔伯蒂要求人都应具有一定的知识修养，职业是第二位的。然而，获取知识修养的途径就是受教育，教育使人有教养，他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和一个无知的人的区别，就像一个成年人和一个孩子的区别一样，有教养的人是成熟的，而无知者则是幼稚的。他认为一个有探索精神的、求知欲强的人才能得到较充分的发展，才能成为一个更有效率的公民（a more efficient citizen）。

那么，一个人要学习哪些知识才算有教养呢？一个孩子在学习了读、写、算和初步的几何知识之后，应该进入一个新的学习阶段，即学习古典文化知识，同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一样，他将语法作为学习的中心。学习语法时他要求精选作家和作品，荷马、色诺芬、西塞罗、维吉尔、李维等是其所列人选。对于怎样教、怎样学这些古人的著作，怎样学习语法知识，阿尔伯蒂几乎没有论及，在这方面，他远远不能与格里诺这位教学法专家相比。

算术、几何学、天文学、音乐亦在阿尔伯蒂所主张的教学内容之中。当时算术和几何学发展较快，应用也较快，阿拉伯数字已传入佛罗伦萨，使算术的进步成为可能；商业交往中也采用了新的计算方法，为满足商业发展的需要，一种以算术、欧几里得几何学和初级代数为主要学科的新型学校在佛罗伦萨应运而生，吸引了大批学生。阿尔伯蒂对数学甚感兴趣。算术和几何学是其计划中的重要科目。天文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发展较快，发展分化为物理学、地理学和气象学，后两者与商业活动有关。阿尔伯蒂对地理学颇感兴趣，他与当时的一位地理学家是好友。作为一个艺术大家，阿尔伯蒂对审美教育颇为钟情，音乐在他看来有助于促进和谐发展，他甚至建议建筑设计师从音乐的节律中寻求启示，以决定建筑物的比例结构。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阿尔伯蒂对艺术尤其对绘画艺术的教育价值的强调，许多人文主义者不将绘画列入人文学科之内，认为绘画、雕塑、建筑等物为工匠所为，具有较强的职业性，自由人不屑为之。阿尔伯蒂则将绘画置于教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从艺术史上讲，正是他提升了绘画的价值，使之成为一种高雅的受人尊重的艺术，他开辟了艺术教育的新时代。在其影响下，艺术和艺术家越来越受人尊重，但也应看到，这种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正像一位史学家所说的：

虽然在理论上，阿尔贝蒂（即阿尔伯蒂——引者）已经把艺术家的行业从手工艺提高到“高级艺术”，但在实际上，甚至在佛罗伦萨，也是经过一个很长的时期产生新的态度。在整个十五世纪，艺术家们依然是从中下阶层补充新手的。知识分子、国家官员或者贵族阶级的子弟志愿当艺术家者，可谓凤毛麟角。如果一个上等家庭的子弟坚持干艺术家的行当，那么，让他当一个画家的徒弟比当一个雕刻家的徒弟更为体面一些，因为画家隶属药剂师的行会，而雕刻家则作为石匠，与泥水匠并列在一起。在米开朗琪罗的生平中有一段已经确切证明的逸话，表明在他那个时代，至少是在佛罗伦萨的进步集团中，人们已经放弃了古老的观念。他的家庭属于佛罗伦萨的老自由民贵族，因此，父亲反对儿子立志去当一个艺术家。最后，他终于允许儿子到画家吉兰达约那里去当学徒（1488年）。当庄严的洛伦佐发现米开朗琪罗作为一个雕刻家的天才的时候，父亲宣布说，他永远不会容许他的一个儿子去当石匠；只有在洛伦佐向他说明石匠与现代的雕刻家的概念之间的不同之后，他才应允了。

正是在这个时期，中世纪受雇的手艺人发展成为当时的艺术家，而雇主发展成为艺术的赞助人。庄严的洛伦佐是一位伟大的艺术赞助人和收藏家，同时也是当时的艺术赞助人最好的榜样。他首先在圣马可教堂的花园里开创了新式的艺术教育。在这里，青年艺术家们，其中包括米开朗琪罗，在老雕刻家贝托尔的监督下进行工作。这个学习班大约只存在三年，到1492年洛伦佐逝世就停止了。我们虽然不知道它的真正性质，但是依然可以这样说：传统的学徒制度第一次被一种自由的、无拘无束的教育取而代之，从这种教育中可以看到后世的艺术学院的最初的萌芽。

在十五世纪期间，仍然司空见惯的是：艺术家们，甚至是第一流的艺术家们，都得接受任何应时应景的工作。他们不但为节日这样的短暂活动设计图样，而且为箱子和窗帘、骑兵的燕尾旗和骏马的装饰品绘图。十六世纪初，这一切都改变了。瓦萨里在1550年问世的《艺术家传》中，反复谈到要求艺术家去干这类低级的工作，有辱于职业的尊严。由此可见，艺术家们有了新的社会地位，他们的才能是受到尊重的了。有了新的自由以后，艺术家这一类人本身也开始变化，自从十五世纪末起，我们就开始看到至今艺术家们还往往具有的那些特殊的性格。[112]

这里所说的“特殊的性格”，是指艺术家们不同于常人的一些趣味和习惯，如不修边幅、性情古怪、独来独往等。阿尔伯蒂从理论上提升了艺术和艺术家的地位，而其后的一些伟大艺术家则从实际上根本改变了世人对艺术和艺术家的态度，米开朗琪罗（Michelangelo Buonarroti）就是这样一位伟大的艺术家，“当他开始干这一行的时候，他的家庭认为他在降低自己的社会地位。在他逝世以前很久，他就被尊敬为超人，被奉为神（divino）。葡萄牙画家弗朗西斯科·德·奥兰达关于这种情况的变化写道：‘在意大利，人们并不看重王公诸侯的声名；只有一位画家，他们敬若神明。’”[113]这充分说明人们更重视人的才能和人的发展的价值。阿尔伯蒂无疑是这种重视的典范，正如有人所说的：“不论由于人们的才能有什么优美的成就，他都以为是几乎近于神圣的东西。”[114]

阿尔伯蒂的教育思想具有宏大的气概，洋溢着清新的气息，远不再是古代教育思想的重述，而是饱含创新的成分和蓬勃的朝气。他重视古代的智慧和古典文化，他积极地从中吸取精神养料，但他绝非泥古不化之人，而是在古代文化的基础上向前更进一步，他的许多成就尤其是艺术成就已超越古人。在古与今的关系上更重视今，学古也是为了实现现世的目的。从他对意大利俗语的态度上也可看到他的价值取向，他重视古典语言，但他也重视意大利语，尤其对佛多伦萨人使用的托斯卡纳方言充满感情，他认为在佛罗伦萨每个人都在使用它，都能理解它，它将成为一个权威性的语言，其地位就像拉丁语在学者眼中的地位一样。阿尔伯蒂是当时意大利语的主要促进者之一。强调大众日常使用的语言本身就充分说明阿尔伯蒂对现实生活的重视。他重视现实但他并不盲从现实，他力图通过教育手段培养出高素质的人（尤其是家长）并由之改造社会，使社会更加完美。他是超越古代的也是超越现实的，然而他并未因此而遁入来世的虚幻，他思想中的未来不是来世，而是现实社会的未来。其思想的本质是现世的、创新的、世俗的，他已走出古人和宗教教义的阴影，正像伍德沃德所指出的：“不论在社会理想或政治理想方面，还是在艺术方面和学术方面，阿尔伯蒂从来都不只是一个模仿者，创新才是阿尔伯蒂的典型风格，他是文艺复兴发展到更自由、更富创新精神阶段的代表人物。”[115]在阿尔伯蒂眼中，进步并不只是重复过去，而是要超越过去。只有从这个角度去评价阿尔伯蒂的教育思想，才能客观把握其历史地位。

第八节 帕尔梅利的教育思想

帕尔梅利（Matteo Palmieri，1406—1475年）是阿尔伯蒂的同时代人，两人是好友，教育思想也有颇多相似之处，但在个人发展方面帕尔梅利没有阿尔伯蒂那样具有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且两人之志趣也不尽相同，相比较而言，帕尔梅利更关心政治，是一个政治人物，这样就使得其教育思想更多地与当时佛罗伦萨和意大利的政治现实相联系。

—、生平

帕尔梅利出生于佛罗伦萨一个富贵之家，这个家庭谙熟于政治和商业，这无疑培养了帕尔梅利的政治兴趣。他师从当时几位著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学习拉丁语和人文主义课程，受到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帕尔梅利与佛罗伦萨的圭奇阿尔狄尼（Guicciardini）、卡伯尼（Capponi）等大家族和其他一些名门望族交往密切。1432年他26岁时就开始担任公职，在其漫长的从政生涯中他一共担任过50多个不同的高级职务。在从政过程中，他的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智慧表现得淋漓尽致，为他赢得了佛罗伦萨卓越公民的荣誉。在1475年帕尔梅利的葬礼上，人文主义者阿拉芒诺、里鲁西尼发表了演说，认为帕尔梅利是主持公正、坚持正义、廉洁奉公的典范人物。

当时意大利邦国林立，政局动荡，各国不论是君主国还是城市共和国，政治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处理对外关系，外交是政治的最主要组成部分。帕尔梅利是出色的外交家，多次代表佛罗伦萨出使国外，为佛罗伦萨谋求和平和安宁。在出使中，其才能得以充分表现。1455年，他出使那不勒斯，意欲就某一条约达成协议，在那不勒斯国王阿尔方索的宫廷上，帕尔梅利使用拉丁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三种语言发表演说，他的学者风度和处理外交事务的娴熟技巧令阿尔方索赞佩不已。阿尔方索是15世纪的世俗君主中对古代文化热情最高者，他十分尊崇人文主义者的才能，对他们待遇甚高，推心置腹，当他以最优越的条件任命吉安诺佐·曼内蒂为他的秘书时，他对他说：“我将和你分享我的最后一块面包皮。”他延聘了许多人文主义者为其服务，要求其中一位每天给他和他的廷臣讲授李维的著作，甚至在戎马倥偬中也没有停止过，“无论走到哪里，他都随身带着古代经典著作；如果有一天没有读书他就认为这一天是虚度了；当他读书时，他不容许有任何打搅，甚至音乐亦然；他轻视当时一切既非学者也非学术的保护人的那些君主”[116]。这些说明阿尔方索在人文主义学术方面是有一定造诣的，作为一个行家里手，他对帕尔梅利的赞佩无疑是具有很高的可信度的。

在意大利政治中，教皇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教皇也想方设法与各世俗君主或城市共和国争夺世俗利益，有时甚至达到不择手段的地步。当时的教皇西克图斯四世（Sixtus Ⅳ）就因其力图争夺世俗利益而与一些小邦国（包括城市共和国）发生冲突，致使意大利一直处于经常的危险和骚乱状态之中。包括教皇国在内的意大利各小国间的逐鹿最后势必导致向外国尤其是法国、土耳其和西班牙等要求援助和干涉，而这种援助和干涉又进一步带来了侵略。当佛罗伦萨执政者洛伦佐对教皇西克塔斯四世作战时，法国国王路易十一向他承诺提供援助，洛伦佐则言：“我不能把我自己的利益看得高出于意大利的安全，但愿法兰西的国王们永远不打算对此国土动用武力。如果他们要这样做，意大利就完了。”此话竟不幸言中，后来法国成为意大利的首要侵略者。为了保卫整个意大利的利益，一些小国遂结成联盟，1473年帕尔梅利作为佛罗伦萨的代表与教皇西克塔斯四世谈判，商谈如何保卫整个意大利不受外来干涉。当时的教皇醉心于世俗利益的争夺而不关注本该关注的宗教事务，这影响到帕尔梅利对宗教和教育的看法，既然教皇也是争权夺利的凡夫俗子，宗教似乎就不再是神圣之物。在帕尔梅利的思想中，宗教气息是非常淡薄的。

帕尔梅利的主要著述有《论公民生活》（Della Vita civile）、《论正义》《编年史》《生命之城》等，其中《论公民生活》是其影响最大的著作，其教育思想也主要体现在这部著作中。《论正义》认为人民才是正义的真正代表者。《生命之城》是一首长诗，诗中认为社会不公正的原因是贫富分化，贫富分化的原因是私有财产过分发展，他认为应使财富服务于国家社会和救济贫民而不是为几家几户所占有。《编年史》是一部从449年到1449年的西欧纪年史，是撰写中世纪通史的最初尝试。

二、教育目的

帕尔梅利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完美的公民，这是《论公民生活》的主题之一。

《论公民生活》共有四部分，写作于1431—1438年，帕尔梅利采取了由四个人在郊区躲避瘟疫时相互对话的形式，讨论了维持家庭、领导国家和做一个好公民应有的品质。《论公民生活》的第一部分讨论了如何对一个人在理智和身体两方面进行教育；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讨论了好公民怎样在其生活的各个方面体现“正义”；第四部分讨论了“效用”和“美德”之间的相互作用即为社会做善事的动机和为了个人完善的动机之间的相互作用。这几个问题既是重要的理论问题，在当时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

帕尔梅利眼中的理想的公民是有知识、有教养、能处理社会事务的人，这种人是当时意大利城市生活迫切需要的，这反映了其理想的现实性特征，他描述的理想人物不是无确切时空的乌托邦中的人物。他赋予这种人物以浓郁的人文主义精神，要求他们充分占有人类文化的精华并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有所创新。他认为，过去古典文化尤其是拉丁文化湮没不彰，致使现世之人无缘领会其中的妙处。文学和各科自由学科是人类文明的坚实基石，是各科卓越艺术的真正向导，然而因种种原因却湮没长达80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只是到了现在随着古典文化的复兴，它们才重见天日。拉丁语在中世纪粗陋不堪，被人垢笑，只是从布鲁尼开始，古典拉丁语的纯洁、美丽和动人的节奏才为世人所知。帕尔梅利认为，每一个有思想的人都应该感谢上帝让他出生于、生活于一个充满希望和憧憬的新时代，这个时代较之过去拥有更多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让人兴奋不已。他说，要使我们这块多灾多难的意大利土地得到真正的和平，我们现在就必须种下种子，以使将来能收获和平的果实。然而，种子就是代表人类文明的知识和伦理道德。在黑暗时代，书籍本身的内容就是晦涩难解、含糊不明的，这种错误、混乱的知识状况反过来使学术研究的状况更加暗淡无光。复兴时代的到来结束了黑暗时代，但知识的新时代与教育的新时代并未同步，知识的复兴给刚开始转折的教育带来了混乱和低效率，他说：“不久以前，一个要把他的大部分时间花在学习复杂难学的拉丁语法上、素质不高的教师，以荒谬质劣的教学手册为依托进行教学活动，将语法同哲学、同逻辑学、同各种各样的学习混在一起，致使产生可笑的不良后果。”[117]人文学科的教学效率不高是文艺复兴初期的教育的通病，因为缺乏教学方法的有效指导，后来随着昆体良教育学说的复兴，尤其随着维多里诺、格里诺等人在教学方法方面所做的大量工作，才使得教学的效率得以大大提高。帕尔梅利对此表示满意，他说：“现在我们高兴地看到，我们的青年在学习拉丁文时采用正确的顺序和方法，以致在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内，可以流利准确地说、写这种语言，而我们的父辈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步的。”[118]这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尤其在教学方法方面的发展是比较快的。

完美的公民应掌握人类积累下来的知识，帕尔梅利对学术的未来、对通过学问促进人类的进步充满信心，体现了文艺复兴时代典型的乐观主义精神。

人为什么要学习知识？当时通行的观点是，学习掌握知识可使人更具优势，可为人赢得声誉，帕尔梅利则认为学习知识还有其内在的价值，即它可使人获得满足感，体验到探索的乐趣。当时人们将自我发展视为教育的目的，但同时也要求自我发展与社会目的结合起来。帕尔梅利则极为强调教育的社会性目的，他认为，在人的各种各样的行为当中，最高贵的行为是旨在增进社会的安定和繁荣的行为，是旨在促进不同阶级阶层的公民之间信任和团结的行为。他考察了各种优秀人物在性格上不同的表现，认为审慎、勇敢、节制和正义是四种主要的美德，完美的公民应具备这些美德。有人以宗教为借口否定世俗生活的价值，帕尔梅利对此甚不以为然。修道士式的独居生活不关心外部的社会责任，它低于世俗的群居生活，即低于理智的公民生活。诚然一些人在沉思于宗教问题时有幸福感和满足感，但帕尔梅利认为孤独的闲逸生活会使人的才能失去发展的刺激从而危及其发展，这是令人遗憾的，而且使人的才能远离社会生活、不承担人类社会生活的责任、沉溺于个人来世的得救也令人惋惜。在帕尔梅利那里，对于公民而言，社会责任感居于首要地位。他认为追求社会正义的行为最受上帝的欢迎，上帝会赐福给那些以追求社会正义为己任的人。帕尔梅利已把宗教世俗化了。

帕尔梅利认为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的，个人应为社会的完美做出贡献。年轻人应学会运用理性去控制其低层的欲望，这样他就可将节制这种美德带入家庭生活，他还应走出家庭的小圈子，运用其才智去谋求公共福利，做一个有益于社会的人。帕尔梅利看重家庭对形成个人美德的作用，认为正确的家庭教育是培养青年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基础。这种看法颇似阿尔伯蒂，颇具修齐治平的意味。

对孩子的最初的影响来自家庭，帕尔梅利要求母亲尽其做母亲的社会职责，要求慎选保姆和伙伴，否则会受到不良影响。在道德教育问题上，帕尔梅利提出的一些具体的主张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的不同，例如，他认为应使小孩子充满对地狱的恐惧之心，比如他认为在适当的时机应把坏孩子不会有好命运的故事讲给小孩子听。这反映出帕尔梅利对人性并不抱十分乐观的态度，为政几十年他看到了各种各样的人性表现，他似乎认为使人有警惧之心益于抑制人性中恶的一面，即使对小孩子也是如此。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帕尔梅利认为有两个主要因素影响教育，一是环境，二是天性即天赋能力。教育应当有一个好的环境，而好的环境是由好公民所创造出来的，而好公民又是依照帕尔梅利的教育计划教育培养出来的。显然在教育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上，帕尔梅利陷入了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怪圈，且含有浓厚的理想主义成分，环境中诚然有有利于教育的因素，但也有大量的负面因素，对此帕尔梅利想必心知肚明，也许他的关于环境问题的看法只是一种不满意于现实的美好的希望。在对环境问题的看法上，他远不如马基雅弗利深刻。人天生赋有身心两个方面，他认为人的精神（灵魂）包括理性和非理性，理性能控制人的生理冲动，能探索和获取知识，对人而言至关重要。理性由记忆、理智和审慎三者构成。记忆力虽然是天赋的能力，人人皆有，但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得以提高。通过理智我们不仅可以获取知识，还可以对事实、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动机做出判断和评价。审慎可以使人从原因预测到结果，使人明智地行动。帕尔梅利要求通过学习古典文化知识、通过道德教育等使人的理性和非理性得到发展，即使人的精神得到发展。

人的身体也应得到发展。男孩子天性好动，可通过游戏促进其体能与身体技巧的发展。帕尔梅利还要求人要有优雅的仪态举止，使身体的外在表现与精神的内在修养和谐一致。

帕尔梅利提出要对青年普遍进行军事训练，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不同的是，帕尔梅利提倡军事训练主要不是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讲的，而是针对当时意大利严酷的社会现实而言的。他认为，开展军事训练有利于培养佛罗伦萨公民的爱国主义责任感，有助于重塑公民精神，有助于消除雇佣兵制带来的极为严重的不良后果。当时有一种惯常的做法，就是当有外来侵略和武力威胁时，把抵御外部威胁的任务交给用钱雇来的雇佣军。不仅佛罗伦萨如此，其他许多地方亦如此，甚至教皇也使用雇佣兵。雇佣兵在当时的确起到了一定的正面作用，但其负面影响也甚大。雇佣兵有时不讲信用，有时自立山头（有些雇佣兵队长依其军事实力而建立新的专制政权），有时其本身就是导致政治动荡、土地纷争的因素。将一个伟大的城市佛罗伦萨的命运交给雇佣兵是帕尔梅利不情愿的。他要求佛罗伦萨公民拥有保护自己和平和自由的军事技能、具有高昂的爱国主义激情。

总之，有教养、有德行、有优雅的风度、有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意识和能力、有保护自己国家的军事技能，这就是帕尔梅利眼中的完美公民形象。

三、教学内容

帕尔梅利关于教学内容的论述并无很强的专业性，也很难看出教育内容与教学方法的内在联系，他关于教学方法的具体论述几乎没有。毕竟他不是一个专职教师，对教学过程缺乏亲身体会，在这一点上，远不能与维多里诺、格里诺等人相比。尽管如此，他关于教学内容的看法仍然有一些新意。

在教学的初级阶段，儿童应学习说话、阅读、绘画、音乐、唱歌、算术、几何等课程。他要求儿童应养成清晰、流利地说话的习惯。阅读主要读一些用本族语写成的简易读物。说话和阅读教学都通过娱乐方式进行，说话时应注意语言的正确以及与手势、仪态的配合。绘画只是学习一些基本的绘画知识。帕尔梅利认为唱歌益处颇多，可使说话时语音、语调更加准确，此外通过其节奏感可陶冶人的性情，同时唱歌也是一种身体锻炼，有利于身体健康。算术和几何在帕尔梅利看来既是实用的学科，也可训练人的理性。

在初级阶段之后是古典文化的教学。学习古典文化必须先学习拉丁语。由于拉丁语是一种学术语言而不是日常口头语言，帕尔梅利要求在学习了本族语之后再学习拉丁语，学习拉丁语必须以本族语为基础，通过学习本族语来学习拉丁语。因此，他将学习拉丁语、学习拉丁语法的开始时间定在11岁。

帕尔梅利将雄辩术视为重要的学习内容，并且将之与古典文化的学习和修辞学的学习相联系，似乎学习古典文化和修辞学好坏与否的标准就在于学习者是否具备良好的演说才能。他认为，对于一个自治国家的公民而言，雄辩术至关重要。16世纪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帕特里齐（Francesco Patrizi，1529—1597年）对此曾有精彩的论证，可以作为帕尔梅利思想的注脚。帕特里齐指出，公民是否具有良好的在公共场合发表演说的能力，对一个共和国而言至关重要，尤其当这些演说涉及国计民生时就更是如此。因为国家的所有事务都是通过讨论决定的。在讨论中难免会有意见不一致之处，如果正确的合理的意见不能占上风，势必会造成决策上的失误，从而给全体公民带来不幸和损失。帕特里齐将集劝说、建议、论证、反驳于一体的演说能力与国家利益联系起来，真正把雄辩术的价值提高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这也正是帕尔梅利所认同的。与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帕尔梅利所讲的演说并不只是用拉丁语做出的，他十分关注用本族语发表演说，他在阿尔方索的宫廷中就曾用意大利语发表过演说。他认为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有助于增进运用本族语的表达能力，学习修辞学并不只是为更好地学习拉丁语服务的，修辞学还是一个形成民族语言风格的有力工具，通过修辞学的规范，可使本不成熟的民族语言更加规范、更加完美。也正是在此意义上，一些学者曾深刻指出，正是古典语言的复兴带来了民族语言的成熟，民族语言在其成长过程中从规范、严密、完美、成熟的古典语言中借鉴了许多东西。

帕尔梅利所设计的教育内容还包括道德哲学和自然哲学。学习道德哲学的方式是读名家著作，古罗马作家中可读西塞罗和塞涅卡的著作，古希腊作家中可读普卢塔克和色诺芬的著作。帕尔梅利要求在道德教育中充分运用具体事例以说明抽象的道德规范，要求学习者将其所学应用于家庭生活中并使自己更加自尊，还要求道德教育应与学生成年后履行公民义务有关系。帕尔梅利认为自然哲学没有道德哲学的实用性强，他眼中的自然哲学实即近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他持这种看法是因为当时自然科学尚不发达、其价值尚未充分显示之故，毕竟帕尔梅利的时代与19世纪斯宾塞的时代不同。帕尔梅利指出，自然哲学是探索大自然的奥秘的，例如，雨、雹、雪、冰的起因，彩虹的颜色为何如此绚丽，电闪雷鸣的原因等问题，这些都是重要的自然现象，与人类生活是有关系的，值得研究。但在重要程度上，帕尔梅利将之远远放在伦理哲学之后，因为他认为社会是以伦理道德原则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对于一个人而言，首要任务是解决怎样生活的问题。帕尔梅利认为这个问题主要是一个道德伦理问题。用现代的术语讲，帕尔梅利是将人文科学置于自然科学之上的，认为人类社会离不开道德原则对人类行为的调整和规范。尽管当时他尚不能看到科学对社会发展和人类生活的巨大作用，有着时代的局限性，但他的这种观点即使在现在也不是没有现实意义的。

帕尔梅利提出的教学内容远比当时佛罗伦萨为商人子弟开设的学校的教学内容宽泛，后者以学习数学和天文学为主要内容，其纯粹是为了实用。帕尔梅利不反对实用，但他更强调通才的培养，他的教学内容富有浓厚的人文主义精神。他认为内容丰富的教学利于学生精神的健康发展，就如同丰富多样的食物利于人的身体健康一样。旧式的单调乏味的教学压抑学生的求知欲望，而新式教学则激发学生的兴趣，使其精神得以健康发展，不论在发展的量上还是多样性上皆较之旧式教学高出许多。

略去帕尔梅利与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的共同点不讲，在教学内容方面，帕尔梅利有何独到之处呢？有以下数端：其一，他将绘画正式列入初级阶段的教学内容之中，承认了绘画的教育价值；其二，他重视本族语的教学，并要求古典语言的学习要以本族语为基础；其三，他探讨了自然哲学（科学）与道德哲学的关系，将自然科学放在课程问题中予以讨论。这几点都是其思想中富有新意之处。

在评价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教育思想时，有一个共同的问题，那就是继承与创新的关系问题，对帕尔梅利教育思想的评价也涉及这一问题。帕尔梅利从昆体良的《雄辩术原理》中吸收了许多观点，他的《论公民生活》的第一卷基本上是西塞罗《论义务》的重述，此外还吸收了普卢塔克的一些观点。这种大量吸收引用古代教育思想的现象在当时大量存在，这是否只是复古呢？不是，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其一，古罗马共和国与当时的佛罗伦萨共和国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方面存在许多相似性，比如政治体制的相似、都重视雄辩术、都重视公民道德的培养等，这些为人文主义者借鉴引用古人思想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其二，古罗马教育思想家尤其是昆体良对拉丁语教学有着精深的研究，当时的人文主义者无法企及，既然过去有更好的，何必自己非得费九牛二虎之力重新探索呢？何况引述的目的不是剽窃以获虚名和报酬，而是真诚地改进教育、改革社会、使古代辉煌的文明重现于今世。复古是为变今，着眼点始终是今世而非过去。积极吸收人类文明成果不叫剽窃。谁能说维吉尔抄袭了荷马、弥尔顿抄袭了维吉尔？诚然，帕尔梅利从昆体良那里吸收了许多东西，但他成功地将之深入其思想并使之适应于当时的佛罗伦萨现实社会，他的《论公民生活》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当时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因此，尽管他借用古人之言，但他的意图都是面向现实的，“其精神是现代的，虽然古代世界是其思想的来源，但不是为了模仿而是为了同化吸收”[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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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意大利晚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第一节 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进入16世纪，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生了明显的转向，这种转向是意大利社会政治、文化、宗教等领域的变化所引致的。

一、君主时代的来临与城市人文主义的衰落

在意大利，君主和君主国并不是到16世纪才产生的，正如历史学家哈伊所指出的，“十四世纪时，意大利北部出现一种明显的从自由城市过渡到个人和家族的君主制趋势”，但是，“十四世纪总的来说，佛罗伦萨、卢卡、锡耶纳在整个时期是真正的共和国。它们的政府是人民的，贵族被排斥在权力之外”。[1]从14世纪到15世纪，意大利呈现出君主国与共和国共存的局面，米兰和那不勒斯就是典型的君主国，而佛罗伦萨和威尼斯则是典型的共和国。14世纪米兰变成君主国，“‘市民’这个词汇已被‘臣民’这个新的词汇所代替”，“人民”这个词被禁止使用，因为它具有颠覆性的意义。“公爵”成为一个万能的统治者形象，成为君主的代名词，“会见公爵，必须经过一定的宫廷仪式。这样，由于宫廷仪式的需要，便产生了宫廷侍臣这一在历史上持续很久的现象”[2]。这里的宫廷侍臣即16世纪时卡斯底格朗所论及的“宫廷人物”。如同公民是共和国里重要的社会角色一样，宫廷侍臣则是君主国里重要的社会角色。君主和宫廷侍臣的培养对君主国的重要性，就如同公民的培养对共和国的重要性一样大。但由于14世纪、15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的领头羊是佛罗伦萨，佛罗伦萨又是共和主义政治背景，这就使得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公民”的培养成为论述的主题，而君主和侍臣的培养问题并未受到人文主义者充分的重视。到了16世纪，随着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到来，这种局面改变了。

在16世纪，除威尼斯仍是共和国制外，君主制在意大利占据了统治地位。政治形势的这种变化对意大利社会状况、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深刻影响。

第一，以市民人文主义为特征的共和主义价值观被君主主义价值观所取代。君主制受到推崇，并被认为优于共和制，公民、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共和主义等受到贬抑。君主们并不否定古典文化，并且常常保护文人，但同时把这些文人变成自己的附庸和歌功颂德的工具，文艺复兴的成就被用来为君主服务，“城市生活和市民道德的发源地佛罗伦萨也出现了窒息自由的形势”，美第奇家族“不能容忍在文学中出现的共和主义思想”[3]，自由的天空乌云密布。

第二，积极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有为”原则被抛弃，退隐生活受到青睐。对于市民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等人而言，“有为”或参与市政事务的观念反映了人类生活最理想的境界。然而，在君主制下，15世纪早期人文主义者表现出来的那种对政治的兴趣日益被人们认为是低级的，甚至是粗俗的思想愿望。对于皮科、费奇诺和15世纪后期以后的其他主要哲学家来说，休闲自适或退隐沉思的生活是最值得向往的，学术远离了政治，学术不再为政治的纯粹和升华做实质性的贡献，剩下的只是闭门静思或为君主服务，公民个人的参与公共事务的权利和热情被压抑了。人文主义者皮科在《关于人的尊严的演说》中明显地反映了这种态度，他在书中不断嘲讽那些为了“利益和野心”不顾一切的人，并夸耀自己已“摒弃了对私人与公共事务的一切兴趣”，使自己“完全处于沉思的闲暇中”。拋弃“有为”原则所引起的一个更根本的后果是，以有意义的方式参与政府事务这种观念似乎终于消失。积极进取的市民人文主义精神已风采不再，市民人文主义衰落了。学者们对社会生活的参与大大减少了。

第三，君主形象受到关注，涌现出一批专门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的学者。早期的市民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包括在写作教育著述时，一般以共和制为背景，向全体公民提出忠告和劝诫，而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的人文主义者在写作时总是预先设定一个君主统治的背景，如马基雅弗利和帕特里齐，他们本人明显地倾向于共和制，但在写作时却总是以君主制为背景。结果便是，过去受重视的作为公民的个人形象被忽视，而集中注意威严且更有影响的君主形象。

为君主出谋划策而写作并不是始于16世纪，早在1394—1405年弗吉里奥就写了未完成稿《论君主》，此后不久，米兰的人文主义者为米兰君主写了一系列歌颂君主统治功绩的颂词。但这些在当时并不十分突出。只是到了15世纪后期和16世纪，这类颂词和献策著作的出现才达到高潮。例如，萨奇（1421—1481年）在1471年为曼图亚的一位贡查加公爵写了《论君主》的短文；庞达诺（Giovanni Pontano，1426—1503年）1468年把一篇论君主的文章呈献给那不勒斯国王；迪奥梅德·卡拉法（1407—1487年）在15世纪80年代为那不勒斯国王写了关于“优秀君主的职责”的文章；帕特里齐在16世纪20年代将其精心之作《王国与国王的教育》献给教皇西克图斯四世。在献策著作中最著名的是马基雅弗利于1513年年底写成的《君主论》，本章第三节会对其予以分析。文人学者为何要写这类著作呢？一个重要原因是想获得君主的赏识，进而获取一个职位。如庞达诺就是因为他写了论君主的文章才引起了那不勒斯国王的注意并进而受重用达20年之久。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写就约2年后将之题献给佛罗伦萨的统治者美第奇家族，实为一种自荐的方式，意欲获得一个政府职位。

这些关于君主的著述，它们的一个共同主题就是：君主应具有哪些素质？如何培养教育君主？而这正是教育问题。

第四，与君主时代的来临相一致，一些为廷臣而写的文章开始出现，这些文章旨在指导廷臣去获得适当的教育，克制自己的言行和妥善处理与君主的关系，如卡拉法写过有关“完美的廷臣”的短文。这类著作中最有名最具影响的是卡斯底格朗于16世纪初写的《宫廷人物》，本章第二节将会对之予以分析。

随着君主时代的到来，君主和朝臣的培养问题便成为学者们关注的一个问题，这种关注直接导致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转向，培养公民的教育理想被培养君主和朝臣的教育理想所取代了。

二、文艺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深化

15世纪末到16世纪，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的进一步深化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希腊文化尤其是古希腊哲学的进一步复兴；二是艺术的复兴与艺术创作的繁荣。这二者对16世纪的教育思想皆产生了深刻影响。

因为语言的障碍，古希腊文化的复兴较古罗马文化的复兴难度要大得多，因而较后者滞后。到15世纪末时，对希腊文化的研究才达到了较深入的地步，“到1470年，对于希腊的探索在意大利已经达到相当的发展程度，虽然在那时候，关于希腊的知识还没有像人们所想的那样普遍流传”[4]，希腊语教师匮乏，学习的工具如语法书、辞书也奇缺，一些古希腊的著作也未被译成拉丁文，已有的一些译本多是中世纪传下来的，译文和注释多有讹误之处。在意大利复兴古希腊文化的过程中，拜占庭曾起过积极作用，如克里索罗拉在意大利教授希腊语就是一例。15世纪时，土耳其人征服了希腊世界，难民成群结队涌入意大利，其中许多是有才华的学者，他们渴求在当时兴盛的以研究古希腊哲学为中心的学园里谋个职位。这些人对意大利的希腊文化研究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教师匮乏的问题。15世纪末，希腊语已成为大学里认可的课程，难民中的有用人才被聘到大学和其他学校去教课，其中一些人与意大利的希腊学者一道并肩从事教学工作。15世纪末以前，人们普遍感到缺乏学习希腊语的有效工具，就连波利蒂安和皮科在学习希腊语时都不得不使用两种语言对照的教科书，因为没有合适的语法书和辞典。不过这种缺憾在15世纪末已得到解决，1478年左右乔瓦尼·克雷斯托内所编的希腊–拉丁辞典出版，1497年乌尔巴诺·博尔扎尼奥用拉丁文所写的希腊语法出版，这都是古希腊文化复兴过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另外，由于印刷术的使用，希腊语著作比较容易得到，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数量很少的手抄本，米兰、佛罗伦萨、威尼斯等地的出版社能够刊印希腊的主要古典作品。一些重要著作也被译成拉丁文，如《柏拉图全集》由费奇诺（Marsilio Ficino，1433—1499年）译出后，1484年在佛罗伦萨出版，这极大地促进了对柏拉图哲学思想的研究，使柏拉图研究成为当时学术界的显学。

对古希腊文化研究的深化，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在古希腊哲学的促进下意大利哲学研究有了可喜的进展。对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研究达到相当深度，并涌现出一批哲学家。柏拉图主义的代表人物是费奇诺和皮科。费奇诺建立的柏拉图学园是柏拉图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费奇诺将人文主义成就与柏拉图的世界观相结合，提出了一个与柏拉图不同的宇宙观，他把宇宙视为一个博大的等级体系，每一种存在物都各据其位，各有不同程度的完美性，但费奇诺修改了柏拉图的图式，将图式的中心这一特权地位给予人的灵魂，从而为他的关于人的尊严的学说提供了一种形而上学的依据，高扬人的尊严是他从人文主义前辈那里继承下来的思想。他认为人的灵魂把它的思想和爱扩展到从最高到最低的万事万物中，于是灵魂就成为宇宙的中心，灵魂是自然中最伟大的奇迹，它把万事万物结合在一起，它是万事万物的中心。对灵魂的重视导致他重视以内在经验为基础的精神生活和沉思生活。他认为感官的世界是变动不居的，是令灵魂骚动不安的，灵魂为了从外在事物中把自己纯化出来，就得进入沉思生活，进入非现象的世界，沉思的生活使人的灵魂不断向真理和存在的更高等级攀升，直至最后直接认识和洞见上帝。

皮科比费奇诺年轻30岁，他的主要目标是要把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以及其他的哲学现实调和起来，认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虽然在措辞和外表上有所不同，但在根本上却是一致的。他比费奇诺更加高扬人的尊严，与费奇诺不同的是，“他不是在宇宙等级体系中给人指定一个固定的、特权的地位，而是使人完全脱离这个等级体系。他断言，人按照自己的选择，能够占据从最低到最高的任何生活的等级。正像他说的那样，上帝对亚当说：你既没有固定的处所，也没有自己独有的形式，我们也没有给你唯你独有的功能，亚当，你最终按照自己的判断便能具有和占有你自己希望要的处所、形式和功能。按照你自己的自由意志，不受任何强迫，我已把你放在自由意志的手里，你注定要受自己本性的限制。你有力量堕落到生命的更低形式，像野兽一般。由于灵魂的判别，你也有力量获得再生，进入更高的形式，即神的形式”[5]。皮科鲜明地阐明了人所具有的力量，“皮科在赞扬人及其尊严时，总结了几代学问渊博的人文主义者的期望，并补充了他们尚不能提出的一种形而上学的关系域和一种哲学的意义”[6]。哲学的复兴与发展为人文主义提供了新的论证手段。

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彭波那齐（Pietro Pomponazzi）。亚里士多德哲学在中世纪就很兴盛，但彭波那齐的亚里士多德主义与中世纪不同，他试图恢复亚里士多德哲学的本来面目，使哲学与神学分开，清除中世纪教会笼罩于亚里士多德身上的宗教迷雾。这种研究方法是人文主义的。

除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外，16世纪的意大利还产生了以特勒肖（Bernardino Telesio，1509—1588年）、帕特里齐和布鲁诺（Giordano Bruno，1548—1600年）为代表的自然哲学，自然哲学与科学的进步同时发展起来，“他们企图用独创的、独立的方法而不是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传统和权威的框架之内去探求自然界原理。他们试图构成一些新颖的理论，以不受古代哲学权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他曾经统治了哲学的思辨，尤其是统治了自然科学，长达许多世纪——的影响而自豪”[7]。他们的创新精神是充沛的，但创新度却是有限的，“把他们与早期现代科学家、与把新科学作为前提的十七世纪哲学家区分开来的是，他们没能找到一种坚实而有效的探索自然的方法，尤其是没有认识到数学在这种方法上的根本重要性。正是为了这个理由，而不是因为那些过时传统的重负，才使得他们的卓越并给人深刻印象的理论陷于或多或少的孤立之中，而不能赢得一大批追随者，也不能对那些仍然受到亚里士多德信徒控制的大学的自然哲学教学产生影响。人文主义者或柏拉图主义者的外部攻击、自然哲学家富有启迪性的理论都未能推翻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的传统。只是到十七世纪及以后，伽利略的新科学以及他的后继者才得以在牢固地建立起来的、优越的方法的基础上来处理这个问题，此时，亚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学传统才退出历史舞台”[8]。自然科学和自然哲学的这种发展状况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自然科学不是同人文主义同步发展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课程中没有或少有自然科学的内容一点也不令人感到奇怪。

该时期的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趋向，想使哲学脱离神学，想使科学脱离哲学。这意味着知识的进步和分化，为以后教育内容的分化和丰富奠定了基础。

哲学研究对该时期教育思想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两个方面。追求沉思的生活，追求灵魂的升华，成为教育的重要目的之一，将个人发展与共和政治合一的教育追求已过时了。在教育内容方面，古希腊哲学成为重要的教育内容，西塞罗著作的地位下降了，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著作的地位大大上升了。

在哲学的发展之外，该时期文艺复兴的另一项成就是艺术的繁盛，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发展真正进入了大师辈出的黄金时代。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乔尔乔涅（Giorgione，1477—1510年）和提香（Tiziano Vecellio，约1489—1576年）等都是当时具有非凡艺术成就的大师，他们的艺术成就至今仍令世人景仰。当时的艺术成就表现在建筑、雕刻、绘画和艺术理论等方面，每个方面都成就斐然。这些艺术形式所表现的题材主要是宗教性的，那种认为文艺复兴产生了一种以世俗性为主的艺术的看法，是一种错误的看法。文艺复兴艺术首先是而且主要是一种宗教艺术。但这种宗教艺术却具有不同于中世纪的新内涵，“艺术家们给宗教的题材赋予一种富有人性味的、理想化的特质，一种把神变成人的崇高的想象，在这一点上，他们是独一无二的”[9]。在艺术中就像在整个文艺复兴运动中一样也有布克哈特所说的“人的发现”。拉斐尔、达·芬奇和提香的绘画都表现了关于人的新概念——温和、高尚、有尊严，人物的举止优雅、衣饰修整、性情沉稳。拉斐尔的《卡斯底格朗像》、达·芬奇的《蒙娜丽莎》都具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艺术在其发展中也深受当时哲学发展的影响。艺术作品既反映当时的哲学发展现状，例如，拉斐尔的《雅典学派》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主题来表现当时意大利思想领域里存在的柏拉图主义和亚里士多德主义的争论；同时艺术作品也体现了哲学思想本身，这说明艺术作品已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如在建筑中，建筑家们认为，一个建筑物的各部分必须像人体的各器官一样，既相互依赖，又联合成为整体。这种看法反映了柏拉图主义的影响，柏拉图主义认为：人体的完美的比例反映出某种宇宙的和谐。因此，当时的建筑家们把人体的比例作为人工建筑物的标准，一个建筑物的所有细部以及一个建筑群的所有建筑物都结合成在度量上互相关联的有机体。然而，提香的《神圣的爱和世俗的爱》（约作于1515年）则体现了柏拉图式的爱的观念：“裸体的维纳斯代表较高的原则；因为天堂的美，即永恒不变的美，是像真理一样赤裸裸的。而与她相对的另一个维纳斯，则具有人间的一切魅力，代表着可见、可触而且转瞬易逝的地上的美的原则。但是，这两种柏拉图式的美的形象概括地代表基督教的爱的两条意旨——爱上帝和爱你的邻人，二者加在一起，就成为基督教的最高品德：‘仁爱’。”当时的许多作品表达了文艺复兴女性美的理想：“一种崇高、尊贵和无限优雅的美，而如果没有新柏拉图主义者几乎像信仰般的对美的灵魂寓于美的身体的渴求，就不可能发展起来这样的美。”[10]这些艺术作品同哲学一样都表达出“人的高贵与尊严”这一主题。

经过艺术家们的努力，艺术的地位提高了，艺术不再像过去那样是一种手工艺，而成为一种高雅的东西了；艺术家们的社会地位提高了，他们的才能也受到了高度的尊重，这与15世纪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艺术的社会地位的提高使艺术在课程中的地位也得到了相应的提高，一些学者在其教育思想中明确将绘画、雕刻等列为正式的学习内容，而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三、人文主义者社会地位的下降

自14世纪以来，人文主义者人才辈出，他们既是知识的占有者，又在政治事务中处于较高地位，可谓风头出尽。然而到了16世纪，人文主义者这一阶层的社会地位远不如往昔了，究其原因大概有以下数端。

其一，印刷术的出现。人文主义学者是古典文化的拥有者和传播者，人们要获得古典文化知识，就必须非常依赖这些学者。然而，古代经典著作的印刷本和编纂得很好的参考书和字典的流传，大大减少了人们和人文主义者交往的必要性。

其二，泥古不化使人文主义者自身受到损害。一些人文主义者教条地理解古典的东西，把它视作一切思想、行动的典范，置现实与时代需要于不顾，遂使人文主义学术失去生命力。

其三，一些人文主义者品行上的缺陷也使得他们不受欢迎。自高自大、放荡不羁使人文主义者的整体形象大受影响。“在十五世纪里，巴蒂斯塔·曼托万诺在谈到七种怪物时，把人文主义者和许多其他的人一起，列在‘傲慢鬼’项下。他描写他们怎样自认为了不起，是阿波罗的子孙，以一种矫揉造作的严肃姿态和绷着一副阴郁难看的脸子走路，有时顾影自怜，有时在盘算着他们所追求的哗众取宠，像仙鹤在觅食一样。但是，到了十六世纪，这种攻击就全面展开了……指责他们的内容包括愤怒、虚荣、固执、自我欣赏、放荡的私生活、各种各样的不道德行为以及异端和无神论；此外还有：信口开河的习惯、对国家的不良影响、卖弄学问的演说、对于师长的忘恩负义，以及对于初则使之受宠若惊继则使之忍饥挨饿的大人物的卑鄙的谄媚”[11]。并不是所有的人文主义者都是这副样子，但多数是这副样子。人文主义者作为知识分子阶层，其固有的依附性加上当时动荡不定的社会状况也易使他们滋生这些让人看不起的品行。

其四，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宗教改革运动兴起后，天主教势力随之兴起了反宗教改革运动，在加强天主教会内部自身革新的同时也加强了对思想的控制。人文主义者以复兴传播古典文化为己任，而古典文化中又多有一些异端色彩，于是反宗教改革势力就给人文主义者加上轻视宗教的罪名。教皇保罗二世还发动了对人文主义者的迫害以打击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异端成分。反宗教改革运动抑制了意大利人文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也使得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地位下降了。

四、社会的持续动荡

1494年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社会状况的一个重要分界线。1494年以前是和平与繁荣的时期，尤其1454—1494年这40年可视为意大利文明的鼎盛时期。1454年佛罗伦萨和米兰之间经年不息的冲突结束了，并签订了洛迪和约，从此时到1494年法国入侵意大利，“四十年来意大利统治者致力建设国内和平与秩序，并与邻国发展友好关系。与把各个国家团结在一起的共同利益比，它们之间的争执仅居次要地位。小规模的战事不足以对他们追求富裕和扶植艺术造成严重的障碍。虽然当时对意大利的商业优势的挑战已十分激烈，商人们仍有钱财用于绘画、图书和建筑，而王公贵族更以他们充任雇佣兵首领的收入，把他们的都城装扮成文艺复兴的艺术和学术中心。各个国家（指意大利内部各小国——引者）在它们还享有独立与和平的时候对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在十六世纪初结出了光辉灿烂的硕果”[12]。前面提到了意大利在16世纪初的哲学和艺术成就就属于“光辉灿烂的硕果”。

不幸的是，战争和由战争引起的社会动荡却使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发展失去了和平稳定的社会条件。意大利繁荣富庶，又是一个艺术宝库，然而它四分五裂，军事力量薄弱，易受国外列强的觊觎。然而，意大利统治者又有一个恶习，那就是当其内部各小国发生争端时，总是寻求法国支持，希望由法国来出面解决其问题。这说明意大利已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结果只能是引狼入室。1494年法国国王查理八世（1483—1498年在位）带军队入侵意大利，迫使佛罗伦萨和罗马降服，并于1495年占领那不勒斯。查理八世的继承者路易十二（1498—1515年在位）又发动了三次侵略，一再攻伐米兰，在整个意大利境内到处挑起混战。到了16世纪初，当时欧洲的另一个强国西班牙也开始介入意大利国内事务。16世纪20年代初，法国和西班牙争夺对米兰的控制权，将意大利北部地区拖入持续30年的战火之中，意大利成为欧洲两大列强逐鹿的战场，使意大利的独立遭到严重破坏。意大利不能抵御入侵的原因，首先不是其军事力量的强弱，而是造成意大利内部诸国四分五裂的极端地方主义，各小国之间各自为政只关心自己的区域性利益而置他国、置整个意大利的利益于不顾。强敌的入侵使这种地方主义倾向更趋严重，意大利各国设法在两强之间挑拨离间，坐收渔利，从而为自己谋取一定的生存空间。意大利各国之间的畏惧和怀疑倾向也较之过去的和平时期大为增强。

在这样一个君主的时代、一个四分五裂的战争时代，政治、战争、外交成为突出的首要的问题，教育问题及其人们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不能不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一个战乱频频的年代，君主应具有哪些素质才能使其国家免受战乱之苦？侍臣应具有哪些素质才能更好地辅佐君主面对乱世？在一个尔虞我诈的年代，人文主义者崇尚的美德到底有多大的现实力量？美德能战胜厄运吗？能消弭战乱吗？人文主义者的教育理想能经得住乱世的考验吗？教育在乱世应有何作为？

卡斯底格朗、马基雅弗利和萨多莱托等人的教育思想所应对和回答的就是上述问题。

第二节 卡斯底格朗的教育思想

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1478—1529年）的教育思想是以16世纪初意大利君主时代为社会背景的，其教育思想的社会基础、文化背景和价值取向已与城市（市民）人文主义者大相径庭了。

一、生平

卡斯底格朗1478年12月6日出生于意大利曼图亚附近的一个富贵之家，其母是贡查加家族的成员。卡斯底格朗因之与曼图亚宫廷有亲缘关系，故常常造访曼图亚宫廷，并于此对文艺复兴时期的宫廷生活有了切身的感受。卡斯底格朗青少年时代受过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文学、艺术、军事无所不通，这为他以后终其一生的宫廷生涯奠定了基础。

1499年10月卡斯底格朗进入曼图亚宫廷担任职务，为曼图亚侯爵服务。1504年9月进入乌尔比诺宫廷为乌尔比诺公爵服务。1506年因外交事务而出访伦敦。在16世纪初复杂的政治军事纷争中，乌尔比诺于1516年被教皇列奥十世（Leo X）所吞并，乌尔比诺遂被纳入教廷的势力范围。1519年卡斯底格朗作为曼图亚的外交使节常驻罗马。1524年教皇克莱门七世任命卡斯底格朗作为教廷在西班牙的使节，处理教廷与当时欧洲列强之一的西班牙之间的外交事务。1527年罗马遭受大劫掠，卡斯底格朗的精神受到很大打击，郁郁寡欢，1529年于西班牙托莱多（Toledo）抑郁而死，时年51岁。西班牙国王知悉他的死讯后，不胜惋惜，哀叹：“我们这个时代最完美的绅士离我们而去了。”

卡斯底格朗很熟悉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宫廷生活和外交事务，他的重要著作《宫廷人物》（拉丁文为IL Libro del Cortegiano，英文为The Book of the Courtier）就是以此为背景写就的。君主的宫廷是当时社会生活的中心，政治、外交、军事、艺术、文学等莫不以之为中心，宫廷是当时社会文明的缩影，是时代文化的典型表现。所谓的“宫廷人物”有两种不同的含义，一种是广义的意指出入宫廷、常在宫廷出现的人物，包括君主、朝臣、外交使节、主教、学者、艺术家、军人各色人等。卡斯底格朗曾在米兰宫廷待过一段时日，米兰宫廷的情况颇能说明当时意大利宫廷的一般状况。一位史家这样描绘米兰宫廷及其宫廷人物：“在米兰宫廷，文艺复兴时代生活的每个方面都得到了表现。宫廷人物之中，有画家、建筑家、雕塑家、音乐家、学者和军人，他们都是自己专业领域中的能手，又各以自己的工作使宫廷生活大放光彩。在盛时佳节的假面舞会、竞技比武和宴会聚会上，在宫廷闲暇时刻的各种简易文娱节目中，他们全都各显其能。关于文学和艺术问题的讨论，即席引吭高歌并以七弦琴伴奏，各类游戏和恶作剧，各种消遣不一而足。”[13]可见，正是宫廷人物使宫廷成为时代文明的中心。卡斯底格朗在《宫廷人物》中所讲的“宫廷人物”（courtier）是狭义的，是指辅佐君主处理政治、军事和外交事务的高级官吏，其地位类似中国封建时代的朝廷重臣，故有人也将courtier译为“朝臣”或“侍臣”。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就是指朝臣。朝臣重任在肩，其角色较之画家、音乐家、学者等多了许多肃穆的色彩。

朝臣是君主时代一种重要的社会角色，卡斯底格朗本人便是一位出色的朝臣，他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就表现在他描绘出了理想的侍臣形象，集中表现了这一时代的“主要伦理和社会思想”，“由于学习变得日益迂腐，并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之中，教育思想的重点，也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当时明智的人所需要的教育，与其说是造就一些可能在其专业上侥幸能自立的学者，毋宁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朝臣形象实际上就是理想的绅士形象。卡斯底格朗所描绘的朝臣形象并不只局限于朝臣，而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这一形象对整个西方教育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说：“卡斯底格朗决非一位富于创造性的艺术家，他真正的功绩——这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功绩——在于，他发现了存在乌尔比诺的宫廷中的有才干的人的典型，并对其精神实质进行了非常深入的研究。因此，他可以用他那纯朴自然的艺术技巧，把这一典型完美地描绘出来……通过‘用文字来塑造这种朝臣’，他提出了一种不受时间和空间限制的新理想，这一新理想后来成为欧洲教育共同遗产中的一部分。”[14]

培养公民与培养侍臣，两种教育理想显然是不同的，从政治的角度看，似乎是由共和制向君主制的倒退，但从文化和教育的角度看，就不能认为是倒退。历史学家巴伦指出：“与早期人文主义教育的公民性质大大不同，‘侍臣’的新概念显然是向贵族阶级的标准的倒退。然而，依照卡斯蒂廖内（即卡斯底格朗——引者）的设想，‘侍臣’都是文艺复兴的‘一般人’；在实质上，侍臣的这种概念并不是从中世纪骑士制度的土壤中生长起来的，而是脱胎于以锻炼身心并鼓励雄心和一切适合人类天性的高贵感情为基础的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者教育纲领。”[15]

《宫廷人物》的框架于1508年就已拟就，然后的写作状态是断断续续的，直到1516年才写就，但并未马上出版，1528年《宫廷人物》才于意大利正式出版。[16]《宫廷人物》是用意大利文写的，出版后大受欢迎，1538年被译成法文发行，1540年被译成西班牙文发行，1561年被译为英文发行。同时也出现了拉丁文的译本。《宫廷人物》成为“16世纪最流行的书籍之一”[17]。

《宫廷人物》的内容与书名并不完全相符，《宫廷人物》共包括5个部分，只有第一、第二部分是专门论述朝臣即宫廷人物的；第三部分讨论淑女（gentlewoman）即宫廷贵妇（courtesan）应具备哪些素养；第四、第五部分是关于君主的，主要讨论君主如何治国、治国需要怎样的智慧和技巧等问题。但从内容看，第三、第四、第五部分都与侍臣或朝臣问题有关联。

二、论朝臣的地位与作用

朝臣与君主、宫廷相伴而生，是君主制的产物。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诸国，其政治体制是复杂多样的，既有君主政治，也有寡头政治，还有共和政治，卡斯底格朗赞同君主制。这也是当时许多人的想法，认为只有贤明的君主才是强有力的，才能挽救意大利四分五裂的颓势。马基雅弗利甚至视君主为意大利的救星，尽管他骨子里崇尚共和制。可见加强君权是当时的时代需要，是进步的，也是与欧洲其他主要国家如英国、法国、西班牙等的做法一致的。

卡斯底格朗认为，君权的正当性源于上帝，上帝使大众有其统治者。但同时君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君主应采用合适的手段治理国家，使国家安定和繁荣。暴乱源于恶政。侍臣的作用就是辅佐君主，为其出谋划策，助其完成大业。卡斯底格朗明确地说：“指导和劝告君主向善，使其远离邪恶。使君主知晓何者为善，何者为劣，使其热爱行善而痛恨作恶，这是朝臣所要达到的真正目的。”[18]通过朝臣的努力和智慧，逐渐地使君主具备主要的美德，并使君主在处理各种事务时更具有信心。朝臣应了解君主的性情和气质，应具有渊博的知识，应谨慎地对君主施加影响。卡斯底格朗认为侍臣是君主的教师，侍臣与君主的关系应如亚里士多德与亚历山大的关系一样，“我们可以说朝臣的最终目的是成为君主的教师”[19]。

朝臣不是不分是非只求荣禄的仆从，朝臣自有朝臣的尊严。卡斯底格朗说，如果朝臣所服务的君主不分是非，朝臣就应离他而去，不为其服务。朝臣的真正目的是千方百计使君主获得更高的声誉、更多的利益，这也涉及侍臣的声誉，助贤明之君行善事是侍臣的光荣，而助邪恶之君行恶事，助君为虐，则有损朝臣的尊严和声誉。因此，朝臣应事贤君而非恶主。

《宫廷人物》是对话体的，在表现形式上似柏拉图的《理想国》，在价值追求方面也追随柏拉图，“如同存在完美的国家（即理想国——引者）的理念、完美的国王的理念和完美的演说家的理念一样，也存在着完美的朝臣的理念”[20]。现实中的朝臣应体现出完美的朝臣的理念所包含的内容。朝臣越完美，越对于完成其辅佐君主的使命有益。完美的朝臣无所不能，除了运气之外（不能靠血缘成为君主），一切方面皆比君主优秀，朝臣是君主的教师，他首先自己必须是完美的君主。布克哈特说得好，君主和宫廷的出现，其意义似乎只在于为朝臣提供了一个展现其德才的舞台。[21]好像君主和宫廷只是朝臣的背景，朝臣才是历史的主角。

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朝臣的完美会不会使君主相形见绌？有了完美的朝臣是否会把君主架空？此时还要君主何用？有人就提出类似的批评。这样就使得朝臣与君主的关系比较微妙，使这种关系不致被颠覆的条件便是朝臣对君主的忠诚。忠诚是朝臣所应具备的重要美德，就如中世纪骑士之忠诚于领主。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第22章中专论朝臣问题，他认为君主应明智地择取良臣，良臣的标准有二：一是有能力；二是对君主忠诚。马基雅弗利十分强调“忠诚”这一品质，认为它是维系良好君臣关系的关键。马基雅弗利还提出了如何处理君臣关系的具体建议，他说：“一位君主怎样能够识别一位大臣，这里有一条屡试不爽的方法：如果你察觉该大臣想着自己甚于想及你，并且在他的一切行动中追求他自己的利益，那末这样一个人就绝不是一个好的大臣，你绝不能信赖他；因为国家操在他的手中，他就不应该想着他自己，而应该只想着君主，并且决不想及同君主无关的事情。另一方面，为了使大臣保持忠贞不渝，君主必须常常想着大臣，尊敬他，使他富贵，使他感恩戴德，让他分享荣誉，分担职责；使得他知道如果没有自己，他就站不住，而且他已有许多荣誉使他更无所求，他已有许多财富使他不想更有所得，而且他已负重任使他害怕更迭。因此，当大臣们以及君主和大臣们的关系是处于这样一种情况的时候，他们彼此之间就能够诚信相孚；如果不如此，其结果对此对彼都总是有损的。”[22]这段话可为卡斯底格朗的思想做进一步的说明。

完美的朝臣所展示的，实际上就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完美绅士（complete gentleman）形象，这种完美的绅士应具备哪些条件呢？

三、论朝臣的素养

朝臣首先要有一个好的出身。卡斯底格朗的这种看法并不是看重血缘对一个人前途的影响，他是从教育的角度看出身问题的，家庭经济文化条件好，相对而言会比贫困、愚昧的家庭给孩子提供更好的发展条件和外部影响。

朝臣应擅长战争艺术和各种体育活动。朝臣不是职业军人，整日拼拼杀杀的军人生涯对人的发展有诸多限制，朝臣则不受这种职业的限制。尽管朝臣擅长战争艺术，但他几乎不谈论战争，他也不炫示自己的军事技能，尤其在女士面前更是如此，因为夸夸其谈、炫耀示人对朝臣而言有失体面。朝臣从外表看文静儒雅，但内心勇敢坚强，随时准备承担战争风险，为国奔赴沙场。朝臣也精通各种体育活动。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所从事的各种身体运动也应与其身份相符，朝臣不是职业运动家，一些跌打类的运动项目和一些需要奇怪技巧的运动项目都不适于朝臣，因为它们不够优雅。狩猎、骑马、游泳、网球、马上比武、跳跃、使用长矛和短棒等都是适于朝臣的。跳舞也对身体有益。朝臣应对这些项目都精湛纯熟，风度轻松优雅，无人堪比。至于棋类是否为一种休闲活动，卡斯底格朗持怀疑态度，因为棋类活动会占去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朝臣应具有学者的智慧。卡斯底格朗批评法国宫廷中的朝臣重武轻文，如同中世纪的骑士。他要求朝臣应文武并重。朝臣应懂拉丁文和希腊文，熟知古代诗人、演说家和历史学家的著作。朝臣应知晓写作技巧，能赋诗作文，尤其应具备本族语写作的能力。朝臣虽非学者，但卡斯底格朗要求朝臣在学识上不亚于一个中等水平的学者。可见，朝臣非一介武夫，而是文武兼备之才。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彼埃特罗·本波认为，学问和武艺二者相比，前者高于后者，因为人的精神贵于肉体。卡斯底格朗则认为对一个完美的朝臣而言二者是同等重要的。

朝臣应具有良好的艺术修养。音乐可调剂人的身心，使人从劳累和困扰中解脱出来。卡斯底格朗举例说明音乐的重要性：苏格拉底年事已高还学习音乐，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把音乐纳入教育内容，亚历山大酷爱音乐等。卡斯底格朗认为：“可以确定的是，不能从音乐中获得乐趣的人其心灵世界是不和谐的。”[23]卡斯底格朗认为，绘画、雕刻也非常重要，不能把二者视为职业性的东西而认为它们不适宜于绅士。绘画、雕刻应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它们对人的精神陶冶大有助益，使人领略欣赏自然之美和艺术之美。不仅如此，它们还具有较高的实用价值。美术方面的训练能使朝臣学会绘制地图，从而用于战争或用于旅行，可使朝臣对一个国家的地势地形有正确的认识。

朝臣的谈吐应高雅机智，超凡脱俗，使他人能从其言辞举止中感到朝臣的尊严。说话时语音语调应清晰流畅，顿挫抑扬有致，不要像一些妇人那样又快又尖。说话时人的举止也应与所谈的内容相协调。朝臣还应知道怎样去倾听他人讲话，怎样反驳他人的意见。

朝臣应能言善辩，但仅仅能言善辩还不够，卡斯底格朗对此还提出了道德方面的要求。朝臣不应喋喋不休，不应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在交谈时不适宜模仿他人，不应在背后说人坏话，不应养成谄媚之陋习。即便对君主也不应讲谄言媚语，对君主的忠诚体现在为君主的切身利益考虑，而非博其一时一刻之欢心。卡斯底格朗对朝臣的讲话还提出了一些技术方面的要求，如应较好地控制笑声，应根据对象选择适宜的谈话主题和内容，在讲话时应注意机智和技巧。卡斯底格朗认为在一定的限度内运用幽默、反语、戏谑等技巧可增强讲话的感染力。讲话中的“机智”在当时是一个颇受关注的问题，例如，庞达诺对之既做了理论上的分析，又对其在上流社会里边尤其是宫廷里的实际应用做了一些明确的规定，如他劝告人们对不幸的人或强有力的人都不要使用笑谑，因为这样做会使不幸者受辱从而使讲话人受其嫉恨，会使有权有势者认为对其不敬从而使谈话者结怨于权贵。卡斯底格朗在《宫廷人物》中教导人们应该怎样在有地位的人中间运用机智，机智的主要作用自然是用一些可笑的或优美的故事和谚语的复述使在场的人快活起来；相反地，拿个人来开玩笑是不应该给予鼓励的，理由是它使不幸的人们受到伤害，使加害于人的人洋洋自得，而且会结怨于权门贵族和一时风云际会的人物；即使在复述的时候，也建议那位复述的绅士要尽量少用表演式的动作。他接着收集了大量的俏皮话和嘲讽的语言，并按照它们的种类把它们系统地排列起来，不仅仅是为了供人们引用，而且是为未来的滑稽家提供典范，其中有一些是很优美的。[24]

讲话中的机智若无严肃的道德作指导必定会走上歧路，机智就会蜕变为诽谤中伤他人的利器。卡斯底格朗对朝臣的讲话予以道德的规范是有所指的，“事实上，意大利已经成了一所诽谤中伤的学校，和它同样的学校在世界上是找不到的”，不仅各人之间互相嫉恨，互相中伤，而且社会还“培养出一伙恶毒而又无能的机智嘲讽者，生来就是批评家和奚落人的人”，这些人无名人之才却有妒忌名人之心，于是恶语中伤诋毁名人就成了家常便饭。不仅是一般的人，就是教皇也成为人们嘲讽的对象。[25]这些遍布于全意大利的讽刺并不都是错的，但也肯定地并不都是对的。卡斯底格朗的目的无非是要求朝臣将讽刺才能用于正途而非邪道。

朝臣在衣饰方面也应留心。虽说依意大利当时的风尚，衣饰无定规，由各人依其所好而定，他人也不会干涉，但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的衣饰应与其言谈举止相协调，应充分体现出其自尊和身份。朝臣着黑色衣饰比较合宜，其次是其他深色的衣饰，因为黑色和其他深色显得庄重肃穆。

朝臣辅佐君主乃世俗事务，但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不应被紧紧束缚于尘世之中，完美无缺的朝臣不仅关心尘世生活，还应有一个精神家园，灵魂有归宿，人生有信仰。卡斯底格朗在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中找到了人生终极问题的解决办法，朝臣应体会和热爱天国之美即理念世界的美好，卡斯底格朗认为，天国之美“是其他一切美的本源，其美决不增，亦不减，永远宏伟壮丽。其美之本身，如同这一面与另一面一样，最完整仅如同天国自身，它不与其他事物分享美，但正是它之美，其他一切事物方显其美，因为它们共享有天国之美”[26]。这种对天国或理念世界之爱使人远离烦忧，给人带来幸福无比的满足感，因此应成为朝臣的最重要的品质之一。卡斯底格朗进而分析了这种爱的性质，他认为这种爱产生于体验享受天国之美的愿望，天国之美与伦理之善相联系，它源于人的精神的沉思而非源于感官的体验。人从对一种事物之美的爱扩展到对一切事物之美的爱，但此种爱尚不完美，由爱一物至爱万物再至爱上帝，达到天人合一之境时，方为最完美之爱，此时人的灵魂会有极乐的体验，会与最高存在物上帝融而为一，人会进入心醉神迷的状态。

总之，朝臣生活于俗世，服务于世俗君主，拥有许多世俗的本领，但朝臣绝非俗物，他能超脱于尘世的不足，有着很高的精神境界。

四、论自然与人为

朝臣是天生的还是后天造就的？卡斯底格朗强调朝臣应有一个好的出身，他认为朝臣多出于富贵之家，一个重要原因是富贵之家的子弟会有较高的天赋。他认为同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一样，大自然赋予万物以发展生长的潜能和种子，万物的生命与发展不能超出潜能所界定的范围，如同猪不能长为狗，狗不能长为马一样，天赋不具备者难成长为完美的朝臣。这颇有些龙生龙、凤生凤的意味。但卡斯底格朗同时又认为，并不只是高贵子弟有高的天赋，贫贱子弟中也不乏较高天赋者，而且即便是天赋不佳者亦可通过后天的努力在很大程度上克服先天之不足。总之，卡斯底格朗看重先天因素的作用，但他更看重后天的教育力量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他所设想的完美的朝臣不是天生就如此的，而是社会文化和教育的产物，是时代文明的体现。可以说，在朝臣的多方面才能形成中，既有先天自然的成分，也有后天人为的成分。

“优雅”（grace）是卡斯底格朗教育理论中的核心概念，朝臣的一切表现都应优雅。优雅的内核被称作“sprezzatura”，意即“不费力”“不做作”（effortlessness），这个词是理解《宫廷人物》全书和朝臣为官处世之术的关键，它要求朝臣言谈举止、音容笑貌的优雅表现都不应是费力强做出来的，而应是一种不经意的、不费力的、自然而然的流露，如同天生就是如此，无须任何雕饰。已达于自由之境，无任何外在约束，但随心所欲却不逾矩。最高的艺术就是看不出它是艺术，它将人为的因素全隐藏于后，如同自然而出，全无人工的修饰。不做作、娴熟（facility）和自发（spontaneity）就是对朝臣的这种精妙的为仕处世之术的概括。这几个方面都可概括为“自然”（naturalness）。然而这一“自然”不同于天生之“自然”，后者是指人生而具有的、人赖以生存和发展的一些生理和心理素质，而前者是指以先天“自然”为基础经后天努力而达到的某种随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卡斯底格朗深知人类文明和文化对个人发展的意义，因此他追求的“自然”实为社会文明在个人身上的某种集中的、高度的、完美的体现，使社会文化因素化为人的血肉，布乎四体，形乎动静，俨然天成。他实则追求一种教育的化境。他似乎在追求一种朴素的深刻、一种外表简朴而内在深邃的人生状态。大智若愚，大象无形，朝臣的智慧、才能、风度不是为了炫示于人，他的一切臣服于他的高尚的精神追求，他已经摆脱了低级趣味而达于自然、纯粹之境。由此可见，卡斯底格朗的“自然”是一种人化的自然，是高度教育、高级文明的产物，卡斯底格朗则力欲使朝臣更多、更好地接受社会文明的精华。

总之，卡斯底格朗是想通过后天人为之力量，将先天之自然推向文明的极致而达于文明陶冶后的化境——后天之自然，使一个有高级教养的人俨然一个生就如此的人，使后天教育之花结出最为甜蜜的硕果。他的教育情怀的确是高远博大的。

虽然《宫廷人物》写作流行于君主时代，但它表达的却是培养完人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君主制与人文主义并非水火不容的关系，君主制也需要人文主义，实际上君主制还保护促进了人文主义，尤其是艺术的发展更是受惠于君主甚多。由于《宫廷人物》行世时，欧洲已全面进入君主时代，《宫廷人物》恰逢其时，于是在整个欧洲流传甚广，影响甚大。更重要的是，卡斯底格朗所描绘的朝臣理想可适用于一切人，因此《宫廷人物》对一切追求完美的人都具吸引力，这也是其当时颇受欢迎的重要原因，如同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宫廷人物》之所以受到欢迎，只有通过以下这一事实才能得到解释，那就是卡斯底格朗的朝臣的基本属性，不是一个个别阶段或特殊的社会集团的属性，而是由一个伟大时代所显示出来的所有最大可能的人类的属性。”[27]

然而，问题在于，朝臣所具有的优秀品质能够奈何当时意大利复杂多变的政治风云吗？卡斯底格朗的思想是否会有太多的理想或空想成分？

也许马基雅弗利可以令人信服地回答这些问题。

第三节 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

马基雅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1469—1527年）毕生所关注的是军事、外交等政治事务，并不关注教育，亦无教育的著述，然而研究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却不能避开他、绕过他，因为他以冷峻的现实主义精神对14世纪、15世纪以来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理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对教育与政治、道德与政治的关系进行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探索。在他面前，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们关于通过教育培养具有美德的完人以变革社会的理想显得苍白乏力。

一、生平

马基雅弗利1469年5月3日出生于佛罗伦萨，1527年6月22日去世，享年58岁。从出生、成长直到他开始参加政治活动构成他的前半生，这段时间佛罗伦萨政治安定，处于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而马基雅弗利的后半生则处在法国和西班牙等国在意大利角逐的战争时期。

马基雅弗利的祖辈是佛罗伦萨贵族，其父是一名律师，爱好古典文化，对马基雅弗利的教育非常关心，不惜支付昂贵的学费使马基雅弗利师从名师接受良好的人文主义训练。这一切为其将来投身于政治外交活动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1494年美第奇家族在佛罗伦萨的统治被推翻，佛罗伦萨共和国重建。约在1495年或1496年，马基雅弗利开始在共和国政府里任职，一直到1512年佛罗伦萨共和国覆灭。马基雅弗利主要负责处理军事和外交事务，在战争时期，负责军事组织等工作。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作为政府代表出访外国和意大利各城邦，从30岁开始先后出访近30次，到过法国、瑞士、德意志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国家，期间他写过许多有关这些国家情况的报告，并将其发回佛罗伦萨以供政府决策参考。频繁的外交活动使马基雅弗利对欧洲各国和意大利各城邦的社会政治现实有了充分的了解，为其日后撰写有关政治学、历史学著作奠定了现实基础。

1512年在西班牙武力的支持下，美第奇家族卷土重来，重新掌握了佛罗伦萨的统治权，佛罗伦萨共和制终结。同年，马基雅弗利被罢免了一切职务，次年2月被捕入狱，在朋友的营救下，3月出狱。出狱后，他成为村夫，到乡下过着贫困的农民生活，白天劳动，晚上读书写作，生活清贫而充实。马基雅弗利1513年写出《君主论》，1515年以后将之修改定稿；1518年创作了喜剧《曼陀罗华》；约在1520年写毕《兵法》并于当年出版；1520年开始写作《佛罗伦萨史》，并于1525年完成，这是其最后一部著作。马基雅弗利的这些著作使其成为政治学家、史学家、军事著作家和剧作家。

1520年年底马基雅弗利被起用，由佛罗伦萨大学将其选任为历史编纂，授予重薪，委托他撰写前所述及的《佛罗伦萨史》。1526年受教皇克莱门七世任命，负责加强佛罗伦萨城防工作。1527年5月8日西班牙和德国军队进行了“罗马大劫掠”，这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终结的标志。逢此动乱时期，佛罗伦萨人乘机起义，再次推翻了美第奇家族的统治，恢复共和国。马基雅弗利希望复官，但未能遂愿。

马基雅弗利最著名的著作是《君主论》，也正是在这部著作中，马基雅弗利对人文主义的一些教育理念提出了挑战。但也应同时看到，他在其理论中对人文主义亦有许多继承之处。

二、对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

君主时代的来临是否意味着人文主义和人文主义教育有了一个急剧的转向呢？并非如此，实际上君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从15世纪的市民人文主义者那里汲取了许多东西，马基雅弗利也不例外。这种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若干方面。

其一，君主应当是具有优秀品质的人，其抱负应是尽可能为自己赢得名誉、光荣和声望。这种理念与15世纪人文主义者对完人理想的追求、对声誉的追求是一致的。

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第21章专论君主如何获得声誉这一主题。他认为，赢得声誉是君主的毕生追求，而要获得声誉必须建功立业，“世上没有任何事情比得上伟大的事业和作出卓越的范例，能够使君主赢得人们更大的尊敬”，他把西班牙国王费迪南（Ferdinado di Aragona，1452—1516年）视为值得仿效的当代统治者，说“他由于自己的盛名和光荣，从一个弱小的君主，一跃而为基督教世界中首屈一指的国王”，西班牙也成为欧洲列强之一。马基雅弗利认为：“最重要的是，一位君主必须依靠他的行动去赢得伟大人物与才智非凡的声誉。”[28]

并不只是马基雅弗利持这样的看法，帕特里齐、卡斯底格朗等人亦然。帕特里齐认为，“君主必须以其行动来为自己赢得荣誉”，应坚定地相信荣誉的获取是对“发扬优秀品质的最大报酬”。卡斯底格朗认为，朝臣的作用是辅佐君主，保证君主去获取“名誉和利益”，追求最高的荣耀，并最后使自己成为“举世闻名的杰出人物”。整个《宫廷人物》始终贯穿这样的思想，虽然“寻求虚荣和非分之物”是错误的，但“剥夺自己应得的荣誉，不寻求作为高尚行为的唯一真正报酬的赞扬”，也是错误的。[29]

其二，人文主义者一般都将命运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讨论，将命运看作一种反复无常的潜在力量。例如，庞达诺在《论命运》中认为，尽管命运女神没有理性，但她有时却能给人带来幸福。然而人文主义者在讨论命运时往往强调的是命运给人们所带来的意想不到的、不可弥补的损失，例如，卡斯底格朗在《宫廷人物》中不停地抨击命运女神“把最应升迁者打入深渊”。

马基雅弗利承认命运的作用，认为寻求命运的青睐是可能的，有些人就是借助了命运的青睐成就大事的。但马基雅弗利总是着重强调命运女神性格的不稳定性，并因此认为听天由命、完全依赖于命运之神是愚蠢之举。他指出：“我不是不知道，有许多人向来认为，而且现在仍然认为，世界上的事情是由命运和上帝支配的，以致人们运用智虑亦不能加以改变，而是丝毫不能加以补救；因此他们断定在人世事务上辛劳是没有用的，而让事情听从命运的支配，这种意见在我们这个时代就更觉得可信，因为过去已经看到而且现在每天看到世事的重大变幻远在每个人的预料之外。考虑到这种变幻，有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倾向于他们的这种意见。但是，不能把我们的自由意志消灭掉，我认为，正确的是：命运是我们半个行动的主宰，但是它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几乎一半归我们支配。我把命运比作我们那些毁灭性的河流之一，当它怒吼的时候，淹没原野，拔树毁屋，把土地搬家；在洪水面前人人奔逃，屈服于它的暴虐之下，毫无能力抗拒它。事情尽管如此，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说：当天气好的时候，人们不能够修筑堤坝与水渠做好防备，使将来水涨的时候，顺河道宣泄，水势不至毫无控制而泛滥成灾。”[30]马基雅弗利因此明确地讲：“任何一位君主如果他完全依靠命运的话，当命运变化的时候他就垮台。”[31]

命运有作用，人为亦有作用，不可只片面强调其中一个。那么君主需要什么品质才能控制或减弱命运的力量呢？人文主义者一致的回答便是：只有借助于人的优秀品质才有希望克服命运的恶意，获得名誉、光荣和声望。帕特里齐认为，获得真正优秀品质的君主“在其事务中永远不会受命运的支配”，因为他即使在最险恶的环境中也总能保持坚定。他还认为好运总是伴随着勇敢，因此一个具有优秀品质的勇敢的君主在其处理事情时会获得命运女神的支持。庞达诺在其《论君主》中强调，人的优秀品质是如此“值得崇尚”，以致所有统治者都应在他们的一切公共行为中“奋力追求它”，它是“全世界最光彩夺目的东西”，甚至比太阳更明亮，因为“盲人看不见太阳”，但“他们可以清晰地看见人的优秀品质”。[32]

马基雅弗利的观点与此相似。他信奉“命运偏爱勇敢”这句话，除勇敢之外，君主还应具有才略，才略是指能使君主折断残暴的命运之箭并指望获得名誉、光荣和声望的不可或缺的品质。

其三，适当的教育对于君主优秀品质的形成是至关重要的。

帕特里齐在《王国和国王的教育》一书中对君主的教育问题做了充分的论述。马基雅弗利在《君主论》中也详叙了君主应具备的一些素质，但他并未谈及君主应如何接受系统的人文主义教育训练，他关注的主要是治国之道，这是其独特之处。“他确信，对于君主来说，最优良的教育便是熟记《君主论》。”[33]

三、对人文主义教育理想的批判

优秀品质是通过教育形成的，那么优秀品质主要是指什么呢？不论是14世纪、15世纪的城市人文主义者，还是16世纪的宫廷人文主义者，都将之理解为一系列的美德，具备一系列美德的人就是具备优秀品质之人。帕特里齐的论述非常典型，他在《王国与国王的教育》第六卷之首就问道：“何为人的优秀品质？”他认为柏拉图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的要点，品质优秀的人应具有四种主要美德：第一是智慧的美德，它包括富有理性、聪明睿智、小心谨慎和远见卓识；第二是节制的美德，它包括虚怀若谷、清心寡欲、纯洁朴实、诚挚坦白、不偏不倚和庄重严肃等；第三是勇敢的美德，这是一种“最适宜于伟大人物的美德”；第四是至高无上的正义的美德，这是一种“最伟大的美德”。帕特里齐还进一步提出，如果这些美德不由虔诚、信仰等基本的基督教品质来补充和加强，就将徒劳无益。他认为最伟大的美德是对上帝和基督的信仰，“它光辉灿烂，若缺少它，国王和君主的其他美德便会黯然失色”。他认为，如果我们的统治者不具备这种品质，“他们的智慧将是无用的和虚假的”，他们的节制将是“可悲和可耻的”，他们的刚毅将变得麻木，他们主持正义将“只意味着流血”。

可见，人文主义者所强调的美德包括两个大的方面，一方面是古代伦理学家所列举的世俗美德，一方面是指基督教所推崇的一些美德。

但应注意一点，君主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将君主所应具有的美德和一般公民所应具有的美德做了明确的区分，帕特里齐在《王国与国王的教育》中明确强调，“统治者的美德是一回事，而人民的美德是另一回事”，如谦恭和顺从是适宜于大众的，但对君主而言则不适当。那么，君主应具有哪些美德呢？帕特里齐、庞达诺等人认为慷慨、仁慈和守信是君主应具备的三种最主要的美德。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君主具有了这几种主要美德也就具备了优秀品质，而君主的优秀品质是其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的条件，因此结论是，君主如欲建功立业从而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首先君主必须具备慷慨、仁慈、守信等美德。

马基雅弗利同意这一结论吗？不仅不同意，而且持鲜明的反对态度，“马基雅维里要否定的正是这一主要结论。他同意把名誉、光荣和声望看作是君主的正当目标，但他坚决否定这样一种流行的信念：通向这些目标的最有保证的途径是始终按照传统的道德准则行事”[34]。也就是说，靠慷慨、仁慈和守信这些美德，君主不可能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马基雅弗利的这种认识实际上是对人文主义者所一贯尊奉的教育理想的否定。因为他认为通过教育所培养的这些美德并不能使君主受益，人文主义的教育目的在他看来是虚幻不实、脱离时代的。下面通过与他人的观点相对比，逐一分析马基雅弗利对慷慨、仁慈和守信三种美德的态度。

首先看慷慨。帕特里齐声称，对于国王和君主来说，慷慨属于最伟大的美德。庞达诺认为吝啬和贪婪的君主想要得到最高的荣誉和声望，只能是自欺欺人的，他在《论慷慨》一文中强调，“就一位君主而言，有损尊严莫过于不能宽容大量”。与赞佩慷慨相关，他还赞赏君主的豪侈，在《论豪华》一文中他指出，通过建造“宏伟的建筑物、辉煌的教堂和剧院”而获得声望对君主而言是必不可少的。

马基雅弗利反对慷慨和豪侈。他说：“一个人如果希望在人们当中保有慷慨之名，就必不可免地带有某些豪侈的性质，以致一个君主常常在这一类事情上把自己的财力消耗尽了。到了最后，如果他们想保持住慷慨的名声，他就必然非同寻常地加重人民的负担，横征暴敛，只要能够获得金钱，一切事情都做得出来。这就使得他的居民开始仇恨他，而且当他变得拮据的时候，任何人都不会敬重他……如果君主是英明的话，对于吝啬之名就不应该有所介意。因为当人们看见由于节约的缘故，他的收入丰盈，能够防御对他发动战争的任何人，能够建功立业而不加重人民的负担；因此随着时刻（间——引者注）的流传，人们将会认为这位君主愈来愈慷慨了。”马基雅弗利的观点是，君主慷慨会加重人民负担，误国误民，“世界上再没有一样东西比慷慨消耗得更厉害的了，因为当你慷慨而为的时候，你就失去了使用慷慨的能力，不是使自己贫穷以致被人轻视，就是因为要避免陷于贫穷而贪得无厌惹人憎恨。因此，一个君主头一件事就是，必须提防被人轻视和憎恨，而慷慨却会给你带来这两者”。马基雅弗利指出：“在我们的时代里，我们看见只有那些曾经被称为吝啬的人们才做出了伟大的事业，至于别的人全都失败了。”[35]而一个失败的君主，还谈得上光荣和声誉吗？

其次看仁慈。人文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对于统治者而言，仁慈能得到居民的爱戴，而残酷则使居民畏惧，因此，统治者应以仁慈为怀。庞达诺在《论君主》中认为，对于仁慈的价值，无论如何强调也不会过分，“当我们承认某人具有这种品质时，我们便会赞赏和尊敬他，把他奉为神明”。帕特里齐认为，对于统治者来说，公开的严厉措施不仅是适宜的而且是必要的，但帕特里齐同时也承认，严厉很容易蜕变为野蛮和残忍，再没有什么罪恶比君主的残忍“更可耻、可恶或更悖人道”的了。

马基雅弗利则认为君主不应滥用仁慈，过分仁慈反而会导致混乱，而残酷有时却能带来秩序与和平。仁慈有时误事，而残酷却能使君主有所作为。仁慈会使君主被人爱戴，而残酷则使君主被人畏惧。马基雅弗利认为，一个君主最好是既令臣民爱戴又令臣民恐惧，如果二者不能兼得，则恐惧优于爱戴。他说：“人们冒犯一个自己爱戴的人比冒犯一个自己畏惧的人较少顾忌，因为爱戴是靠恩义这条纽带维系的；然而由于人性是恶劣的，在任何时候，只要对自己有利，人们便把这条纽带一刀两断了。可是畏惧，则由于害怕受到绝不会放弃的惩罚而保持着。”臣民畏惧君主对于君主的统治是有利的和必要的，马基雅弗利因此指出：“我的结论是：人们爱戴君主，是基于他们自己的意志，而感到畏惧则是基于君主的意志，因此一位明智的君主应当立足在自己的意志之上，而不是立足在他人的意志之上。”[36]

最后看守信。帕特里齐和庞达诺等人文主义者认为，君主应诚实守信，永不食言。帕特里齐强调，君主“是从不欺骗，从不撒谎，也从不允许别人撒谎的”。庞达诺认为，“再没有比一个统治者不履行诺言更可耻的了”，他还强调指出，“形势许可时，即使是对敌人，他也绝对应该信守诺言”。[37]

马基雅弗利则认为，守信对君主并不总是有益的，欺诈有时胜过守信。他说：“任何人都认为，君主守信，立身行事，不使用诡计，而是一本正直，这是多么值得赞美呵！然而我们这个时代的经验表明：那些曾经建立丰功伟绩的君主们都不重视守信，而是懂得怎样运用诡计，使人们晕头转向，并且终于把那些一本信义的人们征服了。”是否守信以是否对己有利为转移，“当遵守信义反而对自己不利的时候，或者原来使自己作出诺言的理由现在不复存在的时候，一位英明的统治者绝不能够，也不应当遵守信义。假如人们全都是善良的话，这条箴言就不合适了。但是因为人们是恶劣的，而且对你并不是守信不渝的，因此你也同样地无须对他们守信”。[38]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基雅弗利的道德价值取向与一般人文主义者是相悖的，之所以会如此，是基于他对意大利政治现象的冷峻思考，他说：“人们实际上怎样生活同人们应当怎样生活，其距离是如此之大，以致一个人要是为了应该怎样办而把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置诸脑后，那么他不但不能保存自己，反而会导致自我毁灭。因为一个人如果在一切事情上都想发誓以善良自持，那么，他厕身于许多不善良的人当中定会遭到毁灭。所以，一个君主如要保持自己的地位，就必须知道怎样做不良好的事情，并且必须知道视情况的需要与否使用这一手或者不使用这一手。”一切以国家的前途命运为重，若对国家有利，恶的亦是善的，“某些事情看来好像是好事，可是如果君主照着办就会自取灭亡，而另一些事情看来是恶行，可是如果照办了却会给他带来安全与福祉”。马基雅弗利也承认人文主义者所赞赏的那些美德并不是坏东西，他并不反对这些东西，只是认为它们不切实际，他说：“我知道每一个人都同意：君主如果表现出上述那些被认为优良的品质，就是值得褒扬的。但是由于人类的条件不允许这样，君主既不能全部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也不能够完全地保持它们。”[39]

但这里有一个两难的境地：君主若履行这些美德他便不会成功，若不履行又会受世人责骂。马基雅弗利这里提供的解决两难之境的法门是：君主“必须做一个伟大的伪装者和假好人”，君主必须心口不一，表里不一，不然难成气候，他说：“对于一位君主来说，事实上没有必要具备我在上面列举的全部品质，但是却很有必要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我甚至敢说：如果具备这一切品质并且常常本着这些品质行事，那是有害的；可是如果显得具备这一切品质，那却是有益的。你要显得慈悲为怀、笃守信义、合乎人道、清廉正直、虔敬信神，并且还要这样去做，但是你同时要有精神准备作好安排：当你需要改弦易辙的时候，你要能够并且懂得怎样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必须理解：一位君主，尤其是一位新的君主，不能够实践那些被认为是好人应作的所有事情，因为他要保持国家，常常不得不背信弃义，不讲仁慈，悖乎人道，违反神道。因此，一位君主必须有一种精神准备，随时顺应命运的风向和事物的变幻情况而转变……如果可能的话，他还是不要背离善良之道，但是如果必需的话，他就要懂得怎样走上为非作恶之途。”[40]

人文主义者的教育信条是：君主的优秀品质可战胜命运的狂虐；优秀品质主要体现在人是否具有一系列传统美德上；教育是培养人的优秀品质亦即培养人的品德的重要手段，教育构成传统美德形成之基础，因之也就构成君主战胜命运的重要基石。然而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却表明，教育这块基石并不牢靠，并不是说教育这种影响人的手段不牢靠，而是教育所传输的伦理道德观点不牢靠，这些传统伦理会把君主逼上绝路，葬送君主的事业和前程。

可见，马基雅弗利并不否认教育手段的重要，他要求君主以其《君主论》为教材就说明他重视教育因素对君主的影响，他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的分歧在于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教育对于君主而言才是合宜的？君主要成就一番事业需具备怎样的品质？

很显然，马基雅弗利眼中君主应具有的品质与其他人文主义者的观点是有较大差异的。他认为政治应服从于另一套伦理原则，否则必然失败。他将政治的成败和道德的善恶放在一个现实的背景下去做冷静的甚至冷峻的思考，认为善未必成，恶未必败，他想为政治引入一套新的伦理规则，那就是以成败论善恶，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因持善而败说明善的空洞与苍白，说明持善已不合宜于时代。

从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可以引申出下列若干关于教育和教育思想的基本问题。

其一，教育和教育理论怎样才能切合时代的需要？怎样才能与社会现实合拍？许多人文主义者描绘了美好的教育理想，然而美好的东西未必是切合实际的，马基雅弗利“对其同时代人最根本的批判，是指出他们对他所认为的君主特有的两难境地感觉迟钝”[41]。马基雅弗利的理论具有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正是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使其高出他人一筹。他的思想是尖刻的，同时也是深刻的。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家皆应具有这种冷峻的现实主义风格，否则教育思想必然是肤浅不实的，因为正是冷峻的现实主义才能使与社会现实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度。教育思想家不应无视或漠视社会现实和时代需要。马基雅弗利正是在这一方面给他人做出了榜样。

其二，教育与政治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教育如何才能切实促进政治的健康发展？怎样才能找到教育运作与政治发展的契合点？通过教育所培养出的具有一系列美德的人是否能与现实的政治需要合拍？是否需要有两套教育伦理观或价值观，一套用于培养统治者，一套用于培养平民？教育能否以道德教育为手段去影响现在和未来的政治？教育是否应该尊重政治本身的运作规则和程序而非一厢情愿地、盲目地为其进行非专业性地支持和辩护？教育能否为达到一个好的目的而选用一个坏的手段，就像马基雅弗利认为为达到一个好的政治目的可不择手段的好坏一样？

其三，教育与人性是一种怎样的关系？教育应有一个怎样的人性假设？教育思想者和教育实践者能否对人性抱过分乐观的态度？若不能，那么能否像马基雅弗利那样对人性抱十分悲观的态度？如果说人性中有恶的一面，如果说由人所构成的社会含有许多恶的方面，那么教育该如何面对这两种“恶”？是使受教育者消极地适应社会现实还是应有一个更高的追求——使受教育者在适应现实的同时还改造不良的社会现实以使社会更趋美好？教育能否克服人性中的恶的一面？

上述问题都是教育思想者所不能回避的，马基雅弗利给后人的启示主要表现在他要求人们思考上述问题。

马基雅弗利的思想无疑具有很强的颠覆性，他对传统伦理观念的反叛使其背负恶名，有人将其视为恶棍、魔鬼，把其《君主论》视作“罪恶的教唆者”，他被视作恶人，“凶恶的马基雅弗利”形象成为16世纪戏剧中常见的讽刺对象。甚至到了现代，马基雅弗利依然受到非议和抨击。然而本节的分析表明，对马基雅弗利不能做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解，其价值应得到应有的肯定。如同布克哈特所言：“马基雅维里是一个最无与伦比的伟大的人物。他把现存势力看作是有生命力的和能动的，对于可能采取的方向，观察得广泛而精确，既不想自欺也不想欺人。他不矜虚荣和不尚浮夸，无人能及……他的政治论断的客观性，其坦率程度有时令人吃惊，但它是危急存亡之秋的时代标志，在那个时代里，人们是难于相信正义或者别人有正义的行为的。我们如果从道德观点上来衡量而对他感到愤怒，那是没有必要的。”[42]

第四节 萨多莱托的教育思想

如果说卡斯底格朗和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典型地反映了意大利君主时代的到来，那么萨多莱托（Jacopo Sadoleto，1477—1547年）的教育思想则是整个西欧进入纷乱之秋的先声，教育如何面对乱世、如何有助于建立社会秩序和安宁是其关注的主题，这是与意大利其他人文主义者不同的，他所面临的问题，他的教育情怀与夸美纽斯是非常相似的。生逢乱世，祈求和平，并希望通过教育手段求得和平，这是萨多莱托与夸美纽斯的一致之处。卡斯底格朗和马基雅弗利的教育思想成熟于16世纪初，萨多莱托的教育著作写于16世纪30年代，16世纪初的社会背景远不如16世纪30年代复杂，16世纪30年代时，新教与旧教的纷争开始了，国外势力对意大利的武装干预加强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已大大衰落了，意大利各小国的君主制已占绝对统治地位，给意大利带来光荣和梦想的市民人文主义在现实中已几近消亡了。这样一个时代不会令人轻松愉快，萨多莱托的教育思想因之就多了几分沉重。

一、生平与时世

萨多莱托1477年生于意大利的摩德纳（Modena），其父是格里诺的儿子巴蒂斯塔即小格里诺的同事，在费拉拉大学主持民法学讲座，并于此与尼德兰教育家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相识。萨多莱托年轻时在费拉拉学习文学和哲学，主要研习西塞罗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1499年他离开费拉拉来到罗马，不久就认识了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彼埃特罗·本波，两人结为好友。后来两人又都成为教皇列奥十世的秘书。教皇秘书在当时是显赫的职位，一些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如布鲁尼、波齐奥、瓦拉等人均曾担任过此职，这个职位给个人提供了充分的展示才学的机会。由著名的人文主义者担任教皇秘书，也从一个角度说明了教皇对人文主义的态度。从尼古拉五世和庇护二世的时代以来，教皇的秘书厅就不断地吸引一些最能干的人物，这些秘书“给予教廷的光荣并不亚于得自教廷的光荣的诗人和演讲家的集团”，“教廷的秘书们掌握着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因为除了他们，谁能决定天主教的信仰问题呢？谁能够和异端邪说作战，重建和平并在强大的君主国家之间进行调停呢？除了他们，谁能对基督教界的事情做统计学的记载呢？他们用教皇的名义来使那些国王、王公和国家感到震惊。他们草拟给教皇使节们的训令和指示；他们朝夕侍从教皇左右，只服从他一个人的命令”。任教皇秘书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光荣的事，“不过，达到这种光荣的最高峰的只有列奥十世的两个著名秘书兼文章大家：彼埃特罗·本波和亚科波·萨多莱托”。[43]彼埃特罗·本波和萨多莱托的确有非凡的才能，他们的书信曾一再被印行作为他人学习的范文。萨多莱托的一个同时代人如此评价萨多莱托的书信作品对于拉丁文体的重要意义：“他是当代唯一的或者肯定没有几个人和他一起注意到正确的拉丁文体是雄辩家的基础，为取得它，必须将被一些对优美的文字完全无知或毫无识见的人所污化了的拉丁语言加以纯化，这些人一部分是从波河附近小城镇，一部分是从阿尔卑斯山彼麓的省份中流入到这个城镇里来的。所以这个非常渊博的学者纯正完美的语法纠正了拉丁语言的讹误多瑕的习惯。”[44]

擅长于拉丁文写作只是其能力的一个方面，与本书前面论及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不同的是，萨多莱托有深厚的哲学修养，尤其对古希腊哲学有较深入的学习和研究，这是其独特之处，也使其教育思想打上了古希腊哲学的烙印。拉丁文化的复兴在时间上早于、在量上大于古希腊文化的复兴，熟知古希腊哲学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古希腊文化的复兴必须进展到相当的地步，毕竟哲学的复兴和文学的复兴不同，而且在实际上也不是同步同量的。萨多莱托生于15世纪末，其思想形成于16世纪初，而这段时间正是古希腊哲学思想复兴的盛期，这样就使得其教育思想有了更丰富的养料。他的教育著述《少年教育指南》（De Liberis Recte In-stituendis）从形式（对话体）到内容都与柏拉图的《理想图》有相似之处，他提出的哲学的学习内容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足以见古希腊哲学的复兴对他的影响。

1513年至1517年，萨多莱托一直任教皇秘书，他是一个正直的人，他对教廷的一些外交政策并不赞同，认为会产生不良后果，但他作为教廷的代表人，又不能不服从于教皇的旨意。1517年他被任命为德国南部某地区的主教。1522年列奥十世去世，新教皇克莱门七世将萨多莱托召回罗马，尽管萨多莱托极不情愿离开其教区。在教廷，萨多莱托的建议和意见被置之不理，他感到郁闷，甚感在教廷中无精神的自由，于是向教皇请求回其教区，经教皇批准后便获得了解脱，在其教区潜心研究哲学，他作为一个主教也很称职，非常关注当地教育的状况，颇受爱戴。1530年他的教育著作《少年教育指南》写就，1533年该书首次在威尼斯出版，1534年在巴黎、1535年在里昂也相继出版。这本小册子是用对话体的形式写就的，其思想底色是柏拉图主义的，其中许多思想直接取自《理想国》。保罗三世（Paul Ⅲ）成为新教皇后，将萨多莱托再次召回罗马，任命他为主教，对其予以充分的信任。萨多莱托也尽力为教皇出谋划策，以解决天主教内部、天主教与新教、天主教与世俗势力之间的纷争。1547年萨多莱托辞世。

从1517年萨多莱托任教职起，欧洲社会就开始了一场持久的动荡。正是在这一年的10月31日，路德在德国一座教堂的大门上张贴了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呼吁改革教会，此外路德还谴责教皇在法国出售赎罪券。本来路德并不想与教皇发生冲突，但事态的发展超出了其预料。1518年6月，教皇列奥十世传路德到罗马受审，由于德意志选侯弗里德里希的保护才使之免遭此劫。但路德与教皇的对立愈益明朗而尖锐，路德走上了反对教皇制度之路。路德发动宗教改革的原因是教会存在腐败现象，列奥十世极喜炫耀，挥霍无度，尽管他酷爱艺术和文学，亦不好战，在私生活方面也没有几位前任那样堕落，但他铺张浪费，致力于教皇国的扩张，在意大利国内外各派势力间搞平衡，为教廷在政治上谋利，此外，作为美第奇家族的成员，他还致力于为其亲属谋取私利。总之，他并不关注宗教本身的事务而陷入于世俗利益的争夺之中。教皇如此，教士亦如此。公众对教会的腐败怨声载道。克莱门七世时代，教皇在国内外遭人厌弃。有识之士，满怀忧患，隐士出现在罗马的街头和广场上，预言着意大利和世界的命运，并称教皇为基督之敌（路德亦称教皇为敌基督）。然而教廷对教会本身的腐败并没有拿出疗治的良药。战争也给意大利社会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从15世纪末起，法国就不断入侵意大利，16世纪20年代初，西班牙和法国争夺对米兰的控制权，把整个意大利北部地区投入了持续30年的战火之中。罗马也未能幸免，于1527年遭到无情的劫掠，教皇被西班牙人所控制，教廷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然而，罗马大劫掠对天主教会而言并不全是坏事，从这个被劫掠的城市中兴起了改革教会的新精神。法国宗教改革和罗马遭劫促使教皇政府痛定思过，将主要精力集中于宗教事务本身而不再像过去那样热衷于追逐世俗的利益，宗教改革“迫使教皇政府重新成为全世界宗教力量的代表，从它自己所处的萎靡堕落的状态崛起……克莱门七世的后期和在保罗三世、保罗四世及其继任者的年代，这个有所改进的教会，面对着半个欧洲的背叛，一直是一个革新的教阶组织。它避免了前一个时期一切严重而危险的丑行，特别是‘族阀主义’和随之而来的扩大领土的野心。它和天主教君主们联合起来，并为一种新生的精神力量所推动，把主要工作放在恢复已失掉的东西上边……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十分正确地说：教皇政权之所以能在精神上得救，是因为它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如果没有这个宗教改革，确可以设想整个教皇国家恐怕早就转移到世俗人们手中去了”[45]。正是天主教会自身内部改革的加强才使其能顶得住新教革命的挑战。

这里便出现了两种改革，一种是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一种是旨在消灭天主教势力的新教改革。生逢于宗教纷争的时代，萨多莱托不得不做出选择。同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一样，萨多莱托对天主教会内部的弊端是持反对态度的，但他反对教会分裂，不主张以新教取代天主教，而主张天主教内部的改革。他对教皇革新教会的举措非常拥护，并为保罗三世做了大量工作。他是天主教会由腐化堕落到鼎力革新的见证人之一。1527年罗马遭劫掠后，萨多莱托于1527年9月1日给教皇写了一封信，力倡教会内部改革，他这样写道：“如果由于我们的受难使上帝的愤怒和正义得到了补偿，如果这些可怕的惩罚为更好的法律和道德重新开辟了道路，那么我们的不幸也许不是最大的……凡是属于上帝的，他将加以照顾；在我们面前有一种改革的生活，这是任何暴力所不能夺走的。我们要如此来控制我们的行为和思想，那就是只在上帝那里寻求教士的真正光荣和我们自己的真正伟大和权威。”[46]

萨多莱托视战争为突发性的灾难，认为战争起源于人的愚昧无知和缺乏训练，他把教育看作消除战争的重要手段，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在人世间建立“普遍的和谐”（universal harmony），使社会成为一个和平无纷争的世界。通过以上对其生平和时代背景的分析，可知萨多莱托的这一教育理想的确是对现实的反映而绝非空穴来风。

萨多莱托抱怨公共当局将教育事务放置一边，不予重视，他认为“道德伦理的健全和社会的繁荣昌盛更多地依赖于教育而不是其他”[47]，他赞赏罗马帝国对教育的重视，认为其为后世树立了榜样。教育对社会是如此重要，而社会管理当局又不重视教育，当时组织良好、令人满意的学校匮乏，这迫使萨多莱托不得不将其视线投向家庭教育，既包括父母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也包括家庭教师对儿童实施的教育。他将家庭视为训练教育儿童的场所。萨多莱托并未论及正规的学校教育。

萨多莱托对教育期望甚高，希望通过教育实现社会的和谐与和平。教育具体又分两个方面，一为道德教育，二为知识教育。

二、论道德教育

萨多莱托认为，教育是一个不断更新人的自我的过程，自我的存在和发展以天赋为基础，天赋是未发展、未定型的东西，教育可使天赋得以发展，展现其内在的卓越之处。教育有两种，一种是自我教育，通过自省自律，从经验中学习，这种自我教育一般只适用于成年人而不适用于青年人，因青年人的性情尚未笃定，易受各种各样的激情所左右。另一种是由外部所施加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外在的纪律约束和权威为基础。萨多莱托认为，外在控制的目的在于使受教者养成内在的自我控制的能力，这种内在的自我控制力是一种重要的美德。

萨多莱托认为，有两种因素影响人的性格的形成，一为对上帝的认识和敬畏，一为家庭榜样的影响。萨多莱托将父亲置于家庭的中心，认为女人在家庭中对儿童的影响不是非常好的，因为女人性情软弱，易于溺爱放纵孩子，易于自满。母亲对孩子的养护责任到5岁为止，5岁以后的孩子由父亲担负起全部的教育责任。父亲素质如何、父亲能否为孩子树立良好的榜样，对孩子的品德发展影响甚大。萨多莱托要求父亲从外表到内在的品质都应为孩子的楷模。父亲的举止、风度、衣饰应有较高品位，其行为应能赢得他人的尊重。萨多莱托尤其要求父亲应具有自制力，他对这种品德赞赏有加，认为人不论在盛怒时、在听到坏消息时、在看到意想不到的情景还是在其他情况下，都不应失去理智。任何东西都不能与这种完美的自制力相媲美，都没有它神圣，没有它高贵。人的外在表现如衣饰、言行等应表现出人的内在的性情，内外应协调一致。通过对孩子的训练和教育，加上孩子通过观察和经验所受的影响，孩子的良好品德会逐渐形成。萨多莱托认为家庭对孩子的管束应当是坚决而严格的，同时也应是有条理的、平和的、高贵可敬的。萨多莱托反对大声呵斥孩子和鞭笞孩子，认为这只适于对待奴隶，不适于培养孩子高贵的性情。

向孩子传授宗教的真义，教育孩子尊敬父母和长辈，使孩子形成自尊的品格，这些都是父亲的重要职责。萨多莱托认为自尊是“坏名声的天敌”，自尊者受人尊重，会赢得好名声。此外，父亲还应使孩子养成谨慎的品性。父亲教育孩子的重要基础是孩子坚信父亲对其是诚挚的、怜爱的，坚信父亲的认识和判断是正确的。萨多莱托在此实际上是对父亲这一角度提出要求，要求其对待孩子要诚挚，要喜爱孩子，不要滥用父母的权威，孩子惧怕父亲不是好事，说明父子间存在情感上的危机。教育孩子要晓之以理，而不是动辄付诸父威。父教子的结果应是：子善父之所善，子恶父之所恶。父母对孩子付出很多，是一种自我牺牲，萨多莱托认为，父母自我牺牲精神的最高动机应是，孩子是父母生命的继续，在孩子那里，父母的生命得到了延续和更新。因此，家庭应将对孩子的教育放在首位。

萨多莱托重视家庭环境和氛围对孩子的影响，认为孩子所看到的、所听到的都会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孩子，因此他要求应使儿童在家庭中的所见所闻皆合于教育的要求。家具陈设的豪华，家庭装饰的奢靡，被仆人过于细致周到的服侍，过分沉溺于娱乐享受等，对孩子的成长都是不利的，这些方面不是一个人生活的追求目标，否则会使孩子形成不当的人生观。萨多莱托认为，家庭生活的氛围应当是严肃的、严格的，但同时应表现出娴雅的气韵，对待仆从应慷慨大度，与他人交往应彬彬有礼，热情好客。萨多莱托反对自私，认为社会上的纷争多源于自私。

萨多莱托把家庭对儿童的教育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级的阶段，儿童所受的教育和影响并不系统；第二阶段则是系统教育的阶段，这个阶段主要对儿童实施全面、系统的知识教育，同时也进行道德教育。萨多莱托要求在第二阶段应让儿童从历史书中学习，理解上帝的威严和宗教上善的观念。他特别强调谦逊和诚实这两种品质，认为人在言行方面的谦逊和诚实是两种重要的美德。他要求教导儿童不仅在道德上诚实，还要教导儿童在理智上也诚实，既不自欺，亦不欺人。与诚实和知识相对立的是谎言和无知，教育的目的就是让人走出谎言与无知的状态，予人以高尚的品德和丰富的知识。

三、论知识教育

萨多来托认为教学的基础是儿童的好奇心、上进心和好胜心，他不反对竞争，认为学习中的竞争是一种高尚的动机。他认为应使儿童热爱学习，提供给孩子的学习材料应生动有趣，应避免使儿童对学习生厌恶之心。用现代的术语讲，萨多莱托在此强调的是非智力因素对知识教学的重要作用。

儿童要学习三种语言：本族语、拉丁语和希腊语。本族语在教育的第一阶段（初级阶段）就应学习，在第二阶段主要学习拉丁语，因为拉丁语在学术方面和与人的交往方面都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不能将阅读的范围和交谈的范围只局限于本族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应同时进行，因为拉丁文学向古希腊文学借用了很多东西，二者之间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只研习拉丁文化而不研习古希腊文化就如同一个人只用一条腿走路，其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萨多莱托提出的教学科目是非常广博的，除了在论证上有一点新意外，总体而言并无多少创新，只是当时人文主义教育实践的总结。

文学的学习放在首位，而文学的学习又以语法为重点。语法的学习应由浅入深，循序渐进，他反对一些人将语法教学搞得艰涩难懂，要求根据学生的水平实施教学，他要求从阅读中学习语法而不是通过死记硬背来学习语法。他认为作文和修辞学都对语法教学有益。作文可使学生练习遣词造句，练习词的搭配和变化，是一种重要的语法练习项目。修辞学与句法关系密切，它使文字富有文采，使意义的表达更准确，使文字更富有说服力。古代作家的散文作品、历史著作、诗歌作品都是学习文学的重要材料。萨多莱托认为学习散文写作可以西塞罗和伊索克拉底（Isocrates）等人的作品为范本，要求模仿他们的写作方法。历史的学习是重要的，因为从中我们可以及时学会应避免什么，应追求什么，历史不仅于国家事务有益，于个人事务亦有益。学习诗歌主要以荷马的作品为典范。

音乐、跳舞也是学习的内容。萨多莱托把音乐分为两种，一种为靡靡之音，它会降低人的道德境界；还有一种音乐，强劲而深沉，能陶冶人的情操，使人的性情优雅高贵，给人以向上的力量。无疑萨多莱托否定前者而肯定后者。他还认为学习音乐有益于更充分地理解诗歌。跳舞是一种娱乐休闲手段，不应禁止青年人学跳舞，但跳舞必须被限制在优雅、有风度的范围内。

关于体育，萨多莱托有所论及，但不多。他认为玩球、跑步、掷标枪、骑马都是较好的运动方式。体育重在强身健体，而不在竞技，因此他认为体育的重点不在复杂技能和特殊技巧的训练。

算术、几何、天文学亦在教学内容之中。萨多莱托认为算术是抽象推理的一种形式，不依赖于具体事例，具有智力训练的价值；同时，算术有助于人们进行商业活动，亦有实用价值。因此算术应受到重视，不应被视为无价值之物。而且四艺中的其他三艺即音乐、几何和天文学也都与算术有关。几何学是一门推理十分严密的学科，能直接给人带来理智上的乐趣。在实践方面，几何学有着广泛的应用，在建筑、雕塑、绘画、构建防御工事和其他战争艺术中，在航海和地理学中，几何学都必不可少。几何学还可以说是哲学的基础，因为几何学和哲学都涉及抽象的推理，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处。萨多莱托认为天文学所研究的东西令人敬畏，也能激起人的求知欲。

哲学是重要的教学科目。随着古希腊文化复兴的逐步深化，到16世纪，古希腊哲学的复兴和研究已成效斐然，意大利对古希腊哲学的研究已非常深入，并涌现出一些哲学家，这些哲学家大大提高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思想的深度。萨多莱托认为古希腊在哲学上的贡献远远高于古罗马人，古罗马人抽象思维水平相对较低。在中世纪古希腊哲学思想被一些学者注解后，背离了其原意，使其本来面目不为世人所见。萨多莱托认为哲学研究必须读哲学家的原著，索解其本意，不可以讹传讹。他要求学生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著作，尤其是他的《伦理学》和《政治学》。哲学诚然是玄奥的，但萨多莱托认为才智中常者也可研习它。因为哲学不仅可以训练人的思维，提高人的思维水平，它还可以指导人的行为，它对从事各种职业的人都是有益的。

文学、哲学等学科是使人的灵魂登上最高智慧之峰的必经之路，最高的智慧是指天人合一，即自我与上帝的自觉地合一（the conscious unity of self and God）。在合一的境界中，人的思想从多种多样、并不完美的可感觉的世界进入了永恒完美的超验世界。萨多莱托的这种思想纯粹是柏拉图思想的翻版，柏拉图把世界分为现实的现象世界和精神的理念世界两种，前者是虚幻不实的，变化无常，仅仅是感觉的对象；后者则是绝对真实的，永恒不变。理念是万物的本原，理念世界是现象世界的原型、模型和正本。理念世界是纯洁而完美的，它高于现象世界。理念世界中的理念也有高下之分，由下至上犹如一座宝塔，宝塔的最下层是一些具体的理念，如桌子、椅子等；再往上一层是数学方面的理念，如大、小、点、线、面、方、圈等；更上一层是艺术、伦理道德方面的理念，如美、智慧、勇敢、正义、节制等；越高层的理念就越完美，宝塔顶端是理念世界中最高最完美的理念，也就是善的理念，即神的化身。真理、知识存在于理念之中，真理、知识只有在绝对可靠的理念世界中才能找到。可以看出，萨多莱托在论述教学内容时心中是时刻顾虑柏拉图的理念世界的，他认为最高的智慧是自我与上帝的合一，实际上是要求人爬至理念宝塔的塔尖，追求精神发展的高峰。

古典文化对萨多莱托有很深的影响。古典的异教文化与基督教精神之间的关系是当时颇受人关注的问题，同一些人文主义者一样，萨多莱托也并未去分析二者的联系与区别。他的教育著作得到了许多人的赞赏，同时也受到了一些人的批评，如有人批评他对宗教强调得不够，神学被错误地给忽视了。[48]对此指责，萨多莱托也可能会说，在其设计的教学计划的较后面的阶段，神学或者法律或者医学会另有一席之地。实际上，萨多莱托并未轻视宗教，他将家庭对上帝的虔敬视为宗教教育的基础。但萨多莱托的有些观点与天主教义有不尽一致之处，例如，他并不全信原罪说，他认为人的确是不完美的，既有善的一面又有恶的一面，但是通过好的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人性中恶的一面可以被弱化直至被清除掉，而善的一面则会逐渐占据统治地位。

萨多莱托寄希望于教育甚厚，他希图通过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提高人的道德水准和认识水平，期望通过人的精神力量去平息现实世界的纷乱与战争。其用意无疑是善良的，但善良的声音未必就是合乎时宜的。当时的现实、马基雅弗利的理论似乎都使其理论显得苍白无力。面对乱世，人的精神的力量到底能有多大呢？教育又能有何作为呢？



[1]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74～76页。

[2]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10～111页。

[3] 丹尼斯·哈伊著：《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历史背景》，第169～170页。

[4]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40页。

[5]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80～81页。

[6]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85页。

[7]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116页。

[8] 保罗·奥斯卡·克利斯特勒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八个哲学家》，第117页。

[9]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96页。

[10]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209页。

[11]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72～273页。

[12]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485页。

[13] G. R.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501页。

[14] 参见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09～211页。

[15] G. R. 波特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第103页。

[16] 关于《宫廷人物》的写作年代，有各种不同的说法：（1）G. H. Bantock著 《教育理论史研究》第一卷（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 I，1980）认为《宫廷人物》可能写作于1514年，见第75页；（2）James Bowen著《西方教育史》第二卷（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1975）认为约写作于1513—1519年，于20年后才出版；（3）《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一卷认为《宫廷人物》早在1510年左右就开始写作，于1528年出版，见中译本第10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4）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认为《宫廷人物》大约作于1516年，并于1528年发行于世，见中译本第210页，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5）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认为《宫廷人物》于1513—1518年写成，10年以后第一次印行。本书采用的是W. H. Woodward著《文艺复兴时代教育研究》中的说法，剑桥大学出版社1906年版，第251页。

[17]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2页。

[18] Willian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3.

[19] 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ume Two，P.250.

[20]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 Volume I，George Allen & Unwin Ltd.，1980，p.75.

[21]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 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254.

[22]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潘汉典译，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第111页。

[23] G. H. Bantock，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al Theory，Volume I，p.87.

[2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56页。

[2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57～159页。

[26] 转引自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3页。

[27] 博伊德与金合著：《西方教育史》，第214页。

[28] 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05～107页。

[29]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3～124页。

[3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17页。

[31]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118页。

[32]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5～126页。

[33]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27页。

[34]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6页。

[35] 以上几处引文见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76～78页。

[36]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0～82页。

[37]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3页。

[38]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3～84页。

[39]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73～74页。

[40] 尼科洛·马基雅维里著：《君主论》，第84～85页。

[41] 昆廷·斯金纳著：《现代政治思想的基础》，第139页。

[42]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83～84页。

[43]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27～228页。

[44]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228页。

[45]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1～122页。

[46] 雅各布·布克哈特著：《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21页。

[47]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69.

[48] William Harrison Woodward，Studies in Education during the Age of the Renaissance，p.179.


第四章 尼德兰和德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之所以将尼德兰和德国放在一章来写，主要是因为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二者有着直接而密切的联系，例如，尼德兰共同生活兄弟会的教育实践和主张对德国的学校教育影响甚巨，德国的许多人文主义者是由兄弟会所办学校培养出来的；再如出生于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阿格里科拉被德国人文主义者视为将新学问（new learning）引入德国的先驱人物[1]，他还被当时的学者看作将希腊文化知识输入德国的第一人[2]。基于此，将尼德兰与德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放在一起处理，能更完整地把握其发展脉络，避免叙述中的支离与重复。

第一节 尼德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尼德兰是指欧洲莱茵河下游的低地国家，相当于现在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等地。它与德国西北部相连，与英国隔海相望，因而其人文主义的发展对欧洲这几个主要国家尤其是德国和英国产生了重要影响。

—、尼德兰的社会状况

欧洲的城市于中世纪就已兴起，但其规模较小，在城市中所进行的工商业活动也是比较有限的。从中世纪后期开始，欧洲的商业活动愈益频繁，尽管商业活动由于战争、瘟疫等原因也出现过收缩的情况，但总体看来是不断扩展的，到15世纪、16世纪时，欧洲的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规模。概括地讲，欧洲有两个商业世界，一个是波罗的海和北海的商业世界，一个是地中海的商业世界，两个世界有陆路和海路的联系。在陆地上，意大利商人在12世纪和13世纪找到了通过阿尔卑斯山口的道路，并与德国、英国、佛兰德以及德国、匈牙利和波兰的一些商业中心建立了联系；在海上，热那亚和威尼斯的长帆船在13世纪结束以前就已经到达了北海的各港口，在随后的几个世纪里，这种接触有了相当大的增长。尼德兰的布鲁日和安特卫普是北方海岸上主要的交易场所。

尼德兰濒临北海，是北欧主要的商业区域之一，也是西北欧的主要纺织业中心，英国的羊毛主要的输入地就是尼德兰。商业和工业的发展刺激了大小城市的发展。“在这种贸易活动和这些工业的哺育之下，北欧和西欧的城镇繁荣起来。在佛兰德和布拉邦特，根据一项估计，城市人口与乡村人口一样多，也许比乡村人口还多一些。在欧洲大陆上，除了意大利北部，就没有一个地区有那么多、那么大和那么兴旺的城镇……英国完全没有像这样星罗棋布的城镇。”[3]与意大利相近的社会经济状况为意大利人文主义运动在尼德兰的传播提供了良好的社会条件，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北欧文艺复兴运动首先要在荷兰找到一个合意的家园。由朝气蓬勃的各自治市的自由民（他们通过工商业逐渐致富）所控制的荷兰和佛兰德的自由城市，再现了比欧洲其他地方更加接近意大利城市的一般条件，因此，也就最容易受到意大利城市的影响，最能以独立的发展的方式，推进由意大利城市开始的这些新运动。在这一点上，这些城市在教育方面取得的成就最值得注意。甚至在十三世纪，这些城市就先于它们的邻国，有了城市学校。而且在十五世纪，当文艺复兴在北欧知识分子的生活中开始感觉到冲击时，正是荷兰的学校，欣然对它表示欢迎。”[4]

15世纪末，尼德兰的文化大致可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宫廷文化，以布鲁日宫廷为代表，这种文化虚有其表，实际上比较肤浅，称不上是人文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活动的目的不在于学习古典文化，而在于显然从对古代神话的爱好出发，把古典拉丁文作品译成法文，而不是把希腊作家的著作译成拉丁文，其典型特征就是华而不实；二是传统的经院主义文化，以卢万大学为代表，卢万大学是经院哲学的根据地，最后成为反宗教改革运动的堡垒；三是对经院哲学抱批判态度的“现代虔信派”，其分支之一是宗教团体“共同生活兄弟会”（Brethren of the Common Life），这个兄弟会对北欧人文主义的发展尤其对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需指出的是，随着人文主义影响日甚，卢万大学也于16世纪初渗入了人文主义因素。约在1480年，人文主义修辞学家斯特凡诺·苏里戈内曾在卢万任教，但他的讲课没有产生影响，很快被人忘记了。进入16世纪以后，这种保守的学术空气有了一些变化，约在1517年，卢万大学设立了一个专门从事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教学的学院，从1518年起，该学院就正式开始教授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了。然而，这种变革仍有人反对，例如，雅各布·拉脱姆斯（1475—1544年）和多尔皮乌斯（1485—1525年）坚决反对讲授希腊语，认为福音书的希腊文本对于研究《圣经》是完全无用的。这两人都对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本书第五章详述）持敌对态度，拉脱姆斯还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是典型的守旧人物。

二、共同生活兄弟会

“共同生活兄弟会”是一个奉行神秘主义的宗教团体。这种神秘主义体现了一些人改进基督教的企图。宗教中的神秘主义并不始于文艺复兴时代。经院哲学家中有许多人除了理智主义倾向外，还突出地表现出神秘主义倾向，例如，阿奎那就具有明显的神秘主义倾向。中世纪神秘主义精神的重要代表是爱克哈特（Eckhart，约1260—1327年），他是德国多米尼克会修士，曾在巴黎求学，后在德国萨克森地区任该会的分会长，还在科隆任过教。他以柏拉图主义的方式倡言，万物中真正存在的东西是神性。人的灵魂里有上帝的火花，这才是一切人里面真正的实在。人应同上帝完全交流沟通，受住在人心里的上帝的主宰。由于上帝的主宰，灵魂便充满了爱和正义。遵守教会的礼仪教规也许具有某些价值，但神秘的灵魂体验远较这些重要，通过它同上帝的合一也更直接。暮年时，爱克哈特因异端罪受审，在他死后两年，他的许多观点受到教皇约翰二十二世的谴责。爱克哈特最得意的门生陶勒尔（John Tauler，1300—1361年）是多米尼克会的布道员，曾长期在斯特拉斯堡、科隆和巴塞尔工作。他强调宗教中内在的、有生命力的东西，谴责依赖于外在的礼仪和死板的工作。他的真实立场完全师承爱克哈特，强调同上帝神秘的合一，强调“上帝降生于内心之中”，但他阐述其观点时避免使用“过激的词句”（倾向于泛神论的词句），因为言辞过激会像其师那样被教会谴责和迫害。路德对陶勒尔的思想非常赞赏。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与陶勒尔的观点是相通的。由于这些思想的影响，在德国西南部和瑞士崛起一大批神秘主义的同情者，他们自称“上帝之友”，这些人中，不仅有神职人员，还有许多女修士和相当数量的平信徒。[5]

这场神秘主义运动也影响到尼德兰。鲁伊斯布鲁克（1293— 1381年）深受爱克哈特著作的影响，同陶勒尔及其他“上帝之友” 都有私交，他推进了这场神秘主义运动。鲁伊斯布鲁克的朋友格鲁特（Geert Grote，1340—1384年）于1376年在荷兰的德文特（Deventer）创立了 “共同生活兄弟会”[6]，将神秘主义运动进一步向前推进，并使这一运动与教育密切联系起来。

格鲁特是德文特人，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学者，约于1374年皈依基督教，后成为尼德兰影响最大、最受欢迎的布道员，他还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格鲁特及其信徒的促进下，兄弟会发展很快，其会所遍布尼德兰和德国，大大促进了 15世纪大众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兄弟会由男子（偶尔也由妇女）联合而成，其成员自愿结合组成分会，遵守共同的会规，基本上过隐修生活，但不用像修道院中的修士那样发誓永不反悔。会员们献出其私有财产，在共同的房子里过一种朴素而有规律的生活。在睡眠以外的时间会员们依规定的时间祈祷、劳动、读书和布道，大家在一起就餐，就餐时选读《圣经》的片段。兄弟会成员的生活和纪律是禁欲主义的，这与修道院生活的特征是相似的。但它又与修道院不同，加入共同生活兄弟会的人不用发誓愿，他们相信没有誓言的约束也能够像修道士一样进行修道，再加上他们非常强调人的行为表现，这就产生了比严格遵守清规戒律更加重视品德和虔诚的趋向，兄弟会成员更注重自律而非他律。这种趋向在一定程度上与14世纪的神秘主义者相同，但是不像神秘主义者那样，他们不再从神秘的狂欢中寻求灵魂的主要营养，而是在有规律的生活中通过阅读《圣经》和其他具有实际教育作用的敬神活动来加强精神的力量。因此，《圣经》和公共图书是兄弟会住所生活的中心。除从事各种宗教实践活动外，抄写宗教书籍也是兄弟会成员的重要工作，他们在抄写时特别细心，因此他们的手抄本因制作精良可靠而很受青睐，出售这些手抄本既能补充公共生活的经费，也有助于传播他们所信奉的宗教信条。兄弟会的每一个会所都有一个藏有丰富书籍的缮写室（scriptorium），兄弟会成员就在缮写室中抄写宗教书籍。印刷术发展起来之后，兄弟会就不再用原始的手抄方式制作书籍，据估计到1490年，兄弟会已拥有和操作60部以上的印刷机，原版《圣经》、宗教性小册子、拉丁课本、希腊课本和本国语课本等书籍被大量印行，发售时价格很低，为的是让贫民也能买得起。

在尼德兰，“现代虔信派”有两个分支，共同生活兄弟会是其中之一，另一个分支是创立在温德斯海姆（Windesheim）的奥古斯丁修道院。由于格鲁特的影响，一些宁愿过隐修生活的人也加入了兄弟会，但当时并没有采取完全的隐修院的隐修形式。格鲁特死后不久，一些兄弟会成员加入温德斯海姆修道院，不久在该隐修院周围又附设了几个女修院，使这里成为尼德兰和德国隐修生活中一股有影响的改革势力。可见，现代虔信派的两个分支是有联系的，进入隐修院只是兄弟会部分成员的一种隐修方式的选择。这两个分支都深受神秘主义者的影响，反对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枯燥无味的形式主义而提倡内心的反省。

兄弟会致力于恢复基督教徒那种简朴、虔诚和献身的生活，其成员以基督为效法的对象，认为基督将神性完全融于人性之中，而神性正是他们追求的目标。《效法基督》（Imitation Christi）一书就是兄弟会所开展的朴实而虔诚的宗教运动的一个产物，该书很可能出自肯培（Thomas Kempis，1380—1471年）之手，肯培是兄弟会的门生，一生绝大部分时间在温德斯海姆隐修院的一个分院即圣亚克尼斯（Agnes）山隐修院度过，在该书中，他要求人们效法基督。该书在当时流传非常之广，在尼德兰大部分家庭中，其地位仅次于《圣经》。

兄弟会还大力兴办教育，兴办教育的目的是要“给上帝的神殿树立精神支柱”，兄弟会所办的学校非常成功，“14世纪和15世纪神秘主义者的一大贡献就是他们在本国推行了一整套卓越的学校教育制度”[7]。与本书有关的问题是：兄弟会所从事的种种宗教活动对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兄弟会所从事的教育活动是人文主义性质的吗？

兄弟会的一切活动是以宗教为中心的，兄弟会成员所阅读、抄写、印刻、发售的书籍与人文主义的知识兴趣很少有共同之处。不过兄弟会在以下几个方面与人文主义有相似相通之处：其一，兄弟会憎恶玄深的神学讨论，这与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的深奥莫测相类似；其二，兄弟会崇尚知识，热爱书籍，这种取向架通了一座通向人文主义的桥梁，只不过兄弟会所崇尚的是宗教书籍，而人文主义者崇尚的是古希腊罗马典籍；其三，兄弟会在抄写手稿时坚持以诚实可靠为原则，而人文主义者在整理古代典籍时要求语言要准确，这二者有相似之处。但是，这并不是说兄弟会成员已发展成为人文主义者，也不是说他们独立地孕育产生了任何一种新的世俗文化；人文主义学术的成长所需要的独立知识和生活经验，在这些兄弟会的会所是难以找到的。然而，和人文主义在某些主要方面相近，就是以使兄弟会成员在人文主义教育学中看到合乎他们自己意图的一些东西，并且使他们自己欣然参加那些曾经在意大利求学或者在别处与人文主义发生接触的人们所兴办的学校。在这种场合，兄弟会成员创立和管理与他们的住所相连接的学校学生宿舍；这样他们就能够把他们的宗教热诚和严格纪律贯彻到学生们的生活中去。的确，他们广泛地、积极地开展教育工作，以致在尼德兰、布拉邦特和佛兰德以及甚至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终于到处都出现了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校，它们的巨大规模和优良教学，大部分来自兄弟会各会所的合作和利用兄弟会成员的宿舍。[8]

兄弟会成员并非人文主义者，兄弟会所兴办的教育起初也并不具有人文主义性质，但由于兄弟会的思想行为方式与人文主义有颇多相似之处，因此兄弟会易于接受人文主义的影响，逐渐使人文主义教育在北欧蓬勃发展起来。

兄弟会的宗教实践活动和教育活动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北欧人文主义的基本走向和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特征。对道德和虔信的强调，是北欧人文主义者和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最根本特色，北欧最著名的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是兄弟会学校的学生，北欧人文主义者中的许多领袖人物都曾在兄弟会学校受教，他们不能不受到兄弟会所尊奉的价值观的影响，他们都强调宗教和道德的教育价值，这与意大利人文主义是有较大差异的。

三、共同生活兄弟会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

兄弟会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对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价值取向产生了影响，兄弟会学校培养了一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如伊拉斯谟、温斐林等，这些都是兄弟会对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下面从兄弟会具体的教育实践和教育主张两个方面再稍加阐述兄弟会对教育思想发展的贡献。

兄弟会兴办学校成就显著，其学校布局之广，规模之大，标准之高，都是令人赞佩的。一些较大的城市如德文特（在今荷兰）、兹沃勒（Zwolle，在今荷兰）、列日（Liège，在今比利时）、卢万（Louvain，在今比利时）等地的学校，其学生规模均达2000余人。取得如此成就的重要原因是兄弟会注重对学校的管理。注重“学校管理”在当时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教育观念，一位教育史家认为这一点甚至比兄弟会学校接受人文主义学科进入学校还要重要，“他们学校的第二个特征是精心组织学校的工作。这个特征甚至更为重要。兄弟会不仅创立了一种学校制度，而且通过井井有条的章程，给所有的学校打上某种相同的精神和方法的印证。意大利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在那儿，每所新型的人文主义学校都独断独行。这种差异是值得注意的”[9]。兄弟会办学的效率远高于意大利，这归因于兄弟会学校有比较严密的管理，有比较完备的章程。兄弟会学校采取寄宿制度也进一步强化了学校管理。后来耶稣会在兴办学校时向兄弟会学校吸取了不少管理方面的经验。

兄弟会学校的教师并不全由兄弟会成员担任，例如，德文特学校的校长赫吉乌斯（Alexander Hegius，1433—1498年）就不是兄弟会成员，他们和作为教师的兄弟会成员一道共同为兄弟会的教育事业尽力。正是一些进步的教师和校长的推动，才使得兄弟会学校影响日甚。这些人中影响最大的当属赫吉乌斯。

赫吉乌斯曾是兄弟会兹沃勒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先于埃默依克（Emmerich）任教，后又到德文特学校任教。1465—1498年他任德文特学校的校长。他不是著名的学者，起初对人文之学没有接触因而也并不擅长。1474年他遇到了比他小10岁的阿格里科拉，深感自己对真正学问的无知，在阿格里科拉的引导下，赫吉乌斯开始研究人文之学。他把这种人文主义研究与教育结合起来，力图改革德文特学校的课程，使各门学科人文化。受阿格里科拉的影响，他特别重视希腊语，并把它纳入该校的教学计划。他在《论希腊文的益处》（De Utilitate Linguae Graecae，英文为On the usefulness of Greek）一文中说：“我们的一切都得感激希腊人。”他认为希腊文有助于对神学的研究，而且其他各个领域知识的学习和研究也都离不开希腊文。关于拉丁语的教学，他认为学习拉丁语法非常重要，但应将之放在一个适当的位置上，语法只是工具，学习它只是有助于阅读和写作，不可使语法教学陷入形式主义。赫吉乌斯的这些观点在当时的北欧算是先进的，但用意大利人文主义学校的标准来衡量，则看不出有多少新意。他超出于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家之处主要表现在学校管理方面。由于学生人数太多（他去世时学生人数已逾2000），管理工作的重要性就愈加显彰，为便于教学，他把学生分成八个年级，分别施教。伊拉斯谟就是德文特学校的学生，他对赫吉乌斯所做的工作充满崇敬之情。在赫吉乌斯的努力下，德文特学校声名远扬，德文特也因之成为尼德兰和德国西北部公认的人文主义研究中心。学者、教师纷至沓来，然后将学习到的人文主义学术和教育理念传播到更远的地方。

1496年由兄弟会在列日所办的学校，就是以赫吉乌斯的做法为蓝本的。列日学校的学生斯图谟（John Sturm）对该校的组织和管理情况做过详尽的描述，后来他担任斯特拉斯堡（Strassburg）学校校长期间，曾于1538年依德文特学校的模式重新改造了斯特拉斯堡学校。

从列日学校的办学方式，既可以看出其人文主义性质的一面，也可以看到其注重组织管理（超出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的一面。列日学校同德文特学校一样分八个年级。一年级开始学习拉丁文，主要学习简单的读写和语法（如词尾变化、连接词等内容）；二年级学习语法基础知识，句子的结构是学习重点；三年级开始阅读拉丁作家的简明文选，系统学习拉丁语法，并学习散文写作和如何写诗；四年级将拉丁语法的句法部分学完，开始阅读历史学家的著作，练习写诗并开始学习希腊语；五年级时间分配有了一些变化，更多的时间用于学习希腊语，并开始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还要求阅读散文原著；六年级开始学习希腊语写作，同时细心学习希腊语法和希腊作家的著作，并继续学习逻辑学和修辞学；七年级学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欧几里得的著作，并研习罗马法，此外还要学习雄辩术；八年级开始学习神学，继续学习雄辩术，修辞学的学习在本学段结束。七年级和八年级属于高年级，其教学水准在北欧是相当高的，甚至超过当时一些大学的水平，教育史家伍德沃德认为，“可能1500年时德国没有一所大学在文学方面的课程能达到列日学校七八年级课程的高水准”[10]。校长管理全校工作，在校长之下，有各年级的教师，若学生人数过多，一位教师不能单独管理时，就把学生分成10人一组，每组由一个年长的学生负责照管。

从列日学校的办学情况看，到16世纪初，北欧的人文主义教育已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其教育实践中所体现出的教育思想在广度和深度上亦达到可与意大利相媲美的地步。但也可以看出有两点与意大利的做法不同：其一是注重管理；其二是更强调宗教。

尼德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阿格里科拉和伊拉斯谟，他们的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将在后面列专节和专章阐述。

第二节 德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近水楼台先得月，德国因与意大利毗邻，受意大利影响，故文艺复兴运动开始较早，15世纪六七十年代人文主义已渗入德国的一些大学。15世纪末16世纪初是德国人文主义发生发展的时期，后来随着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人文主义运动就被并入宗教改革运动之中去了，德国文艺复兴的主要成果是宗教改革，而德国人文主义则为宗教改革做了准备。

德国有其特殊的经济、政治、宗教和文化背景，使得德国的人文主义与意大利、英国、法国等相比有其自身的特点。

一、德国的社会状况

15世纪末16世纪初，封建生产方式在德国仍占统治地位，但经济较前已有较大发展，采矿、冶金、造纸、印刷、武器制造、棉麻纺织业等都很发达。15世纪末，德国总人口有1200万至1500万人，其中矿工人数竟达10万人，而且是欧洲最熟练的矿工。分散型的手工工场日益增多，少数集中型的手工工场也不断增多。德国的商业特别是中介性贸易相当繁荣，德国地处欧洲中部，是西欧与东北欧、西欧与东方诸国国际贸易的中间地带，有良好的商业地理条件。德国工商业的繁荣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总体来看，德国经济的发展已基本上处于当时各国的平均水平，其中行会手工业和中介商业已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超过了意大利、法国和英国。然而，德国的农业落后于英国和尼德兰，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工业远远落后于意大利和英国，尤为严重的是，德国经济的主要缺陷是发展不平衡和分散性，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内市场，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许多大中城市与国外的联系反而比同本国的联系还要密切得多。

经济上的分散性影响到政治的发展，德国境内许多以对外贸易为主的地方性集团并不关心国家的统一和集权，以致分裂割据局面长期被保持下来。16世纪初，在德国除七大选侯外，还有十几个大诸侯，200多个小诸侯，上千个帝国骑士。诸侯各有自己的政权、军队、法律、货币，彼此独立，成为德国内部的“国中之国”。诸侯向德皇分权，又在其领地内推行集权。诸侯、骑士和城市往往分别结成联盟，时而互相争战，时而又同皇帝对抗。德皇在境内权力微弱，无力实行集权统治。国内关卡林立，各地关税不一，货币繁杂达千种以上。这种分裂的政治局面反过来又严重阻碍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天主教会在德国的地位极为特殊，教会不仅拥有宗教特权，而且一些高级僧侣就是大封建主，德国的七大选侯有三个是大主教，十分之二以上的高级僧侣本身就是有领地的诸侯。教会占有全德三分之一的土地，不仅征收贡赋，强制农奴履行各种封建义务，还征收什一税，出卖圣职、圣物、赎罪券……巧立各种名目，敲诈诱骗，榨取人民的血汗。罗马教廷穷奢极欲的挥霍，主要依靠来自德国教会的供给，德国在当时有“教皇的乳牛”之称。德国政治分裂和皇权软弱，使教会扩大了权势，也使罗马教皇能够肆意控制和剥削这个国家。罗马教廷对德国的压榨是外来势力对德意志民族的剥削，教廷对德国统一的阻挠，在教廷操纵下德国教会的倒行逆施，引致了社会各阶级阶层对罗马教廷和德国教会的强烈痛恨。德国的教会问题成为社会问题的焦点。[11]这就使得德国人文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教会色彩，也使得宗教改革首先发生在德国成为可能。

二、德国人文主义的发展

意大利人文主义在德国的传播与两国人员往来有关，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到德国传播人文学和德国青年到意大利求学是德国人文主义产生发展的两条基本途径。15世纪上半叶，由于召开康斯坦茨和巴塞尔两次宗教会议，一大批担任秘书的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在德国莱茵河上游地区逗留数年，这些人对人文主义在德国南部的传播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例如，本书前面提到的人文主义者西尔维乌斯（后来成为教皇庇护二世）就曾对德国人文主义的产生发展产生过积极影响。另外，德国南部地区的青年人越过阿尔卑斯山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和帕多瓦大学求学已成为一种风气，他们学成回德后就把意大利人文主义也带回了德国。这些人的名望并没有后来一些德国人文主义者大，但都是德国人文主义的开路人物。他们在意大利不仅受到了人文主义的熏陶，也染上了不尊重教会和轻视各种神学的心理，还学到了后期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那种即使不是反对宗教也是轻视宗教的坦率性格。这些人回德后“由于生活散漫，不信宗教，一心探求和传授古典作品知识，不注意如何生活，即使能研究和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他们至多也就是些名声不佳的‘新学问’的传播者，他们漫不经心地把它传播到北方各地”[12]。卢德尔（Peter Luder，1415—1474年）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典型。他起初为教士，后到意大利，在那里潜心研究古典著作，形成了轻视宗教的思想倾向，但他也鄙视大多数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者，认为他们道德堕落，厚颜无耻。后来德国一个选侯把他招聘到海德堡大学教拉丁语，一些教授很嫉妒他，在工作和生活上常常给他制造麻烦，他努力坚持到1460年。然后他用数年游历各地，继续传授人文之学。卢德尔在生活上并不安分，常常狂饮不止，放荡不羁，他完全轻视宗教，蔑视一切神学。清醒时似乎还能克制自己的异端思想，但一旦酒醉就不能自制。这种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自然不能见容于社会。因此以卢德尔等为代表的这些早期人文主义者尚未能根本改变德国的传统文化精神，他们是一些散兵游勇，难成什么气候。但他们毕竟是开路人，在他们之后，德国的人文主义就大步向前了。

共同生活兄弟会学校所培养的学生中有一些成为德国早期的人文主义者，如库萨的尼古拉（Nicolaus Cusanus，1401—1464年）、维塞尔（Johann Wessel，1420—1489年）、阿格里科拉、温斐林（Jacob Winpheling，1450—1528年）、罗伊希林（Johann Reuchlin，1455—1522年）、伊拉斯谟等人。

库萨的尼古拉曾到意大利学习过，精通人文之学，同时还是一个卓越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在伽利略（Galileo Galilei）之前做出过许多科学发现。维塞尔曾在兹沃勒（Zwolle）学校任教，他热爱教学工作，认为“学者之所以为学者，全在于其善于任教”，阿格里科拉和罗伊希林都是他的高足。他是一个神学家，但却不恪守当时的一些教义，他否认“炼狱之火”是有形之火，他反对教廷兜售赎罪券，认为没有依据，这种看法很像是路德的先驱。路德说：“假如读过他的书，我的敌人就很可能认为路德的一切都是从维塞尔那里借用来的，因为我们两人的主张有很多相同之处。当我发现有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地点，从不同的目的出发从事写作，竟与我的观点完全吻合，而且几乎用同样的言辞表达出来，我感到愉快和觉得力量在增长，也就不再怀疑我讲的东西是否都正确了。”[13]从此可见，在赎罪券问题上路德视维塞尔为知音。

温斐林和罗伊希林的人文主义思想将在后面专叙。阿格里科拉和伊拉斯谟都是尼德兰人，但由于他们一生主要生活工作于德国且他们的人文主义思想（包括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对德国有深刻的影响，故很多著作都将这两人列入德国人文主义者之列。本章把两人既视为尼德兰的人文主义者，也视为德国的人文主义者，后面将专节和专章论述其教育思想。

人文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起初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一些人对人文主义者有异议，主要不是因为他们懂古典文化，而是因为他们放荡不羁，蔑视宗教。大学里的神学家不反对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在德意志大学里的抬头点，起初没有遭到什么反对，这部分地是由于人们不认为它有什么危险，但是也因为唯实论者与唯名论者之间的斗争过于引起学术界的注意……起初，神学家们并不反对人文主义者，确实是欢迎他们，因为他们的研究对神学会有帮助”[14]。皇帝和一些诸侯不仅不反对人文主义，而且还对人文主义予以保护和赞助，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因此被誉为“人文主义者皇帝”。由于皇帝权力财力有限，他不可能给予德国人文主义者更多的财力支持，他给胡腾授予桂冠诗人称号时，除了给他戴上一顶编织风趣别致的桂冠外，其他好处则微乎其微。

德国人文主义的温床有两个，一个是某些城市中的人文主义团体，一个是大学。

在城市人文主义团体中，纽伦堡的人文主义团体是最有名的，它与后来宗教改革的关系也较为密切。纽伦堡最有名望的人文主义者是皮克尔海默（Willibald Pirkheimer，1470—1528年）。皮克尔海默的父亲是纽伦堡富商，知识渊博，长于外交，是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挚友，他亲自负责儿子的教育，在经商和处理外交事务时总是带着皮克尔海默，以增广其见闻。1490—1497年皮克尔海默被送往意大利学习法律、外交和人文之学。27岁返回家乡后即被委任为该城的参事，掌管部分重要市政。他因公要经常参加帝国议会和去帝国宫廷，由于他博学多才，受到马克西米利安皇帝的青睐，很快成为皇帝的亲信。对政治事务的深层参与使他对德国社会状况有了深入的了解和把握。他深切渴望改革教会和德国政治现状。在莱比锡辩论之后，他敏锐地看到路德与教皇的争论不单纯是教会内部的争议，而是关系到德国社会的焦点问题，出于对民族利益的关心，他支持宗教改革运动。皮克尔海默精通希腊语，他将柏拉图、色诺芬和普鲁塔克等人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和德语。他的图书馆里收藏着许多手抄本和书籍，图书馆的大门总是对外人开放的，他的家里常常是高朋满座，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他的家就是一个人文主义的中心。

城市人文主义团体的成员中有些是艺术家。他们的绘画作品也逐渐呈现出一些新的气象，城市和乡村的日常生活成为描述和歌颂的对象。即便是宗教题材的作品，也赋予了丰富的人文和世俗因素，圣母玛利亚不再是天后，而纯粹是人间慈祥母亲的典型，她身边的天使是几个欢乐的儿童，有的在采摘花朵，有的在抚弄走兽，有的在玩耍鲜果，这活脱脱是一幅农村生活的场景。丢勒（Albrecht Dürer，1471—1528年）和小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1497—1543年）是当时最著名的艺术家。小汉斯·霍尔拜因1515年移居巴塞尔城后，与住在该城的伊拉斯谟交往甚密，他为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绘制了插图。他擅长人物画，在人物画中他以出色的技巧，流畅的线条，重点刻画人物的个性和神态，如他在《伊拉斯谟》这幅作品中，对伊拉斯谟写作时聚精会神姿态的刻画，栩栩如生，十分完美。这幅作品誉满全欧，是当时写实主义绘画的高峰。

在15世纪，所有德国大学都处于教会的影响之下，经院哲学支配着探求学问的方法，各种知识都是用经院哲学中久已沿用的逻辑和语言进行讨论的，“中世纪教会的传统影响到各个学科；而主宰教会传统的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或被算作是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逻辑学。对亚里士多德名字的尊敬几乎采取宗教狂热的形式。在中世纪的一本名为《亚里士多德生平》的离奇的书中，这位古代异教思想家竟被写成是一位基督的先驱。凡是不接受他的思想的人统统都是异教徒，他的思想模式被用来为中世纪辩证法的巧妙诡辩进行辩护。他的思想体系是为保存旧学问和防止‘新学问’渗入而构筑的防御工事。因此，几乎所有德国人文主义者都仿佛对亚里士多德的名字怀有憎恨”[15]。憎恨亚里士多德的实质是反对经院哲学。在15世纪，人文主义对德国大学的影响很小，只有极少数大学如海德堡大学讲授过人文之学。15世纪末16世纪初，形势逐渐发生了变化，人文主义学者被聘为大学教师，大学中的人文主义课程越开越多，希腊语、希伯来语也相继进入一些大学的课程。弗莱堡大学于1471年，巴塞尔大学于1474年相继开设诗体学课，蒂宾根大学于1481年正式批准给开设雄辩术课的教师发薪水，并于1492年聘请策尔蒂斯任诗体学和雄辩术两门课的教授。伊拉斯谟也曾到巴塞尔大学任教。一些意大利学者、拜占庭学者也进入德国大学任教，教授古典人文学科。在人文主义运动的推动下，德国大学里的人文主义色彩愈益浓厚。

大学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人物是穆蒂阿努斯（Rufus Mutianus），他曾在德文特就学于赫吉乌斯，后进过爱尔福特大学。从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定居于哥达。他最大的乐趣是将爱尔福特大学里一些有为的青年学生聚集在自己周围，指导他们阅读古典著作和从事写作。他在意大利深受意大利后期人文主义的影响，与皮科结为好友，接受了由柏拉图学说和基督教义融合而成的一种折中的神秘主义。他说，“真正的基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上帝的智慧；他是上帝的儿子，为犹太人、希腊人和德国人所共有”，“真正的基督并不是一个人，而是精神和心灵，既不显露于外形，也不是用手可以触摸或抓住的”。“上帝的律法能开导心灵，它有两个要点：要爱上帝和要像爱自己一样爱自己的邻居。这一律法使我们人人都能分享天国之乐。这是自然律法；不是像摩西的律法那样刻在石头上；不是像罗马人的律法那样浇铸在青铜上；不是书写在羊皮纸或白纸上，而是由至高的师哲播进我们心中”。他重视内在的信仰而非外在的宗教仪式，他以蔑视的态度看待他那个时代的教会，并以嘲弄的口吻对它加以讽刺，他说：“我并不尊重基督的外套或胡须。我尊敬的是真正的和有生命的上帝，即使他既无胡须也不穿外套。”他私下痛斥教会的斋戒、忏悔和为死者做的弥撒，称托钵僧为“穿僧衣的怪物”。[16]从穆蒂阿努斯的思想可以看到德国人文主义思想与意大利相比具有比较浓厚的宗教色彩，宗教问题是德国人文主义者讨论的一个主题。

也许与经济的分散和政治的分裂相一致，德国的人文主义者也具有地方性，没有连成一个具有共同目标的整体。然而发生于1509年的一场大论战使德国的人文主义联合了起来。这场论战的主角之一就是罗伊希林。

三、罗伊希林和胡腾的人文主义思想

罗伊希林古典语言的造诣很深，不仅精通拉丁语，也精通希腊语和希伯来语，这在德国人文主义者中是比较少见的。在赴意大利之前，他在巴塞尔大学师从拜占庭流亡学者安德罗尼库斯·坎托布拉卡斯学习希腊语。1483年一些人文主义者在罗马约翰·阿吉罗普洛斯家聚会，其中有一位就是新到意大利的罗伊希林，他是带着几封信来见主人的。他解释说他是来学习希腊语的。阿吉罗普洛斯给了他一本古希腊学者修昔底德的原文书，请他选一两页译成拉丁语，罗伊希林译得十分轻松自如，在场的人赞叹不已，惊叫说，希腊已飞越阿尔卑斯山迁到德国了。罗伊希林在意大利居住了数年，回德后致力于普及希腊语。

相比较而言，罗伊希林更热衷于研究希伯来语，“几乎可以说是他将那种古老语言介绍给欧洲人民的”[17]。他是在1493年左右开始学习希伯来语的，他深信希伯来语古老而神圣，上帝曾用这种语言讲话。上帝不仅在希伯来原文的《旧约》中显圣，而且还通过天使和其他神圣使者，将一种深奥的智慧保存在《圣经》之外的古希伯来著作中。他学习希伯来语的目的有二，一是想通过原文研究《旧约》，二是想像皮科那样通过希伯来语去探求犹太人著作中所包含的智慧。1517年他出版的《论犹太神秘主义艺术》就是其研究成果之一。1506年为推广希伯来语，他出版了一本名为《基础希伯来语》（De rudimentis Hebraicis）的书，把语法和词典合在一起，这本书对促进希伯来语的教学起到很大的作用。罗伊希林的人文主义思想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他用人文主义的精神去理解宗教，他说：“上帝是爱；人则是希望；这两者之间的纽带就是信仰……上帝与人结合得如此之紧密已达到无法言传的程度，以致有人性的上帝和敬上帝的人可看成是同一物。”[18]

罗伊希林54岁时一场论战开始了，这场论战的焦点是如何看待古希伯来文化。论战是由普菲费尔科恩（John Pfefferkorn，1469—1522年）引起的。

普菲费尔科恩是犹太血统，1505年改信基督教。改教后，他满腔热忱地想使犹太人都信奉基督教，认为如果从犹太人手中没收除《旧约》以外的所有希伯来语书籍，就可使犹太人免受非基督教思想的影响，就可以使原先与他信同一宗教的人改信基督教。1507—1509年他接连写了4本批评犹太人的书，在书中建议禁止犹太人放高利贷，强迫他们去听讲道并没收他们的希伯来语书籍。他或许是通过几个贪污受贿的秘书而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那儿弄到一道授权他查抄所有这类书籍的命令。查抄先从莱茵兰开始，到1509年已没收了不少书籍。罗伊希林反对查抄，而且认为普菲费尔科恩所持的命令是非法的，美因茨大主教乌里尔也认为命令存在是否合法的问题。皇帝于是发布命令责成乌里尔处理此事。乌里尔遂就此问题征求一些大学和包括罗伊希林在内的一些学者的意见，要求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销毁除《旧约》以外的所有犹太人用书对基督教是否值得？是否有利？

罗伊希林认为，对待犹太人的最好方法，不是烧掉他们的书，而是和他们说理和进行耐心善意的讨论。

罗伊希林的意见是孤立的，所有其他被征求意见者全都建议焚书，罗伊希林受到众人指责。于是一场论战就开始了，罗伊希林的对立面是神学家，论战进行得十分艰苦，其中不乏攻击和谩骂，言辞往往也非常粗野。这次论战整整持续了 6年。

犹太人在欧洲受迫害并不是始于20世纪的希特勒，15世纪初期在德国的犹太人就已经常遭到迫害，后来这种迫害愈加普遍。总体而言，在15世纪的法国，犹太人的日子还算好过，他们受到帝国的保护，逐渐可以在法兰克福和其他许多城市行医。但他们中的高利贷者仍受到普遍的憎恨。莎士比亚的剧作《威尼斯商人》中对放高利贷的犹太人夏洛克的讽刺，就是这种憎恨情绪的典型反映。由于偏见的存在，因此很容易激起这种潜在的憎恶感，并将这种憎恶扩大化进而殃及所有的犹太人。从一定的意义上讲，销毁犹太人的书籍是一种偏激的宗教迫害行为。

罗伊希林反对毁书的主要目的，并不是维护生活在德国的犹太人的利益，而是捍卫其人文主义信念，反对蒙昧主义。1514年在论战正酣之际，罗伊希林以《名人书翰》（意即有名人物的来信）为书名公开发表了他的观点。在论战中，德国的人文主义者走到了一起，他们认为关于希伯来语书籍的禁令是对人文主义价值本身的一种威胁，于是联合起来一起发动攻势，攻击批判以蒙昧主义为特征的天主教神学。一些人文主义艺术家也对罗伊希林表示支持。在当时的一幅版画中，描写了罗伊希林坐在一辆用月桂装饰起来的车上，驶入他的出生城市。科隆的神学家们戴着锁链走在车前；普菲费尔科恩躺在地上，旁边站着一个刽子手，准备将其斩首，城市的乐队吹奏凯旋乐曲欢迎罗伊希林荣归，市民们盛装向其表示敬意。

这场论战对德国人文主义发展有两个重大影响：一是人文主义者联合了起来；一是使德国人文主义和经院神学永久决裂。

受《名人书翰》的启发，德国一些年轻的人文主义者用《鄙人书翰》（意即无名人物的书信）这个滑稽的书名出了一册书信集，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经院神学家的蒙昧和偏执。其战斗性更为强劲，《鄙人书翰》“是人文主义者的感情的最明显的表现，它无情地嘲讽了经院哲学家们的方法。这些虚构的书信把矛头指向他们的方法，最终目的则在于打击经院哲学的真正核心。对希伯来语书籍的查禁好像一个火花，它加速了一场无论如何也要发生的危机的来临。到十六世纪二十年代，德国的世俗文化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它再也不能够与传统的经院哲学家的学术妥协了。这时的倾向不再是把人文科学纳入神学的轨道，而是恰恰相反”[19]。这意味着在神学研究中人文主义的方法要取代传统的经院主义的方法，以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神学是德国甚至北欧人文主义运动的典型特征，因此北欧的人文主义也被称为基督教人文主义。伊拉斯谟、维夫斯、莫尔等人文主义大家都是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鄙人书翰》的作者之一就是十分具有战斗精神的人文主义者胡腾（Ulrich von Hutten，1488—1523年）。他因思想激进而被称作德国宗教改革时期暴风雨中的海燕。他出生于德国法兰克尼亚一个古老的贵族家庭，其父想让他做教士，于是把他送到了一座修道院，但他讨厌教士生活，憎恶经院神学，遂向其父请求离开修道院而去做一个学者，其父固执己见不予应允，胡腾同样倔强，于是就逃出了修道院，先到科隆大学后又到埃尔富特大学学习。父子勉强和解后在他人的劝说下，胡腾的父亲同意胡腾去意大利，但条件是他要专心攻读法律。到意大利后，他对法学同对神学一样不感兴趣，于是倾心于人文之学。旅居意大利使他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文主义者，他对意大利的人文主义敬仰有加，但对意大利人尤其是罗马人的不良风气恶感很强。

德国有很多人文主义者，胡腾与他们不同，他是个坚定的爱国主义者，他认为德国本应有的权利现已被教皇制度所剥夺。从其个性来看，他藐视安逸奢华，憎恨贪图舒适和追逐财富之徒，他喜欢战斗，对战斗从来不感到厌倦，在他那个时代，他准确地找到了战斗的对象——教皇制度。在其代表作《罗马的三位一体》（1520年）中他写道：“罗马靠三种东西使一切人都服从：强力、狡猾和伪善。有三件事不能说出真相：关于教皇、赎罪券和无神论。有三种事物成为罗马的特点：教皇、古老的建筑和贪婪。有三种不同的东西供养着罗马富翁：穷人的血汗、暴利和对基督徒的掠夺。”他对罗马教廷在德国的豪取巧夺深恶痛绝，正是其强烈的爱国精神和战斗精神将他与其他德国人文主义者区别开来，“他是个人文主义者和诗人，但又明显有别于他同时代的人，在他们的姓名已被人遗忘了的时候，他却必然会永远活在德国人民的记忆之中。他们可能都是优秀的学者，能够写出一部较好的拉丁语语法，文笔也比较优美；但他是一个有追求的人。他的漂泊不定而又决非无瑕的生活，由于他那真挚的爱国精神而变得特别崇高，即使他的爱国主义有一定的限度和有些不切实际。为能在改革派皇帝领导下建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他努力工作、规划设计、进行斗争、对上奉迎和大声疾呼。他用他掌握的讥讽、谩骂、嘲笑等所有武器回击妨碍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切阻力；唯一的敌人就是15世纪末的教皇制度，阻力全都隐含着它的旨意。正是教皇制度耗尽了德国的黄金，使帝国遭受奴役，它指使国家的一部分反对另一部分，向诸侯保证他们的独立图谋能够得逞。教皇制度就是他要摧毁的那个迦太基”[20]。

从此可以看出，胡腾的人文主义思想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与路德的宗教改革的距离近在咫尺。1519年在莱比锡辩论中，路德向罗马教皇的至高权力发难，胡腾对此举十分赞赏，但他不太赞成宗教改革运动向纵深发展。他对路德反对赎罪券的斗争评价不高，认为只不过是教士间的无聊争吵和相互倾轧，他希望教士间自相残杀直至自相毁灭。直到后来他发现路德主张信仰自由、拥护德国统一和反对罗马时，才热情地站在路德一边。

德国的人文主义为德国的宗教改革做了舆论准备，胡腾则是沟通德国人文主义和德国宗教改革的一座桥梁。

第三节 阿格里科拉的教育思想

阿格里科拉（Rudolph Agricola，1444—1485年）的历史地位比较特殊，他的实践活动与胡腾、路德等人相比毫无惊世骇俗之处，他的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很难与伊拉斯谟等人相比，他不像维多里诺和赫吉亚斯那样是伟大的人文主义教师，不像梅兰希顿那样是一位优秀的学校管理者，也不像罗伊希林那样是文化论战的英雄，总体看来，他并无显赫的业绩，然而他却备受赞誉，赫吉亚斯、温斐林、梅兰希顿、伊拉斯谟等当时的文化教育名人一致认为，阿格里科拉是将意大利人文主义新学引入北欧的主将。梅兰希顿认为阿格里科拉是“德国人文主义新教育的创建者”，认为他恢复了亚里士多德的本来面目，摒弃了陈腐的经院主义方法，为探索新知开辟了一条新路。梅兰希顿指出，除伊拉斯谟外，对其人文主义思想影响最大的就是阿格里科拉。伊拉斯谟对阿格里科拉更是褒扬有加，认为他博览古典著作，学识渊博，用拉丁语写作风格简洁有力，可与昆体良媲美。阿格里科拉的一个好友在给梅兰希顿的一封信中有这样一句：“伊拉斯谟曾当面给我说过，不论在演说方面还是在学问的每一个领域，他都不如阿格里科拉。”显然，伊拉斯谟之言是谦辞，但足以说明阿格里科拉在当时的地位之高。

一、生平

阿格里科拉1444年2月17日生于荷兰北部的巴佛罗（Bafflo），儿童时代就显示出艺术才能，擅长音乐、绘画、木刻。12岁以前他在巴佛罗附近格罗宁根（Groningen）的一所学校上学，因天资聪颖，将其同学远远甩在后面。尚不能确定他曾就学于共同生活兄弟会的学校，也不能确定他受过兄弟会的影响。1456年他进德国埃尔富特（Erfurt）大学学习，两年后到卢万（Louvain）大学（在今比利时）学习。在这两所大学他分别取得了学士和硕士学位。卢万大学在北欧大学中是开风气之先的，其人文主义色彩较其他大学要浓厚，他在卢万大学受到人文主义的初步影响。主修的科目是数学和哲学，同时还向来自法国的学生学习了法语。1462年5月他来到学术空气非常保守的科隆大学任神学课教师，他对经院神学不感兴趣，认为用经院主义方法研究神学是浪费他的时间，萌生了用人文主义方法研究神学的兴趣，这种兴趣终其一生，它的本质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在科隆期间，他还短期去过巴黎，在那里与罗伊希林结为终生好友。

约在1468年或1469年，他来到意大利，这是他人生的一大转折，在意大利的岁月使他收益多多。他先到帕维亚学习罗马法，后生厌恶之心而倾全力于古典文化，因感到在帕维亚无法使其希腊语大有长进，他又来到费拉拉。在费拉拉他成为巴蒂斯塔和伽查的学生，巴蒂斯塔是格里诺的儿子，而伽查则是维多里诺在曼图亚教书的同事，两人皆为当时教授希腊语和希腊文化的名师。费拉拉的名气在当时如日中天，吸引了许多外国学者来此，阿格里科拉到此深感如鱼得水，遂潜心学习和研究希腊语和希腊文化，对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对普林尼的《自然史》有深入的钻研，颇有心得。同时他还研究拉丁作家的著作。与伊拉斯谟等当时一些人文主义者不同，他并不小视民族语言，除了古典语言和他的母语外，他还认真学习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认为只有掌握了这些活生生的语言才能了解时代的新精神。

阿格里科拉的精神世界与行为举止是和谐统一的，他不仅学识渊博，而且风度优雅，在费拉拉上流社会中是一个十分出众的人物。他体魄强健，神采奕奕，一举一动给人以尊严之感。他精通军事技能和各种运动技巧。他还是一个音乐家，唱歌很有技巧，能演奏风琴、长笛、小提琴等乐器，在音乐理论方面也颇有贡献，在文艺复兴时期的音乐史上他占有一席之地。他的美术才能在意大利也得到长足发展，他在美术方面倾注了大量精力，他有惊人的形象记忆力，可以凭记忆将一个人的肖像准确无误地画出来。

他的个性的充分发展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教育现象。他的充分发展，既有天赋的作用，也与他在意大利所受的教育影响有关，他被称为“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精神产儿”[21]，是意大利人文主义使其精神世界繁盛充实起来。不能仅把他看作一个把希腊和拉丁文化传播至德国的语法学家，这样就贬低了他的形象。他不是一个一般定义上的人文学者，他是北欧教育和意大利人文主义教育成果在北欧人身上的具体体现，他的存在，使一向把北欧人视为“野蛮人”的意大利人不得不改变成见。在北欧人文主义发展的初期，他的成就和形象是北欧人的骄傲，也是北欧人的楷模，同时代的北欧人中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发展得如此全面而充分。

阿格里科拉并不是一个只顾个人发展的人，他有着强烈的责任感，他认为意大利人视北欧人为野蛮人并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感到他有责任将所学到的新知识传播到北欧去。

在意大利待了10年左右，他于1479年回到北欧，此时的他已和10年前大不一样了，10年前是去学习人文之学，现在则是回来传播人文之学。他拒绝了两个职位：一个是在安特卫普，他被邀请去负责一所拉丁学校的改造；一个是在宫廷做官。他认为纯粹做一个教书先生太过于乏味单调，而做一个官员又太受官场束缚，更重要的，他想传播人文主义新文化，而这两个职位对他达到这个目的并不十分有助益。1479年他从意大利回到荷兰，这一年他从事什么职业尚不能确定。1480—1484年他在荷兰格罗宁根市政委员会任职，这个职位不会占用他很多时间，所以他乐于接受。其间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还派他四处巡视政务，他有机会参观学校，会见学者和教师，激发他们对新学的热情。在居留格罗宁根期间，他于1482年去海德堡访问过一次，海德堡大学邀他次年到该校任教，他也接受了邀请。但直到1484年3月他才得以成行。途中经过德文特时，与赫吉亚斯和伊拉斯谟相见。1484年5月2日到达海德堡。

到达不久后，阿格里科拉便开始了大学教学生涯，梅兰希顿是他的学生，后来梅兰希顿成了著名的新教教育家。在海德堡期间，在海德堡主教的陪同下阿格里科拉去过沃尔姆斯，在此做过多次关于古典文化的讲座。

北欧文艺复兴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学者们都比较重视神学和希伯来文化的研究，阿格里科拉亦不例外。1494年他一到海德堡就跟从一个有学识的犹太人学习希伯来语，目的是想借助于这种语言深入研究《圣经》和希伯来文化。他认为人文主义和宗教并不矛盾，同后来的罗伊希林和伊拉斯谟一样，他认为人文主义的方法有益于对基督教的起源进行深入全面的探讨。

阿格里科拉在海德堡任教不久就说他并不适宜于做教学工作，主要原因是他在精神上是个不安分的人，有那么多的新学问新知识需要去学习和探索，而教学工作比较单调，涉及的知识范围也比较狭窄，他想自由自在地探索新知而不是按部就班地传播已知。不久他又有了一个新机会。1484年8月教皇西克图斯六世去世，德国七大选侯之一的海德堡主教被选为新教皇，阿格里科拉是新教皇的密友，于是就做了教皇的秘书。由于身体原因，1485年10月27日阿格里科拉辞世，年仅41岁。

二、教育思想

阿格里科拉英年早逝，他留下的文字并不多，就像维多里诺一样他并不喜欢多写而是喜欢多学多做，他的个人发展本身就是一个留给世人的活教材。阿格里科拉并无专门的教育著作，1484 年在海德堡他给一位朋友写了封信，其中部分内容涉及他对教育的看法。

他批判中世纪经院主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认为经院方法有时会把人带人荒谬可笑的两难之境，不能使人获得切实的知识，他以轻蔑的态度看待经院教育。他要求更新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他提出教育的内容可分为三个大的方面，即道德哲学、自由学科和雄辩术。

道德哲学涉及道德问题，为人的行为提供准则。他将道德置于知识之上，但同时又认为道德与知识是不可分割的，古代的伟人在为人处世方面为后人树立了伟大的榜样，他们的著作中包含着许多道德信条，其懿行嘉言对今人德行之长进大有助益。不仅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塞涅卡等伦理学家的著作可对人的行为予以指导，而且许多历史学家、演说家和诗人的作品也有益于人的品德的进步，它们会告诉你在生活中哪些行为值得做，哪些行为不值得做。

阿格里科拉认为自由学科包括自然、历史、文学、政治学等学科。自然（nature）包括地理学和自然哲学，但他讲的“自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然科学，受格里诺的影响，他所说的地理是指古希腊斯特拉博（Strabo）的地理学，自然哲学是指古希腊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自然哲学，尚未超过古人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自由学科的教学以古典著作为主要内容。阿格里科拉对古典文化和古代作家推崇备至，而对经院主义深恶痛绝，这都是当时人文主义的典型特征。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还将自由学科与职业性学科对立起来，认为法律、神学和医学都属于职业性学科，这些学科地位低于自由学科，不在自由学科的范围之内。

他认为雄辩术是一种表达的艺术，擅长说话和演讲是一种重要的能力，而并非一件“博学”的饰物。描述一件事物、说明一个道理、在法庭上辩论、劝说他人等皆离不开雄辩术。演说或说话有三个重要因素不可忽视，一是谈话者，二是所谈内容，三是听讲者。成功的演说或讲话有三点要求：说的人说得通俗易懂；所谈内容有条理；听众爱听。要做到第一点，演说人应学好语法；要做到第二点，演说人应学好逻辑学，这样才能将事实清楚地表达出来；要做到第三点，演说者应学好修辞学，这样才能使演说有感染力，从而感染听众，使他们爱听。

此外，阿格里科拉认为一个有教养的人还应该学习建筑和绘画，这显然也是受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

从这里所陈述的阿格里科拉的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出，阿格里科拉的教育思想有浓厚的意大利色彩，有明显的移植的痕迹。还应指出的是，阿格里科拉并没有将他关于教育的全部看法付诸文字，因此不能仅凭他的一封信就认为其教育思想只止于此，好在他的生平有助于增进人们对其教育思想的体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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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

伊拉斯谟（Desiderius Erasmus，约1466—1536年）是北欧人文主义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16世纪早期最著名的学者，也是最杰出的教育理论家”[1]，被誉为“学者的学者”“文艺复兴时期的伏尔泰”“教育家的教育家”，他在世时，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就对北欧诸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生平和教育活动

尽管严格讲来，每一个人的生平与他人都是不同的，但文艺复兴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却都有类似的人生经历，唯独伊拉斯谟显得卓尔不群，有一种独来独往的洒脱，不从事某种具体的职业，也不长时间定居于某地，“从儿童时代起，他就教自己走自己的道路；长大成人以后，他给自己订好了计划和设想；他坚决不违反自己的意愿去从事他不愿干的工作；他竭力避开可能影响他的行动或要他承担责任的任何纠纷。他几乎就是这样自立于人文主义者之中。其他的人，或是官员、或是教授、或是私人教师、或是法官、或是教士，伊拉斯谟却什么也不是，除了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人以外，什么也不是”[2]。

一、成长之路

1466年10月27日伊拉斯谟出生于荷兰的鹿特丹，他是格尔特（Gerard of Gouda）教士与一位名叫玛格利特的寡妇的私生子，童年时由其母亲照料。他进的第一所学校设在哥达（Gouda），质量低劣。1475年他9岁时，母亲把他带到德文特，入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德文特学校学习。这所学校的部分教师是兄弟会成员，赫吉乌斯任过这所学校的校长，伊拉斯谟后来在其回忆文字中对赫吉乌斯充满崇敬之情。1483年在该校他还见过阿格里科拉。兄弟会对宗教的态度对伊拉斯谟具有较大的影响，“他的以先进知识为上帝服务的愿望，他的使《圣经》去掉一切粗野内容而恢复其本来面目的热情，都表明他自始至终是‘现代虔信派’的一个典型的追随者”[3]。在兄弟会学校所受的教育奠定了伊拉斯谟思想的基调。1484年他母亲去世，他离开德文特学校，他的监护人把他送到一所教会学校，为将来的教士生涯做准备。伊拉斯谟感到这所教会学校与德文特学校相比反差太大，前者远没有后者自由和富有学术氛围，颇有压抑之感。1487年他进入哥达附近的斯泰因修道院，1492年被授予圣职。在修道院的这段时期，他有很多时间用于学习，阅读了大量的古典著作和神学著作。

1494年在他人的赞助下伊拉斯谟进巴黎大学蒙太古学校学习神学。当时巴黎大学的逻辑学和经院神学研究占统治地位，巴黎大学迂腐的学风和无聊的说教令伊拉斯谟非常失望，他对经院哲学深恶痛绝。在巴黎大学期间，伊拉斯谟阅读了不少古典拉丁语著作，人文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开始在其头脑中生根。他还试图自学希腊语，不过收效甚微。受瓦拉的影响，伊拉斯谟认识到应该用历史主义的方式去研究神学，而不是像经院神学那样用哲学思辨的方式去研究神学，历史主义的方式实际上是一种人文主义的方法，即通过订正《圣经》文字的错译、误解之处，追索《圣经》的本意，对基督教的起源与发展做出符合历史的客观的解释。这种研究成为人文主义者和后来的宗教改革者反对天主教教皇制度和教会制度的锐利武器。

在巴黎大学伊拉斯谟结识了一些在此求学的英国学生，其中之一是蒙乔伊勋爵布洛特（William Blount）。1499年应布洛特之邀，伊拉斯谟到英国做了一次短暂访问。此行对其一生影响甚大，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结识了科利特（John Colet，1466—1519年）、格罗辛（William Grocin，约1446—1519年）、莫尔、林纳克（Thomas Linacre，1460—1524年）等英国人文主义运动的主将，他对这些人充满钦佩之情，他后来回忆道：“在我聆听我的朋友科利特的谈话时，我仿佛觉得是在听柏拉图本人在讲话。谁会不对格罗辛之精通多门学科表示惊叹？还有什么比林纳克的判断更敏锐、更深远和更透彻的呢？造物主曾创造过比托马斯·莫尔更完美、更可爱和更欢快的性情吗？”他与英国的这些人文主义者保持了终生的友谊。科利特对圣经学的研究予伊拉斯谟以很大启发和影响，使伊拉斯谟成为一个坚信基督的人文主义者。1500年，伊拉斯谟离开英国回到巴黎。其后的6年他主要在巴黎度过，也到过奥尔良（Orleans）、卢万、荷兰等地。1504年他在给科利特的一封信中写道，他决意“竭尽全力探讨与《圣经》有关的文献”，把“全部余生”奉献给《圣经》研究工作。1505年他的首批研究成果问世了，他发表了瓦拉《新约注释》最早的印刷译本，他所依据的手抄本则是他1504年从靠近卢万的一所修道院图书馆找到的。伊拉斯谟趁机在他的版本里写上导言。其中不仅解释了瓦拉所做工作的重要性，还把人文学誉为神学的侍女，并声称“翻译《圣经》的所有工作都是文法学者的任务”[4]。这表明伊拉斯谟已坚定地走上了基督教人文主义之路。

1500年前后，伊拉斯谟对教育产生了兴趣。在学习研究古典文化的过程中，他深刻认识到古典文化的教育价值，因此他把人文学科视为教育的基础。1497年在给格雷（Thomas Grey）的一封信中，伊拉斯谟指出，好书使人向善，使人增智，而淫邪粗鄙的书使人学坏，因此应读好书，读伟大作家的著作。1500年伊拉斯谟回到巴黎后，开始编写古代作家的格言汇编，他认为这些格言集中反映了这些伟大人物的智慧，是其著作中的精华，最具教育价值。1500年3月他在给其朋友巴特（James Batt）的信中讲，他正尽力搜集古代格言，可能要搜集几千条，但他打算只出版其中的两三百条。4月又讲道，他想在复活节后不久就将格言集出版，目前已经搜集的约800条格言，部分是古希腊格言，部分是古罗马格言。在编辑古代格言过程中，他感到希腊语知识的匮乏，于是开始学习希腊语。约在1500年6月，《格言集》正式出版，伊拉斯谟将这本书题献给蒙乔伊勋爵。《格言集》的第一版是拉丁文版，共144页，共有818条格言，该书的出版获得极大成功，出版后多次重印，被学校广泛作为教材使用，伊拉斯谟也因此饮誉欧洲。这本书的成功使伊拉斯谟看到了印刷出版的威力，其后他把出版作为实现其教育理想的重要工具之一。

伊拉斯谟的主要兴趣并不在于为学校编写教材，他更关注当时的社会问题，教会腐败，战乱频仍，令伊拉斯谟忧愤交加，他认为腐败和战争败坏道德，破坏和平，阻碍文明的进步，他认为社会问题的关键是道德问题。1501年他开始写作《基督教战士手册》（Enchiridion Militis Christiani，英文为 Handbook of the Militant Christian），两年后该书出版印行。这是他写的第一本关于道德问题的书。书名中的Enchiridion是一个希腊词，有 “匕首”（dagger）和“手册”（handbook）两层意思，因此该书的名字是双关的，这是伊拉斯谟常用的技法。他意欲让读者注意这样一个问题：作为一个基督徒，他的武器是匕首还是书本？伊拉斯谟认为真正的武器是后者而非前者。他想为基督徒提供新型的武器——祈祷和知识，而祈祷和知识的共同目标则是虔敬。祈祷不是盲目的，祈祷应以知识为基础，是知识告诉祈祷者该祈祷什么。他指出：“如果你全力研究《圣经》，如果你日夜研究上帝的律法，那么任何恐吓都不能压倒你，你就能够抵御敌人的任何进攻。我还要指出，明智地阅读异教诗歌和异教哲学著作，对基督徒生活将是一种很好的准备……一些异教书籍尽管有很好的文学表达形式，但其内容却有不道德的因素，我当然无意于让你去吸收这些不道德的东西。我敢肯定你会在古典著作中发现很多例子，这些例子会指引你正确地生活。很多古代作家毫无疑问是非常好的道德方面的导师。”伊拉斯谟还以奥古斯丁、哲罗姆等人从古典文化中获益颇多为例来论证古典文化的价值。伊拉斯谟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应为圣战做准备，而学习《圣经》和古典文化是最好的准备。这里的圣战不是指战争上的刀光剑影之战，而是指心灵深处的善恶之战。虔敬和知识能使人战胜邪恶，赢得圣战的胜利。伊拉斯谟关注的战场是人的灵魂深处，正是在此意义上，教育在伊拉斯谟那里成为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关键。他反对盲目地信仰，力求将基督教建立在个人认识的基础上，他说：“这是通向幸福的唯一道路：首要的是，要了解你自己，不要感情冲动，要运用理性判断一切。”他认为不应太重视弥撒、祈祷等活动，因为如果没有灵魂的虔诚，这一切活动都毫无意义。

1505年第二次访问英国后，在莫尔、科利特等人的影响下，伊拉斯谟更加看重教育对于宗教建设的意义。在研究《圣经》的过程中，他深感有必要精通希腊语，于是他于1506年赴意大利进一步学习希腊语。在意大利，他两耳不闻窗外事，专心致志于希腊语学习和古典文化的研究。1509年6月伊拉斯谟应蒙乔伊勋爵的邀请从意大利回到英国。此时的伊拉斯谟已成为欧洲人文主义者中的领袖人物了。

二、巅峰时期

此次在英国伊拉斯谟待的时间比较长，共待了5年。1509年他的讽刺作品《愚人颂》（Morias Enkomion，英文为Praise of Folly）问世，他将该书题献给莫尔。该书对当时的社会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以前的人文主义者所写的批判性著作远没有《愚人颂》尖锐和深刻，伊拉斯谟善于观察且笔锋犀利，对社会丑恶现象的揭露栩栩如生，批判入骨三分。该书的主要批判对象是天主教会，“这本书是到那个时代为止对中世纪教会发出的最严厉的抨击”[5]。几年以后，德国出版的《鄙人书翰》也是一部讽刺作品，但其成就和影响远不能与《愚人颂》相比，“这本《鄙人书翰》若与伊拉斯谟的《愚人颂》相比，就显得德国普通的人文主义者较之低地国家学者大为逊色”[6]。《愚人颂》影响遍及全欧，在出版后的一个世纪内重印近600个版次。在《愚人颂》中，伊拉斯谟对传统的经院式教育也予以了尖锐的批判。实际上，伊拉斯谟总是把宗教问题和教育问题放在一起讨论，在他看来，二者是一个问题，不可分离，宗教虔敬是教育要实现的目标，消除社会上的不道德和非虔敬现象要靠教育。教育变革与宗教变革是一致的。

1511年8月应剑桥大学校长费希尔（John Fisher）之邀，伊拉斯谟到剑桥大学主持希腊语讲座，并讲授一些神学课，同时研究希腊文本的《新约》。他对剑桥大学的人文主义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1511年他的《论教学的正确方法》（De ratione Studii，英文为 On the Right Method of Instruction）于巴黎出版，这是他的第一篇系统论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他的第二本学校用教科书 《词语的丰富》（De copia verborum，英文为 A Plenitude of Expressions）次年于巴塞尔出版，他将这本书题献给科利特，感谢科利特对他的资助。《词语的丰富》是一本为学生写的语法书，引用了大量的经典作家用过的句子作为例句，主要讨论了在写作和演说中如何遣词造句。这本书出版后很受欢迎，第一版后的50年内重印达30余版次。

在英国剑桥期间，他还帮助科利特重建了圣保罗学校。从1505年起科利特担任了圣保罗学校的校长，在伊拉斯谟的热情鼓励和支持下，开始在该校进行人文主义性质的改造。伊拉斯谟帮科利特挑选教师，为学生编写教材（《词语的丰富》就是为作文教学而写的），为教师提供教法指导（这是其写作《论教学的正确方法》的重要动机）。1512年他写道：“我完全是一个英国人了。”他和英国人文主义者的友谊的确是非常深厚的，他从他们那儿也受到了热情的款待，衣食无忧，照理该在英国长待下去。然而像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他是一个不安分的人，不喜欢长期定居于一地。1514年他离开英国，先到了佛兰德（Flanders），1515年又到了巴塞尔，目的是安排他的《新约》译本的出版事宜。1516年他终于完成了他企望已久的希腊文《新约》版本，并附有新的拉丁译文，从而使拉丁旧译文的错误首次在印刷版本中得到了纠正。他还写了一篇《告读者》的导言，表达了他的愿望：希望新版本的《新约》“犹如一声号角，召唤所有的人献身于这最神圣的、赋予人以生机活力的基督教哲学研究”，他还希望《圣经》能很快被“翻译成所有文字”，并为所有人所阅读。伊拉斯谟的号召得到了迅速而广泛的响应，法国的勒费弗尔、英国的廷代尔、丹麦的佩德森、瑞典的皮特里和德国的路德都将其译成了本国文字。伊拉斯谟《新约》译本的问世，使伊拉斯谟成为北欧人文主义者中从事圣经学研究最有成就的学者。

令圣经学研究者始料不及的是，把人文主义方法应用到圣经学研究，对于16世纪政治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给欧洲基督教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荡。随着人们对《新约》研究的深入，一个具有极大政治意义的、对天主教会尤其对教皇制具有极大颠覆性的思想逐渐得到广泛接受：罗马教廷的现行体制和它对世俗权力的要求，与《新约》中所讲的原始基督教的理想是截然不同的。正是人文主义圣经学或者说基督教人文主义促成了宗教改革运动。

伊拉斯谟并不是不清楚研究《新约》的本意对于天主教会所具有的颠覆作用，他也担心会受到教会的谴责甚至迫害，但他善于保护自己。1516年《新约》第一版问世时，他将之题献给教皇利奥十世，教皇愉快地接受了。1519年他又将第二版送给了教皇并附有一封信，信中写道：“我已竭尽一切努力引导人们从他们久已感到厌倦的乏味的争论走向热心于马上就要变得更加纯洁和加庄重的神学。如今我觉得我的努力并非徒劳无益，同时也意识到有些人对我怀有强烈不满，因为我未能尊重他们无能力教又羞于去学的一切东西。但我相信上帝会是我的见证人（我的著作首先就是捍卫上帝的），相信陛下您的判断，相信我自己的正义感和这么多知名人士的赞许，所以我对那些人的狂吠始终不予理睬。尽管我的才能有限，但已全部贡献给了基督：它将为基督一人的荣耀服务，将为罗马教会的首脑，特别为陛下您服务，因为包含我肩负的全部责任在内的一切都应归功于您。”[7]他还将《新约释义》的不同部分分别献给红衣主教和国王们，他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教皇、主教和国王们的保护之下，因为这些人不可能被怀疑有颠覆教会或政府的意图。

1516年到1522年伊拉斯谟主要居住在卢万。他非常关注卢万的一所人文主义新式学校——三语学院（the Collegium Trilingue）的建设，为这所学院的规划出谋划策，但当该校请他做教授时，他却婉言谢绝了这一职位。三语学院是指以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为主要任务的教学研究机构，建立这种学院的目的是促进对圣经学的研究。当时北欧许多大学皆建立了这种学院。罗伊希林对这种学院的产生有积极贡献。1506年罗伊希林出版了具有开拓意义的著作《希伯来语基础》，这既是希伯来语法书，又是希伯来拉丁语辞典。他说，他对研究希伯来语的收获之一便是使他对《圣经》的“译本充满了怀疑”，尤其是对拉丁文译本的准确性充满怀疑。他认为，《旧约》的希腊文本建立在对希伯来语元音系统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结果以讹传讹，从希腊文本译过来的拉丁文本《圣经》到处都是错译。他在《希伯来语基础》一书中指出了 200多个错译之处。罗伊希林的研究使人们看到古典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对《圣经》研究的重要价值，结果北欧的一些重要大学相继建立了三语学院。1514—1517年新兴的人文主义大学阿尔卡拉大学首次出版了有多种文字的《圣经》，其中《旧约》里正中印的是拉丁译文，左为希伯来文，右为希腊文。这是当时三语研究对圣经学研究做出的重要贡献。伊拉斯谟支持三语学院，主要是因为三语学院的使命与其基督教人文主义（人文主义圣经学）的使命是一致的。

1516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基督教君主的教育》（Institutio Principis Christiani，英文为 Education of A Christian Prince）一书[8]，尽管该书从书名看是一本教育著作，但实际上对“如何对君主施以正式教育”问题着墨很少，它主要是一本讨论政治问题的著作。为君主王公献计献策而写作是文艺复兴时代的一种时尚，这类著作被称作“王公之鉴”（mirror for princes），是一种重要的写作体裁，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写过这类著作。意大利弗吉里奥的《论君主》、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帕特里齐的《王国与国王的教育》、萨奇的《论君主》、马基雅弗利的《君主论》，法国若斯·克利什托沃的《国王的职责》、比代的《王公的教育》，德国温斐林的《明君楷模》、约翰·斯托姆（1507—1589年）的《王公的教育》等，都属于此类著作。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是北欧这类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他将该书献给了查理王子，即后来的西班牙国王和查理五世皇帝，当时查理才16岁，这本书主要是为查理的教育问题而写的。

伊拉斯谟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阐明了其社会理想尤其是政治理想，讨论了一个理想的基督教君主应具备哪些品质、应怎样治理国家以及应如何对君主进行合适的教育。伊拉斯谟将国家的命运寄希望于一个贤明有德的君主，并进一步将君主的贤明寄希望于人文主义教育。同伊拉斯谟的其他著作一样，这本书也很受欢迎，成为皇帝和君主的必读书目，1516年问世后当年就4次印刷，1518年、1519年、1523年和1525年又各印行一次。1641年最后一次印行拉丁文版本，但其他语言译本继续印行。

1517年伊拉斯谟出版了《和平的诉怨》（Querela pacis，英文为The Complaint of Peace），表达了他对现实中纷争的不满和对和平的渴望。当时的欧洲纷争不断，土耳其继1453年攻占君士坦丁堡之后又试图侵入欧洲东南部，法国和西班牙正在争夺意大利的控制权，德意志境内诸侯林立，争战频频，教廷也四处挑起事端以从中渔利，对此伊拉斯谟颇感绝望，《和平的诉怨》是对其绝望心态的记录。不过伊拉斯谟并未绝望到底，他认为现实纷争起源于人的精神的不一致，如果人人都有基督的仁爱精神，如果君主有仁慈和平的品德，将会太平无事。而这个问题的彻底解决，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教育，只有通过教育才能使人在精神上团结一致。

1518年伊拉斯谟的《对话集》（Familiarium colloquiorum formulae）问世，该书是为促进拉丁语对话教学而编的，用对话体写就，用的都是简洁规范的拉丁文，伊拉斯谟希望通过实际的对话训练来提高拉丁文教学水平。这本书在教育界大受欢迎，出版后在18个月的时间内在巴黎、安特卫普、莱比锡、维也纳等地重印7次。1522年修改后出了修订版，从1522年到1533年总共印行100余次，对欧洲学校的拉丁语教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不光彩的晚年”

1522年伊拉斯谟移居巴塞尔，除去在弗莱堡待过一段时间外，到1536年去世他一直待在巴塞尔，此间又有许多著述问世。

从1517年路德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欧洲基督教会内部就开始发生分裂。伊拉斯谟对天主教会有过激烈的批判，也主张改革教会，但他所主张的改革与路德截然不同，他是一个温和的改革者，反对以教会分裂为代价的改革。路德的揭竿而起首先引发了一场大争论，伊拉斯谟也被卷入其中，尽管他不愿被卷入。伊拉斯谟与路德也发生了直接的论战。

宗教改革前，路德对伊拉斯谟充满敬佩之情，1516年伊拉斯谟的希腊文版《新约》问世后，路德便将之作为自己的工具书，他认为伊拉斯谟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很有价值。路德还给伊拉斯谟写过一封信，表示对他的钦敬。他称伊拉斯谟为“我们的喜乐和我们的希望。有谁不就教于他呢”[9]？路德和伊拉斯谟两人有很多共同点，都指责当时的教会，都与教皇有争执，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新教思想也有颇多相通之处，都主张改革教会。但是怎样改革教会？分歧出在此处，宗教改革运动所隐藏和分裂的战争的威胁，令伊拉斯谟吃惊，使他走向路德的反面，但他对教会的批判又使他不能完全站在罗马教廷的立场上。因此他只好小心谨慎地保持中立的立场。他在给西班牙普伊主教马利安努斯的一封长信中说，他并不喜欢路德的著作，他一开始就担心它们会激起骚动，但又说他不敢与别人一起去反对改革，“因为他担心他可能会触犯上帝”[10]。但他尚未公开表明不支持路德。在君主们、红衣主教们和教皇的催迫下，他不得不表明态度，并同意说明在哪一点上与路德不同，于是于1524年他出版了《论意志自由》（De libero arbitrio，英文为 On the Freedom of the Will），对路德的一些观点进行批评。这种批评又引发了路德的反批评，于是你来我往不断升级。伊拉斯谟不愿介入争端，他所做的论争往往只是学理性的，他想竭力躲开这场运动，并为此而表示他永远依靠罗马教廷。然而教廷并不买他的账，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实际上对宗教改革运动起了催生作用，在他死后，教皇保罗四世把他列在名声极坏的异端分子之中，并将“他的注释、注解、附注、对话、书信、译本”和其他著述，一律归在第一批“禁书目录”之中。

作为一位文化领袖，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势力的双方都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而伊拉斯谟未能充分满足教廷的要求，也拒绝了改革者的要求。当时的改革者向伊拉斯谟提出了真诚的希望，希望他勇敢地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教廷：“哦！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您现在在哪里？……请看看世间权力的无道暴政，即那黑暗势力，会做出些什么来。听着，您这位基督的骑士！请您贴近基督的身旁向前驰骋；请您捍卫真理，去摘取殉道者的桂冠！您现在年事已高。我曾听您许下诺言，要再积极服务两三年；我恳求您将这段时间用在做有利于福音和真正基督教信仰的工作，并请相信，地狱的大门，即罗马教廷，正如基督所说，是战胜不了您的。”[11]但是伊拉斯谟没能勇敢地站出来，其犹疑退缩的立场让人失望，“使路德感伤最深的是鹿特丹的伊拉斯谟所采取的立场”[12]。

“伊拉斯谟是一个不容有中立的时代确立自己是中立的人”[13]，“这使他成为大争论的双方都瞧不起的人；这使他处于完全孤立的地位，没有朋友，也没有影响。他总是采用最可鄙的办法避开将他拉向左或右的企图；他放弃了他早先的许多原则，或作了很大的更改，以至于它们都变得面目全非”[14]。他的晚年就是在这种不光彩的怯懦与逃避中度过的。

不应对伊拉斯谟不光彩的晚年过分指责，他的中立态度成因有二。一是其性格的懦弱，他充满智慧，但身体虚弱，无男子气概，无胡腾的顽强，亦无路德的坚韧，这种性格表现在其思想上，就使其思想显得缺乏刚性，“他很少对重大问题明确表示意见，而且也不打算对此多加解释，如有必要，他能否认他曾表示过的意见。没有一个人比他更善于使用‘假如’和‘但是’推卸一切责任掩护自己。他有像乌贼那样隐藏自己和自己看法的本领，并常用它保护自己免遭伤害”。另一个使其保持中立态度的原因是他的社会改革观的性质，他一直持有平和的改革观，反对暴力冲突，这一点他一生都坚守不渝。他的晚年的怯懦与其理论观点有内在的一致性，他在理论上还是始终一贯的。他一直有一个崇高的目的，即通过拯救道德来拯救社会。

晚年的伊拉斯谟依然不辍笔耕，除校订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外，还写了一些教育著作。

1528年他的《西塞罗主义》（Ciceronianus）问世，批判了当时泥古不化的形式主义文风和学风。他说：“因为我不是西塞罗，所以我应该表达出我自己的思想和风格。”[15]

1529年他的重要教育著述《论男孩的教育》（De pueris instituendis，英文为 On the Education of Boys）发表，系统阐述了伊拉斯谟的教育观。《论男孩的教育》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教育史上也具有重要地位，教育史家波温认为在当时它是“历史上已有的著作中对教育问题阐述得最为深刻而透彻的著作之一”[16]。

1530年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英文为 On Civility in Children）出版，该书主要讨论礼仪问题，由于正合时宜而广为流传。该书6年内再版30多次，前后总共再版130多次，其中18世纪再版13次。此外还有大量译本、改编本和模仿之作。1532年就有了第一个英文译本，4年后被改编成问答手册，并开始在学校里被用作男孩的教科书。紧跟着出了德文和捷克文的译本。1537年、1559年、1569年和1613年不断有新的法文译本问世。这本书促进了欧洲人行为举止的文明化进程。

伊拉斯谟在晚年对教育思想的贡献是很大的，在这方面他的晚年绝不是“不光彩的”，而是光彩照人的。在经过多年的疾病折磨之后，伊拉斯谟于1536年逝世，终年70岁。

第二节 对社会现实的批判

伊拉斯谟所面对的社会现实是远远不能令他满意的，宗教、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存在的问题都成为他揭露、批判的对象，而批判的核心是天主教会。

一、对天主教会的批判

伊拉斯谟认为教会和教会人士的天职是净化世人的灵魂，使世人有德，使世人虔信上帝。然而可悲的是，教会本身就是不洁的，遑论拯救世人？从一般僧侣到教皇，都陷入腐败与罪恶之中。

伊拉斯谟认为僧侣是愚昧无知的寄生虫，“他们目不识丁，却因此把不读书当成最大的虔诚。他们在教堂里像驴似地高声朗诵圣诗时，只记住它的词句，并不了解是什么意思，却以为自己正在把最滑润的香油涂抹在上帝的耳朵上。他们中间大多数人把自己的脏和穷看成本钱，挨家挨户哀声乞讨食物。他们闯进旅店、舟车和其他公共交通工具，对正规的乞丐大为不利。这些圆滑之徒，仅仅能够说明：他们是用污秽、无知、土气、傲慢无礼来为我们扮演使徒生活的”[17]。他们是“精神错乱的蠢物”，他们简直不带一点宗教气味，不了解真正的教义，然而却“深深地爱恋自己，是个人幸福的痴赏家”。照他们的行为举止看，好像全部信仰都在于琐屑的礼仪小节：“缚凉鞋准确要打多少个结；各式衣装分别取什么特异颜色，用什么衣料做成；腰带多么宽，多么长……” [18]如此等等。他们任意解释《圣经》，武断地做出荒谬的结论。“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将使他屈服，改变他的主张，承认自己冒昧”，甚至扣上异教徒的罪名，将之轰出教会，“这是他们陷害敢于反对他们的人的精神武器”。作为圣职人员，他们应做社会道德的表率，但实际上却恰恰相反。伊拉斯谟以大量的事实和犀利的词句对他们的纵情淫荡的生活，予以无情的揭露：“喝得痛快，活得长久，尽情寻欢，你们这一些出色的醉心于愚行的人们！”[19]他又说：“他们徒然遮遮掩掩，徒然想在凡夫俗子面前诽谤肉欲享受，最恶毒地咒骂它，纯粹是装腔作势！他们设法使别人远离肉欲享受，为了自己更痛快地享受。但是神明在上，请他们告诉我，如果没有快乐，也就是说没有疯狂来调剂，生活中的哪刻哪时不是悲哀的，烦闷的，不愉快的，无聊的，不可忍受的？在这儿我本来只要引用索福克勒斯的话来作证就行了，这是一位伟大的最值得赞颂的诗人，他对我（指愚人）十分称颂，他说：最愉快的生活就是毫无节制的生活。”[20]伊拉斯谟严厉指责教会只是唆使人去追求虚无缥缈的来世，而那些放荡不羁的教士却在今世荒淫享受，这是不公允的，应群起而攻之。在此也体现出伊拉斯谟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反对来世观念，主张世俗享乐的人文主义观念。

教皇亦在受批判之列。伊拉斯谟认为，教皇应以谦逊和清贫来效法基督，但他们却无此美德，而是滥用手中至高无上的教权，发布怒声咆哮的敕令，打击异端，榨取财物（如出卖赎罪券），完全是为了排除异己，谋取私利，并无《圣经》所要求的真正的仁爱之心。教皇还挑起战争，使人们相互仇杀，伊拉斯谟指出：“基督教教会是在血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依靠血而壮大的，依靠血而扩大的……战争是可怕的，它适于野兽而不适于人类……战争是瘟疫，它引起性格的全面败坏；战争是罪恶，最坏的人往往战胜。战争是邪恶的，它与基督毫无共同之处。然而我们的教皇们忽视一切，唯独致力于战争。这些疲沓的老头子们却不惜一切人力和资财精力充沛地大干特干，其目的只是在于颠覆法律、宗教、和平、人道。”[21]

而信奉基督教的基督徒往往成为教会所玩弄欺骗的对象，“没有一个傻瓜的行为会比这些被基督教狂热迷住了的人更为愚蠢了；因为他们大量施舍钱财，他们宽恕罪过，任人欺骗，不分敌我，弃绝快乐，饱尝饥饿、失眠、痛哭、辛劳、斥责之苦；他们恶生恋死；总之，他们对于普通的感觉似乎已经变得完全麻木不仁，简直像灵魂已经离开他们的肉体到别处去了似的。确实，这不是疯狂又是什么呢”[22]？教会的说教使人轻视今生、追求虚幻之物而饱受今生之苦。在路德攻击赎罪券之前，伊拉斯谟就开始了他的攻击，他奚落那些购买赎罪券的人，说他们用虚假的宽恕给自己吃定心丸。伊拉斯谟认为金钱不能赎罪，赎罪券是一种欺骗，是与真诚的信仰相悖的。一个小偷从他偷来的钱中拿出少许购买赎罪券，他就能立即洗净他一生中的全部污垢，一切罪恶如伪造证据、色情淫乱、背信弃义、蓄意杀人等，都可以用钱开脱，还可使他今后可以重犯这一系列罪行，伊拉斯谟问道，难道这就是宗教信仰吗？教会的这种行为是道德的吗？

经院哲学是天主教会的精神支柱，伊拉斯谟对经院神学家大加鞭挞，认为他们自高自大，“尊自己为智慧的唯一宠儿，把其余的人看作宇宙间的污秽和垃圾”。他们愚昧无知，只是“筑起空中楼阁，在真空中建立无限的世界”。尽管无知，却自夸懂得一切事情，“他们从来没有过一次重要的发现，没有在一件最小的事情上有过一致的意见。除了被一些或另一些人反对和反驳以外，没有什么东西是清楚的、明白的”。他们整日考虑的是这样一些荒诞无稽、玄而又玄的问题：“耶稣，作为圣子，是否对圣父上帝和圣母有着双重特别明显的关系？三位一体中第一个人恨第二个人，这个命题是否可能正确？上帝使我们的天性像地，作为一个男人，他是否同样可以变成一个妇女、一个魔鬼、一只野兽、一棵野草或者一块石子？如果神性有可能以任何无生命的物质的形式出现，那么他怎样讲得了道呢？他又怎样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如果在我们的救世主悬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圣保罗赞美着圣餐，那么圣餐面包会不会化为留在树上的身体呢？耶稣的肉体出现在圣饼里，他的人性会不会从他的神性抽出呢？我们是否复活以后会像今生那样大吃大喝呢？”伊拉斯谟认为，这些空想的神学家和经院哲学家，一心一意地继续着他们晦涩难解的研究，不去阅读《圣经》，不去把握《圣经》中该把握的东西，空口说废话，以之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教会。伊拉斯谟讽刺道：“他们的权势和权力也是非常之大的。他们对待《圣经》的历史想怎样就怎样，好像把一块蜡要揉成什么样子就揉成什么样子。不管他们武断地作出什么结论，他们就批准它们，并不准改变，好像其具有梭伦的法律和罗马教皇的法令同样的力量。如果有人敢于反对他们的决定，他们将使他屈服，改变他的主张，承认自己冒昧。他们说这个命题是毁谤，说哪个命题不恭敬；他们说的话，好像是圣谕，不可改变；说这个命题有点异教的气味，那个命题枯燥和不适当。”总之，一副文化专制主义姿态。这些神学家甚至自大到讲拉丁文时不遵守语法规则：“他们那样随便地讲拉丁文，他们嘲笑遵从正确的句法或严守性、数、格的一致的谈话，以为像一个教师那样说话，屈从语法的规则，有失神学家的尊严。”[23]

伊拉斯谟对教会的批判是尖刻的，但他在世时并未受到教会的迫害，这与其注意保护自己有关系，他在写作时非常谨慎，尽力避免正面攻击，也不指名道姓，他总是再三解释他无意于攻击教皇制度，而只是反对不称职的教皇而已，他说他对修道院的生活充满敬意，他讽刺挖苦的不是全部僧侣而只是那些恶劣的僧侣。亦即，他反对的不是教皇制度、天主教会制度本身，而只是在此制度内部活动的一些不道德的个人。实际上，他的批判引起的作用恰恰是对天主教制度的颠覆。

二、对文化教育的批判

伊拉斯谟对北欧当时的文化教育状况极为不满，对知识界、教育界人士大加抨击。

第一，对文法学家和文法教师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那些表面上被认为是学问最渊博的人中，文法学家居于最前列，他们是“最可怜、最有奴性、最可恨的人”，骄傲自大，盲目自信，迂腐透顶，互相吹捧讨好，庸俗至极，俗不可耐，死守空疏无用的语法规则，背诵着“空虚而夸大的诗句”，“靠着那些不过是消遣性的短文和寓言般的赝品，他们是那样可笑地在虚无缥缈的妄想中费力支撑着，以指望获得一个不朽的名声，同时庆贺以他们的胡言乱语在别人心中留下的永不衰息的怀念”。

伊拉斯谟认为当时的学校是被精神的尘埃所窒息的“监狱”。文法教师的任务仅仅是给儿童讲一些愚蠢的故事和所谓的有诗意的小说，他们欺世盗名，让儿童的父母认为他们充满智慧、非常重要。他们还对儿童施以残酷的体罚，“蹙额瞪着发抖的孩子、打耳光、严厉地批评、用戒尺责打”，“在训练中运用各种严酷的方法”，并“从中感到莫大的自得和欣喜”。

第二，对修辞学家和作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修辞学家们野心勃勃，想加入哲学家的行列，但他们愚蠢无能之极，“在任何争论中，对他们无法认真驳倒的问题，他们常常能轻轻一笑过去”。而作家呢？有的乱涂一通，糟蹋纸张，不知所云；有的反复修改，劳神费力，沽名钓誉；有的粗制滥造，整篇剽窃，卑鄙无耻。

第三，对法学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法学家是最自负自夸的人，他们充满信心地援引与当前案件无关的几百种案例，而自己却认为 “那是他们费了极大力气的最好的诉讼”。

第四，对逻辑学家和诡辩家的批判。伊拉斯谟认为这两类人像鹦鹉学舌一样呆板，像老妇人一样唠唠叨叨、滔滔不绝地说废话，为了区区小事而不留情面地争论。他们愚顽至极，总相信自己正确无误，“以致世界上所有的论断都不能说服他们接受相反的论点”。

伊拉斯谟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道德问题，他所批判的对象正是教会和文化教育界的不道德现象，诸如愚蠢、盲从、虚伪、自大、贪婪、卑鄙、荒淫、残酷等。

伊拉斯谟并非只破旧而不立新，并非只进行批判而不从事建设。在对当时社会上的不道德现象批判的同时，还通过对“愚人”的歌颂，展示出他的新的宗教观和道德观以及社会改造、教育改造的理想。我们可从下面几个方面探讨他礼赞“愚人”的实质。

首先，伊拉斯谟批判了当时罪恶的社会和腐败的教育对人的戕害。本来“一个人的童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但由于他降临于一个不道德的充满肮脏与污秽的尘世，世上的“清规戒律”束缚着我们，繁芜无用的知识困扰着我们，使我们享受不到“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时期”，未及青春年华就衰老了，伊拉斯谟因之感慨万端：“我们来到世间多么悲惨！我们的教育多么艰难！我们在童年犯下了多少错误！我们的青春又遭受了多少苦难！我们的衰老多么令人难以忍受！我们那不可避免的死亡又是多么悲惨！而且又有多少疾病缠扰着我们！有多少不测的灾祸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又有多少麻烦侵扰我们！没有浸泡在苦水里的东西又是多么的少！更不用说人与人之间的相互残害，不用说贫穷、坐牢、恶名、虚伪、痛苦、圈套、背叛、辱骂、诬告和欺诈了……”伊拉斯谟喝问：“人类为了防御什么才保留下来这些邪恶？”他认为，在这样一个世界上，“越无知越受益”，越保持天性之自然就越少受社会的毒害。受到毒害的人“一喝下遗忘水，他们心头的尘埃就会被洗得一干二净，他们就会重新焕发青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拉斯谟说：“愚蠢是唯一能够留住青春和抑制衰老的东西。” “愚人”较上面所提及的那些知识渊博的法学家、修辞学家、神学家们更少受到毒害，更多地保持了虔诚和美德。所以，伊拉斯谟要歌颂愚人。

其次，通过智人与愚人的比较，赞颂了愚人的美德。伊拉斯谟认为，假如所有的人都很聪明，聪明得脱离了人性，就如同那些虚伪的文法学家和修辞学家们一样，那么，世界将变得更加丑恶。愚人是“唯一朴实、诚实和讲真话的人”，“愚人的心思都从表情和谈话中表露出来了；而智人却有两条舌头：一条舌头讲真话，一条舌头编造谎言”。“愚人心术正直，没有阴谋诡计和恶，而智人却自认为无人与之比拟”，虚妄至极。伊拉斯谟进而比较了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让我们比较一个智人和愚人的生活状况吧！你给我想出一个智慧的典范与愚人相比吧！这个智人把他的童年和青春年华全部消磨在学习科学知识上，在观察、思虑、研习中失去了一生中最甜蜜的一部分，剩下的时间他从来未曾尝到乐趣。对于自己说来是勤俭、贫穷、悲伤、愁眉不展和刻薄；对别人来说，是令人嫌恶，遭人痛恨。他们面色惨白，骨瘦如柴，粗鲁不堪，双眼酸痛，还没死就已遭受衰老和死亡的折磨。（还没享受到生活的乐趣就死去，有什么意思呢？）这就是伟大智人的形象。”伊拉斯谟对这种智人的生活方式很不欣赏，而希求一种“一生频频举杯，翩翩起舞，盛宴不断，欢闹嬉戏”的新的生活方式。他认为“再没有比我们通常所叫的愚人更幸福的了！我认为这些都是光彩耀人的美称。愚人不怕死，不因恶的降临而恐惧，也不因即将来临的幸运而高兴。简而言之，他们不受千思万虑的困扰。他们既不谦逊，也不畏惧，既不雄心勃勃，也不妒火中烧。他们不仅快活嬉戏，又唱又乐，而且到处受到欢迎”。愚人与人为善，也受他人珍爱，“万事万物都不愿伤害他们。即使是十足的野兽，看到愚人无邪的天性也不加害于他们”。

再次，伊拉斯谟通过引证《圣经》赞美愚人。《圣经》认为，只有上帝是真正的智者，所有的人都是愚人，人类丝毫没有智慧，不应为有一鳞半爪的知识而傲慢。上帝喜欢纯朴的愚人，而厌恶那些自认为聪明的智人。正因如此，“才禁止人类吃智慧之果，似乎智慧是幸福的毒药”。圣保罗也认为，智慧使人自满自足，并产生危害，因而要避而远之。君主也不喜欢聪明过头的人，“君主对聪明过人的人投去怀疑的眼光，自然地嫉恨他们”。基督“细心地劝告愚人谨防智慧的浸入。他把他们召集起来，以小孩、百合花、芥子、麻雀和那些微乎其微的只靠大自然意志生活而毫无心智和烦扰的东西为榜样，来教育他们”。

可以看出，愚人是道德的楷模，而智人是不道德的典范。伊拉斯谟希图的是建立一个道德的充满基督教虔诚精神的新社会。在本质上他认为愚人并不“愚”，真正的愚人是那些虚伪卑鄙的所谓“智人”。所以罗素指出，《愚人颂》“通篇有两类愚痴，一类受到嘲讽的颂扬，另一类受到真心的颂扬；真心颂扬的愚痴即基督徒淳朴性格中显露出来的那类愚痴”。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愚人颂》称不上是教育论著，但它对当时教育的影响却超过当时任何一部教育著作。在教育史上，对教育发生重大影响的往往不是纯粹的教育理论本身。《愚人颂》从更根本的角度揭示了北方文艺复兴教育的基本原则。

其一，《愚人颂》展示出文艺复兴运动的基本精神，为教育的变革奠定了基础。它抨击了当时知识界和教会的腐败，高扬原始基督教道德的旗帜，歌颂了人生的价值和人的尊严，要求人从各种“清规戒律”中解脱出来，宣扬人的不受束缚的自由发展，要求现实生活和尘世的享乐。

其二，《愚人颂》揭示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德行和虔诚，这反映了北方文艺复兴的特殊精神。伊拉斯谟指出：“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24]

其三，《愚人颂》要求使人的个性得以自由发展。细观《愚人颂》可以发现，似乎伊拉斯谟认为，人的天性是美好的、纯洁的，但一入罪恶的尘世，就受到了毒害和污染，所以他歌颂纯朴的具有“无邪的天性”的愚人，认为应“只靠大自然的意志生活”，而谨防所谓“智慧”的侵扰，含有“绝圣弃智，民复孝慈”的意味。

如何革除社会上的不道德，基本的途径就是教育。伊拉斯谟反对宗教改革与其温和的改革观是密切联系的。但这里就产生了一些问题：既然伊拉斯谟认为愚人有德而虔诚，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人的虔诚和道德，那么文化知识教育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还有无地位？虔诚、道德与知识是什么关系？伊拉斯谟所推崇的教育还是以古典文化知识为核心的人文主义教育吗？

实际上伊拉斯谟并不反对文化知识教育，不仅不反对，而且还十分强调。不过他主张的知识教育的内容与传统的粗鄙的拉丁语教育和经院哲学不同，而要求以人文主义教育改造旧教育，旧的知识教育戕害人的天性，使人不虔诚、不道德，而新的知识教育则发展人的天性，使人虔诚和道德。

第三节 教育与社会的变革

在讨论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时，伊拉斯谟具有浓厚的道德理想主义色彩，他视道德问题为社会问题的核心，视教育为社会改革的前提。

一、教育的社会性目的

伊拉斯谟重视教育对于国家的稳定与发展的作用。他认为 “一个国家的主要希望，在于它对青年的适当教育”，因而“应该对公、私立学校和女子教育予以最大的注意，使儿童可以得到最优秀、最可靠的教师的指导，从中学习耶稣的教导以及有利于国家的优秀的文献。若有了这样的制度，就不需要很多法律或惩罚，因为人民将自愿地遵循正义的道路”。这很有些“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教化胜于刑政”的色彩。

他让父母牢记他们对社会的义务：“你生儿育女，不是只为你自己，而是为国家；不是只为国家，而是为上帝。”[25]他坚决主张政治家和教会人士采取积极措施，提供足够数量的、能胜任教育工作的合格教师，来促进教育事业。他认为当时教师所受教育太差，缺乏进行教学工作的必要训练，而补救之“是政府的责任。其重要性决不次于整顿一支军队”[26]，明显的结论是有必要促使国家像组建一支军队那样组织教育。

伊拉斯谟尤其重视对君主的教育，也是出于改造社会的考虑，他认为若君主智慧超群、能力卓然、品德高洁，则君主能做一名贤达的国王，社会随之也就能摆脱愚昧和不道德的境地而趋于完善。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伊拉斯谟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尤其是教育的政治功能。

我们在此可联系《愚人颂》进一步明了伊拉斯谟企图通过教育改造社会的思想。《愚人颂》以幽默的笔法讪笑了当时荒唐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没有是非、善恶，也没有真理、秩序。更可悲的是，生活于这个社会里的人，由于积习已久，将四周的种种视为理所当然，而不觉得自己是生活在一个荒唐的世界里。他们都是庸人，但还自以为聪明。伊拉斯谟是一位改革者，想通过教育改革这个麻木不仁的社会，尤其是改革教会，不过他对宗教改革的观点和应用的方法与其他宗教改革者如路德等迥然不同。因为他是一个人文主义者，想用教育的方法来改进一般人的思想，所以用著书立说、兴办学校来推动改革；至于实际的其他社会革新，伊拉斯谟希望负有领导职责的王公和教士们去做。路德改造社会的方法是推翻旧教会，建立新教会，而伊拉斯谟则主张在维护基督教社会稳定的基础上，通过内部的逐步的温和的改良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而不希望新旧教会之间战争和流血。教育在伊拉斯谟看来是改良社会的最佳手段。他在宗教改革中拒绝脱离罗马教会，路德讥刺他为“懦弱者”，认为他有发现真理的能力而无为真理而斗争的勇气。[27]伊拉斯谟之所以如此，是与他对教育改造社会的作用观紧密相关的。

二、理想君主的教育

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伊拉斯谟把自己看作君主王公的谋士，看作社会弊端的诊治者，《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书就是一部教育政治学著作，其是为君主治理国家出谋划策。伊拉斯谟拥护君主制，认为君主实际上都是天意委派的，他们都为基督效力，以确保人民的安宁。

当时的政治生活中，严重存在着“伦理”与“暴力”的冲突，君主应以力服人还是以德服人？什么样的君主才是理想的君主？这些既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也是北欧人文主义者关注的问题。

伊拉斯谟强调伦理与政治方面的联系和对君主王公进行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君主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关键在于使美德发扬光大，可见，伊拉斯谟所要求的主要是君主的心灵的转变，而非体制的变革。政治的基础是伦理道德，“对于像伊拉斯谟这样的作家，问题既不是法律性质也不是经济性质的，而是道德性质的；而且，既然良好的表率来自上层，那么重新探讨教育君主的问题就是必不可少的事”[28]。

德行对一个君主而言至关重要，“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君主”，而一个好君主的主要标志在于他是否有好的德行。

国王若要治理有方，首先就必须有良好的德行。伊拉斯谟认为：“基督教神学把三个主要的特质归之于上帝——最高的权力、最大的智慧、最大的仁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具备这三个特质。有权力而没有仁慈，就是十足的残暴；没有智慧，就会带来混乱，而不是领土。”

未来的国王应具有哪些德行呢？“他是温和的、和平的、宽厚的、有远见的、人道的、宽宏大量的和坦白的。他不是金钱的攫取者，也不是它的奴隶。他能控制自己的欲望。他是有理性的，能判断的。他有纯洁的和周到的思想。他在忠告、正直、明智和留心宗教事务方面是专心的，总是想着别人的事情。他在谋划大事上是可靠的、坚定的、正确的，并有权威的判断。他工作勤奋，很有成就。他深切地关心人们，是他们的保护者。他行为善良，缓于报复。他诚实、如一、坚定、公正……他是容易接近的，和蔼可亲的，对与他谈话的人都表示欢迎。他公开支持和热爱他的人民和战士。他用武力反对侵略战争，从不寻找机会发动战争。他热爱和平，维护和平。他反对强行改变人民的习惯。他知道怎样做个领袖和国王以及如何建立有益的法规。他生来为了达到荣誉，其表现像个上帝”。这些伊拉斯谟所褒扬的德行实际上是耶稣神性的世俗表现。

一个君主应关注人民的安全胜于顾及自己的生命，君主应对人民尽职尽责，君主最大的快乐在于关心国家，使其在自己的努力下取得进步和繁荣。君主应认识到他是“为国家而生的”，“而不是为个人的利益而生的”，君主应关注社会的整体利益，而不应只关心个人或派别的利益。伊拉斯谟认为，不为任何私利所左右的共同幸福，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得到捍卫和维护，而君主应做共同幸福的捍卫者和维护者。伊拉斯谟还要求君主具有基督教平等的精神，一个基督教君主与出身贫穷的基督徒都是上帝的奴隶，他们之间应有“互相友好的关系”。“自然创造人，人人平等，奴隶身份是加在自然上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只有一个主人——基督”。伊拉斯谟认为上帝给人以自由意志，应尽力达民之情、遂民之欲，“保护人民的自由和安定有助于君权的加强”。

君主最主要的德行应是仁慈、爱民。“谁企望人民好，他就是国王；谁只考虑个人，他就是暴君。”君主要得到人民的爱，他就要表现出他自己是值得让人民爱的。他要做一些好事来赢得人民的心。他对人民好，人民也会对他好，以示报答。“谁要是失掉人民的信爰，他就要失掉一大群捍卫者。”所以，君主具有良好的德行是统治好国家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必要条件。

君主还应有智慧的美德。伊拉斯谟认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要掌握这种艺术，需运用智慧的力量。“对一个问题深思熟虑的唯一方法就是运用智慧。假如君主缺少这种素质，那么，他就不可能观察了解客观事物，正如视力被破坏了，不能看见东西一样”，所以，一个君主必须有非凡的智慧，“这是好政权的基础，也是主人命令仆人服从的基础”。

作为一个统治者，君主应“既能看到过去发生的事，又能看到未来，并有广泛的知识”。智慧应服从于虔诚的美德，受后者的指引。君主具有智慧应为民谋福利，而不是搬弄是非，祸殃百姓，荼毒生灵，谋一己私利，“他的智慧只用于为国而不是为自己”。

除仁慈、公正、智慧等美德外，伊拉斯谟尤为强调虔诚的美德。这鲜明地体现了北欧人文主义的特色。

伊拉斯谟认为“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估量一切东西”，但做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并非易事。“受过洗礼或涂过油神圣化的人，并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上教堂做礼拜的人也不就是真正的基督教徒。在他内心感情上信奉耶稣并且用他虔敬的行为模仿耶稣的，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一个真正的基督教徒必须运用上帝赋予的理智去明辨善恶，然后尽最大的努力趋善避恶。

伊拉斯谟理想中的君主教育，不是异教君主的教育，而是基督教君主的教育，所以他尤其强调君主的基督教精神的养成，认为“耶稣的教旨最适用于君主”，“必须把耶稣的故事牢固地扎根在君主的心灵里”，一个君主应“以纯洁的性格和智慧超出一切人”，“你强迫你的臣民学习和服从你的法律，你应该以更大的努力强制你自己学习和服从上帝耶稣的法律”。

对伊拉斯谟而言，对美德的追求不仅具有伦理道德上的意义，更具有至高无上的宗教意义。基督教的本质在他看来就是一种纯洁的道德，基督教的生活方式就是过一种纯洁而道德的生活方式。伊拉斯谟的政治理想就是将欧洲建成一个和平友善的基督教世界。伊拉斯谟反复要求君主必须使自己“完全具备这些美德”，如果君主达到了至善之境，就会使他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而如果他是一个完美的基督徒，就有可能为建立一个十全十美的国家奠定基础。

伊拉斯谟认为，君主具有美德不仅益于统治，而且益于化民成俗。“君主的美好道德生活是改进公共道德的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君主的生活德性可以掌握和改变他的人民的品德和特性”。在赌徒君主的统治下，赌博盛行；在好战者的统治下，每人都被卷入战争；在享乐者的统治下，人们都在浪费奢侈中玩乐；在残忍的暴君的统治下，每人都虚伪而苛刻。君主上行，臣民下效，所以君主应具良好德行。君主考虑人民的幸福不是只看他们如何有财富和身体如何健康，而是要看他们是否正直和能够自我克制；他们是否很少贪婪和不和；他们是否闹宗派等。总之，百姓的思想品德如何、精神方面的文明程度如何，才是最关键的东西。然而，要使人民有好的德行，君主首先以身作则，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淳化风俗。

伊拉斯谟对君主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希望君主追求什么样的目的呢？同其他人文主义者一样，他认为统治者的最高志向应该是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伊拉斯谟强调君主应听从 “荣誉的支配”，应沿着“正义和荣誉之路”前进，应使自己永远不因“受诱惑而离开荣誉之路”。君主应认识到只有自己遵循荣誉的方针才有可能统治他人。荣誉从何而来？伊拉斯谟认为：“除了从善德和优良的品行中产生的荣誉之外，再没有任何真正的荣誉。”伊拉斯谟认为，“出自美德”的高贵远比那种基于“家世和财富”的高贵更能打动人心，根据“最严格的判断”，只有第一种高贵才算得上是真正的高贵。如果某人具备了使其高贵的美德，那就意味着“把权力授予此人是天经地义的”，因此人具备了“君主必备的品质”。

君主的美德从何而来？来自良好的教育。良好的政治和良好的教育是密切相关的，伊拉斯谟因此像关心政治事务一样关心教育事务，他强调：“根据确定的思想原则对君主进行教育，这种事应放在万事之首。”看重对统治者进行教育是当时北欧人文主义者共同的政治关注，“这种认为教育极端重要的思想，也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人文主义者表面上写的是伦理哲学和政治哲学的论著，实际上都在书中对那些未来王公和官员的家庭教师们作不厌其烦的指导。由于他们同意伊拉斯谟关于‘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观点，这些人文主义者清楚地提出，哪怕是教育中的一个最微小的差错，都有可能对一个儿童成年后掌权时的行为产生有害的影响”[29]。伊拉斯谟指出：“虽然每一种伟大的艺术都是非常困难的，但是没有一种艺术比善于统治的艺术更加精巧，更加困难。为什么独有对这一件事情我们感到无须训练，认为生来就能胜任呢？若他们在童年时期尽是扮演暴君，在成年时期除了献身暴虐以外，还能有别的什么目的呢？”[30]伊拉斯谟认为未来君主的教师责任重大，国家未来的命运完全取决于他，“一个国家的一切都归功于一个好君主。一个好君主的一切都归功于运用道德的原则使他成为好君主的那个人”。

强调教育与政治二者之间存在密切的关系，对北欧的政治观念和教育观念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从政治的角度看，对统治者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血缘和财富不是成为统治者的充分条件，统治者首先应具备美德，要受过良好的教育，这种要求在政治上具有激进的含义。从教育的角度看，伊拉斯谟等人的思想纠正了北欧贵族教育中崇尚武力、不重知识教育的不良积习，使北欧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均发生了重大转变，知识的力量被人们所普遍肯定，其作用已超出军事力量。知识的力量高于军事的力量，这本身就是人类文明进步的标志。

汉弗莱全面总结了人文主义者对当时统治阶级发出的呼吁：“不要再认为是贵族就可以轻视学习”，要认识到，“勇气在闪光的人，思想也应该闪光”。西方学者昆廷·斯金纳指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是，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响应，这些人文主义者成功地说服了贵族阶级，使他们相信在这个社会中，军事力量远逊于理论力量的时刻已经到来。如果不是这样认识问题的话，前景是十分凄凉的。早在1509年，爱德蒙·达德利就在他的《国家之树》一书中指出，贵族们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传统的优势地位被 ‘贫寒卑贱之人的子弟’所侵占，这些人已经掌握了新的学问，正开始得到‘晋升和权力，而如果贵族的子女们称职的话，这些位置本来应该是他们的’。这个教训很快被贵族铭记在心。16世纪下半叶，贵族子弟开始挤满了北欧各大学，他们的文化水平日益提高。”[31]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也因此得到了巩固。教育不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东西了，它蕴含着许多利益因素，所包含的政治功能也愈加显彰。

伊拉斯谟对君主的知识素养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继承柏拉图的思想，认为君主应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智慧。他说：“如果你不是一个哲学家，你就不能成为一个君主；你将成为一个暴君。再没有比一个好君主更好的了。一个暴君是这样一只凶恶的野兽，与他同样的人是没有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像他那样对人们有毒，什么东西也不会比他对人们更为有害。别以为柏拉图轻率地提出了一个为最令人钦佩的人们所赞赏的思想，那就是，一个幸福的国家，将是君主都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掌握政权的国家。我所谓哲学家，并不是一个精通辩证法或伦理学的人，而是一个抛弃一切虚妄的假象，虚心寻求真理、追随真理的人。事实上，成为一个哲学家和成为一个基督教徒是同义语，唯一的区别是名称的不同。”[32]

可以看出，伊拉斯谟的理想君主形象与马基雅弗利的理想君主形象是大相径庭的。基督教道德与人文主义文化是基督教君主的两种必备素质，伊拉斯谟充分肯定道德和知识的价值，而马基雅弗利恰恰蔑视这些，狐狸的欺诈伪善（不道德）和狮子的暴力强悍（军事力量）是马基雅弗利所推崇的。谁的观点更合时宜呢？谁的观点更具生命力呢？

三、人文主义教育与大同社会理想的实现

伊拉斯谟是个和平主义者和世界主义者，他反对一切与和平相悖的东西，例如，国家间的战争、教会势力与世俗势力的冲突、教会内部的分裂、文化界的种种争论等都在他反对之列。他希望建立的是一个团结和谐、充满友爱的基督教大家庭，在这个大家庭生活的人信仰同一种宗教——基督教，说同一种语言——拉丁语，服从于同一个精神领袖——教皇，服从于同一个世俗领袖——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这种思想对其教育理论有着深刻的影响。

伊拉斯谟反对战争。在《和平的诉怨》中他指出战争与基督教友爱的理想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战争是邪恶的，不论它在哪里爆发，“都会成为虔敬和宗教的最致命的祸患”。战争是贤明统治的敌人，因为“在兵器铿锵声中再也听不到法律的声音”，而 “穷凶极恶之徒”则往往在和平被唾弃的时候窃取“绝大部分权力”。任何国家的最高目的都是要促进基督教友爱和贤德的统治，因此，“绝对有必要深恶痛绝地制止战争”。战争会将我们最美好的希望毁灭殆尽，使我们“陷入罪恶与苦难的深渊”。伊拉斯谟号召，“所有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们”，要“一心一意地团结起来，制止战争，缔造永久和普遍的和平”。

伊拉斯谟在《和平的诉怨》中反对教会的“正义战争”理论，视这种理论为当代暴力肆虐的一个更危险的根源和保护伞。奥古斯丁频频呼吁禁止战争，但他同时又提出，由于让恶人骑在正义之人头上称王称霸要比正义之人服从恶人更加糟糕，那么正义之人反对恶人的战争就不仅有可能是“一件必要的坏事”，而且可能被“恰当地称作一件幸事”，正义的战争有时候是必要的。这种理论后来被教会接受，并被阿奎那收入他为正义战争辩护的经典性的理论之中。伊拉斯谟认为这种理论自欺欺人，他说，基督徒们甚至在与另一个与他们持有完全同样的信条、信奉同一种宗教的民族动武时，也常常声称他们在打一场正义的和必要的战争，但是驱使他们走上战场的并不是正义和必要性，而是“愤怒、野心和愚蠢”。真正的基督徒应该认识到，“一般地说，再不公正的和平，几乎也比最正义的战争更为可取”，因为和平是 “最好不过的事情”，如果我们想要“证明自己是基督的忠实信徒”，就必须时时刻刻维护和平。[33]

在伊拉斯谟的教育思想中，有一个重要内容就是要求对学生进行和平教育。在《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中伊拉斯谟专列一章讨论“和平的艺术”，他要求君主充分认识到“和平是多么崇高和有益”，而进行战争是“多么不幸和有罪”。

伊拉斯谟眼中的和平是广义的，不仅包括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国家与教会间的和平、国内的和平，也包括教会内部的和平和其他一切方面的和平，他欲使和平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成为每一个基督徒追求和实践的东西。伊拉斯谟反对宗教改革的根本原因就是，改革会导致教会分裂，会带来冲突甚至战争。伊拉斯谟“对于欧洲的统一逐渐消失是伤怀的。他的梦想是用基督徒的人文主义来抑制国家主义。他在把所著四福音注释献与新兴国家的四位元首——英国的亨利（Henry），法国的弗朗西斯（Francis），西班牙的查理（Charles），和奥国的斐迪南（Ferdinand）——时吐露了这种愿望：因为他们的名字都与这些福音作者连结在一起，所以要他们的心也被福音连结在一起。改革运动中所隐藏的分裂和战争的威胁，着实令他吃惊”[34]。

伊拉斯谟热衷于和平的艺术，对战争的艺术并不感兴趣，因此，在他的教育思想中，“身体的训练没有真正的地位”[35]，更谈不上对学生进行军事训练了。

与和平正义相关的是他的世界主义，他希图在欧洲建立一个使用同一语言、信仰同一宗教的大同社会，因此他反对教会分裂，反对民族语言，他欲以拉丁语和基督教为这个大同社会奠定统一的文化基础。他也反对当时勃兴的民族主义（nationalism），认为国家民族的独立发展意味着冲突和战争，应摒弃国家利益、民族利益，也应摒弃地方利益、团体利益和个人利益，而只追求共同利益。教育史家伍德沃德指出：“伊拉斯谟不喜欢‘国籍’这个词，瞧不起民族语言，对民族性的宗教信条和民族性的教会深恶痛绝。因为国籍、民族语言、民族宗教、民族教会中的每一个都与分裂有关，都与对立有关，而且分裂和对立最后还会导致战争。一种共同的语言——拉丁语、一个共同的教会、一种同质的文化以及永久的和平构成伊拉斯谟的社会理想。”[36]教育史家博伊德指出：“伊拉斯谟在行动上和信仰上都是一个彻底的世界主义者。他只讲拉丁语和荷兰语；他在荷兰、法国、英国、德国和意大利的学者中间，都同样感到自由自在。虽然民族精神在各地都占优势，但他并不赞成国家之间存在差别；他对本族语文学作品也不感兴趣。他的理想是在整个欧洲建立一种从希腊、罗马伟大文学作品中汲取大量语言材料的共同文化和知识。”[37]瑞士的苏黎世城曾两次邀他做苏黎世公民，这对当时的人文主义者而言是莫大的荣誉，伊拉斯谟却这样答复，他说他希望“成为世界的一位公民而不是某一个城市的一位公民”[38]。

这种根深蒂固的世界主义观念表现在他的教育思想上，就是否定本族语教学，否定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教育。

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的社会理想如何实现呢？靠教育。分裂、对立、仇杀、战争的原因在于人的无德与愚昧，即在于精神问题，通过共同的教育造就友爱有识的人即造就有基督教道德又有人文学识的人，由这样的人所组成的社会必是和平友爱的社会。伊拉斯谟寄厚望于教育，是因为他在教育中寄托着他的社会理想。

第四节 教育与个人的发展

伊拉斯谟有句名言：人不是生就的而是造就的（Men are not born but fashioned.）。靠什么造就？靠后天的教育和影响。生就的东西是天性，人的天性如何呢？它与教育又有什么关系呢？

一、人性论及其教育意蕴

伊拉斯谟对人性即对人的天性的看法是乐观主义的，他充分肯定人性的积极作用，肯定人的价值。

他认为人性是善的。善内含于人性之中，正是人性中的善使人有善心、行善事。他说：“大自然在我们的灵魂中植入了和平的种子，使我们心向友爱与和谐。如果我们都谨慎地依天性的推力而行，我们就会热望和睦相处，渴求友谊，关爱邻人，关心他人的需要，这样我们生活在社会上就如同生活在温暖的家庭里，充满幸福和欢乐。”[39]人性之善主要就表现在人有爱心，爱心使人热爱和平，使人厌恶对立与争斗。伊拉斯谟的和平主义与世界主义思想与他的这种人性论是相关的。这种人性观对伊拉斯谟的影响有以下几点。其一，他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使人友爱合作而不是使人争吵敌对。他厌恶经院学者之间无休无止的争吵，也厌恶人文主义者对争辩的爱好。他认为，人文主义者在好争吵这一方面是对经院学者恶习的延续。写作和演说都应有一种平和的心态，目的是友好地交换意见而不是恶意地争斗抨击。他对雄辩术的理解与一般的人文主义者不同，他认为教授雄辩术是为了增进人们之间的友好交流，而不是为了置对方于死地。雄辩术作为一种工具应服从于道德的指引，不违背天赋的善性。伊拉斯谟赋予教育以明确的伦理取向，他不把教育看作一种纯技术性的东西。其二，他认为把“竞争”作为教育方法之一是不恰当的。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视竞争为重要的教育手段，认为竞争对学生有激发作用，使他们渴望获得荣誉、取得成就，能显示出他们的锐气和斗志。也有一些人文主义者对竞争的作用持另一种看法，例如，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瓦拉就认为对荣誉的热爱所带来的竞争会导致敌意与不和。伊拉斯谟认为人性中的真正高贵之处是谦逊而不是勇猛，谦逊意味着真诚、坦率、友爱、和善。教育应发展、促进人性中谦逊的一面而非好斗的一面。

伊拉斯谟认为人性倾向于促人向上，人性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人与动物不同的是，人有理性，“正是理性使人成为人”[40]，也正是理性的存在使教育和训练有了用武之地，教育和训练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发展人的理性。人不是软弱无力、无能无为的，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种人性观引申到教育上，就使教育成为一件大有可为之事，人的天性为教育奠定了生理心理条件，人是造就的不是生就的，这予教育的存在以莫大的价值和意义，它肯定后天教育的力量，肯定人为的力量，对宿命论、命定论的悲观主义教育观以有力的挑战。人可教也，因人性中含可教之资材，伊拉斯谟从人性的角度论证了教育的可能性。他指出，“人的精神是倾向于接受调教训练的”[41]。伊拉斯谟还论证了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如果说树木和野兽是自然长成的，我则认为，人则是后天造就的”，人和动物不同，人不是本能自然发展的结果，“单赋予人以理性这一优势，对人的发展而言，增加了训练的负担”，“人要具有真正的智慧，必须要以受到坚实的教育为前提条件”。显然，伊拉斯谟看到了在存在状态和发展方式上人与动物不同，人是社会的、文化的存在物，不是纯自然的东西，所以人的存在和发展仅依赖天赋还不够，还需要教育的参与。他说人的天性可能是强有力的，然而教育更加有力。[42]这种人性观在教育上的另一个引申意义是，它否定权威主义教育教学方法存在的合理性，人性中有学习求知的资材（理性）和倾向性，外在的强制如体罚等是没有必要的，求知的欲望使人求知时不用扬鞭自奋蹄。

伊拉斯谟认为人的意志是自由的，应高扬人性中理性的力量和趋善的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与路德发生了冲突。1524年伊拉斯谟发表《论自由意志》，批评路德的一些观点，次年路德发表《论受缚的意志》予以反驳。两人争论的核心是对人性的善恶和人的能力的看法问题，路德认为伊拉斯谟对人的道德和理性能力给予了过高的评价，把人的地位作用过分地拔高了。伊拉斯谟认为人性是向善的，而且任何人都可以凭借其推理能力（理性）理解上帝的旨意。路德承认人有理性，也不反对理性具有推理的能力。尤其当“劝人为善的理性”在“谦卑地服务于信仰”时，路德也不反对理性对信仰的意义。但路德反复强调，人的全部推理能力都是“世俗的”和“悖谬的”，人类都是“获罪于上帝并遭到上帝抛弃的”，因此，都是“被束缚的，不幸的，受到制约、孱弱且必有一死的”。如果认为能够“依靠人的理性来估量上帝”，并以此洞悉上帝的神秘意志，那非但滑稽可笑而且罪孽深重。他认为人的意志自始至终、完完全全受缚于罪恶。我们已经变得如此“腐化堕落、背叛上帝”，以至于没有一点希望能“思虑任何上帝所乐或上帝所思之事”。我们的一切行为都导源于我们的“背叛与邪恶”的本性，这种本性完全为撒旦所奴役，致使我们只肯做“背叛与邪恶的事情”。结果，“由于亚当一人所犯下的原罪，我们都处于有罪并被罚入地狱的境地”，“除了邪恶和永世遭罚之外什么事情也做不了”。这样，路德就推出了一个令人悲观的观念，这就是，由于我们的一切行为都无情地暴露了我们堕落的本性，所以我们不能够期望做任何事情使我们在上帝的眼中成为义人，从而使我们得救。路德与伊拉斯谟所争论的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意志自由问题，路德也承认人可以自由地 “吃、喝、生育”等，人也可以自由地行善积德。路德要否定的是伊拉斯谟对意志自由的解说。伊拉斯谟认为，意志自由是人类意志所具有的一种力量，人类可借此而得救。路德反其道而行之，他说，“因为人是肉身的，人的兴趣只在肉体上，所以自由的选择只会使人倾向于邪恶”，“渎神的欲望把所有的人都引向地狱”。路德的结论是，对于人的得救而言，人的“自由选择无足轻重”，人的努力和善行毫无作用，人根本不可能依靠自己的努力而得救。人只能靠上帝向人施加恩惠而得救。有罪之人的唯一目标必须是获得一种纯属被动的信仰，即虔信上帝仁慈的恩惠会将其从不义中解救出来。可见，路德对人的价值和作用是抱悲观态度的，而伊拉斯谟则高扬人的价值，尤其是高扬理性的力量，这就意味着，在教育上，他高扬学生的价值、教师的价值，也高扬教育这一人为的事业的价值；而且，对意志自由的强调也使他看重教育的自由，如同西方学者特雷西（J.D.Tracy）所指出的，伊拉斯谟的 “教学方法允许学生依其天性自由地发展”[43]。这种自由的教育精神反对泥古不化，倡导独创性。他抨击西塞罗主义，反对僵化刻板模仿古人而要求创造性地借鉴古人。伊拉斯谟一生的经历以及其思想的丰富多彩，也体现出他本人是这种自由精神的实践者。还需注意的是，伊拉斯谟与路德都非常重视教育，但他们关于人性问题的争论表明，两人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大不相同的。

伊拉斯谟不仅讨论了一般人的天性问题，还讨论了学生的天性表现问题，认为天性使儿童具有善于模仿和喜好活动的本能，认为“青年人的确缺乏公牛般的莽力，但另一方面，自然却使其具有蚂蚁般的坚韧和勤勉”[44]，伊拉斯谟要求教育教学要考虑到青少年的这些特点。

二、教育与学生天性的发展

既然人性善，为何还会有恶行恶人？伊拉斯谟认为原因不在于人的本性，而在于后天的不良影响。有人极力抱怨儿童天性是多么容易堕落，要其上进是多么困难。伊拉斯谟认为这样评价儿童的天性是不公正的。他也承认儿童易受感官诱惑，并认为这是教会教义中认为人有原罪的依据。但伊拉斯谟坚定地认为，人的不道德主要是后天的不良教育、不良影响造成的。他说教育发挥着这样有力的影响，正如柏拉图所说，一个受过正当训练的人，发展成为一种神圣的动物，而另一方面，一个受过错误训练的人，堕落成为一种畸形的野兽。[45]基于此，伊拉斯谟特别强调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儿童年幼时最易接受外界的影响，一旦受到不良影响就很难根除，他要求教育要及早进行，从襁褓时期就开始，当人的性格尚未形成时，“就必须使他的心灵充满有益的思想。道德的种子必须播种在他精神的处女地，以便随着年龄和经验日益增长，它们会逐渐生长和成熟，在整个生命的过程中植根。从来没有什么东西像在早年学习的东西那样根深蒂固”[46]。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促进学生的发展？教育与天性是什么关系？伊拉斯谟认为天性（nature）、教育（training）和实践（practice）是影响人的发展的三要素。天性“部分是指天生的接受教育的能力，部分是指天生的向上向善的倾向”，教育是指有技巧的“教导和指导”，实践是指“无拘束地运用人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是天生就有的，教育可促进这种能动性的发展。“若无精心设计的教育，天性必定会是不完美的，而实践者无教育所提供的方法做指导必定会导致毫无希望的混乱。”[47]天性是资材，是倾向性，教育和实践为天性发展提供切实的内容，天性是发展的可能性，教育和实践的参与使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人的发展是先赋的天性与后天的教育和实践的合金。

伊拉斯谟要求教育不要违逆学生的天性，而是要充分利用儿童的天性，要顺从天性之自然。把儿童当儿童看，尊重他们的不成熟状态。他认为教育过程是一个积极的过程，应充满“自由与乐趣”[48]，要做到这一点，教育者就应充分了解儿童的特点，并顺从儿童的天性实施教育。

伊拉斯谟还要求教育者关注儿童的个别差异，他将这种个别差异称为“个性”，这种差异使这个人喜欢数学，那个人喜欢神学，另一个喜欢修辞学或诗歌，再一个喜欢军事学。教师在教育过程中要注意学生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

教育要遵循儿童天性，那么，可否让儿童率性发展，将儿童个人的经验过程等同于教育过程？伊拉斯谟要求教育超越于个人经验之上，他认为应以人类积淀下来的知识去丰富学生的心灵。他说：“如果有人坚信，不需要通过知识教学的帮助而只通过处理各种事务，通过接触生活，就可以获得智慧，那就大错特错了。请告诉我，一个人在黑暗中能跑得最快吗？……知识是心智的眼睛，它告诉我们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无疑，经验丰富对人大有助益，但是只有当一个人通过学问中的智慧而获得了理智的判断力之后，丰富的经验才能真正对人大有助益。此外，我们在一年里从知识中所得到的东西比我们30年里从个人直接经验中得到的东西要多，而且从知识中获得教益不冒任何风险，而从经验中学习则伴随着风险。”[49]举例说，医生不能通过直接经验去学习如何区分毒药和良药，因为有死亡的风险。伊拉斯谟的这段话在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即使他没有其他有关教育的言论而只有这一段话，也足以使他在教育思想史上占一席之地。这段话深刻揭示出：教育的本质是传播人类文明积淀下来的间接经验，间接经验有着直接经验不可比拟的优越性，教育过程是一种特殊的以传授间接经验为主的认识过程，它有别于人类的认识过程，它更快捷、更有效率、更少风险。离开了以间接经验为主的教育，人无从认识、理解其经验，其行为也失去指引。伊拉斯谟深信人类文化的价值，也深刻认识到，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不能一切从个体的直接经验开始，应积极吸收人类社会过去所积淀下来的优秀文化成果，使个人发展和社会发展有一个高的起点，而不是一切从头做起。

在伊拉斯谟看来，天性为人的发展提供了可能性，但它并无切实的内容，人的个体经验能使人受益但益处并不是很大，使人的发展的可能性变成现实性，主要归功于文化知识的力量。

总之，要使人的天性得以较好的发展，必须及早对儿童施行教育；这种教育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并顾及其个别差异；这种教育要超越于儿童的个人经验之上、要以间接经验为主。此外，要使人的天性得到较好发展，还需为儿童提供好的外部条件，如好的教师和教材。

三、教师的素质与儿童的发展

在学生的发展中，教师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伊拉斯谟认为，正因为教师责任重大，所以应为学生选择好的教师。好教师应当年长，有高尚的品德，有渊博的知识，有丰富的教育经验，懂得教育艺术。他说，“年长，使他们受到深深的尊敬；生活纯洁，使他们享有威信；爱交际和态度温柔，使他们得到友谊”。教师应懂得教育技巧，“他能责备人而不使其感到奚落，会赞扬人而不流于谄媚，由于他纯洁的生活而受人尊重，由于他使人愉快的态度而受人敬爱”[50]。由于伊拉斯谟将教育理解为人类文化的接受过程，那么伊拉斯谟眼中的教师必须拥有渊博的知识。

值得注意的是，伊拉斯谟非常强调教师对其教育对象的了解，强调教师要懂得如何对儿童实施教育，亦即他强调教师要掌握教育艺术。并不是人人都可以做教师，也并不是每个有渊博知识和良好品德的人都可以做教师，教师应了解教育对象和教育过程，否则不会是称职的教师。这实际上是对教师的专业化资格提出了要求。

教师应了解学生，既了解其好的一面，也了解其不好的一面，以长善救失。例如，教师应了解学生“比较倾向于急躁还是傲慢，倾向于希望成名还是渴求名声，倾向于放荡还是赌博、贪婪，倾向于抵抗还是战争，倾向于鲁莽还是残暴”，当教师发现学生的弱点后，“他应该用优良的理论和适当的教导教化他，设法把一个尚易于接受引导的人引向更好的道路”，当然，教师还应当使学生的“长处得以发扬”。[51]

教师不应拘泥于一种教育方法或教学方法，应根据需要有所变化。他指出：“教师的任务总是相同的，但是他必须在一种情况下采用一个方法，在另一种情况下采用另一个方法。当他的学生还是一个小孩时，他可以通过有趣的故事、令人愉快的寓言和巧妙的比喻引进他的教导。当他年龄稍长时，他可以直接地教他相同的东西。”在表扬和批评学生时要看场合，“教师应该在别人面前给他以表扬，但是表扬要合乎事实，并且要得当”，“教师的申斥应该私下进行”，并且态度应和蔼，以“稍微减少训诫的严肃性”，尤其当批评年长的学生时更应如此。[52]

第五节 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

伊拉斯谟赋予教育以重任，认为教育既肩负着改进社会的职能，也肩负着使个人得到发展的职能，而这两种职能的实现要以具体的教育过程为前提，这就涉及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问题。

一、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的设定是为教育目的服务的。如前所述，伊拉斯谟把教育视为社会改良、教育改造、文化建设的基石，把教育视为使个人天分得到充分发展的基础，他说：“教育的首要任务是在青年的头脑里播下虔诚的种子；其次，它使青年人能够热爱并透彻地学习自由学科；第三，它使青年人能为生活的义务作好准备；第四，它使青年人很早就习惯于基本的礼仪。”[53]

什么样的教育才能达到这些目的呢？只有人文主义教育。由于伊拉斯谟是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又由于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那么他与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北欧其他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在教育内容方面必定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他与他们的不同何在呢？

作为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伊拉斯谟非常强调虔敬和道德，这种价值取向在教育内容上表现为以下两点。其一，重视宗教知识的教学。他所理解的古典文化，不仅包括古希腊罗马作家的著作，也包括《圣经》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他尤其重视以《圣经》为材料对学生进行教育，《圣经》中的《福音节》和《传道书》是对孩子进行道德教育的好教材。其二，重视以虔敬和道德为标准评价、选择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古典著作。他说：“最重要的是对作者进行选择，因为孩子最初阅读和吸收哪一类书籍是十分重要的。不正经的谈话毁坏心灵，不正经的书籍毁坏心灵的程度并不比它稍差。没有声息的文字会转变成为态度和情绪，特别是当它们碰上一个有某些缺点的天然性格的时候，更是如此。”他认为古希腊罗马的许多著作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普卢塔克、西塞罗、塞涅卡等人的著作对人都很有教益，他指出，找不到比普卢塔克的《格言》（Apophthegmata）和《道德论》“还要纯洁的书”；塞涅卡的著作“很有刺激作用，它激发读者的热情，追求道德的完美，使读者从卑污的心地抬起头来，特别是他的作品谴责各处的暴虐”；柏拉图的著作、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西塞罗的《论义务》皆有许多值得读的部分。

然而问题是，古希腊罗马作家都是非基督教徒，而学生都是基督教徒，古希腊罗马著作中的异教成分与基督教发生冲突时怎么办？伊拉斯谟认为，古代作家的著作中包含着极丰富的智慧，但同时也含有一些不符合基督教标准的东西，他要求阅读前要“预备好解毒药”，“应该用基督教的标准衡量一切东西”。他以历史著作为例：“我将不会否认，读历史家的作品可以从中得到极丰富的智慧，但是，除非你预先得到警告，谨慎地阅读，你将从同样这一些来源吸取到毁灭的要素。你应该注意，不要被多少世纪以来大家所推崇的作家的名字所欺骗。”[54]显然，以伊拉斯谟为代表的北欧人文主义教育家较之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更加强调古典文化的宗教和伦理意义，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意大利人没有哪个会把虔诚置于这样突出的地位，或如此强调学习与品行的密切联系。”[55]

伊拉斯谟认为语言是一切学习的基础，要学习了解古代文化，首先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他为这两种语言的教学提出了许多具体的建议，并编写了教材，例如，他的《格言集》和《对话集》作为学生的教材广为流传，影响深远。作为一个世界主义者，他不把拉丁语视为一种学术性的语言，而想把它变成一种用于交流的活的语言，把它变成整个欧洲通用的世界性语言，并想以这种共同的语言为基础在欧洲形成一种共同的拉丁文化。他要求在课堂上、家庭中都用拉丁语交谈。他对民族语言存在偏见，认为这种语言会造成国家间、民族间交流的不便，因此，民族语言在他的教育内容中没有位置，他不遗余力的是拉丁语的普及推广。他要求教学既要有培养学生阅读拉丁文著作的能力，也要有培养学生用拉丁文说话（演说）和写作的能力。

古典人文教育何以有助于实现伊拉斯谟的教育目标呢？

首先，在他看来，古典人文教育对宗教有强化作用，促使人更加虔敬，更具有基督教道德，有助于改革教育。具体表现在：其一，对古典语言的熟知和对人文主义方法的运用，有益于深化对《圣经》和早期基督教作家著作的研究，这样可探知基督教的本质精神，把基督教从教会所造成的迷信和腐败中拯救出来，从而使之成为一种活生生的力量；其二，希腊罗马的古典文化中包含很多于基督教有益的成分，这些东西有助于促进基督教信仰。

其次，古典人文教育有助于其社会理想的实现。伊拉斯谟对现实社会不满，意欲通过教育对之进行改革，而其理想的社会图景就是古代的罗马帝国。罗马帝国依法而治，和平统一，知识普及，无助者有所养，在他眼中是个高度文明的社会。他想通过超越国家民族局限的统一的拉丁文化教育，在他的时代重现罗马帝国式的大一统帝国理想。

再次，古典文化教育有助于人类知识的纯化和进步。中世纪被一些人文主义者称为“黑暗时代”，意指罗马文明的衰落和文化教育的不彰，而文艺复兴结束了这种局面，文艺复兴使湮没已久的各种知识重见天日。伊拉斯谟认为古希腊罗马文化包含着对人类很有用处的各种各样的知识。[56]学习、研究、传播这些知识，不仅能纠正中世纪文化知识中的许多错谬，纯化知识空气，还能为知识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

最后，古典人文教育有助于造就有知识有教养之人。伊拉斯谟讥笑北欧人的愚昧、自负和粗俗，认为通过人文教育可培养出知识丰富、精神充实、彬彬有礼的文明人，他欲以古代文化的力量提升其同时代人的文化水平和人生境界。

具体而言，伊拉斯谟眼中的古典人文教育包含以下内容：拉丁语、希腊语、宗教典籍研究、修辞学、逻辑学、伦理学、历史学、政治学、地理学、动物学、植物学、数学、音乐、天文学等。这些科目中，他最为重视的是古典语言、宗教典籍研究、伦理学、政治学、历史学等文科门类的教学。教学的具体方法就是读古典著作。宗教典籍方面主要研读《圣经》和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伦理学方面主要研读普卢塔克的《格言》和《道德论》以及塞涅卡的著作；政治学方面主要读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和西塞罗的《论义务》；历史学方面主要读普卢塔克、李维等人的历史著作。

伊拉斯谟还真诚地期望学生对自然知识和地理知识有广泛的了解，他所理解的自然知识是关于植物和动物的知识。他认为，学生应了解鸟类、昆虫类、鱼类、野生动物、树木、花草、河流、泉水、海洋、岩石、山川等方面的知识。这些知识主要来源于古人的著作，辅之以个人的观察和经验。伊拉斯谟对自然知识与地理知识范围的划定并没有超出古人研究的范围。对于数学、音乐和天文学，伊拉斯谟认为略知一二即可。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在伊拉斯谟的课程计划中地位并不重要，这一方面与他重虔敬与道德的价值取向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当时科学尚不发达有关。

由于伊拉斯谟崇尚和平，反对争斗和战争，所以身体训练和军事训练在他的教育思想中也没有地位。但这并不等于说，他希望教育培养出的人都是手无缚鸡之力、不谙世事的学究，实际上他非常重视培养学生待人接物的能力，要求学生熟知各种社交礼仪。他的《男孩的礼貌教育》论述的就是这一问题。在该书的引言中他写道，对男孩进行礼貌教育是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在该书中伊拉斯谟极其详尽地讨论了人们在交往中要注意的礼貌问题，涉及在教堂里、就餐时、聚会时、游戏时、在卧室里等场合中的礼节问题。伊拉斯谟认为人的外在的表现如身体的姿势、手势、服饰以及面部表情是一个人内心世界的反映，要做到外在美，首先要求内在美，这就需要教育的参与，他说：“我们之所以很少见到正直而有教养的风度，在很多情况下是因为缺少教导的缘故。”他的《男孩的礼貌教育》就是一本用于教导人的教科书。

伊拉斯谟提出了很多具体的建议，例如：他要求人“吐痰时应尽量转过身去，以免把痰吐在或溅在别人身上”，就餐时不要还没坐稳就急着把手伸到盘子里去，他认为只有馋鬼和饿狼才会这样急不可待；就餐时手指上沾了油腻不要用嘴去舔，也不要把手上的油擦在衣服上，嘴里塞满了东西时不要说话也不要喝酒，因为这样既不安全也不礼貌，等等。除了这些非常具体的礼节外，他还提出了一些一般性的要求。例如，他讲到人的目光时，指出：“人的目光应该柔和、真诚、宁静，而不应该空洞、冷漠或像阴险恶毒的人那样东张西望。”他认为，眼睛睁得溜圆表明愚蠢，呆视表示懒散，过于锐利的目光说明一个人就要发火，过于活泼而又富于表情的眼神则是一种恬不知耻的表现。倘若一个人的眼睛里流露出安详而又令人尊敬的友好神情，那便是最好的了。有一些要求则涉及对他人的态度，例如，他说“能够原谅别人的过错，这是礼貌”，“不要因为你的同伴有些不雅的举止就鄙弃他，有的人举止粗俗，却很有才华”，“如果你的一个同伴由于无知而犯了过错……悄悄地、友好地告诉他，这就是礼貌”。总之，要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尊重他人。

伊拉斯谟关于礼貌教育的思想表面上看平平淡淡，实际上却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对此，西方学者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在《文明的过程——西方国家世俗上层行为的变化》一书中有深入的分析。

礼貌和礼仪问题并不是始于伊拉斯谟时代，中世纪上层社会中也讲礼仪（在法语中叫作courtoisie，在英语中叫作courtesy，在意大利语中叫作cortezia），主要是指封建宫廷中贵族们相互交往而形成的一系列行为方式和准则，这些行为方式和准则与伊拉斯谟所倡导的是一致的吗？

埃利亚斯指出，与以后的时代相比，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中世纪时那些行为准则的质朴和单纯。与所有那些人们可以突发地、直接地表达自己情感的社会一样，那时候人的心理状态还不太细腻，思想也不太复杂。那时候不是朋友，便是敌人，不是欢乐，便是忧愁，不是好人，便是坏人。文艺复兴时期是一个过渡时代，人的行为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一时期出现的关于行为准则的书籍同样也表现出过渡时代的特征。从这些书中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行为规则尽管与中世纪的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新的东西正在萌发之中，中世纪那种好与坏、善良与凶恶之间的简单对立已经不复存在了。人们对事物的看法更加细腻了，对于自身情感和行为的控制加强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人文主义者所著的关于礼貌的书，成了中世纪与近代有关的礼貌书籍之间的一座桥梁。伊拉斯谟的那本书在人文主义者所著的一系列关于礼貌的书中达到了高峰，这本书具有那种双重的特性：它在许多方面保持了中世纪的传统和特征，许多传说中的关于礼仪的规定和准则在这本书中重又出现；同时，它又包含了一些新规则的萌芽。随着这些新规则的发展，逐渐地形成了一种观念，这种观念把封建骑士的礼貌概念挤到了次要地位。在16世纪这段时间里，“courtoisic”这一概念在上流社会里逐渐被废除，而“civilité”（法文，意为礼貌）这个概念则越来越频繁地被使用。埃利亚斯认为，在将近16世纪中叶的时候，“礼貌”这一概念才获得了它的近现代意义，“我们可以准确地确定人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使用这个概念的。这一概念的特定意义第一次是在1530年出版的由伊拉斯谟所著的题为《男孩的礼貌教育》这一本小册子里出现的，以后便为社会所接受”，伊拉斯谟赋予“civilitas”（拉丁文，意为礼貌）这个词以“新的，进一步的含义”，埃利亚斯进一步指出：“他显然是说出了与当时的社会需要相吻合的东西，从此‘civilitas’那种特定意义牢牢地扎根在人们的意识之中，并在各种流行的语言中发展为相应的时髦的语言，比如法语的‘civilité’，英语的‘civility’，意大利语的‘civlità’以及德语的 ‘zivilit at’。”[57]

伊拉斯谟的《男孩的礼貌教育》提出了高于中世纪的、合乎当时时代需求的一系列新的行为规则，对于促进欧洲人行为方式的进一步文明化助益甚大，对于促进欧洲教育中的礼貌教育更是贡献巨大。

二、教育方法

应从两个层面去理解伊拉斯谟的教育方法：一个层面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教育方法，如了解学生的天性，尊重学生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而因材施教，反对体罚和强制，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反对把竞争作为教育手段，反对泥古不化的形式主义等，这些前已述及，此处不再重复；另一个层面是指微观意义上的教育方法，即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化的具体的教学方法，亦即现代意义上的“学科教学法”。下面所要讨论的就是这个层面的教学方法，主要涉及怎么样开展语法教学、怎样阅读古典著作、如何培养演说能力、如何培养写作能力、教学内容在顺序上怎样安排等。尽管伊拉斯谟从来没有给孩子做过教师，但他对教学方法的分析思考却是深刻、细致而实用的。

语法教学是古典语言教学中的重点内容，不少教师在语法教学中投入了大量时间，力求使儿童记住每一条规则，伊拉斯谟对这种做法很不以为然，他在《论正确的教学方法》中说：“我必须阐明我的信念，即词法、句法规则知识虽然对每个学生都是非常必要的，但还应当尽可能少些、简明些，并精心加以组织。我不能容忍一般语法教师的愚蠢行为，他们浪费了数年宝贵的时间，把规则硬灌给儿童。因为我们的语言能力不是靠学习规则，而是靠同习惯于用准确精练语言表达思想的那些人的日常交往，靠大量阅读优秀作家的作品来获得。关于后者，我们应选择不仅文体正确、典型，而且题材也富有教益的作品。”[58]伊拉斯谟反对孤立地学习语法，要求将语法学习与阅读作品结合起来，使语法规则服务于对作品内容的理解，在一定的语言情境中学习语法。他的《格言集》和《对话集》就是本着通过阅读、对话学习语言、学习语法规则的精神而编写的。伊拉斯谟所提出的语法教学方法，对于克服当时语法教学中的形式主义、机械主义，对于提高语言教学的效率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在阅读古典著作前，伊拉斯谟要求教师给学生讲述作者的生平，认为这样可把作者放在一定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益于加深学生对作品的理解。在阅读过程中，阅读者应留意词的古代用法和现代用法、句子的构成和段落的结构、各种各样的修辞方法等。

伊拉斯谟很重视写作，他认为若要掌握语言并形成一定的表达风格，秘密“在于笔的使用，不论形式是散文还是诗歌，也不论主题是什么，第一是写，第二是写，第三还是写”[59]。他把不断地写作视为提高语言能力的重要条件。他认为，影响人发展的因素有三：天性、教育和实践。他尤其强调实践，实践无他，就是不断地练习、不断地应用。在练习写作时，他认为一个题目可同时用拉丁语和希腊语两种文字去写，写毕后可相互对照，比较两种语言各自的美妙之处。由于伊拉斯谟将拉丁语视为一种活的语言而不纯粹是学术语言，所以他特别重视学生用拉丁语交谈和演说能力的培养。他要求，在家庭中父母与子女应该用拉丁语交谈，在课堂上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间也应讲拉丁语而非民族语言。学生应学会用纯正的拉丁语演讲，“没有比具有丰富思想内容和流利的语词的演讲更令人羡慕和美妙的事了。因此，毫无疑义，人们要不惜一切为之奋斗”。演讲中用词应简练，做到言简意赅，“用尽量少的词语概括事物的实质而无遗漏”，“毫无识别地把空洞、过量的语言堆积在一起，只能使演讲主题含混不清，并为可怜的听众增加负担”。学识是简练的基础，“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经常对一些重要事情深思熟虑的人，就能用最少的词语简明地表达主题思想，因为二者是关联着的，学问是支柱”。为正确恰切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演讲中应注意措辞，使人感到雅致适当。演讲还应避免重复，避免始终用同一种语调，“重复同样的词语或表达是演讲中最忌讳的恶习。这种恶习不仅不合礼仪而且令人生厌。需要重复讲的事情是很少的。演讲内容贫乏，我们将会陷入茫然的、不知所措的境地，或者会像杜鹃一样地重复同样的词语，而无法以不同的形式和方法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违背了雄辩术的要求，演讲者将会处于尴尬的状态中，并使我们可怜的听众疲惫不堪，产生厌烦。比重复更糟糕的是用同一种语调。正如昆体良所讲的，演讲自始至终采用同一语调，没有充满魅力的变化，就会使演讲单调、乏味和沉闷。即使最有耐心的听众也无法忍受自始至终毫无变化的、平板单调的演讲，哪怕这演讲很短也是不行的。不断变化语调的演讲有极大的力量，甚至可以使一般化的演讲也变得似乎不那么粗糙了”。[60]要解决演讲中易出现的问题，使演讲达到较高的水平，伊拉斯谟认为应注意三点：一是懂得演讲的原理和规则；二是通过实践和演讲积累经验；三是通过阅读名家作品，使自己的思想和词汇丰富起来。

伊拉斯谟是北欧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在其生前和死后对欧洲的文化教育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的教育思想在深度和广度上超过了在他之前的所有人文主义者，既涉及宏观的教育问题如教育与社会变革的关系、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等，也涉及微观的教育问题如怎样开展语法教学、怎样教人演讲等，对很多问题的论述深度超越了古人，也超出其前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他极为重视教育的力量，重视人类积淀下来的文化遗产对当前社会的价值，对促进北欧文化教育的发展，对促进北欧人的文明化进程起着他的同时代人不可企及的作用。

但是他的教育思想中也有一些显在的不足，主要表现为对社会、人的本性缺乏深刻的认识和把握，过于抬高道德的社会价值尤其是道德的政治价值，过于抬高教育的社会作用，企图通过教育建立一个和平的、有着同一文化基础的基督教社会，这是不可能实现的。他的和平主义、世界主义理想是美好的、可敬的，但却是逆时代潮流的，他对当时方兴未艾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的反对，对本族语教学的反对，在当时都是不合时代精神的。尽管他的许多教育思想是合理的，但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却是脆弱的。

伊拉斯谟的思想同很多北欧人文主义者一样具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和他们一样“都相信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因为那时世俗诸侯会起来阻止战争，教会诸侯会愿意暂时放弃贪欲，而且双方都愿意领导欧洲人民重整道德和重建纯洁的宗教”[61]，但宗教改革开始的社会局面却远不是这样。伊拉斯谟的传记作者、荷兰历史学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1872—1945年）认为，对于伊拉斯谟来说，国家和社会的健康“仅仅是一个道德问题”，伊拉斯谟“根本不是一个有政治才能的人”，他脱离现实实际太远，他对人的可完善性的看法过于天真，他不能理解治理国家的困难。[62]在对政治问题的看法上，他与同时代的马基雅弗利“存在着极深的伦理道德上的分歧” [63]，他曾问道，如果不损害正义，不草菅人命，不严重地破坏宗教信仰，就不可能保卫你的王国的时候，君主应该怎么办。马基雅弗利的回答肯定是，为了保全国家，必须准备去做任何事情，不管是多么的不道德。伊拉斯谟的回答却是：即使出于最良好的动机，也绝不能做任何有损正义事业的事情，天塌下来也要坚持正义。马基雅弗利是功利主义的，伊拉斯谟则是道德主义的。在当时那样一个动荡混乱的时代，美德对国家利益、君主统治的巩固，能起到伊拉斯谟所认为的那样大的作用吗？显然是不能的，伊拉斯谟的思想是可敬的，但不是有用的。16世纪古典文献学者利普修斯（Justus Lipsius，1547—1606年）在其著作《政治六书》中大胆地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包括奸诈在内的精明这种品质，应该不应该为君主所具备？许多人文主义者“只赞成走依靠善德来获取荣誉的道路”，他则认为“这些人不了解这个时代”，他们几乎就像在“险风恶浪的世事海洋中”失足落水的儿童一样。他尖锐地断言，某些人对马基雅弗利的斥责实际上是太过分了，他们不明白在暴力和敌对的时代，任何希望生存下去的君主显然必须学会“将利益和诚实融合在一起”，而不是将二者分开。他总结道，一位“不得不与狐狸一样的狡猾的人打交道”的君主，当然有理由要学会“扮演狐狸的角色”。[64]利普修斯的批评对伊拉斯谟是非常贴切的。伊拉斯谟赋予教育以社会道德重整的重任，因此其教育思想也带有浓厚的道德色彩，他十分强调教育的伦理功能，同时剥夺了教育在其他方面的功能和价值，如美育和体育等功能，他的教育理想不是身心和谐、全面发展的理想，不是意大利式的，而是典型的北欧式的，太过于强调伦理的价值和意义，就连宗教在他眼中也不过是伦理的一种表现方式。他希图通过教育来实现其社会变革的理想是不现实的。他生活在梦想的世界而不是现实的世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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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维夫斯的教育思想

维夫斯（Juan Luis Vives，1492—1540年）与伊拉斯谟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都视教育为改造社会的基本手段。尽管维夫斯对当时欧洲文化教育的影响没有伊拉斯谟大，但从教育思想史的角度看，维夫斯的历史地位较伊拉斯谟更重要，因为他的教育思想较之后者更系统、更深刻、更富有现代精神。维夫斯的教育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在整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时代是独一无二的，不仅他的同时代人，而且其后的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也远不及他。

第一节 生平与著作

维夫斯的教育思想深深地打上了他所生活的时代的烙印，也深刻体现了他的独特的人生经历和个性特征。

一、在西班牙

维夫斯是西班牙人，他于1492年生于西班牙的瓦伦尼亚（Velencia）一个富庶的犹太人家庭，这一年哥伦布领导的西班牙航队发现了新大陆。维夫斯的父母于1492年西班牙驱逐犹太人法令颁布前后改奉天主教。1507年到1509年维夫斯在瓦伦尼亚主教于1500年创办的瓦伦西亚大学中读书，1509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求学，时年17岁，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回到过西班牙。这不是没有缘由的。

西班牙是典型的天主教国家，是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许多人据此认为西班牙是一个没有文艺复兴的国家，这是不确当的。1470年以后不久，在西班牙就已经显然可见对于人文学科的兴趣了，这主要是受意大利人文主义影响的结果。意大利学者到西班牙讲学，西班牙学者到意大利学习，皆促进了人文主义在西班牙的传播。

西班牙人文主义者安东尼奥·德·内布里哈（Antonio de Nebrija，1444—1522年）曾在意大利学习10年，回到西班牙后积极传播新文化。他在意大利曾得到瓦拉的真传，1473年回国后就对粗劣庸俗的拉丁语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他的《拉丁语入门》很快就在中学和大学里代替了旧式的拉丁语法，约在1492年他还出版了一本拉丁语词典。除了编纂语法和词典外，他还编印一些拉丁文古典作品并对其进行评注。他是确定希腊语读音准则的第一位文艺复兴学者，他对希伯来语也非常感兴趣。他对古典文化的兴趣与北欧诸国的伊拉斯谟、科利特、比代等人是一样的，主要用意在于促进对《圣经》的研究，他认为，只有以批评的眼光检查最古老的《圣经》手稿，同时对拉丁文本《圣经》一些段落进行刨根问底的批评性的检查，才能确定真正的拉丁文本《圣经》。在保守的西班牙，这种对待《圣经》的态度过于革命，为一些神学家所不容。他于1512年被迫离开执教多年的萨拉曼卡大学而赴阿尔卡拉（Alcaldá）大学讲学。

在萨拉曼卡，阿奎那的神学占据统治地位，那里甚至不容许像司各脱主义和奥卡姆主义之类的敌对学说存在。这种过分的保守促使西班牙大主教弗朗西斯科·希门尼斯（Jiménez，1436—1517年）于1508年在阿尔卡拉建立了一所新大学即阿尔卡拉大学，该大学不久就成为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西班牙的大本营。大学除开设有关司各脱主义和唯名论的课程外，为增进对《圣经》的研究，还设置了希腊语课程。希腊语之所以受重视，主要目的不是阅读研究古希腊的著作，而是因为希腊语是《新约圣经》和许多早期基督教作家使用的语言。希门尼斯认为，若没有希腊语知识，任何一个人也不能成为好的神学家。他急切地想使阿尔卡拉成为希腊语研究的主要中心。为此，希门尼斯广揽人才，把16世纪西班牙一些最有名望的人文主义者聘请到该校任教。内布里哈就是被他聘到阿尔卡拉大学的。他还曾邀请伊拉斯谟到西班牙来讲学，只是没有成功。在希门尼斯的促进下，阿尔卡拉的希腊语学者编出了希腊语《新约圣经》并于 1514年付印，较伊拉斯谟在巴塞尔出版的那个文本早两年左右。早在1502年，希门尼斯就开始采取措施，不仅要出版拉丁文的《圣经》，而且要出版使用原来各种文字的全本《圣经》，阿尔卡拉大学创办后，他在大学里聚集了一批著名学者来做这项工作。这不仅涉及希腊语，还涉及希伯来语和阿拉伯语。经过多年努力，1520年经教皇利奥十世批准，《康普鲁顿合参本圣经》才获出版，之所以称为“康普鲁顿”本，是因为阿尔卡拉的拉丁文名叫康普鲁顿。这本《圣经》的出版是西班牙早期人文主义最伟大的成就。希门尼斯还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那就是出版亚里士多德的全部著作，既用原文，又用超过过去所有版本的新的拉丁文译文。后来由于他的逝世，这项工作也就被搁置了。

在人文主义的促进下，1500年维夫斯的家乡建立了瓦伦尼亚大学，创办该大学的目的就在于促进人文主义的研究，学校既开设传统的学科，也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不过瓦伦尼亚大学的地位没有萨拉曼卡大学和阿尔卡拉大学那样突出。

人文主义也走进了西班牙宫廷，西班牙的统治者费迪南德（Ferdinand）和伊莎贝拉（Isabella）对人文主义有浓厚兴趣，他们聘请人文主义学者任拉丁文秘书，并在宫廷中开展人文主义教育，聘请意大利人文主义学者做宫廷学校的教师，以提高王室成员的文化水准。

可以看出，西班牙的人文主义运动是以基督教人文主义为特征的，西班牙宫廷也支持人文主义运动，这与北欧诸国无多大区别。维夫斯是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这与他在西班牙所受的影响不无关系。维夫斯还是个忠诚的爱国者，对本族语有着深深的热爱。这就使人很难理解他为什么一去不归西班牙？阿尔卡拉大学曾请他回国任修辞学教授，这是一个地位很高令人羡慕的职位，但他还是拒绝了。他拒绝的原因和终生不归的原因是国事、 家事给他带来的巨大烦恼和恐惧。

当时的西班牙社会还有另一面，那就是国王利用宗教裁判所对犹太人进行残酷的迫害。维夫斯出生于犹太人家庭，他17岁离家赴巴黎求学时，他的父母和几个姊妹仍留在西班牙，他们饱受迫害之苦。

迫害犹太人是为了实现西班牙的宗教统一，即所有人都信奉基督教。犹太人问题在西班牙一直是一个严重问题，到16世纪犹太人改教使得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尖锐化。犹太人在西班牙社会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地位，他们在经营财产方面长期长袖善舞，许多贵族世家委托犹太人经营田产，一些主教雇犹太人管理财务，一些国王也把税收、铸市、食盐专卖等事务交给一些犹太家族去做，犹太人的社会地位并不低。但犹太人信奉犹太教，正是在宗教信仰问题上才出现了对犹太人的宗教迫害问题。犹太人改奉基督教是为了免受迫害，但他们改教后的境况并不好。尽管他们在社会上地位重要，然而他们既得不到基督教徒的信任，被控在新信仰的外衣下保留旧的信仰；也得不到犹太教徒的信任，犹太教徒为保持其信仰的纯洁性，采取严酷手段对待改奉基督教的犹太人叛教者。另外，许多改教的犹太人为了在基督徒面前表明自己，又激烈地反对犹太人。这样就导致了错综复杂的矛盾。1478年西班牙设立宗教裁判所，开始掠夺犹太人丰厚的财产，大肆迫害驱逐犹太人，开始是分地区的，1492年3月30日国王下达驱逐令要求把所有未改教的犹太人驱逐出境。西班牙扮演了罗马天主教会急先锋的角色，结果宗教统一在西班牙是实现了，但代价却是丧失了许多富有经济才能的民众，使得西班牙的经济活动尤其是商业发展大受影响。正因为西班牙国王表现“出色”，教皇亚历山大六世于1494年年底授予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两人“天主教国王”的称号，以表彰他们对基督教的功绩，教皇还授予两位天主教国王以改革本国教会的重权。红衣主教希门尼斯奉国王之命执行这项工作，对西班牙教会予以改革，他通过兴办教育提高教士们的文化修养，通过加强纪律约束提高教士们的道德行为水准。结果在西班牙，教会和教士并没有像意大利和北欧的一些国家那样腐败。希门尼斯的这种教会内部的改革为后来欧洲的反宗教改革运动树立了榜样。

1492年前后维夫斯的父亲改奉基督教，1499年维夫斯7岁时，其父亲就被宗教裁判所逮捕过，但幸运的是并没有被控有罪。1524年其父被宗教裁判所处以死刑。1527年其母被宗教裁判所判罪，罪名是她在改奉基督教后去过犹太教堂。此时，其母已不在人世，她早在1508年就已去世，宗教裁判所对死人也不放过，将其母的尸体从坟墓中掘出，对尸体横加亵渎。维夫斯的几个姊妹也因此被剥夺了对其父母财产的继承权。其家人的遭遇使身在异乡的维夫斯深受打击，其身体和精神都受到损害，从他与别人的通信中可以看出，一直到1531年他一直处于极度的痛苦之中，这对他的人生和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变得消极，希图遁世而居，疑心厄运会降临到自己头上，甚至一度想弃世而去。他只活了 48岁，与其家事之不幸是大有关联的。维夫斯是内向而谨慎的人，即使是在私人通信中也只字不提宗教裁判所，唯恐信件误入他人之手而对自己带来不利的后果。对他父亲被处死一事，他在其文字中是用隐晦的方式去记叙的，并且常常使用他自己也没有完全掌握的希腊文去写。作为一个被宗教裁判所判罪的犹太人的儿子，维夫斯害怕祸及其身，也担心他人因此而看不起他，害怕他的赞助人离他而去从而使他失去生活来源。在他的一本著作中他曾问道：“若父母有了不名誉的事，而为人子者却并未因此而受到打击，谁能超凡脱俗和自信到这种地步？” [1]尽管在他内心中他并不认为父母有什么过错，但在反犹太文化背景下的其他很多人看来，被宗教裁判所判罪毕竟不是一件值得称许的事。维夫斯一直受此困扰，担心别人对他的评价和看法，以致他的一位朋友在给他的信中特别讲明，对他的爱没有因其家事不幸而减少分毫。

这种生活际遇使维夫斯对境况较差的大众尤其是犹太人充满同情，因为他体验过他们的痛苦与不幸，他的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民主性，与其他人文主义者思想中的贵族性形成强烈的反差，这与其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这种生活际遇也使得他不能像伊拉斯谟和胡腾那样在其思想中表现出咄咄逼人的战斗性，因为他深知，他的家庭背景使他更不堪遭受外来的打击，于是他小心翼翼地活着，极力避开当时社会上和文化界的种种矛盾与冲突，以求平安了此一生，在这一点上他比伊拉斯谟成功，他没有卷入纷争的旋涡。这种取向对其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不像伊拉斯谟用文学的、富有煽动力的语言直抒胸臆，而是用哲学的、心理学的等隐晦的语言表达自己，其语势自然不如前者强劲，影响也不会有前者那样大。大悲则静，人于静中的思考往往是深刻的，维夫斯的确比伊拉斯谟深刻。他的不便向外人讲述的痛苦使他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内心体验，古典文化不论是古希腊的还是古罗马的都不能解决其内心的苦痛，于是他开始了他自己的心灵探索，他从观照自己的精神境况出发去考察人类的心理状况，从而成为 “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2]，在其丰富的心理学思想中，他对人的情感和动机予以了翔实的分析，至今令人叹服，让人感到这些文字不像一个16世纪上半叶的人写的。维夫斯将其心理学思想应用于教育上，结出了丰硕的成果，这一点是大大超越于他那个时代甚至是超越其后两个世纪的。维夫斯教育思想中最闪光之处就是他将教育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但谁又能想到，这居然与西班牙的宗教裁判所大有关联呢？

除上述以外，西班牙对维夫斯的教育思想还有三个重要的影响，一是对其认识论的影响，二是对其关于本族语态度的影响，三是对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影响。

维夫斯的家乡瓦伦西亚风光秀丽，有“西班牙的花园”之美誉，少小生活在这种美好的自然环境中，使维夫斯深受陶冶，瓦伦西亚自然风光的丰富多彩使他终生难忘，是在他心灵深处使其终生愉悦的一片绿洲，在国外生活的岁月里，在给朋友的信中，他的著作中，他充满感情地回忆起瓦伦西亚碧绿的青草地、绚丽多姿的鲜花、种类繁多的蔬菜瓜果，他认为他的语言无力描述出景色之美。这种美是他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而不是从古书上得到的，这种美给他一生带来了书本所不能带来的愉悦，这种美使他深刻体会到观察的价值，使他认识到古人的书本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他后来要求人们去“研究自然”，他说：“各门学科中所包含的一切东西首先存在于自然之中，正如珍珠存在于贝壳之中，宝石存在于沙土之中。”[3]意即一切书本知识源于自然，源于书本之外，他将观察和研究自然作为一种重要的教学方法，这在当时以崇古人书本为时尚的文化氛围中是卓尔不群的，伊拉斯谟在此点上就远不能与维夫斯相比。他通过观照、反省自身而对人的心理进行研究，体现的也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和认识方法。

维夫斯要求应在教育中进行本族语教学，这在当时拉丁语、希腊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教育界，也是颇令人惊异的，更难能可贵的是，他17岁后一直居住国外却还一直倡导本族语。这与其瓦伦西亚的生活经历有关。在其青少年时代，西班牙语已发展得较为成熟，成为大众在日常生活中广为使用的语言，而且当时的法庭审判也使用本族语，这给维夫斯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另外，他的对大众的同情、他的民主思想也使得他看重大众所使用的语言。

维夫斯对女子教育的兴趣也与西班牙的影响有关，不过这种影响是比较间接的，这与另一个西班牙人凯瑟琳（Catharine of Aragon）有关。凯瑟琳是西班牙国王费迪南德和伊莎贝拉之女，1485年生于阿尔卡拉，少时在宫廷里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由于西班牙王室与英国王室联姻，她于17岁时离开西班牙嫁给威尔士亲王亚瑟为妻，但婚后几个月亚瑟就去世了。1509 年她24岁时与亚瑟的弟弟英国国王亨利八世成婚，成为英国王后。凯瑟琳利用自己的影响在英国积极推进人文主义运动，对英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助力不小。1523年维夫斯赴英国与凯瑟琳才第一次相见。凯瑟琳的学识使维夫斯看到了女子教育方面所具备的潜力，维夫斯还应邀参与了对凯瑟琳的子女的教育活动。

尽管维夫斯17岁离开西班牙后一直未归，但他的教育思想的根却在西班牙，他的毁誉成败、喜怒哀乐与西班牙有着密切的联系。

二、在法国

1509年到1514年维夫斯在巴黎大学求学，他在蒙太古（Montaigu）学院学习。巴黎大学的学术风气远无瓦伦西亚大学开明[4]，经院主义占据统治地位，对此维夫斯颇为抱怨，认为学习经院哲学耗用了他过多的时间却无所收获。经院主义的教育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让学生学会争辩、诡辩以击败对方，他说：“孩子一入校，从第一天起，就立即教他去争吵，尽管此时孩子还不会与别人谈话。这种争吵的训练贯穿在语法课、诗歌课、历史课、辩证法课和修辞学课之中，贯穿在一切科目之中，这样学生就养成了永不沉默的习惯”，“早饭时，他们争辩；早饭后，他们争辩；晚饭时，他们争辩；晚饭后，他们争辩。在吃饭时，在洗澡时，在工场作坊里，在教室里，在城里，在乡下，在公共场所，在私人场所，在一切场合，每时每刻，他们都在争吵”。[5]而他们所争吵、争辩的问题大多都是没有多少意义的问题。维夫斯也是一个论辩高手，伊拉斯谟曾说“在诡辩者中没有人比维夫斯更会争辩”[6]，但维夫斯厌恶空洞无物的争辩，他渴求有实际内容、有丰富内涵、能给人带来乐趣的知识，这就是人文之学，当时有一些西班牙人在巴黎大学教书或求学，他们常常聚集在一起，讨论学术和社会问题，他们“就像一群不可征服的人，在与无知这一顽固的堡垒作战”，而巴黎大学的年轻人“除了会粗野地恶语伤人外一无所知”，这个团体的活动是对大学空疏无用的学风的反动。

1514年维夫斯写了一本名为《耶稣基督的胜利》（Christi Jesu Triumphus）的小册子，表现出维夫斯人文主义思想中的宗教取向。该书的部分内容记叙了这个小团体的一次活动。一天下午，维夫斯和他的一些朋友在教堂祈祷后一起聚谈时，他们的老师，西班牙人赖克斯（Caspar Lax）邀他们相见，晚饭时谈及恺撒运用武力征服世界即“恺撒的胜利”这一话题，赖克斯感叹道，如果是“基督的胜利”而不是“恺撒的胜利”该有多好！维夫斯请求他解释什么是“基督的胜利”。赖克斯解释道，基督的胜利意味着基督教精神、基督教道德的胜利，仁慈、友爱的作用超出于武力和战争，君主征服他人不应靠蛮力而是靠美德，君主应追求和平而不是战争。这种观点颇似伊拉斯谟等人，对维夫斯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维夫斯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与此相关。

1514年他离开巴黎来到布鲁日（在现比利时），后又到卢万。在布鲁日他结识了西班牙人瓦尔多拉夫妇，后来维夫斯同他们的女儿玛格丽特（Margaret）结婚。在布鲁日时维夫斯还结识了反宗教改革运动的急先锋、耶稣会的创始者、西班牙人罗耀拉。1519年维夫斯出版了《反对伪辩证法》（Adversus Pseudodialecticos，英语为 Against False Dialectic）一书，抨击经院主义教育方法，反对经院主义的权威地位，他认为他从瓦伦西亚和巴黎所学到的那些经院学问对其是有害的，他说：“在我缺乏鉴别力的时候，我接受了这些东西。我以最高的热情投身于学习这些学问，它们萦绕于我的心间。然而，它们虽进入了我的心里，但却与我的意愿相悖。正当我追求更美好的东西时，它们却使我神态昏乱。”他认为经院主义教育内容的核心即辩证法（逻辑学）只是一个工具，一个探索各种知识的工具，教学不应以其为目的。他以生动的语言阐明了其观点，他说，谁能忍受一个画家用一生的时光去准备画笔、去调制颜料而不去作画？谁能忍受一个补鞋匠用一生的时光去磨针、磨锥子、磨刀以及鼓弄丝线却不去补鞋？整天学习逻辑学（辩证法），满足于争辩取胜，而不用这一工具去探索知识，是虚度时光，与不作画的画家和不补鞋的鞋匠是一路货色。《反对伪辩证法》以其论证精巧、深刻为维夫斯赢得了声誉，确立了其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地位。伊拉斯谟读过该书后在给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的信中对维夫斯大加赞赏，他说：“有朝一日，维夫斯将超过伊拉斯谟，会使伊拉斯谟的名字黯淡无光。”[7]此时，伊拉斯谟已55岁，而维夫斯才27岁，维夫斯将《反对伪辩证法》寄给莫尔向他征求意见，莫尔在回复中对维夫斯赞不绝口，他说他为自己和其他很多人感到羞愧，为获取虚名写了这样那样的小册子，但都不重要，远不能与维夫斯这位年轻人所写的论证透彻的书相提并论。1521年起，莫尔开始对维夫斯予以资助，同年，英国王后凯瑟琳也开始资助维夫斯，此时莫尔和凯瑟琳均尚未与维夫斯谋面。

1521年8月，维夫斯在布鲁日第一次与莫尔等英国人文主义者相见，深深感受到英国人对他的热情和友好，萌生了赴英定居的想法。此时他正在修订和注释拉丁文本的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Civitas Dei），这是一项费时耗力的工作，是应伊拉斯谟的请求而做的，与莫尔等人相见后，在他们的鼓励下，维夫斯加快了工作进度。1522年7月7日终于竣工，由于对英国人颇有好感，加上他愿意赴英定居，他于是将此书题献给英王亨利八世，他在献辞中讲到，有些人向国王陛下奉献金子、银子、珠宝、衣饰、宝马和精良的兵器，给国王奉献这些东西就如同向大海里倒水，因为国王不缺这些东西，而他所要献给国王的是智慧。对智慧和知识的热爱是国王的美德，是国王留给子孙的最好的财富。1523年1月24日，亨利八世复信表示感谢和祝贺，认为维夫斯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工作，使奥古斯丁的真面目得以重见天日，并表示在任何情况下都愿意对维夫斯予以帮助。亨利的复信更坚定了维夫斯的赴英想法。

在赴英前，维夫斯写了一本名为《基督教妇女的教育》（De Institatione Foeminae Christianae，英文为 The Instruction of a Christian Woman）的书，将之题献给英国王后凯瑟琳，他在书中以凯瑟琳四姐妹所受的教育为例阐明女子教育的必要性，他说，“好女人以无所事事为耻，因此伊莎贝拉王后教她的四个女儿学习纺纱、缝纫和绘画”，在文化知识方面她们几个也“学得都很好”，都很有教养，长大后两个成为葡萄牙王后，一个成为西班牙王后即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的母亲，一个成为英王亨利八世的王后，这就是凯瑟琳。维夫斯力图说明对女子进行教育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女子不是不可教的。该书于1524年在安特卫普出版，1540年英译本在英国出版。

三、在英国

1523年春天，维夫斯来到英国，受到王室和英国人文主义者的欢迎。国王和王后将玛丽公主的教育事宜委托给维夫斯和另一个英国人文主义者林纳克负责。维夫斯为玛丽公主拟订了一份有关女孩的教育计划，后来他又给蒙乔伊勋爵（Lord Mountjoy）的儿子拟订了一份教育计划，这两份计划，一是关于女孩教育的，一是关于男童教育的，教育目的、内容都是有差异的。英国主教威尔塞（Wollsey）此时刚于牛津大学设立了六个讲座席位，其中的一个席位给了维夫斯，维夫斯在牛津大学讲授修辞学和古典文学。维夫斯与莫尔私交很好，是莫尔家的常客。莫尔的住所是一座大的宅院，有藏书丰富的图书馆，有布置雅美的花园，是英国著名人文主义者理想的聚会之处，常常高朋满座。伊拉斯谟将莫尔的家称为学园、学校甚至大学，意即其中洋溢着浓厚的文化气息。维夫斯在此结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与莫尔的交往进一步增进了他对普通大众的同情。

1524年维夫斯写了两本小书，一本是《箴言集》（Symbola），一本是《走向智慧之路》（Introductio ad Sapientiam，英文为 Introduction to Wisdom）。前者是专为玛丽公主写的，辑录了几百条古代伟大作家的名言，他认为这些箴言对于孩子精神的健康发展是有益的，因为它们都含有丰富的道德教育价值。书中有“永不抱怨”这句格言，维夫斯告诉玛丽说这句格言就是他自己的座右铭，这使他得益匪浅。《走向智慧之路》共有15章，其内容与《箴言集》类似，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普鲁塔克、塞涅卡等人学说中的精华汇集一起，以之教育学生，陈明学生对他人、上帝所应负的责任。这两本书都具有强烈的道德教化色彩，反映出维夫斯力图在教育上将古典文化的精粹与基督教道德结合于一体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维夫斯每天的生活也恰是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的体现，每天他在读书和从事研究活动之前，必先向上帝祈祷。

1526年维夫斯的《救助贫困》（De Subventione Pauperum）问世，他要求世俗政府出面来救助穷人，改变过去那种由教会机构救济穷人的做法，维夫斯对教会在救穷人时的徇私舞弊行为进行了抨击，认为由世俗政府出面更利于解决济贫问题。他说，在一个殷实之家，家庭中的任何一个成员衣衫褴褛或赤身裸体，而家长对此却无动于衷，这是家长的耻辱。在一个城市里，若地方官员对居民饥寒交迫的苦境无动于衷，则是官员们的耻辱。维夫斯还要求给贫民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他为贫儿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建议，甚至还对失聪失明的残疾儿童的教育问题提出了一些建议。从此可以看出，维夫斯对人类充满了深厚的爱心，这种爱是不分贫富贵贱的。在这一点上，他与莫尔是相同的，莫尔的《乌托邦》中也表现出同样的教育情怀。

1527年亨利八世和凯瑟琳王后的婚姻出现了危机。凯瑟琳在与亨利结婚前是亨利的寡嫂，两人的婚姻于1503年曾得到教皇尤利二世（Julius Ⅱ）的特别恩准。凯瑟琳为亨利生了六个儿女，仅有一个女儿玛丽长大成人。但到了 1527年亨利却对这桩婚姻在宗教上是否有效公开提出疑问。亨利想解除这桩婚姻有情欲上的考虑，但这不是主要的，主要原因还是政治上的。英国从前从未由女王统治过，而且玫瑰战争1485年才告结束，亨利无子嗣，一旦他去世，内战很可能会再度爆发。凯瑟琳长亨利6岁，已42岁，看来不大可能再生育，亨利想另娶王后是为了生个儿子做他的继承人。1527年6月亨利告诉凯瑟琳说，他们两人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不合法的。凯瑟琳深受打击，但她表现得很有尊严，坚决反对离婚。维夫斯对王后充满同情，王后在维夫斯面前也毫不掩饰内心的极度痛苦，向他哭诉自己悲惨的命运。维夫斯对王后的同情使得他失去了国王对他的支持。国王和王后能否离婚要经过由英国主教主持的宗教法庭的审判，王后视维夫斯为知己，想让维夫斯在法庭上做她的辩护人，维夫斯深知法庭是由国王操纵的，审判只是走过场，于是奉劝王后不要参加审判，王后却认为维夫斯不愿为其尽力，于是不再信任维夫斯。维夫斯对他的一个朋友诉苦道：“王后很生我的气，因为我没马上按她的意愿行事，而是陈述自己的理由……国王视我为寇仇，而王后又认为我难以驾驭。此前，他们一直资助我，现在谁都不给我以资助了。”[8]

在这种形势下，待在英国很尴尬，维夫斯遂于1528年离开英国到布鲁日定居。

四、终老布鲁日

从1528年到1540年维夫斯去世这12年，除短时到其他地方出访外，他一直住在布鲁日。定居于布鲁日后，由于失去了英国王室的资助，维夫斯一家生活得比较拮据，他去过巴黎，去过布鲁塞尔，去过卢万，为了寻求赞助人的资助，为了通过短期教学获得一些收入。1537年他做了拿骚（Nassau，地名）公爵夫人的教师，此后生活状况才有较大的改善，怎奈好景不长，1540年5月6日他就辞世而去了。

维夫斯的最重要的、给他带来巨大声誉的一些著作都是在这一时期写就的。

1529年维夫斯的《论人类之和谐与不和谐》（De Concordia et Discordia in humano genere）出版，他将之题献给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凯瑟琳之侄）。他在书中表达了他对和平的渴求，该书主要关注如何在欧洲实现和平，如何保证和平持续下去而不为战争所打断。他呼吁各国君主不囿于本国利益，从人类的角度，从各国共同利益的角度考虑问题，以杜绝纷争求得和平。

1531年他的《知识论》（De Disciplinis）出版，这本书是维夫斯教育思想的代表作，被誉为“文艺复兴时代论证最深刻、最充分、最详尽的教育著作”[9]，该书的教育理论深度超过文艺复兴时代任何人的任何教育论述。《知识论》分三编，共20卷。第一编题为《知识腐坏的原因》（De Causis Corruptarum Artium，英文On the Causes of Corruption of the Arts），共有7卷，讨论了在社会发生急剧变革的时代，知识的进步却十分缓慢的原因，他认为不学无术者的贪婪和傲慢、人们不愿潜心于学问、战争、不同领域知识相互间的混杂不分、对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曲解、大学中不良的学风、拉丁语和希腊语教学水准的低下、不把逻辑学作为一种有效的探索知识的工具、表达能力方面缺乏训练、对真正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无知等都是使当时知识进步缓慢和知识腐坏不堪的原因。第二编题为《知识的传授》（De Tradendis Disciplinis，英文为On the Transmission of Knowledge），共有5卷，详尽讨论教育问题，涉及课程的设置、教学的方法、教学的过程、学校的建立、教师的选择、学生的心理表现及其差异等诸方面的问题。第三编题为《论人文知识》（De Artibus，英文为 On the Arts），共有8卷，其中大部分篇幅用于讨论哲学问题和认识方法问题。[10]这三编中第二编《知识的传授》最为重要，出版后最受欢迎和好评，在16世纪，人们曾把这一编从三编中选择出来进行专门研究。

1538 年维夫斯的《拉丁语练习》（Linguae Latinae Exercitatio）出版，这是一本用拉丁语写的对话集，内容涉及的都是学生的日常生活，易于为学生所理解和接受。所使用的拉丁语都是简洁而规范的，目的在于使学生通过做这种有趣味的、内容贴近其自身生活的练习，使他们迅速地掌握拉丁语。

维夫斯最负盛名的著作《论灵魂与心灵》（De Anima et Vita）也出版于1538年，这是一本心理学巨著，详尽而深刻地讨论了感知、记忆、推理、判断、沉思、情感（包括爱、恨、恐惧、悲伤、喜悦等）、睡眠与死亡等问题，对人自身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方面远远超过了古人、同时代人和其后两个世纪的后人，他也因此被视为“现代实验心理学之父”[11]。维夫斯还将他对人类心理的研究结果应用于教育领域，将教育理论建立在心理学认识的基础上，这就使得其教育理论具有其他人文主义教育家所不具备的坚实基础，使他的教育理论远高于同时代人。

维夫斯的一生远没有伊拉斯谟那样威风八面，他不好张扬，也不爱争斗，不愿也没有陷入任何纷争，他死时既没有敌人也没有鲜花，他的思想尤其是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思想也未必能为当时人所理解，但在文艺复兴时代众多的教育家之中，他的教育思想的深度却是最值得称道、最令后人景仰的。

第二节 教育的目的与作用

维夫斯是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既热衷于古典文化，又对上帝有虔诚的信仰。同伊拉斯谟一样，他对当时社会的宗教、道德、文化和政治状况并不满意，他认为要使社会变好，须先使人心变善变智，他力图以人文主义文化和基督教道德改造社会，而要将人文主义文化和基督教道德输入人心，就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

一、教育对改善宗教和道德状况的作用

维夫斯不像天主教会那样重视宗教礼仪，他认为这些都是外在的东西，最重要的是内心对上帝真诚的信仰和热爱。维夫斯并不关注来世问题，他主要从伦理道德意义上看待基督教，要求人信仰和热爱上帝，也就是要求人以上帝为榜样，做符合基督教道德要求的善举，“维夫斯所赋予上帝的几乎就是一个工具性的角色” [12]，上帝是最高的善，是美德的集大成者，他以美德之光照亮人们前进的道路。上帝的作用在于引人向善，在于使社会变得更好。

上帝是美德的化身，是最高的善。他问道，除了上帝自己，我们能把什么定为人的归宿呢？人应全神贯注于上帝并使自己的本性变成上帝的本性，使自己拥有美德。社会是靠美德、爱联结在一起的。上帝因爱而创造了人类，基督因爱人类而甘心承受苦难，人之间若有真诚之爱，人世间就不会有纠纷和战争。因此，维夫斯高扬上帝，就是高扬爱的旗帜，并想以之化解社会中的各种利益冲突，他说：“爱是我们所以创生的原因；因为，他（上帝）的热爱的标志，没有比他创生了我们更加显著……通过爱，即通过我们对上帝的爱，我们将回到我们的来源那儿去，这来源也就是我们的归宿。因为，除了爱，没有一种东西能把精神的东西联结起来，没有一种东西能使许多东西统一起来。”[13]

既然上帝是最高的善，那么虔敬上帝就是追求善。儿童入校后，应先使他们树立虔敬的基础，教育的“一切都应该引导到虔敬”，教师在教育学生时，应避开任何“与一个善良的心灵相违背的东西，并且总是说有助于良好道德的话语”。[14]他要求教育要以美德的力量，战胜和击破学生心中的私欲，他说：“应该教给他们我们宗教的基本真理，使孩子懂得他生来是多么柔弱和易于作恶；使他懂得没有上帝的帮助，没有一件东西有或能有任何价值，他必须经常地、诚恳地祈求上帝，没有上帝的帮助，他决不能希望有所成就。很多人在判断什么是善什么是事物的价值时，他们的盲目性和错误是多么严重呀！善良的见解必须灌输到空着的胸怀中去。我们是上帝的仆人，通过基督的十字架我们甘心服从上帝，必须把它当全能的神敬畏他，当全知的神敬仰他，当仁慈的赐予者热爱他。我已经写了一本名为《走向智慧之路》的小册子，来阐明这些问题，教师容易从哲学家和宗教方面的作家那里采摘一些小的花朵，供他的学生应用，好像从青葱的草地采摘花朵一样。他应该再三地表明，根据记载人生怎样是一场无穷的、激烈的斗争；灵魂的欲望和理智相对抗，它们总是佩戴武器，准备战斗，如果它们获胜，结局便是人类最痛苦的毁灭。所以，必须经常地议论欲望和反对欲望，以免它们击破我们的力量。很难说愚蠢的孩子会在他们身上显现出多少坏的欲望，他们认为它们并无伤害，但是，当它们变得比较清楚时，他们发现试图根除这些习惯的工作并不容易——欲望生了根，而且常常长出新苗。的确，一切行动在我们习惯于它的时候，都会变成愉快的事情。倘若不习惯于最好的东西，该是多么的愚蠢和狂妄……让孩子们懂得，上帝是一切正确行动的酬劳者，我们的心灵和思想上帝是明白的。这样，只要他们的年龄许可，他们会习惯于不为了获利而工作，而是为了神圣的、永久的报酬而工作。”[15]

要在学生心中树立《圣经》的权威，因为《圣经》体现了上帝的意志。他说，“圣经的威信应该在学生的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使他们敬畏。当他们听到圣经上所讲的话时，他们会设想他们听到的是全能的上帝的声音。只要需要，教师可以从圣经中选几段，作为对病人的救治”。从《圣经》中，我们能“找到最高的权威，它不会欺骗我们，因为它是由不存错误的智慧产生的”。[16]

孩子的虔敬和德性应尽早培养，因为“我们在童年时期所接受的看法，在我们生活的道路上跟我们走得很远，如果它们在幼年时期就在行为中凝固和确定下来，那么它们在我们一生中的影响便更为深远”，孩子善于模仿一切东西，常常模仿父母、保姆、亲戚、朋友的行为，这些人会对孩子的性情产生很大的影响，“父母所特有的虔敬，将扩散到和他们血肉相连的人的身上。所以，如果父母的性情不良，就必须忧惧。因为，父母和亲戚的性情，被孩子和奶一起吸进去，并随着年龄固定下来，有什么东西比此具有更大的影响呢……有什么影响能比父母和亲戚的影响更加大呢”？孩子会有犯错误的苗头，因此，“柔顺的心灵必须按照正确的准则加以陶冶”。维夫斯要求父亲对孩子品德的关心应重于对于财产的关心，因为德性的遗产更加重要，“不管他是否有遗产传给下一代，首先应该占有的是正直的性情。不，说得更恰当一些，不需要遗产，只需要德行”，因为一个败家子很快会将家产挥霍一空，而一个勤俭持家者会使财富不断积聚。[17]

学校和教师不应只传播给学生知识，还应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维夫斯在巴黎大学求学时，对巴黎大学学生的道德状况深为不满，这些年轻人行为轻浮，沉溺于酒色，还不时在街头打斗。出身于富家的学生急躁易怒，骄傲自大，挥霍财物。维夫斯认为，人到了青年时期，由于欲望的增长和不良朋友的影响，很易于走向堕落，致使“人的心灵跟着它的欲望游荡”，致使人“耽迷于各种各样的不道德的行为”，使得人“好像一只粗野、凶悍的野兽，沉浸在无知、傲慢、没有礼貌、没有知识和卑鄙的状况中。他的心灵热衷于各种各样的任性和恶德，他的生活完全放弃给各种猥亵的行动，最后被疾病所磨灭”。如果学校和教师不关注学生的品德成长，必定会使学生的心灵更加腐败，会使他们的不道德行为继续蔓延。人有学问是必要的，但人还应会正确地运用他的学问，“没有一件事比滥用好的东西还要坏，而学问这个最有价值的工具，如果它被一个坏人所占有，可以转变为凶暴的罪行”[18]，因此，学校不仅应使学生有知识，还应使学生有德行，总之应使学生品学兼优。贯穿维夫斯一生的指导思想是“理性的培养和发展其目的在于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19]。智慧发展与品德发展不应割裂。

基于此，维夫斯认为，人有了知识，应该谦虚，不应骄傲自大，不应被知识弄得趾高气扬，因为我们知道的与我们不知道的相比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一个人必须不断地学习，就像对任何事都无知一样。不要以向别人学习为羞耻，人类向动物学习了很多事情也没感到羞耻，为什么向他人学习就感到羞耻呢？人不应自负，人应看到其智慧是有限的，与上帝的神圣的智慧相比，人类的智慧是微不足道的，没有人有上帝那样的博学和智慧。人的聪明才智得之于上帝的恩赐，如果一个人因其才学而受人欺骗，他不应自满，而应“用谦卑的心崇拜和感谢上帝给了他所有好的礼物”[20]，为追随上帝，人应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学习获取和运用知识，应有一个高尚的目的，知识不是个人获取名利的工具。为获得金钱而寻求学问，会寻求不到真正的学问，因为寻求者的用意在于金钱。为获得声誉而寻求学问往往也是靠不住的，人们经常因希望占有光荣而堕落，很多人生时享有盛誉，可是死后，却被认为是卑鄙的和丢脸的。名声是如此不确实和如此地靠不住，时过境迁，声誉也随之消失，“很多优秀的发现被自然的力量和后代的勤奋弄得黯然失色，因为后来者的书的声誉遮掩了以往的书的声望，正如高大建筑挡住了光线”[21]。追求声誉难免要投合别人的好恶，而别人的好恶又是难以把握的，因此，为追求声誉而研究学问，往往会使研究者违背自己内心的真实判断而媚俗，从而远离真理。尤其是追求声誉是为了个人私欲，是非常有限的。最大的光荣在上帝那儿，维夫斯充满激情地讲：“若你不去注意别人对你的称赞并决心忠实地服从你自己的良心，并通过它为上帝服务，那么，你将有多少长期和可靠的光荣啊！”应取悦于上帝而不应为虚名取悦于他人，而取悦于上帝的最好的做法就是，在探求知识时，不受他人左右，独立判断；在获取知识后，将知识运用于社会。维夫斯引用哲罗姆的话说：“不管我在吃饭或干什么，在我耳旁经常响着：你，凡人，起来，去判断。”维夫斯说：“再没有比使上帝高兴的事更好的了。上帝使我们博学，给我们——他的子女那么多礼物，供我们分配。我们应最大限度地将其用于社会。上帝希望我们免费给予人正像他免费给予我们一样——上帝赠给我们的东西是如此的丰富，但他还给我们如此丰富的报酬。多么仁慈的上帝呀！他无偿地给我们，奖赏我们，我们也应把它赠给别人。这是所有学问的结果；这也是目标。一旦我们获得知识，我们必须把它变成有用的东西，要它服务于公共福利事业。什么时候都要追求不朽的奖赏，而不要钱，不在乎当前的赞美和愉快，因为这些都是暂时的，即将飞逝。”[22]

总之，上帝是最高的善，上帝具有最高的智慧，人作为上帝的子民，应在品德和智慧方面追随上帝，求善求真，若如此，社会就会变成一个既善且真的社会，教育的宗旨就是培养追求真与善的人，从而实现既善且真的社会理想。这便是维夫斯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

二、教育对改良政治状况的作用

维夫斯认为社会问题尤其是政治问题的症结是道德问题，既涉及君主的道德，也涉及臣民的道德，若君主和臣民都关心公共利益，不为私欲所左右，必会有一个祥和平安的社会。

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维夫斯把自己视为君主的顾问，认为向君主提出政治建议是其应尽的职责。此外，这与维夫斯对知识与政治的关系、学者与君主关系的理解也有关系。维夫斯强调知识要应用于实际，他说：“要大胆自信，我们要学习各个领域的知识，以备应用，这是上帝指定的。所以，我们不能只是永远地学习，而是要把我们的学问应用于生活实际。每门学问是无止境的，但在一定阶段，我们必须开始把它用于有利于他人和社会。”[23]由于君主拥有很大的权力，若君主们能听信有知识人的谏言，对政治、社会的改良必会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学者给君主提政治建议是沟通知识与政治、学者与君主关系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知识的社会价值的重要方式。越是有权力的人，其行为对社会的影响就越大，不过这种影响有好有坏，是好是坏与有权者的道德水平和认识水平有关。他说，一个坏的君主“并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价值”[24]。向君主进谏是为了使君主的权力使用得更加公正合理。维夫斯尤其强调历史知识对政治改良的意义，认为历史知识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正确地理解过去是保持当今政治贤明的关键，历史知识是贤明之师。他论证道，历史充满各种事件，每件事都在变，但“人类最本质的天性”是永恒不变的，人类内心情感的基础从来未发生过变化，人的行为建立在人的情感的基础上，同时人的行为又在政治生活中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这就意味着人们研究历史不是研究琐细的历史事件，而是研究事物发生的普遍原因。人们可以从这种普遍性的认识中找到有益于当前的东西，他说：“一个人被其他人的邪恶所警告是件大好事，这比自己去体验好。因此，历史像个范例，为我们服务，它告诉我们应该追随什么、避免什么。”历史知识对君主管理国家非常有用，他说：“我认为历史的最大、最重要的用处是为了公民政府和公共事务的行政管理。”[25]维夫斯从他对历史知识价值的探讨中还得出另一个结论：那些对历史认识得最深刻的人，可以说最有资格担任君主的谋臣和顾问。

以历史为师，让学者为君主出谋划策，都隐含对君主施以教育的必要性。而当时君主的状况更说明了这种必要性之大。维夫斯认为大多数君主“心灵很腐败”，他们傲慢自大，粗暴易怒，缺乏理智，品德低下，愿听他人的阿谀奉承而不愿听他人的规劝和责备。维夫斯指出有学问的人应有社会责任感，不应为个人私利而无原则地吹捧君主，他说：“有学问的人不阿谀奉承无知的君主。”[26]有学问的人应少称赞君主，应多告诫甚至谴责君主，贤明的君主从谏如流，在听到别人的谴责时，“没有一点儿痛苦和愤怒”。有学问的人不应为有权的君主文过饰非，“想用奖赏或获得报酬来掩盖无论是权威人士或普通人的错误，都是非常可耻的。因为它促进坏的东西日益发展，而且由于有学问的人的同意，别人就被鼓励跟他们走”[27]。

因此，有学问的人应对君主施以好的影响，不应抱不负责的态度，维夫斯认为他的责任不是为君主提供某个具体事项的具体解决办法，而是提醒君主不要忘记其所肩负的“道德义务”[28]，君主应给其臣民树立良好的榜样，能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只有当君主能明辨哪些事情真正有价值并能相应调节自己的愿望时，才能做到控制自己的感情。维夫斯强调政治的道德底蕴，认为君主应是有德之人，君主首先考虑的应是社会的公共利益而不是君主个人的私人利益。他认为战争和政治动乱是对有罪的人尤其是对有罪的统治者的惩罚。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纠纷和战争多因君主的野心而引发，战争和社会和人民带来的则是灾难。维夫斯坚决反对战争，积极倡导和平，他要求在学习历史时，“战争、斗争不需要学习，因为它们只给头脑一些坏的例子，它只给我们那些互相伤害的途径和办法”，“战争不亚于盗窃，除非是为了反击强盗”，“要让学生注意和平的事”，一种发人深思、令人满意的历史学习，应使人认识到光荣来自“众多的道德行为”，而“恐怖和罪恶带来耻辱”。[29]

不仅君主应关注社会公共利益，而且每个人都应关注社会公共利益。维夫斯说，“人是政治的动物”，“我们是为社会而生的，一生离不开它”。[30]由于人是有社会性的，故教育应培养学生具有社会性的品德，使学生关心公共利益和国家利益。维夫斯对人们普遍缺乏公益心深表忧虑，他说：“在目前，当只有少数人甚至几乎没有一个人关心公共福利的时候，担任公职是大家所轻视的，而这个时候，这种公职的确是不应该回避的，为了热爱他的国家，应该是热切地被期望和受欢迎的。但是，今天，在很多国家，热爱祖国没有被理解，甚至到了这样的程度，每个人都只为他自己而生活，只关心他一个人。”[31]正因为缺乏爱国精神，所以更需要教育加以培养，通过合宜的教师，将在学生心中“炽烈地燃起”对祖国的热爱，“对于无论什么于国家有益和宝贵的东西，他将愿意考虑国家的利益而奉献，同时，只要他有机会，他将尽其所能为国家的进步作出一切有益的贡献”[32]。

维夫斯对普通大众的命运充满深切的同情，在政治上他具有民主主义思想，早在1519年在《反对伪辩证法》中他就写道：“我从社会的深处看到一种变化正在发生。在所有的国家里，大众正在崛起，他们具有完全的、卓越的、自由的理智，他们再也不能忍受所受的奴役，他们决心割断暴政套在他们脖子上的锁链。他们正呼唤着他们的同胞奔向自由。”这段话很像是20世纪的人说的，但它的确是16世纪初的维夫斯说的。上层社会的人往往视大众为无知愚昧的群氓，维夫斯则对大众的才智予以高度评价，他认为体力劳动者的智慧高于争辩不休的经院学者，在《反对伪辩证法》中他讲道，如果把经院学者们的争论从拉丁语译成大众能懂的本族语，从而使体力劳动者知悉经院学者们所讨论的内容，他们必定会发出不满的嘘声和愤怒的喊叫，必定会高声叫喊着把经院学者驱逐出巴黎。维夫斯认为体力劳动者有丰富的直接经验，他们由生活经验得来而非由特别研究得来的实用判断力和各种常识远高于经院学者们空洞乏味的争吵。[33]1531年在 《知识的传授》中他甚至还说：“一个君主并不比任何老百姓更有价值”，意即一个坏的君主其对社会的价值还不如一个平民。[34]

与这种民主性思想相联系，维夫斯反对暴政，要求世俗政权关心社会公共福利，救助贫困民众。在教育上，他要求关注贫民子弟的教育，关注女子的教育，关注残疾儿童的教育。也应看到，他的民主性是有局限的，比如，他认为，女子教育的目的就是为成为贤妻良母做准备。女人与男人相比有许多弱点，比如，头脑简单，情绪不稳定，疑心较重，嫉妒心强，多嘴多舌，专注于琐事等，女人在体力上和对情感的控制上均不能与男人相比，女人像是“一种软弱的动物”，故应服从于父亲和丈夫的权威。女子教育的目的是在于为结婚、为家庭做准备，应教她们学习各种家务，知识教育方面应主要集中于道德哲学，以培养妇女具有贤淑的美德。

三、学校和教师的作用

由于维夫斯将革新社会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重担系于教育，而教育的好坏乃至成败又系于学校和教师的质量，因此他十分关注学校和教师问题。

维夫斯充分肯定家庭教育的作用，但他要求设立公共的教育机关以提供更多的教育机会，他要求：“在每一个市镇设立一所学校，聘请确实有学问、正直和谨慎的人担任教师。他们的薪水由公款支付。儿童和青年跟他们学习适合于他们年龄和兴趣的学艺。”[35]学校应成为一个“智慧赖以产生和成长的地方”。学校是一个教育场所，为更好地达到教育的目的，维夫斯对学校校址的选择提出了严格的要求。他认为，应使校址离开人烟杂沓的地方，特别是要远离噪声很大的铁匠铺、石工作坊等，以免影响学生学习。学校周围的居民应该是热心正直值得尊敬的人，而不是懒散的、卑鄙的和邪恶的人。“应该使学校的校址远离宫廷的扈从，远离女子住的地方。宫廷扈从，利用安逸和罪恶的诡计，煽动他们未成熟的、柔顺的心灵，使之变成任何一种模样；女子，利用她的美貌，引诱学生在一个时期内易受引人心目的罪恶的招惹。”[36]也不要把学校建筑在大路附近，以免学生由于观望过路人而分心。学校的校址也不应该设在一个战争绵延的国家的边界上，以免因战争的威胁而不能使学生安心学习。

维夫斯高度赞扬教师这种职业，认为教师以自己的光“点燃了别人心灵上的光”，认为教师如同耶稣基督般神圣，“我主上帝说：‘在天国被称为伟大的人，他充满了正义并且教导别人。’在教学上，没有比模仿耶稣更好的了，他是上帝派他从天上到人间来教育人类的……他有神圣的智慧，他只进行那些为听众服务的教学，而不是表示他有多么伟大。他不追求光荣或显示自己，虽然他有至高的甚至天使的理解力。他说的一切是为我们服务，而不是夸耀他自己”。如同耶稣是人类的引路人，教师则是学生的引路人，“一个学生需要一个引路人，直到他知道路”，“有什么比一个人的心灵由于别人心灵的帮助而走向聪明和道德更好和更和谐的呢？农民对土地即是这种关系。那些培训别人心灵的人，应得到报酬，可称之为父母，如视力对眼睛，和洞察力对大脑一样”。[37]

维夫斯认为教师要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必须具备三方面的素质：具有使他们能很好地进行教育的学问；具有教学的技巧和才能；具有纯洁的品格。教师应懂得教学技巧，应具有关于教育教学的“实际的智慧”。他说：“实际的智慧是整个生活的指引者，无论在训练优良的行为、纠正错误、批评指责还是在运用惩罚等方面，实际的智慧都具有最巨大、最有效的力量。因为，这些方法如果运用的时间、地点和方式方法都适当，可以产生巨大的效果；但是，如果运用不当，它们就都是使人讨厌和没有效果的东西。”教师还应有广博的知识，有良好的品德，“一个教师应该既是个好人，又是学问的爱好者；因为，由于他勤奋好学，他就乐于教导，能发挥他的作用；由于他是好人，他就可以对别人有帮助。对待他的学生，他将具有父亲般的性情，学生好像就是他的儿子；他也不会指望可以从他的学生或他的职业得到多少报酬。为赚钱而教学，是决不会很好去教的”。当时各国许多学者办学的一个重要目的是为了获利，维夫斯认为这是一种“出卖性的教学”，教师对获利的贪婪之心会败坏学艺，使自己和学问受到污辱，他指出，“要让一切个人获利的机会都从学校排除掉。让教师们从国家领取薪水，这正是好人希望而恶人鄙弃的；这样以免得薪水高，无知的和邪恶的人出于贪钱而暗暗混进教师的队伍，而善良的和有学问的人，他们不知道如何为职业奔走，也不愿意这样做，反而当不成教师。让教师别向学生收费，从而避免从学生那儿寻求金钱，或是由于希望获利，而对待学生过分和气和宽容”。[38]

教师应因其德才而具有威望，而获得学生的尊重，“让所有的人都被某种庄严和威望所吸引，让教师在他的学生中间更多地激发他们的信任和尊敬，而不采取殴打和威胁。对教师的智力和品德的仰慕将是学习的最大动力，是产生服从心理的有力影响”[39]。

维夫斯要求师生间建立良好关系，教师应热爱学生，学生应尊敬教师，他说：

教师对学生的爱应是一个做父亲的爱，他应真正从心底里爱学生，好像学生就是自己的儿子。给孩子肉体的人，是否真正比刺激他心灵活动的人对孩子更有贡献呢？事实上，就心灵比肉体更加是一个人的重要部分来说，教师可以更实在地被称为父亲。因为，我们之所以是人，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了和野兽所同有的肉体，而是由于我们的心灵和上帝以及天使相似。为了这个理由，马其顿的亚历山大承认他受惠于亚里士多德的比受惠于菲利浦的还要大；他从菲利浦得到他的肉体，但是从亚里士多德得到他的心灵。使徒保罗说，他引导上帝的儿子走向德行。但是，这种亲子之爱并不是盲目的，而是观察敏锐甚至尖刻的。所以，它能发觉学生身上应该加强、改变或补救的一切倾向。

应该使孩子牢牢地记住，他们在学校里所接受的是心灵的陶冶，即培养我们永生的精神。他们必须牢记，这种培养是上帝交给人类作为慈恩的最大礼物，它不可能从任何其他的来源得到，而且这肯定是一种追求，沿着这条路，他们能取悦上帝，到达上帝那里，这是他们最大的幸福。这样，他们将享受这种心灵的陶冶，把它看作他们必需的事情，并且尊敬它、崇拜它，把它当作神圣的、天赐的东西。因此，他们走进学校时将会充满着敬仰的心情，就像走进圣庙一样。教师应该竭力防止学校由于玩耍而变成没有价值的地方，也不允许它被任何不名誉的事所侵害。孩子们将热爱和信任教师，把他们当作为上帝服役的教师，当作他们心灵的父亲。教师将易于以他们愉快的态度而获得学生的热爱，将由于他们是很好的教师和他们正直的生活而得到学生的尊敬。教师的爱对优良的教和学能发生多么巨大的影响，是令人难以置信的。[40]

维夫斯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教师的现状却令人担忧，他说：“现在有一些人把子弟送到某些学校，为的是使他们受到谦恭、有礼而高贵的教育，而他们是非常失望的，因为，几乎所有的教师都是贪婪、卑鄙、低贱和愁眉苦脸的，难于讨好而又急躁，性情很坏，更不用说他们的懦弱无能了。教师不能经常和孩子们在一起，事实上，孩子们相互之间学习助长了不良的行为和某些关于事物的错误见解。”[41]

要充分发挥教育对社会政治、宗教、道德、文化的促进作用，需要有许多条件，其中教师素质的提高无疑是重要条件之一。

第三节 教学内容

维夫斯对教学内容的看法建立在知识观的基础上，他反对空疏无用的知识，强调知识的实用性。

—、不唯书的知识观

在《知识的传授》中维夫斯列出了许多门类的知识，既有传统的医学、法学和神学，也有其他人文主义者所倡导的学科，如文法、修辞、辩证法、算术、几何、天文学、音乐、雄辩术、体育、历史、哲学、伦理学，还有生物学、地理学、营养学、经济学、政治学等，知识的范围的确是大大拓展了，然而这些书本知识来源于何处呢？维夫斯认为，这些知识除来源于古代作家的著作外，还来源于当代一些作家的著作。例如，在伦理学方面，维夫斯特别推崇伊拉斯谟和比代；在政治学方面，他再度提到伊拉斯谟，还提到了帕特里齐和莫尔。他认为，所有这些作者“已经成为伟人，或不久就会被人们视为伟人”[42]。

从此可以看出，维夫斯已走出言必称古人这一许多人文主义者易入的误区，已经走出了崇古泥古的阴影。实际上，他走得比这更远，这就是不唯书是从，不论是古代的书、中世纪的书，还是当代的书，他认为知识除了来源于书本外，还有一个来源，那就是个人的直接经验。他将经验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获得的，一种是从他人那里尤其是从书本得来的，他认为两者对人来说都很重要，但维夫斯的独特性在于他强调直接经验的作用。

维夫斯强调知识的实际效用，推崇“实际学问”，他认为，若从书本到书本，没有实践这一环节，就根本谈不上实际学问。他说，在生活中，实际的学问就在我们的身边，它随时准备做我们的伙伴。实际学问是一种对我们生活中一切事物都适用的一切学问，当人情绪激动时，它予人以有效的指导，使人生的航船不会被激流碰撞，不会被浅滩、暗礁或风浪所倾覆。实际学问来自经验，经验有两个来源，“经验不是由自己行动所获得的个人知识，就是来自我们看到、听到或谈到的他人的经验知识。如果一个人缺乏这方面的来源，他就不能有实际的学问。因为，凡是涉及任何实际的经验，至少你自己要通过经验。虽然对你讲述很多格言、教训，假如你自己不适时地去实践，这与一个十足的新手没有区别，如绘画、纺织、缝纫等。一个人只有理论的知识，而没有一点实践经验，如果你让他去做一件事，他的工作将是拙劣的。同样，实际的经验，如果没有判断，对一个人来说也是没有多大好处的。因为，一个人如果只有实际经验而缺乏理性判断，他的行为常常是软弱的，不坚定的。有许多人在各种事务上有经验，知道得很多，可是，他们的判断迟钝而混乱，或者他们的判断很少或没有根据学问，因此，他们的经验将使他们收益很小。我们还不能期望青年人有什么学问，青年、成人和老人虽有学问，假如他们缺乏实际经验，他们的判断也表现得迟缓或衰退。为此，我们在一切学科的学习中获得知识和方法之后，要将其运用到实际中去获得经验。必须认真对待这个问题”。[43]

可见，维夫斯并不否定书本知识的作用，但他认为书本不是知识的唯一来源，而且书本知识若不与实践结合，不运用于实际也就没有多少价值。这种观点所批判的锋芒直指经院主义的知识空疏无用和人文主义对古典文化的过分推崇。知识并不全在古人那里，并不全在经院学者那里，也并不全在人文主义学者那里，每一个人的直接经验也是知识的重要来源，通过细致的观察，一个人可以从外部世界、大自然获得许多知识，他说，有的人住在平原上，有的人住在山上，有的人住在密林里，这些人都可从他们所生存的环境中学会很多东西，维夫斯甚至让学生“向园丁、农民、牧羊人和猎人求教”[44]。因为这些人具有丰富的从直接经验中获得的知识。这种观点的背后是维夫斯对知识垄断和知识霸权的强烈不满，是对普通人的认识能力和普通人在知识发展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因此，维夫斯的民主性思想并不仅仅表现在政治方面，也表现在人类的认识方面。

二、知识的选择

此处的知识是指历史所积淀下来的书本知识，维夫斯用较大篇幅讨论了书本知识的选择问题。

维夫斯认为，人要获得智慧就需要读很多很多的书，这些书应涉及各门学科的知识，但是，“一个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大批量的书，使想学习的人被吓住”，面对众多的书籍，学习者感到思想低落，他们会低沉地问：“谁能把它都读了？！”书是读不完的，因此，必须选出一部分来读，选择的标准是看是否对人类有益，维夫斯说，生命是如此的短促和易逝，所以不要把精力消耗在那些多余的和有害的书上，应选择那些有益于人类的书来读。有益的要求有二：“既对生活有用也对敬慕上帝有用。”维夫斯接着又指出：“而且，就是上帝的意图也是使知识趋于有用。”这样，维夫斯就把实用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重要准则，他说：“生活需要的知识既多又异。由于人们的生命时间很短，转瞬即逝，一个人要超过其他人就要正确地使用他的时间，他就不能消费任何时间在琐碎的事情上，而要涉及生活实际。”维夫斯引用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话说，那些对生活没用的知识，没有权利被提出来让他人学习。

维夫斯的讲求知识有用性的价值取向在理论上至少产生了以下几个结果。

其一，使得维夫斯对经院主义之学抱十足的蔑视态度，因为在他看来，经院之学纯粹是斗嘴皮子的学问，空疏无用。

其二，使得维夫斯较其他人文主义者更看重古罗马文化，因为古罗马文化较古希腊文化更重实用。[45]

其三，使得维夫斯对人文主义的博雅教育的理想不以为然，“他对有益于社会的强调与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对风度高雅、举止有礼、谈吐睿智的强调形成鲜明的对比”，维夫斯意欲为社会培养各种各样的、具有德行的有用之才，而不是像格里诺那样要培养聪明的、善思辨的学者，也不是像西尔维乌斯（教皇庇护二世）那样要把青年人培养成教会的“未来的十字军战士”，也不是像弗吉里奥那样要使学生受到“战争艺术的训练”，因为维夫斯反对战争，他的实用的知识的范围中不含战争知识，在他看来，战争是不道德的，知识应为和平服务。总之，“在他看来，教育的实用的和伦理的方面要比教育的纯粹审美的、思辨的、休闲消遣的方面重要得多”[46]。风度、谈吐、衣饰、跳舞、游乐等在他看来都是外在的东西，内在的东西是心要虔诚并有为社会服务的本领。

其四，使得维夫斯重视职业性的学科如法学、医学、神学等，不将自由教育与职业教育对立起来。很多人文主义者推崇以古典文化为基础的自由教育，鄙视职业教育，认为法学、医学等是技术性的东西，其地位是低下的。而维夫斯对实用性的强调使他“在自由教育和职业教育的鸿沟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47]。

在知识的选择问题上，有一个问题是维夫斯所不能回避的，那就是如何看待古典著作。因为古典著作的作者都是异教徒，他们著作中有许多因素与基督教精神是不一致的。“异教徒的、阿拉伯人的、犹太人的作品，是否应读，还是应彻底禁止？在它们里面确实有一些邪恶的、欺骗人的东西，这对那些没有经验的人和堕落的人是有害的。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值得好好思考。这个问题没有任何人会容易地、简单地下一个断言。”维夫斯认为，异教徒的作品中包含许多有用的东西，“它们包括百科全书式的知识”，“对生活有着重大的用处”；同时，异教徒的书中也有很多对道德有益的东西，“异教作者对反对罪恶表现了很有效的判断，他们赞扬了道德。这些，我们都允许用来为增强我们的美德和反对我们的邪恶倾向服务。这些判断可以在他们的教学和格言中找到。这些将有助于我们的生活实践”。此外，维夫斯认为 “异教徒还掌握了美、华丽、有风度的演讲技术等”。这些在维夫斯看来都是健康有益的，但他认为有些著作中也掺杂着危险的东西，“好比在蜂蜜或甜酒中掺了毒药”，“我们从这些书中找到好多称赞的声音，如对骄傲、愤怒、残酷、权力、财富以及享乐等的羡慕和崇拜，也会找到在他们的叙述中起污染作用的罪恶故事，如淫欲的、报仇的、自负的故事等。这些称赞和故事使学校出现狡猾、欺骗、冒充等现象，使灵魂无论愿意与否，都受到欺骗和诡计等的吸引，只等待时机去付诸实践。所以当人们的思想倾向于野心和获取时，就认为只有这些东西才会带来金钱和光荣。对于知道这些是如何危险的人和懂得这些教材的人，学习这类书可能无害，同时还可从中抓住它们有益的东西。可是，就是聪明的人也需要随时知道什么是有害的，并加以反对，正如技术高超的医生治病，开处方用毒药以毒攻毒。他们能比较异教徒的有害作品与我们的作品，前者是不纯的，是黑暗的，我们的则是优秀的，光明的。简言之，他们能仔细地观察各种作品，指出它们的优点或缺点”。而对于学生而言，他们既无知又好奇，不知道如何正确地选择和使用书，这就需要加以防范和指导。[48]

三、论教学科目

作为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维夫斯特别重视《圣经》的学习和研究，将《圣经》作为重要的教学内容，因为《圣经》是上帝意志的表达，是人们达到虔敬的必由之路。维夫斯看重历史的作用，认为历史知识是政治贤明的向导；认为法律来源于历史，“罗马的或其他的法律，不是别的，而是历史的一部分，它产生于研究人们的习惯，在这习惯中，包括人们之间的交往和国际的交往”；历史很有益于神学，“神学的大部分是关于希伯来人、基督、使徒、殉道者、圣徒、教会的事迹的故事”，这些历史事迹对人的行为有着非常大的激励作用；历史这门学科，对所有学科的产生、培育和发展有着重要作用。[49]维夫斯重视古典文化的教学，要求以实用和虔敬为原则选择古典著作。维夫斯也重视自然知识的学习，将生物学、地理学等都列入教学的内容。关于《圣经》、历史、古典著作、自然知识等，前文已有述及，此处不再赘述，在此主要讨论维夫斯对古典语言、民族语言、七艺、体育和三种职业性学科神学、法学和医学的看法。

维夫斯关于古典语言和民族语言的看法与其他许多人文主义者既有相同的一面又有独到的一面。相同的一面是他也尊崇古典语言，独到的一面是他非常重视民族语言。

他有一个怪异的观点，认为民族语言的多样性是人类罪恶的产物，这种罪恶就是人类的傲慢自大，结果产生了多种多样的民族语言，给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带来障碍。他认为理想的状态应是，所有的人都属于一个民族，都属于一个国家，都说同一种语言。这简直是伊拉斯谟观点的重述。但现在已不是原初状态，民族语言的多样性已是事实，为利于民族间、国家间的交流，必须有一种普遍性的、共同的语言，维夫斯认为拉丁语就是这种共同的语言，但他所说的拉丁语是纯正的古典拉丁语而不是中世纪粗陋不堪的拉丁语。他认为中世纪所使用的拉丁文法和拉丁词汇是有缺陷的，使得拉丁语的纯洁性被破坏。文艺复兴使纯洁优美的古典拉丁语重放光彩，拉丁语是一种理想的语言，悦耳动听，语汇丰富，表现力强。现在，拉丁语已经被广为使用，既有益于宗教信仰的传播，也有益于表达各种认识的成果。

维夫斯是个现实主义者，不像伊拉斯谟那样漠视民族语言的价值和发展现状。尽管为了学术上的交流，他的著述几乎都是用拉丁文写的，但他对民族语言充满感情，能讲多种民族语言，除了他的本民族语言卡斯蒂利语（Castilian）和瓦伦西亚语（Valencian）外，他还会讲法语、英语和佛莱芒语（Flemish）。维夫斯看到了掌握民族语言的重要性，他懂得多民族语言给他带来的益处进一步印证了他的这种看法。在《基督教妇女的教育》中，维夫斯指出，母亲有责任教孩子们讲好本族语，母亲在为孩子选择保姆时，应挑选本族语讲得好的人。母亲在孩子小时应注意孩子讲的每一句话，看是否正确，若不正确，应及时纠正，应使孩子能够看懂用本族语所写的祈祷文。在《知识的传授》中，认为父亲和初等学校的教师也有教孩子本族语的责任。教师不仅应使学生能正确地说民族语，还应该使他们使用民族语正确地写作。他还要求学生了解他们的民族语言从产生到现在的发展历史。本族语之所以重要，原因很简单，因为它为儿童了解他所生活的世界提供了基本的和最初的语言手段。语言是传统的与他人交流的工具，是打开各种知识门户的钥匙，在这个意义上，维夫斯认为，所有的语言的作用和意义都是一样的，懂得拉丁语、希腊语并不比懂得法语和西班牙语更有价值。用西班牙语或法语写的一个正确的句子比用拉丁文写的一个不正确的句子要好。这表明在对待语言的态度上，维夫斯也具有较强的民主性成分，用民族语言写的正确的句子胜于用拉丁语写的错误的句子，就如同他说 “一个好平民胜于一个坏国王” 一样。

维夫斯认为在语言和事物的关系上，前者应服从于后者，语言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在于能描述事物。他以这种认识为基础来探讨三艺即文法、辩证法（逻辑学）和修辞学的作用。他认为文法、逻辑、修辞所涉及的都是语言的规则问题，对语言和思维来讲，它们都很重要，学习它们是必要的，但它们不是目的本身。一段文字，语法正确无误，逻辑严谨细密，修辞手段的运用也丰富多彩，然而如果言之无物，这段文字就没有价值。语法、逻辑、修辞这些手段都是描述事物的工具，离开了事物本身，它们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这是维夫斯对三艺的基本看法。

他认为语言是不断发展变化的，语言的规则尤其是语法规则也不应一成不变，词汇和句法都会发生变化。拉丁语和希腊语这两种古典语言也不应成为“死”的语言而应成为“活”的语言，因此，他激烈地反对一些人在词汇和文风方面对西塞罗和昆体良的生硬死板的模仿，认为这种模仿会抑制和阻碍语言的发展，并使一些过时的东西不合时宜地存在下来。他认为拉丁语词汇也不是一成不变的，为使之更有活力，可以将一些新创的词引入拉丁语总词汇。

维夫斯要求革新辩证法（逻辑学）和修辞学的教学目的。辩证法从中世纪开始主要被视为一种论辩的艺术，这门科目的教学目的是让人善辩并战胜对手，结果学生走出学校时言辞咄咄逼人，好斗成性，但却没学到切实的知识。维夫斯认为，使人善辩不是目的，有一些问题辩来辩去并不能增加新知，辩证法本身不是目的，它只是一种手段，它是探索任何一门学科知识所必需的一种工具，通过这门课的教学，应使学生能够为在社会上过有益的实实在在的生活做切实的准备，而不是使其离开学校后成为一只只好斗但不会下蛋的公鸡。维夫斯认为，修辞的中心目的不是“装饰”文字，而是使人所讲所写的东西更明晰、更有效、更令人信服。人的思维的创造力是与表达的清晰携手并肩的。辩证法与修辞紧密联系在一起，二者相得益彰。许多人文主义者片面强调修辞的作用，以辞藻华丽、修辞手段丰富作为追求的目标，对此维夫斯颇不以为然。他认为，过分追求修辞效果而不顾及内容会使人陷入“愚蠢的冗赘”的泥潭，他写道：“我认为一个明智者的喃喃自语胜于一个傻瓜的信口开河。”[50]因为明智者目之有物，尽管喃喃而言，表达得朴素无华；而一个傻瓜胡说八道，尽管堆砌了许多词汇，但没什么内容。人说话不是为了用丰富的语汇去取悦听众，而是为了传达和交流某种实在的东西。内容重于形式，没有内容，形式再漂亮，也没什么意义；而若有内容，即使形式不漂亮，依然会有意义。维夫斯推崇昆体良，但他认为昆体良对修辞作用的看法存在问题。昆体良认为，演说人在公众场合演说时，为了能驾驭听众，至少必须给听众造成这样一种外在的印象，即演说人是个值得尊敬的人，而手段就是靠修辞技巧的运用所带来的感染力，讲得好也就意味着生活得好。这是维夫斯所不能接受的，他认为昆体良将两种不同的东西混在一起了，把审美的东西即修辞手段、演说技巧与伦理的东西即生活的意义与目的等同起来了。有的学者认为，昆体良的上述观点具有马基雅弗利主义的色彩，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即为了达到取悦听众并使听众敬重这一目的，一个本质上不值得他人尊敬的人也应该用言辞打动他人之心从而给人以可敬的印象。马基雅弗利认为，一个君主靠美德难于立世，但即使他不躬行美德也应给人以躬行美德的印象。昆体良要求演说者就像马基雅弗利要求君主那样，要作伪，要“伪善”。这在维夫斯看来显然是不道德的。

维夫斯认为，中世纪三艺教学的明显缺陷是未将三艺与文学、历史和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维夫斯指出，只有有机地结合起来，不将三艺作为教学目的本身，才能使学生从中获得有益于社会和人生的丰富的知识。尽管在中世纪的三艺教学中，也从一些文学作品中选读一些片段，但大多是为了以之说明如何正确运用语法规则，如何用修辞手段美化文字，很少为了文学作品本身的缘故，即为了纯粹的审美愉悦而去阅读它们，意大利人文主义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扭转了这种局面，并使三艺教学与文学、历史、哲学等结合起来，使文法、修辞、辩证法（逻辑）这些语言规则和语言形式获得了丰富的内容滋养。然而，维夫斯对古代文学、历史和哲学著作并不一概接收下来作为教学内容，而是依它们是否符合虔敬和道德的标准予以甄选。维夫斯对文学的审美价值深信不疑，他谙熟古希腊罗马诗人的诗作，曾用十分生动的语言描述过读诗给他的心灵带来的欢乐，但他同时又担心诗的强烈感染力会对人的想象力发生作用，并激发起抑制不住的情感，以致使人做出不道德的事。异教文学的审美价值和强烈感染力与基督教道德存在一定的冲突，即审美追求与伦理追求存在不一致的现象。维夫斯力欲使二者比较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达到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的要求。维夫斯认为历史是一个道德教师，人应从历史中学习，但他同时也认为有些历史事实如尔虞我诈的斗争、你死我活的战争等对人并无好的影响。关于哲学，维夫斯认为，经院主义的辩证法和对争辩的滥用大大降低了哲学教学的威信，哲学成为神学的注脚，没有应有的独立地位。他要求改革哲学教学，他尤其强调道德哲学、形而上学（物理学）和自然哲学的研究，要求人类探索自然和人类自身。

维夫斯将四艺也列入教学内容，由于他重视自然知识，对自然世界有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研究兴趣，这就使得他所讲的四艺在知识范围上远远超出中世纪四艺的狭隘范围和狭隘的神学目的。

他认为七艺这些自由学科是与人的日常生活及人的职业活动密切相关的。三艺不是神学玄思的工具，而是促进普通人在私人活动或职业活动中交流的工具。四艺与职业活动更为相关。数学（算术和几何）是测量学、透视学、光学、声学的基础。透视与建筑学和绘画艺术密切相关。光学对于研究镜像和透镜的原理是必要的。声学对于音乐家而言非常实用。天文学对于航海和农业生产都有益处。维夫斯鼓励学生到商店、工厂去向工匠们求教，学习各种工艺的各种技术和技巧。音乐是和谐之声，可使大脑放松，是一种重要的休息手段。

与大多数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维夫斯不鄙视职业的学科如法学、医学和神学等，他要求改革职业教育。由于他的家人曾遭到宗教裁判所的迫害，他非常谨慎，对神学教学如何改革持回避态度，不敢说三道四，但对法学和医学却多有论及。尽管维夫斯没有受过法律专业知识方面的训练，但在他的好朋友、法学家克兰维德（Craneveld）和伊拉斯谟的影响下，他对法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曾写过有关法律问题的著述，法律史专家认为维夫斯在人文主义法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早在十一二世纪，罗马法在欧洲就已开始复兴，促进了欧洲法律制度的建立和健全。但到了 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工商业活动对法律提出了新的要求，维夫斯要求对法律进行改革以使之适应时代的要求。他要求的法律改革不是对罗马共和国时期的罗马法进行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而是要求进行实质性的改革。他对当时的法律制度予以抨击，抨击法官和律师对法庭辩论的过分热衷，抨击法律条文的机械死板和晦涩难懂，抨击法学研究中注释这种传统研究方法的陈腐烦琐。他认为法律应是简洁的、有活力的，法律应关注人类生存最重要的问题，应体现出平等的原则。

维夫斯对医学评价颇高，认为它不同于空疏无用的虚玄之学，其目的是实践性的，为的是救死扶伤。医学必须以实践为基础，病症多种多样，发病原因、病情表现、病灶位置皆因人因病而异，必须在对这些进行切实研究的基础上才能探索到一般的病理及治疗的方法。培养医生必须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并重。理论方面的训练应当包括研究人体解剖学、各种病症表现、药物学和药理学等内容。维夫斯认为医学研究是没有止境的，需用一生时间且须全力以赴，即使不要求每一个医生都成为走在医学前沿的研究者，也应要求每一个医生了解医学发现的最新动态。实践方面的训练包括解剖人体、用动物做实验以及和有经验的医生多多交流等方面。医生应穿着整洁，并保持自己身体的健康，在行医时应有医德，不要因贪婪或自负而耽搁了疾病的治疗。[51]

维夫斯关注医学是与他关心人的身体健康相联系的，他认为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全的身体，要使身体健康，需注意营养、休息和活动三个方面，他说：“我们的头脑和身体的力量是无穷的，但有时是虚弱的。我们要给它们一些食物和休息。这样，才能完成进一步的工作，否则，它们将在很短期间就要耗尽，变成无用。儿童要经常锻炼他们的身体。因为这个时期他们需要生长和发展力量。因此我们不能把学习压得太多太紧，要允许他们的注意力有休息的时候。否则，他们在开始爱学习之前就开始恨它了。”[52]维夫斯要求食物应有营养，进食要定时，食物的选择应根据每个人不同的身体状况。投标枪、打球或跑步都是很好的体育活动，其目的不是使儿童粗野和凶顽，而是促进他们的身体得以健康发展并使他们的头脑精力充沛。相对于其他一些人文主义者而言，维夫斯并不十分重视体育，只是将它置于一个次要的地位。

第四节 教学方法

有两个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教学方法研究的深度，一是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研究状况，二是对教学对象心理特征的研究状况。维夫斯恰恰在这两个方面都高出其他人文主义者许多。

一、认识的方法与教学方法

维夫斯认为经院主义的方法不能产生新知识，不利于知识的进步。不仅如此，这种方法还毁坏人的心智，助长人的非道德倾向，结果不是捍卫了真理和道德而是戕害了二者。他指出：“应该消除一切助长浮夸、傲慢和虚饰的机会。因此，凡是得不到真理的公开争论要少举行，在那种场合下，比较热心于真理的人难于得到赞助，而只为力图显示自己的机智或聪明的人制造机会。从这种受到赞赏的争论中，争吵、口角和纠纷增多了，更加有害的是理智起来反抗真理，为了推翻真理，理智采取各种各样秘密的方法，尽管运用各种计策，希望推翻真理，克服真理，而不是服从真理。这样蛮横、邪恶的争吵不能造就善良的人，更不能造就基督教徒，因为这两类人的心灵应该是纯洁的，他们应该是真理的追随者，是基督的追随者。最后，很多从这些争论中离去的人，更加会骂人，更加固执，没有一个人比参加争论以前更加聪明或更加良好。”[53]维夫斯认为辩论和争论是必要的，但不应是为了压倒、斗胜对方，而是为了探求真理，辩论和争论应当是善意的。维夫斯说：“在多数情况下，用语言或笔伤人甚于用剑，用刀只能伤人的身体，用语言则刺伤人的灵魂。”他认为：“争论应该是朋友式的，而不是战争中敌对式的。在所有的讨论中都应该如此，特别是在神学中。在这门学科中，对神圣的真理的不虔诚的进攻和怀疑，使听众的头脑中开始对那些应肯定、确定和不可动摇的事情发生怀疑和动摇。罪恶的敌人于是对这些散布的怀疑进行鼓励和扩大。人们也跟着去做，从而使一个人为他自己智慧的光荣甚于为了维护真理。我们应该服从真理，不只是那些关于虔诚的和神圣的事，还有世俗的事。”[54]经院主义的争论所依据的是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学，维夫斯认为这种逻辑学是有严重缺陷的。维夫斯对经院哲学的批判较伊拉斯谟要深刻得多，“在他看来，经院哲学的学科及其赖以为据的亚里士多德逻辑学的根本缺陷，在于以一般概念为先决条件，他认为学识腐化的真正原因正在于此。而唯一能消除这种弊端的方法就是从事实经验开始，通过头脑的自然的推理并由这些事实经验形成概念。简言之，正确的学习方法不是演绎法而是归纳法”[55]。

维夫斯不仅对经院主义的方法不满，而且对许多人文主义者崇古泥古的做法亦深为不满。这些人认为一切知识尽含于古代文化之中，若要求知，无须面向外部世界只需面向古人、面向过去就够了。维夫斯认为，若如此，人类的认识将永远不能超越于古人，超越于过去，知识就不会进步。他反对任何知识权威，他说：“为了尊重知识，如果需要，伟大作家也应受到批评。”[56]维夫斯认为人的认识是有局限性的，正是这种局限性给人类认识的发展带来了可能性与必要性，如果人类的认识可一劳永逸，人类认识的发展既无可能性亦无必要性。真理不是哪一个人或哪一个时代能够全部探求完毕的，人类的认识过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进程。他认为，如果我们都充分发挥自己的智慧，可以肯定的是，我们对事物的认识会比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或者任何古人对事物的认识要深刻。我们有权利去探索、研究、形成自己的观点。真理对所有的人都是开放的，还有很多真理人类尚未发现，有待后人去发现它们。[57]他指出，亚里士多德年长时对事物的认识比年轻时要深刻和丰富，我们现在比亚里士多德知道得更多。尽管维夫斯认为亚里士多德是“迄今为止所有哲学家中最有智慧者”[58]，但他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许多内容甚至对亚里士多德的文风也多有批评。另外，柏拉图、西塞罗、塞涅卡、昆体良等深受维夫斯敬重的大家也都受过他的批评。他对伊拉斯谟也有微词。伊拉斯谟反对泥古不化，反对西塞罗主义，要求对古代文化尤其对古代文体风格应进行“创造性的模仿”（creative imitation），而不是机械刻板的照抄照搬。维夫斯认为，伊拉斯谟的创造性模仿还是没有走出古人的樊篱。维夫斯要求人不应只以古人为师，应自己去探求知识，应自己走出书本到书本以外的世界去探求知识。

这就需要新的认识方法，因为经院主义的方法和以古人为师的做法不能产生新知。新方法就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归纳认识的方法。

维夫斯说：“脑有两种功能，观察的能力是眼睛的事，对事务的判断和决定是大脑的事。眼睛只管观察，而大脑则管人的行动。人类头脑探索的范围包括：天空、风雨、石头、金属、植物、动物和人。人不是孤立的，他研究自己的身心以及与其有关的事物，永恒状态的和不同阶段的它们的变化，以及考虑人类的发明，从而打开观察的广阔天地。此后，他开始研究精神方面的事物，甚至研究至高万能的上帝。所有这些课题，人类的能力之所以能够做到，是判断的功能。”[59]对事物的认识仅靠观察、感官经验还不够，还应有理性的参与，需要从具体的多样的经验中抽象出一般的原理。他说：“开始时只有一个经验，然后又有一个经验，我们对这些新鲜经验感到新奇，新奇之后它们就在我们心中留下印迹，以备来日生活之用。从一系列分散的经验中，大脑便创立了一个普遍性的规律。之后，这一规律又被更多的经验所支持、确证，那么，此时，这一规律就被认为是确凿的从而被确立起来。然后，这一规律就被传给后人。”维夫斯在此描述了人类从具体到抽象再到具体这样一个认识的过程。他认为，“直接经验是偶然的，是不确定的，除非它们被理性所驾驭”，他要求“把经验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并用一般性的认识来指导经验”。他看重人类已有认识成果即间接知识的作用，认为正是知识将人的精神与直接经验结合在一起，使二者交互作用，或将直接经验上升为一般性的认识从而产生新知，或在直接经验的基础上验证、修正过去形成的认识。没有知识，人很难理解、洞察其所见所闻，也很难有所作为，知识是“一般性原理的聚合，其目的在于认识、做事或产生新知”。维夫斯重视人类已积累起来的知识对个人认识发展的作用，认为一个人的认识不能仅依靠个人的经验，还须借鉴他人的经验，他要求学生从书本中，从过去的文化中汲取每一门学科的知识。他反对为知识而知识，认为知识只是工具而非目的。有人这样评价维夫斯：维夫斯的同时代人中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重视知识的实用特性，也没有人像他那样如此重视直接的感觉经验的作用。[60]

基于这样一种对人类认识过程的理解，维夫斯阐述了他对学习过程的理解，他说，“学习的过程是从各种感觉到想象，再由想象到理解，它是学习过程的生命和本质。所以学习过程要由个别事实到大批事实，由个别事实到一般事实，这是在儿童学习中必须注意的”，“因此，各种感觉是我们最初的教师，理解则源于感觉”。[61]这样，维夫斯就把感官经验作为认识活动的开端，认为学生对日常生活的各种经验和经历是教育的要素之一。

与伊拉斯谟相比，维夫斯既重视感觉经验对学生认识的作用，也重视人类历史上所积累下来的间接经验对学生认识的作用。伊拉斯谟问道：“人能从树中学到什么？”他的意思是人应从历史所积淀下的文化中学习知识，而不应通过感官从外部现象世界中获得知识，知识在古人那儿，在书本上。而维夫斯则号召学生向园丁求教，他认为人通过现象能从树中学到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东西，但他并不否认书本知识的重要价值。相比较而言，伊拉斯谟的观点是片面的。这种不同的认识直接影响到他们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的不同构想，一个是重书本的方法，一个是书本、实践并重的方法。维夫斯的方法肯定今人胜于古人，肯定人有创造新知的能力和责任，其精神风貌较伊拉斯谟要新许多，具有质的差异。他为教育增加了新的资源，除了积累下来的文化知识外，学生的个人经验也是不可缺少的。在维夫斯看来，教师依赖于书本、学生依赖于教师的知识获得方式，是大有问题的。对个人直接经验的肯定提升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学生的认识过程再也不是一个完全依附于书本和教师的过程。

二、心理学与教学方法

维夫斯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力图将教学方法建立在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正如一位教育史家所指出的：“他的杰出之处，就是力图用心理学的方法来理解教育问题。以前的教育家主要拘泥于所教的学科，而且对方法的考虑也仅限于由题材所决定的教学过程；维夫斯则最先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教育概念，即教育主要是一个由学习者的本性所决定的学习过程。”[62]

维夫斯说：“在决定怎样对每一个人进行教学的时候，应该考虑他们的性情。仔细考虑这个题目属于心理学的研究。”[63]他要求教师在实施教育教学活动之前应先了解学生的性情，“让教师每年分别在不同地方举行四次会议，共同讨论他们学生的天性，商讨他们的教育问题。安排每个孩子学习他似乎最适合学的东西”[64]。

维夫斯对人的心理表现诸如感觉、记忆、联想、推理、判断、情感、意志等进行了详尽的分析，其中对记忆和联想的分析与教学过程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记忆是一种特殊的心理能力，通过它人才能将其观察、阅读、思考之所得保留下来。识记的能力、回忆的能力和重组所记忆下来的材料的能力是记忆力的三个因素。记忆是大脑的一种功能，记忆区位于头的后部。维夫斯对如何增进记忆能力很感兴趣，他认为记忆与人的情感好恶有密切的联系，他指出我们在大脑中只能保留住我们所愿意保留的东西，而且我们只愿去记忆那些让我们感兴趣的东西。他说这是被他作为一个学生和教师的经历所证明了的。识记与保持二者也有一定的关系，一般识记所花时间越长，保持的时间也就越长。有的人才智敏捷，对于事实和观点具有很强的理解力和洞察力，但记忆东西却很慢。将已学知识予以应用以及用提问的方式定期测验已学知识有利于巩固记忆。维夫斯还分析了导致遗忘的原因，身体状况不佳（比如生病）、个人注意力不集中、被外界所干扰、记忆的材料对记忆者没有多少价值以致不愿主动去记忆、记忆者最初对所记东西的印象（第一印象）模糊不清等因素都对人的记忆能力有不良影响，容易导致遗忘的发生。联想涉及的是一些关系，如因与结果的关系、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时空条件与相关事实的关系、两个相似的事实间的关系等。这几种关系对教与学都非常重要。[65]

维夫斯认为学生的心理特征在不同的年龄阶段、在不同的人的身上都有不同的表现，这就是心理的年龄特征和个别差异。

他要求尊重学生的年龄特征，要求依学生年龄的长幼、学习能力的强弱来安排教学内容，他说：“要按他们的年龄来选择，并持续扩大其教学范围。假如不用自然的办法教育一个人，而是教训其努力和勤奋等等，那么，他就会常常犯错误，就会按相反的方向发展，干他自己的事。所以在任何年龄阶段都要纠正错误。我们不允许儿童被任何错误抓住，并且日益发展。因此，当一些事情学生还不能理解时，教师应把它们推迟到以后适合的年龄去做或学。”[66]

他还要求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实施教育和教学。学生的个别差异既表现在认识能力方面，也表现在情感方面。

观察、理解、比较、判断是几种重要的认识能力。这几种认识能力往往因人而异，有些人能看到一切颜色暗淡的东西，观察力锐敏，“有些人辨别分散的东西的能力很强，但是不能同时领会很多东西，或者是他们一时领会了它们，却不能记住它们。有许多人，他们看见、领会而且记住了各种事物的印象，但是往往不能把各种事物相互联系起来；他们也不会通过事物的互相比较去判断事物的性质。心灵的天然能力也正是这样。有些人因为敏锐，对分散的东西看得清楚。但是当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却不能领会它们，也不能记住它们了。他们的理解力是狭窄的。他们的记忆力是短暂的、转瞬即逝的。另外有些人能够领会，但是对于直觉感知的东西，并不进行思考，以便判断并决定他们的本质和属性”[67]。有些人心理迟钝，只能认识把握事物的表面现象；有些人则心理敏锐，能够认识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有些人动手能力强，有些人思维能力强，有些人则二者都较强，“有些人在用手做东西方面非常灵敏，希腊人称这些人为‘能工巧匠’。你总是看到这种孩子画画、建造、纺织，他们把这些事情做得那么好，（做的时候）那么高兴，使你会想到他们已经学了很久了。另外有些人，被伟大而高尚的心理所激动，致力于判断和推理这类比较崇高的事情。他们在童年时期不长于手工技艺，但是，他们已经能理解他们所听到的每一句话，敏捷地、迅速地发现一件事情的原因。有些人对这两种活动都擅长，但是他们人数很少。有些人适合于某一个别部门的学问，如有些人尝试写流利的散文但甚感困难。我知道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描述一件事情时非常机智，但是他们的推理却非常荒谬。在心理的一切材料上（不仅在双手活动方面，而且在一切要求特殊能力的活动方面）都具有才能的人是罕见的”[68]。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到学生在各种认识能力方面存在的差异。

同时，教师还应考虑学生在情感、品德等方面的差异，他说：“有些人感情容易激动，另一些人感情比较平静，这后一种人好像被各种情感轮流地统治着。由身体产生的原始的感情，有些倾向于善，有些倾向于恶。有些人的心灵被某些感情占有到这样的程度，以致所有进入心灵的东西都被拉到感情那儿去，正如有病的胃把所有进到胃里去的东西变成有毒的体液一样……有些人的心灵部分是正直的，但是感情突然意外地发生，控制了心灵，迫使它离开了正路。有些人简单、正直、善良，有些人狡猾、欺诈；有些人经常隐蔽自己，有些人和他们相反，总是勇往直前。在有些人，只有恐惧能起作用；在另一些人，只有仁慈能起作用。有些人敏感、清醒而有节制；另一些人则习惯性或间歇性地表现出疯狂和粗暴。有些人温和，有些人凶狠和激烈，有些人甚至放肆到无拘无束。有些人通过正当和高贵的事业维持心灵的运动，我们称这些人有大丈夫的气概；另一些人耽于无聊的事情或者根本不做什么事，我们称这些人幼稚和浮躁。”[69]

教师应顾及学生感情上的反应，不要动辄对学生发怒或体罚学生。他要求一般情况下不要对学生发怒，“教师在什么时候要多少发点怒呢？就是当儿童自己能做、而他不做的时候。没有比教师用残酷的威胁、发怒和鞭打，要求幼小儿童做这做那更为愚蠢的了。这样的教师，他们自己就应该被鞭打。教师对学生要遵守温和指责的原则，至少他不要疏忽和引起学生们的反感。他不要用严厉的字眼打击儿童们的神经，或用严厉的态度吓唬他们”。教师应该“用称赞和肯定激励学生”。但这并不是说不可对学生进行惩罚，他说：“由于人的头脑常被情感引向错误，因此，每个没有思考的行动必须加以检查，用申斥来制止，用语言来责备，如果需要则用鞭打。像动物挨打受痛，使儿童从错误转向正确，这只有在说理不奏效时才使用。所有这些，我不赞成在自由人中进行，像在奴隶中进行那样，除非儿童发展到如此地步，非用打的办法去激励他们去完成任务，像对奴隶那样。教师不要跟儿童太随便。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因为‘太随便会滋长轻视’。教师要牢记不要严厉，要和蔼；不要威胁，除非需要；不要辱骂儿童，这会引起他们对学习产生轻视和厌恶。假如教师对儿童的威胁尚不能奏效，教师可以打他。但采用这个办法，要注意，不要使身体感到太痛，甚至受到伤害。教师不要让学生习惯于他的轻视或训斥。我希望他不要行之过度，以备在特殊和很少情况下使用。教师要保持尊严，要考虑问题，不要经常发怒，而产生无情。对大一点的儿童更应少用发怒来检查，可是有时也要用。儿童们的错误言行主要是用威胁来制止。”[70]

总之，维夫斯要求教育者要研究了解并尊重他们的教育对象，将教育教学活动建立在心理研究的基础上，他深刻地认识到，教育是一种以人为对象、中心、目的的活动，不了解和尊重学生，教育活动必定是盲目的和效果不佳的。

在众多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中，维夫斯给人以鹤立鸡群的感觉，他的教育思想的确是卓尔不群的。他的民主情怀，他关于知识的价值、来源的看法和他对人的心理的深刻而细微的洞察，把他的教育思想推向了时代的巅峰。从其他方面看，维夫斯不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人物，但从教育思想这个方面看，他人均不能与他媲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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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与尼德兰和德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相比，英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更具有现实针对性，更能充分体现出时代发展的客观要求。

第一节 英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发展可以以英国1534年宗教改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人文主义教育具有较强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比较强调虔敬和道德；第二个阶段的人文主义教育则具有更强的民族主义、现实主义和科学主义色彩，更能符合英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更能体现整个欧洲教育思想发展的趋向。

—、英国宗教改革前的人文主义教育

英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兴起于15世纪末。15世纪末以前，整个文化的取向是前人文主义的。在宗教方面，尽管大众对天主教会有不满情绪，但他们依然虔信天主教，经院主义依然在大学里占据统治地位，教皇依然是英国的精神领袖；在文化方面，宗教文化和骑士文化依然是主流，出版的书籍中一半以上是宗教著作，在英国“对宗教文学的爱好十分明显，读者对宣传宗教信仰的无数通俗小册子的兴趣永无满足之时。在一个不论是文学和艺术方面实际都比大陆更具有中世纪色彩的国家，出现这种情况，并不足为奇”[1]。尽管骑士因封建经济制度的瓦解，在15世纪已丧失其中世纪的身份地位而融入其他社会阶层，但骑士文学依然盛行，英国印刷商威廉·卡克斯顿在15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期间兴办英国印刷业时，他所出版的书籍的重点，除了英国中世纪作家乔叟的中世纪文学作品外，就是大量印行骑士文学作品，这些骑士文学作品涉及的是经过美化的骑士的故事，歌颂骑士的“气概、礼貌和仁义”。在教育方面，15世纪英国的文法学校发展迅猛，到15世纪末，过去由修道院所承担的学术研究和教育的职能已基本由文法学校和大学取而代之了，然而大学依然被经院神学所主宰，文法学校依然体罚盛行且绝大部分学校水平低劣；[2]英国的“学术和教育依然遵循中世纪的模式” [3]。

15世纪末以前，英国与意大利也有一些文化上的接触，但这些接触并不足以促成一场人文主义运动。到意大利留学尚未成为士绅子弟或商业贵族子弟教育的组成部分。1490年以前，英国到意大利去的人一般是传教士或奉国王之命执行公务的官员。尽管这些人把人文主义者的手稿和对新著述的热情带回了国内，但他们并不理解这些东西的真正价值，因此，他们回到英国并没有发起新文化运动，也没有建立反对经院哲学的团体。但在他们的鼓吹下，一些贵族延聘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来英国当秘书或教师，英国的一些图书馆里增添了相当数量的人文主义著作的手稿，一些文法学校和大学增加了一些希腊语的课程。然而，总体来看，这些只是点缀，人文主义尚不成气候。意大利人文主义尚未能对英国社会产生真正的影响。

英国社会是一个君主制和宗教色彩浓厚的社会，意大利以古典文化为特征的人文主义若要对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能满足君主制的要求；其二，能满足宗教方面的要求。15世纪末以前的意大利人文主义是以共和世俗主义为基本取向的，它不能符合英国社会的文化要求，因此不可能对英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到15世纪末，意大利的人文主义发生了转向，意大利社会走向了君主时代，一些意大利的人文主义者在新柏拉图主义的框架下，开始用人文主义的方法对宗教问题进行研究，开始将古典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糅合起来，这种做法实际上为北欧的人文主义开了先河。例如，瓦拉批判性地校订《新约圣经》，皮科以基督教初期宗教文献为基础力图建立一种新的神学，萨沃纳罗拉在佛罗伦萨的传教活动提高了人们对宗教的兴趣，到15世纪末，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宗教色彩显然增强。这时，意大利人文主义对英国产生深刻影响的条件就成熟了。

格罗辛、科利特、林纳克和莫尔等人是英国人文主义的代表人物。他们都去过意大利，都亲身领受过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影响。他们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在欧洲没有谁可与之匹敌的人文主义团体，甚至连伊拉斯谟也受到了这个团体的影响。

格罗辛极端讨厌著书立说，写的东西很少，但对同时代人影响却很深，科利特、林纳克、莫尔都得到过他的很多教导，伊拉斯谟对其在学术上的造诣也肃然起敬。格罗辛在意大利深入钻研古典文化，回国后在牛津大学极力促进希腊语教学。他还很有批判精神和批判能力，他以人文主义的方法开展对宗教问题的研究，并批判经院神学的研究方法。

科利特远远走在了格罗辛的前面，他在意大利学习时吸收了费奇诺和皮科的学说，回国后他把人文主义的学问应用于宗教研究上，并对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他还通过办学推行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的教育理想。科利特的教育思想将列专节阐述。

林纳克的主要兴趣不在神学研究而在医学和古典文学，1485年他赴意大利学习医学和古典文学，1494年回国后先在牛津大学教授希腊语，其后又做英国王室的教师。林纳克的主要成就是在医学方面，他还把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一些著述译成拉丁文。

莫尔是英国人文主义者当中最显著的人物。他虽然是个世俗人士，但他关心用新方法研究神学，他中意于新柏拉图主义；他支持皮科的学说，曾把皮科的一些著述译成英文；他支持英国一些大学对希腊文化的研究；他拥护伊拉斯谟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学说。莫尔的人文主义思想在本质上也是基督教人文主义的，他最后还为此而丢掉性命。莫尔的代表作是《乌托邦》，内含丰富的教育思想，将在后面列专节论述。

在格罗辛、科利特、林纳克、莫尔等人的推动下，到15世纪末16世纪初，人文主义在英国已蔓延开来，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文化运动，人文主义在英国已站稳了脚跟。

人文主义的传播对英国宫廷也产生了影响。国王们都支持人文主义，一些人文主义者也进入宫廷为国王服务，或充任拉丁文秘书，为国王草拟发往国外的信件；或充任使者，以其能言善辩为国家效力。为博得国王的青睐，许多学者向国王或向国王的近臣献诗或文章，歌功颂德以讨得欢心。这种宫廷式的人文主义主要是讲究修辞的，只限于歌颂功德，正式演说以及写辞藻优美的拉丁文书信，在学术上无多少建树，只是一种实用性、功利性的人文主义。大学里的人文主义则具有较强的学术性质，且不乏争论和冲突。经院主义研究神学的方法与人文主义研究神学的方法针锋相对，经院神学家把希腊语著作看作异端邪说的语言，于1518年在牛津掀起了猛烈的反对行动。莫尔在这场争论中热情支持希腊语的教学和研究。另外，罗彻斯特主教费希尔（John Fisher）和温彻斯特主教福克斯（Richard Fox，1448—1528年）都积极致力于在大学开设希腊语课从而促进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神学。

费希尔通过走上层路线得到了英王亨利七世的母亲玛格丽特夫人的支持。他以为，若要深入开展神学研究，大学应该教授和研究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在玛格丽特夫人的支持下，他通过设立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选修生奖学金的方式，极力促使剑桥大学的圣约翰学院成为教授三种语言的学院；他还促使玛格丽特夫人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设立了基督教人文主义性质的神学讲座。福克斯在牛津大学仿效费希尔，于1517年建立圣体学院，使牛津有了一个古典文化尤其是希腊语占据崇高地位的地方，他希望通过古典文化和希腊语的学习和研究，给神学研究注入新的生命力。

综上可见，从格罗辛、科利特、莫尔到费希尔、福克斯，他们的思想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主张用人文主义方法开展神学研究，他们都信奉基督教人文主义。基督教人文主义是英国宗教改革前英国人文主义的基本特征，这种特征在科利特和莫尔的教育思想中都有充分的表现。

二、英国宗教改革后的人文主义教育

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北欧诸国，王权的加强对于铲除旧的封建秩序，对于国家的统一都是必要的。在中世纪，王权一般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威胁，一是封建贵族，一是罗马教廷。1455—1485年英国的红白玫瑰战争使封建贵族自相残杀，几近灭绝，贵族权力对王权的限制得以消除。然而，以罗马教廷为首的天主教会依然对英王的王权统一构成障碍。教会是超国界的世界性组织，教皇则是这个组织的首脑。教会的权力表现为，对所有天主教国家征收什一税的权力和对涉及教会的人和事的司法权力。国王只是世俗政权的首脑，但不是教会的首脑。

在德国宗教改革的影响下，丹麦和瑞典于1527年进行宗教改革，剥夺教会的传统权力。英国也紧随其后，酝酿宗教改革。1529年英国下议院开会时，自发地产生了反对教会贪得无厌的掠夺行为和整个宗教司法制度的抗议活动。1534年英国通过《至尊法案》，宣布亨利八世及其继位人是“英格兰教会在世间唯一最高首脑”，从而建立起民族教会——国教会，国王的权力范围从仅管理世俗事务扩大到亦管理宗教事务，教会权力对王权的限制也得以消除，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专制王权得以建立起来，国家达到前所未有的集中和统一，国王成为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

宗教改革对英国的学校教育和教育思想都产生了影响。不过总体看来，对学校教育的影响不是很大。原来的天主教会办的教育因宗教改革中天主教会的财产权力受到限制等因素而遭到一定程度的毁坏，不过英国国王又用从天主教会那里得到的财产兴办了新的学校。教育依然由教会控制，不过由效忠于国王的英国国教会替代了原来效忠于教皇的天主教会。新教会对教育事务所行使的职责与旧教会一样，包括审定教师执教的资格，对学校教学进行检查监督，偶尔对教材做些规定等。比较显著的一个变化是，君主作为教会的首脑直接插手学校事务，加强了对教师思想的控制，力图使教育成为推进国教的工具。1559年王室法令规定，除非经过严格的品格和思想考察并由主教发给许可证，任何人都不能从事教学工作。1604年的法令规定，任何人若想在学校或他人家庭里从事教学工作，都必须宣誓承认国王为教会的首脑，承认国王的至尊地位。1662年英国国教统一法令要求教师宣誓忠君尊教，遵奉已确立的国教会的礼拜仪式，要求教师在从教前应取得特许状，不遵守这些规定者要受到监禁或罚款的处罚。学校的课程除增加了一些国教会的宗教教义外，仍以文法和修辞学为主要教学科目，与宗教改革前人文主义者所确立的科目一样。学校里的人文主义教育并未受到宗教改革的破坏，依然平稳地向前发展。

英国宗教改革对教育思想的影响有两个对立的方面，它既带来了思想的控制，又带来了思想的解放。

英国宗教改革直接起因于英王亨利八世与教皇的利益冲突。至于亨利个人的宗教观点，除以他自己的权威取代教皇以外，全属于天主教正统信仰，他信仰的只是一种“没有教皇的天主教”[4]，他所建立的国教因此既不同于、不能见容于天主教，也不同于、不能见容于新教。英国宗教改革后，英国的宗教势力逐渐分化为三派，即否认教皇权威的国教派、想恢复天主教权力的天主教派和想引进大陆宗教改革的新教派（新教派因观点差异又分为若干教派），各派之间展开了长期的冲突与斗争。由于国教派拥有国家权力的支持，其他教派就处于受迫害的境地。这样，宗教改革对思想发展的一个不利因素，就是加强了对人们思想的控制，这种控制也抑制了英国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展。莫尔和费希尔受迫害就是典型的表现。

莫尔和费希尔是基督教人文主义者，他们都主张改革教会的腐败现象，但他们不否认教皇的权威，不否认天主教会存在的合理性。他们认为，教会和世俗政府的使命是不同的，教会是上帝的恩赐，而世俗政府则是大众的创造物，将教会隶属于世俗政府就危害了教会的司法权，否定了教皇的权力而不恰当地扩张了国王的权力。按照他们的宗教观和政治观，教会的独立地位是不可侵犯的，国王对教会无“至尊”地位，他们拒绝承认国王是教会的领袖，“他们是最完全意义上的天主教徒”[5]。他们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使他们站在天主教一边而与国王对立，他们也因此而获罪，于1534年被关进伦敦塔，并于次年被处死。这一事件表明基督教人文主义在英国已走到了尽头，宗教改革前颇为引人注目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已告终结。

受到宗教迫害的远不止莫尔、费希尔两人，而是大有人在。这种宗教冲突在英国历史上持续了很长时间，冲突各方逐渐认识到，谁也不可能吃掉对方，冲突对任何一方皆无益处，且世俗政权支持任何一个教派实施宗教划一政策都会引起更多的教派的反对，都会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世俗政权从切身利益出发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宗教宽容。宗教宽容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政治妥协，这种妥协利于社会稳定，更重要的，它为以后的社会尤其是政治、文化和教育带来了生机。宗教宽容在以后的岁月里就演变为思想宽容，它意味着文化专制主义的覆灭。宗教宽容不仅给不同的宗教信仰带来宽容，也为各式各样的世俗思想带来宽容，“有才能的人由于厌恶神学中的争斗，越来越把注意力转到现世学问，特别是转到数学和自然科学上”[6]。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年）就是一个典型，他因此而成为现代科学方法的鼻祖。因此，宗教改革导致的宗教宽容，最后将人们的思想从教条中解放出来，为思想的发展、知识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文化条件，也为教育实践（课程的拓展、教育方法的变革）和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基础。英国走向宗教宽容的道路不是一蹴而就的，直到 1689年才颁布宗教宽容法，使清教徒国教派得以和平相处；直到1829年才解放天主教徒，赋予天主教徒任公职的权利。

宗教改革后，随着基督教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衰落，一种新的人文主义精神渗入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点。其一，不再重点强调教育的宗教和伦理价值，而是要培养身心都得到发展、具有良好风度的绅士，绅士教育成为教育实践与理论的热点，英国的教育目标发生了变化。其二，教育内容也发生了变化，实用性的学科如法语、意大利语、化学、绘画等受到重视，体育被置于十分重要的位置。其三，民族主义精神大大加强，其典型表现是对英语教学的强调。英国文学迅速发展起来，莎士比亚的文学成就是英国文学的典范，也是英国的文艺复兴对世界文化的一大贡献。其四，现代科学方法开始对教育方法产生影响，培根的归纳法开创了人类认识的新纪元，也对教育教学方法的变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英国宗教改革后到16世纪末也涌现出一些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将在本章第五节详述。

第二节 科利特的教育思想

科利特的教育思想典型地反映了15世纪末英国人文主义教育的特征，那就是洋溢着浓厚的基督教人文主义精神。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科利特教育思想的基础是基督教人文主义，他是北欧早期最有名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者。

基督教人文主义是指用人文主义的方法研究《圣经》，目的在于除去中世纪教会神学家附于其上的种种不切实际的注解和引申，恢复其本真面目。

注释《圣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正统的经院主义方法，它通常采取的形式是，把一些章节段落串联在一起，目的在于提炼出某些更有普遍意义的训诫和教条。人文主义方法则相反，它力图重新找到每一具体信条或论点的准确历史内涵。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奥雷利奥·布兰多利尼（1440—1498年）在《希伯来圣史》中就曾对《圣经》研究中的经院主义方法大不以为然，他认为从《旧约圣经》的故事中引申出寓意或普遍的教训是一种经院主义的偏见，应对这种“微不足道的评注”置之不理，因为它们只会使我们陷入“野蛮状态的迷雾”之中。在布兰多利尼看来，《旧约圣经》是一部需要从历史角度进行研究的作品，需要参考其他的权威典籍进行阐发引申的作品。

科利特是北欧人文主义者中较早运用新方法研究《圣经》且较有成就者。他于1495年赴意大利，次年回国后到1505年一直在牛津大学任教，他任教期间发表过题为《保罗致罗马人书评述》的演讲，表现出他对《圣经》原话和本意的关注。他对从原文中提炼出一般教义的经院主义方法并不关心，他也没有提到过任何一位经院权威的观点，而是集中精力试图通过考察圣保罗当年说这些话时的具体历史环境来解释《罗马人书》，“这样他就完全摆脱了将圣经仅仅当作用于验证教会编造或强加于人的教义或道德规范的孤立文章汇编的经院式恶习……他第一个运用‘新学问’的批判方法发现圣经的正确意义。他对待圣经的态度表明，尽管他受到萨沃纳罗拉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但他大大超越了他们，他发现了中世纪任何一个神学家所未能发现的东西，即圣经是个人的而不是教条的启示”。他认为中世纪神学视《圣经》经文为机械的启示的看法是故弄玄虚，“他仿佛认为，圣灵因其崇高而有它自己的特殊规律，它完全和绝对无拘无束，不论在哪里都像风一样飘忽，可随其意愿创造先知，所以先知的心灵就是先知的自我”[7]。这种看法与路德、加尔文都是一致的，其言下之意就是信徒可凭其对《圣经》经文的理解而直接与上帝沟通，天主教会的中介作用是没有必要的，经院神学对《圣经》的解释是牵强附会的，这样就否定了天主教会和经院哲学存在的合理性。“科利特对于保罗学说的诠释是基于一种单纯的虔诚和一种信心，即认为信仰神的仁慈以及公正精神要比任何文学或仪式更能说明问题。从这种信心出发，他对经院学者的大多数神学疑难问题显然漠不关心”[8]。这表明，科利特已与经院主义的方法彻底决裂。

他不仅批评经院神学的方法，还批评经院哲学所涉及的问题，他认为这些问题并不能反映信仰的本质。他认为人的思想或许能感觉到上帝，但不可能理解上帝，也不可能将上帝的性质限制在只能适于逻辑推理的命题（僵化的思想形式）之中。人们能够成为基督教徒和过基督教徒的生活，是由于真诚的精神力量的作用而不是由于某种教理的作用。经院神学极尽烦琐之能事，关于上帝本质这个题目指出过43个问题，关于人类堕落前后人的本质这个题目提出过45个问题，如果他人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与经院神学不一致，就有被指控为异端的危险。科利特对这些问题评价甚低，他对经院哲学家也无好感，比如，他憎恶阿奎那，对奥古斯丁抱有反感。然而他对早期基督教作家却有好感，认为他们的著作更能表达出基督教的本质意义。他批判经院哲学家以武断和自大的理性曲解、误解甚至戕害了基督教精神，他问道：“你为什么向我赞颂像阿奎那这样的人？如果他不是这样妄自尊大，那他确乎肯定不会这样轻率而又傲慢地担负起解释一切问题的任务。要不是他的心灵已多少有点世俗化，他肯定不会往其中掺进他那亵渎上帝的哲学从而败坏基督的整个教导的。”[9]他常常劝告攻读神学的学生钻研《圣经》而不是经院神学，因为他认为经院神学偏离了神学研究的正确方向。

科利特还痛斥当时教会的种种弊端：教士追逐名利，尽情纵欲，不住在应住的地方；教会法庭营私舞弊，为非作歹；教会财产被挥霍浪费于建筑华丽建筑、举行盛大宴会、资助亲朋或豢养猎犬；买卖圣职的勾当蔓延滋长，准许不学无术、道德败坏的人能够领受圣职混入教会；等等。他认为“现在教会中的种种弊端与前几个世纪的一模一样，没有一种罪行是没有经教皇想方设法制止过的。现在的种种罪恶全都是教会法早已明文规定应予禁止的”。要克服这些积弊，唯一的改革措施就是严肃纪律，将教会的各项法规付诸实施，从上至下，先主教，后扩及教士，尔后扩及信徒，从严整肃，“因为躯体是听从灵魂的；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统治者，就会有什么样的平民百姓”[10]。上行下效，故应从上至下严肃法纪。

经院神学认为，教士是中间人，其主要职责是代人向上帝求情，并将人们的要求上达给上帝。科利特认为，真正的信仰无须这么一个中间人存在。教士存在的价值在于效法基督，向其同胞尽力宣讲上帝的爱和仁慈，以便使他们涤清罪恶、获得拯救。他认为教士没有从上帝那里得来的赦罪的权力，他说，“为避免主教专擅僭越，必须切实注意到，给罪恶松开镣铐不是人们分内之事；松开或捆绑任何事物的权力不属于人”[11]。这实际上是反对教会出售赎罪券，与路德的观点如出一辙。

科利特的基督教人文主义对英国迎接宗教改革的来临起了理论先导作用。

科利特厌恶经院神学，对教会所推行的以经院主义为特征的基督教教育持否定态度，他希望普及正当的基督教教育，为此他用私人财产创办了圣保罗学校，企图以教育手段促进其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发展。

二、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

1505年科利特离开牛津大学到伦敦的圣保罗大教堂任教长，1509年他在伊拉斯谟的帮助下，把圣保罗大教堂内的学校重建成人文主义性质的新学校，这就是著名的圣保罗学校。1512年，该校学生已达153名，学生免交学费，皆由科利特资助。为使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循，科利特于1510年为学校制定了第一个章程，1518年他去世前一年，在原有章程的基础上又制定了一个新的章程。他所制定的章程是其教育思想的反映。

学校的课程具有较强的宗教性。为加强对学生的宗教教育，学校里专请一位神父负责各种宗教仪式，“学校里要有一位神父，他的任务是每日在学校的小教堂中为弥撒奏乐。儿童祷告，叫他们为了上帝和耶稣基督的荣耀而严于律己，并勤奋学习。在做弥撒时，当献祭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学校所有的儿童便跑在他们的坐处，在献祭时举起手做祷告。献祭完了以后，钟声再响时儿童们便重新坐下，开始他们的学习”。章程还要求应“挑选十分诚实和德性纯正的人”担任神父，这位神父应专心于工作，不能有其他的职位和职业。在学校里除主持一些宗教仪式外，还要教儿童《教义问答》和向儿童讲解“十诫”。[12]

文化课的学习，也是为了宗教虔敬，他说：“至于在这个学校里，教师教什么和学生学什么，要把它们设计出来并具体地予以规定，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但是，如果大体说一说我们的某些想法，我希望他们自始至终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的优秀作品，学习那些把各种罗马人的雄辩才能和智慧结合起来的优秀作家的作品，特别是那些用高雅而简洁的拉丁散文或诗歌写下了他们的名言懿训的基督徒作家的作品，因为我的意图是，通过这所学校，专门使孩子们知识增加，增进他们对上帝对我主耶稣基督和优良的基督徒生活和礼仪的崇敬。”[13]

科利特要求学生学习古希腊罗马时期的著作，但与一些人文主义者不同的是，他特别重视早期基督教作家的著作的研读，他认为读这些著作，可以学到真正的拉丁语，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学生宗教虔敬的形成。这种课程安排与他批判经院哲学推崇早期基督教文化的基督教人文主义思想是一致的。

拉丁语是课程的重要内容。他要求学校教给学生的应是纯正的拉丁语而不是中世纪那种粗陋的拉丁语，认为应以真正的拉丁语“取代那些无知的蠢人带来的粗俗、谬误和掺了假的拉丁语”，中世纪拉丁语玷污了维吉尔、西塞罗曾使用过的古老的拉丁语，“我认为所有这些为盲目的世人所玷污了的拉丁文，与其说是文学，不如说是污垢。我坚决地把它们摈除和排斥在学校之外，我责令教师们要用各种方法去教授最好的拉丁文”。

要学好拉丁文，必须精通拉丁文法。起初英国在人文主义教育中所使用的拉丁文法手册都是意大利人编的，为进一步改进拉丁文法研究和教学，从15世纪末起，英国一些学者开始自己编写教学参考用的拉丁文法书，如安道基尔（John Anwykyll，牛津大学英德琳学院院长）、斯坦布里奇（John Stanbridge）、惠廷顿（Robert Whittinton）等学者都编写过拉丁文法书，“在英国明确地树立了文法教学的新方法”[14]，但这些文法书并不尽如人意。科利特建立圣保罗学校后，为加强拉丁文法教学，聘请从意大利回国不久的著名文法学家利利（William Lily，1468—1522年）为学校校长，并与利利、伊拉斯谟和林纳克等人一道为学校拉丁文法教学编写教材，这就是著名的《利利文法》（Lily’s Grammar）。这本书对16世纪、17世纪拉丁文法教学的影响犹如多纳图斯（Donatus）的文法书对中世纪拉丁文法教学的影响一样大。该书出版时，科利特为其写了导言，导言中讲道，这本书中对一些语法规则的阐释较过去更加清楚，可以使学生“对于文法的学习更加容易一些”，他要求所有的儿童记住这些规则，“我相信，从这里开始，就能继续前进，直到掌握完善的文学知识，最后成为真正的教士。向我举出你的洁白的小手，我将为你向上帝祈祷，所有的尊敬、崇高、荣耀属于上帝”[15]。由此可见，科利特认为语法学习的最终目的还是增进对上帝的虔敬。《利利文法》对英国的文法教学影响甚大。1540年英王亨利八世训令把《利利文法》定为学校唯一的拉丁文法课本。爱德华六世和伊丽莎白女王也发布过类似的训令。直到18世纪，这本书仍是钦定的教科书。

除拉丁语外，科利特还要求学生学习希腊语，“还要把希腊文教给学生，使他们学得包含智慧和纯洁高雅的作品”[16]。

与伊拉斯谟不同的是，科利特重视民族语言英语的教学，他要求对学生讲授《教义问答》和“十诫”时都使用英语，而且《教义问答》和“十诫”也都是用英文写成的。他还把能熟练的读写英文作为孩子入圣保罗学校的一个条件：“如果你的儿童能熟练地读、写拉丁文和英文，他能读写自己的功课；这个儿童才能允许入学作一个学生。” [17]科利特重视本族语对宗教的意义，“他渴望见到能普遍用本族语传道”，“很可能他还希望全部宗教仪式都用本族语进行”，因为他曾让他教区中的教徒“用英语反复诵读《主祷文》”。[18]科利特对英语一直十分钟情，他在意大利学习古典文化时也念念不忘本族语，“最引人注目的是，一个外国人文主义者来到意大利，为了提高自己回国后从事传道的能力，孜孜不倦地阅读他所能找到的英国古典著作”[19]。同样引人注目的是，与当时用惯用的拉丁文撰写学校章程不同，圣保罗学校的章程是用英文写的。

科利特对学生纪律也提出了要求。如果儿童入学一段时间后学习存在困难以致难以为继，就要求他离校，“不让他徒劳无益地在学校占一个位置”；如果学生有了3次旷课就取消其就学资格；如果“旷课6天，在此期间他又提不出正当的理由（只有因病才是正当理由），那就要将他除名，不再允许他入学，并且他要交付4便士的罚金”。[20]严格纪律是为了保证教与学的连续性，使学生有所得。

第三节 莫尔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年），作为16世纪英国著名的政治家、作家和伟大的人文主义者，在欧洲思想史中一直占有重要一席，被奉为“16世纪初期最富魅力的人物”和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三个最伟大的人物之一”。他是集学者、律师、神学家乃至殉教者于一身的人，其名著《乌托邦》，以对话的形式第一次提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描绘了他设想的一个理想社会的蓝图，至今仍广为流传；莫尔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名著《乌托邦》之中。

一、时代及生平

莫尔于1478年2月7日生于英国伦敦，他所生活的15世纪至16 世纪，正是西欧各国处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也是英国大规模开展“圈地运动”，进入所谓资本原始积累的时期。早期资本主义的残酷剥削造成的大众普遍赤贫化，使得英国社会生活的矛盾日趋激化；同时，英国王室与教会之间的矛盾斗争也十分激烈，宗教改革运动贯穿其中；与政治和宗教上的变动相呼应的是，开始于15世纪末期的英国文艺复兴运动正方兴未艾，人文主义思想盛行一时。莫尔一生的经历及其著作和思想都深深地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

莫尔的儿童时代是在伦敦当时最好的学校圣安东尼学校度过的，在那里接受初等教育，学习拉丁文。莫尔的父亲约翰·莫尔（John More，1530年卒）是著名律师（一说首任英国皇家高等法院法官），在小莫尔12岁时将其托付给坎特伯雷大主教约翰·莫顿（John Morton），在莫顿的府邸当侍从（给名人当侍从是当时的社会风气）。莫顿是当时英国著名的开明政治家、外交家、学者，并一度当过大法官，他学识渊博，有很高的文学、艺术修养，对少年莫尔有很大影响，1492年，莫顿将14岁的莫尔送进了牛津大学坎特伯雷学院（后来的基督学院）学习。牛津大学在15世纪末和16世纪初是英国研究人文主义的中心，格罗辛、林纳克、科利特等人文主义干将对莫尔的教导和影响都颇为深厚，莫尔在这里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并对古典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由于莫尔的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法学家，他更希望莫尔能成为一名法官，而反对他对古典语言文学的向往。1494年（或 1495年），莫尔被迫从牛津大学退学，回伦敦入法律学校学习，1502年莫尔开始从事律师职业。莫尔精通英国法律，加上他为人正直，精明能干，对诉讼案件处理公正，因此在伦敦法律界享有很高声誉，但同时他一直没有放弃对古代典籍的研究。

1504年，26岁的莫尔被选为国会下议院议员，同年结婚。在议院中，他声望卓著，并勇敢地履行了议员的职责，否决了英王亨利七世为公主婚礼向国会索取巨额补助款项的议案。亨利因此迁怒于莫尔的父亲，将其投入伦敦塔监禁，莫尔也被迫脱离政治活动，回到律师界。这时，他进一步研究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阅读教父的著作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

1509年，亨利七世病故，亨利八世继位，莫尔也重新回到政界，从事社会活动。1510年，莫尔被任为伦敦市行政司法次官，任职不久，就得到市民的拥戴。在此期间他对本国的经济情况有了深刻的了解。1513年，莫尔写成《国王理查三世的历史》，从此享有盛名。要了解莫尔，也不能抛开伊拉斯谟这位16世纪初期欧洲最有名的文人。自1499年前后，他们便成为挚友，此后20年，伊拉斯谟从未间断造访莫尔家。1506年，他们曾合作翻译卢契亚卢斯的著作，其中《冥间对话》一书对莫尔的《乌托邦》无疑是有启迪作用的。1509年，在与莫尔相处的日子里，伊拉斯谟撰写了《愚人颂》；1518年，伊拉斯谟出版了莫尔的拉丁语诗歌，因为他认为“英国唯一的天才”本人没有时间去干这事。

1515—1516年，英王先后委派莫尔出使尼德兰和加莱，调解英国同当地之间的商业纠纷。莫尔在长期工作中因认识到亨利八世不是“保护羊群防御豺狼的牧犬”，而是豺狼，故以这种心情，以第二次出使经历为背景，于1516年用拉丁文写成名著《乌托邦》（Utopia），表述了他的社会理想。莫尔的博学和出色的政绩，特别是《乌托邦》一书的出版，使他获得了很高的声望。亨利八世出于政治斗争的需要，于1518年召莫尔入宫廷任职。1523年，经大法官沃尔西提名当选为下议院议长，并在同年写成《托马斯·莫尔答马丁·路德对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诽镑》，反对路德的宗教改革。随后，莫尔又当选为牛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4年）和剑桥大学的司法干事（1525年），被任命为兰开斯特公爵郡大臣（1525年）。1528年，写成《异端和宗教事务的对话录》。1529年，沃尔西倒台，莫尔被指定为大法官。

莫尔虽然身居高官要职，但仍旧朴素、谦逊、和蔼可亲，在从事全部国务活动中完全独立自主，从不肯附和别人。1528年，因为在国会中为国家预算案投票时，他没有站在英王一方，使英王深为不满，因此，莫尔遭到荣誉流放，即出使西班牙。从此，莫尔逐渐失宠于英王。

英王亨利八世是宗教改革的反对者，曾支持教皇，并授权莫尔著书攻击路德，莫尔也赞成教皇制。后来，英王亨利八世由于与教皇发生矛盾而改变了对宗教改革的态度，并决定与教皇决裂，使英国教会独立。莫尔对亨利八世为了扩大王权，掠夺教会财产，推行英国宗教改革的行为深为不满，于是在1532年毅然辞去大法官的职务，以示对抗。这就进一步引起英王的不满和怨恨。为此，莫尔后来被告犯叛国罪，但查无实据，乃宣告无罪。1533年，亨利八世迫使议院通过法令，宣布他是英国教会的首领，并要求全英国最杰出的人物，包括莫尔在内，都必须宣誓承认英王是教会的首领。莫尔不从，并由此而获罪，1534 年被关进伦敦塔。

莫尔于1535年在伦敦塔中被处死刑。他不屈不挠，视死如归，临刑前还说笑话，终年57岁。

二、社会理想与普及教育的思想

《乌托邦》最早出于1516年，为拉丁文本，是莫尔就任王室宴务长官时出使尼德兰期间完成的（先完成第二部分，回国后又完成第一部分）。其英文本直到1556年才问世，此时书中的主要论点已广为人知并引起广泛争议。《乌托邦》这个书名原是由两个希腊文名词“乌”和“托邦斯”组成的，意为“寓意的虚无缥缈的地方”。1898年，我国近代启蒙思想家和最早的杰出翻译家严复将其译成三个汉字“乌托邦”，兼有音译和意译之妙。从此，它也逐渐在我国流传开来，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代名词。

《乌托邦》分两部，第一部是对君主专制国家的抨击。莫尔之所以能提出社会主义的理想，首先在于他对封建主义以及资本主义本身所具有的对抗性的认识。他深刻地认识到君主制国家的实质。他指出，那些赫赫大国为一伙贵族、富人所操纵。他们名义上代表国家，实则为他们自己打算，把国家变成保护其私财和奴役劳动者的机构。所谓法律不过是“把他们的阴谋规定成大家必须遵守的东西”，社会上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正义。他在著作中写道：“这岂不是一个缺乏公正和不知恩义的国家吗？所谓上流绅士、金馆老板等这般家伙，不事劳动，徒然寄生，追求无益的享乐，却从国家取得极大的报偿。相反，国家对于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以及木匠，却丝毫不慷慨，而没有他们就会是国将不国。这些人为国家浪掷了青春劳力之后，挨受老病的折磨，生活穷苦不堪，可是国家忘记他们没有睡眠的长夜，忘记从他们的双手劳动所取得的全部巨大利益，十分无情义地让他们潦倒不堪而死，作为对他们的酬报。”[21]

莫尔目睹当时农民不仅要受封建地主压迫，又要遭受资本原始积累摧残的遭遇，提出“羊吃人”的观点，深刻、形象地抨击资本原始积累的“圈地运动”的罪恶。他借一个外国旅游者希斯拉德的口说道：“你们的羊……一向是那么驯服，那么容易喂饱，据说现在变得很贪婪、很凶蛮，以至于吃人，并把你们的田地、家园和城市蹂躏成废墟。”[22]莫尔把这些破坏地界的贪得无厌的人称作“嘴馋而且贪狠的国蠹”，被他们逐出土地的农民无处栖身，到处流浪，如果不去偷窃便只有饿死。莫尔在分析这些事实之后深刻地指出，造成社会的不公正、造成社会的种种罪恶的根源是私有制度。他认为，只有完全废除私有制度，财富才可以得到平均分配，人类才能有幸福。如果私有制仍然保持下来，那么，大多数人类，并且是最优秀的人类，会永远被压在痛苦难逃的悲惨的重负下。这就是莫尔对于数千年私有制社会的历史所做的结论，他在历史上第一个提出废除私有制，根据平等原则来组织社会生产，建立一个公有制的民主和繁荣的国家。这种思想对当时和后世的影响很大。

在《乌托邦》的第二部分，莫尔为我们描绘了一个理想国的画卷，故事发生在一个虚构的岛上，那里没有战争、贫穷、犯罪、不公或其他社会病症，是一个人人劳动、机会均等的理想国度。

乌托邦彻底废除私有制，甚至连住房也是每隔十年用抽签的办法重新分配一次。乌托邦以家庭为生产单位，每一家庭生产一种手工产品，家庭中如有某一成员喜爱其他种类的技术，便可以被寄养到他所喜好的职业的家庭。手工业生产是这里的主要劳动形式。此外，每个公民还必须轮流从事农业生产，所有的人都必须到农村劳动两年，这样既保证了农业生产的需要，也使繁重的农业劳动不至于落在少数人身上。莫尔设想，乌托邦由于人人参加劳动，因而产品丰富，保证了每人之所需，甚至还有多余产品接济其他国家。乌托邦也重视对外贸易，以其多余产品的七分之一接济外部穷人，七分之六出售，换得大量金银财富，主要用在国防建设上。乌托邦既消灭了私产，因而也就取消了商品和货币，因此，莫尔让乌托邦人鄙视这种万恶之源的金银，把它们视为粪土，用它来制造溺器，锻铸成奴隶的锁链和犯人头上、耳上、项上的饰物。

乌托邦还保留着奴隶，但它不同于奴隶制社会中的奴隶，它是一种对罪犯的惩罚形式。它亦不把其他国家的奴隶看作奴隶，只把本国的罪犯和其他国家的死囚当作奴隶。把本岛上的罪大恶极的人罚作奴隶，其理由是：既然对他们施行过很好的教育，而他们终不免于作恶，这就加深对自己的罪行，就应严厉处罚。乌托邦大部分重体力劳动由奴隶承担。这是莫尔为乌托邦人所开的解脱繁重体力劳动的药方。

政治上，乌托邦实行民主制度，所有的官员都由人民选举产生，任期一年。最高行政长官“王爷”，也是由选举产生，虽是终身制，但可随时撤换。最高权力机关是人民大会和元老院。每30户居民选举一名低级官员摄护格朗特，从每10名摄护格朗特中选一名高一级的官员持朗尼菩。家庭以最年长者为家长，由他指挥生活和生产。父母管教子女，老人受到尊敬。

这里实行一夫一妻制。为了使婚姻美满，择偶时双方裸身相见，这便可以避免由于衣服掩盖了身体的残疾，影响婚后的不和。乌托邦人认为，精神美固然至为重要，但形体美也不可忽视，形体美可以增加精神美。在莫尔之前，古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首先提出婚前男女赤身相见的主张，莫尔可能是吸收了这种思想。与此同时，乌托邦对于亵渎夫妻关系的人则处以重罚。

科学和教育在这里受到极大的重视（其教育思想将在下文论述）。生产劳动与从事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工作是乌托邦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国家还专门选择一部分有科学天才的人从事科学研究。乌托邦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启发心灵，使精神更加丰富。在乌托邦还保留着宗教，宗教在这里是影响人民的重要手段，也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组成部分。在信仰什么样的宗教方面，乌托邦人坚守民主的相互尊重的原则，不像天主教会那样狭隘和对异教徒横加迫害。乌托邦人把享乐和幸福作为生活的总目标，重视美育、娱乐、休息和身体锻炼。总之，由于乌托邦废除了私有制，有着健全的民主与法制，教育与科学受到极大的尊重，故而它成了人间的天堂，莫尔也因此成为空想社会主义的奠基人。值得一提的是，莫尔的“乌托邦”思想不仅是当时处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英国社会矛盾的集中体现，反映了人们憎恨剥削和不平等的私有制、向往人人富裕和友爱的公正制度的幻想；同时还深深地受到前人的影响，“就文学角度而言，莫尔创作《乌托邦》并不是毫无基础的，而是他对祖祖辈辈的经验进行总结的结果”[23]。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便是柏拉图的《理想国》和奥古斯丁的《上帝之城》，但由于作者所处社会历史时代的不同，柏拉图所描写的是一种典型的理想的奴隶制国家，奥古斯丁也只是在“天国”中寻求自己的理想，把人在地上的生活看作罪恶的、暂时的，只是为走向永久的“阴间”生活做准备；而莫尔则在《乌托邦》中着意设计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阶级对立和没有暴政的完美的理想国，他决不鄙视尘世生活，而是满腔热情地希望所有被压迫者和颠沛流离的人们都能够享受到尘世生活的乐趣，成为力量、敏捷和美的化身。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莫尔只是一个政治家和作家，但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思考和关注的领域非常广泛，在其名著《乌托邦》以及他与友人的很多通信中都可以窥见其对教育的关注和思考，流露出很丰富的教育思想。此外，莫尔又是一位四个孩子的父亲，他的家庭就是一个“学院”，妻子、孩子和友人都成了他的教育对象，其很多个人信仰都在这儿付诸实践，成为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尔的《乌托邦》一书通篇都充满教育意义，因为在这里，莫尔是把教育问题与政治、经济、社会、家庭等方面的问题联系起来考虑和研究的。莫尔所讲的教育并不仅仅指狭义的正规学校教育（他在这方面谈得很少），而是包括男女老幼在内都要接受的感化心灵、提升道德、学习知识、和谐发展的一种开放型的社会教育（含家庭教育），是生活中的教育。在这里，教育与生产劳动、国家的政治制度、人民的生活娱乐乃至宗教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相互渗透，社会本身和生产本身就是教育的场所和大学校。因此，我们探讨《乌托邦》中的教育思想，首先必须明白莫尔所指的教育的广义性，他把教育渗透到社会各个领域。

正因为莫尔是一个政治家，所以他所说的这种广义的教育实际上是为其理想的国家制度服务的，是其所构想的理想政治制度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他同情穷苦的劳动人民，认为造成当时劳动人民“愚昧无知”“智力低下”的原因，一是由于剥削者的统治和压迫，二是由于没有受到教育。因此，他强调教育的重要性。在乌托邦岛上，国家通过立法，实行公共教育制度，“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24]。这些思想无疑受到了柏拉图《理想国》和《法律篇》中有关思想的影响，柏拉图和莫尔都认为国家在教育立法上的作用至关重要，但柏拉图只暗示这有利于世界大同，而莫尔则视其为社会的根本；柏拉图在很大程度上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的教育，莫尔则高度重视生产者尤其是农业劳动者的教育。

莫尔所描写的乌托邦人，把幸福和享乐作为生活的总目标，而要获得幸福就必须开发智力、接受教育。“在《乌托邦》，一切都在国家控制之下……国家从不强迫人民做无谓的劳动，因为国家经济的主要目的是尽可能使每个人摆脱体力重活而享受闲暇时间，只要社会需求允许的话。如此，每个人都可以开发智力。这才是生活的秘诀。”[25]在这里，莫尔探讨了政治、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认为经济只是人们生活的物质基础，人的道德和心灵才智的发展才是真正的目的，因此教育理所当然是乌托邦岛上最重要的事，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提供物质基础，从而让人有时间去学习和接受教育。

在乌托邦岛上，教育是国家的事，是国家政治社会制度的一部分，国家实行普及教育。莫尔几乎与路德同时提出普及义务教育的主张，是较早地论及普及教育的人文主义者之一，他说：“我承认只有少数聪明的孩子应该成为学院的学生，但每个孩子应该接受基本教育，大多数成年男女应该在一生的闲暇里进行自我教育。成年人可用自己的语言学习每一种知识，因为每一种知识都含有丰富的词汇。”[26]因此，他的普及教育不是仅针对儿童，而是针对一切人。同时，普及教育的渠道也是多方面的，既包括正规教育的学校，也包括非正规的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如听“公共讲演”，自学有益的图书，参加各种学术会议以及在生产劳动实践中学习等。这种教育和学习方式，使儿童和青年不但能获得广博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而且还可培养他们爱学习、爱劳动的品质，普及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理想的人，并使所有的人获得幸福。

为了普及教育，他提出通过本国语学习各科知识。他认为这种语言词汇丰富，是表达思想的准确工具，且利于普及教育。

为了普及莫尔所提倡的这种广义的教育，他认为，家长、教师和社会上的有经验的学者以及生产技术人员，都有责任教育年青一代，把教育工作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和方面。他这种广义的教育思想虽然是粗浅的、表面的，但从发挥教育效能讲是可取的，值得学习的。在这个方面，他还强调了教士的作用和任务。他说：“教士负有教育儿童及青年的任务，把关心培养他们的品德和关心他们读书求知看得同等重要。”[27]乌托邦普及教育的结果，“使岛上未开化的淳朴居民成为高度有文化和教养的人”[28]。与普及教育的思想相联系的，是莫尔对妇女教育、儿童教育的重视。在莫尔时代，妇女是被轻视的，更谈不上受教育，而莫尔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则表现出了自己对妇女的尊重，他尤其关心女子教育问题，认为女子可与男子一样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男女两性应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他说：“依我之见，这两种人同样都能掌握发挥理性的学术；如果播下培育良好的种子，那就可能有所收获，这就像在耕耘的土地上常见的那样……应该让女子参加崇高的学术活动，以便加倍开发她们的智慧。古代的圣人——他们不仅高瞻远瞩，而且还德高望重——也是这样看的。”[29]同时他指出：“如果一个妇女在人人称羡的美德中有一点学问，那么，我看比克里苏斯之富和海伦之美还更可珍贵。”[30]此外，莫尔还极力主张妇女们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在经典著作与哲学领域。莫尔重视妇女教育的思想在其妻子和女儿身上都得到了体现。

值得注意的是，莫尔所说到的乌托邦岛上的教育，不只限于儿童和青年时期，而是终生不辍。“大部分公民，不分男女，总是把体力劳动后的剩余时间一辈子花在学习上。”[31]莫尔的教育对象不分男女，不分长幼，是全民的教育；教育内容广泛、全面，方法多样，是全面发展的教育。莫尔的理想社会就是每个人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人人知书识礼，学问与道德在每个人身上竞相争辉。人们把工作与学习、科研结合得如此自然，他们个个勤于工作，敏于思考；他们以正当的享乐为人生的目的，不仅仅享受精神上的快乐，而且享受物质上的快乐；他们既注意知识的修养、心灵的启迪，也注意身体的锻炼和休息；他们人人都是力量、敏捷与美的化身。这就是莫尔理想的社会、理想的教育，以及由这种社会与教育所培养出的理想的人。

三、劳动教育

莫尔所设想的乌托邦人是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乌托邦人生活中的两件大事就是生产劳动和从事文化教育与科学研究工作。莫尔主张人人参加生产劳动，这在当时是很突出的，这种主张是受他的政治、经济思想决定的，他说：“凡年龄体力适合干劳动的男女都要参加劳动。”又说：“乌托邦宪法规定：在公共需要不受损害的范围内，所有公民应该除了从事体力劳动，还有尽可能充裕的时间用于精神上的自由及开拓，他们认为这才是人生的快乐。”[32]“每当必要，他们都耐心参加体力劳动……对于从事智力探讨，他们从不知疲倦。”[33]莫尔不仅重视体力劳动，而且也重视智力劳动，在一定意义上是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了。这是一个创举，只有在消灭了私有制和在政治民主平等的思想基础上，才能实现这种理想。这种思想与马克思后来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有一脉相通之处。

乌托邦人的体力劳动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农业劳动；一类是手工艺劳动。

在农业劳动方面，儿童“从小学农，部分是在学校接受理论，部分是到城市附近农庄工作实习旅行，有如文娱活动。他们在农庄里不只是旁观者，而且是每当有体力劳动的机会，就从事实际操作”[34]。到年龄、体力适合劳动后，每人要在农村住满两年参加农业劳动。第一年，因缺乏经验，要接受已在那里住过一年并熟悉耕作的人的训练。第二年，他再以已获得的耕作经验传授新来者。在劳动实践过程中，一个人在农业知识和技术方面经历学习和传授的阶段，并从中获得经验。这种轮换是以户为单位进行的，每户每年有20人往返城市和农村。

在手工艺劳动方面，乌托邦人除务农外，还要学习一门手艺。这种专门手艺一般是子承父业，家庭是按专业组成的。假如某一家子女不喜欢自己家的行业，他可以寄养到他所喜欢的那种行业的人家。这是一种适应生产发展的学徒制的学习教学方式。

以上所述表明三点：一是每个人都参加农业和手工业生产劳动，这说明从事生产劳动是每个人的义务和责任，是平等的；二是亦农亦工，在一定程度上把手工业和农业，把城市和乡村结合起来；三是每个人在生产实践中，理论联系实际，学到了技术和知识，这些知识和技术又反转来应用于生产实践。莫尔把生产劳动和知识、技术结合起来，为后来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奠定了基础。

在生产劳动中，男女因体力不同，所干的工种也相应有所不同。妇女体力较弱，可做轻易活，如毛织和麻纺；男人体力较强，可操繁重活，如冶炼、土木工等。

乌托邦人每日只安排6小时劳动（每当没有必要干6小时的工作时，国家就缩减工作时间），睡眠8小时，其余时间除就餐外，大都用于智力活动。所以，乌托邦人既心情愉快地从事体力劳动，又心情愉快地从事脑力劳动。莫尔第一次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结合起来，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只是一种初步的设想，但其包含的价值取向则是可贵的。

在乌托邦，参加工农业生产劳动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虽然主管生产者的人可以豁免，但他们都不肯利用这个特权，仍然以身作则，参加劳动，并带动群众劳动。此外，还有少数人经过教士的推荐以及主管生产劳动的人的秘密投票也可以豁免，以便认真进行各种学术研究。这些人都是在业余钻研学问，成绩显著者。但这些人后来如果不能胜任，就仍被调回去做工。莫尔豁免一些有才之士的劳动，集中从事各种学术研究，这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在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基础上有一定的分工，也是合理的。

四、科学研究与知识教育

莫尔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发展和研究。在乌托邦，文化教育和科学研究是相提并论的一件大事，为了发展科学，国家选择一部分具有科学天才的人，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他们是由教士推荐，由摄户格朗特（乌托邦的基层官员，每30户选出一名）选择产生的。他们可以免除体力劳动，但必须对研究工作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否则，如果辜负国家的重托，便要被免去科研职务，重新回到生产岗位。相反，如果一个工人能利用业余时间进修科学，并获得优异成绩，也可以被提拔到科研机关，专门从事科学研究。人人参加劳动，使工作时间大大缩短，余下的时间主要用于学习或从事科研。为了普及科学，探讨学术，他们经常举行讲演会，科研人员必须参加，其他的人不分男女，也成群结队来听。不同的人可以出席不同的讲座，有选择的自由。

由于重视科研，乌托邦的科学达到当时最先进的水平。“在音乐、论证、算术以及几何各个领域，他们的发现几乎赶得上我们的古典哲学家”。他们“对星辰的运行、天体的运动，极有研究。而且他们巧于发明各式仪器，用于十分精确地观测日月的运行及部位”，“他们从长期的实践中所发现的确切征兆能预测风雨及其他一切气候变化”。关于潮汐何以形成，海水何以含盐，以及宇宙的起源和本质，他们的议论“部分地和我们古代哲学家的论点一致”。[35]莫尔将乌托邦的科学与古希腊相比，是因为在当时的欧洲，自然科学的成就并不比古希腊高出多少。

乌托邦岛上的人民除了独立地进行科研以外，还非常重视知识学习和同外界进行知识交流。乌托邦一接触到古希腊作品就爱上了它们，有学问的乌托邦人只用三年时间就可学会希腊文。他们从希斯拉德那里得到了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西俄夫拉斯塔斯的植物书、普鲁塔克以及吕西安的作品、荷马的史诗、幼里披底斯和索福克里斯的悲剧、阿里斯多芬的喜剧，还有史学家修昔底德、希罗多德的著作。此外还有古代的医学著作，也有拉丁作家的诗和历史著作。他们特别喜爱有关自然哲学的著作，靠看这些著作，他们便去进一步探索大自然的玄妙。乌托邦人热爱知识，心胸开阔，因而不夜郎自大，不故步自封。他们善于学习外国的一切好东西。他们热情好客，尤其欢迎有才能的人与一些经验丰富、谙熟各国风土人情的人，他们渴望了解各个国家。乌托邦人由此也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为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了充裕的学习内容。学校设置了广泛的学科，如读、写、算、几何、天文、地理、音乐、自然科学、本族语、当代外语等。

莫尔重视知识的学习，但他又认为学习知识不是为了装饰，而是为了启发心灵，使精神世界更加丰富，他认为，“世俗知识使人具备美德”，“学术不端才导致对道德的无知”[36]，充分说明了知识与美德之间的关系以及学问对美德的影响和作用。莫尔反对无知，也反对脱离实际的学问。他尖锐地讽刺了不学无术的神父，他写道：

“保罗证明，你常说知识使人高傲，

但你不学无术，又有什么东西可以骄傲？

你大腹便便，步履艰难，

噢，原来是愚昧无知使你高傲。”

“你——伟大的神父叫嚷‘字母把人害死’，

你没完没了的胡扯这一格言。

你倒是绝没有被字母害死的危险，

因为你目不识丁。

你倒没有白担心字母会害死你，

因为你知道精神已复活不了自己。”[37]

五、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

在乌托邦的教育中，德育占着最主要的地位。莫尔认为，在一切财富中，美德占首位，而学问居第二位。莫尔主张知识应该与道德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如果没有道德，那么知识就会成为罪恶的渊薮；只有与道德联系在一起的知识才更珍贵，甚至比国土的全部宝藏还珍贵。这是因为在崇高的学术研究中，主要的是汲取教养，而不是沽名钓誉，凡是从事学术而又沉醉于傲慢与虚荣中的人，就会利用学问来作恶。

乌托邦十分重视道德教育，并且随时随地进行。例如，在集体进餐时，他们精心安排座次，使青年人和老年人交叉相处，这样，年长者可以随时观察青年人的举止，“老年人的严肃而可敬的威仪，足以防止青年言行失检而涉于放荡，因为他们的一言一行都逃不了在场老年人的注意”[38]。中餐和晚餐开始时，有人先读一段书，劝人为善，但需内容简短，不至于令听者厌烦。接着是老人按这段书的提示，引出内容适当、格调高雅的话题；但老人并不总是长篇大论，而是乐于听青年发言，甚至故意引出他们的话，以便在轻松的气氛中考验每一位青年流露出的才华及性格。

在乌托邦仍保留着宗教，宗教是影响人民的重要手段和青少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莫尔的很多道德标准与思想都与其宗教观点息息相关。在乌托邦，人们可以信仰任何一种宗教，崇信日月星辰者有之；崇拜先祖中的英雄人物者有之；但大多数人，亦即那些明白事理的人只相信一个神祇，这样的神祇是不可知的，永远存在的，在形体上和在威德上无往而不在。乌托邦人称其为万物之父，把万物的起源、生长、发育、演化、老死，都归之于他，认为至高无上的神所代表的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威庄严而超乎万物之上的“神”。莫尔认为神即自然，其宗教观类似于自然神论，但与自然神论不同的是，他相信灵魂不死，相信“非自然力”的奇迹。莫尔从其宗教观点出发，认为德行、理性应与自然统一起来，指出：“德行引导我们的自然本性趋向正当高尚的快乐，如同趋向至善一般……乌托邦人给至善下的定义是：符合于自然的生活……乌托邦人说，一个人在追求什么和避免什么的问题上如果服从理性的吩咐，那就是遵循自然的指导。”[39]这充分说明了德性、理性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关系，即德性要服从理性、遵循自然，同时德性又引导人们的自然本性趋向至善。因此，莫尔反对一切违反理性的自然的强权、剥削、奴役，反对天主教把人生看作罪恶的渊薮，反对禁欲主义，提倡人文主义的德行，认为主要的精神快乐就是来自德行的实践和高尚生活的自我意识。

莫尔认为，自然号召人人互相帮助，不要在为自己谋利益的同时损害别人的利益，并认为低级快乐一定带来痛苦的后果。所以他劝人“为善”“行善修德”“关心公众的利益”，尖锐地揭露和批判自私、贪婪、野心和派系、说谎、虚荣心、追求名利、骄狂等不良道德行为。乌托邦人也十分重视仁慈、人道等道德观念的培养。他们规定，屠宰牲畜一类的事情，只有奴隶去干，而且先在城外宰好，经过清水冲洗，然后运入城里。乌托邦人不准自己的公民操屠宰业，认为这会逐渐消灭人性中最可贵的恻隐之心。同样，打猎活动也是被禁止的，因为杀牲取乐会养成人的残忍性。对于战争，乌托邦人持反对态度，他们热爱和平，喜欢安宁的生活，在国与国之间发生争端时，主要是依靠和平的方法解决。但在祖国遭到侵略时，却勇敢地投入战斗，从不贪生怕死、苟且偷生。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莫尔主张对他人要慈善、谦虚，大家“和谐友好”相处。官长不傲慢，不令人望而生畏，官长热爱老百姓，老百姓也自愿地尊敬官长。对老人、病人、丧失劳动力的人、有残疾的人以及孤儿等，要关心照顾，特别教育年轻人要照顾老年人，服侍父母。莫尔还从其宗教观出发，相信灵魂不死，为善者死后有赏，作恶者死后遭罚。因此，在葬礼中要为死者树碑，讲述死者的优良品质；对为国家建立功勋的伟人，为他在广场上树立雕像，纪念其崇高业绩，鼓励后人景仰前人而奋发上进。认为这样纪念正直的品德，不但是鼓励生者向往善行的最有效办法，而且给予死者以敬意。莫尔说道：“我们行善修德，死后有赏；我们为非作恶，死后受罚。这些固然是属于宗教的原则，然而乌托邦人主张，理性使人们承认这些原则。”[40]

乌托邦人对不良行为采取防患于未然的办法。他们认为，某种不良行为一经在某人身上生根，那么在他的头脑中便会留下牢固的关于这种行为的快乐的谬见，就不能接受正确的良好行为或真正的快乐。乌托邦人给有善行者以荣誉，同时用刑罚阻止人犯罪。其精神是，处罚的目的是根除罪恶，挽救犯罪的人，使他们改过自新，以后立功赎罪。但是，乌托邦人对犯错误的人也不是无原则的宽恕。凡是严重的罪恶则要公开处分，使犯错误的人作为反面教材教育别人，并且阻止别人犯罪，以利于促进社会道德的淳化。

六、自然美育观

新的社会生产关系和新的道德观念，形成了乌托邦人新的审美心理。莫尔认为，在美育中，音乐应占有特殊的位置。乌托邦岛上的音乐，声调优美，能准确地表达人们的感情，激发人们的热情。乌托邦的乐器和声乐如天籁一般，音调和意境能融合无间，表达任何一种情感的乐曲也都能恰到好处。音乐“触动我们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吸引住它”。音乐可以使人“不时感到一种快乐”[41]，为了享受生活之美，每到晚餐时都伴有音乐。进餐时他们焚上香，喷上香水，以使心情更为舒畅愉悦。

乌托邦人的审美观十分独特，服装穿戴从不讲究。样式上，除了区别男女、已婚与未婚者以外，几乎趋于统一。做工时穿的衣服是皮的，而且要穿七年；平时的衣服也要穿上两年。衣料多用粗毛线织成或用麻布料。可见，乌托邦的衣着十分简单，莫尔认为这样才是美观的，他对那些绫罗绸缎、金银装饰却极为厌恶。莫尔让乌托邦人鄙视万恶之源的金银，把它们视为粪土，用它们来制造溺器，锻铸成奴隶的锁链和犯人头上、耳上、项上的饰物；当身着五颜六色的华丽衣装的外国人来到乌托邦岛上时，他们称之为“小丑”。所有这些都反映出，莫尔美学观的最主要成分乃在于自然之美与精神之美，是一种自然美育观，勤俭淳朴是这一美学观的主要因素。

与这种自然美育观相一致的是，莫尔认为健美的身体也是美育的一个重要方面。他对健康格外关注，把健康看作最大的快乐和快乐的基础。他说，“美观、矫健、轻捷，这些都是乌托邦人视为来自大自然的特殊的令人愉快的礼品而高兴地加以珍视”[42]，他抨击禁欲主义者“鄙视美观，损害矫健的体力，变轻捷为迟钝，因节食而伤生，糟蹋自己的健康，以及摒绝大自然的其他一切恩典”的行为，认为“乌托邦人认为这种态度是极度疯狂，是对自己残忍而对自然忘恩负义的一种心境的标记……”[43]因此，莫尔十分重视娱乐、休息和锻炼身体。出外旅游和骑马奔驰是乌托邦人最喜爱的活动，军事训练也是体育的重要内容，乌托邦人不分男女在固定的日子里刻苦地参加军事训练，既可锻炼身体，又可提高御敌本领。

莫尔把身体的快乐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人能充分感觉到鲜明的愉快……是由于某种东西，它触动我们的官能，使它感到一种秘密的非常动人的力量，吸引住它。这就是从音乐产生的快乐”。所以他设想乌托邦人在一天劳动后，在晚餐时必有音乐，一方面可以解除一天劳动的疲劳，另一方面也可以得到听觉美的享受。莫尔不但注意音乐美的作用，而且还注意环境自然美的作用。他说，乌托邦人酷爱自己的花园，因为从花园中可以得到视觉美的享受，可以使人心情舒畅，忘掉烦恼和不快。于此，我们看到莫尔还注意了审美情操的培养。“另一类身体的快乐，按照乌托邦人的意见，在于身体的安静以及和谐”[44]，这里指每人应具有健康的身体，免于疾病。因为只有身体健康，生活才能安静舒适，否则，失去健康，就谈不上快乐。因此，他反对一切有害于身体的低级快乐。莫尔的自然美学观，不仅重视了精神上的享乐，而且也不忽视身体上的享乐，比柏拉图完全贬低身体上的享乐、追求严峻单调的抽象美学观无疑前进了一步。

七、家庭教育的楷模

莫尔在《乌托邦》中描绘出了理想的社会，构想了理想的教育和理想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他也是一位模范的丈夫和父亲，成为家庭教育的楷模，并在家庭教育中实践了自己的很多教育思想。

莫尔一生结过两次婚，前妻为他生了三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但不幸死于1511年。考虑到孩子需要母亲，莫尔很快又同比自己大七岁的艾丽斯·来德尔顿结了婚。艾丽斯脾气暴躁且说话尖刻，但却是孩子的好母亲、家庭的顶梁柱，莫尔对此十分欣赏。莫尔在切尔西拥有一栋房子，全家上下一共21口人住在一起，还有不少其他人同住。莫尔单独为自己建了一所房子，带有小教室、图书馆和艺术陈列室。他的整个宅邸是一个教育试验场。他教妻子和其他家人唱歌并演奏各种不同的乐器，教他们用拉丁文和英文（有时用希腊文）阅读并讨论哲学神学问题。莫尔在教育他的3个女儿和养女吉格斯（Magart Giggs）方面，实践了他的教育原理，使她们都受到了人文主义的教育。尤其是其长女玛格丽特，她不但在品德、智慧方面类似其父，而且学问造诣很深，她能口操流利的希腊语和拉丁语，她的文学成就曾轰动一时，为当时学者们所重视。莫尔对其继室、脾气暴躁的艾丽斯的教育也被人们传为佳话，通过莫尔的精心教育，艾丽斯最终成为一个温良、知书达礼、懂音乐的女人，莫尔家庭也被奉为“所有时代家庭幸福的楷模”[45]。

莫尔对子女的教育是与他对孩子的一腔热爱之情分不开的，在《致最可爱的孩子们》一诗中，他亲切地写道：

一直在吻着你们，没有半点打骂，

即便是体罚，扫在你们身上的也只是孔雀尾巴……

我永远温柔地疼爱着亲生的儿女，

教养你们一向本着宽厚仁慈的父亲风度；

对你们的疼爱漫无止境地在由衷滋长；

就好像从前没有把你们放在心上。

认真的研求，青年有力地焕发气概；

在精神上，备受优越艺术，丰富学问的培栽；

在谈吐上，流畅大方，风趣文雅，极其可爱；

不但擅长言辞，还有宝贵的思想存在；

这些，都使我衷心欢乐喜爱，

也正是我和你们心心相连成一块，

好像不单纯把你们当成我亲身肢体来看待。

莫尔对其子女的教育和关爱，让我们看到了《乌托邦》之外的莫尔— 一个真正的慈父形象。

第四节 艾利奥特的教育思想

如果说莫尔的教育思想含浓厚的空想成分，那么艾利奥特的教育思想相比较而言则现实得多，它是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卡斯底格朗教育思想的英国版，直接而集中地表达了时代的教育需求。

—、生平与著作

艾利奥特（Thomas Elyot，1490—1546年），是英国的政治家、外交家和人文主义学者。他的父亲是一名地方官，同时也是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的好友，其思想进步，兴趣广泛，喜爱古典学术。艾利奥特自幼生长在这样一种家庭氛围中，也耳濡目染、潜移默化地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艾利奥特虽然不曾进过牛津、剑桥等著名学府，但他对人文主义著作兴趣强烈，理解力强，并直接受到英国人文主义大师林纳克的指导。

1511年，执掌行政立法会的父亲让年轻的艾利奥特担任了立法会的秘书一职，由此也决定了艾利奥特的职业生涯。后来他还一度担任英国枢密院的秘书，并于1530年当上了郡选议员。1531年，艾利奥特出版了《统治者之书》（The Book of the Governor）一书，这时他的父亲已去世多年，他也和一位富家小姐成了婚。艾利奥特的政府工作使他拥有大量的闲暇时间，可以阅读众多古典的与意大利的文学著作；同时，他的社交圈里也是学者云集，这其中也包括很多由欧洲大陆来英国求学的有识之士，这些学者们无疑也激发了艾利奥特的学术兴趣。艾利奥特还多次作为一名外交官出访过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但大约于1537年，他便辞官在家，深居简出，将全部精力投入翻译和著述。1546年3月，艾利奥特死于伦敦，终年56岁。

作为一名人文主义者，艾利奥特一生著述颇丰。《统治者之书》写于1530年，出版于1531年，这本书无疑是他在广泛的阅读大量人文主义著作，以及认真了解当时英国社会公众的需要基础上写成的，他将该书题献给国王。1533年，在出版了一卷名曰《使人明智的知识》的对话之后，艾利奥特将全部精力投入一本《拉丁—英文字典》的编纂之上，这一字典包含大量的有关法律、医学以及神学方面的经典词汇和技术术语，不论对初学者还是专家，这都是一本十分适用的字典。

《淑女自卫》（The Defence of Good Women，1534）反映了艾利奥特人文精神的另一个侧面，这是一本关于妇女知识与道德方面教育的著作。此外，艾利奥特还翻译了大量的古希腊著作，这些工作既反映了艾利奥特在英文和希腊文方面的很高造诣，也体现了他广泛的阅读能力。事实表明，艾利奥特不仅掌握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昆体良等古代先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而且以这些资料为依托，满怀欣喜地投入方兴未艾的文艺复兴运动之中，其投入方式不是一种简单的空谈和模仿，而是试图结合实际，推陈出新。

二、《统治者之书》及其教育思想

艾利奥特曾声称要以古代最完善的思想服务于当时的英国王室。他把《统治者之书》题献给国王，其目的就是要使那些拥有 “公共福利”权的人们都能形成“最适宜的美德”。《统治者之书》无疑是一篇政治论文，但它既没有提出政府管理的方略，也没有像莫尔那样构想一个完美的国度。他认识到，作为处于政治组织和管理不断改革的英国社会，懂得如何培养统治阶层的下一代才是当务之需。这是一个服务于政府的全新理想，它超越了以往那种仅以武力和官位统治国家的思想。其核心是关于准备从事政治生活的青年的教育问题，因此，它也是一本政治教育著作，其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绅士，即新型的资产阶级贵族。

《统治者之书》无疑受到了《宫廷人物》的影响，它是《宫廷人物》的英国版，两者的基本精神是相通的。不过，《统治者之书》已经把《宫廷人物》的基本精神和英国的具体形势结合起来，它已不是《宫廷人物》的简单翻版，而是一本具备英国特色的人文主义教育著作了。

艾利奥特所说的“统治者”是指16世纪英国的统治阶层，他们是资产阶级的新贵族，或称绅士。绅士应该文武双全，应有文化修养，接受拉丁文与希腊文的教育，能言善道，谈吐风雅，擅长音乐、舞蹈；绅士应具备强壮的身体，接受体育训练，进行户外运动，学会角力、游泳、赛跑、田猎、骑马、射箭等，必要时能用剑参加战斗。绅士还应该学会上流社会的处世之道，通达人情世故，善于处理公私生活，要有绅士风度，保持身份的尊严和荣誉，气度宽宏，仪表端庄矜持；最重要的是，绅士还应效命王室，为国家服务。如何培养这种具有“绅士”风度的统治者呢？这就是艾利奥特所关心的核心问题。

和许多人文主义者一样，艾利奥特在论及教育过程时，首先涉及的是婴儿教育问题。他认为，婴幼儿的护士们必须对儿童的身体健康和精神发展负责，要为儿童提供未来统治者所必需的营养。和昆体良、伊拉斯谟等人一样，艾利奥特也认识到了模仿作为儿童的一种天性的重要性，认为“当儿童开始能讲话时，就应该通过愉快的引导促使他们形成优雅的行为方式和高尚的道德习惯”[46]。在当时，有很多人认为儿童在7岁以前不应该接受文字教育，但艾利奥特认为这既不是古代先哲的观点，也不符合现实的需要。事实上，7岁以前的儿童完全可以学习文字，关键是要采取愉快的方式，例如，在学习拉丁文时可以让儿童认识周围所见到的事物的名称，说出身体各部分的名字，以正确的方式让他们用拉丁文复述等。艾利奥特也强调在儿童教育中应重视三点，培养儿童清晰而准确的表达习惯；在教学的起始阶段通过游戏的方式进行教育；学习一门不熟悉的语言（如拉丁语）时，运用交谈的方式。

艾利奥特认为，“儿童7岁以后，我确信，他应该脱离妇女的照料”，并应指派给他一个“有古典修养的、受人尊敬的男性私人教师”[47]，以让儿童形成既文雅又坚强的性格特征。儿童的专职教师应该具有优良的道德，并应懂得学生的天赋和能力倾向，他要以自身的美德向儿童表明什么是荣誉，什么是爱，以及如何形成各种美德。教师的教学不应让儿童因无休止的学习而陷入疲劳之中，这样只会使儿童娇弱的智慧遭受压制，变得迟钝；优秀的教学应该交织些许愉快的学习和练习，如演奏乐器等，以使枯燥的学习变得愉快，增强儿童的兴趣。

艾利奥特也十分注重进行音乐和美术教育，但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观点不一样，艾利奥特更愿意把音乐看作一种娱乐而非系统的学习内容中的一种。在他看来，音乐的主要作用是使“智慧重新焕发出生机”，同时他还认为，懂得音乐的节奏和旋律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有助于“未来的统治者们”理解社会阶层的秩序以及社会事务管理中的和谐。艾利奥特同样也很强调美术的功利作用，认为，在发现儿童有绘画和图形想象的能力倾向时，可以引导他们向绘画和雕刻方面发展，传授和发展绘画方面知识的直接好处在于，那些军事工程的修建、战略地图的绘制、城市建筑的构画等，都直接来于绘画能力。可见，艾利奥特把艺术修养同国家事务的管理及公共服务的能力联系起来，带有很强的目的指向性。

在谈到青少年的学习课程时，艾利奥特将青少年的发展划分出三个不同的阶段，并给每个阶段都系统地安排了适宜的学习课程。7岁到14岁是儿童学习的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应以语言的学习为主。艾利奥特认为，7岁以前的儿童可以学会用母语清晰地表达以及基本的语言常识，但运用拉丁语以及发展更高的语言能力，应是7岁以后的教育任务。他同意昆体良的观点，认为儿童学习语言应从希腊文开始，或者希腊文和拉丁文同时开始。学习希腊文可以以《伊索寓言》《荷马史诗》等为材料，而学习拉丁文时，诗人维吉尔等人的经典诗篇则是最好的教材。艾利奥特不赞成过多地学习枯燥的语法，认为语法只是有助于人们对作者的理解，过度的学习只会压制儿童的智力，增加疲劳，削弱儿童的学习勇气。这些观点可谓一针见血，具有实践意义。艾利奥特主张用经典的文学作品作为语言学习的教材，因为他认为诗歌等文学作品具有趣味性，可以让儿童在愉快中掌握语言，形成智力品德，这是自然、愉快教育的思想。在谈到这一阶段儿童的道德教育时，艾利奥特认为，给儿童提供最好的道德环境比教师的教学技巧和智慧更重要，因为持续不断的教育过程建立在模仿、示例以及个体的感悟基础之上，而不是简单的知识传输。

儿童到了14岁，就进入学习的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已不需要繁杂的古典作品的讲解，而应系统学习修辞（雄辩术）、历史、天文学等方面的知识。他坚信，“未来的统治者们”无论是从事法律工作，还是担任地方官员，都必须学会清晰而准确的表达，通过希腊文和拉丁文进行修辞训练的目的，就是要使每个人的表达风格更为完美，因此，进行逻辑和讲演的训练十分必要。艾利奥特十分重视对青少年进行历史方面的知识教育，但他认为历史的学习不是简单地知道历史事件发生的顺序，而是要懂得国家和政府发展与衰亡的原因，懂得军事事件的教训，懂得统治者的政治策略和道德价值等。历史事件中交织着很多错误和似是而非的东西，反映了人类生活的不同侧面和价值观，教师要教会学生明辨是非，从历史中学习作为绅士要具备的常识和管理社会公共事务的能力。可见艾利奥特对历史教育的认识已经非常全面了。此外，他还谈到了天文学、地理学学习的重要性以及这些科目与历史学习的关系。总之，从14岁到17岁的青少年接受的教育是全面的，要通过学习使青少年掌握必要的经验，懂得为政府服务，引导他们具有高尚的行为，形成“贵族”的雏形。

进入17岁的青年们，在接受艺术、修辞、地理、历史、军事和政治方面的教育的基础上，主要接受的是哲学的教育。“当儿童达到17岁时，为了用各种道德约束他们的冲动，就必须让他们阅读一些哲学著作，特别是伦理哲学，这可以使他们的行为举止符合美德的要求。”[48]因此，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是艾利奥特的首荐读物。其次，像柏拉图、西塞罗等人的哲学著作也是青年必读的材料。这一阶段直至21岁。

艾利奥特对他的教育计划充满自信：“我满怀信心地认为，如果儿童像我所写到的这样被抚养，在21岁以前一直正确地学习哲学，并遵守这个国家的法律……毫无疑问，他们将变成十分优秀的智慧的人，在世界任何国家的公务领域，都难以找到比他们更高贵的谋士。”[49]为了培养效忠君主、恪尽职守的统治者，21岁以后的青年还应学习法学等科目。

除上述文化知识性科目之外，艾利奥特主张未来的统治者还应当进行军事体育训练，学习角力、跑步、游泳、骑马、打猎、跳舞、射箭和使用武器。他尤其强调射箭的益处，认为它是一种最好的训练身体的科目，同时还具有国防意义和娱乐性质。在谈到娱乐休闲活动时，艾利奥特还提到了下棋、舞蹈等活动，认为下棋可以使人们的思维变得敏锐、快捷，舞蹈则会使人具有良好的外形和贵族气质。总之，艾利奥特的一切教育内容都是为形成未来统治的“绅士” 风度和气质而设定的，是一种全身心的教育。

艾利奥特坚信统治者的贵族地位虽然受遗传和环境的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其个人品质的结晶。由此他强调了教育和训练在形成新的贵族统治阶层中的重要意义。他注重教学方法，强调激发、引导儿童的兴趣，强调教师的品行素质和教学能力；他编制了一套循序渐进的教学内容和计划，涉及语言、历史、政治、艺术、体育、娱乐等方面；他强调了道德（美德）教育的重要性，并提出了环境在青少年美德形成中的重要意义。艾利奥特提出培养新的统治者——绅士的思想，象征着16世纪英国教育目的的重大转变，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其关心儿童心理等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基本原则也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同时，这本《统治者之书》是用其本国语——英文写作而成的，也适应了由于民族国家兴起而产生的对发展本族语的要求。

《统治者之书》中的教育思想无论对当时还是对17世纪、18世纪英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深远而广泛的影响，洛克正是在此基础上系统地提出了绅士教育的理论。但该书不足的地方在于，其很多教育思想都是各家观点的综合，甚至可以说是人文主义教育基本原则的汇总，因此缺乏创新之处。

第五节 阿卡姆和马尔卡斯特等人的教育思想

16世纪后半叶，英国教育在王室的支持下，在一批新贵族的推动下，呈现出一派活跃的局面。这个时期也涌现出一些教育家，他们关注的主题是绅士教育问题。

—、阿卡姆的教育思想

阿卡姆（Roger Ascham，1515—1568年）在剑桥大学圣约翰学院获得学位后，留在该学院教授希腊文。1538年任伊丽莎白公主的家庭教师。伊丽莎白登上王位后，阿卡姆做女王的拉丁文秘书。1570年阿卡姆写了一本题为《教师》（The Schoolmaster）的书，阐述了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

这本书主要讨论了教育教学方法问题，是“为在绅士和贵族私人家庭中培养年轻人准备的”。本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反对严苛的体罚；二是提出了学习拉丁文的方法。

当时的文法学校里体罚盛行。在著名的伊顿公学，有几个学生由于不堪忍受频繁的鞭笞而从那里逃了出来。这一事件还引发了一场争论，争论的一方赞成严酷体罚，被称为“鞭笞派”，另一方则反对严酷体罚，被称为“反鞭笞派”。阿卡姆属于反鞭笞派。他认为纪律是必要的，但他坚决反对责打学生，他要求教师相信每个学生的潜力，不要看不起起初表现不突出的孩子，他说，“即使最明智的打人者与其说是在纠正错误，还不如说他是在惩罚本性”，聪明一点的孩子学东西快，总是受到赞扬，而笨一些的孩子学东西慢，总是受到惩罚。明智的教师应非常仔细地看到这两种不同的能力表现，“不仅注意他们现在能做什么，而且要看到今后能做些什么。根据我从书上所谈到国内外的生活经验，我知道最聪明的人，最有学问的人和最好的人才，一旦上了年纪，他们就绝不会如同年轻时那样聪明敏锐了”。同样，现在表现拙笨的孩子并不注定将来无所作为，因此，教师应以发展的观点去看待学生的学习和成长。他认为教师教育学生时，要有爱心，应以表扬为主，他强调表扬的价值，认为表扬体现出教师具有“温柔的本性”，“在培养儿童学习的过程中，爱胜于恐惧，温柔胜于打骂。表扬犹如一块磨刀石，再没有比它更能磨练出敏锐的智慧，成为鼓励好学的动力”。教师不应对学生的无知横加指责，应认识到无知是智慧的开端，“年轻人的无知与知识丰富同样都是必要的”。[50]

阿卡姆所推荐的学习拉丁语的方法是做双向的翻译练习，即从古典拉丁文著作中选出一些段落，将其译成英文，过一段时间后再把它翻译成拉丁文。通过将译后的拉丁文与原版书对照，找出存在的问题和错误。阿卡姆将这种方法称为“重译法”（Double Translation）或“互译法”。他自信地说：“我认为，‘重译’不论说它是唯一的还是说它是主要的，它都适合于迅速而且完善地掌握任何一种语言。为了迅速地掌握语言，就（应当）敢于大胆地提出一种好的方法。如果一个学生聪明、好学、勤奋、坚毅，他用这种方法翻译的西塞罗的一本小书如《论老年》……我敢说，这个学生比那些在普通学校中用四五年的时间浪费在文法的规则上所得到的拉丁文知识更加坚实。”阿卡姆所倡导的这种方法绝非他凭空杜撰，而是有坚实的教育经验作基础，他在给伊丽莎白公主任教时，用的就是这种方法，效果颇佳，因此他说：“最好的范例就是最尊敬的伊丽莎白女王陛下，她在学了第一个名词和第一个动词变格以后，从不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文法写在手中，只是通过‘重译’狄摩西尼斯和伊苏格拉底的著作，每天上午从不间断，经过一两年的时间，便如此完善地掌握了这两种语言，她讲拉丁语所达到的流利程度，可以这样认为，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方面，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英国任何地方，都很少有人能与女王陛下相比。”[51]

二、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

吉尔伯特（Humphrey Gilbert）是英国殖民活动的先驱，他虽然不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但他以其从事殖民活动的经验为基础，提出了要求培养新人以迎接殖民时代到来的新的教育计划，其教育思想的现实针对性和功利主义色彩较之艾利奥特等人又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吉尔伯特的教育思想与16世纪英国的对外政策是息息相关的，他把教育提高到国家利益的高度来考虑。

16世纪英国的对外政策是力图保持欧洲各国的均势，对当时法国和西班牙两个欧洲强国中的任何一方的过分强大都存有戒心。法国和西班牙争夺意大利的战争结束后，法国被削弱，西班牙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16世纪下半叶英国工商业的迅速发展，迫切要求扩大海外贸易，寻求新的市场，建立和拓展殖民地。然而西班牙称霸海上，成为英国对外扩张的主要障碍，英国和西班牙的矛盾日益尖锐。当时英国的海军力量尚比较薄弱，无力与西班牙公开较量[52]，于是便采取海盗和走私财富，以致西班牙人长叹“我们生活在和平时期，但是我们遭受的损失却超过我们公开战争时的损失”。1568年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下令把从西班牙途经英国的几艘装载金银的船只扣留，由此引发了一场重大的外交事件。英国对于运输“金银的航线的干涉，对于英国的经济和外交都有生死攸关的影响。结果将引起伊丽莎白时期所特有的投机狂，这种投机狂正是当时社会和教育变化的背景”[53]。吉尔伯特敏锐地看到了这种社会变化，他要求教育也做相应的变化以适应海外殖民、海外投机、海上争霸等活动的需求。

吉尔伯特认为不论是过去中世纪的教育，还是目前崇尚古典文化和体育的英国人文主义教育，都不能满足时代的需要。他对一些缙绅子弟追寻个人完美、漠视社会事务的生活方式颇不以为然，他崇尚奋发有为的人生观，而蔑视无所事事的人，他认定有为者就应具有冒险精神，投身于殖民和海上争霸活动，为国尽力。迂腐的学者和不具备技能的绅士是无力赴此大任的，吉尔伯特认为当时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提供的是学术性的训练，这种学术性训练的实用价值不大。他要求建立新型学校，设置新型的课程，1572年他发表《伊丽莎白女王学院》（Queen Elizabeth’ s Academy），提出其教育主张，他因之被誉为“奠定新教育基础的第一人”[54]，此处的“新教育”新就新在其目的和课程上。

从目的看，吉尔伯特也主张培养绅士，但他的绅士与卡斯底格朗和艾利奥特的绅士有所不同，后者强调人的个性的全面发展，虽然也强调绅士为君主、国家效力，但这种绅士含更多的审美意义，有着沉重的文化负累；而吉尔伯特的绅士所着力强调的是冒险精神和有所作为的能力，含更强的功利色彩，有着“野性的”生命活力。

这种功利色彩在课程设置方面表现得更为显彰。吉尔伯特更强调军事、现代外语、实用数学、自然科学等科目，这些构成其课程的主干。他的目的不是“好看”（优雅），而是为了 “效用”（取胜），风度雅致与否，似乎无关紧要。

在语言方面，吉尔伯特要求学生学习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德语。吉尔伯特尤为重视英语和现代外语的作用。他看到了古典语言对民族语言的发展和完善所起的促进作用，认为对母语的有效掌握离不开对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当时英语已在英国社会生活中普遍使用，加上吉尔伯特的民族主义情怀，因此，他提倡学习母语是理所当然的，而重视现代外语则是为了军事和外交的需要。

与语言学习相联系的是“三艺”即文法、修辞和辩证法。他要求修辞训练应包括训练学生用英语进行政治和军事演说。

吉尔伯特对军事、地理、天文、航海、医学、制造、应用数学和一些自然科学等科目予以特别的关注，认为这些科目对于实现其教育目标，对于英国的对外政策至关重要。吉尔伯特似乎认为一个人要将这些全都精通困难很大，且效率也不高，他提出在学院中将学生分类，分别施以不同的教育。一些人学习布阵、防御、挖地道、采矿、架设大炮和安营扎寨等；一些人进行步兵训练，学习使用矛、枪，进行队列操练和行军训练；一些人应着重学习地理、天文和航海；一些人则应学会能娴熟地修建船只；一些人则应学习医学，懂得疗伤和药理知识。这几类人的共同合作才能组成一支有战斗力的、各司其职的船队，才能完成海外拓殖的重任。

学生还应学习政治学、法律和神学。吉尔伯特认为，学习政治学和法律，可使学生了解君主政体和共和政体的优劣，懂得如何制定一个国家的内政和外交政策，懂得怎样建立健全税收、行政和司法制度，使他们将来进入统治阶层后能更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

此外，学生还应学习音乐、舞蹈、击剑等科目，这些对于休闲、娱乐都是必要的。

吉尔伯特认为，他的教学计划的主要好处是：“在大学，人们只能够学到书本上的知识，而在这所学院，他们都可以学到实实在在的东西，以满足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的现实需要。” [55]他坚信，这样一所学院会给英国这个岛国带来永远的荣耀，会造就内能治国、外能征战的大批人才，会使英国王室成为欧洲各国的典范。

吉尔伯特思想的实质是要使教育直接参与到国家竞争之中，使教育成为获取更多的国家利益的基石。教育的这种工具价值从来没有得到这么鲜明的表达和阐述。

三、马尔卡斯特的教育思想

马尔卡斯特（Richard Mulcaster，约1530—1611年）出生于名门望族，从伊顿公学毕业后，先后到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习。1558年他到伦敦泰勒学校（Merchant Taylors’ School）任教，这所学校是由商人所控制的学校，设立的目的是为商业新贵子弟提供正规的教育。马尔卡斯特在该校任教长达25年，此间他根据自己的教学和管理经验写了两本关于初等教育的书，一本是《培养儿童阅读技巧和锻炼身体的教育》（1581），一本是《初等教育基础》（1582）。离开泰勒学校后，他又在圣保罗学校任教达12年。

马尔卡斯特认为教育不是仅给儿童传授知识，而是要促进其身心全面发展，他说，“教育的目的是帮助本性达到最完善的程度”，“让身体的每一个器官，让心灵的所有力量都得到最好的锻炼，这难道有什么不好吗”？[56]他认为儿童不论贫富都有受教育的必要，但只有那些有才智的人才应被允许接受适合绅士的、更高级的教育。

他非常强调基础的重要，否则很难使学习向高一个层级迈进，“只有基础扎实牢靠，才能使上面的建筑坚固持久”[57]。他认为当时的情况是：孩子们在入文法学校前没有受过必要的训练，以致教师们“简直不能对他们有所帮助，因为他们进校的基础太差”[58]。他认为，对这种状况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对12岁以下的孩子，实行阅读、写字、音乐和绘画方面的强迫教育。这样训练儿童，就可使他们在12～16岁时学习拉丁语比7～17岁时学习拉丁语能取得更大的成效。只有学生有了扎实的基础，他在进一步学习时才会有信心，教师的教学也会效果更佳。他说：“欲速则不达……当可怜的孩子们看到自己的弱点时，他们便泄气害怕，停滞不前；而当未成熟（此处意指基础薄弱——引者）的孩子被托付给我们时，我们也确实感到棘手。”[59]这里马尔卡斯特的确提出了一个英国教育史上持续很长时间的问题：英国的中等教育在19世纪末以前一直比初等教育发达，由于初等教育质量太差，致使中等教育的质量很受影响。马尔卡斯特的意见是，只有初等教育的质量提高了，中等教育的质量才可能切实提高。

正因如此，他重视早期教育和基础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父母对子女负有教育的责任，由于他们教育的是自己的孩子，他们的教导因而是最有力的，最能感染孩子的心灵。他认为，学生的年龄越小，教师的责任越大，教师的报酬因而也就应越高，“由技术最好的人去打基础，他们也应得到最大的报酬，因为他付出的劳动最艰苦，所负的责任最大……一年级的教师所教的学生数目应少一些，随着学生理智的增长和学习自觉性的增强，可以逐年增多学生的数字……如果照我的意见，最先付出艰苦劳动的人确实应该得到最丰富的报酬，而随着艰苦的逐渐消失和舒适的增长，报酬可逐渐减少”[60]。

他要求教师有良好的素质，建议对教师进行严格的职前培训。他认为教师不仅应掌握知识，还应具有职业精神和职业素养，懂得教育和教育的方法。他认为为了推动家长朝着正确的最好的方向发展，大学的学院应设7个专业：语言、数学、哲学、师范、医学、法律、神学。医学专业培养医生，法律专业培养律师，神学专业培养教士，那么师范专业则培养教师。实质上他是在要求教师职业的专业化。

他要求教师了解并尊重儿童的天性，他认为天性是“所有人都得听从的”最好导师，大家都必须自愿地而不是被迫地跟随它。儿童有三种天赋能力：思考力、记忆力和判断力。教师应促进这三种能力的发展。儿童有好动的天性，对此教师不应将儿童整天禁锢于教室中：“如果我们没有让他们学习并安静地坐在学校里，我们就没有强迫他们把隐藏的热情和天然的好动变为不自然的好静，这样，他们不受拘束的好动性格更能立即帮助他们参加一次比赛冲刺。超过一般情况的好静一定包含着超出一般情况的好动。”[61]教师在教育中应看到儿童的差异，不应对所有儿童施以同样的教育，男孩不同于女孩，聪明者不同于迟钝者，应因材施教，应按其身体的强弱和才智的高低实施不同的教育。

在教育教学方法方面，他强调纪律的作用，认为纪律有助于完成教育任务，但他反对体罚，认为儿童的学习应由和蔼可亲的教师和良好的榜样来引导，以惩罚来使一个缺乏能力的孩子学习是一件“比愚蠢更坏的事”[62]。他强调感官对于教育的意义，“我们靠外部感官触及、听到、看到、嗅到、尝到一切可以感觉得到的事物。这些外部的精华便被自然地吸收了，受到检验，储藏于记忆之中。然后再去探求新的知识”。他认为，“手、耳、眼都是最伟大的工具”。[63]

马尔卡斯特重视体育，在其教育著述中他用很长的篇幅讨论体育问题。他认为身体健康对人至关重要，为保持身体健康，应注意预防疾病，还应进行体育锻炼，体操、跑跳、角力、击剑、游泳、骑马、狩猎等都是他推荐的项目。

马尔卡斯特教育思想最引人注目的部分是他对英语教学的强调，极为鲜明地反映出宗教改革后英国不断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诺曼征服后，英国实际上存在和使用三种主要语言，即拉丁语、法语和英语。拉丁语是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代欧洲的国际语言。拉丁语和法语是中世纪英国的官方语言（因为中世纪英国国王多是诺曼底公爵，与法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英语在中世纪地位较低。13世纪英法冲突的加剧和14世纪英法百年战争，使得法语的地位下降了。1362年英国规定用英语取代法语作为法庭用语，1381年英语取代法语成为文法学校中的授课用语。到15世纪末，标准英语在英国渐渐普及，但拉丁语在文化教育和政治外交中依然占据统治地位。到16世纪中叶以后，英语的应用更加广泛，“讲道、宗教会议、议会会议、各种委员会和其他社会福利事业”都要用到英语，同时，英语也被日益视为多种知识的表达手段，掌握英语的必要性愈益显著，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教育家开始挑战拉丁语的统治地位了，马尔卡斯特是挑战者中最引人注目者。他说：“我爱罗马，但更爱伦敦。我喜欢意大利，但更爱英国。我熟悉拉丁语，但崇拜英语。”[64]他认为：“任何一种语言，在其意义和简洁方面都比不上英语那样能明确地表达思想。英语严谨而含蓄，丝毫不比希腊语差。描述美好的事物时也赶得上华丽的拉丁语。”[65]另一所文法学校的教师布林斯利在其1612年著的《文法学校》中也陈述了学习英语的重要性，认为“应当尽力加强本族语练习，其理由如下：（1）因为我们中各式各样的人在说话和写作的时候，用得最多的语言是我们的本族语。（2）本族语的纯正和优美，应视为我们民族的一大荣耀。（3）因为学校培养的那些人中，几乎没有人继续学习，而大多数人已从事其他职业”[66]。布林斯利认为，如果学校不能使学生掌握英语，会使一些不继续学习的学生不能适应当前的社会，因为拉丁语是一种学术性的语言，而不是日常的社会生活用语。

随着英语地位的逐渐提高，拉丁语这种古典语言的地位就渐渐下降了。

四、克莱兰的教育思想

克莱兰（Cleveland）多才多艺，有丰富的从教经验，因此他的绅士教育思想与卡斯底格朗、艾利奥特、吉尔伯特相比，就显得具体、切实而完整。他写的《年轻贵族的教育》（Institution of a Nobleman）发表于1607年，这使得他能充分吸收16世纪欧洲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精华来构建其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具有综合性的特点，许多人文主义者的教育思想都被克莱兰综合兼容于一体。卡斯底格朗、帕特里奇、艾利奥特、伊拉斯谟、维夫斯、蒙田、科迪埃、阿格里科拉、赫吉亚斯、梅兰克顿等人都对克莱兰有影响，在他的思想中能看到这些人的影子。

克莱兰认为，高贵以服务（service）为基础，能为国家、君王效力服务的人才是有为的人，这种人才高贵。因此，克莱兰的教育目标就是培养有用之才，他认为在一个人的多方面素质中排在第一位的是能力。他反对让“学究”做教师，因为他们只能教给孩子记诵之学。克莱兰吸收了蒙田的观点，认为人的能力中最有价值的是判断力，他认为，一名教师可以宽恕学生不能快速记住一首短诗，但不能容许学生对日常生活中的一般事物缺乏良好的判断力。其次重要的是想象力，想象力可使儿童走出其个人经历的局限性，纠正思维上的偏狭性。记忆力是第三位的，它完全是附属性质的，其作用与意义远逊于判断力。克莱兰认为，过去的教育和当时的人文主义教育存在的一个严重问题是过分重视记忆力的培养。他要求教师改进教学方法，注重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他认为作为一名教师“最美妙、最有益之事就是在教学中发现一种优秀的教学方法”，教师应为“用容易掌握的方法去解决困难的问题，用便捷的方法去处理复杂的事情”[67]，否则，教师的教学工作会障碍重重。

在语言学习方面，首先要学习母语即英语。克莱兰认为母语是“最主要的理解工具”，一开始就应该好好地加以规范，孩子的保育员和与孩子有接触的其他人在说母语时发音应正确而清晰，不能随意省略或改变任何字母或音节。教师不能容许学生说话时话在嗓子眼里咕咕哝哝，不能容许他们在演讲时做出任何令人生厌的表情。孩子们应及早练习大声朗读，朗读是一门艺术，应教会孩子们“用甜美的音调阅读，不能把诗歌读成散文，也不能把散文读成诗歌，不能像妇人那样用尖锐刺耳的音调朗读，也不能像老人一样用粗糙、干涩的声调去朗读，而是应该用一种愉悦和谐的音调去朗读，起初时的语调应似闲庭信步，朗读的整个过程中应注意停顿，停顿时要吸气。在表示祈使、感叹或疑问时相应地要使用升凋或降调”[68]。

在拉丁语教学中，克莱兰非常重视语法训练，认为语法是人文学科的“基石”，是“身体的筋骨”。他反对依赖于对话和粗浅的阅读来学习拉丁语，要求通过学习语法扎实牢固地掌握拉丁语。他同科迪埃一样，反对伊拉斯谟的拉丁语教学方法。但是，他也不主张机械地、形式主义地单纯学习文法，而是将文法与古典著作的研读结合起来。维夫斯和科迪埃所编写的拉丁对话体教科书，都是他所选用的教材。西塞罗、奥维德、特伦斯、维吉尔、贺拉斯等人的著作都是他所选择的阅读材料。拉丁文写作是重要的教学内容，他建议采用阿卡姆的“互译法”作为教学方法，但做了一些修正。例如，据此方法，教师提供一篇西塞罗文章的英语译文，然后让学生将之译为拉丁文，然后再将其译成法文，最后将译文尤其是拉丁文译文与西塞罗的原作进行比较，找出错讹之处予以改进。克莱兰认为这种方法可使学生在拉丁语、法语、英语三个方面都得到提高。克莱兰对法语评价颇高，认为“法语是当今世界上最美、最普及的一种语言”[69]，因此将法语也列为教学科目。克莱兰认为，“希腊语是开启博学之门的钥匙”，希腊文化中蕴含着丰富而高深的知识，既包括文学、哲学、历史等方面的，也包括数学、地理、医学等方面的。崇拜古希腊文化，希图从中获得各种知识是人文主义者的共同追求，希腊语也因之备受推崇。但到了16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一是民族语言的地位提高了，已被用作正式的官方语言，不再受轻视；二是人们的认识水平提高了，在一些领域已超越了古希腊文化，没有人再敢断言一切知识来源于古希腊。因此，尽管克莱兰和其他人文主义者依然在陈述希腊语的重要性，但其重要性已开始下降了。知识的进步已走过了复兴古人知识的阶段，人们已不再满足于从古人的书本中搜求知识，而是想靠自己向自然、社会去探求了。

历史、逻辑学和法律也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历史教学的目的不在于让学生记住具体的历史事实，而是探索历史规律，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和判断能力，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做出客观的阐释和评价。逻辑学教学的目的不在逻辑学自身，逻辑只是一种工具，它的价值在于运用。学习法律对一个绅士从事公共事务管理有益，可使其通晓国家法令，知道如何处理法律纠纷。

数学是重要的基础性学科，天文学、地理学和建筑学皆以之为基础。研究天体运行、绘制地图、设计图纸和建筑模型都离不开数学尤其是几何学。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拓殖的刺激，地理学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从概念到研究方法都摆脱了古人的束缚。克莱兰非常重视地理学的应用价值，认为“对于一个军队首领来讲，利用纬线和子午线而不能弄清某地的海拔高度、郡和省的位置、气候的复杂多变、白昼和黑夜的长短，不了解气温变化、地球的构造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知识，是一件非常耻辱的事情”[70]，当时学生的地理知识普遍匮乏，克莱兰举例说，在一个班级里，没有一个学生能说出爱尔兰是在欧洲、亚洲还是非洲。他对此深表忧虑，要求加强地理教学。

作为一个清教徒，克莱兰极为强调虔敬与道德的价值。他要求青年绅士应一切遵从上帝，他认为《圣经》超越了所有的读物，比古代最伟大的作品还要伟大。与遵从上帝相联系的是效忠国王，他认为国王的命令是神圣无比的，国王的地位是教皇无可比拟的。克莱兰还要求学生对父母、教师尽责。学生对父母尽责无须强制，因为它是基于人的本性的。学生不仅要热爱、遵从他们的教师，还要尽自己的能力去充实和发展他们的思想，做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样才能表示对教师的感激之情。克莱兰认为，一个对教师不心存感激之情的人，以后做出无视宗教、信仰，践踏法律和公正的事来，是不足为奇的。

克莱兰认为，一个绅士应谦虚谨慎，不可傲慢自负；应宽宏大度，不可心胸褊狭。一个绅士还应有好的仪态，走路时不能步履轻快得像个顽皮的少女，也不能像舞台上扮演的国主那样大步流星。绅士的举止不应有任何矫揉造作之态，应自然大方。克莱兰关于绅士风度的论述，与卡斯底格朗和艾利奥特如出一辙，此处不再赘述。

克莱兰教育思想颇有特色的一点就是对于旅行的论述。他将旅行视为绅士教育的一个重要环节。“读万卷书”还不够，还应 “行万里路”。他设计了一个旅行路线，从苏格兰出发，游览了英国的牛津、剑桥、伦敦等地后，越过海峡，来到法国，游历了加莱、亚眠、巴黎、奥尔良、里昂等法国城市后，来到日内瓦，然后越过阿尔卑斯山，来到意大利，游览都灵、佛罗伦萨、罗马、威尼斯等地，最后经由匈牙利、波兰，到达旅行的最后几站佛兰德、荷兰和丹麦。克莱兰反对将西班牙作为旅行地，他认为在西班牙这个国家，亵渎、蔑视高尚和宗教的现象非常普遍，最优雅高贵的人到此地后也会被腐化。这种看法似有成见，可能与克莱兰本人是清教徒而西班牙又是反宗教改革的堡垒有关系。克莱兰认为，旅行应被安排在接受完善普遍教育之后，旅行时应善于观察，善于聆听，头脑中不带有任何偏见，应天天记录自己的感受。旅行可增广见闻，开阔视野，使人从愚昧偏见中解脱出来。

从卡斯底格朗到艾利奥特，再到克莱兰，绅士教育的思想越来越丰富，与洛克的绅士教育思想的距离越来越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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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法国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也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性质的，与尼德兰、德国、英国文艺复兴初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一致的，其代表人物是比代；但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推进，法国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呈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风貌，拉伯雷和蒙田的教育思想显然不同于伊拉斯谟、维夫斯、艾利奥特、莫尔等人。

第一节 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背景

由于法国传统的文化势力一直较强，人文主义在法国遇到的阻力比在其他一些北欧国家要大一些，因此，尽管人文主义的萌芽在法国出现很早，但人文主义的真正发展却较迟。

一、法国人文主义的产生

在中世纪，法国较之其他欧洲国家（包括彼特拉克来法国阿维尼翁教廷供职以前的意大利）对过去残存下来的拉丁文化更感兴趣，而且法国和意大利人文主义的接触也很早，意大利人文主义之父彼特拉克在法国生活工作了很长时间。14世纪教皇驻地从意大利罗马迁至法国的阿维尼翁，使得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发生了密切的文化接触，这种接触对法国的一些文人产生了影响，表现在从1360—1420年，法国掌玺大臣公署的一些秘书过着“人文主义者的典型社会生活：他们热心传抄古典著作的手稿；互相交换模仿古代样板的书信和诗歌”，然而这种影响没有进而对法国的整个文化产生实质性的影响，“到15世纪30年代以后，这些活动的势头衰退了，显然没有留下长久的效果”。[1]原因是这些秘书们重视的是古典文化中的修辞研究，这种技巧、技术性的东西不能对当时的文化价值标准产生影响，而意大利人文主义者更为重视的是古典文化中的价值内涵。法国人从古典文化中所得的只是皮毛而已，故难成正果。虽然成熟的人文主义运动在如此薄弱的文化基础上不可能发展起来，但由于古典文化研究在法国一直未断，加上意大利又是法国的近邻，法国宫廷文化较早就表现出对古代作家的兴趣。从14世纪中叶起，国王的图书馆里除了珍藏宗教文献和骑士文学作品外，还增加了许多译成法文的希腊和罗马著作的手稿，包括亚里士多德的《伦理学》《政治学》、李维的《罗马史》、西塞罗的《论老年》《论友谊》等。除此以外，国王图书馆里还藏有意大利早期人文主义者尤其是彼特拉克和薄伽丘的一些作品。

然而，翻译古典作品并不能说明宫廷文化是人文主义性质的，因为按照人文主义的要求，翻译古典作品应忠实于原文的思想内容，应有优雅的表现形式，而法国国王图书馆里的这些古典译著则是粗劣的意译和改编，并无人文主义所要求的那种求真（内容）求美（形式）之精神。骑士文化在当时的法国的世俗文化中占据统治地位。法国宫廷将中世纪骑士文化复杂化、制度化，“骑士的爱情和诗歌，在法国的宫廷里也变成了一种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制度。从14世纪末起，廷臣们设立了恋爱课程（cours d’amour），他们在正式集会上讨论骑士仪态和恋爱的微妙问题，朗诵他们依照骑士恋爱诗的传统风格写作的诗篇。这些制度的目的在按照同一的模具铸造宫廷所有成员——上至王公下至他的中产阶级出身的秘书们的心灵”[2]。在这种宫廷文化的影响下，“由于当时的社会结构是如此大力支持墨守骑士时代的观点和习俗”，法国15世纪文学的主流依然是骑士文学，例如，当时的作家拉·萨尔虽然已经见到过人文主义的意大利，但他在书中论述主人公的教育时，却仍然主张通过马上比武和宫廷恋爱对一个青年骑士进行训练。不仅文学，历史也受骑士文化的影响，法国国王路易十一的秘书们在他们编写的《法国大编年史》中收容了中世纪许多骑士的传奇故事。进入16世纪后，法国历史的编纂才开始运用人文主义历史学的原则。[3]

与世俗文化的骑士传统相呼应的是大学里占统治地位的经院主义传统。“传统的、烦琐主义的求知方法已经足以适应该国文化界的口味”，“在1470至1520年的整个时期，学校教育一直固守旧日的传统”，“旧教科书仍然与过去一样流行”。[4]巴黎大学则是经院主义的顽固堡垒。巴黎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城市，巴黎大学是一个巨大的国际学术中心，是欧洲主要的神学派别的所在地，绝大多数学者对于人文主义新文化没有任何兴趣。15世纪末巴黎大学内部也有激烈的争论，但不是因为是否应该接受人文主义新文化而引发的争论，而是经院哲学内部唯名论者与唯实论者之间的斗争。1474年唯实论者占了上风，结果唯名论的学说遭到官方的谴责和查禁。唯名论者并未因此而停止争斗，在他们的努力下，1481年官方终于把禁令撤销了。此后，唯名论在巴黎大学称王称霸。不论是唯实论占上风还是唯名论占上风，学术空气都不自由，而且这两派都反对柏拉图主义。正是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兴起的柏拉图主义启动了尼德兰、德国和英国的人文主义运动，北欧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与意大利的柏拉图主义有内在的联系。

尽管经院主义在大学中仍居统治地位，人文主义仍然逐渐向大学渗入，尤其在艺术院系中，人文主义的成分更浓厚一些。艺术院系在15世纪下半叶就开始聘请意大利学者来讲授希腊语，蒂费纳特（Gregorio Tifernate）从1456年到1458年、贝罗阿尔多从1476年到1478年、巴尔博从1484年到1491年、维泰利从1488年到1489年都在巴黎大学讲授过人文主义之学。1476年希腊流亡学者赫尔蒙尼莫斯（George Hermonymos）来到巴黎大学讲授希腊语，造就了一批才华出众的学生，罗伊希林、伊拉斯谟、比代等人都是由他引导去学习希腊语的。但是，巴黎大学直到1508年才正式开设希腊语课程。法国学者罗贝尔·加圭安（1433—1501年）在巴黎的学术界比较有影响，许多逗留巴黎的外国学者，包括年轻的伊拉斯谟和许多意大利学者，都极愿博得他的青睐。他曾是蒂费纳特的学生，热衷于古典文化，热烈崇拜西塞罗，认为把人文知识和雄辩术结合起来，可以推动神学的进展。他在写作中极力模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风格，在语法和修辞方面造诣颇高。然而他的这种人文主义不反对经院哲学，不但不反对，而且在经院哲学的轨道之内利用人文知识为经院哲学服务。因此，这种人文主义对经院哲学的方法和体系并无颠覆作用，是一种皮毛的、肤浅的人文主义。15世纪末，巴黎的出版社除出版传统的经院主义著作和骑士文学作品外，还出版了相当多的古典的和人文主义的原文作品。这些都表明，人文主义在法国的影响逐渐增强。但是，不应对之做过高的估价，“尽管法国与意大利相隔咫尺，在十五世纪的最后一二十年之前，巴黎的学者们一直轻视意大利的严重影响，不屑在他们的课程表中作任何重大的改变。不错，在1450年以后，艺术系已经聘请少数意大利人文主义者去充当希腊语教师；有些人文主义的教科书已经代替了中世纪的拉丁文法；巴黎的出版社从1470年开办起就刊印了一些人文主义方面的书籍。但是，这些只是次要的改革，并未影响任何院系的学习方向；大学生活的中心依旧是阿奎那派、司各脱派和奥康姆派之间的激烈论战，以及很少变化的关于传统的逻辑问题和形而上学问题的讨论……在巴黎，正如在牛津一样，在意大利人文主义开始运用古典学者对《圣经》的解释方法，以及把注意力转向古代遗产的神秘和宗教因素、为神学探索人文主义的途径之前，对待意大利人文主义的冷漠态度是没有改变的。在巴黎，坚冰也是在1495年左右被打破的”[5]。

坚冰是由勒费弗尔（Jacques Lefèver）打破的，打破坚冰的武器是基督教人文主义。勒费弗尔在意大利旅行时，结识了人文主义者波利蒂安和皮科等人，熟知了意大利晚期人文主义的精华，对佛罗伦萨的新柏拉图主义甚感兴趣，这种兴趣使其神学研究有了一个与经院哲学不同的起点和方法，他对早期基督教作家著作的推崇、对《圣经》评论的热衷、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各学派传统的反对、对亚里士多德学说的新解释（其目的是要使人们了解真正的而不是被中世纪评注家歪曲的亚里士多德）、对彻底改革神学研究的热情，都标示出他是16世纪早期法国最有才华的思想家。至此，法国的人文主义才真正产生并步入正轨了。

二、法国人文主义的发展

进入16世纪，法国的人文主义的发展就大步向前了。原因有四。第一，15世纪末已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尤其是勒费弗尔的人文主义新神学（基督教人文主义）与经院神学的决裂，为法国人文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提供了良好的生长点。第二，对意大利的战争促进了法意文化交流。意大利由于经济富庶和政治上的四分五裂，而成为欧洲列强角逐的场所。1494—1559年，法国和西班牙在意大利领土上进行了旷日持久的角逐。连年的战争虽然耗费了法国大量的人力物力，但却促进了意大利人文主义在法国的传播。[6]第三，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Francis Ⅰ，1515—1547年在位）对人文主义文化的支持。他同英国的亨利八世一样被人们誉为“人文主义国王”，他对法国人文主义的推动作用超过当时的巴黎大学，法国人文主义能成为一种文化运动，弗朗西斯一世功不可没。第四，一些杰出的人文主义者的推动。法国人文主义运动在艺术、科学方面建树不大，其成就主要表现在神学、文学、哲学、历史学和政治学等方面，人文主义神学的代表人物是比代（Guillaume Budé，1468—1540年），文学的代表人物是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约1494—1553年），哲学的代表人物是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而历史学和政治学的代表人物是博丹（Jean Bodin，1530—1596年）。这些杰出人物既是人文主义运动的产物，又是推动人文主义运动向前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的推动下，法国的人文主义的发展遂日盛一日，异彩纷呈。

人文主义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在弗朗西斯一世的推动下，大学里设立了人文主义的课程；比代在弗朗西斯一世的支持下于1530年创办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法兰西学院；古维亚（Andre Gouvéa）于1534年于波尔多（Bordeux）设立了人文主义性质的奎恩学院（College of Gugenne），这些对法国人文主义教育实践推力甚大。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成为法国人文主义学校的典范，蒙田就曾在奎恩学院学习过。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主要有比代、科迪埃、拉伯雷、拉谟斯（Peter Ramus，1515—1572年）和蒙田等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各具特色，比代是法国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其教育思想具有浓厚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关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与伊拉斯谟相像。科迪埃是奎恩学院的教师，其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教学法方面，关注的教育问题比较微观。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则洋溢着浓郁的自由精神，这种自由精神的强劲是对法国文化教育中传统势力的保守与强大的反动。尽管国王积极扶持人文主义文化教育，尽管也建立了人文主义性质的法兰西学院和奎恩学院，但传统势力依然十分强大，“大部分比较古老的学校继续固守其阵地，疯狂地反对一切新鲜事物的到来。然而，这种反对的结果再一次与其愿望相反。为了弥补这种改革愿望所受到的挫折，主要在学校之外，产生了一种教育的理想主义。在这种教育理想主义里面，个人自由的激情，注定在欧洲教育思想中出现了”[7]。过分的压制带来了过分的激越，拉伯雷、拉谟斯、蒙田的教育思想尽管各不相同，但都反映了这种理想主义的追求。其中，拉谟斯的教育思想对法国大学教育的改革具有直接的针对性。

拉谟斯出身贫寒，12岁时到巴黎大学给一位有钱的学生做私人仆从，21岁时成为大学的教师。他提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论点：“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切都是错误的。”他真正反对的，不是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本身，而是经院主义把亚里士多德树为权威这种做法。他对经院主义视亚里士多德为权威不满，对人文主义者视西塞罗、昆体良等人为权威也不满，他认为人应有自由思考的权利，不应不加选择地求教于权威。他的激进的思想遭到了巴黎大学当局的反对，他的课有三次被勒令停讲。后来他到了学术空气比较自由的法兰西学院主持雄辩术和哲学讲座，1551年他成为法兰西学院的院长，可以比较自由地进行一些教育革新。拉谟斯反对空疏无用的知识，他的教育革新的指导原则是讲求实用，其目的在于使各种知识付诸实践，教师所教、学生所学的东西都应该与生活现实相联系，不能事事求教于、依赖于古人，例如，他认为应当参照语言的实际运用来研究文法，必须通过对事实的直接调查研究来探讨物理学。他指出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学生应了解他周围的世界而不是只学习书本上的教条。他要求扩大大学的学科范围，认为不应只重视三艺即文法、修辞、辩证法的教学，还应重视四艺即算术、几何、天文学和音乐的学习。他重视数学方法的意义，认为纯数学和应用数学都很有价值，这对笛卡儿影响很大。拉谟斯信奉加尔文教，在1572 年法国天主教与新教的激烈冲突中，拉谟斯被迫害而死。

在法国，人文主义文化教育的发展会遇到如此强大的阻力，是与法国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分不开的，而法国将天主教定为国教又是与君主专制制度的加强相关联的。同英国国王一样，在中世纪法国国王的权力也受到两个方面的制约，一是封建贵族，一是以教皇为首的天主教会。英法百年战争（1337—1453年）削弱了封建贵族的势力，加强了国王的权力，但国王的权力尚不十分稳固。1464年法国一些大封建领主结成军事同盟反对国王，经过10余年的斗争，到1480年时国王彻底挫败了这些封建地方势力，封建贵族对国王已不能构成威胁。与英国相比，法国国王很早就企图控制教会，1438年查理七世发布敕令《国事诏书》，赋予国王在法国境内以高于教会的明确权力。诏书规定，教士大会和修道院有权选举主教和修道院院长，但明确容许国王和贵族可以提出和推荐候选人，因此这很容易造成一种变相的强迫，即不得不选举国王和贵族所推选的候选人。这种规定实际上使法国的教会成为国王的御用教会而不是教皇的教会，国王控制了教会的人事权。《国事诏书》还规定，任何宗教案件不经下级法庭初审不得上诉至罗马，从而限制了罗马教廷在法国的司法权；同时还规定，取消给罗马教廷的年贡。《国事诏书》引发了教皇与法国国王的斗争，结果国王取得胜利，1516年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与教皇利奥十世签订波伦亚条约，规定法国大主教、主教等职务都由国王任命，法国教会收入的大部分要交付国王，少部分交给教皇，这样，国王实际上成为教会的首脑，教会成为王权的驯服工具。但法国国王的教会是天主教会而非新教教会，宗教改革兴起后，法国国王站在罗马教廷一边而不是新教一边。

法国教会是天主教性质的，而经院主义则是天主教会的理论基石，因此，法国国教的天主教性质使经院主义势力强大，以致它可强力与人文主义抗衡。路德和加尔文宗教改革影响到法国以后，人文主义的发展又多了一层阻碍，传统势力将古典人文学科看作与新教教义结盟，而新教在法国天主教会和法国国王看来无异于洪水猛兽，这样，阻碍人文主义运动就又多了一个难得的、对人文主义极具破坏力的理由。如此看来，不论宗教改革前还是宗教改革后，人文主义在法国的发展都是颇为艰难的。由于国王是法国天主教会的领袖，国王对人文主义的支持也是有限度的。

16世纪法国的主要历史事件是持续不断的宗教战争，这场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力，也对法国人文主义者尤其是蒙田和博丹的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

16世纪初，宗教改革思潮在法国开始传播，路德教和加尔文教相继而至，相比较而言，加尔文教传播更广，城市市民和农民贫民都迫切要求宗教改革，许多城市纷纷出现加尔文教团体。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看到新教的传播对王权十分不利，便开始迫害新教徒，1540年颁布“惩治异端条例”，1549年还成立了专门惩治加尔文教徒的法庭。然而新教徒却有增无减，16世纪40年代特别是50年代以后，许多大贵族也接受了加尔文教。1559年，法国在与西班牙争夺意大利领土的战争中失败。法国新教贵族企图乘意大利战争法国国王战败、王权衰落之机，仿效德国新教诸侯，在法国没收教会财产，割地称雄与王权相抗衡。这些改奉加尔文教的法国大贵族称为“胡格诺贵族”。1562年胡格诺贵族一方和天主教贵族一方爆发内战，史称“胡格诺战争”，这场战争一直持续至1594年。战争给法国造成极大破坏，致使经济残破，财政空虚，民生凋敝，政局不稳，农民起义不断扩大，城市贫民的骚动也日益加剧。旧教贵族、新教贵族和富有的新兴资产阶级都感到只有建立强大的专制政权，才能使社会稳定，才能使他们的自身利益切实得到保护，因此在16世纪90年代初，他们先后转向拥护王权，从而结束了混战。1598年4月，法国国王亨利四世颁布“南特敕令”，宣布天主教为法国的国教，已没收的天主教会土地和财产一律归还；胡格诺教徒得到信仰和传教的自由，有权召开自己的宗教会议，在担任国家官职上享有与旧教徒同等的权利。“南特敕令”是交战双方妥协的产物，它使一度动摇的法国王权重新得到恢复和巩固。王权的加强在当时是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博丹于1576年8月发表《国家论六卷》一书，热情地为君主制辩护，他倡导宗教宽容，要求结束宗教战争。

博丹认为有三种国家形式，即君主制、贵族制和民主制，“主权掌握在一人手中、整个人民被排除在主权之外的国家是君主制；主权掌握在全体人民或多数人手中的国家是民主制；主权掌握在联合成集团的少数人手中、并由这个少数向人民中的其余部分（无论是作为整体还是作为个人）发号施令的国家是贵族制”[8]。博丹认为君主制是最合时宜的政治形式。他把君主制又分为三种，古代的或东方的“暴君”的君主制、中世纪以封建制为基础的“领主的”君主制和“王权的”君主制。博丹所推崇的是王权君主制，他认为王权君主制是一种权力得到良好实施、行政管理有条不紊的政治体制。在王权君主制中，君主不是占有财产和农奴的领主，也不是专制性地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君王，而是按照公正准则进行统治的人主。君主不等于国家，由于国家是一个复杂的组织，即使在王权君主制下，君主也不直接去实施什么，而是一切由司法、行政机构承担。如果国王想以合法方式进行统治，就应该通过司法、行政机构行使权力。“在这种政治前景中，博丹关于行政政府的论述便成为一种为天主教徒和胡格诺派教徒能接受的制度化解决方案”，国家不再是哪一个教派的，国家维护的是公共利益、共同利益，为此，应强化国家权力对社会事务（包括税收、教育等）的管理。博丹在此构建的是现代世俗国家的初始框架，对于解决当时的宗教战争问题极富建设性。

与博丹的进取意识和入世精神相比，蒙田则像一个旁观世事的隐士，他和博丹一样都是血腥的法国宗教战争的见证人，但博丹提出富有建设性的政治方案力求解决冲突，蒙田因憎恶所见到的纷争和仇杀而在其精神上的隐居世界中寻求一个避难所，他对世事的反思是深邃的，充满着理性的光辉而非宗教的偏执，具有浓郁的世俗精神。他的怀疑主义和犬儒主义对经院哲学具有毁灭性的消解力，对新的文化价值的形成具有强有力的催生作用，但同时也具有浓厚的消极悲观情调。“带着逃避现实和失望情绪的蒙田哲学恰当地标志了法国文艺复兴的结束。但是尽管蒙田态度消极，他为人们所做的好事比大多数他的同时代人多得多……不但是他的嘲笑有助于扑灭残酷无情地镇压女巫的烈火，他的怀疑学说的影响在反对普遍的狂热行为和为以后更为大度的宽容铺平道路方面起着不小的作用。”[9]

第二节 比代和科迪埃的教育思想

一、比代的教育思想

尽管勒费弗尔是“十六世纪早期法国最有才华的思想家”，但他与其后的比代相比，“肯定差得太远了”。[10]勒费弗尔标志着法国人文主义的开始，而比代则使法国的人文主义形成一场颇有声势的运动。

比代（Guillaume Budé，1468—1540年），1468年1月出生于巴黎，青年时代在奥尔良学习法律时就沉醉于人文之学，他大量阅读古罗马拉丁文著作，同时开始自学希腊语。1494年他在赫尔蒙尼斯门下学习希腊语，后又跟从约翰内斯·拉斯卡里斯和杰罗拉莫·阿莱安德罗继续学习。1502年到1505年，比代把普鲁塔克的一些著述译成了拉丁文。1501年和1505年他两度来到意大利，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的影响，他在佛罗伦萨时跟随人文主义法学学者彼得罗·克里尼托（1475—1507年）学习，还对另一名人文主义法学学者、佛罗伦萨大学希腊语教授安杰洛·波利齐亚诺（1454—1494年）死后留下的关于《法学汇编》的珍贵笔记做过考察。1508年他出版《〈法学汇编〉评注》，猛烈抨击经院主义法学，显示出他具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使其成为北欧人文主义法学的代表。1514年他出版《货币论》，对罗马货币制度予以翔实地阐述，表现出他在对史料的剔择和鉴别、对古典著作的理解和领会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学术水平。这部书使他声名鹊起，成为北欧诸国几个主要的人文主义学者之一。1516年他用法文写了一本题为《君主的教育》（De I’ Institution du Prince）的小册子，并将之题献给1515年上台的年轻的法国国王弗朗西斯一世。1529年他出版《希腊语评注》（Commentarii Linguae Graecae），集希腊语语法和词汇于一体，这本书为他赢得了欧洲“希腊语学者之冠”的声誉。

他的学术成就使其深受弗朗西斯一世的青睐。弗朗西斯一世深爱人文主义文化，他仿效意大利王公的做法积极赞助扶持人文之学，人文主义学者在他的宫廷里颇受欢迎，并被国王委任使节和秘书等美差。比代先后担任过不少要职，做过国王秘书、税务主管人、法国驻罗马教廷大使等。他极力借助于国王的力量推进法国的人文主义运动。1522年在其促动下，法国成立国王图书馆，他被国王任命为馆长，他将自己丰富的私人藏书全部捐出，这些书构成图书馆最初的支柱。1526年在他的影响下，法国建立了国立出版社，出版社的宗旨是传授古典文化，提高整个国家的文化水准，并将法国学者的成果推向世界。在其推动下，1530年法国成立了第一所人文主义性质的学校法兰西学院，教授拉丁语、希腊语、希伯来语、数学等，传授古典文化。建立图书馆、出版社和新型学校，都是促进人文主义发展的重要举措。法国人文主义在16世纪初的迅速发展，与比代的贡献是分不开的。

伊拉斯谟通过将人文主义方法运用于神学研究来批判经院主义，比代则是通过将人文主义方法运用于法学研究来批判经院主义。在这一点上，比代深受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的影响。

意大利人文主义法学始于瓦拉。瓦拉经过研究，认为教会所谓的“君士坦丁的赠礼”是捏造的。赠礼是指教会所说的罗马皇帝君士坦丁颁布给罗马主教的一份法律文件，根据这个文件，罗马主教即为教皇，他被赋予凌驾于四大主教之上的权力，因为在这一文件中，君士坦丁允许使“朕之所有属地统治者”服从于罗马教会。尽管过去偶尔也有人对这一文件的来源产生过怀疑，但教皇不仅在若干世纪里成功地维护了其权威性，还以此为根据宣称自己拥有极广泛的世俗权力。15世纪40年代，瓦拉对这一文件从历史的角度和语言的角度进行了细心的研究，结果发现，这份文件是不存在的，教皇所宣称的世俗统治权力是教皇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捏造出来的，并非建立在任何历史事实之上。瓦拉在另一本书《论拉丁语言的优雅》中对教会法学家曲解罗马法予以抨击，认为他们所使用的法律词汇既有悖于常理又不符合正确用法。瓦拉之后，人文主义法学被波利齐亚诺和克里尼托等人进一步发展。他们摒弃了传统的经院式治学方法，没有给已有的注释加上新的注释，而是把注意力尽可能地集中在法律原文上，通过运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语言知识，校订存在的语言讹误，以索求原文的准确含义。比代卓越地发展了这种新的法学研究方法。他的《〈法学汇编〉评注》成功地使过去关于法典的注释信誉扫地，他指出，这些荒谬的注释往往依据的是有错讹的原文，或者是在搞错了关键性的年代的情况下做出的，因此是不可信的。这就对经院主义法学、教会司法权的合理性给予了直接的抨击。

比代以人文主义反对经院文化，但他绝没有因此而否定基督教。当时法国大学里一些经院学者反对人文之学，比代视他们为自己的主要敌人，予以坚决地批判，他指出，古典人文之学和宗教二者之间不存在任何对立，要理解《圣经》的真正含义，必须以古典人文之学为基础。[11]这反映出他与伊拉斯谟一样，是一个基督教人文主义者。比代的社会理想也具有典型的基督教人文主义色彩，认为在具有基督教道德和人文知识的君主的统治下，社会就会平安繁荣。这种思想在其教育著作《君主的教育》中有充分的反映。

比代赞颂君主制，认为只有君主制才是有效能的政治结构，“一个井然有序的君主政权”永远优于“任何其他政体”。君主直接从上帝那里获得权威，他的权力是合法的，也是绝对的。君主应有智慧，应尊重国家的法律，保障每个人应有的权利，铲除国内的“一切不公正和混乱现象”。作为一个法学家，比代重视法律的作用，他建议国王用法律加强统治。法律的创制权归于国王，“一切法律都是由国王颁布的，臣属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国王”。比代请求弗朗西斯一世以查士丁尼皇帝为榜样，把司法经验编纂成法典，确立统一的法律，以加强国内的秩序和团结。比代对国王权力的强调意味着他要求加强中央集权，限制地方封建贵族、领主的势力，这种对国王专制的拥护在当时是进步的。13世纪时，法国的一些法学家在讨论教皇权力与国王权力的关系问题时，也曾对君主权力予以赞颂，比代等人的观点从表面上看是从这些人那儿借用来的，实际上却不然，正如政治史学者马斯泰罗马内所指出的，“到16世纪，君主制问题的含义已经不同，事实上，中央政权权威的确立已主要具有了反封建的意义”。这诚然是进步的，然而君主专制也蕴含了另一种危险，“为反对封建权力而在理论上提出的国王专制主义也可能成为压在臣民头上的暴政”，专制的君主很容易沦为暴君。[12]如何解决这一问题？用道德来约束君主的行为。当时的法国法学家断言，“信奉基督教的国王”不可能干出“暴君的勾当”。这种思路也正是比代的思路，他认为君主只拥有权力、智慧、法律手段还不够，君主还应具有美德，这样才不致产生暴政。美德从何而来？经由教育。

比代的《君主的教育》与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一样，其用心主要不在教育方面，而在政治方面，教育只是实现他们的政治理想的手段。比代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把自己视为国王的谋士和诊治国家弊病的医生，他将《君主的教育》题献给弗朗西斯一世，实则是为向国王进谏，对国王如何统治国家提出建议。《君主的教育》属“王公之鉴”类著作，许多人文主义者都写过此类著作。比代用连续几章的篇幅来说明，所有伟大的君主都有必要认识到，如果他们不善于“在公务方面采纳谏言”，或者“身边也没有出色的大臣和忠诚的仆人”，那么肯定会出现严重的危险。这实际上是在肯定他自己这个“谏臣”和他自己这本“谏言”的价值。

比代认为，好君主应德才兼备，德指基督教美德，才指人文知识。要有德有才必须受教育。比代主要通过分析历史上的君王来说明“与国王陛下相配的王者美德”，用著名帝王的生平事迹来强调美德对君主的重要性。奥古斯都皇帝（公元前63—14年）被奉为真诚和正直的楷模，这两种“伟大的美德”给他带来了如此巨大的荣誉和声望。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56—前323年）的事迹被用来说明慷慨大度的重要性，他始终以无限宽广的胸襟表现出这种品质，同时又留心保证“只有那些值得他体恤的人”才能得到恩惠。《君主的教育》在结尾时选择罗马共和国将领庞培（公元前106—前48年）作为所有美德的集大成者，他“用礼义之缰勒住了强烈的贪欲”，“用出自内心的诚意抑制了狂暴的野心”，并因此而成为“一个具有所有伟人必不可少的各种美德和品格的真正典范”。[13]慷慨、仁慈、正直、诚信是比代希望君主所具有的美德。此外，他还要求君主必须具备虔敬的美德。这些要求，与伊拉斯谟是一致的。

君主为什么要拥有这些美德？因为这些美德的发扬光大是君主在政治上获得成功的关键，而政治上获得成功，则能给君主带来名誉、光荣和声望。君主的最高志向应该是获取名誉、光荣和声望从而万古流芳。比代宣称，所有的君主都应当认识到，他们的根本职责是“为所有可敬的事物增光”，这意味着他们的宫廷应当成为“荣誉和尊贵的殿堂”，而他们的主要抱负则应当是 “生荣死哀”。若君主生时遭人痛恨，死后遗臭万年，那他就绝非一个好君主。

良好的政治系于君主拥有一系列美德，美德的获得又系于教育。比代像热心于政治一样热心于教育，因为教育中寄托着其政治理想的实现。从《君主的教育》一书的框架结构就可看出他对教育所寄予的厚望。该书共34章，前4章主要讨论君主应具备哪些素质才能治理好国家，他紧接着指出，如果要问怎样才能使君主具备这些素质，“实际上也就是在问我们的统治者应受到何种教育。因此，他用了下面30章的篇幅去探讨何种教育形式可望造就最贤明的统治者——认为最优秀的德政自然会随之而产生”[14]。

在美德与政治的关系上，伊拉斯谟与马基雅弗利是对立的，伊拉斯谟主张即使天塌下来，君主也应恪守美德、坚持正义；马基雅弗利则认为，为了国家利益君主可以做出不德之举。比代基本上站在伊拉斯谟一边，但没有他那样绝对。16世纪欧洲社会的政治状况并不像人文主义者所希望的那样以美德为基础，善行在政治上未必就有善报，在这种情况下，一些人文主义者也不再坚定不移地把正义作为政治生活唯一可能的基础，他们逐渐承认，在正义与维护国家利益互不相容的情况下，考虑实用而不拘泥于严格意义上的正义也许是有道理的。对政治方面的道德观的要求不那么严格了，这在比代的《国王的教育》中已初露端倪。尽管他指出正义的美德应该是君主们最敬重的一种美德，但君主的治术也涉及对正义的理解问题。显然比代不像伊拉斯谟那样只拘泥于对正义的一种固定的理解。比代认为，政治中的某些原则应该用“政治”的语言而不是用“道德哲学”的语言来解释。比代在此实际上是要求不要将政治问题完全等同于或归结为伦理道德问题，政治有其自身的运作特点。在这一点上，他显然比伊拉斯谟要深刻和现实一些。

除美德外，君主还应富于智慧。比代赞赏柏拉图的“哲学王”理想，要求国王应具有哲学家一样的智慧。智慧的获得靠接受人文学科的教育。他认为若无这些人文学科，世界将成为一个动物的世界而非人的世界。要学习这些人文学科，首先必须学会希腊语和拉丁语。比代极为重视希腊语，认为它比拉丁语和拉丁文化还重要得多，因为希腊语在表达哲学原理方面具有拉丁语不可比拟的优越性，而且罗马文化从希腊文化传承而来，希腊文化是罗马文化的重要源头，要理解拉丁文化也需要首先学好希腊语。

在人文学科中，比代尤为重视历史，认为学习历史对于君主而言十分必要，历史具有丰富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他说，读史“不仅使我们了解过去，也会使我们认识现在，并且常常可以使我们预知未来”，读史有助于使君主变得“精干”和“明智”，“对国王们来说，具备这两种能力比获得任何其他东西都更有必要”。他宣称，历史是“伟大的主宰”，“甚至是我们最杰出的导师”，是“诚实和高尚的人生之路”的最可靠的向导。在北方人文主义者中并不只有比代重视历史，很多人文主义者都强调研习历史的实用价值，认为保持政治贤明的关键在于正确地理解过去。例如，维夫斯把“历史知识”视为“贤明之师”；艾利奥特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学科的研究能与历史研究带来的用途和乐趣相媲美”。[15]

但也有一些人文主义者对历史的政治价值和道德价值持有异议，例如，法国人文主义者海因里希·利内利乌斯·阿格里帕（1486—1536年）认为，有充分的理由证明，把历史当作道德的示范和 “人生的指南”的看法是愚蠢的。首先，人们并不清楚到底有没可能从历史中得到教益，因为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所有的史书都谬误百出，其原因不是由于作者们孤陋寡闻，就是他们有意“以假乱真”。退一步说，即使历史能够给人以教益，那这种教益也不一定会有助于道德的培养。世人总是推断“读史可能会使人获得超群的智慧”，但是却没有注意到读史也同样容易把人变成专干邪恶勾当的行家里手。[16]

阿格里帕的看法有其合理性，但不能以之来批评比代。因为比代虽然推崇历史学科的价值，但他同时也指出并非所有的历史著作都对人有益，要求选择一些好的历史著作来读。他还强调，只有当学生具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的条件下，系统地直接读史书才能对人有益。否则，就需要教师加以指导，以免产生副作用。

总体看来，比代的《君主的教育》和伊拉斯谟的《基督教君主的教育》讨论的是同一主题，除个别观点稍有差异外，两人的根本观点也没有什么差异，而且这两本书都完成于1516年。不同的是，伊拉斯谟是用拉丁文写的，比代是用法文写的；伊拉斯谟1516年就把《基督教君主的教育》付梓了，而比代则迟至1646年才把《君主的教育》出版，原因是当时《基督教君主的教育》风行一时，比代担心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他的用法语这种民族语写的同类书，肯定不会像伊拉斯谟的书那样有影响，他怕出版该书后引起别人对他的批评，有损其名学者的声誉。从此看来，比代显然有些小家子气，尚不能与伊拉斯谟这位文化教育巨人相提并论。

二、科迪埃的教育思想

科迪埃（Mathurin Cordier，1479—1564年）出生于诺曼底，曾在巴黎大学学习神学。此后在巴黎一所学校（the Couége de la Marche）讲授修辞学，1527年起改教语法，在语法教学中显示出非凡的才能。加尔文曾在这所学校求学，科迪埃教过加尔文拉丁语。1530年至1534年科迪埃任一所学校（the school of Nevers）的校长。后来应奎恩（Gouvéa）的邀请来到建于波尔多的奎恩学院任教。当时加尔文教已传入法国，科迪埃和他的大部分同事一样，信奉加尔文教。在1540年法国颁布“惩治异端条例” 前，旧教与新教之间的冲突就已存在，科迪埃感受到天主教势力给他造成的压力，他害怕与教会当局发生冲突，加上加尔文此时邀请他去日内瓦，于是他于1536年年底离开了奎恩学院。他在奎恩学院任教时间不长，但对学院的人文学科教学却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他编写的教材被高年级学生使用，他的教学深受欢迎，他是奎恩学院最著名的三名教师之一。奎恩学院的管理在当时的欧洲是第一流的，把学生按照学业水平的不同划分为十个年级，每个年级都有不同的教学任务，年级之间从低到高依次衔接。这种严格细密的管理制度给科迪埃留下深刻印象。从离开奎恩学院到1564年逝世，科迪埃一直居留于瑞士，忙于教书、管理学校和改革学校教育。晚年他在日内瓦的由加尔文领导的一所公立学校瑞弗学院（the Collége de la Rive）任教。瑞弗学院共分七个年级，组织严密，科迪埃将奎恩学院的一些经验带到该学院，对学院教学管理制度的健全助益不小。

科迪埃推崇古典文化，其目的是通过古典文化使人们过真正的基督徒生活，教育的意义和目的在于培养人的虔诚心，学问的最高目的在于虔诚，他说：“没有虔诚之心，在学问上就不会有真正的进步。”[17]

科迪埃对教育思想的贡献主要表现在教学法方面。

在语法教学方面，他既反对中世纪的教学方法，也反对伊拉斯谟的教学方法。他认为中世纪的语法教学太抽象，而且很多内容与辩证法放在一起讲，教师教得费力，学生也学得辛苦；而伊拉斯谟的教学方法会使学生学得既肤浅又不系统，结果学生在阅读和写作时存在许多困难。科迪埃认为，这两种方法尽管不同，但其结果却是一样的，即学生不能透彻掌握必要的语法知识。学生语法知识不牢靠，就很难进入学习的高一个阶段。科迪埃在教学中发现了这一问题，其后不久梅兰克顿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科迪埃认为教学应使学生牢固地掌握语法知识，只有这样才能为学生进一步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在怎样学习拉丁语问题上，他的观点前后是有变化的。1560年以前，他主张通过本族语来学习拉丁语。在法国奎恩学院任教时，他把法语视为学习拉丁语的重要工具。科迪埃参与了瑞士日内瓦瑞弗学院1559年章程的规定，章程中对学院课程、教学方法等做了规定，其中也是把法语视为拉丁语教学的一个有效工具。通过本族语来学习拉丁语，而不是单纯学习拉丁语，这在当时的低地国家和英国是非常普遍的做法，维夫斯也主张这样做，但伊拉斯谟却不主张学习本族语，哪怕只有将本族语视为一个学习古典语言的工具也不行。

从1560年始，科迪埃对本族语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要求学生在课内课外都要讲拉丁语，1564年他的《对话集》（Colloquia）更是强调这一点。《对话集》是为学生写的拉丁语学习材料，采用情境对话的形式，题材取之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因此学生易于理解，便于掌握。《对话集》中没有一个法文词汇，全用拉丁文写就。为什么科迪埃变得不重视本族语了呢？“科迪埃解释说，本族语的种类多如牛毛，不利于进行国际交流，而拉丁语是进行国际交流的最佳语言。”[18]由于教师工作繁忙，不可能对每个孩子是否说拉丁语进行监督，科迪埃要求每班设一名班长，由他向教师报告学生们的情况。《对话集》中有一段会话描述的就是这一情形。对话者有两人，一个是班长，一个是学生。

班长：我听说你们当中有几个人常常说法语，可你们谁也没告诉我。我警告你们，你们每个人都必须细心地讲拉丁语。若还有人不听，你把他们的名单给我，我将惩罚他们的过失。

学生：我们一句法语也不能说吗？

班长：如果几个人一块说话时，有人不小心也偶然说了法语，这并不为过，老师也不会责罚，因为老师不会严苛严厉和斤斤计较到这种地步。老师已说过，他只责罚那些知道怎样讲拉丁语但却总是寻找机会讲法语的学生。

科迪埃要求学生在家中也讲拉丁语，下面这个对话讲的就是这个问题。

学生甲：你多大了？

学生乙：听我母亲讲，我13岁了。

学生甲：我弟弟才只有5岁。

学生乙：他会讲拉丁语吗？

学生甲：会讲，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我们一直有一位博学勤勉的家庭教师，他教我们讲拉丁语。除了为了更明白地说明某事才说法语，此外，他从不说法语，而且我们不能用拉丁语以外的语言与父亲说话。

科迪埃尊重学生，他努力培养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约束的能力。他对人类充满同情心，尽管他信奉加尔文教，但他并没有宗教派性的偏执与狂热。因此，他的《对话集》被各教派包括天主教会的学校所广泛采用达两个世纪之久。

《对话集》作为教材，其使用方法是这样的：教师向全班学生讲解要学习的对话内容，由于对话以学生的日常经验为基础，学生能较容易地理解对话的含义；然后教师引导学生做对话练习，根据对话的内容和要求让学生担任不同的角色，不停地做口头练习。除教师讲解和学生做对话练习外，教师还结合对话中的词、句讲解语法知识。《对话集》的目的是让学生通过做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对话练习而熟练掌握拉丁语。科迪埃认为《对话集》不是供学生死记硬背的，而是为了使学生在有趣的练习和阅读中更快更好地掌握拉丁语。

《对话集》为科迪埃赢得很高声誉。1564年问世后到16世纪末的几十年中，《对话集》的发行量超过任何其他拉丁文版的课本发行量。在英国，《对话集》的影响尤大，1614年布林斯利把它作为拉丁文写作课的教材，1657年霍尔（Hoole）出版了这本教材的英语、拉丁语对照本。直到19世纪中叶，英国还把 《对话集》作为学校的教材使用。[19]

第三节 拉伯雷的教育思想

在世界和平理事会1953年度纪念的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中，法国人文主义者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1495—1553年）便是其中之一。[20]拉伯雷一生当过修士，行过医，研究过许多学问，是一个多才多艺、学识渊博的人文主义者。他对封建统治阶级腐朽统治和教会腐败的无情讽刺和贬斥、对人性解放和人文主义理想的讴歌以及大量的教育思想都充分体现在其代表作《巨人传》之中。

一、生平

关于拉伯雷的出生日期曾有过争议，有1483年和1495年等几种说法。现根据权威的说法，大都认为是1494年2月4日。其出生地是法国中部都兰省坎农县一个叫作拉都涯尼的农庄，他的童年就是在这个充满乡土气息的农庄中度过的。拉伯雷的父亲是位律师，在拉伯雷十几岁时，他被送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刚开始是瑟利修道院，后来转入昂热附近的包美德修道院。1511年，拉伯雷进入圣方济会的修道院当修士，后升任神甫。修道院的生活简单枯燥，除读经、礼拜和吃饭外，别无他事。一向活泼开朗、酷爱古希腊和罗马著作的拉伯雷便开始阅读拉丁文的著作和学习希腊文。然而，在当时，学习希腊文和研读古代作品是被视作异端的行为，拉伯雷也因此遭到了歧视，并与修道院发生了严重的冲突。所幸的是，他的昔日好友戴蒂萨当时已升任主教，在戴蒂萨的帮助下，拉伯雷才幸免于难，并转入了本笃会的德马伊修道院。

本笃会是一个比较重视学术的教派，德马伊修道院的主持正是拉伯雷的好友戴蒂萨主教。戴蒂萨是一位人文主义者，对古典文学学识渊博的拉伯雷关爱有加，拉伯雷正是在此度过了3年的自由时光，他的人文主义思想开始不断成长，他还学习了哲学、数学、法律、音乐、图画、天文、地理、考古等多门学科，并结识了诗人布谢（Jean Bouchet）、宗教家阿狄龙（Ardillon）等优秀学者。同时，他广泛接触社会，了解各阶层人民的生活情况。所有这些都为他后来的创作活动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1527年，拉伯雷离开了修道院，进行了一次周游半个法国的旅行，对于法国的社会状况尤其是文化状况有了广泛而深入的了解。在去巴黎的路上，他还寻访了众多的人文学者。这一路的学术性旅行，他获益匪浅，名作《巨人传》的构思便由此埋下了种子。

由于对医学的兴趣，1530年9月，拉伯雷开始进入蒙伯利大学医学院学习，这时他已30多岁了。或许是医学和人文主义同样都是以“人本”思想为基础的缘故，拉伯雷同样对其热爱非凡，再加上他入学前就有了丰富的医学知识，因此他仅用了两个月便获得了学士学位的毕业证书。1532年拉伯雷开始在里昂行医，在罗纳河圣母堂医院当医生。里昂在那时是直通瑞士、意大利及德国的要道，政治上是重要城市，商业上很发达，甚至超过巴黎。那里人民生活富裕，故文化也十分发达，出版商和作家多集中于此。医生这个职业使拉伯雷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社会，他一面行医，一面尽量吸吮先进的思想。他对病人怀着深厚的感情，为了减轻病人的痛苦他不仅仅从医疗上下功夫，而且还用讲故事的方法使病人开心，这也是他写小说的重要起因。他的那些故事和笑话来自他的广阔想象力和无穷尽的诙谐，是对巫术、迷信和偏见的讽刺和鞭笞。

随着拉伯雷对社会和各阶层人民了解的加深，他终于不再满足于做一名医治人体疾病的医生了，而想同时做一名医治“社会疾病”的医生。当时的新文化思想开始从意大利越过阿尔卑斯山传播到里昂，在新文化的氛围中，他不断地汲取一切新知识，并结识了里昂一些有影响的人文主义学者。在里昂，拉伯雷用希腊文陆续发表了一些医学论文，但逐渐地，对社会的深刻了解和对现实社会的愤懑开始和他奇妙的才思、无尽的诙谐结合起来，1532年8月，他便用那西埃（Alcofribas Nasier）的笔名创作了一部奇特小说——《庞大固埃传奇》（《巨人传》的第二部）。该书的出版既让广大读者赞不绝口，也引起了教会的强烈不满，但拉伯雷的创作却从此一发不可收。1534年，他又用那西埃的化名出版了第二部小说《庞大固埃的父亲——高康大传奇》，该书即《巨人传》的第一部分。这两部小说深得广大读者喜爱，在两个月内的销售数超过了《圣经》9 年的销售量，震撼了整个法国社会，这其中唯一不满的声音便来自腐朽的教会和上层统治者。不久，巴黎法院宣布这两部小说为禁书。

1535年，拉伯雷随红衣主教杜伯莱出使罗马。拉伯雷在此晋见了教皇，并遍访名人，凭吊古迹，足迹遍布罗马各地，同时他还得到了教皇的允许，以在俗教士的身份继续行医。罗马的千姿百态给拉伯雷丰富想象力又添上了翅膀，他在这儿住了一年后，于1536年回国。

1537年拉伯雷再次进入蒙伯利大学医学院学习，先后获得硕士、博士学位。他是法国最早研究人体解剖学的医生之一，他还在里昂解剖了一具被绞死的犯人尸体。

1545年，《巨人传》的第三部《善良的庞大固埃英勇言行录》出版。在这部小说中，他第一次署上真实姓名。小说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浓烈的批判精神，为此，神学家纷纷请求国王撤销所颁发的特许状，严厉处分拉伯雷，但当时的弗朗西斯一世并没有这样做。弗朗西斯一世死后，法国政府以镇压异端为借口，又开始迫害进步人士，一些进步人士被罚充军甚至被分尸。面对这种困境，拉伯雷只得再次以医生的身份随杜伯莱主教远走罗马，等候机会重返法国。终于，1550年，法王亨利二世（HenryⅡ）得子，红衣主教让拉伯雷编撰祝文，在这篇祝文的帮助下，他平安地回到国内，并于同年1月8日由巴黎主教指派在墨东做本堂神甫。

1551年，《巨人传》的第四部发表，同年4月9日，拉伯雷于巴黎病逝。《巨人传》的第五部也在1564年出版。

二、名作《巨人传》

同所有文艺复兴时代的巨匠一样，拉伯雷是一位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学者，在文学上建树颇丰，而使他名垂青史的便是其长篇小说《巨人传》。《巨人传》历时20年才完成，共分五部分。第一部主要描写高康大这一 “巨人”的成长以及受教育和英勇作战的故事；第二部塑造的是高康大的儿子——庞大固埃（同样也是一位巨人）以及他的好友巴奴日的形象。第三部至第五部描写的也均为庞大固埃及他的好友的一些琐事。例如，第三部从“巴奴日是否应该结婚”这一话题出发来表达当时各阶层人士的婚姻观。第四部、第五部描写的是庞大固埃游历各地的情形。

拉伯雷有关教育的思想和主张主要体现在《巨人传》的第一部、第二部中。《巨人传》第一部、第二部的故事梗概如下。

巨人高朗古杰是法兰西的某一王国的国王。他的儿子也生来身躯就硕大、肥头大耳，人一生下来就高喊着：“喝呀！喝呀！喝呀！”高朗古杰便将其取名为“高康大”，意思即“好大的喉咙”。高康大3岁至5岁时，完全按照父亲的指示接受教育，和当地的小孩一样尽情地玩乐和吃喝。到了5岁，国王为了使高康大受到正式的教育，便请来一位经院学派的博士土巴·赫鲁董大师。这位大师用5年3个月教高康大认字母，用13年教他读《拉丁语法》《伦理学课本》《宗教考证》和寓言，又用了18年11个月教他读《词义大全》以及那些烦琐的注解，最后又用16年2个月读《历书》。正在这时，这位大师因生大疮而亡故。接着又请来一位害痨病的大师，他教高康大读《希腊词解》《文选》《修辞八法》和拉丁文的《问答集》《教理注解》《饮食礼仪》等。高康大先后在这两位经院学派教师的指导下，学习方法呆板机械，变成了一个老实得不能再老实，“以后再也焙制不出来的老实人”，特别是和受过良好教育的孩子相比更显得呆头呆脑、糊里糊涂。高朗古杰由此也认识到经院派的教育只能毁坏人的天资，浪费青年的大好时光，与其跟这样的教师读书，还不如什么都不学为好。为了高康大受到良好的教育，他请来了一位人文主义的教师色诺克拉特。这位教师熟谙教学艺术和教学方法，他让高康大逐渐抛去旧有的学习习惯，激发他的学习热情，接受新鲜的教育内容。高康大在这样的教育下，一天比一天进步，终于成为一个头脑发达、身体健壮、英勇善战、德性高尚的人。

高康大的儿子庞大固埃也是一位巨人。在高康大的教导下，庞大固埃成了一位博学的人，他在巴黎读到了很多有用的书籍，善于辩论，并结识了一位机敏灵活的好友巴奴日。小说的后几部通过他们两人的言行来表达拉伯雷对各类问题的看法。

由于《巨人传》采取了诙谐的笔调和生动活泼的写作体例，引起了各阶层读者的喜爱；同时也由于它所蕴含的反叛意识和对“人性解放”的强烈追求，它也引起了法国社会朝野的震惊，它犹如地震海啸，摇撼了法国沉睡的大地。它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中的一切黑暗、腐朽、落后、愚昧的东西；同时它又热情地歌颂光明、智慧和人的力量。它凝聚了这个伟大时代的批判精神，对社会上的一切黑暗腐朽的东西给予无情的鞭挞，又对人民的苦难表现了无限的同情。拉伯雷热爱和平和正义，有力地讽刺了战争的挑拨者，指出其必然失败的可耻下场。他深刻地批判了当时的法律制度，把法官称作“穿皮袍的猫”，并深刻地指出了他们“巧取豪夺，弱肉强食，无恶不作”的本质。拉伯雷认为他们的权力是和金钱在一起的。有了金钱支撑的权力可以不分善恶、颠倒是非。然而，对于下层人来说，“诉讼”只能意味着更加贫穷，“打官司的人终必变成穷人，因为等不到重申权利，他们的生命就已经结束了”[21]。这种深刻的揭露入木三分。

拉伯雷作为一个修道士，对于教会、神学家、各级神职人员的腐朽生活和思想了如指掌，《巨人传》的另一个主要批判矛头就是对着天主教会的。他笔下教会中的人物，不是在侵略者行凶作恶时噤若寒蝉、只会念经祈祷的胆小鬼，便是为非作歹、欺压人民的“可怕的猛禽”，拉伯雷把包括教皇在内的整个天主教会着实地嘲弄了一番。

《巨人传》充分地体现了拉伯雷渊博的学识、大无畏的冲决一切腐朽势力的勇气，以及奇绝无比的想象力。《巨人传》用人民大众的语言，特别是城市商人、手工业者和自由职业者常用的俗语、习语、俚语等写成，一扫教会文学和贵族骑士文学矫揉造作的文风，犹如大江奔流，具有一股不可阻抗的气势。《巨人传》将法兰西民族的幽默感同对现实生活的深刻调查紧密结合起来，各种奇谈趣闻，嬉笑谩骂让人读后忍俊不禁，捧腹大笑；但在大笑的后面又隐含着对恶的极端憎恨和对善的无限崇敬。《巨人传》 同样也深受乌托邦思想的影响，他尽情地歌颂伟大的人物形象，追求人性的解放，向人们展示了对未来美好生活和美好人生的向往。个性解放也无疑成为拉伯雷所塑造的乌托邦社会的法则和基础，成为激励人们奋发向上、追求美好生活的精神动力。

三、教育目的

拉伯雷赋予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巨人”，培养适合时代需要的、个性自由解放的新人。

为了体现时代巨人的形象，拉伯雷首先在体魄上塑造他们的伟大和不凡。《巨人传》中所描写的高康大就是在母亲的肚子里待了11个月后从耳朵里生出来的，因为人们相信：“如果肚里的孩子确是一个精品，一个将以丰功伟绩扬名于世的人物，那么怀孕期是要这样长的，甚至还可以更长一些。”[22]高康大一出世声音就很洪亮，每天要有一万七千多头奶牛供其喝奶。同样，高康大的儿子庞大固埃也是“惊人地肥大”，“像一只熊似的全身带毛”，这也暗合了民歌中“他生时带毛，将做大事，成人之后，一定长寿”的说法。[23]庞大固埃出生后，身材和气力都长得快，甚至可以将活牛和熊撕碎吃掉。

拉伯雷对教育所要培养的“巨人”这一理想目标进行了热情的讴歌和完善的塑造。其中，拥有广博的知识便是巨人的品质和教育的目标之一。无论高康大一出生便高喊“喝呀！喝呀”，还是“庞大固埃”这一名称的希腊文意“全世界都在干渴”，以及小说结尾庞大固埃、巴奴日找到的神瓶上的谕示“喝”等都表明了当时的人渴望获取知识的迫切心情。这些写法无疑是有象征意义的。因为在中世纪几百年的教会的统治下，一切知识都被禁锢了，神的“意旨”代替了一切。古希腊和罗马文化的“复兴”犹如掘开了知识和科学的大堤，而教育的一个重要作用和目的就是要传递广博的知识。在《巨人传》中，高朗古杰摒弃了空疏无用的知识，代之让儿子高康大学习算术、天文、音乐这些有用的知识；而高康大也将他的儿子庞大固埃送到巴黎，使他接触到了圣·维克多藏书楼上各种各样的有用书籍，两位“巨人”也都因此成为他们那个时代“最博学的人”。拉伯雷所推崇的知识不是呆读死记的、于实际生活无丝毫用处的知识，而是新鲜活泼、符合时代要求的知识。其中，学会各种语言，如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迦勒底语、阿拉伯语等，是十分重要的，他认为一个人如果不会这几种语言而说自己是博学的，便是不知羞耻的。此外，算术、几何、天文、音乐等知识也是巨人应该掌握的。拉伯雷所塑造的巨人，还应该掌握自然科学方面的各类知识，了解铸造枪炮、织布、印刷等各种生产技艺，懂得观看天象、参与政治，将知识应用于实际生产和生活，甚至还应英勇善战，认为“如果在紧急关头，学业和学到的东西不能配合武力发挥作用，那么学业和学问也是无用的，低效能的”[24]。可见拉伯雷的教育目的就是培养适应当时社会生产、斗争需要的新贵族。这与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以及艾利奥特的《统治者》中的思想异曲同工。

拉伯雷所塑造的巨人不仅是知识的化身，也是美德的化身，巨人应具有仁爱、勤劳、勇敢和正义等美德。

仁爱就是爱他人。高康大给其子庞大固埃的一封信中说：“要对人殷勤，要爱人如己。尊敬你的师长。”[25]《巨人传》中的几位巨人在实际的生活中也都表现出了仁爱的一面。《巨人传》中还描写了一位有道德的修士修翱，他有着仁爱的心肠，是修士的楷模。他能做到“保护被压迫的人，安慰受苦痛的人，援助有急需的人”[26]。除仁爱之外，巨人们同样也勤劳勇敢，修士修翱就是一个 “爱工作肯劳动”的人，会多种手艺，会做弓弦、磨枪类、编网袋等，巨人高康大在接受人文主义的教育中，参观各种技艺的生产过程，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在受到外族侵略的时候巨人们会勇敢地投入战斗。他们视敌人如草芥，为保卫自己的国土和人民而英勇善战。因此，骑术、箭术、枪术以及使用炮等也是他们必须练习的项目，这也反映了拉伯雷将军事与体育结合起来的思想。

四、人文主义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

拉伯雷是位不折不扣的人文主义者，他对经院主义教育深恶痛绝，对人文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推崇备至。

为了表示对传统的、害人的经院主义教育的反感，拉伯雷在《巨人传》中对其进行了有力的讽刺。高康大幼时的教育，就深受两位经院派学者所害。

经院派的教育不仅内容空洞无物，而且方法呆板生硬。高康大对各种书只会死记硬背。他每天上午八九点起床，然后大便，吃早饭，上教堂做弥撒。从教堂出来继续念经，然后读半小时书，便到了吃午饭的时间。吃饭时也要念八句经文。早饭午饭都吃大量的肉，喝大量的酒。午饭后玩纸牌、掷骰子，玩够了便睡上三小时，醒来又喝酒，然后读一点书，同时又要赶着念“天主经”，一边念经文，一边又去看人用网捉兔子。回来后直奔厨房看看火上烤的是什么肉。晚饭照样吃肉喝酒，晚饭后又玩牌，或找女孩们玩，吃罢夜宵就睡觉。可以想象，这样的教育怎么能培养出人才。正像文中所说的那样，高康大“虽然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书本上，可是没有得到什么好处，相反的，却变得疯疯傻傻、呆头呆脑、昏昏沉沉、糊里糊涂”[27]。文中借一位大人的口指出：“与其跟这样的教师读这样的书，还不如什么也不学的好，因为他们的知识就是愚蠢，他们的学问就是笨拙，只能毁坏卓越高贵的天资，浪费青年的大好时光。”[28]

拉伯雷热心倡导弘扬人的精神的价值、体现个性自由解放思想的人文主义教育内容和方法。高康大后来就是在一位人文主义教师色诺克拉特的指导下接受教育的。这位人文主义学者熟谙教学艺术，深知如何才能改造一个人的不良习性，认为改变习惯如果是采取骤然的方法，反倒会引起反抗。所以他一开始宁可采取放任的态度，使高康大逐渐习惯于新的生活方式。为了使新思想新习惯易于生根，他还让高康大吃一种治疗神经系统疾病的黑藜芦草，把高康大脑筋中的“全部疾病和恶习”统统泻掉，从而使高康大全部忘掉过去所学的那些无用而有害的东西，为新教育扫清道路。

人文主义的教育内容充满生机，在色诺克拉特的指导下，高康大每天清晨四时起床，然后是观察天象，复习头一天的功课，学习三小时的新课，然后师徒一起玩各种球类，锻炼身体。等到身上出汗或是疲劳了，便回来吃午饭。在饭桌上“谈论饭桌上的菜肴的品种、类别、性能和功用，像面包、酒、水盐、肉、鱼、水果、蔬菜、萝卜等，以及它们的烹调方法”[29]。这样，就很容易学会某些饮食、卫生、菜类以及药物方面的知识。午饭后，再复习一下上午学过的东西，并拿出纸牌，学习从数学里变化出来的各式各样的小技巧及新的计算方法。[30]他们还利用图画、图形学习几何，还学天文、音乐、唱歌、弹琴。等到肚里的东西消化好了，再用三小时来“学习主要功课”，内容是复习上午的课本和学习新课，还要练习写字。写完字，师生一起出门去学习骑马、游泳、剑术、板斧、标枪、长矛、拉弓、打靶。有时还练习爬绳、单杠、双杠、哑铃。经过以上的锻炼，便去沐浴。在回家的路上观赏花草树木，并参照讨论植物学的名著。晚饭后继续学习文学和其他有用的知识，余下时间就是唱歌、奏乐器或玩牌。在就寝前，还要观看一下天象，最后向老师复述一天学过的功课。在这里可以看到，拉伯雷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是一种活生生的生活教育，注重将知识与日常生活中的事物相联系，通过日常生活来激发、感染受教育者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热情，寓教于乐。

拉伯雷所推崇的人文主义教育还注重生产实践，注重理论和实际相结合。如遇阴雨天，色诺克拉特就带领高康大在家里劳动，如捆草、劈柴、锯木、打谷，或学习绘画、雕塑。有时还去参观各种手工作坊，乘机学习各种技术。参观药铺，仔细观察各种植物，包括其果实、根、叶、籽等。有时还去看卖艺的、变戏法的表演、郊游等。这种教育高度弘扬了人的自主性，处处充满着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精神。

拉伯雷还系统地提出了人文主义的课程内容，这就是《巨人传》中高康大为他的儿子庞大固埃拟定的一份教育大纲，它包括以下几方面。

“语言方面：首先学好希腊文，像昆体良所要求的那样；其次拉丁文，然后学习希伯来文，这是为了读圣经的缘故；最后学习迦勒底（波斯湾沿岸的古国）文和阿拉伯文。

文字方面：学习希腊文，要模仿柏拉图文体；学习拉丁文，要模仿西塞罗。希望没有一种历史不在你的记忆里；——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像《宇宙志》一类的书籍是很有益处的，会对你有很大帮助。

文艺方面：七艺中的几何、算术和音乐，五六岁的时候要发生兴趣，你要继续学习下去。

天文学：要学习所有的规则。但是不必学习卜卦、星占学和勒列厄斯的炼丹术，因为它们只是一些曲解和没有价值的东西。

法律方面：熟读全部的法律条文，然后再理智地加以比较。

自然科学：我要你仔细学习，要做到去认识河海、湖川里所有的鱼类，天空中的飞禽，森林里或是果园里的一切灌木和乔木，生长在地面的各种草和花卉、隐藏在地下的各种矿产以及世界东方和南方的各种各样的宝石，所有这一切你都应该认识。

此外，必须仔细地阅读希腊、阿拉伯和罗马各地医学家的著作，也不要轻视犹太法典的学者和谶纬学家的学说；你应该学习解剖学，获得关于世界即人的充分的认识。每天应该有几小时的时间学习圣经，先学习希腊文的《新约》和信徒们的书信，然后再学习希伯来文的《旧约》。” [31]

人文主义教育是非常注重人的品德修养的。借这份教育大纲，拉伯雷写道：“恶人灵魂里是没有智慧的，没有经过理解的学问等于灵魂的废物。”[32]他相信人性是向善的。像一切人文主义思想家一样，他反对教会和神职人员的腐败；但只主张改良教会而不反对教会制度本身，更不反对宗教。所以，大纲中仍规定了学习《新约》《旧约》以及教徒的书信，可见他的道德教育思想还是以宗教信仰为基础的。在这份教育大纲中，高康大还教导儿子说：“长大成人之后，就要离开求学和安静生活，去学习骑马和武术，保卫我们的家乡，当友邦抵抗坏人进攻的时候，尽一切力量援助他们。”[33]在这里，一种热爱家乡、热爱和平、勇于抵抗武力的新贵族的道德形象已清晰地显现于世人面前。

拉伯雷所提倡的人文主义教育内容继承了传统的“七艺”，同时又有所更新。同样，拉伯雷的思想中也有很多美育和体育方面的内容，如学习音乐以及骑马、射箭等，究其根本，这是一种自然主义的教育思想。与之相对的，实施这种教育的方法也是自然主义的，它注重教学的直观性和生动性，注意把所学知识与日常生活实际相结合，注重辩论、问答、动手实践等方法，更注重培养学习兴趣、启发才思、促进个性自由发展。

五、社会教育的理想

文艺复兴不仅是文化和教育的“复兴”，更是一场思想的“复兴”和变革。这一时期的“巨人”们所要做的，就是要用自己的理想构建未来社会生活的美好图景，而这种美好图景都是一种没有压迫和欺诈、充满自由平等和个性解放思想的“乌托邦”。英国人文主义者莫尔的《乌托邦》便是这一思想的典型反映，而拉伯雷同样也用《巨人传》的艺术形式向读者展示了乌托邦社会，其缩影就是作者在小说中所设计的特来美修道院。

与莫尔、康帕内拉不同，拉伯雷没有把他的理想国建立在共产制的基础上，而建立在私有制的基础上。特来美修道院的主要成员由男、女修道士组成，修道院的建筑费是由高康大国王及贵族们赠予的。修道士日常费用也是由国王和贵族们赠予的。修道士并不从事生产劳动，他们都是一些有知识的修道士，特来美修道院也只是知识阶层的理想王国。拉伯雷没有仔细探讨过这里的经济制度、国家组织机构等，他所着重阐明的是“什么才是幸福生活”。

拉伯雷笔下的特来美修道院，其建筑金碧辉煌，宏伟壮丽。这所六角形的庞大建筑物的每一角都造一座高大圆塔。大厦共有房间九千多套，又分内室、工作室、更衣室、祈祷室和大客厅、浴室、理发室、美容室等，卫生设施也极其考究精美。运动娱乐方面的建筑有运动场、网球场、足球场、骑马场、游泳池、打靶场、舞台、游乐场等，此外还有果园以及饲养着珍禽异兽的动物园。特来美修道院在物质方面应有尽有。所有的厅堂、房间、 卧室均按不同季节铺设不同的地毯，卧室中有高大的镜子，每个房间有一喷香瓶，男女修道士的衣着讲究，衣帽鞋袜全是绫罗绸缎或呢毛丝绒做成，佩戴的珠宝稀世珍贵。在精神方面，他们的生活同样丰富。这里有各种藏书，高大精致的书架摆满了各种文体的书籍，有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法文、西班牙文等。这里还有华丽高大的画廊，画着古代英雄故事、历史故事和地图。这种文明状况无疑为人们自由自在的生活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也反映了拉伯雷的社会教育理想中对环境的高度重视。

修道院的男女修士都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其大门的题词将一切“伪君子”“贪得无厌的讼棍”“重利盘剥的守财奴”及“无聊客”们拒之门外，而对一切“正直的骑士”、友好的“贵宾”“正确传布福音”的修士伸开了热情欢迎的臂膀。修道院的修士都是一些面貌端正、身体健全、知识渊博、能文能武的全面发展的人。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智慧、力量和美。他们既有先天的优良素质，又受过良好的教育，“无论男女没有一个不能读、写、唱，熟练地弹奏乐器，说五六种语言，并运用这些语言写诗写文章。从来没有见过比特来美人更英勇、更知礼、马上步下更矫健、更精神、更活泼、更善于使用武器的骑士，也从来没有见过比特来美修女更纯洁、更可爱、更不使人气恼、对一切手工针线、全部正式女手工更能干的妇女了”[34]。

个性解放是完美人格的基础，也是拉伯雷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在特来美修道院，个性解放和自由得到了充分表露。这里男女一律平等，打破了禁止男女在一起的陈规旧习。修士们来去自由，任何人可以当修士，也可以随时不当修士而还俗。这里抛弃了历来修道院所奉行的三条誓言：贞节、贫穷、顺从，而代之以“可以光明正大地结婚，可以自由地发财，可以有自己的生活方式”[35]。这里最尊重个人的自由、个人的意志，最反对束缚和压抑，这里没有任何约束个人自由的法规条文，吃、喝、睡、工作、游戏、运动，一切听其自便，不会受到干涉和惊扰，其方针就是“随心所欲，各行其是”[36]。这种个性自由解放的思想，无疑反映了16世纪整个时代的要求，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其中的空想主义成分也在所难免，这种缺乏必要的社会物质基础和积极的精神内核的自由，最终只能停留在梦幻之中。尽管如此，拉伯雷和他那部伟大的著作《巨人传》，以及其间体现的反抗封建神学、提倡人文主义教育、塑造时代“巨人”和完美人格、追求自由解放的思想，无论在法国的文化史，还是整个文艺复兴之中，都是一朵艳丽的奇葩。拉伯雷塑造了世人皆知的巨人形象，而他本人也不愧为他那个时代的“巨人”。

第四节 蒙田的教育思想

“教育是什么？一个好教师如何教学？教学内容应该是什么？这些教育哲学的方法论的和课程论的等等问题，在中世纪没有能得到重视。甚至在13世纪后期，教育上的权威仍然是亚里士多德……13世纪末，人们开始以一种新颖的主动的态度来探讨教育问题。”[37]在此后的300年间，许多人文主义者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中世纪的教育进行了毫不留情的鞭挞，用优美的语言和充沛的感情描绘了新教育的轮廓，阐述了新教育的精神，为17—20世纪现代教育观的形成提供了源头活水。因此，可以把这300年看成现代教育思想史上的妊娠时代或自觉时代。这个时代涌现了许多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法国的人文主义者、哲学家、散文家蒙田就是其中的一位。

一、生平及著作

蒙田（Michel de Montaigne，1533—1592年），1533年2月18日生于法国的一个新贵族家庭。蒙田的曾祖父是一个经营酒类和渔业的富商，父亲也是富商，参加过法国1494—1559年征服意大利的战争，非常热爱意大利的文化，退伍后担任过法官、副市长、市长等公职，母亲是西班牙人的后裔。蒙田的家族笃信天主教。蒙田从小就受到了严格的家庭教育。他的父亲非常重视古典语文的学习，为他专门聘请了拉丁文教师。因而，幼年时代的蒙田就打下了比较深厚的拉丁文基础。6岁以后，蒙田开始接触自己的母语法语。在13岁前，他在波尔多的奎恩学院接受早期的学校教育。波尔多是一个较早地受到人文主义思想影响的城市，奎恩学院也是一所深受人文主义精神影响的学校，其校长是著名的人文主义者古维亚，一些教师也都是人文主义者。该校重视拉丁文的学习，开设希腊文、数学、修辞学、演说术、哲学等一些课程。学校教学方法新颖活泼，禁止体罚。学校教学生活并没有给童年的蒙田留下多少美好的印象，但是他被允许在业余时间阅读了奥维德的《变形记》、维吉尔的作品、意大利的喜剧以及一些文学家和哲学家的著作等。大量的阅读培养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毕业后，蒙田又到当地的文科中学继续学习哲学，并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中学毕业后，他遵父命到法国南部的图卢兹大学学习法律。蒙田21岁即被任命为佩里格城法院的顾问，主要处理间接税案件。他24岁时又到波尔多市的最高法院任职，做了13 年法官。因身处官场，蒙田亲眼看见了官场的种种腐败。他强烈反对无辜判处新教徒死刑，谴责殖民主义在新大陆的罪行。种种社会丑恶现象使得他38岁时“厌倦了宫廷和法院的束缚”，卖掉了法院的官职，过一种隐者的生活，“享受自然、静谧与安闲”。这一时期，他潜心阅读古典作品，写下了大量的思想随笔，并于1580年结集出版。之后一年，他游历欧洲许多国家，考察各国风土人情，增广见闻，又写作了大量的日记手稿。其间，他在巴黎把自己的《随笔集》两卷献给国王，聆听了国王亨利三世的指示；在罗马，他受到教皇的接见，《随笔集》被教廷承认，并被授予“罗马市民”的称号。1581年，他结束隐者生活，当选波尔多市市长，并连任两届（1581—1585年）。在职期间，他勤政为公，多次为第三等的不合理税收上书国王，并致力于调节由于宗教改革引起的政权冲突。1585年，波尔多市瘟疫流行，蒙田借机离任。离任后的蒙田尽管不时地打听一下政治的消息，但主要是准备自己的《随笔集》第三卷。1587年，《随笔集》第三卷在巴黎出版。但不幸的是，1588年5月12日，当他为了出版事宜到达巴黎时，正赶上巴黎民众因反对亨利三世与新教徒的谈判而发动的起义，亨利三世被迫逃离，蒙田成为囚犯。后来，在朋友的帮助下，作为战俘交换，他才得以释放，陪同国王四处流浪。此后，蒙田对政治已经心灰意冷，便重新回到自己的城堡，过隐者的生活，致力于《随笔集》的修改和增补。1589年，亨利四世登上法国王位，蒙田从内心里感到高兴，但此时他已年老体迈，又不愿受官场束缚，因此，没有加入新政府，仍然过自己的隐居生活，继续为《随笔集》新版做准备。1592年9月13日，蒙田逝世于他和他父亲任职的波尔多市，是年59岁。1595年，蒙田的狂热崇拜者德·古内小姐将蒙田留下的《随笔集》重新整理出版。

作为文艺复兴后期的代表作，《随笔集》差不多是整个16世纪乃至整个文艺复兴时期各种思潮和学说的汇集，是回溯整个文艺复兴的一个瞭望塔，也是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思想深度的一部人文主义作品。在这里，蒙田用自己的博学深思和流畅生动的文笔将广泛的题材、丰富的主题凝结在一起，和着精辟的铭言和诗句，构成了一幅幅波澜壮阔、意味隽永的生活和思想画卷。《随笔集》论述的主题非常丰富，从政治到经济、从哲学到教育、从国家到个人、从衣着到荣誉等无不涉及。蒙田在论述这些主题的时候，非常用心，以至于在论述中把自己“完整地、赤裸裸地”呈现出来，使自己的人生经验成为整个文集的材料。也正由于此，蒙田非常看重自己的《随笔集》，把它比喻成自己的孩子。他说：“我们的思想、勇气和智慧所孕育的孩子，要比身体孕育的孩子更高尚，而且更是我们的孩子。”[38]蒙田在世时，他的《随笔集》就很受欢迎，国王和教皇都给予肯定的积极的评价。他去世以后，《随笔集》受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对待：有的人把它看作“正直人的枕边书”“宫廷和世界的日常教科书”，赞誉它“朴实无华”“无拘无束”“超凡脱俗”；有的人认为它“缺乏条理”“乡里乡气”“令人窒息”。卢梭指责书中充满了“可憎的虚荣心”“表面的真诚”，但是伏尔泰和狄德罗却赞扬他的作品“名哲善辩”“精于心理分析”“文风简朴流畅”。无论如何，蒙田的《随笔集》是一个时代的缩影和一位真诚学者的自画像，是值得阅读和研究的。

《随笔集》对教育的论述集中在第25章《论学究气》、第26章《论对孩子的教育——致迪安娜·居松伯爵夫人》。

二、时代背景和哲学立场

蒙田生活的时代是一个转折时代。这样的时代往往也是各种矛盾冲突最激烈的时代，社会处于持续的动荡不安之中，人们的思想态度和生活方式也处于不断的变换之中，对变化敏感的人们或身处变革中心的人们难免饱受心灵的折磨。

1517年，宗教改革首先在德国爆发，不久就迅速蔓延到其他国家。基督教世界迅速分裂为天主教世界和新教世界，两者之间发生了许多次战争和流血冲突。如德国1524—1525年的农民战争，1531年爆发的瑞士新教徒和天主教徒之间的战争，1546—1555年爆发的波及整个欧洲的新教国家和天主教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法国1562—1694年爆发的胡格诺战争。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蒙田对这些战争非常熟悉，在1572—1574年还亲自参加过胡格诺战争。一场场惨烈的战争和对新教徒的迫害深深地刺激了蒙田，培养了他的宗教宽容精神。在战争背后政治上的相互倾轧也最终形成了蒙田超然于政治和公职的心态，愿过一种宁静的隐退生活。“出海的商人有理由看一看，上同一条船的人可别是些放荡不羁、亵渎神明、作恶多端的人。他们觉得与这样的人为伍是不幸的。”[39]隐退的目的一是为了自身不受恶劣习俗的污染，二是为了生活得更加悠闲、自在。“我们要保留一个完全属于我们自己的自由空间，犹如店铺的后间，建立起我们真正的自由，和最最重要的隐逸和清静。”[40]这个“后间”安排在城堡拐角处的一栋塔楼里，包括小教堂、卧室和书房。他把这个“后间”变成纯粹的私人领地，不受各种生活琐事的干扰，包括“夫妇、父女和家庭生活”的干扰。他的书房里珍藏有一千多册书籍，这在当时是很丰富的。他整天待在书房里，勤奋读书，苦心思索，反躬自省。也正是由于这种心态的存在，蒙田在《随笔集》中叙述了许多事件，有些涉及他自己，他都能以一种客观的态度来加以分析，不受自己的宗教或政治立场的影响，形成了《随笔集》客观冷静、超凡脱俗的论述风格。

在哲学上，蒙田是一个怀疑论者，与20世纪波普尔的批判理性主义非常接近，可以将其看成是批判理性主义在16世纪的天才表达。据说，他把他的座右铭“我知道什么？”刻在一枚自制的勋章上。勋章的另一面刻的是一只摇摆的天平，用以喻指人们认识的不可靠性，但蒙田的哲学不同于怀疑派哲学。怀疑派哲学是希腊化时期流行的一个哲学派别，奉行不可知论的观点，其代表人物就是意大利爱利亚城的皮浪（约公元前365—前275年）。他认为人们由感觉得来的知识是不可知的，人们要认识客观世界是不可能的，甚至认为人们根本无法知道世界是否存在。因此，他教导人们放弃认识，放弃判断，接受宿命论，听天由命。蒙田的怀疑首先是对一些权威的怀疑，通过怀疑权威开启认识的道路。其次是对人类能力的怀疑。对权威的怀疑是文艺复兴时期所有人文主义者的共同特点，但对人类能力的怀疑则是蒙田哲学上的独到之处。他说：“不论人家对我们说什么，不论我们听到什么，必须永远记住这一点：给的是人，接受的也是人。是人的手交给我们的，也是人的手接受下来的。只有受自天上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直和具有说服力的东西，唯一带有真理性标志的东西。这就不是我们肉眼能够看见，也不是我们的能力能够接受的了：这个神圣伟大的形象决不会降生在这样一个虚弱的人体上，除非上帝特别开恩，使用超自然的力量使它得到改造和坚强，承担起这个任务。” “人是会犯错误的，这一点至少让我们在改变看法时行为更加谨慎克制。我们应该记住，不管我们理解了什么，我们常会理解到一些错误的东西；同样是通过这些时常自相矛盾和迷误的心灵。”[41]他甚至说：“理智自己也不理解理智。”[42]“理智……跟谎言与真理都是可以走在一起的。”[43]正是由于这种对人自身的怀疑，使得蒙田在自己的著作里放弃了启蒙的立场，倒更像一个与人谈心并不断反思自身的朋友。

和其他的人文主义者一样，蒙田崇尚自然，强调个人经验，重视现世生活。他说：“哲人们要我们重新注意大自然的规律是极有道理的；然而自然规律并不需要十分高深的学问。哲人们篡改自然规律，把自然的面貌描绘得色彩过分浓艳过分矫揉造作，从而产生了单一主题多种面貌的现象。正如自然赋予我们双脚以走路，自然在生活中引导我们也充满智慧……单纯依靠自然，便是最明智地依靠自然。”[44]这里的自然既指外在的自然，也喻指人内在的自然。对自然的崇尚直接导致了对个体经验的强调，这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认识论基础。“我宁愿通过自己而不愿通过西塞罗了解自己。我认为只要我善于学习，我自身的体验便足以使我变得聪明。”[45]为此，他反对在认识问题上厚古薄今，盲目引证。“正如别人评价德操时认为德操并非越久远越伟大，我认为真理并非越古老越富于智慧。我常说，让我们追随外国和经院式的范例，那纯属愚行。”[46]从个人经验的角度出发，他也反对占卜预言一类的活动。他认为，建立在祭祀动物的骨骼、鸡的顿足、鸟的飞翅以及雷电、河流的旋转分析上的占卜和预言是不可信的。“这实在是人类本性喜欢瞎操心的杰出例子。人类总以忧虑未来为乐，似乎现实的事不够他们操心。”[47]从这些论述来看，蒙田并不是一个消极避世的人，也不是一个空想主义者，而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这也是他对待教育问题的总态度。

16世纪的科学事业已经出现了革命性的发展。1543年，哥白尼（1473—1543年）的《天体运行论》出版，提出了著名的“日心说”理论，推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动摇了宗教学说的理论基础，引起了教会人士的极大震动。开普勒（1571—1630年）和伽利略（1564—1642年）进一步把哥白尼的发现推向深入。在医学方面，比利时的医生维萨里（1514—1564年）在尸体解剖的基础上，详细地研究了人体结构。在物理学、生物学和数学方面也都有一些重要的进展，为17世纪科学的迅速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此时，科学发展的外部环境并不好，科学家被指责为“异端”遭受迫害的事经常发生，科学带给人们的是恐惧而不是希望。在这种情形下，蒙田高度评价了科学事业的价值，但同时又从自己的怀疑论立场出发，反对盲目迷信科学。他说：“科学确实是一项非常有益的大事业。轻视科学的人只是说明自己的愚蠢，但是我也不会把科学的价值夸大到某些人所说的程度……认为科学包含着至高无上的善……我也不相信有人所说的，科学是一切美德之母，任何罪恶都是无知的产物。” [48]他的这个观点在一定意义上说，已经超越了19世纪的唯科学主义。作为一个天主教徒，为了消除科学对宗教的威胁，理性对信仰的质疑，他像当时的一些科学家一样，为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进行了划界。一方面他认为，“真理无论运用于多么崇高的目的，它的用途都有界限”[49]。另一方面他认为，“信仰要靠心诚、靠天恩”，而不是靠科学、靠理性。“如果信仰不是出于特殊的天赋，而是通过理念和人力来接受的，这种信仰达不到至善完美的境界。”“如果我们通过了一种虔诚的信仰皈依了上帝，如果我们的立足点与基础都是以神为主的，人的困扰就会失去原有动摇我们的力量。我们这座堡垒不会因为微弱的炮火一击就拱手让人：新奇的追求，权贵的淫威，派别的建立，我们的意见急剧随意的改变，决不会动摇和改变我们的信仰，我们不会因听到了新颖的论据和在巧言善辩的人劝说下信仰发生混乱。”[50]这个思想其实很接近路德新教的 “因信称义”，反映了蒙田宗教立场的微妙变化。这也可能是他要求宗教宽容的原因，宗教的宽容对于他来说不仅是宽容异教徒，而且是宽容自己内心的异教主张。

总之，生在这样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蒙田的态度既非保守的亦非激进的，而是一种清醒的理智态度。他的两次退隐也是为了保持和恪守这种罕见的理智态度，以免为政治或宗教的利益所破坏。他追求的是一种真正的哲人生活，是对自己的认识和把握。在他的意识中，只有做到了对自己的透彻认识和准确把握，才能够克服种种的弊端，并为克服社会生活中的种种冲突提供条件。人类的病因在于不自知，在于由此产生的自高、自大、自狂、自私、自卑等。他坚信：“人人提醒自己认识自己，这会产生重大作用，因为那位知识和启蒙之神已经让人将此话钉在他庙宇的门楣上[51]，他很明白他需要规劝我们的一切。”[52]他的《随笔集》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也因此被人誉为“生活的哲学”。他建立其上的教育思想同样保持了这个风格，流过历史的河床，存之久远。

三、教育目的

由于蒙田的家境优裕，身处社会上层，根本不为生存发愁，所以他的一生没有为贵族担任家庭教师的记录，也没有在学校任职的记录，这与一些人文主义者有所不同，使得他的教育论述缺乏亲身实践的基础。但是，也正是由于蒙田能够身居当时的教育体系之外，不受体系中利害关系的左右，所以他在教育问题上更能够像在政治或宗教问题上一样冷眼旁观，对当时学校教育制度和方法的弊端揭露得入木三分，并提出了不少新的有见地的教育主张。

作为一个人文主义者，蒙田与其他人一样，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和抚养孩子是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学问”。“正如种田，播种前的耕作可靠而简单，播种也不难，可是播下的种子一旦有了生命，就有多种抚育的方式，会遇到种种困难；人也一样，播种无甚技巧，可是人一旦出世，就要培养和教育他们，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为他们鞍前马后，忙忙碌碌，担惊受怕。”[53]

在教育目的问题上，蒙田明确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绅士”，而不是生产“学究”。“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让那些学究去浪费他们的时光吧，我们有别的事要做。”[54]在蒙田看来，一个真正的绅士和一个地道的学究之间的区别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第一，绅士重“行动”，学究重“知识”。作为绅士，“知识应该与我们合二而一，而不仅仅是我们的房客”[55]。在绅士教育过程中，“孩子学到知识后，重要的不是口头上说，而是行动上做。应在行动中复习学过的东西。我们将观察他行动是否小心谨慎，行为是否善良公正，言语是否优雅和有见地，生病时是否刚强，游戏时是否谦虚，享乐时是否节制，鱼肉酒水的口味上是否讲究，理财上是否井井有序”[56]。总之，通过教育，通过知识的获得，孩子们应成为完美、聪明、精干的绅士。他讽刺当时的一些学究们说：“他们熟悉盖伦，却一点不了解病人；他们已将你的脑袋填满了法律，却仍找不出案件的症结。他们对一切事物的理论如数家珍，可没有一人将它们付诸实践。”[57]总之，那些学究们的知识是一些装饰性的死知识，丝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这样的知识和对待知识的态度显然是不符合新兴的市民阶级的需要的。

出于这样的教育目的，蒙田非常赞赏波斯人和斯巴达人的教育。“我们发现，波斯人注重培养孩子们的勇敢精神，正如其他民族重视文化知识教育一样。柏拉图说，波斯人的太子为能继承王位，就是按照这个方式接受教育的。太子呱呱落地，就交给国王身边最德高望重的太监而不是女人们看管。太监们负责把太子的身体训练得漂亮茁壮；到了7岁，就教他骑马和狩猎；到了14岁，就被交到4个人手中，即国内最贤达的人、最公正的人、最节欲的人和最勇敢的人。第一个教他宗教信仰，第二个教他永远真诚，第三个教他控制欲望，第四个教他无所畏惧。”[58]“有人说，要找修辞学家、画家和音乐家，得去希腊的其他城市，如果要找立法者、法官和将领，那就去斯巴达。在雅典，人们学习如何说得好，在斯巴达，人们学习如何做得好；雅典人学习如何战胜某个诡辩的论证，不受藤蔓缠绕、似是而非的词语蒙骗，斯巴达人则学习摆脱欲望的诱惑，不怕命运和死亡的威胁；前者致力于说话，不断地操练语言，后者醉心于行动，不懈地锤炼心灵。”[59]像蒙田这样称赞波斯和斯巴达的教育而贬低雅典教育的人，在文艺复兴时期是不多见的，在整个西方教育史上也是不多见的，这反映了蒙田在评价一种教育思想和体系时的独立见解。“为生活而不是为学校而受教育”是蒙田整个教育思想的核心。

第二，绅士重判断力培养，学究重知识的记忆。在是非不分、黑白颠倒和众说纷纭的时代，蒙田非常强调一个人的判断力及其培养。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形成了自己的独立的判断力，才能正确地认识自己，对待社会，而不至于沦为各种权威、迷信和诱惑的奴隶，避免灾难。为此，他对当时的教育精神深恶痛绝：“我们只注重让记忆装得满满的，却让理解力和意识一片空白。我们的学究，就像鸟儿有时出去寻觅谷粒，不尝一尝味道就衔回来喂小鸟一样，从书本里采集知识，仅把它们挂在嘴边，仅仅为了吐出来喂学生。”[60]他明确地指出：“他受的教育，他的工作和学习，都是为了形成自己的看法。”[61]而形成自己的看法，也就是形成自己的思想。“知识不应该依附于思想，而应同它合二而一，不应用来浇洒思想，而应用来给它染色；知识如果不能改变思想，使之变得完善，那就最好把它抛弃。”[62]

第三，绅士重个人经验，学究重引证权威。反对权威，重视个人经验，是文艺复兴的一个基本文化主题。蒙田也是这样。在《随笔集》中，尽管他引述和阐释了大量的古代格言警句，但是在对待这些语句及它们的作者的态度上，他基本上是持为我所用的立场的，是以古释今，以他释我，而不是像其他有些人那样，用别人的话来充当自己的话，重出处，重名气。他讽刺那些人把别人的甲胄穿在自己的身上，连手指头都不让露出来，就像相同学科的人很容易做到的那样，将古人的思想修修补补，以此来安排自己的意图。他认为那些人想把古人的思想掩饰成自己的思想，自己产生不了有价值的东西，用别人有价值的思想来标榜自己，这首先是不公正、不道德的做法；而且极为愚蠢的是，他们只满足于用欺世盗名的方式来赢得平庸无知之辈的赞同，却在识别力强的人面前斯文扫地。

蒙田对于一些文艺复兴时期为许多人文主义者所推崇的古代文化名人，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的态度都是一种批判的态度。

第四，绅士重身心和谐，学究重身心分离。在中世纪，由于基督教和宗教神学的影响，人们把身体看成是灵魂的“监狱”，把摧残和折磨肉体当成是解放灵魂的条件。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们重新唤醒了人们对肉体的关注和爱护，肯定了来自肉体的合理欲望。蒙田比这种思想更前进一步，朦胧地认识到人的精神和肉体两方面的相互制约性，并把绅士教育的目的表述为塑造完整人。“我们造就的不是一个心灵，一个躯体，而是一个人，不应把心灵和躯体分离开来。正如柏拉图所说的，不应只训练其中一个而忽视另一个，应将它们同等对待，犹如两匹马套在同一个辕杆上。”[63]

第五，绅士重理性和经验，学究重书本和习俗。学究们的知识要么来自书本，要么来自习俗，因此学究们在各种场合，包括在教育过程中重视书本和习俗是自然的，不这样做就不能维持自己的知识霸权。但绅士们却倚重理性和经验。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要让孩子的言谈闪烁着良知和道德，唯有理性作指导。教他懂得，当他发现自己的论说有误时，即使旁人尚未发现，也要公开承认，这是诚实和判断力强的表现，而诚实和判断力正是他觅求的重要品质”[64]。

以上是绅士和学究的主要区别。除此而外，蒙田还要求一个良好的贵族子弟，要有良好的礼仪和品行，要有得体的言谈衣着，要效忠国王，秉公办事，等等。总之，在蒙田看来，“作为贵族子弟，学习知识不是为了图利（这个目的卑贱浅陋，不值得缪斯女神垂青和恩宠，再说，有没有利益，这取决于别人，与自己无关），也不是为了适应外界，而是为了丰富自己，装饰自己的内心；不是为了培养有学问的人，而是为了造就能干的人”[65]。这一思想后来对洛克的绅士教育论产生很大影响。

四、教育内容与方法

出于培养学生生活力、行动力和判断力的考虑，蒙田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大胆突破了传统学科的限制，提出了三条主要的原则。

第一，实用性原则。教育要选择那些最有用的内容来传递。蒙田说：“假如我们把生命的从属物限制在正确而自然的范围内，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在那些通用的科学中，最优秀的部分是最不通用的，即便是通用的部分，也有些广而深的东西是无用的，最好撇之一旁，遵循苏格拉底的教导，把我们的学习界定在实用性内。”[66]

第二，必要性原则。教育要选择那些最必不可少的内容来传递。蒙田说：“我们的孩子没有那么多时间，他们只在十五六岁之前受教育，以后就投身行动了。这么短的时间，应让他们学习必需的东西。教给学生繁难的诡辩论是错误的，应该把它从辩证法的教育中删掉，诡辩论不可能改变我们的生存。”[67]他明确反对三段论的空洞训练，反对引人诡辩的雄辩术。他认为，“雄辩术吸引我们，却有损于事物”[68]。教育内容选择的必要性原则，涉及了学生学习时间的有限性和适于传播的文化遗产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也是现代学校教育内容选择所面临的一个基本矛盾。

第三，生活性原则。教育的内容与生活的内容是彼此联系的，教育的内容不应受学科界限的限制。“任何时候都是他学习的机会，任何地方都是他学习的场所。”[69]“我们的课程仿佛是遇到什么讲什么，不分时间和地点，融于我们所有的行动中，将在不知不觉中进行。就连游戏和活动，如跑步、格斗、音乐、跳舞、打猎、驭马、操练武器等，也将是学习的重要内容。”[70]

根据这三条原则，蒙田把哲学作为学生们的主要的和基础的课程。在他看来，哲学的目的就是寻找真理、学问和信念，是教人聪明和自由的学问，因为是有用的、必要和接近生活的。“心灵装进了哲学，就会焕发健康，应该用精神的健康来促进身体的健康。心灵应让安详和快乐显露在外部，用自己的模子来塑造身体的举止，使之雍容尔雅，轻捷活泼，自信纯朴。精神健康最显著的标志，就是永远快快乐乐，就像月球上的物体，总是心神恬然。”[71]因此，不论老少，都应学习哲学。他引用贺拉斯的话说：“哲学对于富人和穷人都有用，无论是孩童还是老叟，谁忘了哲学谁就要吃苦头。”[72]他认为，只有学生们接受哲学的教育之后，才可以学习逻辑学、物理学、几何学和修辞学。因为这时，学生们的判断力已经培养起来，他们所选择的学科，很快便能融会贯通。把哲学而不是把语言学作为基础性的学科，这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中间是独一无二的，充分反映了蒙田作为一个思想家的独到见解。

比起在教育内容上的论述来说，蒙田在教育方法上的论述更是丰富和精辟。

首先，蒙田对当时的重记忆、重灌输的教育方法进行了猛烈的批判，主张采用启发性和探索性的教育方法。他说：“人们不停地往我们的耳朵里灌东西，就像灌入漏斗里，我们的任务只是鹦鹉学舌，重复别人说的话。”他建议老师“改变一下做法，走马上任时，就要根据孩子的智力，对他进行考验，教会他独立欣赏、识别和选择事物，有时领着他前进，有时让他自己披荆斩棘。老师不应该一个人想，一个人讲，也应该听一听他的学生讲一讲”[73]。他提出，学生刚学到新的知识后，老师应遵照柏拉图的教学法，让他举一反三，反复实践，看他是否真正掌握，真正变为自己的东西。事实上，也只有采用启发性和探索性的教育方法，才能真正地培养学生的判断力，使他们热爱真理、追求真理。

其次，蒙田对当时重文字、重课本的教育方法进行了强烈的批判，主张要重视向大自然学习，向社会生活学习。他说：“人们通过接触世界来提高判断力，使自己对事物洞若观火。”[74]“这个大千世界，是一面镜子，我们应该对镜自照，以便正确地认识自己；有人还把它们分门别类，使之更加五彩缤纷。总之，我希望世界是我们学生的教科书。它包容形形色色的特性、宗派、见解、看法、法律和习俗，可以教会我们正确地判断自己，发现自己的判断力有哪些不足和先天缺陷：这可不是轻易能学到的。”[75]

蒙田不仅重视向自然学习，也同样重视在交往、旅行和阅读中向他人、前人学习。“我希望，在孩子年幼时，就带他们周游列国”，其目的在于“把这些国家的特点和生活方式带回来，用别人的智慧来完善我们的大脑”。[76]他反复强调要虚心向人学习，指出：“我们总是竭力显示自己，兜售自己的货色，而不是去了解别人，汲取新的知识。”[77]他告诫人们说，沉默和谦逊有利于同人交往。这正是当时的法国贵族老爷们最缺乏的一种品质。因此，“要教育孩子有礼貌，不要好为人师，不要小小年纪就野心勃勃。为让人另眼相看就显示自己比别人聪明，用指责别人和标新立异来捞取功名”[78]。蒙田所说的交往也包括与历史人物的交往，特别是通过阅读与历史上伟大的和杰出的人物的交往。他强调指出，与历史人物的交往不能局限于历史知识的了解，而应努力进行历史的判断。可以认为，这一点是他个人一生读书的心得体会。

再次，蒙田激烈地反对体罚，对体罚造成的种种教育现象深恶痛绝，提倡寓教学于游戏和练习之中。“最令我不悦的，是我们大部分学校的管理方式。假如能多一点宽容，孩子受的危害也许可以少一点。学校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囚禁孩子的监狱。人们惩罚孩子，直到他们精神失常。您可以去学校看一看：您只会听到孩子的求饶和先生的怒吼。孩子们是那样娇弱胆怯，为激发他们的求知欲望，先生却手握柳条鞭，板着可怕的面孔，强迫他们埋头读书，这是怎样的做法呀？这难道不是极不公正极其危险的吗？”[79]在这方面，蒙田非常赞同古罗马教育思想家昆体良的观点，认为教室本该铺满鲜花和绿叶，而不是鲜血淋漓的柳条鞭；教室应该充满欢乐，洋溢着花神和美惠女神的欢笑。为此，他认为应该“寓教学于游戏和练习之中”[80]。“宁愿一上来就让孩子们直接去实践，不是通过听课来教育他们，而是让他们试着行动，不仅用箴言警句，而且主要通过实例和劳作生动活泼地教育和造就他们，使得知识不是他们思想的附属品，而成为思想的本质和习惯，不是一种习得物，而是一种自然的拥有……如果说这样的教育方式成果卓然，那是不会令人奇怪的。”[81]

最后，蒙田非常重视孩子的早期教育。蒙田认为，早期良好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对于孩子的一生是非常重要的。“我发现，我们身上最大的恶习是从小养成的，我们的教育主要掌握在乳母的手中。母亲看到孩子拧鸡的脖子，打伤狗或猫，似乎是种消遣。还有的父亲愚蠢之极，看到儿子殴打一个不自卫的农民或奴仆，会以为是尚武的好预兆，看到他以狡诈手段欺骗和愚弄同伴，会以为是光辉的业绩。然而，这却撒下了残酷、专横和背信弃义的种子，这些缺点在那时候就已萌芽，以后在习惯的魔掌中茁壮成长。因孩子年幼或事情不大就原谅他们的不良倾向，这是后患无穷的教育方法。”[82]

五、对教师的要求

新的教育思想呼唤新的教师。因此，当蒙田从自己的社会立场和哲学基础出发提出自己关于教育的一系列新的见解时，也必然会对新的教师素质有一个构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教师要了解儿童，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的自然秩序。“教师应让学生在他面前小跑，以便判断其速度，决定怎样放慢速度以适应学生的速度。如果师生的速度不相适应，事情就会弄糟。善于选择适当的速度，取得一致的步调，这是我所知道最难的事。一个高尚而有眼力的人，就要善于屈尊俯就于孩子的步伐，并加以引导。”[83]在引导过程中，教师要“依顺自然”，而不能违背自然，更不能破坏自然。

第二，教师不仅要有学问，而且要有判断力和道德。他在给一位邻居的信中说，希望能多多注意给孩子物色一位头脑多于知识的教师，二者如能兼得更好，如不能，那宁求道德高尚，判断力强，也不要选一个光有学问的人。也就是说，孩子的教师应是一个绅士，而不是一个学究。

第三，教师要有高于父母的权威。对于贵族子弟的教育来说，教师如果没有这样的权威，就很难管理学生。教师要对孩子严格要求，不能姑息。

第四，教师要学会因材施教。蒙田认为，以往千篇一律的课程和教法，是教育工作失败的主要原因。按照这种方法培养出来的孩子，只能是笨头笨脑。

第五，教师要有好的性情。“我不愿人们把你的孩子当成囚犯，不愿把他交给一个性情忧郁、喜怒无常的老师看管……假如他性情孤僻或阴郁，过分埋头于书本，而人们明知他这样做太不审慎却还姑息迁就，我认为这很不合适，这会使孩子对社交生活和更好的消遣不感兴趣。”[84]

我国著名学者季羡林先生在《蒙田随笔全集》序中说：“蒙田以一个智者的目光，观察和思考大千世界的众生相，芸芸众生，林林总总；从古希腊一直观察到十六世纪，从法国一直观察到古代的埃及和波斯，发为文章，波澜壮阔。他博学多能，引古证今，鉴古知今，对许多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有时似乎是奇特的见解，给人以深思、反省的机会，能提高人们对人生的理解。”[85]这个评论是极精当的。他终身思索的任务似乎就是在实践苏格拉底那句著名的格言：我知道我一无所知。他自己说，知道自己无知，判断自己无知，谴责自己无知，这不是完全的无知；完全的无知，是不知道自己无知的无知。这后一种无知，才是一切罪恶、暴力、战争的根源。教育工作的根本目的，就是依赖于哲学教育而完成这个人性的深层启蒙。这是一种身处乱世的个人心灵救治之道，也是一种动荡时代的社会救治之道。

蒙田以其深刻的哲学思考，使其区别于文艺复兴后期的其他人文主义者，对后世的影响也较为远大。他的怀疑论哲学对笛卡儿理性主义哲学起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他对于科学和真理的批判态度与后现代科学的思想相媲美。他的绅士教育目的论，对洛克绅士教育理论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他的教育要遵循自然的原则，对夸美纽斯和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有直接的影响。他关于教育要培养生活力、判断力、思考力的主张以及把哲学作为基础课程的思想，在今天仍然有巨大的现实意义。至于他个人的生活态度，则更是给后人以永远的启迪。最后需要指出的是，蒙田的教育论述主要是针对贵族子弟的教育而言的，而不是针对广大劳动阶级而言的，这也是以他的地位和时代难以避免的阶级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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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路德及路德派教育思想

德国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年）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新教理论和他的以新教教育促新教改革的直接动机是密不可分的。他虽然不是一位专职的教育家，而是一位著名的宗教改革家，但是他关于教育的许多真知灼见，特别是普及教育思想和对德国语言教育的贡献，其影响则远远超出了他那个时代，对欧美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许多职业教育家所不能够比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无愧于“世界性的伟大教育家”这一赞誉。[1]

第一节 路德的生平与著作

路德1483年11月10日出生于德国萨克森的艾斯勒本（Eisleben）。母亲出身于一个望族家庭，其父因为是长子，按风俗必须离开富裕的父母家自谋生路而务农，不久弃农经矿，后又搬到路德的母亲的娘家曼斯菲尔得一公职，逐渐成为拥有一定资产的矿主。路德从小受到严格的家教管束，要求敬神从父，按照父亲的期望刻苦造就自己以跻身上流社会。

路德从7岁开始进拉丁学校读书，受尽了体罚之苦。14岁得到机会进马格德堡“共同生活兄弟会”办的学校读书。该校新的办学思想和对宗教的虔诚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后他又转到艾森纳（Eisenach）读书，幸运地遇上一位优秀的文法教师，加上路德聪明好学，能言善辩，在文法、演讲、作诗赋词各个方面都成绩卓著。马丁·路德17岁入爱尔福特大学学习，很快精通辩证法，把西塞罗等作家的著名典籍当作生活的训示和写照广泛阅读，喜欢思考事物的始末根由，1503年遵父愿学习法律专业，1505年获硕士学位。

但是，就在他的法律专业学习前程似锦的时候，他却突然遁入奥古斯丁修道院做了一名乞僧。在经过两年多的侍奉上帝的亲身体验后，他于1508年被推荐到威丁堡大学（the University of Wettenberg）主讲《圣经》，以其深刻而虔诚的思想、清晰的思路、丰富的词汇和充满智慧的比喻，赢得了听众的喜爱，给年轻的威丁堡大学带来了声誉。1512年路德获神学博士学位，并且被任命为神学教授。这段时期是他神学研究的辉煌时期，在他的新教思想体系中起核心作用的“因信称义”学说，就主要是他结合清苦的乞僧体验认识，深入进行神学研究，在不断地用心传道演讲的过程中酝酿而成的。

把路德推向宗教改革舞台的直接导火索，是1517年他为了揭露教皇谎言兜售赎罪券的劣行，在威丁堡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而引起的强烈反响。各阶层的人民觉得《九十五条论纲》道出了不满罗马教廷和教会统治的心声，但使路德招来一系列的攻击。用路德的话来说：“教会控诉我，罗马教廷传唤我，整个天主教会群起攻击我一个人。”[2]这就迫使路德对一系列的攻击进行回击，他以《圣经》的权威对抗罗马教廷的权威，领导了一场伟大的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随后，发生了1519年的莱比锡辩论、1520年的在威丁堡教堂门口烧毁教皇的禁止诏令。更重要的是，在被逐出天主教教门，与罗马教皇彻底决裂后，路德于1520年写下了宗教改革的三大论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作为指导宗教改革的思想武器。

1517年至1522年，路德的大量著作几乎作为时代的先驱，代表了人民的心声。路德的著述和著名演讲，除《九十五条论纲》《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以外，1517年他关于《没有代表权就不纳税》的演讲，使他成为全国性的人物。《奉劝全体基督教徒怜悯修女》《教士没有妻子是多么危险》《国家为何穷困》《基督受难和反基督者》《论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1523）等文章，立即被印成小册子迅速传播到全国和整个欧洲，受到广大人民的热烈欢迎。那时路德的演讲或著作几乎吸引了当时所有新的传播工具，据记载，10年之内，12个城市的30架印刷机一有了他的演讲稿之后，就立即把它们印刷出来。[3]

路德的新教理论在各阶层人民中产生的强烈反响，也招来了教皇与世俗皇帝联手迫害路德。然而，在整个民族的坚强后盾支持下，路德置生命安危于度外，应召出席了1521年4月的沃姆斯帝国会议，不畏强暴捍卫和阐述了他的新教主张，得到除皇帝等保守势力以外的5000多名听众的欢呼爱戴，这是他作为一位宗教改革领袖形象的最灿烂一页。

沃姆斯帝国会议后路德隐居在萨克森选侯的瓦特堡，开始把《圣经》直接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翻译成为德文，整部《圣经》的翻译工作虽然一直持续到1534年才完成，而1522年9月出版的第一部分《新约全书》，立即为人们争相购买，5000册书一抢而空，12月不得不印刷第二次。由于路德新教改革的关键，就是以“个人通过直接研读《圣经》与上帝交流”，来取代“教会作为人与神之间交流的唯一中介”，这就内在地决定了新教改革和新教教育改革必须一体两面地同步进行。因而，《圣经》的翻译不仅是路德传播新教思想的最伟大工程，是对神学和哲学研究的重大贡献，也是路德对德国新教教育做出的最杰出贡献。

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原来由教会控制的教育系统，也随着教会势力的倒台而百废待兴，路德针对这种状况，非常重视新教教育的重建工作。他于1524年公开发表了教育论文《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提出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主张；于1528—1529年编著了大、小《教义问答集》；于1530年发表《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进一步阐述了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以及组织路德派的教会颁布了一系列新教教育学校条例。

路德的新教与天主教的根本分歧只在于罪民该如何赎罪，而不在于人是否生而有罪。因而，路德作为一位忠实的基督教徒，在本质上与现实社会的统治阶层不可能格格不入，而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当1524—1525年的德国农民战争爆发时，以及由宗教改革运动带来的动乱和激进的再洗礼派的广泛传播，斗争的焦点由反对罗马教皇和争取民族独立转移到反对国内世俗封建政权时，路德就站到了人民大众的对立面。他的一些文章，如《劝基督徒勿从事叛乱书》（1522）、《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1525）等，很清楚地表明了他反对农民起义的立场。

路德晚年仍然从事传教、著述及组织新教教会的工作，直至1546年2月18日凌晨于艾斯勒本谢世。他一生留下大量著作，他在世时，《路德全集》的出版工作就在断断续续地进行。1883—1948年由魏玛系统出版的《路德全集》达83册。

第二节 路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路德关于宗教的研究精深玄妙，著作等身，后世的研究专家和研究成果也是数不胜数，笔者无意也无力就路德的宗教理论本身班门弄斧，仅想顺着这样一个思路探讨：路德领导的宗教改革当时虽然轰轰烈烈，但是，随后长期的宗教战争，以及教会的内部分裂和持续的相互猜疑与憎恨，似乎使宗教改革中发端的进步倾向荡然无存，为什么说它是一场伟大的对人类历史发生了深远影响的宗教改革运动？路德提出的普及义务教育思想确实远远超出了他的那个时代，但当时推行的现实基础是非常有限的；新教教会在重建新教教育体系中也功不可没，但是为什么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却抱怨说，凡是路德的教义风行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视？[4]然而，我们却说路德的教育贡献对欧美教育的近代化进程产生了许多职业教育家所不能够比拟的持久而深刻的影响？路德作为一个宗教改革家为什么要提倡以新教教育促进新教改革？要理解这些问题，我们首先必须追根究底了解他的宗教改革理论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一、“因信称义”思想的形成

“因信称义”被路德视为《圣经》的本来“真义”，是他的新教理论的核心，也是理解他的教育理论的关键概念。要理解这一核心概念，有必要先了解路德是如何形成这一概念的。

关于路德如何形成他的新教的“真义”——“因信称义”说，不少文献都提到路德1510年在罗马旅行中经历的“塔中启示”，即他虔诚地跪着爬上罗马著名的斯卡拉桑塔（Scala Santa）[5]时，头脑中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正直的人应该靠信而生。”其实，这个启示并非突然从天而降。正如路德所描述的：“我的神学不是一蹴而成的，我曾伴随着困扰不断地更深一层地去寻找它。”[6]确实，路德是在长期的内心挣扎中，经历了痛苦的冲突和精神危机，通过对《圣经》的深入研究才获得对抗罗马天主教的思想武器。

德国畏天敬神的传统和浓郁的道德宗教氛围促使路德违抗父命而决定侍奉上帝。虽然作为一名乞僧生活清淡，虔诚忏悔，潜心修道，彻夜思考，但是这种艰苦的修行体验却给路德带来有关解脱问题的更大困扰。路德的好朋友，当时最著名的希腊语专家梅兰克顿（Philip Melanchton，1497—1560年）曾经这样描述：“每当路德深入思考有关上帝的震怒或上帝惩罚人的特殊例子，一股莫大的恐惧便向他袭来，使他几乎陷入瘫痪或崩溃的状态。”[7]这种内心冲突危机产生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对上帝的无比虔敬和当时教宗们的奢华仪式、无谓的神学纠纷缠绕乃至亵渎上帝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特别是1510年罗马之行亲眼看见了当时罗马教廷的腐败，而那些奢华仪式、苛刻戒律、兜售赎罪券之类的亵渎上帝的行为，又被美化为“善功”“自律”。“善功”与“自律”、上帝恩典引导爱的习性，具有“在上帝面前称义”的神奇功效，甚至买了赎罪券灵魂就可以升天，不这样做就会受到“上帝的正义”“上帝的震怒”的惩罚。面对罗马教廷长期以来借“上帝的审判”恐吓和奴役人们的罪行，路德痛斥道：“我们这些可怜的罪人，已经因原罪而永远沉沦，又在十戒下被各种灾难所压伤，这还不够，现在神是否更要用福音使我们的痛苦加倍，用它的公义和怒气威吓我们？我的良心因此愤怒而不安。”[8]他也在苦苦的内心挣扎中想找到一种精神武器，揭露出这一切都是“魔鬼的谎言”，都只是慑于教会的威名和长期的习惯而形成的教会特权，而并非出于神的本意。

应该注意到，路德这些内心冲突的产生，与文艺复兴以来兴起反封建教会的人文主义精神是分不开的，正是强调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义时代思想脉搏的冲击，引起了路德对罗马教廷的强烈不满。路德领导的整个宗教改革过程，其实也是以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思想趋势为后盾。然而，正如宗教改革不等于文艺复兴一样，路德也绝对不是一个人文主义者。他所成长的德国浓郁的道德宗教氛围和畏天敬神的传统，他在爱尔福特大学读书时所受到的一些著名的反教会学家思想的影响[9]，他自己对基督的虔诚和长期对神学的精深研究，决定了他把对罗马宗教的批判、剥去它身上那层神圣的外衣为己任。无独有偶，路德也是和他那个时代的人文主义者和反教会学家们一样，直接到古代的思想智慧中去寻找思想武器，通过对原始基督教义的研究，对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的研读，还基督的本来面目。

路德在威丁堡大学系统地研究了《圣经》中的《诗篇》《罗马人书》，逐渐从中“重新发现”了“信仰得救”的思想，在内心的挣扎中重新找到了基督的爱。他说，他第一次读到《诗篇》中的那句话“上帝借着它的正义拯救我”（in iustitia tua libera me），就感到十分恐惧，连“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工作”这些句子都让他痛恨，因为，他当时只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严酷的审判，因为要有严酷的审判才能够拯救，那不是似乎永远不会得救了！后来通过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圣经》，才知道“iustitia dei”的意思是“他借着基督的正义这样的礼物带给我们正义”，才真正品尝了《诗篇》。[10]信仰非出自人性，而是出自上帝恩赐的礼物，上帝的恩典礼物优先于信仰，而中世纪以来的“恩造习性”，却是把“善功”“戒律”等习性视为联结人与神的纽带。实际上“义人必因信而生”，基督徒是罪人也是义人，义人凭上帝恩典的礼物而生。[11]路德还讲道，当他读到《罗马人书》第一章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因为福音显示上帝使人跟他和好之路；这道路是起于信而止于信。正如《圣经》所说的：‘借着信而跟上帝和好的人一定得到真生命’。”这时候，他整个人感到好似天堂为他开了门一般地被陶醉。[12]

路德从《圣经》典籍中发掘出的“因信称义”的“真义”意义是重大的。梅兰克顿曾这样评价：“许多虔诚智慧人士一致认为，路德对教义所赋予的新义有如漫漫长夜里升起的一道曙光。”[13]确实，路德从古代典籍中挖掘出的基督教“真义”，让人们认识到：得救的关键在于对基督“内在的信仰”而不是外在的“善功”与“戒律”。这就意味着：《圣经》中那些一度被罗马教廷披着神圣外衣用来束缚人们精神，以至于一度让路德感到恐惧的句子——“上帝的正义”“上帝的审判”“上帝的工作”等——现在都凭着“因信称义”的“真义”变成一片光明和温暖：上帝的正义、智慧和工作不是处处用来惩罚人类的，而是用于恩泽人类的，神的工作就是神在人身上做工，神的能力是为了使人刚强，神的智慧是使人成为智慧的人，神的公义是指神以公义为衣穿在众生的身上使之称义，这正是义人得生的凭据，是神所赐的礼物，因信而得。因此，应该由个人凭着良心内在的信仰和虔诚来祈求灵魂得救，而不需要教会充当祈求拯救的中介，要以《圣经》的权威替代教会的权威，人人都具有直接阅读《圣经》和直接与上帝交流的权利。

路德的“因信称义”思想成为16世纪新教改革和新教教育改革的根本精神支柱，也是后世的世俗革命中不是为部分人的尊严而是为所有人的自由而斗争的思想基础。海涅对此有过很好的评价：“自从路德说出以下的命题‘认为人必须用《圣经》本身或用理性的根据来反驳他的教义’之后，人类的理性才被授予解释《圣经》的权利，而且它，这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才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这样一来，德国产生了精神的自由或有如人们所说的思想自由。思想变成了一种权利，而理性的权能变得合法化了。”[14]

二、宗教—政治思想体系

在16世纪，以罗马教廷为首的教会势力在封建社会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处于垄断地位，各界人民对这种统治长期不满，路德的“因信称义”说揭去了罗马教廷神圣的宗教外衣，深得人心。教会不甘心他们所垄断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和文化教育系统随着宗教外衣的剥脱而纷纷崩溃，因而调动了整个制度的势力来反对新教。所以，路德领导的宗教批判在当时起到了牵一发而触动整个社会的作用。从路德1517年在威丁堡教堂门口贴出《九十五条论纲》起，人民的拥戴和天主教会的攻击就把路德由一位神学研究者变成一位宗教改革运动的领袖，迫使他不得不结合社会的政治和教育等问题来形成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的《九十五条论纲》和宗教改革三大名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比较集中地体现了他的宗教思想体系。

《九十五条论纲》亦称《关于赎罪券效能的辩论》，主要是愤怒谴责教皇一再兜售赎罪券聚敛钱财、搜刮民膏的行径，指出赎罪券不能够赦免罪恶，教皇以此来体现赎罪权力是一种亵渎神明、危害人民的勾当。

《九十五条论纲》仅仅表示路德准备公开辩论赎罪券的功效问题，并没有打算对教会宣战，甚至都没有彻底否定赎罪券，而只是反对它的滥用。然而，它却一石击起千层浪，在饱受教会压迫的各阶层人民中激起了强烈反响，两个多星期传遍全德国，一个月内传遍整个欧洲，客观上引发了一场路德本人后来也感到害怕的运动，并且直接引起了赎罪券销售量的明显下降，动摇了罗马教廷赖以统治的意识形态体系，招来了神学界激烈攻击的“106条论纲”。路德于1518年发表《论赎罪与恩赐》予以反驳，捍卫《九十五条论纲》的思想。

然而，这时候的路德关于“因信称义”的宗教平等思想还处于酝酿过程中，还没有打算公然推翻教皇的权威。直到1519年路德接受挑战和罗马教会驰名欧洲的神学家艾克（John Eck）进行的莱比锡神学辩论时，路德以“《圣经》权威至上”对抗“教皇权威至上”。艾克逼问他是否否认教皇来源于上帝，抬出宗教会议的审判来迫使路德让步。路德此时正处于对教皇权力的牢固信念破灭的思想斗争中，他借着“因信称义”启示的精神支柱，断然指出教皇和宗教会议并非永无谬误，教皇不是上帝的代表，教会没有教皇也可以存在。从而第一次公开否定了教皇的权力和教会的最高权威，提倡了《圣经》的权威和个人研读《圣经》的权利，走上了与教皇彻底决裂的道路。[15]

随后，路德积极地解释和论证在莱比锡神学辩论中提出的观点，经历了三年的论证，受到被逐出天主教教门的惩罚后，路德更坚定了与教皇决裂的决心，同时也逐渐形成了他的新教改革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以及一些基本的教育思想，在1520年发表的三大论著《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教会被囚于巴比伦》和《基督徒的自由》中，得到了充分的论述。

《基督徒的自由》于1520年10月发表，阐述了路德内心深处所信仰的基督徒生活的总纲，指出敬畏上帝和信赖上帝的人用不着敬畏教士或教会，是构成路德宗教改革学说的基础。文中正式提出了“因信称义”的宗教平等思想，主张《圣经》是上帝的启示，是人们信仰的最高权威和准绳，人们只要依据《圣经》而产生对基督的信仰，就可以成为义人，成为上帝所承认的高尚的人。而且，人人都可以阅读、思考和理解《圣经》，根据此产生信仰。在信仰面前，曾经被认为人类救赎中不可缺少的教皇、教会、教律都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路德认为信仰是属于精神性的，不屈从于任何外来的干涉和奴役，基督徒所做的一切都必须出于他的信仰，宗教礼仪只是信仰的标志，它本身不是目的，如果仪式不是有助于而是妨碍心灵的成长的，就应该予以废除。[16]

《教会被囚于巴比伦》于1520年9—10月发表，主要是运用《基督徒的自由》提出的原则改造教会，提倡一种服务者的宗教和廉洁教会，批判中世纪罗马天主教的圣礼制度成了束缚基督徒的锁链和囚禁教会的巴比伦，成为宗教改革的组织纲领。

文中要求废除繁杂的礼仪、烦琐的程序、豪华的陈设和次要的节目，认为圣礼是基督借有形之物赐无形之恩，天主教规定的七种礼仪[17]，只要保留来源于《圣经》圣礼中的三件——洗礼、圣餐和忏悔。文中指出，圣餐并非献祭和善功，而是以信仰领受上帝的恩典，主持圣礼也非教士特权，人人都可以成为僧侣。文中强调还俗人以圣杯，一切基督信徒平等。文中还尖锐指出：罗马教会在基督徒的婚姻问题上做出了大量直接违背《圣经》的坏事，认为对基督徒婚姻的横加干涉是对人性的随意凌辱，世间的任何法律都不能够禁止一定血缘外的婚姻。[18]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于1520年8月发表。本文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领域，中心的问题是争取德国的独立，可以说是德国的独立宣言，它受到德国人民的热烈欢迎，第一版4000册马上销售一空。[19]

《致德意志民族基督教贵族书》把各阶层人士对罗马教廷的全体愤怒集中起来了，号召尊贵的德意志民族摆脱罗马教廷的暴政，矛头直指长期统治着欧洲各民族的政治行政、法律税收和文化教育的教皇垄断特权，成为宗教革命的政治纲领。

文中指出，应该推翻罗马教皇抗拒改革、把基督教引向毁灭的三堵墙：一是把宗教权力凌驾于世俗权力之上，二是声称只有教皇有权解释《圣经》，三是只有教皇才有召集宗教会议的权力。罗马教廷就隐蔽在这三堵墙的后面胡作非为而受不到任何惩罚。路德呼吁必须推翻这三堵墙。其一，必须推翻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于民族的世俗权威；推翻罗马教廷由教皇、主教、教士和僧侣组成的“宗教等级”，代之于由信奉基督的全体教徒组成真正的“宗教等级”；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鼓励世俗君主起而领导宗教革命。其二，《圣经》对所有虔诚的基督徒都是敞开的，它能够为一切虚心寻求启迪的真正信徒所理解，并非只有教皇才有解释《圣经》的权力。其三，单凭《圣经》所说的就可以针对教皇犯的过错召开宗教会议，每一个基督徒都有权为宗教会议的召开竭尽全力。文中还提倡一种新的劳动道德，提倡一份劳动一份报酬，还涉及有关教育改革的建议。

路德关于宗教改革的三大论著，在指导总纲上、政治上、组织上建构了新教思想体系，这些观点和他所提出的天职观念、政教分离、君权独立的观点，就进一步把路德的宗教思想变成了现实的政治，为德国和欧洲各国人民世俗政权的建立、新社会的建立提供了纲领，也同时为新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总纲。很显然，路德的宗教思想体系是以“因信称义”的精神支柱为根基的，其中也直接强调了要从根本上改造教育事业，加强古典语言的学习，因为培养人人具有直接阅读《圣经》的能力是实现新教理想的关键。

三、路德的政治学说

路德的政治学说非常明显地反映了一位从封建中世纪终结到现代资本主义开端的过渡性的人物思想特点。他的政治学说主要可以概括为“天职观念”“君权独立”和“政教分离”思想。这些观点可散见于他的许多文章和演说中，有关政治学说的比较集中的论述可见于他1523年正式发表的《论世俗政权：对世俗政权服从的限度》。

路德是从“信仰得救”的核心观念中引申出的“天职观念”。既然人的得救不靠善功而靠信仰，那么，善功是什么呢？善功起什么作用？路德认为，不能够认为善功只是指“在教堂里祈祷、斋戒和祈祷”，更不是指繁杂奢华的宗教礼仪或严格的宗教戒律，凡凭信仰所从事的各种职业和日常工作都是善功，“经商、来往、吃喝、睡觉和其他一切对身体有益的事，都是善功”[20]。完成职业责任和世俗义务应该是道德行为所能及的最高境界，是一种天职使命。这种建立在信仰基础上的、面向职业责任和世俗义务的善功才是救赎的途径。因此，基督徒虽然不需要外在的政权和法律的强迫，但却内在地愿意去做对邻舍、他人有益的事。很显然，对善功赋予承担世俗的责任和义务的含义，为宗教事务与世俗事务的互惠共处提供了理论框架。

路德主张君权独立，要求推翻超国家的教会神权，代之于民族的世俗权威，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的国家，鼓励世俗君主起而领导宗教革命。他说：“教皇把罗马和他从帝国搞到的一切交还我们，把我们的土地从那难堪的租税和抢劫中解放出来，并将我们的自由、权利、财富、荣誉、身体和灵魂交还我们，让帝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帝国。”[21]这种思想否定了中世纪以来的罗马教廷凌驾于国家之上的观念，是近代主权国家的思想萌芽。

路德主张政教分离，指出政府不应该干涉信仰，教会也不应该干涉政府事务。路德认为有两种不同的权力，真正的基督徒属于上帝之国，他们心里有圣灵，懂得爱而不加害于人，甘心忍受任何不公道，根本就用不着世俗政权和法律。因此，路德反对世俗政权干涉宗教事务。[22]同时路德又指出，“整个世界是邪恶的，在千万人中难有一个真基督徒，假如没有刀剑和法律，人类就将互相吞噬，无人能以保存妻室儿女，维持自己，侍奉上帝，整个世界也将陷于混乱”[23]。因而，对真正世界之国一般俗民或冒牌的基督徒而言，必须有世俗政权和法律的约束。路德还指出，世界之国的臣民和上帝之国的信徒都是亚当的子孙，两者对人类世界的事务可以并存互惠，一个益于虔敬，一个利于治安。

总之，路德的天职观念为基督教积极尽世俗责任，君权独立思想为反罗马教廷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政教分离则为保障基督徒的宗教信仰思想自由开了绿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这种思想也直接成为路德提出宗教的和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的思想基础。然而，他的政治学说又是因应当时宗教改革所牵涉的深刻社会政治变革需要而产生，作为一种现实的政治学说，也必然面对德国农民战争和激进的宗教改革运动对统治者的威胁做出反应。路德指责过激的宗教革命，不惜给世俗政权对人民的统治披上了神圣的外衣。他说，基督徒虽然自己不需要政权和法律的统治，却愿意去做对邻舍、他人有益的事，服从政权和法律，“积极服从刀剑的统治，缴纳税款，服从长官，并尽其所能，服务政府帮助政府，以维持政府的荣誉和尊严”[24]。他们甚至可以当刽子手，为维护当时的政治统治和惩治恶人不惜使用刀剑。所以，路德作为一位从封建中世纪终结到现代资本主义开端的过渡性人物思想的两面性显露无遗。

第三节 路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路德的教育思想，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专门阐述教育问题的论文中，同时也散见在他有关宗教、政治、社会、经济、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论述中。他提出的有关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国家办学和普及义务教育主张，对欧洲教育走出中世纪，在世俗化和国家化的变革过程中向现代转化，起到了一个思想先驱的重要作用。他翻译的德语本《圣经》和编著的大、小《教义问答集》，对德国语言教育和现代德语所产生的深远积极影响，则是任何人所无法比拟的。

一、宗教与世俗的二重教育目的论

路德以“因信称义”说为核心的宗教思想体系，内在地把新教改革的基础付托于人人都有研读《圣经》的权利，人人都可以直接与上帝交流，人人都可以凭着虔诚的信仰获得救赎，而人们内心真诚的信念又是在信徒独立地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的基础上产生的。那么，新教改革的成功就依赖于人人都具有独立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的能力，这就决定了路德所提倡的新教教育使命，就是要废除长期以来罗马天主教会所垄断的、仅仅以培养充当神与人之间交流的唯一中介的特权神职人员为目的的教育制度，建立一种新的教育体系，使之能够培养出大量的对基督心存虔诚信仰的具有独立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能力的信徒。同时，宗教改革涉及建立一个由世俗政府统治的、独立于罗马教皇的民族国家的政治变革，还需要培养世俗政治的统治者和世俗事务所需要的各行各业人才。

路德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中明确提出了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观，既强调教育必须服务于推广新教教义，培养真正的基督徒，使人们虔诚信仰基督从而使灵魂得救，又重视教育对世俗政权、社会和个人的作用，要求教育必须为文职政府的利益，培养有才干有本领的统治者，为维持社会的正常秩序的管理，培养有才能有教养的男人和女人。[25]

可贵的是，路德不仅仅强调教育为推进新教服务，而且适应了当时民族国家兴起的时代需要，提出，即使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而只有文职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校和有学问的人。教育“为求得男人们能够善于治理国家，妇女能够善于养育子女，照料家庭与治理家务”[26]。路德还指出，城市和世俗国家的“最大幸福、安全和权力乃在于有才能、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文化的公民，他们能维护、保全并利用各种财富与优势”[27]。

很明显，相对于文艺复兴以来以人性对抗神性、以理性的挺立确立人的尊严与价值、追求个性解放、思想自由的人文主义时代精神潮流，路德提出的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观，带有对中世纪神学势力的很大妥协性。他作为一位基督教徒的革命，只是想通过宗教批判来革新宗教，通过还原始基督的本来面目，以对《圣经》信仰的权威对抗罗马教廷的权威，帮助人们挣脱外在宗教的束缚，代之于内在信仰的宗教，最终还是倡导人的精神对宗教的虔诚信仰。

尽管如此，路德倡导的新教革命却在一定程度上将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精神扩展到宗教领域，也冲破人文主义教育者把自身囿于培养个性自由发展的少数精英分子的局限，主张把教育权利扩展到普天下基督教信徒和世俗的统治者及普通公民。借助欧洲普遍信仰基督教的文化传统，依靠新教传播的革命力量把新教教育范围大大扩大了。而且，相对于人文主义教育后期向形式主义滑坡的倾向而言，路德以传播新教教义为目的而提倡大众语言和民族语言教育，客观上也对普及教育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普及强迫教育思想

路德基于宗教平等的思想提出每个人的教育权利平等，为促进新教教义的传播而倡导普及的大众教育，为实现宗教化和世俗化的二重教育目的而要求国家办教育。他有关普及强迫教育思想的主张，比较集中地体现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这两篇教育论文中。

路德在1524年发表的《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明确提出国家办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思想。他呼吁必须给男女儿童适当的教育和抚养，必须想方设法、不辞辛劳、不吝花费地教育年轻人，把对年轻人的教育看成是市长们和市政官员们不可推卸的责任和家长应尽的义务。他强调这是关系到国家繁荣昌盛、城市安全与幸福、个人利益和尊荣的大事业。这种普及的教育必须由国家负责开办，任命教师，提供经费。为了把年轻人培养成有才干、有学问、聪明、正直和有教养的公民，要把最聪明的学生培养成最有才华的教师，给年轻人提供良好的学校、不受干扰的课堂和优秀的图书馆。[28]

路德在1530年发表的《论送子女入学的责任》一文中，有史以来第一次提出了普及强迫义务教育的主张，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加以阐述。

①认为世俗政府是神创的完美机构，对保证人类的共同生活和幸福必不可少。然而，世俗政府建立与维持的基石，不是暴力政治和武力，而是靠健全的法律。人们只有通过人类智慧建立法律，通过学习知识才能够理解法律，从而认识和维护世俗政府的明智。

②教会的宗教事务和世俗的国家事务都很重要。忠实正直的法官、司法大臣与最优秀的修道士、僧侣都是上帝欣赏的神圣职业，政府机构甚至比教会更需要智慧的引导。

③教育能够帮助人发展最重要的大脑、最灵活的舌头和最有用的语言，有必要通过教育把最聪明的儿童培养成为教会和政府机构所需要的人才，包括讲道者、法学家、牧师、文书、医生、教师等。

④国家、教会和家庭都要负担对儿童实施强迫义务教育的责任。国家要像战时迫使臣民履行军事任务那样，强迫父母送子女上学；教会也应在经费上对贫苦子女的教育提供帮助。让所有该上学的孩子都能够上学，让所有普通的孩子都可能通过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成为精神与世俗世界的统治者；家长也应认识到让子女接受教育的益处，有责任、有义务送子女上学。

⑤教师是最有用、最伟大和最美好的职业，世间最高的美德是教育年青一代，为了实施强迫义务教育，应该培养大量的优秀教师，尊重教师。[29]

路德的强迫义务教育思想，在当时借助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巨大影响而广泛传播，使路德成为近代西方国民教育和普及义务教育运动的理论先驱。当然，当时普及义务教育的社会条件远远没有成熟，路德的强迫义务教育主张收到的即时效果微乎其微。路德1528年10月曾经到萨克森了解民众的宗教信仰情况，结果发现，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义，许多牧师也不善于或根本不会讲道。

因而，路德于1528—1529年写了大、小两本《教义问答集》，还配有《圣经注释》《大教义问答集》适合中年级的学生学习，《小教义问答集》适合小学生学习。《教义问答集》简明扼要，通俗易懂，被分发到所有教区，命令牧师向全体教徒宣读，让儿童记诵，并要求做父亲的把每周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可见路德的普及教育思想，在当时最多是不遗余力地普及新教教义，还难以达到满意效果。至于普及强迫教育、国家办教育等思想则是远远地超前于他的那个时代，倒是对后世的教育世俗化和国家化的发展历程有所预见。

尽管如此，路德及其追随者还是为新教教育的重建付出了许多努力，比较集中地反映在路德对德语教育的贡献和路德及路德学派在建立新教教育体系方面取得的成效上。

三、路德对德语教育的贡献

怎样使所有的信徒都有能力独立地阅读、理解和解释《圣经》，这是新教教育面临的最基本的任务。在漫长的中世纪，拉丁语是垄断了知识文化的特权神职人员和统治者的唯一通用语言，广大人民并没有基本的阅读能力。随着各民族、母语的广泛应用和丰富，民族语言的发展完善和语言教育是那个时代所面临的重要任务。

在16世纪初，罗马教廷仍然靠拉丁语占有的绝对地位和神职人员对拉丁语的垄断，来确定教会人与神之间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权地位。所以，要推翻教会人与神之间唯一交流中介的特权地位，首先要改变只有拉丁语版的《圣经》一统天下的状况，用民族语言来翻译《圣经》。早在14世纪，英国宗教改革家威克里夫（John Wycliffe，约1330—1384年）就开始翻译《圣经》。威克里夫、胡司（John Hцss，1484—1531年）、茨温利等宗教改革者，都和路德一样，把信徒直接研究阅读《圣经》看作宗教生活的根基。

路德不同于上述宗教改革家之处，就是从他自己长期痛苦的内心挣扎而获得“因信称义”启示的体验中，认识到直接阅读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的《圣经》对正确了解基督的本质是多么重要。但是要求普通人民掌握远离日常生活的希腊文或希伯来文是不现实的。然而，已有的一些不完整的德语版《圣经》又是从拉丁语的《圣经》版本翻译过来的。所以，1521年，路德利用为躲避教皇逮捕而避居萨克森选侯的瓦德堡内的时间，开始把《圣经》直接从希腊文翻译成为德文。

路德凭着他优越的语言天赋，本着让普通人能够方便地阅读、思考和理解公元最初几世纪的淳朴基督教，帮助人们了解基督的本质的动机，在当时最著名的希腊文专家梅兰克顿的帮助下，先翻译第一部分《新约全书》。在翻译过程中，路德力求文笔平实而精细，形象而自然，通俗而准确，既要求妇孺可以凭聆听他人诵读而获益，又注意到依据萨克森的官方语言，有时甚至花费数星期来推敲一个正确的用词。[30]为了适合学校儿童的学习，翻译本中还安排了许多容易被儿童直观理解的插图，《新约全书》的翻译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于1522年9月出版，被称为“9月圣经”，立即被人民争相购买。路德整个《圣经》的翻译工作历时13年，至1534年才最后完成。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几乎一出版就广为流传，仅仅从1522—1546年，德文版《圣经》及其摘录就印刷和翻印了400多次。

路德翻译的德文版《圣经》不仅即时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该译文事实上固定了德国语文的特质”，“决定了现代德语的标准，树立了德国语文史上最为显著的里程碑”。[31]德国哲学家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1844—1900年）曾对此评价说：“日耳曼散文的杰作就是日耳曼伟大的传教士的杰作：圣经是日耳曼文中最伟大的书。与路德的圣经相比较，其他的书都是‘文学’，也就是一些不在日耳曼生长、也不像圣经一样长在日耳曼人心中的东西。”[32]日耳曼语言学的祖师格林姆（Jacob Grimm）则把路德的语言比作整个民族生活灵感的来源，他说：“由于路德德文奇迹般的纯度和深远的影响，它可说是德语的核心与基础，任何滋养这语言、复兴这语言、使它能创造诗歌的东西，都是来自路德的功劳。”[33]

可见，路德在德国语言教育方面的贡献是巨大的，影响是深远的，而且很显然不同于当时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古典语言学习上过于注重形式，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这一点是其更进步之处。同时，从另一个方面也表明新教教育的目的过于注意培养虔诚信仰的宗教目的，在语言教育中也重视语言本身对传播新教的工具价值，而又不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注重古典语言和古典文学学习的美学陶冶及人性涵养的内在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路德倾向于人民大众活生生的语言教育的进步特点，在欧洲的学校教育体系中并没有得到长久稳定的发展，人文主义学者压倒一切地注重古典语言形式主义的学习，一直延续到19世纪还很有市场。路德对现代德国语言的奠基性影响，在相当程度上要归功于印刷术的广泛应用，路德以此为媒介传播新教思想，激发人们的阅读兴趣和启迪人们的智慧，通过新教的传播使路德翻译的德语在人们中间不断地传诵、交流、活生生地应用于生活潮流中，从而影响到现代德语的特质。

四、建立新教教育体系

著名的人文主义教育家伊拉斯谟曾抱怨说，凡是路德的教义风行的地方，学校的教育就遭到忽视。依我们的分析有两方面的理由可以解释这种责备。

其一，新教教义盛行的地方，就是天主教教会崩溃的地方，自然随之就有天主教教会所把持的学校的衰落。其二，新教教义盛行的地方，学习古典语言只是为了注意传播新教，培养虔诚的宗教信仰，仅仅重视语言本身的工具价值，而削弱了人文主义者所器重的古典语言的学习对美学陶冶和人性涵养的内在价值。

对于第二点理由，乃属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学术之争；至于第一点理由，则是破旧立新变革时期遇到的严峻挑战，新教教徒的宗教批判对天主教会的冲击，使整个教会学校体系随教会的倒台而满目凄凉，说“学校教育遭到忽视”真属于客气的批评。然而，我们绝对不可以因此而把新教教育与人文主义教育看成是对立的，因为，对天主教教会垄断教育的痛恨，重新建立新的教育体系的愿望，是两者的共同特点，也是路德关注的教育问题。

路德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一文中强烈谴责被教堂和寺院所控制的教育正在腐败堕落成地狱，学校被僧侣等诡辩者的拙劣作品所充塞，儿童被其中的语格与时态所折磨，被使得信仰蒙受羞辱的经文所欺骗，忍受着鞭打与痛苦，被驱使着总是在学习和背诵，却始终一无所获，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他们花费20年、40年的学习时间，连一点拉丁文和德文都不懂”[34]，甚至还败坏了年轻人的道德。“我宁愿我们的青年无知和愚笨，也不愿让这样的大学和修道院成为他们唯一的受教育的场所。我的热切祈祷和希望就是把撒旦的这些学校毁灭掉。”[35]

路德呼吁要摧毁这些魔鬼学校，主要是为了把它们改造成为真正的基督学校，让人们感到重建新教学校教育体系的任务刻不容缓。他在《为基督教学校致德国市长和市政官员书》和其他的有关论述中，就新的真正的基督教学校教育体系，在教育制度、应该学习的科目和教师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路德认为，教育体制应该包括男女兼收的家庭教育、初等教育、拉丁学校、大学四个阶段，每个阶段应该有适合而有价值的学习内容，让所有的男女儿童都能够入学受到良好教育。

首先，路德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认为家庭教育是学校教育的基础，是教育的基本力量。路德指出：随着天主教学校纷纷衰落，教士等失去了以往的特权地位，不少家长望子成龙想培养孩子成教士的梦想成为泡影，就陷入一种误区，认为不需要孩子接受什么教育了。因此，他首先提醒家长，即使没有灵魂，没有天堂，没有地狱，而只有文职政府，也需要有良好的学校和有学问的人。父母对儿童的良好宗教和道德训练，是建立良好政府和社会福利的前提。他要求做父亲的应把每周询问孩子《教义问答集》中的问题当作自己的责任，把宗教教育作为最主要的家庭教育内容。

其次，路德在家庭教育上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就是把良好道德的培养不完全等同于宗教信仰的问题，而是注意使家庭道德教育和世俗国家的利益结合起来。就这样，路德把新教训练与家庭生活中的教育相结合，把培养优秀的家庭成员和启迪开明的政府相联系，这种意识后来在德国已经沉淀成为受路德影响的最重要的传统之一。

路德关于初等教育的论述也很精辟。他要求等儿童到了一定的年龄，父母没有能力或没有充分的时间进行教育时，就必须送子女到国家开办的初等学校去接受教育，主要学习宗教，基本教材是《圣经》，后来才有了通俗读本《教义问答集》，为了阅读《圣经》，首先要学习各种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现代国语等。路德认为各种语言和自由艺术的学习对于理解《圣经》和维持文职政府都有好处。

历史的学习也同等重要。他认为，学习历史可以帮助理解道德和人性，了解国家、城市和君主的经历，了解社会的制度及其演变，便于以各种成败得失为借鉴，从中获得智慧和判断力，懂得如何分辨是非和趋吉避凶。[36]而且历史教育应该在家庭里同时进行，伟大的历史学家和伟大的历史著作，都是最好的历史老师。

路德非常重视音乐的作用，这和他本人所具有的优秀音乐天赋、非常热爱音乐有密切关系。他把音乐看成是仅次于神学的礼物，是神赋予的美丽而神圣的礼物，而不是人的礼物。音乐会让人心忘其忧劳烦闷而神游太虚之境，使我们远离罪恶，抛开所有的愤怒、不快、骄傲及邪恶，带给人欢快与愉悦。在学校中应该给音乐教育极其重要的地位，让学生学习音乐、唱歌、跳舞、器乐等，通过这些艺术的训练来造就优秀、聪慧的年轻人。[37]他极其重视音乐的宗教教育价值，写了大量的赞美诗供儿童诵唱，于1524年出版了第一部德文赞美诗集，作为初等学校的音乐教材。有学者对此做过评价：“在西方教育史上，自柏拉图以来，没有一个教育家像马丁·路德那样把一种崇高的教育价值归结到音乐。”[38]正是由于路德的倡导，影响德国形成深厚的音乐教育兴趣和传统。

此外，数学、体育和手工艺的学习也为路德所关注。鉴于当时学校教育还没有自然科学学习的压力，路德并不赞成一直把儿童关在学校读经文，他主张儿童每天只需要在学校学习1～2小时，其他时间应该在家里学习些商业知识、手艺，做家务劳动或做其他喜爱的工作。

拉丁学校相当于中等教育机构，主要从初等学校中选拔有培养前途、有才华的学生继续深造，把他们培养成为教师和教士。大学主要从拉丁学校中选拔优秀毕业生，使他们更深入地学习在拉丁学校中已经涉猎的语言、修辞学、文法、历史、数学、自然科学、音乐和体操等课程。

路德非常重视在拉丁学校和大学建立完备的图书馆，要求图书馆里的藏书包括：由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德文或其他语言书写的《圣经》，最好要有用古老的希腊文、希伯来文写的注释；供培养语言能力和文法学习用的著名诗人与演说家的著作，不管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作家的宗教信仰如何；涉及一切技艺和科学的书；讨论法律和医学的书籍以及历史书籍。从路德给图书馆开的书单来看，他的中学、大学的课程体系，《圣经》占有绝对地位，语言是理解《圣经》的基础工具性课程，音乐因为有利于培养对基督的虔诚而具有崇高的教育价值，历史、法律、医学和自然科学等对实现世俗的教育目的必不可少。所以，路德的课程思想显然吸纳了西方悠久的博雅教育传统，比同时代的人文主义教育课程更多些自然科学的内容。

路德在建构新教教育体系时，已经注意到了教师在整个教育体系有效运作中的重要作用，他说：“世界任何国家，包括非基督教国家，如果要振兴，必须有教师。”[39]他曾经说过：“如果我不是教士，那么，世界上没有其他职业能比教师更加使我乐于从事。我们一定不能够考虑世俗如何评价和酬劳它，而应该考虑上帝如何看待它。”[40]又说：“教育是世界上最高尚的工作。去训练别人的孩子，这是很少为人父母自己所欲负的责任。”[41]路德认为一个兢兢业业教育和训练儿童的教师，他的付出是任何东西都无法报偿的。可见，他就像历史上许多著名教育家一样，无比赞美教师的工作，肯定它的价值，也同样对教师低微的待遇表示同情和不满。

值得肯定的是，路德深刻认识到培养优秀的教师专业人才非常重要，强调需要选拔最聪慧、最贤良、最能干的青年来进行专门的培养，使之成为知识广博、具有音乐才能、态度温和、教法恰到好处的优秀教师，其有意义之处是预见到一种独立的职业教师发展的必要性。[42]这在那个时代是非常超前的，因为在那时，初级学校的教师一般都是由牧师兼任，特别是有一段时期懂国语的教师远远不能够满足学习国语的需求时，往往就让教堂的杂役担任国语教师。[43]但是，路德关于教师培养的进步主张并没有当即产生效果，后世真正的师范教育不是起源于新教教育实践中，而是起源于耶稣会教育机构中。[44]

路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系统的教育专著，他有关学制、教育内容和教师问题的阐述虽然不成系统，但却深刻精辟。他的许多主张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路德派的信徒们在创办新教学校的教育实践中推行，对后世影响很大。

五、路德教育思想的矛盾性

如果说，路德面对“罪民怎样才能够获救”的问题而产生内心冲突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路德本人对上帝的无比虔敬和当时教宗们的奢华仪式、无谓的神学纠纷缠绕乃至亵渎上帝的行为之间的巨大反差，那么，他的教育思想中的前后不一致的矛盾，则是他在人与神、人间与天堂、教皇教会与世俗统治、世俗统治者和世俗被统治者之间充当协调角色的必然结果。在他的思想发展轨迹中，德国农民起义斗争的爆发，是他逐渐走上自己某些进步思想的对立面的最直接原因。在教育上，尽管他在理论上把教育的宗教目的和教育的世俗目的相提并论，但面临现实中宗教的和世俗的教育目的之间、统治者的教育需要和被统治者的教育需要之间的冲突，他的教育观点也出现前后不一致的矛盾，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从提倡德国语言的教学到不赞成德国语言教学的变化。作为理解《圣经》的基础的语言工具的教学，在不同的时期随着路德思想的矛盾变化而强调不同的侧面。路德早期强调直接阅读《圣经》的价值，鉴于不可能每个人都有能力阅读希腊文或希伯来文版的《圣经》，路德用德语翻译了《圣经》并取得了巨大成功，所以他很重视学校教给儿童德语，主张运用国语来学习拉丁文、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但是，后来他却日趋反对儿童在家里和学校学习和运用国语，并且在路德派办的新教学校中用校规定了下来。[45]

在宗教教育内容上，路德的思想也有前后不一致的表现。他于1528—1529年发表大、小《教义问答集》，一部分原因是普通老百姓根本不懂基督教教义，许多牧师也不善于或根本不会讲道，需要一种更通俗的教材。但是，仅仅为了这个原因，路德未必会放弃他一贯坚持的强调直接阅读《圣经》的价值。促使他违背早先的原则，允许通过《教义问答集》的中介来学习《圣经》的根本原因，是当时令他感到害怕的德国农民运动的高涨。他认为农民已入歧途，让《圣经》在人民中自由传播是一件危险的事。因而，他觉得需要编写一部包括全部基督教教义的《教义问答》，来作为俗人的真正《圣经》，以便消除新教教徒内部的思想分歧。[46]

对于当时的大学教育，路德对大学中人文主义者崇尚理性的倾向，也有偏颇激烈的批评。当时文艺复兴运动以来崇尚人的理性，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和形而上学被引进大学，理性和信仰在大学都占有一席之地。路德虽然早期也强调人的理性，刚刚到威丁堡大学任教时还主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也是凭着自己对《圣经》本身的解释，用理性的根据来反驳教皇的教义，认为人类的理性在一切宗教的论争中应该被认为是最高的裁判者，他在探讨“信仰得救”的思想启示过程中，也是依靠了自己理性的推理和思考。但后来他却认为理性与信仰不相容，攻击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把理性看作信仰的最大敌人，为此也就攻击崇尚理性占主流的大学教育，斥责大学是撒旦的学校，是凶手的魔窟。[47]

对于路德在信仰与理性问题上的思想矛盾，马克思曾经尖锐地揭示出其思想矛盾的实质：“路德战胜了信神的奴役制，只是因为他用信仰的奴役制代替了它。它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却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俗人，但又把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宗教解放出来，但又把宗教变成了人的内心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但又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48]

路德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对激进的社会政治变革的害怕与抵触，另一方面也反映了新教思想与人文主义之间千丝万缕的微妙关系，归根结底是封建中世纪向现代资本主义过渡时期的各种复杂矛盾关系的变化在路德思想中的反映。尽管如此，路德教育思想中许多超前的进步因素影响是持久而深刻的。他的思想的进步性虽然在当时鲜为人理解，包括路德的门徒也只有少数人能够部分地理解，并且把路德的教育理想、教育组织、教育内容和方法实施于新教教育改革实践。在路德学派中，对新教教育实践影响最大的当推路德的好友、新教改革的杰出组织者梅兰克顿。

第四节 梅兰克顿的教育思想和文科中学的发展

梅兰克顿（Philip Melanchthon，1497—1560年）是宗教改革时期最著名的希腊文专家、人文主义学者、基督教新教神学家和新教人文主义教育家。他是路德派新教学校改革的天才组织者，被尊称为“日耳曼导师”。他于1527年撰写的萨克森学校计划，对德国中等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

一、生平与主要教育实践

梅兰克顿于1497年出生于布里顿（Bretten）的一个书香贵族家庭，是当时的大人文主义学者罗伊希林的侄孙，从小天资聪慧，又在家里受到“博闻多识，一以贯之”的教育。罗伊希林在梅兰克顿7岁时已年过七旬，便悉心教育梅兰克顿自己生平所学的东西。梅兰克顿从小把希腊文、拉丁文和希伯来文的《圣经》及其注释读得精熟透彻，对于数学、历史、法律和医学也无不寻根问底地探究学习。梅兰克顿先后在海德堡大学和杜本根大学读书，虽然还是个学生，却已经是一位最有学问的学者了。

梅兰克顿以一位最优秀的希腊文专家的身份就任萨克森大学。1518年萨克森一个学术机构要求罗伊希林推荐一位少年学者到威丁堡大学教授希腊文。他竭力推荐梅兰克顿，在推荐信上把少年梅兰克顿视为与荷兰的伊拉斯谟齐名的人文主义学者，写道：“梅兰克顿甚当其选，如他会来就任，就会为大学增加无上荣光。以我所知，日耳曼中没有比他更好的。”[49]当梅兰克顿到萨克森大学时，他当场就用希腊文发表了轰动全校的就职演讲，听者无不为之感动，使得所有神学班的学生都大呼要学希腊文。[50]

届时，路德已经在威丁堡大学主讲神学，梅兰克顿受路德影响开始研究神学，路德也受梅兰克顿的影响开始研究希腊文、希伯来文原著的《圣经》，两人交往甚密，路德和他在威丁堡大学主讲的神学和古典文学，使威丁堡大学成为新教研究中心。梅兰克顿是少数几个了解路德在形成他的“因信称义”思想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思想挣扎的人之一，是较早深刻领悟出“因信称义”思想的重大意义的人之一，也是较深刻地理解到路德的新教教育理念的进步之处的人之一。而且，他先于路德批驳变体论，为《圣经》权威做辩护，和路德一起确立“因信称义”的神学原则。他花了40年以上的时间制定新教的神学基础，1530年草拟《奥格斯堡信纲》，阐述了信义宗信仰的原则，是新教内部派别“信义宗”的奠基人之一。[51]

梅兰克顿在大学曾深入研究神学、修辞学、唯名论和希腊文、拉丁文、希伯来文的古典作品，著拉丁、希腊文典，讲授《圣经》、神学著作史及其古典名著，还涉及修辞学、辩证法、伦理学、历史、物理学等各种科目，又组织刊刻各种经典，在大学中深受学生和教师尊重，又时常有社会上的名人与高层人士来向他请教，这些都是其他大多数教授所望尘莫及的。梅兰克顿渊博的学识、四方称颂的教学和天才的组织，深得学生的爱戴，和学生感情深厚，关系融洽，而且他的学生后来在全国各地大多成为得力的教授或教士，在实行和传播梅兰克顿的教育主张的过程中非常得力，所有这些都促使梅兰克顿在路德派新教学校改革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1521—1522年，梅兰克顿协助路德把希腊文《圣经》翻译成德语本，他出色的希腊文造诣给路德很大帮助，后来在路德对全部《圣经》的长达13年的翻译工作中，梅兰克顿都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和帮助。梅兰克顿自己也亲自为各级学生编写了文笔优美的文法教科书，有些教科书直到18世纪还在使用。

梅兰克顿是较早较杰出的新教改革家，他在1525年就为艾斯勒本和纽伦堡的第一批新教高等学校起草章程和安排课程，后来陆续改组了海德堡等几所大学，并在马尔堡、科尼斯堡、耶拿创建了新教大学，并且曾经应各地教友们的来信要求，就56个城市有关开设和管理学校的问题回信作答。1527年，梅兰克顿被任命为萨克森学校视学，他应萨克森选侯的邀请，领导一个三人小组巡视萨克森的教育，就教育的需要提出报告。这份报告被称为“历史上第一份学校调查报告的视察书”[52]。1528年，梅兰克顿在艾斯勒本和纽伦堡学校章程的基础上写了著名的《萨克森学校计划》，此后，他在不同时期为日耳曼中部和南部的许多城市和小邦拟订的学校条例，通过他的学生的传播推广，成为许多学校条例的蓝本。到1560年他逝世时，他创立的学校体制几乎已经在德国各城市很普遍了。[53]

二、萨克森学校计划

梅兰克顿认为教育的目的是造就文化上的虔诚。[54]这说明他是一个虔诚的新教徒。然而，他又深信古典文学对培养文化上的虔诚的非凡价值，并且按照他所认定的能够培养文化上虔诚的标准对古典文学加以选择，试图把一切能够直接或间接地启迪思想的东西纳入学校课程，想方设法使学生所学习的内容能够培养文化上的虔诚。这种把人文主义的智慧与新教精神相结合的教育理想，体现在他所倡导的侧重于培养高层次的人才和教育领袖的教育活动中。著名的《萨克森学校计划》，主要适合于培养大学预科性质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后来该计划促进了风行欧洲的文科中学的大发展。

《萨克森学校计划》的办学宗旨，可以用梅兰克顿在1526年纽伦堡中学的开学典礼上的一段话来概括：

除经过以历代实为基础的教育而正确训练的心智健全的人以外，是不能够正确地理解宗教信仰和道德义务之真理的。故此，教育你们城市青年的共同任务责无旁贷地落在了父母身上，因而也落到了社会的身上。首先，务必让孩子们受到宗教教育，但这意味着良好的文化教养是必备的先决条件……拉丁学校是为教授基础拉丁语而建立的，并将进行调整，以为预定进入高级学校的学生做好准备训练。[55]

这些办学宗旨，更具体地体现在《萨克森学校计划》中规定的教育阶段和每一个阶段的课程内容中。按照《萨克森学校计划》，每一所学校应包含三个等级的教育，每一个阶段的课程内容又包含如下内容。

在第一等级中，应授予本国语文及拉丁语文的初步读写、拉丁文法。学习的主要目标是熟练背诵拉丁文，掌握拉丁文的基础。课本是梅兰克顿编写的拉丁文小学读本，内容有字母、路德信经、圣主祈祷文与教会仪式的祈祷文及赞美诗等，还兼学音乐。

在第二等级中，应以拉丁文为讲授语言，拉丁文法是这个阶段的主要目标，应给予彻底熟通，主要学文字源流、章句法、声韵学。还应阅读拉丁作家的著作，选读的名著有《伊索寓言》以及《伊拉斯谟会话集》，以便给语法规则提供实例和扩大词汇量，并继续宗教教育，重视阅读新旧约圣经、路德信经、圣主祈祷文、十诫、诵圣诗等。

在第三等级中，应阅读更为高深的拉丁文著作，包括李维和塞路斯特（Sallust）写的历史、维吉尔和奥维德的诗、《荷马史诗》、西塞罗的雄辩术和伦理学著作，文法学习注重声韵学部分并研读名学、修辞学与辩证术，要求用拉丁文作文，会话全用拉丁文。[56]

显然，《萨克森学校计划》不注重国语、数学、科学和历史，就连路德在早期强调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被放弃了。梅兰克顿在1525年的《艾斯勒本计划》中，允许拉丁语掌握很好的、有能力的学生，可以获准学习希腊文和希伯来文，也可以获准学习数学和人文学科，但是1528年的《萨克森学校计划》因为面向的是中小学生，更有限制。梅兰克顿说：“教师只须注意教授儿童拉丁语，而不要教授德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以前有人这样做，徒然加重了学生的负担，分散了注意，有害无益。”[57]

从减轻学生语言学习负担的角度来说，梅兰克顿的主张无可非议，因为文艺复兴以后，学校既丢不下中世纪唯一通用的拉丁文，又要学文艺复兴以后崇尚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再加上母语学习的迫切需要，学生确实不堪语言学习的重负。

然而，从选择哪一种语言进行学习的角度说，与梅兰克顿杰出的学术造诣鲜明对照的，是梅兰克顿对民众教育需要的漠不关心，对现实生活迫切需要的母语学习的忽视，脱离了新教改革所坚持的基本原则——人的全部生活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坚持民众教育和学习掌握本族语言，是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从《萨克森学校计划》中可见，梅兰克顿一方面非常注重宗教教育目的，甚至在对古典文学的价值取向上都存在重伦理轻美学的倾向。另一方面，梅兰克顿和人文主义教育家一样，比较注重拉丁语文法的教学，几乎每个阶段都要求学习文法，与伊拉斯谟相比，梅兰克顿更加重视学习韵律学和语法。但是，梅兰克顿却不像有些人文主义学者那样只重视形式而忽视内容，在他的计划中，还不是为学习语法而学习语法，语法与文学的学习是有区分的。他说，只有牢固掌握拉丁语法，才能使学生学会会话分析语句和以拉丁语写作。当然，拉丁学校不要忽视学习公认的作家的作品。可见，梅兰克顿力图集中新教的理想和人文主义的精神于教育领域，但有所偏向人文主义教育。后来受他影响而致力于文科中学事业发展的新教教育家中，则有明显的向更狭隘的形式主义发展的倾向。

三、文科中学的发展

梅兰克顿奠定的德国文科中学的雏形，后来逐渐成为日耳曼学校体制中最主要的典范。在文科中学的创建和发展过程中，最著名、影响最大、传播到全欧洲的是斯图谟于1538年在斯特拉斯堡创办的文科中学。

斯图谟出生于莱因省，幼年到贵族家庭受教育，曾经在列日学校学习。1524年大学毕业后，在大学担任古典文和辩证法教授，主张学校要在巩固信仰、丰富知识、长于辩论方面发挥作用。30岁时开始担任斯特拉斯堡文科中学的校长，按照列日学校的模式进行管理，此后担任该校校长长达45年之久。

斯图谟的办学宗旨和理想是：“那聪明而且动人的忠敬，应为我们研究学习的唯一的目的，但仅仅忠敬还不够，还应学习科学文明和辩证艺术，知识和文辞的典雅雄辩也应该为我们学习的。所以，学校和教师都要为达到此目的而精勤努力。”[58]他又明确指出：教育要完成他的最终的目的，要具备三重的要素，即忠敬、知识和雄辩。他还概括了当时许多人正在实践的经验，先后发表《创办学校的最佳方法》（1537年斯特拉斯堡文科中学创立时面世的课程教学计划）、《写给各级教师的经典信》（1565）、《本校普通实验的报告册》[59]三份重要文件，提出他的学制安排、课程编制和教法，并且在斯特拉斯堡文科中学沿用30年不变，直接影响到萨克森、符腾堡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学校的学制和课程。

在学制方面，斯图谟要求学生6～7岁入学，15～16岁结束小学、中学的学习。学校组织根据学生的能力共分十级，每年进行隆重的升学仪式，每班分成若干个十人小组，选年长的学生任班长进行管理，并且常奖励成绩优秀、学习勤奋的学生。学生十级毕业优秀者可以进一步读五年的大学课程。

在课程方面，斯图谟是围绕教育的目的来制定的，他认为，忠敬一事，多由师生问答和信经训练而成；知识多由精通掌握拉丁文和希腊文而获得；雄辩多由拉丁文的训练而获得，培养学生自如运用拉丁文的说话能力、演讲能力，要求写作生动，文笔清丽，使说话和写作成为有效的交际媒介。前四年学生主要读拉丁文典，培养读、说、听、写的能力。儿童开始读路德的《教义问答摘要》，读三年德文，读三年以上拉丁文；第四年至第五年读《主日训语》，第五年读耶乐姆书、保罗书信。历史、数学和自然科学都推延到五年级后的高级课程才开始，甚至没有时间安排教算术的基础，数学要到高年级课程的最后一年才开始讲授。学生的本族语在学校一律禁止，西塞罗主义又占了统治地位。[60]

可见，斯图谟的课程远不如梅兰克顿的课程宽广，明显地向北方人文主义固有的形式主义倾向退化。然而，斯图谟文科中学总体上是沿着梅兰克顿开创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发展的方向，确定了斯特拉斯堡文科中学的发展模式，并且成为一种广泛效法的榜样，决定了斯图谟时代以及此后三个多世纪的人文主义学校的共同类型。[61]

第五节 布肯哈根的教育思想和新教初等教育运动

路德的新教教育理想，主要是由梅兰克顿和布肯哈根（Johannes Bugenhagen，1485—1558年）在中等、高等教育和基础教育两个方向加以实施。布肯哈根在日耳曼北部的初等教育活动与梅兰克顿在南部的高等教育活动是齐名的。布肯哈根对新教理想实施和普及大众化的初等教育学校做出了巨大贡献，被尊称为“耳曼国民学校之父”，并且此后在欧洲各国开始了漫长的普及初等教育的运动。

一、布肯哈根的初等学校组织工作及其影响

布肯哈根是路德的好友和忠实信徒，出生于瓦林（Wollin），年轻时曾热衷于人文主义，在1520年出于对宗教改革的热情，听路德的劝告来到威丁堡大学。1923年即为那里的神学教授。在新教教育改革实践中，他不但第一个坚持，而且实行了路德早期所坚持的新教改革基本原则——人的全部生活必须以经验为基础，坚持民众教育和学习掌握本族语言，是以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信仰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在实际上引进了城乡小学，特别是对重建农村新教教会小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布肯哈根创办乡村学校的目的是创办宗教教育和母语的基本读写教育。1520年，他在汉堡下令每一个教区建一所纯粹的拉丁学校，两所德文学校（其中一所男校，一所女校）。拉丁学校一般设校长一人，教师七人，课程几乎脱胎于路德的构想，包括希腊文、希伯来文、雄辩术、修辞学、教义问答摘要、唱歌等。1523年布肯哈根利用一般的“教会命令”为学校提供许多丰富的资源，使这些学校具备了一些必要的办学条件。[62]

1528年，为了白隆斯威尔（Brunswick）市的教会和学校的重建，布肯哈根颁布了教会命令，要求为男生设立两所古典语学校，两所国语学校，为女生设四所国语学校，这样，所有的学生入学都很方便。[63]1529年他为汉堡、1530年为吕伯克（Lubeck）、1534年又为他的故乡波米拉尼尔（Pomerania）市草拟了各种类似的教会与学校计划，这些计划后来纷纷成为日耳曼其他市镇所仿效的样本。1537—1539年他受到丹麦国王的请求，把哥本哈根大学、丹麦教会和各学校改组成为路德教派的教育机构，深受丹麦国王的敬重。[64]

二、普及初等学校的发展

然而，仅仅从个人信仰为基础的宗教虔诚立场上来推动大众教育和母语教育的步伐是缓慢的。一直到1559年，这种大众初等学校才在各地得到正式承认。1559年符滕堡法令中正式规定在乡村建立“德国学校”，后来萨克森也仿效之。瑞典更晚，到1686年才由查理九世在法典中规定：如果不能够初步阅读路德教义和没有领圣餐的人，不允许结婚。[65]英国则表现为另一番情景。在英国，由于宗教改革只表现为统治阶级与罗马的决裂，把遵从国教视同于遵从基督教。路德主张的信仰得救该由个人亲自负责、人人都应该接受阅读的教育思想，鲜为人知。尽管如此，宗教改革在大众教育方面收获最大，这个最大收获，就是由于教会礼拜仪式中所用的语言由拉丁语改变为英语，从而促进了学校英语教育的发展。

1534年，英国由国会通过《至尊法案》，将英文《圣经》分发给各教会，礼拜仪式也奉命用英文进行。1549年，英文的祈祷书、诗篇和教义问答，皆开始使用。普及初等学校的发展表现在学校教育领域，则是1536—1539年修道院的废止和文法学校的创设，在这变革的过程中，文法学校提高了教育的质但不能够满足量的需要，直到1688年，创设和改建的文法学校也只有558所，因而纷纷出现各种形式的初等学校，如教区书记、书法学校、艺徒训练等，教儿童“聪明地阅读英文而非愚笨地读拉丁文”[66]。直到18世纪，学校才逐渐被正式的英文学校所代替。在这漫长的渐变过程中，英国于1601年颁布的《济贫法》，对贫民子女学习谋生技艺具有重要影响。

《济贫法》的问世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结果之一。英国修道院的被没收，铲除了教会救济制度的基础，迫使国家不得不面对济贫和照料贫穷儿童的问题。随之产生一种新的观念，认为国家乃是由公共利益、亲善、博爱与服务而团结的人民团体。从16世纪起，就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先后有：禁止穷人行乞范围、命令教会收容穷人、下令到处设立收容穷人及其子弟的机构、为济贫而强迫向所有资本家征税等，因而，1601年的《济贫法》中，就明确规定了照顾贫民及其子弟是国家的义务。贫民子弟不分男女，都为学徒，要学会谋生手艺。师傅有训练学徒学得一种谋生技能的义务，由管理官员提供机会和资给贫民及其子弟。国家要强迫向所有资本家征税以保障济贫资源。这里所显现的，不仅仅是初等教育中对贫民子女谋生技艺的训练，面向生活和社会生产的意义，更重要的是，也开始在酝酿英国民族由国家对全体人民普遍征税，以便为全体儿童普遍设校的思想。这些思想又被加尔文所发挥，后来传到美洲奠定了稳固根基。就是在1601年英国《济贫法》的基础上，才有了1642年美国马萨诸塞州有关全体儿童一概需要入学的第一个法律。[67]

三、其他新教徒对初等教育发展的贡献

在德国，像布肯哈根这样致力于初等教育和母语教学比较著名的还有尼安德（Micheal Neander，1525—1595年）。尼安德是梅兰克顿的学生，但比他的老师构想的课程更加自由开放，敢于质疑“为什么我们始终要教拉丁文、希腊文呢”[68]？他1550年在哈滋（Harz）的伊惠尔德（Ilfeld）办了一所寺院学校，招收6～18岁学生，他在课程中增加了母语、历史、地理、科学、音乐，并且改良了学校文法、修辞、雄辩术，面向实际需要开了论说文课，为学生写了39册读物，该校的毕业生入大学人数占学校之首，很多人学成后在教会和学校中占很重要的地位。因而，这所学校被梅兰克顿称赞为最优秀的学校。[69]

瑞士的宗教改革家茨温利也是新教人文主义教育者。他创办了瑞士的第一批小学，于1523年写了《少年的基督教教育》，用拉丁文发表，第二年翻译成为瑞士语发表。他主要的功绩，是把所有的《圣经》由浅入深按部就班地列为系列课程，除了推崇古典著作和希伯来文的价值外，也主张研究自然，注重算术、音乐以及类似古希腊的竞技活动。这些主张在当时就影响到其他各城市。不幸的是，茨温利1531年过早在卡比尔（Kappel）宗教战争中阵亡。[70]他的教育主张虽然仍然对后世有影响，但瑞士著名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家加尔文的教育思想与改革活动，则压倒一切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

苏格兰的新教改革家和教育改革者诺克斯（John Knox）则受加尔文的影响，利用教会的权力推行义务教育，他于1560年写的《苏格兰教会教科书》，按照加尔文的模式提出苏格兰教育计划，倡议由旧教会与修道院的基金对所设学校给予资助，以解决普及义务教育的经济问题。虽然统治者的阻拦使名副其实的苏格兰国家教育制度拖延到19世纪才实行，但在当时它对推动初等义务教育是相当具有进步意义的。

路德作为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和教育思想家，在教育上的深远影响可以概括为三方面。第一，提出了普及义务教育思想，并且通过他的弟子们的努力，直接或间接地促成了教育由中世纪的垄断性教育向现代的普及性教育的转化。第二，促进了教育由宗教化向世俗化的转变。虽然直到19世纪，教育管辖权才由教会转到政府，而现在德国乃至世界许多国家学制的很多重要特征，都可以在路德及其路德学派的政教合办的学校中初见端倪。第三，打破了中世纪拉丁语一统天下的僵局，促进了欧洲民族语言教育的发展。当然，作为由中世纪到近现代社会过渡链条上的一位思想家，他的思想体系也必然带有协调新旧社会的妥协性和革命的不彻底性。只有站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才能够透过这种矛盾性和妥协性，把握其本质上适合历史发展趋势的进步因素及其对现代教育发展的启示。这一启示，透过杜威的基督教福音观的核心，更能体现其影响的绵长深远。杜威认为“上帝的精神已进入历史”，上帝“自身在人类之中并借助于人类运作，以实现人类最大的善”。这种宗教思想，是杜威哲学思想整体中关于社会重建和个人自由所蕴含的理想和价值观念之源，某种与自我和宇宙保持深刻而持久的和谐感，滋养他对统一性的追求。[71]而路德“因信称义”宗教平等的思想影响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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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加尔文及加尔文派教育思想

加尔文是16世纪西欧著名的宗教改革家和新教神学家，是继路德之后宗教改革的第二代领导人和新教理论的集大成者。他的思想及其教派对近代西欧新的价值观念的确立起了重要作用。虽然他不是单纯意义上的教育家，但由于他意在塑造一种新人的形象，由于新教的改革运动以教育为重要手段，因此，他在教育史上的地位是不应被忽视的。加尔文在日内瓦的教育改革，不但确保了宗教改革的成功，而且对苏格兰、荷兰、法国及北美等地区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第一节 加尔文的生平与著作

—、从天主教徒到新教改革家（1509—1536年8月）

让·加尔文（Jean Calvin）是瑞士著名宗教改革家，于1509年7月10日生于法国皮卡迪省的努瓦荣。他祖籍在瓦兹河畔的伊维克港，祖上是桶匠或船工。其父杰拉德（Gerard Cauvins）于1480年迁居努瓦荣，在主教座堂教士团、教会法庭及主教处任职，并于1497年成为市民。其母珍妮·勒·弗兰克（Jeanne le Franc）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加尔文是次子。

加尔文的童年是幸运的，也是不幸的。他有较好的环境，他父亲很受主教赏识，他本人也是主教的教子，他从小就在浓厚的宗教氛围里生活，是个虔诚的教徒。他父亲与当地贵族蒙特默家交往甚厚，加尔文从小便与蒙特默兄弟一起读书受教育。但是，他的母亲于1515年去世后，其父很快再婚。情感上的不幸遭遇对加尔文日后的成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521年5月19日，加尔文的父亲为他谋得了一份圣俸，为他后来到巴黎受教育提供了经济保障。同年，他进入巴黎大学的蒙太古学院读书。当时的巴黎是新教思想活跃的地方之一，虽然加尔文所在的学院是反对新思想的反动堡垒，但是他还是逐渐地受到人文主义的熏陶，并拜著名的学者科迪埃为师学习拉丁文。在大环境的影响下，他开始接触新教思想。

加尔文学习刻苦努力，成绩优秀，在1526年左右，他完成哲学学业的学习，获得硕士学位。按照原来的设想，他应该入神学院学习神学。但是，他的命运却在这时发生了转机。他后来回忆道：“我很小的时候，父亲本想让我学习神学，但当他看到法律能使人富裕时，出于物质上的考虑，遂改变主意。于是我放弃哲学，转学法律。我听从了父亲的意愿，努力学习法律。可是，上帝借其神秘眷顾的引导，使我走上了另一条道路。那时我深陷教皇迷信的泥淖难以自拔，是上帝通过突然转变将我拯救出来。”[1]此后他迷上了《圣经》。

从巴黎大学毕业后，加尔文便入了奥尔良大学学习法律，师从法国最著名的法学家莱斯图瓦勒（Pierre de I’ Estoile）。1529年，他又慕阿尔西亚特（Andre Alciat）之名前往布尔日学法律。学习法律阶段是加尔文思想形成的关键时期，奥尔良是人文主义中心之一，而布尔日则是新教的阵地。此间，他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包括新教徒奥立维（Peter Robert Dlivet）和沃尔玛（Melchior Wolmar）。奥立维首次将《新约》译成法文出版，加尔文为之作序，沃尔玛是加尔文的希腊文教师。一般认为，他是在这个时期逐渐成为一名新教徒的。

大约在1531年上半年，加尔文获得了法律学位。不久，他父亲去世。回到巴黎后，加尔文放弃法律，专心研究文学，并于1532年自费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塞涅卡论仁注释》，但并未引起多大反响。他成了巴黎改革者圈子里的重要人物，并与巴黎大学校长科普（Nicolas Cop）成为好朋友。此外他继续学习希腊文，并开始学习希伯来文。

1533年11月1日，科普在巴黎大学新学年开学仪式上演讲，引用伊拉斯谟和路德的话，并提出唯信称义的观点。加尔文涉嫌参与此事，被迫出逃。由此开始了他漫长的流亡和改革生涯。1534年5月4日，加尔文放弃圣俸，断绝了与天主教会的最后一丝联系。同年，为反对再洗礼派，他还写了《灵魂休眠论》一文。10月，他出走巴塞尔，于1535年8月完成他的经典之作《基督教要义》一书，正式确立了他在宗教改革史上的地位。

二、从日内瓦到斯特拉斯堡（1536年8月—1541年9月）

加尔文完成《基督教要义》后不久，便前往意大利，但不久又返回巴黎，接着又回到努瓦荣，准备从这里直接去斯特拉斯堡，过自己向往的隐居式的学者生活。但这时，命运之神再次同他开了个玩笑，使他完全走上了另一条道路。

由于战争，去斯特拉斯堡的道路被阻，他不得不绕道日内瓦，准备小住一宿，继续赶路。但是，当时日内瓦城的新教改革领导人法莱尔（Guillaume Farel）闻讯赶来，劝他留下来为改革尽力。在他的威逼下，加尔文决定留下来，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上帝的事业。时值1536年8月。

日内瓦虽然是个小城，但它的商业及军事价值很大，经济也比较发达。它名义上是帝国城市，实际上是个城市共和国，于1387年颁布宪法。主教、伯爵和市民三方协约分权，由民选市政官（syndic）管理城市。市民们同瑞士森林诸州结成同盟，经过一系列斗争，先后推翻了以萨伏依公爵为代表的伯爵和主教势力，逐渐将权力转到议会手中。在新教城市伯尔尼和天主教城市弗莱堡的协助下，日内瓦于1536年1月16日获得独立。同年5月21日，在法莱尔等新教牧师的推动下，日内瓦城200人议会决定废除弥撒，25日，市民公开表决，一致同意改革，废除天主教，决定按照“福音与上帝之道生活”[2]。

加尔文先是受聘为讲师，专门讲解《圣经》，不久又被选任为牧师。他会同法莱尔等新教牧师，在市政府的支持下开始实行教会改革，以便实现自己的理想。1530年10月，加尔文参加了洛桑会议，在同天主教会的自由辩论中，他两次发言，崭露头角。同时，他还起草了《日内瓦信仰告白》，于11月10日为市议会通过。接着他又就新教信仰编写了一个简明的《教义问答》。1537年1月，市议会通过了他负责起草的《日内瓦教会组织与崇拜条例》，该条例是加尔文日内瓦教会的规划蓝图，是后来《教会法令草案》的蓝本。

虽然议会通过了很多改革法案，但实施起来却困难重重。加尔文想让全体居民庄严宣誓弃绝教皇，彻底皈依新的信仰。这遭到许多人的激烈反对，虽然最终他如愿以偿，但却为未来的改革埋下了祸根。由于旧的天主教信仰还未彻底肃清，许多人仍暗地里信奉天主教。在争取独立的战争中产生的新军事贵族们道德败坏，且派系斗争严重，加尔文的改革措施触动了他们的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反对加尔文和法莱尔。

1538年的市议会选举中，亲伯尔尼派上台。他们利用群众的不满情绪向加尔文和法莱尔发难，借口加尔文等反对采用伯尔尼式的宗教仪式，将他们驱出日内瓦。加尔文第一次实现自己理想的企图以失败告终。

加尔文等先到苏黎世申诉，但没有成功。法莱尔去了纳沙泰尔，加尔文先到巴塞尔，后经斯特拉斯堡著名改革家马丁·布塞尔（Martin Bucer）邀请，到那里教授神学，并兼任流亡那里的法国新教会的牧师，传经布道。

在斯特拉斯堡的生活是加尔文人生历程中的又一重要阶段。他不但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而且在学术上也日渐成熟，为日后在日内瓦的改革成功奠定了基础。

斯特拉斯堡在马丁·布塞尔等人的领导下实行了改革，是个新教城市。由于该城在宗教方面较宽容，不但容忍新教各派，而且容忍天主教。布塞尔创立的教会模式给加尔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他便以斯特拉斯堡教会为参考，创立了日内瓦教会。同时该城斯图谟的教育改革也成为未来日内瓦教育体系的蓝本。不久，他便获得了市民称号。他每天忙着讲经布道，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参加了查理五世召集的沃姆斯帝国议会，结识了梅兰克顿，并成为好朋友。1540年8月，加尔文与一位再洗礼派的遗孀阿黛尔塔·德·布尔（Idelleta de Bure）结婚。

加尔文一直没有放弃他向往的学术生活，在工作之余，他开始修改已出版的《基督教要义》一书。1539年7月，他完成修改工作，将原来的6章扩为17章，增加了对《圣经》的讨论，论证更为详尽，资料更为丰富。同年，他开始注释《罗马人书》，此后注释《圣经》便成了他的主要学术活动之一，到他去世时，已差不多将《圣经》注释完毕。在这期间，他还写了《圣餐短论》一文，就圣餐礼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了准备斯拜耶尔会议，他还开始酝酿《教会必须改革》一文。1541年，他的《基督教要义》法文版问世。

加尔文虽然被迫离开日内瓦，但他并非不再关心那里的改革。日内瓦并没有因他的离去而好转起来。相反，它却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天主教会乘机反扑，欲夺回失去的阵地。1539年3月，卡彭特拉斯城主教萨杜莱多（James Sadolet）代表教皇致信日内瓦城人民和议会，劝他们重返天主教会怀抱。他学识渊博，严谨正派，强烈要求改革教会，很容易使人信服。日内瓦城没有一个人能予以反击。加尔文挺身而出，撰《答萨杜莱多》一文，逐条驳斥了他的企图，确保改革继续进行。

亲伯尔尼派在教会改革中任人唯亲，使得教会状况越来越糟，社会风气仍无改观。由于出卖日内瓦的利益，亲伯尔尼派彻底倒台，法莱尔派上台。市政当局终于意识到宗教改革对政治胜利的重要意义，便急忙请法莱尔和加尔文重返日内瓦。几经踌躇，加尔文还是答应暂时回来任职。1541年9月13日，这位“福音牧师”重新回到日内瓦。

三、理想的实现（1541年9月—1564年5月）

加尔文回到日内瓦后，便在市议会的积极配合下实行改革，朝着他的理想教会努力。1541年11月，市议会通过了加尔文主持起草的《教会法令草案》，以此为根据组建新教会。法令规定，教会政府设牧师、宣教师、长老和执事四种职位，教会人员要以民主原则选出，规定教会的最高管理机关是由长老和牧师共同组成的宗教法庭。此外，还重新划分了教区。为加强农村教会的组建工作，加尔文先后于1546年和1547年向议会提交了《察访乡村教会法令草案》和《监督乡村教会法令》，监督牧师和平信徒。为了使儿童接受宗教教育，加尔文又于1545年11月重新编写了《教义问答》，作为掌握基本教义的教材。

加尔文不但要改革教会，更要改善当时混乱的社会状况和每况愈下的道德。除教会组织法外，他又主持出台了一系列配套法规。1545年，他向议会提交《婚姻法》；1540年颁布洗礼时的取名法；1550年，实行新的节日立法；1551年，颁布誓言法。此外，还实行戏剧审查制度，禁演无助于宗教教化的剧目。

为了保证法令的贯彻实施，保证对每个人的行为实行监督，1550年，议会批准在市区实行监察制度，由牧师在一名长老和一名执事的陪同下，定期深入家家户户，检查每个人的信仰及行为。监察制度与《教会法令草案》中规定的长老监督每个人的道德行为相辅相成，对改革措施的贯彻执行起了重大作用。

加尔文还实行社会救济制度的改革。市内设四名执事代理，分别负责公立医院的管理、捐赠、救济工作。医院负责照顾丧失劳动能力的孤、寡、老人及病人。设立特别救助金，救济城里的穷人，对无力负担药费的人提供免费医疗服务。

加尔文的改革是一场全面的社会革新，是针对当时的形势而发的，得到了日内瓦市政府的支持。但是，他的改革并非一帆风顺，而是经历了种种磨难才得以成功的。他不但要面对强敌天主教的反对，还要面临新教内部及市政府方面的种种压力。

为了彻底击败天主教，表明改革势在必行，加尔文于1543—1544年写成《教会必须改革》一文，历数天主教会的种种腐败行径，抨击了以罗马教皇为代表的教会贵族对各国的剥削，对古代民主教会传统的篡改，提出精简教会机构和礼仪，恢复古代的纯洁教会。该文发表时正值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召开斯拜耶尔帝国议会之际，有力地推动了新教事业的发展。

加尔文对各种与自己不同的神学见解进行反击，他坚持人的意志不自由的观点，将坚持自由意志反对预定论的波尔塞克（Jerome Bolsec）逐出日内瓦，他抨击日内瓦城中学校长卡斯特里奥（Sebastian Castellio），理由是他否认《雅歌》为《圣经》的一部分，并不同意把耶稣下地狱作比喻解释。西班牙的塞维图斯（Michael Servetus）因反对三位一体，也受到加尔文的驳斥，并在日内瓦城受到灭顶之灾。这也成了人们批判加尔文的主要罪状之一。

加尔文对圣餐礼非常重视，并写了许多文章反对路德派神学家及茨温利派的观点，如《圣餐礼的信仰告白》（1537年）、《圣餐短论》（1541年）、《捍卫圣礼教义》（1555年）、《再次捍卫圣礼教义》（1556年）、《对威斯特法尔的最后劝诫》（1557年）、《圣餐中真实领受基督体血的正确教义释义》（1561年）等。他坚决反对天主教会的变体论，也反对路德的同体论及后来路德派的普遍临在论，更反对茨温利的象征论，坚持基督的真实临在论，认为信徒真的分享基督的体和血。但他又认为临在不是指基督的体和血降临到饼与酒里面，而是人的思想被引向天国，基督自升天后，其身体便不再降临人间。

加尔文的改革在1559年之前并未真正得到全部实施，他的地位也没有稳固下来。议会虽然支持改革，但在改革的程度及方式上仍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日内瓦城的一些新贵过惯了放荡不羁、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他们不希望改革的措施那么严厉，以免危及自身的利益。加尔文则对这些人的各种丑行深恶痛绝，他的目的是通过严厉的立法，整饬被败坏的道德。双方的矛盾主要在“绝罚”（excommunication）权力的归属上表现出来。以佩林（Ami Perrin）为首的几家姻亲贵族联合起来反对加尔文（加尔文称他们为自由放纵派）。他们掌握了市议会的权力，提出绝罚权在议会，欲控制教会事务的最终决定权。加尔文认为罚权归教会是古代教会的传统，也是教会及社会改革成败的关键。他需要世俗政府的支持，但反对世俗政府僭越教会的权力。他要的是政教合作，反对政教合一，也不主张政教分离。世俗政府和教会政府各司其职不得越权。直到1553年，市议会才最终认可了教会的绝罚权。1555年5月，自由派发动政变未遂，他们的势力彻底败落。加尔文的地位逐渐稳定下来。1559年，他获得了日内瓦市市民的称号。同年，他的《基督教要义》一书最后定稿，全书扩大为4卷80章。

1564年5月27日，加尔文病逝于日内瓦。

第二节 加尔文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宗教是一种教育，它按照自己的理想培育人。教育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手段之一。宗教改革时期，改革家们非常重视教育，他们利用这块阵地向天主教会发起进攻，有力地促进了改革事业的成功。在我们讨论单纯意义上的教育思想之前，必须先了解宗教的理想。具体到加尔文来说，就是他的神学思想，即他希望通过教育把人培养成什么样子。这是其教育思想的基石。

一、神学思想

加尔文是从神学入手建构他的理想的。他否定教皇的权威，重新确立上帝及《圣经》的权威地位，坚持《圣经》是信仰的权威，认为它是信仰与宗教生活的唯一准则，上帝是其作者。《圣经》是圣灵的启示，是上帝之道（Word of God），是区分真假宗教的标准，包含着良善快乐生活的完美准则，是人追求幸福的福音和指南。它体现了上帝的意志，无任何神秘可言，只有充分读懂它，才能正确认识上帝。因此，人人可以阅读《圣经》，并可以按自己的理解做出判断。知识是正确信仰的重要保障。

加尔文还改变了人们眼中的上帝的形象。天主教把最初信仰中的上帝的慈父形象改换成严厉的判官，把人与上帝之间的直接对话变成以教会为中介的间接对话，并进而用教皇取代上帝，完全僭取了权力，使人难以把握自己的命运，造成沉重的精神负担。为扭转这种局面，加尔文认为认识上帝的首要目的便是确信他是父亲。虽然上帝对人犯的罪感到愤怒，但他的父爱战胜了怒气，使人的罪得赦免，把复活成圣的希望给予人。他不仅创造了宇宙万物和人类社会的各种制度，而且亲自照看每一受造物，尤其是人类。他是善的根源，是正义与公正的化身，是全能全知的。

最能体现上帝的爱的是基督。他是上帝给人的恩典。上帝并不因人的罪永远与人分离，相反，他以基督为人赎罪，使人与他复合，他的爱是人得赦得救的全部原因。基督是上帝与人之间的桥梁，是真神与真人，一方面把上帝的赠礼带给人，同时又把人带到上帝那里。他是先知，是上帝恩典的信使与证人；它是王，统治精神王国，是永恒的，不但指过去、现在，还指未来。在他的保护下，个人获得永生的希望，他将得自上帝的一切与人分享，保护教会和个人免受侵害；同时他还是祭司，以自己为代价平息了上帝的愤怒，使人免遭惩罚。

加尔文认为，上帝在降普遍的恩典于人外，还有特殊的恩典，这便是他的著名的预定论。他认为：“预定是上帝恒久的法令，是他亲自订立的关于每个人命运的契约，因为人受造的命运是不平等的，某些人被预先注定了永生，其他人则是永罚。因为人受造的目的就是或此或彼，所以我们称他是被预定了或生或死的。”[3]加尔文的预定论在逻辑上突破了奥古斯丁和阿奎那的范围，明确主张双重预定，即它意味着某些人得永生，而其他人则受永罚，也就是说，所有的人分为选民与弃民两类。

加尔文认为，预定是上帝的秘密计划，不为人所知。在整个过程中人无半点主动可言，没有偶然因素，都是上帝的必然。它完全体现了他的公正与爱。上帝的拣选是无条件的，不以任何善行，也不以人将来行善，或知道人会好好利用他的恩典为预定的条件。预定在创世之初便已完成。

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完全否认善功在预定和称义中的作用，更否认人的自由意志。天主教会为剥削人民，大肆宣扬“善功称义”理论，把行善功与否作为能否进入天国的条件，并把善功量化出售，成为牟取暴利的一种手段。加尔文等人则认为，上帝赦免人的罪，使人成为义人，完全不以善功为条件，他对人类的爱才是唯一原因。人与上帝的关系完全是受动的，没有任何选择的自由，更无自由意志可言。人只有接受上帝安排的命运，想靠自己改变命运是徒劳的。天主教宣扬的人的主观努力会博得上帝欢心的理论完全是错误的。

表面看来，加尔文完全否认人的任何主观努力，使人陷入了一种宿命论，但实际上却并非如此。他的种种理论都是针对天主教而发的，是以全能的上帝为中心的。以此为出发点，他便不得不在逻辑推理上强调人的无能，其预定论的上帝也显得残暴异常。然而，加尔文绝对没有把人置于绝望的境地。他多次强调预定论不是宿命论，更不是要人坐以待命，相反，他积极鼓励人不懈努力，以证明自己是上帝的选民。[4]那么，他又是如何解决这个矛盾的呢？这体现在他的称义理论中。

加尔文同路德一样坚持“因信称义”，反对“善功称义”。他认为，称义是上帝无条件的恩典，是上帝的仁慈的爱，与善功无关。称义不靠善功，不靠律法，唯在信仰。人借信仰使罪得以赦免，成为义人。信仰是“一种确信上帝对我们仁慈的知识，它以无条件给予的应许之真理为基础，体现在基督里，由圣灵启迪我们的思想，并印在我们心里”[5]。信仰是一种知识，是确信和自信，它产生自信心，使人勇敢。信仰既是确信，也是爱与希望，体现了上帝对人的爱。更为重要的是，信仰还是选民的标志之一。他认为，只有上帝拣选的人才会得到上帝的启示，才能有信仰，信仰是人得救的必要条件，也可以说是上帝神秘拣选在人身上表现出来的第一步。没有信仰，便无从谈其他。信仰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概念，它有两个果实，一是称文，即自由与解放，旧人的死亡与新人的诞生；一是重生，即成圣，过圣洁的生活。具备这两个果实的人便是选民。尽管加尔文反复强调，只有上帝预定为选民的人才有真信仰[6]，但实际上，想成为选民还是弃民完全在自己。根据信仰理论，它是有果实的，只要在行为实践中体现出信仰的果实，便可据此判断自己是上帝的选民。所以，问题的关键在于个人今世的生活是否圣洁，是否合乎上帝要求的标准。加尔文虽反对“善功称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否定善功，他所反对的是把善功作为称义的条件，但不反对善功是称义的果实。真正的善功是选民受选的结果与证明，从这个意义上讲，行善功越多，便越能表明自己的选民身份。

加尔文通过信仰理论把人自己的命运交给人自己。他的神学理论也无非向人表明一个慈父般的上帝，使人树立自信心，使人相信自己的罪已得赦，不再受死亡的制约。人已成为“新人”。但是，仅仅知道自己成为新人是不够的，要真正表现为一个新人，也就是说真正成为一个选民，更重要的在于行为。那么，怎样才能成为一个选民呢？

二、选民的诸要素

第一，崇尚理性与科学。加尔文积极肯定人的理性，认为它是人性中根深蒂固的东西，是“合乎人的本性的，是区分人与野兽的标志”[7]。理性是人们追求真理的工具，正是借理性，人才能辨别善恶，才能理解事物并做出判断。它是上帝意志的体现，应大力提倡。虽然加尔文并未用理性取代上帝，更反对用理性探究上帝的本质存在，但他认为理性在世俗领域里的作用仍是巨大的。借助理性合理地利用上帝创造的万物正是上帝创造世界的目的。政治、艺术、科学都是理性所要探寻的对象。理性正是要将上帝植入人心的科学艺术观念加以发掘培养，发现真理的人，无论是虔敬者还是不敬者，都应受到赞扬。哲学、法律、修辞、医学、数学等领域里的任何创造与发现都是对上帝认识的加深与进步，是通往正确认识上帝的必由之路。因此，追求真理与科学应是选民的职责之一。

第二，积极入世。虽然加尔文同天主教一样关注来世，同样认为今世与来世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充满了苦难与不幸，绝无欢乐可言。但是，在对待今世的态度上，加尔文却与天主教截然不同。天主教惧怕现实，因而逃避现实；加尔文则正视现实，并积极对待现实。在这一点上，他比路德更彻底。他认为，现世是来世的准备，是上帝的安排，是他对人的考验，人不能逃避，只能严肃对待。

首先要热爱生活。他说：“热爱现实生活本身并没有错。”[8]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都具有满足人们需要及娱乐的双重目的。所以，禁食、禁欲是违反天性的，不合乎上帝的意志。但是，纵欲、暴饮暴食同样也是不对的。合理得当的“度”是原则，即采取“中庸”态度。其次，积极肯定商品经济，主张发财致富。他认为，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中介，借贷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必然现象，不是洪水猛兽。借贷取息是自由的，但借贷是有原则的，公平原则不仅是借贷，而且应是整个经济生活的指导思想。在他那里，财富不再是罪恶，因为“财富除来自上帝外，还能来自哪里？”[9]同样，从事借贷的人死后也不再下地狱了。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价值观念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最后，坚持天职（beruf，calling，vocation）。天职观是新教的重要理论，它否定天主教的消极避世思想，赋予现世生活积极意义。加尔文认为，主为每个人安排好各种各样的特殊职责，任何人都不得僭越，是谓天职。它是人生活的依据，是上帝判断其行为的准则。它还是上帝为人安排的现世生活方式，是选民受拣选的印证。已获得得救希望的人只要按照各自的职业行事，恪尽职守，便能完成救赎。天职观极大地改变了中世纪的劳动观念，使人们相信劳动不再是上帝的惩罚，而是人的基本职责，具有积极意义。针对当时日内瓦的法国贵族鄙视劳动和无所事事的现状，加尔文说人天生就是为了劳动，上帝不想让我们生活在这个世上时懒惰无为，因为他给人手和脚，给人事业，不劳者，不得食。勤奋劳动是选民完成世俗职业的方式，也是实现自己得救的过程。此外，他还积极提倡劳动分工，提高工作效率，促进生产进步。劳动在日内瓦也渐渐成了人生的目的。这对后来清教的勤奋工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三，克己。作为上帝的选民，其日常行为的准则应是克己（self-denial）。加尔文认为，克己是个很宽泛的概念，简单地讲，就是人如何与他人及上帝相处。它一方面要求信徒在上帝的恩典面前克服不信上帝和世俗观念，另一方面又要遵守三项原则，即严谨节制——贞节、节制、对世俗之物的使用要节约、能忍受贫穷；义——公正原则，保证不侵犯属于他人的东西；圣洁——使人脱离尘世的罪恶不公，与上帝相连，实现真圣洁。加尔文尤其强调节俭，认为节俭是美德，但节俭绝非禁欲苦行，而是指反对奢侈浪费。不但要节约金钱，还要节约时间，要珍惜生命，不得虚度光阴。

克己首先最对上帝的信仰与虔敬，要时时牢记终生与上帝同在，处处以上帝的意志与戒律为原则，完全忘掉自我，全心全意地遵守上帝之道，并始终不渝地信靠上帝。其次要处理好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是体现信仰上帝的重要方面。爱（charity）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总原则。

爱是普遍的、无条件的、发自内心的、与人为善的、不求任何回报的真诚帮助。但爱是有原则的，它有丰富的内涵，既体现公义原则，又体现了自由原则。加尔文说：“爱的原则是：保护每个人自己的权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权利体现着公义原则，公义指公正和义。公正指诚实与仁慈，不得有任何欺骗与暴力。义指对穷人和受压迫的人，要竭力保护他们免受伤害。人都是平等的，都要以相应的公义标准对待。人通过诚实的生活和不伤害人证实自己对上帝的忠诚。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不得以欺诈手段谋财富，不但不能作恶，还要敢于为集体利益同邪恶做斗争。使一个人成为真正的基督徒的是在上帝和人面前有颗诚实正直的心。

公正原则提倡诚实为人和乐于助人，要尊重别人，造福他人，要谦逊友爱，勇于承认别人的优点和长处，要不断自我反省，不自傲，心胸开阔。只有这样，才能处理好人与人之间、个人与集体间的关系。因为人首先是社会动物，要过集体生活，所以必然属于一定的社会组织和宗教组织。不仅如此，加尔文认为，作为社会存在的人，其自身价值与利益的实现是通过他人完成的。尽管每个人在内心里都必须直面上帝，没有中介，但个人与上帝的关系是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没有后者，便没有前者，不爱邻人的人是不可能信靠上帝的。只有在集体利益下，才有个人的利益，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个人利益从属于集体利益。[10]

加尔文强调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但并未抹杀个人，它是以自由为前提的。良心自由，也就是精神自由，是基督徒的基本前提。精神上的自由使惊恐不安的良心在上帝面前安静下来，使之坦然面对上帝，不再受赦罪的困扰，也不用担心因未完成善功受上帝的冷落，更不用受无关紧要的外在之物的折磨。

但是，自由亦是有限度的。信徒在使用自由上应正确区分世俗王国与精神王国。良心自由只指人与上帝，指任何人无权掌管别人的灵魂。精神王国与世俗王国的司法管辖范围不同，良心自由的基督徒并不意味着不受世俗法律的约束。在现实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人的行为必须受法律的约束，受各种社会规则的约束。这种约束纯粹是世俗领域里的事，与精神自由无关，也不矛盾。有行动自由未必有精神自由，同样精神自由也不一定意味着行动自由。自由的应用是有限度的。有自由是一回事，行使自由是另一回事；自由属于良心，与上帝有关；行使自由是外在之事，不仅关乎上帝，而且关乎人。爱是行使自由权的尺度。不得借自由损人利己，更不得把自由变成压迫人的工具。自由应以关怀弱者为原则，其目的在于更好地行使爱的职责。

第四，严谨的生活，虔诚的宗教感情。加尔文认为，福音最大的敌人不是罗马教皇，不是异端，也不是僭主，而是坏基督徒，是那些沉溺肉欲之辈，是那些混迹于酒馆、妓院和赌场里的放荡分子。为此，他在日内瓦颁布了一系列整饬道德的法令，严禁酗酒，禁止饮酒倶乐部，违者除接受罚款和警告外，还要受到宗教法庭的谴责，不悔改者要处以监禁。严禁淫荡下流的歌曲和挑逗性舞蹈，违者一经发现，处三天监禁，并受宗教法庭的质询与警告。禁止争吵、聚众生事，严禁淫荡和赌博游戏，违者除被罚款外，还要被没收所得财物。主张婚姻自由，妇女有离婚的自由，但对犯通奸罪者则严惩。未婚男女通奸者处六天监禁，只能喝水、吃面包，并处罚款；与已婚者通奸，监禁九天，只能喝水、吃面包，并相应地加重罚款；已订婚而未举行婚礼的男女发生性关系，按通奸论。另外，严禁放贷利息高于5%，违者没收本金，并追加罚款。[11]

作为一名基督徒，一位上帝的选民，最重要的是宗教上的虔诚，要对上帝坚信不疑，还要积极参加宗教活动，遵守教会法规和道德戒律。没有合法理由，除儿童及照看家务的人外，所有人，包括仆人，都必须按时到教堂听布道，不准迟到、早退、大声喧哗。违反任何一项者，都处以罚款。每位牧师每两星期讲一次《教义问答》，家长必须带孩子前去听课，违者罚款。违反布道、听《教义问答》、洗礼、圣餐礼规定的，除受罚款外，还要接受宗教法庭的劝告，不服从者接受罚款，情节严重者交政府处理。严禁崇拜偶像等迷信活动，不准参加弥撒，违者由政府判刑。违反上帝之道的，轻者受宗教法庭的质询劝告，重者由政府治罪。严禁以上帝的名义发誓，严禁咒骂、侮辱上帝的圣名，严禁弃绝上帝。违者除受罚款、监禁外，还要跪在地上请求上帝及教会的宽恕，情节严重者，驱逐出境。[12]任何一名基督徒都要随时接受他人，尤其是教会长老的监督。

长老是由选举产生的俗人，他们会同牧师团组成宗教法庭，负责管理教会，监督教徒及教会人员的行为，并掌握着“绝罚”权，将那些屡教不改的人驱逐出教。绝罚权不应受到政府的干涉，世俗政府应保护宗教，保证教会的纯洁，免受不法之徒的侵犯与玷污。被绝罚者不准参加圣餐，也就是被从精神上驱逐出了基督的王国，直到悔改为止。教会只有绝罚权，没有世俗政府的惩罚权，无权给受绝罚者定罪。

很明显，加尔文提倡的是一种价值观，它以“新人”，也就是选民为具体落脚点，要成为选民，信仰是关键，要坚信自己得救，坚信上帝是父及其恩典。作为一个新人，他必须在宗教上虔敬上帝，笃信基督，坚信得救，加入教会，遵守戒律，参加圣礼，履行宗教义务；要崇尚理性与科学，积极入世，赞同经济生活，追求自由、平等、公正，遵守法律，服从政府；要有爱心，诚实正直，勤劳勇敢，过圣洁的生活，能克己，严谨节制，生活俭朴，热爱劳动。这是一种有别于天主教的新的价值观念，也是加尔文力图通过教育所塑造的新人形象。

第三节 加尔文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建立学校

宗教改革前，日内瓦有一所学校，教授一些文法、逻辑、艺术方面的课程。宗教改革时，由于资金及教师的缺乏，这所学校于1531年被迫关闭。1535年，在法莱尔的敦促下，该校重新开放，由新教牧师扫尼尔（Saunier）负责。加尔文到来后，便积极加强学校的建设，他邀请自己的老师科迪埃来日内瓦，协助开展教育工作。他们制订了学校的建设规划，主张儿童不论贫富，都应接受教育。学校每天早上五点开课，学习希伯来文、希腊文、拉丁文和法语。1537年1月30日，市议会发布命令，要求市民必须把子女送到日内瓦学校读书，否则便剥夺孩子的市民资格。此外，加尔文还专门为儿童编写了《教义问答》，作为他们学习基督教信仰知识的基础教材。由于大批学者从巴塞尔、伯尔尼、苏黎世等市赶来加盟，该校曾繁荣一时。

加尔文被迫离开日内瓦后，该校又因资金和教师缺乏陷入困境。加尔文在斯特拉斯堡时多半时间从事教育工作，并结识了斯图谟，熟悉了他在那里开展的教育改革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重返日内瓦后，他便着手改革日内瓦的教育，并再次到斯特拉斯堡参观取经。1541年的《教会法令草案》中专门规定设立宣教师（doctor），负责教义的教导工作，并设神学讲师两名，分别讲授《旧约》和《新约》。为了保证学生掌握正确的教义，加尔文拟建立一所学校，教授语言和人文学科，为神学研究打基础，并为培养合格的牧师及世俗政府的管理人员做准备。根据惯例，学校实行男女分校制。[13]

但是，加尔文的种种努力直到1559年才变为现实。1558年，市议会开始讨论教育问题，经过多方筹措资金，并选定一块风景秀丽、空气清新的地皮后，学校于同年年底开工，1559年主体工程完工。市政府于1559年6月颁布了《中学法令》（College Ordin-ances）和《学院法令》（Academy Ordinances），正式进行教育体制的规划。

中学（schola privata）是学院的准备阶段，设一名校长，七名教师，分七个班级，学生主要学习语言和一些人文学科，如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法语、逻辑、辩证法、修辞、古典历史、哲学等，学生要能阅读维吉尔、西塞罗、李维、波里比阿、色诺芬、德谟斯提尼的作品。此外，宗教教育也是重要内容之一，每天都有固定的宗教活动，星期三全天不上课，学生要全体去听布道。

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便升入日内瓦学院学习，主要课程有神学、希伯来文、希腊散文、哲学、辩证法、修辞学、数学及自然科学等，另外还有医学，后来又增设了法学。由于学院的主要目的便是为教会培养牧师而非学者，因此，神学，尤其是《圣经》占主要地位。学院设一名院长，下设各科教师，专门设希伯来文、希腊文和艺术科讲师。他们在每周一、周二、周四各讲两次课，周三、周五每天一次，周六没课，周日去听布道。希伯来讲师上午讲《旧约》，下午结合《旧约》原文，讲文法。希腊文在希伯来文课之后，上午讲道德哲学，研读亚里士多德、柏拉图、普鲁塔克及其他基督教作家的有关著作，下午精选著名诗人、演说家或历史学家的名篇，讲解赏析。艺术课在希腊文课之后，上午讲授物理学，下午讲授亚里士多德的修辞学、西赛罗或荷鲁斯的作品。[14]

除中学和学院外，还有幼儿教育。1545年11月，加尔文又重新编写《教义问答》，它采取问答的方式，逐条地解释基督教义。该《教义问答》更通俗易懂，便于儿童记忆，同时也更能激发儿童的兴趣。它很快便被译成各种文字，并逐渐取代了路德的《教义问答》。

《教会法令草案》规定，所有市民和居民的孩子都必须学习《教义问答》。家长在每周日中午12点要按所在教区，把孩子送往教堂，由牧师负责授课，只有通过有关考试的合格者才能领受圣餐。[15]

这样，幼儿阶段的基础教义教育、中学的语言及人文学科的教育加上学院阶段的神学教育，便构成了日内瓦的教育体系。

二、加尔文论教育

（一）论教育目的

教育的主要目的之一是道德教化。

学校教育不但要培养有知识的实用人才，而且要全面地培养好的基督徒，也就是选民。《中学法令》明确表示“教学的主要目的便是爱上帝恨邪恶”[16]，意在培养有道德的新人。此外，还要教育学生养成良好的纪律观念，按时上下课；相互之间要团结友爱，要以民主的方式解决争端；要勤勉，衣着整齐；要按时参加宗教活动。

（二）论教师

加尔文非常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工作，把教师视为教育乃至其宗教理想最终能否实现的关键。他曾多方邀请著名学者来日内瓦任教，扫尼尔、科迪埃及著名人文主义者卡斯特里奥都先后执教于此。学院建立前，他更是从洛桑等地招来许多著名学者，并任命贝撒（Theodore Beza）为学院院长。贝撒是巴黎大学、布尔日大学及奥尔良大学的毕业生，著名的《圣经》研究专家，更是加尔文的忠实信徒。在他的领导下，学院的师资力量大增，为高质量的教育提供了有力保障。

加尔文认为，学校校长及教师应由合格的专业人士担任。《教会法令草案》规定，校长“必须学识渊博，又善于管理校舍事务和教谕，并能亲自讲课，只要在他的领导下，能够开展语言和辩证法的教学工作，并能圆满完成任务，就可以获任、连任”[17]。《中学法令》规定，校长必须“敬畏上帝，称职，友善待人，既不能太古板也不能太严厉，应是教师的典范，富有耐心，善于处理各种困难问题”[18]。教师的选任要同牧师的选举一样遵循严格的民主程序，要经过宗教教义、信仰、学识、人品等方面的民主考察，先由牧师选出，候选人再亲自到议会接受询问，合格后方准予就任。加尔文崇尚以民主的方式办学，并强调教师要有工作热心和敬业精神，教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以热情感动学生，使之发生情感变化。

（三）论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教学相长

加尔文认为，学生各自的特点不同，教师在授课时不应千篇一律，更不能简单化，而要照顾大多数，因材施教。他说：“明智的教师善于调整自己，使所讲内容与学生的理解力相适应，教学的首要原则便是照顾那些较弱较差的人，不要超出他们的理解力。简言之，教学必须循序渐进，切忌急于求成。”[19]教师要善用修辞，巧设比喻，讲课要生动形象，引人入胜。教师要有良好的语言修养，因为语言是人交际的工具，也是社会的纽带，是思想的影像和镜子。毫无生气的语言是不会带来好的教学效果的。对这一点加尔文深有体会。他本人不仅担任学院的教师，而且每天要到处布道。他认为传道（preaching）和教学（teaching）是一回事，只不过对象略有不同而已。前者是年龄各异、知识水平参差不齐的教徒，后者则是年龄差异不大的专业学生。相比之下，传道教育难度更大，更需要较高的教学技巧。因此，他讲道时总是深入浅出，尽量用简洁的语言把道理讲明白，再与现实例子相结合，加深听众的印象，避免举过多的例子。但是，在学院教学时则又有不同，他总是从《圣经》的原文入手，从字词的构成探讨文句的含义，先提出问题，再配以精彩丰富的材料论证，最后，再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以确保学生不但学到知识，还要使他们养成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教师也是学生，一个好牧师或好教师首先必须是一个学生，教师要与学生打成一片，不要把自己孤立在讲台上，只有走到学生中去才能取得良好的教学效果，才能教学相长。他说：“那些肩负教育及劝导职责的人不应高高在上地对别人发号施令，而要走到学生中去，成为他们的一员。”[20]教育的方式要温和适当，要尊重学生，鼓励学生。过于严厉会使结果适得其反，不但会吓坏学生，而且会扭曲孩子的性格，使之产生逆反心理，不能很好地遵守纪律。一位优秀的教师“应当总是鼓励而不是打击学生。因为只有在我们觉得毫无希望时，才会不听从教诲”[21]。

（四）重视历史的道德教化作用

加尔文是个人文主义者，坚信教育的价值，认为它不但可以训练人的思想，而且可以提高人的美德，塑造人的性格。他认为，基督徒生活的本质便是以精神的能量为营养的进步增长过程，进步是终生的事，至死方渝，而教育便是进步的阶梯。他说，那些自认为懂得够多，不再愿意学习的人是十足的疯子，真正有学问的人永远在不断学习中不断进步。人无完人，任何人都需要教育来弥补自己知识上的不足，学习是毕生的事。教育使人逐渐走向上帝。[22]

教育的目的之一便是道德教化。虽然加尔文并不太相信个人自己的经验会提高个人的道德，但他却相信他人的经验，尤其是历史在提高人的道德方面的作用。

加尔文认为，历史有相似之处，过去的经验，尤其是历史上记载的经验是推理的重要支柱，史家的记载里不但有合乎伦理的行为典范，而且有违反伦理的恶例，它像一面镜子，使人检视自己的行为，效法前者，鄙弃后者，所以历史比哲学能更好地给人以伦理教育。他说：“历史是教会我们如何安排生活的真正学校。”[23]历史上的有德行的人物，尤其是《圣经》里的基督及使徒，他们的严谨节制、圣洁、仁爱、忍耐、温和、鄙弃世俗世界及其他美德是人学习效法的榜样。从某种意义上，基督徒的一生便是向基督学习的过程，是以他为榜样的自我教育过程。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要人盲目地效仿。他认为，每个人要根据自己的情况，有针对性地学习，同样的方式可能对每个人产生的作用并不一定相同。他还认为，人不但要从历史中学习有助于个人道德的东西，而且还要通过历史看到人类的进步，看到光明的未来。虽然现实中有很多丑恶现象，但历史的前途是光明的，应保持乐观的心情。

（五）重视音乐教育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加尔文是个反对娱乐、反对音乐舞蹈的代表，事实并非如此。他并不反对音乐，反对的只是不健康的音乐。他认为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影响人的情感，有助于宗教教化。1537年，他在起草《日内瓦教会组织与崇拜条例》时便把唱诗作为一项内容。他在斯特拉斯堡任牧师时，就把会众共同唱圣赞美诗作为仪式的一部分。日内瓦设有专职的音乐教师，布尔亚瓦（Louis Bourgeois）从1541年到1557年专门负责学生的音乐教育。1541年的《教会法令草案》也把唱圣赞美诗列为重要建设内容之一。《中学法令》规定，每天11～12点为学生唱歌时间。加尔文认为，教堂是传播福音的地方，福音就是好消息，好消息使人幸福愉快，幸福愉快则歌唱，同样，人在不高兴时放声歌唱也能驱掉忧愁，使心情好转起来。他说：“你疲倦吗？音乐会使你高兴起来。”[24]在举行宗教仪式时全体唱圣赞美诗，既可以加深对教义的理解，又便于记忆。歌唱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更是一种与天使的交流。歌唱“如鞭子，鞭策我们祈祷赞美上帝，默想他的造物，以便爱、畏惧、尊敬、荣耀上帝”[25]。加尔文大力推崇的唱赞美诗方式也成为其教派的一个重要特征。

三、影响与评价

加尔文在瑞士推行的改革，不但为瑞士的发展提供了有力保障，而且对其他国家的影响也很大。加尔文教派先后传入英国、法国、尼德兰及其他欧洲国家和地区，还传到了美洲大陆，有力地推动了改革事业的发展。加尔文教也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成为新的一大派别，成为未来资产阶级革命的重要武器之一。加尔文的主张反映了新兴阶级的要求，恩格斯说：“加尔文的信条适合当时资产阶级中最勇敢的人的要求。他的先定学说，就是下面这一事实在宗教上的反映：在商业竞争的世界中，成功或失败不取决于个人的活动或才智，而取决于不受他支配的情况。起决定作用的不是一个人的意志或行动，而是未知的至高的经济力量的摆布。”[26]

日内瓦学院在传播加尔文教的过程中作用非凡。那里云集了各地的新教徒，他们不但学习了加尔文教的教义，而且对那里的教育事业印象很深。加尔文坚决主张提高全体民众的文化水平，反对少数人垄断知识，尤其是神学。他攻击教皇把神学变成了书斋里的研究，反对教皇轻视民众，更反对贵族垄断知识。他认为上帝之道并非只传给少数几个神学家，而是及于所有的人、所有的民族。因此，人人必须学习教义，有正确的信仰，要实现这一点，就必须推行广泛的平民教育，让每个孩子都受教育。这一信念成为后来加尔文教盛行地区的一大特点之一。加尔文等新教改革家也成为近代平民教育的先驱之一。

由于新教教育的出发点之一便是肃清天主教会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对人的统治，所以加尔文的教育改革的主要着眼点便是宗教，为教会培养合格的牧师。从根本上看，这是一种实用主义的教育。从效果上看，它也较好地实现了保卫新教事业的目的，教育改革是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对抗天主教会教育的重要手段。虽然学院里设有许多人文学科，对民众的文化素质提高起了积极的作用。但是，由于它们都是服务于宗教这个主要目的的，所以，加尔文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存在着缺陷。由于教会在教育方面的权力过大，对教师的任免权多由他们决定，世俗政府的权力相对过小。因此，世俗教育的发展便受到制约。日内瓦虽然在成立之初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渐渐地，它的领导地位被荷兰等地的大学超过，日内瓦也渐趋落后。这其中固然有其他原因，但教育目的方面的不足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面对急速发展的社会经济，日内瓦没有及时调整教育方针，必然要落后。这一点在后来的苏格兰也曾出现过。相比之下，荷兰更有眼光些。他们由政府来掌握教育事务，把宗教教育作为一个目的，而把世俗教育作为主要目的，以顺应时代的发展。

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及教育改革在反对封建天主教会的斗争中起了积极的作用，他代表的是新兴阶级，其革命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由于受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资产阶级的力量还相对较弱，一时间无法推翻封建势力。他的理论里既有革命的东西，也有一些旧的东西，还没完全脱掉宗教的外衣，只能用一种信仰反对另一种信仰，其革命性也只是处在朦胧的自发阶段。这种二重性也使得他的教育思想呈现出新旧并存的特征，这也正是未来教育发展的必要前提。

第四节 加尔文派的教育思想

一、约翰·诺克斯与苏格兰教育改革

（一）约翰·诺克斯的生平和著作

约翰·诺克斯（John Knox）是苏格兰著名的宗教改革家，苏格兰长老会的主要创始人。他于1515年生于苏格兰哈丁顿地区（Haddington），其父名叫威廉（William Knox），其母名叫辛克莱（Sinclair）。诺克斯早年的生活材料甚少。一般认为，他曾入圣安德鲁斯大学（St. Andrews）学习，并成为著名思想家迈尔（John Major）的学生。迈尔的主权在民思想对诺克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诺克斯并未获得硕士学位。

从大学毕业后，这位年轻的教士几经周折才在家乡谋到一份书记员的职位，此时是1543年。诺克斯成长的时代正是新教思想活跃于苏格兰的时期，由于苏格兰与法国结为同盟，因此，新教信仰受到镇压。当书记员期间，诺克斯结识了与他同岁的新教牧师维萨特（George Wishart）。维萨特到过德国和瑞士，非常熟悉路德和茨温利的神学，他一直在苏格兰贵族中传教，倡导苏格兰改革。在他的引导下，诺克斯逐渐走上反对天主教的宗教改革的道路。

1545年，诺克斯来到圣安德鲁斯，在一个新教贵族家里当家庭教师，教授法语和拉丁文，并同维萨特一起传教。1546年，维萨特被处以火刑，在众新教徒的推举下，诺克斯接替了维萨特的职位，自此起，他成为苏格兰新教运动的领导人。1547年，圣安德鲁斯城的新教贵族发动起义。在法国的帮助下，苏格兰政府调集大军镇压了这次起义，并把被俘的120名要犯贬为奴隶，送到法国船舰上服役，诺克斯在一艘法国船上待了19个月，1549年春，他因健康原因被允许返回英格兰。

此时的英格兰正在爱德华六世统治下，新教改革正开展得如火如荼。诺克斯受爱德华国王的邀请先后在布伦威克、纽卡斯尔等地传教，后来又担任皇室牧师，他拒绝了要他出任罗彻斯特主教的邀请。他参加了《四十二条信纲》的起草工作。

1553年，爱德华六世去世，王位由信奉天主教的玛丽·都铎（Mary Tudor）继承，她对新教实行残酷的镇压措施，新教徒纷纷逃往欧洲。诺克斯先在法兰克福和美因地区担任英国新教牧师。不久，他又被日内瓦的英国新教徒召到该地做牧师，直到1559年他返回苏格兰为止。

日内瓦的流亡生活是诺克斯一生中的重要时期，他不但结识了加尔文等著名的改革家，熟悉了日内瓦教会的组织情况，并在思想上逐渐成熟起来，为后来的苏格兰教会改革提供了蓝本。最重要的是，他完善了自己的武装革命理论。

宗教改革时一个敏感话题便是基督徒能不能武力反抗不敬上帝的君王。加尔文是主张消极抵抗的，他始终没有在行动上认可反抗的合法性，他认为基督徒面对迫害要忍耐。诺克斯到日内瓦后曾就此事询问过他，但始终没有得到肯定的答复。1558年，诺克斯发表了他的《反对残暴的女人专权的第一声号角》，提出女人统治是违反上帝的意愿及自然的，并号召官吏和人民用武力推翻不敬上帝的统治者。不久，他又提出官吏和人民有权利有义务武装反抗崇拜偶像的统治者，正式突破了加尔文不准起义的束缚，为苏格兰武装起义推翻天主教会统治奠定了基础。[27]

1559年春，苏格兰新教贵族结成同盟，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反对天主教会，实行改革。起义取得胜利后，诺克斯很快返回苏格兰。在英国的帮助下，苏格兰新教贵族击退了苏格兰和法国的联军，彻底确立了宗教改革的胜利。

诺克斯负责起草了《苏格兰信仰告白》，并仿照日内瓦的有关法令起草了《戒律书》（Book of Discipline），1562年，议会还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礼拜仪式的《公共祈祷书》（Book of Common Order）。《戒律书》是改革苏格兰教会的总体方案，包括教义、圣礼、废除偶像、教育、牧师、长老的选举、教会戒律、教会等内容，其中规定长老是教会的最高管理者，他们由民众每年一次选出，协助牧师维持道德戒律。牧师也由民众选出，教会及政府的组织管理民主化。

诺克斯还专门写了《苏格兰宗教改革史》一书，详细叙述了苏格兰的宗教改革，为后人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资料。1572年11月24日，诺克斯病逝于爱丁堡。

（二）诺克斯的教育规划

诺克斯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戒律书》中。他根据当时苏格兰的教育现状，提出一套规划教育的方案。

宗教改革前，苏格兰的教育基本上掌握在天主教会手里，教育也多为教会统治服务。中世纪末，苏格兰有几类修道院学校，主要培养教育年轻的修士僧侣，也负责世俗教育，富家子弟及贫民子弟均可入学，后者免费。从13世纪起，教区教士便负责学生的基础宗教和世俗教育，主教职位设立后，主教座堂学校出现。14世纪起，苏格兰贵族也涉足教育，他们建立了一些学校，其中有一些专门学校，如为唱诗设立的声乐学校，教一些文法和歌曲。此外，城镇周围的居民有城镇学校（burgh school）。

这期间，教育的主要目的便是为教会提供仆人，其中包括世俗和教会教士、管理教会事务的初级职员、管理教会财产及唱弥撒的人。教会也负责城里人的文化学习，教授一些文法及最简单的文化知识。15世纪末，苏格兰的每个城镇差不多都有一个规模不等的文法学校，但学校的课程仍视教会的事务需要而定，主要教授拉丁文的读、写、说。

与初、中等教育相比，高等教育又有所不同。15世纪前，苏格兰人的高等教育大多在海外完成。虽然寺院学校的教师也可以教授经院神学，但学生们更愿去英国接受高等教育。1282年，贵族巴里奥尔家族专门在牛津大学设立巴里奥尔学院，资助贫穷的苏格兰人受教育。留学的浪潮甚至连战争都不能阻断。但是，更多的人把目光投向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的巴黎。这些人学成回国后，大都成为苏格兰的主教。

15世纪，苏格兰的高等教育方才兴起，但也是在教会的严格控制之下的。1411年，圣安德鲁斯教区主教向八位前巴黎大学毕业的教士颁发特许状，这便是圣安德鲁斯大学的雏形，到16世纪，该大学已发展为三个学院。1451年，哥拉斯格大学建立，它意在传播天主教信仰，设神学、教会法、民法及艺术诸科。1494年，阿伯丁大学建立，它规定俗人与教士有同样的受教育权。但总的说来，这些大学还都比较简陋，课程也多模仿欧洲大陆，实际上只是那里的大学的预备班。

宗教改革前，世俗政府逐渐对天主教会控制教育产生不满情绪，开始争夺教育阵地，主要表现在城镇议会开始任命学校校长，把主教座堂学校变为城镇学校，政府接管学校的全面管理事务。不仅如此，教会对教育的垄断也受到王权的干预，1496年，国王詹姆斯六世下令，要求伯爵及自由民的继承人必须进文法学校和大学学习。这是国家欲实施宗教目的之外的世俗强制教育的开始。

宗教改革的胜利标志着教育控制权的转变。诺克斯和世俗政府都清楚地意识到教育变革的重要性，意识到利用教育培养新政权的支持者的紧迫性。诺克斯主张让每个人都接受教育，学习基础文化知识和新教信仰知识，把服务于教会事务的特殊教育转变为捍卫新教事业的大众教育，并彻底肃清天主教会的残余势力。

但是，教育的主要目的仍在宗教，诺克斯说：“为了保存宗教，所有的城市和主要城镇都必须广泛建立学校，并由上述城市和城镇的官吏及圣洁有学识的人监督执行，此乃当务之急。”[28]为此，《戒律书》规定5～8岁的儿童必须学习朗读和教义问答。诺克斯亲自把加尔文的《教义问答》译介到苏格兰作为标准教材。

诺克斯以教区为教育的基本单位，乡村教区的教育由牧师及其助手负责；大一些的城镇教区则专门设一名校长负责教育事务。以此为依托，建立教育体系。乡村和城镇学校教授5～8岁的儿童学习朗读、教义问答；城市学校除上述任务外，还要教授这些学生一些拉丁文基础知识，并教年满12岁的孩子学拉丁文；学院和比较重要的城镇的高级中学则要教年长的孩子学习希腊文、希伯来文、修辞艺术、哲学及一些地理知识；大学为八年，分两个阶段，前三年是打基础的阶段，主要学习一些人文学科，略相当于日内瓦的中学，后五年为职业教育阶段，分科学习，主要有神学、法学和医学。

与学校制度相配套的是学监制和考试制度。《戒律书》规定设10名学监负责教育事务，并规定学生每升一级都要经过相应的考试，有发展潜力的学生可继续学习。虽然这里所说的考试并不像今天的这样严格，但它毕竟把竞争机制引入教育，所以具有积极的意义。

不仅如此，诺克斯还设想让交不起学费的儿童上学，保证其完成学业，以便塑造良好的基督徒、聪明负责的公民及教会所需的牧师。教会将负责穷家子弟的学费。

诺克斯的教育规划中世俗政府的权力很大，教会不再控制主权，学校的组织管理及教师的任免都由政府负责。教会参与教育，但已不再像天主教会那样把持大权了。政府作用的突出意味着中央有能力赋予社会一套教育体系并使之服务于自己的要求。新教政府的教育措施对改革的胜利关系重大，高度完善的教育制度是统治的有力保证。

诺克斯的教育规划是苏格兰教育民主化的重要体现。它不但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受教育，而且还制定了一套教育体系，使人们把教育作为进步的阶梯，并试图消灭阶级差别。这些设想都是符合时代发展的，也是未来教育的大趋势。

然而，诺克斯的完美设想并没有多少能变成现实。议会并未通过《戒律书》。由于种种原因，苏格兰的教育改革工作进展非常缓慢，政府的措施也不得力，积极性不高。更主要的原因在于，诺克斯仍把宗教教育作为首要目的，把培养牧师作为工作重点，而忽视了社会经济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新要求。所以，苏格兰的教育乃至苏格兰的社会渐渐落后了，与英国的差距越来越大。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对民族兴衰的重大作用，认识到“学校应培养青年，使之成为国家所需的牧师、律师、医生及其他有用之才，因为学校是教会和国家的种子，我们的孩子则是未来的希望，如果忽视了这些，便无任何希望可言，只会有野蛮的无知四处横流”[29]。

17世纪初，教会和政府都积极行动起来兴办教育。1616年，议会通过两项教育法案，规定由教区教民出资在每个教区建立一所教区学校，用英语取代方言，以便提高人民的文化素质和文明程度，对教区教民的孩子实行强迫教育，规定不识字、不会说英语者，不准继承财产。各级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一些法规，强迫父母送子女入学。从17世纪中期起，苏格兰的教育逐渐进行调整，在宗教之外，世俗教育的分量越来越大，与经济发展和工业化密切相关的技术教育受到重视，数学、航海、簿记、算术、写作、几何、音乐、天文、历史、地理、机械制造等纷纷走进课堂，各类技术学校也纷纷兴起，私立学校也有所增加。苏格兰的教育逐渐走出狭隘单一的宗教圈子，朝现代化迈进。

二、荷兰的教育改革

荷兰的教育改革是随着尼德兰革命的成功发展起来的。革命前的尼德兰处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指莱茵河、些尔德河下游及北海沿岸地区的地势低洼地带，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的一小部分。16世纪20年代初，新教思想便传入了尼德兰，16世纪五六十年代，加尔文教的势力大增。西班牙残酷剥削和压迫尼德兰，并对新教采取血腥的镇压措施，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迅速激化。从1566年8月起，尼德兰爆发了争取民主独立的革命。新兴的资产阶级和爱国贵族结成联盟，依靠广大农民和平民的支持，在奥兰治亲王沉默者威廉的领导下，经过艰苦斗争，终于取得了北部革命的胜利。1609年4月9日，西班牙被迫与北部各省签订12年的休战协定，在事实上承认共和国的独立。北部各省组成的联省共和国便是今天的荷兰，南方在革命失败后形成比利时和卢森堡。

革命后的荷兰建立的是资产阶级和贵族联合执政的共和国。他们和其他加尔文教国家一样非常重视教育的建设工作。其目的一方面在于用新教信仰取代旧的天主教信仰，确保革命的胜利，为教会培养牧师；另一方面则在于顺应急剧增长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培养相应的人才，为经济建设服务。

起义成功后，北方联省议会、镇政府及教会便着手发展教育。联省议会及镇政府制定法规，规划教育体系，负责管理学校，任命公立学校的教师，为私立学校教师颁布许可证。1586年的海牙会议决定各城市普遍设立学校，1618年的多特会议规定在全国范围内设立小学。另外，政府还规定所有的儿童都必须受教育。

荷兰的初级教育按年龄分班，主要教育内容为读、学习《教义问答》等宗教知识，到毕业时学生必须能阅读《教义问答》，并要求对《圣经》的某些重要篇章加以学习。该阶段主要是信仰教育，不太重视写，算术课也没有，但学校的纪律异常严格。

中学（illustre schools）教育主要训练拉丁文，为大学输送人才。1630—1640年是荷兰中学发展的高峰期，其中最著名的有德温特（Denventer）中学、多特勒支（Dordrecht）中学及阿姆斯特丹的阿森纳姆（Athenaeum）中学。中学大多由著名学者任校长，并高薪聘请教师，不但招收本国学生，还招收外国学生。

相比之下，荷兰最著名的还是大学教育。大学是荷兰新教教育的先头部队。早在1575年，荷兰便颁发了大学令，准备建立一所新教大学与鲁汶等天主教大学抗衡。这便是著名的莱登大学（Leiden）。它除培养牧师外，还负责培养王公贵族、政府官员及职业人员。但是，市政府的目的远不止此。他们明确提出除向教会及社会提供神职及法律人才外，还要吸引最优秀的学者，并大力发展人文学科的研究。政府反对教会对学校的垄断，更强调它的自由气氛。学校设7名干事，负责学校的管理事务，其中3名由议会任命，4名为市政官。1586年后，莱登大学实行改革，拓宽研究及学习范围，开设新的古典学和哲学。1590年，随着政治形势及经济的好转，学校大量投资，吸引了大批教授，购买了大量书籍，并设立神学院奖学金。此外，学术出版也很兴旺，莱登大学的图书馆也成为藏书最丰富的新教大学之一。1594年，学校专门建立了植物园，进行科学研究。1585年，第二所新教大学弗莱奈克尔（Franeker）大学成立。1614年，格罗宁根（Groningen）大学成立。该校的建立者是加尔文派神学家、历史学家艾缪斯（Ubbo Emmius），他原是路德派信徒，曾到日内瓦求学，在贝撒的影响下成为加尔文教徒。1632年，乌特勒支（Utrecht）大学建立。1648年，哈德瑞吉克（Harderuijk）大学成立。至此，荷兰的高等教育群形成。

荷兰的高等教育除开设传统的神学、医学、法律外，更重要的是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课程，古典语言、《圣经》研究、哲学、数学及其他自然科学都是重点科目。此外，他们还开始研究古代近代语言，并非常重视应用学科的教学与科研。传统的地心说渐渐被抛弃，开普勒和伽利略的科学新发现越来越受到重视。

荷兰的高等教育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由于这里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发展得比较充分，资产阶级的力量相对强大，他们反对封建教会的宗教迫害政策，主张信仰自由、学术自由，因而，许多新教徒纷纷移居荷兰。正是在这种自由的氛围中，荷兰在18世纪前与英国、法国并列成为欧洲的三大思想学术中心，并涌现出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和斯宾诺莎（Benedict de Spinonza）等近代著名哲学家。荷兰的大学则是思想中心的主要阵地。它们在欧洲范围内招收学生。1609年，莱登是欧洲最大的大学之一，到1640年，它则成为最大的新教大学。1626—1650年，共有11000人入莱登大学学习，其中半数以上是外国学生[30]，成为继日内瓦之后新教事业的又一大中心。

荷兰建立的完善的教育体制已越出了相对狭隘的日内瓦学院的范围。与加尔文的设想稍有不同的是，它只把宗教教育及培养牧师作为教育的一个目的，而不是主要目的，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个目的的重要性也渐渐减弱。世俗教育越来越成为教育的主旋律。资产阶级要发展经济，实行有别于封建社会的政治体制。他们迫切要求教育培养适应近代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他们需要有文化有技术的新人。因此，除传统的人文学科迅速发展外，自然科学及应用科学也快速发展，并在医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学等领域里涌现出一大批卓有成就的科学家和新发现。[31]笛卡儿和斯宾诺莎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还是著名的科学家。发达的教育不但使荷兰在思想科技领域里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而且使它在近代初期成为世界的强国，荷兰人的足迹遍及世界各地，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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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罗耀拉及耶稣会的教育思想

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Loyola，1491—1556年）是耶稣会的创始人，同时也是耶稣会教育的奠基者。

耶稣会（Society of Jesus）成立于宗教改革运动如火如荼的 16世纪上半叶。此时，欧洲统一的基督教世界正在分化，新兴的资产阶级与保守的封建势力以宗教为旗帜，进行着激烈的斗争，罗马教皇的权威急剧下降。作为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罗耀拉将自己亲手创建的耶稣会置于教皇的麾下，因此原以帮助自己和他人灵魂为直接目的的耶稣会很快卷入了这一历史旋涡，成为天主教进行反宗教改革的急先锋。

耶稣会与其他宗教团体不同，它把有目的地创办系统的学校教育作为实现自己的宗教及政治目的的主要手段。由于其卓有成效的工作，它在欧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由中世纪向近代过渡的16—18世纪，在欧洲，“没有哪一个团体像耶稣会那样在教育上发挥了如此重要的作用”[1]，也没有哪一个组织像耶稣会那样，其教育工作在当时和以后获得人们如此截然不同的评价。[2]耶稣会的这些特点在很大程度上可追溯到罗耀拉，作为耶稣会的创始人和第一任会长，他的思想与活动对耶稣会教育后来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一节 罗耀拉与耶稣会

一、罗耀拉的生平

1491年，罗耀拉出生在西班牙北部巴斯克省的一个贵族世家，在13个兄弟姐妹中他排行最末。当时的西班牙在长达数世纪的反对穆斯林，收回失地的斗争中形成了特别浓厚的宗教氛围，是天主教势力最为稳固的地区。生活在这种环境里，罗耀拉自然受到了天主教信仰潜移默化的影响。在国王斐迪南的王宫里，罗耀拉度过了自己的童年。这段宫中生活经历实际上是中世纪欧洲贵族应该接受的骑士教育，勇敢、忠诚以及喜欢幻想、冒险等典型的骑士特征深深地烙在了罗耀拉的身上。根据他的自述，在30岁以前，他一直以参加战斗，获得荣誉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在现实生活中，他也确实在实践着这种精神。离开王宫后，他就投身于军旅生活，并因英勇善战、富有骑士精神而荣获勋章。然而不幸的是，在1521年5月的一次战斗中，炮弹炸伤了他的双腿，尽管他从死亡边缘被拉了回来，却失去了右腿，辉煌的骑士之梦化为泡影。

在长达9个月的康复治疗期间，罗耀拉忍受着身心双重折磨。他借读书来消磨时间，缓减痛苦。由于找不到他喜爱的骑士文学作品，他只好反复阅读手头唯一的一部《圣经》和使徒传。圣人们的虔诚和牺牲精神深深打动了他，他决心放弃世俗的抱负，“抑制和消灭世上所有的幸福与快乐”[3]，献身于禁欲主义生活方式，做一名精神上的骑士，去捍卫上帝的荣耀和教会的利益。

1522年3月的一天，罗耀拉解下了自己的骑士佩剑，换上了他所谓的“上帝的盔甲”——破烂的衣服，踏上了前往耶路撒冷朝圣的道路。未行多远，他就被鼠疫困在巴塞罗那附近的小镇曼罗萨（Manresa）。在逗留期间，他全力进行精神训练。他每天长时间地在一个洞穴里祈祷，并将自己鞭笞得血痕斑斑。在最后阶段，他一连三天不吃不睡，在洞中冥思反省。如此经过数十个月以后，他终于结束了自我精神训练，并根据自己的亲身体验，撰写了一本小册子《精神训练》（Spirit Exercises），以供他人效仿。

1527年10月4日，罗耀拉终于抵达耶路撒冷，但仅仅待了一个半月，他就被迫离开圣城，返回西班牙。这次朝圣以及写作《精神训练》一书的经历使他认识到早年所受教育的不足，于是他进入巴塞罗那的一所文法学校，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重新学习的过程。当时与他坐在同一教室中学习拉丁语法的都是七八岁的孩子，而他已是33岁的人了。后来，他又先后进入了阿尔卡拉和萨拉曼卡学校学习。其间，他由于宣传自我精神训练法而被怀疑为异教徒，两次被捕入狱。第二次出狱后，他离开了西班牙，于1528年2月到达当时欧洲最著名的文化中心——巴黎。在那里，他继续学习语言、人文学科和哲学。1533年，42岁的罗耀拉获得了由巴黎大学颁发的文学硕士学位。在巴黎的七年期间，对于他来说，除了在文化知识上的提高之外，还有两大收获：一是在实际接触中，他熟悉了教育的组织形式及方法，这对他后来在耶稣会章程第四部分详细论述教育问题以及领导耶稣会学校教育的早期发展大有裨益；二是他结识了六名志同道合的青年，他们接受了自我精神训练法，并结成了一个小团体，这个小团体是后来的耶稣会的雏形。以上两个方面的成果为罗耀拉实现自己的宗教理想奠定了知识、经验及组织上的基础。

此后三年，罗耀拉在西班牙为再次赴耶路撒冷朝圣做准备。1537年春天，他与团体的其他成员在威尼斯会合，此时团体又增加了三个新面孔。这次朝圣的主要目的是宣扬基督教。计划得到了教皇的批准，但由于道路受阻，所以迟迟无法启程。罗耀拉和他的同伴们一边等待，一边从事济贫、讲道及传授精神训练法的工作。1539年，经过讨论，他们决定将自己的这个小团体建成为一个规范的、严密的宗教组织。考虑到为上帝服务是唯一目的，耶稣基督是组织的最高统帅，所以他们将自己的组织命名为“耶稣会”。在呈送教皇审批的报告中，谈到了组织的任务，即通过讲经布道、精神训练及行善施爱、通过向儿童和没有文化的人传授基督教教义，促使人们过基督教生活，使正统宗教得到普及，并提出要忠诚于罗马教皇的领导，当上帝的卫士。[4]1540年9月，教皇正式批准了耶稣会的成立。

第二年，罗耀拉被选为耶稣会第一任会长。1547—1550年，他起草了《耶稣会章程》（The Constitutions of the Society of Jesus）的初稿。之后又几经讨论、修改，直到1559年，会章才最后用拉丁文印出，此时罗耀拉已去世三年。在这部章程中，第四部分是专门论述教育的，它几乎占了整部章程的一半篇幅。

纵观罗耀拉的一生，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典型的为中世纪末期欧洲这一特定的历史环境所塑造的人物。他不仅具有圣徒的那种狂热、虔诚，而且具有封建骑士的那种忠诚、服从和勇于献身的精神，同时他还具有坚强的意志、杰出的领导才能和对现实及人性的敏锐洞察力。正是由于具备这些素质，所以他才能在宗教改革的高峰时期创建出耶稣会这一经久不衰的社会团体。

二、耶稣会

耶稣会寄托着罗耀拉献身上帝，“一切为了上帝的更大光荣”[5]的理想。为了使之成为一个真正有力的工具，罗耀拉根据自己早年军中服役的经验，把它建成为一个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等级分明的统一的组织。会长是组织的最高首领，享有绝对的权威，所有会员必须无条件服从他的命令。学舍和学院是组织的基层单位，往上依次设省和大区。在管理上，实行中央集权，下级绝对服从上级，这保证了上级意志迅速下达，并得到严格的执行，从而使整个组织富有效率。耶稣会士与中世纪一般的修道士不同，他们除了发“守贫、贞节、服从”三誓外，还要进行绝对效忠教皇的特别宣誓。耶稣会与教皇的这种特殊关系，使之成了“教皇的突击部队”[6]，罗耀拉本人则被称为“教廷的勇猛斗士”，1622年被教廷封为圣徒。

耶稣会成立之后，发展迅速，到罗耀拉去世时，它已经拥有100所学院及其他机构，到17世纪初，又增至200所。耶稣会如此迅猛的发展可以归之于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它的宗旨本身是积极的。耶稣会要帮助别人的灵魂，传播天主教教义，因此它不像中世纪早期的修道士，躲避社会，居守经院，只求自救，而是以整个世界作为自己的会所，积极活动，而且耶稣会士不着僧服，只穿便装，再加上耶稣会本身没有特殊的教义和仪式，这就使得他们能不受束缚，自由来往于社会各阶层之中，扩大影响。其次，它得到了教皇的支持。教皇把耶稣会视为反对宗教改革，抵制新教势力扩张的有力武器，所以予以全力支持，委以重任。耶稣会不仅活跃于天主教传统势力范围，而且向新教地区进行反渗透，在欧洲以外的地区争夺势力范围。17世纪，天主教在经历了宗教改革时的大动荡和大溃败之后，已稳住了脚跟，恢复了元气，这其中耶稣会功不可没。最后，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它把宗教的热忱和学术的兴趣结合在一起，用社会乐于接受的高质量的教育来传播天主教信仰，效果显著。

罗耀拉在创建耶稣会的过程中，一开始就赋予教育以重要的地位，把它作为组织的主要活动。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精神训练》和《耶稣会章程》中，特别是后者，形成之后便成为耶稣会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而且它的出现使耶稣会成为“中世纪历史上第一个把教育青年正式写入会章的宗教团体”[7]。罗耀拉的教育基本思想为其后任者继承和发展，1599年耶稣会颁布的《教学大全》（Ratio Studiorum）就是在会章有关教育问题的精神的指导下，在总结半个世纪来自身的以及他人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经颁布就为耶稣会学校一致遵循。可见，耶稣会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罗耀拉是这种思想的源头，耶稣会所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功与他的思想密不可分，这种成功也意味着他的思想有着不可忽视的价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第二节 教育目的与宗教道德教育

—、教育目的

如前所述，罗耀拉创建耶稣会最终是“为了上帝的更大光荣”。要达到这一目的，需要耶稣会士努力提高和完善他们自身以及周围的人，这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要求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宗教信念，二是要有良好的知识基础及运用知识的能力。耶稣会教育和耶稣会的其他工作一样，都是紧紧围绕着这一最终目的的，而教育在培养信仰和知识和谐发展的耶稣会士方面发挥着最主要的作用。可以说，教育是实现耶稣会最终目的的重要工具，它以培养能帮助自己和他人灵魂的耶稣会士为直接目的，因此罗耀拉极为重视教育的作用。

在耶稣会教育所要培养的两种素质中，良好的道德品质和坚定的宗教信仰是服务于上帝的精神基础，而知识及其运用方法则在两方面发挥着作用：一方面，通过知识的学习，认识、了解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在体验和欣赏世界的统一和谐之美的过程中，产生对上帝的热爱与崇敬之情，这样，人们就会放弃世俗的、低级的追求，献身于服务上帝的活动；另一方面，掌握了知识及其运用的方法，才能更好地、更有效地帮助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引导他们去为上帝服务。

总之，人能否得救，能否服务于上帝，需要他在信仰和知识两方面都得到较好的发展。但在罗耀拉看来，在现实生活中，这两方面都令人满意的人并不多，这种矛盾就使得举办学校教育成为必要。

罗耀拉及其后继者所理解的教育包括两方面：一是为培养耶稣会士，提高耶稣会士的素质而进行的教育；二是为促进天主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发展，由耶稣会士对他人所进行的教育。耶稣会士担负着在世界各地传播天主教教义的重任，任务的艰巨性和所面临的环境条件的复杂性对他们的道德信仰、意志品格、知识能力等各方面的素质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因此需要一种系统的教育来培养合格的耶稣会士。同时罗耀拉也看到，耶稣会教育不必局限于此，当它向社会敞开时，就会有更多的人了解耶稣会的宗旨和理想，掌握为“上帝青睐”的知识。因此，他建议耶稣会学校招收校外学者，向公众开放学校，至少在人文学科教育方面的学校，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开办更高层次的公共教育。[8]

因此，耶稣会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兼有培养耶稣会士的职业教育和面向大众的普通教育双重职能的教育。

二、宗教道德教育

在罗耀拉所设计的学校教育中，宗教道德教育是世俗知识教育的前提与准备，它能使学习者明确学习的目的，提高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的意志。此外，与路德等宗教改革家不同，罗耀拉认为基督教会当时所面对的问题不在于其教义发生了偏离，而在于人们偏离了天主教的传统和信条，因此宗教改革的关键不是改造教会，而是改造个体。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原因，罗耀拉赋予宗教道德教育在学校教育中以重要的地位，特别是在培养耶稣会士的教育中。宗教道德教育贯穿于教育的整个过程，当然在不同的阶段，对不同的对象要求有所不同。宗教道德教育的手段与方法除了教会学校普遍使用的忏悔、圣事、听弥撒、祈祷以及阅读宗教经典，学习神学之外，罗耀拉运用了一种特别的训练法，即精神训练法，他所撰写的《精神训练》也就成了教学用书。

罗耀拉的精神训练法是从人本有罪这一基督教的基本原理出发的。他认为，人们的心灵中原本都存有罪恶，这种罪恶可以被神性所取代，但是要经过严酷的痛苦的磨炼和斗争。从某种意义上说，精神训练就是这样一种磨炼与斗争。“精神训练”的含义，罗耀拉本人是这样阐述的：“就像散步、行军、跑步是对身体的训练一样，精神训练是指使心灵摆脱一切放纵的欲望，进而寻求并获得使灵魂得救的上帝意志的各种方法。”[9]可见，精神训练的目的在于克服人性的缺陷，提高精神的境界，磨砺意志品格，形成像耶稣那样的人生态度。

为了让人们更容易接受和实践这种方法，罗耀拉设计了一个固定的、循序渐进的程序，整个过程历时30天，分为4段，每段1周左右。第一段首先从认识人的罪恶入手，在内心用意志的力量与之进行斗争，使灵魂得到净化。后面的训练以形成精神上的人神交流为主旨，练习者通过回忆和在头脑中再现耶稣基督从降生、下凡，到受难、复活、升天的全过程，获得神性的体验。在整个训练过程中，罗耀拉要求每位训练者每天进行反省，逐步克服自身的缺点，不断完善自己的道德，以此来改造自己的行为。

除了这种集中时间、固定程序的精神训练外，罗耀拉还把精神训练法运用于日常的宗教道德教育中。学生每天都有固定的时间，在专门人员的组织下进行集体训练。另外，每个人还要根据自己的情况进行自我训练。经过训练，宗教信念深深地植入了训练者的思想中。

从以上介绍中，可以看出，精神训练具有不同于一般宗教道德教育方式的特点。第一，它不是一种被动的宗教道德内容的灌输，而是要求训练者在内心进行积极的体验，它不但要求人们承认自己的罪恶，而且更重要的是要求人们以严峻、冷酷的态度与其进行斗争，通过斗争达到精神上的自我控制与完善。第二，它为人们创造了一种使整个身心融会于其中的环境，通过心理暗示，使训练者的意志、情感、行为等方面发生变化。具体地说，就是要以上帝的意志为意志，粉碎一切自我表达的倾向；爱上帝之所爱；行上帝之所命，抛弃个人的权力、兴趣、爱好与意见，成为上帝和罗马教廷的忠实奴仆。

在精神训练中，罗耀拉特别强调训练者意志的磨砺，在他看来，意志可以约束情感，控制行为，一旦人的意志可以控制自己的情感和行为，人就具有了某种神性，人神之间的交流也就成为自然。因此，说到底，精神训练是一种意志的训练。

精神训练除了具有特殊的宗教道德教育的意义之外，在一般教育的意义上，它也有不可忽视的价值，集中体现为它促进了教育中的非智力因素的发展。非智力因素一般是指动机、兴趣、情感、意志、性格等五种基本心理因素。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些因素以动机为核心，调节着教学活动的进行，起着始动、定向、维持、调节等作用，对于知识的掌握、智力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精神训练通过引导人们回忆，模仿耶稣的生活，不断克服自己内心的罪恶，从而使自己的意志更坚强，性格更完美，同时唤起人们崇敬和服务于上帝的情感与兴趣，而这又直接激发了人们进一步学习知识，提高自身动力的动机。可见，精神训练对知识的学习同样具有重要意义。

精神训练法如上所述，有合理的、积极的一面，但同时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危害性。第一，透过刻板、枯燥的训练程式，晦涩、生硬的语言表述以及渗透于其中的宗教狂热，精神训练所展现的是一种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天路”历程。它的文化修养上的高起点和超凡脱俗的性质，将一般人，特别是没文化基础、不通晓整部《圣经》、家境贫寒的平民百姓排斥在外，因此后来的人称《精神训练》是罗耀拉为自己及其追随者和社会上层人士中虔诚信仰上帝的人写的书。第二，精神训练某些具体的方式和手段是极端的、荒谬的，如要求训练者长时间的冥思苦想，要求训练者用跪着、弯腰站立、眼睛仰视等不同寻常的姿势来强迫自己改变生活习惯等。这些方法与手段往往对训练者的身心造成伤害。罗耀拉本人当初在进行自我精神训练时，就曾一度思维紊乱，精神几近崩溃，并差点自杀。相对于东方传统的精神转化以静修、放松、自然为特征，罗耀拉的精神训练法显得刻板反人性。因此，对于他的精神训练法，我们在肯定其教育价值的同时，必须坚决摒弃其中的糟粕。

第三节 教育内容与教育方法

一、教育内容

教育内容的选择受教育目的所制约，耶稣会的教育也不例外。罗耀拉曾这样说：“鉴于耶稣会获得学问的目的是在神的恩惠下，有助于自己和他人的灵魂得到拯救，因此这将成为衡量一般与特定学习内容的尺度，由它来决定我们的学者学习什么和学习多少。”[10]耶稣会的教育目的决定了神学是“最适合的学习内容”，神学及其辅助学科——哲学因此被耶稣会学校列为“高级科目”，作为耶稣会大学的教学内容。

除教育目的影响教育内容的选择外，社会的需要，文化科学的发展水平以及教育组织者和领导者对知识的态度和对现实社会的洞察力也在发挥着作用。

自文艺复兴以来，在欧洲，古典知识被进一步挖掘和整理，新的学科，特别是自然学科，随着人们对自然界探索的逐步深入而不断被创建出来。与中世纪早期相比，在罗耀拉创建耶稣会时，知识与学科已丰富了许多，而与此同时，人们对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也比以往增长了许多。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种教育都已经不可能像中世纪早期的教会教育那样，排斥或压制世俗知识的传播，更不可能以《圣经》来取代其他知识。

罗耀拉虽然具有狂热的宗教热情，但同时具有务实精神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洞察力，在把神学和哲学置于耶稣会学校教育突出地位的同时，他也把受社会普遍欢迎的人文主义学科纳入了课程体系。人文学科与神学、经院哲学的关系不是你主我次的关系，而是基础与上层的关系，人文学科、哲学和神学构成了一个相互衔接的知识体系。

人文学科包括语言和古典文学，后来演变成为包括低级语法、中级语法、高级语法、人文学、修辞学在内的完整结构，它们是学院一级教育机构的教学内容，学习时间一般为5年。在语言教学中，罗耀拉要求学院中的学者掌握若干种语言，这些语言可以分为两类：一是研究《圣经》及其他宗教经典所需的语言，其中最重要的是拉丁语，它是整个天主教会的宗教用语，也是耶稣会学校的教学用语，其次是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二是传教用语，因为耶稣会士将被派往世界各地传教，熟悉和掌握当地的语言是他们完成使命的重要条件，所以罗耀拉在会章中就明确提出可以传授阿拉伯语、印度语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语言，“只要这些地区以及导致学习这些语言的动机与我们上述目的相符即可”[11]。文学也具有很高的价值，罗耀拉认为它“使人们愿意学神学”，“使神学研究和实践更完善”[12]，因此他要求安排学识渊博的教师认真传授。

哲学由逻辑、自然哲学、伦理学、形而上学等组成，自然哲学又包括数学和自然科学中的许多学科。罗耀拉规定用不少于三年的时间学习自然科学，这表明了他对自然科学的重视。完成哲学学业，通过考试者，可以获得硕士学位。

神学是耶稣会教育中最高层次的教学内容，罗耀拉安排了六年的学习时间。它的内容相对狭窄，主要是《圣经》、经院哲学和其他基督教经典。通过最后的严格考试者可获得“神学博士”的学位。

可见，罗耀拉为耶稣会学校教育所设计的是一个以拉丁语为基础，以古典知识为主架，以宗教神学为皇冠的课程体系，之后的课程设置的变化都是在这个框架内所进行的充实和调整，而没有根本的变动。教学内容的选择是紧紧围绕着耶稣会的宗旨的，凡是对实现这一宗旨作用不大的知识、学科都被排除在外，法律、医学等在罗耀拉看来，就是属于这一类。

除了为耶稣会学校教育勾勒出课程体系之外，罗耀拉还对具体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用书做了一些原则上的规定。在教学内容上，他提出两点：一是只准讲授确定无疑的内容，不准讲有争议的内容；二是禁止讲授与天主教教义相违背的思想，不仅有嫌疑的思想不能讲，即使思想没问题，但持这种思想的人有嫌疑也不能讲，以免学生因为接触这些思想而去崇拜这位思想家。根据以上两个原则，教学用书以及学生课外阅读书目都得保证“可靠、安全”。在神学的学习中，阿奎那的作品被奉为经典，在哲学的学习中，以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准，在文学的学习中，西塞罗成为效仿的榜样。凡是有不合适内容与思想的书籍，必须事先对其进行清理和删除才能使用。

从罗耀拉为耶稣会学校设计的课程体系来看，它的内容较为丰富，体系较为严密，基本上适应了当时文化科学的发展状况和社会的需要。但是由于它一开始就是从耶稣会的最终目的出发的，因此不免具有狭隘性和保守性。当耶稣会后来将罗耀拉的这些初步设想具体化、制度化后，这些弊端也就越来越难以消除了，成为耶稣会教育发展的重要障碍。

二、教学方法与原则

在耶稣会学校教育中，教学方法一向受到重视，各种实际、有效的教学方法的运用是耶稣会学校教育达到较高质量和效率的重要原因。这种重视教学方法的传统也是由罗耀拉奠定的，他在《耶稣会章程》这个纲领性文件中，特别对耶稣会学校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方法做了具体的论述。

耶稣会学校一律采取全日制教学方式，每天上课5小时左右，一般上下午各2.5小时，另外还有1小时安排给学生复习和做作业。此外，高年级学生可以有比低年级更多的自习时间。讲课方式除了大型的公共讲座，还采用班级授课制。学校为入校新生安排考试，根据考试所反映出来的知识水平和智力发展程度，将他们编入相应的班级。每班人数视情况而定，各班一经组成，相对稳定。设有专任教师，其职责是组织教学活动，检查学习效果，掌握教学进度，全面关心本班学生的学习进展情况。

教学中所运用的具体方法，罗耀拉光在会章中就谈到了讲座、讲授、讲演、辩论、阅读、做作业、复述、背诵、考试等。在《教学大全》中，耶稣会学校的教学方法进一步得到充实。

讲座和讲授都以教师的讲解为主，结合解答学生的提问。教师不但要向学生讲清教材上的有关章节、词句，还要广泛地介绍背景性知识。阅读和做作业是学生课外提高和巩固知识的重要手段，教师要经常向学生推荐或指定阅读书目，并认真、及时地批改学生的作业。复述和背诵是记忆知识的方法。罗耀拉在会章中曾要求耶稣会学校的教师经常地、定期地通过复述和背诵检查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记忆情况。

如果说以上六种教学方法主要是为了达到掌握知识的目的的话，那么讲演和雄辩则是为了达到另一个目的，即培养雄辩之才。良好的口头表达能力，无论是对传教士还是对教师来说，都是十分重要的素质，因此耶稣会学校教学中特别重视这两种方法的运用，尤其是后者。在会章中，罗耀拉就曾提出了多种辩论方法，如课辩、公开辩论、同年级的辩论、低年级学生选择题目与高年级学生的辩论或者相反，等等。不仅形式多样，而且作用也是多方面的，罗耀拉认为通过辩论，一可以解决学习中的疑难问题，二可以锻炼胆量，培养口才和应变能力。讲演也是如此，它不仅能训练演讲风格，而且通过论述具有教诲意义的问题来提高自身的道德修养。

罗耀拉没有明确提出过教学原则，但他的教学思想和实践还是体现了这一方面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循序渐进的原则。罗耀拉的课程体系的设计就体现了这一原则，其目的就是要打好知识的基础。在会章中，他说：“学习中必须注意顺序，一经打下坚实的拉丁文基础就学习文学科，然后学习经院神学、实证神学。”[13]这样一种知识体系的安排，保证了教学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顺利过渡。

二是因材施教的原则。罗耀拉注意到了个人的差异，因此他要求学校的管理者和教师重视观察自己的教育对象，根据他们的实际情况来安排教学。要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才能、年龄进行分班，教师上课要视听众的人数和知识水平来决定，以保证有关知识被掌握。对于那些学习过于急迫的学生要有所节制，而对学习不够努力者要有所刺激，对于那些身体健康、智力突出的学生，“最好是让他们所学的比自己的才能和年龄超前一些”[14]。对于每一位学生来说，他学什么，学多长时间，用何种学习方法，都可以因人而异。

三是适时性原则。罗耀拉十分强调根据时间、地点、人员等环境因素的变化而调整教学程序的必要性，因为他认为教学程序只是达到教学目的的手段、途径。在罗耀拉的教学计划中，不仅把中世纪的显学——神学仍列入其中，而且又把当时人们普遍喜爱的西塞罗文学纳入教学体系。这种适时性正是耶稣会教育受到人们欢迎并取得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同时，他反复强调教学计划要有灵活性，要有变通余地，以满足不同地区的不同兴趣和需要。罗耀拉这一教学原则在《教学大全》中有了更加具体的体现。

四是注重道德、知识与身体共同发展的原则。罗耀拉显然接受了人文主义教育培养“全人”思想的影响，因此他设计的教育涵盖了德、智、体等多方面的内容。他强调宗教道德与知识要和谐发展。他提出，学生在校学习时，一方面要避免由于“对学习的渴求而使他们对坚实道德和宗教生活的热爱下降”，另一方面“也不要用过多的时间进行禁欲、祈祷和过长地进行冥想”。[15]在知识教学中，要结合宗教道德的教育。比如，阅读的书目应不违背教义，辩论讲演的主题应有助于学生形成纯洁和良好的道德等。在使学生的道德和学识获得进步的同时，要关心身体的健康。为此，后来的《教学大全》详细规定了作息时间、假期制度以及娱乐和体育活动。

从以上罗耀拉的有关教学方法及原则的思想来看，他没有做出多少创新，但他确实吸收了当时教学理论与实践中许多的优秀成果和成功经验，并在教学实践中有效地付诸实施。

第四节 教士及教师的培养

教师的素质是决定教育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于这一点，罗耀拉有着深刻的认识。在会章中，他多次强调在教学中，要有充足的、合格的教师。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在他看来，不仅要有渊博的知识，而且要有优秀的道德品质，同时还须刻苦、勤奋、乐于奉献。同时，即使是普通的耶稣会士，在未来的拯救他人灵魂、传播天主教教义的过程中，也同样要应对如何教人的问题。因此，罗耀拉把培养优秀的教师，把耶稣会士作为教师来培养的思想贯穿于耶稣会的教育实践中，并提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方法。

第一，借助严格的入会审查和考核制度，保证耶稣会招收高质量的新会员。根据会章规定，凡申请入会者，都要接受包括知识、性格、身体及社会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严格审查，“越具有知识，越具有道德光彩，越具有长期从事研究的健康体魄越好”[16]。那些品行有劣迹者、动机不纯者、意志不坚定者、智力低下者、身体不健康或有缺陷者都难以入会，即使他有地位、财富和声望。通过检查者被编入学舍，作为见习生，接受时间长达两年的严格的精神和身体上的训练。这又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在训练期间，凡被认为对上帝不忠、对长官不敬、侵犯他人、违抗命令或玩忽职守、弄假作弊，以及能力不强、身体不壮者都将被淘汰。只有通过这样严格的淘汰选拔，才被正式接纳入会。因此加入耶稣会的都是身心各方面的素质突出的“精英分子”，这就保证了耶稣会教育的高效、高质。

第二，利用金字塔式的组织系统和无情的选拔性考试，促使会员不断提高。一般说来，通过见习期的训练和考核者进入学院，作为学者接受系统正规的人文学科方面的知识教育，时间约为5年。学成之后有资格在耶稣会学校教授人文学科，未能完成学业者只能担任“院外助工”，在会中从事简单的或体力工作。结束学院学习的人可以升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通过考试后成为“神父”，其中的杰出者再学习数年神学，经过严格考核，就可以获得“发愿神父”的称号。这是耶稣会的核心和中坚力量，人数极少。在罗耀拉去世时，一千多名会员中只有大约40名的“发愿神父”。他们除其他职责外，大都在耶稣会大学任教，教授神学、哲学等高级科目。这种金字塔式的教育结构，一方面为提高和发展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又筛选出了各种层次和水平的师资力量，使他们能人尽其才，各尽所能。同时，从见习生到“发愿神父”，用15～16年，即使是充任人文学科教师的，也都接受了7～8年的严格教育与训练，这就使得耶稣会学校教师的素质要高于当时欧洲普通教师的水平。

第三，通过对会员进行有关教育学和教学法方面的培养和训练，使耶稣会士具备教育他人的良好能力。在《耶稣会章程》第四部分中，罗耀拉专门列出一节谈这一问题。虽然谈的是具体方法，而且不全面，但反映出罗耀拉的上述思想。他要求在耶稣会学院的教学中，应该让会员掌握使自己的布道讲演能最好地影响听众的方式，这种方式应该不同于“学究式的说教”，应该让会员懂得对不同的教育对象应采用不同的教育方法的原理，以及让会员学会如何组织做弥撒、布道、忏悔、圣餐等宗教仪式，等等。[17]罗耀拉在世期间曾多次用通信方式回答耶稣会士有关教育、教学等问题，并鼓励他们在这方面大胆探索，积累经验。

罗耀拉去世后，其后继者继承并发展了他的重视师资培训和耶稣会士说教能力培训的思想，并将罗耀拉设计的培训制度进一步完善和充实。1565年，耶稣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要求各省建立对会员进行师范教育和训练的“教育学院”及类似机构。1599年颁布的《教学大全》明确规定：耶稣会学校校长应在本校内聘请有经验的人文学科教师，每周三次对准备担任这一工作的学生进行如何做好教学工作的指导，而教师基本技能的训练则贯穿整个教育过程。

在漫长的中世纪，教士、修道士充任学校教师在欧洲是个普遍的现象，但是没有一所教会学校像耶稣会学校那样，把训练教师的工作自觉地纳入自己的教学计划中，也没有一位教会教育家像罗耀拉那样，具有把教士培养成为合格教师的明确意识。在教士—教师这一普遍的模式中，罗耀拉的贡献在于，从宗教的角度提高了教士对教师工作的职业认识和责任感，从教育的角度加强了教士作为教师的职业准备与训练。正是在他这一开创性的思想的指导下，耶稣会才形成了重视师长教育的传统，才能稳定地培养出高素质的师资，才能在迅速发展的近代教育中经久不衰。

综上所述，罗耀拉为耶稣会设计的教育是：“将文艺复兴精神和古代经典纳入服从基督教理想和教会之中，将产生于文艺复兴思想的新个人主义引导到为上帝服务。”[18]由他一手开创的耶稣会教育，不仅有严密的组织管理、良好的师资、自成一体的教学内容，而且还有有效的教学方式及手段，所有这一切保证了当时的耶稣会学校的学生“在6个月的时间里学到比在其他学校中2年还多的东西”[19]，使得耶稣会能从当时众多的教育组织中脱颖而出，并经久不衰。但同时应该注意到，耶稣会教育依然是一种宗教性教育，它的教学目标、内容及方法的选择无不受此束缚。随着时代的进步，这种局限性最终限制了其自身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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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尽管本书将文艺复兴时期的教育思想大致划分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新教教育思想和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三个类别，但这三类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并不是一样的，不能对三者等量齐观。总体看来，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文艺复兴时期教育思想的主脉，其数量大，大到远超出后两者；其跨度大，不论时间跨度还是空间跨度皆然；其内容丰富，较之后两者更加多姿多彩。尤为重要的是，新教教育思想和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都是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产生后才产生的，二者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了不少东西。三类教育思想具有不同的特征，存在着冲突，但同时又存在着融合现象，三者共同构成了文艺复兴时代教育思想的立体景观。

一

从基本特征这一角度看，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较之中世纪教育思想有若干显著的进步。这种进步显著表现在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人本情怀和世俗精神。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人本情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人文主义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之，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就带有人文主义的根本特征，那就是对人的关注。人并非消极无为的存在物，人有其自身的尊严，通过教育，人可成为完美的个体，可建立丰功伟绩，可战胜命运的肆虐。人是有力量的，人能凭自己的力量改变世界。这种思想特征对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都是一种极大的解放。人成为教育的重心和中心，教育就是解放人，就是塑造完美的新人。

然而，中世纪教育思想的核心特征是它的宗教化、神学化。基督教思想家所阐发的教育主张通常是其宗教哲学和神学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且这些教育思想是直接为其宗教哲学和神学主张服务的，神学和教会的目的成了教育的目的，神学的原则成为教育的准则，教义的内容成了教育的内容。神学是教育的重心和中心，人是卑微的，人具有原罪，不可能获得优秀品质，人是无能无为的。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世俗精神。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关注现世而非来世。从教育目的理论看，教育是为了培养为世俗社会服务的人，教育是解决社会问题的重要手段，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更多地关心现实社会的疗救与完善，而不像中世纪那样只是关心虚无缥缈的天国。从道德教育理论看，古代的四项世俗美德正义、节制、勇敢和智慧被复兴和强调。虽然基督教人文主义者将虔敬作为一种首要的美德，但虔敬已不是道德教育的全部内容。道德教育不是为了邀得上帝的青睐和恩宠，而是为了克服社会的腐败和不道德的现象，并塑造新的道德精神。质而言之，追求美德是对现实社会不道德状况的否定和改造现实社会的一种憧憬和追求。从课程理论看，人文主义者所主张的课程也具有世俗性，古希腊、古罗马著作的世俗性自不待言，就是对中世纪遗留下来的七艺和神学等科目也做了世俗性的处理。七艺本是世俗性的，中世纪教育使它罩上一层浓厚的宗教气氛，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恢复了七艺原先的世俗精神。即使是宗教神学，也被赋予了新的人文主义色彩，例如，不少人文主义教育家通过引证《圣经》歌颂现实生活，歌颂人的尊严与伟大，他们在承认上帝的同时也歌颂凡人，天国与尘世、上帝与子民孰轻孰重并不像中世纪那样泾渭分明。过去尘世为天国服务，人类匍匐在上帝脚下，现在人文主义教育家打着天国的招牌和上帝的名号，而实际上却歌颂人生和尘世的美好，并要求教育造就和促进这种美好。

也应看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依然具有宗教性，几乎所有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都信仰上帝，他们虽然抨击天主教会的弊端，但不反对宗教更不打算消灭宗教，他们希冀通过教育，以世俗和人文精神改造中世纪陈腐专横的宗教性，以造就一种更富世俗色彩和人性色彩的宗教性。

古典主义也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特征之一。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是以复兴古代教育思想为起点的，古代教育思想成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生长点和组成部分。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中的教育目的论、道德教育论、课程论、教学方法论等皆含有古代教育思想的因素，但这绝非纯粹的“复古”，实则含有古为今用、托古改制的内涵。这种古典主义不同于中世纪教育思想的古典主义，后者也借用古人，但往往是简单粗暴的、断章取义的，前者则力求用历史主义的态度和方法恢复古代文化的真实面目。

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并非在所有方面都超越了中世纪教育思想。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具有等级性和贵族性，从教育对象看，多为上层子弟；从教育形式看，多为家庭教育和宫廷教育，而非大众教育的形式；从教育目的看，培养的主要是统治阶层。然而，中世纪教育思想所主张的教育则具有更大的开放性和普遍性，因为中世纪教育始终被当作传播教义、培养信仰的一种工具，因而在客观上，不容许对教育对象进行严格的限制。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所具有的等级性和贵族性色彩，是由人文主义运动的性质所决定的。人文主义运动不是一场大众民主运动，而主要是一场由上层文化精英发动的并由上层权力精英高贵们所支持的文化运动，尽管它极力反对中世纪的教阶制度和封建制度，但它本身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新的等级性和贵族性。“美德即高贵”是人文主义的一个响亮的口号，意即人不因拥有权力、财富和血统才高贵，人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不以门第论贵贱，看上去是对中世纪等级制和贵族世袭制的否定，具有平等色彩。实则不尽然，北欧不少人文主义者认为，虽然美德构成了唯一和真正的高贵，但美德恰恰总是在传统的统治阶级身上最完美地表现出来。艾利奥特在《行政之书》开头便直截了当地提出：“在多数情况下，上流人士身上的美德比起村夫或出身低贱的人们身上的美德掺和着更多的耐力、友爱和温情。”英国人文主义者劳伦斯·汉弗莱（约1527—1590年）认为，至上的高贵无疑地存在于心灵的“内在美和善德之中”，但他又说，“不知何以如此”，这些美德毫无例外地在贵族身上比在其他任何人身上会放射出耀眼的光辉。从某种程度上说，美德在“乌合之众”中往往被割裂了，而在贵族中间却“凝聚组合了”。比起那些“人类的渣滓”来，贵族更能成就“丰功伟绩”[1]。基于此，人文主义者肯定等级制存在的价值。

还有一点易被忽视的，那就是，中世纪经院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较之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具有更强的理性色彩。人文主义者的思维方式具有文学的、浪漫的色彩，往往对哲学不感兴趣，而中世纪教育家尤其是经院主义教育家的思想中却含有丰富的抽象理性精神，这种理性精神为文艺复兴时代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人文主义教育家在反对经院主义的空洞、烦琐等弊端时，同时也把其理性精神一齐否定了。这也是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缺乏理论深度的一个重要原因。经院主义方法诚然有弊端，但它也有优点，费尔巴哈准确地指出：“经院哲学是为教会服务的，因为它承认、论证和捍卫教会的原则；尽管如此，它却从科学的兴趣出发，鼓励和赞许自由的研究精神。它把信仰的对象变为思维的对象，把人从绝对信仰的领域引到怀疑、研究和认识的领域。它力图证明和论证仅仅立足于权威之上的信仰的对象，从而证明了——虽然大部分违背自己的理解和意志——理性的权威，给世界引入一种与旧教会的原则不同的原则——独立思考的精神的原则，理性的自我意识的原则，或者至少是为这一原则做了准备。甚至经院哲学的丑陋形态和阴暗面，甚至一部分经院哲学家所提出的那些为数众多的荒谬问题，甚至他们所做的那些重复千万次的、不必要的和偶然的区分，他们的令人发笑的精雕细琢，都应当从理性的原则中推引出来，从对光明的渴望和研究精神中推引出来。在当时旧教会精神的令人窒息的统治下，研究精神只能以这样的方式表现出来。”[2]

总之，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确为人类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它也是有局限性的，在有些方面尚未能超越中世纪。

二

与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相比，新教教育思想的典型特征是其宗教性和大众性。

路德全部思想的核心是“因信称义”，宗教平等灵魂得救，路德教育思想的根本出发点在于：通过新教教育，培养对上帝的虔诚信仰，从而使灵魂获得拯救。尽管路德也强调了教育的世俗化目的，但与宗教性目的相比，世俗化目的是从属的、次要的。加尔文也是如此，尽管加尔文主张的教育目的也具二重性，但从其思想的主导倾向来看，他主张的教育目的的重心仍落在信仰、来世、教会上，在此点上，他较之路德有过之而无不及。在对宗教性的强调上，新教与天主教并无区别，二者的区别主要在灵魂获救的途径不同，新教主张“因信称义”，否认教会的中介作用，否定教皇的权威，主张个人通过《圣经》、通过真诚的信仰与上帝直接交流，而天主教则强调教会的中介作用和教皇的权威地位。

新教的宗教性较之中世纪显然有其进步意义，正是这种宗教性摧毁了天主教会大统一的局面，将欧洲社会从天主教的思想统治下解放出来。但从另一个方面看，新教的宗教性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发展也产生了不良的影响。由于把宗教化的目的当作教育所要实现的基本理想，新教教育思想和以此为基础的教育实践在客观上阻碍了由人文主义教会所开创的教育世俗化趋势的进一步发展。宗教改革以后，与中世纪同出一辙的宗教教育长时间内继续支配着欧美新教国家的教会，这种局面的形成不能不说与新教教育思想具有直接关系。

新教教育思想的宗教性还影响到新教教育对古典人文学科的态度。路德、加尔文、梅兰克顿等人都有良好的古典文化素养，他们一般并不排斥古典人文学科的教育。与中世纪神学家相比，他们对世俗知识采取了更为宽容的态度，但这种宽容是有限度的。与中世纪神学家一样，他们仍然把世俗知识当作信仰的手段和工具，他们以宗教性为标准对古典文化进行甄选和裁剪，结果使得教育丧失了其应有的全面性和丰富性，而沦为一种片面的、单向的教育。

新教教育思想的大众性是指其教育平等的理念。路德认为，信仰完全是个人的主观体验和内心活动，每个人的信仰来自他对《圣经》的独立理解。这样在理论上就产生了一种新的教育要求——使每个人都有阅读《圣经》的能力。信仰面前人人平等的宗教观反映到教育上就成为教育权利的平等。路德把教育的权利扩大到社会下层，从而揭开了西方近代教育民主化进程的历史序幕。由此，路德还进一步提出了普及教育的主张。加尔文则更为明确地提出了由国家负责对全体公民进行强迫教育的思想，主张由国家管理文化教育事务，实施义务教育，是新教教育思想对教育理论与实施的最主要贡献，对当时和其后的教育发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反宗教改革的教育思想以罗耀拉和耶稣会的教育思想为代表，这种教育思想具有极强的功利性或者说宗教性，那就是为教皇、为天主教会服务。从教育思想的内容看，兼收并蓄，从人文主义和新教教育思想中吸收了很多东西，具有典型的“拿来主义”特征。在这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的教育实践是卓有成效的，耶稣会学校的组织管理、师资水平都是一流的，这些给耶稣会学校带来了良好的声誉。

耶稣会教育随耶稣会势力的扩张而扩张，例如，17世纪时法国的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几乎都控制在耶稣会手中。但耶稣会教育有其致命的弱点，那就是，不管它的管理制度、方法多么完善，组织管理多么周密，师资水平多么高，这些都服从于一个目的——企图重建教皇和天主教会对欧洲的统治，这一目的是逆历史潮流的，是与民族国家的兴起相对立的。富有成效的手段服务于一个背时的目的，只会给社会带来更大的危害，结果必然为历史所淘汰，这正是耶稣会教育的悲剧所在，也是罗耀拉和耶稣会教育思想的悲剧所在。

三

本书讨论了文艺复兴时期30余人的教育思想，总体看来，这一时期教育思想的成熟度还不够高，也很难将这30余人都称之为“教育思想家”，大部分人被称作“教育思想者”可能更恰当些。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在整个思想界的地位虽较中世纪大大提高，但教育思想的产生方式还具有复古、自发、从属的性质，教育思想的自觉程度和分化程度还较低。从教育思想的内容看，既涉及一些宏观的教育问题如教育与宗教、政治的关系问题等，也涉及一些微观的教育问题如教学内容的选择、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师的标准等问题。

具体言之，本时期的教育思想又进一步可分为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新教教育思想和反宗教改革教育思想三种类型。三者具有不同的特征，三者之间也存在着冲突和融合现象，其精神实质也在不同的层面相互间具有相异、相通之处。

尽管人文主义运动导致了宗教改革，但大多数人文主义者都反对宗教改革造成的教会分裂，而主张在教会内部进行不流血的改良，人文主义和天主教都是反对宗教改革的。

新教教育和天主教教育都是宗教教育，尽管人文主义教育也带有一定的宗教性，但新教和天主教还是共同反对人文主义教育中的异教因素，宗教改革运动“压制了人文主义运动的种种世俗倾向”[3]，而反宗教改革运动则想把当时的社会和教育带回宗教性更强的中世纪。

人文主义教育具有贵族性，新教教育则具有较强的群众性和普及性，耶稣会教育出于其控制社会精英的政治目的而重视上层社会子女的教育，因此带有强烈的贵族性。人文主义教育也具有贵族性，但与耶稣会教育不同，后者意在通过教育培养社会精英为天主教服务。

尽管如此，在三种教育思想指导下的三种教育实践也有一些共同点。三者都很重视古典人文学科，此外，在教育教学的管理方面，三者也有许多相通、相同之处。

这三种教育的根本差异主要在于它们所服务的目的不同。人文主义教育主要追求一个世俗性的目的，但新教教育和耶稣会教育却不然。新教教育为新教服务，天主教教育为天主教服务，教育在新教和天主教那里主要是作为一种宗教的工具而被运用，渗透于新教教育和天主教教育中的古典人文教育主要是作为一种技术性的工具而被利用，对个人发展的考虑、对世俗利益的考虑，一直被放在次要地位。宗教的迷雾依然笼罩在欧洲上空，渗透于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活动的各个层面。

宗教改革似乎给教育思想带来了更强的宗教性，似乎是历史的倒退。实则相反，尽管新教教育思想带有宗教性，但新教势力与旧教势力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则给整个社会的发展和人类思想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世俗性，从而为教育思想的发展开辟了一条崭新而宽广的大道。

持续不断的宗教冲突尤其是宗教战争给欧洲社会带来了极大的破坏，同时也使冲突的各方认识到，不论是新教势力还是旧教势力，谁都不可能吃掉对方，消灭对方，持续的冲突和战争对哪一方都没什么好处，世俗政权支持任何一个教派实行宗教划一政策，都会引起更多的教派的反对，从而导致社会动荡，唯一的出路就是实行宗教宽容和信仰自由。宗教宽容承认宗教分歧存在的合理性，是违反宗教统一这一原则的。但不这样不行，是严峻的事实使然。宗教宽容实质上是一种政治妥协，在这种妥协中，宗教信仰的地位服从于世俗现实利益的考虑，这种妥协利于维持一个社会的生存所必须具有的秩序，更重要的，它给以后的社会发展尤其是政治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面貌，“中世纪和宗教改革时代那种由教会统治国家与社会的模式让位于建设一种对宗教持中立态度的文明的冲动”[4]，政府对宗教持中立态度标志着国家世俗权力的加强，意味着世俗权力与宗教权力的分离，预示着政教分离原则的最后胜利。这对教育而言则意味着教育势必要成为一种由国家控制领导权的教育，一种避免了宗教争端的世俗性、公共性的教育。

宗教冲突的另一个后果就是世俗性的大大增强。新教的兴起和众多新教派的建立使人的思想和信仰趋向多样化，宗教宽容政策不仅给不同的宗教信仰带来宽容，也预示着为各式各样的世俗思想带来宽容。宽容带来了思想解放，使近代科学和哲学兴起，这种兴起大大改变了人对自然、社会和自身的看法，遂使17世纪后期成为科学和哲学发展的鼎盛期，涌现出一批哲学和科学巨人，以至于西方人将17世纪称为“天才的世纪”。天才的世纪是思想解放的产物。一般的人也由于厌恶宗教争斗而越来越注重今世生活。在这种氛围之中，教育与世俗生活的结合更趋紧密，课程中世俗性知识的比重加大，自然科学知识也逐渐进入课程之中。

宗教改革运动结束后，西方教育的近代化（国家化、世俗化、科学化、普及化）历程便真正开始了。

宗教冲突及其后果不仅对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当时及其后的教育思想的发展有着深刻的影响。宗教的真义，对人类认识自我与宇宙关系的深层启示和意义，也在人类社会经历现代化危机中日渐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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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7世纪是西欧社会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在文艺复兴时期之后，率先进入近代社会的西欧国家的经济、政治和文化在17世纪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当时在欧洲盛行的重商主义极大地推动了西欧国家工商业特别是海外贸易的发展，不仅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扫除了障碍，而且也为思想的解放和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与此同时，17世纪是西欧社会自然科学勃兴的时期。意大利天文学家哥白尼（N. Copernicus）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是自然科学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独立宣言”。新的科学发明、新的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新的科学研究社团的出现，无疑推动了自然科学的发展。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必然会推动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哲学上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争论无疑是17世纪思想领域的中心课题。自然现象的规律和秩序的发现推动着人们去探索社会现象的规律，促进了社会科学的发展。当然，17世纪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发展并不敌视宗教和神学，相反地，当时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先驱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然而，对现世生活的追求逐步代替了对来世生活的向往，中世纪基督教教会的绝对权威永远也不能恢复了。

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下，新的教育思想在17世纪西欧社会中得到了发展。那些教育家、哲学家、思想家、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以及关心教育的社会人士从各个方面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和探讨。

英国出现了培根的教育思想、教育革新思潮以及洛克的教育思想。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提倡自然科学，主张“知识就是力量”，提出实验的归纳法，制订科学教育理想的方案，从而在知识论和方法论上为改革经院主义教育和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培根的教育思想的出现，无疑为近代教育的发展开辟了一个新的境界。

英国教育革新思潮以诗人和政治家弥尔顿、经济学家配第和思想家贝勒斯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对教育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例如，弥尔顿要求创办“学园”这一新型学校，并对学园的教育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新的见解。配第提出教育应该与科技和手工劳动相结合，探讨了理想的教育模式，并主张由国家办学。贝勒斯阐述了劳动教育的思想，建议创办劳动学院。应该说，17世纪英国教育革新思潮反映了英国近代教育发展的趋势。

英国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洛克在继承前人的绅士文化和教育思想的基础上，系统地阐述了绅士教育理论。尽管洛克反对学校教育而极力主张家庭教育，但是他的教育思想在教育的作用以及教育内容和方法等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不仅反映了17世纪的时代精神，而且更影响了18世纪的教育思想尤其是启蒙教育思想。他的教育代表作《教育漫话》一书也充分体现了近代社会的一种新的教育精神。

法国出现了理性主义教育思潮。这一教育思潮是以法国哲学家和数学家笛卡儿以及教育家芬乃龙为主要代表人物的。在处于理性主义时代的法国，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强调理性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主张理性至上的伦理原则，反对一切传统观念，从而对17～18世纪法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影响。

意大利和德国出现了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意大利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以及德国教育思想家和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是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它们为人们描绘了理想社会的教育蓝图，并阐述了理想社会的教育理论，显然具有超越时代的特征。

捷克出现了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在17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从17世纪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出发，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基础上，他全面阐述了新生一代的教育理论和实际，对泛智论、教育的主导原则、学制系统、教学理论、学校管理等问题进行了前所未有的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例如，他第一次提出了一个完整的学制系统；他第一次系统探讨和阐述了教学原则；他第一次提出并从理论上论证了班级授课制，等等。夸美纽斯的主要教育代表作《大教学论》一书是他的教育思想的系统阐述，不仅在17世纪已具有超前性的特征，而且为以后人类社会教育科学的发展奠定了初步的理论基础。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在17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的光彩是最为夺目的，也是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种教育思想。因此，一位名叫斯皮尔曼（C. C. Spielman）的西方学者这样指出：“倘若各时代的关于教育学的著作全丢失了，只要留得《大教学论》在，后代人便仍可以把它作个基础，重新建立教育的科学。”[1]

在17世纪北美殖民地，随着欧洲移民的到来，也带去了欧洲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革新的教育思想。当然，这些教育思想在北美殖民地这块新的土地上也有所革新和变化，其代表人物就是宾夕法尼亚的威廉·宾和巴德。此外，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也表现在当时的教育法规和民众兴办教育的行动上。就北美殖民地教育思想的总体来说，欧洲革新的教育思想更受广大民众的欢迎。美国教育历史表明，正是在这些教育思想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与17世纪西欧社会的情况不同，17世纪的日本正处于封建制度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期。这一时期出现的日本重要教育思想包括日本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以及日本古学派的教育思想等。尽管其中阳明学派和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教育观念，如开始注重以人或儿童为主体，也开始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和实际效用等，但总的来说，这些教育思想与17世纪日本的教育实际情况并不完全相符，并受到幕藩体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就其性质而言，17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基本上是封建主义的。

本卷共9章。其中，第1、9章由任钟印执笔，第2、7章由周采执笔，第3章第1节及第6章由杨汉麟执笔，第3章第2节及第4章由田景正执笔，第3章第3、4节及第5章第3节由范丽萍执笔，第5章第1、2节由熊焰执笔，第8章由杨孔炽执笔；导言由任钟印执笔，结语由杨汉麟执笔。全书最后由杨汉麟、周采统稿。

限于著者水平，书中如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读者批评指正。



[1] 参见夸美纽斯：《大教学论》，傅任敢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扉页。


第一章 17世纪的西欧社会

人类起源于非洲，人类文明发轫于古代东方，近代社会开始于西欧。17世纪的西欧率先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对整个人类历史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第一节 西欧的社会变迁

17世纪是西欧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期，英国的发展对西欧的影响尤大，且更具有典型意义。英国在15世纪末即开始了“圈地运动”，到16～17世纪，“圈地运动”猛烈发展。“圈地运动”的结果，使农民与土地分离，为工业资本主义提供了廉价劳动力，也促进了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的发展以及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16世纪时，英国的呢绒业已发展成工场手工业，规模大的手工工场已有了数千名工人。行会中也出现资本主义因素。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又推动了外贸和金融业的发展。另外，在玫瑰战争中，英国旧的封建贵族为争夺王位而相互残杀，终于同归于尽。这些被消灭殆尽的旧贵族的后裔已经是在另一种条件下成长的新的一代，他们的习惯和倾向已具有更多资产阶级的色彩。1534年，亨利八世（Henry Ⅷ）趁宗教改革之机，宣布脱离罗马教廷而自立为英国国教会的首脑。稍后，英国国教会又通过法案，封闭了700多所天主教寺院，并将从寺院没收的大量土地分赠或出售给新的暴发户，使一些资产阶级暴发户成了土地所有者。于是，以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土地的旧贵族的后代和获得大量土地的资产阶级暴发户形成新贵族集团，在他们身上体现了资产阶级利益和贵族利益的结合。这种情况决定了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不彻底性，它的结果就是1688年资产阶级和贵族达成的妥协。

英国的专制制度虽然在16世纪即已得到发展，但是和法国的专制制度比较起来，英国的专制制度是脆弱的。法国已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系统，中央政府有权任免地方官员，英国的中央政府则无权任免地方官员；法国的中央政府有权直接调动各省的军队，以镇压叛乱，英国的中央政府没有一支可供随时调遣的常备军，一旦有事，须临时招募军队；英国从13世纪下半期即已建成国会，14世纪国会形成两院，国会对国王的权力有掣肘作用，而法国的三级会议早已停开，国王大权独揽；英国国王没有固定的财政收入，平时国王及宫廷的费用靠国王领地的地租及骑士捐献维持，一旦国家有事，须召集国会，经国会同意才能向臣民征收临时税捐。

17世纪初，英国经济发展水平不及法国，但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却先于法国发生并取得成功，这不是偶然的。英国旧贵族势力的被消灭、农村中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新贵族集团的形成、英国专制制度的脆弱性、16世纪60年代以后新教加尔文派在英国的发展，都是重要原因。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过程中，英国的新教加尔文派——清教徒中的长老会和独立派先后成为左右局势的社会势力，而在加尔文的祖国法国，仍处于支配地位的天主教会是专制制度的支柱。

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于1640年，结束于1688年。中间经过了复辟与反复辟的较量。革命的胜利推动了民主政治的发展，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清除了障碍。新的政治、经济条件为思想的解放、科学的发展提供了土壤，成为促进新教育思潮出现的动因。

宗教改革中的各教派都力图加强宗教，特别是本教派教义的影响力。马克思（K. Marx）对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的以下一段评论对其他新教教派也是适用的：

路德战胜了虔信造成的奴役制，是因为他用信念造成的奴役制代替了它。他破除了对权威的信仰，是因为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他把僧侣变成了世俗人，是因为他把世俗人变成了僧侣。他把人从外在的宗教笃诚解放出来，是因为他把宗教笃诚变成了人的内在世界。他把肉体从锁链中解放出来，是因为他给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1]

宗教改革以后基督教内部各教派之间的激烈斗争，特别是天主教之间的斗争给社会带来了严重破坏。历史的教训促使人们认识到宗教宽容的价值。在理论上表达这种情绪和愿望的是洛克（J. Locke）的著作《论宗教宽容》（A Letter Concerning Toleration）。洛克在自己的书信中详细论述了下列观点：

宗教信仰自由。信仰是个人的私事，任何人无权干涉、 强迫，国家和教会都无权强迫。“谁都不能使自己的信仰屈从于他人的指令……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2]

各宗教、各教派之间的宽容。不得以强力干涉、强迫不同信仰者改宗，“任何教会无权管辖其他教会”[3]。

政教分离。国家无权干涉个人信仰，无权干涉教会在法律允许范围以内的活动。“凡属在国家里合法的东西，官长便不能在教会中加以禁止。凡属许可臣民日常使用的东西他都不能、 也不应禁止任何教派的人们将其用于宗教目的。”[4]

政治上的宽容。凡是公正、温和的政府必然是稳定的、安全的，压迫才会激起反抗。国家不得以宗教为理由改变或侵犯公民的权利。“每个人应当享有同其他人同样的权利。”[5]

洛克认为，对那些在宗教问题上持有异议的人实行宽容，这与耶稣基督的福音和人类的理智是一致的。洛克的宗教观在17 世纪的进步宗教观中具有代表性、典型性。这种宗教观表明，和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相比，17世纪的宗教观已具有长足的进步，社会离中世纪的阴影更远了，这是整个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它又反过来影响新教育观的倾向。

第二节 自然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F. Engles）曾说，西欧自然科学的发展是从15世纪下半期开始的。但是各门科学的发展并非齐头并进，而是依顺序发展的。带头的是天文学，紧接着是物理学。化学要到18世纪才发展起来，生物学的发展则是19世纪的成就。

自然科学发表自己的独立宣言而从神学中解放出来的标志是哥白尼（N. Copernicus）于1543年出版的《天体运行论》（De Revolutionibus Orbium Coelestium）。在本书中，哥白尼有力地论证了日心说，推翻了统治西欧达1000多年的托勒密（C. Ptolemaeus）的“地心说”—这是基督教会所信奉的理论。

哥白尼看到自己的著作几小时以后便去世了。他的理论最终被科学界接受，要归功于伽利略（G. Galilei）、开普勒（J. Kepler）、笛卡儿（R. Descartes）和牛顿（I. Newton）。

伽利略于1632年发表《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Dialogo f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andi Tolemaico，E. Copernicano）。他不仅是哥白尼理论的热心阐释者、宣传者，他本人在天文学、物理学上都有重要发现，并制作了新的天文望远镜。开普勒证明行星是沿椭圆形轨道绕太阳旋转，从而消灭了托勒密天文学的痕迹，对牛顿发现万有引力定律有极大价值。前人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做了更高层次的综合。

当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冲破传统和权威的重重阻力，勇敢探索新知识、新真理的时候，西欧的大学仍然在教会的控制之下，哲学依然是神学侍婢。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不得不脱离大学，从而也使大学脱离了自然科学发展的时代潮流，被抛在时代的后面。为了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人们不得不求助于新的组织机构。这种情况促使各种科学社团产生。

最先成立的科学社团是1657年成立于佛罗伦萨的西芒托学院，这是一所科学研究机构，它的发起人是伽利略的门徒维维安尼（V. Viviani）和托里策利（E. Torricelli）。一些解剖学家、 胚胎学家、物理学家在这里进行了科学实验。1667年学院关闭时发表了实验文集，报告了实验中的新发现。英国的皇家学会成立于1662年，它是由培根的追随者们的一个非正式社团发展而成，它的成员在天文、物理、化学、解剖、医学、生物学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验研究，它的研究报告对海运业、矿业、酿酒业、精炼业、羊毛制造业的发展都有一定价值。法兰西科学院成立于1666年，它得到国王的支持和资助。科学院的研究分成数学（包括力学和天文学）和物理学（包括化学、植物学、解剖学和生理学）两部分。柏林学院成立于1700年，它的建成应归功于莱布尼兹（G. W. Leibniz）的积极鼓吹和策划。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兹认为科学院的研究领域除科学和技术外，还应包括历史、档案、商业、艺术、教育等，它是一所文、理、工兼备的综合性的科学院。圣彼得堡学院成立于1724年。科学社团有力地推进了自然科学研究。

17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并不敌视宗教和神学，相反，当时自然科学的先驱者们实际上都笃信宗教，都是基督教的忠实的儿子。开普勒的天文学发现是由于宗教动机，他从寻找上帝之路出发，结果发现了行星的路径。笛卡儿有神秘主义的倾向，霍布斯（T. Hobbes）是唯物主义者，但并不反对宗教，相信上帝是宇宙的第一原因，但他坚信“人不可能认识上帝”。波义耳（R. Boyle）试图寻找在自然过程背后的上帝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自然的美和有秩序的和谐证明有一个至高无上的、强大的、明智的和完美的创造者存在。牛顿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一部绝妙的机器，上帝是运动的第一原因。

尽管自然科学家并不敌视宗教神学，但基督教会（包括天主教和新教）却敌视自然科学，敌视一切违反《圣经》的科学真理。当塞尔维特（M. Servetus）正要发现血液循环过程的时候，加尔文（J. Calvin）便把他活活烧死。布鲁诺（G. Bruno）接受了哥白尼的“日心说”，并承认自然界就是上帝，认为上帝不在世界事物之外，就在世界事物之中，宇宙有其内在的规律和秩序，上帝也要服从自然界本身的规律。布鲁诺因为否定了上帝的超自然性而于1600年被罗马教廷活活烧死在火刑柱上。西芒托学院的成员也受到教会的残酷迫害，有的被处死。伽利略的《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发表于1632年，次年被宗教法庭传唤至罗马，遭到监禁、刑讯逼供及审判。伽利略在监禁期内，每星期都要背诵《圣经·旧约》的《诗篇》中的7首忏悔诗，并被迫公开放弃自己的信仰：

我跪在尊敬的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面前。我抚摸《福音书》保证，我相信并将始终相信教会所承认的和教导的东西都是真理。我奉神圣的宗教法庭之令，不再相信也不传授地球运动而太阳静止的虚妄理论，因为这违反《圣经》。……我发誓放弃并诅咒已被指控的谬见和邪说、一切其他谬见和任何违背教会教导的见解。……[6]

据说，伽利略在被迫宣布放弃日心说之后，还在喃喃自语：“可是，地球是在运动！”由此可见，前述洛克的见解多么深刻。他说：“真正的宗教的全部生命和动力，只在于内在的心灵里的确信，没有这种确信，信仰就不成其为信仰。”[7]一切信仰都是如此。

监禁火刑不可能阻止真理的发展。1822年，罗马教廷的红衣主教团宣布允许天主教国家讲授哥白尼的理论。1980年，罗马教皇宣布重新审理伽利略案。1992年，教皇保罗二世（Paul Ⅱ）宣布为伽利略平反昭雪，并宣布300多年前对伽利略的审判是没有根据的。1996年，罗马教区主教终于承认，将近400年前烧死布鲁诺是一种过错。

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研究自然的兴趣空前高涨，人们向往于在一切领域探索自然的秘密。培根的所罗门宫、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夸美纽斯（J. A. Comenius）的泛智研究、弥尔顿（J. Milton）的学园、配第（W. Petty）的促进各种学问的计划，乃至康帕内拉（T. Campanella）的《太阳城》，都几乎涉及自然科学的所有部门。这种科学思潮是教育理论中对陈旧的学科内容进行根本改造的催化剂，推动学校教育向着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方向发展，有力地冲击着学校中的宗教神学、古典主义及其他烦琐空疏、脱离实际的倾向。自然科学注重观察、实验、经验、独立思考，否定传统和权威，推动了教学法的改革。

第三节 哲学和社会科学

自然科学的发展，自然科学所发现的宇宙自身的规律和秩序，推动了哲学思维和社会科学的进展，经验论与唯理论的争论是17世纪西欧哲学的特色。这两种理论各从不同的侧面深化了哲学思维，提高了人类认识水平，都对哲学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17世纪西欧的经验论哲学往往以唯物主义的形式出现。近代英国唯物主义的真正始祖是弗兰西斯·培根。培根认为，感觉是可靠的，是全部知识的泉源，全部科学都以经验为基础，但必须用理性的方法整理感官所得的材料，理性方法的主要形式是归纳、分析、比较、观察、实验。培根大力鼓吹归纳法，认为它是正确知识的不可缺少的基础。他认为，过去的真理追求者都是在黑暗中蹒跚而行，受先入之见和经院哲学的奴役，归纳法才是打开真理奥秘之门的具有魔力的钥匙。培根反对传统、权威和演绎法逻辑。霍布斯系统化了培根的唯物主义，洛克则在《人类理解论》（A Essay Concerning Human Understanding）中对知识来源于感觉经验的理论做了深入的论证。唯理论哲学的倡导者是笛卡儿。和培根等经验论者一样，笛卡儿坚持拒绝经院哲学，拒绝权威和传统，拒绝用别人的头脑进行思考。但是和经验论者不同，笛卡儿认为心灵不是物质的形式，而是上帝深植在人体中的完全独立的实体。他相信有“天赋观念”，这是与感官经验无关（或不可能通过感官认识）的不证自明的真理，是心灵先天固有的。可靠的认识真理的方法是从一些不证自明的真理和公理出发，用如同数学方法的纯粹推理的方法，通过推理，推演出完美的、普遍的知识系统，即从简单的观念开始，通过演绎，前进到比较复杂的观念。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受到洛克的有力驳斥。

自然神论是17世纪西欧流行的哲学观。这种观点认为上帝是与自然同一的，上帝也必须服从自然界的理解和秩序，而不是超然于自然之上。自然神论是架空上帝、摆脱宗教的一种方便途径。恩格斯曾说，自然神论是唯物主义的形式之一，而不可知论是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

自然规律的发现推动人们去寻找社会现象背后的规律性。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开始形成。经济学力图找寻经济活动领域的规律和秩序。16～17世纪最重要的经济学论文、著作都是英国人写的。当时经济学所讨论的问题为奖励出口、争夺人才（智力）、降低成本、分工、关税、人口等。这些在今天仍然是重要话题。配第在政治表现上是一个小人，但他将经济问题的研究从流通领域深入生产领域，从而使经济学成为一门科学，受到马克思的高度称赞。马克思称配第是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由于配第的《政治算术》等研究成果，他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统计学的创始人。洛克在经济学上的贡献是论证劳动在价值创造中的作用。

在近代欧洲广泛流传的“社会契约论”盛行于17世纪的英国，具有各种不同倾向的人赋予“社会契约论”以不同的意义，利用这个理论为自己的政治信念辩护。在英国革命过程中，拥护君主立宪的独立派以“社会契约论”辩护私有财产的神圣性。弥尔顿认为，私有财产是订立契约的结果，因此，契约必须得到遵守，不允许随便改变财产关系，每个人应满足于享有根据法律属于他的东西，不得以暴力取得别人的财产，平等派的普选原则会威胁私有财产，所以独立派反对平等派。

独立派中的共和主义者、诗人、政治家弥尔顿赋予“社会契约论”以民贵君轻的内容，为人民的最高权力辩护。弥尔顿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一切人生来自由；由于人不善于以理智支配卑劣的情欲，于是脱离自然状态，而被迫建立政府，以保护社会的安宁。人民与国王和公职人员订立契约，人民把政权委托给国王和公职人员，国王和公职人员则必须保卫人民。国王和公职人员的权力来自人民，但人民保留了最高权力；如果国王夺去人民的最高权力，等于破坏了人民的天赋权力。因此，国王低于人民，如果国王滥用人民给予的权力，人民有权审判、废除乃至处死国王。

霍布斯以“社会契约论”为专制制度辩护。霍布斯认为：在国家出现以前的自然状态中，一切物品为一切人所共有。但在自然状态中，为了争夺物品，进行着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为了确保和平和制止战争，于是人们订立契约，建立国家。在建立国家时，人民已同意放弃一切权力并把它交给国家。所以，国家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国家可以干涉个人自由。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最好的制度。

洛克也是以“社会契约论”为私有财产制辩护的。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人享有充分的自由平等权利；上帝将自然界的万物给予人类，但人们只有靠自己的劳动才能从自然界得到东西为己所用。私有财产即劳动果实。但人类在自然状态中没有保障，自由、平等和私有财产的权利会受到侵犯，所以人民才相互订约成立国家。国家应保护人民的权利，首先是私有财产权。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制度。

由此可见，在17世纪的英国，专制制度的拥护者、共和主义者和君主立宪派这3种不同政治倾向的人都援引“社会契约论”为自己辩护。到18世纪，卢梭（J. J. Rousseau）赋予了“社会契约论”以革命的内容。

在17世纪的西欧，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发展，继莫尔（T. More）的《乌托邦》（Utopia）之后，康帕内拉在《太阳城》（The City of the Sun）中描写了一个理想的社会。安德里亚（J. V. Andreae）的《基督城》（Christianopolis）被称为空想社会主义的第三颗明珠。

17世纪西欧在伦理学方面取得重要成就。哲学家们探讨了善恶问题、以理性控制情欲的问题、道德标准的变异性问题以及宗教道德和世俗道德的关系问题。

霍布斯和斯宾诺莎（B. Spinoza）都将善、恶问题与个人的快乐与痛苦问题联系起来。霍布斯认为：“每个人都根据他自己而把引起快乐、他认为是快乐的东西称为善，而把引起他不快的东西称为恶，因此，不仅每个人素质彼此不同，而且在善恶的区别上也彼此不同。”[8]按照霍布斯这种善、恶标准因人而异的观点，客观的、公认的、共同的道德标准便不复存在。每个人都按自己的善恶标准行事，势必取消一切善恶标准，取消一切道德，从而使霍布斯所说的人类在自然状态中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霍布斯所赞赏的专制制度也将失去存在的条件。斯宾诺莎认为，人性的真谛是竭力追求更完满的生存。凡是促进自我保护和更完满生存的东西，都应当追求，因而称之为 “善”；凡有相反倾向的东西都应当回避，因而称之为“恶”。霍布斯和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虽然在理论上有失偏颇，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在反对宗教道德，提高人的价值和追求世俗幸福的权利等方面仍有积极意义。

17世纪的思想家们强调，伦理和道德的本质是每个人以理性控制自己的情欲。自由的人就是能以理性管束自己的人，受自己的情欲奴役的人是不自由的。斯宾诺莎认为：“我把人在支配和克制感情上的软弱无力称为奴役。因为一个人为感情所控制，他便不能主宰自己，而受命运主宰。而在命运的支配之下，他往往被迫去趋附邪恶，尽管他明知善良何在。”[9]斯宾诺莎认为，人是有主宰自己的力量的，即善根是人所具有的，人有力量使自己不受自己的情绪或情欲的奴役。这种力量来自知识、来自理性，当人的心灵在获得恰当的知识时完全主动的时候，他就成了自己的主人，达到了自由。斯宾诺莎说：“当一个人按照理性的指导生活时，他的行动便完全摆脱了他自己本性的规律。”[10]摆脱本性的规律，就是摆脱欲望的奴役。洛克也把以理性指导欲望看作道德的本质。

斯宾诺莎和洛克的伦理学中关于以理性指导欲望的观点，是古今中外一切伦理学的中心论题，也是一切宗教的核心。苏格拉底（Socrates）、柏拉图（Plato）所说的自制、战胜自己，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所说的以理性指导动物灵魂，孔子所说的克己，王阳明所说的破心中贼，基督教的禁欲，佛教的降服其心，都是为了教人以理性领导欲望，把人从动物提升到人的高度。古今道德教育的失败，就在于忽视或偏离了这个中心。

至于具体的道德标准或道德信条，洛克论证了它们因时因地而有变异，并无永恒不变的一切人所共有的准则。

17世纪的伦理学说使伦理学与神学分离，世俗道德与宗教道德分离，这是一个极大的进步。

第四节 滞后的教育

17世纪西欧学校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宗教性和保守主义、古典主义。

17世纪德国初等学校的开办权虽已由教会转到国家手里，但学校仍置于教会的监督之下。法律规定由教区牧师监督学校。城市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的主要注意点是宗教教育，背诵路德的教义问答是学校的主要功课。教派之间壁垒森严，天主教的学校不接受新教家庭的儿童，新教学校不接受天主教家庭的儿童。根据1763年的法令，宗教教育在小学课程中仍居于统治地位，神学为每天的必修课。

英国在1534年宗教改革以后，初等学校都属于英国国教会、各教派和宗教团体。为普及初等教育，英国成立了一些团体，例如，基督教知识促进会（1699）、福音知识普及协会（1701）和贫民宗教知识普及协会（1750）等。从这些初等教育团体的名称，便可知它们鲜明的宗教性。

法国也先后颁布了许多关于发展初等教育、实施义务教育的法令，但在实际上，初等学校仍然掌握在教会手里。天主教和新教争相开办学校，以扩大自己的影响，争夺群众。各教派学校注意的重点仍然是宗教教育。基督教学校兄弟会是有广泛影响的宗教和教育团体。

17世纪西欧中等学校的显著特征是保守主义、古典主义。在德国的文科中学里，主要学科是希腊文、拉丁文和文学。英国公学的古典主义尤为明显。学校的主要课程是希腊文文法、拉丁文文法、阅读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古典名著、将英文译成希腊文和拉丁文、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作诗、阅读希腊文的福音书，这些都是日常的功课。法国的中等学校被控制在耶稣会和圣乐会等宗教团体的手里。

学校中的古典主义是文艺复兴运动留下的消极后果。文艺复兴时期重视希腊、罗马文化，目的在于吸取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积极的、健康活泼的因素，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的世界观、人生观服务，以冲击经院哲学和教会的腐败。17世纪的古典主义已丧失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积极因素，对希腊、罗马文化的热衷蜕变成为毫无意义的单纯的好古癖。学校教育脱离时代，脱离实际，脱离生活的需要。生活已大步前进，而“16世纪那种只讲授拉丁语和宗教课程，没有或很少有本族语和其他现代学科的文法学校，都保持其原状，实际上没有什么改变”[11]。这种落后的学校教育理所当然地受到批评。当时就有人指出：

我们大多数学校的共同错误就在于学校仅仅为那些打算成为所谓从事专业的学者的人作准备，因此不加区别地要求所有的青年都完全通晓拉丁语。相反地，那些在共同的市民生活中，在艺术和职业中，在法庭和战争中……所不可缺少，至少是有用的东西，却大部分被忽视了。[12]

正是由于学校的这种缺陷，当时有钱人家宁愿请家庭教师，也不愿把自己的儿子送进学校。洛克因此主张家庭教育而排斥学校。

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第五节 教育改革思潮

前进着的社会和滞后的学校教育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一股教育改革的思潮出现于17世纪的西欧，是历史的必然。17世纪的教育改革思潮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新教育思想有很大不同。文艺复兴运动局限于一小批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小圈子里，脱离广大群众；他们的新见解大都停留在纸面上，没有具体的实施方案。人文主义者对古代的热衷妨碍了他们面向现在、面向实际，他们之中有人对自然知识有兴趣，但实际研究自然的成绩有限。17世纪的教育改革思潮涉及广大群众的教育问题，普及教育成为时代的呼声。17世纪的新教育家把他们的新见解制订成一个个具体的实施方案，并着手进行有计划的实验。17世纪在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自然科学的成就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都形成巨大冲击力。17世纪的教育改革思潮和宗教改革时期新教的教育观也有很大不同。宗教改革推进了教育普及，提高了国语在教育中的地位，完善了学校制度和学校内部管理。但是，新教领袖们有太多宗教偏见和宗派偏见，他们对人的悲观看法和他们对教育的重视是矛盾的，学校中过多的宗教教育既不利于发展人们的独立思考，也不利于教育面向生活、面向实际。17世纪的教育改革思潮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宗教改革以后的学校教育现状为背景的。

掀起并推进17世纪西欧教育改革思潮的不仅有职业教育家和热心教育的社会人士，而且有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经济学家和诗人。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有培根、哈特利布（S. Hartlib）、弥尔顿、配第、贝勒斯、洛克，在法国有笛卡儿，在德国有莱布尼兹（G. W. Leibniz）、拉特克（W. Ratke）、安德里亚，在意大利有康帕内拉，在捷克有夸美纽斯。夸美纽斯的教育理论对17世纪教育改革思潮做了综合。

教育改革以教育观的更新为先导。新教育思潮的首要任务是破除宗教改革时期新教领袖们所散布的对人的悲观认识。

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热情歌颂人性，崇尚人性的美好，以反对原罪论。宗教改革时期的新教领袖们则以悲观的宿命论的观点排斥文艺复兴时期乐观主义的人生观、人性论。在这方面，加尔文比路德更为突出。加尔文回到奥古斯丁（A. Augustinus）和保罗的立场，认为上帝的意旨主宰宇宙。因为亚当犯罪，人天生就是罪人。人在出生以前，上帝就根据自己的理由预定了哪些人可以得救，成为上帝的选民，其余人的灵魂已经受到诅咒，只能罚下地狱，永受折磨。上帝所预定的这种命运是不可改变的，个人的任何努力都改变不了预定的命运。加尔文也提倡基督徒要行为节制，过虔诚的道德高尚的生活，但这不是因为这种生活本身可以使人得救，这种生活只能证明谁是上帝预定的选民。加尔文写道：

按照《圣经》明确的教义，我们宣称上帝根据一个永恒的和不可改变的意旨，一劳永逸地决定哪些人该得救，哪些人该下地狱，……对在神的选拔中，我们认为神的感召是选拔的一个例证，释罪是神的选拔的另一个表现方式，直等到他们到达天国，这就完成了神的选拔。[13]

宿命论贬低了人生的意义，挫伤人的积极向上的努力，也否认了教育在人的成长中的重大作用。17世纪新教育思潮的倡导者们抛弃了加尔文的宿命论，他们以全新的观点重新讨论人性问题，讨论人的可塑性问题，实际上也就是讨论教育的可能性问题。有4种观点可以代表17世纪的新见解：

第一，白板说或暗室说。洛克认为人的心灵中没有天赋观念，人的心灵像一块白板或一张白纸，等待经验在它上面书写；或者像一间暗室，等待光线给它带来视力。按照这种观点，教育能提供经验和光线。

第二，大理石说。莱布尼兹也和笛卡儿一样，承认天赋观念，认为根本没有什么东西从外部通过肉体感觉到达我们。他认为，人的灵魂不是一张白纸，而是一块大理石，它所固有的纹路决定着它最后的雕刻形式，雕刻家不能改变纹路，只能适应它。虽然莱布尼兹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说和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论是对立的，但人心如大理石的观点并未否定教育的作用，它否定的只是教育万能。

第三，魔镜说。培根坚持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源泉，一切科学知识必须从观察开始。可是，观察不一定可靠，因为人的心灵“像一面魔镜”，这面魔镜往往给出虚假的反映，而不是正确的反映，这是4种缠住人的心灵的成见或“假象”所致。“族类假象”是种族的成见或偏见；“洞穴假象”是个人以管窥天的一孔之见；“市场假象”是语言应用上的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剧场假象”是拘泥于某种特殊的哲学或思想体系所带来的偏见。这4种假象都妨碍对事物的正确反映。从没有假象，即不带偏见的观察开始，将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结合起来，将仔细的观察和正确的推理结合起来，我们才能获得正确的知识。所以，纠正“魔镜”的缺陷在于正确的方法。

第四，种子说。夸美纽斯认为，学问、德行和虔信的种子自然地存在于人的身上，所以教育是可能的。要使种子发芽、茁壮成长，成为现实的学问、德行和虔信，则有赖于教育，所以教育是必要的。夸美纽斯除肯定亚里士多德认为的人心如白板，肯定人心如蜡块外，还引证了《圣经》上人心如土的说法。土接受各种各样的种子，只要园丁不缺乏信心和勤劳，同一处园地能够种蔬菜，能够种花木，也能种各种香草。夸美纽斯所说的园丁就是教师。

上述4种理论之间各有细微的差别，它们的共同特点是论证了人的发展的无限可能性，肯定了教育在人的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从而驱散了加尔文所恢复的对人的悲观宿命论的阴云。洛克和夸美纽斯在论证教育的巨大作用和人的可塑性方面尤为突出。这种新观点在17世纪有着巨大的解放作用，它把人从神的奴役中解放出来，提高了人的地位和自信，增强了人的使命感，这是 17世纪西欧众多的明智之士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关注教育问题的思想基础。

16～17世纪自然科学的勃兴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推动是多方面的：

自然科学发现了宇宙内部存在的客观规律和秩序，自然科学家认识到宇宙的存在就是一种和谐，井然有序。在自然科学家的启示下，教育家们着手探索存在于教育工作中的客观规律和秩序，以便使教育工作走向更加自觉化、更加理性化、更加科学化，夸美纽斯所做的努力促进了教育科学的发展。

自然科学的成就推动着课程内容的更新和改造。宗教神学的神秘主义和古典主义再也不能在学校居于排斥一切的独占地位了。莱布尼兹的观点代表了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期望。莱布尼兹批评旧学校中强调抽象思维和纯粹文字上的学识，他认为对青年的教育应注重客观现实，主张适当讲授数学、物理学、生物学、地理学和历史学等。他还竭力主张用本民族语言代替拉丁语作为教学用语言，以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冲击与陈腐思想结合的死的语言。弥尔顿、夸美纽斯、洛克、配第、贝勒斯等人所制订的学科计划都赋予自然科学以特别重要的地位。教育与实际生活的联系得到加强。

自然科学的发展冲击了旧的学制，催生了新型的学校，例如，弥尔顿的学园、夸美纽斯的泛智学校、配第和贝勒斯的机构学校、劳动学校以及18世纪初出现的实科中学等。弥尔顿的学园计划对后来中等学校的发展有长远影响。

自然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教学方法的改革。直观教学、观察、实验、实习成为新教学法的重要内容。独立思考受到重视。

由于伦理学的进步，世俗道德从宗教道德中分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部分，这是一个重大进步。夸美纽斯的教育改革计划中将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并列有着重大意义。在宗教改革时期，这是难以想象的。

17世纪西欧的新教育思潮的推动者无一例外的都是基督教徒，当时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新发现，一切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方案的提出，都是由基督教徒作出的。在刚刚走出中世纪的时候，这种情况是不可避免的。如果我们责备当时的进步教育思想家没有最终抛弃上帝，这是脱离当时历史实际的苛求。但是，毋庸讳言，在17世纪的新教育思想中，宗教的色彩已暗淡下去，即使身为教会领袖人物的夸美纽斯也已经抛弃宗教的狂热和想入非非，成为头脑冷静清醒的现实主义者。17世纪的新教育思潮中，在人与神的关系上，提高了人的地位和价值，削弱了神的无边的权能，在信仰与生活的关系上，现实生活、现实幸福灰飞烟灭时代的主流，信仰不过是基于传统、在读《圣经》和认识自然的关系上，人们号召用更多的精力去阅读大自然这本奥秘无穷、美妙无限的天书。在今世和来生的关系上，人们认为为来生做准备的最好方式就是过好今世的生活，追求今生的幸福，改善今世的人生，在古与今的关系上，知古是为了厚今。例如，弥尔顿主张读古代自然科学的著作，目的是为现实服务。

相对于西欧中世纪而言，17世纪的新教育思潮是对传统的突破，是弃旧图新、改弦更张。相对于以后教育理论的发展而言，17世纪的思想家们做好了奠基工作。他们所奠定的基础是如此坚固，以致后来一切教育理论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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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培根的教育思想

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0—1626）是近代英国经验哲学的第一位代表。16世纪末17世纪初，在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资产阶级革命拉开序幕的时期，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赞美科学技术知识，提倡发展实际学问，主张全面改造人类知识，使整个学术文化从经院哲学中解放出来，得到“伟大的复兴”。为此，他提出唯物主义经验论，注重认识论和方法论的研究，尖锐批判了经院哲学的种种弊端，揭露了认识上产生许多重要错误的根源，并制定了科学的归纳法，对促进实验科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培根的唯物主义经验论，对经院主义的批判，对科学知识的崇尚，以及对于教育问题的具体主张，对以后的教育思想产生深刻的影响。“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是培根”[1]，他也是近代科学的著名先驱。

第一节 生平活动和著作

培根于1561年1月22日出生在英国都铎王朝的一个新贵族家庭。其父曾任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Elizabeth I）的掌玺大臣（达20年之久）。在严格的家庭教育下，培根自幼就表现出非凡的智力，养成了喜爱读书的习惯。

1573年4月，年仅12岁的培根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读书。在校期间，他广泛阅读了古代希腊、罗马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M. T. Cicero）等人的著作，并进行了独立的思考。培根对经院主义的课程内容极为厌恶，而感兴趣于对自然现象的观察。一位英国学者曾这样写道：“他在那里看来学到了两件事：对个人荣誉的热望和对经院哲学的蔑视。他天赋和机遇都超常，前者导致他身败名裂，后者使他成为反中世纪精神的先锋而名垂青史。”[2]1575年圣诞节，培根带着对英国教育制度不满的心情结束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学业。

此后，培根担任过英国驻法大使的随员。在巴黎的两年半里，他接触了许多具有新思想的学者，在思想上受到了启发和影响。

1579年，培根进入格莱法学院开始学习法律，后成为一名正式律师。1586年，他被选为英国国会议员。他曾想在政界谋求职位，但未能成功。

1588年，培根担任格莱法学院讲师，并居住在那里，潜心于各种知识的研究和著述。

1603年，斯图亚特王朝的詹姆士一世（James I）即位后，培根由于力主苏格兰和英格兰合并而受到英王的宠信，得到多次擢升，曾担任过检察长、掌玺大臣和全国大法官等职务。然而，他的真正兴趣还是在探求科学真理上，从未放弃研究和写作。当然，政界生活与研究和著述之间在时间上显然是有矛盾的，以致培根晚年在回顾往事时，曾对他自己把才能误用到不适宜去从事的事业上而感到叹惜。

1621年，正担任全国大法官的培根被人控告贪污受贿，后被定罪并失宠，以致不得再担任国会议员和任何官职，并被终生逐出宫廷。

从此，培根被迫放弃政界生活，隐居在格莱法学院的寓所里。自此他更加专心致志于自然科学研究，并埋头著述。1622年，培根完成了政治历史著作《亨利七世》（Henry Ⅶ）。第二年，他又撰写了《新大西岛》（New Atlantis）一书，描绘了一个由科学主宰一切的理想社会。

1626年4月9日，培根因风寒去世，享年65岁。

除《亨利七世》和《新大西岛》外，培根的主要著作还有《论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1605，旧译《崇学论》）、《论古人的智慧》（1609）、《新工具》（Novum Organum，1620）以及《培根论说文集》（Bacon’s Essays，1597）等。其中，《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以人类知识为研究对象，论证了人类知识的巨大效用，提出了推动学术进展的方法。《论古人的智慧》一书通过对古代寓言的解释，阐述了对政治、哲学和科学的深刻见解以及唯物主义自然观。《新工具》一书论述了一种新的方法论，提倡科学和科学研究方法。《培根论说文集》则收集了培根所撰写的许多文笔优美和含意深刻的短篇论文。

第二节 现实主义科学观

14至16世纪，欧洲处在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历史时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为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准备了良好的社会条件。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英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同封建主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资产阶级革命的序幕已经拉开。资产阶级为了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完成其革命的任务，要求冲决传统思想的各种束缚，迫切需要开拓知识领域和迅速发展科学技术。培根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代表，适应了时代的要求。“他凭着自觉的力量与政治家的辩才，所提出的见解远远超过他的时代。经院哲学不但已经过时而且陈腐了，哲学思想界正在震动，期待着变化，就在这时，培根提出了一条更广泛地正确地认识自然界的大致上正确的康庄道。”[3]

一、“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认为，他生下来就是要通过三个目标的落实来为人类服务：即发现真理、造福他的国家和改革宗教。其中第一个目标在他的思想上总是占着最高的位置。1592年，他在致信财政大臣伯利（Baron Burghley）伯爵时说：“我认为我有一些广大的思想方面的目的，犹如我有一些适度的公民社会方面的目的一样，因为我已经把一切知识当作我的研究领域了。”[4]在同一封信中，他表明了自己对现有的知识领域的不满，认为在该领域里有两种 “游民”必须清除出去。一种人以轻浮的争辩、互相驳斥的废话行事；另一种人以盲目的试验，用耳闻的传说和欺骗的手段行事。培根在此指的是当时仍盛行于科学研究领域中的经院哲学和炼金术等迷信事物。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虽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取得很大进步，但总的来说，由于人们在思想上受到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的束缚，易于迷信盲从、脱离实际，方法也不得当。因此，对自然界的认识仍然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培根以复兴科学为己任，并为此制订了庞大的计划。

在《论学术的进展》一书中，培根以极大的热情讴歌了知识的巨大力量。在他看来，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知识是高于一切、胜过一切的东西，知识是幸福的源泉，只有知识才是不朽的。培根论证了学问或知识对于人间的好处：其一，人们认为，只有在国王是哲学家或者哲学家当了国王的时候，人民才有幸福。历史事实也证明了有学问的国王执政的时代都是大治时代。其二，知识对于私德也有很大的好处。它能提出许多疑难问题祛除人们的轻浮、鲁莽和傲慢。它也能挖掉人们一切弱点的根源——对任何东西的空虚羡慕。其三，知识给人的天性增添了力量。它甚至还给某些人带来了幸福；我们很难肯定武力和知识到底哪一个更强。其四，学问使人胜过了其他动物，也使一个人胜过另外一个人。知识最可贵的地方，就是它能永世不朽。

在论证了知识的功用的基础上，培根提出了科学复兴的思想。在1620年出版的《伟大的复兴》中，培根论述了知识及其改进的重要性。他在序言中指出：“知识的状况既不景气，也没有很大的进展。必须给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与向来完全不同的道路，并且给它提供别的一些帮助，以便人的心灵能够在事物的本性上行使它所固有的权威。”[5]培根批评人们故步自封，满足于既有知识，而不愿向前深入。他尖锐地指出：“只要让一个人仔细看一看那些浩如烟海的各种各样的科学技术书籍，他就会看到，到处都在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我们主要从希腊人得来的那种智慧只不过像知识的童年，具有儿童的特性而已：它能够谈说，但它不能够生产；因为它只富于争辩，而没有实际效果。”[6]培根把现有的学术状况描述成为古代希腊神话中的斯居拉女神，她有一个处女的头脸，却不能生育。在他看来，哲学和理论科学就如同神像一样，受到崇拜和礼赞，却不会移动和前进。没有人能够正确地和成功地在事物本身中来研究事物的性质。即使有人决心自己来进行试验，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推进科学领域的工作，他们也还是没有胆量使自己完全从一般人所接受的意见中解放出来，或者从根源上去寻求他们的知识。

在《新工具》[7]中，培根更加明确地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他指出：“人类知识和人类权力归于一。”[8]“通向人类权力和通向人类知识的两条路途是紧相邻接，并且几乎合而为一的。”[9]上面两句话，通常被后人简要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并成为一句脍炙人口的名言。罗素（B. A. W. Russell）指出：“一般认为他是‘知识就是力量’这句格言的创造者；虽然以前讲过同样话的也许还有人在，他却从新的着重点来讲这句格言。培根哲学的全部基础是实用性的，就是借助科学发现与发明使人类能制驭自然力量。”[10]罗素的上述分析是非常深刻的，他揭示了培根精神的全部实质意义所在。

培根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提出了科学革命的主张。他指出，现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物，而不过是把若干已经发现的事物加以妥善调整并予以提出一些体系。因此，“若期待用在旧事物上加添和移接一些新事物的做法来在科学中取得什么巨大的进步，这是无聊的空想。我们若不愿意老兜圈子而仅有极微小可鄙的进步，我们就必须从基础上重新开始”[11]。在培根看来，要想实现科学变革必须注意两点：一是目标，二是方法。从目标方面来说，培根确立了科学研究的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原则。他指出，科学过去之所以仅有极小的进步，有一个重大的、有力的原因，就是“目标本身没有摆正”。“科学的真正的、合法的目标说来不外是这样：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12]从方法方面来说，培根从对知识的功用和价值的论证，转向了对获得新知识的新方法的探讨。他的哲学认识论正是从论述作为对自然认识结果的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开始的，是为使科学造福于人类的目的服务的。

培根强调科学的任务在于发现自然规律。他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实际上蕴藏着服从自然和征服自然相互关系的合理思想。培根首先肯定“人作为自然界的臣相和解释者”[13]，认为人类要征服自然就必须先服从和认识自然。在他看来，人类支配自然的范围和程度，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将受到所获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的制约，亦即“要支配自然就须服从自然”[14]。人类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支配自然的力量，而真正的知识乃是根据原因得到的，是以掌握自然规律为内容的。因此知道了事物的原因，掌握了自然规律，才能征服自然，两者是统一的。

综上所述，培根清楚地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在人类征服自然和统治自然的过程中所具有的无比威力。他坚信知识是改变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强大力量，能给人类生活带来利益和帮助，这是“任何政权、任何学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与之比拟的”[15]。培根的天才就在于他敏锐地感受到新时代的脉搏跳动，深刻地理解和把握了新时代的精神，并勇敢地对阻碍科学知识发展的权威和偏见提出挑战。当然，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主张也存在着局限性。他把知识夸大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决定力量。

二、近代科学分类的先导

（一）科学分类的原则

在《论学术的进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论述了科学分类的原则，并据此提出了人类知识体系的新结构，它们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在科学史、哲学史和教育史上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他被认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诞生后提出科学分类的第一人，对近代科学分类起了先导作用。

培根认为，弄清人类已有的知识遗产，将有助于为国家对科学事业的发展提供指导，也有助于为学者个人的研究提供方向。而要达到此目的，就有必要进行科学分类，建立一个全新的人类知识分类系统，从而为分门别类的科学研究创造良好的条件。培根关于科学分类的原则或指导思想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相信科学的统一性。他的科学分类不仅考虑到它们的差异，也考虑到它们的本质的统一。培根指出：“各门知识就像相会在树干上的一棵树的诸多树枝一样（这树干在它自身分出树枝以前，要完整连续地生长一段）。”它们应当被当作“毋宁是标明分野而不是划分开、分割开的片段”[16]。培根强调要把知识的连续性与完整性永久保存起来。第二，根据人类的理性能力来分类。培根认为，科学是人类的一种精神活动。人类知识的各部分必然与作为知识根基的人的精神相关联。如历史与记忆有关，诗歌和想象有关，哲学和理性有关，宗教的学问也是一样。所以，神学包括教会史、寓言（圣诗）和教义（或称戒律）。

培根根据上述科学分类原则，建立起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但他并不认为他所提出的原则是绝对的、唯一的。培根指出，不要以为他所不用的那些分类是他所不赞成的。在他看来，人们的目的不同，分类的原则也随之不同，可以依照自己的需要，采取其他分类原则。培根以人类理性能力进行科学分类的原则在今天看来可能是不科学的。但是，培根在他的自然统一性的哲学信念的启迪下，看到了知识各部分的相互联系，认为自然是统一的，科学是一个整体，并且他的分类原则也有利于当时零散的认识成果的清理、集中和保存，从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奠定基础。

（二）知识体系的结构

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培根按照自己确定的科学分类的原则，建立起统一的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他在历史、诗歌和哲学这三大类下，又划分了许多子科目。

①历史。历史包括自然史、人文史、宗教史和文学史。

自然史可分为三种：生物史，讲述自然的常轨；奇迹史，讲述自然的误差和变异；艺术史（指工艺技术），讲述自然的变换或改造。

人文史有三种，第一种是记录，第二种是完整的历史，第三种是古迹。培根认为，它们的区别可以拿画来比喻，它们相当于未完成的画、已完成的画和褪色的画。第一种叫编年史，第二种叫传记，第三种叫纪事。

宗教史的分类和人文史相同，但可以进一步分成教会史、寓言史和神道史。

②诗歌。在培根看来，诗歌实质上反映的是一种想象的历史。按照性质，诗歌可以分为叙事诗、描写诗和讽喻诗。

③哲学。培根认为，人类的玄想有三个方向，一是深入神之中，二是环绕自然，三是内省自身。因此便产生三种知识：宗教哲学、自然哲学、人生哲学或人道主义。

自然哲学包括两部分，即原因的探讨和结果的产生。前者是纯理论的，也就是自然科学。后者是应用性的，也就是自然实践。培根把两者并列在一起，被认为是“科学的革命”。自然科学分为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前者考察物质因和动力因，后者研究形式因和目的因。

人生哲学最基本的是关于人性的一般研究，也就是关于协调心灵和身体的研究。身体的完备性质有四种：即健、美、力、乐。因此，关于身体的知识也有四种，即医学、美容学、体育和享乐术。

关于心灵官能的知识共有两种：一种是讲悟性和理性的，另一种是讲意志、欲望和情感的。想象在两方面都可以活动。培根认为，心智的艺术有四种：探讨或发明、讲解或传授。在这四者当中，每一种都可以分出许多科学和艺术。

在培根看来，人们在社会上的生活都需要舒适、应用和防卫，因此人们也相应地需要三方面的知识：对话、商讨和管理。

培根把宗教知识分为四个方面，即信仰、礼仪、祷告和管理。

综上所述，培根在当时的科学发展水平下，以其渊博的学识和深刻的洞察力，为近代提供了第一个最为详尽的人类知识体系的新结构。他提出的这个科学知识体系的全图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完整的百科全书的提纲。其基本特点就在于强调知识必须为现实生活服务。此外，他的知识体系综合了以往历史上那些偶然和零散的研究成果，并将杂乱无序的认识资料大致清理出一个头绪，从而为科学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方向。

培根是近代最早提出编撰百科全书的人。在《论学术的进展》中提出了百科全书的大纲以后，他又在《伟大的复兴》《新工具》以及《自然与实验历史的准备》等著作中明确地提出了要编撰百科全书的问题，拟定了有关具体计划。[17]他的有关思想对后世编撰百科全书的工作产生了重大影响。18世纪法国著名的百科全书派在编撰百科全书时不仅采用了培根的科学分类原则，也基本上采用了培根的整个知识体系结构。

三、“所罗门宫”

《新大西岛》是培根晚年的一部未完稿。通过它，人们可以更好地把握培根的一系列关于科学哲学的思想和社会伦理观。

16、17世纪的地理大发现使乌托邦思想家们找到了一个很好的表达自己的社会理想的方式。他们可以将自己心目中的理想国度说成是某个远离欧洲、与世隔绝的海岛，只是因为欧洲航海家们的偶然造访，才使这一世外桃源为世人所知晓。于是，借助航海家的娓娓叙述，思想家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图景，便成为某个遥远岛国中的真情实景。[18]

与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不同，培根从自己的政治立场出发，无意于揭露和批判现存社会制度，而是向人们展示了科学治国的美好图景，充分地表述了关于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具有的伟大作用，以及如何促进科学技术发展的种种构想，尤其集中体现在“所罗门宫”的兴建和创办上。

根据培根的描述，所罗门宫首先是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其 “目的是探讨事物的本原和它们运行的秘密，并扩大人类的知识领域，以使一切理想的实现成为可能”[19]。“所罗门”本是《圣经·列王记》中所载的一个以智慧著称的古希伯来国王的名字。培根以此给该机构命名，意在强调它是一个智慧之所。它拥有十分完善的设施，进行着广泛的科学实验和科学研究活动。

首先是对科学仪器的重视。科学实验离不开仪器，所罗门宫拥有非常完善的设施，例如，广学馆可以制造各种光学仪器，有望远镜和显微镜等。培根已敏锐地意识到近代科学的一个主要特征，即科学仪器的使用。“科学仪器……对近代科学提供极其重要的帮助，而且成为它与以前科学的主要区别之一，以前科学仅仅使用极其简陋的仪器。”[20]

所罗门宫的另一个近代特征是对世俗的科研组织的推崇。培根认为，为了培育新的精神，使之能够发现自己，就必须有新的、本质上真正世俗的组织。他精心构想出理想的世俗性的科学研究组织——“所罗门宫”及其工作程序，从而使知识的探求世俗化，走出了中世纪的修道院而进入近代世界。

根据培根的设想，在探索一切事物的本质及其运行秘密这个大目标下，所罗门宫的科学研究工作被分解为若干个不同的环节，由不同的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地去完成。有人专门做资料收集工作，有人直接从事实验并进行初步的整理概括工作。以后，在全体人员举行各种会议和讨论并研究了以前的工作和搜集的各种材料之后，一些人从事于新的深入自然奥秘的实验，并提出报告。最后，由几位被称为“大自然的解说者”的人，把以前在实验中所发现的东西提升、抽象为经验、定理和格言。培根的上述设想显然是当时先进的生产方式即手工工场的生产方式在科学组织工作上的再现。培根因此而被誉为“科学的社会性事业的结构的现代研究的先驱”。

培根非常重视科学组织管理问题。在他看来，这正是王者的事业，而非科学家的事情。因此，他希望通过政府取得较高权力和地位的方法来促进科学的发展。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就专门研究过历代帝王促进学术的组织措施。他主张区别政治问题与学术问题，强调学术自由，并要求为学术研究提供必要的条件，其中包括提供从事学术活动的场所、印行学术书籍和提高学者的地位及待遇等。后来，他在《新工具》中进一步探讨了有关问题，提出了使研究科学的人直接拥有权力的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科学的复兴有赖于权力的扶持，否则将十分困难。

培根的后继者在一定程度上受他的远见的激励，目睹了他的梦想变为现实。科学社团正是顺应新时代的新需要而诞生的。最早的科学院是1560年出现在那不勒斯的“自然秘奥学院”。1657 年，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建立了西芒托学院。英国皇家学院看来是从培根的实验哲学的追随者们的一个非正式社团发展而成的。[21]

第三节 对经院哲学和“假象”学说的批判

培根在大力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展了对经院哲学和诸“假象”的批判。他认为，为了获得真正的而又富有成果的知识，需要做到两件事，即摆脱成见的束缚和采取正确的探索方法。培根称前一件事为“伟大的复兴”的“破坏部分”，而把后一件事称为“建设部分”。他认为，只有经过“破坏”，“刷洗、打扫和铲除了心的地面”，即先为人心做好准备，才能使人理解正确的方法。

一、对经院哲学的批判

培根指出，造成欧洲学术界的落后状况和不务实弊端的根源，在于指导人们从事科学知识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经院哲学那里。他认为，“就现在情况而论，由于有了经院学者们的总结和体系，就使得关于自然的谈论更为困难和更多危险”[22]。他指责经院哲学与其说是用无数的文章增加了科学的力量，不如说是摧毁了科学。在他看来，经院哲学的弊端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经院哲学是僵死的神学体系，以神学为其探讨对象，而不是以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为其研究对象。因为它“深怕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中会找到某种东西来推翻或者至少动摇宗教的权威”[23]。经院哲学把知识只当作教条和偶像来崇拜，要求人们严格尊奉教条的观念行事，不许有半点逾越。培根深刻认识到神学与科学是完全对立的，他严厉地批判了经院哲学压抑科学使之屈服于信仰和教会的权威，把科学和哲学变成了神学的侍女。

②培根揭露了经院哲学脱离自然、脱离实际生活的抽象思辨的性质。他指出，经院哲学家们“不但身子被关在僧院和学院中，而且智慧也封闭在少数几个作者的洞穴中。尤其对亚里士多德顶礼膜拜。这样一来，他们对自然史和人类史知之甚少，只能凭着为数不多的材料和极度的智慧活动来织就那些表现在他们的书籍中的烦难的学问之网”[24]。在培根看来，这些学问之网看似精致细腻，可是风一吹就破裂了。他认为，这种闭目塞听、只凭主观臆想的理论对人的实际生活毫无用处。它不能帮助人们认识自然、发现真理，而只会玩弄抽象的文字游戏。

③培根批评经院哲学使人们盲目崇拜古代的哲学体系，盲从传统权威，阻碍了科学的发展。他尖锐地指出：“人们之所以在科学方面停顿不前，还由于他们像中了蛊术一样被崇古的观念，被哲学中所谓伟大人物的权威，和普遍同意这三点所禁制住了。”[25]于是人们就变得虚弱无力，就像中了魔魇的人一样，不能追伴事物的性质。在培根看来，时代在前进，科学技术在发展，“而我们智力的地球若仍自封于旧日一些发现的狭窄界限之内，那实在是很可羞的了”[26]。

④培根指责经院哲学家极力宣扬蒙昧主义，贬低人的理性能力，散布对自然的不可知论，从而阻碍了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成为科学发展的最大障碍。经院哲学家们妄图以信仰代替理性。他们断言人们在上帝创造的自然面前是无能为力的，因为“自然之难知，生命之短促，感官之富于欺骗性，判断之微弱无力，实验之难于进行”，是人们难以逾越的障碍。[27]培根指出：要鼓动人们的希望之心的最有力的办法，就是消除他们的畏难情绪，勇于从事科学实验，打破不可知论的神话。

培根还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经院主义教育。他尖锐地批评了当时教育中的保守状况。他指出：

在学校中、学园中、大学中，以及类似的为集中学人和培植学术而设的各种团体中，一切习惯、制度都是与科学的进步背道而驰的。在那里，讲演和实习都排定得如此严整，致使任何人都难在这常规以外去思想或揣想什么事物。[28]

培根指责学校不仅没有致力于促进科学的发展，反而扮演了严厉限制科学发展的可耻角色。在这种情形下，若有一两人竟有勇气来使用一点判断的自由，那他们只能自己独力地去探索，而得不到任何有益的帮助。在学校里，“一般人的研究只是局限于，也可以说是禁锢于某些作家的著作，而任何人如对他们稍持异议，就会径直被指控为倡乱者和革新家”[29]。培根还批评当时的教学把青年人引入歧途。经院哲学家们矫揉造作地虚夸和卖弄既有知识，把它们加以装扮和粉饰，好像科学的各部分已经齐全、完备，而无须再向前发展了。“人们既把传给他们的东西当作早臻完美全备，就不复在其中寻求进步，那是并无足怪的。”[30]

培根是近代哲学史上较全面、较深刻地批判经院哲学的第一人。他击中了经院哲学脱离实际、烦琐思辨、无助于发现科学真理的要害，揭露了经院哲学的神学性质。培根对经院主义教育的批判也是发人深省的。他的批判给予早已腐朽的经院主义教育以沉重的打击。但我们也应看到，培根对于经院哲学和经院主义教育的批判是不彻底的。他坚持二重真理论，甚至宣称自然科学有助于宗教神学，有助于论证上帝。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那样，培根的世界观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

二、反对四种“假象”学说

（一）产生“假象”的原因

认识涉及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培根重视清理发源于主体而容易产生的错误，详细地分析了错误的根源和性质，特别是有关理智所受的影响。对待错误，自古即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例如，柏拉图曾在《泰阿泰德篇》中提出过所谓“蜡板说”和“鸟笼说”，以说明现实中确有虚假的判断存在。前者产生于感觉和思想的错误结合，即心灵的蜡板上已知道的东西，与现在感觉到的东西不相符合时便会产生错误。“鸟笼说”是指人的思想本身有时也会产生错误。人的心灵犹如鸟笼，其中各种知识好比各种鸟。我们并没有直接把它们抓在手中。结果，想捉鸽子而误捉了斑鸠。人们在心灵的笼中也会出现应索取此相知识而误得他相知识的情况。在柏拉图看来，虚假的判断就是这样产生的。普罗塔哥拉（Protagoras）则认为一切经验都是真实的，人不能作出错误的判断。培根以唯物主义的态度对待错误。他首先肯定人在认识过程中是会发生错误的。错误只在于主体的感觉、思维和判断同客观事物的真实情况之间存在着差距，亦即主体认识同客观实际不相符合，没有反映客观真理。培根断定，错误来源于两个方面，即感官感觉和心智活动。

关于感官感觉所来的错误方面，培根指出：

人类理解力的最大障碍和扰乱却还是来自感官的迟钝性、不称职以及欺骗性；这表现在那打动感官的事物竟能压倒那不直接打动感官的事物，纵然后者是更为重要的。由于这样，所以思考总是随视觉所止而告停止，竟至对看不见的事物就很少有所观察或全无观察。[31]

由于感官本身就是一种虚假而多误的东西，而那放大或加锐感官的工具也不能多所施为，所以，一种比较真正的对自然的解释只能靠恰当而适用的事例和实验才能做到。因为在那时，感官的裁断只触及实验，而实验则是触及自然中的要点和事物本身的。

在培根看来，与感官感觉所来的错误相比，心智活动所导致的错误更为举足轻重。事物复杂隐晦或变化多端，人类感官能力有限，难免要受欺骗。但在许多情况下，感官之所以造成错觉，并非出自生物或物理的原因，乃由于心智活动所致。这时，可以出现视而不见、充耳不闻或歪曲所见所闻的状况。因此，培根着重探讨了心智活动所导致的错误。他对心智的倾向性进行了分析，提出了四种“假象”的学说。这四种假象是：族类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假象说是培根哲学中最著名的部分之一。他很明显地把这个部分作为申述他的哲学新方法的前提，是使人们能够更好地接受他的哲学新方法的必备工作。

培根所讲的“假象”，是指人在认识过程中的主体心理障碍，亦即人类产生谬误的重要根源。它们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状况。为要建立起科学新方法，必须先扫除人们认识道路上的障碍。

（二）关于四种“假象”学说

1.“族类假象”（Idola Tribus）

首先，培根指出：“族类假象植基于人性本身中，也即植基于这一族或这一类中。”[32]人们常把人类的本性混杂到事物本性中，因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在他看来，“人类理解力则正如一面凹凸镜，它接受光线既不规则，于是就因在反映事物时掺入了它自己的性质而使事物的性质变形和退色”[33]。“它们或则起源于人类元精本质的齐一性，或则起于它的成见性，或则起于它的狭窄性，或则起于它的不知罢休的运动，或则起于情感的注入，或则起于感官的不称职，或则起于感受的式样。”培根认为，人的理智常有一种先入为主的偏见。人们一旦接受了某种意见，总是试图把别的一切都拉来支持这种意见，从而阻碍了人们对事物的正确认识。一切迷信莫不如此。其次，“人的理解力不是干燥的光，而是受到意志和各种情绪的灌浸的”[34]。在培根看来，意志和感情是影响人的认识活动的重要因素。最后，培根把不休止的玄想看成人类思维的一个特点。知性本身超经验使用，必然会产生“先验假象”。

2.“洞穴假象”（Idola Specus）

所谓洞穴假象与族类假象相同的地方是，它也来自理智的本性。不同的地方是，它只为个人所有，并主要是后天获得的。这种假象因个人心智和身体的特殊性而起，也可能在个别人的教育、习惯和偶然原因方面有其根源。

“洞穴”的比喻来自柏拉图。不过，柏拉图所说的洞穴是指物质世界。培根称颂柏拉图的“洞穴”为美妙的表征，但却一反柏拉图的原意，把洞穴看成脱离现实、纯属思辨性质的场所。每个人都坐在他所特有的洞穴之中，因为受到狭窄天地的限制，不能正确地认识事物的本来面貌，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在培根看来，由于洞穴假象的影响，人们常有所蔽而怀有偏见。他鼓舞人们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寻求事物本身所固有的规律性，以消除洞穴假象。[35]

3.“市场假象”（Idola Fori）

所谓“市场假象”的问题，涉及语词对人的认识的影响。语言文字是人类思维、交际乃至行动必不可少的工具。正是语言的产生、文字的发明，才标志着人类摆脱了蒙昧状态而进入发达的文明社会。然而，如果文字这一项本身不完善或运用不当，则会影响人类的认识能力的进步，阻碍正确认识的形成和真理的获得。

在中世纪，经院哲学家们为建立玄妙的神学体系，玩弄辞藻，生造术语，滥用词语，使语词的负面高度膨胀。而他们所做的语词意义的分析工作却微乎其微。因此，分析语词负面的工作历史地落到了近代哲学家们的身上。“不清理中世纪经院哲学所产生的语言垃圾，科学不能进步，哲学不能发展，培根是近代意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的第一人。”[36]培根发现了语词的惰性，即语词一经形成，成为思想观念的载体，进入思维活动之中，既定的语词会使人的思维产生某种定势，对人的思维对象、思维的深度和广度都会产生影响。如果进入理智的语词是混乱不堪的，这种惰性便会被扩大，严重影响思想的表达、传播和交流。

4.“剧场假象”（Idola Theatri）

这种假象是就各种错误的哲学体系和乖谬的论证规则而言。培根认为，人们由于盲目信仰权威和教条，以及盲目崇拜历史上和现存的各种哲学体系，因而思想受到束缚，认识发展停滞。在他看来，流行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舞台戏剧，以一种不真实的幻景来表现哲学家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他把古往今来毒害人们的各种“虚幻哲学”分成三类：①诡辩派或理性派；②经验派；③神学迷信派。他举出亚里士多德、炼金术士和柏拉图分别为三派的哲学代表人物。培根进一步分析了产生剧场假象的原因。在他看来，剧场假象不是天然的，也不是隐秘地潜进理智，而分明是传授和注入人心的。权威来自外界，和教育、习惯一样，关系到社会环境，属于社会影响；而且正是教育和习惯导致人们相信权威的力量。因此，第四种假象实际上和第二种假象的关系十分密切，甚至很难区分。

培根关于“四种假象”的学说明确反对盲从权威，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和诡辩，在近代哲学史上第一次从认识论根源的角度对经院哲学的各种弊端给予揭露和批判，在当时有解放人们思想的重大作用，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第四节 科学研究方法

认识论问题是培根哲学的中心问题。他深刻认识到，要促进科学的发展，就必须改变认识脱离事实的弊端，从根本上研究主客体之间的关系问题。在讨论认识过程的时候，培根接触到一些重要的问题，诸如感觉经验的来源问题，人类认识的感受性和理性的作用，归纳法与演绎的关系等，从而确立了他在近代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

认识论的发展改变了人们看问题的方法，促进了科学的进步，进而也更新了人们的教育观念，推动了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

一、英国近代唯物主义的始祖

英国是近代经验论的发祥地。这种情况的出现与这个民族的理论传统和自然科学的发展状况有直接的关系。13～14世纪，欧洲唯名论思潮的主要阵地是英国。此外，英国素有自然科学实验的风气与崇尚工匠学问的传统。罗吉尔·培根（Roger Bacon）曾是欧洲13世纪风靡一时的实验风气的代表人物。而把认识论问题作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则是从弗兰西斯·培根开始的，重视方法论研究是他的认识论的根本特征。

培根哲学的目的是要复兴科学，突出地表现出务实精神。在批判阻碍科学发展的经院哲学和诸“假象”的过程中，他继承了前人的一些思想，总结了当时科学发展的成果，创立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

（一）关于物质的学说

培根明确承认物质世界的客观性，表明了他的本体论的唯物主义性质。在他看来，“在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只是按照一定的规律进行活动的个别物体。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物质是自然万物的本原，世界在本质上是物质的。它的存在既不依赖于什么抽象的“本质”，也不依赖于人的意志。培根进一步从物质结构的角度说明物质是实在的。在他看来，构成物质的最小粒子应当是分子，它们各有其性质，并按照不同的排列构成各种事物，具有我们在自然事物中所能感觉到的各种质的规定性，如密度、温度、重量、体积、颜色和运动等。“用原子来说明物质，意味着用质的观点看待事物，就能体现物质的实在性。”[37]

（二）关于形式的学说

培根以形式的研究作为认识的基础和目的。他所说的“形式”，是指事物本身的内在规律。培根明确指出：

在自然中真正存在的东西，虽然除掉个别物体按照的规律进行纯粹个体的活动之外，没有什么别的，但是在哲学里面，就是这种规律以及对于这种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构成知识与活动的基础。而当我说到形式的时候，我的意思指的也就是这种规律及其所包含的部分。[38]

培根还明确指出，发现物质的形式正是人类知识的工作和目的。在他看来，“由于形式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39]。培根没有止于对事物的可感性质的认识，而是要求深入事物的内在根据的形式即规律。也是他对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论断的进一步说明。

（三）关于运动的学说

培根把运动看作物质固有的性质，明确主张物质与运动不可分，体现了辩证法的思想。首先，培根认为物质运动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他在《新工具》中提出和阐述了19种性质最普遍的运动，例如，“抗拒运动”、“连接运动”、“自由运动”、“物质运动”、“逃避运动”、“同化运动”、“感染运动”和“自我增殖运动”等。[40]3培根关于运动形态的划分、阐述及例证无疑是在当时自然科学水平下，对自然界中事物的存在和运动变化的理论概括，涉及物理运动、化学运动和生命运动。其次，培根还进一步探讨了运动的规律和原因。他认为，自然界事物的运动是有规律可循的。在科学中，认识的基础即在于对规律的研究发现和解释，这是自然哲学的根本任务。此外，科学的基础还在于探讨物质运动的原因，否则，就不能揭示自然界的规律，因而也就无法支配自然。

综上所述，培根关于物质、形式和运动相统一的观点，是近代英国和欧洲唯物主义的最早表现。唯物主义在它的第一个创始人培根那里，还以朴素的形式包含着全面发展的萌芽。[41]就这一点而言，他的任何一位同时代的哲学家都无法与之媲美。但是，培根的唯物主义也有一些局限性：其一，尚未摆脱“朴素性”。朴素性不是近代哲学的特征。近代哲学之为近代哲学，就在于它原则上是以近代自然科学的总观点和基本概念为基础的。而培根的唯物主义显然还保留着文艺复兴时期乃至古希腊、古罗马时代哲学的不少朴素性的痕迹，并未能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水平相适应。其二，缺乏系统性。培根并没有独立地、系统地阐述其唯物主义原理的专著。他的唯物主义原理仅仅作为阐述其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逻辑前提而散见于他的著作中。其三，充满了神学的不彻底性。他的唯物主义还容忍上帝的存在，持“两重真理”说。显然，近代经验主义哲学是不能长久地建立在这样一种唯物主义基础上的。

二、经验论的认识原则

黑格尔（G. W. F. Hegel）在《哲学史讲演录》中指出：

培根的哲学，一般说来，是指那种基于对外在自然界或对人的精神本性（表现为人的爱好、欲望、理性、正义特点）的经验和观察的哲学体系。它以经验的观察为基础，从而作出推论，以这种方式找到这个领域内的普遍观念和规律。这种方式或方法首先出现在培根这里，不过还不很完善，虽说他被称为这种方法的鼻祖和经验哲学家的领袖。[42]

培根探讨了认识论的本体论基础。他的经验哲学的前提是以感性的自然为认识对象。培根强调“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鼓励人们以自然现象为科学认识的对象，以取得改造自然并且造福于人类的胜利。他宣称：“凡值得存在的东西，就值得知道。”[43]这种以自然作为人们认识对象的坚定信念，反映和代表了近代科学精神的开端。

同时，培根着重论述了认识的起源问题。他认为，一切知识起源于感性经验。除非人们发狂，否则一切自然的知识都应当求助于感官。人的认识只能来自感官对外部世界的感受。在培根看来，在认识的进程中人们应当先求助于经验，然后形成判断和公理，而不是相反。他说：

探求和发现真理，只有亦只能有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飞跃到最普遍的原理，其真理性即被视为已定而不可动摇，而由这些原则进而去判断，进而去发现一些中级的公理。这是现在流行的方法。另一条道路是从感官和特殊的东西引出一些原理，经由逐步而无间断的上升，直至最后达到最普遍的原理。这是正确的方法，但迄今还未试行过。[44]

值得注意的是，培根所说的“经验”，并非自然获得的幼稚的、原始的和自我论证的简单的生活体验，而是在通过观察和实验收集正反面事实材料的基础上，从许多个别具体事物中找出其共同规律的方法求得的。这是培根与以前时代有关经验概念的相异之处。他突破了以往经验论的狭隘界限，赋予经验以更丰富的内涵和更科学的形态。他强调观察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但更为重视实验方法。培根的历史贡献就在于，在近代科学初兴之时，新的方法刚刚产生，人们尚未理解其性质、特点和意义之时，能够高瞻远瞩，以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抓住了科学发展的趋势和要求，对观察和实验方法进行了哲学上的论证，展示了其在认识自然中的巨大作用。

培根是近代试图把经验方法同理性方法结合起来的第一人。他强调认识来源于经验，确信感觉经验的可靠性，但并未陷入狭隘经验论的泥坑。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纯主观经验的弊端，而主张将其上升到理性认识的高度，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培根多次声明：“我并不十分看重感官的直接本有的知觉。”他认为理性和普遍哲学才是补救感官缺陷的唯一有效的途径，因为只有经过理性的归纳，才能把握事物的一般规律即“形式”。在《新工具》中，他明确主张将“实验的和理性的这两种机能，更紧密地和更精纯地结合起来”[45]。培根形象地把单纯的经验主义者比作蚂蚁，把先验的理性主义者比作蜘蛛，而把正确的科学家比作蜜蜂。他说：“历来处理科学的人，不是实验家，就是教条者。实验家像蚂蚁，只会采集和使用；推论家像蜘蛛，只凭自己的材料来织成丝网。而蜜蜂却是采取中道的，它在庭园里和田野里从花朵中采集材料，而用自己的能力加以变化和消化。哲学的真正任务就是这样，它既非完全或主要依靠心的能力，也非只把从自然历史和机械实验收来的材料原封不动、囫囵吞枣地累置在记忆当中，而是把它们变化过和消化过而放置在理解力之中。”[46]培根提出：要使经验能力与理性能力之间，“永远建立一个真正合法的婚姻”[47]。

综上所述，培根从唯物主义立场出发，大体上正确解决了人的认识对象、认识来源和认识过程问题。培根之所以成为近代经验派的奠基人，就在于他确立了一切正确的科学知识都必须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即必须从对自然的观察和实验出发，而非像经院哲学那样从《圣经》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体系出发。在上述原则的基础上，培根系统地制定了经验的归纳法，建立起一个崭新的学派，即英国经验主义。

不论培根所确立的经验主义原则有何局限性，它在当时反对经院哲学的斗争中所起的进步作用是完全应该肯定而不应低估的。它的进步作用首先表现在反对经院哲学所代表的封建意识形态，有利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斗争；其次，在推进人类知识的发展，帮助自然科学的进步方面具有更为巨大的作用。

三、新工具

把方法论作为认识论的组成部分来看待，是在近代才得到确立的。对“新工具”和“方法论”的研究，成为近代哲学冲决中世纪思想禁锢的一个突破口。在培根的时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发展，提出了寻求科学发现的艺术问题。以亚里士多德的简单枚举归纳和三段论演绎为主体的经院哲学方法虽已遭到普遍的怀疑和抛弃，但还没有人像培根那样对认识方法的改造系统地提出建设性的具体方案。培根在这一盲目探索的道路上点燃了第一盏明灯，制定了与亚里士多德的“工具论”不同的“新工具”，即新的归纳法。他第一个把逻辑与科学方法结合起来，使逻辑也成为探求科学的艺术。

（一）论创制“工具”的必要性

培根首先论证了创制“心灵的工具”的必要性。他认为，要发展科学，认识自然，就必须建立正确认识自然的理论。但是，只有正确地认识理论，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其变为现实，还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方法，才能发现事物的本质，完成认识自然的任务。培根指出，理性如果没有正确方法的指导，就好像黑夜行走缺乏烛光，大洋航行缺少罗盘一样，无论人的才智有多高超，但收效甚微。他说：“赤手做工，不能产生多大效果；理解力如听其自然，也是一样。事功是要靠工具和助力来做的，这对于理解力和手同样重要。手用的工具也不外是供以动力或加以引导，同样，心用的工具也不外是对理解力提供启示或示以警告。”[48]因此，他不畏艰难险阻，立志要为人类的理智开辟一条新的道路，为当时的科学发展创立一种新的认识方法。

（二）对传统逻辑的批判

在着手制定新的科学认识方法之前，培根先对传统的逻辑进行了批判。其中心论点是：现有的逻辑并不能帮助发现新科学。他尖锐地指出：“正如现有的科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事物，现有的逻辑亦不能帮助我们找出新科学。现在所使用的逻辑，与其说是帮助着追求真理，毋宁说是帮助着把建筑在流行概念上面的许多错误固定下来并巩固起来。所以它是害多于益。”[49]

培根对三段论法给予了严厉的批判。首先，“三段论式不是应用于科学的第一性原理”[50]。这一点亚里士多德也是承认的。因为三段论所据以进行推理的大前提自身，并不能用三段论予以证明。这在培根看来，三段论只是徒劳地应用中间性原理罢了。其结果，“它是只就命题迫人同意，而不抓住事物本身”[51]。其次，培根认为：“三段论式为命题所组成，命题为字所组成，而字则是概念的符号。所以假如概念本身（这是这事情的根子）是混乱的以及是过于草率地从事实抽象出来的，那么其上层建筑就不能坚固。”[52]因此，为要钻入自然的内部和深处，必须使概念和原理都是通过一条更为确实和更有保障的道路从事物中引申而得。我们的唯一希望在于有一个真正的归纳法。

（三）论科学归纳法

培根在《新工具》第二卷中，详细地论证了科学的归纳法。它作为在认识过程中运用的逻辑方法，是以其认识论为基础的。这是一种经验方法，主要说明如何对由实验和观察所获得的感性材料进行归纳，从而实现由个别到一般的过渡，以期最后得出科学的结论，求得对规律的认识。这种方法强调在进行归纳之前，先要做“适当的拒绝和排斥”的工作，这是培根归纳法的一个特点。

培根的归纳法的全部过程大致包括三个具体的步骤：

第一，“三表法”。在这个阶段只是为进行真正的归纳做好准备。要求在对感性材料进行分析、比较之前，首先通过观察尽可能全面地搜集各种各样的经验事实，并且把搜集来的材料分别列举在本质和存在表、相似情形下的缺乏表和程度或比较表3种例证表中。下面以“热”的研究为例。在确定了所要研究的性质以后，就尽可能地搜集具有“热”的属性的一切事物作为例证。培根一共列举了 28种具有热的性质的正面例证，称之为“肯定的例证”，把它们放在“本质表”里。其次，还必须搜集该属性在其他一些相似事物中不存在的事例，放在“差异表”里，培根一共列举了32种缺乏热的性质的反面例证，称之为“否定的例证”。由“否定的例证”构成的表，培根称之为“相似情形下的缺乏表”。最后，还必须搜集同一属性在不同事物中存在程度不同的事例，放在 “程度表”里。他一共列举了 41种在不同程度下出现的热的例证。以上“三表法”里所列举的各种不同的例证是给运用归纳法提供准备，借助这些例证，就可以对它们进行分析、比较。

第二，对三表中所列举的例证进行“适当的拒绝和排斥”，即对热的大量例证加以分析、比较。在排斥的过程中，把否定的、非本质的东西剔除，留下肯定的、本质的东西。培根认为：“人只有从否定的东西出发，最后穷尽了排斥之后，才能达到肯定的东西。”[53]在他看来，这一步是整个归纳法过程中最关键的一环。培根说：

真正归纳的首要工作（就形式的发现来说）乃是在于拒绝或排斥这样一些性质，这些性质是在有给定的性质存在的例证中找不到的，或者在给定的性质不存在的例证中找到的，或者是在这些例证中给定的性质减少而它们增加，或给定性质增加而它们减少的。[54]

第三，在对一切例证加以分析、比较的基础上，最后进行归纳和概括，使其达到合乎自然事物的内在规律的结论。培根说：“在拒绝和排斥的工作适当完成之后，一切轻浮的意见便烟消云散，而最后余留下一个肯定的、坚固的、真实的和定义明确的形式。”[55]例如，经过对热的性质的分析、比较之后，得出了最后的结论：热的本质属性就是运动。这就完成了对感性材料的整理，归纳法的全部程序大致就结束了。培根称之为“初次的收获”，是试探着解释自然。他并不认为自己的归纳法是完备无缺的，亦即它不是最终的结论。他所获得的只是一个尚待证明的假设。在培根看来，由于科学知识在不断进步，科学研究方法本身也必须随之向前发展。他指出：“我亦不说我的那些条规是再不容有所改进的了。恰恰相反，我既是不单就心本身的机能来论心，而且要就其与事物的联系来论，那么我当然就必须主张：发现的方术是会随着发现之前进而前进的。”[56]3另外，培根承认他的归纳法只是在于帮助人的理解力，而不是去代替人的理解力。因此，并不一定要借助于他的归纳法才能从事科学研究。

培根是近代归纳法的奠基者。他的归纳法在历史上对科学认识的发展曾经起过积极的作用。他的归纳法使得当时经院哲学在方法论上的地位受到极大的动摇，使人们的思想从经院哲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提供了崭新的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对于推动和促进事实材料的积累和整理，起了很好的作用，这对于正处在积累材料阶段的自然科学具有重要意义，对当时及后来的科学家都产生过重大影响。

培根归纳法的意义还在于，它的问世意味着西方哲学界思维方式开始转变。归纳法的大量工作是分析的工作，借此从个别抽象出一般。它使人习惯于把自然事物和现象看作孤立的、静止的和固定不变的东西，并逐渐成为哲学领域中有广泛影响的思维方式。

但是，培根制定的归纳法大部分已经陈旧了，并存在许多缺陷：①他要求收集齐全的例证，在穷尽一切经验材料之后再进行归纳工作，这显然是难以做到的，无异于否认对感性材料的理性加工活动。②他的归纳法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方法，并不能真正地去把握事物的内在本质和规律。③他没有看到演绎法在理论原理本身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把归纳法看作唯一正确的认识方法，从而把归纳和演绎割裂开来。④他的归纳法本身具有形而上学的片面性，把因果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化了。

第五节 论教育

培根并未留下论述教育问题的专著，但他对于复兴科学的热情以及对人类伦理问题的关注，必然导向对教育的重视。在培根诸多的作品中，论及天性、习惯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道德教育问题以及知识的传授等，从中反映了他的教育观点。

一、论天性、习惯与教育

培根在《培根论说文集》中的《论人的天性》《论习惯与教育》和《论学术的进展》等作品中都论及人的天性与教育等关系问题。

何谓“天性”？培根认为，那是一种“天然的倾向”，即指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在这个方面，培根深受当时流行的星相学的影响。他相信人的爱恬静、爱活动、爱胜利，或是爱尊容、爱享乐、爱艺术和爱变化等，都与人们的星座相关。在培根看来，天性有善亦有恶。在有些人的本性之中，有一种向善的心理趋向，则另一些人则有一种“天生的恶性”，其天性不关心他人的福利。培根热情地赞美“性善”是“一切德性及精神的品格中最伟大的”，因为它是上帝的特性，缺乏这种德性，“人就成为一种忙忙碌碌的，为害的，卑贱不堪的东西。比一种虫豸好不了许多”。[57]他相信，“向善的倾向是在人性中印得很深的；怎样深法？就是如果这种倾向不发向人类，也要及于别的生物的”[58]。而那些性恶者，即所谓“恨世者”，则是靠别人的灾难而繁荣的，并且是落井下石的，“这样的心性正是人性的溃疡，然而他们却正是造大政客的材料；他们就如同曲木一样，造船最好，船是无疑要颠簸的，但是这种木材却不适于造房屋，房屋是要站得牢的”[59]3。

培根把天性和命运看成“人的能力以外”的东西。除人的天然特质和心理的性癖以外，所谓“外力”还包括自然给予人的特质，如性别、年龄、地带、健康和疾病、美丽和残缺等，以及身外的运数，即统治权、尊贵、卑贱、富贵和穷乏等。在培根看来，在上述诸方面，人们都是不能随意支配的，只能以忍受来支配一切。但他所说的 “忍受”并非消极的，而是极力调剂它、适应它。至于“人的能力以内的”方面，培根列举了许多方面，例如，习俗、游艺、习惯、教育、 榜样、模仿、竞争、团体、朋友、称赞、惩责、劝导、名誉、法律和书籍等。他认为，在一定范围内，这些方面都是可以支配心理、影响意志和欲望、改变人性的。

培根着重阐述了习惯和教育等在改变人性方面的力量。他充分肯定了习惯的重要性，称“习惯是人生的主宰”[60]。他认为，人们的思想多依从着他们的愿望，他们的谈论和言语多依从着他们的学问和从外面得来的见解，但是他们的行为却依从着他们平日的习惯。在培根看来，“天性的力量和言语的动人，若无习惯的增援，都是不可靠的”[61]。习惯真能变化气质，约束天性。他指出：“既然习惯是人生的主宰，人们就应当努力求得好习惯。习惯如果是在幼年就起始的，那就是最完美的习惯，这是一定的，这个我们叫作教育。教育其实是一种从早年就起始的习惯。”[62]培根把习惯又进一步分为“个人的习惯”和“团体的习惯”，并认为团体的习惯大于个人的习惯。因为在团体中，人们彼此激励模仿，习惯的力量便因此得到提高和增强，发挥出最大的效用。他更进一步认为，秩序井然和纪律良好的社会是有助于天性中美德的繁殖的。

培根并未像后来的洛克那样倾向于教育万能。虽然他重视由教育和环境所养成的习惯，但在他看来，“天性常常是隐而不露的，有时可以压伏，而很少能完全熄灭的。压力之于天性，使它在压力减退之时更烈于前”[63]。培根把天性比喻为《伊索寓言》中的猫变的女子。她端端正正地坐在餐桌的一头，可是一旦有一只小鼠在她面前跑过时，她就按捺不住了。因此，人们应当或者躲避这种机会，或者常常与这种机会接触以便少被牵动。培根重视练习的作用，相信通过所获得的习惯可以改变天性。但他又认为，一个人不可强加给自己一种不断的继续的习惯，而应当稍有间歇。一则因为这种休息或间歇对于新的尝试不无裨益；二则对于一个德行不完全的人来说，如果不断继续练习的话，他不仅练习了他的优点，连谬误也一定要练习了，并且使优点与谬误将同具一种习惯。除了用合适的间歇和休止，这种情形没有别的补救之策。

天性亦与学问的获得相关。培根认为，凡天性与职业适合的人是有福之人。在学问方面，一个人对于与他的天性不合而勉强去学的学科，应当有固定的时间。但凡与天性相合的学科，那就不必有什么规定的时间，因为他的思想会自行做主，飞到那方面去。只要别的事情或学科所剩下来的时间足够研究这些学问就行。总之，在培根看来，一个人的天性不长成药草，就长成莠草，所以，他应当灌溉前者而芟去后者。

综上所述，培根关于天性和人性学说的缺陷是明显的。首先表现在其迷信的、宿命论的色彩。他把人的天然倾向和命运都看成是与人的星座相关的。[64]其次，他谈论的是抽象的人性。由于阶级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可能理解人性的重要特征是阶级性。但培根关于人性的思想有其深刻的内涵，由此涉及的教育观念亦富有启发意义。第一，他已认识到人性受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如习俗、教育、习惯、团体、社会、法律和榜样等。第二，培根重视主观努力在人的形成中的巨大作用。他强调练习的作用，鼓励人们征服自己的天性。培根理论的实践性格在这里再次显现出来。他反对空洞的口头说教，认为通过练习养成的习惯更有力量，这是与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相联系的。后来，洛克继承和发展了培根的有关思想，不仅为习惯培养的重要性奠定了心理学的基础，还更为详细地研究了习惯的意义及养成问题。

二、教学思想

（一）功利主义学问观

培根明确地从功利主义的立场出发来看待学问。他指出：“读书为学的用途是娱乐、装饰和增长才识。”[65]在他看来，从娱乐上说，学问的主要用途是幽居养静；在装饰上，学问的用处是辞令；而在长才上，学问的用处是对于事物的判断和处理。培根重视学问，认为虽然“富于经验的人善于实行，也许能够对个别的事情一件一件地加以判断；但是最好的关于大体的议论和对事务的计划与布置，乃是从有学问的人来的”[66]。另外，培根反对过于依赖学问，认为完全依学问上的规则来断事是书生的怪癖。他说：“学问锻炼天性，而其本身又受经验的锻炼；盖人的天赋有如野生的花草，他们需要学问的修剪；而学问本身，若不受经验的限制，则其所指示的未免过于笼统。”[67]在培根看来，重要的问题是人们应当学会如何运用学问。多诈的人藐视学问，愚鲁的人羡慕学问，聪明的人运用学问；因为学问本身并不教人如何用它们；这种运用之道乃是学问以外和学问以上的一种智能，是由观察体会才能得到的。读书是为了权衡轻重，审察事理。因此，不应为了辩驳、为了信仰与盲从、为了言谈与议论去读书。

培根进一步认为，“精神上的缺陷没有一种是不能由相当的学问来补救的，就如同肉体上各种的疾患都有适当的运动来治疗似的”。“史鉴使人明智；诗歌使人巧慧；数学使人精细；博物使人深沉；伦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与修辞使人善辩。”[68]在培根看来，如果一个人心智不专，他最好研究数学。因为在数学的证理之中，如果他的精神稍有不专，他就非从头来做不可。如果他的精神不善于辨别异同，那么他最好研究经院学派的著作，因为这一派的学者是条分缕析的人。如果他不善于推此知彼，旁征博引，他最好去研究律师们的案卷。如此看来，人的精神上的各种缺陷都可以有一种专门的补救之方了。

培根对如何读书也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书可以分为四类：①只要读读它们的一部分就够了；②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③此类书（只有不多的几部）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咀嚼消化；④可以请代表去读，并且由别人替我们作出节要来，但这种办法只适宜于次要的议论和次要的书籍。培根指出：“阅读使人充实，会谈使人敏捷，写作与笔记使人精确。”[69]

（二）论知识的传授

在《论学术的进展》的第二卷中，培根花了相当的篇幅来探讨知识的传授方法。他认为，这个问题已在当代人中引起了争论，但由于人们只顾互相争执，而没有去深入研究，所以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还太粗陋。培根论述了研究知识传授方法的意义。他认为：“这种传授方法不只在知识的运用一方面是重要的，即在知识的发展上讲，亦一样重要；因为一个人的生命同精力，既然不能达到完全的知识，所以传授的妙处，即在于使学者得到线索，以求发扬光大。”[70]培根主张系统地研究有关传授的学问。他仔细考察了当时流行的各种传授知识的方法，指出了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自己关于知识传授方法的许多新见解。他实际上把知识传授的方法分为两个部分：一曰“传授法”，适用于成人或大学生；二曰“讲解法”，适用于年青一代的基础教学。

关于知识传授的方法方面，培根有以下主张：①最好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他批评当时知识传授的方法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教者使人易于信从，学者只希望当下的满足，双方都不希望精到的考察和耐心的研究。教师不肯暴露自己的弱点，学徒由于懒惰也不求知道教师的根据。在培根看来，“如果我们要把知识当作一条线，传授给人，让人继续纺绩，那么顶好是按照发明时的方法，把知识传递出来。由归纳所得的知识，确系可以如此传授的”[71]。②培根认为：“以格言或论文来传授知识；这种方法效果很为重要。”[72]但两相比较，他认为格言式的著述更好，其有许多妙处，是论文式的著述所不及的。在培根看来，除那些可笑的格言而外，所有格言都是从科学的精髓、科学的中心才能得出来的，并且格言只是零碎的知识，其好处在于能使人继续研究。相比之下，论文的缺陷是它们只宜于赢得人的信仰，不宜于指点人的行动，因为它们只是循环论证，各部分互相阐明、互相解说的。此外，论文好像体系完整，使人觉得心满意足，以为已经到达最远的地步了。③培根主张“依照所传授的题材，来变化其传授法。因为各种题材既然不同，传授法当然亦是不同的”。[73]例如，数学是极其抽象的知识，政治学是极其具体的知识。如用单纯方法千篇一律地去处理复杂事物，则对于学问是不相称的，因为这种方法只会把学问归类成一些空洞荒芜的总概念了，只把科学的糟粕或躯壳留下，而以那种方法的“拷打榨压”以后，科学的精华却荡然无存了。④培根主张新旧知识的传授方法应有所不同。他认为，那些囿于常见的人对人讲起话来只需要证明和争辩，而传授新见解的人则要费双重的力气。他们既要让人了解他们的意见，又要加以证明和解说。因此，他们还必须用“比喻”和“翻译”的方法。

除了上述各种方法以外，培根表示他也很赞成世俗通用的分析法和综合法等。“虽然我曾经论说过别人所不曾研究、不曾观察的方法。而我所以提到它们，亦正是企图对于传授的学问，建立一套完整的研究，因为那种研究，在我看来，是阙略了的。”[74]培根还有值得我们注意的思想，是强调在传授知识时考虑其“经度和纬度”。他所谓“经度”是指一门科学和其他科学之间的联系；而“纬度”指一门科学自身内部的程序或体系。培根不仅认为在传授知识时应考虑该门科学与其他科学的关系，更主张重视某门科学的“特殊的情节”。他认为，应从实际问题研究起，而不能满足于渺茫浮泛的总括概念，这样才能有助于实用、有助于人生。

根据培根的论述来看，上述各种方法是针对成年人的，而适用于年青一代的知识传授方法，他称之为“讲解式的知识传授法”。在此方面，培根亦提出了在他看来非常重要的几个问题：①要划分知识的传授时期。例如，在初学时应以什么教儿童？在某个时期内，应当使他们免除哪一种学习？等等。②要研究何处是最容易的地方，以便循序渐进，达到繁难的程度。或者是要研究如何可以强学繁难的地方，从而把它们转换成比较容易的。③要按照学生的心理特性，教以适当的学问。如前所述，培根似乎有某种程度的“形式训练说”和能力“迁移说”的倾向，认为不同的学科在能力训练上有不同的价值。因此，在这里他进一步肯定，在智能方面无论有什么缺陷，好像都可以在一些学问中找到它的治法。例如，一个儿童不能集中注意力，则可以用数学治疗他的这种毛病。但是，培根也注意到儿童在智能方面存在着个别差异。他指出：“各种科学对于人心机能，固然有特别救药的力量，但是个人的心智才力，亦有时特别宜于某几种科学，学起来，又容易精通，又容易进步，因此，要研究：某种心理特别适合于某种科学，乃是一种极聪明的办法。”[75]④课程的排列亦关系极大，有损有益，全看人的运用而定。因为人们在运用自己的才能时，如果不经人指导，则不免运用了自己的错误，而所养成的习惯，亦是优劣兼有的。因此，我们在用功时，要特别研究应该继续多久、休息多久。在培根看来，这一类的研究，从表面上来看虽属琐屑，但实际上却有重要功效。“因为种子或幼小植物，将来能否发荣滋长，全看它们现在所受的培育陶冶，作用虽然隐微难见，究其实亦是大莫于此的。后来虽有长期的努力，亦是不能根除的。”[76]

综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培根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思想是与他的知识论和方法论相一致的，是为其发展服务的。他主张务实，提倡脚踏实地的具体研究，反对局限于空泛的概念。与此相联系，他要求考虑一门科学的特殊需要，并主张将归纳方法运用于知识的传授。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学习面不能太窄，应考虑到一门科学与其他相关科学的联系而适当扩大知识面。培根的这些思想是与当时科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的。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经过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欧洲的学校教育已有显著的发展，在教育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如何在吸取前人有关理论的基础上，根据新的情况对这些经验加以总结，使其上升为理论的形式，进一步推动学校教育的发展，已成为教育理论发展有待解决的课题。培根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非常重视教学方法的研究，有关建立系统理论的主张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从实验科学发展的需要出发，也考虑到年青一代心理发展的一般特征和个别差异，提出了许多很有见地的建议，为建立科学的教学方法理论体系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在他的影响下，配第和拉特克等人在此方面也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并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中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三、论道德教育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于道德及其教育问题做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与前面关于知识的传授方法的问题一样，他是在他的知识体系新结构中来进行有关讨论的。在培根看来，伦理道德问题是他的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论善的本质

与强调实践和人生实用的哲学思想相联系，培根认为，伦理学的研究对象不仅要给人们提供应该遵行的规范和准则，更要提供如何控制自己的意志和情欲以达到符合这些规范、规则的途径。因此，伦理学不仅要研究善及其本源，还应为人们描述善的楷模，为人们提供行为的规范；也应研究如何培植善，亦即向人们指明达到善的途径。培根批评从事伦理学著述的人“只作出一些良好的规范，美丽的样本，把善行、德行、责任、幸福等等的草本同图样指给人看；并且把它们解释成人类意志同欲望的真正目的。但是要说到如何达到这些美满的目的，如何可以支使人的意志、降服人的意志，以求合乎真道、以求适应这些企图，他们是完全不提的，纵然提到，亦是粗疏忽略，不能有助于人的”[77]。培根强调伦理学应“能指导人生行为”，应能告诉人们处理日常事务的良善方法。

培根认为，所谓“善”就是利人、爱人的意思，和宗教道德所讲的“仁爱”是相通的、一致的。后来，他进一步拓宽了“善”的观念的内涵，而把一切事物的源于自然属性的自爱也包括进去了。他认为，包括人在内的一切事物，都是“自爱”的。由于自爱而产生了三种欲望，进而也相应地产生了三种善，即由促进和发展自身的欲望，就产生个人积极的善；由保存维持自身的欲望，则产生个人消极的善；而为了保存和维持一个普遍的、体现和包括了人类天性的全部形式的欲望，则产生社会的善。

在关于个人的善方面，培根把维持生命的食、色等视为消极的善，而把发挥个人的聪明才智，求得才能和事业上的发展与进步，视为积极的善。培根反对禁欲主义，认为它违反人性；但他不主张恣情纵欲，并认为积极的善要优于消极的善。在培根看来，各种生物皆有两重天性，一种是要保持自身、维系自身，另一种是要扩展自身、繁殖自身。后一种天性比前一种天性更为有价值。因为“一切生物的快乐，在生殖方面，亦比在求食方面，强烈的多”。“即在日常生活中，人的心理亦都很强烈，都愿意达到心中的希望，而不愿安于肉欲的享受；我们如果再想到人生的无常，幸运的变化，则更能感到积极的善优越实多。” “由此看来，我们只应当希望一些可以垂之永久，不受时间影响的东西，而这种东西正是自己的行为和工作。”[78]培根认为，将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相比，后者是更高层次的、更伟大和更有价值的善。在培根看来，个人的善与社会的善一般是可以相一致的，但有时也会发生矛盾。因为扩张自身的善，其目的往往在于自己的权利和光荣，在于提高自己的荣誉和地位，因而它与社会的善也常发生矛盾，甚至远离社会的善。

培根的伦理观是以他的唯物主义经验论为其哲学依据的。他把道德问题置于现实社会中加以考察，反映了那个时代道德观念进一步世俗化的趋势，并为日后资产阶级功利主义伦理道德观念奠定了基础。

（二）论善的培植

在培植善亦即道德教育的方法或途径方面，培根着重阐述了培养良好的习惯、掌握真理和确立善的人生目标这三个方面的巨大作用。

第一，培根认为对习惯加以很好的指导和训练，是培养良好德行的一条重要途径。培根不同意亚里士多德关于自然所确立的事物是不能借习惯加以改变的观点，而认为其论断只适用于自然完全独断的事物里，而在自然允许的事物里则是不适用的。培根举例说：“一副狭窄的手套，用得久了，亦可以上下自如；一条竿子，用得久了，亦可以比它长就的样子，变得弯曲些；我们常用高声说话，可以说得洪亮些；常常忍受寒热，亦可以变得耐心一点。此外还有许多例子，亦是举不胜举的。”[79]培根进一步讨论了教人以养成习惯的方法，认为关于心理练习的途径，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许多聪明的“教条”。培根总结了以下几条：①我们的调子不可以太高或太低。“如果太高了，则在犹疑成性的人，固然会遭沮丧，而在自信过强的人，又会浮躁用事，因轻生懒；而且在一般人，亦都会期望太过，结局终于不能满足。如果调子太低了，则你亦不能希望人们成功任何大事，胜任任何大事。”[80]②要在两个不同的时期来练习各种事情。一是在心理最爱工作的时候，二是在心理最恶工作的时候。培根认为，用前一种方法你可以得到很大的进步；而用后一种方法，你可以战胜心理的阻力和困难，使你在中间状况时，感觉到畅快容易。③如果我们照着天性相反的一个极端来行事，就如逆流而驶，或者背着竿子屈曲的方向，强迫它归于正直一样。④如果你的企图是间接的而非直接的，则比较容易改良自己的心理，并觉得清快自如，乐意有加。因为人心是天然憎恶那种毁灭自由的“必然”和“约束”的。“总而言之，我们的习惯若有适当的指导，诚然可以变成第二天性；但是如果只受机遇的控制，则势必变成仿效自然的猿猴，而产生出许多支离虚伪的现象。”[81]

第二，培根将知与德密切联系起来，认为善德来自真理。在培根看来，通过学习掌握真理，这是达到善行的重要途径。他认为，一切善德都来自真理，而一切恶行则都来自谬误。他指出：“真理同善的区别，就如印章同印纹的区别一样，因为真理能够印出善德，而谬误却正如乌云给人降下激情和纷扰的暴风雨。”[82]培根坚信，知识学问对于人心的一切弊病的治疗都有帮助。它可以打开心灵的阻碍，帮助领悟，增加心灵的欲望，愈合心灵的伤痕。一句话，知识学问可以使人不会停滞在已有的缺憾里，而会使之不断地改良和完善。与此相反，没有知识学问则会使人轻佻、犷悍、傲慢不知考察，反省自身，不会感到自己每天的进步而快乐。

第三，培根强调德育的最简明、最有效而又最高尚的方法是使人献身于良善的目标。他说：“我们如果能假定两件事，假定人不但志在忠实良善的目的，而且能一往不懈，忠实于这个目的，那么结果他一定会立刻使他自己就范于一切德性。这种工夫，正好像自然的工作；至于其余的途径，正好像人为的工作。”[83]在培根看来，所谓“人工”，就如一个雕刻塑像的人，用力到什么部分，就造成了那个部分。在雕刻脸的时候，将来做身的地方，在动手以前，仍不过是一块粗糙的石头。但是所谓“自然”则不同，它在创造一个生物的时候，同时就把一切部分的雏形造就。“因此，人们要只以习惯来获得德性，则虽实行节欲，克制刚毅，终究亦无甚补益；但是他如果能献身于良善的鹄的，你看，他在追求寻获那些目的的时候，需要什么德性，他就能先立乎其大，以使自己从容不迫地拍合于那些德性。”[84]那么，究竟什么是“良善的目标”呢？培根认为是“仁慈”。在他看来，虽然别的优点亦可以助进人性，但是他们却是容易流于过度的地步的。“只有仁慈，是不会过度的。”[85]培根认为它是“神圣的基督教在人的灵魂上所印入的”，它是“众善的锁链”，“可以融合众德，统摄诸善的”。由此可见，培根在以人性取代神性方面已前进了一大步，但仍保留了浓厚的宗教道德的痕迹。

四、论体育与养生

培根重视人的健康。在他看来，所谓“健康”的概念包括两个方面，即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应是指那些最能忍受变故和困苦的身体而言的；心理健康则指那些能抵挡住极端诱惑和纷扰的心理而言的。否则，一生不做任何事情，专来保持自己的健康，像这样的人，其健康是不值得祝贺的。培根实际上指明了获得健康的目的是积极进取地生活。因此，那种冲破障碍和排除纷扰的生活才是值得称道的。

对于养生之道，培根亦有研究。在他看来，“养生之道，非医学的规律所能尽。一个人自己的观察，他对于何者有益、何者有害于自己的知识，乃是最好的保健药物”[86]。

第一，在吃饭、睡觉和运动的时候，心中坦然，精神愉快，乃是长寿的秘诀之一。心中的情感及思想，应避免嫉妒、焦虑、愤怒、悲哀和放纵。涉及对人们健康有益的事情，应当长存着的是愉快，而非狂欢；应变换不同的乐事，而非过餍的乐事；应保持好奇与仰慕，以保持新鲜的情绪；应努力以光辉灿烂的事物充满人心的学问，例如，历史、寓言和自然研究等。

第二，培根反对过分依赖药物，而代之以食疗和活动。他指出，如果一个人在健康的时候完全摈弃医药，则在生病时会感到医药对于自己的身体过于生疏不习惯。但另一个极端，即平日过于惯用医药，则疾病来时，医药将不生奇效。在培根看来，与其常服药饵，不如按季节变更食物，除非服药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因为那些不同的食物是可以变更体气而不扰乱它的。此外，培根认为，对于身体上任何新的症候都不可小视，需要向人求教。在病中，主要的是注意健康，在健康的时候，主要的是注意活动。因为那平日使自己的身体习于劳动的人在大多数不很厉害的疾病中只要调节饮食、多调养，就可以了。

第三，培根认为：“教人养生长寿之道，重要的一端就是一个人应当把各种相反的习惯都变换着练习练习。”[87]但应注意方式方法。例如，禁食和饱食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稍重饱食；警醒与睡眠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偏重睡眠；安坐与运动都应当练习，但是宁可着重运动，等等。在饮食的重要部分上不可骤然变更，以便配合得宜。“因为在自然的事体和国家的事务上都有一种秘诀，就是变一事不如变多事安全。”[88]因此，最好的办法是把一个人平日饮食、睡眠、运动、衣服等习惯自省一下，把其中有害的习惯试行逐渐戒绝。但一个人若由于这种变更而感觉不适时，就应当回到原来的习惯。因为把一般认为有益卫生的习惯和于个人有益、于自己的身体适合的习惯分别开来是不容易的。

五、对大学教育的若干意见

在《论学术的进展》第二卷中，培根考察了历代统治者推进学问、培植学问所采取的方法和步骤，认为“推进学术的工作可以分为三种：一种是建筑学术的处所，一种是印行学术的书籍，一种是提高学者的待遇”[89]。①关于培植学问的处所，可分为四项工作，一是建筑屋宇，二是给予经费，三是享受特权，四是厘定章程。“四者都意在使人安享寂静闲逸的生活，免除世虑烦嚣的纷扰。”[90]②关于学术的媒介即书籍，应有两件工作，其一，建立图书馆，以保存贮藏各种书籍；其二，要印行古书，不但要有正确的印本、更信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更清晰的解说、更详细的注释。③关于学者的待遇方面，除了普遍的升擢奖励而外，还需做两种重要的工作，一是奖励或任命那些能讲授已经发明、已经通行的科学的人，二是奖励和任命能论说尚未精到的学问的人。在这里，培根实际上是较系统地提出了学术发展的外在条件。他极力主张提高大学教授的地位，首先是经济地位。在他看来，许多地方，不论在学术方面或职业方面，对于教授们的薪金报酬规定得太低微，“因为要想促进科学的发展，而不专事暂时的实用，讲授的人们，一定要天才卓越，能力出众，才能使科学有所发明，有所进展。但要想达到这个目的，才智之士一定要有安逸的生活状况，丰厚的生活费用，才能竭其精力，尽其一生，专心从事学术的探讨，学术的培植；所以他们的薪俸，必须要抵得住普通职业操作的人们所得的平均报酬”[91]。培根把提高教授经济待遇看作使各种科学得以繁荣的重要条件。

培根又从大学内部发展的角度提出了若干意见。

第一，应处理好专业知识和基础知识的关系。培根虽然主张学以致用，但并非目光短浅。他批评当时欧洲人把许多学术机关都专心着意用来培植职业人才，而不用以研究一般的艺术和科学。培根主张重视哲学和基础学科的研究，认为其他职业都要取材于哲学，否则会阻碍学问的进步。因此，“要是把建筑同学款专用于准备职业的学问上，那不但对于科学的进步，发生一种不吉的征兆同影响，而且对于国家同政府亦是很不利的。因为，教育机关要是不能容纳高等的文艺，要是不能让各人按上自己的性之所长，或研究历史，或研究近代语言，或研究政治学说，或研究其他有关国务的学说，君主们在政治方面，一定会感受到人才的缺乏的”[92]。

第二，培根认为，要想对于各种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和医学进行有效果的研究，则不仅需要书籍，还需要实验设备，如浑天仪、观象仪和地图等工具。他指出：“概括地说来，要想发现自然的秘密，只有筹拨巨款，实地试验，才能有极大的进步。”在他看来，无论是化学、物理或其他科学，“离了实验，都是不成功的”[93]。

第三，培根主张对大学的制度和章程进行改良。培根认为，一个国家的学术的进展是靠着大学的条规和制度的，但在他看来，当时大学的管理制度存在缺陷，即“一般管理大学的人们，不勤于考求，一般君主们或名人们，忽略于巡视；他们都懒于甄别研究从古相传的读法课程以及关于学问的其他习惯规划得是否完美，是否合时，是否需要改良，需要修正”。他指出：“现代大学中的惯例同条规，大部分既然都是从古传来的，所以都应当重新受一次考验。”[94]例如，有一种错误就表现在一般大学生身上：不到成熟时期，就躐等地来学习论理和修辞学。培根认为，这种学问只宜于毕业生，而不宜于儿童和初学者。因为这些学科只是教人如何铺陈材料、如何排列内容。所以，当学生的心理仍处在空虚无物的时候，只能堕落成儿童的诡辩和可笑的做作。培根对大学中那种把机警和记忆分开的辩论竞赛不以为然，认为那种做法或则事先准备，无须机警，或则立时登台，不事记忆，所以不能有完善的效果。因为在人生实际行动中，单凭事先预想，或专恃临机应付，都是不中用的；必须一面才具敏捷，一面记忆准确，成竹在胸，然后交互为用，接近于实际的人生；否则所谓练习，只是颠倒心理的功能，不堪发展智慧的作用。

第四，培根主张学术研究不应有国别之分，而应实现跨国交流。他认为，既然许多团体和社会能不分国别地互定条约、互存友谊、互通信息，甚至还可以有属员、有领袖，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在学问上、智识之光上，本着一脉相传的宗旨，互定友好呢？

第五，培根指出，那些尚未精确、尚未完善的知识，政府一向没有指定专家来进行研究。因此，人们最好是预先细心考察一下，学问的哪些部分已经完成，哪些部分尚告阙如。

第六节 地位与影响

对于培根的是非功过，人们历来褒贬不一，但大都比较一致地肯定了他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以其有力的机智和透彻的智慧，高瞻远瞩，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指明了正确认识自然界的康庄大道，在推动近代科学的发展和近代科学教育的兴起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一、实验科学的先驱

培根被人们看作“英国哲学的创始人”和“英国哲学精神特殊性格的代表”。[95]培根的前辈，无论是在科学还是哲学方面，都使用当时学者共同的语言即拉丁语从事写作，而他是用英语写作重要的科学或哲学论文的第一人。在培根生活的时代，传统观念已被在文艺复兴中产生出来的力量所削弱，而日益增长的民族意识逐渐导致了民族文化风格的较大分化，导致了学术界在诸学科中运用民族语言的兴趣。培根的做法使他成为这个运动的一位领袖，而他所阐述的思想模式与英国精神的重实际和实证的成就密切相关。黑格尔曾经指出：“培根一直被赞扬为指出知识的真正来源是经验的人，被安放在经验主义认识论的顶峰。事实上，他确实是英国所谓哲学的首领和代表，英国人至今还没有越出那种哲学一步。”[96]但在黑格尔看来，其实培根的名声大于可以直接归给他的功绩，“从事实出发并依据事实下判断，当时已经成为时代的趋势。由于他把这个方向表达出来了，人们就归功于他，好像全然是他把这个方向给予了认识似的”[97]。

培根首倡现实主义的科学观。他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观点体现了科学观上的一次革命。据现代科学奠基人贝尔纳（J. D. Bernal）的观点，培根是现实主义科学观的最早提出者，而这种科学观在近200年来一直占统治地位。此前，则是“理想主义科学观”占据统治地位。“理想主义科学观”忽视乃至否定科学的实用的、社会的功能，认为作为一种纯粹的精神活动，“科学仅仅同发现真理和观照真理有关，它的功能在于建立一幅同经验事实相吻的世界图景”[98]。培根强调科学的实用性，认为科学的真正目标无非是要把新的发现和新的力量惠赠给人类生活。在近代初期，自然科学的发展还处于酝酿和准备的时期，其价值尚未充分显示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培根明确提出并郑重强调科学知识的实用性和社会性是富有远见的，他揭示了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继培根之后，近代许多思想家如康德（I. Kant）、黑格尔、马克思和恩格斯等人，将其有关思想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马克思和恩格斯不仅把科学视为改造自然的有力武器，更看作推动社会历史前进的巨大杠杆，认为科学自始至终都是进步的、革命的因素。

二、教育观的影响

美国教育史家鲍恩（James Bowen）认为，贯穿17世纪的强有力的教育探究和改革运动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由一些思想家逐步建立起来的经验主义学说，二是新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99]培根在上述两个方面的贡献都是较为显著的。他是西方17世纪教育革新运动的著名先驱。

在培根生活的时代，近代科学革命已经拉开了序幕，资本主义经济在英国有了一定发展，资产阶级革命正在酝酿之中。与此同时，旧的势力仍然较为强大。西欧教育仍由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传统占据统治地位，人们的思想观念受到严重的束缚。培根的重要贡献在于他认清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并奋起冲破旧观念的条条框框，敢于对人们顶礼膜拜的权威提出挑战，有利于解放人们的思想，扫清科学及其教育发展道路上的障碍。培根在批判经院哲学和各种“假象”的时候，对旧的教育观念和体制也予以抨击，要求进行教育改革，使之与社会和科学发展的状况相适应。“重要之点在于培根的一个坚定信念，即科学发明得以发展的首要条件是要廓清观念和理论。这种知识论对以后三个世纪科学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持续的影响。”[100]

培根的经验主义学说成为17世纪新教育理论的哲学依据。他在继承前人有关思想并总结当时科学发展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确立了一切正确的科学知识必须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必须从对自然事物的观察和实验出发，才能获得真知识。“培根的经验论是革命性的，并很快成为一种理智的风尚，尤其是在英国，成为科学研究的主要刺激因素。在17世纪，它被一些人，特别是约翰·洛克运用到教育理论方面，并经过修改之后渐渐成为实践的指导，一直持续到今天。”[101]从经验论出发，培根重视“练习”的作用，认为智力必须“练习”，如意志和身体必须锻炼一样；并指出：“练习应适合于生活，也就是说，以这种形式来训练才能，人的理智在行为中才最有效用。”[102]这种把教育看作智能训练的观点，是其最具特色的现代思想之一。继培根之后，洛克发展了有关思想，使之系统化了。

培根在《论学术的进展》中对大学教育提出了较多意见。后来，他又在《新大西岛》中描述了新大学的理想模式。正如此书的第一编辑罗莱博士（W. Rawley）在该书的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培根“设计这个虚构故事的目的，在于可能以‘所罗门王室’即‘六日制大学’的名义来展示或描述大学的模式，并说明这种大学作出巨大而惊人的工作是为了解释自然和为了人们的利益”。[103]在培根的时代，大学教育仍由亚里士多德主义和古典内容的烦琐的书本学习所约束，注重科学研究的学院几乎还不存在，因此，培根关于所罗门宫的描述是对旧大学教育的激进的背离。

相对培根对教育的任何具体建议来说，他的哲学对教育的影响要广泛得多。然而培根对于旧教育的批判，对知识的功用及其研究方法的探究，成为17世纪教育改革运动的前奏曲。它启发和激励人们积极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育改革的实践活动，在促进西方教育由中世纪神学教育向近代世俗教育的转变过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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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教育革新思潮

17世纪后，英国教育界异常活跃。弗兰西斯·培根的活动奏响了教育革新的序曲，出现了受培根学说影响而形成的以清教徒教育家哈特利布为中心的英国革新教育家群体及革新教育思潮。英国革新教育思潮的主要特点是：对脱离生活发展的教育内容强烈不满，要求扩充有实用价值的教学内容；要求改进教育、教学方法，通过感知获取知识，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此外，还有不少人严厉抨击了政府不过问教育的旧传统，要求国家加强对国民教育的投入及领导。以哈特利布、弥尔顿、配第、贝勒斯为代表人物的英国教育革新思潮反映了近代英国教育发展的趋势。

第一节 以哈特利布为中心的一批革新教育思想家

一、哈特利布其人

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1599—1670）之父是波兰商人，其母则是一位英国富商的女儿。他年轻时曾在哥尼斯堡和剑桥大学接受教育，早年侨居普鲁士，1628年赴英国定居。17世纪中叶前后，哈特利布一方面作为社会名流及小有成就的实业家，同时又作为科学保护人及教育家，成为“按照现实主义路线来改革英国教育的信徒们的领袖”[1]，并以毕生精力和财产来推行以发展科学与教育为主的各项计划。

哈特利布对儿童教育问题颇感兴趣，曾在契彻斯特为绅士子弟办过一所私立学校。此外，他还发表过《学习拉丁语的正确和容易的方法》，力求改进古典文的教学。在克伦威尔（Oliver Cromwell）统治英国时期，他积极参与了许多活动，得到克伦威尔青睐，赠给他一所公寓作为奖励。但王政复辟后，他又失去了这所公寓。

哈特利布的主要工作之一是力图将新教各教派团结起来。他相信，如果各派别不团结，不齐心协力，不共同工作，那么所有新教所得均将会失去。为了使这种观点深入人心，他写了《新教中基督教的和平》（Ecclesiastical Peace among Protestants）一文，并设计了空想国家计划——《著名的马卡利亚王国之描绘》（A Description of the Famous Kingdom of Macaria）。

在英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一种关于教育的旧传统及旧观念，即认为儿童的教育是其父母、家庭或监护人的事务，而不是国家的事务。针对这种旧传统与旧观念，哈特利布于1647年发表了《论英国教会和国家改革后的可喜成就》（Considerations Trending to the Happy Accomplishment of England’s Reformation in Church and State）。在该文中，他提倡在英国各地设立由地方政府支持和掌管的学校。1650年，哈特利布又向英国国会提出名为《扩大伦敦的慈善事业》（London’s Charity Enlarged）的提案，其主要内容是要求准许贫苦儿童受教育。所有这些论文的宗旨就是力图唤起民众改变国家不管教育的旧传统。哈特利布最著名的论文是《政府演说词》（Office of Address），涉及劳工、宗教团体、教育、科学发明以及学术进步等内容。他在文中提出了发展教育，传播科学发明及推动学术进步等建议。

二、以哈特利布为中心的革新教育家

哈特利布是一个具有实业家身份的科学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与实践者，是当时推动英国革新教育思潮的中心人物。但他“最出色的工作，是鼓励朋友们撰写教育著作，并帮助出版发行”。哈特利布通过自己的广泛社会关系，与许多社会名流保持接触，甚至对英国国会也产生影响。“由于他的支持，使他们的观点闻达于政府和公诸于大众。”[2]在受到哈特利布赞助和支持并与其交往甚密的教育家中不仅有英国教育家，还有欧洲其他国家的著名教育家，其中比较重要的有以下几人：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7世纪捷克教育家。哈特利布在获悉了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尤其是泛智论的思想）后，极为赞赏。在哈特利布的帮助下，1637年在荷兰出版了由哈特利布作前言的夸美纽斯的著作《夸美纽斯思想导论：智慧入门或基督教泛智论讨论》（Conatuum Comenianorum Praeludia）一书（再版时改名为 《泛智的先声》，Precursor of Pansophia）。哈特利布还将夸美纽斯的研究计划寄送欧洲各国学者和各种派别的宗教领袖，力图引起他们的兴趣，找到更多赞助者，以便帮助夸美纽斯实现他的宏伟计划。由于哈特利布的努力推动，以致当时“欧洲的每一角落都燃起了研究泛智论或最好的教育论的愿望”[3]。在哈特利布的推动下，英国国会还在1641年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学术委员会专门研究泛智论的决议，并向夸美纽斯发出了一封措辞极为热情的邀请信，请他前来领导这一拟由多国成员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创办能将其理想付诸实施的教育机构。虽然由于各种原因，这一计划未能付诸实施，但哈特利布的良苦用心及努力是值得肯定的。

伍德沃德（Hezekiah Woodward），英国清教徒教育改革家。早年他曾亲自开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后又到一所文法学校任教。伍德沃德是培根及夸美纽斯唯物主义感觉论哲学及方法论的坚定支持者。作为感觉唯实论者，伍德沃德相信，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应尽可能多地依靠感官，包括利用实物、图表、图片、模型和其他直观教具辅助教学。他指出：“除了通过感知大门，任何东西都无法以自然方式加以理解。”[4]此外他还提出，教师应研究和理解儿童的心理，并使教学适应儿童智力发展的规律。伍德沃德的主要著作有《儿童的命运》（The Child’s Portion，1640）及《语法启蒙及科学入门》（A Light to Grammar and a Gate to Science，1641）。为了感谢哈特利布对他工作的关心支持，伍德沃德在《语法启蒙及科学入门》一书的扉页中，宣布将此书献给他的朋友哈特利布。

杜里（John Dury），英国清教徒教育家、培根主义者，亦为哈特利布的亲密朋友。杜里是一个世界主义者，毕生主要目标是使欧洲所有新教组织重新团结起来。但他也曾从事教学研究，并撰写过教育论著。其中最著名的一部是在哈特利布的影响下写成的，名为《改革后的学校》（Reformed Schools），于1650年出版。他在书中大力提倡在学习上运用感官、口传和推理，将宗教排除在课程之外。他还提出以下教育原则：①教学要适应儿童的智力水平；②对9岁前的儿童不宜进行正规教育；③为儿童提供内容丰富而广博的课程，并随着儿童水平的不断提高而扩大；④必须公费开办教育。此外与他的世界主义思想紧密联系，他还提倡在欧洲的新教徒之间建立亲密、融洽的合作关系。[5]

弥尔顿（John Milton），英国文学家及教育家。有人称之为哈特利布“最要好的朋友和赞赏者”“一个与众不同的唯实论者”。[6]如果说夸美纽斯及其同伴因为特别强调通过感官进行学习而可被称为“感觉唯实论者”，那么，弥尔顿则必须被称为“人文主义唯实论者。”[7]弥尔顿曾和哈特利布讨论教育改革问题。哈特利布对弥尔顿在谈话中发表的改革教育的见解深表钦佩，并要求弥尔顿将自己的见解诉诸文字，于是弥尔顿在1644年给哈特利布写了一封讨论教育的长信，并在同年以《论教育》（On Education）为名发表。

配第（William Petty），英国新教徒教育改革家及经济学家、哈特利布的密友。配第首次运用培根、霍布斯所倡导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新方法——即以事实和感性材料为根据的归纳法、抽象法——研究社会科学及经济问题，并提出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此外，对于增加财源、节省开支、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及劳动生产率等问题都提出了颇有价值的建议。在1648年，时年25岁，正在牛津大学就读的配第慕名写信给哈特利布，讨论教育改革问题。此信后以《威廉·配第向哈特利布先生提出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The Advice for Advancement of Some Particular Parts of Learning）的题目发表，他提出了普及初等教育、改革并扩充教育内容、实现教劳结合、先学习感性实物后学习文字等改革意见。在他的课程体系中，神学、读经、祈祷难觅踪迹，而培根的《新大西岛》中的所罗门宫及夸美纽斯泛智论的影子却随处可见。

胡尔（Chales Hoole），亦为英国教育家。早年曾在拉丁语学校及私立学校任教。通过自己长期教学实践经验的积累以及对其他人教育经验的借鉴，包括对夸美纽斯文章的广泛阅读，从而使自己的教育思想及改革现行教育的建议具有坚实的基础。他翻译了欧洲其他国家的许多教育著作（包括教科书），其中之一便是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The World Sensible Thing Pictured）。胡尔自己也创作或编写了一些儿童故事以及有关拉丁文语法和英拉词汇的书籍。使胡尔获得殊荣的著作是《旧教学艺术的新发现》（A New Discovery of the Old Art of Teaching School）。此书写于17世纪30年代，在学者中流传了20余年后，于1659年正式出版。此书是他多年教学和研究的总结。他在书中，针对英国绅士子弟通过雇请家庭教师完成初等教育的传统，建议儿童先上小学，然后再过渡到文法学校，要求所有儿童的教育都遵循此程序。他还对小学及文法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做了详细规定。

第二节 弥尔顿的教育思想

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1608—1674）是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杰出诗人、政治家，也是教育革新思潮的热心传播者。有的英国学者认为，在英国文学史上的排名，“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是第一位，其次是弥尔顿”[8]。在政治思想上，他反对封建专制以及争取自由民主权利的精神对后世美国的独立运动和法国大革命都有很大的影响；在教育思想上，他对英国近代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一、时代、生平及著作

在弥尔顿生活的17世纪上半期，英国的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资产阶级雄心勃勃，图谋取代原有的统治者而成为社会的主宰。积极进取的新贵族和上层资产阶级急欲把自己的子弟培养成为谙熟现实事务的能文能武的干练人才。然而，英国的宗教改革并没有带来教育上的改革，经院主义、古典主义、形式主义仍然是教育上的痼疾顽症。这样，改革旧教育、培养谙熟现实事务的能文能武的干练人才，以适应新时代的新社会势力的需要势在必行。为实现这一愿望而大声疾呼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便是弥尔顿。

弥尔顿祖父是个富有的自耕农。他的父亲因皈依国教在家无法容身而来到了伦敦，开设展翅鹰事务所，当了公证人，并很快致富。1608年12月9日，弥尔顿就出生在这展翅鹰事务所中。父亲非常关心子女的教育，弥尔顿从小就受到包括音乐熏陶等内容的良好的家庭教育，父亲的反抗精神对弥尔顿也感染极大。到了入学年龄，弥尔顿便就读于离家很近的圣保罗学校，同时其父聘请了当时有名的大学者托马斯·杨（Thomas Young）做他的家庭教师。在这样的环境下，弥尔顿从小就爱好读书和写诗，并打下了扎实的语言文字功底。他自己后来在回忆童年时曾写道：“从12岁的那年起，我就如饥似渴地抓紧学习，我不曾半夜以前睡过觉。”[9]

1625年4月9日，弥尔顿进入剑桥大学基督学院学习。渴望知识的弥尔顿对学校里充满中世纪经院主义的课程非常不满。他说自己被学究式的“研究给拖了后腿，被迫忙于写作某种无聊的八股高调”！[10]但他学习勤奋，才华出众，于1628年（一说1629年）获学士学位，1631年（一说1632年）获硕士学位。这一时期的学习为他以后的创作和事业奠定了基础。毕业时，弥尔顿谢绝了学校的挽留，回到了父亲的乡间别墅，埋头读书和写诗。

1638年4月，为了体验生活，获得创作灵感，并考察社会实际和拓宽视野，弥尔顿开始了他的意大利之行。旅途中，他广交文人学者，并拜访被天主教迫害的大科学家伽利略。此时的伽利略已双目失明，老态龙钟，但其斗志不减。这次会面给弥尔顿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伽利略那种为捍卫真理而宁死不屈的精神，成为弥尔顿终生的榜样，失明后的弥尔顿就常以伽利略的事迹鼓舞自己，这从他热情地把伽利略的名字和成就镶嵌在《失乐园》中得到证实。

1639年8月，弥尔顿旅行后返回英国，寄居在伦敦圣·布赖德教堂，把他姐姐的两个孩子接来同住，并担任这两个孩子的教师。1643年，他又开始招收别的学生。此后几年，他一直担负儿童教育工作，直到1647年秋。弥尔顿在这一段教育工作中，给孩子们开设的课程和教法与当时盛行的习惯大异其趣，其教育实践在他后来的教育论文中有明显的反映。

从大学毕业到1640年，这期间弥尔顿创作了大量的优美诗歌，其中较为著名的有《快乐的人》和《幽思的人》。这两首诗体现了人文主义者对生活乐趣的追求。而挽诗《黎西达斯》则对当时的社会生活表示了强烈不满，并斥责了教会。

从1640年起到1660年，弥尔顿直接投身于激烈的社会和政治斗争，为英国革命和共和政府作出巨大贡献。

1644年，弥尔顿发表了两篇重要论文：一是《论出版自由》（Areopagitica），二是《论教育》（On Education）。

1643年，在国会中占绝对优势的保守势力长老会派通过立法，规定未经官方检察官批准，不得印刷和出版任何书籍。显然，这不符合弥尔顿关于一个自由共和国中思想言论自由的想法。他在一篇文章中指出：“扼杀一本好书几乎十足像是杀死一个人”[11]“扼杀一本书则是毁灭理性……一本好书是主的精神的宝贵的活的血液，它珍藏着不朽的生命之处的生命”[12]。他认为出版自由是必需的，压制出版自由并不能阻止真理的最终胜利，因为真理的力量之强大仅次于万能的上帝，真理的胜利不需要任何政策、谋略和特许。弥尔顿的一般政治观点反映了当时独立派的要求。

《论教育》是弥尔顿写给哈特利布的一封信。17世纪中期，英国的许多新教育的改革家大都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重点受到培根的影响。哈特利布便是这一群新教育家中的中心人物。哈特利布是波兰人，1628年定居伦敦。1640年，哈特利布曾建议“创办一所规模不大的学园（Academy），以教育本国的绅士子弟，并促进虔信、学识、道德和勤劳的训练，这些训练在现时普通学校里通常是没有的”[13]。弥尔顿和哈特利布讨论了教育问题，并把讨论中阐述的意见在《论教育》中做了系统表达。

1649年1月30日，英王查理一世（Charles I）被议会送上断头台后，弥尔顿任职于共和政府。1660年5月，封建王朝复辟，他离开政界。这期间，他以失明的状态（1650年，左眼失明，1652年，右眼亦失明）写成了《破帝王之相》《为英国人民辩护》 和《再为英国人民辩护》等战斗檄文，批判了保皇派的各种论调，这对于澄清是非，稳定政局，维护革命和人民利益都有重大意义。

弥尔顿绝不与封建势力妥协，他拒绝在复辟的封建王朝任职。1660年以后，弥尔顿闲居在家，过着艰难的生活。但他愈挫愈奋，老而弥坚，盲而弥明，从此进行文学创作活动，用艺术形式表达他的革命理想和对封建王朝的仇恨。《失乐园》（Paradise Lost）、《复乐园》（Paradise Regained）和《力士参孙》（Samson Agonistes）3部不朽的史诗正是他这一时期的心境和思想的写照。他在《力士参孙》中写道：

我深深觉得我才力已江河日下，

希望全渺茫，我内在的本能似乎与

自身的全部机能已精疲力竭；

我光荣的旅程到尽头，

可耻的旅程啊，

我将很快跟他们一起安息。[14]

这是弥尔顿的个性和最后的决心，只要有可能，他是愿意像参孙一样拉倒大厦的柱子，跟饮宴狂欢中的敌人同归于尽的。

1674年11月8日，弥尔顿因痛风病逝世，终年66岁。1737年，伦敦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建立了弥尔顿的纪念碑。

马克·帕蒂森在其所著的《弥尔顿传略》中认为弥尔顿一生是个三幕的戏剧。第一幕显示出他潜居霍顿平静安宁的生活，《快乐的人》《幽思的人》和《黎西达斯》便是这一幕的表演。第二幕中他呼吸着党派激情与宗教仇恨的猛烈炽热的空气，产生了那闪耀在他散文小册子战斗号角中令人惊骇的火焰。那三部伟大的诗作《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则是他只身孤影普罗米修斯般伟大的最后一幕的产物。那时候他双目失明，贫病交迫，无依无靠，独自在堕落的世界面前，证实公道、节制和审判即将来临。[15]总之，弥尔顿一生在政务、文学、教育等方面均卓有建树。首先，他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功绩卓著。恩格斯在1847 年撰文说：让我们别忘了弥尔顿，他是第一个为弑君辩护的人。[16]其次，他的政治思想不但代表了17世纪英国新兴资产阶级民主思想，而且还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先驱。最后，他的伟大诗篇也是世界文学的珍品。在英国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中，弥尔顿是教育中的古典教条主义发展到现实主义的过渡性人物。他上承培根的新思想，又受到同时代人的教育改革设计的影响，却从未抄袭他们，自成一家之言，并对后来洛克教育思想的形成和17 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中等教育的变革都有重要影响。

二、论教育的作用

弥尔顿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社会的变革需要人们具有广阔的眼界，而一个人的无知总是和他思想上的守旧联系在一起。在他看来，反对无知，追求新知，通古今之变的任务便落到了这个时代年轻人的身上。

也许是英国的传统的原因，也许正是由于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体价值观的驱使，弥尔顿首先从功利主义角度概览了现在和未来的教育价值。他在大学教堂做的一次讲演中指出：“学习比无知更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甚至断言“学习给人们带来最大的幸福”。[17]接着他进一步指出，不管是为“永恒生活”，还是为“普通生活”，都非通过教育活动不可。人们只有通过接受教育，认真学习，才可能避免行尸走肉式的生活。因为“如果我们既不考虑永恒的生活，又不考虑我们在地球上的普通生活，那么也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指望成为我们幸福的生活目标了。这种永恒的生活，几乎每个人都承认，只有在学习沉思中才能找到”[18]。

弥尔顿还从各个不同的角度论述了教育的作用。他指出教育可推动良好的社会风尚的形成。教育的结果导致“大量的缺乏知识的人忠于他们的职守。而且确实只要一个家庭，甚至只要一个人受到了文学艺术和智慧的教育就足以引导一个国家走上正义。但是，哪里没有文学艺术的繁荣……你就在那里连一个好人的踪迹也找不到，除了野蛮就是到处笼罩着暴行”[19]。可见，要想使社会风气好转且得以保持，办好教育是一个不可缺少的条件。

弥尔顿还认为一个民族要存活于世界，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人类的文明的传播和保持都离不开教育。他回顾历史时说道：

如果我们回到古代社会，我们将发现一些国家的存在不仅仅是由于他们的活动，而且还由于他们有坚固的文化基础。据说每个种族的祖先最早都是生活在深山丛林之中。……在古代社会生活的丰富的土壤中生长了文学艺术和科学，知识本身逐渐武装了人们的头脑，使人类逐渐进入了文明的社会生活。[20]

可见，教育与法律一样，是维系国家的支柱，而人类从野蛮到文明离不开教育，离不开文学艺术和科学。单靠军队和暴力是无法使国家长治久安，天下太平的。弥尔顿还从他很熟悉的历史领域提供出例证：

斯巴达人几乎对文雅教育没有一点儿兴趣，而罗马人在很长时间以后才允许哲学进入他们的城市生活。但就是斯巴达人也在列库尔戈斯那里找到了一个法典制定者。……罗马人，在城市里爆发了无数次的起义和动乱之后，已无法维持他们的统治，于是只好派出使节到雅典求助于十二铜表法。[21]

显然，充当传播文明和创造文化的教育是任何形式的国家不能不重视的。

弥尔顿指出，教育是促进科技发展和科技更新的手段，正确的教育将引导人们开阔视野，引起人们对大自然奥秘探索和研究的兴趣。他说：

当普遍的学习一旦形成了一种社会风气，人们的精神就不会只局限在这种监狱般的黑房子里了，而将伸展到无限广阔的世界中去……世界大部分的变革和可能性都将很快地被拥有这种强大智慧的人观察到，在生活中所发生的事几乎没有一个能超出他的预料和想象。[22]

因此，教育环境是人定胜天能力的培养场，“学习就是他们获取力量的源泉”[23]。

弥尔顿还指出，人的发展离不开教育，因此必须提倡终身教育，如果一个人排斥教育，必将导致无知，结果这些人将都是 “瞎子和聋子”。[24]由于社会在不断进步，时代的变化使知识日新月异，因此，人们应树立终身教育的观点。他说：“学习是青年人最美的装饰，是成年人的有力后盾，是老年人的安慰和荣誉。”[25]

三、教育目的及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教育问题始终是一个对革新者和理论家都具有吸引力的问题。一旦教育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向教育提出的要求，教育改革便势在必行。而充当改革急先锋的必然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思想家。

弥尔顿对学校教育的不满情绪是时代潮流的反映。文艺复兴不仅是一场重新发现古代文学和学术的运动，而且伴有一场持续同样久，甚至更长久的教育改革运动。教育改革的矛头主要指向中世纪的经院教育。它不仅是一个破坏性的运动，也是一个建设性的运动。欧洲中世纪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僧侣，英国也不例外。从文艺复兴开始直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这一百年左右的时间里，教育也处在一个从旧到新的过渡时期。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在反对中古经院教育的同时，正在走向以人文主义为内容的新世俗性教育，其教育目标正处在逐步从主要是僧侣过渡到主要是官吏的过程。弥尔顿就生活在这过渡时期的后段。在人们对一切传统都表示质疑，对一切制度都要加以改造的时代潮流面前，接受过长期传统教育而又亲自进行教育（实验）工作的弥尔顿就注意到教育改革在社会变革中的巨大作用，因而以天下为己任的他不能不发出教育改革的呼声。与历史上的教育改革家一样，弥尔顿也是在披露、分析、批判旧教育诸种缺陷时提出教育改革的新思想。

在《论教育》中，弥尔顿就谈到教育改革在一个国家、民族生生不息中的伟大作用，指出“没有它（指教育改革——引者注），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26]。弥尔顿的论调并非耸人听闻，在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旧教育所造就的庸才的真面目暴露无遗，使天下大治在人才。弥尔顿看到，只有改旧教育为新教育，造就能干实用的军事、政治人才，才能保证革命的大好形势，这样，国家也才有希望。以这种思想为指导，弥尔顿回答了教育目的。求学的目的是什么呢？他说：“学习的目的乃在于为了挽救我们的始祖的堕落而重新获得上帝的正确认识，并由于这种正确的认识而爱他，效法他，像他，因为我们只要使灵魂具有与对天恩的信心结合起来就可臻于最高的完善的纯真美德，我们就能最接近上帝。”[27]弥尔顿表述的这个教育目的论似乎浸润着浓厚的宗教精神，然而这是不难理解的。事实上，这是弥尔顿的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在宗教信仰仍然在意识形态中占统治地位的17 世纪的欧洲，弥尔顿不得不扛着天国的旗帜来推动尘世的改革。如把握他的一贯思想之后，就不难了解这里的“始祖的堕落”是指国家革命形势的低潮和对革命前途的悲观思想；而“上帝的正确认识”表达了弥尔顿对革命前途的坚定决心和信心。也许，他真的认为在人的心中应该有上帝，这样，他们的心灵才是纯美至善的。然而，弥尔顿对自己这一含混表述仍不满意，接着便大刀阔斧，直白如斯：“因为我们的理解力不能对身体本身发挥作用，而是对可感知的事物发挥作用，对上帝、对不可见的事物的认识也达不到像有次序地研究可感知的事物那样清楚，所以在一切审慎的教学中都必须遵循这种方法。”[28]弥尔顿在这里指明，研究现实，认识现实，从具体事物出发，运用感官，才是达到认识上帝的本来方法。前者是实，后者为虚；前者是真目的，后者是幌子。或者，按照弥尔顿的思路，认识和研究可感知事物，从中发现真理，这就是世俗的目的。可见，弥尔顿认为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培养与时俱进的现实生活所需要的有用人才。这种人才能尽社会义务，而绝不是漂亮的摆设和装饰。这里，他关于教育的卓越的定义可以说阐明了教育与社会关系的本质，天国的灵光黯然失色。“凡是能使人适于正确地、熟练地、高雅地履行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一切公私职务的教育，我就称之为全面的、充分的教育。”[29]这就是弥尔顿的教育理想。

旧的教育绝不可能达到这样的目标。因为旧教育内容陈旧，方法落后，培养出来的是无德、无知、无能的庸人，于国家、社会无所裨益。弥尔顿在公学做的一次讲演上描述传统教育这一状况时说：

在这些经院哲学家的先生面前，所有的学生都困惑不安，如临歧路，不知所从，无法辨认方向，举棋不定……其结果，读者必然犹如色列斯手持火炬，历尽艰辛，到处寻觅真理而一无所得。最后落得如癫如痴，竟自认为是盲人看不见事物，其实这儿什么东西也没有。

此外，凡以其全部心力热衷于所谓论辩的人，一旦处于新环境，超出他们那愚蠢的职业之外，就可悲地表现出他们无知与愚蠢的幼稚。最后，这一切辛勤劳作的最终结局只能使蠢上加蠢，只能赋予你更多的无知，更善于在概念上玩弄小技，更为冥顽不化。用不着怀疑，因为你苦心焦虑所要解答的问题在现实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不过像没有实体的鬼影迷住了你的心窍一样，使得你的大脑一片混乱，没有任何智慧可言。[30]

这里，弥尔顿指出了传统教育由于其内容远远落后于现实，教育的结果几乎是培养出了“古人”，在现实世界里，他们表现出茫然无知，愚蠢之极。而在方法上，旧学校教育花时多而收效甚微，对稚弱的头脑迅速灌输未经消化的知识阻碍学生才能的发挥。弥尔顿批判地指出：

许多使得学习普遍地变得令人不感兴趣、不见成效的错误；首先，我们错误地花费七八年时间仅仅用于积攒很多蹩脚的拉丁语和希腊语，而如果用其他方法学习，本来是只要一年就可以轻易地、愉快地学会的。使我们对语言的掌握如此慢的原因，部分是由于中学和大学中无所事事的假期太多，部分是由于违反常规的要求，强迫头脑空虚的儿童写文章、写诗和写演说词，而这些只能是有了成熟判断力以及通过长期阅读和观察使头脑中充满了优美格言和语汇丰富的创造的最后作用之后才能进行的。这些东西都不是从鼻子中挤出血那样能从小伙子贫乏的头脑挤压出来的。[31]

可见，旧教育不注意儿童的心理，不能按照儿童的心理特点和知识基础确定好教学内容的先后顺序，学习学得枯燥乏味，效率极低。当时的大学教育也莫不如此。弥尔顿批评指出：它们还没有改变不文明时代的经院主义的迟钝。它们的教学不是从最容易、最明白的感知的学科开始，而是让尚未入门的初学者首先学习需要高度抽象和智力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于是导致了学生们对学问的怨恨、轻视、嘲弄甚至逃避，而他们本来是指望能学到有价值的、令人愉快的知识的。结果呢？由于他们在学校没有学到于人生有用的知识，他们带着贫困的头脑在幼稚的年岁各奔前程，甚至在周围朋友影响下而误入歧途。弥尔顿不无痛惜地指出这种后果：

有些人被法学的行业所吸引，他们的目的不是基于他们从未学过的对正义和公平的深谋远虑的和神圣的思考，而是基于对诉讼费、收入优厚的争辩和滚滚财源的企望和热衷；另一些人投身于国家活动，在美德和纯真的慷慨大度的教养上他们的灵魂毫无原则性，以致他们穷智竭虑地谄媚、玩弄宫廷中的阴谋诡计或遵循暴虐的格言。最后，另一些更加娇生惯养、想入非非的人，不再想增加知识，退而转入享受安逸、奢侈的生活，在宴会和作乐中消磨时光；如果他们不能以更正直的态度从事上述几种活动，这最后一种确实是最明智最安全的行动方针。这就是我们的中学和大学将我们最初的青春年华滥用于仅仅学习词句或主要学习那些不如不学的东西所造成的结果。[32]

由于旧教育“一，……内容枯燥；二，风格死板而又纠缠蔓延；三，……不能动人以情；四，……无实用价值”[33]，误人、误国，与社会新要求不相适应，故他说：“与其让这些愚蠢的东西硬压在我身上，还不如差我去把俄吉阿斯牛圈再清扫一遍。”“经院哲学根本不能进入文化艺术之林。”“在传统学校如同没有乐趣一样，这些学习也是毫无任何实用价值，对真正的知识积累毫无裨益。”[34]他认为要为资产阶级革命培养所需要的人才，教育非改革不可，教育改革是最伟大、最崇高的计划之一，没有它国家就会灭亡。

四、关于新型学校——学园的构想

为了使教育面向现实，培养有知、有德、有用、有为的能为资产阶级革命服务的新型人才，教育必须改革。改革后的教育是个什么样子呢？弥尔顿回答说：“较之现行教育在范围和包含的内容上更宽广得多，而时间更短得多，成绩更确定得多。”[35]根据读书生涯体会和教书经验，弥尔顿发现通过“选择那些最有用的学科和学科之间最有用的部分”，“能省出多少年时间用于有用的学习啊”。以为“如果我们聪明地把文学艺术中那些不相干的、 多余的和无用的东西划掉，我们将自信地说，在我们到亚历山大的年龄之前，我们就会成为比世界的统治者更伟大、更光荣的主人了”。[36]为此，弥尔顿建议创办一所学园（Academy），这所学园能容纳150人，其中20人左右是服务员。规定所有的人都归一个人管理，此人应是公认道德完美的人，有能力履行一切义务或能明智地进行指导以监督工作的完成。弥尔顿认为学园应设院长1名，条件是他必须具有教育的新思想和新方法，具有革新能力，同时他兼作教授和导师；另有20名左右的教职工。这所学园兼具中等学校和大学的双重性质，学生除了到专门的法学院或医学院去实习外，不必再去任何其他学术机构学习，在学园学完全部课程后，毕业时可授予文科硕士学位。弥尔顿建议在全国每个城市都仿照这种模式创办学园，这将大大有助于促进学术和礼仪的发展，并使教育的新方法得到普及和推广。

在英国，关于创办新型的学园作为新教育的模式的倡议，并不是自弥尔顿始。1640年，阿伦得尔和苏瑞地方的马歇尔伯爵（Earl Marshal）就建议国会“考虑创办一所学园，以培养和训练年轻的贵族和绅士”[37]。稍后，哈特利布也曾建议国会创办“一所小型学园，以培养本国的绅士，提高他们的虔诚、学问、道德及其他”[38]。弥尔顿所建议的学园与他们的学园不同的是：第一，从建校目的来看，弥尔顿更着重培养实用人才。故虽然他为学员拟定了广泛的学科范围，但更着重军事训练。弥尔顿把进入学园的学生编成一个步兵连或两个骑兵队，规定学园活动内容为三大部分：学习、操练和饮食。弥尔顿对军事人才的重视是和他的政治理想分不开的。第二，从学园的性质来看，哈特利布建议开办的学园只是中等学校性质，而弥尔顿建议的学园包括中等学校和大学。第三，从学园数目看，弥尔顿设想的学园不是一所，而是在全国所有城市普遍建立。他认为各个城市有很多大的建筑物可转而为开办学园之用。这样，使中等教育和大学带有较普及性质，便于为国家培养更多新型有用人才。

五、新学园中的课程设置及教育阶段

（一）课程设置

弥尔顿学园的课程计划包括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神学四个组成部分。

1.人文学科

①语言。学生要学习本国语以外的6种语言，包括希腊语、拉丁语、希伯来语、加勒底语（古巴比伦语言）、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和现代意大利语。弥尔顿认为只有学好外国语言，才能了解世界，学习知识，发现和掌握真理。这是由于“每个民族都不能为一切种类的学问提供足够的经验和传统，所以，我们主要是从那些在某个时期曾最勤奋地追求智慧的民族方言的语言中受到教导的”[39]。因此，弥尔顿要求学生在学习时不仅仅只去掌握文字和词语而忽视语言所表达的事物及其所传递的真理。他说：“语言不过是将需要知道的有用事物传达给我们的工具……如果他在学了文字和词语时不同时学习文字和词语所表达的具体事物，他就丝毫不能被看作是有学问的人，他的聪明能干还不如一个仅仅懂得本民族方言的农民或商人那样值得敬重。”[40]弥尔顿认为，只有学生具备上述语言功底，才能阅读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而对这些古代名著的阅读又能获得所需要的知识。弥尔顿还明确指出，学习希伯来语就是为了 “阅读《圣经》原著”[41]。

②文法。这是全部课程的起始学科。在文法学习中首先要培养学生正确的发音。为了使学生熟悉文法的要点，要让学生阅读古代希腊文和拉丁文的著作，这些著作应该有助于发展他们的美德和对劳动的热爱。弥尔顿认为，希腊人昔比斯（Cebes）和普鲁塔克（Plutarchos）的著作、苏格拉底对话集以及昆体良的著作的前两三卷均属于此类著作。

③喜剧作品。选用希腊文、拉丁文和意大利文的作品。

④悲剧作品。选用索福克勒斯（Sophokles）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等人的作品。弥尔顿特别赞赏描写雄伟、高雅主题的雅典悲剧作品。

⑤诗歌。阅读奥尔甫斯（Orpheus）、赫西俄德（Hesiodos）、忒奥克里托斯（Theokritos）、阿拉托斯（Aratos）、尼坎德尔（Nicander）、奥庇安（Oppian）等希腊诗人的作品；阅读罗马诗人中的卢克莱修（Titus Lucretius Carus）和马尼利乌斯（Marcus Manilius）的作品以及维吉尔（P. Vergilius）作品中的田园诗。此外，还要学习英雄史诗；学习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贺拉斯（Q. Horatius）的作品以及卡斯特尔维特罗（Lodovico Castelvetro）、塔索（Torquato Tasso）等人的意大利文注释；学习纯正的叙事诗的规则；了解什么是戏剧体诗的规则，什么是抒情的规则，怎样才能贴切，哪些是值得模仿的杰作。

⑥修辞学。学习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法勒流（Phalenes）、西塞罗、赫乌吉尼（Hermogenes）和朗吉努斯（D. C. Longinus）等人论述的规则，学习著名的政治问题的演说词。

除上述学科外，弥尔顿还主张学习逻辑学，认为这是一门极有用的学问。

2.社会科学

①政治学。学习政治学的目的在于使青年绅士“了解政治社会的始末和原因，他们在国家突然处于危急中时不致成为可怜的、随风摇摆的墙上芦苇，不致像我们很多著名的顾问那样最近所表现的道德心的动摇，而是更成为国家的中流砥柱”。[42]

②法律。学习法律和司法，首要的和最可靠的是学习摩西律法。还要学习希腊立法者莱库古（Lykorgos）、梭伦（Solon）、扎留库斯（Zaleucus）、查伦达斯（Charonedas）的遗篇，学习全部罗马的法令、十二铜表法、茹斯底年法典、撒克逊法及英国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典。

③经济学。指家庭理财。学习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获得个人责任的完美知识。

④伦理学。能使学生辨别和思考道德上的善恶，并且好善憎恶。学习柏拉图、色诺芬（Xenophon）、西塞罗、普鲁塔克、利尔修斯（Diogene Laertius）和罗克里安（Locrian）著作的残篇；晚上就寝之前还要学习大卫或所罗门或福音书或使徒书的权威性的名句。至于学生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的培养，在文法学习中就已“利用一切机会使他们的精通能引导他们到自愿服从活着就成为勇士和值得尊敬的爱国者这样一些教训和阐释”。要求他们喜爱高尚的、文雅的功课；“给他们年轻的胸中灌注决不要忘记把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塑造成名人和无与伦比的人这种明智的崇高的热情”[43]。

3.自然科学

弥尔顿拟定的自然科学和应用科学的课程范围极其广泛，几乎囊括了弥尔顿时代所分化出来的自然学科。它们包括：算术、几何、天文、地理、物理、数学、三角、筑城学、建筑学、工程、航海、农业、生理学、医学、解剖学、自然哲学中的气象史、矿物学史、植物学史、动物学史以及自然哲学的方法论。

学习农学的目的在于使青年有能力在以后去改进他们国内的耕作，恢复贫瘠的土壤，改善荒芜的良田。农业方面的教材有加图（Cato）、瓦罗（M. T. Varro）和柯路麦路（Columella）的著作。

其他教材有亚里士多德和提奥弗拉斯图的历史哲学著作、维特鲁维尤斯（M. P. Vitruvius）的著作、辛尼加（L. A. Seneca）的物理学著作、麦拉（Mela）的地理学著作、色尔苏斯（Celsus）的医学著作、普林尼（Pliny）的自然哲学著作等。

关于自然科学的学习，有两点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是弥尔顿非常重视医学在救死扶伤中的作用，认为医生是战时军队中最不可缺少的。他说：“他们学习医学原理……不仅是自己和朋友的了不起的医生，而且有时只要使用这种节约而少花钱的办法可以挽救一支军队；缺乏这种训练……对于统帅来说，无异于一种耻辱。”[44]另外，弥尔顿认为应将有实践经验的能手引进他拟设的新学园。他主张在教学中把猎人、捕禽手、渔夫、牧人、园丁、药剂师、建造师、工程师、水手、解剖师请进学园，在学生接受了一定的理论知识之后，让这些实际工作能手当面演示、实际操作，从而使教学生动形象，学生在学习中，理论得以与实际相结合。这也是弥尔顿重视实学、重视工匠艺人、重视知识的实用价值思想的反映。

4.神学

弥尔顿计划让学生星期天和每天晚上的时间用于神学学习，内容包括古代和近代教会史、希伯来文的原版《圣经》、简易的宗教原理和圣经故事。

弥尔顿提出的这个课程计划显著的特点是：第一，他对当时盛行于中等学校和大学的浓厚的古典主义不是舍弃，而是改造。他的课程计划没有触犯古典主义的统治地位，但改变了它的性质和方向，使之为社会的现实需要服务，为培养忠诚的爱国者、坚定的政治家和卓越的指挥官服务。第二，弥尔顿所建议的学科教材几乎都是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指望学生从其中学习现实需要的知识，而根本没有提及同样具有时代意义的、科学性更强的近代科学著作，比如哥白尼、开普勒以及他亲自访问过的伽利略的著作。这显然是一个缺点。然而尽管如此，从其课程体系可以看出，弥尔顿对教材的选择标准是它们的科学、实用价值，这是17世纪英国社会发展所迫切需要的。所以，总的来说，弥尔顿的课程计划是对西塞罗主义的否定，是新的历史时期的古为今用。它对古老保守的英国教育的改革，具有很大的推动、促进作用。

（二）教育阶段

在弥尔顿学园中，12岁至21岁的青少年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的中学和大学的学习时光。然而，如此庞大的课程计划怎样在10年左右的时间里付诸实施呢？弥尔顿把学园的教育划分为4个时期。

①约为12岁至13岁。学生在这两年里先学习“文法中主要的，必需的规则”。要求儿童说话时发音清楚、明白。为了培养他们的美德，要给他们读一些易懂的、使人愉悦的书籍。这一时期还应教学生算术规则，以及让他们在游戏中学习几何学的初步知识。通过每天晚上的学习，使他们对宗教的简易原理和《圣经》故事耳濡目染。

②约为14岁到17岁。该阶段的学习内容是：在语言上学习拉丁语和希腊语，先学拉丁语；在自然科学方面，要学习农学，掌握地球仪和地图的使用；接着学习自然哲学、物理学、算术、几何学、天文学、地理学原理；后再转入学习数学、三角学、筑城学、建筑学、工程学、航海学；在此之后，还要学习气象学、矿物学、植物学、生物学、解剖学，还有医学。该段的自然科学学习注意基本理论与实践操作相结合，这既增强学生的实用感，又使学生在学习中手脑并用。为此须延请实际工作中的行家里手入学园讲学示范。在社会科学方面，学习拉丁文散文和一切历史哲学。由上可见，这一阶段（约4年）是学园学习最繁忙、最紧张的时期，这段时间的学习为使“学园”学生成为新型人才打下了扎实的功底。

③约为18岁至19岁。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能力的积累，这一阶段的学生有了“是非之心”，能判断道德的善恶。因此，这时须加强对学生的思想和信念的培养，既注意道德知识灌输，又注意道德情感的引导。与道德教育相关，这个阶段的学生还必须学习经济学、政治学、神学和古代、现代的教会史。在语言方面，要求学习意大利语、加勒底语和叙利亚语言。为了阅读《圣经》原著，还得学习希伯来语。由于民主政治需要，还要求学生学习历史学，背诵演说词，练习政治性演说。

④约为20岁至21岁，即弥尔顿学园的大学阶段。逻辑学是这个阶段的主要学科。要求学生了如指掌。另外，修辞学、诗学等“高级的艺术”是必修课程。再者，要求学生掌握谈话和写作的实用技巧。这样，即将走出校园的学生能对“各种美好问题” 进行讨论和发表见解，他们在“国会还是会议上发表演说，就会一鸣惊人”。[45]按照弥尔顿的构想，这些学生这时已具备了广泛的知识和超人的才能，成为各行各业的实用人才，也是一名政治活动家了。

值得提出的是，弥尔顿还要求他的学园毕业生不妨再学习两三年，即当他们二十三四岁时（相当于硕士毕业年龄，弥尔顿就是在这一年龄获得硕士学位的），再上一门必修课，即考察和旅行，包括观察、研究自然，考察国内外的政治、经济和风情。这样，这些青年有可能成为阅历丰富的饱学之士，以至在国家的内政、外交事务，在科学、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上，成为独当一面的中流砥柱。

六、论学园的军事体操和见习活动

（一）军事体操

按照弥尔顿的构想，学园培养的新型人才在战时同样能大显身手。他们应能征善战，胜任军事指挥之责，所以，学园把军事体操摆在重要的位置。弥尔顿描述当时军队的腐败状况是在“酗酒中度日”，“谎报兵员”以“骗来军饷”，甚至“从事各种抢劫和暴力行为”。而学园将不会容忍学生在未来战斗中出现这些事情。他总结历史上的教育活动得失时说：“我在这里要超越他们，弥补柏拉图所描述的斯巴达社会的一个重大缺陷，因为那个城邦训练青年主要是为了打仗，而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园中的训练全都是为了从事文职工作。我所描述的这所学府的培养对平时和战时都同样有用。”[46]可见，弥尔顿试图把学园办成文武兼治的半军事化学校。除文化学习外，学园对军事体操重视有加也就不足为怪了。

学园军事体操的时间和活动内容安排是这样的。

学生在每天午餐前用1.5小时习武，还可以在早上提早起床以增加习武时间。习武的内容首先是学会正确使用武器，用利刃或尖矛做攻防练习，以使身体健康、灵活、壮实、呼吸正常，并培养豪侠、无所畏惧的勇气。学生还必须练习各种扭打、擒拿和摔跤这些英国传统武学项目，以备战时拖拉、搏斗和扭打。做完上述练习后，方可进餐。在餐前略做休息时，可听和谐悦耳的音乐或奏乐。

晚餐前约2小时，紧急集合进行军事运动。根据季节不同，或在露天，或在室内进行。首先是跑步，随着年龄渐长，要学习各种骑术，每天须检查进展。还要练习战时技术和学习一般军事学原理，包括作战、行军、扎营、筑城、攻击、炮击等各个方面；同时还得研究古代和现代的战略战术和战争格言，使他们在为国服务时能处变不惊，俨如久经战阵的完美的指挥官。

（二）见习活动

弥尔顿认为，室内学习宜和室外考察相结合，社会阅历与书本知识同样重要。学园的学生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深谙实务的人才仅在围墙内是难以养成的，学生还必须走出学园，到大自然、大社会中去磨炼，从中获取学园内无法得到的养分。他写道：

在春光明媚的季节，如果不能出去领略大自然的瑰丽，与天地共享大自然的乐趣，这似乎是对大自然的伤害和冷漠。因此，在他们学习两三年，已打下牢固的基础以后，要劝他们到国内的各个地方，到一切有驻军的地方去学习、观察。去考察城镇的建筑和耕地的土壤有何优异之处，观察港湾和贸易港口。有时还要出海，远至我们的海军驻地，在那里他们还可以在航海和海战的实际知识方面学习他们所能学习的东西。[47]

除了社会政治、风俗和考察、见习外，对自然的观察研究也必不可少。弥尔顿写道：“去探索一切有生之物的本质。在这之后将你的注意力转向观察草、石之潜能，让你的思想翱翔太空，不要退缩，凝视形态多变的白云、雄伟的雪堆、朝露的源头……即使对太阳，也应密切注意其运行轨迹之始终，探求计时之法，查询如何计算时间的永恒进程。”[48]弥尔顿认为，这些实践活动，还给发现人才以机会，也给人创造的机会。

这些方式能检验他们各人所有的特殊天赋才能。如果在他们身上还有什么韫匮而藏的有任何内在的过人之处，就会使之显现出来，给它以良好的机会加以提高，这只会大大增进国家利益，使那些在过去素被颂赞的美德和优点重新成为风尚，而对基督教知识的增加则更有益得多。[49]

弥尔顿还认为，为了培养世界性的人才，如果财力等情况许可，学生还应到国外去考察学习：

如果他们在二十三四岁时想看看其他国家，不是学习他国的原理，而是为了扩大经验，进行明智的观察，到那时，他们就会在所到之处得到一切人和社会的尊重和敬意以及各地最优秀的、最著名的人物的友谊。到那时，也许别的国家会因为他们的教养而乐意访问我国，或在他们本国仿效我们的榜样。[50]

关于学生的饮食，弥尔顿所叙极简洁，他要求学生在室内共同进餐，因为在室外既浪费时间，又会形成许多坏习惯。膳食以清淡、健康、适度为宜。

七、在英国教育史上的历史地位

上述关于学园的规模、结构、特性以及学园的教育内容、教材、教育阶段和教学方式就是弥尔顿所认为的，他与哈特利布多次谈到的“最好的最高尚的教育方法”[51]。作为一个政治家和诗人，对于那些从摇篮开始就值得深入探讨的教育问题，弥尔顿已显得精力不济了，但他要求教师们应该以高昂的自信、充沛的精力及应有的智慧去努力尝试探讨这些问题。仅从弥尔顿所论述的 “最好的和最高尚的教育方法”看，在英国教育史上，17世纪上半期之前就没有任何人达到这一高度。弥尔顿的教育改革方案代表了古典主义到实科教育发展过程中的过渡阶段和中间环节。他背靠古典著作，面对现实社会，使古代书本和时代实际需要、古典主义与现实主义联结起来，企图使当时已经失去生气的、落后于时代的教育重新恢复活力，担负起服务社会、推动国家前进的崇高使命。正是因为弥尔顿站在时代潮流面前，《论教育》问世之后，结出了应有硕果。此后20年，弥尔顿的学园（Academy）理想在英国变为现实。1675年在伦敦就创办了纽因顿·格林学园等。[52]这种新型学校兼具文科和实科的特点。洛克的《教育漫话》出版，成了英国“Academy”的大宪章，使弥尔顿的古典主义课程和实科教育加以结合的思想获得了一次大跃进。直到18世纪末以前，这种新型学校久盛不衰，并与英国公学一起对英国教育作出重要贡献。18世纪中叶，富兰克林（B. Franklin）按照英国的样板，在美国创办Academy，“教给学生最有实用性的和最有装饰性的知识”[53]。这种学校在19世纪成为美国中等学校的主要形式。

《论教育》论述的是绅士教育，学园只招收上流社会青年，较之同时代夸美纽斯乃至一个世纪以前的马丁·路德的普及教育的设想和主张显出了它的阶级局限性。但在17世纪，绅士教育主张仍有其进步意义。此时期，把教育目标从培养神父、牧师到成为爱国者、政治家、军官和商人，标志着尘世对天国的胜利、现实主义对宗教神学的胜利、世俗政权对教会权威的胜利，这是历史前进的结果。弥尔顿学园虽然还保留了神学，但它已不再安排在正规的日课表上，而且学习神学重在历史知识和世俗道德，忏悔、祈祷、禁欲、赎罪等这些禁锢人们思想的宗教仪式绝对与学园无涉。

值得质疑的是，弥尔顿提出那么深奥宽泛的课程和汗牛充栋的教材，10年的时间（12～21岁）怎能学完？学园学习四阶段也只是笼统和含糊的概述。关于教学方法，弥尔顿也仅仅只有几句平淡无味的老生常谈：“至于学习方法，我建议他们的学习按部就班地缓慢前进，必要时，为了记住所学的东西，要回到中间的中心部分，有时要回到前面所学过的内容，直到他们已牢固掌握并将他们所精通的知识联结成一个互相贯通的整体，就像战前的罗马军团一样。”[54]概而言之，无非“循序渐进”“温故知新”“学思结合”“由博返约”，这也许是弥尔顿教育方法的微言大义了。弥尔顿提到“感知事物”的学习意义，可惜并没有充分发挥；虽然他也论述到青年学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对自然、社会的考证和研究的重要。或许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弥尔顿提出了一种教育方案，却将方案的贯彻、落实作为任务留给了后人。

弥尔顿无疑受到了夸美纽斯的影响。他们对旧教育的批判、对传统课程内容的改造、对感性事物的重视以及对参观、访问在获得知识中的作用的认识等方面的倾向是相近的。但他对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并不曾加以研究。他在《论教育》中坦率地说：“至于除了我要读的书以外，再去探究很多现代的《入门书》（Jan- uas）和《教学法》（Didactics）[55]具体说了些什么，我没有这种打算。”[56]可见，弥尔顿熟悉古代胜于现代，关注现代胜于古代，这也正是他无法表明用哪种可行的方法来实施学园计划的原委。这是因为，弥尔顿首先是诗人、政治家，他是以文学家的素养和政治家的功利来设计学校教育方案，故学园的拟设更多的是一种愿望、激情和改变现实的向往，事实上，弥尔顿并没有脚踏实地地从事这一事业。

总之，弥尔顿生活在一个过渡时期。当时大学虽然在变，但旧的因素——课程和教学方法仍有很大势力。培根在遗嘱中希望在牛津、剑桥各设一个自然哲学讲座，未能实现。弥尔顿的教育改革观虽不及夸美纽斯的彻底，但却是倾向新派的。他善于利用当时的大学课程，使它为新学（或实学）服务。“在英国教育史上，弥尔顿、洛克、斯宾塞（Herbert Spencer）代表了三个不同的时代，如果用一条线把三个人物连起来，这条线就是英国近代教育理论发展的主轴线，也就是从古典主义发展到实用功利主义的轨迹。能够在这条轨迹上占据一个点，就足以使弥尔顿不朽。”[57]

第三节 配第的教育思想

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和医生，英国皇家协会的创始人之一。此外，他还致力于英国激进的教育革新运动，在这方面有诸多建树。

一、生平活动

配第出生于英格兰罕布什尔的一个手工业者的家庭。由于家境贫寒，少年时代即出外谋生，当过水手、小商贩和手工工人。他在小有积蓄后，于1644—1645年去法国、荷兰学习医学、解剖学、数学和音乐。回国后发明了一种复写机，获得了上议院的专利执照。17世纪40年代中叶后，他还参加了伦敦哲学会组织的培根实验哲学研究，同时，又入牛津大学深造。在此期间，他热衷于教育改革。1648年，25岁的配第怀着满腔热情给当时英国教育思想领域的活跃人士哈特利布写了一封关于教育问题的信——《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论述了他的教育观点。1649年，配第获得牛津大学医学博士学位，并留校任解剖学教授。他多才多艺，热爱科学，与当时很多科学家、热衷科学的名流均有交往，参加各种科学问题讨论的集会，这种集会后来发展为英国第一个科学组织皇家学会。配第自然成为这个学会的创始人之一。

虽然配第对英国科学特别是经济学的发展功不可没，但在政治上及为人上并不值得称道。1652年，他出任英国驻爱尔兰殖民军的军区总监，并任英国驻爱尔兰总督小克伦威尔的侍医，有此期间，他积极参与镇压爱尔兰人民反对英国殖民主义的起义。起义被扑灭后，英国夺取了爱尔兰人的大量土地。配第也分得了5万英亩[58]土地，从而成为当时的暴发户之一，晚年更成为巨富。1658年，他被选为爱尔兰议员。克伦威尔（O. Cromwell）死后，斯图亚特王朝复辟。配第转而又向查理二世摇尾乞怜，曾跪求男爵称号。故在政治态度上配第堪称是一个卑琐的侏儒，马克思称之为“轻浮的、 掠夺成性的、毫无气节的冒险家”[59]。他虽出身寒门，但代表着资产阶级贵族的利益，带有贵族和资本家的双重性格。1669年，配第又任爱尔兰都柏林医学院评议会成员。配第在后期，将更多的精力致力于经济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取得突出成果。

配第的教育观分别散见于他的《赋税论》（Treatise of Taxes and Contributions，1662）等经济学著作及前面提到的《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等著述中。

二、教育观的方法论基础

配第以培根和霍布斯的感觉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论为自己教育观的基础，并力图从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论述教育问题。

配第推崇培根和霍布斯所倡导的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在巴黎学习时，他就结识了霍布斯。在牛津大学学习期间，他又参加了研究培根实验哲学的活动。培根确信认识的源泉是感觉和经验，认为应该通过实验认识事物的公理、规律和定理，主张运用归纳法处理经验材料，进而找出规律。配第将他的自然科学研究方法运用到社会科学（包括教育）问题的研究。他说：

和只使用比较级和最高级的词汇以及单纯作思维的论证相反，我却采用了这样的方法，即用数字、重量和尺度来表达我自己想说的事情，只进行能诉诸人们的感官的论证和考察在性质上有可见的根据的原因，至于那些以某些人的容易变动的思想、意见、胃口和情绪为依据的原因，则留待别人去研究。[60]

在配第看来，社会问题及经济问题都是能够诉诸感官论证的，可以用数字、重量、尺度来进行衡量，因而是有可见根据的。他重视实证的分析方法，并将这种方法称为“政治算术”。配第曾用数学、推演方法比较了英国、荷兰、法国3个国家的国力。他的这种研究方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马克思与恩格斯因此称配第为“现代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统计学的创始人”，是“最有天才的和最有创见的经济研究家”。[61]

配第对教育问题的分析也是以这种方法论为基础及指导的。他强调要对全国的人口数目、产业和财富状况进行统计，进行必要的教育调查，从而确定教育机构的类型、数量、生源及专业设置，使教育更合理而有效地实施。

配第还注重从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角度出发来论述教育问题。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为了争夺市场，各国开始了激烈的竞争。当时英国国力落在荷兰、法国之后，特别是国外市场和殖民地都在两国的控制之下。由于英国统治者对全国人口数目、产业和财富状况毫无所知，导致弊害百出、顾此失彼、民穷财匮。在这种情况下，配第从经济学角度提出了一系列措施，例如，节约开支、增加财源、改进技术、降低成本、增加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革关税制、充分利用闲散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素质等主张。其中，配第特别强调人口的价值和科技的应用。他认为财富的最后源泉，终归是土地与劳动。土地是财富之母，而劳动是财富之父。作为财富之母的土地的生产物是由劳动生产出来的，科技和劳动者的素质才是最终的决定条件。因此，配第主张教育与科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要对教育状况进行统计和调查。这是配第教育观的重要出发点。

三、教育思想

配第以上述思想为基础，强调教育与科技、生产劳动相结合，主张将教育经费列为公共开支，开展教育调查和统计，分析教育的需求与供给，并提出了诸多新的教育原则与方法。

（一）教育应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相结合

文艺复兴以来，人们的思想逐渐从宗教的禁锢中解放出来。科技对生产及社会的影响已初见端倪。配第目睹自然科学及新技术对社会进步和生产发展的巨大作用，主张研究自然科学，用唯实主义精神改造旧的教育体制。他认为，传统的宗教教育和古典教育重言不重物，脱离生活，不能产生实际效用，培养的人才不能满足科技与手工业生产的需要。在对旧教育进行批评后，他进而主张加强科学技术教育，将教育与科技及手工业生产结合起来。在给哈特利布的信中，配第提出了自己的教改方案。他的理想学校分为两个部分，即相当于初等技术教育的劳动学校和旨在改进工艺、促进科技与生产发展的机械中学（或称手艺人学堂）。

1.教育的外部条件

为了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配第认为必须具备两个外部条件，即建立科学组织和编写百科全书。

①针对当时人们从事科学研究各自为政、互不往来的弊病，配第主张建立一个科学组织，以利于科技的传播与发展。他指出：

我们看到许多智慧和精巧发明分散在世界各地，有些人现在正在辛辛苦苦地做别人已经完成的事情，有些人则致力于重新发明别人已经发明的东西，我们看到另一些人由于没有任何人指点而深陷于困境之中，而别人是既有能力也愿意轻而易举地给他以指点的；此外，一个人缺乏实现某种设计所需要的一点钱，另一个人有双倍的钱准备捐献。[62]

配第认为：“如果我们建立了一个科学组织，将这些智慧聚放在一起，它们就会产生令人鼓舞的光和热。”[63]他建议为此寻找一个公共场所，包括建立一所公共演讲厅，以“使一切人的愿望为一切人所知道，使人们在那里知道在有关学问的事情上哪些是已经做了的，现在正在进行的是什么，打算要进行的是什么”[64]。从而促使他们努力去学习已被人们认识的东西，发现尚未发现的技艺，并通过更便捷、简单的方式，把它们应用到更多的人和事中去。配第的这个建议与培根的创办所罗门宫的思想交相辉映，可以视为后来他与其他科学家们共同创立的英国第一个科学组织——皇家学会的先导。

②为了更好地了解手工艺知识的发展状况，配第提出要对所有知识进行重新审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从中“筛选出一切有关实际的或实验的学问”[65]，并将它们编成一部大型著作。这种著作可以由许多卷构成，这种大型著作实际上即后来人们所编的百科全书。配第要求挑选最有才能的人并给以充分的支持，让他们潜心进行此类著作的编写。每年还要对有关人员进行考核，并给予尽职者以相应的奖励。这些建议和措施就时间上看，可视为夸美纽斯泛智思想及后来的百科全书的先导。

2.理想的教育模式

配第的理想学校分为劳动学校与机械中学两个部分。

①他建议创办劳动学校，普及初等技术教育。从增产节约、充分利用资源的角度，配第指出英国有许多闲散人口，与其让他们以乞讨为生（配第称这是一种不划算的赡养方法），还不如将他们收容进来，参加工场的工作，使“儿童在学校中既可受到干活、做事以维持生计的教育，又可受到读和写的教育”[66]。将学校办成工场，这是配第的教育目标。他还强调要“向所有年满7岁的儿童提供这种教育，任何人都不得借口贫穷或父母缺乏能力而被排除在外”[67]。

劳动学校的课程由两部分构成，即基础知识和能力的训练以及制造业的训练。前者大致包括：阅读、写作、算术、几何、音乐、外语、绘画、制图等。后者包括：车工、教学仪器制作、钟表制作、乐器制作、雕刻、磨制玻璃工艺、植物栽培和园艺、船舰模型、航海罗盘、地球仪、解剖学等实用技术。这些技术反映了17世纪资本主义生产的需要。配第强调：在劳动学校，所有儿童都应学习算术、几何学的基本知识，“不仅因为它们在一切人类事务中具有重大的、经常的用途，而且它们对理智也是可靠的指导和帮助”[68]。他指出：“如果实际的通用的文字得到实际应用，对外语（主要指拉丁语）的需要就少得多。”“凡对音乐具有任何天赋才能或适合于从事音乐的儿童，要对他们加以鼓励，给予指导。”[69]对于绘画和制图的技艺，他强调不管儿童日后从事何种职业都必须学习这些技艺，因为绘画与制图诉诸感官，易被儿童理解和接受，“似乎不亚于用文字写出来，而且在许多情况下，能够表达文字所不能表达的东西”5。[70]

劳动学校课程的最重要的特色是强调“制造工艺”的学习。针对当时教育脱离实际的弊病，他强调“所有儿童，即使是出身名门的，在少年时代都要学习一些高尚的制造业”[71]。配第列举了当时实用的制造工艺，涉及很多学科，反映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求。他还分析了这些制作工艺的优点：使儿童变得勤劳；符合绅士的要求；经济实惠；促进高尚工艺的进步，并成为工艺技师的保护人；使儿童免受不良诱因之害等。配第提出的教学内容都是从现实需要出发的。他强调：“在那些学校里，不得教授卑琐的、不需要的、不高尚的学问，如果有人愚蠢地沉湎于那种学问，他自己应受谴责。”[72]

②配第理想学校的第二部分是机械中学或手艺人学堂。这种中学不是现代意义的中学，也不同于传统的文法中学，而是一种目的在于改进手工艺的高等学府或研究机构。机械中学需从每一门技艺的手艺人中挑出最优秀的人才，从事专门的科技研究活动，并为他们提供优厚的研究和生活条件，如“漂亮的住房”，“所有的车间和操作将给他们提供丰富的实验和资料”[73]以及能工巧匠之间亲密合作等。在这所学堂里，还配有科研的必要器材和设备，如：生物示范园、水族馆、陈列馆、机器模型、各种花园建筑物、图书馆、天文馆、农业试验田、地图和地球仪等，使这里成为整个世界的缩影和概览。在那里，一切手工行业会奇迹般地兴旺发达，新的发明将比“现在最时髦的服装和家庭日用品更经常地出现”[74]。在他建议的最后，还构想设立一所医学院，但并未详细论述。

（二）关于国家办教育的思想

配第一反过去从宗教的角度来论教育，而强调教育应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服务。他认为，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事物，教育费用应列入国家的公共经费开支。这是英国最早的国家办教育的主张。配第指出：“学校或学院这些机构，目前大多数是某些特殊人物所捐献的，或者是某些特殊人物为追求他们的私人目的而花费金钱和时间的场所。”[75]这样，办什么样的教育就由那些私人或教会的意志决定，具有很大的随意性，不利于手工业技术的发展。配第认为，这种状况应当改变，教育应该由国家统一办理。这一建议的提出，反映了配第的远见，也代表了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客观要求。同时，配第并未全盘否定私人办教育。他认为：“如果他们的目的是在于给最优秀而有天资的人提供一切意想得到的帮助，使其从事于探求自然界的一切运行规律，那无疑是一种善举。”[76]总之，不管是私人承办，还是国家办理，目的都应是为发展科技，改善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服务。

（三）进行全面的教育调查

配第强调，要使教育有利于某些知识的改进，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发展，必须先对教育进行全面调查。包括对全国的人口、产业和财富进行调查和统计，对教育的需求与供给、教育的内外部条件进行全面了解，然后再确定学校的类型、规模等。他从节约开支的角度出发，认为英国神职人员的庞大费用是极大的浪费，建议将教区减少一半，牧师人数也相应减半，扩大教区并精简法律人员。还主张通过人口统计和死亡率的调查，算出全国对医生的需要。经过计算，他强调要削减神学、法律和医药的学生人数。他认为，如果学校的学生都立志以学问为职业和谋生之道，那么“1800名学生即已够用了”[77]。尽管配第的统计是粗糙而简单化的，结论也未必正确，但他运用这种数学统计的方法，从当时英国社会对学校的需求出发，对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的需求做了预算，预示了教育研究和发展的新方向。

（四）教学方法与原则

配第反对传统的缺乏活力、以压制为能事的教学原则与方法，吸收了当时教育改革家的思想，提出了一些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①直观教学。受培根的感觉主义及经验主义的影响，配第主张教师应采用直观教学原则，建议教师应教儿童去观察和记忆一切感性实物和行动。学习时先学习感性知识，然后才进行文字教学。

②依据儿童的能力，循序渐进，有差别地进行教育。配第反对施教时超过儿童的能力，认为这样儿童非但不能学会，反而会造成不良后果。他认为儿童的判断力是稚弱的，那些需要有判断力才能学会的东西，应更推迟一些时候学习，而其他被儿童更需要的、更易掌握的则应先学。他主张儿童先学制图、绘画，然后才学习文字、外语；儿童在能写作之前所学的语种要尽量少一些。因为“儿童在理解或认识他们所读、所写的东西之前，几乎没有阅读的需要”[78]。配第还认为，贫困儿童中也有智力超群、 前途远大之人，“那些教区抚养的儿童和孤儿中，每20人中就可能有一个是具有超人智力和前途光明的人”[79]。对他们要进行挑选，并认为凡是有音乐天赋者都应该给以鼓励和指导。

除上述意见外，配第还强调学习与工作相结合，重视儿童在工场中的实际操作。他还提出简化教学方法、挑选教师、提高教师的品德和技术素质的建议，强调教师应由最优秀、最有才能之士来担任。

四、影响及评价

配第是第一个运用培根的方法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教育问题的人。他强调教育与科技、手工业生产相结合，设计了新的学校模式，主张人人都应学会一门制造工艺，从而开创了英国职业教育的先河，适应了17世纪英国资本主义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配第还主张对教育的内外条件进行调查和统计，甚至提出教育应作为国家公共事业的主张，强调教育费用作为公共经费来开支，这些观点无不闪烁着睿智与远见的光芒，并在后世被逐渐付诸实施。

然而，配第有关教育的论述不够系统，有些甚至前后矛盾。他写的《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一文的动机也不是出于帮助贫苦儿童发展及为其谋福利的民主主义愿望，而是在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是为了解决英国当时所面临的迫切的现实问题及增加社会财富。但他的主张在客观上还是推进了宗教教育向世俗教育的转化，推动了教育发展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内在适应性。

第四节 贝勒斯的教育思想

约翰·贝勒斯（John Bellers，1654—1725）是17世纪下半期至18世纪上半期英国激进的思想家之一。他提出的劳动教育思想以及创办劳动学院的建议，曾对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生平活动及教育观的出发点

贝勒斯在1654年出生于英格兰沃立克郡阿尔塞斯特镇一个贵格会[80]教徒的家庭。他的祖父是当地绅士。大伯父曾在牛津接受高等教育，担任过教区长。其父早年即积极参加贵格会的活动。

17世纪中叶后，英国经历过两次内战，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内战期间，贝勒斯一家迁居伦敦。在他6岁时，斯图亚特王朝复辟，对共和势力及不信奉国教教派（包括贵格会）进行了残酷的迫害。贵格会教义具有诸多平等思想，民主气氛甚浓，提倡和平主义。但因和国教会不和，故当时贵格会教徒和其他不信奉国教者一样，都被拒之于大学和其他专业教育机构的门外，故贝勒斯无缘上大学。他当过学徒，做过棉布商，懂得生活的艰辛。此外，从幼年时代起，贝勒斯就受到贵格会思想的影响，后又结识了很多贵格会教徒，其中有很多人属于激进的平等派，还有克伦威尔铁甲军的成员，从而使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激进。

贝勒斯自幼勤奋读书，广泛地阅读古今名作，包括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甚至还有孔子以及同时代的许多作家的作品。对于《圣经》，贝勒斯更是潜心研读，其中反映的平等思想给他以诸多启示。25岁时，贝勒斯成为贵格会的中坚成员，经常出席贵格会救济贫民的活动，曾引起当局的不满，并因此而受过迫害。但他不为所动，仍坚持对不信奉国教者和贫民鼎力相助。

在贝勒斯生活的时代，英国经过两次内战后，建立了君主立宪制。新宪制代表了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和正在成长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此后，英国资本主义生产迅速发展，并加紧发展对外贸易和殖民扩张，资本的原始积累加速。在17世纪的最后10年，进入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英国很快赶上并超过荷兰、法国，确立了欧洲霸主的地位。伦敦成为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然而，这一切都是以牺牲贫苦民众的利益为代价的。贫民的生活并没有因工业的发展而得到改善。相反，贫困、失业成为更加严重的社会问题，随之而来的酗酒、乞讨、道德败坏、犯罪等问题愈演愈烈。

当时，资产阶级、有权势的人以及政府关心的是财富的增加、利润的上升和贸易的扩张，不屑顾及穷人的死活。他们将社会道德败坏、世风日下及穷人的贫困、失业归结为穷人自身人性的“劣根性”。认为穷人是不可救药的，其贫穷，系咎由自取，并应对社会问题负主要责任。这样，穷人的利益根本被忽视，更不用说穷人的教育问题了。虽然在17世纪中叶由于封建主和资产阶级矛盾尖锐，政府为了缓和矛盾而推出了济贫法，但济贫法随着内战的深入和社会的变迁而成为一纸空文。内战以后的一些济贫法也一再因反对意见而受到限制。

贝勒斯作为激进的贵格会教徒，对穷人深表同情，不遗余力地为之呼号奔走，企图以他的热忱感动世人，使国家和富人都来关心贫民利益，包括贫民教育问题。贝勒斯的著作颇丰，涉及面甚广，主要都是围绕着这一问题来论述的。

贝勒斯反对当时流行的错误观点。与政府及权势者的观点相反，他认为处境不好乃是社会因素而造成的。经过深入分析后，他认为贫穷、失业、犯罪等问题都是缺乏教育的缘故。贝勒斯充满忧虑地向世人呼吁：“想一下有多少人由于缺乏良好的教导而过着悲惨的生活，漂泊流浪，多少人世代从父到子继续不断过着这种生活？”[81]而这一切是国家及富人对穷人漠不关心以及国家的经济制度与社会之间的不协调而致。他主张国家应为全体人民谋利益，认为生产的发展、财富的增加和人民的富裕才是国家的目的，而国家的经济制度却以金钱为评价一切必需品的价值标准，富人只重金钱和利润，这才造成了穷人的贫穷和失业。贝勒斯认为国家应以劳动作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他说：“土地和工人才是国家、民族真正的财富，而不是金钱。”“金钱只是交换的手段，而不是生产的目的。”[82]他将金钱与国家的关系比作 “拐杖之于跛子”，认为“如果身体健康，拐杖只是麻烦”。“当特殊利益成为公共利益时……金钱很少用处。”[83]这里，贝勒斯已将贫困原因的探讨深入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层面，虽然尚显粗浅、片面，但与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观点不无异曲同工之处。

为了解决当时英国严重的贫民救济问题，贝勒斯于1695年写了《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以下简称《建议》），提交给贵格会讨论，并由贵格会出版。在1696年稍做修改后，该文被呈交给议会备案。贝勒斯在文中建议在英国建立“劳动学院”，收容逃亡到英国的莱茵河西部地区的居民。这份《建议》既是贫民自救的方案，也是展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贝勒斯是站在穷人的立场上，为了穷人的利益而提出其教育主张的。他重视劳动，企图通过劳动教育来解决当时尖锐的社会问题。这一立场构成其教育观立论的出发点。

二、关于创办劳动学院的构想

贝勒斯建议成立一所劳动学院，并提出了具体设想。按照他的设想，在这所学院里，将提供尽可能多的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劳动的设施，目的在于把穷人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劳动，而不依靠其他救济，从而使“富者获利，贫者过富裕生活，青少年受到良好教育”[84]。

贝勒斯建议有“爱心”的富人来创办劳动学院。他认为办这样的学院可以创造利润，对富人也有利。于是把这个目的放在首位，企图吸引富人的关心，并强调这个目的是后两个目的，即穷人过富裕生活和儿童受到良好教育的生命。贝勒斯分析了这项事业中穷人与富人的利害关系，认为“穷人的劳动乃是富人的矿藏”“没有穷人，他们富不起来”[85]，工人愈多，富人也愈多，富人要想不劳而获，就必须考虑工人最起码的利益，使工人的生活得到保障，摆脱贫困，从而更好地为自己创造财富。建立劳动学院，让穷人就业、生产，自己养活自己，“胜过单纯的赡养”[86]。这样，穷人人数的增加，就不但不会成为社会的负担，反而可以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说：“使穷人通过诚实的劳动过着生活，比使他们保持饱食终日无所事事是更好的施舍，就像一个人的断腿长好，使他能自己行走，而不总是扶着他，也许是更好的施舍一样。”[87]因此，对富人来讲，“为穷人提供良好的教育和职业，是一件多么有价值的事”[88]。

贝勒斯建议劳动学院由300人组成，其中200人的劳动维持学院工人的生活，100人的劳动创造利润。其原则是按劳取酬，给多劳者发工资，以鼓励勤劳，反之亦然。接着，他列举了一系列“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及各自所需的人数。他要求订立学院规则，富人、穷人都必须遵守。他还为儿童和妇女安排了相应的劳动，对膳食和住宿条件也做了说明。按照他的构想，学院还将聘请熟练、优秀的工人教育青少年。男子在24岁前、女子在21岁前是学员，到年龄以后，他们即可婚配，届时既可离开学院另谋生计，也可留在学院享受成人的待遇。

三、关于教育的具体观点

如上所述，贝勒斯主张建立劳动学院，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贫民及其子女达到脱贫自立，并养成良好的习惯和德行，以解决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同时，还倡导社会教育，认为这种教育优于家庭教育。此外，他还提出了一些儿童教育的新的原则和方法。

（一）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贝勒斯高度评价了劳动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强调要进行劳动教育，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①贝勒斯充分论证了劳动的价值。他首先从经济学的角度提出：劳动创造财富，也是评价一切必需品的标准。在《建议》的开头，他用箴言的形式写道：“劳动带来财富，懒汉衣衫褴褛，不劳动者不得食。”[89]贝勒斯认为，必须通过劳动，经过劳动教育，进行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技术的训练，才能创造更多的财富。他还从宗教的角度说，“体力劳动是上帝的原始制度”“应该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挣得面包”。[90]只有诚实劳动才能得救。接着，贝勒斯指出，劳动有利于个人的身心健康和生活幸福。他说：“劳动于身体的健康就像饮食对一个人的生活一样恰当。”[91]不参加劳动容易招致疾病，“一个人由于安逸而避免了痛苦，他将在疾病中遇到痛苦”[92]。“一个从事劳动的人比一个在书斋从事思考的人时间更持久；劳动使人强壮，思考则否……劳动为生命之灯加油，而思考则把灯点亮。”[93]他又指出：“谁比劳动者有更强壮的身体，谁比大学生有更虚弱的身体？”[94]有鉴于此，贝勒斯强调富人也应该参加劳动。他还指出，劳动也有利于培养儿童的理智和良好的习惯，有利于社会风气的好转。他说：“让孩子做些事情，尽管是少量的，通过合理的示范，能改善他们的理智，工作中使用理智使人变得聪明，克制意志使人善良。”[95]他又说：“劳动供养人，维持人……尽管学习（书本知识）有用，但是德育和劳动教育无论现在还是今后往往使人更加幸福。”[96]同时，贝勒斯认为，在学院里，通过劳动，养成了良好的习惯，可以大量地消除咒骂、酗酒、懒散和赤贫。由于金钱很少用处，欺诈和抢劫等犯罪行为就不会发生。他相信，通过这种方式，用7年或14年的时间就可能培养出一批生活比较自然的年轻人，从而大大有利于社会问题的解决。

②贝勒斯批评了传统教育的弊病。他说，“普通教育中的一大障碍，就是让儿童工作而不予以指导”[97]，或是不讲劳动教育而一味地让儿童学习，长时间地将儿童拴在书本上。他认为这样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和眼前利益有害，而且对他们的长远利益也有很大的损害。因为这样做，“有损于儿童的心灵，使他们不喜欢书籍”[98]。况且，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来说“也不像有些人设想的那样对公众有用”[99]。因此，贝勒斯反对整天把儿童束缚在书本上，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使儿童在劳动中受教育，并使身心受到合理调剂。

贝勒斯建议：“4岁或5岁的男孩和女孩，除了读书以外，可以教给他们编结、纺织等等，年龄较大的男孩，可以教他们车工工艺。”[100]此外，他还主张从小学习绘画等。他认为这样做无论对于其自身还是社会都是大有裨益的。

贝勒斯的劳动教育思想在当时具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他被称为“劳动教育的创始人之一”。与洛克将绅士的劳动作为学习的一种调剂，单纯主张贫民劳动相比，贝勒斯强调劳动对儿童发展的作用及社会生产的意义，表明了两种不同的立场。马克思称赞贝勒斯在17世纪就清楚明白旧的分工有废除的必要。他的建议虽未被采纳，但却预示着教育发展的方向。一个世纪后，瑞士的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的做法与贝勒斯有异曲同工之妙。

（二）论社会教育

贝勒斯的另一个重要贡献在于他论述了社会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社会教育具有家庭教育无法比拟的许多优点。

①由于学院包容了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是整个世界的缩影，可以使各种不同年龄、不同能力的儿童都可学得一技之长，这是家庭教育无法具备的长处。

②在学院里，成人与儿童及儿童之间可以自由交往，互相影响，学习各种语言和学问。这是因为学院里的贫民伙伴来自五湖四海，通过共同劳动，他们“像教自己的子女母语一样，把他们的母语教给学院的青年人”[101]。贝勒斯认为：“儿童之间互相阅读和谈话比他们自己阅读能得到较深的印象。”[102]

③学院订立了劳动规则和纪律，“由于成人和儿童目睹别人遵守规则的法律，比他们单独时更容易遵守这些规则和法律；学校里的儿童和军队里的士兵比分散的儿童和散兵游勇更加正规和服从”[103]。学员之间相互影响、相互监督，“比私人家庭可以更多地在师傅和其他人的视线下，防止做更多的蠢事”[104]。儿童更容易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和道德素养。

④由于学院是统一管理，有良好的伙伴，避免了儿童受外界不良环境的影响。他指出：“这个世界是那么腐败，对青年是一个大陷阱，但是学院有很多伙伴，足以防止受到海外的引诱，由于管理得好，可以大大地防止海外学到的不良行为。”[105]

此外，学院还安排了图书馆、药物园和实验室等设备，可以使儿童更好地学习到有用的知识，这些都是私家教育所不能比拟的。

贝勒斯提出的上述观点虽然较为简单和肤浅，没有看到社会教育的出现是当时生产和社会发展的必然，但在当时具有积极的意义。当时，上层社会子女的教育主要是家庭教育（在初等教育阶段），当时英国教育思想的代表洛克也强调绅士教育最好是通过家庭来进行，认为学校里的各种儿童混杂在一起导致道德败坏，纪律涣散。贝勒斯反其道而行之，虽然他主要指的是贫民教育，但仍然功不可没。

（三）教育原则与方法

受当时新的教育思想的影响，贝勒斯在其有关教育著作中花了很大的篇幅论证了儿童教育的新原则和方法。

①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身心特点。贝勒斯认为，儿童“记忆力的发展先于理解力”，他们“意志薄、喜爱变化”，“更多地受感觉而不是理智指导”。[106]因此，教育的实施必须考虑这些特点，循序渐进地进行。他重视儿童语言的学习，主张“必须先学习词，然后学习规则，把词联合起来”[107]；而且，“首先学习母语的词，然后学习句子”[108]，“词汇和字典必须在词法和语法之前学习”[109]。他认为学习规则和句子需要判断力的成熟，而此时儿童是受感觉指导的，“要他们在判断力成熟以前学习规则，会削弱他们的理解力”[110]。

②注意劳逸结合。贝勒斯认为儿童天生意志薄弱，喜爱变化，因而他反对长时间将儿童拴在书本上，而主张动静结合，让儿童做一些事或观摩成人劳动，并努力予以模仿。他认为，对儿童来讲，劳动和玩耍一样，是一种消遣。动静结合既可使儿童习惯于劳动，也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

③教育应以儿童的理解为基础，反对说教及强迫儿童学习。贝勒斯说：“理解是必须提炼的，儿童能够接受，而不是迫使他们理解；悲伤有损记忆，并使多数人思维混乱。”[111]并且，与成人更多地受理智指导相反，儿童更多地受感觉的指导。因此，必须“更多地采取明智的管理方法，而不是用说教使他们远离罪恶”[112]。

④反对体罚，主张以奖赏和竞赛的方法鼓励儿童。他告诫人们以打骂的手段迫使儿童学习，会损伤其天性，这不是用打骂得来的东西所能弥补的。他认为“用这种方法只能培养出平庸的学生来”[113]。因此，他主张学习应建立在快乐的基础上，不应伴随着痛苦来进行，并提出用奖赏和竞赛的方法提高儿童对学习的热爱，以使学习取得更佳效果。

四、影响及评析

作为激烈的改革家和虔诚的贵格会教徒，贝勒斯一生将维护贫民的利益作为自己的使命，用自己的热血和行动向社会呼吁，要关心贫民的健康和教育，并提出建议由富人捐款创办劳动学院，通过劳动教育，“使富人获利，贫民自立，给青少年以良好的教育”。他还提出了许多新的教育方法，以改善穷人的状况。

贝勒斯的《建议》一度引起了贵格会教徒乃至社会的注意，一些激进的贵格会教徒还曾经努力实现他的理想和建议。其中布列斯托尔的贵格会教徒首先创办贫民习艺所（Work House），包括一间工厂、一个孤儿院、一个贫民所和一所学校。1702年，伦敦的贵格会教徒也相继在克拉肯惠尔建立一所贫民习艺所。这些贫民习艺所的创办对贫民境遇的改善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贝勒斯在《建议》中明确表示要用“学院”（College）这一名称，而不用公所（习艺所）或济贫院，反复强调劳动的教育意义和生产自救的意义，反对济贫院中过多的劳役。他强调学院是一个教育机构，而不是宗教机构。因此，这些贫民习艺所不论是名称上还是实际上都并没有实现贝勒斯的理想，充其量只是贝勒斯的学院概念的暗淡的影子。其中，伦敦的克拉肯惠尔贫民习艺所延续到18世纪末，越来越强调教育工作，最终事实上成为一所贵格会的学校，而不是劳动学院。

英国政府于1723年通过立法批准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教区可联合起来建立济贫院的议案。这项济贫法不是单纯的救济，而是重在使穷人懂得劳动，充分利用劳动力，以减轻社会负担。这一议案的出台亦或许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贝勒斯的影响。

在当时的状况下，贝勒斯的计划未能充分付诸实践，他的名字亦逐渐被世人遗忘。直到一个世纪以后，英国的社会改革家普雷斯（F. Press）重新发现了贝勒斯和他的《建议》，并寄给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 Owen）。欧文阅毕予以高度评价，并重印和散发了这篇文章，这才使贝勒斯重新为世人所知。

欧文谦逊地认为自己的原则并非首创，功劳应该属于120年前的贝勒斯，并称赞贝勒斯在没有任何实践经验的帮助下，“出色地表明这些原则如何按照当时已知的事实应用于社会的改进，从而表明他的才智有能力在他同时代人120年以前考虑这个问题”[114]。贝勒斯和欧文都主张通过有组织的劳动，通过教育来改善穷人的境遇，进而改造社会。他们将这一目的的实现寄希望于富人的善心，没有看到资产阶级和劳动阶级的矛盾，因而不能意识到单纯通过正确的组织劳动和教育不可能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的利益冲突问题，这也注定了他的《建议》（包括欧文的实验）在当时的英国不可能实现或成功。随着欧文的社会改革和教育实验活动的失败，贝勒斯一度又淡出人们的视野。

然而后来马克思通过研究欧文，对贝勒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仍予以高度评价。在其传世名著《资本论》中，称贝勒斯为 “政治经济学史上一个真正非凡的人物”，“早在17世纪末就非常清楚地懂得，必须废除现行的教育和分工，因为这种教育和分工按照相反的方向在社会的两极上造成一端肥胖，一端枯瘦”。[115]



[1] 《西方教育史》，第269页。

[2] 《西方教育史》，第267页。

[3] 阿·阿·克腊斯诺夫斯基教授：《夸美纽斯的生平和教育学说》，杨岂深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57年版，第54页。

[4] 引自徐辉、郑继伟：《英国教育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9页。

[5] 参见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0页。

[6]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0页。

[7]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0页。

[8] 马克·帕蒂森：《弥尔顿传略》，金发燊、颜俊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247页。

[9] 《弥尔顿传略》，第6页。

[10] 《弥尔顿传略》，第7页。

[11] 《弥尔顿传略》，第93页。

[12] 弥尔顿：《致国会意见书——为出版自由不受检查而辩护》，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11页。

[13] John William Adamson，Pioneers of Modern Education（1600—1700），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arehouse，1905，p.182.

[14] 转引自《弥尔顿传略》，前言第8页。

[15] 参见《弥尔顿传略》，第16页。

[16] 参见弥尔顿：《失乐园》，金发燊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前言第9页。

[17] 弥尔顿：《论维护学习》，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0、583页。

[18]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2页。

[19] 弥尔顿：《论维护学习》，见吴元训：《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4页。

[20]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8～589页。

[21]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7页。

[22]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6页。

[23]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5页。

[24]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8页。

[25]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89页。

[26] 弥尔顿：《论教育》，见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57页。

[2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2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29] 《弥尔顿传略》，第55页。

[30]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97页。

[3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3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8页。

[33] 杨周翰：《十七世纪英国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90页。

[34]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95～596页。

[3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36]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90～591页。

[37] Pioneers of Modern Education，p.182.

[38] Pioneers of Modern Education，p.182.

[3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4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4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0页。

[4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0页。

[4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9页。

[4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9页。

[4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1页。

[4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1页。

[4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2页。

[48] 《中世纪教育文选》，第598页。

[4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2页。

[5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2页。

[5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2页。

[52] 滕大春：《外国教育通史》，第3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53] 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37页。

[5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1页。

[55] 指夸美纽斯的著作《语言入门》和《大教学论》。

[5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57页。

[57] 任钟印、赵卫平：《弥尔顿》，见赵祥麟：《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529页。

[58] 1英亩≈4046.86平方米。

[59] 转引自《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3页。

[60] 威廉·配第：《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陈东野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8页。

[61] 参见涂晓今：《新编政治经济学》，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62] 威廉·配第：《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载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63] 威廉·配第：《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载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5页。

[64] 威廉·配第：《关于促进学问的某些特殊部分的建议》，载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湖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364页。

[6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5页。

[6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5页。

[6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5页。

[6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6页。

[6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6页。

[7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6页。

[7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7页。

[7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7页。

[7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6页。

[7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7页。

[75]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第18页。

[76]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第18页。

[77]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第26页。

[7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365页。

[79] 《配第经济著作选集·政治算术》，第26～27页。

[80] 贵格会（Quakers）亦称“公谊会”或“教友派”，属于新教分支之一，17世纪中叶由福克斯（George Fox）创立。

[81] 贝勒斯：《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见任钟印：《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09页。

[8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0页。

[8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09页。

[9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4～416页。

[9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页。

[9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页。

[10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4]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5]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6页。

[106]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07]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08]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09]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10]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11]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12]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416页。

[113] 《世界教育名著通览》，第415页。

[114] George Clake，John Bellers：His Life，Times and Writings，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87，p.27.

[115] 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562页。


第四章 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资本主义在西欧发展之初，就暴露了其天生的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它只是把封建主义的等级特权演化为金钱特权。这使同情下层贫民的有识之士苦闷和彷徨。他们看到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共有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丑恶本质，但没有找到通往“大同” 的道路，于是只能借用古代奴隶制共和国的理想和基督教精神重塑海市蜃楼般的家园。16世纪的著作《乌托邦》以及17世纪的《太阳城》《基督城》就是企图从这一时期社会矛盾中得到解脱的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著作。16世纪末到17世纪，西方两位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康帕内拉和安德里亚分别在《太阳城》和《基督城》绘制了教育的美好蓝图：人人平等，男女共享劳动成果；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乃至家庭教育并举；劳教结合培养人的个性全面发展；采用先进教育手段优化教学，崇尚实学等。显然，这些教育思想是当时社会背景与设计者对未来美好生活追求的灵感相互激荡迸发出的火花，从而既有世外桃源般的向往，也不能不烙上时代的印痕。他们的设想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没有可能变为现实，然而却为后来的“科学”提供了借鉴和动力。

第一节 康帕内拉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是16世纪末17世纪初意大利著名的思想家和爱国者，同时又是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主要代表；康帕内拉的名著《太阳城》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可以和莫尔的《乌托邦》相提并论，并在17～18世纪产生重大的影响。作为《太阳城》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组成部分的教育思想同样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康帕内拉（原名为吉奥凡·伦米尼哥·康帕内拉，出家为僧后改为此名字），1568年9月5日出生于意大利卡拉布里亚区斯提罗城附近斯坚亚诺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父亲是鞋匠。他的家乡当时正处在西班牙入侵者的残暴统治下，劳动人民的生活十分困苦悲惨。康帕内拉身历其境，从小就憎恨侵略者，并燃起了爱国主义的火焰。

康帕内拉自小就显示出惊人的记忆力和不平凡的才能。15岁进入修道院，当了僧侣。在修道院的七八年时间里，他广泛地阅读了古希腊的各种名著、中世纪经院主义哲学以及当时的著作，从而在青年时代就已经成为一个学识渊博、才华出众的人。为了受完教育，康帕内拉被派到圣·吉奥吉阿去。在那里，发生了一件成为他生活中转折点的事件。科森察的圣芳济派僧侣挑起一场教义辩论，年轻的康帕内拉被临时派去参加，但他却出色地反驳了他的敌手。辩论的成功引起康帕内拉思想上很大的变化，他开始对那些统治修道院的中世纪权威表示不满，并对中世纪注释家间接介绍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学说产生怀疑。

1591年，他发表了《感官哲学》（Philosophia Sensibus Demonstrata）一书，批判经院哲学。1591—1597年，康帕内拉因批判经院哲学，提倡经验认识，号召研究自然，发表反对教会束缚和压迫的言论而几次遭宗教裁判所逮捕，被判为严重的异教嫌疑分子，几次坐牢又几次释放。1597年，康帕内拉借口因流浪生活而患病和疲劳，回到故乡斯提罗城。他回到家乡之后，目睹祖国土地被西班牙人蹂躏，人民遭受灾难，于是产生了打击侵略者、解放祖国的思想。他向群众宣传反对西班牙统治、统一意大利的思想，并组织和发动群众准备武装起义。因叛徒告密，在起义前几天，即1599年9月6日被西班牙统治者逮捕，囚禁在那不勒斯的努奥沃城堡监狱。

由于康帕内拉拒不向西班牙统治者和反动的宗教势力屈服，他被西班牙统治者关押了 28年，直到1626年。在狱中，康帕内拉遭受了常人难以承受的刑讯逼供。康帕内拉曾在他的诗篇和《太阳城》里谈过有关情况。他说：“有一位他们最敬仰的哲学家，尽管受敌人最残酷的刑讯达40小时之久，但由于始终坚持沉默而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所以，那些从远方慢慢地起作用的星辰，并不能迫使我们违反我们的决定。”[1]康帕内拉终于以他坚强的意志顶住了西班牙当局的残酷刑法，并巧妙地运用了斗争策略和智慧阻挠了法庭对他的死刑判决。同时，他以惊人的毅力在牢狱中坚持著述。康帕内拉在写《太阳城》时，因受“维里亚”的刑讯而造成的青紫肿胀的僵直的胳膊和手指不能动笔，就忍着疼痛，叫他的弟弟搓揉他的胳膊和手指，他终于能强使手指拿住笔杆写起来了，但每写一个字都要付出超人的努力。就这样，想着为解放劳苦群众而设计社会方案，他顽强地写着《太阳城》。大约经过半年的艰苦努力，到1602年年初（一说1601年），康帕内拉终于用意大利文写成了《太阳城》。这是用对话体写成的一部重要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也是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著作。康帕内拉用那一双遭到迫害而致残的手，在狱吏严密监视的情况下，想方设法偷偷写成的《太阳城》，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巨大的贡献，强烈地激励着后人为之继续探索和奋斗。《太阳城》脱稿后很快就有手抄本流传。为了使《太阳城》能在国外出版，1613年，他亲自把它译成拉丁文，1623年在法兰克福出版，后来此书被译成多种文字。

康帕内拉一生先后坐过50处监狱，受过7次严刑拷打，一共在世俗监狱和宗教裁判所坐了33年牢。但他始终坚贞不屈，没有说出敌人要他承认的半个字。他用无与伦比的坚强意志和丰富的知识、巧妙的方法与敌人进行斗争。康帕内拉本是坚持唯物主义观点，敌视宗教的，但为了迷惑敌人，他有时也在著作中赞扬天主教和教皇宫廷；他虽然仇视西班牙统治者，也完全知道西班牙君主制度才是最反动的势力，但他好像又是君主制度的热心的拥护者。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跟凶恶的敌人斗争的一种机智，借以迷惑敌人，使敌人丧失警惕性，同时，可以利用谎言把真理告诉人们。正因为这样，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不少矛盾的观点。一些不了解他的处境的人认为他是“伪善者”，这是不公正的。正因为他采取了巧妙机智的斗争手法，他才可能在非人的环境里刻苦钻研，并秘密写出大量著作。他的著作除《太阳城》外，主要还有《感官哲学》《论物的意义》《伟大的结论》《形而上学》《辩证法》《唯理论哲学》《哲学复兴的先驱》《实在哲学》《论最好的国家》等。他还写过不少诗，汇编为诗集。

1634年，由于有人向西班牙当局控告他又在密谋反对西班牙，他被迫逃往法国巴黎。在巴黎，他着手收集、整理自己的著作，准备出版全集。但全集只出了前几卷，他便于1639年5月21日逝世。

二、哲学观

康帕内拉坚持唯物主义的哲学观，但其唯物主义的哲学观并不彻底。16世纪，意大利唯物主义哲学家特列佐（B. Telesio，又译特勒肖，16世纪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最有煽动性、影响最大的敌手之一）对康帕内拉的哲学观的形成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读了特列佐的《依照物体自身的原则论物体的本性》之后，康帕内拉接受了这样的唯物主义观点：直接研究自然界的“活法典”是认识外在世界的源泉。他肯定地说，要靠感觉经验和感觉来认识世界。他的《感官哲学》的问世就是为了维护特列佐的思想，并说谁“再站出来反对特列佐，他就再写本书加以反驳”[2]。同时，他发展了特列佐的原理：“宇宙是把无穷的智慧纳入自己固有的思维哲学的一本书。”以此批判了亚里士多德主义，批判了经院哲学，认为对自然的解释应以经验的揭示为依据，而不应当以过去的权威人士的先验为推断的依据，斥责那些把精神锁在这种 “活天书”坏抄本上的人。

康帕内拉的唯物主义哲学又是不彻底的，他的哲学实则对经院哲学持否定态度，又是感性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同基督教神秘主义、占星术和中世纪犹太神秘哲学的传统的统合。因此，他还具有主观唯心主义哲学思想和泛神论思想。他认为，精神的自我认识，人们对包括“微观世界”（小宇宙）的自己的实质的研究，是洞察宇宙奥秘的途径。他甚至认为：“一切世界知识的根源都在于人的自我认识。”[3]曾在笛卡儿之前就提出“我思故我在”的认识基本原理，以为感情在传达事物的形式时令人受迷惑，故为了使人不做感情的俘虏，人们获得了使他们超越尘世的理智。

康帕内拉认为，宇宙和它的各个部分都是有灵性的。一切都生存着，一切组成了生命的统一体，宇宙是具有一切存在特性（威力、智慧和爱）的有生命的东西。存在的本原是神。但康帕内拉所理解的神和基督教中的上帝不同，他的这种泛神论实则是自然神论的倾向。神就是一切，自然界是神“雕塑的形象”或神的流出体。有时，康帕内拉干脆把神和自然界等量齐观。神领导着世界，太阳对地上的生物实现了神的意志。他说：“宗教是与贯穿着认识、意志和爱的神结合起来的统一体。宗教不是捏造出来的，它是自然的规律。”[4]可见，康帕内拉的宗教思想也接近“自然宗教”的思想，他所承认和理解的“神的启示”既指教会教义，又包括“自然”本源。

康帕内拉的哲学是先进和落后的思想结合起来的哲学。就他所处的时代来说，他的某些思想是先进的，因为这些思想符合在封建制度内逐渐成熟的新社会制度和非宗教的、合理的新的世界观；另外，他也有落后的思想，因为这些思想并没有根除陈腐的、宗教的和神秘主义的世界观传统，在他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由教会来统治国家的思想，即由作为教会首脑的教皇来统治世界君主制度的思想。然而，不管怎么样，《太阳城》能长时期地保持它的意义，因为其中对人类社会的美好未来的设计和对人类正义目标的向往，也正是千百年来人类苦苦追寻的彼岸。

三、对封建制度和私有制罪恶的批判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对当时的封建制度和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当时的社会是一个罪恶的世界，到处都是抢劫、杀人、暴行、奸淫，以及懒惰、狂暴、撒谎，还有贫富的严重对立。贫穷的人民由于过度劳动而损坏了身体，缩短了寿命。而那些富人显贵，却因终日无所事事、游手好闲、骄奢淫逸败坏了社会。他说：

这些人由于逐日从事力所不及的不间断的工作而精疲力竭，或濒于死亡。至于其余那些游手好闲的人，却因无所事事、悭吝、疾病、淫佚放荡、高利盘剥等等在危害着自己。那些在贫困的压迫下不幸沦为奴仆的多数人也被他们所败坏，沾染上他们主人的各种恶习。[5]

因此，康帕内拉认为，贫富对立是当时社会制度的主要缺陷和巨大灾难。他在《太阳城》中写道：“极端贫困使人们卑贱、狡猾、圆滑、盗窃、阴险、无权、虚伪和作假等等；财富则使人们傲慢、自负、无知、背信。”[6]“贫与富是国家制度的主要缺点。”[7]

在对待自私和利己主义的看法上，康帕内拉用唯物主义哲学观揭露了利己主义的本质，批驳了自私是人的本性的思想观念，认为私有制才是利己主义和万恶之源。这是因为在私有制制度里，一切都受着自私自利的思想支配，从而产生诡辩、伪善和残暴行为。他说：“由于每个人都有自己单独的住房、自己的妻子和儿女，自利自私就是由此产生的。”“因为人们都想使自己的儿子得到很多财富和光荣地位，都想把大批的遗产留给自己的后代；我们当中的每个人为了想成为富人或显贵，总是不顾一切地掠夺国家的财产；而在他还没有势力和财产的时候，还没有成为显贵的时候，都是吝啬鬼、叛徒和伪君子”。[8]可见，康帕内拉认为一切人类之恶皆由私有制而起。由于人们在私有制基础上萌生的私有观念，人们总是渴望拥有财富，并以此侵犯别的权利，从而使社会出现不平等、物欲横流、道义沦丧等种种罪恶。在社会主义思想发展史上，康帕内拉第一次把私己主义和私有制联系起来，看到了人类思想观念和社会制度的关系，把私有制看作私己主义泛滥的根源，从而有力地抨击私有制和私己主义，把握了私有观念存在的实质和来源，对后来社会主义思想史的发展产生巨大影响。

康帕内拉对当时封建社会的统治深恶痛绝，并入木三分地加以剖析和批判。他指出意大利统治阶级的肮脏和虚伪的本质，认为掌握国家统治权的国王、贤者功臣、显贵、圣者其实都不学无术，名不副实，是一群恶人，他们之所以能窃据国家高位，“只是因为他们出身于统治阶级，或者他们是由统治集团中选出来的而已”[9]。这些人本性专横残忍，他们仗势愚弄劳动者，欺压老百姓。他们是伪君子，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而过着“一种毫无意义的、装饰门面的生活，因为实际上既不存在国王、贤者，也不存在苦行者和圣者”[10]。因此，这个世界不是最好的世界，现存制度是不好的制度，而恰恰是一种倒错的社会。因为它“并没有根据真正的最高目的来行动；应受尊敬的人受着痛苦，得不到人们的重视，而且受恶人的统治”[11]。那些不劳而食，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的人却高高在上。这个社会“鄙视工匠，反而尊崇那些不懂任何手艺，游手好闲，役使大批奴仆过寄生和腐化生活的人”[12]。这样的上下颠倒、黑白不分的罪恶社会，其实质就是“一所培养罪恶的学校，培养出那样多的懒汉和恶棍”[13]。

康帕内拉还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封建制度，他说：“极端的腐败现象已经笼罩整个世界。”[14]他指出封建制度是罪恶的制度，是人吃人的社会制度。他告诉人们：“现代世界各国都陷入灾难中。”[15]世界大转变时期已经来临，“黄金时代”快要到来。他指出，只有在全世界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贫与富的差别和对立，一切恶习才会消亡，一切善的美德才会蔚然成风。

四、《太阳城》中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在猛烈地抨击现存的社会制度以后，康帕内拉在他的《太阳城》中设计了一个理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方案。16～18世纪的一切乌托邦主义者几乎都受古希腊、古罗马和早期基督教传统的影响。前者是柏拉图的“共产主义”和关于黄金时代的传说，后者是基督教公社的“共产主义”。康帕内拉在设计他的共产主义社会方案时，也无一例外地受到上述两方面传统的影响。在《太阳城》中，康帕内拉常常把柏拉图看成自己的先驱者来引用他的话。有人就认为此书乃“立足于柏拉图的《理想国》的基础之上”[16]。他肯定地说，柏拉图所描述的国家，如果人们都无罪过，是可以很好地存在的，只是人们造孽的本性阻碍了它的存在。他专谈婚姻关系的那一部分著作中，可以看出他受柏拉图的影响很深。他说：“柏拉图认为配偶的结合应该用抽签的办法来决定，以便使那些得不到漂亮妻子的人，不会因嫉妒和愤怒而反抗政府。”[17]我们还可以看到早期基督教作家，即所谓“教会之父”对康帕内拉的影响。《太阳城》中引用了克里门特、德尔图良（Q. S. F. Tertullianus）、奥古斯丁等人所说的话。他不仅把“教会之父”，而且也把稍后的中世纪神学者（直至托马斯·阿奎那（T. Aquinas））崇拜为公社原则的捍卫者。他深信早期基督教的共产主义，也深信公有制不仅符合理智，而且也符合神的启示和耶稣的教训。他肯定地说，耶稣的使徒们使我们重新获得天赋人权。

另外，还可以看出，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还深受莫尔的《乌托邦》和杜里（J. Dury）著作的影响。然而，康帕内拉绝没有照抄前人和他人的主张，而是独创地提出了一些可贵的意见。

在《太阳城》中，作者规定了十分明确的共产主义原则，即取消私有财产，大家从事义务劳动，由社会组织生产和分配，对公民进行劳动教育——这就是康帕内拉社会思想的总体。正是这些思想使《太阳城》超凡脱俗，使它能拥有很多的读者和景仰者。太阳城的经济、政治制度具有以下特点。

（一）取消私有财产，实行公有制

在太阳城，一切财富和产品，从土地、房屋到日常生活用品皆为公有。康帕内拉说：“太阳城的居民却在一切公有的基础上采用这种制度。一切产品和财富都由公职人员来进行分配……谁也不会把任何东西攫为己有。”[18]太阳城的人甚至反对有“自己的房屋、自己的妻子和孩子”的观念，主张“生育后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19]他们藐视私有财产，也根除了贫富的根本对立。于是，“公社制度使大家都成为富人，同时又都是穷人。他们是富人，因为大家共同占有一切；他们都是穷人，因为每个人都没有任何私有财产。因此，不是他们为一切东西服务，而是一切东西为他们服务”[20]。

所以，太阳城的全体公民都是热烈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对祖国是那样难以想象的热爱。”这种热爱，实则是对公有制的向往和对私有制的厌恶。

由于实行公有制，在《太阳城》，康帕内拉继莫尔之后，还进一步表述了由国家、社会组织管理整个社会经济的思想。从生产、分配、消费到外贸，都是有计划地进行的。由此看出，康帕内拉已经预见到未来理想社会国家职能的变化，从阶级专政的工具、镇压的机器变为管理经济、管理社会的机构。

（二）实行普遍的义务劳动制度

在太阳城，每个居民都必须从事生产劳动。因为人人参加劳动，没有游手好闲的人，而且每个人都能出色地完成自己所从事的工作，所以，每人每天只需劳动4小时，就可生产出丰富的产品，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其余时间可用来进行科学研究、文娱和体育活动。既然太阳城居民人人都要参加劳动，对太阳城的人来说，劳动既是一种必要，也是一种需要。太阳城里无论身体上有任何缺陷的人都不会无所事事，即不会剥夺他们劳动的义务和需要，并努力做到各有所用。如老年人可以参加一些会议；跛子可以充当看守员；瞎子可以梳羊毛、装褥垫和枕头；失去手臂和眼睛的人可利用他的声音和听觉来为国家服务。可见，在太阳城的劳动制度中，即使对于残疾人，也不会投闲置散，而是扬其所长。在这里，康帕内拉提出了“体脑结合”“壮有所用”的思想。

各种劳动都受到同样的重视。学会技艺和手艺的人，善于熟练地应用手艺和技能的人以及从事繁重工作的人都将倍受尊敬。他们不仅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光荣的，而且认为服务性劳动也是光荣的。在这里，

每个人无论分配他做什么工作，都能把它看作是最光荣的任务去完成，……他们谁也不会认为在食堂和厨房工作或照顾病人等等是一些不体面的工作。[21]……他们（即太阳城的公民）尖刻地讥笑我们，因为我们把工匠称为下贱人，反而把那些没有技能、过着游手好闲的生活、为自己无所事事和淫佚放荡的生活而雇用许多仆役的人称为高尚的人。[22]

由此可见，康帕内拉不仅具有“人人必须劳动”的思想，而且萌芽了“劳动是光荣事业”的思想。值得一提的是，康帕内拉还在《太阳城》中论述了劳动、健康和美的关系，阐明了前无古人的美学观，认为只有参加劳动，身体健康，才能显示出美。他说：

在太阳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丑陋的人。妇女们由于都要工作，所以她们的皮肤呈健康色，身体发育也很好，都成为一些体格匀称和富有朝气的人。那里的人认为体格匀称、活泼和富有朝气就是他们的美。[23]

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在劳动普遍受到鄙视的300多年前，康帕内拉就明确地提出了劳动光荣的思想，而且以劳动和健康工作为审美标准，确是一个卓越的创见。

太阳城与乌托邦的不同之处是：太阳城中没有奴隶和仆人。康帕内拉说，太阳城的居民以为“使用仆人的结果使人养成腐化的习惯。他们那里是没有仆人的，因为他们完全可以自己为自己服务，甚至服务的人还绰绰有余”[24]。可见，在民主意识上，康帕内拉的思想要比莫尔先进一步。

（三）主要进行手工业、农业和畜牧业生产

在太阳城，妇女和男子同样要为社会劳动。劳动中照顾妇女身体特点，只给她们分配比较轻松和不损害健康的工作。在劳动中既体现出了男女平等，又体现出保护妇女的先进思想。在生产上，康帕内拉提出了利用技术发明减轻劳动强度，缩短劳动时间和提高劳动效率的思想。太阳城居民的工作时间虽少，但很有成效。他们不仅在生产上使用巧妙的机械，而且海运船舶也都完全靠一种非常精巧的机器行驶。他的这种思想反映了在莫尔之后的100年来科学进步对社会的影响，也表明康帕内拉具有当时许多先进思想家（例如，培根）所具有的思想：利用技术来减轻人类的劳动。

（四）实行限额按需分配原则

在太阳城，每个公民都能从社会那里取得满足他的需要所必需的一切东西。但康帕内拉认为，公民可能会对某种产品提出过多的要求，因此当局应进行监督，不让任何人取得超过他所需要的东西，所以一切产品都由公职人员进行分配。在这样的分配制度下，太阳城内自然不会有什么交易了。全体公民都住在公有的建筑物中，他们每6个月要更换一次房屋。公民在公共食堂用膳，食谱由医生负责安排。太阳城中没有家庭，没有你、我之分，因此，所有的儿童（男孩和女孩）都能受同样的教育。他们的服装样式和颜色都一样，甚至男女服装也几乎相同。由于物质产品并非极大丰富，还不能尽人所需，因而这里的按需分配实则是平均分配。另外，在性生活方面，也反对泛滥，要求节制，并实行监督。从这里，可以看出在太阳城里还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禁欲主义和平均主义色彩。

（五）按照民主原则和“贤人政治”的原则建立政治制度

按康帕内拉的构想，太阳城是一个共和国，最高权力掌握在祭司手中。祭司被称作“太阳”。祭司是世俗和宗教界的首脑，终身任职，但若发现另一个比自己更贤明、更有能力治理国家的人，可以让贤。人们对太阳要求很高：“要懂得形而上学，神学，各种艺术和科学的起源、原理和论证，万物的异同关系，世界的必然性，命运和和谐，万物和神的威力、智力和爱，存在物的等级……也能懂得占星术和了解各个先知的情况”而且“未满35岁的人是不能获得这个称号的”。[25]“太阳”下面设三个领导人：威力、智慧和爱。“威力”掌管军事；“智慧”掌管艺术、手工业和各种科学部门；“爱”掌管农业、畜牧业、物质分配、生育和教育。“太阳”以及“威力”“智慧”和“爱”，合称太阳城四大领导。共和国的政权集中在这四位领导人手中，特别是“太阳” 拥有无限权力。“一切问题和争端要由他作出最后决定。”[26]“一切工作非经他的批准不能进行。”[27]四大领导人的更换，人民不能决定，而是由他们决定把职务移交给他们认为合适的人。除此四大领导人外，政府其他负责人则由公民选举产生，并由人民决定更换。

从上述太阳城的政治制度可以看出，康帕内拉公然提出人民不能决定四大领导人的更换，实则是柏拉图政治制度的翻版，远不及乌托邦的民主制度彻底，甚至较之倒退了一大步。也许他认为那种抽签式的民主政治并不很好；也许，他还在探索具体的较好的民主运行机制。还有，政府其他负责人也都是高级祭司，祭司的权力又高于行政人员的权力。所以，在康帕内拉的理想国家中，实际上是由僧侣掌握国家政权。这种教会政治的思想，反映他没有完全摆脱旧的封建教会传统的影响。

（六）注意医疗保健

太阳城的人非常注意饮食卫生和医疗保健。在食物上，他们注意荤素搭配，注意使食物中具有各种营养素。他们吃的是牛肉、牛油、蜂蜜、鱼、干酪、枣类和各种蔬菜等。食物经常更变：第一天吃肉，第二天吃鱼，第三天吃蔬菜，然后又吃肉。容易消化的食物留给老年人吃。老人每天三餐，但数量不多。成人两餐。儿童则按“物理学家”（即卫生学家）的规定每日四餐。他们在各个季节里则都选择最有益于健康的食物。总之，食物是根据医学卫生的要求来决定的。

太阳城的人更注意保健。饮酒是有节制的，未满19岁的青年，一律不得饮酒；年逾50岁的老人通常喝醇酒。他们大量使用香料。早晨用冷水洗脸、洗手，并注意梳匀头发。通过经常性身体锻炼，来治疗风湿病。通过惬意的沐浴和多吃乳制品，到乡村愉快消遣等预防热病。同时他们还使用理想的药剂治疗顽症，诸如肺病等。由于进行性生活控制以及人们常常用酒擦身和注意体育锻炼，性病在那里不会流行。总之，太阳城的人们注意了饮食、医疗和保健相结合，因此他们的身体都非常好。“他们多半能活到一百岁，有的甚至活到二百岁。”[28]

然而，太阳城居民相信带有迷信色彩的占星术，从社会生产到两性生活，都要先观测星象。这些反映了康帕内拉学说中的落后因素。

康帕内拉的《太阳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之后又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尽管康帕内拉的共产主义“是一种还没有很好加工”“往往有些粗糙的”共产主义。[29]这种粗糙的体系无疑还是成了以后各个时代许多空想社会主义体系的原型。康帕内拉对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与剥削、人人参加劳动、按需分配社会财富以及全体儿童教育机会均等的设想无疑是社会主义思想史宝库中的瑰宝之一，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教育思想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一书中，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表述。正如他的经济和政治思想，其教育思想也受到莫尔的很大影响。此外还深受柏拉图的影响。然而，他在许多方面也具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一）对经院主义教育弊端的批判

在《太阳城》一书中，康帕内拉首先对经院主义教育的那种只知古、不知今，只能培养出效法古典而不通世务的人进行了淋漓尽致地剖析。他认为经院主义教育是把“那些精通文法或亚里士多德和其他某个作者的逻辑的人看做是最有学识的”[30]。这种人才事实上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因为“只能从书本上研究某种科学的人，是一些外行和学究”。“所以你的论据只对你们自己有效。”[31]经院主义学校只是让学生呆读死记，不研究自然界和社会的事物，只教学生死的文字，脱离实际，脱离世俗需要。这种教学使学生无法了解世界的发展变化，也使学生形成一种僵死的思维惰性。康帕内拉说，这些人所受到的教学导致“呆板的记忆力和使人们养成一种保守习惯的劳动，因为他们不去研究事物的本身，只是去读死书和研究事物死的标志……不了解各个民族的风俗习惯和自然界存在着的一些什么东西”[32]。在此基础上，康帕内拉进一步指出，只有联系实际的教学，根据大自然去了解事物，才能使学生很好地接受知识，才能培养出随机应变的有用人才。他还以太阳城中因采用新的非经院式教学方法而取得的优良教学效果做对比，说明经院主义教育非改革不可。他这样描述太阳城的居民：他们“还尽量利用其他休息时间自己去求取更多的知识，为此，他们被送到野外去练习赛跑、射击……辨认草木和各种石头……参加农业队或畜牧业队学习农业和畜牧业”[33]。正因为他们“能根据大自然去了解事物”[34]，所以，太阳城的人“很容易掌握知识”，“学生在一年内所取得的成就，比用经院主义旧教育方法教育的学生在10年或15年内所取得的还要多”。[35]

（二）主张进行公共教育，教育机会均等

由于太阳城实行公有制，康帕内拉认为，生育后代和教育后代都不应是个人的事，而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事情，是国家繁荣必备的条件。他在《太阳城》一书中写道：

关于生育，他们（指太阳城的居民——引者）把它看做为囯家谋利益的宗教方面的事情，而不是个人的事情，而且必须服从政权的调配。……生儿育女的目的……乃是为了保存种族而不是为了保存个人。因此，生育后代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而不是个人利益的问题；……负责人员的神圣职责是把这一点当作国家福利的重要基础来进行监督；而只有公众才能做到这一点，个人是无法做到的。[36]

可见，在太阳城，儿童的出生和青少年的教养，全系国家的事业，管理后代的教育是国家负责人的神圣职责。由于儿童为国家所有，而非个人的私有财产，儿童受教育机会应是均等的。康帕内拉提出，断乳后，小孩便按性别交给男首长和女首长抚育，并让儿童共同游戏和学习。在太阳城，教育事业是由国家办理的，而且普及教育从学龄前开始直到初等教育。他的这种思想同柏拉图、莫尔的思想相一致。然而，初等教育以后，柏拉图主张筛选制，而康帕内拉还主张普及初等后教育——职业教育和军事教育。

值得注意的是，在太阳城，男女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男女幼儿一起在幼儿教育机关学习，“孩子们从两岁到三岁时就在房屋墙壁的周围游戏，并学习和读念字母”[37]。七八岁后，男女儿童都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再大一些，开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和其他学术。康帕内拉写道：“他们不分性别都从事抽象的研究工作和某种职业。”他同意柏拉图关于男女在智力上具有同样天赋的观点，而反对亚里士多德的女子在智力上要比男子差的观点。他指出：太阳城的“妇女既懂得军事也能负担其他的一些任务。因此……我是同意柏拉图的论点的；而凯耶塔的论据，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论据，却不能使我信服”[38]。他甚至认为在军事训练上女子应与男子同等。他说：领导者“负责领导12岁以上并在低级指导员的指导下受过角力、赛跑、掷石等训练男子使用武器……妇女也在她们的男女指导员的指导下受这一切训练……她们能像她们所颂扬的斯巴达妇女和亚马逊女人那样，帮助男子在城下作战，保卫城池”[39]。

（三）关于优生和学前教育

由于后代的出生及教育在太阳城被认为是一个关系到国家利益的问题，因此，国家对优生、学前教育极为重视，且派专人负责。对于优生问题，主要是在男女结合上对双方的素质加以严格的规定。康帕内拉说男女结合“应该把整个主要的注意力集中地放在生育子女问题上，必须重视的是双亲的天赋品质，而不是嫁妆和不可靠的贵族身份”[40]。为此太阳城对两性结合中的年龄、体格和体质予以高度的注意。在年龄上，未满19岁的妇女不能同异性发生性关系，男子则不应早于21岁。在体格上，为了“使他们能得到有益的平衡”，规定“体格匀称和美貌的女子，只能同体格匀称和健壮的男子结合；肥胖的男子与消瘦的女子结合，消瘦的男子与肥胖的女子结合”[41]。在体质上，为了避免男女双方结合生出体质孱弱的子女的危险，则要求削弱了自己的生命力和耗费了脑力的那些有学问的人与活泼热情的女子结合；而精力旺盛、敏感、不安分和性情暴躁的男子则配以肥胖而性情温和的女子。另外，康帕内拉还主张用占星术来确定性交的时辰。此外，还有一些具体规定，如性交只有在食物充分消化、并向天神做祈祷以后才能进行；性交前三天要戒欲，澄清一切坏思想，以及防止某些妇女贪图欢乐而有意避孕等。这一切措施的主旨无非为了优生，使民族一代胜过一代。康帕内拉还认识到良好的胎教是优生的另一重要环节，因此他提出必须重视胎教。为此还做了具体的解说：“妇女受孕后在两个星期内，不必从事体力劳动，此后，做些轻微的工作，使胎儿易于吸取母体营养而生长健康，同时也可以加强母体本身……根据医生的指示，只发给她们维护健康的食物。”[42]由此可见，康帕内拉的优生思想既有科学可取之处，但亦有些奇特乃至不尽科学之处。

关于学前教育，康帕内拉主张，儿童出生后，先由他们的母亲在一所特设的“公共大厦”里休养并照料婴儿。“公共大厦” 就是个集体母育学校，由专家指导母亲们对婴儿进行哺育。哺乳期为两年，但也可以根据“物理学家”的指示加以延长。断乳后，小孩子便按性别交给男、女教师抚育。在7岁以前，儿童们“在一起轻松地学习字母、看图、赛跑、游戏和角力，并根据画图认识历史和各种语言”[43]。另外，他们还进行体操、跑步、掷铁饼和其他可以平均发展四肢的体操和游戏的体育活动。康帕内拉的学前教育内容并不新鲜，但在他的学前教育设想中，有专职教师，甚至有专家指导的教室（学前教育机构），有学前教育制度。这样较宽范围地论述学前教育较之前人则是别开生面的。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康帕内拉继柏拉图之后鲜明地提出国家有责任使所有幼儿都得到平等的养护和教育，并试图通过公共学前教育机构，由专家进行养护和教育。这给予夸美纽斯以及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以深刻的影响。

（四）关于其他各类教育

1.初等教育

康帕内拉设想，不仅要推行公共学前教育，对太阳城儿童进行普及的初等教育也是很有必要的。儿童到8岁时，在他们根据墙上的字画学完初等数学以后，就让他们去听各门自然科学的课。在这里，初等教育安排了教师、课程和作息时间。“每门课程有四位讲师讲授，分四个组轮流学习他们的课程，以四个小时为限，一部分人在进行体育锻炼或履行公职时，另外一部分人则专心地听课。”[44]对于少年儿童来说，“公职”显然指他们在学校或社会的值日实习活动。在年龄稍大时，他们就开始学习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医学和其他学术等。可以看出，太阳城的人普及教育大约可到初中阶段。

2.中高等教育

主要是学习数学、医学和其他学术课程，趋向重视实科内容。中、高等教育采用自学研究和讨论、辩驳的书院式教法。每个人可能有自己研究探讨的领域并配有导师。康帕内拉介绍道：“大家在各个科学或手工业部门中获得职务，在那里，他们可以取得很大的成就，因为都有自己首领式的领导人指导工作。”[45]

3.职业教育

由于太阳城的居民人人劳动，故职业教育涉及所有人。康氏提出，太阳城的居民尊敬精通技艺和手艺的人。在7岁后，太阳城的儿童被“送到一些作坊去学着当鞋匠、面包师、铁匠、木匠和画师等等，以便了解每个人将来的志向”。再大一些的儿童则被派到“田野和畜牧场去观察和学习农业和畜牧业”，“识别草木和各种石头”[46]“学习某一门手艺”[47]“做打铁或建筑等等工作”[48]。由此可见，康帕内拉安排儿童在7岁后，一边接受普通教育，一边接受职业教育，两者并行不悖，并试图在儿童的职业学习和劳动中考察其智慧和志向，以便进一步因材施教。

4.军事教育

儿童12岁以后，便开始施以军事教育。军事教育的教官由“大力士”充当。男孩12岁以后，大力士就开始教男孩学习同敌人搏斗，同马和象搏斗；学习击剑、使用标枪和矛；学习射击、掷石和骑术、训练进攻和退却；学习保持战斗队形、支援战友、防止敌人进攻和退却。妇女也在她们的男、女指导员指导下接受这一训练。

5.成人教育

康帕内拉和莫尔一样，也谈到成人教育。他说，在太阳城里，一切公职、艺术工作和劳动，都是分配给大家承担的，每人每天只做不超过4小时的工作，其余的时间则用来研究各种科学，开座谈会、阅读、讲故事、写信、散步以及从事各种强身健体的活动，包括打球、套环、摔跤、射箭、射击和掷标枪等。大家都乐意从事这类活动。康帕内拉的这种通过减少劳动者工作时间，增加空余时间，促进劳动者身心健康发展的思想无疑对后来马克思的全面发展思想有一定的影响，而且，从中可以看到康帕内拉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中闪烁着“终身教育”思想的光辉。

（五）教育行政机构

太阳城设有职责较为分明的教育管理机构。由于太阳城较小，其教育管理机构只有中央和学校两级，不存在中间机构。最高统治者是祭司或所谓“太阳”。在他的下面有3位领导人，即 “威力”“智慧”和“爱”。“智慧”管理科学部门，承担科普责任。按照“智慧”的命令，在太阳城内外城墙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都悬挂着彩色的图表。这些图表反映了各种科学的严整的逻辑联系，以便让太阳城居民掌握科学知识。“爱”掌管衣、食、生育和教育。故主管生育的人员、教师、医生等均归“爱”领导。在太阳城，“智慧”相当于现代社会的科学部，“爱”则相当于教育卫生部，它们直接承担科学教育管理之责。

关于学校管理，太阳城教育分为四级：第一级为哺乳期，所设机构是“公共大厦”，其管理者为“物理学家”，教师是母亲。第二级是学前期，管理者为“男首长”和“女首长”，教师是 “有学问的老人”。第三级为少年时期，即8岁后的初等教育，这一级的管理者是“首长”，教师是四位讲师。第四级为青年期的中、高等教育，这一级的管理者是“首领式的领导人”。

（六）教育内容

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论及了教育的内容，涉及智、德、体、美、劳等多个方面。

1.智育

康帕内拉极其重视自然科学和实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这是因为，在康帕内拉时代，自然科学已有很大的发展，特别是意大利、法国和英国，应用科学已建立和发展起来。实用学科也逐渐在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社会开始发挥作用。康帕内拉看到了科学的巨大力量，看到了自然科学在发展生产和增进人类福利上的重大作用。可以看出，在太阳城的学校教育中，自然学科和应用学科十分突出，古典主义和神学几乎销声匿迹。这比晚于他的弥尔顿的有关主张还要进步。

太阳城学校的学科课程具体有：语法学、逻辑学、物理学、医学、政治学、伦理学、经济学、占星术学、天文学、宇宙学、音乐学、几何学、数学、诗词学、修饰学、农学、畜牧学，甚至还有膳食学、军事学。另外还有美术学科，包括绘画、雕刻等。太阳城的智育包括传授各科知识、训练技能和培养才智。太阳城里的孩子们在学习各门自然科学的课程之后，还从事研究比较抽象的科学，如数学和其他学术，并通过经常举行热烈的讨论和辩论，从而成为能随机应变的有才智的人。太阳城对语言教育极为重视。学前儿童就开始学习和读念字母，而较大的孩子便开始进行外国语的学习了。太阳城里的孩子在7岁以后就开始去学着当鞋匠、面包师、铁匠、木匠和画师，进行技能训练，从而成为受人尊敬的手艺人。

2.德育

康帕内拉为太阳城居民提出与公有制相适应的种种道德规范，例如，公正、宽容、勇敢、纯洁、慷慨、热心、诚实、慈善、勤奋、朝气、节制。此外，对忘恩负义、仇恨、彼此不尊重、懒惰、沮丧、狂暴、小丑行为和撒谎进行谴责和相应的惩罚。他虽然没有提出一套积极进取的道德理论，但排除了中世纪那些压抑人性的以及阻碍社会发展的道德规范，例如，对神的敬畏、顺从等。此外，他特别强调爱国思想。他说：“太阳城的居民令人难以想象地热爱祖国。”“比罗马人更加热爱祖国。”显然，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既包括对民族的感情，又包括对公有制的无限眷恋。这是与当时意大利遭受异族侵略，迫切需要培养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相联系的。

3.体育

康帕内拉和莫尔一样，主张采取古代雅典的体育制度。他不止一次地提到雅典式的体育学校，认为体育的目的是培养和锻炼健美的体格，从而强身健体，保卫国家。体育的内容有一般的体育活动、体操和军事训练。在太阳城里，孩子们从两三岁开始就在教师带领下进行跑步、掷铁饼和其他可以均衡发展四肢的体操和游戏等活动。稍大以后，孩子们则被带到野外练习赛跑、射击、掷标枪、打靶、猎捕野兽等。孩子们到12岁时，就开始接受军事训练。“这时这些男孩开始学习同敌人搏斗，同马和象搏斗；学习击剑，使用标枪和矛；学习射击、掷石和骑术，训练进攻和退却；学习保持战斗队形，支援战友，防止敌人进攻和退却。”[49]女孩子也同样要接受军事训练，以帮助男子作战，保卫城池。在当时经院主义学校排斥体育的情况下，康帕内拉重视体育，有着很大的进步意义。

4.美育

美育是康帕内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鲜明地反映了劳动人民的审美观。他说：“在太阳城的人民中根本看不到丑陋的人；妇女们都要工作，所以她们的皮肤呈健康色，身体的发育也很好，都成为一些体格匀称的富有朝气的人。……体格匀称，活泼和富有朝气就是他们的美。”[50]这里，康帕内拉把劳动、健康和美联系起来，把劳动和健康作为审美的一种标准，并以此抨击贵族统治阶级没落和腐朽的审美观，认为那些有闲阶级妇女由于游手好闲，无所事事，从而导致容貌衰老、肌肉松弛，不得不涂脂抹粉，精心打扮。她们这种以弱不禁风的体格为美“不仅破坏了自己的自然发展和健康，而且也破坏了她们后代的自然发展和健康”[51]。因此，康帕内拉指出：“那些愿意把美的基础建立在脸上涂脂抹粉，穿高跟鞋来显示身材，穿衣裙来遮掩粗腿之上的妇女，就要处以死刑。”[52]虽然这种看法有些片面和极端，但他以这种鲜明突出的形式，高扬早期无产者群众的审美观，有力地鼓动劳动人民对腐朽的统治阶级的憎恶，启发劳动人民的觉悟。

5.劳动教育和生活教育

康帕内拉主张对儿童实行劳动教育。他说：儿童到了7岁，就“把他们送到一些作坊去学着当鞋匠，面包师……以便了解每个人将来的志向”[53]。即观察其将来适合于从事哪一类工作。从8岁开始，儿童一边学习初等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课目，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即各种手工业、农业、畜牧业等。太阳城的人就是这样既受普通教育又受生产劳动教育。另外，康帕内拉还主张教育和生活联系起来。按照他的设想，儿童从两三岁起，就在教师的带领下，一边在城市中散步、锻炼，一边观看和学习四周城墙上的图画，从而获得最简单、初步的科学知识。大体说来，在7岁之前，即学前阶段，儿童是在游戏中接受教育的。而8岁以后，即学龄阶段，儿童一边在课堂里学习，一边从事自己所喜爱的生产劳动，并从中进一步学习各种科学知识，即在教育与生产劳动和日常生活的结合过程中学习。因此，可以说，康帕内拉所设想的太阳城的人们对下一代的教育是由学前阶段（7岁以前）的“游戏教育制度”转变为学龄阶段（7岁以后）的“与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制度”。[54]

（七）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康帕内拉批判经院主义学校那种脱离实际的教条主义的教学，提出直观教学原则，以提高教学效果。他为各种程度的学习者设计了与之相应的科学知识、社会常识的图画和图表。例如，为幼儿阶段儿童画有字母表，以及花草树木、鸟兽虫鱼、雨雪雷电的图画等，以便他们直观和清晰地认识周围环境和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事物；为青少年教育备有各种数学公式的图表，并附以文字说明，这样人们就可以看到某些定理和定义等；为培养高级人才，学习高深知识又准备了反映各种科学的非常严整的逻辑联系的图表和说明等。总之，在太阳城各个城区的“内外城墙的里里外外和上上下下都是挂着很美丽的图表”[55]，几乎包括了智育所提到的各门学科的内容。另外，还有各种手工业及其工具、各种科学和武器的发明者、各种历史人物的画像等作为青少年学习的直观教具。再者，太阳城的儿童还“根据大自然了解事物”[56]。这样，太阳城的人都可通过直观学习的方法去获取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知识。

康帕内拉十分乐观地肯定了这种直观教学法的效果。他说：“太阳城有许多教师负责讲授这些绘画的意义，因此，儿童在10岁以前就毫不费力地、轻松地通过直观教学法来掌握各种科学的基本知识了。”[57]可以说在此之前，还没有任何一位教育家或思想家像康帕内拉这样重视直观教学。

与直观教学相适应，康帕内拉推崇游戏法和活动法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对于年龄稍大的孩子，除了教师讲授和孩子阅读外，康帕内拉还主张使用讨论法和辩论法。

《太阳城》和《乌托邦》是姊妹篇，都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都把注重教育作为实施社会主义制度的主要任务。

与莫尔一样，康帕内拉的教育思想已超出了人文主义的水平。康帕内拉把组织教育看成国家头等大事，认为没有教育工作就不可能有太阳城，因而要求国家不遗余力办好教育。康帕内拉在《太阳城》中对经院主义教育弊端的揭露和抨击，对人人平等、财产公有、大家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崭新的教育制度的向往产生了石破天惊的回响。康帕内拉关于学龄前儿童游戏教育制度以及旨在体脑结合的学龄儿童教育与劳动相结合制度的论述、泛智式的教育内容、积极向上的审美教育思想以及建立在发达生产力基础之上的半工半读式的成人教育制度、课堂教学与课外学习相结合的方式、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以及直观性教学原则与方法的表达尽管在当时带有某些空想色彩，但却给后来的教育思想家以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以深刻的影响。恩格斯说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58]的时代，康帕内拉就是这一时代的一位巨人，同时又是用自己的肩膀托起未来的巨人。他的教育思想具有超越时代的特性，现代和未来的教育仍然能从中获得借鉴和启发。

第二节 安德里亚的教育思想

约翰·凡伦丁·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1586—1654）是17世纪德国思想家和教育活动家，早期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之一。他的《基督城》被称为继莫尔的《乌托邦》和康帕内拉的《太阳城》这两颗西欧空想社会主义史上最早的明珠后的“空想社会主义史上的第三颗明珠”[59]。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安德里亚在1586年8月17日出生于德国西南部符腾堡州杜宾根市附近的赫伦堡。他的曾祖父是一个金属工匠，祖父雅可布·安德里亚曾任杜宾根大学神学教授和校长，积极推行宗教改革，被称为“符腾堡的路德”。父亲约翰·安德里亚是路德派神甫，曾任赫伦堡神学院院长，还曾热衷于炼金术。母亲玛利亚·莫瑟·安德里亚对自然的研究也极感兴趣，曾在药房供职。在这种环境下，安德里亚从小就有着良好的教育条件。其父的宗教和科学素养，其母对事物的严谨态度均深深地影响了他，使他自幼熟读宗教经典并喜欢探究自然界的奥秘。1601年，安德里亚的父亲去世，随而举家迁往杜宾根。同年，年仅15岁的安德里亚进入杜宾根大学。在大学里，他兴趣宽泛，涉猎广博，攻读了天文学、神学、历史和文学，还热衷于音乐和绘画；又刻苦掌握了拉丁文、希腊文、希伯来文以及法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英文，表现出过人的天赋。在知识和现实的影响下，安德里亚在大学里就酷爱研究自然，又表现出宗教改革的观念。1605年，他在杜宾根大学荣获硕士学位。1607年，由于涉及违反校规的事件，他被开除出校，从此结束了学生生活。而这时，21岁的安德里亚，已从家庭和学校受到优等教育，有广博的学识和追求进步的思想，这为他一生的成就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607年后，安德里亚走向了社会。他先泛游国内，继而周游列国，先后到过法兰克福、海得尔及法国、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和瑞士。1611年，他访问了瑞士名城洛桑和日内瓦，那里宗教改革的成就、加尔文教徒平等和谐的社会组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由此萌发了将其特色引进德国教会中来的想法。1612 年，他还到罗马参观了柏拉图式的学院。多年的国内外漫游极大地开阔了他的眼界，使他对当时西欧新兴的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化和社会矛盾有了许多感性认识；同时，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在思想文化界形成的清新气息和人文主义思潮对中世纪以来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旧神学的冲击，也给予他很大的震动。这为他后来撰写空想社会主义作品提供了重要的生活源泉。

1614年，安德里亚回到国内，从此开始了他的教职，并从事著述。1612年出版《基督教宇宙观的诞生》，赞扬了早期的基督教。1614年，他与阿尼斯·伊丽莎白·葛鲁林在魏欣根结婚，并在同一年担任该教区牧师。在魏欣根，他一直住到1620年。安德里亚一生大约写了100部作品，其中40部就是在魏欣根这 6年中写成的。从国外归来后，德国经济上的落后、政治上的分裂和思想文化上的保守，使他深感非大加改革不可。1614年他写成的《博爱论》草拟了一个开展科学研究的计划大纲，以促进德国的“普遍改革”。当时许多激进人士也都在认真思考并纷纷提出改革的设想与方案。他的空想社会主义名著《基督城》就是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在杜宾根写成的。

安德里亚无疑详细研读过《乌托邦》。他在《基督城》开头部分就自谦地说：“这里并没有说什么对著名的托马斯·莫尔不利的话。至于说到我自己的作品，那是很容易弃如敝屣的，因为它不像莫尔的作品那么重要，或者那么丰富。”[60]而康帕内拉于1601年在意大利监狱中写成的《太阳城》，在1613年经德国学者托维·阿达米从意大利带回德国。回到德国后，阿达米主办了一所学校，亲自讲解康帕内拉的思想。大约1614年，安德里亚的助手托比亚斯·阿达米把《太阳城》手稿带到杜宾根。这如石击水，激起层层波澜。安德里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油然作云，沛然下雨，承接《乌托邦》《太阳城》的启发，另辟天地，运用他自己掌握的各种科学知识，结合多年国内外游历见闻，以他信奉的基督教教义为宗旨，精心构思，着意描述了他的基督教的理想国，终于在1618年写成《基督城》，并于1619年出版。

安德里亚于1654年6月27日病逝，享年68岁。他的后半生一直担任教职，致力于关注难民生计，并开展教育活动。他始终忠于他的《基督城》的理想，并为之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二、对封建制度和私有制的批判

（一）揭露封建社会不平等的现实

安德里亚和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对封建社会人吃人的现象深恶痛绝。他指出封建社会是以宗法和宗教固定下来的不公平的社会。在安德里亚看来，这种不公平的制度已违背了基督的初衷和宗旨，所以，他主张对封建的天主教进行革命性的改革。他热情地讴歌当时马丁·路德的改革，认为这种改革动摇了封建制度及其思想的代表天主教的权力，从而“公众事务的管理得到了调整，辉煌灿烂的文学与艺术得到了恢复”。并且由此而豪迈地说：“我们完全可以战胜许多已被征服的敌人——迷信、放荡和粗野。”然而，马丁·路德这场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宗教改革不够彻底，封建的罪恶依然如故。对此，安德里亚极为苦闷地说：

结果使得我们的喜悦恰似一场梦，留给我们的只不过是虚有其名罢了。[61]……由于我们的软弱性……不管我们看到的是都会、法庭，还是大学，到处无不暴露出肆无忌惮的野心、贪婪、酗酒、任性、嫉妒、懒惰，以及基督都为之感到极大战栗的其他恶习。[62]

安德里亚指出，封建特权是腐化、堕落的原因，不劳而获是社会最大的罪恶。他说封建统治者“由于门第显贵而享受特权，这使他们习以为常地任意犯罪和带头腐化……子女们却经常从过度欢乐的迷宫里滑到罪恶灭顶的深渊中去”[63]。“除了利用别人的双手、眼睛和耳朵之外，自己却一点也不劳动，而且他们在积累财富方面也是用同样的办法。”[64]他指出统治阶级自己不劳动，却依靠特权踏着被压迫者的肩膀，高高在上，无恶不作。他说：“这种人真该死。”[65]他认为严重的阶级对立和贫富悬殊造成社会极不公平，这种社会应该消亡。

（二）批判了资本主义金钱交易的罪恶

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许多学者只是迷迷糊糊地为资本主义唱赞歌。而安德里亚看到，资本主义打破了世袭特权制度，却代之以金钱特权。事实上，这两种不同形式的私有制度，在本质上是没有两样的。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金钱至上，在这里人的灵魂、人的尊严完全被金钱所俘虏；在金钱面前，人类的道德、美德却被扫涤荡尽。安德里亚说：“由于有了金钱，社会上贪污的事情发生了，天国被出卖了，灵魂也被出卖了，身体也无法自主，而且给人招来了无穷无尽的痛苦。”[66]他一针见血地说：“罪魁祸首就是金钱。”[67]他告诫人们：资本主义社会绝不是理想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给人类带来的痛苦并不比以前减轻多少。

安德里亚进一步指出，在资本主义金钱社会里，物欲横流，道德沦丧。这里“灵魂不如躯体，躯体不如钱财”，“一个人的灵魂可以廉价出售”。[68]甚至连“教会……变得比以前更有钱，更加令人可怕”[69]。金钱渗透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从而演出一幕幕人间悲剧，“产生了许多下流的恶行；做尽坏事，丧尽天良，毒化家庭，埋下祸根，散布耻辱，放松良心，招致流血，散布淫秽，挥霍资财，唤起基督的恐惧，散播绝望，放松处罚”[70]。

总之，安德里亚认为，私有制是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根源。私有制使人不思进步，只顾享受，道德堕落，只讲个人，贫富严重对立。他说：“世俗的声色狗马之徒……对于泥、水、石、煤和诸如此类的东西不屑一顾，而对于马、狗、妓女和类似的玩物……据为己有，以供他们取乐。”[71]“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为自己营造了永久的住宅。”[72]因此，只有消灭了私有制，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制度，消灭了贫富对立，良好的道德风尚才可能普及人间，人类才可能出现“千载太平天国”。

三、《基督城》的经济制度和社会生活

（一）经济制度及劳动和分配制度

在安德里亚设计的“基督城”中，一切生产资料均归公共所有，所有产品也都交到公共仓库。基督城的生产状况还处于手工劳动的阶段，生产水平比较低下，所以所有适龄人全部劳动。这里没有剥削者、懒汉，也没有奴隶，人人平等。劳动有专业分工。从事工业、农业、畜牧业者都有专门的技能，劳动时间不长，在劳动之余有“全国性的休息”。不同于“乌托邦”和“太阳城”所设的公共食堂，基督城所有的人都是各家自管一日三餐，这是因为他们认为在一起用膳的人过多，就难免产生争执和混乱。食物按年成和人口发给。在穿着方面，每人只发两套衣服，一套工作服，另一套是节日穿的，各阶层一视同仁。在居住方面，住宅由国家统一分配和指定个人使用。基督城的住宅家具陈设简单，但整洁干净。可见，由于基督城生产水平不高，人们生活并不富足，然而在吃、穿、住、用方面都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

（二）社会生活和道德、法律

基督城实行稳定的一夫一妻制。男满24岁，女满18岁才能结婚。男女结合除了他们之间真诚的爱情以外，还要征得父母的同意、亲戚的认可和法律的允许。婚后，男女平等，他们在小家庭中和睦相处，绝对没有丈夫打妻子的现象。这充分反映了安德里亚男女平等的主张。安德里亚还主张节制生育，一般一对夫妇只允许生育1～2个孩子。寡妇和鳏夫要满一年后方可再婚，以表示对原配偶的敬爱。国家指定专人照顾和护理老年人。当人们生病时，可以平等而随意地享用医药、诊所和厨房。共和国的人都有视死如归精神，称死亡为“长眠”，对死者施行土葬。以上主张反映了安德里亚的社会保障和人人平等、老有所养的思想。

基督城的人们的思想道德素质达到了很高的境界。他们反对特权，自觉抵制腐化。“在这个共和国里，继承头衔或者血统都没有什么价值，只有品德高尚方是值得称道的。”[73]他们树立了3种良好的品质：一律平等、渴望和平与蔑视金钱。由于共和国公民有很高的素质，“法律和律师”在这里没有什么用处，因为大家都是循规蹈矩地生活。这些反映了安德里亚对“德治”社会的向往。

（三）政体和对外政策

基督城不是君主国，而是实行集体领导的共和国。为了防止个人专权，共和国由3个人联合执政，他们分别管理司法、审计和经济。作者欣赏的是寡头政府，在3人执政之下政府共有官员8名，每个官员还有一个下属作为助手。基督城人民期望“遍及全球的和平”[74]，但为了防御外敌入侵，还不得不设有12个坚固的塔楼和16个小塔楼，防守严密。另外，还有兵器库并且施行全民皆兵的办法，他们“把武器分发给各个公民，以使在突然发生紧急情况下在家中做好保卫工作”[75]。同时，基督城又实行开放，既与外国互通有无，又尽可能给予外来人以帮助，并不闭关自守，孤芳自赏。

四、教育思想

与其社会政治观一样，安德里亚的教育思想也不能不受到《乌托邦》和《太阳城》的影响。然而，德国的科技发展状况和他本人的教育实践、教育阅历又构成了他教育立论的“立足”点，从而使他的教育思想带有他个人标记的浓郁的特色。

（一）对经院主义不合理教育的揭露和批判

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对经院主义排斥感觉经验、反对科学、否定实证的只读“死书本”的教育现象给予了形象的揭露和有力的批判。他形象地描绘出经院学校培养出的学生在突飞猛进的科学技术面前表现出的傲慢而又尴尬的神态，指出经院主义者们首先是“以愚蠢傲慢的态度，拒绝承认对自然界所作的全部调查研究以及人类理智所作的审查”。他们往往认为“自己是绝顶聪明”[76]，从而拒绝接受新生事物，蔑视实证方法，反对进步。然而愚蠢之至的正是这些自认为“绝顶聪明”的经院主义者们，在真正的科学面前，他们的智力如同婴孩。安德里亚说：他们连自己靠什么器官生存、感觉、呼吸、消化或者排泄都不知道，更不用说对自然科学的了解。“他们简直没有知识来考察事物并对人们解释这些事物，只是瞪着眼睛显出一筹莫展的惊奇。”[77]排斥科学的结果只能使他们自己对发展的世界茫然无知。

在揭露经院主义学校培养的人只知古、不知今的落后现实和目标之后，安德里亚还进一步分析了经院主义的教育方式。他认为经院主义教育方式既不符合时代要求，又践踏人性。他总结出经院主义教育的几大弊病：第一种弊病是只思不学，冥思苦想，排斥感觉经验。他形象地说这种方式是要求学生“在黑暗的岩洞里，并且带着一副愁眉苦脸，方可以进行教育”。这实在是“自欺欺人”。[78]第二种弊病是要求学生呆读死记，学习缺乏趣味性和积极性，教学中师生缺乏感情交流，学生由于不接触现实而思想麻木。第三种弊病则是经院主义教育“非常错误的关键所在”[79]，即动辄禁食、劳役，甚至鞭笞，最严重的还用监禁等手段来处罚学生，不把学生当人看。安德里亚由此愤怒地说经院学校的教师是“没有知识的人”，是“最卑鄙、最恶毒、最乏味和最粗鲁的人”。[80]在这种“没有知识的人”的管教之下，学生个个都变成了奴隶和书呆子。另外，安德里亚还指出当时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愚蠢观念根深蒂固，抨击了教育中没有女性的一席之地，所有女性都被排除在学识的行列之外的不公平现象。由于上述原因，安德里亚认为经院主义学校不能再成为青少年、儿童的学习之地，它已是一所“不恰当的，对身心有害的，甚至肮脏的监狱”[81]。在这监狱式的学校里，学生无任何自由、光明和快乐可言。

安德里亚最后告诉人们，这种脱离实际、严重倒退的经院主义旧教育已陷入颓靡衰败的困难境地。首先是“不可原谅的愚昧”、“忽视自然本来面目”的学习方法和学习态度所致。这样，学生学习不得要领，他们的心智处于一种孤陋寡闻的状态。“强烈追求了那么长的时间，花了那么多的钱，求教了那么多的书本”“还是懵然无知”。[82]另外，在经院主义学校里青少年表现出异常、腐化和犯法行为。可见，经院主义教育已是明日黄花，大厦将倾。他号召要让学生学习自然科学，接触社会，通过解放学生身心的方式来改造经院主义的旧教育，这样，才能使学校重现生机，使学生身心两健。

（二）重视科学技术教育

欧洲自文艺复兴以来，科学技术研究和科学技术应用逐渐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人们在实证的科学技术面前表现出叹为观止的信服。哥白尼、开普勒、牛顿等科学巨匠的献身精神和对人类的杰出贡献震撼了曾沉湎于宗教迷茫的世界。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足以表明当时欧洲人对科技的崇敬、热衷和向往，并成为当时一种时髦的口号。安德里亚生活在这么一种科技迅速发展、科学门类逐渐细化的时代，这就为基督城教育的设计平添了崭新的一章。

安德里亚把科学研究放在显要的位置。在基督城的国库重地后面，首先展示给人们的便是“实验室”。[83]这个实验室是专为化学这门科学建立起来的，里面配备有最精巧的炉子和化合与分解物质的各种装置。基督城的科技工作者们在这里对金属、矿石、植物，甚至牲畜的生命进行检验、精炼和结合繁殖的研究。可见，这个化学实验室带有生化研究的倾向。在解剖室里，研究者们解剖动物，也解剖人，这能帮助人们准确弄清人体各器官的位置并有着延续生命力的价值。这里的药物供应店既为人们提供医疗药物，又进行药用研究。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毒药和解药，你可以看到有的东西对人体的某些器官有益，有的则有害。所有这些，都用来发展医学、药学和生命科学。在物理大楼，这里以各种图像展现了自然发展的历史，有天空的万千气象，地上各个地区宜人的景色，包括不同种族的人们、动物的画像，生长发育的万物的形态，各种等级的石头和宝玉。这里的东西都是珍贵、奇特和不同凡响的自然界的样品，从而保证科学研究的真实性。这里还有机械器具陈列场，有近期发明的望远镜，以及供学习几何用的器具。总之，关于科学研究需要的器具应有尽有。在基督城的数学大楼里，这里有供研究用的天体图表和地球图表，有星罗棋布的天空图和日月星辰的复制品等。总之，基督城的研究机构，集当时科学研究成果之大成，各类器物应有尽有，以供科技人员和学生进一步学习和研究。

在基督城，科学研究注重应用于实际，使之变为直接的生产力。“用简单的一句话说，这里实行的是一种应用科学。”[84]“基督城”里有从事手工的工场，以便于科学技术的应用。这些工场从事金属的加热、冶炼、熔化和铸造，还有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制造陶器，从而使科技转变为物质产品。基督城因为重视科学技术的应用，从而也产生了很多高级手艺的技师，如时钟制造师、金箔锤制师、镌刻师、雕刻师等。同时还拥有大批的技工，如铁匠、铜匠、锡匠、锻工、车工、纺织工、漂洗工、制革工，以及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制造陶器的技术工人。在技工中还要展开互相竞赛。这种竞赛“其目的在于使人拥有某种手段，使人们和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优点通过各种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85]。竞争使人们掌握对现有机器的运用，从而把科技理论转化为科技应用，发展生产力。这里，安德里亚提出了科技开放、科技普及及反对科技垄断的思想。

劳动者要进行科学研究和科技运用，就必须接受科技教育。安德里亚主张要对所有公民和青少年、儿童实行科技教育和专业（职业）训练。由于“他们在很久以前就受过训练，深谙科学工作中的个中三味”，所以，“在这里没有人像驮畜干活那样被迫去做他们所不熟悉的工作”[86]。因为他们接受了科学教育，这些公民都成为高级技师或技工。基督城行业的手艺人都是受过完全教育的。安德里亚注意对公民科技兴趣的培养，因而在自然科学的研究和科技应用工作中，这里的公民对于科学都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对于自然界的内部奥秘感到由衷的兴趣”[87]。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安德里亚第一次揭示了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大作用，强调加强对成人和青少年进行科技教育，从而使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

（三）论教育对象和女子教育

与太阳城不同，基督城没有取消家庭，但在教育方式上，两者是一致的，都实施公育。安德里亚主张基督城所有儿童都应该接受国家的教育，所有儿童从6岁开始接受公共教育。“总的说来，公民的所有的孩子，不管是男是女，都要参加训练。”[88]在这里，所有的公民都是受过教育的人。“别的地方的人认为，这些只是少数人所专有的特征；而这里的居民却申辩说，这是所有的人都应该达到的目标。”[89]可见，在基督城，这里的教育无等级、无男女之分，人人平等。可以看出，安德里亚已具有对少年儿童进行义务教育的思想。

在当时的德国，女性往往被排除在有学识者的行列之外，而基督城却恰恰相反，基督城的人认为“上帝对于女性就从来没有做过任何否定”[90]。因而没有什么美德是妇女达不到的，甚至还可以说，没有什么美德是她们所不能超越的。针对世俗中“女子是祸水”的蔑视和污辱态度，相反，基督城的作者高歌颂扬女子的品德，甚至表现出“宁愿喜欢她们而不喜欢男人”[91]。基督城的人们认为妇女对社会优良风貌的形成起很大作用，她们“闪烁着天国禀赋的光辉”。在基督城的家庭中，男子也很尊重和推崇其妻子的劳动，不管做丈夫的从事什么样的职业，没有一个人会认为他自己高过妻室的光荣劳动。在对待女子的教育上，基督城居民的观点是“她们生来在接受教育方面是毫不逊色的”[92]。他们希望女性能自由地受到教育，国家要尽到对年轻妇女和少女实施教育的责任，这样方便于她们的天赋得到更好的发挥。至于如何实施女子教育，安德里亚倾向于男女进行分途教育。在少儿期，在公共的学习场所里，由最正直的男女导师对男女学生分别进行按性别管理的教育；到青年期，在青年的宿舍中，专辟“第三侧”作为女子用的学习场所。男女青年的学习时间分别定在上午及下午。女生有女舍监和学问渊博的先生当导师。另外，由于基督城存在家庭，安德里亚主张女子在青年期后进行手工工艺训练以及持家艺术和家政学的学习。

（四）教育目的、教育阶段和教育内容

1.教育目的和教育阶段

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把教育目的概括为三个方面：“首要的，最崇高的行为就是一颗纯洁、忠实的心去敬仰上帝；其次是争取树立最美好、最纯洁的德性；再次是培养精神力量。”这种教育目的论是安德里亚哲学观中宗教色彩的反映，他要培养的是“千载太平天国”的创造者和具有共产思想的人。

根据这一教育目的以及安德里亚的有家庭存在的社会观，他把教育划分为两大类、四阶段。两大类即家庭教育和公共教育。6岁前儿童在家庭中受教育。6岁后儿童由国家进行公育。四阶段是学前教育（0～6岁）、初等教育（儿童期）、中等教育（少年期）、高等教育以及职业教育（青年期）。与教育目标相适应，为了培养对基督虔诚的人，安德里亚又把整个正规教育分为3个时期：即初始时期（学前教育）、进展时期（包括儿童期和少年期）、完成过程时期（青年期）。当青年从完成期毕业后，他们就会变得更加成熟，从而也就更为接近教育目标了。

2.教育内容

《基督城》所设计的教育内容有两个明显的特色：一是教育内容包括智、美、德、体、劳全面发展教育的各个方面；二是注重实科教育。

基督城宽敞而明亮的学校设有8个讲堂，青少年、儿童可以在8个讲堂任意接受教育和训练。这8个讲堂进行相应的各学科的教育，即文法、逻辑、算术、音乐、天文学、自然科学、伦理学和神学等百科全书式的学科教育。

具体地说，文法、逻辑、算术、天文学、自然科学这5个讲堂主要是对学生进行智育。在这些讲堂里，不仅要传授给学生多种多样的知识，并且还要对学生进行智力、能力和技能的训练。文法这个讲堂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文法和古代语言，包括对希伯来语、希腊语和拉丁语的学习。学生在文法和古代语言的学习中还可以相应地增强记忆力，提高判断力并培养出诚实的个性等。第二部分是演讲术，它为有一定的文学和文化底蕴的“更成熟一点的学生”，即青年人而设。第三部分是各种现代语言，主要为 “相当年纪的人”，即中青年学生开设。他们学习和了解现代各种语言，借以能够与世界上许多民族互相沟通。逻辑学或伦理学也包括三部分，即伦理学、形而上学和神智学。在这里教师教学生如何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进行归类、演绎推理的尝试性练习，并在此基础上学习和研究哲学，训练头脑的思维能力。学术讲堂包括算术及其姊妹学科几何学。算术表示的是数字，几何学用线条进行表示，学生在算术讲堂中将获取有关数、形的知识，并发展抽象能力。

美育在这里得到高度重视，并且相当普及。学生音乐水平较高，他们能根据性别和年龄对各种声音做精密的配合。所以，当他们公开集会的时候，他们全体发出来的音响听起来就像和谐一致的协奏曲。几乎没有什么别的东西能和如此雄伟壮丽的音乐相提并论，产生“巨大的魅力”。在音乐讲堂，每个学生可以根据他的爱好，自由选择乐器，古琵琶、小提琴、竖琴、吹奏乐器或风琴应有尽有。他们还经常举行音乐活动，“利用合唱队在这个城市里走街串巷，每个礼拜一次，再加上节日以达到这个目的”[93]。可见基督城是通过上述音乐教学和活动来培养学生对音乐的兴趣、爱好，增强他们之间的配合协助能力。基督城学校还有一条重要的美育途径，就是利用绘画艺术来培养青少年、儿童的美感。这里专门设有绘画艺术工作室，城市到处都有图画装饰，把当地发生的事情绘成图片以教育青年。人们还用名人图片和雕像来教育、陶冶青年，培养他们美好的心灵。

伦理学讲堂旨在培养学生的美德，是德育的主要基地。这里要培养学生谨慎、正义、公道、勇敢以及诸如此类的优良品质。对学生的要求不仅是希望他们能严格遵守命令和规则，而且能把这些美德表现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在实际行动上。

基督城学生的体育一般在城里的空地上或者在旷野里进行。其体育活动包括赛跑、摔跤、打球，乃至操练兵器和驯马等。基督城的人从小就对孩子进行职业意识和劳动技能教育。

在教学内容中，安德里亚的实科教育思想引人注目。基督城设有实验室、医学解剖室及数学、物理大楼等基础科学和实用科学研究的硬件设施。专为医学和法学配有教学和实习的场地。如有进行外科手术的房间，以培养医生和护士，并且专由塞斯贝尔同他的两位助手扎尔费特和盖弟尔负责管理实科教学工作。尽管律师在充满正义的基督城没有多大作用，但基督城还是通过法学来培养律师，以抄写文件和整理档案。

（五）各级各类的教育

1.学前教育

安德里亚对婴儿的出生和哺育极为重视。基督城的人们把生男育女看成妇女最伟大的成就，妇女由于承担生育之责，故甚至比男子社会地位还高。孩子出生时，由有相当知识和熟练技能的接生婆接生。安德里亚主张对孩子进行母乳哺育，以增进母子感情。产妇和婴儿有专人照管。产假期间，基督城给产妇以种种优待。产妇休假42天，以便于照顾好自己的孩子。同时，由公共日用供销店供应适合于产妇食用的、易于消化的食物，使母乳更有营养。0～6岁的学前儿童在家庭接受教育，6岁后便住进集体宿舍接受公育。

2.职业技术教育

由于科学技术在基督城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基督城有比较细致和具体的社会分工。基督城的居民“分别和金属、石料、木材以及纺织品材料打交道”。他们制盐、制砖、制造玻璃和制造陶器。因此，对学生进行职业（专业）教育，把他们培养成具有一定专长或技能的技工是必不可少的。在基督城，“这些行业的手艺人几乎都是受过完全教育的人”[94]。在职业（专业）本领的训练上，可以考虑让学生学习两方面的专长（技能），或者让学生自行选择他最喜欢的一种职业或技艺，也可以让学生跟着他自己的长辈学，以使这方面手艺代代相传，延续不绝。由于在基督城里，各种工作都只是被看作社会分工的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都同样受到尊重，因此，基督城从钟表匠到泥水匠，从车工到毛皮加工，每一种（专业）职业都有学生选择学习。在职业教育方面，女学生一般选择缝纫、纺织、织布、刺绣专业者较多。

3.高等教育

基督城学校的8个讲堂中，每个讲堂开设的课程，既有中初等教育内容，也有高等教育的内容。高等教育的内容比中等教育内容要宽泛、高深、抽象。中青年学生进入高等教育学习。

4.成人教育

基督城的人们“每天工作的时数并不多，可是他们完成工作并不比其他地方的人少”[95]。这样，基督城的人们有充分的时间和物质条件来进行劳动后的娱乐和教育。他们在全国性的比较长的休息时间里，尽量去充实着自己的文化生活，进行学习和讨论。他们这种休假“多半是为着精神，而较少为着肉体，更多的为着灵魂，而不单纯为着躯壳”[96]。妇女在闲暇时间进行持家艺术和家政学的学习。另外，她们在业余时间里还在空地上和旷野进行体育活动来锻炼身体。

5.社会教育

基督城的图书馆是进行社会教育的主要场所。这里的图书馆面积相当大，里面藏有无数种类和精彩的文学艺术作品。图书馆藏书极为丰富，几乎其他地方没有的书，这里都能找到。基督城的人们认识到：“一个人所懂得的东西是多么有限”[97]，因此，人们都如饥似渴地到这里来学习。国家的档案馆保存法律、国家公布的条例以及记载先辈言行的编年史等。这里是基督城公民了解祖国辉煌历史的地方。另外，基督城还通过设立图片展览、设置公共设施（如雕像等），设法使人们很容易地增长知识，增进美德。

（六）教育的原理、原则和教学组织形式

安德里亚指出，环境对人的发展有巨大的影响，认为好的环境可以塑造优秀的公民，而不良的环境可能导致人们变坏乃至犯罪。为此，基督城整夜点起灯笼，以保证长夜通明。“他们不允许夜晚漆黑，他们点起灯笼把城市照得通明，目的是想给城市的安全创造条件，不让白白闲逛的现象继续存在。”[98]基督城的人认为罪恶的动机总是因黑暗而起，罪恶的勾当总是在黑暗中进行。“这种大放光明的方式会使在黑夜里工作的人减轻恐惧，会揭开我们的情欲所急于用来遮盖放荡和淫乱的那层帷幕。”[99]他指出，这种通宵达旦的光明，未雨绸缪的做法，会使人们祛除心灵上的恶念。同时，人们在光明底下充满正义、慷慨勇敢。因此他大声疾呼：“让我们不要放弃这种方式吧！”[100]安德里亚主张社会环境应井然有序，这样的环境才会形成人们良好的习惯和品行。因此，他设计的基督城中所有的人都是大家自管每日三餐。因为大家如一起在食堂用膳，就难免争执和混乱。总之，安德里亚要求创造督促人们上进、防止思想堕落和有防微杜渐作用的社会环境。

《基督城》中还凸显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原则和直观性教学原则。基督城的劳动不会使人们疲惫而憔悴不堪，相反，他们的精力经过这种劳动的完美的劳逸平衡而得到增强。他们都去积极地处理自己的工作，因为他们在劳动中追求到了愉快的心境。在劳动中，他们学习劳动知识，掌握现代机器工作原理，并在实践中时有创造发明。“他们思想上最显著的特点能够通过不同的机器展现出来。”[101]另外，学校教育中也渗透着劳动知识和劳动技能的教育。学校有各种的专业性教育，并通过这一教育培养出各个行业的手艺人。

和康帕内拉一样，安德里亚也非常强调直观教学。他认为教学要注意学生的学习心理，用艺术形象性的东西来教育学生，学生学习就更加容易进行。在基督城，人们既用直观形象的东西对学生进行智育，又用形象教学对学生进行德育。学生集体宿舍的每个房间都有适合于学生们观看的描述当地所发生的事情的图画，用以教育青年，并使之从中获取经验，或引以为鉴。名人的图片和雕像，随处可见，以用他们的英雄气概和独创性的事业去激励青年人奋发有为，并努力模仿、实践他们的美德。另外有描述建筑、配景、修饰和筑垒的机械草图和统计图表的教具，以便学生进行职业教育教学之用。

安德里亚对柏拉图的教育性教学思想加以发挥。他认为，对于形象性的教材要加以认真控制和监督，以保证它们的纯洁性。要防止“用低级下流的图画毒害天真无邪的人们的心灵”[102]，要求对教材进行“扫黄”“打非”。难能可贵的是400多年前的安德里亚提出了净化社会环境的思想，他认为狂欢乱舞、靡靡之音、酗酒闹事的现象应在社会上绝迹，这样才能保证儿童身心得到健康成长。

《基督城》描述的“讲堂”制教学算得上是班级教学思想的表现。基督城学校所设8个讲堂分属不同的学习部门，讲授各不相同的科学。学生在各个讲堂里听课，学习和接受教师的指导。由于各讲堂在讲解教学科目时注意了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教材，注意了内容难易的递进性，所以，一般来说，是年龄基本相同、文化程度基本接近的学生同时在讲堂听课。可能由于缺乏校舍，基督城学校采取二部制：“男青年要在上午学习几个课时，女青年则规定在下午，他们有舍监和学问渊博的先生导师”，因此，基督城学校的“讲堂”制具备了班级教学中统一教室、集体教学、课时制、教师和班主任等初步特征。虽然它还不具备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的全部条件，但“讲堂”制毕竟不是个别教学。这种“讲堂”制思想可谓夸美纽斯的班级授课制理论的先导之一。[103]

（七）教师和教育行政组织

1.教师

由于基督城重视教育事业，所以他们特别注重认真挑选教师。这里的教师还有着“官师合一”的意味。教师都是上了年纪、富有经验、具有美德的人，他们经常有机会跻身于国家领导的行列。安德里亚给教师提出了很高的标准：要有仁爱的心肠，热爱学生，有一套理想的教育教学方法，最主要的是能够为人师表。他认为：“除非一个人能够胜任国家赋予的职责，他是不可能精心培养青年的；而一个能够成功地培养青年的人，也就有权去管理政府的事务。”[104]可见，在安德里亚心目中，能为师者，即可为官，构成国家之栋梁。因此，人们对教师格外地尊重。

2.教育行政组织

基督城有从上到下的教育行政机构。其中最高层者，由两位官员负责，一名是教堂的副执事，名叫阿茨班，另一名名叫亚比阿尔密顿。他俩密切合作，负责管理教育青年的任务。中层管理机构管理者是塞斯贝沙同他的两位助手，负责职业教育管理工作。基层（或学校）管理者是女舍监，她们负责对学校工作的日常事务管理，并执行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工作。学问渊博的导师负责对学生的具体教育教学工作。

安德里亚的《基督城》是继莫尔的《乌托邦》、康帕内拉的 《太阳城》之后的又一部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著作。尽管安德里亚的空想社会主义还颇为粗糙，此外在某些方面还不及首倡者们的思想。更有甚者，安德里亚的共产主义和基督教信仰还存在着不可割舍的联系。然而无论如何，《基督城》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第三颗明珠是当之无愧的。安德里亚对于他所渴求的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压迫和剥削、人人参加劳动的共产主义社会应如何对公民、对青少年一代进行教育和训练提出了许多可贵的设想。这些设想对后来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同样具有深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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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法国理性主义教育思潮

17世纪的法国正处于一个理性主义的时代。被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的笛卡儿以理性主义哲学观为指导提出了新的科学观，强调理性的培养和思维的发展，主张理性至上的伦理原则，反对一切传统观念，要求获得具有确定性的知识，从而引发了理性主义教育思潮。它对17～18世纪法国中等学校的影响很大。也正是在笛卡儿思想的影响下，法国教育家芬乃龙在女子教育和早期教育问题上提出了新的见解。

第一节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

人类理性精神在中世纪异化为宗教理性。通过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做中介，人类主体自我意识逐渐觉醒，开始扬弃宗教理性而回复到独立自主的主体性。理性在17、18世纪成为判决一切的标准和权威。思维与存在的对立取代了上帝与世界的对立，精神拓进到了真正理性的时代。这一理性时代精神，通过理性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科学理性思想和法国的政治理性主义及资产阶级大革命达至高峰。这是人类理性精神的黄金时代，也是资本主义勃兴的时代。

17世纪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而且一些哲学史家，都将西方近代哲学史的真正源头界定在17世纪。他们或者认为弗兰西斯·培根才是近代西方哲学史上的第一位代表；或者认为笛卡儿是西方近代哲学的真正始祖。如果说15、16世纪哲学的特征是——巨人们在思想，那么17世纪的哲学特征是——哲学界有巨人。虽然文艺复兴运动已经历了近300年的历史，但西方近代哲学则直到培根、笛卡儿，才算露出庐山真面目。

近代哲学，作为人类近代精神的概念显然体现了时代精神的特质，这就是封建时代的终结和近代资本主义的开端；是需要理性、科学的时代；是面对自然、社会和人自身的革新时代。所以思维需要以自然、社会和人本身，即普遍规律本身为对象。这样，近代哲学就以清晰明白的思维，通过以培根为代表的英国经验论或理性经验主义，通过以笛卡儿为代表的唯理论及科学理性思想，通过18世纪法国的政治理性主义，揭示了思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与自身精神的关系。理性的复兴亦即思维追求科学知识的科学思维确定性的复兴。求得真正知识及其追求相应的科学方法或思维方式，即是理性大复兴的重任。[1]由此产生出唯物论和经验论两种不同的学派来。

一、经验主义

以培根的哲学为代表的唯物经验论哲学，体现了人类理性精神在资本主义勃兴时代面对自然，寻求自然科学及其新方法的哲学倾向。他的哲学将知识建立在观察、实验和经验基础上，为近代科学振兴指明了方向。

经验主义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培根、霍布斯、洛克、贝克莱（G. Berkeley）和休谟（D. Hume）。他们的认识论学说在很多方面相异，甚至对立。其共同点在于他们都承认知识和观念起源于经验这一原理（尽管他们对经验的理解也很不相同）。同时，还应看到，经验论本身并非排斥理性。毋宁说与唯理派哲学的观点有某种渗透性和相融性，只是在对知识来源的确定性上与理性主义不同罢了。近代理性精神是伴随着资本主义时代及其科学而出现的，体现在哲学中则呈现出经验论的认识倾向，强调知识、科学的经验、实验特性。这也反映出各自的民族文化特色。英国人的务实精神和自由主义风格，大体上就是17世纪经验主义哲学的主调。[2]英国哲学务实明快，长于归纳，而英国又是资本主义发展最早的国家，因此哲学的经验论倾向表现突出。培根的实验科学思想及其唯物主义经验论，开辟了人类认识的新时代，将人类从经院哲学的思维方式和定势，扭转到一个面对自然、面对生产，以实验科学、经验为基础的新知识方法论上。这种新方法从经验、个别、特殊出发，概括出一般、普遍，然后再指导个别。这就是经验论的归纳法。他认为，新时代必须给人们新的认识方法，才能获得科学知识或真理，才能认识和改造自然，获取人类需要的功利，提出了 “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而要获得真知识，必须摒弃宗教神学的荒谬识见，批判经院哲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在此基础上建立以经验为基础的新的科学方法即归纳法。培根认为传统的演绎法不能使人获得新知识，因为它是从抽象的一般推出个别，于是“一般”就成了权威和教条，阻碍人们获得新知识。

培根将归纳视为唯一科学方法，否认演绎法在认识中应有的作用是片面的；但当中世纪宗教神学思想及思维方式还在阻碍近代人类理性思维时，培根以叛逆旧思维方式的勇气，从大胆地抨击上帝的一般存在，推出个别的演绎法，提倡反传统演绎的新思维方法和科学方法，主张从现存的特殊的具体的事物中寻求一般、共相、规律，这不仅具有科学价值和意义，而且也具有反对封建文化的社会意义。培根的哲学实际上是以经验为基础的理性和经验同一的哲学。这是新时代的新哲学、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从培根开始，霍布斯、洛克皆是经验论的继承和发展者。

二、理性主义

近代理性精神由培根导向认识、科学的经验论方向，笛卡儿则使近代理性精神转向了清新的纯思维方向。作为数学家的笛卡儿，从数学的明晰性和逻辑性出发，将数学的纯理智分析应用在哲学思维中，使他的科学观和哲学观出现了与培根迥然不同的方向：培根重事实而忽视数学，他则以数学的逻辑作为追求科学的手段；培根用经验的归纳法反对经验哲学的认识方法，笛卡儿则用理性演绎法否定经验哲学的认识方法；培根以批判“4种假象”作为扫除偏见、净化理性的思想武器，笛卡儿则以普遍怀疑的原则，作为他建立新世界观的出发点和基础。[3]

笛卡儿以清晰明白的观念作为他的哲学的基础，认为理性是人的天赋，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就在于人的理性禀赋，心灵的本性是思维。虽然他也谈到情感、欲望、意志，但他思考的重心是思维问题，所以他的理性观念天赋论是近代理性精神的纯理智思维形式的显现；是与经验论相对立，又相互渗透的又一个理性思维形式。大陆国家的专制传统，又促使大陆哲学形成更抽象与更富于思辨性的理论风格。17世纪的法国尤其是一个理性的国度，从它的文学、艺术到人的礼仪、风俗均是以理性著称的。理性事实上限制、压抑、歪曲了人的情感。理性时代需要理性哲学，理性哲学需要有理智气质的哲学家。就气质、性格而言，笛卡儿是时代哲学家的理想人选。而笛卡儿一生的追求，除去学问，就是安宁，为学问冥思苦想，为安宁东走西奔，他个人的情感生活则十分贫乏。难怪他的哲学不为情感、欲望留出应有的地位。[4]正如黑格尔所说：笛卡儿使哲学在奔波了1000年之后，现在才回到了这个思维的新基础。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5]

笛卡儿认为，人类几千年来获得的知识之所以有许多错误，就在于思维的错误；而思维的错误在于人的思维屈从于种种外在形式的权威、习惯和偏见，而没有确立人自身的理性思维的权威，不能从心灵中的明晰观念出发，明白地理解事物。他认为，只有从人的理性观念出发，从清晰明白的概念出发，才能获得正确知识。从人的本质是思维这一前提出发，笛卡儿确立了普遍怀疑原则及“我思故我在”的主体性至上原则。他以鲜明的主体性代替经院哲学的神学性，以清新明晰的思维取代盲目沉醉的信仰，以人取代上帝，这无疑成为近代科学理性精神划时代的开端。“没有人像笛卡儿这样如此清晰、敏锐和引人注目地表达了作为认识论基础的方法论。没有人使我们意识到迫切需要去提出这样的问题：我真的认识了吗？我的信念真正建立在理性可接受的证据的基础上吗？”[6]

总之，17世纪西方哲学可分为两个区域：一是英伦三岛，二是西欧大陆；以及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英国经验主义，另一是欧洲大陆的理性主义。这两个派别尽管有区别，但毫无例外都是新兴的成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哲学。它们在反对和批判中世纪哲学、保卫和守护资本主义文明成果、启迪和总结资本主义思想文明等方面，都是完全一致的。因此，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分歧，或许只是证明它们各自的认识局限性。若从积极方面考虑，则只是证明了双方的认识论的特色。

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最大的区别在于：前者以感觉经验作为自己哲学体系的认识基础，后者则以经验的理念模式作为自己哲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因此，经验主义尤其是产生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后的经验主义，其唯物主义倾向比较明显；而理性主义，出于它们的先验性质，所以即使并不完全否认经验的作用，也容易走到二元化的结局中去。经验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有它发生、发展的必然过程；而理性主义系统内部也绝非铁板一块。“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终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彼此借鉴，相互促进，直至走向新的历史天地。”[7]

第二节 笛卡儿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及著作

勒奈·笛卡儿（Rene Descartes，1596—1650）是法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数学家，近代西方理性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之一。他和弗兰西斯·培根一样对欧洲哲学摆脱经院主义的束缚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故被黑格尔称为“现代哲学之父”。

笛卡儿出身贵族，其家庭是一个典型的绅士家庭。他的祖父和外祖父都是医生，母系一方亲属多以法官为业。尽管家庭富有且属于书香门第，然而他不幸襁褓丧母，父亲无多关怀，从而在他心灵深处从小就埋下了孤独的种子。他8岁时就开始在当时欧洲最著名的由耶稣会开办的拉·弗莱施公学接受正规的传统教育。他学习了古代语言、经院哲学和数学，学习成绩出色，数学才能更是出类拔萃。“在数学中他找到了他渴望的确定性和明晰性，其他科目则不能使他满足。”[8]同时他也接触到一些宣传新思想的书籍，开阔了他的眼界，开始采取批判的眼光看待一切，认为传统的学问实在无用。

1612年，笛卡儿从该校毕业后去了巴黎，和一群纨绔子弟搅在一起，自由放荡，无所不为。但他很快便厌倦了这种生活。1616年，他到普瓦蒂埃大学学习两年，获法学学位。随即在欧洲各地旅行，放弃过去的学习方法，“只追求在他本身或在世界这部大书中可以发现的那种科学”[9]。1618年，他在荷兰以志愿兵的身份参加了新教的军队，但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只是服兵役，作为当时绅士教育的一种补充。在那里他无事可做，似乎享受了两年不受干扰的沉思。由于身体原因，在军队他只担任了一些文职工作。军队的生活显然对他有重要影响，笛卡儿本人的心态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此期间，他研究了数学、天文学、地球学、气象学等方面的问题，并有幸结识了一些科学家。1621年，他离开军队，集中精力从事旅行和研究工作。1625—1628年，他在巴黎与科学界的朋友聚在一起。但是，他感到需要幽静，于是卖掉了贵族的世袭领地，隐居荷兰达20年。在此期间，他除了回过几次法国和去过一次英国外，一直潜心从事科学研究。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为安宁又最富于创造成果的时期。他的最重要的哲学著作《第一哲学沉思集》（Meditationes des Prima Philosophi，1641，后改名为《形而上学的沉思》）、《哲学原理》（Principia Philosophiae，1644）及《论心灵的情感》（Traite Despassions Delame，1649）等著作都创作于此。1647—1648年，他曾在巴黎会见一些著名的同时代人，如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物理学家、天文学家伽桑狄（Pierre Gassendi），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霍布斯（Thomas Hobbes）等。瑞典女王克里斯丁娜（Christina）对哲学极感兴趣，执意请笛卡儿到瑞典。虽经再三婉拒，无奈女王坚决邀请，他只好于1649年10月赴瑞典。那里的天气损害了他的健康，仅3个月后他便与世长辞，终年54岁。他终生未婚。

笛卡儿一生从未担任过公职，亦未曾参加过大的政治活动，把大量的时间花在旅行、沉思和科学研究及著述上。其他主要著作有：《指导心灵的规则》（Regnlaead Dirctionem Inenii，1629）、《方法论》（Disoours do la me Thode，1637）等。

二、哲学思想

笛卡儿倾心于新科学，认为只有科学才能给人类带来幸福，因此他与培根被称为近代科学的两位伟大的旗手。但笛卡儿并未囿于为生产技术而研究科学的原则，认识科学的底蕴。他既不限于追求经验、利用经验，还要追问人是怎样研究科学的，这就是要提高到世界观的水平，建立新的科学的哲学。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造福人类。作为科学家、数学家的笛卡儿，其哲学既富于科学精神，又具有强烈的思辨特色。换言之，就使他的哲学更近乎后来人们心目中的狭义哲学。他的哲学是西方最先成熟的近代哲学。唯其如此，他对中世纪经院哲学并不采取完全否定的态度，尽管他不屑于为之辩护，只是在他自己的体系中吸收和保留了经院哲学的有益因素。据此，笛卡儿哲学便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系与风格。

笛卡儿把其哲学分成3部分：形而上学、物理学、其他各门具体科学，其中以形而上学作为全部学说的基础。他将人类知识比喻为一株大树，看到了各个学科之间存在着种种内在联系。这与培根不一样。培根重视分科，并以归纳法为依据；虽然排挤了神学，却失之粗疏，不能揭示各学科之间的内在关系。笛卡儿认为，人类知识像一棵树，形而上学是这棵树的树根，物理学是这棵树的树干，树的枝端则是众多的支脉学科。可见他使用的是演绎法。他从树根——形而上学方法开始，经过演绎，到达树干和枝茎，形成有序的系统的知识体系，进而提出天赋真理的存在。他一方面承认人类知识的先天存在，另一方面又主张人类只有通过思考和怀疑才能达到知识境界。这既不像传统的神学观念，又不像经验主义；他的哲学知识树，竟是一株倒着生长的树，其树根不是活生生的物质，而是一种超自然的精神。他一方面相信上帝的存在，另一方面又要进行独立的人的纯粹形而上学式的思考。于是他的哲学结构便形成双元性质：一方面强调人的知识的先天性，另一方面又强调人的认识的后天性；一方面把形而上学的地位抬得很高，另一方面又承认物理学的主干作用。由此看来，笛卡儿常在上帝与科学之间奔忙，一仆而二主，使他大伤脑筋。恰如马克思评论的“他把他的物理学和他的形而上学完全分开”[10]，其中一半是唯心主义，一半是唯物主义。

在宗教观方面，笛卡儿自称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为了保证自己的恭顺与虔诚，还自己动手给自己规定了行为守则：“服从我国的法律和习惯”而且“笃守上帝恩赐我从小就领受到的宗教信仰”。[11]然而天主教会对他却从来没有满意过，甚至在他死后还要将其著作列入罗马天主教的禁书目录。到1691年，禁止在法国的任何学校中教授有关笛卡儿的任何著作。实际上，他是西方近代史上第一个试图以哲学方式解释宗教的人，换言之，就是用人的眼光去看待上帝的人。依中世纪的教会传统，哲学只能是神学的附庸，哲学家只能是教会的奴仆。笛卡儿却用哲学的眼光来看待宗教，甚至来论证上帝，而且是虔诚地论证。他忘记了上帝无须证明，亦不准怀疑，怀疑就是异端。而他偏要把上帝证明给人类看，而且还讲出这样一篇道理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对宗教的蔑视。他为了证明上帝，先要怀疑上帝，论证上帝是否真的存在。由此笛卡儿是“以他特有的方式，对传统神学进行了一番刺心挖肝般的善意的怀疑，然后说，确实有上帝”[12]。

笛卡儿所倡导的哲学是一种别具风采的实践哲学，认为“哲学是关于人的认识的一切事物的完善的知识，既是为了指导生活，也是为保持健康，发现各种技术”[13]。他认为数学是哲学的典范，渴望运用数学方法研究逻辑，努力创造一个具有如同数学的确实性一样的思想体系。在西方近代哲学家中，笛卡儿是最擅长深思的一位。他的哲学并非神学家式的烦琐哲学，也不是一般形而上学式的冥思苦想。他是以科学为主干，以现实生活做思想背景的沉思者。他反对一切传统观念，认为这些观念陈腐无用，习之不若不习，研究不若不研究，愈学习研究愈是糊涂；认为重要的是研究世界这部书。前贤已不能为师，宗教也不能做主，那么只有向现实学习。“天和地只不过是同样的物质造成的，不可能有好些个世界。”[14]神也罢，鬼也罢，怀疑也罢，沉思也罢，论及现实世界，只有一个，而且这个世界还只能由物质构成。物质世界的运动又是有规律的。正如罗素所言，近代之前、柏拉图之后，西方重要的哲学人物多为大学教授；但自近代之后，从笛卡儿直到康德，那些鼎鼎大名的哲学家，却绝少有在大学任教的了。实际上现实生活就是他们的课堂，科学技术就是他们的专业。

“我思故我在”是笛卡儿哲学的核心论点，也是他留给后人最有影响力和魅力的一句格言。“我思想，所以我存在”，它的拉丁原文是“Cogito，ergo sum”。这句话有3个词：“Cogito”译成“我思”，“sum”译成“我在”，“ergo”乃一个副词，译作“故”或“所以”，其主要成分是“我思”和“我在”。在笛卡儿那里，“我思” 和“我在”都是确定无疑的，它们不是怀疑后的剩余物，因此，“我思故我在”这个命题，就是笛卡儿移动地球的阿基米德支点，是他的全部知识大厦的基石。[15]他的基本思路在其代表作《第一哲学沉思集》中十分清晰地表现出来。从怀疑的根据讲起，因为要怀疑，所以要沉思；尔后讨论怀疑的方法，即怀疑是什么，如何怀疑？继后讨论上帝的存在、物质性内容的本质，并再论上帝的存在；最后讨论灵魂与肉体的关系问题。笛卡儿之所以选择这样一种方法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正是个人主义开始兴盛的时代。他以个人主义先驱者、思想家的姿态，以“我”的崭新面貌出现，单枪匹马，智者神思，来讨论和实践历史已提出并且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我思故我在”的目的在于：怀疑那些旧有的传统和思想方法、旧有的规矩和理论、旧有的理念和体系、旧有的神学和数学，乃至一切旧有的哲学、科学与文化。因此，“我思故我在”就是要以我的思维证明我的存在，而以我的存在怀疑一切旧有的传统，进而证明那些经过怀疑而得以确定的真理。他的哲学强调人的思维作用，继承和发展了人文主义哲学的道德与精神，强调“我” 的思维作用，又代表和反映了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兴起与成熟所强调“思”的理论价值，且突出了理性主义哲学的风格与特征。

三、教育思想

（一）天赋观念论与获取确定性的知识

就笛卡儿的天赋观念的含义来说，一共有四类。

第一类为公理和普遍原则。他的形而上学方法是理性演绎的方法。这种方法需要一些逻辑的前提，即需要一些自明的公理和原则，它们不来自经验或外部，而是与生俱来的，内在于人的心中的。包括：我思故我在；每一现象必有原因；结果不能大于它的原因；空间、时间和运动的观念，以及几何学的一些命题，如三角形的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根据这些天赋基本概念和原则进行演绎得出的知识是真正的知识。在他的思想中，能够称得上是这种天赋的自明的命题或原则的观念，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必须明白清晰，人心在注意和思考时，一定不能怀疑它们的真理性，我们关于别的事物方面的知识必定是完全依靠于那些原理的。其二是这些天赋的原则不仅适用于形而上学，而且也适用于物理学。仅从此意义上可以讲，一切科学知识都是天赋的，或是来自于天赋观念的。

第二类是上帝的观念。在笛卡儿看来，我在怀疑，说明我是一个不完满的东西，但是我思想中明明有一个关于“完满性”的观念，这个观念不可能由我本身产生，因为既然一个不完满的东西，当然不可能作为产生完满性的东西的原因。这个完满性的观念是上帝。上帝的观念不是由感官得来的，也不是心的产物，它只能是天赋的。西方学者威尔逊（M. D. Wilson）指出：“笛卡儿关于自然的科学是一种天赋的科学，因为这种科学所需要的确实性是依赖于上帝的。”[16]获得知识的确定性是笛卡儿哲学的主要目的，而一切科学知识的确定性和真理性，都只是依靠对真实的上帝的认识，所以在认识上帝以前，是不能完备地知道任何东西的。诚然，笛卡儿关于天赋的上帝的观念，有其神学色彩，但我们应当拉开遮在他的世俗思想外的帷幕，探讨那些与科学密切相关的思想和方法。洛克曾批驳了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指出上帝的观念不是天赋的，这种观念是靠理性之光发现而印在心中的。笛卡儿在其后期著作中关于上帝的观念的一些提法有所缓和，认为上帝的观念固然是天赋的，但并不意味着在学习之前，就具有现实的上帝观念。如婴儿在娘胎就不具有这种观念。这种天赋观念是潜在于心中的，人的理性、人的自然光，是获得这种观念的天赋能力。

第三类为认识能力。在笛卡儿看来，“天赋观念等同于天赋的认识能力”。他说：“我既然有能力来存想一件事物，一种真理或一种思想，则我这种能力一定似乎是由我自己的本性中来的。”[17]他提出认识的能力、禀赋、倾向是天赋的，而且由这种能力产生的思想也是天赋的。他把人的认识能力视为天赋的，崇尚人的理性、人的良知，强调自然之光可以揭示事物的真理。培根从打破假象入手，而笛卡儿则从反对权威入手；培根看到经验的重要性，笛卡儿则看到理性的重要。这种态度与17～18世纪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在以天赋人权为中心的人性论基础上发展人文主义思想相一致，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相一致。

第四类为简单性质的观念。简单性质具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它们属于不可化简的或不可分析的最简单的观念；其次是它们属于作为思维的最终形式强加于心灵的最终观念。诸如关于认识活动本身的性质、关于怀疑、关于自我、关于精神、关于形状、广延、运动，等等。他认为，并不是所有观念都是天赋的，如来自感官的经验及复杂的观念就不是天赋的，只有构成复杂观念的简单性质的观念是天赋的。

笛卡儿关于“天赋”的定义有几层意思：①先天经验的。指直接经验。②自然的。即把人的天赋的认识能力视为一种自然的禀赋或倾向。③天生的。如上帝的观念是神在人之初植入人的头脑中的。④内在的、永恒的。如公理和普遍原则之所以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因为它的根据在其自身之中，是永恒不变的绝对真理。

他认为，要获得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必须从不证明的原则出发。这些原则不可能来自不可靠的感官经验，但也并不认为思想、观念是头脑中固有的，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原始”的。[18]他的天赋观念说是一种逻辑型的天赋观念说，主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获得认识的确定性问题。他的天赋观念说的理论依据是：只有像数学那样的演绎方法，即从公理或普遍概念出发，进行合乎逻辑的推理，才能达到确定性知识。之所以把一切知识所依赖的“公理”和“原则”视为天赋的，这是因为这些“公理”和“原则” 是获得确定性和真理性知识的逻辑前提。这些前提的逻辑展开，也就是进行理性演绎，一切具体的知识和命题不可能是确实可靠的。它们的确实性与这些天赋公理和原则的确定性有一种逻辑的必然联系。

笛卡儿是近代理性主义的第一位杰出的代表。他的哲学的主要目的是要发现一些确切而自明的真理，也就是说，是要获得知识的确定性。首先，“怀疑”的目的是获得“确定性”。他认为经院哲学不能提供确定的知识，在这个领域中寻找确定性是徒劳的。其他一切以经院哲学的原则建立的科学不可能是坚实可靠的东西，因此从中我们得不到清晰明确的知识，有的只是许多错误的意见。笛卡儿曾经这样描述他在拉·弗莱施公学的学习生活：

我自幼就受到典籍的教育，因为我相信了人们的话，认为靠读书就可以对一切有益于人生的东西得到一种明白而且可靠的知识，所以我怀着一种极大的欲望去学习典籍。可是当我全部修毕这些课业，照例被认为成了学者的时候，我的意见就立刻完全改变了。因为我发现自己并没有得到别的好处，只不过是愈来愈发觉自己的无知。[19]

这从而使他主张“怀疑一切”，在理性法庭上对一切既成的东西作出判决。其次，贬低感官作用的目的是获得“确定性”。感觉是不可靠的，感官有时会欺骗人。笛卡儿称自己曾多次观察到，塔远看像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竖在塔顶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去却是一些小雕像。于是，他在形而上学中，关心的是如何获得真正确定的真理。如果要认识事物的本质，就不能求助于感官，而必须请教理智，只有理智才能把握事物的本质。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之别在于如何获得知识的确定性。那么对于笛卡儿来说，应该用什么方法获得不确定性的知识呢？他认为经验的方法和归纳的方法不能达到此目的，只有遵循数学的榜样，采用演绎的方法，才可以达到。他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演绎的逻辑体系：直观方法—分析—演绎—归纳。即从理性所直觉或发现的天赋观念（诸如 “我思故我在”“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等公理）中通过理性的演绎推理，推出一切“可靠的”知识。这就是笛卡儿认为能够获得真实可靠的知识的方法。因此，笛卡儿提出天赋观念说的目的主要不在于说明观念如何产生，而是探讨如何获得确定性的知识。

（二）方法论

笛卡儿首先把认识论的问题作为科学知识的问题加以研究，从而使认识论成为其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认识从怀疑出发，以清楚明确的观念为契机，追求知识的确定性。

在笛卡儿哲学中，演绎方法和归纳方法是并列使用的。前者主要用来解决认识的确定性问题，后者是解决获得新的知识材料的问题。他没有明确地从认识的来源上把观念视为天赋的，而是强调要说明事物的确定性，必须具有天赋的能力，以建立知识的坚实基础。笛卡儿的方法论是一种“二元化”的方法。他作为一名科学家，无疑要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他懂得要获得科学知识、作出科学发现，不得不采取归纳方法，依靠经验的枚举。经验的枚举和归纳推理可以形成我们的知识，虽然它不如演绎知识确定，但它毕竟是认识的方法之一。同时他作为哲学家将设想把握事物的本质和确定性为理想，这就需要对已有的知识加以说明。说明的方法是演绎的方法，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合乎逻辑地推出结论，借以给科学上的发现以某种必然性和确定性。这种不证自明的公理不能由归纳逻辑获得，而是天赋的、内在的、自然的、永恒的，只有理性直觉和自然之光才能获得。他把自己的方法分为两种：一种是发现的方法，另一种是说明的方法。他承认客观世界的存在，承认感官经验是认识的来源。要获得知识，必须对对象进行研究，即采用发现的方法，就是认识事物的方法。同时，他又主张感性认识没有确定性，科学知识必须按照演绎的方法才具有必然的性质，这就是说明的方法。可见他抛弃了经验哲学烦琐空洞的论证方式，为科学提供了一种清晰明快、通俗而正确的研究方法，即用理性对一切已知的东西进行审判，用自己的理性衡量一切。凡属理性清楚明白认识到的，都是真的，此即他认识的核心。既然知识的本义应该是具体确定、明白无疑、无误和系统的认识，获得的知识就只有通过理智，而方法使我们只遵从理智。显然，理性排除偏见、情感和教育的影响，重要的是帮助理智最有效地运作，并弥补理智不够完善的方面，从而使我们所有的能力得到正确的利用，同时方法本身应是简单易用和确实可靠的。就此笛卡儿确定出其理性主义方法论的原则：确定、明晰、有序、全面。根据这一原则，他规定普遍怀疑是其方法论的第一步，因为感觉、梦幻、经验都不具有确定性，甚至我们可以假定上帝的不存在。第二步即“我的怀疑”本身是无可怀疑的。我怀疑，我思考，因而我存在（即“我思故我在”）成为首先的、最确定的知识。也就是说：凡是主体清晰明白认识的都是真的，从而使人在人—自然结构中，成为认识的中心和出发点。在确定了 “我思故我在”这一原理后，又反思，人是怎样得到这一真理的？那就是通过直观和演绎，因为它们是获得知识的最可靠的途径。有了确实可靠的知识作为依据，然后提出对难题进行分析，即尽可能地把难题分成细小的部分，以便能够认识到最简单明晰的观念，达到全部理解难题的目的。分析被笛卡儿看作最真实及最优良的教学方法，亦是构成其方法论的重要特征。但分析得到的结果还不是“科学”本身，还需要将发现的原理结合成为系统的知识，即依赖于使知识系统化，证明和解释的综合方法。最后一步则是保证知识确定性和完全性的归纳法。这就是笛卡儿的方法论，甚至可简称为“数学方法”。他使一般性的具体科学方法，提升为整个科学的哲学方法，从而深刻地影响了哲学史，形成了近代特有的方法论模式。

笛卡儿对一切思想提供了一种令人振奋的刺激。他信心十足的理性主义所带给人的激励唤醒了整个欧洲，而且比其他任何东西更配得上称为促使17世纪成为一个“理智的时代”[20]。他不盲从教条权威，只遵从以理性来认识事物，提出了怀疑方法来扫除障碍，具有彻底的批判性。他努力寻求知识体系，并为此而开始了知识根基的探求。他使物质性质变成为一种机器，而人——思维的心理——则能掌握其原则。

（三）论道德与知识

笛卡儿重视伦理学，同时也重视对人的研究。但他的研究同样具有二元色彩。在他看来，人的肉体如同一切物质一样是具有广延性的实体，而且这个实体也和其他实体一样，遵循物理学规律。而人的灵魂，既非实体，也不具有广延性，所以也不遵循物理学规律。遗憾的是灵魂毕竟不能完全离开肉体而存在，于是人的肉体就成为“灵魂的住所”。笛卡儿的伦理观念，集中地表现在他的理性至上的伦理原则上。无论是他论及知识、人品、学识、思想、道德，毫无例外地都把其理性观念置于主导位置。依据他的“我思故我在”思想原则，他对他所研究的一切，均要先经过怀疑性思维，然后予以确认，于是在他的伦理观念中派生出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理性支配感情，另一个是知识便是美德。他认为，人的基本感情包括惊恐、爱恨、快乐和痛苦等6种。在笛卡儿看来，这些感情原本无所谓好坏，只要它们能够接受理性的支配，任何一种感情都可以成为美好的感情。反之，任何一种感情都会变成不好的内容。用一个通俗的比喻，感情好比一架钢琴，理性好比琴手，再好的钢琴，遇上糟糕的钢琴手也弹不出好的曲调来。同样，唯有合乎知识，才能合乎道德。道德是理性的肉体。没有知识与理性，道德便如行尸走肉——马上变成不道德的。

这两点集中体现了笛卡儿伦理思想的可贵之处。按照中世纪式的旧传统，感情只能献给上帝，自我及独立思考均被取消，只需一味盲从。他主张理性统帅感情，道德合乎知识，本身就是对旧的伦理观念的一种反叛。不过他所采取的方式不是站在教堂门口对上帝宣战，而是绕到教堂背后，另开一处通向理性的大门，让人类的情感、道德从这大门出来，向着理性归顺。他的道德观念既有循规蹈矩，面对教会权威服帖顺从，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庸人色彩；又有推崇理性，认为唯有求知才能至善的学人风范；还有怀疑一切，不惜打破一切传统的志士风采。在这样复杂的基础上，他曾建立了几条新的道德学的准则。这些准则分明体现着他的理性风格，但也或多或少地散发出某种庸人气味。其伦理思想有如他的理性主义哲学的缩影。诸如准则第三条说：“宁可永远尽量克服自己，而不去克服命运，宁可改变我的欲望，而不去改变世界的秩序，并且一般地要使我自己习惯于这样一个信念，就是，除了我们自己的思想以外，没有东西是受我们绝对控制的。”第四条上又说：“把我的一生贡献于我的理性的培养，并依照我为自己所立的方法原则，尽我力所能及，在真理的知识中求得最大进步。”[21]

四、地位、影响与评价

（一）历史地位

笛卡儿是个幸运儿——历史的幸运儿。因为他出生时正是科学家、哲学家群星璀璨的时代。然而，生活在幸运时代的人多，能够把这种历史的幸运转化为历史机遇的人则未必多见。笛卡儿不但把握住了历史提供给自己的机遇，而且表现得非常出色。在他成年时已有培根为前导，又有霍布斯、伽桑狄与之同时。但西方哲学史家如黑格尔和罗素等还是将笛卡儿作为近代哲学的始祖，认为他是西方近代哲学的奠基人。[22]笛卡儿与他同代人相比，首先他是一位更具渊博学识和科学独创性的大思想家。他不但是一位大思想家、大哲学家，而且是一位伟大的数学家，并且在物理学、 光学、磁学、地质学、地球成因学、解剖学、胚胎学、医学、心理学、天文学、气象学等诸多学科领域内都有卓越建树，以致无论翻看任何一种西方近代特别是16、17世纪的思想史、科学史或文化史，我们都会在不止一两个甚至五六个专业和领域中发现笛卡儿的大名。他的地球成因学被视为近代早期最有意义的学说。他是解析几何的创立者，在心理学方面的成就也非常出色。美国心理学家舒尔茨（D. Schulze）在其著作《现代心理学史》中指出：笛卡儿“对现代心理学史直接作出了贡献，他超越了任何一个人。他把研究从统治了几百年的僵化的神学和传统教条中解放出来”，“继承着从文艺复兴到现代科学时期的转变，很多人感到，他代表了现代心理学的开始”。[23]他是博而能专——既多才多艺、学识渊博，又有扎实雄厚的专业知识；专而能精——不但学识兼备，而且富于创造；精而能思——不仅在某些专业领域作出划时代的成就，而且长于思索，能具体也能抽象。

其次，17世纪是一个科学的世纪，伟大的牛顿即生长于斯。应该说，17世纪之前，影响最大的是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17世纪之后，影响最大的则是牛顿力学。从17世纪之后的相当年间，也可称为牛顿时代，生在科学时代，非有相当的数学知识不能成功。恰恰在数学方面，笛卡儿比之培根、霍布所代表的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具有更多的优越条件。17世纪是科学的世纪，笛卡儿成为这个世纪的举旗者是毋庸置疑的。

最后，17世纪欧洲哲学，虽然有大陆唯理主义与英国经验主义之别，但就总体倾向而言却是理性主义，而最能代表这种理性主义的哲学，正是笛卡儿哲学，而非英国早期的经验主义。黑格尔曾这样高度评价：“勒内·笛卡儿事实上是近代哲学的真正创始人，因为近代哲学是以思维为原则的。独立的思维在这里与进行哲学论证的神学分开了，把它放到另外的一边去了。”[24]正因为如此，笛卡儿哲学才比培根、霍布斯哲学具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多的继承人。

（二）影响

笛卡儿在哲学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唯理论和机械论两个方面。唯理论推崇理性，排斥权威。机械论试图阐明统一的物质世界运动、变化和发展的规律，但认为物质只有一种运动形式——机械运动，只承认物质具有力学和数学方面的性质。这两个学说摒弃了以前的宗教偏见，哲学家不再需要向上帝的启示顶礼膜拜，把它看作真理之源，理性被视为一切真理的源泉；关于宇宙的各种唯心的神秘主义观念像旧衣服那样被丢弃。这是一种积极向上，颇具能动精神的机械论。笛卡儿哲学被17世纪大多数哲学家接受，理性主义成为发源于17世纪、兴盛于18世纪的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

在教育方面，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对17～18世纪法国中等学校的改革与发展有很大影响。在法国，17世纪就像中世纪的任何时候一样，教会完全控制着贵族和中产阶级的教育，当时几乎所有的学校都掌握在教会团体手中，入校学生均须献身上帝、服务教会，并恪守共同的教规。但笛卡儿哲学的出现导致了 “对生活和教育更加广泛的认识”，成为“教育思想自由化的一个伟大力量”。并使人们认识到：“凡是不能明晰地在人内头脑中证明其存在的，都不能成为真实的；必须把每个问题分解为最基本的要素，一步一步地进行，从简单的可靠知识到复杂的可靠知识，并在全面的检查中概括所有的事实。”[25]“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及其对清晰和无可非议真理的强调，对一个想要改革的教会来说，是非常理想的。”[26]

在法国，有两个教育团体受到笛卡儿的影响，对耶稣会的教育权威进行了挑战。一个是1611年所建立的基督教新教团体“圣乐会”，其创始者皮鲁尔（Pierre de Berulle）是笛卡儿的朋友。该会崇信笛卡儿的理性主义哲学，致力于建立并改革中等学校，到1626年在法国创办了50余所中学。该会所建学校将法语、现代外语、数学、力学、法国历史等作为学校教学的重要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重视发展智力和独立思考能力。该会还开办了若干学院和神学校。其中最著名的朱利大学就是在1638年开办的。在这种学校制度中，教学的基础是由著名的人文主义之父汤姆森（Pere Thomassin）制定的。这是一种将笛卡儿的哲学和正统的天主教义相结合的思想。在传授雄辩术中，“对笛卡儿清晰和准确知识的热诚是明显的”[27]。他为年轻贵族提供教育，“虽然在名望和势力方面从未能与耶稣会相匹敌，但他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法国。圣乐会始终坚持笛卡儿理性主义的信念”[28]，另一个教师团体以荷兰神学家詹森的信徒圣西兰（St. Cyran）为首。虽然它存在的时间不如圣乐会那么长久，但更有声望、更有影响。1637年，圣西兰的追随者在巴黎附近的坡特·诺亚尔寺院建立了学校，成为法国初等教育的开端。随后同类的学校在巴黎和法国各地相继建立。尽管学校和教师深受圣西兰所信奉的奥古斯丁的说教的影响，以最严格的形式坚持否定论，即人类本性永久地趋向于恶，在整个孩提时代教师要经常予以监督，但由于学校正式开办之前圣西兰去世了，学校工作转由一些较为年轻的人管理。这些人虽然坚持圣西兰的信仰，但已“受到国外思想感染，结果由于笛卡儿哲学的原则和爱国情感的灌输，就改变了学校制度中较为艰涩的部分”[29]。学校目标仍然是培养基督教的品格，“知识的学习在课程中占了更肯定的地位，数学、科学和历史可能不像在圣乐会学校那样重要，但无论如何比其他学校更受重视”[30]。在教学上“不断努力寻求新的教学方法，以排除学生有可能遇到一些可以避免的困难（这与他的门徒由于研究笛卡儿哲学，使他们思想的鲜明清晰是分不开的）”[31]。此外把教学的重点放在语言的表达上。总之，

坡特·诺亚尔学校及其所代表的生活特点，以一种新的精神渗入了法国教育，即使曾经故意用禁止改革的办法来排斥笛卡儿哲学那样的现代思想的巴黎大学，当17世纪即将结束时，也开始从蒙昧主义中恢复了活力。法语和文学得到了一些人的承认；坡特·诺亚尔学校根据笛卡儿的原理所提出的较好的教学方法开始取代了中世纪以来各学院所采用的规范练习。[32]

（三）评价

笛卡儿是现代哲学的先驱者之一。17世纪以来，随着科学的兴起，随着认识论成为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对于科学知识的考察和反省在哲学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笛卡儿首先把认识论问题作为科学知识的问题加以研究，初步探索了科学知识如何成为可能的问题。他承认科学的发展对人类进步有着重要的作用，人们的实际经验是科学的基础。但是，他认识到科学不是感觉经验和事实材料的堆积，而是具有确定性、普遍性、必然性的知识，要达到这种理想的目标，经验的归纳方法是不中用的，必须诉诸人的理智。从事科学研究固然重要，但是哲学家的任务，是要确立正确的科学研究方法，要回答如何研究科学，科学的知识具有什么样的性质，怎样才能具有这些性质等问题。现代的科学哲学讨论的大部分中心问题，都可以溯源到笛卡儿。[33]他奠定了近代哲学认识论的新观念和新基础，开辟了哲学主体性的新方向，确立了主体思维的权威地位。他运用自己的科学解释，全盘否定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精神的”或质的观念，同时也委婉地否定了为神学或者其他目的服务的科学观；还利用机械力学的思想解释一切物理现象和自然现象，将这些解释与几何学观念相联系，利用假说进行概括，为使用近代方法研究科学理论开辟了道路。[34]

自从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论提出之后，17世纪到18世纪的许多思想家围绕这一问题展开了旷日持久的争论，争论的不是认识的来源问题，而是认识的确定性问题，即怎样才能把握知识的确定性。在此问题上，培根提出归纳法，笛卡儿提出演绎法，洛克提出“白板说”。可以说“天赋观念之争”的实质就是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争，是归纳法和演绎方法的矛盾和对立。诚然，由笛卡儿提出的“天赋观念论”是带有浓厚的唯心主义色彩的学说，然而当我们把其学说置入他的整个体系来研究时，就会发现其中还是有一些积极因素值得借鉴。

尽管笛卡儿对于传播他的思想始终淡然处之，但是由于他那震撼人心的思想魅力和人格魅力，使他拥有了众多的朋友和信徒。《方法论》问世后，在荷兰乌特勒支大学出现了笛卡儿热。当时大学里充斥着经院主义哲学的气息，当笛卡儿的思想在大学里开始传播时，很快激起青年学生的热情，成为这块有识之地的一种力量、一种新的思想。《形而上学的沉思》的出版，震动了欧洲学术界，笛卡儿的支持者们很快就形成了一个学派即笛卡儿学派。笛卡儿的著作为他们的日常活动奠定了基础，他们以荷兰的大学，特别是乌特勒支大学为中心，传播笛卡儿的学说。[35]

因为笛卡儿的思想确实有着特别丰富的内涵，并且十分出色地反映了他那个时代的特性，也因为笛卡儿哲学的二元论性质和折中的色彩，使得他的哲学思想往往充满一些难于调和的矛盾，所以在他生前和死后，对他的哲学一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争论。批评者中，包括从洛克到康德，又从康德到马克思，一直到现代的许多哲学大家。正如罗素所说：

笛卡儿身上有着一种动摇不决的两面性：一面是他从当时的科学学来的东西，另一面是拉·弗莱施公学传授给他的经院哲学。这两面性让他陷入自相矛盾，但是也使他富于丰硕的思想，非任何完全逻辑的哲学家所能及，自圆其说也许让他仅仅成为一派经院哲学的创始者，然而自相矛盾，倒把他造就成两个重要而背驰的哲学流派的源泉。[36]

第三节 芬乃龙的教育思想

17世纪是法国的理性主义时代，笛卡儿的思想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天主教会也受到了一定影响，不再盲目地服从上帝，而主张充分发展理性来理解上帝，皈依上帝，现实主义的趋向日趋明显。芬乃龙的思想即体现了这一特点。他从天主教观点出发，结合当时的一个重要实际问题，即对女子教育的忽视，提出了现实主义的女子教育思想。芬乃龙的贡献还在于他提出了新的早期教育思想，顺应了教育发展的新趋势。芬乃龙的教育思想成为17世纪法国教育园地的一朵奇葩。

一、生平及教育活动

芬乃龙（Francois de Salignac de La Mothe Fénelon，1651—1715）出生于佩里古德的芬乃龙城堡的一个古老而显赫的贵族家庭。由于幼小时身体孱弱，他一直在家里接受教育。他从小就对希腊语及拉丁语表现了极高的天赋。他的两个叔叔都是当地的天主教主教，对他的影响很大。12岁时，芬乃龙进入性质与高级文法中学类似的考尔大学学习古典文学和哲学，后又转到巴黎大学。1668年，他叔叔又将他转到圣－苏皮士神学院，师从特龙松（Louis Tronson）。这所学院旨在恢复法国教士式生活，强调传统的天主教教育，给了芬乃龙深刻而持久的影响。他的宗教观、人生观主要是在这所学院的影响下形成的。1674年，他被选为教士，次年又被选为波尔多神父集会的代表，并在那里担任教区职务，被授命在礼拜日和宗教节日解释《圣经》。他早期的志向是当一名福音传道者和古典学者，参加到里昂的布道计划中去，但未能成功。于是他服从了家庭和特龙松的安排，继续留在圣－苏皮士教区。他的工作引起巴黎大主教哈莱（Francois de Harlai）的注意，并于1678年授命他担任巴黎新天主教徒学校的校长，这是一所使教区里的异教女孩子改信天主教的学校。

当时法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天主教的耶稣会派，但天主教内部的多数派与胡格诺少数派从16世纪就开始了较量。胡格诺派崇尚理性自由，具有新教的性质。1598年，亨利四世（Henry Ⅳ）发布了《南特敕令》（Edict of Nants），宣布给予胡格诺派教徒以宗教自由及充分的公民权，允许他们开办学校，其子女既可进入当时的大学或其他学校学习，也可自由决定接受何种教育。天主教会和法国国会对此都表示不满，力图废除之。胡格诺派随着政治权力的不断增大，他们企图建立独立的共和国，这是法国统治者所不能容忍的。路易十四（Louis ⅩⅣ）遂开始对他们进行压制，并于1685年废除了《南特敕令》。天主教会虽重新控制了局势，但对胡格诺派仍心有余悸，它取缔了胡格诺派教会及其学校，强迫胡格诺教徒改信天主教，其子女要送到天主教学校就读，否则就会受到迫害。

为了吸收原为胡格诺教徒的女孩，法国当局于1630年建立了一所女子学校——巴黎新天主教徒学校，由国王直接领导，芬乃龙被任命为该校校长。办校宗旨是使年轻的女新教徒们排除其父母及别的异教徒的影响而皈依天主教。这些女孩子被强行与家庭完全隔离，由一名女修道院长负责管理学校的日常事务；芬乃龙主要负责对她们进行观察和精神指导，从事解释、劝说、引导和教诲的工作。与惯例相反，他主张用温和、宽容的态度（而不是用强迫的手段）来使这些所谓迷途羔羊们“改邪归正”。他认为，人为的强迫是没有用的，“没有人力能穿透心灵的最后防线”[37]。他主张通过教育来进行诱导。芬乃龙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在担任校长期间，芬乃龙认识了波维利尔（A. Beauvillier）公爵夫人，她对芬乃龙获得的成绩大加赞赏，并向他请教自己8个女儿的教育问题。应她的要求，芬乃龙于1681年完成他的教育代表作《论女子教育》（Traité de L’Education des Filles），于1687年出版。此书引起了法国各界的极大反响，并引起皇室的注意。路易十四委托他负责其孙子——王位继承人布尔戈蒂（Burgundy）公爵的教育。芬乃龙担任其导师直到1689年。这位皇室学生性情乖张暴戾，稍不如意便大发脾气。芬乃龙却对他充满信心，认为通过适当的教育能使他将来成为一名良好的君主，进而使法兰西获益。当时负责其教育工作的还有修道院长弗拉瑞（Claude Flenry）。在他们的精心安排和教育下，运用《论女子教育》中的原则和方法，使这个皇族学生的不良性格完全改观，变得谦虚、和蔼和坚定，成了一个虔诚的宗教徒，对宫廷生活毫无兴趣。芬乃龙还专门为他写了3本书——《寓言》（Fables）。《死人的对话》（Dialogue of the Dead）和 《泰勒马库斯》（Telemachus）。这些著作的出版，更丰富了芬乃龙的女子教育思想及一般的教育思想。为此，路易十四封他为坎布雷大主教，并授予“法国儿童的师表”等荣誉称号。

在后期，芬乃龙的政治思想变得较为激进，似有主张革命的倾向。这些在他的《泰勒马库斯》中有所表现。路易十四对他的态度也因此而急剧变化，并取消了以前所给予的所有封号。他被迫把自己限制在主教职位上度过余生，直到1715年与世长辞。

二、论女子教育

芬乃龙是一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的教育观并未突破宗教和时代的局限，但涉及了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即女子教育问题。他反对女子不受教育、盲目服从的陋习，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女子教育观。

（一）法国女子教育的沿革

中世纪以来，女子教育问题一直遭到忽视。虽也出现过争取给妇女更多的自由和受教育机会的反抗运动，但人们早已习惯了女子不受教育，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强调女子须对丈夫无条件地服从，即使目不识丁也罢。到17世纪后半期，随着社会的发展，尤其是早期工业革命的产生，这种状况越来越不适应社会的需要。女子逐渐走出家门，在社团和政治上发挥愈来愈重要的作用。正如当时一位天主教人士指出的：法国几乎所有大的事件、计划都伴有女性的“作用”。生活中有很多实际问题，如寡妇处理遗产、妇女管理家务等问题都需要女子掌握一定的知识，具有一定处理问题的能力。在此情况下，女子教育问题遂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

在芬乃龙之前，法国已出现了一些与女子教育有关的机构和学校，如各种妇女沙龙和女才子学校等。除了给女子更多的教育外，有些人还提出要增加科学科目的学习。例如，巴瑞（Poulain de la Barre）在其著作《论两性的平等》（Del’Egalité des deux Sexes）中，强调女子生来就有与男孩一样的受教育的能力，要求两性教育平等，并为女孩们构建了包括数学、科学、历史、哲学在内的课程。此外，他还倡议训练“女家庭教师”，使之能胜任这方面的工作。但当时有限的教育只限于上层社会的女孩子，贫苦家庭的女孩受教育的机会很少，即使上层社会女孩的教育也是在修道院或家里通过雇请家庭教师进行，并且对教师的要求不高，不重智育，一般通过社交来接受教育。

几乎与芬乃龙同时，也有两位热衷于教育改革的人士提出与芬氏类似的观点，一位是著名的圣·西尔女子学校的创立者蒙台纳（Francoise D’Aubigue Maintenon）。圣·西尔女子学校崇尚自由，强调理性，办得很有生气，被认为是“非教会所有的勇敢的、聪明的妇女教育”[38]的学校。虽然后来被迫改成了修道院，但这种勇敢的尝试本身就给人以无穷的力量。另一位是弗拉瑞，他的《论学习的选择和方法》被称为“当时最有趣的，最有价值的教育论文”[39]，也给了芬乃龙以极大的启发。

芬乃龙于1688年结识蒙台纳，后经常参观圣·西尔学校，并给该校以理论指导，而弗拉瑞的“论女子教育方法”一章即为芬乃龙的女子教育观点之总结。他们三人相互影响，互相切磋，而芬乃龙可谓三人思想之集大成者。他明确而系统地提出了女子教育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女子教育从此被提上议事日程，并预示着其美好的前景。

（二）论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

在芬乃龙看来，倘若女子不受教育，目不识丁，会导致很多问题的产生。在其《论女子教育》的开篇，芬乃龙就向世人呼吁：“从来没有什么比女子教育问题更被人忽视了。”[40]他反对女子教育全由习俗和母亲所决定的观点，并从宗教、天性、社会职责的角度论证了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

芬乃龙承认女子天性孱弱，正因为如此，就更说明教育和训练她们的重要性：“女人是人类的半边天，因基督的另一半血液而得救。”[41]女子目不识丁，人类将是不完整的。

更为重要的是，在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里，女子的主要职责是操持家务，相夫教子，她们担任的工作是所有人类生活的基础，对人类实际的习惯的养成影响最为直接。芬乃龙认为：作为家庭的核心与灵魂，成功的男人后面一定站着一位好女人。妇女的重要影响还表现在子女教育上。中世纪以来，教育子女（尤其是女儿）的任务一直被看成母亲的职责。孩子性格的养成、习惯和理智能力的培养都受到母亲本身素质、待人处事方式的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芬乃龙生活的时代，有一些优秀的妇女走出了家庭，在社会事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虽然这并不为芬乃龙所欣赏，但他的确注意到了这一事实，并未表示异议。

芬乃龙指出，如果不重视女子教育，使她们一直处于无知状态，致使她们不明白自己的职责，并养成了诸多坏习惯，例如，懒惰、麻木不仁、性情乖张、爱慕虚荣、行为轻浮等，这“对社会造成的危害将比不教育好男子大得多”[42]。

由于以上种种理由，芬乃龙认为女子教育必须受到重视。

（三）女子教育的目的

芬乃龙从论述女子的社会职责出发来确立女子教育的目的与内容。在这一问题上，芬乃龙并没有多少超越时代的惊人论点。他认为女子的主要职责就是相夫教子、管理家庭，女子受教育的目的就是更好地完成自己的社会职责，并非女子自身发展的需要。因此，对于智育、学问，芬乃龙都不以为然，甚至认为 “有学问的女人是好笑的”，“女子的理性能力比男人弱……没有必要让她们学习高深的学问”。[43]并认为柏拉图等人强调女子与男子智育平等的观点是可笑的；声称政治、军队、艺术、法律、哲学、神学知识都不适合于她们，因此，反对对女子进行智力训练。

（四）女子的职责及女子教育的内容

1.女子的职责及应具备的素质

女子教育的内容应限制在与女子的社会职责直接有关的范围内，这是芬乃龙女子教育观的基础。他详细论证了女子的社会职责及相应应具备的素质。

女子的首要职责是当好母亲，教育好孩子。按照欧洲的传统，男孩要在母亲的膝前度过自己的童年，女孩则直到出嫁前一直在母亲身边接受教育。因此，母亲必须了解孩子的天性、需要、潜能和倾向，从而找出正确的方法来教育儿童、影响儿童。此外，为了做好贤妻良母，还必须培养女子具有良好的风度、气质及掌握待人处事的规则等，而这些主要是通过宗教道德训练以及简单的读、写、算来完成的。

女子的另一项重要职责是财产管理。中世纪以来上层社会妇女是不屑于此类工作的，视之为村野农夫、仆役管家的职责。芬乃龙强调，17世纪的主妇不能养尊处优，应该懂得如何更好地管理家庭。加强了财产管理，就会减少受骗，也就相当于财富的增加。此外，主妇还有管理仆人的职责，还得注意生意的收入和支出、收租及照顾地产。寡妇还有处理遗产的问题等。

2.女子教育的内容

根据女子的职责及具备的素质，芬乃龙认为女子教育应包括阅读、书写、计算、历史、法律、记账、体育、音乐、外语（包括拉丁语）及刺绣等手工艺制作等方面的内容。

芬乃龙要求对女孩进行简单的读、写、算的训练，改变上层社会妇女目不识丁，甚至不会正确读出一封信的状况，并认为这是女子完成其职责的基础。他认为，女孩虽没必要学习高深的知识，但应能正确地读、写，表达自己的思想。为了更好地计算账目，女孩应学习算术，了解算术的4种规则；而且，女孩还要知道法律的主要原则，例如，了解遗嘱和捐赠的区别，共同继承人的合同，限定继承人、分割的意义，了解法律的主要规程，了解宗教习惯、自然财产和联合地产的意义、动产和不动产的关系等。此外，女孩还应了解一些世俗的著作，了解希腊、罗马的历史，法国的历史，学习意大利语、法语、拉丁语及音乐和艺术等。当然这些内容的学习主要不是为了培养女孩的理智能力，而是培养她们的贵夫人风度，增强主妇的修养和宗教意识，从而更好地完成其职责。芬乃龙反对女孩子学习那些消磨人意志的靡靡之音，赞同柏拉图强调振奋人心的军乐和宗教音乐的学习的观点；他也反对女孩看小说，以防她们感情泛滥。

在芬乃龙看来，女子教育最重要的内容仍然是宗教教育。他强调应从小培养女孩的宗教意识、对神的认识、对宗教教条的熟悉。《论女子教育》中将近一半的篇幅讲宗教教育。但芬乃龙反对过去沉思、空洞的学习方法，而主张在生活中了解宗教历史，通过人物的故事来了解宗教、培养宗教精神。要求根据儿童的天性来理解宗教的方法表明了天主教教育对时代发展状况和教育发展趋势的一种顺应。

三、论早期教育

芬乃龙认为幼年的教育是整个教育的基础，并对早期教育的理论基础、内容和方式做了阐述。

（一）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与可能性

中世纪以来，幼儿教育问题一直受到忽视。儿童被看作赎罪的羔羊，天性顽梗，要尽量采取各种压制手段使之驯服。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后，教育开始考虑儿童的天性，但早期教育的实践仍未有太大的改观，对女孩进行早期教育就更不为人们所重视。

芬乃龙用比附自然的方法来论证早期教育的理论基础。他认为儿童的大脑是温暖、湿润而柔软的，很容易接受印象，随着年龄的增大，大脑变得干燥而脆弱，不容易改变。人们应抓紧时机尽快在他们的头脑中留下痕迹。这里，芬乃龙没有引证《圣经》，而是从自然出发来论证儿童心理的机制，虽然只是生硬的比附，缺乏科学根据，但作为一位天主教徒，这样做实属难能可贵。他还指出，儿童的特点是以感情和感性印象为主，周围人的行为无论好坏都会对孩子产生强烈的影响，早期经验一旦形成就会影响一生。同时，芬乃龙反对原罪论，认为儿童天性非善非恶，在理智充分发展之前没有明确的倾向，因此，如果在生命的早期不对之进行教诲，告诉他们哪些是善、哪些是恶，从而弃恶扬善，那么灵魂在未有倾向之前就已趋向邪恶了。他将这种由于早期教育的失败或缺乏早期教育所致的顽梗称为“第二原罪”，认为它将会对儿童一生产生极大的消极影响。

（二）早期教育的内容及措施

芬乃龙认为，早期教育应包括身体训练、理智训练和道德及宗教训练等内容。

①芬乃龙指出，“早期教育最重要的过程是照顾孩子的身体”[44]，强调孩子的卫生保健和体育锻炼。对儿童身体健康的轻视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社会的主要问题之一，因而，他的主张在当时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芬乃龙还强调女孩的身体保健。在他的著作中，在早期阶段并未将男孩、女孩的教育分开阐述，常用 “婴孩”（enfant）而不用女孩（filles）一词。芬乃龙的这一主张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芬乃龙强调要从小养成儿童过俭朴生活的习惯，以利于儿童的身体健康。在饮食方面，他主张孩子进餐时间不宜经常改变，应尽量按时，两餐之间不要吃东西，否则会导致因贪食而胃痛和消化不良。[45]他还主张，幼儿不宜吃味道太重的刺激性食物，因为这些食物不利于儿童的健康；食物的种类一次也不要太多，不必经常变换。在衣着方面，芬乃龙强调女孩子的衣着要朴素、大方。

芬乃龙重视儿童体育的动机不是为儿童以后的教育打基础，主要是出于宗教的考虑，即为恢复那种教士式生活做准备。但客观上讲，对儿童身体健康的重视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②在智育、理性的培养方面，芬乃龙强调在儿童学会正确说话前，就应当开始对他们施以适当的教育，使其练习说话。他认为，孩子的思维结构倾向于形象与感觉，在学说话时，“不仅会记住单个的单词，而且更能理解这些词代表的意义”[46]，也即更能理解词所代表的事物本身。通常运用身体运动（如触摸、手指运动）或重复一个单词来强调。所以，可以利用适当的语言、表情、手势来教育他们。

芬乃龙认为，儿童的智育应以儿童的好奇心为基础。儿童在幼年期，头脑中一无所知而充满新奇，好奇心很强，求知欲旺盛。他指出：“好奇心是儿童自然的倾向”[47]，应利用儿童的好奇心来教育，“不要对他们的问题表示厌烦”。因为“这是自然给你的教育的好机会”[48]。要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告诉他们事物的原因和过程，并注意结合生活来教育他们。如“城里孩子看见面粉，就应告诉他食物是如何准备的；看到收割的农人，就应告诉他他们在干什么，麦子如何播种，如何生长；看到商店，就应告诉他是怎么回事”[49]。这样，通过这种潜移默化的教育，不需特殊的训练，他们就能学会那些对他们有用的了解事物的正确方法。

③在道德教育方面，芬乃龙关心的是如何防止恶劣事物对孩子的影响，保持心灵的纯洁。他认为儿童理性发展不充分，不能自己思考与行动，因此，他反对对幼儿进行空洞的理论说教，而主张结合生活、结合具体的事物来教育儿童，如通过宗教故事等来进行。芬乃龙还指出，爱模仿也是孩子的天性，单纯粗暴地压制、禁止他们是不行的，而要充分利用这一天性；通过模仿，可以很自然地学会要学的东西，印象也会很深刻，“只要给他一个榜样而不说一句话就可以达到目的”[50]。同时他又指出，要注意对模仿对象进行限制，应为孩子规定一些正确的原则，“培养他们的理性，模仿好的东西，而不要模仿那些坏的榜样”。因此，他特别强调父母本身的素质，要求他们注意为儿童树立一个好的榜样。

另外，芬乃龙又将儿童的道德教育与宗教教育结合在一起，将道德要求与宗教教条训诫合而为一进行论述。

芬乃龙的早期教育思想与法国当时的早期教育落后状况形成鲜明的对照，虽远不如夸美纽斯的贡献大，但总的来说也顺应了近代教育的发展趋势。

四、论教育原则与方法

芬乃龙的教育思想从目的论上看，总的来说是保守的，但在教育原则、方法上仍有积极可取之处。他受到文艺复兴以来的人文主义以及自然科学发展引起的新的方法论的影响，受到笛卡儿理性主义的冲击，提出了“教育适应自然”“间接教育法”“快乐教育”等原则或方法。

（一）教育要适应自然

芬乃龙并未将此作为一个原则而明确地提出来，但他的整个教育思想都贯穿着这一原则。他强调教育的作用是推动儿童的天性发展，教育要顺应儿童的天性行事，反对人为的强迫性的灌输，尤其是宗教教条的灌输；而主张在生活中，通过故事、游戏等方式来进行。在此基础上，他还演绎出许多具体的方法来，如：间接教育法、游戏法、快乐教育法、故事法等。

（二）间接教育法（indirect instruction）

这是反映芬乃龙教育思想特色的方法，也是他的主要贡献之一。他认为，儿童天性好奇、好动，注意力难以集中，好模仿，不温顺，如果采取直接的理论说教或粗暴的压制，而不顺从其天性，不经过巧妙的引导，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儿童的心灵相当柔弱，理性尚未发达，对他们的教育需用间接教育法。此时应尽量使孩子快乐，在快乐的童年生活中培养他们。“给他们学习一些有用的、具体的东西，而不要学习对他们来讲抽象的、贫乏的、不吸引人的内容。”[51]因此，他反对一开始就用拉丁语教儿童，而认为应在生活中学习本族语（法语），由易到难，循序渐进地进行。为儿童提供的书籍应该装帧精美、字迹清晰、附有插图。这样既能吸引儿童，更能激发儿童的想象力，顺应儿童的天性。

在具体方法上，芬乃龙主张通过游戏和讲故事来学习。他强调要注意把学习、娱乐中的严肃与快乐原则结合起来，而“不要只是把严肃努力同学习联在一起，把快乐同游戏联系起来”[52]。应该使学习变得更快乐，寓教于乐，在游戏中进行教育，尽量减少正规的课程，而以非正规的娱乐为主。他指出：“古希腊人、埃及人都是通过诗歌、音乐来讲解教条的”[53]。在游戏中学习比一本正经的教育要有效得多。“我曾看到各种孩子在玩耍时学习阅读，需要做的只是给他们讲他们手里那本书中妙趣横生的故事，并引导他们不知不觉地掌握那些单词，以后他们自身就会热心寻求走向这种快乐的源泉了。”[54]

芬乃龙认为，必须使娱乐具有教育性，不能放任自流，强调对娱乐的选择，防止不良游戏的影响。对于女孩的游戏，芬乃龙强调“女孩千万不能与男孩一起做游戏，也不应和行为不端的大姑娘一起玩”[55]。“女孩的游戏不要太剧烈、太野蛮，应有节制。”[56]这些论述并非完全正确，但芬乃龙的确触及游戏的性别差异问题。注意女孩的特点而设计特殊的游戏，这在客观上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另外，芬乃龙用了一章的篇幅论述了如何运用讲故事的方式教育孩子。虽然他主要讲的是宗教故事，其目的是使儿童掌握宗教观念，但这种方法的运用却远远地超出了宗教的意义。事实上，芬乃龙正是运用这种方法来教他的皇族学生的。他说：

孩子们狂热地喜欢童话故事，当有人向他们讲述此类故事时，你可以看到他们一会儿笑嚷，一会儿哭叫，全神贯注地倾听，不时地为故事的情节所感动，一定不要忽视利用这种倾向。……你讲故事必须有血有肉，让故事中的人物讲话。例如：给他们讲约瑟的故事，就要让他的兄弟们像农夫一样说话；而雅各则像一个仁慈而又伤心的父亲，让约瑟自己讲话，活像一个埃及工头洋洋自得地使兄弟们害怕。然后再让他们亮相。这种非艺术的戏剧，会大大增加故事的奇妙色彩而取悦于孩子们。[57]

孩子之间也可以相互复述故事，相互影响，这是儿童教育（尤其是智育、德育）的重要方法。同时，芬乃龙强调不要将故事当作课业，强迫儿童复述；应让儿童自由地复述、讲解他喜欢的故事。

此外，芬乃龙强调要树立权威，使儿童服从权威。权威的树立要建立在“爱”的基础上，而不是强迫服从的基础上；同时，又不能滥用权威，“权威只能在其他手段都无效的时候才能用”[58]。对于体罚，芬乃龙并不反对，但强调体罚不可太严厉，还要注意时机、场合，要使孩子因此感到羞耻和懊悔，以达到教育的目的。

五、历史地位

芬乃龙是17世纪法国杰出的教育家。其女子教育思想、早期教育思想、适应自然的教育方法等“都标志着教育思想的新开端”[59]。虽然他的女子教育思想只是在教育方法和内容方面做了一些浅层次的变通，但却预示了女子教育的新前景，所以他的《论女子教育》问世后很快被法国母亲传诵，并被译成多国文字，对各国女子教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佛罗斯特（S. E. Frost）在其《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一书中称芬乃龙是“17世纪法国的一位领袖人物，其《论女子教育》被证明是17世纪发表的所有论述女子教育的著述中最优秀的一篇”[60]。

在芬乃龙的影响下，路易十四的一位侯爵于1686年创办了圣 ·西尔女子大学。这所学校招收了 250名贵族和阵亡军官的女孩。她们享有某些自由，可以读文学作品、演剧等，世俗的影响占主导地位。虽然此校后来演变成一座独特的修道院，却鼓舞了人们在女子教育上探索的勇气。1784年，贝茨基也创办了斯莫尔尼女子大学。这所大学比圣·西尔女子大学更为先进，表明女子教育问题终于被世人关注，从而为近代女子教育的更大发展做了很好的铺垫。

应指出的是，芬乃龙的教育观点大多是在论述女子教育的名义下发表的，但其意义超出了女子教育的范畴，其中许多也适用于男孩的教育。例如，“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间接教育法、快乐教育法等新的教育方法都是如此。在早期教育问题上他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芬乃龙试图利用故事（宗教、神话故事）进行教育，并亲自编写神话书籍的做法也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 冯玉珍：《理性的悲哀与欢乐》，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4～145页。

[2] 史仲文、胡晓林：《世界全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41页。

[3] 《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第153页。

[4] 阎国忠：《西方著名美学家评传》，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27页。

[5] 《理性的悲哀与欢乐》，第153页。

[6] H. P.里克曼：《理性的探险》，岳长龄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58页。

[7] 史仲文、胡晓林：《世界全史》，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6年版，第142页。

[8]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

[9]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5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60页。

[11] 转引自《世界全史》，第205页。

[12] 《世界全史》，第207页。

[13] 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卷，第35页。

[14]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381页。

[15] 尚新建：《笛卡儿传》，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94页。

[16] 转引自姚鹏：《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北京求实出版社1986年版，第20页。

[17]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26页。

[18]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33页。

[19] 北京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史教研室：《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39页。

[20] 史壮柏格：《近代西方思想史》，第345页。

[21] 《世界全史》，第220页。

[22] 《世界全史》，第193页。

[23] 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彭聃龄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19页。

[24] 《世界全史》，第196页。

[25] 博伊德、金：《西方教育史》，任宝祥、吴元训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252～253页。

[26] S·E·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275页。

[27]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76页。

[28]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53页。

[29] 《西方教育史》，第256页。

[30] 《西方教育史》，第256页。

[31] 《西方教育史》，第257页。

[32] 《西方教育史》，第258页。

[33] 《笛卡儿的天赋观念说》，第12～13页。

[34] 《笛卡儿传》，第169页。

[35] 《笛卡儿传》，第134页。

[36] 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92页。

[37] H. C. Barnard，Fénelon On Educati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6，p.17.

[38]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82页。

[39] Fénelon On Education，p.19.

[40] Fénelon On Education，p.34.

[41] Fénelon On Education，p.35.

[42] Fénelon On Education，p.3.

[43] Fénelon On Education，p.35.

[44] Fénelon On Education，p.8.

[45] Fénelon On Education，p.8.

[46] Fénelon On Education，p.7.

[47] Fénelon On Education，p.7.

[48] Fénelon On Education，p.12.

[49] Fénelon On Education，p.12.

[50]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

[51] Fénelon On Education，p.18.

[52] Fénelon On Education，p.18.

[53] Fénelon On Education，p.23.

[54] Fénelon On Education，p.23.

[55]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6.

[56] Fénelon On Education，p.136.

[57] Fénelon On Education，pp.33～34.

[58] Fénelon On Education，p.20.

[59] 《西方教育史》，第262页。

[60]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281页。


第六章 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

夸美纽斯（Johann Amos Comenius，1592—1670）[1]是17世纪捷克的杰出教育家。他被称为欧洲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位教育家，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新时期的最初一位教育家。夸美纽斯继承了前人的尤其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成果，总结了宗教改革时期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经过潜心探索研究，上升为理论。在他的众多著述中，特别是在他的主要教育代表作《大教学论》中，对教育作用、教育目的、教育的主导原则、教学理论、学制、学校管理以及德育、教师等问题均做了比较系统的论述。夸美纽斯的教育思想奠定了近代教育理论体系的基础，从而在教育史上矗立起一座巍巍的丰碑。

第一节 生平活动和著作及思想特点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夸美纽斯在1592年3月28日出生于波希米亚王国东部莫拉维亚地方的尼夫尼兹城。父亲是一个手工业者，并参加了隶属于加尔文教派，主要由农民和城市平民组成，并在教派内崇尚民主和原始共产主义原则的莫拉维亚兄弟会。12岁时，父母先后病故，由于得到兄弟会及亲友的资助，夸美纽斯才免除冻饿之虞，并得以继续完成其学业。在投亲靠友期间，夸美纽斯曾在贫穷简陋的乡村学校学习，后来也到较正规的拉丁语学校学习过。早在少年时代，通过亲身经历，他对当时的学校教育就产生了强烈的反感，认为不管是哪种学校，其教育内容、组织及方法均存在诸多弊病。他后来曾沉痛地回顾道：当我们离开学校的时候，“有多少人连关于真正的学问的一点观念都没有啊！我，我是一个不幸的人，我便是千千万万人们里面的一个，悲惨地丧失了一生一世的最甜美的青春，把生气勃勃的青春岁月浪费在一些烦琐的废话上面”[2]。他还激愤地指责当时学校的教学方法烦琐，令人厌倦，仿佛是故意跟人作对，以致“学校变成了儿童恐怖的场所，变成了他们才智的屠宰场”[3]。有鉴于此，夸美纽斯立志改革教育，献身教育事业。

中学毕业后，夸美纽斯就读于德国那撒公国的赫波恩学院，专攻神学。在赫波恩学院学习时，年轻的夸美纽斯勤奋好学，博览群书，研究过许多古代思想家的著作，哲学和教育思想日趋成熟。在此处他结识了热心于教改的加尔文教神学家阿尔斯泰德（John Hery Alsted）。通过阿尔斯泰德的介绍，夸美纽斯了解了德国教育家拉特克（Wolfgang Ratke）的教育思想以及尼德兰教育的成就。在赫波恩学院学习两年后，夸美纽斯又转入海德堡大学学习。在此处，他接受了德国学者安德里亚（Johann Valentin Andreae）及马内乌斯（David Pareus）的影响，设法借阅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还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同时代许多教育改革家的著作，从中吸取了丰富的思想养料。在大学学习时，夸美纽斯还产生了用捷克语编写百科全书，在人民群众中普及科学知识的强烈愿望。

大学期间，夸美纽斯进行了两次长途旅行，遍访当时的学术文化中心，并结交了许多思想新颖、见地不凡的朋友——其中有许多是站在时代前列的改革家，从而进一步受到时代新思潮的强烈熏陶和影响。

夸美纽斯在1614年回到了莫拉维亚，担任了兄弟会的牧师，同时主持了一所兄弟会学校的工作。从此以后，他始终以极大的热情从事兄弟会争取民族独立的爱国活动，同时献身于教育事业。

1618年，捷克人民举行了反对德意志天主教贵族统治的起义，成为“三十年战争”的开端。两年后，捷克新教势力战败，德国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对捷克居民进行了残酷的屠杀和抢劫，夸美纽斯居住的城市在兵燹中被夷为废墟，他所有的藏书和手稿也化为灰烬。不久，他的妻儿又死于战后的瘟疫。就在国破家亡的痛苦日子里，夸美纽斯于1623年用捷克语写了政治、文学著作《世界迷宫》。（Labyrinth of the World）与《心的天堂》（Paradise of the Heart）。这两部书的写作明显受到了安德里亚的《基督城》一书的影响。在《世界迷宫》一书中，夸美纽斯将现实世界比喻成一个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的迷宫，放眼所见，皆是虚伪与罪恶。面对如此腐败的人类社会，作者时时流露出悲观、迷茫的情绪；但他又号召人们不要束手待毙，要如同安德里亚在《基督城》中建议的：必须在迷宫般的生活中发现一条光明之路。

在《心的天堂》一书中，夸美纽斯正面描述了他对真理的探求。从新教徒的立场出发，他指出人们不是通过世俗的学习，而是通过基督徒的信仰去发现真理的。与此同时，他又强调了理性的重要，认为人们有“两重清晰的内在之光，一为理性，一为信仰，二者皆由圣灵指导”[4]。夸美纽斯批驳了教会宣传的欲按基督徒的方式行事就必须摒弃理性的主张，认为正是“圣灵将净化与精制过的理性还之于民”[5]。这是夸美纽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运用宗教语言宣扬思想的大胆尝试。这种手法自始至终贯穿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成为夸氏著作的一大特色。

在“三十年战争”中，捷克沦为奥地利的一个省，统治者对新教徒的迫害有增无减。1627年7月31日，当时统治捷克的皇帝下令：以天主教为捷克的唯一合法宗教，所有捷克新教徒均须在6 个月内公开皈依天主教，否则就要被驱逐出境。在此情况下，夸美纽斯和不愿改变宗教信仰、3万多捷克新教徒不得不在1628年2月离开世代居住的家园，从此踏上了终身流亡、客死他乡的不归路。

夸美纽斯离开祖国后，定居在波兰的列什诺。在此处他主持了一所兄弟会办的古典中学，并亲自讲授物理等课程，通过教学实验发展了新的教学方法。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开始系统地总结前人、同时代人及本人的教育经验，并诉诸文字。

1628—1630年，夸美纽斯写成《母育学校》（Mother School，或译Mother Knee’s School or Infant School）。这部书是历史上第一部论述学前教育的专著。美国教育家威尔·孟禄（Will Monroe）在评价这本书时说道：“夸美纽斯所写的《母育学校》一书是母亲教育启蒙期的儿童指南，但是在这本珍奇古老的书中，人们找到的不仅是母亲教育儿童的指南，而且也是所有教师和一切担负着培养幼儿这一崇高神圣使命的人们的指南。”[6]这部书是用捷克语写的，后译成德文并于1630年（一说1633年）在列什诺第一次印刷发行，次年又在莱比锡出版。接着波兰文、捷克文、拉丁文、英文版相继问世，广为流传。

1631年，夸美纽斯写成并出版了一部教科书，名曰《语言入门》（Gate of Tongues Unlocked）。这部书是在充分吸取了德国教育家巴底乌斯（Bateus）、卢比勒斯（Lubinus）及拉特克等人革新拉丁语教学经验的基础上写成的，特别是从巴底乌斯的著作中获益甚大，夸美纽斯在书中对此表示了特别的感谢。《语言入门》是一部为准备学习拉丁语的学生提供的一部入门教科书，但涉及知识内容极为广泛，堪称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教科书。它在编写方法上颇为新颖，不仅内容丰富，可谓天文、地理无所不包，而且完全打破了传统拉丁语教科书的编写模式。学生通过阅读、理解，可获“一石三鸟”——即了解拉丁语结构规律、掌握拉丁语基本词汇、获得广博的知识——之功。这是一本用大胆创新的指导思想及教学体系编写的一本教科书。

《语言入门》出版后，短期内即广泛流传，十几种译本相继问世。17世纪中叶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都采用此书作为学习拉丁语的课本。1635年，该书在莱比锡出版时，取名《金书》（Golden Book）。甚至连耶稣会学校也采用此书作为教材。美国教育学者认为，《语言入门》“是夸美纽斯最著名的一部书，如果他一生仅出版了这一部书，也足以使之成为所在世纪的杰出人物”[7]。

虽然《语言入门》一书得到社会广泛的欢迎和采用，但对初学者来说仍显得艰深，于是夸美纽斯又在1633年编写了《拉丁语初阶——语言入门的预备课本》（Entrance Hall as an Easy Introduction to the Gate）。如书名“初阶”所表示，这部书是为那些准备进一步研究“入门”的人写的启蒙书。在编排上，根据初学儿童的能力更进一步简化，分段安排教学，教授每个单词都联系有关的事物，以帮助儿童把事物与拉丁语词汇融为一体。

1632年，夸美纽斯在经过了约5年的酝酿及写作后，完成了其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大教学论》（Great Didactic）。此后又用5年的时间修改、扩充，并改写成当时学术界通用的拉丁文。《大教学论》从书名上看，似乎是一部关于教学法的著作，实际上它远远超出了教学论的范围。该书的主要内容有：人生和教育的目的（1～9章）；改革旧教育的必要性与可能性、设立新学校的基本原理（10～14章）；体育、保健理论（15章）；教学理论（15～22章）；德育理论（23～25章）；儿童教育年龄分期及相应学制；各级学校素描和学校管理（26～31章）。从上述内容不难看出，《大教学论》已涉及现代普通教育学的各个方面，是以前的任何同类论著都不可企及的。夸美纽斯在书中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就是实现青年时代的理想，即

探索一种教导的方法，使教员可以少教，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成为更少喧闹、更少令人厌恶的事、更少无效的劳作，而有更多闲逸、更多乐趣和扎实进步的场所，通过它使基督教社会可以少些黑暗，少些困扰和纷争，而是相反地增加光明、秩序、平和与安宁。[8]

《大教学论》在夸美纽斯的所有著作中占有特殊的地位。美国教育史学家保罗·孟禄（Paul Monroe）在20世纪初即已指出：

夸美纽斯的教育观及其全部教育活动之基础很早即已确立。他后来的一系列著述及教育活动只是早年信念的具体化与发挥而已。尽管夸美纽斯的著述（包括论文及教科书）数以百计，但却全部可在其早期教育论著之一 ——《大教学论》中得到体现。[9]

保罗·孟禄还认为：“毫无疑问，这部著作是有史以来最杰出的教育论著之一。尽管历史上已出版的教育论著汗牛充栋，《大教学论》以其基本的风格而独树一帜。”这一基本风格就是：书中所体现的理想、原则及结构有令人惊讶的现代人意识，而与此矛盾的是理想的表述、所用方法的表述等又充满了所处时代固有的神学色彩。[10]

1632年，夸美纽斯担任了捷克兄弟会的长老，在处理繁重的兄弟会工作之余，他仍以极大的精力，孜孜不倦地从事教育科学的研究。这时，他积极进行“泛智”问题的研究。所谓“泛智”（Pansophia）就是广泛的、全面的智慧及科学。其含义有两个方面：一是要求人们应该掌握现实生活所必需的、一切有用的知识；二是主张“把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这一思想集中体现了17世纪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对人提出的新要求。这一思想早已具体体现在他的代表作《大教学论》及他所编辑的教科书中。但夸美纽斯并不满足，拟编写一部全面介绍当时科学知识成果的、百科全书式的著作《泛智论》。夸美纽斯的想法得到英国社会名流哈特利布（Samuel Hartlib）的大力支持。在哈特利布的支持下，英国于1637年出版了他的《泛智论写作计划》（Intimations of a Universal Science）。哈特利布还将此书寄送欧洲各国知名学者和各教派的领袖，征求意见，以便引起更多人的兴趣，帮助实现他的计划。

夸美纽斯得知上述消息后甚感欣喜，在对《泛智论写作计划》加以修改、充实后，于1639年以《泛智的先声》（Precursor of Pansophy）为名再次出版。此书的出版引起了当时学术界的注目，不少社会名流及著名学者（包括英国诗人弥尔顿、法国学者笛卡儿等）均对此书表示了浓厚的兴趣。笛卡儿曾对该书写过评论，称赞夸美纽斯是“具有深湛的理智和博大的思想的人，而且对社会福利显示了高贵的热情”[11]。

1641年，英国国会通过了一项关于组织学术委员会专门研究泛智论的决议，并邀请夸美纽斯前来领导这一拟由多国学者组成的学术委员会，并创办能将其理想付诸实施的教育机构。夸美纽斯接受邀请后欣然前往伦敦。但不幸时乖命蹇，他刚刚抵英，就碰上了爱尔兰人的叛乱。动乱中，英国国会无暇顾及原先对夸美纽斯的任何承诺以及夸美纽斯的任何提议。

在英国逗留数月后，眼看英国内战短期内结束无望，这时，旅居瑞典的荷兰人盖尔（Ludevic de Gear）邀请夸美纽斯到瑞典从事研究工作。1642年8月，夸美纽斯来到瑞典。瑞典政府希望他为瑞典学校编辑系列教科书，并答应给捷克兄弟会以常年补助。当时，夸美纽斯的兴趣集中在泛智论的研究，而不是编教材，但他基于兄弟会的利益，同时期望瑞典政府能帮助他的祖国获得独立，因此考虑再三，终于被迫放弃了自己的爱好，接受了编写教科书的工作。

按照和瑞典政府签订的合同，夸美纽斯在瑞典工作了6年，圆满完成了瑞典政府委托的工作。此时，夸美纽斯成为全欧洲最受欢迎的教育家。法国首相黎塞留（A. J. du P. Richelieu）邀请他赴法国协助建立一所科学院，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也请求夸美纽斯给予帮助。欧美大陆的学者与教育家均与他建立了通信联系。

1648年，“三十年战争”终于结束。在签订和约时，捷克仍被划归德意志管辖，新教派别的信仰自由也未得到承认，捷克民族独立的希望破灭了。沮丧的夸美纽斯于同年回到了波兰列什诺。

1650年5月，捷克兄弟会在原大主教去世后，举行代表会议，深孚众望的夸美纽斯被推选为大主教。经再三推辞不允后，夸美纽斯毅然担起了兄弟会领袖的重任，但他钟情于教育工作的决心并未改变。

就在同年10月，夸美纽斯接受了匈牙利一位贵族的邀请，到沙罗斯-帕特克（Saros- Patak）创办一所泛智学校。夸美纽斯为他的理想学校拟定了一份计划，名曰《泛智学校蓝图》（Sketch of a Pansophic School）。这是一个内容甚为丰富的教育实验计划，但并未能完全付诸实施，拟议创设的7个年级实际只办起了3个即告终止。在匈牙利工作期间，夸美纽斯构思并完成了著名教科书《世界图解》（The World Sensible Thing Pictured）。这是世界上第一本依据直观原则编写的课本，全书共150课，由插图及对插图加以解说的拉丁语、民族语课文组成。150篇插图及课文构成了一部颇具特色的小型百科全书，包括了比较重要的拉丁语词汇及民族语词汇。夸美纽斯想用它来对初学儿童进行家庭教育和启蒙教育。他在此书序言里说：“展现在诸君面前的这部书篇幅不大，但它是整个世界和整个语言的鸟瞰，里面充满了插图、事物的名称和描述。”[12]此书集中体现了夸美纽斯“泛智”的教育思想和直观性教学原则。此书出版后，由于图文并茂，生动有趣，不仅受到儿童的喜爱，也博得许多学者的赞叹。

1654年，夸美纽斯离开匈牙利回到列什诺。1656年，列什诺在波兰与瑞典的战争中变成废墟，他的所有财产及大批手稿、书籍均毁于战火。最令人痛心的是他几十年来所搜集和研究的关于泛智论的材料及许多尚未出版的手稿也付之一炬。

列什诺被毁后，年迈的夸美纽斯来到了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在这里度过了他流亡生涯的最后一站。荷兰政府对夸美纽斯这位杰出的教育家和爱国志士给予了很高的礼遇。1657年，根据阿姆斯特丹元老院的决议，荷兰出版了他的教学论全集。全集印刷与装帧极为精致。但过分考究的形式使很多人只注重欣赏其华美的外表，视之为荷兰印刷艺术的杰作，而忽略了它那博大精深的内容，其中包括对作者呕心沥血之作，在本书中首次公开刊印的《大教学论》反应冷淡，这使夸美纽斯在欣慰之余又感到莫大的痛苦和失望。

夸美纽斯晚年最重要的但未完稿的作品名为《人类改进通论》（General Consideration Concerning Human Improvement）。这是一部以拉丁文写作的7卷本巨著。作者从1644年开始构思。夸美纽斯试图在本书中全面规划改造世界及人类的蓝图。全书高屋建瓴，气势恢宏，与其过去的思想相比，达到一个新的高度。

1668年，76岁高龄的夸美纽斯病倒了，感到生命的历程即将结束，缠绵病榻之际，他写下了最后一部自传性的作品《信仰的必要》。文中写道：“……我整个一生不是在祖国，而是在流浪中度过的，我的住所时时变动，没有一个地方我永久居住过。”[13]但他对自己能终生矢志不渝，做一个“追求理想”的人而感到欣慰。

1670年11月15日，夸美纽斯与世长辞，结束了坎坷动荡、奋斗不息的一生。死后，遗留在世的各类著作达265种之多。

二、思想特点

作为一个新旧交替时代的产儿，夸美纽斯的世界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显得异常复杂，并充满矛盾。

就其世界观中进步的、并反映时代精神的一面而言，大致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是具有人文主义思想。夸美纽斯从青年时代起，阅读了许多人文主义者的著作，受到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他表面上承认而实际上摒弃了中世纪天主教会鼓吹的“原罪说”[14]，高度赞美人的力量，对人所具有的智慧和创造力具有极大的信心。《大教学论》第一章标题是“人是造物中最崇高、最美好、最完善的”，即反映了这一思想。此外，夸美纽斯重视人的现世生活、现世幸福、现世利益；他崇拜自然，重视科学知识的作用，主张通过教育使人得到和谐发展，通过教育，认识万物，并利用万物享受人生乐趣。这些思想充分反映了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企图利用科学知识去控制自然，追求幸福生活的合理要求，与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的优良传统一脉相承。

其二是具有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早在1613年，当时夸美纽斯还在赫波恩学院学习。就在这时的私人日记中，他曾以问答的形式写道：“一切认识是否都起源于感觉？”“头脑里的一切没有不起源于感觉的。”[15]这一论断实际上否认了天主教会宣传的知识来源于圣经、来源于神启的传统观念。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夸美纽斯的感觉论思想是承袭自英国唯物主义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苏联学者克腊斯诺夫斯基（A. A. Kpacновский）对此提出异议，并指出：反映培根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的重要哲学著作（如《新工具》等）1620年以后才陆续出版；1613年的时候，夸美纽斯不可能了解培根的哲学，因而可以认为夸美纽斯并没有依靠培根而独自提出了感觉论，走上了经验论哲学的道路。[16]然而，我们也不应因此否认作为17世纪先进哲学思想旗手的培根对夸美纽斯的重要影响，他本人也曾一再提到这一影响。如在1632年发表的《物理学》一书序文中，夸美纽斯以赞赏的语气提到了培根的著作，誉之为刚出现的“新世纪的灿烂之光”[17]3。在《泛智的先声》一书中，夸美纽斯认为，培根在其名著《新工具》一书中“揭示了探讨自然事物的正确方法”，还称赞培根的实验归纳法包含着“探求自然秘密的道路”。总之，我们不妨认为，夸美纽斯在其早年即已初步具有了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而后来接触到的培根的著作丰富了他的思想，并给他提供了论证这一问题的理论根据。唯物主义感觉论思想构成了夸美纽斯教学认识论基础。

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构成了夸美纽斯进步世界观的另一重要特点。作为信奉民主与平等的莫拉维亚兄弟会的成员及领袖，夸美纽斯从教派传统中接受了民主主义精神的重要影响；作为一个备受欺凌的弱小民族和教派的成员，夸美纽斯自发地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总之，夸美纽斯的出身、经历和社会地位，注定了他必然站在新兴的市民阶级、手工业者及平民的立场上，对现实生活中的种种不合理现象表示愤慨，对劳动人民的不幸抱有深切的同情，并在其整个一生中，为了民族的独立、宗教信仰自由而不辞劳苦，辛勤奔波。夸美纽斯的民主主义思想充分反映在他的一系列教育主张中。

在夸美纽斯的世界观中，除了进步的一面外，也有落后的一面。神学在当时占统治地位，夸美纽斯从幼年时代就接受了宗教的深刻影响，成年以后又长期担任教职，因此，他并未也不可能挣脱宗教唯心主义世界观的束缚，起码在形式上他必须借用宗教与神学的外衣来发表他的新思想、新见解。其世界观中唯心与唯物的因素及形式与实质的冲突导致许多矛盾。例如，他一方面确认现实世界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又归之于上帝的创造；一方面重视现世生活，另一方面却又宣称人生的终极目的是为来世做准备；在对现实世界的认识上，他一方面正确地提出感觉经验是认识的基础，另一方面又承认“神启”的作用，认为《圣经》也是智慧的源泉。在夸美纽斯的晚年，由于受到别人怂恿，他还一度严重背离过平生的信念，出版过宣扬迷信的预言集。此外，在社会政治观点上，他虽然揭露、斥责了社会上的种种黑暗现象，对劳动人民怀有深切的同情，但并不反对社会的等级区分和君主制度，甚至将恢复民族独立、复兴祖国的希望寄托在统治者的恩赐上；他还把净化道德，使人心皈依上帝当作解救人类的主要手段。凡此种种，都反映了时代和阶级的局限。

夸美纽斯世界观中进步与落后的因素、内容与形式的矛盾，都充分反映在他的教育思想中。

第二节 论教育的目的和功能

一、教育的目的

教育的目的问题是任何教育家所不能回避的，从中反映了一个教育家的立场、世界观及为哪个阶级服务的问题。夸美纽斯世界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异常明显地反映在他的教育目的论中。

夸美纽斯从宗教中引出了教育的目的。他说：“现世的人生只是来生的一种准备。”[18]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协助达到这一目的。保罗·孟禄指出：这一提法是夸美纽斯时代以前的教育家都会认可的，从表面上看和基督教会的教义和宣传一致；但若从实质上看，二者则不可同日而语。[19]中世纪的天主教会把人看作奴隶，看作原始罪孽所污损的存在，要准备来世的生活，就得摒弃理智，忽视现实生活，实行禁欲主义。教会提倡人们把自己关在修道院的密室中，诚心祈祷，研究圣书，并用各种苦行来折磨自己，以便死后灵魂得救。与这种因袭的见解相反，夸美纽斯却认为，人并非带着所谓“原罪”来到人间。他不赞同教会宣传的所谓“肉体是灵魂的监狱”的观点，认为“身体不独是推理的灵魂的住所，同时也是灵魂的工具”，[20]人不过是身体与心灵方面的一种和谐而已。[21]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灌输知识，培养道德和信仰，使人所具备的知识、德行和虔信的“种子”得到发展，从而为来世的永生做好准备。换言之，现实的人只有使自己的德、智、体等诸方面都得到和谐发展，才能为来世的永生做好准备。显然，夸美纽斯所谓“为来世做准备”和中世纪天主教会所谓“为来世做准备”，其含义在实质上是根本不同的。

过去许多学者在评论夸美纽斯时指出，夸美纽斯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带有浓厚的宗教唯心主义色彩。诚然，从形式上看确实如此，而且他在论述此问题时所提到的所谓先天“种子”说，虽然也带有一点儿我们现在通常所谓遗传素质的含义，总的来说，也带有唯心主义色彩。但是只要我们进一步剖析，透过他所使用的宗教语言，就不难看到，夸美纽斯的教育目的实际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封建桎梏和天主教会的精神枷锁，渴望在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发展，以享受现世幸福的愿望；也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在进行反封建斗争的初期阶段就反对宗教蒙昧主义，力图按照资产阶级的利益去培养人，使教育为发展资本主义服务的要求。归根到底，夸美纽斯的教育目的还是为现实生活服务，所谓“为来世”之说，不过是虚晃一枪，他的教育目的论，用的是“旧瓶装新酒”的手法。

诘之者曰：夸美纽斯为什么不直接了当地提出教育目的是为现实服务，而要使用如此隐晦曲折的宗教语言？这是特定的历史条件决定的。由于西欧封建社会的特殊历史条件，宗教神学在整个中世纪占有统治地位，成为社会精神生活中渗透一切、支配一切的力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前，资产阶级在政治、哲学、文化、教育等一切领域的反对封建专制的斗争几乎都披上了宗教外衣，采取了神学争论的形式。因此，夸美纽斯的世界观具有宗教神学色彩，他每每要借用宗教和神学的外衣来发表和支持他的教育新见解，是不足为奇的。

二、教育的功能

夸美纽斯还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功能以及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

（一）教育的社会功能

夸美纽斯把教育看作改良社会的手段。他说：“教会与国家的改良在于青年得到合适的教导。”[22]在《论天赋才能的培养》一文中，他从多方面对比了所谓有教养的民族和没有教养的民族之间的差别，以说明良好的教育所能产生的积极成果。其中特别指出：一个民族如受到良好的教养，就会善于利用自然力量和地下的宝藏，把土地耕种得“像在天堂里”那样好。他还认为，受到良好教养的民族，扫除了愚昧和贫困，身体健康，德行优良，富有智慧，爱好艺术，生活得富足、幸福。显然，上述观点反映了夸美纽斯渴望祖国复兴、繁荣的愿望及其世界观中的人文主义色彩。

（二）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功能

夸美纽斯对于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发挥的功能给予了更高的评价。

夸美纽斯认为，只要通过教育，任何人的德行和才智都能得到发展。“假如要去形成一个人，那就必须由教育去形成”“只有受过一种合适的教育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23]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首次以狼孩为例，来说明教育、环境与儿童发展的关系。他指出，脱离了正常的人类环境和教育，儿童只会成为人形的动物。但与现代人研究结论不同的是：他认为狼孩一旦回归人类社会，通过精心教育，仍然可望恢复人性。[24]这多少带点理想主义色彩，但也反映了他对教育的坚定信念。他还以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教育的作用与意义：“富人没有智慧，岂不是等于吃饱了糠麸的猪仔，贫人不懂事岂不等于负重的驴子？美貌无知的人岂不是一只具有羽毛之美的鹦鹉，或是一把藏着钝刀的金鞘？”[25]

夸美纽斯分析了人可接受教育的原因。首先，他确信人具有接受教育的基础。他认为人是上帝“最崇高、最完善、最美好的”创造物，“学问、德行与虔信的种子自然存在我们的身上”，由此决定了 “智慧在人身上生了永恒的根基”。[26]他认为，人的智慧是无穷的，人心的能量是无限的，能够上天入地，无所不至，因此它能够领悟万事万物，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其次，夸美纽斯还着重从唯物主义感觉论的角度进行了论证。他说：人之所以可接受教育，还因为“宇宙中的事物是没有一件不能够被一个具有感觉与理智的人所达到的”。他引证亚里士多德的观点，认为可将人心“比作一张白块。板上什么都没有写，但是什么都能写上”。也可以把人脑比作一块蜡，“蜡能变成各种形式，能照任何方式再三加以铸范，人脑也是一样，它能接受万物的影像，能够接纳整个宇宙中的一切事物……”他还说：人具有 “记忆的深渊，它能收尽万物，又能重新显现，都不充溢，也不枯竭……人们的心理较之宇宙还要大”[27]。总之，夸美纽斯认为：通过感觉、记忆、归纳、组合，人可以把外界的种种事物反映到头脑中来。这是人可接受教育的另一个原因。夸美纽斯在谈到上述人可接受教育的原因或基础时，列举了两项理由，前者带有唯心主义色彩，后者则具有完全的唯物主义性质。

夸美纽斯认为人不仅有受教育的可能，也必须受教育。因为人们领悟事物的能力只是一个“虚空的形式”，如同一块没有刻上文字的石碑，只是“潜伏地存在”着，需要通过教育的手段加以发展。[28]

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为了说明教育的作用，还提出了以下观点并进行了论证。

一般人的先天素质差异不大，都具有领悟事物的能力。夸美纽斯反对历代统治阶级污蔑劳动人民智力低下，“要他们去求知识是不可能的”之类的观点，认为：“事实上智力极低的人是很少的，正如生来便完全没有手脚的人一样地少见。”还提出，

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模糊的镜子模糊到了完全反映不出任何影像的田地，我们差不多找不出一块粗糙的板子粗糙到了完全不能刻上什么东西的地步。并且，假如镜子是被灰尘或斑点弄污了，便得把镜子先弄干净，假如木板粗糙，便得把木板先磨光，那时它们便能实践它们的功用了。同样，假如教员肯充分卖力气，人们是可以琢磨好的。[29]

教育对于所谓天资愚钝的人不仅可能，而且“更加刻不容缓”。因为一个人的心性“愈是迟钝孱弱，他便愈加需要帮助，使他能尽量摆脱粗旷和愚蠢”[30]。夸美纽斯还指出，有许多例子说明：勤能补拙，通过接受教育和刻苦学习后，天资愚笨的人领悟科学，甚至可胜过天资较好的人，因此对这类人不能丧失信心。他把通过刻苦求学，晚出成就的人比喻为结果迟的树，认为同样值得赞美，不应受到排斥。

聪明的人则更加需要接受教育。因为“一个活泼的心理如果没有正经的事情可做”，就会被歪门邪道所困扰，“会成为自己毁灭自己的原因”。[31]

要重视女子教育。夸美纽斯驳斥了历史上轻视女子教育或认为女子不可受教育的观点，认为女子和男子一样“具有同等敏锐的心理和求知的能力”，甚至常常比男子还要强。[32]

通过上述分析，夸美纽斯说明人人可以受教育，也必须受教育。

夸美纽斯深信教育具有改造社会、促进个人发展的伟大力量和广泛的可能性，并做了详细的分析论证，这是他对教育学理论的宝贵贡献，也为他普及义务教育的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在夸美纽斯之前，虽然也有不少教育家论述过教育的重要作用，但若与他相比，就论述的深刻、全面而言，则无人可望其项背。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夸美纽斯的论述含有教育万能论的趋向。教育固然具有伟大作用，但并非万能，不管是教育本身或是教育的对象——人，都要受社会生产关系的制约，因而试图仅凭教育去改造世界的理想是不可能实现的空想，这一点是夸美纽斯认识不到的。

第三节 论教育的主导原则

教育要适应自然，或称自然适应性是夸美纽斯提出的教育的主导原则，我们甚至不妨可视之为夸美纽斯教育（尤其是教学）理论的立论基础或教育原理，其他具体的教学原则、规则，从形式上看，均从这一原则演绎出来，或者说是以此原理为依据的。

在西方教育史上，早在古代希腊，哲学家德谟克利特（Democritus）就谈到了自然和教育的相似之处；亚里士多德还明确提出了教育必须“效法自然”，与自然——即人的本性及机体发育的生理特征——相适应的思想[33]；罗马时代的一些教育家（如西塞罗等）继续倡导这一思想。夸美纽斯显然受到了前人的影响，但根据时代的特点和需要，他对自然适应性原则做了有别于前人的新的解释。

在夸美纽斯的词汇中，“自然”的含义非常广泛，不仅包括外在的大自然界（不妨认为这是他“自然”一词含义的重点），同时也包括人类社会乃至人的本性。夸美纽斯认为，自然界存在着普遍的“秩序”（法则），这些法则无论在动植物生活中以及人类的活动中都发生着作用，人作为自然界（即客观世界）的一部分，必须服从自然界的普遍法则；以培养人为主要任务的教育工作，也必须遵循自然法则，才合理可靠，并发挥出应有的效力。[34]此即夸美纽斯自然适应性原则的主要含义。

自然适应性原则在夸美纽斯的代表作《大教学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在此书中，他反复强调：“学校改良的基础应当是一切事物里面的恰切的秩序。”[35]“教导的严谨的秩序……应当，并且只能以自然的作用为借鉴。”[36]他还引用西塞罗的话说：“在自然的指导之下，迷途是不可能的。”[37]

根据自然适应性原则，夸美纽斯论证了学校工作制度、教学组织形式、教学原则、方法以及教学用书等一系列问题。在论述有关问题时，他往往分4段说明：①找出自然界的基本法则（或称“原理”）；②从动植物或人类生活中举出运用这种法则的例子；③指出当时学校的教学与自然的基本法则相悖谬之所在；④指出正确的教学原则或规则（似乎是以最初所提的基本法则为依据的）。例如，在《大教学论》第17章，在论证教学的“便利性”原则时，夸美纽斯提出：①自然不性急，它只慢慢前进；②所以鸟儿在小鸟幼小时并不会为了使其加快成长而用过多的食物去填喂，而只是小心地选择食物，慢慢地按照其脆弱的消化能力所能支持的分量给予它们；③在教学上，贪多求快则必然导致欲速则不达；④正确的教学方法是适合学生的能力，循序渐进。《大教学论》的16～18章几乎都是根据这一模式来论证的。

众所周知，科学的教育理论主要来源于教育实践，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与升华。夸美纽斯充分吸取、借鉴了前人及同时代人的教育成果，在亲身改革学校和教育的过程中也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因此，他的教育理论（特别是教学理论和学校管理理论）绝不是“自然原理”或者哲学概念的演绎或诠释，也不是在观察植物和动物生活基础上的简单类推或比附，而是教育实践经验的总结。夸美纽斯为了不将各种经验罗列在一起，为了把过去人们孤立的、零散的、直观的经验上升为具有联系的、严谨的、可在更大范围内发挥指导作用的教育原理，并为批判及改革旧的学校教育提供锐利武器，必须寻求一个理论依据作为立论基础。过去人们总是引用《圣经》或宗教教条来论证每一个教育原理。夸美纽斯虽然不能完全摆脱旧传统的窠臼，这表现在他也时时引用《圣经》（即使是“旧瓶装新酒”也罢，总反映了他和旧传统决裂的不彻底性）；但在引用《圣经》之余，他也力图寻找一个新的理论依据和论证方式，来说明自己的新观点。经过摸索（包括向前人借鉴），夸美纽斯终于找到了一个依据，这就是引证自然。夸美纽斯之所以以自然适应性作为理论依据，与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也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夸美纽斯生活的时代，自然科学、生产技术的长足进步，激发、增强了人们研究自然的兴趣，也促使人们去了解自身的奥秘；此时，自然主义的思潮开始萌芽，研究自然的方法，也开始渗透到社会科学研究的领域之中，所谓自然法则，在当时是有可能和宗教教条相抗衡，并使人们信服的依据之一。所以，夸美纽斯力求以自然法则作为理论依据，来论证教育观点，是可以理解的，在当时条件下也是进步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如果说涉及人生目的、教育目的及德育等较为抽象的问题时，夸美纽斯往往引证《圣经》，宗教色彩较为浓厚，那么一旦涉及教学等务实性的问题时，夸美纽斯则将《圣经》及宗教教义弃之不顾，而总是引证自然，来作为理论依据。这一做法在历史上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①这表明了夸美纽斯探求教育工作规律的可贵意图。他试图将过去人们零星的教育经验上升为理论。尽管他的依据并不完全正确，但提出问题本身即很有价值，在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进步。

②这一主张进一步打破了教会宣传的“《圣经》包含一切真理”的禁区，使人们的注意力从《圣经》转向实际，转向现实世界，有利于教育工作摆脱神学的束缚。

③引证自然，在当时是个进步的主张，今天看来也含有积极因素。因为教育和自然虽属两个不同的领域，但二者不乏相通之处，自然发展的某些规律对于教育有可资借鉴、可供比喻之处，从而使人们得到启发，这是不容否定的。我们还应承认，夸美纽斯提出的少数法则有一定的深度。例如，“在自然的一切作为里，发展都是内发的”[38]。以此说明要发展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带有内发论的色彩，加以引申，无疑含有一些较为深刻的思想。有人认为，夸美纽斯思想中所包含的内发论思想为后来的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人所提倡的内发论提供了先导。[39]由此发展而来的“发展论”已成为现代儿童心理学上的一大潮流。皮亚杰（J. Piaget）也指出，夸美纽斯是教育“必须适应于学生所到达的发展阶段这一进步体系的创建人”[40]。此外夸美纽斯的所谓“自然”还包括受教育者本身。他对儿童的年龄、心理特点提出了不少宝贵建议，至今仍可资借鉴。不少现代教育家认为：要求适应儿童自然本性及身心发展规律进行教育，这是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最有价值的内容之一。

夸美纽斯的自然适应性理论也存在一些明显的缺陷。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他也不了解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和自然现象存在本质区别。此外，尽管他提出了少数有一定深度的法则，但总的来说，他所提出的所谓自然法则是肤浅的、简单的，往往只是事物的表面现象，而非事物的本质。如前所列举的法则（“自然并不性急，它只慢慢前进”）即属此类。又如他以“自然先预备材料，然后再给它形状”[41]来说明先有例证，再有规则，未免牵强附会。有些所谓法则甚至连表面现象都不是，如“自然从容易的进到较难的”[42]。还有一些“法则”是错误的，例如，“自然并不跃进，它只一步步地前进”[43]，按辩证法的观点看来，不啻否定了质变。

夸美纽斯世界观的复杂性与矛盾性也在他的自然观中显露出来。如他曾说：“所有事物按照自己的基础来说，是彼此相同的，只是形式上不同，因为上帝是它们的原型，自然是它们的反映，艺术是它们的反面形象。”[44]这样，他就使自己的自然观蒙上了一层宗教神学色彩，而这是与他自然观反宗教神学的实质极不协调的。

第四节 教学理论

教学理论是夸美纽斯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尤其是他的代表作《大教学论》中，在批判传统教育弊病的基础上，总结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教学经验。

一、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一）课程设置的标准

1.实用

夸美纽斯针对时弊，对于学校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提出这样一个原则性要求：它们必须对于实现人们的“实际目的”，亦即实际生活有用。他说：“如果这些知识对于实际目的没有用处，那是再无用不过的。”聪明的人并不一定是饱学多识之士，“而是知道什么是有用处的人”。[45]夸美纽斯指责传统旧学校教学内容空洞，无实用价值；学科体系烦琐，像座“巨人的迷宫”，令人晕头转向，无所适从。儿童在这种学校里与其说是受教育，还不如说是受摧残，根本学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因此，他主张对现行学校的教学内容进行重大改革。

2.广博

在改革旧的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时，当教学内容的实用性与多样性发生矛盾时，夸美纽斯毫不犹豫地取前者而舍弃后者，但这绝不意味着他反对学生广博地求取知识。相反，“泛智论”是夸美纽斯课程设置的基本指导思想。前面已述，所谓“泛智论”，有两层含义：人应掌握一切有用的知识，把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这一思想充分反映了时代新精神。他将获得包罗万象的知识作为教育目的的一个重要部分，认为：“人要成为一个理性的动物，他便要能唤出万物的名字，推考世间一切的事物”，学习“一切可以获得真智慧、有德行、能虔信的科目”。[46]

3.精要

夸美纽斯认为人人应当力求博学，同时又指出：

但是，不要以为我们要求所有的人都具有一切艺术的和科学的、准确而彻底的知识。这种要求不仅对知识本身无益，而且因为人生短促，也没有人能够做到。我们希望每一个人学习的是：关于世界的一切主要的事实的原理、原因和意义。我们尽力确保每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即使遇到任何陌生的事物，他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而把它纳入正当用途而不犯严重错误。[47]

他还十分推崇罗马学者辛尼加（Lucius Annaeus Seneca）的意见：“执行教导要与撒布种子一样，不要重量，要重质。”他声称：一个人的口袋里与其有120磅[48]铅，当然不如有几块金子来得有用。[49]根据上述要求，夸美纽斯提出：教给学生的东西既要广博，又要精练，应是最基本的、最重要的东西。他说：一个军事家要想迅速战胜敌人，绝不会攻打不重要的据点，白白耗费时间，而首先直接攻打大本营。主要堡垒攻克后，次要据点便会不战自破。“同样，假如我们精通了任何科目的要点以后，次要的细节便很容易知道了。”夸美纽斯的这一思想和后来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乃至现代的知识结构学说不无相通之处。

（二）改革课程的具体意见

根据实用、广博、精要的原则，夸美纽斯对当时学校教学内容和课程提出了不少改革设想。

1.改革语文教学

当时的学校以语文为学习重点，儿童入学伊始，就得学习同祖国语言毫无联系的陌生的拉丁语。学习时，又须把精力集中在背诵文法上面，结果耗费了一二十年时间，所获甚少，甚至未必能写一篇像样的拉丁语作文。夸美纽斯认为，语言文字是事物的“外壳”，不能离开事物而存在；文字应当和事物一道教授、一道学习，绝不能死记硬背文法。他指出：根据儿童特点和实效，语文教学应以本族语为基础，兼学外语，小学阶段尤其应强调学习民族语及用民族语言教学。针对当时教材的烦琐无用，夸美纽斯提出要删减一切不必要的、不合适的教材。

2.只教真正有用的科目

为此，夸美纽斯规定了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在课程设置中，他主张扩大各级学校的教学内容，加强新兴的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在《母育学校》及《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为6岁以下儿童的智育提出了一个广泛而详细的教学计划。在《大教学论》中，他拟订的国语学校课程除当时流行的“4R”（读、写、算、宗教）和唱歌外，增加了自然、历史、 地理常识。拉丁语学校除了沿用神学和“七艺”，还增设了物理、 地理、历史等学科。他认为大学的课程更应该是“周全”的，应研究人类知识的所有学科、所有领域，把有天分的学生培养成具有百科全书式知识的人。夸美纽斯的上述课程改革主张不仅打破了中世纪早期“七艺”的局限性，也打破了宗教改革以来拉丁语学校、文科中学或College[50]等学校课程的局限，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发展近代科学文化，促进工商业发展的需要。

为了改革教学内容，夸美纽斯对于教材的改革、编写也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并亲自动手编写了许多教科书，来体现他的有关思想。《语言入门》《物理学》《世界图解》等，就是其中有影响的代表作。这些教科书成为近代学校教科书的先驱者，其编写原则或示范意义给后人以诸多启示。

二、教学原则

在《大教学论》中，“原则” 一词出现很多，其中教学原则出现达37条之多。细考夸美纽斯的所谓“原则”，大致有3个层次的基本含义：“自然适应性原则”为最高层次，他称之为“主导原则”，这里的原则相当于原理；第三层次则并不是原则，而是具体规则（如16～18章中所列的众多的“原则”）；只有介于二者之间的中间层次才是我们今天通常意义上的所谓教学原则。夸美纽斯对教学原则的提法和今人很不一样，如他提出了“便利性”“彻底性”“简明性及迅捷性”原则等。这些原则的提法今天已不多见，但是其中所包含的观点都在现在流行的一些教学原则中有所体现。他在阐述教学原则时，也论证了与之适应的教学方法。

（一）启发诱导原则

夸美纽斯认为，儿童具有发展的极大可能性。他将儿童的心理比作“种子”或者“谷米”，认为“植物或树木实际已经存在种子里面，虽则它的形象实际上看不出来。……所以，我们不必从外面拿什么东西给一个人，只需要把那暗藏在身内的固有的东西揭开和揭露出来”[51]。此外，他反复强调，儿童的发展是由内向外发展的。他提出，人类儿童的教育应当以他的自然素质为起点，除了发展儿童的自然素质以外，教育不能提出任何其他的目的；重要问题是使儿童得到发展的机会与动力，并善于循循诱导。夸美纽斯这里所表述的“内发论”的思想显然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影响，但较之内发论的宗师卢梭则早了一个多世纪。

夸美纽斯严厉批评了旧学校经院式的教学方式。他斥责旧学校只教学生呆读死记，不让学生接触实际，独立思考，是“教我们用别人的眼睛去看，用别人的脑筋去使自己聪明的。因为这种方法并不教我们去发现源泉，去从源泉引出流水”。结果，“如同伊索寓言上的乌鸦一样，只用别的鸟儿的羽毛去装饰它自己”。他提出，人作为理性的动物，应由自己的心智去领导，而不是由别人越俎代庖：“他要亲自探求万事的根源，获得一种真能了解、真能利用所学的事物的习惯。”[52]

为了调动儿童学习的自觉性、积极性，他坚决反对强迫学生学习，而认为必须启发学生热爱学习的愿望。他说，对于渴望学习的人，学习好比“一个人饿了，急于要吃食物……立刻可以把食物消化，容易把它变成血肉”，因此他要求“求知与求学的欲望应该采用一切可能的方法在孩子们身上激发起来”。[53]在此问题上，他并未将儿童的主动性与教师的主导作用对立起来，认为正是需要教师采用正确的教学方法，才能充分调动儿童的主动性，使儿童自内向外的发展得以实现。他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一再强调指出：教学“如果不成功，不能归咎于学生，而要归咎于教师无能”，“假如学生不愿学习，那不是别人的过错，而是教师的错处”。[54]

夸美纽斯还十分重视教育中的兴趣，并认为儿童的兴趣一旦被激发出来，则每一个儿童都有足够的动力去学习。他指出：儿童希望学习，这是与生俱来的遗传性能，符合自然。儿童呱呱坠地后，就有天生的愿望，想“看、听、触摸一切新奇的事物”，他想知道一切，教师必须理解儿童，知道是什么供给儿童动力去学习，并娴熟地使用这些力量。夸美纽斯认为，吸引学生爱好学习的方法很多。如在上新课时，用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向学生提起问题，指出那门课是“如何的美善、有用、快意，否则又是如何的需要”，并把那门课的轮廓、目标、界限和结构告诉学生。他说学生如对课程一无所知但又好奇，则会产生强烈的求知欲望。这些话的意思与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含意相近。又如，在教学中，教师还可以介绍一些有趣的和实用的知识，以激发学生的兴趣；此外，还可采用直观教具、表扬、奖励等多种方式，去激发学生求学的欲望。在采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措施时，夸美纽斯强调要遵循自然，“因为凡是自然的事就无须强迫。水往山下流是用不着强迫的。……我们用不着劝说一只鸟儿去飞行，樊笼开放之后它就立刻会飞的”[55]。

（二）直观性原则

直观教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即已有人文主义教育家如莫尔、拉伯雷（Francois Rabelais）、蒙田（M. de Montaigne）等人提倡过。夸美纽斯则用唯物主义感觉论对此原则进行了充分论证，并做了进一步的发挥。

夸美纽斯从三个方面论证了直观教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第一，“知识的开端永远是从感觉来到的”“存在心理里面的事情没有不先存在感觉里面的，所以心智所用的一切思想的材料全是从感觉得来的”。第二，科学的真实性与准确性，主要依赖于感觉的证明，“从感官得来的知识，我们立刻就相信”。第三，感官是 “记忆的最可信托的仆役……可以使得知识一经获得之后，永远可以保住”[56]。总之，夸美纽斯认为知识从感觉而来，人只有通过外感觉器官，才能得到真实可靠、不会遗忘的知识。由于夸美纽斯如此推崇直观的重要作用，因此他强烈谴责经院主义旧学校只让学生死读书本，不接触事实的做法，要求“文字应当永远和事物一道教授、一道学习”，“如同酒同酒桶、剑同剑鞘、树同树皮、果实同果皮永远在一道一样”。[57]他还宣布，可以为教师们定下一条“金科玉律”，即“在可能的范围以内一切事物都应该尽量地放在感官的跟前”，并尽可能用多种感官去感知事物。[58]

夸美纽斯还指出，对于某些不可能直接感知、观察的事物，则可以采用其他方式取代。其原则是：“高级的事物可以由低级的去代表，不在跟前的可以由在跟前的去代表，看不见的可以由看得见的去代表。”[59]他认为，诸如制作模型、范本，绘制图画、表格等都不失为一种可行的取代方式。

夸美纽斯关于直观教学的论述在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主要表现在他将这一原则建立在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基础上，企图将文艺复兴以来的有关零星经验系统化，加强教学与生活的联系，使之走出经院哲学的迷宫。不足之处是，他过于夸大了直观的意义和作用。他没有认识到：感性知识只是认识的初级阶段，并不一定可靠，也并不一定马上能被人理解；感性认识只有上升到理性认识，才能认识事物的本质。他基本上不了解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

（三）量力性原则

夸美纽斯要求教学应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对于初学儿童，他更强调选择学习材料要适当，声称：“一切应学的科目都应加以排列，使其适合学生的年龄，凡是超过他们的理解的东西就不要给他们去学习。”[60]如果学生“受到不适于他们的年龄、理解力与现状的材料的过分压迫”，“他们便会在和影子搏斗上耗掉他们的时间”。[61]如果给学生“过度的默述、过度的练习和过度的需要记忆的功课”，就会使学生“产生恶心甚至痴癫”，这对他们不啻“是一种酷刑”。[62]

夸美纽斯曾借用昆体良（M. F. Quintilianus）的一个比喻，来集中说明其量力性原则：

如果我们拿一只仄口的瓶子，把大量的水猛烈地倒进去，而不让它一滴一滴地滴进去，结果会是什么呢？毫无疑问，大部力的水会流到瓶子外边去，瓶子所盛的水比慢慢地倒进去的还少。有些人教学生的时候，不是尽学生所能领会的去教，而是尽他们所愿教的去教，他们的动作也一样蠢；因为才力是要加以支持的，不可负累过度，教师和医生一样，是自然的奴仆，不是自然的主人。[63]

与课程论的思想一致，夸美纽斯提出：要求学生“只领会最重要的事项，对于其余的，他们只须领会大意就够了”。他认为：“假如一切事物都按学生的能量去安排，这种能量自然就会同学习年龄一同增长。”[64]

夸美纽斯的量力性思想反映了教学必须适合儿童身心特点的规律。但由于他的许多议论是针对当时教学的弊病而发的，因此不无偏颇之词。如他提出：“若不是绝对有把握，知道孩子具备了记忆某件事情的力量，不可要求他们去记忆”“无论什么事情，除非已经把它的性质向孩子彻底讲清了，又把进行的规则教给了他们，不可叫他们去做那件事情”。[65]这些话容易被理解为对促进儿童的发展估计不足。

（四）循序渐进原则

夸美纽斯根据“自然并不跃进，它只一步一步地前进”的法则，以及幼鸟慢慢学飞的事例，引出教学要循序渐进的原则。他指出：“各个班级的一切功课都应该仔细分成阶段，务使先学的能为后学的扫清道路，指出途径。”[66]教师教学、儿童学习要严格遵守时间和科目的划分，不能“省略或颠倒”。他还要求练习应从基本的做起，不能好高骛远，一开始就去从事野心勃勃的工作。他曾举学绘画的例子：一个画家并不开始就教他的学生画人像。他只教学生调颜料、握笔、画线条，然后再教学生画粗糙的轮廓。这样按部就班地发展下去，到一定时候，水到渠成，学生就可以掌握娴熟的绘画技巧了。他说：“假如有人对于任何一种艺术能够按照这里所指示的一步一步去进行，他是不会得不到进步的。”[67]其他课程的教学也是同样道理。他要求“学生首先应当学会理解事物，然后再去记忆它们，在这两点经过训练之前，不可强调言语与笔墨的运用”[68]。

（五）巩固性原则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第18章提到的“教与学的彻底性原则”，实际上即巩固性原则。针对旧学校的弊病，夸美纽斯指出，绝大部分学生离校时并未掌握真正的知识，而“只是真正知识的一种阴影”。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学校专教无意义、于人生无用的知识；另一方面是由于知识只通过了学生的脑子，却没有固定下来。他形容这种情况就像“不断地把流水泼到一个筛子上去一样”[69]。

夸美纽斯认为，他找到了一些办法，不仅可使学生对自己学过的东西清楚明白，而且能烂熟于心，长期不忘。为此，他提出了以下措施：

教给学生的知识必须是有用的。

要激发学生的求知欲望，使所学概念彻底印入学生脑海。

从事物本身去获得知识，即从实践中获得知识；不仅会分析，而且要善于综合。

课程的排列要有系统，先学的课程要成为后学的基础，后学的课程要能巩固前面的知识。

要训练、培养记忆力。

努力将学过的东西教给别人，或复述给别人听。

所教的科目要有适当反复与练习。[70]

从夸美纽斯的上述意见可以看出，他的巩固性原则与其他教学原则有着密切的联系。应当指出的是，在夸美纽斯提出的各种措施中，他非常强调实践在巩固地掌握知识、技巧中的作用。他认为，教师传授，学生听讲、阅读固然重要，不可忽视，但最深刻、牢固的知识却是通过学生实践得来的。因此他要求让学生 “从书写去学书写，从谈话去学谈话，从唱歌去学唱歌，从推理去学推理”[71]。这种思想被一些学者称作一种“做中学”的思想。夸美纽斯要求将这种方法不仅贯彻在教学中，也贯彻在德育中。

（六）因材施教原则

夸美纽斯强调人的自然的平等及可受教性，但这绝不意味着他不重视人的个别特征。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他深切地感受到，儿童们以不可言喻的方式，显示了他们的个体差异。在谈到这种差异时，夸美纽斯指出：

人心的不同和植物、树木或动物之各不相同一样大……有些人的心理能力确乎是很大的，他们能在每门学科上面有成就；但是也有许多的人，连某些基本的东西都极难掌握。有些人对于抽象的科学显得很有能力，但是对于实用的科学，才力之小，就像一匹驴子不会玩七弦琴一样。有些人除了音乐外，什么都能学会，有些人却不能够精通数学、诗词或逻辑学。[72]

面对儿童的个别差异，夸美纽斯认为，教育者不应对某些儿童厌弃，也不可按自己的主观意愿去试图改变儿童的天性及能力，因为这样做“不是没有结果，便是结果远抵不上所费的精力”[73]。他强调指出：“教师是自然的仆人，不是自然的主宰”，依照自然行事，顺应儿童“天生倾向发展”，这是教育工作者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因此，他要求教师必须研究儿童、了解儿童、掌握不同儿童的特点，并根据不同特点，有的放矢，对儿童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与措施，“这个必须这样去对付，那个又须那样去对付，同样的方法是不能够用在所有的人身上的”。夸美纽斯认为，只要教师坚持这样去做，儿童“在某一方面缺少的东西多半会由另一方面去补足”，最后，不论儿童的资质如何，都会达到相当的发展，从而实现“为上帝与人类服务”的目的。[74]

夸美纽斯还十分重视教育中的兴趣，深信教学中的强制与暴力无异于承认教学的失败，并认为儿童的兴趣一旦激发出来，则每一个儿童都有足够的动力去学习。

第五节 论学制

夸美纽斯承袭了昆体良的观点，对学校教育推崇备至，认为诸种教育形式中，学校教育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学校的产生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结果。此外，他还从17世纪日益发达的社会分工得到启示，指出：一个做家长的人为了维持家庭生活，没有时间独自操办一切，而必须利用各种工匠的劳动成果；同样，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父母往往既没有时间，也缺乏能力，因此，应充分利用以教育青少年为己任的教师及学校。夸美纽斯还指出：即使做父母的人有时间、有能力教育自己的子女，但是儿童最好还是进学校，一同在大的班级里受到教导。因为通过榜样和彼此激励、竞争、刺激，可以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他说：“骏马有敌手要赛过或有先导马可追随的时候，才是它跑得最快的时候”[75]；对儿童来说也一样，“用榜样总比用训条容易领导、容易管束”[76]。

夸美纽斯虽然肯定了学校教育的必要性和优越性，但他严厉批评了当时学校普遍存在的管理、结构、教学等方面的不合理、效率差等弊病，有时甚至发出了现实学校是儿童“才智的屠宰场”之类的愤激之言；还声称“在此以前没有一所完善的学校”。[77]为了改革旧学校，使之真正发挥积极的效能，夸美纽斯提出系统的学制及学校改革构想。

一、《大教学论》中提出的四级教育学制

夸美纽斯依据自然适应性原则及泛智与民主的思想，在《大教学论》中提出了一个统一的单轨学制，共24年，从出生直至成年。其间又分为婴幼儿期、儿童期、少年期和青年期四个发展阶段，各为六年，与之相应的是母育学校、国语学校、拉丁语学校和大学四级学制。夸美纽斯认为，每一个发展阶段及相应教育机构都有自己专门的教育任务，同时，它们之间又存在着联系，每前一个阶段都是为后一个阶段打基础的，每后一个阶段又是前一个阶段的合乎逻辑的发展，最终实现教育所要达到的目的。

（一）母育学校

从儿童出生至6岁为第一阶段。夸美纽斯认为，教育从儿童出生即开始，母亲是儿童的第一位教师，家庭是儿童的第一所学校。他称之为“母育学校”。他认为，这一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为儿童奠定体力、智慧和道德发展的基础。

（二）国语学校

当儿童满6岁后，夸美纽斯主张他们应进入国语学校，接受初等教育，学习六年国语。夸美纽斯极力主张普及初等教育，声称要模仿“把光、暖与生气给予整个的世界”的太阳，在每个城市及大小村庄都建立起国语学校，招收每一个儿童，不问其社会地位或性别，并且混合编班，让所有儿童接受同样的教育。他甚至认为：这种教育带有义务性质。夸美纽斯说：“国语学校的目的与目标是应当把对青年人终生有用的事物教给一切6～12岁的青年。”[78]具体而言，就是通过以国语进行的读、写、算及音乐、宗教、通史、天文、地理、自然经济学、政治学及技艺的学习训练感觉器官、想象力及记忆力。

（三）拉丁语学校

当儿童结束了国语学校的学习，则可进入具有中等教育性质的拉丁语学校学习。这类学校分为六个年级，每年以一种学科为主，并以此学科作为该年级的名称，分别为文法班、自然哲学班、数学班、伦理学班、辩证术班、修辞学班。这种学校应为学生提供百科全书式的知识，或为以后接受更高等的教育做好准备。夸美纽斯主张拉丁语学校应设在每一个城市，并为所有志向“在工场之上”，愿意学习更多知识的人开放。

（四）大学

青年在将近18岁时，结束了拉丁语学校的学习，更高一级的机构是大学，设在每个王国或省。夸美纽斯认为，大学旨在培养牧师、律师、医生、教师以及国家领导人，只有极少数才智过人，且有良好德性的人才可在进一步的受教育中获益。他建议举行公开考试，以从拉丁语学校的毕业生中挑选适于进一步深造的青年。他指出：大学的“课程应该真正是普遍的，应有学习人类知识的每一部门的准备”[79]。与此同时，夸美纽斯还提出：大学还应是研究机构，通过提供“人类知识的每一分支”，供学生学习、研究之用。

夸美纽斯提议，以广泛的长途旅行来结束大学生活。他根据切身体会，认为这种旅行对于常年侧重于书本知识学习的青年获得直接经验，了解民情风俗，开阔眼界是大有裨益的。

在夸美纽斯的上述学制构想中，其杰出贡献突出表现在他的单轨学制及体现在其中的普及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为一切人开放的主张。如果我们考虑到他是置身于等级及教派森严的17世纪，有关主张更属难能可贵。诚如有的美国教育学者指出的：夸美纽斯所提出的学制，类似于美国的现行学制，而完全不同于后来在欧洲逐渐形成的双轨制。[80]这是与他的力图维护平民利益的民主主义思想分不开的。

如果我们单就夸美纽斯拟定的学制本身的科学性来做些分析，也可以发现它的很多优点：①此学制系统一改以前学校设置上的分散、孤立状态，既分段又连贯，同时呈宝塔型，可满足不同条件的人的不同教育要求。②小学阶段由当时流行的两三年延长为6年，其用意可能是为了提高面向平民的普及义务教育质量（当时只有初等教育可能义务化）。但加强初等基础教育的要求显然是合理及必要的，并在后世流行。③采取考试及甄别制度选拔中高等学校学生在西方亦属一创举。总之，夸氏的学制构想为近现代各国学校教育制度奠定了基础，法国大革命时期著名的孔多塞（M. J. A. N. Condorcet）教改方案及美国近代单轨学制等的提出或形成都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

二、《泛教论》中提出的七级终生教育制度

在20世纪30年代新发现的夸美纽斯的晚年著作《人类改进通论》7卷本之一的《泛教论》（Panpaedia）手稿中，夸美纽斯对上述学制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声称教育应从妇女妊娠乃至男女婚配开始，直至进入坟墓方告结束。基于这一认识，他将人的教育划分为7个阶段：①胎儿期，②幼儿期，③童年期，④少年期，⑤青年期，⑥成年期，⑦老年期，并为上述各阶段规定了相应教育机构及教育任务。由于第二至第五阶段与《大教学论》中的有关构想（前述的四级学制）大体相同，故此处仅讨论第一、六、七3个阶段。

（一）胎儿学校

夸美纽斯提出，与人生的第一个阶段（胎儿期）相应，应设立胎儿学校。他对优生优育的问题进行了讨论，甚至提出设立 “婚姻指导委员会”及“产前诊所”来对准备结婚的青年男女及孕妇提供咨询，以便养育健康的婴儿。在《母育学校》中，他也讨论过优生和胎教等问题。

（二）成人学校

与人生的第六个阶段（成年期）相应，夸美纽斯主张设立 “成人学校”。他指出，认为成人应当放弃继续接受教育训练的观点是愚蠢的。在人生的这一阶段，不但不应抛弃书本，还应更广泛地使用，只是在方式上，成人以自我教育为主。他也依据泛智的原则为成人教育开列了内容广泛的大纲和书目，涉及完善身心及认识世界两大方面。他认为，加强道德的及技术的学习可使一个人更好地从事其本职工作。此外他还谈到理论联系实际，按照人的天性选择职业，在人们之间开展竞争以使人们最大限度地发挥潜力以及如何享受生活乐趣等问题。

（三）老年学校

与人生的第七个阶段（老年期）相应，夸美纽斯主张在有老人聚集的地方成立“老年学校”。他认为，老年是人生的一部分，不应无所事事，而应继续行动（学习工作），有时还可承担某些重任。他还提出，老人应总结自己丰富的人生阅历，尽量过好这一段平静而仍然积极的生活，并以安详的态度对待死亡，以使人生有一个完满的终结。

夸美纽斯在阐述上述人生阶段及相应教育机构时还提出，与人生的前两个阶段相应的教育机构是“私立学校”；与第三至五个阶段相应的是“公立学校”；与最后两个阶段相应的是“个体学校”。但不论哪类学校，他都要求国家、教会或社团向它们提供必要的书籍、教具及合格的教师。他极为强调教师提供帮助的价值，主张挑选品格高尚、热心勤勉、精明能干的人来任教或提供咨询。夸美纽斯声称他倡导这一教育体系的目的是改造人类，使所有的人都变为“真正理性的、真正道德的、真正虔诚的”，使人类社会成为开放的幸福的天堂。[81]

从上述粗略的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夸美纽斯在其晚年已以高屋建瓴的恢宏气势提出了一个从优生（甚至早于今天所谓从 “摇篮”）到坟墓的终生教育体系。就其严谨完整而言，不仅前无古人，数百年间也无来者。我们不无理由认为，夸美纽斯是历史上比较系统的终身教育思想的最早阐述者和倡导者。

第六节 论学校管理

在中世纪，欧洲各国的学校杂乱、松散。教师对学生个别指导，或以高压迫其就范，缺乏统一的教学计划和科学的教学组织管理形式。文艺复兴以后，特别是宗教改革时期，由于教育规模扩大，受教育人数增多，不少教派的教育家为了收到较好的教育效果，开始探索新的教学组织管理形式，分班、分级教学制度开始形成。例如，在耶稣会派和路德派所创办的中学中，分别把学校划分为九个年级或十个年级。耶稣会派还制订了《课程计划》，对所有年级的教学做了详细规定，并按年、月、周规定了工作进程。夸美纽斯总结了前人的经验，并予以完善和发展，在《大教学论》中第一个从理论上提出并详细论述了包括班级授课制和与此配套的学年制在内的学校管理理论，后来又在其他著作（包括《泛智学校蓝图》《创建纪律严明的学校的准则》等著作）中，对此问题进行了更深入的探讨及规定。

一、班级授课制

夸美纽斯用太阳以它的“光亮和温暖给予万物”而“不单独对付任何单个事物、动物或树木”做依据[82]，提出班级授课制是必要的和可行的，并对此做了详细论证。

首先，夸美纽斯论述了班级授课的作用和重要性。他认为，班级授课是对师生产生激励作用、提高教学效率的有力手段。他说：

教师看到眼前的学生数目愈多，他对于工作的兴趣便愈大；教师自己愈是热忱，他的学生便愈会表现热心。同样，在学生方面，大群的伴侣不仅可以产生效用，而且也可以产生愉快（因为人人乐于在劳动的时候得到伴侣）；因为他们可以互相激励，互相帮助。[83]

其次，他论述了班级授课的具体办法。他要求根据儿童年龄特点、知识水平，而将他们分成不同班级，作为教学的组织单元。每个班级有一个专用教室。在国语学校中，分别设6个班，学生逐步升入高一级的班中学习。在拉丁语学校中也有6个班级，从低到高，它们分别称为：文法班、自然哲学班、数学班、伦理学班、辩证术班、修辞学班。每个班级有一位教师，他同时面对全班所有的学生进行教学，或者说全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学习同样的功课。夸美纽斯在讨论班级授课时提到：一个教师同时教一百甚至几百个学生是可能乃至必要的（这一偏激主张显然与当时合格教师稀少有关）。为了使教学切实可行，他提议在班级内将学生分成十人一组，每组挑选一个承担管理职责的组长（即“十人长”）。“十人长”的职责是协助教师督促其他学生，管理学业；必要时，还可代替教师主持若干教学活动。夸美纽斯认为，采取上述做法的结果是：“（1）教师的工作可以减轻。（2）没有一个学生会被忽略。（3）学生会比以前更用心。（4）对一个学生所说的话会对全体学生同样有益。”[84]

二、学年制及学日制

为了改变中世纪学校工作的无计划以及学生在一年中可以随时入学的管理混乱无序的状况，夸美纽斯制定了统一的学年、学日制度，以保证合理地支配时间。按照他的构想，除特殊情况外，各年级应在每年的秋季开始和结束学年课程，除此时间之外，不应接收任何儿童入校，务使全班同学的学习进度一致，都能在学年底结束相同课程的学习，经过考试，升入更高的年级。此外一个学年还被划分为月、周、日、时，每日有4小时用于上课。他建议在从事一小时紧张的学习后，要休息半小时，每天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每周三、六的下午是学生自由活动时间。每年有4次较长的休假日，每次8天。在宗教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等）的前后一周、葡萄收获季节的一个月也是学生休息的时间。这样，学生的学习、休息和生活有了合理的安排。[85]

三、考试及考查制度

为了提高教学的效能，与班级授课制及学年制配套，夸美纽斯还制定了一套比较完整而严密的考试及考查制度。共分为6种：（1）学时考查。由任课教师主持，在上课时进行。这种考查有时是观察学生学习是否专心，有时是通过提问进行检查。（2）学习考查，由十人长主持，在每天学校全部课程结束之后进行。形式是：由十人长与其组员一起复习，检查所学内容。十人长应力求使小组的成员熟练掌握已经正确理解的材料。（3）学周考查。这是一种自我考查，在每周星期六午休时进行，提倡进行互换名次的比赛。任何一个名次较低的学生有权对本组名次较高的学生进行挑战（甚至可以跨组竞赛）。如果后者比赛失败，就应让位给对手，改为低名次；否则仍保持其原来的名次。（4）学月考查。每月一次，由校长到各班例行视察时进行。（5）学季考试。由学校校长和某个主任一起主持，以便了解谁的记忆力、语言表达能力更强，学习更勤奋，表现更佳，以此作为公开表彰的依据。（6）学年考试。这是学校最隆重的考试，通常在学年结束时举行，学校所有主任均需参加。形式是：将全校学生集中在操场上，通过抽签，采取口试的形式。合格者及其10人小组均可升级，不合格者则须重修或被勒令退学。[86]

上述考试及考查制度并不完全是现代意义上的考试制度，只是一种非书面的检查学习的方法，并且缺乏规范化。但是，它将对学生学业的检查作为学校工作中的一项常规，时刻关心学生的成长，并从每天、每节课抓起，这对保证教学质量和教学效果仍不失为一种良好的管理方法。

四、督学制度

夸美纽斯是历史上最早倡导国家设置督学的教育家。他认为，任命督学是国王和当权者的权力，他们应将那些“受人尊敬的、贤明的、信教的和积极的”，同时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自愿从事该项工作的明达之士推举到督学的工作岗位上去。[87]

夸美纽斯还论述了督学的职责：①对未来的管理者进行培训，使之学会领导学校、制定规章制度，从而将各自管理的学校组织成一只有秩序运行的精良的“钟”。②对各类学校人员进行管理。包括检查校长、教师的工作，并依照其工作表现建议发给恰当的薪金。他认为这样按劳付酬无疑可调动校长、教师的工作积极性，提高教育效果和质量。督学还具有解雇和重新聘用教师的权力。③对学校的各项教学工作进行检查。夸美纽斯指出，督学可通过听课和直接参加学校具体工作的方式来检查学校教学的优劣。尤其是听课可直接感受到师生的教与学，从而为公正地评估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依据。④监督学校规章制度的执行。此外，督学还要到社会上去巡视，了解家长和监护人如何对孩子进行教育，并予以指导，以便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协调一致，相得益彰。夸美纽斯赋予督学的后一项任务大大地拓宽了督学的工作范围，表明督学须承担起全方位的对教育（包括学校教育及社会、家庭教育）的监督之责。夸美纽斯督导思想的提出是教育管理思想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五、学校工作人员的管理职责

夸美纽斯在《创建纪律严明的学校的准则》中，将学校人员分成3类：“一部分是那些学习知识的人，即学生和他们的十人长；一部分是传授知识的人，即学校的（社会的）教师；还有一部分是管理学校工作的人，即校长和主任。”[88]值得注意的是，在夸美纽斯的著作中，出现了校长、副校长、主任这些学校专门的管理人员。他还对校内管理者的职责做了明确的阐述。

（一）校长

夸美纽斯认为，作为学校总管理者的校长，是全校的核心和支柱。他不承担直接的教学工作，其职责是对学校各项工作进行领导和协调。其中包括：①对教师的管理。校长应了解教师的生活和教学状况，为此，他可私下或公开地对教师进行了解和检查。固定的检查有学月检查和学季考试。校长还须承担指导教师之责，帮助教师掌握教学方法和策略。②对学校规章制度的管理。校长须监督学校各项制度和规章的执行，预防违纪现象发生，确保学校一切工作都有条不紊；一旦发现脱离常轨之事，则需及时予以纠正。为了预防违纪现象发生，他应向每一个将要入学的学生宣读学校规章，并询问他们是否能恪守无误，学生只有作出保证遵守的承诺并签上名后，方能入学。[89]③对学校档案的管理。校长应对学校的档案材料，包括学校的年鉴、规章制度、学生的花名册等承担保管之责。学校的年鉴宜由秘书记录，所记内容有学校创建及发展变化的情况、历年校长和教师名单及其变动情况、学校各个时期发生的重大事件等。

（二）教师

教师应明确执教班级的目标和任务，并据此安排一切活动。在教学中，教师首先应该教会学生笃信宗教，然后是待人接物方面的美德，最后是生活的外部装饰品——科学知识。教师应成为学生“道德的活生生的楷模”[90]。

（三）十人长

十人长是学生10人集体的管理者。其职责除管理学业，主持每天的学习考查外，还须在智慧、德行、虔信三个方面对其他学生进行管理。十人长还要注意同学在校外是否有礼貌，敦促每位学生认真地祷告。[91]

六、学校纪律及规章制度

夸美纽斯非常重视纪律在学校管理中的作用，认为为了维持正常的学校秩序，纪律乃是必不可少的；声称“学校没有纪律便如磨坊没有水”[92]。他认为，学校所制定的各种规章制度和行为准则必须严格执行，并确保其严肃性，任何人不得擅自违反破坏。他说：“要经常地、高度警惕地维护准则，否则没有任何规章和有章不循这两者之间就没有区别了。”[93]他提出维护纪律的办法有三种，即监督、谴责、惩罚。夸美纽斯指出，在学校中，从上至下，无论谁都不得有任何违纪行为，为此，必须及时监督。但一旦有了过失，则宜根据过失的轻重程度给予惩罚，包括训斥、用树条赤身抽打乃至开除等。不过他反对在教学中使用暴力，主张“只有在道德受了违犯的时候”，例如，对“语侵神明”“淫秽”“顽梗和蓄意的恶行”“骄傲与轻蔑”“嫉妒与懒惰”等性质恶劣的不端行为，才能采用一种比较严酷的纪律。夸美纽斯指出：体罚是执行纪律的“极端的方法”，学校不能完全放弃，“不过我们总该格外当心，这种极端的方法不可用得太随便、太热心，因为倘若我们滥用了，那么责打所当对付的不服从的极端的情形还没有发生，我们早已智穷力竭了”。[94]

此外，他还要求在对学生处罚时要做到既严格又温和，以利于错误行为的纠正。

综上所述，夸美纽斯在继承、总结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期各教派教育管理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有独创性的教育管理思想，包括由国家设置督学来监督管理学校教育及社会教育；建立统一的学校制度；从理论上阐述班级授课制的作用和意义，并对这一制度进一步予以完善；制定学校的各项规章制度等。从总体上看，夸美纽斯的教育管理思想，不论是对国家教育行政还是对学校管理都提出了比较细致和全面的要求；这种管理改变了过去仅凭校长或其他管理者的个人经验而决定学校事务的状况，使学校各项工作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从而使得学校就如一架运转灵活的机器，一切人的一切行为都协调配合，井然有序。这与过去的经验型的教育管理相比，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夸美纽斯是教育史上第一个较为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管理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有关论述对于教育管理学的形成作出了宝贵的贡献。正如有的研究者指出的，如果我们称宗教改革时期的教育实践家为西方学校管理学的先驱者，夸美纽斯则堪称“西方学校管理学的奠基人”[95]。

第七节 论德育及体育

一、德育

与教学理论相比较，德育在夸美纽斯的教育体系中占据次要地位，而且保留较多宗教色彩，但在夸美纽斯心目中，绝非不重要。他曾明确表示：他写《大教学论》的目的之一就是要使社会能“少些黑暗、困恼、轧轹，却能多见光明、整饬、和平与宁静”[96]；他还说他写《泛智论》的目的也是要使之成为医治全人类的医术；这种医治的重要方面就是拯救人类道德。[97]在晚年，他将毕生心血的结晶命名为《人类改进通论》，其中道德的改观及德育是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作为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夸美纽斯在教育目的问题上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手法，即一方面宣称教育的目的是为来世做准备，似乎是超现实的；另一方面又将其落实在重视现实利益、追求现实幸福的基础之上，认为宗教不应妨碍一个人走向幸福和富裕的道路。夸美纽斯在建立其德育理论时也基本上是从这一立场出发的。因此尽管在他的著作中，存在着大量关于虔敬上帝的说教，但就总体而言，仍反映出他所处时期新兴资产阶级重视现实，积极向上，奋发进取的精神。此处着重就此问题做些评述。

（一）德育的内容

在《母育学校》中，夸美纽斯详细阐述了学前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强调必须在人生的头几年，就奠定良好德行的基础。在德育内容方面，夸美纽斯强调让儿童学习有关德行的初步知识，其中特别重视节俭和勤劳等良好品质的培养。他认为节制和俭朴是健康和生活的基础，是其他一切品德的根本。

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引证并发挥了柏拉图的思想，提出学校应培养的道德是：“持重、节制、坚忍与正直。”

①持重。即有理智。夸美纽斯认为：“对于事实问题的健全的判断，是一切德行的真正基础。”他还引用微未斯的话说：“人生不幸的事情是无过于缺乏判断，以至把事实估计错了的。”他主张儿童从幼年时起就要不断地练习，发展判断力，以便长大后成为一个有健全理性的人。

②节制。指要求儿童在饮食起居、游戏、谈话、工作等各方面要适量，“一切不可过度”。

③坚忍。即要求儿童自我克制，能用意志力抑制不适时、不合理的欲望。夸美纽斯强调指出：“我们应当使孩子们习于用理智去作一切事情，不要根据冲动的指挥。”因为人类是一种理性的动物，所以应当服从理智的领导，在动作之先应当仔细想：每种作为应该怎样去做，使他自己真能成为自己的行为的主宰。

④正直。即避免虚伪欺骗，坦诚待人，乐于为他人、为社会服务。[98]

夸美纽斯的上述思想虽是取自柏拉图，但经其发挥后，却俨然成了新教伦理。他的上述思想与新教的信仰得救、不盲信盲从及过节制生活等观点是相似的。此外对“正直”的推崇及解释还反映了他对所处现实中世风日下的强烈不满及敦风化俗的良苦用心。

（二）德育的方法

在教育方法上，夸美纽斯也提出了不少意见。

①预防。夸美纽斯提出：“假如你不把良好的种子撒在地上，它便生不出别的东西，只会生出最恶的莠草。”但是教师如果早做准备，对儿童加以良好的训练，则可杜绝邪恶的滋长。因此，他强调：“德行应该在邪恶尚未占住心灵之前，早早就教。”[99]

②榜样。即要求教育者、父母、保姆及品性优秀的学生等儿童经常接触的人为儿童树立“整饬生活的榜样”；教师也可在书本中选取典型，供大家仿效。但前者尤为重要。他认为“孩子们会和猿猴一样爱去模仿他们所见的一切”[100]。夸美纽斯认为诸榜样中，教师的形象最重要，教师应是诚实、积极、顽强的德行的活的榜样，“除非他能这样去作，否则他的一切工作都是白费”[101]。

③实践。即在行动中练习。他认为，“德行是由经常作正当的事情学来的”。因此他要求如同在行动中求知和巩固书本知识一样，“从服从学会服从，从节制学会节制，从说真话学会真实，从有恒学会有恒”[102]。

④恩威并用。为了取得良好教育效果，夸美纽斯主张对学生应有“父亲般的慈爱”[103]。教师对学生既可利用赞扬、榜样等正面教育形式，必要时也应话语严厉，乃至进行训诫，两种方法相辅相成，运用得当，都会有显著成效。

⑤教训与规则。夸美纽斯认为，为了补充与强化模仿，教师应从《圣经》与“哲人”的著作中收集“人生的规则”，供儿童执行。但他指出：教训与规则的内容主要是如何“反抗嫉妒”“防备人生的忧患”“节制快乐”“控制愤怒”及具有理智感等。

二、体育与保健

在中世纪的教会学校中，由于受基督教摧残肉体、拯救灵魂等禁欲主义荒谬说教的影响，完全取消了以强身健体为目的的体育。文艺复兴产生后，这种局面开始改观，许多人文主义教育家倡导和谐发展的教育，要求恢复古代雅典的体育制度；在一些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实践中——例如，维多里诺（D. F. Vittorino）创办的“快乐之家”中——军体训练重新占有重要地位。作为一位面向天国，但脚踏实地，带有两重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在正式议及教育任务时，只提到智育、德育及宗教教育，而未曾将体育及与此有关的保健列入其中。他有时甚至声称：如果上帝将“健康”“力量”“长生”“给了某人，那也只是人生的一种附带的装饰”。[104]但我们不可由此得出夸美纽斯否定体育与保健，在此问题上与中世主义者毫无差别的结论。事实上，夸美纽斯对于体育与保健还是相当重视的，因为这是过好现实人生的必要条件之一。在《大教学论》中，他还专列一章（即第15章，名为“延长生命的基础”），深入探讨了保健养生问题。夸美纽斯提出了以下重要观点。

批判了岁月无情、人生苦短的观点。认为人生并不短促，只要好好安排，善加利用，不致蹉跎在无用的目标上，足以成就最伟大的事业。

一般人生来具有最充分的活力，足以享尽天年。只有“纵容或忽略了生命的自然需要”的人，才会提前死亡。

为了过好现实人生，就应该使“一个健康的心灵”“存在于一个健康的身体里面”。为此采取的措施有：①使身体避免疾病与意外的侵袭。②过一种有规律、有节制的生活，包括遵守三个原则，即“饮食有节制、身体有运动”，以及按照自然的方式生活起居、休息娱乐。

在学校教育中，应有张有弛，将工作与休息分配得当。每天24小时可做如下安排：8小时睡眠、8小时工作，剩下的8小时则用于健身、进食及娱乐等活动。[105]

上面介绍的是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阐述的观点。此外，他在《母育学校》一书中，也对幼儿的体育、保健做了许多论述。[106]总的来看，夸美纽斯的体育、保健理论语焉不详，还不够完善；而他未将体育正式作为教育的任务之一也是一个缺憾。然而，夸美纽斯的有关意见中仍有许多弥足珍贵之处，在历史长河中也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半个世纪后，英国教育家洛克在其名著《教育漫话》中，正式将体育作为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并首次对体育、保健理论做了详细阐述。《教育漫话》的开卷语是：“对于人世幸福状态的一种简洁而充分的描述是：健全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107]这句话几乎就是对夸美纽斯原话的重复。

第八节 论学前教育

在西方教育史上，论述过学前儿童教育的人古已有之。例如，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罗马的昆体良，文艺复兴时期的伊拉斯谟（D. Erasmus）、蒙田以及稍早于夸美纽斯的康帕内拉等人在此领域都有所建树，留下不少金玉良言。但夸美纽斯的贡献则远远超过了前人。

一、儿童观及幼儿期教育的意义和任务

夸美纽斯在《母育学校》中，以满腔的热情，把儿童比作 “上帝的种子”，比作比金银珍宝还要珍贵的“无价之宝”，并警告那些欺侮儿童的人，要他们像尊敬上帝那样去尊敬儿童。夸美纽斯还把儿童比作一面镜子，在它里面，人们“可以注视谦虚、有礼、亲切、和谐以及其他基督徒的品德”[108]。夸美纽斯的儿童观虽然尚未摆脱宗教思想的束缚，但毕竟已从根本上不同于中世纪的性恶论的儿童观，表达了夸美纽斯的人文主义思想以及将实现新社会的理想寄托于新生一代的热切愿望。

夸美纽斯的幼儿教育思想是立足于深信幼儿期教育的重要意义这一基础之上的。他从教育适应自然的原则出发，把儿童比作种子、嫩芽等，声称：“任何人在幼年时代播下什么样的种子，那他老年就要收获那样的果实。”[109]为此，夸美纽斯呼吁父母们都要承担起孩子的教育责任。他还指出：人比其他动物更高贵，对人不能像对待动物那样，只需注意身体的养护和外表的装饰，要更注意灵魂的塑造；要以教育去滋补、抚爱和照管其心智，施以全面的训练。

前面已提及，夸美纽斯依据儿童年龄特征，在《大教学论》中构筑了一个四级单轨学制，其中第一级从出生到6岁，儿童可进入母育学校。在夸美纽斯看来，每一个家庭都可成为一所学校，孩子的母亲便是主要教师。从普及教育的角度和儿童心理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的角度，考虑学前阶段教育的重大任务，夸美纽斯认为母育学校乃是前后衔接而统一学制系统的第一阶段，也是必不可少的阶段。他把为儿童奠定体力、道德和智慧发展的基础，作为人生第一个阶段教育的主要任务。

二、学前教育的内容

（一）体育和保健

夸美纽斯在《母育学校》中引用一位作家关于“健康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的忠告，提醒父母们首先应注意的重要事情是保持其子女的健康，宜从胎儿时期就加以注意。他强调孕妇的心理状态对于胎儿的影响。指出如果孕妇不注意控制自己的感情，经常处于突然的恐惧、过度的愤怒或怨恨与感伤一类不良的情绪状况，就可能生育一个怯弱的、易动感情的和沮丧的婴儿，严重时甚至可造成死胎。夸美纽斯还非常重视锻炼和娱乐对儿童身心发展的重要性。主张不要让儿童习惯于用药，要使他们生活有规律并保持愉快的心情。他引用过几句格言：“一种愉快的心情就是一半的健康。”“精神快乐是人的生命的泉源。”[110]

（二）德育

夸美纽斯十分重视幼儿的道德教育，因为儿童生下来不是要做一头小牛或一匹小驴，而是要成为一个有理性的人。他强调必须在幼年生活中的头几年，就奠定他们的每种良好德行的基础；犹如箴言所说的：“成年时还未受过管理的，到老年就会没有德行。”儿女幼年未受到管教，以后就会使父母蒙羞。[111]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方面，夸美纽斯强调要让儿童学习有关德行的初步知识，包括：节制、整洁、礼节、尊敬长辈、诚实、不损害他人、不嫉妒、落落大方和爱劳动。在上述一系列品质中，夸美纽斯特别重视节俭和勤劳等良好品质的培养。他认为节制和俭朴是健康和生活的基础，是其他一切良好品德的根本。夸美纽斯鄙视懒惰，称之为“撒旦的蒲团”，认为当一个人闲散、无所事事时，就会想入非非，进而有不道德的行为。因此，一个有见地的儿童教育者的主要任务之一就在于不让任何人懒惰，甚至从儿童的幼年时起，就要用各种方法训练他勤勉地从事各项劳动。

道德教育的方法和手段主要有3种：训斥、榜样和练习。其中练习尤为重要，宜多运用。例如，在吃饭、穿衣服和玩玩具的过程中练习整洁；在帮助别人的过程中练习助人为乐；在与人们的日常交往中练习礼貌等。

夸美纽斯在倡导温和的纪律及积极的方法的同时，对中世纪以来家庭教育实践中广泛采用的体罚持反对态度，主张在万不得已时才使用鞭笞。

（三）智育

夸美纽斯幼儿教育思想中最有特色的部分是智育。在西方教育史上，他第一次为6岁以下儿童的智育提出了一个广泛而详细的教学大纲。根据幼儿的年龄特点，夸美纽斯认为这一时期智育的主要任务是训练幼儿的外部感觉、观察力及获得各类知识，同时发展语言、思维，为他们以后在初等学校里的系统学习做好准备。

夸美纽斯为母育学校制订的智育计划包括：自然、光学、天文学、地理学、年代学、历史学、家务、政治学、辩证法、算术、几何学、音乐、语言等学科。他强调，“应当把一个人在人生的旅途中所当具备的一切知识的种子播植到儿童身上”[112]。夸美纽斯相信，通过这种启蒙性质的教育，就可以为儿童奠定各门科学知识的最初步的基础。

例如，在物理学方面，应该知道什么是火、空气和土，并且学会说出雨、雪、冰、铅、铁等名称；在天文学方面，应当辨别日、月、星；在地理学方面应当认识他出生和生活的地方、乡村、城市、要塞或城堡。此外，他还应当知道什么是时、日、周、月、年，什么是春、夏等。夸美纽斯对于自然科学知识给予高度重视，力图使儿童在获得有关知识的“种子”的同时，教会他们辨别和称呼那些东西，亦即发展语言。

夸美纽斯要求以易于理解的形式，使儿童认识历史、经济和政治的初步原理。具体做法是：要儿童记住昨天、今天、过去一年发生的事情；知道谁是自己家庭的成员，谁不是；具有关于各种政府官员（如市长和法官）的概念等。学习社会知识时，夸美纽斯也力求教会儿童能知、能言、能行。

夸美纽斯重视训练儿童的“体外感觉”及分辨外界事物的能力。其中，尤为重视视觉的培养。夸美纽斯接受了弗兰西斯·培根的唯物主义感觉论的影响，认为感觉是知识的主要源泉，所以为发展儿童的视觉，培养儿童的观察力，提出了相当细致的意见。例如，他建议在儿童2～3岁时，即向他们显示涂过颜色的东西，及看天空、树木、花朵和河流等。4岁后，为扩大儿童的视野，可带他们到户外去观察各种动植物，或欣赏书中的图画。夸美纽斯认为，通过不断扩展范围的观察，儿童的视觉和观察力有了发展，也就会获得关于天文、地理和自然等方面的初步知识了。发展外感觉能力时，他强调要循序渐进。

三、学前儿童的游戏及玩具

在夸美纽斯的教育体系中，游戏得到很高的评价，被认为是在母育学校时期对儿童进行全面教育的手段。

夸美纽斯从幼儿的年龄特征出发，强调多给幼儿活动的机会。他认为，儿童天性好动，他们血气旺盛，不许他们静止，所以，对儿童不应加以限制，而应让他们常常有事可做，像蚂蚁一样不停地忙碌。他甚至规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凡是儿童喜欢玩的东西，只要对儿童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就应该让他们通过玩而得到满足，而不应加以阻止。因为儿童不活动比起不得闲，对身心两方面的损害更多。[113]夸美纽斯认为，给儿童以活动的自由有3大好处：一是可锻炼身体，增进健康；二是可运用和磨炼思想；三是可练习四肢五官，使之趋于灵活。

至于活动的方式，夸美纽斯认为游戏乃是最适合于幼儿的。他指出：游戏的时候，儿童的精神专注于某种事物，自然本身在激发他们去做事情。用这种手段，儿童就可以受到一种积极生活的锻炼而没有任何困难。但这并不是说儿童的父母可以让儿童自由玩耍，自己却袖手旁观；他们应积极行动起来，帮助和指导儿童游戏，甚至直接参加游戏，就像当年雅典的一位最高执政官施米斯塔克莱斯（Themistocles）以芦苇当马和儿子共骑的那样。

夸美纽斯对玩具也提出了详细意见。他认为真的工具常会给孩子带来危险，所以必须找些可取代的玩具，例如，小的铁刀、木剑、锄头、小车、滑板、踏车、建筑物等。儿童也可以用自己所喜欢的泥土、木片、木块或石头搭起小房子，这样显示他们建造房屋的一种初步建筑术。夸美纽斯还提议要为儿童的眼、耳及其他感官提供一些小的作业，认为这些作业对增强他们的身心力量将是大有裨益的。

从上述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到夸美纽斯提出了涉及游戏教育意义的一些重要问题：游戏是符合儿童天性的能量的散发；游戏是组织愉快的幸福童年的手段，是儿童生活所不可缺少的伴侣；游戏是儿童的一切力量和才能所借以发展的重要的智力活动，是扩大和丰富儿童观念的有力手段；游戏是生活的预备以及成年人领导或参与游戏的必要性等。夸美纽斯的这些思想在儿童游戏理论的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

四、学前儿童的劳动教育和语言发展

夸美纽斯鄙视懒惰，视之为“撒旦的蒲团”，主张从小培养儿童的劳动习惯，让他们逐年获得劳动技能。例如，在儿童出生后的前3年，应当学会倒水，把东西从一处移到另一处；学会卷起、 展开、折弯、弄直、戳穿等。在儿童4～6岁时，应当从事手工劳动，包括各种建造活动。为了发展手的技能，夸美纽斯主张利用幼儿易懂的图画和习字，用粉笔或炭黑教他们画直线、钩弯、十字、圆圈，并建议这些课业用游戏形式进行。他认为幼儿习惯于拿粉笔写字母，以后可减轻小学教师的气力。

为了发展儿童的语言，夸美纽斯认为首先必须教会他们清楚准确地发出字母、音节和全字的声音，然后说出他们在家中所见的以及作业用的一切东西的名称。夸美纽斯也建议采用游戏的方式来发展语言。母育学校除了培养儿童正确地使用本族语说话的技能外，还应奠定思维发展的基础。他认为这个阶段的儿童已表现出这方面的萌芽。

五、学前儿童的集体教育

夸美纽斯在《母育学校》中也强调了幼儿集体教育的必要性。他认为同龄儿童在态度和思维方面的进步是相同的，他们能比成人对儿童的教育更有效地相互促进智力的发展。因为某个儿童的发现对于其他儿童来说，不会是太高的；在他们中间，既没有某个儿童对其他儿童施加控制，也没有强制，更没有恐怖，相反，有的是情感、公正以及对所发生问题的自由讨论。所有这一切，都是成人对待儿童时易掉以轻心之处。由于同龄儿童可能比其他任何人更宜于提高伙伴的才能，所以每天都应让他们聚集在一起追逐嬉戏。与此同时要教育他们分辨善恶，防止同坏人交往。

在夸美纽斯晚年的作品《泛教论》中，他的学前儿童集体教育的思想开始发展为提倡建立以4～6岁幼儿为对象的“母亲督导的班，第一个共同和积极的教学班”。这是“一种特殊的半社会学校”，是为邻近的孩子们而开设的。在那里，孩子们在各家母亲们的照管下，相互交往、共同游戏、唱歌、数数儿，培养良好的习惯和信仰；在尚未进行读写的时候，锻炼情感和记忆。[114]夸美纽斯的这一构想为约一个半世纪后问世的幼儿社会教育机构提供了思想资料。[115]

六、学前教育与初等教育的衔接

夸美纽斯还详细论述了儿童应在何时入小学以及入学前应做些什么准备的问题。他认为，儿童6岁前入学是不合适的。一方面，稚龄儿童需要更多的监护和照顾，这远非一位教育许多儿童的小学教师力所能及；另一方面，五六岁前的幼儿，头脑还是不凝固的，故对于该年龄的儿童来说，使其在游戏中自然地、不自觉地感知事物也就足矣。但是，

6岁以后的儿童，若非把他们立即送入学校受较高一级的教育，他们将会始终如一地变为有害无利的懒散，而最终将变得像一匹野驴驹。另外，还会有令人更担心的事发生，就是从那不注意的懒散中沾染恶习，这会像一种毒草一样，以后是很难连根拔掉的。[116]

考虑到儿童的发展存在差异，夸美纽斯提议，任何人一旦有一个异乎寻常的儿童，他就应该去请教教师或学校的督学。判断一个儿童是否适宜进入公共学校的标志有3点：①该儿童是否真正获得在母育学校所应学会的东西；②他对问题是否有注意和辨别、判断的能力；③他是否有进一步学习的要求或愿望。

夸美纽斯指出，父母没有准备就将其子女送往学校是不智之举，教师将会为这样的孩子所困扰。更为糟糕的是一些父母所做的错误准备。这些父母用对教师和学校的恐惧惊吓、刺激儿童，其结果使儿童沮丧，对学校和教师持有更加憎恶和奴隶般恐惧的情绪。他指出，正确的做法应当是：第一，在儿童接近入学的时候，父母、家庭教师和监护人应当以快乐的心情尽力鼓舞儿童，好像节日和收获葡萄季节快到时那样；要告诉儿童入学获得学问是何等美好的事情。第二，应当努力激发儿童对于未来教师的信心和爱戴。

七、父母教育指导书和儿童教材

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第二十八章中，专门讨论了幼儿父母教育指导书和儿童读物的问题。他认为，要想帮助父母和保姆有效地教育好孩子，必须考虑为他们编写一部手册。手册应包括以下内容：①父母及保姆的教育责任；②儿童所应当学习的各种科目的教导大纲；③教学方法，主要是指出教导每一种科目的最合适的时间和灌输它们所应当采用的最佳言语和姿态。夸美纽斯的上述思想在其幼教专著《母育学校》里得到了详尽阐述。

夸美纽斯还认为，应当为儿童编写一本可直接供其观赏的图画书。他已意识到，在幼儿阶段，教育的主要媒介应当是感官的知觉，而视觉又是感觉里面最主要的一种，所以应把各门学问中最重要的事物以图像形式输送给儿童，包括物理学、光学、天文学、几何学等知识。这本书还应当画出高山、低谷、树木、鸟、鱼、马、牛、羊和各种年龄、高度的人们等。总之，图画书中的内容正好和 《母育学校》中提出的教学大纲相对应，可以配套使用。

夸美纽斯也重视儿童语言的发展。他提出每张图画的上端应写出它所代表的物体的名称，如“屋”“牛”“狗”“树”等。夸美纽斯认为，这种图画书有3个用处：①帮助事物在儿童心理上留下一个印象；②使孩子们形成一种观念，认为从书本上面可以得到快乐；③帮助儿童学习阅读，掌握语言文字。[117]

综上所述，夸美纽斯对学前教育的贡献主要表现为：详细论述了幼儿期教育的意义；首次深入“研究了在家庭条件下学前教育的完整体系，规定了它的目的、内容和基本方法”[118]；在历史上第一次把学前教育纳入其充满民主色彩的单轨学制；撰写了历史上第一部幼儿教育专著《母育学校》，以及与其配套的亦可堪称历史第一的看图识字课本《世界图解》。

夸美纽斯的幼儿教育思想影响深远。不仅在他之前，甚至在他之后的近200年中，没有一个人对学前教育做过当时条件下所允许的系统研究，更没有人写过全面论述学前教育的专著。近代著名幼儿教育家福禄培尔（F. Frobel）、蒙台梭利在创立自己的理论时都明显受到了他的影响。有人甚至认为：“福禄培尔学说的每一个重要细节差不多都是建立在那位摩拉维亚主教（即夸美纽斯）所奠定的基础之上。”[119]

《世界图解》是夸美纽斯所编众多教材中对后世影响最大的一部。自该书于1658年正式出版后，被迅速译成欧洲各国的文字，流行达200多年之久，启迪了一代又一代幼儿。歌德在其自传里称此书为他童年时代儿童们“唯一的一本书”[120]。夸美纽斯所提出的要求适应幼儿的认识特点为他们编绘图画教材的观点及《世界图解》的成功范例也为后人所接受和仿效。如18世纪德国泛爱主义教育家巴泽多（J. B. Basedow）仿效夸美纽斯的原则编写了一本《童蒙读本》，被人们称作“18世纪德国的《世界图解》”[121]。当代儿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进一步证明了夸美纽斯有关思想的合理性和正确性。如皮亚杰和维果斯基（Л. C. Выготский）都把幼儿以自我为中心的语言占主导地位的直观思维期，看作向逻辑思维过渡的时期，看作表象思维的时期。因此对幼儿来说，直观教材具有丰富词汇、增强表达力、活跃形象思维，进而有利于培养逻辑思维能力之功效。今天，儿童看图识字的出版物已普及到千家万户，追本溯源，它们实滥觞于《世界图解》。

第九节 论教师及其培养

一、对教师的要求

夸美纽斯基于对教育的深刻信念，对教学中居于主导地位的教师的作用估价甚高，并对教师提出了许多严格要求。

每一位教师应了解自己在社会中所承担的重要任务，并充满自尊心。

对教育对象充满信心。夸美纽斯指出，一个懂得教学艺术的教师“容易把一切事物刻画在人心上”[122]。由于人心没有限度，因此教师“可以不断书写、不断雕镂”，永无止境。他曾列举过6 种不同类型的儿童，认为教师只要教育得法，都会收效。[123]

为学生树立良好的榜样。即要求教师要以身作则，身体力行，身教重于言教。他提出教师应是诚实、积极、顽强的德性的活的榜样，“除非他能这样作，否则他的一切工作都将是白费”[124]。

对学生显示“父亲般的慈爱”。即具有严格意味的爱或恩威并用。他认为教师在与学生相处时，赞扬及忠告、劝诫、谴责都可运用。但是即使话语严厉，他的本意也应是为了学生好，而不是蓄意压制或夹磨学生。他反对在教学中施用暴力，声称：“假如我们的技巧不能把印象印在悟性上面，我们的教鞭是不会发生效力的。事实上，施用任何强力的结果，我们反而只能使人厌恶学问，不能使人爱好学问，所以，我们每逢看见有人心灵受了病，不爱用功，我们就当用温和的方法去除掉它的毛病，绝对不可采用粗暴的方法。”[125]夸美纽斯还提出，如果学生不明白教师的良苦用心，“他是会轻视一切纪律、存心反对纪律的”[126]。

善于掌握儿童的心理，因材施教。夸美纽斯的有关意见，我们已在前面的因材施教原则中做了介绍。他认为，由于许多儿童在学习各门功课上能力常有显著差异，故教学一定要顺应儿童天性，不应使任何一个儿童的智力受到压抑，以致厌恶学习。

要掌握教育技巧。夸美纽斯指出：“教师应该知道一切可以使悟性变敏锐的方法，应当熟练地应用那些方法。”[127]他还说：一个教师如果懂得教学艺术，很容易把学生造就成人；如果不成功，不能归咎于学生，而要归咎于教师无知无能。[128]在《大教学论》中，夸美纽斯对此做了深入的探讨。

二、怎样上好一堂课

课堂教学是教师工作的中心环节。在夸美纽斯的时代之前，欧洲的学校实行个别教学，班级授课制在宗教改革后才出现。在对全班学生集体授课的情况下，如何上好课是一个新的问题。在此问题上，夸美纽斯除了向他人借鉴外，更多地总结了自己的经验。

夸美纽斯认为，上好课的关键是抓住学生注意力。“有了注意，学习的人才能保持他的心理，不跑野马。”因此教师如“想用知识去启导一个葬身在无知之中的学生”，首要任务便是“激起儿童的注意”，使他能用一种贪婪的心理去吸取知识。[129]他把教师的嘴比喻为“源泉”，学生的耳朵比喻为“水槽”，源泉开放时，水槽要在下面接着，一点也不准流跑。他还说，除非全体学生都在静听，否则教师绝不可施教；教师不应对风说话，应对人的耳朵说话。

教师的教学语言要朴实、准确、流畅；不要哗众取宠，夸夸其谈，故作惊人之语，也不可晦涩难懂，诘屈聱牙。[130]

教学要从原因到结果，也可从一般到个别。[131]通过归纳、演绎等方法，揭示事物的本性。

令学生明白事物的差异。为此可采用分析综合的方法。这样获得的知识，才会更加清晰、明白、准确。夸美纽斯说：“凡是善于辨别的人就是一个好教师。”[132]

为了上好一堂课，夸美纽斯还对教师提出以下具体要求：

教师要站在高台上，俯视全班，严密掌握学生动向。

开始任何新的科目的时候，能用一种吸引人的方式向学生提起问题。夸美纽斯说，学生如对课程一无所知，但又好奇，则自会产生学习、精通的热情。

教师在教学中要介绍一些有趣的和实用的知识，以激发学生兴趣。

在一切可能的时候都去利用感觉，尤其是视觉，以帮助注意。

在讲课中，时时要学生重复教师刚才所说的话，责备不用心的学生。

假如一个学生不能回答教师的问题，就问另一个人，直到所有人；表扬回答得好的学生。

功课完毕后，要让学生有提问的机会。[133]

在班级授课的情况下上好一堂课，涉及许多因素。夸美纽斯以上所说的意见侧重于如何抓住学生注意力，也许并不十分全面，但确属经验之谈，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论教师的培养

在古代西方，总的来看，教师——尤其是小学教师——的社会地位及素质十分低下，也从未形成正规的教师培训制度。柏拉图在《法律篇》中指定应由外国人来从事初等教育。罗马学者卢西安声称：没有一种惩罚比起因穷困所迫而到小学执教更为令人沮丧。因为罗马小学（通称“基础学校”）教师的报酬远低于普通工匠的收入。[134]到了夸美纽斯生活的17世纪，这种状况仍未改观，当时相当多的小学教师是由教堂的低级神职人员，甚至是由教堂的差役乃至残疾军人、鞋匠等来担任的，将教书作为其谋生的辅助职业。教师地位之窘及素质之差不难想见。夸美纽斯基于其对教育作用的重视，同时也明显受到马丁·路德等人重视教师工作观点的影响，强调了教师工作的崇高，提出了“太阳底下没有比教师更优越的职业”[135]这一激动人心的名言。但目睹教师的现状，他不无感慨地说：“我们非常缺乏有方法的，能主持公立学校并能产生我们所希望结果的教师。”[136]他甚至抱怨说，他煞费苦心编写的教科书，在大多数地方缺乏适当的教师去掌握运用。显然，当时教师素质的普遍低下极大地阻碍了他所理想的教育的实施。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中之所以稍微夸大教师的作用，如他提出一所学校，至少一个班只需一个教师；一个教师“可同时教几百个学生”[137]；乃至设计出“十人长”制，以及赋予十人长以如此之多的职责，恐怕都与当时合格教师稀少有关。有鉴于此，他一方面提议大学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培养教师（值得注意的是：他所规定的大学须培养教师的任务是与大学须培养学者及领袖人物的任务相提并论的），足以反映了他对教师培养的重视；同时为了更有针对性地、行之有效地培养合格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他在《大教学论》中提议设立“学校之学校”（School of Schools）或“教学法学院”（Didactic College）来专门从事师资培训，并指出，这类学校如能设立，“那种好处是无待指陈的”。[138]虽然夸美纽斯对于师范学校（他所提倡的“学校之学校”或“教学法学院”）的具体操办语焉不详，但这一提议不啻石破天惊，开创了近代师范教育的先声。还应指出的是：在夸美纽斯提出上述建议半个世纪后，即1672年，一个叫德米亚（Demia）的基督教兄弟会神父在法国里昂创立了近代欧洲第一所教师培训学校（Training School for Masters），将夸美纽斯的构想付诸实施；继后，德国虔信派牧师弗兰克（Francke）于1696年又在哈勒创办了德国第一所师范学校。[139]近代师范教育的较大发展则在19世纪以后。师范教育的发展及制度化，对于提高初等教育质量的意义是毋庸赘言的，在对近代师范教育追根溯源时，我们则不能不回到夸美纽斯。

第十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作为历史上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夸美纽斯无论在教育理论还是在教育实践上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并且具有深远的影响。这些贡献及影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他具有民主主义、人文主义以及唯物主义的进步思想，尊重人权，热爱儿童，企图打破阶级、等级及教派的畛域，普及教育、普及科学文化。泛智论的提出是上述思想的集中体现之一，代表了一位站在时代前列者的远见卓识，并给后人以诸多启迪。

他对教育的作用、教师的作用和人接受教育的广泛可能性持有深刻信念并做了深入论证。他强调施教事物和教材的编排均应适合于儿童的年龄和心智能力，教育是“内发”的思想实为后世的卢梭、福禄培尔、蒙台梭利等教育家倡导的内发论思想的先驱；而他将人心比作“白板”“蜡块”，以及通过感觉获取知识的观点也为后来洛克、赫尔巴特（J. F. Herbart）等倡导的“白板”说及外铄论的教育观提供了先导。

他努力探讨教学工作规律，善于总结前人和自己的经验，并使之上升到理论；以泛智论及自然适应性为指导，针对时弊，他提出了改革旧教育的课程体系及一系列教学工作原则和方法，从而奠定了近代教学理论的基础。在教科书编写及分科教学法领域，他也作出了独特贡献。

他拟定了历史上第一部完整的从学前到大学的单轨学制，晚年更发展成为一个从优生教育到死亡教育为止的系统的终身教育体系，从而成为近现代单轨学制及终身教育的先驱者。

他推进了学校内部工作制度的发展，创立了班级授课制、学年制，提出了系统的学校管理制度及督学制，从而大大推动了学校运作的规范化，堪称学校管理学的创始人。

他首次将学前教育纳入学制，并是历史上第一部学前教育学的作者及第一部看图识字教材的编写者及倡导者，对学前教育的发展居功甚伟。

在德育、体育及师范教育等领域内，他也进行了认真的探索，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

他热爱教育事业，不屈不挠，毕生为之奋斗，堪称一代师表、万世楷模。

由于夸美纽斯的卓越贡献，德国教育学者劳默尔（Karl von Raumer）在其著名的《教育学史》（History of Pedagogy，1842）中称他是“教育科学的真正奠基人”[140]。19世纪末，有人在评论夸美纽斯时也指出：“就其思想之深邃，见识之卓越，涉及领域之广泛乃至实践经验之丰富及其理论的可行性而言，在所有撰述教育论著的作者中均是无与伦比的。”[141]

20世纪20年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伯雷（E. P. Cubberley）更明确指出：“夸美纽斯在教育史上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他还指出：

夸美纽斯引进了全套关于教育的现代概念，并多方面勾勒了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轮廓。夸美纽斯与教育实践及思想的关系犹如彼特拉克（F. Petrarch）与文艺复兴、威克利夫（J. Wycliffe）与宗教思想、哥白尼与现代科学，以及培根和笛卡儿与现代哲学的关系。几乎所有18及19世纪教育理论的萌芽均可在他的著作中发现。此外，不仅在他之前，而且在他死后的至少两个世纪内，没有一个人作过认真的努力去将新的科学学科引入学校。[142]

然而，夸美纽斯远非完人。他作为新旧交替时代的一位历史人物，可以说身子的一半（甚至一大半）已沐浴在新时代的阳光下，然而另一半却依然被旧时代的阴影笼罩，因而新旧痕迹奇特地在他身上交织着。他的世界观和教育观具有宗教神学色彩，充满了形式与实质的矛盾。他往往在宗教的外衣下来阐述自己的新思想。由于夸美纽斯在他的著作中采用了许多宗教语言，因此过去也有些学者认为夸美纽斯的思想是保守的，有的甚至指责他 “在理性主义不断上升的年代，仍将捍卫基督徒的信仰放在首位”[143]。尽管这一结论并不妥当，但毫无疑问，宗教神学色彩浓厚确实是夸美纽斯教育理论的一大缺陷（虽然有其特定的历史原因）。此外，他的局限性还表现在：不能正确理解社会现象和人类自身，不懂得教育的社会性与阶级性；他对劳动人民虽然深刻同情，但对他们受苦受难的根源并不理解，因而幻想依靠教育去改变世界在当时是注定要失败的。

夸美纽斯生活的17世纪上半期是一个社会动荡、教派对立、战祸绵延的历史时期，不是可供一个雄心勃勃、情绪高昂、思想解放的教育改革家施展身手的年代。其结果是，夸美纽斯倡导的极富远见、具有强烈民主主义色彩的教育方案犹如流星划过夜空，在发出一道炫目的光彩后就湮没在无边的夜幕之中了。在他逝世后的近两个世纪中，尽管他编辑的教科书仍在不断流传，在某些方面产生了一定影响[144]，但总的来说，很少有人对他的思想进行认真的探究及推广，他的民主色彩极浓的教育理论及教育方案显然不符合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初期的当权者的口味。直至19世纪中叶后，在资本主义各国普及教育的高潮声中，通过德国教育家的宣传，他的教育思想才重新引起人们的重视，并得到高度评价，从而确立了在教育史上应有的崇高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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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洛克的教育思想

约翰·洛克（John Locke，1632—1704）是17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和教育思想家。在哲学上，他被看成“不但是认识论中经验主义的奠基者，同样也是哲学上的自由主义的始祖”[1]。洛克的教育思想是近代西方教育理论的先导。在由中世纪的宗教教育转变到近代世俗教育的历史时期，他继承并发展了前人的有关思想，系统地阐述了绅士教育理论。[2]洛克的教育理论不仅集中反映了这一时期英国教育发展的主要趋势，推动了17世纪英国学校教育的发展，也对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丹皮尔（W. C. Dampier）指出，洛克“虽然一生大半时间在17世纪渡过，但在精神上却属于后一时期”[3]。

第一节 西方绅士教育传统

作为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系统阐述者，洛克受到绅士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时又赋予其新的内涵，将新观念与旧传统熔冶于一炉，更恰当地表达了当时英国新兴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教育要求。为了更好地了解洛克的教育思想与绅士教育传统的内在联系，揭示其对绅士教育理论所做的新贡献，我们有必要先弄清他所面临的绅士文化传统。

绅士教育是近代欧洲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一种教育观，虽与中世纪“文雅骑士”的理想相联系，但其真正发端于文艺复兴初期的意大利，形成于文艺复兴晚期的法国和英国，最后系统化于17世纪的英国，而被认为是具有英国特色的一种教育观或教育思潮。以后，所谓“绅士风度”更被视为“英国民族精神”的一种外化，成为以贵族精神为主，又融合各阶层价值取向的一种民族风度。

一、由武士到绅士

中世纪的骑士阶层是一个居于封建领主与平民之间的社会集团。其前身是蛮族统治者的军事仆从——武士。这些武士最初是非常粗野的，在其身上深深打上了北方蛮族骄横暴虐的烙印。但对于他们的蛮族首领，武士却表现出极强的忠诚精神。到了加洛林王朝取代墨洛温王朝以后，粗野的武士集团逐渐发展演变为骑士阶层，并由于基督教的教化作用而由文盲日益变得文雅化。尤其在十字军东征以后，骑士阶层被注入了一种与基督教理想密切相关的新精神。骑士不仅效忠其主人，还是虔诚高尚的殉道者和扶弱济贫的勇士。这些新赋予的宗教和道德方面的美德，加上武士集团原有的那种罗马式的荣誉感和北方蛮族的忠诚、勇敢精神，就构成了骑士精神的基本内容。

到15世纪末，骑士时代已接近尾声。火药的传入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中世纪的社会等级制度日趋瓦解，而近代的社会等级尚未确定。在这个过渡时期，宫廷贵族阶层逐步形成。随着欧洲君主专制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宫廷贵族逐渐代替了骑士贵族。上流社会不断城市化和宫廷化。骑士贵族中的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放弃他们在乡下领地中无拘无束的生活，越来越依赖于半城市化的宫廷以及国王和诸侯。在宫廷中为国王或诸侯服务的使命要求他们具有更多的优良品行。贵族的美德不仅表现为军事方面的勇武、爱情方面的罗曼蒂克，“他们还应该具有更多的德行，即如何伺候国王和王子们用餐，如何使自己谈吐得体，符合对方的等级和身份，甚至连眼神、姿势，直至极其细微的动作和眨眼都应非常讲究”[4]。这样，骑士精神在从乡村旷野来到金碧辉煌的宫廷中以后，成为一种标志着贵族身份的昂贵的装饰品。在经过骑士文学的大力渲染和理想化之后，骑士精神在近代西方文化中得以保存，尤其对法国上流社会的行为方式产生巨大影响，并从法国扩展到整个欧洲。洛克对礼仪教育的重视正是这种时代风尚的反映。

由于资本主义关系的不断发展，在英、法封建贵族中分化出一个与资本主义有密切关系的新贵族阶层。在英国，新贵族按照资本主义方式经营农业，有些人还兼营工商业。新贵族主要从乡绅转变而来，但也有一部分大商人由于购买土地而加入新贵族的行列。在当时的英国，一个新富要想进入贵族圈子并非易事。接受贵族教育成为贵族构成中的一个重要因素。“这种教育是一种特殊的贵族式教育，不仅想进入贵族圈子的人必须接受此种教育，就连试图保持住贵族地位的家族，也必须让孩子接受此种教育。换言之，没有受到此种教育，便不能称为上等人。”[5]这种教育的首要宗旨就是使年轻人成为举止优雅、谈吐不凡的绅士。洛克在《教育漫话》（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中探讨的正是这种以新贵族和新兴中产阶级子女为对象的“绅士教育”。

二、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沿革

（一）绅士教育思想的产生

第一个表达文艺复兴教育思想的人是弗吉里奥（Pietro Paolo Vergerio），他用拉丁文写了《论绅士风度与自由学科》，全面阐述了人文主义教育的目的和方法。他深受昆体良的影响，倡导通才教育，认为这对培养事业家具有重要作用。弗吉里奥主张学问从属于道德，重视为军事生活做准备的体育锻炼，这些思想对以后的两个世纪影响极大，已预示出以后绅士教育的基本倾向性。维多里诺将自由教育思想付诸实践。他反复强调通过学习古代文学作品来进行自由教育，以培养完人和尽职的公民。但在他以后，这种理想衰退了，主要表现在人们把古典文学教育本身视为目的而非培养完人的手段。

伊拉斯谟（D. Erasmus）对西方绅士教育理论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这首先表现在他对广泛的生活问题的直接重视。在这一点上他甚至超过了维多里诺。在伊拉斯谟看来，文化之所以重要，正由于其与人们的正确生活相关联；教育能使青年人为尽生活的义务做准备。其次，他强调学问与品行的密切联系，既不像以前的弗吉里奥和维多里诺，甚至也与后来的洛克不同。最后，是他对礼仪问题的重视。他的《男孩的礼貌教育》（De Civilitate Morum Puerilium，1530）在西方广为流传，影响极大。[6]

维夫斯（Juan Luis Vives）被誉为“近代第一位思想家”。他将心理学方法引入教育，在教学方法方面独具匠心。维夫斯最先提出了一个革命的教育概念，即教育主要是一个由学习者的本性所决定的学习过程。他强调感觉是我们最初的教师；他关心学生的个性；重视用本族语教古代语言；他还主张学生去商店和工厂，向手艺人请教。他的这些思想都在洛克那里得到发展。

（二）绅士教育理论的形成

文艺复兴后期是西方绅士教育理论形成的重要阶段。对世俗教育的要求，宫廷教育的影响，培根及培根派教育家的主张和改革活动等，都是促进绅士教育理论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文艺复兴后期，人们已不满足于复古，而希望创造或发现更能贴近现实普通生活的教育和教育方法。这种教育所追求的目标既非培养教士，亦非培养未来的学者，而是培养经验丰富的实干家和优秀公民。有西方学者指出：

由于学问变得日益迂腐，并陷入脱离实际生活的危险之中，教育思想的重点，也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当时明智的人所需要的教育，与其说是造就一些可能在其专业上侥幸能自立的学者，勿宁说是培养一群以学问装饰起来的、精明能干的绅士。[7]

对洛克有重要影响的人物有卡斯底格朗（Baldassare Castiglione）、蒙田和培根等人。洛克曾读过卡斯底格朗的《宫廷人物》（The Courtier），并深受其影响。[8]蒙田明确提出：“我们要培养的恰恰不是语法学家或逻辑学家，而是一位绅士。”[9]在他看来，生活的艺术是所有艺术中最重要的，为此，必须培养年青一代的判断力、理解力和良好的习惯，这必须通过生活、行动、了解世界来学习，而不只是通过书本知识。他强调身心健康的统一性，重视锻炼和知识的实用性，要求年轻的绅士举止得当，善于处世，注意使教学方法适合儿童的天性，这些都给洛克以积极影响。培根是那个时代的精神领袖，他无情地抨击经院哲学，强调一切知识和观念都始于感觉，倡导通过实验和归纳的方法研究自然及其发展规律，推动了科学和教育改革的发展。为英国绅士教育理论的发展奠定基础的重要人物还有埃利奥特（Thomas Elyot）和弥尔顿。埃利奥特写了著名的《行政官之书》（The Book Named the Govenour）。他重视体育，重视实用，主张家庭教育，注重本族语教学。弥尔顿主张教育改革，倡导建立文实并重的新学园。这些都对英国绅士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很大影响。

第二节 洛克的生平活动及理论工作的成就

在16世纪后半期至17世纪前半期的英国，教育问题如同宗教和政治问题一样，在社会上被热烈而持久地讨论和争论。在教育改革的争论中，新观念和新思想通过传单和小册子等工具，迅速在英格兰传播。所有改革家都把社会有用性和贴切性作为教育改革的目标，希望教育能更好地为实际生活需要服务，更少一点学究气和形式主义。从17世纪中期开始，贵族和绅士的教育与训练受到广泛的注意，家庭教师和学园的教育成为适应绅士的特定教育需求的教育形式。洛克的教育主张正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洛克是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精神的忠实表达者，他的理论著作的大部分是这个革命以后的几年内问世的。总的来说，它们表述了洛克所处时代的最合宜的观念，亦即那些即将成为主导的观念。罗素认为：“洛克是哲学家里面最幸运的人。他本国的政权落入了和他抱同样政见的人的掌握，恰在这时候他完成了自己的理论著作。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他主张的意见在这以后许多年间是最有魄力威望的政治家和哲学家们所奉从的。”[10]

洛克在1632年8月29日出生于英国西南部索美特郡一个叫灵顿的小镇。其父是一位清教徒、小地主和乡村律师，曾参加国会一方作过战。1646年，洛克进伦敦威斯敏斯特学校学习。1652年，他到牛津大学基督教会学院，主要学习哲学和政治学。在此期间，洛克受到笛卡儿思想的深刻影响。毕业后，他留校任教，对哲学和实验科学都有浓厚兴趣。1666年，洛克结识了辉格党领袖库柏勋爵（Anthony Ashley Cooper，1672年起称莎夫茨伯利伯爵），并在以后多年担任伯爵的私人医生、家庭教师和秘书。1668年，洛克被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与波义耳和牛顿交往甚密，并长期坚持医学实验，终于在1674年获得医学学士学位。1682 年，莎夫茨伯利伯爵因反对约克公爵（詹姆士二世，JamesⅡ）继承王位的活动败露而逃亡荷兰，洛克也因此被迫去荷兰避难，直至1689 年2月才回到英国。在革命成功的鼓舞下，他在此后相继发表了许多重要著作：《政府论》《人类理解论》《论宗教宽容》和《教育漫话》（1693）。在洛克逝世两年之后，出版了他的《理解能力指导散论》。此外，反映洛克教育思想的作品还有《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和《自然哲学要素》等。

1700年退休后，洛克隐居于阿兹。1704年10月28日去世，享年73岁。

洛克理论的基本特征是经验主义和自由主义。他是西方近代初期的自由主义或早期古典自由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初期的自由主义产生于英国和荷兰。自由主义学说在英国革命期间首次被明确地提出来并得到贯彻。它具有一些主要特征：维护宗教宽容、 尊重人身安全和财产权、限制世袭主义。在教育方面，则认为人生而平等，人们以后的不平等是环境的产物，因此十分强调后天教育的重要性。洛克通过自己的理论著述活动最早详尽地表达了上述自由主义主张，在当时有助于增加资产阶级的利益，具有积极的进步意义。“它想使政治上及神学上的斗争有一个了结，以便为像东印度公司和英格兰银行、万有引力说与血液循环的发现等这类激奋人心的企业和科学事业解放出精力。”[11]

二、理论工作的成就

（一）以唯物主义经验论为主体的认识论

以认识论为主题是洛克哲学的重要特征。他明确地提出，他的哲学的目的在于研究人类知识的起源、可靠性和范围。在《人类理解论》中，洛克批判了唯心主义的天赋观念论，系统考察了人的认识能力，详尽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提出的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基本原则，建立了欧洲哲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庞大的唯物经验主义的理论体系。

1.对“天赋观念论”的批判

在洛克所处的时代，“天赋观念论”十分流行，这是一种阻碍科学发展和维护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理论，严重地束缚了人们的头脑。洛克称自己是为科学的发展清除障碍的“小工”，力图继培根之后，进一步扫除横在知识之路上的垃圾。哲学史上一般都对他发起的这场论战给予了肯定的评价。

当时的天赋观念论虽有不同的学派和各种理论形式（如古代柏拉图和中世纪经院派以来的传统的天赋理论；笛卡儿及其唯心主义信徒的天赋观念论；英国传统的宗教思想和道德思想；剑桥柏拉图学派的天赋理论）[12]，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大致都把某些观念和原则的普遍必然性和对它们的大致同意作为天赋性的证明。洛克就以所谓“普遍同意”论作为突破口，举出大量事例来证明“一切人类并没有公共承认的原则”。他又驳斥了所谓 “理性发现”论，认为人们并非一开始运用理性就能知道和同意所谓天赋原则的。初生的婴儿的心灵犹如一块白板。人们的观念最初都起源于特殊的感觉。儿童必须经过长期教育才能逐渐懂得一些抽象命题的意义。洛克还进一步指出“天赋观念”论在认识实践上的危害，认为会使学者盲从权威，放弃自己的理性和判断，从而堵塞了认识发展的道路。

2.对唯物主义经验论原则的详尽论证

洛克继霍布斯和伽桑狄之后对天赋观念论进行更为深刻的批判，并在此基础上详尽论证了培根和霍布斯提出的关于知识和观念起源于感性世界的原则，论证了普遍原则和抽象观念起源于经验的原则，使经验主义的认识理论发展成为一个体系、一门科学，在认识论史上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首先，洛克提出关于心灵开始是“白板”的假定，并认为心灵后来掌握的知识和观念都来自经验。经验的形成有两个来源：感觉和反省。前者来自对外界事物的直接感觉本身，后者则是人的心灵对自己内心作用的感觉，它的对象是我们自身内部的心理活动。

其次，洛克又提出了关于简单观念和复杂观念的学说。前者是指通过感觉人们所获得的诸如红与黄、软与硬、甜与苦等，它们是认识的基础和材料；后者则是对前者进行概括，使之上升为 “抽象观念”。

再次，洛克提出了两种性质的学说，研究了对外界可感知对象所具有的特性。依据那个时代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和哲学家所主张的“物质微粒学说”，他认为外界可被感知的物体具有两类性质：“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前者指广延、形式、运动、静止和数目等，后者则指当物体的“微细部分作用于人的感官”，人所产生颜色、声音和滋味等方面的观念时，物体所具有的各种有关“能力”。由前者就产生了“第一性质的观念”，由后者则产生了“第二性质的观念”。

最后，洛克论证了知识的等级、确定性和范围。根据知识的不同来源和不同的确定性程度，可把知识划分为几个等级：直觉的、解证的和感觉的知识。

综上所述，洛克详尽地论证了基于感觉经验之上的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他的经验主义从总体上说是唯物主义，但是他的认识学说具有明显的二元论倾向，主要表现在“二重经验”说。洛克把感觉和反省，即把外界的物质的东西和自己的心理活动看作人的知识和观念的两个来源，并认为反省经验与外物完全无关。

（二）自由主义政治学说

洛克的政治思想是为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国家辩护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洛克是1688年英国封建贵族同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妥协的产儿。他的主要政治著作是《政府论》。“事实上，洛克的这两篇论文担负了对17世纪英国革命期间代表各阶级、各阶层的各派政治思想进行清理和总结而使它们‘归于一’的任务。”[13]

和霍布斯一样，洛克也是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来解释国家权力的起源、性质和作用的。但他没有像霍布斯那样把自然状态描绘成一个弱肉强食的不安定状态，而是认为自然状态是一种“完备无缺的自由状态”。在这种状态中，自然法即人类理性教导着全人类，任何人都不得侵犯他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这些基本权利。通过契约所建立的政府正是财产权的保护者。洛克要求施以法治，而极力反对君主专制制度。为了有效地保护人们的生命、自由和财产，实现法治的原则，洛克提出了立法权、执行权和对外权三权分立的学说；为防止出现政府专制的问题，洛克又提出了政府解体和革命的思想，认为人民有权运用革命的手段建立新政府。

洛克的政治学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他将文艺复兴以来，特别是英国革命中，资产阶级政治思想家、政治家所提出的理论和思想原则加以总结和运用，根据革命时期资产阶级的需要，做出了明确系统的论述和发挥。”[14]他第一次使社会契约论成为完整的、资产阶级的理论；他所论证的“天赋人权” 原则成为其后一切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有力武器；他所确立的公民享有不可剥夺、不可转让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权利，经过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等以法律形式确立下来，成了资产阶级法律的原则；他的分权理论的提出，第一次为资产阶级用民主形式组织国家提供了理论论证，并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制度的一项主要原则。

（三）宗教宽容学说

洛克生活在一个由传统的天启宗教观念向理性主义的自然宗教观念转变的时代。17世纪的英国，新兴资产阶级不仅反对作为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的国际中心组织的罗马天主教和罗马教廷，也反对作为英国封建王朝之神圣基础的英国国教。但英国资产阶级并不反对宗教本身，而是打着清教的旗号来进行这场革命。在革命成功之后，他们更需要一种新的宗教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此要求改良宗教，而非废除宗教，以期结束宗教改革以来遍及英国及全欧的残酷而持久的宗教战争，达到社会的安定，促进资本主义的发展。总之，主张宗教宽容是17世纪欧洲历史发展中的一种进步现象。在洛克生活的时代，这个问题四处为人们所讨论，这对他产生深刻影响，而“洛克为信仰问题上的宽容所作的辩护，已经成了经典”[15]。

对于盛行于世的宗教纷争和宗教迫害的内在本质，洛克给予了深刻的揭露。在他看来，这“只不过是人们互相争夺统治他人的权力和最高权威的标记罢了”[16]。而纯正教会的基本特征的标志应当是宽容。洛克明确主张政教分离，认为政府为行使自己的权利可使用强制手段，而宗教涉及人们内在的心灵时的确信，是不能使用法律和刑罚的威力的。他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他指出：“既然任何宗教的宗旨都无非是为了取悦于上帝，而宗教自由则是达到此种目的所必须的。”[17]

西方多数思想史家都认为洛克是最重要的自然神论者，但也有学者认为洛克的哲学思想为自然神论的发展提供了某些理论原则，而他本人并非标准的自然神论者。“他的宗教哲学不能简单地归结为自然神论。大体上，可以认之为一种在肯定认识相对性的哲学认识论基础上产生出来的宗教自由主义，它包含了发展为各种宗教学说的可能性。”[18]

第三节 论教育的作用与绅士培养目标

一、论教育的作用

洛克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出发，充分而明确地肯定了教育的作用。在《人类理解论》中，他考察了儿童初入世时的状态后指出：“儿童的观念是渐渐学得的，各种常见的明显性质，虽然在他能记忆时间和秩序以前，早已把各种观念印在他的心中，可是不寻常的各种性质，往往是很迟才出现的。”[19]在《教育漫话》中，洛克高度评价了教育的作用。他承认有所谓“天才”，这些人用不着别人多少帮助，凭着天赋的才力，自幼就能向着最好的境界去发展，作出伟大的事业，但在他看来，这样的人是很少的。“我敢说我们日常所见的人中，他们之所以或好或坏，或有用或无用，十分之九都是他们的教育所决定的。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便是由于教育之故。”[20]“人们的态度能力之所以千差万别，教育的力量比别的事情的影响都大。”[21]

但是，洛克受“白板说”的局限，尚不能完全合理地解释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白板说”是一种消极被动的反映论，其本身包含着许多无法解决的矛盾。洛克关于“反省”的说法，实际上已肯定了心灵有自己活动的能力，既有这种能力，心灵就不再像他原先强调的是消极被动的感受器，也就不能说是完全一无所有的白板了。洛克认为：“我们天生就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22]这种说法与“白板说”有什么矛盾？他似乎没有想到。

洛克之所以在唯物主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徘徊，将一些自相矛盾的观点兼收并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对霍布斯机械唯物主义物质观的反思。因为如果依照霍布斯的物质观，所谓物质只是一种具有“长、宽、高”不同质量的“有机体”，它在自身中是连运动也不能产生的，它又如何能作用于感官和心灵，使人产生出感觉和思想的呢？为了解决这个矛盾，洛克采取了他所特有的“健全理智”的认识方法。他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改造和吸收了理性主义的因素，在重视经验的同时，亦提倡理性思维。他在 《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对理解力性质及其培养问题的研究，正是这种倾向的反映。有学者指出：

这种健全理智的特点是：重视经验，但不完全相信经验；提倡理性思维，但不把它作为教条。洛克方法论中到处都流露出这一特点。每当他强调经验归纳时，他就要留下一个不可知论的尾巴；而每当他进行理性推演时，他都注意使逻辑服从经验直观，甚至牺牲逻辑一贯性也在所不惜。[23]

洛克思想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特征，使他更多地从教育对于个人的发展的角度去论证教育的作用，但他并非不重视教育对国家前途的意义。在他看来，使儿童受到良好的教育不只是父母的责任和他们应当关心的事，因为“国家的幸福与繁荣也靠儿童具有良好的教育”[24]。洛克指出，英国在世界上是一个有地位的国家，原因是英国人有德行、本领和学问。但是，如果对于下代人不去注意与保存他们的纯洁、严肃和勤奋的美德，而又希望他们充分具有这种德行、本领和学问，那简直是笑话。他认为：“世界上不论哪个国家，无论如何骁勇有名，一旦腐败的习气充塞了全国，消融了纪律的羁勒，一旦到了邪恶猖狂、肆无忌惮的境地，它是决不能够凭借武力以保持名誉或耀威邻邦的。”[25]总而言之，洛克强调了教育对于英国保持世界领先地位的重要性。他指出，要想使得下代的人信心不减退，德行不堕落，知识不退步，就必须 “从青年们的教育与原则性上去打好基础”，否则“其余一切的努力都会是白费”。[26]

二、论绅士培养目标

洛克认为，不同地位和职业的人所受的教育是应有所区别的。必须按照年轻人的不同境况来训练青年，以便为他们各自的职业准备一种有德行、有用、能干的人才的方法。一个王子、一个贵族和一个普通绅士的儿子的教养方法，是应当有所区别的。但在他看来，“最应注意的还是绅士的职业。因为一旦绅士受到教育，走上了正轨，其他的人自然很快就都能走上正轨了”[27]。因此，他在 《教育漫话》中就以青年绅士的培养作为教育的主要目标。

洛克所要培养的绅士不是教士，不是学究，也不是朝臣，而是事业家。通篇《教育漫话》都是围绕这个基本点来展开讨论的。在他看来，“绅士需要的是事业家的知识，合乎他的地位的举止，同时要能按照自己的身份，使自己成为国内著名的和有益于国家的一个人物”[28]。为达此目的，年轻的绅士必须有强健的身体，还必须具备德行、智慧、礼仪和学问。他要能用理性克制自己不合理的欲望，使自己更明智，更能深谋远虑；他持重，有良好的教养；他懂得人情世故，能使自己聪敏地与别人相处；他具备一个事业家所需要的各种知识，能干又精明，能处理好自己的事务。

受文艺复兴后期以来以满足普通生活权利要求为目的的新的教育运动的深刻影响，洛克继蒙田等人之后，进一步呼吁将教育的重心逐渐从学术的成就转到绅士风度的培养上来。他明确地指出，绅士不是博学的人，因而没有必要熟悉一切科学的对象，而“正确地判断人，使自己与别人聪敏地相处的用处，较之说说希腊文与拉丁文，或者和人辩论得体是巨大得多的；也较之把子弟的脑袋充满物理学与玄学的深奥理论，要有用得多”[29]。在洛克看来，一个绅士与其做一个良好的逍遥学派，或笛卡儿学派的学者，远不如通过娴熟希腊、罗马作家的作品，来了解人类社会的生活，成为一个有德行，懂得人情世故，有礼仪的人。这样，他才能取得成就，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因此，他指责“现在欧洲一般学校时兴的学问和教育上的照例文章，对一个绅士来说，大部分都是不必要的；不要它，对于他自己固然没有任何重大的贬损，对于他的事业也没有妨碍”[30]。总之，洛克把性格训练而不是把知识作为绅士教育的首要目的。

出于培养事业家的考虑，洛克对当时的学校教育持不信任态度，而主张家庭教育。他承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都有缺点，但两相比较，他觉得家庭教育更有利于绅士所需德行的培养，更能保持绅士的纯洁和谦顺。在他看来，怯懦无能和不懂人情世故是人们归给家庭教育的过错，而实际上，这并不是在家庭里面进行教育的必然结果，并且也不是无法医治的毛病。洛克强调德行比人情世故更难获得，年轻人失掉了德行是很少能再恢复的。此外，家庭教育比学校教育更有助于个别教导，因为学生的心理和礼貌的形成需要不断的注意，并针对儿童个性特点而采取相应措施，而这在大群学生中间是无法办到的。

第四节 论体育

洛克继承了后期人文主义教育家重视体育的传统，把健康的身体看作绅士事业成功、生活幸福的首要条件。在《教育漫话》的第一部分，他首先较为详尽地探讨了儿童的健康维护和改进问题，而在该书的最后一部分，也论述了骑马、击剑等活动对增进健康的意义。

一、论身体健康的重要性

在中世纪基督教会的学校教育中，体育长期处于被否定的地位。但在世俗封建主的骑士教育中，注重军事体育，以培养征战能力。到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出于培养新人的需要，恢复了希腊的教育传统，同时，也继承了骑士教育的体格—军事教育传统，把体育放在重要的位置。体育被视为身心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视为培养完美的人的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后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家如卡斯底格朗和蒙田等人，从培养精明能干的绅士的角度考虑问题，将体育看作实际生活所必需的内容。

在洛克之前，英国已形成重视体育的风气。埃利奥特的《行政官之书》、克莱兰德（J. Cleland）的《年轻贵族的学校》（The Institute of a Young Nobleman）、亨利·皮卡姆的《完美绅士》以及培根的《培根论说文集》，都推崇体育在绅士培养中的意义，洛克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这种重视体育的传统。他把身体的健康与人世幸福联系在一起，把身与心的健康统一起来。洛克指出：“健康之精神寓于健康之身体，这是对于人世幸福的一种简短而充分的描绘。凡是身体精神都健康的人就不必再有什么别的奢望了；身体精神有一方面不健康的人，即使得到了别的种种，也是徒然的。”[31]在他看来，“自我”既不是单纯的灵魂，也不是无灵魂的肉体形骸，而是肉体和灵魂、物质和精神的统一。肉体的、物质的我，是自我存在的基础，没有物质的肉体就不可能有自我存在。而人们要自觉意识到“我”，产生“我”的观念，就必须有精神、意志。精神、意识或灵魂是人区别于他物的本质，因此是自我的主导方面。从这种身心统一的观点出发，洛克指出，精神固然是人生的主要部分，我们关切的主要方面虽然是内心世界，但也不可忽视心外的躯壳。身体孱弱的人，就是有了做事的正当途径，也绝不能获得进展。总之，“我们要能工作，要有幸福，必然先有健康；我们要能忍耐劳苦，要能出人头地，也必须先有强健的身体；这种种道理都很明显，用不着任何证明”[32]。

二、论体育的内容和方法

洛克继承并进一步发展了蒙田关于“锻炼”的主张以及培根注重身体保健的思想，同时，也接受了沿自骑士军事体育传统的做法，把游泳、骑马、击剑等也看作有益于身体健康的运动。此外，洛克更以一位职业医生的眼光，结合当时的医学保健知识，对年轻绅士的健康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切实可行的建议。

洛克所讨论的健康教育的对象，据他所说是身体健康，至少是没有疾病的儿童的体格，即探讨“在不借助于医药的范围以内，应该怎样保护它、改进它”[33]，而不是讨论医生对于有病的、身体脆弱的儿童应该怎么办。在他看来，这个问题其实只要短短的一条规则就可以说清楚，即绅士们对待儿女应该像诚笃的小康的农民对待子女的办法一样。首先，不能娇生惯养，应通过循序渐进的锻炼，使儿童逐步养成忍受酷暑严寒的习惯。例如，不戴帽子，用冷水洗脚，多过露天生活等。其次，应建立起合理的生活制度。洛克反对用紧身衣服束缚儿童，儿童的饮食应极简单、极清淡，但认为儿童应充分享受的是睡眠，因为只有睡眠最能增进儿童的生长与健康。药物应少用或最好是不用。再次，洛克将健康教育与德育联系起来，强调培养节制的精神和良好的习惯，认为 “节制的精神无论在健康方面，在事业方面，都是十分必要的”[34]。而养成什么习惯的问题亦是教育上应该当心的一件大事。最后，洛克总结了关于身体健康的几条“极易遵守的规则”，这就是“多吸新鲜空气，多运动，多睡眠；食物要清淡，酒类或烈性的饮料不可喝，药物要用得极少，最好是不用；衣服不可过暖过紧，尤其是头部和足部要凉爽，脚应习惯冷水，应与水湿接触”[35]。

游泳、骑马和击剑等原属于中世纪“骑士七技”的内容，后逐渐成为贵族和绅士教育传统中的重要内容之一。洛克意识到，“击剑与骑马被看成教养的必要部分，不去提到它们，会要被认为一件重大的遗漏”[36]。在安逸与奢侈的都市里，他把骑马看成一件最有益于健康的运动。此外，骑马又能使人在马上习得镇静与优雅，这对于一个绅士在平时与战时都是有用的。洛克也承认击剑对于健康来说是一种很好的运动，但对于生命却潜藏着危险，因为它易使青年热血沸腾，欲以决斗的方式一展自己的技能与勇敢。相对而言，洛克认为，扑击的运动方式既具有实用性，又没有太大危险。

第五节 论德育

在伦理思想方面，洛克是由培根和霍布斯开启的近代经验主义伦理学传统的继承者。第一，在研究伦理学的方法上，洛克并不像理性主义伦理学那样热衷于建构某种纯粹的道德形而上学体系，而是通过经验、观念、归纳和推演等实证的方法来建立自己的道德理论。继培根之后，洛克使经验主义伦理学传统与近代实验科学之间进一步建立起一种理论联盟。第二，在伦理学的性质方面，洛克继承并发扬了培根和霍布斯的功利主义传统，进一步使道德学从宗教中分离出来，主张从感觉经验中寻找人类的道德起源、内容和标准，带有鲜明的个人主义、现实主义和功利主义色彩。第三，继培根和霍布斯之后，洛克亦确信正确的思维是道德、高尚行为的前提，认识能力是人的道德本性的组成部分，它们是人自身提高到自由的条件。没有理性的自律，道德根本就不可能存在；谁要想主宰自己，保持好的操守，他最终就必定求助于自己的理性。

一、经验主义伦理学原理

在《人类理解论》以及《论宗教宽容》中，洛克运用经验主义方法研究了伦理问题，重视道德的经验事实和具体行为的评价。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他批判了天赋道德观念论，论证了基于自然主义感觉论的善恶观，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了判断善恶的标准问题，以及自我同一性与意志自由问题。这些伦理学原理就构成《教育漫话》中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深入理解和恰当评价其德育思想的重要依据。

对天赋道德观念论的批判是洛克对整个天赋观念论进行批判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认为，与数学的公理和思维的原理一样，道德的原则也不是天赋的，善恶等道德观念都是人们在后天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理性发现的。在洛克看来，世上并没有普遍接受的共同的道德原则。由于国籍、所受的教育以及各个人的性情等方面的不同，每个人思想上所想的和所接受的道德规则也是不同的，甚至“良心”也不是天赋的。它作为“内在法庭”，就是人们对自己行为的德与不德所持的意见或判断，而这些都不是天赋的。洛克对天赋理论的实践的观念或天赋道德观念的批判，其矛头直指封建社会和中世纪思维的教条结构。这种批判具有巨大的科学意义，而且是从哲学上赞同的精神解放。

洛克重视人的感觉经验对道德生活的实际影响和直接意义，偏重从个人道德生活的实际经验出发来探讨人类道德的本质。他指出，道德渊源于人的利益的满足和快乐；道德评价的标准在于人们的行动或事物能否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事物所以有善恶之分，只是由于我们有苦、乐之感。所谓善就是能引起（或增加）快乐或减少痛苦的东西。”“所谓恶就是能产生（或增加）痛苦或能减少快乐的东西。”[37]在洛克看来，人们之所以普遍地赞同德性，不是因为它是天赋的，乃是因为它是有利的。如果道德原则违反了人们的利益，就会被抛弃。他从功利主义立场强调人性和道德的本质就是在于利益，从而没有为神学留下地盘。

为探讨判断善恶的标准问题，洛克将伦理问题与法律问题密切结合起来。他把神法、民法和舆论法都看作判断道德善恶的规则，认为道德行为受到属于外在力量的官长和属于内在力量的良心两个“法庭”的管辖，但他更重视后者。洛克相信每个人都有足够的经验和智慧来内化道德规范，因而对教育寄予很大希望。这种内化就要求教育者制定、说明规范，然后借助于各种措施和不总是自由主义的方法，把这些规范灌输给个人，使个人的头脑日益充满规范。这样，洛克也就调解了普遍意志和利己主义主体之间的矛盾，在社会幸福与孤立个人的功利主义之间达成了妥协，而力图把个人行为纳入既最有利于个人本身，又有利于社会的轨道。

洛克的伦理思想以经验主义和功利主义为其特征，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他批判了封建旧道德传统，教导人们要从宗教狂热中解脱出来，重视道德原则和现实生活的密切联系，并明确肯定了环境和教育在形成人们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但是，洛克的伦理学思想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其一是，他的“神法”观念，把道德的真正根据归于神，把神法看成“试验道德邪正的唯一真正的试金石”[38]，表现出神学的不彻底性。其二是，洛克不了解道德观念和道德原则借以产生和发展的经济基础，有时承认有一种脱离现实生活的道德原则的存在，这是与其总的道德体系相矛盾的。

二、论年轻绅士应具备的品德

经验主义、功利主义和自由主义是洛克在《教育漫话》中讨论年轻的绅士所应具备的品德的主要理论依据。洛克提到的绅士所应具备的品德大致上可以归纳为三个方面，即有远虑、富有同情之心或仁爱之心，以及有良好的教养或礼仪。洛克德育的目标就是要造就能按这些道德规范行事的有绅士风度的人。

洛克指出了人的利己本性以及目光易短浅的弱点。在他看来，人都只关心自己，并只注重当前的现实利益，因而往往由于一时的快乐而导致将来的更大的痛苦。因此，必须通过教育使人成为有理性的生物，只有理性能为人达到最大的快乐提供正确的方法和手段，只有理性能帮助人们权衡利弊得失。为此，洛克提出了“人有远虑就是有德”的命题，认为人应当以长远利益为人生指针，只顾当前利益而不考虑长远利益就是失德。从这种观点出发，洛克指出：“一切德行与价值的重要原则及基础在于：一个要能克制自己的欲望，要能不顾自己的倾向而纯粹顺从理性所认为最好的指导，虽则欲望是在指向另外一个方面。”[39]在洛克看来，我们人类在各个年龄阶段有各种不同的欲望，这并不是我们的错处。我们的错处在于我们不能使自己的欲望接受理智的规范和约束。问题不在于有没有欲望，而在于有没有管束欲望的能力和克制自己某种欲望的功夫。因此，“一切德行与美善的原则当然在于克制理智所不容许的欲望的能力”[40]。“大凡不能克制自己的嗜欲，不知听从理智的指导而摒绝目前快乐或痛苦的纠缠的人，他就缺乏一种德行与努力的真正原则，就有流于一无所能的危险。”[41]罗素指出：“强调远虑，是自由主义的特色。它和资本主义的兴盛有连带关系，因为有远虑的人发财致富，而没有远虑的人贫困下去，或贫困如故。这又和新教中的某些种虔诚关系：为进天堂而讲善德和为投资而储蓄，在心理上是极少类似的。”[42]

近代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从一开始就注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研究，洛克的伦理学说亦不例外。他要求人们在追求私利时，不要去损害他人和公共的利益，因为从长远来说，这对个人是有好处的。应在长远利益的基础上，把公私利益结合起来。为此，洛克很强调培养儿童的同情心或仁爱之心。在他看来，凡是以虐待和摧残弱小动物为乐的人，他们对于同类也是不会十分同情或仁爱的。洛克要求人们教育儿童时，从最初起就要使他们把杀戮或虐待任何动物看成一件可怕的事。要教导儿童不去摧残或毁灭任何生物，除非是为了保存其他更高贵的事物，或者是为了它们自身的利益。洛克强调指出：“保存整个人类本是人人应尽的责任，也是调节我们的宗教、政治与道德的真正原则，假如人人都把这件工作当作自己的信仰，这个世界一定要恬静得多，和好得多。”[43]他要求年轻的绅士养成仁爱的心情，礼遇下人，对于地位较低、财产较少的同胞越要同情，越要温和。“仁爱”本属于传统的基督教伦理学的一个重要概念，洛克在这个旧概念里装进了资产阶级博爱思想的新内容。“从理论上说，无论是强调仁爱、共同利益，还是强调自爱和个人利益，对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都是必要的。”[44]

洛克十分重视绅士的良好教养或礼仪（civility，或译“礼貌”），称之为“绅士的第二种美德”。“礼仪”或“礼貌”在洛克生活的时代并不是什么新概念。中世纪曾为人们留下了大量关于被称作社交行为的记载。先是有学问的教士有时用拉丁文记载行为的准则。从13世纪起，在宫廷骑士的圈子里，人们开始用各种通俗的语言记下了与之相似的材料。至14世纪以后，随着市民阶层的崛起，在大的封建宫廷中形成的属于世俗上层社会中的行为方式，逐渐成为包括市民阶层在内的其他阶层中广为流行的行为准则和戒律。有学者指出：在洛克的时代，

一个更加稳固的社会等级建立了起来。各种社会出身的人又重新形成了一个新的上流社会、一个新的贵族阶层。这样一来，究竟什么是统一的、好的行为便愈来愈成问题。同时新的上层社会改变了结构，使其每一个成员都被置于别人的和社会的监督之下，这种压力是他们从来没有体验过的。[45]

随着社会的改革，随着人际关系中新的结构的形成，逐步出现了一种变化，洛克关于绅士礼仪问题的讨论反映的正是这种时代的需要。与伊拉斯谟一样，洛克强调绅士的有教养的风度的培养有赖于教育。但他反对过分拘泥于礼仪，认为礼仪太烦琐是一种过失。洛克用一种功利主义眼光看待礼仪，认为“礼仪是在他的一切别种美德之上加上一层藻饰，使它们对他具有效用，去为他获得一切和他接近的人的尊重与好感”[46]。而没有礼仪，则无论什么美德都会变样，反而对他不利。在他看来，美德是精神上的一种宝藏，而使它们生出光彩的则是良好的礼仪。这样，他将礼仪教育的问题深化为一种德行理论。洛克指出，良好的礼仪的规则的核心问题是对自己和他人都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不要自视甚低，以避免忸怩羞怯；也不要目中无人，以避免行为不检点和轻慢。他认为这是人们所应具有的基本的良好礼仪。

三、论品德培养方法

洛克继承并发展了人文主义者关于教育遵循自然的思想，强调研究儿童一般心理特征和个性特征对教育方法的重要意义，这是他对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在他看来，“上帝在人类的精神上面印上了各种特性，这些特性正同他们的体态一样，稍微改变一点点是可以的，但是很难把它们完全改成一个相反的样子”[47]。每个人的心理正与他的面孔一样，各有自己的特色，能使他与别人区别开来。因此，两个儿童很少有能用完全相同的方法去教导的。由于“不可改移的本性”，有些人是强悍的，有些人是懦弱的；有些人有自信力，有些人很谦虚；有些人温驯，有些人顽强；有些人好奇，有些人粗心；有些人敏捷，有些人迟钝。因为这些方面不同，我们对待他们的方法也应有所不同。洛克指出，这种种天生的癖性，这种种本性的倾向，不是规则或直接的斗争可以改正的，尤其是那些产生于恐怖与颓丧的比较压抑的倾向。作为教育儿童的人首先应该在儿童年龄较小还不会装模作样掩饰自己的时候，在他没有注意到你在观察他的时候，去仔细研究他的天性和才能，然后经常试试，看看他最容易走哪一条路子，看看他的天性怎样才能改良，看看他所缺乏的东西是否能通过努力去获得，或由练习去巩固。“因为在许多情形之下，我们所能做的或者所该做的，乃在尽量利用自然的给予，在于阻止这种禀赋所最易产生的邪恶与过失，并且对于它所能产生的好处，大力给以帮助。”[48]

洛克花了许多气力研究自由与意志、自由与放纵和自由与管理的问题。在他看来，“自我”“人格者”只能属于有理智的主体，是能受法律支配并能感受苦乐的主体，表达了他关于人格独立、自主和尊严的思想，否定了神学人格论和君主绝对人格论，体现了他一贯坚持的个性原则。与此相联系，洛克用人的自由问题代替意志自由问题。他认为，意志是人心的一种选择能力，自由则是人的能力。意志只是“官能的属性”，它在主体内部受到意欲和思想的指导，而在主体外部，要受到外部世界的支配。总之，意志是不自由的，它由当下的苦乐感觉来决定。而所谓自由“就在于有能力照自己的意志做或不做某件事情、停止不停止某件事情”[49]，亦即不受别人的支配，达到自己所选择的快乐和幸福。在洛克看来，自由与放纵对于儿童是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遇事没有判断的能力，所以非得有人管束不可。相反，成人行事，一切有自己的理智可以凭靠，专制与严厉对他们来说是一种不好的方法。因此，“无论需要何种严格的管理，总是儿童愈小愈须多用；一旦施用适度，获得效果之后，便应放松，改用比较温和的管教方法”[50]。父母应当首先凭借畏惧，取得支配他们的精神的力量，而待孩子年岁稍长以后，就要用友爱去维系。

奖励与惩罚的方法，洛克认为应该采取，因为这是支配儿童的重要手段。但他认为，人们通常选择身体上的痛苦或快乐来作为奖惩的方法，是不得当的，其结果是不会好的，它们只能助长那些本应被我们扑灭的嗜欲，加强它们的力量，而实质上也就是助长了他的心田里面的一切罪恶的源泉。一有机会，它便会变本加厉，来势更加凶猛。为此，洛克反对那种“奴隶式的管教”，认为这会使儿童养成一种奴隶式的脾气。他指责那种贪便取巧的鞭笞儿童的惩罚方法“是教育上最不合适的一种方法”。这种方法也可以治好目前任性的毛病，但接踵而至的却是更恶劣、更危险的心情颓丧的毛病，实则这种儿童终生终世对于自己和别人都是没有用处的。故他主张只有万不得已和到了极端的情形之下，才能偶尔采用鞭笞。反之，用儿童心爱的事物去奖励儿童、去讨取儿童的欢心，也是同样应小心加以避免的。洛克主张另一类的奖、惩，即尊重与羞辱。洛克指出：“儿童一旦懂得了尊重与羞辱的意义之后，尊重与羞辱对于他的心理便是最有力量的一种刺激。如果你能使儿童爱好名誉，惧怕羞辱，你就使他们具备了一个真正的原则，这个原则就会永远发生作用，使他们走上正轨。”[51]洛克的贡献在于他不仅为这一原则奠定了经验主义哲学基础，还更为详细地讨论了实施这一原则的具体方法。比如，“隐恶扬善”的方法，即斥责应在私下进行，不应当众宣布儿童的过失，使其无地自容。相反，对儿童的赞扬应公开进行，以使其奖励的意义更大。

洛克十分重视通过练习及早培养儿童的各种良好习惯。在他看来，“习惯有很大的魔力，凡我们所惯做的事情，都觉得顺利并且高兴，因此，它就有很强的吸引力”[52]。洛克认为，儿童不是用规则可以教得好的，规则总是会被他们忘掉。克制不合理的欲望的能力的获得和增进靠习惯，而使这种能力容易地、熟练地发挥则靠及早练习。习惯的力量比理智更加有恒、更加简便。这种习惯一旦培养成功之后，便用不着借助记忆，很容易、很自然地就能发生作用了。在习惯的培养方法上，洛克提醒注意两件事：第一，最好是和颜悦色地去劝导他们，提醒他们，不可疾言厉色地责备他们，好像他们是有意违犯似的。第二，同时培养的习惯不可太多，否则会把儿童弄得头昏眼花，反而一种习惯都培养不成。他认为，这种由导师监督，教儿童反复练习某项行为，以期养成习惯，而不是要他们去死记规则的办法，无论从哪方面观察，都是很有好处的。

说理也是洛克提倡的重要方法。他认为，儿童希望被人看作具有理性的动物是比人们想象得到的年岁还要早的。他们这种自负的态度是应当得到鼓励的，我们应在可能的范围内尽量利用这种态度，把它当作支配儿童的最好的工具。洛克所倡导的说理，是以适合儿童的能力与理解力为限的。对于一个3岁或7岁的孩子，不能把他们当作成人一样去和他们辩论。长篇大论的说教和富有哲学意味的辩难，充其量不过使得儿童感到惊奇与迷惑而已，并不能给他们以教导。如果要用道理打动他们，那种道理须明白晓畅，适合他们的思想水平，而且应该能被接触到和被感觉到才行。

洛克重视榜样的教育力量。他指出，人类是一种模仿性很强的动物，是染于青则青，染于黄则黄的。伴侣的影响比一切教训、规则和教导都要大。所以，学习的方法与其依从规则，不如根据榜样。父亲与导师都应以身作则，绝不可以食言，除非是存心使儿童变坏。还应把儿童应该做的或是应该避免的事情的榜样放在他们的眼前。

第六节 论智育

洛克认为，教育必须使人适合于生活、适合于世界，而不只是适合于学校，因而反对把一两种文字当作教育的全部任务。在他看来，教育在本质上是一种性格的训练，知识教育并没有穷尽它。“学问是应该有的，但是它应该居第二位，只能作为辅助更重要的品质之用。”[53]一个有德行或有智慧的人比一个大学者更为可贵。对心地良好的人来说，学问有助德行与智慧；而对那些心地不是那么良好的人来说，文字、科学以及教育上的其他一切成就都没有用处，或只会徒然地使其变得更坏、更愚蠢和更危险。因此，作为导师，其主要任务在于小心地形成年轻绅士的态度，保持其真纯，培养其优点，温和地改正与消除其任何不良倾向，使其养成良好的习惯。有了这一点，学问则极容易用适当的方法去获得。

读书、写字和学问虽不被洛克视为青年绅士的主要工作，但他觉得它们是必需的。洛克认为，一个绅士需要具备和他的职业有关的各种观念，“因为绅士在这个世界中所从事的活动和对这个世界的效用，大都是藉他向别人说的或写的东西的影响来实现的。”[54]洛克在《教育漫话》和《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中，详细讨论了与绅士培养有关的相当专门化的教育内容以及相应的教学方法。

一、知识观

洛克的知识观是以其经验论原则为基础的。他指出：“真实的知识是由知觉我们的观念所具有的相互关系所组成。”[55]没有这种知觉，则我们只可以想象、猜度或信仰，却不能得到知识。洛克论证了知识的等级、确定性和范围。他把知识分为直觉的、论证的和感觉的三个等级。所谓“直觉的知识”是单凭直觉的方式，不必插入任何其他观念，而直接觉察到两个观念之间存在的一致或不一致的关系所获得的一种知识。论证的（或解证的）知识，是以直觉的知识为基础的，但需借助于别的观念作为媒介。感觉的知识是一种对外界特殊事物的知识。在考察知识的等级的基础上，洛克说明了知识的范围。他认为，直觉的和论证的知识，是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但其范围是有限的，因为这类把主宾联系起来的中介观念有时很难找到或不可能找到。至于感觉的知识则比前两方面的知识更为狭窄。数学以外的包括物理学和其他各门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都属于感觉的知识。洛克认为，这种知识是不能超过我们感官当下所感到的事物的存在的，它们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是一种最不可靠、最不确定的知识。他的上述观点虽有实体不可知论的倾向，并对当时尚不甚发达的自然科学持怀疑态度，但他反独断的批判精神和对于观察、实验等方法的强调，对科学研究的发展是有积极的推动作用的。

与对自然科学的怀疑态度相比，洛克对数学、工艺之学和人事之学的重视显得十分突出。他认为：“没有比数学更能培养推理能力的了，所以，我认为凡是有时间和机会的人都应该学习数学。”[56]重视工艺之学在洛克生活的时代已成为英国的一个传统。从绅士的事业需要出发，洛克强调工艺之学的意义。他指出：“首先发明印刷术、发现罗盘、发现金鸡纳霜的功用的人们，比设立学院、工场和医院的人们，还更能促进人的知识，还更能供给人以有用的物品，还救了更多数的性命。”[57]洛克亦十分重视“人的知识”。他认为：“要使绅士和他的品行相称，不管是当一个平民，还是对他的国家的统治感兴趣，没有比人的知识更必需的了。”[58]在他看来，绅士的正当职业是为他的国家服务，因而关心道德的和政治的知识才是最正当的。总而言之，从功利主义立场出发，洛克认为道德学、政治学和各种工艺之学对人类最有功用。

洛克强调培养理解力、思考力和判断力对于扩大我们的知识的重要意义。继蒙田之后，他亦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教会人们生活，而不只是教学问，不只是停留在大学里，而不能跑到人世间去。洛克指出：“阅读只提供心智以知识的材料，只有思考才能把我们所阅读的材料成为我们自己的知识。”[59]一个人如果只会照他读过的书来思考和谈话，这样是不会获得任何知识的。读书最多的人博学，然而也可能无知。只有经过正确的推理的途径，才能在阅读和学习中得到真实的知识。“如果一个人通过运用，获得了探察和判断他所读材料中的推理和一致性的能力，以及这材料是如何证明它声称要教给世人的东西的；那时，也只有到那时，他才是在正确地通过阅读来改进他的理解并扩大他的知识。”[60]

对于经院主义方法，洛克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否定它是知识的泉源。他认为，经院中的规则或公理并不是其他知识的原则和基础。它们并不能帮助人们来推进科学或发现未知的真理。因此，以这些公理为科学的原则，进而演绎出一套有用的知识系统是荒谬的。在启发人的理解力方面，它们的功用更是极其渺小。总之，它们在促进知识方面没有多大功用。洛克反对把三段论法当作理性的唯一固有的工具和知识的方法，认为它只可以在争辩中求得胜利，并不能在明白的探求中发现真理或证实真理。

在洛克看来，“获得知识的确实而惟一的办法是在我们的心智之中形成事物之清晰、稳定的意念，这些确定的观念都有其名称”[61]。他认为，我们不应当根据人们的意见来判断事物，而应当根据事物来判断意见；不要把文字当作事物，也不要假定书上的名字就代表自然界里真实的实体。除了就事物本身做适当而正确的考虑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规则可循。洛克批评某些人引用他人的文章很多，而且依靠权威建立自己的议论。而事实上，他们只有二手知识或者说不清楚的知识。真正说来，这根本不是知识。

二、学习计划

洛克在《教育漫话》和《漫谈绅士的阅读与学习》中，提出了内容广泛的学习计划，集中体现了新观念与旧传统同时并存的特点，反映了当时英国新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对教育的实际需要。“功用”是其选择学习科目的主要标准。他主张学科的设置要把现代实用科目与古典科目结合起来，兼顾装饰与实用。洛克为年轻绅士开设的学习科目包括：阅读、写字、图画、速记、法文、拉丁文（作文和作诗）、地理、算术、天文、年代学、历史、伦理学、民法、法律、修辞学、逻辑、自然哲学、希腊文、跳舞、音乐、击剑、游泳、骑马、扑击、旅行、园艺、细木工、商业算学等。有学者指出：

这是一个既广又窄的课程表。说它广，是因为它囊括了当时盛行的宫廷教育中所有的能够使青年绅士适应宫廷生活和公共事务所需要的科目；说它窄，是因为摒弃了从文化的标准来要求的文学以及其他广泛的美学兴趣。这是由于他的功利主义局限性使某些科目突出，然而，它却填补了先前教育家们所忽略了的科目。[62]

作为事业家的绅士，洛克并不要求其成为博学的人。他指出：“想要博学的人，必须熟悉一切科学的对象。但这对于一个绅士来说是不必要的。”因此，“直接属于他的职业的学习，是那些关于美德与恶行、市民社会以及统治艺术的学习，还可以包括法律和历史”[63]。洛克认为，道德的学习使一个人成为绅士；不仅仅是成为一个人，而且是为了他的绅士事业。在这方面，读《新约》就够了。至于政治，他认为政治包括两个很不相同的部分：一部分包括社会的原始模式和政治力量的兴起的扩张；另一部分包括统治社会人员的艺术。前者可通过阅读有关书籍来学习，后者则最好通过经验和历史，尤其是通过一个人自己国家的经验和历史来学习。

洛克把自然哲学视为一种“思辨的科学”，认为我们永远不能够把它变成一种科学。“自然的工作是由一种智慧设计的，这个智慧和它发生作用的方法，远不是我们的能力所能发现或想象，使其成为一种科学的。”[64]他认为，自然哲学是一种关于事物本身的原则、本质和作用的知识。它包括两个部分：关于精神及其本性与品质的，以及关于物质的。前者通常是指玄学，应在研究物质与物体之前去研究，它主要是上天以默示的方法给予我们的。最好写出一本良好的“圣经史”给青年人读。在洛克看来，单用物质与运动是不能够解释自然界中的任何伟大现象的，如地心吸力问题等。至于关于物质的知识，洛克认为：“我并不因为我们所有的或所能有的关于自然的知识都不能成为一种科学，便反对别人去研究自然。自然界中有许多事情是一个绅士容易知道与必须知道的。”[65]一方面，在这个注重学问的时代，一个绅士对于它们必须懂得一些，为使自己适于实际。另一方面，那些与农艺、种植和园艺相关的知识，对于绅士的事业也是有帮助的。但他认为不能从那些专务思辨的学派去得到，而应该从那些自己做过合理的试验与观察的作家去获得。

对于语言学习，洛克是重视的。他认为，正确地写作与正确地说话，可以使人显得优雅，可以使自己要说的话被人注意。但洛克不主张学希腊文。虽然他承认一个不懂希腊文的人就不能算是一个学者，但他在这里所想到的不是一个专门学者的教育，而是一个绅士的教育。洛克主张绅士学法文和拉丁文。法文作为一种活文字，有实用价值。拉丁文主要起装饰作用，对于绅士来说是“绝对必需的”，但没有必要花太多时间或强迫儿童去学习。在语言学习方面，洛克填补了先前的教育家们所忽略的英文。他强调彻底掌握英语的呼吁，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洛克指出：“一个英国绅士常用的既然是英文，所以，他最应该培植的，最应该注意去修饰和改进他的文体的也应当是英文。”[66]在他看来，一个人的拉丁文比英文更好，也许可以得到别人的无谓的称誉，这并不重要，还不如应用本国文字以好好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来得有用，而这一点正是举世都忽略了的。洛克呼吁年轻绅士应该天天练习英语，以期在本国语的表达上达到熟练、明白和优雅的境地。

洛克的课程表中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是对手工技艺的热情倡导。他希望一个绅士也要学习一种技艺，一种手工的技艺，最好是学习两三种并擅长其中的一种。洛克敏锐地把握了时代发展的脉搏，亦大力提倡工艺教育。他论证了学习手工技艺的种种好处：其一，从练习得来的技巧本身就是值得获得的。他所说的“技巧”不仅指文字以及学者所学的科学中的技能，还包括图画、车工、园艺、淬火与铁工等有用的技能。其二，练习技能、技巧对于绅士的健康也是必需、有益的，尤其是那些需要我们在户外去做的事情更是如此。年轻的绅士在读书读到需要宽舒时，就应该运动身体，以使精神舒畅，并增加身体的力量。其三，技巧工作对于年轻绅士来说，是一种合适而又健康的娱乐。洛克认为，娱乐并不是懒惰，而只是换一种工作，把疲倦了的部分舒畅一下。与其使年轻的绅士去从事一般邪恶的、无用的和危险的时髦消遣，如赌博、酗酒和打牌等，养成闲荡的习气，不如去学习一种既有用又有利于健康的技艺。其四，学习技艺还将有助于绅士管理和教导他的工匠、园丁等。洛克提倡的技艺活动有园艺、木工、车工、熏香、油饰、雕刻、铁工、铜工、银工、刻板、琢磨、安配玉石或琢磨光学玻璃等。此外，他认为商业算术也是绅士应该学习的一门有用的技艺，它有助于绅士保持其原有的财富。

洛克继承当时上流社会的一种习俗，即主张通过游学来结束绅士的教育。有学者指出：

16世纪50年代至17世纪30年代，这种做法成为贵族教育中时髦的风尚，并在1660年以后再度形成高潮。贵族家庭之所以这样做，其动机是多种多样的：外国的经历及其外语对于在政府中任职是重要的资本；大多数优秀的骑术教师在外国；学习军事科学的最新发展，最好能去比英格兰有更新的战争经验的国家；对于爱好艺术的绅士来说，意大利和法国提供了油画、建筑和装饰艺术的最新样式。[67]

洛克对游学教育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旅行的主要好处一是学习语言，二是能与各种人打交道，以便在智慧与持重上面获得长进。当时绅士子弟普通出国旅游的年龄是在16～21岁。洛克认为那正是人生中最难获得上述两种进步的时候。他主张，旅游学习的年龄要么早一点，定在7～14或16岁，以便更好地学习外国文字，但需有导师陪同前往；要么年岁较长一些，那时绅士子弟无须导师就能够管束自己了。

三、论教学方法

洛克对传统的教学方法提出了批评意见。他指责文法学校所教的内容和方法不适合儿童的年龄特点，使得儿童非有鞭笞不肯学习，而且即使在鞭策之下学得也极为勉强。在大学里，则盛行以争辩的方法来求学，以口角的艺术来教人，无助于探求真理和知识。在洛克看来，“这种求学的方法委实能使青年人的心理不再真实地探求真理、爱慕真理；不但如此，而且会使他们根本怀疑是否有真理其物，至少亦会使他们怀疑真理是否值得固执”[68]。他从经验论的立场和儿童心理学的观点探讨了教学方法问题，提出了许多积极合理的主张。

（一）教学法的哲学和心理学依据

1.联想论心理学及其在教育上的运用

洛克把一切为人所意识到的心理现象称为观念。他采用带有机械主义倾向的方法来处理心理现象，即先把心理现象分析为简单成分，然后再把这些成分合成复杂的观念，这就是后来的所谓 “联想主义”。洛克认为，由对象的某一个单纯现象所引起的不能再分的简单观念是消极被动的，可作为知识的原材料；而由简单观念经过结合、联系和分离所组成的观念，则要求理智的能动作用。

洛克用“联想”的原则来说明观念的结合。他在欧洲心理学史上最先提出了 “联想”一词。洛克指出了观念相互之间的两种联合，即“自然的联合”和“习得的联合”。前者是“理性的职务和特长”，后者则“完全是由机会和习惯来的。有些观念原来虽然毫无关系，可是人心竟能把它们联合起来，使人不易把它们再行分开”。[69]洛克认为，“习得的联合”或是由人心自动所造成，或是由偶然所造成。由于各人的心向、教育和利益等不同，他们的观念联合亦就跟着不同。他要求负有教育儿童之责的人们，应当知道如何勤勉地观察青年心中不适当的观念联合，并细心加以阻止。洛克指出，许多儿童把学校中所受到的痛苦归咎于他们受责时所研读的书本，因此他们就把这两个观念联合起来，并憎恶书本，而且以后一生中从不能再安心来研读书籍，读书就成了他们的一种痛苦。这都是教学方法不当所致。实则他们如果没有这种经验，读书或许会是他们的很大快乐。

从“联想”的思想出发，洛克重视在学习过程中新旧知识的联系。他说：“对于学习的人来说，在这种或者所有其他事例中，最确实可靠的不是迈开大步，跳跃前进；凡是他决心下一步学习的东西，就下一步学习起来，就是说，尽量和他已经知道的东西连接起来；要和他已知的东西有所区分，但紧密连接。”[70]“应该从心理所已具有的知识入手，进而探求那些与它相邻相关的知识。”[71]

2.儿童的心理特点

在《教育漫话》中，洛克认真研究了儿童的心理特点，作为其教学法思想的重要根据。在他看来，“儿童究竟是儿童”。第一，他们活泼好动，憎恶懒惰，喜爱忙忙碌碌。对儿童的这种爱好，永远应该加以领导。第二，儿童爱好快乐，喜欢自由，因而他们就喜欢游戏。这种好玩的脾气原是“自然”聪敏地使之与年龄、性情相适应的，应加以鼓励。第三，他们有好奇心，因而有求知欲望。“这是自然给他们预备的一个好工具，他们可用以除去生来的无知的；他们如果不是好问，无知就会使他们变成一种愚蠢无用的动物。”[72]第四，儿童心理仄狭与脆弱，通常只能容纳一种思想。无论一个儿童的头脑里有什么事情，那事情就占住了他的头脑，尤其是同时有了相伴而来的任何情感时如此。第五，儿童喜欢变换和见异思迁。他们的快乐差不多全是建立在更换与变化之上。要使人们去固定他们的变换不定的思想，是与他们的天性不相容的。此外，做事疏忽，漫不经心，思想混乱，缺乏判断力，也都是儿童时期的自然的过失。只要他们不是存心如此，都应温和地加以提醒，并逐渐地予以克服。

3.理性发展的四个阶段

洛克把数学的解证方法运用于人的理性发展的一般过程的研究，提出“理性发展四阶段说”。他认为，理性是人的一种能力，这正是人和畜类差异之所在；而且在这方面，人是显然大大超过畜类的。洛克指出，理性能扩大我们的知识并调节我们的意志。理性实际上含有两种官能：机敏和推理，它借前一种发现中介观念，借后一种加以整理。因此，它就可以发现一系列观念中各环节间的联系，把两端连接起来，使所追求的真理一目了然。在洛克看来，我们对于外物所有的知识虽然只能得之于感官和内面的知觉，但“感官和直觉并不能达到多远。我们的绝大部分知识都是依靠于演绎和中介观念的”[73]。

洛克提出了理性寻求真理或知识的过程的四个阶段：“第一个最高的阶段就是发现出证明来；第二就是有规则地配置起各种证明来，以明白的秩序，使它们的联系和力量为人迅速明白看见；第三就是察知和它们的联系；第四就是形成一个正确的结论。”[74]这样，他借用自然科学方法的语言表述了对一般人类认识规律的总看法。他认为，在各种推理当中，每个论证都应当作为数学解证来处理，而上述各个阶段在任何数学的解证中，都是可以观察出来的。并且，“学了数学的人遇到机会，就能把这种推理方法迁移到知识的其他部分中去”[75]。

（二）论儿童教育方法

洛克要求尊重儿童的人格、尊重儿童的权利，坚持认为教学方法必须考虑他们的特殊需要、兴趣和能力。他根据自己对儿童年龄特征和心理特点的观察和研究的成果，精辟地论述了教育儿童的具体方法，对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教育家的“教育遵循自然”的方法给予了丰富和发展。

第一，“我们教导儿童的主要技巧是儿童应做的事也都变成一种游戏似的”[76]。洛克指出，我们不应该把书本和别种我们要他们去学的事物当作一种任务去强加给他们，而应设法诱导儿童去做，把你愿意他们去做的事情当作他们的一种娱乐，而不可当作一种工作。应设法使儿童在自以为只是游戏的时候学习阅读。

第二，“教师的重大作用和技巧就在尽力使得一切事情变得容易”[77]。洛克认为，教导儿童必须遵守的一条重要原则是，在大多数情形下，如果他们遇到了困难，不可把困难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这会使他们愈发感到迷惘。相反，在儿童正用心学习的时候，应使他们高高兴兴，感到一切事情都容易而且令人快乐。因此，当儿童遇到困难而又想前进的时候，教师应立刻帮助他们去克服困难，而不可加以任何斥责。洛克注意到，对于年长一些的孩子，在需要运用理智的科学上面，可以故意提出一些困难，去激发他们的努力，使他们的心理习于竭尽全力去推理。但对于那些年龄极小的儿童是不行的。他们在乍一接触任何知识部门的时候，一切事情本身都是困难的。在这种情形下，教师的重大作用正在于尽力使学习活动变得容易。

第三，鼓励儿童的好奇心。洛克把儿童的好奇心视为一种追求知识的欲望，主张加以鼓励，并研究了有关具体方法。首先，不应讥笑儿童提出的任何问题，而要给予认真的答复。在解释儿童想要了解的事物时，应按照他的年龄与知识的能量，以使他尽量懂得，而不应超过他的悟性所能理解的程度。其次，还要采用一些特殊的称誉的方法，如使他去教他的弟弟、妹妹，这是最好的鞭策。再次，不要使儿童的问题得到虚妄的答复。因为他们如果受到轻视，或者受了欺骗，他们是会看出来的，并很快加以仿效，学会疏忽、伪善和虚伪等伎俩。最后，有时候不妨故意使儿童看到新奇的事物，使他们发现问题，自己去求得了解。如果儿童所问的问题是他们不当知道的，也最好坦白相告，而不应用假话或冷淡的答复去搪塞。

第四，“教师的巨大技巧在于集中学生的注意，并且保持他的注意；一旦办到了这一点，他就可以在学生力所能及的范围以内，尽速前进了”[78]。洛克指出，观察儿童的人会发现，即使儿童在全心全意努力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们的心智也不免于彷徨。纠正的办法不应是怒叱或者鞭挞。“粗暴的方法阻碍他们的专心。”[79]那只能立刻使他们的头脑里充满了恐惧、厌恶或者混乱所能够带给他们的一切观念。如何才能使儿童集中并保持注意呢？洛克的方法是：其一，应使儿童尽量明白他所教授的东西的用处。其二，在他的一切教导上面加上和蔼的成分。应经常对儿童表示一种慈爱和善意，去调剂儿童从教师那里感到的畏惧。情爱可以鞭策儿童去尽他们的责任。相对斥责和鞭挞来说，这更有助于儿童的心理接受新的知识。其三，长久持续的注意是能够加给儿童的一件最苦的差事，应时常有一些更换与变化，以使儿童能勤勉用心。

第五，应使儿童的身心轮番做有益的练习。洛克认为：“把身体上与精神上的训练相互变成一种娱乐，说不定就是教育上的最大秘诀之一。”[80]在他看来，一个人读书读倦了，或是跳舞跳累了，他并不需要立刻就去睡；他所需要的是另外做点别的可以消遣、可以得到快乐的事情。这样，儿童的生活与进步将在一连串的消遣中变得快快乐乐，疲倦了的部分永远可以得到休息。

（三）论理解能力的培养

洛克在《理解能力指导散论》中研究了如何锻炼心智，使其更容易寻求真理的问题。他指出了培养推理能力的重要意义：“一个人最后用来引导他自己的手段是他的理解能力。”[81]“理解没有正确的指导，心智就不能对于事情作出正确的推理。”[82]而正确理解的目的就在于发现真理并坚持真理。洛克强调指出，就个人而言，由于天生的体质造成人们在理解力上有很大的差别，但是，人的理解能力和能力上的显而易见的差异由于后天获得的习惯居多，而由于天生官能的较少。

洛克关于培养理解能力的方法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只有运用和练习才能使人学会推理

在洛克看来，我们天生就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但这些能力只有经过锻炼才能给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能力以及技巧，并把我们引向完美。他认为，人们的理解能力和其他官能的缺陷和弱点，都是由于他们自己的心智缺乏正确的使用。他们或则很少推理，只是按照他人的例子行动和思考；或则用热情代替理智；或则知识面狭窄，目光短浅，见解片面，自然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总之，“大自然只给了我们推理的种子。我们生下来会成为能够推理的人，但是使得我们能够推理的却是使用和练习，而且我们之所以能够推理，只是勤劳和应用促成的”[83]。洛克注意到，虽然心智的所有官能由于练习而得到改进，但这些官能不能超过它们的力量而过分使用，他主张“量力而行”。练习还应循序渐进。与其跌断了脚而成为跛子，不如在崎岖的道路上缓慢步行为好。

2.“从具体事物得出来的一般观察是知识的珍宝”[84]

洛克认为，在整个理解能力的指导中，没有比知道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到什么程度给予同意更重要、更难的了。这应当根据事物带有的证据而调整。“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手，一个探索者，一个陌生的人该怎么办呢？我的回答是，用他的眼睛观察。”[85]不要把言词就当作事物。除了就事物本身做适当而正确的考虑之外，似乎没有其他规则可循。“正确指导理解能力的人，不应当在所创立的术语之敏锐性里，也不应当在作家的权威里寻找这个标准，他只会在对于事物本身的考虑中才能找到这个标准。”[86]

3.学习数学有助于推理能力的培养

洛克认为：“没有比数学更能培养推理能力的了。所以，我认为凡是有时间和机会的人都应该学习数学，并不是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数学家，而是要他们成为能够运用理性的人。”[87]在这方面，洛克明显地受到笛卡儿的影响。几何学的方法被笛卡儿当作认识方法的理想范本。他认为，数学推理方法严密、明白而确切，不仅在机械技术方面有实际的用处，而且应该在它上面建立起更高大的知识大厦。在笛卡儿之后的学问道路就是照此方向前进的。但笛卡儿的理性演绎的进行是以理性直觉、天赋观念为基础的，完全排斥了经验归纳法的运用，使演绎中所运用的概念和所得的结论失去了客观根据，演绎变成了从概念到概念的抽象、空洞的逻辑推理。由于唯心主义的性质，笛卡儿完全不懂得数学同现实世界的密切联系。洛克从唯物主义经验论的立场对之加以改造，强调演绎的每一步都必须通过由感性直观所找出的共同联系来进行。推理越是间接，知识越不可靠。

4.强调心智自由的重要性

洛克指出：“心智应当总是自由的，而且在人的自由安排下决定如何引导他的注意以及他所注意的事情，这才能发挥心智的最大能力。”[88]他认为，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能够随意主宰他的心智，不受偶然的、不在计划之中的研究所扰，继续向前，试做更为重大的沉思，最后他就可能具有充分的能力控制他的心智，完全成为他自己思想的主人，因而能从一个课题迁移到另一个课题，这和他能把手上的事放在一旁而做他心有余力所从事的其他事情一样自如。“凡是具有这种自由的人，在他把理解能力用在所选择的、有益的一切事情上就能得心应手，确有极大的方便。”[89]洛克强调指出：“教育的事情……并不是要使青年人精通任何一门科学，而是当他们要专门从事这门科学的时候，要打开他们的心智，装备他们的心智，使他们有能力学会这门科学。”[90]在他看来，教育上所应重视的问题是给学习的人的心智以那种自由、那种素质和那些习惯，使其获得在将来的生活道路中要加以运用或者必须用到的知识的任何部分。

第七节 历史地位

洛克是17世纪英国卓有建树的思想家。他以其唯物主义经验论哲学、自由主义政治学说、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学说、功利主义学说和绅士教育学说，在西方思想史上建立起自己崇高的学术地位。“约翰·洛克是一切形式的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91]，其学说在当时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和反封建的革命思潮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武器，并作为一种系统的世界观，长期地影响了整个西方的精神和制度。

一、主要贡献

从16世纪到17世纪，随着文艺复兴以来自然科学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反封建斗争的进行，这一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出现一种进步特征：宗教感情的淡漠，对宗教异端的宽容，对自然科学发展的重视以及世俗倾向的加强。欧洲中世纪大一统的思想控制已不复存在，每个人都必须在复杂的情况下独立思考，作出自己独立的选择。在当时，虽然社会上所有的人都生活于这种时代的氛围之中，但是只有像洛克那样杰出的人物才能更好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才可能成为自己那个时代的思想代表。“少独断精神为洛克的特质，由他传给了整个自由主义运动。……这种精神气质显然和宗教宽容、和议会民主政治的成功、和自由放任主义以及自由主义的整个一套准则都有连带关系。”[92]洛克在个人意见上抱试探态度，根本没有权威主义气派，而宁愿让每个问题凭自由讨论来解决。这使得洛克的体系包含不断适应学术发展的各种需要的可能性。这“在每一派别都认为自己是绝对真理的唯一代表的时代里，大可证明洛克的创见”[93]。

洛克的主要贡献应当说是他的哲学著作《人类理解论》。他对培根的思想加以进一步的发挥，系统地表述了整个经验主义思维方式。正如黑格尔所指出的那样：“如果说培根指出了感性的存在是真理，那么洛克就证明了共相、思想一般地包含在感性存在之内，或者说，他表明了我们是从经验获得共相、真理的。”[94]黑格尔认为，这种形而上学化的经验主义一般在英国和欧洲其他地方都认为是最好的考察和认识的方式。科学，尤其是经验科学是源于这种经验的进程的。罗素称赞洛克的经验主义学说是具有革命性的新说，指出：

在洛克时代，心灵据设想先验地认识一种种类的事物。他倡导的认识完全依赖知觉作用，还是一个革命性的新说。在《泰阿泰德篇》中，柏拉图曾着手批驳认识与知觉作用的同一化；从柏拉图时代以来，几乎所有的哲学家，最后直到笛卡儿和莱布尼兹，都论说我们的最可贵的知识有许多不是从经验来的。所以洛克的彻底经验主义是一个大胆的革新。[95]

洛克的哲学为他的教育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思想方法深受当时自然科学所建立起来的数学—力学的世界图景的影响。一方面，他强调当时自然科学中所用的观察、实验的方法和自然科学中的物理学因素，就形成了他的经验主义理论。另一方面，洛克也重视自然科学中所用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因素，受到笛卡儿几何学方法的深刻影响，又从经验论立场对其进行改造。虽然洛克哲学杂有二元论成分，但在教育方面的运用却得出了积极的结论：其一，从“白板论”出发，洛克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认定在人的形成方面，教育的力量比别的事情影响都要大。他的观点后来被爱尔维修（C. A. Helvétius）发展成为“教育万能论”。其二，洛克认为我们天生就有几乎能做任何事情的诸多官能和诸多能力。这种说法与 “白板”说之间存在的矛盾，洛克似乎没有意识到，但他据此却提出了必须培养人的理解力、判断力和思考力的积极主张。洛克指出，要想学会生活就不能只盲从权威和书本，只有思考才能使我们在阅读中获得真实的知识，从而将知识的学习与能力的培养统一起来。洛克是重视形式教育、重视智力发展思想的先驱。

洛克对教育的另一个贡献是系统阐述了绅士教育理论。西方学者一般认为，他的教育思想属于贵族教育传统。洛克受到卡斯底格朗和蒙田等人贵族教育思想的深刻影响，这突出表现在他希望通过教育形成完整、全面的人格，把教育视为一种在本质上是性格陶冶、性格训练的活动，而不只是知识的传授。因此，洛克把德行的培养放在首位，礼貌教育和人情世故的教育也受到较多的关注。但另外，洛克的教育理论又超越了贵族教育传统。他受到培根和当代科学家如他的好友波义耳和牛顿等人的影响，十分重视科学和各种工艺技术。洛克对贵族教育传统的激进的背离，最突出地反映在学习计划方面。传统的贵族教育的中心内容是古典文学和骑士制度的混合物，而洛克学习计划的最大特点是强调“实用性”，把它作为评判和选择学习科目的主要标准。虽然按照惯例，他不得不承认拉丁文、击剑等是“上等人”的教育所不能缺少的，但在进一步的讨论中，他实际上又否定了这些只具有“装饰”作用的教学内容，从而使教育进一步摆脱了古典主义和习俗的束缚，发展了为绅士的现实生活服务的新教育，并因此被誉为“穿着贵族外衣的新兴中产阶级”的教育思想的代表。[96]即便在绅士风度的培养方面，洛克也不同于传统的贵族教育。他反对礼仪太烦琐和矫揉造作，也以实用、功利为原则。在他看来，讲究礼仪和风度翩翩是为了获得人们的尊重和好感，从而有利于绅士的事业发展；而过分地讲究礼仪只会招致厌恶，其结果适得其反。

洛克对于教育的又一个重要贡献是发展了人文主义教育家关于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将教育的方法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之上。自然主义人性论和唯物主义经验论是洛克心理学思想的两个主要理论依据。文艺复兴以来，人文主义运动的最有力的思想武器就是自然主义人性论。人文主义者把人类本性看作一种自然的本性，它既不是神给予的，也不是人造的，而是一种天性；其基本倾向是要求“自我保存”。洛克无疑受到当时的自然人类学的研究方式的影响，企图在直接的观察和比较中探求人的一般本性。他的人性论成为他的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的重要根据。洛克认定本性“不可改移”，并强调这种本性在不同的儿童身上存在着极大的个性差异；因此，他认为有必要细心观察、深入研究各个儿童的个性特征，然后因势利导，使其向善。如果说在德育方法上洛克注重研究儿童的个性差异，他的智育方法则更多地基于对儿童一般的年龄特征的研究。

二、对后世的影响

英国哲学家罗素指出：“从洛克时代以来到现代，在欧洲一向有两大类哲学，一类学说与方法都是从洛克得来的，另一类先来自笛卡儿，后来自康德。”[97]他认为，洛克的继承者首先是贝克莱和休谟，其次是法国哲学家中不属于卢梭派的那些人，再次是边沁（J. Bentham）和哲学上的激进主义者，最后是马克思及其门徒。由于洛克哲学存在着内在矛盾，动摇于唯物主义一元论与二元论之间，没有彻底贯彻唯物主义原则，因而他所留下的哲学遗产既是以狄德罗等为代表的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的思想渊源，又成为以贝克莱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的思想渊源。

在整个18世纪，洛克被视为教育方面的权威，其思想不断地被援引。《教育漫话》一书被誉为“标志着西方哲学、社会和教育思想的主要转折点”[98]，和17世纪学校教育的“大宪章”。“通过这本书，大部分教育哲学的精髓就能够带到即将来临的新时期。”[99]17世纪末，洛克著作最早的法文翻译者认为，尽管洛克关心的只是一部分社会精英的教育，但他的所有原则几乎都是普遍适用的。

洛克的教育思想对18世纪英国的家庭教师教育和学园教育产生重要影响。17世纪后期，文法学校仍强调古典语言的教学，与社会的发展要求不相适应。在这种情况下，家庭教师和学园应运而生，将埃利奥特、培根、弥尔顿以及欧洲其他国家的进步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提供工商业发展所需要的各种实用课程。洛克以 “功用”作为选择学习科目的主要标准，主张文实结合。他的教育思想成为这种新教育的理论支柱。洛克在《教育漫话》中对文法学校的批评和对绅士私人教育的倡导，引发了 18世纪英国关于 “公学教育和私人导师的教育，何者更可取”的热烈讨论。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洛克的影响。拉夏洛泰（L. La Chalotais）、孔狄亚克（E. B. Condillac）和爱尔维修等人都受到洛克唯物主义经验论的影响，认为个人的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所受的教育，并根据这种观点推论出国家的性质依靠于其公民所受教育的性质，教育对国家的支持是社会改革的基本条件，因而倡导国民教育。他们的主张为西方国民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卢梭的教育思想也受到洛克的深刻影响。他对许多教育问题的讨论大都基于洛克提出的问题，或是异议，或是修正和发展。例如，关于锻炼的思想，关于养成良好习惯的重要性的观点，以及培养感觉等主张，是对洛克有关思想的详尽发挥。卢梭关于教育适应自然的思想，在某种意义上亦与洛克关于儿童的本性“不可改移”的观念相联系。卢梭对“事物”及其效用的重视，更是受到洛克的很大影响。因此，尽管卢梭的教育体系与洛克的教育体系有很大区别，如前所述，洛克的教育体系总体上是建立在“白板说”基础之上的，由此而倾向于外铄论或形成说，而卢梭的教育思想则倾向于内发论或发展论。但毋庸置疑，二者思想中仍不乏相通之处。洛克教育思想中的不少观点在卢梭那里得到重要的发展，成为西方现代教育的重要思想渊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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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7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

从17世纪起，日本社会由长期战乱逐步进入和平发展时期。此时掌握国家实权的是德川家康建立的日本历史上第三个武家幕府政权，其首府设于江户（今东京），故称“江户幕府”，因而从此时起的日本历史亦被称为“江户时代” 或“德川时代”。整个江户时代历时两个半世纪以上，直至19世纪60年代末明治维新为止，经历了封建制度的发展和衰亡过程，所以，17世纪只是江户时代的前期，是封建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和繁荣的时期。它既包含积极进步的历史因素，也孕育着日本封建制度的衰落。日本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以及日本古学派的教育思想作为这一时期中出现的主要教育思想，因而也具有了自己的时代特征。

第一节 17世纪日本社会的基本特征

江户幕府的统治维持260多年的时间而不坠，一方面是人们对长期战乱的厌倦和对和平安定追求的结果，另一方面更是日本封建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表现。当时的第一任“征夷大将军”德川家康吸取历史上镰仓幕府和室町幕府的统治经验，以及造成后来“下克上”而群雄割据的历史教训，积极地采取了一系列政治、 经济和思想文化方面的措施，排除和限制异己，完善各种制度或法规，注重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思想意识上的控制，从而造成了长期的相对稳定的社会局面，巩固了江户幕府的统治地位。

一、“幕藩体制”与“四民”身份制度

江户时代日本国家的政治体制是所谓“幕藩体制”，即以江户幕府及其统治之下具有一定独立领地的“藩”作为统治机关。所以这一体制的特点是中央权力严格控制之下的地方割据，是幕府和藩的两级统治。幕府既是政治统治机构，又是军事指挥体系，还是全国经济实力的控制者。而“藩”作为有势力的大名（拥有粮食年产量一万石以上领地者）领地及其统治机构也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幕府、藩以及其他大小领主们，从直接生产者“本百姓”那里，以粮食产量为标准，通过农村中“村”的组织，榨取以稻米为主的实物性“年贡”，由此获得维持幕藩体制的经济来源。

德川幕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削弱和控制各藩的实力，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

首先是把包括江户、大阪等政治、经济、文化重地以及重要矿山、港口在内的大片土地据为幕府的直辖领地，其土地数量及其所统治的人口远远超过皇室和各藩，使它们无法称雄割据。幕府的将军和各藩的藩主又分别将土地亲疏有别地分封给自己的家臣及下层武士，并通过他们进而把农民束缚于小生产的农业劳动中。通过这种土地的分封和出租，形成了各级武士之间严格的等级制度和主从关系。

其次，为了防止地方势力积蓄力量重演战乱时代“下克上”的历史，幕府还规定各藩经常性地为土木建筑工程出力出资，以及向幕府提供士兵和各种武器等，以削弱他们的财政力量；同时还实行了著名的“参觐交替制”，即规定各地的大名必须每隔一年就到幕府的所在地江户城居住半年以上的时间，汇报藩情和听候指示；他们的正妻嫡子则必须常住江户，实为人质。这一措施造成了武士及其家臣集居江户的情况。各地下级武士也聚居于各藩的中心城镇，从而形成地方上的政治、经济及文化的中心。

江户幕府的上述政策造成了武士脱离农村即兵农分离的局面。同时，为了市镇中武士们生活的方便，幕府及各地武士的领导者又把商人、手工业者迁移到城边居住，客观上促进了市镇商业交往的发展；但为了稳定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却不容许农民迁徙、买卖土地和变更职业。由此又形成了商农分离的局面。总之，武士既是依赖于幕府施舍的单纯消费阶层，又是社会的统治阶层；农村地主则由于农业的经济基础地位也受到重视，加之历史的原因，江户社会形成了“士、农、工、商”四民身份固定的等级制度，此外还有称为“贱民”的更下层民众。

幕藩体制以及四民身份制度的确立保证了相当长时期内日本封建制度的稳定发展，但其中武士阶层的寄生性以及有利于市镇商业交往的政策，也随着历史的发展而逐渐成为瓦解封建制度本身的因素。因此，江户时代的教育和教育思想虽然必然地要被幕府和藩的统治者们所控制和利用，但是它也必然要反映时代的要求，从而使自己不断发展起来。

二、“武家诸法度”与日本朱子学的地位

除了制度上的措施之外，德川幕府还注意通过思想意识的统一和相应行为规范的统一来巩固幕藩体制。这方面的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颁布武家法令作出统一的规定，手段之二是大力推崇朱子学。

第一个武家法令是1615年（天皇年号为元和）颁布的“元和令”，共13条。此后许多新将军上任，大多都进行了若干修改，重新颁发。这些统称为“武家诸法度”，是规范和教育武士的指南和重要材料。初期的“武家诸法度”以行为规范、惩戒规则为主，以后历次修订的武家诸法度，则不断增加道德训诫的内容。例如，1635年的“宽永令”增加了强调孝道的条文（第20条）。1683年的武家法度更将忠和孝的内容提到第一条，即：“应励文武忠孝，正礼义。” 1710年第六代将军颁发的“法度”，第一条就强调“应修文武之道，明人伦，正风俗”[1]，更加突出了道德教化的要求。从教育的角度看，这些法令实际上反映了官方的教育主旨，规范了江户时代武士教育的指导思想和基本任务，即培养忠孝信义、文武双全、具有廉洁献身精神的武士。

和平环境中的幕府专制统治，也特别需要有相应的社会思想意识上的统一来做保证。当时德川幕府所推崇的是13世纪中期之前由中国传入日本的朱子学。朱子学以其固化现存秩序的政治特征和精致的道德伦理理论，适合当权者急欲巩固政权的思想需要。它既能以“天命”说明德川幕府消灭异己、建立霸业的正当性，又能以“天理”论证三纲五常礼仪法度的必要性。幕府将这种学说作为控制社会意识的工具，积极把它推向社会。朱子学也必然地成为当时教育主导思想的灵魂。

为了树立朱子学在官方意识形态中的主导地位，幕府的第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很早就在驻地设立了有关学校，在江户城建立了富士见亭文库；他还积极收集、整理和出版汉书《孔子家语》《三略》《六韬》（1599）、《贞观政要》（1600）等。寺院和民间在幕府的影响下也一度掀起出版热，推动了儒学的传播。特别重要的是，德川家康积极重用朱子学派的学者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以致林罗山于1623年当上了第三代幕府将军德川家光的“侍讲”。林罗山在幕府仕官一生，经历了 4代将军；他的后人也一直受到重用。1630年，德川家光还将忍冈土地5300余坪（约3万平方米）、金200两赐给林罗山建立林家私塾，它是后来著名的“昌平坂学问所”的前身。

三、“禁教”与闭关锁国的政治措施

禁教（基督教）和锁国，也是影响整个江户时代教育和教育思想的重要因素。

自16世纪葡萄牙人最先踏上日本的土地以后，基督教就开始了在日本的传播，同时日本与西方的贸易也逐渐发展起来。江户初期，德川家康愿意发展对外贸易，对随之而来的天主教采取默许的态度，甚或利用传教士作为幕府与国外商人之间的中介。但为时不久，就发现了基督教在各方面对幕府统治的威胁，特别是它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思想，更是与等级森严的封建秩序格格不入。同时，天主教与西方殖民主义的密切联系也逐渐暴露出来。由于触及幕藩体制的根本利益，所以幕府不能再容忍基督教的传播。于是从1612年开始，幕府先对直辖领地下达了禁教令，次年推向全国。此后则一再层层加码，最终形成了锁国体制，即禁止一切船只和人员出入国境，只在有限的地点（长崎）同中、朝、荷兰进行幕府控制下的有限的通商。

闭关锁国对于愚昧民众、巩固幕府封建统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因为17、18世纪欧美发生的重要政治动荡、科学发展和思想进步等都被锁国政策挡在了国门之外，所以它妨碍了欧洲的近代精神在日本的传播，遮挡了人民面向世界的目光，扼杀了探索精神的成长。但它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却创造了较少干扰、平稳发展的社会条件，有利于日本特色的经济和文化的成长。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的教育思想可以说也失去了与西方教育思想进行交流的机会，便利了朱子学思想专制的形成和保持，从而造成日本教育思想的发展速度相对缓慢的特点。

尽管闭关锁国有着上述种种消极的影响，但是江户时代的日本人与西方的联系较之以往还是有了新的进步。例如，此前的日本作为以汉文化为中心的东方文化圈内的一部分，主要是直接接受中国文化。即使与西方文化有某种联系，也主要是通过中国进行间接接触。然而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就越来越多地直接地接触和吸收西方文化，以至完全不必依赖中国了。且不说江户初年与欧洲的经济和文化交流，即使是以后的多次“锁国”，也一直没有关闭与荷兰直接交流的窗口——长崎；即使对基督教的传播进行了极为残酷的镇压，也没有彻底割断与西方其他文化的交流。更何况在这一时代的中期还有一个70多年“洋书弛禁”的宽松年代。所以，不能认为江户时代的日本与西方完全是隔绝的。当然，江户时代对于外国文化的吸收，既不像古代那样直接模仿中国文化，又不像明治时期那样大量引进西方文明。然而就江户时代的人而言，正是这种与外界若即若离的状态，激发了他们的创造性，促进了民族文化的发展。江户时代日本人的思想不仅在相当程度上逐渐从佛教禅宗的影响下解放出来，人们对于知识的兴趣也在不断增加，各种思想和学术流派在朱子学内外发生，教育思想也逐渐活泼起来。以致江户时代成了 “日本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代”[2]。

四、经济的发展和教育的进步

农业作为幕藩体制下的主要产业和主要经济基础，一直受到幕府和各地大名的关注。17世纪前期，幕府颁布了不少农村政策和法令，丈量土地、禁止土地买卖、健全村镇机构和“五人组”制度，提出了旨在降低农民生活水平的种种要求等。幕府将农民只是当作“缴纳年贡、供应食粮的一种机器”[3]，以保证幕藩体制经济基础的巩固，但在客观上也造成了对农产品的剥削率和劳役的征召方面比较稳定的局面，从而保持了农村社会的稳定。加上幕府和各藩鼓励开垦新田，加强水利设施建设等原因，致使耕地面积不断增加，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也不断扩大，农民的劳动兴趣和改进生产技术的积极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保护。因此，17世纪下半期的日本农业生产获得了较为显著的进步，从而增大了对教育的需求。

此外，幕府和藩为了更好地在思想上善导农民，从17世纪中期以后起，开始建立称为“教谕所”的成人道德教化机构，以及招收农村青少年入学的“乡校”。农村中还自发形成了具有社会教育性质的团体“儿童组”和“青年组”，青少年通过参加一年中的例行活动和其他实际活动受到社会集体生活的训练。及至12岁左右，除继承家业的长子外，男孩大多都外出打工，自谋生路。他们往往成为城市里的学徒工。

前述的“参觐交替”制度引起的大名在江户与藩之间的流动，推动了粮食产品、经济作物及农村手工业产品交换的开展，也促进了交通的发达和城市商品经济的成长。武士及工商业者居住的市镇逐渐成为交往活动频繁、贸易发达的城市。从农民中分离出来的专业商人和手工业者不断增多，这些在人口数量上和经济实力上逐渐壮大，形成的新的市民阶层——“町人”，不仅在经济上逐渐制约了武士阶层，而且不可避免地开始了自己的城市文化创造。所谓 “元禄文化”，就是17世纪后期出现的具有浓厚的市民情趣的文化，与早期武士文化的刚健朴质有了很大的不同。特别是其中所包含的具有商业特色的人生观、价值观、社会观，成为后来冲击正统儒学伦理观、冲击传统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的强大社会思潮。这种倾向于自由、自主要求的思潮也必然地导致了教育思想的变化和进步。

经济交往与城市文化的发展，对于读书识字等基本的学力要求越来越高。其结果是，以读、写、算基本常识为主要教学内容的私人学塾——“寺子屋”从17世纪末开始流行；培养了新一代商人和手工业者的所谓“年季奉公”制度也逐渐形成。这种“年季奉公”式的学徒教育，培养了一代又一代勤勉、钻研、对团体具有忠诚心的工商学徒。

作为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武士，在17世纪较为平静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没有了率士出征的机会，而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治理国家、地区和城市等方面。他们面临具有经商头脑和一定文化水平的市民，开始感到了来自经济和文化方面的挑战，文化的学习对于他们来说也变得迫切起来。同时作为统治者的幕府当局，也必须从思想意识上形成大一统的局面，以巩固中央的集权统治。因此，17世纪后期的幕府统治者在这方面付出了更大的努力，推进了这一时期武士文化教育的进展。私塾不断得到幕府的关注，学校由最初的私人学塾变成了幕府控制、私人运营的半官半民机构。在幕府的影响下，一些藩也开始重视学问，培养本地人才。有的藩还开始创建“藩校”和“乡校”。

私人办的、程度比寺子屋高的学校是“私塾”。这是在藩校出现之前就出现的教育机构。它多由学者自行创办，以教授儒学为主，所以也称为“汉学塾”。它们的出现是17世纪后期文化繁荣、学派林立、科学发展的结果，带来了思想文化较为多彩的局面。

综上所述，17世纪中期直至18世纪初，日本社会的稳定、经济的初步繁荣以及民族文化和独具日本特征的教育组织形态的发展，提供了新教育思想的实践基础。但同时由于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意识形态不曾有根本上的改变，因而也给教育思想的革新造成了困难，形成了江户教育思想在这一时期的略具新意却又难以大步前进的局面。

第二节 日本朱子学派的教育思想

一、17世纪日本朱子学派的形成及其思想特点

朱子学也称宋学、宋明理学等，由宋儒朱熹创立而得名。它相对于此前的汉唐儒学来说，又被称为“新儒学”。原因在于它批判了注重“五经”训诂的汉唐儒学，力图依据“四书”把握孔孟精神；它还吸收了佛、道思想。同时朱子学还以“理”为最高范畴，加强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性和系统性，从而更为理论性地论述了儒学历来主张的仁、义、礼、智、信的说教以及社会等级观念等，因而与此前的儒学有了很大的区别，并且逐步取代佛、道成为后来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主流思想。

朱子学在中国产生和初步发展之时，正值日本历史上武家势力兴盛发展的时代。当时以镰仓将军为首的幕府，代表了“武家”这一强大社会政治势力，已经取得了与京都朝廷为代表的“公家”相并立的地位，并且他们迫切需要获得符合自己性格和需要的思想文化力量的理念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南宋“直指本心”、生死无忌、简洁明了的禅宗等佛教新派，以其教义和修行方式的简约化和大众化而受到了武士们的欢迎，中日禅僧的交往明显增多，佛教寺院在日本也大为发展起来，出现了著名的“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4]它们在当时日本兵荒马乱、文教衰微的时代，都成了著名的佛学重镇。

禅宗流行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新儒学——朱子学的传播。这是因为新儒学本身就曾吸收、消化佛学的思想因素，有利于禅宗教义的说明和推广，因此，日本禅宗在传播的过程中就一直是将宋明理学作为“助道”加以研究和传授的。前述“镰仓五山”和“京都五山”不仅是当时禅宗的大本营，也是儒学研究的重镇和传播中心。禅学者们在这里阅读引进的朱子典籍，并开设讲习（讲座），还对汉文典籍进行校勘、标点并加以刻刊翻印等。到了14世纪前期，日本学者自己撰写的关于宋学研究的论文集已经出现，标志着研究的深入和研究队伍的扩大；及至15世纪中期，专门的单行本宋学研究著作开始出版，同时也逐步形成了日本的宋学学派，例如，以岐阳方秀为代表的京师朱子学派、以桂庵玄树为代表的萨南学派、以南村梅轩为代表的海南学派等。朱子学虽然仍未完全脱离禅宗而独立，但已经有了相当的研究深度和传播广度，上至宫廷学者，下至民间学士，大多都通过禅宗之手了解了儒家的主要文献《论语》《中庸》《大学》《孟子》等，影响已遍及整个社会。16世纪末，藤原惺窝及其弟子林罗山也由学禅转而接触朱子之学。这些条件的具备，对于17世纪江户朱子学的独立和全盛，对于它成为官方认可的主导意识形态，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经历400年左右的封建割据，日本社会在进入17世纪前后终于结束了兵荒马乱的动荡岁月，政治上趋于统一。此时，在位的天皇开始重视振兴文教；德川家康在1603年被任命为“征夷大将军”前后，一方面凭借军事实力继续制服反对势力，另一方面也同时开始用自己掌握的实权推行自己的文化统治和思想控制。这种政治文化形势的变化，造成了日本社会思想文化世俗性的增长，原先主要由佛教僧侣所主宰的文化事业逐渐归于世俗。这就是宋学脱离禅宗走向独立的社会文化背景。恰在此时，受到德川家康重用的禅僧藤原惺窝也脱禅入儒，成为江户朱子学自成一派的开山鼻祖。他的弟子林罗山则进一步发展了江户朱子学理论，并且在幕府任将军的“侍讲”，起草文书，掌管文教，使朱子学成为江户时代的主流思想。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都极为推崇程朱之学、批判旧儒和禅佛。藤原惺窝曾说：“汉唐儒者，不过记诵词章之间，说注解、音训、标题事迹耳。决无圣学诚实之见识矣。……若无宋儒，岂续圣学之绝绪哉。”[5]林罗山也说：“解经莫粹于紫阳氏”（紫阳即朱熹）等，表明了他对朱子的肯定、赞誉态度。他们也都批判禅佛的注重出世，认为它“既绝人种，又灭义理，是所以为异端也”[6]等。但藤原惺窝在推崇宋学的同时并不完全排斥其他学问；林罗山则有理气合一的倾向，并不绝对主张理先气后，可见也并不是严守朱熹立场的。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在继承朱子之学的同时也都十分注重朱子学的伦理学方面，即“五伦”“五常”。林罗山尤其注重“大义名分”，一方面他仿照朱熹的《资治通鉴纲目》撰写了《本朝编年》，以“名分论”解释和叙述历史；另一方面他又主张在现实中实施“正名分”，以维护社会统治的稳定。他曾说：“上下定分而君有君道，父有父道，为臣而忠，为子而孝，其尊卑贵贱之位，古今不可乱，谓之天下察也。”[7]又说：“上下不违，贵贱不乱，则人伦正，人伦正则国家治，国家治则王道成，此礼之盛也。”[8]以此论证了江户时代武士本位的社会等级身份制度的合理性，成为直接为幕府统治服务的重要思想。同时根据这种重视上下尊卑的大义名分理论，林罗山还得出了以“忠”为本、忠大于孝的伦理观，架起了儒学与武士道之间的一道思想桥梁。

藤原惺窝和林罗山在确立日本朱子学的同时还提出了“神儒一体”的观点。藤原惺窝曾说：“日本之神道以正我心、怜万民、施慈悲为奥秘，尧舜之道亦以此为奥秘也。唐土曰儒道，日本曰神道，名变而心一也。”[9]林罗山也认为神道和儒学二者“固无差等”，同时他还著有《本朝神社考》《神道传授》等著作，力图用儒学理论来说明和论证神道，鼓吹日本神国。他曾说：“我朝神国也，神道乃王道也”；又说“神道即理”，认为“心清明，神之光也。行迹正，神之姿也。政行，神之德也。国治，神之力也”。[10]他将自己这种神儒合一的神道称为“理当心地之神道”。藤原惺窝和林罗山的这些观点，充实了日本神道的理论基础，开辟了神儒结合的道路，是后来武士道和军国主义的重要理论渊源之一。

此外，林罗山还参与起草了幕府禁止基督教、实行锁国政策的法令，他自己也出版《排耶稣》，记录自己与一个耶稣传教士的辩论过程，意在以儒学之“理”批判基督教的“神”。

经过藤原惺窝由禅到儒的转变以及林罗山理论上的坚持和论述，并由于德川家康对朱子学者的礼遇，以及其后来者支持林罗山办学等举措，更加速了朱子学与禅宗的分离。1691年，林信笃被德川纲吉任命为官从“五位下”的“大学头”，是启用儒者担任政府高官的重要事件，也是对江户初期以来社会思想逐渐从主张出世的禅佛思想中脱离出来的一种制度上的肯定，即通过政治手段肯定了儒学的地位，并直接发挥其经世致用的功能，影响了17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朱子学在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地位以及对西方学术的禁止，不可避免地导致了教育指导思想、内容和方式的局限；另一方面，这种从出世到入世的转变，则奠定了江户时代现实本位、儿童本位的教育观得以产生的前提。

除了藤原惺窝和林罗山以外，从17世纪后半期到18世纪初还出现了其他一批朱子学者。这些人物当中，既有祖述朱熹的理本论者，也有逐渐走向气本论的初步的唯物主义者，以及向心本论靠拢的主观唯心主义者，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思想来源的教育观或儿童观。而朱子学在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上的主张，特别是其 “格物致知”的思想，与江户教育思想的形成有着更为直接的联系。一部分人如崎门学派[11]强调做内心功夫的“致知”“居敬”，另一部分人如贝原益轩等，则强调向外用功的“格物”“穷理”，结果发展了朱熹思想体系中的合理性思维方式及其他唯物主义因素。后者能够更多地将“理”解释为事物的规律性，因此也就可能更多地注意对现实事物的研究，为发展自然科学和顺利接受西方自然科学成果奠定了一定的思想基础，是客观地看待儿童、总结儿童发展的客观规律的思想依据，反映了17世纪和18世纪初日本教育思想中萌发的近代因素。

二、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

贝原益轩（1630—1714）是17世纪后期18世纪初日本著名的儒学者，江户时代百科全书式的著名人物。同时，他又以《和俗童子训》等10多部著作，奠定了在江户时代日本教育史上的重要地位。

贝原益轩的父亲贝原宽斋曾任福冈藩藩主黑田侯的侍医，因此贝原益轩从小就接触了医学实用知识，有了一定的观察和思考自然诸物的基础。他14岁从“四书”开始学习儒学。28岁时赴京都游学，与当时著名的儒者松永尺五、木下顺庵、山崎暗斋多有交往，同时也阅读了不少阳明学者的著作。7年之后，他回到福冈藩。作为藩中的儒者，他一面教育藩内子弟，一面进行学术和教育的研究，合30余年，历3代藩主。1700年71岁时，贝原益轩去京都开设讲席，著书立说，并常到诸藩巡游讲学，以85岁高龄终其一生。

贝原益轩曾说：“后世之学经义者，皆朱子之力也。……吾辈不逮之质，虽不能窥其藩篱，然心窃向往之。”[12]表明了对朱子学的信仰。但从京都游学回藩之后，逐渐对朱子学有所存疑，但直到临终之年，他才以《大疑录》《慎思录》这两部著作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而其《和俗童子训》等集中显示其教育思想的著作，则大多是在此之前的晚年所著。因此，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是以朱子学为主导，并结合自己长期的教育实践经验而形成的。

贝原益轩的“气”一元论，是他在宇宙观方面对朱子学的重大修正，也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基础。本来，朱子学将“理”作为其哲学的最高范畴，是先于物质（“气”）存在并且产生万物的客观精神本体。贝原益轩则认为物质性的“气”，才是宇宙的本质，是构成万物的基础，“理”是附着于“气”的。这种“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观，成为贝原益轩在教育上和研究上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思想基础。

在认识论和修养方法上，朱熹认为“持敬是穷理之本”[13]，也就是说，他把认识主体的自我修养放在首位，而将“穷理”放在了第二位。贝原益轩与此相反，他更为重视“格物”与“穷理”，并且这里的“理”，主要指的是事物发展规律之“理”，而不是封建伦理道德之“理”。这种思想倾向，导致贝原益轩积极提倡穷 “万物之理”、积“博学之功”，从而达到“穷理尽性”，并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扩展到医学、药学、数学、音乐、兵法、语言、农业、天文、历史等众多方面，他研究药学和地理等有关问题时，还常常实地考察。贝原益轩的著作不仅数量达99部（251卷）之多，而且许多著作都是日本科学史上的划时代名篇（如25卷的《大和本草》等）。因此西博尔德（P. F. Siebold，）等人竟称贝原益轩为“日本的亚里士多德”[14]。这虽然有夸大其词之嫌，却也反映了贝原益轩的成就之大和在日本的影响之广。

贝原益轩虽然以“气本体”论扩展了朱子学说中的唯物因素，但表现在人性论上则未能脱出“天命之性”的窠臼。他认为“天之所命，便是人之所受，此谓性也”[15]等。贝原益轩虽然承认各人“其资各有厚薄崇卑”，提供了教育上因材施教的根据，但毕竟又认为各人“自有定分，不可迁移”[16]，不利于深化对于教育作用的认识。

以朱子学为基干的贝原益轩教育思想，将教育目的也定位在 “治国平天下”这一高度上。他曾指出：“教育……乃立人道、兴国家，归于平治，使兆民同乐。上勤于德而为下之楷模，建校立师而教士民人伦之道，使士知礼节而与庶民同近善远恶，是为教。”[17]可见在贝原益轩的思想中，教育的“治平”目标依然是重要的。不过，在这里贝原益轩也显示了不分武士、平民，一律接受教育的主张，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在《和俗童子训》的序言中他还指出，该书是“书以国字，使穷乡村童之无师无圣者玩读”[18]，显然是要以平民的子弟为主要对象来论述教育问题的。他认为：“人我一类……天地之间，人人皆我兄弟也。”[19]所以不分武士、平民，一律平等接受教育也是顺理成章的逻辑结论。

贝原益轩更多的还将教育作为人自身发展的“养生”“保身之道”（《家训》）而加以重视。所谓“养生”“保身之道”，不仅有作为当时的实用学问——医学上的含义，而且也是“包含智慧在内”的一切学问之道。从这一点出发，贝原益轩是十分重视教育在儿童的成长、发展中的作用的。他说：“大凡人之小技也都是无师无教自学难成，何况人之大业……”他认为：“凡为人者……本性皆可向善。”[20]说明了教育的可能性。他又从反面指出教育的必要性：“大凡小儿沾染恶习，乃父母乳娘监护之人不知教育之道，容忍恶行，顺从赞许而坏其于本性之故。”[21]可见，不进行教育就是对天性的损害。在这里“人只因为教育才成为人”的思想命题，在贝原益轩的教育思想中也清楚地表现出来了。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的又一特点，是强调知行并重，二者兼顾。他在《大和俗训》中指出：“学问之要有二：未知之时求知，既知则应实行。若不知，则难行，若不行，则与不知无异，定然无用，由此，学问之道只在知行二者。”[22]在《克明抄》中，他还将知与行比作“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他还主张先从易行的方面开始：“盖学者于孝悌忠信，日用先行，以务实为本。而后，学文以明善，则知与行并进，日新不息。”[23]在这里，贝原益轩讲的是道德教育中的知行并进，其具体内容仍未脱孝悌忠信等儒家信条，反映了时代的局限。

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在日本教育史上是最为学者所乐道的方面。所谓“随年教法”，就是随儿童年龄的增大而相应地改变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的教育法则。反映出贝原益轩在尊重儿童天性的前提下，循序渐进地进行教育的思想。他在《家训》中指出：“幼时之教，不可过繁，事繁而烦劳，则生厌恶和疏远学问之心，故应选择简要之事而教。不应难而屈其气。”[24]贝原益轩在这里以一种经验性的儿童心理分析，作为自己的立论依据，是日本江户时代教育史上近代因素的显现。此外，在叙述“随年教法”时，贝原益轩还具体提出了不少新的主张。例如，认为儿童练习书写时应从日本的五十音、平假名开始，还要注意数字的书写，这与当时仅仅注重汉字书法的潮流不同；又如，他安排儿童在8岁时先学写汉字草书，10岁时再学正楷，是适应当时日本社会实际中流行草体汉字的情况的；但他也并不推翻正楷为习字之本的见解。贝原益轩还主张练习写字先要多写正楷大字“使手活动自如”，对日后写小字、大字都有好处。反之，若先练小字，手的活动未能展开，对日后写大字不利等，这是关于手部生理发展的经验性的猜想，是十分精当的见解，也与当时先习小楷的“和流”相反。他还指出：“在日本，计算被视为卑贱之艺，名门大家从不教子弟数字计算，此乃国俗之谬，世人观念之误也。”[25]他要求：“识字写字算数之事，贵贱四民，都应习得。”[26]特别是为政者处理各种事务更是离不开数字的计算，尤其应当学习。贝原益轩的这个思想是他实学观的反映，也反映了当时以藩为主要行政单位的实际需要。此外，贝原益轩还主张在学习儒家之“礼”之外，还要学习日本之礼，如日本的起居坐卧、饮食酒茶、祭祀之礼等。总之，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不仅体现的是对儿童天性的尊重，其具体内容也反映出他在教育上注重实际的特点和教育中的民族意识的觉醒。

贝原益轩尊重儿童天性的思想，还表现在他的“自化”观和对个性的重视上。他在《慎思录》卷之三中指出“教养乃涵育熏陶之功，无间断，候其自化”[27]。在这里，他把儿童的成长看成儿童本身自己的成长——“自化”过程，教养只起不间断的熏陶作用，与西方启蒙教育家卢梭的“消极教育”思想极为相似。由于儿童以自我发展为主，所以儿童的自然天性就能发展成为不同的个性。由此，贝原益轩又认为“小儿之好游戏常情也。若于道无害，不可强迫压抑而屈其气”[28]。他分析：“婴孩之岁乃人生之始，是性相近而未有习之时，虽知恩未发，其为善为恶之歧从此而分”，所以从这时起就应及早予以教育，“苟谕教之不早，年稍长，则内为嗜好所陷溺……”[29]凡此，都说明贝原益轩在考虑种种具体教育问题时，已经将儿童天性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贝原益轩的这一思想，比西方卢梭的《爱弥儿》中的类似思想大约早了50年，尽管他没有卢梭那种强烈的反封建精神和细致生动的分析。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所涉及的面很广。除了上述重要内容之外，他的《和俗童子训》卷五还专门谈了“教女子法”，江户时代流行甚广的《女大学》就是依此而写成的；体育方面，他力倡锻炼主义，与西方的洛克有极为相近的观点。他还要求选择良好的保姆与教师，同时也指出社会各界、家长、子女，尊师重教的重要性；认为教为学之半，学随教而长。此外，贝原益轩还谈到了职业教育的必要性等。

贝原益轩教育思想中虽然有上述许多积极的方面，但是他的著作中也包括了从儒学到国学在内的整个日本封建教育中共同的道德规范，三纲五常四勿、三从四德七出等，一应俱全，适应了维护封建秩序的需要。他的思想影响甚广，就连德川幕府后来的第八代将军德川吉宗这样的高官，也常阅读他的书籍。这些教训书也流行于寺子屋和私塾教师及民间文化人之手。贝原益轩教育思想中尊重儿童本性的进步要求和注重日本实际的精神，后来也越来越多地出现于学者的著作之中。18世纪的荻生徂徕、细井平洲及19 世纪初的大原幽学等，也都提倡并发展了尊重儿童天性和个性的教育思想。贝原益轩既是当时新教育思想的集大成者，又是推动日本教育思想向近代靠拢的先驱。

17世纪是日本的朱子学从禅佛中独立出来并逐步走向兴盛的时代。但是在进入18世纪之前，日本朱子学兴盛的最主要表现只是在政治方面——著名的朱子学者林罗山及其后人，以及17世纪后半期曾名噪一时的新井白石等，都受到幕府的重用，得以参与许多行政事务的决策特别是文教事务的决策活动。他们在重建官方意识形态方面（包括哲学方面）和制定文教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育思想上除了贝原益轩之外，林罗山等人却并无大的突破。只是进入18世纪以后，一些朱子学者才在教育思想上有所建树。

第三节 日本阳明学派的教育思想

一、日本阳明学派的历史形成及其思想发展特点

日本儒学中的阳明学派，即在日本弘扬中国王阳明学术的学派。又由于日本阳明学者中的绝大部分人在开始时都是信奉朱子学的，后来才尊奉阳明之学，所以日本的阳明学派又可以看成从朱子学派中向外分化反叛出来的学术派系。

日本学者与中国阳明学者的接触，可以追溯到16世纪初的了庵桂悟（即堆云桂悟，字了庵，1424—1514）与阳明学创始人王守仁（号阳明，1472—1528）的交往：1509年，五山禅僧了庵桂悟受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的派遣，以正使身份准备率290多人出使中国明朝。因为天气原因，1511年使团才到达北京，此时桂悟已经87岁了。在完成既定的使命以后，当时的明朝皇帝武宗朱厚照安排高龄的桂悟入住宁波育王山广利寺。桂悟在这里与当地名人、学者交往甚密。1512年，王阳明路过宁波时也与桂悟相见，成为好友。因而1513年当桂悟即将回国时，当地文人墨客纷纷写诗撰文，与之惜别，王阳明也写了一篇《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以资纪念。这就是现今所知道的日本学者与中国阳明学鼻祖的最早的接触。

王阳明在他的赠文中称赞桂悟“年逾上寿，不倦于学”，“心日清，志日净”，又说“与之辩空，则出所谓预修诸殿院之文，论教异同”等。[30]当时王阳明的《传习录》虽然尚未刊行，阳明学的完整思想体系没有形成，但他5年前业已“龙场大悟”，所以与桂悟谈及阳明学的初步思想并非没有可能；他回国后一年当中也有可能向人转述过王阳明的观点。所以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日本阳明学之传，从了庵桂悟开始”[31]；“桂悟亲与阳明接触，为哲学史上决不可看过的事实”[32]等。不过，了庵桂悟回国时业已89岁高龄，第二年便去世，因此难有广泛传播阳明学的可能，亦无这方面的明确记载。因此，这次日本学者与王阳明的交往只能是日本阳明学的一种肇端或一种学派渊源，不应看成日本阳明学发展的一个完整阶段。

事实上，日本阳明学历史发展的特点之一就是它的断续现象：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直接接触之后的100多年内，都没有关于日本阳明学者的活动记载。直到17世纪中期在儒学向民间逐渐普及的大背景下，才有中江藤树从朱子学派中的分离，在远离朱子学的传播中心（江户）的地方开创了日本的阳明之学。稍后，还有其弟子熊泽蕃山也成为阳明学大儒；加上1712年三轮执斋翻刻王阳明的《传习录》的大事，构成日本阳明学发展的第一阶段。但此后日本的阳明学又沉寂下来，近百年中未见阳明学大家。直到18 世纪末和19世纪初，才又出现了以佐藤一斋、大盐中斋以及后来的吉田松阴为代表的阳明学者。日本阳明学的这种断续性的发展现象，说明了在江户时代朱子学始终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日本阳明学一直处于“在野”的地位，其发展可谓步履维艰，与阳明学在当时中国的地位显著不同。

国情和学术地位的不同带来了日本阳明学的又一特点：更多地具有否定现存制度的政治倾向和重视行为实效的功利倾向。这是因为日本阳明学在社会上的非官方地位，自然地促使它倾向于更多地接受和发展了中国王阳明学说中的重“良知”、以“良知” 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的思想因素。这种思想因素客观上降低了规范、教条、礼仪等外在因素的作用，进而可以导致以“良知”反对外在权威，实施改革行动的结果。实际上，日本阳明学创始人中江藤树就认为外在的礼仪法度只不过是先哲根据当时的“时、处、位”而制定的，不应成为永久不变的规范，而应当以所体会得到的圣人“心”为标准。由此他将自古以来的礼仪制度相对化了。他的弟子熊泽蕃山更是身体力行，在冈山藩主池田光政的帮助下进行藩政改革，反映了日本阳明学说的重行的倾向；后期的大盐中斋以及吉田松阴更是将思想付诸政治行为的典范。

二、中江藤树的教育思想

（一）中江藤树的思想的形成

中江藤树（1608—1648）是日本17世纪（江户时代前期）的儒学者。此时，延续300多年的战国大名的武力争斗趋于平息，德川家族开设并主持江户幕府，把握了国家实权。这是一个奠定了此后200多年天下太平基础的时期，也是德川家族前三代将军积极运用政治和军事力量巩固了自己的霸权地位的时期。例如，他们制定控制地方大名、皇室朝廷以及宗教寺院力量的一系列“法度”，实行严厉的“锁国”措施等，为此后从第四代将军起的“文治之世”的出现，奠定了强大的政治基础。

另外，战乱年代的结束也大大地缩小和改变了当权的武士阶层的社会活动舞台：一方面是许多无所事事而又千方百计追求官位和俸禄的下层武士往来于各地之间，从而造成了历来的传统武士道的颓废；另一方面，当官的武士们也面临着和平时期的非战斗生活方式和工作性质的变化。凡此，都需要用新的理念加以指导，由此造成了原先已经具有一定基础的儒学逐步取代佛学这样一种社会需要和社会倾向，儒学遂成为幕政和藩政的思想指针。幕府重用朱子学学者林罗山就是这样一种象征。这样，作为世道人心的榜样，代表当时知识阶层的儒学学者们就取代佛僧登上了社会的主流思想舞台，中江藤树和林罗山、山崎暗斋等，就是出现在江户时代早期的一批知名儒学者。

中江藤树名原，字惟命，号默轩、颐轩，近江（今滋贺县）人，因而成名以后被人尊为“近江圣人”，亦称“藤树先生”。中江藤树自小跟随祖父生活。因祖父为武士家臣，所以他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9岁破蒙，11岁始读《大学》，15岁就继承祖父之职，成为高岛城主加藤氏的武士。17岁以后开始学《论语》以及《四书大全》，笃信朱子之学，谨守礼法，并在27岁时弃官回乡侍奉老母，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后来他到30岁时才结婚，据说也是遵从了“三十而有室”的儒训。中江藤树的这些举止行为，虽然说反映了他对儒学的无比虔诚，但是更反映出他对武士生活的厌倦和将儒学付诸实践的勇气。因为在当时武士地位被众人尊敬、四民身份制度森严的情况下，“脱藩归乡”的举动是非同一般的，甚至可能被认为是对主人的不忠诚，是大逆不道。所以，中江藤树的“脱藩归乡”可以说是他注重实践的思想特色的表现，是他个人生活和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大转变的重要标志。

但是到了“而立之年”以后，33岁的中江藤树读到了中国明朝钟人杰编辑的《性理会通》和王阳明弟子王畿（龙溪）的《语录》，从此对阳明学心有所悟，逐渐认为朱子学过分拘泥于形式主义的礼仪法度而不利于内心修养；此后在37岁时又“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33]。从而完全转向阳明学。此外，中江藤树向阳明学的转变也与他对当时林罗山家族的看法有关。他认为林氏品格不高，学问空疏，实为儒学之异端，只是因为当时日本“知德者鲜”，才让林罗山成了“倭国之儒宗”。[34]他对于林家垄断学术，傲然于他人之上的状况极为不满。这些思想也成为他叛离林氏朱子学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江藤树在41岁时去世。其主要著作有：《翁问答》《鉴草》《大学考》《大学解》《中庸解》《论语解》《古本大学全书解》《孝经启蒙》等，其中，《大学解》《中庸解》和《鉴草》是表明中江藤树阳明学思想及其教育思想的最主要的著作。

（二）“致良知”与教育

中江藤树作为一个儒者，对于朱子关于“性即理”“本然之性”“气质之性”的观点是基本赞同的，认为气质之性是欲望的根源，它所具有的为恶的倾向蒙蔽了本然之性，使得一般人与圣人相距甚远。在世界观方面，他与中国的阳明学者一样，主张主观唯心主义，将世界的本源归于精神本体，归结于人的“心”，即归结于他常说的“明德”“心”“良心”“中”等。中江藤树认为，“中虽具方寸，但与太虚之太极同体一致，故不仅为吾身之根本，亦天地万物之根本”[35]。又说：“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36]在他看来，“心”是万物和万理的本源。

但是，中江藤树也有自己的看法和理解。他在《大学解》中认为，《大学》中所说的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所谓“三纲领”只是名称不同，实质一样，可以以“明明德”加以概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所谓“八条目”也不外乎靠“格物致知”的功夫。在这里，一方面他认为 “格”是纠正、端正的意思，“物”是指动、言、视、听、思5件事，也就是人的各方面言行，这大体上继承了朱子学的观点。但是另一方面，他对“致知”的解释却有了较大的不同。他认为“致知”主要就是“致良知”，它需要克服“意”或“凡情”。“意” 或“凡情”是万欲百恶的渊源；当它们存在的时候，“德”便不明，“五事”也会错乱；若除去“意”，明德则明，五民从其命，万事可达中正顺利，人便可获取良知。

到了著名的《翁问答》执笔的时候，晚年的中江藤树受到王阳明等人的著作以及《诗经》《书经》的影响，吸收了宇宙主宰者——人格神的观念，较多地使用了“天”“皇上帝”“上帝”等概念，认为人从上天那里已经获得了一种最纯粹至善的性质，这就是“人极”。他尤其更加广泛地运用了阳明学的理论，甚至用专门的“良知”一词来表达包括孝德、明德、心之类的概念，在许多场合也以“良知”取代“人极”的说法，认为良知是人“心中的如来”；慎独、畏天命乃至三纲领、八条目等也大多归结于 “致良知”的功夫。“致良知”成了中江藤树阳明学的重要命题。

中江藤树在《翁问答》中还认为，无论怎样痴愚不肖的人都具有良知良能。人性本善，与才智的有无没有关系。此外，他还认为万民都是天地之子，都是兄弟，强调了人在原本上的平等性。这样，中江藤树在肯定儒学中的五等身份和五伦秩序与人的天生命运有关的同时，又超然于此提出人性本善和人性平等的思想，认为人的高下大半取决于自身的注意和努力的程度等，为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问题奠定了思想逻辑基础。他以将天生迟钝的大野了佐培养成一个能独立行业的医生的事实，证明了“人人通过学习都可以成为圣人”[37]的思想。当时由于大野了佐生性愚钝，医书中的两三句话学了 200遍，一顿饭后还是忘记得一干二净。为此，中江藤树特为大野了佐重新编写了简明的医书，殚精竭虑地教学，激发了大野了佐的激情，使之最后终于成长为一名医生。这一事例，反映出中江藤树崇高的教育爱心和尊重人性的思想特点，也是他教育平等观的一个重要实践。

（三）“孝”的思想与教育

中江藤树虽然基本上继承了王阳明的主观唯心主义，将世界的本源归于“良心”等，但是与中国阳明学者及朱子学者不同的是，他将“孝”作为更本质的东西，成为其“全孝心法”哲学体系的最高范畴，声称“天地万物皆由孝生”，“义，孝之勇也；礼，孝之品节也；智，孝之神明也；信，孝之实也”[38]等，认为“孝”是天地人“三才”的至德至道，是宇宙的实在、万物的主宰。同时，“孝”也指宇宙万物的内在法则和道理，其地位相当于朱子学中的“理”。他说：“孝在天为天之道，在地为地之道，在人为人之道。”[39]因此，“孝为人之本”、道德之本、教育的起点，“五教都在于孝行”。[40]

中江藤树将“孝”这一道德上的规范上升到万物本源和人之根本的地位，成为他重视道德教育和教化的思想原因；而从注重“心” 的作用和重视“孝”的思想出发，他又把教育的任务归结于促进人性本质（即所谓“明德”与“佛性”）的自觉自醒。由此，他又认为，未能达到自觉自醒的儿童的人性，与成人是不同的。儿童的内心世界与成人的内心世界、儿童的心的活动和成人的心的活动等，是完全异质的东西。儿童凭自己的心展开自己的游戏活动和生活，从中获得发展。因此，“在教导儿童方面，儿童与成人有差别”，对于“儿童的活动，倘若是游戏之事，应随其心，未必要加以制止”，“从儿童时代起，就让他学成人的举止，由于加以禁止，其心畏，其气屈，而成为异样的人”。[41]这无异于是在犯罪。尽管中江藤树对儿童天性的理解尚带有唯心的宗教的成分（如“佛性”等），但是从他对于儿童天性的维护态度来看，在教育上他是属于儿童本位的，与西方近代历史上的卢梭有某种共同之处。

中江藤树认为，孝的方式最终表现在爱与“敬”两个方面。这可以看成是中江藤树在道德教育内容方面的观点。“爱”就是对人诚恳、亲近，“慈为爱之体”[42]；“敬”就是敬上且对下不轻侮，敬上尤其是指敬畏天或者神，“敬本于爱”“爱之极为敬”[43]。但是，“爱”与“敬”的方法方式在日常的实际社会关系中因为时间、地点、条件等的不同而有不同的具体形态，例如，君臣、父子、夫妇、长幼、朋友之间的“五伦”；天子、诸侯、卿大夫、士、庶民的五等身份；还有圣人、贤人、智者、愚者、不肖者的五品等。作为孝德的“爱”与“敬”的表现方式的不同，正如水在容器中的情形：容器的大小方圆相应地造成了水的不同形状。尽管如此，水仍然还是水，“爱”与“敬”的各种表现方式最终还是“孝”的精神。

虽然“孝”表现在“爱”与“敬”的方面，但是孝和爱、敬并不等于完全的顺从。中江藤树认为，由于“时”“处”“位”的具体情况不同，做弟子的有时也不免会与父辈们有所争执。在当时儒学被利用为封建日本的家族国家观伦理服务的情况下，这一观点具有一定的冲破思想束缚的意义。要想根据“时”“处”“位”的不同而正确实现“孝”的不同方式，最基本的一点就是要有“弄清孝德的整体实质”的功夫，也就是说要以“全孝心法”作为最大的努力目标。中江藤树在他的《翁问答》中提出，所谓“全孝心法”，要害是实行立身之道，实行立身之道的根本又在于要“明明德”，而实现“明明德”的基本又在于以“良知”为镜而慎独。他认为这不外乎就是《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即醒悟人人具有的良知，以正视、听、言、动、思五事。如此不断地修行积累，就能够达到圣人的境界。

这样，中江藤树就将人生和教育的最终目标定位于个人道德的完成，达到自我与天、自我与他人、自我内部的和谐。他认为学问与教育不单单是儒者应当做的，而是从天子到平民的所有人（不问其身份和素质如何）都应当在各自的人生中努力完成的重要任务，“孝悌忠信，付诸实行，乃真善人也。然若半途而废，则不足以成国家天下之大业”[44]。

（四）教与学的关系

中江藤树回到家乡小川村约一两年之后，每年都有许多人远道慕名前来求学。中江藤树热情相待并建房给他们住宿。早在1639年（宽永16年），他就以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为样板制定了“藤树规”和“学舍座右铭”，藤树书院从此就成了具有较为完备形态的私塾，学生数量最多的时候达到60多人。

中江藤树与自己的弟子们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虽然长短不一，但是在他们离开藤树书院的时候，中江藤树都要向每人赠送告别的诗文，鼓励他们不断地学习。即使在离开书院以后，他也经常与学生通信，通过这些书信的交往继续教育学生。

中江藤树与学生们之间的密切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教与学的关系的思想。他在《中庸解》中解释“以天命谓之性，以率性谓之道，以修道谓之教”时曾指出，教与学是共同的修道之事，并不是两个方法和步骤。教师示而授之则成为教，弟子受而习之则成为学。学与教为一体。《中庸》是将学包含于教之中的，而中江藤树则认为学习主要是记忆和理解，因此学生自身的彻悟，以及为了自己的彻悟所表现的主体性意志和努力的程度是根本性的东西；教育，要言之不外乎是求学者的自我教育。他在给门人的信中曾经说：“拜托师友是理所当然的，学习者应当请教。但尽管如此，达到行道的境界，务必自己心上努力，不应完全借助师友之力。”[45]

此外，中江藤树还批评了学生学习中的不良动机和有害的方法，指出流行的“俗儒”们搞的是赝学问，是只求死记硬背的学问。一些人读书只是为了记忆文字、拼凑诗文，以此装饰自己的口舌，向人夸耀自己的博学并作为求取利禄功名的手段。这是绝对不可取的。但他认为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之中，圣贤之书也不可不读。圣贤之书即四书五经。之所以要好好读四书五经，是因为它是记录圣人言行（即“迹”）和圣人思想（即“心”）的书。而要了解圣人的“迹”，初学者就必须读懂四书五经的文字，这就要学习训诂，这是不可缺少的，但更为重要的，是要通过读圣人的“迹” 去读圣人的“心”，以此作为我们的心的指导，使我们意诚、心正，如此我们的心也将成为圣人之心，从而也使我们的言行达到与圣人相同的境界。这样的学问才是真正的学问。

三、熊泽蕃山的教育思想

中江藤树去世以后，其阳明学分为以熊泽蕃山（1619—1691）为中心的“事功派”和以渊冈山为首的“慎独派”。后者恪守师训，没有思想创新；前者则在17世纪日本阳明学的传播和发展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生平

熊泽蕃山生于京都的武士家庭，原姓野尻，后随外祖父本家改姓熊泽，名伯继，字了介，号蕃山，又称次郎八、助右卫门。他自幼聪颖好学，16岁时即被当地名儒推荐，成为备前的冈山藩藩主池田光政家臣。4年后，他为了进一步学习而称病辞职，到近江桐原的祖父本家，始读朱熹的《四书集注》，后又慕名到在当地设校的中江藤树处求学4年。此时正是中江藤树执笔《翁问答》一书，积极探讨突破朱子之“理”而强调随“时、处、位”的变化而变化的时期，所以，熊泽蕃山尤其受到了这方面的阳明学思想的影响。

1646年，26岁的熊泽蕃山再度获得池田光政的信任，被聘为总理藩政的最高官员“家老”，得以获得宣传阳明学并据此实施新政的机会。他一方面主持军务、抑佛禁耶、兴水利、禁赌淫、赈贫济困；另一方面又影响池田光政倾向于阳明之学，常邀请中江藤树的门人前来研讨。当时“诸子之会约，以致良知为宗”[46]。他还常常到冈山藩校“花田教场”讲学，扩大了阳明学的影响。后又随池田光政到了江户，诸多幕吏、大名和学人慕名登门求教，人数日益增多，阳明学的思想进一步扩大，引起了朱子学派御用学者的警惕。当时得势的朱子学者林罗山竟诬陷熊泽蕃山有意推翻幕府；藩内老臣和同僚也妒其盛名而攻击之。在这种情况下，熊泽蕃山被迫辞职，移居京都，当时仅为37岁。

京都远离朱子学大本营江户，熊泽蕃山的阳明学在这里仍然受到了欢迎。他在这里开设私塾，对他行弟子之礼者数量更多。他也进一步研究了神道、佛学、国学等，与京都的皇室、朝廷人士有了更多的学术交往，结果又引起了幕府的猜疑。因此，熊泽蕃山再度遭到迫害而离开京都，后来又被幽禁于芳野。50岁以后，他曾被播州的明石藩藩主松平信之收容，专事读书和著述，境况略有好转，但由于1687年上书幕府请求改革政务，批评了当时的有关政策而被禁于下总的古河，4年后与世长辞。

熊泽蕃山主要是因为信仰和传播阳明学而遭到迫害的。他一生的遭遇突出地折射出日本阳明学的实践性特色和在17世纪日本的社会地位，是江户时代前期官方意识形态对思想异端完全排斥和进行打击的写照。

（二）教育思想

作为中江藤树的学生，熊泽蕃山并没有局限于先师的教诲，而是在思想上有所突破和发展。他尤其注重“行”，说道：“知而不行，有始无终；知而不实，故无成也。”[47]在这方面，他发展了中江藤树的“时、处、位”思想，其中突出的是发展了阳明学的政治性格，他在自己主政的藩内实行了一系列藩政改革。例如，提出减少武士俸禄的三分之一，以减轻农民的负担；提出赋税的“十抽一”制度，以取代幕府的“公七私三”制度；要求减轻参觐交替制的负担，以避免各地大名渐入贫困的处境；主张武士浪人保留身份下乡务农，以防止武士的堕落和贫困化；主张尊王和神道论而排斥佛教和基督教等。这些主张在实际上起到了反对幕藩体制、推行王政复古的作用，成为后来明治维新尊王倒幕的先声，反映了熊泽蕃山思想中以治国平天下为目标的“事功”特征。

教育作为培养尊王思想和经世治国人才的工具，也受到了熊泽蕃山的重视。他说：

学校为教授人道之所也。治国平天下以正心为本，是为政之第一要务。以往敬奉天皇、诸侯如父子般心服，其源盖由于学校教育之故也。学校教师由有德而明理者担任，其他博学之才跟随其后而讲明经传，吸引天皇、臣下及中上层武士进行讨论讲习，（他们）对于天皇道德的一句赞颂之词胜过其他千言万语而能感动地方大名和武士们的心；传之各国，则能感发众人固有之善心；道德的传播，比之命令的传达也更快捷……[48]

从上述言论中可以看到，熊泽蕃山首先重视的是为政者子弟的教育，其次是让参与政治的士大夫的子弟入学，把上层社会的教育放在首位。他认为，人君的天职在于作为人民之父母而具仁心、行仁政；武士的义务和职分，在于受人君之命施行仁政，并作为农、工、商三民的表率，对人民予以守护和引导，所以他们受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致良知”去涵养自己忠实于皇室、慈爱和勇强的文武德性。

熊泽蕃山虽然强调上层贵族和武士的教育，但是并没有否定平民教育的必要，而只是主张平民教育与武士教育应当有所区别，要求的是等级的教育。就道德的养成方面看，他认为，人欲乃是任何人都不可避免的，农、工、商尤其如此，因此对于他们的欲望不能采用禁止的办法，而要采取节制的办法。节制人的欲望的最好方法是授之以“礼”的教育；有“礼”则有敬有爱，俭朴、谦逊也由此而生。但是“礼”应以简易为贵，它不应因等级身份的不同而具有烦琐的礼仪法式，归根结底是要明义理、安现状、各尽其责，使之成为“天下之法”“随性之道”。而作为社会的统治者，则应“好仁而爱民，有仁而无欲。无欲则自然俭朴”[49]。徒然地以法度、禁令强行要求俭约并不是好办法。

可见，熊泽蕃山要求通过教育培养实用之才、改善现实状况，将教育与政治联系起来，从而也将教育向现实本位的方向推进了一步。

由于熊泽蕃山重视学校教育思想的影响，在他主持藩政期间，冈山藩的学校教育发展很快。1641年先于其他藩成立藩校“花田教场”，教授武士子弟，此后庶民的学校教育也发展起来，20年间共设立了 23所初等习字学校——“手习所”，教师达129人，有 2258名儿童入学，学习写字、计算以及《孝经》等儒家经典。这些学校中最有名的是“闲谷学校”，其主持人就是熊泽蕃山的弟弟。当时“渔家女儿亦识字，笑捧《孝经》教老翁”[50]，反映了该藩教育的普及程度和良好的社会学习风气。

此外，熊泽蕃山还对幼儿的启蒙教育发表过自己的见解。他认为，“蒙童之养育，应候其神志之开启”[51]。3～5岁的儿童虽有羞耻之心，但知识尚少，不能分辨义与不义，难以分辨是非；而6～8岁的孩子则有了辞让之心，所以一般8岁进入小学。要顺从儿童固有的天性和成长阶段，不应予以强迫。即使是百里挑一的天才儿童，也不应以成人的要求去对待他，否则就会使他们傲视于人，不利于他们才、智的成长。他认为，儿童在写字、读书、计算以及武事等各方面都应当学习和积累，同时，“音乐乃培养人之性情、荡涤邪秽，并使人和顺、获得道德之物”[52]。因此，学习音乐也极为重要。

综上所述，日本早期的阳明学大家中江藤树和熊泽蕃山等人，基于注重现实和人心的哲学理论，表现出了对教育的重要意义的认识，并对于儿童教育的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他们的教育观点是17世纪日本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对于此后日本教育思想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料。

第四节 日本古学派的教育思想及其他

一、日本古学派产生和发展的历史特征

日本的古学派是一个以中国儒学古典经典为思想依据的哲学思想派别。中国的朱子学和阳明学都传到日本以后，其思想的对立导致了人们对后世儒学的疑惑，进而促使一部分学者试图避开这种对立而直接从中国儒教的古典中寻求儒学的真义，从而在日本的儒学中产生了崇尚古典的思想者。

然而，这一思想潮流的产生还有其更深刻的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背景。17世纪末，随着一段时期的社会相对安定和幕府有关政策导致的兵农分离和商农分离，城镇商品经济发展起来，结果农村小农经济逐渐遭到破坏，农民起义增多，幕藩体制在政治上和经济基础上开始动摇。在这种情况下，与商品经济几乎同时成长起来的新的思想也逐渐形成，作为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朱子学思想也就面临了新的挑战，学术思想的矛盾和分化成为必然的趋势。此时，除了上述的阳明学派之外，古学派作为非官方的“在野”学术思潮此时也借助中国古代圣贤的历史影响发展起来，成为与朱子学抗衡的又一支思想力量。复古是其旗号和学术表征，对朱子学理念的突破才是它的实质。

古学派的代表人物主要有17世纪后期的山鹿素行、伊藤仁斋，以及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荻生徂徕等。其中，山鹿素行可以说是古学派的先导者；伊藤仁斋及其儿子伊藤东崖等人则以“古义学派”著称，主张不以朱子学或阳明学为媒介，直接从孔孟原著的原意（即“古义”）来理解儒学；荻生徂徕等人则在反对朱子学和阳明学的基础上，主张根据对古代语文及其语法的归纳性研究去探求孔孟古典的思想真谛，所以又称为“古文辞学派”。这三派虽然具有不同的特点，而且其主要代表人物也并非师承关系，但是它们都同样认为朱子学和阳明学脱离了儒学的本来精神，要求重新从孔孟等经典原著开始研究，以期获得对儒学的正确理解；同时，各派也都主张将古典儒学的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实践活动加以联系，真正实现儒学的社会理想。因此，在历来的日本思想史的研究中，都将它们统称为“古学派”。

古学派的思想渊源在中国，而对日本古学派产生有着直接影响的中国学者，是明末清初流亡日本的中国学者朱舜水（1600—1682）。朱舜水自1659年起定居日本20多年，与当时的日本学者有着广泛的接触。他以自己深厚的儒学和文学造诣，在17世纪的许多日本学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的思想影响了许多日本学者，特别是其崇尚孔孟、贬斥朱子的倾向，以及经世致用的学术主张，对伊藤仁斋的思想转变和山鹿素行、荻生徂徕的思想发展都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山鹿素行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基本思想

山鹿素行（1622—1682）名高佑，字子敬，号素行，别号隐山，又名甚五佐卫门，会津人氏。他6岁进私塾，史称8岁时就能背诵出四书五经。9岁开始随林罗山学朱子学，才华出众。11岁为他人讲解《小学》《论语》《贞观政要》等书，老成干练，林罗山竟破例允许他使用日本儒家200多年前祖传下来的讲桌，表明了对山鹿素行的不凡待遇。18岁后，山鹿素行又随北条氏长、小幡景宪等军事学家学习兵学；向广田坦斋学习神道、歌学及日本文学；后又自己钻研老庄、佛教等多方面的学问，名声渐响，向他求学的人日益增多，据称先后达4千余人。

但是，他自己在钻研多方面学问的过程中，却感到了各种思想体系之间的矛盾和对立：“修程朱之学，则陷于持敬静坐之工夫，人品趋向沉默。老庄禅宗之法式比之朱子学豁达自由……然在近日常事务上则无法领会。……神道虽属我国之道，（但）……吾辈不详之点终不得解。”[53]结果导致他转向“古学”——直接阅览周公孔子之书，以此规范学术的研究。及至大约44岁时完成《圣教要录》时，断言“孔子没而圣人之统殆尽。……道统之传，至宋竟泯没。况陆王之徒不足算，唯朱元晦大功圣经，然不得超出余流”[54]。标志着他的古学思想的定型。

山鹿素行在《圣教要录》中以“理气妙合”、气一元论——“上天无形象，唯一气而已”[55]，以及“理”应当解释为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条理”等观点，批判了朱子学关于理是先验的形而上的实体的理一元论；又以气的生生无息，推断出天地无始无终的世界观等。然而山鹿素行这种依据古典反对朱子的观点遭到了幕府官方学者的责难，大批武士集聚在山鹿素行的周围学习也遭到当权者的疑虑，结果《圣教要录》写成后山鹿素行就被流放到赤穗。此后他继续著述，重点放在兵学研究上，写有《武家记事》《中朝实录》等著作。

（二）武士教育思想

山鹿素行虽然被认为是日本人破宋学之嚆矢，并被认为是古学派的先导，但是他主要还是以兵法学家而闻名于世，特别是对于和平环境下所要求的武士精神进行了探讨，将儒学与兵学相结合，提出了适应时势的新的武士道理论。有关的著作有《山鹿语类》《武教小学》《武教本论》《武教要录》《武事记》《兵法或论》等，其中包含了较为丰富的武士教育思想。

江户时代之前的几百年中，常年驰骋于疆场的历代武士面临的是驰驱矢石之间、出入生死之门的环境，他们需要的是“视生死一如”的“死亡觉悟”。佛教所提倡的有关信念正适合了他们的精神需要。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武士的社会功能和生活方式随着幕藩体制的建立和稳定而发生了极大的变化，朱子学也取代佛教成为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武士们在政治上不得不作为行政官员发挥作用的同时，在文化素质上的要求也已相应改变。在这种情况下，只知武艺或者虽然头脑灵活但缺乏道德的官僚式的武士，都已经不符合时代的需要，时代要求武士们以一种新的面貌和新的武士道德昭示于社会。山鹿素行正是这种新的武士形象的重要提出者和设计者、江户时代日本武士道的开创者，是新时代条件下武士教育的重要思想家。他的武士教育思想，实际上是适应时代需要，将儒家思想运用于武士教育的产物。

在一般的道德论方面，山鹿素行将“仁”或“仁义”看成道德的源泉和核心表现，而不像朱子那样只从“天理”和人的“性” 出发判明道德的是非曲直（“明天理、灭人欲”）。山鹿素行认为“性”无所谓善恶，人性的发动只要合乎“礼”，那么“仁”（即道德）就会得以实现；而所谓“礼”则是客观现实中的适度：“礼者，民之所由生也，所以制中也。……圣人之教，唯在礼乐。”[56]他明确地提出人的欲望（利）存在的合理性，并要求适应这一点进行教育，达到成功的目标。他说：“人皆有好利恶害之二心，是谓好恶之心。” “果无此利害之心，乃死灰槁木，非人也。”“果失此利心，则君臣上下之道不立”等等。[57]他认为利本身与“义”并不矛盾，只要“合于节”的就是仁，就是道德。山鹿素行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突破了朱子学的道德观，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江户时代商业发展所引起的“利”的思想的出现。

但是，山鹿素行毕竟是一个武士阶层中人，维护武士在幕藩体制的“四民”身份等级制度中的优越地位乃是他不可逾越的历史局限。所以，他重点研究和论述了所谓“士道”问题，即新的社会条件下武士的道德问题和教育问题。其方法论是用儒家思想去改造原有的武士道理论，让儒家思想取代佛教成为武士最主要的生活指导原理；其基本途径是要求以所谓“道的自觉”代替过去的“死的自觉”，而首先是要求武士们“知己之职分”。他认为：

凡谓士之职，在省其身、得主人而尽忠侍奉之、交友笃信、慎独重义。而身负父子、兄弟、夫妇等不得已之交往，此亦为天下万民不可无之人伦。但农、工、商因其职业而无暇，常因相从（于职业）而不得尽其道。而士则弃农、工、商之业而专于此道，三民之中苟有违反人伦之辈则速罚之，以正人伦于天下。是故士必具文武之德治。[58]

由此可知，山鹿素行提出的武士的基本义务在于：效忠于主人、实践人伦、为整个社会人伦的实现而充当监督者和社会典范。这实际上也就是武士教育的目标——培养维护统治阶级内部秩序、维护对三民的统治的新武士阶层。

为了让武士们获得上述“道的自觉”，山鹿素行认为武士品格教育的第一步应当在10个方面进行：养气、度量、志气、温顺、风度、辨义利、安命、清廉、正直、节操。在此基础上，还必须进一步提高自己的道德和修养。其途径是励行忠孝、固守正义、详究事物、广博学文。在交往中要求慎视听、慎言语、慎容貌动作，以保持武士的“威仪”。由此看来，山鹿素行不仅注意武士的道德修养，而且也十分注意武士的道德实践。他甚至在武士的衣食住行等方面也作出了具体的规定。除了道德方面的上述要求以外，山鹿素行还主张武士必须学习日常有用的知识和技术，如日常的礼仪规则、武艺、武器的用法、作战的布阵指挥，通晓政治制度和审判知识等，但在原则和方法上，则要从“圣人之书”（周公、孔子之书）中去寻求。武士既要有道德和威仪，又要有实际的学问，还要学习儒学圣人的典籍。

山鹿素行作为日本武士道教育的先驱人物，其武士教育思想既保留了历来的武士道德中的忠君唯上的方面，又有所创造地提出了武士在新时期应当具有的新的素质。他不仅要求武士忠君孝主，而且要求武士在道德上成为万民的榜样和社会人伦道德的监督执行者。

由于山鹿素行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情欲与功利的合理性，肯定了“人伦日用”的必要等，就使得他的思想中包含了一定的近代教育思想因素。例如，在学习的方法论原则方面，山鹿素行批评朱子学的“复性”论（通过内心修养的功夫，摒除“人欲” 之“蔽锢”，以恢复“天命之性”），认为它导致只注重内省的功夫而完全脱离日用之道，进而提出“学问之极，唯在于穷致其事理日用”[59]的实学观，以及以节制欲望为出发点的教育观：“人皆有好利恶害之心，是谓好恶之心。依此心立教，遂述圣人之极。”[60]此外，他也像同时代的熊泽蕃山以及后来的荻生徂徕学派一样，主张“一般教民之道与教士之道不同”[61]。山鹿素行重视学校建设，认为国君和父母负有教育的职责，一国之中，改良风俗、推进教化的最好手段是建立学校和普及教育，而作为应急手段，可将各村的寺社改作学校。僧人和神主可以充当教师，以开展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町镇应开支学校经费。在家庭中，应以父亲为中心开展幼儿教育，知德并重，严格要求，顺应年龄逐步前进。除此以外，山鹿素行还在教育的规制、奖励、儿童的自治训练、女子教育、武士与平民共学等问题上发表了杰出的见解。

与山鹿素行同时代的兵学家大道寺友山（1639—1730）接受了山鹿素行的武士教育观点，曾著有《武道初心集》，提出了“乱世的武士道”和“治世的武士道”的说法，并在书中专设“教育”一章，提出“七八岁时应使之进行四书、五经、七书等的文字阅读”等要求。及至后来，19世纪前期的水户藩藩主德川齐昭、福井藩藩主松平庆永还爱读此书。信州松代藩还特意刊行此书发给藩内武士阅读。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之后，1716年肥前藩武士山本常朝的谈话——田代陈基记录的《叶隐闻书》（共11卷）也谈到了武士教育问题。该书贯穿了极端的尚武思想，也是后世研究武士道的珍贵史料。

自山鹿素行开始的日本武士道思想教育，在后来的继承和传播中，特别是在明治时代，其团结爱国、简朴务实的精神，与商人、企业家的要求相结合，对于日本经济的飞速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另外，山鹿素行从注重古学、倡行武士道开始，逐渐走向了神统论的日本主义，甚至称日本“水土卓尔于万邦而人物精秀于八宏”[62]等，其神统一脉、尊皇忠君的思想，又成为军国主义产生的思想温床，对近现代日本的教育和社会发展产生了人所共知的不良的影响。

三、伊藤仁斋的教育思想

伊藤仁斋是与山鹿素行几乎同时的17世纪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实践家，京都堀川人，名维桢，字源佐，号仁斋，又号古义堂、棠隐等。伊藤仁斋自幼聪明好学，据传11岁能读《大学》等经典，后又悉心研究《理性大全》《朱子语类》，笃信程朱，著有《太极论》等。但是，他在30多岁时思想发生转变，认为宋儒之说有违孔孟原意，《大学》亦非孔子遗留之书等，进而提出“直求之于《语》、《孟》二书”的主张，以获得圣人之本旨。伊藤仁斋著有《语孟字义》《中庸发挥》《童子问》等著作，并在京都堀川开办“古义堂”，名声远播，其学派由此而被称为“堀川学派”“古义学派”“仁斋学”等。但是他在盛名之下也拒绝为官，终生从事教学和研究事业。

在世界观方面，伊藤仁斋认为，“盖天地之间，一元气而已……万化从此而出，品汇由此而生”[63]。所以，天地乃是生生不息的“一大活物”。他是以动态的“气”反对了朱子学静态的“理”，反对了“理在气先”的唯心主义。他还反对“天人合一”的说法，认为“立天之道，立地之道，不可混而一之”[64]，仁义这样的伦理范畴属于人道，与天道无涉。从而动摇了朱子学将封建伦理道德普遍化、绝对化的依据，在朱子学的思想链条上，为探求“天道”“地道”，即自然界的规律，打开了理论缺口，为自然科学的研究开了大门。不过，他自己并未致力于探求天道，而是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转而重视“人伦日用”的伦理观。

伊藤仁斋认为，道德的“端本”是孟子所提出的“四端之心”——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此“四端之心”表明人性也都是向善的，但这只是德的萌芽，尚需扩充发展成为仁义礼智；若再扩大到极致，就是“王道”。这一思想被伊藤仁斋称之为“圣学”，是作为人的最重要的任务。人虽有贤愚之别，但可以依人立教，随其生性使其发展。只要实践仁义之道，人皆可以为尧舜，都能达到道德的完成。

伊藤仁斋还以其长期的教学实践反映出自己丰富的教育思想。例如，他在自己开设的“古义堂”中排除划一的教育模式，倡行个性发展，组织门生的“同志会”，师生以朋友间的切磋为主。他还依品行和学术水平的高低，将学生分为上、中、下3等，依学生表现每月调整一次等级，可谓现代非固定式分组教学的萌芽。他当时所独创的教授汉文的翻译法，即将日译文复原为原文再译为日文的练习法，也为后世所采用。他在京都开设的“古义堂”，后来在原地延续6代209年之久（1662—1871年），成为日本私学教育史上的奇迹。

四、其他社会思想对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之外，宗教特别是神道教、佛教对于17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也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佛教和神道教早于儒学存在于日本社会之中，又是渗透于民间的宗教，所以它们对于民众的教育观念及民间教育习俗的影响仍然是不可忽视的。特别是神道教，虽然没有自己的理论体系，没有理论性教义，但它从最初起，就是日本民族固有的习俗与祭礼的集合，其潜在的影响力十分强大。尤其在进入江户时代以后，林罗山、熊泽蕃山等学者又积极以儒学的概念、范畴武装了日本神道，“神儒合一”，二者相得益彰，从而大大提高了神道的地位。同时，又有17 世纪的伊势神道（代表人物度会延佳）和唯一神道（代表人物吉川惟足）的复兴，垂加神道的创立等，它们在利用儒家学说的同时，也更注意了日本神道的独立性，扩大了神道教的影响。例如，度会延佳借用中国儒学认为儒道存于日用常行之中的观点，提出“神道于人人日用间，无一事不为神道”[65]的思想，将日常生活，包括教育，也纳入宗教的范围。吉川惟足则援用天人合一论，把人看成“小体天”，把“忠”看成日本人伦之道的重点，影响了民间及家庭中的道德教育。佛教和神道教对于民众教育观念和教育活动的影响，表现在儿童观方面，导致日本民间往往把孩子视为神灵般的存在而倍加珍惜和宠爱。“7岁前的孩子是属于神的”[66]，所以，并不认为孩子是大人的雏形，而承认他的相对的独立性。在儿童成长的过程中的某些阶段（如100天），带孩子参拜神社神宫；在当学徒的时期中也常常向大神们祈祷，请求神佛保佑自己能够技高艺美；许多家庭甚至每天早上醒来洗手后，首先要向神灵叩拜等。佛教和神道教的许多观念和仪式，已成为民间家庭教育的重要内容。集体的祭祀仪式等则是一种社会性的神道教或佛教教育。甚至许多儿童游戏也都源于宗教，例如，“老鬼捉小孩”的游戏（类似中国孩子的“老鹰抓小鸡”游戏）是由佛经故事改造加工而成的；“左义长”的游戏源于驱除恶魔的祭祀活动；“精灵饭”的宗教习俗，演变成孩子模仿大人的“过家家”的游戏等。许多民间儿童的游戏虽然如今并不具备任何宗教教育的意义，但它们往往源于某种宗教习俗、故事或仪式，也包含了历史上长期形成的教育理念，这是不应忽视的。

此外，17世纪和18世纪初不仅是日本思想界各派纷呈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的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萌芽相继出现的重要时期。自然科学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教育理念的变化。例如，在数学方面，有吉田光由改编成的算术书《尘劫记》，后作为教学用书广为流行，计算进一步受到人们的重视；关孝和在1673年著的《发微算法》则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显示出较高的学术水平。在农业方面，有17世纪中期的《清良记》（7卷，著者不详）和宫崎安贞的《农业全书》（10卷，1697）。在天文方面，保井算哲（即涩川春海）首次编制了日本人自己的历书《贞享历》（1684年采用）。在医学方面，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日本划时代的药学书《大和本草》（1707）和《庶物类纂》（1719）。此外，当时虽然由于锁国而抑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但即使是木版印刷，印刷的书籍数量在1671年也达到2.2万多册，1692年达3.5万多册。其中日本假名书籍所占的比例逐渐增加，而佛教的书籍逐渐减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成分的增加。而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1695）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1713），则初步向日本人介绍了世界，为吸收欧美近代文化做了历史的铺垫。

综上所述，日本儒学在17世纪及18世纪初的发展，突破了佛教在江户时代之前对教育思想的独占局面；通过儒佛的分离，将教育思想从宗教的羽翼下解放出来，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走向现实本位的可能。进而一批学者从朱子学的阵营中突破出来，其中主要是阳明学派和古学派的代表人物提出了基于新的思想基础上的教育观念，以人或儿童为主体的教育观点开始诞生。这是这一时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发展对于后世的重要贡献。同时，自然科学的发展、町人势力的抬头，导致现实本位思想得以加强，把教育与政治及日常生活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出现了关注教育的社会功能、 关注平民教育的主张。在教育方法的指导思想上也更为注重实践等。凡此，都显示了17世纪后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的新特征。可以说，就是它们造就了后来嫁接西方思想的砧木、造就了西方思想赖以生存于日本的温床。

当然，17世纪及18世纪初日本教育思想中新的因素的出现，只是作为走在时代前面的东西刚刚孕育，与当时的教育实际情况并不完全吻合。它作为酝酿下一个时期江户时代教育思想发展的因素之一，在当时仍然受制于幕藩体制的统制和官方意识形态的约束。其基本性质仍然是封建主义的。忠君唯上、等级制度，注重书本等，仍然是17世纪教育思想观念中的主导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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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

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更确切地说，是欧洲移民带到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是欧洲传统的教育思想和革新的教育思想在北美殖民地的延伸。其中，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威廉·宾（William Penn）和巴德（T. Budd）提出了各自有代表性的教育思想；此外，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思想也表现在当时的教育法规中以及民众兴办教育的行动上。

第一节 北美殖民地的形成

关于美洲历史的开端，有两个问题至今仍聚讼纷纭：一是，最先发现美洲大陆的是何人、何时？二是，美洲原有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在本土发展起来的，还是从其他大陆迁徙进入美洲大陆并繁衍起来的？深入探讨这些问题，是历史学、考古学、人种学、古人类学的任务。为简便起见，本章对上述两个问题姑且采纳目前大多数人共同接受的论点，即认为美洲大陆最初的土著居民印第安人是在距今大约2.5万年至1万年从东北亚经白令海峡进入美洲大陆的。热那亚的水手哥伦布（C. Colombo）在西班牙国王支持下率船队于1492年10月到达美洲大陆，从此开始了欧洲人在美洲的殖民活动。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在美洲的移民区已达200余处，它占领了整个中美洲和除巴西以外的南美洲，而巴西则由葡萄牙人占领。16世纪时，欧洲掠夺者曾到过北美洲南部今佛罗里达、新墨西哥一带，并建立了教堂、学校，但后来在印第安人的反抗暴乱中被扫荡无遗，对后来北美文化教育的发展没有留下明显的影响。欧洲人在北美建立的永久性移民区始于英国人于1607年在弗吉尼亚建立的詹姆士城。1609年，荷兰人在哈德逊河建立殖民地。1613年，荷兰人在曼哈顿建移民区，名为新阿姆斯特丹，后被英国人强占，易名纽约。1620年，一批英国清教徒从荷兰乘五月花号船抵达北美朴次茅斯建立殖民地。1630年，又一批英国清教徒到达北美，建立马萨诸塞殖民地。对后来美国文化、教育的发展给予重大影响的就是这批移民。到美国进行独立战争时，欧洲人已在北美洲大西洋沿岸建立了 13个殖民地。美洲的发现和欧洲人在新大陆的殖民对世界历史进程起了重大推进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美洲的发现、绕过非洲的航行，给新兴的资产阶级开辟了新的活动场所。东印度和中国的市场、美洲的殖民化、对殖民地的贸易、交换手段和一般的商品的增加，使商业、航海业和工业空前高涨，因而使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内部的革命因素迅速发展。[1]

从英国来到马萨诸塞的清教徒移民中，有为数众多的一批人是英国剑桥大学的毕业生，他们是为逃避国教会的迫害，追求宗教信仰自由来到北美的。据说，就大学生在人口中的比例而言，当时的新英格兰（马萨诸塞等北美东北部的几个殖民地）在全世界是最高的。这批移民对文化教育比较重视。1630年来到马萨诸塞的移民，行装甫卸，茅庐初建，在斩荆棘、辟草莱的同时，便着手在茫茫荒原上创办学校。当欧洲人到达美洲时，整个新大陆还处于原始氏族公社发展阶段，除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人和南美洲的玛雅人外，印第安人没有文字。北美洲则完全处于文明时代的前夜。欧洲移民第一次将文明带到了北美。1635年，移民们在波士顿建立北美第一所中等学校——拉丁文法学校。1636年，清教徒在坎布里奇创建了美国历史上第一所高等学校——哈佛学院（哈佛大学的前身）。1642年，马萨诸塞议会制定了父母必须使孩子受教育的法律。1647年，该议会又通过法律，规定在人口达到一定数量的居民点必须建立学校，违者罚款。这项立法为其他许多殖民地所仿效，罚金由5英镑增加到10英镑、20英镑。此后，各殖民地也纷纷建立学校。

随着学校的发展，极其自然地会出现有关教育观的问题。波士顿的拉丁文法学校和哈佛学院的办学方针基本上是继承了英国的传统教育观，其办学宗旨、课程设置大都沿用旧制，但也根据清教徒的宗教信条和新大陆的具体情况做了局部改革。例如，按照清教徒提倡严肃、简朴生活，视音乐、舞蹈为邪恶之源的信条，在拉丁文法学校的基本课程“七艺”中取消了音乐课。又如，哈佛学院打破学院不能授予学位，只有大学才能授予学位的英国传统，第一次在新大陆擅自授予学位。但是，整个说来，旧的传统仍然在学校中居于统治地位。这种旧传统的两个显著特点是浓厚的宗教性和根深蒂固的古典主义、脱离实际。

这时，在欧洲，随着经济、政治、社会、宗教、自然科学和技术的新发展，一股革新教育的思潮开始首先在英国，紧接着在整个旧大陆激荡。这股新思潮代表了在人类历史告别中世纪、走向近代的转变时期，先进人士对未来社会教育的憧憬、展望、设计和预测。实际上，近代教育大体上是在17～18世纪奠定理论基础，在19世纪付诸实践的。

17世纪欧洲的教育革新思潮也被欧洲移民带到了北美，成为北美最早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威廉·宾的教育思想

威廉·宾（William Penn，1644—1718）是宾夕法尼亚殖民地的开拓者。1681年，英王将北美一大片土地赐予威廉·宾。这片土地被称为“宾氏林地”，这是Pennsylvania（宾夕法尼亚）这一州名的由来。威廉·宾是教友派教徒，因此，宾夕法尼亚成为被迫害的教友派教徒的避难地，费城被称为“教友派的城市”。威廉·宾为广招移民，实行开明的政策，于是瑞典、芬兰、荷兰、德国都有大批的移民纷纷来到宾夕法尼亚定居。到17世纪80年代，宾夕法尼亚的契约奴已占总人口的36%。18世纪时，在新英格兰受清教徒迫害的各国教友派教徒又纷纷逃到宾夕法尼亚。

在教育思想上，威廉·宾深受当时在欧洲逐渐成长的教育革新思潮的影响，他自己也给这种教育革新思潮增添了智慧的精品。

针对当时教育中仍然严重存在的拘守古典和脱离实际、知道古代而不知道现代、向往来世而昧于现世、醉心于神灵而不认识自己的弊端，威廉·宾强调认识世界、认识自然、认识自己的重要性。“想一想有成千上万的人来到这个世上，又离开这个世界，却对他们自己和他们生活于其中的世界了无所知，这是多么令人惊奇的事！”[2]他批评在旧教育的培养下，“……很少有人认识他们自己，不认识作为他们的心灵的居所的身体——这个世界上最奇妙的构造，活的可移动的灵魂寄居的躯体；也不认识它所由构成并从中得到供养的世界，而认识这个世界，对我们是多么有益，又多么愉快！”[3]威廉·宾指出，在青年的教育中，要让他们阅读大自然这本教科书，“世界的确是自然事物的一册伟大而壮观的书卷……但是，啊呀！我们认真地翻阅过的这册书卷的页数是何等少啊！这册书卷应成为青年教育的科目。这些到20岁时应当适合就业的青年，对这册书卷知之甚少，甚至全然无知”[4]。

威廉·宾批评旧教育只是培养学者的教育，教给子孙的尽是无用的东西，声称：

我们辛辛苦苦地把他们培养成学者，而不是把他们培养成人！我们辛辛苦苦地培养他们说话，而不是培养他们去认识，这是十足的伪善。[5]……对儿童一目了然的事首先是可感知的事物，我们没有尽到职责为他们打下基础。我们过早地奴役他们的记忆力，用字词和规则为难他们，使他们紧张，加重他们的负担，要他们懂得文法和修辞，学习十之八九对他们毫无用处的一两种陌生的语言，而对他们在机械学、物理学或自然知识方面的固有天赋却弃置不问，使它们得不到培植，遭到忽视。而这些知识在他们整个一生中都是极其有用的。[6]

威廉·宾将事物的教育置于优先于文字教育的地位，声称：“诚然，文字不应受到轻视或忽略，但事物却更重要。”这几乎是重述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的观点。夸美纽斯说过：“事物是主要的，文字只是附属的；事物是身体，文字只是外衣；事物是核，文字是外壳和外皮。”4[7]

威廉·宾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强调建造性活动在儿童教育中的特殊意义。“儿童宁愿玩制造工具和仪器的游戏，宁愿造型、绘画、建造和建筑，而不愿背诵得体语言的规则，这些活动还会增强他们的判断力，而少些烦恼，少浪费时间。”[8]

夸美纽斯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论点是追随自然，这是17世纪欧洲的时代思潮。威廉·宾也是追随自然教育思想的积极倡导者：“如果我们在自然事物中研究自然，遵循自然而行动，这是一种快事。自然的规则很少，但明白易懂，是最富于理性的。”“让我们在自然开始的地方开始，追随她的脚步，总是在她终止的地方结束。我们不能错过成为好的自然主义者的机会。”[9]

威廉·宾是基督教徒，他对上帝有着真诚感情，他仍然以认识上帝为依归。但是，威廉·宾的宗教观离中世纪，甚至离宗教改革时期已经很远，而具有17世纪的色彩。认识上帝，不是通过读经、祈祷、禁欲、圣事、信仰，而是通过认识现世的世界，认识自然、社会、人，通过对这些“暂时的”事物的认识，就可以达到对永恒的上帝的认识。威廉·宾使人们把眼光从天上转移到地上，从《圣经》、经院转移到现实世界，从神秘的冥想转移到现实的人生。他也和夸美纽斯一样，忠于上帝，但又深信地上重于天上，今生重于来世，认识自己和认识世界重于读经、忏悔。一切奇迹、神秘、虚幻、宿命，都在他们的积极向上的现实主义面前化作泡影。威廉·宾说：

造物对我们不再是一个谜，天、地和水，连同它们个别的、不同的无数居民，它们的产品、风景、季节、同情、反感，它们的用途、益处和愉快，将会被我们更深透地了解；通过那些可感知的、短暂的形式，一个永恒的智慧、权力、尊严和仁慈，对我们将是显而易见的。世界打上了造物主的印记，其印迹随处可见，它的文字是聪明的孩子容易认读的。[10]

威廉·宾主张为青年编写新的教科书。他说：“遗憾的是，还没有由精细的、审慎的博物学家和机械学者用拉丁文编写给年轻人用的教科书，以便他们能通过文字学习实际事物，学习他们一目了然、熟悉的事物，用这种教科书学习文字也会更加容易。”[11]

威廉·宾认为，学习原理、掌握知识，对从事各种职业都是重要的。他指出：

很多园丁和农民很能干，却对他们的职业的道理茫然无知，正如多数技工对支配他们的出色手艺的规律茫然无知一样。但是，一个这一类的博物学家和机械学者，如果他们具有值得称赞的既勤奋、又善于思考的品质，他们会对两者都了如指掌，甚至对他们的实际操作也了如指掌……[12]

现在没有可靠证据说明威廉·宾的教育思想对后来北美殖民地和美国教育发展的影响。但是，对美国教育的发展给予重大影响的清教徒所办的学校大都墨守成规、趋于保守，而北美殖民地第一个关于建立开设实用学科的学校的建议是在宾夕法尼亚提出的，第一所打破古典主义传统、增设实用学科的学校也是创办于费城，这些都是历史事实，并是耐人寻味的。

第三节 巴德的教育思想

远在富兰克林提出在费城建立一所文实学校（Academy）以前 64年，一个名叫托马斯·巴德（Thomas Budd）的人于1685年就拟就了建立一所既讲授学术性学科，又开设实用学科的公立学校的建议。

巴德提出了义务教育的建议，他建议宾夕法尼亚和新泽西两个殖民地的总督及议会制定一项法律，“规定所有居住在上述两个殖民地的人都必须送他们的孩子上7年公立学校，如果家长愿意，时间还可更长”[13]。

巴德认为，这种学校要建立在一切城镇，教师由总督和议会选聘，任教的条件是在正直、技能和理解力方面都是知名人物。

关于课程设置，巴德提出了一个范围广泛的课程计划：

教给男女孩子他们的能力所能理解的一切有用的技艺和科学，如用纯正的英文、拉丁文和其他实用语言文字进行的阅读和写作、漂亮的书法、算术、簿记。教给男孩子手艺的要诀，如制造教学仪器、细木工、车工、制造钟表、织布、制鞋，或学校所能教的其他手艺；教给女孩子纺织亚麻和羊毛、织手套、织袜子、缝纫、做各种有用的针线活，编制草制品如草帽、草编篮子等，或学校所能教的一切其他手艺和技艺。[14]

巴德所建议的学校实行教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上午两小时用于学习读、写和簿记，其余两小时用于儿童所最爱好的手艺、技艺活动，然后两小时用于午餐和午休；下午两小时用于读、写，另外两小时各自从事相关的工作、劳作。由此可见，巴德所建议的学校实行每天4小时学习、4小时劳动，是标准的半工半读制。

在巴德所建议的学校中，学生的道德教育受到重视。巴德规定，星期天学生只在上午上学，下午用一部分时间召开师生参加的会议。会上，在教师对学生进行教诲和告诫以后，对主表示感恩，感谢每天从主得到的仁慈和祝福，然后，教师对学生一周来的言行进行严格检查，根据其错误大小的程度，对犯有过失者进行责备、告诫或纠正。

关于建立上述学校的经费，巴德建议为所要建立的每一所公立学校在优良的地点拨1000英亩土地，以土地的地租或收益支付学校的费用。

巴德主张为穷人和印第安人的孩子提供同样的教育。“为使穷人的孩子和印第安人的孩子能够和富人的孩子享受同样的学习，允许他们免费上学，从学生的劳动所创的学校收益中，穷人的孩子和印第安人的孩子和富人的孩子同样可以受益。”[15]

巴德关于学校的建议虽然不长，但其中涉及的许多基本原则以后在美国的教育发展中都受到重视或成为现实。这些原则是：公立学校制度、普及教育、教育权利平等、半工半读、教学与生产劳动结合、行政当局亲自抓教育、严格的道德教育、用土地支持学校经费、慎择教师等。巴德的教育思想中的民主精神是显而易见的。巴德所建议设立的是初等学校，和后来富兰克林所建议的中等学校计划前后辉映，都是宾夕法尼亚州教育史上的闪光点。

第四节 17世纪北美殖民地教育法规中反映的教育思想

教育法规是教育思想的具体化、成文化，是必须执行的。它比个人的教育思想具有更大的实际影响力，往往规范着一个地区、社区或民族的教育实践。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教育法规分为三种类型：一类是英国王室关于北美殖民地教育的一些敕令、批文、指示；一类是新英格兰地区和宾夕法尼亚的教育法规；一类是以弗吉尼亚为代表的北美南部各殖民地的教育法规。这3类教育法规各有不同的特点。

英国王室关于北美殖民地教育的敕令、批文、指示，其主旨是宗教教育，特别是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基督教，以“驯化”那些 “野蛮人”“不信教者”，其实质是从精神上奴化印第安人，消除他们对白人殖民者的不信任、敌视和反抗。归顺上帝，也就归顺了欧洲殖民者。1606年，英国建立伦敦弗吉尼亚公司时，英王室在特许状中“高度赞赏”该公司的成员“去推动一项崇高的事业的愿望……这项事业就是在迄今仍生活在黑暗中和可悲的愚昧中而没有真正的知识、不知敬仰上帝的人民中间传播基督教，届时将使生活于各地的不信教者和野蛮人（指印第安人）走进人类文明的行列”。……[16]弗吉尼亚公司建立的宗旨就是要去美洲大陆发财致富，掠夺新大陆的财宝，但是他们却打着上帝的旗号。

1617年，英王詹姆士一世要求他的大主教在弗吉尼亚的未开化人中传播福音。他指出：“前此在弗吉尼亚的不信教者中传播福音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希望作更进一步的努力，在该殖民地建立一些教堂和学校以便教育那里的野蛮人的孩子。……”[17]

1618年，弗吉尼亚公司根据国王的旨意指示弗吉尼亚殖民地的当选总督乔治·依尔莱（George Yeardley）在弗吉尼亚的亨利柯建立一所学院，“以便用纯正的宗教、道德和礼仪培养那些不信教者的孩子以及其他高尚的用途”[18]。

在英国王室关于北美殖民地的教育的一些敕令、批文、指示中，他们所关注的唯一问题就是在印第安人中传播基督教。他们对于在印第安人中传播真正的文化科学知识毫无兴趣，他们丝毫不关心教给印第安人的孩子识字、阅读、书写、计算及掌握科学知识，使他们真正“走进人类文明的行列”。因此，英国王室关于北美殖民地教育的观点具有浓厚的殖民主义的色彩，教育与传教成了同义语，教育沦为征服印第安人的工具。

北美殖民地的第二类教育法规是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教育法规。这一类教育法规的特点是在移民的儿童中实行普及教育，这是由新教的教义决定的。

定居于新英格兰的加尔文派中的清教徒认为教徒应直接阅读《圣经》，直接与上帝在心灵上沟通，而不必经过中间环节——牧师、教会。要使每个教徒直接阅读《圣经》，就必须教每个人识字、 阅读，因此清教徒重视在移民中推行普及教育，为此就必须建立学校。马萨诸塞殖民地的1642年和1647年的教育法规以及新英格兰其他殖民地仿照马萨诸塞的立法制定的教育法规，都是基于这一指导思想。

宾夕法尼亚在威廉·宾的管理下实行开明政策，制定了一些富于民主精神的教育立法。例如，1683年宾夕法尼亚的教育法规写道：

鉴于无论穷人或富人，他们受到良好的教育比财富更重要，兹规定，本殖民地辖区内一切有孩子的居民以及一切孤儿的监护人和受托人应当教给这些孩子读和写，使他们在到达12岁时能阅读《圣经》并能写字，还要教他们学会某种手艺或技术，使穷人能维持生计，富人在变穷时不致匮乏。各县的议会都要注意及此。如发现上述家长、监护人、受托人未履行其职责，上述家长、监护人和受托人必须为每个孩子交付5英镑罚款，除非这些孩子有身体上或智力上的障碍。[19]

同年，在有威廉·宾出席的一次举行于费城的会议上，决定在费城建立第一所学校。这是一所公立学校。会议决定：

政府和议会经过郑重考虑，认力需要有一位教师对费城的年轻人进行教导和认真的教育，特请来本城居民埃诺克·弗洛尔，并向他转达了会议参加者的意图。他过去20年中一直在英国从事这一职业，他接受了会议参加者的意见并同意下列条件：教授英文阅读，一季度4先令；教授读和写，一季度6先令；教授读、写、算，一季度8先令；一个住读的学生，即是说，食、宿、盥洗和上学全包下来，全年10英镑。[20]

如前所述，英王在1681年才将宾夕法尼亚这片土地赏赐给威廉·宾。1683年宾夕法尼亚就通过教育立法，同年就着手建立第一所学校，这样的速度、效率比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反映了威廉·宾对教育的重视。

后来，美国人将新英格兰1642年和1647年的教育立法看作美国公立教育制度的起点，其实这个起点也存在于宾夕法尼亚殖民地。

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第三类教育立法以弗吉尼亚殖民地为代表。来到弗吉尼亚的英国移民，除契约奴外，多是富有的英国上层社会的绅士，他们都是英国国教会的信徒，是为了大发横财而来到北美的，他们一般在思想上倾向于保守。在教育观上，他们深受英国传统教育政策的熏陶。这种政策认为，教育是私人和家庭的事，有钱就受教育，无钱就不受教育，兴办教育不是国家的职责，这项政策被称为“No–Bussiness–of–the–State Policy”（“与国家无关”）。沿袭这项政策，弗吉尼亚的殖民当局不关心为移民的孩子建立学校。富人们或是为自己的孩子请家庭教师，或是把孩子送回英国本土受教育。但是，殖民地贫富悬殊，穷人是多数，如果穷人的孩子、孤儿没有正当的谋生手段，他们在社会上游荡，将对社会的安全和秩序构成威胁，严重扰乱富人的安宁。因此，弗吉尼亚和南方诸殖民地的教育立法集中在解决穷人孩子和孤儿的职业教育和宗教教育，使他们既能自食其力以免除社会的负担，又能做忠顺的臣民。可见，弗吉尼亚等殖民地的教育立法的特征有明显的贵族色彩。这种教育立法是英国1600年《济贫法》的精神在北美殖民地的延伸。

弗吉尼亚殖民地于1643年制定“学徒法”，规定教区济贫人员和监护人应妥善保管已故人士留下的孤儿的遗产，并尽最大努力用基督教和基础知识教育这些孤儿，并根据遗产的可能为他们提供必需品。

1646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制定“贫儿习艺所法”，其中有以下规定：

为了改善以正直、有益的手艺和制造业技术教育年轻人的工作，为了防止年轻人所常犯的懒惰和无所事事的毛病，为了减轻由于贫困而不能养活孩子的父母的负担，治安官应根据自己的判断，强制将这些家长的孩子交给手艺人或农民，以诚实的正当的职业培养他们。……鉴于大多数父母或由于溺爱放纵，或由于刚愎自用，大都不乐意、不情愿与孩子分开……兹规定各县的长官应该按照自己的判断，在每县挑选两名至少7～8岁的儿童，男女均可，在本月到下一个六月以前把他们送到詹姆士城，使他们受雇于公办亚麻工场，交给指定的梳理、编织和纺麻的男女师傅，由上述各县向每个儿童提供6桶玉米（引者按：英国一桶=36加仑，美国一桶=31.5加仑）、两条床单或一床小毛毯、一床大毛毯、一张床、一只木碗或盘子、两把白镴匙子、一头6个月大的小母猪、两只下蛋的母鸡、合身的亚麻制的或羊毛制的衣服、鞋袜。为改善上述儿童的居住条件，兹规定，在下一个4月1日以前，建造两间不超过40英尺长，用优质、结实木料建成的房子，宽度不超过20英尺，屋顶高8英尺，在每所房子的中央有一座砖砌的烟囱，房子备有锯好的木板，以便把房子分成合用的小隔间。[21]

1668年弗吉尼亚殖民地又制定法律，授权辖区内各县建立贫儿习艺所。有关法令指出：

为了改善将羊毛、亚麻、大麻纤维和其他农产品加工成制造品的工作，为了增加本殖民地的工匠人数，特授权各县议会……建立习艺工场，以便培养、教育贫穷儿童学会纺纱、编织和其他有益的职业和手艺，授权各县议会将贫穷的父母的孩子安置在该工场劳动。[22]

17世纪北美殖民地的3类教育法规的主旨是十分明确的。英王室所关心的是印第安人的宗教教育；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所关心的是普通移民中的普及教育；弗吉尼亚和南部诸殖民地所关心的是贫穷儿童和孤儿的职业教育。尽管侧重点不同，3类人毕竟还是从不同的角度和出发点对教育抱积极态度。他们都还不像曾担任过弗吉尼亚殖民地总督的柏克莱（Berkeley）那样对教育和知识的普及持敌对态度。柏克莱直言不讳地反对教育。他在1671年的工作报告中说：“感谢上帝，我们这里既没有免费学校，也没有出版物，但愿再过100年也没有这些东西。因为学问会给这个世界带来不服从、左道邪说和宗派，而出版物则散布它们，并诽谤最好的政府。上帝使我们免受二者之苦。”[23]

第五节 17世纪北美殖民地民众的教育思想

教育思想不是少数教育家、思想家、政治活动家的专利品，民众也自有其对教育的观点、态度、热情。民众的教育思想和观点不是写在书上，不是发表在论文、刊物中，而是表现在他们的平凡的实际行动中，表现在他们对兴办教育的热忱和慷慨大度中。民众对教育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某一地区、社区或民族教育的发展程度。

在17世纪的北美殖民地，与英国王室、弗吉尼亚的富裕绅士和柏克莱之流对民众教育的冷淡态度相对照，民众表现了对教育的高度热情。他们虽然没有写下论述教育的重要性的论文，但是他们的行为胜过1000篇论文。北美殖民地民众对教育的热情，表现在无数的学徒契约中，表现在老人的临终遗嘱中，表现在民众热烈捐资兴学的动人事迹中。

在北美殖民地，凡师傅接受学徒，都要订立书面契约，契约中写明订约双方的姓名、学徒期限（一般男到21岁，女到18岁或结婚为止），学徒应履行的义务以及师傅的责任。在最后一项中，除师傅必须为学徒提供生活必需品，教给学徒一种手艺外，契约无例外地都包含教育条款，即在学徒期间，师傅必须教会学徒读、写和算，否则就是师傅违约。这种学徒契约中的教育条款是普遍的、自愿的，已成为习惯的不成文法。例如，1656年，新英格兰一位寡妇的女儿去当学徒，契约中言明师傅“必须教她阅读英文，并教给她有关上帝的知识和她的本行手艺”[24]。1674 年，缅因殖民地的一位青年跟木匠学艺，契约中规定：“师傅必须对学徒进行教育，教给他木匠手艺，按照学徒的能力尽量教给他精湛的技巧，同时还要教给他写和算……”[25]1680年，新泽西殖民地一位陶工师傅与学徒订立的契约中规定：师傅“……还要教他写字和计算”[26]。1698年，弗吉尼亚的一位女青年立约当学徒，直到她18岁或结婚为止，契约规定师傅“要教她阅读圣经一章、主祷文和十诫以及女裁缝的手艺”[27]。

与此类似的是，在北美殖民地，凡养父接受养子女时，在契约中也必须包含教育条款，规定养父对养子女的教育责任。

北美殖民地的许多资料表明，各居民点的区务委员会、镇民大会、治安法官经常派人对未成年人受教育的情况进行调查并作出报告。凡父母、养父母、师傅、监护人、受托人未履行其教育职责的，要受到传讯和告诫，并责令改正错误，履行职责。

北美殖民地民众重视教育的第二种表现就是老人在临终时立下遗嘱，将自己的遗产捐赠兴学。例如，1634年，一位名叫西姆士（Benjamin Syms）的老人在自己身体仍然健康、心智仍然清楚时便立下书面遗嘱，申明死后将自己的200英亩土地和8头奶牛捐献出来，建立一所免费学校，以教育本教区和邻近教区的儿童。遗嘱中并写明：

希望尊敬的市长和本特区的其余委员和上述建立学校的各教区牧师、教堂管事经常视察，检查上述遗愿是否得到正当的、认真的执行。

希望藉上帝之助，当上述牲口有充分的增值时，提取其收益的一部分，以建筑一栋完全够用的校舍，增值的其余部分用于学校维修。

上述增加的牲口，在供给教师足够维持其生活的费用外，根据上述市长和委员的指示，将剩余部分用于资助贫穷儿童和本教区的衰老者、残疾人。[28]

又如，1659年，南部殖民地的一位名叫伊顿（Thomas Eaton）的老人在身体已衰弱、但记忆力尚健全时立下书面遗嘱，表示：“我要资助一位能干的学校教师，对出生在本县的儿童进行教育和教他们读写。”还说在他死后，遗赠“500英亩土地”，“以及附属于该土地上的所有房屋、大建筑物、果园和属于果园的权利，两名奴隶、12头母牛、两头公牛、20头大小不等的猪、一副床架、一张桌子、压乳酪器、12只奶杯托盘、一把约能装12加仑的铁壶、一个挂壶架和挂壶钩、一只牛奶杯、一个澡盆、一只磨粉用的盆……”以便建立一所免费学校。[29]遗嘱并写明，上述财产的增值部分，除用于维持学校外，用作救济穷人、寡妇、孤儿等慈善事业。

这种遗赠兴学完全是自觉自愿，是基于遗赠者对年青一代教育的深刻认识。

踊跃捐资兴学，是17世纪北美殖民地人民群众的高尚情感的生动表现。有的捐资者不留姓名，有的捐资者署名“Dust and Ashes”（直译为“尘埃和灰烬”），意为微不足道的人。他们有钱出钱，无钱捐物，甚至捐出自己的日用品。

17世纪初，弗吉尼亚州曾拟建立一所学院以对印第安人的孩子进行教育。为实现这一计划，许多群众自动热心捐献。例如，一位不具姓名的人士捐献一只圣餐用的带盖的杯子、一只镀银的盛面包的碟子、一张镶有金边和金穗的深红色的天鹅绒地毯、一张亚麻织花台布。又如，一位署名“尘埃和灰烬”的人士派人送来一只箱子。在理事会上当众打开这只箱子，内有金币550英镑，捐款的用途是：用基督教和礼仪教育不信教者的孩子。再如，有的人捐献一本《圣经》、一张地图、几册图书，或10英镑、25英镑、300英镑、40先令不等。大都不留姓名。尽管由于1622年印第安人的反抗，学院没有建成，但群众对教育的热情显然可见。

在新英格兰，当哈佛学院创办时，群众热烈捐献赞助的景象也是十分动人的。在邓克斯特（Dexter）所著的《美国教育史》（History of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中有过以下记载：

我们看到一个人赠一群绵羊，另一个人捐献价值9先令的棉布，第三个人捐赠一把锡镴酒壶，值10先令。另一些人捐赠一只精致的碟子、一把糖匙、一把上端镶银的大水壶、一只大盐碟、一只有垫盘的小盐碟。这些捐赠或遗赠物的价值，从5先令、9先令到1英镑、2英镑不等。[30]

可以想见，这些捐赠者并不是有余钱剩米的富人，他们财力单薄，却不忘慷慨捐资兴学。群众蕴藏的办学热情是不可低估的。

研究美国教育史的学者往往提出一个问题，美国的历史从殖民地时期算起，才300多年。他们在茫茫荒原上白手起家，迅速成为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教育超级大国，原因是什么？从教育历史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在众多的原因中，民众的热心兴学，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普通民众中广泛存在的这种没有写成文字的教育思想，理应成为教育史的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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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

本卷选择17世纪欧洲及美、日等国有代表性的教育理论进行探讨与介绍。

17世纪教育理论发展的中心毫无疑问当数欧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及宗教改革这两场接踵而至的思想解放运动及狂飙突进运动之后，中世纪的漫漫长夜宣告终结，资本主义新时代曙光初现。然而新与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激烈搏杀仍在持续进行之中，并贯穿了整个17世纪。

综观17世纪的欧洲，总的来说，堪称理性向信仰挑战、科学向迷信进逼、民主向特权发难的世纪。这种时代精神及错综复杂的现实矛盾、现实需要激发了思想家及教育家们的灵感，推动了教育理论的突破。人们纷纷“思必出位”（康有为语），冲破现实条件的束缚，构筑无不带有理想色彩的改造社会的蓝图，包括各类教育理论或方案。

17世纪欧洲教育理论的重要成果之一是以培根做先导，而由夸美纽斯唱主角的泛智论。所谓泛智论，简单说来，就是探索将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的方法。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庞大工程，也是根本改造学校教育的大胆计划。夸氏的泛智论大致包括以下观点和特点：

智慧使人精神丰富、心灵自由、生活美好，它比财富弥足珍贵。普遍提高人们的智慧，就能拨开迷雾，驱走黑暗，认识世界的本来面目，从而摆脱愚昧、无知及偏见。

智慧来自科学、来自经验的积累；人的经验越丰富、阅历越广泛，就越能产生智慧。

人类的经验和知识的积累因印刷术的发明而得到更广泛的传播，现在已有可能使智慧成为普通平民所享有的财富，因此，将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乃是可以成为现实的计划。

科学研究不是为了猎奇或满足理智上的快乐，智慧要帮助人认清人生的道路，为生活做好准备。

生命短促，学海无涯，每个人不可能穷尽一切知识，必须挑选各门知识中最重要、最有益于人生的精华教给一切人。

各科知识并不是孤立的、互不联系的，应当寻找隐藏在事务内部的一般的原理，探讨真理，开辟认识真理的共同途径。

必须编写适用的教科书，使之有利于将一切有用的知识教给一切人。

改革学校工作、改革教学方法，使学校从折磨儿童的地方变成发展智力的场所，变成对学生具有吸引力的机关，学校应向所有人开门。

正确的教学法必须遵循自然的程序，对文字的认识必须与对实际事物的认识紧密结合，实践为人的培养提供有效途径。

全社会的各阶层都要各尽其力，关心、支持普及教育、普及知识，培养人才的工作[1]。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泛智论中贯穿着理性主义、科学精神、民主愿望以及教育改革的开拓精神。泛智论代表了一种伟大的理想，并构成了 17世纪进步教育思想的主旋律。现在我们生活的时代距离泛智论的倡导者的时代已有将近4个世纪了，然而，穿越时光的隧道，我们还是不能不对泛智论倡导者博大的胸怀及远见卓识感到由衷的敬佩。我们认为，泛智论的宗旨及精髓在我们现在生活的时代仍未过时，仍具有堪供借鉴乃至发扬光大的强烈的现实意义。泛智论的提出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人们从泛智教育思想中不难发现几乎所有18世纪和19世纪西方教育思想的萌芽，以及现代教育改革运动的轮廓。

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初步确立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分歧与对立乃至斗争也是17世纪教育思想史上的大事。以培根与洛克为代表的经验主义者认为，人的认识的真正起源不在于神灵的启示或传统的权威，也不存在与生俱来的理性公理或天赋观念，一切真正的知识都发源于感官从外部事物得来的感觉经验。与此相反，以笛卡儿为代表的理性主义者认为，通过感觉经验得到的总是个别的或有限的知识。仅仅从感觉经验这个来源，不能说明人的认识如何从感性经验上升到理性的问题，不能说明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的真理认识的根据。因此他们便主张这种认识和感觉经验无关，而是“天赋观念”，或者主张人的理性自身具有将感觉经验提升到普遍原理的能力。

上述经验主义与理性主义的争论对后世发生重要影响。一个标志是：持有不同认识论观点的教育家之间的教育思想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一般而论，受到经验主义影响的教育思想通常都强调直观教学的作用，强调教学过程应从儿童感知具体事物开始，强调教学应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并注重发展儿童的观察力；而受到理性主义影响的教育家则强调教育应着重发展人的理性力量，认为理性的发展才是教育所要追求的目的，认为感性经验无非是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

在18～19世纪，以康德、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哲学家则力图在调和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基础上，提出新的认识论。例如，康德把人的认识过程划分为感性直观阶段、知性思维阶段和理性理念阶段3个阶段，从而力图以唯心主义的方式克服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各自的片面性，即为17世纪有关争论的延续及发展。

与经验主义有较多关联，但与理性主义也有一定联系的绅士教育理论是17世纪欧洲另一极具影响并占有重要地位的教育思潮。绅士教育思想最早产生于文艺复兴时期，以托马斯·埃利奥特、蒙田为重要代表，17世纪后在英国得到长足发展，并以弥尔顿及洛克为主要代表。绅士教育是在批判封建传统教育思想基础上确立起来的一种资产阶级现实主义教育思想。与教会教育思想和前期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不同，绅士教育要求教育应从现实社会生活的需求出发。其培养目标既不同于献身于天国的僧侣教士，也不是在诗文之府中冥思遐想的文弱书生，而是具有强健的体魄及广博的实用知识和技能，受过世俗道德熏陶的精明强干的资产阶级事业家。故其重要特征是具有强烈的功利主义及推崇实践理性。相对于传统旧教育来说它又是一次大胆的突破，代表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改革旧教育的迫切要求。应该指出，绅士教育思想的产生，为西方教育实践由教会教育转变为资产阶级世俗教育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并成为后世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除上述理论外，17世纪的欧洲进步教育思想家们还在以下方面作出了有益的探索和贡献。

在教育科学研究方法上，以培根为代表，创立了唯物主义感觉论和科学归纳法，力主通过观察实验，从许多个别具体事物中找出共同规律，从而为科学实验方法在教学工作中的应用开辟了道路。夸美纽斯则力图以引证自然的方式将有益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这些都代表了有益的探索，是对过去经院式或神学式论证方式的叛逆和突破。

各派教育家依据他们的哲学、心理学及人性论观点，分别提出了“白板说”“种子说”“暗箱说”等理论，其中前两种后来发展成为“外铄论”及“内发论”，成为近代儿童心理学及教育思潮中的两大流派。

人们对脱离生活发展的空疏无用、咬文嚼字的宗教教育及古典主义教育强烈不满，力图加强教育与生活的联系，扩充有实用价值的教学内容，加强实科的教学，使学校摆脱沉闷的局面，并更好地适应社会发展及实用型人才培养的需要。

有些人还进一步提出学校不仅要成为普及实用知识的场所，而且要成为改进技术、促进生产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的有力杠杆。这些主张的提出反映出人们对教育作为生产斗争工具的功能逐渐认清，并开始有意识地使学校教育充分地发挥这一功能。这不能不说是人们思想认识上的一大进步。

挟文艺复兴之余威，许多人要求进一步改进教育、教学方法，使教育更好地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其中，强调直观教学，重视通过感知获取知识成为这一时期进步教育家的共同主张。

继莫尔的《乌托邦》问世后，安德里亚及康帕内拉又完成了《基督城》及《太阳城》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名著，从而为 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乃至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中的教育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料。

许多人（尤其是英国教育家）严厉抨击了政府不过问教育的旧传统，并力图革除这一陋习，要求国家加强对平民子女教育的投入及领导。尽管近代各国国民教育制度（包括义务教育制度）在19世纪后才逐渐确立，但他们的呼吁及努力无疑是有益的，其进步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我们在综观近代教育发展趋势时，或许可将这些趋势归纳为 “五化”，即公立化、义务化、实科化（或实用化）、世俗化、心理化。而上述特点在17世纪的进步教育家的主张中都有所体现。

二

17世纪的美国仍处在殖民地时期。美洲早期移民主要来自欧洲，且多系新教徒（尤以清教徒为多）。他们来到美洲后，也将宗主国及原教派的教育理念、教育制度一并引进。早期移民历经千辛万苦来到美洲后，又需要胼手胝足，在茫茫荒原上抛洒汗水，用自己的双手创建一片属于他们自己的人间乐土。这种特殊的经历及环境，加上新教背景，要求他们注重实践理性，而无暇沉湎于象牙之塔中，优哉游哉，对那些脱离实际的学问赞赏有加，耗费光阴。这一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美国的教育理论虽然从总体上继承了欧洲的遗产，但形式主义的东西却少了许多。

在探讨17世纪的美国教育思想时，我们还注意搜集新的史料，如对平民群众的教育理念做了挖掘、探讨。我们认为补充这一方面的内容将使得教育思想史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同时，更充分地体现出人民大众的作用。

17世纪的日本尚处于封建社会的后期。教育思想界占主导地位的仍是儒家文化。这一时期的日本教育家们虽在思想上尚未挣脱封建传统的桎梏，但仍有不少创造与贡献，与同期西方相比，他们教育思想的贡献与理论价值也不可低估。

三

综上所述，17世纪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然而我们也应看到，由于受时代的局限，17世纪的教育思想也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不少人——包括即便是像夸美纽斯这样的进步教育家或康帕内拉这样的激进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教育理论并未和宗教脱钩（有的甚至仍带有强烈的宗教色彩），并常常试图用“旧瓶装新酒”的方式来阐述他们的新思想，这就是时代的局限使然。事实上。由于西欧的特殊宗教背景，在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前，资产阶级在一切思想领域的反封建斗争，几乎都披上了宗教的外衣，采取了神学争论的形式。17世纪的进步教育家也无法摆脱这一窠臼。

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的问世，标志着近代资产阶级教育学（后来人们称为“传统教育理论”）的初步形成。然而这一理论基本上以引证自然为其特点的自然适应性作为主要原理或原则，而缺乏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后来，经过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及乌申斯基等人的不懈努力，才使近代教育理论建立在心理学（或科学的心理学）的基础上，并使之具有了一个较为科学的外貌。在此意义上，代表17世纪教育思想最高成就的夸氏教育理论只能算是科学的教育学发展长河中的序曲。

洛克的绅士教育理论代表掌权后的资产阶级的教育理论，它在世俗化、实用化的道路上较之前人又大大向前迈进了一步，同时也具有反封建的民主精神。然而在论及与劳动人民有关的教育时，与夸美纽斯等进步教育家相比，则具有较多的保守性，反映了大资产阶级的需要及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

经验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各执一端，实际上他们的认识都具有片面性，并未真正把握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仍需依赖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诞生及指导。

尽管17世纪的教育思想存在诸多不足，然而我们应当承认，17世纪的教育思想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并为近代教育理论的更大发展奠定了基础，提供了先导。



[1] 参阅任钟印：《〈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简介》，载《夸美纽斯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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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18世纪延续17世纪已经开始的科学革命，使天文学、数学、化学、物理学、植物学诸科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在观念形态上，科学主义使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外观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科学革命直接使技术得到变革，因此18世纪的工业革命才会以机器的应用和工厂制的产生为起点。严格意义上说，科学还应包括社会科学，18世纪的社会科学已经自觉地用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去研究人性、道德、伦理、历史、经济和教育问题，尤其是使哲学科学化。科学革命对教育产生了多重影响，其中最大的影响是儿童成为令人感兴趣的研究对象，受到密切注意。18世纪是一个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时代。启蒙运动中涌现的思想潮流，如理性主义、浪漫主义、自然主义、唯物主义等直接影响启蒙思想家思考教育问题的思维。18世纪也是一个蓬勃开展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1776年的美国革命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资产阶级革命建立的民族国家使世俗主义，无论是自然神教主义，还是无神论主义，都得到彰显。教育思想也从此改变了方向，它不仅世俗化了，而且愈益依赖民族主义、民主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思潮，其中，教育与民族主义构成了最为紧密的联系，至今还在现实当中有所反映。现代化理论把18世纪描述为“双元革命”的时代，因为与资产阶级革命同时代的另一场革命，即工业革命更具有革命性。但本书认为，在18世纪，工业革命还只是初露端倪。尽管如此，工业革命所表现的自由资本主义、工业主义的思想意识无疑触及了教育问题，18世纪的教育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具有这个特征。正当英、法、美等国进行工业革命、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德意志却独树一帜地进行着一场同样对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启迪心灵的德国古典哲学革命。这场革命预示着“科学的”教育学时代即将到来。

由此看来，18世纪的教育思想是在科学革命、启蒙运动、资产阶级革命、工业革命和哲学革命的背景下产生的。但是，18世纪的教育思想是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产物，它成为构建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国家在18世纪出现了从绝对专制主义国家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型，因此，18世纪的教育思想还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当然，18世纪的教育实践也是教育思想的源泉。实际上，18世纪众多的教育家既是那个时代的教育思想家，也是那个时代的教育实践家。

18世纪教育思想的起点在于法国的启蒙教育思想。伏尔泰提出了“健全理性的自由人”的教育思想，高举反宗教和自由平等的伟大旗帜，以知识学习和唯物主义感觉论为基础，强调科学知识对于培养“健全理性的自由人”的重要性。不过受到伏尔泰明君政治思想的影响，他的等级制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孔狄亚克从感觉主义、经验主义、知识学角度，提出了人才培养途径的思想。孟德斯鸠的启蒙教育思想颇有特色，他从三种形式的政体理论提出了政体教育思想的基础，即政体原则，并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与政体相适应的是三种形式的政体教育。爱尔维修从教育批判入手，阐述了感觉、经验主义的智力平等思想，并提出生活之和的教育万能思想，指出人是教育的产物，教育即生活之和；论述了国家制度的生态教育功能，立法是社会环境中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教育功能，最终把教育引入了道德功利主义的视野中。与爱尔维修一样，狄德罗也提出了教育批判思想，并从发展教育的角度阐明了教育与国家和政府、教育与人的个性、教育与人的自然素质之间的关系。他的《百科全书》的知识观、实用主义科学知识教育观、唯物主义的科学知识认识论对于理解启蒙教育思想具有特殊的意义。霍尔巴赫在教育思想史上不太引人注目，但他作为一位在启蒙运动中具有独特地位的思想家，对教育的思索应当受到关注。他也是一个具有教育批判精神的思想家，从人学思想和理性与教育的关系出发，提出了人是环境的产物，认识到了政府的教育作用。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及了普及教育思想。孔多塞是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他提出了国民教育思想，认为国民教育是一种普及教育，探讨了国民教育的具体组织与实施。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提出了女子教育的主张。

在18世纪的教育思想家中，卢梭的地位在教育思想史上是不可动摇的。本卷首先从卢梭的生平和主要著作入手，在他的人性善和社会恶思想的基础上，探讨了他的自由、平等主义的教育思想，并重点研究了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和教育思想，他认为儿童自然发展和教育思想的前提是二重教育说。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涉及野蛮人和自然人的概念，以及卢梭对文明社会的诘难。重要的是，卢梭提出了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和外在自然规定，即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儿童的教育环境自然化。卢梭指出了儿童自然发展的状态和途径，以及自然状态学说、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经验主义哲学、感觉主义的经验论、自然神论等具有的教育意义。卢梭被称为“民族主义的先知”，无疑他还提出了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他从祖国观念、公民观念、公民和爱国者、爱国思想观念出发，提出了教育对于民族认同有重要意义的思想。卢梭思想中的国家教育论与道德理想国是联系在一起的。卢梭是那个时代的“父权制”妇女观的代表，他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想带有一定的保守主义特点。

法国可以说是18世纪的教育思想库，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也成为这个世纪一道亮丽的风景线。让·梅叶、摩莱里、巴贝夫（F. N. Babeuf）等空想社会主义者注重教育的作用，将教育作为社会改革和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手段。

从整体上说，18世纪英国的教育思想没有17世纪那样辉煌，但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以经济学理论来阐述国民教育思想，也具有鲜明的特征。需要提及的是，葛德文的教育思想也渗透了国民教育理论的精神。

从严格意义上说，裴斯泰洛齐是生活于18至19世纪的跨世纪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传承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其民众教育思想、政府教育思想、家庭教育思想、要素教育思想、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教育改革和实践以及对人的研究和人的观念基础上的。他还是最早提出教育心理化问题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对后世教育思想和西方各国教育改革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

18世纪德意志的教育思想是那个时代的产物，启蒙运动精神贯穿着整个18世纪的德国社会。在古典人文主义的大潮下，一大批启蒙思想家通过启蒙运动、狂飙突进运动和古典主义思想运动涌现出来。通过泛爱教育运动和开明君主专制国家教育改革，在法国启蒙教育的影响下，康德、歌德、席勒等启蒙思想家对人为什么受教育、人为什么能够接受教育、人怎样接受教育等问题进行了回答。席勒还对美育进行了思考，体现了18世纪德意志教育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为19世纪德国教育思想的世界性影响奠定了基础。

关于18世纪的意大利教育思想，本卷主要研究了启蒙思想家维柯。维柯从知识论出发，阐述了人性、心智发展和教育的关系，提出了教育美德的形成和智慧发展价值，并设计了一个课程体系。

俄国在18世纪经历了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过程，而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是其欧化的重要阶段。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普罗科波维奇、塔季谢夫、波索什科夫围绕着如何使俄国社会得到更快发展的问题，强调了教育的作用，主张扩大教育的范围，指出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的重要性。18世纪中后期，罗蒙诺索夫、别茨科伊、诺维科夫、拉季舍夫等先进的社会思想家强调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地位和民族文化科学的发展，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祖国的儿子和公民问题。

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是在北美从英属13个殖民地的最后建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这样一个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折过程中形成的，同时经历了启蒙运动。其中，爱德华兹和富兰克林是两个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富兰克林代表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利益，因此其启蒙教育思想带有强烈的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性质，他的理性道德观直接决定了他的清教伦理精神和教育思想。他对学校制度的阐释反映了他对美国现代教育制度的建构。重要的是，他从民族主义的立场出发，提出了民族性格的培养和美国化的教育思想。这种思想在美国建国早期的教育思想中非常普遍，如韦伯斯特敦促拼音改革，强调美国语言的重要性，反对美国青年的欧洲教育；杰斐逊也反对美国青年在国外学习；华盛顿提出通过教育培养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杰斐逊以道德制度的理想社会理论、政治社会理论和道德意识论的“人性”学说为基础，提出了现代化国家教育体系及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免费性、优异性和均等性等现代教育的现代性思想，奖学金制度思想。华盛顿以联邦主义政治哲学为基础，提出建立传播知识的国立大学计划，并充分认识到教育的发展价值。

本卷还对18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认为18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中确然出现了近乎近代教育思想观念的萌芽，尤其是关于庶士教育平等的观点、关于儿童天性及相应教育的主张、注重实学的要求、对学校教育体系的设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转变等，显得格外突出。重要的是，这些思想像18世纪日本整个思想界、学术界一样，具有一定的启蒙倾向。

本卷是集体研究的成果，具体撰写人、各章节顺序及内容均需重做说明，如下：导言、第一章、第二章、第八章第一节和结语由北京师范大学的朱旭东撰写；第三章、第五章、第六章由华东师范大学的王保星撰写；第四章由华东师范大学的巨瑛梅撰写；第七章由广西师范大学的徐学莹撰写；第八章第二节由中央民族大学的吴明海撰写；第八章第三、四、五节由浙江师范大学的郑崧撰写；第九章由北京师范大学的吴式颖撰写；第十章、第十一章由福建农林大学的杨孔炽撰写。


第一章 18世纪的社会与教育

18世纪的西方社会处于一个风流人物辈出的时代，是一个思想表现形态异彩纷呈的社会。“……18世纪是中产阶级与绅士的时代，是博学与轻佻的时代，是科学的与浮华的时代，是欧洲的尤其是法国的时代，是古典的而又染着浪漫色彩的时代……”[1]“那是一个拥有原理和世界观的时代……它力图理解并阐明人类生活——诸如国家、宗教、道德、语言——和整个宇宙。那是一个拥有哲学信条的时代，那是一个有勇气写作……的时代。那是一个自由和独立思考的时代……”[2]“18世纪被冠之以各种名称：‘理性时代’、‘启蒙时代’、‘批判时代’、‘哲学世纪’……它最贴切的名称或许是‘人文主义时代’。”[3]然而，确切地说，它是一个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精神和物质现代性表现共生的时代。尤其是精神现代性达到了奠定现代化社会最核心、最基本观念的境界。首先，它继承了自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来的人文主义的内核，彻底抛弃了束缚人性的宗教神学，走向了浪漫主义追求人的自我完善和价值实现的人性解放道路。其次，它秉承了自17世纪以来科学革命的理性底蕴而达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理性的进步和知识的增长以及经济增长过程的理性主义巅峰，浪漫主义和理性主义凝聚成启蒙运动的思想核心。再次，15至17世纪，西欧出现了近代高举民族独立、平等旗帜的主权国家，它们通过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废除中世纪的封建特权和教皇权威，使世俗主义、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旗帜高扬。最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后滋长了资本主义张扬下由市场自由主义经济所推动的产业革命的勃兴。无疑，18世纪是一个经验（唯物）主义、自然（浪漫）主义、理性主义、世俗主义、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与工业主义共生的时代。作为人类认识自身的组成部分之一和构筑人类自己未来命运的组成部分之一的教育思想，在这一时代所激扬的现代性张力下，无疑会展现出西方教育现代性的诸种形态。

第一节 18世纪的社会与教育思想

一、承前启后的科学革命与教育思想

按现代意义理解，科学的内容很广泛，既包括自然科学，也包括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等。这里研究的是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其对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发展的影响以及这些发展与教育的自然科学是否直接与教育发生关系，而在本卷看来，在18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对哲学认识的影响导致了人们对人类社会认识的改变，进而改变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因此自然科学与教育的关系是通过哲学这个中介建立的。18世纪的科学家们对科学的认识和研究，继承了16、17世纪以来的科学研究成果，整体上推进了自17世纪以来的科学革命。这里理解的科学革命既包括作为实践形态的科学革命，就是回答18世纪的历史上实际发生了什么样的科学变革；也包括作为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即科学家对科学的认识。而这种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对社会科学和哲学所产生的作用直接影响了人们对教育的认识。

（一）诸形态的科学革命

18世纪的科学革命在整体上没有17世纪那样辉煌，因为17世纪，在天文学上所发生的哥白尼革命是一次“天文学基本概念的革新”，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理解的一次根本性的变更，是“西方人价值观转变的一部分”。[4]它不仅仅是科学的一场革命，而且是人的思想发展和价值体系的一场革命。

17世纪的科学革命使“18世纪‘显著地’成了一个‘信仰科学的时代’”[5]，同时，18世纪也作出了自己的科学贡献。在数学上，代数学扩展并得到系统化，三角学推广成为数学分析的一个分支。别尔努利（James Bernouilli）在牛顿和莱布尼茨（Gottfried W. Leibniz，1646—1716）发明的微分学基础上发展了微积分学，在实验中测定了地面重力和万有引力常数。牛顿的思想传到法国，达朗贝尔（d’ Alembert）承担了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任总主编的《百科全书》的“数学”的编纂工作。泰勒（Taylor，1685—1731）和马克洛林（Maclaurin，1698—1746）进行了级数的研究，并应用到振荡弦的理论和天文学上。布莱德雷（Bradley）根据恒星光引差的观测结果求得光线传播的速度。欧勒（Leonard Euler，1707—1783）创立了分析数学。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1736—1813）创立了变分学，并把微分方程式问题系统化了，可以用于物理学，提出了天文学上三体相互吸引力的计算处理方法；他的《分析力学》通过虚速度和最小作用原理把全部力学建立在能量不灭的原理上。莫佩屠斯把空间（或长度）和速度的乘积的总和叫作“作用”。拉普拉斯（Pierre Simon de Laplace，1749—1827）修改了拉格朗日的位函数的方法，改进了引力问题的处理，证明了星际的运动是稳定的，星际的相互影响和彗星等外来物体所造成的摄动只是暂时的现象。1796年，他发表了《宇宙体系论》一文，提出了星云假说，认为太阳系是从一堆旋转着的白热气体演化而来的；他的《天体力学》用微分学诠释了牛顿的《原理》（全名是《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内容，总结了有关概率论的研究成果。

从17世纪后半叶到18世纪末是近代化学的孕育时期。荷伯格（W. Homberg）研究了碱和酸在各种比例下的化合，为酸和碱化合而成为盐的理论提供了有力的证据。黑尔斯（S. Hales）研究了许多气体，如氢、碳的两种氧化物、二氧化硫、沼气等。18世纪上半叶，最伟大的化学家是普鲁士的斯塔耳（G. E. Stahl，1660—1734），他提出了“燃素”理论，解释了火焰和燃烧的现象。布莱克（Joseph Black）发现了二氧化碳和碳酸。舍勒（Scheele）发现了氯气。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于加热氧化中制出氧气，并且发现它有维持燃烧的独特性能，证明氧是动物呼吸必需的气体。卡文迪什（Henry Cavendish，1731—1810）证明了水的复合性。18世纪最富传奇色彩的科学家当属拉瓦锡（Antoine Laurent Lavoisier，1743—1794），他掀起了一场化学革命，批判了燃素说，建立了科学的氧化燃烧理论。

在植物学方面，林耐（Carl von Linne，1707—1778）根据植物的生殖器官创立了驰名的分类体系，1735年出版了《自然系统》一书，系统阐述了植物分类的原则，描述了1.8万种植物。德国的科学家沃尔夫（Karl Friedrich Wolff，1733—1794）用小鸡的实验材料说明在胚胎发育过程中小鸡的肠子是逐渐形成的，后来他被誉为“近代胚胎学的创始人”。在动物学领域，布丰（Georges Buffon，1707—1788）的百科全书式巨著《动物自然史》出版，标志着现代动物科学第一阶段的结束。斯帕郎扎尼（Abbe Spallanzani，1729—1799）证明，煎液经大火煎之后不和空气接触，任何微小的生命也不会出现，他成为现代微生物学的先驱。生理学上，斯塔耳提出了生物体中的变化为弥漫于体内的一个“有感觉的灵魂”所支配，它直接控制着身体内的化学过程和其他过程。在他看来，人体不是为一般物理和化学定律所支配的，当它活着时，为一个有感觉的灵魂所管理，灵魂和身体之间的桥梁在于运动。他是现代活力论的创始人。波尔哈夫（Hermann Boerhaave，1668—1738）在《医学组织》一书里提出消化的性质是近于溶解而不近于发酵。德·列奥弥尔（de Reaumur）与斯帕郎扎尼用狗等动物进行实验，对消化有了新的认识。黑尔斯从马身上得到了血压。哈勒（Albrecht von Haller，1708—1777）的《生理学纲要》第1卷出版，标志着现代生理学的建立。他叙述身体各部分的生理知识，在呼吸机制、胚胎发育和肌肉的易受刺激性研究上作出了重要贡献。

整体上，18世纪的科学成就之一与其说是取得了重要的新发现，还不如说是把已经发现的知识扩展到比以前更大的范围。比如说，到18世纪中叶，牛顿的原理实际上已在法国取得完全的胜利，牛顿的科学从英国和法国传播到欧洲的其他各地。受过教育的普通人不需要专家就能弄懂科学技术，甚至大学也受到了当时思想运动的影响：“在1702年到1750年之间，剑桥大学设立了解剖学、天文学、植物学、化学、地质学、几何学以及实验哲学的教授职位。”[6]

（二）观念形态的科学主义

“要总结18世纪的科学思想，我们不但需要考虑大物理学家、大化学家和大生物学家的工作，而且需要考虑某些主要是哲学家和著作家的工作。”[7]科学非常深远地影响着哲学、政治、宗教、艺术等一切方面的观念。科学作为一种知识，是人类实现自己目的的工具。牛顿所描述的世界图景，同时也反映了在宗教上转向自然神论、在政治上转向自由主义和在经济上转向放任主义的趋向，正如以后达尔文的自然淘汰和生存竞争理论本质上反映了资本主义时代的自由竞争一样。

从17世纪以来发生的科学革命，经现代实验科学的建立，其间尤经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强调科学的真正目的是用新发明来丰富人类生活的影响，科学逐渐被认为是一种力量。人们乐观地采用科学知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通过观察、试验和合理思考，可以使之获得发展。这种新的科学观念的确立，极大地促进了科学的发展及其应用。

自然界成为人们明确要加以征服的对象，成为人类财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在对自然的征服中，生产力迅速发展起来，而为了更好地征服自然，自然科学也更加兴旺发达起来。自然界与人的现实关系的改变是观念形态发生根本性变革的基础。

自然哲学和科学实验天然地结合起来。到18世纪，自然研究经过许多世纪的苦苦探索，已经跃入了科学的稳妥途径，实验科学已成为人类探索自然、发展自然科学的唯一有效门径，而且也只有通过实验科学，才能把理性从神学的迷雾中解放出来归还给人，人有可能使18世纪成为发明的世纪并走向改变整个社会的“工业革命”。各门科学在18世纪已经具有了科学形式，科学和哲学结合的成果表现为唯物主义、启蒙运动和法国的政治革命。科学主义在18世纪获得发展，使人的思维方式和社会状况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但是，尽管自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1473—1543）以来，自然科学开始力图摆脱神学的桎梏，从培根、笛卡尔到莱布尼茨力图发展科学的思维，但始终不能突破自然界是上帝安排的目的论。“在这个僵化的自然观上打开第一个缺口的，不是一个自然科学家，而是一个哲学家。1755年出现了康德的《自然通史和天体论》。关于第一次推动的问题被取消了；地球和整个太阳系表现为某种在时间的进程中逐渐生成的东西。”[8]

18世纪，科学思想最重要的新发展是把科学分析运用到人本身，首先运用于心理学，然后运用到社会生活。用休谟（David Hume，1711—1776）的话说，启蒙运动认为，对人的研究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达朗贝尔在《百科全书》的“实验”条目中指出，对作为社会动物的人的研究，包括对人的道德和历史的研究是实验哲学的一个课题。

更为重要的是，“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信心十足地辩称，假如人类能发展出科学而且理解自然界的定律，那么也能改造社会、政治以及人类生活的其他各种领域”[9]。于是，在逻辑上，我们可以认为，科学的定律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同样可以用来认识人类的教育领域。事实上，在18世纪，教育已成为思想家们思索的重要领域之一。

（三）社会科学

18世纪的启蒙运动极大地推动了西方思想的世俗化进程，其中最突出的表现就是思想家关注人的生活，用科学的方法与原则去研究人性问题、道德问题、伦理问题、历史问题、教育问题。由于启蒙思想的特点在于以科学证明哲学或使哲学科学化，所以在理性面前，人、自然、国家与社会都成了理性可以加以分析、研究，从而找出其规律与准则的认识客体或对象。在启蒙思想家看来，世界上的事物都按照牛顿力学的方式运动，人的灵魂、肉体和国家、社会都可以通过理性所发现的原则和原理而达到尽善尽美的状态。他们提出社会所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及其赖以生存的条件，并设计出合乎理性的方法，建立社会的新秩序，以实现人在自然状态中与生俱来的平等与自由。在理解社会方面，孔狄亚克（Condillac，Etienne Bonnot de，1715—1780）指出，在社会中存在“人为共同体”，按照理性的法则，在此共同体中的每一等级的公民都不可用自己的特权扰乱整体的平衡与和谐。孟德斯鸠（Montesquieu，Charles Louis de Se Condat，1689—1755）力图通过三权分立说来造就一种能够实现人最大限度自由的国家制度，因为按照理性要求，只有相反力量的相互制衡才能实现最大限度的自由。卢梭（Jean Jacques Rousseau，1712—1778）提出了人民主权说，为人民推翻专制制度，建立民主、自由社会提供理性根据。在理解人方面，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说灵魂是物质的一种属性；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说人是机器或植物，服从于机械的自然法则；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认为自爱是人的本性，所以道德必须以承认人的自爱为前提，而社会也应以维护人的自爱为目的。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通过对人的科学法则的全面研究，找出合乎理性的法则，并以此为标准，批判现存秩序，以推动社会的全面进步。

（四）科学的物质形态——技术

在18世纪，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一方面，科学家对实际问题的兴趣很浓厚；另一方面，实际工匠或技师对自己工作的科学方面表现出新的兴趣。

化学家马格拉夫把他的化学知识应用于用甜菜根制造糖；富兰克林发明了避雷器，对家用炉作了一些改进；地质学家赫顿发明了硇砂制法；勒布朗用盐和硫制备苏打；贝尔托莱采用氯来漂白纺织品；马凯、贝尔托莱和其他化学家发明了纺织品染色新方法；米欣布罗克、马里奥特、库伦和其他科学家做了一些同建筑和工程有关的实验；法国地质学家德马雷斯任法国工业总监，提出了许多关于布匹、纸张、乳酪等等制造的报告；夏普、罗伊泽尔、萨尔瓦尔和其他人发明了电报系统；巴黎科学院出版了20卷书，完备地说明有关工艺品的问题，并配有插图。[10]

18世纪的技术变革表现在多方面：在农业方面，如家具、农业工序改进；在纺织发明方面，如辊纺纱方法、水力纺纱机、珍妮纺纱机、第一台动力织机、织物漂白工艺用稀释的硫酸和氯气作为漂白剂；在建筑方面，如材料强度、挡土墙、住宅房屋、家庭火炉；在运输方面，如道路和车辆、桥梁、运河、轮船、港口和灯塔、气球和降落伞，发明了利用汽力推动的火车和牵引车、蒸汽车等；在动力设备和机械方面，如泵抽设备和水轮、风车、机床；在蒸汽机方面，如纽可门（Thomas Newcomen，1663—1729）的空气蒸汽机、瓦特（James Watt，1736—1819）的单独凝汽器和旋转蒸汽机；在矿业和冶金方面，引入和推广应用蒸汽动力，尤其是瓦特的蒸汽机；在工业化学方面，兴起了工业化学、硫酸和碱的生产。此外，还有透镜和反射镜的制造，机械计算器（如计算尺、计算机器），通信等方面的发明和创造，尤其是伴随18世纪70年代在英国开始的产业革命，出现了近代以来的第一次技术革命。它开始于纺织工业的机械化，以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为主要标志，继而扩展到其他轻工业、重工业等各工业行业。

（五）科学革命对教育的影响

科学革命对教育的影响是两方面的：一方面，18世纪的思想家把牛顿的力学原则运用于人文和社会科学，甚至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现象乃至人们的生活都服从于机械的因果律、惯性规律、引力与斥力规律，从而使整个教育内容带有科学主义倾向。教育学“作为一个与科学有关的主题是在革命时期充分发展成熟起来的”。“18世纪使‘一切’都受到严格的检验。这是‘使教育首先成为一个问题，然后成为一门科学，最后成为一门艺术因而形成教育学’的时期。”[11]另一方面，它使教育思想家们把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人类知识的典范，让学生掌握可算可测的知识、技能、技巧，传授自然科学的知识与法则，提供快速有效的实用知识，以期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这种科学主义的教育目的，反映了科学主义社会发展观对人才培养规格的要求。科学主义教育思想强调科学知识在社会和人的发展中的作用，尤其强调科学知识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以满足社会对功利性追求的需要。“这是一个自然科学的发明时代和机械发明的时代，这也是拉瓦锡和拉普拉斯的时代。尽管英国科学依然是富有的业余爱好者的天地，尽管科学教学工作（除数学外）大部分仍掌握在医学教授或不信国教的科学院的导师或博物学的巡回讲师手中。”[12]科学革命和技术发明同时直接为现代学校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如贝利多（Bernard Forest de Belidor，1693—1761）撰写了最早的工程学教科书[13]，在法国建立了交通工程学校、高等理工学院；1751年，英国出版的一本数学教科书成为持续半个世纪之久的畅销书[14]。

到18世纪后半期，教育思想中体现出的科学精神确实是显而易见的。“关注教育的大科学家普遍敌视传统的教学方式，特别是敌视从以神为中心的文化所承袭下来的宗教问答式的教学方法，这当然就影响到对教育的态度。”[15]教育实验的部分背景是科学思想得到更广泛的传播和科学方法日益得到人们的尊重。科学最大的影响是改变和增加了人类的认识能力，例如，对人类生理基础的知识，人的神经系统与动物界现象之间的相似性，人体活动和动物行为的化学作用的研究，肌肉—神经动力与物理学理论的关系，生理行为现象与思维现象之间的关系等的认识。尤其是儿童成为令人感兴趣的自然现象，儿童受到密切注意，被当作实验的对象。例如，伟大的博物学家布丰就表现出了对人类学的兴趣，“布丰提示，每一个人可以说都有自己的一部自然史，由此而产生了卢梭关于教育要按照自然阶段来进行的概念”[16]。

二、震撼世界的启蒙运动与教育思想

启蒙运动既是贯穿于17至18世纪欧洲的一次思想运动，也是欧洲社会、精神、文化领域的一次批判运动。在这里，启蒙运动是指18世纪以法国为中心的欧洲资产阶级思想和文化运动，它在近代科学与哲学的基础上，用源于自然法的理性原则、宗教宽容、政治平等、经济自由和进步观念，打破了人们对上帝的迷信和对“高贵”血统的敬畏。“启蒙运动是欧洲文化和历史的现代时期的开端和基础，它与迄至当时占支配地位的教会式和神学式文化截然对立……启蒙运动绝非一个纯粹的科学运动或主要是科学运动，而是对一切文化领域中的文化的全面颠覆，带来了世界关系的根本性位移和欧洲政治的完全更改……启蒙运动的基础在17世纪以及更往前的文艺复兴，其繁盛期在18世纪，衰落于19世纪。”[17]康德曾经说：“如果现在有人问：‘我们目前是不是生活在一个启蒙了的时代？’那么，回答就是：‘并不是，但确实是在一个启蒙运动的时代。’”[18]言下之意是：在康德看来，18世纪的社会并不是具有启蒙的结果的时代，而是一个正在发生启蒙的时代，也就是启蒙运动的时代，而所谓“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别人的引导就缺乏勇气与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状态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Sapere aude！要有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19]。看来，启蒙运动时代是一个理性的时代，也就是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去摆脱思想的枷锁。康德进一步说，启蒙运动除了自由而外并不需要任何别的东西，而且是一切可以称之为自由的东西之中最无害的东西，“那就是在一切事情上都有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20]。这里的自由即指言论自由。但同时，康德指出：“我把启蒙运动的重点，亦即人类摆脱他们所加之于其自身的不成熟状态，主要是放在宗教事务方面，因为我们的统治者在艺术和科学方面并没有向他们的臣民尽监护之责的兴趣；何况这一不成熟状态既是一切之中最有害的而又是最可耻的一种。”[21]

在时间上，欧洲的启蒙运动实际上发源于17世纪的英国，从英国传播到法国，又从法国传播到德国和其他国家。在法国的启蒙运动中，那些在法国为即将到来的革命启发过人们头脑的启蒙思想家们，以其磅礴的气势，向法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以及维护这种制度的宗教神学的信仰主义、蒙昧主义发动了猛烈的攻击。这场启蒙运动经历了从孟德斯鸠、伏尔泰到狄德罗为代表的三代思想家的苦心经营，一度执法国思想界乃至欧洲思想界之牛耳，而伏尔泰可以说是它的最高化身。英国的启蒙运动不像法国那样蔚为大观，但所有遵循启蒙思想家洛克（John Locke，1632—1704）的原则的哲学家都可以称为启蒙者，包括自然神论者、道德学家和哲学家、政治学家，如休谟、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伊腊斯穆斯·达尔文（Eramus Darwin，1731—1802）、《政治正义》（1793）的作者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人权》（1791—1792）和《理性时代》（1794）的作者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1737—1809）等。德国的启蒙思想属于传播型的。英、法启蒙思想传到德国，使启蒙运动精神同样贯穿于18世纪的整个德国社会，它主要表现在德国的哲学、文学和教育等领域的思想界，经历的时间从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早期启蒙哲学家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和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以及启蒙运动鼎盛时期的哲学家康德、启蒙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启蒙教育家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v，1724—1790）。

在空间上，巴黎是18世纪70年代启蒙运动的中心。从角色身份上看，启蒙思想家们创造了一种崭新的写作思想：文章简明易懂，有时还不乏娱乐性。所以18世纪的教育思想家中有的是记者、宣传家，有的是杰出的文体学家，他们的语言在文学界以外受到了大众甚至妇女们的欣赏。从文化上看，启蒙文化是依靠印刷出版业作为宣传媒介的，在当时的欧洲主要城市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使他们可以在知识界和普通民众中倡导改良运动。他们抨击18世纪社会的种种弊端，包括宗教狂热和宗教迫害、贵族的腐败、酷刑、恶劣的监狱条件、奴隶制、贵族特权等。他们对教会和教士们的抨击极其大胆，启蒙哲学家们谴责了中世纪文化的各个方面，指出：“没有任何一条纽带能像基督教那样有力地将西方文化连为一体。”[22]这场启蒙运动在政治上无意于破坏政治秩序，因为作为自由的文化运动，启蒙运动的宗旨在于逐渐地改变人类的生存条件；但这个世纪的激进派思想家希望在政治上立即看到传统君主体制、贵族阶层和教会的崩溃。

启蒙运动还是欧洲17世纪思想的传播运动。一方面，18世纪的启蒙精神来自17世纪的科学革命；另一方面，“启蒙精神发扬和普及了培根和笛卡儿的思想，发扬和普及了培尔（Pierre Bayle，1647—1706）和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1632—1677）的思想，特别是发扬和普及了洛克和牛顿的思想，发扬了自然法则哲学和天赋权利哲学”[23]。像伏尔泰撰写的两部著作《哲学通信》（1737）和《牛顿哲学原理》（1738），不仅使欧洲其他地方的人越来越多地了解英国，而且还普及了新颖的科学思想：培根的归纳哲学、牛顿的物理学和洛克的感觉心理学。

启蒙运动不仅是思想创造和传播的运动，而且还是思想的辐射运动。它所具有的思想感染力不仅惠及法国本土，而且还远播整个欧洲。因此，法国当代思想家利奥塔（J. F. Lyotard）指出：“西方的启蒙运动产生了两套宏大叙事模式（grand narrative）：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的神话和以黑格尔（George W. F. Hegel，1770—1831）为代表的思辨真理的神话。”[24]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相比，启蒙运动的重要性首先在于：它不是欧洲历史的一个短暂性插曲，而是划时代地全面更改生活世界，“它给一切可称之为现代思想和社会生活之问题盖上了日戳”[25]。这就是说，到了启蒙时代，种种现代性问题才被不断提出。按这种逻辑，启蒙运动也是教育现代性表现强烈的时期，但与教育思想之间构成密切关系的是浪漫主义、自然主义、理性主义和唯物主义。

（一）浪漫主义与教育思想

“从18世纪后期到今天，艺术、文学和哲学，甚至于政治，都受到了广义上所谓的浪漫主义运动特有的一种情感方式积极的或消极的影响。”[26]浪漫主义作为一种思潮虽由卢梭所开创，它与理性主义强调人的理性至上、经验主义倡导感觉为根本一样，强调的是人的激情和意志，反抗外在世界施加在人身上的束缚。牛顿的科学思想不仅为启蒙学者提供了理论依据，他揭示的井然有序的、永恒不变的宇宙秩序也成了法国等级森严的政治统治制度的根据和象征。这种沉闷的政治状况与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不相容，因此，资产阶级便鼓吹激情至上，反对理性和制度的束缚。这种激情是一种与封建等级制度相对立的争取人人平等的激情。卢梭的理论强烈地表达了这种浪漫主义的社会思潮。卢梭的浪漫主义思想深刻地影响文化领域，它演变成文学艺术领域的浪漫主义运动，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雨果（Hugo，1802—1885）、拜伦（Byron）这群文坛巨星，是这场运动的领袖人物。

这种浪漫主义思潮明显地在教育思想中反映出来，有学者甚至认为，卢梭的教育思想是浪漫主义的教育思想；席勒则因其《美育书简》而被尊崇为现代美育的始祖。[27]

（二）自然主义与教育思想

这种自然主义思想是建立在形而上学机械唯物主义自然观基础之上的，其中心思想是自然界绝对不变。“然而，这个时代的特征是一个特殊的总观点的形成，这个总观点的中心是自然界绝对不变这样一个见解。……在这个自然界中，今天的一切都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而且直到世界末日或万古永世，一切都将和一开始的时候一样。”[28]自然一词原文为nature，凡是由自然而来的东西都是自然的；人是自然的一部分，所以人的权利就是自然的。“自然主义是在这样意义上使用的：相信事物和事件的‘自然秩序’，或者说，相信自然过程有其固有的秩序，而不存在神奇的或者自然的干预。”[29]因此，在18世纪的思想家中，无论是卢梭的天赋人权，还是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30]的人赋人权，都强调自己是自然的。天赋人权强调其天然的成分，人赋人权则强调其传统的成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的一个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自然”规定，这个自然是启蒙思想以来全部意识形态的本质。它假定在摆脱了封建专制的“人为”强制之后，人类社会所进入的生存状况是最符合人的天性的天然存在形式。但是，这种所谓“自然”不过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动自发性的表现。启蒙思想首先体现在政治哲学方面：以自然状态论为基础，提出了国家主权至上论；国家建构不再是上帝授权的行为，而是人的自然理性的成品，社会秩序摆脱了此岸与彼岸的关联。以国家理性的理念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是“启蒙时代的真正开路先锋”，它为经济生活和社会秩序的世俗化铺平了道路。商业活动的扩张、技术工业的发展都是世俗政治建构的后果。世俗政治建构打破了封建制经济，全面促进了自由市场经济，使经济活动从宗教生活秩序的关联中分离出来。随着自由经济的扩张，市民阶层才日趋结集。政治上的国家主权论与经济上的重商论携手，世俗政治—法权的自主与劳动—资本的自由互相补充。这一切基于一场关于自然理念的革命，新的自然观念使社会生活的变迁方向正当化了，这才是启蒙运动的实质意义之所在。

启蒙时代最重要的思想革命是确立自然之神的地位。自然概念在中世纪希腊和基督教的思想中的定位与这一概念在启蒙时代思想中的转位，是理解启蒙时代现代原则的关键。

启蒙时代的“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所具有的批判意义不可低估，尽管自然宗教论本身是从神学的传统主题上发展出来的，自然道德论在传统神学体系中也有牢固的根基。把启蒙运动视为反宗教、反神学教条和权威运动的论点应当重新认识，因为无视启蒙时代自然神论的历史作用，会妨碍对现代性问题的深度把握。自然宗教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深远意义在于：以超自然为根据和支撑的传统教义思想被削弱，教义神学分化为宗教哲学和宗教伦理学，基督教理论失去了超自然的、教会认准的启示规约，成为自然真理的一种神性绪言。从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方面来看，“自然权利论”更换了传统的、与神性秩序相关的自然法理论，反映出与自然神论更换启示神论相同的内在逻辑。自启蒙时代以来，诸多革命性诉求和主义论说无不以“自然权利”为基础（在美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之前，“自然权利论”已经确立）。

18世纪的自然主义还体现在宗教的自然主义哲学上。宗教哲学也打出理性主义旗帜，但其更深层、更本质的东西却是自然主义。“Deism”这词译作“自然神论”，指人们单靠理性就能认识上帝凭理性法则创造的自然，从而认识以理性法则创造自然的上帝，但它的更深层的含义则在于“神即自然”。近代的宗教哲学所信仰的是理性化了的自然，而不是人格化的神。这种标榜理性主义和自然主义对批判中世纪的以神为中心的信仰主义和启示主义无疑有十分积极的作用。但是，它既然恪守自然主义和以自然主义为基础的理性主义，势必不能彻底消除信仰主义而只能以对自然、自然物、自然力的信仰取代对神的信仰。

自然主义思潮对18世纪乃至整个19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构成了18世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之一。卢梭、巴西多、裴斯泰洛齐等教育思想中包含的深刻的自然主义成分是这个世纪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特征。

（三）理性主义与教育思想

18世纪是理性的时代，但它有两种表现形态：一种是从帕斯卡（Pascal）到笛卡尔的法国本土的先验理性；一种是从培根到洛克的英国经验理性。[31]从现代角度看，其真正的思想启动点在于笛卡尔的先验理性主义，“我思故我在”为人类奠定了一个全新的自我确证基础，不再是冥冥中的上帝或任何不可知的神秘之物，而是人自身的“自我意识”，是一种内视、演绎、否定性理性。经验理性高喊的“知识就是力量”，是一种外视、归纳、肯定性理性。“18世纪被称为启蒙时代，或理性的时代。”[32]“‘理性’成了18世纪的汇聚点和中心，它表达了该世纪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一切，表达了该世纪所取得的一切成就。”[33]启蒙或理性意味着，知识界表现出对理性力量的极大信任，知识人竭力对欧洲的制度和信仰作出理性的分析。强调个人应该独立地进行理性思维，而不依附于任何学派、教会和学院权威。从价值观上，使个人的宗教自由、思想自由和人身自由、拥护人道主义的价值观与对科学和理性的信仰、对人类进步的信仰结合起来。

以启蒙运动为代表的新理性是一种科学理性、革命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理性又是道德理性、情感理性（它反映在艺术领域即理性的浪漫主义或浪漫的理性主义）。

对理性的热衷产生于17世纪的科学革命，像伽利略、波义耳、牛顿等人创造的实验方法，以及牛顿的机械论宇宙观对启蒙运动都有着极大的影响。因为科学革命表明：宇宙间的秩序和可用数学加以证明的法则在自然界中起着作用。而更重要的在于，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认为，用类似的法则和理性来审视人类社会，也是可能的。

理性在批判传统宗教神学的同时，它还要对现存事物，如习俗、道德、社会状况、政治权威的腐化变质状态作出反映，还要攻击各种偏见，揭露社会中存在的腐化、丑恶与下流的事实，嘲笑、蔑视并憎恨一切的不义与伪善，体现了理性本身所固有的批判精神。也就是说，启蒙思想家不但要通过理性去研究自然，而且要通过它去认识人性、道德与社会，并为人的幸福未来设计出了种种绚丽诱人的蓝图。理性深入知识的各个领域，以理性为最高权威，一切必须服从理性。18世纪的理性体现了能力和力量。启蒙时代是一个人们敢于运用自己的理智的时代，是一个把理性和科学推崇为人的最高感官境界的时代，而这一切都是以理性作为一种能力和力量的前提。18世纪的启蒙哲学家一方面从笛卡尔那里学到了批判、怀疑、崇尚理智、相信原则和原理的精神；另一方面又从洛克那里学到了重视经验和应用自然科学原理与方法解决哲学问题的传统。与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不同的是，他们强烈反对从原理、原则、公理演绎出现象和事实，而主张从现象和事实上升到原理和原则。

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的理性主义主要体现在通过对人的自然性的认识，来揭示人的教育规律，从而科学地建构现代教育制度。

（四）唯物主义与教育思想

“18世纪真正的倾向是经验主义。”[34]法国的唯物主义哲学代表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最高水平。这种唯物主义哲学继承和发展了17世纪经验派和理性派哲学中的合理思想成果，特别是继承和发展了以洛克为代表的唯物经验主义的成果。唯物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是以狄德罗为首的百科全书派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是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霍尔巴赫（Paul Heinrich Dietrich d’ Holbach，1723—1789）等人。他们公开宣扬唯物论和无神论。唯物主义哲学是一种符合时代潮流、反映时代精神的“真正哲学”。由拉美特利和霍尔巴赫创造的唯物主义是18世纪的法国哲学以至整个欧洲启蒙哲学的主流、基石和支柱，代表着唯物主义发展过程的一个新阶段。唯物主义哲学把理性和信仰彻底划开，并使理性占据了绝对地位，信仰彻底失势。而在培根那里，理性和信仰平分秋色；在洛克那里，理性是有限度的，容忍来自于神启的信仰。恩格斯高度评价了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18世纪科学的最高峰是唯物主义，它是第一个自然哲学体系……”[35]

但18世纪的唯物主义是机械唯物主义的典型形态。在自然观上，它贯彻了彻底的机械唯物主义原则，运用战斗的无神论，给宗教神学以沉重打击；在认识论上，坚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唯一来源，感觉的基础是客观物质世界；在社会历史观上，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强调“人是环境的产物”，提出“意见支配世界”的命题；在世界观上，他们认为世界是物质的，物质是永恒的，物质是世界上唯一的存在物，是构成自然界的唯一资料。整个世界是一架机器，能够自己进行有规律的运动，动物和人乃至整个宇宙都是一架机器。

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具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彻底的无神论，把神从自然界中彻底地驱逐出去，把无神论和唯物论结合起来，成为战斗的唯物论；二是把机械论推向顶峰，建立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机械唯物主义理论。

唯物主义对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掌握知识过程中坚持感觉论基础，教育也是建立在感觉论基础上的，提出了“教育万能论”的命题，摆脱了神学时代教育的信仰性质。

三、蓬勃开展的资产阶级革命与教育思想

“18世纪以两场大规模的政治革命而著称……这就是1776年的美国革命（北美独立战争）和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两场革命“导致产生一个全新的并且与过去根本不同的社会制度或政治组织形式的激烈的社会或政治剧变”。[36]

在西方，从16世纪到19世纪，政治性革命频仍。16世纪的尼德兰革命，17世纪英国的“光荣革命”，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和美国革命，真可谓连绵不断。1775—1781年的美国独立战争，1789—1799年的法国大革命，这两次革命产生了两个资产阶级民主国家：1781年诞生了美利坚合众国，1792年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在美国发生的政治革命，成功地建立了一种独特的社会秩序。它给出了一条道路，允许人们通过政治安排反映他们的利益；它提供了保护个人权利的基础，使得社会在自由的基础上维持了延续和一致，从而达到了社会的稳定。对于当代美国著名的学者贝尔（D. Bell）而言，使美国学者自豪的美国社会之“独特（exceptionalism）”品性，不是美国的军事设施，也不是美国的经济发展和文化样式，更不是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因为每个国家在这些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差异，真正能够标识美国的独一无二的东西，是“公民社会”的长期实践。“它是指，这个社会建立在个体的权利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无所不在的国家组织基础之上。”[37]他认为，保证美国社会政治秩序稳定的原因是一种特殊结构，用黑格尔的概念可以称之为：一个十足的公民社会结构。

法国哲学家皮埃尔·勒鲁（Pierre Leioux，1797—1871）在总结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意义时指出：“法国革命把政治归结为这三个神圣的词：自由、平等、博爱。”[38]

在关于法国大革命问题上，当时和过后的历史学家们各抒己见，赞颂者有之，贬抑者也不少。当时出现过与一般观点大相径庭的看法，它就是英国的思想家柏克的“法国革命论”。[39]柏克把法国大革命看成人类罪恶的渊薮，是骄傲、野心、贪婪和阴谋诡计之集大成的表现，因此，他成为西方思想界反对法国大革命的保守派首席代表人物。而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1859）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了法国的“青春、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40]。

然而，两次资产阶级革命所表现出来的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和世俗主义的社会特征深刻地影响了这个世纪的教育思想。

（一）民主主义与教育思想

杜威（John Dewey）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全面阐述了西方民主制社会中的教育问题，同时他把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追溯到18世纪。显然，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与民主主义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孟德斯鸠（Charles Louis de Se Condat Montesquieu，1689—1755）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政体有三种，即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而在这三种政体下存在着各自的教育内容和形式。在共和政体中，全体人民握有最高权力时就是民主政治，孟德斯鸠研究了共和政体中的教育问题。在1754年出版的《百科全书》第4卷中，他对“民主”进行了界定。该定义出自《论法的精神》：“任何主权掌握在人民手中的共和国就是民主制……民主为公民们打开了荣誉和光荣的道路。为了维护民主，需要品德，也就是需要对法律、对祖国的爱，对平等、对节俭的爱。”[41]

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阐述了在何种国家形式中能够实现民主的观点。他认为民主即人民意志，认为体现民主共和制国家特点的是人民主权。如果人民是自由的，那么这个国家便是共和国；如果人民被奴役，屈从于一个人的意志，那便是专制主义。在卢梭看来，民主是人民的主权权力。他所指的民主是公民表决式的民主，而不是代议制民主。一个真正的共和国只能是民主共和国。为此，民主共和国中的教育培养目标应该是培养民主共和国的公民，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明确提出的。

杜威说过：“民主政治热心教育，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根据表面的解释，一个民主的政府，除非选举人和受统治的人都受过教育，否则这种政府就是不能成功的。”[42]在布鲁姆看来，“每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其道德目标，它总是试图占据并影响教育的全部课程，它要创造出一种特定的人”[43]，但制度不同，其教育目的也不同。贵族政治和民主政治条件下的教育是不一样的。贵族政治需要绅士，需要崇尚金钱的寡头，而民主政治需要追求平等的民主主义者。因此，民主教育需要培养一批欣赏民主、具有民主知识、并且支持民主政权的男男女女。这种思想其实早在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及其制度的时期，托马斯·潘恩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就已提出过。潘恩认为民主的共和政体需要制度化的教育，杰斐逊构筑的一体化教育制度的目标在于培养民主社会精英。在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中，从塔列兰到孔多塞建构的民主政府下的公共教育制度是实现民主社会的根本保证。

（二）民族主义与教育思想

民族主义是现代世界发展进程中最重要、最引人注目的动力之一。按照这种逻辑，我们也可以把民族主义理解为现代教育发展中最重要、最受人瞩目的动力之一。西欧的民族主义在中世纪基督教普世主义的背景下，是以确立本民族的文化为突破口的。到16世纪初，现代政治思想的鼻祖马基雅维利（Niccoli Machiavelli，1469—1527）明确地表现了民族主义情绪，用政治史学家萨拜因的话说，那是一种“民族爱国主义，渴望意大利的统一，防止她断送于内部混乱和外部入侵”[44]的情绪。17、18世纪的欧洲专制王朝国家作为现代民族国家的最初形态，为民族主义思想的兴起准备了一系列条件。专制王朝确立了与语言、种族和文化分野基本相符的较为固定的国家疆界，建立起比较集权的中央官僚军事机器并促进了国内市场的统一，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阻碍民族主义酝酿的封建主义和地方主义。

然而，民族主义的真正兴起是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开始的。民族主义形成气势的直接原因在于：第一，法国大革命，特别是在这场革命中出现的人民主权论；第二，作为对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之反映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第三，工业革命及其引起的社会大转型。从思想上，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的否定狭隘封建关系的“普遍意志”思想，体现为民族主义和民主革命的实践纲领——人民主权论，被他信奉为最高美德和所有美德的源泉的爱国主义，这样从抽象的原则转化为实际推动一场大革命的全民族信念。由于法国启蒙运动及其世界主义思想的影响，加上法国督政府和拿破仑在“自由、平等、博爱”旗号下将民族热情变成了民族征服的动力和工具，法国民族主义无论在理论表述上还是在实践方式上都自相矛盾。以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费希特（Johann Gottlieb，Fichte，1762—1814）和黑格尔为主要哲学代表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历史主义是针对这两者发展起来的，其本质是崇奉民族文化和追求民族统一的德意志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18世纪的主要功能是强有力地促进并创建现代民族国家以及加强民族国家政权。

因此，“从英国革命开始，特别是在法国革命期间，越来越多的欧洲人使自己的忠心服从于新民族事业。民族教会的兴起、民族王朝的兴起、民族军队的兴起、民族教育制度的兴起，所有这一切结合起来，把从前公爵的臣民、封建农奴和城市市民改变成包括一切的民族”[45]。

民族主义重视适应本民族文化传统，也就是主张文化本土主义的立场，强调个体对民族利益的服从和牺牲，从而使社会结为一体。

民族主义还表现在：在18世纪，拉丁语迅速为国语所取代。

在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所表现出的民族主义情结尤为突出；法国和美国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来表现其民族主义情结的。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民族主义思想、意识虽然普遍地存在于18世纪思想家的头脑中，但由于“人文主义和博爱主义之在时代精神中处于主导地位，自然地导致这个时代倾向于国际主义即世界主义”[46]。伏尔泰公开反对狭隘爱国主义的自私和种种有害倾向。他认为理性的作用应当团结一切人，达致四海之内皆兄弟，并把所有国家联邦成为一个伟大的“博爱的祖国”。包括康德、赫尔德和歌德在内的许多思想家都抱有这个理想，但没有人因之便认为他们不爱国。[47]

18世纪是一个转型的时期，这种转型首先表现在人们在淡化宗教感情、从宗教感情转向民族感情。之后，又把民族感情的归属对象从忠君爱国的旧传统中解放出来，变成忠于宪法的近代民族主义，使君权至上的专制国家变成人权至上的近代国家，即资产阶级民主和法治国家，显然，教育在这种转型过程中也不得不作出调整，教育在培养宗教感情向民族感情转型中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教育制度成为民族主义意识的主要培养制度。

（三）古典自由主义与教育思想

自由主义形成于17、18世纪，经历了传统自由主义和现代自由主义两个历史时期。自由主义思想的始祖是英国哲学家洛克，而美国的《独立宣言》《美利坚合众国宪法》《权利法案》、法国的《人权与公民权宣言》等历史性文件，则以政纲形式和法律形式阐述并确立了洛克所提出的自由主义原则。无独有偶的是，所有这些文件都诞生于18世纪。自由主义在18世纪是资本主义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它也成为西方民族国家制定政策的理论基础。当代著名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美国的历史是一部经济奇迹和政治奇迹同时发生的历史，之所以能够发生奇迹，是因为美国人把两套思想付诸了实践——说来也巧，这两套思想都是在1776年公诸世的。”[48]这两套思想体现在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般简称《国富论》，1776年）和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美国《独立宣言》中，它们分别是经济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思想。实际上，自由主义的思想开始影响整个西方现代化的进程，同样，教育现代化受制于这种自由主义的理论。丰泰涅编辑和翻译的《18世纪法国自由主义和教育》[49]和汉森编辑的《18世纪的自由主义和美国教育》[50]为我们理解自由主义与教育之间的关系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也表明了自由主义理论对教育所具有的影响。

1.法国重农学派的经济自由主义

重农主义是18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中的一个十分引人注目和很有影响的思潮和学派，其宗旨在于倡导发展农业资本主义，以振兴法国经济；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早期的魁奈（Francois Quesnay，1694—1774）和后期的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重农主义的自由经济主义学说的核心是纯产品学说。所谓纯产品是指生产物的价值超过生产费用的余额。魁奈制定了有名的《经济表》。魁奈的这种思想对拉夏洛泰的国民教育理论产生了重大影响。杜尔阁明确赞扬自由主义原则，呼吁贸易自由和企业经营自由，反对国家过分干预，认为国家的主要职责在于以立法、司法、税收和利率等措施保护私有制财产和支持自由经营，他相信最了解自身利益莫过于每个人自己，也认为不加限制的商业不会不与公众利益相吻合。杜尔阁在教育理论上提出了国家教育论。

2.市场经济自由主义理论

这种理论的最主要代表人物是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伟大代表者之一，也是近代经济学的奠基人亚当·斯密，他的《国富论》是一部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巨著。他的主要论点是发展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市场经济，增长国民财富。斯密分别研究了分工、交换、市场和价格机制，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工资、利润和地租、资财的性质、积累和用途，同时对重商主义和重农主义进行了批判。斯密正是在《国富论》中阐述了他的国民教育思想，而这种思想如同其市场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一样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代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提出的学券制理论的根源就可以追溯到斯密的思想。他的《道德情操论》对后世的道德伦理教育思想同样产生了深刻影响。

3.政治自由主义理论

托马斯·杰斐逊起草的《独立宣言》表达了当时美国人的普遍情绪，它宣告了一个新国家的诞生，这是历史上按照人人有权追求自己价值的原则建立的第一个国家：“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即所有的人天生平等，上帝赋予了他们一些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有生活、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

无论是经济自由还是政治自由，都会涉及一个问题，那就是政府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无论是亚当·斯密还是托马斯·杰斐逊，抑或是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51]，还是当代的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或者是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52]，都必须回答政府在自由经济和自由政治中的作用是什么的问题。而恰恰在回答这个问题的过程中，他们都用自由主义的理论来解释政府在教育中的作用。看来，自由主义理论与教育的关系要通过政府的作用这个中介来加以联系，并得到解释。

（四）世俗主义与教育思想：自然神教主义和无神论主义

从严格意义上来讲，世界从来都没有世俗化过，因为宗教精神始终伴随人类社会的发展，并且在某一时空中出现彰扬的机会。同样，在18世纪的人们的思想观念中，宗教思想与世俗主义思想是共存的。由于受到思想的自然神论和自然道德论的支配，世俗化社会被深深地烙上宗教的痕迹。“对于这种社会来说，崇拜抽象人的基督教，特别是资产阶级发展阶段的基督教，如新教、自然神教等等，是最适当的宗教形式。”[53]言下之意，就是新教、自然神教成为资产阶级的适当的宗教形式，资产阶级依然受到宗教意识形态的支配。这里研究的世俗化社会，主要是当时出现的市民社会。但宗教精神的依然存在具有历史原因。14世纪之后，西方社会日趋世俗化，人们越来越注意现世的生活，基督教提供的意义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逐渐出现了裂痕，然而一场新教改革运动却创造性地转换了基督教的价值观。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和加尔文（Jean Calvin，1509—1564）提倡的新教虽然其终极指向仍是彼岸的上帝，却充分肯定人的现世生活。人们只有在现世努力工作，才能证明自己是上帝的子民，与上帝最为接近。这种新的基督价值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充分的合法性，使人们在从事工商业活动、积累财富、追逐利润时仍然不失其生命的超验意义。另外，新教的“因信称义”学说取消了教会的中介，使教徒与上帝直接沟通，一切取决于个人真实的信仰，不再凭借外在的权威，因而人就获得了宗教意义上的内心自由，它与世俗化的个人自由仅一步之遥。这种转化了的基督教精神与现代化的发展趋向是如此的一致，以至于进入现代民族国家之后，它仍然主宰着西方人的灵魂，发挥着社会整合功能。托克维尔认为，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在美国“紧密配合，共同统治着同一国家”“基督教不只是作为一门经过论证而被接受的哲学在发生支配作用，而且是作为一种无须论证就被信仰的宗教在发生支配作用”。[54]事实上，在18世纪的西方教育思想家中，这种世俗的教育思想与基督教的教育思想是混杂在一起的，尤其在道德教育的价值取向上，上帝的观念根本就是一个无法抹去的幽灵。因此，清教伦理成为美国的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中产阶级功利主义道德教育的核心，也就可想而知了。韦伯认为：“富兰克林所有的道德观念都带有功利主义的色彩。”[55]“所谓清教道德指的是有条理的理性化了的伦理行为。”[56]

启蒙思想家对宗教神学的批判经历了三个阶段，即怀疑论阶段、自然神论阶段和无神论阶段。怀疑论阶段的主要代表是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者培尔，他对强迫人们盲目信仰的传统宗教表示怀疑。他认为怀疑是认识世界的方法，这继承了笛卡尔的思想。自然神论时期的代表人物是伏尔泰、孟德斯鸠与卢梭。伏尔泰一方面批判当时的世俗教会机构，抨击教皇及修道院院长只顾搜刮钱财；另一方面把矛头直接对准了排斥异端的天主教本身，提出了宗教宽容的思想。如果犹太教徒、天主教徒、路德教徒、希腊正教徒、加尔文教徒、再洗礼教徒等能像兄弟般相处，并以相同的方式为社会造福，那就是哲学的最大胜利。伏尔泰一方面把对上帝存在的信仰建立在理性证明和内心的体验上，从而驱逐天启宗教中的神秘，用知识之光照耀了宗教；另一方面又承认人的有限性，从而否认天启宗教关于上帝本质的种种学说——人格化的上帝。孟德斯鸠尖锐地批判了宗教神学，并把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天主教。他认为，宗教神学与科学是格格不入的，因为科学研究自然及其规律，而宗教神学却只想念上帝和宗教信条。他坚决主张政教分离，反对神职人员干预政治。他坚决主张宗教信仰自由，反对采取强迫手段要人们信教，提倡宗教宽容，主张各种宗教都应互相尊重。但在他的眼里，上帝首先是一个无为而治的立宪君主的形象，决定造物的权利。他对上帝的权能进行了限制，提出上帝也不能任意妄为，上帝的行动也应严格遵循不变的法则。如果上帝创造世界也遵循不变法则，那么，上帝就成为理性和秩序的象征。如果说伏尔泰、孟德斯鸠着重通过理性推出上帝的存在，那么，对卢梭而言，上帝的存在则是我们对神奇的世界充满惊异而又找不到其他解释的结果。卢梭认为一切清楚明白的东西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而是基于人内心无法抗拒的体验的印证，这是卢梭的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

无神论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尔巴赫。他批判宗教神学，认为它是经验和理性的天生大敌，是阻挡自然科学进步的一种无法克服的障碍，它使人们远离自然，也远离自身。他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要把人们引回到自然、经验与理性，使他们能摆脱荒谬的神学。

从怀疑论到自然神论再到无神论，18世纪的法国启蒙思想家对传统宗教的批判经历了曲折的历史。

四、初露端倪的工业革命与教育思想

从严格意义上说，18世纪是工业革命初露端倪的时期。工业革命作为人类社会经济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开始于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和同时期发生的（英国）工业革命称为‘双元革命’（dual revolution）”[57]。也就是说，工业革命主要发生在英国，然后它向西欧、北美扩散，其具体的时间大约在1780年到19世纪60年代。在这个具体时间内，西欧地区及北美发生了不同于渐进的、缓慢的工业革命的暴风雨般的政治革命：1776年在北美发生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1789年在法国发生资产阶级大革命；然后是19世纪席卷拉丁美洲的殖民地革命与19世纪40年代风靡欧洲的革命。“这些革命前后连成一气，构成一个整整的‘大西洋革命’时代。”[58]这就是所谓在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双元革命”，即经济大革命和政治大革命。“产业革命对英国的意义，就像政治革命对于法国，哲学革命对于德国一样。”[59]而它以工业生产技术和生产体制的变革为起点，进而引起全面的社会变革。经济大革命带来了自由资本主义和工业主义，它们同样与教育构成了紧密的联系，同时对教育思想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从严格意义上说，18世纪只是工业革命的最初阶段，因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间是从18世纪的后半叶到19世纪的中叶，“英国工业革命始于18世纪70年代”[60]。工业革命作为一个经济变革时期，是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普遍应用于各个工业部门，结束了单纯用手工操纵工具和简单机械的中古生产方式，产生出由机器的应用导致生产工具的技术进步和工厂制度的产生之结果。

工业革命的双重效应对教育提出了双重需求：一是由于工业革命的动力来自生产技术的变革，教育无疑要满足科学技术的变革需要，原有的人力素质远远不能满足这种需要，于是培养适应这种需要的劳动力便是紧迫的任务；二是由于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城市的发展，工业中心的迅速形成，客观上造成了严重的社会问题，诸如道德水平下降、犯罪增多、儿童无人照顾等，因此教育成为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手段。按当代的功能主义教育史学观，教育成为资产阶级的一种重要的控制手段。但是当时的思想家们如何认识工业革命与教育的关系是值得研究的。更何况18世纪的社会，工业革命刚刚起步，人们在教育与工业问题上的认识水平也需要研究。

西方的资本主义经历了重商主义的农业资本主义、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工业资本主义和网络资本主义几个阶段，而18世纪却是由重商主义的资本主义向工业资本主义转型的时期。商业的发展是工业化的前提，欧洲是先有“商业革命”，商业带动了工业的进步，才有所谓“工业革命”。“商业经济对成文账目和书面契约的依赖日益加深，这意味着有更多的人需要学习书写和运用算术。”“现在看来，识文断字和算术的发展似乎主要归因于商业革命，反过来，拥有这些技能的人也在这场革命中获得了报偿。”[61]

工业资本主义建立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形成了工厂制度，一方面，出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甚至出现了跨国的人口流动；另一方面，工厂制度带来的劳动力浪潮使资本家和商人感到恐慌，他们迫使新的工人阶级默认已建立的政治和经济秩序。工业资本主义对教育所蕴含的意义，不仅在于工厂制度提出培养新型劳动力的需求，而且对人们认识教育现象、开拓教育思想范围具有重大意义。

“工业主义的阴影已经开始移向欧洲，虽然过去只是笼罩着英国。贝尔·兰卡斯特的方法已经带有一些工业文明的烙印。互助制本身就是一种在教育领域的大批生产。事实上，当时无论在工业中还是在教育中，都竭力强调劳动分工和工厂机械化之间的联系。”[62]

五、启迪心灵的哲学革命与教育思想

按照恩格斯的说法，“法国发生了政治革命，随同发生的是德国的哲学革命”[63]。科学史家科恩详尽地列举了关于“康德的所谓哥白尼革命”[64]。这两次革命的区别在于：一个发生在社会生活中；一个则发生在人的心灵深处，但两次革命却都对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德国古典哲学是“一种世界历史性的文化现象”[65]，显然，在逻辑上，哲学革命无疑在教育的变革中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这场哲学革命之所以发生在德国，有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原因，革命的最主要表现形态即形成了德国哲学最辉煌的篇章——古典哲学。在这种哲学中，核心是“人”。德国古典哲学的开山鼻祖——康德首先把哲学的根本问题归结为“人是什么”，并试图以人为核心重建形而上学体系。而他的后继者费希特、谢林和黑格尔也都沿袭了这一主题，基于“自我意识”来描述人，强调人的主体能动性。这种以人为核心的哲学观不仅形成了“古典教育哲学”，也就是说教育思想成为哲学革命的一部分，而且对西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第二节 18世纪民族国家教育制度的建立与教育实践

一、18世纪教育思想与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建构

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一方面是民族国家建立过程的产物，另一方面成为构建现代国家教育制度的理论基础。由于民族国家在18世纪出现了从绝对专制主义国家向现代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型，因此，18世纪的教育思想无疑也受制于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

1770—1900年，绝大多数国家建立了国民教育制度，但它们并不是以相同的速度或以相同的模式建立的。第一种模式建立于18世纪的绝对主义君主制国家，像腓特烈大帝时期的普鲁士和玛丽亚·特利莎（Maria Theresia）时期的奥地利，它们在18世纪的前30年便得到了巩固，而同时德国的其他邦国和法国、荷兰、瑞典和美国等国家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也巩固了公共教育制度；而其他国家却发展缓慢。信奉天主教的地中海国家发展公共教育更晚，意大利在1870年统一之后才率先建立了地区性的公共教育制度；日本在1868年开始的明治维新的改革中作为其一部分而奠定了公共教育制度的基础；美国南方也只有到内战之后的几十年才开始建立公共教育制度。英国直到1870年才建立初等学校制度，到1902年，中等学校的国民制度才开始构建，差不多晚于拿破仑创建法国国家学院一个世纪。

国家教育制度为什么会形成？它们的形成为什么在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既快又全面？长期以来这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许多传统教育变革理论无法解释这种制度的不均衡发展。第一，用教育发展与工业化和城市化相关的理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国家教育制度首先在普鲁士和法国这样的国家发展，而这些国家偏偏主要是处在前工业和农村社会时期，工业化和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国家—英国却相对较晚地形成国家教育制度。第二，辉格派历史理论把教育发展与清教主义相联系，与理性和民主的稳定进步相关联，却无法解释教育在像普鲁士和奥地利这样的更加集权的国家比在自由的英国发展得更快，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会有与新教控制教育的一般原则相抵牾的特例。

问题还在于，有什么较合理的理论来解释这种国家教育制度产生的不均衡的历史现象呢？在英国教育史学家格林看来，国家形成理论可以较合理地说明这种不均衡现象，因为教育发展是国家形成总进程中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大革命后的法国和普鲁士以及美国早期共和国期间的北方是在这个进程中最彻底、最迅速的国家。[66]

对欧洲而言，在15世纪末前后，各个国家纷纷进入专制君主制时代，其建立的专制君主国家是一种拥有独立、完整主权的国家，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雏形。它应具备相对的民族单一化、高度的中央集权化和具有充分的政权世俗化的特征，它应当彻底解除国家政权对宗教神权的传统依附，以王权至上的观念取代神权至上的观念。相对的民族单一化是高度中央集权化的重要基础，而中央集权化和政权世俗化两方面则是相辅相成的。

民族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力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这一思想渊源始于16、17世纪。布丹（Bodin）和莱布尼茨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当时的民族国家面临两方面的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它们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但这两种制度在王朝战争或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随着封建和帝国体制的解体，出现了地域国家（territorial state），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dynastic sovereignty），君主掌握了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与封建制度和帝国制度相比，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维持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统治的道德基础。但到18世纪末，君主王朝已经不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而反对自己的国家，国王自己的利益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上。在整个18世纪，使普鲁士在19世纪实现强大的目标应当归功于三位君主，他们几乎统治了普鲁士一个世纪。他们是像法国的国王一样的绝对君主，但与法国的国王不同的是，他们热衷于人民的利益和国家的福祉，渴望增加国家的利益，容忍宗教，认同新的科学研究。他们就是：①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Ⅰ，1713—1740年在位）致力于发展国家的资源，培养一支庞大的军队，命令实行强迫初等教育，开始了在皇家省份的学校从教会控制向国家控制的变革。②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Ⅱ，der Groβe，1740—1786年在位），在他的统治时期继续致力于先帝的事业，改善其臣民的生活状况。③腓特烈·威廉二世（Friedrich WilhelmⅡ，1786—1797在位）很大程度上继承了他叔叔的开明政策，改革了税收制度，减轻臣民的负担，鼓励贸易，重视德国语言，鼓舞民族精神，积极鼓励开办学校，开始了对发展中的教育制度管理的集权化，这种教育制度导致普鲁士创建了欧洲的第一种现代国家学校制度。这三位普鲁士国王在教育事业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奥地利，有两位著名的开明统治者控制奥地利的王位将近半个世纪，并且在改善奥地利人民的生活状况方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一位是非常引人注目的妇女——玛丽亚·特利莎，她于1740年登上王位，执政至1780年；另一位是她的儿子约瑟夫二世（JosephⅡ），从1780年统治到1790年。

而西班牙从菲利普二世（PhilippⅡ）到查尔斯三世（CharlesⅢ）经历了差不多90年的统治时间，在政治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进步，教会的权力受到了多方面的限制，宗教法庭被取缔，耶稣教派被驱逐出王国。

俄国开明君主专制统治者是从1689年统治到1725年的彼得大帝（PeterⅠ），从1762年统治到1796年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捕捉到18世纪西方的新精神之后，这些统治者企图把西方一些开明的启蒙思想引进到贫穷落后的俄国，努力提高其臣民的生活水平，开始了文明化和学习化的现代化之路。他们通过一系列的谕令，全面推行启蒙思想。彼得大帝把西方世界的文明引进其国家。他带来了大量的熟练手工艺人、医生、商人、教师、印刷商和战士，引入了西方许多的技术，鼓励开展贸易；在城市建立了德国类型的文科中学（gymnasia）。叶卡捷琳娜二世让法国哲学家狄德罗起草了构建国家教育制度的“大学计划”。

法国的专制主义统治经历了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即路易十四（Louis ⅩⅣ，1643—1715）到路易十五（Louis ⅩⅤ，1715—1774）的统治。

18世纪绝对主义专制国家在教育改革方面最引人注目的是普鲁士、奥地利和俄国。“18世纪的哲学家相信‘文明的君主制’的可能性。”[67]他们与开明君主之间的关系表明了该世纪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侧面。在教育上，正是开明君主的教育改革构成了自上而下的体现现代教育改革的模式。18世纪在强迫学校教育方面进行了改革的两个领先国家是中欧的普鲁士和奥地利。

普遍认可的是，强迫教育是现代社会的产物，它作为文化民主化或资产阶级扩张的一种象征，与工业化、城市化和大众交往相互联系，它们是工业社会与前工业或农村社会相区别的主要表现。然而，问题是在中欧强迫学校教育方面的措施却在工业时代之前很久就出台了。[68]若就强迫教育本身而言，早在16世纪，新教和天主教皇、主教或教长、贵族和官员就力图使其庶民接受强迫的宗教教育。到17世纪，其措施产生的结果是在整个中欧建立起一个教区学校的网络。到17世纪的后半叶，虔敬派的崛起产生了强迫学校运动的新动力，首先在普鲁士的哈勒（Halle）建立了18世纪中欧强迫学校教育运动背后的唯一最强有力的虔敬（piethrt）学校。这个时期的统治者在建立虔敬学校模式中采取了许多措施。这些措施的结果是建立了新的制度，进行了在中欧乃至在西方公共教育形成中起到了决定性作用的教育学实践。[69]18世纪“是国家权威范围扩大”的世纪，也是“从那种权威中取得更大自由的需求”的时代。[70]学校成为国家政策的中心目标，就是因为它们提供了一种以非强迫性方式逼使庶民顺从的工具。提高识文断字能力成为发掘庶民的道德自主性的重要手段。[71]玛丽亚·特利莎“把国民教育事业置于国家的基础上。1770年，维也纳创办了第一所培养教师的正规学校；1774年，颁布了从西里西亚请来的费尔比格尔制定的普通学校规章，到处建立了初级学校，要求儿童上此类学校”[72]。“正如宽容即‘在罗马和日内瓦之间的中立’一样，国家利益至上原则和启蒙运动也一致要求发展教育。如果把弗里德里希对教育的关怀说成是他年迈时的爱好，那么他在这方面的举措却是不完全的。以颁布由柏林中学校长赫克（Johann Julius Hecker，1707—1768）为福音新教学校拟定的规章和由西里西亚修道院院长费尔比格尔（Johann Ignaz Felbiger，1724—1788）为天主教学校拟定的规章为开端的国家教育改革，部分由于教师培训的缺乏和薪金的短缺而没有取得完全成功。”[73]

18世纪“如果说这是一个革命的、充分显示民众意志的时期，那么，它也是国家权力日益增长的时期”[74]。反映在教育上，一方面“进行文化教育和培养未来的律师、教士、官吏的大学和文法学校”的教育体系建立起来了；另一方面提出了教育人民的大问题。法国革命及其所带来的社会变革的重要后果是形成统一的国家权力，“教育本来是教会关注的对象，它愈来愈成为政府关注的对象了”。[75]政府之所以注重教育，首先是想要为它自身训练一些未来的雇员，并创造一种有利于使它的权力维持下去的精神气质，而这种气质在各国所表现的方式却不一样。德国强调文化民族主义意识，认为提倡民族文化对国家有利，而拿破仑则强调功利主义意识，也就是在功利主义基础上创建教育机构。总之，每个国家的政府都把教育体系当作维护自己权力的主要堡垒之一。欧洲大陆各国的所有教育机构日益由政府控制起来，要去完成政府给它们规定的任务。但是在18世纪的英国政府还没有正式过问这件事，法国革命者们“空话倒是说了不少”。无论是18世纪的思想家们，或是革命时期的政治家们，都认为教育是国家的一种主要职能，而革命的议会只不过是提出了一系列有趣的方案而已。政府狠抓教育并且取得成功的另外两个国家是荷兰和丹麦。荷兰在1789年以前的年代里，通过私人办学对改进人民教育做了相当多的努力。1798年，在新巴达维来共和国设立了教育部。

二、18世纪的教育实践

18世纪的教育实践尽管没有19、20世纪的教育实践那样规范化、制度化，但它们无疑体现了那个时代最活跃的教育活动。首先值得一提的是教育家罗林（Rollin，1661—1741）。在其所著的《论学习》（A Treatise on Studies）一书中，他总结了那个时期以前的最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这本著作出版于1726年到1728年。他热衷于詹森派的原则，一生致力于教学。他执鞭法国皇家学院的逻辑学教席多年，后来成为波维斯（Beauvais）学院的院长，两次当选为巴黎大学的校长。“在校长任期内重新调整了大学的学习课程，并使它们现代化。”[76]在《论学习》中，他强调母语、唯实主义和历史学习。为了熟练掌握母语，他建议注重发音，培养准确用词的能力，学习语法、文学，翻译其他语言和作文。他宣称早期的拉丁文教学应当让位于法语，他把历史视为形成年轻人思想的途径。另外，他主张学习植物学和动物学。此书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管理儿童的原则和方法体现出智慧和人道主义精神。此书在法国影响非常大，很早就被译成英语。

18世纪的绝大多数的实科学校（the Real Schools）和教师培养学校可以追溯到弗兰克（Francke）。实科学校是一种新型的中等学校，它强调数学、绘画、地理、历史、自然科学和农业。通过直接观察来学习，是这种学校的最显著特征。它在迈向新的教育革命的道路上取得了成功的一步。“实科”（Real）一词首先是由席姆勒（Semler）于1739年在哈勒（Halle）学校做报告时使用的。他与弗兰克关系密切。第一所最著名的实科学校是由约翰·尤利斯·赫克在1747年于柏林建立的，不久就有许多的模仿学校。令人感兴趣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Ⅰ）在1735年于斯特汀（Stettin）创立了第一个国家师资训练班，他还是弗兰克的支持者之一。赫克也于1748年在柏林开办了与他的实科学校相联系的师资训练班。它被腓特烈大帝采纳为国家的措施。第一所知名的师范学校于1771年在维也纳建立。这所学校与美国师范学校极其相似，其目的不仅在于培养教师，还在于起到一种示范作用，它是初等学校、实科学校和师资训练班的混合体。它成为奥地利普通教育计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到18世纪末，奥地利已有15所、德国已有30所培养教师的学校。

值得注意的是，1738年开始了大学的教育学（Pedagogy）教学。这一年，盖斯纳（Gesner）在新创办的哥丁根大学建立了一个教育学训练班。9名神学学生组成了第一期师资训练班。他们为教学做准备，除了神学课程以外，必须学习所有的哲学研究、数学、物理学、历史和地理。指导者每天进行两小时的教学，一星期一次用拉丁文进行哲学问题的讨论。学生必须在城镇学校中进行实习。继哥丁根大学之后，其他大学也把教育学的讲座增加到了哲学的课程中。

当然，这个世纪最引人注目的教育实践是泛爱主义运动，巴西多与他那独特的个性一起在全欧洲掀起了一个高潮。随着他的《初级读物》出版，他接受了来自约瑟夫二世、俄国的叶卡捷琳娜二世、丹麦的克里斯蒂安七世等皇帝的慷慨捐赠。巴西多在学校里开设了体育锻炼、语言学习、社会学习、宗教等课程。

18世纪是一个慈善教育的时代，以捐赠和捐款为基础的“慈善学校”纷纷建立，如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的慈善学校、基督海外传播协会在美洲殖民地建立的慈善学校、英国的罗伯特·雷克斯（Robert Raikes）和“星期日学校”运动、美国的星期日学校运动、英国的兰卡斯特—贝尔导生制学校、欧文的幼儿学校等。教会慈善学校是一种独具特色的英国的学校，最早在1680年于伦敦建立，1699年，“基督教知识促进协会”成立的目的就是建立宗教慈善学校，它为穷人的子女建立了教义问答学校，传授国教的原理。1701年，“基督海外传播协会”的建立是为了延伸安立甘宗在国外的工作，提供校长和牧师，建立学校，培养儿童读写能力，理解教义问答，掌握教会的教条。贝尔—兰卡斯特导生制学校却具有很强的现代性意蕴[77]，教室中充满着竞争性个人主义，教室组织与教育学具有很强的一致性。教室中尽管注意到了个体的灵活性、原创性和创造性，但总是强调相似的教学。教师控制教室中的“正面教学（frontal teaching）”、竞争、个体行为和成绩，听读课本、完成作业、参加测验，寻找正确答案，复制已知的东西。教室制度的社会关系、组织和心理学是相互依存的，教室中渗透着18世纪和19世纪的市场和“纪律或规训”革命。英国慈善学校改革家约瑟夫·兰卡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将市场和“纪律或规训”革命引入现代教育学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

从学校制度的建立上来看，在18世纪的各级教育事业的发展中，德国领先一步。在德国各邦，普鲁士在初等教育方面发展最快。在腓特烈大帝统治时期，建立了大约1700所初等学校，只有奥地利可以与之相比。18世纪，丹麦开始建设公共学校，挪威开始实施强迫教育。法国基督教兄弟会学校也迅速发展。大革命导致了许多谕令的颁布，在国家管制的基础上建立师范学校，但实际价值不高。在课程设置方面，初等本国语学校的学习在整个18世纪仍然是阅读、书写和算术，也包括拼写、宗教和音乐。在法国的天主教本国语学校，用法语进行教学，也用拉丁文，每天进行一个半小时的教义问答。在洛克时代的英国的学校，课本是角贴书[78]、初级读本（小祷告书）[79]、分印诗篇、圣约书和圣经。这只是表明一种宗教的本国语学校。英国国教的慈善学校所提出的目的同样表明了宗教的本国语学校性质。1763年，腓特烈大帝发布的《学校条例》（School Regulations）确定了使用的课本，表明普鲁士的教学仍然限定在阅读、书写、宗教、唱歌和数学。在殖民地美国，诺亚·韦伯斯特（Noah Webster）描写了他于1764—1770年就读于康涅狄格的学校的学习和课本“主要或全部是狄尔渥兹（Dilworth）的拼写书、分印诗篇、圣约书和圣经”，还有一些书写和算术。本国语学校的发展缓慢不仅是因为学校受到宗教目的控制，还受学校教师教学质量低劣的制约。18世纪，无论哪儿的初等学校，均表现为教师数量少、质量差、社会地位低。初等学校领域还出现一种妇妪学校（the Dame School）。这种学校首先是在宗教改革之后的英国产生的，是一种初等学校，设在厨房或大厅里，由若干位在年轻时受到了基础知识教育的妇女主持教学。这种学校类型很早就传到了新英格兰。美国的初等学校的前身就是这种学校。在教育方法方面，18世纪的本国语学校中普遍使用的教学方法是个体法，教师参与听背诵、测验记忆，维持秩序。学生一个一个来到老师的桌子前，背诵他们记忆的东西，除了加强纪律，教学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学生只学习布置的课，背诵学习的内容，毫无教学技巧。个体法太浪费时间，加之校舍缺乏，根本没有什么教学设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18世纪的学校效率太低下，在学时间又太长。

具有现代特征的是学校经费来自基金。在欧洲，拉丁文文法学校是由旧“基金”和学生的学费收入来支持的。在1660年至1730年，905所捐赠的初等学校在英国建立起来，在18世纪，这个数字还在扩大，到1842年已达到2194所。[80]18世纪，不同的教会教区开始为教区的穷人儿童创建教区初等学校。这些新的教区学校对初等教育的法律化起到了作用，也标志着教会“自愿学校”的开始，这是19世纪英国教育最显著的特征。因此，在英国，初等学校、教区学校、妇妪学校、私营学校和慈善学校等不同类型的学校的经费均来自捐赠基金、教区税收、教会什一税、募捐和学费。英国的教育早就被视为是国家没有责任支持的一种慈善事业。在荷兰和德国，教会基金、城镇基金和学费是学校经费的主要来源。腓特烈大帝在1763年命令普遍建立学校，发布谕令强迫儿童入学，但他还主要依赖于教会基金和学费。在苏格兰，教会的教区学校是通行的学校类型；在法国，宗教协会几乎提供所有的初等本国语宗教教育。倒是在荷兰的一些省区和新英格兰殖民地以及在一些小的德国邦国，有一些国家控制和维护的初等学校，到19世纪才取代教会学校，并一直由国家维持着功能。普鲁士国王很早就采用土地捐赠和基金捐赠以支持学校。1774年，奥地利的特利莎命令为学校提供国家援助。在新英格兰，殖民地学校与教会的分离，国家支持和控制教育的开始也许可以算得上是最早的典型例子。

值得重视的是，在所有的欧洲土地上，坚持初等本国语教学的现象持续到了18世纪中期，尽管在德国各邦和美洲殖民地，教育目的出现了明显的转向，从单纯的宗教目的转变为一种新的教育观念，即为现世做准备。人们学会阅读，主要是学习一些正统的教义问答，阅读《新约全书》，知道上帝的意愿。正如康涅狄格殖民地的法律中所说的，理解宗教救赎的基础和原则。在1763年，腓特烈大帝命令为普鲁士建立的一体化的公共学校制度并不排除宗教学校，既是为了教会，也是为了国家。他说：“我们发现，在学校，为了敬畏上帝和其他有价值的目的进行一种对年轻人的理性和基督教育来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是必需而有益的。”[81]在信奉天主教的法国，在初等本国语教育的最著名的拉·萨尔创办的学校中，目标仍然是“教导他们诚实而正直地生活，对他们进行我们神圣宗教的原则教育，对他们进行基督认知教学”[82]。

到18世纪中叶，在绝大多数新教地区的学校中，信奉旧宗教理论的力量明显减弱了。在英国，从1670年到1701年的一系列决策来看，英国法院打破了主教对初等学校校长管理学校事物的垄断。根据1713年和1714年的法律，异教徒再次被允许管理自己的学校，也就是出现了一种宗教宽容的思潮。但随着宗教宽容意识的增长，英国国教加强了建设教区学校措施，创建了一个庞大的慈善宗教学校制度。在德国，单纯的宗教目的明显地出现了转向，强调了政府的作用。到18世纪末，政府关于办学的目的更明确了。美洲殖民地旧的宗教利益的减弱是最明显的。

18世纪，在教育上取得的巨大进步应当在初等教育方面。而中等学校和大学的进步是很有限的。在该世纪，除了德国的一些地方，中等学校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它的教学变得古板而无生气。英格兰和法国的中等学校则被宗教一体性立法所摧毁，英格兰的拉丁文法学校和法国保留的学院实际上已经对国民生活产生不了任何影响。耶稣会学校曾经在欧洲提供了最好的中等教育，但在该世纪也衰退了。1662年，国教法律给了英格兰文法学校一个沉重的打击，在18世纪，它们已基本荒废。在德国，拉丁文法学校直到18世纪的中叶还没有什么变化，直到腓特烈大帝在1740年登基，普鲁士拉丁文法学校才得到了重组，并赋予了一种新生活。受霍尔的弗兰克学校的影响，新教学方式开始出现。德语、法语和数学开始被认可，还引入一定的科学内容。在18世纪，德国开始发展中等学校；这个世纪，中等教育在美国的发展主要是学园的掀起；英国的拉丁文法学校早在1635年就传到新英格兰并在各殖民地建立起来，到17世纪末受到了挑战，尤其在中部和南部殖民地，商业的需求要求教授更实用的科目。这种趋向导致了18世纪中叶演化出的独具特色的“美国学园”（American Academy），它强调更实际的课程。到该世纪末，它迅速取代了旧拉丁文法学校，在底特律的富兰克林学园于1751年开始教学，后来演化为宾夕法尼亚大学，这是第一所“美国学园”。1761年，马萨诸塞州创办了本州第一所学园，到1800年发展到了17所。学园的大发展时期是在19世纪的上半叶。

在高等教育领域，18世纪的大学也受到了前一个世纪的笛卡尔、莱布尼茨和牛顿的伟大科学发现和数学成就，培根、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洛克等的哲学理论的深刻影响。大学开始经历一场巨大的变革。新的人文主义影响大学，拉丁文不再被视为学术用途所必需的。教授通常不用它而用母语进行演讲。哲学系最大的变化是哲学家康德在哥尼斯堡大学开设了教育学讲座，热心于对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验探讨，并在教育学讲座发表了许多重要而有影响的演讲。18世纪的俄国也开始了真正的思想觉醒，对高等教育作出了有效的贡献，创建了帝国科学院和帝国俄语学院。而在美国殖民地和邦联时期，对法战争、印第安战争和独立战争都给教育带来了不利影响。但令人惊奇的是，它仍创办了许多的学院，18世纪大约有22所学院，最著名的是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

18世纪最引人注目的事件是国家政府的教育行为，即颁布网民学校的立法。教育的国家组织显然在那个时代还是十分遥远的事，但美国通过西北土地法的颁布，表明了国家从物质上对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而那个时代还没有哪一个政府作出过这样大的贡献。



[1] 《傅译传记五种·服尔德传》，傅雷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711页。

[2] 梯利著：《西方哲学史》，葛力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421页。

[3] 亚·沃尔夫著：《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周昌忠、苗以顺、毛荣运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3页。

[4] 科恩著：《科学中的革命》，鲁旭东、赵培杰、宋振山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105页。

[5] 《科学中的革命》，第220页。

[6] J. O. 林赛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12页。

[7] W. C. 丹皮尔著：《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上册），李珩译，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270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6页。

[9] 乔伊斯·阿普尔比等著：《历史的真相》，刘北成、薛绚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年版，第48页。

[10]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第583页。

[11] A. 古德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763—1793》，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82页。

[12]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1763—1793》，第179～180页。

[13]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下册），第606页。

[14] 王章辉、孙娴主编：《工业社会的勃兴》，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6页。

[1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第184页。

[16]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美国革命与法国革命，1763—1793》，第189页。

[17] 刘小枫著：《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75页。

[18] 康德著：《历史理性批判文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28页。

[19]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第22页。

[20] 吴松、卢云昆编：《西方思想家政论文选》，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2页。

[21] 《西方思想家政论文选》，第117页。

[22] 马文·佩里主编：《西方文明史》（上卷），胡万里等译，商务印书馆1993年版，第539页。

[23] 帕尔默、科尔顿著：《近现代世界史》上册，孙福生等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94～395页。

[24] 王岳川著：《后现代主义文化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87页。

[25] 《现代性社会理论绪论》，第175页。

[26] 罗素著：《西方哲学史》（下卷），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第213页。

[27] John Willinsky，ed.，The Educational Legacy of Romanticism，Wilfrid Laurier University Press，1998.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卷），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第364页。

[29]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第10页。

[30] 柏克是18世纪下半叶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理论家，他的《法国革命论》（Reflections on the Revolution in France）是他最享盛名的一部作品。

[31] 朱学勤著：《道德理想国的覆灭》，上海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25页。

[32] 《西方文明史》（上卷），第538页。

[33] E. 卡西勒著：《启蒙哲学》，顾韦铭、杨光仲、郑楚宣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4页。

[34]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旧制度，1713—1763》，第114页。

[3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657页。

[36] 《科学中的革命》，第248页。

[37] Daniel Bell，American Exceptionalism Revisited：The Role of a Civil Society，The Public Interest，Springer，1989，pp.9～14.

[38] 吴松、卢云昆编：《西方思想家政论文选》，云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19页。

[39] 柏克著：《法国革命论》，何兆武、许振洲、彭刚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40] 托克维尔著：《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1] 萨尔沃·马斯泰罗内著：《欧洲民主史——从孟德斯鸠到凯尔森》，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7页。

[42] 杜威著：《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92页。

[43] 艾伦·布鲁姆著：《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缪青、宋丽娜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19页。

[44] George H. Sabine，Thomas L. Thorson，A History of Political Theory，Chicago：Wadsworth Publishing Co. Inc.，1973.

[45] 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吴象婴、梁赤民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2年版，第324页。

[46]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第12页。

[47] 《十八世纪科学、技术和哲学史》（上册），第12～13页。

[48] 米尔顿·弗里德曼、罗斯·弗里德曼著：《自由选择——个人声明》，胡骑等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7页。

[49] Fontainerie，Francois de La，（ed. And trans. ），French Liberalism and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 and London：McGraw-Hill Book Company，1932.

[50] Hansen，A. O.，Liberalism and American Education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New York：the Macmillan Company，1926.

[51] 《国民教育》，见赫伯特·斯宾塞著：《社会静力学》，张雄武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149页。

[52] 《教育与研究》，见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著：《自由秩序原理》（上、下），邓正来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59页。

[53] 德拉-沃尔佩著：《卢梭和马克思》，赵培杰译，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54] 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342页，第522页。

[55] 马克斯·韦伯著：《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36页。

[56]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96页。

[57]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著：《革命的年代：1789—1848年》，王章辉等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序言第1页。

[58] 罗荣渠著：《现代化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31页。

[5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96页。

[60] 王觉非主编：《近代英国史》，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30页。

[61] 埃里克·方纳等著：《新美国历史》，齐文颖、林江等译，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177页。

[62] C. W. 克劳利编：《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第9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73页。

[6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489页。

[64] 《科学中的革命》，第298页。

[65] A·B·古雷加著：《德国古典哲学新论》，沈真、侯鸿勋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6] Green，A.，Education，Globalization and the Nation State，London：Macmillan，1997，pp.33～34.

[67] 维尔茨曼著：《激情和美德的小说》，载卢梭著：《新爱洛漪丝》（第5、6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93页。

[68] Mary Jo Mayens，Schooling in Western Europe：A Social History，Albany，1985，p.60.

[69] James Van Horn Melton，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p.14.

[70]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p.15.

[71] Absolutism and the Eighteenth-century Origins of Compulsory Schooling in Prussia and Austria，p.22.

[72] 马克斯·布劳巴赫等著：《德意志史》（第2卷），上册，陆世澄、王昭仁译，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416页。

[73] 《德意志史》（第2卷），上册，第414～415页。

[74] 《新美国历史》，第238～239页。

[75]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动乱年代的战争与和平，1793—1830》（第9卷），第239页。

[76] Sita Ram Vashisht，Ran P. Sharma，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New Delhi：Radha Publications，1997，p.36.

[77] David Hogan，The Market Revolution and Disciplinary Power：Joseph Lancaster and the Psychology of the Early Classroom System，History of Education Quarterly，Vol. 29，No. 3，1989.

[78] 角贴书可以追溯到15世纪末，到16世纪末在全英国普遍使用，类似于字母板，没有把柄，它也在荷兰、法国和德国各邦使用。

[79] 最初儿童是通过它而转到教义问答和圣经，但大约在17世纪中叶它才真正出现。它包括谕令、贵族祈祷和十书，还有一些经常使用的祈祷文和教义诗篇。它所表现出的思想可以追溯到夸美纽斯的Orbis Pictus（1654年）。

[80]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p.85.

[81]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p.68.

[82]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ighteenth Century，p.68.


第二章 18世纪法国思想家的启蒙教育思想

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世纪，更是法国的启蒙运动世纪。启蒙运动将人类从宗教教条、盲目信仰中解放出来，使人民能充分发挥人类的聪明才智，用理性之光照亮未来。启蒙即“启明”，在法语里，leslumiéres这个词所蕴含的本义是“光明”，其引申义则为“启蒙教化”。法国启蒙思想是理性哲学的表现，18世纪是理性胜利的时代，即理性原则取代权威和传统原则的时代。启蒙思想家把一切都求助于理性，视理性为评判一切现存事物的标尺。所谓理性就是人的思考和分析，指的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因于自然而不归因于奇迹的倾向。理性或科学理性是启蒙思想的主旋律。启蒙运动崇尚理性、知识与道德。

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是由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科学从文化上直接孕育的。科学的发展与理性的增长具有同步性，科学上的每一个进步都在拓宽人们的视野，改变人们的思维方法和思想观念。启蒙思想是科学的思想，法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对于科学精神有着更为深刻的把握。伏尔泰悉心研究牛顿物理学，达朗贝尔是一名数学天才并通晓力学，狄德罗在数学、物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深有造诣，霍尔巴赫是化学家，卢梭知悉科学与艺术，爱尔维修和孔多塞学识渊博，魁奈和杜尔阁不仅是思想家和经济学家，而且有着丰富的自然科学知识。集思想之大成的《百科全书》（Encyclopedic ou Dictionnaire Raisonné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étiers），乃是启蒙学者在自然科学领域最高成就的体现，是科学精神的璀璨结晶。

法国启蒙思想家以人的理性代替神的启示，以人的自然权利学说对抗封建特权理论，即用“天赋人权”反对“君权神授”。在启蒙思想家们看来，人是生而自由、平等的，一切人皆有追求生存、幸福的权利。对人的解放与人的尊严的肯定正是启蒙思想的精髓所在。自文艺复兴至法国启蒙运动，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就是人发现并实现自身价值的历史，是理性冲破信仰和权威的束缚并获得解放的历史，人的发展和世界的发展并行不悖。法国的理性哲学具有道德理性和情感理性。这种理性要求认识人的理智的、意志的和情感的能力，在以科学为目标的哲学方法论背景下注重研究人的感觉，把人既视为理性的生物，又看成感性的生物。这种崭新的道德理论直接导致了法国与欧洲感觉主义伦理学的诞生。

法国的理性哲学也包括自然学说，自然观乃是18世纪法国科学理性的重要基石，这种自然观本质上是机械唯物论自然观，牛顿建立的经典力学体系确立了天体与地上物体统一于绝对的时间、空间和运动等自然宇宙法则。笛卡尔认为包括自然界和人在内的整个宇宙都是一架按自然规律运动的机器。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将牛顿和笛卡尔的自然观发展成唯物论，他们从宇宙受永恒的“自然规律”支配这一前提出发，认为人类社会同样受不变的“自然法则”制约，提出了“永恒的人性”“永恒的道德”等带有鲜明自然论色彩的机械唯物论的宇宙观，从而解释人和社会的问题。

启蒙与理性、科学同等，也就是科学与技术结合，科学思想与方法，科学理论与实践在哲学思想基础上的结合。重要的是，科学与理性促使人们思考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人类世界，要求人们为这个世界提供反映客观对象独特性质、并符合感知结构本身繁复性与多样性的综合表述，以解决好感觉世界与心智世界的关系问题。

本章专门研究启蒙运动中涌现出来的思想家的启蒙教育思想，他们是伏尔泰、孟德斯鸠、孔狄亚克、爱尔维修、狄德罗、霍尔巴赫、孔多塞等。

第一节 伏尔泰的启蒙教育思想

伏尔泰（Voltaire，1694—1778）的启蒙教育思想在整个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的地位并不那么显眼，也就是说教育史学家给予伏尔泰的关注远远比不过同时代的卢梭、爱尔维修等人。尽管如此，研究伏尔泰的启蒙教育思想仍有必要，因为他在西方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是不可动摇的。伏尔泰出生于巴黎的一个资产阶级家庭，从耶稣会士那里接受了良好的人文主义教育，并且很快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他曾被不公正地关入巴士底狱，获释后被迫前往英国。1727年到1733年，他写了《关于英国人的通信》（Lcttes sur les Anglais）。此书最初是1733年以英文本的形式在伦敦出现的，书名是《关于英国民族的通信》（Letters Concerning the English Nation），随后又于1734年以法文版在伦敦出版。由于该书遭到巴黎议会的谴责，伏尔泰被禁止在巴黎居住，不得不作为夏特莱侯爵夫人的客人居住在乡村的西雷城堡。这使他在1734年到1749年得以从事工作并保证了他的社交生活。1740年，他发表了《牛顿形而上学》（Métaphysique de Newton）；1751年，他的杰作《路易十四时代》（Le Siécle De LouisⅩⅣ）出版。1755年，伏尔泰在靠近日内瓦的地方定居，当时的日内瓦已成为欧洲的一个知识文化中心。在离日内瓦不太遥远、但却位于法国领土之上的费尔奈城堡居住的18年间，伏尔泰接见了来自欧洲各地的许多作家和艺术家。1778年，他在巴黎受到了凯旋般的欢迎，并于同年在该城去世。

从伏尔泰的著作中，我们没有看到他在教育问题上的专门言论，这令研究者感到为难。但伏尔泰通过其哲学、政治学、宗教学等反映出的与教育思想直接相联或相关的思想还是可以讨论的。

一、“健全理性的自由人”教育

（一）反宗教思想与教育

伏尔泰提出“健全理性的自由人”的教育思想是与他的反宗教和高举自由、平等的伟大旗帜相结合的。从逻辑上说，自由人首先要摆脱宗教的束缚，其次是确立自由人的自由、平等的权利。

伏尔泰一生与封建专制制度和天主教会进行斗争，但与那个时代的多数思想家一样，他是一位自然神论者，承认上帝的存在。他在其哲理小说《老实人》和《天真汉》中，以犀利的笔锋、辛辣的语言对腐朽的法国社会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他说：“在这个荒唐的国家里，不论是政府、法院、教堂、舞台，凡是你想象得到的矛盾都应有尽有。”[1]在伏尔泰的视野里，疮痍满目，灾难频仍，权贵和僧侣强取豪夺，贪得无厌，残暴、专横、欺诈、吝啬、淫欲、虚伪、愚昧等充塞着人间。

伏尔泰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他给予法国腐朽的社会力量——贵族和教士以毁灭性的打击，以其毕生的精力宣传平等与自由。他从争取资产阶级自由、平等的立场出发，对封建专制制度及其精神支柱——天主教会深恶痛绝，无情地揭露其罪行。他说，那些像法官的“混蛋”们，无缘无故地把人关在监牢里，却连“被关的理由也不能问一问”，而那些教皇、主教、神甫等“文明恶棍”，则用“错误的结晶”——宗教神学蒙蔽人类的头脑，窒息人类的理性，以便使人类变得愚昧无知，听从他们的奴役。

伏尔泰在反对封建专制和宗教迷信的长期斗争中，十分重视教育问题。伏尔泰首先对当时在法国占统治地位的经院主义教育进行了猛烈抨击。他指出，在教会控制的学校里，向人们灌输的只是宗教偏见，“几百年来翻来复去，搬弄一大堆论据”[2]，其中却没有一条真理。他们不让人看到“事物的真相”，而只是关于“事物的幻像”，结果破坏了人们善良的、纯朴的天性，理智受到了损害。有的人花了50年工夫认真地研究了神学，却没有得到一点“合理的见解”。

（二）知识学习与唯物主义感觉论

伏尔泰的唯物主义感觉论深受英国科学方法和哲学思想的影响。他旅居英格兰期间，写下了不朽的世界名著《哲学通信》。此书第一次系统地把英国的唯物主义哲学，尤其是培根和洛克的唯物主义、经验主义介绍给法国文化界，同时也阐述了牛顿的一些有关物理和科学方法的思想。伏尔泰称培根是实验哲学之父，认为培根认识到并且指引了通向自然的道路。培根主张应该使用新的方法，即实验的方法来探索自然，“他就他影响所及尽力使这些为健全人类理性而设置的团体不再继续使用它们那些‘本质’、‘害怕’、‘实体的形式’和一切不恰当的语词来糟蹋理性，这类语词不仅被无知的人尊敬，而且可笑地跟宗教掺杂在一起，简直几乎成为神圣的了”[3]。他在赞扬培根的同时，还称颂洛克证明了人的种种观念来自瞬息万变的感觉，并逐一考察了人类心灵的各种活动过程。伏尔泰认为物质永恒存在，广延和运动是物质的必然属性，物质运动是有规律的。伏尔泰根据洛克的经验主义原则，着重指出，根本没有天赋的观念，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笛卡尔等认为是最确定的那些观念的痕迹，而具有这些观念的人也只是小时候从别人那里听来的。他完全赞成洛克在认识论上所坚持的经验主义原则，即认定理性和知识的全部材料都来自经验的观点。他明确地说：“毫无疑问，我们最初的观念乃是我们的感觉。我们一点一点从刺激我们感觉的东西得到一些复杂观念。我们的记忆力保存下这些知觉，然后我们把它们放在一些一般观念项下加以整理，于是通过我们所具有的这种组合和整理的惟一能力，我们的各种观念就产生出人的全部广阔的知识来。”[4]伏尔泰说：“世界上的一切学院都永远也阻止不住哲学家们看出我们都从感觉开始，而我们的记忆也只是一种继续着的感觉。一个人若是生而缺少五官感觉，即使能活，也不会有任何观念。”“感觉包含着我们的各种能力。”[5]看来，伏尔泰认识到以“学院”代表的知识来自于“感觉”。

这里，伏尔泰提出了知识和经验、观念与感觉、观念和知识、感觉和能力等现代教育中知识学习的基本关系。伏尔泰提出学习天文学要用浑天仪以便观察天象，学习数学、物理学要运用仪器。在“黄金国”的科学馆中有“一个走廊长两百丈，摆满着数学和物理的仪器”，供包括青年在内的人学习使用。

（三）学科知识与教育

在伏尔泰看来，社会罪恶的根源在于愚昧无知和缺乏教育，因此，启蒙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发展教育，使人摆脱愚昧，培养具有“健全理性的自由人”。在培养这种人的新教育中，宗教神学根本不应占有地位。他说，“那些卷帙浩繁的神学书”“谁也不翻的”，而人们追求的是各种科学知识，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几何学等自然科学知识，以及文学、历史、哲学等社会学方面的知识。他认为这些知识与神学具有本质上的区别，它们没有宗派，不相互攻击，不使人们的思想混乱。它们反映事物的真实情况，可以让学习者得到客观真理。

（四）学科知识与理性

伏尔泰认为，随着教育的逐步发展，科学知识的日益普及，宗教狂热和偏见必将消失，理性将会取得更大的进步。也就是说，伏尔泰赋予科学知识对理性发展以重要意义。伏尔泰是一位历史哲学家，历史在他眼里是人类文明的发展，学习历史可以纠正人们的偏见，有助于理性的发展。于是他把历史学家视为揭露人类的统治者——国王和僧侣的全部罪行的引路人；把历史变成启蒙的工具，促使人们认识邪恶，纠正历史谬误。

历史知识是这样，天文学知识也是如此。天文学可以使人观察到宇宙的奥秘，从而对“天象”有科学的认识。他指出，当年轻人用浑天仪观察到“木星和土星在无垠的空间转动，几千百万的星球照耀着几千百万的世界”的“伟大景色”[6]时，他的头脑就清晰了，了解了自然世界的真相，不再为宗教神学观念所蒙蔽。

二、自由平等与教育培养目标

（一）自由平等思想

伏尔泰关于自由平等的思想是从自然法原则出发的。在他看来，自然在各个时代为了维护正义给人们指出一些法则，伏尔泰称之为自然法，这些是符合人类利益和理性的法则。所谓“自然法”，是“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至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7]。它是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都具有的概念，法律就是建立在这个概念之上的。

他强调自由是人的自然权利，并指出，成为自由的人，在自己周围只有平等的人。自由就是只服从法律，除了人们共同制定的、代表其共同利益的法律之外，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侵犯人的权利。他依据自然法和人道主义原则论证了自由的合理性和人应享有自由的权利。伏尔泰认为，自由首先是个人自由或曰人格自由，其次是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

对于伏尔泰来说，以自由和财产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是最公正的社会秩序，这种社会秩序的另一种表现是平等。他所讲的平等是人身平等和机会平等，即公民权利的平等。“凡是具有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他们在完成动物功能和进行理解的时候是平等的。”[8]他认为根据自然法则，人人都是生而平等的，只有暴力和合法规定才使一些人成为主宰者，另一些人受到奴役；法律使人平等，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种平等观和自由观一样，导源于自然法理论，即自然法权论。但是伏尔泰看到，由于社会分工和物质资源匮乏，实现经济上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只能要求在法律上人人享有平等的权利。这种经济上的不平等是一种罪恶，却是一种必要的罪恶。

必须指出的是，伏尔泰所说的“自由人”，其实质是具有自由、平等、博爱思想和科学知识技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如哲学家、科学家等。在他理想中的范围不大、人口不多的“黄金国”中就有工程师、物理学家三千余人，这些人就是他理想的新人。

（二）道德思想与教育

伏尔泰认为，相信正义绝对必要。正义是一种道德观念，道德观念有普遍性，是自然生长出来的。“伏尔泰具有第一流的文学才能，他百折不挠地、胜利地维护着理性和正义。”[9]卢梭认为随着文明的发展，道德必然堕落。而伏尔泰则指出，人们的行为出自一种万古不变的本能，即同情和正义，因而人们的道德观念并没有堕落，他认为道德规范到处一样，正义原则始终存在，这是他把牛顿物理学中的机械定律应用于解释社会现象的结果，是形而上学思维方式的反映。

人类教育思想史反映出思想家们十分重视道德及道德教育，例如，伏尔泰在自然道德观念上就是个人主义的和谐路线的倡导者。他认为人的世俗情欲、人对幸福的渴望和追求是合法的。在他看来，这种追求不仅把人的肉体的、情感的和理智的能力结合在一起，而且这些能力又与各方面的社会力量协调一致。也就是说，自然道德观是作为理想、作为个人自由和社会必然的实际出现的。它是人的各种生存层次的统一，是人的内在追求和具有普遍意义的外在行为的和谐结合。

（三）明君政治思想与等级制教育

在政治上，早期伏尔泰的理想政治国家是英国式的君主立宪制，后期则倾向于共和制，但作为大资产阶级利益代表的伏尔泰把实现政治理想的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身上。伏尔泰断定：在法国，政治改革哲人们能够支持的唯一可能的代理人是国王；国王的事业是哲人的事业，哲人的事业也就是国王的事业，从而拥护开明专制制度和君主制。当然他拥护君主是有条件的，就是要求君主保障人民的自由，政体必须以法律为基础。他认为只有依据法律，人民才能享有自由。这就是说，除了法律以外，不依赖任何别的东西的人，这就是自由人。伏尔泰晚年对共和主义怀有极大的兴趣，感到在专制体制统辖的社会，人们犹如替主人服务而架着轭的公牛，缺乏自由与平等；认为共和制是一种原始的、正在自然地产生的国家形式；在一切政体中，共和制是最宽容的，是自然的、合理的制度；共和制最接近人的自由平等，能够使自由得到最好的保障。

与卢梭的民粹主义政治哲学不同的是，伏尔泰害怕人民革命，认为人民不需要教育。他的教育对象不包括被他称为贱民的贫民阶层。他认为诸如裁缝匠、洗衣女工、鞋匠等一类人，只应当干体力劳动，不必接受教育。因为，如果贫民要是受到教育，那么他们就可能取代主教的地位，成为统治者，这样，社会基础就会受到震动，整个社会就会崩溃。于是，伏尔泰指出，教育鞋匠和女仆是使徒的事情，即宗教社会的事情。至于他自己主要是向君主进行宣传，劝导他实行开明政策，普及教育，给自己的臣民带来“好处和幸福”。

但就国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而言，伏尔泰的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伏尔泰在1764年匿名发表的《哲学辞典》（Dictionnaire Philosophique）中，在“法”一条中规定了教会与国家的关系，指明“所有教会都隶属于国家，因此，它们在任何方面都应受政府的管辖”，同时还主张教会不得任意制定法律，不得干预民政事务，牧师应向国家纳税等。教会与政权分离，宗教应是私人的事。他赞扬英国的方式，即削弱宗教在国家中的权势，降低它的作用，消除这个动乱的隐患。实际上，伏尔泰的民族国家与教会之间的关系思想为国家从教会手里接管教育权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也是伏尔泰高度称赞拉夏洛泰的《论国民教育》而无视卢梭的《爱弥儿》的思想逻辑所在。

启蒙运动的核心在于理性和进步以及科学，追求自由、平等的理想资产阶级社会。伏尔泰作为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站在反对宗教封建专制主义的立场上，提出培养“健全理性的自由人”的目标确实具有时代特征。这种“自由人”热爱自由、平等，这实际上为资产阶级革命埋下了伏笔，即这种人就是资产阶级革命所需要的人。于是，我们对他那种民主主义精神不足的表现就可以理解了。重要的是，伏尔泰遵循唯物主义感觉论，提出知识学习的来源、学科知识与理性等体现现代性的思想，值得深思。

第二节 孟德斯鸠的启蒙教育思想

在学术思想领域内，在孟德斯鸠与伏尔泰之间，伏尔泰关注社会、历史和文化以及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而孟德斯鸠着眼于政府的类型、所用的原则以及各种法律的作用和应予改进的途径。也就是说，孟德斯鸠的启蒙教育思想与他关注的政府类型及原则相联系，事实也正是如此，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详尽地阐述了他的关于教育与政府类型及其原则之间的关系的启蒙教育思想。研究孟德斯鸠的启蒙思想的学者认为：“孟德斯鸠关于专制主义的教育的论断，实际上是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抨击的一部分，因而也是他的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0]“孟德斯鸠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认为，一个社会是善是恶，取决于教育的力量，而不是取决于个人的共性。”[11]

在18世纪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中，悉心研究、著述政治兼及法律而驰骋于政治哲学领域的思想家，除卢梭以外，还有孟德斯鸠。作为一个政治哲学家，他思维敏捷，高瞻远瞩，缜密透视当时法国的政治状况，潜心分析各种政体，包括历史的和现实的，以便从中吸取经验教训，确定改革大旨，目的是教诲人们痛斥、摒弃封建专制主义。尽管受到时代的局限，他主张君主立宪的体制，但后世研究者无不对他的政治哲学思想关注有加。他的重要著作有：1721年发表的《波斯人札记》（Lettres Persanes）；1733年出版的《罗马盛衰原因论》（Condidéerations sur les causes de la grandeur des Romains et de leur déc adence）；1748年首次在日内瓦出版的《论法的精神》（Del’ esprit des lois）。正是《论法的精神》折射出了奇光异彩的“政体教育”的启蒙思想。我们之所以把他的启蒙教育思想表述为“政体教育”思想，是因为：一方面，孟德斯鸠是在《论法的精神》这部政治哲学著作的第四章展开教育问题的论述的。这部著作洋洋60万言，纵横6卷，共31章，可谓鸿篇巨制，在第四章就论述教育问题，可见他把教育问题放在何等重要的位置。另一方面，孟德斯鸠在论述教育的过程中，始终把教育置于与“政体”的密切关联之中。他的教育思想是受制于政体的原则的。用现代语言表述，他谈的主要是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

一、三种形式的政体理论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堪称西方政治法律思想史上的巨著，它是自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政治学》问世以后的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理论著作，是到他那个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理论著作。他的启蒙教育思想无疑是以他的政治学说为基础的，也就是说，他的政体理论为他的启蒙教育思想提供了理论依据。亚里士多德指出：“政体可以说是一个城邦的职能组织，由此确定最高统治机构和政权的安排，也由此订立城邦及全体分子所企求的目的。”[12]他又说：“政体这个名词的意义相同于‘公务团体’，而公务团体就是每一个城邦‘最高治权的执行者’。最高治权的执行者，则可以是一人，也可以是少数人，又可以是多数人。这样我就可以说，这一个或少数人或多数人统治要是旨在照顾全邦共同的利益，则由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就是正宗政体。反之，如果他或他们所执掌的公务团体只照顾自己一人或少数人或平民群众的私利，那必然是变态政体。”[13]亚里士多德在这里提出了划分政体的两个主要标志，即人数多寡的国家最高统治权执行者和“照顾全邦共同利益”的统治目的。他根据这种标志把政体归结为正宗政体和变态政体，前者包括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与共和政体，后者包括寡头政体、僭主政体和平民政体。孟德斯鸠既是时代的产儿，又是时代的改造者。他继承了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探视到法国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主义的没落，把政体分为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三种。他说：“政体有三种：共和政体、君主政体、专制政体……我假定了三个定义，或毋宁说三个事实：共和政体是全体人民或仅仅一部分人民握有最高权力的政体；君主政体是由单独一个人执政，不过遵照固定和确立了的法律；专制政体是既无法律又无规章，由单独一个人按照一己的意志与反复无常的性情领导一切。”[14]孟德斯鸠仍然沿袭了亚里士多德划分政体的两个标志，但赋以法律的规定，把法律规定为政体行为的准绳，“法的精神”融合到了政体之中。

事实上，孟德斯鸠在界定各种政体的时候已经指明了政体的性质，即所谓“构成政体的东西”。“共和政体的性质是，人民全体或某些家族在那里握有最高权力；君主政体的性质是，君主在那里握有最高的权力，但是他依据既成的法律行使这一权力；专制政体的性质是，一个单独的个人依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15]孟德斯鸠从这三种性质中自然而然地推衍出三种政体的原则，即政体行动的准则。教育的法律应该和这三种政体原则相适应。

二、政体教育思想的基础，即政体原则

孟德斯鸠指出，三种不同的政体具有三种不同的性质；相应地，三种不同的性质导源出三种不同的政体原则。孟德斯鸠认为，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怖。

（一）品德是共和政体的原则

关于品德问题，孟德斯鸠在其“著者的几点说明”中谈道：“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书开头的四章，我应该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它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正如荣誉是推动君主政体的动力一样。因此，我把爱祖国、爱平等叫做政治的品德。”孟德斯鸠所说的品德不禁使人回忆起柏拉图在《理想国》、亚里士多德在《伦理学》中关于正义的描述。柏拉图认为，正义应当既有德行又有智慧。人人都应主持正义，做正义之人。因为正义之人心善，诚能安乐而有幸福。亚里士多德的所谓正义，是指服从法律和为公民服务而献身，是他所认定的完善或完美的品德。“品德，在共和国里，是很简单的东西，就是爱共和国。它是一种感情，而不是知识的产物。”[16]这种感情是共和国内的一切人，不分高低贵贱都能感觉到的。孟德斯鸠认为爱共和国，实际上就是爱祖国。对祖国的爱导致风俗的纯良，反过来，风俗的纯良又导致对祖国的爱。同时，爱共和国就是爱民主政治，爱民主政治就是爱平等。而且“这种爱要求人们不断地把公共的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它是一切私人品德的根源。私人的品德不过是以公共利益为重而已”[17]。可见，孟德斯鸠突出公共精神，这种精神也是包含在亚里士多德的正义品德中的，共和国就是有品德而令人赞美的政体形式。然而在18世纪的欧洲，在他生活的时代里，这种政体是无论如何找不着的。他意指的是雅典、斯巴达这样的古希腊城邦共和国和罗马共和国。[18]孟德斯鸠对这种共和国敬慕不已。他说：“古代多数的人民生活于以品德为原则的政府之下，当品德还具有力量的时候，人们做了一些我们今天再也看不见的事情。那些事情使我们渺小的心灵感到惊骇。”[19]孟德斯鸠论述政体品德，实际上继承了古希腊人的“国家是一个道德体”的学说。要使品德发挥真正的作用，除了政体有品德以外，执政者也要有品德，品德政体和品德执政者密不可分，执政者没有品德，就不能产生和存在有品德的政体。

既然品德就是爱平等，那么品德也蕴含着平等、自由的原则。孟德斯鸠衷心追求的目标是控制在一定范围内的自由、平等。他说：“‘品德’的自然位置既然在‘自由’近旁，但是离‘极端自由’和‘奴役’却都是同样的遥远。”[20]一个统治者让人民享有自由，也就是使人民摆脱奴役状态。但是，这种自由必须受一定条件的制约，不能趋向极端。同样，在平等原则上，孟德斯鸠指出，真正平等的精神和极端平等的精神之间是有天壤之别的。真正平等的精神“并不是每个人都当指挥或是都不受指挥；而是我们服从或指挥同我们平等的人们。这种精神并不打算不要主人，而是仅仅要和我们平等的人去当主人”。也就是说，人人平等，指的是机会平等，并非在享有权力上绝对平等。

（二）荣誉是君主政体的原则

在孟德斯鸠看来，荣誉是一种动力，是对每个人、每个阶级的成员，对社会价值的评估，“在君主国里，它鼓舞最优美的行动；它和法律的力量相结合，能够和品德本身一样，达成政府的目的”[21]。孟德斯鸠从人的欲望和利益来论证这个动力。他认为，人人都有自己的欲望，这种欲望不能完全溶解于公共的整体和利益中，而得不到任何形式和程度的满足。他说：“正如物理世界中物质的每一部分都倾向于逃离中心，惟其如此，它才能存在，政治世界是由每一个个体必须摆脱当前处境的内在的和永不静止的欲望支持的。过度严厉的道德说教企图消除一切工匠中的伟大者刻印于我们心灵的这些特性，是徒劳而无功的。这要靠那试图合乎人的心境而做的工作的道德训育来调节，而不是毁灭这种感情。”[22]所以，欲望常常跃动于内心中，作为一种动力支配人的行动。但孟德斯鸠认为欲望所想的无非是利益，利益是荣誉的化身，其实是图谋利益，满足欲望。孟德斯鸠认为，对一个人而言，要求保证获得优越地位和声誉的欲望就“像宇宙的体系一样有种离心力。不断地要使众天体远离中心，同时又有一种向心力，把它们吸向中心。荣誉推动着政治机体的各个部分，它用自己的作用把各部分连结起来。这样当每个人自以为奔向个人的利益的时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3]。孟德斯鸠推崇君主制，认为君主制以荣誉为原则，能够控制和引导个人欲望，把它限制在一定的道德、法律的格局以内，使之趋于向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方向发展。这是君主制的优越性所在。君主政体的荣誉原则的优越性还表现在对君主的约束和启迪上。孟德斯鸠认为，在君主政体中，君主统治国家，但他的权力受政体原则即荣誉的限制。荣誉既限制着人民的行动，又统治着君主。看来，荣誉在君主政体的政治事务和世俗生活中能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过，孟德斯鸠提出了虚假的荣誉，“从哲学上说，领导着国家各部分的，是一种虚假的荣誉，这是事实，不过，这种虚假的荣誉对公家是有用处的。这和真实的荣誉对获得这种荣誉的私人有用处是一样的”[24]。实际上，这里所谓虚假的荣誉是没有什么含义的，它只是个人追求私利、满足己欲的一种动力。当然在追求的过程中，要遵守法律和道德规范，使私利和整体的公利相符合，一个人便获得了优越地位和高度声望。

（三）恐怖是专制政体的原则

孟德斯鸠在划分、论证政体的过程中，表现出其个人对政体的偏爱和憎恶。他从整体上赞扬共和政体和推崇君主政体，但又毫不留情地抨击了专制政体，这就是他的资产阶级立场之所在。他认为在封建专制主义以及任何形式的专制主义统治下，君主实施的是暴政。孟德斯鸠把暴政分为两种：“一种是真正的暴政，是以暴力统治人民；另一种是见解上的暴政，即当统治者建立的一些设施和人民的想法相抵触时让人感觉到的那种暴政。”[25]暴力是指严刑峻法、警察、监狱等镇压人民的物质手段；见解上的暴政是指采取严格措施，对人民施以精神上的压力，驱使他们遵循封建君主指引的方向进行思想活动，不得越轨，这是一种思想、文化方面的无形暴政。封建专制的君主为所欲为，对外进行侵略战争，掠夺城池，对内横征暴敛，欺压人民，并且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专制政体下的官僚机构体现君主的意志。孟德斯鸠指出：“在专制国家里，政体的性质要求绝对服从；君主的意志一旦发出，便应确实发生效力……在专制的国家里，绝无所谓调节、限制、和解、条件、商谈、谏评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相等的或更好的东西可以向人建议；人就是一个生物服从另一个发出意志的生物罢了……在那里，人的命运和牲畜一样，就是本能、服从和惩罚。”[26]因此，孟德斯鸠认为，恐怖是专制政体的原则，专制依靠恐怖维持其统治。

三、与政体原则相适应的三种形式的政体教育

孟德斯鸠既然认为不同政体具有不同的原则，那么当他把教育置于不同政体之中考虑时，认为教育也应该具有不同的目标。他的这种思想和他对教育重要性的认识是联系在一起的，而这种认识源于他对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理解。孟德斯鸠说：“教育的法律是我们最先接受的法律，因为这些法律让我们准备做公民，所以每一个个别家庭都应当受那个大家庭的计划的支配，这个大家庭包含着全体个别的家庭。”[27]实质上，孟德斯鸠所指的“大家庭”就是社会或者国家，“大家庭和小家庭”的关系延伸的意义就是“国家和个体”的关系，即个体乃国家的组成要素。这实际上就是亚里士多德的城邦和个人的“大我和小我”之关系的翻版。孟德斯鸠把教育提高到法律的地位，并不指统治者要制定教育的法律，它不是指现代意义的教育法的含义，而是一种指向，即培养的目标。按他的话说，是“准备做公民”。因此作为社会的成员，每个公民都必须接受教育，而且在各种不同政体之下，教育的法律也将不同。在君主政体下，教育的法律的目的应该是荣誉；在共和政体下，应该是品德；在专制政体下，显然应该是恐怖。

（一）君主政体的教育或者君主国的教育

孟德斯鸠指出，在君主国里，人们接受教育的主要地方绝不是教育儿童的公共学校，而是社会。社会乃是向人们传授荣誉的学校。荣誉乃是人们的教师，它引导人们前进。君主国的教育就是要使受教育者成为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人。孟德斯鸠指出了君主国的教育的三个要求：“品德，应该高尚些；处世，应该坦率些；举止，应该礼貌些。”[28]这里的品德主要指义务，就是对己对人应尽的义务。他认为，人们表现出来的品德，往往是关于他们对自己所应尽的义务，而关于他们对别人所尽的义务方面则较少。“这些品德，与其说是召唤我们去接近我们的同胞，毋宁说是使我们在同胞中超群出众。”[29]君主政体的教育所要求的处世应坦率，绝不是因为爱真实。人们之所以要真实，这是因为一个习惯于说真话的人总显得大胆而自由。举止要有礼貌，那是来自想出人头地的欲望。因为那些不遵守礼节的人，会得罪一些共同生活的人们，从而失掉社会的尊重，以致不能有所成就。因此孟德斯鸠为君主国教育确立了目标，君主政体的教育“就是要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也就是具有这种政体所要求的一切特质与一切品德的人”[30]。这种教育是灌输忠君思想，培养“为君主服务”的人。他说，在君主国里，法律、宗教和荣誉所训示的，莫过于对君主意志的服从。荣誉所要求于贵族的，也莫过于为君主作战。孟德斯鸠还强调说，在君主政体中，无处不为荣誉所浸渍，它渗入到人们各式各样的想法和感觉之中，甚至指导人们的原则。因此，君主国的教育应当适应荣誉的最高法律，激发人们的荣誉感，培养具有强烈荣誉感的人。实质上，孟德斯鸠的君主国教育以荣誉作为教育的中心内容，通过家庭、社会而尊重荣誉。实施这种教育，培养人们爱君主、守法律以至为君主而捐躯的精神，使国家的各个部分和谐一致，构成一个完美的政治肌体。

（二）专制政体的教育

孟德斯鸠在分析君主政体的教育时，明显地表现出赞扬的口吻；然而对专制政体的教育，正像他抨击整个专制政体一样，进行了尖锐斥责。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31]这恰与君主国家的教育努力提高人们的心志相背离。这种教育要培养人的奴性，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教育。奴隶性的教育对于专制国家政权的巩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在那里推行的行为原则就是绝对服从。“绝对服从，就意味着服从者是愚蠢的，甚至连发布命令的人也是愚蠢的，因为他无需思想、怀疑或推想，他只要表示一下自己的意愿就够了。”[32]所以，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政体下，甚至对于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隶性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在那里没有当暴君而同时不当奴隶的。孟德斯鸠认为，在专制政体下，品德是绝对不需要的，荣誉也是危险的，所需要的只是恐怖。“在专制政体之下，君主把大权全部交给他所宠信的人们。那些有强烈自尊心的人们，就有可能在那里进行革命，所以就要用恐怖去压制人们的一切勇气，去窒息一切野心。”[33]专制政体的恐怖产生于威吓和惩罚，因此专制国家的教育就是要“唤起恐怖”，“把恐怖置于人们的心里，把一些极简单的宗教原则的知识置于人们的精神里而已”。[34]孟德斯鸠揭露说，专制国家的教育范围极其狭窄，就某种方面而言，教育等于零。他下结论说，专制国家的教育不能不先由培养坏臣民开始，以便培养好奴隶；它不可能致力于培养一个同公众共疾苦的好公民。

（三）共和政体的教育

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这种品德是与生俱来，还是培养所得，孟德斯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即人们的优良的政治品德不是生而有之，而是要通过教育来培养。所以在共和政体下，教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孟德斯鸠甚至说：“共和政体是需要教育的全部力量的。”[35]原因在于实行共和政体的国家需要品德作为动力。品德的力量是共和政体唯一的支持力量。只有在民主国家，政府才由每个公民负责。每个公民都有义务保护自己的国家及其法律，保护的前提首先是爰，就是有“热爱法律和祖国”的政治品德。因此，一切的关键就在于“在共和国里建立对法律与国家的爱。教育应该注意的就是激发这种爱”。[36]

孟德斯鸠在阐述共和政体的教育时，强调家庭教育和社会环境对教育的影响。他认为，必须对儿童进行“热爱法律与祖国”的教育，但要使儿童有这种爱，有一种妥善的办法，必须做父亲的先要有这种爱。父亲既要起到表率作用，又要是老师。他不仅把知识传授给自己的孩子，而且更是把感情传给孩子的老师。孟德斯鸠接着说，假如这种方法没有成功，那就说明家庭所获得的教育受到了外界思想的干扰和破坏。实际上，他敏锐地察觉到社会环境对家庭教育的消极影响，孟德斯鸠以此来说明家庭教育必须得到社会教育的配合。另外，孟德斯鸠似乎也意识到或者说预示了年长一代与年青一代之间的教育关系，实质上是新生一代与旧一代之间的矛盾关系。他说：“变坏的绝不是新生的一代，只有在年长的人已经腐化之后，他们才会败坏下去。”[37]这种思想直接影响了英国的欧文。

四、国家教育理论

在我们看来，孟德斯鸠的启蒙教育思想无论是君主政体的教育，还是专制政体的教育，抑或共和政体的教育，实质上，是与国家联系在一起的教育理论。孟德斯鸠在论述政体的时候，是与国家相提并论的，政体即为国家。这样孟德斯鸠揭示了近代教育的一般特征，那就是教育是国家不可忽视的重大事业。在近代思想家中，孟德斯鸠第一次明确指出了教育和国家的密切关系。这可以说是我们理解西方近代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钥匙。孟德斯鸠“政体教育”思想的意义在于：它预示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教育发展方向。他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正如“孟德斯鸠的分权理论在美洲找到了条件齐备的实施场所”[38]一样，它的启蒙思想不但对爱尔维修撰写《精神论》提供了思想启示，美国的杰斐逊和托马斯·潘恩也都受到了他的影响。托马斯·潘恩在《人权论》中说：“一个组织良好的政治治理下的国家不应当容许有一个人不受教育，只有君主制和贵族制的政府才需要用愚民政策推行自己的统治。”[39]杰斐逊的现代化国民教育理论也深深带有孟德斯鸠启蒙教育思想的烙印。

第三节 孔狄亚克的启蒙教育思想

孔狄亚克（Etienne Bonnot de Condillac，1715—1780）与法国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在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上未提出特别有影响的宏论，但他的哲学认识论却使他成为西方哲学史上，尤其是认识论史上的一个关键性的哲学家，成为认识论历史转折点上的重要人物。应当说，孔狄亚克在教育问题上的论述没有其他启蒙思想家那么直白，从他的著述中我们也无法进行直接的研究。这里研究他的教育思想，实际上也就是研究他的哲学认识论思想如何对人们的教育观念的变革所起的作用。

孔狄亚克，1714年9月30日生于格榕诺布尔（Grenoble）。他性格内向，喜爱钻研，涉足的学术领域十分广泛，因此被称为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深受洛克思想的影响，其《人类知识起源论》（Essai Sur L’ Origine des Connaissances Humaines，1746）成为洛克的《人类理智论》之后又一部研究感觉经验论的重要著作。他的一生与法国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们过往甚密。伏尔泰对孔狄亚克赞赏备至，甚至将他与洛克相提并论。他与教育相关的事迹可以从他编写的教材，如《学习教程》《逻辑学》略见一斑。由于他发表了一套为帕尔马法国宫廷年轻的斐迪南公爵设计的学习大纲，因此有的教育史学家评论说：“孔狄亚克是一位公认的教育学专家。”[40]他于1780年2月逝世。

作为一个感觉经验主义哲学家，孔狄亚克的哲学认识论思想发挥了洛克的观点，具有明显的政治和教育意义。

一、感觉主义思想

孔狄亚克充分肯定人类的认识活动始于感觉，又都可以归结为感觉，成为感觉转换了的形式。他极力推崇感觉是人类心灵在认识过程中最初表现出来的一种能力。他认为，感觉可以为我们提供认识真理的材料。它至少包含两种带有关键件的因素，一是我们感觉到了的感知，这需要感觉器官作为媒介。只有在具备感觉器官的条件下，才能有感觉经验，才能对感觉有所感知。二是我们与外界事物的关系。这就是说，必须有外界存在的事物和我们发生关系，我们才能有感觉。外界事物的刺激是产生感觉的原因。感觉为认识活动提供材料，感觉材料是认识活动最初取得的简单的成果，却不是认识的对象。认识的对象是真实的客观事物。

孔狄亚克认为从认识主体方面看，感觉产生于感觉器官，即感官。一种感官专司一种职能，产生一种感觉，不能兼及别种活动，摄取其他感知经验。

显然，孔狄亚克是一个坚定的感觉主义者，一再宣称感觉是人类认识的唯一来源。他表明，如果我们有特殊的观念和一般的观念，我们的理智就能够进行各种活动，我们就有各种欲望以及或服从或抵制的激情；如果愉悦和苦恼是我们能力的发展的唯一的基质，那么，我们有理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我们的知识和激情是与感觉相伴而生的欢乐与痛苦的结果。总之，我们的一切理智活动和情绪的变化都可以追溯到感觉。

二、经验主义思想

在法国历史的转折点上，孔狄亚克树立以经验为核心的新体系。他劝导人们倾听经验，关注经验和习惯，无论是感性知觉或创制观念，都涉及经验和习惯，都来源于经验，尔后形成习惯。经验主义重视经验，紧紧把握经验而追踪人类认识的根源，围绕经验而展开认识论的探讨。他说，我们唯一的目的应该是求教于经验，根据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事实来进行推理。孔狄亚克注重活动和环境对人类认识发生的作用，因此他对经验的解释含有唯物主义因素。他强调经验很早就对我们起作用，从那里可以获得观念；观念来源于感觉，感觉是经验中的基本因素，一切经验都可以划归为感觉。感觉是外界事物作用于感觉器官的结果；经验自然也不是空穴来风，而是有物质的东西作为前提的。孔狄亚克也注意经验，包括观察，通过观察而获得的事实拥有独立性和客观性，这也是对经验做的唯物主义的论证。

三、知识学思想

哲学史学家们评论17、18世纪西欧哲学家的思想时认为，寻求确定的知识，并为这种知识建立基本原则是哲学家们的一种趋同现象，他们力图发掘人类认识的基础，借以构筑知识大厦。孔狄亚克就是在这种思想模式下撰写《人类知识起源论》一书的。在书中他肯定通过感觉产生观念、概念，观念、概念可以分解和组合。这部书的主要目的是要研究人类精神，了解人类精神的运动，观察这种活动以什么方式而相互结合，注意我们应该如何引导，以便获得我们可能具有的一切智慧。孔狄亚克与洛克一样反对天赋观念说。他说：“哲学家们从假定天赋观念出发，开头就铸成大错，是不能得到知识的。他们那些应用在抽象名词上的原则，只能产生出一些荒唐可笑的意见，只能凭借那种必然围绕着它们的蒙昧来负隅顽抗，抵制批判。”[41]孔狄亚克所指的哲学家就是以笛卡尔为首的笛卡尔派哲学家。孔狄亚克在一定程度上相信外界事物、外界环境对人类认识所能起到的作用，坚决反对天赋观念说。他说：“我不能进一步知道天赋观念的体系属于谁，属于哪个民族或哪些哲学家；但是这些体系大大阻碍了推理艺术的进步，这一点我是深信不疑的。”[42]

孔狄亚克强调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随着感觉的扩展，人类知识的范围也日趋扩大，而感觉是人类的感觉器官受到外部事物刺激的结果。在处理知识的问题上，他指出要记取自然的教诲，即进行观察、分析的教诲，通过观察、分析而建立科学。观察、分析是认知主体的心理活动，要实现这种活动，必须有外部事物的存在作为前提。孔狄亚克的知识论思想显然比洛克前进了一步。因为洛克是这样规定知识的，即知识同观念打交道，是对两个观念相左与否的知觉，有了这种知觉，才算有知识。如果没有这种知觉，尽管我们可以猜测和信仰，但那还不是知识，没有达到成为知识的程度。在洛克看来，知识是认知主体的观念。事实上，它设定观念是思想的材料，而不涉及观念所由以形成的物质事物。经验不是关于实在世界的经验，而是关于经验本身的经验。

由于在认识论上，孔狄亚克坚持经验主义、感觉主义路线，反对笛卡尔等的唯理主义者的认识论体系，着重反对他们的形而上学的思想，因此，孔狄亚克说：“要认知风景，蓦然看她一下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渐次看它每部分。与其以一瞥而总览一切，我们不如把眼光连续不断地落在一个对象、又一个对象上。这是自然教诲我们的一切。如果她给我们立刻观看许多事物的能力，她也给我们只注视一件事物的能力，这就是：引导我们的眼睛趋向一个单一的事物，这是一种能力，它是我们组织的结果。依靠这种能力，我们获得从视觉得来的一切知识。”[43]这里，孔狄亚克提出了获取知识的分析方法与综合方法相对应。分析法重观察经验，从观察经验中吸取知识。

当然，孔狄亚克把人类的认识归结为或还原为感觉，使之单一化，成为一维的线性活动，忽视了认知结构的层次性。为此有学者评论说，他的《感觉论》精心定制了一种知识论，这种知识论是完全建立在由感觉提供和由观察心灵以纯粹被动的方式接收来的原始材料之上的。他认为感觉不仅是感官、知觉范围以内的人类经验的各种不同的内容的终极源泉，也是人类思维过程的一切更复杂的活动的终极源泉。注意、比较、分辨、抽象，甚至我们最深奥的观念的组合，都被仅仅看作具有或多或少明显性质的感觉的变形。

值得注意的是，孔狄亚克的《学习教程》虽然是一个学习计划，但它具有历史意义，因为它是早期的一个课程范例。它旨在鼓励学生对知识进行思考，而不是去积累。它尽力为儿童把人类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按自然顺序排列，从人类最早期的神话开始，直到现代的科学。在这里，孔狄亚克不仅在近代有关综合课程的概念方面，而且在随后形成的有关儿童应依照自己的发展阶段再体验人类的历史方面，都是一位先行者。[44]在这一点上，他所产生的影响甚至波及卢梭。

四、哲学思想的教育学意义

首先，孔狄亚克继承了洛克的思想，包括他的白板论思想。人在本性上是平等的，不仅在价值上平等，而且在智慧、才能和禀赋上也是平等的。儿童降生时，头脑是一张白纸，既无原始的罪恶，也没有原始的功绩。假定世袭的优越性不过是支持贵族特权的一种诡计，如果人确实通过教育培养和环境熏陶全都可以逐渐完善，那么，就没有为社会不平等辩护的理由了。[45]

其次，孔狄亚克注意到如何发挥人的才智，也注意到教育和环境对人的决定作用，并由感觉主义引申出革命性的结论。他在《学习教程》中指出，我们应该剖析精神，观察理智的活动以及心灵的习惯和观念的形成。人类的知识进步迟缓，正是因为人没有充分的认识自己的精神，也没有感到运用这种精神的必要性。理性的出现并不受年龄的限制，需要让儿童认识自己心灵的能力，使他感到有必要加以利用，因此，必须改革教育，创造环境，为儿童提供进行观察和开发才智的机会，使之取得经验，培育良好的习惯。马克思和恩格斯评论说：“因此，人的全部发展都取决于教育和外部环境。把孔狄亚克从法国各学派中排挤出去的正是折衷主义哲学。”[46]他们正确地阐明了孔狄亚克的观点，说他证明了不只有心灵，还有感觉；不只有创造观念的艺术，还有感性知觉的艺术关系到经验和习惯。但既然教育和外部环境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为了适应人的发展需要，政治体制和行政机构就应该实行相应的变革。尽管孔狄亚克在表达这种观点时有些含蓄，但其思想已经自然地包含着这种逻辑结论。

最后，孔狄亚克认为人才是学习的结果。在人才既然不是天生的，那么，是怎样培养出来的问题上，孔狄亚克的回答是：人才是学习的结果。进一步说，人是通过感觉获得知识、认识真理、增长智力的。人的知识、能力来源于感觉。“这部著作的主要目的，是说明我们的一切知识和一切能力如何都来自感官，或者说得更确切一点，都来自感觉。”[47]这是他在《〈感觉论〉的理论节要》一文中的开篇语。

孔狄亚克的启蒙教育思想是通过他的启蒙哲学来传递的。他的感觉主义经验论的认识论不仅为人类获得知识、洞察世界和自然探明了路线，而且也为人才的培养提出了方法和途径。但必须指出的是，他在哲学领域为法国启蒙运动扫清了道路，奠定了认识论的基础，实际上为法国18世纪的唯物主义思潮做了重要的准备。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爱尔维修成为他的追随者，“直接受孔狄亚克的影响而写成的著作中，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同代人爱尔维修所著的书名难以翻译的《精神论》”[48]。该书承袭了他的一切心理活动都是变形的感觉的学说，去掉了他思想中的唯灵主义因素，变更他的体系结构，展现那里蕴含的革命成分，使之成为有力的斗争武器。不仅如此，爱尔维修的伦理唯物主义在边沁的政治哲学中变成功利原则。这种原则传播趋乐避苦思想。英国的J. S·密尔以爱尔维修为中介，接受了孔狄亚克的思想，认为一切知识都是由经验派生出来的，人的性格能够通过教育和社会的改革变更到无限定的程度。杰斐逊在思考教育与民主政治和政体的关系这个最具现代性的问题时，也是通过爱尔维修继承了孔狄亚克的思想。

第四节 爱尔维修的启蒙教育思想

克劳德阿德里昂·爱尔维修（Claude Adrien Helvétius，1715—1771）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政治理论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于1715年1月出生于巴黎，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年轻时专心钻研传播科学和民主思想的著作，并从中吸取思想的营养，其中对他影响较深的就是洛克。爱尔维修还与法国进步的知识界直接交往并向他们请教。这些人中有巴黎科学院秘书长丰台涅（Bernard Le Bovier Fontenelle，1675—1757）和巴黎皇家植物园园长布丰（Georges Buffon，1707—1788）等，而对他的思想具有重大影响的要属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爱尔维修在1758年出版了《精神论》（De l’esprit）一书，1769年完成《论人》（De l’Homme，de ses Faculte’s intellectuelles，et de son Édueation）。前者赞颂情欲是一种伟大的力量，以唯物主义的观点论述了人、道德、法律、教育等问题，大胆揭露宗教及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后者把批判的矛头也指向封建专制制度，但其内容更侧重于论述教育问题，一方面反对宗教教育，另一方面提出资产阶级的教育主张。爱尔维修于1771年12月26日逝世。

对爱尔维修的启蒙思想，包括教育思想的评论，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这样说的：“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56）。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49]这里，他们指出了爱尔维修启蒙思想的全部内容。而爱尔维修的启蒙教育思想却是以他的唯物主义、利益主义或者说功利主义等思想为基础的，它的内容是人类智力的平等和教育的万能思想。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启蒙教育思想家，爱尔维修提出了与道德学说相关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建立了与民族学说相联系的民族性格形成的教育理论，建构了与政体学说相连的政体教育思想。另外，他的著名的“教育万能论”和“智力平等说”向来是教育思想史研究者关注的对象。所有这些构成了爱尔维修的启蒙教育思想。这里，以爱尔维修的教育批判思想为切入点，论述他的感觉、经验主义的智力平等思想和生活之和的教育万能思想，以及他的道德功利主义教育思想。

一、教育批判思想

爱尔维修与启蒙运动时期其他的思想家一样，对现行教育进行了批判。其批判的依据在于他的生活之和的教育万能思想，也就是说，君王、教士、修士和儿童之所以是那个样子，全由于他们所处的生活环境。爱尔维修指出，在当时的欧洲，特别像法国这样的天主教国家，教育分属于两个领域，一个是宗教领域，另一个是世俗领域。他以教育对人的影响为论据，勇敢地抨击贵族和教士。当君主未能把国家治理好时，“人们总是期待继位的君王改革弊端：他应当做出一些奇迹。这位君王继位了，什么都没有改变，国政依然如故”[50]。这是他受到坏的教育的结果。他说：“其实，一个常常受着比祖先更坏的教育的君王，有什么理由会更开明呢？”[51]君主是这样，教士和神学家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神学家们的精神之所以很少公正”，并且“有着虚伪的精神”，原因就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不好，特别是神学家们只“满足于经院中的行话，把空名当做实物，因而变得不能分辨胡说与真理，诡辩与证明”[52]。

由于在这两个领域中，贵族、官吏和教士、僧侣垄断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其目的在于通过学校来宣传与推行禁欲主义，因此学校的教学内容渗透了宗教精神。他们向儿童灌输宗教教义，使人们不明真理。贵族和教会推行的是愚民政策。爱尔维修为此指出，愚民政策下的“知识将会使法国人明白专制制度的祸害”[53]，因为对于教士和贵族而言，人民越无知，就越易驯服，对他们的决定就易服从。爱尔维修看到，“祭司关心的永远是使人们的目光远离真理。一切有教育意义的读物都禁止人们阅读。祭司把自己和人们关在一间黑屋子里，在那里只干一件事，就是把可以漏进光线的缝隙堵死”[54]。在爱尔维修看来，神学家们用宗教教义来麻痹青少年的思想，是一些害人虫，所以他曾骂神学家是“畜牲”！主教是人中间最野蛮的，而修士自幼就养成了行为和思想上的假冒伪善的习惯；越是惯于矫情作伪，其危险性就越大。他尖锐地指出，天主教会所宣传的教义是虚伪的，是骗人的，是不科学的，因此，爱尔维修十分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他认为，有了知识，就有幸福。知识能帮助人们分清黑暗与光明，知识使人们明白正义与真理。

爱尔维修还尖锐地批判了认为人的智愚、人的不平等是由先天决定，是由人的社会出身决定的谬论。他提出，“人生而无知，并非生而愚蠢”。人的愚蠢是由不良的环境和教育造成的。他写道：“在文明民族中间，如果愚蠢是人们的共同的状态的话，那是一种传染性的教育的结果；那是因为人们在那里受到伪学者们的教导，在那里读了愚蠢的书。”[55]显然爱尔维修的思想非常清楚，法国人民的愚蠢是封建专制制度和经院教育造成的。

爱尔维修以他的生态教育思想为武器，揭露了神学家、教士、修士们的虚伪、腐化的行为，剥掉了他们“神圣”的外衣，使人们的思想从宗教教义的桎梏下解放出来，接受反封建的民主思想，促进启蒙运动的发展。爱尔维修提出，必须改变由教会控制学校教育的状况，应该由国家创办和管理学校。为了培养爱国的公民，为了培养人的理性，为了清除宗教教育的影响，不能让教会再控制学校了。他说，一个民族如果把它的公民教育委托于教皇，这是民族的灾害。

二、感觉、经验主义的智力平等思想

爱尔维修在启蒙思想家中对教育认识独树一帜的表现主要是提出了感觉经验主义的智力平等理论。这种理论的主要依据就是，“我感觉，故我存在”。爱尔维修是一个经验主义者、感觉主义者。

在他看来，精神的意义在于：“自然提供给我们各种对象；这些对象与我们之间有一些关系，它们彼此之间也有一些关系；对于这些关系的认识，构成了所谓精神。”[56]他把自然与精神联系起来，认为自然永恒存在，是具体而可感觉的物体的总和，自然中的物质不可毁灭。那么物质又是什么呢？他回答说：“可以看到，人是物质的创造者（如果我胆敢这么说的话），物质不是一个存在物，自然中只有人称之为物体的个体，我们只能把物质这个词理解为一切物体共有的属性的聚合。”[57]尽管这种唯物主义哲学观把物质归结为物体共同属性的总和，有些失之偏颇，但他认识到物质是一个词、一个抽象的概念，这表现了他有很强的概括能力和思想中的合理因素。因为物质是人创造的概念，不代表个别的感性的存在物，是建立在这种存在物上，由概括这种存在物的共性而来，标志人在思想上对宇宙中存在的各种物质总和的把握。

物质和运动的关系是自然观中的重要问题。爱尔维修认为，物质与运动是统一的，物质不能脱离运动而存在，运动是属于物质本质的性质，因而不需要一种动力赋予物质以运动。物质存在于自然中，运动也无所不在。他说：“人们看到星辰不断地变换位置，围绕它们的中心而连续旋转；人们看到一切物体永无休止地消灭，又以不同的形式再度出现；最后人们看到，自然处于永恒的酝酿和解体之中，谁能否认运动是物体所固有的，是存在的事物的原因？”[58]运动涉及变化的关系。爱尔维修明确地肯定运动是变化的原因，他认为运动创生、消灭、保存和使一切事物生机勃勃；没有运动，则一切都是死寂的。但同时他又认为，运动存在于物理世界，也出现在精神世界，这两个世界都由于运动而不断地破坏而又重生。不仅如此，爱尔维修还赋予运动以演化的意义：“神向物质说过：‘我赋予你以力。’立刻，那些服从运动规律的元素在空间的广漠中乱窜并且混淆起来，形成了无数神奇古怪的结合，产生了无数种不同的混沌，直到最后它们才在平稳和自然循序中定下位置，我们现在就是认定宇宙安排在这个秩序中。”[59]当然爱尔维修这里所指的神其实就是自然。自然是一活动的整体，整体中的一切事物都经历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适者生存；奇形怪状、不能适应环境的东西则自行消灭；自然本身由无序达到有序，这也是一个过程。在这种过程中，自然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以及依靠这种力量而形成的阶段性，体现宇宙的演化和生物的演化。

爱尔维修在从精神、自然、物质的运动及其与变化的关系以及运动的演化的意义阐述其唯物主义哲学观的同时，还认为宇宙中的事物体现连续性。在他看来，连续性的规律总是被严格地遵守着，自然中没有飞跃，自然中的一切事物都是彼此相继、联结在一起的，没有高下之分。重要的是，这种连续性原则蕴藏着反封建等级制度的意义。

从爱尔维修的“自然中没有飞跃”和自然中的事物的连续性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中，我们看到了二者所具有的同等意义，而从这种关系中了解到爱尔维修的感觉主义哲学观。他认为，有特殊组织的肉体可以产生感觉，从而追问并写道，为什么在动物界有机体不能同样地产生人们称之为感觉能力的特殊性质？在他看来，感觉不是普遍的属性，而是物质有了特殊的组织形式才产生的一种能力，它随着这种物质的变化而变化。这种变化自然标志质的差异，如由无感觉能力向有感觉能力过渡。

爱尔维修立足于经验主义，始终不渝地维护感觉，痛斥形而上学特别是经院哲学所宣扬的属于思辨性质的形而上学。由此，爱尔维修重视观察，他认为观察是人类获取经验的重要途径。他承袭了培根的经验主义哲学思想，而洛克的经验主义更加直接地渗入他的意识，引导他考察认识的出发点。他坚决贯彻感觉主义的原则，把洛克的认识论思想推向极端，消除了其中代表人类认识的能动性因素。爱尔维修从感觉出发，但取消了内省，只让感觉独霸认识领域。他肯定感觉是人体最基本的机能，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改为“我感觉，故我存在”。在他的思想中，感觉是物质结构所产生的一种性质，是一种能力，医学和自然科学史中展示的理解被显然证明了。在一般动物那里，它们的形体结构可能产生这种能力，这种能力是维系在它们的器官之上的，彼此之间有共存亡的关系。感觉不能脱离物质而独立存在，必然与物质相联系，有物质的基础。不过感觉不是处于任何状态的物质特征，而是某些有特殊组织的物质特性，即动物有机体的器官所具有的一种能力。当然，爱尔维修充分肯定了感觉与外界事物的联系，断言感觉是由客观对象在认知主体上所施作用的结果，是认知主体的感受能力受到任一对象刺激的结果。他认为人有两种被动的能力，一种是身体感受性，另一种是记忆。前者是接受外界对象在人身上造成的各种印象的能力，后者是保持那种印象的能力。在这两种能力当中，感觉是基础，是前提；没有感觉，不可能有记忆；而感觉之所以产生，是由外界事物引起的。外界事物是出现感觉的原因。

爱尔维修认识到，人们处于不同的社会环境、文化环境中，其感觉和思维的方式各不相同，他们对同一事物的感觉就会产生极大的差异；另外，人的生活条件不同，社会地位不同，特别是偶然的条件所造成的心境不同，进而形成各自的利益或旨趣的不同。于是他说：“每一个人都是根据自己的印象快意不快意来评判人和物的；公众无非是一切个人的集合；因此他们只能拿自己的利益来当做判断的准绳。”[60]

总之，爱尔维修主张一切观念都起源于感觉，把感觉看作精神的唯一源泉。他认为感觉是人类最基础以至唯一的认识能力，其他的认识活动不过是感觉的变种。爱尔维修把人类认识的对象限制在可感觉的事物的范围内，凡是不能直接感觉的对象都被转换成有形象的事物；同时又隐含地把判断划归为比较，即比较具体的物或人的具体行为，以贬低思维的作用来论证判断即感觉。判断很重要，是因为它的全部内容是考察两种现象之间的关系，“精神的全部活动就在于我们具有一种能力，可以觉察到不同的对象之间的相似之处或相异之处，相合之处或相违之处。然而这种能力无非就是肉体的感受性本身，因此一切都归结到感觉”[61]。

认识论的发展证明了爱尔维修关于感觉即判断的论断是错误的，这一方面是因为他醉心于肉体感受并夸大了它的作用；另一方面，他强烈地反对当时存在的封建等级制度，为新兴资产阶级争取政治、经济和社会平等。这种思想内化于他的潜在意识就形成了一种促使他建构人类平等理论的动力，可以说，爱尔维修的具有唯物主义性质的感觉主义哲学思想具有积极的社会学意义。反对封建的和宗教的等级秩序，从感觉主义来构建其人类平等的理论，为他的智力平等说和教育万能说建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从感觉主义出发，爱尔维修肯定人在身体结构上相同，智力上的区别也相差无几；人的一切知识都来源于感觉，与天赋的观念和神谕的启示无关，所有的人对事物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因而彼此能够交往，经营共同的社会生活。

每个具有良好器官的人，都有同样的认识能力，都可以认识真理，也就是说，人们在智力上是天然平等的。他的基本命题是：“我们的一切观念都是通过感官而来”和“一切构造得同样好的人都有同等的能力获致精神”。[62]他反对“精神不等是感官的精致程度不等的结果”的命题。他反驳说：“一些经验证明精神的优越与五官的完善程度不成正比。”[63]他甚至断言：“精神的优越程度与感官的完善程度无关，凡是构造得同样好的人，都由自然赋予了必要的感官细致程度，足以在数学、化学、政治学、物理学等方面达到最大的发现。”[64]不仅同等感官的人都能获致同样的精神，即使感官完善程度不等的人，也能得到同样的发展。每个人都有5种感觉器官，从自然界吸取知识，故每个人的智力是平等的。他在肯定人的5种感官对接受外界事物所起的巨大作用的同时，否定认识与感官的完善程度有关。值得注意的是，爱尔维修否定先天道德观念，认为人生而既非善也非恶，人的聪明与愚蠢、善与恶不是上帝决定的，也不是先天具有的，完全是后天所受教育的结果。显然，不仅人的智力水平是平等的，而且人的道德伦理水平也是平等的。他认为，如果人的道德、知识水平等一切决定于先天的机体结构，“这种看法最能包庇教师的懈怠和疏忽。如果是机体构造使我们几乎不折不扣地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我们又凭什么以学生无知和愚笨来责备教师呢？他会说：为什么把自然的谬误归罪于教育呢？”相反，“如果证明各种才能和美德都是后天获得的，那就会鼓励这位教师勤勉，防止他疏忽，就会使他更加小心地抑制学生的恶习，培养他们的美德了”。[65]

三、生活之和的教育万能思想

（一）人是教育的产物

爱尔维修的思想始终关注“人”的问题，可贵的是，他把人的问题看成了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他说：“哲学家研究人，对象是人的幸福。这种幸福既取决于支配人们生活的法律，也取决于人们所接受的教育。”[66]研究教育问题“必须首先认识人心，认识人们的精神及其各种活动”[67]，即“追溯到人类各种理智能力和各种感情”的根源。唯有这个根源能够“昭示人类各种法律和教育所能达到的完善程度”，能够“揭明教育的力量对于人是多么大的力量”。[68]尽管如此，爱尔维修在智力平等思想那里解决了人们智力发生的来源相同的问题，但从人的智力过程和结果来分析，人的智力水平的高低差别在现实中也是明摆着的事实。既然人的智力天然平等，感官的完善程度与精神的发展无关，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人的智力和精神何以千差万别呢？爱尔维修说：“昆体良、洛克和我说：精神的不等是一种已知原因的结果，这个原因就是教育的不同。”[69]“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于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于他们所受的不同教育所致。这个结论说明了教育的全部重要性。”[70]另外，“精神的优越并非气质的产物，并非感官比较完善所致，并非一种隐秘的性质所造成，而是教育这一众所周知的原因的结果”[71]。他写道：“要是我证明了人果然只是他的教育的产物，那就毫无疑问是向各国昭示了一项重大的真理。它们将会知道，自己手里掌握着强大和幸福的工具。要使自己幸福和强大，问题只在于改善教育的科学。”[72]爱尔维修的逻辑是：人受了什么样的教育，就成为什么样的人，“教育使我们成为我们现在这个样子”[73]。

看来，爱尔维修把精神等同于智慧，因为人的智慧牵涉不到气质和感官，纯粹是教育的产物。即便是天才人物，也不过是环境，即广义的教育所造就的。教育的艺术在于把年轻人安置在各种适宜的环境中以发展他们的心智和美德的胚芽。爱尔维修充分信任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能够创造一切。这实际上表明，人的本性可以塑造，可以通过教育趋于完善。他希望通过教育，祖国可以涌现出千百万个休谟和牛顿。这里包含着爱尔维修的一种理想，即他向往改革祖国的政体和教育设施，为年轻人发展自己的才能提供良好的环境。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爱尔维修的教育的发展价值思想。

（二）教育即生活之和

爱尔维修所理解的教育在含义上是多方面的。他说，人们通常总以为聘请教师教儿童识字、读书、背诵教理问答就是教育。其实，“儿童的真正教师是他们周围的对象，他们的全部观念几乎都是从这些教导者得来的”[74]，即周围环境，包括家庭环境，如父母、亲戚、朋友的人格、情感等的影响；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等国家和社会环境，如立法等的影响。按爱尔维修的理解，“周围的对象”、家庭环境、国家制度等皆为人的社会生活条件，它们就是造就人的性格、道德和观念差异的因素。爱尔维修一再强调，在日常生活中，人的思想、情感和智力等方面所表现出的差异是由环境造成的，尤其是社会政治制度对人的思想感情有重大影响。他解释说：“统治人们的政治形式，永远形成我们教育的一部分。”[75]他指出：“青年的主要教师，是他生活于其中的国家的统治形式及其所产生的人的风俗。”

教育作为生活条件之和，对人的发展所起的作用贯穿于人的一生，“我的一生其实只是一场长期教育”[76]。尤其在婴儿、儿童时期所受的环境影响的作用更加明显。“儿童获得运动和生命的时刻就是获得最初的教育的时刻。”[77]爱尔维修说，在儿童的最初时期，他们得到多少种感觉，他们就受到多少种教育，儿童在不知不觉中学习着听、看、感觉。从某一对象接受的感觉刺激次数越多，获得的记忆也越清楚。儿童是在生活环境中受到教育的。

（三）国家制度的生态教育功能

实际上，爱尔维修的教育观就是现代意义的生态教育观，也就是生态教育功能。制度的安排总会有其自身的教育功能，而爱尔维修的生态教育功能观主要看重法律和政治制度。孟德斯鸠关于地理环境决定人的精神面貌和政体性格的理论涉及的政体教育思想，也蕴含着这种生态教育观。但爱尔维修进一步解释说，决定某些人的素质差异或某些民族精神面貌的不同因素不是地理因素，而是教育，即社会环境，其中最主要的是法律和政治制度。

爱尔维修也看到了历史上许多民族的性格和智能是随着它们的政体的改变而改变的，也是随着法律的差异而不同的。同一个民族的性格时而高尚，时而低贱，时而坚定，时而怯懦，就是由于国家实行了各种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在爱尔维修的政体论中，专制国家的人们变得胆怯、虚伪和阴险。例如，法国“专制制度的特点是扼杀人们精神中的思想，灵魂中的美德”[78]，使人们的精神变成僵硬的土壤；真理之水倒上去，却不能使之滋润肥沃；国家的公民不知荣誉为何物，天天走向愚昧无知，不能产生著名的作家，也不能使法兰西民族重享盛誉。

（四）立法是社会环境中最具影响力的生态教育功能

爱尔维修把人和民族是教育的产物理解为人和民族是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的产物，从而提出法律决定一切，于是他认为要改变当时法国社会苦难的现状，就必须改变现存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实际上，爱尔维修提出了一个命题，即立法具有教育作用。首先，立法是受制于社会制度的，因而不同的制度的作用是不同的。在封建的政治制度下，人们受到恶劣的环境影响，不能培育美德；个人的恶习不能单纯由个人负责，主要应该归咎于政府，尤其是立法；在不良的立法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恶习的根源，应该在那里挖掘，并予以根除。他说：“假如制定了良好的法律，这些法律将会让公民们顺着他们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把他们很自然地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造成各个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法律造就一切。”[79]总之，法律能够造就一切，立法者制定法律，但由于立法者的品性良莠不齐、价值观念不同，所以既可以通过法律导致人的恶习屡屡发作，扰乱社会秩序；也可以凭借法律因势利导，把人固有的自然倾向引入有利于公共福利的轨道，培育人的美德。显然，立法一方面与道德学结合了，另一方面又承担了进行道德教育的职责，显示了立法的充分的教育作用。爱尔维修的思想逻辑的必然结果就是：希望拥有理性比较完善的立法家。这种人“热衷于一种新荣誉，要想以人们的朋友这个称号留芳于后世……愿意造就一些幸福的人，不愿意造就一批奴隶……在我方才建立的那些原则中见到了一种新的、符合人类幸福的立法的端倪”[80]。这样的立法家独具慧眼、先知先觉，是一位从事立法工作的仁人志士。

爱尔维修还说：“人们在一种自由的统治下，是坦率的，忠诚的，勤奋的，人道的；在一种专制的统治之下，则是卑鄙的，欺诈的，恶劣的，没有天才也没有勇气的；他们性格上的这种区别，乃是这两种统治下所受教育不同的结果。”[81]爱尔维修的这段话揭示了自由统治和专制统治对人的品质、性格甚至才能所产生的不同影响。言下之意是，两种统治通过教育中介形成人的不同性格，而他所指的“教育”，如前所述，却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包括政府和立法。重要的是，他把教育的这种性格形成论与他的功利主义思想联系起来，也就是说，教育作为社会存在，可以改变、影响和决定人们的意识，铸造人们的性格，使利己主义向利他主义转化。看来这种认识直接导源于他对功利主义原则中的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矛盾的认识。

（五）道德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想

爱尔维修最终把教育引入到道德功利主义的视野中来认识，应当说是18世纪的法国生活“趋向于直接的现实，趋向于尘世的享乐和尘世的利益，趋向于尘世的世界”[82]决定的。他认为人的本性永恒不变，在任何时代都具有几乎相同的需要，这就是自爱，趋乐避苦，追求个人利益，希望满足肉体的感受性的要求。因此，要根据客观事实，即人的本性来从事道德学的研究，重新规定道德学的内容，从考察人性入手，把痛苦与快乐认定为道德世界的唯一动力，而自爱的感情则是建立功利道德论的唯一的基础。他说：“如果自然界是服从运动的规律的，那么精神界就是不折不扣地服从利益的规律的。利益在世界上是一个强有力的巫师，它在一切生灵的眼前改变一切事物的形式。”[83]人以利益为准则，通过利益来看待一切事物，这是由人的本性决定的。人的本性就是自爱，自爱的实质归结为自利，即个人的利益。由于爱尔维修持人性非善非恶的立场，即中性的人性观，善恶取决于教育政体的形式，于是教育、政体的形式应该为个人提供参与公共生活的条件，使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密切结合。爱尔维修把利益分为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个人利益的基础奠定在肉体感觉，即个人的快乐和痛苦的感受上。看来，爱尔维修是一个坚定的功利主义者，但他认为要弘扬功利主义原则还须看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矛盾。他认为，我们自己的利益同公共利益是不可分割的；通过教育，一个人的自爱之情可以升华，转化为爱荣誉，受公众的爱戴和尊敬，从而可以为祖国的利益而献身，成为历史上的英雄人物。

一方面爱尔维修从教育是社会生活条件之和的命题出发，提出了法律的教化作用，也就是法律制度的德育功能。他说，“人们的善良乃法律的产物”，“法律则决定我们的风俗和美德”。[84]在他看来，“美德这个词，我们只能理解为追求共同幸福的欲望，因此，公益乃是美德的目的；美德所指使的行为，乃是它用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所以，美德的观念并不是任意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地点，所有的人，至少是那些生活于社会听之任之的人，都应当对美德形成同样的观念”[85]。爱尔维修断定一切明智的立法，应把个人的利益同社会利益连接起来，并且把美德建立在每一个个体的人的利益上。他尊重个人的利益，却不是单纯利己主义者，他是一位社会利益的功利主义者。因为他认为社会利益是“人类一切美德的原则，是一切立法的基础。它必然赋予立法者以灵感，迫使人民服从法律；最后由于这个原则，[人们]应当牺牲种种感情，以至人道的感情”[86]。要使个人利益同社会利益结合起来，必须制定奖惩制度。奖励和惩罚的目的在于起到导向作用，作为教育手段引导人们在追求个人利益的关键时刻，必须考虑维护公共福利，最好能促进社会利益，必须绝对避免同社会利益相冲突。他说：“为了培养出道德的人，就必须有赏有罚，制定合理的法律，建立一种出色的政治形式……”[87]另一方面他从以“利益”为核心的历史观出发，明确提出教育的目的在于增进全社会的“公共福利”和大多数人的“共同幸福”。爱尔维修认为，人们的利益是“道德”的基本原则，人的本性就是追求个人的利益与幸福，“无论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无论在道德问题上，还是在认识问题上，都是个人的利益支配着个人的判断，公共的利益支配着各个国家的判断”[88]。追求个人利益是指导人们行动的一般规律，个人利益是人们行为价值的唯一而且普遍的鉴定者。因此，应以个人利益为核心来阐释道德教育问题。

他大声疾呼：“神学玩偶啊！不要再顽固地意图毁情灭欲了，这是一个国家的生命原则。把这些原则小心地引导到公共福利上去吧；为了这个目的试着制定一种教育计划吧，这种教育的简单明白的原则是全部以共同幸福为归依的。”[89]

教育应该培养将个人和民族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有才能、有美德的爱国者。爱尔维修提倡功利主义，追求真理，一方面无情地揭露宗教的毁情灭欲对人民、对国家造成的危害；另一方面号召人们回到现实的生活中来，为了满足人们衣食住行的需要，应该追求现实利益。他认为是“利益”支配人们在道德上和认识上进行一切判断，应该满足人们来自“肉体感受性”的快乐和幸福。爱尔维修重视感情的力量。他说：“应该把感情看成产生精神的种子，看成促进人们做出伟大行为的强大动力。”[90]他甚至认为：“在道德学中，惟一应当教人的是真理。”[91]他所谓真理就是公正，宗教教育把最明白的自然规律都在儿童心目中搞混了，道德教育很少教人公正。因此爱尔维修非常重视早期的道德教育，要求给予最幼小的儿童一些清楚明白的正义观念。在他看来，要是自幼养成勤劳、节俭、忠实的习惯，那就很难摆脱这些最早的习惯。他设想将学校的“宗教教理问答”改成“道德教理问答”，在儿童的“记忆中印上正义的规定和原则”，并以每天的生活经验证明这些“规定和原则的有益和真实”。他提出41条道德问答，体现了他的道德教育思想。

我们应该看到，爱尔维修从感觉经验主义出发，完全否定自然素质在人的发展中的任何意义，过高估计了教育的作用，得出教育万能的片面性结论，这正如他的感觉经验主义的偏向一样，具有不可克服的历史局限性。爱尔维修过分夸大政治和法律的作用，认为它们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因素，从而陷入历史唯心主义。因为按爱尔维修的思想逻辑，社会环境以及法律之所以不完善，是人的错误思想造成的，这是“意见统治世界”的逻辑。但他又不满足于现实世界，他要改变现状，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必须先改变人的思想。而人的思想的改变，首先在于人的改变，于是爱尔维修求助于贤明的“天才”人物来启发人们，改造社会，这样走向了“英雄创造历史”的历史观。

第五节 狄德罗的启蒙教育思想

德尼·狄德罗（Denis Diderot，1713—1784）是培根以后、康德以前、西方现代早期最伟大的一位哲学家。他在人类思想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把人类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为人类思想作出了贡献。狄德罗最初受教于朗格里（Langres）的耶稣会，先后就读于路易公立中学和哈尔库公立中学，在那里学习了逻辑学、物理学、道德学、数学以及亚里士多德和神学家的形而上学。他在1732年获得巴黎大学文科硕士学位。狄德罗兢兢业业地献身于他主编的《百科全书》，这部又名《艺术与科学科辞典》（Encyclopédie，ou Dictionaire Raisonné des Sciences，des Arts et des Metiers）的杂志凝聚着他一生的心血，体现了狄德罗崇高的品德。它既是储备学术思想的宝库，又是散发激进观点的号角，为扫除愚昧、推进人类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1746年，他匿名发表了《哲学思想录》。此书一方面审视宗教迷信；另一方面着眼于人的生存方式，重视情感动力作用。《哲学思想录》表述了自然神论的思想。1747年，他发表了《怀疑论者漫步》，对所谓宇宙的设计提出疑问，表明他由同情自然神论者的态度开始转向把自然看作机器的唯物主义观点。

1749年，他印发了《论盲人的书简》。这是一篇有关心理学和认识论的论文，文章揭示了人的有机组织，即感觉器官不同，观念思想也不一样，盲人就没有上帝那样的概念，明确表达了无神论的观点。1753年，他发表了《对自然的解释》，鲜明地确定了唯物主义立场。1761年，他撰写了《拉摩的侄儿》；1769年，他撰写了《达朗贝和狄德罗的谈话》和《达朗贝的梦》；1773—1775年，又写出了《对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的系统反驳》。

狄德罗教育思想的研究者在分析狄德罗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时，主要利用了《对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的系统反驳》和《俄罗斯大学计划》两个文本。狄德罗的《俄罗斯大学计划》体现了他对教育问题的关注。这是他给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制订的一个教育计划。这个计划阐明了教育的作用。他断言，教育使人修身养性，明确职责，削弱恶习，启发人们爱秩序、正义和德性，并加速培养在生活各个方面的良好兴趣。他反对天主教一直掌握公共教育的大权，认为这些人的思想和行动是同启蒙意识与自然理性相对立的。

这里作者从狄德罗的教育批判思想入手，研究他的发展教育思想和他的知识与教育观。

一、教育批判思想

作为一种精神，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在审视教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教育批判，无疑为现代教育思想写上了重要的篇章。狄德罗与同时代的所有启蒙思想家一样，对专制国家制度和宗教教会制度及其教育制度进行了强烈的批判。狄德罗对教育制度的批判是以他对封建制度和教会制度的批判为基础的。他认为，人类最初生活在“自然状态”中，受着“永恒的理性”即“自然法”的支配，一切人都是自由平等的。少数人采用了暴力手段，剥夺和践踏了人类的天赋权利，才出现了封建专制的不合理的统治形式。而宗教教会的禁欲主义说教的根本目的在于要人们放弃不能转让的天赋人权——自由、平等，无条件地忍受封建专制的剥削和压迫。他从自由、平等的观念出发，批判法国封建专制制度。他指出，维护封建制度的“法律”是“以成百种不同的方式伪装起来的枷锁”，这枷锁是贵族压榨人民的标志。因此，所谓“法律”，“只能引起一个爱自由比爱任何东西都深切的人的愤怒的蔑视”。他认为人是自由、平等的，他们有权享受自由、平等的生活，只是由于“政治契约”的关系，才容许君主掌握权力。君主只有维护与执行“政治契约”，保护人民的利益，人民才能服从。狄德罗也尖锐地揭露和批判了天主教会制度。他认为，教士享有特权，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他们贪婪钱财、鱼肉百姓。教士所宣传的宗教教义，对于广大人民来说，完全是“用迷信来愚弄他们”，教士是刽子手。因此，狄德罗指出，宗教应该废弃，因为“是儿童时的教育禁止一个伊斯兰教徒去受洗礼；是儿童时的教育禁止一个基督徒去受割礼；是人的理性使人同等地看不起洗礼和割礼”[92]。

狄德罗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对封建教育制度和教会控制的教育表达了强烈的不满。他尖锐地批判了法国等级森严的和教会控制的教育制度，认为教会统治和封建专制制度剥夺了广大人民群众受教育的权利，把无数蕴藏着的天才都埋没掉了。他说，多少人在没有表现他们是什么之前就死掉了。狄德罗把这些人比作一幅藏在黑暗的画廊里的壮丽的画图，里面透不进一线阳光，没有谁看到它，也没有引起谁的赞赏，它在那样的地方埋葬了。启蒙思想家高扬着平等的旗帜。在教育上，他们认为，优良的天赋素质是人人都有的，绝不是只有少数特殊人物的专利品。因此，狄德罗认为，人人都需要通过教育来发展这种天赋素质。

狄德罗时代正是出现现代曙光的时代，他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同样给予了严厉而尖锐的批判。他看到，古典主义教育在当时法国的中等教育中处在一种死气沉沉的状态，它使学生把学习时间过多地耗费在玩弄空洞的文字上。古典主义教育课程“没有一个字是关于博物学和实用化学的，也很少有关物体的运动以及各种实验的内容，更不用说动物学和地理学了”[93]。在古典主义教育中，如果要学习拉丁语和希腊文，对大部分学生来说，只要学习1年或1年半就足够了。为此他指出，仅仅学习古典语言不值得花去那么多时间，古典语言学习的时间可以大大缩短。[94]狄德罗之所以得出这种结论，是因为他对古典教育，即拉丁文和希腊文语言本身及其有关的学习的了解。他说：“我倒是要问问，人们断言，文笔难懂、内容深奥、往往有害于道德的那些作家的语言应该是青年首要学习的东西，说出这样的话来是否真心诚意……我要问问，这种学习难道不是必须先具备更成熟的头脑和基础知识吗？”[95]

狄德罗还认为，在经院主义统治下的大学也没有与真正的科学相联系，而是对科学知识抱着厌弃的态度。

二、发展教育思想

（一）教育与国家和政府

发展教育思想是当代教育思想的主流，它的主旨在于通过发展教育以促进国家、社会和人的发展。狄德罗认为，教育在促进人的个性发展和社会发展或改革中有重要的作用。在他看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启发人的理性，而理性是启蒙运动的核心思想。狄德罗之所以重视教育对于理性的启发作用，是因为只有人的理性才能去认识封建专制的罪恶，才能扫除人们的愚昧无知，从而为发展合理的社会制度，实现平等、自由的“理性王国”奠定基础。这种思想的实质在于通过教育促进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这是西方早期现代化过程中的发展教育观。

实际上，狄德罗的发展教育思想的实质在于，教育可以减少罪恶，缓和和消灭罪恶，唤起对秩序、正义和善行的爱。教育发展意味着人们识字、写字和计算能力的提高，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得到初步的塑造，最终对治安和社会的稳定产生不可估量的影响。“这些初等学校一般是为人民大众的，因为从首相直至最低的农民，应该让人人都识字、会写、会算……贵族说那会使农民调皮、爱争讼。文人说，那样，农民既已小康，就不会再把耕犁传给儿子，而要把他培养成学者、神学家，至少也是个小学教师。我不想多谈贵族的抱怨，大概，这种抱怨无非是：一个会读、会写的农民是比另一个更难压迫。至于第二种不满，应该由立法者制定法律，使务农得到安宁和尊敬，这样人们就不会弃农了……在这方面，我觉得利大大多于弊。强迫学习、识字、写字和计算，可以使人民的粗鄙思想得到初步的塑造，其后果，对于治安和政府的稳定来说，也许是不可估量的。”[96]他在《俄罗斯大学计划》中提出，如果一个民族获得教育，就可以使它文明化，进而繁荣昌盛。

（二）教育与人的个性

狄德罗的发展教育思想一方面认识到教育在促进国家发展和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另一方面高度评价了教育在人的个性形成中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教育不仅可以陶冶人性，培养正义、正直、爱国主义的品德，而且可以削弱人的恶习。他说：“我并不否认，有一些人受了恶劣教育的腐蚀，沉湎于淫荡的行为，长期地养成了作恶的习惯，自然的本性受到了严重的破坏，理性被践踏在脚下，因而根本不理睬自己的理性，只是一味听从各种成见、激情、欲望的话。”[97]看来，狄德罗赋予教育对人的个性形成的意义在于追求培养人的理性，成见、激情和欲望与理性是相背离的。“恶劣的教育”具有的腐蚀作用是双重的，一方面是践踏了理性和人的自然本性；另一方面形成了成见、激情和欲望。

狄德罗的关于人的个性内容是多方面的，如美德、情感、自由、平等，其中启蒙思想家们普遍地关注的是德行。狄德罗说：“美德只要得到小心培养，是会使古代诗人们用来描绘黄金时代的那些嘉言懿行见于人世的。”[98]美德必须小心地进行培养，使人根据行动来评判善恶及其影响。为此，狄德罗强调教育对于人的道德发展的重要性，主张学校教育中安排分量很多的道德修养。他认为，通过道德教育可以使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认识到美德是自己享受幸福的必要品质。狄德罗试图建立一种新型的道德学，使人在明智的理性指导下行事，培养利他精神和仁爱之情。家庭中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要把孩子完全委托给雇来的人养育，要启发儿童理性的自由发展，使之仇恨谎言，爱好礼仪和荣誉，尊重法律；要教育孩子懂得财富不会使心灵安宁，而劳动却不会使财富丧失；要让孩子同情贫困者，关注卑微者的命运，让孩子们明白在大自然面前人人平等，使他们确信生活如无美德将毫无价值，只有行善才有幸福，等等。[99]

在人性认识上，狄德罗持“人性善”的立场。他认为，人性中具有善良的因素，此因素来自于人的本性。从发展教育观来看，良好的教育不仅能发展人性中“善良”的因素，而且能培养人的情感。如果人的“善良”的人性与情感得到培养，那么他就能获得幸福。情感在狄德罗的思想中是表示人对其他人或事物的热爱与憎恶，而追求美好的生活与幸福是人的本性，因此良好教育要培养人的情感。文学作品通过各种人物形象所展现的社会生活及其意境，应该对人们起到教育的作用，培养人的积极情感。对于狄德罗而言，“人们无穷无尽地痛斥情感；人们把人的一切痛苦都归罪于情感，而忘记了情感也是他的一切快乐的源泉”[100]。他强调培养人的情感中的积极因素，认为这是人们争取幸福生活所必需的。

（三）教育与人的自然素质

在狄德罗的发展教育思想中，还包含了教育与人的自然素质发展的关系，也就是说，通过教育发展人的优良自然素质，抑制不良自然素质。狄德罗指出了人的自然素质、生理结构和天生倾向的差异性对教育带来的影响。在他看来，人的自然素质、生理结构和天生倾向如何乃是正确地组织教育的几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狄德罗看来，这些不同导致了人与人之间一定的差异，如聪明和愚笨、勇敢和胆怯、性急和迟钝、愉快和忧愁等。在狄德罗的思想中，人的自然素质及其完善程度是正确地进行教育和发展人的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

为此，狄德罗还认识到教育与自然素质、天生倾向之间的作用差异。在他看来，教育并不是形成人与人之间差异的唯一根源，它只是主要的根源之一，因为在造成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根源中，除了教育之外，还有其他各种根源。狄德罗正确地估计了教育在人的发展中所起的有限作用。教育可以改变人，但它不能改变人在某一方面的天生缺陷。在肯定教育作用的同时，也必须估计到人的自然素质和天生倾向的作用，于是狄德罗说，与其说教育决定一切，不如说教育能起很大作用。

启蒙思想家把教育议题纳入到他们的思考领域，这在教育思想史上意义很大。思考带来了争论。狄德罗与爱尔维修在教育问题上的争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他们争论的焦点在于教育的可能性作用和人的自然性与教育的关系。教育的作用涉及发展教育思想，两位思想家在这点上有共性。但爱尔维修提出了人的素质不同与感官的精致程度毫无关系的论断，提出了“教育万能论”，否认了人的天生倾向性。对此狄德罗反驳说，人的生理素质的完善程度是正确地组织教育、形成不同精神面貌的一个重要因素，“人们从自然界的各种奇观作出来的那个伟大的推论，对于瞎子们来说是软弱无力的”。[101]人们构想的颜色各异的不同图形，在天生盲人来说也是不可理解的。狄德罗断定，人的天生素质对人的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他们之间的争论从《对爱尔维修〈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一书的系统反驳》中的对话中可以看出来：

爱尔维修：我认为智慧、天才和美德是教育的产物。

狄德罗：仅仅是教育的产物吗？

爱尔维修：这种思想，我觉得还是合乎真理的。

狄德罗：这种思想是不正确的，因为它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充分说服人的。

爱尔维修：我认为教育对于个人和民族的天才与性格的影响，要比一般人所想象的大些，你曾同意过我的这个意见。

狄德罗：我可以同意你的仅仅是这一点。[102]

狄德罗看到了，爱尔维修由于过分强调感官的作用，因而忽视了大脑生理机制的差异及其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他说，爱尔维修忽视了研究大脑生理机制的必要性，“然而如果没有这个器官，其他器官不论如何完善，都没有任何意义，它是造成人们在从事智力活动的能力方面表现出显著差异的原因”[103]。狄德罗强调大脑和感官结构上的差异形成了自然素质上的某些差异，正是由于天生倾向上的差异决定了儿童智力发展水平上的某些差异。从这里，我们也看到了狄德罗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的辩证法因素在教育问题上的反映。狄德罗的启蒙教育思想的贡献也正是对教育、自然素质和天生倾向等之间的辩证关系的正确认识。

三、知识观与教育思想

（一）《百科全书》的知识观

狄德罗在《百科全书》中一方面重视知识的系统性，另一方面充分重视人的中心地位。他认为各门科学犹如树枝，彼此相互联系，和共同的树干也有联系。他根据唯物主义的原理，断定存在于各个部门之间的联系，反映客观事物之间的联系，人类知识的树枝通过各种方式而构成。着眼于关联，可以把不同的知识同心灵的各种职能相联系，也可以同作为认识对象的事物相联系；人类知识既然是对客观事物特征的反映，在这两种联系的方式中，必须重视、肯定后者。没有认识对象的联系，就没有种种知识之间的联系。联系涉及各个部分之间以及各个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是知识结构的基础。知识的各个部分既相互区分，又相互联结，构成一个统一性的体系或系统，它的结构是符合自然的结构的。《百科全书》中刊载的一些文章和条目突出知识和智慧的作用，高度赞扬培根、笛卡尔、牛顿、洛克和莱布尼茨的成就，激发人们的兴趣和注意，鼓励人们追求知识，把握真理。狄德罗编辑《百科全书》，不仅提出了科学的知识观，而且传播了工艺知识。他认为，机械工艺知识是十分重要的，强调要把自然科学知识传授给人们，使他们获得真理，掌握手工艺。狄德罗还赋予科学知识以重要作用。他认为，人们一旦掌握了科学知识，世界就会发生巨大的变化，社会就能更快地前进，人们的生活也就会更加幸福。《百科全书》的“宗旨是汇集世界上分散的各种知识，向现时同我们一起活着的人们阐述它们的普遍体系，并将此书传之于我们的后人，从而使得过去时代的业绩对未来时代不是无用的东西，让我们的子弟因为更有知识，从而更有道德、也更幸福，使我们与世长辞无愧于人的称号……”[104]

狄德罗提出的新知识观强调指出，知识不限于书本的知识，还包括从实践中特别是从手工艺技术中取得的知识。

（二）实用主义科学知识教育思想

从凡是知识都要有用的信念出发，狄德罗认为，一个学生不应该把过多的时间花在古典语言的学习上，而应该主要学习科学知识，学习其他更重要的课程内容。“仅仅学习古老语言是否值得花去那么多时间？无论出于理性或偏见，我很难相信人可以不对古人有所了解。那种文学具有一种坚固性，一种诱惑力，因此将永远是伟大心灵美之所在。但是，我想，古老语言的学习可以大大缩短，同时加进许多有益的知识。一般来说，在学制中，往往给予字词的学习以过于重要的地位和过多的时间，今日应代之以事物的学习”。[105]狄德罗明确提出以“事物学习”代替古典教育。同时他强调，实用应该是学校科目的评价标准，科学应该在教学内容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因为在他看来，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发展他们的创造精神，也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和更好地利用自然界。他说：“当我把眼光转向人的工作，而看到许多城市到处被建立起来了，一切元素都被利用了，各种语言固定了，各族人民开化了，许多港口建筑起来了，海洋被渡过了，地和天都被测量了；这时世界对我显得已很古老了。”[106]言下之意，科学使生产发展了，人民开化了，生活幸福了，社会进步了。相反，当人们还不懂得科学知识时，生产和生活是多么落后和幼稚。“而当我发现人们对于医药和农业的主要原则，对于一些最普遍的物质的属性，对他们所患的疾病的知识，对树木的修整，对犁的形式都还不能确定时，则地球据我看来似乎还只是昨天才有人住的。”[107]对于狄德罗而言，掌握多方面的科学知识，可以发展物质生产，提高人类文明，使人们的生活更加幸福和美满，因此他强调指出，“如果人们是明智的，他们毕竟将献身于有关他们福利的研究”[108]，也即科学知识的学习和研究。

为此，狄德罗认为学校应该给学生传授公民所必需的一切知识，从立法直至既有益于社会又美化社会的机械技艺。在他构建的教育制度中，初等教育应该设有阅读、写字、算术和公民道德等课程；中等教育必须扩充课程内容，提供数学、物理、化学、自然和天文学等科目，取消无用的课程；还应该建立各门学科的教研室、解剖室和实验室，并提供学习所必需的器材。他设想的提供中等教育的大学文科分为八级，前三级学习数学（算术、代数、几何）、机械学、天文学，第四、五级学习自然、物理、化学，最后三级学习文学、修辞和古典语言，同时学生还要学习历史、地理、图画、音乐和道德等。这是一个典型的实用主义的科学知识课程体系。这个体系也在《俄罗斯大学计划》中反映出来。他构建的大学体系由医科、法科、神科以及军事、工程、航海、农业、商业、艺术和政治等高等专门学校构成。狄德罗的传记作者是这样评论他的：“他是效法德国方式，几乎完全依据务实精神而制定的。刀剪师傅的儿子、艺术和工艺的普及者在《为俄国政府制定大学教育方案》（《俄罗斯大学计划》——作者注）中成为技术教育的首倡者。他第一个觉察出他那个时代科学新生事物即将在新的文明中产生技术之重要。他的最肯定功绩之一，也在这里。”[109]可见，狄德罗的实用主义科学知识观在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中也是独树一帜的。

（三）唯物主义的科学知识认识论

狄德罗从唯物主义认识论出发论述了学习和研究科学知识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首先是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中坚持的一元论为基础。他认为，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我是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是在自然中而不是在我的头脑中把握物体的；我把物体看成存在的，多种多样的，具有各种特性和活动的，在宇宙中活动着，就跟在实验室中活动一样……”[110]同时，各种客观事物之间是联系的，它们又是运动变化的。他强调事物的统一性及其相互之间的联系与运动变化，“在自然界中，当实验物理学更加进步时，我们也将遇到一切现象，不论是关于重力的，弹性的，引力的，磁的，或电的，都只是同一作用的不同面貌”[111]。其次，狄德罗坚持唯物主义的感觉论，感觉主义者把人类的一切认识活动简单地归结为感觉，但狄德罗不但重视感觉论，而且重视思维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寻求真理的法则和方法就是由感觉回到思考。如果人们不搜集丰富的材料，也就无从思考，然而，人们思考的结果是否反映了客观事物的规律，又要回到感觉那里，用事实加以验证。于是，他提出了科学知识认识论的三种具体的方法。他说：“我们有3种主要方法：对自然的观察、思考和实验。观察搜集事实；思考把它们组合起来；实验则证实组合的结果。对自然的观察应该专注，思考应该深刻，实验则应该精确。”[112]这显然是培根的实验科学方法的思想体现。具体地说，第一种方法是观察，即人们通过自己的感官或借助于仪器对自然进行观察，并搜集事实材料。这是形成观念的基础，也是学习和研究科学知识的基础。狄德罗说：“事实，不管它们具有什么性质，总是哲学家的真正财富。”“我们可以把在自然中没有任何基础的概念，比之于北方的森林，其中的树木是没有根的，只要一阵风，一件轻微的事实，就把整个树木的森林及观念的森林推倒了。”[113]第二种方法是思考，即人们通过思考把观察得来的事实材料进行组合，加以整理和概括，这样使学到的知识得以深化。因此狄德罗说：“一切都归结到从感觉回到思考，又从思考回到感觉：不停地重新进入自己里面去，又从里面出来，这是一种蜜蜂的工作。如果你不重新进入装着蜡的蜂房里去，你就白白地跑了许多地方。如果你不知道把这些蜡做成蜂巢，你就白白聚集了许多无用的蜡了。”[114]第三种方法是实验，即人们通过实验可以证实事实材料组合的结果，证实自己所获得的知识是否坚实可靠。为此狄德罗说，一些概念“可能是真的，也可能是假的……它们只有在和外界的东西联系起来时才坚实可靠”[115]。实验应该反复地做，把各种情况的细节搞清楚，把适用的限度弄明白，如果没有实验，就不可能获得精确的数据。

第六节 霍尔巴赫的启蒙教育思想

霍尔巴赫（Holbach，Paul Heinrich Dietrich d’，1723—1789）于1723年1月出生于德国境内的帕拉蒂内特（Palatinate）的一个小城镇，父母为天主教徒，出身卑微但正直。霍尔巴赫为人诚实朴素，兴趣广泛，阅读了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领域中的多种书籍。他几乎与当时所有的欧洲名流进行过交往，也因此成为哲学家的“管家”。他的家是名流们聚会的场所，有“欧洲咖啡馆”之称。在他周围有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他们有着共同的政治理想和学术观点，并由此形成了一个派别，被称为“霍尔巴赫集团”。霍尔巴赫在宗教观上持无神论观点。他不仅是一个哲学家，而且还是一个科学家，曾经翻译过大量的科学著作，并且为《百科全书》撰写过许多与科学相关的条目。他曾面壁十余年，撰写了多种著作，1770年出版的《自然的体系》对法国唯物主义做了系统的阐述，被称为唯物主义的圣经。1773年出版的《自然政治论》则集中谈到了他对教育问题的基本看法。霍尔巴赫于1789年6月21日在皇家大街住宅中逝世。

一、教育批判思想

霍尔巴赫的教育批判思想是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内容。与批判宗教、神学、专制制度的思想一样，他对政府统治者不重视教育进行了批判，同时也对封建专制学校的愚民性、宗教教育的欺骗性给予了揭露。

霍尔巴赫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教育的弊端，那就是统治者忽视公民教育，阻碍公民教育，甚至还尽力分化和腐蚀公民，把公民教育交给那些只顾私人利益、完全不顾社会利益的人，交给那些不要祖国的人，交给那些只考虑如何利用自己的权力更牢靠地压制理性的专制君主，交给那些自称是神灵的代表并且蛊惑人们俯首帖耳地敬奉神灵的暴君。霍尔巴赫进一步揭露了学校教育的弊端。他指出，那些学校的教师们传授给人民的只是奴才精神，只是不加思考地服从领导的习惯，而“这些教师的课程既不能使人们具有关于自由、关于爱护公共福利的概念，也不能使他们具有力图博得同胞尊敬和进行为社会生活所必需的各种活动的概念”[116]。这些教师只是培养人民逆来顺受的服从性和自惭形秽的自卑感。这样造成的结果是：受教育者失望、孤僻并最终丧失活力。

霍尔巴赫对当时政府在教育问题上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提出不满。“大多数现代政府都对这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采取可耻的漠不关心态度，再没有什么事情比这种态度更令人惊奇的了。”[117]“国家领导人对国民教育掉以轻心，这也是令人惊奇无比的事。”[118]他认为，欧洲没有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执政者认真研究过教育人民的问题。这种不关心具体体现在：不提倡体操运动以锻炼人民的身体；不培养真正的美德以塑造人民的心灵；不重视科学，国家从来不管。这种漠不关心的结果就是现代人能力薄弱、教养很差、道德败坏。而这必然直接影响一个国家的治国水平。

他还批评当时的“学校只不过是用来培养军人，或者传授一些取自冷僻科学（美其名曰法学）的肤浅知识；没有哪一所学校是为培养想研究谈判和缔约艺术的人，为培养想研究商业经营、财政管理以及确定人民真正需要等科学的人开设的，简言之，即为培养想研究政治的人开设的”[119]。看来，霍尔巴赫也意识到，欧洲现代早期教育是一种军事需求，但他充分认识到了现代教育的社会需要，即服务于商业经营、财政管理等也成为当代教育的社会功能。同时他看到了现代大工业生产的教育需求，因为他认为应把培养经商的人的教育同培养手艺工人的教育区别开来。他也意识到世俗社会的教育需求，因为他认为有必要把对世俗人的教育同培养任何苦行僧或教士的教育区别开来。世俗人的教育目的是“希望人人都学会为祖国出力，同时也希望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特点学会为祖国服务”[120]。启蒙思想家的思想意识中，“祖国”观念与教育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霍尔巴赫的思想中也可见一斑。

霍尔巴赫也批判宗教教育和专制制度的教育。他认为，一方面国家领导人不关心国民教育，另一方面“到处都把国民教育交给神职人员去管理”[121]。这些人主要是用宗教寓言、奇迹、圣礼等宗教仪式来麻醉人的头脑，根本谈不上按照人类社会和自然的道德规则去塑造人的灵魂。他看到，无论什么地方都害怕人民接受教育，都阻止启迪民智；这与无论什么地方人民都信教、信神，但没有真正的道德观念是一样的。宗教是这样，专制制度也概莫能外，专制制度越是使得人民生活困苦，它就越是不愿意让人民受教育。于是他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暴君政权才认为统治文盲和野蛮人最光荣，且希望人们永远是无知无识的。霍尔巴赫认为，只有暴君喜欢人民没有知识，没有理智，又没有意志。只有非正义的政府才力图使人民陷入愚昧无知的动物状态，因为教育能使人民了解自己的可怜处境，看清自己所受苦难的深重。

二、人学、理性思想与教育思想

启蒙思想得益于科学的最显著特征就是发现了社会法则和人的本质，或者说是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提出了关于人的科学思想。霍尔巴赫就是从科学中发现并声称道德学是真正关于人的科学，是关于人的幸福的科学。世界上所有的居民，包括君主或公民、伟人或平民、富人或穷人、主人或奴仆，都需要这种科学。道德学不仅要研究人类精神、意志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且要探索造成精神、意志与行动的动因。在他看来，一个人受到理性的教育，享有贤明的法律，又有品德高尚的人作为榜样和良好社会习俗加以激励，他就会成为有德行的人。那么在霍尔巴赫的思想中，什么是人？什么是人的本性？对此他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他说：“人是一个有感觉的东西，就是凭着自己的本性、构造、机体，能够感受快乐、感受痛苦，而且由于自己的本质本身，不得不寻求快乐、逃避痛苦的东西。一个有理智的东西，就是为自己提出一个目的，并且能够采取各种适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的东西。一个有理性的东西，就是能够凭着经验选择最可靠的方法来达到自己提出的目的的东西。”[122]

霍尔巴赫与法国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一样，把人的本性作为重要课题加以探讨，并认为每一个人都力图自我保存，追求自己的幸福。唯一能够影响人作为有感觉的生物的意志的是向往快乐，避开痛苦，即对幸福的希望与对不幸的恐惧。他认为人有权遵从自己的本性，满足合理的欲望，这种欲望是由感情支撑的，标志人的倾向性。这种感情和倾向性是人应该享受的自然权利。自然权利是永恒的，不可割让，它来源于对人类本性的承诺，承认人有自爱之权。

霍尔巴赫承认人是有各种需要的，并鼓励这种需要的情欲。情欲是人类固有的一种感情，是生活中不可缺少的，是有助于自我保全的，但它需要加以引导，使它发挥有益的作用，因为它也有两面性。他呼吁：“让教育、政府和法律，使他们习惯于把情欲局限在为经验和理性所规定的正确的范围之内！”[123]

对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性的认识也是法国启蒙思想家们普遍的共识。霍尔巴赫认识到，“一个人秉性忠厚，或者教养有素，因而成为我们所谓的道德君子，必然以一种造福人群的方式来活动；至于我们所谓的恶人，则必然以一种祸害的方式来活动。他们既然天性与教养各异，其活动也就必然不同，因此他们的行动体系或他们的相对秩序也就有本质上的区别”[124]。看来，两种人的活动方式不同，促成的社会效应殊异，应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天性和教养。而天性是先天的，与生俱来的；教养是后天的，是教育的结果。当然教育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素质，这无可非议，但天性的作用何在呢？这里霍尔巴赫也卷入到了法国启蒙思想家们关于环境与教育、天性与教养之间的矛盾争论。霍尔巴赫认识的基础有些不同，他特别关注人的共同性。共同性是宇宙间普遍存在的人性，恒常不变，是人的生物性。但他也承认人性不是不可改变的，于是他在承认人有生物性的同时又肯定人的社会性。也就是说，人必须经营生活，与他人交往，相互帮助，彼此协作，才能维持生存，保障幸福。进一步说，霍尔巴赫认为，人必须生活于国家或社会中，而且处于共同生活的情况下，出自人的本性，每一个人都应时刻紧跟自己的情欲，追求幸福的生活，但是客观的物质条件有限，难以满足所有人的要求。如果听任个人自由发展，不加以限制，就会危及同类，损害他人的利益，于是霍尔巴赫也提出了社会契约论。他赋予社会以巨大的力量，“人民的幸福应当依靠……公道原则……社会的本质……社会权利……社会意志……社会力量”[125]。社会是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机器，这种部分可以由理性拆卸或安装在一起。因此，理性可以使他们能够说明公民的权利、政府的职能以及最适宜产生极为良好效果的教育方法。

他把人分成自然的人和受到文化熏陶的人或生物性的人和理性化的人。他把人既看作生物性的、社会性的，还视之为理性动物。既然这样，人生来就一定知道自己的利益，人类本性经常使他们追求幸福，并终必会获得幸福。霍尔巴赫所谓“理性”是靠经验获得的有益于人们而无害于别人幸福和利益的知识。“人类的理性为了得到培养和训练，是要求有一些增长的、反复的经验和思考的，因此它只能是社会生活的结果。我们与人们生活在一起，才能培养我们的精神和心灵，学会分别真的和假的，有益的和有害的，秩序和混乱。孤立的人只能获得极少的观念；他在任何时刻都是没有保障，冒着千百种危险，不能使自己免祸的。”[126]人通过理性“将会承认，要保存自己并给自己提供一种持久的福利，他不得不抵抗他自己的情欲之经常盲目的冲动，并且为要同别人相处，他也必须以一种同别人的善意相适合的方式而活动”[127]。理性产生于文化环境，也只有在文化环境中，通过人类的实践，才能得到发展。人在经营共同生活中，通过物质交换和思想交流，取得了经验，开拓了观念领域，培育了理性。霍尔巴赫推崇理性的作用，主张让理性指导情欲和理智，这明确地显示了利他的精神。

同时，他把一切都寄望于理性，认为理性可以成功地统一全体公民的意志。理性使全体公民认识到大家利益的一致性，感觉到必须成为自由的人，必须处在法律保护之下，过着平安的生活。霍尔巴赫向贵族们、军人们、富有的公民们、国王们呼吁道德和公正的法律，“自然和理性吁求你们……为了你们的利益，你们必须注意教育自己和教育人民，必须放弃奢侈的生活，放弃难免不和奢侈生活伴生的无秩序状态，还必须治理好有理智的公民，没有他们，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存在”[128]。

三、人是环境的产物和政府的教育作用

霍尔巴赫断定人是环境的产物，“人不过是他那被习惯、教育、范例、政府、意见、长久或一时的环境改变了的机体组织所造成的东西”[129]。人是由环境所培育而形成的社会存在物，他的行动为思想所支配，而思想无非主要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滋生于人类意识中的产物。他指出：“人心是一块沃土，依照它的本性，这块沃土由于人在它上面散播的种子和对它的耕耘，是同样宜于生长荆棘或有益的谷物、生长毒草或鲜美的果实的……正是教育，在启发我们以真实的或错误的意见或观念时，就给了我们一些最初的冲动，我们是依照这些冲动才以有益或有害于自己或别人的方法来行动着。”[130]显然，霍尔巴赫要求政府，特别是作为政府一项重要事业的教育，能够在这块沃土上播下优良的种子，使之开花结果，茁壮成长，变为聪颖的才智，促进科学的发展。

霍尔巴赫与爱尔维修和孟德斯鸠一样都重视社会环境对人所起的教育作用。他认为人的观念和行为是由社会环境造成的，是人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中的必然结果。社会环境应该包括政府的设施和政策，政府能够影响一个人的观念、思想和行动，政府有责任认清应该承担的任务，“政府应当以这个社会的幸福和维持为目的；它就应当利用各种必需的动力来影响具有感觉的人。人们看不出赏与罚是一些强有力的动力，国家的权威可以有效地利用它们，使国民认清自己的利益，认清在为自己作为成员的那个全体而工作的时候，也是为了自己的幸福而劳动”[131]。

霍尔巴赫追求自由，认为政府应该创造条件使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他所说的自由既包括政治上的自由，也包括思想自由，甚至认为思想自由比经济自由更重要。当然他要求人享有自由主要是针对宗教的。值得注意的是，他把思想自由同人类的精神生产联系起来，进一步为倡导思想自由提供理性论证，强调思想自由的合理性。他说：“对科学、对人类精神的进步，对道德、法学、立法、教育的完善，有多少好处不会从思想自由中得到啊！如今，天才到处碰到束缚；宗教不断地扯他们的后腿。被带子缠着的人不能得到官能上的享受，甚至连他的精神也受到约束，人好像被他儿时的襁褓裹着似的。”[132]

在霍尔巴赫看来，政府具有教育的作用。坏政府只会分化人民，恫吓人民，钝化人民的道德感和公益心，使他们只会谋求个人利益而不顾社会利益。“总而言之，这种政府老是散播恶德，因此它得不到美德也就毫不奇怪了。窳劣的法律，不公正的政府，有毛病的机构，荒谬的习惯，充满非人道和偏执性、阻挠人民自然来往的狂热的宗教迷信”，霍尔巴赫的结论是“靠这一切就永远培养不出良好公民来”。因为政治的使命就是要培养公民的良好风尚，它应当成为人民具有为维护自己的生命和安全、为繁荣国家所必要的志趣。

霍尔巴赫与孟德斯鸠一样，强调立法的作用。他说：“立法要使有德行的父母关心培养忠诚于祖国的公民，使儿童把服从视为义务；父母希望教好儿童，而服从则是儿童接受教育的必要条件。”[133]公正的立法将奖励科学、艺术和一切能产生实际利益的知识，它教导人民爱护公道原则。这种爱能消除人民中间一切弄虚作假、欺骗、说谎及其他产生互不信任的恶习。于是，霍尔巴赫认为，为了教育公民，必须使他们观念纯洁，达到品德高尚的境地；无知和偏见从来只能造成一些品德很差的人。立法应当指导社会舆论，如果舆论不公正，不符合理性或社会利益，就别让舆论凌驾于法律之上。舆论正确合理，就会是公道的。它惩邪恶，奖善良，尊敬一切为公益出力的人。

总之，政府应该考虑培养体魄强健的人民。为此，政府必须保证国家丰裕富足，教导人民锻炼身体，改善生活条件。政府应该教育人民具有善良的心肠、完善的德行，养成人民行事合乎道德的习惯。政府应当培养人民的理智，使人民有教养、有知识，足以充当国家的柱石。

霍尔巴赫还论述教育与社会和政治之间的关系。他问：“是什么办法，其作用虽不显著但能帮助社会机体避免一切危害它的因素同时，又不会限制和妨碍它的发育呢？”[134]他的回答是，除了教育以外，不存在其他更有效的办法。霍尔巴赫表明了他对教育的理解，即教育是一种办法，教育的作用是帮助社会机体避免危害，会促进社会机体的发展。换句话说，教育是“政治活动家掌握的培养人民的情感和思想以发展人民的才智和品德的最可靠的手段”[135]。霍尔巴赫又把教育的作用转向政治，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政府来说，培养青年人作为自己未来的助手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人在青少年时代接受人们所施加的影响的能力最强。进一步说，通过教育，一方面要清除青年人脑子里充满的抽象的概念和使人厌倦的教条，抽象的概念和教条是指宗教的空洞思辨概念和不合社会需要的无用知识的教条；另一方面要培养他们具有天然义务、公道原则、公益心、爱护社会、忠于祖国、重视道德、志趣高尚这些观念。

霍尔巴赫还阐明了教育青年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国家的威力取决于用以鼓舞人民的精神，国家的实力雄厚归功于人民意志统一。要大力培养为民族利益和民族需要所要求的人。而青年时期由于最容易激发热情，因此应教导他们崇拜伟大人物，热爱公共福利和自由，教导他们不怕贫困而怕受人轻视，不怕冒险犯难而怕蒙羞含垢，不怕死而怕受辱；教导青年人懂得功绩和体面重于财富，才能重于出身，品德重于光荣头衔。霍尔巴赫充满自信地说：“这样教育出来的青年到成年的时候就会成为防止敌人侵犯祖国的钢铁长城。”[136]

霍尔巴赫赋予教育以重大的政治艺术价值。他认为，如果伟大的政治艺术在于关心培养政治所希望看到的人才以满足国家的需要，那么，只有教育才是能够造就这种人才的手段。教育适应社会生活条件，能够使青年有的重视农业，有的重视商业，有的重视军事艺术。所有这些人能够帮助政府治理好国家。

四、普及教育思想

“改造最好应该寄希望于普及教育。”[137]霍尔巴赫这里所说的“改造”是指改造“不公道的或忽视本身义务的政治”，因为它“天天都在给民族造成严重的创伤”。[138]他赋予教育以改造政治的重要意义，因为在他看来，教育能启发人民认清自己的权利，启发国王认清自己的责任和利益。这就是他所说的“人民教育”和“国王的教育”。他说：“教育告诉国王们：如果社会不幸，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幸福；丧失了道德基础的民族，就既不可能幸福，也不可能有稳固的地位，更不可能强盛；没有公道和自由作保证，任何一个政府都维持不下去。”[139]

霍尔巴赫的人民教育目的与国王教育目的是不同的，前者是通过教育使人民履行权利，后者是通过教育使国王承担自己的责任和获取自己的利益。言下之意是，教育关涉社会的幸福，教育是培养一个民族的道德的基础，教育形成公道和自由。逻辑上教育可以稳固政府的地位，可以保证政府的强盛，可以维持政府。霍尔巴赫一再说，合理的教育能帮助“那些应国家召唤而登上王位的人认清国王的真正的伟大、真正的光荣和真正的安全”[140]。“国王教育的结果”是通过教育使国王心中讲究豪华排场的虚荣心“让位给坦白的胸襟，守秩序的精神，简单朴素的嗜好，履行职责的知识，主持公道的不可动摇的决心，尊重法律、自由和公民权利的诚意，对社会福利的热爱，对人民幸福和利益的认真关怀，赢得民族拥护的高尚抱负，惟恐招致人民仇恨的恐惧心，爱好和平的伟大心灵，严格履行自身义务的责任心”。[141]霍尔巴赫认为，国王应受这些原则的教育。这样可以改造国家，可以影响臣民。于是他说：“既然合理地教育国王能使宫廷发生如此令人高兴的变化，那么明智地教育全体公民对社会的好处又会有多大！”[142]

霍尔巴赫所提出的“正确的政策”，实际上与孟德斯鸠的政府原则在思想上是一致的。它以理性、法律和社会利益为指针，其宗旨在于使人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鼓励人们热爱祖国，指出没有自由，祖国也就不能存在；其目的在于“教导人们培养真正的道德，没有道德，社会生活对他们也就没有好处，没有乐趣”；在于“教导人们懂得，把臣民、夫妻、父子、朋友以及社会成员互相联结起来的关系是神圣的”；在于“启发人们、培养他们的高尚的情操，使他们知道社会尊敬的意义，使他们具有博得社会尊敬的热烈愿望”。[143]显然，这些原则具有教育的功能，实际也就是他所说的“公共权力应当促进公民的道德教育”。那么什么是霍尔巴赫理解的道德呢？“道德只有在政权有利于它的时候，在法律加强它的时候……在高尚的品行受到奖励和尊敬而获得鼓舞的时候，才是真正的道德。”[144]霍尔巴赫坚决否定宗教与道德的关系。他认为，宗教无助于培育道德意识，反而会挫伤进入道德境界的思绪，二者之间没有积极的联系。绝不能把道德建立在宗教信仰上，诉诸虚构的超自然实体的意志，必须以个人的行为有益于社会现实作为基础。他说：“使人成为善良的，是有理性的教育、高尚的习惯、贤明的体系、公平的法律和处理得当的赏罚，而不是种种艰深晦涩的思辨。”[145]在他看来，真正的道德同人们的宗教观点相抵触。[146]

霍尔巴赫向往的是要建立一个无神论社会，这是“一个没有一切宗教，被公正的法律所统治，被良好的教育所陶融，由于奖赏而引人向善，由于公正的惩罚而使人避恶，从迷信、谎言和幻影中解放出来的无神论者的社会，和那些一切都协力在麻醉精神和败坏人心的宗教社会比较起来，将会是无限地更为高尚和更为有德的”[147]。显然，霍尔巴赫心目中的社会是一个无神论者的社会。在那里，法律占统治地位，赏罚严明。尤其可贵的是，霍尔巴赫认为，教育能够陶冶人们的性情，使人为善；一切都按照自然和理性的指引而自行运转。

在自然观上，霍尔巴赫认为，自然能提出合理的教诲，使高高在上的人物服从自然规律，满足人的本性的要求。自然规律内化于人的心智则为理性，服从自然规律也就是服从理性。这种理性使人们认清教育必须以理性为前提，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社会必须建立在理性之上，才能有良好的法律，达到合理的目的。

霍尔巴赫在“论人民教育”时谈到，一国政治昌明的可靠标志是“教育人民，培养他们的高尚道德品质”，给人民做有益的事，满足人民的需要。因为在他看来，如果人民没有坚实的道德基础，那就说明这个国家的统治者懒惰和腐化。

从逻辑上说，普及教育意味着普及知识，普及知识对于治理国家具有重大意义。教育人民应该是任何政府值得关心的重要事情。在霍尔巴赫眼里，这是一个管理文明人民的政权，它具有不可估量的优越性。为了保护自己的政府，就应当知道政府的优点或长处所在，就必须教育人民，使他们明白道理，帮助他们认清自身的利益，激发他们应有的拥护政府和爱护公共机关的情感，唤起他们的责任感，使他们理解平安的好处。人民受教育，使国家有可能避免沽名钓誉之徒和造谣中伤分子所挑起的党派纠纷、政局动荡和种种骚动。他还说，人民从事劳动，失去了接受教育、启迪智慧的机会，因此他们最有权利受到统治者的重视。

第七节 孔多塞的启蒙教育思想

一、孔多塞其人

玛瑞·让·安东尼·孔多塞（Marie Jean Antoine Condorcet，1743—1794）生于法国皮卡迪地区里贝蒙的一个贵族家庭，是法国知名的数学家、哲学家以及法国大革命的卓越组织者、领导者。他是法国启蒙运动的最后一位启蒙思想家。

孔多塞在兰姆斯中学接受了中等教育，后又在巴黎的那瓦尔学院继续学习。在青少年时期，孔多塞即已显露出自己在数学研究领域所具有的杰出才能。1769年，刚满26岁的孔多塞即因在数学研究事业中所取得的杰出成就而被荣选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同时，作为18世纪启蒙思想的拥护者与宣传者，孔多塞积极参与百科全书派的活动，并与伏尔泰、杜尔阁等人过从甚密。1777年，孔多塞又出任法兰西科学院常务秘书，并在1782年成为法兰西学院的成员，同时参与许多国际学术组织的活动。

在从事严谨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孔多塞还以政治家的热情投身于火热的社会变革运动。早在杜尔阁任财政大臣期间，孔多塞即对社会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热衷于社会改革活动。对于英属北美殖民地人民为创立新共和国而与英国展开的斗争，孔多塞一直投以关注的目光，并撰文阐释斗争的进步性质。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孔多塞作为热情的吉伦特党人被选入立法议会，任秘书职务。正是孔多塞的辛勤工作使得大革命期间许多振奋人心的讲演得以在《欧洲权利》杂志上刊发，其内容也才能被法国人民耳熟能详。1792年4月，孔多塞在领导公共教育委员会期间，经过缜密思考，凭着对法国公共教育事业的高度负责的精神和态度，代表公共教育委员会向立法议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国民教育组织计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的教育改革方案。方案系统体现了孔多塞对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的设想，孔多塞的国民教育思想也在此《纲要》中表现无遗。

孔多塞一生勤奋，仅在数学研究方面就发表了难以计数的论文。此外，他还出版著作多部，较著名的有《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概率论原理》《伏尔泰传》《杜尔阁传》等。

与大革命时期大多数革命者的命运一样，在雅各宾派的罗伯斯庇尔当权后，代表大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吉伦特党人孔多塞遂被剥夺公民权，并于1794年3月被投入狱中，他在狱中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岁月。

二、孔多塞的国民教育思想

系统反映孔多塞国民教育思想的文本，是1792年4月20日和21日孔多塞代表公共教育委员会呈递给立法议会的《国民教育组织计划纲要》。

（一）论国民教育

孔多塞在《纲要》开篇即论述了国民教育的意义及实施国民教育的最终目的。

孔多塞认为，国民教育的最直接的目的在于：“为全人类提供满足自己需要的方式，保证他们的福利，认识与利用自己的权利，理解并完成自己的责任。”[148]更具体地讲，国民教育旨在“确保个人的职业技能获得最佳发展，以更好地实现他所生存的社会对自己提出的社会责任，最大限度地开发自然赋予自身的潜能；在此基础上真正实现全体国民的平等，并进而实现由法律规定的政治平等”[149]。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创建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向全体国民开展适合其本性发展以及国家进步的国民教育，实为国家一项不可推卸的职责和义务。

在国家教育发展方向上，孔多塞认为，国民教育所努力的方向应是不断提高工业生产效率，增加辛勤工作的人们的福利；促使绝大多数男子更有能力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不断启蒙开发民众的心智水平，以为民众发展提供知识上的动力；借国民教育可祛除人们的疾病与困苦，增进个人幸福，进而实现全社会的普遍繁荣。简而言之，国民教育应提高公民的身体、智力及道德水平，并最终实现人类普遍的持续的发展。

在国民教育发展所遵循的原则问题上，孔多塞也有自己独特的思考：国民教育应首先体现平等原则。既然国民教育是国家对一切公民所应承担的职责，那么这种教育首先就应该是一种平等的教育。一切人都应平等地享有入学受教育的权利，而不应该基于入学者在贫富贵贱、社会地位高低及性别上的差异影响其是否入学受教育及接受不同水平及内容的教育。国家应提供适当的教师和学校，使每一位公民都能依据自己的能力学习文化知识和对于一切职业均为有益的知识。这包含三个方面的意义：“一是给一切公民为其‘独立’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知识教育；二是给一切公民为其职业做准备的技术教育；三是给一切公民充分发展其天赋所必需的普通教育。”[150]

其次，国民教育还应该是一种普及性教育。鉴于教育是一项最重要的社会事业，为了个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教育必须具有普及性。其意是说教育面向每一位公民平等实施，它体现于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学活动之中，能涵盖人类知识的整个体系，并保证一切年龄的人易于保存其知识，易于接纳新知识。[151]

再次，国民教育还应该是一种具有一定独立性的教育。作为共和政体的热烈拥护者，孔多塞在教育问题上力主国民教育应摆脱国王的束缚，另设一个自治的教学团体自主地决定并促使共和观念的传输与教育。与此同时，“教育机构还应尽可能地摆脱党派势力的左右，自主地决定真理的传授与讲解事宜”[152]。当然，孔多塞在国民教育的独立性问题上也表现出灵活的态度。他说，对于国民教育的独立性，不可做过于绝对化的理解。国民学校应把国民公会（The Assembly of Representatives of the People）作为支柱。在所有的政党团体中，国民公会最不易流于腐败，最不易受私人感情左右，最不易对社会进步构成阻碍，而最容易接受启蒙思想家进步思想的洗染。撇开自身的党派的束缚，孔多塞明确提出：任何政治团体都无权阻止或影响真理的传播。

与教育享有的一定程度的独立性相联系，孔多塞反对国家完全垄断教育。他相信：私立学校享有与政府开办的学校同等的存在权。对公立学校而言，私立学校的存在可以弥补其缺漏与不足，可以激发起公立、私立学校之间及各类学校内教师的竞争热情，从而有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孔多塞明确指出：“如果任何公民都可获准开办教育机构，必将促使公立学校至少保持与私立学校同等的教育水平。”[153]在孔多塞看来，私立学校的存在及私立学校之间的竞争，不仅不会对公共教育构成损害，而且有助于公立学校产生一种紧迫感而想方设法提高自身的教育质量。当然，私立学校也须接受国家有关部门的管理与监督，而不可自行其是，置国家的利益与教育标准于不顾。

最后，国民教育还应该是一种大教育，而不是一种狭隘的教育。这种教育不应该在受教育者离开学校便告终结。它应该向所有年龄段的人们开放。既然处于任何年龄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提高自己的社会适应能力，那么教育就应该适应这种现实。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校外教育更为紧迫，针对性也更强，教育的实际效用也就发挥得更为直接。将教育的触角伸及各个年龄段的公民，伸向社会的每一角落，此举对于生活贫穷的社会下层民众来说，意义尤为深远。在《纲要》中，孔多塞站在政府的立场上告诫贫寒子弟：“父母的穷苦剥夺了你们接受最必要的知识教育的权利；不过政府保证你们将获得拥有和领悟这些知识的权利。既然大自然赋予你们潜能，你们就没有理由不去发挥这些潜能。对你们个人以及你们的国家来说，掌握的知识将永不会丢失。”[154]

（二）国民教育的具体组织与实施

国民教育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在《纲要》中占了相当大的篇幅，是《纲要》的主体内容。孔多塞为法国更好地向每一位公民履行实施国民教育的职责，将科学家的严谨缜密与政治家的热情交融在一起，进而设计了一套统一且相互衔接的国民教育体系。

孔多塞认为，结构完整且功能健全的国民教育体系应包括五个逐渐递进的教育机构：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等学校、专门学校以及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又称“大学校”）。各级教育机构之间不仅应在学制和课程设置上相互衔接，而且上下级教育机构之间还存在行政上的管理关系，即次一级的学校要接受高一级学校的领导，而且全部学校教育机构都要接受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的领导。

1.初级小学（Primary Schools）

初级小学专为6～10岁的男女儿童而设。凡有400个居民的地区都应拥有一所初级小学。而在村庄分散、人口稀少的行政区内，凡所有距400人居民区两公里以上的村庄，即便定居人口不足400人，也应设立一所初级小学。在教学内容上，初级小学应向学生传授为其将来发展奠定基础的普通文化知识，养成学生未来实现其公民职责的生活习惯及道德准则。学校既要开设读写技能、文法基础、算术四则等课程，又要向学生提供初步的农业及手工业训练，讲授道德与法律知识。初级小学学制为四年。如此确定学制既考虑到不少学校可能存在师资短缺的现实，又顾及不少出身贫寒的儿童存在中断学业的可能。初级小学教师除承担日常的教学工作外，还要在每星期天为当地群众举办讲座，向年轻人传授他们在初等教育阶段未曾接触到的新知识；向群众讲解有关社会伦理道德准则、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必需的法律知识；讲述作为一位法兰西国民所拥有的权利及对国家所承担的义务。[155]

初级小学所讲述的无疑是社会科学的一些最基本原理，对原理内容的讲解往往优先于对原理具体应用的阐述。这里，法国宪法以及《人权宣言》的教育都力避作为神圣的教条向学生灌输，而是借此力图培养学生对宪法以及《人权宣言》所具有的忠诚及热爱的态度。由于持久的热情往往不能建立在偏见或固执己见的基础之上，因而应着重发掘《人权宣言》等法律条文本身所具有的教育潜能。通常的做法往往是这样的：“《人权宣言》将会教导你们意识到自己在社会中拥有的权利的同时，还使你们认识到自己对社会承担的职责：宪法则全赖你们的竭力维护，有时甚至要为此献出自己的生命。这一信仰的形成当有赖于理性作为基础。你们早期形成的这一信仰将使你们更好地认识永恒真理。”[156]

在初级小学，除向学生传授具体的科学文化知识外，还应注重培养学生具有自我提高与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样既可以避免学生走出校门后遗忘原来所学的知识，同时良好的思维习惯将会使他们终生受用。这些思维习惯既可以有意识地培养，又可以借课堂教学的潜移默化来形成。

鉴于初级小学学生活泼好动、感性认知能力强的特点，初级小学还往往利用一些全国性的节日开展教育活动。在这些节日里，让学生回忆曾在历史上涌现的英雄人物及他们的高贵品质，描述宏伟的战争场面，畅谈自己的感受及对未来的憧憬，进而使他们认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

初级小学还十分注意学生身体的发育及成长状况。借助于合适的身体训练，不但可以为学生的文化知识学习提供身体保障，还可以借此培养学生具有顽强的意志、不怕困难的精神以及合作的品格。

在预想到《纲要》提出后有人会对《纲要》中初级小学过于庞杂的教学内容提出质疑时，孔多塞在《纲要》中谈到，如果能够编写出适合学生接受能力且内容适中的教材，能够编写出适合教师使用的教学参考书，那么所有的教学内容便可以经过条分缕析而加以简化，教学也就变得简便容易了。至于初级小学一再强调教育的基础性，即传授最基础的文化知识，养成最基本的生活技能，培养最起码的道德准则，则主要出于经费及师资条件的现实考虑。一方面，当时经费拮据，国家债台高筑，对国民教育不可能投入足够的经费；另一方面，合格的师资十分短缺，大部分初级小学只有一位教师承担全部的教育与教学工作。孔多塞声称，一俟国家财政状况好转，有大量合格师资从教，初级小学的教育质量标准当然应该适当提高。[157]

2.高级小学（Secondary Schools）

高级小学专为这类儿童所设：其家庭经济情况较好，允许他们长时期地在校学习，而不必依赖他们过早地参加劳动来贴补家用，家庭拥有为他们提供高额学费的经济实力。孔多塞认为凡常居人口满4000名的地区或城市即应设立一所高级小学。

高级小学在学习科目上一如初级小学，学生在这里学习数学、自然史、应用化学、道德原则、社会科学、工业及商业基本知识等内容。每所高级小学还设有小型图书馆及配备必要的天文仪器、机器和手工业用具模型实验室，以服务于各项教学活动。

高级小学在师资配备上优于初级小学，至少在数量上如此。一所高级小学往往拥有2～3名教师。和初级小学的同行一样，高级小学的教师也须承担有关社会教育的任务。他们每星期也须承担有关社会教育的任务，每星期要为当地群众开设讲座，讲授新的立法及必要的公民知识。

高级小学在具体教学活动中还需体现国民教育的平等原则。一般说来，乡村地区的儿童往往丧失接受高级小学教育的权利，除非他们的父母不需要他们在家劳作。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那些有意从商的孩子需要在邻近市镇的高级小学接受职业培训；农民在农闲时节也要为孩子接受教育创造必要条件。承担此类教育任务的往往是一些私立学校或义务教育团体。

对于高级小学的教育功能，孔多塞有着更为独到的见解。随着大工业生产时代的到来，工厂生产过程日趋复杂化、程序化、精密化，工人的劳动职能也随之被分解得愈来愈细，工人终生被束缚在单一的操作活动上的危险日益明确，从而丧失了其他方面的进一步发展，进而导致发展上的畸形与片面，智能上的迟钝，沦为创造利润的奴隶。在此情形下，高级小学应采取各种适当的方式，发展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和爱好，为日后全面发展奠定基础。一句话，高级小学要“实施更为宽广的教育，为学生创造免于被束缚于日常工作的命运保障”[158]。

在社会服务方面，高级小学除采取开设讲座的方式，还可借助星期日课程的方式开展成人教育。星期日课程的内容应密切联系当地的社会生产与生活实际，这样才可吸引当地的民众前来学习。唯有如此，“乡村的农民与城镇的工人才能从自身或他人的生活实际中体会到学习的重要及知识的价值，而不会对学习心存轻视之意”[159]。星期日课程的内容应每年重复讲授，或者至少隔一年重复一次，以使学习者能够完全领会学习内容，并不易忘记。

3.中等学校（Institutes）

中等学校为五年制的中等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学校。全法国应设此类中等学校110所，其中61个省中每省设1所，19个省中每省设2所，2个省中每省设3所，巴黎设5所。中等学校向学生传授一切有用的知识。而不论学习者未来将会从事何种职业，这种学习都会令他终身受益。在孔多塞心目中，中等学校属于普通教育的范畴。中等学校的学习应为学生将来更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职责及接受高一级的教育打下坚实的基础。中等学校还承担着为高级小学培养合格师资及培训初级小学教师的任务。除承担普通教育的职能外，中等学校教育还须为专门的职业训练打下基础。孔多塞为中等学校设定的学习科目包括农业科学、机械艺术、军事艺术、初等医学。在具体学习中，所有的学习内容又被分为四大类，即数学与物理科学、道德与政治科学、应用科学、文学与美术。

在设定具体学科的内容时，孔多塞还表现出鲜明的非古典倾向及反对唯学术性的立场。他认为一向被认定只有古典学科才具有的智力培训价值，在现代自然科学中同样具有。“现代科学是矫治偏见及思维偏颇的良药，它可被应用到生活的所有领域之中。”[160]70年后，斯宾塞也提出同样的见解。凭着科学家的敏感，孔多塞已察觉到在当时的欧洲，一股重视自然科学研究的潮流已悄悄兴起，这必将给欧洲各国带来巨大的影响。

中等学校教育活动的开展还须从各地的实际出发。在有部队驻防的城市，教学内容应侧重军事艺术、军队条令、法规等；而在一些港口城市，则应着重讲解有关航海运输知识。

中等学校还应表现出一定的非宗教性。教学内容应杜绝宗教教义的成分；伦理道德观念的培养应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建立在宗教盲信的基础上。

在教学方法上，中等学校的教学不应仅仅局限于简单划一的课堂讲授方法，还应综合采用直观演示、讨论、现场观察、作文等教学方法，以切实提高教育质量。

中等学校还应承担起社会教育的义务。其途径主要是在教室中预留出一定数量的位子，以供那些非正式生前来旁听。孔多塞认为，中等学校所实施的这种公开授课安排，非但不会破坏教学活动的正常开展，反而具有三个方面的优越性：其一，这样做能为那些受教育不完全者提供一个重新学习的机会。他们可以结合自己具体的职业去开展实践活动，有针对性地参加对自己最有用的知识的学习。其二，父母可以与自己的孩子同堂学习，可以直接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其三，一些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可以借此机会提高自己的社会交往能力，通过模仿提高自己的语言运用能力。[161]

4.专门学校（Lyceés）

专门学校位于国民教育体系的第四等级，这是一种相当于大学教育水平、专为地方和国家培养文学艺术和科学方面专门人才的学校。在数量上，全法国共设9所专门学校，1所在巴黎，其他8所设在生活水平适中的中小城市，那里工商业的发展将不至于阻碍对科学知识本身的探索与追求。

在专门学校，所有知识的教学都应尽力反映该学科领域的全貌。在课程安排上，应依据时下欧洲科学发展的现状合理吸纳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而不可照搬国外任何教育机构的课程方案。“我们已感到，任何隶属感都无益于法国人民；自然科学的发展日新月异，不超越自然科学的已有发展水平本身便是一种隶属感。”[162]孔多塞十分注重专门学校的国际教育意义。专门学校在教学内容的广度上要高于时下欧洲各国类似的教育机构。基于这样的考虑，专门学校须采取措施吸收外国留学生入学。这不仅可以立即获得经济上的收益；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国际教育交流活动可以增进国际的理解。专门学校开设大量的语言学习科目，既包括现代欧洲语言，又包括拉丁语、希腊语等古典语言。专门学校的学生在心智能力及判断是非的能力方面已获得相当程度的发展。他们有能力鉴别不同的道德价值观、政府运作方式之间的差异，可以认识到意识形态以及观念的演变历史，可以领会语言所蕴含的社会性。所有这些都促使他们对语言（包括古典语）的学习有正确的认识。

专门学校既以培养专门的学者或其他门类的专业人才为己任，那么专门学校教师的培养也主要在专门学校内来完成。在专门学校，学者的成长主要依靠自己经年累月的勤奋学习。他们一心向学，有着“苦其心志、劳其筋骨”的心理准备，如此他们才能够不断地探索人类理性的奥秘，开发自身的智能，最终成为学有所成的人才。[163]

包括专门学校在内的国民教育体系前四级教育机构皆实行免费制。当不再与财富联系起来时，教育的功效便表现得不太明显，且对教育平等不再构成直接的威胁。出身富家，对于教育成功来说是有利的，但这往往被那些为教育成功付出额外努力者以及平等甚至更严格的智力标准所抵消。这将意味着有必要制定一项有关教师工资的发放标准，以使教师不再单纯依赖学校收取的各种费用而生活。

尽管专门学校实行免费制，但从初级小学以上便不再是普及性的了。如此便出现一个问题，即如何做好中等学校的学生的选拔问题，如何既为国家选拔大量可造之才，又使每一位有发展潜能的人不被埋没。关于如何进行选拔，孔多塞没做进一步的说明。不过，他还是提出了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即由国家出资创设“国家奖学金”，直接资助那些在某一学习阶段表现出突出才能的人接受高水平的教育。据孔多塞估计，全法国每年大约有3850名接受此项资助的人在中等学校学习，另约有600人在专门学校修习课业。每年约有400人完成学业，参加社会工作或从事学术研究。

5.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The National Society of Sciences and Arts）

正如米拉博、塔列兰各自在国民教育体系的顶端设计一个发挥教育管理职能的机构一样，孔多塞也在《纲要》中把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作为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高机构。其职能是：管理与监督各级各类学校，开展科学研究活动，收集、奖励、推广一切有价值的发明创造及科学发现。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所面对的已不再是儿童或成年人的教育问题，它所关注的是全民族的理性与进步问题：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不再一味地追求向个人传授尽可能多的知识，而是着眼于如何在人类的知识宝库中增添新的内容，如何更充分地开发人类的智力资源，如何为取得更多的发明创造及科学发现创造更完善的条件。

为便于开展科学研究工作，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下设四个学科组：数学与物理学科组、道德与政治学科组、应用数学与应用物理学科组（包括机械工艺、农业、航海和医学）及文学与美术组（包括语法、文学、美术等）。每个学期定期召开学术讨论会，组员们互相交流各自的研究成果。原则上，研究院的成员只能加入一个学科组，但可参加其他学科组的学术活动。

国立科学艺术研究院的人员数量是固定的，其中半数成员应散居于各省，以确保信息传播的一致性和广泛性。一旦研究院聚集了时下社会各学科的专家而总数确定后，以后便通过增补的方式吸收新成员。所有学科组的成员都可在候选者名单中选出自己认为适合的人员。

在教育管理职能的行使上，研究院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对于初级小学及高级小学的管理，往往由从中等学校选出的四名代表组成的管理委员会实施；而从专门学校选出的代表则负责管理当地的中等学校；最后每年从研究院选出三名代表定期讨论专门学校的管理问题，并负责提出改进教学方法的方案。由此，国民教育体系中上、下级教育机构之间便形成逐级管理的教育管理体制。

（三）论女子教育

女子教育思想也是孔多塞教育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孔多塞的态度是民主的、积极的、进步的，主张男女儿童应接受同等的教育。“既然所有的教育都是讲述真理与分析原理，那么就没有理由让儿童基于性别的差异而在学习内容方面作出不同的选择。”[164]在教育实践中，只要女子表现出具有接受高一级教育的能力，那么就应为她们接受这种教育提供保证和条件。在社会生产中根本不存在绝对意义上的男人的职业，只不过某些职业对男人更合适一些；而女子天生的生理特点使她们更适于从事另外一些职业。孔多塞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将女子拒于科学研究的大门之外。大多数女子能够很好地从事观察与实验工作，她们的细心、耐心及忠实的品质无不有助于科学研究工作的顺利开展。

孔多塞认为让女子接受等同于男子的教育，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教育收益。首先，这将有助于她们更尽责地在家庭中承担起儿童教育的辅导与督促任务，可以有助于家庭幸福的实现。其次，如果借助于接受适当的教育而出任社会公职的男子拥有一位知书达礼的妻子，那么他们不但可以得到来自家庭的帮助，而且通过交流以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最后，女子既然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那么她们也可以参与国民教育工作，以尽快缓解国民教育师资匮乏的矛盾。基于这些考虑，孔多塞主张在国民教育的任一阶段都须实行男女同校教育。男女同校教育不但可以获得经费节约的效果，而且也不存在道德风气败坏之虞。在乡村，为男女儿童分设不同的学校施教实为地方财力所难以承受；而男女合校则差不多可以节约一半的经费。对于当时大部分人担心的男女同校会使得学校道德风气衰败问题，孔多塞持与之相左的立场。他认为男女同校非但不会导致学校风气衰败，恰恰相反，在教师的正确引导下，男女儿童共同学习而形成互相友好竞争的局面，将有助于激发儿童的学习积极性。孔多塞谈道：“有人认为年轻人在一起过分注重感情问题将会干扰他们的课业学习，这种担心是杞人忧天。即便这是一种危险，它也会被因希望赢得所喜爱的人的尊重而激发起来的强烈的进取精神所冲淡。”[165]考察法国女子教育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大革命时期出现的几个教育改革计划均对女子教育问题表现出不同程度的关注，不过直到1833年提出的《基佐法案》才就初等教育阶段的女童教育问题提出细致规则。中等教育阶段的女子教育问题，直到1880年才借助于凯米勒·席（Camille Sée）的教育改革而得以真正解决。尽管如此，米拉博、塔列兰以及孔多塞的教育改革方案均就女子教育的主要问题做了探讨。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种探讨为后来女子教育问题的彻底解决提供了理论上的启迪及实践上的铺垫。

通览孔多塞的《纲要》，认真分析其对国民教育的阐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发现孔多塞国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在他所设想的国民教育机构中，宗教课程被取消，普及、免费、世俗、平等的教育性质贯彻在实际教学活动之中。学校的课程力求反映社会生产实际及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加强了实用知识的教育。

可以说，孔多塞的《纲要》，以其所反映的国民教育思想的进步性而成为当时教育改革方案的典范。这些进步的教育思想概括起来主要有：

实施国民教育是国家的职责，国家应为此创建功能完整、体系健全的国民教育机构。允许私立学校存在与发展，但前提是接受政府的管理与监督；

国民教育是一种平等的教育，决定儿童受教育年限的长短、程度的高低只能是儿童自身禀赋的差异，而与其出身、贫富、贵贱、宗教信仰及性别无关；

国民教育的各级教育机构应在学科、课程、入学年限等方面相互衔接，在学校布局上要考虑到各地区的差异，力求均衡合理；

国民教育实行普及、免费制，以确保每一位公民都受到良好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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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18世纪法国的国民教育思想

18世纪中后期，在极具穿透力和感召力的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法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突出的特色在于法国国民教育体系的建立与为国民教育实践大发展所做的理论准备——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逐步成熟。

为把教育制度从教会的控制下解放出来，拉夏洛泰、杜尔阁、米拉博、塔列兰、雷佩尔提等相继对法国国民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索，主张建立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为法兰西民族国家的强盛提供合格的高素质的国民。

1763年，拉夏洛泰的《国民教育论》、1775年杜尔阁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呈递的《回忆录》、米拉博的《国民教育工作》、塔列兰的《教育改革计划》、雷佩尔提的遗作《创建国民教育体系的计划》均成为显示这一时期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主要文本。这些著作或教育改革计划就国民教育性质、民族国家的国民教育权利与职责、国民教育的目的、国民教育与国家发展、国民教育体系等问题进行了深刻的探索，成为构筑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宝库的直接理论源泉。

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经受了法国大革命血与火的洗礼与考验，而且一些关于法国国民教育理论的探索正是在大革命期间进行的，在大革命中获得了直接的生长性营养。相对于这一时期法国国民教育思想所作出的世界性贡献来说，法国国民教育实践则显得相对滞后。法国国民教育在实践方面的一个直接表现为：1795年，议会在疲倦不堪的情况下接受了一项很粗略的计划，规定在每个县或乡的一所或数所学校进行读、写、算和共和国的道德教育，不过教师要完全依靠学生交纳的学费生活。但这种状况并不意味着法国国民教育思想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层次。法国国民教育的伟大理想在拿破仑时期及其以后逐步演化为现实，只要仔细研究这一时期法国国民教育家或热心于国民教育的人们所提出的发展国民教育的原则和建议，就能明白这些原则和建议多已包括在拿破仑时期中央集权制国民教育体制的建立中，包括在基佐的教育改革事业中，包括在费里所追求的法国国民教育免费、义务、世俗化三项基本原则中。

第一节 拉夏洛泰的国民教育思想

拉夏洛泰（Louis-René de Caradeuc de La Chalotais，1701—1785）生于法国大革命前社会思潮风起云涌、启蒙运动蓬勃开展时期，曾任布列塔尼高等法院代理检察长及总检察长职务。与同时代的启蒙巨匠和哲人相比，拉夏洛泰的呐喊虽称不上时代的最强音，但值得注意的是，拉夏洛泰却以其旗帜鲜明的反宗教教育立场及卓有成效的实践活动，以其于1763年3月24日向布列塔尼高等法院提交的《国民教育论或青年人的学习计划》（即《国民教育论》，Essay on National Education or Plan of Studies for Young People）所诠释的系统的国民教育思想为当时及后来者所称道。拉夏洛泰“坚决反对耶稣会对法国教育的垄断，提出并系统地论证了国家办学的教育主张。他的教育思想对法国和欧美近代教育体制的发展产生过较大影响”[1]。事实上，他对宗教教派（耶稣会教团）教育的批判是与其国民教育思想紧密相连的，是作为国民教育思想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而存在的。

一、批判耶稣会教育的空疏与陈腐

为创办国民教育制度，拉夏洛泰认为当务之急是肃清耶稣会教育的野蛮性和毒害性，为此，必先认清耶稣会教育的腐败。

对于耶稣会教派，拉夏洛泰一直是深恶痛绝的。他曾在1761年和1762年为布列塔尼高等法院草拟的《关于耶稣会规程》的两份报告中，提出取缔耶稣会的强烈要求，并最终促成耶稣会教团的解散。

拉夏洛泰指出，当时法国的整个教育制度完全处在教皇至上原则的直接控制之下，教育的方方面面完全服务于教会的利益。他说：“全民族的教育——那是国家的基础和基本原则的立法的一部分——仍然处在教皇至上主义原则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条原则必然与我们的法律背道而驰。”[2]

拉夏洛泰强调说，在教育实践中，耶稣会教育的野蛮性和毒害性随处可见。教育大多局限在耶稣会的学校之内，而且只有那些注定要成为牧师的人才有受教育的权利。教学内容空疏无用，严重脱离了法国的现实社会生活。法国语言的学习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从而使法语蜕变为一种奇异粗俗的土语。政府的委任状、国王的宪章及王宫的谕令中充斥的是散发着古董气息的拉丁语；哲学难以发挥其应有的作用，而沦落成为对亚里士多德著作的烦琐的争论；物理学根本不通过观察去探索自然界的规律，而只是沉湎于虚幻的因果论而难以自拔。因此，耶稣会的教育既难以培养个人具备在社会上作为一个合格公民所需要的道德准则，也不能向个人传授安身立命所必需的任何知识，最终造成不出校门的年轻人几乎学不到一点对其从事各种职业有益的东西，难以了解自己生存的世界以及自己将要面对的社会。

拉夏洛泰还从教育效果入手，具体分析耶稣会教育的低效与无能。他认为，在接受耶稣会教育的1000名学生中，能够清晰地解释基督教原理者不超过10人，绝大部分学生既不能写信，更无能力辨别有关基督教原理的观点。而那些花费了10年的时间学习拉丁语的学生只能获得一个学习结果——他们曾经学习过拉丁语。在道德教育方面，耶稣会教育更是乏善可陈。究其原因，在于耶稣会教育完全忽视个人的道德教育问题，学生不掌握基本道德准则，不具备道德判断能力，最终结果只能是，“年轻人普遍地放荡不羁，普遍地沉湎于奢侈淫逸，缺乏对国家和公共利益的爱心，精神上焦虑不安，渎职，好逸恶劳，物欲阻止他们去追求美德和荣誉，毫无自尊可言”[3]。

既然法国国民教育惨受耶稣会教派的侵蚀而显得软弱无力，难以造就遵守社会规范、道德高尚并掌握成功从事某一社会职业所必备知识的公民和劳动者，那么重新构筑法国国民教育制度便成为合乎逻辑的选择。

二、关于法国国民教育目标的设想

法国国民教育必须服务于培养合格法国国民的需要。具体来说，法国的教育必须担负起培养有能力从事特定职业的教士、贵族、法官、商人、手工业者的职责。不同于卢梭在其教育计划中重视国民政治品格造就的是，拉夏洛泰在其《国民教育论》中对国民的职业品格给予了相当程度的重视，对不同类型职业的职业品格作出了明确的规定。

体面的贵族应该体魄强健，头脑灵活，能够妥善经营自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基业，以此为基础成就更伟大的事业，而不是无所事事，终日沉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醉生梦死。合格的军人则应该勇敢、坚毅，能够为国家的利益而英勇战斗。合格的军人应该通晓数学知识并运用到防御工事的建设之中；应具有较强的阅读能力，能够阅读一些历史名将的传记和回忆录，并从历代英雄的辉煌经历及不朽战绩中汲取宝贵的战斗经验和谋略。成功的商人则必须耳聪目明，能够准确把握社会生产及分配的现实状况，合理确定自己的经营方向。法官则因其职业的需要，必须领悟法律的精神，做到公正无私，全身心维护法律的尊严与神圣。对于牧师，拉夏洛泰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他认为称职的牧师应承担起传播基督文明的重任，要把上帝的指示带到遥远的国度，让耶稣的灵光照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牧师须以身作则，以实际行动为民众造福。牧师们要让教民掌握预防和治疗农村常见疾病的方法，向他们传授开垦农田的方法，能够利用相关的法律条款解决日常生活纠纷等。

拉夏洛泰正是从不同社会职业的职业品格着手为法国国民教育确立培养目标。他认为，凡是一个人能够从自己的愿望出发选择自己要从事的职业，并且具备胜任自己选择职业的知识与能力，那么他就无愧于法国国民的神圣称号。也只有做到这一点，法国国民教育才算成功履行了培养合格国民的职责。

三、关于法国国民教育制度的构想

拉夏洛泰认为法国耶稣会教育不能为法国培养合格的公民，不能将法兰西民族带入繁荣昌盛的幸福境地，而是逐步毁损民族精神而使其最终衰竭，他要求从根本上构建法国国民教育制度。拉夏洛泰所著的《国民教育论》全书共30章，主要涉及教育作用、目的与任务，教育领导体制，教学内容、学制，教师和教科书等。他在该书中全面而系统地表述了建立法国国民教育制度的设想。这一设想可概括为法国的国民教育必须隶属于法国，依靠法国政府实施并最终服务于法国。

国民教育必须隶属于法国政府。拉夏洛泰坚信，就其本质而言，国民教育是隶属于国家的。教育本国国民使其获得知识、技能以及道德品质，是国家不可剥夺、不可让渡的神圣权力。为此，必须把教育对象——儿童以及教育工作的实际执行者——教师纳入国家管理的范畴。儿童非个别党派、教派、团体势力之儿童。儿童是属于整个国家的，是国家潜在的职业成员，向其提供必要而适当的教育是国家的基本义务。与此相类似，拉夏洛泰也把教师视为国家的成员，并认为教师对于创建新的国民教育制度至关重要。他进一步主张，怀有宗教偏见的教士以及缺乏良好公民道德意识的个人不能担任教师；教师应由那些具有良好公民意识且摆脱了经院哲学和修道院生活偏见的世俗人士担任。

国民教育必须依靠法国政府实施。国民教育事业必须依靠法国政府，必须由法国政府实施。这种依靠集中表现在：国民教育必须由国家法律提供保障，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变整个民族的风俗习惯。拉夏洛泰强调说：“我敢向全国大声疾呼，教育必须依靠国家。那是因为，一是教育本质上属于国家；二是教育公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三是国家的儿童应由国家成员来负责教育。”[4]

国民教育必须服务于国家的发展。发展实施国民教育既然是国家的一项不可剥夺和无可置疑的神圣职责，那么国民教育就应该为国家的强盛提供强有力的知识服务和智力支撑，必须与国家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相辅相成，必须与相关的社会教化组织携起手来共同营造健康的社会风尚和高尚的人文精神。在处理教育发展与国家进步的关系时，拉夏洛泰还明确提出必须借助个人发展这一中介，确保国民教育职责的最终实现，要通过合格国民的培养，通过向青年传授作为合格公民所必备的知识的方式，保证国家繁荣富强这一根本目标的实现。

为保证国民教育事业发展的方向，举凡国民教育教学用书的选择，教学内容的编选，教学人员的遴选等事宜，皆仰仗国王或由国王任命的委员会负责审查。拉夏洛泰声称，“这种教育应由一位贤明而深谋远虑的君王组织”“他将为自己的荣耀和臣民的幸福把这项工作做得完美无缺”。[5]拉夏洛泰重申：“为了把一个良好的自由计划付诸实施，所需要的一切就是书籍，它们将满足一切教育，可以发挥教学方法的作用。只要国王发布命令，这些书籍是容易预备的。只要国王发布指令，教育将是一件容易的事情。”[6]

最后，拉夏洛泰还认为，实施国民教育的学校数量及进入国民学校学习的学生数量，都直接取决于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及经济发展水平，直接取决于一定时期对教士、贵族、军人、商人、手工业者等不同社会阶层人员数量的精确计算。只有二者保持适当的比例，国民教育的功能才可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他认为，从国家根本利益考虑，学校数量宁可少些，但学校教学设备质量一定要好些，课程设置也要尽可能的完备一些。

正是从批判耶稣会教育的空疏无用、毒害民众入手，拉夏洛泰深刻揭示了宗教教育本身所具有的野蛮性、虚伪性与毒害性，呼吁创建一种新的国民教育制度取而代之。这种新型的国民教育制度应该是隶属于法国政府，依靠法国政府实施并最终服务于法国国民的整体利益。法国国民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为国家培养心智完善、品德高尚、身体健康的公民。按照拉夏洛泰“阶层”国民教育理论的说法，在于为国家培养一大批具备不同职业品格的教士、贵族、军人、律师、手工业者等。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拉夏洛泰也正是凭借其在《国民教育论》中所表现出来的彻底的反宗教（耶稣会）立场和务实的国民教育思想而赢得后人的敬仰。

第二节 杜尔阁的国民教育思想

杜尔阁（Anne Robert Jacques Turgot，1727—1781）是18世纪法国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向法国国王路易十六呈递的《回忆录》（Memorial to King）中提出了有关国民教育的主张，因而也凭此步入了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家的行列。

杜尔阁在1727年5月出生于巴黎，是神圣高贵的诺曼底家族的后裔。杜尔阁早年在路易斯勒—格兰特国立中学（Collège Louisle-Grand）与浦莱锡斯国立中学（College du Plessis）接受教育。在接受了人文学科的教育之后，杜尔阁进入圣·苏尔皮斯研究班学习神学。1749年，杜尔阁进入巴黎大学学习神学。然而，杜尔阁后来并未选择在当时看来前程远大的牧师职业，而是步入政界，先是出任大法官助手，后又成为巴黎议会的咨议官以及政府委员会成员。1761年至1774年，杜尔阁出任利莫斯的督抚。在任督抚期间，杜尔阁实施了许多重大改革，以实现他的重农主义理想。为此，伏尔泰曾致信杜尔阁：“你的同事向我写信，认为一个督抚不会做出什么有益的事情；而我希望您能证明一个督抚既可为国造福，又能为民谋利。”[7]实践证明，伏尔泰的期望变成了现实，在杜尔阁的治理下，利莫斯地区社会稳定富裕，人民安居乐业，俨然成为悲惨世界中的一个世外桃源、苦难国家中的幸福小国。以后，杜尔阁曾担任海军大臣、财政大臣等职。在担任财政大臣期间，杜尔阁曾试图进行财政、行政和政治改革：废除徭役，减少捐税，取消行会等，但由于特权阶级和教会的激烈反对而失败。1776年5月，杜尔阁被迫辞去财政大臣职务。从此，他不再热心于公共事务，而是潜心于学术研究，直至1781年谢世。

关于杜尔阁的从政经历，著名学者丰台涅这样评价：“杜尔阁或许是他那个时代惟一愿意也有能力辅助路易十六推行改革的人。杜尔阁推行改革的目的在于清除社会呼声强烈的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现象，以便逐步重建帝国的社会秩序。”[8]这不仅是杜尔阁作为一位重农主义经济学家的兴趣与专长所在，而且也是法国社会稳定与发展的前提条件。为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主张，杜尔阁在1775年向路易十六递交了一份有关市政组织的《回忆录》，其副标题为“论培养合理参与良好社会生活的个人和家庭的方法”。《回忆录》集中体现了杜尔阁的主要国民教育思想。

在《回忆录》中，杜尔阁以凝练的文字说明了公立国民教育所存在的最大问题：教育机会公平性的严重缺失。杜尔阁没有用太多的笔墨论述关于教育发展的三个重要问题：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以及教师的聘任和使用。他甚至认为任何人都难以较好地解决这三个问题。他仅仅提醒人们关注国民教育问题，在尽可能的限度内支持国民教育事业的开展。为达到发展国民教育的目的，杜尔阁吁请设立国民教育委员会承担发展国民教育的职责。

一、论改革国民教育的迫切性

在杜尔阁看来，当时法国世风日下，民风颓废，礼崩乐坏。风俗、习惯这些本应该在青少年时期即向学生灌输以培养他们形成必要的社会责任感，并构成一个民族最强有力的精神维系的东西也日渐被人们所轻视。教育仅仅注重地理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以及画家的培养，却对合格国民的培养没能给予足够的重视。充斥法国各地的是宗教教育。这种教育关注的是虚幻的天国事务，无助于合格国民的教育。不同的教区使用不同的宗教教材，而且对教义的理解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宗教纷争不断。宗教教育的管理权分别掌握在彼此独立且相互敌视的人手中，教育发展呈现出千差万别的状况。而实践表明，这种教育所带来的结果只能是社会问题层出不穷，臣民之间相互倾轧，争权夺利而不顾社会发展的整体利益。

二、论“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职责与任务

为彻底矫正国民教育的这一错误导向，改变教育上的政出多门、令出多人的状况，减少日益突出的公民之间、不同社会团体之间的纷争、猜疑、嫉妒的恶劣现象，杜尔阁按照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原则设立“国民教育委员会”作为发展国民教育的领导机构，并果断宣布个人及个别团体的一切违背国家利益的要求均为无理要求，不能进入国民教育发展的计划之内。

在《回忆录》的第一部分，杜尔阁提出：“对我而言，在国家所有机构中，最重要、最首要、最刻不容缓、最有益于陛下长治久安，并对整个王国发挥最大作用的机构，便是‘国民教育委员会’”[9]，必须尽快成立“国民教育委员会”。“国民教育委员会”的工作目标在于培养道德高尚、有知识、有能力的公民，在于培养富有爱国热情的公民。为实现这一目标，“国民教育委员会”必须首先明确自己的具体职责，即在于负责国民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工作，具体负责全国所有的学园、大学、学院以及初等学校的教学与管理工作。

具体来说，杜尔阁为“国民教育委员会”所确定的具体任务包括：督促国民教育计划的实施，深入挖掘、利用全社会一切可以利用的文化教育资源，提高国民教育的效益，纠正国民教育的发展方向，突破目前国民教育仅仅把注意力放在培养专门学科知识渊博、思维敏捷以及富有较强的审美能力的学者身上的局限性。为国家培养爱国公民，“国民教育委员会”必须建立一种崭新的国民教育体系，而这种新的国民教育体系将着眼于为社会培养热情、公正、心地纯洁的公民。这些合格的公民将在未来的社会工作中时刻铭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信条，能够摆脱尘世杂务的束缚与限制，富有理性地思考、确定自己人生努力的方向。“国民教育委员会”应该通过制订与实施完善、高效、细致、周密的国民教育计划，在未来的国民心目中普遍播下爱国主义的种子。

为说服路易十六接受自己创立“国民教育委员会”的提议，进而对“国民教育委员会”的职责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认识，杜尔阁在《回忆录》中以饱含深情的笔触倾吐自己的肺腑之言：假设国民教育发展确立了相应的发展计划，拥有合格的教师而顺利正常发展的话（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我可以自信地向您——尊敬的陛下保证：在所有能给您的人民谋求福利，帮助您的王国维持和平与良好的社会秩序，向您的人民传授有益的社会工作技能，提高您的威望，有助于把您的心灵与王国的一草一木紧密维系在一起的事业中，唯有发展国民教育事业，使国民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社会义务，认识到自己承担的维护您的尊严与权威的义务最为重要和迫切。国民教育将帮助未来的社会成员明确自己的社会义务，并帮助他们完成这些义务，而这一切无论对个人或者对社会来说都是必要的、有益的。[10]

三、论国民教育的实施

在《回忆录》中，杜尔阁还就国民教育的具体实施问题进行了设计。在实施途径上，杜尔阁认为必须从人员组织与教材选定两方面着手开展国民教育工作。就人员组织来说，每一教区设一位校长，具体负责本区儿童的教育管理工作，并向儿童传授计算、测量和机械原理的知识。在教材选定上，在遵循教育一致性原则的基础上，精心遴选教学内容，一切课程内容的选择以有益于国民意识的形成、有助于合格国民的培养为原则。为国家长远利益考虑，杜尔阁还主张把一部分学有潜力的青年送进专门学院与大学接受教育，以期把他们培养成为学识渊博、道德高尚的学科专家。不过这种教育不可违背国民教育的一致性原理，而且要考虑到学生地位与身份，他们所接受的教育应该与他们将要从事的社会职业一致起来。[11]此外，杜尔阁还十分重视家庭在培养未来社会成员过程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要求发挥家庭的教育功能，营造和睦、健康、幸福的家庭氛围，以对青少年发挥持久的潜移默化的作用。

《回忆录》的命运与此后法国涉及教育改革事务的许多计划一样，未能得到当政者的接受。当时动荡不安的社会形势是一个原因，杜尔阁本人在提交《回忆录》的几个月后即被革职，成为影响这一计划不能得到实施的直接原因。《回忆录》的命运恐怕是杜尔阁本人未曾考虑到的，因为他在《回忆录》中提出国民教育改革与发展计划的根本目的在于，借助国民教育的实施以挽救颓势渐显的法国王权大厦之将倾，根本无意触动封建专制政权。不过杜尔阁选择以资本主义的发展作为挽救的手段是当政者所不能接受的。尽管如此，杜尔阁在论述具体国民教育问题时所表现出来的重视国民教育，视实施国民教育为国家重要职责，国家利益应该成为国民教育发展的最高原则，按照社会职业需要、个人兴趣与能力造就合格国民等国民教育思想，还是具有鲜明的理论启蒙及借鉴意义的。

第三节 米拉博的国民教育思想

米拉博（Comte de Mirabeau）出身于法国贵族，幼年接受了严格的家庭教育。青年时期先后游历了瑞士、荷兰和英国，结识了一批思想深邃之士。在此期间发表了一些见解深刻、文笔犀利的政论文章，引起世人的注意。在大革命前夕，米拉博对当时法国社会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有着清醒的认识，预感到当时的法国正如一座即将喷出烈焰的火山，暂时的、表面上的平静即将被激烈的社会革命所取代。米拉博对社会底层民众的疾苦十分了解，并表现出真诚的同情。1789年，法国政府筹备召开三级会议时，米拉博拒绝以贵族代表的身份参加会议，而是站在第三等级的立场上，为法国普通民众的疾苦而呐喊。

就其政治立场而言，米拉博并非极端激进主义者，但却致力于社会改革事业，希望以英国的宪治形式为蓝本，彻底改变法国封建贵族独断专行的国家政治体制。

米拉博一生著述甚丰，除一些脍炙人口的政论作品外，他还对国民教育问题表现出极大的热情，提出了自己的国民教育改革计划。这些计划后来由他的朋友卡巴内斯（J. D. Cabanis）结集出版，并命名为《国民教育工作》。从《国民教育工作》的内容可以发现，米拉博对此前启蒙思想家以及其他关注教育发展人士对旧教育所提出的批判深表赞同，认为应当实施一种新的国民教育。不过，米拉博的教育改革计划表现出相当温和的色彩。英国学者伯纳德在其《教育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就此作出过这样的评说：“米拉博的计划并没有走得太远，他的计划只是法国旧制时期教育观念及实践与大革命爆发后更为激烈、更为广泛的教育变革之间的一个过渡和中介。”[12]

一、关于初等国民教育的基本认识

对于国民教育，米拉博的基本认识为：国家的重建必须通过恢复个人所拥有的天赋权利途径来实施；而恢复个人天赋权利的唯一途径在于缔造国民教育体系，实施国民教育。政府必须对国民教育在国家建设与发展中所发挥的作用具有清醒的认识。米拉博提出，在制宪议会废除旧教育体系后，当务之急在于建立新的国民教育制度。为保证新宪法充满生命力，当务之急在于为新社会造就新人。新的国民教育的任务便是造就新人。在教育变革与社会革新的关系问题上，米拉博认识到：要彻底破坏旧制度，就必须破坏旧教育制度；而要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就必须建立新的国民教育制度。[13]国民教育的改革须遵循一定的原则，而最为重要的改革原则在于学院或其他高等教育机构的归属问题的确定；明智的选择在于让那些能够代表人民利益并经过民众选举产生的代表来管理学院和大学的事务。

关于初等教育，米拉博主张地方政府向在大革命烽火中得以幸存的教区学校提供适当的财政资助，数额视学校规模大小而定。教区学校的校长必须获得政府的许可，方能收取学生的学费。米拉博反对免费教育，认为向学生收取适量的学费才能促使教师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水平，学生们才能珍惜自己的学习机会，并对知识的价值获得更为直接的认识。米拉博并不主张废除公理会教派所提供的免费教育，但要求政府在聘任该派教士充任教师时严加甄别。在教学内容上，米拉博主张初等学校应进行阅读、写作以及算术教育。如果条件允许的话，还可向学生传授一些初步的测量及制图知识。只有不断把新的知识充实到教学内容中去，不断把现行法律精神纳入到教学内容中去，学生的学习才能与社会发展保持协调一致。在教材问题上，米拉博认为教材是向年青一代传授宪法知识、解释政治事件以及社会与个人道德准则的重要载体。教材的选用不应由最高宗教裁判会议决定。由于校长对一个地区的教育发展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米拉博对校长的任命十分重视，并专门规定了校长的任用程序：首先由学校所在县提出3名校长候选人，然后由地区行政长官根据每位候选人的教学业绩以及教育管理能力确定合适的校长人选。综合米拉博有关初等教育的思想，不难发现他既不主张实施免费的初等教育，也不主张推行义务的初等教育。就此而言，米拉博是以一种半心半意的方式对初等教育进行改革（如果还能称得上“改革”的话）和重建。[14]

二、关于中等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认识

在中等教育问题上，米拉博对大革命之前法国实施的古典式中等教育推崇备至，“我非但不希望禁止学习那种所谓‘过时’的语言，恰恰相反，此类学习应大力提倡”[15]。在米拉博看来，希腊语言句法典雅、语调和谐、结构严谨，几乎集中了所有语言的优点，希腊语与拉丁语极富心理训练价值与使用价值，人们可以使用希腊语与拉丁语来表述最有价值的理论，来描述最微妙的心理活动。米拉博对古典语言所持的此类认识是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的，“米拉博高度评价古典语言，不仅仅是因为其文学内容，而且还出于借助这类语言的学习与训练可以使一个人更好地欣赏、运用自己的本民族语言”[16]。针对当时希腊语的学习已失去先前盛况的形势，米拉博投入了很多的精力以恢复古典语言在教学中的地位。不过，米拉博并不主张以希腊语与拉丁语为教学用语，而是认为所有的课堂教学均应使用法语。

米拉博不仅提出了中等教育发展的一些理念，还就中等教育的实施作出规定：每省至少设立一所实施古典式中等教育的学校，男童在10岁入学，首先学习两年的希腊语与拉丁语，继而学习两年的诗歌与修辞，最后两年学习哲学。哲学课程内容因袭旧制，无须任何改动。

三、关于实施高等教育的认识

在米拉博的教育改革计划中，法兰西国家学园是作为一种最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而设立的。法兰西国家学园设于巴黎，在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法国大革命前及大革命时期存在的法兰西学院。法兰西国家学园是一种实施高等教育的机构，其教育宗旨在于向法国上层社会子弟提供一种精英式的教育。学园应该集中全法国最杰出的学者与专家，学者与专家在从事教学工作的同时，还须致力于科学研究及对真理的探索与追求工作。学园的教学与研究工作必须建立在正确方法论的基础之上。在教学内容方面，学园向学生提供古典语言、形而上学、政治经济学、伦理学、自然历史、自然科学等方面的教育。而在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又有详细的区分，自然科学教授所讲授的科目包括代数与几何学、机械与水力学、普通物理学、生理学等。而古典语言的学习则包括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学习语言的学生还要在土耳其语、波斯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英语、德语当中有所选修。米拉博强调语言的学习不仅仅要学生掌握词汇与语法规则，更为重要的在于引导学生形成把所掌握的语言，尤其是现代外国语言运用于国际商务及外交事务中去的能力。

在自己的教育改革计划中，米拉博还提出男女应接受不同类型的教育。米拉博认为，男子是注定要参与社会事务的，因而应在公立教育体系中接受必要的教育；女子则生来与家庭事务联系在一起，其主要职责在于传宗接代以实现人类种族繁衍，照顾孩子成长，凭借自身柔韧的品格向男子提供适当的帮助等，家庭生活是女子人生的全部舞台。因而在女子教育问题上，米拉博主张在初等学校向女童提供一些基本的读、写、算的教育，以利于她们在将来更好地承担起自己在家庭生活中的职责。至于更高深的专门教育，对女子来说是不必要的。

由于受到外国军事力量的威胁，更加之法国时局动荡不安，米拉博的教育改革计划未能得到实施。但这并不意味着米拉博的教育改革计划对后来法国国民教育发展未能产生任何影响。事实上，米拉博的国民教育改革与发展计划为后来出现的一系列的国民教育革新方案提供了直接的理论启迪，他所提出的一些国民教育发展原则也相继在后来的教育改革计划中得以实现。

第四节 塔列兰的国民教育思想

塔列兰（Charles Maurice de Talleyrand-Périgord）出生于1754年，青年时期在巴黎大学哈克特学院及圣苏尔培斯高级研究班学习；1778年出任神甫。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塔列兰的思想逐渐脱离他所接受的教育为他规划的人生道路，逐步确立了自己的社会政治观念。

1780年，塔列兰出任法国天主教会的首席代理，负责协调教会与政府的关系。1792年，塔列兰就任奥屯地区的主教，开始着手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理想。他首先提出削减教权，强化国家治国兴邦的职能及权利，并推行立法及司法方面的改革。塔列兰的这些主张被当地教士接受，并在上呈第一执政官的陈情表中体现出来。[17]后来，为起草新宪法中的教育条款，制宪议会专门成立了“公共教育委员会”。塔列兰的教育改革计划即呈交到该委员会的手中。

一、国民教育的基本原则

在教育改革计划的第一部分，塔列兰首先论述了法国国民教育应该遵循的一些基本原则。首先，他认为，鉴于旧制时期法国学校教育中僵死的教学方法限制学生思维能力的正常发展，难以培养高素质的国民这一事实，新宪法应确定公共的国民教育是保障公民享受自由的必要条件；新宪法免受无知损害、免被不负责任的言论所充塞的前提条件则是国民教育的实施。为此，新宪法应明确规定：发展国民教育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其目的在于促使公民认识自己所应该享有的各项权利，明确自己对国家与社会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其次，宪法应对国民教育的功能加以准确的界定。国民教育应不但能够保证公民享受自由，还能够促使社会进步、富强，能够促使个人获得完美高尚的发展。良好的国民教育可以使男性公民更清楚地认识到自身所潜藏的无穷的力量以及无尽的创造性；可以教导他们更有能力合理行使作为一个公民所享有的权利，并珍惜这些权利。“公共国民教育可以被看作是社会之树所结出的果实，同时也是向社会和个人输送养分的根。”[18]最后，国民教育的发展还应体现普及性的原则。塔列兰认为国民教育的光辉应该照射到每一位法国公民的身上，没有长幼之序，没有男女之分。发展普及性的国民教育事业必须先重视教师队伍的建设。塔列兰把教师职业视为一种最为重要的社会职业之一，认为一切有才能的人都应首先选择教师职业。全社会都应尊重教师，为教师的教学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而教师也应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通过自己为国民教育事业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赢得全社会的尊敬。“如果说人人有权享受国民教育的恩泽的话，那么人人也就有责任向别人传授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正是借助于这种人人受教、人人施教的竞争式努力，国民教育便能够发挥自己最大的功能。”[19]

为保证国民教育的一致性，塔列兰还就私立学校教育与国民教育的关系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私立学校教育以不违背宪法精神为第一要义。私立学校的教师在任教期间应接受教育督导官的督察。有关教育督导人员至少一个月到私立学校检查一次，以确保私立学校的教学、学生住宿条件以及作息时间表符合法国通行的教育标准。此外，塔列兰还强调，在私立学校或其他学校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应该充分认识到：他们工作的根本目的在于向学生传授有关的共和主义精神。“在神圣庄严的课堂上所教授的所有内容，特别是《人权宣言》及宪法内容，都将被分析、证明、阐释，力求儿童能够完整理解。”[20]

二、关于国民教育体系的具体构想

在教育改革计划的第二部分，塔列兰就国民教育体系建设提出了自己的构想。塔列兰认为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应该由初等、中等及高等教育三大阶段构成。

（一）初等教育阶段

初等教育应普及到法国每一位适龄儿童，在每个县开设一所初等学校。具体来说，儿童在六、七岁之前接受家庭教育，因为“每一个家庭就是一所初等学校，而父亲便是这所学校的校长”[21]。儿童满六七岁之后进入县立初等学校学习，接受书面或口头的法语训练，以适应未来走向社会后表达情感与交流观念的需要。在初等教育阶段，塔列兰主张儿童学习标准的法语，为此，教师不应使用彼此差别很大的地方语言作为教学语言。在塔列兰看来，语言的差异将可能强化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差异，损害国家的统一和社会平等的实现。除法语外，儿童还要学习初步的算术知识，因为这些知识对于丈量土地、建造房屋等其他日常生活事务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当然，掌握初级的历史与地理知识，也是这一阶段的学习任务。在文化知识学习方面，宪法知识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宪法知识教育应尽早进行，要让儿童及早了解他们将来要生活于其中、必要时还要为之献出生命来保护的国家和政体的神圣意义。在德育方面，儿童在县立初等学校要接受必要的道德观念教育和道德行为训练。在体育方面，塔列兰认为体育训练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知识的学习。借助于身体训练以增进学生身体健康，进而为未来的学习与工作提供必要的身体保障。初等学校还注意实施劳动教育。塔列兰强调：“无论来自何等社会阶层的儿童，都必须使其认识到‘劳动是万物的本源。’”[22]塔列兰还主张在教学内容中增加一些基本的宗教知识，以培养学生适当的宗教态度和宗教感情。

（二）中等教育阶段

中等教育主要借助于设在每区的中等学校来实施。初等教育阶段所强调的法语教学，在中等阶段上升为作文的学习，学生在中等学校还要学习希腊语、拉丁语以及现代除法语外的其他欧洲国家的语言。宗教教育的教学则主要向学生讲授宗教历史、宗教信仰知识。为形成学生的政治信仰，《人权宣言》被确定为基本的学习材料。

（三）高等教育阶段

在塔列兰的国民教育体系中，省立高等学校承担了高等教育阶段的任务。高等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培养专门的职业人才，如神职人员、律师、医生以及军人等。在具体实施上，往往依据具体培养目标而开设专门学校。

就神职人员的培养而言，一般在设有大教堂的城市开设神学专业学校或其他高级宗教研讨班。学习者在这里接受宗教教育，培养管理教区的能力，提高宗教祈祷艺术。

在医学教育方面，医生的培养主要依赖卫生学校，学习者在学校里学习基本的医学知识，提高自己的治疗能力。为切实提高学生的临床治疗能力，每所卫生学校都应附设一所教学实习医院，学生们在此通过临床实践提高自己的疾病诊断与救治能力。鉴于医生职业的特殊性，塔列兰主张实施严格的从医资格制度。确定一个人是否具备从医资格的关键在于考察其实际诊断与治疗能力，而不是根据其毕业于什么学校来确定。“一个没有参加过任何卫生学校学习的人可能因其医术精湛而被认可为一名合格医生，而一个虽然接受过医学教育的人则不一定被认可为一位合格医生。”[23]

在法学教育方面，塔列兰认为处于大动荡时期的法国社会必须缔造一整套新的法律体系与之配合，法学专门教育也应以此为根据确立自己的教育目标。为此，塔列兰建议在法国开办10所法学专门学校，围绕公共国民法律开展法学教育。

在军事教育方面，塔列兰采纳了路易十四时期的军事教育模式。在路易十四时期，法国开办了23所军事学校，招收14～16周岁的各区学校毕业生入校学习，学制一般为四年。除军事科目外，学生们还要学习绘图、数学、地理、历史以及宪法知识。学生们在军事学校内还要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目的在于养成学生的社会道德意识、政治公正感、爱国主义精神、崇尚勇敢的品格以及严格服从的军人气质。军事学校的职责在于把入学男子培养成为自由的公民，服从命令的士兵以及卓越的领导者。[24]除此之外，塔列兰提议在现存的23所军事学校之外另设6所专门军事学院，承担实际军事操练任务。各省遴选出来的青年在这里学习军事理论，并在经受严格的军事知识及技能考核之后真正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在国民教育体系的最顶端，塔列兰构想了一个名为“国家研究院”的教育研究机构，其性质类似于米拉博教育改革计划中出现的法兰西国家学园。“国家研究院”是一座智者的王宫，是一所群贤聚集的学术研究机构。“国家研究院”提供包括自然科学及文学艺术在内的不同学科领域的高等教育。“国家研究院”应设在巴黎，研究院内应设有图书馆、实验室、艺术博物馆、自然科学博物馆。在学习科目上，塔列兰还把绘画、雕刻、建筑、音乐、农业以及兽医等科目纳入“国家研究院”的教学计划之中，从而使得“国家研究院”的教育呈现出实用化的色彩。

对于图书馆的教育功能，塔列兰在教育改革计划中也有所涉及。他主张在每省设立一座图书馆，把被毁或已破败的修道院的藏书收集起来，集中存放在各省的图书馆中。

三、女子教育

在教育改革计划的结尾，塔列兰还谈到了女子教育问题。他认为女子的受教育权力与其公民权紧密相连。人类的一半被排除在社会公共事务之外的现实是不合理的。人类社会进步的最终目的在于让尽可能多的人获得幸福，女子是以为人妻、为人母的职责增进人类幸福的，女子在以自己的方式促进人类社会公共事务。因此，女子接受教育是应该的。塔列兰认为实际生活中的男女受教育状况的差异主要源于男女天性的不同。女子所接受的合适的教育类型是家庭教育，而当时教会团体所开展的学校教育是不适合女子接受的。为切实改进女子受教育的状况，塔列兰要求在每省开办一定数量的招收女童学习的学校，挑选一批品行端正且富有学识的妇女任教。8岁的女孩可以进入男女合校的初等学校学习。不过在少年期结束时，女子便不应再离开家庭，何种类型的学校都不能取代家庭生活。女子们应该谨记自己的家庭职责，不要破坏男女之间基于天性而存在的差异。

结合法国大革命时期女子的社会地位及所享受的公民权利状况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塔列兰有关女子教育的一些主张带有他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包括米拉博、西埃耶司、丹东、罗伯斯庇尔等在内的革命者均怀有这样一种信念，把旧制时期的每一位法国“臣民”改造成为共和国的“公民”。“公民”意味着拥有积极参与社会公共事务、首先是参与立法的权利。在社会生活中，“公民”地位的获得与体现，是通过首先承认每个人都拥有平等的政治权利为前提的。不过，这一原则却在实践中没有得到较好的体现，这集中表现在占人口半数的妇女不能享有与男子同等的参与政治活动的权利。当时社会上流行的关于男女分工的观点是：“这种由造化本身赋予妇女的私人功能事关社会的一般秩序，这种社会秩序是男女之间的差别造成的。男人和女人各自有适合于自己的职业，各自的行为都被限定在这种圈子之内，谁也不得逾越，因为给人类立下这些限制的造化在专横地统帅着一切，任何法律对它都是无能为力的。”[25]当时的社会舆论认为，由于生理方面的原因，女子很容易陷入激愤状态，而这种状态对社会公共事务是有害的；更值得注意的是，女子易感情冲动的天性可能损害国家的利益，热衷于激烈辩论的母亲向孩子传授的只能是仇恨和偏见，而不再是对祖国的爱了。处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中，塔列兰主张发展女子教育以帮助她们明确自己的家庭职责，就成为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与那个时期的绝大多数教育改革计划的命运一样，塔列兰的国民教育改革理想未能得到实施。当塔列兰提出自己的教育改革计划的时候，制宪议会已完成自己的使命而即将宣告解散。尽管1791年10月30日，制宪议会的最后一次会议批准了塔列兰的提案，但由于提案的篇幅过长需要重新印制，实施塔列兰计划的任务便只能留待立法议会了。而立法议会最终也没有实施塔列兰的教育改革计划。

抛开当时动荡的社会形势导致塔列兰的教育改革计划难以付诸实施之外，塔列兰的计划本身也影响了它的实施。诚如提案提交后即招致的批评那样，塔列兰的国民教育改革计划没有涉及开展国民教育的经济资助问题，未能为国民教育的实施确立坚实的物质基础，致使提案缺乏较强的可实施性。计划没有涉及教师的培养和使用问题，没有为国民教育的实施确立一套科学的教师聘用制度。此外，塔列兰把教育机构设置与制宪议会所规定的行政管理体系联系在一起，也非明智之举。人口稀少与人口稠密地区在开办学校数量上应有所不同，而简单地规定所有地区设置固定数量的学校便显得机械了。把初等学校设在大的城镇固有其合理之处，但如此一来，那些身处偏僻乡村的孩子便须克服求学的种种不便了。

塔列兰教育改革计划未能得到实施，并不能遮蔽这一计划本身所表现出的进步性色彩。塔列兰对国民教育发展所确立的三大原则，为发展国民教育所构想的三级国民教育体系无不适应了大革命时期法国民众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及天赋人权的革命形势。关于这一点，伯德纳教授在《教育与法国大革命》一书中作出了这样的评断：“就整体而言，塔列兰教育改革计划表现出鲜明的进步性。计划的主要设想超出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这些设想只有在现时代才可能实现。”[26]

第五节 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思想

雷佩尔提（Louis-Michel Lepelletier，1760—1793），法国政治活动家，早年曾以贵族代表身份进入法国议会，力主处决国王。1793年1月20日，遭狂热的保皇党人暗杀身亡，年仅33岁，成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英雄和共和国的殉难者。

罗伯斯庇尔与其他5位委员受国民公会之命负责教育发展期间，在雷佩尔提的遗作中发现了一份关于创建国民教育体系的计划。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读了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罗伯斯庇尔恳请大家认真倾听雷佩尔提创建国民教育体系的建议，并声称自己完全赞同雷佩尔提的建议，认为雷佩尔提的被害使共和国国民教育事业的发展蒙受了巨大的损失。

雷佩尔提在自己的计划中，首先对孔多塞所提出的国民教育原则表示赞赏，同时接受了孔多塞把国民教育划分为四个阶段的思想，即国民教育体系由初级小学、高级小学、中等学校及专门学校组成。但同时指出，孔多塞只是宣布了普及初等教育的美好理想，而对实施普及初等教育的物质条件却未能进行认真考虑。

一、“国民教育之家”的教育

为真正实现国民初等教育的普及化，雷佩尔提力主创建“国民教育之家”，招收所有5～12岁的男孩和5～11岁的女孩入学；学生的一切费用由政府负担，教育经费的主要来源在于向富人征收的累进所得税以及儿童自己劳动的收入。

在儿童教育问题上，雷佩尔提认为儿童不仅仅属于他们的父母，更属于国家。为了国家的利益，家长有义务把孩子送到学校接受必要的教育，而不应该将孩子的教育视为个人的私事。儿童进入“国民教育之家”后，必须过一种简朴而有序的集体生活。儿童们穿同样的衣服，吃相同的食物。“国民教育之家”为把儿童培养成为身体健康、热爱劳动、遵守纪律的公民和爱国主义者，须向儿童实施包括智育、德育、体育及劳动教育在内的全面教育。在智育方面，雷佩尔提要求“国民教育之家”向儿童提供阅读、写作及算术教育，男孩子在这里还要学习基本的测量及设计教育。在道德教育方面，注重教儿童学唱国歌及其他具有教育意义的歌曲；向儿童讲述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博爱的重大历史实践；讲授宪法的基本原则，以在儿童幼小的心灵中撒下崇尚自由、平等、博爱的种子。雷佩尔提主张道德教育应追求实效，道德教育的实施必须适应儿童的心智发展水平，应从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挖掘道德教育的素材。雷佩尔提反对向儿童进行宗教教育，在儿童的教育内容中不应包含宗教内容。在体育方面，雷佩尔提认为教育者应重视儿童的身体发育状况，引导学生开展适当的体育活动，以切实提高学生的身体素质。

雷佩尔提十分重视学生的劳动教育，他主张在“国民教育之家”内不设服务人员，一切事情皆由儿童自己完成，可以让儿童参加适合他们的劳动，以培养良好的劳动习惯。这类劳动包括平整路面、打扫卫生、粉刷墙壁等以及到田野中从事较轻的农业劳动。女孩子则可以参与洗衣、缝补之类的劳动。通过参与这类劳动，逐步培养儿童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顽强精神。关于劳动教育的意义，雷佩尔提曾有如此的认识：“我在这里谈的不是某种专门手艺，但是我要求培养开始作难活时的勇敢精神，在执行艰难任务时的毅力，在进行劳动时的坚决性，以及将它进行到底的顽强精神，所有这些都是一个爱劳动的人的特点。”“应当给你们的学生培植这种爱，应当在你们的青年学生身上发展这种趣味、这种要求、这种劳动习惯，到了将来，他们的生活将会变得容易起来，他们除自己本身以外将不去依靠任何别人。”[27]

二、“国民教育之家”的管理

由于“国民教育之家”担负着为共和国培养合格国民的职责，如何加强“国民教育之家”的管理就成为雷佩尔提着意思考的问题。接纳学生家长参与“国民教育之家”的管理，是雷佩尔提提出的一项主要措施。他建议每所“国民教育之家”成立一个由52名学生家长组成的家长理事会参与教育行政事务管理。理事会每月召开一次会议，讨论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并提出具体的解决办法。每位学生家长一年要在“国民教育之家”生活一周，参加全部的教育活动，并在每月召开的家长理事会上提交自己的观察报告。在学生管理上，雷佩尔提师法古希腊城邦斯巴达的学生管理模式，实行统一平等的管理。“国民教育之家”的孩子“由共和国抚养，在神圣的平等法律之下，儿童们穿着一样，同桌吃饭，受同样的教养，得到一样的关怀和爱护”[28]。“国民教育之家”的学生满12岁之后开始分流，成绩优秀者通过考试进入中等学校和专门学校深造，其余的则步入社会就业。

三、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的命运

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被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上宣读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赞成者与反对者为此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赞成者认为实施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可以满足广大民众对知识的渴望，能够切实提高教育民主化水平，最终极大地提高法国国民的素质。反对者则认为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脱离了当时法国的社会实际，计划耗资过大，且可能剥夺家长让孩子在农忙季节参加农业劳动的权利。值得注意的是：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深受罗伯斯庇尔的重视，最后经过部分修正后在1793年8月13日以国民公会法令的形式颁布。可惜的是，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计划在实施了两个月之后又因故被废止。然而雷佩尔提的国民教育思想却为后人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他希望通过“国民教育之家”的开办，“培养儿童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增进他们的聪明才智；鼓励他们成长；锻炼他们的耐力、灵活性与运动技巧；增强他们忍耐疲劳、忍受恶劣气候及适应艰苦生活的能力，最终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的国民。[29]雷佩尔提国民教育理论的全部认识基础在于：“儿童的一切属于我们……所有属于共和国的一切均须置入共和国的模子锻造。”[30]

不同的学者对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认识是不一致的。阿兰（Allain）主教认为这一时期对知识与真理的追求及由此产生的富有成果的观念，并未被所有的党派所认识、所接受。考姆培瑞（Gabriel Compayrè）则认为应该把注意力放在那些主张国家保证个人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接受尽可能多的教育的国民教育计划身上。由于当时的法国社会资金匮乏、内外交困、社会动荡不安，许多国民教育计划未能得到实施，但这丝毫不影响这些国民教育计划的思想价值。这些国民教育计划既反映了当时新兴资产阶级发展教育的愿望，又适应了法国为新的国家培养新的国民的实际需要。在自由、平等、博爱精神的感召下，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家们将国民教育理解成一项由国家负责实施、并对国家发展发挥重大作用的事业。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家们在国民教育问题上形成了这样一些认识：国民教育是国家与政府的一项不可推卸的神圣职责；国民教育的开展有赖于完整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确立；国民教育体系必须彼此衔接、互相促进；初等教育实施义务制，不论儿童出身、性别、家庭背景，一律拥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国民教育应尽可能地与广大民众的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以体现国民教育的实用价值。同时，国民教育还应实现理性能力训练的目标；接受国民教育既是个人的基本权利，也是个人对国家所承担的一项义务。应通过国民教育的实施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培养学生对政府负责、对国家忠诚的态度。关于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理解，我们可以参考马林森在《西欧教育思想》一书中所做的评论：“法国的国家主义强调公民在政治活动中所承担的责任，公民的成就必须与国家、民族的利益保持一致。社会向儿童提供教育，主要原因在于孩子们将在未来成为法国国民，而不仅仅是让孩子们从教育中获得利益。学校教育所承担的两项最重要的任务是造就国民，培养孩子们具有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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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卢梭的教育思想

从国内到目前为止对卢梭教育思想的研究来看，研究的基本模式和内容是：①“生平”、思想基础论（包括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观）；②教育目的论：自然教育目的、培养目标；③自然教育论：自然教育思想、自然教育理论、自然教育的基本原则；④各年龄阶段的教育论：四阶段的年龄分期、教育要适应身心发育；⑤和谐教育论：体育、感觉教育、劳动教育、智育、德育；⑥性别教育论：女子教育；⑦国民教育论：国家教育、公民教育；⑧教学论：卢梭的教学思想；⑨思想地位和影响论：卢梭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教育思想的影响和评价。

客观地说，这样一些研究模式有些是符合卢梭教育思想实际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其中有些研究模式似乎有点牵强。我们这里研究的问题在于卢梭的教育思想产生于什么思想环境；卢梭与同时代人的教育思想有何差异；对后世教育思想乃至教育实践的影响表现在什么方面；我们是否还仍然仅以哲学和心理学的知识来构建卢梭教育思想的认识框架。从哲学上看，卢梭的教育思想与他的归返自然还是主张建立国家，与是崇尚个人主义还是推崇极权主义，是重视感情的发泄还是强调理性的作用，是任意容忍满足感官的自然需要还是需要道德规范发挥作用等之间的关系如何；卢梭的教育思想与他的政治哲学之间的关系；卢梭与同时代人的决裂是否也表现在教育思想方面；卢梭的思想对法国革命所产生的无与伦比的影响是否也体现在教育上；卢梭的思想与启蒙精神并不合拍，那么卢梭的教育思想与启蒙教育思想是否合拍；卢梭攻击了启蒙的前提——理性与进步，那么卢梭的教育思想是否与启蒙教育思想追求理性与进步的目标相背离？20世纪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卢梭的方法论上出现新的转向，有学者提出传记阅读法，把卢梭个人传记的阅读作为研究卢梭的重要方法，那么卢梭的教育思想研究是否也应有所转向？

看来，卢梭思想的研究需要一种新的范式，研究卢梭教育思想的知识应该扩大。也就是说，对卢梭教育思想是否可以从政治、哲学、文化学、民族主义、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等视角来研究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样一些解释范式试图把卢梭的教育思想放到政治、哲学、文化学等视野中去诠释，或许可以较好地把握卢梭教育思想的真实图景。卢梭对人类思想的贡献在一般的评论家看来主要体现在他的政治哲学上，可以说他是那个时代政治哲学的代言人。显然，教育思想与政治哲学之间存在着无法回避的关系。由政治哲学推演出来的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等与他的教育思想构成了直接的关系。卢梭的“文明论”扩延开来，实际就是他对文化的解释，于是对卢梭教育思想的文化学解释也就成为可能。卢梭在《爱弥儿》中对女性的关注并不亚于对男性的关注，女性主义研究在当代的崛起似乎为卢梭教育思想的研究提供了当代的理论解释基础。也就是说卢梭教育思想还不能回避与女性主义之间的关系。当然还需要研究卢梭是如何回答一些基本问题的，如“根据卢梭（的观点），教育的目标是什么？谁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应当如何设计教育？”[1]我们在强调如何研究卢梭的教育思想时，是否也要关注卢梭是如何研究教育的问题？是否也像他研究政治学、政治哲学一样，是属于一种乌托邦式的研究，还是从当时的科学革命中通过经验、实证和论证来进行研究呢？这就是本章要着重研究和解决的几个问题。

第一节 卢梭的生平和主要著作

了解历史上任何一位思想家的思想，一般可以有两种方法：一是传记研究；二是著作研究。我们研究卢梭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一、卢梭的生平

卢梭出身于瑞士一个钟表匠家庭，自幼生活艰辛，长期过着漂泊动荡的生活；其后半生几乎全靠替人抄写乐谱换来的微薄收入过日子。1749年，《科学与艺术》（Discours sur les Sciences et les Arts）一文获奖，使他一举成名。从此，他决心放弃对财富和声誉的奢望，埋头从事著述。他的名著《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Discours sur L’ Origine et les Fondemens de I’ Inégalité parmi les Hommes，1755）、《社会契约论》（Du Contract Social，1762）及《爱弥儿》（Emile ou sur I’ Education）奠定了卢梭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的基础。卢梭代表了小资产阶级、小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呼声，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统治的憎恨和民主共和国的热情，因此他的著作不能为封建专制政府所宽容。1762年至1769年，法国、荷兰、瑞士等政府逮捕卢梭，将其著作焚毁。直至1770年才获法国政府赦免，他重返巴黎。晚年，他完成了自传体小说《忏悔录》（Les Confessions），叙述了他一生坎坷的遭遇。1778年7月2日，这位伟大的民主主义思想家与世长辞。

有关卢梭的人生描述，在研究者的眼中很富有变幻色彩，他们说：“卢梭是一位自然之子，自由之子；卢梭是一位‘看到了另一个宇宙，变成了另一个人’的人；卢梭是一位蒙莫朗西森林的隐居者；卢梭是一位流浪的‘无罪的’人；卢梭是一位‘孤独的散步者’；卢梭是一位‘不老的’人。”[2]“在卢梭同时代的作家中，他是惟一的富有流浪生活经验的人。”[3]卢梭一出生就没有了母亲，由于他的童年缺少母爱，这明显影响他的生活。缺乏母亲的关心导致了他在《爱弥儿》第1卷中赞美母性，要求她的责任。[4]“在法国的政治著述家、文学家和音乐家中，要数卢梭的命运最为奇特。他‘名满全欧’，因著书立说出了名，也因著书立说招了祸，书被焚毁，人身受到威胁，虽幸逃脱缧绁，但到处被人驱赶，几无容身之地。他在生之时，敬仰他的人顶礼膜拜，称他为‘平等之友’、‘精神的导师’，而憎恨他的人则恨之入骨，说他是背叛上帝的魔鬼和制造社会动乱的人。一个人同时集莫大的荣誉和莫大的羞辱于一身，这种例子是不多见的。”[5]

以上就是后人对卢梭人生的几种有代表性的描述。

二、卢梭的主要著作

卢梭的教育思想形成，是他的生活经历的反映，抑或是18世纪教育现实的映射，还是他对社会科学的猜测，即内省和追溯的结果？研究者们众说纷纭。但在本书作者看来，思想家们对人类知识的贡献主要是通过他的著述体现出来的。卢梭不仅生活于一个产生伟大著作的时代，而且他自己也是一个拥有伟大著作的思想家。卢梭的著作种类繁多，主题多样，音乐、戏剧、诗歌、化学、植物学、语言学、政治经济学、法律、教育、小说等无所不包。

卢梭的著作之间有何关联？尤其与我们所研究的卢梭的教育思想之间存在何种内在的逻辑关系？要回答这些问题，先解读其主要文本看来是必要的。

（一）《论科学与艺术》

这是卢梭最早的一部重要作品，是应第戎学院的征文而作。原名是《论科学与艺术的复兴是否有助于敦风化俗》，发表于1750年，它奠定了卢梭成名的基础。此文以其惊世骇俗的论点和振聋发聩的文笔在法国思想界激起了轩然大波，摘取了第戎学院征文头奖的桂冠。这篇论文的中心思想是：“自然是美好的，出自自然的人是生来自由、平等的，因此应该以自然的美好来代替‘文明’的罪恶。”[6]卢梭以后的一系列重要著作中的基本观念都可以溯源于此书，比如，宣扬天赋人权从而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奠定理论基础的《社会契约论》、宣扬返于自然从而在文艺思想领域上开创浪漫主义之先河的《新爱洛漪丝》、对空虚腐化的贵族文化的抗议反映了第三等级中的平民阶层对返璞归真的要求的教育著作《爱弥儿》。该书标志着卢梭早期反封建专制思想的形成。

卢梭在此书中，实际上把科学与文艺和奢侈淫靡、道德沦丧联系在一起，视之为表征和影响国家命运乃至人类幸福的重要因素。这本书对我们理解卢梭的教育思想至关重要，因为这是卢梭的社会恶理论的背景所在。

卢梭考察了科学和艺术的伦理价值，提出了“自然—文明”的二元对立来作为自己的理论原则。在他看来，科学与艺术不仅对社会有害，而且“对于道德品质就更加有害了”。这一原则构成了卢梭整个思想体系的基石和核心，对此，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等一系列论著里做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发。

卢梭在《论科学和艺术》中认为，科学与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幸福。他谴责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代中占统治地位的贵族统治阶级的虚伪的科学与腐朽的艺术，抨击以社会不平等为基础的贵族统治阶级的“文明”。他认为这种“文明”社会的风尚是堕落的，唯有平民，唯有“纯朴的灵魂”才可能具有深刻真挚的感情。这为卢梭在《爱弥儿》中描写了一个不为人压迫人的“文明”社会所玷污、完全出于自然之手的理想人格奠定了思想基础。

（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这是卢梭应1753年第戎学院的又一次征文而作的。征文题目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什么？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如果说第一篇论文基本上是从伦理角度出发的，那么此篇论文则系统地阐述了他的社会发展观点。他通过对人类文明史发展过程的分析，提示了私有制是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他认为人的天性本是善良的和优美的，只是由于腐败的社会制度，才变得邪恶和堕落。他指出，凡允许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压制人的个性发展的社会制度都是违背自然法则的，都没有权利存在而应当毁灭。

在此书中，卢梭以分析现已不存在的人类的自然状态作为出发点。在卢梭看来，自然人的本性中所固有的东西应与由于环境变化和社会发展在人的自然状态上所添加或改变了的东西区别开来，应从人类现有的属性中辨别出哪些是自然的、哪些是人为的。

卢梭区分了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不平等。他说：“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作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立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第二种不平等包括某一些人由于损害别人而得以享受的各种特权，譬如：比别人更富足、更光荣、更有权势，或者甚至叫别人服从他们。”卢梭的这种平等观念实际也体现了他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二元对立模式，问题是自然状态是如何过渡到社会状态，第二种不平等又是怎样产生的。

为此，卢梭在此书的第二部分中回答了“是什么力量使人类从平等的自然状态过渡到不平等的社会状态”的问题。他明确地把人类不平等的根源归结到私有财产的出现和私有制的建立。卢梭指出，私有观念一旦产生，自然状态的极限便已来到，而人类也就永远地失去了自由、自主。由于私有制和不平等的产生，人的本性也发生了变化。

卢梭在此书中对不平等的起源的分析所提出的结论，在其激进的革命性方面远远超出了同时代的其他启蒙思想家。卢梭以人类天赋的自由、平等的自然权利来证明私有制及其造成的社会不平等是违背自然的、不合法的，宣告封建专制制度是最暴虐、最腐朽、最违反人道的社会制度。

（三）《新爱洛漪丝》

它是一部书信体小说。小说通过主人公的悲剧把批判的锋芒直指封建等级制度。这部小说诉诸形象与感情，唤起读者对这个不合理制度的憎恶和愤慨，对贵族阶级窃据特权、奴役人民的罪恶予以控诉和痛斥。《新爱洛漪丝》主要通过对主人公纯真爱情的歌颂来表达反封建主题，它的艺术魅力也首先体现在对情感的描写上。有人称“卢梭是法国的第一位情感作家”。卢梭是自然感情的崇尚者，他始终以人的纯朴真率、毫无讳饰的感情向统治阶级的虚伪造作、腐朽病态的风习挑战。《新爱洛漪丝》对当时贵族阶级行为准则和习俗风尚进行猛烈冲击，阐明一种新的道德观念，表达卢梭对合理的人际关系和健康的生活方式的向往。卢梭在此书中还对大自然进行了描写和热情讴歌。他热爱大自然，向往大自然，实际这是他对贵族阶级腐败“文明”的深切厌恶，同时也表现了他对自由而纯朴的生活的热烈渴望。他在构思《新爱洛漪丝》时确定了要以大自然作为人物活动的场景。他尽力表现大自然的美，这与他一贯的自然理论是一致的。但卢梭笔下的大自然总是和人的内心相沟通契合，并浸润滋养着人的心灵，培育着人的纯朴天性，没有被“文明”打上丑恶的印迹。不言而喻，卢梭之所以推崇和歌颂大自然，是寄托着追求自由、解放感情和张扬个性的寓意的。

《新爱洛漪丝》体现了卢梭崇尚自然、返回自然的思想，其中包含着丰富的内涵。“自然”一语固然是指山川草木、鸟兽鱼虫所构成的自然界，也指人类自然的生活状态，并进而意味着纯真质朴的自然人性，这三重含义在卢梭的整个思想体系中是有机融合、不可分割的。卢梭在小说中不仅为绮丽壮观的自然风光所陶醉，而且为人民纯朴的生活方式和道德风俗所感动。质朴的生活和纯真的天性与贵族上流社会的虚伪造作的风气形成鲜明的对比。

《新爱洛漪丝》是卢梭整个思想的艺术化的体现，又是一部划时代的文学杰作。近两个世纪以来，被古典主义放逐于艺术王国之外的情感、个性和大自然，被他赋予了崇高的地位。作为其精髓与内核的自由、民主和个性解放的思想更标志着时代精神即将发生深刻转变的趋向。法国的浪漫主义文学就发端于卢梭的文学创作和思想。德国的“狂飙突进运动”更直接受到卢梭崇尚个性解放、情感自由以及赞美大自然的精神的激励。18世纪末，整个欧洲出现了感伤主义文学，后来又勃然兴起了浪漫主义文学运动，这些都是在卢梭思想的直接推动下进行的，因此卢梭被视为“浪漫主义之父”。

（四）《社会契约论》

此书是卢梭最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其中心思想是：“人是生而自由与平等的，国家只能是自由的人民自由协议的产物。如果自由被强力所剥夺，则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有革命的权利，可以用强力夺回自己的自由；国家的主权在人民，而最好的政体应该是民主共和国。”[7]它提供了集体的聚合良知——公共意志。

与《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相比，此书所要探讨的是，“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与法律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而又确切的政治规则”，也就是说，不在于论证国家的起源，而在于研究国家的组织。目的是要确定怎样的政治制度才是合乎正义与切实可行的，怎样才能恢复与保障人类在不平等的社会、不合理的制度下所丧失了的平等与自由。从此书中可以看出，卢梭开始从激越的感情渐趋冷静与深沉，由道德义愤转入理性思考，由历史与现实转向未来，由破坏转为建设。从早期的“返回自然”思想转向未来的乌托邦。卢梭曾反复申说，简单地回到自然状态下去做野蛮人是不可能的，而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进步，“回到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回到野蛮人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更幸福些”。

这就是卢梭的《社会契约论》的主题，是他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卢梭的《社会契约论》阐发了他的政治学说的基本原理，为18世纪末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以及较早的美国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纲领，并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确定了基本原则。

另外，卢梭还撰写了《忏悔录》《论政治经济学》《孤客漫步遐思录》《论戏剧：致达朗贝尔信》《让·雅克审判卢梭》等著作。尤其是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卢梭谈到了公民教育问题，颇值得重视。需要说明，由于在研究卢梭教育思想时，主要的资源来自于《爱弥儿》，因此在这里就不单独对《爱弥儿》进行解读了。

（五）关于卢梭著作之间的关系

尽管学者们在卢梭著作之间的关系问题上没有共识，但这些关系直接影响到我们对其教育思想的解释。从卢梭著作的单个文本来看，《新爱洛漪丝》是一部文学作品，表现情感自由、个性解放和崇尚自然的主题，是对人的自然情感、健全道德与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描绘。针对贵族的腐化堕落，他提出了一种合乎资产阶级理想的家庭道德。针对色情和荒淫，他提出了一种更健康的情感生活。《社会契约论》是一部政治学著作，它对合理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行探讨，阐明了关于国家性质、人民主权和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提出了一个民主的、平等的社会原则。在那种社会里的人，可以说都是由道德激励着的公民，也就是说，都是一些爱国者。《爱弥儿》是一部教育论著，探讨人的天性发展、健全的教育方法和培养未来理想社会“新人”的方针，因此是对完美人性培养方法的研究。同时，在卢梭看来，要建设一个更好的社会，必须改造个人，因此他在《爱弥儿》中提出了一个合乎自然法的教育计划。针对这样一种卢梭的文本逻辑，评论者说：“三部著作相互关联，好像都属于一个整个的伟大的计划。”[8]“一个公正的政体不仅需要公正的原则，而且需要公正的公民来履行这些原则。《社会契约论》中描述的政体依赖于《爱弥儿》中拟订的教育计划，一个描绘真正完美发展的人的教育计划，一个能成为自由和理性的公民的教育计划。”[9]“他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甚至还有《新爱洛漪丝》，都以许多教育理论作为主要的和基本的主题。”[10]

《卢梭传》中谈道：“我们应当首先把《爱弥儿》看做是他深刻思想中的一环。在谈到这部著作和他的两篇论文时，他对马尔泽尔布先生说：‘这三部著作是不可分开的；三部著作应合起来成为一部完整的著作。’我们发现：这三部著作合在一起，就成了一部以人类天生的善良为基础的人类学。”[11]

对卢梭而言，一种新的政治秩序和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是人类成功与否的关键，而这恰恰是卢梭在1762年发表的《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所表现出来的思想内容。也就是说，这两部著作体现了政治秩序与教育相结合，成为卢梭思想的一个情结。这是研究卢梭教育思想所要面对的问题。

卢梭把《爱弥儿》和两部获奖作品《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宣称为“不可分割的作品，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独一的整体”[12]。在《论科学与艺术》中，卢梭宣称，现行的社会压迫和腐败是因为文明的进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卢梭再次强调在原始社会存在的自然的生理和理智的不平等，几乎是不明显的，而随着文明的进展，绝大多数压迫性的特征，尤其通过私有财产的设置而产生的不平等则越来越明显。在《爱弥儿》中，卢梭试图表明教育如何使文明的弊端最小化，并使人尽可能地接近自然。卢梭撰写《社会契约论》以反抗压迫的社会和政治环境；撰写《爱弥儿》的目的在于以应当是自然的和本能的或自发的培养取代传统和死板的教育。问题在于卢梭所指的传统的和死板的教育是什么，结合文本看，主要是指拉丁文法、拉丁文和死记硬背等传统教育。

由此看来，我们在研究卢梭的教育思想时必须研究卢梭的主要著作，仅一部《爱弥儿》是无法准确把握其教育思想的内涵的。

第二节 卢梭的人性善和社会恶思想

从卢梭思想的一贯逻辑来分析，许多研究者们都肯定，人是卢梭研究的中心，因此可以把卢梭的思想看成“以人为核心的”。但是，“在卢梭那里，人并不是有自知之明的苏格拉底式的、理智的本体，而是从与社会的关系的角度（即从社会条件的角度）来看待的。在这里，矛盾体现在原始自然状态中的人与文明社会中的人之间”[13]。进一步说，卢梭建立的人与社会的关系是人性善和社会恶之间的关系，是自然状态与文明状态下的自然人和文明人之间的关系。卢梭教育思想的一切出发点也就是在这个关系上。

一、关于人的研究

人性善理论是卢梭关于“人”的研究的实质。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的“序言”里，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觉得人类的各种知识中最有用而又最不完备的，就是关于‘人’的知识。我敢说，戴尔菲城神庙里惟一碑铭上的那句箴言的意义，比伦理学家们的一切巨著都更为重要，更为深奥。”[14]在《爱弥儿》的“序言”里，卢梭又指出：“尽管有许多人著书立说，其目的，据说，完全是为了有益于人群，然而在所有一切有益于人类的事业中，首要的一件，即教育人的事业，却被忽视了。”[15]看来，卢梭认为人类所面临的社会、政治等种种问题都应聚焦于“人”的问题，人类的一切学术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对“人”的研究。相应地，卢梭的所有著作也都蕴含着以人为中心的人本主义精神。

二、人性善思想

人性本善，是卢梭人学思想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人的个体的“性善论”是卢梭政治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在这一点上，卢梭的理论前提与洛克、孟德斯鸠政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截然相反的。他们的分权理论和以权力制约权力的理论的基础是人的“性恶论”。这种性恶论认为人的本性并不是至善至美的，而是存在着丑恶、自私的不完善的方面，并对人的这种不完善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因为人的道德的天性完全不能普遍抗拒权力的腐蚀，而“权力总是造成腐蚀，绝对的权力造成绝对腐蚀”“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方才休止”。[16]因此单从人的内在本性的道德纯化来改善是不可能的，而应从人的本性的外部即社会的方面给予权力以强有力的制约，即以恶制恶，以权制权。因此，“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17]。于是三权分立、以权力制约权力的政治制度就得到了技术性安排。

卢梭以人性本善的观点有力地抨击了基督教人性本恶的观点，后者认为人是生而有罪的堕落存在。卢梭尽管认为在现代社会中，人充满了种种道德上的罪恶，也即人是腐败堕落的，但并不把这一切归之于人的天性，而是归之于文明和私有制本身。卢梭的这种观点的基础在于：既然自然的一切都具有神圣的原因，即都是上帝意志与智慧的结果，那么人天生的善良与对自身同类的同情无疑也是上帝意志与智慧的体现。卢梭的“出自上帝之手时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 就都变坏了”的论断，表明他一方面认为上帝是善的；另一方面又认为人的一切罪过都是咎由自取。既然人的堕落是人自己造成的，是人自身历史经验的结果。那么人的解放也不应当到来世去寻求，而必须在人自身的历史进程中去寻求治疗。对于卢梭而言，罪恶的承担者不再是个人，而是社会。是社会激起了人的自私自利。只爱自己的欲望，培养了人的贪婪与虚荣。

卢梭指出：“在人的心灵中根本就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18]人性之所以善，是因为人有天赋的良心，因此，卢梭又提出了他的“良心”思想。卢梭把良心看成天赋的超善避恶的道德本能，是优良道德的先天原则。这种思想具有某种反理性主义成分，因为在他看来，若仅仅以理性作为道德的基础，常会使人在自爱和爱人相矛盾的时候徘徊不定；若有了良心的指导，就会很快做了决定。良心的重要内容是“自爱”和“爱他”。“自爱”尤其是人性本善的重要因素。他说，自爱是“惟一同人一起产生而终生不离的根本欲念”，因此它是原始的、内在的、先于其他一切欲念的欲念。它“始终是很好的，始终是符合自然秩序的”。对于儿童来说，由于天性善良，因此只要能预防不良影响，由“自爱”就必然会产生“爱他”的感情和习惯。

卢梭的“性善论”和“良心”学说具有明显的反传统，即反封建和反宗教性的精神。卢梭力倡自爱，赞美良心，伸张人性本善，与宗教教义中的原罪说针锋相对。卢梭以天生性善的观念反击封建教育对儿童的压制和迫害。

三、社会恶思想

卢梭的政治学说的理论基础是二维的，即人的个性的“性善论”和社会的“性恶论”。在卢梭看来，人本来是善良的、纯朴的、富有同情心的、乐于帮助别人的，这些都是自然的产物。但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艺术的进步，人类由自然状态进入了社会状态，人类本性中美德的退化也由此开始。道德异化和退化的社会又造就了一批邪恶的个人。卢梭说：“我们的风尚里有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在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礼节不断地在强迫着我们，风气又不断地在命令着我们；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再不敢表现真正的自己；而就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们在组成了我们称之为社会的那种群体……因此，我们永远也不会明确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19]卢梭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又说：“随着人类日益文明化……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20]于是，卢梭区分了两种人的不同境况：“野蛮人和社会人所以有这一切的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们自己的生活，而社会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意见之中。”[21]所以立法的目的就在于建立一种公正、合理的社会秩序，能够保障人们的自由、平等的权利的社会秩序，能够培养或恢复像自然人那样的美德，使每一个人恢复为像自然人那样的具有美德和优秀品质的真正的人，而现代社会中那些穿着丝绸衣服的人却充满了邪恶。结论是：人变坏是由社会的种种邪恶造成的。

既然是罪恶的社会毒化了儿童天生的善性，那么，教育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运用各种方法使儿童避开社会的不良习俗、习惯和偏见，废止关于社会道德的强迫灌输。要以恢复儿童天性为宗旨，返回自然，培养出具有自然人优良品质的自由人。

卢梭之所以把人民民主观建立在人性本善论的基础之上，是因为他秉持着一种人是有道德良知的、人是可以变得完善无缺的信念。在卢梭看来，所有现存传统、既成制度以及社会安排都必须推翻重造，而最终目的则是保护人的完整的权利，将人还原为具有高尚道德的人，让每一个人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和拥有政治权力。

四、理想社会或国家中的人——培养理想的公民

卢梭认为现实的社会制度产生道德堕落，这是与启蒙运动相背离的。卢梭在一些文章中常提到，需要对青年进行完备的社会训练以适应一个尚未完善的社会的各种条件。全体公民具有正确的教育所培养起来的集体目标，去实现他们的共同意志，就一定会引导城邦的公民达到社会至善的境界。卢梭的这种看起来与《爱弥儿》中显示出来的明显的个人主义相矛盾的观点在1755年的《论政治经济学》里就明确提出来。他把教育同培养理想公民、建设理想国家联系起来：

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培养公民并非一日之功，打算培养公民，就一定要从儿童时代的教育开始。

也就是说公民的义务是从一出生就开始承担的。国家作为青年的监护者要胜过亲生父母，斯巴达式的严格的学校制度常出现在卢梭那热衷于古代历史的学者头脑里。如果儿童在实现了民主的制度中是在平等的条件下培养成长起来，如果他们完全接受公众意志必然要加给他们每个人身上的各种要求，如果他们生活在不断地对他们讲他们的国家，即他们慈爱的母亲的直观教学的氛围中，那么，卢梭断言，他们自然就会保护她。当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详尽阐明表达共同目标的工具的重要性时，对经过训练的公民应具有的勇气和优良的特殊品德曾给予了更周密的考虑。由于卢梭赋予这种共同意志以唤起人们共同的公民信仰的启示力量，因此教育的突出任务就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观念和义务。为了造就具有这样品质的公民，就需要有一套公众的教育法规。为此，卢梭尽管在《社会契约论》中隐约提到了教育机构的性质，但没有加以阐明；在《科西嘉宪法草案》的手稿中也写得并不很清楚，但后来在为波兰拟定政府计划的时候，卢梭辟专章论述教育问题。他强调：“只有优秀的公民才能使国家强盛繁荣”，波兰如果真能以教育为重，必将获得一个新兴国家的全部活力。卢梭毫无保留地建议采用一种国家教育的形式，专门对年轻的公民灌输为公的精神。这是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使波兰走向复兴之路的主要而最有效的方法。

因此在培养目标上，《爱弥儿》中表明就个人来讲要鼓励感情和独立思考的内在力量，而卢梭所设想的国家教育机构却对儿童进行公民教育，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但又必须在它们之间寻找某种调和。事实上“爱弥儿”在培养过程中，也不是一种允许依照儿童自己的情况、出于自己的意愿而自由地取得经验的教育制度，孩子无时无刻不受到监视和保护。因此有学者说，孩子的教育进程远非顺乎然，而似乎像是一连串精心安排好的陷阱一样。

第三节 卢梭的自由、平等主义教育思想

一、卢梭的自由理论

自由与平等被看作法国18世纪启蒙运动两面鲜艳的大旗，也是18世纪革命时代的“革命语言”[22]。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关注人的自由权利，而卢梭则更关注人的平等权利。但在卢梭的教育思想中，体现了强烈的自由主义精神，只不过这种精神是通过自然教育来实现的。卢梭理论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自由。卢梭酷爱自由，他的最大遗憾是：“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23]他的政治理论的宗旨就在于“探讨在社会秩序之中，从人类的实际情况与法律的可能情况着眼，能不能有某种合法的而又确切的政权规则”[24]，即可以保障自由又切实可行的政权规则。“自由”在卢梭的理论中有诸多含义，但最本质的含义就是后来伯林（Isaiah Berlin）所称的积极自由，其核心是自主。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声称，自由意味着“一个人一旦达到有理智的年龄，在以自行判断维护自己生存的适当方法时，他就从这时候起成为自己的主人”[25]。卢梭的这种自由观念与霍布斯的消极自由观念形成明显的对比。在霍布斯那里，自由就是不受权力控制，人们在社会中必须做一项最基本的选择：自由或被统治。尽管霍布斯也崇尚自由，但他坚持说，为了安全，理性的人们应该放弃部分自由，过一种有权威的社会生活。卢梭的观点恰恰相反，他不仅否认自由与被统治之间存在内在矛盾，而且断言人们只有在社会与政治生活中才能过一种最完美的自由生活。在卢梭看来，人们可以同时既是自由的，又是被统治的。实现这一目标的神奇方案是采纳一种独特的社会契约。这一契约的实质是“单个结合者及其自身的一切权利全部都转让给整个的集体”。如此，“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的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26]在这种社会契约中，每个人全部转让了自己的天然自由，普遍意志是全体成员的共同意志。当个人服从普遍意志时，他“不过是在服从自己本人，并且仍然像以往一样地自由”[27]。正是基于这种社会契约，卢梭创立了他的人民主权理论。看来，卢梭的自由理论在政治上最主要地表现在公民参与政治生活和政治决策的自由。

卢梭认为自由是人的一种天赋权利。“自由不仅在于实现自己的意志，而尤其在于不屈服于别人的意志。自由还在于不使别人的意志屈服于我们的意志。”“做人的主人的人，就不可能自由。”[28]也就是说，奴役别人的人是不会有真正自由的。但是，历史上更多的情况是：以牺牲别人的自由来获得自己的自由，“在这种情况下，人们不以别人的自由为代价，便不能保持自己的自由，而且若不是奴隶极端地作奴隶，公民便不能完全自由”[29]。

与当时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划分方法相联系，卢梭把自由划分为自然的自由、社会的自由和道德的自由。所谓自然的自由就是人类在进入社会状态之前的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自由和平等的，自由是自然状态中的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是人高于动物的本质所在。“在一切动物之中，区别人的主要特点的，与其说是人的悟性，不如说是人的自由主动者的资格。自然支配着一切动物，禽兽总是服从；人虽然也受到同样的支配，却认为自己有服从或反抗的自由。而人特别是因为他能意识到这种自由，因而才显示出他的精神的灵性。”[30]自然状态的自由不是人类向往的自由，由于人具有自我完善化的能力，便把人从自然状态提升到社会状态，人也随之失去了自然的自由，而被套上枷锁。幸好人是能动的，要夺回自己失去的自由权利，重新获得自由。重新获得的这种自由，已不是天然的自由，而是社会的自由。在社会状态中，人类丧失了自然的自由，却获得一种通过人们之间的联合和协作而产生的自由，即由公意所规定和限制的自由，即社会自由。卢梭说：“人类由于社会契约而丧失的，乃是他的天然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企图的和所能得到的一切东西的那种无限的权利；而他所获得的乃是社会的自由以及对于他所享有的一切东西的所有权。为了权衡得失时不致发生错误，我们必须很好地区别仅仅以个人的力量为其界限的自然的自由，与被公意所约束着的社会的自由。”[31]人们获得社会自由以后，人的能力可以得到锻炼和发展，人类的感情高尚，思想开阔，协作和联合已经成为人的本质需要，人不再是一种愚昧无知的动物，而是一种有智慧的动物，一个能够运用思维能力的人。与其他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卢梭还认为，真正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不是自然的自由，也不是社会的自由，而是一种高于自然自由和社会自由之上的道德自由。他说：“我们还应该在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惟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32]道德的自由是最高层次的自由，出自人的内心，是确定人类理智能力和伦理思想达到高度发展程度的条件，没有这种自由就减低了人作为人的资格。在自然状态中的人是没有道德自由的，“我们可说野蛮人并不是邪恶的，正因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防止他们作恶的既不是知识的发达，也不是法律的限制，而是感情的平静与罪恶的无知”[33]。卢梭认为这三种自由是不同的，自然的自由受个人力量的限制；社会的自由受公意的限制；而道德的自由却没有类似的限制，人的行动是自主的，是理性与道德意识相结合的产物。卢梭指出：“我从来就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这就是一向要求也时常保持那种自由。”[34]

在卢梭那里，在自然状态下和社会生活状态下的自由是不一样的。也就是说，在自然状态下，人是自由的；而在社会生活中，人如何获得自由呢？卢梭认为，人们之间应有约定，建立一个政治的和道德的共同体，即国家，由它保卫大家的自由与平等。他指出，在社会状态里，自由的存在是离不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的，否则，“不管一个国家的政体如何，如果在它管辖范围内有一个人可以不遵守法律，所有其他的人就必然受这个人的任意支配”[35]。

二、卢梭的自由教育思想

卢梭的自由理论反映在教育思想中，首先是他对作为“人”的儿童的认识。在他看来，人的本质是自由的，自由是人的一切能力中最崇高的能力[36]，因此人是自由主动者。主动自由既然是人类的天性，因此也是儿童的天性。他认为自由是人的最重要的权利，“放弃自己的自由，就是放弃自己做人的资格”[37]。他特别指出：“在所有一切的财富中最为可贵的不是权威而是自由。”[38]但卢梭又指出，人虽然生而有主动自由的天性，并有着运用其自由的权利，但由于社会的恶浊，人的自由天性从童年起就普遍地遭到践踏，这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之后，人们违反自然、滥用自由，造成了种种罪恶的结果。因而人们为恢复自由的天性，重新取得自由行动的权利，就必须从童年时代起及早保护儿童的天性，给儿童以自然的教育。既然主动自由是人天生的本质，且人性本善，那么教育的原则、方法等就必须遵从善良的自然要求，顺从儿童的自由本性，否则就无异于把儿童看作野兽。

日本的小原国芳认为：“在文艺复兴以后，第一个，或者说在世界教育史上不能不首先举出的自由教育论者就是革命家卢梭。”[39]卢梭的自由观属于自然主义范畴。在小原国芳看来，卢梭把儿童生而具备的自然性和无限制地自由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卢梭所说的自然就是自由。他认为超越当时代腐败的社会及传统的毫无价值的规范，臻于自由，是人的理想。

透过卢梭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卢梭再三阐明了他对儿童的固有的善的信仰，贬低正规教育在塑造儿童的社会性建构的行为准则中所起的作用。他的“消极教育”就是使儿童的自然发展避免社会的腐蚀。卢梭曾说过：“自由是最大的善。那就是我的基本准则。把它应用于儿童和童年，而且所有的教育原则皆来自于它。”自由有许多意义，但在这里，自由就是教育学方法。如果儿童的自然发展是消极教育的目标，那么儿童的“自由”就是获得那种目标的手段。

三、卢梭的平等思想

自由与平等是天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如果允许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人居于另一些人之上，享有特权，可以干涉和支配别人，人间便无自由可言。没有平等，“自由便不能存在”[40]。卢梭关于人类平等的学说在人类思想史上享有重要地位，问题在于卢梭的平等是指什么样的平等？政治平等、经济平等、财富平等，还是文化平等？实际上，他对平等问题的认识是从考察社会历史进程来进行的，他辩证地论证了人类由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历史过程。他更多的是论证不平等问题。卢梭在论证平等理论时，也仍然从自然状态入手。

卢梭提出了双重不平等观，即自然状态下的生理不平等和社会状态下的政治或精神不平等。“我认为在人类中有两种不平等：一种，我把它叫做自然的或生理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基于自然，由年龄、健康、体力以及智慧或心灵的性质的不同而产生的；另一种可以称为精神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因为它是起因于一种协议，由于人们的同意而设定的，或者至少是它的存在为大家所认可的。”[41]在卢梭看来，自然生理的不平等远远小于社会状态中人为的不平等，前者不是后者的原因，相反，后者加深了前者。因此，他说：“假如我们把流行于文明社会各种不同等级之中的教育和生活方式上的不可思议的多样性，来和吃同样食物，过同样的生活，行动完全一样的动物和野蛮人的生活的单纯一致比较一下，便会了解人与人之间在自然状态中的差别。应当是如何小于在社会状态中的差别；同时也会了解，自然的不平等在人类中是如何由于人为的不平等而加深了。”[42]在卢梭看来，不平等在自然状态几乎是人们感觉不到的，它的影响也几乎是等于零。在自然状态中，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而私有的观念和私有制才是人类不平等的真正的唯一根源，“谁第一个把一块土地圈起来并想说：这是我的。而且找到一些头脑简单的人居然相信了他的话，谁就是文明社会的真正奠基者”[43]。在卢梭看来，私有制的产生是社会生产发展的必然产物，冶金术和农业的发展是私有制产生的直接动因，是人们从愚昧状态进入文明状态的有力推动者。因此文明社会是不平等的、奴役的，自然状态是善良、淳朴、平等的。重要的是，卢梭提出了文明社会的不平等还经过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贫富的分化和对立，法律及私有财产的设定。第二阶段是官职的设置，政治不平等的加深。第三阶段是合法的权力变成专制的权力，不平等已发展到顶点。

首先，卢梭从他的自然状态理论入手来论证人类早期的平等。在卢梭看来，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平等的。

其次，卢梭提出了不平等的三阶段理论。他指出，人类的不平等是向前发展的，文明每前进一步，不平等也就前进一步。不平等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财富的不平等；第二阶段是政治不平等；第三阶段是暴君统治下的不平等。在财富不平等阶段，社会分裂成富人和穷人；在政治不平等阶段，统治者利用国家和法律来维护自己的特权和利益，并且剥夺了人们平等自由的自然权利。于是，不平等便由财富方面转向政治，社会上的大多数人便陷入了政治上被奴役、被压迫的状态。第三阶段的不平等是社会不平等发展的顶点。卢梭深刻地指出，不平等发展到这个阶段，便和人类平等的出发点相遇，在暴君的统治下，一切人又都变为平等的。因为在暴君面前，大家都等于零，除了暴君的意志外，再也没有别的法律。君主除了他自己的欲望，再也没有别的规则。这时，善的观念、正义的原则又重新消失了，因而也就回到了一个新的自然状态。

于是，卢梭提出了平等到不平等再到平等的辩证循环论。社会不平等到达顶点的时候，人民必然要起来以暴力推翻暴君的统治。“暴力支持他，暴力也推翻他。一切事物都是这样按照自然的顺序进行着。”[44]这样，不平等又重新转变为平等，但不是转变为原始人的自然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契约平等，压迫者被压迫。恩格斯称赞卢梭说：“因此，我们在卢梭那里不仅已经可以看到那种和马克思《资本论》中所遵循的完全相同的思想进程，而且还在他的详细叙述中可以看到马克思所使用的整整一系列辩证的说法：按本性说是对抗的、包含着矛盾的过程，每个极端向它的反面的转化，最后，作为整个过程的核心的否定的否定。”[45]

四、卢梭的平等主义教育思想

研究卢梭的平等主义教育思想，首先，要注意卢梭的民粹主义思想与教育思想之间的关系。民粹主义的开创者是卢梭。英语的民粹主义是Populism，有时译为“人民主义”或“平民主义”。法国人说，谁也没有像卢梭那样，给穷人辩护得那样出色。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到，应当使他（指爱弥儿）具备的头一个观念，不是自由的观念，而是财产的观念；为了使他获得这一观念，就必须让他有几样私有的东西（那么第一个私有的观念是怎样产生的呢），是从拥有一块土地，是从田间农业劳动开始的。在卢梭看来，乡镇里的小农是道德职业，天下第一职业。他说，农业是人类所从事的历史最悠久的职业，它最诚实、最有益于人，因而也是人类所能从事的最高尚的职业。在所有一切技术中，第一个最值得尊敬的是农业。他把炼铁放在第二位，木工放在第三位。卢梭还认为，乡土礼俗是都市文明的解毒剂，底层草根民众是未受文明腐蚀的美德承载者。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说，只有从劳动者那里才能发现力量和善良；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说，理性使人敛翼自保，哲学使人与世隔绝；把撕打着的人劝开，阻止上流人互相伤害的正是群氓，正是市井妇女；人民才是真正道德上的裁判者。他在《爱弥儿》中谈道，至于“我”，“我”可没有培养什么绅士的荣幸，所以“我”在这方面决不学洛克的样子；还是让我们回到我们的茅屋去住吧，住在茅屋里比住在这里的皇宫还舒服得多！[46]他还说，“我”绝不愿意他（指爱弥儿）去做洛克所说的那种文雅的人；“我”也不愿意他去当音乐家或戏剧演员或著作家；“我”宁可喜欢他去做鞋匠而不去做诗人。[47]

其次，要注意卢梭的教育平等观。教育的平等观念，主要指人们受教育的权利的平等。近代思想家们在解决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表现出不同的立场。卢梭作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在政治上追求人人自由、平等的目标，他代表了法国的第三等级。但令人迷惑不解的是，他在《爱弥儿》中选择一位富有的孤儿，提出了穷人是不需要受教育的思想。从表面上看，这确实有悖于他的平等原则，与他的政治主张相矛盾。其实不然。首先，培养“爱弥儿”的环境是家庭。我们在阅读《爱弥儿》时可以得到一个很深刻的印象是，卢梭论述教育的起点，无论是破坏性的，还是建设性的，涉及的都是“家庭”。从形式上看，家庭教育的成员主要是母亲、父亲、保姆，实质上他们都是封建制度的社会代表，是他们压抑了儿童的自然禀赋，所以卢梭在揭露家庭教育的陋弊时，当然要分析自然的教育之重要性。其次，卢梭选择富人儿童作为他的培养对象，诚如他自称的“这毕竟是挽救了一个为偏见所牺牲的人”[48]。他说，这样做，至少可以多培养一个人。穷人之所以不需要受什么教育，是因为穷人的环境教育是强迫的，他不可能受其他的教育，他是自己能够成长为人的。相反，富人从他的环境中所受的教育对他最不适合，对他本人和对社会都是不相宜的。卢梭的这种见解，实际上和他的教育观是一致的。他说：“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49]“自然的教育可以使一个人适合所有一切人的环境。”[50]只有在自然的教育、人的教育、事物的教育一致时，儿童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所以，在卢梭的眼里，以往富人的教育，无论从三重教育的哪一方面来看，都不是培养真正的人，更何况这三者处在严重的相互冲突之中。这就是卢梭选择富人的孩子作为教育的对象的缘由所在。克鲁普斯卡娅评论说：“卢梭当然不想说穷人的子弟无权受教育，他从富裕阶层选择自己的教育对象，把这个对象放在一个条件下，即：如何最有效地教育一个人。”[51]由此可见，卢梭在《爱弥儿》中选择富人子弟为教育对象，并不能抹杀卢梭教育思想中的平等原则。因为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明确地表态：“我不喜欢把两种贫富不同而并有身份的人划开两种学校、按两种课程来进行教育。既然照本国宪法他们是平等的，他们就应该一起受教育，而且是同样的；即便不可能建立一种完全免费的公家教育，不管是哪一处，所收的费应该是放低到使最贫苦的也能支付。”[52]卢梭认为每所高等学校都要设立一些由国家贴补的免费额，赠予那些贫苦但曾有功于国家的士绅们的子弟。卢梭这样做的目的在于在学生中树立为国家奉献生命的榜样，使他们成为“国家儿童”，并且给予一种荣誉以标志其非同寻常。这些儿童比其他同龄儿童享受优先权利。当然在选拔提名时，不能武断，而应进行判别。这里，卢梭选拔的标准依然是民族主义的。

第四节 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及教育思想

“自然”观念在18世纪法国的资产阶级思想家中，是一种主流思想。霍尔巴赫在他那部曾经使整个西欧受到震动的《自然体系》中说：“人是自然的产物，存在于自然之中，服从自然的法则，不能超越自然，就是在思维中也不能走出自然；人的精神想冲到有形的世界范围之前乃是徒然的空想，它是永远被迫要回到这个世界里来的。”[53]18世纪的社会普遍地弥漫着自然学说。这种学说的构成十分复杂，它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如：①针对天主教的启示宗教提出了自然神论；②针对宗教道德提出了自然道德学说；③针对腐化了的文明社会或社会状态提出了自然状态学说，并由此提出了与文明人相对的自然人的概念；④在政治理论上产生了影响更大的与君权神授相对的自然权利和自然法思想；⑤针对平等问题提出了“社会的自由”和“自然的自由”二元认知；⑥法国的重农学派提出“自然秩序”理论。[54]这些形式多样的自然理论实际上构成了“自然”概念的多重意义，它为自然主义教育理论提供了思想基础，尤其是自然状态学说直接为自然人概念的提出以及构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观念基础。有学者评论说：“卢梭的教育思想中的有价值的部分在于他认识到儿童就是儿童，而不是微缩的成人，这是教育史最伟大的发现之一。他坚持认为，儿童是分阶段发展的，因此教育方法的合理性也是不同的。这是何等重要！”[55]看来，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及其教育思想应当从哥白尼式的革命——发现自然发展的“儿童”；自然权利——儿童的自然发展权利；自然状态——儿童的自然发展状态；自然科学（神论）——儿童的自然发展途径等方面来理解。

一、儿童自然发展及教育思想的前提

何谓卢梭理解的“自然”？卢梭是通过隐喻来理解的。他说：“自由生长的植物，虽然保持着人们强制它倾斜生长的方向，但是它们的液汁并不因此就改变原来的方向，而且，如果这种植物继续发育的话，它又会直立地生长的。”[56]言下之意，就是自然的本性不能以外在力量来强迫，这是它的“习性”使然。人也一样有“习性”，“必须把自然这个名词只限用于适合天性的习惯”[57]，看来，在卢梭的理解中，“自然”就等于“适合天性的习惯”。这与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及教育思想的重要前提，即他的三重教育说一致。首先来看三重教育说的内容。在卢梭看来，三重教育是指自然、人和事物的教育。“我们的才能和器官的内在的发展，是自然的教育；别人教我们如何利用这种发展，是人的教育；我们对影响我们的事物获得良好的经验，是事物的教育。”[58]杜威把卢梭的三重教育说理解为教育发展的三个因素：第一是我们身体器官的结构和这些器官的功能性活动；第二是在他人的影响之下，利用这些器官的活动；第三是身体器官和环境的直接的相互作用 [59]，包括了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的相对关系。其次，三重教育的冲突与和谐。卢梭认为，每个人都是这三重教育培养起来的。三重教育相互冲突，教育的效果是不好的；如果三种教育是一致的，那么教育是良好的，教育目标会达到。杜威认为这是卢梭的两项建议，也就是说，只有当教育的三个因素相互一致时，个人才有适当的发展；个人身体器官的天赋的活动是原来固有的。再次，三重教育的可控性。卢梭认为，自然的教育完全是不能由人决定的，事物的教育只是有些方面才能由人决定，而只有人的教育才是能够真正地由人可加以控制的。因为在杜威看来，自然的教育是天生的器官和能力的独立的、“自发的”发展；事物的教育是从社会接触得来的教育，必须从属于这种独立的发展。杜威在分析卢梭的自然教育时指出了其正确性与错误性。杜威说：“卢梭给教育引进一种很需要的改革，主张我们的器官的结构和活动，提供一切教人利用器官的条件，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如果说器官的结构和活动不仅提供它们发展的条件，而且提供它们发展的目的，那是非常错误的。”[60]最后，自然教育的性善论特征。杜威认为，卢梭热情主张一切自然倾向具有内在的善，这是对当时流行的天赋人性恶观念的反叛。这种反叛所具有的意义在于：人类改变了对儿童的利益的态度。当然，杜威就人类的天性的善恶论持中间道路，因为在他看来：“人类原始冲动本身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

本书认为，卢梭的三重教育说实际上是他的儿童自然发展及教育思想的前提，它涵盖了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及教育思想的内容。他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由三种教师培养起来的。”[61]他首先提出了自然人的概念，这也是卢梭发现儿童的独特的视角；其次是标明了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定和外在规定，也就是卢梭所指的儿童的自然发展的权利；最后是指明了儿童自然发展的状态和途径，也就是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的教育内容。

二、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的自然人概念和对文明社会的诘难

卢梭下面的这段话很有意义。他说：“虽然我想把他培养成一个自然的人，但不能因此就一定要使他成为一个野蛮的人，一定要把他赶到森林中去。我的目的是：只要他处在社会生活的漩涡中，不至于被种种欲念或人的偏见拖进漩涡里去就行了；只要他能够用自己的眼睛去看，用他自己的心去想，而且，除了他自己的理智以外，不为任何其他的权威所控制就行了。”[62]这里，卢梭提出这样几个问题，即：①培养目标——自然人；②培养空间——社会生活空间；③培养方式——独立自主；④培养途径——眼睛、心灵和理智。反过来说，卢梭反对培养森林中的野蛮人，反对受欲望和偏见禁锢的培养方式，反对权威的培养途径。看来，自然人并不是野蛮人，自然人的培养空间是没有偏见和欲望侵扰的社会生活空间，社会是自然人赖以生存的基础。但欲望和偏见存在的社会实际上是卢梭所指的“文明社会”，卢梭抨击了这种社会。

（一）卢梭的野蛮人和自然人概念

卢梭提出了自然状态下的非恶非善观点。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下人并没有社会的属性，不具备过社会生活的本能。在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人既不可能是善的，也不可能是恶的，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这可以从他的野蛮人和自然人概念中看出来。

1.卢梭的野蛮人概念

卢梭的自然人学说是他的理论体系的核心之一，对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研究是他的社会哲学的出发点，而其终点则是民主主义的政治理论。

野蛮人在本能中即具有生活于自然状态中所需要的一切。他只是在逐渐发展起来的理性中，才具有生活于社会中所需要的东西。野蛮人不会有多少欲望，只过着无求于人的孤独生活，所以他仅有适合于这种状态的感情和知识。他所感觉到的只限于自己的真正需要，所注意的只限于他认为迫切需要注意的东西，而且他的智慧并不比他的幻想有更多的发展。即使他偶尔有所发明，也不能把这种发明传授给别人，因为他连自己的子女都不认识。在这种状态中，既无所谓教育，也无所谓进步，一代一代毫无进益地繁衍下去，每一代都从同样的起点开始。“野蛮人由于缺乏各种智慧，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他的欲望决不会超过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宇宙中他所认识的惟一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他所畏惧的惟一灾难就是疼痛和饥饿。”“每个野蛮人只是静候着自然的冲动。当他服从这种冲动的时候，对于对象并无选择，他的心情与其说是狂热的，不如说是愉快的；需要一经满足，欲望便完全消失了。”“野蛮人之所以不是恶的，正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善。因为阻止他们作恶的，不是智慧的发展，也不是法律的约束，而是情感的平静和对邪恶的无知。”卢梭认为：“野蛮人和社会人之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只过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63]他认为，文明人毫无怨声地带着枷锁，野蛮人则绝不肯向枷锁低头，而且，他宁愿在风暴中享受自由，也不愿在安宁中受奴役。自然状态中的人类，既无美德，又无邪恶；既不知道善的观念，也无恶的观念。总之，在卢梭看来，野蛮人是孤独的、幸福的、不邪恶的。

2.卢梭的自然人概念

卢梭说过，要对一个人作出判断，首先必须了解自然的人。在卢梭看来，自然人已是一切动物中构造得最为完善的动物。自然人生活在一种完全孤立的、没有任何社会联系的自然状态下，靠大自然赐予他们的自然物来生活。自然人没有农业、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也没有任何联系。他对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甚至也许从来不能辨认他同类中的任何人。自然人除了因年龄、体力和健康的不同所造成的自然的不平等即生理上的不平等以外，没有任何财产上的或政治上的不平等，无“你的”“我的”概念，没有服从与被服从、奴役与被奴役的不合理现象，更没有天生的奴隶和天生的主人。自然人之间没有任何种类的交往，所以他们不知道什么叫作虚荣、尊崇、重视和轻蔑。自然人在自然状态下都是自由的、独立的和平等的，他们的全部欲望都建立在生存需要的基础上。卢梭对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描绘与赞颂目的，在于证明人类天生是自由和平等的，并以文明社会与自然状态的对立来揭露现存社会的不平等、奴役和罪恶。

总之，自然人是自然界塑造的最完美形式的人。

（二）卢梭对文明社会的诘难

卢梭一方面陶醉在浪漫自然当中，自然界“虽然天还很冷，甚至还有些残雪，大地却已经开始萌动了；紫罗兰和迎春花已经开了，树木的苞芽也开始微绽。我到的当天晚上，差不多就在我的窗前，在毗连住宅的一片林子里就听到了夜莺的歌唱。我朦胧地睡了一阵之后醒来……忽然一阵莺声叩动了我的心弦，我在狂喜中叫道：‘我全部的心愿终于实现了！’我首先关心的就是我对周围的那乡村景物的印象如何……我越观察这个媚人的幽境，就越觉得它是为我而设的。这地方偏静而不荒野，使我恍如遁迹天涯。它具有那种都市附近难以找到的美丽景色……”[64]

另一方面，他扛起了诘难和抨击文明社会的大旗，这体现了卢梭对文明的批判精神。在本书看来，卢梭的整个教育思想的坚实基础在于卢梭对文明的批判。卢梭的结论是：文明引起道德败落，人类远古时曾是黄金时代。由此他展开了对启蒙运动中提出的“进步”和“理性”的批判。

首先，卢梭反对“进步”的观念，提出异化思想。卢梭认为：“我们的风尚里有一种邪恶而虚伪的共同性，每个人的精神仿佛是用一个模子铸出来的。我们不断地遵循着这些习俗，而永远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我们不敢再表现真正的自己；而且在这种永恒的束缚之下，人类便组成了我们称为社会的那种群体。因此，我们永远也不知道，我们是在和什么人打交道。”[65]“随着人类日益文明化，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这就是走向不平等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指向邪恶的第一步。”[66]

卢梭在1749年发表的《论科学与艺术》一文中说：“有一个古老的传说从埃及流传到希腊，说是创造科学的神是一个与人类安谧为敌的神……天文学诞生于迷信；辩论术诞生于野心、仇恨、谄媚和撒谎；几何学诞生于贪婪；物理学诞生于虚荣的好奇心；这一切，甚至于道德本身，都诞生于人类的骄傲。因此，科学与艺术都是从我们的罪恶诞生……”[67]卢梭在1755年继续探索这个“罪恶”的发展时说：“我到森林中去探索，把‘人所形成的人’和自然人加以比较，从所谓‘人的完善化’中，指出人类苦难的真正根源……”[68]卢梭在1757年撰写《爱弥儿》时，开篇就言：“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们手里，就全变坏了……”[69]在杜威看来，卢梭所指的造物主是上帝，“上帝创造人类天赋、器官和能力，人利用这些器官和能力”，“天赋的能力完全是善的，直接来自聪明善良的造物主”。[70]于是，卢梭把上帝和自然等同起来了。卢梭在1759年撰写《社会契约论》时，发出了惊世骇俗之语：“人人生而自由，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71]在伏尔泰和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看来，可以容忍卢梭攻击社会的不平等，甚至攻击不平等起源于私有制，但不能容忍卢梭将不平等与文化的“进步”相连，因为“进步”是启蒙运动的旗帜。

其次是卢梭的反“理性”的精神。卢梭的思想，一方面举起了反“进步”的大旗；另一方面指控启蒙运动所推崇的思想基石，即“理性”。卢梭从三个方面来指控“理性”。第一，自然状态下或离自然状态不远的感性冲动在文明社会中被理性化形成的工具——理性所阉割；第二，自然状态中或离自然状态不远的感性冲动所表现的道德生命被理性化所造成的功利主义道德所淹没；第三，自然状态的天赋差别是无社会性后果的，可是理性化的教育却使天赋差别扩大了或缩小了，使之产生一种恶性的社会不平等后果。启蒙理性强调教育和知识，而卢梭指出：“教育不仅能在受过教育的人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之间造成差别，而且还随着所受教育程度的不同而增大存在于前者之间的差别。因为一个巨人和一个矮子在同一条道路上行走，两人每走一步，彼此之间的距离却更为增长。”[72]

在他眼里，与自然人相反的文明人，即城市贵族则表现了高傲、自私、虚伪、残忍、卑鄙的恶德。“是否在文明人中间，美德多于邪恶？或者他们的美德给他们的好处是否比他们的邪恶给他们的损害还多？或者当他们逐渐学会了彼此间所应为之善的时候，他们的知识的进步是否就足以补偿他们彼此间所作的恶？或者，总的说来，他们既不畏惧任何人对他为恶，也不希求任何人对他为善，较之他们隶属于普遍依附地位，负有接受一切的义务，而另一方面对于他们则不负有给予任何东西的义务，更为幸福呢？”[73]文明曾经对各种美德起着消极的而不是积极的影响，它曾败坏而不是纯洁人的道德。文明已使天真无知的祖先们的那种朴实的蒙昧粗野状态消失，而代之以虚伪的温文尔雅，表面上也许令人愉快，但实际上掩盖了许多的丑恶，如伪善、背信弃义、冷酷、猜忌、恐惧、仇恨等不一而足。总之，文明带来腐化堕落和道德败坏。

卢梭感叹自然人是幸福的，文明人是不幸的，提出回到自然中去的口号，要求恢复“自然道德”“自然教育”“自然宗教”“自然法则”“自然权利”以及儿童的“自然发展”等，实际是对法国封建专制制度和腐朽没落的“文明”的揭露和批判，是对自然状态下人们生活自由、平等的憧憬，是为建立一个“理性王国”——资产阶级共和国提供理论和历史依据。

三、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和外在自然规定

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理论实际包含内外两方面的自然规定，一是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二是儿童自然发展的外在自然规定。

（一）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

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包括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和儿童发展的自然权利。所谓儿童的自然法则或自然秩序就是儿童的自然发展和教育与自然界发展和谐一致。自然界存在着普遍的法则，儿童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必须顺从其法则，教育必须遵循自然法则。人在自然界都是相等的，这是自然界和人类发展的自然法则。儿童是自然发展的。教育应是“自然”的教育。儿童发展是一个自然进程，教育要按自然进程中的年龄特征和心理状况进行。儿童的自然发展比其他事物的发展更为重要。卢梭说，“我所说的我们内在的自然”就是原始的倾向。[74]

通过人与自然的联系，强调人的自然进程的重要性，教育应当遵循正在成长中的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注重儿童的自然年龄特征；在教育中强调体现个人的权利和自尊，反对封建教育专断性和强制性；强调儿童与成人的区别和儿童的特点，反对教育中的成人化做法和教育中无视儿童特点的现象；教育要适应儿童的心理，改造和发展儿童的道德。

儿童的自然权利就是指儿童的自然发展的权利，而这种自然权利应当说与启蒙思想家们所理解的自然权利具有一定的相关性。在启蒙思想家看来，自然法是神圣不可变异的，自然权利自然也是神圣的。那么什么是自然权利呢？格劳修斯对自然权利（自然法）的理解是：“自然权利是正当理性的命令，它根据行为是否和合理的自然相谐合，而断其为道德上的卑鄙，或道德上的必要，并从而批示该一行为是否为创造自然的神所禁止或所命令。”[75]格劳修斯在自然法问题上的划时代的贡献是大胆地把自然法从中世纪的神学束缚中解放出来，认为自然法是固定不变的，甚至神本身也不能改变。他强调的是理性的自然法，道德的自然法，凡有理性的人类都会接受自然法的支配。另外，格劳修斯对自然法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将财产所有权定为自然法的重要原则。“自然法规定，不得侵犯他人的财产，应归还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和由此而来的利益；应履行自己的诺言；应赔偿因自己的过错所引起的损害等。”[76]这种财产权的观念为近代许多资产阶级思想家所遵循，成为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论的主要原则。自然权利具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公道；二是具有道德性质；三是指一种强迫人们去做正当事情的道德行为的规则，人们必须遵守这种规则。洛克认为，自然状态是和平而美好的，充满平等、善意与互助，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意愿，采取合适的办法来决定他的财产与人身；一切权利和管辖权都是平等的，人们享有无限的自由，但人们不能用这种自由去任意侵害别人。自然状态能维护这种秩序，因为存在着自然法。他说：“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人类：人们既然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77]自然权利的内容实际上也是自然法的内容。洛克把人的自然权利归结为四项内容，即生命、自由、财产和惩罚权。突出个人权利，是其自然法思想的显著特征。

看来，根据自然权利的理论理解儿童的自然权利，就是儿童的天赋的自然权利。确切地说，儿童的自然发展权利是天赋的，强调儿童个人权利。凡是出于自然的要求，所有的儿童都是相同的，儿童的自然发展是其基本权利之一，维护这种权利的基本途径就是运用自然法则。卢梭从儿童的天性“自由”的思想来确定儿童的自然发展权利，也就是人生来就是自由的。儿童的最重要的自然发展权利就是自由。在教育中，应排除顺从和命令的词汇，还儿童以个性自由、思想自由和活动自由。

包含儿童发展的自然法则和自然权利的内在自然规定对于理解儿童之所以具有“哥白尼式的革命”，首先是因为卢梭的儿童内在的自然发展观念的提出表明“儿童中心”的思想得到确立。其主要内涵是儿童是教育的主体，儿童的“自动”或“内在力量”是儿童发展的内在动因；儿童的主动和自动的发展提供了儿童中心地位的内在依据；教育应创造让儿童主动发展的条件。儿童的发展是主动发展，而不是被动发展；是积极发展，而不是消极发展；不是通过强制、压制、命令等手段来实现儿童发展，而是通过尊重、理解合理的要求和科学的方法来实现儿童发展。

其次，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定揭示了教育要以儿童为出发点。卢梭指出：“儿童具有他们特有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如果想用我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去代替他们的看法、想法和感情，那简直是最愚蠢的事情。”这种出发点意味着要尊重儿童的特点。儿童天性是善良的、纯洁的，把儿童放在儿童的位置上，不要把儿童当成小大人对待。“在万物的秩序中，人类有它的地位；在人生的秩序中，童年有它的地位；应当把成人看做成人，把孩子看做孩子。”[78]这就是儿童的人生秩序；同时更不要让恶劣环境摧残儿童的天性，“尊重儿童，不要急于对他作出或好或坏的评判，让特异的征象经过一再显示和确实证明之后，才对他们采取特殊的方法……以免在教法上同它相冲突”。

儿童的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定还表现在教育要以儿童为出发点，适合儿童的接受能力。儿童有自己的观察和感觉的方法，有其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活动特点。卢梭对教师说过，假如教师不知道依照儿童能如何和不能如何的自然律来领导儿童，那么就别当教师。

再次，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使我们在对儿童进行教育之前，必须对儿童的个别性向加以彻底研究，也就是研究儿童的心理，因为每个儿童的心灵都有其个别的形式。要控制儿童的心灵，必须符合其特有的形式。因此卢梭反对教育者按照自己的主观臆断去推测儿童，甚至把自己的好恶当作儿童的好恶的做法。相反，他要求经常观察儿童，研究儿童。卢梭甚至提出教师儿童化，即教师教导儿童之前，要使自己变成儿童，以一颗童心去关心、热爱儿童。

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在自然规定提出了要满足儿童需要的要求。卢梭认为，需要是儿童的本能，“一切身体的需要，不论在智慧方面或体力方面，都必须对他们进行帮助，弥补他们的不足”。

最后，儿童的自然发展的内在规定意味着教育要适应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也就是说，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秩序和儿童的自然发展进程。在卢梭看来，儿童的教育应严格按照儿童发展顺序进行。他说，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如果打乱了这个次序……将造成一些年纪轻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的儿童。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秩序或自然进程是以儿童的年龄发展阶段来理解的，他把儿童自然发展进程划分为如下四个阶段：

自然发展进程特征0～2岁儿童完全处于长身体的自然状态，教育任务是体育和保健。应坚持使用大自然赋予儿童的一切力量，让儿童自由活动，自由发展。

2～12岁儿童的言行多受感性支配，缺乏适当的理性力量。教育任务是注意儿童感觉器官的发展，进行感官教育，使儿童获得丰富的感觉经验。属于“理性睡眠期”，要以“消极教育”方法，在自然状态下，利用适合儿童特点的事物去影响儿童，而不用理性去教育儿童。

12～15岁具有较强健的体格，发展较好的感觉器官。教育任务是智育和劳动教育，让儿童学习生活所必要的和实用的知识，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教给儿童学习的方法；让儿童通过劳动发展自己的体力，掌握专门的手艺。

15～20岁接受了“自然状态”下的良好教育，体力和智力得到较好发展，着重发展儿童时期萌芽的情感和意志。教育任务是道德和社会教育，形成良好的德行。

因此教育要遵循儿童的自然发展原则，即依据儿童发展的自然进程和儿童发展的年龄特征。卢梭指出，把自然发展作为教育目的，其意义在于使人注意儿童的身体器官和健康的需要。自然发展的目的就是把健康作为一个目的，于是把自然发展的目的转化为尊重身体活动的目的。杜威引用卢梭的话说：“儿童总是不停地动；久坐的生活是有害的。”“自然的意思是先强身体，后练心智。”[79]也就是说，通过锻炼身体的肌肉来发展心智。换言之，遵循自然的教育目的就是注意儿童在探索、处理各种材料、游戏和竞赛中运用他们的身体器官所起的实际作用。从逻辑上说，自然的教育目的是一般的目的，但它可以转化为关心儿童个别差异的目的，这样，不同的儿童，其天赋能力各异。尽管杜威认为，卢梭的“自然”概念是一个含糊和隐喻性的名词，但是它所产生的革命性的影响在于：人类认识到了儿童之间的天赋能力的多元性。卢梭说：“每个人生来具有特异的气质……我们往往不加区别，使具有不同爱好的儿童从事同样的练习；他们的教育毁灭特殊的爱好，留下死板的千篇一律的东西。”[80]同时，遵循自然的教育目的，要注意儿童爱好和兴趣的起源、增长和衰退。实际上，卢梭提出了裴斯泰洛齐和福禄倍尔等教育家遵循的自然发展原则，杜威将此理解为儿童生长的原则。

自然的生长是不规则的，其意思是在儿童生长发育过程中，在身体和心智方面都是不平衡的，在运用各种教育方法时要认识到天赋能力的巨大差异，认识到生长中自然的不平衡的能动价值。要利用这种不平衡性，不要一刀切。尤其要注意，儿童的自然生长是在不受束缚的条件下表现出其自然的倾向的，对自然的倾向不要成人化，也就是卢梭所指出的，成人往往容易把他们自己的习惯和愿望作为标准。因此，“遵循自然的观念，主要是对人为造作的反抗，而人为造作，乃是企图直接强使儿童符合成人标准的模型的结果”[81]。

按照杜威的理解，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思想具有政治学意义。因为遵循自然的学说也是当时政治上的一个信条。这个信条反抗当时的社会制度、风俗习惯和理想。腐败的政治制度是使人不自然的制度。有关政治制度与人的性格形成之间的关系问题，在爱尔维修的思想中是重要的，在欧文的思想中是处于核心地位的。卢梭从自然主义教育逻辑中走上了殊途同归之路。在卢梭看来，腐败的制度和风俗习惯几乎自动地给儿童一种错误的教育。

（二）儿童自然发展的外在自然规定

儿童自然发展的外在自然规定，就是儿童的教育环境自然化，让儿童到大自然中学习有关大自然的一切知识，强调大自然对儿童的存在和发展的影响。卢梭明确指出，一切知识都是通过人的感官进入人脑的。

外在自然意味着，教育应如何帮助儿童处理好与周围环境的关系，特别是与他人的自然关系，使其得到健康自然发展。反过来说，“人的教育”如何有助于儿童的自然发展。在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教育思想中，家庭教育或自然教育是其逻辑起点。卢梭在讨论儿童自然发展教育时认为，家庭中的成员是主要的，在逻辑上，保姆是第一位的。卢梭说：“我们的第一个教师是我们的保姆。”而母亲是最重要的，但父亲是需要承担起三重责任的。教师则是一位自然教师。

爱的母子关系是外在自然的第一种表现。卢梭主张教育要从儿童发展的最自然的关系入手，于是他提出了家庭环境中父母亲对儿童的爱的自然教育。父母亲自养育儿童，特别是母亲要亲自哺育幼儿，这是最自然的外在规定。卢梭明确指出，从儿童的身心发展来看，儿童的身心健康发展离不开爱，需要爱。为了能使儿童从一出生就能得到母亲的爱，卢梭强调母亲对儿童的哺育。他主张，母亲应亲自哺育婴儿，这不仅是母亲的重要职责，也是对婴儿进行母爱教育、增进母亲和婴儿之间的关系的重要途径，也就是儿童发展的外在自然首先是以母亲为主导去营造爱的自然环境。卢梭甚至大声地向母亲们呼吁：为了保护儿童这颗幼小的嫩苗不被恶劣的环境所压倒，“在你们的孩子们的心灵周围筑起一道护墙吧”。很显然，对于幼小的儿童，对于恶劣的环境（实际指文明社会）中的儿童，母亲有义务保护儿童，承担起对儿童教育的义务。同时，这种爱的教育是母亲和儿童之间相互承担的共同的责任，“他们之间的责任是相互的，一方不尽责任，另一方也将忽视责任。孩子应当在知道对母亲有责任之前爱他的母亲”[82]。如果这种共同的责任没有在儿童身上形成习惯或得到加强，那么这颗刚出土的爱的幼苗将会枯萎、死亡。当然，母亲对儿童的爱并不是过分地照顾或溺爱儿童。溺爱的教育表面上是保护儿童，以免使儿童感到软弱，实际上只能助长儿童的软弱。卢梭说：“延长孩子的软弱性，这是一种残酷的慈祥。”[83]

自然教师是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的外在规定的第二种表现。在卢梭的全部教育思想中，教师的地位显得非常突出。在《爱弥儿》中，卢梭塑造了一个自然的教师形象。所谓自然教师就是一位按照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在自然秩序中培养儿童的自然天赋的导师。第一，卢梭认为这样的教师应当履行把儿童从社会束缚中解脱出来而使其率性发展的职责。这反映出卢梭痛恨专制制度的反封建性。第二，这样的教师应当对儿童怀有母爱之情。因为卢梭看到在封建社会中，母亲的失职、父亲的渎职和保姆的敷衍使儿童受到了严重的身心摧残，因此只有母亲之爱、家庭之乐才是抵抗败坏风气的毒害的良剂。第三，卢梭把教师规定为聪慧、年轻的人。“如果可能的话，我希望他本人就是一个孩子，希望他能成为他的学生的伙伴，在分享他的欢乐的过程中赢得他的信任。”[84]第四，卢梭认为教师应当是导师，所谓导师就是指导儿童怎样做人的人。“他的责任不是教给孩子们以行为的准绳，他的责任是促使他们去发现这些准绳。”[85]第五，卢梭视教师职业为一种高尚的职业，教师所从事的职业与军人的职业一样，不是为追求金钱而从事的职业。教师职业的高尚，要求教师本人是做父亲的或者是更有教养的人，也就是“教师必须受过教育，才能教育他的学生”[86]。

从儿童自然发展的权利角度来看，卢梭认为教师绝不可成为儿童天性的敌人，不可成为儿童畏惧厌恶的对象，而应当成为儿童天性发展的辅助者，成为值得儿童信赖和热爱的朋友。因此，卢梭对教师们呼吁，“儿童是首要的，你必须竭尽全力来为了他”，“经常研究他”，为儿童着想。

在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思想中，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相统一。教育，在卢梭看来是指三重教育中的人的教育，也就是外在自然，这种自然从属于内在自然。因此，内在自然和外在自然构成的关系就是教育适应自然，实质就是教育要适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和自然倾向，促进儿童的身心自然、自由地发展。这也就是教育必须遵循的自然法则。

教育教学方法要适应儿童身心的自然发展，为儿童的自然发展提供自然、和谐的环境，如：直观教学、实物教学、户外教学等。外在事物的发展都要顺应儿童的发展需要，教育应建立在儿童的自然发展的基础上。

四、儿童的自然发展状态和途径

卢梭的《爱弥儿》的遭遇所引发的问题是：法国巴黎高等法院下令焚毁《爱弥儿》，不准在法国出版和传播，并将卢梭置于法律制裁之下。在日内瓦，当局也下令焚烧此书，一时间似乎全欧洲响起了向卢梭攻击的诅咒声。卢梭似乎成了一个基督教的叛逆者、一个无神论者、一个疯子、一只凶猛的野兽。使处于欧洲封建专制主义制度没落时期的专制政府如此极度的惊恐和同声讨伐的原因何在呢？是因为《爱弥儿》猛烈攻击了破坏人的善良和美德的封建教育制度吗？如果是，那么，卢梭眼里的封建教育制度又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按现代意义的教育制度去理解18世纪的封建教育制度，那么我们遇到的困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从我们对《爱弥儿》的考察中，卢梭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过封建专制教育的命题，相反他在此书的开篇中“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的语句在区分逻辑上与他一贯的思想逻辑是一致的，也就是与他在《论科学与艺术》《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区分是一致的。看来，卢梭所指的“造物主”是自然状态，而他所指的“人”即“社会状态”下的人。因此，对卢梭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思想的把握对于理解卢梭的整个教育思想是至关重要的，甚至可以说它们也是卢梭教育思想的基础和出发点。卢梭是根据其“社会状态”和“自然状态”理论，即自然法理论，尤其是对人类社会的“自然状态”的崇拜来认识儿童的自然发展状态的。在卢梭看来，人类的“自然状态”是最完美的、最自然的状态，是人性发展的最佳环境。卢梭崇拜“自然状态”而反对封建制度社会。

（一）自然状态学说与卢梭的教育思想

在欧洲近代，自然状态学说是众多思想家们关注的对象。格劳修斯（Hugo Grotius，1583—1645）认为，人类在形成国家和社会以前，处于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人人处于一种平等的、自由的状态。每样东西都是共有的，不可分割的，财产权是人类自然权利的一个组成部分。自然状态中的人类过着非常纯朴、非常和谐的生活，每个人都怀有非常善良的愿望。私有制的产生破坏了自然状态，私有制主要是财产私有。这种观念产生了惧怕别人侵占自己财物的不安心理，人们便开始寻求互相保护的办法，以防止外来侵袭和重新过安定的生活。他们还被人的完善的理性所驱使，按照盛行于自然状态的自然法而行动，彼此订立契约，联合起来，建立“人为的社会”。人们通过契约形式，把他们的权力交给一个人或一个集团，由他或他们组成政府，行使权力，这样国家就建立起来了。“国家是在法律上有效力的、独立的自由民的集合体，以享有法律的利益和共同的利益为目的的联合。”[87]在格劳修斯看来，国家建立的目的就在于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谋求公正，以达到共同福利。这种国家目的论被几乎所有的启蒙思想家所接受。但他在主权问题上主张君主主权论，主权在国王那里，而不是在人民手里。

霍布斯（Thomas Hobbes，1588—1679）也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两个状态：一个是自然状态；另一个是社会状态。在人类进入政治社会和国家以前的自然状态中，人类天生是平等的，自然使人在身心两方面的能力都趋于相等，虽然有差别，但体力或脑力方面的差别绝没有大到一个人能够有其他人所不能要求的利益。由于人们的体力和智力大体相等，因而人们的欲望和欲求达到的目标也大体相等；但由于人的本性存在着贪婪的欲望，再加上物质财富的某种贫乏，因此霍布斯认为，自然状态是战争和狼的自然状态，人对人像狼一样地竞争和戒备；它是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人们的生活孤独、贫困、卑污、残忍而短寿。这与卢梭认为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并享受自然阳光普照的和平状态截然相反。霍布斯将自然状态描写成可怕的战争状态，其目的就在于论证摆脱战争状态、建立强大权力和君主专制的合理性。

尽管霍布斯为君主专制辩护，遭到洛克和卢梭的反对，但他抛弃了君权神授的理论，从人的本性、需求、理智和利益的角度探讨了君主的权力、政治权力和政治义务、国家的形成等问题。

洛克运用二分法将人类社会分为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洛克认为，自由、平等、和平和友爱的自然状态与霍布斯将人类的自然状态描绘成自私、残忍、人对人是狼的可怕的战争状态不同，他认为，在自然状态中，人是完全自由的，人们可以在自然法的范围内，自由地处理财产和人生事宜。人人是平等的，但有一种人人遵守的自然法在发挥作用，“自然状态有一种为人人所应遵守的自然法对它起着支配作用；而此法，也就是自然法，教导着有意遵从理性的全人类：人们既然是平等的和独立的，任何人就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或财产”[88]。洛克还认为，在自然状态下尚有缺陷，自然状态缺少一种确定的、明文规定和众所周知的法律，以作为普遍同意的是非标准和解决人们之间一切纠纷的共同尺度；自然状态缺少一个有权按照既定的法律来解决一切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自然状态往往缺少权力、实力来支持正确的判决。洛克清楚而准确地划分了社会和国家这两个概念。洛克认为，从发生学的意义上看，社会和国家不是共时发生的，而是历时发生的，先有社会，后有国家。他把社会称为自然社会，而把国家称为政治社会。自然社会是由夫妻之间的社会、父母与儿女之间的社会、主仆之间的社会这三者组成，它具体体现为一个家庭，主人有某种统治权。“真正的和惟一的政治社会是，在这个社会中，每一成员都放弃了这一自然权力，把所有不排斥他可以向社会所建立的法律请求保护的事项都交由社会处理。”[89]这一政治社会实质上是国家。

研究政治制度的起源，首先要探讨自然状态，那么是否也意味着研究教育思想首先要探讨自然状态呢？洛克说：“为了正确了解政治权力，并追溯它的起源，我们必须考究人类原来自然地处在什么状态。”[90]自然状态是自然法理论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假设和野蛮人的研究同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他明确提出这样一条根本原则：“必须通过人去研究社会，通过社会去研究人；企图把政治与道德分开来研究的人，结果是这两种东西一样也弄不明白的。”卢梭正是通过对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的区分，通过对野蛮人和社会的人的区分，提出他的一系列政治、法律和教育观点的。

卢梭是以自然状态的假说来阐明人的权利的。他赞美人的自然状态，以此用纯朴批判虚伪，以美好的自然状态鞭笞文明社会的弊病。他颂扬人的“天性”，认为自然法应该是“天性法”，不包含理性的成分。卢梭认为，人类在私有制和国家产生之前，经历了一个原始野蛮的自然状态时期。

在自然状态下，每个人都自由、独立、平等，没有奴役与被奴役，统治与被统治，压迫与强制服从的情况，人们过着纯朴的道德生活。在人们的观念中，无所谓善，也无所谓恶；无所谓美德，也无所谓邪恶。在自然状态下，人们互相同情，彼此关怀，亲密无间，和平友好。在这点上，卢梭与洛克是一致的。他把自然状态看成人类的真正青春，是人世间真正的“黄金时代”。

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没有私有财产，丝毫没有“你”“我”的观念，没有虚荣、尊崇和轻蔑，人类谈不上什么理性。支配着自然状态下人类活动的原则是：“我们热切地关注我们的幸福和我们自己的生存”“我们在看到任何有感觉的生物，主要是我们的同类在遭受灭亡或痛苦的时候，会感到一种天然的憎恶”[91]。

卢梭的自然状态学说具有两种意义，一是他的“反理性主义”。因为在他看来，人类的自然“天性”是支配人类活动的两条原则，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来源于人类善良的天性；而当理性萌发之后，便逐渐窒息了人类的天性，开始产生邪恶。二是他的隐喻意义。卢梭赞美自然状态，只是想借歌颂野蛮状态下人的善良的天性、平等、自由的生活、人与人的关心和相爱，来对照、批判当时法国社会的伪善、冷酷、罪恶和尖锐的贫富对立，为构想一个平等、自由的理想社会提供理论基础。卢梭的本意并非主张重新回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这不过是他的隐喻而已。

可以说，卢梭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自然状态学说基础之上的。

（二）自然状态向社会状态过渡

对自然状态如何过渡到社会状态的问题以及社会状态下的不平等如何产生的问题的研究是近代西方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法国第戎学院的征文题目《人类的不平等是否为自然法所认可》就表明了这个事实。卢梭关于自然状态的假设和野蛮人或自然人的研究，同他对政治问题的研究是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但是自然状态是否是最理想的状态呢？卢梭认为，人类随着技术和生产力的进步而刚刚脱离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那个时期是人类历史的黄金时代。卢梭认为：“人类能力的这一发展阶段是恰恰处于介乎原始状态中的悠闲自在和我们今天自尊心的急剧活动之间的一个时期，这应该是最幸福而最持久的一个时期。”“这种状态是人世间真正的青春，后来的一切进步只是个人完美化方向上的表面的进步，而实际上它们在将人类引向没落。”

所以，自然状态要向社会状态过渡。卢梭曾反复诉说，简单地回到自然状态下去做野蛮人是不可能的，而由自然状态过渡到社会状态既是一种必然，也是一种进步。“回到自然状态的原始阶段，是无法实现的，历史是不会倒退的。纵使人类能够退回到野蛮人的状态，他们也不会因此就更幸福些。”《社会契约论》第1卷第8章指出：

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种重大的变化，在他的行为中正义就代替了本能，而他的行动也就赋有了前所未有的道德性……虽然在这种状态中，他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重新得到了如此巨大的收获；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观念扩大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整个灵魂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若非对新处境的滥用使他往往堕落得比原来的出发点更坏的话，那么，对于那个使得他从此脱离自然状态，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有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的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恩不尽的。[92]

卢梭说：“人愈是接近他的自然状态，他的能力和欲望的差别就愈小。”

（三）卢梭对自然状态学说条件下的教育的理解

但是，自然和社会在卢梭看来是矛盾的，因为它们的教育目标不一样，“由于不得不同自然或社会制度进行斗争，所以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93]。显然，自然的目标是“教育成一个人”，而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教育成一个公民”。在卢梭所处的社会制度中，后一个目标是不可取的，可取的只能是自然的目标，即教育成一个人。而这个人就是“自然人”，“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

卢梭认为，在社会秩序和在自然秩序中，教育的作用和教育的培养目标是不同的。在社会秩序中，教育是命定的，依地位而进行的，命定和地位是与父母的职业一致的。在自然秩序中，所有人都是平等的，其共同的天职是取得人品。教育的培养目标，首先是人。大自然叫他认识人生，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卢梭说：“在社会秩序中，所有的地位都是有标记的，每个人就应该为取得他的地位而受教育。”[94]显然，社会秩序是一个等级制的秩序，“在自然秩序中，所有的人都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的天职，是取得人品；不管是谁，只要在这方面受了很好的教育，就不致于欠缺同他相称的品格”[95]。自然秩序是一个平等的秩序。两种秩序中的教育显然是不同的，社会秩序中的教育是分等级的；而自然秩序中的教育所培养的“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96]。

五、自然科学的发展与经验主义哲学和感觉主义的经验论

在西方近代科学的发展过程中，自然科学的研究成果对社会各个领域影响很大。在教育领域，适应自然的思想就是这一时期接受自然影响的成果之一，“依据自然”成为科学家的行动和工作法则；依据自然必须服从自然、认识自然、承认自然的一般规律。其基本假设是：由于宇宙的发展和存在受一般的规律所制约，自然的全部生活和人的活动都要从属于这种一般规律性，教育也应从属于这种一般规律性。随着自然科学的深入发展和对社会科学的渗透，以及社会科学自身的发展，用自然科学来解释社会发展及运动规律已显不足，许多思想家更是从人类社会自身发展的特点出发来解释社会现象，这里就包括教育问题。在探讨过程中，一方面思维模式上深受自然科学规律的影响；另一方面思想家们开始摆脱用自然界规律来论证教育的模式，而是从影响教育发展的内在因素上来论证，于是儿童的自然发展过程或途径问题成为这种论证的首要对象。思想家们对儿童教育的研究实现了从向外部大自然的模仿到内部人的身心发展的转变。卢梭就是实现这种思想认识转变的杰出思想家之一。卢梭在三重教育说中所理解的“自然的教育”中“自然”内涵的变化本身标志着卢梭摆脱了依据自然规律论证儿童发展和教育进程的模式，也就是说这里的“自然”是指作为具有自然体的儿童的天性特征。

（一）卢梭的儿童感觉经验论内容

人的一切认识都必须从感官的知觉开始。要认识自然、解释自然，首先必须接受自然。感觉经验是人类认识的基础，知识是感觉经验的产物。作为自然的产物的人是一个感觉体，其认识过程是人的先天的“肉体感觉能力”与外界事物相互作用产生感觉的过程。卢梭提出，人的最初的感性经验是理性知识的基础，人的教育首先是感官教育，感官教育是感性和理性发展顺序的基础。为此，卢梭称人是一部机器。这在18世纪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中是一种流行的话语。拉美特利（Julien Offroy de La Mettrie，1709—1751）的一部影响颇大的著作就名为《人是机器》（1747年），他主张人和动物都是机器。霍布斯断言人是一部非常复杂、由大量物质构合而成，随着各种性质、比例、活动方式而变化的机器。卢梭袭用了这一说法，但他对人的感觉、感情和心灵极为强调，不仅认为“在最初的思想活动中，完全是以感觉为指导的”，而且人的心灵的能力能够存在于人的身上而不存在于事物的身上。尽管只有在事物给人以印象的时候人才能产生这种能力，但能够产生它的，唯独人自己。人有所感觉或没有感觉，虽不由人做主，但人或多或少可以自由判断人所感觉的东西。所以，人不只是一种消极被动的、有感觉的生物，而是一个主动的有智慧的生物；不管哲学家们对这一点怎么说，人都要以我能够思想而感到荣耀。他甚至说：“思考的状态是违反自然的一种状态，而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看来，卢梭的感觉论哲学表现了他对于当时那种机械唯物论和唯理主义的消极方面的抵制，与他肯定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基本思想是一致的。

卢梭的感觉经验论包含了两方面的内容，一是感觉经验是知识的来源和理智教育的基础；二是感觉经验是人的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他看来，进入人类心灵的知识以感觉为门户，所以人类最初的理性，是由感觉经验而得的理性。这种由感觉经验而得的理性，便是智慧理性的根基，因此最初的物理教师便是手足和眼目。显然，人的理性通过观念产生，观念又依靠感觉产生，而理性是否正确主要取决于依靠怎样的感觉来形成观念。无疑，要发展儿童的观念和儿童的理性，就必须使儿童获得感觉经验，培养儿童的感觉能力，以保证感觉认识的充实和正确性，为理性的形成打下基础。

（二）在感觉经验基础上的儿童自然发展

在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内容中，儿童的思维发展、智力发展和道德发展具有重要地位。当然，卢梭重视儿童发展的早期基础，把儿童的体格发展、情感发展和感官发展放在重要地位，重视儿童的全面发展。卢梭认为，儿童的自然发展是身心结合、协调发展，教育的方向就在于使儿童的身心活动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协调发展的儿童在体力和心智方面是一同增进的，两者相互促进。在自然和谐的教育过程中，卢梭的“爱弥儿”在健康和体力上日渐增强，智慧和理性日益提高，培养的爱弥儿既有农夫和运动员的身手，又具有哲学家的头脑。因此卢梭构建的教育制度，应当是体育、知识教育、道德教育、劳动教育和一定的职业教育并重的制度。

卢梭重视感觉经验对儿童自然发展中的思维发展的作用。在卢梭看来，感觉经验是构成儿童思想的原料，因此儿童的感觉经验应有适当的秩序，这样，记忆在将来也会以同样的秩序将那些经验提供于他的悟性。感觉经验是知识构成的要素，感觉有秩序，悟性也会有秩序，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尤其在教育过程的最初阶段，应当从感觉经验入手，并为获取感觉经验提供有利的条件。在儿童自然发展的秩序或阶段中，他划分的感觉经验的获取阶段时间是从2岁到12岁。在这一阶段中，应让儿童通过亲自观察、体验、比较各种事物，获取感觉经验来学习知识。

卢梭在研究儿童自然发展的智力发展中也强调应以感觉经验为基础，培养儿童的感觉能力，促进儿童理性的发展，注重从外界事物中获取知识，通过儿童的主动活动发展能力。在卢梭的思想中，只有对事物有了直接的接触和观察，才能真正了解事物的意义，并掌握其概念。因此卢梭才会说，儿童真正的教师是经验和感觉，而不是文字和书本。“凡是儿童能从经验中学习的事物，都不要使他由书本中去学习”，所以在教育中，抽象的符号和具体的实物之间首先要选择实物。儿童通过对事物的实际考察来探索事物的规律。

卢梭以感觉经验论证儿童自然发展中的道德发展，就是说，道德教育要从人的发展的最初的、最自然的情感开始。他认为只有把自爱之心扩大到他人，成为人心中的必需的东西，才可以把自爱变成美德，使儿童爱一切人。所以道德教育应从道德的示范和善良的行为开始，通过观察人类的苦难、贫困和饥饿，了解社会的罪恶，启发儿童内心的良知和同情心，培养善良的情感。卢梭主张用“自然后果法”来制止儿童的过失，让儿童根据自己的经验体会他所受到的惩戒是他自身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

卢梭的儿童自然发展的内容是以感觉经验为基础的，实际也表明：感觉经验是儿童思维、智力和道德发展的基础。当然，卢梭重视感觉器官的发展，但并没有把感官的发展和智力的发展结合起来。在他的思想中，两者是相互独立的阶段。同时，卢梭绝对地否认书本知识也有悖于人类掌握知识和积累知识的规律。

六、卢梭的自然神论及其对教育思想的意义

在理解卢梭的“自然人”以及“回到自然”的命题时，还要把握它们所具有的道德意义。《爱弥儿》中萨瓦省的牧师说：“理性欺骗我们的时候是太多（我们有充分的权利对它表示怀疑）；良心从来就没有欺骗过我们（它是人类真正的向导）；按良心去做，就等于是服从自然（就用不着害怕迷失方向）。”卢梭也是遵循自然神论的思想来理解道德意义的。

（一）18世纪的自然神论

18世纪的自然神论是17世纪的自然神论的延续和发展。自然神论发端于英国，随后传播到欧洲大陆上的国家，后来又跨洋过海播撒到新大陆。这种思潮与人文主义、泛神论、机械唯物主义一样，本质上是一种反对传统宗教神学的新宗教观。它企图把传统的天启宗教改变为理性主义的自然宗教。

自然神论标榜理性，主张建立一种以理性主义为基础的自然宗教去代替传统的燃起狂热信仰的天启宗教。主张树立理性的权威，要求把宗教信仰建立在人类理性的基础上，以冷静的理智代替狂热的信仰；企图以普遍性的人类理智作为一切宗教的共同基础，以此来结束宗教改革以来的教派战争和纷争迫害，实现信仰的宽容和社会的和平。看来，自然神论思潮的社会背景存在于宗教自身。

但在17世纪，以伽利略、笛卡尔、波义耳（Robert Boyle，1627—1691）、牛顿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的研究工作为自然神论的产生提供了科学根据。通过科学研究发现的一系列重要的自然法则，不仅证明了人类理性的权威，也证明一切自然进程是合乎规律、合乎理性的。宗教信仰也应该建立在自然理性的基础上，但此时的自然科学主要是一种机械力学，无法说明何为物体运动的最初动因，于是“上帝”是“第一推动力”的科学神性自然地表现为“自然神论”“自然宗教”。

18世纪自然神论的代表人物，在英国有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约瑟夫·普利斯特勒（Joseph Priestley，1733—1804）。普利斯特勒在25岁时创办了一所私立学校，在课程表上设立了物理和化学实验，这对学生的科学教育和他自己的科学研究都是大得其益的重要一步。他曾经是反国教的学院里的一位教师，1766年与富兰克林结识并撰述科学著作。他在化学上的发现对近代化学的发展具有重大的价值。他是以科学精神来对待传统的宗教信仰，并对基督教的信条产生了理性的怀疑，走向自然神论。在他看来，灵魂不过是物质的一种，灵魂与肉体实际上是同一种物质，必会一起死亡。普利斯特勒相信人类未来的幸福，在政治上主张人道主义，把大多数人民的利益和幸福当成国家最高标准和政府的目的。其代表人物于1794年迁居美国，宣传普利斯特勒的自然神论思想，结成了一个反正统的、实质上为自然神论的教派“唯一神论者会社”（Unitarian Society）。

18世纪上半叶是自然神论思潮蓬勃发展的时期，之后自然神论传播到欧美大陆，成扩张之势。当英国自然神论思潮蓬勃发展、猛烈冲击基督教的传统信仰的时候，法国启蒙思想的泰斗伏尔泰正被法国当局流放在英国，他接受了在牛顿的自然科学和洛克的经验唯物主义哲学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宗教哲学——自然神论思潮，并把它带回法国，在法国知识界燃起了启蒙运动的燎原之火。法国启蒙运动的先驱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早期）、达朗贝宁……差不多都是自然神论者。[97]

（二）卢梭的自然神论思想及其对教育思想的意义

卢梭与其他自然神论者一样，反对任何宗教、教会、仪式、宗教信条及牧师，提倡“自然宗教”，即自然神论。在自然神论者中，卢梭是个重感觉胜于重理性的人。伏尔泰、孟德斯鸠着重通过理性推出上帝的存在，那么对卢梭而言，上帝的存在是人们对神奇世界充满惊奇而又找不到其他解释的结果。卢梭的自然神论的哲学基础是一切清楚明白的东西，不是基于理性的推理，而是基于人内心无法抗拒的体验的印证。这是一种感觉主义的结论，其特点是依靠内心的体验强烈地感受到意志推动着宇宙，鼓动着自然，并把这个结论作为自己的第一信条。在卢梭看来，物质的运动是意志的结果，由于物质的运动服从一定的规律，所以这个意志一定是充满智慧的，因为唯有智慧才能产生秩序与法则，才能进行行动、比较与选择。在卢梭看来，上帝就是一个具有意志而又充满智慧的能动力的思维实体。这个思维实体与基督教的上帝不同，他并不远离世界或高居世界之上以主宰世界，他的意志与智慧就体现在人所感觉到的一切之中。既然自然的一切都具有神圣的原因，即都是上帝意志与智慧的结果，那么人天性的善良与对自身同类的同情，无疑也是上帝意志与智慧的体现。这样，卢梭就以人性本善的观点有力地抨击了基督教的人性本恶的观点。

卢梭坚信存在着一个创造本源和最高智慧，那就是上帝。“我在它创造的万物中到处都看见上帝，我觉得它在我的心中，我发现它在我的周围。”卢梭的上帝并非人格化的偶像或君临万物的统治者，他的上帝是与其创造物同一的，是与大自然同一的。另外，他所崇拜的自然和他所信仰的上帝，乃是“完美”“善良”“公正”“仁慈”的象征，而人却为自己制造了千百万种的不公和罪恶。

卢梭从自然神论出发，指出在现代社会中，人充满了道德上的罪恶，人是腐败堕落的，但这一切都是由于文明和私有制本身，而不是人的天性的原因。出自上帝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人手里却都是坏的。看来上帝是善的，人的堕落和罪恶是由人自己造成的，但罪恶的承担者却不是个人，而是社会。

出自自然的人本无所谓善恶，他们只遵循自身的自然保存的天然本能，并且在这种本能中体现出一种纯朴善良的天性。是社会激起了人的自私自利，保护自己的个体，培养了人的贪婪与虚荣，但人在善的自然与恶的社会之间何去何从呢？是摆脱社会返回到自然中去吗？

卢梭所要做的是，以人的自然本性为标本，在社会中重塑人的善良天性，使人重新拥有平等、自由。卢梭虽然持自然神论的宗教观，但与荷兰的格劳修斯、自然法理论的代表斯宾诺莎不同。他不承认是由于神的意志而使人类从“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的。在自然人性和自然生活状态问题上，卢梭与自然法理论家们，如霍布斯和洛克等的观点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自然神论也反映在卢梭的教育思想中。他认为，儿童出生以后，有其自身存在和发展的规律，教育者不必对儿童强行灌输，强制儿童学习和发展，而应进行“消极教育”，让儿童使用自己的感官，使能力得到锻炼和发展。由于“自然神论”的核心在于强调每一事物有其自身存在、发展的规律，反对外在力量的过分强调，因此在教育上，人的发展就是自然的、自由的。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发展进程，促进儿童的自然发展，而不是起阻碍作用。

第五节 卢梭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在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问题上，历史学家是这样评论卢梭的：他“成为民主制度的先知”，也“成为民族主义的先知”。[98]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一方面具体运用了《社会契约论》的思想；另一方面“成为第一个系统阐述的，有识有谋的民族主义的理论家”[99]。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归纳了小城邦共和国人民的心理特征。这些心理特征是：具有成员资格感，具有团体感和伙伴感，具有认真负责的公民感和密切参与公共事务的共事感，实际上就是具有共同民族意志感。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表明，无论是民主国家或者是非民主国家，无不设法向本国人民传授这种心理上的团结感和共同意志，也就是民族主义理论和民族理论中所阐明的民族意识。在对卢梭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进行考察之前，有必要阐明他的民族主义思想。

一、卢梭的民族主义思想

卢梭从公民与祖国的关系中深刻地论述了民族主义理论，把握了早期民族主义的本质，即祖国只存在于公民之中；热爱祖国就是要热爱民主，热爱共和，两者相互交融，密不可分。

（一）卢梭的祖国观念

在卢梭心目中，祖国不只是一个地理区域的概念，而是有着更为广泛的内容。他是这样给祖国定义的：“组成祖国的不是城墙，不是人，而是法律、道德、司法、政府、宪法和由这些事物决定的存在方式。祖国存在于国家与其民众的关系之中。当这些关系没有了，祖国也就成为子虚了。”[100]卢梭是从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中来关注祖国的政治意义的，这就是，只有当组成共同体的人们成为公民，拥有自由、平等、权利和获得幸福时，祖国便会存在；如果人民身为专制统治下的臣民，则祖国全然无存。这样一种相互的二元关系构成了卢梭民族主义理论的基本出发点，也是他用以摧毁旧王朝国家、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理论支点。

（二）卢梭的民族共同体观念

在王朝国家中，人民身为专制国王的臣民，没有自由、权利和幸福，国王与臣民构成了王朝国家的基本因子。他们之间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也是王朝国家的基本关系。卢梭认为，这违背了人的目的，违背了自然法的目的。在他看来，国王与臣民的结合并不构成一个紧密的民族共同体。只有当臣民成为公民，成为国家主权的一个成员时，民族共同体才会存在，祖国才会存在。在卢梭那里，祖国并不是一个仅由土地、河流、山川等构成的自然共同体，而是具有政治意义的一种政治共同体，是一种全新的民族国家，而不是王朝国家。这样，卢梭已把“法国人”和“公民”结合成了祖国。

在他看来，人民的爱国热情只是在他成为公民，并获得自由、权利、幸福时才会产生，否则，祖国对他们来说就失去了意义。卢梭向往的是一个人人均为祖国公民的新型国家。他说，假如出生的地方可以选择的话，他一定会选择一个民主的国家作为自己的祖国。在那里，主权者和人民有着唯一的共同利益，整个国家政府机构的一切活动永远都只是为了人民的共同幸福，而这只有当人民和主权者是同一的时候才能做到。在这里，人们对祖国的热爱，与其说是热爱土地，毋宁说是热爱公民。这是一个自由、幸福和安宁的共和国。这是一个立法权属于全体公民的国家，是一个既不屈服于别国，也不遭受被别国征服的恐惧的国家。只有在人民获得自由、平等、幸福的国家里，只有当人民成为公民时，他们才能拥有一个祖国。

卢梭在社会契约理论中经常使用共同体这个概念。在社会契约中每个结合者都是共同体的一个成员，他们的意志形成了共同体的公共意志，并成为最高主权。卢梭说：“我们每个人都以其自身及其全部的力量共同置于公意的最高指导之下，并且我们在共同体中接纳每一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101]卢梭在这里没有使用民族概念，但卢梭所使用的共同体实际上是建立在一个民族基础之上的政治体，即民族国家。卢梭说，各个民族将根据自己的民族特性来为自己创立法律、建立政府，把政治共同体建立在既已存在的民族之上。这个政治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也就是每个民族成员的社会。

民族国家是所有国家成员的一种约定，即个人意志的产物，是人们摆脱自然状态，趋向于过社会生活的一种意向所联结而成的。人们结合成为民族国家是依据理性的召唤，自由的指引。构成民族国家的基础不是不平等的阶级，而是具有相同权利的独立公民，因而每一个个体的自由和幸福便成为国家存在的基础和目的，并且，人民主权成为促进共同体牢固结合的中心，它使所有的人紧密团结在一起。在这个共同体中，人民主权原则下的公民需要普遍参与管理公共事物，公民的公共利益得到实现和保障。

（三）卢梭论公民和爱国者

卢梭曾经说过，要使公民们热爱祖国，就必须“要让我们的国家成为它的公民的公共母亲；要让公民在国家中享受种种利益、能使他们热爱这个国家；要让政府在公共事业中留给人民足够的地位以使公民感到像在自己家里一样；要使法律在公民的心目中只是一种保障公民自由的东西。这些权利，如此巨大，都是属于全体人民的”[102]。也就是说，国家利益和公民利益应一致，国家的职能是保障与增进民族的利益与公民的自由、平等和幸福，这样这个新共同体才会以人民主权为中心，形成民族团结、国家稳固的基础。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说：“这是民族的宪政培养一个人的能力、特质、爱好和道德，这使他们成为与别人相区别的自我，激励他们怀有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对祖国的热烈之爱。”[103]在卢梭那里，公民的本质在于他们享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和权利，可以参与到国家的一切事务中去，公民是作为臣民的对立面而存在的。这种思想对法国大革命产生了直接而重大的影响。在大革命中，“公民”和“爱国者”成为同义语，“爱国公民”“公民爱国者”成为流行的称呼。这些“爱国公民”代表着民族，组成了新型的民族国家。专制国家的“朕即国家”变成了“公民即国家”。卢梭正是通过人民主权学说为构建一种新型的民族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而这个民族国家是一个全新意义的民族共同体。

（四）卢梭的爱国思想观念

卢梭的民族主义理论还包括他对新型共同体，即民族国家中的重要伦理原则——美德的论说。这种美德的核心和本质实际上就是公民的爱国思想。在社会契约理论中，美德是个人的个别意志与公共意志的协调，但实质上爱国思想是使公民做到尽自身义务与责任，协调小我和大我；公民的这个小我要从祖国这个大我出发，要保全国家这个大我。卢梭说：“爱国思想的确产生了美德的最伟大的奇迹。”[104]他呼吁每个公民应当热爱国家。爱国美德是每个公民应有的品质，公民与爱国美德两者之间是一致的，没有爱国美德，也就不能算作祖国的公民。卢梭在构建新型民族国家理论的同时，也在考虑要使共同体中的每个公民都成为爱国者，公民爱国者就是卢梭所追求的一种新型的人格，理想的人格。他深切体会到，一旦每个公民都具有爱国“美德”，成为爱国者，他们会为祖国而生，为祖国而死，那么这个民族共同体就会处于良好的运转状态，并将永久长存。

总之，卢梭与同时代的启蒙思想家相比，他的民族主义思想充满着民主共和的内容，是一块真正的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里程碑。他的理论以巨大的心灵震撼力激起了法国大革命中全体人民高昂的爱国热情。

二、卢梭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卢梭在国家、公民和爱国思想上的逻辑是“没有自由，就不会有爱国思想；没有道德，何来自由；没有公民，就无所谓道德；培养公民，你就有你所需要的一切东西；没有公民，则自国家的统治者以下，除了一些下贱的奴隶之外，你一无所有”[105]。也就是说，国家依赖于公民，公民必须具有爱国美德，这种逻辑结论就是培养公民。培养公民爱国者是新型民族国家的任重而道远的使命。卢梭认为，必须建立一整套教育体系，通过教育来强化和加深公民对祖国的热爱，培养自由祖国的公民，把对祖国的热爱与热爱民主共和紧密地联系起来，这就是卢梭的公民和爱国者教育的思想。

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们，如拉夏洛泰等强烈主张教育要民族化，其主要目标是培养公民。为此拉夏洛泰说：“我向全国大声疾呼，教育必须依靠国家，因为，一、教育是属于国家的；二、教育公民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三、儿童应由国家成员来教育。”他的话实际上构建了教育与国家的现代关系，而教育自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之后一直是在这样的框架下运作的。

首先，卢梭的这种思想受制于他对民族概念的理解，但这种理解基本上是从孟德斯鸠那里借鉴过来的。卢梭民族学说的特点是特别强调“公意”，亦即个人之间的社会契约在形成民族国家方面的作用。孟德斯鸠认为各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由各民族特有的“普遍精神”规定的，这种“普遍精神”体现为民族全体成员共同的习俗、语言、传统、意愿等，它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各民族所处区域的特定的气候、地理和历史的环境造成的。卢梭也谈到了气候特别是共同的语言、习俗、道德价值观等对民族特征的影响。看来卢梭的“公意”和孟德斯鸠的“普遍精神”有明显的亲缘关系。而且，在卢梭看来，民族不仅是主权的源泉，而且本身还应当是主权的直接行使者，这种观点蕴含了卢梭政治哲学的全部激进性。

其次，这种思想与他的“祖国”观念密切相关。卢梭的“祖国”观念浸透着对民族主权或人民主权的迷恋。在18世纪的法国，“祖国”这个极富感情色彩的政治词汇是通过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开始为人们所理解的。这在对孟德斯鸠的研究中已经看到了。卢梭在使用这个词时，常常认为它就是共和国特别是民主共和国的同义词。“尽管卢梭以其日内瓦公民身份而自豪，当他和孟德斯鸠写到共和国的时候，他们心中首先想到的却是斯巴达、雅典和帝制前的罗马。当时整个西欧的教育（哪怕是教会掌握的教育）都是古典式教育，而古史专家们则几近数典忘祖，对希腊、罗马的事情比对他们本国的历史还要清楚。法国人尤其喜欢以罗马文化的继承人自居，而这也不无理由，因为法国的语言和文化已传遍全欧。当一个国家的人民要向专制王权挑战的时候，他们自然会向罗马历史寻求榜样。高等法院尤其热衷于摆出罗马人的姿态，热衷于使用一种‘共和的’语汇，那里没有王国只有民族，没有臣民只有公民。”[106]

孟德斯鸠将共和政体的原则概括为“美德”，即“爱祖国”。而卢梭终其一生念念不忘的也正是这个“美德”问题。他认为，美德的核心即一种爱国精神，这种爱国精神既是一种公民自觉地将祖国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牺牲精神，也是一种公民对国家事务的关心和积极参与的热情。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说：“国家的体制愈良好，则在公民的精神里，公共的事情也就愈重于个人的事情，私人的事情甚至于会大大减少的，因为整个的公共幸福构成了很大一部分个人的幸福，所以很少还有什么是再要个人费心去寻求的了。”[107]但如果“有人谈到国家大事时说：这和我有什么相干？我们可以料定国家就算完了”[108]。换言之，牺牲精神和参与热情只有在共和制度下才有可能培养高尚情操，因为只有能保障公民自由与幸福的共和制度才能得到公民的认同和拥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法国，人们之所以“爱国心冷却”，根本原因就在于那里的人民被公然称为“第三等级”。卢梭在为《百科全书》写的“政治经济学”条目中，明确地阐明了人民只有在成为“公民”时才会爱国的道理。他说：“如果国家对待他们和对待外国人一样，如果国家只是给他们对任何人都不得不给的东西，他们又怎么会爱国呢？假如他们甚至连社会安全的权利也享受不到，生命、自由和财产都任凭有权力的人摆布，不能（或者他说，不允许他们）得到法律的保障，那就更糟糕了。他们要尽文明社会状态的义务，却连自然状态中的一般权益都享受不到，也不能用自己的力量保护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会陷入一个自由的人所能设想的无可再坏的境况。这时，在他们看来，‘祖国’两字就是纯然可憎而复可笑的东西了。”[109]看来，法国大革命中把“爱国主义”作为一面重要旗帜，是受到了孟德斯鸠和卢梭的思想的深刻影响。

最后，卢梭对民族认同的思想具体体现在“为争取波兰独立，卢梭为波兰的民族主义者们写过类似的文章”[110]，即《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第一，卢梭所要培养的波兰人是一个爱国者。卢梭在《爱弥儿》中说：“凡是爱国者对外国人都是冷酷的：在他们心目中，外国人只不过是人，同他们是没有什么关系的。”[111]卢梭在他的《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把教育放到了最重要的地位，认为教育是以民族的形式，塑造具有民族心灵的爱国者。他说，教育“是最重要的一条，教育之事必须给予人民的心灵以民族的形式，又这样形成其意见和嗜好使得他们不但由于必要而且也由于性向和愿望而成为爱国者”[112]。也就是说，教育应该把民族的印记烙在人的心坎上，要指导人们的见解和爱好，使其成为爱国者。应在儿童出生时，就必须让他重视他的祖国，而且自始至终，每一个人对祖国的关怀是无限的。每一个人的全部生命就是对国家的爱。“他只想到他的国家而不及其他。他生着只是为他的国家。至于他自己个人，那是不值得什么的。”[113]只有对国家的热爱才能成为人，个人自己是微不足道的。每一个人的生命生息皆以国家的存亡而定。按卢梭的话说，国家如果不再生了，那么他也就死亡了，否则纵使不死，却还不如死。这充分体现了在国家、民族面临危亡时刻卢梭的那份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可以肯定，道德的最伟大奇迹一向是由爱国主义造成的；这一美好而强烈的感情赋予自爱的力量以一切德行的美，赋予它以活力而不损害其形象，使它在所有的热情之中最富于英雄气概。”[114]卢梭的这种思想既是对近代民族国家的呼唤，也是世界历史发展的永恒主题。应该说，在西方教育史上，卢梭是第一个把培养民族爱国者的重要作用赋予教育的思想家。第二，培养“波兰人”。近代教育家的思想意识中都有强烈的民族观念，这是以往时代所无法比拟的。实际上他们在阐发一般理论时，最终都会触及民族的利益。“民族的人”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卢梭说：“法兰西人、英吉利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俄罗斯人，都是一样的……当20岁时，一个波兰人应该是个波兰人；而且不是别的，只是一个波兰人。”[115]卢梭在“民族的人”这种普遍性中更加强调“特殊性”。他指出，波兰人之所以为波兰人，是因为波兰具有波兰人的特点，波兰人是由波兰独特的物质和精神文化浸染、培养、熏陶的产物。卢梭把在《爱弥儿》中按一般人的自然特点和年龄阶段的教育要求具体运用到“特殊”的波兰人身上，走上了由“一般之人”转变为“特殊之人”的思想道路。他说，当波兰人开始阅读学习时，就让波兰人阅读波兰“国家”。这个“国家”已绝对不是他在《社会契约论》里所说的那种抽象的国家，而是一个具体的国家，包括国家的所有物产，一切省区、道路和城邑，国家的历史和国家的法规。10岁的波兰儿童应该熟悉它所有的产物；12岁时，熟知一切省区、道路和城邑；15岁时，波兰儿童应知道它的全部历史；16岁时，波兰儿童应知道波兰国家的一切法规。这与卢梭在《爱弥儿》中谈到青春期就应该读历史了，“这是开始讲授历史的时期了”的思想是一致的。总之，卢梭从波兰的利益出发，从维护波兰民族的独立出发，要求波兰儿童学习波兰历史上曾经产生的美好事物和为波兰民族奉献生命或为波兰人民作出过杰出贡献的伟大、光辉的人物，使波兰儿童在学习后深受感动而铭记在心，“熟知而永不遗忘”。这实际上反映了卢梭关注民族文化的精神作用。卢梭认为这样的儿童学习不是一般的教师所授的学业，而且要由法律来规定“教材的正确排列，他们学业的先后顺序及其方式”[116]。第三，教师的民族性。从卢梭的培养“波兰人”的目标中，我们看到了卢梭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而民族文化最终要通过教师来传授，于是在逻辑上要求教师具备民族性特征。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赋予教师以波兰民族的属性。他认为教授波兰民族文化的教师不应是外国人，只有波兰人才允许批准为波兰人的教师。卢梭在教师的年龄问题上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在《爱弥儿》中强调教师应是年轻的，而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却要求是已婚男子，但这一点又与“教师本应是做父亲的”之间存在一定的吻合性。卢梭一如既往地坚持教师必须具有良好的知识修养和聪颖的智慧头脑、优良的品德和高尚的精神，而且是人们所信赖的。卢梭认为教学不能成为一种专业，一方面，在波兰只有公民的身份而没有终身永久的职业；另一方面，教师的职业是考验德才的“职司”，因为从这里可以显示出真才实德的品质，从而可以“拾级而登”。卢梭说：“我愿劝波兰人特别注意这一原则。我相信这是国家一种伟大力量的秘密之所在。”[117]

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表达了他的心声，即：他撰写这个“筹议”的目的在于给“现代人”提出一种引导人们具有一种坚强的心力和爱国的热诚的“路径”。在卢梭看来，坚强的心力和爱国的热诚是人格中的品质所在，理应受到尊重。但这些品德在人们中间已化为乌有，不过并没有泯灭发酵起酿的人心酵素。卢梭深刻地认识到波兰国家的危机，为了能使这个国家从那个可怕的危机中得到拯救，获得“再生”，就需要一种“深思熟虑过的教育制度”[118]。国家再生以后，卢梭期望在一个新时代里，国家将得到一个城邦所有的活力。由此，我们发现近代思想家在关注民族存亡的危机时，普遍地把视线转向了教育。教育成为民族再生、国家再生的手段。“培养人民的才能、性格、兴趣和道德，并使波兰人民不同于其他国家的人民，正是国民教育机关……想把波兰人永远变成俄罗斯人，那是不可能的。我将保证俄罗斯永远不能征服波兰。”[119]博伊德教授在谈到这一点时指出：“关于这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卢梭在《爱弥儿》出版后的10年有机会详尽地阐明了教育在改革现代国家中所起的作用。”[120]“培养波兰人，而不是法国人、德国人、俄罗斯人”的呼声显示了近代教育的培养目标；而培养民族的人也是近代民族国家产生以后最显著的教育特征。

我们从卢梭早期跟随唯物主义的教育思想经自然教育理论到《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的“民族国家教育”观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卢梭教育思想的前后继承性和一致性。我们认为，可以从根本上否定卢梭教育思想中的“自然教育”和“国民教育”的矛盾。因为当卢梭在撰写《爱弥儿》的时候，《社会契约论》已经问世。此书描绘的是一个理性的国家，卢梭的社会契约理论在实践中表现为而且只能表现为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但在现实中，这种“理想国家”在任何地方都不可能找到，只能在古希腊的城邦和在他曾经生活过的日内瓦城中找到其理想的历史踪影和现实标本。因此，卢梭在《爱弥儿》中盛赞柏拉图的《理想国》是自然的。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比较系统地阐述了自己的国民教育理论和民族国家教育思想。马克思曾称赞说：“卢梭曾为波兰人草拟过最好的政治制度。”[121]这种政治制度所要求的波兰人已不是“自然人”，而是“爱国者”和“公民”。卢梭能够在《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发表10年后再次阐发他的政治和教育理论，这应归功于他所处历史时代的需要和他的理论素养。实际上早在《科西嘉宪法草案》中，他就已谈到了民族性的问题。他说：“我们必须遵循的第一条规划就是民族特性。一切民族都有或者应该有民族特性；如果他们缺少民族特性，就必须先着手赋给他们以民族特性。”[122]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实现了《爱弥儿》的“民族化”。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他提出了更坦率的告诫：“应该小心翼翼地保存那种好处（民族性——译者）；对于那样傲慢的沙皇的所作所为，我们恰好应该是反其道而行之。”[123]无疑，卢梭强调民族性问题是为了在波兰人民中培养民族性，而在民族性中，爱国的品质、波兰人的特征尤其重要。萨拜因指出：“实际上，卢梭把爱国主义定为最高道德，并把它作为其他一切道德的源泉。”[124]

在卢梭看来，“自然人”与“公民”之间是有差别的。“自然人完全是为他自己而生活的；他是数的单位，是绝对的统一体”，而“公民只不过是一个分数的单位，是依赖于分母的”。[125]他们与社会的关系显然是不同的，前者只同他自己和他的同胞才有关系，而后者的价值在于他同整体，即同社会的关系，也即与共同体的关系。卢梭提出：“必须在教育成一个人还是教育成一个公民之间加以选择，因为我们不能同时教育成这两种人。”原因在于教育成为公民必须以社会制度作为依托。在卢梭的眼里，“好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它知道如何才能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作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作共同体的一部分”[126]。在卢梭的眼里，公民应当是真诚的，公民应当是爱国的，因此母亲不为五个儿子在战场中牺牲而难过，而为战事胜利而跑到庙中去感谢神灵。自然人的教育和公民的教育分属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种是特殊的和家庭的；另一种是公众的和共同的。杜威在谈到国家的教育目的，即塑造公民时，指出卢梭在思想上有这个倾向，但为人们所忽视。他解释说：“卢梭所以反对当时的现状，是因为当时既不塑造公民，又不塑造人。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宁愿尝试塑造人而不去尝试塑造公民。但是，他有许多话指出塑造公民是更高的理想，而且在《爱弥儿》一书中，表明他自己的努力不过是当时的腐败情况允许他描绘的最好的权宜之作。”[127]

杜威认为，顺应自然的教育理论在建设方面的弱点是明显的，仅仅把一切事情都让给自然去做毕竟否定教育的本意；教育过程的进行不仅需要有某种方法，而且需要某种积极的机构，某种行政机关。[128]一切能力的完全而和谐的发展要求有明确的组织，无论裴斯泰洛齐尝试何种实验，他也认识到要有效地实现新的教育思想，需要有国家的支持。卢梭提到：“公共的机关已不再存在了，而且也不可能存在下去，因为在没有国家的地方，是不会有公民的。”“那些可笑的机构，人们称之为学院，然而我是不把它们当成一种公共的教育制度来加以研究的。”[129]很显然，卢梭一方面在否定现存的公共机关；另一方面却采取了复古主义的倾向，赞扬柏拉图的“理想国”实施的乌托邦式的教育制度。

第六节 卢梭的道德理想国和国家教育论

一、卢梭的道德理想国

启蒙时代的思想家们反映出的崇高的理想和向往不仅是要建立理想的国家，而且还要通过教育以塑造全新的适合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发展的新人。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等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通过教育以塑造新人的观点，而卢梭则提出了完备、系统的重塑新人的教育理论，并与他的道德理想国理论相连接。道德理想国的理论是卢梭造就新人的教育理论的前提，也是统帅造就新人的教育理论的核心和目的。那么，何谓道德理想国？卢梭是基于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义愤和道德理想来建构未来社会的。由于它不是严谨的科学理性的产物，而是道德理想的产物，因此它只唤起民众加入到革命洪流中去，却无法在旧社会制度的废墟上建立起一个新的社会，到达道德理想国。因而，法国大革命的罗伯斯庇尔会在建构新社会、通往道德理想国的路上迷失了方向。

1771年，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明确表达了他的道德理想国的思想：“你希望公共意志得到实现吗？那就是使所有的个人意愿与之同化。既然道德不是别的，就是个人意志与公共意志的一致，那么同样的事情可以换句话说，那就是创造了一个道德王国。”[130]这里提到的公意就是人民的意志。在卢梭看来，超越众意、克服个人利益的社会公意至高无上，公意的外在化就是主权者。人们在缔结社会契约时，转让了自己的全部权利，而构成了一个政治共同体、道德共同体或主权者。“公意永远是公正的，而且永远以公共利益为依归。”[131]在卢梭眼里，所谓公意就是共同的利益，即公共幸福，治理社会应当完全根据共同的利益。公意产生的过程就是克服众意和个人利益的过程，因为公意只着眼于公共的利益，而众意则着眼于私人的利益，众意只是个别意志的总和。卢梭认为，公意社会是公共利益唯一的社会，而不是私意多元并存的社会。在道德王国里，公意是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威，任何人都必须服从公意。公民必须服从道德王国的公意。

卢梭的政治学是一种道德、伦理、神性化了的政治学，他将政治学概念道德化，共和国、共同体、政治体、主权者、国家、人民、公民、臣民等政治学最基本的概念都受到了道德的浸染。他将培养有道德、淳朴的国家公民作为道德拯救的重要目标，主张政治道德化、政治神学化。卢梭将所有的道德要求寄希望于国家和道德共同体，由国家或道德共同体承担过去由支委会承担的责任，为社会道德立法。要求政教合一的国家，再由神化了的国家控制个人意志，消除个人利益，禁绝社团学派，建立公民宗教，使公民过上高尚道德的生活，从而实现道德的理想国。

在卢梭看来，人类的历史进程就是道德沦丧过程，既然人类的道德已经沦丧，那么道德救赎，重建道德的理想国就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而道德理想国的重建奠定在美德的基础上。

道德理想国的建立需要有道德的公民，这是卢梭的逻辑。所以他认为，道德理想国的建设，需要有道德的公民，这就需要新型的教育来完成，因为教育的目标是培养道德公民。卢梭在论述这种思想时首先对教会教育和封建教育进行了剖析。在他看来，以往的教育培养的是人们的一些恶劣的品质，它使人们的发展与道德公民的光明大道距离得越来越远，也离人们的原始的善的本性越来越远。“我们把这一点作为不可争辩的原理，即：本性的最初的冲动始终是正确的，因为在人的心灵中根本没有什么生来就有的邪恶，任何邪恶我们都能说出它是怎样和从什么地方进入人心的。”[132]旧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是邪恶进入我们人心的主要通道。旧的教育渗透着邪恶的理念，旧的书本也无益于科学研究、知识积累和道德公民的培养，因为它阻碍了人们从世界这本大书中获取知识和道德。

关于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卢梭认为，知识的增长之所以无助于人性的转变，是因为在社会不平等的状况下，知识不能使各阶级、各阶层的人普遍获利，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真实体验到的却是财富、权势以及精神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卢梭在《论科学与艺术》中指出，知识的发展不但不能纯化风俗，反而会造成社会的奢侈、伪善和虚荣。卢梭并不是简单地否认知识的价值，而只是反对将知识与进步等同起来的观念。他认为知识的价值必须从伦理、政治制度方面来衡量。他以艺术为例说：“在一种不再是基于社会不平等而建立起来的制度下，艺术在道德方面是会起良好作用的，艺术应该有伦理的和政治的内容。”[133]社会进步的标志是人性的道德完善，但人们无法在不平等的社会状态下找到道德的根据，那么道德的根据、道德感的源泉又到何处寻找呢？卢梭仍然求助于他的“自然状态”理论。他以为，在“自然状态”中，自爱心和怜悯是两项先于理性的原则，前者是一切道德行为的根源，但它尚不是道德概念；后者是一种自然的情感，它调节着每一个人自爱心的活动，对于人类全体的相互保存起着协助作用。“正是这种情感，在自然状态中代替着法律、风俗和道德。”卢梭设定的两项原则的意义在于：一是指对人性的理解，情感不仅先于理性，且比理性更重要；二是要说明自然律和道德律之间存在着内在的一致性，而这种一致性又是“自然状态”的范型意义上的一个逻辑运用。看来，卢梭讲的道德是就一种政治秩序观意义而言的。他把道德与正义视为理想政治秩序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两者紧密结合，“正义和善是分不开的，换句话说，善是一种无穷无尽的力量和一切有感觉和存在不可或缺的自爱之心的必然结果”“我们所谓‘善’就是由于爱秩序而创造秩序的行为，我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由于爱秩序而保有秩序的行为”。[134]

卢梭之所以崇尚道德，贬损知识，是因为他认为知识会导致财富分配的过分悬殊，而道德却能维护财产的均等，确保平等的实现。

成为有道德的人，仅是成为新人的前提，要培养和造就真正的新人，就必须使有道德的人成为道德理想国的道德公民。所谓道德公民，就是以道德共同体的共同意志作为自己的意志，而个人意志完全消解在公共意志的海洋之中，个人不再是独立的存在，而是道德共同体的有机组成部分。卢梭指出，好的社会制度和教育制度，应当培养道德理想国的道德公民，因为“它知道如何才能够最好地使人改变他的天性，如何才能够剥夺他的绝对的存在，而给他以相对的存在，并且把‘我’转移到共同体中去，以便使各个人不再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只看做共同体的一部分”[135]。这样的人，就是道德公民；也唯有这样的人，才能建设道德理想国。

当然道德理想国的公民不仅与道德共同体融为一体，而且与一切合乎自然的顺序和法则融为一体；与丰富多彩的大自然融为一体，并使自己成为自然界的有机组成部分。

二、卢梭的国家教育论

对卢梭而言，教育与国家之间的逻辑关系在于：“对于社会道德的改善，教育是关键，既然如此，教育就是国家的事。国家必须造就所有人的思想，不仅仅是儿童……而且也包括成年的公民。”[136]因此，对于卢梭而言，首先国家为儿童设立练身场，目的在于施加道德影响。从儿童共同的游戏中培养未来政治家的国事管理才能。卢梭在《爱弥儿》中苦心经营的教育理想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得到了充分而具体的体现。他认为在学校中设立一个练身场，是为了儿童进行身体训练，这是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部分。理由是：可以“使儿童健康而强壮，尤其是为了对道德的影响”[137]。为此，他不厌其烦地再三重申良好的教育应当是消极的。这是卢梭在《爱弥儿》中的儿童2～12岁时期的主要教育方法。卢梭认为，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12岁。在这段时间内应采取祛除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否则，来自社会的那些错误和恶习就会发芽滋长，以致以后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扎下了深根，而且永远不可根除。有鉴于此，卢梭提出，按照自然的进程而言，儿童所需要的教育正好同现在社会所实行的正规教育恰恰相反，人生“最初几年的教育应当纯粹是消极的。它不在于教以道德和真理，而在于防止他的心沾染社会的罪恶，防止他的思想产生谬误”。因此，必须对儿童进行非道德说教。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了非道德说教的一系列要求和措施。卢梭一反常规，认为这种消极的教育在公共教育制度中是极容易做到的。

如果说卢梭的“消极的教育”体现了他的教育思想的独特性，那么他的“共同游戏”思想更是别具一格，独具风采。他认为游戏不应该放任个人意志而单独进行，相反，必须让儿童共同参与，因为这是“公共目的”所需，也是相互竞赛所求。游戏是一种运动竞技，也是一种体育练习，它应当经常在公共场所进行，并且要由大家参与，这不仅是儿童应该做的事，而且是为儿童培养一个强健的身体，更重要的是“使他们从早年起便习惯于训练，平等待人，友爱，比赛，又常习惯于生活在公民同胞们的众目之下企求群众的赞许”[138]。这种思想与《爱弥儿》中的思想一脉相承。卢梭还要求那些选择在自己家里教育子女的家长们也应该送他们去做这种体育练习。卢梭看到，在瑞士首都伯尔尼市，这种训练作为一种制度“为最高政府所许可并在其羽翼之下，是未来政治家的培养场所，他们将以其现代游戏所得的经验”[139]进行国家大事的管理。

卢梭建议设立一个最高行政院作为教育的最高管理机构。这个行政院院长有黜陟变更校长的权力，也有管理运动教练的权力。他希望形成一种管理教育的制度，“这些制度为共和国家将来的希望与一个国家的荣华和命运所攸关”[140]。卢梭坦率地认为这具有“极大的重要性”，但他非常惊异地发现，没有一个国家有过这种制度；同时他也感到痛心，因为人类从没把这良好而有用的制度付诸实施。可见，卢梭恐怕是近代第一位提出国家教育管理制度的教育思想家。

卢梭在《论政治经济学》中写道：“塑造公民，你就拥有你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塑造公民并不是日常的工作；而为了拥有他们，当他们还是儿童时就教育他们是必需的……从生活一开始，人应当开始向生活学习；正像出生一刹那我们就拥有公民资格的权利，那一刻应当是履行我们责任的开始”。因此，公民教育就是“国家最重要的事”，而且应当在国家的直接控制之下。[141]

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提出了公民身份的认同与教育的关系问题。他说：“正是教育赋予个人心灵以民族意识，形成个人的爱国观念……当他第一次睁开眼的时候，一个婴儿应当看到祖国，直到他死的那一天，他必须从未看到其他任何事情。每个真正的共和者挚爱着国家，也就是说热爱法律和自由，还有他母亲的乳汁。这种爱是全部的存在；他看到的只有祖国，他为她可以单独地生活；当他孤独的时候，他什么也不是；当他停止拥有祖国，他不再存在；如果他没有死，那么他比死还糟糕。”[142]卢梭这段类似于说教的话实际表明了公民认同和公民美德的重要性，这正是卢梭在构建公民社会时所考虑的。

总之，“卢梭思想的核心是：公民是孩子，国家是父亲，他坚持政府应全盘掌握所有子女的抚育工作”。卢梭写道：“谁控制了人们的思想，谁就可以控制他们的行动。”这种控制的确立，要从婴儿期开始就将公民当作国家的子女对待，训练他们；要使国家被人接受和达到成功，就需要文化工程，教育的进步便成为文化工程成功的关键。“这是卢梭的学说带来的真正的革命——这样，他就把政治程序引入人类存在的中心位置。”[143]

第七节 卢梭的“父权制”妇女观与女性主义教育思想

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大都对妇女的命运给予了一定的关注，例如：蒙台涅谴责了妇女命运的不公正；狄德罗认为妇女被压迫的地位源于某些市民法律和社会习惯；孟德斯鸠则强调，妇女能够并且应当参与社会生活；爱尔维修争辩道，妇女缺乏公民权利是缺乏教育的结果。尽管如此，他们尚未能够意识到妇女也是公民，并且有成为历史主体的能力。卢梭当然未能例外。实际上，在法国，18世纪是妇女生活开始活跃、妇女问题引起全社会关注的世纪，以至有人称法国的18世纪是妇女的世纪。1783年，马恩—夏朗科学院悬赏征文，题目即为《什么是促进妇女教育的最好方法》。

在西方，女性主义理论史上存在着两种妇女观，即“父权制”妇女观和“父权制”批判妇女观。而18世纪西方的妇女观中，卢梭是“父权制”妇女观的代表，沃斯通克拉夫特（1759—1797）是“父权制”批判妇女观的代表。[144]卢梭一反他的政治思想的激进和革命的精神，继承了西方历史上的“父权制”妇女观，只不过他与前人不同的是，以资产阶级的抽象人性论来论证“父权制”理论。他一方面称赞女性，另一方面却以性别自然目的论的神话来论证传统的性别分工。也就是说，他并没有把自己社会契约论中所主张的自由和平等的权利给予妇女，而是在一曲回归人性、回归自然的咏叹调中把女性置于从属于男性的地位。

卢梭一生在女人是非中度过。他对妇女问题所持的奇特观点，构成了他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尤其是他在《爱弥儿》的第5卷论述的是女子教育问题，对“苏菲”的构想成为他的女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部分。

卢梭的妇女观也体现了他的自然观念，因为他认为女性对男人的服从不是由于社会和经济原因，而是她们天生应当如此，这是一种大自然的馈赠。他说“如果你想永远按照正确的道路前进，你就要始终遵循大自然的指导，所有一切男女两性的特征，都应当看做是由于自然的安排而加以尊重。”[145]

卢梭的妇女观是通过对男女两性的异同比较来体现的。在他看来，男女共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都有人类的特点；他们不同的地方就在于他们的性。大自然在塑造男女两性时也考虑到他们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两性之间的互补。是男性优于女性，还是女性优于男性，或者两种性别的人是相等的，这都是无须争辩的。“因为，每一种性别的人在按照他或她特有的方向奔赴大自然的目的时，要是同另一种性别的人再相像一点的话，那反而不能像现在这样完善了。”[146]

卢梭在《爱弥儿》中曾经高度评价了柏拉图的《理想国》，说这是一部最好的教育著作，然而柏拉图明确提出男女都可以成为统治者，“没有任何一项管理国家的工作，因为女人在干而专属于女性，或者因为男人在干而专属于男性。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性”[147]。卢梭批评了柏拉图的这种观点。卢梭指出，如果像柏拉图主张的那样两种性别都去担当同样的任务，做同样的事情，那么结果必然产生一些不可避免的弊端，最温柔的自然情感便会泯灭，而代之以一种虚伪的做作。柏拉图的思想体现了男女平等的初始的思想，卢梭却后退了。因为在卢梭的两性互补思想中，男女的地位并不相等。“妇女和男子是彼此为了双方的利益而生的，但是他们和她们相互依赖的程度是不相等的：男人是由于他们的欲望而依赖女人的，而女人则不仅是由于孩子们的欲望，而且还由于她们的需要而依赖男人；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生存，而女人没有男人便不能够生存。”[148]在卢梭眼里，女性缺乏道德上的自主性。因为自主性需要物质条件，尤其是经济上的独立，她们的生活必需品和地位都是男人给予的，因此她们注定要过一种非自主的生活，女人的各个方面都要由男人来评价，女人只有通过男人才能获得自我感觉。因此，卢梭指出，男女两性的性别不平等不仅是大自然的造化，也是一个完善的市民社会所需要的。

卢梭在认识男女两性的任何一个方面时都体现了他的自然观念，他从道德方面来看男女两性的不同，其中带有自然观念。他认为两性不同也是由男女两性的自然本性决定的。[149]卢梭强调，两性之间相互的义务不同，也不可能是绝对平等的。这种不平等不是人为的，不是由偏见造成的，而是由于大自然给予的任务不同。既然大自然让女人生儿育女，那么她就要负责抚养孩子。根据自然分配的角色不同，男女道德也不同，男人的品德是节制、公正和诚实，而女性则应学习忍耐、服从、善良和灵巧。卢梭指出，一个妇女首先要爱美德，一个德性优良的妇女就等于是一个天使。她爱美德，是因为她把美德看成获得幸福的途径。一个女人应当具备的第一重要的品质是温柔，因为她生来要服从有那样多缺点和恶习的男人，她从小就要知道应当毫无怨言地忍耐丈夫的不公正和错误。她之所以要温柔，不是为了男人，而是为了她自己。

卢梭在分析两性的道德区分时又提出两性之间的道德也是互补的。他说：“两性的社会关系是很美妙的。由于有了这种关系，结果就产生了一种道德的行为者，女人便是这个道德行为者的眼睛，而男人则是它的胳膊。但是，由于他们二者是那样的互相依赖，所以女人必须向男人学习她应该看的事情，而男人则必须向女人学习他应该做的事情。”[150]

卢梭就是看到了两性的道德上的不同，从而提出了教育方法上应当加以区分[151]，并认为培养不同的性别角色是教育的最终目的。“贤明的母亲，请你相信我所说的这一番话，不要违反自然把你的女儿造就成一个好男子；你应当把她培养成一个好女人，这样，对她自己和对我们都有更大的好处。”[152]也就是说，如果在女人身上培养出男人的品质，那么就是在害她们。男女在精神上不应当是相似的，男人体力强壮，精神活跃；而女人则应当体弱和精神上被动，只有这样才会和谐。为此，沃斯通克拉夫特深刻地揭露了妇女教育的危害性。在她看来，女人从小就受到教导并且由母亲做示范而领悟到只要懂得人类的一些弱点，恰当地说就是做事狡猾、性情温和，表面服从以及谨守烦冗的礼节，她们就可以得到男人的保护。假定她们生得漂亮，其余的一切是无所谓的。她还说，一些卢梭一类的思想家在理论上证明女人生来在体力上不如男人，所以应该是软弱和被动的。她的责任就是取悦男人，服从男人，尽量迎合她的主人。这些便是妇女的教育原则，按这些教育原则来教育妇女，沃斯通克拉夫特认为就会使她们养成种种狡猾放荡的习惯，使妻子、母亲、人类都被不恰当的教育和虚荣心所造成的虚伪性别埋没了。

在不同性别对孩子的教育影响上，“卢梭惊慌地看到自由社会中使家庭瓦解的趋向……他发现男人和女人之间的这种重大结合正在受到个人主义至上倾向的破坏。他集中力量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鼓励男人和女人之热情的、浪漫的爱”[153]。卢梭在开卷便提出了母亲与父亲在教育孩子上的区别。他说：“最初的教育是最为重要的，而这最初的教育无可争辩地是属于妇女的事情：如果造物主要把这件事情交给男子，那他就会给男子以乳汁去哺育小孩。因此，在你的教育论文中多多向妇女们讲一讲。理由是，不仅她们比男子更注意这方面的问题，不仅她们在教育上能产生巨大的影响，而且教育的成功对她们的关系也最为密切，因为大多数的寡妇完全是受她们自己的孩子支配的。这些孩子将很清楚地使她们感觉到她们培养他们的方法其效果是好还是坏。”[154]

当代卢梭教育思想的研究者指出，卢梭在教育上的论著通常是进步的和启蒙的，但卢梭在女童教育上的观点却完全持保守主义者的立场。[155]

第八节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影响、教育思想的矛盾

从当代对卢梭思想的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虽然卢梭的批评者和卢梭的辩护者彼此势不两立，互相指责，但他们之间的观点并不一定是完全不能相容的，这主要是卢梭本人的思想和理论的理想色彩和含混性本来就为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发挥提供了广阔的活动空间。也许卢梭本人及其思想和理论的意义恰恰不在于任何单一的解释和发挥之中，而在于各种不同的解释和发挥所构成的张力之中。正像在本章开头所说，卢梭的教育思想可以有多种解释的可能性，甚至超越于已有的一些框架。既然可以发挥的活动空间和张力很大，那么我们在重新评价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时候也似乎更应持有包容的精神。本节所要讨论的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和卢梭思想的矛盾性及其在教育思想上的表现。

一、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影响

这里所说的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来源；二是卢梭的教育思想在同时代的影响；三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的传播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一）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来源

从卢梭的著作中我们可以看到，影响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前代人有很多，如塞涅卡、普鲁塔克、蒙田、柏拉图。[156]塞涅卡是斯多噶学派的晚期代表，而斯多噶学派的思想由于普鲁塔克的大量引述方得以传世。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来源从他的《爱弥儿》中来判断，首先是普鲁塔克（Plutarch）的思想，因为普鲁塔克在《论幼儿教育》中体现了卢梭的三重教育说。其次是柏拉图（Plato）的思想，因为卢梭说过这样的话：“如果你想知道公众的教育是怎么一回事，就请你读一下柏拉图的《理想国》……这是一篇最好的教育论文，像这样的教育论文，还从来没有人写过咧。”[157]杜威说：“柏拉图对卢梭有很大的影响。”[158]卢梭之“倒退”，“并不是社会学意义上的倒退，其目的是以逻辑方法尝试着把人类已然状态抽象净尽，打扫出一块空白的起点，以此建立批判的基地，审视人类已经走过的道路是否都属必然、应然，尝试更为理性、更为理想的重建道路”。[159]

（二）众星捧月般的卢梭

卢梭的影响通过他那些惊世之作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世界，在当时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震动。“卢梭的推理和措辞是那样的强有力，任何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甚至许许多多从未思考过它的人，都难以逃避其影响。从他之后，共同体、美德、同情、感性、热情、审美、崇高，甚至连想象力这一为人们所忘却的能力，都轮番与现代哲学和科学发生对抗。”[160]

卢梭犹如天穹中的一轮明月，得到了众星的青睐。康德说卢梭“有一个无比完美的敏感的心灵”。雪莱把卢梭看成“卓越的天才”。席勒认为：“只有天堂中的安琪儿才与他的基督一般的灵魂相匹配。”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乔治·艾略特、雨果、福楼拜（Flaubert）都向他表示过深深的敬意。托尔斯泰曾说卢梭与福音书“两者对我的一生起过重大和有益的影响”。克劳德·列维·施特劳斯在他的重要著作《热带的忧郁》中热情地赞扬卢梭，说他是“我们的大师，我们的兄弟……”[161]从同时代的思想家到我们当代的思想家，无不把卢梭作为一个先知、先贤供奉着。甚至可以说：“他成了‘感觉的人’，成了‘自然之赤子’，成了即将来临的浪漫主义时代的先驱，成了现代一切强调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流派的一个重要源头。”[162]就18世纪而言，1793年7月13日，罗伯斯庇尔在巴黎的法国国民公会上，发表了如此激动人心的演说：

国民公会给历史将留下三项足堪纪念的伟业：宪法、市民法典和公共教育。

征服和胜利的荣耀只不过是过眼烟云。只有美好的制度能够长存，并且德化所有的民族。

我承认，直到目前为止，人们所惯用的东西并不符合我长久以来的一个理想：要建立一个完整的教育计划。我已经领受了一套庞大的思想体系，并且考虑过究竟是在哪一关键点上，人类被我们旧的社会制度的罪恶所腐蚀。我确信，必须来一次全盘更新。如果让我以这种方式来表达我的意见，那就是：创造一种全新的人！[163]

罗伯斯庇尔本人就是卢梭的狂热崇拜者，并且是卢梭理论的忠实实践者。他的这种演说本身就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的一种投射，是卢梭的教育思想的直接产物。卢梭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一个又一个现代化教育计划的出台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基础，这一点是历史所证明了的。

卢梭的关于培养道德共同体的道德公民的思想深深影响了法国大革命雅各宾派执政时期的各项政策。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Saint-Just）、马拉（Marat）等法国大革命风云人物，都把培养道德公民作为新的社会制度建立的终极目标。卢梭的道德公民的思想已化作高悬于法兰西天空之上的道德之剑，它不仅是评判每一个法兰西人行为的唯一依据，而且也是实施有关社会政策的最终依据。

（三）卢梭的教育思想的传播及其对现代教育的影响

之所以把卢梭视为一场“哥白尼式的革命”[164]的发动者，是因为他使儿童成了教育过程的核心。不仅如此，最主要的是卢梭在人类儿童概念发展上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文艺复兴运动以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发现之一是童年的理念。它将儿童看作独立于成人的个体，让儿童享有与之身心发展相适应的童年生活，并为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无疑是最具人性的理念。

受到他的思想影响，学校和学院里的课程包括了生理动力、自然环境、植物和动物。卢梭不仅影响了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巴西多、萨尔兹曼（Salzman）、利赫特的思想，而且影响到了斯宾塞、赫胥黎（T. H. Huxley，1825—1895）乃至现代科学教育运动。

卢梭的使命在于摧毁传统主义，摧毁的武器是自然主义，因此，现代教育的许多重要的发展都可以追溯到卢梭。裴斯泰洛齐和费伦伯格的劳作论，赫尔巴特的教育道德论，福禄倍尔教育实践中的社会参与论，以及当今时代的职业教育、道德教学等都可以在《爱弥儿》中找到现代教育的因子。

有学者提出：“令人费解的是，为什么所有像裴斯泰洛齐、福禄倍尔、马卡连柯、杜威以及弗莱雷（Freirer）这样的实践家，在从事历史的实验时，从未忽略过那部寄意于《爱弥儿》的‘乌托邦作品’？为什么他们最后总要回到它身上，就像它是一部原始资料那样？”[165]卢梭对他同时代的人的影响之所以深广，是凭借他的著作，尤其是他的小说《爱弥儿》和《新爱洛漪丝》。[166]卢梭对教育的所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有关教育的书籍自从《爱弥儿》出版之后如汗牛充栋般地充实着图书馆，有质疑的，有纠正的，有传播的，不一而终。这部时代巨制创造出了一个世纪的教育思想的智慧库。自此，教育组织、方法内容的现代运动在卢梭的思想中找到根源，“他被视为裴斯泰洛齐、赫尔马特（赫尔巴特）、福禄倍尔、斯宾塞及许多其他现代改革家的思想鼻祖”。但是另一方面，卢梭这位在18世纪“想象力最丰富的教育哲学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那个时代的教师们的思想，仍然众说纷纭”。[167]

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开创了近代教育思想的新纪元。这个属于18世纪的教育思想成果经过两位跨世纪的思想家所发扬光大，一是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二是瑞士社会思想家裴斯泰洛齐。前者以理论见长，后者以实践取胜，他们分别把卢梭的思想加以改造，“形成卢梭教育思想模式的两个不同的亚种”[168]。

“谈到卢梭，人们可能引用奎克（1831—1891）先生的话：‘他的著作及其所产生的结果，是历史上的奇迹之一’……卢梭的热情使得他的理论形式趋于疯狂，他的教育计划是不易实现的，而更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在哲学上是荒谬的。”[169]美国当代著名的新保守主义教育思想家艾伦·布鲁姆在《走向封闭的美国精神》一书中对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其重要的批判资源来自于卢梭的《爱弥儿》。他本人在1979年翻译了《爱弥儿》一书。他对卢梭的评价是“启蒙运动并未把这位思想家奉为一个最杰出的人，然而却把他当做一个最有用的人”。在谈到他的思想的影响时，布鲁姆说：“卢梭的推理和措辞是那样的强有力，任何思考过这一问题的人，甚至许许多多从未思考过它的人，都难以逃避其影响。”[170]

重新认识卢梭的教育思想的当代教育学者也为数不少。《英国教育研究杂志》发表的《有缺陷的父亲：重思卢梭的〈爱弥儿〉及其对美国激进教育的意义》一文谈到了卢梭的《爱弥儿》对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激进教育实践所具有的意义。文章认为，美国教育激进主义者经常引用的文本就是卢梭的《爱弥儿》，甚至卢梭的著作被激进改革者们吸收为其思想资源之一。尽管这些运动中提到的教育思想家不只是卢梭一人，但他无疑是最显著的一位。有学者在评价自由学校运动的时候说：“也许它一切都始于让·雅克·卢梭，也就是他发表《爱弥儿》的时候。”

美国“自由学校运动之父”尼尔（A. S. Neill）看到了卢梭教育思想中隐藏的威权主义，也就是说卢梭的教育哲学，尤其是体现在《爱弥儿》中的教育思想与跻身于自由意志论教育家之列中的位置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结论是，卢梭在《爱弥儿》中提出的教育实践计划与美国自由学校运动联系的具体实践相比，卢梭的计划要保守得多。但不管怎样，卢梭的《爱弥儿》与美国教育中的激进传统之间具有不解之缘。“凡涉及美国教育思想史的作者们都把卢梭视为第一位论述现代进步教育基本原则的哲学家。”“毫无疑问的是，自卢梭以来的任何重大教育改革者无不从他那里受到了启迪。”[171]于是有评论者说，20世纪，卢梭被列为和进步教育运动、现代学校运动（The Modern School Movement）、自由学校运动等截然不同的运动之“父”。[172]美国教育学者贝鲁比认为，美国进步教育学者，尤其是杜威，深受18世纪法国的哲学家让·雅克·卢梭的影响，他们引用的著作就是《爱弥儿》。[173]

二、卢梭的教育思想的矛盾

卢梭的教育思想的矛盾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即卢梭自身的矛盾、卢梭与同时代人的矛盾和卢梭的现代研究者之间的矛盾。这些矛盾对我们理解卢梭的教育思想的特征、评价卢梭的教育思想的意义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一）卢梭自身的矛盾

在研究卢梭的时候，体现卢梭的个性特征的生活经历与承载他的思想特征的作品是分离的，也就是说，卢梭的教育思想具有极强的革命性和影响力，而他本人对其子女的教育却是不道德的；他对“苏菲”的教育是理想化的，但他一生对其周围的女人们的态度却是暧昧的。他在教育“爱弥儿”中主张自己一个人来承担教育，其实他走入了一种威权的陷阱中；“爱弥儿”的本能和反映是自由活动，但这些本能和反映却处处在他的导师的监视之下；在面对历史和心理学的时候，他把自然与文化相对抗，创造了情感和理性的双元论。

卢梭思想的矛盾还在于极权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都把卢梭视为他们的先知之一。

（二）卢梭与同时代人的矛盾

人性善恶矛盾。成为卢梭的政治学的理论前提的人性本善论与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学说的理论前提是截然相反的。卢梭由人性善和社会恶理论提出的两种人，即自然人和社会人的境况与启蒙运动的主流思想，即坚信人类社会和人的不断进步的思想相违背。狄德罗为此指出：“卢梭先生，我认为穿着丝绸衣服和雅致的恶德，比穿着兽皮的迟钝和残酷更好。我认为在镶金宫殿里的软枕上淫欲，比苍白污垢的和令人生厌的赤贫的人们更好——他们挺卧在损害健康的湿地上，恐惧地躲在荒野的山洞之深处。”[174]狄德罗还针对卢梭赞美自然人、鞭笞社会人的观点给予了反击：“自然界竭力给他最完美形式的自然人，丝毫不比社会人优越。”[175]

卢梭与同时代人的矛盾还表现在他的政治学说的另一个理论前提，即政治神学化、政治道德化。启蒙思想家们强烈反对宗教、反对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主张政治的完全独立；而卢梭则站在传统救赎的立场上，反对政治与神学、政治与道德、政治与社会分离，这与近代世俗化的潮流格格不入。对宗教信仰的支持，最终使卢梭与启蒙运动决裂。

与启蒙运动的主流相悖。有的学者认为，卢梭的社会契约论是建立在情感梦和道德梦的基础之上的，尽管他与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和狄德罗等，同属于伟大的资产阶级的启蒙思想家，共同推动了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但从总趋势来看，卢梭是与启蒙运动的主流相悖的。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贬低情感、赞美理性的时候，卢梭却对情感进行了无限的赞美；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颂扬科学和艺术给人类带来文明生活的时候，卢梭却认为科学和艺术的进步，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文明，相反，给人类带来了人性的堕落和道德的退化；伏尔泰的“人类历史的进步”观念，在卢梭那里变成了“人类最大的不幸”；伏尔泰的“文明社会的发展史”，在卢梭那里变成了“人类的疾病史”；当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颂扬人类脱离自然状态、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卢梭却对自然状态的人们充满了憧憬和希望，并将自然状态看作人类的黄金时代而极力赞美；当以伏尔泰为首的启蒙思想家们在法国的上流社会和巴黎的贵族沙龙里往来穿梭、传播启蒙思想的时候，卢梭却远离巴黎的贵族沙龙生活；当启蒙思想家们高扬科学和理性，反对宗教神学的时候，卢梭却建立了道德信仰的神学殿堂。看来，卢梭与伏尔泰之间的思想分歧在于，伏尔泰赞美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而卢梭则抨击了文明使社会堕落，主张返回到与文明社会相反的自然状态之中。卢梭就是这样建构了完全不同于其他启蒙思想家的社会契约理论，他看到了文明社会下成长起来的人性的扭曲和堕落。他展现的是原始而甜美、淳朴而善良的自然状态。卢梭也正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中构建了他与同时代人不同的教育思想。

卢梭明确反对三权分立的权力制约理论和政党政治。在卢梭看来，主权是不可分割的，这一观点与洛克、孟德斯鸠的观点截然相反。他们从人性恶理论出发，为了防止滥用权力，必须分权，而且分而治之，以恶制恶，以权力制约权力。他也反对政党派别，反对民主的重要形式——代议制。

伏尔泰在读了《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后，于1755年8月30日公开发表了向卢梭的“致谢信”，信中称卢梭的书为“反人类的新书”，并以其特有的恶谑口吻写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1767年，伏尔泰还在悲剧《西徐亚人》里对卢梭进行抨击，把一个在地上四脚爬的人作为卢梭理想的象征。

卢梭在《新爱洛漪丝》里对自然美的描写处处是与古典主义反自然的审美趣向相背离的。当时风靡全欧洲的是古典主义审美趣味，占统治地位的古典主义艺术模仿古希腊、罗马的题材，表现上流社会生活成为重要的创作原则，大自然则是不受重视的。

孟德斯鸠和伏尔泰完全继承了洛克关于财产权是人在自然状态就拥有的天赋权利的观念；卢梭则在洛克的基础上继续探索，并得出了财产私有权并不是永恒的，而是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的观点。卢梭有一段关于私有制产生的精彩的论断引发了伏尔泰的攻击。伏尔泰说：“写出这种可恶的无礼言词的，一定是个桀骜不驯的鞑子，或者是个怀着恶意打诨的小丑，意图拿全世界的人严肃地看待的事情来取笑……写这段话的人我认为是一种无法与大家相处的动物。”卢梭和伏尔泰在对待财产私有权问题上的观点截然相反。

孟德斯鸠主张将人民排斥在政治权力之外；卢梭认为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拥有平等的参与国家政治的权力，人民至高无上。他们之间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在自然法理论中，荷兰的格劳修斯主张财产权是神圣的东西，即使有无限权力的上帝也不能改变。洛克、伏尔泰、孟德斯鸠接受和吸收了他的这个自然法思想，但激起了卢梭的反对。

卢梭怀着一颗浸透宗教意识的心灵，与其说是哲士，不如说是教士。正是在宗教问题上，卢梭与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决裂。因为启蒙时代是理性取代宗教的时代，启蒙运动是哲士取代教士的运动；卢梭渐被逐出启蒙阵营，因为他是教士，有宗教意识。

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教育的矛盾。当18世纪众多的思想家们几乎无一例外地充满着激情去歌颂新时代科学技术的巨大进步，并满怀信心地期待着人类幸福的乐园因此而出现的时候，卢梭却思考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何以并未改善大多数人的生存状况，反而使他们的苦难更加深重的问题。于是，卢梭与同时代人的矛盾还表现在他的反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思想。卢梭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崇尚科学主义的时代，但科学主义在其发展过程中暴露出某种局限性和片面性，卢梭一反科学主义的思想时尚，主张“重返自然”。他认为，科学和理性不仅没有给人类带来福音，反而引来了祸水，使人类失去了自由，迷失了方向。在《论科学和艺术》一书中，卢梭明确指出，科学、艺术的发展使人们成为虚伪的时尚、习俗和偏见的奴隶，窒息了人类天生的自由情操，使人们不能遵循自己的天性。科学和艺术的发展并不能使人们变得更道德，反而产生道德堕落。卢梭说：“等到生活上的各种便利蒸蒸日上，各种艺术臻于完善，奢侈广泛流行的时候，真正的勇敢就衰退了，英武的美德就消失了；这种现象仍然是各种科学以及这一切在暗室中制造出来的艺术的产物。”[176]所以，卢梭蒙受着“反文化、反科学、反进步”的恶名，因为它将科学与艺术的本质视为邪恶的断语，把它们看作违背自然、危害人类的东西而加以彻底否定。

民族主义和“普遍主义”的矛盾。当时的思想家虽然从国家实现改革的角度思考问题，但是他们不是民族主义者，而是“普遍主义者”。他们相信人类的一致性，认为一切人都在相同的公理和理性的自然法则下生存，相信一切人都会共享相同的进步，世界将是一个相同的文明社会，一切民族和种族都共处平安。卢梭强调民族主义，看到民族主义对于处在深重灾难中的波兰的重要意义，国家、公民、爱国者、历史、物产等概念成为影响现代民族主义的要素。

（三）卢梭的现代研究者之间的矛盾

在卢梭思想的现代研究中，始终存在着一种挥之不去的矛盾心理。卢梭是一位民主主义思想家，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然而他是一位现代极权主义思想的鼻祖，却也有不少人应和。“五六十年代几乎所有自由主义者都把卢梭的学说与当代极权主义理论联系起来，大致勾勒出一条以卢梭为起点，中经康德、黑格尔，最后发展到当代极权主义的线索。”[177]由于自由主义者把卢梭作为极权主义的最早先驱，曾经批评过卢梭的思想家便受到他们的格外关注。于是柏克（Edmund Burke，1729—1797）、贡斯坦（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和托克维尔等思想家的思想也得到了复兴。贡斯坦、伯林被当代自由主义者视为对卢梭民主理论最有力的批评者。但也有学者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卢梭之所以被描述为极权主义创始者，完全是冷战时期西方思想界的意识形态僵化的一种结果。[178]

正是以上这些矛盾，才使卢梭成为卓尔不群但恩泽后世的伟大思想家，也才使他成为教育思想史上伟大的先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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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8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历史上任何一种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根源，归根结底都是一定阶级利益的理论表现。空想社会主义作为延续几个世纪的一种社会思潮，作为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前的一种进步思想，是资本主义生产力还不够发达，资本主义矛盾还不尖锐时期的产物。

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是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如果说16、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基本上还处于空想地描述理想社会制度阶段的话，那么，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则已经开始对共产主义进行理论探索，并且取得了一定的理论成果。

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把理性论从启蒙学者那里接了过来，将已往的历史看成偏见和谬误的历史，认为违背人类理性的不仅是宗教，也不仅是封建制度和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资本主义同样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受到审判。他们认为只有公有制才是唯一符合理性的制度。“平等”的口号也在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占有突出的地位。但是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所要求的平等，远远超出了启蒙学者的政治权利平等的要求，他们要求社会的平等，要求消灭阶级。

虽然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是教育家，没有形成系统的教育理论，但是，他们非常注重教育的作用，将教会作为社会改革和实现理想社会的重要手段。一些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教育问题还有不少独到的认识和见解，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当时的教育思想，并影响了后世许多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活动。

第一节 让·梅叶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让·梅叶（Jean Meslier，1664—1729）是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法国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和无神论者。他的反对教会和暴政的学说，在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前，一直是鼓舞人民同封建专制制度和宗教的愚昧黑暗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而他的财产公有和人人生而平等的理论，对法国后来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等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一、生平及著述

1664年，梅叶出生在法国香槟省离梅济埃尔城不远的马泽尔尼村，父亲是乡村纺织工人。由于家境贫寒，他在家乡接受过初级教育后，就被迫到里姆（Rheims）的教会学校学习神学。

梅叶主要生活在路易十四时代，这一时期法国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异常尖锐，但主要的矛盾是地主和农民的矛盾。尤其是梅叶所在的偏僻落后的香槟省，这种矛盾更是达到炽热化程度。虽然当时资本主义经济在封建社会内部发展起来，但封建专制制度仍然占统治地位。僧侣、贵族这两个特权等级构成社会的统治阶级，他们人数虽然不到全国人口的1%，但却占有高达30%的土地，还享有种种特权。农民、无产者以及资产阶级，是没有政治权利的等级。他们在政治上受特权等级和封建国家的压迫，其中占全国人口80%左右的农民受苦最深，处于被剥削、被压迫的最底层。当时以路易十四为首的封建王朝对内横征暴敛、残酷统治，使法国仍处于中世纪的黑暗愚昧状态；对外侵略扩张，连年战争使国家财力消耗殆尽。那时的农民负担很重，除了向封建领主交纳地租以外，还要向教会和国家交纳各种苛捐杂税，如什一税、人头税、盐税等。此外，农民还负担各种封建义务，如为贵族和地主服劳役等。当时的法国农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

梅叶常年生活在乡村，同贫苦农民接触很多，因而对农村的贫困以及农民的悲惨境况了如指掌，并表示深切同情。他尽其所能，减轻人民的负担。他自称：“我不重视教堂做礼拜的酬金，常做礼拜而不要别人的酬金，虽然本来可以要求酬金的。我从不追求优厚的进款，从不参加宴会或接受礼物。如果我能顺从自己的心愿，那我宁愿施与，而不想收受。在我的施与物中我总愿意让贫人所得多于富人。”[1]虽然他蔑视和痛恨宗教，但迫于父命，不得不违心地终生从事神甫之职。因而，作为神甫的他对宗教的荒谬和愚昧认识颇深，但意识到公开揭露宗教的虚伪、荒谬和政教勾结及迫害人民的罪行，势必招致教会和政府的迫害，故而直至生命的最后时刻才写成其重要著作——《遗书》。

《遗书》共三卷，大部分是揭露宗教的空幻、虚伪；其次用大量的篇幅证明天主教和封建专制国家互相勾结，愚弄和欺压人民的卑劣行为。在《遗书》中，梅叶还对私有制做了深刻的批判，并主张推翻暴君统治，以财产公有制的理想社会取代封建专制社会。梅叶的《遗书》以犀利的文笔，抨击了封建专制统治和宗教的虚伪性，从而使之成为法国18世纪的一部反封建、反宗教的出类拔萃的著作。正因如此，早在18世纪30年代，梅叶的著作便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于一些哲学家、作家以及学者们之中。1762年，伏尔泰将《遗书》编成摘要本，广泛散发。但他将侧重点放在评论基督教主要根源和批判基督教教义两方面，至于梅叶的社会政治思想并不曾引起伏尔泰的共鸣。1772年，另一位启蒙思想家霍尔巴赫出版了《梅叶神甫的健全思想》一书。此书是霍尔巴赫摘取《遗书》的思想内涵，自由地将原稿改写成的，所以其影响也很大。由于伏尔泰、霍尔巴赫等人的积极传播，梅叶的《遗书》及其思想几乎家喻户晓。正如梅叶的传记作者波尔什涅夫指出的：“在启蒙时代和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几乎没有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知道让·梅叶其人的。”[2]这一切引起了封建统治者的极大恐慌和仇视，《遗书》的手抄本及其摘要本屡次被判决焚毁。直至1864年，即梅叶逝世135年后，《遗书》才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第一次全部出版。

二、宗教观、社会观以及教育思想

梅叶很少直接论述学校教育问题，但他对教育的认识和看法是和他的宗教观及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紧密联系的。他的宗教观及社会政治思想折射出他的教育思想。

（一）梅叶对宗教的批判

虽然经历了文艺复兴的洗礼和启蒙思想的冲击，但是18世纪初叶的法国仍然是天主教占据统治地位。学校教育虽不像中世纪那样完全被教会垄断，但在很大程度上仍受制于教会。学校教育的宗教色彩依然十分浓厚。因此，梅叶对宗教的揭露和批判，也就是对当时学校教育中宗教性的批判。

在《遗书》中，为了说明世界上的一切宗教（尤其是基督教）都是建立在错误、错觉、欺骗的基础上，梅叶提出了8个方面的论据。主要包括从宗教的起源、教义中存在的诸多谬误、暴政与政教相互勾结以及灵魂不死等宗教一般愿望来论证宗教的空幻和虚伪。首先，梅叶从宗教的起源及本质论证了宗教的虚伪性和空幻性。梅叶一针见血地指出：“任何宗教仪式、任何敬神行为都是迷误、舞弊、错觉、欺骗和奸诈行为，所有利用上帝和诸神名义以及利用他们的声威发布的规则和命令都不外是人捏造出来的东西。”[3]并进一步指出：“那些捏造宗教的人，其所以冒用神的名义及声威，只是为了更容易贯彻他们自己的法律及规则，同时迫使人民更加尊敬、崇拜和害怕自己。他们需要靠这种阴谋诡计来统治人民，也希冀靠这种阴谋诡计来欺骗人民。”[4]其次，梅叶指出一切宗教都是建立在盲目信仰的基础之上，而这种盲目的信仰不仅是迷误、错觉和欺骗的根源，而且也是人们之间发生纷争和永久分裂的决定性原因。他认为：“无论任何战争就其血腥性及残暴性而论，都不能和宗教战争或在为宗教而战的幌子下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因为每个人总是带着盲目的热情和疯狂的心理投入到这类战争中去，用诗人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是以捉拿敌人献给神灵作为自己的任务。”[5]另外，博学多识的梅叶引经据典，指出基督教的各种神迹是虚构的，《圣经》是不可靠的，其中的大量预言都是不能成立的。这些预言的虚构者主要是想借此诱引人民注意、诱惑人民敬仰自己，以便欺骗和愚弄人民。梅叶否认上帝的存在，他认为：“没有什么上帝，过去没有，将来也永远没有。”[6]尤其是对耶稣基督的认识，梅叶通过《圣经》中对他的言行记载的分析，指出：“他是一个微不足道、卑劣可鄙，没有智慧、才能、知识的人，最后，他还是一个疯子，下贱的宗教狂热病者和受绞刑者。”[7]梅叶还特别驳斥了基督教让人们容忍恶人甚至扶持恶人的说教。他指出：“宗教本身就常常教导人们作恶并唆使他们在笃信宗教的幌子下做出无理的和不正直的事情。”[8]他认为“为那些诅咒我们的人祝福，对我们做坏事的人做好事，当别人想夺我们的财产的时候却让他抢夺，要永远心平气和地忍受欺侮和不好的待遇”[9]训示，都与自然权利、健全理性、真理和天赋的正义相悖。根据以上几个方面的论证，梅叶得出结论：基督教是虚伪的和荒谬的。“其作用只不过是限制愚者和无知者的智慧而已”[10]，为统治者愚弄和欺压人民提供便利条件而已。梅叶旁征博引的论证过程及由此而得出的大胆结论对于天主教会不啻是晴天霹雳，对于人民则是一副清醒剂，有力地打击了教会的嚣张气焰，及时拨去了笼罩在人民头脑中的宗教迷雾。

可见，梅叶是位坚定的无神论者，而16世纪和17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往往以泛神论的形式出现，本身并没有摆脱宗教。同他们相比，梅叶则摆脱了神学，摆脱了宗教。他在对神学和宗教的直接斗争中，阐明了自己的无神论观点。

（二）梅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抨击

任何社会的政治体制都有整体性。18世纪法国的封建社会也以特殊的内容和形式表现了自己的整体性。国王是统治集权的总代表，是绝对权力的化身。支持这种权力的是教会。以国王为中心，围绕它而活动的是贵族和僧侣以及佞臣和酷吏。这些人与国王狼狈为奸，压迫人民。

在《遗书》中，梅叶用大量篇幅批判了以国王为首的封建专制制度。梅叶愤怒地指出，使大多数人终生不幸的祸害，就是“世上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大人物的暴政，即几乎统治了整个世界、对其他一切人有无限权力的国王和诸侯的暴政”。“一切国王和诸侯是真正的暴君，他们以最残酷的方式不断地踩躏着可怜的人民，他们用很多苛刻的法律和经常压榨人民的义务来使这些可怜的人民服从他们的统治。”[11]梅叶特别谈到了国王为掠夺人民的财产而征收的苛捐杂税以及为征收这些苛捐杂税，国王派军队用暴力强迫人民付款，拒交者遭到逮捕、服劳役，甚至被处死。国王的扩张战争也是人民的极大灾难，直接的掠夺不说，士兵、金钱、粮食都取之于民。梅叶历数了法国的几代国王的暴虐和野心，特别提到了当时的统治者路易十四的暴政和对外扩张。梅叶认为任何一个国王都比不上路易十四那样，“使人流这样多的血，杀这样多的人，使寡妇孤儿流这样多的眼泪，没有摧残和破坏过这样多的城市和省区（他号称大王当然不是因为做了任何伟大而值得赞扬的事业，他根本没作任何配得上这个称号的事，而只是因为他的极不公正的行为，在陆地和海上到处进行的大抢劫、大侵略、大毁灭、大破坏、大屠杀）”[12]。他一再用“大”字指斥路易十四罪恶活动的程度，真是淋漓尽致，使人感到这位暴君罪大恶极。同时，梅叶认为，贵族也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一支残暴力量。他指出，那些吹嘘自己的高贵并以此骄傲自大的贵族们的始祖，“都是些嗜血的和残酷的压迫者、暴君、阴险的叛徒、社会法律的破坏者、窃贼和弑父者”2。在梅叶看来，贵族只是一群暴徒，为维护自身的社会地位和利益，往往在政权的支持下，极尽欺骗之能事，并善于把强暴的掠夺行为用个人正义和道德的幌子掩盖起来。

在18世纪的法国封建社会中，宗教和政府明目张胆地狼狈为奸。梅叶对这些情况的理解是极为深刻的。他形象地将宗教和暴政比喻成两个互相庇护和支持的小偷，“宗教甚至支持最坏的政府，而政府也同样庇护最荒谬的最愚蠢的宗教。神甫们在咒骂和永世痛苦的恐吓下号召自己的信徒服从长官、公爵和国王，如同服从上帝授予的权力一样。国王也同样关心神甫的威望，给以优厚的圣俸和丰裕的进款，支持他们行使做礼拜的空洞无谓的卖假药式的职能，并强迫人民承认他们所做的和所教导的一切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所有这一切都是用笃信宗教和顶礼上帝的漂亮的幌子掩盖起来的”[13]。由此可见，国王和政府垂青于宗教，依仗宗教；宗教也通过政权的扶持而获得重要地位。“暴政使世间这么多的人民在痛苦地呻吟着，而外表堂皇、内容虚伪的令人可恨的宗教竟胆敢为暴政打掩护。”[14]梅叶大胆地揭露以国王为首的政权与以教会为代表的宗教相互勾结、欺压人民的罪恶行径。总之，梅叶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判要比18世纪初法国的其他许多思想家激进得多、深刻得多。

梅叶并不仅仅停留于对暴政的批判。由于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深刻认识，他号召人民用革命手段推翻封建暴政。他列举了历史上杀死暴君的勇士，悲叹他们不活到当时，“来驱除世上所有国王，打倒一切压迫者，把自由还给人民”[15]。梅叶坚定地认为，只要人民团结起来，即可以将暴君变成自己的仆役。他不遗余力地教导人民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建立理想社会，这在当时那种严峻的政治气氛下是一种很大胆的设想。

（三）梅叶对理想社会的教育的设想

作为杰出的无神论者，梅叶在论证基督教是虚幻的、虚伪的这一结论的过程中坚信：“宗教的伪善行为决不能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提高人民，伪善行为也决不能使人民发现自然的奥妙，它也不能启发人民产生伟大思想……因此，人们要在科学方面取得成就，要对社会风俗有所改进，并不需要宗教迷信和伪善行为。”同时，梅叶也分析了宗教的迷误之所以千百年来盛行不衰的原因。他认为：除了强者的权力、吹牛拍马之徒的卑躬屈节、骗子的阴谋诡计之外，人民的懦弱无知也是偶像崇拜和迷信得以流传和发展的重要原因，即无知导致盲目信仰。因为人民“没有知识和势力，不能认清用以哄骗他们的谬误和谣言，也不能抗拒在他们提出异议时用以诱惑他们的强大潮流”[16]。因此，他积极主张应尽一切努力使人民接受教育。与18世纪的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梅叶极其推崇理性的作用。他认为：“惟有自然的理性能祝福人民，充实知识、提高智慧、改进技艺，它不仅能够使人民获得道德品质上的成就，而且能引导人民做出毕生中最卓越和最崇高的事业来。”[17]可见，梅叶认为宗教及宗教教育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和道德水平，不能促进科学的发展；唯有理性和教育才可以使人民获得知识和享受美好生活。

但是，在私有制下，人民不可能受到教育，所以梅叶在猛烈抨击封建专制的同时，也清醒地认识到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进而对私有制提出了批判。他认为，人类的最大的祸害就是“把财富和生活方面的设备分归私有”[18]，“把土地资源和财富据为私有财产，而这些东西本来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用的”[19]。这样不可避免地产生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现象“曾把整个权力、一切福利、一切享受、一切使人愉快的东西、财富、甚至游手好闲都交给世上的强者、富人和贵族，而把一切最不快的和难堪的东西：依附、忧虑、不幸、不安、惊惶、一切劳动和一切累人的工作都交给贫民”[20]。并且由于不平等，人们之间产生仇恨，嫉妒、冲突乃至反抗。因此，梅叶在论述教育问题时首先将受教育权与私有制相联系。他指出，由于贫苦农民及其子女没有土地和财产，不得不为封建主服劳役，过着很困苦的生活，所以他们根本不可能受到教育，永远处于愚昧无知状态。梅叶指出，贫苦农民“自己都没有受到良好培养，没有受过教育，营养很坏，过着贫困生活；他们没有钱也没有能力使自己的子女受到比自己更好的培养、教育和得到更好的营养。结果子女不得不永远成为无知、忍辱和龌龊的人”[21]；而封建贵族和僧侣阶层的人物拥有大量财产，能受到良好教育。这是多么的不平等啊！

梅叶认识到私有制的危害性以后，主张推翻封建统治，实行公有制。梅叶认为土地资源和财富是“应当根据平等权利归全体人民公有的，应当根据平等地位归他们共同享用”[22]。他主张：“住在同一地点或同一地区的人；同一城市、同一乡镇、同一教区的全体男女，应当构成一个家庭，彼此看作兄弟姐妹，同父母的儿女，他们应当像兄弟姊妹般互爱，从而彼此和平共处，共同享用同一种食物或相似的食物，有同样好的衣服，同样好的住所，同样好的寄宿处，同样好的鞋子；另一方面，人人应当同样做事情，即从事劳动或作其他某种正当的、有益的工作……”[23]显然，这是梅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设想，这也是梅叶的原始共产主义思想的体现。在梅叶的理想社会中，不容许寄生虫存在，绝对禁止恶人作威作福，欺压好人；正直的人应该享有幸福，坏蛋必须受到惩罚。但他还没有完全摆脱宗教思想的羁绊，主张要存在一种具备崇高属性的宗教。在这样的社会中，给一些主教、教区神甫及其副手留有地位。“因为他们除了宣传虚伪的宗教的谬误和迷信之外，设置他们也是为了教导善良的风俗和道德生活中的各种美德，不应当把他们看作完全无益的；在一切设施良好的国家里，必须有教导者，像教导科学和艺术一样教导人们具有美德和善良的风俗。”[24]在他看来，主教及牧师在教导人们养成良好德行及培养美好社会习俗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也反映了当时由于教师缺乏而一般由牧师担任教育者的社会普遍现象。

在梅叶的理想社会中，他为教育设计了这样一幅蓝图：“所有的儿童都同样能受良好的教育，同样吃得好，得到一切必要的东西，因为他们全都是由社会公款来抚养和教育的。”“如果儿童都受到同样良好的教育，获得同样良好的营养和抚养，受到善良性格、科学和艺术的教育，对他们就会好得多。”[25]可见，梅叶认为每一个儿童都应受到同等的教育，这是他的人人天生都是平等的这样一种天赋人权理论在教育上的反映。梅叶主张：“在培养善良的性格和正当的生活习惯方面，在学术和技艺方面受到教育，根据每个人的需要和目的，也就是根据这些学术知识对他们是否有用，是否必要来受教育。”[26]

诚然，在《遗书》中，梅叶对未来理想社会教育的论述并不多，但他的人人平等地受教育，强调科学和艺术教育的重要性，注重儿童良好德行和生活习惯的培养的见解，都是很难得的。

作为18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梅叶坚定地反对宗教，反对暴政，反对私有制。他的这种激进思想是他那个时代的许多启蒙思想家所不及的。当然，作为空想主义者，梅叶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如平均主义倾向。虽然他对教育的直接论述不多，但他的反宗教、反封建以及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针砭时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起到了重大的启蒙作用，极大地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并对以后，特别是对巴黎公社时期学校教育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正如苏联历史学家维·彼·沃尔金所指出的：“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间，有不少人赞成社会平等和财产公有的思想。但是只有在梅叶身上，这些思想才和呼吁被压迫者联合起来同压迫者进行斗争的号召结合在一起。在十八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中间，有不少人坚决反对基督教会和宗教的世界观。但是只有在梅叶身上，战斗的无神论才成为反对阶级社会基本原则的直接的斗争武器。”[27]

第二节 摩莱里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摩莱里（Morelly）是18世纪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作为法国大革命准备时期的思想家，其主要著作包括《人类理智论》（1743）、《人心论》（1745）、《君主论》（1751）等。后期的有《巴齐里阿达》（La naufrage des iles flottantes ou la Basiliade du célébre Pilpai）（1753）和《自然法典》（Code de la Nature ou le véritable Esprit de ses lois）（1755）。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曾得到恩格斯的高度评价，被认为“在18世纪已经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摩莱里和马布利）”[28]。

一、哲学观和社会政治观

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思想家的政治理论中普遍采用自然、自然法、自然状态等概念，与这些概念相联系的理论大都探索自然人或原始人的社会状况，借以支持自己的论点。摩莱里也不例外。借助这些流行的“自然权论”的唯理论哲学观点和方法，摩莱里分析社会的政治现象，论证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一致性。

自然法是18世纪启蒙运动中哲学家们常用的一个概念，这个概念也常常出现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认为：“自然是一个整体，恒久不变；自然法也是不变的，总的来说，举凡给有生物带来和平倾向并决定其活动的东西都属自然法；相反，一切背离这种温和倾向的东西都是违反自然的，亦即越出自然的。”[29]他认为，自然法是宇宙间的根本大法，它教导人们和平共处，并以此为前提来确定他们活动的趋向。

“自然”的思想是摩莱里社会哲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摩莱里认为，自然是公平合理的，她使一切人平等，都有同样的权利来满足自己的需要。他认为，“自然界却让每个人拥有出产其赠品的土地，它使所有的人和每个人都利用它的慷慨赠与。世界是一张大饭桌，配备足够全体进餐者需要的一切，桌上的菜肴，有时属于一切人，因为大家都饥饿，有时只属于某几个人，因为其余的人已经吃饱了。因而，任何人都不是世界的绝对主宰者，谁也没有权利要求这样做”[30]。他肯定人生来是平等的，自然赋予人的财富也需要进行平等分配；自然赐予人类以土地作为不可分割的财产，所有的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享受它所生产的果实，没有任何人拥有私人财产。但是，摩莱里的自然思想也像18世纪的许多启蒙学者一样，是和“上帝”的思想相联系的。在宗教问题上，他和伏尔泰比较接近，是位自然神论者。他认为，“上帝对于人的行为，正如对于世界的自然秩序一样，定下了总规律，定下一种不随任何运动变化的原则；所有事物一旦按照因其单纯性和成果的广泛丰富性而令人赞叹的计划进行安排时”[31]，“上帝的规律和自然的恒常的规律是同一的，二者都规定了人的本性”。摩莱里认为，“自然”的秩序便是“合理”的秩序，因为它的逻辑过程的出发点是“人的天性”。摩莱里认为，人的天性从古至今一直都是合乎“自然状态”的，合乎理性的。在摩莱里看来，尽管人类习俗在变化，野蛮民族和文明民族也在变化，但这并不表明人的天性发生变化。立法者的理性任务就是真正理解自然规律，理解人的天性，并依据自然规律和人的天性判定法律。他强调凡是和自然、理性、人的本性相符合的社会便是理想的社会。

在《自然法典》中，摩莱里提出并论证了原始社会的共产主义公有制是怎样发展为私有制的。摩莱里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们受制于自然规律，过着共同劳动、共同占有、共同享受的平等而幸福的生活。但是，后来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促使公有制逐步瓦解，私有制逐步取而代之。一方面是人们认识上的错误。摩莱里认为当时人们没有自觉地认识到这种理想社会是合乎理性的、合乎人的本性的以及合乎自然法则的，因而没有自觉地去维护它；同时，人们也没有认识到摆脱自然状态可能带来的灾难，没有预想它的后果会引起野蛮和掠夺行为，这样，私有制不知不觉地产生了。另一方面，摩莱里认为家庭户数增加、人们不断迁徙以及新秩序的难以建立等客观上的三个方面的原因促成原始共产主义的衰落和私有制的出现。

摩莱里在《自然法典》中，不仅分析了私有制产生的原因，而且对私有制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指出：“私有制是万恶之源，而罪恶则是绝望和极度贫困的产物。”[32]在这种制度下，几乎全体人民肩负着使少数富人享受幸福的重担，而牺牲自己的幸福。人民终日劳作，却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富人不劳而获，饱食终日，消遣享乐。摩莱里认为，私有制使人脱离自然和理性指引的轨道，走向罪恶的深渊。私有制产生利己主义，利己主义又滋生出贪婪、残酷和无情三大社会罪恶。摩莱里进一步指出，私有制不仅使人产生贪欲，而且它的危害作用渗入政治领域，改变政体的性质。他认为：“这种使共和国变成君主国又使君主国变成暴君政体的偶然，根本不是真正的天命；这其中没有任何出乎意料的东西；原因是十分明显的，是私有制和私利，它们时而把人们联合起来，时而又役使和控制他们。”[33]因此，摩莱里主张取消私有制，建立新社会。在《巴齐里阿达》中，摩莱里描述了一个富饶的国家，在那里住着一个幸福的民族，“他们的风尚高洁，使他们有资格占据这块富饶的土地。这个民族不知道万恶的私有制，私有制是世界的罪恶的渊薮。他们认为大地是所有人的乳母，她对待自己的孩子一视同仁，首先向她最饥饿的孩子张开胸脯。在这里，人人都认为自己有责任使土地丰收，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田地，这是我的黄牛，这是我的房屋”[34]。这是摩莱里对人类原初历史的解释，同时也是摩莱里心之向往的理想社会。在《自然法典》的第四编中，摩莱里为未来的理想社会制定了一部系统的共产主义法典，他将之定名为《合乎自然界意图的法制蓝本》。在这里，摩莱里用法律条文的形式清楚地表述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

首先，摩莱里在“可以从根本上消除社会的恶习和祸害的基本和神圣的法律”，即基本法中指出，“社会上的任何东西不得单独地或作为私有财产属于任何个人”“每个公民都是依靠社会供养、维持生计和受到照料的公务人”“每个公民都要根据自己的力量、才能和年龄促进公益的增长，据此按分配法规定每个人的义务”。[35]这实际上宣布了以生产资料公有制来代替生产资料私有制，规定了公民的劳动权、生存权以及各尽所能的理想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其次，在这三条基本法的指导下，摩莱里又制定了将基本法具体化的各种单行法，主要有：分配法、土地法、城市规划法、公共秩序法、行政管理法、婚姻法、教育法、科学法、刑法等11项，从政治、经济和文化三方面对未来社会做了生动的概括。纵观这些法律条文，可以得出以下结论：摩莱里心目中的理想社会，是消灭私有制、实行公有制的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一切不动产和劳动产品都为社会所有，由社会进行平均分配。人人都必须参加劳动，尤其是农业劳动很重要。人人都要在20岁至25岁从事农业劳动，根除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对立。在这样的理想社会里，领导者具有高尚的品格，关心全体人民的幸福生活，“能够按淳朴的、自然的和平法律来管理人民”[36]，丝毫不牟取私利，深受人民爱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即使身为元首的人，如果犯有罪行，特别是图谋废除神圣的法律，引进私有制的罪行，也要经受审判，绳之以法，处以终身禁闭的惩罚。总之，摩莱里的中心思想就在于论证共产主义制度是符合自然法则的，是符合人的天性的，并坚信私有制必将为公有制所代替。

二、教育思想

摩莱里的教育思想是和他的唯理论哲学观以及空想社会主义的社会观密切联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摩莱里的教育思想是他的哲学观和社会观的产物。

摩莱里重视教育，并将教育作为其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极其关注教育问题，其早年的两部著作——《人类理智论》和《人心论》都有一个共同的标题：《教育的自然原理》。同时，作为一位曾担任过教师之职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的教育理论更具有操作性。

作为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摩莱里深受这个世纪盛行的理性主义因素的影响，主张用理性重新审视和裁决一切。他认为，谋求幸福生活，必须听取自然和理性的教诲，消灭私有制，建立公有制的社会。在他看来，“理性最能启发人们去防止变恶”[37]，只要传播理性的观点，用理性之光去消除无知、偏见和私心，改变错误认识，恢复理性，恢复自然状态，就可以进入现合乎人的天性的理想社会。即理性的力量高于一切。正因为理性和教育不够，决定了第一批确立私有制的立法者的错误。同样，通过理性和教育的作用可以纠正错误，恢复合理的自然制度。因此，在摩莱里看来，教育的任务便是培养人的理性，推翻私有制社会，并巩固私有制推翻后改革的成果。可见，摩莱里从唯理论出发，肯定了教育的必要性。

摩莱里从他的人性论出发，也对教育的可能性做了肯定的回答。他的人性论是和他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相联系的。他认为，从遗传方面看，人的本性在道德上是中性的，生来如此，既不好，也不坏。他指出，“人既没有天赋的观念，也没有天赋的倾向”[38]；并认为，“人从自然界脱胎出来时都不带有任何形而上学观念或道德观念，而只具备接受这些观念的能力”[39]。所有的人在本质上具有相同的心智能力，彼此间的差别是由感官感受性的不同或者人们所感受的经验不同造成的。人是可以塑造的，其中教育和社会环境起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他十分重视教育，在他为未来社会制度制定的法制蓝本中包括教育法，该法共12条，包含很丰富的内容。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儿童教育理论

1.强调母乳喂养的重要性

摩莱里所处的时代，法国上层阶级的妇女一般不重视婴儿的喂养和教育。贵妇们都将孩子寄送乡下或请保姆喂养。由于照顾不周或营养不良，幼儿体弱多病甚至造成残疾。因此，摩莱里在教育法第一条中便主张，如果母亲的健康条件允许，“应亲自给自己的子女哺乳；如无身体不适之证明，不能免除这项义务”。并在第三条中规定，有婴儿喂养的妇女，即使离婚后也应继续喂养婴儿一年，而且部族的族长也要“注意检查做父母的是否关怀自己的年幼子女”[40]。由此可见摩莱里对母乳喂养的重视。

2.主张儿童平等受教育

摩莱里认为在未来的理想社会中，儿童应受到很好的教育。他为儿童教育设计了这样一幅蓝图：全体儿童5岁时搬到为他们专设的房舍，不加区分地受到完全一样的初等教育，而且他们的饮食和衣服也都完全一样。扮演教师角色的一定数量的家庭父母“对全体儿童要一视同仁”[41]。以法律形式规定每一位儿童都有均等的受教育权。

3.主张教育与劳动相结合

摩莱里主张：“十岁以前的儿童，如身体已经相当强壮，可以学习认为对他们适合的职业的初步知识时，则每天到公共作坊数小时，进行学习。”他指出：“凡达到十岁的儿童，都应该离开公共保育院，进作坊学习。”[42]各作坊的坊主要耐心指导他们，他们也要像尊敬父母那样尊敬工长和行业首长。男女儿童在作坊中分别学习适合他们的技艺。由此可见，摩莱里主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他的教育思想中很有价值的理论。

4.重视道德教育

摩莱里很重视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他在法令中规定，10岁前的儿童在一定数量的家庭的父母的轮流照顾下进行学习。“他们要努力教导自己的学生学会节制和顺从”，这些教师要用温和的劝说和轻微的责备来“防止任何不和、任性和沾染恶习”。10岁以后到作坊学习时，男女工长和行业首长还要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教育要以社会团结和友爱为宗旨，“告诫的主旨是实现个人幸福与公益的紧密结合”，上级首长或参议员检查工作时，“要检查是否很好地纠正和预防儿童时期可能产生私有观念的缺点。他们也要防止儿童的心灵从幼年时期就受某种稀奇古怪的寓言、童话和谎言的熏染”。[43]而且，摩莱里在刑法中对于未能很好履行教师之责任，使儿童养成不良习性的教师的处罚也有明确的规定。他指出：“凡负责教育和照管儿童粗心的人，由于显然的管教不严，使儿童沾染上某种违反公益精神的恶习或不良习惯时，将根据其情节的轻重，暂时或永远剥夺他们从事这项工作的荣誉。”[44]可见，摩莱里极其重视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并对教师在培养学生良好德行中的作用以法律的形式给予明确的规定。

（二）成人教育理论

摩莱里非常重视成人教育。他提出，20岁至25岁的成人必须从事某种农业工作，30岁以后可以从事科学和艺术工作。同时，他又指出，那些献身于科学和艺术的人的敏锐性、洞察力、灵巧、技艺和天才要高于体力，他们的人数在每种行业和每个城市都要作出规定。“天资聪慧的公民的教育应提前开始。”[45]他强调科学研究和发明的重要性。在治理法中明确规定，对于有重大发明的，应给予很高的荣誉，“在每一行业里，凡是有重大发明的人，都要向本行业全体成员报告；这样，他即使没有达到规定的年龄，也可以担当工长，并在次年出任行业首长”[46]。虽然摩莱里规定“除了研究法律的方案和体系之道德哲学外，没有任何其他道德哲学”，但是，他对于自然科学以及技术科学方面的研究却给予充分的肯定。他指出：“应定出一部所有科学的公共法典，其中规定形而上学和道德学任何时候不得超过法律所规定的界线；只有经过实验证明和推理确定的物理学、数学或力学的发明，才可以载入法典。”[47]对于“重建艺术和科学是否有助于风俗的淳化”这个问题的回答，摩莱里完全不同意卢梭的否定回答。他认为：“如果各民族未受到私有制败坏的话……毫无疑问，知识广博只会使人变好。”“艺术和科学使人懂得社会的真正乐趣、驱除野蛮行为、增进我们的快乐。”[48]由此看来，摩莱里对科学有浓厚的兴趣，他的科学观与当时资产阶级的认识是一致的。

综观上文，我们发现摩莱里的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的幼儿教育理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以及重视成人教育、强调自然科学及科学研究的重要性的见解都是十分可贵的。这些思想都极大地丰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促进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但是，相对来说，他的教育理论，还是比较粗浅的。由于他的教育理论受唯理论哲学观的限制和影响，因而，不可避免地带有唯理论的局限性，即过分夸大教育的作用。同时，摩莱里作为主张平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往往有粗陋的平均主义倾向，在教育上表现为过分强调所有儿童受同样的教育，而对儿童的个别差异视而不见。然而，瑕不掩瑜，其教育理论的进步性是值得肯定的，他的教育思想也是值得研究和肯定的。

第三节 巴贝夫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巴贝夫是18世纪末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在空想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其思想及教育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作为18世纪法国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家和革命活动家，巴贝夫一生积极投身于反封建、反大资产阶级的革命事业，并在长期的斗争中形成其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理论。他的主要论文收录在《巴贝夫文选》中，该书比较全面地反映他的理论成就和革命活动。同时，作为平等派密谋运动的核心人物、巴贝夫主义的忠诚捍卫者邦纳罗蒂的著作《为平等而密谋》也对巴贝夫所领导的平等派密谋及其理论学说给予了论述。此书分上、下卷，上卷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为背景，追述了平等派密谋的产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下卷记述了对这次密谋事件的审判过程以及收集的有关这次密谋的珍贵资料，即30个文件。巴贝夫的政治主张、共产主义理论及其教育理论主要反映在以上这部著作中。

一、政治主张和共产主义理论

巴贝夫认为，“全体人民的平等权利”“全体人民的福利”是最崇高的原则。根据这一原则，首先，他主张国家的一切制度都必须为人民谋利益，否则就应当用革命推翻它。他提出制定一部为人民谋利益的宪法，建立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国民议会。他认为宪法必须是全国人民的公共宝库，是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的全部条件。宪法里不但必须有明确具体的规定，而且还必须用物质资源加以保证。他希望国民议会站在人民方面，深刻认识和理解人民的苦难，坚决采取有效的手段来解决人民的倒悬之厄。热月政变后，巴贝夫清楚地看到，法国大革命是以一种剥削制度代替另一种剥削制度，革命果实完全被资产阶级窃取了。因此，他主张进行旨在为人民谋利益的新的革命。其次，他认为必须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的伟大力量。巴贝夫认为：“任何一桩伟大的无愧于人民的事情，只有通过人民才能办到，如果不是通过人民，那是永远不能实现的。”[49]人民的伟大力量在于团结，这是巴贝夫非常卓越的见解。他用法国革命的经验、教训教育人民说：“我们的不团结是敌人镇压我们的最可怕的武器。”巴贝夫深知，共同的行动纲领对于加强人民的团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有了共同的行动纲领，人民才能在行将发生的伟大事件中有所遵循。他提出以温和的1793年《宪法》作为共同行动的纲领和团结的基础。最后，他指出，只有用革命的暴力推翻少数人的政权，才能实现全体人民的幸福。他从革命的经验、教训中认识到，要使人民革命取得胜利，必须使用暴力，打破把所有一切利益都集中在少数人手里，几乎使所有的人都成为一小撮特权人物的奴隶的秩序。他对罗伯斯庇尔、圣鞠斯特的领导很是赞赏。巴贝夫把人民的自由和幸福视为人世间最神圣的事业。他宣誓自己要庄严地维护人民的事业，不惜为人民的事业献身。他在给妻子和孩子的遗书中说，“我是为了最伟大的和最崇高的事业而牺牲自己的；如果我为这个事业作出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我终究是尽了我的天职……”[50]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理论主要包括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和对共产主义社会的论述。巴贝夫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明确指出，旧制度是暴政的根源，必须彻底铲除。他看到，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四体不勤的人，却是什么东西都不短缺的人；而无数劳动者，辛勤劳作，结果却是两手空空，人家留给他们的一点东西，无非是残羹剩饭而已。所以，他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极不合理的、应当被消灭的制度。

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建立在“绝对平等”的基础上。他认为，每个人在生下来的时候是绝对平等的，“没有一个人比他周围的任何人富些或穷些，贵些或贱些”[51]。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极端的不平等，是违背自然法则和永恒正义的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因此，他希望人民彻底击毁一切陈旧的、野蛮的制度，建立自然和永恒的正义所规定的制度。法国大革命前，巴贝夫设想的社会制度是：土地不是个人的私产，而是属于所有的人；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公有财产。任何人都不应独自占有任何东西，而应该共同支配一切；所有的物品都实行绝对均等的分配；在这个社会里，不论是国家行政人员还是手工业者，不论是作家还是理发匠，都是具有同等权利的人，同样享受各种利益。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以后，巴贝夫的共产主义思想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他对未来的社会制度又有了以下一些论述：第一，它将消灭生产和消费对立的现象。在未来社会里，一切人都同时是生产者和消费者，一切生活需要都可以得到满足。第二，每个人的社会地位都是绝对平等的，不再有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到处是公正、自由、责任感和正义感”[52]。第三，必须实行“均等分配”的原则。福利必须均等分配，大家普遍享受，让每一个人都享受到丰衣足食的乐趣。第四，实行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巴贝夫所设想的未来社会是公有制社会，一切都按计划进行。第五，在未来的社会制度里，技术和劳动者的对立将消除，技术将得到更大的发展。第六，人人都必须无条件地参加工作。第七，未来的新社会，是科学和文化高度发展的文明社会。巴贝夫指出，在新的社会里，“艺术、科学、贸易和工艺不但不会衰落，完全相反，它们会得到新的强大的推动力，不断向前发展，为全社会的利益服务。它们的实践应用的可能性将具有崭新的面貌，使社会福利继续不断增长”[53]。文化将变成为全人类创造幸福的真正文化。

总之，巴贝夫主张依靠人民的力量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一个理想社会。他的思想更多的不是从观念出发，而是从法国大革命的现实出发；主要的不是对未来社会图景的描述和方案的设计，而是关于在现实的法国如何为实现理想社会而斗争的理论。由此可见，其理论水平远远高于18世纪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

二、教育思想

巴贝夫重视教育问题。他特别推崇卢梭的教育方法，并曾以之为依据亲自教育他的孩子，照顾他们的生活。在《巴贝夫文选》中，直接涉及教育的论文虽然不多，但是，作为杰出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巴贝夫不可能不关注和探讨教育问题。在邦纳罗蒂的回忆录《为平等而密谋》中，真实而全面地记录了以巴贝夫为核心的平等派密谋运动的参加者对于教育问题的阐述。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些教育理论也便是巴贝夫对于教育的认识。当然，巴贝夫的这些教育主张是和他的政治主张以及共产主义理论密不可分的。

巴贝夫对于教育的认识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主张教育应当是国家的、公共的和平等的

主张教育是国家的、公共的和平等的是巴贝夫关于教育的最主要、最基本的思想。所谓教育是国家的，有两层含义：一是教育在法律的指导下和公职人员的监督下进行，“应当成为改革的辅助手段，应当起支持和巩固共和国的作用”；二是“教育的主要目的应当是把博爱的感情深深地铭刻在所有人的心里”，不同于“排他性的和利己主义的家庭制度”。[54]巴贝夫清醒地意识到：“掌握在改革者手中的教育，能够彻底改变民族的面貌，使热爱祖国和自由平等成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这种伟大的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能够进一步通过教育而臻于完善、巩固以至万古长存。”[55]可见，作为革命理论家和活动家的巴贝夫深刻地认识到，取得政权的共和国必须将教育大权牢牢地掌握在共和国手中的必要性。为了保证教育是国家的，巴贝夫认为教育应由高级机关来领导，这个高级机关由担任过共和国要职的元老们组成。机关通过其下属的公职人员来领导全部教育机构，并从中选派检察员来保证法律和它的指示的执行。巴贝夫主张社会完全有权力直接对凡是一切可能对其成员的教育产生任何影响的事物进行监督。他之所以这样强调教育是国家的，是因为他把教育看作社会平等和共和制度的最巩固的基础。教育是公共的，是指同时让所有儿童在公共教育机关的同样纪律的条件下生活。这是巴贝夫公有制思想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是平等的，这一主张同样是巴贝夫的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在教育上的折射。同时，他又将教育的平等作为实现政治平等的重要手段，并坚信“从教育的平等当中应当产生最广泛的政治上的平等”[56]。总之，教育应当是国家的、公共的和平等的，这是巴贝夫的最根本的教育指导思想。

（二）重视道德教育

以巴贝夫为核心的平等派密谋者非常重视道德教育，提出：“置于共和国的直接监督之下的公共教育，乃是道德的铸模；因此，道德在社会里将会得到巩固，因为年轻人在社会上所接触到的，正是他们从幼年起就学会热爱的那种感情、观点和习惯。”[57]巴贝夫等人认为，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儿童热爱祖国和真正的荣誉，以及对平等和正义的热爱，即通过道德教育培养年青一代热爱共和国，尊敬和爱戴共和国并作为它的管理者的品质，对平等、正义等原则有正确的认识和把握。在巴贝夫看来，道德教育的途径较多。首先，国家教育机关“不断地以可爱的祖国的名义”向年轻人灌输平等、正义的观念，使这些观念自小扎根于青年的心中；其次，通过为高尚人物建立的纪念碑及英雄人物的墓地等实物直接地让年轻人感受到伟大人物的事迹，启发他们对优秀人物的敬仰之情，培养爱国主义精神；最后，通过纪念活动、游戏和戏剧等多种艺术活动形式表彰勇敢、敏捷、节制、谦虚等优良品质，使青年得到熏陶。总之，巴贝夫关于道德教育的内容是丰富的，其途径也是多种多样的。

（三）强调劳动教育

劳动教育也是以巴贝夫为核心的平等派密谋者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巴贝夫主义者认为：“人人都有幸福生活的权利，人人都有劳动的平等义务。”[58]在理想社会里，“所有的人都能够按照自己的体力和所担负的劳动的繁重程度，平等地担当起劳动的义务”[59]。因而，他们主张在教育院里，管理人员让受教育者从事法律所规定的各种各样的劳动，而且相信“由于养成劳动的习惯，由于对祖国的热爱，由于劳动的乐趣，以及由于社会舆论对劳动的赞赏，所有的人都会受到感召和激励而去从事劳动”[60]。在所有的劳动中，巴贝夫特别强调农业和手工业，主张青年应当学会从事最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各种手艺，以便“养成能够适应最艰苦的活动的习惯，以及能够过最朴素的生活”。在教育院里，“设置各种工场，每一个学生都能够在工场里学习他所爱好的技能”[61]；并且主张在教育院里，有广大的农业场地，使青年从事农业劳动。巴贝夫主义者之所以强调劳动教育，其目的不外乎以下几点：首先，通过劳动教育使青年人习惯于劳动，使他们学会从事农业和必要的手工业，使他们获得有益的知识。其次，通过劳动，使青年的身体得到锻炼，因为“公民的健康和体力，是共和国的幸福和安全所主要依靠的条件”[62]。最后，通过劳动教育培养青年平等、劳动的观念和对祖国的热爱之情，即通过劳动教育最终培养健康的共和国公民。

（四）重视军事教育

巴贝夫等平等派密谋者认为，只有全体公民“参加制定法律，能够肩负管理社会的任务，并且随时准备拿起武器保卫祖国，社会才能有自由和平等”[63]。“国内制度再好，也无法使无战斗力的人民免受不讲信义、好战成性的邻国的侵犯”[64]，因此，他主张每个公民都是一名士兵，所有的人能够善于使用武器，这样共和国可以免遭侵略；同时可以使他们忍耐疲劳，不怕苦和不怕死，充满对祖国的热爱和热切地愿意为祖国服务。鉴于此，巴贝夫等认为“一旦儿童成长起来，就让他们习惯于军事训练”[65]，并主张青年从教育院毕业后，转到靠近边境的营地去。“在那里，他们应当不断提高军事技术，随时准备击退外来的侵犯。”[66]总之，军事教育的目的是使青年学会使用武器，保卫祖国的安全；同时，通过军事训练，培养年轻人服从纪律、敢于吃苦、勇于为国献身的品质和情感。

（五）主张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

巴贝夫等人重视对年青一代进行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认为公民的知识应当促进他们热爱平等、自由和祖国，应当使他们能够为祖国服务并保卫祖国；并认为“社会的完善秩序，要求其成员具有各方面的知识”[67]。由于语言文字是各地之间人们进行交流的一种工具，同时可以由此而获得别的知识，因此，他们主张必须使每一个法国人都会讲、读、写本国的语言；主张“必须使每个人都懂得数学，因为每个人都可能被指定去保管和分配国民财富”；“必须让所有的人都懂得历史和法律，其所以要懂得历史，是为了了解共和国所结束了的苦难和它所带来的幸福；而学习法律，就是为了使每个人了解自己的义务，并且有能力担任公职和在国家大事上发表自己的见解”。[68]巴贝夫还主张使所有的人都懂得地形测量、共和国的自然史和统计学方面的有关知识。可见，他们为共和国的学校教育所设计的课程包括本国语、数学、历史、法律、地理、自然史和统计学在内的许多课程，并且这些课程的确立原则是课程与生活相联系，学以致用，建设国家。巴贝夫等人还明确提出要坚定不移地取缔任何神学的探讨，废除令人失望的卷帙浩繁的法学。另外，对于工艺和科学，以巴贝夫为主的起义委员会认为：“在科学的帮助下，疾病时而得以治愈或是防止；科学教导人们认识自己；科学防止人们陷入宗教狂热，鼓舞人们起来反对专制制度，使人们的业余生活丰富多彩，使人们具有高尚的情操。”[69]在私有制下，工艺和科学虽然带来种种恶果，但只要公有制建立起来，“真正能够促进社会的幸福与巩固的那些科学研究和工艺，不但不会受到排斥，反而会在人们的共同关心之下，在社会舆论的赞扬以及人们有空闲时间来从事这些工作的情况下受到鼓励”[70]。可见，巴贝夫等人并不像别的空想社会主义者那样排斥科学技术。他们充分肯定科学技术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进而强调对科学技术学习和研究的必要性。

（六）注重教育的性别差异

巴贝夫等人认为两性之间存在差异，男子天性活泼好动，女子在体力上弱于男子，有怀孕的不适反应和分娩的痛苦，于是，他们主张“不能不加区别地对不同性别采取同样的教育方法”[71]。他们认为，男子应当学会从事繁重的农业劳动和各种手艺，养成能够适应最艰苦的活动的习惯以及能够过最朴素的生活。男子除了本国语、数学、历史、法律等课程的学习外，还要参加军事训练、跑步、骑马、打猎、游泳等，使之具有健康的身体，从而为保卫祖国做好准备。对于女子而言，她们应当为祖国提供健壮的公民，所以必须使她们的身体受到劳动和体育的锻炼，从而使她们具有良好的体格。主张让女子从事最轻微的农业劳动和工艺劳动；女子还要参加学习，并学会唱民族歌曲，等等。从以上这些论述看来，巴贝夫等人认为，主张对男女施以不同的教育，其出发点并非男女之间智力水平不同或社会地位的不平等，而是两性之间的自然差异。承认自然差异，并针对这些差异施以不同的教育，这种认识无疑是很可贵的。

由上观之，以巴贝夫为核心的平等派密谋者的教育思想是十分丰富的。他们重视国家对教育的领导，主张人人平等受教育，并提出让受教育者受到德、智、体、劳等各方面的教育。巴贝夫虽然主张人与人之间的绝对平等，但同时又主张对于特别优秀的具有杰出才能的青年给予继续受教育的机会，并针对两性间的不同施以不同的教育。这一点完全不同于早期粗浅的平均主义空想家的思想。另外，他们还主张让年轻人学习舞蹈和音乐，让女孩学唱民族歌曲；在公共节日里，让年轻人有令人愉快和动人心弦的娱乐，抛弃了先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禁欲主义思想。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思想。但是，我们应看到巴贝夫的共产主义理论是建立在唯心史观基础之上的。这个历史观的错误，不仅决定了巴贝夫学说的空想性质，也导致了建立在这样基础之上的教育理论的局限性。当然，我们不能求全责备，任何一个天才人物，都不能超越自己的历史时代。他只能发现在他那个时代的条件下所能发现的真理。因此，在那个时代的条件下，他能提出不少的教育主张，已是十分可贵的了。

空想社会主义是人类思想史上进步的思想体系。18世纪法国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作为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曾起了极大的作用。当然，作为其重要组成部分的教育思想同样对当时及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虽然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许多思想超越了他们的时代，但毕竟受时代的局限，他们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仍没摆脱已往空想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和禁欲主义。相反，普遍的平均主义和粗浅的禁欲主义仍然是18世纪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并且18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历史观上表现出唯心主义倾向。这一切使他们的教育思想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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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8世纪英国的国民教育思想

18世纪后半期，在英国首先爆发了以蒸汽动力的普遍推广与应用、机器大生产和工厂制度的确立为主要标志的工业革命。这次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内的经济变革与法国大革命一起促成了被后人称为“双元革命”的新时代的来临，并促使整个世界的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其对经济发展的直接作用来看，工业革命结束了单纯用手工操作工具和简单、机械的传统生产方式，取而代之的是以蒸汽为动力的机械在各主要的工业生产部门中的普遍使用。

工业革命之所以成为一个极其伟大的历史事件，主要不是在于它在生产设备和商品领域所发挥的影响，而在于“它通过物质东西的媒介，即人类的需要、筹划和活动等具体表现，便对人发生了影响。它已用自己的标记把近代社会——首先在英国，其后在一切文明国家——烙上了印记”[1]。工业革命首先导致人口的增加。据英国学者里克曼的统计数字，1600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可能有500万居民，1650年左右有550万，1700年有600万，1750年有650万。150年间大致增加了150万人，而在此后的50年间，即从1750年至1801年人口则增加了250万。[2]除对人口产生影响之外，工业革命促使曼彻斯特、利兹、哈立法克斯等一批工业城市出现，人口分布表现出集中的趋势。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出现可以视为由工业革命对社会关系所促成的最具影响力的变化。“大工业制度所特有的东西就是资本用于商品生产以及资本在这种生产过程中的形成本身：这就是资本家阶级的存在，资本家阶级本质上就是工业上的一个阶级。”[3]从此以后，资本家与工人阶级的矛盾与斗争便成为促使资本主义社会前进与发展的主要动因。

英国工业革命对英国社会产生的影响是全方位的。“工业革命的结果，可以归结为三个比例的变化，即工农业比例、手工业和大工业比例以及城乡比例。其中工业压倒农业，农业国成为工业国是最深、最根本的变化。”[4]而这一系列的变化总要在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中表现出来。机器大生产对从业者提出了一定的文化及技术要求。“做某些工作，几乎包括工业中的一切工作在内，都需要有相当的文化程度。因此，即使为了资产阶级本身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工资也必须达到一定的高度，使工人能保持这种水平。”[5]恩格斯认为：“由于现代英国工业很复杂，工人在需要和文化方面的平均水平很难确定，而且我们已经知道，不同种类的工人的平均水平也是各不相同的。但是工业中的大多数工作都需要一定的技能和常规性，而要达到这一点就要求工人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6]为适应这一社会现实要求，包括斯密在内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们提出，英国政府应该承担起发展国民教育的职责；主张以社会公共教育取代英国传统的家庭教育。当然，英国在确立现代国民教育体制的时候，也有人从社会正义的角度提出异议。如著名的自由主义思想家、无政府主义的代言人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即对国家实施国民教育持反对态度。贝尔—兰卡斯特的导生制教学则可以视为这一时期当国家尚未真正意识到国民教育的意义之前的慈善性教育的探索与行动。以1798年的《人口原理》一书的发表而成名的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则对基于工业革命所导致的英国人口增长问题表示了强烈的关注，主张以教育作为解决社会贫困的主要手段之一。

第一节 亚当·斯密的国民教育思想

18世纪的英国，政治上实行的是建立在资产阶级与贵族阶层相妥协基础上的君主立宪式的体制，而在中期又开始实现其经济上的从工厂手工业向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的过渡，经济与政治生活领域所发生的变化与更迭在文化与思想领域也得到明确的体现。这一时期，英国既产生了为资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理论基础的政治理论及革命学说，同时在经济领域，林林总总的旨在为新时期资本主义工业经济发展进行理论诠释的各种经济学说及流派也纷纷出现。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为主要代表人物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派便是在这一大社会背景之下产生的。与此同时，在教育实践及理论领域，英国还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欧洲大陆国民教育思潮的影响，一些学者开始把国民教育的推行与提高国民素质、发展国家经济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国际教育发展互相影响的痕迹在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体系中有着鲜明的体现。

亚当·斯密是18世纪英国杰出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早年就读于格拉斯哥大学，1740年转至牛津大学接受教育。从1751年起，他先后在爱丁堡大学、格拉斯哥大学系统讲授逻辑学、政治学、修辞学和道德哲学。1764年，他开始旅居法国，其间加入了著名的“经济学家”学会，结识了魁奈、杜尔阁等一批主张“农业是财富的唯一源泉”的重农学派代表人。此时正致力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写作的斯密，深受法国重农学派的影响，与重农学派同样持有反对重商主义的立场。他回国后继续致力于《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的撰写工作，并于1776年出版了令其享誉世界经济学领域的《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

在斯密看来，财富不在于那些金、银之类的贵金属，而是人们使用或消费的货物，财富的源泉在于劳动。就一个国家而言，一个国家每年的劳动就是向这个国家提供它每年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及便利设施的原始基金。一个国家所创造的财富总量与该国国民的整体劳动能力成正比关系。就个人而言，其所创造的财富量则与其劳动能力的高低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熟练的劳动技能往往是花费时间与学费、接受教育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斯密提出：“一国的教育设施及宗教设施，分明是对社会有利益的，其费用由社会的一般收入开支并无不当。可是，这费用如由那直接受到教育利益、宗教利益的人支付，或者由自以为有受教育利益或宗教利益的必要的人自发地出资开支，恐怕是同样妥当，说不定还带有若干利益”。[7]

一、大学教育观

（一）大学教师的职业特征

大学教师作为一种职业，具有职业的一般特征。即从事教师职业的人在教育教学工作中所付出的努力的大小，往往与他们不得不作出此类努力的必要性大小相对应。教师的职业报酬，如果是他所期望的财产，甚至是他的普通收入及生活资料的唯一源泉时，他从事教学工作便会付出较多的努力。

（二）大学教育经费观

在大学教育经费问题上，斯密运用经济学分析的方法进行了详细的探讨。就当时欧洲大学的教育经费负担情况而言，普通大学与专门大学的基金主要来自地方收入、地产租金及君主拨付或私人捐助的专款的利息；来自社会一般收入的部分则微乎其微。

大学教育经费的不同来源，非但直接影响大学的发展，而且还对大学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与努力程度产生直接的影响。如果大学教师的收入中，薪俸仅仅占较小的一部分，大部分收入来自学生的谢礼和学费，则会促使教师对自己的工作更加勤勉和努力，他会想尽一切办法去赢得学生的敬爱、感谢和好评。而假若教师的薪俸是其收入的全部来源，则“在这场合，教师的义务与利益，立于尽可能对立的地位了”[8]。教师则极有可能对自己本应竭尽全力从事的教学工作敷衍了事，而不是全身心履行自己的义务。

（三）大学教师的管辖权

为较好地促使大学教师履行自己的教学义务，需对教师作出较为明确的管辖权的划分。教师在实际教学工作中需要服从的权力共来自两大方面：一种来自具有法人资格的专门学校或大学。在这种情况下，教师本人亦为专门学校或大学的一员。教师所可能服从的权力还有可能来自一些外部人的手中，如主教、州长或阁员之手。在此情况下，教师便难以完全忽略自己的义务。他们在一年的一定时间内上一定时间的课，举办一定次数的演讲。但是由于行使监督权力的人往往对教师任教的学科难有真正的理解，且很少亲往教室聆听教师的讲演，加之他们的傲慢，往往对教师进行无正当理由的谴责、开除。“这一来，必然要减低教师的品格，教师原来是社会上最受尊敬的人，现在却成为最卑贱、最可轻侮的人了。”[9]这正是当时英国大学教师境遇的真实写照。

（四）大学课程观

斯密认为，现代的欧洲大学绝大部分是出于培养、教育僧侣的目的而设立的，所以在教学内容的安排上便以神学课程的学习为主，并辅以必要的为神学课程的学习奠定基础的课程。

在大学课程中，拉丁语的学习居于极为重要的地位。教会举行礼拜活动使用拉丁语，教堂中诵读圣经文本亦为拉丁语，僧侣们所从事的一系列活动也离不开拉丁语。此种情势遂使拉丁语的教育与学习成为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教会组织及大学的双向推动，使得“在欧洲，行使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即僧侣的语言和人民的语言，神圣者的语言和凡俗人的语言，有学问者的语言和无学问者的语言。僧侣在执行祭务当中，既必须知道几分这神圣的、有学问的语言，所以拉丁语自始就成了大学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10]。

至于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虽在大学课程体系中未获得与拉丁语学习的同等地位，但基于宗教原因也成为学生修习的一部分内容。由于“最初的宗教改革者们，发现新约全书的希腊语原书，甚至旧约全书的希伯来语原书，比拉丁语圣经对他们的主张更有利”[11]，他们便纷纷主张加强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另外，罗马天主教僧侣们在维护、捍卫拉丁语圣经的权威性及不可动摇地位的过程中，也逐步意识到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重要性。如此一来，希腊语与希伯来语的学习进入拥护宗教改革教理和反对宗教改革教理的大学，便成为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除语言的学习之外，在大学的课程中，古代希腊哲学的学习也受到重视。最初，欧洲大学在学习古希腊哲学时将其分为自然哲学、道德哲学和伦理学。而现代欧洲大学对哲学教育进行了修改，其实行程序在一部分大学中往往表现为：首先学习伦理学，继而修习本体学，接着学习精神学，最后以道德哲学与物理学的学习结束哲学课程的学习。

斯密对于当时大部分欧洲大学的哲学课程学习提出了批判。他认为，在那些最富裕、拥有最多的捐赠基金的大学中，教师对讲授此类课程的勤勉将大打折扣，往往以讲授变质的课程的零星片段而浅尝辄止，且常常是以一种非常马虎草率的态度来对待讲学，缺乏必要的敬业精神。反过来，倒是那些比较贫困的大学注意随世界时代思潮的更新而改善此类课程的学习。由于大学教育的不力及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脱节，许多家庭纷纷选送子女出国留学。留学的结果往往使青年变得更为散漫、放荡，即便获得一两门外国语知识，也很少达到说得流利、写得通顺的程度。

二、论古希腊、古罗马的国民教育

斯密认为，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曾经缔造了系统的国民教育体系。

在古希腊，全体自由市民须在国家管理的统一指导下，接受系统的体操训练与音乐教育。体操训练的目的“在于强健肉体，尖锐勇气，并养成堪耐战时疲劳和危险的能力”；而音乐教育则在于“使人通人情，使人的性情柔和，并使人有履行社会生活及个人生活上一切社会义务、道德义务的倾向”。[12]音乐、舞蹈及体操教育成为古希腊时期诸小共和国公共教育与普通教育的一部分。

在古罗马，与古希腊开展体操训练相同的是开展了设于演武场的体操教育，但不具备类似于古希腊音乐教育之类的教育形式。

除音乐及体操教育外，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教育内容还有阅读、写作与算术。当然，不同社会阶层成员是以不同的方式接受此类教育的。富裕阶层的学子往往是通过聘请家庭教师在家庭中接受阅读、写作与计算的教育，而一般贫穷市民则到那些由识字的奴隶或解放了的奴隶即自由人所开设的读写学校接受此类教育。当然，对于此类学校，国家未曾给予任何监督与指导。

国家对于那些由哲学家或修辞学家创办的学校，也只是表现出默认的态度，或者是拨给一定的场所以做建校之用。不过，在任何情况下，教师均不曾从国家领取薪俸。

对于古希腊、古罗马时期教师的教学艺术及能力，斯密也进行了必要的分析。相对于当时教师的教学情况而言，“古代哲学家似乎比近代的教师更能诱发听讲者的注意，控制听讲者的意见和心机，并对听讲者的行动、言论，予以一定的格调和风格”[13]。之所以出现如此大的差别，根本原因在于现代大学获得了捐赠基金，教师们勤奋工作的必要性与学生的谢礼或学费无涉而大大降低之故。“这样，普通学校及专门大学的捐赠基金，不但使公家教师的勤勉精神堕落了，并且使优良的私人教师也不容易找到。”[14]

三、国民教育论

作为一位古典经济学家，斯密最关注的问题莫过于经济发展以及与之相伴生的财富积累问题。斯密认为，社会财富源于劳动；社会财富总量的增长，不单单源于参加生产的劳动量，而更重要的取决于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斯密在撰写、出版其成名之作《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时，英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成长上升的时期。资本主义生产还在事实上饱受封建制度残余及盛极一时的重商主义限制政策的束缚，客观上迫切需要一个自由的经济学说为其进一步发展提供强有力的辩护。英国经济发展的实践证明，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一书中所表述的自由资本主义发展的经济学说正承担了这一辩护职责。

就其基本经济立场来说，斯密反对国家干预经济，反对国家或社会组织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发展设置任何形式的障碍或束缚。不过，这一立场又不是绝对的。关键在于国家必须明确自己在经济以及社会发展过程中所应承担的基本职能。关于国家的职能，斯密提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君主的义务，首在保护本国社会的安全，使之不受其他独立社会的暴行与侵略”[15]，因而，应承担国防费用。国家对于国防军备的设施，一般采取这样两种策略：一是以一种极严厉的法令，实施强迫军事训练。凡是处于兵役年龄内的一切市民，或其中的一定人数，不管他们从事何种职业，务必在一定程度上与兵士的职业结合起来进行；二是维护并雇用一部分公民，施以军事训练，使兵士职业脱离其他职业而独立。若采取第一种兵役策略，则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民兵，军事训练只是临时性工作；而假若采取第二种兵役策略，则这个国家的兵力就是常备军，国家须向其提供生活费或军饷。

第二，君主或国家的第二项职能在于“保护人民不使社会中任何人受其他人的欺侮或压迫”[16]，即须为设立严正的司法行政机构提供经费。不过，这类费用往往因社会各个时期的不同情况而表现出差异。

第三，君主或国家的第三项职能就是建立并维持某些公共机关和公共工程。这类机关和工程往往给社会带来利益，但其性质又决定了这类机关和工程难以期望由个人或少数人来维持。社会中那些为方便社会商业、促进人民教育的公共设施和工程即属于此类工程。

在经费开支上，斯密主张针对社会各阶层从国家承担的不同职能中的获益情形的不同而遵循不同的经费开支原则。国家防务及安全关系到全体国民的切身利益，其费用自当由全社会来负担；为保护个人安全的司法费用，则从法院诉讼费及手续费中支出；至于为方便社会商业的公共工程和保护特殊商业的费用可由受益的工商业者负担；而关于创设青年教育设施及公共教育设施的费用则由受教育者和教会负担。

如果说斯密的以上论述主要是从国家承担的社会职能为国家所应承担的教育职责及教育职能的论述做铺垫的话，那么接下来斯密则主要是从社会分工出发详细论述国民教育实施的必要性。

对于分工，斯密极言其经济意义。斯密认为：“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17]具体来说，社会分工在实际经济活动中显现出这样三个方面的经济意义：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

斯密的这些认识主要源于他对工场手工业生产时代的生产技术发展原因考察的结果。人类出于一种“互通有无，物物交换，互相交易”的天性倾向，一种为人类所具有、所特有的倾向，进行了社会分工。这种分工促成“在一个政治修明的社会里，造成普及到最下层人民的那种普遍富裕情况的，是各行各业的产量由于分工而大增”状况的出现。分工所追求或实现的结果是“别人所需的物品，他能予以充分供给；他自身所需的，别人亦能予以充分供给”。[18]

从斯密的一系列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所谓分工，一共有两种类型：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以及社会各个企业和各个部门的生产者之间的分工。这两种类型的分工在促使经济进步、社会财富积累的同时，还对人的发展尤其是对人的智力发展产生了极大的伤害。斯密肯定性地提出人类大部分智力的形成依赖其日常职业。如果一个人一生的劳动仅仅局限于少量的、简单的操作，那么他将永远没有机会来发挥他的智力或运用他的发明才能来探求解决问题的办法，从而逐步丧失努力思考的习惯，最终蜕变为愚蠢无知的人。其结果是“对于许多私人日常生活上的平常义务，他也没有能力来作适当的判断。至于国家的重大和广泛的利益，他更是全然辨认不了的”[19]。

由此观之，个人基于分工而对自己从事职业所需掌握的技巧的熟练，实在是以牺牲他的智能、交际能力、尚武品德为代价而取得的。为国家发展及长治久安计，政府必须采取切实措施以避免大多数人民陷入这种可怖的智力颓废状态。而广泛开展实施国民教育运动便是国家可以采取的旨在发挥国民多方面智力的一项重要措施。

具体来说，斯密认为国家应在下述几方面承担起实施国民教肓的职责：

重视普通人民的教育。对于不同社会中一般民众的智力发展状况，斯密进行了对比与分析。他认为，在猎人社会、牧人社会以及农夫社会中，普通社会成员所从事的职业种类十分繁杂，个人不得不竭尽全力来克服工作中所出现的困难，以至于发明创造层见叠出，个人的心理总是处于活跃奋发的状态，无须国家施教以免其陷于智力荒废状态。而在文明社会中，普通人民终其一生几乎没有接受教育的时间。幼年时期，双亲几乎无力养育他们，难以为其提供适时的教育。就业后所从事的职业大都单调乏味，无须运用多少智力，个人心智发展遂面临陷入荒废的危险境遇。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产阶层子弟往往在十八九岁之后才从事他们赖以扬名的特定职业。此前，他们拥有极为宽裕的时间和良好的条件来掌握那些博得世人仰慕或尊敬的一切知识。更为重要的是，有产阶层子弟日后所从事的职业几乎全部是极其复杂的，基本上是用手的时候少，用脑的时候多。即便此时，他们仍有充沛的空闲时间“来对他们在早年已打有相当基础，或已养成多少嗜好的各种有用的或作为装饰用的知识作进一步的钻研，从而完全掌握”[20]。

基于上述一般民众与有产阶层子弟在接受教育方面所存在的实际差异，斯密主张“在文明的商业社会，普通人民的教育，恐怕比有身份、有财产者的教育，更需要国家的注意”[21]。

在教育内容上，一般普通民众所应接受的最重要的教育是诵读、书写及算术。而此类教育对大部分民众来说是不难达到适应职业要求的程度的。事实上，他们往往在从事具体职业之前拥有足够的时间学习诵读、书写及算术课程。国家的职责在于拨付极少量的费用，使全体人民得受教育之便利，并鼓励全体人民，强制全体人民获得这种最基本的教育。[22]

为实现这一国民教育的培养目标，斯密主张国家须在各教区、各地方设立实施儿童教育的小学校，在学习费用的确定上应把握这样一个原则，即务必使得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也能负担得起。执教于这类学校的教师的报酬，国家只应负担一部分。如果全部由国家负担，则教师的教学工作便很容易陷入懈怠和懒惰。根据英国的现实情况，斯密提出小学校的教学内容务求实用，应与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相联系。“假使这些小学校所教的儿童读物，比现在普通所用的，更有教育意义一点；假使普通人民的儿童有时在学校学习的但于他们全无用处的一知半解的拉丁语取消不教，而代以几何学及机械学的初步知识，那么，这一阶级人民的文化教育，也许就会达到所可能达到的最完善程度。”[23]此外，对于那些学业优良、但家庭贫困的儿童，斯密主张由国家以提供小奖赏或授予小荣誉奖章的形式来鼓励其完成小学教育的学习任务。

斯密的国民教育思想中较有特色的部分，是其对国家强制性地开展国民教育的认识。他明确提出，任何人在加入某种职业团体或获得某种职业资格之前，必须接受国家的考试或鉴定。如此一来，国家便可以强制全体人民接受最基本部分的教育。

斯密的这一认识源于他对希腊、罗马共和国时期教育的考察与分析。为维持国民的尚武精神，希腊、罗马共和国采取了各种措施，强制性要求人民接受军事及体操训练。国家设立公共体育馆或演武场以供国民训练之用。对学习成绩优秀的青年，给予一定的奖赏。

对于国民教育中的尚武精神，斯密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说：“各个社会的安全，总多少依赖于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24]倘若全体国民尚武精神强烈，尚武意识浓厚，那么，一旦遇有战事发生，便可御敌于国门之外，并可在国内出现有违宪政的事件时，及时且富有成效地制止。为此目的，斯密主张教育改进与军事训练所需费用便须由国家负担。否则，大多数人民的尚武精神便可能日渐松懈与衰退。军事训练与教育不仅仅表现出关乎国家安全与人民生活安定的现实价值，而且还关系到个人的人性是否能得到和谐完美的发展。因为倘若一个人不能保护自己或具备复仇的能力，那么他便缺乏了人类资性中最重要的部分。精神方面的残废与畸形是一种最严重的肢体毁损，由于“苦乐的感觉，全生于心，其受影响于肉体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少，而受影响于精神的健全或不健全即残废或完全的多”[25]。

智力的荒废与智能的缺陷是全部人性中最为可怕的残废与畸形，它将使人民的理解力失去作用，从而沦为一种大愚蠢。执政者须对这类残废与畸形时刻保持高度警惕。即便是国家从下级人民的教育那儿得不到任何利益，国家仍需对这一部分教育高度注意，避免使下级人民陷入疏于教育的状态。事实上，国家绝不可能从下级人民的教育那儿得不到任何收益。对一个国家而言，头脑中充满了狂热和迷信的无知的国民，往往是最可怕的社会动乱的根源。而有知识的人较不易于受到无知与迷信的侵袭。他们更知礼节，更守秩序。“在自由国家中，政府的安全，大大依存于人民对政府行动所持的友好意见，人民倾向于不轻率地、不任性地判断政府的行动，对政府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26]

18世纪英国教育的发展在继承此前教育发展传统的同时，还强烈表现出这一时期所特有的色彩。18世纪初期，英国教育领域较多地体现了斯图亚特王朝复辟所承袭的传统势力的影响，但教育领域中还激荡着源于饱受英国光荣革命洗礼的充满激情与理性教育改革的思潮。为避免遭受英国保王党势力的冲击与破坏，培根的信徒及清教徒思想家们遂移居传统势力影响较小的地区兴办学校，并发展成为英国教育现代化的主要力量。洛克的教育观念与思想以经验哲学与心理学为基础，成为那个时代众多教育改革家所凭依的法宝，并直接成为启蒙运动时代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的理论启示。

洛克等人的思想并未在18世纪前期英国的教育领域获得任何直接迅速的反应，然而，另外一种代表教育的世俗的、实用的、国家资助的教育浪潮却日渐高涨。这一浪潮在英格兰中部、北部以及英格兰其他工业化及城市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不断涌现。这一呼声获得了文学家、哲学家、经济学家及一些文化学术团体的响应。伯明翰的月社成为科学家、工艺家与工业家集会的场所。位于曼彻斯特的莱特与菲尔社也致力于此项工作。当然，这类团体及当时社会上热衷教育的人士大都主张为中等阶层提供一种较为实用的教育，只有极少数的人主张提供一种由国家支持、面向全体国民的教育，斯密是其中的一员。斯密主张国家支持教育的扩展，而且这种扩展应遍及全体民众。就此意义上而言，斯密的主张触及近代国民教育的精髓与真谛。不过，值得引起注意的是，斯密在论述此类教育普及问题时最感兴趣的是把教育作为保护社会等级地位、免于造成财产损害并减少社会犯罪的工具。他的全部逻辑是：人民缺乏教育及陷入无知的境地，往往导致错误的见解及盲目的行动；工厂工作的分工是工业化赖以实现的基础，但却导致了智力活动的窒息，为此，在每一社区须设立学校，实施针对性的教育以与专业化的沉闷气氛相对抗。[27]

把斯密的有关国民教育的论述与同一时期其他对国民教育问题发表见解的哲学家或教育家相比较，可以发现斯密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所表述的教育见解与卢梭、拉夏洛泰、爱尔维修的有关主张存在着内在的联系。在论述教育职能及国家承担的教育职责问题时，斯密提出了与拉夏洛泰相同的主张；在关于社会与经济发展的机制问题的解说中，斯密著作的字里行间不时闪现出“自由天赋学说”的光芒；在论述个人品性的形成问题时，斯密则达到了爱尔维修性格形成学说的高度。我们很难准确界定斯密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接受了同一时期其他学者的影响，但我们至少可以说斯密有关国民教育问题的论述达到了他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所可能达到的高度。

第二节 葛德文的国民教育思想

威廉·葛德文（William Godwin，1756—1836）是18世纪享誉英国的著名政治哲学家与作家。他出身于宗教家庭，并在早期接受了严格的宗教训练，曾经出任牧师之职。后来在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思想家及英、法等国启蒙学者的影响与熏陶下，他渐渐放弃了新教信仰而成为一名无神论者。

葛德文一生笔耕不辍，著述宏富，在政治理论、历史及文学创作等领域均有不凡的建树。除《论政治正义及其对道德和幸福的影响》这一代表作之外，葛德文的其他著作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如《法国哲学》《英联邦历史》《凯勒布·威廉轶事》等书。

就其哲学观而言，葛德文属于法国唯理主义的信徒。在他看来，人是一种理性的动物，个人所拥有的理性应当成为世界万物的主宰。而个人所拥有的理性与智能并非天外来物，不是个人所拥有的先天素质的自然显露与生长的结果，而主要是由精神环境（法律、制度及教育）产生的结果。葛德文同时还认为：“人类祖先的智慧，并未发展到不能再发展的地步，所以人类还可以继续发展，达到完善的境界。”[28]

一、政体教育论

在政体以及政权问题上，葛德文基本上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将政权视为一种强权机构、一种正规的强力，是一种弊害，只是基于少数人的错误和邪恶才得以存在。并且声称无论何种形式的政权总是要侵犯个人的独立见解与良知，而且“政治制度具有比一般认为它所具有的更为有力的和更为广泛的影响”[29]。基于这种认识，葛德文分别对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民主政体的教育功能及实施教育的状况进行了分析。

葛德文对君主政体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葛德文认为，君主政体的实质在于全社会的公民将个人事务及幸福委托给一个人——国王管理。这一社会统治方式既是一种十分大胆的冒险，又违反了平等原则。因为事实上，一个人在一般情况下仅仅适合管理个人私事和偶然帮助别人，而不适合接受正式委托去管理千百万人的事务和维护千百万人的幸福。“如果我们想到人类体质和精神上的平等，那么，把一个人安置在跟他的同类距离如此悬殊的地位上，那就未免粗暴地违反了这一平等的原则。”[30]从国王所接受的教育情况来看，他是难以承担起这一关涉全社会民众幸福的委托的。国王既缺乏治理国家的才能，又缺乏治国者所必须具备的美德，而这些不足全部由于国王所接受的教育使然。

人类接受教育、获得知识的方式及来源大致有这样两个方面：从书本或与别人的交谈中获得；从对事物的直接观察活动中获得。而王子的教育情况显然有悖于教育发展的正常状态。首先，王子接受的教育是一种极端温和的教育。王子的日常生活，包括起居饮食、穿衣戴帽都有人专门操持。王子的身心难以受到一点操累。同时，王子周围的人从不在他面前坦率而自然地表述自己的真实想法。其次，王子听不到朴素纯粹的真理。由于长期与真实相隔离，以致不习惯真实的东西而宁愿生活在虚幻之中。“他越是长期习惯于谎言谄媚，改变爱好、离开亲佞就越觉得可怕。他绝不是对一切人都盲目相信，就是在发现他最喜欢的人对他并不真实以后，断定一切人都心术不正、阴险诡诈。”[31]总之，王子所处的环境与所接受的教育都是不自然的、不真实的。即便最富有教育机智与教育才能的教师对此也无能为力。因为“最有才智的教师在这种环境中，也必然在无法克服的困难情形下进行工作。任何一种处境也不会像一个王子的处境那样不自然，那样不容易为有这种处境的人所理解，那样不可抗拒地推着他走向错误”[32]。

在君主政体中，君主所接受的教育及其成长的环境决定了他将永远不能成为一个称职的统治者。所以，葛德文进一步提出国王有权享受他所获得的优越地位是错误的，国王能够成功地履行国王的职权同样也是不可能的。那么，国王又是采用一种什么样的措施行使职权呢？君主政体统治的全部秘密在于欺骗，而推行一种虚假的教育便是实施欺骗的主要方式。在君主政体社会中所推行实施的有限的教育也就只能是一种虚假空疏的教育，是一种华而不实的教育，其最终目的在于造就一大批温顺无知的“良民”。

在葛德文的心目中，贵族政体是不可容忍的，原因在于这种政体的最终目的在于凭借政治制度的干预而使人类的不平等永久化、固定化。这一政体得以运行的润滑剂在于权术和欺诈以及使广大的普通民众永远陷于无知与愚昧的境地之中。贵族阶层垄断了普通教育和培养智力的机会，因而使得学术上的光辉人物不是贵族就是属于骑士阶级或者他们的直系亲属。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拥有忠实、勇敢、热爱正义及热爱公共事务美德的平民百姓却很少能为人类增添光彩。贵族政体的统治是建立在违反社会的原则之上的，是主要依靠大棒和高压政策来维持社会安定的。在某些方面，这类政体较之君主政体更令人难以容忍。譬如在文化及教育领域，生活于君主政体社会中的民众尚可参与零星的僧侣式的学习活动，而在贵族政体的社会中，旧制度的拥护者将知识的传播视为全部社会变革中最为可怕的事情，他们全部统治的诀窍在于竭力使人类保持永久的堕落状态。贵族政体的这种文化教育统治政策事实上垄断了普通教育和培养智力的机会。这种垄断遂造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假象，似乎最杰出的人才全部出自贵族阶层。事实上，这种人才分布的不平等却源于接受教育机会的不平等。

基于对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的批判，葛德文表述了他对民主政体的态度。他首先批驳了时人对民主政体所存在的一些错误认识。民主政体一般被人们想象为这样一种政体：即无知的人居于社会的统治地位，狡猾的人掌握了社会的管理权。对于这一问题，葛德文承认民主政体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例如，在民主政体的社会中，普通民众容易受到政治煽动家的欺骗而使社会陷于动荡不安之中；民主社会还容易表现出动荡不定的特点，一般群众易于受偶然冲动的支配而表现出随社会潮流变化的特点。这违背了人类社会保持幸福与稳定的基本原则，因为“人类幸福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就在于稳健而始终如一地运用某些固定的原则。而动摇不定则是民主政体的特点”[33]。动摇不定则是同政治正义相对立的；在一般人看来，民主政体还往往容易赋予个人以不受限制的自由，就如同放之于人类感情大海里的一艘没有装载压舱底货的笨重的大船，随时都有翻船之虞；处于民主政体的人们意识到自己所存在的上述弱点而变得更加疑虑不安，以致出现这样一种可悲的结果：“人类思想在进步到最高阶段时所能想到的一切，不论多么开明和优美，都会时常为不受拘束的激情和野蛮愚蠢的粗暴意图所压倒。”[34]

因此，葛德文主张在人们寻找到一种不含有君主政体、贵族政体以及民主政体的统治形式之前，相对于君主政体与贵族政体，民主政体仍是必要的选择。葛德文明确提出：“假定我们不能不采取具有人们加之于其上的一切缺点的民主政体，又不能找到对待任何这种缺点的对策，它也还是要比清一色的其他形式为可取。”[35]纵观世界历史的演进过程，实行民主政体的国家，如雅典曾出现了比曾经存在过的一切君主制度和贵族制度的国家更为光辉和更值得羡慕的景象。雅典国民崇奉独立精神，有敏锐的心思、灵活的辨识力和热烈的感情；雅典国民创造了非凡的文化成就，雅典涌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诗人、最崇高的艺术家、最完美的演说家与最公正的思想家。之所以围绕民主政体会出现诸多误解，原因在于世人对自身的评价存在误区，如把人们理解为君主政体和贵族政体所造就的那样，并据此判断人们在管理自身事务上所表现出的适应程度。历史发展已经证明：轻信、盲从、怯懦、畏缩以及对自身的力量缺乏信任都是人类进步的主要障碍。而民主政体相对于贵族政体与君主政体的最重要区别，在于在实施该政体的社会中，个人重新获得了进步的勇气与动力。“民主政体使人类重新意识到自己的价值，通过消除权威和压迫来教导他们只听从理性的指示，使他们敢于坦率、质朴地对待一切其他的人，诱导他们不再把别人看成是应当防范的敌人，而要看成是应当加以帮助的弟兄。”[36]

二、国民教育观

在国民教育问题上，葛德文的主张不同于他所处的那个时代大多数人的观点。出于对个人权力的重视以及对国家强权的反对，他对国民教育进行了批判。对国民教育，葛德文将其视为国家以及政府为影响民意所经常采取的一种干涉方式与介入途径。

葛德文所生活的时代正是国民教育受到重视的时代。许多人认为那些出任国家行政官吏的并为人民谋求福利的人应重视幼儿的教育问题；早期道德教育是培养国民具有爱国情感以及热爱、尊重他人品格的最有效的途径；年青一代的教育不可委托给家长、个人以及社会团体来完成，而必须由国家承担。针对这种情况，葛德文全面提出了他对国民教育的认识问题。欲对国民教育问题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必须对实施国民教育的结果进行全面的衡量，即对其利弊进行全方位的衡量。

在葛德文看来，国家实施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至少有这样几个方面的害处：

首先，一切公共教育制度本身都包含了永久不变的观念，而公共教育机构所努力传播和巩固的是其所掌握的有利于社会的一切知识或技能，它往往立足于人类所已经熟悉和通晓的领域，但现实情况往往是人类对世界的认识还是十分有限的。公共教育机构把全部精力投入到对已知领域知识的传授与巩固，则必然忽略对未知领域的探索与认识。此类国民教育的实施只能束缚人民的思想自由，把人民的思想固定在那些已经过时的观念或者已经破产的错误的信仰之上。“我们经常看到在大学以及广泛的教育机构里所讲授的知识比同一个政治社会里的不受拘束、没有偏见的成员所具有的知识落后一个世纪。”[37]人类思想的进步客观上要求智力以一种协调的步骤获得发展，并达到社会一般成员所实际拥有的知识总量与高度，以此为起点去追求新的发展。“但是公共教育却一直在极力支持偏见；它教导学生们的不是要使一切主张都经过探讨的坚毅精神，而是替可能偶然被建立起来的教义做辩护的技巧。”[38]在这里，教育目的已经背离了正常的轨道，教育机构成为向学生灌输错误与偏见的组织。就英国的情况来说，一切种类的公共教育机构都体现了这一特点。譬如，在主要学校里所教授的课程仅仅是对英国国教的迷信与崇拜和对一切衣冠楚楚的人的鞠躬礼仪，与人类的真实利益南辕北辙。接受这种教育的人实际上放弃了探讨的精神，其智力发展也就随之陷入枯竭的境遇。葛德文的结论是：“没有任何现在被认为正确的命题是如此地有价值，以至于应该设立一个机构来把它向人类谆谆教导。让人们去读书、去交谈、去思考；但是既不要教给他们教义问答，不论是道德上的或者是政治上的。”[39]

其次，国民教育的实施往往是以忽视人类的天性为基础的。在葛德文看来，人类天性导致这样一种结果的出现：个人从自己的天性出发，选择了具体的学习与发展目标并付诸实际行动，往往能够取得好的结果；而由别人或国家越俎代庖，代为个人作出的一些决定或发展计划，实施起来往往不能保证取得预期的结果。实践证明：“因为想要学习才去学习的人会听从他所受到的教诲并且理解这些教诲的意义。想要教学才去教学的人会带着热情和干劲去从事他的业务。”[40]英国的大学以及其他类型的大型教育机构所具体推行的实际上就是一种形式呆板、浪费国家大量教育经费的机构。教育管理者以及其他参与教育教学工作的人均以因循苟安和漠不关心的姿态对待他们的工作。而从接受国民教育的一方——学生来说，他们往往不能较为准确地衡量自己所接受的知识的价值，更谈不上以这些知识为基础去追求更大的进步。总之，国民教育的实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之上，即认为不受保护的真理是不足以启发人类的觉悟的。这一假设的推行又是以违背个人的学习与发展天性为代价的。

最后，国民教育计划的性质决定了其实施必须与国家政权结合起来，而这一联盟是以忽略甚至伤害个人全部发展的可能性为代价的。国家政权作为教会制度的建立者，其对教育所持有的主张与其政治主张往往有着内在的必然的联系。政治家们为自己的政治行为所做的一系列辩护的论据总是成为教导别人的基础。作为个人，唯一可以尊重的只是那些真理。与对真理的尊重相比，宪法还远远不能成为人们尊重的对象。“宪法不论多么完善，要说应该教导我们的青年去尊崇它总是不正确的；应该引导他们去尊重真理，而只有在宪法符合他们从真理得出来的不受影响的推论时，才去尊重宪法。”[41]

葛德文认为，国民教育的全面实施有可能暂时影响真理的传播，但它绝不可能永远窒息真理的声音。不过，国民教育的确是我们所能够想象得到的最可怕和最有深远影响的阴谋。这是因为：“就是在自由占主要优势的国家里，我们也有理由认为那里存在着一些严重的缺点，而国民教育的一种最直接的趋势就是把那些缺点固定下来并且按照一个模子来塑造人类的思想。”[42]

对于国民教育，葛德文表现出非常极端的态度与立场。他疾呼：“你要是愿意的话就杀了我们吧；别想用国民教育来消灭我们明辨是非的能力。如果政权和法律从未打算武断地把无罪变成有罪，这种国民教育的想法，乃至认为必须有一套成文法的想法原是永远不会产生的。”[43]

第三节 马尔萨斯的国民人口教育思想

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是英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资产阶级人口学家。曾出任东印度学院的历史和政治经济学教授。

马尔萨斯一生著述甚多。先后出版了《论地租的性质》《政治经济学原理》《论价值尺度》《政治经济学定义》等经济学著作。然而为马尔萨斯赢得世界性声誉的是其在1798年匿名出版的《人口原理》一书。1803年，马尔萨斯出版了《人口原理》的第二版。文字由原来的五六万字扩充到二十余万字，并公开了自己的名字，而且把书名改为《人口原理，或人口在过去或现在对人类幸福的影响的理论；并探究消除或减轻因人口问题而产生的罪恶前景》。

在《人口原理》中，马尔萨斯所竭力表述的是这样一些信条：一切致力于改善人类福利的主要障碍不应该从有缺陷的社会制度中去寻找，而应该从过去已经存在而且将来还要继续为大众物质生活设置障碍的一些自然法则中去寻找。而关涉大众长期生活幸福的主要自然法则是：人口在无所抑制时表现出与现存生活资料相平衡，甚至超过现存生活资料的永恒趋势。具体言之，由于食物为人类生存所必须，且两性间的情欲是必然的，且几乎会保持现状，那么，由此便可以自然推导出下面关系到人类长期生存的自然法则。即人口的增殖力无限大于土地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的能力；人口若不受到抑制，便会以几何比率增加，而生活资料却仅仅以算术比率增加；根据食物为人类生活所必需这一有关人类本性的法则，必须使这两种不相等的能力保持相等。[44]马尔萨斯由此得出他终生不疑的结论性认识：“人口增殖力和土地生产力天然地不相等，而伟大的自然法则却必须不断使它们的作用保持相等，我认为，这便是阻碍社会自我完善的不可克服的巨大困难。与此相比，所有其他困难都是次要的，微不足道的……所以，要使全体社会成员都过上快活悠闲的幸福生活，不为自己和家人的生活担忧，那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45]

人口持续增长所导致的必然结果是：第一，穷人将陷入更加窘困的境地。“以前养活700万人口的食物，现在必须在750万或800万人口之间分配。结果，穷人的生活必然大大恶化，许多穷人必然陷于极为悲惨的境地。由于劳动者的人数也多于市场所能提供的工作机会，劳动的价格必然趋于下降，与此同时食物的价格则趋于上升。所以，劳动者要挣得和以前同样多的工资，就得更卖力地工作。”[46]第二，人口的不断增长也对社会富裕家庭形成冲击。“由人口的增长快于有限的土地所生产的生活资料的增长的自然倾向所造成的、以最简单的社会状态明显地表现出来的贫困，使发达的、人口众多的国家中的上层阶级清楚地认识到他们自己难以按同样的生活方式供养家庭，也使组成社会大多数的劳动阶级感到凭他们的普通劳动挣得的工资不足以养活大家庭。”[47]在解决基于人口无限制增长所导致的社会普遍性贫困中，马尔萨斯认为，抛却限制人口增长之外的一切形式的社会变革均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由于在一个财产共有和人人平等的公有制社会中，每个人的生活条件都极为相似，人口增长的自然限制便不复存在。他甚至断言，主要的和最难消除的贫困的原因是与政府的形式或财产的不平等分配表现得并不相关或者并不直接相关。而人口增长过快才是导致全体人民沦为贫乏和困苦境地的罪魁祸首。因而，马尔萨斯对斯密与葛德文所主张的依靠建立一种公有制社会来消除私有制社会所存在的贫困现象的办法是很不以为然的。

鉴于客观上存在人口数量超过食物供应量的永恒趋势，势必导致一些可怕的社会冲突和极其恶劣的后果。为避免这一结果出现，必须采取相应的措施使人口总量保持在一定的限度内。他把这类防止人口进一步增加的障碍称为“抑制”。而这类抑制又分为两种，即“积极性抑制”（positive checks）与“预防抑制”（preventive checks）。预防抑制主要是指通过禁欲（不婚）、晚婚、不育等预先的手段来妨碍人口的增加，即减少人口的出生量。马尔萨斯又把这种抑制方式称为道德抑制。前者包括有助于缩短个人寿命（提高死亡率）的一切因素；后者则完全归因于人的行为（各种影响出生人数减少的因素）。“积极性抑制”既来自人类自身的行为，又来自自然界的作用。历史上不断爆发的战争与冲突及源于职业的危险性而导致的人类数量的减少是人类行为的例子。饥荒、瘟疫、自然灾害等则是自然界对人类总数产生影响的明证。尽管存在这样一些类型的抑制，但物质的生产总是不能与不断增加的人口数量保持相应的增长。为解决这一问题，马尔萨斯还主张实施一种他称之为“道德抑制”的人口控制计划。也就是说，只有那些有能力抚养家庭的人才有结婚的权利，而那些无力抚养家庭者则应继续过独身生活。

在具体的控制人口增长的办法中，马尔萨斯认为道德约束与利益约束的结合是一种完美而可行的办法。这一认识也是他长期思索的结晶。最初，马尔萨斯认为道德抑制、罪恶和贫困是消除或减弱由人口因素所导致灾害的主要手段，而在后来，他则更主要强调道德抑制的作用。马尔萨斯提出，“人们会发现，这些抑制可分成道德抑制、罪恶和苦难”，而“道德抑制”是指“出于谨慎考虑，在一定时间内或长久地不结婚，并在独身期间性行为严格遵守道德规范。这是使人口同生活资料保持相适应并且完全符合道德和幸福要求的唯一方法”。[48]马尔萨斯还进一步提出，采用道德抑制作为减弱由人口因素所导致灾害的手段不但有效，还在事实上为证实《启示录》的真实性提供了证据，是符合仁慈的造物主的观点的。“人们几乎普遍承认，（基督教《圣经·新约》中的）《启示录》的表面文字和精神实质把我们这个世界描绘成了一种叫人接受道德磨炼和考验的状态……人口原理为证实《启示录》的真实性提供了更多的有力证据。”[49]

基于控制人口增长的考虑，马尔萨斯还对当时盛行于英国的济贫法制度进行了分析。他说：“英国的济贫法往往在两个方面致使穷人的一般境况趋于恶化。首先，济贫法往往使人口趋于增长，而养活人口的食物却不见增加。穷人明知无力养家糊口，也要结婚。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济贫法在产生它所养活的穷人。”[50]再者，当时英国济贫院所收容的人一般不能说是社会上最有价值的人，政府向他们所提供的食物却会减少更为勤劳、更有价值的社会成员所享有的食物份额，因而同样也会使更多的人依赖救济为生。他认为，从总体来看，实施济贫法给全社会带来的利益远远弥补不了其所导致的社会损失。当时所实施的救济制度表现出一种削弱储蓄的倾向，并容易导致对社会负责行为的损害。譬如，马尔萨斯认为，一旦穷人得知他们可以依靠教区的补贴为生时，他们就容易早婚，并生育更多的孩子。其次，济贫法的实施事实上是对社会上较高贵的、熟练的和勤劳的人们的惩罚。总之，在马尔萨斯的心目中，济贫法并没有为大多数人谋取最大的幸福。“无疑，英国济贫法的颁布是出于最仁慈的目的，但我们却有充分理由认为，济贫法未达到其预期目的。济贫法固然使一些极为贫困的人生活好过了一点，然而从总的方面来看，靠救济为生的贫民却远未摆脱贫困。”[51]为此，他建议不再向穷人拨付一定数量的济贫款项，取而代之的是向穷苦人提供未耕种过的少量荒地。此外，还可以建立储蓄制度，同时推行教育计划，使穷人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真实原因，并掌握改变自身生活境遇与提高自身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

在人口教育问题上，马尔萨斯的态度是明确无误的。他对当时英国国民教育的实际状况提出了尖锐的批判，认为英国政府已经“在穷人身上滥花巨额资金……但在他们的教育上……却严重匮乏。它无疑是民族的极大耻辱，把下层人民阶级的教育仅仅留给了一些‘星期日学校’……”[52]

对于政府来说，向一般民众提供相应的教育是其应尽的职责。而假若政府没有成功履行其肩负的教育职责，全体国民不得不把自身的幸福或痛苦独自承担起来，那么政府的目标便很难说得到了较完美的实现。政府对人口资源的了解与把握是其合理确定国民教育计划的前提，或者应该说，探清人口资源达到的最大范围主要是政府的职责。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尔萨斯提出，只要政府为普通人提供教育，这个政府就能臻于完美。[53]

马尔萨斯除把人口教育与政府的职责联系起来之外，还认为教育的实施与公民尤其是社会下层人民日常生活习惯的养成密切相关。例如，在养成公民生活谨慎的习惯方面，公正而开明的政府除依靠完善的财产保险以及其他类型的影响手段之外，还可以借助公民的自由习惯与意识的培养来间接发挥作用。他认为：“在有助于鼓励社会的下层阶级养成谨慎习惯的所有原因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是公民的自由。如果一国人民对于自己辛勤的、公正的、受人尊敬的努力是否有自由发挥的机会毫无把握，对于自己所拥有的或可能会获得的财产是否会得到现有法律公正实施的保护毫无把握，那他们是不会习惯于为未来制定计划的。”[54]确保公民得享自由的先决性条件是人民享有政治自由，而政治自由的完善程度直接影响着公民谨慎习惯的培养与形成，且政治自由本身又与公民教育的具体实施密切相关。“教育非常有助于人们从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获得的一切好处。没有教育，确实不能把公民的自由和政治自由看成是完美无缺的。”[55]

马尔萨斯的《人口原理》的发表距今已经200多年了，整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然而和平与发展问题依旧是世界发展的两大主题，而人口因素越来越成为影响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因素。现在全世界都不得不承认，人口问题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粮食不足、人均资源占有量下降、资金不足、生态平衡破坏等世界性问题都直接与日益紧迫的人口问题直接相关。各国的实践证明，人口问题是一项综合性的社会问题，人口问题最直接的表现是生态压力，直接表现为对土地资源的掠夺性开发。这种生态压力又往往演变为经济压力与社会压力，如社会福利与保障水平降低、教育普及程度差、国民素质提高的难度增加、国民整体道德素质低下等，各类社会矛盾综合作用的结果又可能演化为地区性与国际性的冲突与战争。

反观现在国际性的人口问题，我们应该更为谨慎地在确定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发展规划的时候，对马尔萨斯在其《人口原理》中所提出的“人口原理”进行认真的分析与理解。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所提出的一些解决人口问题的具体办法，对我们当前人口问题的解决仍有可资借鉴与启迪的地方。如他所主张的对于生活贫困阶层的资助不可一味地向其提供物质资助，根本的解决办法在于提高其教育水平，使其真正认识到其贫困的根源，使其真正掌握改善其生活状况与社会地位的知识与技能。切切避免出现这样一种情况，即“贫者愈贫”式的恶性循环。越是贫困的家庭越希望借助于人口的增加来摆脱贫困，如此一来，家庭的负担过重导致子女得不到良好的教育与培养，整体素质一直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徘徊。在这种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代人囿于自身教育水平，又倾向于依靠增加人口来解决自身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如此循环往复，贫穷的国家、地区、家庭只能是越来越贫困。

马尔萨斯所提出的对人口的合理控制越来越被证明是一项关于人类发展命运的严肃措施。唯有控制人口增长，才能在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问题上取得双赢的结果。一方面，社会拥有实际的充实的人口；另一方面，处于赤贫状态及依赖别人帮助方可生活下去的人口将会越来越少。

马尔萨斯的人口教育理论还启发我们，人口问题的实质就是发展问题，人口问题产生的社会根源是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适应与协调问题。人口问题以及与之相关的社会贫困问题的解决办法只能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普遍提高全体国民的文化素质，即选择“治贫先治愚”“治愚在教育”的良性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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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裴斯泰洛齐的生平和著作

约翰·亨利赫·裴斯泰洛齐（Johann Heinrich Pestalozzi，1746—1827）是具有世界影响的瑞士教育家、教育改革家。他为教育改革和教育科学的发展贡献了毕生精力。

裴斯泰洛齐于1746年1月12日出生于瑞士苏黎世。裴斯泰洛齐五岁时，父亲英年早逝，多亏善良的母亲和一位忠心耿耿的女仆精心持家，才使家庭免于饥饿。

裴斯泰洛齐的童年有很多时间是在他当乡村牧师的祖父那里度过的。在贫困的农村，他目睹了衣衫褴褛的农民孩子，他目睹了在自然生活中朝气蓬勃的孩子如何在纺织作坊的劳作中变得苍白瘦弱。所有这一切震撼了他纯真的心灵，“长大以后一定要帮助穷人”[1]的愿望成了裴斯泰洛齐终生奋斗的目标。

怀着对穷人的深厚同情，裴斯泰洛齐立志改变不平等教育现象及令儿童身心衰弱的教育弊病的愿望“就像一条奔腾的激流那么孤独而寂寞地向着那惟一的目标前进：消除苦难的根源”[2]。

中学毕业后，裴斯泰洛齐进入加罗林学院学习。在求学期间，他受具有人本主义倾向的一些教授的影响，如约翰·雅各布·波德默尔，受法国启蒙学派的影响，反复探讨了卢梭的《爱弥儿》《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他通过自己办的刊物《回忆者》发表文章，抨击统治阶级，揭露、谴责统治阶级的丑行，要求政府进行民主改革，在瑞士建立合理的和大公无私的社会。政府借口裴斯泰洛齐是一篇讥讽政府文章的作者，将其拘捕，后因该文章的真正作者已逃往国外并暴露，裴斯泰洛齐才被当局释放。

年轻的裴斯泰洛齐面临着多种职业的选择。在读了卢梭的著作后，他的理想倾向被“这美梦般的书籍”“激发到非凡热忱的高度”。他说：“我把我的家庭、学校所受的教育，同卢梭对《爱弥儿》的要求做了比较，我便觉得我受的教育太不充分了。”[3]受卢梭的“回到自然”口号和重农主义的影响，转而寻求“拯救农村，教育救民”的途径，他开始了长达60余年艰难的教育生涯。

裴斯泰洛齐首先建立“新庄”示范农场，继而又开办“贫儿之家”，转向教育活动。他在斯坦兹，在布格多夫，在伊弗东进行教育和实验，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自己的理论。伊弗东学校的实验处于裴氏事业的辉煌时期。

裴氏一生经历坎坷，事业艰难，精神感人。他为实现他的理想，为建立全新的教育制度和教育理论，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和不知疲倦的工作，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在裴斯泰洛齐100周年诞辰、逝世20周年之际，瑞士当地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几十年如一日为贫苦劳动人民的教育事业而献身的伟大教育家，重建了裴斯泰洛齐的墓地，新碑上的铭文写道：“这里安息着亨利赫·裴斯泰洛齐，新庄和斯坦兹穷人的救星，布格多夫和伊弗东国民学校的创建者，一个人道主义教育家、基督徒、优秀公民和真正的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之人。”

裴氏一生不仅从事伟大的教育活动，而且还潜心研究教育问题。他撰写的著作为世界教育留下了宝贵的遗产。

1780年，裴斯泰洛齐出版了《隐士的黄昏》，他把它看作将要写的所有书的前言。这是一本以格言文体写成的格言集，它包含了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雏形。同年，裴斯泰洛齐的一部轰动一时的教育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第一卷问世。此书是他的主要教育著作。这部书既是对新庄教育实验的总结，也是他对未来教育的一种构想。此书为裴斯泰洛齐赢得了巨大的声誉。

在布格多夫新学校工作期间，裴斯泰洛齐完成了他的另一本教育名著《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该书于1801年10月出版。之后，裴斯泰洛齐声名大振，蜚声国内外。这本著作成为19世纪初等教育的经典之作，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1825年，伊弗东学院关闭之后，裴斯泰洛齐回到了他早年开始从事社会教育事业的起始地新庄，写下了《天鹅之歌》和《生命归宿》，反思和总结了他一生的教育工作、教育思想和经验。

1827年2月17日，裴斯泰洛齐逝世于布鲁克，享年81岁。

第二节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的哲学、心理学和政治学基础

一、裴斯泰洛齐的哲学观（含宗教观）

裴斯泰洛齐对人的研究和人的观念体现了他的哲学观和宗教观，是他教育思想的哲学基础。裴斯泰洛齐在给海德堡教堂管事、牧师约翰·费里希·米格的信中说道：“我多年来一直在研读的惟一的一本书就是人，我全部的哲学都是建立在人和关于人的经验基础上的。”

裴斯泰洛齐关于人的哲学观及与此相关的基本宗教观有一个发展的过程。1780年出版的《隐士的黄昏》一书，反映了他的基督教观念和信仰。“上帝乃人类的父亲，人则是上帝的孩子，这是纯正的基本信念，信仰上帝将会使人受益匪浅，他们的生活环境将会赐福予他们。”[4]信奉这一真理是全部现世幸福的根本基础。人类的全部繁荣就在于人能够认识到这一代表人本性特征的根本的和最深层的关系。他将这种宗教观运用于哲学来看待人和世界，认为人的本性是崇高的，是美德的本质。他对人类本性、人的自然属性的认识也带有理想化的色彩。人与人之间就像上帝和他的孩子一样，是父子关系，对上帝慈父般的爱充满了信任的认识就能形成有序的人类关系。“人类是上帝的孩子，这种思想培养我们成为兄弟，培养兄弟的情和爱，这是产生人类真正正义的惟一源泉。”[5]所以，裴斯泰洛齐把基督教教人去爱，把耶稣的教义看成一种人生哲学。这种哲学构成了正义；这种观点使他将社会理想化和乐观化。

当新庄实验失败后，现实生活中的残酷现实，迫使他去探讨复杂的受多种因素影响的世人生活秩序和规则，以指导人们去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他对人和宗教的看法反映在1787年出版的《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的“少尉的哲学”里。这里描述了人的两种特性，一方面是动物的本性，另一方面是堕落的人性。如书中的前任少尉、现任校长格吕菲所说的，人是不道德的和罪恶的。裴斯泰洛齐强调格吕菲的态度和观点就是他的态度和观点。这表明裴斯泰洛齐作为一个受了人性中恶的一面和利己主义所给予的痛苦经历和命运打击的人，放弃了理想主义的看法，而以少尉的哲学来看待人，这是他对人的本性认识的转变。

对于宗教的观点，他也放弃了最初的信念。在《隐士的黄昏》中，裴斯泰洛齐认为宗教是人与上帝的一种表现，它存在于人的天性中，并且是天赋的。但此时，他认为人在自然状态下没有宗教，只有人以社会形式聚集在一起时才产生宗教，随着所有权的出现，宗教产生了。它指导人们服从法律，尊重他人的财产所有权。但他并没有摆脱和背叛宗教。

裴斯泰洛齐的哲学代表作是1797年出版的《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追踪考察》。此时，他对人的观念和宗教的理解有了全新的认识。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就是他把对人性的基本思想相互联系起来了。而在此之前，“由于多年来在我脑海中一直萦回着单方面的思索——没有秩序，没有联系，对整体没有一个清楚的概貌”。而现在他以存在于人类本性中的矛盾为出发点，把这些单方面的思索联系起来思考和分析，提出了关于人类三种状态的学说。除了人的发展的自然状态和社会状态之外，还有一种自律的道德状态。裴斯泰洛齐在《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追踪考察》中表明了他关于人的基本观念。他把人理解为原则上在自然状态、社会状态、道德状态三种状态中生存的生物。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具有本能的纯洁”，纯粹为自我而生存。在社会状态中的人，是“作为堕落的自然人进入社会状态，也从根本上变成一种冷酷无情的生物”。[6]人作为与其同胞处于联系和契约中而存在的产物去行事。在道德状态中的人，能摆脱动物本性的自私和社会关系去行事。这三种人本质上是具有相对独立性和矛盾性的。自然状态中的自然人与社会状态中的人实际处于一种矛盾状态之中，“作为社会的产物，我摇摇摆摆地受着双重折磨，站在大自然产物和我自己的产物之间”[7]。“即在我的动物性要求同我的良心之间摇摆。”存在于人性的矛盾的解决，要么沉沦下去，“要么败于大自然的产物，要么作为社会产物而超越自己”。[8]这就要社会人反省自己，并在本身寻找一种力量，避免自己的堕落。这种力量就是与宗教相符的情绪和独立自主的力量。只有作为道德人，才能解决自身存在于本性中的矛盾。三种状态是人所具有的三种不同的属性。他们之间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逐步过渡的必要环节。大自然造就的人不是完美的人，人必须实现他自身的人性化和自身的完美，由自然人过渡到社会人，再过渡到道德人。

在《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追踪考察》中，对裴斯泰洛齐来说，真正的宗教与真正的道德是一致的，只有在人的社会道德状态下，人才可获得和认识真正的宗教；而在自然和社会状态下，没有真正的宗教。裴斯泰洛齐与卢梭关于人性的看法的不同点是，卢梭认为自然人性本善，是社会把自然人给糟蹋了；而裴斯泰洛齐指责卢梭认定人生下来本质是好的这一观点。裴斯泰洛齐的观点更多地倾向于人的恶劣倾向是与生俱来的。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卢梭相信，人的道德观念是在人的社会存在之中和由于人的社会存在而实现的；裴斯泰洛齐则认为，道德观念原则上不可能是社会现象，而唯一可能的是出于“个人”的。要改善社会，只有使个人道德化才有可能。因而裴斯泰洛齐放弃了人与自然的绝对关系，而追求人自身的能动和主体性。人不断地通过克服自我的自私观念，而成为道德人。

二、裴斯泰洛齐的心理观

裴斯泰洛齐著作中对人的最简单的一种心理现象——感觉，做了较深刻的阐述。他认为感觉和直观对人的认识和思维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他指出：认识的基础是我们人体感官的活动，一件物体放在人的感官之前，人们通过看、听、触、闻、尝等感官感知事物的外形、数量，由此，儿童产生了“模模糊糊”的“迷惘”的直觉，这是动物也有的。但是，人能用思维理解事物，加以整理、解释和给事物以名称，最后用语言把它叫出来。语言、外形和数目是把感官的直觉经验确定下来的三个基本要素，并使人从模糊不清的直觉过渡到定直觉阶段。这时人的感觉已跳出了动物的直觉范围，进而人们通过人体各种不同的感官，尽可能地分清事物的特性、颜色、温度、音响、味道、气味、重量、坚固性等，人的感觉从定直觉进到了透直觉阶段。人们把物体放在更大的范围内进行观察，不断地对某方面的知识做进一步的解释和补充，这时感觉进入了透概念阶段。这个过程从模糊直观发展到透直观经历了四个阶段，这是根据外部感官的活动而提出来的。它是人们认识的基础，是思维和能力发展的基础，也是裴斯泰洛齐教学理论的依据。

裴斯泰洛齐的思想接触到了感觉的种类。他说人有五种感觉，并相信人也有“内部感觉”，内部感官使人获得内部观念，帮助人们提高单纯从感官得来的知识，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世界，揭开和找到事物的真谛。裴斯泰洛齐把感觉的种类初步分为外部感觉和内部感觉两大类。这一思想基本反映了当今心理学对感觉的分类，但是他对内部感觉的认识是模糊的、唯心的。

裴斯泰洛齐的心理学的基本理论是关于能力的分析和论证。他把人的能力分成脑（头）、心、手三部分。裴泰洛齐所指的“头”或“脑”，常常是指“精神”。“精神”上的或“个人的”能力，也就是人认识世界、理智判断一切事物的所有内在精神的官能，包括感觉、记忆力、想象力、思想和语言。“心”指伴随着全部知觉和思想而来的一切感情范围，包括基本的道德感情；还包括“内在感官”的种种表现，如良心的活动、预感能力或评判力等。“手”指的是人的实践活动的能力，如“手工能力”“艺术能力”“职业能力”“家务劳动能力”等。这三种基本能力应协调发展。裴斯泰洛齐认为，人本身的和谐一致也是人生来就具有的，是大自然所创造的。这三种能力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心”的能力，只有脑和手的能力顺从于高尚的心时，三者才会协调一致。裴斯泰洛齐指出：“如果人得到高尚、满意的教育，人就肯定会为信仰和爱而培养和发展自己的德、智、体。”显然，思想行动一旦服从人的道德、意志和爱，人就能够真正取得自身的协调一致；相反，人的行动和感情不一致，就是分裂的、不一致的个人。裴斯泰洛齐从心理学角度提出人具有三种基本能力和这些心理能力的特性及发展心理能力最基本的原则。这为人的和谐发展和创立教育学理论奠定了心理学基础。

裴斯泰洛齐长期寻求一切教学艺术的共同心理根源。在1800年的题为《方法》的报告中，他提出：“我正在试图将人类教学过程心理化，试图把教学与我的心智的本性、我的周围环境以及我与别人的交往都协调一致起来。”[9]他认为教育应当提高到一种科学水平，教育科学必须起源于并建立在对人类本性最深刻的认识的基础上。为此，他要求教学以人的心理为依据，寻找和认识教学的心理根源。裴斯泰洛齐理解的人的心理就是人类的本性。从心理学的含义来说，包括了两个方面：“一是就教育的目的或结果的意义而言，要求教育教学应使人固有的、内在的能力得到培养和发展。二是就教育教学活动或过程的意义而言，要求教育教学应与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协调一致起来，使儿童在获取知识、发展智慧和道德情感各方面，都处于自然主动的地位。”[10]裴斯泰洛齐指出：“我们面前的世界好像是一个各种混乱的直觉交融汇合的海洋”，一个感觉印象杂乱无章的大海，而“教学和施加影响的任务是消除这些混乱现象”。[11]把各种事物分门别类，并把相似的和有关的事物归并起来，用这种方法使所有对象都清晰地呈现到我们面前，使我们的“心智由模糊的感觉印象上升到清晰的概念”，而“教学就本质而言，是阐明我们概念的一种手段”。这就是裴斯泰洛齐所理解的一个完整的心理过程和教学过程。依据这一过程，他提出“直观”原则。尽管他的直观内涵不够明确，令人难以确切把握，但他反复表述了这样一种思想：教学必须尽力促进儿童的内在认识能力和外在实物结合，使儿童在主观能力与客观事物相统一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各种能力。他还从人的认识的心理过程和规律中，推出了抓住事物的简单要素进行学习和教学的要素教育论。根据人的心理能力的发展特性，他提出发展人的各种能力的方法，这就是他的教学心理化的内容。

三、裴斯泰洛齐的政治观

裴斯泰洛齐是一个赞成资产阶级革命，同情劳动人民，争取国家独立、人民自由的爱国主义者，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人道的社会政治观。

裴斯泰洛齐反对社会财富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人民贫富不均，但不主张剥夺私有者的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是合法的、不可侵犯的，但如何使用财产则是很重要的问题。如果社会财富掌握在单个人手中，就会导致牺牲弱者，使弱者陷入贫困。裴斯泰洛齐要求制止这种情况发生，并且应受法律的限制，同时，国家有责任制定出明智的法律，迫使富人使用财富时，也使穷人得到好处，关心从属于其财富的那些人的幸福并承担起责任。他预见和希望有这样的社会：大量的资本不属于任何个人，对资本进行合理分配，穷人和富人不再有具体的区别。

裴斯泰洛齐对国家的任务和作用极为关注，阐述了他关于国家的学说。他认为国家首要完成的直接任务是保证安全，设法使每个成员不想也不能使用暴力解决冲突，同时也能保证个人安全。这就意味着未来发生的一切冲突不再用拳头和武力，而是在法律的范围内解决。所有可能参与冲突的人都得服从法律，但是总有受自私观念驱使他成为掠夺他人财产的人，因此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制定、颁布法律和维护权利与法律，使个人在国家中找到安全，使生命和财产不受威胁。

但是拥有权力的人可能滥用权力，利用手中的权力不是为人民造福而是作为奴役和剥削人民的工具，因此使用权力必须受法律约束。裴斯泰洛齐认为，一旦由某个人掌握并运用一切权力，社会常常就会出现另一种局面，权力就不是神圣的，而仅仅成为集权统治的工具。这时国家就得分权，使统治者的权力在人民获得的权力和人民的力量中得到均衡。

国家的间接任务是合理满足个人需求和教育。裴氏认为，如果国家不重视人民的教育问题，那么国家的法律就会徒有虚名，解决不了国内的实质性问题。原因在于：要求合理地掌握权力，合理地行使公民权，法律条件是通过教育使人的天性得到充分发挥，才能正确地掌握政权，公民才会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这就需要掌权者与国家公民都必须受教育，对所有的人实行教育，同时才能保障法律的合理公平，而教育仅是国家的任务。国家只能通过立法，间接起作用来促进个人的积极性、责任感和道德观的形成。

政权应该由什么样的人掌握？裴斯泰洛齐认为：“掌权人和统治阶层忘记了自己的使命和义务是国家不幸的主要原因。”而掌权人能从内心产生善性，国家就有希望，而善是来自每个受过正确教育的人，因此他认为受教育是国家中议政、参政必不可少的先决条件。政权应掌握在受过教育的优秀大人物手中。他们应该是上层人民中最优秀者，而不是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裴斯泰洛齐认为，民主的形式集中表现在人民能够选举政府官员，而不在于参政议政。可见裴斯泰洛齐是一个对劳动人民高度同情的民主主义者，同时他对人民的权利与国家的关系的认识是很明确的。

四、裴斯泰洛齐的社会改革理论与教育改革理论

裴斯泰洛齐对人民特别是穷苦农民抱有强烈的同情。他看到农民生活在贫困线上；贫困是一种普遍现象；农民贫困，不能受教育。他长期思索这些现象是怎样产生的；怎样才能使贫苦农民摆脱这一境况。但他并不了解产生这种状况的真正原因，而认为这是由于他们没有接受教育而造成生产能力低，不会合理安排农业生产劳动。所以他说：“穷人为什么总是贫困，是因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谋生技能教育。我们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这一点。”[12]为此，他一方面试图从教育入手，普遍提高农民的智力和教育水平，帮助农民推广新的农作物和改进耕作方法，提高农业生产技能，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水平，以克服贫困；另一方面，他认为解决这一问题，还必须从上层社会开始，这是作为当权者的责任和每个有理智的富裕公民的责任。他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拯救穷人只能来自上层，来自贵族执政官、好心的大臣，甚至开明的君主，让他们发善心，同情和帮助农民，改善农民的生活。他预言能够通过贵族内部革新来改善社会状况。他还特别寄希望于有社会进步倾向的皇帝约瑟夫的维也纳皇宫；他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来说服统治者。1813年，为了请求驻扎在伊弗东的沙皇军队不要危害他的学校，他去找逗留在巴塞尔城的沙皇，沙皇亚历山大召见了裴斯泰洛齐。裴氏为了说服和恳求沙皇取消农奴制，实施民众的普遍教育而忘了自己的请求，他还提出一系列经济改革措施：为每个人找到有意义的工作，使人人有能力谋生；同时能在劳动中实现人的存在；并把牧场均匀地分配给所有农民耕作。在法国大革命时期，他还要求废除封建的什一税，实行新税收和保险等新措施，还提出一系列有关法律措施的建议，特别提出一项新的诉讼程序。以教育刑事罪犯为出发点，使刑法和判决的执行合乎人道，取消死刑。他将当时因未婚生育而杀害婴儿被判死刑的一系列案件进行整理，并刊登在他的作品中，描写了对那些因杀害自己的孩子的不幸的年轻母亲的精神痛苦和绝望，对隐藏在那些社会风俗、道德后面的虚伪和残忍以及虚假的法律进行揭露和控诉；指出了当时宗教认为是犯罪的未婚同居问题是属于道德和宗教准则范围内的事，不是社会准则；而国家是社会的公共机构，不应该把道德规范内的行为用惩罚来干涉，国家的任务只限于培养合乎道德的生活。他认为，道德法庭的惩罚是造成杀害儿童的主要根源，必须取消，而代之以一项道德革新措施，通过一个公正的立法和以一个好统治者为范例，培养人民获得建立纯洁幸福家庭生活的虔诚和智慧，这是制止犯罪的唯一手段。裴斯泰洛齐还通过一系列寓言故事，来曲折地表明自己对政治问题的看法和意见。

裴斯泰洛齐对社会改革的思想和观点，更多的是想通过教育改革来实现他的理想。他的教育改革理论，主要体现在小说《林哈德和葛笃德》和他的书信集《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中。前者是在1781—1787年写的一部四卷本教育小说，宣传了他的教育理想。书中的主人翁即农妇葛笃德是一位集母亲、教师、教育改革者于一身的妇女典型。她亲自教育子女及邻家的儿童。她的行为和教育方法影响了全村，村里的学校也仿效她采取与大自然发展秩序相切合的教育方法来发展儿童的自然能力，在学习和训练中充分利用儿童的感官，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这种结合是裴氏的社会改革理论和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书中还阐述了他的“教学心理化”“简化教学机制”“要素教育”等方面的理论和探索，论述了智慧、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活动能力的培养，以及道德教育、宗教感情的培养。这些都反映了裴斯泰洛齐以教育为基础引导人民前进并改革社会的观点和教育改革的理论。为实现他的理想，他建立孤儿院、贫民教养院，致力于贫民教肓。他在建立的学校里力图收教贫苦人民的子弟甚至为他们提供免费入学。当他可望在出版他的全部著作后将得到一批款项时，他就要着手他的教育计划，开办贫民学校，实验他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为培养教师建立模范学校。裴斯泰洛齐为实现他的社会改革、教育改革的理想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探索，提出了大量的、新的有建树的理论。

第三节 裴斯泰洛齐的民众教育思想

一、论民众教育

裴斯泰洛齐在他72岁生日庆典时，谈到“人的教育，整个人民的教育，尤其是穷人的教育，在我脑海中萦回”，他一生的愿望是“恳请你们参与我开创的大众教育和贫民教育事业！更好地论证大众教育和贫民教育吧！我恳请你们在我百年之后继续我的事业，保证我的事业延续下去”。[13]民众教育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事业，但令人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低估了这一人类崇高的事业。他认为整个欧洲党政均处在人为的、黑暗的迷雾之中，民众的教育事业和济贫事业完全堕落了。堕落的原因是对当今生活僵化的看法、观念、倾向和习惯，“只有通过采取对我们时代和生活见解、思想、爱好、欲望和习惯有深刻影响的措施，教育和济贫事业才能得到真正改善”[14]。为消除阻力，他对大众教育、贫民教育的理论和实践进行阐述，对错误看法进行了批驳。有人误认为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是与贫民地位相适应的、特殊的贫民教育方法。裴斯泰洛齐多次批驳了这些错误，指出了大众教育、贫民教育与一般教育的一致性，它们的本质是相同的。“各阶层的人的教育，不管他们是穷人还是富人，农民还是市民，其内在的本质是相同的。构成教育实质的，不是传授一些知识和技能，而是培养人本性的各种力量”。[15]如果仅仅教给穷人们掌握一些手段和技能，可能会对贫民大众有好处，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坚信能“从人性的本质中找到帮助穷人的办法”[16]，根据人性的需要摆脱贫困或消除贫困的根源。因此，他认为大众教育要坚定地承认和重视人的各种力量结构上的中心点，及人的高度自由的本性意志。它也是我们各种力量的人性的中心点。他之所以认为自由意志为各种力量和基本能力的核心，是因为只有意志自由才能显示力量和才能，充分揭示人们内在的人性。裴斯泰洛齐早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就阐述了首要的事情是人民缺乏独立性。书中揭露了富裕阶层爱好奢侈虚华，却给广大的乡村人民带来毁灭，他们成为那些富有阶级的道德败坏的替罪羊，反过来富有阶级还假惺惺地怜恤这些穷苦大众。所以，为了改变穷人的卑微的生活，首先要改变穷人那种胸无大志、缺乏目标和主动性、缺乏人类尊严的状况；就是要通过信仰和爱使意志获得自由，并通过这种自由引导人们的力量和能力的发展；通过教育和诚实的劳动获得人的尊严，培养人的个性和道德，从而使人能自我帮助，并通过信仰和爱使意志升华为一种无私地献身于真理和正义事业的力量。裴斯泰洛齐在《改进教育的观点、经验和手段》（1806年）一书中写道：“我的第一批研究成果虽然萌发于我对本国穷人的同情，为他们寻找帮助，但我的研究并不是停留在为满足这一阶层人的需要的狭隘范围内。我的一切努力，帮助穷人从人的天然本性加以引导……我相信，人永恒不变的天性得到后天的足够培养，常常就有能力结合自身发展起来的力量，控制住外界环境不时带来的偶然因素。”[17]同时，教育艺术的科学也是在深刻认识人性的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人的力量和能力的，也要遵循人性发展的神圣秩序和法则。

民众和平民教育的实施是成熟的初级教育的思想体系，其基本思想是简化人的教育；以作为大众教育的手段和原则，以便使教育方法能在每个人的起居室里应用，发展人的各种能力。关于民众教育的实施，裴斯泰洛齐阐述了起居室的作用。他强调民众教育不仅要通过实验学校进行，而更多地应在起居室里实施。他认为，起居室是信仰和爱的圣地；初级教育应重视起居室的人性作用，它同基督教的精神相吻合。因为在起居室里，有信仰和爱，通过父母对孩子的照料，联系父母和孩子的感情，在家庭成员中产生爱和感激、信任之情。同时通过家务劳动和生活，使儿童的心、脑、手感性地结合起来，一起服务于生活。起居室是人民文化的基础，通过母亲和父亲传授文化。总之，可以通过起居室普及民众教育。

裴斯泰洛齐在他那个时代提出了穷人可以受教育的口号，并要求政府和社会要注重大众教育，并为大众教育寻找教育的方法与途径。这根源于他对贫困生活的体验和同情。他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第一封信中说：“我深感民众教育犹如无底的沼泽横在眼前。我在泥潭中来回跋涉，历尽艰辛，才弄清其污水的源头所在，受阻塞的原因和可以疏导的可能性。”[18]正因为他几十年来和穷人同呼吸、共命运，他对贫困问题和大众教育问题的认识的深度，“是当代其他思想家和活动家所望尘莫及的”[19]。

二、论政府教育

裴斯泰洛齐尖锐地批评了具有等级性的国民教育制度，揭露了当时政府教育的弊端，指出教育为特权阶层所独占，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夺了享受教育的权利，教育极不平等。他指出：“根据我对欧洲的学校教育的分析，这种教育好像是一座三层楼房。第三层楼金碧辉煌，建筑技术精湛，但只有少数人居住着；在第二层住着许多人，但这一层没有楼梯，要是有了楼梯，这一层的人是能够体面地爬到第三层的。如果他们一旦心血来潮，想凭一股蛮力向楼上爬去，则要留神，他们的胳膊和大腿会给人打断。最低一层里住着许多人，他们虽然和住在上两层的人同样获得阳光和洁净的空气，在这方面享受着相同的权利，但是他们不得不留在没有窗户的黑暗陋室中，而且决不可抬头窥视从上面两层发出的亮光，否则他们就要被人挖去双眼。”[20]这种教育状况使他产生了这样一个信念：“欧洲的这辆普通的公共车子不仅需要人很好地牵引，而且更需要换个方向行驶，拉到一条全新的道路上去。”因此他利用一切机会、尽一切可能改变政府的这种教育状况。用他的支持者尼法德雷尔的话说：“直到政治成为国家教育的手段，而不仅是统治手段时，黄金时代才会到来。”然而，裴斯泰洛齐屡遭失败，他对政府在教育事业上的作为不信任。所以裴斯泰洛齐感到：“不能过多地指望政府来关心个人，关心公民教育，以及有关公共福利的一切事情——这些事情惟独个人能完成。”[21]他要求彻底改变这种状况，不仅仅是减轻那导致欧洲最广大人民衰弱的学校弊病；这种变革绝不能说只是在原有制度上的修修补补，而必须从根本上进行救治。

裴斯泰洛齐指出政府应该给个人以权力和意志，政府应该努力防止那些个人在为推动公共利益发展方面本可以有所成就、有所贡献的事务中的无权现象。政府绝不该忽视他们在智力、气质和能力的培养方面的需求，让每个人能够为公共利益和公民教育出一点力。政府应该说明，公民如果具备了智慧、气质和能力，那么一方面可以通过对自身事务的精明处理而获得内心的满足；另一方面又可以方便地提供并且确保国家所需要的一切。裴斯泰洛齐认为：国家的公民只有具有良好的品德、智力和实践能力的修养，国家才能维持。所以，他希望政府应致力于民众教育、普及国民教育。裴氏指出：深感痛心的是我们时代的政府却没有充足的力量和生机来获得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实际技能，政府又不会推行一种可能产生公民的教育制度。

三、论家庭教育

裴斯泰洛齐提出和论证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孩子是在家庭中成长的，如果能在家庭中尽早地接受良好的教育，教育的成功就越容易。而在家庭中，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裴斯泰洛齐提出，要获得成功的教育，其前提是有这样的父母：“他们能在一定程度控制孩子的一切环境，排除所有不适当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又能寻找到充分地利用特定环境所提供的那种能激发孩子的爱和活动的动力。他们不怕困难，富有耐力，甚至不惜作出自我牺牲。”[22]这是裴氏理想中的父母形象，特别是母亲形象。裴斯泰洛齐认为母亲是天生的和伟大的教师。她最爱孩子，最了解孩子，也最能观察到孩子的需要，从而尽力使孩子的本能在自我活动中得到充分发展。母亲的影响比任何其他人都更重要、更有力量。作为孩子来说，他们也需要母亲的爱，否则他们的爱和信任的感情就得不到发展，他们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受到危害。所以，裴斯泰洛齐始终强调家庭影响如果以最纯洁的形式出现，就是人类教育中所能想象到的最高尚的因素。成功的教育总是建立在理想的家庭生活和父母的力量的基础之上的。家庭是培养儿童爱的情感的良好道德的场所。裴斯泰洛齐认为在家庭生活中存在着一种黏结力。这种黏结力就是爱的黏结力。它“是上帝赐予的，是用以唤醒个人爱的能力的手段”[23]。在充满爱和有爱的能力的家庭生活环境中，孩子每时每刻都能获得源于爱的一切美好的生活的熏陶。儿童爱的感情和能力得以发展。在这基础上，儿童的道德也随之得到良好的发展，所以裴斯泰洛齐指出：“凡是有着爱和能容纳爱的家庭，可以预料，在那里一定会有成功的教育。孩子一定会变成善良的人。”

要使孩子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必须对母亲进行教育。因为只有受过教育的母亲，才能教育她的孩子，正如有了受过良好教育的教师才能进行良好的教育一样。因此，裴斯泰洛齐一贯把教育母亲看成教师最重要的责任。他对母亲的教育，大体上有两个方面：一是用热情动人的话语温暖母亲的心，争取她们为崇高的教育事业尽心尽力；二是给母亲们以教育的实际指导。为此，他给母亲们写了不少书，如《献给母亲们》《孩子直观和说话培养指南》《致友人格瑞弗斯信札》，以及关于简化初等教育教学的方法的思想和书籍，以此来改善家庭教育，指导母亲培养和教育孩子，以便拿着书，照着操作，就可以对孩子们进行教育和培训。他一直认为：“当有足够的人认识到正确的教学和教育方法时，就可以在起居室进行初级教育和儿童的早期教育，并由母亲们进行这种教育。总之，谁要是深切关心年轻一代的幸福，那么就应把对母亲的教育看做是他的最高目标。”[24]美国学者丹尼尔·恩·罗宾逊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概括为“裴斯泰洛齐具有弗洛伊德式的敏锐，始终坚持认为全部教育都发端于家庭内部，教育的最重要的特征是那些最初而又最完整地掌握在家庭成员手中的——特别是母亲手中的”[25]。这一评价是对裴斯泰洛齐重视和强调家庭教育的中肯评价。

第四节 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思想

一、论自然教育

裴斯泰洛齐继承夸美纽斯、卢梭的自然主义思想，认为人的教育要遵循自然教育的规律。“自然”一词，在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中首先指的是大自然本身的活动及其规律，更多的是指人的自然本性及其发展规律。自然教育的思想是贯穿裴斯泰洛齐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在他看来，自然教育有两方面的含义，其一是教育应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裴斯泰洛齐认为大自然有它自身发展的规律和法则。他以树的生长为例：树的种子在大自然的作用下发芽，长了枝叶，不断成长，同时树根也在生长发育。而后树结出果实，果实成熟后从树上掉到地上……裴斯泰洛齐要求人们“观察大自然在一棵树上发挥的崇高的作用，要人们用心思考察大自然这种活动的规律”，认为“作为一个整体的大自然的机制是既伟大又简单”。在此，裴斯泰洛齐继承了夸美纽斯的思想，指出：“从本质上说，人的本性也遵循同样的发展规律。”[26]进而要求人的教育应该模仿并遵循大自然的发展规律，“必须时刻保持与大自然的朴实过程相统一”[27]。

裴斯泰洛齐论述教育与自然的关系时，强调了教育要遵循自然，与此同时，他指出教育不能机械模仿和消极遵循自然。这是对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和深化。首先，裴斯泰洛齐指出大自然的发展具有永恒的规律，但在它的变化中，它的规律在应用于每一个个体和每一种情况时，则带有偶然性。“偶然性就其存在的结果看，它同永恒性和不变性是同样必要的。”大自然的偶然性表现在“似乎仅关注总体，而忽略它正从外部影响着个体”，从这方面来说，自然是盲目的。它会使人的个体在自然力的作用下的发展变得偶然，不能协调大自然与人的本性，因而不能完全盲目地模仿大自然。如果要让它满意地适用于人类的话，必须通过人类的意志和人类的本性使自己与物质世界相和谐，“摆脱自然对每个人所持有的偶然的态度，将其置于知识、力量和方法的掌握之中”[28]。其次，消极地遵循自然也是不适合于人的教育的。他在此引证了大自然中的现象进行类比。他说：“在你漫不经心地将土地丢给自然的地方，土地就会生出杂草和蓟。只要你把人类的教育丢给自然，它就会停留在感官的混乱印象上，如此而已，这种混乱的印象不适合人的理解能力。”这不适合于孩子的教育。这里他已意识到教育既要遵循自然，但也不能消极地服从自然，任其自然发展。遵循自然的另一含义是教育应遵循人的自然天性的发展规律，即教育应符合人的心理发展的客观规律。裴斯泰洛齐认为人的自然本性有低级动物的本性，也有高级的人特有的天性。在婴儿出生的一段时间，“儿童的动物性能力得到极大的发挥”，身体的力量和灵敏性迅速发展，这时“人类天性中的这一部分与其他动物的本能是完全并行发展的”。[29]但人身上的高级天性会在适当的时候通过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来。“一旦他的精神方面的天性开始显露，人就必然不再允许他的动物天性来支配他了。”[30]人注定要遵循更高级的天性的发展。在裴斯泰洛齐的著作中，人的高级天性即人的天性、人类的本性是指人的精神意识、心智和有待发展的各种潜能。“实际他理解的人类的本性就是人的心理。”[31]在论述教育与人的本性的关系时，裴斯泰洛齐认为，在儿童身上具有一种渴望发展的倾向，正如人的眼要看、耳要听、脚要走、手要握，而心要信任和爱、脑要思索一样，人需要教育才能发展和完善，能力经教育才能呈现，而自然天性的发展有它固有的规律、程序和步骤，人的教育必须与之相协调。裴斯泰洛齐把教育称为人为的影响。他指出：“施加人为影响的规律是从研究本性发展过程中推演出来的。”本性永远是施加人为影响最重要的基础。[32]人为影响和本性之间的关系犹如一座房子和岩石地基之间的关系，房子和地基不能有裂缝，必须结合成一体，否则房子终有一天会倒塌。同样，教育“违反了本性发展的规律，人就会重新回到野蛮状态”，因此，在施加人为影响时包括“各种教学形式也应服从本性中一些永恒的规律”“与人的本性发展过程相适应”。[33]裴斯泰洛齐很重视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改变人性中恶的方面，而使人的自然本性得以完善和发展。因此，裴斯泰洛齐强调：“人只有通过艺术，才能成其为人。”[34]这里的艺术是指人的教育教学艺术。在强调教育作用的同时，裴斯泰洛齐也指出了教育不能代替本性的发展。他认为教育不是往人身上塞东西，而是就人本身这块料进行塑造。也就是说，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特点，尽可能实现人生下来时蕴藏在人身上的才能和天赋。教育所追求的理想存在于人本身的天性中，如同园丁种植树木，是帮助和促进树木的生长。所以人的全部教育就是促进自然天性遵循它固有的方式发展的艺术。

二、论要素教育

裴斯泰洛齐致力于教学方法的改进，使之能符合“教育心理学化的原则和儿童心智发展的原则”。经过苦心研究，他发现了人类通过感觉印象获得清晰概念都有它的起点——即基本的、简单的要素。“当你把简单的要素完全搞清楚了，最复杂的感觉印象也会变得简单。”[35]这个思想在他的脑中盘旋了很长时间，并花费了他后半生来进行研究，提出了要素教育的思想。要素教育论是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要素教育的基本含义是指教育教学要掌握一些最简单的、被儿童理解和接受的“要素”，以此为出发点，逐步过渡到更复杂的“要素”。其目的在于使教育简明化，简化教学方法，以便能“遵循大自然的秩序，使人的头脑、心灵和手这些方面特有的能力得以展开和发展”[36]。裴斯泰洛齐认为在一切知识中都存在着一些最简单的“要素”，如果儿童掌握了这些最简单的要素，就能够认识它所处的周围世界。学生掌握了它，其能力就可以在此基础上获得迅速发展；教师掌握了它，就可以提高教学效果；每一个家庭的母亲掌握了它，就可以“不需要其他帮助就能够教育自己的孩子”[37]。最终能达到增加受教育的人数，实现普及教育和改善贫穷生活的目的。

裴斯泰洛齐提出了体育、劳动教育、德育、智育和教学的基本要素。体育的基本要素是关节的运动，以此开始逐步扩展到全身复杂的体力活动。为此，学校要通过游戏和各种运动去锻炼他们的各种关节。劳动是体力活动的一个方面，所以关节的运动，也是劳动教育的基本要素。道德教育的最基本要素是儿童对母亲的爱。这种爱是在母亲对婴儿的爱以及满足其身体的需要的基础上产生的。这种爱反映和表现得最早。随着这种爱的进一步发展，一个人便形成了道德力量。

裴氏着重对智育的要素进行了详细的阐述，他指出：智育最简单的要素是数目、形状和语言。裴斯泰洛齐认为，每一条线、每一个量、每一个词，都是我们的概念一步步走向清晰的手段。既然智育的任务在于使混乱模糊的感觉印象发展为清晰的概念，那么，教学的手段就应从形成清晰概念的手段中去寻找。经长期的探索，他明确指出：“使一切通过感觉印象而获得的认识得以清晰的手段来自数、形、词。”[38]为了使儿童获得清晰的概念，在这一过程中，他要求儿童在观察中必须注意三件事：①在他面前的对象有多少？有哪几种？②它们的外貌、形式或轮廓是怎样的？③它们的名称是什么？如何用一个声音或一个词来称呼它们？裴斯泰洛齐认为，数、形、词是一切事物所共有的三个基本特征。儿童若要获得清晰的概念，必然把这三个基本特征作为手段去认识事物。为了使儿童抓住事物的基本特征，必须使他们具有与数、形、词三种手段相对应的三方面能力：①按照外貌而认识出不同的对象的能力以及能讲出外貌所包含的内容的能力；②说出这些对象的数目并对自己说出它们的多或少的能力；③用语言称呼出这些对象的数目和形状，而且不会遗忘的能力。

因此，智育必须从这三种能力入手，培养儿童基本的计算能力、测量能力和说话能力。裴斯泰洛齐强调指出：“教学首先应该致力于一切从感觉得到的事物的确切知识为目的计算、测量和说话的基本能力。”[39]在他看来，智育正是借助数目、形状和语言这三个最简单要素来实现的。在教学过程中，儿童是通过测量来掌握形状，通过计算来掌握数字，通过发展语言来掌握词的。因此，知识（学科）的教学要素，归纳为测量、计算和说话能力的培养和训练，以此为出发点，进而激发儿童的思维能力。裴斯泰洛齐确认这些基本要素是各种教育不可缺少的基础，是教育和教学的出发点。他以此为依据研究了初等教育的各科教学法。

三、论语言教学

语言教学是培养学生说话能力的重要科目。裴斯泰洛齐认为，语言的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因而语言教学也划分为三个阶段，即语音教学、单字教学和语言教学。“学习说话不能从学语法开始，相反，学语法要以学会说话为起点。”[40]而学说话首先要掌握发音能力，教学的第一个基本手段就是发音（SOUND）。儿童应该在开始看到文字形状以前，或开始阅读以前，就应该具备重复地发出各种声音的能力，应该熟悉一些简单的发音，如：ba，da，ma，la等。从这些简单的发音开始，可以获得一般的学习能力。裴斯泰洛齐认为：这是学习单词的基础，也是学习语言的基础。语音教学和语言教学都应从语言的最简单要素——语音开始。在语音教学时，首先使儿童学习发音和听音，熟悉全部说话的发音，裴斯泰洛齐为此专门准备了一本为早期儿童写的《拼音课本》，即拼、写、读教学的提示，出版于1801年。这本书配以图画，为儿童描绘图画所代表的物体的每一个词，母亲们可以不需要教师，不断地让儿童聆听拼音课本中的各种语音。语音教学应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它的教学形式普遍从元音开始”[41]，由简单到复杂，循序渐进。裴斯泰洛齐采用活动字母进行教学，在画板上出示书写成红色的元音字母，在音节的前边和后边，一个一个地加上辅音，构成最基本、最容易的音节，元音字母与其他辅音相组合的不断练习，使儿童掌握最基本的语音技巧。裴斯泰洛齐指出拼读的基本规则是：所有音节由元音和辅音组成，元音是音节的基础。按照这种规则和教法，儿童可以毫不费力地学会读和发音。语言教学的第二个阶段是单词教学。在音节的前后添加新的字母或音节，便可构成其他单词，学习单词时应先让儿童学习与周围环境有关的单词，然后通过直观图画学习与自然、历史、地理以及人们的职业和社会关系等方面有关的事物的名称和单词，这好像是建造房子之前，对各种必需建筑材料的收集，为今后儿童的阅读和语言学习做准备。第三个特殊的教学手段是语言教学。语言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引导我们人类从紊乱的感觉印象达到清晰的概念。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教学应有一定的顺序，首先应该把名称和事物联系起来，然后认识所指事物的各种特性，并通过语言，改变字词本身和它们的排列方式而获得使用动词和副词同定义事物质量的能力。在教学时，先把名词挑出来，如在教“晚上”一词时，把表示它们的形容词放到紧跟其后的位置，如“晚上”：安静的、明亮的、寒冷的、下雨的。然后，反过来把形容词置于前，把体现其显著特征的名词放在其后。如，“圆的”：球、帽子、月亮、太阳。这样为教学句子做好了准备。学习造句需反复练习，由简至繁，循序渐进，逐渐加深。在教学简单句子时，从儿童身边熟悉的事物进行提问，如：“父亲怎么样？”“父亲是和蔼的。”“蝴蝶有什么？”“蝴蝶有鲜艳的翅膀。”接着练习动词和宾语之间的简单的联系。以学习“粉笔”为例：老师拿粉笔向学生问是什么颜色，那么老师就让儿童对这些事物的名称加上形容词以表示它的特征：白粉笔。儿童再用动词、副词和这些事物的名称结合，表示它们的易变关系。例如：“我用这支白粉笔写字。”“我用这支白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字。”“我用这支白粉笔在黑板上写大字给老师看。”用逐渐增加词汇的方法使句子逐渐复杂，由此反复练习，学生就懂得了造句。这就是裴斯泰洛齐的语言教学的方法。

在语言教学中，裴斯泰洛齐很重视教学与认识的自然进程，即直观—印象—认识这一进程的协调。如在母亲教孩子说话时，首先必须让儿童感觉到各种刺激（听、看及感觉到的刺激）。这种感官的刺激和儿童对事物的观察，同时加上母亲对事物绘声绘色的描绘以及不断变换声调的语气的、声音的刺激，使孩子产生了对所说事物的印象，一旦孩子意识到在吃什么、听什么、感觉什么、嗅什么和尝什么时，一种要表达这些印象的愿望就会变得强烈。此时，是教师教给儿童表达这些印象的相应方式的最好时机。这样，儿童的表达能力、认识能力就逐步获得提高。在这一过程中，裴斯泰洛齐指出了教师的任务是：“采用各种刺激的方法鼓励孩子”，并“用语言中的各种声调刺激孩子”，使孩子产生兴趣。裴斯泰洛齐指出了语言与内容即直观事物的印象与儿童周围生活相联系的重要性。裴斯泰洛齐认为：“如果语言的外表形式（语音）与词义的基础（印象），没有联系，语言只是空洞的、没有内容的声音而已。只有意识到语音同直观印象的关系之后，语音才会成为真正的人类词汇。”[42]他还强调儿童获得这些直观印象的事物必须是儿童周围生活所接触的。这样的事物对儿童来说，更容易接受，而且能使儿童产生兴趣。裴斯泰洛齐特别强调，在语言教学中抓住基本要素，循序渐进的教学，是引导我们获得清晰概念的一种手段，也是一切教学的基本原则。

四、论写字教学

写字被看作形状训练，以测量、绘画为基础。绘画的练习锻炼儿童手腕的灵活性和力量。学习书写，应该从绘画的最简单要素“直线”开始，因为书写是一种特殊的线性绘画。写字，不仅有绘画的线做基础，而且要求字形不能有任何偏差。

学习书写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熟悉字母形状及其组合，教学时重点讲解字母基本形状并逐步把组成字母形状的各部分连在一起，按照从简单到复杂的原则，从正确模仿一个字母开始到把几个字母组合到一起，逐步发展到组合成单词，这个阶段还不能用钢笔来写字，用石笔在石板上练习，待到能较准确地书写字母为止。第二个阶段应该引导儿童使用钢笔。书写内容及书写字母的大小应与前一阶段的教学相衔接，然后逐步复杂化。开始时，书写字母的大小和用石笔书写字母一样大，再过渡到正常书写的大小。

在书写教学中，裴斯泰洛齐强调了教学方法应进行心理学的分析。即针对不同年龄的儿童采用不同的方法，同时还指出了写字能力是在与其他学科，如测量、绘画、说话训练、语言教学等各方面能力的培养的过程中相互联系、相互促进而获得的。

裴斯泰洛齐为写字教学编写了特殊的习字帖和课本，认为按照书中指示的方法进行教学，对那些未受过训练的母亲，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教儿童写一手准确、漂亮的字，使更多的儿童有可能接受一定的家庭教育。

五、论算术教学

裴斯泰洛齐很详尽地研究了算术的教学及方法。算术教学应该从数目的最简单要素“1”开始。因为算术是“把若干个单位集合起来和拆分开来的产物”。它的本质和基础是加减运算，以直观的感觉印象为基础，进而抽象为用点和画（表格）代替实物，儿童对数目的真实关系的认识就能巩固，而不会混乱。

为了加强直观，裴斯泰洛齐在算术教学中引进了“ABC”。关于“直观ABC”，裴斯泰洛齐是这样定义的：“这个形状ABC（直观ABC）就是把正方形等分成确定的量格，因此，需要准确地认识这种开头的垂直线和水平线。用直线对正方形进行这些切分，便得到某些形状，用这些形状便能测量所有的角、所有的圆和弧了。我把这整个体系称为‘直观ABC’。”[43]通过“直观ABC”，使儿童认识直线（水平线、垂直线和倾斜线）、由直线构成的角（直角、锐角和钝角），然后教儿童认识正方形、圆形和它的变扁—拉长的圆形（即椭圆形）。儿童最后通过画这些形状而形成关于每个形状的清晰的概念。裴斯泰洛齐认为，测量教学应该与算术教学紧密联系起来。他指出：“我们已经把形和数的要素达到这样和谐的程度，使我们能够把形状测量作为数的关系的重要基础，而数的关系的基础可以用作形状测量。”[44]在进行分数教学时，裴斯泰洛齐采用了“直观ABC”中的正方形。他用一个正方形代替整数“1”，用不同的方法对这个正方形进行无穷的分割。然后，再把这些被分割的部分汇合起来。利用这种图形，让儿童看到整体和部分的关系及其分解比例。他还设计了“单位表”“简分数表”和“繁分数表”，这些都是以正方形为单位的，他的这种教学减轻了儿童学习和理解抽象的数的概念和算术教学的困难。

裴斯泰洛齐分析了读、写、算的教学和经验及心理过程之后，总结了“一个最高的教学原则，即感觉印象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基础”。因此，直观是一切概念得以清晰起来的基本手段。

第五节 裴斯泰洛齐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一、论全面和谐发展

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总结他一生实践的“初级教育思想是一种关于顺乎自然地发展和培养人的德、智、体的主张”[45]；是发展和培养人的“各种能力”和“力量”；人的各种力量的内在联系体现在人的“脑、手、心”三者的协调、和谐、均衡的发展，以达到“追求人的完善”。

裴斯泰洛齐这一和谐发展的思想基础是卢梭的遵循自然的教育思想和莱布尼茨的“单子论”“预定和谐的思想”。莱布尼茨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由无数的精神实体“单子”所构成的，这些“单子”是上帝所创造和安排的。它们本身要求发展，而且相互依赖。裴斯泰洛齐接受了这些观点，认为每一个人都具有发展的能力和欲望，这种永不熄灭的发展欲望“存在于人的各种力量的本质里”，其本质是“追求人的各种力量的完善”，使人的一切天赋能力得到和谐的发展。[46]

和谐发展的理论依据是裴斯泰洛齐的人性统一性思想。他认为：人的天赋本性具有整体性和统一性。人类才能的整体性是种族的神圣而永恒的天赋。教育成功的基本条件是人性的整体性。教育必须努力使人的能力得到完善、圆满的发展。如果“仅仅使人性的某一方面特殊的发展，这是不正常的、错误的”，“它将损害和毁坏人的天性的均衡，它意味着使用非自然的训练方法产生片面发展的人”。[47]裴斯泰洛齐指出：“依照自然法则发展儿童的道德、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照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因此，裴斯泰洛齐提出：“体力与心灵的培养要和智力培养达到和谐与一致”“这样我们的各种力量达到了平衡，这种平衡生动地证明了我们的本性的统一，由这种统一产生一种凝聚力。”[48]他还指出：“对这种人的各种力量完善的追求，在初等教育里实施是不可能完善的，但对这一目标的追求则普遍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同样是确定无疑的。”[49]这里要求德、智、体和谐、平衡地发展，实际上反映了他那个时代对人的智力、思想、道德和生活能力的全面发展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以人性的统一为依据的。由于时代的局限，还不可能从大工业社会的要求来认识人的全面发展，然而不可否认这一思想是他在教育思想发展上的一大贡献。

脑、心、手三者的发展，如何才能协调起来呢？裴斯泰洛齐认为，大自然所创造的人具有一种自身本体的、把全部能力统一起来的力量，但是如果一个人所想的与行动不一致，行动与感情判断完全不符，那他是分裂的、不一致的个人，表明三种能力的发展是不协调的。这时需要使他的脑子的能力服从于高尚的心，也就是应该把爱、信仰、道德贯彻到思想和行动中去，思想和行动一旦服从人的道德、意志和爱，人就能真正取得自身的协调一致。因而人的教育一方面是尽可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脑、心、手的能力；另一方面又要求三种能力相互协调发展。裴斯泰洛齐强调德育的地位，对德育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性的认识，无疑是有重大意义的。

二、论体育

裴斯泰洛齐非常重视体育。他认为：体育是人的全部才能和潜能获得发展的基础，是人的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内容之一。

体育的任务是发展儿童的身体、力量和技巧。体育的最简单要素是关节的活动，它表现为最简单的活动，如：打击、跳、撞、拉、转、压、振动等。它是全身复杂运动的基础，也是体力活动和体育的要素。以此为体育教学和训练的起点，从容易进行的运动开始，继而进行更为复杂、难度更高的运动。

裴斯泰洛齐对体育运动的设计提出了要求，认为应采用从易到难、自然进展的方式来设计体育，循序渐进。体育运动设计应根据儿童年龄和体力强度的实际需要来设计多种体育运动。进行体育运动时还要因人而异，特别是儿童早期，体育应根据实际情况选择最适合、最有益于儿童的运动。例如，身体健康的、体力虚弱的，或是患有某些疾病的，都应按照他们的情况和需要来设计和选择体育运动。他提出：“体育决不应该局限于目前用‘体操’这个名称来命名的那些运动，这些运动一般是运用四肢，由此增强了体质，锻炼了技巧；然而还应该为训练全部感官设计出专门的运动。”[50]

体育的基本方法是练习。“惟有通过练习，那些看来似乎是缺乏的能力才是可以产生的，或者至少是能够发展起来的。”[51]裴斯泰洛齐还认为体育动作的练习应该与感觉的训练、思维的练习协调起来；四肢的基本练习，必须很自然地与感觉的基本练习协调起来，也必须与有关思维的机械练习协调起来，以便使体力、感觉、听觉和思维同时得到发展。

体育运动对于身体和道德教育同样是有价值的。他认为：“如果体操训练得当，对于促进儿童的欢乐和健康十分有用，而欢乐和健康则是道德教育的两个十分重要的目的。”[52]此外还可以培养“团体精神”和“兄弟般的情感”。对于儿童的个性和品质的发展也有重大的作用。对儿童进行持久的体育锻炼，有利于儿童“勤奋的习惯、坦诚的性格、个人勇气、吃苦耐劳”等个性和品质的培养。[53]

三、论智育

智育是全面和谐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智育问题上，裴斯泰洛齐花费了较多的精力和心血去研究。他竭尽全力去发展教育和研究教学方法，以期“人类能够自己帮助自己”[54]。

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发挥人的才能和天赋。”[55]围绕这一基本任务，智力教育及有关的文化教育就应该顺乎自然地发展思考能力、研究能力和判断力，学习逻辑规则。“逻辑规则是思维的方法。”[56]显然，在知识与能力的关系问题上，裴斯泰洛齐认为“初级教育一个最基本的目标是把人的思维能力上升为成熟的判断力”[57]，一切教育的目的应围绕能力的培养而展开。绝不可以往年轻人的脑子里灌一大堆难以理解的无用的知识。他认为，一个装满知识的低能儿是教育的失败。人应该做到既掌握必要的知识，又有实际工作的能力。

在知识与智力发展问题上，裴斯泰洛齐认为只有掌握了完美无缺的专门知识，才能具备判断力。专门的知识是通过各种课程的学习而获得的，这是能力增长的基础。在传授知识和技能的过程中，必须同智力紧密相连，不能孤立地传授知识。“课堂教学最迫切的任务是发展人性中存在的、需要进一步发展的力量。”[58]

如何发展智力呢？裴斯泰洛齐认为，首先要了解智力发展的要素。智力发展是以各学科知识为基础的，而各学科又是以直觉为基础的。他说：“每一根可以理解的线，每一个认识的尺寸，每一个有意义的词都是人们理解的结果，是由成熟的直觉产生的结果。直觉是认识事物的绝对基础。”构成直觉的要素是什么呢？他发现每一个通过直觉可以理解的事物都具有数字、形状、名称等特性。他说：“我认为，认识一个事物的单面性和多面性，它的形状和名称之后，对这个事物的认识是肯定的，在逐步认识这个事物的其他特性后，对它的认识是清楚的。在认识这个事物各种特征的内在联系后，对它的认识是清晰的。”[59]所以，数字、形式、语言（词、名称）是直觉的基本手段，每个人也具备与这三种基本手段相应的基本能力，即语言能力、对于形式的理解能力和计算能力。为了抓住基本要素、顺应自然发展三种基本能力，知识教学的内容及基本课程应该是语言、唱歌、写、画及算术。

裴斯泰洛齐认为传授知识和发展智力，还应以适合和发展人性为基础。每个人都存在着渴望发展的内在本质，它需要在同客观外界的实际接触的过程中才能得到发展。但是客观外界对年轻人的影响是盲目的、混乱的，然而要使儿童的天性获得自然良好的发展，教育就不应该是混乱的，而应当由人来精心加以引导和安排。这种人为的影响是指必须干涉自然的影响，不是干涉孩子的天性的发展；是对外界给孩子感官的那些偶然的、杂乱的印象和影响进行清理分类。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指出：“初级教育还应整理感觉印象、协调印象的应用和人的本性的需要。”[60]他在一篇还未发表的文章中指出：“各种教学都是一种用于满足人的天性发展愿望的手段。”[61]在强调适合人的本性时，特别指出因材施教，即人为的影响应适合于每个孩子的理解能力，教育手段要因人而异。为了发展儿童的智力，他对智力的组成和教育进行了研究，裴斯泰洛齐提出认识能力、语言能力及思维能力组成了智力。认识能力，最基本的是观察力。“观察力是智力培养的起点，语言能力是中心环节，而思维能力则是其最终点”。他说：“我们利用外部器官直观观察和激发起对这些事物的印象，则是智育的起点。”[62]因而他很重视感官的训练和观察力的培养。这种训练应“从摇篮时代起把家庭生活中的直观对象诱人地、生动地和感人地送到孩子的感官前，对孩子施加有益的影响”[63]。在培养观察力时，孩子生活环境中的直观对象的范围应该是广泛的，以发展孩子所需要的各种知识。但是，应注意这个范围，绝不能超过他的生活状况和他的力量的实际需要，即不要脱离儿童的生活实际和认识能力的许可。裴斯泰洛齐认为，观察力是培养语言能力的基础，而语言能力的培养也要适合于其他能力的培养，它是与培养观察力、直观能力的自然进程相结合的。语言能力的训练必须同儿童观察能力的训练同步进行。语言器官的训练同感官紧密相连，儿童观察事物后，激发起要将事物表达出来的欲望，这时，顺其自然地训练他的表达能力，即语言能力。教师应设法激起儿童本性中的这种欲望。在培养观察力的同时，使语言能力合乎自然地得到培养和发展。语言能力的培养是观察力和思维能力的中间环节。孩子学习语言时，一开始只是机械地练习说那些描述直观对象的词；通过练习，表达这些直观对象的性质和影响的表现方式，久而久之，直观能力也自然而然地发展成思维能力。总之，“语言的教育一方面要服从于永恒不变的语言能力规律，另一方面也要服从于孩子各不相同的生活环境”[64]。

裴斯泰洛齐还研究了思维能力本身的发展规律。他说：“人是有智力的动物。他要把感性认识上的表象上升为清晰的概念。他要依靠自己的力量综合直观的事物，分门别类，加以比较。”“仔细、准确地学习综合、区分、比较直观的事物，即自然地发展思维能力。”[65]因而发展思维能力的手段要与这种能力的自然进程相符合，即“从直观认识的印象自然地过渡到强化和激发思考能力的过程，它将带来清晰的认识，它基本上是以综合、区别和比较孩子认识的直观对象为基础的”[66]，即以直观观察为基础，自然地培养思维。人们对直观对象加以区分比较时，这些直观对象就成为人们思维的手段。在初等教育中，裴斯泰洛齐认为，计数和形状学习是以最简单的方式激发、综合、区别和比较直观对象的基础。他指出：“初级教育应最高度地简化教材，特别要把计数学习和形状学习同孩子们在生活中熟悉的知识结合起来。”[67]这是培养思维能力的基础。

总之，裴斯泰洛齐在发展智力的教育中，向教师提出了四项任务：第一，他应该寻找产生各种复杂的自然文化现象的要素，并且通过这些要素认识自然和文化之间的严密的结构。第二，教师必须研究孩子智力发展的规律。第三，他必须熟悉孩子智力的发展程度。第四，他应该判断某件事总的发展程度同某个孩子的发展水平是否相适应。这四项任务是要贯彻到发展智力的各科教学中去的。

四、论道德教育

在人的各种能力的和谐发展中，裴斯泰洛齐最注重人的道德的形成，并把它看成“整个教育体系的关键问题”。

裴斯泰洛齐认为，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首先要从德育的基本要素，即儿童对母亲的爱开始。这种爱的种子生而有之，是人的自然属性。可以在它的基础上，通过母亲的激发，发展儿童的道德情感。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情感的发展过程是以母爱为起点而爱家庭其他成员，爱邻人，爱一切人，爱人类，爱上帝。在这里，“家庭影响诱导着他（她），在他（她）内心发展一种他（她）自己的道德力量的内在意识”。裴斯泰洛齐称它为道德自我发展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是由“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自然关系所揭示的”。因此，儿童对母亲的爱是其他各种道德情感发展的基础，是道德教育的起点。

从德育的基本要素出发，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教育的任务就在于促进儿童的爱的种子的发展，唤起儿童的道德情感，使儿童形成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培养儿童爱所有的人，即博爱，并扩展到爱上帝。裴斯泰洛齐把对上帝的爱和信仰看成最高境界的爱。

为了实现德育的目的，裴斯泰洛齐论述了道德教育的阶段。他把整个基本的道德教育分为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唤起道德情感阶段，其基本点是用“纯感情来培训一种道德情感”[68]。在家庭中，主要在母亲满足孩子身体的各种需要的相互接触中，用母爱把母亲和孩子的心连接起来，并激发儿童的爱、信仰以及感激之类的基本的道义上的感情。在公共教育中，裴斯泰洛齐也坚信这一点。他说：“教育者的力量，必须是纯父亲的力量。这种纯父亲的力量由于照料家庭生活而焕发起来，这就是我的根基。”[69]人心都向着善，一个孩子，他希望得到爱，得到别人的帮助，也希望自己能有所作为，“然而这种愿望不是通过言辞在他那里产生的，而是通过感情和由于教育者的亲切关怀而在他身上鼓舞起来的力量产生的”[70]。在斯坦兹孤儿院，裴斯泰洛齐的道德教育首先是要赢得孤儿的信赖。他与孤儿同吃同住，满足他们的日常需要，像父亲般照顾孤儿，激起孤儿心中的爱。他致力于“用共同生活的基本感情和发展他们的心灵力量来使孩子们成为兄弟姐妹”[71]。在这种大家庭中，使爱在他们的内心牢固地扎下根并产生出一种亲密和谐关系和精神感情的基础，以此唤起孩子们的法律和道德情感。第二个阶段是道德行为的训练和养成。在大家庭的感情基础上，练习做好事的活动。裴斯泰洛齐在孤儿院一边教给他们知识和生活技能，一边在道德行为上加强训练，以便他们把自己乐于助人的愿望变为行动。他培养孤儿对贫苦人民的爱，对流浪孤儿的同情，并把自己的很少的食物、衣服与别人分享。在此基础上，他“把训练自我克制同培养感情结合起来”，使感情体现为一种生活态度、一种良好的纪律。裴斯泰洛齐认为，这一阶段的基本点是用自我克制和力求正确与完美来进行道德训练。第三个阶段是对道德品质问题的议论和思考。这一阶段的基本点是有意识地表达道德概念，让孩子们对他们所处的法律和道德环境进行思考和比较，从而培养对道德的理解力。同时，裴斯泰洛齐在孤儿院里，劝导孩子们将对道德的理解与他们自己的经验联系起来，向他们指出什么是美，什么是丑；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什么是真与善，让儿童去比较、思考和议论。相反，“真理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真实的背景，那它在多数情况下，对孩子们来说，就像是一个不合适的令人讨厌的玩具”[72]。

裴斯泰洛齐在斯坦兹试验了这个道德教育的三级模式，取得很大的成功。在这个实践的基础上，裴斯泰洛齐进一步论述了德育的途径和方法。

第一，应该在家庭中奠定儿童道德行为的基础。

裴斯泰洛齐认为，不能用道德的训教作为启蒙教育的内容，而心灵的培养则应该在孩子没有可能理解道德训教的年龄时打下教育的基础，而这个教育的基础应该在家庭中奠定。根据裴斯泰洛齐的道德自我发展的原则，爱的种子是在母亲的怀抱里发展起来的。儿童在母爱的熏陶下培养了爱的道德情感，而道德情感是其他道德品质发展的基础。裴斯泰洛齐曾说：“父亲的家——你是培养道德的学校。”

第二，学校教育必须模仿家庭式的教育，使爱的道德情感通过学校教育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裴斯泰洛齐说：“我要用实验来证明，如果公共教育对人类有任何价值的话，它必须模仿家庭教育的优点。”因此，他要求学校特别是幼儿学校要按照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教师要像慈母一般关心和爱护儿童。因为，在裴斯泰洛齐看来，这种母爱“将如春天的太阳使冰冻的大地苏醒”，使儿童感到温暖，可亲可爱，并能“迅速改变孩子们的本性”。

裴斯泰洛齐自己也正是这样做的。有一个家长访问了他的学校后说：“这不是一所学校，简直像一个家庭。”裴斯泰洛齐听到这种评语后非常高兴，认为自己一生的心血没有白费，把这位家长看作他的知音。因为裴斯泰洛齐的目标，就是要使学校像家庭一般，到处充满着爱，这样就可以培养出有道德修养的儿童。他甚至这样说：“有爱的学校，绝不会产生有问题的学生；有爱的家庭，也绝不可能出现有问题的孩子。爱才是品格陶冶的最大推动力。”他自己与孤儿相处时建立的就是类似父子的关系，以此来达到道德教育的目的。他强调，学校按家庭方式进行教育是培养儿童良好品行的一个主要途径。

第三，裴斯泰洛齐认为，教师的无原则的爱和单纯的慈爱是不能培养出有德行的人来的。

教师和父母在儿童犯错误时，要有点威严，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使他们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单纯靠慈爱是不可能达到教育目的的，应该把慈爱与威严结合起来。

第四，反对强制、规则和单纯“说教”。特别重视将教师以身作则的示范作用与儿童对道德行为的实际练习结合起来。

裴斯泰洛齐认为，如果“运用了强制、规则和说教，那么，我就不能使孩子们心服，不能使他们有高尚的胸怀”，反而会远离教育的目的。因此，裴斯泰洛齐自己在教育实践中以身作则，与孤儿同吃同住，同甘共苦，用爱去感化孤儿，激发他们爱的情感。同时还把道德教育落实到行动上，让孤儿与路过孤儿院流落他乡的难民接触，以此唤醒他们的道德情感。另外，裴斯泰洛齐还注重培养儿童的自制力和忍耐精神。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只有当教师的以身作则与儿童道德行为的练习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儿童的良好道德倾向。

裴斯泰洛齐的道德教育理论，不仅适用于学校教育，也适用于家庭对幼儿的教育，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尽管他把德育与宗教联系起来，显示了一定局限性。但是从道德伦理观来看，他的主张在某些方面反映了道德教育的共同规律。他以爱的教育为原则，以爱为起点，并贯穿到整个道德教育中去，要求教师用爱去关心和爱护儿童，并以此影响儿童，这正是儿童道德教育取得成功的一个主要条件。他在道德教育的三个阶段里，很重视情感（心）、思想（脑）、行动（手）的结合，重视德育与智育的结合。他说：“不管你的内心有多少同情，如果你一无所知，一无所能，你还是无助于人。”[73]德育、智育的训练，“在孩子们身上，不但培养了不断发展的思维力，而且使他们全部心灵力量增长和普遍产生一种情感，在这种情感中，我看到，人的智慧的基础得到了多方面发展”[74]。他这种德育与智育相结合的主张，对于我们当今的教育仍很有意义和启示。

五、论劳动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

劳动教育是裴斯泰洛齐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所说的劳动教育，包括了身体器官的训练、日常生活能力的训练和职业训练，以及其他一切实践技能训练。

劳动教育的任务是获得谋生所需的劳动技能，养成劳动习惯，培养热爱劳动的品质。在新庄，在斯坦兹，裴斯泰洛齐都很注重劳动教育，孩子们要参加田间的劳作、纺纱、织布。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孩子们还得靠劳动的收获来维持生活，但是他认为劳动是一种教育手段。他关注的是“以适应劳动和取得谋生本领来看待孩子们的勤劳，而较少从劳动所获方面考虑”[75]。

劳动教育的目的是完善人的品格，使人达到和谐发展。裴斯泰洛齐认为，只有通过劳动，才能保持和加强人的各种力量的平衡，劳动教育与体育、德育、智育等联系密切。劳动与体育相互联系。体育的任务是把潜藏在人身上的天赋生理能力发展起来，这就为劳动教育打下了基础，因为没有体力的发展，就不可能有劳动教育。体育是劳动教育最基本的初步阶段。而劳动会促使儿童身体健康、体力增长。劳动教育还可以促进儿童智力、情感与意志的发展。劳动被看成智力教育和培养接受真理的能力的最重要的基础。在劳动过程中，只要不断地进行判断和思考，人的思考能力就能获得发展。劳动还需要相互配合和协作，需要有一定的耐心和意志力的支持。同时，劳动还要遵守劳动纪律，高度集中精神，这可以促进人的纪律和道德的发展。所以，在裴斯泰洛齐办的孤儿院和学校里的儿童都要从事劳动。孩子们在车床边学习机械知识；在学校印刷厂和装订车间帮忙；也学习木工，和锯子、锤子、刨子打交道；在农场学习农业，耕种自己的园地；还自己动手建设和整理校园，养成热爱劳动的习惯。通过实践，裴斯泰洛齐体会到对儿童进行的农业、手工业以及田园劳动的教育，是达到和谐发展儿童体力、智力和道德的良好手段。

关于劳动教育的实施，裴斯泰洛齐提倡在生活中受教育；劳动教育同时与爱的教育，心、脑、手的教育相结合。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裴斯泰洛齐赞扬了葛笃德在生活中进行的劳动和教育是心、脑、手三种基本力量和谐配合的，是充满了爱的劳动。裴斯泰洛齐认为纺纱这种单调的、无须动脑的劳动，在缺乏信仰和爱时，这种活儿会损害人的身心健康，对人的本性产生有害作用。但是葛笃德的孩子们，因为爱母亲，他们认识到通过纺纱可以减轻家庭的贫穷。这种爱的认识，促使他们竭尽全力在爱和欢乐中干活，人的本性就不会变得冷漠。相反，劳动就变成强制的，“这种工作和劳累会使人变得虚弱和冷漠无情，降低人格，受毒害甚至被扼杀”[76]。葛笃德的孩子们在充满爱的激情中，一方面帮母亲做饭、烧火、担柴、挑水；另一方面通过仔细的观察，深刻地认识到自然界中物理、化学的变化，以及各种事物之间的基本联系。这种劳动不是单纯的家务劳动，而是把劳动与脑的思维能力、知识的学习与爱的教育结合在一起了，使之更富有教育意义，也使儿童的心、脑、手同时获得了能力的发展。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活动实践了学习与手工劳动相结合，同时对学生进行职业培训和技术教育。在《林哈德和葛笃德》一书中，裴斯泰洛齐具体描绘了功课与劳作相结合的情景：葛笃德的孩子们一边纺纱，一边学习，纺车上放着课本，读书识字时，手仍在干活，孩子们的劳动与功课两不误。人们发现孩子们的功课做得很好，手脑都很灵巧。裴斯泰洛齐赞扬道：“我们所追求的理想学校其实就在她的屋子里。”镇上学校学习了葛笃德的做法，在学习文化的同时，让他们到镇上钟表匠那里参观学习，或向有经验的人学习园艺、农艺、手工艺。学校里也备有纺纱机、织布机，还设有磨坊、锯木厂，供学生作为学习手工劳动、进行技术教育的场地。在学习过程中，学校要从学生谋生的职业训练方面去考虑，从各方面估计孩子们将来所适应的职业，为他们的职业进行初步训练。书中赞扬了葛笃德乡村学校的“学习与手工劳动相结合”教学法，明确地提出了教育与劳动相结合的概念，甚至提出了“学习与手工劳动合一”，提倡职业训练和技术教育。他自信这是一个伟大的主张，“是抓着了人生的真正需要，找到了造成幸福与保证生活的根源”。他肯定了学习与手工劳动相结合的意义，“使功课和劳作合一，提倡职业训练，是提高人的工作能力，增加实际生产量的最好途径”[77]。

这时裴斯泰洛齐所理解的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主要还是为了不使贫苦儿童脱离家庭手工劳动，以免降低生活收入。结合的方式是单纯、机械的外部结合，儿童手里做的、眼里看的和脑里想的并无内在的联系。以后，他在总结斯坦兹孤儿院的教育经验时，对教劳结合的意义，不仅考虑其经济效益，而且还以职业训练的必要性与儿童心智和心灵力量训练的角度去考虑。而他“越来越相信，一旦坚决地、在心理上正确地把教育机构与劳动机构结合在一起，人们便将体会到，那时，只要用现今所用的十分之一的力量和紧张，就可以学到现在所学的东西”[78]。这表明，他对教劳结合对人的身心发展意义有深刻的认识，而且揭示了教劳结合的前景和所带来的教育新时代。

裴斯泰洛齐有关职业培训的思想和方式概括起来主要是：发展职业体操，训练职业的基本技能；并把这些练习和现实工作联系起来，用基础智力教育来支持这些体力活动，进行有关数字、形状、计算、测量、绘图的练习；再把知识的学习和现实工作联系起来。职业培训的总体目标是学习和训练工业教育的最基本能力和技能。

第六节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

一、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影响的广泛性

裴斯泰洛齐以他的教育实践和伟大精神，影响着他所生活的时代。他那宏富的文献著作广泛地传播着他的教育思想。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首先影响的是瑞士及其家乡苏黎世。裴斯泰洛齐在世时，曾为推广他的教育思想和方法，作出了巨大的努力。然而他的对手的势力不小；公众的舆论有赞赏，也有诽谤。他的家乡苏黎世对他的学校教育试验持怀疑态度。他逝世之后，他的家乡着手改进教育，专家们提出了许多改革方案，其中有裴斯泰洛齐的朋友汉斯·格·涅格利于1831年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为指导而提出的改革方案。1832年颁布的一项新的教育法，内容以在伊弗东工作过的卡斯帕尔·冯·奥雷利教授的教育理论和托马斯·舍尔的教育草案为依据。此教育法主张推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和教学方法。至此，裴氏的家乡终于接受了他的教育思想，按照他于1801年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孩子》所指出的方法去做。同时，裴斯泰洛齐的贫民和大众教育思想也获得了传播。今天瑞士教育制度中的师范学校以及独具特色的教育机构，如“医疗卫生教育之家”、特种儿童教养院（包括孤独性儿童、犯罪儿童等教育院）等，都在发扬着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精神。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在德国发展最早，产生了强烈的影响。在裴斯泰洛齐生前，普鲁士曾于19世纪派遣了不少见习生到裴斯泰洛齐任教的学校布格道夫和伊弗东学习。普鲁士掀起了裴斯泰洛齐运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在普通学校中获得了推广，在工业学校和军事学校里得到了应用。同时还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对教师的培训进行改革。普鲁士政府出面订购《裴斯泰洛齐全集》，并设立可观的基金用于推广“裴斯泰洛齐教学方式”。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在德国的传播跟德国教育家费希特的积极、广泛宣传有关；此后担任德国第一任教育厅长的洪堡，曾选派17名教育干才于1808年前往伊弗东学习了3年之久。他们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训练德国教师，一种新的国民教育制度被称为“普鲁士裴斯泰洛齐学校制度”在德国形成。在图林根，19世纪初期，裴斯泰洛齐教育学院曾有过令人鼓舞的发展；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曾得到过州政府的支持，州政府并组织教师进修和培训。教师们采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并用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指导和改进学校工作。法兰克福是19世纪初期推广和扩展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城市。裴斯泰洛齐在世时，伊弗东学校有许多法兰克福的学生，裴斯泰洛齐得到了那里的学生家长的经济和物质上的支持和帮助。在伊弗东工作过的教师和学生返回法兰克福后，在教育界、新闻界传播他的思想，一时间使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成了“法兰克福的风尚”。[79]裴斯泰洛齐去世后，其教育思想成为法兰克福学校的财产，同时也在教养教育领域得到发展，并于1846年成立了裴斯泰洛齐协会；同年教师们还创建了自助机构，目的是照料双亲曾从事教育的孤儿。1927年，德国有50多个这种性质的协会。

在奥匈帝国，裴斯泰洛齐及其推崇者曾进行过努力，其影响虽小于德国，但也有不可磨灭的影响。裴斯泰洛齐的学生、同事和朋友约瑟夫·施密特，在故乡奥地利按裴斯泰洛齐原则建立了一所学校，获得了成功。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还进入了特殊教育领域。威廉·克莱因在维也纳贫民救济机构担任领导工作，并与裴斯泰洛齐有联系。他以裴斯泰洛齐教育原则为指南，成为盲人教育的先驱。1808年在伊弗东学校逗留了六周的特勒泽·冯·布隆斯维克伯爵夫人，在匈牙利推广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并在幼儿园事业方面作出了特殊的贡献。雅诺什·斯查波·冯·瓦拉德于1810年至1811年到过伊弗东，回到匈牙利后，按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推广和开辟了劳作教学。

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界也极为关注和仿效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在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的教师、瑞士人拉阿尔普于1804年提醒沙皇关注裴氏的教育思想。1814年，裴斯泰洛齐曾同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巴塞尔私下会面，说服沙皇给予印刷其著作的特权，为订购裴斯泰洛齐著作资助5000卢布，同意派见习生到伊弗东。许多来自裴斯泰洛齐学校的教师和见习生也在俄国开始了教育方法改革活动。在波罗的海东岸地区的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以及彼得堡、莫斯科，都受到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影响。当时京都彼得堡，由裴斯泰洛齐的至交和同事约翰内斯·冯·穆拉尔特为首创建了一个介绍、研究和纪念裴斯泰洛齐的机构。这些首批传播者为以后俄国人进一步接受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奠定了重要基础。裴斯泰洛齐的影响通过讲德语、通晓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人传到了丹麦。1803年，舍梅尔曼伯爵夫人派遣见习生斯特列姆和托尔利茨到布格多夫学校学习。回国后，他俩尽力传播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方法。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在西欧、南欧、西南欧都有影响，但是由于受语言的阻碍，其影响远远小于德语地区和国家。在法国巴黎，裴斯泰洛齐的忠实同事约瑟夫·施密特多年领导一个教育研究所，但是其影响仍然有限。在英国，由于在伊弗东任教的阿克曼到英国学习贝尔—兰卡斯特教学法，他向贝尔介绍了裴氏教学法，并按自己的理解在《论德国》一书中阐明了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法与贝尔教学法的本质区别是，裴斯泰洛齐强调原动力的重要性，贝尔则重视树立雄心壮志的纪律性。阿克曼带领英国学生到伊弗东，并向裴斯泰洛齐介绍了英国的方法。尔后，贝尔于1816年到伊弗东。阿克曼宣传裴斯泰洛齐思想，推动和激发了英国人的兴趣和对裴斯泰洛齐思想的认识。英国梅佑姐弟两人曾到伊弗东学习，回国后在幼儿学校中推广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法，曾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对美洲也有影响。法兰克福人格奥尔格·本森曾在伊弗东从事教学，又在法兰克福一所学校任教，1834年移民美洲，建立了一所学校和一所师范学校，并当了国家对学校的监督员，为传播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发挥了重要作用。在美国，裴斯泰洛齐的老同事尼夫曾于1809年在费城办学，以后又在宾夕法尼亚州的肯塔基和印第安纳开办学校，但影响不大。到1821年，科尔伯恩出版《裴斯泰洛齐算术基础》一书，美国教师们才第一次真正接触和了解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1839年，美国教育家斯托在普鲁士的学校中看到了裴斯泰洛齐语言教学法的使用，并为其良好效果感到惊讶。1843年，美国“公共教育之父”贺拉斯·曼在其著名的《第七年度报告》中提到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法。直到1860年，美国学校才真正开始了“裴斯泰洛齐化”，并发展成为一场学习裴斯泰洛齐方法和原则的运动，即“奥斯维戈运动”。

二、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影响的深远性

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影响的深远性表现在对后世教育深刻的影响和对世界教育科学领域发展的影响。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在他成为一名对教育理论作出巨大贡献的教育理论家的过程中，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给了他很大的影响。赫尔巴特于1798年22岁时在苏黎世结识了裴斯泰洛齐，并到布格多夫学校参观，亲眼看到了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法和学校的融洽友爱气氛，他“不由自主地忘记了自己是一个旁观者和观察者，而变成了一个学生和孩子”[80]。裴斯泰洛齐于1801年发表了《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书。赫尔巴特非常欣赏，认为它“比以前任何一种方法更热切、更勇敢地担负起了培育儿童心灵的责任”；认为它是裴斯泰洛齐思想的结晶，是最早关于教学法的著作。裴斯泰洛齐教学心理化的思想对赫尔巴特统觉心理学的完善有深刻的影响。

德国学前教育家福禄倍尔也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吸取了许多养料。福禄倍尔第一次来到伊弗东是在1805年，他在那里参观学习了14天；1808—1810年，他又带着两位学生再到伊弗东，进一步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并把裴斯泰洛齐的关于母爱和家庭教育的原则运用到学前教育中去。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读过裴斯泰洛齐的书，直接继承和发扬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积极投身于师范教育活动，并应聘到法兰克福模范学校去任教，把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方法运用到师范教育的改革之中。

裴斯泰洛齐对教育学其他领域的创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对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学前教育领域影响最大的是对幼儿园及其运动的开创者福禄倍尔的影响。他到伊弗东学校工作，了解了《母亲手册》及其思想，很赏识裴斯泰洛齐的主张，并在幼儿教育实践中实施了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原则和思想。

裴斯泰洛齐关于幼儿教育的书信集《致友人格瑞弗斯信札》，对英国朋友格瑞弗斯有深刻的影响。英国幼儿学校的创建者罗伯特·欧文也很熟悉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格瑞弗斯在1824年成为英国幼儿学校协会秘书。他主张幼儿教育要重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说。可见裴斯泰洛齐为开辟幼儿教育的新前景和学前教育领域思想的发展作出了根本性贡献。

在社会教育学领域，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对贫民教育、大众教育、孤儿教育、特殊教育，以及家庭教育的影响是持久和深远的。

裴斯泰洛齐一生中念念不忘贫民教育和为之艰苦奋斗的精神，成为后世社会工作者的楷模。他反对恩赐的做法，为贫民救济立下了一个座右铭，即“帮助的目的在于自助”；他在孤儿院中实施的家庭式教育模式，对孤儿教育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展的儿童村庄运动的教育原则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裴斯泰洛齐对师范教育和职前教育的创建也作出了贡献。1800年，布格多夫的初等学校附设了教师训练班，招收了12名学生，专门学习教学方法。这个教师训练班被认为是欧洲最早的师范学校。伊弗东也办有师范学校，1809年，在此专门学习教学法的师范生达32人。他对教师培训的宗旨是培养训练造就人的观点及其培训的基本思想就是解决方法问题，为使教师具有教育能力和本领创造最适当的条件，要求教师具备热爱教育的基本态度和情感。裴斯泰洛齐对教师的要求和教师培训的思想对欧洲师范教育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对裴氏在斯坦兹为孤儿设立的学校，有人认为具有职业学校的性质，被称之为“近代工业学校的萌芽”。裴斯泰洛齐提出的教育与手工劳动相结合和职业能力的培训思想、方法，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提供了许多教益。总之，裴斯泰洛齐在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基础上，作出了大量的贡献。他的教育理论是适应当时需要的，促进了当时的教育发展。他的有些思想甚至是超前的，为世界现代教育的发展开拓了不少新的理论研究领域，对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影响的历史性与现实性

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接受了历史上和当时社会上诸多思想的影响，既学习了前人思想的精华，又进一步发展和超越了前人的思想。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在他那个时代，敏锐地感觉到了未来时代发展对教育和人的发展的要求；在他的理论和亲身实践中所接触和论及的一些问题，也正是当今教育所重视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他的经验和见解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分不开，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对现代教育有启发和教益。这是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历史性与现实性之所在。

裴斯泰洛齐接受了自文艺复兴以来的自然教育思想。夸美纽斯认为教育应模仿大自然的秩序，他考虑的是客观大自然的外部秩序；卢梭前进了一步，注意到了人本身的身心自然发展，主张回归自然，在自然条件中发展本性；裴斯泰洛齐接受了卢梭主张教育目的在于发展人的本性，教育过程必须遵循人的自然本性发展的规律的系统观念，并对卢梭思想中的积极方面给予了发展，使自然本性具体化，比较全面地论述了自然教育思想。虽然他的自然教育思想还存在许多唯心主义的认识，但他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和完善了关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并与初等教育的思想体系结合在一起，创造了更切合实际、更现实、更符合时代要求的教育模式。

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上，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不同的教育制度下，关于劳动教育有不同的主张和实施方案。洛克、卢梭对劳动教育都有过论述，但他们只局限于劳动对教育的作用的认识。在这一问题上，裴斯泰洛齐有很大的发展。他第一次提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光辉思想，并把这一思想与他关于人的发展的思想紧密结合起来，深刻地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培养儿童能力、促进儿童全面发展上的意义，指出教劳结合是未来教育的基本途径。他对这一问题的认识远远超过了同时代的有关见解。当时瑞士的费林别格，曾认真接受和实践了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开办了几所实施教劳结合的学校，也曾想与裴斯泰洛齐合作，但是费林别格办学的宗旨是获取劳动收入，补偿办学费用，这与裴斯泰洛齐的实施人的个性发展的目标不同。裴斯泰洛齐的思想对当时瑞士职业教育的实施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后来各国的教改实验也有直接的启示。英国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从裴斯泰洛齐那里受到启发。由于时代的局限，裴斯泰洛齐所提倡的教劳结合没有反映大工业生产发展的要求与趋势，两者的结合是机械的，而不是有机的，但是他通过长期的实践，认识逐步深化。他的思想与同时代和他之前的教育家相比，有了更大的发展。今天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虽然在内容和形式上不断地发展和变化，但这一问题仍是现代教育理论和实践上有待解决的重要课题。他的理论至今仍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裴斯泰洛齐作为教育史上的一位教育家，由于受时代、阶级和认识论的局限，他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不科学的地方。他把人性和心理能力视为上帝所赐、与生俱来的东西，这是不科学的。他的方法带有一定的机械性，练习也存在着枯燥无味和形而上学的缺陷。他在认识论上也还没有弄清理性认识的本质，也没有理解感性和理性的区别和联系及其基础。他的心理学化，只是提出了问题，指示了方向，远远没有解决心理学化本身的内容及教育的科学化问题。他寄希望于教育和上层统治者来改变农民和贫民的贫困生活，改变社会，这在当时的瑞士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但是我们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中，发现了至今仍闪烁光芒的天才思想和预见，他的理论接触到了现代教育的一些重大问题，开拓了现代教育研究的广阔领域，为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了理论借鉴。他的宝贵遗产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与发展仍具有现实意义。他不愧为人类现代教育的伟大先驱。他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在他那个时代曾产生过世界性的影响，现在和将来也将会继续产生广泛和深远的影响。

裴斯泰洛齐的教学心理化思想，反映了当时教育领域中教育教学理论的研究。他认为，要提高教育科学水平、适应教育科学化的时代要求，首倡教学心理化。由于当时心理科学不够发达的限制和唯心主义的影响，他的教学心理化理论缺乏严密的心理实验依据，使得他的心理学理论在论证方面显得薄弱，然而，他的教学心理化思想是建立在他的丰富的教学经验的基础上的，这使他的认识超越了时代，提出了教学心理化的思想。他的思想对教育科学化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的理论直接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的理论的提出做了准备。此后，人们自觉地以心理学为依据，并把心理学普遍应用于教育、教学领域，开启了19世纪遍及欧美的教育心理化运动，使教学不断地向科学化推进。时至今日，虽然按照儿童心理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来进行教育教学已成为教育学公认的基本原理，但人们仍从他的光辉思想中获得启迪，这是他对现代教育发展的一大贡献。由此可见，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对教育科学和现代教育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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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18世纪德意志和意大利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18世纪德意志的社会背景和教育法令

一、18世纪德意志的社会背景

18世纪初，德国还主要是传统的农业占有优势，农业的重建与发展很长时期在中世纪的轨道上进行。[1]王室管理的国家于1713年以后在不断增加的王室领地及其影响下逐渐地转变为遍布手工工场的国家。这也是胡格诺派教徒迁入后德意志的第一次经济繁荣时期。[2]18世纪上半叶，德意志的一些自然科学的发明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如1718年发明的大车平准器；1712年和1722年在卡塞尔和维也纳应用英国的蒸汽机；1754年克莱斯特发明的莱顿电瓶，特别是数学的进步及其在生产技术中的推广。为了传播科学知识，1734—1754年在莱比锡出版了64卷的《科学和艺术大百科全书》，在工业上也引进了新生产工具和制造技术，如荷兰的巨大纺车、英国的脚踏织机。1760年后到处制造纺织机。因此，18世纪80年代，资本主义因素在德国发展起来。借助英国工业革命的成果，德国出现了最先在纺织工业发挥重要作用的机器生产，在萨克森利用英国专家和英国人发明的珍妮纺织机建立起德国国内第一家纺织厂；1784年冶炼工场第一次炼取焦煤；1788年在银矿中使用了英国人制造的蒸汽机。由此可见，虽然“德国的现代化落后于西欧的先进国家，它的现代化启动是艰难的”[3]，但18世纪下半叶是德国资产阶级迅速发展的时期。工业的发展不仅加快了企业主阶层的形成，而且形成了一批出身资产阶级和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知识分子。他们在古典人文主义大潮的推动下，通过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和古典主义活跃于德国的思想领域。18世纪德国的教育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历史背景中显示其独特魅力的。

在历史研究中，有的学者把18世纪的德意志史理解为弗里德里希大王时代和康德时代[4]，从1740年腓特烈大帝（Friedrich Ⅱ，der Groβe，1712—1786）即普鲁士王位开始，普鲁士的历史进入到一个新的时代，即所谓“开明君主专制”时代。“开明君主专制”是封建社会内部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矛盾达到一定程度所出现的历史现象。他采取了一些开明措施，如限制强迫加入行会，削弱农奴制，宗教上的宽容政策，改进司法制度，表面上接受如国家契约税、国家应关心所有人的共同利益、君主是国家的第一仆人等启蒙思想。18世纪后半期正是普鲁士古典人文主义文化兴起和发展的时期，而康德作为普鲁士古典人文主义的开创人和代表，在普鲁士和德意志精神和文化史上起着划时代的作用，于是把这一时代称为“康德时代”。普鲁士古典人文主义经历了启蒙运动、狂飙突进及古典主义三个发展时期。就古典人文主义的特征而言，第一，它是德意志的，是文化民族主义的。古典人文主义努力摆脱对别国文化亦步亦趋的模仿，创立一种以民间传统和民间灵感为基础的德意志文化；第二，古典人文主义运动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时代的诗歌和哲学中表现出来的博爱、克制、节俭、责任、服务等观念，是资产阶级观念和资产阶级道德行为的典型反映；第三，它是在文化和精神领域内对猥琐、偏狭和市侩作风进行反抗的时代，实际上就是对普鲁士和德意志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反抗；第四，古典人文主义者都强调历史上人的因素的重要性和人的理智的支配地位，以人道对抗神道，以人权对抗王权，把个性的自由发展和充分实现视为社会之最高目标，并确信人是能够凭着理性、通过自强不息来改善和拯救自己的；第五，提倡精神和物质的分离。

德国的启蒙运动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一个侧面。启蒙运动精神贯穿着18世纪整个德国社会。启蒙运动在德国思想界的标志就是教育、哲学和文学的发展。它在德国经历的时间由18世纪20年代到70年代末，约半个世纪。德国的启蒙运动具有民族性质，运动中涌现出了启蒙教育家巴西多（Johann Bernhard Basedov，1724—1790）、启蒙哲学家托马修斯（Christian Thomasius，1655—1728）、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和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等，启蒙文学家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1729—1781），启蒙盛期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启蒙思想与英国启蒙思想强调怀疑主义，重视科学与方法、经验与实证，并重视工业。与法国启蒙思想强烈的批判性，对权威、教条及封建制进行挑战不同的是，它重内省性和内向性，对人的生命价值作出较深沉的思考反省。整体而言，“德意志的启蒙思想趋向宗教化、道德化和内在化”[5]。莱辛在1780年，即在他去世前一年出版了他的《论人类教育》。在此部著作中，他把全部人类历史都看作人被启示、被教育而成长的历史。无论哪一种宗教，都被他设定为人类接受启示和教育的历史的一个阶段。莱辛把宗教理解为一个历史过程，把宗教的历史和人的成长密切联系，这就是他的教育论的宗教观特点。“莱辛完成了一项宏伟的任务，即说明了全人类的教育（其中个人教育只是一个微观缩影）是随着一个接一个的宗教经验和道德修养的阶段而完成的。”[6]

从16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德国的知识分子不断地掀起反专制、反封建、反神权的文化运动。狂飙突进运动是继人文主义运动和启蒙运动之后德国文化史上的第三个运动。它兴起于18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之交。在非理性主义反抗运动的推动下，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1744—1803）和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开创了狂飙运动。1770—1771年，青年时代的歌德在斯特拉斯堡学习时期，与赫尔德相识，他俩的相识与合作标志着狂飙突进运动的开端。这一运动具有反抗暴虐、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反对反动宗教权威的革命性质，但它是一次富有政治意义的文学运动。狂飙突进运动的宗旨有四个方面，即推崇卢梭的民主主义的思想、继承德意志的民族意识、宣扬“天才”论和理性与感情的融合。[7]狂飙突进运动的代表人物是赫尔德、歌德和席勒（Friedrich Schiller，1759—1805）。赫尔德被奉为狂飙突进运动的理论家。席勒在1794年出版了《审美教育书简》，他将人的成长划分为三个阶段：自然状态的人、审美的人和道德的人，认为教养的重要任务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态的生活中也受形式的支配，使他在美的王国所及的领域中成为审美的人，然后他才能成为道德的人。他是以“自然—美—道德”的人性发展图式来认识教育、排斥宗教的地位和作用的。

18世纪是德国文化光辉灿烂的时期，启蒙运动蓬勃发展，狂飙运动如火如荼。18世纪还堪称德国的音乐世纪。如果说莱辛、歌德和席勒是从启蒙文学到古典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莱布尼茨、康德和黑格尔是那个时期的哲学代表，那么，从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1685—1750）、亨德尔（Georg Friedrich Handel，1685—1759）到莫扎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1756—1791）、贝多芬（Ludwig van Beethoven，1770—1827）则是由巴洛克音乐走向古典主义的音乐大师。

理性主义和情感主义（浪漫主义）是18世纪下半叶德意志时代精神主旋律的两个声部。理性和情感的主体——人，开始以自己世俗的思想方式通过上帝、耶稣等来反思自己的存在，或者以情感和直觉来体验和顿悟自己的存在。需要指出的是，在宗教方面，普鲁士古典人文主义促成了从宗教和来世的价值标准到世俗和现世的重大转变，为普鲁士思想界的世俗化作出了贡献。古典人文主义者否定以神为中心的世界观，反对教会权威和封建迷信，力图把人的精神从长期的宗教禁锢下解放出来。

当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在反封建、反专制的启蒙运动中形成了近代民族主义政治含义时，在德意志，面对分裂割据以及封建专制残暴统治的现实，软弱的德意志资产阶级未能勇敢地掀起波澜壮阔的启蒙运动，从政治意义入手寻求德意志的统一与强大，而是把思想的触角始终伸向文化层面，把德意志民族视为一个自然的文化有机体。精神文化上统一而国家处于分裂割据状态的德意志，形成了对外来文化入侵的愤恨、对德意志民族的歌颂和赞扬以及对德意志统一的期望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潮。在这种思潮中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是莫泽尔（Möser）和赫尔德。莫泽尔针对法国文化在德意志的狂热，第一次提出了“民族精神”的概念。在他看来，德意志民族需要一种民族精神。他写道：“我们是一个民族，有着相同的名字和语言，有着一个共同的领袖，和同一种决定我们的政府形式、权力和职责的法律。我们团结在伟大的共同自由之中，并且团结起来是为了加强已经一个多世纪的民族议会的基础，国家的权力，使德意志成为欧洲第一帝国和使德意志王朝的皇冠放射出灿烂光芒。”[8]这种概念提出后，18世纪德意志的民族主义迅速带有一种倾向，即强调各个民族的独特性，强调民族禀赋的创造力。赫尔德被称为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的缔造者。他的文化民族主义理论是整个18世纪德意志文化民族主义思潮的集中体现与代表。他认为，民族是建立在人们的自由结合之上的一种共同体，民族共同体应该是有机的、自然的，它的基础是精神的和文化的。赫尔德文化民族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是，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有机体的中心和根本，民族精神的存在使得每个民族有机体成为一个单独的存在、一种独特的个体。一个民族必须要保持并发展自己的民族精神、民族特性，德意志必须是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这是一个自然的有机发展起来的民族国家，是一个有着自己的民族文化、民族特性和民族精神的国家。这样的民族国家不服从于任何人工设计的限制，也绝不臣属和模仿任何别的国家。莱辛告诫德国的作家们不应庸俗地模仿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中的呆板程式，应该向莎士比亚的戏剧学习，在吸取外国文学长处的同时，创造和发展具有德意志民族风格、民族内容的现实主义戏剧，演出充满德意志民族感情的作品，莱辛因此成为德国民族文学的先驱，其独辟蹊径的文学作品以其浓烈的民族色彩镌刻在世界文学史册上。启蒙思想家沃尔夫在大学任教时，一律用德语写作和讲授课程，以表明自己是德国人。他曾经写道：“我发现，我们的语言用在科学上要比拉丁文更好，而且用纯粹的德语所作的表述若换成拉丁语的话，其声音听起来就十分粗俗。”[9]沃尔夫的行为带动了其他德国学者运用本民族的语言进行写作和讲课，从而促进了德国民族语言的发展。尽管18世纪后半叶文化民族主义成为德意志占主流的思想流，但到“18世纪末，以康德、歌德、席勒等古典作家为代表的德意志文化复兴，其视野是世界主义的”[10]，它主张个性培养和美感教化。由于德意志是长期以来没有政治性的民族，甚至连明确的疆界都没有，法国大革命使德国人敏锐地意识到“国家”的力量和尊严，拿破仑的肢解和割裂激活了德意志人强烈的国家意识和高涨的民族热情，于是文化民族主义转向了政治民族主义，而这是19世纪的历史使命了。与此相关的德国教育思想在19世纪具有了政治民族主义的特质。

二、泛爱教育运动

泛爱教育运动是18世纪德意志启蒙运动的一部分。泛爱教育运动的代表人物巴西多也是一位启蒙教育思想家。他深受卢梭的鼓舞，在1763—1764年，发表《对真理之爱》的著作。在书中，他否认任何神的训诫，只承认自然本身的启示，对于三位一体的神学论不屑一顾，主张对人和自然都应具有博爱精神；他从卢梭的教育思想中得到启发，在1774年发表了四卷本论教育的基本著作，阐述他制订的对儿童教育的计划是想通过儿童们与自然的直接接触来认识世界。巴西多主张，青少年应通过游戏和体育锻炼加强体魄和达到健康，他们大部分时间应该在户外接受教育，而不是待在沉闷的教室里。学习语言也不应只通过语法和枯燥的习题，而应通过日常实践。青少年在建立和管理自己的组织时，应有道德规范，并为未来的生活学会一种职业技能。当然学生也应当学习宗教，但宗教却不应像已往那样高于其他学科之上。巴西多在1768年发表的《就学校和学习及其对社会福利之作用告慈善家和富人书》（Address to Philanthropists and Men of Property on School and Studies and their Influence on the Public Weal）中呼吁慈善家和富人慷慨解囊，以筹措资金编写课本，创建一所新学校。他提出学校应当向所有不同宗教信仰的儿童开放，学校应该是非宗派性的；他还倡议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负责一切公共教育。这个思想变成了国王的大臣、也是巴西多思想的忠实信徒策特利兹（Zedlitz）的建议，在1787年普鲁士创建了中央管理委员会，直接领导王国内的所有学校事务。策特利兹还建议这个委员会应由专家成员组成，并说，它领导学校事务将比由现行国王的大臣领导下的宗教法庭来管理更有效。这个委员会的建立标志着在国王的大臣领导下由教会管理学校的时代的结束，由专设的国家委员会管理学校的时代的开始。

1774年在德骚创办的泛爱学校（Philanthropium），堪称一个伟大的典型，这所学校吸引了一大批有才华的人来当教师。该学校实行寄宿制，男女同校，“领潮流之先的现代课程和生动而富于想象的教学方法，包括语言的直接教授法，在广大学术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11]。巴西多作为一位学校的创办者在学术界也很有名，他实际上开创了西方教育史上新的事业。他那个时代的教育方面的一切进步影响，包括卢梭的影响，似乎在此都得到了体现，尤其是人们把促进这一试验归功于卢梭的影响。在他的鼓舞下，德意志的实科中学在广大地区发展起来。哲学家康德对他的开创事业曾给予赞赏。他说：“因此，我们认为，必须接受实验的指导，不可能由一代人就建立起完满的教育计划。现在只有在德骚创办的一所学校算是实验学校的先驱。尽管它有许多不足之处，但这种事是需要赞扬的。”[12]

三、开明君主专制国家的教育法令

18世纪是以德意志的普鲁士王国为典型的“开明君主专制”时代，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推行了开明君主制改革，使普鲁士到该世纪后半期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在普鲁士从一个属国到一个强国的发展过程中，尤其在18世纪期间，普鲁士至少逐步做到使初等教育完全掌握在国家手中，呈现出教育国家化的趋势。它主要表现在普鲁士在18世纪颁布了四个著名的教育法令，即1717年腓特烈·威廉一世颁布的义务教育法；腓特烈大帝颁布的1763年法；1787年颁布了专门的“国家教育委员会”法；1794年普鲁士基本法中有关的教育法规。1717年法规要求有学校的地区，儿童应在冬季每天都上学，夏天抽出时间至少每周上学一次。1763年法规称为“乡村学校普通法条例”，此法规定：①所有儿童必须上学，由5到13岁或14岁；②儿童入学以后直到他们掌握基督教原则，能熟练地阅读和书写，最后通过Consistory（由国家任命的牧师、世俗团体官员、基督教事务督察团组成）要求的教学内容的考试；③如果儿童在13岁之前学习成绩显著，可以免学，并得到一个由教师、传道士和检查员颁发的免学合格证书；④在普遍雇用儿童夏天放牧牛群的地区，应当雇请一个共同的牧牛人，以便让儿童上学。如果牧区不集中，儿童要轮流放牧，以便每位儿童每周至少可以上学三次；⑤规定明确的上学时间；⑥未婚的人，如果尚未超出学习年龄，可以继续在星期天上学，并由校长管理；⑦交纳学费；⑧如果父母太穷付不起学费，那么应由教会或穷人基金会支付。这个普通法条例的第14条还规定，若不经检察官考察认可和牧师同意，任何人不得擅自从事教学活动；第25条规定乡村牧师必须每周两次参观、巡视学校，与教师一起座谈，交流如何改进教学方法的经验；第26条规定路德教会监督官和每个行政区的监察员每年一次视察他们管辖的所有学校，并写出报告呈交中央当局。[13]1794年颁布的《普鲁士民法典》的第12章专门规定了教育条款，其中的第1、2、9条法令内容是：①学校和大学都是国家组织，在学校中要把有价值的科学知识传授给年青一代；②唯有得到国家的认可和批准，方可创建学校；③所有公立学校和教育机构都应该接受国家的监管，永远接受它的考核和检查。[14]这个法典表明，教育权属于国家，但它也承认两个教会（路德教和天主教）的平等权利；法典还规定，不得因宗教信仰的不同而阻止任何人到公立学校上学，儿童如果在与其宗教信仰不一致的公立学校上学，可以不参加学校进行的宗教教学。重要的是，法典规定支持学校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家长，无论是否有孩子，不管其宗教信仰与他所在地方的公立学校所传授的宗教信仰如何不同，都必须履行一定的职责。针对这些法令的颁布，德国教育史学家鲍尔森评论说：“这个时期（1650—1800），重大的革新是国家从教会手中夺取了初等学校，所有儿童的义务入学是世俗责任的意识得到确认和加强……在18世纪末，在所有德国各邦，初等学校不再是基督教，而是一种政治机构。国家承担起全面掌握学校的责任，尽管教士在很大程度上继续留住，但以国家名义行使权力……在18世纪末，社会已形成一种共识，即教育属于世俗的责任范围；它包含了一部分社会责任，即致力于维护学校的责任，同时也是家庭的一部分责任。”[15]

第二节 康德的教育思想

在德意志民族史上，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不但是伟大的哲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教育家。

众所周知，康德一生勤于思考，治学不辍，写出了他那个时代里程碑式的科学著作和哲学著作。以1770年为界，康德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前批判时期和批判时期。1770年以前属于前批判时期，他特别注重研究自然科学问题，主要著作有：《对地球从生成的最初起在自转中是否发生过某种变化的问题研究》（1754年），提出地球自转速度因为月球的吸引力所引起的潮汐变化而逐渐变得缓慢的假说；《自然通史和天体理论》（1755年）（中译本名为《宇宙发展史概论》，1972年版），提出“星云假说”，说明宇宙形成的过程；《以形而上学的幻想解释视灵者的幻想》（1764年）。1770年在获得正教授资格的论文《论感觉世界和理性进界的形式和原理》中提出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学说，标志他步入批判哲学时期，致力于人的问题的研究。以后陆续发表的三本著作构成了他的完整的批判哲学体系。《纯粹理性批判》（1781年）讲的是知识的来源和知识在什么条件下才可能的问题，即哲学和形而上学；《实践理性批判》（1788年）是用他的先验唯心主义来研究人的道德问题，说明道德原则为什么是先天的、先验的，即伦理学；《判断力批判》（1790年）前一部分是讲美学，即用他的先验唯心主义研究“美”的问题，说明为什么美是先天的、先验的，并且认为“美的艺术”必须要有天然禀赋的人才能创造出来；后一部分讲的是目的论，认为有机体和自然界具有内在的目的性。此时期康德的另外一些主要著作有：《任何一种能够作为科学出现的未来形而上学导论》（1783年）、《道德形而上学基础》（1785年）和《论永久和平》（1795年）。

康德不但研究科学问题和哲学问题，对教育问题也十分关注。他不仅在其哲学著作中涉及教育问题，而且在1776—1777学年的冬季学期、1780年夏季学期以及1783—1784学年和1786—1787学年冬季学期在哥尼斯堡大学专门开设过“关于教育学”的课程讲座。在大学课堂专门开讲教育学，康德属首创。这些讲稿经其学生林克（Rink）整理成《康德论教育》，于1803年由哥尼斯堡的尼科洛维出版社出版。[16]

作为一代哲人，康德之所以研究教育问题，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成长环境和自身所受的教育密切相关，所有这些铸就了康德教育思想的特色。

康德于1724年4月22日出生在东普鲁士的哥尼斯堡（Konigsberg）。哥尼斯堡就是今天俄罗斯的加里宁格勒，濒临波罗的海，交通方便，商业繁荣；那里有著名的人文主义大学——哥尼斯堡大学[17]，且是当年普鲁士王宫所在地。文化不仅深厚、发达，而且交流频繁，所以，康德尽管一生几乎未离开哥尼斯堡，却能尽知天下事，无论是积淀的还是流行的文化无不给他以影响；此外，因为当地居民的民族成分、宗教信仰和从事的职业多种多样，为康德从事民俗学、人类学[18]、心理学考察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康德教育思想受虔敬主义（Pietism）的影响根深蒂固[19]，这与他从小所受的教育有关系。虔敬主义是虔敬派的教旨。虔敬派是路德宗的支系，产生于德意志的北部和中部。虔敬派认为，讲道的重点不应放在教义上而应放在道德上；只有在生活上做表率的人，才可担当路德宗的牧师；提倡精读《圣经》，沉思默想，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内心的虔敬，反对跳舞、看戏等世俗化娱乐；不仅要追求单个灵魂的再生，而且要信奉社会效益，把国家利益放在中心位置；强调“忍让”和“宽容”，逃避信仰争执。虔敬派的主张既适应要求自由发展的人们的愿望，如市民和有自由化倾向的贵族，也符合集权主义统治者的利益，如很符合霍亨索伦家族凝聚人心、振兴普鲁士的要求。当虔敬派遭到正统路德宗的排斥和迫害，在北德意志和中德意志邦国无法立足时，勃兰—普鲁士为他们敞开大门，虔敬主义的神学家、诗人、教育家受到重用，虔敬主义在普鲁士朝野渗透极深。康德出身于一个较下层的中产阶级家庭。其父是一个小手工业者和小商人，制造并出售马具。康德父母笃信虔敬主义。他们把康德抚养成人，并在其幼小的心田里埋下虔敬主义道德的种子。成年之后，康德每当忆及其父母，总是怀有一种“极度感激的心情”[20]。康德童年在哥尼斯堡郊外的慈善学校读小学，少年进腓特烈文法公学读中学。当时这两所传统学校的虔敬主义之风浓厚，熏陶着康德的赤子之心，为康德日后建立在基于理性的责任感之上的个人宗教信念打下了基础。

作为启蒙运动晚期的最杰出代表人物，康德深受早期启蒙文化的影响。18世纪的普鲁士正处于启蒙时代。从勃兰登堡大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Friedrich WilhelmⅠ，1688—1740）到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大帝，霍亨索伦家族几代君主励精图治，虽然在政治上采取专制主义，外交上采取军国主义，经济上时而重商时而重农，摇摆不定，但是宗教政策比较宽容，学术政策比较开明，艺术政策比较自由。如1696年成立艺术科学院，1700年成立柏林科学研究院。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tz，1646—1716）、沃尔夫（Christian von Wolff，1679—1754）等科学家、哲学家相继受到重聘，于是科学、艺术、哲学等文化领域逐渐形成空前繁荣景象。普鲁士的启蒙运动是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的继续，是“文艺复兴以来全部文化思想发展的最终产物，它以纯理性主义为基础，绝对相信‘理性’，认为提高人类生活水平的惟一手段是理性和科学”[21]。在这场运动中，逐渐摆脱对法国文化长期盲目崇拜的状况，而视古希腊为真正古典主义的源泉，是西方文明的真正创始者；人们相信已经找到唯一的真正的教育，认为具有高尚修养的实际代表不是法国人，更不是仿效法国宫廷的第一、第二流德国宫廷，而是古希腊人；作家、教授逐渐抛弃用法语说写的旧习，开始用德语说写并以此为荣[22]，德意志民族意识获得觉醒，开始形成自己的文化。总之，“启蒙运动所到之处，民族的精神生活都获得了新的和丰富的内容”“从此，德国文化向独立和自由方向发展的步伐加快了”。[23]1740年，康德考入哥尼斯堡大学，接触到牛顿、莱布尼茨、沃尔夫等人的学说，可以说在康德心里埋下了思想的种子。若干年之后，卢梭的思想点燃了康德启蒙思想的熊熊烈火。

康德早期主要致力于自然科学的研究，认识论则受当时在德国哲学界占统治地位的莱布尼茨—沃尔夫唯理论的影响。随着对自然科学研究的逐步深入，尤其是对牛顿的偏爱和信奉，使其在思维方式上发生了由唯理论向经验论的偏转。尽管如此，康德对理性、科学的权威始终坚信不疑。但是能够有力揭示自然之谜的理性、科学，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往往显得一筹莫展。康德面对着自然与人类、科学与社会的种种冲突而陷入了困惑和痛苦之中。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40岁的康德读到卢梭的著作后激动不已。卢梭对人性的高扬和炽烈追求，对普通人自然良心和道德情感的极力渲染，对封建社会腐败的政治、宗教、文化、教育所做的猛烈抨击，对人生理想和教育目的的一系列新颖看法都深深地感染了康德。据说，康德日常生活极有规律，不管天晴、天阴，每天下午总是准时出来散步。只有一次忘记了散步，因为看《爱弥儿》入了迷。卢梭的画像是康德客厅里唯一的装饰品。1764年，康德写道：“卢梭是另一个牛顿。牛顿完成了外界自然的科学，卢梭完成了人的内在宇宙的科学，正如牛顿揭示了外在世界的秩序和规律一样，卢梭则发现了人的内在本性。必须恢复人性的真实观念。”[24]康德还直接谈到卢梭改变了他对人的看法：“我生性是一个探求者，我渴望知识，不断地要求前进，有所发明才快乐。曾有过一个时期，我相信使人的生命有其真正尊严的人，就轻视无知的群众。卢梭纠正了我。我臆想的优点消失了。我学会尊重人，认为自己远不如寻常劳动者之有用，除非我相信我的哲学能替一切人恢复其为人的共同权利。”[25]可以说，是卢梭著作启迪了康德由自然科学的研究转向人的研究。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康德的教育思想。[26]

康德的教育思想是当时德意志如火如荼的教育改革的产物。德意志很早就重视教育发展及其改革。1716年和1717年，普鲁士连续发布强迫义务教育的法令，在世界上最早实行强迫义务教育。早在1388年就创办了科隆大学，在1694年创立德国第一所近代大学哈勒大学，1538年创办欧洲第一所文科中学，1708年创办第一所理科学校。康德生活的18世纪，许多思想者从事教育研究和实验，被研究德国教育史的专家们描绘成“教育学的时代”[27]。托马修斯是哈勒大学第一位教师和学术奠基人。他用德语讲授哲学、法理学和自然法则学，其“奋斗的惟一目标是粉碎老一辈学究所保持的像等级社会中种姓制度般的使人麻木不仁的魔力，是使科学和大学教育与实际生活紧密地联系起来，是以开明思想和实际知识教育青年，借以清除陈腐的博学和崇古的学风”[28]。哈勒大学的新学风席卷普鲁士乃至整个德意志的所有大学。1774年，巴西多在德骚创办泛爱学校[29]，根据人类互爱和人道主义精神，有教无类。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幸福、健康、对社会有用和能够促进人类幸福的人。泛爱学校引起泛爱主义教育思潮，在基础教育领域影响广泛。此外，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也都自上而下地“奉命开展启蒙运动”[30]。置身于如此火热的教育运动中，康德岂能无动于衷？

康德教育思想的形成还与他自身的教育教学实践经验有关。1745年大学毕业之后，康德任家庭教师达九年之久，先后在三个家庭教12岁以下的男孩，积累了一些教育教学经验，其间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哲学。1755年，康德以论文《形而上学认识第一原理新解》获得哥尼斯堡大学讲师资格，教授的课程很广泛，有逻辑学、哲学、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学和人类学等；同时勤奋治学，硕果累累，可谓教学相长。1770年46岁时，康德获得逻辑学和形而上学正教授职位。1786—1788年还担任过哥尼斯堡大学校长。康德最后一次讲课是1796年，1797年退休。近半个世纪的教书生涯中，康德对教育教学有切身体会，无疑对丰富其教育思想大有好处。

圣人无常师。总之，影响康德教育思想的因素有很多。康德对所有这些因素兼包并容，折中调和[31]，批判吸收，熔于一炉，自成一家，形成了属于自己、也属于全人类的教育思想。

现在我们从“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人为什么能够接受教育”“人怎样接受教育”方面系统地阐述康德的教育思想。

一、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

何谓“教育”？康德说：“所谓教育指保育（儿童之养育）、管束、训导，和道德之陶冶而言。”[32]

人为什么要接受教育？为了回答这个问题，康德把“动物”作为“人”的参照物，拿来研究“人性”，进而研究“动物与教育”“人与教育”的关系。

何谓人性？康德看来，人性首先包含“动物性”或称之为“兽性”。人与动物之所以还有区别，就在于“人性”有超越“动物性”或“兽性”的地方。超越在何处？若说动物性是本能的冲动，则人性中却含有“理性”的种子；若说兽性是“恶”的冲动，则人性中却含有“善”的种子；若说动物依据本能的、恶的冲动为所欲为的话，人的行为还可能受到“理性”“善”的指引。然而“理性”“善”在人性中只是“种子”而已，“本能”“恶”则是与生俱来的“冲动”，可见“人”与“动物”的区别微乎其微。人要从本质上超越动物，就得看“教育”对“人”和动物的作用分别是什么了。康德认为：

人需要保育，动物则不需要。康德指出，人类子女在幼年时，需要做父母的，施以种种保护，即保育，方能生存。幼小动物天生就具有一种本能，依照一种规定的路径，利用其各种能力存活下来。例如，小燕子，刚刚孵化出来，目无所见，就知道不污损巢穴；又如，儿童呱呱坠地就放声大哭即立即得到父母呵护；假设其他动物刚出生也有哭声，豺狼等猛兽则寻声而至，肆其掠夺。所以，幼儿无保育则亡，幼小的动物毋须保育却能生存，当然小动物需要喂食，然不能叫保育。[33]

人须加管束，动物则不需要。所谓管束，不过是抑制兽性而已。动物不须约束，终身为其本能所支配，自出生时一切均已安排妥帖。人也有动物性的本能冲动，但是人的目的是“做人”。管束是防止兽性侵犯人性，防止人类为动物性的冲动所支配而不能达到“做人”的目的；可以使动物的本性转化为人的本性。[34]

人需要训导，动物则大半不需要。康德认为，小鸟啼鸣是老鸟教的，但是一般来说，动物是不需要向它们的前辈学习的。然而，人进入社会需要靠理性做指导，自己为自己打通一条立身行事的道路来，而理性的形成并非靠天生，也并非一蹴而就，需要靠他人训导。

人需要道德陶冶，动物则不需要。康德指出：犬马可以训练，人也可以，但是人的行为是“自觉性”的行为，是受“道德律”支配的，而犬马的行为无论怎么训练，仍然受本能支配，所以人需要道德陶冶，动物则不需要也无法进行道德陶冶。

综上所述，康德得出结论：“只有人是需要受教育的”[35]，而动物则不需要；“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36]，才能超越动物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所以，“人必须受教育”[37]。

二、人为什么能够接受教育

康德认为：人需要受教育才可能成为人。那么，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何在？从康德的哲学先验论中，我们可以找到肯定的回答。

（一）康德先验主义的认识论为智育可能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任务就是要解决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这一问题如果解决，那么，智育是否可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康德把知识分为三类：数学的知识、自然科学的知识以及哲学的知识。《纯粹理性批判》的中心内容由两大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先验感性论”，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是“数学知识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第二部分是“先验逻辑”，其中分为“先验的分析论”和“先验的辩证论”。“先验的分析论”要解决“自然科学的知识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先验的辩证论”要解决“形而上学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先验”一词，在康德那里，是指先于经验的认识形式，以区别于认识的内容和材料。“先验的感性论”就是感性的先天的认识形式的理论；“先验的分析论”就是关于知性中的先天的认识形式的理论：“先验的辩证论”就是关于理性的先天的认识形式的理论。为了解决这三个问题，康德先进行判断的分析。

康德把判断分为“先天的”和“后天的”两大类，然后又分为“分析的”和“综合的”两大类。所谓“先天的判断”是指不来自经验，而“独立于经验，甚至独立于感官的一切印象的”判断；所谓“后天的判断”是指不独立于具体经验或不独立于感官的印象；所谓“分析判断”是指“主词概念包含着宾词概念在它里面的”；所谓“综合判断”是指宾词概念不包含在主词概念里面，虽然主词与宾词确有联系。将上述两种分类连续运用可以得出四种可能的判断：①先天分析判断；②先天综合判断；③后天分析判断；④后天综合判断。

康德认为：分析判断一定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一定独立于经验，不可能是后天的，故此后天分析判断绝无可能。这就剩下先天分析判断、后天综合判断和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康德认为先天分析判断和后天综合判断可能性问题不难答复。先天分析判断由于其宾词是从主词概念抽绎出来的，建立于不矛盾律之上，所以先天分析判断是可能的。后天综合判断由于其宾词虽不包含于主词概念之中，但是从经验中可以发现宾词与主词是有联系的。在先天综合判断里，宾词既不包括于主词概念中，另外因为它是先天的，独立于经验，而人们又不能从经验中发现它与主词之间的关系，先天综合判断可能性问题的探讨要比后天综合判断复杂得多；康德认为分析判断是“说明的判断”，宾词是从主词概念抽绎出来的概念，只能把主词概念弄清楚，对主词无所增益；而综合判断是“扩充的判断”，分析主词概念不能从其中抽绎出宾词概念，宾词概念是对主词概念的扩充和增进；所以，综合判断比分析判断能够增进和扩充我们的知识；故此，先天综合判断要比先天分析判断重要得多。总之，相比之下，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的研究既复杂又重要。

康德认为数学中的判断、自然科学中的判断、形而上学中的判断都是先天综合判断，是数学、自然科学、形而上学是否可能的问题。总的来说，知识是否可能的问题，就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

为了回答先天综合判断是否可能的问题，康德提出了他的先验唯心主义学说。所谓先验的唯心主义，是讲人的认识能力本身就具备一种认识形式。这些认识形式是先于经验的，不来自经验，不依赖于经验，但是一切经验之可能都必须以它为条件或依据才成。康德指出，知识由两种成分配合而成：一种是外来的感觉的杂乱无章的质料，另一种是内心的有条有理的形式。我们的感官接受了“自在之物”[38]的刺激，一方面产生了表象，另一方面促使我们的知性活动起来。对这些表象进行比较，把它们联系起来，或把它们分离开来，使感性印象的材料成为“关于对象的知识”，就是所谓“经验”。从时间序列来讲，我们的知识，都是从经验开始，但是这并不就是说一切知识都是从经验发生、产生，因为我们的经验的知识，也是由于我们所感受的印象和我们自己的知识能力本身所提供的东西配合而成，感性的印象不过是引起知识能力的机缘而已。这些加之于印象的知识能力本身所提供的东西就是康德所谓“先天的形式”。先天的形式是我们的认识能力本身预先就具备了的、形成了的一套认识形式，不是从经验中得来，也不是依赖于经验，而是先于经验，是先天的意识形式。在没有经验之前，在观察事物之前，我们内心就已经有了这一套现成的形式。因此，在观察事物的时候，我们就普遍地、必然地会把观察到的感觉材料放到这种形式中去。因此之故，我们从观察所得来的知识才具有普遍性和必然性。外来的感觉材料是不成型的、处于混乱状态之中的东西，这种东西只有依靠我们内心所固有的一套先天的认识形式才成其为有条有理的知识。这就像先有一个模子（形式），再把银子的溶液（质料）倒进去，铸成银圆（知识）一样。

为了具体论证先天综合判断的可能性，康德从先验唯心主义学说出发，分别论证了数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形而上学知识“是否可能，如其可能，如何可能”的问题。

数学如何可能。康德认为数学判断不仅是先天判断，而且是综合判断。例如，算术判断中的“7+5=12”，几何学中的判断的“连接两点间的直线是最短的线”，就都是先天判断，因为它们都有严格的普遍性和必然性。同时它们也是综合判断，而不是分析判断，因为从“7+5”中，我们不能抽绎出“12”来，在“7”以外，还必须找出相当于“5”的概念直观，才能得到“12”这个概念；同样，从主词“两点间的直线”，我们不能抽绎出“最短”这个量的规定。要得到“最短”这个量的规定，还要借助于直观，如画出连接两点间的直线。数学判断既然不是从概念中抽绎出来的分析判断，也不是从具体经验中归纳出来的后天综合判断，而是先天综合判断，那么，它是如何得来的呢？康德根据其先验唯心主义学说，认为数学知识中的形式是先天的形式，数学判断必须求助于先天的直观形式——“纯粹的直观”或“先天的直观”。这种先天的直观形式是每一个人天生就具有的而不是从经验中得到的形式。这种直观不是对数学知识的材料的直观，而是对数学知识形式的直观。数学所依据的这种“先天的直观形式”就是空间和时间。时间是内部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是外部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先天的直观形式。几何学所研究的对象是这种外部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先天的直观形式——空间；算术所研究的对象则是这种内部感官的一切现象的先天的直观形式——时间。康德对时间和空间做了形而上学的论证，证明空间概念和时间概念是先天给予的，是两种纯粹的感性直观形式。康德指出，空间和时间如果不是先天的直观形式，各人所感觉到的空间和时间就必然各不相同，那么，几何学和算术的命题也就失去了其普遍性和必然性。康德就是从空间和时间这种先天给予的形式来解决数学如何可能的问题。

自然科学如何可能。康德从先验唯心主义角度证明自然科学的可能性在于自然科学的判断是先天综合判断。他认为，自然科学的原理，诸如实体稳定性原理、因果定律、实体并存且相互作用定律等，都是先天的综合的原理、原则。自然科学的判断之所以是先天综合判断，是因为我们的认识能力不但具有先验的感性形式——空间和时间，而且具有先验的知性形式——范畴。所谓知性，康德认为就是“意识从其自身产生观念的能力，认识的主动性”[39]；所谓范畴，就是知性的先天的综合原则。他建立了一整套知性范畴体系，有四类十二种：量的范畴包括单一性、复杂性、总体性三种范畴；质的范畴包括实在性、否定性、限定性三种范畴；关系范畴包括实体的属性、原因和结果、交互性三种范畴；样式范畴包括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存在性和不存在性、必然性和偶然性等范畴。康德指出，在感性阶段，我们的认识只停留在感性的直观阶段，只能说明个别现象在空间上的共存和时间上的先后，还没有了解到这些个别现象之间有些什么一般的联系；只有到知性阶段，我们把经验直观作为材料纳入范畴这个先天框架，才使个别现象之间有了规律性的联系，因而，是知性范畴使经验对象的知识成为可能。

“如果没有感性，对象就不能给予我们；如果没有知性，就不能思维对象。思维无内容是空的，直观无概论是盲目的”“知性不能直观，感官不能思维，只有当它们联合起来时才能产生知识”。[40]那么，知性和感性到底是如何联合的呢？康德用“图型”理论来解释先天知性范畴和感性直观的对象相结合的心理机制问题。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不是同质的，从感性到知性，其间是通过先天的桥梁——图型来过渡。这一先天的图型既与范畴同质，又与对象同质，所以才能使两者结合起来。范畴就是通过图型才与经验对象结合起来的。

形而上学或哲学如何可能。康德认为，知性的对象是现象界，知性通过范畴在现象之间整理统一感性的知识，但是这种统一作用是局部的、有条件的，不能跨越现象界；理性的对象是“本体界”，理性希望通过“理念”来统一知性的知识，并且通过这种统一而达到无条件的绝对完整的知识。理性所试图达到的理念有三个：一是“灵魂”，即一切精神现象的最高的、最完整的统一体；二是“世界”，即一切物理现象的最高的、最完整的统一体；三是“上帝”，“上帝”是“灵魂”和“世界”的统一体。哲学或形而上学的目的就是在于证明这些理念实有其物，是代表着存在的东西，是“自在之物”。理性在证明这些理念实有其物并说明其本质时，还要借助知性范畴。但是，由于这些范畴只适用于现象界，不适用于本体界，因此在证明这些理念是代表着存在的东西时，理性必然会陷入不可避免的矛盾境地。康德证明了理性所遇到的矛盾，如二律背反，也就证明了理性的思维方法或先验辩证论永远无法解决关于灵魂、世界、上帝等问题。因此，哲学或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

综上所述，康德认为人类有时间和空间的先天直观形式，所以数学知识是可能的；有范畴先天知觉形式，有连接感性直观与知性范畴的先天认知形式“图型”，人类能够从直观认识上升到知觉知识，所以自然科学是可能的；但是，由于理性思维借助于知性范畴，无法证明灵魂、世界和上帝是存在的，所以哲学或形而上学是不可能的。这说明，人的知识是可能的，但是也有个限度，也就是说，纯粹理性能够解决现象界的问题，而不能解决本体界的问题。康德关于知识可能性及其限度的理论，也说明了智育可能性及其限度的问题。只有人类才有时间和空间的先天直观形式和范畴先天知觉形式及其连接二者的先天桥梁——图型，这就是人类智育可能性的种子。人类的智育可以促使这些先天的“种子”萌芽、抽枝、成长，从而促使人类更好地认识现象界；由于纯粹理性无法解决本体界的矛盾，所以人类智育只能局限于现象界而不能跃进本体界，这就是人类智育的限度。

（二）康德先验主义的道德论为德育可能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什么是道德？康德认为，道德是一种先天的不依赖于经验的道德意识，即“实践理性”。那么，康德寻找什么作为道德可能性最根本的先验唯心主义的依据呢？这就是道德律。康德说：“理性神学是以道德律为基础，或以道德律为指导。”[41]何谓“道德律”？康德称之为“绝对命令”，是无条件的，即毫不计较功利得失的先天道德准则。“绝对”就是为了道德本身的目的没有其他的目的；“命令”就是因为道德行为只是“应该”这样做的，而不一定“实际”就是这样做的。康德认为，真正的社会的人的道德行为，除了受“实践理性”的支配之外，还受经验感性外在诱惑的影响，所以，只能用“命令”的形式来表示道德律的强制性。绝对命令更深沉的根基是“善良意志”。善良意志高出一切人的行为和活动，其自身就是目的，而绝不是达到其他目的的手段；其自身就有价值，而不是引起什么结果才有价值。完全按照绝对命令行动，不受任何外在的状态影响，康德称之为义务。只有具有义务感的人才对道德律有敬畏之心，才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义务包含了道德价值。“道德律”及其基础“善良意志”和表现形式“义务感”构成康德道德可能性先验唯心主义哲学基础，同时也构成康德的道德教育可能性的哲学基础。

在现实生活中，好人未必得到好报。就是说，有的人努力按照绝对命令行事，在现实生活中却往往遭到挫折，道德生活与尘世幸福难以两全。怎么办？康德用“灵魂不死”的假定给这些人以报偿，让他们在肉体死后“灵魂不灭”。现实生活中，好人得不到幸福，恶人得不到惩罚，怎样摆平这些事情？康德假定有“上帝”存在，上帝可以公平地支配现象界和道德界，使道德界和现象界统一。在上帝这个裁判的裁决下，可以像中国谚语所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康德虽然从纯粹理性角度否定了灵魂、世界、上帝三者存在的可能性，但是从实践理性角度，也就是从道德角度肯定了三者存在的可能性。正如列宁所指出：“康德贬损知识，是为了给信仰开辟地盘……”[42]这是使道德成为可能的又一个必要假设，同时是宗教教育成为可能的一个假设。康德的宗教教育实质上就是道德教育，所以是道德教育可能性又一个必要的假设。

（三）康德先验唯心主义美学观为美育可能性奠定了哲学基础

康德把人的精神世界分为认识、感情、愿望三个领域，也就是“知”“情”“意”三个领域，对三个领域的探讨就形成了康德的知识论、美学和道德论。康德在知识论中论述了“知”，即“真”的问题；在道德论中论述了“意”，即“善”的问题；在美学中论述了“情”，即“美”的问题。在康德哲学中，认识与道德是两个截然分开的领域。人的认识追求的是“真”，力图把握各种复杂的因果关系，本能的需求是主客体之间最主要的因果关系，并且作为外在的必然性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在道德世界追求的是“善”，力图用社会规范来克制感性欲望，从而超越动物的本能，超越自然因果律的束缚而获得选择自己行为的自由。它作为人所特有的内在目的支配着人的行动。真与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处于矛盾冲突之中。如果仅有这两者的对立，难免感性欲望战胜理性道德，那么，人就只能永远在经验世界中受因果律的支配，而无法迈进道德世界走向自由。真与善怎样和谐？康德意识到人的行动除受认识、愿望的影响外，还受感情支配；除追求真与善外，还追求美，美是真与善的桥梁，是人由经验世界走向道德世界的桥梁。由此推断，在康德哲学体系里，美育是智育和德育之间由此达彼的桥梁。

什么是美？康德从先验论出发，认为美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第一，美感是超功利的，即审美判断是“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43]。

第二，美是普遍地令人愉快的，即美是“不凭借概念而普遍令人愉快的”[44]。

第三，美是纯形式的、自然而然的主观感觉，表现为主观合目的性，即美是以“一单纯形式的合目的性”[45]为根据的。

第四，美的判断不是源于概念，也不是源于“私人的情感”，而是源于必然的“共通感”——共同的情感，即“美是不依赖概念而被当做一种必然的愉快的对象”[46]。

总之，美是一种纯形式的、普遍必然令人愉快的、具有主观的合目的性的并且使任何人都感到愉快的表现。尽管康德忽视美的客观性，极力强调美的主观性，但是，他把美看成基于人的先验形式，所以也就说明了美之于人是可能的。

那么，康德是怎样具体论证美何以可能的呢？让我们看看康德是怎样论述美包括美的分析和美的创作（艺术创作）的。

美的分析即审美判断，讲的是人怎样认识一个事物的“美”。按照康德的说法，审美判断具有认识和道德的双重属性。一方面，审美是感性世界中的感性认识，必须首先面临现象界，察觉事物，接受外物的刺激，触发情感来体察对象世界；另一方面，“美是道德的象征”。审美是一种高尚的情趣，是一种自由的鉴赏。当这个事物符合我们的理想中的主观目的而与道德境界紧密相连时，我们才会感觉到美。所以在审美过程中，判断力既受到外面现象界“必然性”的影响，又发挥“意志的自由”，从原来没有目的的感受（受外界必然性支配）过渡到“合于目的性”（合于意志自由），这样就把“现象界”和“自在之物”结合起来，把必然和自由结合起来，把“真”与“善”结合起来，使真、善、美相统一。

美的创作即艺术创作。关于艺术创作问题，康德提出天才学说。他认为艺术是由天才创造出来的。何谓天才？康德认为，天才是替艺术定规则的一种天然禀赋，是人类天生的、为艺术活动所特有的创造才能，具有创造性、典范性和自然性的特点。天才的核心是灵感。康德认为，艺术创造是自然和自由的结合，灵感就是把自然和自由结合起来的能力。那么，“灵感”是如何将自然和自由结合起来的呢？康德认为，艺术是在理性活动基础上所进行的意志活动的创造。一方面，自然替艺术制定法规，即通过理性活动，如观察、联想、回忆，从自然中找到规律，进而形成美的思考；另一方面，天才给艺术制定规律，即凭借创造者对美的把握，自由地、愉快地将自己独特的美的观念表达出来，创造出别人所没有创造出来的东西。

美的可能性决定着美育的可能性。康德不仅证明了美是可能的，而且具体论述了美何以可能。这就说明，在康德理论体系中，美育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知，在康德先验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中，知识、道德、美是可能的，从而决定了智育、德育、美育是可能的。康德说：“人有许多种子不能发展。我们的责任便是设法使这些种子生长，平均地发展他的各种自然禀赋，无过无不及，使之实现其究竟。”[47]教育之所以存在可能性，就在于人存在着“种子”，也就是上文论及的人类与生俱来的先验形式，诸如先天直观形式——时间与空间，先天知性形式——范畴和图型，先天道德形式——善良意志、道德律、义务感，先天美的形式——共通感、天才、灵感等。

三、人怎样接受教育

人之所以能够接受教育，就在于人有潜在的发展的“种子”——自然禀赋；之所以需要教育，就在于这些“种子”需要靠教育才能得以发展。“只有办好教育，世界上才能发生一切好事。”[48]那么，什么才是好的教育，或者说怎样教育好人呢？

首先，必须有好的教育目的。康德说：“人性以教育之力可以继续不断地改进，渐渐到配做人的地位。”又说：“教育可以不断地进步，每一代都比前一代强一步，达于人类之完成，因为教育是完成本性的大秘密。”[49]康德的教育目的观就是促使人和整个人类由自然向文化生成。具体来说，就是促使知、情、意等各种自然禀赋和谐发展，形成精神世界真、善、美和谐统一的人，也就是具有“真知灼见”的人，从而促进整个人类的进步。

其次，为了实现教育目的，必须有好的教育者。康德认为，教育者必须具备教育目的所规定的素质，也就是具有“文化”，具有“真知灼见”。因此，康德说：“只有人能教育人——换言之，即只是自身受过教育的才能教育人”[50]“受过教育的父母便是子女的榜样”[51]，相反，“有的人因为本身缺少约束和训导的工夫，所以不宜于做学生的师保”[52]。因为“一人教育不完成，则其教育不过是重复他的错误”[53]。

那么，“一个人的教育是否应当模仿历来人类教育的原路呢？”[54]这里就有个教育效率的问题。康德认为，应该讲究教育效率。为提高教育效率，要讲究教育方法的科学性和艺术性。教育方法不能是机械的，而必须有判断的功夫。所谓判断的功夫，一是讲教育方法要具有科学性。“教育的方法必须成为一种科学……否则，决不能成为一有系统的学问。”[55]二是讲教育方法具有艺术性。“因为人类自然禀赋之发展不是本身自己完成的，一切教育都是艺术。”[56]他说，教育和政治一样，是人类最难的一门艺术，必须专门研究和练习。

基于上述三点，康德系统阐述了如何对儿童进行保育、体育、心理训育和道德陶冶。

（一）保育

康德认为，儿童在幼稚时期需要保育。康德的保育思想深受卢梭自然主义的影响。他说：“一切人工的办法都是有害的，因为是与自然的目的相冲突。自然的目的在造成发展合宜有理性的人；自然要他们保守他们的自由，然后可以学习如何利用其能力。”[57]保育的目的，一是保证儿童身体健康；二是养成其良好的品格。其内容包括饮食、衣着、睡觉以及习惯养成等。

康德认为，初生婴儿最好由母亲抚养，这对孩子的禀赋发展有很大的影响；母乳是最好的营养品，最好不用动物乳来代替母乳。为了保证母乳质量，母亲应该注意健康，同时要注意营养，尤其要多食肉。他引用卢梭的话说，自然不会做无益的事，母乳对婴儿有益无害。另外，不可让小孩子吃有刺激性的食物，如酒、香料、盐、太烫的食物，因为这容易使身体软弱。不要刺激儿童多吃食物，因为饥饿感应该是活动之自然结果。

康德认为，因为耐寒的习惯对身体健康有益，又因为幼儿血液较成年人要热，故不可穿衣过多；睡床不要过于温软，稍大后要睡硬板床；最好能洗冷水浴。

不要扎缚幼儿。幼儿被扎缚手脚不能动弹，会十分苦恼。为了安全起见，康德推荐意大利人的“安全袋”，箱子上铺设皮带，这样婴儿既能动弹，又不至于同母亲同睡时窒息死亡。此外，不必用摇篮，摇篮摇动会造成眩晕，而啼哭对婴儿有好处。

孩子学走路要自力更生，先爬后走，不要怕跌倒，再说跌跌也无妨，能使孩子逐渐平衡重心。不要用引绳等工具，就是肢残儿也最好不要用拐杖，任其自然发展就可弥补缺憾。

良好品格要从幼儿开始培育。尊重幼儿意志自由是首要的前提。由于幼儿冲动多于自觉，所以要附以约束。对儿童的愿望，合理的就予以满足，否则再哭再闹皆不予理睬。答应的事要言而有信。要使孩子起居、饮食有规律，要求要合理，与人相处要诚敬、宽容、不卑不亢，不要养成好逸恶劳、傲慢或自卑、作伪等坏毛病。教育宁可严厉些，也不要溺爱孩子，当然也不要让孩子养成奴性。从此我们也可看出，康德的保育思想同时也受到他从小所接受的虔敬主义的影响。

（二）体育

康德认为体育是造就完全人的必要手段。体育之目的不仅在于训练身体各种器官的运用，更重要的是让小孩子知道而且能够自己帮助自己，为此，要通过体育培养他们的力气、技艺、敏捷、自信力以及冒险精神。

康德很看重爬山活动，认为爬山可以锻炼儿童勇敢和冒险的精神。他用欣赏的笔调描写瑞士人习走山路的情形：山僻小径，狭涧山巅，可以随便地走。遇有山隙，先看有多宽，一有把握，就一跃而过。

康德对游戏尤其欣赏。他认为，游戏是以儿童一种本能为基础的自由活动，历史悠久且与民俗有关系。游戏能够把技艺的进步和感官的练习结合起来，譬如训练目力，使目力能够准确地判断距离远近、事物大小和比例，能够通过太阳确定地理方位，等等；游戏可以增强体力，促进健康；可以训练儿童有所进取的精神，使之不至于过于放纵；可以活泼性格，“活泼的儿童很容易成为好人”[58]。

康德认为体操的目的在于使身体和谐自然地发展。投掷运动，无论投远还是投标，都可以练习各种感官能力尤其是眼力；跑步、跳跃、举重、打拳、摔跤、赛跑、打球等都是很好的运动。

（三）心理训育

康德所言的心理训育主要是讲智力训练。康德认为，心理训育的目的“在本性”[59]，在提高心理素质尤其是智力素质；其作用在于把握事物的规律，解决物质世界的问题；对人具有“恒久”[60]的价值；这种训练，从幼年起贯穿于人的一生。

康德认为，心理训育的原则主要有两条：

其一，各种功能训练要互相联系。他说：“心理功能决非可以各自训练，一定是要与其他功能共同训练的。”[61]否则无价值。例如，一人有记忆而无判断，就是一本能走路的词典；理智与判断分离，就会导致愚蠢。

其二，知行宜合一。他说：“教授儿童时，有一事特别要注意，即所学之知识须使其见诸实行。”“若是要知，须是要行。”[62]

根据上述心理训育的目的和价值以及原则，康德具体阐述各心理功能的训练方法。

记忆力。康德认为，记忆主要保持重要的事情，这对我们将来的实际生活有益，非从小训练不可。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训练记忆力：①学记故事中的名字。②诵读书写。诵读需用脑力，不必斤斤计较于拼法。③学记语言。可先听后读。记忆力训练要注意以下几点：①同时非锻炼了解力不可，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②图解之法甚妙，有助于形象记忆，如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地理学，都可从描画其形象开始识记。③注意力要集中。“不专心是教育的仇敌”“天才最好的人，也不免吃不专心的亏”。[63]

想象力。儿童大多有极其活泼的想象力，但要有一定根据地想象，避免漫无边际的玄想，所以不必再让孩子看神仙故事，而要他们看地图、动植物图画。这些有科学根据的图画既引人入胜，激起丰富的想象，又能使想象有所边际。

了解力。了解力是对于知识普遍规律的把握能力。了解力的训练，不必机械地记忆，否则，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可根据以下方法来把握规律：一是可以举例来证明原则；二是在特殊的事情上见微知著，发现原则；三是行吾所知。譬如，要了解一张地图，自己画一张就明白多了。将文法原则付诸实践，对其理解就更深刻。

判断力。判断是将普遍的知识应用到特殊问题上去。要有恰到好处的判断，首先要通过了解，正确地把握一般规律；其次是要用所掌握的一般规律去解决实际遇到的特殊问题；最后就是勇于独立判断，自己教导自己方可成功。唯有如此，判断力才能逐步提高。

推理力。推理力就在于把握特殊和普遍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能力，也就是能够从特殊抽象出普遍原则，又能够用普遍原则解决实际问题。换言之，就是能够把了解和判断相互结合起来的能力。训练推理力最佳的方法是苏格拉底的方法——产婆术。让儿童自由辩论，靠推理引出他们的新思想，学得新知识。产婆术的主要缺点就是太慢。有的科目，如历史，机械的问答法也有用处。

（四）道德陶冶

康德认为，身体训育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身体素质，心理训育的“目的在本性，而道德之陶冶目的在自由。人可以身体训育极佳，心理训育亦好，然而如缺乏道德的陶冶，依旧是个坏人”[64]。他还说：“自身有信仰而不自恃，各种才能皆能发展。”[65]所以，康德认为道德陶冶最为重要。道德陶冶的终极目的是教育青年成为“道德人”。这种“道德人”的修养特点有：

其一，有欢喜快乐的气象，不自怨自尤。

其二，有坦白宁静的性情。自制可以成为社会上快乐的分子。

其三，忠于本职工作。有价值行为不在于其是否合乎人们的时尚倾向，而在于完成自己的本分。

其四，具有仁爱及世界大同的情感。应该关怀我们自身、家庭或朋友、世界之进步。

对于世界进步，即使不与自己或本国有关系，也能够欢欣鼓舞。[66]

康德认为，人并非天生就是“道德人”，道德人完全是教育的结果。人的本性既有“善”的种子，也有“恶”的倾向。在后天的环境中，如果“文明之侵犯自然”，则可能发展成“罪恶”；如果有恰当的道德陶冶，则可能发展成“德行”。所以，要抑恶扬善，使人成为一个“道德人”，道德陶冶是必要的。道德陶冶是帮助人“逃出动物范围”的“完全之艺术”，是人的第二天性。[67]

那么，在康德看来，怎样进行道德陶冶呢？

第一，必须清楚何者为“罪恶”，何者为“德行”。罪恶是由恶性膨胀造成的，可分三类：①恶意，包括嫉妒、负义、幸灾乐祸；②卑劣，包括不公平、不诚实等；③心肠狭窄，包括不仁、吝啬、懒惰。德行也可分三类：①美德，包括宽容、仁爱、自制；②本分，包括诚实、节制、和平；③清德，包括尊敬、谦退、自足。只有明辨是非、分别善恶，才谈得上怎样陶冶情操。

第二，道德陶冶是以道德律为基础的启发自觉的渐进过程。约束是通过外铄形成习惯，陶冶是通过外铄唤醒道德。习惯与道德有关系，但是两者并不完全等同。康德认为，儿童在年幼时通过约束形成好的习惯是必要的，随着年龄渐长，约束的力量就渐弱。根据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他指出：“道德之陶冶以道德律为基础而不以约束为功，一则防止恶习惯之养成；一则陶熔人心使能反省。”[68]“道德律”又称“绝对命令”，也就是先验道德原则。第一条原则是“我一定要这样行为，使得我能够立定意志要我的行为的标准成为普遍规律”[69]。也就是说，无论如何，“我”都要按照人所共有的道德良心办事。第二条原则是“你需要这样行为，做到无论是你自己或别的什么人，你始终把人当目的，总不把人只当做工具”[70]。意即，无论如何，都要以人为本。第三条原则是“个个有理性者的意志”[71]。意即相信人人都有道德良心，人同此心，心同此理。康德说，道德律存于内心就像星辰存于天空，永恒不变。儿童道德行为要绝对遵循道德律所规定的原则，而不能随波逐流，以时时变更的行为为准则。要通过道德实践活动使儿童体察道德律。不能要求儿童不做错事。儿童做错了事，不要惩罚，而要通过卢梭所说的自然后果法使之反省，体会道德律的合理性。反之，做对事也不必赏，因为理所当然。他指出：“如行一恶即罚，行一善即赏，则将来行善纯为求赏；入世后见行善未必赏，为恶未必罚，必成一阿世之徒”，所以，“行事善恶以个人利益为本。此大不可”。[72]

第三，要在具有社会意义的活动中进行道德陶冶。康德在论及人的发展的可能性时，认为人的知、情、意中存在某种先天形式，是先验唯心主义者；但是在论及人的发展即真、善、美形成过程时，则带有一定的唯物因素，即认为人的发展离不开社会。康德曾引用卢梭的话说：“不在大街上走的孩子，就不能成为一个有才能的人。”[73]其意是说，人的认识能力发展离不开社会；他还举例说，被抛弃在孤岛上的个人，绝不会专为自己去装饰环境和修饰自己。说明美离不开社会。由此看来，康德关于人的发展论有两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一是先天的普遍形式；二是后天的社会性。在论及人的道德陶冶时，更是强调社会性的重要。人的道德目标不仅仅是独善其身，而是要使整个人类达到大同社会的境界；人的道德种子要在社会性活动中才能萌发成长。“天意要人为他自己将潜伏于中的善性发展出来，说道，‘到世界里去！我为你准备了向善的倾向。你的责任是要发展这些（向善的）倾向。你的快乐和痛苦，都只有靠你自己’。”[74]社会性活动主要有：一是游戏；二是工作；三是公共的学校生活。康德很重视游戏的教育价值，前文已述，此处从略。康德认为，儿童要学会工作。工作本身并不快乐，但是它是人与动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儿童只有学会工作，才能克服不劳而获的坏念头，才能学会自立、忍耐、自制、遵守纪律，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他说，不要以为亚当、夏娃在乐园里整天吟唱歌曲、欣赏自然，一事不为，若那样，他们一定很不舒服；真正的休息是工作之后的休息；小孩子虽然不能立刻感觉到强迫工作的用处，将来一定知道它的价值。康德认为，学校教育优胜于家庭教育。家庭教育有许多困难，如家长无时间、无兴趣，家长与家庭教师权威分配的矛盾，等等。学校教育有专门的教师任教，则无这些困难。在学校里，教师可以自由地施行他的方法和计划，以相互讨论并且和有关学者交换意见，不断提高教育质量；可以将教学和道德陶冶联系起来，相互促进；可以对学生进行公民权利和义务的教育。在学校生活里，学生可以以他人的能力估量自己的能力，不能夜郎自大；当处处碰到困难，得不到特殊的优待，就知道权利之范围，才能明白什么叫自由；才知道宽容、博爱、诚实、服从、不亢不卑、守信等道德品质的内涵和好处。总之，学校教育可以使学生“感觉社会之压迫，知立身处世之难，知忍耐之要，然后各方面预备将来自立之道”[75]，做社会上的有用分子。

第四，宗教教育要以道德为目的。宗教究竟干什么？康德说：“宗教如注重超越吾人之上之一立法者与一判决者之一点，则为吾人中之法律。推道德于上帝之知识即为宗教。宗教而不与上帝相联则仅为求神宠之一种努力”“道德之自觉无宗教必无结果。宗教无道德之自觉适成其为迷信”“故宗教属于一切道德”。[76]前文已讲过，康德在知识论中否定了“灵魂不死”“上帝”，但是在道德论中又肯定了这些宗教观念，看似矛盾，其实从此我们可知，康德否定的是迷信，肯定的是道德。康德的宗教观和中世纪宗教观截然不同。后者是欺骗、迷信，是宗教蒙昧主义；而前者是试图给力行道德的人以精神上的合理归宿，充满着道德的渴望。其用心可谓良苦。

宗教王国的主宰是“上帝”，那么“上帝”是什么？上帝是良心的裁判者。良心又是什么？“良心”就是“内心之法律”“为上帝之代表”。一个是裁判，一个是代表，谁管谁？其实，在康德的理论体系中，“良心”是先天道德形式，“上帝”是一种“假设”。之所以假设上帝存在，是确保行为违背良心者受到良心的谴责，使行为合乎良心者得到慰藉，从而使人们对“良心”和“道德律”产生敬畏之心。所以，康德说：“吾人取悦上帝的无上妙法即堂堂正正地做个好人。”[77]

关于宗教教育的顺序，康德指出：“所经之路必须与自然合宜。”“先则一切归诸自然，继则归自然于上帝。”[78]最好是先教育儿童认识自然，观察其现象，把握其规律，了解其目的及大自然与人类的关系，使儿童有清晰的判断力；接着让儿童体察到大自然秩序井然、和谐美丽；再教授儿童宇宙结构；在此基础上再启发儿童的“上帝”观念——一个立法者、一个超越一切的存在。

关于宗教仪式，康德认为，仪式本身不是目的，其目的是让儿童从中体悟虔诚、义务、爱等道德感，并且能够见诸实际行动，做个真正的好人。关于课程安排，有关自然和道德的知识是基础，安排在前，神学则排在后面；否则神学使人产生恐惧或希祈神佑，就是迷信。康德还指出，教派虽多，宗教则一，就是劝人为善，所以不可因人信教不同而对人看法不一样。

第五，要合情合理地搞好性教育。儿童到13～14岁时即进入青春期，产生男女的分别，同时也产生种种冲动和疑问。这既是自然问题，也与道德紧密联系，所以在此关键期进行性教育刻不容缓。康德认为，首先，对诸如“小孩子从哪儿来的”等“隐秘”问题，可以开诚布公地告诉孩子并且可以讨论，因为他们现在已经有一定的理性知识；其次，要教育孩子自制，不可纵欲，否则，必致智慧衰退、未老先衰，与人性不合。为转化恶冲动，要让孩子整天劳作不停，睡眠适可而止，不贪恋床铺。再次就是教育青年尊重异性，以毫无恶念的行为获得异性赞美；最后就是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努力求得一个美满的婚姻。

康德说：“真知灼见固然要靠教育，教育亦要靠真知灼见。”[79]康德是德国古典哲学的创始人，其构建的先验唯心主义理论体系极富创造性，充满“真知灼见”。总结上文我们可知，康德从自己的唯心主义先验论出发，论证并阐述了教育的必要性、可能性和怎么办的问题，构筑了一套完整的先验唯心主义的教育理论体系。从理论形成过程来看，康德的教育思想广泛接受了同时代及历史上其他思想家和教育家的影响，尤其是虔敬主义和启蒙思想的影响，从人类学的角度吸取了多个民族的教育经验与教训，并且结合了自己的自然科学、哲学的原创性研究以及德国历史文化传统，博采众长，熔于一炉，进行再创造，形成具有德国文化特点的教育理论。马克思曾说康德哲学“是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80]。后世许多学者只偏重“法国革命”四个字，认为康德哲学如何如何妥协、软弱无力，这种批判太简单了，而且也曲解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意。仔细阅读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可知他们的意思是康德哲学受到法国革命的影响，但是是具有德国文化特点的理论，而且和法国革命一样，在思想界具有革命意义。请看恩格斯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中说：“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81]这段话充分肯定了康德哲学的价值和地位。康德的教育思想是康德思想体系的宝贵组成部分，与其哲学在哲学史上的地位一样，在教育史上具有继往开来的伟大意义。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直接来源于康德教育理论和哲学理论。赫尔巴特的五种自由观念、统觉理论和教育性教学乃至建立科学教育学的主张和努力，都可以在康德那里找到根源。此外，诸如席勒的美育思想、罗素有关世界大同的思想、皮亚杰的“图式”理论都可到康德哲学及其教育学中寻根。对康德的教育思想，我们研究得很不够。康德关于教育问题的文章，在他浩如烟海的著作中着墨不能算很多，但这是建立在对自然、对人、对社会有深刻洞察基础上的，其格言警句，微言大义，充满真知灼见，能够给我们很多启发；对其哲学体系的研究每深入一步，都能够触发我们教育创新的灵感。总之，康德的思想中有极其珍贵和丰富的教育宝藏，我们要珍惜和挖掘。

康德的教育思想和其哲学思想一样，折中调和，既有唯物论因素，也有唯心论因素；既有辩证法的因素，也有和稀泥的因素。我们在学习和研究时要用理性批判的精神和眼光，这也是康德所强调的。

第三节 歌德的教育思想

歌德（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1749—1832）是德国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以《少年维特的烦恼》《浮士德》等享誉世界文坛。其教育思想集中体现于教育小说《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以及《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两部著作之中。

在教育问题上，歌德同样深受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的影响。在他的文学作品中，我们到处可见恬淡纯朴的田野风光、民情风俗，而这又是与他所批判的封闭、虚假的宫廷贵族生活相映衬的。在《少年维特的烦恼》中，“自然”简直成了年轻的主人公评判一切的标准。他投身自然，赞美自然，亲近自然的人——天真的儿童和纯朴的村民，鄙视迂腐的贵族、虚伪的市民以及“被教养坏了的人”，主张艺术皈依自然，让天才自由发挥，反对一切陈规戒律；他重视发自内心的真挚情感，蔑视宗法制度和封建道德。同样的，维廉·麦斯特也是在活生生的现实生活和清新宜人的大自然中追求着自身的全面发展和性格的和谐训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浮士德》一开始就为我们描绘了孤守书斋、忍受长夜煎熬的主人公形象。总之，在歌德看来，事物达到了自然发展的顶峰才显得美。

在社会活动中，发展人所有的心智力量，培养和谐个性，这是歌德所主张的教育目标。他认为，在人身上，潜藏着多种力量，或称为才能、禀赋，教育的过程就是发现它们，并使之能够按本身的方式得到培养。这种培养不是片面的，而是全面的；不是强制性的，而是自觉的。因此，要尊重受教育者的爱好与愿望，遵循他们的天性。教育者所实行的教育必须是明确的、有针对性的，而不能是模棱两可的、分散的。对于不同的培养内容和不同的培养对象，应施以不同的教育。比如，在《维廉·麦斯特的漫游时代》中所描述的，学生们按自己的喜好可以选择不同颜色和式样的衣服，而不必穿统一的制服；而教育者则可以从不同的服饰中一眼识别穿着者的性格特征，继而进行因材施教。

在强调遵循受教育者的天性的同时，歌德也看到了人的天性不完美这一缺陷，特别是在青少年时期。任由天性自由发展，可能会陷入迷途。“无约束的活动，不管属于什么性质，最后必将一败涂地。”[82]歌德本人喜欢绘画，并花了很多时间去发展这方面的能力，但最终无法取得突破，只好放弃。他笔下的威廉爱好戏剧，最初致力于在舞台上培养自己，教育观众，结果也失败了。因此，歌德认为不能受天性的任意支配，而应将自由的天性与遵守规则结合起来。在他看来，天才就是能理解规则和服从规则的人。对于教育者来说，既要给予受教育者自由发展的空间，又要严格要求，积极引导，使他们少犯错误，少走弯路。正是本着这样一种想法，歌德为威廉的儿子——菲利克斯所设计的教育环境与威廉的不尽相同，前者不再是从毫无拘束的社会和自然界中接受教育，而是在教育省接受培养，在那里对受教育者的尊重与严格训诫，个人自由与集体纪律紧密结合在一起。在这一点上，歌德与卢梭是有所不同的。

天赋的才能是没有实现的才能，正如歌德所说：“一个人生下来只能是一个刚开始的艺术家，决不可能是一个已完成的艺术家。”[83]一切才能都要靠知识来营养，这样才会施展出才能的力量。一个有艺术天资的人，如果不向前辈和同时代造诣高的艺术家学习自己所缺少的东西，不去掌握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和基本技能，那么他就会“由于错误地理解保持独创性而一天天退步”，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家。因此，生来聪颖的人也需要接受长时间的教育。

教育要培养的是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或者说是精神和肉体共同发展的人。歌德认为，即使是一个普通的人，如果在他先天的和后天的才能所及的范围内活动，也可能成为一个“完全”的人。一旦超出受教育者的能力范围，原有的优点和长处也会黯然失色，甚至被毁灭。人们期望人的才能得到全面发展，希望实施一种通才教育，但歌德清醒地认识到这是十分困难的。原因在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新的学科不断创立，社会分工日益细化。面对这种情况，当时的学校只是漫无边际地铺开课程，这不仅无法适应形势的需要，而且增加了学生的负担，对他们的身心健康造成摧残。对此，歌德予以批评，认为课程设置应符合实际需要，教育的目标首先是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某一种人，然后才设法使之能理解各类才能的总和。歌德希望受教育者和他一样去追求各方面的知识，但在实践方面只专心致志地从事一种专业。在他看来：“谁学会并掌握好一门手艺，谁就会比在100行中都是半瓶醋更有才干。”[84]

在教育过程中，歌德将活动置于核心地位，并把活动视为自我活动。他认为，人只有在活动中才能认识自己，才能与人和解；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巩固知识，掌握技艺；只有在活动中才能成就事业，服务于社会。即使是道德教育，也不能停留于孤身只影的沉思，而应该在实践中培养起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只有这样，才不至于从虚无缥缈的道德之巅滑跌下来，才能抵制住邪恶的诱惑。歌德对活动的重视，部分原因是针对德意志的民族性。德意志民族崇尚理论，长于哲学思辨，与英国人相比，缺乏实践精神。歌德希望德国人能按照英国人那样改造自身，少一点哲学，多一点行动的力量；少一点理论，多一点实践；少一些学者和哲学家，多一些实干家。因此，他建议学校应向学生多传授些实用知识，要学以致用，每个人都掌握一门手艺。

歌德所设想的教育活动的舞台是整个社会和大自然。他认为狭窄的活动空间不可能造就出全面发展的人。就像威廉一样，戏剧舞台无法实现他的教育理想，只有投身到整个社会生活中去，才能促进自身的完善，才能更好地服务于社会教育。歌德说过，“日常生活比一部最有影响的书所起的教育作用更大”。[85]当一名学生向浮士德请教时，假扮浮士德的靡非斯特说：“诚实的朋友，灰色是一切的理论，只有人生的金树长青。”[86]当浮士德走出书斋，克服肉欲，转到实践活动，开辟新天地，为人类造福后，他的灵魂也获得了拯救。

教育的过程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这不仅是由于人的心智发展有阶段性，而且由于人的认识过程也是从具体到抽象，由局部到整体的。在歌德笔下的教育省，学生的教育分为三个阶段，表现为三种敬仰：敬天、敬地、敬人，最终达到最高的敬仰——对自身的敬仰，也就是在学生身上培养高度的自尊心，使之“不会再被高傲和自负带到鄙俗的田地”。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音乐成为基础。借助唱歌，唤起最简单的快乐。教授最简单的知识，包括信仰和道德观念的知识，通过填写歌谱、唱谱，训练手、耳、眼和练习书写。在传授高深的知识时，先是用感性符号，然后用象征性的类比手段，最后才做高深的讲解。歌德重视青少年的教育，把国家的希望寄予他们。在他看来，创造一切非凡事物的那种爽朗精神总是同青年时代和创造力联系在一起的。在他的笔下，青少年个个健康、快乐、富有朝气，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是相反。他对来自德国东北部的青年学者是这样描述的：近视眼、面色苍白、胸膛瘦削，年轻而没有青年人的朝气，毫无健康意识，没有青年人的情感和兴趣，总之一句话，未老先衰。歌德为他们感到悲哀，并把它归之于当时德国非自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造成的结果。在这种教育制度和教育方法下，教育者按照自己的模式培养青少年，过早地把他们驯养起来，过多地灌输抽象的理论知识，结果扼杀了一切优良品德和才能的萌芽，扼杀了青少年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造就出太多的耽于玄学思考、缺乏实践能力的人。因此，歌德呼吁学校、家庭和统治者都来关心教育的改造，建立一种培养“人”，而不是培养“学者”和“哲学家”的教育制度。

受启蒙思想的影响，歌德和同时代的思想家一样，重视天才的力量，但是他的关于天才的思想是在不断转变的，具体说是逐步从唯心转向唯物。一开始，他把天才视为天生的、非人力所能控制的神力。后来，他更强调学习。他认为，才能不是天生的，可以任其自便的，而是要钻研艺术，请教良师，才会成才。天才是一种创造力，表现于政治、军事、哲学、艺术、文学等方面。衡量天才的标准是有所创造，而且这种创造必须对人类有益，其影响必须是持久的。天才必须有刚强爽朗的精神和健壮的身体，就像拿破仑一样，而不像德国人所常想象的那样是个矮小瘦弱的驼子。此外，天才必须有民族文化的基础。在歌德看来，即使像莎士比亚所创造的那些天才奇迹，多少还是人力所能达到的，而且不少要归功于他那个时代的强有力的创作风气。民族文化孕育出天才，天才离不开社会，离不开集体。歌德认为，任何一个人，包括天才，都是集体性人物，就个人而言是微乎其微的。即使是最伟大的天才，单凭个人的力量也是无法应付一切的，只有在团体中才能跟整个世界相抗衡。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不过是伸手去收割旁人替我播种的庄稼而已”[87]。因此，歌德非常重视集体精神的培养。

综上所述，歌德的教育思想既秉承了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精要，又具有鲜明的现实性，犹如他的文学作品。其思想用他在《浮士德》中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为：“要每天每日去开拓生活和自由，然后才能作自由与生活的享受。”[88]

第四节 席勒的教育思想

席勒（Friedrich Schiller）于1759年生于德国符腾堡公国的小城马尔巴赫的一个小市民家庭。

席勒是近代德国伟大的剧作家和诗人，曾对德意志民族的教育有着重要的影响。他对自由的热爱和崇高的理想主义使之深受德意志人民，特别是青年的热爱。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他的作品无论是艺术价值还是道德价值，都是非常适用于教育的。

席勒对教育的贡献，集中体现为他的美育理论。其思想主要见于一系列哲学论著中，如《审美教育书简》《论崇高》等。

一、席勒论美育

从社会现实和法国大革命中，席勒看到近代人类两种堕落的极端：粗野和懒散。下层阶级从长期的麻木不仁和自我欺骗中觉醒后，却以无法控制的狂暴急于获得兽性的满足，忽视了人的尊严，回复到原始状态。至于上层的所谓文明阶级，情况更糟，表现出“一幅懒散和性格败坏的令人作呕的景象”[89]。他们自私自利，犹如从着火的城市逃难一样，只顾抢救自己的东西。物质文明的进步没有带来精神上的自由，相反，“物质枷锁的束缚使人越来越胆颤心惊，因而怕失去什么的畏惧甚至窒息了要求上进的热烈冲动，逆来顺受这个准则被看做是最高的生活智慧”[90]。而且，由于社会分工、学科专门化的加剧和社会等级的森严，原本处于和谐状态的人性被撕裂了。国家与社会、法律与道德习俗互相分离；享受与劳动、手段与目的、努力与报酬彼此脱节，人就像永远被束缚在整体上的一个孤零零的小碎片，成为他的职业和各科专门知识的标签。

那么，该如何恢复人性的统一呢？席勒认为采取像法国大革命那样的暴力手段是不可取的，因为当人的内在分裂还没有被克服时，“任何这样一种改革国家的尝试都为时过早，任何建立在上面的希望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91]“政治方面的一切改进都应从性格的高尚化出发”[92]。排除了阶级斗争，席勒把完善人性的恢复归之于审美教育。

席勒认为，人的天性的分裂就是天性中感性与理性的分裂。人们的行为受到两种力量的推动，一是感性冲动；二是理性的形式冲动。前者是由人的物质存在，或者说是由人的感性天性产生的。这种冲动抛弃了人的人格性，把人局限在某种事物和某个瞬间，人的行动受到最大程度的限制，因而人不可能达到完善的程度。后者来自人的绝对存在，或者说来自人的理性天性。它引导人超越一切感性限制，使人得以自由，在千变万化的状态中保持住人格。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是两种相反的力，但是人必然同时具备这两种冲动，无论缺哪一种，都无法达到人性的完满。因此，完满的人性必然产生于两种冲动的和谐统一。要把两种相反的力结合在一起，这就在人身上唤起一种新的冲动——“游戏冲动”。游戏冲动所指向的目标是，“在时间中扬弃时间，使演变和绝对存在，使变与不变合而为一”[93]，它“同时从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强制人心，而且因为游戏冲动扬弃了一切偶然性，因而也就扬弃了强制，使人在精神方面和物质方面都得到自由”[94]。

感性冲动的对象是最广义的生活，即一切物质存在和一切直接呈现于感官的东西。形式冲动的对象是形象，包括一切形式和理性法则。作为在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之间起桥梁作用的游戏冲动，它的对象则是“活的形象”。它是生活和形象的统一，既有感性的内容，又有理性的形式。席勒认为，凡是活动形象都是美的。游戏冲动通过美，通过活的形象，把感性冲动和形式冲动统一起来，人性因此是统一的，人因此是完整意义上的人。总之，“只有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他才游戏；只有当人游戏时，他才完全是人”[95]。

美是在两个对立冲动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最高理想的美出现于两种冲动达到绝对平衡时，或者说实在与形式取得最完美的结合时。然而在实际经验中，总有一方占优势，因而实际经验中的美有两种：溶解性的美（柔美）和振奋性的美（力美）。柔美能使紧张的人放松；力美能使懒散的人振作。所以，席勒认为对于不同的人，可以用不同的美来进行教育，以此来克服人性的片面发展，恢复人性的完整。

当人的心绪处于审美状态时，便摆脱了来自物质和道德两方面的强制，人的心境因此获得了自由，可以轻易地转向任何一个方面。席勒把这一点视为审美教育与其他教育的最大不同之处，也是审美教育优于其他教育之处。在他看来，其他教育只是发展心绪某种特殊的本领，但也因此给它划了一个界限，唯独审美教育把心绪引向不受任何限制的境界。“美不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不论是知性还是意志，它不实现任何个别的目的，不论是智力的还是道德的……美什么也达不到，除了从天性方面使人能够从自身出发为其所欲为——把自由完全归还给人，使他可以是其所应是。”[96]

席勒认为，一般真正的美的艺术品起作用的应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因为只有形式才会对所有的人产生作用，而内容只会对某些人产生作用。他也指出，有些艺术欣赏者不是从审美的视角接受艺术作品，而是要么只追求感官享受，要么追求道德教育目的，这是与真正的审美教育目的相违背的。同时这也说明，并不是所有的艺术作品都能产生应有的审美效果；人的审美能力也需要一个指导、提高的过程。

纵观席勒的审美教育理论，可以看出，他试图用审美教育代替社会革命，来推动历史的发展，因而具有唯心论色彩。但他的理论就其总体框架来说，以人道主义为灵魂，着眼于人性的解放和人的全面发展，却是高于其他许多理论流派的。所以，抛弃其唯心主义不论，就作为一种教育方法和内容而言，在今天它仍有重大的价值和理论指导意义。

二、席勒论崇高感的培养

《论崇高》写于1794年，1801年又重新做了修订，可见席勒对此文的重视。

席勒认为，人的最高目标是自由。美感是一种自由的表现，但它还不是完全自由，因为它还没有使我们超脱自然的势力和摆脱一切物质的影响。它的尘世的翅膀无力带我们超越感性世界，它只是人在自然范围之内所享有的自由。人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和防备自然力，但有些自然力是人所无法驾驭的。并且，仅仅通过美感，我们无法得知和证明自身天赋力量的大小，无法体验到人的尊严。因此，对于人来说，仅仅培养美感还不够，还需培养一种崇高感。

美感产生于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崇高感则不然。席勒认为，崇高感产生于感性与理性的冲突，是“理性压倒感性”而产生的审美效果。此时此刻，“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感性冲动对理性的立法毫无影响，是因为精神在这里行动，仿佛除了它自身的规律以外不受任何其他规律的支配”[97]。尽管此时人感受到自己作为物质的人的局限性，但正是这些使人认识到自身缺陷的东西使道德的人体验到自己的力量，“恰恰把前者压倒在地的那些，使后者得以无穷的提高”[98]，至少在瞬间，使人感到自己的尊严。可以说，人以自己的理性、精神力量和道德意志去战胜肉体的种种痛苦及外在的不幸和灾难。这也就是崇高感的作用和培养崇高感的意义之所在。

崇高的最高指向是道德的至善。一个人本着轻松游戏的态度去履行环境迫使他遵守的义务，在实施正义、善行、节制、坚定和忠诚中寻找他的快乐。这样的人，自然的冲动和理性的规则虽然达到美的和谐统一，但在席勒看来，他并不一定是一个有真正德行的人。可是，假定一个人突然陷入了不幸，如财产被盗、名誉扫地、卧病在床、朋友离去。此时，人们求助于他，而他一如既往地帮助别人，穷困没有减弱他的德行，忘恩负义没有减弱他为别人服务的决心，痛苦没有减弱他的镇定，自己的不幸没有减弱他对别人幸福的关心，那么，我们就会从他身上体验到一种完全特有的、可以意会而不能言传的魅力——崇高感。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有德行的人。

崇高感是一种道德的快感，是道德教养的结果。席勒认为，感受崇高的能力是在感受美的能力之后产生的，但是，美感的成熟比崇高感的养成要缓慢得多，因为它的充分发展要等到知性和心灵培养成熟。在席勒看来，同美一样，崇高也是贯注在整个自然之中，每个人都有感受这两者的能力，但是这种感受能力的发展是不平衡的，提高这种感受能力需要我们不断扩充理性能力，“在头脑中培植丰富的概念，在胸中积累原则的宝藏，然后专门发展来自理性的感受到宏伟和崇高的能力”[99]。

培养崇高感要走向大自然，走向社会。席勒认为，大自然的宏伟就像一面镜子，让人从中看到自己身体内的绝对宏伟。身处大自然中，面对质朴、宏伟的自然景象，我们的思维方式再也不会容忍渺小。“谁都知道，一些光辉的思想和英勇的决策，正是由于心绪在思索时与自然精神进行了这种英雄的斗争而产生的，在书斋和社交场合，这种思想和决策是不会问世的。”[100]尽管人们喜欢欣赏整齐、有序的事物，但是对于自然、社会、道德世界中的混乱也不能畏惧和排斥。因为正是这种混乱，才会成为人们理性观照的对象。人们运用自己的理智力，将纷繁复杂的世界纳入自己的认识中。在这个过程中，人意识到自己不依赖自然条件的独立性，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从而萌发出崇高的心绪。“对于具有高尚心绪的人来说，带有一切精神矛盾和物质弊端的自由比没有自由而富裕和秩序的局面不知要有趣多少。”[101]除了自然和社会之外，席勒认为艺术也是培养崇高感的重要手段，而且更有效。一是因为艺术消除了自然和社会中的那种混乱状态，它所表现的美和宏伟形式更为明晰，从而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二是因为自然和社会对人培养崇高感的影响是以它的宏伟、悲壮场面对人施以强制暴力而产生的，人是被动的。而创造性的艺术则能使观赏者的心绪自由，因为它模仿的只是假象，而不是现实。

崇高感也是一种美感。席勒认为审美教育不能缺少感受崇高能力和崇高感的培养，因为没有崇高，人类就无法感受到自身的尊严。“只有当崇高和美相结合，我们对两者的感受能力得到同等的培养，我们才是自然的、完美无缺的公民。”[102]

美和崇高都是审美教育的核心环节，也是我们的生活理想。席勒的美育理论为我们提供了达到这种理想的可资借鉴的方法。

第五节 维柯的教育思想

詹巴蒂斯塔·维柯（Giambattista Vico，1668—1744），17世纪末、18世纪初的意大利著名学者，西方历史哲学和近代社会科学的先驱。

维柯的文章和著作不少，其中有《大学开学典礼演说》（1699—1707）、《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On the Method of the Studies of Our Time，1709）、《论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On the Most Ancient Knowledge of the Italians，1710）、《维柯自传》（Autobiography of Giambattista Vico，1725—1728）、《新科学》（The New Science）等。

一、维柯论知识

维柯在自己的第一篇“首次讲课”中就引用了古希腊的一句格言：“汝当自知。”他和弗朗西斯·培根一样，深知知识的力量。在他看来，无知者总是把自己当作权衡一切的标准，总是易于走向迷信，陷入自己反对自己的斗争，而这正是最危险、最凶恶的。相反，“自知之明对于每个人都是最大的推动力，促使我们对每门学问进行周全而扼要的研究”[103]。

维柯认为对事物的认识，既要知其然，又要知其所以然。因此，他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事实性认识；另一类是规律性认识，后者才属于科学。对任何事物完整正确的认识，必须包括事实性认识和规律性认识，缺一不可，只有这样才能达到真理。不过，“人们在认识不到事物的真理时，就当心要抓住确凿可凭的证据，以便纵使凭知识不能满足理智，还可以凭良心获起意志”[104]。那么如何去认识真理呢？在这一点上，维柯与笛卡尔持不同的观点。维柯那个时代，笛卡尔的思想和学说正风行一时。最初维柯也是笛卡尔思想的追随者，但后来却成了笛卡尔思想的批判者。

笛卡尔曾提出过一条被称为“第一真理”的口号，即“我思，故我在”。他认为，上帝在创造世界的时候，就把世界的原理印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对世界的理性认识，就是天意的反映，自然规律的反映，因此我们自己的认识就是真理。但是维柯认为，我思仅说明我有意识，意识只是存在的表现，而不是存在的原因。再者，意识只表明对存在的确实性认识，而不表明对存在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后来，维柯提出了另一句口号：“真理就是创造物。”[105]简而言之，上帝用多种要素创造了世界万物，认识世界就是去发现上帝安排、组合这些要素的形式，知识就是对事物所由创造的属性或形式的认知，真理就是对这种形式的正确把握。这个口号还可以推出另一层意思，由于自然界是由上帝创造的，不是由人创造的，所以人对自然界的认识只能接近真理，而不能穷尽真理。也就是说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是相对的，但人对人类文明和社会制度的认识却可以达到真理性的认识，因为这些文明和制度是人自己创造的。认识的途径是研究人类心灵的变化。[106]因此，比较而言，语言学和历史学等人文学科可以比物理学和数学更为完善，“新科学”也比几何学更为真实。

基于以上对知识和真理的认识，维柯修正了笛卡尔的知识分类法。笛卡尔根据知识的清晰性和明确性的程度，把数学放在第一位，其后是力学、物理学等，最后才是有关人的学科，因为在笛卡尔看来，人的行为是变化无常的。而按照维柯新的知识分类法，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不再属于同一序列，而是分别开来。维柯在肯定自然科学价值的同时，认为对人类事务也能达到最确切的认识。因为人类事务虽然是由反复无常的人性决定的，但它的变化并不是任意的，而是受历史和社会背景的制约。

尽管维柯也对知识进行分类，但他一生致力于探索知识的互补性和融贯一致，实践着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并试图建立一门有关人的总的科学——“新科学”。维柯本人学识渊博，在早年的学习过程中，他的学术兴趣点不断转移，原因之一是他发现知识领域尽管有划分，但知识内在的联系是不可割断的。对每一门学科的深刻把握和全面理解离不开其他学科知识的帮助，不同学科有不同的特点，但也正是由于有这样的不同特点，所以才有互补的可能和必要。例如，“哲学观察理性或道理，从而达到对真理的认识；语言学观察来自人类选择的东西，从而达到对确凿可凭的事物的认识……哲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语言学家的凭证，就不能使他们的推理具有确凿可凭性，他们的工作就有一半是失败的。同理，语言学家们如果不去请教于哲学家们的推理，就不能使他们的凭证得到真理的批准，他们的工作也就有一半会失败了”[107]。知识如果融贯一致，那么就容易掌握，他在《维柯自传》中就谈到了这一心得。他说，某些门类学术能掌握得好，而某些门类却始终陷在错误的迷途中，原因就在于后者缺乏对各部分融贯一致而构成整体的那种全面认识的指导。他还发现，如果把许多零碎的真理放在一起，作为一种形而上学的类来理解，比起作为许多个别的几何数量来理解要较容易。因此，他主张每一门科学都应对世界领域的总和作出独特的贡献。[108]

不过，维柯也指出学科之间的不同方法并不是都可以互相套用的，比如，用几何学的方法去研究人类事务，就不适宜，结果甚至可能是荒谬可笑的。在《论意大利人的古代智慧》中，他写道：“事实上，如果你把几何学方法应用于生活，那么，‘你就只会在试图成为一个有推理能力的怪人方面取得成功’，这种人在人生的曲折旅途中沿直线驶航，仿佛任性、轻率、机遇和运气都不支配着人类事务。”[109]

对于知识应有的态度，维柯也做了阐述。他认为，人们应该追求真才实学，不应满足于只迎合旁人口味的虚饰、空洞的知识，学习知识不是为个人谋利益，而应以为国家和社会服务为宗旨。在使用知识时，应防止虚假。

二、维柯论人性、人的心智发展和教育

人性是孱弱和堕落的，这是维柯对人性的基本判断，也是他的“新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出发点。孱弱出于无知。由于无知，所以才会产生恐惧心理，陷入迷信。对于人来说，愚昧无知是最危险、最凶恶的敌人。维柯认为人类从古至今都有三种邪恶品质：残暴、贪婪和权威欲，人类受腐化的本性受制于自私欲或自爱（self-love）的暴力。这种自私欲迫使他们把个人利益当作主要的向导，追求一切对自己有利的事物，而不追求任何对他人有利的事物。如果人类不控制这些邪恶品质和自私欲，那么他们只能像野兽一样，生活在野蛮状态之中，而不成其为人。幸而，上帝赋予人以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的能力。

从本性上说，人类的意志和选择是最不确定的，但是由于自身的需要和效益这两方面的共同意识（常识）就变成确凿可凭了。什么是共同意识？维柯认为，“共同意识（或常识）是一整个阶级，一整个人民集体，一整个民族乃至整个人类所共有的不假思索的判断”[110]，它“是由各种人类制度之间所必有的和谐来决定的”[111]。也就是说，个人的意志和选择虽然是自由的，但它不得不受历史和社会条件的制约。凭借这种意志和能力，人类控制了“肉体加于心灵的那种激动”，使它平静下来，明智地处理事务。因此，“这种意志就是一切优良品质（其中包括公道或正义）的来源和寄托所。意志在受到公道指使时，就是一切公平事物和一切凭公道制造的法律的来源”[112]。人类从堕落中挽救自身，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学习。在第六次“首次讲课”中，他说：“对遭到腐化的人性的认识要求我们研究各门自由广阔的艺术和科学的整套体系。”[113]

维柯认为，人类对知识的探求以及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心灵的驱使下完成的。心灵有多种功能，要完全认识它，对于人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上帝创造的。但是，人类应该充分挖掘心灵潜在的功能，“时刻开发头脑中神授的力量”。教育家必须熟悉人类灵魂的自然禀性并使学生也逐渐具备这种知识，以便走向智慧之路。

维柯把人的心灵功能划分为感知力、记忆力、想象力、创造力、判断力、推理力等。他认为，人和其他动物一样，各种感官是认识事物的唯一渠道，凡是不先进入感官的就不能进入理智，所以感知是认识事物的第一步。而且，人们只有从事物或与事物本身的关系中去感知事物，才能使心灵中的观念符合真理的标准。记忆力是储存各种感官知觉的能力，当它表露这些知觉时，就被称为回忆。想象力是形成意象的能力，它是“扩大和复合的记忆力”。维柯非常重视想象力，把它视为天才的重要标志。创造力是把构成事物的分离和各异的要素结合起来的能力。判断力和推理力属于理智力。

从思维形式来看，前四种能力可归为形象思维能力，后两种则属于抽象思维能力。维柯发现了一些有关形象思维（他称之为“诗性智慧”）的规律。第一，抽象思维必须以形象思维为基础，在发展次序上后于形象思维。他说：“人们起初只感触而不感觉，接着用一种迷惑而激动的精神去感觉，最后才以一颗清醒的心灵去反思。”[114]第二，以己度物。因为人类心智的不明确性，每逢落到无知处，往往就以自己作为衡量一切的尺度。例如，果“肉”、矿“脉”、风“吹”、波涛“呜咽”等。第三，人类幼年往往不能凭理智形成抽象的类概念，而只会凭个别具体事物来形成想象性的类概念，比如，幼儿分别用“爸”和“妈”来称呼叔叔和阿姨。这三条规律对于我们认识儿童的心智发展是有启示的。

在人的心智发展的问题上，维柯提出自然发生序列的概念。他认为，人在儿童时期记忆力最强，想象力最为活跃，擅长模仿，而推理力和判断力则较弱。并且一般来说，“推理力愈薄弱，想象力也就成比例地愈旺盛”[115]。随着儿童的成长，感性认识的日益丰富，那么他们就逐渐能脱离具体事物而进行抽象思维和理性认识。所以相对而言，成年人有更强的推理和判断能力。不过，这些能力的提高往往是以牺牲想象力为代价的。因此，在教育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应清楚地认识到心智发展的这种自然性。在青少年时期，应让想象力自由驰骋，学习诸如语言、历史等与心智发展特征相适应的学科知识，而不应急于求成，拔苗助长，过早地学习烦琐抽象的逻辑学或严肃拘谨的批判法，造成在实践智慧所需要的想象力尚能发展的年纪，窒息他的成长，使“思维方式上对于生活过于精细，以至于不能进行任何伟大的工作”[116]。而且，这种违反自然规律的做法，在教育中还可能损害求知者的学习兴趣和热情。当然，也应适时地促进理智力的发展，防止想象力的过度膨胀。维柯还认为，从历史的角度看，人类的心智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此外，维柯在心智问题的认识中还有一个观点也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即“一切心智都是平等的，他们取得的差异是来自他们的身体组织和民族教育的各种差异”[117]。也就是说，人的心智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但由于生理遗传和后天教育的影响，它们的发展程度是不一致的。教育是影响心智发展的一个因素。

总之，克服人性的邪恶品质，培养美德，发展人的心智，造就智慧，都离不开教育。

三、维柯论教育的价值、课程体系与教学方法

维柯对教育的重要意义有着清晰的认识。在第5篇“首次讲课”中，他就专门论述了通过教育繁荣文化对于一个国家的意义。他以大量的史实证明，“在文艺最繁荣的那些政体下面，同时在武功方面也必享盛名，在政治方面也必最强大”[118]，特定民族的真正标志是其文化，而不是对武装的崇尚。

对于个人，教育有助于形成美德，提高智慧。具体地说，“让人具有可朽的身体和不朽的心灵，让人为着真和善而生，让人心分辨出真和伪。不让他的各种感官驾驭他的心灵，让理性成为人的终身原则、向导和主宰。让他的种种欲望受制于他的理性……让他凭发自精神的良好技艺去博得荣名。让他凭德行和恒心去达到人的幸福”[119]。与当时所有的思想家和学者一样，维柯也希望通过教育培养出一批起领导作用的社会精英。这些人有真才实学，有社会责任感，愿为“集体的光荣和利益服务”。可见，维柯心目中的社会精英与柏拉图所设想的“哲学家”的形象是有区别的。

维柯认为，教育活动是一个教师、学生、教学手段、教育目的紧密配合的过程。在第一篇“首次讲课”中，他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青年在几年之内如果没有学完全部学程，那只是因为他们本来不曾想要学完。如果他们本来想要学完而却终于没有学完，那就是由于没有好教师，没有一套好的教学程序，否则就由于他们各门的学习目的本来就不是要培养人心中的一种神性。”[120]教师和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互相配合与协作有助于消除虚假和无用的学习。

根据人的心智发展特点和学科的性质与特点，维柯设计了一个课程体系。在第6篇“首次讲课”中，他详细介绍了这一课程体系。

他认为：“语言是建立人类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武器，所以学习就应从语言开始。学习语言完全要靠记忆力，而记忆力在儿童时期特别强。童年推理能力弱，只能凭范例来教育，而范例须通过生动的想象力来掌握，童年也特别富于惊人的想象力，因此宜致力于阅读历史，包括虚构的故事和真实的历史。童年人也是讲理的，但是缺乏用来推理的资料，就应让儿童学习数量方面的科学来准备获得正确推理的技能。这类科学既要求用记忆力和想象力，而同时也防止想象力过度膨胀的倾向。过度膨胀的想象力是错误和灾祸的母亲。要让少年们致力于物理学，来引导他们观察物体的宇宙；还需要数学来研究宇宙体系。这样就让少年们凭一些广大而具体的物理观念与细致的线和数的数学观念，凭研究存在和太一的科学，为掌握抽象的形而上学做好准备。等到他们开始从形而上学这门科学里认识到自己的心智了，就让他们准备好去默察他们的精神。凭对一些永恒真理的认识，来默察出这种精神是受过腐化的，因而情愿让伦理学来自然地加以纠正，趁他们对情欲的邪恶指导已有了一些经验的年龄（本来情欲在童年期是最强烈的）。等他们到已从学习中认识到异教的伦理学还不足以驯化或克服自爱癖，而且凭形而上学中的经验，懂得无限比有限、心灵比体肤、神比人（人还说不出他自己如何运动，如何感觉或如何认识）都更确凿可凭了，到那时就应让他们准备好，卑躬屈节地去接受由神启示的神学，从神学再下降到基督教的伦理学。经过这样的净化，最后才让他们进到基督教的法学。”[121]

维柯非常重视教育的方法，在许多著作里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论述。有些观点是有现实针对性的，有的则具有普遍意义。

在《论我们时代的研究方法》中，维柯对当时学术界崇尚批判法、忽视论题法的现象提出了批评。他认为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在承认批判法极大推动近代自然科学进步的同时，他指出批判法有两个弊端：第一，批判法不适宜青少年，在未达到接受它的年龄时就把它教给青少年，会窒息青少年的想象力，损害他们的心智的正常发展；第二，批判法适用于普遍性的问题，不适用于或然性问题，而后者适用的方法是论题法。比较而言，批判方法是真实演说的艺术，而论题法则是雄辩演说的艺术；前者使我们占有真理，后者使我们善于辞令。因此，对于这两种方法，不应该扬此抑彼，而应该并重，相互补充。

在同一著作中，维柯还探讨了当时由于人们沉溺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所引发的一个问题，即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被普遍冷落，由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年青一代“既不能以足够的智慧参与社会生活，也不能充分了解如何使辞令浸染道德性且富于情感”[122]。人类事务不同于自然界，主宰它的是机会和选择，而且它们每每受伪装和掩饰的支配，极具欺骗性。因此，处理人类事务需要一种不同于知识的实践智慧。知识满足于单一真理，追求最高真理，而实践智慧满足于合适与实用，追求的是最低真理，故更适合于处置或然性的问题。维柯在文中肯定自然科学的价值，同时指出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培养美德和实践智慧方面的重要意义。“智者用哲学控制骚动，结果可产生美德；雄辩术在常人身上激起热情，使他们履行美德的职责。”[123]

在《维柯自传》中，维柯还多次介绍了自己的读书法，如先整体把握，再注意细节；在书上而不在笔记簿上做标志，以便利用原文时可以照顾到上下文而不致断章取义；要带着批判的眼光去读书，不盲从权威等。对于我们来说，这些方法都是可资借鉴的。

维柯生活的时代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代，而他关注的却是当时有些失落的人文科学。再加上他的作品都用拉丁文和意大利文写作，语言艰深晦涩，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思想在意大利以外的地区一直未得到足够的重视，尽管其中有“不少天才的闪光”[124]。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他的一些著作的最初英译本问世，这种状况才发生改变，人们才逐渐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挖掘的丰富的思想宝藏，其中他的教育思想就是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与其他许多思想一样，维柯的教育思想也是不成体系的，但不乏独创性和启发性，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和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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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俄国的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

一、古罗斯本是欧洲的一个大国

俄国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000多年前在东欧平原上建立的基辅罗斯，即9世纪以东斯拉夫人为主体，在东欧平原上形成的古罗斯国。10世纪后期到11世纪中期，基辅罗斯的版图大体上是西起东喀尔巴阡山麓，东至伏尔加河口，南抱克里米亚，直至多瑙河口，北至拉多加湖。“它把所有的东斯拉夫人都联合在一起，并且把一些非斯拉夫人的部族也包括在国境之内”，是当时欧洲最大的国家。[1]由于地理上的邻近关系，基辅罗斯在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与处于黄金时期的封建国家拜占庭（东罗马帝国）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接受了拜占庭文化的强烈影响。大约在988年，由拜占庭传入了基督教（属东派教会，1054年东、西两派教会正式分裂后称东正教），促进了罗斯社会封建关系和文化教育的发展。

基辅罗斯在其兴盛时期通过政治联姻与拜占庭及其他欧洲国家建立了友邻关系。在这一时期，它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所发展，城市不断增加。修建了许多教堂，设立了一些修道院。在修道院和教堂里设有学校。在雅罗斯拉夫大公（Яpocлaв Myдpый，1019—1054年在位）的宫廷和基辅佩切尔斯克修道院中还设立了高级学校。雅罗斯拉夫大公之孙、基辅罗斯最后一位具有一定权威的大公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В. В. Мономах，1113—1125年在位）也很重视教育。他撰写的《训蒙篇》（Поучение детям）可以说是俄国古代最重要的教育文献。其中体现了他对封建王公之间充满矛盾、纷争和倾轧现象的极大忧虑。他要求子孙对自己的行为常忏悔，宽大待人，仁慈为怀，多施善行，不滥用权力，不好阿谀奉承，不懒惰，爱劳动，热爱国土，勇敢作战，重视精神价值和热爱学习，并以其掌握五国语言的父亲为榜样，勉励后代努力学习。[2]

以上情况说明，俄国从其社会文化的起源来说是个欧洲国家。在10世纪末至13世纪初，俄国社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水平和西欧、中欧的一些国家是十分接近的。

二、鞑靼蒙古的统治及其影响

13世纪初，蒙古崛起于东方。这时的基辅罗斯已分裂成许多大小不等的公国。这些公国各自为政，互相倾轧，统一的大公政权名存实亡。13世纪30年代后期，成吉思汗之孙拔都率蒙古大军进攻罗斯。除极少数例外，各公国皆被征服。1240年，基辅城沦陷，最终结束了俄国的基辅罗斯发展阶段。在此后的两个多世纪中，罗斯的大部分公国被置于拔都在东南欧草原建立的金帐汗国（又称钦察汗国）的统治之下。在俄罗斯历史上，这被称之为鞑靼蒙古的统治。

鞑靼蒙古的统治最重要的后果是使俄国发展的重心由西南转入到东北地区，并改变了它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方向。

14世纪前期，偏安于东北丛林中的莫斯科公国迅速成长。它在14世纪至15世纪逐渐发展为东北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统一全罗斯的核心。

15世纪后期，东北罗斯的领土已基本上统一在莫斯科公国的版图内，而金帐汗国却日趋衰落，并出现了分立的克里米亚汗国、喀山汗国和阿斯特拉汗国。1480年，罗斯终于摆脱了鞑靼蒙古的统治。

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羁绊后继续开疆拓土。从1462年到1533年，莫斯科公国的领土已从43万平方千米扩大到280万平方千米。1547年，伊凡四世（Иван Ⅳ，1547—1584年在位）正式加冕为俄国的第一位沙皇。他在1552年兼并了喀山汗国之后，又在1556年征服了阿斯特拉汗国。到他统治的末年，俄国势力已远及西西伯利亚。

与此同时，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也建立起来了。农民被完全限制在贵族地主的土地上，必须为主人服劳役；世袭贵族、服役贵族和教会的财产都受到保护，触犯他们财产的人要受到死刑的威胁，对破坏大公、世袭贵族和修道院土地界标的人要处以鞭笞之刑。莫斯科公国的统治者们在内政方面采取了限制世袭贵族权力、扶植服役贵族的政策，中小贵族可以因服军役而得到大公的封赏。莫斯科大公推行的这种制度和政策起初在伊凡三世（Иван Ⅲ，1462—1505年在位）于1497年颁布的法典中被固定下来，以后又通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颁布的各种法律和他所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加强。在伊凡四世统治时期曾召开过两次缙绅会议。按照俄国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的说法，这种会议也只是政府同其代理人（贵族中官宦阶层的代表）的会议。这些代理人在回答政府的问题时都表示：“愿为君主抛头颅，而且一切惟上帝和君主的意志是从。”[3]可见经过两个多世纪，鞑靼蒙古统治所形成的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国已是一个具有浓厚东方色彩的中央集权式封建农奴制国家。这个国家“与西方国家的区别，在于它不仅奴役了最低的农民阶级，而且奴役了最高的官宦阶级”，莫斯科公国的官员都自称为大公的奴隶，然后又自称为沙皇的奴隶[4]；按其政权的形式来说，“它最能被称做是亚洲—鞑靼人的政权”[5]；在国土方面，以莫斯科公国为核心的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蒙古的继承者。蒙古人的生活习俗和行为方式对它亦有较大的影响。在教育方面，正如普希金所说：“鞑靼人不像摩尔人（мавры），他们征服罗斯后，既没有给它代数，也没有给予它亚里士多德。”[6]鞑靼蒙古的统治者最关心的事是向罗斯索取更多的贡赋，必要时便以武力镇压相威胁。他们在文化上更为落后，也不重视教育。在宗教方面，他们采取了宽容东正教的政策，以便利用教会对罗斯人在精神上起到麻醉作用。因此，东正教便被保存下来了。但是在整个鞑靼蒙古统治时期，无论是教会还是王公，都不关心文化教育的发展，“王公和教堂都没有开办足够数量的学校，未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培养识字人的需要”。[7]在摆脱鞑靼蒙古的统治后，俄国的文化教育得到了恢复与发展。但教会与世俗政权文化活动的中心思想都集中于论证莫斯科政权的合理性与神圣性。教育的性质与规模只相当于西欧中世纪前期的水平。

三、俄国的重新欧化和启蒙思想的传入的情况

俄国的重新欧化是从引进西欧的先进技术开始的。俄国最初感受到西欧技术的优越性是在15世纪末。最初来到莫斯科的西欧人士是意大利的建筑师。俄国聘请意大利建筑师的起因是莫斯科建筑师未能解决克里姆林宫中央殿堂的建筑问题，殿堂于1474年倒塌了。伊凡三世根据其妻子索菲亚[8]的建议，请来了意大利建筑师阿里斯托捷尔·菲奥旺特，于1475年至1479年完成了建造任务。[9]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应聘来到莫斯科的还有其他几位建筑师。他们也都参加了克里姆林宫建筑群的设计与建造。这时来到莫斯科的还有西方的药剂师和军械师。稍后，伊凡四世在与瑞典、立陶宛和波兰的交战中更感受到西方军事技术的先进性。他曾利用一度被俄军占领的纳尔瓦从西方输入大量的商品和武器，并试图扩大与西欧一些国家的联系，但受到瑞典和波兰的封锁与阻挠。不过，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还是使伊凡四世统治时期的俄国建立了一个与英国直接进行贸易的商港。这就是位于北德维纳河口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城。它在一段时间里成了俄国与西方交往的唯一窗口，并促进了俄国北方的发展。不过，由于阿尔汉格尔斯克所处的白海一年有3/4的时间被冰块封冻，不能通航。因此，俄国与西方的联系与交往仍然存在很大的局限性。

16世纪末至17世纪20年代，俄国由于伊凡四世极力扩张其领土造成的内外矛盾，他的后继者费奥多尔（Феодор，1584—1598年在位）的懦弱无能，以及费奥多尔死后无嗣所造成的政局混乱，招致瑞典和波兰的大举入侵，西部和西北部的大片领土丧失，莫斯科城甚至被波兰占领两年有余（1610年9月—1612年10月）。战争的失败和异族统治的结果，使全国上下受到一次极大的震动，并提高了民族意识，促使俄国在经历了数百年东方化的发展过程之后开始面向西方。1612年10月，莫斯科被解放后，俄国大贵族、伊凡四世的内侄孙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М. Ф. Романов，1613—1645年在位）于1613年1月被选举为沙皇，建立了罗曼诺夫王朝，为实现历史转折创造了条件。

俄国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的统治时期就已在更大的规模和广泛领域中利用西方的技术，并使俄国从引进军事技术发展到允许外商在它的领土上开办手工工场。越来越多的西方工程技术人员来到俄国，于是，在莫斯科迅速形成了一个被称为“日耳曼城”的外侨居住区。住在这里的外国人从事矿冶、纺织、医药、钟表等各种专门技术性工作或经营商业活动。俄国还雇用了许多外国军官来训练和领导他们的军队。罗曼诺夫王朝的第二代沙皇阿列克谢·米哈伊洛维奇（Алексей Михайлович，1645—1676年在位）不仅继续推行其父倡导的引进西方技术以加强军事装备、改进军队组织和鼓励外商投资办厂等政策，还按照欧洲的标准和时尚改变了自己的宫廷生活。在沙皇的高级官员中，波兰的书籍和波兰出产的各种用品也很受欢迎。

随着西方技术的引进，同时也由于国内政局的稳定，农业与手工业的恢复与发展，商业的活跃和全俄市场的逐渐形成，俄国的经济与军事实力日益增强。1654年，俄国统治者利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人民与波兰封建主的阶级和民族矛盾，转入了反对波兰的战争（1654—1667），并取得了胜利，初步实现了兼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目的。此后，一些来自“西俄”即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神学家、作家和学者在莫斯科从事教育活动。他们积极参加俄国最早的世俗教育机构的创建。而这些“西俄”的神学家、作家和学者就是在波兰文化教育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17世纪末，欧化对俄国上层社会已产生了明显的思想影响。被称为俄国西方派鼻祖、索菲娅公主摄政时代（1682—1689）宠臣的瓦·瓦·戈利岑公爵（В. В. Голицын，1643—1714）就很崇拜西方，特别是波兰文化。他拥有丰富的波兰文和德文藏书，其内容涉及宗教、政治、法律、军事、实用科学、波兰和拉丁文法，并高度赞赏波兰教育。“他向贵族家庭证明，必须教育他们的子弟，为此应将他们送进波兰学校，或延聘波兰家庭教师。”[10]他还设想使贵族能够去国外旅游，或者让他们“去别的国家学习军事”[11]。他的这类建议和设想到彼得一世（ПётрⅠ，1682—1725年在位，1689年亲政，1721年称大帝）实行改革时才得以实现。

彼得一世的改革是俄国欧化的重要阶段。少年时期经常出入外侨居住区的彼得一世，十分懂得按照西欧方式改造俄国的必要性。因此，他亲政以后，立即展开了旨在改变俄国落后面貌的改革活动。“他以钢铁般的意志和极其巨大的干劲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他的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供养其军队的工业，引入成千上万的各种类型的专家，派出一批批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去学习，并建立起许多学校——所有学校都具有实利主义的性质：数学和航海学校、海军学校、陆军学校、计算学校和居于最高地位的科学院。彼得还打破所有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种种制度和惯例。”[12]

彼得一世的改革和他所取得的成就扩大了俄国与欧洲各国的联系，加强了西方思想对俄国上层社会的影响。西欧启蒙思想对俄国的影响就是从彼得一世统治时代开始的。这个时期带有启蒙思想的人物，包括彼得一世“学术侍从”团的首脑和他进行宗教改革活动的左右手费·普罗科波维奇（Ф. Прокопович，1681—1736），“学术侍从”团的积极成员、曾任采矿工程师、炮兵和行政官员的科学家与历史学家瓦·尼·塔季谢夫（В. Н. Татищев，1686—1750），“学术侍从”团的另一名成员、外交官和诗人安·季·坎捷米尔（А. Д. Кантемир，1708—1744），等等。他们都具有广博的知识，重视教育在改进社会中的作用，提倡在群众中传播非宗教知识，期望“人间发生善良的变革……普遍享受学术的成就”[13]。其中，坎捷米尔还把孟德斯鸠的《波斯人信札》译成俄文。但他们都是俄国式的启蒙学者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推崇者。他们认为，俄国的一切伟大的事业都必须是由上而下推行的。

彼得一世的改革的确使俄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俄国兴建了海军，组建了强大的陆军，战胜了瑞典，取得了波罗的海的出海口，并在芬兰湾东端的涅瓦河三角洲上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工业得到了发展，交通得到了改善，世俗教育机构建立起来了；还简化了俄文字母，出版了定期刊物；奖励翻译西欧著作和出版科学读物，设立了图书馆和博物馆，为俄国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但广大农民从彼得一世的改革中不仅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而且处境更加恶化。因为他和他前面的几个沙皇一样，引进西方技术和推行欧化的目的都不是改革俄国的封建农奴制度和君主专制制度，而是为了保护这种制度，加强它的物质基础，整个改革活动的成就都是靠残酷地剥削和奴役农民取得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他是“用野蛮制服了俄国的野蛮”[14]。

彼得一世以后，俄国的欧化在其女儿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Елизавета Петровна，或译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1741—1761年在位）执政时期也取得了进展，启蒙思想在这时得到了进一步传播。但一般认为，叶卡捷琳娜二世（ЕкатеринаⅡ，1762—1796年在位）才是彼得一世事业最重要的继承者。“彼得曾为俄国打开对着欧洲的窗口，而她则打开了一扇大门。彼得迫使欧洲承认强大而独立的俄罗斯的存在，而她则确立了俄国作为欧洲一流强国的地位。”[15]“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高等贵族已开始欧化到脱离民族传统的程度……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和社会职责方面模仿起凡尔赛宫廷……贵族的子女由法国家庭女教师教育，首先学习法语……”[16]启蒙思想也正是在这一时期得到更广泛的传播。这是和一个时期以来的国内、国际背景密切联系的。

从国内方面来看，俄国的欧化在彼得一世以前主要是通过学习波兰取得的。自彼得一世开始，从学习波兰转向学习德国。彼得一世还试图通过联姻方式加强与德意志各公国的联系。他把自己的侄女安娜·伊凡诺夫娜和女儿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安娜·彼得罗夫娜等都嫁给了德意志的公爵为妻。这给俄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矛盾。在彼得一世之孙彼得·阿列克塞耶维奇（1727—1730年在位，称彼得二世）因病夭折以后，罗曼诺夫王朝的男性继承人中断。安娜·伊凡诺夫娜（Анна Ивановна，1730—1740年在位）被拥立为女皇。当她在位时期，“德意志人在俄国朝廷的势力非常大；来自波罗的海沿岸的德意志贵族把持朝政……以比隆为首的德意志贵族力图使俄国政府机构‘德意志化’。他们不仅左右俄国政府的对内和对外政策，而且拥有对俄国军队的指挥权”[17]。德意志贵族的专权和他们执行的政策引起绝大多数俄国贵族的不满。俄国欧化中出现的这一问题在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执政时期获得初步解决。自她入主宫廷后，不再允许德意志人干预朝政，客观上有利于俄国的自主发展。这不但体现了俄国贵族的切身利益，而且体现了自彼得一世改革以来逐渐形成的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迫切愿望。例如，像波索什科夫（И. Т. Посошков，1652—1726）、罗蒙诺索夫（М. В. Ломоносов，1711—1765）等这样一些先进的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强烈地希望俄国人能摆脱对外国人的屈从，学好科学知识，掌握技术，以促进俄国生产力的发展。[18]罗蒙诺索夫在其《颂诗》中还坚信：在俄罗斯大地上是能够诞生自己的柏拉图和才思敏捷的牛顿的。就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来说，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统治时期最重要的事件莫过于莫斯科大学的创建（1755年）。这一成就也是和罗蒙诺索夫的努力分不开的。正是他提出了建立新的俄国文化教育中心——莫斯科大学的计划并促其实现。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去世以后，开始是由卡尔·彼得·马利里希继位。他是彼得一世的女儿安娜·彼得罗夫娜同德意志霍尔施坦公爵结婚所生之子，即位后为彼得三世。他狂热地崇拜普鲁士制度，“根本看不起俄国”，不信任俄国近卫军，侮辱东正教神职人员，对已故的叶丽萨维塔女皇也表现出不恭，执行违背俄国利益的政策，并释放了“被叶丽萨维塔女皇政府所流放的德意志贵族”，引起俄国贵族和近卫军的极大不满，执政半年即被废黜。他的妻子，即叶卡捷琳娜二世被确立为俄国女皇。[19]叶卡捷琳娜二世虽不是在俄国土生土长的女子，而是一位德意志亲王的女儿，但她表现得“很谦逊和忠诚”“很尊重俄国人和东正教，并声称自己是‘属于俄罗斯的’”，她还善于笼络近卫军的人心，因而受到他们的拥戴。[20]这一立一废的政治行动与叶丽萨维塔当年被立为女皇时一样，既体现了沙皇政权的阶级本质，也体现了俄罗斯民族精神的成长。通过几代人的努力，俄国已经拥有自己的富有才干的国务活动家、统帅、科学院院士与诗人。他们都渴望为自己的民族与国家增添光彩。

从国际环境来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成长与统治俄国的年代，整个欧洲都处在法国文化的影响之下，以伏尔泰、孟德斯鸠、卢梭、狄德罗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启蒙思想家的著作广为流传。欧洲一些宫廷在当时都盛行以法语作为社交工具，实施法国式的教育。法国贵族在贵族风度和上流社会生活方式上为欧洲各国的贵族提供了榜样；为伏尔泰、狄德罗所鼓励的“开明君主”成为一些国王所追求的光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奥国女皇特利莎（1740—1780年在位，其中1765—1780年是与其子约瑟夫二世共同执政）都先于叶卡捷琳娜二世成为当时欧洲最有名气的“开明君主”。叶卡捷琳娜二世幼年时受到法国式的教育，来到俄国以后，由于叶丽萨维塔女皇在位时与法国启蒙学者已建立了联系（她聘请伏尔泰为彼得堡科学院的名誉院士，并请他撰写了一部《彼得大帝时期的俄国史》），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即位前得以读到孟德斯鸠和伏尔泰的著作，在思想上受到一些影响。

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前期实行“开明专制”。即位之后，她就开始同伏尔泰、狄德罗、达兰贝尔建立起通信联系，表示要按照他们的意见改革俄国政治，并邀请法国学者访问俄国。在她的支持下，法国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被译成俄文出版，亚当·斯密的经济理论在俄国也得到传播。整个宫廷笼罩着开明专制的气氛。叶卡捷琳娜二世的讲话“常常引用法国启蒙运动的箴言”，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的创办得到她的支持。[21]世界著名的圣彼得堡爱尔米塔什博物馆也是在1764年由她筹划创立的。1764年，她还支持曾多年侨居国外、与法国启蒙学者有过交往的俄国社会活动家与教育家别茨科伊（И. И. Бецкой，1704—1795）在彼得堡创办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1767年8月，她召集新法典编辑委员会，试图为俄国编制一部新法典，并为这个委员会发布了《圣谕》（亦称《诏令》《敕令》）。这个《圣谕》由22章1655条组成，绝大部分系抄袭西欧启蒙哲学家、法学家和经济学家的著作。[22]《圣谕》甚至还包含以人道态度对待农奴的建议。委员会的召开及其活动，《圣谕》的流传，使她获得了欧洲“开明君主”的声誉。但叶卡捷琳娜二世的统治具有鲜明的二重性。因为她清楚地懂得，使她获得俄国女皇权位的是俄国贵族，而不是俄国农民，贵族是她政权的基石。因此，在解决农民与贵族地主的尖锐对立的问题上，即使是在她统治的前期，也就是所谓“开明专制”时期，其言论和实际行动也是完全脱节的。即位伊始，叶卡捷琳娜女皇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对参加1762年6月政变的贵族论功行赏，这一次受奖的40人都获得了大量钱财和农奴。1773年，由普加乔夫（Е. И. Пугачёв）所领导的俄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爆发时，狄德罗正应邀访问俄国。他向叶卡捷琳娜二世建议：从根本上废除农奴制度，以防止农奴反对地主的起义，并实行一系列有效的改革以推动社会进步。叶卡捷琳娜二世却以武力残酷地镇压了农民起义，其“开明专制”也从此结束了。从1775年开始，叶卡捷琳娜二世进行了一系列旨在加强贵族专政的行政改革。1785年，她颁布《俄国贵族权利、自由和特权诏书》，再次确认了贵族占有土地和农奴的权利以及过去赐给贵族的一切特权。在她在位的34年间，她一共将80万名农奴和大片国有土地与钱财赐给其宠臣和其他有功的贵族，使其中一些人成了拥有数万名农奴的大农奴主。到她统治末年，“俄罗斯境内几乎已经没有一个自耕农，而农奴的生活情况和劳动条件也比她执政以前更为恶劣”[23]。在她的统治下，俄国贵族对沙皇已可以不再称自己为奴隶，同时被免除了体罚，贵族获得了自由，而农奴却毫无权利可言，生活极其悲惨。贵族的自由、幸福完全是在牺牲农奴生存权利的条件下取得的。贵族地主不仅占有农奴的劳动，有权迫使他们尽各种封建义务，而且可以把农奴当作物品一样来结算彼此的债务或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由此可见，叶卡捷琳娜二世执行的政策实际上也是既要使俄国欧化，又要坚持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政策。不过，西欧先进的启蒙思想既然在如此大的规模上传入俄国，它还是对俄国的社会思想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并促使其社会经济结构有所变化，同时也使其文化教育事业得到了发展。

以上，我们对俄国重新欧化和西欧启蒙思想传入俄国的情况及其影响做了简略的概述。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正是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

第二节 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教育思想

如上所述，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是俄国欧化的重要阶段。在这一阶段，不仅引进西方先进技术，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以便改变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教育改革在其中具有重要地位。正如彼得一世改革时期的一位首席大臣戈洛夫金伯爵（Г. И. Головкин，1660—1734）所说的，“欲拔俄国于愚昧无知之境，跃登世界荣耀宝座”，离开有文化的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离开熟练的技师和工程师，离开医生和教师是办不到的。[24]为了解决极度缺乏有文化、有技术的人才的问题，彼得一世政权在教育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是：在延聘西方专业人才时，要求他们在完成交给他们的任务的过程中向俄国人传授科技知识；大量派遣贵族青年出国学习；开办各种世俗学校并且要求教会所办学校侧重世俗知识的传授。改革是在尖锐的斗争中进行的。一部分名门贵族打着为维护古风而斗争的旗号起来反对改革。有的大贵族甚至把派他们的子弟出国学习航海术的做法视为与“大贵族荣耀”的观念背道而驰，有的反动集团在其散发的传单中把彼得一世描绘为反基督者。[25]先进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从各自的立场、观点出发，围绕着如何使俄国社会得到更快的发展问题发表了许多议论，其中谈论教育问题比较多的是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瓦·尼·塔季谢夫和伊·吉·波索什科夫。

一、普罗科波维奇的教育思想

费奥方·普罗科波维奇（或译费奥凡·普罗科波维奇）出身于基辅一个小商人家庭。他从基辅莫吉拉学院（亦称基辅学院）毕业后到波兰深造，以后又到罗马学习，1704年返回俄国。在罗马时，普罗科波维奇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文学、历史、数学，成了一个学识渊博的人。按照一位丹麦旅行家的说法：“这个优秀人物，就其学识而言，几乎没有人及得上他，特别是在俄国宗教界更无人及得上他。他除历史、神学、哲学外，还精通数学，而且对这门科学有无法形容的爱好。他通晓各种欧洲语文，而且能用两种欧洲语言谈话，但在俄国，他除俄语外，不愿说任何外语，只是在万不得已时才用拉丁文，而他的拉丁文是不亚于任何科学院的院士的。”[26]另一位西班牙神学家则评价说：“如果对他要有什么指责，那就要指责他的宗教信仰，假如他真有宗教信仰的话。他的图书馆可供学者使用，比皇家图书馆和托罗伊茨修道院图书馆优越很多，按其藏书之丰富，在俄罗斯这个书籍贫乏的国家里，实无与伦比。”[27]这位西班牙神学家不相信普罗科波维奇是有任何宗教信仰的，这从另一方面说明了在他的宇宙观里含有强烈的世俗因素。据说在他的图书馆里藏有3万册涉及不同知识领域的图书。[28]

普罗科波维奇回国后始任基辅学院教师。他具有卓越的演说才能。他经常发表讲演，热情地证明改造俄国文化的必要性和教育的益处。彼得一世多次听过他的演说，认定他是自己事业的支持者。1716年，普罗科波维奇被调至彼得堡，成了彼得一世进行宗教改革的得力助手。他还是彼得一世改革时期最多产的政论家。

普罗科波维奇在他的演说中从各方面为彼得一世的改革进行辩护。他在1717年10月23日的演说词里为出国旅行学习进行辩解说：“如河之流，其行愈远，愈能汇集百川而愈益波澜壮阔，力量雄伟。同样，聪明的人亦可于旅行中获益巨大。所获何益呢？是体力吗？否，体力因旅途艰苦反易减弱。是财富吗？否，除商人外，他人旅行都须花钱。然则是什么收获呢？是个人及社会的共同财富，即艺术。”[29]他强调，旅行一般地说来是能增加旅行者的智慧，特别是能提高旅行者的政治思想：“勇敢的河便是最好、最生动和正直的政治学校。”[30]在1720年9月8日发表的演说中，普罗科波维奇把航海说成是上帝为了对人类进行文明教育的手段，并且颂扬彼得一世为建立俄国强大海军所做的贡献。他指出：“圣明的创世主认为人类是彼此友爱的，所以不喜欢世界上所有各国都生产一切生活必需的果实……创世主将世界分为不同的国家以后，原期望彼此之间能够互助，能够友爱联合。但是因为人类不能在陆路交通上远近相接，所以伟大的上帝便创造了水上交通工具，使所有国家能够相互往来。由此可见，是多么需要海上船舰。由此可见，不爱船舰就是不爱自身的幸福。”[31]他感谢上帝使俄国沙皇“蔑视小船小舰”，“使沙皇的心灵热衷于舰队的建造”，并“预示用海军武装起来的海域的强大和胜利”。[32]

《宗教规程》（1720）和《君主意志的真理》（1722）被视为普罗科波维奇最重要的论著。这两部作品都被作为解释专制君主权力本质的国家法令通过。

普罗科波维奇在《宗教规程》的宣言和绪论中集中地阐述了世俗政权高于教权的思想，论证了废除宗主教制和建立宗教事务委员会的必要性。《宗教规程》还包含了发展主教区学校和宗教讲习所的计划。《宗教规程》指出，优秀的、认真的牧师都将出自这些学校，神职人员应把自己年满10岁至15岁的孩子送进这些学校学习，学习不能毕业的人不仅可能失去充任神职人员的权利，而且还可能要缴纳人头税。必须使学生明白，不能懒惰，必须勤奋学习。《宗教规程》于1721年1月25日由彼得一世批准，但根据彼得一世的1721年2月14日的诏令，委员会被改为正教院，它成了管理东正教教会事务的最高国家机关。普罗科波维奇被任命为正教院的副主席。他要求正教院根除迷信，指出在许多圣者传和关于有灵的圣像与不朽的干尸的故事中有许多骗人的东西，并强调，不应“给人提供有毒的东西来代替有益于健康的精神粮食”。他还捍卫了人们对自然进行科学研究的权利，即使这些研究得出了与圣书相悖的结论。他认为不能从字面上而应就其寓意去理解神学的某些经文，并且说，放在第一位的应当是科学而不是神学。[33]

普罗科波维奇在《君主意志的真理》这篇论文中捍卫世袭君主制。他认为君主政权应当把国家管理的一切职能都掌握在自己的手里，君主最关心的事应是司法、保卫国家免遭敌人侵犯和教育，国家权力机关有权进行革新和采取急剧的改革措施。

1720年，普罗科波维奇为初等学校编写了名为《少年学习入门》的课本。他在课本的前言里指出，过去初等学校用的课本都是“用庄重的斯拉夫语而不是用口语”写的，因此孩子们不懂，而他编的课本用口语。与以往的课本还有一点不同的是，编入课本的不是祈祷文和圣训本身，而是对它们的解释。普罗科波维奇不仅关心使儿童掌握读写技能，而且关心对他们的正确教育。他写道：“……一个人少年时是什么样，长大成人时也将如此……人在幼年时得不到善的教育，将很难不作恶事。”[34]他甚至认为有必要在农民中传播文化知识。

普罗科波维奇虽有渊博知识，衷心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成为彼得一世“学术侍从”的首脑，为发展俄国教育做了不少工作，他的理论观点有时也用“自然法则”和“社会契约论”加以说明；但是他并没有完全摆脱经院哲学的影响，还是离不开要以上帝教导的名义讲话。这是与“学术侍从”的另一成员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明显不同的。

二、塔季谢夫的教育思想

瓦西里·尼基季奇·塔季谢夫出身于贵族家庭，曾被送往国外学习，自称是彼得一世的“小学生”，对他抱着真心诚意的敬仰态度。他曾说，“彼得大帝在自己祖国疆域内找到启蒙运动的方式，为人民开拓了道路，”而他自己所有的一切都是皇帝陛下赐予的。[35]塔季谢夫像普罗科波维奇一样，是当时最有学问的人。他不仅掌握科学技术，对地理、历史、哲学也很有研究。“在他的大量藏书里，有洛克的《论民政管理》和马基雅维利、笛卡尔、牛顿、伽利略等人的著作。”[36]他著有种族志学、历史、地理等方面的书，其中包括《俄罗斯通史》。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两个友人关于科学与学校利益的谈话》（1733年著，以下简称《谈话》）一书中。

塔季谢夫认为，“儿童的真正乐趣是智慧”，而为了使儿童有智慧，就得让他们学习。在《谈话》中，他从“利益”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一个广泛的学习纲要。塔季谢夫指出，为什么要学地理呢，“地理学不仅指明地理位置，以便在战争或其他意外事故时了解国家的一切险要地区和通道，而且指明人民的风俗习惯及气候与土地的特性，物产及财富，何者丰余，何者缺乏。首先研究本国，然后研究常与往来的外国，以确定其能否给我们以援助和他们对我们有无侵略的危险。至于国家管理，必须非常仔细了解，必须通晓一切，而不应如盲人论色，妄加推断”。应否知道物理呢？应当。“了解物的自然特性，是非常有益的。知道它们的构成，据以探讨其产生和变化，从而预断其未来发展，以利于避免危害。”[37]

塔季谢夫对神职人员没有好感。他认为神职人员对俄国人民的愚昧无知应负罪责。他们在蒙古统治时期，“为了获得巨额收入和巨大权力，宁愿使人民愚昧无知并保持迷信；他们为此将学校和教会里的所有学习中断或放弃了”[38]。又说，“凶恶狡猾的教会执事人员”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力图“使人民不受教育，不识任何真理，而只是盲目地、奴颜婢膝地信仰他们的神话和命令”。[39]塔季谢夫高度赞扬彼得一世责令各省以及各州、县、市开办学校并由修道院出钱维持其开支的命令。他认为各修道院都有不少超过教会自身需要的收入，将这些收入用来维持学校对国家是有益的。

塔季谢夫坚决主张信仰自由。“他信守对知识和社会生活问题的功利主义观点，证明宗教纠纷给国家带来巨大危害，并且警告说，这种纠纷都是野心勃勃的神甫和一味迷信的伪善者造成的；至于‘聪明人之间，则不会发生，因为聪明人是不会过问别人的信仰的’。”[40]他欣赏和羡慕西欧社会在宗教改革后形成的不同教派共处一城的宽容。从“天赋的理性”出发，塔季谢夫阐述了人身自由的价值：“自由当然对人是如此必要和有用，以至无论哪一种幸福都不能与它比较，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和它相配。”[41]但是，他同时是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的捍卫者。

塔季谢夫在他的《谈话》中讨论了国家的政体问题。他认为，关于哪种政体方可称为最好的政体，须视环境而定：小的和不受敌人侵略的国家，适于采用民主制度；大的但没有别国侵略危险的国家，可实行贵族政体；“至于大的和有外患的国家，如无大权独揽的君主，势必不能保持完整”[42]。他以历史事实说明，在俄国必须采用沙皇专制制度，并告诫自己的儿子：“要流尽最后一滴血来保卫君主的权力和荣誉，任何时候都不要听信那些吹嘘别国自由和设法降低君主权力的人们，因为这会给国家带来极大灾害。”[43]

塔季谢夫的自由幸福观是不给予农奴的。他强调，仆役是受着不自由的约束的，他必须服从自己的主人。因为按照契约，一些人必须服役，另一些人则必须为其服役者提供衣食和保护，从这种契约便“产生了奴隶或仆役的不自由”[44]。塔季谢夫主张让农奴的子女学习读写，并主张为农奴设立学校和浴室。他指出在冬季农奴不下地劳动时让他们学习各种“工艺”，如打铁、造车、制木桶、养羊、养马、制造陶器、弹毛、成衣、制鞋等。总之，“他是主张向人民传播知识的，指出这是国家、特别是军事的需要”[45]。但他要求对农奴严加管理，指示他的管家不让农奴浪费时间，并且说：“对于犯了错误的人，有的是监狱。”[46]塔季谢夫还认为，贵族子弟与仆役及“奴隶”子弟往来在道德方面是有害的。他主张为贵族子弟单独设立学校。这一切都说明，塔季谢夫是从专制国家和农奴主的立场来论述对农民的教育的。和他相比较，波索什科夫谈论教育问题的立场又有所不同。

三、波索什科夫的教育思想

伊凡·季洪诺维奇·波索什科夫出生于莫斯科附近的波克罗夫斯基村的农民家庭。这个村后来并入首都，1680—1681年改建为工艺馆，包括由外国人（主要是德国人）指导改建的一些皇室作坊。在幼年时，波索什科夫常随父亲一道来到皇宫，到这些作坊观看工艺，并掌握了多种手艺。他当过制钱匠，研制出制币机床的模型。为演示他所发明的能改进火器射击的“射击弹弓”，他晋见过彼得一世。后来，他开办过酿酒厂、硫黄矿，还勘探过石油，担任过生产和销售伏特加酒的官方职务。晚年，他在诺夫哥罗德和彼得堡拥有房产，并且在诺夫哥罗德县买了两个拥有72个农奴的村子和一座酿酒厂，还打算开办一座纺织工厂。波索什科夫最后虽然也成了小地主兼小农奴主，但在俄国，一般认为他只是个“商人”。[47]由于个人经历，他对当时俄国各阶层的生活状况十分了解。波索什科夫最著名的作品是写于1724年的《贫富论》。这是他向彼得一世呈送的“阐述国内各种‘错误’的秘密报告”[48]，实际上他在其中提出了一个发展俄国经济、提高俄国社会生产力的广泛纲领。这时他已经72岁了。由于这部作品包含有对贵族的尖锐抨击，它给作者带来了巨大灾难：次年8月，作者被捕；1726年2月死于狱中。波索什科夫的其他作品还有《论作战行为》（或译《论战事》，写于1701年），《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写于1704年前），《父亲的遗教》（1719年或1720年完成）等。

由上所述可以看出，波索什科夫是一位俄国欧化过程中来自民间的思想家和自学成才的人。由于《贫富论》主要讨论经济问题，他被认为是俄国最早的经济学家。他有关教育问题的见解是和他关于俄国重新欧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些社会问题的思考联系在一起的。

波索什科夫对俄国社会落后于西方国家和必须进行改革是有明确意识的。例如，他在《关于改正一切弊端的报告》中写道：“任何人若明察东正教俄国的生活、行为和事业，都不会在任何一件事情里看到健康的东西。在教堂里没有使直接秩序仪式化，甚至学习和唱歌、民事、农事、军事、审判、商务和艺术等等方面……无论在任何事业和事物里，都无不有错。我们从头到脚都不完整，所以我们受到四邻各国的嘲笑与侮辱。他们把我们当做莫尔多瓦人，然而他们并非完全不对，因为我国到处都糟，都无秩序。”[49]对于这种非常糟糕的状况，波索什科夫认为是完全可以改变的。他指出：“由于上帝的帮助，一切毛病都可以改正。所以只要我们坚定信仰，便能将罗斯改正过来。任何洪水都不能动摇她……在宗教规章上，在军事、民事和农事上，现时一切不正之风都可改正，都可提倡真理。”[50]他又说：“许多德国人在科学上比我们聪明，而由于上帝的恩德，我们的灵魂却并不亚于他们。他们辱骂我们是没有用的。”“我们……俄国人的手同外国人是一样的……外国人并不是从天上来的，他们仿佛和我们是一样的人：技能加良好的训练，一切的人便都会有的。”[51]可见，本国的落后、外国人对俄国人的轻视在波索什科夫身上激发了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追赶西方国家的愿望，同时也使他对外国人抱有强烈的反感。

波索什科夫从俄国平民的立场出发，分析了俄国落后的原因。他指出，俄国贵族在服军役时表现恶劣，他们对俄国的管理也不好。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说明贵族老爷对商人是如何加害的。他还以自己的见闻揭示了贵族对农民的压迫和剥削，以及他们对低级神职人员的侮辱和打骂。波索什科夫还指出，外国人来到俄国主要是为赚钱，他们对俄国并非真诚关怀，完全相信他们是很危险的。他写道：“我认为，所有的外国人对我们建造海船是不高兴的，他们需要的只是自己的名利，但却要我们看他们的眼色行事。”[52]依据这样的分析，波索什科夫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波索什科夫虽然对外国人不信任，但是他懂得：为了发展俄国的生产力，必须掌握西方的先进技术。他在《贫富论》中写道：“外国技师来到俄国，只要他为人善良，且掌握我国前所未见的技术，就应给以住房。派十来个（或更多的）人向他学习，同他签订合同，要他尽力和无隐瞒地对这些学生施教。教授果能尽力，而且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便应给以合同规定的报酬，并对其尽力和无隐瞒地教授学生颁发奖状，然后送其光荣回国。所望其他技师源源而来，罗斯的技艺亦将日益增进。”[53]波索什科夫还希望俄国青年学习西方人善于珍惜时间的好习惯。他在《贫富论》中还提出了应当改善俄国“艺人”待遇的思想，认为这是对国家发展有利的。

波索什科夫是君主专制制度的拥护者，他也不是农奴制度的反对者，但是他认为“沙皇，特别是地主应该爱惜农民”，并写道：“沙皇对商人和农民应像对贵族和军人一样一视同仁，加以爱护，不使任何人陷入贫困，而使大家都能各尽己力，富裕起来。”[54]波索什科夫谴责贵族地主对农民的过度剥削。他建议彼得一世颁布敕令，在敕令中准确规定农奴对地主承担的贡赋、代役租和劳役的数额，并坚决主张把地主的土地与农奴的土地分开。他认为农奴的贡赋应当与农奴份地的面积相适应，并建议以按地产及在地产上播种的粮食征税代替人头税。

波索什科夫主张加快发展俄国工商业。他渴望提高商人的地位，指出：“国家因军队而扩张领域，因商人而增加光彩。”“商业是伟大的！所有国家都是因商业而致富的。”[55]波索什科夫在工业方面建议在本国手工工场中加工原料，以代替原料出口。他强调：“材料在哪里出产，就在哪里应用，这是非常需要的……亚麻和大麻不运到海外，在产地就地加工要比进口麻布便宜一半到2/3，这样俄国人就会富有。”[56]波索什科夫希望政府保护俄国工商业者的利益。他指责彼得一世以前的沙皇对商业事务不闻不问而由大贵族管理，外国人来到俄国都给大贵族送礼，只用几百卢布，就能赚得巨额利润，使国家遭到很大的损失。“他建议建立统一的商业公司，希望这个公司在政府监督下把整个俄国商界联合起来进行对外贸易。”[57]他还坚决主张压缩外国货，特别是奢侈品的进口，扩大俄国商品的出口。波索什科夫深知俄国私人资本发展还很弱。他建议：“为了国家的富庶，必须在开办之初，由国库出资在地面广阔和生产及食品价廉的城市建厂……向它们征税，使人们发财，国库增收。”[58]对于资力单薄的企业家，他认为应由市政机关或皇帝指定的机关贷款，以扩充其事业。波索什科夫还建议政府尽最大的努力去勘查俄国的“天然富源”，他认为这种天然富源在俄国是较为丰富的。为了发展俄国的生产力，波索什科夫还主张发布命令：“拘捕流浪街头的穷人，教以纺织技艺，将他们交给公营工厂。”他建议政府授权私营企业家“收容男女流浪人，给予教育并在教好后永远领有他们，无论他们在被抓前是什么人”[59]。

波索什科夫在《贫富论》中对俄国法治状况表示强烈不满。他指出，俄国“法官完全不爱惜人民”，并且说：“为了和睦的共同生活，我们的伟大君主应命令建立统一的法庭，无论农民或商人、贫或富、士兵或军官、团长或将军，都应受其裁判。应将法庭设立在近处，使任何俄籍的人都易于对军职人员，也像对普通人一样提出控告。”[60]波索什科夫是东正教信仰的坚决捍卫者。他是从宗教和树立君主权威的观点出发论证自己的这一建议的。他强调：“上帝即真理，他爱真理。”“沙皇是法官，又俨如上帝……因此，如像在上帝的法庭里一样，在君主的法庭里，任何人，无论贫富，无论强弱，都应受统一的法庭的制裁。”[61]波索什科夫还认为，对一切人平等的新法庭，必须以新的法律标准为依据。因此，他建议召集由各级官吏选出的代表，其中包括农民代表参加的代表会议来制定新法典。而当新法典写成后，应用“最响亮的声音向所有各族人民公告……务使无论高门第的贵族或低门第的人们，无论穷人或富人……以及农民，都不因这一法典而感到压抑或侮辱”[62]。

波索什科夫注意到，“统治者”之所以能够压制劳动居民，是因为这些居民不识字。因此，他强调在俄国普及知识教育的重要性，并主张教农民子弟识字。他写道：“要是强制农民，使他们把自己10岁和不满10岁的孩子送到教会执事那里去读书倒不错，学会识字后，最好也学会写字。我希望小村子都没有不识字的人，要能这样就好了。要给他们硬性规定：赶紧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学习……”[63]

波索什科夫生活在俄国重新欧化过程中从学习波兰到学习德国的转折时期。他早年强调波兰文、希腊文和拉丁文的学习。在《父亲的遗教》的篇首，波索什科夫对他的儿子提出建议说：“在少年时代的初期，重于一切科学的是致力于书本学习。不但要学习斯拉夫文的书，而且希腊、拉丁乃至波兰文的书也要学；因为有许多斯拉夫文所没有的书，都是用波兰文写的。用波兰文去研究科学比用其他语文更为方便。”[64]后来，他强调必须学习德语或法语，掌握数学和科学知识，包括建筑学、筑城学、绘制地面和海洋图的技术，了解太阳和著名行星的运行，等等。波索什科夫劝告出国学习的青年，其中包括他的儿子努力学习，扎实掌握多方面的知识。他希望他们能够成为精通自己事业的专家，以便能够代替技术不够熟练的外国人的工作，或使外国工程人员的错误能够得到纠正。[65]

第三节 18世纪中、后期的教育思想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俄国的教育得到了发展。特别是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1687）、科学院附属大学（1726）、莫斯科大学（1755）的先后创办，留学教育的发展，为18世纪中、后期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成长创造了条件。而在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阶层中，不少人对加速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的重要性又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其中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伊万·伊万诺维奇·别茨科伊、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Н. И. Новиков，1744—1818）和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А. Н. Радищев，1749—1802）的教育活动与思想对俄国文化教育事业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罗蒙诺索夫的教育思想

米哈伊尔·瓦西里耶维奇·罗蒙诺索夫出身于俄国北方阿尔汉格尔斯克省霍尔莫戈尔斯克区的杰尼索夫卡村的渔民家庭，因而被19世纪俄国诗人涅克拉索夫称为“阿尔汉格尔斯克的庄稼汉”。如前所述，阿尔汉格尔斯克自16世纪中叶以后就成了俄国对外通商的海港，开始是英国，后来又有荷兰商船来往。因此这里文化的发展早于俄国的其他地方，村里也不乏识字的人。罗蒙诺索夫少年时跟从邻人学会了识字，读了由“西俄”教会活动家和作家西梅翁·波洛茨基（Симеон Полоцкий）编的《圣诗集》、梅·斯莫特里茨基（М. Смотрицкий）的《斯拉夫语语法》和列·菲·马格尼茨基（Л. Ф. Магницкий）的《算术，即数的科学》。他把《斯拉夫语语法》和《算术，即数的科学》称为自己的启蒙读物。同时，罗蒙诺索夫的父亲经常带着儿子出海捕鱼。与风浪的搏斗，锻炼了他的性格，使他具有了“高贵的倔强精神”（罗蒙诺索夫自认为这是他所具有的特性）；紧张和繁重的劳动使他习惯于生活与学习的劳苦；北方自然界的宏伟景色开阔了他的视野。这一切造就了罗蒙诺索夫这位俄国第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勇往直前、坚韧不拔的品质。

1730年，罗蒙诺索夫离开家乡，来到莫斯科。他隐瞒了自己的家庭出身，以神甫之子的身份（一说冒充贵族子弟）[66]进入斯拉夫—希腊—拉丁语学院学习，因为这时候该学院只收贵族和神职人员子弟。罗蒙诺索夫忍受着生活上的贫困、同学的嘲笑和各方面的压力，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学院的全部课业，1736年初作为最优秀的学生被推荐到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学习。同年秋天，他又被送到德国马尔堡大学深造。当时，曾任彼得一世科学顾问的德国哲学家、数学家和科学家，在德国很有影响的启蒙学者沃尔夫正在该校执教。罗蒙诺索夫在他的指导下研究了西欧一些思想家和科学家的著作，其中包括笛卡尔和牛顿的著作。这些学习与研究对罗蒙诺索夫的哲学与科学观点的形成产生了影响。在德国留学期间，除了在马尔堡大学深入学习数学、物理等课程外，他还在弗赖堡学习了采矿、冶金和玻璃制造技术，为以后的科学研究与教学奠定了坚实基础。

罗蒙诺索夫于1741年回到彼得堡科学院。1742年，他任院士助理，教物理课，1745年被任命为化学教授，成为彼得堡科学院第一位本国出生的院士。“这期间，他发表了《冷热的原因》、《空气的弹力》和《电学理论》等重要论文。到1748年，在他获得实验室（化学实验室——本书作者注）后的三年中，进行了4000多次实验，结果建成了一座有色玻璃厂并生产出镶嵌贴面。1752年写出物理、化学讲义。1756年在所发表的《光和色的起源》一文中对自然现象的同一性和物质构造理论做了讨论。1760年提出‘固体和流体的反射’这一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即物质及能量守恒定律）。”[67]此外，他还发表了“很多重要论文：如《精确的航道》（1759）、《北冰洋冰山形成的精确过程》、《地层学》（1760）等。对发展科学、商业和采矿业作出了重要贡献”[68]。

罗蒙诺索夫不仅在自然科学的许多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他对俄国史学和文学语言学的发展也作出了重要贡献。出于树立俄国民族自尊心和宣扬彼得一世改革以来的成就的考虑，罗蒙诺索夫努力研究了各种史料，写成了《俄国简明编年史》（1760）和《俄国古代史》（2卷，1766年才出版，这时他已去世）。在文学语言方面，他“著有《修辞学》（1748）、《俄语语法》（1755作，1757发表）和《论俄文宗教书籍的裨益》（1758）。他主张不同文体应使用不同范围的词汇，为克服当时俄语的混杂现象、创造规范的文学语言奠定了基础。他经过细心研究，将音节体诗改为音节和重音并重体诗。在《论俄文诗律书》（1739年作，1778年出版）中从理论上深刻阐明了格律问题，并以自己的诗歌创作为新的诗律提供范例，促进了俄国诗歌的发展”[69]。

罗蒙诺索夫由于其渊博的学识和在许多学术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而被俄国诗人普希金誉为俄国的第一大学者。尤其可贵的是，罗蒙诺索夫毕生从事科学探索和一切活动的目的，都是要使自己的国家摆脱落后于西方国家的状况和俄罗斯民族获得独立自主的发展。1842年，《莫斯科人》杂志在发表他的文章《论俄罗斯》时，在按语中写道：“伟大的学者和文学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国家及民族问题而不予以注意！他在一切问题上都用过心思，在一切问题上都有自己的主张和建议。”[70]发展教育并使本国学术力量迅速成长，可以说是罗蒙诺索夫注意最多、心力花费最大的问题。

作为出身农民的一位学者，罗蒙诺索夫切身体会到劳动人民子弟入学受教之难，而他又有幸出国留学，得知西方国家已不存在在教育方面的森严壁垒。因此，他坚决反对俄国教育的等级性，要求给予劳动人民子弟享受教育的权利。1747年，在分析科学院章程的有关规定时，他指出了俄国在这方面与西方国家存在的明显差距：“在其他西欧国家中充满了各种身份的学者，但无一人被禁止在大学学习，无论他是什么人。在大学里，学习最好的便是最受尊敬的学生。至于他是何人子弟，那是不需要考虑的。而在俄国，学者很少。贵族没有勇气去打乱官阶，规定交纳人头税的人们禁止进入学院学习。”[71]罗蒙诺索夫并反问道：“那些交纳人头税，财力充足的人们想自费将其子弟送去学习，那有什么过错呢？”[72]在以后的岁月中，他为缩小俄国与西方国家在这个方面的差距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在1755年前后筹建莫斯科大学的过程中，他力争为莫斯科大学附设两所文科中学。其中一所是专为除农奴以外的平民设立的，这就为一部分平民子弟进入大学学习创造了可能性。十分有趣的是，《关于创建莫斯科大学的章程草案》还包含为具有特殊才能的农奴子弟争取进入大学及其附属文科中学学习的机会的专门条款。其中指出，如果发现某位农奴的儿子表现出特殊的聪明才智，而其主人又愿意让他学习科学，那么，这位贵族主人就应该宣布年轻人是自由的，并出具解除其依附关系的书面证明和提供其学习所需要的经费以保证其能够完成学业。在这样的条件下，大学及其附属中学是应该接受这位具有特殊才能的原农奴的儿子入学的。[73]显然，在当时的俄国，要找到这样的贵族简直是不可能的。这里既说明了罗蒙诺索夫面对俄国最尖锐的社会矛盾所表现的软弱和天真，也表现了他惜才、爱才和渴望扩大俄国人民受教育权利的苦心。

在罗蒙诺索夫所处的时代，“俄国只是在不久以前才走上西欧教育的道路。政府邀请了一些外国学者来到俄国。但是请来的学者并不都是无私地爱好科学，而且也并不都是真正的学者。他们鄙视俄国人，力图使俄国人屈从他们，把教育变成他们的垄断事业。像波索什科夫一样，罗蒙诺索夫看到了外国商人的这种剥削意图，而且也像波索什科夫一样，力图使俄国人摆脱对外国的屈服”[74]。如果说波索什科夫更多的是从经济学的角度，从工商业政策方面提出克服外商控制俄国经济发展的主张；罗蒙诺索夫则更多的是从如何使俄国的科学与教育事业摆脱外国控制的角度来提出问题和建议的。在1742年他为叶丽萨维塔·彼得罗夫娜女皇即位周年所写的颂词中，用女皇的名义号召俄罗斯青年为俄国的利益而学习。他写道：“我愿见俄罗斯学院由俄罗斯的子弟组成；尽快在科学上臻于完善吧！这是祖国的利益与光荣，这是我们父母的意愿，这是我的意愿与要求”；“我们祖先的事业尚无记述，彼得的伟大光荣尚无应有的歌颂。努力丰富你们的智能，美化俄罗斯的语言吧”；“在我的广阔大国中，蕴藏着不可估价的宝藏，它们是自然的赐予，但迄未开发，只是等待着技术人才。你们应该以极大的努力去认识自然的事物。”[75]在1747年献给女皇的颂诗中，他又号召俄国人学会自力更生，在科学和技术上成为能够独立的工作者，并期待着俄国出现自己的柏拉图和牛顿。他还在给自己的保护人И. И. 舒瓦洛夫（И. И. Шувалов）写的信中说：“我的惟一愿望就是要使大学成为我们所热望的潮流，从这里能够产生无数罗蒙诺索夫。”[76]И. И. 舒瓦洛夫是当朝女皇的宠臣、俄国当时实际上的执政者П. И. 舒瓦洛夫的堂弟。罗蒙诺索夫关于创办莫斯科大学的建议就是通过他呈交给女皇并获得批准的。

罗蒙诺索夫不仅对俄罗斯青年提出了为国学习的号召，指出了当时亟待解决的科学课题，而且为培养年轻的俄国学者和发展俄国的自然科学与人文学科制订了具体方案。在他1754年写给И. И. 舒瓦洛夫的信中和《关于创建莫斯科大学的章程草案》中，他认为莫斯科大学只设法学、医学和哲学三系而不设神学系，以培养国家所急需的各种专门人才。为了保证大学生源，他建议设两所大学附属文科中学。每所文科中学包含各有三个年级的四所学校，即俄语学校、拉丁语学校、科学初步基础学校和欧洲语言学校（主要学习德语和法语）。1758—1765年，罗蒙诺索夫负责领导彼得堡科学院附属大学和文科中学。他对它们的教学组织与工作也进行了改革。原来科学院附属大学只有数学、物理学和人文科学三个教研室，没有设系。罗蒙诺索夫领导期间，这所大学也设哲学、法律学和医学三系，学制三年，低年级设普通教育课程，高年级设专业课程。罗蒙诺索夫曾试图将这所大学从科学院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高等教育机构，他的这一努力没有得到沙皇政府的支持。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的教学原来以语言科目为主，但主要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德语、法语而不设俄语。在罗蒙诺索夫的主持下，增设了俄语，加强了数学和科学基础知识的教学。

罗蒙诺索夫对科学院附属文科中学课程设置的改变体现了他对忽视俄语的不可容忍态度。罗蒙诺索夫是俄罗斯第一位撰写科学著作的学者。他从1746年起就用俄语上公开课，并在“美化俄罗斯语言”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根据自己的体验指出：“在俄文里有西班牙文的华丽、法文的生动、德文的严谨、意大利文的温柔，此外，还有希腊文和拉丁文的丰富和表达上的简洁……最精微的哲学想象和判断，宇宙结构及人类交往中的多种多样的自然特性和变迁，都在俄文中有适当表达的词汇。如果对某事未能准确表达，则其责任不在于俄国文字，而在于对俄文没有掌握充分的技巧。”[77]他强调，俄国文学语言的发展将促进人们对自然和人类过去与现在生活的认识，有助于俄国科学与文化的进步。因此，他认为俄语应是俄国学校教学的基础。他的《修辞学》和《俄语语法》等著作在以后的很长时间里被用作莫斯科大学附属文科中学及其他学校的教材，对提高年轻学者的俄语水平发挥了重要作用。

从莫斯科大学及其附属文科中学建校方案和罗蒙诺索夫对科学院附属大学及文科中学所做的改革中可以看出，他虽然热爱俄语和重视俄语教学，但是他也重视古典语和外语的教学，因为这些语言是掌握古典文明和当时先进科学技术的工具。为了使俄国青年掌握科学技术，罗蒙诺索夫还做了许多具体工作。他译自拉丁文的《沃尔费安实验物理学》是第一本用俄文出版的物理学教科书。该书于1746年出第一版，1760年再版。后来，他自己又为学生编写了物理、化学讲义，其中包括1752年撰写的《物理、化学概论》和1752—1753年撰写的《物理、化学实验》。罗蒙诺索夫对大学毕业生出国深造的问题也极为关心。

二、别茨科伊的教育活动与思想

伊万·伊万诺维奇·别茨科伊是俄国元帅特鲁别茨科伊之子。他出生在斯德哥尔摩，曾就学于哥本哈根的陆军学校。18世纪40年代，他曾在彼得堡外交事务委员会工作。1747年辞职后直至1762年，他大部分时间在法国度过，与狄德罗、卢梭等人有过交往，受到他们思想的影响。叶卡捷琳娜二世在位前期实行“开明专制”政策，其学校改革活动便是通过别茨科伊推动的。

别茨科伊在1763年回国后即向女皇呈递了一份学校改革计划，该计划在1764年被批准，称之为《男女青少年教育的基本制度》（或译《男女青少年教育总则》）。以后，他又提出了为“弃子孤儿”设立教养院的建议，并为教养院和陆军贵族士官学校制定了规章。他的教育思想便体现在这些文件和其他作品中。

按照别茨科伊的观点，教育是一切善的根源，对社会生活的改进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认为，俄国必须通过建立寄宿制的教育和教养机构从各个阶层培养出“新型的人”，以便在专制国家利益的基础上缓和阶级的对抗性。他所说的“新型的人”包括能以人道态度对待农民并公正地管理国家事务的有教养的贵族和能从事工业、商业、手工业的“第三等级”。[78]他希望这些受到寄宿学校教育的人能把他们养成的观点和习惯传给自己的孩子，而后者又传给下一代人，从而逐渐改变人的道德和行为，使社会获得进步。别茨科伊强调，形成第一代“新型的人”的必要条件是使受教育的学生与社会的不良影响和老一代人的成见、恶行隔离开来。因此，按照他的计划，儿童必须从5～18岁都留在寄宿制教育与教养机构中接受教育。

从上述目的出发，在18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别茨科伊在俄国为5～6岁的儿童至18～20岁的青年建立了各种带有等级性质的寄宿制教育机构，其中包括莫斯科教养院和彼得堡教养院、彼得堡艺术研究院附属中等艺术教育学校、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和陆军贵族士官学校附属市民学校等。

别茨科伊在1763年向叶卡捷琳娜二世提出了关于为“弃子孤儿”设立教养院的建议。莫斯科教养院于1764年成立，由别茨科伊担任院长。教养院收容的儿童在两岁前由保育员照管，两岁以后的教育工作按2～7岁、7～11岁和11～14岁三个年龄组进行。别茨科伊制订了《莫斯科教养院总体计划》，编著了以《从初生到少年期的儿童教育论文选集》为书名的教育指南，以指导教养院的工作。他注重德育和体育，认为劝诫儿童“敬畏上帝”、把儿童与周围环境隔离起来和良好的榜样是道德教育的主要手段；鼓励儿童爱好劳动，注意培养他们不游手好闲的习惯。在体育方面，他认为新鲜空气及无害的游戏和娱乐、劳动都是发展儿童体力并使他们健康成长的手段。在智育方面，他认为学习过程对儿童应该是愉快的，反对强迫儿童学习。在《莫斯科教养院总体计划》中，他强调坚决反对对儿童进行体罚。1773年，他创办了附设于莫斯科教养院的商业学校。这是俄国的第一所中等商业专业教育机构，是由当时俄国最大的企业家兼地主杰米多夫家族成员出资创办的。这一附属专业教育机构的建立为莫斯科教养院学生接受中等专业教育创造了条件。

在莫斯科教养院的影响下，1770年彼得堡又开办了一所新的教养院，以后有些省城也开办了教养院。这些教养院的工作也接受别茨科伊的指导。1802年，彼得堡教养院还在彼得堡近郊加特契纳（Гатчина）创办了一所教养院。19世纪前期，一些俄国教育家都曾为改进这所教养院的教育工作尽力。1854年，俄国著名教育家康·德·乌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曾在这里担任教师和学监。

从1764年起，别茨科伊开始担任彼得堡艺术研究院的院长。18世纪70年代初，学院中开始形成进行职业训练的学院教育体制并设立了附属于研究院的中等艺术教育学校，招收5～6岁的男孩入学，进行15年的普通教育和艺术专业教育。学习期分为5个年龄段，每段3年。艺术专业教育按3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描摹匠师范品；第二阶段画石膏像；第三阶段学习人像写生。别茨科伊领导艺术研究院直至1794年，第二年他就去世了。他为俄国艺术教育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别茨科伊非常重视妇女在儿童教育，特别是幼儿教育事业中的作用。他“谈到必须在社会中形成对作为母亲和养育者的妇女的尊重”[79]。因此，他积极支持在俄国发展妇女教育。根据他的建议，1764年在彼得堡设立了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当时称之为贵族女子教育社，有200名6～18岁的贵族女孩在其中就读；1765年还附设了市民女子分部，招生240人。斯莫尔尼贵族女子学院是俄国第一所中等女子寄宿学校。学生在学院中学习相当广泛的普通教育知识。但是它更加重视的是对学生道德品质和行为规范的培养，宗教教育也是占有重要地位的。

由于曾长时间留居国外，别茨科伊清楚地看到了自己国家与先进的西方国家的差距。但是，他对俄国社会与教育落后的根源缺乏应有的了解与认识。因此，抱有通过教育培植第三等级并改造俄国贵族以促使社会取得进步的不切实际的幻想。他的教育思想带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如卢梭、爱尔维修等）的某些教育观点的性质，缺乏独创性和民族性，其教育活动的范围也是比较狭小的。不过，他的教育思想与活动对俄国文化教育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促进作用的。

三、诺维科夫的文化教育活动与教育观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诺维科夫出身于贵族家庭，1744年出生在莫斯科近郊的齐赫文斯科耶一阿夫多京诺庄园，曾受教于莫斯科大学附属文科中学（1755—1760），并曾以上士身份在伊斯梅洛夫团服务（1762—1766）。1767—1769年，诺维科夫被任命为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编辑委员会的文书，负责编写该委员会“中层人士”科的《日志》，参与编辑《代表大会会刊》，这些工作增进了他对俄国社会的了解。诺维科夫启蒙思想的形成以及他对俄国上流社会所持的批判态度和他的这段经历也是有一定联系的。

与别茨科伊代表叶卡捷琳娜二世政权从事的教育活动截然不同，诺维科夫的文化启蒙活动与教育活动带有比较明确的独立于沙皇政权的性质，反映俄国部分知识分子对凭借沙皇权力得以使俄国迈入文明开化的信心开始消失。

1769—1775年是诺维科夫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第一阶段。在这一时期，他主要以讽刺性杂志作为对俄国人民进行文化启蒙的手段。在他编辑出版的《雄蜂》（1769—1770）、《画家》（1772—1773）和《钱袋》（1774）等讽刺性杂志中，尖锐地揭露了农奴主的寄生生活，抨击上流社会的崇洋媚外风气，倡导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农奴，攻击显贵们的专横行为，要求抑制无限权力，在社会上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按照19世纪60年代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的说法，诺维科夫是俄国报刊工作者中“善于拿起讽刺武器勇敢而又卓有成效地打击权势罪行”的第一人。[80]

在《钱袋》杂志第4和第5印张的一封信中有这样几句话：“小市民在学习，贵族在游手好闲，商人在经营商业增加国富。”[81]这几句话反映了诺维科夫对俄国社会各阶层的基本评价。为适应和满足“中等阶级”（包括小市民和中小贵族）的学习需要，诺维科夫在1775年后组织领导了更大规模的图书出版活动。正是在这一年，他参加了共济会[82]俄国支部。1779年，他与迁居到莫斯科、受聘为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小说”讲座的编外教授、共济会会员伊·叶·施瓦茨（1751—1784，德国人）结识，两人成了莫斯科共济会的中心成员。因此，他得以承租莫斯科大学的印刷厂，在1784年还建立了莫斯科印刷公司。从1779年到1789年的10年间，由他领导的莫斯科出版界出版的图书大约有900种，约占18世纪80年代俄国出版图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在诺维科夫出版的图书中，包含有数百种译著和原著，其中有许多一流文学作品，在教育方面的译著则有洛克的《教育漫话》（1788）和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1788年出两版）。为了提高俄国的民族自觉性，诺维科夫还出版了大量俄国史料，在20卷本的《古俄罗斯文库》中，收有极其珍贵的俄国历史名著。[83]在同一时期，诺维科夫还接手出版《莫斯科新闻》，并出版了包含极为丰富的资料与各种自然和经济知识的增刊。为了给家庭提供教育儿童的帮助，他的报纸经常刊登儿童教育方面的文章或给父母推荐有关的书籍。1785—1789年，作为《莫斯科新闻》的增刊，诺维科夫创办了俄国的第一份儿童杂志《有益心智的儿童读物》（周刊，免费赠送读者）。

诺维科夫的出版活动和他的学校教育活动相辅组成。1782年，他和施瓦茨在莫斯科组织了一个有50多人参加的“学术联谊会”。此前，他们在莫斯科大学还建立了一个“翻译研究室”和莫斯科大学的第一个学生组织“大学同学会”。他们甚至以自己募集的经费为大学生提供助学金，派遣学生出国留学。[84]1777年，诺维科夫以举办杂志所得和读者捐赠的经费在彼得堡为贫苦家庭的儿童和孤儿创办了两所初等学校。学生除学习《圣经》初步知识、文法、算术外，还学习德语、地理、几何知识。教学计划还规定，学生将学习某种手工业。他的学校很受欢迎，学生人数迅速增长。但是到1782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政府下令关闭了这两所学校，因为诺维科夫日益扩展的文化教育启蒙活动引起女皇政府的极大猜疑。法国大革命促进了事态的发展，1792年诺维科夫被逮捕并被关进了施吕瑟尔堡要塞，一直到1796年叶卡捷琳娜女皇逝世以后，他才被释放出来，但被禁止继续从事文教活动。[85]

诺维科夫的教育观点比较集中地反映在他刊载于1783—1784年的《莫斯科新闻增刊》的论文《论怎样进行儿童的教育和训导以推广公益知识和普遍幸福》之中。该论文论及体育、德育和智育。在体育方面，他要求正常发展儿童的体格，养成坚忍性，并对营养、服装及其他方面提出了要求。在德育方面，他要求发展人的道德精神，教育儿童尊重劳动者。在智育方面，他强调应注意发展儿童的感觉器官，授以广泛的、多方面的知识，用新知识充实他们的理智，发展其思维能力。但是他力图调和科学和宗教，并且认为，宗教教育是儿童和青年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过，他“不是官方的宗教和占统治地位的教会的捍卫者。他是信教自由的支持者，批评东正教，提出反教权扩张的思想，推测世界的发展是按其自然规律进行的”[86]。1784年，诺维科夫在增刊上还发表了《全家人的谈话》《论家庭教师的信》和《论美育》等教育论文。其实，诺维科夫的教育思想也并不是在他从事文化启蒙活动的第二阶段（1775年后）才形成的，虽然他的主要教育论文都发表在18世纪80年代。在诺维科夫出版的讽刺杂志《雄蜂》上便刊载了以下一篇故事：有3个人争取同一职位，这个职位“需要一个聪明、有学问和勤奋的人”。竞争者之一是贵族，天生愚钝，无知，而且道德堕落。他的全部优点在于他有2000个灵魂（农奴）（故事的作者挖苦地说：“但他自己却无灵魂。”），还有许多显贵的亲戚。第二个求职者是一个不富裕的贵族，他虽无多大智慧，却受过教育，而且品行端正。第三个求职者，“按照某些愚蠢贵族的说法”是一个卑贱的人，亦即小市民。他具有很大的天赋才智，长期在俄国和外国学习。他的道德品质是毫无缺点的。他是“真理的卫士，扶贫济困，疾恶如仇，憎恨奢侈，诚实端庄，爱人类，爱科学，爱祖国；而且是一个通情达理的父亲，和睦的邻居，明察无私的法官”。此外，他以前还有过许多职务上的功绩。故事的作者在罗列了这位候选人的大量优点之后，向读者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问题：“得奖的是与大贵族有亲姻关系的蠢汉，还是德行优异的有功绩者呢？”[87]

在这个故事中，不仅鞭打了显赫贵族的愚蠢，他们的恣意专横，揭露了农奴主国家对非贵族知识界的排挤，表达了作者对非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的同情，还生动地表达了作者的教育理想。

四、拉季舍夫的教育思想

亚历山大·尼古拉耶维奇·拉季舍夫是18世纪后期俄国最先进的思想家和作家，是当时俄国知识分子中最接近法国启蒙思想家水平的人物和俄国为数不多的贵族之一。列宁在论述俄罗斯人民的民族自豪感时曾写道：“而使我们感到自豪的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了拉吉舍夫……”[88]

拉季舍夫出身于萨拉托夫省的一个富有的地主家庭。像当时俄国富有的贵族家庭一样，他的家里也请有法国教师。由于他母亲的亲戚是莫斯科文化界人士，拉季舍夫7岁时就被送到莫斯科亲戚家接受教育，除很好的法文教师外，还有多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给他讲课。因此，拉季舍夫在十来岁就掌握了法语，还获得了许多知识。1762—1766年，他在彼得堡贵族武备学校学习，1766年作为该校优秀学生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但拉季舍夫在这里不仅研究了法学，而且研究了自然科学和医学。他的世界观是在法国启蒙思想家和罗蒙诺索夫、诺维科夫的影响下形成的。在学习期间，他和一同在莱比锡大学留学的朋友们还专门学习研究过爱尔维修的《论精神》，“学会了照那本书思考”[89]。

1771年11月，拉季舍夫“带着为祖国贡献其全部力量的热烈愿望”回到俄国。[90]这时候叶卡捷琳娜二世召集的新法典编辑委员会早已收场，女皇政府已不需要他所学得的法律或其他任何知识。开始，拉季舍夫只被派到参政院去做记录员，以后他被任命为大尉，在彼得堡军区总司令部干了几年。从1776年到1790年因出版其所著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被捕前，拉季舍夫是在商务委员会任职。

拉季舍夫酷爱自由，渴望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专制制度，让农民获得土地与自由。自结识诺维科夫后，他就在诺维科夫主办的报刊上发表文章，鼓吹自由。普加乔夫领导的农民起义更促进了拉季舍夫政治思想的成熟，使他开始相信，只有通过人民革命，才能推翻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1773年，在由诺维科夫的“印书业促进会”出版的译作《希腊史概论，或关于希腊人幸福和灾难原因的考察》（法国启蒙学者、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布里著）中，拉季舍夫对“专制制度”一词做了这样的解释：专制制度是一种最违反人类天性的制度。如果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反对人民，人民完全有权把他当作罪犯来审判。在1782年撰写的《致托波尔斯克友人书》中，他肯定彼得一世的功绩，但是他指出，彼得一世并没有给人民以自由。拉季舍夫写道：“如果彼得确立了个人的自由，那他就可能更光荣，就可能更提高自己，也提高他的祖国。”[91]同时，他提示人们，没有一个坐在王位上的国王会自愿放弃他的任何权力。在写于1781—1783年的长诗《自由颂》中，他明确地号召受压迫和受剥削的人民起来斗争，把沙皇送上断头台。[92]拉季舍夫的这首长诗到1905年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后才被全文发表。但是他自己在1790年已将长诗加以删节和处理后纳入到《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一书中。这部书是他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以旅行者见闻的形式，愤怒地、具体地揭露贵族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与压榨，贵族地主道德思想的腐败和行为的丑恶；揭示人民无边无际的苦难，歌颂他们道德品质的纯朴、高尚和他们对社会所做的贡献，并在议论中表达了作者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论的思想，肯定农民反抗和起义的合理性与正义性。拉季舍夫写道：“戴着镣铐的人们怒吼起来，他们怀着自由的希望，在不可摧毁的天赋权利的指引下前进……黑暗的基础动摇了，自由发出明亮的光辉。”[93]在这部书中，他还提出了自己的改革方案，包括确立法律高于专制权力，人人享有同等的财产权，取消贵族特权，减轻刑法，实现宗教信仰和出版自由，使科学、艺术和手工艺得到繁荣，通过国民教育培养公民和人，等等。

教育在拉季舍夫的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他在《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中以两章的篇幅集中论述了教育问题，其他揭露与批判农奴制和沙皇专制制度的章节也涉及了教育问题。谈论教育问题较多的作品还有《谈谈祖国的儿子是什么样的》（1789）、《乌沙科夫生平》（1789）、《论人、论他的死和永生》（1792—1796），等等。

拉季舍夫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热爱祖国的公民和具有善良感情与高尚品德的人。他指出，贵族地主道德的反动腐朽和丑恶言行是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必然结果。拉季舍夫揭示说，君主专横独断和长官权力无限的行为危害着热爱祖国的公民的成长，压制着人们的情感与理智。他认为，真正的爱国者就是那些能为受压迫人民的幸福并与专制制度积极进行斗争的人；公民是为国家服务而不是听命于长官的，必须学会抵制身居高位的暴君，保持自己的独立精神。

拉季舍夫谴责当时盛行的让贵族少年服军役的传统教育方式。他写道：“一提起军役这两个字，就使我全身热血沸腾！可以万无一失地说，在服军役的100个贵族少爷中，有98个成为浪荡公子，只有两个到老年时，或者更正确地说，在未老先衰之年，成为善良的人。”[94]贵族们把自己的男孩送去服军役，只不过是为了使他们更早地取得官衔，也就是所谓“少年得志，升官晋爵”“嘴上没有毛，便已成了显赫的大贵族”。但是他们在军中什么也没有学到，只是养成了一些上流社会的恶习恶德。拉季舍夫反问道：“要是你的儿子，显赫的大贵族，看不起有功勋有才德的人，因为这些人憎恶阴谋诡计，钻营奉承，因此他们只能在宦途上爬行，对此，你能不痛心吗？你的宝贝儿子笑容可掬地夺取他人的财产、荣誉，毒害并杀死人们，虽然往往不是贵人亲自动手，而是假手于他的心腹爪牙，看到这种情况，你能不放声痛哭吗？”[95]

拉季舍夫批评了当时教会讲习所的教育大纲和教育方法。他指出，这些中等教会教育机构是些“几个世纪以前的老古董”，“至今”还被亚里士多德和烦琐哲学“统治着”；盛行死记硬背的方法，但让学生所熟知的只是“原文的评注，而不是使作者流芳百世、至今人们仍爱读的佳作本身”，“只懂得拉丁文并不能满足理智对科学知识的渴求”。[96]拉季舍夫对别茨科伊提倡办的寄宿教育和教养机构也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在教育与社会隔离的条件下不可能形成年轻人的社会志向与兴趣。他还批评了当时西欧和俄国共济会在知识分子中传播的神秘主义。如上所述，诺维科夫在其从事文化教育启蒙的第二阶段也曾受到共济会的消极影响。拉季舍夫写道：“你打开最近出版的神秘性著作，就会以为我们正处在烦琐哲学和相互争辩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人们的理智只关心言辞，而不考虑言辞中有无意义；在这个时代里，人们认为哲学的任务是探讨针尖上能容纳多少灵魂，并要真理研究者去解决这种问题。”[97]他强调，既然我们的后代有可能误入迷途，不去研究自然现象，而是去追逐幻想，那就应该有人能写出一部有益的作品，以揭示人们的思想向真理前进和堕入谬误的过程，“从而使某些人免于走上有害的道路，并阻止不学无术之风蔓延滋长”[98]。

拉季舍夫重视智育。他认为通过智育既要让青年学生掌握知识，又要使他们的心智得以发展。拉季舍夫强调，本族语是任何教养的基础，通晓本国语言对人的精神成长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他写道：“我最关心的是要你们通晓本国的语言，会用祖国的语言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阐明自己的思想。在阐述思想时你们能运用自如，而不是抓耳挠腮，汗流浃背。”[99]他还以自己作品中年轻主人公的名义提出这一问题：“如果科学不是只有通晓拉丁文的人才能问津的奥秘，如果用民族语言来讲授科学知识的话，对教学该多么有益啊！”“为什么我国不开设用通用的语言、用俄语讲授科学知识的高等学校呢？若真能如此，则大家都能听懂讲课；教育就能更快地普及，一代之后，就会有200个受教育的人来代替一个懂得拉丁文的人；至少，每个法庭上将会有一个懂得什么是法学和教义的法官。”[100]拉季舍夫强调俄语教学重要性的这些言论，是针对俄国欧化过程中贵族在家庭和学校教育中极度轻视民族语言的畸形现象而发的。但是他深知俄国的科学与文化大大地落后于西欧各国，因此，他也主张年轻人掌握拉丁文和多种外语（法语、德语和英语），以便阅读原著，了解各国的情况和扩展自己的知识领域。他特别指出，“顽强的自由精神”表现在这些语言之中；学习这些语言，“也能使理智习惯于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必需的正确概念”。[101]拉季舍夫反对机械灌输，强调启发引导。他写道：“在你们是幼年和少年时期，我从未以现成的论断或别人的思想强加于你们的理智，也未以多余的东西加重你们记忆的负担；而是在你们开始感觉到自己理智的力量时，给你们指点获得知识的道路，让你们自己在展现在你们面前的道路上前进。”[102]

与智育相比较，拉季舍夫更加重视儿童和青少年的品德教育。他还要求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遵循卢梭的自由教育思想，拉季舍夫坚决反对强制性的教育。他认为，父母与孩子的关系应当建立在相互尊重、热爱和合理要求的基础上，并指出，这无论是对社会还是对儿童个性的发展都是有益处的。拉季舍夫强调：“如果父子之间的关系不是建立在内心温柔感情的基础上，那么这种关系当然不会牢固；尽管有一切法制，也是不会牢固的。如果父亲把儿子看作奴隶，从法制中寻求自己的权力，如果儿子为了遗产才尊敬父亲，这对社会有什么好处？不过是在其他众多的奴隶中再加上一个奴隶，或是把蛇抱在怀中而已。”[103]他又说：“你们从幼年起就没有感受过强制。虽然你们的行动由我引导，但你们并不感到我在指点。我对你们的行动总是预先察觉，预为防范；我不希望在我的管教的压力下，你们经常处于战战兢兢或俯首贴耳的状态。正因为如此，你们的性情不能容忍狂妄的命令，而喜欢友谊的忠告。”[104]

拉季舍夫十分重视情感教育，而且谈到各育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如说：“你们会绘画，会画动物和植物，会画大自然的主宰者——人的容貌。在绘画中你们能找到真正的乐趣，不仅能找到感情的乐趣，而且能找到理智的乐趣。我教会了你们音乐，为的是让颤动的琴弦使你们精神振奋，心旷神怡；因为音乐能够激动肺腑，使我们养成善良的性格。我还教会了你们击剑这一野蛮的技艺。但愿你们的这一技艺无用武之地，除非人身安全要求使用它。我希望，这一技艺不致使你们蛮不讲理……不要羞对人言，你们会挤牛奶，能做菜汤和稀饭，会烤味美适口的肉。只有自己会做，才能教别人去做；知道行之艰难，才能宽以待人。”[105]又说：“如今你们已经到了热情奔放但尚未完全自觉的时候，一切外界的事物都开始激动你们的感情，在你们的内心里荡起危险的涟漪……我一直使你们保持情操的纯洁，不受有害的冲击，但是我并没有以无知之幕向你们隐瞒耽于逸乐的致命后果。你们曾经看见，滥用感情是多么卑劣，你们厌恶这种行为……”[106]为了使年轻人进行自我管束，拉季舍夫认为应该为他们建立个人生活准则和社会生活准则。他所说的个人生活准则，其核心是适当地运用个人的体力与情操，以保持身心健康。为此，必须经常练习自己所掌握的艺术、技术和手艺以便保持自食其力的能力，并使身体健壮、精神振奋；要节制饮食，只进保持健康所必需的食物；要穿戴整洁，注意清洁卫生，但这方面不要做得过分，在需要帮助别人解决困难问题时，不要怕弄脏了手脚和身体，要“到受人鄙视的茅舍去；去慰问贫苦的人们；尝尝他们的饮食，给予哀伤的人以快乐”[107]。拉季舍夫强调，只有通过体力、心灵和智力劳动，才能使知、情、意逐渐趋于平衡，“舍此别无他法”。因此，他劝告年轻人说：“去从事体力劳动吧，你们的热情就不致于如此强烈地波动；去从事心灵的劳动吧；锤炼你们善良的心和丰富的情感，发扬同情、慷慨、宽恕的精神，你们的热情就能达到美好的结果。去从事智力劳动吧，读书、思考、寻求真理或探索事故的原委，理智就能支配你们的意志和热情。”[108]拉季舍夫还告诫人们，当理智占据上风时，不可失去热情，“不要以为你们应该成为完全没有热情的人”[109]。他认为热情会使人产生善良的冲动，并把完全没有热情的人称为“蠢人”和“怪诞的木偶”。[110]拉季舍夫指出，热情要适度，并受经验、心灵和理智的指导，“过度的热情是毁灭；没有激情是道德的沦亡……如果经验、理智和心灵把你们的热情导向崇高的目的，那就不要用令人萎顿的过分慎重去限制它，不要制止它展翅飞翔”[111]。他还说：“摒弃坏主意，不做坏事情，这还不是美德。”[112]在论及社会生活准则时，拉季舍夫写道：“社会生活的准则与遵循人民的习俗和风尚、遵守法律或奉行美德有关。如果社会上的习俗风尚与法律没有抵触，如果法律并不阻碍美德的推行，那么，遵守社会生活的准则是容易的。但哪里存在这样的社会呢？在我们所知道的各种社会中，风尚与习俗、法律与美德之间充满各种矛盾，因此履行人的义务和公民的义务就变得困难了。因为它们往往处于完全对立的地位。”[113]那么，年轻人应当怎样行动呢？拉季舍夫指出：“因为美德是人类行为的顶峰，所以履行美德不应受到任何阻碍。如果遵循习俗和风尚、遵守社会奉为神圣之物的法律和宗教法规会使你们背离美德，那你们就对它们置之不理。永远不要以胆怯的慎重为借口掩盖破坏美德的行为。”[114]可见他是将履行美德摆在首要位置的。其次，拉季舍夫认为，当遵循风习而违反法律时，年轻人应守法。但是他强调说：“假使法律或国君或世界上某一个政权怂恿你违背真理，破坏美德，你要坚定不移地维护美德。嘲笑不要怕，折磨不要怕，病痛不要怕，坐牢不要怕，连死也不要怕……如果他们处死你，侮辱你，那你将千秋万代地活在高尚人们的心中。不要把行为中的软弱称之为明智，这是美德的第一个大敌。”[115]拉季舍夫还为年轻人提出了一条重要的生活准则，这就是：“一切行为要能得到自己的尊敬”，要做到在“独自一人扪心自问时能够不仅不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而悔恨，而且可以怀着尊敬的心情看待自己”。[116]他要求年轻人保持自尊自爱，“尽可能不做奴才相”；他谴责每逢节日一清早就去拜望达官贵人以猎取功名的鄙俗风尚，指出它既“表现了拜谒者的懦怯灵魂，也表现了受拜谒者的狂妄自大和愚昧无知”，并告诫青年们“切勿超出履行职务的范围而迈进奴颜婢膝的门槛”。[117]拉季舍夫甚至把自杀视为勇敢行为，认为当人们因恶劣环境无法履行美德，当他们被逼到绝境、无处可以逃避压迫时，可以为保住人的尊严而结束自己的生命。

拉季舍夫由于撰写和出版了《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而被捕，开始被判处死刑，后改判流放西伯利亚。死刑的威胁和流放并没有能使他放弃自己的政治信仰和主张。1796年叶卡捷琳娜二世死去后，拉季舍夫得到赦免。由于无法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又不愿苟且偷生，他于1802年9月24日服毒自杀。

拉季舍夫被认为是俄国生活导师队伍中首屈一指的人物。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和教育思想对十二月党人[118]和革命民主主义者世界观的形成与活动产生了重要影响。

综上所述，古罗斯本是一个欧洲国家，经过两百多年鞑靼蒙古的统治，以莫斯科公国为中心形成的俄国成了带有浓厚东方色彩的封建专制主义的农奴制国家。一直到16世纪末17世纪初，俄国社会与教育的发展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近300年。17世纪20年代，俄国在克服内忧外患之后走上了重新欧化的道路。但是在17世纪，俄国主要是引进西欧的军事和工业技术，对西方的思想和价值观念抱着强烈的抵制态度，其社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仍很缓慢。17、18世纪之交，俄国进入彼得一世执政时代。为了改变俄国远远落后于西欧先进国家的状况，彼得一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大大地密切了俄国与中欧、西欧国家的联系，极大地促进了俄国工商业与文化教育的发展。18世纪中、后期，俄国经济得到进一步发展，城市增多，国力增强，已成欧洲大国之一。但宫廷和一部分贵族家庭的生活与教育欧化到脱离本国人民的地步，且沙皇专制制度和农奴制度继续加强，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步。18世纪俄国的教育思想是作为社会政治思想的有机组成部分在上述社会历史背景中发展起来的。在彼得一世改革时期，进步的社会活动家和思想家拥护彼得一世的改革措施，强调教育的作用并扩大教育的范围，为国家培养有用的人才。在18世纪中、后期，他们强调本民族语言的教学地位和民族文化科学的发展。先进的社会思想家如拉季舍夫、诺维科夫等提出了通过教育培养祖国的儿子和公民的问题。18世纪先进思想家和科学家的教育活动及其思想为19世纪俄国文化教育的繁荣和进步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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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18世纪北美的殖民地和美国的建国

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是它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生活和民族形成的反映，是对北美13个殖民地的完全建立向美国的国家建立的转型过程的反映。它尽管没有法国那般绚丽多姿，但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境遇，因此也呈现出适合于其时代特征的风采。

自1492年10月哥伦布发现通往美洲的航线以后，欧洲国家诸如西班牙、法国、荷兰和英格兰等国的冒险家和殖民者冒着惊涛骇浪，穿越大西洋的浩渺烟波，来到北美这块广阔无垠的地域，逐渐建立起他们各自的殖民地。时光荏苒，在北美的西、法、荷等国少数民族占有大片的土地，实行农奴制，而且这些国家的重商主义的各种严厉限制，扼杀了殖民地的自由贸易。他们的移民只限罗马天主教徒，不能吸引大量拓殖者；政治上的专制主义窒息了一切自由和权利，使这些国家的殖民地相继寿终正寝，而英格兰的殖民地却繁荣昌盛起来。[1]因此，历史学家更多使用“英属殖民地”来研究北美殖民地，[2]从1607年到1733年，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先后建立了13个殖民地。英属13个殖民地的最后两个殖民地，即特拉华和佐治亚殖民地分别在1703年和1733年成立。

经过一个世纪特别是经过1756—1763年英法七年战争的争夺，北美大西洋沿岸一带及其西侧成为英国的势力范围。到独立战争前，农业成为殖民地经济的主体，90%以上是农业人口，13个殖民地形成以发展资本主义为主要趋势的三种类型的地区。新英格兰地区资本主义工商业比较发达，是美国资本主义的发源地；中部殖民地以农业为主，出产小麦，畜牧业发达；南部殖民地以资本主义种植园奴隶制经济为主，烟草和靛蓝是主要作物。

北美殖民地是一个移民地区，从最早来自英格兰的移民到1760年，殖民地的移民及其后裔共159万人。1775年独立革命爆发时，猛增到250万，其中黑人奴隶占50万，契约佣仆占白人移民的相当数量。欧洲移民除主要是英格兰人外，还有来自爱尔兰、苏格兰、德意志、法国和荷兰等国的人。北美殖民地来自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移民，经过几代人的长期生活，使用共同的语言即英语，发展着共同的文化，逐渐成为美国本土居民。

随着英属北美13个殖民地的建立和发展，社会阶级矛盾错综复杂。有英国殖民当局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有殖民地新兴资产阶级和种植园主及其政治代表同殖民地广大人民的矛盾；有种植园奴隶主同黑奴的矛盾；有白人、印第安人之间的矛盾；还有各个殖民地之间的矛盾。而在这些矛盾中，宗主国殖民当局同北美殖民地人民的矛盾逐渐成为主要矛盾。

18世纪40年代随着宗教复兴而纷纷出现了宗教分裂运动，即“大觉醒”运动，其结果是宗教团体的数目锐增。“大觉醒”运动最著名的代表是马萨诸塞的乔纳森·爱德华兹，他为“大觉醒”提供了理论基础，他是北美洲最有才华的神学家。[3]他改造了加尔文教义，使感情在教义中占了主要位置。他的教义强调一位全能的上帝对无能者感情的冲击力。他坚持说，认罪和皈依宗教都是势不可当的感情上的体验，是人类躯体几乎难以容纳的，上帝是圣灵的动因。热心追随“大觉醒”运动的教徒舍弃旧教会而另建新教会，其教义及入教标准也更加严格。另一位牧师乔治·怀特菲尔德在讲道中提醒人们，没有任何个人能确保获得拯救，除非他或她通过深刻地认识到人之罪恶和上帝救赎之仁慈而“再生”。[4]“大觉醒”运动的结果是教徒们大胆地抛弃了过去的传教士。到18世纪下半叶前期，五花八门的教派使人人都可以找到适合其需要的传教士和宗教。

“大觉醒”运动的原因在于教会中教规日益松弛，形式主义之风日盛，宗教分歧越来越多。“大觉醒”运动被看成18世纪美国独立革命前美洲各殖民地的第一次重要的运动。它进一步削弱了殖民地各传教组织和教士的权威，出现了更大规模的教派分化，最终使教权隶属于世俗权力。

宗教带有功利主义，“大觉醒”运动刺激了学校和学院的建立。特别是正规教育随着颁发学位的学院的激增而出现，它还促进了较大的宗教团体之间在创办学校方面的竞争，因为他们都认识到，未来的力量有赖于对青年教育的控制和在自己创办的学校中培训牧师。同时这些学校尽管旨在培养牧师，但不能仅仅作为神学院而存在下来。“在学术语言、文科以及有用的技艺和科学，尤其是在神学方面为年轻人提供教育，为他们从事圣职和其他优美的职务做准备。”[5]

显然，“大觉醒”运动推动了美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但它仍然具有强烈的宗教性质和宗教目的。

殖民地进出口贸易是殖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殖民贸易的普遍特点在于大量出口原材料，进口工业品。至美国革命前，主要进口货物已出现多元化发展：有原材料，包括煤、羊毛和棉花；有未加工食品，如茶叶、水果和胡椒等；有加工食品，包括酒、奶油、面粉和糖；有半加工工业品，主要是生铁、木材和靛青等；有工业品，包括鞋、衣及包装木桶等。而出口货物主要有弗吉尼亚的烟草；南部种植园的稻、靛青；新英格兰地区的粮食、畜牧、水产品、木材和皮毛；中部殖民地的小麦、面粉、面包和饼干等。殖民地的进出口贸易为殖民经济发展建立了一个重大的发展战略，即以原材料生产为中心，发展出口市场，增加收入；然后从母国进口工业产品和额外劳力与资本，推动殖民地的进一步开发，实际上形成了北美13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经济共同体。毫无疑问，殖民地仍属农业社会，查尔斯·比尔德甚至把从殖民地开始到杰克逊时代划分为农业时代[6]，农业人口与农业产值均占总产值的90%以上。但如果从工业化的前提分析，殖民地的工业萌芽与成长具有自身的历史价值，否则19世纪美国工业化的起飞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殖民地的工业主要有造船工业、原材料工业、手工工业，北美殖民地工业以造船工业为龙头，以原材料工业为主体，以手工工业为基础。[7]从大量的殖民地教育研究的成果中，并没有反映出这种殖民经济、殖民地工业和教育之间构成什么关系。从当代的国际经济一体化对教育提出的要求角度来看，殖民经济并没有对教育提出何种要求；从教育现代化的动力源于工业化的理论假设角度来分析，殖民地的工业也并没有推动殖民地的教育发展。研究表明，美国教育前现代化的动力来自殖民地经济和地理环境背景下的殖民地的宗教文化和政治。

殖民地的文化也包括一定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国民心态、国民性格、行为取向等。我国学者在给美国文化下定义时确立了美国文化的主导模式，即信仰新教的美国白色人种为代表的文化，所谓WASP[8]文化。它的主要内涵是：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出身于盎格鲁—撒克逊种族的新教徒政治、文化、宗教信仰以及价值观为代表的主流文化。[9]在这种模式中，“新教”显然是美国文化的核心因素。在整个殖民地时期，新教各教派是北美的主要宗教势力，新教是指路德教和加尔文教。加尔文教徒在英国也叫清教徒，迁往北美的清教徒大多是加尔文教徒。新教是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中从罗马天主教中分化出来的一个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教派。在英国宗教改革后形成了清教运动，反映了新兴英国资产阶级、新贵族、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部分农民反抗专制政府的斗争。在北美的清教徒中除了新兴资产阶级外，还有农民、手工业者和城市平民。据统计，仅1628—1640年就有2万清教徒移民到北美。到1775年，“10个人中9个至少是名义上的新教徒”[10]。毫无疑问，殖民地的文化是一种以新教为核心的宗教文化。它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殖民者的心态、殖民者的性格、行为取向等都带有强烈的宗教特征。毋庸置疑，教育在殖民地时期主要体现它的宗教文化和政治功能，因而具有强烈的宗教性。

文化的宗教性决定了教育的功能和教育参与的规定性，而教育的权力和权利却依赖于宗教政治，具体地说是清教徒的政治原则。“鉴于清教徒的政治观念和道德观在美国的国民特征的发展过程中一直是一种强大的力量，因此首先应该把注意力集中于清教徒的政治原则。”[11]在清教主义的学说中，精神因素比礼仪因素远为重要，清教徒谴责讲究烦琐仪文的礼，他们痛斥英国圣公会，否认教会传统、先例和律法的约束力，断言《圣经》是人类行为的唯一权威的指南。他们完全依靠《圣经》，把它作为一切公私行为的准绳。“《圣经》中无疑有一个上帝亲自建立的现世政府，任何国家只要能被说服进行试验，就可以享有政府的一切目的和效果。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就会贬损《圣经》的充实和完美。”[12]清教徒的整个政治制度是建立在对《圣经》的解释上的。这种政治制度可称为僧侣政治，教士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他们支配着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和宗教生活以及一切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当然，其中包括教育问题。美国人从一开始就把教育问题作为公共政策的一部分。

北美从英属13个殖民地的最后建立到美利坚合众国的成立，是在18世纪完成的，这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转折点。而18世纪美国的教育思想正是随着这个历史转折而逐步形成的，并具有自身独特的思想内涵。美国独立革命是美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历史学家在总结其革命过程时划分了以下阶段，即1763—1775年4月为独立革命的酝酿阶段；1775年4月—1777年10月是独立战争开始阶段；1777年10月—1780年12月是独立革命的相持阶段；1781年1月—1783年9月是独立战争的胜利阶段。美国的独立革命期间最重要的是诞生了《独立宣言》，它是1776年7月4日在大陆会议正式通过的。《独立宣言》是美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它充分表达了资产阶级争取民主、自由、平等和民族独立的政治主张，体现了资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和独立革命的革命性质。这是美利坚合众国独立和诞生的标志。在北美独立革命前夕和独立革命期间，涌现出了一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启蒙思想家、政治家，其中代表人物有本杰明·富兰克林、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托马斯·杰斐逊、托马斯·潘恩、诺亚·韦伯斯特等。而18世纪的美国教育思想便是以这些启蒙思想家和政治家的思想为代表的。

但需要指出的是，这些思想家们在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时，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革命后建立的美利坚合众国或为巩固新生共和国的需要。由于美国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立和巩固经历了一个由邦联制到联邦制时期，即州权为主的由合州国到联邦为主的合众国时期，因此反映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的文献具有这样一个特征。如富兰克林、杰斐逊等都曾为宾夕法尼亚州、弗吉尼亚州提出过教育计划，宾夕法尼亚州教师要求忠诚宣誓，波士顿的公共教育制度，德怀特（Timothy Dwight）论革命后时期青年的学院教育，杰斐逊改革威廉—玛丽学院计划，拉什提出宾夕法尼亚公共学校制度等都是在邦联时期提出的；华盛顿、韦伯斯特以及美国哲学会的教育征文等都涉及联邦政治的需要，典型的是华盛顿的《论国家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韦伯斯特的《联邦教学问答法》、拉什的《论国家大学》的必要性、拉什的《论适合于共和国的教育模式》、诺克斯的《论国家教育制度》《弗吉尼亚众议院国家大学决定》。[13]

由于美国的国家形成与民族形成与西欧不同，它是先有国家，后有民族。确切地说，美国的独立革命前还没有正式形成美利坚民族，它是在反对美国宗主国压迫过程中逐步形成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不是民族产生了革命和国家，而是革命和国家产生了民族。“独立以前，美国人既是英国的臣民，又是马萨诸塞、纽约、弗吉尼亚或另外某个殖民地的公民。独立以后，他们就不是英国人了，但是还没有成为美国人。还不存在一个美利坚国家要他们效忠。”[14]因此摆在思想家们面前重要的教育问题，不仅是如何为美国国家制度培养人才和培养美国国家的忠诚感，而且更是如何使美利坚民族形成，因此韦伯斯特敦促拼音改革、论美国语言的重要性和“道德教学问答法”，富兰克林论德国移民的教育，杰斐逊反对在国外学习，韦伯斯特反对美国青年的欧洲教育，佐治亚议会宣布在欧洲学习的青年应当是外国人等思想[15]都是为美国建立初期的民族主义的需要而提出的。

另外，在美国独立革命和建立与巩固共和国的过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的宪法、法律。从《独立宣言》的提出和颁布，到各州的宪法制定，至美利坚合众国宪法的产生都是国家建立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研究的是，在这些宪法、条例和法律中反映出的教育内容无疑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节 18世纪美国启蒙思想家富兰克林的教育思想

美洲新大陆的启蒙运动从1765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875年。而在1765年之前欧洲已经完成了科学、哲学以及宗教的一系列变革，新大陆成为接受启蒙运动思想的最大空间。新大陆的思想家们通过各种途径跨洋搬借欧洲的科学成果，移植欧洲新的自然观和思维模式，接受新的宇宙概念，想象支配整个宇宙的客观科学规律，并从自然的客观性和规律性中引申出社会平等的概念。新大陆的启蒙运动不断吸取欧洲思想文化的营养，如富兰克林通过阅读艾迪生（Joseph Addison）的杂志《旁观者》（Spectator）而形成自己的语言风格；研究英国的宗教争端而接受了自然神论；学习英国学者牛顿的著作而充实了自己的科学知识。美国启蒙运动时期有两位著名思想家，即乔纳森·爱德华兹（Jonathan Edwards，1703—1758）和本杰明·富兰克林。历史学家是这样评价这两位思想家的：“爱德华兹象征美洲文化中居主导地位的宗教倾向及其实际潜流。对殖民地时期美洲另一位伟大天才本杰明·富兰克林的考察表明，当时正在发生的日益向世俗化的转变中也有宗教潜流。”[16]爱德华兹是北美殖民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和神学家，是新英格兰最后一位也是最有天赋的加尔文主义捍卫者，许多方面都称得上是最为出色的美国清教徒。爱德华兹的教育思想也受到了殖民地文明的限制。在18世纪30—40年代出现的清教复苏即所谓“伟大的觉醒”运动，就是从他从事传教工作的北安普敦教区开始的，因此他的教育思想是与殖民地时期这个最大的运动联系在一起的。他从加尔文主义思想出发，阐述的教育问题都是以他的神学思想为基础。他在论《智者学校》（The Schools of the Prophets）[17]中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点。他说，虽然可以认为干涉学院的事物超出了我的正常范围，但是我将冒昧地成为一个英国人（对公共事务自由地发表思想）和成为一个耶稣基督的牧师（无疑可以对涉及其主人的领域自由地发表思想）在一些事情上针对那些社会提出我的意见；原初主要意图就是培养人，使他们适合做牧师职务的工作。爱德华兹指出，应当考虑的是，那些学院应当进行很好的管理，这样它们才会成为事实上的虔诚的养成所，否则它们会从根本上被摧毁和损坏；它们应当严密地组织，这样罪恶和懒惰才会无处可存。学院允许在耶稣会中存在，因为它的意图就在于：培养具有基督教知识和忠诚方面的青年人，使他们适合于做神圣基督的牧师。他对一所学院的事务有些了解，经验属于直观性的和治理性的。他始终认为，组织好基督教会学院是有用的，因为如果没有美德、虔诚和勤奋，一切将失去存在之理。学院对于真正虔诚的人是最大的受益之场所……如果没有任何学院，但又要牧师培养青年人的观念，让学院把人培养成为耶稣基督的使者，把灵魂带到天国，可以想象那是最大的愚蠢和荒唐。应当全面而实际地关注罪恶和懒惰在学院中是不能容忍的，因此学院的意图无疑是使用特别的方法培养学生，它们应当是神圣的学院，它们应当是虔诚和纯洁的温泉，应采取措施教门徒进行人文学习，以宗教来教育他们，带领他们进入到真正的圣洁境地。如果这些养成所的主要意图是培养人们传授基督，那么意义最大的是应当关心和采取措施把他们带到学院来接受基督知识的教育。在公共祈祝者中习惯于把这些学院称为“智者学校”（The Schools of the Prophets）。如果它们是学校，把年轻人培养成为智者，那么当然应当非常关心把他们培养成为基督徒。

由于爱德华兹的思想旨趣上更多的是清教主义的，与18世纪其他启蒙思想家的教育思想相比，差距较大，因此本节重点研究的是富兰克林的教育思想。

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1706—1790）是美国早期的一位有影响的启蒙运动思想家、实验科学家、政治活动家和自然神论者，但他还应当是一位美国早期启蒙教育思想家。他于1706年1月17日出生于波士顿的一个平民家庭，其一生当过印刷作坊的学徒、排字工人、议长、外交官等。他开过印刷厂，办过报纸，创办了《贫穷的理查德年鉴》（Poor Richard’s Almanck），从事过新闻出版事业和科学试验，发明了避雷针，积极参与政治活动和革命活动，是《独立宣言》起草委员会的成员，并在上面签了字。重要的是，富兰克林从事大量社会活动，他的启蒙教育思想与这些活动是紧密联系的。他先担任费城邮政局正副局长数年之久。他建立了市警察局，组织了自愿救火队，创办了“青年教育学院”（后来改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创建了一个巡回图书馆。1743年，他积极参与美国哲学学会的创建活动，还是费城科学院的创办者。他在1790年4月17日去世，遗留下来大量文章和书信。在教育方面，美国教育史学家利帕在编辑富兰克林教育思想文本时提到了富兰克林的“给一位青年商人的建议”《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Proposals Relating to the Education of Youth in Pennsylvania，1749）、“英语学校的思想”（Ideas of the English School）、“改进的穷理查”等。[18]瑟·柯恩在《美国教育文献史》中编入了富兰克林的自我教育、“读书社”上讨论的问题、富兰克林论学院教育的些许价值、富兰克林的达致道德完善计划、富兰克林论费城教育保守主义等文献。[19]富兰克林于1743年发表了《关于推进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用教育的倡议》（Proposals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 Among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n America）。由于富兰克林代表美国新兴的中产阶级分子，因此其启蒙教育思想带有强烈的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性质；他的理性道德观直接决定了他的清教伦理和教育思想，他对学校制度的阐释反映了他对美国现代教育制度建构的设想；重要的是，他在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提出了民族性格的培养和美国化的教育思想。

一、富兰克林的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

毫无疑问，富兰克林的社会价值趋向明显是中产阶级的，因此研究他所处那个时代的社会结构中的中产阶级，成为分析富兰克林启蒙教育思想的基本前提。我国有的学者认为：“美国经济现代化的母体是一个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农业社会，这个中产阶级社会是由新的人民在新土地上建立起来的。”[20]首先，从北美的阶级构成上来看，无论出于什么目的来到美洲的移民，就其社会地位而言都属于中下等阶层。移民中有的成为独立的农场主，绝大多数人跃升为中产者。北美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结构：上等社会主要是种植园主、银行家、进出口商和其他具有高级职位的人，下层阶层由契约奴与黑人奴隶所组成；社会的主体是中产阶级，主要是由农民、工匠、小商人和职员等组成。其次，以中产阶级为主的农业社会。殖民地时期形成的中产阶级社会，由于农场主阶层在中西部的出现而扩大。西部边疆除农场主外，还有各种职业的人，如以猎取毛皮为生的猎户和律师、商人、教士、医生，但大多数人是定居的农民。这些人构成了18世纪和19世纪前期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美国农业社会。但是这种农业社会与欧洲封建制度下的农业社会之间是有区别的。不断流动是美国农业社会的重要特性。再次，中产阶级社会得以保存的条件在于：社会地位的决定因素不是出身门第或特权，而是工作与财富。正如富兰克林所指出的，美国人不问你是什么人，而问你有何等能力。因为他们所推崇的是能力，而不是家庭背景。因而，社会的经常变动，使阶级界限变得模糊，一个固定的显贵阶层难以形成，这使得美国的中产阶级社会得以延续。最后，中产阶级社会的民主传统。从历史上看，北美早期的民主因素来自宗教宽容与宗教契约，这取决于西方基督教文明。因为来自欧洲各国的移民都有各自的基督教信仰，宗教宽容成为其得以共存的必要条件，宗教宽容的发展为政治宽容提供了多元民主的基础。而富兰克林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启蒙教育思想正是以这种中产阶级为主体的社会为基础的。

美国社会教育史学家柯蒂认为，富兰克林的教育思想是实用主义的和功利主义的[21]，旨在促进中产阶级的利益，代表着渴望在社会上能提高其地位的新兴的中产阶级，也就是说最适合中产阶级的需要。他认为，应该训练青年“凭着尊重自己、尊重国家的信念来服务大众，并使他们能在商业方面有所成就”[22]。他与洛克一样，在他的思想中，形成良好的习惯比单纯的获得知识要重要得多。因此，他认为有价值的课程是那些有助于政治上获得成功的课程；这种政治就是贵族不能再垄断的，还有那些对商业、中产阶级所从事的职业有益处的课程，良好的道德，尤其是忍让、秩序、勤劳、节俭以及他亲身体验所领悟的美德，还有很好的英语，这些是中产阶级和下层阶级人们之间所需要的区别；在课程设置上，应当有数学、会计、商业史、自然哲学、机械等实用性内容。

富兰克林是他那个时代提倡功利主义、实用主义教育的典型人物。在他看来，知识必须为人所理解，更须对人产生实际效用：所谓学以致用，教育是生活的一部分，知识是进步社会的组成环节，教育和知识是为人生和社会服务的。他在1743年发表了《关于推进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用教育的倡议》，体现了他普及实用知识的具体方案；1749年发表了《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这是富兰克林为一个城市制订的教育计划。制订这个计划具有一定的历史和时代背景，因为当时的费城是十三个州中工商业最发达的城市，费城城市的发展和繁荣需要生产力的提高，而传统的崇尚古典的博雅教育显然是不符合时代潮流的。拉丁文法学校严重脱离劳动生产的需求，而在费城出现的由私人传授实用技艺的补习学校吸收广大的劳动者。这些修业期短而收费低廉的私立技术学校造就的机械工人、售货店员、文牍人员、测量人员、翻译人员等，极大地满足了费城的实际需求。富兰克林以其富有远见卓识的眼光和怀有民主思想的精神倡议建立文实学校，正式向具有浓厚传统的古典拉丁文法学校提出挑战，同时使建立于民间的实科学校取得合法性地位。

富兰克林的中产阶级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对富兰克林的学园计划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在美国，学园是教育现代化过程中殖民地时代的拉丁学校、私立学校和公立中学之间的转型制度，在本书看来，它具有前现代性特征和现代性特征。

二、富兰克林的道德观及其教育意义

富兰克林的中产阶级功利主义思想不仅表现在他主张教育为现实生活服务上，而且也体现了他的中产阶级道德观，而这种道德观被赋予了一定的教育意义。富兰克林主张个人主义的道德观或理性利己主义的道德观，认为这种道德观是与在北美实现自由贸易、自由经营工商业、自由发展社会生产的政治理想相适应的，实际上就是中产阶级的道德观。但他在强调个人主义道德的同时，把个人的道德思想与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考虑，他认为，个人道德具有政治意义，一个具有高尚道德的人，定能主动地为社会全部成员谋福利，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积极作用。18世纪是一个理性时代，富兰克林特别重视理性在道德生活中的作用，认为理性是道德的立法者，反对非理性主义的道德观。因而他强调自然的或感性的善与道德的或理性的善之间的区别，认为自然的或感性的快乐持续的时间等同于有关的活动持续的时间，而就道德的或理性的快乐而言，即使有关活动已经结束，所获得的快乐仍会绵延不断，它通过回忆而常存于心中。就理性的或道德的善而言，富兰克林认为，这种善通过人道、友谊、慷慨和仁慈的活动，尽你力所能及地为别人做一切好事。这是一种常存的和持久的善，它能始终如一地使人们获得满足，它不会变化或减弱。他主张人要对过度的情欲进行自我克制；认为自我克制正是最大的善，是最高的自我满足。他还提出道德的快乐大于感性的快乐，其原因是道德的快乐接受理性的指导，而感性的快乐则缺乏这种指导。人的幸福或主要的善在于人是按照理性来进行活动的。看来，理性是人的主要能力，也是人的主要的善。这种善不是由一般的活动构成，而是由理性的活动构成，所谓理性的活动是指那些为人类所从事的，自然而然地会导致真实的和纯粹的幸福的活动。富兰克林还从自然的善与恶跟道德的善与恶之间的区别着眼，论证在伦理上的重要性。自然的善与恶是一般的快乐与痛苦，道德善与恶则是一些按照人的意向和打算而产生的快乐和痛苦。正是由于行动者有自己的意向和打算，才使行动者的行动成为善的或恶的。既然人们的真正的幸福或善产生于正确的行动，而正确的行动又依赖于正确的判断或正确的认识。因此，密切注意使自己对事物的认识符合事物的本性，正确的认识是一切美德和幸福的基础。

尽管富兰克林论述的道德观追求利他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幸福和快乐目标，但他心目中的中产阶级不可或缺的素质是他们的美德——健全的道德观念，自我克制，讲究秩序、勤奋、节俭以及其他习惯。他的传记中写到，1728年他“企图想出达到道德完善的计划”[23]，他认为一切美德中最具重要意义的有13条。根据它们的重要程度依次为：

节制：食不过饱，饮酒不醉。

少言：言必于人于己有益，避免无益的闲聊。

秩序：每样东西应放在一定的地方。每件事务应有一定的时限。

决心：当做必做。决定做之事，持之不懈地做下去。

节俭：于人于己有利之事方可花费。勿浪费一切东西。

勤勉：勿浪费时间。时刻做些有用的事。杜绝一切不必要的行动。

诚实：不虚伪骗人。思想要公正纯洁；说话亦如此。

公正：不做有损他人的事。不要忘记你应尽的义务，做对人有益之事。

中庸：不走极端。容忍别人给予的伤害，将此视作应该承受之事。

清洁：力求身体、衣服和住所整洁。

镇静：勿因小事、平常的或不可避免的事故而惊慌失措。

节欲：为了健康或生育后代起见，不常行房事。切忌过度伤体，以免损害自己或他人的安宁与名誉。

谦逊：效法耶稣和苏格拉底。[24]

重要的是，富兰克林还进行了道德践行，富兰克林在他尚未进入而立之年时就已下定决心，“希望活着的任何时候都不犯错误”，他开始系统地养成“稳健和始终如一的正确行为”。他列出了上述13条品德，并写出了相应的格言。

然后，他设计了记录自己道德行为的方法。每星期专注于践行一条特定的品德，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有错，记下这些错误，用13个星期把这些品德都整个践行一次。每个回合完成后重复一次，一年进行四个回合。为了进行这样的安排，富兰克林设计了一种小小的记录簿，每种品德占一页，每页中的格子代表一个星期中的各天和13种品德。当犯了某些错误不符合那些品德时，他就采用了一种符号记录下来。当他用这种方法清除了每页上的符号时，就可以看出他的行为的发展变化。通过13个星期每天作出的反省，他要达到的目标是有一本干干净净的记录簿。

克雷明在谈到富兰克林的《自传》所具有的教育意义时说，首先，它是揭示殖民地教育的真实状况的源泉。其次，为19世纪的美国人提供了本土教育的历史感。《自传》描绘了富兰克林心目中理想的“正在兴起的人民”的教育，它是一部教育原则的便览，促使美洲殖民地人民踏上独立的道路。最后，为世人树立榜样，这是《自传》的永久意义之所在。一方面，《自传》的出版经久不衰：最初于1791年以法文版出版，1793年用英文版出版。它在内战前的几十年中总共印刷了10多次。另一方面，《自传》成为学生使用的范文。韦伯斯特在1832年节选了《自传》，收入他主编的《供学生阅读的传记》。它的基本教益在于：“它提供了一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利用教育作为达到自己目的的榜样……有助于把一种积极进取的教育风格引进到美国人的语汇中，并且在美国人的想象中给予靠自己奋斗成功的人自我教育和自决教育一个重要的地位。”甚至有人评论说，《自传》是美国道德教育的理想典范；《自传》留给世人最重要的教导是富兰克林所说的“大胆而又艰难地达到道德完善的计划”，即通常所说的“美德的艺术”。[25]

富兰克林的道德实践还体现在他的自学精神。富兰克林的《自传》充分体现了他的自我教育思想。《自传》首先回顾了他在父亲家里阅读普卢塔克和笛福作品的情形，叙述了他在波士顿的学徒经历，描述了他在费城那几年里所从事的种种事业。富兰克林毕生喜爱阅读，他最强烈的嗜好和研究世界并扩大知识的最主要的源泉就是阅读；所获得的不同领域的广泛的科学知识是自我教育和首先是阅读的结果。“富兰克林是天才的自学者。他所知道的一切都是自学的结果，他整个一生都在自学。”[26]

三、富兰克林的教育制度思想

教育史的任何一种制度的创新都是建立在一定的教育制度思想基础之上的。富兰克林之所以对美国现代教育产生重大影响，不仅是因为他建立了具有现代性特征的学校，如文实学校、学园等，而且更重要的是，他提出这些学校建构的制度。

（一）文实学校思想

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英语学校的思想》（Ideas of An English School）的方案中。富兰克林在这个方案中规定儿童年满8岁可以入学，修业6年。他设计了每年的学习内容，只是略去了外语学习部分，因为在《关于费城青年教育的倡议》中已经提到了。学校分设文科和实科，文科称为古典学科；实科称为英语和数学学科。6年学习内容包括10类：①体育运动，包括跑、跳、角力和游泳；②书写，包括绘画和透视；③数学，包括会计学、几何学、天文学；④英语，包括文法和文学；⑤历史，包括古代史、现代史和英国史；⑥地理学；⑦辩论和雄辩；⑧逻辑；⑨道德学，包括宗教；⑩博物学，包括园艺、农业等。

在这种思想中，他希望英语学校培养的青年能够投身于各种公民生活。在语言学习方面，他认为学生不仅要学习古语，更重要的是学习英语和最有生活效用的现代外语，如法语、德语、西班牙语等；在宗教方面，他摈弃流俗的教派教学，希望学校设置一种宗教演进史的科目；在历史学科方面，青年必须练习翻译用拉丁文和希腊文著的历史名著，并学习商业史和创造文明史；在地理学科中，青年人应该学会从地图中认识各城市及其掌故。富兰克林认为，学习以上科目的目的是：使青年人养成温和的性格，善于作出贡献和恪尽职守以胜任专门工作。

看来，富兰克林所设计的文实学校兼具有实用价值的学科和有装饰价值的学科。他所谓实用价值的学科和装饰价值的学科包括：人人必须练习迅速而美观地书写有用的书文；学习绘画和透视；人人必须学会算术、会计以及几何学与天文学的基本原理；人人必须学习文法和阅读古典著作；必须学习文体和拼音。教育史学家古德把富兰克林设计的学科归纳并为三类，即英语、数学和历史。英语和数学是主要课程，而历史学科则是富兰克林所建议增设的新课程。在他的历史学科中，除学习名著外，还论述军事和政治的演变，而且含有道德、风俗、商业、实用技艺、宗教等历史发展的内容。其意图在于使从事于商业、手工业、神职人员、医药业、机械业及其他职业者能得到启发。他还认为，中产阶级必须精通英文、数学、记账、自然哲学、普通机器运转的知识，并且熟谙保持身心健康的原则。

富兰克林在《英语学校的思想》中还提到建立学校的地理环境或学校的地缘空间的问题。他认为学校应建立在人群之中，即不远离河流，学校设有花园、果园、草场以及一两块农田；设置地图、图书馆以及科学和计算的用器，以利于青年观察和实验。

美国教育史学家古德认为，富兰克林的这种制度思想体现了他的核心教育思想。[27]重要的是，富兰克林在1751年于费城建立了文实学校，并出任该校校长，亲自筹措经费，规划学校发展，1753年领取了办学许可证。

（二）学园制度思想

学园制度思想也可认为是富兰克林的高等教育思想。他的这种思想主要体现在他于1749年写就并发表的《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一文中。

在富兰克林时代，事实上没有任何学校教育体系可言。对高等教育体系来说，当时包括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在内的高等学校都处在北美这个或那个教会领导之下，它们只是培养高等级别的神职人员，因此充其量只是神学学校，而不是现代世俗大学。现实生活迫切要求建立世俗的高等教育体系，“这一问题的解决跟富兰克林的活动最密切地联系在一起”[28]。

富兰克林致力于实验科学及在他的教育计划中把它摆在重要的地位上，表明了中产阶级的功利主义。旧秩序是由传统势力所支配的；中产阶级将由理性、知识和被视为公正和自然可得的财富来主宰。科学实验的应用在于使农业、商业和工业更加有利润，日常生活更愉快。他的一个始终不变的观点是：最好的教育是实际或实用的，也是科学的；它是一种对中产阶级的子女最有用的教育。

富兰克林制定了学习外国语的内容体系。他认为外国语学习具有很大的意义；外国语的知识是很多种职业的代表者们的学业和教育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他本人研究过法语、意大利语和西班牙语，在童年时还学习了拉丁语。从学习语言中他得出结论说，学习语言从拉丁语开始是不正确的。他说：“我想提出这样的建议：谁想教育我们的青年，谁就要考虑下面情况：由于许多人从拉丁语开始花了好几年时间，可是却留在它的上面停滞不前，那么从学习法语，然后转到意大利语岂不更好一些？”[29]

18世纪中期较早从理论上阐明学园制度思想的教育思想家是富兰克林。他是在《关于宾夕法尼亚青年教育的建议》中提出这种理性思索的。它虽然只是一本小册子，但是一份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珍贵文献，因为它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建立了费城学园（the Philadelphia Academy）。古德认为，这个倡议在思想上虽然不具有原创性，倒是在思想转化为实践的需求上却具有美国的内源性。

费城学园的“宪章”中规划了两个系，一个是古典学系；另一个是英语—数学系。这两个系的设立，反映了教育制度的前现代和现代之争。由于古典学系的教师是整个学园的园长，因此把英语—数学系置于从属地位，古典学系的教师地位比这个系的教师高。当学园成为学院的附属学校时，英语学校在学院的环境中完全没有其实际地位。当时的人们根本就不相信，没有拉丁文的教育会是一种真正的教育，英语教育仅仅是为店主和机械工这些无法在社会上占据高位的人而提供的。但不管怎样，英语—数学教育制度的建立是对古典教育的一种挑战，它激发了古典教育和崛起的唯实教育之间的冲突。人们长期以来偏爱古典教育，而对实用职业加以歧视。因此，“富兰克林的创造必须视为一种超越于那个时代但远不能成功的制度典范”[30]。

富兰克林在其《自传》中说，自从费城大学成立以来，“我从一开始就是理事之一，至今已近40年了。我看到许多年轻人在此接受教育，能力日增，成为服务于社会的杰出人材，为国增了光，心中感到莫大的快慰”[31]。

四、富兰克林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富兰克林和杰斐逊这一代人的思想中所表现出来的美国民族主义教育思想与德国、法国等国家所体现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特征有许多相同的地方。通过教育培养民族性格，并使移民美国化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永恒的课题。美国教育社会史学家柯蒂认为，富兰克林时代的中产阶级不仅认同于人道主义和自助的信条，赞同商业美德和科学的广泛应用性，而且也提倡民族主义。他相信学校在塑造美国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早在1743年他发表了《关于推进英属北美殖民地实用教育的倡议》（Proposals for Promoting Useful Knowledge Among the British Plantations in America）；1753年，富兰克林提出了一项所谓通过教育以实现美国化的政策建议。

到18世纪中叶，北美社会人口猛增，大批苏格兰人、爱尔兰人、法国人、德国人和非洲人纷纷涌入中部和南部各殖民地，于是教派纷争，随之而来的是文化纷争。在富兰克林所在的宾夕法尼亚，德国移民在宗教和文化上与殖民地英国的文化显然具有很大的差异。英国当局对境内的移民采取国教同化的政策，但不同宗教的移民不能屈从，表现最突出的是德国移民。德国人因30年战祸被迫移民，他们大多是虔信派教徒，属于中产阶级。但18世纪20年代以后移民北美的德国人多数是农民，在教派上属于路德派和革新派教徒，其语言、宗教教义、思想、性格与众不同，尤其与英国国教格格不入。这种异质化的社会构成严重影响了社会安定。1727年宾夕法尼亚殖民地议会通过决议，凡16岁以上德籍男性移民必须宣誓效忠英皇。两年之后，议会又作出决议，凡移民带入境内的仆役，每人必须交纳10先令，借以限制德国人移民。英国议会提交提案，不许德国移民发表官方文件，限制德文书籍入境，在德国移民居住地区必须开设用英语教学的学校，选民必须掌握英语。富兰克林则担心，如不替德国移民的子女设立英语学校，那么大批德国移民集中的地区可能对保全“我们的语言乃至政府”会有危害的。他甚至指责德国移民企图以文化来压服英国，指责德殖民者企图把英属殖民地改为德属殖民地。因为他们不讲英语而讲德语，儿童不入英语学校而入德语学校。早在1740年他对德国移民使用德语极不放心，“几年之内，这里将成为德殖民地”。于是他写道：“不是他们学习我们的语言，而是我们必须学习他们的语言，否则就像住在外国一样。”[32]显然，早期美国历史便揭示语言是一种统一国家的凝聚力量，而富兰克林的思想充分反映了民族主义的品质。他认识到政治的稳定需要在宾夕法尼亚的德国人居住区进行英语教学。他甚至走得更远，提出了一种警告，除非在说德语的团体中建立英语学校，否则，“我们的语言，甚至我们的政府”的维护都将是棘手的事情。实际上富兰克林把教育理解为社会控制的一种手段，尤其是一种确保他自己种族群的政治和文化优越性的工具。在革命前夕，富兰克林提出了更适合于美国表音法（正字法）改革的民族主义者观念；后来他鼓励诺亚·韦伯斯特在他的计划中通过更彻底的教育民族主义形式而加强美国民族主义。18世纪中期的主流思想是美国中产阶级的思想，他们是一个革命阶级。他们不仅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结构，也创造了新的文化价值观，以与封建旧时代遗留下来的传统进行竞争。

富兰克林从1732年起每年发表一册《贫穷的理查德年鉴》，直到1757年为止，大约出版了25册。富兰克林编写的原因在于：移民潮使社会关系成分日益复杂，面对文化和宗教多元时代的到来，如何塑造一个共同价值观的社会任务迫在眉睫。富兰克林面对的是一个尚未有统一文化或者说无同质性的民族性格的社会，而造就何种价值观来培养民族性格则是对他的一个挑战。在他看来，缔造新大陆的人们的质朴、勤奋、坚忍、节约的心理状态和思想意识将有助于民族性格的形成。

尽管富兰克林的思想具有浓重的民族主义性质，但他的反种族主义精神也体现在他对教育的认识上。他深信，新兴的美国要消除奴隶制度和种族主义者人为的障碍，才能向平等、正义和美德方面迈进。他曾经协助成立几个有关黑人儿童及青年教育的委员会。他是呼吁准许自由黑人入学或替他们另建学校的运动的领袖。他认识到学校教育与就业的重要关系，设立了一个替黑人找工作的机构，必要时甚至于创办工业，雇用受过教育的黑人。

民族主义教育思想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永恒而又重要的课题。富兰克林相信学校在塑造美国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当世界各地的移民纷至沓来，学校的“美国化”作用贯穿于美国的全部教育史。

关于富兰克林在教育上的历史功绩，滕大春先生认为，他成立了共读会、图书馆和哲学会，宣扬实用之学；创建费城文实学校，改造中等教育；编著群众教材，促进美利坚民族性格的形成；消除各国移民在教育领域的矛盾，谋求生存和发展；建立宾夕法尼亚学院。我们认为，他的启蒙教育思想真正具有的意义在于所有这些教育业绩对美国教育所起的作用。

第三节 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

18世纪美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是指美国独立战争前后涌现出来的诸多思想家们根据美国建国的独特背景对国民教育进行的思考。美国教育史学家在谈到美国建国时期的教育时是这样说的：1778年独立革命后的前20年，教育思想发生了如此变化，即共和国的缔造者们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改革计划，以满足新共和国社会的需要。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的“进一步普及知识”法案仅限于一个独立的州，这与18世纪70年代的“邦联”政治体系相一致，但是，出于民族紧密联合的需要导致宪法争论，使80年代的教育计划开始寻求教育要促进更加一致的民族精神；但人们仍然没有建立一种国家控制的教育体系的构想；到了90年代末，伴随着联邦政权的政治争论，得到广泛传播的教育计划明确要求统一的公共国民教育体系，以培养民族精神。[33]这里主要针对杰斐逊、华盛顿和韦伯斯特三位思想家的国民教育思想进行研究。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主要从教育现代化的角度来认识；而华盛顿的思想是从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视角来考察；韦伯斯特由于其思想的独特性，主要研究他的语言文化民族主义关照下的教育与民族统一性的思想。

一、杰斐逊的国民教育思想

美国开国三元勋之一的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1743—1826）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同时代思想相比，以及对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的影响而言是值得研究的。[34]首先，从杰斐逊和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之间的美国早期现代化道路之争中，我们注意到杰斐逊民主道德制度的理想农业社会。其次，就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言，杰斐逊的思想可以理解为是他那个时代最突出的。他确立了教育与政府目标之间的现代关系，提出了普遍追求的教育现代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建构了一体化的现代化教育制度结构。在这个结构中，国家化、法制化和世俗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彰显出来。他所强调的教育均等的思想贯穿于美国整个教育现代化的历程，甚至于20世纪90年代依然是美国后现代教育中的最基本的二元教育价值取向。他所创立的奖学金制度思想，也许是那个时代的最有先见性、最有创造性的教育现代性思想。本书试图以他的社会、政治理论和人性学说为前提，来阐释他的国民教育思想。

（一）杰斐逊国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1.杰斐逊的理想农业社会理论

美国首届联邦政府围绕早期现代化道路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这场现代化道路之争主要在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与以杰斐逊为首的共和党人之间进行。[35]杰斐逊表达了美国农业理想主义，即为了实现他在《独立宣言》中所提出的“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的崇高理想。杰斐逊期望“使社会的每一成员容易地获得土地，以便提高获得平等机会、自由与公众德行的前景。而财富的积累将鼓励贵族制（与共和制相对立）”[36]。他认为，工业社会是腐败的和不可取的，而农业社会则不会产生腐败。他说：“我认为，我们的政府只要仍然是农业的，在数百年内都会保持美德……一旦他们像在欧洲一样互相拥挤在大城市里，那就会变得像欧洲政府一样腐败……（相反，）没有一个时代，没有一个国家曾在耕种者中产生过道德败坏现象。”[37]由此看来，杰斐逊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民主制度的、道德纯洁的农业社会。而汉密尔顿推行工业化计划，其核心是发展制造业。他更多地看到了美国所面临的严峻的经济形势，认为工业化不仅是历史的必由之路，也是美国改变现状、维护民族独立的唯一出路。在汉密尔顿看来，应仿效正在发展新兴制造业的英国，在北美再造一个工商业繁荣的新国家；而杰斐逊所追求的理想却是打破欧洲的旧制度，把工业留给欧洲走独立自耕农的农业发展道路，在美洲建立和平、安宁的世外桃源的生活。这场斗争的结果是，在政治上共和党打败联邦党人；在思想上杰斐逊的激进民主主义战胜了汉密尔顿的保守集权主义。但在经济上，关于美国现代化的第一次大辩论以汉密尔顿的主张获得胜利而宣告结束。因为汉密尔顿的工业化计划被历史证明是必需的和正确的，杰斐逊的政府也继承了汉密尔顿的大部分政策，甚至走得更远。例如，通过了比汉密尔顿时期更高的关税，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开创了美国保护制度，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且推行了广泛的领土扩张政策。“这实质上是执行了没有汉密尔顿的汉密尔顿路线。”[38]美国建国初期面临一系列国内、国际复杂形势，迫使杰斐逊由理想主义向现实主义转变，尤其是拿破仑战争与1812年对英战争而造成的严峻形势，使杰斐逊的农业立国的梦想破灭，使他认识到追求独立的经济发展与建立大工业的必要性，从而逐渐改变了自己的政治立场。本文认为，早期美国现代化道路之争反映了美国现代化的不同的价值趋向。杰斐逊强调自由、民主和道德，汉密尔顿注重私有财产；而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思想则更多地反映了他的民主、自由和道德的价值观。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有关政治理论、人性学说中领略到。

2.杰斐逊的政治社会理论——共和政体理论

在杰斐逊的观念中，存在着酷似古希腊城邦的“小型共和国”，“意指一种由全体公民按照多数确立的规则、直接而亲自进行治理的政体；而且其他各种政体依其在构成上或多或少地包含这种由公民直接治理的成分的程度，也多少具有相应的共和性质”。[39]他说：“因此每一个分区本身都是一个小型共和体，而且其中的每个人在共同治理中都成了起作用的一员，亲自行使或履行它的很大一部分法权和职责；这些法权和职责实际上被置于从属位置，同时也很重要，而且完全属于他能力所及的范围。人的智慧无法为一个自由、持久和管理良好的共和国设计一种比这更稳固的基础。”[40]所以杰斐逊把县划分为分区的规模，县对他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分区使每个公民在被召唤时都能参加并亲自行动。他们的治理的范围包括“照应他们中的穷人，管理他们的道路、治安和选举活动，陪审员提名，轻微案件的裁判，民兵的基本训练，（以及）所有那些如果由他们照应会比更大范围的县或州共和国管理得要好的事务”[41]。通过使每个公民成为治理过程中都起作用的一员，担任适合于他的职位，那么国家的独立、国家的共和宪法将会得到爱护。杰斐逊构想的这种“小型共和国”的政体限于非常狭窄的空间范围和非常有限的人口数量，因此对美国这样规模的国家，他又设想了一种代议民主制，它是分区共和政体的一个自然延伸。他说：“我应该认为它是通向一种完完全全的共和政体的最便捷的途径。它在国土辽阔、人口众多的情况下，是切实可行的。”[42]谢尔登认为，这种以代议制的形式使地方的分享民主制适合于一个大国的设想是一种完全原创的思想。

在他的理想的“共和政体”中实行直接的民主，任何一种管理形式都可以是共和制的管理形式，只要它包含由公民“直接”参加的政治行为这种组成内容。在一个国家组织里，人人都应享有平等权利。杰斐逊的分区政治社会理论成为他构建学校教育制度的基础；人民直接参与共和政体的管理思想成为他的教育普及化思想的基础。

3.杰斐逊的“人性”学说——道德意识论

杰斐逊声称，人是“一种注定要在社会中生活的动物”，因为“造物主……意图使人成为一种社会动物”。杰斐逊进一步把这种社会本性归因于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意识”。它由三种独特而相关的品质所构成：（1）人的道德选择能力，或者对善与恶的认识以及在选择善的过程中基于这种认识的行动自由；（2）一种对他人的与生俱来的认同，一种对他人的忧虑和痛苦的同情感，以及一种在他人解除痛苦和获得幸福时的愉快；（3）由这两种品质（道德选择的能力和一种对他人幸福的与生俱来的同情心）结合而来的一种天生的正义感。[43]杰斐逊进一步指出，人是为了社会交往而被创造的，但是没有一种正义感，社会交往就无法得到维持；因此人必定带着一种正义感而被创造。他和亚里士多德一样，认为“社会交往”意味着一种固有的社会本性，它以与生俱来的正义感为条件。正义感是人的一种普遍特征，而道德感、道德意识在个人中间的分布是非均衡的，道德感在一些人身上是缺乏或不完善的。因而杰斐逊认为，在道德意识存在缺陷的地方，如同视觉和听觉可以经训练变得精确而敏锐一样，可以被指导和培育。他对人通过道德教育而获得发展的能力抱有信心，像知道善并选择善、同情他人遭受的苦难、关心整个社会幸福等道德意识可以通过训练来强化，这就要诉诸教育。谢尔登认为，杰斐逊把培养个人的道德能力的责任交给了哲学家、牧师和立法者；培养公民的道德情感是立法者的事，道德意识既要求在政治生活中加以培养，又要求在其中加以实践。杰斐逊既带有柏拉图的某种思想印迹，也有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的思想痕迹。

（二）杰斐逊的国家教育体系及教育现代性思想

杰斐逊在1779年提出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精心设计了现代化的教育体系。他提议把每一个县划分为有足够面积和人口的“分区”（5～6平方英里[44]和100个公民），每个区建立一所小学。凡居住在分区中的儿童都就近入学，小学督学由县法院和本地居民推选，他们必须是民俗居民。小学学习期限为3年，用公费向所有的儿童传授阅读、写作和算术等必须掌握的知识，同时还进行历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教学。在县级设立普通中学的公共教育形式，它是由县办或几个县联合办的。全州设20个中学区及相应的20所普通中学，传授拉丁语、希腊语、英语、地理学和高等数学知识。每一年都将对小学毕业的儿童举行“公正的考试”，以便决定在“才华和品行最优秀、最有前途的孩子”中间，哪一些将享受公费进入古典式的普通中学学习。此后，每年要从每一个县的普通中学的班级中选出一名最优秀的学生，继续接受另外四年的公费教育。于是杰斐逊的教育体系中培养出了一个精英群体，他们当中将有百分之五十的更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大学学习，而继续由公费资助。在大学三年里，他们将学习“所有有用的学科知识”（从物理学到哲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大学由州办，建在州的中心地区。有关大学的一切法规由州议会和立法部门颁布。州立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大学视察委员会”，其成员由州议会推选任命的民俗人士担任，负责选聘校长、教师，决定学校发展方向，监督大学日常事务，选拔考评新生。此委员会还负责州公共教育的发展的规划和大政方针的制定，它必须对州议会和本州公民负责并接受监督。

杰斐逊已经构建了一个美国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它是由小学、普通中学、大学三级一体化的线性结构体系组成。从这个体系中反映出最显现的教育现代性：①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②免费性；③均等性；④优异性。

1.国家性、法制性和世俗性

在杰斐逊的现代化教育思想中，强调“教育是国家的事务”，要通过立法来办教育。他曾经提醒华盛顿：“只有当我们的自由掌握在人民自己的手中，掌握在受过一定程度教育的人民手中，才会安全可靠。”杰斐逊多次呼吁修改宪法以支持公共教育，呼吁各州颁布“改进民众教育的法律”。杰斐逊作为一名律师先后起草了《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关于改革威廉—玛丽学院宪章和法案》《建立公立小学制度的法案》《关于建立弗吉尼亚大学的法案》《弗吉尼亚大学章程》《弗吉尼亚大学的目标与课程规程》《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和《公共图书馆法案》等与教育有关的法案和其他法规文件。而《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不仅为美国各州和欧洲各国提供了一个周密而完善、合理而可行的公共教育制度的法制蓝图和理论指导，而且作为“美国公共教育的第一个宪章”载入史册。他还认为，公共教育必须是世俗教育，必须与宗教相脱离。杰斐逊亲自起草了在北美各州产生深远影响的《弗吉尼亚宗教自由法案》，确立了政教分离的原则。他宣称，教育与宗教的决裂是政教分离的必然结果；公共教育与宗教决裂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排除了新共和国的政体像欧洲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一样利用宗教进行统治的企图，铲除独立战争前英国国王、贵族和教会三位一体的国家教会对13个殖民地的政治思想统治。杰斐逊坚持主张宗教信仰纯粹是个人事务，国家无须去支持任何一种宗教；强迫人们去接受某种宗教就是剥夺人的信仰自由的权利。因此他提出，公共教育必须适合所有人，在学校不应设宗教课程。另外，教会和神职人员不得参与各级学校的管理，公款不得用以支持教会学校，不得用以资助牧师的说教活动。

2.免费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公共教育体系中，所有教育都是免费的，由国家提供教育经费。从他的教育均等思想出发，为了解决实际上大多数家庭因为贫穷而无力供养子女接受教育的问题，他提出应该用公款向所有儿童提供“三年的免费教育”。再从贫苦儿童中发现和选择天资聪颖、操行优良、有培养前途的学生，继续由社会供养，让他们免费上中学和大学。于是，杰斐逊提出了他的公共教育经费筹措的思想。为了保证公共教育有稳定可靠的经济来源，他先后提出了三种途径：第一是必须建立教育税收。他针对当时富人贵族对公共教育漠不关心、不愿为公众出资办学的状况，提出“要使我们的同胞都懂得，为改善人民的教育而纳税是非常必要的。再则，这税收与被国王、贵族和僧侣掠夺去的财富相比，仅仅是千分之一”。第二是从社会公共财产中拨出一定比例的经费作为教育费用，建议各县、各社区都通过立法规定若干条款，将本地区的一部分公有财产、土地和收入用于支持教育。第三是设立专项基金，支持公共教育事业。弗吉尼亚州在1818年创立了“文教基金”，每年筹款4500美元，弗吉尼亚大学就是以这个基金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而筹建起来的。

3.均等性

杰斐逊的现代化的政治思想决定了他的现代化的教育思想。《独立宣言》中宣布的“人人生而平等”的观点成为他的教育均等思想的出发点。他主张教育全体公民，教育每一个人、每一个儿童，也就是人人都应该有机会受到教育，不论贫富、性别、种族、阶级都应接受教育。在《关于更普遍地传播知识的法案》中特别强调，应该让所有儿童，不论男女都接受三年免费教育。他指出，为了使女孩能成为自食其力的公民，成为能在艰苦条件下承担起公民母亲的职责，她们都应该受到扎实的基础教育。为此，杰斐逊还为女子设计了包括读写算、历史、地理等基础教育课程和家政、体操、舞蹈、绘画、音乐等科目的教育方案。他的教育均等思想要求教育不分种族。他认为应该给儿童和青少年教育和职业训练，使他们能独立生活甚至在西部创建他们自己的家园。这种均等性的教育思想是由他的培养公民的现代民族国家的教育目标决定的。

培养公民是西方早期教育现代化普遍追求的目标，也是民族国家发展的一种普遍需要。[45]在这个问题上，杰斐逊从他的人性理论出发，阐述了教育培养公民的美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目标理论。他认为，教育具有启迪人的心智和“改进人”的功能，“教育是启迪人们心智的最好工具”，也就能“使人成为有理性、有道德的社会的人”。他明确提出，公共教育的宗旨在于：“改进每个公民的道德和学识，使每个人都懂得他对邻居和国家应尽的责任；了解自己享有的权力，维护秩序和正义……学会按自己的意愿选举自己信任的人进代表机构；学会聪明又正直地观察自己身处其中的所有社会关系。”总之，公共教育“要使每个公民都懂得自己的权力、利益和职责”。培养公民决定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均等性。

4.优异性

杰斐逊从时代的需要出发，以他的“人为贵族”和“天然贵族”理论为前提提出了美国教育现代化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即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统治人才。于是他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又体现了另一个特征：优异性。[46]

杰斐逊并不否认人当中有贵族存在，但应区分天然贵族和人为贵族。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人为贵族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在他看来，天然贵族是“大自然最珍贵的礼物”[47]，对于教育和统治社会极有用处。他甚至说：“哪种政体能用最有效的方法将这些天然贵族吸收进政府机关，这种政体就是最好的。”[48]相反，以财产和门第为依据的“人为贵族”则是有害的，甚至是危险的。既然“天然贵族”以德行和才能为依据，那么天然贵族的造就，就离不开教育。他说：“凡天赋高、品德好的人，应使他们受到与之相称的充分教育，从而使他们能够维护本国国民所享有的神圣权利和自由，而且还应委托他们以这种职责，而不考虑其财产、出身或其他非本质的情况和境遇，这样才会有利于促进公众的幸福；然而，大多数人的贫困使他们无法靠自己的力量供给自己子女中那些资质好、有希望成为社会有用人才的子女受到上述教育。应当设法发现这样的人才，由全社会共同供他们受教育，这样做比全社会的幸福由平庸或邪恶的人所左右要好。”[49]实质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中，可以看到杰斐逊一方面竭力废除弗吉尼亚土地世袭贵族的最后特权和威望；另一方面又致力于使农业共和国里的另一种贵族——德行和才能的贵族得到承认，使它成为一个进行治理和立法的统治阶级。杰斐逊追求的农业共和国是一个有道德、充满民主精神、人民安居乐业的理想社会。“杰斐逊民主观念的显著特征是它与当时农业的社会秩序的密切有机联系。可以说他认为一个有教养、有知识并且有自由的体制的农民的国家是最适合的民主共和国……他认为没有一种其他形式的社会保证维持一个共和制政府。”[50]然而，理想社会的大权不该交给人为贵族，应操在自然贵族之手。在杰斐逊看来，欧洲各国的政治动荡，美国独立后政府官员的种种丑闻以及一些人鼓吹“君主立宪制”的叫嚣，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国家政权的稳固、社会的长治久安、公众的自由幸福不仅需要培养具有良好素质的公民，而且需要一代代德才兼备、廉洁自律的政治领袖、统治人才。他遵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的思想指出：“一般来说，真实的情况是：法律好，而且执行得好，人民才会幸福；而法律制定得好，执行得好，要取决于制定及执行法律的人是否聪明、正直。”[51]他以“贵族理论”为依据对统治人才的来源和培养途径提出了最具现代化的教育思想。他坚决摈弃狭隘的阶级偏见，指出：“我们决不能容忍让公众的福祉听凭于财产和出身等偶然条件的摆布”，以财富和世袭地位为条件的“人为贵族”没有特权。他认为应“把散布于各个阶层的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挖掘出来，使他们不至于被湮没，使他们有可能成为社会利益的捍卫者。杰斐逊同时认为，自然贵族虽然具备了特有天赋，但必须通过“充分的教育”和训练才能成为统治人才、政治领袖，于是他建构了最具特色的现代化的教育体系，通过筛选的机制把均等和优异巧妙地结合起来，显示了他的“最天才的设想”。

（三）最具特色的国民教育思想——奖学金制度思想

杰斐逊从他的“贵族”划分学说出发，阐述了他的奖学金制度思想。在他看来，人的心智、体形、道德观念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父子相传，但他更相信，除了仅凭财富和出身进入社会最高层的“人为贵族”之外，“人类中有自然的贵族”。杰斐逊用一贯的思维方式，用《独立宣言》中的“造物主”观念，论证造物主是公平的，造物主并没有让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出身于富有家庭。相反，平民百姓、贫穷人家也完全有机会出现德才兼备的“自然贵族”。他坚信，“自然的贵族是大自然赋予人类、赋予教育、赋予政府和社会最宝贵的礼物”。因此他呼吁政府有责任不论贫富、不计出身地尽力地去发现他们，并使所有的“自然贵族”都受到适合他们禀赋的教育培养。但同时，杰斐逊从教育与政体的关系出发，认为仅凭天赋的德行和智慧，“自然贵族”还不足以担当保卫政权、保卫人民自由福祉的重任，政府就必须“向他们提供适合他们禀赋的、有助于他们担负社会使命的自由教育”。又由于这些人是人民福祉、国家政体的捍卫者，作为“公众的工具”来培养，在他们的家庭没有能力承担教育费用的时候，就应该向他们提供经济资助，让他们在完成了所有人都享有的三年免费教育以后，能够继续依靠公共资金的资助，完成中等教育和大学教育。杰斐逊是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同时从“人生而平等”和巩固政权的两个视角提出了向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的制度，他规划了美国弗吉尼亚州的公立教育系统和大学生资助方案。因此，他的这种教育现代化思想与他的政治理论密切相关。杰斐逊认为，人民的福祉和政权的巩固不能寄托在仅凭血统、富有或者权势和地位显赫者的身上，更不能攥在卑鄙者和邪恶者手中。他说：“为了促进公众幸福，应该使那些被自然赋予天才和道德的人们通过自由教育成为有资格去接受、有能力去保卫他们同辈公民们的神圣权利和自由的人，他们应当被委以这一责任，而不论他们的财富、出身或其他偶然的条件或环境如何。然而，更多的人因为贫困无法自费让他们子女中那些具有合适的天赋足以成为公众有用之材的人受到这样的教育，所以发现这些人，并且由全体人民共同承担费用去教育他们，要比把全体人民的幸福托付给无能的或品德败坏的人更好。”[52]

美国早期教育现代性的思想的表现形态是多种多样的。富兰克林从清教主义原则出发，代表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利益，提出了功利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华盛顿从文化同一性的角度倡议建立“联邦大学”，实质上反映了某种程度上的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而这种民族主义教育现代性思想在韦伯斯特的教育思想中就更加突出了。韦伯斯特从文化独立论视角强调教育对于美国文化脱离宗主国，甚至脱离欧洲文化的重要性；这种思想还在富兰克林关于宾夕法尼亚州德裔移民的教育中表现出来。从上文中可以看出杰斐逊的思想就其时代而言是较为完备的。在他预设的民主的、道德的农业理想社会中，民主和教育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在这一点上，杰斐逊不仅超越了同时代的美国思想家，而且比法国启蒙思想家更有前瞻性，更具有现代化的特征。《杰斐逊评传》的作者希纳尔认为，杰斐逊的教育现代化的结构体系理论比法国的理论提出要早得多，甚至判断法国大革命的计划尤其是孔多塞的公共教育计划都深受杰斐逊思想的影响。显然，杰斐逊的教育现代性思想具有深刻的内源性和原创性的特征。同时，就高等教育思想而言，启蒙思想家狄德罗的“大学计划”受到法国拿破仑的青睐，但拿破仑从他的“革命”需要出发，忽视了均等而重视优异；德国的洪堡等创建的柏林大学虽然对现代高等教育体系的形成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但似乎缺少杰斐逊对均等和优异之间协衡的关怀。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

（一）联邦主义政治哲学和国家教育问题的争论

《联邦党人文集》的中心论点是阐明需要建立中央集权的强大的联邦政府，以保证政治上的统一、经济上的繁荣，同时也保护城市利益集团的经济利益。[53]联邦主义的这种观点无疑给当时的教育观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加强联邦政府的教育管理，建立统一的国家教育制度等观点与之互相呼应。华盛顿联邦主义教育思想提出的联邦政府的“国立大学”计划，正是这种观点的回应。

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基础显然是联邦主义政治哲学。这种哲学的代表人物就是美国著名的联邦主义者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1757—1804）。他在1787年10月至1788年5月这段时间里，与麦迪逊（James Madison）、杰伊（J. Jay）共同以笔名“Publius”在纽约的报刊上发表了85篇论文（其中他写了51篇），竭力宣传联邦制的优越性。这些文章在1788年春以《联邦主义者》（The Federalist）为书名分为两卷出版。独立战争结束后，在政治体制问题上展开了邦联制和联邦制之争，即地方分权与中央集权之争。以杰斐逊为代表的政治家主张邦联制，要求各州享有相当充分的自主权和独立地位，把美国理解为只是一个由各州联合而成的颇为松散的邦联国家。而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代表的政治家提出联邦制，要求限制各州的权力，加强联邦政府的权力，使美国成为一个比较紧密的、中央集权的联邦国家。汉密尔顿指出：“联邦对你们政治繁荣的裨益，目前的邦联不足以维持联邦，为了维持一个至少需要同所建议的政府同样坚强有力的政府；新宪法与共和政体真正原则的一致，新宪法与你们的州宪法是相类似的，以及，通过新宪法对维持那种政府、对自由和财产的进一步保证。”[54]汉密尔顿从联邦与政治利益角度论证联邦政府必须拥有充分的权力，才能彻底执行其职能，完成人民委托给它的任务。在联邦政府应当完成的各种职能中，首先是保卫国家，维护国内的和平与安宁，防止国内外敌对势力的干扰和破坏，为此必须拥有大量的资金，因此征收税款是联邦政府的一项必不可少的权力，联邦政府可直接与人民打交道。联邦政府要达到的目标是无限的，它为实现这一目标所需要的权力也是无限的。总之，在汉密尔顿看来，联邦政府要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政府，这就需要联邦政府充分运用自己的政治权力，特别是自己的财政大权，积极支持全国工商业的发展，使工商业主获得实际利益而积极支持联邦政府的各项措施，达到政治权力与经济权力密切结合，使联邦政府建立在财力雄厚的经济基础之上。

尽管我们在《联邦主义者》中没有看到汉密尔顿、杰伊和麦迪逊对教育问题的阐述，但这种联邦主义的政治哲学也间接地反映在当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上。1787年的《美国博物馆》（American Museum）刊载了本杰明·拉什（Benjamin Rush）的文章《致美国人民》。在此文章中，为了加强联邦政府的力量，曾提出设置联邦大学的建议。次年，他又撰写了《联邦大学规划》。他强调政治革命必须以革命的文化和教育作为手段，他要求建立国立大学和实施免费教育。他说：“人们造成共和国的机器，我认为是可能的。”[55]他提倡培育美国的公民意识和道德品质，尤其是美国国家意识。之后，麦迪逊也曾向制宪会议提议，国会有权设置国立大学，但提案未获通过。而华盛顿的“国立大学”计划体现了联邦主义政治哲学的运用。

与政治体制争论相类似的教育问题的争论要属美国哲学会在1795年举办论文竞赛所激起的教育问题的论战为最典型。这次征文的题目是《如何建立切合合众国政府主旨的教育体制和教学体制》。征文结果中，两位年轻的学者塞缪尔·H. 斯密（Samuel H. Smith）和塞缪尔·诺克斯（Samuel Knox）分别获得征文第一名和第二名。斯密在1798年撰写了《教育评论》（Remarks on Education）；诺克斯在1799年撰写了《自由教育的理想体制》（An Essay on the Best System of Liberal Education）。塞缪尔·H. 斯密是革命期间最年轻的教育改革宣传家，1785年，他15岁时就毕业于宾夕法尼亚大学，曾担任多年的《国家情报》（National Intelligence）的编辑。他根据自己提出的教育目标——美德、智慧和幸福，制定了国家教育的原则：“监督，甚至强迫儿童受教育是一个国家的职责。”从最高利益上考虑，教育要独立并超越于父母的权力。他指出的公共教育的原则如下：“（1）教育期限从5～18岁；（2）每一位男孩毫无例外地受教育；（3）区的教师严于职守，不把孩子送给教师教导之父母应受法律惩罚；（4）不愿让自己孩子在规定的教育制度内受教育之父承担按公共教育制度规定的要求教育孩子；（5）教育经费的来源是按公共的财产比例分配；（6）教育制度由初等学校、中学和大学组成。”[56]斯密还提议建立一个“全国文理科十四人委员会”，监督自上而下的国家教育制度，职责包括选择所有学校的教材。

塞缪尔·诺克斯毕业于格拉斯哥（Glasgow）大学，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他强调革命时期的三个主要目标：公共福利、公民自由和平等。他主张全国公立学校中心制，即所谓公共教育为“全面的、普及的、一致的国家教育体制”。诺克斯制订了那个时代比较完备的教育计划：建立最高的“国家教育委员会”，在全国形成一个公共教育阶梯形的完整的国家教育制度，包括四年制的初等学校（8～12岁）；县中等文实学校（County Academies）（12～15岁），这是严格的学院预备寄宿学校，专修拉丁文、希腊文；每一个州建立一所学院，进行传统文科教育，毕业后获得学士学位。他特别指出，穷人孩子受教育，可以念完初等学校，然后经挑选进入文实中学和州学院，享受公共教育费用。诺克斯提出“一体化教育计划”，“不仅可培养和谐的情感，协调的行为和举止，而且可以培养共和国公民的爱国主义情感”。[57]

（二）华盛顿的联邦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乔治·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32—1799）是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的军事统帅，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一任总统，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由于他在政治哲学上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共和制的中央政府，他也属于联邦主义者，因此他的教育思想带有很强的联邦主义特征。最重要的是，他主张建立国立大学。知识的传播、教育的发展价值以及教育在美国文化同一性形成中的作用认识是其主要内容。

1.国立大学计划与知识的传播

从政治观点上说，华盛顿主张共和政体。当联邦主义者把注意力聚焦在建立一个更强大、更集中的国家政权的问题上时，他却把视线落在教育的作用上。他的“国立大学”计划的最早提出是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他念念不忘的是创建一所在联邦政府资助下的国立大学，通过高深的科学和文学的教育塑造理性的公民和国家的未来领导人。华盛顿在1790年1月8日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提出了“筹建新的国立大学”的建议。其目的在于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他说：“我也同样相信，诸位也会同意我的意见，即两院应该大力促进科学和文学的发展。”[58]他认为知识是公众幸福的最可靠的基础，他看到了共和国公民对政治制度的敏感性和领悟力。

华盛顿对初等或中等教育没有明确的概念，但强调广泛普及知识的价值。他说：“在我们这样的国家中，社会舆论可以直接对政府措施作出反应。”[59]因此相应的知识水平是必不可少的。华盛顿把知识提高到可以维护自由宪法的认识水平，其言卓尔不凡。同时他认为：“知识可以使那些受托担任政府职务的人懂得，政府的每一重要目的都会得到民众通情达理的信任；它可以使民众理解并珍视他们的权利；使他们能预见到并预防这些权力可能遭受侵犯；使他们懂得什么是压迫，什么是必须行使的合法权威；使他们懂得，什么是由于不顾他们的困难而加给他们的负担，什么是不可避免的社会需要带来的负担；使他们分清，什么是自由精神，什么是无法无天；使他们懂得珍视前者，避免后者，联合起来，尊重法律的不可违犯性，并保持警惕，防止人们犯法。”[60]实际上，华盛顿规定了在民主社会与共和制国家中公民是一个有政治理性的人。知识可以使政府领导者得到公民的信赖，可以履行公民的政治权力，因为权力来自于人民，可以履行公民的社会职责，可以遵守国家法律。在华盛顿的教育思想中，公民是符合政治标准的理性的人。所以他提出：“通过资助现有的学院、筹建新的国立大学，或者其他有效办法，能很好地促使这一理想目标的实现，须由立法机关作为一项议题予以慎重考虑。”[61]

1795年1月28日，华盛顿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再次谈及在华盛顿建立一所大学的事。他说：“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创建一所大学的计划已成为人们经常谈论的话题。”[62]他提出了许多问题，比如，“究竟以何种方式创办这所重要的学府，应有多大规模，用什么方法使大学计划实现，经费如何解决，目前取得哪些进展”[63]等。

华盛顿在对把青年送往国外接受教育的问题上，曾进行过认真思考，然后使他“深感遗憾”。因为他认为，虽然在出国的青年中有许多并未接受不利于共和国的原则，“但这些热情敏感的青年人，有可能在他们还未了解我国的政治制度之前，便过早地热烈地崇信外国的政治制度，这种可能，我们不应低估”[64]。由此可以看到华盛顿创办国立大学的目的所在，大学教育是让青年认识和熟稔联邦共和政治制度，而不是欧洲的君主立宪制度。华盛顿的教育的政治目的清晰可见。

如果说华盛顿在1790年向国会两院发表的演说中只是看到知识是塑造政治理性公民的理想目标的途径，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里，他进一步指出了知识的内容，包括艺术、科学、文学等知识。他说：“我极希望看到制定一项计划，使艺术、科学、文学等课程的讲授达到最高水平，具有欧洲教学的一切优点，并且拥有能获得人文科学知识的一切设施，而这些知识，对使我们的公民在社会或私人生活中能胜任地应付紧急事变，是很必要的。”[65]因此，他提倡普及知识。华盛顿在1796年9月17日的《致合众国人民》的告别演说中说，普及知识并为此设立机构是头等重要的目的。因为“品行和道德是民主政府的必要的源泉”，是一条“对各种自由政府起支配作用”[66]的规则，所以他认为在全民中应普遍提高道德水平，而道德和宗教又是导致政治繁荣的一切倾向和习惯中必不可少的支柱。华盛顿不否认，也不可能否认宗教的道德力量。“没有宗教也可以维持道德，无论什么都比不上完美的教育对具有特殊构造的人所产生的影响。因理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不能期望在排除宗教原则的情况下全民道德能普遍提高。”[67]因而我们可以认为，华盛顿在提倡普及知识的时候，已经规定了公民的道德和宗教品性，而这种品性又是为民主政府服务的。华盛顿比拿破仑更早地认识到狄德罗“大学计划”的重要性，同时反映了这个时期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教育思想的一般特征。华盛顿没有明确的“初等”和“中等”教育概念，而拿破仑干脆把初等教育排除在外。

2.教育的发展价值

华盛顿在1796年9月1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私函中，再次表达了他对大学的“眷恋之绪”，并且用非常明确的语言阐明教育对国家发展所具有的意义，同时他对自己的“计划”的被耽搁表示遗憾。他说：“我一直感到遗憾的是另一项认为与国家利益密切相关的主题，却没有提到。我指的是教育。教育是启发和确保我国公民具有正确思想的一种最有效的措施。”实际上，“正确思想”就是指政治涵养。[68]华盛顿终于把教育与国家利益和公民的政治品质联系在一起。华盛顿反复论证“大学”的培养目标，反映出他对新共和国政治人才的渴望。他认为：“建立大学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在大学里，“那些有志于从事政治的人不仅接受理论和原则的教育，而且他们自己也能为实际工作奠定扎实的基础”[69]。华盛顿甚至把“大学”建址放在华盛顿首都，赋予政治的意蕴。1790年“演说”中没有提到这个问题，而到了1795年，华盛顿指出大学校址应在联邦政府所在地，因为它具有胜过别的地方的优点，“联邦政府所在地属于中央，其他方面的优点胜过别的地方，理应是建立这所大学的合适地址”[70]。他在1796年给汉密尔顿的私函中直接指明了大学所在地的政治优势。他说：“因为这所学院位于全国政府的所在地，立法机关每半年在那里开会一次，理所当然地要对国家的利益和政治进行讨论。”[71]华盛顿创办大学的政治目标是很明确的。

3.教育与文化的同一性

华盛顿还提出了“大学”具有可以消除新共和国各地的偏见的功能，实质上，他走上了与富兰克林、韦伯斯特等一样的思想道路，即通过教育培养美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他说：“在大学里，来自美国各地的青年琢磨有关艺术、科学和文学方面的学问。”他们“聚集于此，会逐渐发现联邦的某一部分并无理由对另一部分存在忌妒和偏见”[72]。在华盛顿看来，这是他考虑的重要方面。他在“致联邦政府所在地行政长官”的信中说：“来自这个正在发展中的共和国各地的青年，聚在一起，彼此交往，互通情况，这将有助于消除因各地情况有异所引起的种种偏见。”[73]实际上华盛顿洞见到了美国早已存在的移民的异质性，因而有必要通过教育，培养一种忠诚于新共和国的同质的公民。我们也可以把他的大学看作“联邦大学”。华盛顿所指的“大学”是否指现代意义的大学，尚待深入研究。因为他指出“消除偏见和隔阂”的大学目的时，谈到了少年时期是建立友谊、形成习惯的最重要时期。他甚至说，整个世纪的一般交往可能抵不上七年亲密交往所起的作用，而且没有什么其他办法能比人们在年轻时期的亲密交往更有效地根除偏见。他对这些青年还寄予厚望，“在我国进入更先进的阶段时，这些年轻人十有八九会居于前列，为国家出谋划策”[74]。华盛顿于1790年提出建立“国立大学”，是适应新共和国的需要，因为这时的美国已不是1776年的美国，而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一方面培养优良政治品质的公民和培养国家未来的政治人才的需要，促使他孜孜追求“大学”的建立（卢梭在《关于波兰政府的筹议》中已经阐明了这种思想）；另一方面体现了联邦共和政府控制的“大学”的国家权力意志。但即便他“愿将波托马克河航运股券中的50股永久地捐赠给学校”[75]，也未能在他有生之年实现这一愿望。不过，他在1799年12月12日的《致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人生最后一封信中谈到要建立一所“国立军事学院”。这所“学院”的计划被国会采纳，并于1802年在纽约州西点成立美国第一所正式的工程教育学院——美国军事学院。华盛顿的这个“大学”计划绝不是一个仅为培养国家政治人才的计划，它暗含着政治权力，即国家教育权。这种理论是符合当时政治需要的。它与1800年杰斐逊着手改组成立一所真正的大学威廉—玛丽学院不一样。另外，它与杰斐逊在1819年76岁高龄的时候当选为校长的弗吉尼亚大学也不一样。

三、韦伯斯特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韦伯斯特（Noah Webster，1758—1843）于1758年出生于康涅狄格州的西哈特福。他一生当过教师，任过律师，在独立战争时期曾服过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康涅狄格州和纽约州建过学校。不过，他之所以让后人敬仰，是因为他被人称为“美国文法和辞典之父”，体现民族主义最重要的要素的语言成为韦伯斯特最关注的领域。教育是民族联合的纽带观念，在美国建国时期众多思想家的意识中占有重要地位。诺克斯认为民族（national）教育是把来自于欧洲不同背景、根源的人联合成为美国人的唯一途径。本杰明·拉什敦促民族教育不仅要获得社会的同质性，而且产生与共和国路线一致的政治同质性，像法国人已经努力争取的一样。虽然美国的民族主义思想意识晚于法国，但诺亚·韦伯斯特成功地唤醒了美国人对他们教育民族化的需求。他是通过编纂美语词典来传达其民族主义思想的。他把民族主义描写为“在美国为使用英语学校而设计的教育方法”。他宣称：“我们的民族荣耀需要我们拥有一套自己的语言和政府体系……另外，一种民族语言是民族联合的凝聚力。”[76]韦伯斯特竭力反对把美国孩子送到国外去接受教育的做法。

（一）语言文化民族主义思想

杰斐逊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美国政治的“独立”原则。政治的独立，相应地在文化方面也应从英国宗主国的羽翼下独立起来。这是美国建国后摆在共和国缔造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繁重的任务。在完成这项任务过程中，在建国时期的众多伟人中作出卓著功勋的要属诺亚·韦伯斯特。

实际上，韦伯斯特的文化民族主义思想是符合当时民族主义思潮的。托马斯·潘恩在和平后的第一部著作里写道：“当我听到人家对于合众国——我自由和安全的伟大保障——稍有微词之后，就感到我自己受到了伤害……我们在合众国的公民身份，是我们的民族特性，而我们在某一州的公民身份，只是我们的地方特色。”[77]华盛顿在1783年宣称：“我不是因为别的特性，而是作为美利坚合众国而闻名于世界各国的。”[78]实际上，在18世纪80年代，康涅狄格州产生了一批出色的年轻人，他们以文学和艺术来讴歌美国，而不仅仅颂扬自己所在的州。例如，约翰·特朗布尔以一系列的历史油画描绘了美国革命的重大事件；乔尔·巴洛尝试写了一部美国史诗《哥伦布的梦想》；杰第迪亚·莫尔斯出版了一部《美国地理》；而韦伯斯特独树一帜地关注了美国的语言问题，他的重要贡献在于编写了用来教美国人的英语课本。

韦伯斯特之所以倾注巨大精力独闯美国语言文化独立的难关，是基于他的政治信念。他认为美国在文化方面的独立是美国在政治上独立的可靠保证。在他的思想中，语言是国家文化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种为国民所共同认可的国家的语言是国家统一和人民团结凝聚成为整体的纽带。当《初等学校拼音课本》出版六年之际，他为此书撰写前言时说，作为一个独立国家，我们的光荣迫使我们在语文方面和政治方面都具有完整的体制。他认为，英国语言不能作为美国语言的模范，因为英国作者已经腐朽，即便英国语言并未走向衰落。所以，“美国要制定具有特点的语言和文学，摆脱欧洲和英国的缰绳的束缚。而且美国人都应操相同的语言，但也要祛除美国各地方不雅的社会惯用语和鄙俗语言”。韦伯斯特在寻求语言文化的途径时认为只有通过学校教育和采用标准课本进行教学，才能实现独立的目标。

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论的杰出贡献在于开拓了美国独立的语言文化的发展道路。他“以全部热情追求美国语言的纯洁性和统一性”[79]。他于1783年写成《美国拼音读本》或称《初等学校拼音课本》（Webster’s School Spelling Book）。此书是针对当时美国学校普遍使用英国《通用拼音读本》（Universal Spelling Book）和《英国语文学习指南》（The New Guide to the English Tongue）而写的。因为这两本书都使用伦敦标准读音和英国常用语言，与美国人民惯用的发音和用法不同。韦伯斯特的这本书印销量极大，以后成为美国人家喻户晓的读本，截至1837年共售出2400万册，差不多可以与富兰克林的《贫穷的理查德年鉴》相媲美，和潘恩（Thomas Paine）的《常识》（Common Sense）相匹比。《美国拼音读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拼音教材；第二、三两部分合称《英语文法结构》（Grammatical Institute of English），包括文法与读本两部分。韦伯斯特的卓越功绩还在于他以25年的艰难岁月在1825年撰写了《美国英文大辞典》（American Dictionary of English），正如他自己所预言的那样，“北美大陆将定居着一亿讲着同一种语言的人口”。美国开辟了“一个新时代，使整个世界四分之一土地上的人将能像一家人一样，用同一种语言互相沟通和交谈”[80]。为此，韦伯斯特为美国语言文化的独立树立了一座不朽的丰碑。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美国语言的统一主要依靠学校教育和普及识字。历史学家布尔斯廷说：“诺亚·韦伯斯特由此沾了不少光。”[81]因为韦伯斯特强调指出，只有创办学校和统一教材，才能消灭口语方面的差别，从而保持美国语言的纯洁性。

（二）教育与民族独立性思想

韦伯斯特在1785年所著的《美国政治素描》中说，加强美国的政治权威，必须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还需要适合于这种体制的教育，以谋求国民精神的和谐和团结。向全国各阶层的人士普遍传授知识，或提供教育，可以使他们运用知识解放人类自身和抛弃根深蒂固的谬误或偏见，因为这些偏见是国民之间友好的大敌，是激起国民之间分裂的火种。韦伯斯特看到了移民杂居给新共和国带来的潜在威胁，因此他认为培养适应独立政治的思想性格是教育最迫切的任务。他说：“没有比奴隶般地模仿外国人的为人态度、日常语言和种种劣行更加愚蠢可笑了。不顾我们的政府尚处于幼年时期，不顾我们当前尚无能力进行欧洲人那般豪华的享受，而盲然仿效欧洲人的一切，是比任何事物更能暴露美国人的可鄙的向往的，一个美国人所应向往的不是伦敦或巴黎的时尚如何，而是当前形势下对我们更加适用，更使我们显得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东西。”[82]韦伯斯特关于与欧洲传统决裂的论述更加尖锐。他说：“美国在将来必须凭它的学术成就的优势而从别的国家中显示出来，正和它目前所显示的，凭借它的政府和教会可以保证人民享有自由一样。”[83]他指出，欧洲已经由于愚昧、贪污和专制而衰落了。欧洲国家的法律已经失效，生活已经奢侈糜烂，文学正趋向衰落，人性趋向卑鄙。韦伯斯特然后说：“对正处在孩提时代的美国来说，如果运用这些衰老国家的现行成训，不啻是把一些陈旧观点印记在含苞待放的花朵之上，不啻是在一个蓬勃发展的国土上播种罪恶的种子。美国的光荣正在岁月和充满希冀的环境中开始展翅翱翔。”[84]当然，韦伯斯特并不否认旧世界的经验，但他告诫说：“一旦不加区别地接受欧洲的关于政府的观念、社会的风俗和文学的意趣，并且以它们作为我们建立社会体制的基础，那么过不多久将会洞察到一座坚实而堂皇的大厦是不能建筑在过时的虚饰的支柱上面。”[85]韦伯斯特振臂高呼：“粉碎你们精神上的铁锁链，要能独立而思而行。”“你们做愚昧孩童的年代很久了，曾长期被那种傲慢的家长所控制和奴役。如今，你们有了自己应增加和保护的利益了，你们已经有了凭着你们的努力去振兴和支持的国家了，你们也有可借助你们的智慧和品德而能建立的国格了。”而耶鲁学院院长埃兹拉·斯泰尔斯则赞扬美国是“上升到光辉和荣誉境界的合众国”。所以霍夫施塔特评论说：“韦伯斯特总的说来满足于依循先辈们的保守共和主义，这就使他以美国国家主义的半官方狂热发言人的形象鲜明地留在人们记忆中。”韦伯斯特在教育上的主张却鲜明地体现了共和国的“独立”原则。

韦伯斯特认为：“美国文化独立发展的大前提是树立美利坚合众国的高尚而一致的民族性。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完备的政治规划，并且把这项规定安放在一个系统广泛的教育基础之上。”[86]

韦伯斯特在1790年发表了一篇题为《论美国的青年人教育》的论文。全篇贯穿了教育与道德、教育与国家休戚相关的主题思想。他说：“我国宪法尚未牢固确立，国民性格尚未塑造成功，这是公共教育制度要完成的宏伟目标。这种制度，不但传播科学知识，而且应在美国青年一代的头脑中牢固树立德行和自由的思想，以公平和自由的政治思想激励他们，以对自由国家神圣不可侵犯的依恋感情勉励他们。”[87]也就是说，应当利用教育不仅普及科学知识，而且在美国青年的心灵之中，树立道德和自由的原则，鼓励美国青年养成正义感和对政府的忠诚品质，使他们效忠于祖国。为了实现美利坚国民性的优美和和谐，要建立新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一定要抛掉欧洲人陈腐的价值观、做人的态度和传统观念。他大声疾呼：“美国人！要打断你们心头上的锁链！要像独立国家的国民那样言行！”“你们做屈从傲慢的父母所控制和爱好的婴孩，已经为时太久了！如今你们已经有了增进和保卫你们自己的爱好的条件了。你们已经有个新国家需要依靠你们的努力来提高和支持了！已经有了国民性需要依靠你们的智慧和品德来建设和扩大了。为了实现这些宏伟的目标，就必须制定高瞻远瞩的政策，并且把这种政策建立在一种广泛的教育体制之上。”[88]他还认为这种教育制度应当是至高无上的立法机关的事业。他说：“教育应当是立法机关的首要任务，不仅要建立公立学校制度，而且要以最杰出的教师来武装学校，因为建立和采取一种维护道德的有效制度（指教育制度——作者注）比以刑事法令纠正道德邪恶的制度要强得多。”[89]韦伯斯特还强调，在美国这个新共和国中，教育要在新生一代的心灵中播下道德和自由的种子，要燃起他们对于祖国的不可分割的依附之情。

令人感兴趣的是，韦伯斯特的民族独立性思想迫使他从广泛意义上来理解教育。他在《美国英文大辞典》中对教育的释义是这样的：“教育是向人们的心中灌输关于艺术、科学、道德、宗教和行为的原则。成功地教育儿童是家长和保护人的最重要职责。”那么如何实施这种教育呢？他说：“一部分要由父母注意和尽职；一部分要靠公开的报章宣扬；一部分要依靠到美国各地旅游，使青年由考察各州、各地的情况来完成他们的文化教育，即由他们观看各地的河流、土壤、人口、建设和商业利益，而且特别留意各地居民的精神和作风、法律和风俗以及设置的机构，从而获得深切的启发和领悟。”[90]显然，在韦伯斯特的理想中，每个儿童都应对国家的历史、地理和政治有所了解。为此，每个儿童都应学会正确地说英语、读英文和写英文。

无论是杰斐逊的国民教育理论，还是华盛顿的“大学计划”和“美国哲学会”的“一体化教育体系”，以及韦伯斯特的民族教育论，都适应美国独特的立国之路。它们包含的“政治”和“民族”底蕴比法国大革命时期和德意志民族解放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更早地体现出来了。然而，美国的这种思想同样要归功于法国启蒙的国民教育理论，同时根植于“独立革命”这块沃土之上。“革命”对教育的重大意义在于它重新规定了政治社会的教育内容：新的共和政体制度的建立需要新的共和国公民，新的共和国公民需要新的公共教育体制；同时新的教育担负着维护一个人口不断异质化的、处在襁褓中的政治社会的重大职责。韦伯斯特在《拼音课本》的《读本》序言中说：“我在选文时，是注意美国政治的。当独立战争开始时，人们在国会中的最著名的讲话，乃是包含关于自由和爱国主义的、高尚的、正义的和争取独立的感情的杰作，我无法不把它们放置在新生一代的胸襟之中。”[91]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一书中也深刻地揭示了这一点：“在美国，对人们进行的一切教育，都以政治为目的。”[92]“毫无疑问，美国的国民教育对维护民主制度是有很大帮助的。”[93]巴茨评论说：“旨在对国家所有人进行普及初等教育是现代政治体系的一个特殊创造物。”[94]

第四节 18世纪美国的教育政策和教育法律思想

在18世纪美国早期教育现代化过程中形成了一种独特的内源性的教育法体系，它包括联邦政府的早期土地捐赠政策法和早期州宪法的教育法体系以及早期州立学校法体系。本书认为，这些政策法、学校法都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早期的土地捐赠政策

美国在宪法颁布前就表现出了对教育的关注。在《邦联条例》中，国会规定每一个加入邦联的新州都从国有土地中为公共学校划出土地。1785年的条例规定了对西北领地进行调查，并进一步指定创建公共学校的土地份额。但1785年的条例并没有实质上执行土地的转让和出售。1787年7月13日通过了《西北条例》。这个文件本身并没有规定为公共学校保留土地，只是在第三条款中提到教育，该法规定“良好的政府和人类的幸福需要宗教、道德和知识。政府将永远鼓励学校使用各种教育手段”。布鲁巴赫认为“它是为商业销路作宣传，而不是国家当局对教育的政策”[95]。在《西北条例》通过后的第13天，也就是1787年7月27日通过了第三个条例，它规定向俄亥俄公司出售五百多万英亩[96]的土地，它构成了1803年俄亥俄州的土地面积。以上条例被视为美国联邦政府干预公共学校财政的最早起源。[97]这些早期条例有两个特点意义重大。首先，捐赠是为公共的学校目的；其次，联邦政府没有将对教育履行控制职责作为接受捐赠的一个条件。尽管这个先例建立了非直接联邦援助的模式，但实际上所有联邦捐赠援助公共学校在1862年之后都是为特殊目的而捐赠。

问题在于，中央政府如何获得土地向各州捐赠呢？到底何谓土地捐赠？捐赠的土地来自什么地方？这些土地都是“国有领地”（National Domain），是由西北土地所组成，是最早13个殖民地边界划定之外的土地。哈维解释说，马萨诸塞、康涅狄格、纽约、弗吉尼亚、南卡罗来纳、北卡罗来纳和佐治亚七个殖民地要求西北土地延伸到密西西比河，而当时边界并没有勘定，其余六个殖民地担心这个土地的可能兼并将使另外七个殖民地的权力增大，因此在联邦条例中达成了一个协议，宣称要使用这些土地的七个殖民地放弃对这些土地的控制，于是这些土地置于国会控制之下，成为国有领地。库柏莱提到：“当1783年协议确定了新国家的边界向西延伸到密西西比河时，对Alleghenies的西部土地存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说法。1780年大陆会议在解决这个问题时提议，不同的州把他们的土地让予国家政府，因此形成了国有领地。”[98]

从教育现代化的内源性上分析，这种土地捐赠模式也只有在北美环境下才能出现。在同一时期的欧洲并没有先例，直至1789年，欧洲还没有哪个政府具备了国家的学校体系，更不用说这种独特的捐赠模式了。从1776年到1800年，美国生效的14个新州的法律和两个移民法中，只有五个州提到了教育。多数州的教育开支长期以来是由个人和教会承担。布鲁巴赫认为，在早期美国立法会上肯定讨论了教育立法问题，但提议的代表没有竭力敦促此事，因为他们满足于法律中已包含有关教育目的的规定。而法律生效后还存在疑点，这些疑点在宪法第10条修正案中得以澄清。依据修正案的相关内容，教育权不归联邦政府所有，而是保留在各州里。这条修正案也只是表明了一种隐性的教育权，而不是像欧洲那样的显性的教育权。1787年的《西北条例》在确认新州时必须划出一定数量的土地作为教育基金，直到1837年根据《剩余收入法》（Surplus Revenue Act），联邦把剩余税收款退还各州，建议把这笔款用于教育事业。所以，一般认为，在联邦成立以后前半个世纪里美国政府没有关心过教育。

（一）1785年条例

《邦联条例》颁布以后，国会向革命战争中的战士答应给予他们土地。从1776年开始，土地面积为每个上校有500英亩，每个非军官有100英亩。在1780年又提供了另一项捐赠，每个少将有1100英亩到每位准将有850英亩。捐赠西部土地的动机在于国会需要资金来支付其他的战争债务。出售西部土地是解决这个问题的最直接的方法。因此西部土地被视为新政府的有价流通货币。但在出售之前必须调查土地。1783年，200名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军官需求土地，于是国会任命一个由托马斯·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专门研究处理公用土地的方法。这个委员会提出了一个条例，要求土地分隔成10平方千米的“分区”或城镇，这些区分成一平方千米一地（640英亩），划成1到100。“这些数量开始于西北角，从西延伸到东，然后从东到西。”杰斐逊委员会的提议延期到1785年大陆会议，进行了争论，最终大陆会议决定一个城镇应当是6平方英里，条例最后在5月20日通过。“国会城镇制”的思想成为一平方英里基本维度或640英亩。在这个条例中与公共学校相关的条款是“应当把城镇各自划分成1平方千米的小块土地或640英亩，在相同的方向作为外线，从1到36。在每个城镇之外还应当留出4小块土地，为未来出售用。还应当保留出第16块作为该城镇内公共学校之用途”。这就是第16部分土地捐赠的起源，它成为以后国会允许新州加入联邦的法律先决条件。这个条例实际上包含了一种公共土地政策的思想，它最终使公共学校受益，但也表明了建国初期开明的立法者们对教育持有一种持续不断的兴趣；大陆国会迫切需要收入，但从其他的资源中又无法得到资金；反映了一种使西部扩展，具有吸引力的愿望。值得指出的是，杰斐逊为首的委员会大概是美国最早的涉及教育的委员会。

（二）1787年条例

1787年条例于7月13日通过，当时并没有为教育保留土地；大陆会议于1787年在纽约召开，同时制宪会议在费城召开。会议都强调教育对新国家的重大价值，“宗教、道德和知识……”成为美国教育家经常引用的经典语句，但仍然没有明确的条款，使这些土地如何用以促进教育。这个问题只在第三个条例颁布以后才最终得到解决。此年7月27日通过了第三个条例。

只在1802年美国国会与新州俄亥俄之间达成了协议后，1785年和1787年条例中有关教育内容的条款才得到执行。此州同意如果美国把每个城镇中用于建造城镇内的学校的第16部分的土地给予俄亥俄州，那么它不向美国的公共土地征收税收。俄亥俄州作为一个州允许加入联邦的法律成为公共学校保留第16部分土地的先驱。“第1条：每个城镇应出第16块部分土地，在这里这部分已经出售、捐赠或处置，相等或最接近于它的其他土地应当用于学校而捐赠给城镇的居民。”[99]俄亥俄州的这个法律后来得到了除拥有自己的土地的得克萨斯州、从早期州分出来的西弗吉尼亚和缅因州以外的所有州的效仿。随着1850年允许加利福尼亚加入，以后的新州，捐赠增加到每个城镇有两个部分，即第16部分和第36部分的土地。后来犹他在1896年，亚利桑那在1912年，新墨西哥在1912年相继加入联邦。由于地宽人稀，土地廉价，又增加了两部分，这样总共有四部分划出供给公共学校之用。在所有的48个州中，联邦政府因为学校和其他的公共目的捐赠了大约1450万英亩或大约22.6562平方英里的公共土地。[100]这些土地比法国的国土面积还大，比新英格兰大四倍。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在1959年加入联邦，规定了两个部分，即第16部分和第36部分用于公共学校。夏威夷在加入联邦时法律并没有指定其应向联邦政府捐赠公共学校用地，但规定：“（由联邦）捐赠给予夏威夷州的土地应当由本州（夏威夷）拥有，但它是一种支持公共学校和其他的公共教育设置的公共信托……得到了全部或部分这样的公共信托支持的学校和其他教育设置应当永远受州单独管理；此法捐赠的土地所得的收益或收入的任何部分都不应当用于支持任何教区或教派的学校、学院或大学。”[101]

1785年开始联邦政府通过它的土地捐赠政策成为美国创建公共学校的巨大动力。尽管这种政策不是公共学校的唯一的推动力，或者在一些州还根本不是，13个殖民地州以及佛蒙特、肯塔基、西弗吉尼亚、缅因和得克萨斯并没有在土地捐赠的动机下建立它们的学校制度，但联邦土地捐赠政策无疑是美国建立并提供财政的公共学校的最具潜力的动力之一。这种由中央政府采取的措施对美国教育现代化产生了持久的影响。这与各州还受制于《邦联条例》是一致的。但至少学校土地的收入将是公共经费，它是由世俗权威而不是由宗教或私人团体来控制。[102]

二、美国早期教育现代化的州教育法体系

美国早期所有的州宪法均包含一个冗长的《权利法案》，而《权利法案》又往往包含《独立宣言》中的许多条款和观点，在各《权利法案》中又有一些规定了教育的条款。从1776年至1800年，除了康涅狄格州和罗得艾兰州以外，美国所有最早成立的州都制定了州宪法，有些州在1800年之前还进行过一次或数次的宪法修订。在最早成立的13个州和佛蒙特州，有7个州已考虑将极为重要的教育事业授权给各界社团，或在它们的宪法中写上有关教育的条款。这7个州是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宾夕法尼亚州、特拉华州、北卡罗来纳州和佐治亚州。美国著名的进步主义教育史学家库柏莱把他们分成三种教育法体系：第一种是以特拉华州宪法和佐治亚州第一部宪法为模式，仅是扼要提出要创办学校；第二种是以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为模式，以较完整的条目论述了对教育和学校的赞助；第三种是以宾夕法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的宪法为主，具体指明了在何地创办学校可以节省教学开支，而且宾夕法尼亚州的第二部宪法还完整地阐述了如何维持贫民学校制度。[103]这些宪法教育条款所包含的内容有：①创办学校法；②教育条件；③教育功能；④教育权力，等等。

（一）创立学校法

1777年佛蒙特州的宪法第40条规定：“为了便于教育青年一代，通过立法机关，在每个城镇创办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学校……根据州议会的批示，每个县设一所文法学校，州设一所综合性大学。”[104]10年之后，宪法第2章第38条再次规定，每个城镇必须设立足够数量的学校，应在本州每个县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的文法学校并给予适当的支持。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的宪法第44条和北卡罗来纳州宪法规定，为了教育年青一代，立法机关负责在每个县设立一所或一所以上的学校，由公众支付教师的薪金，以低微学费教育青少年；立法机关要适当支持和促进一年或一年以上的综合性大学开设一切实用的知识科目。[105]1790年和1838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第1条和第2条再次规定，一旦条件许可，立法机关就要依据法律条例，在全州各地创办学校，使穷人得到免费教育；应在一所或更多的学院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1792年特拉华州的宪法第8条和第12条规定，一旦条件许可，立法机关就要依据法律规定创办学校，并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106]1777年佐治亚州宪法第54条规定，立法机构指示，今后应在各个县设立学校，并由州财政拨款支持。1798年宪法第4条和第13条规定，应在一所或更多的学院促进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教学与研究；对那些已经建立又需要获得物资的学校，只要条件许可，立法机构就应给予更多的优惠和捐献。州议会有责任在下一届会议上提出有效的议案，以改善和保障这类学校有可靠的基金和捐助。[107]

（二）教育条件

从教育条件上看，佛蒙特州宪法第40条规定，由各城镇支付教师的薪金，并拨给学校专用土地，使学校仅收低微的学费就能教育青年。1803年第1部俄亥俄州宪法第25条规定，本州的学校基金，全部或部分来自美国联邦政府为支持学校和学院的捐款总额中的拨款。1816年通过的印第安纳州的宪法第1项规定，扩大本州各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教育条件，这大大有助于达到在全社会普及知识和教育的目的。[108]1816年印第安纳州的宪法认为，州议会要敦请联邦政府拨给本州地产以作为学校所需的费用，并利用从这些地产或其他方面所筹集的资金，实现他们所确定的或设想的重要目标。然而根据本州宪法所规定的权限，在1820年以前，作为学校和学院的资金的地产不得出售。为了实现受教育机会和良好的教育条件，从出售此类地或通过其他途径所获得的钱，必须留下一笔基金用来支持学院和公立学校。宪法还规定，为了达到实现普遍的教育制度，人们为了免除服兵役而交付的相当数量的钱，应该是均匀地专门用来资助各个县的学校。对任何在本州违反刑法的人所交的罚款应统统用于学校。[109]

（三）教育功能

所有的宪法都认为，学校是为了便于教育青年一代而创办的，而佛蒙特州1777年宪法认为，制定法律是为“鼓励美德，制止罪恶和伤风败俗”。1787年的宪法第38条规定“维护美德、制止罪恶和道德堕落的法律，必须经常付之实行，长期有效”。由于许多宗教团体或民众团体都致力创办学校，因此宪法规定，为了宗教的发展和学术的进步，或者其他虔信的和慈善的目的，所有已经或将要统一与联合的宗教团体或民众团体，除在享受特别待遇上将得到支持和保护外，还可以根据诸如州议会所做的规定，合法地享有豁免权和某些特定的政治权利。这也是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所规定的。1784年和1792年新罕布什尔州的宪法第83条中说：“在全社会普及知识和教育是维护自由政府的必要条件。扩大本州各地区居民的受教育机会，创立良好的教育条件，将大大有助于达到这一目的。”[110]这里涉及政府与教育之间的关系问题，实际包含着民主与教育的关系问题。1776年宾夕法尼亚州宪法第45条也同样认为，宪法是“维护美德、制止罪恶和道德堕落的法律……法律的制定，就是为了它们能得到应有的实行”。显而易见，教育所起的作用在于维护美德，制止罪恶和道德堕落。1803年第1部俄亥俄州宪法第8条规定：“为了使自由、民主政府普遍的、重要的基本原则得到承认，并永远不变地确立，我们宣布……良好的政府和人类的幸福却不可没有宗教、道德和知识，因此，学校和教育手段将永远受到法律的保护，这和人们的自愿权利是不矛盾的。”1816年印第安纳州的宪法中说，在全社会普及知识和教育是维护自由政府的重要条件。[111]

（四）教育权力

从新罕布什尔宪法中的规定来分析，教育权问题已经在州政府考虑的视野中。“州政府的立法机构和地方行政官员今后的职责就是，培养人们对文学和科学的兴趣，爱护所有的学院和公立学校，采用奖赏和给予特权以鼓励私人团体和公共机构，促进本州农业、艺术、科学、商业、手工业、制造业和博物学的发展；支持公共和私人的慈善团体，赞扬人道和博爱、勤劳和节俭、诚实和守约的原则，在民众中养成真诚、自制以及在一切社交中友爱和宽厚的情操。”[112]1816年印第安纳州的宪法中详细规定了州议会的教育职责。这部宪法认为，州议会的职责就是依据法律改进地产的提供，或者，今后可能的话，敦请联邦政府拨给本州地产以作学校所需的费用，并利用从这些地产或其他方面所筹集的资金，来实现他们所确定的或设想的重要目标。州议会要经常制定法令，如采用颁发奖赏和提供特权的办法来促进艺术、科学、商业、制造业和博物学的发展；鼓励智力、科学和农艺的改进；支持和赞扬博爱、勤劳等美德。州议会的职责是依据法律提供一种普遍的教育制度，以使学生能从城镇学校毕业后逐级升入州立大学。这些学校免收学费，并平等地向所有的人开放。[113]有的宪法还明确规定了受教育权。1803年第1部俄亥俄州宪法第25条规定，本州法律从未规定阻止某些县、区的穷人同等享受本州内的小学、中学、学院和大学的教育。这些学校的大门为接纳各种程度的学者、教师和学生而敞开着，无论对任何人都一视同仁。[114]

三、美国早期州立学校法规

库柏莱认为，美国早期历史上，新英格兰地区的信奉加尔文教的四个州和纽约州制定了最为完备的学校条文。佛蒙特州在1782年颁布了第一个综合性州立学校法令。它批准学区制度，学校资金由地方税收或非强制性的父母房地产税提供，州给予援助；1797年的法令还规定，没有创办学校的地区不能得到州的援助；1810年的法令规定，用于城镇学校的税款是强制性的，而且应当由不到1/100逐渐增加到1826年的3/100；1825年的法令规定，应设置州立学校基金；1827年的法令规定，新学校法要求城镇建造校舍；要求教师持有合格证书；开始建立督学制度；学校教学要增设拼音、语法、历史、地理和德行等必要的课程。所有的学校都进行读、写、算的教学。而新罕布什尔州和马萨诸塞州都在1789年公布了第一个综合性州立学校的法令。前者要求城镇按固定税率缴纳税款；要求教师持有合格证书；要求在大城镇设立英语学校和拉丁语学校。后者要求每个乡镇设立一所半年制的初等学校，如人口在100户以上，则设立一所全年制的初等学校；人口在150户以上的乡镇则设立一所半年制的文法学校；人口在200户以上的乡镇设立一所全年制的文法学校。所有教师必须持有合格证书。文法学校的教师必须是学院毕业生或持有负责人授予的擅长拉丁语的证书。康涅狄格州早在1700年就颁布法令要求所有的教区或学校团体根据教区的大小维持和管理一所学制为6～11个月的初等学校。1750年利用出售本州土地所得的款项创设了永久性的学校基金。纽约州在1790年颁布了一项有效期为五年的法令，规定每年分配给县属学校10万美元，至1789年纽约州23个县中有16个县已拥有1352所学校，入学儿童达5.96万人。1812年颁布了第一个永久性的学校法令。库柏莱认为，到1820年纽约州的学校可能比联邦任何一个州的学校都更为完善。[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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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18世纪日本的教育思想

日本社会经历了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初的稳定发展之后，出现了一个长达半个世纪以上的社会环境相对宽松的时期，这就是从18世纪前期的“享保改革”起，到18世纪后期的“宽政异学之禁”为止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兰学”拓展、“国学”诞生，各派学术的研究和发展较为自由，教育机构数量有了明显的增加，从而提供了教育思想走向进步的重要条件，教育上的新观念开始传播。这一方面是17世纪后期以来经济发展、商业繁荣所导致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封建专制危机开始显现、幕藩当局着力巩固社会统治力度有着密切的联系。

第一节 18世纪日本的社会和文化教育

一、幕藩体制危机四伏

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江户时代日本封建的“幕藩体制”的经济基础，曾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幕府的重视。不过，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一些地区除了生产为交纳年贡和自己消费的粮食作物外，也开始种植、加工和出售各种经济作物，从而导致了商业性农业和农村手工业的产生。18世纪，一些农村手工业的中心地区逐渐城镇化，形成所谓“在乡町”。一些农民由于经营农村手工业，或进行经济作物的贩运而变成富裕的商人或富农，因而更多的农民除了受到大名、武士的剥削之外，又因为增加了新富人的剥削而更加贫困。许多人失去了原有的一点土地，沦为佃户，或流入城市。这样，原有的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由于自耕农的分化而被削弱，直接危及日本封建体制的基础。

同时，幕藩体制下武士集居于江户城和其他城镇的制度，以及所谓“参觐交代”制度，还造成了兵农分离的局面。它使广大武士都成为脱离生产、领取禄米为生的官僚消费者，客观上促成了全国性的交通发达和商品经济的扩展。这种商品经济虽然是依附于封建制度的，但它发展到17世纪后期，就开始明显地表现出对封建体制的破坏作用了。当时以江户、大阪、京都为中心，逐渐形成了联系全国的国内市场。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并富裕起来的商人，尽管处于“士农工商”这种封建等级制度的最低一级，却逐渐把握了全国经济的咽喉。他们当中有的人甚至可以拿金钱换得土地占有权，以及他们的地位所不可能有的“苗字带刀”（像武士们那样称姓佩刀）等权力。与商人的兴起和生活富裕相反，各藩当权的武士们却因为城市生活费用上涨、常年的生活奢侈、参觐交代的长途交通往返等原因，陷入入不敷出的境地，对下级武士的俸禄也难以支付。当权的武士们尚且如此，下级武士就更加贫困了。许多人只得依附富商，或改行当医生、教师，甚至卖女为妓。他们的沦落与商人的兴起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样，作为江户时代封建统治基础之一的“士农工商”身份等级秩序也就逐渐被打乱了。

进入18世纪以后，上述动摇日本封建体制的因素继续增加，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频繁发生。幕府和藩不得不多次实行改革，以维护自己的统治体制。18世纪的江户教育思想，就是在工商业继续发展的推动下，在幕府和藩进行改革的影响下得到发展的。

二、文化学术的兴起和繁荣

18纪初进行的“享保改革”是幕府的第一次大的社会改革。当时幕府的“征夷大将军”德川吉宗把武家的穷困归因于文弱奢华，所以力主节俭和尚武。同时他还注重法令的完善与财政的改进，奖励开垦新田，鼓励种植经济作物和采用新技术、新方法，首先加强对商人、手工业者和商业经营的统治和管理等。在一系列改革措施中，对于18世纪文化教育有着直接影响的是1720年的“洋书弛禁”。

德川吉宗的“弛禁”，即允许非基督教的西方书籍进入国内。本来，幕府的“禁书”是“锁国”的内容之一，目的是彻底禁止基督教的生存和传播。这一禁书制度，从1630年禁止与基督教有关的汉文书籍进口开始，发展到1685年（贞享2年）的“贞享严令”，凡书中对基督教人物或事迹略有涉及的，或者由在中国的传教士利玛窦所写的，也都一概禁止进入国内。结果，包括一些介绍西方自然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汉文书籍也都被严格禁止乃至销毁了。

德川吉宗实行“洋书弛禁”，不仅是因为他自己的“好奇”，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将“殖产兴业”作为缓解幕府经济困难的策略之一。弛禁的主要目标之一是获得关于天文历法及农耕方面的知识。他还派青木昆阳（1698—1769）和吕野元丈（1693—1761）到长崎荷兰商馆学习荷兰语。后来，吕野元丈完成了《荷兰禽兽虫鱼图和解》《荷兰本草和解》12卷。青木昆阳也陆续写出《荷兰话译》《荷兰文字略考》《荷兰文集》等书籍。这些学者是日本人掌握荷兰语并进行著述的先驱，他们的这些著作是日本“兰学”的开端。

1751年德川吉宗死后，直至18世纪80年代，由田沼意次（1719—1788）掌握实权。他注重发展商业，鼓励经济作物的种植和发展新兴产业，奖励学术，更加推崇兰学。兰学的研究从语言、医学方面发展到其他各学科，从长崎、江户扩展到其他主要藩国。1786年，前野良泽、大玄泽还在江户开设“芝兰堂”，讲授荷兰医学，成为当时兰学教育与研究的中心。

虽然此时的兰学还只是以学习荷兰为代表的西方医学、天文等自然科学为主，欧洲的哲学、经济学、法学、政治学等几乎还不为人所知，但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华夷观念以及儒家学说的传统世界观、自然观等，对西方文明产生了新认识，开阔了日本人的眼界，启发了日本人的思考与探索，对教育思想的启发和日本近代教育的产生具有历史性的影响。

与18世纪兰学发展相并列的，是注重日本自身历史研究的国学派的出现。国学通过强调日本的历史文化，在客观上起到了以古讽今，批判儒学特别是朱子学的作用。在教育上，一方面，著名的国学者荷田春满（1669—1736）曾建议在京都设立国学学校。他在《创学校启》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但另一方面，平田笃胤（1776—1843）等人则将国学与神道紧密联系起来，提倡神道和以日本为中心的复古思想。后来的皇国主义以及军国主义的教育，就是从这当中吸取了历史的酵素。

国学和兰学相对于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派等儒学各家来说，属于18世纪新开拓的学术领域。而儒学本身在18世纪也有了一定的进展。例如，18世纪初，儒学者新井白石（1657—1725）以《读史余论》（1712）第一次对日本历史进行了较为合理的分期。他还重视文学、政治及西洋情况的研究。1713年和1715年又以《采览异言》和《西洋纪闻》两书开兰学之先河。这两本书中，他记录了他所能了解到的关于西方各国政治、地理、历史、风俗、宗教等多方面的知识，并加以研究评述。与此同时，荻生徂徕（1666—1728）也由“古文辞学派”进而完成他的政治学说。他的学说以鼓励人为的政治改革为特征，一时成为思想界的主流。另外，以编纂《大日本史》为中心而产生的“水户学派”[1]，也完成了《大日本史》的纪传部分。这是18世纪前期趋于低潮的日本朱子学派的重要成果。水户学派的尊王思想在18世纪幕藩体制动摇时被认为是倒幕的思想依据之一。活跃在18世纪江户思想文化和教育舞台上的人物还有倡行“心学”的石田梅岩（1685—1744）、手岛堵庵（1718—1786）以及博学的三浦梅园（1723—1789）、激进的思想家安藤昌益（1707—1762）等。其中，“心学”吸收儒、佛、神诸学，用通俗的语言讲解普通人特别是市民阶层朴素的处世术和修养法，成为18世纪中、后期城市社会教育的重要形式。

18世纪不仅是日本社会思想各派争鸣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日本自然科学和医学的萌芽相继出现的重要时期。例如，吉田光由（1598—1672）编纂的算术书《尘劫记》在17世纪后期作为数学用书曾广为流行；关孝和（？—1708）的《发微算法》则创造了日本独特的数学“和算”。《清良记》第7卷（著者不详）和宫崎安贞（1623—1697）的《农业全书》10卷，则是农业方面的经验总结。在天文学方面，保井算哲（涩川春海，1639—1715）首次编制了日本人自己的历书《贞享历》；贝原益轩和稻生若水（1655—1715）实地调查了日本的动植物和矿物，分别写出了在日本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和本草》和《庶物类纂》。此外，当时虽然由于锁国而抑制了金属活字印刷术的发展，但木刻印刷技术在当时已经接近成熟，以这种技术印刷的书籍，在17世纪末就已经达到了3.5万册以上。这些被称为“经验的自然研究”的成果虽然刚刚产生，但是“经验研究的进展，逐渐促进了批判意识的成长，致使固守朱子学或者阳明学等特定学派的精神因而逐渐涣散”。[2]此外，18世纪以后，以日本假名印刷的书籍数量逐渐增加而佛教的书籍逐渐减少，反映了文化教育的本土化、世俗化的增强；而西川如见的《华夷通商考》和新井白石的《西洋纪闻》《采览异言》，则初步向日本人介绍了日本之外的世界，为吸收欧美近代文化做了历史的铺垫。

三、价值观的变革倾向及其影响

17世纪后期以来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和文化学术的繁荣，不仅冲击了封建的经济和政治制度，而且也在思想的深度上震撼了当时的社会，逐渐形成了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3]

日本思想史上的这一启蒙时代，首先是一个原有的价值观念及思考方法开始发生动摇、改变和更新的时代。具体说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商人及城市手工业者的思想意识在18世纪逐渐强化。商人富裕奢华、武士贫困潦倒的严酷现实，也使得大批原先位于“四民”之首的武士们（特别是下层武士）不仅在物质生活上依附于商人阶层，而且许多人还不得不亲身投入（后来则是主动地投入）到新的经济活动之中。当时“举世倾慕町人”[4]，武士的权威和高贵地位一落千丈。当时的长崎富商西川如见（1648—1724）在其著名的《町人囊》中表达了这种价值观的转变：“生于武家，烦扰甚多。一生恐恐然侍奉主君而心无松懈之时。以名利为第一谨言慎行。相比之下，还是町人轻松愉快。”[5]他又把商人比作流水，流水虽在万物之下却滋润天下万物；商人虽在四民之末，却也为世间不可或缺。心学领袖石田梅岩也充分肯定商人职业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强调实用知识的重要性，表达了一种新的价值观和社会观。

城市商人的这些新的打破常规的思想意识在学术思想上的反映，首先是对历来封建的世界观特别是对朱子学的宇宙观、方法论的怀疑和批判。从荻生徂徕的“理无定规”（《辩言》），到三浦梅园的“号称圣人、称做佛陀者原来都是人”（《答多贺墨卿君》）[6]等，就是对历来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进行重新审视的结果。兰学—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依据天文学的知识对“天”作出的接近科学的解释（例如，司马江汉对天空、大气及其颜色的解释，中井履轩关于太阳比地球大的解释等）不仅表明了对科学知识的依赖与尊重，而且否定了天上的一切与地上的众生之间的精神联系，打破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无疑是一种思想的解放。“日用事物当行之理属于物，而非属于人。”[7]这种把自然与道德及政治分离开来的观点，为将注重推理的思辨型学术研究，逐渐向注重实际的实证型学术研究推移，提供了有利的思想条件；有关自然科学知识和日常实用的知识日益受到重视。

与此同时，朱子学的“格物致知”和“穷理”思想也已被18世纪的思想家们做了不同形式的改造和引申：太宰春台（1680—1747）把“理”解释为“物理之理”（《经济录》）；三浦梅园（1723—1789）把“格物致知”理解为探索自然界存在的规律（“条理”）；海保青陵（1755—1817）则把穷理解释为研究经济上的必然法则；山片蟠桃（1748—1822）也认为“凡致知格物之大者天学也”（《梦之代》）。由此可见，他们都是以“格物致知”“穷理”这种朱子学的语言，表达了自己的完全不同于朱子学的观点。他们的共同点是，继承和发展了18世纪初贝原益轩的思想，反对朱子学的偏重做内心功夫的“居敬”，讲求对实际事物进行实证研究，在教育上促进了对实际知识的学习和运用。

毋庸置疑，18世纪日本统治阶级的思想支柱——朱子学仍然占据思想界的中心地位，但与此同时，兰学、国学等也逐渐成长起来，与儒学占据主流地位的17世纪已有很大的不同。从儒学本身的发展看，17世纪朱子学、阳明学和古学的兴起，表明那时学者们所注重的是：何为儒学的正统，即什么是真正的儒学的问题，基本上仍然是面向内部，以儒学本身作为学问的对象，作为真理予以追求。然而到了18世纪，则有一大批人并不以儒学作为真理去追求，而是使用它的用语借以说明自己所追求的真理。换言之，18世纪有更多的学者把目标转向儒学外面的世界，以自身为主体，根据自己的要求去探寻真理。不拘一格的自由研究之风由此而生。例如，荻生徂徕虽然作为儒学思想体系内的一员，但是他提倡的“道”却涉及“诸子百家，九流之言，佛老之颇”[8]，“道”在他那里已经不是朱子学这抽象的“天性之道”，而是具体的“礼乐刑政”；是先王那时的“作为”，而不是“理”的外化、天赋之物。“理无定规”，它是可以重新“作为”——人为地进行改变的东西。这样，荻生徂徕的学说虽然在政治上颇具为统治者出谋划策的阶级局限性，但是它毕竟打开了自由探索的大门，孕育了探索精神和革新思想，奠定了接受新事物的思想基础。

四、教育实践中的改革和进步

18世纪初的“洋书弛禁”在日本学术界、思想界逐渐造成了相对宽松的氛围，加上幕府和各藩为挽回颓势所做的各种努力（包括教育上的一些改革），给18世纪江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机遇。幕府和藩对教育控制的加强，以及经济发展及思想学术传播对于民间教育的促进，都使得教育机构、教学组织有了明显的进步，学校数量逐渐增多，教育普及程度也有了提高，并出现了向近代教育靠拢的预兆。这种教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也是18世纪教育观念和教育思想得以变化和进步的重要原因。

教育实践的重要变化之一是幕府对最高学府——名为林家私塾、实为半官半民的昌平坂学问所进行了教育改革，包括允许平民入学听讲，打破林罗山一门儒学的独占局面，实行“异学之禁”；通过改革管理机构强化学校的官立性质，进行教学改革等。昌平坂学问所作为幕藩体制下的最高学府，它的改革推动了18世纪藩校及其他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对于武士教育的内容、程序、学级划分也有规范的作用。通过改革，幕府把教育的目标统一到维护幕藩体制的方向上来，并保证教学内容上的某种一致性（朱子学的思想）和对人才要求上的标准化。这显然对危机中的幕府本身是有利的。这种情况在客观上也反映出一种对学校教育的新认识，即对教育作用的肯定。否则就不可能在财政并不宽裕的情况下着力于利用教育，并改变教育交由非官方处理的历史惯例。

教育实践中的又一变化是地方武士教育方面，其表现一是私塾中的武士教育发展较快。私塾在教育史上的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它比过去的“家塾”更为开放和进步，因为私塾大多由不在当局供职的民间有识之士自由开设。它面向社会招收各阶层子弟入学。由于学生大多是选择自己（或家长）仰慕的学者而入学，所以私塾是以主持者的学问水平和道德观念为中心而展开共同活动的。它的集中讲解、轮读、会读讨论等教学组织方式，以及面向社会的开放性，成为打破家族学塾的封闭性和个别教学模式的先声。所以有人认为它是“中世秘传思想基础上的家学（个别性教学）与近世中叶以后发展起来的学校（集体的教学）之间的中间性过渡性的教育机关”[9]。地方武士教育发展的又一表现是藩校的发展。藩校在这里指由各藩当局设置和直接经营的教育机构，它以培养本藩经世治国的人才为目标，主要培养本藩的武士子弟。进入18世纪之后，城市经济发达，市民生活更为丰富，作为四民之首的行政管理者武士，所面临的行政事务、内外交往等也更为复杂多样。统一培养一定规格的人才已成为各藩当局面临的迫切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各藩当局基于修齐治平的儒家理念，又以幕府支持和接收林家学塾为榜样，把兴办藩校摆上了议事日程，结果在18世纪后期形成了创办藩校的高潮，并且在教学内容上增加了许多实用课程。藩校的入学年龄也有所放宽。

除了武士教育的变化之外，平民教育——寺子屋的兴起也是18世纪日本教育的重要特征。寺子屋教育最初是从中世纪的寺院教育中自然地发展起来的。17世纪末以后，城市逐步繁荣，商人阶层发展，寺子屋便从城市开始，逐渐以脱离寺院的形式自然地发展起来。幕府最初对其采取了任其自然的态度，但随着幕藩体制问题的增多，18世纪前期的德川吉宗开始对蓬勃发展的寺子屋使用权采取了引导和鼓励的政策，也促进了寺子屋的增多。不仅如此，寺子屋的设置主体也由寺院转向世俗的民间，武士、平民、医生等主持的寺子屋逐渐占据主导的地位。同时，教学内容也增加了：18世纪之前，绝大多数寺子屋还是以习字为主，以读书为辅的；而此后的寺子屋逐渐增加了算术、汉学等科目。寺子屋所使用的教科书也多样化了，反映了社会对教育的新要求。

总之，18世纪江户时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和幕府主导下的改革，以及以长崎为窗口引进的西欧文化涓涓细流，造成了当时学者辈出、学派林立的文化发展局面。在这个日本思想史上的“第一次启蒙时代”，在这一极少接受外国影响的“内发性的启蒙期”[10]，既形成了具有日本民族特征的思想和文化，也孕育了日本资本主义启蒙精神的胚芽，成为江户后期继续发展并转入近代的历史基础。在这样一个批判精神发生、发展，新知识逐渐出现，同时封建专制仍然具有重要作用的社会环境之下，江户教育既受到当权者的控制，也感受着新思想的影响。因而，无论是教育实践还是教育思想方面，都出现了新的局面。其主体虽然仍然是封建性质的，但它所积累的进步因素，客观上起到了突破封建专制教育的作用。整个江户时代教育进步的主要倾向，在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基本上显现出来了。

第二节 平民教育观和儿童教育观的进步

18世纪中期前后，日本社会环境的相对宽松和学术思想的相对活跃，为教育思想的进步创造了良好的条件。特别是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自然科学的进步，极大地冲击了历来占统治地位的朱子学的宇宙观和方法论，逐渐改变了人们对世界、对社会、对人性的看法，从而也改变了对儿童、对教育的看法，尤其导致了关注教育平等、关注儿童的教育等方面的教育思想的进步。

一、现实本位与人性平等的思想

进入18世纪以后，日本社会的文化、政治、经济状况，将思想家们的注意力进一步引向现实社会，“现实本位”的世界观及其理论在日本思想界开始形成，并促成了对封建等级制度的尖锐批判。对现实世界的关注和对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性质的探索，是引发新的教育观念的思想基础。

室鸠巢（1658—1734）是18世纪中期日本思想界肯定“现世”、否定“来世”的重要人物之一。他虽然一度作为幕府的高官为日本封建统治阶级出谋划策，但他的现实本位思想在当时却是十分突出的。在他撰写的《骏台杂话》中提出：深山和海角的磷火因为不能照亮物体，所以不是真正的火，只有能够照亮物体的才是真正的火；同样，虚幻的世界如“不灭的净土”等，因为不能给人以各种现实的感觉，所以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黑暗的世界，是不存在的。只有现实的世界才是真正的世界，因为它能够提供种种对象和环境，提供人们畅快地展开自己一切机能的境界，从而刺激人的感官，使之产生视觉、听觉和味觉，并促使人进行思考。这种对“来世本位”“神佛本位”观念的一定程度的脱离，以及贝原益轩等人“经验的自然研究”所导致的注重实证的思维方式的初步发展，使得18世纪的一些日本学者对于人本身的看法也有了观念上的转变，特别是对于人本身的关注程度、对人的自然天性的认识水平，以及人与人之间平等的观念等，都得到了较大的进步。

在这方面，18世纪初的贝原益轩曾经提出“天地之间，人人皆我兄弟”的命题（《初学训》），此后室鸠巢则进一步论述说：

人本无贵贱之分，只依声望而生贵。盖因人生于天地之间，身体相同，知觉无异。皆取之于天地，行之于天地，居之于天地，食之于天地。不以何人为贵，也不以何人为贱。[11]

在这里，他以“身体相同，知觉无异”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客观事实为论述的依据，说明了人在本质上和根源上的平等性，天生不应有人上之人，也不应有人下之人。同时，在思想方法上也显示出一种新的特征，即撇开天神与圣人制定的标准，撇开权威，把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放在了以自然事实为依据的、无可置疑的地位。与室鸠巢同时代的三轮执斋（1669—1744）也指出：“上至人君、下到武士庶民以及乞食者，都是人。”[12]他还指出，作为一个人所固有的东西，以及作为圣人、凡人乃至异端恶人等所有人的共同的东西，就是每一个人都意识到自己是人，并由此固执自负地活动着，这才是人的共同本质。他认为人与人之间只有所处的地位和职业的不同，实际上都是“士”。他说：“士乃人也，无位而不贱之称。卿大夫乃贵位也，去此贵位，此人则为士；农工商贾为贱业也，若去此贱业，其人亦为士。”[13]这就是说，当人们排除了身份地位和社会职业这类附着于自身的外在物之后，富贵和贫贱的差别对于他们来说就没有了。类似这种强调各阶级人的共同性、强调人人生而平等的思想，无疑为提倡平民教育、主张武士与庶民教育平等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二、士庶教育平等和广泛设立学校的主张

力倡平民教育，呼吁庶民教育和武士教育的平等，并由此提出广建学校的建议，是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提倡教育平等方面，室鸠巢和三轮执斋都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如前所述，室鸠巢以“身体相同，知觉无异”论述了人无贵贱之分的平等思想；他认为道德心是万人共通的普遍观念，既内在于为君者，也内在于平民中，所以他在《不亡钞》中叙述了武士之子的教育以后特别指出：“家工商诸人一般也应遵照此旨有所取舍。”[14]这样，他把平民与武士的教育看成相同性质的教育加以论述，与17世纪熊泽蕃山等人教育上“武士优先”的主张有了区别。受这种思想的影响，室鸠巢所在的木门一派[15]在金泽藩所设的藩校明伦堂，从一开始就以武士与庶民共学为原则，在日本平民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被称为“民间教育界巨星”[16]的阳明学者三轮执斋也是力主士庶教育平等的思想家。他认为人不论贵贱都必须有“士心”。有“士心”的人就是“大丈夫”；由此他又认为不论何人都有一样的学习任务和宗旨，这就是“立士心”。他说：

或问：为学之道如何？曰：立士心。又问：何为士心？曰：愤发也。再同：为学乃自天子至庶民皆应从事者，何独云士？答曰：士乃人也……富贵不能淫乃贵人之士心，贫贱不能移乃贱者之士心，此乃为大丈夫。[17]

在这里，他将“为学”视为全体社会人的共同义务，将“立士心”视为为学的共同目标。三轮执斋的所谓“士心”大约相当于我们所说的人格或人性，在这个意义上的作为自觉人的自学性活动，被三轮执斋称之为“愤发”。他认为：“四时相继，天之愤也；生生不息，地之愤也；仁义忠信而时时无不感通，人之愤也，是故其所学，常在士心之愤发。”[18]为了弘扬这样的“士心”，三轮执斋力倡教育的必要性，主张广泛建立学校。教育在以士心的陶冶、人性的形成为目标这一点上，虽然没有士庶和贵贱之别，但三轮执斋又认为由于自中世以后武士和庶民有了区分，因而教育实施也就有了先后顺序。特别是为政者，最重要的事除了“治人”之外，便是“教人”，所以为政者自己应先受教育。尽管有先有后，但结果不论是武士还是平民，都要接受教育。他还认为，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效果，应当从儿童期开始抓好教育。

主张广泛地建立学校，是倡导平民教育和教育平等的题中应有之义。在这方面，室鸠巢曾希望以公费维持和营建学校，以利人民修得职业技能、培养人性的自觉，并且认为这是主君应有的职责。应当说，这一构想是面向全体民众、主张教育机会均等的公费教育制度的思想萌芽。较之室鸠巢更为详细的设想，是大阪怀德堂的中井竹山在1789—1791年向幕府提出来的。他在《草茅危言》《建学私议》等著作中曾经设想，除昌平坂学问所之外，在江户、京都、大阪都建立规模足够大的直辖学校；其次在奈良、大津、池田、兵库及其他地方的中心城市及幕府直辖地，建立适应当地情况的各种规模的学校。不过，学校未必全部官营，有的可由幕府资助，促动地方有志者兴办。这些都是程度较高的学校，不分社会出身，招收有才能者入学。对于一般儿童的教育，中井竹山认为“寺子屋”已经是数百年前儿童在寺院受教育时的用语，与当今时势已不相合。他建议改造寺子屋，作为国民普通教育机关予以重建。中井竹山的弟弟中井履轩则在其《华胥国物语》中更做了一番“理想国”式的设想。其中，男女老幼人人受教；村学、县学及国府的学校层层选拔学生。教师也要认真选择，其中的杰出者，也可依此模式，层层选拔进入上一级学校任教等。

从中井竹山等人的这些建校设想中，我们可以看到一幅近似于后来的《学制》所描绘的全国各级学校网的蓝图和改建寺子屋成为国民小学的情景。甚至学者们的办学热情和超前现实的急迫感，也在江户末年和明治时代被继承下来。大阪作为全国的商业重镇，确乎是一个产生新思想的摇篮。但是宽政改革（18世纪末）之后，幕府政治、经济上捉襟见肘的局面已经无法实现学者们的理想了。不过，也仅仅过了半个多世纪，这种理想就变成了超乎理想的现实。这大概也是中井竹山诸人所不曾料到的事情。

三、儿童研究的开端和适应儿童天性的教育思想

18世纪日本社会价值观的变化和人们对世界、对人性的关注，以及学术界注重经验的实证性研究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在教育适应儿童天性和儿童发展阶段等方面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提出了更为明确的教学原则思想。

（一）儿童研究的开端

在对儿童的观察和研究方面，江村北海（1713—1788）是当时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江村北海21岁时作为朱子学者曾为官于宫津侯，30岁时则专任宫津侯的京都留守官，是杰出的经营者。离开宫津后，他在京都开设私塾“树梢馆”招收学生，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他的代表性著作是《授业篇》，共10卷，涉及幼学、经书、历史、作文、诗学等各方面的教学，对学习顺序、方法以及注意之点详加论述。其中不少内容都是他对自己的孩子进行观察和实验后得到的结论。

江村北海是首先主张胎教的日本学者。他说：“人出生之时，有所谓尽早教导的说法。但不等出生，从在母胎内的时候起就进行教育，也是有道理的。”[19]在这里，江村北海把教育的起点上溯到胎儿时期，在当时可以说是一个开创性的见解。此外，他主张运用图解、谈话的方式进行幼儿教育，并主张用游戏自然地导入新内容的学习，这样就无须任何其他的强迫手段。当儿童年龄稍长、可以学习阅读的时候，他主张开始时不教汉字读音，而教儿童的日语发音（训读），并逐渐向孩子提供各种各样的读物，以提高他们的阅读能力，并通过读书积累各种知识。

江村北海以教育的眼光观察和研究具体的儿童个体，从中得到相应的教育结论的做法，无疑是颇具近代儿童教育研究特色的事情。不过，他的儿童观察和实验，当时还不是建立在对儿童生理和心理充分了解基础上的教育研究，仍然只能是个别观察的经验总结。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方法变化的一种进步的象征，影响了后来的儿童研究。在他的门下，出现日本最早的试图进行儿童研究的镰田鹏，绝不是偶然的现象。

（二）遵从儿童天性的教育原则和讲求实际的教育内容

继承17世纪末、18世纪初贝原益轩等人关于新生儿童天性和个别差异、注重实际知识教学的主张，18世纪中期的日本学者们在这方面有了更大的进展。

荻生徂徕（1666—1728）认为，人性不同，顺其天性予以延伸是最重要的，不可强迫地定于一种类型。天性虽有高下之别，但没有完全不行的人，不应当轻率地抛弃他们，而应予以帮助；对善恶的零碎而周详的指责，并非教育人的方法。显然，这是一种以儿童天性自由发展为主导的、倾向于自然主义的教育态度。

细井平洲（1728—1801）也说：“好马带缰，弱马上蹬，让有才与无才之人两方共进，应尽此心也”（《建学大意》）。[20]这同样表明了对人的教育可能性的信心和依人的天性的差异而加以教导的思想。江村北海也指出：

倘若大半领悟，必须逐渐教授后面的内容。不过应掌握进度，审慎地教授后面未懂的东西。或一次教授多一点东西。其多少的程度应根据该儿童天生资质高低而定。[21]

可见，江村北海也注意到儿童天赋差异和学习的连续性。他进而认为教师的任务在于清楚地了解学生性格、能力的长短得失，讲求对不同学生的不同善导之道；学习者对于不能立即领悟的东西，可在接受教师的指导之后，独立地进行钻研，直到不懂的地方完全明白为止。不要求统一的进度和划一的教材。

室鸠巢在其著名的《不亡钞》中提出的“由浅入深，由粗至细，依据性情，习趣事而至大道”[22]的原则，也以儿童的兴趣为起点。他像贝原益轩那样安排了“为士之人教子的应有顺序”：

7～8岁：学文字、书写；家庭杂务之事。

9～10岁：各种领受、让与表达的顺序；学剑、矛之术。

11～12岁：书信、礼法；弓、马、小兵器的使用，相扑等。

13～14岁：勇士之典故，日汉书籍；军术；诗歌文章的写作。

15岁以后：专事家业，有余力则学道。[23]

作为18世纪初的这份武士之子的教育年表，其内容中虽然没有自然科学的一席之地，但与贝原益轩的“随年教法”的内容相比，“四书五经”之类的教材以及儒家的道德训诫之类的教导，也同样没有特别地突出出来。从整体上看，日常应用之需及武艺的学习是其主要的内容。“学道”——对儒家学说的学习和研究，只不过是15岁以后有余力的情况下才学习的事。可见室鸠巢认为“学道”对于武士们来说，已经是可有可无的了。他还认为：“学习不限于读书。读书以讲求义理，及物以穷其事理，作为相同的致知之事，力行为始。”“一事一物，无不是致知之地。”[24]江村北海则主张首先学习士农工商职业上和环境中必要的语言和生活知识等，反映了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当中以人及人的社会生活需要为本位的一种倾向，也反映了当时知识进步的背景。

第三节 怀德堂和石门心学教育实践中的新思想

平民社会中的一些突出的文化教育现象常常能较为集中地表现出一个时代教育思想的新倾向。例如，18世纪日本一些学者除了著书立说之外，常常自设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乡校。这些学校便成为民间学者们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的实践舞台。又如，当时逐渐流行起来的“石门心学”文化教育活动，也表现了新兴商业阶层独特的教育理念。

一、怀德堂的办学思想

一些学者自设私塾或受聘主持藩校及乡校，在18世纪以细井平洲一度主持的米泽藩藩校兴让馆、荻生徂徕的私塾萱园塾、山口藩的明伦馆、熊本藩的时习馆、地处商业重镇大阪城的怀德堂等最为著名。其中，怀德堂的办学实践更为集中地表现了一种新的办学思想。

怀德堂又称怀德书院，是由儒学者三宅石庵（1665—1730）在大商人及富裕的市民武右卫门、吉左卫门等人的支持下于1724年创办的私塾。1726年，第二代塾主中井庵获得幕府支持，成为半官半民的教育机关。及至中井竹山任第四代塾主时（18世纪后期），达到怀德堂的黄金时代。此后直到明治初年，怀德堂以其146年的历史，特别是以其颇具新风的“怀德堂学派”在日本思想史上占据了一席之地。

以大阪商人阶层为社会背景的怀德堂教育必然要反映出这一新兴阶层的实际需要和思想倾向。它不以培养政界精英和职业学者为主旨，而以适应职业的实用教育为中心，教学内容注重经济需要，有余力时也教授各类学术、诗词歌赋文章或医学等。阳明学派的学者三轮执斋及古学派的伊藤东涯也常被邀请讲学。它的第一代塾主三宅石庵无论对朱子学还是对阳明学都颇有见地，对古学派亦不排斥，被人称为“夜鸟学问”（四不像的学问）。怀德堂的学生以一般平民为主，培养出了富永仲基、山片蟠桃等著名人物。在学校的组织方面，第二代塾主中井庵1726年10月公布学则“怀德堂壁书三条”，则显示了教学形式的相对自由：

①学问以尽忠孝、勤职业为上，讲述亦以此为趣旨。傍于此义，则未持书本之人听讲，不予申斥。万一有事亦可中途退堂。

②武家听讲者可就坐于上席。但讲述开始后到达者无此差别。

③第一次出席者与中井忠藏（即中井庵）联系，忠藏外出之时，由经办人道明寺屋的新助给予帮助。[25]

以上学则将“勤职业”提高到与“尽忠孝”不相上下的地位。对迟到、早退、书本有无及座席方面的宽容态度，也适应了商人忙碌的特点和自由平等的要求。第四代塾主中井竹山更是力倡教育平等普及和实用的学者。他进而规定“书生之交，不论贵贱贫富，均应视为同辈”[26]。1792年火灾之后，中井竹山借幕府补助之力，扩大规模，加强实学教育，更加适应“町人之都”大阪的实情，把怀德堂推入全盛的时代。在学术方面，第三代塾主五井兰洲对阴阳五行的否定，对西方“实测”式的研究方法的推崇，以及后来中井竹山、中井履轩对人体解剖学的研究，对教育理想的申述和建议等，都反映了18世纪日本教育思想进展的新方向。

二、石门心学教育实践的教育思想

18世纪“心学”教化运动的发生和展开，是日本平民教育兴起的一个突出表现。这里所谓“心学”，并非完全是中国王阳明所说的“圣人之学”或宋明性理之学，而是指由石田梅岩（1685—1744）于18世纪20年代末开创的、面向平民的通俗的生活哲学。它选取神、儒、老、庄等学说中的有关思想合为一体，主张从人性的自觉开始，进而不断地改善社会的组织和提高道德水平。为此，他主张必须追求“人之为人之道”，认识人性。所谓“知性乃学问之纲领”“知心为学问之开端”（石田梅岩《都鄙问答》卷一），把“性”与“心”置于其学说的中心地位。后来，石田梅岩的传人手岛堵庵（1718—1786）以更通俗的“知本心”一词取代“知性”的提法，继续石田梅岩的事业，在民众中广泛进行“心学”的传播教化。石田梅岩开创的“心学”以及心学的传播，后人称之为“石门心学”的社会教化运动。

石门心学的兴起是17世纪中期城市商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强大、文化创造力日益提高的产物。当时的商人一方面是依附于封建经济的、在流通领域中与封建领主们共同瓜分农民的剩余劳动的阶层；另一方面又是受封建专制压迫的阶层之一。他们迫切需要形成自己一定的社会形象，取得相应的社会地位。这种政治、经济上的两重性，使心学有两方面的性质，即一方面仍然主张以“忠”“孝”等儒家观念作为最主要的道德规范，主张安分守己，服从天命；另一方面则积极宣传商人与武士、农民对社会的同等重要性，肯定商人职业的存在及其盈利的合理性。“士农工商，治天下之助也。若无四民，则无助……士乃有位之臣，农人乃草莽之臣，商工乃市井之臣。”[27]认为商人获取正当的利润，就如同武士取得俸禄、农民获得收成一样天经地义。同时，石田梅岩又通过提升“正直”和“俭约”两大道德规范，要求商人以正当的手段获得利润，要求社会尊重经商交往中的交换关系、借贷关系、所有权问题等。所以，石田梅岩及其门人实际上是既在为提高商人的社会地位而呼号，又在为建立良好的商业秩序而奔走，从而在客观上为日本商业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了思想道路。石门心学的这种思想，正是通过石田梅岩及其后人忘我地开展社会教育运动而传播于社会的各个阶层之中的。

石田梅岩从小受到当农民的父亲的严格教导，恪守本分。11岁到14岁、23岁到30岁左右两度到京都商人家当学徒、帮工和管家。他像当时所有的城市青少年一样，一边做工，一边学习商业技术和实务，但他比别人更为勤奋。在当时那个各种学问和思想较为流行的18世纪初年，石田梅岩学习了神道、儒学等，接触了多方面的知识。由于直接担当着商人的角色，他痛感商人所肩负的社会压力和对伦理秩序的需要，故而立志“若果无闻道者，即便是摇铃过市，也当劝说人之为人之道”[28]。他45岁的时候，在京都自己的住宅里开设了一个小小的私塾。

石田梅岩的教育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作为一个普通的管家人设置“讲习”，受到别人嘲笑和冷遇是可以想见的。当时常常来听讲的人不过五六个人。但是他的私塾自有其特色，反映了石田梅岩以面向平民、性别平等、通俗实用、方式灵活为主要特征的教育主张。

第一，不收费。他在门外贴的告示中写道：“不论何时，免费开讲。欲听诸君，即使未曾联系，亦可不客气地光临。欢迎听讲。”[29]这可能是日本实行免费社会教育的最早例证，后来竟成为风气。

第二，学塾对女子也同样开放。他门外的招牌上也写有：“欲听诸君，不必客气，欢迎光临。女子亦请尽可能入内听讲。”[30]这在当时保守风气极强的京都，十分难得。石田梅岩将讲学对象放开，扩大了影响。

第三，自由听讲，不必履行拜师当徒的一套手续。

第四，教学时间的安排十分灵活。既有白天的讲座，也有晚上的讲解，一般每天上午和隔天的每个晚上授课，以方便不同工作时间的听众。

第五，在教化方法上采用“见性”“会辅”“道话”等多种方式。所谓“见性”，即认识自己的本性。为此，他要求随从弟子像禅者那样打坐，还学习禅宗向修行者提出“公案”（议题）、尝试回答的办法。如预先提出问题，他和弟子们分别准备答案，在讨论会上讨论。这实际上近似于一种集体的专题研讨会。所谓“会辅”，就是设讲席集中听讲者进行轮流讲解、集体阅读等。所谓“道话”，是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浅显地向听讲者讲说先哲的名言和民间谚语、故事等，从中启发听讲者对心学主张的认识与信从。石田梅岩当时是以“会辅”的讲授法为中心，采取了以上灵活的方式讲学，适应了城市商人、手工业者闲暇少而文化水平低的状况，与历来的寺院说教和孔庙的儒家讲释相比，显示出一种新的面貌。新的教学方式加上热情的献身精神及通俗新颖的讲解内容，逐渐吸引了更多的商人、手工业者听众。石田梅岩于1738年扩充私塾，并前往大阪等地讲学，影响逐渐扩大。

石田梅岩的著名弟子手岛堵庵（1718—1786）和中泽道二（1725—1803）等，是18世纪后期推广石门心学的主将。他们在教学方法上更主要的是采用吸引听众的“道话”进行劝导，以致“道话”成了心学的代名词。同时，他们又创作或采用含有教训意义的诗歌、摇篮曲等材料和散发纪念品的方法，使心学主张能更加容易地流行开来。1760年至1786年的20多年中，心学波及14个藩，建立了22个心学讲舍；宣讲对象也扩大到儿童、妇女，以及农民和武士。18世纪末，中泽道二以江户为中心积极活动，使心学进入了它的黄金时代。1803年，中泽道二去世时，心学讲舍已达81所，扩展到40余藩了。

18世纪的心学教化活动，以新颖的社会教育方式广泛传播了富有近代意义的商人思想。心学推行者们关于社会教育的意义、方式方法上的新认识和新做法，是从江户时代普通日本人当中独立产生出来的教育创新，在日本教育史上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心学进入19世纪以后有了更广泛的传播和发展，成为推动江户后期社会改革、教育改革向明治维新过渡的重要力量之一。不过，心学教化运动同时也将肯定封建社会等级制度的思想、安分守己的机能主义的社会分工思想传播开来，所以在当时幕府及各藩重视教育教化的氛围下，它也受到了当权者的默许，这大约也是心学教育得以流传的原因之一。

综上所述，18世纪的日本教育思想中确然出现了近乎近代教育思想的萌芽。尤其是关于士庶教育平等的观点，关于儿童天性及相应教育的主张，注重实学的要求，对学校教育体系的设想以及教育研究思想方法的转变等，显得格外突出。不过，教育思想上的种种进步也像18世纪日本整个思想界、学术界所具有的启蒙倾向一样，尽管在形式上与明治初年的“第二次思想启蒙”有某些酷似之处（例如，提议广建学校、普及教育等），但相比之下，其局限性却更为严重。这些新的倾向作为一种主导行为方式的思想，仅仅存在于一小部分学者或为数不多的学校范围内；一些重要的思想著作，在那时还只是靠手抄流传，其思想传播范围的局限可想而知。然而更为关键的一点是，引起新思想产生、发展的社会基础——城市商人本身，是由寄生于封建制度上的商业资本造成的。封建统治阶级的思想仍然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它在商人及其思想代言人的身上必然留有深深的印迹。因此，新的思想不经历一定时日的变化过程，是不可能脱出旧胎而占据上风的。所谓“学问之道，以信圣人为先”（荻生徂徕《辩名》）[31]等就是思想局限的突出表现。这种情况，直到19世纪中期（江户末）才有所转变。经历过几十年的酝酿和西方思想的撞击，学者之外的多数民众自我意识觉醒，国民意识加强，平等、自由、注重实际的要求普遍强烈，代表新兴势力的政治力量也增强到了足以推翻幕府统治的程度，因而形成迥异于18世纪的更为广泛深刻的思想启蒙运动，也就是必然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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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如何摆脱西方中心主义是总结18世纪教育思想的一道难题。本卷试图在这个问题上走出一步，但还是无法抵挡住西方这个时期启蒙运动对教育思想所带来的震动，因此当我们为本卷撰写结语时，仍然以启蒙运动为核心来评论18世纪的教育思想，也就是18世纪的教育思想成就。不过，当代后现代主义思潮把矛头指向启蒙运动，则为我们换一种评论的思路提供了新的知识资源。

一、18世纪的教育思想成就

（一）启蒙运动的教育思想精神

从世界历史的发展来看，18世纪是一个启蒙运动时代。从世界教育思想史上来看，18世纪也是一个启蒙教育思想运动的时代，它庶几形成了现代教育发展的基本思想模式。从实质上说，启蒙运动时期的教育思想是自文艺复兴运动以来教育思想发展的总结和升华，它确立了西方现代化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和教育价值观念准则，标志着西方现代教育对传统教育的全面胜利。启蒙运动用科学和理性教育民众，启迪民智，批判封建教育制度，鞭挞封建教育制度和基督教会教育所造成的宗教迷信和愚昧状态，全面扫荡了传统的基督教教育体系，用理性和科学教育取而代之。启蒙运动确立了理性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一切都要放到理性的圣坛面前接受审判，使理性的精神普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同样它也普及到了教育领域，使教育的合理化和功利化成为人们教育行为的准则。启蒙运动使资本主义的现代教育思想取得了对基督教神学教育的胜利。启蒙运动在社会政治思想领域的建树为教育思想带来了深刻的灵感。甚至可以说，教育思想是以其社会政治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卢梭不可能游离于其社会契约论来谈教育；同样，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把教育问题放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证明了教育思想的政治属性。启蒙思想家们提出了自由、平等、博爱的社会准则，这种准则也反映到了教育领域，教育自由、教育平等和教育博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资产阶级进行革命的有力武器。总之，启蒙运动不仅勾画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明晰蓝图，确立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社会的精神、心态和思想观念，而且建构了资本主义现代教育的宏图，确立了现代化教育的思想观念。

（二）启蒙运动教育思想的辐射性

如果从教育现代化的视角来看18世纪的教育思想的话，本书认为，法国在资产阶级革命前的思想启蒙运动为整个西方的教育现代化提供了思想和理论准备。我们可以如数家珍地列举出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思想家：孟德斯鸠和爱尔维修政体教育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狄德罗的发展教育思想和国家大学管理理论、拉夏洛泰的国民教育理论、孔多塞的教育现代化纲领……“从18世纪中叶到大革命前，现代教育的理论正是由卢梭、爱尔维修、孔狄亚克、狄德罗等启蒙哲学家所绘制；而同时制度与革命计划由拉夏洛泰、罗兰、杜尔阁、米拉博、塔列兰和孔多塞等政治家和政务家所呈现。”[1]他们的思想中具有两个最显著的特点，其一，启蒙的理性性；其二，反宗教性，或者说具有批判性和建设性，也就是“破”与“立”的思想品性。他们的思想中最具建设性的特征是，构建了未来教育现代化的制度模式，从掌握教育权的国家教育行政机构的建立到教育参与普及性的教育一体化结构及教育功能的国民性等都体现了极强的教育现代性。启蒙的理性性主要表现在它具有极强的思想辐射能力。虽然说，1715年在法国几乎没有人说英语，英国的科学和政治进步也尚未被人知，英国人被人看不起，甚至被人恨，但半个世纪之后，那个时代的学者到处都说英语，英国人被视为欧洲政治和科学的领袖；法国的学者访问英国，学习英国的政治、经济和科学的进步。政治和宗教自由的思想家洛克、道德哲学家霍布斯、伟大的科学家牛顿，都是伏尔泰的老师，而伏尔泰则改变和塑造了18世纪法国的思想。众多的法国思想家，如爱尔维修、狄德罗、摩莱里、伏尔泰、卢梭受到了英国思想家们的极大鼓舞。可以说，18世纪前期英国成为法国政治自由的学校。亚当·斯密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对法国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到18世纪中叶以后，在教育思想方面，英国工业革命初期的经济学家的经济学文本中无不带有法国启蒙运动时期的鲜明痕迹，具体地表现在最具教育现代性的“教育的国民性的意识形态理论”。如亚当·斯密害怕劳动分工会使工人阶级智力降低，企图用国家教育来对此加以补救，这种思想的来源则是法国的拉夏洛泰和启蒙思想家的思想。

启蒙教育思想的辐射能力还深刻地影响了德意志诸多小国和北美，尤其在德意志，全面地吸收了救国的启蒙的理性主义教育思想。康德在古典哲学中进行教育问题的思考时深受卢梭的影响；巴西多的泛爱教育运动直接吸取了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理论。卢梭的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一经传播就显示了极强的生命力。它为西方教育现代化注入了一种活力，在瑞士它被全面地吸纳为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

二、后现代主义视野中的启蒙教育思想

（一）启蒙运动的教育现代性思想

18世纪是西方社会历史急剧变革的时代。这种变革不仅摧毁了西方几个世纪以来的宗教传统和封建主义传统，从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中可以看出，18世纪的教育思想是整个社会转型时期的思想变革的一部分，它在自变和共变中实现了教育思想的由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向。换句话说，18世纪教育的现代性要面对两方面的挑战，一是中世纪以来的封建主义教育；二是长期以来控制着人们实际教育的教会教育。教育思想企图摆脱宗教教育思想和封建主义教育思想，它表现为双重任务，一方面，教育思想中体现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即对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无情的批判；另一方面，教育思想中彰显了急迫的建构意识，在批判的同时对现代教育进行了自觉的建构，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对教育现代性的建构。

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科学、社会进步、人的解放、民族、国家等的现代性意识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现代性的纲领。教育现代性的纲领具体表现在教育的自然属性、教育的国家特征、教育的民族特性、教育的知识特性等。

启蒙运动无疑是教育现代性思想的策源地。它认为，理想的人应该是摆脱了宗教迷信、具有理性的和自主性的人，“应该是自身命运的惟一主人以及他的世界的主宰”[2]，这种人也应该是能为整个人类朝更科学、更有效地利用自然，从而为改善人类这样的事业服务。启蒙运动的教育现代性思想还表现在，整个社会现代性的进程对大批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的需求扩大，迫使教育制度走向一体化、规模化，也就是批量地培养儿童，让他们接受最基本的初等教育，以满足现代性的需求。于是，教育现代性体现了教育的目的既要培养儿童的职业能力，又要培养完人，努力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培养能用理性来控制自己，具有充分自主性的人。

启蒙运动使人摆脱了神的统治，把人的价值、地位、能力、尊严放在第一位，强调人的自由和解放的可能性。在洛克和卢梭这样的现代性者那里，人是可以达到一种用理性来控制自己的状态，所谓完人态的主体；人具有改造自然和自身境遇的乐观态度，这才是教育现代性的精髓。现代主义教育的完人观主要有以下几种：

1.培养有教养的人。教育儿童，使他们掌握通行的知识和理解事物的方式。

2.培养和谐统一的完人，使学生成为有理性的自我约束者，成为自己生活的自主设计者。

3.培养具有技能的完人。通过使学生掌握一系列的技能来培养完人。

4.使学生的本质自我得以展现，从而成为完人。这种培养完人的过程是通过发现或自然生长过程来实现的。

5.通过使学生完成自我实现来进行完人教育，即：使学生学习了解各类经验，接受各类咨询，从而发挥学生的潜力，达到自我实现。[3]

作为现代性的宏大设计和元叙述的一种类型，培养完人的教育目标同样遭到了后现代主义的批判。在后现代主义看来，完人教育是把教育看作喂食一样简单，把功利主义课程（为社会再生产和劳动力再生产服务的课程）当作主食，把人格教育与社会教育课程视为维生素。完人的观念是一个典型的现代主义的观念。教育现代主义的观念具有三个特征：①它是一种宏大的、系统化的设计，需要有条不紊的参与；②在对人类与世界的关系问题上，将人类看作独立的建筑师、独立的认识主体和自我超越的文化群体，人是世界的中心；③相信人类解放的可能性。

研究后现代主义教育理论的学者欧修和爱德华兹认为，现代性的教育目的是建立在这样一种确定的主体观基础之上的：主体具有自我指导、自我控制的潜力；这种主体是能够自如地行使个人的能动性的理性主体。教育的任务就是帮助学生实现这种潜力，使学生成为具有彻底的自主性，能够控制自我和意愿的主体。这样，现代教育就成了塑造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的关键因素，其目的就是使学生成为某种特定类型的主体。[4]鲁斯特指出，教育学家必须严肃地对待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对“后现代”时代的教育制度的持续相关性提出了疑问；因为现代主义设计这种制度在于“现代”目的，例如，学校可以设置普及化、形成统一的思想和增强民族主义和公民尊严（civic pride）的观念。[5]

（二）当代反启蒙主义思潮

当代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对价值多元主义的信奉和对“集体性的个人性”的捍卫集中体现了伯林反启蒙主义的立场。实际上，尼采主义、海德格尔、法兰克福学派、存在主义、福柯、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等都以摧毁所谓“理性的霸权”、反对启蒙运动为己任；而伯林则是以自由主义来反启蒙主义。伯林认同启蒙运动的一些基本价值，包括宽容、自由、人类从无知和压迫中解放出来，但是他反对启蒙运动中普遍理性的观念。

反启蒙主义思潮开始于启蒙主义时代，“反启蒙运动与启蒙运动本身是同时代的现象”[6]。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的最初的和影响最大的批评家是帕斯卡和维柯，他们把笛卡尔看作主要对手。维柯把笛卡尔的普遍怀疑的方法和清楚明白的观念作为他的新科学的主要批判对象。启蒙运动最强大、最富有挑战性的批评家不是法国人，而是德国人，伯林把赫尔德、费希特、J. G. 哈曼等看作反启蒙运动的主要代表和现代非理性主义的精神之父。这种非理性主义把曾经是启蒙运动之核心的理性思想连根拔起，而把浪漫主义的中心内容，即激进的意志观念彰显出来。

（三）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的反理性主义

18世纪启蒙运动的基本隐喻“意图传递这样的启示，即人类理性的进步发展将照亮由旧专制社会秩序的宗教和政治设置所营造的无知和迷信的黑暗”[7]。也就是说，理性使人类获得了解放，从而人类才会自主地筹划和发展他们的个体生活，从事社会实践以满足其需要和意愿；人类才会提出一种维护民主社会形式的理想，这个社会由理性的原则所控制。教育的任务就是发展这种理性。这种人类和社会进步的观点的关键是与科学相联系的。事实上，理性主要被解释为科学原则的形成和运用。[8]科学是理解这个世界和对人类发展起作用的唯一途径，因此不单纯是科学，更主要是科学人，是理性人的启蒙原型。启蒙运动的规划具有强大的解放力量，而恰恰在这一点上，当代的后现代主义视之为乌托邦的幻想。

启蒙思想家高举着理性的旗帜，把理性从抽象的哲学领域转移，应用到一切社会领域中，用理性来分析、判断、辨别和批判社会的一切现存秩序，其中包括教育秩序。而理性最重要的特征是：它具有分解和综合能力，也就是分解一切简单的事实，分解所有简单的经验材料，分解人们根据启示、传统和权威所相信的一切。这种分解是对既定权威和秩序的“解构”。分解并不是其最终目的，破坏也必然意味着重建；分解之后便是要综合，并在分解之后抽取其本质，建立起普遍有效的原则，因此，理性具有统一性和不变性。也就是说，追寻同一性和普遍性就是理性本质的表现。启蒙思想家相信，他们所提出与设计的政治原则、政治制度和教育制度将适合于世界上一切国家与民族；一旦理性的光芒照亮全世界，每个民族、每个国家都将会破除旧传统与权威，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为此，在后现代主义理论看来，启蒙运动构筑了三个神话，即理性神话、科学神话和进步神话。18世纪的“大多数人相信进步，相信理性，相信科学和文明”[9]。所谓理性神话，是指18世纪对理性的过分推崇与厚爱；所谓科学神话，是指18世纪人们所普遍具有的客观意识，即认为科学所发现的是事物自身所具有的客观真理，从而科学知识是绝对的、普遍的，同时相信以科学为工具，可以推动社会的无限进步；所谓进步神话，是指只要相信理性和科学是万能的，可以实现人类的真正幸福，进步就不是一种梦想，而是一种伸手可及的现实。在这三种神话指导下也同样构筑了培养有理性的人（爱尔维修、狄德罗、欧文），以科学的方法认识人类（卢梭），使教育起到推进人类进步的作用的三种神话。爱尔维修的《论人的理智能力和教育》提出了理性的人的理智能力是通过教育来培养的模式。

理性主义在得到弘扬的同时，也树立了自己的对立面，这种对立面自它同时代起一直延续到当代。同时代的德意志浪漫主义和当代的后现代主义都对理性主义的普遍性和同一性的宏大叙事提出了尖锐的批判。在浪漫主义思想看来，理性的分析使现实客观世界的种种差异被忽视或抹平。一切都如机械式的排列组合，甚至富有生命力的人本身也被赋予机械性，被当作机器来对待，正如拉美特利所提出的“人是机器”。相反，在浪漫主义思想的分析中，理性对事物的探寻是单调刻板的，它完全忽视和不顾人类本质的复杂性和矛盾性，以及自然的多样性。自然就其本质来说是千变万化的多样性，如果仅用理性普遍的同一性来解释的话，自然的千差万别就不复存在，显然这是违背自然本身的客观规律的，所以，运用理性的普遍法则是无法对自然进行解释的，同样，人类社会如同自然不允许用同一规则和模式去解释，而是产生多样性一样，也并不是由相同的个体所组成。他们强调个体、独特性、多样性，反对同一性和普遍性。

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现代主义的规划集中在理性、科学和整体性。[10]现代主义的提倡者认定，理性和科学提供了社会和文化问题的解决办法。由于现代主义者相信物理世界和文化世界是能够被认识的，因此坚持一种实证主义的观点，确信逻辑的确定性和科学与技术的线性进步。现代主义“成为文明本身的同义词”[11]。现代主义预先就提供了建立在服务于人类的科学和理性基础上的中性的解决办法，但是这种服务是通过对自然的控制来获得的，于是这种观点为理解卢梭的自然教育思想提供了另类解释的资源。

后现代主义者否认普及教育的适用性和可行性，提出了与普及教育能够或应当有益于进步的社会目标，如扩大社会平等的观念针锋相对的立场；后现代主义批判国家教育制度的科层制、官僚化，把国家管理学校教育指责为无效率的官僚科层制垄断组织；主张在市场机制所指引的制度中的更大的多样性和更多的选择；否定教育可以实现进步社会变革的可能性；反对利用国家教育把一致性（种族中心主义、性别歧视主义和资本主义）文化强加给不同（diverse）的人们。[12]

总之，后现代主义对普及性、统一性、理性和进步等“启蒙运动的元叙述”提出了疑问。这种怀疑同样适用于18世纪的启蒙教育思想。

三、18世纪教育思想已经体现了人类教育思想的主体性实践

18世纪教育思想已经体现了人类教育思想的主体性实践，尤其是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反映了极强的主体性特征。西方自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到近代，教育的演变实质上是教育自身从其他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等，分化独立的发展过程。也就是说，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性的，教育发展是一个教育独立于其他社会实践和社会理论的认识过程。这个认识过程也可以视为对教育客体的认识的独立化过程。而我们认为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西欧早期教育现代化过程就是教育实践独立化过程的开端，也就是人类在教育实践中主体意识的首次展现。这种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首先表现在教育实践的主体能有意识地、自觉地运用教育理论指导独立于其他社会活动的教育活动，使这种社会行为之一的教育行为具有理性依据，这表明人类的教育活动开始朝着理性化、有序的方向迈进。泛爱学校运动的倡导者“巴西多把卢梭自然教育中一切最引人注目的部分和拉夏洛泰的国民教育理论结合在一起了”[13]，巴西多创办泛爱学校的理论准备十分充足。他以自己独特的宣传才能，运用夸美纽斯的《世界图解》编写教材，这显然摆脱了学校使用《圣经》作为教材的羁绊。而且这种教材充满着游戏、图画和谈话等新教学方法，真正反映了“一切知识始于感觉”的教育哲学观。另外几位教育实践家也都被视为“卢梭的信徒”。黎茜特从他开始创办学校到著书，始终如一地贯穿着卢梭的教育思想。可见这种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暴露无遗，且耐人寻味。

泛爱学校运动的倡导者的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如果尚拘泥于理论指导的话，那么瑞士以裴斯泰洛齐为首的自然教育学派的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已超越了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本身。其特征是：一方面使卢梭倡导的自然教育思想植根于厚实的社会基础之上；另一方面实现了自然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结合。前者以《林哈德和葛笃德》为主要标志；后者以《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为“完美结合”的主要果实。

首先，尽管英国星期日学校运动和“贝尔—兰卡斯特”导生制学校运动在自然教育学派的教育实践面前显得苍白无力，但欧文的“性格形成学院”所着意追求的教育理想中表现的教育实践主体意识与自然教育学派相比毫不逊色。欧文对法国功利主义、唯物主义思想家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的慕拜和他对之进行系统的实践反过来让法国人，乃至其他欧洲人对欧文顶礼膜拜，这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实践主体意识体现的有力佐证。

其次，我们可以说，正是西欧早期教育现代化时期人类教育实践主体意识的加强，使西方教育现代化无论在思想还是在实践上都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这也充分揭示了教育认识的客观规律，即教育实践的主体从理论到实践，又由实践到理论的认识过程。裴斯泰洛齐在《葛笃德怎样教育她的子女》一书中指出：“当我不能以抽象的演绎法得出一种令人满意的结果时，我要以实践来证明我的观点；并且独创性地试验来讲清楚我确实希望去做和我能够去做的事，以便通过这一渠道找到达到我的目的的方法。”[14]具体地讲，这时期的教育实践作为教育实践的主体比已往任何时代的教育主体体现出更高超之处在于他们不仅是教育实践的施行者，而且自己对教育实践进行了理性思考，著书立说，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教育文化遗产。

最后，从知识领域和知识分工的视野来考察，也可证明早期教育现代化实践的主体意识。可以说这个时期的教育实践是对古希腊、古罗马朴素教育活动的超越。就教育与哲学、政治学等知识领域的关系而言，在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哲学、政治学等都包含着教育学，大哲学家同时也是教育理论的权威，而且这时的哲学家并不分别地看待这两种知识学问。在他们的思想认识中，哲学、政治学与教育是不能区分的；哲学原则同时也是教育要遵循的原则，而教育实践不外乎是哲学的运用。自文艺复兴以来，出现了哲学、政治学与教育科学的分化，在知识领域或在知识分工过程中不仅出现哲学家、政治学家兼教育学家的学者，如洛克、卢梭、康德等，他们把哲学、政治学与教育看作知识学体系中的两个不同部分，如洛克的《政府论》与《教育漫话》，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与《爱弥儿》，康德的哲学批判著作与《论教育》等；而且还产生了专门的教育实践家和理论家。这个时期驰名于世的教育家们充分展示了他们的教育才华和强烈的教育实践主体意识。裴斯泰洛齐在1797年发表的《我对人类发展中自然进程的追踪考察》一书中，提出了他的关于公民权力、社会道德等观点，“但是本著作也同样证明了我内心的无能为力，只是表现了我提出问题的能力，但这也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没有与之相匹配的技能做依靠，缺少必要的努力来采取具体的措施以达到我的目的。我的实践和我的理论之间比例失调的情况有增无已，本身的缺陷越来越明显，我缺乏实现我的目标所必须具备的条件，又无力创造这些条件”。[15]因此，为了能达到理论与实践之间比例的协调，他处心积虑，孜孜以求地进行教育实践。最终他在《葛笃德是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书中创造了“这些条件”，展现了他的实践主体意识。

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这种强烈的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那么创建任何现代化的学校制度和教育制度，乃至于现代化的国家教育体系都是不可能的。19世纪初叶费希特的国民教育理论之所以较启蒙时期的理论更能为国家教育体系制的建立提供强有力的理论依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费希特识见到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的主体性特征。裴斯泰洛齐同时提出了培养教师的方法和教师培养学生的方法，这是现代化国家教育制度建立的必要条件，而费希特正是体察到他的思想的科学底蕴，才向德意志人大力宣扬他的思想，因此普鲁士现代化国家教育体系的建立才能成为现实。

教育实践的主体意识的展现表明了人类个体在教育领域内的探索精神，而这种精神推动了西方社会的教育现代化进程。

四、18世纪教育思想的局限性

任何一个时代的教育思想都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来看，18世纪的教育思想的局限性是不言而喻的。有学者认为，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视角来看18世纪的教育思想的话，这个世纪是否是教育学的时代是值得怀疑的。因为教育学“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段期间里，敏锐的教育眼光、闪光的教育智慧与不谨严的理论形式扭在一起。那些激情洋溢、饱含丰富思想内容的著作缺乏谨严的论证，自然算不上什么‘教育’之学，但它也不沾后来‘教育学’那样的学究气。那是革新思想奔腾澎湃的时代，教育随笔、随笔式的教育小说，或小说体的教育随笔，正是发挥自由思想的适当形式”[16]。“18世纪波澜壮阔的教育革新思想，使人耳目一新，备受鼓舞。然而那是一种未经严密论证的智慧闪光，它需要经过理论的过滤才能在实践中生根。”[17]

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学校教育是形成……国家的最强有力的武器。”[18]在国家形成过程中，利用学校教育塑造新的庶民或公民，但同时也创造了性别化的新社会角色，早期的权利、公民资格和社会契约观念中，妇女并不享有与男性同等的地位。卢梭教育思想中的苏菲的教育计划与爱弥儿的教育计划是截然不同的；像雷佩利尔（Lepellier）这样的雅客宾派人也认为女孩所受的教育不应比男孩多。[19]显然，学校所赋予的目标是，把男孩塑造成为有用的公民，而女孩成为抚养男性公民下一代的妻子和母亲。[20]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启蒙运动领袖中，赞同劳工阶级受教育的人寥若晨星。米拉博、亚当·斯密和朗福尔德等属于少数几个鼓吹贫民免费教育的人之列”[21]。卢梭认为，未受过教育的“高尚的粗人”天生心地善良，人如果不受教育也可能十分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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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言

在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19世纪往往被人们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纪。在有“理性时代”“启蒙时代”“革命时代”之称的18世纪之后，自然科学在19世纪中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发明创造令人惊讶地不断涌现。这一切不仅极大地推动了人类社会的前进步伐，对人类社会生活以及世界的面貌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而且有力地促使了对自然科学和文化知识的普遍信仰的形成，推动了学校教育的变革，引起了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的变化。

19世纪，欧美国家在自然科学发展和发明创造涌现的影响与推动下，加快了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进程，使得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也正是在产业革命与工业化的进程中，欧美国家在社会变革的基础上巩固了资本主义社会制度。

在19世纪，欧美国家的社会科学也得到了不可忽视的进步。与教育思想关系尤为密切的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获得了很大的发展。由于哲学和心理学是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因此，哲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也必然会推动教育思想的发展。

毋庸置疑，19世纪社会的工业进步和经济发展以及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巩固，不仅对学校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也为学校教育的变革与发展提供了必要的物质条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欧美国家的学校教育在19世纪中的变革比18世纪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无论是英国、法国、德国这样的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美国、日本这样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教育变革是一种主旋律。正是在教育变革的基础上，近代西方的国家教育制度开始确立起来，并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19世纪欧美国家的教育家和思想家或从社会改革的角度，或从哲学理论的角度，或从心理学理论的角度，对教育问题做了比以往更为深入的思考和探讨，因而出现了主张各异的教育思想。无论是教育思想的丰富程度，还是教育思想的深刻程度，19世纪教育思想显然超过了18世纪以及先前时代的教育思想。

在德国，出现了国民教育思想、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实验教育学思想。从整个19世纪教育思想历史来看，德国在教育思想上的发展明显超过其他欧美国家，尤其是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更使德国在19世纪教育思想历史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领先地位，吸引美国及欧洲其他国家的教育家去学习。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博伊德（W. Boyd）和埃德蒙·金（Edmund King）所指出的：“德国在教育思想和行动上都处于前列。国民教育的重要实验以及同赫尔巴特和福禄培尔的名字联系起来的教育理论上的显著成果，使德国成为欧洲的教育领导人。”[1]

赫尔巴特作为19世纪德国最有代表性的教育家，接受了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教育心理学化”的观点，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赫尔巴特把系统知识的传授放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首位，构建了以管理、教学和训育三方面为框架的教育理论体系，成为西方教育思想历史中“传统教育理论”的主要标志。无论在理论的广度上，还是在理论的深度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明显高于其他19世纪的教育思想，以至有的西方教育学者说：19世纪是赫尔巴特的世纪。应该说，这并不是一点道理也没有的。

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以费希特、黑格尔和第斯多惠为代表人物。它强调国民教育的发展，并促进德国的复兴。从思想渊源来看，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显然受到了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其中，费希特和黑格尔更多地从民族复兴方面来思考国民教育问题，而第斯多惠更多地从人的全面发展上来思考国民教育问题并付诸教育实践。

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以洪堡为代表人物的。它以新人文主义为依据，注重精神培育，强调教育促使整个人的发展，旨在人类智力、美学和道德的培养，为学校教育尤其是为高等教育确立了一种新的学术精神。

福禄培尔作为19世纪德国教育家，也深受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的影响。他从事学前教育和初等教育的实践活动并对这两方面教育问题进行了思考，由于创建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并构建了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而使其教育思想闪烁出夺目的光辉。

实验教育思想以梅伊曼和拉伊为代表人物。在实验心理学的基础上，实验教育学思想倡导对教育问题的实验研究和客观分析，采用实验、观察、调查、统计和测量的方法。尽管实验教育家在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但由于他们的努力，以教育实验为标志的实验教育思想以一种新的面目出现在19世纪教育思想之中。

在英国，出现了儿童教育和贫民教育思想、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科学教育思想。

英国的儿童教育和贫民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艾吉渥兹父女以及贝尔和兰喀斯特。受到18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艾吉渥兹父女以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为基础，对儿童教育问题做了论述。贝尔和兰喀斯特主要论述了贫民教育问题，并针对19世纪英国教师缺乏的情况创立了世界闻名的导生制。

英国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边沁、詹姆士·穆勒和约翰·穆勒。他们以功利主义为理论依据对教育问题进行了探讨，要求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强调教育对个人幸福的作用，重视道德教育。

以纽曼和托马斯·阿诺德为代表人物的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人物的英国科学教育思想的出现，反映了19世纪英国的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强调学校教育内容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提倡古典课程，反映了英国教育的古典的、保守的传统。与之相反，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强调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制定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体现了时代的方向。在19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科学教育思想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从而使英国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在法国，出现了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是孔德和涂尔干。他们作为早期功能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更注重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作用，并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对道德和道德教育做了论述。尤其是涂尔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被称为第一位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

在丹麦，出现了以格龙维为代表人物的民众教育思想。它强调使教育成为全体公民的权利，培养良好的公民。为此，格龙维创建了“民众高等学校”这一种成人教育机构，实施“生活启迪”“民众启蒙”等方面的教育。从思想渊源来看，丹麦民众教育思想无疑也受到了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和启蒙教育思想的影响。

在俄国，出现了民主主义教育思想，以别林斯基、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乌申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为代表人物。尽管他们在一些问题上的看法并不一致，但他们都激烈批判农奴制教育，强调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提倡爱国主义教育，要求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成为在19世纪俄国与沙皇专制政府官方教育理论相抗衡的一种教育思想。

在美国，出现了公共教育思想、高等教育革新思想。在美国独立后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些教育思想，适应了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需求，表现出美国教育的特色。

美国公共教育思想，以贺拉斯·曼、巴纳德、哈里斯为代表人物。它强调教育的普及，要求建立统一的和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主张国家对教育的管理，重视师资训练，提倡公立师范学校，而成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理论基础。美国公共教育思想代表了美国教育史上的一个时代，即公立学校时代的教育理论，并付诸教育实践。从其思想渊源来看，它无疑受到欧洲国家的教育思想，尤其是18世纪法国国民教育思想以及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的影响，因为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这些代表人物都去过欧洲国家学习和考察。

美国高等教育革新思想以吉尔曼、埃利奥特为代表人物。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的吉尔曼和作为哈佛大学校长的埃利奥特受到德国大学特别是柏林大学办学思想的影响，致力于创建具有美国特色的大学教育机构，既注重学术性又注重选修制，既注重本科生教育又注重研究生教育，还强调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美国高等教育思想无疑是19世纪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基础。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森有礼、井上毅。他们主张学习西方文明，强调普及教育，提倡和谐发展的教育，加强国家对教育的管理，发展师范教育和职业教育。这一教育思想的传播，不仅推动了日本明治维新教育改革，而且为日本教育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尤其是福泽谕吉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被称为启蒙思想的领袖。

此外，在19世纪欧美国家中，还出现了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以及儿童与儿童教育研究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以英国的欧文、法国的圣西门和傅立叶为代表人物。在继承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这一教育思想强调把教育作为社会改革和实现理想社会的基本手段，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以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特别要指出的是，英国的欧文的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活动，是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一次实践。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具有空想的性质，但它已包含了科学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萌芽，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和重要的影响。

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是先后在德国和美国出现的。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齐勒尔、莱茵、斯托伊和美国的德加谟、麦克默里兄弟。他们信奉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广泛宣传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从而兴起了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就其实质来说，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是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继续和发展。

儿童与儿童教育研究思想是在欧美国家中出现的一种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高尔顿、法国的比纳、美国的霍尔。他们受到实验心理学的影响，探索儿童智力的来源、儿童智力的测量以及儿童心理的内容等，但采用问卷法、观察法、测量法等研究方法。就其思想渊源来讲，这一教育思想是与实验教育学思想相似的，甚至可以归入实验教育学思想。应该看到，儿童与儿童教育研究思想与实验教育学思想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西欧新教育思想和美国进步教育思想的前奏。

在19世纪教育思想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是在19世纪40—90年代形成的一种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关注教育问题，参与教育领域的论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作为一个新的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他们运用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19世纪欧美国家的教育和近代教育家思想以及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教育思想倾向进行了分析和评论，重新确立考察教育问题的视角，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提出了关于未来教育其中包括“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的构想，从而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就其思想渊源来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汲取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教育思想、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以及德国哲学的思想成果，但它高瞻远瞩地揭示了未来教育的方向，堪称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丰碑。

在19世纪中，各种教育思想提出了具有各自特点的不同教育主张，并呈现出比18世纪以及先前时代更为多样的特点。就其整体而言，19世纪教育思想是19世纪社会和时代的产物，使得人类对教育的认识得以深化，并对20世纪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19世纪的教育思想”分第七卷和第八卷两卷。

第七卷：“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上）”共九章。其中，第一、七、八、九章以及第四章第二、三节由徐小洲执笔；第二、三、六章由赵卫平执笔；第四章第一节由范捷平执笔；第五章由徐艳执笔，导言由徐小洲执笔。全书最后由徐小洲、赵卫平统稿。



[1] W. Boyd and Edmund King，the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 1975，p. 333.


第一章 19世纪教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是人类历史从近代向现代转换的一个重要时期，也是人类历史文明发展最快、变化最大的时期之一。在18世纪的基础上，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发展与变化。19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正是建立在这种背景上的。因此，了解这一时期的发展概貌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教育思想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科学技术与经济

一、科学技术

19世纪，自然科学取得了重大成果。

数学方面，19世纪20年代，俄国数学家洛巴切夫斯基（Hиколаи Иванович Лобачевскй）提出了非欧几何体系，从而改变了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Euclid）创立的几何概念，在数学界引起了一场革命。物理学方面，法拉第（Michael Faraday）发现电磁感应现象，为电的实际应用提供了理论基础。赫尔姆霍茨（Hermann Ludwig Ferdinand von Helmholtz）提出了能量守恒和转换定律。另外，还有热力学的三大定律、电话、留声机的发现和发明等。化学方面，门捷列夫（Дмитрий Иванович менделеев）发现了化学元素周期律。生物学方面，19世纪的最大成就之一是细胞学的建立，为生物学的分类和发展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提出的进化论认为有机体是千百万年发展过程的结果，提出了“适者生存”的理论，从而“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作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探明了物种的变异性和承续性，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之上。”[1]天文学方面，光谱分析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天王星、海王星的被发现，人们对宇宙的认识发生了变化。神学家们鼓吹的宇宙的转动得力于神的推动的假说受到强烈的打击。

19世纪的许多科学成果在生产中得以应用，并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二、资本主义经济从自由到垄断

19世纪20年代，英国工业革命开始进入机器制造机器时期。40年代，蒸汽机的广泛使用，机器制造业的建立，以及主要铁路干线的建成，标志着英国从工场手工业向工厂机器阶段过渡的基本完成。

工业的飞跃发展和海上运输业的优势，保证了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英国实行了自由贸易政策。19世纪50—60年代，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比例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

工业革命的完成，殖民扩张和自由贸易政策的推行，促使英国经济获得蓬勃发展。19世纪70年代以前，英国的工业生产占世界第一位，有“世界工厂”之称。

19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国内资本的大量输出、传统行业技术陈旧、经济危机及美、德的激烈竞争，工业发展趋于缓慢。特别是1825—1866年，英国共发生了5次经济危机，使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80年代，英国工业总产量被美国超过，1900—1910年又被德国超过，沦为世界第三位。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发展，英国农业经济也日益发展起来。资本主义农场的发展，为农业技术的改进和产量的提高创造了条件。

英国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1800年到1900年增加了2倍多，城市人口增长的速度最快。农业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例不断下降。人口和工业生产的发展，使得英国的粮食和农业原料越来越依赖国外进口。这种情况表明，英国的“世界工厂”一方面向国外倾销工业品，另一方面进口大量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

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个人主义的盛行，为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提供了滋长的土壤。工业的发展迫使资本家逐步考虑解除工人的后顾之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为自己提供合格的劳动力，因此，贫民教育和儿童教育的思想得以发展起来。经济的发展日益依赖科技的应用，科学教育思想也应运而生了。

法国在拿破仑第一帝国时期（1804—1814）开始工业革命。拿破仑政府大力推行工商业和扩大国外市场的经济政策，实行保护关税、国家订货、奖励竞争、保护专利等政策，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推动了工业生产的发展。

19世纪20年代到1848年欧洲革命前，工厂制度在纺织业普遍推广开来，纺织工业成为法国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冶金、采煤、金属加工、造纸、化工、玻璃制造等部门的技术革新和生产发展也很快。到19世纪中期，法国工业生产发展水平在世界上仅次于英国。60年代末，机器大生产成为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法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但发展速度赶不上新兴的美国和德国，退居世界第四位。

法国大革命使农村经济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封建领主土地所有制被自由农民的小土地所有制取代。

19世纪初，德意志联邦是由34个封建君主国和4个自由市组成。农奴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关税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两个重大障碍。拿破仑战争使德国封建农奴制受到沉重打击，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条件。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新兴资产阶级要求废除各邦国之间的关税壁垒。1818年，普鲁士首先实行同一税则。1838年，成立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关税同盟。

19世纪30年代以后，德意志工业发展速度加快，生产机械化逐年增加。50年代以后，纺织工业、重工业、采矿业及铁路建设迅速发展，并开始建立机器制造业。虽然德国工业革命起步较迟，但是，由于德国广泛地利用了新技术、注重重工业、培植国家资本主义、掠夺了大量战争赔款等原因，工业发展速度很快。在70—80年代，工业革命基本完成。1870年，德国在世界工业总产量中的比重已达到13.2%，超过法国。到90年代，德国主要工业生产部门的生产开始赶上英国。

美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开始的。19世纪初，工厂制度首先在棉纺织业确立。美国的机器制造业始于19世纪初，以前，各种机器主要从英国进口。到19世纪中期，制造农业机械、缝纫机、制鞋机的工厂已有很大的发展。面粉业、食品加工业、木材加工业、服装业等部门普遍建立了使用机器的工厂。

到19世纪50年代，工厂制度在美国已广泛建立。1810—1860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近9倍。美国工业生产在世界的工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占世界第二位。

南北战争后，随着南部种植园奴隶制和南北部经济分裂的消除，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学技术的应用，欧洲资本的输入，外国移民的迁入等，美国资本主义经济迅猛发展起来。1850—1900年，工业生产增长了15倍。1894年，美国工业生产跃居世界第一位。19世纪末，兴起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

18世纪初，俄国沙皇彼得一世（Адексеевич пётр 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改革，促进了手工业的发展。19世纪30年代中期，处于农奴制下的俄国开始工业革命，由手工劳动向机器生产过渡。工业革命首先在棉纺织业开始。在开始阶段，俄国大量引进外国的机器设备。19世纪50年代，俄国开始发展自己的机器制造业。到19世纪中期，封建经济日趋瓦解。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АлександрⅡ）正式签署废除农奴制的宣言，使2 000多万农民获得了人身自由，为他们成为自由雇佣者创造了条件。这是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过渡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折点。

到19世纪80年代，俄国基本上完成了工业革命。在主要工业部门中，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1880年，在纺织业中，机器生产已占三分之二。冶炼业、制糖业、呢绒业已普遍采用机器生产。

工业革命促进了工业快速发展。1860—1900年，俄国工业产量增加了6倍，增长的速度超过德、法、英。然而，在工业生产的绝对量和技术水平上，俄国仍落后于西欧和美国。

19世纪初，日本已经出现了许多手工业发达地区，并形成了全国性的市场。50年代，日本与美、英、荷、俄等列强签订了一些开放国内市场的条约。殖民性的贸易加速了封建经济的解体。

1868年，明治政府开始推行维新改革，其中，统一全国政权、统一货币、废除等级制度和行会制度、土地和地税改革以及一系列扶植私人资本主义的政策，为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开辟了道路。

日本的工业革命也是始于纺织业。1866年，日本出现了第一家机器棉纺织厂。之后，纺织业开始迅速发展。1984年，机器缫丝占生丝产量的41%。1894—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马关条约》使日本获得了2亿两白银的巨额赔款和中国市场，促进了日本工业和贸易的增长。19世纪末，日本的工业、交通运输业、贸易、金融等都有巨大的发展，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

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促进了教育对象的扩大和教育内容的变革。

第二节 政治思想

19世纪，世界各国的政治变革繁多，对发达国家的教育发展来说，下面几个政治变化对教育产生了特别深刻的影响。

一、欧洲革命

1848—1849年，欧洲革命是资本主义在欧洲发展的产物。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新的社会矛盾。资产阶级势力的增强要求充分的自由贸易，消除资本主义发展的障碍，进而要求获得政治权利。大工业的兴起给广大劳苦大众带来灾难。手工业者不断破产、工人日益贫困、农民丧失土地。除了政治、经济矛盾，一些国家还存在着民族统一和解放的问题。但是，封建统治阶级仍然坚持封建专制和经济压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当然，不同国家有各自的特色。

维也纳会议以后，意大利分裂为8个国家，大多数国家依附于奥地利。封建割据状态和狭小的国内市场使资本主义发展受到严重的阻碍。推翻异族统治，实现民族独立，消灭各邦专制政权，完成国家统一是意大利革命的主要任务。国内贵族和僧侣占统治地位，人民遭受残酷的封建统治，许多农民不堪沉重的剥削而背井离乡。因此，人民是革命的主力。1849年2月9日，成立了罗马共和国。罗马共和国采取了一些革命措施。在意大利反革命力量和奥、法、西班牙等国联军的镇压下，意大利革命最后失败了。

意大利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是资产阶级不敢发动人民革命，在革命过程中妥协投降。错综复杂的国际环境也是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

1840年，基佐（F.P.Guillaume Guizot）担任法国内阁首相。在他执政期间，对内拒绝任何改革，对外支持神圣同盟，镇压各国革命。1847年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

工业资产阶级对七月王朝日益不满，要求实行民主改革。广大小资产阶级，包括农民、小手工业者、小商人和知识分子政治上没有地位，经济上遭受金融贵族的剥削和压迫，要求革命，但对革命又抱怀疑的态度。无产阶级是最革命的阶级，他们要求推翻七月王朝，建立“社会共和国”。但他们不是革命的领导者。

1848年2月22日，巴黎的广大人民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经过起义者与政府军几天激战，推翻了七月王朝。在工人的强大压力下，25日，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宣布成立法兰西共和国。资产阶级共和派执政后，推行反人民的政策。无产阶级再次挺身而出，发动6月起义。起义遭到了国民自卫军的镇压。以后，资产阶级更公开走向了反动。12月20日，波拿巴（Louis Bonaparte）就任共和国总统。1851年12月，波拿巴发动政变，镇压了抵抗者。1852年12月2日，法国恢复帝制，波拿巴即皇帝位。法国进入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

19世纪40年代，德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已经开始瓦解，封建土地经营逐渐向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转化。但是，德国还存在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农村中的封建枷锁严重阻碍着资本主义发展。消灭封建农奴制残余是德国革命的一个重要任务。

1848年3月13日，奥地利首府维也纳发生革命，推翻了反动政府。3月18日，普鲁士首府柏林的人民起义，迫使国王同意资产阶级参与政权，许诺改革。这时，资产阶级以能参加政府为满足，充当王朝的保护人。旧的国家机器得以保存下来。6月，普、奥反动势力开始反攻，并得到沙皇的支持。11月，普鲁士国民议会被武力驱散。1849年3月，奥皇军队攻陷维也纳，资产阶级帝国议会也被驱散。德国统一的任务没有完成。德国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德国资产阶级天生的软弱性使得他们不可能领导彻底的革命。年轻的无产阶级在政治、组织上都还没有成熟。

欧洲革命虽然失败了，但是，它对欧洲各国封建制度是个沉重的打击，有力地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在这次革命中，各个阶级的面目都得以充分暴露。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经受了锻炼，并为争取教育权而斗争。马克思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从中汲取了营养。

二、日本明治维新运动

1868年，日本倒幕派利用人民的力量推翻了德川幕府的统治，成立了明治天皇亲政的明治政府。新政府成立后，实行了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史称“明治维新”。

1868年3月，明治天皇颁布了新政府的施政纲领《五条誓文》。4月又颁布了《政体书》。据此，明治政府实行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其中比较重要的改革措施有：

（1）废藩设县，消除封建割据，建立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国家。

（2）改革封建等级制度，将社会阶层分为华族、士族、平民。允许一切人自由选择职业和迁居，为资本家提供了自由劳动力。

（3）实行地税改革，促进封建经济转化为资本主义经济。

（4）实行征兵制，建立近代常备军。旨在镇压国内叛乱和对外扩张。

（5）扶植资本主义工商业。如废除各藩设立的关卡；统一币制；扶植私人企业；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等。

（6）与列强交涉，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

明治维新是一次以农民为主力、资产阶级和下层武士结成联盟、以下层武士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它标志着日本从封建主义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从封建割据国家向统一国家、从半殖民地国家向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过渡。

明治政府实行的一系列有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政策和措施，使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起来。革命前，日本工业落后，家庭手工业居主导地位。明治维新以后，由于大力引进欧洲近代技术和设备，以纺织业为中心的轻工业，以及造船、冶金、机器制造等重工业逐渐发展起来。

明治维新运动推进了资产阶级教育改革，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家在教育改革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三、美国内战

美国独立后，建立了一个大奴隶主和大资产阶级联合专政的国家。领土扩张和海外掠夺加速了美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但是，由于美国独立后没有废除奴隶制，南方实行着种植园奴隶制。北方的工商业资本主义与南方的种植园奴隶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例如，在关税、自由劳动力、原料、国内市场等方面都存在着冲突。

除了北方资产阶级从自身利益出发要求废除黑人奴隶制外，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美国展开了群众性的废奴运动。19世纪50年代，美国南部各州不断爆发反奴隶制的武装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布朗（John Brown）领导的一次起义。

1861年，代表北方资产阶级利益的林肯（Abraham Lincoln）任总统后，南方11个州的种植园奴隶主发动叛乱，挑起了南北战争。1863年夏，北方军队进入反攻。1865年4月，北方获得最后胜利。

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第二次资产阶级革命。这次革命为美国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

四、俄国农奴制改革

19世纪中期，沙皇俄国仍然是个以农奴制为基础的封建君主专制国家。但是，从19世纪初期开始，资本主义在俄国已经缓慢发展，并且逐步破坏着封建农奴制基础，农奴制的危机不断加深。农奴制的存废问题成为社会矛盾斗争的焦点。车尔尼雪夫斯基（Н. г. Черньццевскпй）、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等革命民主主义者为农奴的彻底解放开展了鼓动和宣传工作。

在群众革命斗争日益发展和民主主义者加紧革命鼓动的情况下，亚历山大二世认识到农奴制迟早是要废除的，“与其等农民自下而上起来解放自己，不如自上而下来解放农民”。1861年2月，亚历山大二世签署了废除农奴制的宣言。废除农奴制改革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关于农奴人身解放。地主再不能买卖、交换、抵押和赠送农奴，也无权干涉农民的家庭生活。

（2）关于土地。农奴可以得到农舍、宅旁园地和土地。改革后，每一个农奴平均得到3.3俄亩[2]土地。

（3）地方管理和司法改革。设立州、县自治局，管理修路、设立医院、学校等事务。

19世纪60年代，废除农奴制度的改革是一场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它是俄国历史上从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转折点。

第三节 哲学思潮

哲学思想是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19世纪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实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等哲学思潮是教育思想产生的直接或间接来源。由于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思想将在有关章节中详细论述，因此，下面仅简述对教育思想有直接影响的古典唯心主义、唯意志论、实证主义思潮。

一、德国古典唯心主义

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很软弱。在法国革命的触动下，他们对封建制度不满。但是，他们既害怕封建统治势力，也害怕人民群众。因此，他们不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来解决与封建主义之间的矛盾，以德国资产阶级特有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愿望。德国古典哲学正是这一历史时期德国资产阶级成长过程的理论表现。他们专注于抽象原则的探索，在思想上把革命的愿望隐藏在迂腐晦涩的纯粹思辨之中，“用抽象的思维活动伴随了现代各国的发展，而没有积极参加这种发展的实际斗争”。[3]他们在思想中、在哲学中经历自己未来的历史，而在实际中忍受德国现实的痛苦。但是，不可否认，它反映了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实的愿望，是德国政治变革的先导。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康德（Immanuel Kant）、费希特、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黑格尔（G. W. F. Hegel）。对此，恩格斯曾经指出：“在法国发生政治革命的同时，德国发生了哲学革命。这个革命是由康德开始的。他推翻了前世纪末欧洲各大学所采用的陈旧的莱布尼茨（G. W. Leibniz）的形而上学体系。费希特和谢林开始了哲学的改造工作，黑格尔完成了新的体系。”[4]

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既有保守、反动的一面，又有进步、革命的一面。例如，他们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对封建制度的妥协，而他们哲学中的辩证法思想又反映出变革现实的要求。比较激进的德国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代表费尔巴哈勇敢地对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

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古典唯心主义思想家也论述了教育问题，他们的哲学思想是其教育思想的重要来源。

二、唯意志论

唯意志论是一种反理性主义的唯心论，它的特点是公开反对科学，宣扬神秘主义。其代表人物是德国的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和尼采（Friderich Wilhelm Nietzsche）。

叔本华认为，意志是宇宙万物的本质和基础，一切事物都是意志的表现。他甚至认为，意志先于肉体而生，意志根据自己的需要构成身体的各种器官。例如，为了要看，意志构造视网膜；为了繁殖，意志构成生殖器。他还认为，思想、理性也应当服从神秘的、不可知的意志，从而否定了人们认识世界的可能性，否定了知识。

叔本华的哲学理论完全否认了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独立性、客观规律以及人们认识的可能性。否认人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种唯意志论是德国贵族地主和走向反动的资产阶级的利益的思想表现。

尼采继承和发扬了叔本华的神秘主义的唯意志论。他的特点是宣传“权力意志”。他认为，追求权力，要求统治和奴役的意志是决定一切的力量。他试图以“权力意志”代替道德概念，认为以前的道德是用来反对强者、限制强者的，应该抛弃。

三、实证主义

实证主义哲学产生于19世纪30—60年代。这时，资产阶级开始从革命的阶级逐步转变为保守的阶级，实证主义的产生及其发展是这种转变的反映。

从实证主义演变过程来说，它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以孔德、约翰·穆勒、斯宾塞（H. Spencer）为代表的早期实证主义。第二阶段是以马赫（Ernst Mach）和阿芬那留斯（Richard Avenarius）为代表的经验批判主义。第三阶段是以罗素（Bertrand Russell）、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等为代表的逻辑实证主义和语义哲学。19世纪的实证主义主要是前两个发展阶段。

哲学家、社会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他认为，一切关于事物的本质和原因的学说都是“形而上学”，这种研究是毫无意义的。他否认自然界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试图用所谓“现象的实际规律”代替客观规律。然而，他所说的现象并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人的主观感觉。“科学”的任务就是描述、记录、整理主观感觉，并找出它们的关系。他否认了科学的真正含义是探索客观事物的本质和内在规律，并且把个人的感觉作为第一性的东西。可见，他是一个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者。

孔德在《实证哲学教程》中提出，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遵守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3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哲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5]他把这条规律应用于社会，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要经历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个人的智力发展也是如此，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

孔德以实证主义哲学观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生活，建立了社会学理论。他认为，社会起源于人的本能，即人类的情感。在社会动力学中，他指出，人类的进步实质上就是人类固有的道德和理智品质的进化。因此，他宣扬“普遍的爱”并建立了“人道教”。

英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在认识论上与前两个哲学家相似。他还用力学和生物学思想解释社会学问题。

经验批判主义试图取消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对立，建立一种超越这两条路线之上的哲学理论。他们认为经验是中性的，它既包括物质，又包括精神，经验批判主义者虽否认自己是唯心主义者，但是，其理论实质是把主体的感觉看成是第一性的，认为没有主体的感觉就没有经验。这样，就不可避免地倒向了唯心主义。

在教育思想上，许多实证主义者重视感觉在认识中的作用，对人们认识教学规律具有积极的意义。

第四节 心理学的发展

19世纪，物理、化学、生物、生理学等学科取得了巨大的进步。这一切为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基础。这一时期，心理学获得了重大的发展，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心理学家，他们在吸收传统心理学理论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新的心理学观点。我们知道，心理学是研究人的心理活动的科学，而人的教育的核心是精神发展，因此，心理学与教育学是密切相关的，19世纪心理学的发展为教育思想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石。

―、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联想主义心理学的思想由来已久。17—18世纪，英国的洛克（John Locke）和哈特利（David Hartley）创建了联想主义心理学。19世纪的联想主义心理学是在继承18世纪联想主义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中重要代表人物是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和亚历山大·贝恩（Alexander Bain）。

（一）托马斯·布朗

英国的托马斯·布朗在继承苏格兰学派传统的同时，吸收了联想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促进了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发展。

托马斯·布朗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贡献有以下两点。

1.以提示代替联想的概念

他认为，提示是一个思想引起另一个思想，一个观念提示另一个观念。观念的联合意味着几个经验合为一体，是经验的前后相继，而不是复合。

他把提示分为简单提示和关系提示两种。简单提示即联想。关系提示是在知觉或设想两个对象时立即察觉到它们之间的关系。

2.提出9条联想副律

托马斯·布朗在接受亚里士多德关于相似、对比和接近三大联想律的基础上，同意哈特利把它们归结为一条根本规律，即接近律。他从人的心灵统一性的观点出发，提出了以下9条联想副律：持久、生动、频率、新近、迭代、体质差异、情绪状态、生理状态、思维习惯。这些联想律不是被动产生的，而是由心的主动作用形成的，这种思想对赫尔巴特（J. F. Herbart）、冯特（Wilhelm Wundt）产生了影响。

（二）詹姆士·穆勒

詹姆士·穆勒是联想主义心理学的重要传播者。他的心理学思想深受英国联想主义的影响，建立起机械主义的联想主义心理学体系。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第一，对心理现象的来源和元素的分析。他从经验论和联想主义的传统出发，认为心理状态是由感觉和观念两种元素构成的。一切心理现象都起源于感觉，观念只是感觉的摹本、影像。他把观念视为感觉的摹本，否定了观念对外界事物的依存性，暴露出詹姆士·穆勒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唯心主义本质。

第二，关于联想的种类。他认为，联想有两种：一种是同时性联想，另一种是相继性联想。

第三，坚持“接近律”为联想的主律。穆勒和哈特利一样，承认“接近律”是联想的主律，并补充了生动和频率两条联想副律。

第四，坚持“力学心理学”的观点。他认为，复杂观念不是化学的结合，而是机械的结合。无论多么复杂的观念，都是由几个简单观念先合成多层观念，再由几种多层观念又机械拼凑起来的。这种“力学心理学”否认了心的主动性，把联想主义的机械观推到了极端，陷入了形而上学的境地。

詹姆士·穆勒对观念形成过程的分析以及联想副律的补充，对联想主义心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价值。

（三）约翰·穆勒

约翰·穆勒是詹姆士·穆勒的儿子，但是，他的联想主义心理学观与詹姆士·穆勒存在一些区别，并提出一些新观点。

首先，他坚持心理的主动性和心理化学观。他和詹姆士·穆勒的区别重要表现在：（1）他反对忽视联想的主动性，把联想看作主动的联结。他认为，心有主动联合的要素，所以人才会觉得过去的经验与现在的经验连为一体。（2）他反对心理力学说，主张心理化学说。小穆勒用“心理化学说”取代了老穆勒的“心理力学说”。他以为复杂观念不是简单观念的机械联结，而是简单观念的有机结合。这种结合成的新观念，具有与原先观念性质不同的新的性质。约翰·穆勒把心理混合改为心理化合。但是，由于他否认观念的客观来源，把“物质”视为我们“感觉的一种永久可能性”，因而他的“心理化学”只是在主观意义中寻求各个观念元素的化合过程。显然，它也是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联想主义。

其次，对联想律的看法。他认为，应该从联想历程的共同基础出发研究联想问题。各个联想不能独立发生变化，而是在联想的总原则下发挥功能。到1865年，他提出了4条联想律，即类似律、接近律、多次律和不可分律。

再次，他提出心理学独立的主张。他认为，心理学应该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为此要注意从心理现象本身出发研究各种心理状态间的规律，并注意分清心理学和生理学的界限。

约翰·穆勒虽然是唯心论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家，但是他反对心理力学，倡导心理化学，强调联想的主动性和联想律的共同基础，强调心理学学科的独立性等思想，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具有进步意义。

（四）亚历山大·贝恩

英国的亚历山大·贝恩是19世纪联想主义心理学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也是从哲学心理学思想向实验心理学过渡的一位承前启后的心理学家。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倡导建立生理心理学。他是个身心平行论者，他根据当时流行的能量守恒定律，以为身体是一个自我封闭的物质系统，身心互相平行而不互为因果，按照能量守恒的原则自行运动着。贝恩在建立生理心理学方面，比笛卡儿（René Descartes）和哈特利都前进了一大步。他论述了心理的生理基础，例如神经系统、感觉器官、脑和肌肉等，将反射弧视为行为的单元，探讨了各种感觉及较高的心理状态和历程。

其次，对联想律和联想种类的设想。他主张联想律应包括接近律和类似律两项。他认为，动作或感觉若以前同时发生，后来也可同时发生。一个观念在意识中出现，另一个也出现，这就是接近律的表现。他还指出，类似联想比接近联想更为重要，因为创造文明都是由类似联想引起的。贝恩还提出了“复合联想”和“构造联想”的概念。他认为，若干个观念如果合在一起，就能把某个经验引起来，这样的联想便是复合联想。通过联想，人心还具有创作与任何在从前的经验中所阅历的事物不同的新配合，则是构造联想。他把人的想象、创造和发明等均归入这种联想的作用。

再次，关于意志的学说。他在《感觉与理智》和《情绪与意志》两本著作中，以詹姆士·穆勒的联想理论为基础，又吸收了心的主动性的思想。他认为，人有两种动作：一是“自发的动作”，即没有从感觉来的刺激而发生的动作；一是“有意志的动作”，即由意识、情绪引发的动作。贝恩和穆勒父子一样，把享乐主义和联想主义结合起来，作为解释意志动作形成的原则。后来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的“试误说”“效果律”就吸收了这个观点。

贝恩用联想原则解释各种心理现象，对联想的规律、种类和动力等一系列问题都做了阐述，从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联想心理学的体系，把联想主义推到了最高峰。

二、生理心理学的发展

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生理科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快的进展。例如，贝尔（Sir Charles Bell）、马戎第（F. Magendie）、缪勒（J. P. Müller）等著名的生理学家，对神经系统、脑和感官生理进行了实验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到30年代，生理学已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同时，生理学家们的研究兴趣也逐步扩展到心理学的领域。他们研究了心理过程的生理机制，创造了一些富有科学价值的实验方法，形成了介乎生理学和心理学之间的生理心理学，为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其中对教育思想的发展影响较大的有洛兹（Rudolf Hermann Lotze）、缪勒（Johannes Peter Müller）、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等。

（一）洛兹

德国格廷根大学教授洛兹的《医学心理学》（1852）曾经被称为第一部生理心理学的书。他的主要观点如下。

首先，他提出了要注意研究心理的生理基础问题。洛兹从二元论的观点出发，既承认物质是客观存在的，又承认心灵是真实存在的，两者的活动都是通过脑而互相作用的。在他看来，心灵的位置在大脑的下部，即进入大脑皮层的神经纤维的集合处。至于心灵和脑究竟怎样相互影响，心灵和外界物质刺激究竟关系如何，他认为还不是很清楚。洛兹对情绪的身体表现的解释，比赫尔巴特运用数学说明心理现象前进了 一步。

其次，他指出了关于空间知觉的部位记号说，即空间知觉是由于接受刺激的部位所留下的特殊记号同某种运动经验逐渐结合的产物。人的空间知觉不是先验的空间形式的显露，也不是现实空间关系的径直的反映，而是一个依靠经验逐渐形成的过程。

（二）缪勒

德国的缪勒创建和传播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doctrine of specific nerve energy）是19世纪最初几十年最重要的神经生理学理论。

他将神经特殊能量学说概括为以下8条感觉的一般定律。

（1）凡是外部原因所能引起的感觉，都可由引起神经状态变化的内部原因引起。

（2）同一内部原因，在不同的感官会引起不同的感觉——在每一感官内引起它所特有的感觉。

（3）同一外部原因，在每一感官之内，随神经性质的不同，会引起不同的感觉。

（4）每种感官神经的特有感觉，可由一些不同的内部的和外部的原因引起。

（5）一种外界原因经过神经的传导而影响感觉中枢，感觉中枢接受一些关于感觉神经的性质或状态的知识，这就是感觉。

（6）每种感官的神经都有其自身的特殊性质和能力，不可互相替代。

（7）在脑内神经的中枢部分，可以接受其特殊的感觉，而不必借助于外部感官相连接的那些末梢。

（8）感觉神经借助于外部原因，不仅将它们本身的状态，而且将外部客体状态的性质和变化传达到感觉中枢，由此获得关于外界的信息将随着各感官及神经的性质或能而有所不同。

缪勒片面夸大了感觉对感官的依赖性，陷入了主观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但是，他在生理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主观映象依赖反映机构的问题，促进了对感觉外周神经机制的研究：他用“能”的概念代替“动物精气”“神经力”等神秘的概念等，对后来的实验心理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三）达尔文

达尔文最伟大的功绩在于论证了生物进化论。他还进一步把生物进化论引入心理学，促使心理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达尔文在《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1859）一书中专门论述了“本能”。他指出，本能的概念包括了精神能力，一切本能起源于自然选择。但是，他认为，人与动物的精神能力只有程度上的差异，并无本质上的区别。人类所自夸的感觉和直觉，各种感情和心理能力，如爱、记忆、注意、好奇、模仿、推理等，在低于人类的动物中都处于一种萌芽状态，有时甚至处于一种十分发达的状态。

1872年，达尔文出版了《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这本书中，他采用历史与心理学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把表情概括为下述三个基本原理：第一，有用的随意动作逐渐变成习惯的原理——表情动作起初是有用的随意动作，逐渐变为习惯的甚至遗传的动作。第二，对立原理——相反的情绪引起相反的表情动作。第三，神经系统的直接作用原理——由于神经潜能过多，外部表情动作和内部生理变化都趋于强烈。达尔文以这三个基本原理为依据，确定了动物和人类的各种不同情绪所特有的表情在发生上具有共同的根源。达尔文的研究对情绪比较心理学的发展有重要的贡献。

达尔文还对儿童的心理学进行了研究，促进了儿童心理学的发展。

达尔文生物进化论激起了人们研究动物心理的兴趣，掀起了在动物心理研究史上的逸事派运动。许多动物心理研究者竭力证明人的心理能力和高等动物的心理能力的连续性。这种研究风气一直延续到20世纪。机能心理学也是建立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的。

三、唯物论哲学心理学的发展

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是德国古典哲学中唯一的唯物论哲学心理的思想家。他在《未来哲学原理》《反对身体和灵魂、肉体和精神的二元论》等著作中论述了他的哲学心理学思想。费尔巴哈在哲学上公开同宗教神学和唯心主义进行斗争，建立了“人本学”的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他的“人本学”包括三个部分：（1）生理学；（2）心理学；（3）道德。他论述了人的心理、认识和意志等问题。

费尔巴哈从“人本学”的观点出发，指出，心理是头脑的属性，头脑是心理的器官。他论证了精神离不开感性的头脑，理性也只能存在于头脑中。头脑只有与人的身体血肉连在一起，才成为思维器官。因此，人是心理和肉体的统一，心理活动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

他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源泉和出发点，是人和现实世界联系的必要手段。感觉是客观事物作用于人的感官的结果，是客观世界的主观映象。他有力地驳斥了缪勒的神经特殊能量学说和他的生理的唯心主义。在他看来，感觉是对事物个别质的反映，而思维则是感觉的综合与统一。

费尔巴哈认为，任何意志行动绝不是某个人任意而为的，而是自然界的客观条件决定的。但是，他认为，人对客观必然性既不是被动接受的，也不是无能为力的。意志活动是以大脑和机体为基础的，如果割断了意志与神经及肌肉系统的联系，它便不是意志，而只是空幻的愿望。他还指出，人的意志过程和认识过程既有明显的区别，又有密切的联系。他认为，理性是客观事物本质在头脑中的反映，意志则是主体观念诉之于行动的能力。

费尔巴哈在反对唯心主义、二元论和庸俗唯物主义心理学思想的斗争中，恢复和发展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心理学的传统，第一次提出了要把心理和个体的人结合起来研究具体心理活动的思想。

但是，19世纪，真正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分析人的心理的思想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

四、心理物理学的发展

19世纪心理物理学的代表人物是韦伯（Ernst Heinrich Weber）和费希纳（Gustav Theodor Fechner）等。

（一）韦伯

德国生理学教授韦伯的代表作有《论触觉》（1834）、《触觉与一般感觉》（1846）、《关于空间感觉和皮肤与眼睛的感觉范围》（1852）等。他在心理物理学上的两大贡献是两点阈限和韦伯律。

赫尔巴特提出了阈限的概念，但是缺乏实验依据。韦伯第一次用实验证明和测量了两点阈限。他把刚刚能辨别出皮肤上两个刺激点的最短距离称为两点阈限，这是人类皮肤触觉的敏锐度指标。

他还提出心理学上第一个定量的差别阈限的定律，即韦伯律。在心理学史上，他第一次对感觉与外在刺激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实验研究和定量分析，用数学公式表示出人的差别阈限与标准刺激之间的函数关系，成为心理物理学的创建者之一。

（二）费希纳

德国生理学教授费希纳是心理物理学的主要创建者，也是实验心理学的奠基者之一。

费希纳受赫尔巴特的启发，认为心理是可以测量的。他的心理物理学是一门介于心理学和物理学之间的独立学科，探讨身心之间或外界刺激和心理现象之间的函数关系或依存关系。他在心理物理学的研究中创造了三种心理测量的方法，即最小可觉差法、正误法以及均差法。

费希纳的心理物理学虽然出于论证唯心主义的泛灵论的意图，但他把物理学的数量化测量方法带到心理学中来，打破了有的学者认为心理无法测量、无法量化，因而不能成为科学对象的偏见。他在心理过程的测量中使用的一些方法，成为后来心理学实验研究的工具。他的一些思想经过加工，沿用至今。

五、实验心理学的产生

19世纪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心理生理学和心理物理学的发展为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实验心理学的产生标志着心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完成这个创建工作的是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冯特的主要著作有：《对感官知觉理论的贡献》（1858—1862）、《关于人类灵魂和动物灵魂的讲演录》（1863）、《生理心理学原理》（1873—1874）。他的心理学体系主要内容如下。

（一）心理学的对象

冯特认为，科学的研究对象都是经验，物理学的研究对象是经验，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也要把经验看作自己的研究对象。心理学研究的感觉、情感等心理过程是人直接经验到的，这种经验是真实的。而研究物理学的分子、原子等物质现象则属于人的间接经验。一方面，冯特在这里把感觉和物质现象用经验将它们统一起来，使两者似乎都成了非心非物的东西，从而抹杀了心与物的严格的客观界线。另一方面，他又把心归属于直接经验一类，含有感觉比物质更真切、更实在的意思。可见，在心理学的研究对象的问题上，冯特的思想是矛盾的。它有进步的、合理的一面，又有落后的、荒谬的一面。

但是，冯特对心理学研究对象的看法是对哲学心理学把灵魂作为自己研究对象的一种否定。它使心理学从哲学思辨中摆脱出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加入了科学的行列。

（二）身心平行论

冯特在身心关系问题上主张身心平行论。他认为，心理固然有生理的相应、相伴随，但是，人的心理不是人脑生理过程所产生的结果，而是与后者互相平行的独立过程。也就是说身心不同，心既不依赖于身、也不依赖于脑，两者不具有因果依存关系。

冯特的身心平行论在理论上是错误的。但是，冯特两种独立因果系列的身心平行论在一定意义上把心理过程与生理过程区分开来，防止了对两者的混同，加强了对心理现象自身规律的研究，从而坚持了心理学的独立性。因此，它在心理学研究上起过积极的作用。

（三）元素分析与创造性综合

联想主义心理学在分析人的心理现象时，往往是把它分析为简单成分，然后再把这些成分合成复杂的观念。冯特吸收了这种研究方法，提出研究心理现象的分析与综合原则。这种原则是他心理学体系中的重要内容。他认为，心理（意识）是可以、也必须进行分析的。心理被分析到最终的、不可再分解的部分或成分称为心理元素，它是构成一切复合观念、复杂心理的独立的要素。这种分析被称为元素分析。心理元素和要素合成心理的复合体是通过联想、统觉与创造性综合达到的。

根据上述原则，他分析了人的感情和意志。

1.感情的三度说

冯特认为感情是一种心理过程，也是一种心理元素，它是伴随感觉而产生的一种心理体验。他将这个心理过程划分出三对感情元素：快与不快、兴奋与沉静、紧张与松弛。

2.意志心理学

冯特认为，意志是个复合过程。他从元素分析出发，认为心理学的任务在于确定意志的构成要素，指出什么是意志的基本要素。冯特认为，意志与感情具有特别密切的关系。感情能激起并发展意志。他的意志心理学贯彻了意志的感情论。

（四）心理学的研究方法

从他的研究对象出发，他提出两种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即实验内省法和民族心理学的方法。

冯特使心理学不再把神学和哲学上的灵魂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基本肃清了灵魂说在心理学中的影响，为心理学的独立扫清了道路。他创立了实验心理学，并利用莱比锡实验室培养了一大批学生，推动了心理科学的发展。

第五节 教育改革与发展

19世纪，英、德、俄、美、法、日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尽管各个国家发展的进程不尽相同，但是，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在19世纪取得的成就是前所未有的。在整体环境变化的条件下，许多国家出现了一批反映时代要求的政治家、教育家，正是在他们的推动下，教育制度发生了变革。而教育制度的变革又进一步促进了教育思想的发展。

一、英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19世纪，英国的教育面临着一些新的社会背景，例如，工业革命的发展和完成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工商业界出现了一个新的中产阶级，无产阶级力量不断壮大；科学技术的发展促使教育内容和方法的革新；工人运动的发展迫使统治阶级考虑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权；新人文主义精神的产生等。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变化推进了教育的变革。

（一）公学改革思想

1.19世纪初的公学改革思潮

尽管公学享有较高的社会声誉，但是，它的校风、学风存在不少问题。在教学方法上，校长、教师往往依靠棍棒维持学校纪律，然而，它有时引起了学生的反抗。在课程上，公学注重古典学科，忽视实用学科。这种局面是和公学承担的使命密切相关的。英国统治阶级素来重视绅士教育，为此，他们特别注重性格培养，相对来说，忽视实际技能的教育。

许多有识之士对传统的公学制度提出批评。批评者认为，当时公学只知培养显赫人物，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不是暴君就是奴才。1809年，《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率先对公学发起攻击。批评者指出，当时公学最大的弱点是过于拘泥于拉丁文和希腊文，排斥现代学科。古典学科被看作培养儿童的唯一学科，这种传统偏见不利于时代的发展。它认为，教育唯一合适的标准是对未来生活是否有用。因此，现代历史、实用哲学、地理、年代学、数学应该在学校中有适当的地位。

《爱丁堡评论》对传统公学的改革缺乏信心，提议另辟炉灶，建立新的学校开展改革实验。例如，1802年，公理会希尔（Thomas Wright Hill）和他的3个儿子在伯明翰创建了黑茨尔伍德学校（Hazelwood School）。1807年，该校移至托特纳姆（Tottenham）的布鲁斯城堡（Bruce Castle）。学校领导者受到艾吉渥兹（R. L. Edgeworth）影响于1819年开始实验。这项实验的最重要特点是强调自我管理和扩充课程。这个实验对公学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这种背景下，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在拉格比公学进行了著名的公学改革。

拉格比公学的成功促使一大批新型学校的建立和旧学校的复活。在阿诺德的影响下，一批为中产阶级设立的私立学校被克拉伦敦委员会正式注册，如切尔特纳姆学校（1814）、马尔巴勒学校（1843）、罗塞尔学校（1844）、威林顿学院（1853）、埃普索学院（1855）等。但是，这类学校还远不能满足工业、商业、政治发展的需要。

2.克拉伦敦委员会的改革思想

1861年，英国政府任命了克拉伦敦委员会（Clarendon Commission），调查某些学院、学校、基金会隶属或接受的捐赠、基金、税金的性质；上述学校的行政和管理、各自的学习制度、教育内容和方法。被调查的机构包括九大公学，即伊顿、温彻斯特、威斯敏斯特、查特豪斯、哈罗、拉格比、施鲁斯伯里、圣保罗和泰勒学校，以及所有寄宿学校。

1864年，该委员会发表了调查报告。调查者指出，在过去的30年里，学校发生了一些变化，课程有所扩充。但是，数学、现代语、历史、地理处于极其次要的地位（实际上科学被拒之门外）。学校面临的困难是缺乏合格的新学科教师。

该委员会认为，开设自由学科非常重要。他们相信，希腊、罗马语言和文学是对英国人最有效的材料。委员会指出：公学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急需解决：（1）学校董事会的地位与权利问题；（2）校长与教师之间、津贴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问题；（3）课程狭窄问题；（4）由于机构不完全和教学不良而产生的问题。

在克拉伦敦委员会的推动下，公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1868年，政府通过《公学法》。这个法令遭到一些公学的反对，尤其是国家对教育干预，人们的抵触情绪很大。“校长会议”正是为了反对过多的干预而成立的。

（二）汤顿委员会的改革思想

克拉伦敦委员会的报告引起了对调查整个中等教育的注意。1864年，政府任命汤顿学校调查委员会（Tauton School Inquiry Commission），调查克拉伦敦委员会未涉及的学校，探讨如何改进这类学校的措施。1868年，该委员会经过长达四年的调查后发表了报告，调查材料共有21卷，是19世纪有关中等教育的最完备的资料。

首先，汤顿委员会建议针对当时学校分布不足的情况，建立国家学校制度。学校分三个等级：第一级学校服务的对象是上层中产阶级。课程以古典学科为主，既传授拉丁文，也传授希腊文，希腊文是进入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必修科目。第二级学校是为满足普通中产阶级的需要而设立的。目的为从事实业界、商业界、医学和法学等专业界及军队中的职业做准备。这类学校主要应为小商人阶级（包括较大的店主、上升中的商人和有地位的佃农）开办。学校和课程除拉丁文外，还包括英国文学、政治经济学、数学和自然科学，学生在校学到16岁。第三级学校是为下层中产阶级开设的。服务对象包括小佃农、小业主及有地位的工匠。课程除一些拉丁文内容外，还可包括一门外语、英语、历史、初等数学、地理和自然科学，教育内容有明显的实用倾向。学生在校学到14岁。

其次，该委员会建议实行教育内容改革。中学应该实行普通教育。普通教育的学科可分为以下三类：语言、数学、自然科学。另外，还考虑到绘画、政治经济学和宗教等学科。

（三）布赖斯委员会的改革思想

1892年，建立全国中等教育制度的法案没有通过。经过长期酝酿，1894年，政府任命以布赖斯（James Bryce）为主席的中等教育委员会（Bryce Commission）。1895年，布赖斯委员发表报告，报告回顾了过去30年英国中等教育的变化，特别是捐赠学校和文法学校管理、女子教育等方面的改革情况，也指出了一些问题。

首先，中等教育的目的问题。报告指出：“中等教育的每个阶段首要的目的应该是心理训练，而不只是传统知识……未来中等教育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地在所有学校和每一个学习阶段学生不仅得到教学，而且受到教育。”

其次，如何组织一个有效的、令人满意的中等教育制度。它建议成立一个中央机构。这个机构的职责是履行有关整个国家的职能，在不削弱协调的情况下，它将为实验和学校保留自由、自治和开放的空间。其主要任务是保证各个机构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协调的方法包括视察、出版资料、提供咨询等。当时彼此独立的三个机构——慈善委员会、科学和艺术部、教育部可并入这一中央机构。

为了便于地方管理，委员会建议各郡市议会设立地方当局，职责是负责中等教育、协调现有学校、来自地方税和国家拨款的行政经费，拟订捐赠学校和公学的教学计划，视察学校等。

对中学的课程它只是提出了几个基本原则。除了以古典语言为基础的文化和人文课教学外，在科学方面也有充分的准备，它包括自然历史、化学、物理、数学、现代语。另外还包括实践艺术，如应用机械、农业等。此外，该委员会强调闲暇教育。

二、德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19世纪德国教育思想的产生与教育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划分为以下三个时期：19世纪初到30年代是发展时期，40年代到60年代是复辟时期，70年代到19世纪末是复兴时期。

（一）学前教育思想与幼儿园运动

与其他国家相比，德国学前教育起步较早。19世纪40年代以前，德国出现了一些关心儿童的幼儿教育工作者，他们开始创办幼儿教育机构。例如1802年，利佩—德莫尔特创建了接收2～4岁儿童的学塾。1819年，瓦德蔡克（Friedrich Wadzeck）在柏林设立最早的托儿所。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福禄培尔（F. W. A. Fröbel）。1840年，福禄培尔把他的学前教育机构正式命名为幼儿园（Kindergarten），它标志着世界上第一所幼儿园的诞生。当时，福禄培尔大力推广幼儿园，得到一些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的人士的支持，德国各地纷纷建立起幼儿园。

欧洲革命以后，幼儿园运动受到了阻碍。1851年，普鲁士的文化教育部部长冯·劳默尔（V. Raumer）发布了对幼儿园的禁令。在关心幼儿园人士的呼吁和努力下，1861年，政府取消了禁令，幼儿园又得到恢复。1872年，政府颁布有关幼儿园的法令后，幼儿园进一步又发展起来。各地纷纷成立幼儿园协会，福禄培尔幼儿园运动全面开展起来。例如，1860年，柏林成立了福禄培尔主义幼儿园妇女促进协会。1863年，成立家庭教育和民众教育协会。该协会根据福禄培尔思想创办幼儿教育机构。1871年，成立了以布劳夫人（Marenholtz Buelow，1810—1893）为核心的教育协会总会。通过布劳夫人，福禄培尔的幼儿教育思想在英国、法国、比利时、荷兰、意大利等国家传播开来。

（二）普及教育思想的发展

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费希特、黑格尔、第斯多惠（F. A. W. Diesterweg）、福禄培尔等教育家的思想对德国初等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普鲁士是较早重视初等教育的国家。1763年，普鲁士就颁布了《普通学校规程》，强迫5～13或14岁的儿童入学。进入19世纪以后，德国初等教育发展的速度加快了。一些公国先后颁布了初等义务教育法。例如，1802年巴伐利亚、1805年萨克森先后颁布初等义务教育法等，促进了初等义务教育的发展。

初等教育的内容是在曲折中扩展起来的。20世纪初，初等学校的教育内容除了4R外，一些学校逐渐增加了数学、博物学、自然、几何、地理学等学科。40—60年代，随着政治上的倒退，初等学校教学内容又限于最简单的4R，特别是教义问答的教学。70年代后，恢复了反映资产阶级需要的新兴学科的教学。

在第斯多惠等教育家的努力下，德国的师范教育在19世纪逐渐发展起来。1808年，洪堡派遣了17名教师到裴斯泰洛齐那里进修。1809年首创培养教师的机构—柏林师范学校。1920年建立了默尔斯师范学校。到1831年，普鲁士每个省都建立了师范学校。这些师范学校大多按照裴斯泰洛齐的精神和方法训练未来的教师，思想上也比较进步。许多经过师范学校培养的学生不仅能运用理性主义的教学方法，而且传播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的思想，在德国近代学校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三）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中等教育的体现

19世纪德国中等教育的改革明显受到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思想的影响。1809—1810年，洪堡担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他提出的“哥尼斯堡计划”和“立图尼安学校计划”被他的后任苏佛恩（J. W. Sǜvern）等付诸实施，对19世纪德国中等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19世纪初，政府开始对文科中学实行改革。

首先，把以前文科中学、高级女子中学、学院、拉丁学校、阿卡德米学校等五种古典中学统称为文科中学，规定只有文科中学的毕业生才能进入大学或充任国家官吏。

其次，规定教师资格。以前文科中学的教师由牧师担任，经市政议会委任。1810年，普鲁士颁布考选教师的规程。规定教师由“教育代表团”负责考核。考试科目包括语文、科学、教学、历史等文科中学要教的所有学科。这样，没有受过普通教育的牧师就不能充当教师。这是政府与教会争夺教育权的一个反映。

再次，推行新的课程体系。以前，文科中学的课程以拉丁文写作为主。新的文科中学试图实现一种“全面教育”，增加了许多新的学科，包括拉丁文、希腊文、德文、数学、历史、地理、绘图、宗教、其他语言等。新的课程把古典学科与现代学科结合起来。

复辟时期，德国中等教育出现了试图恢复到19世纪以前的文法中学的倾向。它强调教条主义的宗教教育，增加人文学科，削弱自然科学。1856年，魏塞制定的教学细则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复兴时期，自然科学再度被加强，人文学科则被大幅度削减。

18世纪，德国已经出现少量适应现代生活的实科学校。19世纪，实科学校得到迅速发展，成为德国中等教育的一个重要机构。实科中学主要传授自然科学和历史科学知识。1832年，普鲁士率先颁布实科学校毕业考试章程，实科中学这一形式得到了政府的承认。1859年，普鲁士颁布《实科学校课程编制》，规定高级实科中学修业年限为9年，高年级设置拉丁文。尽管如此，它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开始时，实科中学的毕业生还没有升入大学的资格。高级实科中学1870年才获得这一权力。

（四）高等教育思想

19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发展中最有影响的是1810年洪堡创建的柏林大学。柏林大学是在民族丧失独立、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建立的。人们对它寄予民族振兴的厚望。

以前，无论是德国，还是欧洲其他国家，大学主要是个教学机构。洪堡认为，国家不能使大学仅仅为它的眼前利益服务，把大学看成高等古典语文学校或古典专科学校，而应从长远利益考虑，使大学在学术研究上不断提高，从而为国家发展创造更广阔的前景。洪堡从这一指导思想出发，在费希特、施莱尔玛赫（F. E. D. Schleiermacher）等人的帮助下创建了柏林大学，旨在使它成为德国科学和艺术的中心。

柏林大学建立以后，德国出现了一些按照柏林大学精神建立或整顿的大学。例如，1818年创建的波恩大学、1826年建立的慕尼黑大学等。美国、法国等国家也根据柏林大学的经验建立或改建新大学。

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19世纪德国还建立了与大学功能不同的高等工业学校或其他专业性学院，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因此，现代两种不同类型的高等教育机构的基础是19世纪奠定的。

三、俄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19世纪初，俄国资本主义经济逐渐增长，但它仍然是落后的封建农奴制国家。它在教育上集中表现为等级教育制度及与之相适应的教育内容。针对这种落后的社会制度，整个19世纪国内社会改良甚至革命的呼声此起彼伏，教育改革思潮是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教育改革是进步与保守思想相抗衡的结果。

19世纪初，在国内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法国革命的影响下，亚历山大一世（Александр Ⅰ，1777—1825）实行了教育改革。1802年，俄国建立了“国民教育部”，管理世俗学校。1803年，沙皇政府颁布《国民教育暂行条例》。1804年，颁布《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建立起学校体系和管理体制。

1804年，《大学附属学校章程》建立了相互衔接的学校系统。其中有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大学附属学校章程》颁布后，俄国新办了3所大学、40所文科中学、150所县立学校，促进了俄国教育的发展。但是，许多带有民主色彩的规定并没有得到实行。

19世纪中期，农民起义遍及俄国，工人奋起斗争，资产阶级希望废除农奴制。沙皇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统治危机。1855年，亚历山大二世继位。为了阻止革命的发展，开始酝酿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改革。教育改革是这场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赫尔岑（А. и. герцен）、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革命民主主义者，列夫·托尔斯泰（лев н. толстой）、乌申斯基（к. ц. Ушинскцй）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对沙皇政府的反动政策和俄国落后的教育状况进行揭露和批判，提倡教育革命或改革。在他们的影响下，形成了教育改革思潮，推动了教育改革运动的发展。

19世纪60年代初，在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的压力下，亚历山大二世政府颁布了一系列学制改革法令。1860年颁布的《国民教育部女子学校章程》在俄国历史上第一次规定建立女子学校。1863年6月18日颁布的《俄罗斯帝国大学章程》，恢复了大学某些自治权，如大学校长、副校长、系主任、教授由选举产生，并给予其学术活动较大的自由。大学设历史文学系、数理学系、法学系、医学系等。

1864年7月19日，颁布《初等国民学校章程》，确认政府、地方自治机关、社会团体、教会、私人都可开办初等学校，招收社会各阶层儿童，学制3年。允许男女同校和女子担任教学工作。建立管理初等学校的省和县学校委员会。教学内容为神学、读、写、算，规定用俄语教学。教会学校自成体系，教会人士有当然的任教资格等。

1864年11月19日，颁布《文科中学和中学预备学校章程》。它规定中学可招收各阶层的儿童。中学分古典文科中学和实科中学两种，学制7年。古典文科中学毕业生可进入任何类型的高等学校，实科中学毕业生只能进入高等专门学校。扩大教师会议权限。鼓励采用新型教学方法、反对体罚等。在小城市设4年制的中学预备学校。

这些方案虽然具有宗教性和等级性，但与19世纪60年代以前相比，其进步和民主的特征显而易见。在法令颁布后的几年，各个领域的教育都有一定的进步和发展。但是，19世纪60年代以后，俄国的教育又出现倒退。

四、美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19世纪，美国的教育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教育发展中，教育观念的变化起了重要作用。美国在吸收英、德等国的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思想和制度。

（一）教育管理思想

1.学区制的改革

美国教育管理的传统体制是学区制，19世纪初，学区制因便于学生就近入学及符合当地居民自治的愿望等原因受到许多人的欢迎。但是，学区制在实行过程中暴露出不少问题，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由于学区制因教育经费不均等原因造成的教育质量不平衡。随着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对劳动者文化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改革学区制成为一种客观需要。贺拉斯·曼（Horance Mann）、卡特尔（James G. Carter）等教育活动家对学区制的弊端进行了抨击。因此，19世纪中期以后，各州开始对学区制实行改革。改革主要采取两种措施：一是削弱学区的职权。有些州通过法令剥夺学区聘用教师、确定课本等权力。二是合并学区。把许多农村地区过小的学区合并为大学区，这样，既节省教育经费，又利于提高教育质量。

2.地方分权思想的发展

1812—1821年，纽约州设立教育督察长，管理全州的初等学校，这是美国最早在州一级设立教育官员。真正对州教育管理体制起关键性影响的是1837年马萨诸塞州设立的州教育委员会。首任秘书贺拉斯·曼被称为州教育领导体制的首创者。此后，康涅狄格、罗得岛、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等州相继成立了州教育委员会。到19世纪下半期，美国各州大多设立州教育委员会。州教育委员会是法定的教育决策和规划机构，有权征收教育税，分配教育经费，确定学校、教师、课程标准，组织教育调查等。

南北战争以前，联邦政府没有设立教育管理机构，无权干涉各州的教育事务。1867年，国会议员加菲尔德（A. Garfield）在国会中提议设立教育署，负责收集各州和各地区教育发展的统计资料、学制和教学方面的情报，交流全国教育组织领导。这一议案获得通过后，联邦开始设立教育署，署长由总统任命。1870年，改称教育局，隶属联邦内务部，负责调查、统计、传达各州教育情况，分拨教育经费，负责特殊地区的教育事业等。但它对各州的教育事务无法定的约束力。

（二）公共教育思想

美国自建国以来，以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十分重视发展教育。到19世纪初，各州几乎都颁布了设立小学的法令。但是，由于经济困难等方面的原因，初等学校发展速度仍然缓慢。学校类型基本上还是殖民时期的那一套，公立小学很少。教育内容脱离实际，教学方法上导生制盛行。这种落后状况已不能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不满，导致了19世纪30年代后公立教育运动的产生。在这场运动中，贺拉斯·曼（Horance Mann）、巴纳德（Barnard）等教育家的思想曾产生重要影响。

19世纪下半期，随着公共教育观念的深入，公立中学开始逐步取代文实中学。美国第一所公立中学是1821年在波士顿创立的。19世纪上半叶，公立中学发展缓慢，主要原因是这一时期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公立小学。南北战争后，经济、人口、政治等背景的变化使公立中学发展的条件日益成熟，公立中学才加速发展。1860年，全国有公立中学300多所，1890年增至2526所。这时，许多文实中学停办或改为公立中学，公立中学取代了文实中学的地位。公立中学开设的课程比较切合实际的需要，重视英语、数学、自然科学、现代语等学科，有的也设古典语言。

公立中学的发展是公立教育运动在中等教育领域的延伸。公立和免费的原则为更多人提供了受中等教育的机会。

（三）实科教育思想

19世纪初，拉丁文法中学是最主要的中学。但随着政治、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需要一种有多种办学目的的中学，文实中学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到19世纪上半叶，它成为中等教育的主体。

1751年，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曾在费城首创文实中学，但一直到18世纪末，它的发展缓慢。19世纪初，美国只有100所这种学校。由于拉丁文法学校严重脱离实际、不能适应经济发展需要、中产阶级子弟急需入学等方面的原因，进入19世纪后，文实中学便蓬勃发展起来。文实中学在扩大中等教育机会、促进中等教育由古典向现代发展等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是，文实中学也存在不少问题，如收费教育使贫穷家庭的子弟无望入学；各校规模、程度、修业年限、课程标准不一等。

（四）高等教育观念

19世纪，美国高等教育的变化受内外两方面因素的影响。从内部看，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经济发展的需求促进了高等教育观念的更新；从外部看，德国大学思想推动了美国高等教育观念的变化。它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在办学形式上，以私立为主体

19世纪初，马萨诸塞、纽约等州曾试图把一些私立的学院改建为州立大学，但这些企图都落空了。1819年，达特默思诉讼案（Dartmouth College Case）强调了私立大学的合法性，鼓励了大批私立院校的建立。虽然州立大学纷纷设立，但是，私立院校占多数。这种大学私立的观念被继承下来。

2.应用性学院深入人心

其典型代表是农工学院的兴起。1820年，缅因州的加丁纳职业学校（Gardiner Lyceum）为美国第一所农业学校。1862年，林肯总统批准了《莫里尔法案》。该法案规定，联邦政府按各州在国会的议员人数，拨给每位议员3万英亩土地，各州应将赠地收入开办或资助农业和机械工艺学院。大多数州都将赠地收入用来创办农工学校或在原有的大学内附设农工学院。农工学院的发展开创了高等教育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改变了高等教育重理论轻实际的传统。

3.学术型大学博得尊敬

19世纪，大批美国人赴德留学或考察。回国后，塔潘（Henry Tappan）、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等学者竭力提倡按德国的传统办学。187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它以学术性研究为主，在全国首创研究生院。哈佛大学、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都以德国为榜样，向学术型方向发展。

4.女子接受高等教育得到肯定

18世纪，女子是不能进入高校的。19世纪20年代以后，美国出现了一批女子学院，到19世纪末，各大学向女子敞开了大门，高等教育不再成为男子的特权。

五、法国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19世纪，法国的教育发展既是与政治和经济发展同步的，也是与教育思想的发展互相影响的。它在不同的时期具有不同的发展特点。

（一）拿破仑的教育思想

1804年，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Ⅰ）建立了法兰西第一帝国（1804—1814），实行独裁统治。为了培养忠于职守的官员和“忠君爱国”的臣民，拿破仑非常重视教育。他制定了帝国教育法律，建立起中央集权的教育领导体制。

帝国大学是全国最高教育领导机构。大学的首脑称“大学总监”（Grand Master），由拿破仑直接委派，大学还设立审议会和总督学署。将全国划分为29个“大学区”，大学区设学区总长、学区审议会和学区督学署。大学区总长、帝国大学和学区督学以及大学区的大、中学校长和教师由帝国大学总监任免。各级各类学校的规章制度、课程、教学安排由国家统一管理。

大学区内建立数理、文学、医学、法律和神学学院，实行高等教育。

设立公立的中等教育的机构，它分中央直属的国立中学和隶属地方的市立中学两类。国立中学的培养目标是为升大学做准备和为军队输送军官。开设的课程有：法语、文学、古典语言、修辞学、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地理和历史等。市立中学的办学水平低于国立中学，其办学目标是为地方政府培养官吏。

拿破仑非常重视军事、科技、师范教育，建立了一些著名的大学校。这些学校为法国培养了一大批人才。

拿破仑时期的教育改革对法国近代国家教育制度的形成和教育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二）波旁王朝复辟时期的教育

从1814年拿破仑复辟到巴黎公社起义爆发，法国的政局动荡不安。教育也出现过暂时的倒退，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需要，法国的教育仍然向前发展。

“七月王朝”时期（1830—1848），法国工场手工业逐步为大机器生产所代替，资本主义大工业迅速发展。经济发展的需要促进了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发展。1833年，法国颁布了基本教育法，即《基佐法案》（Loi Guizot）。该法案规定：每一乡镇设初等小学一所；6000人以上的城镇设高等小学一所；每一省设师范学校一所。该法案推动了初等教育的发展。到1848年，法国小学数增加了1.5倍，学生人数增加了80%。

在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时期（1848—1851），临时教育部部长卡诺（R. E. Carnot）提出过实施免费的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等民主主义的国民教育法案。但是，卡诺的改革方案没有被采纳。路易·波拿巴执政后，通过了《法鲁法案》（Loi Falloux）。教会又恢复了对初等学校的控制，政府加强了对大学的监督。教育出现了倒退。

在第二帝国时期（1852—1870），大银行家和大工业资本家集团执政。为了适应工商业发展的需要，政府对中等教育结构实行改革，恢复了国立中学和市立中学，分初级班和高级班。高级班实行文实分科。文科班注重古典语言，实科班强调现代外语和自然科学。1864年后，开办实科中学，为工商业培养人才。女子教育和初等教育仍然掌握在天主教教会手中。

（三）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思想

1871年3月18日，巴黎公社成立。公社成立了教育委员会，在瓦扬（Edouard Vaillant）领导下着手教育改革。

首先，公社实行学校和教会分离，把宗教教育改成世俗教育。根据公社的命令，各区广泛宣传以世俗教育代替宗教教育的政策，清除学校中的教会人士、宗教教育措施和活动，加强科学教育和道德教育。公社的这项措施遭到教会的抵抗。

其次，实行普及初等教育。公社决定，凡是6～15岁的儿童，不分民族和宗教信仰都可入学。为了确保劳动人民子女的入学权利，公社实行免费的初等教育，并特别注意女子入学问题。

再次，提高教师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的物质待遇。公社的措施极大地提高了教师的积极性，许多教师积极投入革命运动中去。

公社还重视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

公社的教育政策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实施，但是，它的一些改革措施在教育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

（四）19世纪末的教育思想

巴黎公社失败后，共和党人认识到教育是巩固政权的重要手段。从自己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出发，政府比较重视教育事业。

1.公共初等教育与双轨制

政府颁布了一些推动国民教育的初等教育法。1879年，费里（J. F. Camille Ferry）担任教育部长后致力于发展初等教育事业。他于1881年6月和1882年3月颁布两个初等教育法，这两个教育法确立了国民教育制度的义务、免费和世俗化的原则，从而奠定了法国初等教育制度的基础。例如，教育法规定：6～13岁为义务教育期；免除公立幼儿园和初等学校的学杂费；教会与学校分离，废除教会对学校的监督权和牧师担任教师的特权，取消公立学校的宗教课等。

1886年和1887年颁布的教育法进一步规定了初等学校的统一课程为：道德、阅读、书法、文法、算术、历史、地理、常识、手工、唱歌、图画和体育。这两个法律还涉及高等小学的学制和课程。高等小学是初等学校的延伸，其教育对象是劳动人民子女。这样，法国教育形成了平行的双轨制：一轨是为劳动人民子女准备的，从母育学校到初等学校，再到高等小学和艺徒学校；另一轨是为上层阶级准备的，从家庭教育或中学预备班到中学，再到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校。

2.中等教育观念的变化

人们对教育内容和方法提出了讨论，特别是古典派和实科派之间的争论比较激烈。19世纪80年代后期，政府对中等教育情况组织了一系列的调查，意识到实科教育的重要性。

在这个思想背景下，法国的中等教育结构取得了一些进展，例如：（1）1891年，出现了现代中学。现代中学学制6年，重视理科教学，不开设古典语言课。（2）建立公立女子中学网。按照1880年12月颁布的女子教育法，政府开办了一些国立和市立女子中学。女子中学的修业年限为5年，课程包括法语、现代外语、历史、地理、理科知识、家政、手工等。

六、日本的教育发展与教育思想

（一）教育发展

19世纪，日本的教育发展深受两个因素影响。一是1853年之后，日本被迫开放国门；二是产业革命。在这个背景下，资产阶级思想家与封建保守势力展开激烈的争论。尽管有阻力，但是，大势所趋，日本的教育得到迅速发展。

1.普通教育

1868年，日本有“藩学”240所，教学科目中设有“数学”的有141所，开设“洋学”课程的有77所，开设“医学”课程的有68所，开设“天文学”课程的有5所。理科各学科在所开设学科中所占比例，1800年为15%，1853年增加到35%。

在藩校中，洋学课程显著增加。1855年，幕府将附设于天文台的洋书翻译机构扩为“洋学所”，1863年改为“开成所”（东京大学的前身），聚集了一批洋学人才。当时，在京都、大阪、江户等地都有著名的洋学塾。

在初等教育方面，1868年前后，有以武士为对象的“乡校”125处。供“庶民”子弟入学的“乡学校”“教谕所”共418处。一般劳动人民的子弟只能到“寺子屋”（私塾）学习简单的读、写、算知识。这类学校，明治初年全国共有15530处。

2.职业技术教育

产业革命的兴起和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日本近代资本主义的成长。同时，对职业技术教育提出了迫切的需求。在殖产兴业政策的推动下，日本职业技术教育开始萌生。1871年在东京首设工学寮，建立一所工业学校。1872年建立了造船学校。同时，地方设立了一些农业学校。但是，由于政府把发展高等教育和普及初等教育，作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的应急措施，职业教育发展速度迟缓。职业技术教育不能满足产业革命的需要，一些开明志士呼吁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在井上毅的推动下，日本政府于1893年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1894年颁布了《实业国库补助法》。《实业补习学校规程》规定：实业补习学校对从事各种职业者的儿童施以高等小学教育，同时以简易的方法授予职业上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实业国库补助法》规定：国库每年支出15万日元，以奖励职业教育，并重点资助与军事工业有关的科学技术教育。

这两项法规的实施推动了日本实业教育的发展。到明治40年代，职业教育体制逐步形成。1900年2月6日，明治政府颁布《实业学校令》和有关的专门教育规程。

《实业学校令》规定：实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向准备从事工业、农业、商业等实业的人施加必需的知识教育。实业学校分为工业学校、农业学校、商业学校、商船学校、实业补习学校。文部省在同年又公布了《工业学校规程》《农业学校规程》《商业学校规程》《商船学校规程》《水产学校规程》等专门教育规程。

《实业学校令》及各种实业学校规程的颁布，标志着日本职业技术教育制度的确立，促使日本的职业技术教育走上蓬勃发展的道路。

（二）19世纪政府的教育变革思想

经过明治维新以及其后的一系列资产阶级改革，日本社会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政治和经济发展的需要，日本着手教育改革。这些改革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在改革过程中，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争论和斗争没有停止过。这些改革集中表现在颁布了一些对教育发展有重大影响的法令。

1.《学制令》

19世纪上半期，日本的教育远远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改革成为一项重要内容。

为了加强对全国教育的管理，1871年7月18日，明治政府设立了全国的教育领导机构——文部省，掌管全国各府县的学校和一切教育事业。次年，政府颁布《学制令》。该《学制令》以法国的教育制度为蓝本，参照英国、荷兰、德国、美国等国的教育制度，兼顾国学和汉学的意见，试图贯彻“和洋结合”的兼容并包精神。这是日本近代教育改革的开端。《学制令》强调学问是“立身”“治产”“兴业”的唯一手段。

《学制令》忽视了各地区、各学校的实际，也脱离学生的能力和水平；教学上缺乏灵活性。另外，学生和家庭负担过重。因此，它引起了民众的反对。迫于民众的呼声，《学制令》在1879年被废除。

2.《教育令》

1879年9月，政府颁布了《教育令》，明确规定学校的种类为：小学校、中学校、大学校、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小学开设的课程为：读书、习字、算术、地理、历史、修身等，传授初步的日常实用的知识。同时，可以根据学校的实际，开设绘画、唱歌、体操、物理、生物、博物等选修课程。还特别强调为女子开设缝纫课。中学是实施高等普通教育的场所。大学是传授法学、理学、医学、文学等高等专门学科知识的地方。专门学校是传授某一门学科知识的教育机关。师范学校以培养教员为目的。

自由主义是《教育令》的总的基调。它在学校设置、义务教育年限、管理、教学内容等众多方面远比《学制令》自由、放任。《教育令》的制定消除了《学制令》的某些弊端，例如，更加尊重地方人民的自治、自由的要求等，促进了教育的振兴与发展。

1881年12月28日，政府对《教育令》进行了修改。其特点是强化中央对教育的监督权力，明确规定，公立、私立学校的创设、停办，就学资格、学期、授课天数、时数等决定权归文部省。修改后的《教育令》的基本思想是国家强制办教育。以修改后的《教育令》为根据，文部省于1881年制定了《小学校教育纲领》，开始实行“三、三、二”制。同时，还制定了《中学教则大纲》，采取“四、二”分段制。1881年5月，政府颁布《小学教则》，规定小学分为初、中、高3科，每科为3年。

这些改革为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奠定了基础，把日本的教育推向稳步发展的道路。随着国家对教育干预程度的加深，在教学内容上，汉学的比重逐渐增大，以便“教化”人民，培养人民“尊王爱国的志气”。

3.《学校令》

1885年，森有礼就任伊藤内阁的文部大臣。他从日本教育的实际出发，依据国家办教育的思想，拟订了一套国民教育制度计划。1886年颁布了《学校令》。它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小学校令》《中学校令》。

《帝国大学令》颁布于1886年3月2日。它规定：帝国大学主要进行学术、技术理论的教学与研究。帝国大学由大学院及分科大学组成。大学院的任务是研究。分科大学的任务是教学，共设法科、医科、文科、理科4种大学。

《师范学校令》颁布于1886年4月10日。它规定：师范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教员应有的品德和学识，以及培养顺良、信爱、威重的气质”。它分普通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类。

《小学校令》颁布于1886年4月10日。它规定：小学分四年制普通小学和四年制高等小学，对儿童实施普通教育。四年制普通小学为义务教育。1890年10月，对《小学校令》进行了修改，比以前的《小学校令》更为灵活。

《中学校令》颁布于1886年4月。它规定：中学承担双重任务。一是实施实业的教育，二是为升入高等学校实施预备教育。中学分为普通中学和高等中学两级。普通中学修业年限为5年，由地方设立和管理。高等中学修业年限为2年，由文部大臣直接管理。

1894年6月，森有礼颁布了《高等学校令》。它规定：把以前的高等中学改名为“高等学校”。高等学校专门教授科学知识，还可以在高等学校中设置为升入帝国大学服务的预科。

在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反复多次的修改，日本正式建立起充满国家主义的日本国民教育制度。

4.《教育敕语》的颁布

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举行大典，正式颁布《宪法》。《宪法》的颁布，标志着日本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的终结。《宪法》的颁布引起了自由民权运动，民众要求民主、自由的呼声日益高涨。对此，政府一方面采取镇压的方针；另一方面试图通过对人民的“教化”，实现精神上的统治。以元田永孚为首的保守派一直反对政府的“欧化殖民政策”，提倡以孔子学说为基础的国教。他们试图利用天皇的权威限制自由主义。在这种背景下，天皇责成文部省起草《教育敕语》。1890年10月30日，《教育敕语》正式颁布。

《教育敕语》指出：国体之精华在于天皇之德化与臣民之忠诚，教育的渊源由此而来。它主张把忠、孝、仁、爱、信、悌等儒家思想与日本社会的伦理道理结合在一起，并利用日本的神道加以修饰，把三者融为一体。

《教育敕语》在日本近代教育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教育敕语》的实施使天皇无论在政治上和道德上成为绝对的权威，对日本教育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到明治时代的中后期，日本的教育由创立期进入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确立时期。日本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确立，不仅是《宪法》条款在教育上的体现，而且是日本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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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英国的儿童教育和贫民教育思想

在19世纪初期的英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贫苦儿童的教育就是其中之一。在这种社会历史背景下，一些英国教育家以及教会人士对这个问题予以关注，不仅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和主张，而且建立了各种形式的小学，其中著名的是导生制学校。在这些教育家和教会人士中，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艾吉渥兹父女（R. L. Edgeworth，M. Edgeworth）以及贝尔（A. Bell）和兰喀斯特（J. Lancaster）。英国的儿童教育和贫民教育思想的出现与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19世纪上半期英国初等教育的发展和改善。

第一节 艾吉渥兹父女的儿童教育思想

―、艾吉渥兹父女的教育活动

理查德·洛弗尔·艾吉渥兹（Richard Lovell Edgeworth，1744—1817）是英国和爱尔兰教育家。1744年出生于英格兰的巴斯，后在爱尔兰定居。曾就读于牛津大学。他原是卢梭（J. J. Rousseau）的信徒，曾按照卢梭在《爱弥儿》中所讲的教育方法教育其第一个男孩，但未获成功，“其子理查德竟成了蛮横无理的顽童”。[1]这就促使R.L.艾吉渥兹去探索更有效的教育方法。他的第二任妻子斯奈德对教育问题也很感兴趣，她把教育看成是一门实验科学，坚持每天记日记，把自己对孩子成长过程的观察和思考记录下来。她去世后，R.L.艾吉渥兹将她的日记继续记下去。这些日记中的很多材料后来成为R.L.艾吉渥兹教育著作中的重要内容。R.L.艾吉渥兹于1806年还曾参加了调查爱尔兰教育的委员会。他被其女儿玛丽亚·艾吉渥兹评价为“无论在口头上还是行动上，都最先掌握培根可能称之为教育的实验方法的人”[2]。

玛丽亚·艾吉渥兹（Maria Edgeworth，1769—1849）是教育家、作家。

艾吉渥兹父女的教育代表作是他俩合写的《实际教育》（Practical Education，又译《实用教育论》或《实践教育》等，1798年首次出版）。关于该书的写作目的，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

我们选用《实际教育》这一书名，是要指出，我们完全依赖实践和经验。在教育艺术领域要取得任何进步，都必须耐心地将它转变为一门实验科学。对这一工作的困难和范围，我们具有充分的认识；并且我们无意妄称在这一工作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因为即使经过许多代人的努力，这一工作也不见得能完成。我们奉献给公众的只是我们的实验结果，其中许多例子甚至就是实验本身。[3]

该书在英国影响很大，英国的劳伦斯（E. S. Lawrence）在1970年说：“这本书简单明确地提出了现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大原则……它对今天的学校还十分有用。”[4]此外，R.L.艾吉渥兹还写有《专业教育论文集》（Essays on Professional Education，1809），论述准备担任教士、教师和政治工作者的教育。玛丽亚·艾吉渥兹写有《道德故事》（Moral Tales）等。

二、论儿童的玩具和游戏

《实际教育》一书的第一章专门论述玩具。艾吉渥兹父女推荐“使用规则的木制物体、立方体和球状物作为孩子们的玩具”[5]，还建议让儿童开展放风筝、推铁环等游戏活动。他们认为，这些玩具和游戏可以引导儿童去思考。对此，艾吉渥兹父女做了详细的阐述：

儿童们可以从选择得当的玩具中学到许多东西，而且反应和观察的习惯是与娱乐和高兴的想法联系在一起的。有个玩推铁环的9岁小男孩问道：“为什么一个圆环或是圆盘，只要在转动时便不会倒下，一停下来立即就倒？为什么不把圆边把正，它又会倒下来？”这个孩子边玩铁环边想这个问题，一位最有学识的教师不该充分地利用他的这种理解力吗？[6]

当一位书呆子教师看见小孩专心地看着纸风筝时，他会发表高见说：“孩子们不能像玩风筝一样专心地学语法，可悲可叹啊！”他可能还要对孩子的这种天生的惰性和贪玩的恶习气恼成怒，肯定要与他进行一番持久战。另一位有识之士会以不同的眼光看待此事，在这种贪玩的习性中，他能辨别出热爱科学的征兆。他不去叹息儿童天生的惰性，他会佩服他们在追求知识时所表现的主动性，他会感到他有责任去指导这一主动性，向学生提供材料以进行新的结合，使他，或者让他使自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在此，他可以进行有益的观察，获得买不到，教不了的经验。[7]

艾吉渥兹父女认为，游戏与工作或学习的界线不是绝对的，可以在游戏中对儿童进行教育。他们指出：

孩子们在游戏时特别努力工作，所以，我们要使他们在工作时游戏……如果游戏不是通常所说的任务，那么毫无疑问，在游戏时可以学到许多东西……当孩子们对某一事物感兴趣时，他们会全力以赴争取成功，但是只要他们的注意力开始集中在某一事情上，不论这是什么事情，他们便不再是无所事事地游戏，而是在积极地工作了。[8]

劳伦斯认为，艾吉渥兹父女这段话反映了一条教育哲理。他说：“《实际教育》一书中的许多原则都预示了福禄培尔的观点，主要是阐明和发现了游戏作为教育手段的价值。”[9]劳伦斯的这个评论是有道理的。

三、论儿童的兴趣

艾吉渥兹父女认为，儿童的兴趣是他们学习的起点，教师要善于去发现学生的兴趣。艾吉渥兹父女说：如果

一个活泼的孩子不喜欢读书，那么他一看见书便会表现出一种笨拙的愚蠢和冷漠。在这种对书毫无兴趣的情况之下，我们不能强加给他任何书本或任务，而应该观察他在自己最喜欢的娱乐中的表现，注意他的兴趣所向，无论这是什么样的兴趣，都要加以培养。不必让他坐在书桌前，便可以引导他去思考并且获得丰富的知识，这样做，也可以造就与乐趣相关的精神专注并能加以应用的习惯。当他再拿起书来的时候，他便会发现许多他过去在书中不懂的知识，现在全都明白了……[10]

因此，教师可以把各种知识与年轻人直接感兴趣的工作联系起来。例如，如果一个孩子正在玩造房子，我们便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教他砖是怎样制作的，门窗的拱是怎样制成的，一个拱上的拱顶石和基石的作用，如何把各个部分拼起来造成一座房子，等等。

在培养儿童早期的理解力时，教师首要的任务是要使孩子注意力集中，或者说要引起他们对我们期望他们所做的事发生兴趣。

艾吉渥兹父女虽然强调兴趣在儿童学习中的重要性，但并不提倡“兴趣主义”。他们指出：“真理是这样的：不努力是掌握不到有用的知识的。长时间的注意是艰苦的，但是没有这种艰苦努力，儿童就不能获得精美的知识。”[11]重视儿童的学习兴趣并不意味着在学习中学生无须通过个人努力克服困难。艾吉渥兹父女注意到了这一点。

四、论培养学生的能力

艾吉渥兹父女重视在教育中发展儿童的想象、思维、创造等各种能力。他们说：

让一个不爱思考的孩子死记硬背由教师编写的机械的定理，这并不难，但是，一个爱思考的孩子却不那么听话，他会停下来，皱起眉头，踌躇不决，向教师提问题，让人感到别扭，认为他很倔……他并不满足看着教师在黑板上画线写数，看着他带着魔术师那种傲气进行各种神秘的运算。一个敏锐的孩子并不满足于仅仅知道总的答数，对某一问题的答案，或者听教师说“对”，他要坚持知道为什么这是对的。

数学的主要目的，与教育的其他方面一样，是要在一个含糊的信念中把理解力保存下来。[12]

因此，艾吉渥兹父女认为，在教育中，仅仅储存知识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把所学的知识当作想象和判断的材料加以选择和组合并运用到解决实际问题中去。在一般的教学模式中，保持性记忆力的训练甚多，而回忆性记忆力的训练甚少。当孩子们在阅读国王史、战史和胜利史的时候，当他们死记硬背编年表和地理课文的时候，他们的创造性和理智的本领处于绝对被动状态，这样，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也不能与现实生活中的情况联系起来。这一系列的见解可能是在付出痛苦和劳动之后才装在记忆之中的，但是，必须照当时死记硬背的顺序才能回忆起来，而不是按照所要应用的顺序来回忆。显然，学生走入社会之后，他们之间的重大差别主要取决于他们对自己知识的应用，而不取决于其知识拥有量。

艾吉渥兹父女对于学习知识和运用知识之间关系的理解有合理之处。

五、论对教师的要求

艾吉渥兹父女认为教师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和掌握正确的教学方法。R.L.艾吉渥兹明确提出：

任何人在获得任教的合适资格以前，都必须具有正确地回忆自己如何学习的能力：他必须能一步步地回到自己开始学习的起点，必须有能力耐心地、沉着冷静地引导学生沿着同样的学习道路前进。他必须不仅掌握自己的思想和习惯赖以形成的方法，而且必须拥有多种多样的人类思想的经验。他不能认定所有人的智力活动完全是以一种同样的方式进行的；他决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有一种教学方法，并且这种方法适用于所有人。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类比，或对他来说表达得极为清楚的思想，对他的学生来说可能是陌生混乱的。他决不能认为这是学生不注意、愚蠢或固执所致；而应归结于真正的原因，即不同人的不同观念联结方式，及由于性情差异和教育经历不同而形成的不同思维习惯。他必须熟悉各种性情的人的习惯：动作慢的，动作快的，有发明能力的，有探究才能的，等等。他必须因材施教。还有更必不可少的：一名教师不仅应懂得自己能教的特定科目，而且应该懂得与它有关及它所依赖的各方面知识。[13]

首先，教师要让儿童按他们自己的方式去活动或学习。艾吉渥兹父女说：

决不能打断婴孩的活动。当他希望动手的时候，我们不应该不耐烦地让他走路，当他兴致勃勃学走路，专心致志地像走绳索的人一样地学习身体的平衡时，我们不能突然制止他，非让他去学那些我们强加的贫乏无味的词汇不可。当孩子们忙于进行他们力所能及的试验时，我们不应该打断他们的思路，不能完全制止他们通过自己的经验获取知识。[14]

其次，对于儿童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教师不要过多地包办代替。艾吉渥兹父女说：

当一位愚蠢的保姆看到孩子要拿或举起什么东西时，他马上跑过去：“噢，小乖乖，你别拿，别动。我给你来拿，我来！”如果这个孩子要试一下推与拉、滚与滑、楔子和杠杆之间的区别，这位过于勤快的保姆又会急忙跑过去显示一下自己的力学知识：“别动，乖乖，别动。不是那样做，我来做给你看。”[15]

对此，艾吉渥兹父女批评道：



教育过度的危险性甚至比教育不足的危险性更大……我们不能把发现的步骤一股脑儿都告诉年轻人，我们要时时停下来看看他们是否能想出来。这样做，我们的学生往往出乎我们意料而获得成功。[16]

再次，过早地强迫孩子去学习某些书本知识，其结果可能会适得其反，使儿童的“气质和理解力受到本质伤害”，以致今后在学习中“可能永远钻不进去”。艾吉渥兹父女说：

有些人怀着一种虚荣心，一心希望别人说他们的孩子比邻居的孩子读书早，这种人不屑一提。因为，就算是他们的要求被满足了，他们的儿子比一般孩子认字早，这种得意的好景也不可能长久……问题是儿童要能够应用所学的知识，而不在于早几年或迟几年拥有这些知识。[17]

最后，在儿童教学中，教师要善于使用教具。例如，艾吉渥兹父女说：



在教授数学时，半英寸的立方体有着极大的优越性，孩子的小手一下子便可以把它抓起来。它们可以任意组合；眼睛也能很容易地一下子数清它们。思想也有意识地被引导去考虑这些组合，学生们不仅联系到简单的数目字，而且也联想到它们的数量和形状，借助这些不同形状产生的术语，例如，正方形、立方体等，也更加容易理解。当孩子们学到正方形或立方体时，也更加容易记住有关的数字。这要比仅仅根据某些定律公式进行教学的效果更佳。[18]

艾吉渥兹父女的教育思想是19世纪初期英国重要的教育思潮之一。他们的理论“是以对儿童的直接观察为基础的”，“为了解儿童的思想方式提供了依据”。他们虽曾受到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响，但并不亦步亦趋，而是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这也体现了英国教育家的务实性。总之，艾吉渥兹父女在世界儿童教育的历史中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二节 贝尔和兰喀斯特的贫民教育思想

一、时代背景和教育实践活动

英国于18世纪60年代至19世纪30年代末进行了产业革命。教育家安德鲁·贝尔（Andrew Bell，1753—1832）和约瑟夫·兰喀斯特（Joseph Lancaster，1778—1838）正是生活在这一时期。

当时，随着产业革命的进行，生产的发展需要对成年工人和童工进行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以使他们既掌握一定的文化技术知识，又养成遵守社会秩序的习惯。然而这时英国的初等教育仍和以前一样，是由教会以及私人办理的，属于一种所谓“慈善事业”，国家并不干预。据统计，这一时期英国各教派所建立的各种形式的小学共有10595所[19]，而贝尔和兰喀斯特所倡导的导生制学校（Monitorial System of School），就是其中著名的一种类型的学校。

贝尔1753年3月27日出生于苏格兰的圣安德鲁斯市。父亲是一位理发师。贝尔的学校生活并不快乐，因为当时的学习方法主要是背诵，但他的记忆力较弱，故经常遭老师的鞭打。这可能是他后来在自己的学校里坚持采用一种较人道、较仁慈的纪律的原因之一。1769年，贝尔进圣安德鲁斯大学学习。毕业后，他于1774年前往美国的弗吉尼亚州。1779年，贝尔进入富有的种植园主布拉克斯顿（Braxton）家，当了一名家庭教师。1781年，贝尔带着布拉克斯的两个儿子回到圣安德鲁斯。他一边用心照看这两个孩子，一边继续自己的学业（后获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医学硕士学位），这样直到1784年7月。在两个孩子回国后，贝尔于1784年12月被任命为国教会的一名牧师。

1787年6月2日，贝尔到达印度的马德拉斯，后被任命为英国卫戍部队牧师，并担任马德拉斯军事男孤儿学校的监督。该学校是一所半官方的慈善学校，为士兵中的孤儿开设。由于贝尔喜爱管理和教学工作，他在工作中投入了巨大的精力。因该校的教师能力很低，教学质量差，所以大约从1791年或1792年起，贝尔选择年长且成绩好的学生帮助教师做教学工作（导生，monitor）。采用导生制（又称马德拉斯制）以后，学校的纪律与教学发生了许多变化。贝尔在马德拉斯生活了9年，过得十分愉快，但由于健康原因，于1796年8月离开印度回国。在回国前，他向孤儿学校的董事们递交了一份工作报告，题为《一个教育实验》（An Experiment in Education），后于1797年10月出版。

回国后，贝尔曾先后担任过牧师、教区长等职。1811年10月，英国“全国贫民教育促进会”（National Society for Promoting the Education of the Poor）成立，贝尔被任命为首任会长。该促进会是英国国教会为推行贝尔的教学方法而建立的机构，它在英格兰和威尔士各地建有分会，至1833年，计有100多万儿童在该会办的学校学习。[20]1816年夏（一说1814年），贝尔赴欧洲大陆旅行，曾亲访裴斯泰洛齐及其学校，对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实践极感兴趣。此后，贝尔历任医院院长、大教堂牧师等职。期间，他修订旧书，编写新著，参观与视察学校。1832年1月27日，贝尔病逝，被葬于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他身后留下的大批财产，捐给了苏格兰的教育机构。贝尔的主要著作还有《教育指南》（1827）等。

兰喀斯特1778年11月25日出生于英国索斯沃克的肯特街，小时候受过一定的学校教育。14岁时去牙买加，希望从事对黑人的教育工作。回国后，成为一名贵格会教徒和贵格会的牧师，同时在学校以教书为生。1798年元旦，他在其父亲的住所开办了他的第一所学校。后因场地太小，学校于1801年6月迁入伦敦巴勒路的校舍，它能容纳350名贫困家庭的男孩入学。

因学生人数太多，兰喀斯特又雇不起助手，大概在1800年，他想到了采用由懂得较多的学生教懂得较少的学生的办法。1803年，兰喀斯特出版了《教育的改良》（Improvements in Education）一书，阐述了自己的计划。1805年8月，他在韦默思受到英王乔治三世（George Ⅲ）的接见，兰喀斯特向英王递交了《教育的改良》一书，介绍了他的教学制度，并提出了要求。英王对他加以赞赏，并给他每年100英镑的捐助。英王当时说：“我高度赞成你的制度。我的愿望是我所管辖下的每一个贫儿都能学会阅读《圣经》。”[21]

英王的赞助坚定了兰喀斯特的信念，他开始不顾一切地推广他的教学制度。他用仅有的600英镑的捐款建造了两所学校。为了将最好的导生培养成教师，兰喀斯特让他们免费与自己生活在一起，同时他本人也过着豪华的生活。这样做的结果是，他陷入负债困境。1807年5月，兰喀斯特因“滥用他人的钱财”而被捕入狱。出狱后，为避免再次被捕，他花了6个月的时间在农村发表演讲，介绍他的制度和建立学校。1808年1月，兰喀斯特回到伦敦，这时他遇到了对穷人的教育感兴趣的两个人：帽商科斯顿（W. Corston）和医生福克斯（J. Fox），他们组成了一个委员会，旨在为穷人的孩子提供教育、衣物和医疗保健。在接下去的3年中，兰喀斯特主要从事讲学和建校工作，而委员会则尽力增加收入、缩减开支。由于需要更多的教师，并且兰喀斯特原来的债务还未偿清，因此委员会决定，要与更多的慈善者建立合作关系。这样，到1810年12月，又有44位“慈善者”加入了委员会。扩大了的委员会所维持的学校在形式上是公共的，但在实际上是兰喀斯特个人的。后来，兰喀斯特和委员会之间就财务问题发生了纠纷。1814年4月，他从巴勒路学校辞职。由于他的人际关系越来越糟，他逐渐脱离公众与社会。带着在新的世界开始新生活的希望，兰喀斯特于1818年移居美国。他四处讲演、建校，后因浪费再度负债。1825年迁居委内瑞拉。1827年后在加拿大和美国生活，继续实验他的教学制度。兰喀斯特1838年10月23日在纽约逝世。

贝尔和兰喀斯特两人曾保持着友好的关系。贝尔的《一个教育实验》于1800年传到了兰喀斯特手中，此书给兰喀斯特很大的启示。后来，他在《教育的改良》中表示十分感激贝尔的帮助。1804年11月，兰喀斯特写信给贝尔，详细说明了自己所遇到的困难，希望得到具体的指点。贝尔遂邀请他去会面。兰喀斯特于1804年圣诞节前会见了贝尔。兰喀斯特曾赞扬贝尔创造了导生制，贝尔则赞扬兰喀斯特对导生制的完善做出了贡献。

二、导生制

导生制，又称“贝尔—兰喀斯特制”，即教师挑选一些年长且成绩较好的学生充当助手（导生），先给他们讲授教材内容，再让他们转教别的学生。导生制的具体做法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年级与班级的划分以及管理

贝尔和兰喀斯特两人在总的分级原则上是相同的，即根据学生已有的知识程度来划分年级（class）。

在兰喀斯特的学校里，学生的阅读课共分成8个级：不识字母的学生编为第一级，学习A、B、C等单字母；识字母表但不识或不会拼缀双字母（例如，ab、cd等）的学生编为第二级；以此类推，第三、四、五级的学生分别学习3个字母、4个字母和5个字母以上组成的单词。第六、七、八级分别读圣约书、《圣经》和精选文本。算术课共分为12个级，包括加法（第二级）、混合加法（第三级）、减法（第四级）、混合减法（第五级）、乘法（第六级）、混合乘法（第七级）、除法（第八级）、混合除法（第九级）等。学生在分级之前都要接受考试。一位阅读能力强但算术成绩差的学生，可以在学习阅读时上高年级班，而在学习算术时上低年级班；反之亦然。据兰喀斯特说，在他的学校里，四分之三的学生在阅读和算术两课方面不在同一年级上课。[22]如果从上阅读课改为上算术课，班级重组的时间不会超过5分钟。

至于班级的规模，兰喀斯特的学校每班有10～20名学生，贝尔的学校每班有24～36名学生。

在兰喀斯特的学校里，设有管理整个学校教学的导生。新生入学时，由专门负责这方面事务的导生检查其学习情况，然后根据其程度编入相应的班级。全校任命一位导生为阅读学习的总督察员（inspector-general of reading），其主要职责是根据全校所有阅读班级的学生名单，检查每个学生是否已达到升级的标准，经检查合格的学生便可升级。此外，各班设导生1人。

在贝尔的学校里设有三种导生：导生、助理导生和互助导生。导生和助理导生由教师从高年级优秀学生中选择，也可由各班学生选举。各班学生分为互助导生和普通学生，前者成绩较好，后者成绩较差，两者实行“一帮一”式的互助。教室排座时，成绩最好的互助导生和成绩最差的普通学生坐在一起，第二位优秀的互助导生和成绩倒数第二的普通学生坐在一起，以此类推。互助导生和普通学生的位置并非固定不变，它可根据学生成绩的变化而变动。经过努力，学习成绩超过同座互助导生的普通学生可以成为新的互助导生，而原来同座的互助导生则成为普通学生。贝尔认为，这种排座方法能促使学生互相竞争。班级导生（每班1人）的主要任务是指导助理导生（每班1人），检查互助导生和普通学生的学习情况以及班级秩序。此外，还要查听全班学生背诵课文。助理导生的任务是担任班级的教学工作，监督和帮助互助导生与普通学生学习。能胜任工作的助理导生也可以升为导生，同时担任导生和助理导生的双重任务。教师的职责则是管理和检查学校工作的各个方面，以保证学校工作的正常运转。

（二）教学方法

在贝尔和兰喀斯特的学校里，主要采用沙盘教学法、缀字教学法和纸板教学法。

1.沙盘教学法

该方法主要在阅读课的低年级使用。上课时，学生坐在长凳上，面前摆张1英尺[23]高的桌子，桌沿钉着松木框架围成盘形模样（约36×10平方英寸[24]），盘中散有干沙（1/2英寸[25]深），铺平。每张桌子坐几名学生，其中1名导生，另有2名或2名以上的普通学生，以便互帮互学。导生先用右手食指在沙盘上写一个字母，然后让其他学生模仿着写，直到不指导也能写为止，再换教另一个字母。贝尔认为，这种方法简便易行，深得儿童的喜爱。但他又认为，中高年级学生还应掌握使用铅笔和石板的技能。

2.缀字教学法

这是一种通过拆字学习字词的拼读方法。例如，学习单音节词“blunt”时，就让学生先按组成该词的字母顺序一个个地念字母“b-l-u-n-t”，然后再读该词的完整发音“blunt”，学生学会该词的拼读后，合上课本，先读整个词的发音“blunt”，然后再拆字分读“b-l-u-n-t”。双音节和多音节词的读法一样。这种方法的原理还适用于课文阅读和算术教学。

3.纸板教学法

这种方法主要在兰喀斯特的学校使用。它不仅适用于阅读班，也适用于算术班，并且低班和高班均适用。上课时，导生将所教课文写在纸板上，再将纸板挂在墙上，学生集队面墙而立。最优秀的学生站一号位，最差的学生站末号位。提问时，一号位的学生先答，如答不出，就往下轮，谁先答出，一号位即让给谁。导生只在所有学生都答不出时才予以讲解。兰喀斯特指出，这种方法的最大优点是能促使学生相互竞争，努力学习。

（三）奖励与惩罚

兰喀斯特把奖励和竞争相联系。在他的学校中，教学过程同时也是竞争过程，例如，纸板教学法中学生站队的号位就是学习成绩好坏的标志。此外，优秀生还可获得“阅读优秀”“缀字优秀”“写字优秀”等各种奖章，或者获得小车、陀螺、风筝、图画、小球、书籍、笔甚至银表等奖品。当学生从一个班升到另一个班时，也都可获得奖励，导生也有权获得同样的奖励，以奖励他帮助同学取得进步。有的学生还能得到在校园内带着奖品游行的荣誉。另一方面，兰喀斯特的学校还制定了严厉的惩罚措施。各班导生都备有小卡片，用以记录学生的犯错误情况。一旦学生有错，教师和导生即对他们进行惩罚。惩罚的手段有戴木枷、戴纸高帽游行示众，装在袋子或篮子里吊在教室里让同学嘲笑、奚落等。但据兰喀斯特说，学校实际上很少使用这些惩罚手段。在贝尔的学校中，奖惩权由一个“小评判团”来行使。“小评判团”由导生和优秀生约10多人组成，它对表现好的学生进行奖励，奖品有日常使用的衣物食品等，也有名誉上的表扬，银质徽章则由校长在年度考查中颁发。“小评判团”也对犯错误的学生实施有节制的惩罚，如关禁闭和鞭打等。

三、导生制的影响

导生制的主要优点是：（1）省钱。导生制学校的教学设施很简陋。例如，兰喀斯特曾计算过用石板代替练习本的费用节约情况：60个孩子一年只需3英镑；而用练习本做同样的练习，则需99英镑。因此，兰喀斯特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年只花费7先令即可入学；而贝尔的学校每个学生每年只花费4先令2便士即可受教育。（2）省师资。兰喀斯特曾声称一个教师可以管理一所有1000名小学生的学校，而贝尔则更认为，一个教师可以管理邻近的10所千人学校。[26]这就在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当时学生多、教师少的矛盾。（3）学生的学习积极主动。导生制学校由于在教学中引入了竞争机制，不仅学生个人之间有竞争，班级之间也有竞争，这就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4）有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导生起初只负责教导其他学生的学业，后来又有负责簿本的导生、报告到缺课情况的导生、调查缺课原因的导生等。大家分工合作，使许多学生受到锻炼，提高了管理能力。（5）扩大了受教育者的范围，能使广大贫民子弟受到最低要求的扫盲教育。

上述优点正是导生制受到欢迎和得以推广的主要原因。1808年，英国成立了“皇家兰喀斯特协会”（Royal Lancasterian Society）[27]，它和1811年成立的全国贫民教育促进会的目的都是为了推行导生制。到19世纪30年代，导生制学校已遍及英国各地，导生制“被用于初等教育，有时也用于中等教育”[28]。1833年，英国国会表决通过了当时的财政大臣阿尔索普（Althorp）所提出的教育补助金方案，即“批准拨一笔不超过2万英镑的款项，以补充私人捐款的不足，把这项拨款和私人捐款一起用于建造校舍和对大不列颠的贫民阶级子女进行教育”[29]。这笔钱后来每年专门拨给了上述两个团体所属的学校。此外，导生制还流传到美国、法国、意大利、瑞士、比利时、加拿大、俄罗斯等国家。大约在1809年，导生制被介绍到美国，兰喀斯特还亲自到美国宣传和推广导生制。法国到1828年已成立了约600所导生制学校。

导生制在当时促进了英国及其他国家初等教育的发展，同时它也是英国师范教育的雏形。1847年，在导生制的基础上，英国建立了“教生制”（Pupil-Teacher System），即在初等学校中挑选出优秀的13岁少年充当现任教师的助手，以艺徒制方式边学边教，5年期满可任正式教师。另外，导生制对于当今世界的全民教育，也仍有可供借鉴和启发的地方，例如，实行勤俭办学，争取社会捐款，提倡学生之间互帮互学、自我管理，等等。

当然，导生制也有其缺陷和历史局限性。第一，贝尔和兰喀斯特的办学都是为英国的教会教育服务的。在当时的英国，普通学校教育几乎就是“宗教教育”的同义语，正如恩格斯（F. Engels）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所指出的：

国教教会成立了自己的National Schools（国民学校）[30]，每一个教派也都成立了自己的学校，而它们这样做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本教教徒的孩子保留在自己的怀抱里，可能的话，还要从别的教派那里把某些不幸的孩子的灵魂抢夺过来。结果是，宗教，而且恰好是宗教的最无聊的一面（即对异教教义的辩驳）成了最主要的课程，孩子们的脑子里塞满了不能理解的教条和各种神学上的奥妙东西，从童年时期起就培养起教派的仇恨和狂热的偏执，而一切智力的、精神的和道德的发展却被可耻地忽视了。工人曾不止一次地要求议会建立纯世俗的国民教育制度，而把宗教教育交给每一个教派的牧师，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届内阁同意采取这样的措施。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内阁大臣是资产阶级的驯顺的奴才，资产阶级又分成无数的教派；每个教派都只有在他们能够使工人同时接受这个教派所特有的教条作为抗毒素的时候，才同意工人受教育，因为不这样的话，让工人受教育是危险的。[31]

第二，儿童的互教互学在家中邻里是很平常的事，而家长和儿童所期望的是在学校中能直接接受成人教师的教导。如果教学工作都委托给了导生，那就几乎谈不上正规的教育了。因为无论导生的学习成绩相对于其他普通学生来说多么优秀，但都比不上正式的教师。

第三，导生制学校难以教给学生系统的、充分的知识，教育质量较差。所以，随着国家逐渐参与普通教育事业，以及师范教育的发展和办学条件的改善，到1840年以后，导生制就逐渐消亡了，因为它所赖以存在的基础已逐渐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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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英国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

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是在19世纪20—30年代英国的激进主义运动中出现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边沁（J. Bentham）、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和约翰·穆勒（John Mill）。尽管功利主义者的教育主张并不完全一致，但一般来讲，他们都要求每一个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主张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幸福，提出普及初等教育以及改革中等和高等教育，实施多方面的教育，重视道德教育，提倡功利主义伦理观。如同功利主义对19世纪英国社会的改革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样，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对19世纪英国教育的发展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节 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19世纪是英国资产阶级的改革时代。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和完成，英国工业资产阶级的经济实力已超过土地贵族阶级，但他们在政治上却仍无地位，仍遭受贵族阶级的控制。因此，工业资产阶级要求重新分配政治权力，要求改革议会选举制度，要求政治体制的全面改革。工人阶级虽与工业资产阶级有阶级矛盾，但他们在某些方面也有共同的利益和要求。例如，为了争取普选权和改革议会制度，工业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曾共同掀起了19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激进主义运动。正如恩格斯所说：“工人的激进主义是和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携手并进的。宪章曾是他们的共同的口号……”[1]而功利主义就是在这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因此，功利主义是英国19世纪“改革时代”的产物，同时它又对改革运动有过深刻的影响。功利主义三位著名的代表人物边沁、詹姆士·穆勒和约翰·穆勒先后成为这一改革时代的思想领袖。

19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所进行的改革还涉及上层建筑各个领域。作为这一改革的理论表述的功利主义也是一个较庞大的理论体系。它以伦理学为基础，同时涉及法理学、政治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学说。从教育史的角度来说，也就是形成了功利主义的教育思潮。这一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除上述三大功利主义学者外，有的教育家还把教育家斯宾塞（H. Spencer）也包括进去。

功利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影响主要有以下两点。

第一，功利主义者以追求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为理想，因此，要求使每个人都能享受教育。不过，他们虽然要求政府推行普及教育，却并不赞成政府直接举办学校和过分干预教育。因为功利主义者往往又是个人主义者，他们往往过分重视儿童的自由和权利，担心政府在教育上的过多干涉会妨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例如，斯宾塞的《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1850）一书中有一章题为“国家教育”，专门详尽地阐述了他在这一问题上的观点。他说：“我们关于国家职责的定义禁止国家管理宗教或慈善事业，同样，我们这个定义也禁止国家管理教育。”[2]斯宾塞指出：“从长远来看，消费者的兴趣不仅是所消费的东西的优质的有效保证，而且是最好保证……选择教育这种商品，像选择所有其他商品一样，可以安全地让买主自行处理。这样推论不是合理的吗？”[3]在他看来，学校应由私人或某些团体去办，而学生上什么样的学校则让家长去选择。在这个问题上，约翰·穆勒的观点也是如此。

功利主义者的这一主张在英国教育发展中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一方面，它的形成是由于受到英国自古以来教育由私人或教会等团体办理这一传统的影响所致；而另一方面，这一特点也对当时英国的教育立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随着强迫义务教育的推广，由政府创办公立中小学乃至公立高等学校已是大势所趋，非功利主义者们所能阻挡。

第二，功利主义理论以伦理学为基础和主要内容，因此，在教育上必然重视道德教育。例如，约翰·穆勒及其后继者曾花费了不少精力去研究道德良心形成的心理机制和培养道德习惯的途径。斯宾塞则专门写了题为“德育”的论文，后被收入他的《教育论：智育、德育和体育》（Education，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1861）一书。功利主义伦理学在理论学以及功利主义的德育论对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功利主义伦理学在理论上有许多后继者，包括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的实用主义伦理学以及20世纪60—80年代兴起的当代功利主义（诸如准则功利主义和行为功利主义等）。其次，功利主义伦理学对当今各国的道德教育（包括学校教育）有一定的启示作用，可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诸如道德和利益、市场经济对道德的要求、道德的约束力等问题。

但是，功利主义教育思想内部并非完全一致。在有些问题上，不同的人之间也有争论。例如，边沁和约翰·穆勒主张既要实行科学教育，又要保留古典教育；但斯宾塞则只要求科学教育而彻底否定古典教育。

第二节 边沁论教育

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1748—1832）是英国功利主义学派的创始人。他出生于伦敦一个富裕的律师家庭，幼年聪慧好学，有“神童”之称。1755年入威斯敏斯特公学。12岁入牛津大学女王学院，3年后获学士学位。后又入林肯学院攻读法律，18岁获硕士学位。

边沁结束学业后，一度从事律师工作，但当时司法界的腐败状况令他不满，不久便结束了律师生涯，主要致力于研究法理学和政治。他的代表作之一《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and Legislation）于1789年出版，该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功利主义原理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奠定了边沁在功利主义伦理学和法理学领域的权威地位。此外，边沁的主要著作还有：《义务论》（Deontology，2卷）、《行为的原动力》（Springs of Action）等。

一、功利主义伦理观

（一）人性规律和功利主义基本原理

边沁认为，趋乐避苦是人性的一条普遍规律，也是功利主义伦理学的基本出发点。对此，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绪论》一书中做了充分的阐述。他说：

自然把人类置于两个至上的主人——“苦”与“乐”的统治之下。只有它们两个才能够指出我们应该做些什么，以及决定我们将要怎样做。在它们的宝座上紧紧系着的，一边是是非的标准，一边是因果的链环。凡是我们的所行、所言和所思，都受它们支配：凡是我们所做一切设法摆脱它们统治的努力，都是足以证明和证实它们的权威之存在而已。[4]

边沁指出：

所谓功利，意即指一种外物给当事者求福避祸的那种特性，由于这种特性，该外物就趋于产生福泽、利益、快乐、善或幸福（所有这些，在目前情况下，都是一回事），或者防止对利益攸关之当事者的祸患：痛苦、恶或不幸（这些也都是一回事）。假如这里的当事者是泛指整个社会，那么幸福就是社会的幸福；假如是具体指某一个人，那么幸福就是那个人的幸福。[5]

边沁又指出：

功利原则指的就是：当我们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的时候，我们是看该行为是增多还是减少当事者的幸福；换句话说，就是看该行为增进或者违反当事者的幸福为准。这里，我说的是指对任何一种行为予以赞成或不赞成，因此这些行为不仅要包括个人的每一个行为，而且也要包括政府的每一种设施。[6]

按照功利原则，凡能增进当事者快乐的行为，在道德上称为“善”，在政治上则称为“正义”，在法律上可称为“权利”。

后来，边沁感到“功利”一词的含义还不够明确，特别是它“不会使我们想到利益攸关的人的数目”[7]，而道德原理只有突出“人的数目”才可能“最大限度地有助于形成……是非的标准”。于是，他主张用“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一说来替代“功利”一词，并把“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幸福原理”作为功利主义学说的最基本的原理[8]。所以，功利原则和功利主义又分别被称为最大幸福原则和最大幸福主义。

至于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关系，边沁认为，社会利益就是“组成社会之所有单个成员的利益之总和”。因此，“不了解个人利益是什么，而侈谈社会利益，是无益的”。[9]这里，边沁提倡以个人利益为基础的社会利益，并试图用英国思想家哈特利（David Hartley）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原理去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边沁认为，当人们在追求个人幸福时，由于观念联想的作用，也会关心他人的幸福。因为人们追求快乐，主要是追求快乐的数量，而这种数量和快乐的广度有关，即和分享快乐的人数有关，享受快乐的人愈多，个人享乐的量也就愈大。因此，个人快乐量的增加是与社会幸福量的增加一致的，越是追求个人利益，增加个人的快乐量，则越能最大限度地增加享乐人数，从而促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量的幸福。

边沁提出的功利主义原理是有针对性的。首先，它是针对封建的禁欲主义道德原则的。边沁指出，禁欲主义原则

同功利原则一样，也是根据任何一种行为看来趋向于增加或减少当事者的幸福为准，来决定对之褒贬的；不过方式正相反；这种原则之赞成行为是以它们趋向于减少当事者幸福为准的，它之反对行为是以它们趋向增加当事者幸福为准的。[10]

禁欲主义原则只是统治者愚弄被统治者的工具，它“从来不曾，也从来不能为任何活着的人所坚持奉行。只要让地球上十分之一的居民坚持奉行它，不超过一天，就会把地球变成地狱了”。[11]其次，边沁的理论是针对道德上的神学原则的。在边沁看来，这种神学原则只是教士们所信奉的道德原则，它

把一切都扯到上帝的喜悦上去。但什么是上帝的喜悦呢？上帝又不跟我们说话，也不给我们写信（他现在就不）。那么我们怎么知道他喜悦什么呢？这实际上是：说这种话的人，自己喜悦什么，就说上帝喜悦什么。于是，所谓上帝所喜悦的（启示除外）无非是、也必然是这个人（不管他是谁）自己所喜悦的。[12]

因此，这种神学原则就是虚伪的、骗人的。

边沁的功利主义原理有几点值得注意：第一，他力图达到利己与利他相统一。因此，功利主义和一般的利己主义或纯粹的个人主义不同。第二，他把社会利益解释为个人利益的总和，即所谓“公益合成说”。这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因为社会的共同利益和社会成员的个人利益是有区别的。社会虽然是由个人组成的，但是社会一旦组成就有了不同于某一个人利益、甚至违背个人利益的共同利益。集团、阶级也是如此。例如，以资产阶级为例，个别资本家的利益总是要尽可能少发工资、多获利益，至于工人能否生存、能否养育健康的有一定文化的后代，他们是不予考虑的；但从整个资产阶级来讲，工人阶级能否生存及养育有一定素质的后代，则是重要的，所以，从长远和整体来看，必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工人劳动时间和提供必要的最低工资。

（二）道德估算原理

为了能具体贯彻自己所提出的功利原则，边沁把数学计算方法引入伦理学，提出了道德估算原理，即通过对快乐和痛苦的数量进行数学运算或统计，从而判定一个行为的总的趋向到底是快乐还是痛苦。为了确定苦与乐的总量，边沁提出了以下七个“价值因素”或“价值元”：（1）强度；（2）持久性；（3）确定性；（4）时间上的迫近性或遥远性；（5）继生性，即“苦乐之后随之产生同类感受的机会，也就是乐后之乐、苦后之苦”；[13]（6）纯度，即“苦乐之后不产生相反感受的机会，也就是不产生乐后之苦、苦后之乐”；[14]（7）范围，“也就是苦或乐扩展所及的人数，或者换句话说，受苦乐影响的人数多少”。[15]而具体的计算则分不同类型，较为复杂。

边沁的道德估算原理主要把快乐的数量作为衡量善恶的标准，但他忽视了快乐的质量。这一点后来在约翰·穆勒那里得到了必要的补充。

（三）道德制裁

伦理学还往往涉及这样一个问题，即是什么力量或原因促使人们去遵守道德准则、又是什么力量或原因约束人们不去违背道德准则？对此，边沁认为存在着四种有关道德的制裁，也就是道德的约束力。

第一，自然的制裁。例如，一个人过有节制的生活，保持身体健康，则心情愉快；反之，纵欲过度，染上疾病，则会受到折磨。

第二，政治的制裁。例如，法律的制裁。

第三，道德或公众的制裁。这类似于舆论的褒贬。

第四，宗教的制裁。例如，由于对上帝或教会的畏惧而不敢作恶。

边沁以上所讲的四种制裁都是外在的制裁。它的意义在于肯定了社会因素对于维持道德的作用；而它的不足是忽视了培养人的道德自觉性。所以，后来约翰·穆勒提出了要培养良心，即道德的内部制裁力。

总的说来，边沁的功利主义伦理观有一定的合理性，对于西方的道德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对教育问题的看法

边泌曾在《优秀文摘选集》（Chrestomathia，1816）的标题下写了许多有关教育的论文。另外，他的《论编纂法典与社会教育》（1817）一书也和教育问题有关。

边沁是19世纪初英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政治和伦理上主张人的权利平等，要求社会改革，还把工人阶级的教育看成是解放资本的一个必要手段。所以，他和国内的一些思想家，包括法学家布莱克斯顿（W. Blackstone）、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 Smith）和约翰·穆勒等，一起大声疾呼，要求给所有的人提供教育的机会。为此，边沁也曾致力于缩短工时、制定和修改英国工厂法的斗争，以争取使童工受到一定的教育。

在提倡初等义务教育的同时，边沁还要求改革当时的中等和高等教育。例如，他曾在《优秀文摘选集》中提出创建一所以功利主义原则为基础的新型中学的方案。这所中学是为中上层人士的子弟办的。它提供一种百科全书式的教育，教学内容既有古典的东西，更有自然科学的知识和职业技术方面的训练。但这一办学方案最终并未得以实施。在高等教育方面，原有的牛津和剑桥大学已远不能适应19世纪初英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一是古典教育仍占统治地位，二是师生必须信奉英国国教），对此，出于科学进步等方面的考虑，边沁和詹姆士·穆勒等人一起当时大力支持在伦敦创办一所新的大学。1828年，伦敦大学学院终于诞生，它和1831年成立的伦敦国王学院于1836年合并成立了伦敦大学。在筹建伦敦大学时，边沁已年近80岁，故他并未亲自公开参与有关创建工作的讨论，但很可能参与了“幕后的讨论”，实际上也曾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并且伦敦大学的创办者们具体“实践了边沁的许多思想”[16]，所以，边沁后被列为伦敦大学的“建校先驱”之一[17]。可以说，边沁在英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他的足迹，曾起了促进的作用。

边沁是一名社会改造者。18世纪80年代在俄国旅居期间，他曾在其弟弟的协助下完成了他的监狱制度改革方案，这是他后来整个政治体制改革方案的一部分。边沁设计了一种“圆形监狱”，主张废除体罚，通过适当的劳动和教育去改造罪犯。他认为，应对罪犯进行必要的教育，包括基础文化知识、宗教道德和生产技艺等方面的教育，这样，不但可以改变罪犯的精神面貌，还可以使他们出狱后，能凭着自己的文化知识和一技之长，谋取正当的职业，改过自新。边沁的计划当时并未受到英国政府的真正重视，但却受到了其他国家的关注。19世纪初，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在彼得堡率先建造了一座“圆形监狱”，1920年美国在伊利诺伊州也造了一座类似的监狱。为此，有人称边沁是“监狱制度现代化的先驱者”。[18]

边沁还提出了许多有关教育工作的原则，例如取消体罚、让学生自治等。

边沁对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R. Owen）在苏格兰新拉纳克的教育实验也表示赞赏。

第三节 詹姆士·穆勒论教育

詹姆士·穆勒（James Mill，1773—1836）是英国功利主义经济学家、历史学家，联想主义心理学的代表人物。他出生于苏格兰农村的小手工业者家庭。1790年入爱丁堡大学，后获硕士学位。毕业后当过几年家庭私人教师。1802年前往伦敦；次年创办《文学杂志》，同时从事写作。1819年起在东印度公司任职，历时10余年。1836年6月23日因患肺病在伦敦去世。主要著作有：《英属印度史》（History of British India，简称《印度史》，3卷本，1818）、《政治经济学要义》（Elements of Political Economy，1821）、《人类心理现象分析》（Analysis of the Phenomena of the Human Mind，1829）等。此外，他的许多论文被收入《大英百科全书》第5版的增补本（1825）作为条目，主要内容涉及政治、法理学和教育等。

—、论观念联想与功利

詹姆士·穆勒在他的心理学和哲学著作《人类心理现象分析》中，发展了英国哲学家休谟（David Hume）、哈特利等人的联想主义心理学理论。他力图用“观念联想”（association of ideas）的心理学原理去解释一切心理现象，并进而论证功利主义的伦理观。英国哲学家索利（W. R. Sorley）曾指出，詹姆士·穆勒在《人类心理现象分析》中“为功利主义的上层建筑打下了心理学基础”[19]。由此可见，詹姆士·穆勒关于观念联想的学说是他的功利观的理论基础。

詹姆士·穆勒认为，一切心理现象起源于感觉，观念则是感觉所留下的摹本、影像。而观念互相联合（联想）就产生更复杂的观念。他说：

例如，我看见一匹马，那是一个感觉。立刻我就想到这匹马的主人；那就是一个观念。对于它主人这个观念又使我想起他的官职；他是一个大臣：那是另一个观念。大臣的观念又使我想起国事；这样引起我的一大串关于政治的观念；忽然听到请用晚餐了。这是一个新感觉，跟着就是对于晚餐和同席的人的观念，同席者和食物的形象又是另种感觉；这些感觉又引起无数观念；别的感觉又不断横插进来，引起其他观念：这个过程总是这样进展下去。[20]

但是，詹姆士·穆勒认为，联想只是观念与观念之间机械地联合，这是他的理论缺陷。

在詹姆士·穆勒看来，在联想原则支配下，每个人都能够从自爱联想到爱他人，从个人的快乐联想到他人的快乐、社会的快乐，这样，利己与利他就能在观念联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概括地说，这也就是詹姆士·穆勒的联想主义功利观。

二、论教育目的

詹姆士·穆勒的教育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为《大英百科全书》所写的题为《教育》（Education）的长篇论文中。他的教育目的论体现了他的功利主义思想。

詹姆士·穆勒在《教育》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教育的目的是使个人尽可能成为幸福的工具，先是为他自己，接着是为其他人。”[21]他这里所说的“教育的目的”实际上包含了两个目的：一是追求个人的幸福，二是为他人谋幸福。

（一）关于个人的幸福

詹姆士·穆勒认为，个人的幸福，并不意味着去追求每一种快乐或满足每一个短暂的欲望。相反，它意味着要抵制某些欲望、克制某些快乐，从而去追求那些能带来更大的满足以及“最可能多的幸福”的愿望和快乐。为此，他认为，必须培养节制和坚忍的品德，节制是抵制欲望和激情的力量，坚忍则是承受痛苦的能力。詹姆士·穆勒说：

如果一个人在本性上有任何欲望导致他去追求与对幸福的最有效追求相矛盾的东西……罪恶就产生了。那么，对一个人的欲望和愿望来说，能够确保他防止激动、并能够经常去追求他所认可的东西的最佳方法，就是必须使他能去谋求最可能多的幸福。这就是古代哲学家所说的节制……[22]

在詹姆士·穆勒看来，只有借助节制，人们才能获得最可能多的快乐，因为一般来说，满足短暂的欲望不会带来持久的快乐，却阻止了对持久快乐的追求，要想获得幸福，就必须追求持久的快乐。约翰·穆勒曾这样评价他的父亲詹姆士·穆勒：他

在道德标准上是伊壁鸠鲁[23]学派的，也就是功利主义的，以行为产生的是快乐还是痛苦，作为决定是非的唯一标准。但是他又不贪图快乐……他认为大多数生活中的失败，都是过分重视快乐的后果。因之，希腊哲学家所指的广义的克制——就是所有欲望必须止于适度这一点上——对他来说同对那些希腊哲学家一样，几乎是教育箴言的中心要旨。[24]

总之，詹姆士·穆勒主要强调的是，要教育人们学会放弃一时的眼前利益，而去追求长远的利益和幸福。

（二）关于他人的幸福

詹姆士·穆勒认为，教育在引导受教育者去追求自己的幸福的同时，还要把他们培养成为“尽可能给他人谋求幸福的人”。他说：“一个人可以影响他人的幸福，或避免伤害他人，或做有益于他人的事。避免伤害他人就叫公正；有益于他人称为慷慨。公正和慷慨是适于一个人促进同伴幸福的两种品质。”[25]

在詹姆士·穆勒看来，为了能给他人谋求幸福，每个人必须考虑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后果。每个人应该具有能产生最大量的快乐的行为，但不必过多考虑是谁享受这快乐。显然，“谋求他人幸福”的教育目的所包含的不仅是普遍幸福的理想，还有平等的原则——每个人都平等地值得我们考虑的原则，幸福必须不仅仅被扩展到最大限度，还必须被公正地分派。

对于詹姆士·穆勒来说，第一个目的——教育为了个人的幸福，不仅是一种目的，也是一种手段。它是达到第二个目的的必要措施。因为除非自己已首先体验过真正的幸福，否则将不知道带给他人什么。但是归根结底，詹姆士·穆勒指出：“公共利益的意识——形成这种意识并赋予它以形式，这是良好教育的最终目的。”[26]

此外，詹姆士·穆勒还论述了行动的动机。他认为，动机是重要的，教育要培养人具有正确的动机。

詹姆士·穆勒的教育目的论后来曾受到法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涂尔干（E. Durkheim）的批评。涂尔干指出：詹姆士·穆勒的教育目的乃是“使个体成为一个为自己和同样的人谋幸福的工具”，而这种说法不能令人满意，因为“各人都是用自己的方式对幸福做出评价的，幸福主要是一种主观的事物。这样的表述使教育目的成为不确定的，因而使教育本身也成为不确定的，其原因就在于它让各人随意做出解释。”[27]

三、论教育对人的心理的影响

詹姆士·穆勒认为，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幸福，而幸福要依赖两个东西，直接地说，它取决于人的身体，间接地说，它取决于人的心理、取决于人的心理品质。就身体和保健来说，这主要是医生等所要专门研究的问题，而人类应如何采用各种可能的手段、通过各种可能的途径，以使得人的心理适应教育的目的，这才是教育所要研究的问题。詹姆士·穆勒认为，其中有两点值得考虑：首先，教育应培养人具有哪些心理品质（心理品质也就是实现幸福这一目的的手段或途径）？其次，为了培养有关的心理品质，应实行哪些教育？

（一）教育所要培养的心理品质主要是智力、节制、公正和慷慨

詹姆士·穆勒认为，人最重要的心理品质就是智力，但他所讲的智力和现在心理学上讲的智力不同。他所讲的智力包含两个方面：知识和洞察力。人们为了获得幸福，就要具有丰富的知识，但仅有知识是不够的，还必须有选择和辨别的能力，而这就是洞察力。对于一个人来说，知识和洞察力两者缺一不可。“知识提供材料，而洞察力对此施加影响；知识表明事实存在，而洞察力使知识得以最大地利用；知识表明什么可行，什么不行，而洞察力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任何适合每一特定目的的手段，并把这些手段统一起来”[28]。

詹姆士·穆勒所讲的节制不同于宗教上为了取悦上帝、遵奉信条而对快乐的克制。它主要是指抵制一时性的嗜好、追求持久的快乐。这包括抵制即时的快乐和抵制痛苦的两种力量，而抵制痛苦也就是“坚忍”[29]。

詹姆士·穆勒把公正和慷慨又合称为“仁慈”。智力和节制都是指选择可能的方式，克服错误，以获得个人的幸福。而为了给他人以幸福，就必须做到公正和慷慨，即不做有害于他人的事（公正）和做有益于他人的事（慷慨）。

以上所讲的节制、公正和慷慨，实际上也正是詹姆士·穆勒的功利观的有关内容。

（二）要实行多方面的教育

这里首先要说明的是，詹姆士·穆勒在题为《教育》的论文中所讲的教育不只是指学校教育，而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指所有对人的成长起作用的环境或条件。从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他明显地受到洛克（J. Locke）、爱尔维修（C. A. Helvétius）的“教育决定论”“环境决定论”的影响。

詹姆士·穆勒认为，人所处的环境主要有两类：物质的和精神的。

物质环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指身体的健康状况、年龄、性别以及气质等。詹姆士·穆勒认为，人身体的状况和人的心理是有联系的；二是指外部环境，例如，食物、气温、空气、劳动、活动、休息等。人们应该创造和利用有利于人的发展的物质环境和条件。

精神环境主要指四个方面的教育。

一是家庭教育，它指家人早期对儿童的各种影响，它们是人的性格形成的基础，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詹姆士·穆勒指出，有一条关于人性的规律，即人们最先获得的感受会产生最大的结果或影响，它们久而久之就成了习惯（这种习惯也就是人的基本品质），因为儿童的心理是柔嫩的，容易接受外部的影响[30]。他主张让儿童从一开始就受到真实和自然的教育，即让儿童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和秩序。例如，家长往往竭力避免儿童遭受各种痛苦，这样当他们长大后，就难以面对痛苦，而实际上生活中既有快乐，也有痛苦，应从小就让儿童对痛苦有所体会。詹姆士·穆勒强调从幼年起就要逐步培养儿童的智力、节制、公正和慷慨等心理品质。

二是技术教育（technical education）。詹姆士·穆勒有时又称之为学术教育（scholastic education）或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31]。在詹姆士·穆勒看来，那些有利于人的智力的发展、有利于劳动人民子弟掌握手工技艺的都属于技术教育的范围。

三是社会教育，即社会环境对人的影响。詹姆士·穆勒认为，社会（尤其是它的政治体制）对每个人的思想和行为方式有很大影响，但关键是要对每个社会成员产生好的、而不是坏的影响。

四是政治教育，即政治环境（政治机器）对人的影响。他的社会教育和政治教育两者似有重复之处。

尽管詹姆士·穆勒提出要进行上述四个方面的教育，但他对于具体的教育内容及方法则并未详细阐述。

对当时的一些教育现实问题，詹姆士·穆勒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

1.主张社会平等，要求普及初等教育

詹姆士·穆勒认为，儿童和少年应该受教育，如果他们在十五六岁之前就参加劳动而不接受足够的教育，这样，实际上反而会使一个国家的生产力和经济的发展受到损失。他还指出，如同我们要求穷人和富人一样要具有公正、节制和诚实的品质，因此，我们也应使穷人和富人的智力得到同样的发展，也就是使他们受到同样的教育。

2.支持导生制

由于当时普及教育的一个难题是存在着学生人数多和学校、教师数量少的矛盾。因此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詹姆士·穆勒和边沁一样，赞成导生制。然而，詹姆士·穆勒不同意贝尔派以国教控制教育的主张，而支持兰喀斯特派的办学思想，即实行不分宗教派别的学校教育。为此，他专门于1812年在《慈善家》（Philanthropist）杂志上发表了题为《学校面向大众，而不仅为面向教士》（Schools for All， in Preference to Schools for Churchmen only）一文。

3.提倡感觉教育

詹姆士·穆勒认为，人的心理现象起源于感觉，因此，教育要从感觉开始。

英国教育学者、《詹姆士·穆勒论教育》（James Mill on Education）一书的编者伯斯顿（W. H. Burston）对詹姆士·穆勒的教育思想给予了较高的评价，说他的题为《教育》的论文是“用英语写的、最好的有关教育的论文之一”，“明确地把教育理论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32]

当然，詹姆士·穆勒的教育思想中也有矛盾的地方。例如，在题为《教育》的论文中，他虽然也提倡体育，但又说什么智力发达的伟人往往身体很弱，因此，体力强壮可能对道德和智力产生不利的影响。这显然是错误的。

詹姆士·穆勒不仅提出了一些教育思想，而且还亲自参与教育实践活动。这主要表现在：一是支持创办伦敦大学。在建校过程中，他“代表边沁主义和各方面的进步力量，与伦敦商业区的商界和财界人士经常往来”[33]，以寻求他们的支持。他也是伦敦大学最早的校务委员会的24名成员中的一人，是一个积极的成员。二是“依照自己的意见”，亲自承担对其长子约翰·穆勒及其他子女的教育工作，特别是把约翰·穆勒培养成著名的学者。这在约翰·穆勒的《自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

第四节 约翰·穆勒论教育

约翰·斯图尔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是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逻辑学家，功利主义的集大成者。他出生于伦敦，是詹姆士·穆勒的长子，在父亲的严格教育下长大。1820—1821年，随边沁的弟弟塞缪尔·边沁（Samuel Bentham）游学法国。1822—1826年，约翰·穆勒邀集一批志同道合的青年成立了一个“功利主义学社”（Utilitarian Society），学习和研讨边沁的学说。1823年5月，他在父亲的安排下到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印度通讯》（India Correspondence）检察官公署任职，1856年升为主任，后于1858年辞职。1865年，约翰·穆勒作为威斯敏斯特地区的代表被选为英国议会下议院议员，1868年落选后去职。1873年5月8日在法国去世。

约翰·穆勒是一位大思想家。其代表性论著有：《逻辑学体系》（A System of Logic，1843）、《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 of Political Economy，1848）、《论自由》（On Liberty，1859 ）、《代议制政府》（Considerations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1861）、《功利主义》（Utilitarianism，1863）、《奥古斯特·孔德和实证主义》（Auguste Comte and Positivism，1865）、《威廉·汉密尔顿哲学的研究》（An Examination of Sir William Hamilton’s Philosophy，1865）、《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说》（Inaugural Address at the University of St. Andrews，简称《演说》，1867）、《论妇女的从属地位》（The Subjection of Women，1869）、《自传》（Autobiography，1873）等。其中和教育有关的主要是《演说》与《自传》。

一、论国家的教育职责

约翰·穆勒在作为下院议员的3年任期内，曾就社会改革（包括教育改革）在议会中做过许多重要讲演，尤其把工人阶级的教育看成是解放资本的重要手段，提倡民众教育和妇女教育，呼吁实施初等义务教育。马克思说，约翰·穆勒是“力图使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同这时已不容忽视的无产阶级的要求调和起来”[34]。

约翰·穆勒虽然要求国家推行义务教育，但他作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者，担心政府过多地干预个人的生活，所以不赞成政府设置学校和过分干预教育。他认为，给儿童选择教育场所和举办学校，应由家长和私人来处理，政府不宜侵犯这种自由。在《论自由》一书中，约翰·穆勒指出，人们现在把国家应当教什么、应当怎样进行施教等难题转成党派论战的主题，徒然把应当使用于实施教育的时间和劳力消耗在关于教育的争吵上面。其实，只要承认了强行普遍教育的义务，这些难题就一概可告结束。政府只要决心要求每个儿童都受到良好教育，并不必自己操心去备办这个教育。做父母的欢喜让子女在哪里得到怎样的教育，这可以随他们的便。国家只需帮助家境比较困难的儿童付学费，对完全无人负担的儿童代付全部入学费用，这样就足够了。他认为，由国家强制教育是一回事，由国家亲自指导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另一回事；人们所列举的反对国家教育的一切理由，对于前者并不适用，对于后者则是适用的。他反对把人民的教育全部或大部交在国家手里。约翰·穆勒强调说：

要由国家主持一种一般的教育，这无非是要用一个模子把人们都铸成一样；而这个模子又必定是政府中有势者——无论是君主、是牧师、是贵族，或者是现代的多数人民——所乐取的一种，于是就不免随其有效和成功的程度而相应地形成对于人心并自然而然跟着也形成对于人身的某种专制。这种由国家设置和控制的教育，如果还有存在之余地，也只应作为多种竞赛性的实验之一而存在，也只应以示范和鼓舞其他教育机关达到某种优良标准为目的来进行。实在说来，只有当整个社会状态落后到不能或不想举办任何适当的教育机关而非由政府担负起这项事业不可的时候，在“两害相权取其轻”的考虑之下，才可以让政府自己来主持学校和大学的业务；正如一国之内若没有某种形态的私人企业适于担负工业方面的重大工作，政府便可以自己举办联合股份公司的业务。但是一般说来，如果国内不乏有资格能在政府维护之下举办教育事业的人士，只要法律既规定实行强迫教育，国家又支付贫寒子弟助学金，以保证办学不致得不到报酬，那么，他们就会能够也会情愿根据自愿原则办出一种同样良好的教育的。[35]

显然，在约翰·穆勒看来，政府或国家的教育职责应只限于推行强迫教育并提供资助，而不必直接办理学校和过分干预教育事业，以免破坏英国历来由私人或宗教和慈善团体办理学校的传统，同时也可确保学生个人的性格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他的这种思想在当时有一定的代表性。著名的《1870年初等教育法》以折中的“填补空缺”为原则（由公办学校填补教会学校的不足），就和这种思想有关。

二、论自由教育

约翰·穆勒曾于1865年被选为苏格兰圣安德鲁斯大学3年一任的名誉校长。根据苏格兰大学的传统，名誉校长一般由校外著名人士担任、由学生选举，主要任务是代表学生说话和保护学生利益。约翰·穆勒因当时正忙于议会选举和其他政治事务，故他在圣安德鲁斯大学的就职演说一直推迟到1867年2月1日才进行。他对190名学生演说了约两小时，主要内容是关于大学教育和自由教育的问题。

约翰·穆勒把教育分成三类：一是基础教育；二是自由教育或普通教育；三是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

约翰·穆勒认为，基础教育主要应由中小学负责。而当时在苏格兰，很多中学未能很好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未能“充分地讲授青年人所需的各门学科的知识”，结果“大学不得不做许多本来应由中学所承担的工作”。[36]英格兰学校的情况则更糟。因此，约翰·穆勒提出，英国的学校教育必须改革。

约翰·穆勒认为，大学应实施自由教育（普通教育）。大学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学生的智能，加强他们的哲学修养。而专业教育最好由法律、医学、工业等专门学院去进行。对此，他在《演说》中做了详尽的阐述。约翰·穆勒指出：

大学不是进行专业教育的场所。大学并不打算传授人们谋生所需要的某种特殊的知识。大学的目的不是培养能干的律师、医生或工程师，而是培养有能力和有教养的人。应该在大学之外设立提供专业教育的公共机构。最好能设立法学院、医学院，还有工程学院和工艺学院。[37]

他认为，专业人才应从大学学得的东西不是专业知识，而是如何运用专业知识的指南，即以普通文化之光照亮某一专业技术之路。没有受过普通教育的人也许能胜任律师工作，但如果他们要成为有哲学头脑的律师——他们要求并且能够理解事物的原理，而不仅仅是死记事情的某些细节——那么他们就必须要受过普通教育。对大学生而言，他们应该学习的是如何使他们的知识条理化，即考察每一种知识和其他知识以及和所有知识之间的联系；把在不同地方获得的人类的各种知识结合在一起；观察所有的知识是如何联结在一起的，注意我们是如何从知识的某一部分追溯到另一部分的，了解较深奥的知识如何说明较浅显的知识以及浅显的知识如何帮助我们理解深奥的知识；懂得各种实际存在的事物为何具有许多不同的特性，每一门科学为何只能解释自然界的一小部分，而我们如要真实地认识自然界，就必须研究整个自然界。

他指出，大学教育“包括从哲学的角度出发学习各门科学的方法和了解人类理智的发展形式。必须教育学生在考察自然界时学会能归纳自己的思想，必须使他们懂得：人类是如何发现有关世界的真相的，通过什么检验方法能判断是否已真正发现了这些真相。无疑，这是自由教育的王冠和顶点”。[38]

总之，在约翰·穆勒看来，大学教育就是在中小学基础知识教学的基础上，向学生“讲授关于知识的基本原理”，讲授“普通文化的各种要素”。[39]这就是自由教育，它对专业教育有一种指导方向的作用。值得指出的是，约翰·穆勒这里所讲的关于自由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有点类似于当今所讲的普通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关系。现在世界各国的高等学校已越来越重视对学生的普通教育，强调打好基础、拓宽专业。从这一点上来说，约翰·穆勒的观点既有超前意识，也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他把大学和专业性的学院截然区分开来，这一点却并不一定正确。

对于英国教育界当时正在进行的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之间的争论，约翰·穆勒在《演说》中也提出了他的一些意见。他说：

这场争论把有关人士分成两派：教育的改革派和保守派。争论不休的问题就是有关古代语言和现代科学技术之间的问题，即普通教育应是古典的（请允许我使用这一较常用的措辞）还是科学的……我承认，这一问题在我看来，就像是画家应学习描线还是学习着色这样一个问题，或者用一种更随便的说法，这一问题就像是裁缝应做上衣还是做裤子这样一个问题。我的回答是：两者都要。一种好的教育难道不应包括文学和科学两部分吗？科学教会我们思考，而文学教会我们表达自己的思想，难道我们不需要这两种教育吗？一个人如果缺少其中一种教育，那他就是一个可怜的残废人。我们不必问自己这样的问题：语言重要还是科学重要？[40]

约翰·穆勒不同意某些“教育改革家”（暗指斯宾塞等人）那种要求完全以科学教育取代古典教育的观点（在这一点上，约翰·穆勒小时候所受到的严格的古典教育对他具有很大的影响）。他说：

我感到惊奇的是，许多教育改革家对人类的学习能力估计过低。他们认为，学习科学是必不可少的，我们目前的教育忽视了科学教学（这话虽不全对，但有一定道理）；他们又认为，既要保留普通教育那些现有主要的教学内容，而同时又增加他们所希望增加的科学教学的内容，这是不可能的。[41]

但是，约翰·穆勒接着指出：

经验已证明，语言教学的方式是可以改进的，如果在我们的古典中学里采用所有新的措施，就不会再有人这样说：教学拉丁文和希腊文占了大量的学习时间，因此使学生无法学习任何其他知识。如果一个男孩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像学习现代语那样容易和迅捷，就是说，先通过练习说和背诵通晓词汇，然后再开始学习语法规则（儿童年龄稍大些后学习语法可以事半功倍），这样的话，一个普通的学生远在毕业之前就能够流利地和饶有兴趣地阅读一般的拉丁文或希腊文的散文或诗歌，就能够获得有关希腊文和拉丁文语法结构的足够的知识，就能够还有充足的时间去学习科学知识。……我可以自信地说，如果用适当的方法来教希腊文和拉丁文，那就不必为了确保有足够的时间讲授其他知识而把这两种古典语言从学校课程中排除出去。[42]

因此，在约翰·穆勒看来，学生既要学习文学（包括古典语言），又要学习科学，只要教学方法得当，两者可以也必须兼顾。在古典语文方面，他提倡阅读古希腊和古罗马思想家们的原著；自然科学方面，他提倡学习数学、化学、物理、生理学、心理学等。此外，他还要求学生学习政治学、法律、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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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

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在19世纪初期出现的。面对法国军队19世纪入侵德意志的情况，许多德国思想家和教育家为了激发德意志民众的民族意识，重建独立和统一的德意志国家，而大力提倡国民教育。其中，前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费希特（J.G. Fichte）和黑格尔（G. W. Hegel），后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第斯多惠（F. A. W. Diesterweg）。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强烈要求建立国民学校并由国家来管理，主张通过国民教育来建构德意志民族的意识，强调德意志语言和文化，提倡理性的教育和和谐发展的教育。前期的德国国民教育思想对德意志国家的独立和统一 以及加强德意志民族意识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其中德意志信念的理论基础也使其不可避免地具有负面的影响；后期的德国国民教育思想对19世纪70年代后德国国民教育的复兴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费希特的教育思想

约翰·戈特利布·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1762—1814）是德国古典哲学史上前承康德后启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也是普法战争（1806—1807）后普鲁士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1]时期重要的政治思想家和教育思想家。在德国古典哲学家中，他是最激进的自由斗士。他的教育思想在德国教育史和教育哲学界通称为“国民教育”思想。可以说，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是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危急关头的产物，带有强烈的时代特征和民族主义色彩。同时，费希特的教育思想又根植于欧洲大陆启蒙精神及18、19世纪欧洲新人文主义思潮和人文哲学的土壤，充满了强烈的人文主义气息。德国伟大诗人海涅（Heinrich Heine）在费希特去世20年后发表的著名论文《论德国宗教和哲学的历史》（1834）中写道：“当今的德意志精神仍然受着费希特思想的支配，费希特的影响仍然不可估量。”[2]

—、生平和教育活动

费希特1762年5月19日出生于今德国东部欧伯劳塞茨的拉梅诺村的一个织带匠家庭。当时，大多数乡村儿童无法受到良好的教育。费希特也是同样。起先，他在父亲的指导下读书认字，课本是《圣经》。村里教堂的牧师也给费希特上过一些启蒙课。费希特天资聪颖，理解力极强，他能复述前一天听的教堂布道。费希特的才华和真诚以及牧师的推荐很快使当地的一位贵族米尔梯茨（E. H. von Miltitz）做出资助费希特接受良好教育的决定。

1774年，费希特进入著名的波尔达贵族学校。这所学校是一所大学预备学校，里面的生活类似修道院，有着严格的纪律约束，主要学习方法是死记硬背。波尔达学校的经历对费希特的个人成长和他日后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极大，一方面费希特对波尔达学校的教育方法极其反感[3]，但另一方面他又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主要是指当时学生藐视权威的抗拒精神和大量地偷阅禁止读物［例如莱辛（G. E. Lessing）、歌德（J. W. von Goethe）、 威兰德（H. O. Wieland）的著作］。

1780年，费希特中学毕业后就做了去耶拿大学学习神学的选择。但这时由于米尔梯茨去世，费希特的经济来源中断，于是他于1781年转到莱比锡大学，其原因是他觉得在那里比较容易得到一份奖学金，但这一希望也马上就破灭了。经济上的拮据导致费希特几次中断学业，被迫去当家庭教师。就像海涅所描述的那样，费希特不得不“通过教书匠的活计来领略世事之艰辛”[4]。费希特起先在萨克森当家庭教师，后来去瑞士。家庭教师的教育实践可以说是费希特日后“国民教育”思想形成的实践基础。

1788—1790年在瑞士期间，费希特曾与他的主人——苏黎世知名人士奥特（A. Ott）——就孩子的教育方法问题发生争执。奥特指责费希特情绪消极、沉湎酒浆，而费希特则批评家长错误的教育方法。1790年，费希特辞退了这份工作。在这个时期，费希特对两个教育原则问题开始进行思考：第一，费希特反对机械背诵的方法，主张通过理解的学习。第二，主张培养受教育者的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能力。这两个基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他当时写的《有关最为明显的错误教育的日记》（Tagebuch ǜ her die、mərklic-hsten Erziehungsfehler）中。

1791年7月初，费希特前往哥尼斯堡拜访一代名师康德（I. Kant）。费希特聆听了康德的哲学讲座并向康德递交了一篇名为《试评一切神启》（Versuch einer Kritik aller offenbarung）的论文。此文从康德哲学的实践批判出发，对神的启示之可能性提出肯定性的论证，后来，这篇论文以不署名方式问世，并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这样，费希特作为哲学家的地位便初步确立，被公认为康德哲学最好的诠释者和继承人。

法国大革命爆发后，费希特以极大的热情予以肯定与支持。在这期间，他匿名发表了两篇著名文章宣传和讴歌法国大革命。1793年，费希特去苏黎世，与约翰娜·拉恩（Johanna Rahn）结婚。在这期间，他通过约翰娜结识了瑞士著名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并一起探讨了教育问题。

1794年3月，费希特在耶拿大学接任康德的哲学教授教席，同时期在耶拿任教的还有著名诗人席勒（J. C. F. von Schiller）。费希特从一开始就试图按照自己的思想见解施行改革。在耶拿的5年时间内，费希特不仅具体尝试了教育体制的改革，而且建构了他主要的哲学体系，发表了《论学者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Gelehrten）、《全部知识学的基础》（Grundlage der gesamten Wissenchaftslehre）、《自然法基础》（Grundlage des Naturrechts）、《道德学体系》（System der sittenlehre）等著作，从而成为德国古典哲学中举足轻重的哲学家。

费希特离开耶拿后旋即来到普鲁士王国的首都柏林。在柏林他深居简出，闭门著书，写下了《论人的使命》（Die Bestimmung des Menschen）等著名论文。1800—1805年，费希特主要在普鲁士各地讲演。普法战争中，普鲁士王国在拿破仑大军铁蹄下迅速沦陷，1807年7月9日，普鲁士和法兰西签订了《梯尔斯特和约》。费希特结束了短期流亡，从丹麦回到柏林。他马上开始投入德意志民族的精神救亡中去。对于费希特来说，精神救亡就是通过教育来唤醒当时民心涣散的德意志国民，在国土破碎的德意志境内唤醒统一的德意志民族意识。这一具体行动便体现在他著名的《致德意志民族》（Reden an die deutsche Nation）[5]的系列演讲和他的建设柏林大学的计划中。

1810年柏林大学[6]的成立标志着普鲁士教育改革达到高潮，同时，柏林大学也是洪堡（F. von K. W. Humboldt）倡导普鲁士教育改革的产物。费希特被选为柏林大学的第一任校长。在校长的职位上，费希特继续施行他在耶拿未竟的改革事业。

1814年初，费希特夫人约翰娜因护理伤兵染上传染病，又不幸传给费希特，1月29日，费希特逝世，终年51岁。

二、早期教育思想

费希特的早期教育思想主要集中在他1789年在苏黎世贵族奥特家任家庭教师时写下的《有关最为明显的错误教育的日记》（下文简称《日记》）和1804年左右陆续写下的《教育箴言》（Aphorismen ǜ ber Erziehung）中。在《日记》中，费希特记下了他当时对于奥特夫妇对其孩子教育的弊病和对教育学与儿童心理的反思。这篇手稿于1919年首次发表[7]，后收入1930年版的《费希特书信集》[8]。在谈到对奥特的孩子的教育时，费希特写道：“如果我批评孩子或指出他的错误时，我绝对不会说他不应该犯错误，换句话说，我不会用成人的标准来要求他……小孩应该当成小孩对待，如果不懂得儿童与成年人的区别，就不能胜任教育工作。”[9]在这里，费希特明显持有卢梭《爱弥儿》中的自然主义教育观，这显然与他早期接受的卢梭启蒙主义教育思想有关。这种人文主义思想势必同奥特夫妇的封建贵族思想产生矛盾和冲突。对于费希特来说，“在教育儿童中最困难的是去揭示儿童的思路顺序，去理解儿童是如何从一个念头转到另一个念头的。自然，现今的老师只会让人死记硬背，不会想到这一点的。而不懂得这一点，任何课堂教育都是不会成功的。”在这里，费希特不仅把受教育者放到教育的中心地位，而且初步提出了儿童教育心理的问题。这比德国著名儿童心理学家施泰恩（Wilhelm Stern）系统关注儿童心理要早近一个世纪。费希特反对机械地死记硬背并不是单单从学习效率高低出发考虑的，而是从当时的人文精神出发提倡人至高无上的尊严，从主观唯心论出发坚持从意识到存在的认识路线。在费希特看来，教育也是一种主观建构，或者说是一种培养儿童正确地建构符合道德伦理的认识能力的社会行为。应该看到，费希特当时的主观建构的思想是在西方人文主义氛围下主体至上论的必然产物，这种教育观在资产阶级上升时期，对提倡个体解放曾有过积极意义。

在这种认识论的基础之上，费希特把培养儿童的理性思维能力规定为教育活动的最终目标。他在《日记》中指出：“理顺儿童的思维顺序，让他们的思路有规律，符合理性，教会他们如何去思维，乃是教育的最终目的。”[10]费希特认为，儿童的思维还远远没有成型，还没有达到理性，因此，儿童的想法、行为常常与成人的不符合，同时，儿童也常常会在认识过程中对事物产生误解和错误的判断，对此不能用强制命令的手段予以纠正。例如，他在《日记》中对儿童的一般抗拒心理进行了解释。他认为，儿童的抗拒行为和成人持续的或有意识的、有计划的抗拒行为是有本质区别的。儿童的不服从往往只是暂时的、无计划的、无意识的。对于儿童来说，所有对他们的惩罚都是未来的，而眼下的任性却是现实的。在费希特看来，不停地命令儿童“坐直了！”“不要做鬼脸！”“认真听讲！”是完全错误的教育方法，这种方法只能更多地导致儿童产生消极的抗拒心理，因为“儿童习惯于将重要和不重要的指令同等对待，并且随着性子来服从或不服从。”

费希特在《日记》中特别强调怎样培养儿童良好的性格。他写道：“儿童一般不乐意承认错误，特别不愿意强迫承认错误。我在这里必须说明一个普遍的问题，在培养儿童的性格时，最重要的是让儿童学会对其做的错事进行反思并产生发自内心的后悔。这才是真正地承认错误。认错只能在反思和情感的基础之上产生，而不是强迫命令。”[11]就如他在《教育箴言》中指出的那样：“教育一个人就是给他机会完善自我和控制自我的力量。”这种控制自我的力量就是人的理性。在费希特看来，教育的目的并不在于“将人培养成为什么人，也不在于人学到了什么，而在于他是什么。”在这里，费希特强调人具有理性的和自我行动的本质，这种自觉性是不能通过“外部的机械训练达到的”[12]。在《教育箴言》第五节中，费希特对此进一步阐述道：“人文教育的精神和特点在于使学生在其行动时具有独立性，学生通过独立思考去获取知识，而绝不是机械地模仿，外部强加的知识和技能是无价值的。”[13]这里，以培养学生理性和学生独立思考能力为重的教育思想已经初见端倪了。在这个时期，费希特认为，一个理性的社会只有建立在具有理性的个体之上，而理性的个体只有通过理性的教育才能实现。这种思想在他早期的《日记》中还处于萌芽，以后在他的“国民教育”纲领中，得到了进一步明确的阐发。

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哲学观

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他的《知识学》（Wissen schaftslehre）。费希特提倡的新教育，首先旨在培养人的善心和爱心，培养受教育者的行为以爱心为准则，行动以爱心为出发点。其次是培养学生以爱和善出发的独立思考能力。再次是让学生在独立思考的基础上，通过自我实践的方法来认知、改造事物。最后通过爱的培育来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并以此达到人的自我实现的目标。以上四条理论基础出自《知识学》中的四条基本原理：（1）观察；（2）感知；（3）自我行为；（4）循序渐进。

在费希特看来，教育过程是一个“自我”和“非我”之间发生相互关系的过程。这一思想是与他以行动为目的的哲学框架紧密相连的。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原理为：“自我设定自己本身”。这一辩证原理的基本出发点是：“自我”既是行动者，同时又是行为的产物。在费希特看来，行为与事实是一个辩证的共同体。例如，“我是”或“我存在”就其本身来说无非是对“事实行动”的一种表述。因此，费希特认为，他的知识学第一原理是自明的。

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二原理是“非我”原理。在上述第一原理的基础上，费希特规定了“自我”的反设定。这里所谓反设定就是指“自我”可以无条件地设定一个与其正相反的东西，即“非我”。因此，费希特的知识学第二原理也可以说是“自我设定非我”。

费希特知识学的第一原理是他所有肯定判断的基础，费希特的肯定性或实在性范畴便由此得出。第二原理则是他所有否定性判断的基础，否定范畴是由“自我”无条件地设定“非我”而来的。在费希特看来，前者是同一原则，后者是差别原则。第一原理和第二原理的相互作用、相互区别决定了费希特的第三原理：“自我作为有限制的自我而设定非我”[14]。可以说，费希特知识学的这三项原理奠定了他“国民教育”思想的基础。也就是说，个人的完善只能在他与他生活的国家、民族，或他人交往中完成。有独立人格的“自我”只有在“非我”限制下才能实现，这种“非我”的限制在费希特“国民教育”思想中便具体表现为与个体相对立的国家与民族利益。

在世界观问题上，费希特把从“自我”出发的行为视为主体对客观外界的判断态度。他认为，世界观和自我行为不仅仅是个人想象，也不仅仅是一种对感受到的外部世界的“印象”，而是建构在先有观念的“设想”之上的行为方式。建立在观察、感知和自我行为基础之上的德育是一种积极地、有意识地改变“非我”（外部世界）及自我行为的必要手段。费希特说：“如何及何时激发学生的自我独立行为是教育学的关键，如果这一步成功了，那么只要在此基础之上循序渐进就可以了。”这样，他便得出结论，新教育的基石就是要将受教育者培养成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改良世界的人。所以，对费希特来说，教育首先是德育。

（二）社会观

1.对不良社会的批判

1806—1807年的普法战争从某种意义上说，可以看成是以法兰西为代表的新兴资本主义制度与以容克贵族为代表的普鲁士封建农奴专制制度[15]直接冲突的结果。19世纪初的德意志各邦封建农奴制不仅严重阻碍资本主义经济在德意志土地上的发展，而且使德意志国民普遍地缺乏独立自主的精神和积极主动的自我意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学者、思想家的启蒙尝试大多是 “阳春白雪”，仅仅停留在孤芳自赏式的形而上哲学理论层面上，与国民意识和社会实践严重脱节。在这种背景下，普法战争迅速以法军的全面胜利而结束。

旧普鲁士的军事崩溃直接导致旧普鲁士的精神全面崩溃。国家遭到肢解，首都被占，普鲁士国家机器陷入瘫痪。这一切导致普鲁士激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学者的反思。费希特可以说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对旧普鲁士社会的衰落发出大声疾呼并为重建普鲁士及统一的德意志国家呕心沥血的一位思想家。

费希特对当时社会的批判反思早期集中在对法国大革命的讴歌和对普鲁士封建贵族政治的直接鞭笞上。后期则避开直接的时事政治批评，而转入哲学思辨。因此费希特的社会批判主要集中在他的历史哲学、伦理哲学和知识学中。费希特认为，他所生活的时代是罪孽深重的时代，个人无限度地追求占有和享乐的欲望与人类本质理念之间的冲突达到了极点。费希特指出：“虽然人类共同的、健康的理性是人与生俱来的，理性是人类的本性，但是，人的感性却极容易被物质世界所误导。”[16]这一思想表面上看与卢梭自然主义启蒙教育思想、裴斯泰洛齐和洪堡的人类学思想有相通之处，但实际上，费希特的社会批判更多是建筑在他的历史哲学基础上的。

费希特提出，人类发展可分为五个哲学理性阶段：第一阶段是人类无罪孽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的理性完全以其本性的形式显现，因此理性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第二阶段是罪孽起始阶段。一方面，人的理性本性成为绝对权威，个人对理性产生出盲目的信仰，另一方面，人又产生获得自由的欲念，理性开始逐渐失控。第三阶段是罪孽实现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极力摆脱各种权威的束缚，甚至企图从理性的本性中解脱出来。第四阶段是开始反思阶段。人类开始追求真理。第五阶段是反思和解救完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人类达到真、善、美的统一。在费希特眼里，在他那个时代，人类正处于第三阶段，旧普鲁士的灭亡正是普鲁士统治者和国民的理性失控，欲念无限膨胀而导致的结果。

费希特认为，人类之所以陷入第三阶段的困境是因为感性认识的误导性无限增大。在他看来，客观外界和事物对人有表象欺骗性，物质生活的不断改善导致人的进一步贪婪和对财富的追求。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提倡改革教育，认为人类只有通过“后天”正确的教育之后才有可能不致腐化。

2.国家伦理观

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与他的国家伦理观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认为，新型教育的责任应由符合理性伦理的国家和政府来承担。应该指出，费希特的国家观并非“朕即国家”的独裁国家观，也不是“内圣外王”式的开明封建统治，而是民主的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度。这种意义上的国家以“法治”的形式在个人的外围起作用，制约个人的享乐欲望，使个人感觉到自己的欲望不是无限制的；同时，作为绝对权威的国家有义务通过教育的强制手段使个人的发展导向整个社会赖以生存的伦理轨道。在这个前提下，费希特强调指出：“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个公民都必须服从国家，国家则将其公民视为工具，并将他们作为工具使用。国家应极力普及、优化和完善公民的驯服意识。”[17]

费希特的国家观基本上是积极乐观的。他认为，国家通过其存在向社会成员提供普遍发展他们道德观念的可能。只有这样，一个国家良好的社会风尚才能得以发扬光大。在费希特看来，国家应该成为一个专门从民族利益出发，从事促进民族文化、推进民族理想的机构，国家不仅是巩固民族政权和民族安全的组织，而且更重要的是实现民族道德观念的权威。因此，任何教育应该首先是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教育。“国民教育”必须在健康的国家伦理范畴内进行。

因此，所谓“德行”就成了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中一个关键概念。费希特认为，“德行”是基于对某种文化、道德伦理理解的行为方式；这种行为方式则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社会活动之前提。国家及其法律是保障“德行”的必要手段，而法律又向国家机器提供惩罚一切违反“德行”的可能性。同时，“德行”又是宗教的绝对前提。通过对人的“德行”的培养，人获得责任感和良知，这样才有可能使人从盲目的直感和盲目的服从中摆脱出来。只有“德行”的实现，才能使人具备自由独立地实现自我的可能性。

在费希特看来，宗教的颓废正是他那个时代的特征，一切观念的现世化导致了宗教的失落。但另一方面，费希特并不反对宗教的世俗化。他认为，“德行”如“责任感、博爱、同情心、善心、忠诚及自我牺牲精神、家庭观念等”正是宗教世俗化后来指导人的“德行”完善的结果。然而，费希特的德行教育并不是一种机械说教。他在《教育箴言》第9节中写道：“积极的德行教育不是给学生规定道德准则，让学生去循规蹈矩，这样只会扼杀学生内心对道德的感受能力，把他们培养成没有内心世界、没有个性的驯服工具。德行必须在自我谦虚的静思中，在不骄不躁中，在内心萌发，逐渐成长，发扬光大。”[18]同样，对宗教的认识也只能在学生的自我认识过程中顺其自然，让其在学生的内心萌发。把宗教作为说教，有计划地灌输给学生，在费希特眼里同样是扼杀理性。

四、论教育的作用

普法战争后，德意志国家实际上处于拿破仑统治之下。在拿破仑的分裂主义政策下，德意志民族分裂成许多小公国。《梯尔斯特和约》签订之后，德意志各公国的民族情绪空前高涨，在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中，渴望国家统一和重建政治上独立、民族统一的德意志国家的呼声越来越大。费希特就是在上述的历史氛围中做了《致德意志民族》的系列讲演，并提出其“国民教育”纲领的。

费希特的“国民教育”纲领有两个目标：第一是建构德意志民族的民族意识，以达到争取民族解放的目的；第二是在实践上试图解决如何使人类摆脱其发展第三阶段上的困境，走向美好的将来的历史哲学问题。这两个目标在费希特看来有着不可分割的必然联系。在1804年冬所做的《当前时代的基本特征》（Die Grundzüge des gegenwärtigen Zeitalters）演讲中，费希特坚信，若要统一和复兴德意志民族，就得首先加强德意志民族意识，创造具有高度民族意识的新人。这与费希特1800年前后提出的“优化”德意志民族的口号是一脉相承的。换句话说，必须首先优化德意志民族的“德行”。要达到这一点，费希特认为，一方面要使人充分地个性化，即人完全与自我认同；另一方面通过民族优化，使各社会成员之间达到和睦相处。要达到这些目标，在费希特看来，只有通过教育年青一代才能实现。

在上述两个目标的基础上，费希特阐述了建立德意志“国民教育”的理由。首先我们可以看出，在《致德意志民族》讲演中，费希特已明显地从1800年前后对社会的批判转为积极介入国家政治。一般认为，这个讲演是费希特从泛世界主义者转为激进民族主义者的标志。可以说，费希特的教育救国思想具有两面性，它既是普鲁士国家和德意志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的必然产物，同时又是大德意志主义的奇葩异草。

撇开其他所有政治因素来看，费希特的爱国主义是建筑在其坚定的大德意志主义的信念之上的。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是优于其他欧洲各民族的“原始民族”，这一民族是一个牢不可破的精神实体。德意志民族有能力将自己和其他民族从时代的污垢中解救出来。

费希特首先从语言角度来论证德意志民族的优越性。他认为，与其他日尔曼语言相比，德语逻辑结构缜密、充满内在活力，这种语言赋予德国人，尤其是德国精英学者以特别的思辨能力。德国人在这种语言优势下，不仅具有完全理解自我的能力，而且能够比外族人更能理解他们自身。同时，德语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一方面通过诗，另一方面通过哲学思辨而得到进一步的优化。

以这一观点为依据，费希特认为优秀的德国语言既是德意志精神赖以产生的客观前提，又是德意志民族统一和复兴的有利条件。因为，在德意志精神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德意志民族共同的典型品德是永生不灭的，例如，崇尚自然、忠诚、荣誉感、虔诚、谦虚和集体意识等。在这种德意志语言中心论基础上，费希特进一步提出他的民族主义的“国民教育”构想：“只有德国人才有真正的民族感，只有德国人才具有真正热爱祖国的能力。”[19]

因为费希特把一种“爱国情结”视为国家和民族的道德凝聚力，所以，在《致德意志民族》中，他把爱国主义、国家至上主义和民族主义等同于“理性”，并一起作为“国民教育”的最终目的。费希特说：“我的演讲的目的就在于宣扬和论证如何通过教育来培养人的真正的爱国主义情操”。[20]这里，他特别强调要为德意志民族培养和教育完美和完全的人，通过造就一代或几代这样的德国人使德意志民族复兴、走向强大，并担当起拯救全人类的重任。应该看到，费希特的极端民族主义观念在德国历史上虽然对德意志国家的统一产生过积极作用，但是对产生19世纪后期的俾斯麦主义、乃至于20世纪在德意志土地上产生侵略扩张性的国家社会主义不无负面影响。

五、国民教育理论

（一）对国民教育的设想

费希特在其“国民教育”构想中，首先批评传统教育只注重死记硬背，只注重具体知识的传授，而不注意知识结构之间的相互联系及新的知识的生成机制。他批评旧式教育一不培养学生的品德，二不培养学生的自我反思意识。在这个基础上，费希特提出了自己具体的教育目标：把学生培养成尽善尽美的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费希特与洪堡教育思想的共同点。在当时，强调教育以在全民范围内培养不限门第出身的“通才”为目标，无疑是一种对传统教育的激进改革。通过这一教育目的的构想，费希特把教育事业纳入他改造社会、改造历史、改造政治的历史哲学构想中去，使之成为达到人类理性发展第四和第五阶段的必要手段。这样，从理论上看，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方案成为他对普鲁士改革政见中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在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中，除了前文已提及的“德行” 概念之外，另一个重要概念是“理性”（Vemunft）[21]，在这一概念下，以民族和国家利益为重的教育和完善、完美个人之间的矛盾达到了统一。因此，费希特把“国民教育”具体内容定义为全民的、同时也是对个人的全面的教育。这种突出“二全”的教育思想强调不应让受教育者只通过感官来认知世界，而是培养他们把认知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之上，而“理性”又是自我反思、 独立思考的高度发达的精神世界的产物。

在“德行”教育和“理性”教育的关系上，费希特认为，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观是教育的最高目的，“理性”则是方法和内容。与裴斯泰洛齐和洪堡一样，费希特反对将德育变成某种宗教或道德说教，而是主张培养学生在社会生活中具有责任心的自由、独立的行为能力。因此，费希特将德育和宗教严格地区分开来，他认为德育是实际的生活哲学，而宗教则是形而上的理论。他说：“在实际生活中，或者说在社会秩序完整的社会中，一般不需要用宗教来组织生活，与此相反，人们需要一种真正的道德观念来组织社会秩序。就此看来，宗教是不实际的，它只是一种认知，它仅仅让人清楚地意识到自我和相互理解，只回答人最高、最抽象的问题，使人达到理性。”[22]

因此，费希特尤其提倡注重精神和独立思考的新教育，即精神道德教育。他认为，只有“理性”教育才是达到教育最高目标——“德行”教育最根本的保证。而“理性”教育的核心则是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行为的能力。同时，为了把学生培养成完美的、全面的人，费希特在他的“国民教育”设想中也考虑到体育的因素，他认为健强的体魄是培育新人一个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

费希特认为，由于现存社会风尚的败落，要实现“国民教育”的目标只能使学生从其生活的社会环境中完全脱离出来，隔绝学生和社会的任何联系。所以费希特建议，将学生隔离在学校内，直至理想的社会模式在学生思想中定型后才让学生离开学校。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把年青一代培养成新时代的接班人。费希特在《致德意志民族》的第9讲和第10讲中具体提出了他的学校设想，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建立国家参与管理的公立学校体系。

（二）对国民学校的设想

在《致德意志民族》讲演中，费希特认为，教育应该是超阶层的。他不仅把他的“国民教育”看成是全体社会成员所必需的，而且把这样的教育作为提高全体国民素质、拯救德意志民族危难的必要条件，因此，上层社会成员、贵族阶层同样需要接受教育。另一方面，费希特特别强调对学者或对教育者的教育。在他看来，学者身负改造时世、教育他人的重任，因此，学者必须得到形而上的、历史的教育，必须有独特的、自由的学术能力。对他们的教育必须从实践和技能教育中分离出来。

费希特提倡“国民学校”的模式。在《致德意志民族》中，费希特彻底拒绝家庭教育，而主张由国家来建立公共教育设施。然而，国家建立的学校则必须依赖作为国家公民的家长。他认为，国家既有强迫它的公民参加战争的权力，同时也有权强迫年青一代接受公共教育，让他们摆脱父母的“襁褓”。

在费希特的设想中，国民学校是一个民族主义教育机构，是一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实体。学生在那里学习农业技能、畜牧技能和手工业技能。费希特是这样描述他的学校的：“这种学校的基本原则是，一切所需要的物品，例如，食物、衣服等，如可能甚至工具，都应自己生产。在这一自给自足的原则下，每个人都必须尽自己的力量去工作，不需要盈利，不需要个人财富。这样就能培养出学生日后进入社会和家庭时所必需的德行。”[23]

（三）对大学教育的构想

大学教育是费希特“国民教育”思想的另一个侧重面。他的大学教育构想主要集中在1805—1806年撰写的《爱尔朗根大学内部组织建议》（以下简称《建议》）和1807年撰写的《有关在柏林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演绎计划》（以下简称《计划》）中。

费希特认为，大学不仅是最重要的人文机构，它不仅保障了人类知识的不断进步，而且大学教育是国民教育的高级阶段，是培养国家民族科学文化精英的必要步骤。在《建议》中，费希特批评了以往大学教育的弊病，提出了改革的要点。首先他批评大学教育中教授和学生的脱节：“教授不顾学生的情况，如同对壁空谈，学生则听一半，扔一半”，[24]书本知识与实践严重脱离。所以，费希特指出，大学改革的第一条应是把书本上死的理论知识转化为实际的、活的知识。要做到这一点，就要提倡教授和学生的对话，学生要被允许表达思想，这样，教师就能有的放矢地教学。同时学生之间也要相互交流对科研对象的看法，这样就能把个别的知识全面化、系统化。在教学方面，费希特把大学课堂讲演放到极其重要的地位。就像他自己身体力行做《致德意志民族》讲演一样，他把口头传授知识看成是避免知识僵化、避免理论脱离实践的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在《计划》中，费希特花了3节篇幅谈了书本知识和讲演的区别。早在1805年，费希特就在爱尔朗根大学做过一个题为《论演讲型学者》的报告，他把讲演比成活的知识传授，是一个合格的学者必备的条件。

对于学生成绩的测试，费希特认为“绝对不能以学生机械背诵和模仿学习内容或照抄书本的能力来衡量其学习成绩，而是应以学生灵活运用其掌握的书本知识的能力来衡量”。[25]费希特主张，大学教师应在学生考试和解答问题时把注意力放在学生的理解能力上，看学生是否把书本或课堂讲授的知识消化成为自己的知识。在《计划》中，费希特进一步强调培养学生的实践认知力。在《计划》第9节中，他把知识测定方式分为三种：第一，答题。在考试中不应注重学生是否照搬书本而答对了题，而是要看回答是否符合实际运用的要求。第二，对话。在口试中学生和教授应互相提问题，这种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是学术能力的反映。第三，笔试或论文撰写。在笔试中不应只看学生的模仿能力如何，而要测试学生是否具备在所学知识的基础上发展出自己独立的思想的能力，是否具备从事学术研究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费希特主张的这种测试学习成绩的方式成为德国教育的传统，至今仍然在德国大学中占很大的比重。

在大学改革设想中，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思想还具体体现在打破封闭、进行横向学术交流这一重点上。在《建议》中，费希特提出，由爱尔朗根大学编辑一部《科学年鉴》，收集和发表普鲁士各大学的最新科研成果，同时，也收入学生的优秀论文和科研成果。费希特提这个建议主要出于两个考虑：第一，为了最终统一德意志精神和由此达到德意志国土的统一，应建立普鲁士各大学之间的科研横向联系和科研竞争机制，从而打破思想和学术上封闭的局面。第二，培养民族主义精神，发挥学生和教师的积极性和荣誉心，为德意志祖国而学习；同时，统治者可以发现为国家服务的优秀人才，储备优秀的政府官员后备力量。因此，在《计划》第14节中，费希特写道：“我们的大学绝对不能建设成一个自我封闭的世界，大学应该同实际存在着的世界相联系……这是建设大学的基本点。这就是大学里可学的东西和发展的东西。”[26]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有关在柏林建立一所高等学校的演绎计划》是费希特的一份浩繁的高校教育改革蓝图。它不仅涉及大学的学习目的和内容、教学和测试方法，同时也涉及高校的专业设置和行政管理。这个计划虽然没有能在建立柏林大学时具体实施，但这些思想在费希特担任柏林大学第一任校长时，部分地得到了试验。由于费希特任期只有短短两年（1810—1812），所以这些思想不可能全部实施，但《计划》1817年发表后，对德国的高等教育发生的影响是不能低估的。

费希特的“知—德—行”三位一体的“国民教育”思想根植于他的哲学思辨。在这种三位一体模式中，认知或理念在费希特眼里是“国民教育”的起始点，道德学是“国民教育”的核心，“国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受教育者达到理性的行动。

由于费希特的“国民教育”方案，无论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还是在物质上和形式上都是不现实的，所以它只停留在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层面上。此外，费希特的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在今天看来无疑有一定的负面消极性，但是在他那个时代却有它积极的一面。同时，必须看到，费希特的乌托邦式的教育思想在他的时代已经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与他同时代的普鲁士政治改革家。

第二节 黑格尔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德国古典哲学的集大成者。他的辩证法思想达到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顶峰。他也发表了不少有关心理学和教育问题的主张。

1770年8月27日，黑格尔出生于德国西南部斯图加特城。他的祖父是牧师，父亲是官吏。他5岁入拉丁学校，7岁进斯图加特中学。他的学习成绩优良。父母还为他聘请家庭教师替他补习几何学、希腊文、拉丁文，使他在古典语言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在中学时期，他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788年，他进入杜平根神学院学习神学和哲学，1793年毕业。

大学毕业后，黑格尔先到瑞士伯尔尼地位显赫的施泰格尔家族担任了3年家庭教师。他的学生是2个女孩和1个男孩。在闲暇时间，他研究了康德、费希特等哲学家的著作，并密切关注瑞士的政治、经济和法国大革命的发展。在政治思想上，他是共和政体的拥护者。他对德国封建专制制度和基督教持否定态度，主张为了改变社会生活必须积极干预社会生活。1797年，他回到德国的法兰克福，在商人戈格尔家担任了4年家庭教师。在这期间，他继续研究哲学、政治、历史问题，思想也日趋成熟。

1801年，他在耶拿大学获得了编外讲师的职位，并以《论费希特哲学体系与谢林哲学体系的差异》一文开始了著述的历程。1806年，他在班堡当过报纸的编辑。

1808—1816年，他在纽伦堡担任文科中学校长。这一时期，他完全献身于教育活动。1813年，他还兼任纽伦堡市学校教务委员会顾问。在担任中学校长期间，他还亲自授课。

1818年，黑格尔被任命为柏林大学教授。他讲授过逻辑学、 自然哲学、人类学、哲学史、心理学、法哲学、美学、宗教哲学、历史哲学等课程，构建了庞大的哲学体系。他本人也因其渊博的知识而赢得了很高的声誉。1830年，他被选为柏林大学校长。1831年，黑格尔因病在柏林去世。黑格尔的主要代表作有：《精神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s Geistes，1807）、《法哲学原理》（Grundlinien Der philosophie Des Rechts，1821）等。

黑格尔长期从事教育活动，他对一些心理学和教育问题的探讨也有一定的影响。英、美等国家曾出版过一些有关黑格尔的教育理论著作。

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大日耳曼主义思想

黑格尔意识到民族的危机。他指出，当时的德意志不能真正地被称为一个国家。他反对当时封建制度下诸侯割据的局面，要求民族独立和国家的统一。反映了资产阶级的进步要求。与英、法相比，当时德国的政治经济都相对落后。但是，黑格尔对德国国家的统一和强盛、日耳曼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认为，日耳曼人一旦抛弃他们的惰性，就有可能超过法国人。1818年，他在柏林大学的讲演中甚至自信地宣称，德国“由于精神力量的高度发展，而提高其力量于现实中、于政治中。就权力和独立性而言，已与那些在外在手段上曾经胜过我国的那些国家，居于同等的地位了”。[27]

不幸的是，黑格尔错误地夸大了日耳曼民族的优越性。他认为，德国及其文化高于一切，普鲁士的君主立宪制是最完善的政体，是自由精神的最高体现。在他的思想中甚至蕴含了法西斯种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例如他论证了大日耳曼主义，鼓吹“自由精神的原则成为世界的旗帜”，“日耳曼精神就是新世界的精神”。他还滥用辩证法论证战争的必然性，宣扬战争可以“保证民族道德的健康”，“防止由于长期和平会带来的腐化”，主张用战争来解决国家之间的争端。这种思想为以后的法西斯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

（二）论公民

1.公民的权利

黑格尔的根本政治立场是主张“人民与贵族阶级的联合”，始终赞成君主立宪政体。他认识到，“人权和自由不是天赋的”，要求国家成为一个伦理的有机体。公民与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应该具有休戚相关的道德关系。个人通过国家可以达到自己的美德的培养和自我意识的实现。

在理论上，黑格尔赞成法国革命的理想。他对自由、平等、 博爱、人权等资产阶级理想用唯心主义的术语加以了重新阐述，但是，他提倡的是精神、道德、哲学革命。在实践上，他一直反对暴力革命。

黑格尔的早期和晚年的政治态度也有所变化。早期，他比较有民主自由思想，强调立宪的一面，关心人民、资产阶级和市民的利益。晚年，他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利用他的哲学为普鲁士君主政体做辩护，比较强调君主的权力，成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哲学家。

2.论国家与公民的关系

黑格尔认为，无论对国家还是个人，伦理是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是客观精神的真实体现。伦理具有其生长发展的过程，它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一是家庭——直接的或自然的伦理精神。家庭的基础是婚姻。婚姻不仅是一种市民的契约关系，也是一种精神的统一。家庭的生命具有时间性。它随着父母的死亡或子女的长大而消亡。家庭在教育子女中完成了其使命，过渡到市民社会。

二是市民社会——直接的伦理精神解体，通过法律维持市民的需要、人身和财产，形成各个独立的成员的联合。市民社会的发展分为三个环节：第一是“需要的体系”；第二是司法；第三是警察和同业公会。

三是国家——伦理精神通过分化、中介而完成自身的辩证统一。“国家是伦理理念的现实”，“是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的东西”，“是客观精神”。个人本身只有成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从而抹杀了国家的阶级性。

黑格尔试图通过伦理把个人、社会、国家联结起来。法和道德本身没有现实性，它们必须以伦理为基础，作为伦理的体现者存在。对个人而言，个人的权利和道德自由以社会性的、客观的伦理实体为归宿。伦理的规定是个人的普遍本质，是调节个人生活的力量。对国家而言，国家是自觉的伦理的实体，是具体自由的现实性。

三、人的发展观

（一）人的地位

黑格尔是从客观唯心主义出发论述人的发展问题的。他认为，自然是外化了的精神。人类本身是上帝按自己的形象制造出来的。但是，他所说的上帝实质上是对象化了的人的理性、自我意识。神的本性和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上帝是“神人”（Gottmensch），“人类是上帝，上帝就是人类”[28]。“人类认识上帝，只能以上帝在人类之中对它自己的认识为范围，这种知识是上帝的自我意识，但也就是上帝关于人的知识，而上帝关于人的知识就是人关于上帝的知识”[29]，教育是神圣的典范在个体身上得以实现和呈现的过程。

那么，社会中人与人的关系如何呢？黑格尔认为，“人是理性化的自然说明了所有人权力平等的可能性”。所有的人在自然中都是相同的——是神的代表。因为上帝是神圣、无限的，他能完全地充斥在个体中，所以人的手足之情的确定性在于上帝的这种“父亲的身份”。因而在人类组成的一个神圣的大家庭中，每个人帮助其他人，也被其他人帮助。因此，人的教育只有通过相互帮助才成为可能。

人与自然的关系又如何呢？黑格尔认为，自然仅是内部精神凝聚的外在表现形式。它不仅是相对于精神的事物，而且也是精神的一个特殊方面。自然是精神产生的最低级的形式。从无意识的无限扩展到意识的集中存在的恢复过程中，最高形式是个性化的人的自我指导行为。因此，人作为实际的无限的精神的浓缩体存在于这个世界中，有着无限的不可避免的权力。

可见，人是生命与自然、社会和上帝的联系纽带。因为这些联系的阶段包含在每个个体的生命中，所以人们可能开展教育。在教育过程中，所有这些条件决定他的生命将被带入一个理性的空间。这种成长的历程揭示了教育的真正本质。

（二）人的发展与教育

教育的真正目标是个性理性地形成和实际运用——养成理性习惯。那么，人是否生来就有理性？或者说，人性是善的还是恶的？黑格尔认为，就人的最初的本质而言，人性本恶是正确的。没有受教育和训练而停留在一种粗俗与鲁莽的阶段，只能变成侏儒，堕落到对无价值事物的贪婪追求，因而导致暴力和邪恶。这种“侏儒”和“堕落”，黑格尔称之为“反复无常和自私”。根据这种结论，个体作为一种精神的存在，“必须使他的双重本性的两方面趋向和谐一致”。即人必须完全地使“动物的”本性处于次要地位，而去追求精神或理性的存在。也就是说，性恶论在一定限度内——在与更高级或精神本性相冲突的低级本性中是正确的。人的精神本性是人的所有可能的善的根源。他进一步论述了精神重生的途径及改变人的第一本性到第二本性的途径。

黑格尔明确指出：“教学法是创造人道德的艺术”。教育能使个体从一个不完美的阶段到达一个比较完美的阶段。他说：“教育是主观之有形的渐进的超越。内含着道德性的形式的幼儿，最初是主观的。幼儿在成长中，便超越着这形式：教育便是这超越的过程……个人获得他的实在性，而成其所以为人，是由于文化。他的真的原始的本性，在于从自己的自然存在（natural being）的分离（estrangement）。他的主观之客观化，构成了人的生活。这是从理性到实在，反之，又从实在的个性，到普遍的‘个性的’转化过程。从文化中，人获得了真的个性。”[30]他所说的“主观之客观化”也就是个人的社会化。个人要超越他的主观性，服从社会制度，才能获得自由。在这个过程中，黑格尔论述了生理、智力、道德、宗教等方面的影响。

他考虑到人的生理和自然环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把某种气候条件、大陆板块的轮廓和离海的远近作为影响种族、民族、个体的发展的因素。他把这种生理生命作为人精神生命的一个有机因素来研究，论述了生理生命在人的发展中的重要意义。

亚里士多德认为“人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存在”。黑格尔认为这种真理是深远而重要的。在人的教育中，这种社会因素远比他与自然联系组成的因素更为重要。他说：“就个人来说，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31]他宣称：“历史是通过上帝的人的教育”。因此，所有社会生活的形式，所有人的习惯都有它特殊的教育价值。

儿童的自身的活动是决定其发展的重要因素，怎样指导自我活动是教育的真正的问题。黑格尔不但把他的教育思想落实到学生固定、有效的实际形式中，而且认为“共同训练”的手段对处在危机与迷惑期的年轻人的意志训练非常适用。

黑格尔把人的个体精神主要分为智力的、道德的和宗教的三个方面，这个思路与他的精神哲学划分为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人的精神培养应该从主观精神、客观精神、绝对精神这三方面加以考虑。这就是他所说的“教学”（Instruction）、“训练”（Discipline）和“精炼”（Refinement）。

四、教学

（一）思维与教学

黑格尔认为，个体思维发展的最高阶段是实现理性的理想。儿童的思维在初级阶段是不“真实的”。它只是思维的初级和抽象的预言。思维要变为“真实的”就必须把这种预言付诸实践，使可能转变为现实。由于人的思维发展的理想是无限的，因此，个体思维的现实性从来不能在短暂的时刻就达到完美的程度。我们只有在思维的理性的发展的实际过程中考虑思维时，才能真正地认识在“真”中的思维。这种“真”，在黑格尔看来是现实与理想的统一。

思维的完全发展可通过自我辨别、自我转变、自我提高达到“真”。这种自我辨别、自我转变是它最高的本质的统一，即这种思维不仅是真实的，也是一种活的、有机的统一。这种统一的典型的本质（个体通过教育得到的意识）是人类的重要特征。换句话说，知识是通过自我活动得到的，认知是它自身的一种自我活动形式。

由此看来，教育是一种帮助的体系。教育虽然不能涵盖这个过程的全部，但是，它与儿童和少年思维发展的总过程存在着直接关系。通过教育，个体思维能够从婴儿的无助状态发展为独立的个性化的真正的自我意识。

教学的最一般的特征可以被描述为两种思维微妙的、循序渐进的相互作用：一种是成熟的思维，它推动指导教学的过程；另一种是不成熟的思维，它自愿地接受鼓励和指导。在老师的头脑中，布置给学生的练习已经重复过好几次。这些练习是事先预定的、清楚的、有逻辑性的。但是，在学生的思维中，作为一种有意识地追求知识的过程才首次出现。他们不能清楚、充分地认识事物的理性的必然性，即事物的本质的逻辑关系。于是，他们感到自己的无能和依赖。因此，他们逐渐地把自己的兴趣融入教师给他们的暗示中，以获得那种在教师思维中已经清晰的智力活动的充分发展。黑格尔认为，对学生来说，这种发展的方式只有 “模仿”。教师对于学生来说是一位不容置疑地被服从的权威，也是一位可直接模仿的模范。

思维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从结论考虑的，思维趋向于分析；另一种是从进程的初始阶段考虑的，思维趋向于综合。确切地说，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在思维过程中，没有一种无分析的综合，也没有一种无综合的分析。个体思维首先掌握或理解事物的整体，这并不意味着个体思维理解掌握事物的外部特征比区分与其他事物的本质不同来得容易，而是因为思维没有能力去区分此事物与彼事物的不同，只能先从整体上加以理解。显然，要更好地理解这种事物，只有通过进一步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在学生的思维中呈现出更丰富的形式的过程。因此，在客观方面，思维过程主要呈现为显著的分析。在主观方面，思维过程呈现一种显著的综合。思维方法的选择必须依赖于各种条件，但最重要的基础条件是教学进度。他非常看重综合的方法，认为学生思维发展过程中的综合是所有教育的确定的本质。

他指出，人类教育没有进步是由于人们没有对儿童思维的限度做实质的调查。这些限度并不是微妙的、隐藏的、特别难被发现的，而是已经被实质地认识了许多世纪，其方法和手段的选择也是确定的。在智力方面，这种限度表现为：

（1）感觉。儿童对他们所感知的事物的描绘和实际存在的事物往往并不一致。这些事物经常被他们对客体不准确的想象歪曲。

（2）想象。儿童的想象是多变的。一些害怕或渴望、失望或得意的情感会影响他们的想象。从这点上说，“孩子的谎言”常常仅是一种幻想。不能把这种不确定的阶段认作道德邪恶和要求惩罚的证据。

（3）思考。儿童的想象必须被训练为思考。思考与想象，一种包含在另一种中，而又非另一种。想象是去发展在思维中的想象，而思考是去认识一种联系。

因此，感觉，特别是视觉与听力，作为特殊的智力的感觉，应该受到细致的训练。但是，对于教育来说，感觉或感知的训练处于次要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思考”。教育的最终目标是引导思维走向成熟。这种成熟就是在每个和所有思维方式中的一种整体思维，它在教育的意义中特别重要。

想象与思考存在的区别不应期望还是孩子的学生能理解。当个体思维或多或少被唤醒到意识阶段，也就是黑格尔所描述的“包括人类的生命”的阶段，个体才开始明确地认识抽象无限的形式，也就是开始真正的思考。这时，才可能实现两者的统一，即训练创造想象的更高程度。事实上这是教学的第二阶段的任务。

黑格尔还指出，儿童的思维走向成熟是连续、渐进的。这一过程发展的快慢取决于教师的“个性”，即教师的天赋、高尚的品格、教师的丰富和不断提高变化的文化修养以及对学校工作的热情。

（二）教学内容

教学内容包括教学内容的恰当安排（学习的进程）和为达到良好效果而运用的工具（课本）。黑格尔认为，教学内容是教学的直接的和客观的方面。它表现为三个明确的阶段：第一阶段是语言，表达思维关系；第二阶段是形式，表达空间关系；第三阶段是过程，表达能量关系。

1.语言

（1）语言的普遍性

黑格尔认为，语言在意识的思维方面来说是一种最普遍、最适当的形式。通过语言能精确、充分地表达思维的典型或一般特征。语言不仅是思维的最早的表现形式，而且是每个教育阶段的最重要、最直接、完全独立的工具。对于学生来说，理性的教育是通过语言教学过程，引导个体学生用语言去认知，表达思维的具体内容。

在语言的基本结构方面，形式和实质是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儿童还不能完全区分形式和内容，他们仅能理解它们具体统一中的两个。他们不能离开思考去认识语言，也不能离开语言认识思考。对于他们来说，事物的描写同时是思考的直接的、具体的内容。从基础教育的目的来说，语言的内部本质和外部形式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

教育是人的思维自我鉴定、自我形成的过程。黑格尔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最直接、最微妙、最精确的是语言。对所有的人来说，基础教育主要是语言教育——它包括在说、读、写、算中。这种形式的学习也是一种本质的训练。对人的头脑来说，没有一样事物比通过语言来思维更重要。

（2）语言的教学

黑格尔认为，语言教学应从以下四个方面来进行：语音、阅读、写作、语法。

语音。它也可被说成是表达意识的最小的音调。通过这样一种音调，感觉变得明确。确切地说，人的发声表达出个体意识中最内部的东西。情感和音调仅是个体内部和外部的两个方面。音调是灵魂微妙的手势。教师应该培养学生产生一种正常音调，避免所有的做作。

阅读。阅读教学分为两个方面：第一，指导学生怎样去学习功课，找出确切的思维表达方式，使之清楚地认识所给的词汇和句子。第二，训练学生形成能被听者精确、充分地理解的表达方式。应当把这两种形式作为学校文化修养的一种重要手段。

写作。写作是生产，阅读是理解和再生产。因为这个原因，写作和阅读应当同时进行，并且相互补充。教师应当引导学生加强写作锻炼，并给予恰当的指导。

语法。作为语言的科学，它是理论评价和思维形式判断的框架。语法的学习是培养思维最统一、最崇高的手段之一。对语法的本质和语法分析的精确运用是所有教育媒体最有效、最有价值的手段之一。

（3）质的语言

质的语言是指对抽象领域的一种统一的语言。它是一种通用语。黑格尔认为，数学就是典型的质的语言。它被普遍地定义为数字的科学，在应用数学的人中，符合特定的基本语法。数字是完全相同的，数数和计算是以统一的方式进行的。例如，7+5=12。这种判断在于：这种结论包含了没有在题中直接给予的一些事物；它的真实性从一开始就被作为普遍规律而被人们认知。

当然，数字的多样性促使人们思考。但是，外在的数字的综合绝对地依赖于头脑内部的综合，即“数字是头脑外在性的纯思考”。

因此，数字具有两面性：一方面，数字具有简要性、具体性和普遍性。这就是它为什么如此容易地被理解，以及为什么基础教育中首先开始数字教学的缘由。其实，学生在上学前就对数字有了自发性的认知基础。另一方面，数字不一定能全面、具体地表达事物。数字的精确性正是它无可救药的局限性的标志。因为每个数精确地表达了一个确定的度。在教育价值上，数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没有一个数字能表达无限的概念。因此，黑格尔指出，“数字组成仅是一种中性的、非主动性的特征，它们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有效地与生活相联系。”

2.形式

形式，即抽象的空间联系。它涉及的学习课程有三个方面：一是地理学，给出具体真实形式的学习。二是几何学，抽象思维形式的学习。三是绘画学，创造思维形式的学习。

（1）地理学

黑格尔认为，地理的学习是直接的、实际的，但这不完全是它的教育意义。地理学习的实际教育意义在于直接给出的具体的形式作为一种明确的思考的形式来学习。因此，这种学习必然包含在空间关系的认知中，它暗示和导致几何学和绘画（通过地图、图画这些自然形式的代表）。

在地理学习中，学生主要认识陆地和水，例如，大陆板块的轮廓，山系的位置和高度，平原的范围，下雨的条件和范围，陆地和水的范围与太阳的几种关系，大气流势等。所有这些对地球表面的观察，使学生头脑中形成一个庞大的一系列的想象。

通过地理学习，学生明确地从他自己个体自我调整进入对世界的思考中。作为自然的孩子，人仅在他与自然环境联系中被理解，因此，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中都有明确的教育意义。

（2）几何学

黑格尔认为，几何学是对空间关系的统一的、抽象的规则的学习。它有一个特殊的教育价值，即使学生习惯于坚持在每种情况下结果的绝对性和精确性。这种思维习惯在所有学习中都有无法估量的价值。

几何的学习适合于基础教育的需要。因为平面几何的形状简单，而且，在地理学中，已经具备了几何形体教学的基础。

（3）绘画学

黑格尔认为，绘画学涉及在几何（或形式的语法）中一样有效的、统一的规则。学生通过应用这些规则，发展对美的感受力。在人类历史中，绘画（包括模仿）发展了理想化的世界。绘画是通过人自身的学习和尝试去再生产的完美的形式的产物，也是人内部精神生活的一个本质阶段。

绘画的教学，包括对世界伟大艺术生产中重要历史因素的学习。其教育价值不仅有一种正式的智力的特征，而且有重要的伦理特征。

3.过程

过程的学习的教育意义是使能量在现实世界中呈现它自己的本质联系。它有以下三种形式：无机的过程、有机的过程、人类历史过程。

（1）无机的过程

自然是人类历史的先决条件，它能引导人类生命有秩序地向最高点发展。黑格尔提出了自然发展的一些重要原则，并把这些原则应用于自然领域。对黑格尔的一般哲学理论理解的正确和运用可以为解释现代科学成果提供一条线索。这种解释对于任何系科、任何年级的科学教师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2）有机的过程

有机科学的教师应当使学生认识自然的整个过程，还应当使学生明白思维是世界的本质。黑格尔指出，其教学价值在于：第一，发展观察能力。这种观察能力包含了理解力和判断力。为科学目的的观察不同于为艺术目的的观察。第二，训练学习者的能力，直至他们自己愿意自我发展。

（3）人类历史过程

人的历史是多样的能量特别微妙、复杂的表现形式。黑格尔相信，人类世界的历史是它自己，我们所看到的仅仅是“自由意识中的进步”。历史学习最重要的教育价值是理性。与之相比，智力训练的价值倒在其次。历史的学习不是一本书的学习，而是以一本书为手段的过程的学习。书仅是一种世界大事聚焦的合成。

历史教学需要家庭、国家、教会和学校等所有教育机构协调一致，通过习惯进行教育。

五、训练

黑格尔认为，人生来是邪恶的，人的直接的倾向符合他的动物的本性，唯有通过教育和训练才能使人到达明确的道德生活阶段。在他看来，道德是法的一种，是自由意志在内心中的实现，即“主观意志的法”。他把道德分成“故意和责任”“意图与福利”“良心与善”三个阶段。其中善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目的。只有主观的道德意志的表现才算是真正的道德行为。道德目的要通过一系列的道德行为才能最后达到。因此，他赞成康德“训练或教育使得人由动物性向人性转变”“训练保证人们在成年后遗弃他的动物的倾向”的观点。

学校放弃“法”的追求，鼓励孩子自身方面的兴趣是错误的。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兴趣是“所有邪恶的根源”。他认为，恰恰相反，“孩子必须谨慎地学习‘法’，因为他的意识还不是理性的或成熟的”。因此，教师不应该仅去发现学生高兴的是什么，最感兴趣的是干什么及按照这些去管理孩子，而是应该发现怎样引导孩子对适合于他的正规的事物的兴趣；不是在儿童不规则方面予以迁就、原谅，而是应当引导孩子重视规则。因此，黑格尔说：“教育法的起点，在于注意。注意完全是靠意志的：只有我意志要，才会注意。所以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要求努力；要求我从无数事物中把自己分离出来，从自己的兴趣中分离开来，而去把握住一件一件客观的事物；要求我抑制轻率的判断，而完全听命于客观。”[32]

黑格尔论述了训练的两个方面：管教和修养。

（一）管教

现实生活的具体内容是确定的，因此，作为教育的一个方面，管教使儿童的顺从多少带有强制的方式。管教最终应该使儿童从多变的意愿到达成熟、理性的意愿。

黑格尔甚至认为，儿童是无限的不满足和渴望的地狱。所以，个体只有通过炼狱的痛苦和训练的疲惫才能逃离到一个充实的天堂和神圣的存在。这种毫无疑问的顺从权威适用于孩子的初级意识阶段。

（二）修养

修养是使个性接近成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活动的过程，它对人的个性成长是绝对必要的。黑格尔认为，顺从的思维从未达到个性的充分发展，唯有当顺从的头脑被自我意识个性化，才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通过个体价值方面的修养过程不是一种外部强化，而是一种自发的发展。它可能被规范和指导到理性的途径。学校教育应当坚持从正确观点的判断到使学生理解。从管教到修养，这种变化的本质在于，强调保持主体感受的重要性越来越少，其结果也不是通过严格测试和强迫手段去获得的。

黑格尔还认为，在人的个性成长中，社会方式是不可回避的。事实上，正是这种社会方式，一方面，使学校中的年轻人对社会的兴趣加强；另一方面，他们的特殊兴趣被居于次要地位，使之放弃一些无价值的事物，以及一时的兴致和幼稚的想象。

六、精炼

黑格尔认为，精炼主要是针对人的绝对精神的发展而言的。它涉及艺术、宗教、哲学三个方面。

（一）艺术

艺术是人类思维对美的需要的直接表现，它是思维追求完美的需要的一个侧面。而完美是“现实与理想的一致”，它不是个体偶然的、反复无常的“理想”或一时的喜好，而是它自身永恒的理性理想。

艺术的发展是精神战胜物质的过程。它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象征艺术。用动植物、自然的东西来象征神圣的东西，理念得到模糊的、隐晦的表现，内容与形式不协调，是较低级的艺术。第二阶段是古典艺术。用感性形式表现理念，内容与形式统一起来，比象征艺术前进了一步。第三阶段是浪漫艺术。用精神工具来表现精神，精神统率了物质，是艺术的最高层次。

艺术是美的领域中的最高形式。黑格尔认为，“美就是理念的感性显现”。自然的美与艺术的美不同。自然是神性的外在表现，自然美是不能用清晰言语表达的。它所反映的只是一种不完全、不完善的形态。而艺术美是神的韵律在人的意识且通过人的意识的呈现。艺术美是能表达的。因此，艺术美高于自然美。

这种美吸引着所有年龄阶级的人的成长着的神性，艺术因而成为人类思维教育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学校里，学生学习音乐、文学的另一层含义是因为它们有着训练学生内部思维能力的教育价值。通过艺术教育，使学生在感觉的微妙形式中培养判断力。这种感觉就是自发地选择和热衷于真实而高尚的美。

（二）宗教

真正的艺术产物是内部精神原则的外部表现，这个原则的本质是宗教。事实上，宗教是黑格尔的最重要、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在他看来，所有艺术确切地说都有一个宗教的内容。这意味着分割了艺术和宗教就是分割了美的外部形式和内部本质。艺术没有宗教的内容，就会丧失平衡，而变得虚幻。如果艺术是精炼外部形式，宗教则是精炼内在灵魂。

宗教是艺术的实质是因为它是生命的实质。然而，宗教能被人们认识吗？对此，黑格尔明确指出，宗教是能被教的。一个人认识了宗教有一个确定的内在内容和实质意义，不仅能，而且必须在外在的或客观的方式中认识它。那些否定以宗教作为教育对象的人，就是没有理解教育应以什么为出发点。宗教作为合适的教育对象，是对神学的整个系统的充分延伸。

（三）哲学

哲学是“知识的统一”或“事物的思想的思考”。也就是人的智慧去理解所有真实世界的物体，同时形成理性世界。这意味着哲学是人们去理解、掌握真实的人以及与人的联系中的事物的代名词。

在黑格尔看来，系统的哲学教学应该包括以下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理性的心理；第二阶段由逻辑组成；第三阶段涉及实际的方面——伦理学（有关个体、社会、历史等）；第四阶段应当使学生熟悉哲学历史的一般轮廓；第五阶段是彻底的、全面的分析。

但是，黑格尔的这些思想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他认为，哲学是理性的；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哲学的对象和宗教的对象是同一的。他说：“哲学和宗教的内容、要求和兴趣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宗教的对象如同哲学的对象一样，是存在于真理客观性中的永恒真理本身，是神，是除了神和解释神而外再也没有别的对象了。哲学不是尘世的智慧，而是非尘世的知识……因此，哲学在解释宗教时不过是在解释自己，而当它解释自己时也是在解释宗教。”[33]

美国学者布赖恩特（Wiliiam M. Bryant）在《黑格尔的教育思想》（Hegel’s Educational Ideas）一书中曾经指出：“我们虽然不宜将黑格尔与具有教育先驱者盛名的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赫尔巴特等人相提并论，但是，黑格尔从他的哲学体系的整体出发阐述了其广泛的教育设想，上述伟大的改革者都能从中找到合适的位置和应有的关系。如果在现代教育文献中人们不能找到这一设想，那么这个过错只能归咎于现代的作者。”[34]确实，作为一个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对教育问题的思考有其独特之处。

第三节 第斯多惠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威廉·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f Wilhelm Diesterweg，1790—1866）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教育家。他为德国的国民教育制度的发展进行了不懈的斗争，特别是在德国师范教育的发展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有人称他为“德国师范教育之父”。

第斯多惠于1790年10月29日出生在威斯特法伦州西根市的一个法官家庭。他在西根市拉丁语学校接受中等教育。当时他就对中学枯燥的教学内容和死记硬背的教学方法表示不满。1808年，第斯多惠进入赫尔朋大学。一年后，他转入杜平根大学，学习数学、历史和哲学。1811年大学毕业。

大学毕业后，第斯多惠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812年，他担任了霍尔姆谢城中学的数学和物理教师。1813—1818年，在法兰克福模范学校任教。在这期间，他与裴斯泰洛齐相识。裴斯泰洛齐献身教育的精神和教育思想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820年，第斯多惠担任梅尔斯师范学校校长。第斯多惠担任12年校长期间，他亲自从事教育学、数学、德语的教学工作。他试图按照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原则指导学校工作。在他的努力下，梅尔斯师范学校成为当时德国师范教育的楷模，为德国培养了大批教师。第斯多惠也积累了丰富的师范教育经验。

1832年，第斯多惠转任柏林师范学校校长。在柏林师范学校，他创办了实验学校，并亲自在实验学校任教。由于他积极参加进步活动，1847年被免去校长职务。他积极参加1848年革命，担任“全德教师联合会”主席。1850年，他被迫退休。

但是，第斯多惠并没有被反动势力吓倒，退休后，他仍然积极参加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教育活动。1854年10月，普鲁士政府颁布了反动的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法规。该法规加强教会对学校的影响，降低师范教育和国民教育水平，压制自由思想。规定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忠实的教徒、驯服的臣民、未来的士兵和模范的父亲。在学校中渗透宗教主义、专制主义和沙文主义。对这种倒行逆施的反动政策，第斯多惠毅然撰文进行揭露和批判。1858年，他被选为普鲁士众议院议员后，又利用议会与反动势力做斗争。他的活动得到社会进步人士的广泛支持，迫使政府对法规实行修改。

第斯多惠一生编写了大量教育著作、论文、教科书和教学指导书。他的代表作是《德国教师培养指南》（Wegweiser zur Bildung für deutsche Lehrer，1835 ）。他还创办《莱茵教育杂志》（1827年起），出版《教育年鉴》（1851年起）。通过这两个刊物，他一方面积极宣传新的教育理论，帮助教师提高教育理论素质；另一方面，揭露反动的教育制度，呼吁提高教师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由于他的积极、勇敢的斗争，第斯多惠被尊称为“德国教师的教师”。

二、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一）认识论

第斯多惠认为，有三个因素影响着人的发展：天性、教育和自由自主。教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培养人的智力，这种智力发展与其本质和天性紧密相连。只有天资存在的地方才能发展能力，才有发展的可能性。因此，天性在人的发展中有重要意义。

在第斯多惠看来，天资是造物主安排给人的，是一个人的本身能力和活动可能性的基础，是人们发展能力和力量的胚胎。天资本身不能得到，也不能丢掉，不能接受，也不能赠送。要给天资下一个完整的定义并不容易，但是，教育者能观察到经过发展的天资。人的天资既有相同性，也有差异性。一方面，每一个新生儿都具备人类的普遍的天资；另一方面，儿童不论是身体还是智力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

人的天资是随着时间连续不断地发展的。总的来说，每个人的天资发展过程或变化过程永远是从起点到终点，或者说是朝终点方向发展的。这个发展过程没有间隙或间断，跳跃或飞跃发展是不可想象的。但是，不是所有人的天资在同一时间以同样的方式发展。有些人的天资发展比一般人早一些，这种人是高天资；而一般人则是低天资。针对个人而言，天资可以划分为几个方面，这些方面根据器官的特点相互影响。激发高天资会影响低天资，激发低天资也会影响高天资。由于理解力和理智活动都是以想象力或其他较低智力的活动为前提。因此，活跃低天资是第一位的，是最必要的；培养改变天资则是最重要的，是目的。

第斯多惠认为，人的发展取决于天资和激发两个条件。天资为人的发展提供可能性，激发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两者是相互联系的。一方面，激发必须以天资为基础。如果激发不符合天资，就会出现两种可能：一是激发根本就不影响天资，二是发展走上违反自然规律的方向。另一方面，没有激发便没有发展，天资也就停止不前。在他看来，教育理论就是激发理论。天资的培养就是有一定目的的激发。第斯多惠以一棵栎树的生长为例，说明天资与激发的关系。一个栎果根据栎果的特点只能长成一棵栎树，这是由栎树的发展规律决定的。但是，是否一个栎果或另一个栎果都会形成一棵栎树，这完全要依赖阳光、温度、土壤以及其他决定发育活力的外部条件。可见，不是整棵的栎树都取决于栎果；只有胚胎才取决于栎果。对人的发展来说，天资相当于栎果，教育相当于外部条件。

就天资、教育与人的自由自主的关系来讲，首先，第斯多惠非常重视自主学习。他说：“发展与培养不能给予人或传播给人。谁要享有发展与培养，必须用自己内部的活动和努力来获得。从外部只能受到激发。”[35]因此，人必须主动掌握知识，占有知识。其次，教育要适时。天资唤醒得越早越容易发展，唤醒得越晚越难变为力量。真正的教育必须力求符合自然规律，不能过早或过晚。

（二）真理观

1.对真理的态度

第斯多惠认为，人们应该正确对待真理。要做到这一点，必须符合以下两个条件。

第一，尊重真理。追求真理就要对真理推崇备至，从内心崇敬真理，以追求真理为乐，得到真理如获至宝，全心全意为真理服务。在第斯多惠看来，那些打着追求真理的幌子干着不可告人的勾当，把真理看成是自己的奴仆的人，真理必将鄙弃他们。

第二，热爱真理。第斯多惠指出，只有真理才会美化人类、圣化人类，因此，真理在世界上占有绝对的统治地位。人们应该全心全意地、大公无私地热爱真理。热爱真理是一个心灵纯洁而高尚的人的可靠标志。

2.真理必须经受检验

第斯多惠认为，追求真理应当以检验那些提供给我们的真理为前提，真理经过检验才能消除谎言和妄想。他引用康德的话说：“在人们屈从之前，人们有权对所有的主张、意见和受人尊敬的学说进行检验，这样的尊敬才是坦率的，而不是虚伪的。”[36]在第斯多惠看来，那些消极的、假设的、未经检验的原理，就像死胎，它在人的心灵中既缺乏活力，也没有生气。

第斯多惠还认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有两方面：一方面是感性认识，另一方面是已知的正确的原理。他反对把格言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他指出，如果用这种错误的观点来判断真理，那么，这种人肯定会放弃对真理的检验，不管它是否可靠，把它们统统看成是真理。

从理论上讲，第斯多惠主张真理必须经过检验的思想是符合唯物论的。从实际上看，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坚持检验真理无疑是向当时的反动当局挑战。这也是他受到政治迫害的一个重要原因。

3.真理是发展变化的

第斯多惠认为，真理本身不是绝对完善的，而是永远向前发展的。对人类来说，没有一种固定不变的原理。它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最终形成了一条永恒的长河。真理只能发展变化，不能持久不变。因此，真理也是相对的。在人的青春时期有符合青年需求的真理，在壮年时期又有符合壮年人的真理。他甚至明确地指 出，基督教文明也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

显然，第斯多惠的真理观吸收了费希特、康德等人的思想，是一种充满资产阶级革命精神的真理观。

三、论教育目的

第斯多惠首先从人生观的角度分析教育的目的。他认为，教育目的与人类的目的是一致的。在人类思想史上，对人类的使命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是宗教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的使命是相信上帝、爱上帝、敬畏上帝、虔诚。第二种是哲学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类生活的目的，就是理性—道德和幸福—真理或幸福—真、善、美—人生。第三种是教育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是完善教育，发挥人的天资、智力和主动性。这种观点把形式的观点与实质要素相结合，提出主动性为真、善、美服务，把它作为人类的使命。

在这三种观点中，第斯多惠首先肯定第三种观点。他指出，人类的奋斗目标就是实现真与善的伟大理想，真、善、美是人类的最宝贵的财富。这是全人类也是个人的最崇高的、永恒的理想。同时，他又吸收了前两种观点。他认为，宗教的思想与哲学的思想既有差别，又有相同之处。从尽善尽美的角度来看，两者是信仰和知识的统一，而最终宗教、哲学、教育的观点是一致的。他指出：“人类自身要勇于担起这一重任，要用教育来解决这一生活的重任，而学校教育就是人的自我完善。”[37]

第斯多惠所说的“自我完善”包括人的自动性和为真、善、美服务。他认为，人的固有本质就是人的自动性。一切人性、自由精神及其他特性都从主动性出发，都以主动性为核心力量。因此，教育延伸的范围再广也超不出主动性。主动性是教育的主观原理，教育最大的注意力应该放在培养学生的主动性上。但是，主动性就其本身而言是空洞的。它必须以真、善、美为客观原理。人的主动性包含知、情、意等方面，其中，主动认识是针对真，主动感情是针对美，主动意志是针对善而言的。换言之，主动性是人的发展的主观基础，真、善、美是人的发展的客观方向。

从理论上说，自我完善意味着一个人的发展应该是和谐的。但是，第斯多惠指出，和谐发展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有些人希望通过和谐发展培养出一个完善的人，标准的人。他认为这是不现实的，因为这种标准人只是教育人的最终目标和理想，实际上不是所有的人都具备这种天资上的广泛性。因此，标准人是可望而不可即的，它只能是人类的理想而已。

那么，在教育中应如何体现和谐发展呢？第斯多惠认为，首先，和谐是针对全人类而不是个人而言的。“普遍的和谐在一个人的身上是找不到的，只有在全人类中才能找到普遍的和谐”[38]。和谐培养的思想长期以来被人们片面理解和歪曲了。教师强求一律用同一标准来发展每个人的天性。其实，“每一个人和全人类相比都是片面的，而且都是片面发展的……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特长，成为一个完美的人，那么，人类社会将形成一个和谐的、完整的统一体，就会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一有机整体中人尽其才，物尽其用”[39]。其次，和谐是针对个体的身体和精神统一而言的。人是由身体和精神构成的完整的统一体。身体影响精神，精神影响身体，两者是相互依存的。和谐发展要求全面发展身体和精神，不能把两者割裂开来。

从上述观点出发，第斯多惠提出：教育的最高目标或最终目的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培养独立性。一切教育的首要任务就形式而言，就是激发学生的主动性。

四、教学论

（一）教育学、教学论与方法论

第斯多惠认为，从广义上讲，教育学是有关教育人的（有意识和有觉悟）活动规律的科学，它是根据教育规律和规则以及教育应用实践经验提出来的。但是，与其他科学相比，教育学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科学体系，它只是一部未完稿或试作。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教育学本身不是一门独立的纯科学，而是一门有依赖性的科学。教育学依赖哲学、人类学、心理学、宗教学等。人们在这些学科上意见的不一致必然会导致教育观的差异。

其次，教育学的大部分规律来自经验和生活本身。也就是说，教育学中的许多规律和原则都有时代性和民族性，人们不可能提出一种适合每一地区和每一时代的教育学说。因此，不存在万能的教育学。

再次，教育学是一门与人打交道的科学。人是生活在经常变化和不断运动的发展过程中的，教育学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决定了这门学科处于不断发展之中。

第斯多惠认为，教学论是全部课堂教学规律和规则的科学，是教育学的一个分支。它的主要任务是研究课堂教学以及培养学生智力的方法，提出课堂教学对象的细则和课堂细则。而方法论则是教学论的应用部分。它根据不同的教学目的、内容、形式以及其他教学目标的细则，提出不同的具体的规律和规则。

（二）影响教学的因素

第斯多惠认为，以下四种因素对教学产生影响：（1）所教的对象，学生——主体；（2）教学学科、教学内容和学习材料——客体；（3）学生所处的时间、地点和外部关系；（4）教师。

在第斯多惠看来，这四种因素不是截然分割的，而是有机联系在一起的。教学的目的是培养人，一切学习都是为了培养主体。因此，其他因素只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教学应该围绕学生这个核心旋转。教师应该付出自己的全部心血和力量作为教育学生的手段。教材同样也只是手段，学生不是为了教材而学习的，教材应该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因此，教学不应当先考虑客体，而应当先考虑主体。

（三）形式教学与实质教学

教学应该以发展智力还是以传授知识为主，文艺复兴以来，教育理论界一直有争论，实际教学过程中也有不同的做法。对此，第斯多惠指出：“课堂教学往往会产生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教师教学生熟悉某一种教材，教会学生一种知识或一种技能，使学生提高对教材的理解能力；另一种倾向是教师通过教学培养学生的能力。第一种情况是教师以实质教育为目的，后一种情况是教师以形式教育为目的。”[40]

第斯多惠认为，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是相辅相成的，人们不能把它们截然分开。一方面，学生要掌握知识必须依靠学习能力。教师如果给没有适当的能力的学生增加学习内容，学生就不可能消化这些知识。因此，学生越不成熟，教师就越要在发展学生的智力上下功夫。学生越成熟，学习的能力越强，就可以加大学习的分量。另一方面，学生的智力发展离不开教材，教材是学生智力发展的血液。因此，所有的课堂教学都是以教材为基础的，学生必须熟悉并学会教材。如果达到了这一步，那么，教学既是形式的，也是实质的。显然，形式教育只有在实质教育中才能形成，实质教育只有在形式教育中才能产生。

然而，形式教育与实质教育相互依存并不意味着两者没有主次之分。第斯多惠认为，相比之下，形式目的应该在教学中放在首位，是最后的目的。

（四）教学原则

1.遵循自然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教学必须遵循自然或天性。他所说的“自然”“天性”主要是指学生的心理特点。对教师来说，最重要的是首先认识人的一般天性和特殊天性，然后才能有的放矢，因材施教。不相信人的天性便不可能有符合自然发展规律的好的教学法。违背儿童的天性，违反自然发展规律的教学法就是错误的，应当坚决摒弃。

因此，遵循自然是我们追求的最崇高的理想，是对每一个教师的最高要求，是一切课堂教学的最高原则。其他一切原则只能处于从属的地位。

2.遵循文化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个别的人不是抽象的，不是生活在一个抽象的时间和抽象的地点，而是生活在一个具体的时间和具体的地点和环境。因此，“在教育时必须注意人在其中诞生和将来生活所在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一句话，应该注意包罗万象的全部现代文化，特别是当地的特有的文化”。[41]在制订一切教育方案时，必须考虑时代的精神文明以及民族的民族性。

第斯多惠主张，教育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应该把遵循自然和遵循文化协调起来。但是，两者有时会发生冲突，这时遵循文化应该让位于遵循自然，因为遵循自然是最高的原则。

3.连续性与彻底性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学生智力的发展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此，教学必须遵守这一规律。但是，学生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对一个学生来说是不间断的教学，对另一个学生来说可能是间断的。因此，教师必须有步骤地引导学生进入年龄和天性相符的主动性阶段，以便发展学生的主动性，使学生彻底认识事物的本质。

第斯多惠又认为，彻底性并不意味着教师在课堂上翻来覆去地讲个没完没了，而是应当引导学生主动学习，使学生在学习中主动上升到下一个学习阶段。为此，他批判了教学中满堂灌的现象，认为这种教学方法不利于培养学生的理解力、记忆力和兴趣。理想的教学是教师尽可能少教，只能教给学生最主要和最基本的知识。这样，教师就可以全面而彻底地施教，学生的学习也扎实而彻底。

在第斯多惠看来，教师要在教学中贯彻连续性和彻底性原则，首先必须全面彻底地了解学生的每一个具体的观点和意见，不了解学生就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教学。因此，学生的立场就是课堂教学的出发点。

4.适应性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教学适应学生的需要包括教学内容适应学生心理发展水平和将来社会生活两个方面的含义。为此，他建议：首先，教学要适应学生的心理承受能力。第斯多惠指出：“现在我们有些教师把学生都教傻了，使学生变得呆头呆脑，目光短浅，有许多学校现在简直是变成了愚昧促进机构，把学生弄得个个萎靡不振，暮气沉沉。这就是教师把难题和费解的知识强灌给学生的恶果。”[42]因此，学生必须学习自己能够理解的知识，教师不要对学生讲授他们不能理解的知识。其次，学习有用的知识。针对当时学校传授的知识与学生将来的生活不一致的现象，第斯多惠主张，教师不应该讲授对学生未来不再有意义的知识，以免学生将来回首往事时为自己曾在学校中虚度光阴而后悔。

5.直观教学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人的智力发展是从观察外部世界开始的。客观事物给人以刺激，引起感觉，使人进行观察，然后对事物产生直接的想象，最后在直接想象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概念。可见，人的一切认识的基础是感觉、感受。概念必须建立在直观的基础之上。学生的学习过程也是如此：“所有青少年的明确的认识都是来自直观，产生于直观，无论是认识外部事物还是认识内部精神状态，都是来自直观本身。”[43]

在第斯多惠看来，直观教学的要求是：从直观出发，继续进展到思维，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这一教学原则适用于全部学科的课堂教学。

6.循序渐进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循序渐进是建立在遵循自然原则和直观教学原则的基础上的。它包含以下四个方面的内容。

（1）由近及远。一般地说，具体、直观总是近的，抽象总是远的。但是，人们不能绝对地、孤立地运用直观原则。有的精神生活看起来似乎离我们很遥远，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又离我们很接近。

（2）由简到繁。一般地说，教学应该是由简单到复杂的，便于学生学习与理解。

（3）由易到难。通常简单就是容易，复杂就是困难。因此，由易到难总是与由简到繁相互联系在一起的。教学要从理解最简单的容易感觉的部分开始，这是与人的思维过程一致的。

（4）由已知到未知。这一要求与上述要求是一致的，而且为其他要求之冠。学习一切事物都是从已知到未知，并且用已知来作比较和综合，以便掌握未知，使未知转化为已知。在教学中遵循这一原则尤为重要。已知的总是清楚的，未知的总是模糊的，教学总是从清楚到模糊的。

7.启发式原则

第斯多惠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学生获得了多少知识，而在于彻底掌握和运用所学到的知识，发展学生的智力。要获得这种结果，必须采用启发式教学。

第斯多惠指出，启发式教学是最困难的，也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教师往往在课堂教学中并不急于给学生讲解知识，而是根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向学生提问，启发学生主动发现问题，自己去寻找答案；让学生在学习中产生新思想，获得新知识。

在第斯多惠看来，判断一种教学方法是说教还是启发式的不能仅仅从表面上看。说教和启发都有讲授和提问两种教学方式，因此，无论是用讲授方式讲解教材，还是用提问方式阐明教材，都只是表面现象。关键在于教师是否激发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学生是否进行独立思考、发现问题、研究问题。

（五）学习方法

第斯多惠认为，学生只有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效果。为此，他建议学生要做到以下几点。

1.精读

学生不能看到什么书就读，要有目的、有选择地读。而且，学习要扎扎实实。读一本书就要彻底领会和理解每一段、每一个概念、每一句话的含义。碰到不理解的地方，应该在模糊点上多下功夫，反复琢磨，反复研究，直到全面掌握为止。

2.温故知新

温故知新的最大好处在于能够提高人们的思维能力。在不同时间内阅读同一作品，往往会产生完全不同的理解和体会。反复阅读有利于提高人们的理智、判断力以及思维的活动能力。

3.勤做笔记

勤做笔记是一种严谨的读书态度。一方面，要勤做读书笔记。这样不仅可以应付不时之需，而且可以防止片面考虑问题、看书不动脑筋和粗心大意。另一方面，要做心得笔记。总结一下自己的学习心得，并把它记在笔记上，以供以后思索和交流。

4.互相交流

为了真正培养智力，大家要经常举行思想交流的聚会。在交流中要允许意见分歧，允许自由发表意见。这样，既能锻炼思维能力，也能锻炼表达能力。

五、论教师

（一）教师的地位和作用

作为德国师范教育的先驱，第斯多惠十分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

第一，教师应当受到学生的尊重。从教师的感情、奋斗的目标以及他们所要代表的人来说，都要求学生尊重教师。尊重教师与尊重儿童的自然天性不仅是不矛盾的，而且是相得益彰的。

第二，教师应当受到家长的尊重。教师承担了最艰巨的神圣义务，用课堂教学来培养和教育儿童的灵魂、情感、智力和身体并且身体力行。所以，家长不懂得尊重教师是最大的愚昧无知。

第三，教师应该受到同事的尊重。教师应该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群体，相互之间同心同德，共同为教育事业而献身。为此，大家要团结互助，取长补短，经常交流教学经验，共同提高教学水平。教师不能无视同事的权利和贬低同事等，否则，会影响同事之间的相互尊重。

第四，教师应当受到上级的尊重。教师要得到上级的尊重，首先必须尊重上级，改变粗暴的工作作风。

第五，教师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他认为，教师的工作关系到人类的未来生活，理应受到人们的尊重。

（二）对教师的要求

1.自我教育

第斯多惠认为，教师的重要使命是促使学生追求真、善、 美，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天资和智力。认识到这一崇高的任务，教师就得首先加强自我修养。教师只有先受教育，才能在一定程度上教育别人。凡是不能自我发展、自我培养和自我教育的人，同样也不能发展、培养和教育别人。因此，教师只有不断地进行自我教育、自我培养、自我完善，才能胜任自己的职业。他说：教师“必须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努力促进真正的文化教育事业，进行终身自我教育，这对教师来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神圣职责。”[44]

2.教师要有崇髙的责任感

第斯多惠认为，教师应恪尽职守。只有兢兢业业地教学、孜孜不倦地工作的人才能担任教师。针对当时教师工作任务重、待遇差的状况，他一方面呼吁提高教师的待遇，另一方面希望教师保持“安贫乐教”的美德。

3.教师要有良好的素养和教学技能

第斯多惠认为，教师是负有上帝和国家使命的人，首先应该具有良好的素养。他说：“你们要有日耳曼人的力量，莱辛的机敏，黑贝尔的感情，裴斯泰洛齐的热情，蒂利希的明智，萨尔茨曼的口才，苏格拉底的聪明和基督耶稣的爱。”[45]这种人才能承担起崇高的使命。其次还应该具有良好的教学技能，这样才能出色地完成教学任务。

第斯多惠是“近代学校”的维护者和近代教育学的理论代表。他与其他教育思想家的努力和斗争对19世纪70年代后的德国国民教育复兴起了重要的作用。从教育思想的发展来说，第斯多惠的教育思想是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重要一环。他还努力把他的教育思想运用到教师的培训中去，推动了德国师范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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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19世纪初在德国出现的。它提出教育上的无功利性的价值取向，强调人性的和谐与人格的完善，重视古典文学和古典研究在人的精神培育中的作用，并努力把新人文主义思想付诸教育实践。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洪堡（K. W. von Humboldt）。这一教育思想对19世纪德国的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走上了正规化和近代化的道路。在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影响下，德国大学特别是柏林大学的模式以及所形成的原则精神，至今对世界各国的大学教育仍起着积极的作用。

第一节 新人文主义和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

一、新人文主义

何谓“新人文主义”？“新人文主义”与人们通常所说的“人文主义”相比，究竟“新”在何处？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首先要搞清楚人文主义这一历史现象。“人文主义”这一概念是欧洲在“人文运动”（Gelehrtenbewegung）即文艺复兴运动中产生的人文主义者所反映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人文主义者汲取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积极、健康的因素，以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新兴资产阶级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鸣锣开道。人文主义者对古代希腊、罗马文化中的俗世性、思想自由、个性发展、探究精神备感兴趣。他们崇尚人的价值，以对抗神权至上，主张接近大自然以取代牢笼式的经院生活，提倡以追求快乐的生活代替禁欲主义，以研究自然、揭露自然的秘密代替读经。人文主义者号召回到希腊罗马，以作为摆脱中世纪阴影的方便途径。他们提倡从读经转向阅读古代希腊罗马的著作。人文主义者的新鲜、活泼、积极、向上的思想形成了对中世纪意识形态的有力冲击，在封建主义的上层建筑中开了一个缺口。

“新人文主义”这一概念一方面与德国精神发展史紧密相连，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是整个欧洲人文主义运动在德国的具体表现。1700年英伦三岛、法兰西及尼德兰文人对古希腊精神重新产生强烈的兴趣时，不久在德国的“古代文化学”也应运而生。与旧人文主义运动所不同的是，德国的新人文主义较之古罗马更加注重古希腊文明，更加注重诗学，特别是对《荷马史诗》的研究。德国新人文主义早期代表人物是格廷根大学的盖斯纳（M. Gesner）、哈勒大学的沃尔夫（F. A. Wolf）和莱比锡的埃奈斯梯（Ernesti）。以他们为核心的德国早期新人文主义者主要是普鲁士的一些新教贵族知识分子，这些知识分子试图在教会以外寻求新的认同客体，他们在卢梭身上看到了自然，在温克尔曼（Johann Winckelmann）身上看见了古希腊。他们认识到，古希腊人与自然的联系非常紧密，古希腊的艺术和哲学因此是自然的艺术和自然的哲学。回归古希腊，对新人文主义者来说，是对当时流行的法兰西宫廷文化和文学的反叛，甚至是对正统基督教的某种叛逆。德国的新人文主义在“狂飙突进”和古典主义时期发展到高潮，同样，在这一土壤上开出了以康德、费希特、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的绚丽之花。新人文主义也是普鲁士政治和教育改革时期的主要理论依据，新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大约产生于1800年。[1]它一方面以康德的伦理学为基础，结合了席勒的美学教育；另一方面吸收了歌德的理想主义、洪堡的语言哲学等。新人文主义的核心是通过“形式教育”培养完全的人及和谐的统一体。当然，“新人文主义教育”这个概念并不是当时就确立的，而是柏林大学教授鲍尔生（Friedrich Paulsen）在1885年回顾这段历史时采用的。[2]

二、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

首先，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影响下，新人文主义看重精神培育，即人性的和谐与人格的完善。“在新人文主义者看来，大学的任务是培养具有古希腊精神的个性充分发展的人。”[3]例如，德国戏剧家、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席勒（J. C. F. von Schiller）曾反复强调：“要发展人的多种素质”，要培养“完美的人”，要使“人性自由地发展”。[4]

其次，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价值取向是非功利性的，因此，不把职业训练作为教育的重点。席勒说：“职业精神陷入在对象的单调圈子里，这样自由的整体必然从职业精神的眼中消失，同时使这一精神领域更加贫乏……专业的人往往具有一颗狭隘的心，因为他的想象力限制在他的单调的职业圈子里，而不能扩大到陌生的表现方式中。”过分强调职业精神，会“成为迂腐的局限性的牺牲品”[5]。

最后，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十分重视古典人文学科和古典研究在教育中的作用。鲍尔生说：“新人文主义时期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论证德国人和希腊人在精神生活方面具有密切关系。……新人文主义者在学校中兴起了古典文学研究的革命运动。”[6]

第二节 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卡尔·威廉·冯·洪堡（Karl Wilhelm von Humboldt，1767—1835）是在德国18世纪末19世纪初新人文主义鼎盛期涌现出来的杰出思想家。他作为普通语言学的奠基人，在语言学研究方面著作等身，并专门探讨过汉语和汉字的问题。但洪堡的语言研究是他在新人文主义的时代氛围下对“人的研究”（das Studium des Menschen）的一部分。他对人的研究不仅旨在探索人的精神世界，追求古希腊人精神和肉体和谐统一的理想，而且努力把新人文主义思想付诸教育实践。因此，洪堡是德国重要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他不仅与歌德、席勒有着深厚的个人友谊，而且还共同创立了德国历史上的古典主义，被称为是在德意志辉煌的古典主义金字塔的鼎足之一。洪堡在文化哲学、政治学和教育学上对德意志民族的深远影响超过歌德和席勒，尤其是他领导了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不仅在德国，乃至在欧洲的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生平与教育活动

1767年6月22日，洪堡出生于普鲁士王国波茨坦的一个贵族家庭。父亲曾是普鲁士军官，母亲出身豪门。洪堡家庭与普鲁士王室和贵族阶层的关系一直相当密切，这对洪堡的生活氛围和所受的教育影响很大。欧洲贵族阶层素有请家庭教师来教育子女的传统，洪堡家也不例外。洪堡家庭请了当时著名的教育家和儿童文学家卡姆普[7]（Joachim Heinrich Campe）给孩子启蒙。卡姆普是德国早期民主思想家，他的思想深受法国启蒙主义教育家卢梭的影响，主张人皆天赋善性，教育应顺乎自然，促进个性自由发展。这种根植于古希腊文化的人本主义思想对洪堡的童年教育和对洪堡日后形成德意志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作用不可低估。卡姆普虽于1777年离开洪堡家，但洪堡成年之后一直与其保持交往。此后，洪堡家庭又短期请过几个家庭教师，但都不甚理想，最后决定由孔特（Gottlob Johann Christian Kunth）接管洪堡兄弟俩的教育。孔特虽是一个迂腐乏味的学究，但他学多识广、博古通今，他对洪堡兄弟的教育影响了他们的一生。特别是洪堡父亲1779年去世后，孔特实际上承担了全面负责洪堡兄弟俩教育的任务。

1787年，洪堡和他的弟弟由孔特陪同前往法兰克福大学学习。一个学期后他转到格廷根大学。格廷根大学是当时欧洲进步思想的圣地，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主要发起人夏夫特斯堡（W. Shaftesbury）、盖斯纳、海纳（Ch. G. Heyne）都是这座古老大学的教授。格廷根四个学期的学习，对洪堡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转折，格廷根大学的早期人文主义气息对洪堡的影响不亚于日后在耶拿大学与古典主义代表席勒、歌德的交往。在格廷根，他马上成了新人文主义的忠实追随者。

在格廷根大学期间，洪堡所交往的朋友都比他年长。他开始“成型”，开始走他独特的人生道路。1788年9月至1789年1月，洪堡由格廷根出发，在美茵茨河和莱茵河流域做了第一次长途漫游。他在杜塞道夫拜访了德国新人文主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亚考比（Friedrich Heinrich Jacobi），两人一起探讨了康德哲学。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和通信一直保持到亚考比去世。

1789年7月18日，巴黎市民冲破巴士底狱后的第四天，洪堡与童年时的老师卡姆普结伴，由布鲁塞尔前往巴黎。和当时大多数的贵族学者有所不同的是，洪堡不仅只是想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增加人生的阅历，而是要亲自去巴黎向法国大革命致敬。

1789年底，洪堡在柏林普鲁士高级法院任职，后又在外交部当见习生。然而，1790年他辞退了官职，回到了自己的书斋。1794年，洪堡前往耶拿大学，因为那里集中了当时著名的人文主义思想家歌德、席勒、费希特等。

1796年母亲去世后，洪堡则举家迁往意大利，后因战争而辗转维也纳和巴黎。在这以后的近10年时间内，除了1801年短期回国外，洪堡主要生活在欧洲各国。1802年，洪堡在普鲁士驻罗马教廷办事处谋得一个闲职，这样他有机会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西方古代文化的研究之上，特别是放在古希腊文献残片的研究之上。这一系列的考察研究对洪堡逐步形成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1806年，普鲁士在普法战争中的全面崩溃更加唤醒了洪堡对德意志国家和德意志民族的忧患意识。1808年，洪堡回到柏林。到柏林时，看到国土沦陷、民心涣散的社会现实，与费希特一样，他迅速地走出理论和古典主义理想的梦境，投身于民族救亡运动。1808年后，在普鲁士具有进步资产阶级思想的贵族的积极倡导下，普鲁士国家开始在政治、军事、经济、农业和教育等领域开展了广泛的改革。普鲁士自由主义贵族、普鲁士政治改革发起人施泰因男爵（Freiherr von Stein）推荐洪堡担任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洪堡起初很犹豫，再三推辞，但1809年2月20日，普鲁士国王仍正式任命洪堡为内政部文化教育司司长。从此，洪堡开始了他为期16个月的教育改革，史称“最有影响的文化教育司司长”。他上任仅仅14个月之后，即于1810年4月29日提出了辞职申请。1810年5月25日，普鲁士国王接受了洪堡的辞职申请。洪堡在短短的时间内为普鲁士教育改革做出了一系列影响深远、意义重大的决策。

洪堡后来还担任过枢密大臣、普鲁士政府驻奥地利大使等职。去职后，他从事理论研究。洪堡晚年研究的重点是语言哲学和纯语言研究。洪堡从人类不同语言的不同结构出发，探讨了人类精神发展的阶段性和异同性的问题，因为洪堡认为语言乃是精神力量的主要表现形式，介于人与世界之间，要了解人，要了解一个民族的特性，必须从语言着手。由此，可进一步看到洪堡的基本立场。

1835年4月8日，洪堡在柏林逝世。

二、洪堡与新人文主义教育

洪堡是德国教育史上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不仅在科学理论上，同时也在教育改革实践上丰富了新人文主义。1793年，洪堡在《关于古代研究，特别是有关古希腊研究》和《简论古希腊人》等文中提出，学习古希腊主要不是为了获得美感，而是增长历史认知，起一种“形式”作用。洪堡认为，古希腊作为人类童年期的民族和国家符合卢梭理想的自然人，它所具备的特点更接近纯粹的人性，而受民族、习俗、阶层和社会职业分工限制的现代人正好可以“历史”地通过古希腊了解本真的含义。因此，在这层意义上学习古希腊，对洪堡来说首先是一个人和对人教育的问题。洪堡的新人文主义精神在于，学习古希腊一方面要借鉴历史，认识古代民族的特点；另一方面在于回归现实，并不照搬古代。因此，洪堡的新人文主义在本质上超越了盖斯纳、海纳和沃尔夫。例如，洪堡在评价席勒的新人文主义精神时说：“席勒认为以古希腊为榜样，目的在于最终放弃古希腊这个榜样，这是个天才性的思想。”[8]他还认为，歌德也是一个以古希腊精神为本质、但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人，是人性完美化的典范。因此，在洪堡看来，只要学习以歌德、席勒为代表的古典主义文学，就不必再去学习古希腊的东西了。

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主要表现在建立柏林大学上。柏林大学的建立使德国新人文主义运动在建设新式大学方面有了完美的终结。此外，它还表现在德国特有的文科中学（Gymnasium）的建构思想上，新人文主义取代了原先的神学中心论。德国文科中学直至今天仍保留着语言文学，特别是古典语言文学为中心的特点。值得一提的是，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是与启蒙教育思想格格不入的。启蒙教育重视的是以客观社会生活为目的，以科学实证精神为宗旨的教育，是面向客体的。而新人文主义教育则更关心人和个体、自我的问题，是面向主体的，语言则被视为人的存在之本质。新人文主义教育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特别是在人的异化过程中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洪堡曾指出：“即便是最下层的临时工也和受过最良好教育的人一样具有同等的、原始的人性，人人都有人的尊严。”[9]当然，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难免有主观唯心主义的痕迹。

三、对教育改革的设想

普鲁士的教育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施泰因—哈登贝格改革运动中的最后一个环节。这场改革运动最初集中在农业、政府机构和经济方面，后来又扩展到教育方面。从教育改革的目的来看，旨在以新人文主义理想来培养资产阶级“新人”。

洪堡在成为普鲁士的文化教育司司长之前并未从事任何教育方面的工作，并不是教育家，而是一个自我主义者。他似乎并不具备教育家的天分，不仅没有任何教育实践，而且在教育理论方面也没有特别建树。尽管当时报纸杂志上接连不断地探讨教育和教学问题，但洪堡在1809年之前并未参加这方面的讨论。他的《国家功能之界定的理论尝试》（Die Grenzen der Wirksamkeit des Staats）一文尽管涉及教育问题，但其着眼点主要是国家的权限和人的自由发展的关系，而没有具体阐述教育的方法或其他教育家所关心的问题。但如果我们把新人文主义思潮看成当时的时代精神，并把教育家首先视为是注重内在修养和品格完善的人，那么，毫无疑问洪堡是这样的教育家。因为对洪堡来说，最重要的是“做人和做有教养的人”[10]，他把教育视为人的本质，所以一旦委他以教育改革之重任，他就能把新人文主义思想全部注入教育，形成以人为本的教育思想。从这层意义上讲，他的教育思想达到了极高的境界。

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是“普通教育”（Allgemeinbildung），这一概念包含多层意义，并在洪堡的论述中反复出现，可以说是洪堡教育理论的原点和终极。德语词“allgemein”可译为“普通的”“全面的”“一般的”和“完全的”等意，在此与“教育”（Bildung）组成合成词，本文选择了“普通教育”的说法，主要是从洪堡反对封建的等级教育、提倡人本思想出发而言的，洪堡意义上的教育是普通的、因而也是普遍的。洪堡的“普通教育”观和当时很有影响的卢梭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即人生来是自由的、平等的，在自然状况下，人人都享受着这天赋的权利。只是人类进入文明状态之后，才出现了人与人的不平等，产生了特权和奴役现象，使人失掉了自己的本性。在这个基础上卢梭提出了他那著名的“自然教育”观，而洪堡通过他的“普通教育”，强调要通过教育把人从等级制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因此，洪堡的教育改革目标是：“促进普通教育……普通教育要在普通学校、而不是在为某些特殊目的设立的学校进行。”[11]

在洪堡看来，“普通教育”和“特殊教育”（spezielle Bildung）是两种不同本质的教育方向。“通过普通教育应使全部力量，即人自身得到强化和协调，获得升华；而特殊教育的目的仅仅在于让人获得实用的本领。”[12]可见，洪堡的“普通教育”概念始终涵盖了完全的人的培养的含义。洪堡1793年前后曾写过一篇题为《人的教育理论》（Theorie der B：Idung des Menschen）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洪堡认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二者必须结合起来，因为所有的科学都只有扎根于完全的人，扎根于人的完美的内心世界，才有意义。完全的人的培养目的在于促使每一个人得到和谐的发展。在洪堡看来，教育要把人真正当作人来培养，充分激发人内在的生命力，开阔人的视野，而不应该跟在某个具体的教育目的后面亦步亦趋，受制于“用”。因此，教育必须从“体”上着眼，应是“全面的”，即要唤醒人的内在的所有力量。洪堡写道：“人的真正目的——这儿指的是由人的永恒的理性、而不是由变化无常的兴趣爱好所决定的目的——是通过最高的、最合理分配的教育成为全面发展的人。”[13]

洪堡认为，教育除了必须是“全面的”之外，还必须是“纯粹的”，即教育除了发展人的内在能力之外，不再包含其他目的。教育的全面性不是要培养全才或是百科全书似的人物，也不是向人传授知识和技能，而是让人成为自由的研究者和创造者，让人具备去发现客观世界的能力。

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虽然与以“用”为主的启蒙教育思想相左，但并不完全反对职业教育。他反对的只是单单根据职业和市场的需要去培养人。传统的封建等级社会中的各行各业就是按等级划分的，如果现在的教育改革以改善职业教育为目的，那么这无异于去促进等级教育，去恢复和振兴日趋没落的等级社会。所以，洪堡强调，任何职业教育必须以普通教育、以培养完全的人为前提，任何一个年轻人，无论他的门户出身，无论社会有什么需求，他都有权获得与人的尊严相符的教育。因此，洪堡不赞成把学校划分为贵族和平民学校，或是普通和职业学校。对他来说，学校及课程必须是统一和连贯的，每个人所受教育的区别在于就学时间的长短和由此产生的学习内容的多寡。洪堡指出：“每一个人，甚至是最穷的人，都应获得全面的人的教育。每个人获得的教育都应是全面的，所受教育的不同局限至少不能妨碍教育的进一步实施。每一个智力正常的人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属于他的位置，都可以在自我的逐步发展过程中寻找自己的命运。大多数人在离开学校后，至少有一段从纯粹的课堂到特殊机构的过渡。”[14]

洪堡在他1809年拟订的《哥尼斯堡学校计划》（Derkönigs-berger Schulplan）和《立陶宛学校计划》（Der Litauische Schulplan）中精辟地阐述了如何推行“普通教育”的学校体制的设想。前者是他为在哥尼斯堡召开的改善教育事业的会议所做的准备，而后者则是他去立陶宛考察时的笔记。在这两个计划中，洪堡都极力呼吁建立统一的、连贯的“普通教育”体制。洪堡把教育过程视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这样他把设想中的“普通教育”体制具体划分为三个阶段。他不仅在《哥尼斯堡学校计划》，而且在《立陶宛学校计划》中都强调了这种划分。洪堡说：“从哲学上讲，教育设置应分为三个阶段：初等教育、学校教育（指中等教育）、大学教育。”[15]“作为自然阶段我只认可：初等教育、学校教育、大学教育。”[16]

“普通教育”则是三个教育阶段的核心。在《立陶宛学校计划》中，洪堡写道：“整个民族或国家，而非某个阶层所支持的学校，必须以普通教育为目的。生活的需求或行业中的具体需要，必须在结束了普通教育之后另行获得。如果两者加以混淆，那么教育就不纯正，结果既无法获得完全的人，也无法获得隶属各个阶层的纯粹的公民。”[17]国家公民和人在洪堡看来是两种互相对立的目的，由此产生两种互相矛盾的教育制度。洪堡带有强烈新人文主义色彩的“普通教育”，是对人、而不是公民的“全面的、纯粹的”教育，其目的是培养自由的人，而不是“把人从小就当作国家公民培养，从而使人的存在为公民的存在付出代价”。[18]因为在他看来，首先只有完善的人，才能成为民主国家中完善的公民。

在上述三个教育阶段的基础上，洪堡设想建立一个从初等学校、文科中学直到大学相互衔接的单轨制学校体系。在这个体系中，教学的每个阶段都和下一阶段挂钩，使毕业生或是能进入更高的学习阶段，或是结束“普通教育”进入生活，接受职业培训。值得重视的是，在洪堡构想的“普通教育”的三个阶段中都不直接包含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必须放在普通教育之后进行。无论在上述的哪一阶段，教师都是从事“普通教育”的，他们的任务是培养下一代走向生活，使他们或是具备继续升学的能力或是中断学习，选择工作。所以，应该说，洪堡的“普通教育”的三个阶段包含了双重的可能：一是学生可以进入“普通教育”的更高阶段；二是学生可以进入社会，参加职业培训。从这个意义上讲，洪堡尽管反复强调教育的全面性和纯粹性，反对由国家出资兴办进行职业和技术培训的公民学校，主张把这种学校作为非正规学校，从三级教育体系中分离出来，但正是他的这种主张和他的“普通教育” 中所包含的双向可能导致了后来德国的双轨制职业教育的发展。

四、论初等教育

关于初等教育，洪堡在《哥尼斯堡教学计划》中写道：“初等教育仅仅是要让学生具备领会思想、口头表达、书面表达和理解文章的能力，使学生克服各类主要表述能力方面的困难。初等教育还谈不上是真正的教学，而只是为教学所做的准备，为教学创造条件。因此，初等教育只涉及语言、数字及度量等基本技能，用母语教学，因为采用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对初等教育来说是无关紧要的。但如果此外还添设地理、历史和自然史的课程，那么这样做也不无道理。一方面是通过多方面的运用来加强经初等教育而发展起来的能力及参加初等教育所必备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也要考虑到那些结束初等教育后直接进入生活的学生，为此初等教育又必须超越最基础的教育。”[19]

为了进一步理解洪堡这段有关初等教育的论述，在这里有必要回顾一下18世纪末19世纪初普鲁士的教育情况。当时尽管开始推行义务教育，但学生的父母大多没有受过人文主义的“普通教育”，至多只获得过一些宗教方面的教诲，而不具备阅读、书写和计算的能力。以减少普鲁士的文盲为目标，通过初等教育造就断文识字的一代，要求每个人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必须具备书信交流的能力，这种教育方针在当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但洪堡在推行他的这一人文主义教育方针时，却阻力重重。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是传统家庭需要孩子作为劳动力，孩子就学意味着劳动力的直接损失；其次，当时有许多教师并不合格，没有完全掌握阅读、书写和计算的能力；再者，国家方面也有阻力，国家担心断文识字的臣民不再安于务农。当时流行的启蒙主义教育观点就是小学要和职业需要直接挂钩，因为家境贫困的学生一般不能继续升学，所以要利用初等教育来学点实用的知识。而洪堡提出初等教育主要是要让学生掌握基本技能，至于获得什么知识、采用什么教学内容并不重要，这个看法是有深刻含义的。在以“普通教育”为准绳的初等教育中，洪堡认为，阅读和书写的技能不应片面地从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一类中获得，不能和具体的应用混为一谈。也就是说，学生不是通过初等教育获得阅读某一类文章的能力，而是应该获得阅读和书写这种根本的、通用的能力。在洪堡的设想中，即使最穷的孩子在接受了初等教育后，也应该拥有进入学校教育（指中等教育）的可能。也是在这层意义上，他强调基本技能的获得，因为只有获得这些基本技能，初等教育才有可能向学校教育过渡，即“经过初等教育，学生有能力学习事物、跟随老师的思路”[20]。但同时考虑到有些学生在结束初等教育后就进入传统的家庭作坊或是进入社会，洪堡又提出设置“地理、历史和自然史”课程，而对“采用什么样的教学内容对初等教育来说并不重要”这一说法加以适当的限定。

当然，这些普遍的技能无疑是要通过特殊的内容获得的，但强调普遍技能而非特殊内容，主要是因为洪堡非常注重教养和教学的紧密联系。普遍技能在他看来并非只能在某一特定的条件下运用，而是一种无须借助外力就能不断发展的能力，是人的内在力量的觉醒。因此，洪堡强调，初等教育主要不是使学生学到知识，而是锻炼记忆力、加强理解力、增进判断力，发展理性、陶冶性情。

毋庸置疑，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对洪堡有关初等教育的设想的影响是很大的，尽管我们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证明洪堡读过这位伟大的教育家的任何著作。但当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在欧洲已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普鲁士政府一方面选派人前往伊弗东跟随裴斯泰洛齐学习，另一方面聘请裴斯泰洛齐的高足策勒（Karl August Zeller）前来讲学。洪堡可以说是在实践中认识了裴斯泰洛齐的理论。

值得一提的是，洪堡不仅在初等教育的设想中吸取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而且还把裴斯泰洛齐在初等教育方面的理论和实践推广到教育的各个阶段，无论哪个阶段都必须以“普通教育”、以培养完全的人为核心。裴斯泰洛齐强调教师的目标是“增长学生的能力”，而不是“增长他们的知识”，洪堡更为明确地指出：“如果初等教育使教师的存在成为可能的话，那么经过中等教育教师就成为多余，所以大学教师不再是师长，大学生不再是学生，大学生自己进行科研，教授则是领导科研并帮助他的学生。”[21]尽管费希特也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必要性，但洪堡则在他的教学计划中正式提出，可见洪堡确实走在教育改革的最前列。

五、论中等教育

洪堡把“学校教育”（指中等教育）视为普通教育的第二阶段。同初等教育一样，他强调学校教育必须向学生提供双向的发展可能，纠正了当时通常把学校教育视为学者培养的前期教育的看法，他认为，学生既可由学校教育走向社会，也可继续选择大学学习。与初等教育不同的是，学校教育不再是义务教育，可以因人而异，根据自己知识的积累、能力的发展和本人的愿望在适当的时候离开学校。洪堡指出：

学校教育旨在锻炼学生的能力，使学生获得对将来的科学研究或艺术实践都是必需的知识，为日后要从事的科学研究或艺术实践做好准备。要让年轻人有能力为自己的创造收集必需的材料，或是现在动手收集或是将来根据爱好收集，要培养他们的智力和动手能力。学生一方面要学习，另一方面要学会学习。所有学习的功能如收集、比较、整理和核实等都是相对的，是隶属于更高阶段的。只有当个体得以展现时，才是绝对的，这是必不可少的。学校教育的课程分为语言、历史和数学三方面，教师必须不断观察学生偏爱哪方面，同时密切注意学生在这三方面都得到均衡的发展，因为学校教育应该起承上启下的作用，以保证每个人将来在大学能得到迅速发展，而不是欲速则不达。如果学生在他人那儿已经学到了很多东西，因而具备独立学习的能力，那么他就是成熟的。[22]

学校教育的关键在于进一步开发学生的学习能力，他们的任务不仅是学习，而是要“学会学习”。洪堡关于“学会学习”的论述，对德国的教育影响很大，其核心就是要让学生经过学校教育阶段能逐渐摆脱对教师的依赖，发展独立学习的能力。当学生学会了学习，那么纯粹的教学就应结束，而步入大学教育阶段。同时，洪堡特别重视各级教育阶段的师资质量问题。1810年，在洪堡的倡导下，普鲁士开始全面实行文科中学教师的国家统一考核制度，这一制度在德国的师范教育中延续至今。

洪堡认为，学校教育不仅要追求“全面性”，也要发展“个性”。“全面性”是指文科中学的课程应分为语言、历史和数学三个方面，而不能只片面强调语言课，忽略历史和数学。“文科中学不能只是上拉丁文，而要把历史、数学课和语言课一视同仁，同样予以认真、仔细的对待。目前在这方面做得不足的学校就产生了以下弊端：那些语言上天赋不高的学生不是过早地离开学校就是在学校中荒废光阴”。[23]但洪堡提倡的“全面性”并不意味着要抑制或抹杀学生的个性，“在学生不是完全忽视其他科目的前提下，教师应允许并支持学生因其个性的发展而对某一科目比较专心，而对其他科目较少投入。”[24]洪堡还认为，语言、历史和数学都是必修课，但学生可选语言或数学为重点，历史例外。

洪堡强调新式的文科中学教学的三个方面都应以“普通教育”为重，同样，他的完全的人的培养目标适用于所有的人。因为在洪堡看来，“无论是收入低微的临时工还是受过最优良教育的人，其天性原本是一样的”[25]，所以教育的本质就在于使人的这种本质得到充分的发挥。从这点出发，职业教育不应是新型文科中学的教学内容。例如，数学课不应把某些职业中的应用数学作为教学重点，而应把柏拉图意义上的纯粹的数学推理作为教学内容。历史课的意义不在于让学生熟记一大堆历史事件和发生的年代，而是要他们明白人的历史存在，明白现在只是过去和未来之间的一个环节。而语言课不是让学生埋头于故纸堆，背诵一些经典作品，而是要让他们了解拉丁文和古希腊语的结构和精神内涵，从而获得通往人类文化起源的钥匙。

另外，洪堡还设计了专业班制度（fachklassen system），以区别于传统的班级，即学生可以根据选择的重点和各自的成绩，去听不同程度专业班的课，以发展学生的个性。洪堡意义上的文科中学是对所有的人开放的，如果一个人在结束了初等教育后不是马上进入社会或接受职业培训的话，那么他就可以去上改革后的文科中学。但是反过来，谁跟不上新型文科中学的课程，不管他是平民还是贵族子弟，他就得离开以“普通教育”为目的的学校教育，而去参加职业培训。做出这样的决定的前提是对学生进行全面的考察。洪堡建议给离校学生出具离校证明时，不是以评分的形式，而是应该详细描述该学生的成绩和能力。同样，在出具（高级）中学毕业证书时，尽管证书分为三级，但也是以鉴定学生的能力为主，而且无论持有（高级）中学毕业证书的哪一级，都可进入大学学习。这一自1810年开始实行的大学资格考核制度在历史上虽多次改革，但基本框架由洪堡开创，并在德国延续至今。

六、论大学教育

大学是洪堡新人文主义“普通教育”设想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大学教育改革也是洪堡对教育改革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18世纪末19世纪初，德国的大学除了格廷根、哈勒大学等极少数之外，大多早已失去活力。大学的弊端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是当时教学的内容脱离实际，由于德意志各邦闭关自守，学术交流非常困难，自然科学和其他实用学科被排斥在大学门外；第二是教授缺乏任何教学理论的指导，使用的教材陈旧不堪，他们照本宣读讲稿，无法唤起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三是学生缺乏对学业的严肃态度和敬业精神。洪堡本人曾在日记中描写了他在马尔堡大学听法律课时的经历，表达了他对当时大学状况的不满。当时的大学，在许多持批评意见的人看来，既不是真正的科研机构，也不是走向职业生活的一个过渡，而是一个假学究成堆的地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无疑在于人们历来把大学看成是传授传统知识的场所，而忽视了科学的迅猛发展，以致大学日益与世隔绝。

普法战争后，在用“精神力量”来弥补物质上的损失的呼声日益高涨的历史背景下，大学改革又重新成为重要的议题。费希特、洪堡等人并未仅仅满足于对大学现状的批判，而是从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立场出发，提倡建立以哲学为基础和先导、把科学视为有机整体的新型大学。在普鲁士国王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 helm Ⅲ）的支持下，又开始建立新型大学，最先建立起来的是柏林大学（1810年）。新的柏林大学的建立，从各方面说都是普鲁士最重要的成就。正如洪堡在建立新的柏林大学的一项申请报告中所写到的那样：“一所规模宏大、组织优良的大学的教育，如果能成功地把德国各地的学生吸引过来，那么普鲁士就能通过这种极为出色的手段为自己赢得威望和声誉。”[26]

新的柏林大学的原则，不是管理和从属，而是自由和独立。洪堡的纯科学是建立在独立于国家和社会的理想之上的，超功利的科学在洪堡看来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唯一前提，同时也是引导学生自觉地进行科学研究的必要条件。在新建的柏林大学，教授不再是从事教学和主持考试的国家官员，而是独立的学者。教育的进行和开展，不是因循守旧，遵照僵硬的程序，而是始终以教与学的自由为准绳。教育的目标不是百科全书的知识，而是以“普通教育”为目的，旨在培养一个人真正的科学修养。开设讨论课，采用新的教学方法，避免死记硬背，以不加限制的科学研究手段，把学生培养成为有独立思想和理智及道德自由的青年。学生不是被看作将来为政府服务的候补官员，正是出于这样的原因，国家文职人员考试从大学分离出来，和各种学位的学术考试不发生关系。

新的柏林大学是洪堡“普通教育”理想的具体实践。他认为，在大学教学中，首先，要让学生对科学的统一性有相当的了解，这也是大学有别于中小学的地方。“科学的统一性”一是指哲学是各门学科的基础；二是指大学正是要起到“百川归海”的作用，大学正在于其“大”，因而为科学研究的统一性、为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提供可能。其次，洪堡认为大学教育要培养学生从事研究的能力。大学教师的任务应当是对学生从事研究的一种引导，学生的任务是独立的研究。他在《哥尼斯堡学校计划》中写道：“大学旨在让人能领悟科学的统一性并具备创造力，所以创造力的培养是大学教育的重点。即便是对科学的理解也是一种创造，尽管可以说这是一种从属性的创造，因此大学教育没有上限，对于就学者而言，严格地讲，没有成熟的标志。一个拥有大量的中学知识的人，是否还需要教师的引导、需要多久、需要什么样的，这一切都取决于其本人。听课本身其实是偶然的，绝对必要的是，一个年轻人在学校教育之后、进入生活之前，在一个有许多教师和学生的地方，逗留几年，把自己完全奉献给科学思考。”[27]德国大学自20世纪以来，特别是两次世界大战以后及 1968年学生运动后，在结构和内容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然而洪堡创办柏林大学时提倡的学术自由、科学的统一性及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仍然是德国大学的优良传统。

洪堡于1809—1810年撰写了《论柏林高等学府的内外组织问题》（Über die innere und äupβere Qrganistion der höheren Wis- senschaftlichen Anstalten in Berlin）一文，进一步阐述了他的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和对科学的独立、自由和统一性的看法。可惜这篇文章未完稿，而且这部不完整的手稿一直到1896年和1900年才公之于世。洪堡写道：“在高等学府这个概念中……汇集了与一个民族的道德文化有直接关系的一切，这个概念的立足点是高等学府必须对科学这个词从深度和广度展开研究，不是说要有意识地把科学用于培养道德智慧，但无疑科学是培养道德智慧的最合适的材料。”[28]显而易见，洪堡对科学的理解也是受新人文主义的影响的，认为真正的科学产生于人的心灵深处。

洪堡进一步指出：“高等学府的本质在于内部把客观的科学和主观的教育、外部把结束了的中学教育和刚开始的大学在自己的领导下结合起来，或者说是促使前者向后者过渡。其中最关键的是科学，因为只要科学是纯粹的，那么即使出现个别的偏差，纯科学仍然会自动地全部被人正确掌握。”[29]

在洪堡看来，经过前两个阶段“普通教育”的人已具备自我判断的基本能力和从事科研所需要的“理性”。因此，这样的“人”对纯科学有很好的驾驭能力，反过来，纯科学的掌握又可以促进个体人性的进一步完善。洪堡认为：“只有在高等学府尽可能地把纯科学作为思想基础时，才能达到高等学府的目的，而独立和自由是这个领域的关键准则。因为人类的精神作用其实质都是共同作用，而且不仅是要让一个人去弥补另一个人的不足之处，更是要用一个人的成功去激励其他人，使所有人共同的、本质的、在不同情况下单独或是派生的力量展现出来。这样高等学府的内部组织必须创造和保持持续的、不断更新的、但又不是强制性的和唯目的论的合作。”[30]在这里，洪堡进一步强调大学的独立和自由原则，明确地把独立思考、自主的科研和自由的纯学术竞争机制作为科研发展的辩证动力来看待。这对打破当时德国各大学的学术封闭和信息闭塞状况意义十分重大。而同时，洪堡又十分强调人类精神的共同作用，指出合作的必要性和必然性，把科研的自由和独立放在共同合作的基础上来进行观照。

在《论柏林高等学府的内外组织问题》一文中，洪堡还更为明确地指出，大学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再是原来的“教”和“学”：“高等学府的另一个特点是把科学永远看作没有彻底解决的何题，因而永远处于科研之中。通常中学教育只与固定的和既成的知识发生联系，而在大学里教师和学生的关系完全是另外一种关系，教师并不是为学生存在，应该说教师和学生是共同为科学而存在。”[31]可见，洪堡反对把大学中传授的知识看作一个封闭的系统，而把它看成是一个开放的、不断调整改变的力量，大学的教学应该和科研相结合，大学学习是对学生科研能力的一种挑战。洪堡所理解的“孤独和自由”不是说大学应成为象牙宝塔，而是反对把学术看成是简单的继承，教授照本宣科陈年烂芝麻，而学生只是亦步亦趋没有任何创造。他所要求的“独立”是面对科学不断新的挑战所要付出的专心致志，这并非和他同时强调的“相互合作”有悖；相反，每一个科学家都要积极投入，争取把科学推向一个新的高峰。学术工作的“独立”决不排斥人类精神的“合作”，而是科研和教学的自由的必要前提。因此，洪堡提出的大学教育原则，诸如学术的独立和合作、教学与科研相结合以及科学的统一性等是一个彼此关联的有机整体，是不能割裂开来看待的。

最后要特别强调指出的是，洪堡所提倡的“科学自由”从国家和科学的关系看，包含了两层含义：其一是国家必须彻底放弃对科学的任何干涉，国家的干涉往往会变成科研的障碍；其二是要保证科研人员有足够的资金，能专心致志地从事科研工作，不必为生计所迫，去从事和科研无关的行当。“科学自由”决定了大学必须独立于国家和宗教之外，国家除了供应必需的物资和选任适当的人员外，没有其他任何义务。在这种意义上19世纪的德国新型大学，已重新恢复了欧洲传统上古老大学的某些优点，但这种新型大学不是建立在中世纪教会统一体基础之上，而是建立在德国新人文主义的人性理想和科学工作的统一体的基础之上。德国19世纪的新型大学成为一种自由追求真理的科学教育机构，因而吸引了欧洲各国的学生前来求学。这和洪堡的大学教育改革无疑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作为19世纪普鲁士教育改革家，洪堡对现代德国教育体制的形成，甚至对于现代德国的形成和发展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洪堡的教育思想和哲学思想是他那个时代的产物。他的新人文主义思想在反对普鲁士封建专制、促进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生成的过程中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是德国19世纪的新人文主义思潮带有强烈的主观唯心主义色彩，从某种意义上看是普鲁士先进的贵族知识分子的蓝色幻想曲。应该指出，洪堡的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逐渐产生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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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

空想社会主义产生于16—17世纪。早期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莫尔（Thomas More）、意大利的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和德国的安德里亚（Joharm Valentin An-dreae）。18世纪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进一步发展的时期。这时期的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的摩莱里（Morelly）和马布利（Gabriel Bonnot de Mably）等。进入19世纪后，在英、法两国，随着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资本主义制度所固有的缺陷开始显露出来。但这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未充分发展，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还未充分具备，以致无产阶级的斗争还处于初期的不成熟阶段。反映这种不成熟的生产状况和阶级斗争状况的理论，也就只能是不成熟的、空想的社会主义理论。其中，圣西门（C. H. de R. de Saint-Simon）、傅立叶（C. Fourier）和欧文（R. Owen）是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三位主要代表人物。空想社会主义者尖锐批评资本主义制度，提出了建立一个公正的社会制度的理想；同时非常重视教育，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教育观点，形成了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地吸取了空想社会主义中的优秀成果，使它成为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

第一节 圣西门的教育思想

克劳德·亨利·鲁弗罗阿·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 de Saint Simon，1760—1825）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法国一个伯爵家庭。法国启蒙思想家、科学家、百科全书派的成员达兰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曾是他的家庭教师。在达兰贝尔的影响下，圣西门对精密科学很感兴趣，爱好唯物主义哲学，对封建宗教迷信持批判态度。圣西门17岁参军。1779年随法国志愿军参加了美国的独立战争，后来他曾说：“我可以把自己看成是合众国[1]自由的奠基人之一”。[2]圣西门参加了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初期的活动，向群众宣传政治平等和自由的思想，要求废除贵族和僧侣的一切特权，自己也正式声明放弃伯爵的头衔。1791年起，他因不赞成革命中的暴力行为而脱离革命，转而与人合伙从事金融交易活动（直至1797年）。圣西门用所赚的钱资助一些自然科学家和作家，与当时法国知识界的名流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曾说：“我是花钱来购买知识的。我设盛宴款待教授，为他们准备上等美酒，对他们照顾备至，经常对他们解囊相助。这一切使我得到一切可能，愿意学习什么就可以学到什么。”[3]1797年后，圣西门转向研究自然科学。从1802年起直至逝世，他埋头写作，创立了“圣西门主义”（恩格斯语）。他自己说：“研究人类理性的进程，以便将来为改进人类的文明而努力——这就是我为自己规定的目的。从此我就完全献身于这一目的，并为此贡献出了我的一生。”[4]1825年5月19日圣西门去世。其主要著作有：《一个日内瓦居民给当代人的信》（Letters d’un habitant de Genève à ses Contemporains，1802）、《新百科全书》（Nouvelle Encyclopédie，1810）、《人类科学概论》（Mémoire sur la science de l’homme，1813）、《论万有引力》（Travail sur la gravitation universelle，1813）、《论实业体系》（Du système industriel，1821）和《新基督教》（Nouveau Christianisme，1825）等。马克思说：“圣西门只是在他的最后一本著作《新基督教》中，才直接作为工人阶级的代言人出现，才宣告他的努力的最终目的是工人阶级的解放。”[5]

圣西门的教育思想散见于他的许多论著中。他还参加过巴黎初等教育协会的活动。

圣西门在谈到未来新社会时曾这样说：

优良的社会制度是这样的制度：首先，它要尽可能使社会上的大多数人过着幸福的生活，拥有最多的资料和可能来满足他们的最切身的需要；其次，在这个社会制度中，要使内心修养高尚的最有德行的人，拥有最多的机会获得较高的地位，而不管他们出身于什么样的家庭；再次，这种社会制度要把人数最多的人团结在一个社会里，使他们拥有最多的手段来抵御外敌；最后，这种社会制度要鼓励劳动，因而促进重大的发明，导致文明和科学的最大进步。[6]

他的教育思想是为了实现这种社会理想服务的。

一、对旧的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批判

圣西门指控当时的教皇和红衣主教进行了“不良的教育”。他说，“神学是宗教学校传授的唯一科学”，[7]这种“科学”“使僧侣有法把信徒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些琐碎事情上面，叫基督教徒只追求永生，而看不见世间的伟大目的：尽可能最迅速地改进穷苦阶级的精神和物质生活”。[8]他在1822年所写的文章中批评当时的法国政府不设法扩大国民的实证教育，反而竭尽一切可能使人民受迷信的控制，把国民教育的领导权交给僧侣阶级。圣西门反对当时耶稣会的教育。他还批评1822—1828年任法国内阁首相的威列尔（Jean-Baptiste-Sera-phin-Joseph Villèle），说：“这位内阁首相也尊崇陈腐的学说，认为自己有责任把领导国民教育的大任交给一些耶稣会会士，而这些耶稣会会士则企图向青年人的头脑里灌输如下的思想：平凡无能的人应当超过和领导才智出众的人，没有用的知识应当高于有益的和实证的知识。”[9]

对于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的封建教育，圣西门认为，那完全是要把人民教育成对统治阶级俯首听命的人。他说：

普通的法兰西人民所受的教育，使他们认为自己没有任何权利来干预国家大事，甚至认为自己完全没有能力思考如此高深的观念。别人使他们如此习惯于这种看法，而他们自己也完全养成了这种看法，以至认为凡是敢于谈论公益、敢于对政府应当采取的行动或应当实行的措施发表意见的被统治者，都是可笑的。[10]

大学教育则产生和养成了一种过分崇尚古代、古代伟人和古代制度的尊古风气。法国封建社会所要求大学生的，“并不是他们对祖国的制度、对当代的事物和人物的了解，而是他们对古代的学识，他们对那些与当今毫无关系的一无所用的往昔的回忆”。[11]并且，人们期望于青年初学者的，“并不是要他们成为精明强干的人”，“并不是要求他们的才能”；“人们帮助他们取得的，并不是对民族发生有益影响和进行明智改革的能力”，“人们指示他们当作最高成就的，根本不是改进社会的状况”。[12]而恰恰相反，是要把青年人培养成封建统治者的接班人，从而进一步加深和扩大封建社会的弊端。

圣西门严厉地批判道：

资产阶级革命前，法国人所获得的三种教育：一是僧侣阶级进行的教育，直接使法国人变为奴隶，所以它也不能而且当然不能对理性和风尚发生积极的影响；二是大学进行的教育，只能使法国人发疯，沉湎于幻想，而且它做得还很有效；三是法国人进入社会时得到的教育，使他们变得野心勃勃、自私自利、贪得无厌和乐于发号施令。[13]

综上所述，圣西门对旧式的宗教教育和封建教育的批判是切中要害的。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教育理想，以取代旧教育。

二、“实业体系”与教育

圣西门所设想的社会新制度是所谓“实业体系”（又称“实业制度”，也称“协作制”）。在实业体系中，虽还保留私有制，但实业家（农场主、工厂主和商人）的生产活动要服从国家总的计划。在这种制度下，“一切人都要劳动……每个人都有义务经常用自己的力量去为人类造福”[14]。在这一体系中，道德的一般目的在于：从物质上改善人类的物质生活，从精神上改进人类的智力活动。圣西门所讲的物质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吃得最好、穿得最美、住得最好、能够随意旅行、到处都可以得到生活必需品和生活上的美好东西”[15]；他所讲的精神生活的幸福，是指“人们的智力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至使他们能够欣赏艺术、知道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掌握改造自然的方法，而且他们在精神方面受到了关怀”[16]。新社会的领导权包括“精神权力”和“世俗权力”。圣西门认为，应当把精神权力交给有真才实学的学者和他们所联合的艺术家。农场主和工厂主应当联合商人主要负责领导世俗权力。

要实现以上社会理想，圣西门认为，教育担负着重要的任务，教育是使人民“得到双重幸福，即在精神和物质方面都得到幸福”的方法。因此，圣西门说：要“促使学者致力于国民教育工作，让他们通过教学传播关于支配自然现象的规律和可以按照人们的意志改造自然的方法的知识”[17]。他提出，要由最有才能的学者管理国民教育工作：“应当让具有最强的实证性有益知识的学者去教育青年和人民”[18]。圣西门还要求这些学者们拟出一项使既得的实证知识能尽快地在一切社会阶级和各等级人士当中传播的国民教育计划，即实行普及教育。圣西门又说，国家应“成立一个皇家科学委员会或最高科学委员会”，由它“首先制定一般原理……这个一般原理将是对一切社会阶级，从最穷的无产者一直到最富有的公民进行国民教育的基础”。[19]由此可见，圣西门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

三、论青少年教育

圣西门认为，青少年的身心发展有三个“转变期”，因此，对他们的教育也该相应地分成三个阶段。

（一）换牙转变期（7岁开始）

圣西门认为，换牙转变期是7岁儿童的特点。换牙以后，儿童的感情特征和记忆能力都得到突出的发展。所以，“儿童的国民教育”应从7岁开始，让他们入小学学习。圣西门指出：“从 7岁到14岁，教养的作用大于教学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这一时期，在宿舍和学校负责监督学生行为的教师对儿童的影响，要大于对儿童进行教学工作的教师的影响。”[20]圣西门把教育分成教学和教养，在他的著作中，教学大致是指传授各种知识，而“教养就是培养习惯，陶冶情感，锻炼一般的预见能力。它教导每个人如何应用原则和把原则作为自己行为的可靠指南”[21]。圣西门还说：“在小学中教师的身教活动对儿童的影响最大；到了高一级的学校以后，这种影响便减弱了，而言教活动开始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22]

（二）情欲旺盛期（约14岁开始）

圣西门认为，在14岁左右，个人的有倾向性情欲达到最旺盛时期，促使他摆脱对于父母的依赖，按照自己的选择建立他同外界的联系。这时的少年应进中学学习。从14岁到21岁，教师对学生的影响特别大于监护人对学生的影响。对中学生要开始注重知识教育。圣西门特别重视学习物理、化学、博物学、天文学、生理学等“实证科学和实验科学”。圣西门认为，科学知识对于发展生产极其重要。他说：“经营一个工厂，构筑一条道路或一座桥梁，驾驶一艘轮船等，都必须有基本的理论知识。”[23]

（三）成熟期或成年期（21岁后）

圣西门说：“到21岁的时候，人的身心发展已经完全成熟：他形成了自己特有的性格，他的各种特点互相协调起来”，“人在这个年龄时期的智力发展水平和预见能力”已达到成人的水平[24]。这时的青年可以入高等学校，进一步学习和发展智力。

四、论成人教育

圣西门要求对成人进行教育。他提出了成人教育的三大职责，即“三大教职”。

（一）一般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教导各行各业实业家学习他们应当持有的政治和实业行为，以保护他们的自身利益，最充分地满足本阶级的需要，发展他们的强烈自尊感。同时，这种教职还向各行各业实业家说明他们这一阶级最能担任管理工作，应当把管理公有财产的大权交给最卓越的实业家。”[25]至于“应当怎样对实业阶级进行政治教育的问题”，圣西门指出：“当教育者不是教导小学生，而是劝导一些成年人时，我认为首先应当做的事情，是教育学生认识自己的价值，使他们相信自己的力量。”“据我看来：第二个重要原则是：先教育学生实践，在学会实际以后再教他们理论。”[26]这里的教育对象是各行各业的实业家，按圣西门的说法，包括“播种谷物或繁殖家禽和家畜的农民”，“马车制造匠、马蹄铁匠、制锁匠、细木工”，“制造鞋帽、麻布、呢绒和开司米的工厂主”，“商人、货运马车夫和商船的海员”等。[27]

（二）道德学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不问个人的社会地位如何，教导每个人如何能够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担任这种教职的教师要使学员们明白：一个人如果在有害于社会的方面寻找个人的幸福，他将自作自受，感到最沉重的精神痛苦；而如果他努力在显然有利于大多数人的方面改进自己的个人命运，他会得到无上的快乐。”[28]

（三）实证科学教职

圣西门说：“这种教职向人们传授以最有利于人的方式改变人可以施加影响的自然现象的一般方法，并教导每个人怎样能把个人利益同公共利益结合起来，怎样把个人利益同每个人因有功于这种结合而得到的最大好处结合起来。”[29]

总之，通过以上三方面的教育，使人民群众“在道德、科学和实业这三大方面互相竞赛”，不断前进。

第二节 傅立叶的教育思想

夏尔·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出生于法国一个商人家庭。少年时被送入耶稣会学校读书，但学校中那种形式主义的、狭隘的古典式教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于是傅立叶坚持刻苦自学。中学毕业后，傅立叶在家庭的压力下，被迫中断学业，开始到商人那里学做生意，1792年起独立经商。傅立叶一生在里昂、巴黎等地先后当过会计、出纳员、发行员、文牍员、推销员、省府的统计局长、经纪人等，因此有很多机会了解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1837年10月8日傅立叶去世。其主要论著有：《全世界和谐》（1803）、《宇宙统一论》（1822）、《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或按情欲谢利叶来划分的、诱人的和符合本性的劳动方式的发现》（简称《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1829）等。恩格斯评论说：傅立叶的著作中有许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包含了“科学的探讨，冷静的、毫无偏见的、系统的思考”[30]。

傅立叶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的《经济的和协作的新世界》一书的第三编《和谐制度下的教育》中。

—、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

傅立叶认为，在当时资本主义制度的教育中，人们可以发现五种“失调”之处。

第一，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教育在过程上是颠倒的，它把理论摆在实践前面——这完全是本末倒置。它那整个体系都是这样，教育不过是其中的一个部分而已”[31]。傅立叶指出，在资本主义的教育体系中，

人们不懂得诱导儿童去从事劳动，在儿童六七岁以前——这个时期本来应该用来使儿童成为熟练的实践家——就这样让他们虚度光阴；到了7岁，他们却要他去学习理论和各种学科，寻求他根本不感兴趣的知识。而在和谐制度下的儿童则不会不发生这种求知的兴趣，因为他们到7岁时已经做过30种不同的行业，深切体会到研究精确科学的需要。[32]

第二，“行动的简单化。儿童只限于做1种工作，这就是学习。1年有10个月到11个月，从早到晚，都在初步知识和语法上消磨时间，他怎么能不对学习发生反感呢？这种情形甚至使那些热心好学的人都会感到厌恶。”傅立叶还说：“这个社会已经犯了把父亲一辈子囚禁在办公室中的错误，很容易再做一件蠢事，就是把儿童关闭在某个寄宿学校中。在这种寄宿学校里，儿童既对学习感到苦恼，又对教师感到反感。”[33]因此，傅立叶提出，在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里，儿童需要到花园、森林、草原中去学习。

第三，“使用强制手段”迫使儿童学习。傅立叶说：“文明制度下的儿童只有在穷困、惩罚、藤条、皮规尺的威胁下，才迫不得已养成学习的习惯。”[34]傅立叶认为，旧学校只是引导学生接受学习，而不是引导学生要求学习。他指出，在当时的学校里，“最多是八分之一的儿童顺从地接受学习，而不是要求学习”；而其余“构成绝大多数的八分之七的儿童，现在还是跟过去一样，对学校感到非常苦恼，只想摆脱它”。[35]傅立叶说：“师生之间的真诚融洽只能来自学生的主动请教，而这正是文明制度下永远不会发生的事，因为在文明制度下由于把理论置于实践以前的倒行逆施，由于简单行为或无间断的学习，整个教学就走上了邪路。”[36]

第四，“形式的缺陷。这就是说对学生所使用的方法单一化，好像所有学生的性格都是一模一样的”[37]。傅立叶认为，对于不同性格的学生，应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只有这样，才不会使学生感到枯燥，才会产生丰硕的成果。

第五，没有重视“歌剧”的学习和体力锻炼。傅立叶这里所说的“歌剧”，是指唱歌、乐器、哑剧、舞蹈、体操等方面的训练。

除了以上五点之外，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还提出了别的批评。例如，资本主义“文明制度的教育”与人的“本性”是对立的，其方法是混乱的，“压制、歪曲儿童的才能”[38]，这种教育使一切人的性格都歪曲了。他说：资本主义“文明制度下的教育是违反健康的，它使儿童随着教育费用的增加，身体相应地衰弱下去。”[39]在他看来，当时的家庭教育“力图压制或戕害”儿童的天赋。他还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在“教育领域内排除妇女，使她们的活动仅仅局限于缝纫和烹饪琐事”。[40]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总的说来，傅立叶的批判是击中要害的。但他的有些提法不切实际，例如，他说：将来新社会的儿童“到7岁时已经做过30种不同的行业”；儿童只应该在下雨天和空闲时间才从事学习等。

二、“和谐制度”与教育

傅立叶认为，当时的法国社会充满了混乱和贫困，资本主义制度将导致社会动荡和危机。他设想通过社会改良，建立一种新的社会制度——“和谐制度”或“协作制度”。和谐社会的基层单位是“法郎吉”（Phalange），它是以农业为主、工业为辅的生产和消费协作组织。每个法郎吉占地2.59平方千米，人口一般为1600余人，全体居民住在公共建筑群“法伦斯泰尔”（phalanstère）中。在法郎吉中有7种劳动：工业、农业、商业、教育、科学、艺术、家务，每个人按自己的性格与爱好参加不同的劳动。法郎吉的领导机构由选举产生。法郎吉以股票形式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穷人和富人都可持股。劳动产品按资本、劳动和才能分配，其中资本占十二分之四或五，劳动占十二分之五，才能占十二分之三或二。傅立叶认为，只要通过和平宣传和示范，几年之内就可普遍推广法郎吉制度，实现世界大同。傅立叶本人曾做过多次试验，均告失败。他的信徒后又在美国做试验，建立了40个法郎吉，但也告失败。

傅立叶认为，教育是和谐社会的重要事业，因为“法郎吉新生一代的培养和教育是巩固和完善和谐制度的重要环节，是实现未来理想社会的重要基础。”[41]他说：“必须从教育开始，特别是因为教育将是人们首先要加以组织的结构部门。”[42]所以，傅立叶对未来“和谐制度下的教育”做了详细的规划。

三、论教育阶段及其任务

傅立叶把和谐社会的教育分成“一个序曲”和“四个阶段”。

序曲：“稚龄或婴儿时代——从0到2岁”。这也是一个“预备教育”的时代。

傅立叶主张，婴儿从“摇篮时期”起就应进入公共教育机构——“幼儿谢利叶[43]宫”，由专门的保育员和乳母来精心照料。这样，孩子们的母亲就可安心参加别的劳动。对幼儿的训练从半岁后开始。要使幼儿养成灵巧的用手习惯。要组织幼儿“举行三部合唱和四部合唱”，“让1周岁的幼儿在具有各种音部的小乐队的伴奏下游戏”，总之要“采取种种方法，来使听觉的发展与音乐的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同样也要锻炼儿童的其他外部感官”[44]。傅立叶认为，为了做好保育工作，保育员需要不少的才能，因此，事先要对他们进行专门训练。

第一阶段：“幼儿时代的先行教育——从2岁到4.5岁”。这也是劳动教育的“发轫时期”。

这时幼儿的教育者是“男护士”和“女护士”，还有“男女辅导员”。

傅立叶说：“自然界赋予每个儿童大量的（大约有30种）劳动本能，其中有些是第一性的或者说是起主导作用的，它们会导向第二性的本能。”[45]他认为，从2岁到3岁起，儿童就是热爱劳动的。儿童具有五种和劳动有关的“主要的爱好”：（1）“探索或操作一切，观察一切，经历一切，不断变换作业”；（2）“对热闹喧嚷工作的爱好”；（3）“模拟或爱模仿的癖性”；（4）“对小工厂的爱好”；（5）“逐步由弱到强的训练”[46]。因此，这时期的儿童“应该离开幼儿谢利叶宫”，由受委托照料他们的男女护士把他们领到各种工厂参观，逐步开始参加劳动。这时的劳动应由轻到重，先可让儿童剥豌豆、装火柴，然后让他们去菜园收菜、干农活等。要允许儿童根据自己的爱好选择不同的劳动，学习使用不同的工具（如铁锹等）。

在本阶段的教育结束时，要对4.5岁的儿童进行升级考试，考“技能和学识”。例如，一个4.5岁的女幼童“大致要通过以下各种考试”：（1）“歌剧中的音乐和舞蹈表演”。（2）“在半小时内洗净120个碟子，一个不许打破”。（3）“在规定时间内削出50公斤苹果，没有一片超过规定的分量”。（4）“在规定时间内准确无误地拣出一定数量的大米或其他谷粒”。（5）“表演熟练而敏捷地生火和灭火技术”。[47]此外，还要考查儿童身体的“全面灵活性”，还要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智力测试。

第二阶段：“幼儿时代中期的初步教育——从4.5岁到9岁”。又称“中级童年时代”的教育。

第三阶段：“幼儿时代后期的进一步教育——从9岁到15.5岁”。又称“高级童年时代”的教育，包括初中和高中。

傅立叶认为，这两个阶段的教育具有同一性，但也各有侧重：“在第二阶段应该更有效地发展体力，而在第三阶段则是更有效地发展智力”[48]。

在参加生产劳动时，要根据孩子的才能和爱好把他们分成两个团体——“儿童队”和“小卫队”。

儿童队由三分之二的男孩和三分之一的女孩组成，他们一般爱活动，不怕脏，态度倔强。小卫队由三分之二的女孩和三分之一的男孩组成，他们一般态度文雅，爱好安静。

儿童队专干脏活以及“危险工作”，例如，掏阴沟、清除垃圾、在屠宰场洗制猪下水、搜捕爬虫等。同时，使他们养成“忘我精神”等美德。

小卫队负责“专门照料难于饲养但颇易驯服的动物，如信鸽、各种飞禽、协作劳动的海狸，还有斑马等”。还要“保护植物”，纠正人们“不合规范的语言和不正确的发音”等[49]。同时也要使小卫队成员养成有关的美德。

第四阶段：“半儿童半青年时代的最后教育——从15.5岁到20岁”。又称“混合童年时代”的教育。

傅立叶认为，这时的青少年已进入青春期，因此要让男女青年在劳动竞赛中相互了解，真诚相爱。而他们的初恋又使他们“在文化和学习的竞赛中干劲倍增”。

总之，傅立叶认为，在以上各个阶段的教育过程中，孩子们既参加各种生产劳动，又学习文化科学知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培养出既会用手又会用脑的新人。正如他所说的，“和谐制度的教育有一个最突出的属性”，就是使儿童“从幼年起，即从三四岁起，便发展了20种劳动能力，并把这种儿童提高到爱好科学和艺术，并且能够准确使用手和脑”[50]。“我们现在的教育是把科学和劳动分开的，而在协作制度下，科学和劳动永远是结合在一起的。在这里，儿童将同时从事农业、工业、科学和艺术的活动。”[51]

傅立叶主张城市和乡村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工业劳动和农业劳动结合，从而消灭三大差别的思想，关于变换工种、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以消除人的片面性、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思想，以后被马克思、恩格斯所汲取。

第三节 欧文的教育思想

—、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19世纪上半期英国的一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

欧文出生于北威尔士蒙哥马利郡新镇的一个马具师家庭。由于家境负担重的原因，欧文9岁时就离开家庭，走上了独自谋生的道路。

此后，欧文在伦敦、曼彻斯特等地做过店员。1792年，年仅21岁的欧文应聘担任了曼彻斯特一个棉纺织厂的经理，显示了较强的管理本领。与此同时，他也积极投身社会活动，对英国社会有了了解和认识。

1800年，欧文买下了苏格兰新拉纳克棉纱厂的部分股金，成为该厂的股东兼经理（大约直到1829年）。当时英国正处在工业革命时期，社会生产力发展很快，但工人的劳动条件恶劣，他们生活贫困，文化水平低下，有些人还堕落犯罪。对此，欧文渴望“寻求改善贫民和劳动阶级的生活并使雇主获得利益的方法”[52]。这时，欧文已深受启蒙学者关于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的观点的影响，深信只要使工人生活在合理的环境中，就能消除工人中的堕落现象。于是他着手改善工人的劳动和生活条件，兴办工人的教育。他在新拉纳克工厂缩减工时，停用不满10岁的童工，修造工人宿舍，开办廉价商店，创设福利医院等。与此同时，欧文还为工人及其子女提供教育，创办了幼儿学校、初等学校和青少年工人夜校，并为成年工人及其家属开设讲座等。1816年，欧文将以上这些文化教育机构合并为“性格形成学院”（The Institution for the Formation of Character）。

据欧文长子罗伯特·戴尔·欧文（Robert Dale Owen）在1824年的描述[53]，性格形成学院共有约600名学生，其中约300名是10岁以下的日校生，余下的是10岁以上的夜校生。

幼儿班招收2～5岁的儿童。5岁以上的儿童按性别分班，男、女各设两个班，每班学生20～40名不等。夜校则是为白天做工的10～20岁的青少年开设的，学习制度和日校大致相同。

幼儿班和夜校是免费的。日校学生每人每月缴学费3便士，这项收入总共还不到学校开支的二十分之一。

学校各科的教学情况如下。

阅读 学校不要求学生阅读他们所不能理解的东西，因此，阅读材料取自一些航海和旅行的游记。它们附有插图、地图，穿插着一些有趣的逸事。教师还经常给全班学生朗读一些有趣的作品，然后让学生提各种问题，或做各种评论。

书写 和大多数学校一样，在开始时让学生摹写书上的字体。之后，开始教学生用不分行的纸学写流行的手写体，改变呆板和拘谨的字体，学会日后生活中有用的并且易于看懂的商业公文字体。最后，学生学习听写，还要抄写他们认为困难的书本或手稿，并记住重要的内容。

算术 采用苏格兰所通用的教学方法。按照裴斯泰洛齐在伊弗东的做法，高年级学生开始学习心算。教师对学生解释各种不同的运算方法，并说明这些算术知识在今后生活中的用处。

缝纫 除学生年龄最小的两个班外，所有的女孩都学缝纫，包括编织、画线、裁剪等。每周中有1天要求学生带洗净并待补的衣服来学校，由教师教她们补。

自然史、地理、古代和近代史 这些科目虽然各有区别，各自包含很多的内容，但几乎都采用同样的方式进行教学，即由教师做无拘束的讲课，并辅以直观材料。

宗教 学校抓住各种机会反复灌输那些和宗教有关的实用的道德原则，同时使儿童的头脑中储存起一些最重要的和引人注目的自然事实；另一方面，只要家长同意，深奥的教义则留待到学生自己能够判断时再去讲。根据家长的愿望，学生定时阅读《圣经》，教义问答手册也按时教学。

唱歌 所有5或6岁以上的儿童都要学习唱歌，先学音符、音阶，再学音程，最后学习音乐学科的其他知识。音乐的调子和符号以及各种练习都被绘在一幅大的油画布上，供儿童学习之用。学校每个季度出一小本简单的歌曲选，歌词印发给每位儿童。通常每周举行1次演唱会，由夜校的学生歌手演唱，有时村庄里的乐队也来伴奏。

舞蹈 跳舞被视为一种令人愉快的和健康的运动，旨在让学生改善仪态和行为举止，焕发精神，增进快乐。学习的舞蹈种类各异，有轻快的苏格兰双人舞、英国乡村舞、四对舞（quadrille）等。

此外，性格形成学院的成人教育机构“讲堂”冬季每周3个晚上为成年工人举行“讲演晚会”，“用浅显动人的语言”教给他们“所缺乏的最有用的实际知识，尤其是培养孩子成为有理性的人的适当办法”，[54]告诉他们怎样合理安排自己的生活。其余的晚上则组织一些健康、有益的娱乐等活动。

1816年，欧文出版了他最主要的教育论著——《新社会观，或论人类性格的形成》（A New View of Society；Or Essays on The Principle of Formation of Human Character，简称《新社会观》），其中较具体地介绍了新拉纳克的教育实验。欧文在新拉纳克的教育实验获得了巨大的成果。正如恩格斯所说的：“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两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55]

欧文在新拉纳克的改革取得巨大成功，新拉纳克成了模范移民区，欧文成了欧洲的名人。但是，欧文细算了工厂的成本和利润，他认识到工人仍在受剥削。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欧文从一个慈善家转变成共产主义者，开始对私有制、宗教和婚姻制度进行猛烈抨击。

新拉纳克的教育实验是欧文一生中最重要的教育活动。后来，他于1825—1828年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新和谐”（New Harmony）公社（1824—1828）和1839年在英国汉普郡的“和谐堂”（Harmony Hall）劳动公社的教育活动，只不过在某些方面有所发展而已。

1849年，欧文编辑出版了《新道德世界书》（The Book of the New Moral World）一书。1857—1858年，他又出版了自己最后的著作：《自传》（The Autobiography）两卷本。

1858年11月17日，欧文在自己的故乡新镇去世。

二、性格形成学说

欧文《新社会观》的主题，就是论证他关于人的性格形成的学说，这是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出发点。其主要内容有两个方面。

一是反对性格形成的“意志自由论”。欧文指出：“从古以来人们立身处世都是根据这样一种设想出发的，这就是：每一个人的性格是由他自己形成的”，“这是一个天大的根本性的错误”。[56]

二是坚持“环境决定论”。欧文说：“‘人是环境的产物’，他一生的每一时刻中所处的环境和他的天生品质使他成为什么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57]“……人的感情、信念和行为是他天赋的能力和出生后就对这种能力发生影响的环境的必然产物。”[58]欧文这里所讲的“天生品质”和“天赋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指人的遗传素质。在欧文看来，人先有身体的遗传素质，之后通过社会环境的作用而形成性格。社会环境是形成人的性格的决定性因素。

欧文的性格形成学说在理论上是符合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的先验论与教会所宣扬的“原罪说”相对立；在实践上有进步的历史作用，他由此断定：当时人的不良性格是由恶劣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所造成的，要养成理想的性格，就必须改变旧的环境，建造新的合理的环境（即欧文理想中的社会主义社会）。

欧文的“环境决定论”主要来源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特别是爱尔维修）的机械和形而上学唯物论。与他们一样，在社会历史问题上欧文同样滑向了唯心论和改良主义。

欧文一方面认为社会环境决定性格，并且把社会环境主要理解成制度、立法、教育等上层建筑方面的因素；另一方面，又认为社会环境由人的理性所决定。为了摆脱这对矛盾并找到出路，欧文就只得求助于少数“伟人”（尤其是社会的统治者）的明智，认为这些人能够不受坏的环境的影响，生来就具有普通人所缺乏的理性。依靠这些人制定好的法律和教育制度，对愚昧无知的人民大众施行启蒙教育，就能使大多数人的性格由坏变好，从而使坏的环境也变好。因此，欧文还竭力宣扬“教育万能论”。他十分明确地说：“儿童们可以经过教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情感和习惯”，即“可以经过培育而养成任何一种性格。”[59]

欧文的方法论是形而上学的。“环境决定论”和“教育万能论”的一个致命缺点就是不了解革命实践的意义，不懂得环境的改造和性格的改变只有在革命实践中才能统一起来。按照历史唯物论的观点，人民大众的革命实践是改造社会的主要力量，人民大众的良好性格也只有在革命实践的过程中才能逐渐形成。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天生的“教育者”，革命领袖必然也是在长期实践中锻炼成长起来的。正如马克思所说的：

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60]

从“环境决定论”出发，欧文进而强调个人不用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也不必因自己的行为而受到相应的奖惩。他指出，人对自己的性格“绝无任何功过可言，不论在今生或在什么来世，都不应得到赞扬或谴责、奖励或惩罚”[61]。这里就牵涉到以下有关道德教育的一些问题：在环境形成人的性格的同时，个人的主观努力是否也起一定的作用？个人对自己的行为是否要负责？是不是应该根据人的行为的好坏给予奖励或惩罚？等等。

欧文的说法在当时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工人的某些不良行为或犯罪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资产阶级对工人的严酷剥削和压迫所造成的（即主要责任在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是工人在奴隶般的屈辱状态下的早期的一种反抗方式。如同恩格斯所指出的：“工人过着贫穷困苦的生活，同时看到别人的生活比他好。他想不通，为什么偏偏是他这个比有钱的懒虫们为社会付出更多劳动的人该受这些苦难。而且穷困战胜了他生来对私有财产的尊重，于是他偷窃了……盗窃只是一种最原始的最不自觉的反抗形式。”[62]资本主义社会的奖惩制度是用来维护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法律和道德的。欧文反对这一制度，指出它乃是社会不平等的象征，显然是正确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赞扬欧文“看出赏罚制度是社会等级差别的神圣化，是奴隶般的屈辱状况的完整表现”。[63]

然而，欧文的看法也有其局限性。的确，人的性格首先决定于客观环境，人不可能完全超越其所处环境的限制，人的意志没有绝对的自由。但是，人也不是完全消极被动地受环境的影响，人还有相对选择的自由，有主观能动性，可以在实践中逐步学会利用有利因素、避免和防止不利因素，从而力争朝好的方向发展自己的性格。因此，在人的性格的形成过程当中，客观环境的制约和人的主观努力并不是绝对对立的，两者完全可以在实践中统一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对某些现象就无法解释。例如，在相同的环境中，有的人也许品行端正，而有的人也许就腐化堕落。这里，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就显得很重要。欧文的缺点是过分夸大了环境的作用。

正因为人对客观条件和因素具有一定的选择和利用的自由（这种自由在社会主义社会变得更大了），所以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担负一定的道德乃至法律的责任，与此同时，也必须依据一定的客观标准对人的行为进行评判、实行奖励或惩罚。否则，就没有了好和坏的区分，社会就将出现混乱。社会主义社会是理想的、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它为人的良好发展提供了真正的可能性。因此，在社会主义国家，就尤其要为维护社会公理而对每个人的行为进行奖励或惩罚。特别要教育人们形成正确的是非观，多做好事，不做坏事。如同欧文所讲，“预防犯罪”应重于“惩罚罪行”。[64]

三、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

欧文在社会改革和教育实践活动中已初步认识到资本主义的社会分工所导致的工人（尤其是童工）的片面发展。他认为，童工“被禁锢在室内，日复一日地进行漫长而单调的例行劳动；按他们的年龄来说，他们的时间完全应当用来上学读书以及在户外进行健身运动。因此，在他们的一生刚开始时，他们的天性就受到了极大的摧残。他们的智力和体力都被束缚和麻痹了，得不到正常和自然的发展，同时周围的一切又使他们的道德品质堕落并危害他人”[65]。所以，他主张，“要求培养体、智、德全面发展的有理性的男男女女”[66]，培养儿童“体、智、德、行方面的品质，把他们教育成全面发展的人”[67]。在欧文看来，为了实现全面发展，就要使每个人都受到各种相应的教育。

在体育方面，欧文要求学龄前的幼儿多参加户外活动，多呼吸新鲜空气。学龄儿童从6岁起学习体操。男学生从10岁起还要学习军事体操，“使他们具有挺拔匀称的体形，养成精神集中、行动迅速和遵守秩序的习惯”[68]。

在智育方面，欧文主张教学要“从小孩子最熟悉的事情开始，逐渐涉及各人将来可能归属的阶层所必须知道的最有用的知识”[69]，尤其要注重自然科学知识的传授。如前所述，新拉纳克学校的教学内容包括读、写、算和历史、地理等。

在德育方面，欧文强调用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学生，使学生认识到个人幸福必须和社会幸福相统一，培养学生团结友爱的行为习惯，还要使他们养成守秩序、讲规矩、克己稳重、勤勉耐劳等品德。

在美育方面，欧文认为可以通过舞蹈、唱歌、绘画、诗歌朗诵以及刺绣、雕刻、修建花坛等活动，使儿童养成优雅的仪表和审美的感觉。

欧文曾在他的《新道德世界书》中，为我们描绘出在未来新社会中人的全面发展的一幅美好蓝图：“每个人所受的训练和教育将使他们能够用最好的方式尽量发展本人的全部才能和力量；这种发展将在外部条件新的结合下实现，这种外部条件是专门为了使人性中的完善优美的品质不断表现出来而创造的。”[70]除了工作，人们“每天可以把其余时间用在自己喜爱的事情上，例如，专攻美术和科学，或读书，或同他人交谈，或到邻近公社去收集和传达消息，或拜访亲友……人人都将完全有可能得到生活的喜悦。人人的身心都将健康而高尚；他们将永远朝气蓬勃，精神焕发。他们……已获得了各种各样的有用知识，其中既有理论知识，又有实践知识，而且在广度和深度方面，都超过人们至今所达到的水平。他们将很好地了解最新成就，以充实自己在理论和实践上所得到的有用知识。这些最新的成就将使他们彼此变成有益的交谈者，同自己可能接触的一切人进行有益的交谈。”[71]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这样设想：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中，人们有可能随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72]从某种意义上说，欧文的愿望和马克思、恩格斯的想法有相似之处。

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欧文在新拉纳克已开始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后来，他在“新和谐”公社继续这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办了工业学校，要求学生参加劳动实践。“和谐堂”劳动公社的做法也类似。

欧文在《新道德世界书》中，较详细地描绘了他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想。他把未来社会的成员按年龄分为8个组，分别从事不同的活动。

第1组“包括由出生到满5岁的儿童”，活动地点是“保育室和幼儿学校”，通过“培养和教育”，“为产生正确而合理的思想、优良的习惯、自然而善良的作风、高尚的志向，以及为获得有用的知识，打下稳固的基础”。[73]

第2组“包括5岁到满10岁的儿童”。“在这一阶段，儿童的任务主要在于获得有用的经验。儿童要根据他们的体力和能力，学习某些最容易的日常生活方面的实际技能”。这样，到7岁时，“儿童就可以成为家务劳动和园艺工作中的自愿而通情达理的助手，根据他们的体力每天工作几个小时”，“7岁到10岁的儿童可以成为他们力所能及的各种工作的好助手”。[74]

第3组“由10岁到满15岁的儿童组成”。10～12岁的儿童要帮助第2组的儿童“做各种活动”，“而在12岁到15岁时，则学习掌握处理比较复杂的重大问题的原则和实践方法……学习的范围包括农业、矿业、渔业、食品制造方面的各类生产，以及保管食品的技能；教导他们学习烹制每日消费的食品最完善的方法，学习衣料纺织、房屋建筑、家具制造、机器和各种工具制造的技艺，学习生产和制造社会所需要的其他一切物品的一般技艺，以及学习办理社会所需要的各种工作的一般方法，这种教学工作而且要运用社会积累的知识和手段，通过可以达到的最好的方式进行。这一组的12岁到15岁的成员，将在不损害他们的体、智、德方面发展的可能情况下，每天以几个小时的时间参加上述一切工作”。[75]第3组的儿童“在学习科学方面也将获得重大的成就，因为他们将有各种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得到各种最有价值的知识；这些可能为他们开辟了一条‘康庄大道’，由此去获取人们所能掌握的并以目前已知的一切事实为根据的各种知识”。[76]

以后各年龄组的成员则主要从事生产和管理工作，但同时也还要继续学习。

总之，“在重新划分的社会中，一切新人都将受到良好的教育和合理的训练。”[77]

就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而言，欧文直接受到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教育家贝勒斯（John Bellers）的影响。贝勒斯曾在1695年发表了《关于创办一所一切有用的手工业和农业的劳动学院的建议》（Proposals for raising a College of Industry，以下简称《建议》），其中要求为贫民子弟创办劳动学院，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欧文曾仔细研究了贝勒斯的《建议》，并把它和自己“所写的有关同一个问题的文章”合印后散发，“以广流传”。欧文在谈到自己的社会观（其中包括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时曾这样说：“虽然我自己的想法是实际通过观察种种事实、对它们反复进行思考并试验它们对于人生的日常事务究竟有多大用处之后而产生的”，但是，贝勒斯却是“最初提出这种想法的”人，他发表《建议》的行动是一个“创举”。[78]欧文还说：自己关于社会和教育改革的原则中“没有一个能自称有首创性：很久以前，就为有才智之士反复倡议过。我甚至无权自称首先把这些原则形成理论；就我所知，这首先属于约翰·贝勒斯，他发表了这些原则，1696年他显示出极大的才干，建议把这些原则付诸实施。他没有任何实际经验的帮助，出色地表明，这些原则如何按照当时已知的事实应用于社会的改进；从而表明他的才智有能力在他同时代人120年以前考虑这个问题……要是为首先发现一个计划，其结果比任何设想过的计划能影响人类有实质性的和永久的利益，有什么功劳属于某一个人，那么全部应属于约翰·贝勒斯”。[79]

欧文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是建立在大工业生产的基础上的，[80]他强调要依靠“大量的机械和化学的力量”。这就比莫尔、卢梭、裴斯泰洛齐以及傅立叶等人进了一大步，而以前那些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张则是建立在农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上的。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发展历程中，欧文是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人物。

五、幼儿教育理论

在伦敦肯沙尔·格林公墓，欧文墓碑碑文的第一句话就是：“他首创并组织了幼儿学校。”[81]英国教育家萨德勒（Michael Sadler）1907年在概括欧文对教育的贡献时也说：“罗伯特·欧文为英国教育思想所做的工作，是使和他同时代的少数几个人觉察到幼儿学校的重要性……”[82]

欧文在他的《自传》中，曾提出了幼儿学校的10条原则，把它们“作为培养劳动阶级儿童的性格的新措施而推荐给公众”：

第一——不责骂或处罚儿童。

第二——每一受聘的教师对所有的儿童毫不例外地在口气、神色、话语和行动上始终表示出亲切的感情，以便在施教者和受教者之间产生真挚的爱和充分的信任。

第三——用观察种种现象及其性质的方法实施教学，由施教者和受教者双方以无拘无束的交谈方式做出解释，后者可以经常提出他们自己的问题，以求得理解或额外的知识。

第四——必须经常用和蔼可亲和合情合理的态度回答这些问题；当问题的内容越出教师的学识范围时（这是往往会遇到的事），教师应当立刻充分承认他对该项问题缺乏了解，免得把年轻人的思想引入歧途。

第五——室内上课没有固定的时间；但教师要注意发现学生的脑力或他们自己的脑力由于室内的教学而开始疲倦，这时，在天气晴朗时就应当把功课改为室外的体育锻炼，或在天气恶劣时改为室内的体育活动，或练习音乐。

第六——除音乐外，教师还要让这些劳动人民的子女参加军训并进行军事操练，教他们养成遵守秩序、服从指挥和严格要求自己的习惯，改进他们的仪表和健康状况，并且使他们利用最好的时机和最优良的方式做准备，在必要时能以最少的牺牲和辛劳捍卫他们的国家。

教师还指导他们学习舞蹈，并且要求跳得很纯熟，以便增进他们的仪表、风度和健康状况。我根据经验认为，对男女两性适当地给予军训、舞蹈和音乐的教育和指导，是培养一种善良、合理而愉快的性格的有力手段；它们应当是为了陶冶性格而合理地建立起来和管理起来的每一所学校中实施教育和训练的内容的一部分。它们成为环境的一个必不可少的部分，能够在幼儿和青少年逐渐成长时给予他们有益的和优良的影响。

第七——然而，这些锻炼只能持续到受教者不再觉得它们有益和不再能够很好地享受其乐趣为止。在刚看到他们有厌倦的迹象时，就应当叫他们回到室内学习智力方面的功课，对此，他们的体育锻炼已经使他们在精神上有所准备，而如果指导得法，他们总是会重新产生兴趣，去学习那些功课的。当教师合情合理地对待他们时，儿童们总是会心满意足地接受体力或智力方面的训练和教导的。

第八——把儿童们带到户外，让他们熟悉花园、果园、田地和树林中的产品以及家禽、家畜和一般的博物学，是教育劳动阶级儿童的一个重要部分；我当年在新拉纳克就是按照这种方式培养儿童的。

第九——训练劳动阶级的儿童，使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做到合乎理性并获得以后终生受用不尽的有重大价值的知识，在当时是一种崭新的办法。

第十——把劳动阶级的儿童置于比其他任何阶级的儿童所处的环境更为优越的环境之中，即把他们白天安置在首屈一指的最完美的学校，使劳动阶级的儿童养成那种闻所未闻的或从未见诸事实的优良性格，就像我在新拉纳克出色地完成的那样，是一项崭新的办法。[83]

以上10条原则，是欧文本人对自己的幼儿教育理论的最集中的阐述，其内容涉及幼儿教育的内容和方法等，至今仍具有思考和借鉴的价值。

六、欧文教育思想的影响

欧文教育思想的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为马克思主义的教育学说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材料

欧文的教育思想为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提供了思想来源。例如：欧文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使马克思受到了启发。马克思说：

正如我们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可以详细看到的那样，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84]

（二）欧文当时在英国和美国有许多追随者，他们一般被称为欧文主义者

这些欧文主义者（Owenites）从1825年起在英、美两国陆续建起了欧文主义公社（Owenite community）。英国大约建起7个公社，美国大约建起10多个公社。这些公社存在的时间有长有短，其中最后一个消失的公社存在至1855年。[85]在这些欧文主义公社中，学校是其中的重要部分。在当时的英国和美国，有许多社会改革者，“但是没有人像欧文主义者那样，始终不懈地致力于教育”[86]。而欧文的教育思想则对欧文主义者的教育产生了直接的影响。欧文主义者基本上都同意欧文的环境决定论。欧文主义公社中的学校和新拉纳克“性格形成学院”的教育形式是类似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历史学教授哈里森（John F. C. Harrison）认为，“在新拉纳克和其他欧文主义的学校里创造的教育形式”，要“远远地胜于当时机械的教学”。

（三）欧文的幼儿教育思想对19世纪上半期英国乃至整个欧美的幼儿学校运动有影响

例如，1818年，兰斯多恩（Lansdowne）侯爵及布鲁厄姆（H. Brougham）勋爵等英国上流社会人士在伦敦威斯敏斯特继欧文之后，开办了英国的第二所幼儿学校，他们邀请新拉纳克欧文幼儿学校的教师布坎南（James Buchanan）去担任校长。又如，日后对英国幼儿学校的发展做出重要贡献的怀尔德斯平（Samuel Wilderspin）也曾多次向欧文请教办幼儿学校的经验，并继承了欧文的许多思想。

第四节 邦纳罗蒂和德萨米的教育思想

菲立普·米歇尔·邦纳罗蒂（Filippo Michele Buonarroti，1761—1837）是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出身于意大利一个贵族家庭。初为卢梭的信徒。因参加法国1789年革命，于1793年获法国国籍。后与巴贝夫[87]结识，成为平等派运动领导人之一。1800年被流放。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后回巴黎，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其主要著作是1828年发表的《为平等而密谋》（Conspiration Pour L’Egalité Dite de Babeuf），是巴贝夫主义的主要文献。曾秘密草拟了空想共产主义的教育计划，直接继承和发展了巴贝夫的教育观点。

泰奥多尔·德萨米（Théodore Dézamy，1803—1850）是法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年轻时学过医学、哲学和法律，后当过教师。19世纪30年代曾加入布朗基[88]领导的秘密革命团体。1838年出版了《各族人民在文化教育方面的进展超过实用道德方面的进展。探讨这种差别的原因并提出对策》一书，勾画出他的理论的基本原理。他参加过法国1848年革命。革命失败后，回到故乡，于1850年去世。对他影响最大的有邦纳罗蒂、傅立叶以及爱尔维修（C. A. Helvétius）。他的最重要的著作是1842年在巴黎出版的《公有法典》（Code de la Communauté）。在该书中，德萨米认为，在未来社会中，将成立既从事工业又从事农业、既有城市特点又有农村特点的全民公社（类似傅立叶的“法郎吉”，一个公社约有1万居民），是一个消除了城乡差别的社会单位。公社成员人人劳动，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实行公有制。他主张暴力革命，但又认为通过社会舆论也能实现共产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称德萨米是“比较有科学根据的法国共产主义者”[89]。

邦纳罗蒂和德萨米两人的教育思想互为补充，是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详细体现在《公有法典》一书中。德萨米在该书的第10章“教育”中，先引述了邦纳罗蒂的“教育计划”（主要涉及体育和德育），然后“努力填补”邦纳罗蒂“所遗留下来的我们教育法典中的这个空白”[90]（即智育），对邦纳罗蒂的教育思想做了补充和发挥。

一、对资本主义教育的批判

德萨米认为，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只有少数有钱人享有受教育的特权，而广大人民群众则处于贫困和愚昧的境地。资本主义的教育制度是一种“腐败邪恶的教育制度”。这种教育“不是要治病救人，而是害人，不是为了赋予生命，而是进行杀害，不是为使人团结，而是要使人分离，不是为指导人，而是要把人弄糊涂，不是为了使人道德高尚，而是要腐蚀人并使人堕落”[91]。而未来的“公有制教育”要比资本主义教育优越得多。

德萨米要求教育平等，并进而实现整个社会平等，这一主张具有积极意义。

二、论“国民的、社会的、平等的”新教育

邦纳罗蒂认为，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教育应该是国民的、社会的、平等的”。[92]

（一）“国民的”教育

邦纳罗蒂说：“国民的，亦即受法律指导和受行政人员监督的意思……将习俗和知识教给青年，对共和国来说，是很重要的。”[93]邦纳罗蒂这里所讲的“国民教育”，也就是德萨米所讲的“公共教育”。这种教育与家庭教育或私人教育相对。德萨米也认为，分散的家庭教育有许多局限性，而“我们统一的教育制度”（即公共教育）就可以避免这些局限性。他说：

人们能够使儿童享受到体育锻炼的一切好处吗？就是说，能够使他们完全自由地游戏，能够充分满足我们的身体在发育过程中对于活动所感到的这种必然的和不可遏制的需要吗？在分散独处的条件下，这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需要有专门的场所，那就得进行巨大的工程和花费大量的物力……

但是，当只有一个共同的大家庭时，当个别家庭都集中在一处时，那在两千个小家庭无法办到的事，便会变得很容易了。当所有的学生都能按照年龄、体力，按照志趣、资质和能力来划分和编班时，教育和训练将是多么轻松、愉快和诱人啊！至于对最幼小的儿童（从一岁到五岁），一般来说，将采取最有预见性、最慈爱和最合理的措施，以便在从事体育训练时，用不着担心会发生极细小的不幸事故。例如设想一些宽敞而且有适应季节的完善的通风和换气设备的大厅，大厅总是十分清洁，厅内没有任何外部的家具，其地板和一切凹凸不平之处，都将细心地盖上一层富有弹性的织物；这样，任凭孩子们怎样任性都没有任何妨碍了。[94]

邦纳罗蒂和德萨米提倡国民教育，顺应了历史发展潮流，具有进步意义。19世纪初，法国、美国、英国等国开始推行国民教育，并且形成了一场规模广泛的幼儿学校运动，邦纳罗蒂和德萨米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当时这些教育实践活动有某种一致性。

（二）“社会的”教育

邦纳罗蒂说：“社会的、亦即同时授予生活在同一秩序之下的所有儿童的意思……社会的教育形式是民族大公社的反映。”[95]他这里所讲的“社会的”教育，也就是德萨米所讲的“普遍的”教育。德萨米指出：“任何年龄的人，都有强烈的求知愿望。男子、妇女和儿童，所有的人都有想认识事物和获得知识的欲望，一切人都本能地求知，寻求弄清过去的一切和今天的一切。儿童的这种欲望尤为强烈。”[96]所以，应该使人人都充分享受到公共教育，要发展、普及科学和艺术，把它们变成公共财富，并一视同仁地让所有的人按照各自的需要分享它们的好处。德萨米还说：“……人本身具有探讨科学和艺术的能力，具有对科学和艺术的需求，因而他应该不断地力求发展这种能力和需要。”[97]

我们知道，英、美、法等国家是从19世纪70年代后才相继开始实施普及教育的。因此，邦纳罗蒂和德萨米关于实行“社会的”和“普遍的”教育的思想在当时是一种先进的思想。

（三）“平等的”教育

邦纳罗蒂说：“平等的，因为大家都同样是祖国心爱的儿女；因为大家都拥有同样享受幸福的权利，而不平等却必然会破坏幸福；因为最大的政治平等必须从教育平等中产生。”[98]

此处“平等的”教育和以上“社会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相似的。

三、论国民教育的目标

邦纳罗蒂和德萨米认为，新的国民教育“应抱定三个目标”，即使学生“身体强壮和灵活”“心地善良而有毅力”“智力发展”，让每个人的体、德、智都达到最高的发展程度。

（一）体育

邦纳罗蒂说：

公民的健康和体力是共和国幸福与安全所主要依赖的条件；健康和体力是通过各个器官活动和排除干扰生物机能的原因而获得并加以保持的。由此便需要锻炼、有节制和适度。因此，作为祖国的希望的青年便应该锻炼从事农业劳动和机械操作，养成能适应最艰苦行动的习惯并在最有益身心的俭朴条件下过活。军事操练、赛跑、马术、角力、拳击、跳舞、打猎和游泳——这就是起义委员会[99]为新生的一代所安排的娱乐和休息……[100]

此外，邦纳罗蒂还专门提到了女孩子的身体锻炼问题。他指出：“为了使国家拥有健壮而勤劳的男子，就必须保证使那些天生为国家生养公民的人体格健全。因而，必须通过劳动和体育锻炼来防止她们的体质受到疲劳损耗。”[101]这里值得注意的是，邦纳罗蒂把劳动也作为锻炼身体的一种手段。

（二）德育

邦纳罗蒂说：在未来的教育机构中，要“根绝懒惰和游手好闲的现象，使性格萎靡和爱好声色犬马之乐的现象无任何途径进入法国年轻人的心灵”。[102]

邦纳罗蒂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将采取一切方法防止青年具有高人一等和优越感的思想”。[103]要向青年人“传授”和“推荐”有关的美德，例如热爱“平等和正义”等。在他看来，“为祖国服务和博得祖国的表扬的愿望”应该“成为青年人行动的唯一动机”。

邦纳罗蒂强调要通过教育，使青年人学会把自己的幸福同别人的幸福融合在一起。他说：“重要的是，要使年轻人很早就养成把所有自己的同胞都看作兄弟，使自己的快乐和感情同别人的快乐和感情融合在一起，以及只有在与自己相类似的人们的幸福中才感觉到自己的幸福的那种习惯。”[104]

（三）劳动教育和智育

德萨米的劳动教育和智育思想明显地受到傅立叶的影响。在德萨米所设想的公社中，孩子们的劳动和文化学习是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也就是实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按照德萨米的想法，孩子们从幼年时代起就要开始参加劳动，开始接受职业教育（又称“工业教育和农业教育”），从中获得关于各种事物的基本知识。然后在大量实践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他们所从事的各门工艺和各种技艺的完整理论，或者是那些使一切有思想的人都感兴趣的科学基本知识，如星辰和地球的描述、各族人民的历史（政治的、艺术的、科学的、工业的和文学的）、语法和普通文学”[105]。因为“真实学问”是“长期的经验和持久的劳动的果实”[106]。

下面我们引用德萨米的一些原话，以帮助读者更清楚地了解他的思想。

关于劳动教育，德萨米说：

当儿童（男孩和女孩）一旦具备某些智力，一旦能做某些轻巧的活动，即在他们三四岁的时候，就要注意领他们到各种工场、花园、果园、菜园、田野、马厩、畜栏、禽舍中去。在那里各种各样有组织的劳动将一一呈现在他们的眼前……儿童的模仿本能是如此之大，只要给他们从事园艺、工艺和手艺的小工具，就足以吸引他们去劳动，而且他们会立刻兴高采烈地来使用这些工具……年长的儿童已成为顶用的劳动者，他们有正常的组织和使用较大、较坚固的工具；而幼年的儿童受到年长的儿童的榜样的鼓励，则力图把他们所能有的一切技巧运用到自己小型的劳动上……他们在地里和花园中拔杂草，清除石头；他们在厨房里转动小烤叉、剥豌豆荚、洗蔬菜、除去水果皮、洗盘碟，等等；总之，利用他们去做那些不超过他们年龄所具备的体力和技巧的一切事情。人们可以看到，这些受强烈欲望激励的孩子将多么愉快和热情地去从事准许他们去做的劳动。[107]

对于儿童的劳动，德萨米还说：“由于劳动和工具总是同他们的体力和技巧相适应，所以他们既不感到辛苦，也不感觉疲劳。他们成群结队地劳动，而且每次时间不长，因此他们并不觉得枯燥和厌倦。”[108]他还指出：儿童“可以选择劳动的种类，但是，因为对于儿童，劳动要分作好几个阶段，所以为了从低级阶段过渡到较高级阶段，就得要求他显示出足够的力量、技巧和才能”。[109]

德萨米重视孩子们的劳动教育是和他强调共产主义社会人人劳动的思想相一致的。但他的思想也有不足，例如，和傅立叶一样，在德萨米这里，儿童开始参加劳动的年龄过小。

关于智育，德萨米说：

在学校中，教师都自愿地为各种年龄和不同程度的学生进行讲授。儿童、青年都本着自己的爱好去听课。这种课程的听众总是很踊跃的，因为，这里的教学既令人得到益处，又可以得到乐趣。教师绝不是像目前制度下那种墨守成规、板起脸孔、令人厌倦而且态度往往很粗暴的教育家；他们都是谦逊的学者、真正的导师……他们都是具有知识（实际知识和理论知识）的普通人。[110]

作为一个唯物主义者，德萨米特别提倡直观教学，他对一些科目如何开展直观教学提出了设想，在季节和气候允许的情况下，授课尽可能安排在户外，在优美壮丽的大自然怀抱中，面对作为教学材料的实物来进行。假如教师向自己的学生谈论农业、园艺和植物学，他可以以土地及其产物作为他谈话的直观材料。假如他要讲授天文学，那布满繁星的天空便是他的美妙的课文。假如他要讲授历史、文学、诗歌，那他就选择一个风景最优美的处所和一天中最有利于产生灵感的时刻；假如他要谈绘画、雕刻和建筑，那他就在巨匠们的杰作面前，并且还要更多地在大自然本身的杰作面前，来阐述艺术的优美和壮丽；假如他谈论的是音乐，那他就先用和谐的声调令人听得心旷神怡，然后阐发音乐的原则；假如教师所谈的是关于机械技术、手艺、工艺的各部门，那他就把自己的学生领到工场去，对规则进行示范讲解，在各种不同的劳动中，应用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原理。厨房、谷仓、酒窖、畜圈、马厩、禽舍、花园、菜园、果园、田野、散步场地、体育馆，总之，所有任何工作和游戏，都同时可作为教学的场地和课文。

可以看出，德萨米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强调采用正确的教学方式和方法，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此外，他还提出不同劳动内容的更换，以做到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应该说，他以上这些思想都是正确的。但是，对于劳动教育和智育方面的有些具体问题，例如，学生的劳动和文化学习的时间如何分配、安排等，德萨米并未加以说明。这是他的不足之处。

四、关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

在关于环境和教育对人的影响这一问题上，德萨米受到爱尔维修的影响，倾向于环境决定论。

德萨米说：“难道人的天资，不就是和整个人一样，是过去的产物，是人现在和过去所生活的社会环境的产物，即人的原有组织、人的教育、习俗、法律及无数的其他境遇的产物吗？”[111]他又说：“再没有比下面这一说法更正确的了：‘人与其说是自己体质的产物，毋宁说是其物质环境和精神环境的产物。’”[112]德萨米所讲的“精神环境”主要指教育，所以他极其重视教育的作用。他指出：

人与人之间的智力和机体、道德品质和体质，都不是相等的。但是我再说一遍，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即依靠教育就可以大大地不断改变这些自然的不平等，直到最终将其消灭；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也就是人类想要通过教育和异种婚配的方法而日益接近的目标。[113]

但德萨米不是“绝对的”或“百分之百的”环境决定论者。他还是承认人的天资、机体或器官组织对人的发展的影响。他说：“可以肯定，如果说人不完全受机体影响，他也不完全受外部世界影响。不，环境并不能决定一切。”[114]因此，在这一问题上，德萨米是“两点论”者。他的观点比爱尔维修的“绝对的”或“单纯的”环境决定论更全面、更合理。

邦纳罗蒂和德萨米的教育思想是丰富的。除了以上四个方面以外，他们还论及其他方面的问题。例如，德萨米说：

在公有制度下，求知对于儿童、青年和成年人，对于姑娘、妇女，以及对于男子来说，都成为最强烈的欲望、最大的快乐之一。甚至老年人还仍然既当学生，而同时又当教师。只要他还坚持自己的智力，他就有求知的愿望。公社就是一所互教互学的大学校，在这所学校中大家都同时是学生，又是先生，在各门科学上彼此相互启发，协同一致，不断推进自己的探索。[115]

这段话实际上涉及成人教育乃至终身教育的问题。

德萨米还提出向群众普及卫生知识。他说：“卫生教育迟早会战胜一切障碍，而成为对公众教育的一种补充。”[116]

总之，邦纳罗蒂和德萨米两人在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五节 卡贝的教育思想

埃蒂耶纳·卡贝（Etienne Cabet，1788—1856）是法国空想共产主义者。出身于手工业者家庭。原为律师。19世纪20年代参加过秘密革命团体烧炭党。参加过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1831年当选为众议员。1833年创办《民众》杂志，宣传民主思想。次年被迫流亡英国（1834—1839）。在英国期间受到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逐渐成为一名空想共产主义者。卡贝于1839年回到法国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共产主义宣传”。[117]他于1841年恢复《民众》杂志，讨论共产主义问题。在欧文的支持下，卡贝于1847年在美国得克萨斯州建立共产主义移民区（伊加利亚公社），旋即失败。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后，卡贝支持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卡贝的代表作是1840年发表的《伊加利亚旅行记》（Voyage en Icarie）。在这部“道德学、哲学和社会政治经济学论著”中，卡贝以小说形式描述了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国家——“伊加利亚”，介绍了它的婚姻、家庭、教育、医疗、劳动、工业、农业、艺术创作等制度。在伊加利亚，生产资料公有，人人平等，各尽所能，产品由国家无偿分配；人民当家做主，各级领导人都由人民代表大会或公民大会民主选举产生，公民轮流担任各种公职。恩格斯说：“伊加利亚派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吸取了圣西门和傅立叶计划中一切合理的东西，因此他们大大超过了先前的法国共产主义者。”[118]

卡贝十分重视教育。他说：“教育是我们整个社会政治制度的根基，我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们最重视的恐怕就是教育了。”[119]“共和国是把教育当作头等重要的事情，把青年看作祖国的财富和希望”。[120]《伊加利亚旅行记》第1卷的第10、11两章专门论述了伊加利亚的教育，集中反映了卡贝的教育思想。

一、论公共教育制度

卡贝提出，要参考“古今的一切教育制度”，集思广益，然后拟订出伊加利亚的公共教育制度。

卡贝说：

所有的伊加利亚人，不分性别和职业，都一律受到同样的普通教育，或称基础教育，内容包括人类应有的基本知识。

……

基础教育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是家庭教育，由父母负责在家庭中进行；一部分是公共教育，或称公家教育，是在国立学校里由人民教师负责进行。[121]



家庭教育，是指“儿童出生后头五年的教育”。

“公共教育”从5周岁起分别到17岁（女）和18岁（男）止。通常是男女分校。每天的上学时间是从早上9：00到下午6：00。

卡贝又说：“女孩满17岁、男孩满18岁就开始受专门教育，或者叫职业教育。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使每一个人都能掌握他将要从事的科学工作或生产事业的一切必要的理论和实践知识，以便他们在日后的工作中能做出出色的成绩。”[122]因为“所有年满18岁的男青年和17岁的女青年正式参加工作”，[123]所以，职业教育是不脱产的，男女青年要边工作、边学习。这也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一种方式。

卡贝提出了教育立法的问题。他认为，国家应通过法律“对各类不同教育（体育、智育、德育、生产教育和公民教育）的教学内容、学习时间、先后次序和教学方法，一一做出规定”。[124]

二、论体育

卡贝认为，体育“是所有其他教育的基础”。

他所理解的“体育”的范围较广，大致涉及妇幼保健和儿童及青少年的体育活动两大部分，称得上是一种“大体育”的思想。

（一）妇幼保健

卡贝说：

共和国对孩子们的保护，不是从他们出生时才开始，而是始自他们还在母胎里的时候。

年轻夫妇一结婚，就受到如何保护母亲和婴儿健康的教育，懂得一切必需的常识。共和国组织人员编写解剖学、卫生学方面的教材，开设有关这方面的必要课程。

到了怀孕的时候，又给孕妇开设新的讲座，讲授保护孕妇和胎儿应注意的一切事项。

……

人们不仅为妇女撰写一些实用的书籍，还专门开设婴儿养育学作为妇女的必修课程，使她们能够更全面地了解一切有关婴儿健康的问题。[125]

卡贝指出，在孩子出生后，一般来说应该都是母亲自己给婴孩喂奶，如果母亲实在无法尽这种责任，那可以由别人代为喂奶。因此，“各地的负责官员和产科医师”要“准备有一份他们辖区内能够代替别人喂奶的妇女的名单”。[126]

卡贝还说：

如果婴儿生下来时先天发育不全或躯体畸形，人民医师就上门为婴儿悉心治疗，必要时还把他送到专门的医院里诊治，这类病症大部分都能借助最新发明的一些精巧器械治愈或矫正过来；而这些器械，共和国总是保证充分供应，从来不会因价值昂贵而供应不上。[127]

总之，把妇幼保健列入体育的范围，这是卡贝教育思想的一个特点。

（二）体育活动

卡贝认为，要从小培养儿童“从事体育活动的习惯，这种习惯对孩子的今后是不可缺少的。”[128]

卡贝说：

一旦儿童的身体比较结实了，就开始进行法律上详尽地规定了的体操锻炼；这种锻炼先是在家由父母指导，上学以后才由教师来指导，目的是使孩子身体四肢和各个组织器官健全地发育。

儿童们的一切游戏，都是为了增进儿童的体力和健康，使儿童的体态姿势优美灵活。

步行、跑步、跳跃、登高、下跃、爬山、游泳、骑马、跳舞、溜冰、击剑，最后还有军事训练，都既是锻炼，又是游戏，都能使身体健壮，发育健全。某些比较简单的工农业劳动，也可以产生同样的效果，孩子们也很感兴趣。[129]

在以上各种训练中，卡贝尤为具体地讲到了步行和游泳。他说：

所谓步行，就是从容不迫地走路，姿势要优美正确，要能耐久。在我们看来，这是一种技能，是我们儿童时代就要学会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技能。学生到户外散步，除了步行外，再加上舞蹈和操练各种军事动作，简直就像行军似的。[130]

他提出，孩子一旦学会游泳就应该让他们习惯穿着平常的衣服游泳，不再使用游泳衣；这样，他万一失足落水，也能自己脱险。而且，学校还应教会他们抢救溺水的人，从中教育孩子养成乐于助人的品德。

在经过以上种种体育训练后，学生的体质就会得到增强。他说：

请你们看看我们全国的青年人和成年人的体质吧！看看他们走路的样子吧！不管一个人单独走，两个人一起走，或者是成群结队地走，男的总是步履轻捷，刚健有力，女的则姿态优美，健康活泼。由这样的男女生育出来的后代，当然要比他们的父母更为健壮，更为美丽了。这难道还错得了吗？[131]

三、论智育

（一）教学内容

卡贝说：“5岁以前，孩子受的是家庭教育。在这一段时期里，父母教自己的孩子学习本国语文，练习读书写字，教给他们许许多多日用常识。”[132]

5岁上学以后，儿童的学习内容逐渐增加，要学习语法；学习“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如地质学、地理学、矿物学、动物学、植物学、物理学、化学和天文学等的基本知识”；学习“基础算术和几何学”；学习“计算、测量和绘制设计图”；学习“农业、机械和工业的基本知识”；学习素描；学习“声乐和器乐”；学习书法和“书法理论”；等等。

卡贝反对一般的学生学习“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的古代语，以及现代的外国语”。他说：“我们不愿意我们的儿童们把宝贵的光阴浪费在这些令人厌烦的课程上，这些时间完全用来学习更有用的东西。”[133]他还说：“从前那种让青年人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上的做法，是极其荒谬绝伦的。我们甚至认为，我们从前的那些专制暴君们之所以强迫人民学习这些毫无用处的课程，只是为了不让人民受到真正的教育。”[134]在卡贝看来，如果要学习古人的或外国人的著作，可以读它们的法文译本。因此，通常只要求少数的青年人学习古代语和外国语，把他们培养成翻译工作者。这样，绝大多数学生就不必去学习古代语和外语了。

如前所述，女孩从17岁起、男孩从18岁起接受职业教育。这时，他们除了学习有关职业方面的知识外，还要学习“文学、世界史、生理卫生等基本课程”以及“有关养育子女的全部课程和公民教育所包括的各种课程。”[135]

青年人到21岁成为正式公民后，仍然还要继续学习诸如“人类发展史”之类的课程。

（二）教学方法

卡贝认为，教学方法和其他有关因素一样，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说：“学校环境的优美、设备的齐全，教师的耐心细致和经验丰富，还有教授法的简易，讲解的明晰，教学和游戏的互相结合，这一切综合起来大大有助于达到教育的目的。”[136]所以必须重视教学方法的问题。卡贝说：在伊加利亚，“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们竭尽心思来研讨改进教学方法，只要实践经验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马上便推广使用。”[137]

卡贝提出的教学方法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培养儿童的学习兴趣，做到学习和游戏相结合。卡贝指出：要“采取一切可能想象的良好方法来使每一门课程学起来既容易又能引起兴趣”，[138]从而做到连智力最差的学生也能学会。他甚至设想每一堂课都应当是一次游戏，而每一次游戏又必须成为一堂课。这样，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大大提高。

第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卡贝说：“在各种教学中，甚至在体操课或者做游戏的时候，我们都始终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139]例如“初级算术和几何学”这门学科，大部分教学过程是“在国家的工厂、仓库或者在农村中进行，尽量让儿童学会计算、磅称和量度各种原材料和产品，学会丈量土地和当场解决各种三角几何上的问题”。[140]

第三，使用实物和教具进行教学，“利用物质上的仪器图表等来促进学生的智能的发展”。[141]这方面，卡贝尤其重视利用各种博物馆进行教学。在伊加利亚，“各种科学和各门艺术”都建有“专门的博物馆”，包括“自然史博物馆、矿植物博物馆、古今动物博物馆、地质博物馆和生理博物馆”等。博物馆内展品丰富而精致，例如，地理博物馆里“有无数地图和模型，表示出或者模拟出地球表面的各种形态，有的只表示行政区域和人口，有的则表示河流或山脉”；又如，“我们的天文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座奇妙的仪器，能够表现星球运行的情况，使人们能够用肉眼逼真地看到天文学上的各种最难于理解的现象。”[142]卡贝认为，可以组织学生“在天气好的时候每天到郊外田野去散步观察，天气不好的时候到博物馆去参观”。这样，学习各种科学艺术的基本知识就不再是使人厌倦、扫兴和艰苦的事情了。

第四，语言教学实行“说写一致”，训练学习正确地选择词汇、运用词序和表达思想。

第五，“重视观察、研究和培养儿童智力的发展”。[143]卡贝说：

我们最有效的教学方法之一，就是不断地培养学生思考和判断的能力，并且责成每一个学生把自己已经懂得的知识教给比他年龄小的学生。教师只是在为了保证教学进度有必要时，才进行讲解。他指导学生们研究问题，让他们自己思考问题，而不去代替他们思考。教师能力的高低，就在于他是否善于提问，更确切地说，就在于他是否善于组织学生们互教互学。通常的做法是：由一个学生讲解或者重复教师上次的讲解，另一个学生提问，然后大家逐个地回答，教师只是在绝对必要的时候才参加自己的意见。[144]

第六，鼓励儿童的好奇心。卡贝说：“儿童的好奇心，只要是可以用来对他们进行教育，我们就决不加以压制；相反地，我们总是尽量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以鼓励他们的好奇心；我们甚至随时随地启发这种好奇心，就他们所看到的事物，问他们几个为什么。”[145]

第七，培养儿童好问的习惯，使他们养成这样一种随时随地对各种事物都认真地观察研究、寻根究底的习惯。卡贝说：“我们还培养他们不懂就问的习惯，让他们认识到，凡是大人没有教过他们的东西，即使不懂也不是什么羞耻，既然不懂，就直截了当地回答说：‘我不知道。’”[146]

（三）教材的编写

卡贝对教材的编写也提出了一些要求。它们是：

第一，教材要由国家委托最著名的专家来编写。

第二，所有初等年级的课本，如地理、算术等，不再像以前那样编得枯燥无味，而是写成故事体裁，做到引人入胜。要求“内容浅近，条理清楚，既引人入胜，又富有教育意义”。[147]

第三，教材的内容不要“超越儿童智力范围”。

四、论德育

卡贝非常重视德育。他认为，人的心灵比他的身体和智力更为重要。

伊加利亚的德育主要包括德育课和公民教育两大部分。

（一）德育课

卡贝说：在伊加利亚的学校，

有一种专门的德育课，每个儿童都要连续上12年，内容是让学生懂得他们应尽的一切义务、应该具备的优良品德和应该避免的一切恶劣行为和习惯。本来，这样的课程在过去是最不受重视、最枯燥无味的，可是现在却上得非常引人入胜……因为，我们是联系历史事实，对比英雄人物与罪人恶棍，对比伟大的德行与严重的罪孽来讲授这门功课的。[148]

通过这种德育课以及家庭中的品德教育，从小使儿童养成“敬爱父母”、“关心、帮助和爱护”他人、热爱劳动、同学之间“彼此平等相待，友爱相处”、“整齐清洁”等习惯。

（二）公民教育

卡贝对伊加利亚的公民教育曾做过这样的描述：

孩子们从小时候起，就在学习怎样当一个公民，尤其是在学校里学得更多。他们在学校里讨论学生法典，[149]参加考试，进行选举，出席学生审判会，[150]这一切都在训练儿童习惯于公民生活。

不过，严格意义上的公民教育是18岁才开始的。从这时起，青年要学习文学概论、讲演术和世界史。

更为专门的公民教育包括有伊加利亚历史、伊加利亚的社会和政治制度、伊加利亚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公职人员和公民的权利与义务。[151]

如何开展公民教育呢？他提出，每个儿童都要背诵宪法全文。没有一个伊加利亚人不懂得什么是选举和选举人，什么是全国代表大会和人民代表，什么是公民大会和国民军；也没有一个人不晓得公职人员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什么，法律允许人们做哪些事情，又禁止做哪些事情。任何人如果漠视公民教育，将被剥夺行使公民权的权利。但是，因为这是一种耻辱和痛苦，所以谁也不愿意这样做。妇女也要具备公民教育的基本知识，以免她们对与她们利益有关的事情一无所知和不了解她们的丈夫所从事的事业。

军事训练是公民教育的一个主要内容。卡贝认为，伊加利亚青年所受的教育，是要培养他们成为优秀的爱国者。尽管我们一贯希望国际国内都能保持和平，但是，仍然规定所有的公民都是国民军的成员，并且从18～21岁都要受军事训练，学习使用武器。这种训练既是一种有益于健康的辅助性体育锻炼，同时也是公民教育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青年满21岁就成为公民。

卡贝明确地把公民教育列入了德育的范围，在当时无疑是一种新颖的观点。

此外，在德育方面卡贝还提出，学生犯了错误后由“学生法庭”来审理和做出处罚，这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实行学生自治、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总的来说，卡贝的教育思想是比较丰富的。除了以上四个方面外，有的还涉及其他方面。例如，关于教师的修养，卡贝说：

我们教育上的一条重大原则就是要求教师必须时刻像慈父对待自己儿女那样来对待自己的学生。教师如果因为学生有点缺点，犯了点过错就责骂他，讨厌他，甚至对他发脾气，在我们看来，是十分愚蠢和错误的。这种做法只会降低教师本人的人格，说明他的水平甚至比那个孩子还不如。[152]

和邦纳罗蒂、德萨米两人一样，卡贝在法国和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尤其是在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也应占有一定的地位。

第六节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与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是19世纪上半期西方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其代表人物众多。

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空想共产主义者的观点不完全相同，但他们的教育思想大致有以下共同的特点。

一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的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指出：这种教育制度不平等，穷人享受不到真正良好的教育；这种教育的内容落后于时代；缺乏科学而充满了谬误；这种教育的方法是强制式的，动辄惩罚甚至体罚学生；等等。例如，卡贝说：“贵族所以要垄断公共教育，目的就是为了麻痹人民，使人民永远处于无知状态。”[153]

二是提出在未来的新社会实行平等的、普及的和公共的教育。它不仅要使学龄期的男女儿童和青少年受到正规的教育，还要努力创造条件，对成人实施必要的教育。要在全社会造成一种人人爱学习的气氛。例如，卡贝说：“要开设许多供各种年龄的成年人学习的课程”，要“终生接受教育”。[154]

三是提出教育目标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它要求未来的新一代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和谐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改造和发展。

四是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一种基本途径和手段。像欧文、傅立叶、德萨米等人更是详细地制订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施方案（尽管有些地方不太切合实际）。

五是强调学习要理论联系实际。傅立叶、德萨米更是提出了“实践先于理论”的观点。

六是强调采用正确的教育和教学方法。他们反对以往教育中所采用的种种强制性的方法，认为那样充其量只能使儿童被动地去学习。他们主张尊重儿童的爱好，采用积极的方法引导儿童主动地、活泼地学习。

马克思、恩格斯曾说：傅立叶的教育观点“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155]。马克思、恩格斯的这一评价实际上也同样适用于圣西门、欧文、邦纳罗蒂、德萨米和卡贝等人。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对后世的最大影响就是为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启示，这是对世界教育思想史乃至对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的重大贡献。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或空想共产主义者也因此牢固地确立了他们在人类思想发展史（包括教育思想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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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在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影响下，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以心理学和哲学为理论基础，从理论和实践上认真探索了“教育心理学化”的问题，并对教育目的以及管理论、教学论、德育论等方面做了较先前时代更为系统的论述，试图构建一个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由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把系统知识的传授放在学校教育过程中的首位，因此，在西方教育思想上被称之为“主知主义教育思想”，而成为“传统教育理论”的主要标志。从教育历史来看，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曾对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学校教育产生过很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至今并未终止。

第一节 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生平与著作

约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ch Herbart，1776—1841）是19世纪德国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于奥尔登堡。他的祖父曾任奥尔登堡文科中学校长，在当地教育界很有影响。他的父亲是奥尔登堡的律师和议员。赫尔巴特自幼得到良好的教育。他的母亲非常重视家庭教育，聘请牧师乌尔赞（Pastor Ulzen）为家庭教师。为了在学习困难时帮助赫尔巴特，她坚持与赫尔巴特一起听课。乌尔赞在哲学上很有见地，在教学中十分重视培养思想的清晰性、确定性和连续性，对赫尔巴特形成哲学性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影响。

1788年，赫尔巴特进入奥尔登堡文科中学，接受古典式的学校教育，学习成绩优异。他特别喜欢哲学和物理学，对沃尔夫（Christian Wolff）和康德哲学尤感兴趣并显露出音乐才能。1794年，赫尔巴特以优异的成绩毕业。

中学毕业后，赫尔巴特升入当时德国哲学研究中心——耶拿大学。在大学期间，他潜心学习古希腊哲学家巴门尼德（Parmenidѐs）以及康德、费希特、谢林等人的哲学思想。他的母亲也伴随他来到耶拿大学，促成他参加了以席勒为首的耶拿大学“自由协会”。

1797年，根据母亲的建议，大学尚未毕业的赫尔巴特前往瑞士，担任贵族斯泰格（N. F. Von Steiger）家的家庭教师。

1800年，赫尔巴特辞去家庭教师的职务，返回德国，一度寄居在不来梅市市长家中，专门研究哲学和教育学，还教过3位贵妇人的教育学、哲学、钢琴和希腊语。

1802年，赫尔巴特到格廷根大学接受公开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受聘在该校讲授教育学、心理学及哲学等。赫尔巴特的讲学言简意赅，颇受学生喜爱。在格廷根大学任教期间，他发表了一些重要著作。例如，《论展示世界美为教育的主要工作》（Die Aesthetische Darstellung der Welt als clas Hauptgeschäft der Erziehung，1804）、《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ädagogik aus dern Zweckder Erziehung，1806）、《形而上学概要》（auptpunkte der Methaphysik，1806）、《逻辑概要》（Hauptpunkte der Logik，1806）、《实践哲学概论》（Allgemene praktische Philosophie，1808）等。

1809年，因法国拿破仑的军队入侵德国，格廷根大学濒临停闭，赫尔巴特离开格廷根大学，到哥尼斯堡大学主持哲学讲座。这一殊荣使赫尔巴特沾沾自喜，他踌躇满志地说：“我能有机会接受这最有名的哲学教授的讲席实至为荣幸。我在儿童时代研究哥尼斯堡的哲人（康德）著作时，即已在景仰的梦中怀想这一讲席。”赫尔巴特曾经说过，他最关注的是教育学的讲演。

在哥尼斯堡大学期间，赫尔巴特撰写了大量著作，主要有：《公共协作下的教育》（Erziehung unter Öffentlicher Mitwirkung，1810）、《声学之心理研究》（Psychclogischen Bemerkungen zur Tonlehre，1911 ）、《现存观念强度及其持久性心理的探讨》（Psychologische Untersuchung über Sterke einer gegebenen Vorstellung als Funktion ihrer Dauer betrachtet，1811）、《关于教育学的黑暗面》（Ueber die dunkle Seite der Pädagogik，1812）、《哲学概论》（Lehrbuch zur Einleitung in Philosophie，1813）、《心理学教科书》（Lehrbuch zur Päychologie，1816）、《学校与生活的关系》（Verhältniss der Schule zum Leben，1818）、《科学的心理学》（1824—1825）、《形而上学》（1829—1829）、《关于心理学应用于教育学的几封信》（Briefe liber Auwendung der Psychologie auf die Pädagogik）、《唯心主义与教育学的关系》（das Verh altniss des Idealismus zur pädagogik，1831）等。他试图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之上的奋斗目标已大体完成。

由于哥尼斯堡大学在学术自由上受到普鲁士政府反动势力的压制，1833年，赫尔巴特辞去哥尼斯堡大学教授职务，重返格廷根大学讲授哲学和教育学。1835年，他完成了《普通教育学》的续篇——《教育学讲授纲要》（UmriB pädagogischer Vorlesungen），使他的教育理论更趋完整。1840年，他出版了《心理学研究》。

1841年8月14日赫尔巴特病逝，享年65岁。

《普通教育学》是赫尔巴特教育理论体系的代表作，它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该书分四部分：绪论部分论述了教师学习教育学的意义、教育性教学、教育目的等问题；第一编论述教育的一般目的，其中以儿童的管理理论为先导，进而说明“真正的教育”问题；第二编“关于兴趣的多方面性”阐述教学论思想；第三编“性格的道德力量”论述了教育与训练意志性格的关系。《教育学讲授纲要》是对它的补充与发挥。

二、裴斯泰洛齐与赫尔巴特

有的学者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是构建在裴斯泰洛齐理论基础之上的，同时又对裴斯泰洛齐思想做了进一步的补充。确实，赫尔巴特的一些教育观点，特别是在他早期，吸收了裴斯泰洛齐的思想。但是，赫尔巴特以其特有的敏锐的思维和对教育理论的不懈探索使他自己的思想日益完善起来，并在理论构建上超过裴斯泰洛齐。

出于对裴斯泰洛齐献身教育事业精神和学说的敬仰，1799年，赫尔巴特带领学生专程到布格多夫拜访久负盛名的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裴斯泰洛齐对赫尔巴特的来访热诚相待，特意在晚上安排了观摩课。裴斯泰洛齐“要使教育心理化”的主张和教育直观性的原则对赫尔巴特触动颇深。在不来梅，他大力宣传和讲授裴斯泰洛齐的思想，成为德国“裴斯泰洛齐运动”的先驱者。在一篇评论裴斯泰洛齐的文章中，赫尔巴特曾经概括了裴斯泰洛齐方法的优点。他认为，裴斯泰洛齐方法根据清晰的感知来掌握经验，比以前的任何一种方法更利于儿童思维能力的培养；它没有把儿童当作有经验者来进行教育，指明了教师有职责授予学生知识并使之完善；它关注早期儿童的教学问题等。

但是，赫尔巴特志在发展裴斯泰洛齐的理论。他说：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这种方法，不能把人类的思想看作一块固定不变的碑匾，在这块碑匾上，所有的文字都如同刚写上去一样永远清晰。

观念心理学是赫尔巴特心理学的核心，也是其教育学的基石。赫尔巴特用观念心理学论证教育学的思想明显受到裴斯泰洛齐的启发。在理论上，裴斯泰洛齐已经提出过“教育过程就是感性认识上升到清晰观念的过程”。然而，虽然裴斯泰洛齐反复强调教育心理学化，但是，他并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心理学体系。赫尔巴特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更深入的研究，他详细阐述了感知的对象是如何通过统觉过程而转变为确定的观念的，从而为他的教育理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对裴斯泰洛齐教育思想深入研究的基础上，赫尔巴特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改进意见。这一点在他的《关于〈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Über pestalozzi neueste Schrift： Wie Gertrudihre kinder lehrt，1802）、《关于裴斯泰洛齐的直观ABC的概念》（1802）和《对于裴斯泰洛齐教授方法的批判（Standpunkt der Beurtheilung der Pestalozzi’s chen Unterrichtsmethode，1804）等论著中有所反映。

在《关于〈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文中，赫尔巴特认为，教学的最高理想是探索教学规律。他充分肯定了裴斯泰洛齐在这方面所做的努力。他指出，在裴斯泰洛齐学校中，教师循循善诱，教学内容比较明确，儿童的思路不会受到任何阻挠。但是，在尊重儿童个性方面，裴斯泰洛齐也存在一些有待改进之处。例如，他指出：“为什么裴斯泰洛齐给学生如是之多的记忆材料？为什么他在选择教学的材料时，似乎很不注意儿童天性的倾向？为什么他只允许学生学习，而从不与儿童做亲切的谈话，从不向他们闲谈、说笑话、讲故事……因为什么，他在占有他全部心灵的儿童们中间，反而从不流露欢悦，从不将愉快与有益的事物结合起来。”[1]

在《关于裴斯泰洛齐的直观ABC的概念》中，他充分肯定了直观性教学原则，指出其不足，并力图从心理学的角度进一步阐述这一原则。可以看出，赫尔巴特的直观观念的灵感和构思都深受裴斯泰洛齐的影响。但是，赫尔巴特在裴斯泰洛齐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发挥了直观教学的思想。他指出：“发明者仅在狭窄的范围——初级教育的范围内发挥这一观念，而这观念却是属于教育全部的，但要为教育的全部，则必须进一步扩大与发展。”[2]

三、家庭教育与教育实验思想

（一）家庭教育

1797年，赫尔巴特来到瑞士，开始担任斯泰格尔家的家庭教师。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他工作非常认真，潜心研究三个孩子的心理特点，根据实际设计教学方法。在教育实践活动中，他注意观察和思考，积累了一些教育实践经验。

在实践和学习的基础上，他开始孕育其教育学说的基本设想。教育性教学、研究儿童心理特点、激发儿童多方面兴趣等思想，以及颇有创新精神的试验，都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赫尔巴特对斯泰格尔家的教育环境比较满意。在给他的朋友瑞斯特（J. G. Rist）的信中，他写道：“所给予我耕作的是一块田地，大自然并未忽略，虽然这块田地停荒了过长的时间，土壤均变得坚硬，在播种任何种子之前，必须彻底地掘过……友谊的面孔，需要帮助时的助手，体谅与礼貌，以及最重要的在工作布置中之绝对自由，连同那对于结果之最大的兴趣——我所需要的一切在斯泰格尔东家家中均具备着……男子有丈夫的威仪，女有贤淑的妇道，儿童有活泼天真的品质；他们的外表与内心完全是一致的，即使不是完全美满的，但至少却能满足这里的条件……斯泰格尔本人极诚恳而严正，并且并不拘泥；他几乎无所偏执，只要有理可言，他即能接受一切。有时他极为欢欣愉快；在他的治理之下，全家都生活于井然的条理之中，其妻则一贯娴雅、良善及仁慈，其儿童亦极为欢欣活泼。此家虽非天才荟萃之所，而却饱有康健的常识。”[3]

赫尔巴特初到斯泰格尔家时，他的学生鲁得维希（Ludwig）14岁、卡尔（Karl）10岁、鲁道夫（Rudolf）8岁。斯泰格尔比较欣赏赫尔巴特的才能，他把三个孩子的教育工作完全托付给他。赫尔巴特对教学非常认真，认真备课，凡是学生要学习的科目，他都先研究一番。他还努力钻研教学艺术，提高教学能力。在担任家庭教师的三年里，他与学生的相处也非常愉快，对家庭教师的职务很留恋。

斯泰格尔要求赫尔巴特每隔两个月提交一份有关教育计划、学习进度的书面报告。根据这一要求，赫尔巴特先后写了24份报告（只保存下来5份）。赫尔巴特积累了一定的教育经验。我们可以从他的报告中，看到赫尔巴特对教育学说的构想，如教育性教学和培养学生多方面兴趣等思想。

（二）教育实验

赫尔巴特丰富的教育实践活动，为他的教育理论提供了感性认识。赫尔巴特在谈及自己的一本主要著作时也曾经说道：“这本书的产生，是出自我的哲学思想，同时也是根据我的哲学思想，利用各种机会，收集并整理了我精心安排的观察和实验的材料。”[4]因此，在探讨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时，不能忽略他的教育实验活动。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学不能局限于理论上的教导，而必须与实际相结合。他的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起点是他的家庭教育经验。但是，他并不满足于此。赫尔巴特一直有把他的教育理论应用于实际的愿望，试图对当时的教育实行改革。他说：“一种教学的方案，如果没有相当的教师，尤其是缺少为此方案的精神所感动的教师，以及在方法运用上的练达的教师，则实无任何价值之可言，所以我建议设立一种小规模的实验学校，这种办法或者能成为将来扩充运动的最优良的准备。康德有一句话，‘先之以实验学校，继之以师范学校’。”[5]

赫尔巴特为了引起人们对他的教育计划的兴趣，发表了一些演讲。他的教育改革计划得到了当时教育领导人洪堡的大力支持。洪堡给予他实施该计划的绝对自由，并资助聘请助手的经费。后来，赫尔巴特还创办了师范班、实验学校和教育研究所，试图以他的教育理论来培养教师，开展教育科学研究。

第二节 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赫尔巴特坚信，他建立了“科学的教育学”。因为他的教育学具有坚强的双翼，即把教育学建立在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他说：“教育学作为一种科学，是以实践哲学和心理学为基础的。前者说明教育的目的；后者说明教育的途径、手段与障碍。”[6]因此，要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必须对他的哲学和心理学思想加以剖析。从构成教育理论基础的角度说，他所说的哲学主要是实践哲学，即伦理学，这是他的教育目的的主要依据。为了实现使教育学心理学化的目标，心理学思想更是贯穿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始终。

当然，在分析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时，也不能忽视他的政治思想。离开了他的政治观点，也难以对他的教育思想做出客观的评价。

—、政治思想

赫尔巴特是欧洲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德国资产阶级教育家。而18世纪末至19世纪40年代以前的德国资产阶级刚刚诞生，处于正在逐渐成长时期。因此，恩格斯认为，德国只是从19世纪初才有所谓资产阶级。

19世纪上半期，德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封建社会制度的矛盾。德国新兴资产阶级与容克地主贵族之间存在明显的矛盾。但是，德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对封建统治者的依附和妥协性，形成德国新兴资产阶级软弱的一面。正因如此，它们既不满意普鲁士封建贵族统治，又害怕人民群众。于是，德国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找到了宣泄口，萌发出具有“叛逆精神”的思想启蒙运动。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时代在政治和社会方面是可耻的，但是在德国文学方面却是伟大的。1750年左右，德国所有的伟大思想家——诗人歌德和席勒、哲学家康德和费希特都诞生了；过了不到二十年，最近的一个伟大的德国形而上学家黑格尔诞生了。这个时代的每一部杰作都渗透了反抗当时整个德国社会的叛逆的精神。”1770—1785年，德国资产阶级在思想启蒙上出现了颇具个性的“狂飙运动”。赫尔巴特正是出生在“狂飙运动”之中。1794年，赫尔巴特进入当时德国哲学的中心——耶拿大学。这时，法国正处在资产阶级革命的高潮中，“法国革命像霹雳一样击中了这个叫作德国的混乱世界。”法国资产阶级的胜利，一度鼓舞了德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热情。但是，随之而来的雅各宾派专政又把他们吓坏了，使他们由欢迎革命转而害怕革命。[7]

当时，德国新兴资产阶级既有反封建斗争和要领导革命的一面，又有对封建势力妥协的一面。这就是1848年前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两面性。费希特和谢林是赫尔巴特在耶拿大学读书时崇敬的两位哲学教授。他还参加了在席勒影响下成立的耶拿大学“文学会”，卷入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之中。赫尔巴特在政治思想上曾受到他们的影响。

赫尔巴特担任过一些小的公职，但他不是当时政治舞台上的政治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他的主要工作是大学教授，他本人对此也非常满意。1809年，他继康德之后，登上了哥尼斯堡大学哲学教授的讲座。他对这一职务的留恋也是其政治上不敢大胆表露资产阶级思想的一个缘由。他的教育主张也由此打上了时代和阶级的烙印。

普法战争爆发后，在军事征服者的胁迫下，普鲁士的统治者被迫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赫尔巴特欢迎这些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在政治上也一度向比较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靠近。他在格廷根大学讲授教育学、哲学、心理学。从1801到1841年的40年间，赫尔巴特共写了18本书，而在格廷根大学7年中就出了7本书。在1806年，他不仅完成了主要教育著作《普通教育学》，而且还完成了《逻辑概要》《形而上学概要》两书的写作。其中，《普通教育学》阐述了资产阶级教育理论，集中代表了上升时期资产阶级对封建教育进行改革的意愿。赫尔巴特从事大学教育工作的40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舆论正在酝酿之中。特别是1830年以后，受法国七月革命的影响，德国的舆论界发生巨大变化。普鲁士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 Ⅲ）政府严密控制舆论和学校。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校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当然，赫尔巴特的教授生涯，以及他的教育学说，也是在普鲁士君主政府严控之下的。1806年，他的《普通教育学》问世时，他曾感叹地说：“我可怜的教育学已不能提高它的声调了。”直到30年后，他仍感到他的教育理论和学说还没有得到公平的评论。可见，他的政治立场并不是反动的，更难断语他是“德国容克地主贵族阶级在教育方面的代表人物”。赫尔巴特逝世25年以后，即在19世纪60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工业经济高涨时期，他的教育学说才被重视。

但是，像黑格尔和歌德一样，赫尔巴特也拖着一根庸人的辫子。他与康德、费希特、黑格尔等有一段相似的经历，即曾做过贵族或富翁的家庭教师。生活的脚印，在赫尔巴特思想情感上留下深深痕迹，在豪华贵族的圈子中，使他不可避免地熏染上趋炎附势的“庸人气味”。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对施泰格尔的恭维中品味出来，例如，他曾经诚恐诚惶地写道：“阁下您的严肃正如您的善意一样伟大。尽管我在期待您承认上面所说的变化，但是，这将犹如一次判决，会把我打倒在地。我请求您无情地让我看到您的全部的不高兴。也许结果是忠实地履行稍稍的奉承的义务又会得到您表示欢迎的掌声。”[8]

尽管他继承了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但他与裴斯泰洛齐所走的道路不同。裴斯泰洛齐一生致力于初等与平民的教育，而他主要关注中等与上流社会的教育。赫尔巴特一度受到普鲁士贵族的青睐。在哥尼斯堡，他曾被政府委任为“皇家考试委员会主任”。他根据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改革教育的计划得到普鲁士政府教育厅长洪堡的支持。

赫尔巴特在政治上具有保守的一面。这一点可以从他对当时政治事件的态度上略窥一斑。1819年，普鲁士政府利用激进派学生杀死一个俄国奸细的机会，镇压学生和教师的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赫尔巴特对此退避三舍，后来干脆离开哥尼斯堡，回到格廷根大学，甚至想躲到国外去。1837年，普鲁士汉诺威公爵悍然废除已经建立的人民宪法，格廷根大学7位著名教授联名抗议，反对倒行逆施。结果，这七个人都被公爵撤职，其中3人被驱逐出境，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格廷根大学危机”。人们纷纷同情和声援被撤职的教授，唾骂那些“眷恋利禄、卑躬屈膝、恬不知耻”的人，赫尔巴特就是其中不光彩的受到非难者之一。赫尔巴特后来写了《关于格廷根的事变》（Erinnerung an die Göttingische Katastrophe，1837）一书为自己辩护，认为要将政治与学术截然分开。但是，这种行为表露了赫尔巴特对封建势力的妥协退让，暴露出他的政治思想的保守。

二、哲学思想

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是他的哲学观。有的学者甚至认为，“他是从教育学出发而走向哲学的。”[9]

显然，赫尔巴特不是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著名代表。但是，他受康德和费希特的哲学影响较大。还在中学时代，赫尔巴特就发表过关于康德道德哲学和至善观念的演讲，并深受称许。在耶拿大学，他又师承康德学生费希特。因此，无论是在哲学还是教育学上，他都深受康德思想的影响。

赫尔巴特认为，宇宙万物是由一种不变的“实在”构成的，它的真实本性隐藏在事物的内部，人们不可能真正认识它。但是，这种不变的“实在”构成的事物在它们互相发生联系、影响时，会产生一种虚幻的可变外表，人们通过感官可以感觉到它，从而获得关于事物的表象，产生观念。在这个意义上，赫尔巴特认为“一切概念都毫无例外地是时间和经验的产物。”

唯心主义在人类认识的发展过程中产生过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思维与存在的关系上，它阐发了思维及其形式（概念）对存在的能动作用，从而发展了观念论。赫尔巴特正是由此提出“观念心理学”和教学论的。

赫尔巴特道德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依据是伦理学，即实践哲学。他的伦理学思想来源于康德。他赞同康德提出的把理论哲学和实践哲学分开，以及不变的、普遍的道德原则，企图把人类的一切行为都归纳到绝对的道德规范之中。他试图以“道德观念”取代康德的“绝对命令”。他认为，有五种道德观念调节着社会和人的道德行为。这些道德观念是维护社会秩序的永恒不变的真理。他详细阐述了这些道德观念，认为每一种道德观念都包含着权威性的知识，人们可以通过教育产生一种独立的判断。这种判断是对各种道德观念审视的结果。

赫尔巴特论述了这五种道德观念。

1.“内心自由”的观念

这是指一个人的愿望、倾向和情欲要摆脱外在影响的束缚，服从“理性”的判断。要做到这一点，需要对善有充分的认识和足够的责任感，在欲望与理性发生矛盾时，使理性克服欲望。他所说的善的责任感类似康德的意志自律。赫尔巴特还援引柏拉图的伦理学解释内心自由的观念。柏拉图曾经提出，智慧、勇敢、节制、正义是人的四种美德，这四种美德得到体现的社会就是理想的社会。赫尔巴特认为，内心自由的观念就是智慧、勇敢和节制的三位一体。但是，内心自由的观念只能使人决定行为的方向，还不能使人成为有道德的人。

2.“完善”的观念

当人们进行内心的更改判断的时候，容易产生内心矛盾。这里，人们不仅应该有正确的辨别力，而且要有完善的意志，不能凭一时的冲动行事。理性和意志是相辅相成的。一个人缺乏正确的辨别力，就无以分辨善恶；缺乏坚定的意志，理性所指引的善的方向就得不到坚持。赫尔巴特认为，意志的本身有深度、广度和强度三个维度。意志的完善是指在这三个方面都达到圆满的状态。

3.“仁慈”的观念

仁慈就是“绝对的善”，即宗教所称的仁爱。赫尔巴特认为，人与人相处要仁爱。当个人的意志与他人的意志发生冲突时，应该以仁慈为本，服从别人的意志，这样，人与人之间就不会产生“恶意的冲突”。如果每个人都有这种善意，自己的意志就能与他人的意志相协调，就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和生活的安定。

4.“正义”的观念

然而，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之间的意志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当两种以上的意志发生冲突时，为防止纷争，人们应该以正义的观念来调节自己，做到克制自己，遵守法律，互不侵犯。如果做到这一点，就能维持一个稳定的社会秩序。

5.“公平”的观念

假如一个人的行为违背了上述观念，就应该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应该受到相应的回报，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赫尔巴特指出，这五种道德观念是一个不可偏废的相互联系的整体。它们应该按照一定的比例构成，某一种观念既不能缺少，也不能过多或过少。在上述五种道德观念中，前两种是调节个人道德行为的，后三种是调节社会道德行为的。他还从这五种道德观念中推演出五种社会学的观念：由内心自由的观念推演出必须使学生获得理想社会的观念；由完善的观念推演出必须使学生获得文化系统的观念；由仁慈的观念推演出必须使学生获得行政的观念；由正义的观念推演出必须使学生获得社会法制的观念；由公平的观念推演出必须使学生获得奖惩的观念。

显然，它反映了当时德国封建专制下软弱的资产阶级的愿望。一方面，他主张平等、自由、公正、仁爱等，显然，这些口号是与封建极权相对立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呼声。另一方面，他又主张维护当时的封建社会秩序，这是符合容克地主利益的。

三、心理学思想

赫尔巴特把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重要理论基础。在一篇题为《对某教学法文章的思考》一文中，他写道：“我以20多年时间研究形而上学和数学，同时还进行自我观察、经验和实验，这一切都是为了发现真正的心理学的基础。我之所以从事这种并非轻而易举的探索的动机，主要在于我深信在我们教育领域中存在的大部分缺陷是由于缺乏心理学的结果。我们必须首先建立这一门科学，然后才能把握及确定在一堂课中什么是正确的和什么是错误的。”在《普通教育学》中，他提出：“教育者的第一门科学，虽然远非其科学的全部，也许就是心理学。应当说是心理学首先记述了人类活动的全部可能性。我相信认识这样一门科学的可能性与困难：我们了解它需要很长的时间；而我们要求教育者了解它，将需要更长的时间。”[10]因此，如果脱离了他的心理学，就不可能正确理解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

（一）赫尔巴特心理学的基本特点

赫尔巴特公开宣称心理学是一门科学，它的基础是经验、形而上学和数学。赫尔巴特心理学的基本特点有以下几点。

第一，心理学不是实验的科学，而是经验的科学。赫尔巴特提出，心理学应该以经验而不是实验为基础，在他看来，经验与实验是不同的。经验是科学的属性，所以科学心理学不能不建立在经验之上。心理学虽然是一门科学，但它与物理学不同，它主要属于哲学性质的科学，其研究方法是观察和计算，而非实验。因此，它不属于实验科学之列。

第二，心理学不是描述性科学，而是研究心灵的数学法则。数学是心理学的基础，这与赫尔巴特思想中的思辨性相一致。他认为，数学的方法是心理学和物理学的又一区别。物理学应用两种科学的方法：计算法和实验法。而心理学仅用前者。在《科学心理学》一书中，赫尔巴特详细论证了心理学与数学的关系。

第三，心理学不应建立在生理学的基础上。19世纪中期，许多研究心理学的人主张把心理学与生理学结合起来。赫尔巴特对生理学不感兴趣，他认为，我们决不能由生理学入手来研究心灵的问题。这是与他反对把心理学看作实验科学相对应的。

但是，赫尔巴特反对把心理学和生理学结合起来并不意味着他否认心理和身体的关系。他曾经分析过身体状况和心理活动的关系。例如，身体的状况可阻止一个观念的引起（如睡眠），这是压抑作用。身体的状况也可使一个观念易于引起（如酒醉或狂热），这是强化作用。感情或观念可引起运动（如情绪激动），这是心理和身体的互相合作。

第四，心理学是非分析的。赫尔巴特认为，心灵是统一的，它不能分割为部分。因此，在这方面，他与英国的经验主义者不同。其实，正是因为心灵是统一的，所以心理学不能归之于实验科学。

赫尔巴特否认分析主要是反对心灵被区分为个别的官能。但是，他并没有彻底摆脱对观念的元素分析，他把这种元素纳入数学的公式之内。现代心理学家铁钦纳（E. B. Titchener）曾称德国心理学家费希纳（G. T. Fechner）的心理分析得之于赫尔巴特，也说明了这一点。

（二）观念

赫尔巴特认为，世界是由无数个“实在”组成的，人的心灵也是一种“实在”。心灵的活动，便是“观念”（英文为idea，德文为Vorstellung）。人的全部心理活动是各种观念的活动。观念是他的心理学中一个核心概念。它是指事物呈现于感官，在意识中留下的印象。在赫尔巴特看来，人的一切心理机能只是观念的活动，心理学就是研究观念活动的科学。因此，他的心理学又称观念心理学。

赫尔巴特对观念的阐述受洛克（J. Locke）、莱布尼茨（G. W. Leibniz）等人的影响。他把观念的相互联合与斗争看作心理学的基本内容。他反对官能心理学将灵魂分解为各种不同的官能，认为灵魂是统一的。他指出，旧心理学用“官能”来解释一切，新心理学必须以“观念的运动”来解释一切。

观念时刻处于活动状态。赫尔巴特试图用力学来解释观念活动。他的心理学是观念的静力学和动力学。根据他的动力学观点，观念在不同时间有强弱的差异，彼此互相吸引或排斥。不同观念在性质上是有区别的。这样，一个观念不至于变成另一观念，以保持观念的清晰性。观念的清晰性体现了观念自我保存的趋势。由于不同的观念有强度上的差异，每一观念与其他观念发生关系时，努力实现自我保护。观念的每一运动都限于两个定点之间，即完全受制止的状态和完全自由的状态。他认为，一个观念a可阻止另一观念b，其相关的法则可用含有a、b二项的方程式表示之。a、b代表观念的强度。他认为，观念有三种变量，即时间、强度、质量。

观念的对抗可减弱彼此的势力。相反的观念互相抵制的根源在于灵魂的统一性，观念是这个统一性的保护者。观念的这种保护作用是非常必要的。各观念若不因对立而互相抑制，就没有观念的分化，所有观念就会共同造成心灵的单一行动。换句话说，那些可以合成一个心理行动的观念，不互相抗拒。实际上，由于观念的数目繁多，因此，由彼此对抗而引起的抑制是意识的一个准则。

然而，观念不会因相互抑制而完全消失。当观念产生对抗时，弱的观念只是做必要的“退让”，减弱其强度或清晰性，由一种现实的状态，退为一种潜在的状态。因此，受压抑的观念仍然存在，它只是处于一种“无意识”的状态。

（三）意识阈

赫尔巴特认为，由于观念具有引力和斥力，人们只能意识一定的对象或注意有限的范围，不能同时注意两个观念，除非它们联成一个复杂的观念。他由此提出了“意识阈”的概念。他说：“一个观念若要由一个完全被抑制的状态进入一个现实观念的状态，便须跨过一道界线，这些界线便为意识阈。”[11]强有力的观念处于阈限之上，为“意识的”；本质微弱或因受抑制而变得微弱的观念，处于阈限之下，是“无意识的”。可见，被人们意识的观念是从无意识的观念之中，选取那些和自己调和的观念而产生的。在阈限之下的观念，只有和意识的统一相调和时，才可能不遇阻力升入阈限之上。占意识中心的观念只容许与它和谐的观念出现于意识上，与它不和谐的观念则被抑制下去，降入无意识的状态。

观念是能动的，相应地，意识阈也不是固定不变的。意识和无意识可以互相转化。一种观念被逐出意识，降落在阈限之下，但是，它们只是减弱其强度，并没有消失。一有机会，它可以通过有关意识观念的吸引从意识阈限之下进入意识阈限之上。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变迁，意识阈限上的观念可以转入阈限下而成为无意识的。相反，被抑制的观念也可以从完全受抑制的状态进入自由的状态。

赫尔巴特的“意识阈”在心理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我们知道，他的“意识阈”的设想受到莱布尼茨的启发。他所说的被抑制的观念类似于莱布尼茨的“小觉”（petites perceptions）。同时，他的“意识阈”思想又被冯特（W. Wundt）和费希纳吸取。冯特曾经引用赫尔巴特的无意识来解释知觉和统觉。费希纳在赫尔巴特的启发下，研究阈限之下的感觉的强度，即所谓“负的感觉”。弗洛伊德（S. Freud）早年对于潜意识的概念也直接来源于赫尔巴特。

（四）统觉

赫尔巴特把观念的同化与相互融合说成是“统觉”。统觉是赫尔巴特心理学的基本概念。他认为，统觉的过程就是把一些分散的感觉刺激纳入意识，形成一个统一的整体，组成“观念团”教学的过程从心理学上看就是统觉的过程。

从观念活动来说，相同或相似的观念容易互相联合，进入意识的领域。因此在教学中，教师要善于利用可以激发学生观念融合的知识，使新知识与学生头脑中原有的知识更容易、更紧密地结合起来。新旧观念结合得越多，范围越大，学生掌握的知识就越广、越容易被理解、越牢固。

就观念团的产生而言，赫尔巴特认为，有下列两种情形。

第一种是融合。它是指性质相同的观念或同一连续体的观念混为一体。例如，红蓝混合而成紫色。

第二种是复合。属于不同的连续性的观念不相对抗时，也可联合起来。例如，声音、形状、颜色可造成单一体。

不能相互融合的知识可能相互抑制。已经进入意识阈的某种观念由于受到抑制会被贬到阈限之下，造成学习上的遗忘。因此，对学习来说，研究观念的抑制也非常重要。

赫尔巴特认为，势力相等的两个观念可以完全互相抑制。但是，势力不相等的两个观念永远不能互相抑制，二者可以并存，合现于意识之内。三个或三个以上的势力不相等的观念也可合成一个意识的产物，也可有一个观念完全受了抑制。

较强大的观念既然不能完全抑制较弱小的观念，那么，较弱小的观念完全抑制较强大的观念更是不可能的。因此，两个势力不相等而同时发生的观念，谁也不能排斥对方于阈限之下。

莱布尼茨首先使用了“统觉”这个名词。赫尔巴特吸取了莱布尼茨的思想。他和莱布尼茨一样，认为升入意识的任何观念，都可引起统觉。但是，他的统觉思想与莱布尼茨也有区别。莱布尼茨提出，完全独立的单子是成立的。赫尔巴特则认为，观念须先在意识的统一的整体之内。

赫尔巴特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看作各种观念的活动，认为观念的联合和斗争是心理活动的基础。他提出，观念是人的大脑与外界事物相互作用的结果，观念体系是新旧观念同化的产物。他把这种观念及其统觉论应用于教育中，就是要说明教育是如何通过感觉经验的作用使学生不断掌握新知识的。赫尔巴特的这个观点既是对前人理论的发展，也是与后来的儿童研究运动相符合的。美国心理学史专家墨菲（Gardner Murphy）曾对赫尔巴特的统觉论做出这样的评价：“内心冲突的基本概念——根据赫尔巴特的描述，这种冲突，任何时候看来都是继续在意识的组成部分之间进行着的——就‘斗争’和‘心灵内部的动乱’的意义来说，当然是十分‘能动的’，十分富有内容的，足以很容易地同随之而来的浪漫主义时期和进化论时期对能动性的普遍强调吻合一致。”[12]

赫尔巴特否认心理本质的可知性，否认心理生理基础的研究，把人的全部心理活动都归结为观念的活动等，因此，就其整个体系而言，他的心理学是不科学的。但是，他的心理学思想中不乏合理的因素，例如，他提出观念的对立与融合、意识阈限转化等。此外，他的无意识说和意识阈概念，对心理活动研究的数量分析等，对费希纳心理物理学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产生了直接影响。

赫尔巴特对心理学的研究以及把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基础的思想反映了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进步趋势。他的教育心理学、特别是观念心理学思想在教学上的应用是传统教育理论的经典理论，对推动西方教育学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第三节 教育目的论

一、论教育的三个层次的目的

赫尔巴特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就意识到明确的教育目的对教育活动成功的重要性。他说：“以我之见，教育的目的是使孩子摆脱偶然的游戏，若出现为人所不容的无把握性，那么就根本不要去想对年轻人进行有意的教育；因为，偶然的事情比起父母和教师的极其细心的工作来所起的教育作用要强得多。教育因其教育计划的可靠性才具有自身的价值；教育总是在无把握的时候就用高概率来预测自己的成功与否；在非常情况下，教育的成功与否若纯是些可能性而已，就会终止教育。”[13]

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是什么？对此，我国教育理论界的观点并不一致。有的学者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旨在维护容克封建贵族的统治秩序，培养封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也有的人认为，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培养适应德国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需要的人。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究竟如何呢？

在《普通教育学》第二章中，赫尔巴特指出，要在教育上寻求一种统一的目的是不可能的。他论证了教育的可能的目的和必要的目的。

赫尔巴特认为，由于人的追求是多方面的，教育目的也是多方面的。因此，从教育的本质来看，统一的教育目的是不可能产生的。但是，这种教育目的的多方面性并不意味着人们不能归结出一个或几个主要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既有多样性，也有统一性。要剖析这一问题，首先要分析制订教育目的的根据。

在制订教育目的的根据上，赫尔巴特认为，教育者要着眼儿童的未来。他说：“教育者要为儿童的未来着想，因此，学生将来作为成年人本身所要确立的目的，这是教育者当前必须关心的；他必须为使孩子顺利地达到这些目的而事先使其做好内心的准备。”[14]可见，教育目的的制订应该按照未来成人——既非教育者、又非儿童——的意向目的和道德目的来区分。从这里可以看出，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论与斯宾塞的生活准备说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今天的教育是为了儿童明天的生活。

教育者如何才能事先把握学生将来才有可能达到的目的？

首先，赫尔巴特认为，在真正人类的较高级活动领域中，社会分工不应该分化到每个人相互不了解的程度。也就是说，尽管社会存在分工，但不同职业之间还是存在着联系，不同职业仍然有沟通的可能性。这就决定了教育为学生未来服务的可能性。

其次，赫尔巴特认为，虽然人们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是，每个人必须从事一项工作，这种可能从事的工作是教育者现在就应该关心的。赫尔巴特说：“大家都必须热爱一切工作，每个人都必须精通一种工作。但是，这种专一的精通是各人所意向的事情，而多方面的可接受性，只能产生于个人从一开始就做出的多方面的努力之中，这就是教育的任务。因此，我们把教育目的的第一部分叫作兴趣的多方面性，但我们必须把兴趣的多方面性同过分强调多方面性，即许多事情都浅尝一下，区别开来。”[15]在教学过程中，兴趣是首要的目的。他说：“教学计划要根据各种情况设想到各种差别，从而应当突出一般目的，即把多方面的、尽可能平衡的和结合得很好的兴趣（智力的真正发展）作为一切详细的教学过程的目的放在首位。”[16]

赫尔巴特把教育者要培养的这种多方面性称为“平衡的多方面兴趣”或“一切能力的和谐发展”。兴趣是相对知识而言的。在他看来，知识是人们在分工制度下从事自己的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由于知识可以通过教学获得，因此，教育者应该把握学生将来的“可能的目的”或直接的目的。

同时，他又指出，培养多方面兴趣并非是对多方面知识的浅尝辄止。要使学生爱好一切活动而精通其中一门。这种多方面性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复杂的分工对教育提出一种客观要求。他把这种目的称为可能的目的。

除了培养兴趣外，教育还有更高层次的目的，这就是培养学生的品性，品性在心理学上相对应的是性格。这是教育的必要的目的，也是最高的或终极的目的。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借助知识的传授使受教育者能明辨善恶，陶冶意志，养成去恶从善的品德。他指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17]为什么他把品性培养作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呢？这主要有两方面的理由：一方面，道德是人人都应该具备的，否则，我们就可能培养出有才无德的人，这种人必然违反社会秩序，给社会带来危害；另一方面，对个人来说，能力发展是有限的，并非每一个人都能够在一切能力上得到和谐发展。但是，个人的道德发展是无限的，在一切人身上都能培养理想的品性。

再次，他从学生个性发展的角度来考虑教育目的。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的起点是个性。一个有智慧的教师应该尊重学生的个性。他反复强调，教师要尽可能不侵犯学生的个性。从赫尔巴特把培养个性当作一个教育目的中，可以看到，他的这种思想受到了康德的影响。赫尔巴特主张尊重个性、把个性当起点同时也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要求进步的呼声。

在个性、多方面性及道德的关系上，赫尔巴特认为，它们是相互联系的。首先，他把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浓厚兴趣看作实现最高教育目的的首要条件。没有兴趣，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教育。兴趣又必须是多方面、均衡的。因为教学中如果只有单一的兴趣，或者某个方面兴趣过度，就会出现与完全缺乏兴趣相同的结果：破坏完善道德的培养。因此，兴趣必须向多方面发展，多方面的兴趣构成一个匀称的统一整体。其次，多方面兴趣的培养是个性的多方面发展的教育。他指出，教师要使个性向多方面性发展，使个性与品格及多方面性相适应。个性愈益同多方面性相融合，品格即愈益易于驾驭个人。他所说的个性与多方面性实际上是当时资产阶级个人发展的要求与社会需要的反映。三者的配合既为实现教育的最高目的——道德的完善奠定基础，又为实现可能的目的创造了条件。赫尔巴特有时把教学放在第一位，有时又把训育放在第一位，原因就在这里。他说：“假如道德在多方面性中没有根基的话，那么，我们自然可以有理由撇开教学来探讨训育了；那样的话，教育者就必须直接控制个人，激发他，驱使他，使善在他的身上有力地生长起来，使恶劣的习性销声匿迹。教育者可以自问，这样一种人为的、被强调的单纯的训育至今是否有可能？假如不可能，那么，教育者必须有一切理由假定，人们首先应通过扩展了的兴趣来改变个性，必须使其接近一般形式，然后才可以设想个性有对普遍适用的道德规律发生应变的可能；同时在对付过去业已变坏了的儿童时，除了应考虑他现存的个性以外，还应着重估量他对新的和较好的思想范围的可接受性与他接受它们的时机。”[18]因此，教育目的的三个部分是相互联系的。

二、教育目的论的特点

从总体上看，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论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教育目的应该重视儿童广泛的兴趣

赫尔巴特在从事家庭教育时就注意到培养学生的兴趣。在《普通教育学》中，他所说的可能的目的也在于培养匀称的多方面兴趣，以适应未来成年人的需要。

（二）教育目的是由教师根据儿童的未来生活的需要制订的

在他看来，今天的教育是为了明天的生活。他之所以持这种观点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关。在当时的德国，资本主义工业和经济发展还比较缓慢，未来的生活似乎是可以把握的。正如赫尔巴特自己提出的：“对我们来说，问题仅仅在于：我们能否预料未来人的目的，替他早一点把握这些目的，并为他追求这些目的，这样他总有一天将感激我们。假如是这样，我们便不需要其他各种进行教育的理由了”[19]。

（三）在教育目的的制订中重视儿童的个性

赫尔巴特认为，学生是个别的人，“即使对人类做最纯粹的、最成功的描述，这种描述却同时也始终是对特殊的个人的说明。”[20]因此，教育应该以学生的个性为出发点。一个真正的教育者应该尽可能避免侵犯个性，让个性具有的鲜明的轮廓明显地显露出来。他进一步论述了个性与多方面性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个性应该广泛地与多方面性融合起来，统一在教育目的的各成分之中。

赫尔巴特虽然主张在教育中重视儿童的个性，但他反对教育者迁就儿童。他曾经指出，如果人们要求成年教育者迁就儿童，为其创造一个儿童世界，这就意味着人们提出了不允许提出的要求，因此，它将不可避免地要遭到自然的惩罚。

（四）教育目的反映了民主性，具有鲜明的阶级性

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政治上要求民主，经济上要求发展的需要。他说：“多方面性是没有性别、没有等级、没有时代差别的。它具有灵活性与普遍存在的可接受性，适合于男女老少，任意地存在于贵族和平民身上，存在于雅典和伦敦、巴黎和斯巴达。”[21]

（五）教育目的培养的是全面而又专业的人才

为了适应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赫尔巴特希望培养的是一切能力得到和谐发展的，又专精于某一行业的人才。

从赫尔巴特对教育的必要目的的论述中，我们可以发现：

第一，他批评了仅仅把道德当成一种约束的现象，主张使五种道德观念成为学生自己的意愿。他指出：“道德只有在个人的意愿中才有它的地位，所以我们当然先应该这样来理解：德育绝不是要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模式，而是要在学生的心灵中培养起明智及其适宜的意愿来。”[22]也就是说，应该使学生养成一种道德性格或道德意志。从这里可以看出，赫尔巴特并不仅仅重视传授道德知识，而更强调道德自律。

第二，教育终极目的的达成依赖于直接目的的实现。培养理想的道德与培养个性、兴趣并非截然对立的。欲达到教育的最高目的，须研究受教育者的心理活动及规律，方能制订合理有效的方法。他说：“假如仅仅向上看到我们的最高目的，那么个性与人世间的多方面兴趣通常就会被遗忘掉——直到不久之后连最高目的也被遗忘掉为止。”[23]“教学的最终目的虽然存在于德行这个概念之中，但是，为了达到这个最终目的，教学必须特别包含较近的目的，这个较近的目的可以表达为‘多方面的兴趣’”。[24]

第三，最高目的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持续的努力。他认为，终极目的不是个别教师、学科所能完成的，需要全体教育者和社会的共同努力。更需要受教育者的终生努力。

第四节 儿童管理论

—、管理的目的

赫尔巴特的儿童管理思想与他对人性的看法是紧密相关的。在人性论上，他是性恶论者。他说：“一个人的天然爱好，不是本身就是道德的，我们讲宗教原罪，不是瞎说，是不无深刻意义的。道德以其威力使人脱离本性而进入精神世界。”[25]“我对于人性的自由无过奢的要求。我将人性自由的发挥委之于谢林和费希特，而仅欲以一个人的理智与禀赋的定律来决定一个人，并给予相当的启发，使之能有所自助。”[26]他指出，在儿童没有形成道德意志之前，处处会表现出不服从的烈性。这种烈性是不守秩序的根源，随着儿童年纪的增长会导致反社会的倾向。因此，教育者必须克服这种烈性，否则是教育者的过失。如何克服这种烈性？他认为，对尚不理智的儿童应该通过强有力的强制的方法来实现。这种强有力的手段就是儿童管理。

赫尔巴特把管理看作预防道德上罪恶的一个重要措施。管理的目的是多方面的：从儿童和社会的角度来说，“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现在和将来对别人与儿童自己造成危害；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不调和斗争本身；最后一方面是为了避免社会参与它没有充分权力参与却被迫要参与的那种冲突。”[27]从管理与教育的关系来看，管理并非要在儿童的心灵中达到任何目的，而是为教育工作的顺利开展创造一种外部秩序。因此，赫尔巴特说：“满足于管理本身而不顾及教育，这种管理乃是对心灵的压迫，而不注意儿童不守秩序行为的教育，连儿童也不认为它是教育。此外，如果不紧紧而灵巧地抓住管理的缰绳，那么任何课都是无法进行的。”[28]

二、管理的方法

在儿童管理方法上，赫尔巴特主张采用以下方法。

第一，作业。赫尔巴特把作业当作一切管理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学校的作业没有组织好，儿童就会空闲、懒惰，从而导致管理的失效。赫尔巴特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儿童必须有事做，懒惰会导致捣乱和不可拘束。如果活动是有益的工作，例如手工劳动或田间劳动，那当然好。而假如通过活动能够学习有利于将来教养的东西，那就更好。”[29]这里，他所说的作业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安排学校的学习活动，使儿童有事做，避免他们利用闲暇时间干蠢事。

第二，威胁。威胁往往能起到良好的管理效果。但是，在运用这种手段时可能触及两种暗礁：一种是有些本性顽强的儿童藐视威胁，敢于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恣意妄为。这种情况虽然罕见，但教育者要及早注意，抓住教育机会，防患于未然。第二种暗礁是有的儿童性格太软弱，不能承受威胁，容易产生恐惧。处于这种情况的儿童较多。儿童表现出来的软弱和健忘说明不能仅仅依靠纯粹的威胁。

第三，监督。监督是对儿童管理的一种不可缺少的手段。赫尔巴特认为，如果对学生不加监督，不加教养，放任他们撒野，就不可能培养出伟大的性格。但是，他也意识到监督过严会产生不良后果。首先，监督过严对教育者和被教育者都是一种负担。“拘泥于细节的和经常的监督对于监督者和被监督者来说同样是一种负担，因此双方都常常千方百计要回避它，并一有机会就会把它抛弃掉；要知监督的需要将随着其被使用的程度而增加，到了最后，任何停止监督的时刻将造成极大的危险。”[30]其次，监督过严不利于学生身心健康。过严的监督会妨碍儿童自我控制能力的形成，学生难以获得一些需要自己探索才能发现的知识。他指出，我们不能期望处于经常监督之下的儿童机智敏捷，具有创造能力，具有果敢精神和自信行为。因此，赫尔巴特强调监督应该适当。

第四，权威与爱。赫尔巴特认为，权威与爱能防止或克服威胁、监督的消极后果，是一种有效的管理方法。他说：“心智屈服于权威，权威能拘束其超出常规的活动，因此非常有助于扑灭一种倾向于邪恶的、正在形成的意志。”[31]特别是对那些天性活跃的人来说，权威是最不可缺少的。即使是学生消极地服从权威，它对划定学生的思想范围也是非常重要的，学生将在这种思想范围内更加自由地活动，并独立地创造自我。与此同时，在教育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一旦建立起爱，便能很大程度上减轻管理的负担，在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爱”的获得基于情感的和谐和习惯。情感和谐可以通过两种方式产生。一种是教师深入学生的感情中去，十分巧妙地与学生的感情交融一起；另一种是教师设法使儿童的感情以某种方式同教师的情感接近。在赫尔巴特看来，在学校中权威与爱的作用犹如家庭中的父母，权威犹如父亲，爱犹如母亲。权威与爱比任何严厉手段更能保证管理的效果。“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建立权威的。明显优越的智慧、知识、体魄和外表举止乃是属于取得权威的有关范围。虽然通过较长时间的和善态度有可能赢得可爱的听话的学生，但恰恰在最需要管理的时候，应停止这种和善态度；同时不要用软弱的宽恕来换取学生的爱戴；只有当爱同必要的严格结合在一起时，爱才是有价值的”。[32]

第五，命令、禁止、惩罚。赫尔巴特认为，当以上方法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而教育者又有充分的理由时，应该让学生毫无异议地服从。使学生毫不迟疑并完全乐意地服从是教育者的胜利。为此，他主张采用命令、禁止、惩罚甚至体罚的手段，来维持学校的纪律。但是，教育者应该注意把服从和儿童本人的意志结合起来。

为了对儿童实行有效的管理，赫尔巴特还主张要加强学校与家庭、教师与父母之间的合作。

第五节 教学论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是互相影响、互相统一的。在他看来，只有在工作中才可以学到艺术，得到机智、熟练技巧、技能、灵敏和技艺；但是也只有在思想中预先研究了科学，掌握了它，由它来决定和预定自己从经验方面所期待的未来印象的人，才能在工作中学到艺术。赫尔巴特非常重视教育理论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他认为，缺乏教育理论的教育实践，是一种“单纯贫乏的实践”，它容易使教育活动局限于片面的经验。他曾说：“对于他人，科学或者是一副眼镜，对于我，科学则为人类据以观察其环境的眼睛，而且还是一双最好的眼睛。”

正是由于教学理论对教育实践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赫尔巴特着重研究了教学理论。他的教学理论是其教育学核心，在世界教学理论发展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教育性教学

赫尔巴特把教学作为实现最高教育目的的主要手段，在西方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概念，认为教育不能离开教学，教学是实施教育的一种主要手段。

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思想与其观念心理学密切相关。他指出，教育过程实际上是统觉的过程。教学就是向儿童提供适当的观念，促使这些观念以一定的方式联结起来，形成观念团，并进一步构成“思想之环”（The Circle of Thought）。“思想之环”范围的大小与人的性格完善与否相关。观念的获得在教学上即为掌握知识，统觉的过程就是教学的过程。欲望、情感、意志都可归结为观念的积累和储存，即掌握知识的结果。良好的道德离不开坚定的意志、信念，而意志、信念以知识、能力为依据。知识是发展道德的前提。缺乏知识，人们无以追求其最高的教育目的。他说：“巨大的道德力量，是扩大眼界的结果，又是全部无断裂的思想群的结果。”[33]在他看来，假如一个人缺乏对智慧的兴趣，而思想的储藏又不足的话，那么，兽欲就有了其地位。因此，赫尔巴特把“知”放在首位。在他看来，人的一切心理现象，包括情感和意志等，都以“知”为基础，由观念的相互作用而产生。无知就无以成善。教师应该把培养学生的道德建立在知识教育的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赫尔巴特提出了教育性教学的原理。他说：“教育学是教育者自身所需要的一门科学，但他还应当掌握传授知识的科学。而在这里，我得立刻承认，不存在任何‘无教学的教育’这个概念，正如反过来，我不承认有任何‘无教育的教学’一样。”[34]在他看来，教学如果没有进行道德教育，只是一种没有目的的手段；道德教育如果没有教学，就是一种失去了手段的目的。

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教育与智育是紧密相连的。一方面，德育的有效开展依赖于教学。他说：“训育只有与教学结合才能完成它的工作。”[35]“道德的确立一般取决于教学如何同活动共同起作用。”[36]另一方面，教育性教学也有利于学生的智力发展。他说：“教育性教学将更容易和更可靠地为使一些教学内容激发学生的智力活动服务，其他教学要做到这一点比较费力，并在有些情况下是徒劳的。”[37]尽管如此，绝不是所有的教学都有教育性。例如，为了收益，为了生计或出于业余爱好而学习，这种学习与一个人变好变坏无关，因此，它谈不上是教育性的。

赫尔巴特的教育性教学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教育工作的客观规律。他认识到教育和教学的关系，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积极的意义。应当肯定，德育和知识教学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但是，道德和知识教学并非像赫尔巴特所说的那样仅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其实，赫尔巴特在论述教育目的时也提到通过教学掌握知识是一个重要的目的。同样，有时道德教育何尝不是掌握知识的手段？！

在外国教育史上，教育家们大多重视道德教育。在赫尔巴特论述“教育性教学”的概念以前，“教学的教育性”的思想在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那里就有所表露，但是，赫尔巴特第一次从心理学上论证了教育性教学问题。它反映了教学客观规律，是对教学理论的发展的一个贡献。

二、课程论

教育内容是达到教育目的的桥梁。如果说教育目的在未落实之前仅仅是一种指导思想，显得有些抽象的话，那么，作为它的体现的教学内容，似乎更能具体反映出人们期望培养的人才规格。因此，要了解一个教育家的思想不仅应该知道他想培养什么样的人，而且还必须分析他的教学内容是什么。

（一）兴趣与课程

培养多方面兴趣不仅是赫尔巴特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而且，兴趣的培养利于学生有效的学习。他说：“具有耐心的兴趣绝不可能会过分丰富的；最丰富的兴趣最易于保持耐心。在兴趣中，一个人可以容易地去完成他的各种决定，而且使他觉得到处都很容易，并不会因为有其他要求而取消他的计划。”[38]

那么，什么是赫尔巴特心目中的兴趣呢？他认为，兴趣是观念的积极活动状态。他分析了兴趣与其他心理现象的联系与区别：兴趣与欲望、意愿和审美有共同之处，它们都是一种与漠不关心相对立的心理状态；兴趣与上述三者的区别在于它并不是支配其注意的对象，而是依赖于这个对象。当人们对某一个对象发生兴趣时，内心是积极的，但是，在兴趣还没有转化为欲望与意志之前，在外表上是消极的。从人的心理状态来说，它只是内心的一种主动趋势，处于观望与行动之间。当兴趣过渡到欲望或意愿，它才由内心的主动变为外表的主动。欲望关注的是现在还未占有而试图占有的未来的对象；兴趣则专注于现在的对象。因此，兴趣的对象与欲望的对象是不同的。显然，在他这里，兴趣是与注意联系在一起的，有时甚至是一回事。

从广度而言，赫尔巴特把兴趣比喻为“多面体”，它是多方面的，又是统一的。他指出：“虽然兴趣的各种方向是形形色色地分布开去的，就像它的对象那样多得使人眼花缭乱一样，可是这些方向却都是从一点伸展开去的。或者说，许多方面像一个物体的各个面一样，也就是说像同一个人的各个方面一样。在这个人身上，所有的兴趣都必属于一种意识，我们决不可以忘记这种统一性。”[39]赫尔巴特又把这种多方面的、统一的兴趣解释为“多方面的匀称的兴趣”。

这种多方面的兴趣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认识周围自然界的兴趣，它属于认识自然的兴趣；另一类认识社会生活的兴趣，称为同情的兴趣。这两类兴趣又可各细分为三种，共有六种兴趣。

（1）经验的兴趣，它是直接与经验相一致的，是对自然的多方面的知识的兴趣，试图观察和认识事物到底“是什么”。

（2）思辨的兴趣，它是思考事物“为什么”是这样的兴趣，即对经验的对象的进一步思考。

（3）审美的兴趣，它是对事物产生美丑善恶的评价的兴趣。

（4）同情的兴趣，同情是指对一定范围的人的感情，他说：“同情是把它本身传入于别人的感情之中”。

（5）社会的兴趣，社会的兴趣是同情的兴趣的扩大，由个人之间的同情扩大为对社会、本民族和全人类的同情。

（6）宗教的兴趣，是指研究人类、社会“对于最高存在的关系”的兴趣，其表现是对上帝的虔信。

那么，如何培养多方面兴趣呢？赫尔巴特认为，儿童的兴趣是在与自然接触和社会交往中发展的，设置与学生兴趣相应的广泛的课程是兴趣培养的最重要的方法。他说：“兴趣来源于使人感兴趣的事物与活动。多方面的兴趣产生于这些事物与活动的富源之中。创造这种富源，并把它恰如其分地奉献给儿童乃是教学的任务。”[40]

为了培养学生这六种兴趣，赫尔巴特提出了范围广泛的课程体系，具体学科分布如下。

与经验兴趣相对应的学科是各种自然科学，如自然科学、 物理、化学、地理。

与思辨兴趣相对应的是研究“为什么”的学科，如数学、逻辑学、文法。

与审美兴趣相对应的是有关艺术评价的学科，如文学、唱歌、图画。

与同情兴趣相对应的学科是人与人交往必须具备的知识，如外国语（古典语与现代语）和本国语。

与社会兴趣相对应的学科是关于民族和社会的知识，如历史、政治、法律。

与宗教兴趣相对应的学科是有关表现人与上帝关系的知识，如神学。

赫尔巴特把上述学科归纳为三类：属于经验兴趣和思辨兴趣的学科称为“科学的科目”。属于审美兴趣、同情兴趣和社会兴趣的学科称为“历史的科目”。神学则为“宗教的科目”。

赫尔巴特还指出，教学中注意兴趣的多方面性还不够，因为它们完全可能是互相对立、冲突的。因此，教学中：“有三个因素要考虑：智力活动的强度、范围和统一。”[41]智力活动的强度，是指教学中学生对所学事物的兴趣深厚程度，以及对所学事物进行智力活动的“专心”和“审思”程度。智力活动的“范围”，指的是对知识兴趣的多方面性。智力活动的“统一”，是指多方面的兴趣应该是一个匀称的整体。这个思想在课程设置中应该得到体现。赫尔巴特认为，仅仅从各种角度出发编制广泛的，包括学习内容丰富的课程，对儿童个性是没有什么帮助的。他设计的课程体系不仅要满足多方面兴趣的发展，而且努力使多方面的兴趣构成一个匀称的统一整体。赫尔巴特指出：“假如经验的兴趣在忽视其他对象的情况下来选择某一种经验对象的话，那么它在特性方面将变得片面起来……假如思辨的兴趣只是限于逻辑方面；或数学方面（也许只是限于古代几何的那种数学）；或只限于形而上学方面（也许只限于某一系统观点方面）；或只限于物理学方面（也许只探索某一假设）；或者限于是实用历史方面，那么这种兴趣从特性上看是片面的。”[42]相应地，审美的、同情的、社会的兴趣不能只局限于某一种学科，宗教的兴趣不能局限于某种教义或教派，贬低其他的教义或教派。否则，容易导致学生的片面发展。

（二）课程结构

赫尔巴特的课程论是建立在兴趣说基础上的。他主张开设的课程包括：自然科学、物理、化学、地理、数学、逻辑、文法、文学、唱歌、图画、外语（古典的和现代的）、国语、历史、政治、法律、神学等。除了这六种主要兴趣类型的科目外，赫尔巴特认为“技术知识”也很重要。他说：“技术是自然观念与人类目的之间的重要环节。每个青少年应当学习使用木匠最常用的工具，应当像使用直尺与圆规一样出色。使用机械的技巧往往比体操练习有用。前者有助于智力发展，后者对身体有利……每个人都应学习手的使用。在人超过动物这一点上，除了语言外，手有它的光荣地位。”[43]那么，是不是每一个儿童都要达到这些要求呢？不是。赫尔巴特认为，教学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水平与能力的外部关系，所以，不能刻板地规定一般的教学内容。但必须有一部分人得到这种均衡发展：“我们虽然不能期望所有兴趣在每个个人身上均衡地得到发展，但我们必须期望一大批学生具有这种全部兴趣。”[44]

现代教育派曾对赫尔巴特的课程论进行猛烈的抨击，认为他的课程是与社会脱节的。不可否认，赫尔巴特的课程确实非常强调学科的逻辑关系，但是，他并没有否认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他也曾经指出，我们学习不是为了学校，而是为了生活。“不是为了富丽堂皇，而是为了实用！也许这一简短的译辞可以解释那句格言。它是一条聪明的经济规则，它适用于家具的添置，同样也适用于知识的置备。”[45]

从课程结构上看，赫尔巴特的课程主要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在学科结构上，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兼有。因为资产阶级既需要实用知识以发展经济，也需要文雅知识来满足闲情雅致。但是，赫尔巴特的学科体系中也有明显的宗教的痕迹。

第二，强调学科之间的联系和一门学科的多种价值。赫尔巴特从观念的融合出发，注意知识之间的联结。他虽然根据兴趣种类对课程进行了划分，但是这种划分是相对的。在激发儿童兴趣方面，彼此存在着相互联系。赫尔巴特称之为“联合点”。他说：“文学连同其作家与讲演者属于审美兴趣。历史可以激发起对优秀人物与社会兴衰的同情。语言通过这两者甚至间接地可对引起宗教兴趣发生作用。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能激发许多不同兴趣的这种联合点了。假如加上对这种语言的语法结构的探索，那么甚至还会引出思辨的兴趣来……假如这些课程恰当地合作，那么它们与宗教课一起起很大作用，使青年人的智慧获得符合多方面兴趣的发展方向。”[46]即语言既可以激发宗教的兴趣，也能引起思辨的兴趣；自然科学包括了经验的兴趣与思辨的兴趣。

第三，教材体现教育性。赫尔巴特主张教育性教学，教育性教学的特征之一是教材的教育性，例如，他论述了历史、地理等科目的教育性。

第四，教学内容反映文化复演论。赫尔巴特认为，在人类历史早期，感觉在认识中起主导作用，以后想象力逐渐发展起来，最后得到发展的是理性。儿童的个体发展重复了种族发展的过程。相应地，课程的安排应该反映这个规律。他把人的发展划分为婴儿期（0～3岁）、幼儿期（4～8岁）、童年期、青年期四个阶段。在教学内容上，婴儿期以感官训练为主，学习语言；幼儿期以发展想象力为主，学习书、写、算等；童年和青年期教授与理性思维有关的内容，例如，数学、历史、自然科学等。

第五，教材组织渗透“相关”与“集中”的思想。赫尔巴特的“相关”与“集中”思想是观念心理学在课程上的延伸。“集中”是指这个心理活动专注于某一种对象，排斥其他的对象。“相关”是指对“集中”的对象的支持与配合。根据这个主张，他认为，在众多学科中必须有一门共同的中心学科，其他学科围绕着这个中心学科设置。从道德教育这一最高目的出发，他曾经把历史和文学作为中心学科，把自然科学作为次要学科。

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赫尔巴特第一次在分析学生兴趣的基础上论述了中等教育的课程体系。这个课程体系试图把人文学科和自然学科糅合起来，为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服务。在他的课程体系中，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相辅相成。一方面，他把人文学科放在教学的重要位置上，这既是与他的教育目的论和教学的教育性思想相联系的，也适合当时中等教育的需要。另一方面，赫尔巴特也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他曾指出：难道你们相信仅仅凭着道德观念就能教人如何行为吗？人处在大自然中间，其本身即为大自然的一部分。大自然的力量淌过他的心田……他必须懂得自己的能力，以及他周围能够帮助他的力量。显然，赫尔巴特不仅没有忽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学，而且还重视自然科学知识的教育价值。重视自然学科的教学在客观上反映了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发展的需要。

显然，赫尔巴特的课程体系是针对“古典人文主义”的缺陷提出的，与以希腊文和拉丁文课程为主体的古典人文主义课程体系相比，它显然前进了一步。赫尔巴特设置的课程所涵盖的广泛的内容、严谨的结构是以前的课程论无法比拟的。就当时而言，它是比较适应资本主义发展需要的普通教育课程体系，并奠定了现代课程论的基础。当然，他的课程论既反映了时代的烙印，如重视人文学科；也暴露出他思想中落后和保守的一面，如对宗教教育的重视。

（三）形式教学阶段论

赫尔巴特根据观念心理学论证了教学过程。根据学生观念活动和兴趣的特点，他提出了著名的“形式教学阶段论”。

赫尔巴特认为，统觉的过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感知引起旧观念的活动；新旧观念的斗争或联合；统觉团的形成及其强化。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就是观念活动过程。

在人的观念活动的过程中，兴趣既是统觉的基本条件，又是智力活动的前提。赫尔巴特把兴趣划分为以下四个阶段。

1.注意

赫尔巴特认为，注意是“一种表象突出于其他表象，并对它们发生作用，其第一个因果关系就是不由自主地压制与遮盖了其他表象”[47]的心理状态。良好的教育必须把多方面兴趣和引起学生的注意结合起来。他说：“教师在教学的时候必须注视学生的表象是否是自然发生的。如果自然发生，学生被称为是注意的，教学本身就是有兴趣的”。

赫尔巴特把注意分为“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两大类。在教学中，有意注意和无意注意都重要，但是，教师更应该注意无意注意。他说：“有意的注意取决于决心，教师往往可以通过劝告或威胁来引起它。更值得期待，而且更卓有成效的是无意注意。它必须通过教学艺术来寻求达到。在这种注意当中包含着我们想要的兴趣。”[48]

赫尔巴特把“无意注意”细分为“原始的注意”和“统觉的注意”。原始的或最初的注意是儿童最先具有的，它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而依赖于感觉印象的强度。例如，“明亮的颜色和高声的讲话比暗淡的东西与微弱的声音更容易被注意。不过我们不要从中得出结论说，最强烈的感知是最好的，因为它们会使人的接受能力迅速变弱……因此，我们必须在这方面寻找出一种可产生中等程度感知的事物。”[49]统觉的注意是一种由旧观念引起新观念的注意。例如，在教师讲授某一门学科时，缺少相关旧观念的学生难以引起统觉的注意；具有有关的旧观念的学生就容易引起统觉的注意。

有意注意依赖教师的引导或学生本人的努力。相比而言，赫尔巴特主张发展学生的有意注意。因为即使通过最好的方法，也并非每个人都能充分达到最初的和统觉的注意，而且，要记忆的事物并不总是有趣的，要记住它们多半要求有意注意。

2.期望

被激发起来的新表象常常不能立即出现在人的意识中，因此，“当实在延缓显示于人的感觉之前时，兴趣便在期望中出现了。”[50]

3.要求

人们期望的事物并不与激发起期望的事物相一致。也许可能出现人们所期望的东西属于未来，而其产生的基础，与出发点属于现在。假如从兴趣中产生欲望，那么，这种欲望可能通过其对事物要求显示出来。

4.行动

人们不能仅仅沉溺于欲望之中，“倘使人的各种器官可以为这种要求服务的话，那么要求就会以行动出现”。[51]

在学习的过程中，儿童的思维状态也是掌握知识的重要条件。赫尔巴特认为，观念的获得是逐个地获取单个观念的专心过程与交替进行同化这些单个观念形成观念体系的审思过程。前者称吸收，后者叫思考。“吸收与思考，像理智的呼吸动作，两者永远相互交替”。[52]因此，教学过程包括“专心”和“审思”两个基本环节。

“专心”（德文Vartiefung，英文Concentration）是指集中于某一主题或对象而排斥其他的思想活动。在教学中，要求深入钻研教材，力求清晰地认识个别事物。“审思”（德文是Besinnung，英译文是Reflection）是指追忆与调和意识内容的思维活动，即深入理解与思考，把“专心”中认识的个别事物集中起来，使之联合成统一的东西。

赫尔巴特认为，这两个环节既有相互联系，又有相互区别。

首先，各种专心活动是互相排斥的，不能同时发生于不同的对象，而是一个接着一个的。在审思中才能把各种专心活动汇合起来。赫尔巴特说：“专心活动不能同时发生，它们必须逐个产生。首先是一种专心活动，接着再有另一种专心活动，然后它们才在审思中汇合起来！人必须有无数次这种从一种专心活动过渡到另一种专心活动去的变迁，然后才会有丰富的审思活动，才能随心所欲地返回到每一种专心活动中去，才可以称得上是多方面的。”[53]

其次，专心活动在审思活动之前，但是，两者是可以互相转化的。赫尔巴特认为，一方面，各种专心活动应当交替进行，互相转化，并过渡到审思。因此，审思是由专心组成的。他指出：“要预先了解这一点，也许是心理学的事情；而要预先感觉到这一点，乃是教育技巧的核心，教育艺术的最宝贵的法宝。”[54]另一方面，审思也可变为新的专心。

再次，专心和审思在掌握知识中同样重要。离开专心，人们就无以掌握知识。但是，要掌握真正的多方面知识又离不开纯粹的审思，否则，“具有多方面性的人就将成为那种有时候被人并非善意地称为学者的人，这正如从各种缺乏审思的专心中产生一种孤僻的技艺家一样”。[55]

最后，专心活动和审思活动，都各有其静止状态和运动状态。

赫尔巴特以观念心理学为基础，把培养多方面兴趣和注意力结合起来，提出了教学阶段的理论。他把教学过程划分为明了、联合、系统、方法四个连续的阶段。赫尔巴特认为，一切教学活动都应遵循这四个阶段。他说：“教学的衔接就基于上述这一点。较大的构成部分是由较少的构成部分组成的，正如较少的是由最小的组成一样，在每一个最小构成部分中都可区分出四个教学阶段，必须注意到：清楚、联想、排列与这种次序的进程。在最小的构成部分中，这些阶段是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发生的，而在下一个较大的构成部分要由最小的构成部分组成起来时，这些阶段就较慢地一个接着一个出现了。”[56]

形式教学阶段论的几个基本关系如下：

教学阶段 明了——联想——系统——方法

观念活动 静态——动态——静态——动态

兴趣特点 注意——期望——要求——行动

教学方法 叙述——分析——综合——应用

第一，明了，是静止状态的“专心”活动。赫尔巴特认为，在这个阶段中，教学的主要任务是教师通过应用直观教具和讲解的方法，进行明确的提示，使学生获得清晰的表象。这时，学生要对学习的内容逐个地进行静态的深入学习。他认为，对初学者来说，以最小的步伐前进才是最稳妥的。因此，学生应当对每一个环节都仔细学习，直到正确地理解每个对象为止。在心理状态上，要求学生把“注意”集中到新观念上。在教学法上，教师要把所学内容加以分解，并逐个地呈现，使学生能够清楚地认识各个事物。赫尔巴特说：“对于最初阶段的教学来说，教学艺术首先取决于教师是否知道应把教学内容分解成若干极小的组成部分，以免不知不觉地跳跃了某些部分。”[57]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讲述新教材时应简洁易懂。如果学生不懂的话，可以通过“中介物”帮助学生理解。

第二，联想，是运动状态的“专心”活动。赫尔巴特认为，在这个阶段中，“由于一个专心活动进展到另一种专心活动中去，表象联合起来了。”教学中要建立新旧观念的联系，即新的教材和学生原有的知识发生联系，在新旧观念的联系中继续深入学习新教材。赫尔巴特认为，这一阶段学生在心理上表现为“期待”。在教学法方面，联想最好的方法是自由交谈。“因为学生可以从中获得机会去尝试做出偶然的联想，而这种联想对他来说恰恰是最轻而易举的，最不费力气的，同时可以获得机会去改变这种联想，使之多样化，并按他自己的方式掌握已学过的东西。如此，可以防止生搬硬套，这种生搬硬套往往产生于单纯的系统学习”。[58]

第三，系统，是静止状态的“审思”。赫尔巴特认为，最初形成的新旧观念的联合并不一定是有序的，它需要人们对联想阶段的结果进行审思。经过审思，学生看到许多事物之间的关系，把每一事物看成是这种关系中的一个成分。系统是在“明了”和“联想”的基础上进行的，如果没有清楚的个别事物就不可能有系统、次序、关系，因为关系不会存在于混合体之中，它只存在于既分离而又重新联合的各部分之中。赫尔巴特说：“系统通过突出主要思想使学生感觉到系统知识的优点，并通过较大的完整性增加知识的总量。”[59]在这个阶段，学生在老师指导下，在新旧观念结合的基础上，获得结论、规则、定义和规律等知识。在心理方面，表现为“要求”，在教学上，教师应采用综合的方法。

第四，方法，是运动状态的“审思”活动。赫尔巴特认为，教学过程达到系统阶段，并不意味着观念体系已经全部形成，它需要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在这个阶段中，要求学生通过实际练习应用已经获得的系统知识，使之变得更为熟练和牢固。要熟练应用知识，学生对所学的知识应融会贯通，能“由任何一点转向前后左右的任何一点，或转向两旁”，根据实际需要，重新组合知识以解决实际问题。在心理方面表现为“行动”。在教学法方面，学生通过作业、自己写作与修改等运用所学的知识。

总之，“为了始终保持心灵的一贯性，我们首先为教学确定这样一条规则：在教学对象的每一个最小组合中给予专心活动与审思活动以同等的权利，也就是说，同等地关心并依次做到；对于每一个个别事物的清楚，对于许多事物的联想，对于联想的前后一贯次序，以及在遵循这个次序前进中进行某种应用。”[60]

赫尔巴特形式教学阶段论分析的是教学的整个过程，而不只是某一堂课的各个环节。他认为，正如较小部分是由最小的部分组成的一样，在每一个最小的构成部分中都可划分出四个教学阶段，而且，这些阶段是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的。体现在心理状态上，“专心”和“审思”是交叉进行，不是机械相连的。

赫尔巴特在总结自己和前人教学经验的基础上，依据其观念心理学阐述了教学过程。他把教学活动看成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分析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特点，据此划分教学阶段，从而使教学活动有章可循。他试图把教学过程中学生学习心理活动与教师传授知识紧密联系起来，推动了教学理论的发展。他对四个形式教学阶段的划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教学规律。正因如此，它不仅被赫尔巴特学派发展，苏联教育学的“课堂”教学环节也借鉴了这一思想。

但是，如果在教学上形而上学地遵循这个模式，必然导致教学方法的形式主义。后来在进步教育运动中，许多进步主义者对传统教学理论的批评正是基于这一点。

（四）教学方法论

赫尔巴特教学方法论的基础也是建立在观念心理学基础上的。他把统觉的过程分为感官刺激、观念的分析和综合、统觉团的形成三个环节。相应地，他提出了三种教学方法：单纯提示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

1.单纯提示教学

赫尔巴特认为，单纯提示教学是一切教学的基础和前提。学生感知的表象要在意识中引起观念活动，必须有一定的强度和频率。单纯提示教学正是起到了这种作用。它的目的是使学生通过感觉的应用，得到一些与其观察过的事物相关联的表象，为观念的联合做准备。

单纯提示教学是建立在学生经验的基础上的，是对经验的模仿和复制，同时又是对经验的进一步扩大。赫尔巴特说：“任何时候要为某一个人制订教学计划，总会碰到这个人所处的经验范围和交际范围问题。这种范围也许可以按照平衡的多方面性的观念加以合理的扩大；或者在其内容上做一番更好的探索。”[61]教学的某些部分可以在儿童的交际和经验范围的基础上，从儿童能够目及的视野中获得材料，通过对邻近世界的描述来扩大眼界。单纯提示教学离儿童的视野越远，就越容易丧失清晰性和深度。这时，教学方式应遵循一条规律：应使学生相信所描述即其所见。

赫尔巴特认为，新事物能否被感知，首先取决于学生的旧观念与新事物的联系及学生的感受能力。因此，教师必须事先充分了解学生心灵中原有些什么观念，然后才能决定应该提示哪些新观念。他说：“我们可以由周围年长者的生活线索把儿童引导到其出生以前的时代。凡是与儿童以往观察到的相当类似并有联系的一切，我们一般都能通过单纯的提示使儿童感知到。”[62]可见，这种方法可以直观教学法为基础。

2.分析教学

单纯提示教学虽然具有直接的生动性，但是，不同的观念要实现联合，必须对不同的观念加以区分，以找出彼此之间的相似、相同和不同之处。这就需要分析教学。赫尔巴特说：“每一个有思想的教育家，他的健康的触觉把他引导到分析在儿童头脑中堆积起来并通过单纯提示教学增殖起来的材料，使儿童注意力逐渐专注到较细小和极细小的问题上去，以便使儿童的一切表象达到明确与纯洁的程度。”[63]

分析教学的作用就在于分析呈现在儿童感官中的材料。赫尔巴特指出了两种情况：第一，把同时出现的环境分解为个别事物，把事物分解为组成部分，再把组成部分分析为若干特征。特征、组成部分、事物以及整个环境都可以抽象化而形成各种形式概念。第二，把逐步出现的事物分解为不同的层次。

分析教学对观念的联合非常重要。赫尔巴特认为，通过不断地分析，人们“常常可以获得关于各种前提的联想，一个人得出逻辑结论的熟练程度全都依赖于这种联想——科学的想象。正因为经验没有系统，所以假如我们伴随着经验不断地进行思索，那么经验就能出色地使我们的各种思想多样化地混合起来，融为一体”。[64]

分析教学虽然比提示教学深入了一步，但是，教学如果仅仅停留在这一层次是远远不够的。分析教学的局限是只能接受它所能找到的材料，而不能获得普遍的知识。只有综合教学才能使学生形成完整的认识。

3.综合教学

统觉的主要功能是把许多个别的观念联合为一般的概念，形成“统觉团”。在正确组织教学的情况下，观念一般都能用以前形成的各种表象正确而迅速地再现出来，并自然地引起某种想象。如果一旦出现新旧观念不一致的现象，教师则需要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寻找有效的方法，用接近或类似的观念来代替或调和它们。综合教学与观念活动的规律是一致的，它能充分调动学生的心灵活动，其中主要的是记忆和想象。赫尔巴特说：“综合教学是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之上的，只有它能够承担教育所要求的建立整个思想体系的任务。”[65]因此，综合教学应该及早开始，而且，它是没有终点的。

综合教学以前两种教学方法为前提。赫尔巴特说：“对于真正的综合教学来说，我们可以从这样的前提出发：在整个青少年学习时期纯粹描述的教学和分析教学凡在合适的地方都对他们产生了帮助。”[66]任何教学都可以成为综合教学。在这种教学中，教师可以把所有的内容综合起来。综合教学必须注意两个方面：必须提出成分并促成它们的联合。他分析了不同类型学科的综合教学问题。他认为，最普通的一种综合是联结性的综合。这种综合到处存在，并在经验学科中尤为普遍。它必须尽早地、最大限度地得到训练，直至达到最高熟练程度。他还分析了思辨的、鉴赏的、同情的、宗教的综合教学问题。

赫尔巴特认为，单纯提示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是递进的，前者为后者提供基础，后者是在前者基础上的发展。但是，这三种方法并不是互相排斥的，教师应该注意将这三种教学方法结合起来，综合运用。在“明了”阶段，主要运用单纯提示教学和分析教学。在分析比较新教材时，须借助提示对教材加以生动的描述，用简练易懂的词句进行准确而精细的分析。在“联合”阶段，主要采用综合教学。在“系统”阶段，则采用更高形式的综合教学，使初步联合起来的各种观念进一步与课程的整个内容联合起来。它要求教师采用“更有联系的陈述方法”和“抽出要点的方法”，反复分析所学习的材料，使学生从中发现更多的联合因素，以便做出概括和结论。在“方法”阶段，学生要学会把“普遍”的概念运用到“个别情况”中去，其教学方法主要为练习，实际上也是对单纯提示教学、分析教学和综合教学的验证。

赫尔巴特的教学方法与他的多方面兴趣理论是紧密相连的。他认为，通过提示教学和分析教学，学生能够深入理解事物的特性，引起经验的兴趣。在分析教学中，学生可以发现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规律，产生思辨的兴趣。分析教学的结果，促使学生对事物做出评价，从而诱发审美的兴趣；通过对交际的分析和综合，学生可以产生温暖而持久的感情，引起同情的兴趣；通过辨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培养学生的社会兴趣；通过分析人类与上帝的关系，培养学生信仰上帝的观念，形成宗教的兴趣；等等。

教学方法的实质是教师如何把一定的知识、技能传授给学生，它涉及教师——知识（技能）——学生三个环节。赫尔巴特从他的心理学思想出发，论述了这三者的关系。美国教育家杜威指责赫尔巴特的教育学是教授学，认为他只注意教材、忽视了学生。显然，这是不公平的。赫尔巴特并没有忽略学生这一环。他清楚地告诉我们，教师“只不过是被派去对儿童做明晰的讲解和作为儿童合适的陪伴的”。[67]他虽然说过学生对教师要保持一种被动状态，但他又指出：“使听者仅仅处于被动状态，并强迫要求他痛苦地否认自己活动的一切方式，本身就是使人厌恶与感到受压抑的。”[68]可见，赫尔巴特既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指导作用，又主张不要给儿童过多的不必要的干涉，应让儿童有一定的自主权。他说：“假定学生的选择已经做出，而不再举棋不定，那么一切可觉察到的干涉与干扰应在这方面予以避免。学生将自己行动，教育者只有按学生自己提供的衡量尺度来衡量学生。”[69]

但是，赫尔巴特的教学论论述的重点不在学生的如何学，而在于教师如何根据学生的心理特点去实行教学。他虽然没有否认儿童的活动，但他更重视儿童的审思。他认为，教学固然以经验为基础，但是“正确的道德原则不是能从经验中学到的，正相反，对经验的领会是受每个人在这方面一起发生作用的信念限制的。”[70]赫尔巴特反对过度地激发儿童的外部活动，认为这样会使学生的“精神呼吸”受到干扰。他说：“最根本的是，我们决不要过度地把儿童的外部活动激发起来，以致使精神呼吸——专心和审思的交替——受到干扰。对有些人来说，教育的原则必须是：从他们的早年起就要避免给他们的活动以过度的外部刺激。否则，他们就绝不可能达到思想的深刻性，形成礼貌，获得尊严。”[71]

赫尔巴特教学论体系比较完备，他的教学理论成为传统教学派的经典理论。

第六节 德育论

道德是赫尔巴特教育的最高目的，德育论是他的教育学中三个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一、道德的内涵

赫尔巴特指出：“教育的唯一工作与全部工作可以总结在这一概念之中——道德。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因此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任何人否认这一点，他对于道德是什么，肯定不可能有真正的认识；至少在这种地方，他没有发言权。但是，为要把道德定为人类与教育的整个目的，扩充道德的概念是必要的，同样，证明它的必要的各种假设，作为它的真正可能的条件，也是不可少的。”[72]

赫尔巴特论述了道德的理性、意志、情绪等特征。

（一）道德的理性特征

赫尔巴特把道德纳入抽象的理性王国，看作一种超感性的理性力量。德育的目标是使学生形成这五种道德观念，增长学生的道德认识和形成学生的道德判断。他所说的五种道德观念包括：内心自由、完善、仁慈、正义和公平的观念。一个有良好道德性格的人，要具有坚强的“公正”“善良”“内心自由”等道德观念，并严格地受这些道德观念的支配。具备这五种观念就实现了教育的最高目的。

赫尔巴特试图把这种经过改造的伦理学运用于教育过程之中。值得一提的是，在他的伦理学思想中，赫尔巴特没有赋予宗教独立的地位，而仅仅把宗教作为同情兴趣活动的一种。在实际教育活动中，他把上帝看作大家共同的天父。这在当时是大胆之举，曾引起保守的家长们的愤怒与惊骇，认为这是“异教邪说”。但是，当时德国资产阶级毕竟是软弱的阶级，反映在赫尔巴特身上，他保留了宗教教育。

（二）道德的意志特征

赫尔巴特特别强调性格的意志特征。他说：“意志就是它的基点；意志决定的方式决定了这样那样的性格。”[73]“儿童所缺乏的，戏剧人物所必须表现的，能用来刻画作为理性动物的人的主要表征，这就是意志，而且是在严格意义上来说的意志，这种意志是与情绪和要求的表露有很大区别的，因为情绪与要求不是坚定的，而意志却是坚定的。这种坚定性就是性格。”[74]

但是，赫尔巴特把道德看作个人意志力量的表现，并把它和“性格”联系在一起，提出：道德性格 = 控制欲望 + 服从道德观念，即一个人的道德性格取决于其对主观欲望的控制和对道德标准的服从。一个人要行善而不作恶，必须善于控制自己的欲望，能处处忍受一切，具有自我牺牲精神。控制欲望和服从道德观念，是人的意志力的一种表现，也是一种情感体验。但是，要实现这一点，其基础是道德认识和道德判断。因此，道德意志和道德理性是密不可分的。赫尔巴特说：“使绝对明确、绝对纯洁的正义与善的观念成为意志的真正对象，以使性格内在的、真正的成分——个性的核心——按照这些观念来决定性格本身，放弃其他所有的意向，这就是德育的目标。”[75]

（三）道德的情绪特征

赫尔巴特的道德观是对康德的善的观念的继承与改造。

他认为，康德为逻辑与玄学所迷惑，将自由看作善的资源，如果按照这种自由意志理论，教育者就无以影响受教育者的道德。他反对脱离人的感性直观来进行道德判断。在他看来，意志固然不是欲望和欲念，但是，一种欲望可以产生相应的意志。那么，欲望又从何产生呢？他认为，欲望一部分属于感觉，一部分起源于对智慧的兴趣。认识的兴趣可成为欲望，并可通过行动变为意志。因此，赫尔巴特把康德的抽象的道德律令从理性王国中解放出来，回到世俗社会，还原为具体的感性活动。唯有这样，道德教育才是可能和可行的。显然，这里涉及了道德的部分情绪特征。

在人的各种情感的培养中，赫尔巴特把爱国主义作为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赫尔巴特在担任家庭教师时就提出：“提高以真切的热情为祖国而奋斗的思想，对于形成一个人的性格比所有学说和课堂教学所能达到的还要有价值。在为正义和义务的绝望斗争中，英雄鄙视一切死亡和恐惧与吹牛，与闲散旁观者们死气沉沉消磨时间之间的差别，是何等的大哟！”[76]他在《普通教育学》中谈到古希腊的教育时也以赞赏的口吻说道：“在一个有爱国心的民族中情况却是何等不同！这里6岁儿童都会告诉你们历史故事，告诉你们关于从前伟大的英雄少年的故事；他们彼此讲述这些故事，彼此联合起来随着本国的历史发展前进。他们渴望成为本民族的卫士，而且的确可以成为本民族的卫士。”[77]

人们对道德的接受是自由的，还是来自外部的强制？在这个问题上，赫尔巴特的观点是折中的。他在讲道德的意志特征的时候，强调对理性的服从。但是，受康德的影响，他也看到了道德应该尊重个人意愿。在担任家庭教师期间，他曾经提出：“道德，是一种兼顾四周的，开始时给学生较少直接规定的东西；是一种指点迷津的、适宜地处理理智和想象力的、感人的、严肃的和处罚性的东西，是一种使人产生思想而不是压制良知的道德”。[78]在《普通教育学》中，他说：“道德只有在个人的意愿中才有它的地位，所以我们当然先应这样来理解：德育绝不是要发展某种外表的行为模式，而是要在学生心灵中培养起明智及其适宜的意愿来。”[79]

一方面是坚强的道德意志，即对外来影响的抵御；另一方面是服从外来的道德律令。人们如何将它们协调起来呢？赫尔巴特提出，对外来主张的服从要经过自己的选择，使外来的东西转化为自己的意志，达到“内心的自由”。这就是他所说的“有道德的人是命令着自己的”。实际上，这里牵涉到道德的自律和他律的问题。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赫尔巴特更强调道德他律。

在赫尔巴特眼里，“道德”是有弹性的。他认为，德行是一种理想，道德这个词表达向德行的靠拢。道德是不定型的、摇摆不定的，它具有可塑性。从道德向德行的过渡是从可塑性向教养的过渡。

二、道德性格形成的影响因素

赫尔巴特心理学所说的性格在教育上相呼应的名词就是道德。训育的目的是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

赫尔巴特将道德性格分为两个部分：主观的和客观的，或积极的和消极的。他说：“凡是他在这种自我观察中视为业已存在的那部分意愿，我们称之为性格的客观部分，但是那种在自我观察中和随着自我观察刚刚产生的新的意愿，为与前一种相区别起见必须称之为性格的主观部分。”[80]这两个部分是缺一不可的。两者的结合过程就是训育的过程。只有使这两部分的道德性格结合起来，才能形成良好的道德性格。对教学而言，教师的主要注意力应放在道德性格的客观部分或积极部分，即道德观念的形成和发展上。

那么，在道德性格的形成过程中受哪些因素的影响呢？他着重论述了以下四个因素。

（一）行动

赫尔巴特认为行动是性格四原则。他把行动分成两种：一种是人的行动，即外部活动；另一种是意志行动，即内部活动。

人的行动是由意志产生的，它受两种因素的影响：一种是人的欲望范围。人的愿望一部分来源于动物的本能，一部分来源于智慧的兴趣；另一种是人的能力和机会。

赫尔巴特认为，意志行动是道德性格的基础，有何种意志就有何种性格。伟大的人在出现外部行动之前，思想上早就在行动了。外部行动只不过是内部行动的复本。因此，内部经验的性质和能力决定着道德性格的倾向。

赫尔巴特指出，只有通过行动，人才能产生顽强的道德意志，具有内心自由。因此，“教育者不应替代学生去做选择，因为这是学生自身应当明确的性格。学生必须从自身经验中部分地，但仅仅是极有限地了解善与恶……关键在于学生应能根据自身的实际经验证实教育者的告诫，从而使他们以后不用等待证实就相信其他各种告诫。”[81]对训育来说，主要的任务是能否使学生在行为中保持一贯性。因此，教育者一旦提出行为准则就必须坚持。

（二）思想范围

赫尔巴特认为，理性是道德的基础和标准。因此，思想范围对一个人的道德形成非常重要。他提出：“无知便无欲！——思想范围包含由兴趣逐步上升为欲望，然后又依靠行动上升为意志的积累过程。进一步说，它还包含着一切智慧工作（包括知识与思考）的积累，没有这些，人就没有手段追求他的目的。”[82]“愚蠢的人不可能是有德行的。因此头脑必须得到激发。”[83]

人的整个内心活动都是在一定的“思想范围”中进行的。“思想范围”为人们提供了内部的可靠性。假如人们缺乏思想的积累，必然限制性格的形成，兽欲趁机占有了活动的余地。而一种错误的意见无论是对性格的客观部分，还是对性格的主观部分都是极为有害的。因此，赫尔巴特认为“思想范围”的形成是教育的最本质的部分。巨大的道德力量不仅是获得广阔视野的结果，而且是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思想群活动的结果。教育者应该了解思想范围中的有利和不利因素。

（三）素质

赫尔巴特认为，人的素质是各不相同的。人的身心健康与否直接影响道德性格的形成。首先，身体健康是基础。赫尔巴特指出，只有健康的身体才有健康的心性和健康的意志。他说：“各种素质的基础是身体的健康。有病的人觉得自己是依靠别人的；强健的人敢于做出选择。因此，关心健康是培养性格的一个重要部分。”[84]

心性的差别在于各人的心灵状况是否比较容易和较难改变。赫尔巴特认为，有的人天性稳重，不随心境和时尚的改变而轻易改变其心理活动。有的人则心性轻浮，看待事物的态度随心境而变化。其中，最值得教育的人牢牢地把握已知事物，不为事物的新而对它们发生兴趣。他们一旦获得了良好的意志以后，其良好的意志能为教育提供牢固的基础。

（四）生活方式

赫尔巴特认为，散漫的生活方式会对性格产生不良的影响。为此，他提倡既有规律又自由的生活方式。一方面，他认为，有规律的生活对性格的培养是有益的；另一方面，他提出应该让学生的精力得到自由的发挥。赫尔巴特指出，生活过于单调、死板会阻碍精力的自由发挥，使学生成为没有性格的人。他批评说：“迄今为止习惯的那些开放性活动是不能经受批评的。因为它们多半缺乏培养性格活动的最基本的前提，它们并不是出于青年人自己的思想；它们并不是那种内在欲望借以决定意志的活动。试想一下我们的各种考试，自中小学低年级考试一直到博士学位考试！”[85]为了使儿童能自由思考，他提出要给儿童安排适当的锻炼机会。

赫尔巴特指出，对于道德来说，仅仅了解这些要素是不够的，因为影响道德性格的因素是复杂、综合的。他希望能够找到一种纯净、系统、不受限制的力量。这种力量或许就是一种新的教育。正如他所说的：世界的美的体现就是教育的主要工作。

三、训育

赫尔巴特认为，教育（德文为Erziehung）一词是从训育（Zucht）与引申（Zichen）而来的。因此，从词义上说，训育是教育的主要部分。训育的目的就是在这个过渡中培养“性格的道德力量”。

在赫尔巴特看来，训育与管理、教学既有不同的特点，又是密切相关的。首先，教学、管理、训育的作用不同，不可把它们混淆起来。教学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如果学生对学习缺乏兴趣，甚至产生了厌恶，那么，这是不能通过训育来弥补的。训育与管理也不同，管理的方法是外在的、强制的，它强调行为的后果。训育则具有陶冶性。它是持续不断地、慢慢地渗透的。因此，管理要在训育之前完成。其次，管理、教学、训育是密切相关的。一方面，它们的目的都在于使学生有教养，训育以管理与教学为前提。“训育必须具备的前提是：管理不是软弱的，教学是不差的。假如这方面有缺点，那么哪里存在缺点就必须在那里加以改进。”[86]另一方面，作为培养人的手段，三者有时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在某种情况下可以统一起来。例如，训育可以纠正因严格管理而产生的弊病。因为训育是彬彬有礼的，它能促进快乐和谐的自然气氛，使学生感到快乐。这样可以减轻监督造成的负面影响，防止使用任何过严的管理手段。

（一）训育的作用

赫尔巴特认为，训育对道德性格培养具有维持、决定、调节三重作用。

首先，训育具有维持的作用。通过训育可以维持学生自己的想法。赫尔巴特把这种维持定义为抵御和持续。这种维持应该有两个先决条件，一个是管理和由管理造成的服从；另一个是家长和其他教育力量的配合。在维持的过程中，教育者要获得学生的好感。

其次，训育具有决定的作用。它可以引起学生做出某种选择，例如，忍受什么、占有什么、做出什么决定等。这时，教育者要注意不能代替学生做出选择。

再次，训育具有调节的作用。当性格的主观部分开始显示的时候，他们的思想便获得了持续性和保持的能力，教育者就可开始进行调节了。调节实际上是一种说服的办法。它要求教育者用生动的语言对学生讲话，引导学生。

这种训育是通过间接的和直接的方式产生作用的。训育的间接方式是帮助教学，使教学成为可能，并通过教学影响未来成人性格的形成。因为它能为深入人的思想、兴趣和欲望的教学开辟道路，所以，赫尔巴特比较重视这种方式。训育的直接方式是通过一定的活动，直接产生具有较强目的的意志行动。

（二）训育方法

除了与管理和教学相配合外，赫尔巴特还提出了一些训育的方法。

第一，陶冶。训育与管理不同，其最大特点是陶冶性。而管理则通过压制、强迫和惩罚等方法使学生服从外来的约束，它是一种急促而强烈的力量。“训育的调子完全不同，不是短促而尖锐的，而是延续地、不断地、慢慢地深入人心的和渐渐地停止的。因为训育要使人感觉到是一种陶冶。虽然这种印象不是这种陶冶力量的实质，但是它不能掩饰陶冶的意图。”[87]

第二，感染。教育者必须在儿童周围增加具有充分影响力的自然而然的感情气氛，用各种行为和思维方式的结果来感染他们。其中，教师的人格感染是一个重要方面。教师与学生生活在一起，其形象对学生具有权威性。因此，通过教师的人格感化学生，是训育的一个重要手段。赫尔巴特说：“训育艺术原不过是人们交际艺术的一种变种，因此，社交中的随机应变艺术将是教育者的一种出色才能。这种变种的实质在这里取决于教育者保持对儿童的优势，以至使儿童感到一种教育的力量，甚至在对他们压制的时候，这种力量还存在。”[88]

第三，赞许和责备。教师应该对儿童的行为给予必要的赞许和责备。赫尔巴特说：“通过应得的赞许给儿童以欢乐，这是训育的出色的艺术。这种艺术很难能教给谁，但是，真心热爱这种艺术的人是比较容易得到它的。同样也有一种不愉快的艺术，即给儿童的心灵造成一定的创伤。我们不可蔑视这种艺术。当儿童不听简单的训话时，它常常是不可缺少的。”[89]为了发挥效率，教育者要善于把握运用的尺度。在应用赞许时要使学生感到失去赞许的危险，在内心感到受责备的压力。在单纯使用责备时，教育者始终要用温和的感情来控制它。

赫尔巴特系统论述了道德、影响儿童道德发展的因素和道德培养的方法。他的道德教育理论中进步的一面和落后的一面是夹杂在一起的。例如，他从心理学角度对道德的分析涵盖了道德的基本要素，这些道德要素至今仍是人们分析道德必须考虑的问题。但是，由于赫尔巴特的政治态度的保守性，他在分析道德时回避了对现实社会的态度，因此，在他这里，许多尖锐的社会政治问题成了温和、抽象的道德观念问题。

第七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教育史学界对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评价曾存在着分歧。苏联教育史学家康斯坦丁诺夫（H. A. KOHCTaHTИHOB）认为：“赫尔巴特在哲学、政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一切领域内都是反动的。”苏联另一位教育史学家麦丁斯基则认为，赫尔巴特是“试图把教育学当作科学规律建立起来的第一个教育理论家”。美国教育史学家古德（H. G. Good）说，赫尔巴特是教育学新体系的建筑师。受苏联学者观点的影响，我国有的学者一度把赫尔巴特看作反动教育家，对他的哲学、政治观点和教育思想进行了彻底的批判。改革开放以后，人们对赫尔巴特的看法有所改变。许多学者认为，赫尔巴特在政治和德育上是保守的，在哲学上是唯心的，在教育理论上有一些可取之处。

在评价赫尔巴特思想时，首先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背景。无论是政治、哲学思想，还是教育思想都是如此。但是，也不能完全仅仅从当时的现状来分析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对一个教育家来说，其教育思想不一定完全折射出当时的现实需要。其思想可能是超前的，也可能是落后的。在反动势力占统治地位的时候，会出现进步的或反映教育工作本身规律的教育家，即使是反动政府机构内的教育官员或教育工作者，教育思想也不一定都是反动的。因此，我们不能因为赫尔巴特曾担任普鲁士反动政府统治下的大学教授等职务就贸然断定他政治上是反动的。列宁在评价与赫尔巴特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时曾经指出：“黑格尔本人虽然崇拜普鲁士专制国家，并担任柏林大学教授来为这个国家服务，但是黑格尔的学说是革命的。”[90]这个判断在评价赫尔巴特思想时也值得参考。

其次，在分析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时，既不能脱离他的政治和哲学思想，也不能简单化从哲学上的唯心与唯物或政治上的进步与反动来推断他的教育思想的进步与落后。诚然，一个教育家对教育的认识与其哲学和政治观存在着联系。从整体上看，赫尔巴特的政治态度趋于保守，他的哲学思想主要是唯心论，因而在他的教育理论中，不免打上这些烙印。

但是，教育现象有它本身的规律性和相对独立性。教育家对教育问题的认识一般也有其相对独立性。哲学上是唯物的、政治上是进步的思想家不一定就能得出正确的教育的认识。哲学上是唯心的、政治上是保守的思想家不一定不能在某些教育问题上得出正确的观点。认识教育真理，揭示教育规律，并非天然地完全属于唯物主义者，唯心论者也可能揭示一些教育规律。反映了教育规律的认识，也有可能不受政治或哲学观的限制。赫尔巴特一生从事教育实践，并在哥尼斯堡大学创立教育研究所，进行师资培训实验。这些感性经验奠定了他的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基础。

再次，评价一个教育家的主要标准是其教育理论或实践在教育发展史上所处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某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是其对教育问题的个人思索的结果，也是一定历史时期或教育发展史上集体智慧的结晶。因此，评价某种教育学说，应该分析它的科学性以及为教育思想的进步提供了多少有价值的东西，它在教育实践上起了什么作用。赫尔巴特一生努力创建科学教育学体系。他的教育理论在教育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推动了教育理论的发展。他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合理的成分，其中包含的一些反映教育过程的规律性认识。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发展史上起过重要的促进作用。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赫尔巴特努力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在接受前人的教育经验以及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他确立了教育心理学化的发展方向，并着手构建他的心理学体系。他的管理论、教学论、德育论莫不以心理学为依据。

尽管赫尔巴特并没有建立起心理学化的教育科学，但是，他的心理学思想促进了心理学向科学化的方向发展。他的教育心理学化的尝试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反映了教育学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二，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丰富了近代西方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创立了世界教育史上传统教育学派。他的教育理论试图以哲学和心理学为双翼，具有比较严密的逻辑性。他对教育目的、儿童管理、道德教育、教学理论的论述中具有不少进步或合理的观点。他把管理、教学、德育作为学校教育的三个范畴加以系统的论述；明确地提出并论述了教育性教学的原则；把教学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在教学中根据学生的心理特性分析教学过程的诸因素；强调新旧知识的联系；把课程与学生的兴趣结合起来；强调综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等等。这是人类教育遗产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尤其是他的教学理论的某些部分，经过教育实践证明反映了教育过程中的内部规律，在教育活动中有一定的指导作用，至今仍有可资借鉴之处。

总之，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体系为整个教育科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因此，赫尔巴特被一些西方学者誉为“科学教育学的奠基人”。然而，赫尔巴特并没有建立起“科学的教育学”。他的教育思想中存在着一些明显的弱点，也有一些自相矛盾之处。究其原因，从主观上讲，或许是因为他缺乏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客观上看，在教育科学领域中跋涉犹如在浩瀚的海洋上航行，迷失方向是不足为奇的。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体系本身来看，它深刻地体现着德国资产阶级害怕人民革命的软弱性，并充满着思辨和神秘的色彩。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世界教育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但是，客观地说，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赫尔巴特去世后，他的信徒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形成了赫尔巴特学派。他们积极传播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并把他的思想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去，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赫尔巴特对欧美的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影响都很大，特别是对古典中学、文科中学的影响更为显著。在20世纪40年代问世的苏联凯洛夫[91]教育学中，也可从中找到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体系的痕迹。

20世纪初，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传入中国。当时清朝正在废科举、兴学堂，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传入对中国封建教育的改革产生一定的推动作用，特别是对我国的教育工作者较快地适应班级教学秩序起过积极的作用。20世纪20年代后，由于杜威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冲击，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受到削弱。新中国成立以后，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在理论上受到过非议和否定，但在实践上他的教学思想通过凯洛夫教育学以间接的方式对我国中小学教学活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特别是他的形式教学阶段理论不仅深入影响着我国教育理论，而且在教育实践中更是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正确评价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还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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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在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下，19世纪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 W. A. Fröbel）在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教育顺应自然以及适应儿童身心发展等主张，特别是由于他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幼儿园，并试图构建以“恩物”、游戏和作业为框架的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在西方教育史上被誉为“幼儿教育之父”。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对欧美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学前教育发展产生了推动作用。19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兴起了“福禄培尔运动”，“幼儿园”这一学前教育模式一直沿用至今，并对20世纪“现代教育理论”也有一定的影响。

第一节 教育实践活动与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福禄培尔（Friedrich Wilhelm August Fröbel，1782—1852）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创始人。1782年4月21日，福禄培尔出生于德国图林根地区奥伯魏斯巴赫村。他的父亲是个牧师，因此，他从小深受宗教思想的影响。福禄培尔不到1岁就失去了母亲，也因此失去了母爱的温暖。到了上学的年纪，福禄培尔在当地国民学校入学。11岁时寄居在舅舅家，转到施塔提尔姆国民学校读书。1797年，年仅15岁的福禄培尔从国民学校毕业后给一位林务员当学徒。学徒生涯虽然没有使他从事林务员这一职业。但他对植物学、数学产生了兴趣。

1799年，福禄培尔进入耶拿大学哲学院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当时，在该校任教的著名哲学家费希特和谢林对他的哲学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一年后，福禄培尔因无力缴纳学费而辍学。此后，他做过见习林务员、土地测量员、农场秘书等。

1805年，福禄培尔到法兰克福准备攻读建筑学时，偶遇法兰克福模范学校校长格吕纳（Anton Grüner）。福禄培尔应邀到该校任教。从此，福禄培尔开始了教师生涯。在这所学校，他开始研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这一年，他在霍尔茨豪森（von Holzhausen）男爵夫人的帮助下，前往瑞士伊弗东学院，拜访裴斯泰洛齐。在伊弗东学院为期14天的访问，使福禄培尔对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方法增加了感性认识。

1806—1811年，福禄培尔在霍尔茨豪森男爵家任家庭教师。其中，1808—1810年，他带领两名学生在伊弗东学院学习。与裴斯泰洛齐两年的朝夕相处，使他对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有了深入的了解。裴斯泰洛齐对教育事业和儿童的热爱也深深地感染着福禄培尔。在裴斯泰洛齐要素教育和教育适应自然思想的启发下，福禄培尔着重研究学前教育问题。

1811—1812年，福禄培尔到格廷根大学学习。1812—1813年，他又到柏林大学深造。他着重学习了哲学、人类学、伦理学、语言学、历史、地理、矿物学等学科。这些知识为他形成自己的教育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例如，当时自然哲学的球体法则认为，圆球是自然的原始形态，也是一切生命统一体的象征以及外部世界和内部世界的自然规律。后来，他把这一观点运用到“恩物”之中。

在柏林大学读书期间，在费希特、施莱尔马赫等爱国学者的影响下，他参加了反拿破仑战争。在这种背景下，他形成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1816年，福禄培尔在格利斯海姆创办了“德国普通教养院”（die Allgemeine deutsche Erziehungsanstalt）。1817年，该校迁往鲁道尔施塔特的卡伊尔霍。在这所学校里，福禄培尔推行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重视儿童的自由发展和自我活动。在实践基础上，他开始撰写一系列教育论文，并创办了《教育家庭》周刊。

福禄培尔创办卡伊尔霍学校的时候，正值施泰因改革时期。费希特、洪堡等提出的教育改革的主张得到许多政治上要求进步人士的欢迎。但是，反动势力对此深恶痛绝。因此，福禄培尔在学校中重视培养儿童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做法得到进步力量的支持，但遭到反对势力的攻击。19世纪20年代以后，反动势力对卡伊尔霍学校实行压制和迫害。但是，福禄培尔仍然坚持自己的立场，不为打击所屈服。1826年，他发表了以卡伊尔霍学校教育工作为基础的《人的教育》（Die Menschenerziehung）一书。在这本书中，他阐明了自己的教育思想。

1831年，福禄培尔流亡到瑞士。在瑞士，他努力创办以裴斯泰洛齐思想为指导的新学校。在卢塞恩邦政府的支持下，他在瓦赫滕泽建立了新学校。1833年，该校迁往维利绍。1834—1835年，受伯尔尼邦的委托，福禄培尔到布格多夫接替裴斯泰洛齐担任一所孤儿院的院长，并开设一些教师进修课程。这段经历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也为他今后从事幼儿教育提供了经验。但是，在瑞士办学期间，他一直受到教会中反动势力的敌视和攻击。

1836年，福禄培尔返回德国图林根，开始设计一套他心目中符合儿童认识规律的游戏材料。1837年，他在勃兰根堡创办了一所“发展幼儿活动本能和自发活动的机构”，招收工人和手工业者的孩子入学。在这里，他把自己设计的幼儿游戏的材料——“恩物”拿到“游戏小组”中实验。1839年，他在德累斯登建立了一所儿童教育机构，并创办了第一个儿童指导员训练班。1840年，他把设立在勃兰根堡的幼儿教育机构命名为“德国幼儿园”（der Allgemeine deutsche Kindergarten），把“游戏指导员”改称为“幼儿园教师”。“幼儿园”一词蕴含着福禄培尔自然教育思想。他把幼儿园比作花园，把幼儿比作花草树木，把幼儿园教师比作园丁，把幼儿教育过程比作培植花草树木的过程。他希望幼儿能够像花草树木一样在自然环境中生长。

1843年，福禄培尔在总结幼儿教育经验的基础上，出版了幼儿教育专著《慈母曲及唱歌游戏集》（Mother Play and Nursery Songs）。1844年，幼儿园由勃兰根堡迁往马林塔尔城堡。在这里，他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为了推广幼儿园，福禄培尔到过许多地方讲学，宣传他的幼儿教育思想。他的努力获得了一些热心幼儿教育的人士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家的支持。幼儿园在德国许多城市纷纷建立起来。1848—1849年，德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福禄培尔的幼儿园教育运动在德国达到高潮。为了适应幼儿园发展的需要，他在马林塔尔培养了一批幼儿园教师。

1848年革命失败后，复辟势力大肆镇压一切进步活动。福禄培尔的幼儿园运动也不能幸免。1851年，普鲁士文化教育部部长劳默尔（Karl von Raumer）以幼儿园在宗教和政治上有破坏作用为理由颁布了对幼儿园的禁令，并禁止福禄培尔在普鲁士从事教育活动。这一事件对他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1852年6月2日，福禄培尔去世。福禄培尔逝世后，许多进步人士和关心幼儿园运动的人为恢复幼儿园而努力。1860年，普鲁士政府不得不取消了对幼儿园的禁令。1861年，他的生前好友替他出版了幼儿教育著作《幼儿园教育学》（Pedagcgics of Kindergarten）。他的一些教育著作也被译成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流传。

二、哲学观

在哲学观上，福禄培尔一方面深受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尤其是费希特、谢林等哲学家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家风熏陶及德国宗教传统的影响下又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

福禄培尔曾是谢林的学生，谢林的思想对福禄培尔的影响非常明显。谢林的哲学分两个阶段：1806年以前主要是“同一哲学”；1806年以后主要是神学。谢林认为，宇宙万物的本源是客观存在的“绝对同一”，即神。万物（包括人及其理智）是神的表现形式。世界精神是同一的，它的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自乘”过程，即承认发展过程中的矛盾、对立，发展由对立的统一结束，并由一个“同一”走向高一级的“同一”。福禄培尔直接吸收了这一观点。

福禄培尔认为，上帝是一切事物的来源。他说：“有一条永恒的法则在一切事物中存在着、作用着、主宰着……这条支配一切的法则必然以一个万能的、不言而喻的、富有生命的、自觉的、因而是永恒的统一体为基础。”[1]他所说的“统一体”就是上帝。“一切事物都来自上帝的精神，来自上帝，并唯独取决于上帝的精神，取决于上帝；一切事物的唯一本源在于上帝”。[2]他还试图把上帝与球体法则糅合起来，认为在自然象征物中，圆球是上帝的象征物。

福禄培尔还认为，整个世界是多样性的统一。从自然的多样性中可以推断出其最终的本源，即上帝的统一性，也可以从上帝的统一性中推断出自然的多样性。其中，统一性是多样性的来源。因此，一切事物和人的本质都可以从外部表现加以认识。教育和教学就是从事物和人的外部表现来认识其内部本质，从有限中认识无限，从暂时中认识永恒。人的认识过程就是其发展过程，它表现为矛盾的调和。其中最主要的是人性与神性、精神与肉体的调和，而调和的基础和终极都是神性。

显然，福禄培尔的认识论是建立在客观唯心主义世界观基础上的。他指出：“对这条永恒法则的认识和自觉掌握，关于它的本源、它的本质、它的整体和联系以及它的作用的活力的观点，关于生活和生活整体的知识就是科学，就是生命科学。”[3]由此出发，福禄培尔分析了教育研究的范围和任务。他说：“研究这种自觉的、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如何通过本身以及在自身中表现和实践这条法则的科学，便是教育科学。从对这条永恒法则的认识和洞察中得出的、借以指导具有思想和理智的生物去理解其天职和实现其使命的规范便是教育理论。把这种认识、观点和知识主动运用于直接发展和训练有理智的生物以实现其命运，便是教育艺术。”[4]可见，福禄培尔的教育学是建立在统一的法则的基础上的，或者说，他的教育学的根源在哲学。

在他的心目中，教育是实现宗教目的的手段。他认为，教育应当以它的整体，即通过教育、教学和训练，使人和自然来自上帝和受上帝制约的道理以及人和自然一定存在于上帝的道理变为人的觉悟，并使这种觉悟在人的生活中发生作用。教育应当和必须引导人了解自己和关于自己的一切，使人认识自身和人类，认识上帝和自然，由此实现纯洁、神圣的生活。

第二节 教育顺应自然

福禄培尔教育顺应自然思想的来源是多方面的。他从小就对大自然有浓厚的兴趣。在哲学思想上，他把自然看成是上帝的表现。他接触了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后，又吸收并发展了他们的教育遵循自然的思想，把教育顺应自然作为最主要的教育原则。

—、顺应与干预

福禄培尔所说的“自然”主要包括两层含义：一方面是指大自然；另一方面是指儿童的天性，即生理和心理特点。在论述教育顺应自然时，自然主要指后者。

福禄培尔的教育顺应自然思想是建立在性善论的基础上的。他从永恒和暂时、无限与有限、神性与人性统一的角度批判性无善恶论与性恶论。他认为，一方面，上帝愿意在有限中表现自己；另一方面，人只能通过有限的和暂时的东西实现自己的目的。显然，在尘世生活中，人性与神性有相互统一的一面。因此，把人的本质看成既不善，也不恶，或者把人本身和人的本质看成恶的观点是错误的。持这种观点者否定了人们认识上帝的手段和途径，否定人世间上帝的存在。福禄培尔明确地指出：“人的本质本身肯定是善的，并且人本身有良好的品质和追求。”[5]

另外，福禄培尔用自然类比法说明教育必须遵循自然。他指出，在对待自然物方面，人们的做法常常是正确的。人们知道给幼小的植物和动物提供合适的环境，避免用暴力干扰它们，以便它们能够按照其内部规律完美地发育和健康地成长。但是，在对待人的问题上，人们却会走上完全错误的道路。尽管人与自然界的生物都遵循同样的自然法则，但是，人们在教育学生时却采取了相反的态度。他们把年幼的人当成一块蜡和一团泥，觉得可以任意把它捏成一样什么东西。为此，他呼吁，教育者要遵循儿童的自然本性。福禄培尔说：“为进一步接受大自然的教训，葡萄藤应当被修剪。但修剪本身不会给葡萄藤带来葡萄，相反地，不管出自多么良好的意图，如果园丁在工作中不是十分耐心地、小心地顺应植物本性的话，葡萄藤可能由于修剪而被彻底毁灭，至少它的肥力和结果能力会被破坏。”[6]

因此，福禄培尔把教育顺应自然作为儿童教育的基点和中心。教育顺应自然的思想贯穿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始终。他说：“教育、教学和训练，其最初的基本标志必然是容忍的、顺应的（仅仅是保护性的、防御性的），而不是指示性的、绝对的、干预性的……注重顺应的真理和该真理在教育中的运用，不管可能有人说些什么反对的话，不管该真理可能遭到如何猛烈的攻击，它终将在年青一代中证明自己的明确性和真理性，得到年青一代的信赖和运用。”[7]

以上所述反映出两方面特点：一方面，福禄培尔的人性论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积极向传统宗教性恶论挑战，从而要求对与之相适应的传统教育方式实行变革；另一方面，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性善论对福禄培尔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福禄培尔对教育中违背自然、对儿童妄加干预的现象表示强烈的不满。他指出，这种错误的做法往往出自以下三种思想来源。第一种是性恶论。持这种观点的教育者把孩子看成是邪恶的、诡计多端的、阴险的小魔鬼。第二种是教育者对儿童的身心发展的自然状态缺乏正确的认识。儿童渴望认识自然界的事物，渴望认识人类和上帝。但是，这种渴望在早期被耽误了，甚至儿童通过自己来培养这种渴望的努力也过早地受到了干扰。第三种是教育者对儿童的行为缺乏正确的思考，所下的结论过于性急、草率。福禄培尔认为，儿童是按照生命的冲动行事的，带有盲目性。许多在大人看来是错误的事，儿童并非有意而为之，也没有考虑到由此引起的不良后果。例如，一个十分善良且喜爱鸽子的孩子，兴致勃勃地把射击的目标对准屋顶的鸽子，他并没有考虑到如果击中目标将会扼杀一个生命、拆散一个家庭。

这些教育者就这样抱着错误的观念去折磨、驯服儿童。遗憾的是，孩子确实被他们驯服、变坏了。对此，福禄培尔愤然指出，使人变坏的大多是成年人，甚至是教育者自己。人对孩子犯的罪过远远多于对上帝犯的罪过。“人身上的缺点的一切表现，归根结底，根据在于他的善良的品行和良好的追求遭到了压制或扭曲，被误解或往错误方向引导，因此，克服和消除一切缺点、恶习和不良现象的唯一切实的方法在于努力寻找和发现人的本来就有的善良的源泉，即人的本质方面（而缺点产生的原因，正是由于人的这个本质方面受到了压制、干扰或错误引导），然后加以培养、保护、树立起来，加以正确引导”。[8]

但是，福禄培尔并没有绝对否认强制性、干预性的教育。

在福禄培尔看来，教学开始于儿童的自发活动和本能兴趣，终止于儿童通过教学对知识的创造性运用。教育并不意味着要设法消除儿童的自然性向，也不意味着任其发展，教育在于使儿童的自然性向得到自由发展，并通过直接有效的手段帮助儿童达到所期望的目标。

二、儿童身心发展的连续性和阶段性

福禄培尔批判静止地看待儿童的观点。他认为，儿童的身体和心理发展是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这种发展是彼此相互过渡、不间断前进的。他说：“人和人身上的人性应当被看作外表的现象，不能看作一种已经充分发展的、完全形成的，一种已固定、静止的东西，而应当看作一种经久不断地成长着、发展着的，永远是活生生的东西，永远朝着以无限性和永恒性为基础的目标，从发展和训练的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前进的东西。”[9]

以前，许多教育家在提倡教育适应自然时，把人的发展过程划分出明显的界限，并把各个阶段截然分割开来。福禄培尔批判了这种现象。他指出，每一个后继的阶段以先行的阶段为发展的基础。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完全忽视被教育者的持续不断的进步以及各个阶段之间的联系必将给教育者带来几乎不可克服的困难，并会给人类的发展和进步带来巨大的不幸、阻碍和干扰。为此，福禄培尔反对教学中跳跃性的发展，反对脱离儿童的发展阶段给儿童规定训练目标。他说：“幼儿、少年，总之人，除了在某一发展阶段上完全地实现各该阶段提出的要求，不应当有另外的奋斗目标。于是，每一个后继的阶段，会像新的幼芽一样，从一个健全的芽苞里萌发出来，而他也将在每一个后继的阶段上，在同样的努力下，直到该阶段完满结束，实现该阶段提出的要求，因为只有每一个先行的发展阶段上的人的充分发展，才能推动和引起每一个后继阶段上的充分和完满的发展。”[10]

然而，肯定儿童发展的连续性并不意味着否定其阶段性。福禄培尔说，如果注意到通常的言谈和实际生活，就会觉得幼儿和少年表现得多么的截然不同。

福禄培尔认为，不能仅仅根据年龄来划分教育阶段。在划分教育阶段时，还要考虑其智力、情感和身体等因素，也就是说，应该根据学生身体和心理发展的实际水平划分教育时期。从这个角度而言，一个人未必由于到达少年期即成为少年，到达青年期而成为青年；他只有在智力、情感和身体等方面符合幼年、少年、青年时期的要求时，才算到达相应的时期。

三、教育分期

根据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福禄培尔把受教育者划分为婴儿、幼儿、少年、青年四个时期。他特别论述了前三个时期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及教育任务。

（一）婴儿期

福禄培尔认为，婴儿期的心理特点是“吸收”，即“自发的内化”。在这一时期，婴儿借助感官认识外部事物，实现变外部为内部的过程。

人是靠感觉器官认识外界事物的，因此，这一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发展婴儿的感官。福禄培尔认为，婴儿先有听觉，后有视觉。然后，通过这两种感觉观察和认识事物。因此，在感官发展上，应该首先发展听觉器官，后发展视觉器官。为了锻炼婴儿的感官，他提出了一些建议，如主张在婴儿的视线内挂一只晃动着的、关着一只活跃的小鸟的鸟笼。

随着感觉的发展，婴儿同时发展身体和四肢的运用。为了躯体的发展，婴儿不能过久地独自待在床上和摇篮里，卧床、枕头不应当过于柔软。

（二）幼儿期

当感官、身体和四肢活动开始自动地向外表现内在本质时，它标志婴儿期已经结束，人进入了幼儿期。福禄培尔指出，“Kind”一词本身就意味着“通过自己的力量自发表现内在本质”。

福禄培尔认为，到了幼儿期，真正的人的教育开始了。这时，教育的主要任务从身体的保育转向智力的培育和保护。虽然，人的不同发展阶段的重要性无法确定。但是，在这一阶段，由于同周围的人和外界事物的最初联系和结合得到发展，因此，这是理解和掌握人和事物内在本质的最初出发点。幼儿期的教育对正在发展中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他引用别人的话说：从一个婴儿到一个开始说话的儿童所取得的进步要大于从一个学童到一个牛顿（Isaac Newton）所取得的进步。

福禄培尔批评了当时忽视幼儿教育的现象：“由于我们自作聪明而忽视了整个人类发展的这一自然的和神圣的起点，我们由于看不到人类发展的起点和终点，以致也看不到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因而感到手足无措。”[11]而那些所谓有教养的家长很少知道，儿童有朝一日将要在自己身上表现出来的一切素质已经在他的身上存在，并且，这些素质只能从儿童内部加以发展。所以，他指出，脱离这一阶段的教育无异于企图建立空中楼阁。

（三）少年期

福禄培尔认为，少年期主要是使外部的东西成为内部的东西的时期。这一时期的教学任务主要是让儿童懂得事物的特殊关系，以便他们以后能够了解其内在统一性。能引导儿童认识和把握事物及其本质的最佳场所是学校，因此，随着少年期的开始，学校生活也开始了。

这一时期的教育应该根据其年龄阶段开展。在《作为发展的教育》（Educational Development）一书中，福禄培尔说：“教育、教学、训练和学校通常应从人类的生活之中寻求借以决定他们的要求和管理的依据。若这些依据来自对儿童来说是较远的未来的某个阶段，那么就无法吸引儿童、唤起儿童、发展儿童。儿童应当做些什么、学些什么，必须依据使儿童的行为与他的性向、内在愿望相一致”[12]的原则。学校中所有的教学科目都要体现这一原则。福禄培尔指出，我们在读、写、算、语言等学科的教学还很薄弱，因为这些学科的教学都是从抽象的概念开始的，它不符合儿童的心理特点。因此，这种教学在生活中很少产生持久的效果。

四、本能说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生来就有发展的可能性，即本能。他把人的本能划分成活动的本能、认识的本能、艺术的本能、宗教的本能等。教育者必须充分认识并遵循这些本能。

福禄培尔认为，活动的冲动是儿童的内部需要，它在不同的教育阶段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幼儿阶段，儿童主要是模仿父母、成年人的生活、工作和劳动。这时，幼儿只是为了活动而做。到了少年期，儿童是为了创造物而活动，或者说为了成果而活动。少年的整个外部生活都可以归结到这种塑造的冲动。因此，教育者应该及早地在儿童身上培养活动的本能，特别是在少年期培养他们塑造的冲动，为此，即使做出一些牺牲也在所不惜。

福禄培尔还认为，仅有外部活动并不能满足儿童心灵的内部需要。认识的本能成为发展的重要驱动力。儿童，特别是少年，还渴望了解自然及人的本身。正是这种认识世界和自然的渴望，把儿童一次次引向花卉、古旧的断墙残壁和崩塌的殿堂。儿童也希望通过清澈、纯净的水认识自己的精神本质。儿童试图了解事物的过去以及它们存在的根源和起因。对于自己不能理解的东西，儿童希望成年人能够告诉他一切。

艺术的本能在不同阶段表现特征不同。在福禄培尔看来，通过雕塑、绘画把自己内心世界表现出来的欲求在幼儿阶段就已经表现出来，在少年期开始表现得特别明显。“由此而明确地、无可怀疑地证明：艺术与艺术心系人类共同所有，是人类共同的素质”。[13]

福禄培尔把人对上帝的信仰看成是与生俱来的。他认为，少年初期的人有一种朦胧的预感：精神的自我决定于、来源于、依赖于一个崇高的和至高无上的存在和本质，这个存在和本质也决定着一切事物的存在，即预感到上帝。

第三节 学前教育理论

—、家庭教育

（一）家庭教育的任务

受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等的影响，福禄培尔非常重视家庭教育。他认为，在任何教育阶段，甚至人的一生，家庭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儿童是在家庭中长大的，家庭生活是他的生活的楷模。在家庭里，儿童看到父母、其他家庭成员在生活中进行创造、工作和劳动后，他们也尝试着去表现他所看到的一切。他们希望通过这种尝试来显示自己的力量并得到成人的认可。尤其是在幼儿期，幼儿对家庭、父母及家庭中其他成员的依赖特别强。而正是这一阶段的教育奠定了人的发展的基础。因此，父母作为上帝指派的监护人应感到并认识到自己对儿童和对人类的责任。

就家庭教育的任务来讲，福禄培尔说：“在家庭范围内，父母抚育子女的内容和目的就是唤醒、发展和激发孩子的全部力量和全部素质，培养人的四肢和一切器官的能力，满足他的素质和力量的要求。”[14]可见，家庭教育涉及儿童的身体和精神发展。他特别详细地论述了以下三方面的问题。

第一，饮食适度、简单。福禄培尔批判了父母给儿童的饮食过多、过细的做法，认为这样做只能损害儿童的身体，使儿童不能摆脱十分低级的食欲，并养成怠惰、懒散、迟钝等不良品性。他指出，饮食的唯一目的是促进体力和智力活动。因此，饮食始终只能是养料，它不应多也不应少。饮食的口味和精美程度不是目的，它只是由追求良好的、清洁的和有益于健康的营养品这个目的所决定的手段。

第二，衣着宽松、完整。为了使幼儿在智力和身体上不受限制地活动和游戏、发育和发展，他的衣服不应使其受到束缚、压迫和禁锢。福禄培尔认为，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的衣服应该像耶稣的衣服、生活和学说一样是一个始终连续的整体，否则，会影响到他的精神。因此，他不能穿割破和撕坏的衣服。另外，幼儿不能过早注意衣服的颜色、式样，否则，他只是一个布娃娃或木偶，而不是一个真正的人。

第三，学会观察和思考。幼儿不仅不能在身体上束缚，而且在精神上也不能受到束缚。福禄培尔认为，上帝既然赋予儿童理解力、理智和语言能力，父母就应该满足儿童认识世界的需要。他曾经引用一位父亲的话来表达自己的观点：“及早地引导孩子学会思考，我认为这是儿童教育的第一和首要的任务。”[15]因此，父母应该及早引导孩子观察和认识自身以外的对象，让他们学会对外界对象和自己进行思考。为了帮助儿童认识世界，应该对他们开展语言、数、绘画等教学。

（二）家庭与学校的关系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入学以后，他便成了学生。这时，教师是主要的教育者，学校是主要的教学场所。和社会一样，学校是一个统一体，儿童通过参与学校的生活，塑造自己的人格和完善的个性。他指出，学校就是小型社会。教育是生活的一个阶段，不是生活的准备，而是生活的缩影。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威“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深受福禄培尔的影响。胡兹（Hughts）曾经说过：福禄培尔的幼儿园和学校是一个小型的社会，在这里大家共同担任责任，尊重个人权利，同情友爱，共同协作。因此，共同协作是学校教育的原则。

为了学生的健康发展，学校必须与家庭保持联系。福禄培尔说：“学校与生活一致，家庭生活与学校生活一致，这是这一时期里应当引导我们达到完善境界的完善的人的发展和人的教育之首要的、绝对不可缺少的要求。”[16]

儿童入学以后，家庭应该如何与学校保持联系？福禄培尔认为，统一的家庭与学校生活的内容有三类：第一类是关于比较宁静的内部生活的内容；第二类是关于比较能够接受外部事物的、内部发生作用的生活的内容；第三类是比较外向的、外部进行塑造的生活的内容。这三类内容可以具体划分成以下几项任务。

（1）宗教意识的唤起、培育、加强和提高。

（2）掌握宗教格言，特别是关于自然和人的、关于两者对上帝的关系，也就是祈祷用的宗教格言。

（3）身体锻炼。

（4）由近及远地对自然和外部世界进行观察和研究，获得周围环境的知识。

（5）关于自然和生活的短诗。

（6）语言和说话练习。

（7）从简单到复杂的手工练习。

（8）在平面上画线条的练习。

（9）辨别颜色及其相互关系。

（10）游戏。

（11）联系实际生活讲述故事、传说、寓言、童话等。

二、学前教育的任务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的生活应当是儿童的世界，不能用成人的生活或成人的世界来代替它。因此教育不是未来生活的预备，教育的意义来自教育过程。他说，教育的目的是发展，教育过程也是发展。如果儿童的能力、个性与社会环境达到了完全的统一，那么，目前的发展就得到了保证，将来的发展就有了基础。这样，无论是对儿童还是成人都实现了教育的目的。教育是永无止境的，所谓终结也是过程。从这里可以看出，杜威对教育的界说和教育目的论都受到了福禄培尔的影响。

由于幼儿期在人的一生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福禄培尔极力倡导重视学前教育。他认为，以前，学前教育的任务主要由家庭承担。家庭和母亲虽然在学前教育中有很大的作用，但许多母亲一方面没有充分的时间教育子女，另一方面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和训练，因此，教不好自己的子女。为了更好地开展学前教育，福禄培尔主张成立一种既不同于家庭，也不同于学校的学前教育机构——“幼儿园”（Kindergarten）。他把这一机构命名为幼儿园具有象征意义。幼儿园意为儿童的花园，在这里，儿童是植物，教师是园丁。通过合理的教育，儿童就能够像植物一样自然、健康地成长。

以前的学校都以知识的学习、消化、吸收为教学终极目的。福禄培尔认为，幼儿与学龄儿童的身心发展特点不同，幼儿园的主要目标不在于儿童能从中学得多少知识，而在于帮助儿童的身心发展。在幼儿园中，知识的学习、消化、吸收都处于预备的、从属的阶段。知识的获取是从属的任务，传授知识仅仅是幼儿园实现其目标的手段而已，儿童身心发展才是首要使命。

幼儿园的教学活动应遵循儿童的天赋、兴趣和性情。学校的教学应完全以自我活动为基础，并以表达在活动过程中所获得的知识或观点为顶点。

根据他的设想，幼儿园有以下几个主要机构。

（1）幼儿教育机构。福禄培尔认为，当时普通教育比较注重儿童智力和直觉的发展，忽视了其他各方面能力的培养。他继承了卢梭的教育思想，认为要使儿童的能力与知识同样得到充分的发展，使得知与行、理论与实践、能力与意志品格的发展统一协调。1843年，福禄培尔在关于德国幼儿园的报告中指出，幼儿园的任务是促进幼儿的身体发育和精神上各种性能的发展，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具体为：促进幼儿身体的发育；发展幼儿的感觉器官，扩大幼儿对周围事物的认识；发展幼儿的语言和活动能力；认识成年人和自然界；使幼儿养成集体生活的习惯和一定的品德；在游戏、快乐和天真纯朴中做好求学的准备。

（2）幼儿师资培训机构，为其他幼儿教育机构训练幼儿教育工作者。

（3）幼儿教育宣传机构。创办《星期新闻》和《福禄培尔周刊》，发表幼儿教育论文，推广幼儿教育经验，介绍游戏方法。

（4）幼儿教育研究机构。

三、恩物与作业

“恩物”（Gifts）是福禄培尔为儿童精心设计的游戏材料，即玩具。他之所以把这些游戏材料命名为恩物源于其宗教思想。在他看来，世界上的万事万物都是上帝创造的，自然界是上帝给人的礼物。而他创设的恩物是对大自然的模仿，儿童可以通过这些恩物认识自然，进而认识上帝。因此，这些恩物是上帝恩赐给儿童的礼物。

福禄培尔设计恩物受到裴斯泰洛齐的“形式教学法”的影响。恩物主要有六种，每一种恩物都有其象征意义和不同的教育作用。

第一种是分别用红、绿、蓝、黄、紫、橙六种颜色的羊毛结扎而成的小球。每个小球直径4厘米，小球上有一线连接。他认为这种恩物对儿童认识世界具有重要的作用。首先，根据球体法则，球是最初和最终的自然形式，是上帝的象征物。儿童可以通过认识球来理解“统一”“无限”等。其次，幼儿可以通过球来认识一些抽象的概念。例如，教师通过球的甩动来发展儿童上、下、左、右、前、后等方位知觉，也可以认识“运动”等概念。再次，幼儿可以借此锻炼视觉和触觉。

第二种是木制的球体、正立方体和圆柱体。正立方体和圆柱体上有穿孔，并附有木棒和细绳。幼儿可以通过这种恩物认识各种事物的形式、性质和相互关系，发展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福禄培尔认为，三种物体的不同形状代表了不同事物的多样性。立方体代表事物的稳定性；球体代表事物的运动性；圆柱体代表事物既有运动的一面，又有稳定的一面。同时，这三种物体又有相同的特性，这种相似性意味着不同事物之间具有统一性。圆柱体是球体和立方体的混合，这种混合决定了这三者之间存在一些共同性。例如，圆柱体的平面与立方体的平面相一致；圆柱体的曲面和球体的曲面相一致等。

第三种是由八个小正立方体组成的木制正立方体。幼儿可以用小立方体组合成许多事物的形状，例如，椅子、梯子等。在组合的过程中，儿童又可以理解部分与整体的关系：事物的整体可以划分为各个部分；部分事物可以组合为一个统一的整体。

第四种是由八个小长方体组成的木制立方体。

第五种是由二十七个等值小立方体组成的木制立方体。其中，三个小立方体分别对分为六个三角体；三个小立方体分别四等分为十二个小三角体。它可为幼儿未来学习数学和几何打基础。

第六种是由二十七个小长方体组成的木制立方体。其中有一些小长方体可以分成平板、斜角等。这一恩物的作用与前者相似。

不同类型的恩物适应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第一、二种恩物供3岁以前的儿童游戏，第三、四、五、六种恩物供3～7岁儿童游戏。第四、五、六种恩物的含义与第三种恩物相似，但组成成分更复杂，可以构成多种多样物体的形状。

另外，福禄培尔还设计了一些双面彩色板、彩色纸、小棒、金属环等作为幼儿建筑游戏的补充。

“作业”（Occupation）是为幼儿设计的各种游戏活动。与游戏一样，积极有益的作业源于自动的原则。在福禄培尔看来，作业具有道德、精神和宗教等多种价值。积极有益的手工劳动除了有助于训练感觉、发展技能、锻炼体格、学成手艺之外，还有更深层次的意义，即展现人的内心思想，发展儿童的智力，帮助儿童表达其内心世界。作业的重要性也在于它遵循了“教育要表现人的内心生活的能力”的原则。福禄培尔说，我们如同上帝那样勤劳工作，作业使我们展现了内心世界，体现了精神，形成了思想，把不可见的内部世界展现在可见的外部世界之中。因此，作业应该贯穿教育过程的始终。

这种展现内心世界的过程也是发展儿童的创造能力，培养儿童的行为习惯和个性的过程；同时，它具有神圣的、甚至玄奥的意义。福禄培尔说：所有的劳动都应成为自由的活动，都应成为发展智力的活动，而其实现的先决条件是这些活动所应遵循的规则能被认可，能被自觉地运用。因为迄今为止，这一方面还很欠缺。对儿童而言，实物教学可以帮助他们逐渐恢复知觉，并引导他们养成性格，由此人类劳动才能转化成为自由活动。

福禄培尔认为，恩物与作业既是相互联系，又是互相区别的。首先，恩物和作业是相互连接的幼儿游戏活动的两种形式，是儿童认识自然、社会，满足其内心冲动的必要手段。其次，作业与恩物相比具有一些明显的区别，它表现在：（1）从幼儿活动次序来看，恩物在先，作业在后。恩物为作业的开展提供基础，作业是幼儿利用恩物进行游戏后的更高发展阶段。（2）从活动的材料看，恩物的材料是固定的，作业的材料是可以改变的。幼儿可以利用恩物组合成许多不同形状的物体，但是，恩物本身的形状不可改变，作业可以改变活动材料的形状。例如，幼儿用纸、沙、泥、木等制作某一事物时，可以根据制造物的需要随时改变材料的大小、形状。（3）从性质来看，恩物是活动的材料。作业既包括活动，也包括活动的材料，例如，穿珠子和稻草、绘画、玩豌豆、折纸等。（4）从儿童的内心需要来看，恩物主要反映模仿的本能，作业主要反映创造的本能。

福禄培尔的恩物和作业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和教育观念。应该看到，福禄培尔首开为幼儿精心设计认识自然和社会的材料之风，提出学前儿童必须借助一定的载体认识外部世界。同时他认识到幼儿的活动材料应该具有思想内涵。值得重视的是，福禄培尔所设计的恩物和作业的本身不乏可取之处：（1）恩物和作业的设计有的方面符合儿童的认识规律。例如，从简单到复杂，从具体到抽象地循序渐进。（2）恩物和作业的设计注意到多感官参与，发展儿童的多种感官及其能力。例如，恩物和作业有不同的形状、颜色、材料等，并配以各种活动方式，使儿童视、听、说、做统一起来。（3）恩物和作业不无辩证法思想。例如，他试图通过恩物和作业使儿童理解统一性与多样性；部分与整体的关系；运动和发展的观念；等等。

然而，不可否认，福禄培尔的恩物和作业存在着一些缺陷，特别是它们的象征主义、形式主义、神秘主义，从19世纪下半期以来一直受到人们的批判。

乌申斯基曾对福禄培尔的形式主义、过于严格的系统性、矫揉造作、儿童在游戏和作业中的独立性遭到限制、说教和过分的伤感情调等进行过批判。他在参观了福禄培尔式的幼儿园后讽刺说：幼儿们没精打采地踏着步伐，打着哈欠，流着眼泪，口里唱着福禄培尔的快乐的歌曲，完全是一副可怜的样子。

福禄培尔认为，每一位儿童都努力使自己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教师可以通过提供各种实物和特定的活动使儿童认识外部世界。因此，他的恩物具有象征的意义。在福禄培尔看来，一件看似简单的东西在幼儿的眼里往往会充满生气和感情色彩，幼儿对此往往充满想象，把它当成自然中的替代物。例如，把一根棍子当成马，一块砖当成火车等。他认为，这种充满象征性的想象对儿童认识自然，培养想象力十分重要。不能否认，适当的象征物在一定的场合、一定的范围内有助于幼儿的想象力的培养。因此，幼儿游戏中的象征性得到了皮亚杰（Jean Piaget）等当代儿童心理学家的肯定。但是这种象征主义曾遭到不少批评。当然，应该看到，幼儿教育中应用过多的象征物必然影响他们对客观世界本身的观察，从而产生一些错误的认识。因此，应该尽量安排幼儿观察事物的本身。

福禄培尔把儿童游戏的材料称为上帝的恩赐物，把儿童的各种游戏活动的最终目的归之于认识永恒、无限，即上帝。这种过于浓厚的神秘主义的思想与科学的精神是不符的，也不利于幼儿认识事物的本质。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表达内心世界的方式主要有三种：第一是手势；第二是唱歌；第三是语言。儿童通过这些方式来表达他的情感和思想。为此，福禄培尔投入了其毕生的精力，编制了各种各样的游戏、作业、故事等，为教师设计各种材料以引导儿童的兴趣和活动。

福禄培尔把一系列的作业和恩物循序渐进地融入了幼儿园的教学手段中。他指出，当儿童熟悉了某种恩物或某项活动的特性后，教师就应向儿童介绍新的恩物或新的活动。而这种新的恩物和活动则基于那些旧的恩物和活动。它既能给儿童留下新的印象，又能帮助儿童记忆旧的事物。福禄培尔把游戏活动称之为作业，而将游戏活动的材料称之为恩物。与恩物相比，他更加强调游戏活动。

四、游戏

福禄培尔论述了游戏在儿童早期教育阶段的作用。他认为，首先，通过游戏，教育者能培养儿童的想象力。其次，通过游戏，教育者能为儿童做出一些生活的解释。再次，通过游戏，教育者能帮助儿童体验现实世界的各种社会关系，培养儿童的独立意识、互助意识、创造才能和主动精神，使之发展成为构成社会的独立的个体。可见，游戏具有重要的智力价值和道德价值。

福禄培尔把游戏作为幼儿教育的主要活动内容。他说：“游戏是儿童发展的、这一时期人的发展的最高阶段，因为它是内在本质的自发表现，是内在本质出于其本身的必要性和需要的向外表现，‘游戏’一词本身就说明了这一点。游戏是人在这一阶段上最纯洁的精神产物，同时是人的整个生活、人和一切事物内部隐藏着的自然生活的样品和复制品。所以，游戏给人以欢乐、自由、满足，内部和外部的平静，同周围世界的和平相处。一切善的根源在于它、来自它、产生于它。一个能干地、自发地、平心静气地、坚忍不拔地、直到身体疲劳为止坚持游戏的儿童，也必然成为一个能干的、平心静气的、坚韧不拔的、能够以自我牺牲来增进别人和自己幸福的人。”[17]“这一年龄阶段的各种游戏是整个未来生活的胚芽，因为整个人的最纯洁的素质和最内在的思想就是在游戏中得到发展和表现的。人的整个未来生活，直到他将要重新离开人间的时刻，其根源全在于这一生命阶段。”[18]

在他心目中，游戏有以下几个特点：（1）它是最适合儿童天性的活动，是儿童快乐的源泉。（2）它是幼儿认识自然和社会的主要手段。（3）它不仅可以发展儿童的认识能力和创造性，而且可以培养儿童的合群精神和各种公民道德品质。（4）它是儿童未来生活的萌芽和缩影。

福禄培尔并未停留在从理论上阐述游戏的教育价值。他通过幼儿园实际教学活动，使他的有关游戏教育价值的理论在实践中得以实现。他把游戏分成两种：第一种是运动游戏。它伴随着唱歌进行，并建立在幼儿对自然和周围观察到的各种动作的模仿的基础上，旨在发展人的四肢和感官。第二种是精神游戏，它是与发展人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品德有关的游戏。

他还为幼儿编写了一些在游戏过程中吟唱的歌曲，让幼儿边玩边唱。他把游戏中又唱又跳叫作唱游，主张幼儿教育应该以唱游为主。

在福禄培尔眼里，游戏和恩物是一体的，游戏是恩物的运用。因此，恩物的特点制约着游戏的开展，恩物所包含的精华和糟粕都要在游戏中体现出来。但是，恩物和游戏在实际教学中并不总是一致的。福禄培尔的学前教育思想遭到人们的抨击，除了其思想本身存在欠缺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设想与在实际操作运用中的困难。特别是他的方法到了不好的教养员手里时，他所提倡的自动性就荡然无存了。1861年4月5日，俄国作家、教育家列夫·托尔斯泰（ЛеB Hиколaeвич Tолстой）在参观了威玛城根据福禄培尔的教育体系设立的幼儿园后，也批评道：“在Kindergarten（幼儿园）：几何图形的绘画和编织的东西没意思。儿童发展的规律你是捉摸不到的。他们教起来滚瓜烂熟，全是按他们的方式，可是他们的方式，你可不懂。他画棍子，可是对于圆只有模糊的概念。在全是生疏的东西的时候，是不能养成连贯性的。”[19]

福禄培尔对游戏的认识存在着唯心主义的一面。例如，他认为游戏是儿童本能的表现，是“由内心的需要和冲动而来的内部表现”。他的一些游戏的内容，带有许多抽象的性质。所选择的有些动作没有估计到儿童的能力，以致儿童只能做一些机械的模仿。他重视游戏的道德教育意义，力图把教室变成社会的缩影，例如，开展一些鞋匠、木匠、铁匠和农夫之类的游戏，以培养幼儿服从、温顺、忍耐、节制、稳健等品质。特别应该指出，他试图通过游戏把儿童培养成具有宗教信仰的人。

第四节 初等教育理论

福禄培尔认为，少年期的儿童应该进入学校接受教育。但是他对传统的学校及教学表示不满。在福禄培尔看来，学校既不能被理解为校舍和学校的经营，也不是向学生传授事物表面现象的知识的机构。

那么，什么是真正的学校呢？福禄培尔指出，首先，学校的真正本质在于使学生理解一切事物的内部关系，是儿童发现其个性、塑造人格、发展创造力和实践能力的机构。他说学校应是这样一个场所：即儿童应在这儿学习有关生活的重要知识，学习真理、公平、自由人格、创造力、因果关系等。教学是达到这一目的的手段和途径。

其次，教育者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教师。福禄培尔认为，学校教师（Schullehrer）和学校教员（Schulmeister）是不一样的。教员至少应该能够指出大多数事物的统一性，他的任务是向自己和他人指出并使之理解事物的内在的、精神的本质。而学校教师只是使孩子认识一些事物，并不能指出事物之间的统一性。福禄培尔指出：“因为这一点目前常常被忘记和被忽视，所以目前学校教师有那么多，而学校教员却那么少，有那么多的教学机构，而真正的学校却非常之少。”[20]

再次，真正的学校应该致力于使学生认识到事物和他自己的本质和内部生活，理解各项事物彼此之间的内部关系、对人及上帝的关系。学校的教学内容与学校的任务应该保持一致。学生要感知的是事物、自己和上帝的精神本质。因此，学校和教学应当“引导儿童去掌握三方面的、但本身是统一不可分的知识：关于他处于各种关系中的自身的知识和关于整个人类就其本质及各种关系而言的知识，关于上帝（人的本质及其他一切事物的本质的永恒的制约者、永恒的本源）的知识，关于来源于永恒精神和受永恒精神制约的自然和外部世界的知识。”[21]在教学科目上体现为语言、宗教和自然。另外，为了儿童身心的健全发展，必须对他们开展身体训练和劳动教育。

—、宗教教学

福禄培尔首先论述了什么是宗教。他认为，关于把感知的精神自我与上帝根本统一的预感提高为明确的意识，使人的精神与上帝保持一致，以及在与上帝的这种一致中坚定不移地持续生活下去的努力，就是宗教。尽管宗教包含在人的本质之中，与人是完全和谐统一的。但是，人除了作为精神存在以外，同时作为肉体的东西存在。这种分离使得人们要完全认识和理解宗教的本质是不易做到的。

为此，学校需要进行宗教教学。但宗教教学要富有成效，必须以宗教信仰为前提。在宗教教学的方法上，福禄培尔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通过认识人的本质、人性和生活来洞察上帝的本质。福禄培尔认为，当时宗教教学的一种错误的做法是：“我们想做上帝的儿女和成为上帝的儿女，却还不是自己父亲的儿女，自己双亲的儿女。上帝应当是我们的父亲，而我们却长期以来还不是自己孩子的父亲。”[22]他主张，透彻理解真正的父子关系、双亲与子女的关系是认识、洞察和预感上帝与人的关系的唯一的关键。人们只有在生活中完全认识自己的本质和人性，才能认识上帝和耶稣。

第二，强调精神幸福，反对外部刺激。福禄培尔认为，在宗教教育和宗教课上，强调关于善良的业绩和行动如果今生得不到报答的话需等来世的说法有不小的危害性。他指出，这种做法表明对人的本质认识不足和对人的尊严缺乏尊重。任何外部刺激只能促使人性堕落。一个真正的人在忠实地生活和工作时不需要任何外部的报偿，也不应该有这种要求。他应该有更高的追求。正如耶稣所说的，“我按照天父的意志去做，这就是我的食粮，这种意识将会维持我的生命，使我的生命升华，使我的生命达到快乐。”

第三，提倡艰苦磨炼。福禄培尔认为，只有生活在外部的压迫、外部的痛苦和困难、外部的忧虑和操心、外部的贫困、外部的灾难和欠缺之中，才能使人的精神获得解放。人的发展过程恰如一棵树木的成长：馥郁的花朵必然脱落，以让位于最初尚不显眼的、酸而苦涩的果实。美味可口的、绯红的、诱人的果实必然会掉下并腐烂，以便从中萌生出富有生气的新的植物和树木。因此，“爱子越深，鞭子的管教越严”，为了获得内部的东西而舍弃外部的东西是达到最高发展的必然条件。

第四，善选宗教格言。福禄培尔主张让幼儿和少年记住能触及其内心的、能被他理解的简单的宗教格言。

显然，在福禄培尔的宗教观中，现世的人生是他注意的重点，这个重点隐藏在他的神秘主义的外衣之下。

二、自然和数学教学

福禄培尔非常重视自然教学。他之所以看重自然教学，首先是因为认识自然与认识上帝是一致的。福禄培尔说，只有基督的信徒，才有可能真正理解和认识自然。因为一切存在的事物，只有通过扎根于其中的实在（即上帝），才有其存在的理由，才能维持。因此，“人，特别是少年期的人，就应当在内心熟悉自然，不是按照自然的个别细节和表现形式，而是按照在自然中活着的并支配着自然的上帝精神，去熟悉自然”。[23]其次是因为，人与自然的发展规律一致。福禄培尔认为，人与自然处于同一和永恒的、一致的存在中，人和自然的发展遵循同样的规律，只不过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而已。孩子们通过自己内部心灵的眼睛能够想象到、感觉到和看到周围自然的内在的东西。

他的自然教学包含了人所处的自然环境及解释这些现象的有关学科。其中，他特别重视自然、物理学、数学等方面的教学。

（一）自然

福禄培尔认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有众多的相似之处，儿童通过对自然的研究，不仅能获得有关自然的简单常识，激发儿童对自然的兴趣，为儿童参加各种活动提供机会，更为重要的是他们能获得道德进步，宗教感化及心灵的领悟。因此，自然研究应成为基础教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福禄培尔不仅强调自然研究的作用，而且对自然研究的概念做出了新的界定。他认为，自然研究不能单纯进行自然分析和研究，而应研究植物和动物的发展及其各器官系统的功能。

（二）物理学

福禄培尔认为，事物作为一个整体由力和物质构成。一方面，力和物质各有作用。事物的多样性及其形式归根结底在于力的本质。力是一切事物和自然界一切现象的最终原因。物质是事物的必要形式和结构。一切尘世的和自然的形体和形式都由物质构成。另一方面，力和物质是不可分割的。物质的根源在于其内部本来存在的力的球体状态的趋势，是从一点自发地向各方同等地发展和表现的力的本来的趋势。

儿童应该如何认识自然？福禄培尔认为，教师的任务绝不仅仅是传授已经掌握的知识，而是启发孩子去获得新的知识。自然教学不是教给儿童事物的名称和教师自己设想的观点和意见，而是引导儿童自己去观察事物，认识事物本身表现的性质。

（三）数学

福禄培尔非常重视数学。他认为数学与球体法则、宗教和现实生活是一致的。因此，数千年以来，甚至几乎从人类产生开始，数学就获得了崇高的地位。“人的教育如果没有数学，或至少没有透彻的数的知识……便是站不住脚的、拼凑起来的、不完全的劣作，并给人类所赋以使命和天职的培育和发展人的工作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24]

福禄培尔认为，少年期主要是进行数的常识教学，使学生注意数的法则、理解和洞察数的关系。在教学中，应该使学生预感到，新的教学对象是以先前的对象为基础的以及如何以先前的对象为基础的，并感觉到该对象乃是人类精神的需要。为此，他设计了一些适合少年的数的教学方法。

三、语言与艺术教学

福禄培尔认为，宗教、自然和语言是人类生活，也是少年儿童生活的三根支柱。尽管这三者性质各异，却具有同一使命：使最内部的、最内在的东西外化。因此，它们是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首先，语言和自然是相互联系的。语言是对人的内外世界的描摹，它表现生命本身和作为一个整体的生命。从整体上说的人和作为自然现象的人，也完全地包含着自然的本质。所以，人们运用语言表现人的本质必然也表现着自然的本质。

其次，语言和宗教是一体的。自然和人具有同一个存在的基础和本源，即上帝。因此，正如语言是人和自然的表现，因而也是上帝精神的表现一样，关于自然和人的知识来源于语言，因而上帝的启示也来源于语言。

这种性质决定了这三方面的知识是相互依赖的。其中任何一方单方面的、割裂的发展必然会造成片面性，破坏人的本质的统一性。因此，“人的教育也必然地要求尊重和认识宗教、自然（包括数学）和语言三者之间内在的活生生的相互关系和相互的制约作用。没有对这三者内在统一的认识和承认，学校和我们自己将会在无穷地从自身中产生的纷繁多样现象中迷失方向，陷入无底深渊之中”。[25]

福禄培尔主张，语言教学应该进行以下三方面的考察：首先，对语言感觉对象的考察；其次，把语言及其感觉对象结合起来，从外界过渡到内部世界的考察，即语言练习；再次，对语言本身的考察，即说话练习。

书写和阅读是以语言知识为前提的。福禄培尔指出，人只有通过写和读才会成为一个具有人格的人。对学会书写和阅读的追求，使少年儿童和受教育者成为真正的学生，使学校有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校。

福禄培尔认为，语言是按照理性的要求表现内部的东西。然而，对人来说，要充分表现他的全部本质，还需要表现其直接感受到的东西，即表现人的内心生活，这种表现就是艺术。他把艺术划分为基督教的艺术和人类的艺术两种。基督教的艺术追求表现上帝，是最高的艺术。人类艺术最高的表现对象是人。

在福禄培尔看来，艺术是人的本能。因此，“唱歌、图画、绘画和雕塑必须通过广泛的、包罗一切的教育和人的陶冶而及早地得到重视，及早地被作为正规学校的正式教学对象来对待，而不是被当作一种偶然的、没有内容的、没有意义的、可任意处置的游戏性的东西来对待”[26]。艺术教育并不是要使学生成为某一艺术部门或一切艺术部门的艺术家，而是要使每个人按照各自的本质充分地、全面地发展起来，使他能够从人的本质的全面性和全能性上去认识人，特别是要使每个人懂得观察和鉴赏真正的艺术作品。

四、身体训练和劳动教育

福禄培尔认为，身体训练和劳动教育既与身体发展有关，也与人的精神发展有关。

（一）身体训练

福禄培尔批评了当时幼儿和少年教育中忽视身体训练，甚至把身体和四肢看成是一种负担的现象。他认为，没有良好的身体，教育便不能达到使人完善化和圆满训练人的目的。他论述了身体训练的重要性。

首先，良好的身体来自训练。只有对身体进行全面的训练，人们才能在生活和职业中保持强健活泼的身体，端庄的姿态和仪表。

其次，身体训练和精神训练相关联。福禄培尔说，如果我们给儿童提供一种由简单到复杂前进的、全面的、合乎规律的、与精神训练一致的身体训练，那么，儿童许多不良行为就可以避免。而且，唯有精神和身体的教养调和一致，真正的训育才有可能实现。因此，实行严格的与人的精神相关联的身体训练是每所学校的一种正当的教学对象。为此，教育者在必要时不惜采取训诫、处罚、严惩等各种手段。

再次，身体训练能促使少年儿童认识自己身体的内部结构。在身体训练的过程中，儿童特别生动地感受到相互联系的身体的各个部分，这种感受与人体构造图结合起来，利于儿童了解身体的结构。而对人体构造的理解会引起他们对身体的重视与保护。

（二）劳动教育

福禄培尔认为，儿童应从早期养成劳动和做事的习惯。首先，福禄培尔从宗教观出发，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第一位的，是最重要的和永恒的。物质生活是第二位的。他指出，那种认为人从事劳动、工作、创造仅仅为了维持他的身体、他的躯壳，仅仅为了获得面包、房子和衣服的观点是错误的。“人进行创造，原来仅仅是为了使存在于他身上的精神的东西、上帝的本质，在他自身以外以一定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他可以认识他自身的精神的、上帝赋予的本质，以及上帝的本质。他以这种方式获得的面包、房子、衣服是第二位的派生物，是不重要的附属品”。[27]

其次，人只有通过工作、劳动，才能实现其精神生活。福禄培尔把人与自然界的植物、动物相类比，认为人应该向它们学习，“始终按照地点和时间、职位和职业要求的方式，在其行动中和工作中，在形态上和材料上，从外部表现上帝给予他的本质，不管这些要学习的东西这时是何等渺小和不显眼或何等重大。于是他可以由于生活需要的满足而安居乐业”。[28]

福禄培尔认为，人的精神生活是内部要求，物质生活是外部要求，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人来说，两者都是必不可少。正如及早进行宗教教育之极其重要一样，真正的关于实际生产劳动和勤劳的早期教育同样是十分重要的。他指出，劳动和宗教是永恒的上帝从无穷中创造的、同时存在的统一体。没有实际操作和没有劳动的宗教信仰将有陷入玄虚的梦想、虚无的狂热、空洞的幻想的危险；反之，没有宗教信仰的劳动和实际操作只会使人成为负重的牲口和机器。

再次，劳动是少年活动本能的一种表现形式。福禄培尔指出，少年期的儿童由衷地乐意分担父母的工作。他愿意分担家务劳动，例如，搬运东西、掘地、劈柴等，借此显示自己的力量。如果儿童的这种活动和塑造的冲动被父母长时间破坏，那么，他的内心中被激起的内在力量就得不到宣泄。他会由此而感到孤单，甚至这种内在力量反而成为儿童的精神负担和压力。

福禄培尔批评说，当时学校和父母轻视真正劳动的活动，过多地从事形式过多的、无目的的和不确定的活动。他提出教育和教学活动必须把制止这种倾向作为自己最重要的任务，把真正的劳动课引进学校。“每个儿童，更进一步说，每个少年和青年，不管他们的地位和处境如何，应当每天至少有1或2小时用于生产一定的外部产品的真正的活动”。[29]

第五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古希腊以来，西方有不少教育家论述了儿童早期教育问题。例如：柏拉图曾经详细论述过幼儿教育问题；夸美纽斯的《母育学校》（Mother School，1633）专门探讨学前教育问题。近代意义上的幼儿教育机构在福禄培尔以前也有了。例如，1769年，法国慈善家奥伯尔林（J. F. Oberlin）创办了欧洲第一所幼儿学校。1816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创办了新拉纳克幼儿学校。但是，在19世纪下半期，福禄培尔对欧美国家学前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影响最为深远。

福禄培尔在世时，他的学前教育思想一度在德国得以广泛传播，德国各地也创办了一些学前教育机构。但是，幼儿园的发展不是一帆风顺的。由于反动势力的压制，福禄培尔学前教育运动受到了阻挠。福禄培尔去世后，他的学生及众多社会人士呼吁恢复福禄培尔幼儿园。随着反动势力的削弱，幼儿园很快在德国恢复和发展起来。

在福禄培尔的思想的影响下，欧美各国也纷纷创办幼儿教育机构。例如，1854年，福禄培尔幼儿园传到英国，称“幼儿学校”（infant school）。又如，美国的第一所幼儿园是由皮博迪（E. Peabody）于1860年在波士顿建立的。但是，直到1868年，她的幼儿园才真正能够体现福禄培尔教学思想的精神和目的。很快，一大批私立幼儿园也建立起来。哈里斯（Willam T. Harris）和布洛（S. E. Blow）也是福禄培尔幼儿园思想的信徒，在他们的领导下，幼儿园首次在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市成为公立学校的组成部分。从此，福禄培尔运动在美国得到了发展。不论城市规模的大小，几乎无一例外地将幼儿园作为其公立学校的组成部分。再如，1870年，法国也出现类似幼儿园的组织，称“母亲学校”或“母育学校”（maternal school）。直到20世纪初，福禄培尔的学前教育思想还在很多国家盛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兴起以后，福禄培尔强调的儿童自我活动和教育的自动性原则也被许多进步主义教育家［如杜威、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吸收。英美一些教育史学者甚至认为，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是杜威教育思想的直接来源。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在新中国成立以前传入我国，直接或间接地对中国幼儿教育发生过影响。但是，福禄培尔的教育理论并不限于学前教育，它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

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体系有着内在的矛盾和阶级局限性。福禄培尔的哲学思想和教育理论极其重视人的主观精神作用，强调儿童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体现了德国古典哲学的某些积极特征。但是，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是以唯心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的，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这就构成了一些基本矛盾。例如，一方面重视人的主观能动作用；另一方面又处处以“同一”法则，即神性支配一切说明一切，使人成为上帝的奴隶。一方面强调自然和人的发展，要求重视儿童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另一方面在理论上，他的“发展”是以不变为基础的。一方面很重视通过游戏、作业、劳动等活动，发展儿童的主动性、自觉性和创造性；另一方面在游戏、作业上制订定种烦琐规则，抑制了儿童的主动精神。一方面重视劳动、作业，扩大儿童对周围生活的知识，反映了某些接触社会，联系实际的要求；另一方面“恩物”和“作业”的主体是以脱离实际为主要特征的，有关理论更带有唯心主义、象征主义的性质。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体系的这些矛盾，反映了当时德国小资产阶级渴望变革但又害怕革命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从这些矛盾的各个侧面来看，他的整个思想体系中存在着不少弱点。

应该看到福禄培尔的幼儿园之所以能够得到推广，一个根本原因是它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女工人数日益增多，建立学前教育机构、解决工人的后顾之忧，既是一个社会现实问题，也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正是这种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才使得福禄培尔的思想得以传播。

从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本身看，他的教育理论的主题是以教育顺应自然为核心的初等和学前教育理论。这种思想在外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一方面，在他的教育思想中，我们明显可以看到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思想的痕迹。特别是卢梭对大自然的推崇，对自然教育的倡导；裴斯泰洛齐对儿童和家庭的重视等思想都被福禄培尔吸取了。另一方面，福禄培尔是西方近代学前教育的代表人物，后世的学前教育思想深受他的影响。美国教育家孟禄（Paul Monroe）曾经说过：“福禄培尔的教育哲学与近代教育思想的主要原则是符合的……当今的教育思想主要是赫尔巴特学派和福禄培尔学派的综合，后者则更多地与流行的哲学、心理学和科学思想相符合。”[30]这一评价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福禄培尔思想在西方教育家心目中的位置与影响。

在西方近代教育史上，如果说裴斯泰洛齐建立的是近代初等教育理论，那么，创建近代学前教育理论的任务由福禄培尔完成了。有的西方教育学者认为，福禄培尔第一个创立了学前教育组织工作的体系、内容和方法，使学前教育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福禄培尔的幼儿园教育理论和实践，使他被誉为“幼儿教育之父”。

福禄培尔关于幼儿园、恩物、作业、游戏等问题的论述中，有些部分符合幼儿发展的一般特点或利于儿童发展，这些部分没有时代和时间的局限，直到今天仍然被人们肯定或运用。当然，他的学前教育思想中存在一些缺陷，也受到了不少批判，其中以俄国学者对他的抨击最为激烈。从福禄培尔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看，他的教育思想中的缺陷大致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是特定的历史条件造成的。例如，对前人对幼儿教育的研究缺乏系统、深入的研究，可借鉴的教育经验较少；与幼儿教育密切相关的心理学研究还处于摸索阶段等。在这个背景下，福禄培尔思想中某些不科学或错误的观点我们不能苛求。第二类是落后于时代的观点。例如，他的思想带有浓重的神秘主义色彩。在福禄培尔身上表现出来的对宗教的痴迷反映了当时德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但是，当福禄培尔的思想传入美国后，这种神秘主义思想就被削弱了，形成了新福禄培尔主义。

当然，福禄培尔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影响并不限于学前教育。他的初等教育思想与学前教育思想是一体的，是对裴斯泰洛齐初等教育思想的进一步发挥，在当时同样具有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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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俄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俄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在19世纪俄国反对封建农奴制及其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别林斯基（B. Г. Бeлинский）、赫尔岑（A. И. Герцен）、乌申斯基（K. Д. Ушинский）、车尔尼雪夫斯基（H. Г. ЧерньшӀевский）、杜勃罗留波夫（Н. А. Добролюбов）、列夫·托尔斯泰（Л. Н. Толстoй）。在欧洲其他国家的民主和自由思想的影响下，他们怀着振兴国家和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美好愿望，激烈批判农奴制教育，主张培养全面发展的人，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提倡爱国主义教育。这一教育思潮不仅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国民教育的改善和发展起了一定的作用，而且对十月革命胜利后的苏维埃教育思想也有较大的影响。

第一节 概述

19世纪俄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是在反对封建农奴制及其教育制度的基础上产生的。民主主义教育家无不受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的影响，满怀改变落后的教育制度、改善农奴教育状况、振兴国家的美好愿望。因此，从总体上说，他们的教育思想中有许多相似的观点。但是，在如何实现其理想以及具体教育主张中，他们的观点也存在一些区别。

—、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共同特点

（一）激烈批判农奴制教育

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一致对当时落后的俄国农奴制度教育进行了抨击，要求以新的教育制度取代旧的教育制度。

列夫·托尔斯泰批判了俄国教育的等级性。他指出，俄国当权者及其学校不关心穷人的教育。因此，教育事业应当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设立人民需要的学校。列宁称他是“俄国革命的镜子”。[1]

赫尔岑对沙皇专制制度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嘲笑和鞭挞，被列宁誉为举起伟大斗争旗帜反对沙皇的“第一人”。

别林斯基对当时农奴制教育进行了尖锐的、全面的批判。他指出，农奴制下的俄罗斯教育制度是人在发展道路上可怕的障碍。他批判了沙皇政府对农民教育的愚民主义政策，反对俄国学校中的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教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尖锐地批判了反动和落后的国民教育政策。他们提出取消沙皇政府的各种限制，扩展为人民设立的学校，改善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与教学情况。他们还批判了为沙皇教育制度服务的官方教育学。

民主主义思想家鲜明地站在俄罗斯人民的立场上，反对沙皇的反动统治。他们针对农奴社会中的等级教育，提出人人都要享受正常的平等的教育。因此，他们的思想鼓舞着俄罗斯人民的斗争，得到了列宁的高度评价；同时，他们的思想也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受到了以沙皇政府为代表的反动势力的压制和迫害。

（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民主主义思想家一致认为，教育应该使学生的能力在多方面得到发展，使学生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指出，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它应当促进儿童的才能的全面发展。

赫尔岑主张实行全面的普通教育，以避免早期的专门化。

别林斯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他所说的完全的人是指有人性、热爱自己的民族和人类、能为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无畏斗争的人。这种人同时是一个有个性的人。因此，体育、德育和智育三者是统一的。他还指出，只有在全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和正确的教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人。他们所说的新人是具有崇高思想，体力、智力、道德全面发展，能为大众的理想而英勇斗争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影响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因素是遗传、环境和教育；只有在新社会条件下，教育才能完成培养新公民，培养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战士的任务。

从人道主义出发，民主主义思想家普遍关心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他们把教育看成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一个重要手段。

（三）重视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改革

民主主义思想家对当时学校的教学内容和方法提出了有力的批判，试图建立新的教学理论。

首先，在教育内容上，他们认识到了古典学科和自然科学知识在人的培养中的不同价值，主张把古典教育和科学教育结合起来。针对当时学校忽视自然科学教学的实际，他们特别强调将自然科学引进课堂，培养学生对世界正确的认识和科学的世界观。

其次，重视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的编写。他们批评了当时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的弊端。许多民主主义思想家亲自参加了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的编写。例如，列夫· 托尔斯泰创作了识字课本和读本；别林斯基提出改善教科书与学校教学方法，并在改善语言与文学教学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针对教科书编写中存在的缺点，提出了编写教科书的原则。

再次，在教学方法上，他们普遍尊重儿童的个性发展，反对强制性的教学方法。这一点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两个互相联系的方面：一是重视培养儿童的自动性和独立思考能力，反对向学生灌输一些“现成的真理”。二是提倡自觉纪律，反对体罚。民主主义思想家大多不反对学校纪律，认为纪律是教育的必要条件。但是，他们反对采用惩罚（尤其是体罚）的方式维护纪律。例如，别林斯基坚决反对采用有损人类尊严、轻蔑儿童人格的处罚，特别是体罚；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强烈反对对儿童人格的压迫和体罚，把这些手段称为违反教育原则的野蛮的手段，并从处罚儿童办法中完全除掉；乌申斯基也探讨教师应善于运用说服、强制、表扬、鼓励、警告、惩罚等方法。

（四）爱国主义教育

爱国主义精神驱使着民主主义思想家为了祖国的前途同一切反动势力进行坚决的斗争。在对儿童的教育中，他们非常重视爱国主义教育。例如，别林斯基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美好未来充满憧憬，但他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主张把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对其他民族的尊敬结合起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学校德育的一个重要任务是以爱国主义精神教育学生。乌申斯基指出，热爱祖国是一个人身上最强烈的情感，它能巧妙地将个人利益与祖国人民的利益结合起来。他把民族性作为其教育体系的基础。认为民族性是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生命的唯一源泉，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民族性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

另外，在女子教育、家庭教育、论教师、教育原则和方法等诸多方面，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也有不少共同或相似的特点。

二、革命民主主义和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区别

除了上述的共同特点外，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和民主主义思想家的教育思想也存在着一些区别。

首先，未来社会理想不同，革命民主主义者同时也是空想社会主义者，他们所向往的是社会主义制度。民主主义者所向往的是废除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制度。

其次，对实现理想社会制度的途径看法不一致。民主主义思想家和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都认识到沙皇专制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的弊端，但是，两者对如何消除不良社会制度的弊病的方法意见不一。民主主义思想家主张通过和平的手段实现民主和自由的社会。例如，乌申斯基指责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对劳动者的迫害，当时的俄国是“监狱”。他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并提出法制和人民权利要由人民自己来维护。但是，他主张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又如，列夫·托尔斯泰渴望民主和自由，但是，他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新社会。他提倡通过成年人的道德完善的方法改变社会制度，建立新的社会生活。也就是希望借助教育把所有的人民团结起来。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不相信新社会会和平地到来。他们认为，建立新的社会制度必须通过人民的革命。例如，赫尔岑批评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倡的“建立新制度的主要道路是教育”，以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消极的产物的思想。他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未来的革命必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他最终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的改造和革命的作用。又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不可能利用和平的方法过渡到新的社会。他们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力图把对一切剥削形式的自发反抗变为革命的行动，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传播推动了俄国社会革命。在他们的影响下，俄国出现了一大批革命家，他们与农奴制度和专制政体进行无情的斗争，并且准备了农民革命。但是，他们没有认识到只有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的发展才能为建立社会主义创造物质的前提和社会力量。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进一步认为，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社会关系、改造社会是在社会中建立理智，实行真正教育的必要条件。因此，他们以革命精神教育当时俄国的先进青年，号召他们投身到革命斗争中去。

再次，对宗教的态度不一样。民主主义思想家对宗教的态度大多比较暧昧。例如，托尔斯泰一方面对当时俄国的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它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另一方面，他认为，宗教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他崇尚一种充满博爱的宗教。因此，他始终认为宗教教育有巨大的作用。又如，乌申斯基认为，宗教是由人的精神需要而产生的历史现象。他因此受到了教会的迫害。但是，他仍然是个东正教信徒，基督教是他道德思想的基础和重要内容。

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是宗教的彻底反对者。例如，赫尔岑与唯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无情地揭露了教会是沙皇政府的帮凶，坚信“科学与宗教的联合是不可能的”。他明确反对在教育中灌输宗教。又如，别林斯基是个无神论者。他激烈反对正教教会和一切宗教信仰，指出教会是不平等的捍卫者，人们彼此间友好的敌人和压迫者。他断言，俄国美好的未来必须建立在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再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坚决反对宗教，指出教会是压迫劳动人民的维护者，主张把反对宗教与反对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

第二节 别林斯基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维萨里昂·格里戈里耶维奇·别林斯基（Bиссарион Григоръевич Белинский，1811—1848）是19世纪俄国文学批评家、革命民主主义者和教育家。他出生于一个医生的家庭，是第一个平民出身的革命民主主义知识分子。他从小生活在不良的环境之中。在家庭里，他的父亲和母亲关系不好。学校里则充斥着死读书、不务实际和体罚的气氛。但是，他对学习有浓厚的兴趣，善于思考问题。因此，在中学时代，就被同学们戏称为“哲学家”。17岁时，他担任了平兹中学的俄文教师。

1829年，别林斯基就读于莫斯科大学语文学系。因为在悲剧《德米特里·卡里宁》中对农奴制与教会的仪式有过激之词而被逐出大学。之后，他开始从事文学和编辑的活动。1847年，他到过德国和法国，认识到资本主义制度的罪恶，揭露资本主义国家劳动者被残酷剥削的情景。

长期恶劣的物质、精神生活和繁重的编辑工作影响了他的健康。1848年，别林斯基不幸去世，年仅37岁。

别林斯基除了从事社会活动和文学创作外，对教育问题也有浓厚的兴趣，是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不仅为俄罗斯教育思想和教育工作指明了新方向，还开辟了俄罗斯教育的新路径。

—、政治和哲学观点

别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与其政治和哲学观是密切相关的。列宁曾经认为，别林斯基是俄国社会民主政治的先驱者之一。

别林斯基的政治思想发展经过了一条复杂的道路，他的一生贯穿着一种探索真理，与丑恶现象做坚决斗争的精神。他生活在俄国农奴制改革来临之前，经历了农奴社会的动摇，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逐步形成的过程。在19世纪30年代，别林斯基认为，可以通过普及教育实现公平合理的社会制度。到了40年代，他成为一名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揭露了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以不平等、专制、欺压人民为基础的，反对压迫人民的反动势力，提出要从根本上改造社会制度。但是，他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他从人道主义和启蒙主义最终转向了革命民主主义，认为没有人民革命而试图通过和平途径建立社会主义的想法是不现实的。

别林斯基的社会政治观与哲学观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的世界观也是从唯心主义走向唯物主义的。在1845年以后，别林斯基彻底摆脱了唯心主义的影响，产生了唯物辩证法思想。他激烈反对正教教会和一切宗教信仰，指出了教会和当时社会制度之间的依赖关系，指出教会是不平等的捍卫者，权力的奉承者，人们彼此间友好的敌人和压迫者。他断言，俄国美好的未来不能依赖神秘主义、苦行主义和虔信主义，它必须建立在理性和正义的基础上。

爱国主义精神是别林斯基顽强斗争的动力。他非常热爱祖国和人民，对俄罗斯及其人民的美好未来充满憧憬。他说：“我们羡慕我们的子孙和曾孙们，他们一定能在1940年看见俄罗斯领导文明世界，给科学和艺术制定法则，并接受全体进步人类的虔诚的敬礼……”[2]但是，他并不是一个沙文主义者，他把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与对其他民族的尊敬结合起来。他说，只有在局部之中才能表现出全体，不属于自己祖国的人，也就不属于全人类。

二、对农奴制教育的批判

别林斯基对当时农奴制教育进行了尖锐的、全面的批判。

首先，别林斯基批判了当时学校专制秩序，指出农奴制下的俄罗斯教育制度是人在发展道路上可怕的障碍。他反对官方提出教育必须符合“正教、专制与民族性”，并将之解释为教育必须符合“信仰、忠诚与民族性”三位一体的观点。

其次，别林斯基批判了沙皇政府对农民教育所持的愚民政策。他认为，人民对受教育有深切的渴望。俄罗斯不应当开展神秘主义、禁欲主义或虔信主义教育，她应当开展文明和人道主义教育，唤醒人类尊严的感情。他认为，俄罗斯大学只对取得文凭有用，不能奠定科学教育的基础。在他看来，学问与实际生活的结合是教育最重要的任务之一。但是，普通教育又不能仅仅流于简单的职业教育。他指出，农奴教育实行过早的职业专门化，是一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和升官发财主义的教育。

再次，别林斯基批判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中的弊端。他指出，无视儿童心理发展状况，压抑儿童天性是学校的通病。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死气沉沉、毫无活力的人。学校教科书粗制滥造，体现的是农奴制统治阶级的道德标准。因此，他提出改善教科书与学校教学方法，并在改善语言与文学教学方面进行了精心设计。

最后，别林斯基对当时的家庭教育制度进行了批判。在早期作品中，他揭露了贵族家庭中的教育由于农奴制度而产生的黑暗面，对地主的愚昧无知发出了抗议。他描绘了当时农奴社会各阶层中家庭教育的几种不良情形：第一种是喂养教育。不学无术的父母，对儿童一味放任，儿童们沉溺于吃喝、吵闹、叫嚣、打架之中，对读书不感兴趣。而父母们以孩子小为理由对其放任自流，不关心孩子各方面的教育。第二种是纯粹讲究外表的形式教育。这种教育的结果，造出一批徒有虚表的年轻人。他们在生活上装出一副文雅、聪明和有教养的样子，口里讲着一口流利的法语，可是写出俄国话来却是错字连篇。第三种是中等社会阶层中“装成贵族的小市民阶层的教育”。这一个阶层的人羡慕上层阶级，瞧不起下层阶级。他们把贵族教育中从容不迫的精神与不伤大雅的嬉笑模仿成一种装腔作势和扭扭捏捏，把美妙的音调变成猴腔猴调。这种恶劣的教育使小市民阶级学会装腔作势，令人又好笑，又好气。

别林斯基意识到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但是，教育改革必须遵循辩证法的规律，即教育体制改革既要革新旧教育体制，也不能完全脱离旧的教育体制。

三、论教育目的与作用

别林斯基反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人的本性决定着他受教育的可能性的观点。他认为，普通人都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从遗传上看，“人是社会的存在”，“大自然创造了人，但发展人和形成人的是社会”。大自然毫不吝惜地赋予人们以才能和天禀，没有天分和愚笨的人像生理上的缺陷一样是极其稀少的。另外，人所属的等级也不能成为限制人受教育和教养权利的根据。他认为，假如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受到正常的教育，那么，天资不好的人数便有限到这样小的程度：“真正天资不好的人就直接进古董店去了”。因此，社会应保证所有人能获得那种目的在于发展他们的个人才能的平等的教育，所有的儿童应享受平等的和同样的教育。

当时，官方的教育学把教育当作培养儿童将来履行各种等级职务的一种工具，甚至把教育仅仅看作一种对动物的养育。别林斯基明确反对这种教育。他说，最初的教育决不应当把孩子看成未来的官吏、诗人、匠师，而要把他看成一个人。他日后可能成为这种人，也可能成为那种人，但他总归还是一个人。他指出，在任何活动范围，在社会每一个阶层，人的主要任务是做一个人。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完全的人”。

别林斯基所说的“完全的人”包括以下一些品质：第一，完全的人是有人性的人。他认为，教育的工具和媒介应该是爱，而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人性。所谓人性，是一个人精神上的共同要素的有机组成，这些要素对于任何一个人都是同样必要的，不管他的国籍如何，他的声望如何，他的地位如何，他的年岁如何，甚至他的所处环境条件如何，没有这些要素，他就不成其为人。第二，完全的人是热爱自己民族和人类的人。他认为，应该培养一个人的精神的共同要素，培养其对自己民族和人类的热爱与尊敬。第三，完全的人是一个能为人类美好的社会制度而无畏斗争的人。他认为，理想的目的应该培养为没有剥削和压迫、争取自由和人人平等的美好社会制度而斗争的无畏的战士。第四，完全的人是有个性的人。他把个性看作人性的具体表现。重视个性是与当时俄国政治变革密切相关的，是别林斯基提倡个性自由在教育上的表现。

在如何培养“完全的人”的问题上，别林斯基提出了一些辩证的见解。

第一，认为儿童具有优良天性，社会上没有生来就低能的人。别林斯基认为，一些儿童未能发挥自己的天赋才能是以下两种原因造成的：一是恶劣的教育；二是他们走错了自己的道路。因此，对大多数人来讲，教育就是一切。教育工作的伟大任务就是去挖掘人心灵中美好的一面，并充分发挥天赋才能。他认为，人的才能分创造才能和技术才能。后者是学习的结果，前者则是自然的结果。

第二，反对把教育机械地看成是成人对儿童灌注某种东西的过程。别林斯基指出，儿童并不是教育者手中的一个零件或玩具；每个儿童都有好的一面，教育的艺术恰恰就在于发现、发展和形成这些优点。

第三，强调只有在全民平等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和正确的教育。别林斯基针对农奴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等级教育，反对上流社会成员在教育方面的特权。他提出，人人都要享受正常的、平等的教育。

第四，提出教育应当适应儿童天性。别林斯基很重视教育中儿童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提出教育方法要适合儿童年龄特点。当然，这种年龄特点不是抽象的概念。每个儿童各有特色，在天性、理解力、性格、道德倾向上有所不同。教育只有回到人个性和谐发展的轨道上，才能使个性渐趋完善。儿童的发展阶段还包括他的意识发展状况。儿童的意识力表现为想象力和幻想力。

第五，强调个人只有与社会结合在一起，才能使个性发展真正完善。人的精神有两个基本方面：内在心灵生活及个体、个性范围外的利益，这两方面互相贯穿才能达到和谐。别林斯基反对把儿童教育建立在家庭的利己主义上，认为教育应当鼓励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因此，他号召进行公民教育。他坚信，社会教育的道路能使人过上像人一样的生活。

第六，强调教育中的人民性原则。别林斯基号召从小就以人民性教育儿童。因为人民性是智育、美育和德育最深厚的基础，用人民性的精神来教育人，只有通过联系人民才能实现。

第七，指出人应该协调发展。别林斯基指出，体育、德育和智育三者是统一的。他说：“不要忽视任何一方面的教育，既要对儿童讲整洁，讲外部的清洁，也要讲高尚和庄严的举止和待人接物的态度，但是要从一个总的源泉，从一个最高的源泉——不是从社会的职位或等级的假定的要求，而是从人这个称号的崇高性；不是从关于礼貌的假定的概念，而是从人类尊严这样的永久概念——来得出这一切教育的必要性的结论。”[3]例如，儿童体育的任务是保护儿童的健康，通过建立正确的生活方式、组织游戏和体操等途径发展他们的体力、灵巧和机警；但是，它还必须使儿童遵守个人和公共卫生规则，并且还要掌握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等。因此，体育和智育、德育是密切联系的。

四、论道德教育

别林斯基指出，教育是多方面的，每一种教育都有自己的重要性。但是，道德教育是培养完全的人的最重要的方面，因此把道德教育放到首位。他之所以如此重视德育，与他的教育目的有关。在教育完全的人的品格中，他特别注重训练崇高理想——为人类幸福而斗争。相应地，在道德的目标上，他提出要使儿童摆脱奴性、胡作妄为等一切不良习气，发展他们的正义感、人道精神等，培养爱祖国、爱人民、意志坚定、勇于行动的人。

别林斯基指出，德育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他批判了当时道德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做法。首先，他批判了枯燥无味的道德说教。他认为，道德规则、格言、教训只能使儿童们苦闷，引起他们的憎恶，把他们塑造成迂腐、拘泥的伪君子，或议论风生不着边际的人、伪善者。其次，他坚决反对采用有损人类尊严、轻蔑儿童人格的处罚，特别是体罚。再次，他批判了能引起儿童虚荣心的夸奖的方法。他反对把成功当成炫耀的工具，认为这种做法摧毁了儿童谦逊的感情，培养出他们爱面子的感情，忽视了内在的美德。

对德育的方法和途径，别林斯基进行了详细的论述。

（一）培养道德情感

别林斯基力图把德育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他指出，情感在幼年儿童的心理生活中起着主要的作用。感情是先于知识的，谁没有道德的感情，谁就不懂得道德。因此，道德教育必须首先从儿童的感情入手，而不是道德意识入手。在学龄初期，应该重视培养儿童对善事善行的好感和对坏人坏事的憎恶。

别林斯基把爱称作“教育的工具和媒介”。父母对子女的爱，是父母与子女间建立紧密关系的基础。其中，充分信任孩子是父母理性爱的首要条件，也是教育成功的保障。用理性的爱取得孩子信任的双亲，只需用慈爱就可以把自己的孩子培养成自己中意的人，完全不需用处罚。

友谊也是很重要的道德品质。真正的友谊是纯朴而谦逊的感情，而不是出于自身目的和利益。别林斯基还认为，爱情对道德教育有正面影响，可以把人从许多丑恶的事物中解救出来。当儿童的身体发育唤醒少年对性问题发生兴趣时，应当给予适当的性知识教育，采用缄默或暗示的方法反而是有害的。

（二）树立道德榜样

别林斯基认为，道德教育如果只限于理论说教是空洞的。道德教育不仅应该使儿童摆脱缺点与恶习，还应积极树立完善的东西来取代丑恶的事物。榜样在儿童的道德教育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教育过程中，教师应该剔除年幼儿童身边的一切坏榜样，为他们树立良好的榜样。

教师和家长每天与儿童接触，要用自己的品行为儿童树立榜样，并用自己的生活实例来影响儿童。

此外，研究伟大人物的生活，也是一种有力的德育方法。别林斯基认为，伟大人物的生活经历能使人心灵高尚，鼓舞人们活动。

（三）养成道德习惯

别林斯基认为，与其训诫儿童，不如使他们养成良好的习惯。道德教育的方法，重在培养道德习惯，使儿童习惯于良好的感情、嗜好与品行。儿童的年龄越小，养成习惯越重要。因此，对他们来说，主要是建立习惯，而不是过早地形成道德概念。

（四）培养道德意识

别林斯基认为，对年龄较大的儿童，道德教育不应该停留在培养对善行的热爱上。儿童的理性正如感情一样是应该得到发展的。因此，教师必须发展青年的道德意识，为人们指出正确的、善的道路。人的道德发展的阶段决定于意识发展的水平。儿童意识发展的阶段不同，教师应采用不同的道德教育方法。他特别强调应该从具体到抽象，用典型的、生活中鲜明的情景去影响儿童。教育者不要强制地对儿童灌输许多道德概念，这些做法不仅效果很小，而且会造成善于以伪善道德言论来掩盖不道德行为的人。

（五）发展道德意志

别林斯基认为，道德教育的最后目标是受教育者能够与不良行为做斗争。人们要捍卫自己的信念，与丑恶现象做斗争，需要克服所遇到的任何困难和障碍。因此，发展意志和培养刚毅的性格是道德教育的重要任务。

（六）培养劳动习惯

别林斯基主张从小时候起，就要培养儿童劳动的习惯。因为只有劳动才能使人幸福，使人的灵魂变得明朗、和谐、高尚，所以，培养劳动习惯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方面。教师应该让儿童每天在一定的时间内从事经常的、有系统的劳动。如果放弃了这一点，人们就会丧失许多美好的东西。

值得注意的是，别林斯基将德育和美育紧密地联系了起来。他认为，美的感情是善心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因此，从小就要培养儿童美的感情，重视音乐和诗歌这两门艺术的作用。

别林斯基的道德观是建立在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基础上的。他对当时道德教育中一些错误现象的批判切中时弊。他对道德教育的许多设想反映了俄罗斯人民要求人性解放和自由的强烈愿望。当然，他的思想中曾经存在着抽象的人道主义倾向。在转向革命民主主义立场后，他认识到人类尊严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有密切联系，从而转向强调革命的一面。

由于沙皇对学校严厉的思想控制，别林斯基曾提出在学校中进行智育，把德育的任务交给父母。

五、论智育

（一）智育的地位

别林斯基首先肯定智育与德育存在密切的关系。他认为，德育和智育是教育的同一过程，两者相辅相成。个人的精神发展以及全体人民的精神发展都有赖于智育。只有在意识发展的基础上真正的人道主义才可能形成。心地善良而头脑不管用的人，带给别人的只有害处，没有益处。因此，儿童早期形成的正确观念将影响他一生的命运。

别林斯基尖锐地批评了当时学校智育上的落后现象。他指出，当时的学校教育不符合人民的要求。人民送儿童上学，不仅希望学校教给儿童知识，而且要教他们如何在生活中运用自己的知识。但是，当时的学校教育不仅在内容上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科学的发展，而且理论和实践之间相互脱节。因此，必须改变学校教育的内容。

别林斯基非常重视系统的知识教育，认为要发展学生的全部智力，形成他的世界观和自觉的信念。为此，学生不仅应掌握许多知识，同时要有完整的世界观。他反对宗教教育，主张教育内容应反映祖国当代科学已达到的水平。

（二）教育内容

随着当时科学的发展及其在生活、生产中的应用，学校教育中的古典主义教育传统受到了挑战，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的争论已经兴起。别林斯基是如何看待这一问题的呢？

首先，别林斯基承认古典主义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他指出，人文科学（本族语、文学、历史）是最重要的学科，它们有助于德育和帮助人们“发展人性”。但是，他反对对古代语言的迷恋。他指出，儿童对古人如何生活虽然有兴趣，但是，儿童更感兴趣的是想知道天为什么下雨，对他们来说，这比罗马人穿着什么衣服行走的问题有趣得多。

其次，自然科学对人的发展有重大现实意义。在早期著作中，别林斯基曾反对以功利主义的观点看待科学。他指出，知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获得知识，而不仅在于其功利价值。然而，他没有把科学与生活分离开来，希望通过科学教育启蒙群众，提高人类生活水平。在后期，别林斯基转向革命民主主义，提出用革命的方法改造社会。因此，他强调将科学训练放在儿童发展的基础上。科学教育必须形成人的信念。整个教育过程要能促进新生一代自觉信念的形成，这种信念是以深刻的科学知识为基础的。同时，学生应领会科学的一般原则。他主张儿童远离一切反科学的东西，站到唯物论立场上。因此，应该让儿童从幼年起就研究周围自然界，因为它能在最大的程度上给人们以有益的知识，而且，它最接近儿童，更能使儿童感兴趣。

因此，教育内容必须包括有关于人、社会及自然的知识。关于人、社会的知识是本族语言、文学、历史、拉丁及希腊文字。他主张，俄语和祖国文学应该是最重要的学科。关于自然的知识，则是算术、自然、物理。在晚年，他特别强调自然科学在教育上的重大作用。

别林斯基非常重视教科书的编写。他对粗制滥造的教科书进行了无情的批判，认为它的危害不亚于鼠疫与霍乱。他主张将教科书与儿童读物严格区分开来。他认为，教科书仿佛是科学的摘要，其作用是为了便于学生系统地学习，发展学生的悟性。教科书的内容应简单、明确、精短，适合儿童的理解水平。例如，历史教科书的表述要生动、优美、文雅、引人入胜，以影响儿童的道德发展。

别林斯基对学校教育的全部课程，特别是对历史、文学所进行的批评，在学校青年、进步教师中产生了深刻影响，促进了19世纪中期俄国学校工作的改进。

（三）教学原则和方法

别林斯基提出了一些在教学中应该遵守的原则。

1.教育性原则

别林斯基认为，教学的任务不在于在儿童的头脑装满许多杂乱无章的知识，而在于通过教学贯彻一定的思想，形成一定的信念。因此，在教学过程中，应将道德教育放在第一位。

2.直观性原则

别林斯基认为，人所固有的内心感觉是人类最高生活的基础、本质、要素。抽象的智力概念是具有一定的能力与性质的脑器官活动的结果。他赞同感觉论的观点，认为先有感觉，后有概念。儿童身上存在着这种感觉的发端，教育工作的主要关心对象就是使这种发端得到发扬。由此出发，他主张直观教学应成为发展儿童的基础，直观教学是学习的最必需的和最有力的助手。

3.积极性原则

别林斯基反对一切教条式的教学，以及教师滥用学生机械的记忆、咬文嚼字、死背书本的教学法。他认为，学习与游戏、消遣不同，它需要经过学生自己刻苦努力。因此，学生积极地学习是获得良好学问不可缺少的条件。

4.量力性原则

别林斯基认为，教学应当根据儿童的兴趣和年龄特征，与他们的理解水平相适应。7岁前应多注意体育和德育；7岁以后开始进行系统的知识教育。根据这一原则，教师在教学中做到由浅入深，由易到难，由部分到全体，由分析到综合。

5.系统性原则

别林斯基认为，表达事物时有系统，加上科学的表达方法，等于有学问的头脑。只有系统的知识，才是深刻的、牢固持久的。学校教育优于学生自修之处，就是学校中教师有系统地传授知识往往比较深刻、持久。因此，他反对没有系统的、模糊不清的、杂乱无章的知识，主张教学应该做到有系统、有秩序。同时，他还主张把教学的系统性与量力性结合起来。

6.理论知识与实际生活相结合的原则

别林斯基提倡科学成为劳动人民的财富和帮助人民摆脱压迫的工具。因此，在教学过程中，理论知识必须与实际生活相结合。他认为，实际知识是必需的，可是如果缺少哲学知识，那么，这种知识如同哲学知识缺少实际知识和事实根据一样，只不过是虚妄的幻影而已。

根据这些原则，别林斯基具体论述了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例如，他非常重视发展儿童用正确和固定的观念思考问题的能力。在前期，他主张从小关心儿童悟性和常识的发展，以预防幻想的片面发展。当他转向唯物论时，对自己在儿童心理发展的某些方面做了修正：首先主张发展幻想，强调用具体形象和生动的描述使儿童认识现实；其次，在感觉、悟性与理性中，把悟性提到首要位置。

别林斯基关于智育的某些主张不仅在当时有历史进步意义，有的至今仍有现实意义。例如，他提倡德育与智育的统一；重视科学教育在儿童发展中的作用；主张培养明确、深刻的信念；提倡理论学习联系现实生活；要求学习知识系统化；教育适应儿童发展水平；等等。

六、论女子教育与家庭教育

（一）女子教育

别林斯基对当时“毫无意义和被污辱了的妇女教育”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在农奴制家庭中，女子教育地位低下，女孩从幼年起，就被灌输歪曲了的女子在社会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观点。他认为，女子应该获得与男子同样的教育权。

首先，女子“完全像男子一样是一个人”，甚至妇女比男子具有更丰富的爱情与感情。为了保持妇女应有的人类尊严，不应把妇女禁锢在道德奴隶状态中，妇女应与富于智慧和意识的男子一样，广泛参与一切生活。其次，妇女担任着教育儿童的重要使命，它需要妇女有高度的文化。因此，男孩和女孩的教育应该是平等的。

（二）家庭教育

别林斯基认为，一般人的教育任务，不仅应该由社会，而且也需要家庭和父母承担起来。他对当时家庭教育的弊端进行了抨击。

首先，别林斯基对当时家庭中父母与子女的关系表示不满。他说，父母往往以一种本能的和利己的爱去爱自己的孩子。但是，人的爱与动物的爱不同，它应该是大自然中一种最高级的爱。因此，父母应该首先把儿童当作一个未来的人去爱，这种爱的基础不是对自己的爱，而是对真理和人类的爱。

其次，别林斯基批判了家庭教育中的三种错误倾向：第一种是利己主义的教育。在这种教育影响下，儿童成长为不考虑社会利益的利己主义者。在这方面，他崇尚古希腊教育，并把古希腊的教育跟这种家庭教育做对比，认为在古希腊，人是为社会而生的，由社会予以教育。因此，人就成了人，而不是庸人。第二种是对自己子女不进行教育，放任自由的现象。第三种是奴性教育。父母把子女变成了鹦鹉，一定要他们恭敬地重复成人所说过的和要求的。这种教育方式摧残了儿童的精力、意志、性格，使他们变成了尊敬的雕像，染上了奴隶式的狡猾、诡诈、拘谨、说谎、欺骗和圆滑等恶习。

别林斯基提出，正确的家庭教育应该建立在成人和儿童相互信任、对儿童人格、尊严尊重的基础上。成人应该发展儿童身上一切好的东西，帮助其个人的志愿趋向完美。他主张消灭家庭的专制，反对采取有损儿童人格的处罚，认为只有父母和子女之间建立了正确的关系之后，才能避免教育中的所有这些缺点。

别林斯基的思想奠定了19世纪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教育发展的基础，并对60年代革命民主主义者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等，以及民主主义教育家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产生了很大影响。

别林斯基在对农奴教育制度的批判中，提出了一些正确的教育主张。但应该看到，其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局限限制了他的教育思想的发展。

第三节 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一、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

亚历山大·伊凡诺维奇·赫尔岑（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Герцен，1812—187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文学家，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教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1812年3月25日，他出生于莫斯科的一个贵族家庭，从小接受家庭教育。1825年十二月党人的起义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年仅14岁的赫尔岑就决心投入反对皇权、教权、暴政的斗争中去。

1829—1833年，赫尔岑进入莫斯科大学数理系学习。在大学期间，受到民主思想的熏陶，学习科学研究的方法。1832年，他写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一文。他开始是圣西门主义者，认为圣西门主义完全符合时代精神。后来，他看到了空想社会主义者主张和平改革的弱点。

19世纪30年代是俄国革命理论发展的重要准备时期。社会思想的发展首先表现为在大学生中形成了各种小组，其中以赫尔岑为核心的小组占有重要的地位。他也因此获得了 “贵族革命家”的称号。赫尔岑的革命活动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慌。1834年7月，赫尔岑被拘捕。1836—1841年，他被判流放。监狱和流放使赫尔岑反对沙皇当局的立场更加坚定。流放期间，他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专制政体的弊端，形成了革命的世界观。1847年2月，赫尔岑定居国外，以便利用自由言论为俄国人民服务。在国外，他创办了 “俄罗斯自由印刷所”、《北极星》《钟声》，系统批判了专制主义制度，宣传革命思想，对俄国解放运动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1870年1月21日，他因肺炎在巴黎去世。

赫尔岑一生创作了大量反映社会问题的文学作品和哲学论著，他的写作特点是把文学、政论、哲学结合起来。在《一个年轻人的随笔》《谁之罪》《克鲁波夫医生》《偷东西的喜鹊》《往事和随想》等作品中，表现出他对人民的热忱关怀和对个性全面发展的热切期望。他的哲学著作《科学中华而不实的作风》《自然研究通信》等使哲学和文学浑然一体。

列宁曾经称誉赫尔岑为举起伟大斗争旗帜反对沙皇的“第一人”。赫尔岑在他的作品中以辛辣的手法对沙皇贵族专制制度进行无情的讽刺、嘲笑和鞭挞。在《克鲁波夫医生》中，他揭露了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他说，有的人夜以继日地拼命干活，结果一无所获；有的人什么活也不干，可是财源茂盛。更加可怕的是，由于人们长期受到管制，习惯于固执谬见，盲目服从旧制度。这种生活同精神病院没有什么两样。

赫尔岑不仅把矛头指向俄国农奴制和专制政体，而且还指向历史上的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他激烈地批判了西欧1848年革命后确立的资本主义制度。他指出，已经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法国资产阶级已经失掉了光荣的革命传统。由少数人组成的统治阶级的利益与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尖锐地对立，劳动人民被迫从事苦役般的劳动。他在《来自彼岸》一书中指出：“法国以及其他国家的组织形式同自由、平等、博爱的原则是格格不入的。平心而论，它们丧失了这些原则，走到现时代欧洲生活的反面，也就是走向了死亡。”[4]他进一步认为，欧洲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解决个人与国家之间的矛盾。未来的革命必定是社会主义革命。作为民主主义者，赫尔岑始终维护人民的利益，站在人民一边。但是，由于世界观的局限，他不可能把社会问题的解决同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历史规律联系在一起。他也没有正确认识到资产阶级在历史发展中所起的进步作用，也没有认识到无产阶级是消灭资产阶级政权和建立社会主义的力量。他误将1848年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看作社会主义革命，将它的失败看作欧洲社会主义的失败。他幻想俄罗斯通过农民公社过渡到社会主义。从实质上看，他主张的俄国式的“农民社会主义”就是民粹主义。

1861年沙皇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后，赫尔岑彻底抛弃了对沙皇政府的某些幻想，坚决致力于以农民战争来摧毁农奴制和沙皇专制统治的斗争，希望俄国走上革命民主主义与空想社会主义相结合的道路。这种立场是赫尔岑与西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显著区别。

列宁在评定赫尔岑的世界观时说，在19世纪40年代农奴制的俄国条件下，赫尔岑与当时最伟大的思想家并驾齐驱，紧紧地走近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停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前面。赫尔岑与唯心主义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他坚信“科学与宗教的联合是不可能的”。

二、论人的发展

在赫尔岑的作品中，他不仅表达了对社会生活的关心，而且从对人的特点的一般性研究进入到对人的个性发展的研究。他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

在《一个青年人的随笔》这部政论式自传体作品中，赫尔岑描述了一个青年人怎样在周围环境的作用下获得对世界的认识的心理发展过程。他认为，童年时代听到的故事、教育、跟教师们交流、阅读大量的不同类型的书籍、对现实问题的兴趣等是个性形成的基础。他认识到，人依赖于环境并受到自己的现实行为和生活特点等社会条件的制约。个性反映了生活矛盾的全部多样性。只有首先研究每个人所受的教育和生平经历，才能揭示出他的个性形成。

不良的人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赫尔岑深信这一点。在《谁之罪》中，他描述了俄国农奴专制制度下的人的发展状况：庸俗而枯燥的生活，疲乏的物质追求，没有任何精神的需求。他嘲讽说，人的精神比精神病院中的患者还要空虚，在淹至脖子的泥泞中挣扎着，追逐一个虚幻的目标，没有任何自尊心和任何忘我精神，只有极其狭隘的理解力，粗野的动物般的要求。赫尔岑对此表示十分愤慨。但是，他认识到，真正有罪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他说：“他们有罪吗？他们在强大的命运的捉弄下，从孩提时代起，就吮吸着各种非人的观念，使他们丧失掉一切精神上的激情和任何高尚的追求。白化病是由于吸入北方沼泽地的空气，病毒侵入人体，使机体受损而造成的。他们就像白化病患者一样，本身是无罪的。”[5]显然，庸俗生活和狭隘的眼界造就了这些贫困而可怜的人，而要改变人的发展中的缺陷，就必须消灭封建农奴制。

赫尔岑反对把个人和社会环境割裂开来，主张个人与社会同步发展。他说：“人应当在社会中求得发展。如果他把自己封闭在孤独狭小的圈子里，穿着中国式的小鞋，肯定会步履维艰，寸步难行，把双脚弄成畸形，这难道还有什么怀疑吗？”[6]因此，人不应该把自己局限于个人的情感中，而应当关心时代的前途，热爱祖国，热爱艺术，热爱科学，在理性中、在人们共同关心的世界中使自己得到拯救。他说道：“世上无论什么事情，都不会比投入最急需的事业中去目睹历史的变革更能够吸引人的炽热的本性。谁想实现自己心中的夙愿……那么，他就必须涉足于一切领域。”[7]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上，赫尔岑强调把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统一起来。一方面，个人不能抛开自己的个性和人权。他说，如果要人民摒弃心中的个人主义，无疑等于要抛弃他的源头活水和根基。他举例说，有一位可敬的道德家训练自己的马改掉吃东西的“个人主义”习惯，结果马一旦养成了不吃东西的习惯，很快就死掉了。另一方面，个人不应当出卖共同的大家庭，应当向全人类敞开自己的心扉。总之，人应当在人类的苦难中净化自己的心灵，在发掘自己的理性的同时唤起人类的理性。在《老调子的新唱法》中，他认为，应当把个人主义理解为个人对人性的认识以及个人的权利。他提出，个人主义必须发展为“高尚的个人主义”或“理性的个人主义”。

赫尔岑分析了当时的道德观念。他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口是心非、假仁假义的现象。他指出，资产阶级摒弃了爱与同情心，把人类的崇高感情兑换成“叮当响的钱币”。伪善的资产阶级“根据金钱的多少和拥护资本主义的程度，用算盘”杜撰出自己的道德观念。它与大多数穿短衫的普通人的道德观念毫无共同之处。赫尔岑把资产阶级的道德观念称为“简易的戏台”或“临时医院”，是一种可爱的欺骗或体面的外套。资本主义社会中道德名存实亡，不能规范人们的行为。但是，他相信，在未来，道德问题可以得到解决。在《思考和奇想》中，他把道德看成是社会政治现象。他说：“道德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是一定时期人们对相互关系所形成的历史意识。它为人们所承认，使生活充满情感。”[8]他据此得出当今道德沦丧、产生这种道德的社会已濒临破灭的结论。

赫尔岑指出，人认识到自身的本质和能力之后，应当把它转化为实际行动，积极投身于生活与斗争。他充分肯定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俄国的历史是人民群众的觉悟不断提高的历史，是革命运动的发展史。伟大人物的思想只有反映人民群众的意愿，为人民群众所理解，博得人民群众的拥护才有价值，才不愧为伟大的思想。但是，他的思想在民主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摇摆。由于长期侨居海外，赫尔岑没有充分认识到当时俄国革命人民的力量，曾希望尽可能用和平的方式改造社会。19世纪50年代，他对亚历山大二世（Aлександр Ⅱ）寄予厚望，劝说沙皇实行大刀阔斧的改革，解放农民。60年代，赫尔岑对沙皇和贵族知识分子的幻想彻底破灭了。他在《被挖出的主教、腐败的政府和被欺骗的人民》中说：“你们痛恨地主，痛恨官吏，害怕他们，这完全正确；可是你们仍然相信沙皇和主教。你们不要相信他！沙皇同他们是一伙的；他们都是沙皇的人。”[9]他终于看到了 “觉醒的人民”，相信人民自己有改造社会的力量，号召他们参加革命斗争。

在人的个性发展上，赫尔岑非常重视社会环境的作用。他指出，不良的个性是不良的社会制度的产物，要彻底地改造人性，必须推翻罪恶的社会制度。这样，他就把矛头直指当时的沙皇政府和东正教会，显示出鲜明的革命立场。这是赫尔岑的可贵之处，也是他与当时俄国民主主义思想家的一个重要区别。

三、对反动教育制度的批判

赫尔岑认为，沙皇政府对学校进行压制，尼古拉的教育部扼杀了人民的教育。他揭露沙皇政府：“在儿童开始走第一步的时候就在暗中窥伺着他，并把军校学生、中学生和大学生引入邪途。它无情地、经常地消灭他们的人性的萌芽，并使他们除去顺从以外，像戒除恶习般的要把人的一切情感都戒除掉。它对年幼儿童因违犯纪律而施用的惩罚，就是在别的国家对于一贯犯罪的人也不用的惩罚。”他坚决反对把学校和大学变成巩固农奴制和专制制度的工具。

19世纪，俄国东正教会日益加强对人民教育的影响。赫尔岑明确反对在教育中灌输宗教，他无情地揭露教会充当了沙皇政府压迫人民群众并使他们愚昧无知的忠实助手。

赫尔岑认为，在这种体制下，教育中盛行着专横、暴力以及对儿童人格的愚弄，学生的人性受到压抑。但是，当时的教育中还存在着曙光。它来自两个源头：一个是普通劳动人民自己；另一个是具有进步思想的教育家。他指出，普通的人民是俄罗斯民族优秀品质的体现者，他们敌视农奴制的邪恶，仇视一切暴力和专横。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儿童良好的影响。学生从人民身上学习勤劳、热爱祖国等优秀品质，并接受先进的社会思想。进步的教育家们也为培养儿童的人道主义和自由的精神做出了努力。

但是，在《谁之罪》中，赫尔岑指出，在残酷的农奴制的现实条件下，具有人道思想的教师用进步思想教育出来的优秀青年，是找不到出路的，他们只能成为“多余的人”。其根源在于他们所受的教育是与现实生活相脱节的。教师不让他们跟严酷的现实有任何的冲突，有意识地不让他看见现实的一切有缺陷的方面。这样，他们只能培养出一个充满人道志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抵抗邪恶和为自己的进步信念而斗争的人。[10]

赫尔岑还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制度提出批判。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建立的所谓新的教育制度，与它所取而代之的那个制度一样，目的是要维护不平等的社会制度、灌输唯心主义和宗教的观念。这种教育试图培养市侩，在教育中向儿童灌输小市民的人生观。

四、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一）对卢梭和欧文的教育理论的看法

赫尔岑分析了卢梭和欧文的教育理论。他在肯定这些理论的进步意义的同时，也指出了它们的错误。

赫尔岑赞同卢梭的一些教育主张，例如，教育适应儿童心灵、反对教育中的烦琐和权威崇拜等。同时，他也嘲讽了卢梭所提倡的教育理想的不现实的一面。

首先，赫尔岑指出，按照卢梭的观点培养出来的爱弥儿式的人物，是不会同残酷的社会现实进行斗争的。他指出，如果没有这种斗争，先进的理想就不能实现。因此，他主张从幼年起就应该培养儿童的责任感、义务感和自觉性，使他们将来能够为先进思想和追求公平合理的社会秩序而积极地与陈旧的社会制度进行斗争。

其次，赫尔岑认为，卢梭等思想家的教育方法也存在着错误。他反对把儿童与周围生产相隔离，以及在智育体系内轻视人类所获得的经验的做法。他反对“自由教育论”，主张教育应该把世代相传的生活经验传授给学生。

赫尔岑对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在新纳拉克实行的社会和教育改革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自豪地指出，欧文的实验“使那些经常指责社会主义是空想，是根本不能在实践中实行的人们哑口无言”。但是，他认为，欧文的许多论点是不正确的，特别是欧文提倡的“建立新制度的主要道路是教育”，以及人是环境和教育的消极的产物的思想。赫尔岑肯定了人在历史中的积极作用，他指出，人不是环境的奴隶，人是在克服社会上邪恶现象的日常活动过程中形成的，他“又是浪，又是舵手，又是船”。

可见，赫尔岑在批评空想社会主义者学说的时候，已接近了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他最终没有认识到工人阶级在历史上的改造和革命作用。

在分析、总结历史上教育思想的基础上，赫尔岑提出，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仁爱的自由的人，这种人能为自己人民的利益而生活，并且力求在合理的基础上改造社会。

（二）论智育

赫尔岑非常重视智育。在教学内容方面，他主张，学校传授数学、自然科学、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外国语和历史等知识。

首先，他非常强调科学在对专制和人民争取解放斗争中具有的重要意义。他号召科学家把科学从研究室中带出来，在人民中间传播教育和知识，把科学的成就变成全体人民的财产。

其次，他充分认识到自然科学的教育意义。他认为，学校如果不教自然科学，就不能使学生在智力上获得发展。此外，自然科学是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最重要的手段，它能培养学生服从真理、热爱劳动的精神。

再次，他认为，科学在纠正不正确的观点、成见、唯心主义和迷信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因此，他主张，教育应当从研究自然现象开始，以便“使少年的头脑中没有成见，使他吸食这种卫生的食品成长起来，以后就能在这些壮大的、富有知识的少年面前揭开一个人类的世界、历史的世界，通过这个世界之门就可直接参加事业活动，亲自参加现代问题的解决”。[11]

在封建势力反对传授科学知识，而且自然科学在俄国中学教学计划中被忽略的情况下，赫尔岑提倡年轻人学习科学知识，并撰写从唯物主义的立场解释自然现象的著作，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赫尔岑在强调自然科学的教育意义的同时，主张实行全面的普通教育。他认为，这样可以避免早期的专门化。他希望学生在普通学校中除了学习自然科学和数学以外，还学习文学（包括古典文学）、外国语和历史，试图克服古典教育和实科教育的片面性。

在教学方法上，赫尔岑主张培养儿童的自动性、创造性和独立思考能力，认为教学不能仅仅向学生灌输一些“现成的真理”。

（三）论德育

赫尔岑主张重视儿童的人格、尊严和自我意志。他认为，承认这一点是一种高尚的合乎道德的行为。他论述了道德教育的一些必要条件。

第一，为儿童提供一些自由发展的条件。他坚决反对教育者的专制和暴行，主张教育者在日常教育活动中要了解和尊重儿童的需要。

第二，要建立适宜的家庭环境，在子女和教育者之间形成正确的关系。

第三，教育者应当依靠儿童生来就有的喜爱交往的倾向，培养他们的社会志愿和习惯。他认为，年龄相近的儿童彼此来往，集体的游戏活动、共同作业等有助于儿童和少年们获得有价值的社会品质，如抑制自己和服从别人的要求等。

第四，纪律是正确教育的必要条件。他说：“如果没有纪律，就没有放心的信任，没有服从，也没有保卫安全和防止危险的方法。”

第五，教育者必须对儿童提出一定的要求，并要争取执行这些要求。

赫尔岑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在俄国教育思想史上无疑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充满了人道主义、民主主义和爱国主义的精神，而且提出了一些正确的见解。赫尔岑的教育思想因其反映了进步的要求而在沙皇俄国遭到了禁止。十月革命后，他的教育思想对苏维埃教育学产生了影响。当然，受世界观等因素的影响，赫尔岑政治观、教育观中也存在一些缺陷。

第四节 乌申斯基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康斯坦丁·德米特里耶维奇·乌申斯基（Константин Дмитриевиу Ушинский，1824―187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教育家。他出身于土拉的一个小贵族家庭，10岁前在父亲的庄园里接受家庭教育。1833—1839年，在诺夫格勒—密维尔斯克中学读书。1840年，他进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学习。在大学里，他接触到进步的思想，并对教育产生了兴趣。

1846年，乌申斯基被聘为雅罗斯拉夫法律专科学校的代理教授。他的讲课充满了民主和进步思想。1848年，他因拒绝沙皇政府教育部送审讲授提纲的命令被解聘。后来，他做了几年小官，担任过加特钦孤儿院的学监。1857—1861年，他发表了《论教育书籍的益处》、《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学校的三个要素》等论文，在教育界产生较大的影响。

1859—1862年，乌申斯基担任斯莫尔尼女子寄宿学校的学监，同时担任《教育部公报》的编辑。在这期间，他对这所学校的生活制度和教学进行了重大改革，例如，废除等级制限制、统一教学计划、采用俄语教学、允许学生节假日回家等。他因此引起统治阶级恐慌，被派遣出国研究外国女子教育和编写教育学教科书。

1862—1867年，乌申斯基在国外考察、研究外国教育状况，实际上等于流放。在这期间，他编写了《祖国语言》及其教学指南，并完成了代表作《人是教育的对象》前2卷，并为第3卷搜集了资料。1870年，年仅47岁的乌申斯因患肺结核去世。

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的哲学、政治学和心理学基础上的。

（一）哲学观

乌申斯基曾经说过，教育学建立在一定的哲学观点之上，基本上是一门哲学科学。他在《人是教育的对象》《教育人类学资料》等著作中始终把哲学作为论述教育问题的出发点。

乌申斯基精通英语、法语和德语。他认真研究了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近代哲学家的思想，例如，德国哲学家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谢林、赫尔巴特，英国哲学家培根（Francis Bacon）、洛克、休谟、斯宾塞，法国哲学家笛卡儿、卢梭、霍尔巴赫（Paul Henri Dietrich，baron d’Holbach）、狄德罗（Denis Diderot）等。在广泛研究的基础上，他形成了自己的哲学观。

首先，他批判了以谢林、黑格尔为代表的唯心主义。他认为，唯心主义是一种能把人引向巫术和偶像崇拜的力量。它无助于自然科学的进步。他说，如果唯心主义哲学没有造成过多的错误，如果在唯心主义哲学中常常可以听到卓越的真理，那么仅仅是因为它暗中吸取和熟悉了经验，如果它脱离了经验，就会陷入窘境。对唯心主义哲学的泰斗黑格尔的哲学，乌申斯基在肯定其辩证法的同时，批判了他的唯心主义：“黑格尔哲学具有某种蒙蔽的性质，以致一个人陷入黑格尔哲学以后，就不再记得还可以用别的方法思维，因为他不能摆脱这些引申到无穷的和无论他走到哪里都永远为他效劳的辩证形式，并且不能以朴素的、健全的观点来从旁观察这些辩证形式。”[12]

其次，乌申斯基高度评价了唯物主义哲学。他认为，唯物主义促进了一切领域中科学思想的发展。他还批判了庸俗唯物主义把精神和物质等同起来的“同一的哲学”。他指出，“事实”存在于我们之外，并且不以我们为转移。哲学既应该研究存在于人之外的事实，也应该研究人的心理现象。乌申斯基进一步认为，自然界和社会中的事实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运动或发展是一个不断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运动和物质是不可分的，一切运动都以物质为前提。他否认运动的外部推动力，认为物质内部的力量推动物质运动。这种运动和发展的观点构成他的社会观和自然观的基础，同样，也是其教育学体系的基础。

在认识论上，乌申斯基是唯物和唯心兼有的。在认识自然界、社会等方面，他认为世界是可以被认识的，外部感觉是认识的源泉，检验知识是否可靠的唯一标准是事物的本身。在世界的本质、“始因”“上帝”等方面，他表现出不可知论。可见，乌申斯基基本上是沿着唯物主义道路前进的，但他是一个“羞羞答答的”唯物主义者。

（二）社会政治观

乌申斯基在莫斯科大学读书时期就非常关心俄国的社会问题，积极参加进步的学生团体活动。他勇敢地捍卫自由和民主，是进步的大学生小组中的核心人物。在青年时代，他立志抛弃个人的幸福，为祖国和人民的未来而奋斗。他的一生实现了这个诺言。

乌申斯基看到了农民的悲惨遭遇，公开为废除农奴制而斗争。他指责农奴制度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劳动者不但是一种经济和法律的迫害，而且也损害了他们的个性。他认为，真正的劳动应该是自由的，而不是为别人利益而进行的强迫劳动。他说：“机器和动物在做工，黑人唯恐监工的皮鞭，并不期待自己的劳动对他们有任何好处，也在劳动……资本家只是在盘算怎样花掉他的资本收益，而不是在劳动。商人哄骗顾客，官吏搜刮别人的钱财，装满自己的腰包，赌棍辛辛苦苦伪造赌牌，他们都是在行骗。”[13]在资本主义生产中，人的精神和道德发展与社会经济不一致，人性受到了摧残。劳动者因为贫穷而变得粗野，资本家由于财富而变得愚蠢。两者都接近了动物的状态。

乌申斯基还指出沙皇政府禁止言论自由，当时的俄国是“监狱”。他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状况，并提出法制和人民权利要由人民自己来维护。但是，作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方面，他对沙皇政府及其政策表示不满；另一方面，他主张用和平改良的手段推动社会和个人的发展。

这种民主主义观贯穿在乌申斯基的整个教育学说之中。

（三）心理学思想

乌申斯基认为，心理学是教育学的源泉，教育的主要活动是在心理和心理—生理现象的领域内进行的。他的《人是教育的对象》就是一本教育心理学著作。

乌申斯基的心理学和哲学、生理学、人体解剖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世纪中期，欧洲心理学界存在两个派别：一个是以德国赫尔巴特和贝内克（F. E. Beneke）为代表的理性心理学；另一个是以英国贝恩（A. Bain）为代表的经验心理学。乌申斯基比较赞同经验心理学。他认为，心理学的问题决不能形而上学地来解决，而一定要通过实验。但是，他指出，我们不可能把某一西方心理学理论全部照搬过来。因为每一种理论都有对的和错的部分。他在广泛研究各种心理学和生理学理论以及自己的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建立了独特的心理学理论。

乌申斯基认为，心理学与宗教不同，它是一门实践科学。心理学依据的是事实，而不是信仰；是确实存在的东西，而不是可能存在的东西；是明确的知识，而不是不明确的感知。但是，它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为，一切宗教体系不仅产生于人的心灵需要，而且，它们本身也是独特的心理学教程。因此，不借助于各种宗教体系，就不可能搞清楚全人类的心理学。可见，乌申斯基并没有完全摆脱宗教的影响。

乌申斯基按照古老的划分方法，把人的心理活动分为意识、情感和意志三个方面。并从教育的角度分析了注意、兴趣、记忆、思维、情绪、意志等在教学中的作用。

1.注意和兴趣

乌申斯基非常强调注意在教学中的作用。他说：“要使印象能够变成感觉，注意是完全必要的，因为注意是唯一的一个门户，外在世界的印象，或者说近一些的，神经机体的状况的印象，都要经过这个门户在心中引起感觉来。”[14]

乌申斯基认为：注意“是整个心灵在其某一种活动范围内（即，或在意识范围内，或在意志范围内，或在内部感觉范围内）的集中能力”。[15]他把注意分成积极注意（随意注意）和消极注意（不随意注意）。他认为，注意力的培养对学生的学习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他指出，儿童的积极注意比较薄弱，消极注意有时很强。但是，一切教学工作都要建立在积极注意的基础上，它在学习过程中特别重要。因此，教师必须培养学生的积极注意。

乌申斯基认为，兴趣是使注意集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如果学习没有任何兴趣，通过强制的力量来进行，必然挫伤学生的学习热情。但是，教师又要善于培养学生的兴趣，使其不仅把注意力集中于他们所喜爱的东西上，而且也能集中于他们不喜爱的东西上。这是教学中的一对矛盾。

2.记忆和识记

乌申斯基认为，记忆的功能是要把通过注意这个门户所感受的印象保存起来。它具有三种含义：“（1）记忆是保存以往感觉和表象的痕迹而且日后重新意识到它们的能力；（2）记忆是一种心理—生理过程，借助于这种心理—生理过程，我们再现从前为我们体验过的感觉；（3）记忆是上述能力和上述心理—生理过程的结果，也就是说，它是我们记得的一切东西的总和。”[16]在乌申斯基看来，只有同时从这三个方面考虑，才能得出有关记忆的正确观点。

乌申斯基认为，教学是以记忆过程为基础的，因此，教师必须深入研究儿童的记忆过程和记忆在教学过程中的发展规律。他把记忆分为逻辑记忆和机械记忆，把识记也分为逻辑识记和机械识记。其中逻辑识记在教学过程中占主导地位，但它又不能离开机械识记。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善于用不同的方法对待各种类型的记忆。

3.思维

乌申斯基认为，思维与判断能力是人所特有的，是人类认识自己和外部世界的最高能力。在教学过程中，思维既是教学的对象，又是教学的基础。因此，应该根据思维过程的心理规律组织教学。

4.意志

乌申斯基认为，学习过程是学生克服困难的过程，因此，意志在教学中具有重要的作用。但他并没有刻意界定什么是意志，分析了生理学意志论、力学意志论、哲学意志论等有关意志的理论，指出意志是不可分解的和合成的，人们只能对意志进行分类。他提出意志是心灵对肉体的一种支配力。在乌申斯基看来，心灵活动的正常道路是自觉的、自由的劳动。偏离这种正常道路有两种：第一种是意志薄弱，这是由于意志软弱造成的；第二种是意志的迷误，这是由于错误地选择目的引起的。意志薄弱，人就会产生追求最轻松的活动的意向。这种意向可直接表现为偷懒，也可以其他形式诸如习惯、模仿、消遣等表现出来。

二、论教育的作用和目的

乌申斯基十分重视教育在社会和个人发展中的作用。他反对沙皇政府的教育政策，认为它不是对人民的“教育”，也不是“进步”，而是“退步”。他坚决要求把国民教育事业交给人民自己来办。

乌申斯基是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人和社会的。他认为，人和社会的发展是统一的，都是历史的产物。他说：“社会生活是发展所必需的，它引起了这一发展后，社会本身也就随着这种发展的水平而建立起来，它本身乃是发展的表现。没有社会就没有发展。没有发展就没有社会。发展是社会的原则。社会是人类发展史的必要的和唯一的形式……发展的人脱离了社会就等于死亡。”[17]但是，他不了解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更不承认阶级斗争和革命是改造社会的途径。在个人自身的发展上，他认为，通过人的发展过程，人愈接近人的本质和使命。但是，人的性格和观点的形成决定于他的环境和生活条件。同时，作为有意识的和社会的人，人通过影响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从而改变自己。他特别重视劳动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认为劳动不但以满足人的需要，还以“扩大需要的范围”来影响人。而且，劳动是世界上人人唯一可以享受和唯一应该得到的幸福。

乌申斯基把教育分成无意的教育和有意的教育两种。无意的教育是指大自然、家庭、社会、人民及其宗教和语言，它们对人的发展发挥着强大的作用，也许是对人有最大效率的教育力量。有意的教育是指学校和教育者，它们对人的发展有直接的强大的影响。同样，教育对社会的发展起重要的作用，乌申斯基说：“公共教育给民族性格的内心深处带来意识之光，并对社会的发展，社会的语言、文学、法律，一言以蔽之，对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起着有力的、良好的影响。”[18]为此，教育必须有目的地进行，而怎样确定教育目的是任何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的最好的试金石。他认为，完善的教育可以大大地发挥人类身体的、智力的和道德的力量。因此，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这种全面、和谐发展的人除了在身体、智力、道德方面得到广泛发展外，还应该具有劳动的习惯和爱好，把个人与祖国的命运结合起来。另外，他也认为基督教赋予一切教育以生命力。因此，这种人还应是一个虔诚的教徒。

必须指出，乌申斯基虽然十分重视教育的作用，但他认为，教育不能决定历史发展方向。他说：“公共教育不能自行解决生活的问题，它不能引导历史，而是追随历史。开拓未来的道路的，不是教育学，也不是教师，而是民族自己和它的伟大人物：教育只是循着这条道路前进，它和其他社会力量共同行动，帮助每个人和新生一代走上这条道路。”[19]这种观点具有一定合理性。

三、论学校的三要素

乌申斯基在《学校的三要素》一文中论述了学校的行政管理、教学和教育的关系。他认为，任何一所学校的活动都由行政管理、教学和教育三个要素组成。正确处理这三个因素及其代表人物（校长、教导员、教师）之间的关系是办好学校的关键。

乌申斯基指出，教师是学校所有成员中最重要的人物，教育目的能否达到全靠教师。他说，无论有什么样的规程和教学大纲，无论学校设有什么样的机构，不管有考虑得多么周密的方法，也不能代替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

在乌申斯基看来，在学校教育中，一项非常重要的事情是选择“主任教导员”（班主任）。教导员的品格对学生心灵的直接影响是任何教科书、道德格言、奖罚制度都不可能替代的。教导员必须兼任教学工作，讲授主要课程和大部分课程。他指出，教学是教育的最强大的手段，如果教导员不从事教学，便失去了教育学生最主要和最有效的手段。

乌申斯基认为，学校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项工作是选择校长。校长不仅是行政工作者、首长、官吏、他人行动的检查者，而且还是一个教育者。如果一个校长不仅很少从事全校的教育工作，而且很少从事全校的教学工作，这是非常有害的。他提倡校长应该亲自教课，并且在如何保证课堂教学的高质量以及同时对学生产生直接影响方面成为全校教师的榜样。校长还应该担负起建立一个协调的、团结一致的、具有共同意向和信念的教育集体的责任。

总之，校长、教导员和教师都要既做教学工作，又做教导工作，把行政管理、教学和教育工作密切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学校教育才能在人的发展中产生巨大的作用。

四、教学论

乌申斯基的教学理论是建立在心理学思想的基础上的。

在教学目的上，乌申斯基批判了形式教育论者与实质教育论者的片面性。他认为，知识与能力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他说：“心理学证明了智慧本身不是别的，而是一种组织得很好的知识体系。”[20]因此，教育者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把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结合起来。“无论是智力的锻炼也好，是语言的练习也好，都应该在一些实在的和有益的知识上面来练习学生的智力和语言的能力；这些练习的主要目的应该是知识本身的充分的掌握和清楚的表达，同时附带地既练习了智力，又练习了语言的能力”。[21]

乌申斯基认为，教学必须遵循一些教学原则。

（一）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

乌申斯基认为，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是学生掌握知识技能的首要条件。为了保证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教师应该注意教学的科学性和系统性。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该具有教学技巧，例如，教学目的明确、讲解清晰、语言生动、联系实际等，使学生始终保持思维的积极状态。

（二）直观性原则

乌申斯基认为，教学应该建立在儿童直接感知的具体形象上。这既是与儿童的天性相符合的，也利于培养儿童的观察力、思维能力。他提出了直观教学应采纳的一些方法，例如，实物模型、挂图等。

另外，乌申斯基还指出了连贯性原则、巩固性原则等。并论述了教学组织形式与方法。

在课程设置上，乌申斯基反对古典主义者的观点，强调实科课程的作用，主张把古典课程与实科课程结合起来。他提倡开设民族语、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现代外语等反映社会生活的课程。

在教学过程上，乌申斯基提倡教学要适应学生的心理特点，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他分析了注意、记忆、思维、意志、情感等心理活动，并具体论述了它们在教学中的地位、作用及培养方法。他还把教学过程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包括领会教材、形成初步概念、知识系统化三个步骤；第二阶段是学生进行练习，形成技能技巧。

五、论道德教育

乌申斯基十分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他认为，道德教育是教育的主要任务，这种任务比一般地发展儿童的智力和用知识去充实他们的头脑重要得多。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爱劳动、追求真理、公正、诚实、谦逊、尊重他人、信仰上帝等。

（一）民族性与爱国主义

民族性是乌申斯基教育体系的基础。他认为，民族性是历史上每一个民族生命的唯一源泉，一个没有民族性的民族等于一个没有灵魂的肉体。一个民族的特点是由本民族的历史、地理和自然条件形成的。同样，每一个民族的公共教育在成为国家和民族生活的因素之一以后，应保留自己的民族特色。乌申斯基说：“教育的基础及其目的，还有教育的主要方向，对于每一个民族来说，是各不相同的，它们由每个民族的特性所决定……只有在本国人民自己已经奠定了牢固的公共教育基础的情况下，这种利用才不会起坏作用。可以而且也应当借鉴别国发明的手段和方式，但却不能借用表现出别国特性的体系。”[22]

在乌申斯基看来，民族性要求把爱国主义教育放在重要的地位。在学校教育中，首先研究祖国的语言、自然、地理、历史和文学。这些是爱国主义的最好教材。他特别强调用祖国语言进行教育和教学。他指出，语言不仅是教育和教学的基础，而且是培养儿童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手段。

（二）劳动和纪律教育

乌申斯基认为，人的各种心理现象的发展和形成与人的活动密切相关，而人对活动的需求在劳动中得到体现。只有通过劳动，心灵才能维持正常的状态，没有它，人生就丧失了它的一切价值和尊严。因此，自由劳动是只有人才能享受的幸福。

乌申斯基所说的劳动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他认为，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是人的身体和精神健康所必需的。如果在人的活动中把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结合起来，对人的健康最为有益。他把学习看成一项艰苦的脑力劳动，主张培养儿童从事脑力劳动的能力和习惯。同时，教育应当培养人对体力劳动的习惯和爱好，使人能在生活中具有劳动的机会。他提倡农村学校应当组织儿童参加农业劳动，城市学校的学生可以学习手工艺，女孩可以从事家务劳动。

乌申斯基对当时俄国学校的强迫纪律进行了批判。他说：“在旧学校中，纪律是建立在最反常的原则基础之上——建立在对有权进行奖励和惩罚的教师的畏惧基础之上的。这种畏惧迫使儿童处于不仅不合乎他们的本性，而且对他们有害的状态：呆板，口是心非，在教室里感到烦闷、苦闷、无聊。”[23]他主张纪律应通过合理的严格要求和培养义务感、责任感来实现。

乌申斯基是东正教信徒，因此，他极力推崇宗教教育。他说：“任何生气勃勃的、富有历史意义的民族性，都是神在世界上所创造的最美妙的东西，而教育始终只是从这个丰富而纯洁的源泉汲取力量。”[24]“基督教的上帝却是真理本身”。可见，基督教是他道德思想的基础，也是德育的重要内容。

在德育方法上，乌申斯基主张把教学和教育结合起来，认为教学是最基本的教育方法。另外，要求教师善于运用说服、强制、表扬、鼓励、警告、惩罚等方法。

六、论教育学及教育者的培养

乌申斯基认为，教育学不能称为科学，而是一种学艺。它是一切艺术中最广泛、最复杂、最崇高和最必要的一种。它不是研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东西，而是研究实践的活动。他把教育学分成广义和狭义两类：广义的教育学是教育学者所必需的或有用的知识的汇集；狭义的教育学是教育活动规则的汇集。在他看来，狭义的教育学对教育工作者的帮助不大，甚至是有害的。

在乌申斯基看来，教育艺术依靠许多广泛而复杂的科学。作为一门艺术，它要求教育者具有才能和爱好。教育者希望从一切方面教育人，首先必须从一切方面去了解人。因此，教育学应该吸取一些为了达到目的所需要的知识。他称这些知识为人类科学，它包括解剖学、人体生理学和病理学、心理学、逻辑学、语言学、地理学、统计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他尤其重视心理学，《人是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探讨人的心理和生理规律。

为了掌握这些广泛的学科，乌申斯基建议成立教育系。教育系的目的是研究人和人性的一切表现及其在教育艺术上的专门应用。因此，他又称教育系为“人类学系”。他说，如果我们把我们的健康托给医学家，那么，我们就要把我们的子女的道德和心智信托给教育者，把子女们的灵魂，同时也把祖国的未来信托给他们。“如果现在大学里有医学系甚至有财经系，而没有教育系，那么这只是表明，直到现在人对他的身体和荷包的健康的珍惜还是甚于对他的精神的健康的珍惜，他对后代的物质的财富的关心，超过对他们的优良教育的关心。社会的教育完全不是不值得为之设立专门学系的小事”。[25]

乌申斯基还十分重视师范教育。他认为，未来教师应该热爱人民、儿童和教育事业，具有一般科学知识和教育专业知识的修养。因此，他主张在师范学校开设以下课程：俄语、文学、数学、地理、历史、自然、医学、农业、教育学、心理学、生物学、分科教学法等。他提出，师范学校应该附设国民学校，师范生必须有一年的见习期。他还建议师范学校设在远离大城市的小城镇，使学生接近自然环境。

乌申斯基是19世纪俄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他的教育思想不仅对19世纪后半期俄国的教育改革产生了推动作用，而且对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因此，他被誉为“俄国教育科学的创始人”“俄国教师的教师”。他的教育思想不仅有历史进步意义，而且也有时代意义，在世界教育思想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第五节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社会活动

（一）车尔尼雪夫斯基

尼古拉·加夫里洛维奇·车尔尼雪夫斯基（Николай Гаврилович Черньшıевский，1828―1889）是19世纪俄国杰出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家和实践家、革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家。他出生于萨拉托夫省一个牧师的家庭。他少年时在一所神学校接受教育，1846年进入圣彼得堡大学哲学系。在大学时代，车尔尼雪夫斯基学习了一些进步书籍，特别对黑格尔、费尔巴哈、赫尔岑、别林斯基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感兴趣。1848年欧洲革命对他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形成产生巨大的影响。到1850年大学毕业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已经成长为一个唯物论者和革命民主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车尔尼雪夫斯基担任中学的语言和文学教师。他的教学充满着革命民主主义、人道主义和反农奴制的精神。由于他尊重学生的个性，因此，深受学生的爱戴和尊敬。

从1853年开始，车尔尼雪夫斯基宣传以革命推翻沙皇制度和封建制度。1860年，他的主要哲学著作《人类学原理》出版。这部著作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的哲学宣言。他积极宣传唯物主义和革命民主主义的思想，号召农民团结起来，齐心协力依靠自己的力量推翻沙皇政府的统治。车尔尼雪夫斯基对国民教育问题非常关心。他是进步刊物《同时代人》杂志的思想领导者和主编。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成为当时革命运动的卓越领袖。

车尔尼雪夫斯基的革命言论引起了封建反动派、封建教会以及一些唯心论者和自由主义者的憎恨。1862年7月，沙皇政府逮捕了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狱中，他写了著名小说《怎么办》。从1864—1883年，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最偏僻地区。但是，威胁、利诱和严酷的生活都没有使他向专制政府低头。在舆论的压力下，1883年，沙皇政府允许车尔尼雪夫斯基转到阿斯特拉罕，后来又允许他回到故乡萨拉托夫。20多年的折磨使得他的身体非常衰弱。

1889年10月29日，车尔尼雪夫斯基因病去世。

（二）杜勃罗留波夫

尼古拉·亚历山大罗维奇·杜勃罗留波夫（Никола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 Добролюбов，1836―1861）是俄国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他出生于高尔基城的一位牧师家庭。中学毕业后，他进入彼得堡中央师范学院。在大学期间，他参加了大学生的秘密小组，并出版秘密的手抄报纸，批判沙皇专制制度及其国民教育政策。1856年，杜勃罗留波夫在《同时代人》撰稿批评中央师范学院的生活、严峻的纪律、呆读死记等情况。这时他结识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由于哲学观点与政治社会观点的一致，他们很快就成了挚友。

1857年，杜勃罗留波夫从中央师范学院毕业后即主持《同时代人》杂志的图书评论部。他虽然没有从事过实际教育活动，但在许多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

生活的困苦和工作的过度劳累，致使杜勃罗留波夫患了严重的肺结核，于1861年逝世。在杜勃罗留波夫的墓前，车尔尼雪夫斯基赞扬他是一个终生献身于人民解放斗争和无限热爱人民的人，是人民儿子中的天才。列宁认为，杜勃罗留波夫是一个极端憎恨专制、渴望人民起义反对专制政府的作家。

二、政治和哲学观点

（一）政治观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是在深入研究俄国社会的深刻矛盾和人类历史上哲学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首先，他们接受并发展了拉吉舍夫（Апександр Никoлаевич Радишев）、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俄国民主主义者的思想。但是，在唯物主义与辩证法结合上，他们比赫尔岑和别林斯基更接近辩证唯物主义。其次，他们剖析了德国古典哲学，但他们的思想中仍然滞留了德国古典哲学家的痕迹。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分析过黑格尔、费尔巴哈哲学思想中的缺陷，但他的唯物论是人本学的。他没有在具体的历史条件下观察人，而把人看作一个抽象物。再次，他们对傅立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比较熟悉。他们的革命民主主义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吸收了以前的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以前唯物主义发展的最高阶段。由于当时俄国经济生活和社会关系落后等原因的制约，他们虽然是伟大的学者和批评家，但是，并没有得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做出的那些结论。

同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是在革命斗争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他们与农奴主制度的反动政策和自由主义不彻底的思想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揭露了沙皇政府政治制度的反动性质，并对建立在经济制度之上的一切上层建筑（包括宗教、道德和官方的教育理论等）压制人性的一面给予彻底的批判。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社会生活的一切道路，差不多都是正式对我们封锁着的。甚至在那些没有被正式的障碍物堵塞住的社会活动的道路中间，实际上也有很多——几乎是全部——是对我们封锁着的。”[26]他们要求推翻农奴制度，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制度是唯一合理的和公正的制度。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从维护农民的利益出发，力图把对一切剥削形式的自发反抗变为革命的行动，以暴力推翻封建制度。因此，他们比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其他思想家更接近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为反抗专制制度的起义做了思想准备。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自由主义的观点提出了批评。他们认为，自由主义非常狭隘地从形式上来理解自由，他们关心的是给予人们形式上的权利。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法律上的许可对于一个人来说，只是当他具备享受这种许可的物质资料时才有价值。无论是我，或是你们读者，都没有被禁止用金饭碗吃饭，但是，可惜，不论是你们，也不论是我，都没有而且大概永远也不会有满足这种优美的思想的资财；因此我坦白地说，我毫不重视自己有用金饭碗吃饭的权利，所以我愿意为一个卢布或者更便宜一些来卖掉这种权利。自由主义者所忙着争取的那一切权利对于人民来说也恰是这样”。[27]在他们看来，真正人民政党的任务，不仅是关心制定劳动人民的法律权利，而且要创造使他们能实现这些权利的实际的可能性。

（二）哲学观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是唯物主义哲学家。他们走近了辩证唯物主义，但停止在历史唯物主义之前。在《哲学中的人类学原则》中，车尔尼雪夫斯基全面地论证了唯物主义的理论。列宁指出，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的伟大的俄国作家，他能够毕生保持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

他们能正确认识物质和意识的关系问题，承认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以及世界的可知性。他们还进一步认为，物质和精神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车尔尼雪夫斯基首先承认人的机体的统一性和完整性。他否定人的意识是非物质的实体，即离开肉体而独立存在的灵魂的思想；同时指出了精神和物质的质的差别。[28]杜勃罗留波夫指出，人的肉体和精神是统一的，没有舌就不能说话，没有耳就不能听，没有脑就不能感觉和思维。

车尔尼雪夫斯基充分肯定了人的认识能力。他指出：人们对于环境的认识是有限的，但是，随着生活的发展，人类会越来越多、越来越深入地认识外界，越来越接近真理。他们不但在认识上重视实践在认识周围世界的过程中有着显著的作用，而且把这种思想贯彻到现实活动中。他们指出，唯心主义的世界观是不科学的，由此出发，人们不可能正确认识周围的现实世界，只能得出一些谬误。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坚决反对宗教，指出了宗教的历史性质和教会是压迫劳动人民的维护者，认为应该把反对唯心主义和宗教与反剥削制度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明确指出了教育问题与革命斗争是不可分的，比欧文等空想社会主义者前进了一大步。他们以自己的革命活动，促使以后俄国的先进人士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因此，马克思对他们的科学著作和革命活动给予很高的评价。列宁把他们称为俄国社会民主主义的伟大先驱。

三、对农奴制学校与教育学的批判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于沙皇的教育政策、官立学校的教育制度，以及为农奴制度下的公共教育和家庭教育做辩护的官方教育理论，给予了彻底的批判。

（一）对农奴制学校的批判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尖锐地批判了农奴专制政府在国民教育方面的反动性和落后性。首先，他们批判了尼古拉教育管理机构。他们揭露教育部是“军事独裁”机构，内部弥漫着愚蠢、目光短浅和不学无术的现象；学校中充满一些冷酷无情的官吏和因循敷衍、墨守成规的人。其次，他们指出，政府为人民设立的学校非常少，农民缺乏受教育的机会。妇女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再次，他们指出，在学校里实施落后的教学。

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当时俄国的学校教育是经院主义式的，以愚蠢迂腐、枯燥无味的形式进行教育，教学内容远远落后于科学，严重脱离实际生活。学校内充满了经院哲学、形式主义、枯燥无味和暮气沉沉的现象。这种教育所教授的只是一堆“毫无用处的琐碎谰言”和“愚蠢迂腐”的东西，学生得到的是一些自然界和社会现象的十分错误的观念。在教学方法上，实行教条主义和兵营制度，强制儿童无条件服从家长、教师的要求等。它扼杀了儿童的求知欲和钻研精神，压制儿童的个性，妨碍了他们独立思想的发展。因此，这种学校不仅不能使学生获得益处，而且还使他们变得愚钝。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要求从根本上改变落后的教育制度。提出取消沙皇政府的各种限制，扩展为人民设立的学校，改善劳动人民子女的教育与教学条件。他们还指出了实现符合人民利益的教育所应遵循的道路。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七月的君主国》一文中指出：“政权，物质福利和教养：这三者是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的。谁处于贫困境地，谁就不能发展自己的智力；谁的智力没有得到发展，谁就不能于己有力地享有政权；谁不享有政权，谁就不能免于受压迫，就是说，不能免于贫困和愚昧无知。”换句话说，当人民的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改善、人民还没有掌握政权的时候，无论怎样赋予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权利，都是一句空话。杜勃罗留波夫也指出，农奴制俄国的教育和教学不过是例行公事。这种教育寄托在顽固不化、没有学识、不得温饱的教师身上。这种教师不仅自己在腐化着，并腐化着儿童。因此，用革命的手段改变社会关系、改造社会是在社会中建立理智、实行真正教育的必要条件。

（二）对官方的教育理论的批判

1.对官方教育学反对性的批判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揭露了官方教育学的反动本质。他们认为，官方教育学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为沙皇教育制度服务。杜勃罗留波夫批判了那些坚持反动的公民义务的御用文人。他指出，企图把儿童培养成终生都是别人命令的恭顺执行者必定会使社会和教育陷于永远停滞状态。

2.对官方教育学遗传决定论的批判

当时的官方教育理论认为，人在社会中的职位和地位，正如他的才能发展的可能性一样，是由人的出身及其遗传预先决定的。农民的子女生来没有学习的能力，因此，他们不应该接受教育。车尔尼雪夫斯基批判揭露道：这是对人民的诽谤。这种“理论”是为统治者使劳动人民服从自己统治服务的。

官方教育学还认为，儿童只是喜好恶习，他们生来“是没有理智的”。因此，他们应当绝对服从成人的理智。对这种偏见，杜勃罗留波夫批判说：“请用您的制度来把理智赋予猴子吧，这样，全世界的人就会敬仰地拜倒在这种制度面前，并将按照这种制度来教育自己的儿童。但是您不能做到这一点，因此应当老实地承认在儿童的本性中是具备理智的权利的，所以不应忽视这种理智，而要合理地利用它所提供给你们的那样一些便利的条件。”[29]

官方教育学中还存在狭隘的民族沙文主义现象。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认为俄罗斯民族的天赋比其他民族优越。车尔尼雪夫斯基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判。他强烈反对把民族区分为能够达到高度“文明”和不能够达到高度“文明”的两种人。他指出，一切企图宣称一个民族或一个种族是擅长文化的，而另一民族或种族是不擅长文化的，都是夸张自己和诽谤他人。他认为，不同民族在文化水准上的差别，并不是由于天性与种族的关系，而是由以往的生活造成的，并且这些差别将来存在或不存在，要看生活如何而定。换句话说，一个种族与其他种族的区别，是不同的环境和教育发展的结果。车尔尼雪夫斯基在揭露这种“理论”的政治性质时指出，这种理论被当作盾牌来掩护统治阶级敌视人民群众的政策，特别是沙皇政府在国民教育方面的政策。

四、论教育目的和任务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从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出发论证了教育的目的和任务。他们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新人。他们所说的“新人”具有以下基本特征。

第一，具有正确坚定的信念、革命的人生观、热爱祖国、爱劳动、诚实、积极参加社会生活等高尚的品质，能为大众的理想而英勇斗争。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诚实、勤勉、热爱祖国、有学识的、积极参加社会生活、坚决从事革命行动以争取社会主义实现的人。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不管现在或将来，他永远能够问心无愧，无论在什么时候和什么事情上，他都不会失去勇敢精神，在任何一切考验中，他将始终沉着而坚定。”[30]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应当培养儿童爱好真理和准备全力维护真理，为了真理不做丝毫让步的意向。

第二，具有崇高思想，体力、智力、道德全面发展。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把普通教养放在全面发展教育的首位。他们认为，一个人不论选择什么专业，都应该有广泛和深入的科学知识，独立思维的习惯。因此，普通教养对他来说是完全必需的。车尔尼雪夫斯基从人的本性出发，认为全面发展对一个人来说是必需的。

第三，具有高度教养、勇敢、诚实、自动参加公民事业的习惯等公民的品质。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用的公民。公民的要素应当贯彻到整个教育中去，教育应为公民的要素所决定。车尔尼雪夫斯基在《俄罗斯人赴约会》中写道：“如果人不在社会事业思想之影响下受教育，不在鼓舞参加社会事业的情感之影响下受教育，就最好不受教育。如果我所观察的范围和我所活动的范围中，没有以共同利益为目标的思想和鼓励，就是说，只有一些老生常谈，那么，我又能观察到些什么呢？不过还有个人对于自己的财富，对于自己的饱暖，和对于自己享乐的狭隘关怀而已。”可见，一个人如果没有为公共利益、为大家幸福去活动的思想，就不可能具有高尚的品质，而只能成为一个自私的、狭隘的小市民。

这种新人又是如何形成的呢？车尔尼雪夫斯基认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因素是遗传、环境和教育。他指出，人的素质不是完全一样的，人的有机体有个别差异，因而也就有心理上的差异。人与人之间的彼此不同不仅在于外部的特征，而且也在于某些心理特点。但是，他强调指出，人生而具有的素质依赖于生活环境和所受的教育。车尔尼雪夫斯基所说的环境主要是指人们生活和活动于其中的社会物质条件和政治条件。他指出，环境并非一成不变的，它是由人们的活动而改变的。如果离开不良环境，人的智慧就会表现出来，而且他的性格也会日臻完善。车尔尼雪夫斯基也非常重视教育的作用。他说：“教育是一切幸福的根源”。教育对人是最伟大的幸福。人不受教育就是愚蠢的、贫穷的、不幸的。教育能使人民幸福，民族强大，并使人有精神上的愉快。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只有在新社会条件下的新教育才能在人的个性形成中起巨大的作用，才能完成培养新公民，培养为社会理想而奋斗的战士的任务。因此，他们主张为新教育而斗争。他们认为，要把争取国民教育的斗争和总的革命斗争联系起来，只有人民掌握了政权，才可能有真正的新教育。他们所说的新教育应该做到：（1）学校的一切教学和教育，必须为青年反对专制主义，为人类的美好理想进行斗争做准备。新人不是在温室中，而是在与旧社会的斗争中教育出来的。（2）教师应当尊重儿童的人性，让他们自由地、正常地发展。努力灌输给他很多事物的正确概念、生动和坚定的信念，使他能由于尊重善和真去自觉地行动。车尔尼雪夫斯基曾泄露了 “现代人”生活欢乐的秘诀：“那是一个很好的秘诀，实地运用起来更好，而且也不难，只要你有一颗纯洁的心和诚实的灵魂，具有现代人的人权观念，能够尊重跟你共同生活的人的自由”。[31]杜勃罗留波夫也说：“如果存在于人们头脑中的，或是经常流露在他们口头上的思想和意图没有对他们的活动发生任何影响，没有在他们的行动中表现出来，那么这算是一些什么样的人呢？”[32]

五、论教育内容

车尔尼雪夫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指出，智育、德育和体育是教育内容中不可缺少的部分，三者是相互联系的。

（一）论智育

1.智育的任务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非常重视智育，认为智育在人的教育制度中起着主导的作用。在他们看来，智育的任务主要包括：（1）传授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等多方面的知识，使学生获得关于自然界和社会生活的明晰而正确的观念，正确认识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与一切迷信和偏见进行斗争。（2）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培养他们具有良好的情感和意向，爱祖国、爱人民以及爱一切优美的东西。（3）正确确定自己在生活中的地位和选定自己未来生活的道路，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奠定牢固的基础。（4）培养革命的、唯物主义的人生观，排斥任何宗教的影响。

当时，古典教育与实科教育之间展开了激烈的争辩。车尔尼雪夫斯基与杜勃罗留波夫清楚地看到了两方面的缺点。古典教育的缺点是完全缺乏自然科学的知识，脱离生活实际，以及教育上的形式主义。实科教育的缺点是降低了普通教育标准，将许多实用的学科列入了实业学校的教学计划里，对人文科学的知识不够重视，在教育上具有功利主义色彩。

针对古典教育与实用教育的缺陷，他们主张普通学校要实行全面的教育，重视普通教育。他们把教学内容划分成物理及数学学科（数学、物理学、自然、地理）和精神学科（本族语言、文学、历史、外国语）两大类。他们认为，在普通教育上，这两类知识都有重大意义。这种全面的教育，既可以充分发展一个人的智力，又可以使学生学得生活必需的知识、人文的知识和自然科学的知识。

2.教科书和儿童读物

教学用书和儿童读物是教学和教育的重要载体，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批评了当时教科书和儿童读物的弊端，例如，不必要的冗长的叙述，过于华丽的词句，不确切的用语，借口通俗而使文学语言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内容不正确、缺乏基本的、主要的知识，等等。

因此，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号召作家、文学家、学者及教育家中的优秀分子，踊跃参加编著教科书的工作。针对教科书编写中存在的缺点，他们提出了一些编写教科书的原则。（1）教科书应该为学生提供关于自然和社会中各种现象的正确观念。在记述事实、描述对象和现象的时候应当是确切的、绝对正确的，决不容许简单化、庸俗化。（2）教科书要适合儿童的年龄特征，在儿童能够理解的程度上呈现系统的知识。全部材料必须用生动、清楚、简练、能够为儿童完全理解的语言叙述。（3）应当根据实际材料提出所引用的定义、定律和规则。（4）教科书应有助于使学生掌握真正的科学知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唯物主义世界观。（5）教科书的文字要通俗、流畅，富有文学性。

针对儿童读物中存在的缺点，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提出，真正有益的儿童读物应该做到：（1）包含着人的一切本质，巩固儿童为人类本性所固有的道德情感，不以各种人为的道德规则来歪曲这种情感。（2）应当能够激发儿童的想象力。儿童时代的想象力活跃，比其他能力更需要培养和适当的指导。（3）能促进儿童思维的发展，唤起儿童的求知欲。

3.教学原则与方法

为了把儿童培养成为一名智慧的和真诚的革命战士，使教师更熟练、有效地进行教学工作，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教学原则与方法，以帮助学生顺利地掌握各种知识，全面地发展他们的精神力量和才能，使他们形成正确的信念。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教师在教学中应该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在选择教学方式时，必须考虑学生的特点，遵守渐进性和连贯性原则。在一切场合，当讲述、下定义、表述结语和结论的时候，要保证有最大限度的明确性和精确性。

第二，坚持直观性。为了提高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学生更正确地理解教材，教师向学生陈述原理时必须具有可靠的证据。他们反对任何教条式的教学。杜勃罗留波夫要求每个科学原理都用实例来加以证明，使任何概念都通过许多个别的表象得到解释，使每个结论在预先分析了各种判断之后再得到表述。例如，历史的讲授，不应该醉心于年代表和人名，而应该用图片帮助教师生动地传授教材的内容。

第三，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与自觉性。车尔尼雪夫斯基指出，在残暴的教育制度下，只有用强制的方法实行教育。然而，每一个健康的儿童都有天赋的求知欲，如果没有外在的不快抑制儿童的求知欲，儿童便会乐于学习，在学习的过程中找到愉快，从而具有学习的积极性和自觉性。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学生自觉地掌握所学习的教材、事实、概念、结论和结语，以及他们对于自己的一切行动的自觉的态度，是合理的教学组织的最重要的标志。

第四，教师的教学语言生动、完整。首先要生动。教师要善于利用生动的情景表达各种事件，讲述不要太细碎、烦琐和用过多的名词术语。其次，思想的表达应当完整。讲述应当尽可能地“精练，但要连贯和完整”，按照严格的逻辑顺序等。

第五，掌握知识彻底、牢固。杜勃罗留波夫坚决反对呆读死记，要求背诵应该与对教材一定的理解和练习相结合。他认为，理解的识记是发展性的识记，也是最牢固的识记。

第六，具有教育性。任何一门学科的教学，不仅应当传授各种知识，并且也应当促进学生的德性修养。

第七，注意劳逸结合。首先，要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结合起来，消灭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脱离现象。其次，不同功课交替学习，这样可以消除疲劳。

（二）论德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主张教师和父母要尊重儿童本性。但是，尊重儿童并不意味着儿童的本性是最理想的，因而无须接受道德教育。道德教育上的放任与压抑都会造成不良的后果。因此，他们认为，儿童的发展是以年长一代人的品德为标准的，成年人在道德培养上应起教导作用。教育者必须教导儿童习惯于按照道德规范，并依据义务和责任感来行动。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德育的任务是以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爱劳动、诚实、原则性以及对社会罪恶反抗精神教育学生。爱国主义是道德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他们认为，爱祖国和爱人民是一个先进的人的重要品质之一。他们自身就是伟大的爱国主义的典范。车尔尼雪夫斯基说：“每一个俄罗斯人的历史意义应以他对祖国的功绩来衡量，他的人的尊严应以他的爱国主义的力量来衡量。”在他们看来，真正的爱国主义是与民族和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的，也是与国际主义紧密相连的。

在德育的方法上，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提出，首先要强调榜样的作用。他们指出，教育者的以身作则是教育儿童最主要的方法。教育者可通过示范培养儿童良好的习惯与行为。另外，教育者应该注意利用周围生活中的积极范例。

其次，要注意纪律教育。在纪律教育上，他们提倡自觉纪律，反对棍棒纪律。他们谴责了采用体罚和侮辱学生人格等维护纪律的手段，他们把这些手段称为违反教育原则的野蛮手段，利用这些手段进行教育和教学的结果，不是把学生培养成自觉的、有思想的和积极行动的公民，而是培养成忠顺的执行压迫者意志的人。在这种教育下，学生不会思考，只会执行。在他们看来，自觉纪律要求学生知道某种行动不是出于命令他这样做，而是由于需要他这样做；但是，自觉纪律并不排除学生遵守合理纪律制度的必要性。

再次，教师的要求要坚定和经常。

（三）论体育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认为，体育的任务是增进学生体力和健康，促进智力的发展和培养意志。

体育的手段包括：体操、体力劳动、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劳动与休息的正确交替、正确地安排儿童饮食、睡眠等。

六、论教师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彼夫都非常重视教师的作用。他们认为，教师的劳动对于社会不仅是极其重要的，而且非常复杂。对教学与教育工作而言，教师起着主导作用。因此，他们要求社会对教师的劳动予以高度的评价，并要求改善教师，特别是农村教师们的物质待遇、法律地位以及教师的劳动条件。

正是因为教育劳动的对象和任务都很复杂，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对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第一，教师应该具备良好的道德品质。他们认为，作为社会先进成员的教师应当是当代先进思想的自觉的拥护者，能够自觉地为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服务。车尔尼雪夫斯基说：“人的事业如果没有崇高思想的鼓舞，就会是无效果的、渺小的。”杜勃罗留波夫说：“只有具备明确、坚决、正确的信念和高尚道德的教师才能成为良好的教育者。”

第二，教师要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和广博的学识。教师要有广博的知识（普通的和专门的），精通所授科目。他们认为，普通学校的教师应该研究物理及数学学科和精神学科这两大类的知识。

第三，教师要热爱教育事业、热爱儿童。他们主张教师必须勤勉地从事教育事业，了解、尊重和热爱儿童。他们要求教师以人道主义态度对待儿童，把儿童当作人看，在任何情况下，都不采取违反人道的方法，如对儿童采取体罚以及采用侮辱人格的绰号和嘲笑等。

第四，教师应当掌握教育学知识，具有良好的教学技巧。他们认为，教师只有掌握教育学的知识，才能在教学过程中选择最合适的教学方法。如果教师“对教学和教育艺术一窍不通”，那么，即使他具有良好的科学素养，也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教育工作者。因此，谁想成为教师，他就不能无视教育学中的建议。

第五，教师要合理地利用威信。尊重儿童并不意味着否认教师的威信。杜勃罗留波夫指出，当幼小儿童由于缺乏生活经验和思维尚未成熟，还不能自觉地避恶行善时，教育者的威信在他们的行为中起着巨大的作用。这时，教育者可以合理地利用威信，有权命令和要求学生服从。但是，教师应当尽力使学生了解对他所提出的要求的意义，注意儿童个人意识的培养。如果教师要学生盲目地服从自己的意志，必然会压制和扼杀学生个人的意志、勇气、主动性和独立性。

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吸收了别林斯基和赫尔岑等人的教育观点，从革命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论述了一系列教育和教育学问题，提出了许多在俄国教育思想史上具有深远影响的观点。特别是在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等问题上，他们的看法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诞生以前达到了最高程度。他们的思想在俄国的进步活动家为争取先进的教育制度的斗争中发挥了促进作用。

列宁曾经说过：“车尔尼雪夫斯基是唯一真正伟大的俄国著作家，他从五十年代起直到1888年，始终保持着完整的哲学唯物主义的水平，能够摒弃新康德主义者、实证论者、马赫主义者以及其他糊涂虫的无聊的胡言乱语。但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没有上升到，更确切些说，由于俄国生活的落后，不能够上升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33]这一评价同样适用于杜勃罗留波夫。

第六节 列夫·托尔斯泰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

列夫·托尔斯泰（Лeв Николаевич Tолстой，1828―1910）是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家和教育家。他出生在离莫斯科不远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村的一个名门世家。托尔斯泰的父母在他不满10岁时就先后去世。但由于家资丰厚，他的童年还是比较幸福的。而且，他从小就被培养起对劳动农民的尊敬和热爱。

1844年9月，托尔斯泰考入喀山大学哲学系。他先学东方语言，后改修法律。由于对大学的课程不满，第三学年末，他从喀山大学退学。1851年，托尔斯泰入伍。他曾经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几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对俄国农奴制的腐朽和反动有了更深的认识，也为他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生活经历。为了寻找俄国社会的出路，1857年，他第一次赴欧洲考察。1859年，他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对农民子弟开展普及教育。1860—1861年，他第二次出国旅行，考察了欧洲的学校。回国后，他致力于波良纳学校的改革，并担任地主和农民的和平调解人及陪审员等职务。

19世纪50年代，托尔斯泰开始文学创作。他的一生留下了大量不朽的文学名著。其中《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是最有代表性的经典之作。他的文学作品揭露了俄国的国家机器、官方教会、社会制度、经济基础和伦理道德的腐朽和伪善，对农民寄予无限的同情，并表达出对自由、民主和人性解放的向往。托尔斯泰还发表了一些政治著作，对沙皇制度和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

托尔斯泰的教育活动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1859—1861） 这个时期，托尔斯泰把办教育当作慈善事业。1849年，托尔斯泰就对跟他的庄园直接毗连的雅斯纳亚·波良纳村的农民子弟进行了教学工作。1859年，克里木战争以后，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开办了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他还帮助邻近各村筹办了几所学校。

第二个时期（1861—1862） 托尔斯泰在外国参观了一些国家的学校后，于1861年春天回国。从1861年秋天起，他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等杂志上宣传自由教育思想，并对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进行改组，试图实行他的自由教育理论。他对当时俄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国民学校开始进行抨击。他明确指出，当时的学校被人民群众的剥削者——地主、工厂主和银行家的自私利益利用了，在这些学校中所教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东西。

第三个时期（19世纪70年代） 1869年，他写成《战争与和平》以后，重新开始研究教育问题。1872年，他出版了《识字课本》。同时，他还编写了算术教科书，并研究初等教育的教学法问题。70年代，托尔斯泰又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从事教学。他还拟订了农民师范学堂草案，并在1876年得到国民教育部开办这所学堂的许可，但由于没有得到地方自治局的支持，这个草案未能实施。

第四个时期（19世纪90年代） 这一时期，托尔斯泰热衷于研究宗教道德的问题，并把自己的宗教作为教育的基础，试图以他宣传的“纯正基督教”的精神进行教育。在1907—1908年，他还以自己的宗教道德学说的精神对农民儿童进行了教学工作。

1849年，托尔斯泰开始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教导农民的子女学习。但是，这时他只是不经常地教儿童识字和参加他们的游戏。学校的常任教师是托尔斯泰的家仆。1859年，托尔斯泰回到雅斯纳亚·波良纳创办学校。从1859年到1962年，他几乎全身心投入波良纳学校的教学和改革，使得这所学校与俄国的官方学校迥然不同。

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共有7～13岁男女学生三四十名。作息时间为：上午8点至下午2点上课。下午2点至5点午饭和休息。傍晚到晚上8点至9点上课。

在教学内容上，托尔斯泰从民主主义的立场出发，坚决反对那些认为农村学校只能传授体力劳动者所需的基本知识的主张。他力图培养农民子女的主动精神和创造性，主张农民的子女应该获得那些有知识的人所掌握的一切知识，进入艺术的、高尚的思想与感受的境界之中。作为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的创办人，他编制了广泛的教学计划。这所学校共开设以下12门课程：阅读、写作、习字、文法、圣史、俄国历史、数学、绘画、自然科学讲座、制图、唱歌、神学等。他自己编写和印刷了《识字课本》《算术》和四本《阅读课本》。他编写的《识字课本》和《阅读课本》今天读来仍然趣味盎然。

波良纳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上课时间表。托尔斯泰曾经提到，每周所编制的时间表是不一样的。托尔斯泰不要求儿童每天必须到校，可是儿童都愿意来，甚至乐以忘返。当他们议论某种有趣的事物时，有时甚至谈到夜晚。学校没有家庭作业，学生也不一定要记住教师讲授的东西。

波良纳学校反对死记硬背、强制性的纪律和干预，提倡学生的自我约束。托尔斯泰力求在学校中形成融洽的师生关系，创造利于教师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工作环境和学生专心学习的学习环境。教学方式是教师与学生的自由谈话。他认为，秩序和纪律是不能强迫学生遵守的，应该使他们自己意识到学校秩序和纪律的必要性。他主张在学校中形成一种自由秩序，他说：“学校维持秩序和施政的最好方法就是赋予学生以充分的自由来学习和管束自己，他们爱怎么就怎么。”[34]托尔斯泰对体罚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在波良纳学校没有任何处分和惩罚。

在教学过程中，托尔斯泰重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例如：历史教学的任务是培养学生认识和了解人类社会形成、发展及其规律的兴趣。地理教学应该引起儿童认识自然现象的法则和地球上居民分布的兴趣。

托尔斯泰还探讨了语言、历史、地理、数学、艺术、体育、绘画、神学等学科的教学任务和方法。

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学校进行了大胆的教育和教学改革，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经过他的努力，波良纳学校成为一个师生们愉快和创造性地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集体。在教育实验的过程中，他摒弃旧式学校的形式主义的教学方法，提出一些充满民主和自由精神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在波良纳学校，儿童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得到了发挥，这是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旧式的学校无法比拟的。托尔斯泰在波良纳学校的教育改革获得了车尔尼雪夫斯基等民主人士的高度赞赏。

波良纳学校的教育改革获得成功，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他有一颗帮助贫苦农民的炙热的爱心。19世纪70年代中期，托尔斯泰在写给他姑母的信中表露了他对贫穷儿童的同情和希望帮助他们的愿望。他说，“我之所以希望为人民办教育，只是为了要拯救在那里将要淹死的许许多多的普希金（A. C. Пушкин）和罗蒙诺索夫（Михаил Васильевич Ломоносов）”。

其次，托尔斯泰具有杰出的教育才能和对教育实验的不断探索。他善于引起儿童的兴趣，培养他们的创造性，帮助儿童独立思考和深入理解问题。他致力于探索教育经验，要求每一所学校都成为教育实验室。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就是这样的实验室和实验学校。

再次，托尔斯泰本人得到家长与儿童的热爱，以及一些热心的青年的帮助。

因此，这种学校只能当作当时一个反对旧式学校而实验自由教育的学校，很难推广出去。我们必须指出，他试图通过教育改良的途径帮助农民摆脱贫穷的愿望虽然是善良的，但是不现实的。他在对旧教育批判时，有时走向了极端，如：反对奖励和惩罚；反对考试和课堂个别提问；对系统的知识缺乏足够的重视；缺少固定的教育计划、课程表及一定的秩序；没有养成儿童的责任感、组织性和纪律性等合理的规则等。

但是，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和对农民利益的特别热心引起了贵族的仇恨。宪兵对托尔斯泰的住所进行搜查以后，他对警察的暴行和贵族的邪恶感到愤慨。1862年，他不得不关闭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停办教育杂志。

二、政治和哲学观点

列宁曾经指出，托尔斯泰是“俄国革命的镜子”。他的学说“反映了强烈的仇恨、已经成熟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摆脱过去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幻想的不成熟、政治素养的缺乏和革命的软弱性”。[35]

托尔斯泰对沙皇统治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进行了揭露和抨击。在1900年《当代的奴隶制度》一书中，他指出：“实际上，国家不是这种强盗机构又是什么！国家机构只不过比卡拉布里亚强盗的机构更复杂一些罢了，只是更不道德、更残酷而已。在强盗那里，所有交了买路钱的人都可以得到同等安全的保障。而在国家里，谁参加有组织的欺骗越多，他就越多地不仅得到保障，而且也得到奖励。最有保障的是皇帝、国王、总统（他们经常有卫队跟随），他们花费的钱也最多，这些钱是从缴纳捐税的国民那里搜刮来的；然后，根据其参与政府犯罪的多少往下排的就是总司令、部长、警察总监、省长，一直到保障最少、薪俸最少的警士。”[36]

托尔斯泰还揭露了资本主义大机器生产对工人的残酷剥削及其对工人身体和精神的摧残。他说：“在一切地方，虽然工时缩短了，工资增加了，但是与农业生活相比，健康恶化了，平均寿命缩短了，道德沦丧了。”[37]他进一步指出，工人的贫困，不在于他们的工作时间长和工资少，而在于他们丧失了在自然界中生活的自然条件，丧失了自由，被迫进行强制性的、为别人的单调劳动。

托尔斯泰还要求废除土地私有制，主张社会生活民主化。他的这种思想是逐步形成的。在19世纪50年代，他虽然对农奴表示同情，认为地主应该减轻农奴的负担，但还不主张废除农奴制。70年代，在深切体会到俄国农奴经济的衰弱之后，他提出要改变农奴制。到80和90年代，他不仅对农奴制，而且对奴役人民的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猛烈的批评。他认为，资本主义破坏了农村生活的基础，给农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灾难，提出建立一种在世界一切成员平等的原则下的村团管理，工业企业的劳动互助组织和村社土地所有制。这种对自由和民主的向往，对农奴的无限同情曾获得列宁的高度赞赏。

但是，托尔斯泰反对以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新社会。他认为，改进社会不能通过革命来完成。他说：“整个的农业制度，尤其是全体人民的情况，必须完全改变。代替贫穷的是一般的富裕和满足；代替敌意的是利益的调和与一致。总而言之，是不流血的革命，然而是最伟大的革命，从我们这一县的小范围来开始，然后是一省、俄国、全世界。”[38]

托尔斯泰的这种既要求民主和自由、又害怕革命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俄国农民的心态。深受农奴主和资产阶级双重压迫的俄国农奴非常渴望自由和幸福，但残酷的镇压使得他们不敢，甚至害怕反抗。

托尔斯泰持这种观点与他的世界观也是分不开的。他的历史观是唯心的。他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认为人们不能找出社会发展的原因。他还认为，人民处境贫穷的原因是他们对生活意义没有共同的理解或他们自己生活得恶劣。

在宗教观上，托尔斯泰的思想同样表现出矛盾性。一方面，他对当时俄国的东正教进行尖锐的批判，认为它是专制制度的支柱；另一方面，他又认为，宗教是人类生活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纯净的新宗教。在这种新宗教里，人们彼此相爱，抑制自己的欲望，无论何时都不做别人不愿意的事情。显然，他心目中的宗教是一种充满博爱的宗教。

在人性论上，托尔斯泰是性善论者。受卢梭的影响，他否认人生下来就有某种缺点和不良的品质。他指出，健全的儿童一生下来就是真、善、美的和谐的典型。在他出生的时候，一切都是和谐的。但是，生活的每一步、每一小时，都有破坏这种和谐的威胁，并且永无恢复已被破坏之和谐的希望。

三、论民主和自由教育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托尔斯泰曾经到法国、德国、瑞士、英国、比利时等国考察国民教育情况。1861年，他从外国回来以后，在《雅斯纳亚·波良纳》杂志上发表了《论国民教育》《教育和教养》《教养的改善和定义》等文章，探讨俄国初等学校的教育和教学问题。他分析了俄国和欧洲其他国家所推行的国民教育体系的缺陷，并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

托尔斯泰指出，统治阶级开办的学校所教给人民的并不是人民所需要的。人民不能在学校里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东西，因此，对他们子女受这样的教育少有兴趣。但是，由于统治阶级需要识字的工人，所以，他们宣布实行强迫义务教育，用各种的诱惑，例如，减免学费、发给奖状等招引儿童入学。

在托尔斯泰看来，这些学校是摧残儿童的机构。儿童在学校里只是苦闷地坐着，在教师面前感到恐怖。压迫、体罚、形式主义和警察制度在这里盛行着。儿童在学校完全被剥夺了为他们年龄特征所需要的自由活动。托尔斯泰说，只要你看一看同一个儿童在家里、在街上或在学校的情况，你就会看到，他时或笑容满面、活泼愉快、富有求知欲，到处寻求教诲，如同寻求快乐一样，并常常用自己的语言明晰而有力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时或表现出疲倦、恐惧和烦闷的心情，痛苦而身态蜷缩，他单调生硬地重述着别人所说的话，他的心灵像蜗牛一样躲藏在自己的壳里。

托尔斯泰特别对当时被人们看作楷模的德国教育提出了全面的批判。

首先，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的反动性质进行批判。他指出，德国学校是根据反动的学校条例，尤其是根据普鲁士的特例来设立的。它要培养的是一种服从政权、富人和宗教精神的人。教师们也不关怀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兴趣。因此，这种学校是不受人民欢迎的。

其次，他认为当时德国学校的教育内容是落后的。因为统治者试图培养儿童顺从和安分守己的精神，因此，学校的教育内容缺乏先进思想的精神。它充斥着宗教、欺骗和假仁假义。在知识教学上也十分贫乏。他说：“德国十分之九的受过国民学校教育的居民，从学校里只是获得一种机械式的写读技能，而且是如此剧烈地厌恶他们经历的那些科学实验的方法，以至他们后来连书本也不去拿。”[39]

再次，他对当时德国学校盛行的教学方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指出，德国的大部分学校采用体罚，学校实行强迫纪律和呆读死记，学生们机械地背诵教师所规定的功课。这种违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丝毫不能培养儿童的独立性和积极性。

托尔斯泰认为，在这种学校里，儿童没有童年时代的快乐和自由。这种教育对儿童的精神造成了巨大的伤害。因此，托尔斯泰反对沙皇国民教育部在进行俄罗斯学校改革时仿照普鲁士学校制度的企图。

对俄国的教育状况，托尔斯泰也进行了分析和批判。首先，他指出俄国教育的不平等性。他认为，俄国与其他各国一样，当权者不关心老百姓孩子的教育问题，学校对人民的利益漠然置之。为此，他建议成立“国民教育协会”，以推广国民教育。但是，他的建议没有被沙皇政府采纳。其次，他分析了俄国学校教学方法的弊端。他指出，过低地估计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无视学生发展的实际，极端歪曲地应用直观教学原则是俄国教育界的通病。对此，托尔斯泰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他认为，这是俄国学校盲目照搬外国教学法的恶果。

托尔斯泰的尖锐言论曾引起俄国当时许多教育学者的攻击。他们指责托尔斯泰是教育学上的虚无主义者。其实，托尔斯泰并没有盲目排外，他对卢梭、裴斯泰洛齐等教育家的思想表示出高度的尊重。

（二）论自由教育

19世纪40—60年代，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勃罗留波夫等许多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家提出了儿童教育和教学自由的口号。他们猛烈批判俄国学校中的专制和横暴，主张让儿童自由发展、自由发挥自己的天资和才能。其中，托尔斯泰是提倡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代表。托尔斯泰指出，教育学的标准只有一个——自由。无论政府，还是所谓有教养的社会，都不应确定学校和教育的方向。学校和教育必须是自由的。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资本主义和封建当局对国民教育的干涉。在谈到国民教育时，他激烈地指责把儿童教育置于自己影响和监督下的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认为只要资本家和地主支配着国民教育，国民教育就决不会促进人民文化的发展。他旗帜鲜明地提出，教育事业应当掌握在劳动人民自己的手中，应当给予人民在教育问题上自由发挥意志的可能，设立人民所需要的学校。列宁也曾经明确指出，在当时农村贫民尤其需要教育之时，真正的、自由的教育并不是官僚和神父所需要的那种教育。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教育者的强制和干预，提倡教学自由。他指出，强制的教育是不公正的，学校不能对儿童实行强迫纪律。针对俄罗斯和国外学校压抑儿童个性的状况，他极力倡导儿童在学校学习的自由权。他指出，无论是对学生还是教师，自由是真正教养的必要条件。他甚至认为，真正的教学自由是男女学生来校学习是自愿的。他说：“只有让学生有选择教什么、怎样教的自由，才可以作为任何教学的基础。”[40]

但是，托尔斯泰提出，他所说的教学与教育自由是指不能强制学生掌握教师的观点和信念，并不剥夺教师对儿童教育影响的权利。在19世纪70年代，他曾经指出，当社会上还没有关于教学内容和方法的一致的意见时，在国民学校教什么和怎样教儿童的权利不在儿童，而在家长，即人民。在学校里，自由的范围取决于教师的知识及其管理学校的才能。

托尔斯泰这种自由教育思想完全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实现了。这个学校实行自由教育理论，甚至采用极端的自由主义的方法。儿童到校与否、座位、功课均由儿童自己选择，学校中没有任何的处罚。在授课过程中，可以根据学生对于某门课程是否有兴趣而改变。19世纪60年代初期，托尔斯泰力求在尊重儿童个性、发展儿童积极性和创造性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教育体系。但是，他的“自由教育”理论是建立在把儿童理想化基础上的。托尔斯泰还人为地把教育和教养对立起来。在他的教育活动的最后一个时期，他本人也意识到这是错误的。实际上，他不仅教给儿童阅读、书写和算术等，而且也对他们开展教育。

可见，托尔斯泰为了反对形式主义、呆读死记、棍棒纪律，提出的自由教育理论有进步意义，但其中有许多矛盾之处。

四、论教育科学

（一）论教育学

19世纪，有的资产阶级教育家声称建立了教育学，有的人甚至自诩教育学已经发展到了顶点。托尔斯泰对西欧教育学的哲学基础进行了认真分析。他指出，西方并没有那种可以成为教育学根据的哲学体系，因此，也不可能产生真正的教育学。对那些自以为是的德国教育家，他嘲讽说：“这一学派的教育家，尤其是这一学派的创造者德国人，是从不正确的思想出发的，他们认为对从柏拉图到康德所有哲学家都成为问题的那些哲学问题，都由他们彻底地解决了。这些问题都解决得那样彻底，甚至人类所获得的印象、感觉、概念、观念、推论的过程，都由他们无微不至地分析得一清二楚；甚至我们称为人类的心灵或本质的重要部分，也经他们分析清楚了，并且分成若干部分，还做得那样彻底，甚至在这种稳固的知识基础上，就可正确地建立起教育科学来了。”[41]

托尔斯泰潜心研究了夸美纽斯、卢梭、裴斯泰洛齐、乌申斯基等人的教育著作，以及国内外教育史和教学法的著作。他试图发现教育基本规律，论证教育学的发展方向和性质。为此，他对当时教育理论研究的方式进行了分析和批判。

首先，托尔斯泰反对仅仅从抽象的形而上学方法论出发构建教育理论。他主张教育理论应该从儿童教育工作的经验中来，而不是直接从哲学中来。他说：“为了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成为一门有效果的科学，根据我们的信念说来，教育学不应当再以抽象的理论为基础，而是以经验的途径为基础，应当把它的原理从特殊引到一般，而不是从一般引到特殊。”[42]因此，教育学的主要工作在于广泛地收集事实，在综合这些事实的基础上，做出有根据的结论，发现教育过程中的规律。

其次，托尔斯泰反对把抽象的心理学作为教育理论的基础。他认为，抽象心理学人为地把儿童完整的个性分割成若干心理机能，例如，记忆、智慧、感觉等，然后以此为依据，规定哪个部分要多少训练。他认为，教育学不能建立在这种闭门造车的理论的基础上。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儿童的行为所做的缜密的观察应该成为教育学的基础。显然，他忽视了生理学和心理学研究对发现儿童身心规律的作用。

在教育学如何构成这个问题上，托尔斯泰的观点是前后矛盾的。在19世纪60年代，他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实验科学。俄罗斯的教育学只有在全面、深刻地研究教学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而且在总结这些经验时不加任何哲学上的前提，才能创建起来。因此，重视实际经验是教育学研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但是，他否认方法论上的指导又陷入了经验主义的极端。当时，德国被认为是教育学的中心，对此，托尔斯泰不以为然。他认为，俄罗斯教育学应该处于世界首位，并能开辟教育学的新道路。从80年代起，他改变了这个看法。他完全站在了基督教的立场上，认为教育学要研究教育工作的经验，就应当用具有真正的基督教精神的宗教道德学说来研究和评定这种经验。这时，托尔斯泰终于承认方法论的指导作用。然而，他又错误地以与科学精神相对立的宗教为指导，这种立场显然不可能建立起真正的教育学。

（二）论教育史

托尔斯泰认为，教育史研究的任务是与影响人的发展因素密切相关的。人的发展受到两种情况的影响：一种是人们和周围环境的不自觉的影响；另一种是受到人们自觉的影响。他指出，以前教育史更关心的是第二种影响，这种影响是在教学过程中实现的。但是，为了充分描绘人的发展，还应当研究人的发展的生活环境。

在托尔斯泰看来，教育是由生活产生的。因此，教育史应该研究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影响，并且指出这些影响在教育上的意义。只有把教育学史看成是一切生活的教育影响的历史，它才有可能呈现人类个性完成的整个过程。而且，教育制度、交通、印刷业、国家政体、宗教体制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教育方法的变革。

托尔斯泰提出教育史研究不能局限于研究教育思想史，应该注意研究人的发展中的生活环境、社会制度、经济发展等，不仅对当时的教育史研究，而且对当代教育史研究仍然有启迪作用。当然，如果教育史研究过于细致地研究人类发展的整个社会和文化背景，无疑会削弱教育学的学科特色。

托尔斯泰经过对教育史的考察，指出了教育的不平等现象：教育被上层阶级占有，下层阶级忙于体力劳动而无暇接受教育。但是，由于缺乏正确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他并没有从这种不平等的现象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他认为，达到教育平等的方法在于有学问的人和没有学问的人互相学习，互相充实自己的知识。他甚至认为，人民似乎永远反对教育。对此，车尔尼雪夫斯基曾尖锐地批评道：人民痛恨的是一些坏的学校，而不是一般的儿童的教学。如果家长们不让儿童受教育，主要原因是平民的穷困，因为穷困迫使儿童们去做家务事情。

五、教学论

托尔斯泰的教学理论建立在他的自由教育思想基础上。他对教学的原则、内容和方法进行了论述。

（一）教学原则

托尔斯泰认为，教学的目的不仅仅是传授知识，而且应该促进儿童才能的全面发展。掌握科学知识是学校最重要的任务，但是，如果教师只是教条式地传授知识，学生只靠记忆力来掌握未经检验的概括是破坏思维过程的最大的祸害。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当使儿童积极地、自觉地和创造性地掌握学校传授给他们的知识和熟练技巧。要达到这一点，教师必须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心理过程，善于精选学习内容并且把它们生动地介绍给学生。只有这样，教师才能掌握真正的教学艺术。

因此，托尔斯泰总结出教学的几条原则。

第一，从特殊到一般。他指出，教授儿童，不能从抽象的定义、原则、公式开始，而应该使他们认识现实的事物、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的生动的现象。教学应当先从儿童易于接近和理解的东西入手，然后学习比较复杂的内容。为此，教学必须从特殊到一般。他所说的特殊不是指细枝末节，而是能使学生产生强烈的心理印象的东西。

第二，循序渐进。他主张，在上课时，应当注意每个学生是否了解教师的讲授。教师既不要对学生讲述他们不能了解的东西，也不要传授他们理解的不比教师少或者了解得比教师还要好的东西。只有这样，学生的智力才能在最有利的条件下发展。为此，他主张教学内容要适度，既不能十分容易，也不能十分难。教学过程中不要使学生的智力疲劳。

第三，直观教学。他指出，在教学过程中，应该注意儿童自己的观察和检验，使儿童在观察和经验中掌握知识。

第四，情感教学。他认为，情感在教学过程中具有巨大作用。如果教师像父母那样爱学生的话，那他比那些虽然读尽万卷书而不爱事业也不爱学生的教师好得多。他指出，情感可以丰富儿童的心理，促进他们创造力的发展，使学生提高学习的质量。他还设计出一些影响儿童情感的方法。

（二）教学内容

关于国民学校教学内容，托尔斯泰在不同的教育时期按照各种不同的方式来解决，有时甚至是相互矛盾的。第一个时期：托尔斯泰认为，教学内容包括当时学校中的普通学科——阅读、书写、算术和神学。第二个时期：托尔斯泰认为，学生的兴趣就是确定教学内容和学科范围的标准。在学校中，他确定了 12门学科。但是，这些学科的范围和为每门学科所规定的教学时间，都是由学生的愿望来决定的。第三个时期：当托尔斯泰建议开办一些规模不大的识字学校的时候，他又认为，国民学校应当只教给学生认识俄罗斯文字和斯拉夫文字、计算和神学。第四个时期：托尔斯泰确定教学内容的标准又发生改变。他认为，以“纯正的基督教”精神来进行宗教道德教育是教学中最主要的东西，要求把宽恕、温顺、不以暴力抵抗邪恶等的宗教道德学说作为教育和教养的基础。他提出，学校不能只限于表面地、机械地教学生学习算术、语法、书写。

托尔斯泰编写了《识字课本》。这些教科书刚刚出版，就得到教育刊物的高度评价。后来这本《识字课本》经过两次修订。他还编写了四种《俄文阅读课本》。无论是《识字课本》，还是《阅读课本》，销售数达数百万册。他的课本和乌申斯基的《祖国语言》一样，是初等学校最广泛通用的课本。他编写的课本与读本的特点是以艺术小说的形式传授各种科学——博物学、物理学、地理学、历史学等。它的文字简明易懂，内容上有多方面的教育价值，并富有兴趣。全部材料取自俄国生活，其中大部分是乡村生活。

（三）教学方法

1874年，托尔斯泰在《论国民教育》一文中，提出一些关于教学方法的见解。他认为，在选择教学方法时，应以学生对某种方法的态度为根据。教学中没有一种具有各种优点的方法，因此，教师不应当只拘泥某一种方法。学校应当成为教育实验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发挥创造性，创设出各种新的教学方法。

在托尔斯泰看来，只有那种使学生感到满意的教学方法才是正确的方法。根据这种指导思想，他提出了一些教学要求。

教学应当使全体学生都获得进步。托尔斯泰认为，教师不应该向学生讲述他们不理解的东西，也不应讲述他们已经熟知的东西。如果功课太难，学生会对完成教师布置的作业失去信心，导致学习的兴趣转移。功课太容易，也不能激起儿童的兴趣。因此，教师在布置学生作业时，应该使学生感到每一堂课在学习上都向前迈进了一步。

提倡直观教学。托尔斯泰认为，教学要应用学生的五种感官，直观教学永远是教学应该遵循的原则。在雅斯纳亚·波良纳学校，他使用很多的直观教材，把真实的现象和对象以其自然的、本来的形式演示给儿童，以充分利用儿童的生活经验。他还采用参观、实验、表格、图片等方法。但是，他反对德国的形式主义的直观教学法。他讥笑一些德国教学法专家对直观性原则所做的那些曲解。例如，提出诸如“狗有几条腿？狐狸有几条腿？母鸡有几条腿？”之类的问题。在托尔斯泰看来，这种方法不是发展儿童的智力，而是要使他们的脑筋变愚蠢。

托尔斯泰在语言和算术教学上也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见解。

在语言教学上，托尔斯泰主张教师应该采用生动的语言，引起儿童的浓厚兴趣，启发儿童的创作才能。他认为，教师讲读课文是应使学生了解全篇诗文的含义，形成对整篇课文含义的理解。为了发展儿童的创造性，他建议学生写独立作文。

在算术教学上，托尔斯泰曾编写过一部算术教程。他在教授算术时，创造性地插入了代数和平面几何的原理。

列夫·托尔斯泰在俄国教育史上是一个有独创见解的教育思想家和革新者。他努力创建新的教育学，在俄罗斯的教育思想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列宁、克鲁普斯卡娅（Hадe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ская）、车尔尼雪夫斯基等都给予他高度的评价。克鲁普斯卡娅曾经指出，托尔斯泰的教育论文，对于持任何观点的教育家来说，都是取之不尽的思想的和使精神愉快的宝库。但是，在托尔斯泰的教育思想中也有一些矛盾和错误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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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美国公共教育思想

美国公共教育思想是美国独立后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教育思想。它强调普及教育，主张建立一种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发展公立师范学校和培养好的教师。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传播，促使了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推动了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确立。在使公共教育思想付诸19世纪美国教育学校实践的过程中，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萨诸塞州的贺拉斯·曼（H. Mann）、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H. Barnard）和密苏里州的哈里斯（W. T. Harris）。

第一节 美国公立学校运动

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是美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教育变革运动。这场教育变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是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在19世纪美国广泛传播和深入影响的结果。它不仅有助于美国近代公共教育制度的确立，而且也推动了美国公共教育思想的发展。这场为公立学校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不仅是美国教育史上，而且是美国历史上重要而迷人的一个篇章。

一、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

美国独立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西部开拓、移民和人口激增以及巨大的都市化运动，对学校教育的发展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此同时，工业化和经济增长也为学校教育的发展创造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早在1779年，美国《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T. Jefferson）就在弗吉尼亚州议会上提出了题为“更广泛地传播知识”的提案，要求建立一种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以便使每一位公民都有权利得到一种好的教育。尽管这个提案最后没有被通过，但却预示了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

在美国历史上，从1820年到1850年这一时期是社会改革的一个重要时期。公共教育普及作为社会改革的一部分，是新的民主精神的一种表现。在这一时期，有许多改革是昙花一现的，但通过公立学校而发展的公共教育成为近代美国社会的最伟大的成就。

但是，19世纪初期美国的公立学校很少得到公众的支持，致使公立学校只有差的校舍、差的设施、差的教师、差的课本、差的教学。面对公立学校如此落后而需要改善和发展的状况，许多社会人士和学者在公众面前做讲演，撰写文章、小册子和报告，还组织了很多教育团体和学会，为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进行宣传鼓动。到19世纪40年代，在美国至少已有24种教育刊物，传播公共教育思想。在那些社会人士和学者中，有宾夕法尼亚州的物理学家拉什（B. Rush）、新英格兰的律师沙利文（J. Sullivan）、特拉华州的知名人士科拉姆（R. Coram）、佛蒙特州的法官奇普曼（N. Chipman）、纽约州的霍利（G. Hawley）、俄亥俄州的刘易斯（S. Lewis）、伊利诺伊州的爱德华兹（N. Edwards）等，其中最重要的是马萨诸塞州的贺拉斯·曼和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一些教育团体和学会在公立学校的发展中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1849年成立的由贺拉斯·曼担任主席的“美国教育促进协会”（The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Education）。

特别要指出的是，公共教育思想受到了美国独立后早期的政府领导人的重视。例如，美国的开国元首华盛顿（G. Washington）曾指出：知识是每个国家和每个公民幸福的可靠基础。“为了普及知识，其主要目标就是要建立学校”[1]。第三任总统杰斐逊也认为，如果人类的生活像我们所希望和相信的那样应该一步一步地改善的话，教育应该是达到这个目的的主要手段。因此，对于美国来说，重要的是建立一种能为最富裕的和最贫穷的公民共同享受的普及的公立学校制度。

此外，公共教育思想也受到广大民众尤其是工人的欢迎。工人在提出政治和经济要求的同时，也提出了普及教育和教育机会平等的要求，并希望通过公立学校获得所必需的知识和技能。例如，早在1799年，罗得岛州普罗维登斯机械和制造工人协会就向该州议会递交请愿书，提出“自然慷慨地赋予正在成长的一代人以才能，但他们的成长却受到了忽视。然而，一种公共教育将使他们有效地根据民众利益和他们自己的声誉去参加生活。……我们恳请州制定法律，为所有的儿童建立公立学校”[2]。又如，纽约工人运动的早期领袖R. D. 欧文（Robert D. Owen）1830年4月在《公共教育》杂志上发表文章，明确地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最适合民众的教育是公共教育，因为它不仅是为全体人民提供的，而且是对全体人民平等的。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世纪中期在美国兴起了一场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战斗，即公立学校运动。1830—1860年在美国教育史上被称为公立学校运动时期。在这场公立学校运动中，社会人士、教育家和民众所追求的是一种对所有儿童开放的、依靠公共税款支持和实行公共管理的、不属于任何教派的、统一的和免费的公立学校制度。

这场遍及很多州和影响广泛的公立学校运动，力图摆脱欧洲教育的传统，体现出美国教育的特色。具体来讲，它把公共教育作为美国教育的基本模式，希望建立起公立学校——公立中学——州立大学的单轨教育阶梯。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К. Д. Ушинский）在《论公共教育的民族性》（1857）一文中就明确指出：美国公共教育是一种新思想，“现代的公共教育在美国是在一种崭新的思想影响下出现的。”[3]

在公立学校运动中，公共教育思想的传播在美国社会上遭到了一部分人的反对，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反对公共教育的人甚至说：与其把儿童关在什么也学不到的校舍里，不如让他们在棉花田或玉米田里度过。这充分说明为公共教育的实现而进行的战斗是一场艰苦的战斗。

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贺拉斯·曼和巴纳德坚持不懈地宣传公共教育思想，从而使民众逐步接受了公立学校的模式，并把公立学校与实现自己的信念和期望联系起来。1852年，马萨诸塞州颁布了美国第一个普及教育法令，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正是通过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美国公立学校的入学人数在5～19岁的人中的比例，由1830年的35%增加到1870年的61.1%。

当然，自公立学校运动兴起后，公立学校发展的速度在各州的情况是不同的。在以马萨诸塞州为代表的新英格兰地区，公立学校的发展特别快；中部地区因公众的支持比较勉强，所以公立学校的发展比较缓慢；西部地区公立学校的发展从联邦的资助中得到了最初的和很大的动力；而南部地区还没有建立起公共教育制度。

随着公立学校运动的兴起，师资训练问题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注意和重视。1829年S. R. 霍尔（S. R. Hall）出版的《学校管理讲演集》（Lectures on School-Keeping），是第一本在美国流行的师资训练方面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有一节专门论述教师的必需资格，列举了在能力、个性、责任以及课程知识方面的要求。1839年，马萨诸塞州在贺拉斯·曼的倡导下建立了第一所公立师范学校。从19世纪50年代起，各种教育团体和学会的讲演以及教育刊物的文章都对教师训练问题给予了注意。纽约州的一位教育学者O. 泰勒（Orville Tayler）就建议说：“在我们具有特色的公立学校里，教学将成为一个具有特色的职业。……一位教师将为他自己的工作做准备，就如一位律师在任职前所做的准备一样。”[4]

由于贺拉斯·曼、巴纳德等很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家的不懈努力以及民众的支持，公立学校运动在美国取得了初步的但具有重要意义的胜利。对于公立学校制度这一种独特的美国革新，波兰革命者德格鲁斯基（A. G. De Gurowski）在《美国与欧洲》（America and Europe）一书中赞赏地指出：“美国社会的未来的祸福将建立在公立学校的基础上，而不是建立在别的基础上。公立学校是真正的美国社会和人民的精神、意志以及特征最高尚和最光辉的表现形式。……在欧洲这个文雅阶级的文明社会里，教育并没有超出个人训练的范围；唯有美国这个自由的国家在新英格兰地区、马萨诸塞州的倡导和率领下，拥有明智的和受过教育的民众。”[5]

二、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

1865年的南北战争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它的胜利为美国成为一个工业化国家打开了道路，进一步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到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总值已跃居世界首位。这无疑为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教育如何迎接南北战争后新形势的挑战，在当时已成为一个迫切的和重要的问题。已在美国教育传统中扎下根来的公立学校在南北战争后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有人这样说，公立学校已影响了美国大部分儿童。对公立学校发展的强有力支持和资助，首先应归功于普及教育法令的颁布。到1900年时，包括美国北部和西部大部分州的32个州都已像马萨诸塞州一样颁布了普及教育法令。美国国会也开始讨论一些旨在促进公立学校发展的提案。例如，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布莱尔（H. W. Blair）在他的提案中就明确提出，联邦政府应该对需要进一步普及教育的州和地区提供资助，当然接受联邦政府资助的那个州和地区也必须具备一些条件，其中第一个条件就是那里已建立了一个为所有儿童提供的公立学校制度。布莱尔的观点引起了美国社会人士和公众的极大反响。差不多在每一个州里，人们都组织起来为公立学校而战。他们推动本州颁布兴学法令，大造教育舆论，增加教育税收。尤其是南部地区在公共教育方面，与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首先表现在入学人数的增加上。由于州政府兴办和管理教育已成为共识，以及普及义务教育已成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因此，公立学校数量激增并延长入学年限。据统计，1898年，公立学校入学人数已占5～18岁儿童的90%。[6]其次表现在课程内容的扩展上。为了适应南北战争后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公立学校的课程内容继续拓宽。在19世纪80年代末，公立学校学习时间将近80%花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上；但到1900年时，对自然科学基础以及手工训练课程的强调已在阅读、书写和计算之上，并开始注意儿童能力的培养以及与实际的联系。1893年，全国教育协会（National Education Association）还任命了“十五人委员会”，专门研究了公立学校课程问题。最后表现在教学方法的改革上。在南北战争后，由于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教育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公立学校开始采用直观教学方法；到1990年时，由于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教育原理的传播，很多公立学校已根据“五段教学法”[7]来组织课堂教学。

随着公立学校的发展，公立师范学校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向专业化方向迈进。社会人士、教育家和公众都已接受这样的观点：有好的教师，就有好的学校。各州的立法机构对师资训练极为重视，并对公立师范学校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和资助。据统计，在当时美国45个州中，大部分州已建立公立师范学校。到1897年时，公立师范学校已有167所，入学人数46245人。[8]师范学校的课程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教育学和心理学方面的课程；二是文化知识课程；三是教育实习课程。应该指出，师范学校的发展无疑反过来推动了公立学校运动的发展，同时通过受到专业训练的教师提高了公立学校教育的质量。此外，女教师的数量也增加了。“到19世纪末，初等学校中女教师逐渐占据多数。她们大约占所有公立学校教师的八分之七”。[9]

美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克伯莱（Ellwood P. Cubberley）在《美国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一书中曾明确指出：在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贺拉斯·曼与巴纳德的成就影响了北方各州，并鼓舞了其他地区为教育事业而奋斗的战友们。几乎所有与他们同时代的其他各州的教育先驱们也都在为实现州立学校和州立制度、州立管理而奋斗”。[10]但是，由于美国实行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因此，各州的情况不尽相同。“从1890年起，或确切地说从1900年起，实施强迫教育的理想才接近于在全国范围内实现”。[11]

还应该指出的是，尽管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确立并取得合法地位，但由于传统教育理论和方法的影响加上客观条件的不足，因此公立学校教育的状况不尽理想。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L. A. Cremin）在他的《学校的变革》（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一书中曾做了具体的描述：“19世纪90年代的学校始终是一个令人沮丧的地方，各地都面临着学生、教师、教室以及美元的问题。”例如，校舍光线暗淡、暖气不足、不卫生、到处有裂缝；未经培训的教师盲目地让那些天真无邪的孩子死记硬背和复述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农村学校依然不分年级和质量低劣地进行教学等。[12]

然而，我们并不能因此而否定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伟大和具有历史性意义的成就。在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发展中，公立学校运动代表了一个重要的阶段。基础的和初等的公立学校教育使得以“美国教育阶梯”而著称的那个教育结构有可能得以构建。美国教育史学家韦布（L. D. Webb）指出：公立学校运动“成功地为美国公共教育制度奠定了坚固的基石，并获得了广泛的公共支持”。[13]美国教育史学家斯普林（Joel Spring）也指出：公立学校运动“把前一代人的许多教育理念付诸实践”。[14]公立学校体现了美国在世界教育史上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是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在社会、文化和智力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公立学校制度确立的历史意义来说，它甚至可以与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相媲美。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以及公共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美国教育的特色，在美国教育史上构成了极其重要而光辉的篇章。

三、为公立学校的实现而战的贺拉斯·曼、巴纳德和哈里斯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有很多社会人士和教育家为公立学校的实现做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在公立学校运动兴起时期，最有影响的是贺拉斯·曼和巴纳德；在公立学校运动发展时期，最为突出的是哈里斯。

作为早期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贺拉斯·曼对公立学校充满了无限的信念。为公立学校的实现而进行的斗争是美国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阶段。在贺拉斯·曼的积极领导下，马萨诸塞州在许多方面成为全国普及教育的典范。从1837年起，美国几乎有2000多份各州的教育年度报告，但没有一份像贺拉斯·曼的教育年度报告那么好。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指明了方向，确立了基本原则，初步奠定了公立学校制度的基础，促进了整个美国的公共教育事业，从而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制度的创立者。美国教育家、“进步教育之父”帕克（F. W. Parker）曾指出：“贺拉斯·曼可以与开国元首华盛顿和颁布《解放黑奴宣言》的林肯（A. Lincoln）并列为美国最伟大的缔造者。”[15]1896年，在贺拉斯·曼100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上，艾奥瓦州的学校督学萨宾（H. Sabin）在讲演中说：“在美国教育家的年鉴中，贺拉斯·曼的名字列在其他所有教育家的前面。”[16]无疑地，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作为最伟大的人物的“贺拉斯·曼被认为是最主要的典范”[17]。因此，有的美国教育学者说，在美国教育史上，如果说20世纪前半期以杜威（J. Dewey）为标志，那么，在19世纪前半期则以贺拉斯·曼为标志。

但是，贺拉斯·曼本人认识到，他在公立学校运动中取得的胜利也依靠了其他教育改革者，例如，马萨诸塞州的卡特（J. G. Carter）、康涅狄格州的巴纳德、密歇根州的皮尔斯（J. Pierce）等人的帮助，更依靠了社会公众的支持。贺拉斯·曼自己曾这样说过，他很幸运地成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先驱者。美国教育学者温希普（A. E. Winship）这样指出：“如果贺拉斯·曼没有许多有影响的朋友，那么，他作为马萨诸塞州公立学校制度的领导人是不能取得如此成功的。伟大的美国教育家之一亨利·巴纳德就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之一。”[18]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巴纳德是贺拉斯·曼的一个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他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后不久就与贺拉斯·曼相识。巴纳德比贺拉斯·曼年轻15岁，大约在贺拉斯·曼开始在马萨诸塞州进行教育改革的同一时间，他开始了自己的教育生涯。尽管他们在许多方面是不同的，但他们在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和作用方面的观点却是非常相似的。“贺拉斯·曼和亨利·巴纳德在这一点上是连在一起的——作为伟大的美国公立学校制度的两位缔造者”。[19]

巴纳德的一生是为美国公立学校而献身和不屈不挠工作的一生。美国教育学者温希普说：巴纳德具有“科学家的直觉、历史学家的容忍、政治家的自信以及改革家的热情”。[20]美国教育学者梅奥（A. D. Mayo）说：巴纳德“在最进步的理想上制订了一个完整的公共教育改革计划”。[21]可以说，巴纳德的名字总是与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事业联系在一起的。由于他在1867—1870年曾担任美国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因此，美国教育史家格莱夫斯（F. P. Graves）甚至这样说：“巴纳德曾是美国教育行政的领导人。他的生涯并不如此惊人，但是就更大的和更多的富于成效的教育成果来讲，甚至超过伟大的贺拉斯·曼。”[22]巴纳德有时也被称为“美国学校管理之父”[23]。

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而战的这场伟大而艰巨的战斗中，巴纳德和贺拉斯·曼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并结下了真诚的友谊。作为更年轻一些的教育学者，巴纳德把贺拉斯·曼看作更有经验和更为聪明的教育家，经常给贺拉斯·曼写信寻求帮助和指导。例如，在1839年1月16日给贺拉斯·曼的信中，巴纳德写道：“……请你告诉我们，你在马萨诸塞州师范学校方面做了些什么。”[24]在1841年7月3日给贺拉斯·曼的信中，巴纳德又写道：“请谈谈你在公立学校发展方面的行动计划。……”[25]巴纳德还经常邀请贺拉斯·曼去康涅狄格州视导公立学校和参加教育会议。当贺拉斯·曼1848年辞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时，巴纳德感到美国公共教育事业将会因这样一位最卓越的领导人的离去而受到损害。与此同时，作为更年长一些的贺拉斯·曼，在通信中不断鼓励巴纳德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例如，在1844年6月23日给巴纳德的信中，贺拉斯·曼写道：“假如罗得岛州通过了那个提案，它将具有世界上最好的公共教育制度之一……将使大多数人民获得新生。”[26]在1848年10月4日给巴纳德的信中，贺拉斯·曼又写道：“……你看上去总是脸色红润和声音洪亮。在你那里有很多教育种子，在它们被撒播之前你将不会死去。”[27]贺拉斯·曼曾对巴纳德说：“我的整个心是与你在一起的。”[28]在贺拉斯·曼看来，巴纳德在教育行政领导上是最有能力和最杰出的人之一。

在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中，哈里斯也是一位统帅人物。但他与贺拉斯·曼和巴纳德相比，显然是公立学校运动后期的领导人。因为哈里斯开始投身于公立学校事业时，正是贺拉斯·曼去世的那一年。应该说，哈里斯敏感地认识到公立学校的胜利必须得到巩固，继续了贺拉斯·曼、巴纳德以及他们同时代人的开拓性工作。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曾明确指出：对于哈里斯来说，“一方面，他依然是南北战争前所取得的胜利的伟大巩固者；另一方面，他最终使公立学校制度合理化了”。[29]最后，“哈里斯终于巩固了贺拉斯·曼所发起的革命”。[30]毫无疑问，对于美国19世纪公立学校运动的最终胜利，哈里斯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和贡献，并载入美国教育史册。

当然，如果把哈里斯与贺拉斯·曼这一代人的工作做一比较的话，他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的。那就是：“贺拉斯·曼的公立学校实际上有助于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支配的社会秩序；哈里斯的公立学校只不过在巩固一种早已存在的社会秩序方面起些作用。”[31]

最后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导人，无论是贺拉斯·曼和巴纳德，还是哈里斯，他们都表现出对美国工业化和都市化运动的一种敏锐性，自觉地去思考公共教育和社会进步的关系问题，大力呼吁发展公立学校，建立公共教育制度，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同时，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而战斗的过程中，他们又都有意识地向欧洲国家学习，分析考察欧洲国家的学校教育制度，阅读研究欧洲教育家的理论，极大地开阔了自己的教育视野，并在借鉴和吸收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美国特色的教育发展道路。最后，他们都对公立学校的发展抱有无限的信念，克服各种困难和障碍，坚持不懈地努力工作，为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的确立献出了自己的一生。

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公立学校的概念和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的实现主要归功于像贺拉斯·曼、巴纳德、哈里斯那样的教育政治家的理论和实践。

第二节 贺拉斯·曼的教育思想

美国教育家贺拉斯·曼（Horace Mann，1796—1859）是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最杰出的领导人。他的12份年度报告阐述了公共教育思想，他的努力促进了美国公立学校基础的奠定。对美国的公共教育来说，贺拉斯·曼不仅是一位卓越的组织者，而且是一位注重实际的工作者。“因为他提倡教育改革，并努力奠定公立学校教育的基础，因此，他被称为‘美国公共教育之父’”。[32]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贺拉斯·曼1796年5月4日出生于马萨诸塞州富兰克林的一个农民家庭，家境贫困。由于他父亲生前是富兰克林镇公共图书馆的司库，他的大部分早期教育来自在那所公共图书馆里的阅读。

1815年，贺拉斯·曼进入布朗大学。在以优秀的学习成绩从布朗大学毕业后，贺拉斯·曼于1821年进入了康涅狄格州的利奇菲尔德法学院学习。这是美国最早的一所法学院。两年后，贺拉斯·曼完成了学习，并通过律师资格考试，成为一位律师。

1827年，贺拉斯·曼作为德达姆市的代表被选入马萨诸塞州议会，先后担任过众议员、参议员和议长。他积极支持公立学校教育改革，但直到1837年，他的注意力才集中于公共教育。那一年5月27日，马萨诸塞州州长埃弗雷特（E. Everett）任命了一个包括贺拉斯·曼在内的由8人组成的州教育委员会。随后，贺拉斯·曼被选为该教育委员会的秘书。为了做好工作，他立即阅读了他所能找到的教育书籍，并表现出极大热情去寻求学区的合作和民众的支持。贺拉斯·曼说：“我相信这个教育委员会像一个泉源一样，虽然它几乎是难以察觉的，但它来自大海之间的最高的高原上。……对于马上就要完善和普及的一种有组织的公共教育制度来说，它是第一个伟大的行动。”[33]

在州教育委员会的领导下，秘书的职责是：收集公立学校教育的实际情况，尽可能地在每一个地区传播最令人满意和最成功的教育方法，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得到由公立学校提供的最好的教育。所以，贺拉斯·曼经常给各个市镇分发调查表，还对整个州的公立学校进行访问，以了解学校的状况和需要。他还通过教育演讲，促使民众对公共教育感兴趣并支持公立学校。他还与地区教育领导人和学校教师讨论有关公立学校教育问题，主张增加教育税收用于整个州的公共教育事业。贺拉斯·曼自己曾这样说：“我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地球上的人类最崇高的事业。”[34]

为了改善和发展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贺拉斯·曼经常提出一些建议。他亲自撰写州教育委员会的年度报告，对公共教育思想进行阐述。这些年度报告发表后，对公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美国的政治领袖萨姆纳（C. Sumner）曾写信给贺拉斯·曼：“我怀着极大的兴趣读了你的报告，并完全同意你的报告。它吹响了号角，使得人们的血液沸腾起来。”[35]贺拉斯·曼还创办了《公立学校》（Common School）杂志，并亲自担任编辑。由于订费很低，因此这份传播公共教育思想的杂志得到了广泛的发行。

面对全州各地要求好教师的强烈呼声，作为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贺拉斯·曼倡导并支持了州立师范学校的建立。于是，第一所州立师范学校于1839年7月3日在马萨诸塞州的列克星敦成立（后来迁到了西牛顿）。不久，贺拉斯·曼又成立了另外两所州立师范学校。他非常高兴地看到这些师范学校开始工作。1841年4月28日，贺拉斯·曼在日记中写道：“参加了对列克星敦的师范学校的检查，我非常满意。学校工作均好——非常好。这一实验是成功的。”[36]可以说，贺拉斯·曼是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真正创建者，他推动了美国公立师范学校的发展。

为了进一步促进公共教育在美国的发展，贺拉斯·曼要求州教育委员会允许他自费去欧洲国家访问。1843年5月1日，他与皮博迪（Mary Peabody）小姐结婚后，马上一起乘船赴欧洲。贺拉斯·曼详细地考察了英国、荷兰、比利时、法国和德国等国的学校，并把兴趣主要集中在公立学校上，着重考察了学校制度、教学方法、校舍、图书馆和师范学校等。贺拉斯·曼赴欧洲访问考察的结果，通过1844年他的州教育委员会《第七年度报告》而公布给民众。

针对大部分公立学校教室简陋不堪和没有图书馆的情况，贺拉斯·曼几乎从担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时起，就十分重视学校的物质需要，并使马萨诸塞州的公立学校在物质条件上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1848年4月，贺拉斯·曼因担任美国国会议员而辞去州教育委员会秘书的职务。当时，他怀着深深的留念之情说：“我的手可能离开了它，但绝不是我的心。”此后，他继续支持通过改善公立学校的教育提案和给公立学校提供财政资助。在答复美国第一次师范学校全国性大会的邀请时，贺拉斯·曼写道：“公立学校曾是我的第一个爱好，也将是我的最后一个爱好。”[37]

1852年9月，贺拉斯·曼担任了设在俄亥俄州耶洛斯普林的安蒂奥克学院院长。在那里，他忘我地工作，克服了设施和财政上的困难，把这所学院办成了美国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他十分关心女子高等教育，因而安蒂奥克学院的课程向所有种族的男女青年开放。

贺拉斯·曼的主要教育著作有：12份《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和《教育讲演集》（Lectures of Education，1848）等。

1859年8月2日，贺拉斯·曼因病在耶洛斯普林去世。

二、论普及教育

尽管贺拉斯·曼没有系统地写过关于教育理论的著作，但是，他在年度报告、讲演、信件和日记中广泛地论述了普及教育问题，强调了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是任何一位政治家都必须重视的一个问题。他明确地指出：“如果一位政治家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很少谈论全体人民的文化和教育，他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位美国的政治家。”[38]

贺拉斯·曼把普及教育和公立学校看作社会进步以及共和国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在题为《教育在一个共和国中的必要性》的著名讲演中，他强调说：“在一个共和国里，愚昧无知是一种犯罪。”[39]后来，他又在《第十一年度报告》中指出：“没有知识的人民，不仅是而且肯定是贫困的人民。……这样的国家不能创造出它自己的财富。”在贺拉斯·曼看来，普及教育，就是普及知识；没有教育的普及，就没有知识的普及；而教育的普及，肯定会达到知识的普及。因此，一个国家不能长期保持愚昧无知，知识应该尽可能地在民众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对一个共和国来说，它的各方面成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普及教育。如果共和国不准备使儿童成为好的公民，不发展他们的能力，不用知识去丰富他们的头脑，使他们的心灵富于对真理和责任的热爱，那么，共和国就必定会趋于灭亡。在贺拉斯·曼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即《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再一次强调指出：“一个政府容忍它的劳动阶级成长而没有知识，犹之乎创造了像我们这样的人类，把他们安排在世界上而没有太阳的光辉一样残酷无情。……建立一个共和国可能是容易的事情，一个不过是建立在愚昧、自私和情感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是可悲的……”[40]

考虑到传播知识的需要，贺拉斯·曼认为，应该使共和国的所有儿童都受到免费的教育，从4岁到16岁，每年10个月。他大声地呼吁：“教育必须是普及的。……对真正的知识的每一点增加，就是对人类力量的增加。当一位哲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真理时，无数的真理则可能在人民中间繁殖。整个大地必须让知识的大河流过。”[41]在贺拉斯·曼看来，教育机会对每一个美国儿童来说是个遗产，而不管他的社会、宗教和经济的背景如何。针对这一点，他经常说：“给我以权力，我要把书本散布在地球上，正如同农夫把麦子撒播在耕过的土地上一样。”[42]一个国家的政府，在普及教育上不仅要不惜人力和物力，而且要教导民众认识到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从政治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促进社会改革和促使人类平等，使人成为具有更多学问和更高德行的人。只有普及教育，才能对抗资本的统治和劳动的奴隶状态，才能消除人为的社会鸿沟。因此，他强调说：“除了人类所创造的其他一切手段以外，教育是人们境况的伟大均衡阀——它是社会机器的平衡轮。……通过扩大有教养的阶段或阶层，教育的普及将开辟社会感情得以扩展的更广阔的领域。如果这种教育是普及的、完善的，它将比任何别的事情更能消除人为的社会的鸿沟。”[43]总之，可以利用和通过普及教育来支持并巩固共和国制度，培养国民的精神。但是，没有普及教育，一个共和国的成功将是没有希望的。

从经济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能够解放人的智力，提高民族的文化水平，从而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的发展。因为教育普及了，就能使所有儿童都受到比较完善的教育，被训练成准备从事所有职业的人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人。因此，贺拉斯·曼强调说：“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将是比较好的劳动者。”[44]“教育不仅是道德的革新者和智力的增殖者，而且也是物质财富最多产的母体。……它不仅是积累财富的最正当和最高尚的手段，而且也是最可靠的方法。”[45]他还指出：“在国家的财富中，人的智力基本上是它的一个组成部分。”[46]因此，缺乏相应的知识，即与履行责任相应的知识，会给任何一个部门带来毁灭和灾难，无论是商人和律师，还是医生，都是如此。由于教育是宏大的机器，依靠这种机器，可以把人性中的“原材料”加工成发明家、加工成熟悉生产过程的技工和农民、加工成学者、加工成法官等，使消费者变成了生产者，并逐步增加其生产能力，因此成为无法想象的财富的创造者。正因为贺拉斯·曼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肯定，美国教育学者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指出：“更有意义的是，在19世纪40年代早期的萧条岁月里，贺拉斯·曼也确认了教育的经济价值。”[47]

从伦理意义上来看，普及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贺拉斯·曼认为，通过普及教育，民众不仅获得了知识，而且养成了正确的人生观和伦理观。这样，就能更好地维持社会秩序和保障社会安宁以及谋求社会和谐。贺拉斯·曼甚至说：“开一所学校能关一所监狱。”[48]在他看来，最好的教育就是最有效的帮助，能使劳动者更遵守生产秩序，使个人整洁，也使机器保养得很好。总之，通过普及教育，必将有助于人们养成“美国化”的精神。

因此，贺拉斯·曼大力呼吁州政府要颁布普及教育法令，并提供条件保证普及教育的实施。如果一个儿童在已入学作为学校的一个成员之后，他又逃学了；或者一个儿童在到达了法定的入学年龄之后，他还没有被父母送到学校去，那么，将按照规定发通知指出他父母的失职。当然，贺拉斯·曼也认为，不重视普及教育的致命后果不会立即反映出来，它不会像雷声紧随闪电而至那样，因为要使它成气候需要时间，像缓慢积累而发生的雪崩一样，越是推迟发生，越是危险和可怕。

最后，还应该指出的是，贺拉斯·曼认为，普及教育之所以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他自己所需要的知识。所有人生来是平等的，都能容易地提高到一个共同的水平。贺拉斯·曼在给他的姐姐的信中曾写道：“我们所有人都知道，实际上，人具有一些甚至许多合适的冲动力，使他们能够做更多的事情。”[49]当他在《公立学校》杂志上指出普及教育的可能时，那就更清楚了：“你们之中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高，而不需要一种作为保护者的教育；你们之中也没有一个人的能力是如此的低，而不能接受一种提高智力的教育。”[50]可以说，这也是贺拉斯·曼致力于普及教育事业的基点之一，从这里他找到了对他自己的普及教育信念的支持。

三、论公立学校

面对独立后的美国社会发展，贺拉斯·曼强调说：“时代起了变化，一个不同的美国需要一种不同的学校。”[51]他所说的“一种不同的学校”就是公立学校。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是实现普及教育的一条最好的途径。如果没有公立学校，也就不可能实现普及教育。如果一个社会的公民受过公立学校教育，那么这个社会就能获得成功。总之，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看成共和国的一个工具、一种民主的学校、公民教育的中心以及参与公共服务的基地。

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将对所有儿童开放，由州和地方社区提供，作为每一个儿童天赋权利的一部分。它对富裕家庭和贫困家庭的儿童一视同仁，不仅免费，而且提供教学质量好的教育。它不属于任何教派，而接受所有教派、阶级和背景的儿童。他强调说：这种“公立学校是这样的一种机构。它能够在良好的知识和道德的范围内招收和训练儿童……这种机构是人类的伟大发现；我再重复一遍，公立学校是人类的伟大发现”。[52]在贺拉斯·曼看来，公立学校就是全体儿童都能入学的学校。它通过教育和教学，给每一个儿童提供一条自由的、正确的和可靠的道路，使他们成为从愚昧无知直接地走向掌握文化基础知识和明确公民基本责任的一个人。对于贺拉斯·曼提出的公立学校模式，当代美国教育史学家克雷明就做过这样的评论：“贺拉斯·曼提出的公立学校模式，体现了在一个共和国里教育是必需的原理。它将是对所有人开放的，受到税收基金支持的。通过容纳所有信仰、阶级和背景的儿童……它将点燃一种友好的精神和共同的期望……”[53]

公立学校应该是由公众管理的和得到公众支持的。贺拉斯·曼认为，对公立学校来说，公共管理是一个中心问题。除了公立学校对州的所有儿童开放外，更重要的是，在公立学校教育计划中所提出的教育目的对所有儿童应该是真正共同的。此外，负责公立学校管理的学校委员会应该由民选的立法机构成员和校外人士组成，其委员应该定期访问学校、检查教师的教学工作情况以及审定儿童所要学习阅读的书籍。在贺拉斯·曼看来，只要得到公共资金的支持并由公众来管理，公立学校就能得到进一步的改善和发展。

为了使所有的儿童能在公立学校受到更完善的教育，贺拉斯·曼强调指出，公立学校应该拥有好的校舍、图书馆和设备。首先是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贺拉斯·曼认为，对于公立学校来说，首先是校舍的状况、建筑的数量。他到各市镇地区作视导时的第一个问题是：“你们的校舍是否方便和舒适？如果是，属于哪一种类型？”在《第一年度报告》的“附录”里，贺拉斯·曼讨论了关于通风和取暖、教室的大小、课桌和座椅的合适种类、房间的窗户和灯光、操场面积以及建筑物的位置等问题。例如，他谈到在一些公立学校的校舍里，与课桌相配的每一个座椅仅仅是一根竖在地上的木桩，没有靠背，其中的一些座椅又是那样的高，以致儿童的脚不能碰到地上，可以说只有强迫压制才能使一个活生生的儿童仍然坐在这样的座位上。针对这些情况，贺拉斯·曼明确指出：“我们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这个问题竟是如此少地受到注意，然而它是极其重要的。”[54]在贺拉斯·曼看来，好的校舍应该是一所公立学校的基本要求之一。校舍提供清洁的和舒适的学习环境，不仅对教学工作顺利进行是必要的，而且对儿童的发育也是必要的。

其次是公立学校的图书馆。贺拉斯·曼认为，每所公立学校必须建有图书馆，并添置好的图书。在《第三年度报告》中，他主要论述了公立学校图书馆的问题。他说：“公立学校图书馆的好处是一个近代的发现。……好的书籍对年轻人心理的作用，就如温暖的太阳和使人清新的春雨对在冬天的森林里埋着的种子的作用一样。”[55]在贺拉斯·曼看来，一个学校图书馆将是使儿童对他们的学习感兴趣的一个最有价值的辅助者。因此，图书馆应该与公立学校一样，能够在每个地区甚至在最偏僻的乡村建立，使所有的儿童都能够进入图书馆，并在那里阅读各方面的书籍以增进自己的知识。贺拉斯·曼说：如果能够这样的话，“一个新的天空将覆盖在他们的头上，一个新的地球将延伸在他们的脚下”。[56]此外，贺拉斯·曼还认为，在州的每一个学区里应该建立一个免费的流通图书馆，对学区内的所有儿童开放，离儿童的住宅区的距离步行约半小时。他把这看成是普及的公立学校教育的继续和补充。

最后是公立学校的设备。贺拉斯·曼认为，对于每一所公立学校来说，学校设备也是极其重要的。他曾指出：“实际上，在任何的州和国家里，我都没有见到一所好的学校会没有一块黑板的，也没有见到一位成功的教师会不是经常使用它的。”[57]在贺拉斯·曼看来，黑板是教室的一个普遍的和必要的附加物。此外，他提出，当儿童进入公立学校后，应该给他们提供一块石板和笔，以便用来练习书写和绘画等。

贺拉斯·曼提出，公立学校的科目应该包括阅读、书写、算术、英语文法、历史、地理以及人体生理学、公民道德、宗教常识等。概括地讲，公立学校应该注意体育、智育、政治教育、道德教育、宗教教育等。

在体育上，贺拉斯·曼认为，无论对个人来说，还是对社会来说，健康的体魄都是十分重要的。他强调说：“在人类现世昌盛中，健康和体力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58]因此，公立学校要对儿童普及人体生理学或健身法则的知识，使儿童不仅受到健康卫生规律知识的教育，而且养成健康卫生的习惯。从这个意义上讲，人体生理学应是公立学校课程中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在贺拉斯·曼看来，公立学校是传授健康卫生知识的唯一合适的机构。他真诚地希望：“愿我们把人体生理作为一门不可缺少的学科引进公立学校，但愿任何一个不能精通生理学的主要原理并将它们应用于生活中的各种环境的人都不得成为教师。”[59]

在智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对于创造财富来说，智育是主要的条件。除了扩散原有财富的力量外，智育还有创造新的财富的显著优点。他强调说：“如果智力开发先行，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的无数贡献一定会随之而来。”[60]在贺拉斯·曼看来，智育是消除贫困和确保丰裕的一种手段。通过公立学校的智育培养有智慧的人，就能创造或开发新的财源，即以前任何人都不曾有过或不曾梦想过的财源。反之，如果人类智慧灭绝的话，那将立即会使人类陷入野蛮状态的软弱无力和绝望之中。

在政治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对于一个有智慧的公民的培养来说，政治教育也是重要的。他所说的“政治教育”，就是关于政治知识和政治基本观念的教育。通过政治教育，可以对儿童进行立法、共和国、选举等方面的教育，使他们了解共和国的历史、了解共和国政府的性质、了解宪法以及公民的权利和义务。但是，贺拉斯·曼建议，在政治教育时，应该“用那些所有人都接受、所有人都相信、形成我们的政治信念的共同基础的关于共和主义信条的论文对一切人进行教育”。[61]

在道德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应该重视道德教育，向儿童灌输适宜的道德观念。因为“道德教育是社会存在的基本需要”。[62]世界上各个时代的道德家在自己的说教书册中揭露了当时存在的罪恶及其丑恶现象，向人们提出了告诫；讽刺家在自己的辛辣散文中严厉地鞭挞这些罪恶；戏剧家把这些罪恶作为荒谬的现象搬上舞台，教导人们去蔑视它们。但贺拉斯·曼更相信，公立学校的道德对成人的习惯和品德的早期培养是具有决定意义的。在一个人的童年时代就培养他走正路，那他成年以后就不会离开它。作为公立学校的教师来说，他们应该熟悉儿童的优点和错误，熟悉儿童的倔强任性和柔顺易教等特点，利用最有利的机会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

在宗教教育上，贺拉斯·曼认为，公立学校也应该进行宗教教育，对儿童灌输以《圣经》为基础的一切基督教道德。他曾这样说：“马萨诸塞州的学校制度既不是反基督教的制度，也不是非基督教的制度。”[63]但是，贺拉斯·曼反对强制儿童去接受任何教派的宗教信仰。因为宗教教派之争进入公立学校中，这对儿童的教育和培养是极其有害的，甚至可以说是在毁灭学校。《圣经》作为一本陶冶习惯和品德的书籍，儿童应该阅读，但教师不必加以评论。贺拉斯·曼因而受到了宗教保守派人士的反对和围攻。应该看到，尽管他在学校与教会分离上采取了调和的态度，承认宗教教育在公立学校中的地位，但在使公立学校摆脱教会控制上走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

无疑地，贺拉斯·曼把公立学校看作一切文明力量中最有效和最宽厚的力量，并为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做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因此，在《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曾满怀激情地写道：“我曾在12年中为它贡献了我的财力、我的精力、我的健康，无疑，若不是由于健康原因，在我有生之年可能要再为那个制度服务12年……”[64]

四、论教师和师资训练

自贺拉斯·曼担任马萨诸塞州教育委员会秘书后，他在许多不同的场合论述了公立学校教师的重要性，强调了师资训练的迫切性。

（一）论教师

贺拉斯·曼认为，教师是学校的主持者和知识的传播者。如果那里没有好的教师，那里就肯定没有好的学校。好的教学，也只有通过好的教师才能进行。一个好的教师，甚至能够把教育从完全的失败中挽救过来。

首先，教师应该具有好的品质。早在《第一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就列举了教师的品质，例如，关心和热爱儿童、虔诚、公正、尊重真理、爱国、仁慈和善良、庄重、勤勉和节制等。在他看来，这些都是以共和制度为基础的社会所需要的品质。总之，教师要成为美德的榜样。在教育和教学中，“教师的态度更胜于父母，因为这种态度有父母的温馨和警觉性而没有父母的感情，容易导致不明智的溺爱和纵容”。[65]他们不会使儿童因行为不当而受到奚落、嘲笑和责骂，也不会使儿童由于害怕而张皇失措、精神恍惚或心慌意乱。教师不仅具有良好的行为和道德，特别是热爱儿童，而且愿意把他们的全部精力献给教育这一伟大工作。

其次，教师应该有丰富的知识。贺拉斯·曼认为，教师对所教的课要非常熟悉，以便在课堂教学中做到敏捷果断、前后连贯、随机应变、应付自如。由于教师对教学内容是精通的，因此，他在教学时所提出的问题能使全体儿童的思想处于活跃状态，又能使问题的难易程度适合他们的能力。贺拉斯·曼还建议教师阅读有权威性的教育著作和教育期刊。

再次，教师应该有好的方法。贺拉斯·曼认为，教师如果懂得如何去教，他就能使儿童保持注意力，并忙于那些有益的、有趣的事情。如果教师用好的方法教学，那么只要有一半的时间就能产生更大、更好的效果。在讲课方式上，贺拉斯·曼建议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应该学习模仿德国学校教师。在《第七年度报告》中，他曾详细地描述了德国学校中一个班级的上课情形：“我走进了一个有60名6岁上下的孩子的教室。孩子们刚刚坐好，所有人都微笑着，期待着。他们入学才仅仅几个星期，但早已产生了对学习的热爱。教师站在学生面前，说了一句幽默的话，引起了整个课堂一阵轻轻的笑声，并卓有成效地抓住了学生的注意力，然后，他做了个手势要大家安静下来，课堂里就鸦雀无声了，然后，他说了仅有一个句子的恳求，对他们要求说，既然他们来到一起学习，他们就可能成为优秀的勤奋的学生。然后，他对他们说到美好的天气，问他们关于季节、关于各个季节中正在结果实的各种果树，他们知道些什么，询问他们树木在做房子、家具时的用途，等等。他常说些使全班活跃起来的逗趣的话，但从未有引起任何秩序混乱的征兆，在他进行约20分钟亲切的谈话时，教师的态度一点没有轻薄或不庄重的表现；那种态度既尊严又幽默，他时而引起儿童发出一阵轻轻的笑声，这笑声较之流泪更有利于使儿童的心理处于善于接受的状态。”[66]

最后，教师应该有热情。贺拉斯·曼认为，充满热情的教师能与班上的儿童融为一体，对他们进行激励和鼓舞，给天性不太活跃的儿童注入活力，给信心不足的儿童鼓励打气，给学习好的儿童提出新的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的这种热情燃起了学生的热情。他用自己的热情使他们的热情高涨到最高点。这样的教师的手下是不会有无所事事的、恶作剧的、悄声说话的学生，棍棒也无用武之地”。[67]

贺拉斯·曼指出，女性比男性更适宜担任公立学校教师。他强调说：“女性赋有更强烈的母性本能，她们对儿童群体天然的爱，她们的性情中有更优良的温柔和耐心——所有这一切都使得她们在管理儿童少年时温柔而不严峻，以期望而不是以恐吓作为行动的动机，运用各种鼓励的艺术而不是用烦恼和强迫。”[68]在贺拉斯·曼看来，妇女是儿童的母亲，因此无论是她们的性格，还是她们的态度，都更适合于学校教育工作，自然地成为儿童的教育者。由于贺拉斯·曼的大力呼吁，公立学校聘用女教师趋于普遍。据统计，从1837年到1848年，马萨诸塞州女教师人数的增加是男教师的35倍；到1848年时，女教师已占公立学校教师人数的68%。

（二）论师资训练

贺拉斯·曼把教师工作看成是职业性的；而且，教育职业是社会中最高的一种职业。因此，他确立了教师必须受到良好训练的原则。他不希望公立学校继续聘用那些没有受过专门训练的人来服务。早在《第一年度报告》中，贺拉斯·曼就提及公立学校教师质量的问题，指出大多数教师所受到的教育是不够的，许多教师没有受过专门的训练，不少教师把教书作为寻找一个更有吸引力的职业的跳板，因此，缺乏充分而完善的训练是公立学校教师质量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提供良好的师资训练，贺拉斯·曼主张必须建立“师范学校”，专门训练教师如何去教。他清醒地认识到，在公立学校制度上要有任何有意义的改进，首先依靠于好的教师；而好的教师只有通过一种仔细设计的教育才能被培养出来。因此，贺拉斯·曼说：“我把师范学校看成是一种新的进步的方法——为了人类历程的改善。”[69]在《第十二年度报告》中，他重申了自己在师范学校方面的信念：“没有师范学校，公立学校将不会繁荣。需要补充足够的有能力的教师，但没有师范学校，正如我们希望穿衣服但没有裁缝，希望戴帽子但没有制帽子的人，希望戴手表但没有制造钟表的人，希望住房子但没有木匠或泥瓦工。”贺拉斯·曼甚至认为师范学校的建立比图书馆的建立更为重要，师范学校应该提供一大批受过专门训练的教师加入公立学校教师队伍中去。

在训练教师如何去教的问题上，贺拉斯·曼认为，师范学校不仅要在将来所教的科目和教学方法上对学生进行训练，而且要让他们进行教学实习。师范学校的具体课程应该包括：阅读、书写、语法、修辞、逻辑、算术、代数、几何、历史、地理、人体生理学、自然历史、自然哲学、基督教道德原理以及教学理论和技巧等。在赴欧洲国家访问考察之后，贺拉斯·曼努力把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理论和方法介绍到美国来，希望教师采用直观教学方法来进行教学。

在贺拉斯·曼看来，通过师范学校提供的良好的师资训练，教师将成为受过专门教育的人。“他们的语言是很好地选择过的，他们的声音与语调是正确的和有吸引力的，他们的行为举止是文雅的和优美的，他们所有的谈话题目是振奋人的和有教益的，他们的心灵的慈祥是永久地被保持的……以及他们在可能进入的圈子里都能散发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魅力。这样的一个人应是每一所学校的教师”。[70]贺拉斯·曼甚至把教师与律师做一比较，希望教师能够精神焕发、才华横溢、口若悬河、风度宜人，否则就会像律师一样在败诉同时又使自己声名扫地。

要使公立学校得到改善和发展，教师的选择也很重要。因为“在一个好的教师和一个差的教师之间，正如在阳光明媚和乌云密布之间一样，存在着许多不同点”。[71]贺拉斯·曼强调指出，选择教师应该是学校委员会的重要职责之一。对教师资格的第一个考查是看他能否引起和维持班级学生的注意力，这应该被看成是教师绝对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在他看来，如果一位教师不能做到这样的话，那么不需要进一步询问，就可以得出他不适合担任公立学校教师的结论。

第三节 巴纳德的教育思想

巴纳德（Henry Barnard，1811—1900）是美国教育政治家、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领袖，被誉为“美国公共教育早期发展的领导人”。在为美国公立学校的实现的战斗中，巴纳德是公立学校制度的伟大的设计者。“事实上，亨利·巴纳德个人的历史是与19世纪美国公共教育的历史平行的。”[72]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巴纳德1811年1月24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的一个富裕农场主家庭。由于家境比较好，他曾被送入蒙森文实学校读书。为了进大学，巴纳德还进入过霍普金斯文法学校学习。

1826年，年仅15岁的巴纳德进入了耶鲁大学。1830年，耶鲁大学毕业后，巴纳德在宾夕法尼亚州韦尔斯博罗的一所文实学校担任教师。任教后第二年，即1831年，他开始在纽约、耶鲁法学院等地学习法律，并于1834年通过了律师资格考试，进入了法律界。

1835年，巴纳德赴英国、法国、德国、瑞士等欧洲国家访问考察，历时两年时间，对欧洲国家学校管理实践和教育家的新理论，特别是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和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F. W. A. Frobel）的教育理论产生了兴趣，欧洲国家的学校改革状况也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因此，1837年自欧洲回国后，巴纳德就放弃了律师职业，开始投身于教育行政工作。从1838年6月起，他担任了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一直到1842年。巴纳德的足迹遍及整个康涅狄格州，为该州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令人遗憾的是，他的工作遭到了该州保守势力的反对。1842年，巴纳德被迫辞去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职务。随后，他花了6个月时间在美国各个地区旅行考察，使他有机会了解整个美国的社会和学校教育状况，收集和整理美国教育的历史资料。

1843—1849年，巴纳德应邀到罗得岛州担任该州教育委员会秘书职务。在罗得岛州期间，他抓住一切可能的机会做讲演，甚至是在公立学校中面对儿童，宣传公共教育思想。据统计，他曾参加了1100多次会议并做讲演。巴纳德的努力工作，无疑促进了罗得岛州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

1850年，巴纳德又回到康涅狄格州，担任了设在新不列颠的州立师范学校校长，同时兼任该州的公立学校督学，一直到1854年。在他的建议下，康涅狄格州的学校法做了修订，以便更有效地对公共教育进行管理。

国际教育方法博览会于1854年在英国伦敦举行。巴纳德代表美国出席了博览会，进一步了解了欧洲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方法。1859年，巴纳德担任了威斯康星大学的校长。1866年1月起，他又担任马里兰州的圣约翰学院院长。

在巴纳德的建议推动下，美国联邦教育部于1867年成立。当时的美国总统约翰逊（Andrew Johnson）任命巴纳德为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一直到1870年。

在教育行政工作实践中，巴纳德曾主持编辑了《康涅狄格公立学校杂志》（The Connecticut Common School Journal）和《罗得岛教育学会会刊》（Journal of the Rhode Island Institute of Instruction）。1855—1881年，他主编了《美国教育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Education），共32卷，每卷800多页。《美国教育杂志》作为当时美国最有影响的一份教育刊物，调查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19世纪的教育状况，传播了欧洲教育家的新教育理论及其在美国的应用，从而对当时美国的教育科学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耶鲁大学、哈佛大学分别于1851年和1852年给巴纳德授予法学博士学位。1887年，哥伦比亚大学也授予他法学博士学位。

巴纳德的主要教育著作有：《学校建筑》（School Architecture，1839）、《师范学校》（Normal Schools，1851）、《欧洲的国民教育》（National Education in Europe，1854）、《裴斯泰洛齐与裴斯泰洛齐主义》（Pestalozzi and Pestalozzianism，1859）、《幼儿园和儿童文化》（Kindergarten and Child Culture，1884）等。

1900年7月5日，巴纳德在哈特福德去世。关于巴纳德为公立学校而战的一生，我们可以借用贺拉斯·曼1846年的一段话来概括：“关于亨利·巴纳德先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我们想找一个更合适的人，我们至少要等到下一代，因为现代还找不到比他更合适的人。这位负责人怀着无限的热忱履行他的职责，并把他的时间、才能和资财都贡献了出来。”[73]

二、论普及教育和公立学校

与贺拉斯·曼一样，巴纳德也十分重视普及教育。他认为，知识对每个人都是有用的，教育正是传播知识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巴纳德曾这样说过：“我一生的目的就是收集和传播知识，有用的知识——这种知识对所有人都是有用的。”[74]在他看来，普及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所有不同家庭背景的儿童都能受到教育，获得有用的知识。因为获得受教育的机会应该是每一个公民的天赋权利。

巴纳德指出，正是教育造成了有知识的人和没有知识的人之间的区别，也造成了进步的社区和落后的社区之间的区别。对于一个国家的巩固和繁荣发展来说，教育是一项极其重要的神圣事业。美国社会和公民的进步必定是与公共教育的发展成正比例的。巴纳德强调说：“一个国家的财富是它的有才智的人。”[75]因此，国家不仅要重视教育的发展，而且要使公众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这样，“公众支持公立学校并具有直接的兴趣，以保证儿童进入公立学校的入学率”。[76]

为了实施普及教育，使每一个儿童都能获得教育机会，巴纳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建立公立学校。作为培养有责任感的公民的公立学校，应该是由州建立和管理的，同时受到公共税款的支持。在他看来，公立学校是对所有儿童开放的，应成为他们接受初等教育的广泛基础。“正如光线和空气是共享的一样，公立学校的赐福是给所有人的和所有人都能享受的”。[77]

巴纳德建议，每一个地区都应该建立公立学校，提供给所有3～18岁的儿童和青少年，使他们在那里学习各方面的知识。公立学校不仅提供读、写、算等文化基础知识教育，而且也注意健康卫生的教育。在访问考察欧洲国家后，巴纳德把那些国家的社会和教育状况与美国进行了比较，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一个国家持久繁荣的希望是建立在普及教育的基础上的。在他看来，美国教育的改革不仅需要更多的公立学校，而且更需要建立公立学校制度。

针对当时康涅狄格州乃至整个美国的公立学校落后的状况，巴纳德在对学区公立学校进行调查的基础上明确指出：必须努力改善和尽快发展公立学校。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期间所撰写的《第三年度报告》中，巴纳德具体论述了如何改进公立学校的五个办法：第一，规定镇的责任是维持分年级的公立学校，给所有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免费的、平等的和有用的教育，并给学校提供资金以改善其条件。第二，每一个县都要建立师范学校或者组织教师讲习会，帮助公立学校教师掌握最实际的技能并提高教学的效率，以便更好地管理所有的公立学校。第三，每一个县或学区学校委员会的成员，不仅要访问学校、检查教师以及与学校行政人员、教师和家长座谈，而且要每半年发布一份详细的报告，总结公立学校工作并提出改进的建议和计划。第四，给每一所公立学校的行政人员和教师提供一份定期发行的统计资料，以促进公立学校的发展和提高公立学校的效率。第五，要求每一所公立学校建立一所藏书丰富的图书馆，并通过它来促进课堂教学。[78]巴纳德坚定地相信，公立学校通过改善和发展，肯定会在学习方面成为好的学校。

巴纳德认为，改善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也十分重要。因为校舍建筑不符合卫生的状况会使学生容易患病，所以，在提高入学率之前，首先必须改善公立学校的校舍建筑状况。在《学校建筑》一书中，巴纳德就讨论了公立学校的校舍如何选址和如何建造、校舍如何通气和如何取暖、校舍应有什么设施、教室如何安排等问题。

由于巴纳德的无限热忱和勤奋工作，以及力图把自己的理想付诸实施，从而使康涅狄格州的普及教育得到了发展，公立学校有了很大的改善。贺拉斯·曼在1846年曾高兴地对此做了具体的描述：“冻僵的康涅狄格州很快就恢复了生气。它的半死不活的状态开始重新获得生命的活力。很多最有价值的知识得到传播。许多父母开始更正确地理解自己作为父母的职责。教师也觉醒起来了。一些相互促进的协会也成立了。混乱开始被制度所代替，并制定了一些有助于公立学校教育的法律。所有这一切都是这一事业昌盛的吉兆。”[79]

三、论教师和师资训练

面对当时公立学校教师素质差和缺乏训练的情况，巴纳德十分重视教师问题。因此，他多次强调说：“教学的关键是教师”，“教育的关键是教师”，“课程的关键是教师”。[80]在巴纳德看来，教师应该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和最可靠的人。教师应该采用直观教学的方法在他们可能达到的范围内给学生传授知识，并教会学生去思考。因此，巴纳德自己曾是康涅狄格州教师协会的一个活跃的成员。

巴纳德认为，有好的教师，才会有好的学校。如果我们希望有好的公立学校，但是没有好的教师，那是没有用的。因此，他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时强调说：“给我好的教师，我将在5年的工作时间中，使得这个州的儿童教育发生的不是一种变化，而是一次革命。……每一位好的教师在公共教育改善的事业中将使他自己成为一个先锋、一个传播者。”[81]他曾于1839年创办了师资培训班，利用暑期对在职教师进行4～6周的训练或在一些学区组织教师讲习会，并设立流动的示范小学，巡回向各地教师进行教学示范。在巴纳德看来，那些好的教师通常都认识到公立学校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因此，公立学校要改善和发展，关键是聘用好的教师。在这一点上，巴纳德认为，学校委员会要制定正确的教师合格标准，注意教师的合格资格，以便选择好的教师去担任公立学校的教师。为了帮助教师提高教学工作的水平，学校委员会要给他们介绍一些教育书籍去阅读，以做出从事教学工作的准备，使教学工作更加有效。此外，学校委员会也要注意提高公立学校教师的待遇，改变工资待遇与他们的服务实际不相称的情况。

巴纳德也认为，公立学校应该注意聘用女教师。因为这样做，可以改善学校纪律和增加道德影响。因此，在肯定女教师的作用这一点上，巴纳德的看法是与贺拉斯·曼相似的。

在巴纳德看来，在公立学校的改善和发展中可以做许多事情，例如，学校委员会的成员访问学校、要求教师在文化知识和实践技能上提高等，但是最重要的是建立师范学校。他认为，师范学校是为师资训练服务的一种教育机构，也是使教师具有合格资格和提高师资质量的一种最有效的途径。在师范学校里，未来的教师可以得到科学和教学的训练。早在1838年的《第一年度报告》中，巴纳德就建议师资训练的科目包括：阅读、书写、计算、英语（拼写、阅读、说话、文法、作文）、宗教和道德教育以及教育理论和实践等。他还认为，师范学校应该附设模范学校或实习学校。这不仅可以为未来的教师提供一个教学实习的场所，而且也可以为所有的教师提供教学示范。因此，巴纳德强调说：“师范学校或教师讲习会没有模范学校，正如一个制鞋工场没有皮革一样。”[82]

巴纳德最后认为，师范学校应该成为州的学校教育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得到州的行政当局、学校委员会、公立学校校长以及民众的支持。

四、论教育资料

为了更好地促进美国公共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巴纳德认为，收集和整理教育统计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通过教育统计资料，可以帮助教育行政人员和学校教师进行分析比较，区分出各个地区以及世界各国教育的好坏优劣，有目的地学习和吸收先进地区和国家的教育经验与教育理论。早在担任康涅狄格州公立学校委员会秘书时，巴纳德就这样说过：“州应该了解它的公立学校的实际情况。为了它的尊严和幸福，州要去了解它。但是，没有对它的公立学校情况的一种正确的调查，州是不能了解的。”[83]因此，他日夜工作，拟订了调查问题提纲，在整个康涅狄格州到处跑，收集关于公立学校的确切资料。人们往往称巴纳德是“一个带着笔记本的令人敬畏的年轻人”[84]。

后来，巴纳德还建议美国联邦政府收集各州各地公共教育的资料。1854年，他建议成立一个促进美国公共教育的中枢机构，以有利于教育统计资料在全国范围内的交流和传播。第二年，他就自己出资创办和编辑出版了《美国教育杂志》，为美国公共教育发展提供教育统计资料等。巴纳德自己曾说，该杂志“一方面要汇集不同社会、不同政府、不同宗教信仰之下的所有政治家、教育家和教师的成熟的教育观点和各自的教育经验，并按年代顺序介绍各级学校组织、教育行政、教学及道德培养等教育各方面的发展情况。另一方面还要揭示教育实际中的种种不良状况，鼓励认真有效的教育活动，在广大的范围内为各部分教育界人士提供自由交换意见、商讨问题的中介场所”。[85]因此，《美国教育杂志》“成了教育资料、辩论和评论的丰富贮藏所”。学者们发现，它“是19世纪美国教育发展情况的最完整和最精确的资料源泉”。[86]美国教育家G. S. 霍尔（Granville S. Hall）赞誉说：《美国教育杂志》“在已发行的任何语言的教育杂志中是最有价值的”[87]。美国教育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 C. Gilman）也明确指出：这份教育杂志是“一份最综合和最有价值的杂志”[88]。

在1876年担任美国联邦教育部第一任教育行政长官之后，巴纳德立即把汇集和传播全国的教育资料作为他的任务之一。通过汇集有关国内外教育状况的资料，编辑成专题报告或文章向全国分发，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教育经验和理论，联邦教育部推动了美国公共教育的发展。

巴纳德认为，教育历史资料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有助于理解过去的努力与今天的目标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1854年，巴纳德曾写了一本关于学校法律历史的报告书，被认为是美国公立学校资料的肇端。因此，美国教育史家卡伯莱（E. P. Cubberley）把他看作美国第一位伟大的教育学者。美国教育学者门罗（Will S. Monroe）则指出：“在教育文献资料方面，巴纳德是一个先驱者。从他的时代起，没有一个人的出版物在价值上如他的不朽的《美国教育杂志》一样。”[89]

正因为教育文献资料的重要，因此，公共图书馆的建立也是巴纳德一生中最使他高兴的事情。当他在罗得岛州工作时，在整个州32个镇中就有29个镇建立了藏书500册的图书馆。

巴纳德很重视教育资料的汇集整理和分析比较。他自己曾这样说：“在我的笔杆和声音的范围内，我要通过自己能拥有的力量和能采取的方式，促使每一个家长、教师、学校领导以及公共教育之友抛弃那些无用的东西，同时使一切变得优秀。”[90]因此，美国罗耀拉大学教育学教授古特克（G. L. Gutek）指出：“巴纳德作为一位教育领导人的重要性并不限于他作为一位教育行政管理者的作用，在19世纪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他是对美国教育事务的最杰出的评论者。”[91]

第四节 哈里斯的教育思想

哈里斯（Willam Torrey Harris，1835—1909）是美国教育政治家、享有盛誉的杰出的教育行政管理者。作为19世纪美国公立学校运动的一位领导人，他毕生致力于公共教育与工业化社会的融合，巩固了公立学校战斗的胜利成果，最终使公立学校制度在美国得以合法化。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哈里斯1835年9月10日出生于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北基林利。在当地接受完中小学教育后，他进入耶鲁大学学习。但由于大学不能满足他对自然科学的热爱，哈里斯仅修业两年就退学了。

1857年，哈里斯赴密苏里州的圣路易斯，担任家庭教师的同时，刻苦自学钻研。后来，他担任了一所文实学校的校长，由于治校严谨而获得了较大的声誉。1868年，哈里斯担任了圣路易斯教育局副局长；第二年，又升任教育局局长，任期长达12年之久。在圣路易斯期间，他曾创办了《思辨哲学杂志》（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这是美国第一本哲学杂志。

由于哈里斯的努力工作和不断开拓，圣路易斯在整个美国成为一个公共教育迅速发展并取得很大成绩的城市。哈里斯十分重视幼儿教育，不仅降低小学入学年龄，而且在公立学校里附设幼儿园。1837年，他向地方教育董事会提出一个方案，要求把幼儿园教育作为圣路易斯学校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同时，聘请布洛（S. E. Blow）担任圣路易斯教育局的科长，负责管理幼儿园以及幼儿园教师的培训工作。同年夏天，哈里斯的方案被批准。于是，圣路易斯在美国第一次把幼儿园教育列入公立学校教育系统，成立了美国第一所公立幼儿园。到1880年，全市公立幼儿园已达50所。由于哈里斯和布洛的相互合作，圣路易斯成为当时美国公立幼儿园教育的中心，其影响遍及全国，促使其他各州各地的幼儿园被列入公立学校教育系统。

1880年，哈里斯赴欧洲国家访问考察。回国后，他在马萨诸塞州的康科德建立了一所哲学和文学学院，致力于哲学研究和著述。

哈里斯在1889年被当时的美国总统哈里森（B. Harrison）任命为联邦教育部部长，并一直工作到1906年。他因而成为美国公共教育的权威人士。美国教育学者米萨瓦（T. Misawa）指出：“作为一个成功的管理者，哈里斯为美国教育的进步做了很多事情。”[92]

在哈里斯的教育生涯中，他不仅钻研心理学、教育哲学和教育史，而且思考学校教育的实际问题。他曾编辑过《国际教育丛书》，介绍欧洲国家教育家的著作。哈里斯的论著和讲演很多，其中主要有：《教育的心理学基础》（Psychologic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1894）、《初等教育》（Elementary Education，1895）、《公立学校的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mmon Schools，1884）、《学校纪律与道德教育的关系》（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1897）、《师范学校的未来》（The Future of the Normal School，1899）等。

1909年11月5日，哈里斯因病去世。在哈里斯的一生中，“他的黑格尔式的对教育的热爱，支持着他走过这条道路的每一步。因为充分展开的公共教育制度，将展现新的都市文明对教育最美好的描述”。[93]

二、论教育

作为19世纪美国最主要的黑格尔学派的继承人，哈里斯曾在圣路易斯与其他人一起组织哲学研究会，并把教育的发展作为它的一个重要课题。他在《思辨哲学杂志》创刊号上写道：“放弃传统的心灵承受力和只接受其本身证明为正当的心灵承受力的倾向，是富有活力的；其结果仅仅是要求理性，这种理性将找到并建立一种哲学基础……”[94]这清楚地表明哈里斯从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理性主义中找到了信念。

由于受到德国哲学家黑格尔（G. W. F. Hegal）的哲学和教育思想的影响，哈里斯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一种职能，是一个促使个人在接受种族文化的基础上发展理性的过程。他说：“教育是用这种社会秩序代替人们的纯粹动物性的过程”，是“为了永恒的自由而对短暂的自由的放弃”。[95]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个以社会理想取代个人愚昧的过程。因此，教育的目标在于通过人类的知识，即人类长期积累的人文财富和文明遗产的学习，培养一个在他所生活的文明社会里行使真正自由的有理性的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教育则是民主社会的基础。只有每个人都享有受教育的机会，才有可能实现理想的社会或理想的国家。

哈里斯还认为，每一个人都应该通过教育而成为一个天性发展的人。社会文化与人的天性并不是完全相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调和的，而且社会文化更能促进人的天性的发展。在哈里斯看来，教育必须是培养人才的社会科学。通过教育，把一个人引向自由而远离他的原始自我，把个人原始的或本能的自我活动提升为高层次的自我活动，从而形成社会性的活动并养成社会性的习惯和行为。

就教育机构来讲，哈里斯把它分成五种：家庭、学校、社会、国家、教会。哈里斯认为，一个人五六岁前在家庭中进行最初阶段的教育；当他逐渐长大后就走出狭隘的家庭范围而进入学校，并由学校传授文化知识并有步骤地引导他参与社会生活；在社会的陶冶下他又学习职业技能并认识国家的法律和政治体制；最后由教会养成他的宗教信仰。在这五种教育机构中，哈里斯指出，学校的职责是最重要的，必须予以重视。因为家庭、社会、国家和教会给人的训练往往是无意识的和凭借口头传播的方式，而学校作为一种有秩序的教育活动，不仅按计划传授文化科学知识，而且培养学习钻研和独立判断的能力。因此，可以说，学校教育是一种符合人性发展的教育。“学校是让所有阶级的人去参与文明生活的伟大工具”。[96]在哈里斯看来，通过学校教育，每个人都能获得文化知识和提高精神修养，共同参与和享受一种有秩序的、自我约束、公民对国家忠诚以及尊重个人权利的社会生活。所以，学校绝不是把一个人培养成仅仅具有特殊技能的劳动者。哈里斯特别强调指出，在道德训练和理性培养方面，学校的作用是其他的教育机构所不能相比的；当然，他也没有忽视学校在知识教学方面的作用。

就哈里斯的教育哲学来看，美国有些教育家把哈里斯看成公共教育的时代和进步教育的时代之间的一个过渡人物。当代美国教育家克雷明就明确指出：“哈里斯教育学的特征显然是保守的。他的重点是在秩序上，而不是在自由上；是在学习上，而不是在游戏上；是在努力上，而不是在兴趣上；是在教师规定上，而不是在儿童选择上；是在有条不紊、缄默和勤奋学习以保存和拯救我们的文明社会上。”[97]

三、论公共教育和公立学校

与贺拉斯·曼和巴纳德一样，哈里斯也是美国公共教育的积极倡导者和坚定实践者。随着美国工业化和四通八达的铁路网的发展，城市和农村也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城市和乡镇的增加应归于铁路的影响，从而使得几乎一半的学校人口就读于分年级的学校之中”。[98]面对这种情况，哈里斯认为，必须重视和促进公共教育的发展。一方面，只有公共教育发展了，才可以满足新的都市工业制度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正是新的都市工业制度推动了公共教育的发展。

哈里斯认为，在美国发展公共教育的最好方式就是建立公立学校。对于公立学校的模式，他是持肯定态度的。1871年，哈里斯曾这样写道：“可以期望的是，在公立学校中比在其他任何地方更能体现出美国学校的精神。如果年青一代不是发展民主思想，那么，责任就在于公共教育制度。”[99]在他看来，通过公立学校的模式，可以为儿童提供普通的文化教育和符合人性发展的品格教育，可以对儿童讲授道德基础和公民权利与义务，可以给儿童提供各种机会，可以促进公众对社会发展的反应。总之，“公立学校能帮助所有的儿童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的基础，使他们能成为报纸和杂志最后是书本的阅读者。”[100]

在哈里斯看来，一切人，不论男女、不论阶级、不论种族，都有能力接受教育。但是，具有自然天性的儿童在刚开始生活时是未开化的，对文化是无知的。因此，儿童在生长的过程中必须学习种族的经验和智慧。哈里斯强调指出：在公立学校中，“必须教儿童每一件事情：如何关心他自己的身体，如何在别人面前行为端正，如何在世界上做事并得到一种真正的生活，如何去观察和如何去思考。他应该获得关于文明世界的观点”。[101]因此，公立学校能提供一种更好的、有计划的训练，不仅使儿童获得文化知识和技能，而且教育儿童去认识都市工业制度以及它所需要的诸如真实、认真、直率、坚韧、忍耐、信任等品质。

在公立学校的具体科目上，哈里斯提出，主要包括以下五个方面：（1）语言学习，包括阅读、书写和文法。由于语言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工具，既是人类知识的表现形式，又是文明进步的表现形式，因此，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它占有显著重要的地位。（2）算术。它有助于儿童的时间和空间概念的发展。在公立学校课程中它是排在第二位的。其价值不仅在于心理方面，而且在于实用方面。（3）地理。在自然科目中，地理排在算术之后。然而，对于一个社会公民来讲，地理知识是必不可少的。（4）历史。它有助于儿童了解家庭、社会、国家和教会，也有助于培养儿童的公民责任感。但儿童在学习历史时，不仅可以利用历史教科书，而且也可以利用报纸和杂志等。（5）其他学科，包括自然科学、音乐、体育、图画和手工训练等。总之，公立学校的目的就在于给儿童提供获得智力和交流智力的重要科目。

值得重视的是，哈里斯特别强调指出，在确立公立学校的科目时，必须考虑科目与科目之间的相互关系：一是科目的逻辑顺序。科目既要适合儿童的天性发展，又要有助于儿童的不断进步。二是科目在人类知识世界中的地位。儿童所学习的科目应该是人类知识的一个分支。三是心理因素。科目的选择和安排要有助于儿童的心理发展。四是科目与儿童生活的世界的关系。儿童所学习的科目要与他的精神环境以及自然环境联系起来。哈里斯说：“儿童与世界是相互联系的。教育者必须研究世界和研究儿童，把世界和儿童联系起来。……因此，如果你具有儿童的知识，而没有关于科目重要性的知识和开启真实世界的方式，那么，你就不能把儿童和世界联系起来。”[102]对于哈里斯强调的科目与科目之间“相互关系”这一观点，美国一些教育家是表示同意的。俄亥俄州哥伦布的怀特（E. E. White）博士曾说：“我认为，哈里斯博士关于科目的协调和相互关系的主张是完全正确的。他使用了‘相互关系’一词，不仅是从它的科学意义来说的，而且是从它的公认的教育学意义来说的。”[103]

在教学方法上，哈里斯捍卫它的传统形式。在他看来，“适宜的学习就是书本学习”。[104]在智力学习的第一个阶段，文化的训练自然而然地是公立学校的中心。在讨论纯粹“文化”训练与“实际”训练问题时，他明确地说：“首先是人文学科的培养，然后是工业技能的培养。”[105]哈里斯列举了教科书方法的优点：“它具有使一个学生不是由他的教师支配的优点；你能拿着你的书到你愿意去的任何地方。……当你有问题时，你能去读书；因为你能读书，你就能选择时间去聆听这位伟大的教师讲。确实地，几乎所有的伟大教师都已把他们的思想包含在书里。教科书教育的最大危险是逐字逐句、鹦鹉学舌地死记硬背；然而，从最贫乏的教科书中也能够得到很多知识。……这种优点实际上是可以发现的。那就是儿童能够自然而然地忙于读教科书。”[106]但哈里斯认为，在智力学习的第二个阶段，可以用一种系统的形式给儿童提供更广泛的事实：鼓励和要求他们去观察和思考，并为更高的教育阶段的独立思考打好基础。

四、论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

对于公立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问题，哈里斯也做了专门的论述。他认为，在公立学校中，道德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道德教育来讲，它不仅包括思维习惯、世界观，而且也包括道德实践。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的。因此，哈里斯强调说：“正确的道德思维习惯将可能会逐渐趋于道德实践，但道德实践将必然会趋于正确的道德观念。”[107]

哈里斯认为，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分为两类：一类是与个人相关的，另一类是与他人相关的。具体来讲，（1）与自我相关的道德责任。首先是指身体的健康、衣着的整洁，以及在满足感情与欲望上的节制和适度等。其次是指自我文化（Self-culture）。它追求基本美德的理论或理智方面。在哈里斯看来，学校应该使学生培养与自我有关的道德责任，尤其是其中的自我文化的责任，因为自我文化这一责任特别是属于学校的。（2）与他人相关的道德责任。首先是礼貌，包括各种有教养的表现，例如，彬彬有礼、行为得体、稳重大方、尊重舆论、宽容待人等。其次是公正，包括世俗美德的主要内容，例如，与他人真诚相待、说真话等。在哈里斯看来，学校应该使学生养成礼貌和公正的道德责任，其中“学校在培养公正中也许比在培养礼貌中更有作用”[108]。最后是尊重法律。这是对公正的补充，是把理想视为现实。在哈里斯看来，面对守法美德衰弱的情况，学校教师应该很详尽地教学生尊重法律，这样学校就完全不必用体罚来进行管理。在教尊重法律这一方面，学校比家庭具有更大的优势，因为家庭往往会过分溺爱孩子以及在教孩子时太带有个人色彩。

哈里斯强调指出，要培养儿童更高层次的道德责任，就必须先进行一种基础的道德训练。没有这种基础的道德训练，要构建任何的道德品格的结构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说：“学校中的道德教育必须从纯机械的服从开始，再从这一阶段逐渐向个人责任发展。”[109]这里，哈里斯提出了道德教育与学校纪律的关系问题。他所说的“纯机械的服从”，显然就是指学校的强制性纪律。“在学校中，道德教育问题是属于通称为纪律的方面，而不是属于通称为书本和理论的说教”。[110]在哈里斯看来，当儿童进入学校时，他要学习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按照某种方式去行动，即使学校的班级或小组教学成为可能所必要的方式去行动。

哈里斯认为，有四条基本原则是与学校纪律直接有关的。这些基本原则在学校中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学校纪律对于道德品格的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讲，这四条基本原则就是守秩序、准时、安静、勤奋。

守秩序。在哈里斯看来，儿童必须遵守学校秩序和规章制度。例如，必须每日到校，不能缺席；必须克制和约束自己，防止感情冲动的倾向等。对道德品格培养具有重要作用的意志，正是始于对秩序和规章制度的遵守。当儿童守秩序的行为一旦巩固了，他实际上已获得了根据意志而行动的某些能力。

准时。在哈里斯看来，儿童必须准时参加学校的一切活动。例如，准时参加听课等。对于学校这个整体来说，其效率正依赖于准时。如果没有准时，那么每一个人就会影响他人并成为一个障碍或绊脚石。

安静。在哈里斯看来，这是一种使个人与社会取得协调一致的美德。例如，上课时应该保持安静等。如果一个学生在上课时讲闲话，就会分散其他人听课的注意力，从而不仅浪费自己的而且也浪费他人的学习时间，破坏上课的效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安静是依赖于意志的一种行为习惯。

勤奋。在哈里斯看来，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勤奋，但在学校中的勤奋主要是书本的学习。正是通过勤奋的学习，儿童发展了观察力和思考力这些人类已充分展现的能力。书本作为一种主要的工具，使儿童认识和吸收前人的文化成果。为了促使儿童勤奋学习，必须做到：一是班级或小组教学中应该能引起集体的注意力，二是儿童应该依靠他自身的努力。

哈里斯还认为，与学校纪律有关的四条基本原则在课堂之外对儿童道德品格的培养也有重要的意义。但他指出，在这四条基本原则中，守秩序、准时、安静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属于消极的道德，而勤奋则是属于积极的道德。最后，哈里斯就学校纪律和道德教育的关系概括了以下五点结论性看法：一是道德教育是一种行为习惯的训练，而不是一种纯粹的理论灌输。二是机械的纪律作为道德品格的一个初步基础是必不可少的。三是学校应该使学生具有一种坚定的责任感，从而在他身上发展一种强烈的自由观念。四是学校中松懈的纪律会逐渐削弱学生的道德品格。五是过分严厉的纪律由于过多强调机械的责任尤其是对权威的服从，会从另一方面破坏道德品格的基础。因此，哈里斯强调说：“一个人能给他的同伴的最好的帮助是使同伴能帮助他们自己。最好的学校是使学生能教育他们自己。最好的道德教育是使学生能把法则变成他们自己的。”[111]哈里斯的观点无疑是给人们以启示的。

五、论教育行政和教师

在哈里斯的一生中，他是一位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教育行政官员。他既担任过地方教育行政长官，又担任过美国联邦教育局领导人，从而具有丰富的教育行政经验，“比任何人更努力使学校行政管理工作专业化”[112]。

在对欧洲国家学校进行访问考察之后，哈里斯认为，对于美国的教育来说，必须有联邦政府制定的教育法律和规定，并设立联邦政府教育机构负责汇集教育资料和提供教育资金；但同时，由地方教育行政机构负责他们应考虑的问题，成立教育委员会或学校委员会并任命公立学校的督学。哈里斯强调说：“尽管各地的教育行政机构名称不一，但它们的机构、权力和职责是相似的，其成员一般都是任命或选举的。它们负责任命教师并提供薪金、制订学校管理的条例和规则、设置课程及指定使用的教科书。它们每月或经常举行会议，讨论公立学校教育问题。”[113]而且，他还指出，各种教育行政人员要提高教育理论和拓宽教育眼界，逐步提高领导的层次。

对于每一所公立学校来说，哈里斯认为，必须要制订学校的计划，使学校根据学年和学期的工作组织起来。学校领导人要从有助于儿童智力和思考的发展以及节约时间的原则出发，安排好各门课程。他曾对阅读、书写、拼写、文法、拉丁文或法文或德文、算术、代数、地理、美国历史和美国宪法、自然科学和卫生学、体育、音乐、图画等科目在公立学校课程中的地位做了分析论述，并详细规定各门科目在哪个学年讲授以及每周的讲课时数。例如，阅读在公立学校八年中不仅应每学年都安排，而且应每天有课；算术应安排在一至六年级，前两年口头讲授，后四年书面讲授，每周5节课；代数应安排在七至八年级，每周5节课等。在哈里斯看来，只有制订合理的学校计划，才能使每一所公立学校正常运转，才能不浪费学生的时间。这样，“整个学校看起来运转得像一架机器似的”。[114]

哈里斯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教育行政官员，对教师问题也是十分重视的。在他看来，由于城市和乡镇公立学校的迅速发展，因此出现了对更高质量的教师即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的要求。受过专业训练的教师能在公立学校中找到职位，并把教学作为他对社会服务的全部职业。对于公立学校教师来说，他应该知道好的教学方法，能从书本上教学生；同时，他的个人影响也是很大的，因为他关注着学校工作的每一个方面。

为了能使公立学校有好的教师，哈里斯强调指出，必须建立公立师范学校。他说：“自贺拉斯·曼时代以来的教育历史已有力地证明，在公立学校中的一些成功的改进是通过师范学校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引入的。”[115]在哈里斯看来，每一所师范学校应该开设在初等学校中要教的全部课程，帮助未来的教师了解各门科目的教育价值和教学方法，学会如何教学生培养自我活动以及分析问题的技能。无疑地，哈里斯对师范学校的未来抱有无限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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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美国高等教育革新思想

在德国大学尤其是柏林大学的影响下，有不少19世纪美国教育家提出了颇具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革新思想。它强调在大学中有独创性的探索的研究，又注重实际的基础的研究，倡导选修制，主张加强大学与社会的联系，重视一流的大学师资队伍，提倡卓有成效的管理。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D. C. Gilman）和曾任哈佛大学校长的埃利奥特（C. W. Eliot）。这一教育思想作为19世纪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的理论基础，对美国大学的现代化和民主化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推动了具有美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体制的形成。

第一节 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

一、美国殖民地时期的高等教育

一般来说，美国高等教育的历史是从哈佛学院开始的。1633年，清教传教士艾略特（John Eliot）致函马萨诸塞议会，建议在马萨诸塞湾建立一所学院。1636年10月28日，马萨诸塞议会通过了拨款400英镑兴建一所学校或学院的决议。1638年，新学院的教学正式开始。同年，毕业于剑桥大学伊曼纽尔学院的清教牧师哈佛（John Harvard）逝世，临终前遗赠学院780英镑和260册藏书。为感谢学校的第一位巨资捐助人，1639年马萨诸塞议会决定将学校命名为哈佛学院。

1640年，毕业于剑桥大学麦克达林学院的牧师邓斯特（Henry Dunster）担任了哈佛学院院长，在他的领导之下，哈佛开始向前迈进。当时，哈佛学院在许多方面，都与剑桥大学的学院相类似。它最初规模很小，设施不多，只有三个年级，1655年增设一个年级，仿效欧洲大学的四年制，以获取学士学位。

哈佛学院最初的目标是为社会造就适合的人力，其中主要是培养教会人士。其课程是1642年由邓斯特制订的。他把欧洲教育发展的三种倾向，即中世纪的七艺、文艺复兴时期注重古典作品的人文主义教育，以及体现宗教改革思想的宗教教育归结在一起。课程中六科来自七艺：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也包括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道德哲学（伦理学和政治学）及自然哲学（物理）。在语言上，强调希腊文、希伯来文及东方语言，大多数教科书以及各科讲授，均采用拉丁文。宗教教育强调新旧约和新教神学。显然，哈佛学院开设这样的课程是要维持培养有学问的神职人员这一清教传统。当四年学习结束时，学生通过考试，可获得学士学位。再经过三年文科学习并参加对高于学士水平的问题的公开辩论，可获文科硕士学位。

殖民地时期的美国一共创办了九所高等学府。除哈佛学院（哈佛大学，1636）外，其他八所学院分别是威廉·玛丽学院（弗吉尼亚威廉·玛丽学院，1693）、耶鲁学院（耶鲁大学，1701）、新泽西学院（普林斯顿大学，1764）、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1754）、费城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1755）、罗得岛学院（布朗大学，1764）、皇后学院（鲁特格斯学院，1766）、达特默思学院（1769）。在这些教育机构里，主要目标是培养为教会和国家服务的经严格挑选的一批基督教绅士。教学是教师的主要职责。基督教派别的影响是强大的，九大学院中除费城学院外，其余都是由各教派创办的。即使是费城学院，创办后不久也落入圣公会的控制之中。与英国略为不同的是，美国学院的教派限制较为宽松。

在课程上，殖民地时期的美国学院基本上是照抄17世纪的英国学院课程，即中世纪的文科、文艺复兴时期的希腊文和希伯来文、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三者的混合，其中古典语言和文学是核心。课程都是严格规定的，不得变更和随意选择。学院模仿英国，实行住宿制。上述状况和特征几乎延续了200年之久。

二、独立建国后到南北战争前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一）私立学院的发展

美国早期学院全部是私立学院，附属于各个不同的教派，以神学和古典课程为重点，严重脱离现实，以致在独立战争期间，许多学院人士对革命战争表现出冷漠甚至敌视的态度，从而受到社会广大人士的抨击，被指责为“非爱国主义”的机构。美国独立后，一些州着手对这些私立学院进行改造。例如，宾夕法尼亚州议会改组了费城学院的董事会和教授会，以使之符合新的政治方向；纽约州改组国王学院，更名为哥伦比亚学院，力图由州政府加以控制。然而，上述努力均以失败告终。

1816年发生的达特默思学院诉讼案，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1816年，新罕布什尔州立法机关通过将达特默思学院改为达特默思大学的法案，并将该校置于州的管理之下。但达特默思学院理事会不服判决，诉之法庭。此案的关键是学院究竟是公立还是私立的问题。新罕布什尔州法院判决学院是公共的、学院理事会应向人民负责，因此，学院整个事务应置于立法机关的管理之下。然而，学院理事会不认同，将此案提交给联邦最高法院。结果，联邦最高法院于1819年撤销了州法院的判决，裁定达特默思学院系“私人的慈善机构”，不是公共机构，不受公众控制。不经理事会同意，学院的特许状是一个不能更改的契约，受宪法保护。

达特默思学院诉讼案的最终判决，保证了私立学院独立行使其职能的权力，推动了私立学院的发展。1820—1860年，教派院校纷纷出现。据统计，1860年美国共有高等院校182所，其中教派院校竟占116所。私立学院的发展，明显地推迟了州立大学的创办。

（二）州立大学的创办

殖民地时期九大学院都集中在东部少数城市，规模小、容量不足。建国后，随着西部和南部的开拓发展，日益显示高等院校分布的不平衡性，旧有的小型院校也满足不了人们入学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急需高级建设人才的各州政府，尤其是西南地区各州政府不得不用公款开办高等院校，州立大学应运而生。弗吉尼亚州早在1776年的州宪法中已规定设置州立大学，虽付诸实施稍迟，但影响较大。同年，北卡罗来纳州也开始规划创设大学，三年后获得办学许可证，1795年正式创校，史家称之为“美国第一所州立大学”。此后，乔治亚州于1801年、南卡罗来纳州于1805年、俄亥俄州于1809年、田纳西州于1820年、弗吉尼亚州于1825年、印第安纳州于1824年、亚拉巴马州于1831年，都正式开办了州立大学。据统计，到1860年，美国州立大学已达66所。

早期的州立大学规模较小，入学者寥寥。例如，密歇根州立大学1841年开学时仅有2名教授，6名学生；1843—1844年，仅有教授3人，讲师1人，助教1人，学生53人；1852年，学生有72人；1860年才增至519人。而且，州立大学经费窘迫，常常是入不敷出，因而存活率极低。尽管如此，新型的州立大学仍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由于它们面向实际，注重学以致用，为美国培养了众多的实干人才；由于它们不再受某个教派的控制，因而引进了更世俗的课程体系，古典科目的比重下降，现代科学内容增多。

（三）课程的改革和专业教育的兴起

总的看来，南北战争前美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和专业教育有了初步发展，但其步子是迟缓的。早在美国独立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前身费城学院于1765年开始了医学教学，被认为是美国学院或大学提供的第一个专业训练。此后，国王学院（哥伦比亚大学的前身）于1776年、哈佛大学于1782年、达特默思学院于1798年、马里兰州立大学于1807年、耶鲁大学于1813年也设立了医学院。1816年，大学第一个永久性的法学课程是随着马里兰大学法学院的创办而开设的。随后，哈佛大学于1817年、耶鲁大学于1824年、弗吉尼亚州立大学于1826年也分别创设法学院。1847年，耶鲁、哈佛和密歇根等大学分别设立了理学院，并增设了理学学士学位。在课程内容上，此时学院和大学的课程较之从前更趋多样化和丰富化，引进了新的学科专业，更加面向现实，以适应时势之需。例如，1800年哈佛大学规定一、二、三年级除攻读古典语文外，还要求一年级学习数学，二年级学习代数、几何、三角，三年级学习自然科学，四年级学习伦理学、哲学和基督教义。州立大学虽未完全摒弃古典学科，但其重心已移至现代科学。例如，密歇根大学1843年的课程虽包括希腊文、拉丁文、道德学，但自然科学更受到重视。

然而，保守势力在学院和大学中仍然顽固地坚守固有的阵地，反对一切革新措施。1828年的《耶鲁报告》就是一篇针对弗吉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1825年课程改革的旧势力的宣言书。《耶鲁报告》起草人是在耶鲁工作69年的校长戴伊（J. Day）和在耶鲁工作50年的拉丁语、希腊语教授金斯利（James L. Kingsley）。该报告提出，大学教育应是文化修养的教育而非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古典语文可以陶冶心灵品质、训练心灵能力，是将来专门研究的基础；大学的全部课程应为必修课，德国式的“教学自由”和“学习自由”对美国大学是不适宜的；大学应对学生进行严格管理，约束其行为。《耶鲁报告》的主旨是不合时代潮流的，实际上维护了古典教育的传统。

除了保守势力的阻碍，客观条件的制约也是决定南北战争前美国高等院校课程改革和专业教育缓慢发展的重要原因，其具体表现是人力和资金的匮乏。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高等教育被看作特殊的奢侈，忙于建设和开发事务的美国人几乎无暇顾及高等教育。直到南北战争后，这种情况才发生根本改变。

三、美国大学现代化的零星尝试

早在南北战争之前，美国大学已开始了“现代化”的尝试。1825年，杰斐逊（T. Jefferson）创办的弗吉尼亚大学是美国成立较早的州立大学。在课程上，弗吉尼亚大学设立了8个教授职位或学科，其中包括古典语、现代语言、数学、自然哲学、自然史、解剖学和医学、伦理学和法学等。学生可以自由选择上述任何一个学科，作为专门研究的领域，但一旦选定一个学科，在该学科内别无选择。关于弗吉尼亚大学的意义，美国教育史家布鲁巴克（John S. Brubacher）的评论是较为恰当的。他说：“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建立的大学，是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州立大学。从一开始它的目标就是比已有的学院提供更高级的教学，允许学生专业化和选科自由。当它1825年创办时，其学习课程远比当时其他学院的惯例广泛。它完全是公共事业的机构，而不是私立机构或半公共机构。它早期的方向明显是世俗的和非教派的。总之，它成为19世纪前10年中美国高等教育所具有的革命性的启蒙运动精神的最彻底的体现。”[1]

杰斐逊的好友、留德学生蒂克纳（George Ticknor）1825年在哈佛大学也进行了类似的改革。其内容包括：以系为单位将教师重新组织起来；允许高年级学生选修一定数量的科目；学生可以按自己的能力尽快修完课程；不拿学位的非注册生可以修读部分课程等。但以上措施遭到了保守势力的抵制，最终以流产告终。后来的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称蒂克纳是一位“超前时代50年的改革家”。

塔潘（Henry Tappan）在密歇根大学的改革也是南北战争前美国最重要的一次大学现代化的尝试。1852年，塔潘就任密歇根大学校长，着手创设研究生课程。他的改革方案在1855年经表决获得通过。1857年，校董事会正式批准他制订的高深学习方案。这种学习课程将以获得文科硕士或科学硕士为最终目标。然而，当时密歇根大学仅有少数学生参加了新课程的学习。而且1858年的新董事会很快与新思想产生了对抗，使得密歇根大学无法沿着塔潘所设想的方向继续发展。1863年，校董事会解除了塔潘的校长职务。随着塔潘的去职，许多由他增加到课程计划中去的学科停止了教学。

以上的大学现代化尝试虽然都以失败告终，但它们的开拓性意义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正如史家所说：“尽管战前的改革家留下了大量未竟的事业，但他们将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2]

四、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的时代背景

美国真正的大学现代化运动，始于南北战争之后。南北战争使60万人丧生疆场。它在短期内沉重延缓了美国经济的成长，阻碍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然而从长远看，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促进美国社会大踏步迈向现代化。

美国历史学家写道：“1860年，美国是第二流工业国，落后于联合王国，也许还落后于法国和德国。可是到1890年，美国跃居首位，其制造品产值几乎等于以上三个主要工业国产值的总和。”[3]就煤而言，美国1860年的采掘量为1400万吨，1884年升至1亿吨。就钢铁而言，美国1860年的产量不足100万吨，1900年则达到1370余万吨，仅卡内基钢铁公司就达300万吨。钢的产量在1870年尚远不及英法，1890年已超过英法；1900年钢铁工业已在美国工业领域中居于领先地位。就石油而言，1859年在宾夕法尼亚州发现油田，1895年已年产1亿桶之多。重工业如此，轻工业也同样发达起来。19世纪末美国已由原料输出国变成工业制成品输出的国家了。1890年，美国工业产品总值已超过农业，10年后更两倍于农业产品总值。至此，美国已成为一个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到1913年，美国的工业产量已超过英、法、德、日四国的总和，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强国。

在农业方面，工业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的飞跃发展。从1850年到1900年的50年中，美国耕种面积由29300万英亩扩大为83800万英亩[4]；农场由144.9万个增加为573.7万个。从1850年到1900年，农产品大约增加了3倍，其总值从16亿美元上升为47.7亿美元。1900年，美国的小麦产量竟占世界小麦产量的23%。

工农业的飞跃，加速了美国社会的城市化，新兴城市不断涌现，城市人口迅猛增长。从1800年到1890年，全国人口增加11倍，而在此期间，城市人口却增加86倍。1800年，8000人以上的城市只有6座，1860年有141座，到1890年增至448座。到1900年，美国已拥有6座人口超过50万的大城市，其中3座城市人口逾百万，纽约人口更是达到了500万。美国城市化的速度是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

与工农业飞跃发展互为促进的还有铁路和通讯的发展。19世纪60年代，由于南北战争，铺设铁路的进度有所减慢，铁路长度只从3.1万英里增加到5.3万英里[5]；70年代，尽管出现经济萧条，但仍铺设了4万英里新轨道；80年代，铁路长度从约9.3万英里增至16.6万英里；到1900年，美国铁路总长度已达19.3万英里，超过欧洲铁路长度的总和，约相当于当时全世界铁路总长度的一半。反之，铁路的发展又为工农业和商业贸易的腾飞创造了条件。几乎与铁路同时发展起来的是电话，极大地便利了人们的交流活动，难怪史家称：“没有哪一项发明的重要意义能与电话的重要意义相匹敌。”[6]

工业化也为美国带来了数以千计的百万富翁。南北战争前美国的百万富翁凤毛麟角，而1892年的调查表明，美国已有4047名百万富翁。这些新富豪的财富绝大多数是以工业、贸易和铁路为基础的，仅有84人经营农业，而其中大多数又是牧牛大王。史家说：“新富豪是使美国社会面貌大为改观的经济革命的大师和导演。”[7]许多百万富翁捐资高等教育，客观上加速了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的发展。

南北战争后美国工农业生产和经济的飞速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为适应新的形势，传统教育不得不改弦更张。在高等教育上，旧的传统保守的英式学院模式已不能适应形势发展之需了，从而促使美国高等教育开始面向工农业实际，培养实干人才。于是，建立了大学研究生院，颁布了《莫里尔法案》，产生了服务于社会的农工学院和州立大学。

五、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的主要内容

在南北战争后开始兴起的美国大学现代化运动，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选修制的推行

从1636年开始的约200年中，美国学院和大学效仿英国，基本上是固定课程和古典课程。《独立宣言》的起草人杰斐逊是最早尝试选修制的人，此后，蒂克纳在哈佛大学、韦兰（Francis Wayland）在布朗大学、塔潘在密歇根大学都曾进行过选修制的试验。然而，这些试验都以失败告终。

美国大学真正的选修制是在南北战争后开始的。哈佛大学是选修制的发祥地，其校长埃利奥特是选修制最积极的倡导者。从1869年就任哈佛校长后的40年间，他不遗余力地倡导和推行选修制。到1897年，整个哈佛大学的规定课程只有一年级的一门修辞学，其余全部选修。

哈佛大学的选修制实验引起了广泛的注意，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其意义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大部分高等院校都或多或少地实施了选修制。

选修制虽然在实践中出现过各种问题或偏差，但它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它打破了传统课程的垄断，大大增加了新课程的数量，特别是科学技术课程的数量；它有助于摆脱保守的控制和束缚，维护学术自由的权利。实际上，选修制已成为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二）提倡学术自由和科学研究

拥有柏林大学的德国是最早实现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国家之一，其主要做法是奉行学术自由的原则和重视科学研究。德国高等教育的这一经验，对美国大学的现代化影响甚大。

从1815年滑铁卢战役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共有1万名美国学生或学者到德国留学，其中许多人不仅在德国大学学到了有关的科学知识，而且深受德国大学办学思想和办学经验的影响。这些人回国后，大多成为德国大学的热心宣传者。有些人还担任了美国重要大学的校长，例如，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J. B. Angell）、康奈尔大学第一任校长怀特（A. D. White）、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第一任校长吉尔曼、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纳德（F. A. P. Barnard）等，都是在德国大学受过训练的佼佼者。在众多留德回国的学者和高等教育界的领导人的影响或主持下，从19世纪中期以后，美国的一些大学也逐渐根据美国社会的需要和高等教育发展的要求，提倡学术自由，重视开展科学研究，从而确立了高等院校的科研职能，提高了大学的学术水平，促进了美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进程。

（三）研究生院的兴起

直到1800年前后，美国学院几乎完全是本科教育机构。有少许学士不时留下来，生活在校园中，被称为“常驻毕业生”。硕士学位无须经过什么特殊的高深学习，只要取得学士学位继续交纳三年学费即可获得。南北战争前，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密西西比大学都曾尝试过研究生教育计划，但均未能实现。南北战争后，研究生教育逐渐开展起来，耶鲁大学自1861年授予了美国第一批哲学博士学位后，又于1872年创办研究生院。1872年，哈佛大学也成立了文科和科学研究生院，并于次年开始授予博士学位。然而，直到1876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开办前，美国研究生教育一直处于初级阶段，规模小、人数少、水平低、发展缓慢。教育史学者将其原因归于当时的美国尚不具备超出学院年限之上的高深学习的条件。

1876年，在美国独立100周年之际，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正式开学。曾在柏林大学学习过的吉尔曼校长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该大学最重要的使命。这所新大学以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特征。在早期53名教学人员中，绝大多数有过留学德国的经历，13人获得过德国大学博士学位。为了刺激教授们的进取心，约翰斯·霍普金斯招收了最优秀的学生。于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名字逐渐有了一种享誉世界的意义，象征着美国高深的学术和教学的发展。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典型的研究型大学。它代表了南北战争后美国高等教育向高深的学术进军的趋向，史家称之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其对美国大学现代化的影响十分深远。正是在它的刺激和鼓励下，哈佛、哥伦比亚、耶鲁、普林斯顿这类老的文理学院，开始转变成为真正的大学；与此同时，以它为榜样的新大学也纷纷成立。到19世纪末，大多数美国主要大学都在本科教育之上设立了研究生院。

（四）农工学院的发展

1850年，布朗大学校长韦兰曾说：美国有20所学院、47所法学院、42所神学院，却没有一所培养农学家、制造商及机械工或商人的学院。即使到了1862年，美国专供实用学科研究的“高级”学校也只有6所。[8]

南北战争后，美国大学一方面朝着高深的学术方向发展，另一方面朝着为工农业生产服务的方向迈进，最终两者殊途同归，奠定了美国大学现代化的基石。

莫里尔（Justin Smith Morrill）是来自佛蒙特州的国会众议员。他于1859年提出“赠地学院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根据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每人拨给2万英亩土地，由州设置传授工农业科目的学院，然而由于南部各州的反对，该提案被布坎南（J. C. Buchanan）总统否决。1861年，随着南方退出联邦，莫里尔旧案重提，并稍作修改。1862年7月2日，林肯（A. Lincoln）总统正式批准《莫里尔法案》。

《莫里尔法案》是美国联邦政府在整个19世纪所采取的一个最重要的行动。法案通过后，农工学院迅速发展，形成“土地赠与运动”。各州情况不同，设校方式各异。其中有28个州单独设置了农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密歇根、马里兰等州则把土地拨给原已设置的农业学校；伊利诺伊州则成立了工业大学，不久改为州立大学；另有15州是在州立大学内添设农工学院。康奈尔大学是一所私立学校，领取补助后发展成为著名的农业高等学府；马萨诸塞州于1865年将部分拨地补助给了一所私立学院，后来发展成为享誉世界的麻省理工学院。

1890年，联邦政府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对农工学院进一步提供补助。

农工学院是美国人的独创，体现了高等教育民主化和大众化的精神。农工学院通过培养大批实用的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人才，为美国工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五）初级学院的建立

从南北战争后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初级学院正是在研究生院的兴起和农工学院的发展这两股力量的推动下形成的。

初级学院最早的倡导者是几位从德国留学回来的美国大学领导人，例如，埃利奥特、塔潘和福韦尔（William W. Flwell）等人。他们认为美国学院的水平仅相当于德国的文科中学，至少前两年是中等教育性质，建议将这两年的任务交给中学。塔潘建议一些水平低的四年制大学与其浪费时光和钱财，不如改成两年制的初级学院，以缓解中学膨胀带来的压力。189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er）综合了前几人的思想，将大学分为一、二年级和三、四年级两部分，前者称为“基础学院”，后者称为“大学学院”。1896年，又将两部分改称为“初级学院”（junior college）和“高级学院”（senior college），这是美国高等教育史上首次使用“初级学院”一词，哈珀因而被誉为“初级学院之父”。1899年，芝加哥大学决定设置副学士学位，以授予完成初级学院学习的学生。当时，初级学院学生的主要任务是升入高级学院。

芝加哥大学的改革措施，使继续升学的学生和中途停学的学生可在二年级结束时分流，既可集中精力办好大学三、四年级教育和研究生教育，又便于那些想放弃继续攻读学士学位的学生能在获取副学士学位后自然地、体面地离开学校，实为一举两得之事，获得众多的称赞。哥伦比亚大学校长巴特勒（Nicholas M. Butler）在影响较大的刊物《教育评论》上曾撰文指出：“在大学头两年学业结束时授予一个称号，这是芝加哥大学采取的具有全国重要意义的一步。”[9]

在芝加哥大学的带动下，其周围地区很快建立了一批初级学院。一些本科学院砍掉了三、四年级，改办初级学院；伊利诺伊州乔利埃特教育委员会于1902年在中学附设十三、十四年级，创办了全国第一所公立初级学院。

据统计，到1915年，美国已有74所独立的初级学院，其中公立19所，私立55所，学生1万多人。由于初级学院的办学目的主要在于连接中学与新大学，所提供的是转学教育，因此有人称初级学院为“高中的延伸”。总之，这一时期的初级学院虽然规模尚小，但已确立了它在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使美国高等教育制度产生了深刻的变化，形成了由专科、本科和研究生教育所构成的三级高等教育系统以及由副学士、学士、硕士和博士所构成的四级学位制度。这标志着美国现代高等教育制度的建立。

第二节 吉尔曼的高等教育思想

在美国高等教育史上，吉尔曼（Daniel Coit Gilman，1831—1908）的名字是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联系在一起的。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他创立了独立的研究生院模式和研究型大学的构想，对美国大学的现代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吉尔曼与他的大学观

吉尔曼1831年7月6日出生于康涅狄格州，曾入该州诺威奇文实中学学习。1852年毕业于耶鲁大学，一年多后又获文科硕士学位。他曾任驻俄使馆随员。1854—1855年，吉尔曼与怀特一起在柏林大学学习。这段留学生涯对他后来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嗣后17年，吉尔曼在耶鲁大学任自然地理学和政治地理学教授，帮助制订了新的耶鲁科学院（后来的谢菲尔德科学院）计划。他还是纽黑文学校董事会成员，创办了一所中学，重建了一所师范学校。在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康奈尔大学校长怀特以及密歇根大学校长安吉尔的一致推荐下，1875年吉尔曼转任尚在筹建中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校长。从此，吉尔曼的名字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起享誉美国高等教育界。

1901年，年逾古稀的吉尔曼从校长职位上退了下来，担任卡内基学会第一任会长至1904年。之后，他又任全国文官制度改革联盟主席。1908年10月13日去世。

吉尔曼的大学观是逐渐形成的，不同时期也是有一定差异的。最初，吉尔曼并不被认为是科学研究或欧洲大陆式的智力的真诚拥护者。事实上，早在1855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后不久，吉尔曼就提倡“鼓励有独创性的探索和研究”，但他进而又说：“在实践领域产生最有用的推论之前，科学概括是不可能的。”[10]当时，年轻的吉尔曼正处在功利主义教育改革运动的边缘。1858年，他积极地收集赞成《莫里尔法案》的签名。在19世纪60年代以及70年代早期，吉尔曼思想的主旨是努力调和自由教育和应用科学概念之间的冲突。他宣称，在古典课程和新学科之间的争论中，自己将保持中立。因此，虽然他似乎与怀特和埃利奥特的“新”教育是一致的，但他可能在课程方面比上述两位改革者都要保守。吉尔曼当时的思想从他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校长的讲话中可见一斑。他说：“让我们希望美国大学将珍视所有知识的分支，仅仅给予那些用适当的判断表明是我们时代最有用的知识以优先地位……既不让新奇的事物，也不让时代的偏见损害我们为人类服务的事业。不要让我们因对科学的热爱而减少了我们对文学的热爱。”[11]可见吉尔曼并未要求用德国式的大学来取代传统的美国学院，他第一次旅欧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法国而不是德国的教育制度。实际上，他甚至愿意看到规定课程仍处于大学文科四年训练的中心位置。他的格言是：“增加而不是取而代之。”

然而，到1874年时，吉尔曼的观点已显出较大的变化，更善于接受新的发展。1874年12月28日，吉尔曼会见了尚未成立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董事们，发现大学经费的捐赠人并未对新大学的性质做出任何规定或限制，至于董事们本身是否形成了在新大学进行高深研究的坚定意图，也不太清楚。但当吉尔曼会见董事会仅1小时后，他就宣布了一个倾向研究的研究生院计划。1875年1月，吉尔曼声称：“我越来越赞成这种信念，即我们在巴尔的摩想要建立的不是一所科学学院，也不是一所古典学院，也不是两者兼而有之，而是一所医学院和一所哲学院……”[12]这里德国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此时的吉尔曼正放弃其思想中传统的因素，开始采纳新的观点。

没有吉尔曼的鼓励和推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朝着研究的方向发展是不可能的。但吉尔曼的思想常常是折中的，他反复强调自己不愿意盲目地模仿德国或任何其他欧洲的模式，他呼吁美国大学是“知识、美德和信念的坚定的促进者”。1886年，他甚至援引心理训练的术语，以此说明他希望美国大学将不仅仅是促进知识或获得学问的地方，而且也是发展个性的地方。吉尔曼在讲话中常常不断地赞成功利和自由文化，也赞成抽象研究。直到1893年，他还在为学院的手工训练进行辩护。他也认真地支持文学教学，坚持大学应该鼓励历史、哲学、诗歌、戏剧、政治、宗教的研究，总之鼓励对先前时代经验的研究。

吉尔曼是个基督教徒，他的宗教信仰比怀特或埃利奥特更为坚定，但他反对教派的教条主义。他在1886年时说：“在一所大学的各种特性中，我列举了捍卫理想和坚持唯灵论。”[13]美国大学应该是“一个维护宗教的地方，这种维护不是靠强求一致而实现的。美国大学不应该仅仅是有神论的；它们可以而且应该是公开承认信奉基督教的——不是以狭隘的或宗派的意识——而是以广阔的、开放的和鼓舞人心的福音意识”。[14]

吉尔曼认为，大学应该促进“追求真理过程中的智力自由”，并且要“对那些与我们持不同观点的人以最大的宽容”。但在精神上，大学不能容忍“教派争论”或“政治斗争”在其中的存在。吉尔曼喜欢那些促进平静和谐而不是对抗的教授。他说：敏感的大学教授职位应该由那些至少相信“基督教慈善和乐观影响的人所占据。我宁愿使教授职位长期空缺，也不能让具有破坏性的人占据之”。[15]在选择学院成员时，“必须考虑某种道德和社会的因素”。在就职演讲中，吉尔曼声称：对教员“我们不应问他们来自哪个学院、哪个州或哪个教会，而应该问他们知道什么、能做什么、想发现什么。”[16]显然，这种学术自由的思想是源于德国大学的。

二、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实践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是在吉尔曼的领导下成长起来的，其实践完全体现了吉尔曼的大学观，即重视自由的科学研究和研究生教育。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创建，标志着美国第一次有了一所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实践上代表德国大学形式的高等学府。当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不是一夜之间突然出现的，在1876年前约50年中，特别是1850年以后的种种未成功的努力都为这所大学奠定了基础。正如吉尔曼在校长就职演说中所承认的：“我们从其他学校承受的失败中吸取了教训。”[17]

在校长就职演说中，吉尔曼阐述了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思想：“最慷慨地促进一切有用知识的发展，鼓励研究，促进青年人的成长，促进那些依靠其能力而献身科学进步的学者们的成长。”[18]最初，董事会觉得新大学应该完全是一所按照德国模式的研究生院，虽然后来也招收了本科生，但其重心始终是放在研究生教育上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67年获准在巴尔的摩成立，1876年在美国独立100周年时正式开学，吉尔曼宣布研究生教育和高一级教育是该大学最重要的使命。

吉尔曼校长和董事会所追求的目标是全国性的而不是地方性的影响，是努力补充而不是再添一所现有的学院。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所大学最初的教员中没有一个是学校所在地的巴尔的摩人或马里兰人。新大学以科学研究和创造性的学术成就作为自己的目标和特征。吉尔曼打算聘用世界上一流的学者，并把他们吸引到巴尔的摩。他从威廉斯学院得到了化学家雷姆森（Ira Remsen），从哈佛大学得到了蔡尔德（Francis J. Child），从弗吉尼亚大学得到了一名优秀的希腊语学者，从伦塞勒综合技术学院得到了物理学家罗兰（Henry Augustus Rowland），从英格兰得到了数学家西尔维斯特（James Joseph Sylvester）和一名生物学家。到1884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一共任命了53名教学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德国大学学习过，有13人获得过德国博士学位。吉尔曼有句名言，他更喜欢将大学的钱用于“人，而不是砖块和灰浆”。他所需要的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而不是最宏伟的建筑物。吉尔曼说：“大学的荣誉应该取决于教师和学者总的品质，而不应取决于人数，更不取决于供他们使用的建筑物。”[19]在办学实践上，他忠实地实行了这种政策。因此，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早期没有建设校园的措施，甚至没有足球场和篮球场，然而却有大量供研究用的设备，学校看上去更像一所工厂或大的商店而不是大学。一位来访者曾说：“他们有无数真正的研究，却没有一个可以显示的中心。”[20]

吉尔曼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管理是卓有成效的。像德国大学一样，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严格排除了“教会主义或党派偏见”的影响，成为一所自由自在的寻求真理的非教派机构。少量然而优秀的教学人员完全自由地从事高深研究，师生们“燃烧着学习的热望”。调查研究是每个教授的职责，他们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将教学和创造性的研究结合起来。其哲学院开设了语言学、数学、伦理学、史学和自然科学讲座。自然科学和古典学科在这里受到了同等的支持。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教学方法也类似于德国大学流行的方法，不再是老式学院的方法，讲授法被广泛采用，德国大学最有特色的发明“习明纳”（seminaries）教学方法也被引入。此外，大学注重实验室方法，重视图书馆的价值。为了刺激教授们的进取心，大学招收了一流的学生，其中许多人后来成为美国历史上的知名人物，例如，罗伊斯（Josiah Royce）、佩奇（W. H. Page）、特纳（F. J. Turner）、杜威（J. Dewey）、卡特尔（J. M. Cattell）、斯莫尔（A. W. Small）、康蒙斯（John R. Commoms）和威尔逊（W. Wilson）等。一位研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历史的学者强调美国高等教育从未“从投入中产生如此巨大和如此持久的回报”。[21]据统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1876年有54名研究生和35名本科生；1880年有102名研究生和37名本科生；1885年有184名研究生和96名本科生；1895年有406名研究生和149名本科生。从招生人数看，它始终将重点放在研究生教育上。从创建到1880年年底，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培养的博士总数超过了哈佛和耶鲁两校之和。据心理学家卡特尔在1926年的一项研究显示，在当时1000名卓越的美国科学家中，有243人是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毕业生。到1896年，美国60多所学院和大学各有3名或更多的教员在约翰斯·霍普金斯获得学位。[22]其中哈佛大学有10人，哥伦比亚大学有13人，威斯康星大学有19人。这些年轻的博士遍及全国，广泛传播大学现代化思想。当1901年吉尔曼退休时，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已经拥有从事高深研究的由13个不同的系组成的哲学院和一所医学院，其医学院的水平在美国更是首屈一指。在吉尔曼任校长的25年中，该校在推动美国大学现代化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常常被人们誉为“设在美国的柏林大学”，也有人称之为“巴尔的摩的格廷根大学”。但并非仅仅如此，创办者的动机实际上是使它成为一所美国大学而非德国大学。在巴尔的摩建立一所德国大学并非人们的初衷和愿望，人们所企望的是在美国大学采用德国大学最有价值的要素，并使之适应新世界的学术和发展的要求。吉尔曼一方面注重高深的学术研究，另一方面也不忽略大学的社会职能。按照他的观点，大学应该对人类文明发挥重要的作用，例如增进知识和把研究成果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没有成为与社会现实脱离的纯粹的研究机构，而成为服务于美国社会的基本需要的新型大学，恐怕与吉尔曼的上述办学思想是分不开的。

作为美国第一所真正的大学，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曾对美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美国教育家杜威指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办，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新纪元。”[23]但令人遗憾的是，自1900年以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地位开始下降。其原因主要是：大学指导思想没有进一步创新，大学的经费不足且没有新的资金；医学院取得的巨大声誉超过了作为整体的大学。尽管如此，但总的看来，它在美国大学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正如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所说的：“我要表明的是，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勉强地始于1870年到1871年，而且未能发展起来，只有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榜样下迫使我们的教师努力致力于我们的研究生教育时才得以发展。对哈佛大学如此，对美国其他渴望创办一种研究院及科学院的大学也是如此。”[24]

第三节 埃利奥特的高等教育思想

埃利奥特（Charles William Eliot，1834—1926）常以“哈佛大学的奠基者”而闻名于世。在任哈佛大学校长期间（1869—1909），他将一所小型的地方性的哈佛学院转变成为时代一流的美国大学，并成为所有其他美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榜样。史家评论道：“埃利奥特虽不能称为最伟大的哈佛人，但他是哈佛大学校史上最伟大的人物。”[25]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埃利奥特1834年3月20日出生于与哈佛大学有密切联系的一个富裕的波士顿家庭。其父1843—1853年曾任哈佛大学的司库。埃利奥特10岁入波士顿文法学校学习，15岁考入哈佛大学。1853年，埃利奥特获哈佛文学学士学位；1856年又获文科硕士学位。此后7年间，他任哈佛数学和化学助理教授。因不能获得晋升，他赴欧学习两年，回国后被任命为新创办的麻省理工学院化学教授。1869年，埃利奥特在《大西洋月刊》发表题为《新大学》的文章，号召学术界停止效仿英国和欧洲的教育模式，而要建立美国本国的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他写道：“当美国型大学产生时，它将不是外国大学的抄本，乃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土壤而逐渐地和自然地产生的硕果。它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的阶级的高尚目的和理想的表现。这种新型学府在世界上是无双的，它同样是富有创造性的。”[26]埃利奥特的文章震动了教育界，也使年仅35岁的他得到了哈佛大学的校长职位。

当埃利奥特就任哈佛校长时，哈佛是一所小型的、地方性的学院，当时学生仅500人，教师23人。其课程与一个世纪前没有多少变化，拉丁文、希腊文、数学、哲学、历史、物理学、化学、法学和德语构成了它的核心学科。法学院向任何完成了18个月学习课程的学生授予法学学士学位，不要求考试。医学院向所有完成了两学期学习、曾任医师艺徒并在九门主要学科中的五门通过10分钟的口试者授予医学博士。理学院毕业生水平低下。面对这种糟糕的局面，埃利奥特非但不气馁，反而充满信心。他宣称：“我们要在这里稳步建立一所最伟大的大学。”传统的哈佛以培养“品格和虔诚”为中心，已完全不能跟上形势发展的要求；哈佛必须培养19世纪工业和都市国家的领袖。埃利奥特采取了迅速和惹人注目的改革行动。他拓宽了本科文理课程，将理学院合并成本科学院。1872年，他建立了一个研究生部（后来的文理研究生院），授予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他根据研究生院的模式重新改组了法学院、医学院和神学院。他给学生提供了选课的权利。1879年，他赞成有限的女子教学，最终成立了女子大学教育协会。1894年发展成为拉德克利夫学院，获得学位授予权。埃利奥特还大大提高了教学人员的工资，使之能与私人企业的工资相竞争，吸引了国内外一流学者到校任教。

经过25年的努力，埃利奥特成功地树立了现代化美国大学的榜样，使哈佛大学成为美国也成为世界受到广泛称赞的高等教育机构。它教授全世界所有伟大的语言、文学和历史；它教授全部的社会科学；它教授一系列的关于自然和科学的人类知识。埃利奥特聘用了世界上最优秀的学者来传递上述知识。哈佛大学成为研究的中心和新知识的开发者，也成为已有知识的贮藏所。它通过培养出各行各业的领导人员对美国产生了广泛而重要的影响。

除了对哈佛大学和高等教育的影响，埃利奥特对美国普通教育也有深远的影响。在哈佛大学40年的任职期间，他曾担任全国教育协会会长和全国教育协会十人委员会主席。十人委员会于1893年提出报告，促成了美国中学课程的标准化。

埃利奥特于1909年退休后，编辑了著名的《五英尺书架》，包括50卷精选的适合于自由教育的书籍，涉及文学、历史、数学和其他知识领域的经典著作。当时仅有10%的美国儿童在中学入学，而该书竟销售了35万套，计1750万册，可见其影响面是非常广泛的。

1926年8月22日，埃利奥特因病去世。

二、论高等教育的学术性

埃利奥特曾留学德国，对德国大学崇尚学术自由、致力于科学研究极为推崇。他强调说：“大学有三个主要的直接功能：首先是教学，其次是以书籍等形式大量汇集已获得的系统知识，第三是研究，或者说是把目前的知识疆界再向前推进一步，年复一年，日复一日地掌握一些新的真理。大学是教师的集合体，是知识的仓库，是真理的寻求者。”[27]在致力于哈佛大学的改革中，埃利奥特始终把发展广博而高深的学术作为主要目标。他说：“争执不休地讨论关于语文、哲学、数学或科学能否培养最优秀的心灵，普通文化教育究竟应以文科为主抑或以科学为主等课题，在今日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哈佛大学认为在文学和科学之间并不存在真正的抵触。我们并不狭隘地仅仅重视数学或科学，也不仅仅重视文学或形而上学。这些学问都是我们所应当钻研的，而且是要研究到最高水平的。”[28]他还说，要把语文科目教授得更富有体系，把自然科学教授得更含有归纳性的阐述，把数学和历史教授得更有生趣，把哲学教授得更少武断性的推断。很清楚，埃利奥特治校的根本方针是向高精尖的学术进军，把学术看作大学的中心任务。为此，埃利奥特十分重视教授的作用，认为教授是知识的源泉和教育热情的喷放者。他选聘了优秀的学者到哈佛大学任教并给予优厚待遇；他要求尊重自由的学术风气，以学术自由治校，提倡群言，不伤众议；他要求人人在探索真理方面都应该是彼此平等的和互促互助的；他要求提高录取新生的质量，根据他们的学术前途和坚毅品格而录取最佳者，然后开设广泛的学科供他们选修；他要求学校领导人应竭力尽到保证学术自由的职责，使大学的学术质量得到保证。埃利奥特在校长任内，致力于教育改革，阻力颇大，但他从不打击诬陷任何持异议者，哈佛大学从未有因反对校长的政策和意见而受到排挤或挫伤者。

学术自由终于结出了硕果，经过埃利奥特40年的苦心经营，从1869年到1909年，哈佛大学教师由23名增至600名；学生由500人增至4000人；学校基金由250万美元增到2000万美元。哈佛由一所地方性学院发展成为全美一流的大学。正如埃利奥特自己所说的：“当美国新型大学降临时，它将不是一个外国大学的摹本，而是植根于美国社会和政治传统而逐渐地和自然地结成的硕果。它将是美国受有优良教育阶层的高尚目的和崇高理想的表现。它是富有开拓精神的，因而是世界上无双的。”[29]美国当代教育家克雷明（Lawrence A. Cremin）说：当埃利奥特改革哈佛大学时，其他教育家也对其他大学进行了成功的改革，只是各大学各具特色而不相一致。吉尔曼创建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更为注重纯粹理论性的科学研究；怀特主持的康奈尔大学更为注重实用性的科学研究；巴特勒领导的哥伦比亚大学更为注重扩大专业研究领域；寇什领导的普林斯顿大学更为注重传统的研究；哈佛大学博采众家之长，比别校取得了更多的成果，获得了更快速的发展，因而被众多国内外学者誉为大学的排头兵。

三、论选修制

选修制最早是在德国大学实行的，因为只有在学术自由的教育机构中才有可能实施选修制。从1636年开始的约200年中，美国学院和大学效仿英国，基本上是固定课程和古典课程，教育的主要目标是培养精英和训练牧师。美国最早倡导选修制的人是杰斐逊，他说：“学生可以自由上他们自己喜欢上的课，安排自己喜欢安排的活动，听他们认为应该听的讲学。”[30]这种论调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杰斐逊在弗吉尼亚大学的实践影响深远。后来，蒂克纳在哈佛大学、韦兰在布朗大学、塔潘在密歇根大学都曾进行过选修制的尝试。

总的看来，在南北战争前，选修制仅仅是在美国极少数高等院校中进行的尝试，而且都以失败告终。其原因是选修制在当时的美国没有市场，以“心智训练”为主的文科教育仍占统治地位，新兴的科学无法与之抗衡。美国大学真正的选修制是在南北战争后开始推行的。南北战争为美国资本主义发展彻底扫清了道路，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为高等教育改革提供了客观条件。哈佛大学是选修制的发祥地，而校长埃利奥特则是选修制最积极的倡导者。埃利奥特坚信：大学必须为学生提供选择学科的自由，老式学院的始终不变的、狭窄的和仔细规定的课程必须取消。他明确说：“年轻人应该知道他们最喜欢什么，最适合学习什么。”[31]他将选修制作为实现哈佛课程现代化的主要途径之一，并坚持不懈地努力建立、改善并推行选修制。埃利奥特认为，在美国教育中，没有充分考虑不同的个性的发展，这种做法只能培养庸才，不能适应美国社会工业化和城市化对新型人才的需求。他还认为，教育应该尊重每个学生天生的爱好和特殊的才能，而只有充分满足和发展学生的特殊才能的课程，才是最有价值的课程。为此，必须允许学生在学科上选择自由。在担任校长的40年间，他一步步实现了自己的计划。1872年，哈佛大学取消四年级所有的规定课程；1879年和1884年，分别取消三年级和二年级的所有规定课程；1885年，又大大减少了一年级的规定课程；到1894年，一年级的规定课程仅剩修辞学和现代语；到1897年，整个哈佛的规定课程只有一年级的修辞学。

埃利奥特的选修制实验引起了全国的注意，也招致了许多非议。在校内，主张实行古典课程和必修制度的哈佛董事会成员反对他，甚至想把他赶下台。在校外，最大的反对势力来自耶鲁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保守的、恪守传统文理学院课程模式的耶鲁校长波特（N. Porter）是反对派的代表人物。他在1871年的就职演说中，谴责选修制是“破坏共同的班级和学院生活的确凿的罪恶”，因为学生既没有成熟，也没有必要的判断能力。[32]1885年冬，普林斯顿大学校长、苏格兰神学家麦科什在纽约与埃利奥特公开争论选修制的是非曲直时，他警告说：许多教育的罪恶可能在自由的名义下出现。他主张保留相当数量的必修课，强调“任何一位学生都必须受一定的数学和古典教育，前者能够使人有基本的逻辑推理能力，后者能使人有正确的审美观点和符合社会标准的教养”。[33]还有一种观点，强调美国学院与大学教育的基本区别，认为前者属普通教育，后者属高深和专门化的教育，因此美国学院无论如何不能与德国大学相比。德国大学允许选修自由，是因为学生已经历严格的高质量的入学准备课程，而美国学院的学生在入学前缺乏这种准备，因此不能推行选修制。针对上述观点，埃利奥特为选修制进行了有力的辩护。他说，教育心理化已使美国中小学知道尊重儿童和青少年的个性，但大学却不然，必须迅速纠正大学这种落后于形势的状况；大学应当满足学生不同的兴趣和要求，要允许学生自由选课，鼓励学生独立钻研。为保证选修制行之有效，他一方面强调严格选拔新生，把好质量关；另一方面规定学生须先选修基础科目，再选修专业科目。[34]

通过争论，选修制的意义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绝大部分高校都或多或少地实施了选修制，即使是最保守的耶鲁大学，也不得不改弦更张，引入选修制。1901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在97所有代表性的院校中，选修课占全部课程达70%以上者有34所，占50%～70%的有12所，不足50%的有51所。这说明各校已开始接受至少是谨慎地开始实施选修制。

选修制在实践过程中不断得到改进。1903年，哈佛大学教师委员会对选修制实施情况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学生在选课前很少准备，往往随意选课，而较少认真考虑。轻松的课程或为了时间的便利，似乎成为学生选课的主要依据。该报告公布后，激发了强烈要求改革选修制的呼声。1909年劳威尔（A. L. Lowell）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开始实施“集中和分散”制，即规定本科生在全年16门课程中，要有6门集中于主修，另外6门以上课程分散在其他3个领域（指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3个领域）。这意味着哈佛大学已经放弃不受限制的自由选修制，而采用一种由学生对选修仔细计划的制度。

选修制的建立和发展使哈佛大学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它导致了与社会政治经济息息相关的新学科的发展，打破了传统课程的垄断地位；它导致了教学组织的重大变革，推动了学分制的建立，而学分制又使学生成为教学组织中的主体，有了学的自由；它解放了教师，使教师能够自由地探索新的知识，不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者，教师由“通才”转变成为“专才”，“系”的结构在大学中逐渐构建起来。

由于埃利奥特的积极倡导，选修制引入美国高等院校，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打破了传统课程的垄断，大大增加了新课程的数量，特别是科学技术课程的数量；有助于摆脱保守的控制和束缚，维护学术自由的权利。正如美国当代教育家布鲁巴克所说的：“选修制从1870—1910年的兴盛，是因为它适应了那个时期美国文化的需要。一个农业社会正在转变成为一个伟大的工业化国家，时代的基调是乐观主义的，有利于竞争和现实主义的发展。应用科学比以往更重要。在思想领域，正是詹姆斯（W. James）的‘实用主义’、杜威的‘工具主义’和桑代克（E. L. Thomdike）的‘行为主义’时代。在这种社会和经济结构中——在这种思想气氛中——‘旧时代’的文理学院，以及它占支配地位的牧师管理，它建立在一种绝对伦理观和一种神的信念之上的规定课程及背诵体制，在前进中衰落了。埃利奥特的选修制以及它的革命性意义，是时代精神的合乎逻辑的体现。”[35]

四、论大学管理和教师

在担任哈佛大学校长的长期生涯中，埃利奥特认为，大学必须按照自身办学规律去管理。他明确说：“大学不可能像铁路和棉纺厂那样管理。”[36]因此，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采取了“双院制”管理模式。在这种管理模式下，校监督委员会（The Board of Overseers）和校管理委员会（Corporation）各司其职，互相监督，彼此制约。这样，在埃利奥特看来，就能避免学校权力过分集中而造成某个组织独揽大权的局面。

埃利奥特认为，校管理委员会是哈佛大学的管理核心，行使学校日常管理权，具有统筹学校基金、掌管教师任命、决定员工薪金以及修改学校章程等权力。为了确保管理的效用，他提出，校管理委员会必须具有宽容精神、忠诚精神以及敬业进取精神。埃利奥特又认为，校监督委员会的最重要职责是监督和检查。为了保证监督和检查的公开性与公正性，其成员基本上由校外人员组成，人数应多但任期应短，并要求该委员会具有活力和敏锐的洞察力。

至于大学校长职责，埃利奥特强调指出，大学校长是学校管理的最重要执行官。但这种管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事无巨细，包揽一切，而是把责任精细地划分到学校的各个部门，以便校长去考虑和制订学校发展的大政方略，处理关系到学校发展的重大事实。在他看来，在大学校长的众多职责中，向校管理委员会建议任命教职人员是最重要的职责。在这里，大学校长的洞察力和判断力显得尤为重要。

埃利奥特还认为，哈佛要成为一流的大学，就必须有一批高水平的学者，任命具有真知灼见的一流教师。他强调说：“大学的真正进步必须依赖于教师。”[37]在埃利奥特看来，一所大学的教育水平和质量的高低，主要取决于教师的高水平和恪尽职守。为了把哈佛大学办成高标准的学府，他呼吁提高教师的待遇，特别要不惜重金聘请最优秀的学者和人才来任教；同时，要提供专门基金以充实教学设备，为教师的教学和研究创造最好的条件。因此，埃利奥特担任哈佛大学校长后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把教授的年薪由3000美元提高到4000美元，而当时美国主要大学教授的年薪都在3000美元以下。

五、论中学与大学的衔接

19世纪末，美国高等院校的入学条件没有统一标准，由各校自行规定，给中学与大学之间的过渡和衔接造成极大困难。另外，中学既要为升学做准备，又要为就业做准备。于是，统一大学入学条件和改革中等学校的课程结构迫在眉睫。

就学制而言，美国以往并无统一的学制，南北战争后出现“八四制”，即小学八年、中学四年。1888年，埃利奥特在全国教育协会举办的各州教育厅长会议上，做了题为《美国学校能否缩短年限而丰富内容》的报告，批评其修业时间过长，要求缩短，以提早学生的就业年龄。1902年，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提出了缩短学制的具体方案，建议小学修业年限压缩为六年，同时将中学修业年限延长为六年，该方案得到著名教育家杜威的支持。1908年，全国教育协会倡议实行“六六制”，即小学六年、中学六年。次年，加利福尼亚州的伯克利市又将中学划分为初级和高级两个阶段，各修业三年，这就是沿用至今的美国学校“六三三制”。史家称：“埃利奥特虽没提出具体的学制体系，然而他对于当时学制的批评的确点燃了美国学制革新的火炬。”[38]

就课程而言，19世纪末的美国中小学课程杂乱无章。部分中学以升学为目标，以文化科目为教育内容；大部分中学则侧重就业准备，以职业科目为主。由于标准不一所造成的学生转校和升学的重重困难，要求课程一致化和标准化的呼声日趋强烈。1892年，全国教育协会所属全国教育评议会通过决议，任命一个常设委员会以召集并组织由学院和中等学校代表参加的若干分学科的讨论会，以研究中学应开设的学科、各学科的教学时数、开设年级及该学科的内容纲要等。这个常设委员会由10人组成，埃利奥特担任主席，这就是著名的“十人委员会”。1892年，十人委员会发表报告，对中学所授学科、所用教材、要求达到的标准、各科教学的时间分配、中学和大学录取新生的衔接等，都提出了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建议是“分组教学制”，即建议中学课程可分为古典组、拉丁文和自然科学组、现代外语组和英语组，由学生自由选组学习，埃利奥特在四组中所侧重的是古典组。该报告问世后，引起了广泛争论。有人责备埃利奥特将学校引回为升大学做准备的老路，但埃利奥特的回答是：凡能达到升学标准的学生就能胜任各种职业的需要。从官能心理学理论出发，他认为，青少年的思维、记忆、想象等能力在学科学习中获得优良训练，就能适应于多种职业的需要，埃利奥特因此而被视为“保守主义者”。尽管如此，十人委员会的方案仍为不少公立中学所接受。

第四节 从《莫里尔法案》的颁布到“康奈尔计划”的实施和“威斯康星观念”的形成

一、《莫里尔法案》的颁布

美国独立建国到19世纪中期，原新英格兰13州的居民大量向西部迁移，形成声势浩大的西部开拓运动。西部地域辽阔，幅员广大。为加强对土地的管理，美国国会于1785年制定《土地条例》，企图对西部地区进行方形的测划，把每一市镇划为一片6平方英里的方形，然后再把每一市镇划分36块一平方英里的地区，其中第16块土地定为教育事业所使用。这块土地可以出租或售卖，将租金或售价作为办理学校的经费。

1820年建立的俄亥俄州首先把联邦赠地用于州立大学。可以说，这一赠地建校的先例，开了美国1862年《莫里尔法案》通过后大规模创办赠地学院的先河。

《莫里尔法案》是由佛蒙特州国会议员莫里尔提出来的。在莫里尔之前，教育史家认为，特纳（Jonathan B. Turner）是赠地学院的先驱人物。特纳是马萨诸塞州一个农场主的儿子，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参与筹建伊利诺伊学院的工作，并担任修辞学与纯文学教授。特纳对教育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833年就撰文强调普及教育的重要性，并特别指明科学对农业改良的必要性。1852年，他提出由州政府或联邦政府赠地兴办学院的做法，称这将是世界教育史上的创举。特纳说：“为了建设一种真正的民主，工业阶级也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大学，至少每州一所。新型的大学将教授农业、生产加工和簿记方面的知识；它们将有实验农场、果园和牧群；它们将‘向超过规定年龄的各阶级的学生开放，时间可长可短’。庆祝毕业典礼将不是发表一篇拉丁文的演说，而是举办一个一年一度的集市，在集市上陈列实验农场的产品，和从全州收集来的同类产品进行比赛。”[39]特纳的计划于1853年由伊利诺伊州议会提交联邦国会，要求联邦拨地给各州，兴建农工大学，各校经费不少于50万美元。由于时机尚不成熟，特纳的提案未获通过。但他的思想对莫里尔的启迪作用是显而易见的。莫里尔在国会服务达43年之久，其声望和影响是特纳难以望其项背的。

莫里尔和特纳来自同一个州，他了解特纳计划的内容。1857年，莫里尔在众议院首次提出“赠地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根据各州国会议员的人数，每人拨给2万英亩土地，由州设置传授工农业科目的学院。该法案得到众议院和参议院的批准，却遭到南方各州的反对，1859年被布坎南总统否决。否决的理由是：联邦政府正处于经费困难之时；法案对各州的权力将造成威胁，对新建的州也将带来潜在的危险；农业和机械技术的提高在当时的美国尚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法案对现存的学院可能产生不利的影响；法案是违宪的。对总统的否决，莫里尔甚感愤怒，但他无法争取三分之二的多数票来推翻总统的否决，只能是功亏一篑。直到内战爆发，白宫易主，莫里尔才得以了却心愿。

1861年，南北战争爆发，反对“莫里尔法案”的南方各州退出联邦政府，特纳的好友林肯出任美国总统。在这种情况下，莫里尔旧案重提，并将每个国会议员2万英亩土地增加为3万英亩土地。1862年7月2日，林肯总统正式批准《莫里尔法案》。

《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在每个州至少资助一所从事农业和机械技术教育的学院，这所学院不排斥科学和古典学科，还需开设军事课；每州凡有国会议员一人可分得3万英亩的公用土地或相等的土地期票；可使用出售土地所获得的钱购买联邦或州政府债券或其他可靠债券，以赢利扩大永久性基金。永久性基金的10%可用于购买校址；如果该资金5年内未用，将退还联邦政府。

《莫里尔法案》是美国历史上联邦政府对公共教育的最早的干预。法案通过后，农工学院得到了迅速发展。据统计，自1862年《莫里尔法案》开始实施到1922年阿拉斯加大学建立为止，美国共创办了69所农工学院。该数目超过当时美国州和准州的总数，其原因是东南地区各州实施所谓“隔离而平等”的原则，为白人和黑人分别设立了农工学院。

农工学院培养工农业方面的高级专业人才，教育对象是一般中下层阶级，尤为农民和劳工阶级居多。课程包括农业、工艺、军训等，也包括古典学科，但古典学科已失去了昔日的支配地位，实用科学受到推崇，钻研理论而鄙视生产的大学传统被改变。妇女也获得了入学的权利。

尝到了第一个《莫里尔法案》所带来的好处，联邦政府又于1890年通过第二个《莫里尔法案》，规定联邦政府第一年补助各学院15000美元，以后逐年增加1000美元，直到每年补助25000美元为止；还规定南方17州须革除歧视黑人的积习，否则要另为黑人设置水平相同的农工学院，不然联邦政府将停止资助。

《莫里尔法案》的颁布，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展开了新的一页。法案确立了高等教育民主化的原则，成为美国教育哲学上的一个转折点。农工学院通过培养大批实用的经济发展所急需的科学技术人才，为美国工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使为社会和经济发展服务成为美国大学与教学和科研并列的重要职能。

二、“康奈尔计划”的实施和“威斯康星观念”的形成

南北战争后，州立大学迅速发展起来，它们逐渐在美国公众的心目中象征着两种主要的思想：一是“通用”（all-purpose）课程计划；二是忠实地服务于社会的需要。大多数州立大学在上述两方面都是积极的，但前一种思想最鲜明的代表是康奈尔大学，后一种思想最突出的代表则是威斯康星大学。

（一）“康奈尔计划”的实施

康奈尔大学是一所著名的农工学院，由怀特和康奈尔（Ezra Cornell）共同创建。怀特毕业于耶鲁大学，曾访问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并在巴黎大学和柏林大学就读，因而对美国学院和欧洲大学均有印象。他的大学思想曾受到塔潘的影响。他设想美国大学应从教派和党派控制下独立出来，聘用有学问的教授，既提供古典又提供更实际的课程，这种大学确确实实是有助于学问的。

1864年，怀特成为纽约州参议员，并被选为参议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同是纽约州参议员的康奈尔则是农业委员会主席，也是一位非常热心于公益事业的富翁。当时《莫里尔法案》颁布已有两年，纽约正在酝酿创办一所农工学院。1865年，怀特在纽约参议院发表演讲，强烈反对将联邦赠地平分给一所新创办的民众学院和一所旧而无效率的州立农学院。相反，他极力主张创办一所具有以下特征的学校：（1）将所有可筹措的经费集中在一起使用；（2）学校由州管理，无论如何不能受制于教派；（3）与整个州的教育制度紧密地联系起来，并通过提供奖学金吸引其他州立学校的学生前来求学。怀特说服康奈尔资助创办这所新学院，康奈尔大学终于在1865年获准成立。康奈尔的名言“我将创办一所任何人在任何学科都能获得教学的机构”，成了新学校指南。怀特先是担任筹备校长，1867年正式当选为校长。在庆祝该校获得特许状的庆典中，康奈尔宣称这所大学将向社会的工业和生产阶级提供最好的设施，以使他们获得实用知识和精神文化，特别是使科学直接服务于农业和其他生产行业。学校于1869年开学，当时只有17名专职教授和8名兼职教授。聘任兼职教授是怀特的主张，旨在吸引各部门最优秀的人士来校任教，而不必停止现职迁到大学来。学校招收了400名学生。在1868年的就职演说中，怀特特别强调以下四点：一是康奈尔大学没有等级制度，所有学习课程都具有同等的威望；二是学生在学院中将从事体力劳动，既可以自助，又可以获得有价值的教育经验；三是在所有知识领域中，科学研究不仅是一门学问，也是一个不可忽略的训练过程；四是从最充分的意义上说，教育的真正目的是发展个性，并在社会中发挥有效的作用。怀特的全部思想是使大学体现自由的精神和在各个领域为学术服务的探索精神。他极力强调美国大学结构必须适应美国人民和美国的需要、适应当代的要求；而不是适应英国的生活或德国的需要，也不是适应过去时代的需要。从时间上看，怀特的就职演说比埃利奥特在哈佛大学的著名的就职演说还要早一年，因而史家称他的演说预示着大学改革时代的来临。

康奈尔大学由两部分组成：一是特殊科学和技术部，二是科学、文学和艺术部。前者包括农业、机械技术、医学、法学和教育等9个系；后者设有5种不同的普通课程计划，还包括1个选修课程计划。这样，康奈尔大学就有14个系科供学生选择学习，但唯独没有神学院。这种课程体系既体现了世俗性、职业性和学术性的统一，也体现了自由办学的精神。所谓“康奈尔计划”即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康奈尔计划”的具体内容包括：（1）一种通用的课程；（2）在学科（subjects）、学程（courses）和课程方面一律平等；（3）科学研究；（4）通过对商业、管理和人际关系的研究服务于社会；（5）对以下所有年级的学生开放，即中学毕业生可进入学院；“最优秀”的中学毕业生可获得奖学金；优秀的大学毕业生可在康奈尔大学和其他地方获得3年以上的研究奖金；最高的研究生学者可以获得特殊津贴，以继续研究“面向国家和世界的最艰难的问题”。

从所包括的内容看，“康奈尔计划”不仅仅是一个课程计划，更是一个宽泛的大学办学计划，体现了一种自由的、实用的办学思想和精神。它以其注重实际的风气，以其对基础研究的强调，以其所有团体包括妇女的开放，以其非教派的管理方式，对所有的人都具有感染力。它强调学科课程具有同等的地位，是对传统欧洲大学学科等级化的突破。它强调科学研究和高深教育，对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建立和研究生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1889年，一名记者说，康奈尔大学“掌握了最好的教育方法，这是受传统重压的学校所不能及的……康奈尔大学在美国教育机构中，即使不是居于首位的，也是位于领先地位的”[40]。康奈尔大学成为其他州立大学的榜样。1869年的明尼苏达大学在校长福韦尔的领导下，几乎完全模仿康奈尔大学；威斯康星大学以康奈尔大学为榜样，但在发展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上更为突出。

（二）“威斯康星观念”的形成

威斯康星大学成立于1848年，是一所老牌的农工学院。1904年，进步主义者范海斯（Charles R. Van Hise）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提出“威斯康星观念”，从而使威斯康星大学扬名海内外。

20世纪初期的威斯康星大学最全面地实现了服务于社会的各种需要的理想，这种理想也是美国州立大学致力的重要目标，史称“威斯康星观念”。实际上，这种思想可追溯到杰斐逊时代，当时的公共教育开始被看作具有改良社会的功能，而不是仅仅具有维护政府的功能。韦兰说州立大学是“保护共和国社会价值的有希望的措施”[41]。塔潘在密歇根大学的实践中继承了这种理想。

“威斯康星观念”的形成与威斯康星州州长拉福莱特（Robert M. La Follette）的倡导支持也是分不开的。拉福莱特曾是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他是在公众对南北战争后掌握州政权的共和党领导人中猖獗的行贿受贿及腐败现象曝光后爆发的极度不满时，于1900年当选为州长的。上任伊始，他即实施激进的进步主义改革的政纲，措施包括提名候选人的由选民直接投票的预选、成立州行政机构、州管理和对铁路的公平税收等。然而，直到1903年，当拉福莱特最终在州议会获得多数时，该方案才得以实施。

拉福莱特在重建威斯康星州的过程中，希望威斯康星大学与他的行政机关结成密切的伙伴关系。1904年，他亲自选定范海斯任威斯康星大学校长。范海斯生于威斯康星州，长于威斯康星州，毕业于威斯康星大学，也是该大学第一个哲学博士学位的获得者，并于1879—1903年任该大学冶金学和地质学教授。此后他担任了15年的校长工作，直到1918年去世。可以说他的一生都是与威斯康星州连在一起的。

范海斯是拉福莱特进步主义改革纲领的支持者。他分享了拉福莱特进步主义的所有构想，并与其政治目标紧密相连。范海斯也受到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的影响，曾在哈珀领导下的芝加哥大学短期讲学。1904年，在校长就职演说中，范海斯明确提出了大学应该服务于“威斯康星观念”的目标，它是全州所有人的机构。在他看来，大学将是一个瞭望塔，在改革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成为承担公共服务的必不可少的工具；在这个普及知识的时代，它将不惜一切代价，加强各种创造性的活动；同私人捐赠的机构不同，一所由州资助的州立大学将“面向其所有的儿女”。范海斯说：“州立大学的生命力在于它和州的紧密关系中。州需要大学来服务，大学对于州负有特殊的责任。教育全州男女公民是州立大学的任务，州立大学还应促成对本州发展有密切关系的知识的迅速成长。州立大学教师应用其学识专长为州做出贡献，并把知识普及于全州人民。”[42]

在范海斯领导的14年间，威斯康星大学为达到上述目标做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了大量的进步，其富有成果的实验吸引了整个美国和欧洲的注意。

“威斯康星观念”部分建立在政府在所有与其有关的领域利用学术专家的思想基础上。范海斯担任校长后，很快将大学资源转向帮助政府重建州的经济和国家的目标。他派出学校的专家与政府官员合作，以改进农业、发展工业和解决社会与经济问题。在他的领导下，威斯康星大学的几十名教授很快担任州制订规章和调查研究委员会的委员，帮助起草法规。范海斯建立了一个大学管理合作的模式，成为一种独特的美国观念，大学一方面保留了学术自由，另一方面为政府工作，让公民享受到政府资助大学研究的好处。据统计，到1910年，威斯康星大学的35位教授以业余时间参加了威斯康星州非政府机构的分支工作。范海斯校长以身作则，通过服务于许多公共委员会为他的教师树立了榜样。以类似的方式，大学的经济学家参加了州铁路和税收委员会，大学的政治学家帮助起草了法案，大学的工程学家帮助设计了铁路建设方案，大学的农学家促进了牛奶业的发展。

威斯康星州与大学的“专家服务”是双向的。大学派专家教授服务于社会的同时，也从社会上邀请专家来加强大学的教学和科研，这样，大学与社会的联系更为密切，更有利于培养有用的人才。

范海斯认为，一个公共高等教育机构的职责，是用科学来改善本州公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他通过鼓励大学研究以推广知识和尽可能多地发展实际有用的知识，通过创造和推广大学补习计划把知识带给每个公民而实现上述目标。在范海斯任校长期间，教师增加了4倍，学生入学人数也翻了一番，州对大学的拨款几乎增长了5倍，大学拥有的允许建造新建筑的土地增加了1倍。他最漂亮的业绩是，通过推广补习计划将大学教育传播到本州人民。他任命了一位特别助手重新设计课程，使课程更加通俗化，使农民和其他普通公民能从大学教育机构中获益。据统计，到1910年，有5000多人参加了威斯康星大学的函授课程学习。教育史家说：“曾欢呼埃利奥特将哈佛转变为私立大学的榜样的教育家，如今也欢呼范海斯将威斯康星转变为公立大学的榜样。”[43]1907年，《展望》杂志上的一篇文章把威斯康星大学称作“威斯康星州公众生活中的‘咨询工程师’”。新闻记者、作家斯蒂芬斯（Lincoln Steffens）说：“威斯康星大学是一个高度体现威斯康星州人民共同的社会意识的核心。”[44]埃利奥特1908年指出：威斯康星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州立大学，它之所以取得这样的地位，是由于它向州部门提供了专门知识，向大众提供了讲座，把大学送到了人民当中。[45]西奥多·罗斯福（T. Roosevelt）总统曾说：“在美国的其他州里，没有任何大学为社会做过威斯康星大学在威斯康星州所做的同样工作。”威斯康星大学的成功，使大学的社会服务职能最终得以确立。

南北战争前，美国的高等教育在世界上尚无一席之地，甚至常常被欧洲人嘲笑只抵得上欧洲古典中学的水平。然而，由于高等教育革新思想的形成、传播和实践，在南北战争之后短短的几十年中，美国一方面大举向德国学习，朝着学术发展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结合自己的国情，朝着为工农业发展服务的方向前进，最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美国高等教育体制，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美国教育学者鲁迪（S. Willis Rudy）说：“在这些年中，新世界土壤的土生力量与来自西欧的影响相结合，产生了一种高等教育机构。它包括许多源于英国学院和德国大学的要素，经过融合和改造，成为世界教育史上独一无二的机构。”[46]据统计，1850年美国有学院和大学150所，但到1900年时已超过400所；1850年学院和大学入学人数为1.19万人，但到1900年已增至23.8万人，增长了20倍。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规模和速度，不仅是欧洲国家所望尘莫及的，而且得到了欧洲教育家的普遍赞扬。这一切无疑要归功于美国高等教育革新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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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

在19世纪的英国，强调古典著作为课程核心内容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十分流行，并在文法学校和公学以及古老大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其中，19世纪前半期，以拉格比公学校长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为代表。到19世纪中期，面对科学教育运动的兴起与科学教育思想的发展，爱尔兰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纽曼（J. H. Newman）发表《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书，从古典人文主义思想传统出发，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复活提供了活力。当代英国教育史学家柯蒂斯（S. J. Curtis）和博尔特伍德（M. E. A. Boultwood）曾这样指出：提倡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那些人相信，古典教育有可能恢复自由教育的最初精神，其全部目的和目标就是扩大与更新古典学习的整个内容，以便使学生趋于‘智力的卓越’。很清楚，古典理想在这一时期是通过诸如托马斯·阿诺德、诺克斯（V. Knox）一样的人来复活的……同样清楚地，对这一复活提供活力和界定的是红衣主教纽曼1852年的讲演。[1]这些论及大学教育的讲演，表明了古典理想的继续和发展”。[2]

第一节 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19世纪英国的影响

自工业革命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民主的扩展以及新的中产阶级的出现，英国的教育也得到了较大的发展。尽管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伟大进步遍及整个欧洲并影响到英国，科学发明和创造以一种令人惊讶的速度前进，新的科学思想已被应用于工业，例如，1830年，英国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超过了农业，到1850年，钢铁、纺织等一些行业已领先实现机械化，尤其是蒸汽发电机的推广使英国开始走向电气化时代，但是，古典教育的传统势力在19世纪的英国仍然十分强大，并对学校教育领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得学校课程内容仍以古典人文主义学科为主要基础。这样，17世纪发端于英国的近代科学以及由于科学的发展而形成的众多分支学科并没有进入英国学校的课程之中，更谈不上在学校课程中占据主导地位。正如柯蒂斯和博尔特伍德所指出的：在已过去的时间里，“英国社会、政治和工业领域的变化是如此之大，几乎应该称之为‘革命’了，但学校和大学却很少跟得上这种新的发展”。[3]可见，无论从何种意义上而言，当时英国的学校和大学都未能对社会和经济的进步以及科学的革命做出迅速的反应，从而远远落后于时代发展的需求。

在中等教育上，文法学校和公学的课程以古典学科为主，拉丁文和希腊文仍是课程的主要内容，旨在使学生在古典知识方面打下扎实的基础，顺利地进入以牛津和剑桥为代表的那些古老大学。根据英国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T. H. Huxley）的观点，在“古典学科”这个标题下所包括的科目，主要指古代希腊和罗马的语言、文学、历史以及地理等。[4]由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和传统的习惯势力，这些学校对实用科目（包括自然科学）是忽视的，致使它们在课程中毫无地位。例如，在作为英国人骄傲的伊顿公学中，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就占据了大部分教学时间。1835—1866年担任温彻斯特公学校长的莫伯利（G. Moberley）也坚持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理论和方法，以便使教学更加有效。因此，文法学校和公学的课程明显具有狭窄的古典人文主义特征。这也是英国绅士教育的特征之一。甚至当文法学校和公学的校风后来衰落时，那些贵族和资产阶级家庭还宁愿聘请家庭教师给自己的孩子提供进入古老大学所必需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一些地区，还出现了由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开办的规模小但校风较好的私立古典学校。

在高等教育上，几乎在 19世纪前半期，一些古老大学为了保护它们自己的生活方式，越来越与当时的社会生活分离。在牛津和剑桥等一些古老大学中，完全忽视了自然科学方面的研究，古典人文主义学科在课程中占据了统治地位。例如，当时作为一个20所独立学院群体的牛津大学，在课程方面，除古代希腊柏拉图（Plato）和亚里士多德（Aristoteles）的哲学体系外，不教近代哲学；除了阅读希罗多德（Herodotos）、修昔的底斯（Thucydides）、李维（T. Livius）和塔西佗（P. C. Tacitus）撰著的历史书籍外，也不教近代史；拉丁文和希腊文是唯一学习的语言；尽管教数学，但对自然科学却是忽视的。牛津和剑桥等古老大学之所以顽固地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其目的主要是使学生“掌握古典文学或数学方面的知识。它们仍然重视教旧的东西，而不重视探索新的东西。这种教育，作为一种至高的智力训练，作为目的本身，作为培养真正的绅士的手段，作为所有体面职业的最好的基础训练……被证明是正确的”。[5]有一位英国学者指出：“古典著作学习构成了牛津大学教育的基础。……古典文学是牛津大学的重要科目。……这样的一种大学制度将更有价值，但是其名称的光辉却更少。”[6]因此，当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的大学已成为研究机构，并使用科学院来拓展智力领域时，英国大学的目的基本上在于使男孩成为绅士。在“公学中，学生们几乎全是读拉丁文，以至他们在进入大学后所做的事不过是再读一遍这些书而已。……古典式的教育渗透了他们的心灵……他们的心里充满着古典的形象与榜样”。[7]一位德国观察家1843年在对英国高等教育进行考察后，曾这样写道：“我们的大学培养了一些科学方面的学者或者参与实际生活的人士。……相反，英国的大学仍满足于它们自己在国家生活中产生的最初的和最有特色的花朵，即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绅士。”[8]当代英国教育学者阿什比（Eric Ashby）也指出：“这一时期，牛津大学的绝大多数课程甚至与14世纪的教学内容没有什么区别，仍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为中心。”[9]

针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英国的影响，从1808年到1810年，一些英国学者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发表了一系列评论文章，尖锐地抨击牛津和剑桥等古老大学的传统做法，指出它们墨守一种过时的和不适当的古典人文主义课程，从而阻碍了英国科学和商业贸易的进步。

英国教育学者艾吉渥兹（Richard Lovell Edgeworth）1809年10月在《爱丁堡评论》第29期上发表评论文章指出：“对几乎每一个受过教育的英国人来说……古典学习是主要的科目。没有人会去怀疑或喜欢去打听，他花费如此长的时间去做的事情是没有价值的。……在人们中间，很自然地形成了某种虚荣心，并成为一种共同的追求。古典著作中的一些段落成为那些学者的格言，通过它们，那些学者得以与其他不识字的人或未受教育的人区分开来。希腊文和拉丁文几乎莫名其妙地成为一个有教养的人的唯一标准。”[10]

从牛津大学毕业的史密斯（Sydney Smith）也发表评论文章对古典教育模式提出了尖锐的批判，指出在英国学校教育中，古典著作学习太多，古典著作被看作最好的文体样式。史密斯强调指出：首先，“在人们心里的偏见是如此之大，这对英国人来说是极为普遍的……很清楚，学生在学校里所谈论的全是拉丁文诗句。……公众认为，这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一个学者，一个博学的人”。其次，“古典教育培养想象太多，而培养其他心灵习惯又太少。它采用一种雅致的方式培养许多年轻人，但在自然赋予他们的能力上完全是没有价值的”。[11]他还指出：“每个英国人必须用半生精力来学拉丁文、希腊文。古典课程学习据说是用来培养天才，因此不容改动。……一所大学长期以来干着无用的事情，当要干些有用的事情倒反而显得丢脸了。”[12]在史密斯看来，教育的实质性效用是最重要的，当我们鉴赏人类所有知识的时候，我们应该不断而执着地追求其有用价值。

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长科普尔斯顿（Edward Copleston）曾概括了《爱丁堡评论》当时对牛津大学的批判：一是古典教育成为它的唯一事业；二是雅致的想象是学生唯一能得到培养的；三是以古典文学为核心的教育是局限的和谬误的；四是关于推理能力的练习是不受鼓励的。[13]科普尔斯顿的概括确实反映了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19世纪英国的影响。但是，作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支持者，科普尔斯顿却认为，古典著作是最适合于心灵的培养，因而唯一需要认真学习的；如果效用是好的教育的标准，那么，提供关于人性知识的古典著作的效用比提供关于自然现象的自然科学的效用更大。他甚至反驳说，有人讲牛津大学的课程对古典著作给予了过多的注意，那是不真实的。

针对《爱丁堡评论》的这些评论，牛津和剑桥大学以及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保守派，例如，奥里尔学院的科普尔斯顿和戴维森（John Davison）发起了大肆反击，他们拼命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辩护，旨在捍卫牛津和剑桥大学的古典教育传统。

由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英国的影响仍然十分严重，因此，20多年后，《爱丁堡评论》又再次对牛津和剑桥大学进行攻击。以爱尔兰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汉密尔顿（William Rowan Hamilton）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对牛津和剑桥大学的批判要比19世纪初期史密斯等人的批判多得多。1852年，汉密尔顿把他自己曾发表过的一些文章汇集成书出版，题名为《论英国大学的改革》（On a Reform of the English Universities），清楚地论述了大学的双重职能，既作为自由教育的一个机构，又作为专业教育的一个训练场所。

面对这种批判，纽曼无疑是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维护者而予以回答的。他在自己的讲演中捍卫牛津大学的观点，正是科普尔斯顿和戴维森以前在回答《爱丁堡评论》的批判时所提出的观点。因此，美国学者加兰（Marth McMackin Garland）曾这样指出：“无论如何，纽曼首先和最重要的是一个牛津人。”[14]作为一个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观察者，纽曼在1863年曾写道：“教育自始至终是我所考虑的范围。”[15]他对大学教育问题的思考，继续了在几十年前就已开始的一场关于大学职能和作用的论争。在这场论争中，纽曼与他在牛津运动中的一些朋友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传统的最大声喧嚷的捍卫者。

1867年，在纽曼的讲演集出版九年之后，以哈罗公学教师法勒（F. W. Farrar）为首的一些公学和大学教师出版了题为《自由教育论文集》（Essays on a Liberal Education）一书。在这本论文集中，他们也公开支持在学校教育领域继续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但同时又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做了一些批评性的评论。其中，牛津大学的一位教授问道：“难道古典著作阅读就是学习希腊文和拉丁文，或者希腊文和拉丁文学习就是阅读古典著作吗？”[16]剑桥大学的一位教授在他的关于古典教育理论的文章中就强烈呼吁：应该在英国学校里教英语。

在19世纪英国流行的一种以古典著作学习为基础的智力视野，通常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而著称。对于这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来说，托马斯·阿诺德、纽曼、科普尔斯顿、戴维森以及《自由教育论文集》一书的作者们无疑是其代表。

第二节 托马斯·阿诺德的教育思想

英国教育家托马斯·阿诺德（Thomas Arnold，1795—1842）曾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积极提倡和实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与基督教教育，把培养“基督教绅士”作为理想的教育目标。“他坚信任何比较广泛的教育制度应该建立在基督教人文主义的基础之上”。[17]作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代表，托马斯·阿诺德对19世纪英国教育特别是对公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阿诺德1795年6月13日出生于英国怀特岛的考斯。他的父亲威廉·阿诺德（William Arnold）是一位专业人员，母亲马撒（Martha Arnold）对孩子的成长颇为关心。因此，阿诺德从小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他先是在威尔特郡沃明斯特上小学，后又升入温彻斯特公学学习。

1811年，阿诺德进入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读书。他对牛津镇十分着迷，觉得它是学习的一个理想场所。阿诺德曾因拉丁文和英文学习成绩优秀而获得奖学金。在大学里，他结识了一批朋友，并建立了深厚的友情。这是阿诺德在大学里所取得的一个重要收获，因为这批朋友为他后来的事业发展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815年大学毕业后，阿诺德开始在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工作。1819年，24岁的阿诺德发现他自己在大学里工作前途有限，便离开了奥里尔学院，并与内兄一起招收了一些学生在家里辅导教学。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阿诺德越来越不安心了。终于，在朋友们的督促下，他于1828年应聘担任了拉格比公学的校长。此后，阿诺德的生活发生了重大转折。在拉格比公学，他一直工作到去世。

在英国公学中，成立于1567年的拉格比公学一直默默无闻。但阿诺德担任校长后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拉格比公学一跃成为英国著名公学之一。在拉格比公学，阿诺德确定以培养“基督教绅士”（Christian Gentleman）为办学目标。他强调基督教绅士的教育以品性教育和知识教育并重，认为教师的主要职责在于培养学生的求知欲望。他推崇苏格拉底教学法，认为这种方法引导学生掌握原理而非死记硬背。作为一位古典主义者，阿诺德把古典语言和文学作为拉格比公学的核心课程；同时他还强调运用希腊文和拉丁文作为工具拓展学生的知识面，从而使历史、诗歌、哲学、伦理学成为拉格比公学的重要课程。此外，阿诺德还非常重视拉格比公学的体育活动。拉格比公学在阿诺德领导下所进行的这些改革很快就传播到其他公学，并在英国公学教育史上留下了重要的篇章。

1835年，阿诺德又被聘为伦敦大学评议会委员。后来，因不满伦敦大学未将《圣经》作为学位考试的科目而辞去该职务。1841年，牛津大学聘阿诺德为历史钦定讲座教授，这一职务使他得以完成三卷本的《罗马史》（History of Rome，1838—1843）一书。

1842年6月12日阿诺德在牛津去世。

阿诺德写过三篇论述教育的文章，即《拉格比公学》（Rugby School，1834）、《论公学的纪律》（On the Discipline of Public School，1835）和《论知识的分类及相互关系》（On the Divisions and Mutual Relations of knowledge，1839）。他很多有关教育的论述，散见于他的讲演稿和书信集中。

二、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

阿诺德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积极提倡者。他曾强调说：“我想要培养的是这样一种人，即基督教绅士。”[18]因此，在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期间，他大力推行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在学校课程中突出地强调了古典课程。从拉格比公学1834年每周教学时间分配中，我们可以发现古典课程在拉格比公学中的地位（见表12-1）。

表12-1 1834年拉格比公学每周教学时间分配[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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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阿诺德偏重古典课程的做法，有人提出了种种疑问。针对人们的这些疑问，阿诺德在1834年写的一篇文章中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并回答了人们的问题。

（一）关于古典课程的价值

有人提出疑问，在公学里，在人生这么重要的一段时间里是否有必要花那么多时间去学习与现实生活没有直接联系的古典课程。还有人提出疑问，在拉格比公学里，希腊史和罗马史受到重视的程度为什么超过英国史和法国史，荷马（Homer）和维吉尔（P. V. Maro）的作品为什么比莎士比亚（W. Shakespeare）和弥尔顿（J. Milton）的作品更受重视。还有人提出疑问，英国、法国、意大利及德国产生过许多哲学家、诗人和历史学家，其地位可以与古希腊和罗马的人物相提并论，为什么他们在拉格比公学的课程中未能受到重视。对于这些问题，阿诺德从坚持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立场出发做了回答。

阿诺德认为，古典课程应该是智力训练的基础。如果学校里不开设古典课程，那就会“使当代青年及其下一代人的视野受到局限。这将会阉割延续许多世纪的世界的经验，使人们误以为人类社会是在1500年诞生的。如果只是少数学者研究古典文学，其结果就会使公众对古典经验一无所知，就像他们对东方学者一无所知一样。……几代人之后，人们对古代希腊和罗马的了解就会像他们现在对中国和印度的了解一样的少。……虽然古代希腊人和罗马人没有蒸汽机，没有印刷机，没有望远镜，没有显微镜，没有航海罗盘，没有火药。但是，在道德和政治思想方面，他们与我们有着许多相似性。人们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修昔的底斯、西塞罗（M. T. Cicero）和塔西佗称为古代作家，这是不恰当的。他们实际上是我们的同胞，是我们的同代人”。[20]为了进一步说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意义，阿诺德还强调了古人优于今人之处。他说：那些古典作家“为智力旅行者们所称道的高明之处在于，他们所进行的观察是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他们所察觉到的事物是我们无法用自己的眼睛看到的，他们提出结论的依据好像是从我们这个时代获得的，而且他们所提供的信息又是多么的新颖、多么的具有魅力，他们所提供的大量新的、恰当的事实又都具有无限的价值”。[21]在阿诺德看来，古典作家的著述是揭示文明化的人类本质的伟大科学。这样的一种科学当然也就值得今人花时间去钻研和学习。

还有人提出疑问，说现实社会中的成年男子往往把古代希腊和罗马著作丢在一旁，甚至把学过的东西都忘掉了，这种情况足以证明早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是毫无现实意义的。对此，阿诺德反驳说，如果教育制度不能使人们保住他们所掌握的知识，如果男人们把古代希腊和罗马著作丢在一旁，那么他们的确可能忘掉了他们所学到的知识，但这并不等于说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没有意义。他强调指出，即使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效果不明显或难以为人所察觉，其依然有其效果和作用；这个效果和作用就是人们在青少年时期接受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时所体会和理解到的思想与观念将会深藏于他们的心灵之中。

（二）关于古典课程的教学

阿诺德非常重视古典课程的教学。他认为，人们对古典课程的疑问，实际上是对古典课程教学效果的怀疑。因此，他要求“古典课程的教学应当小心谨慎地进行”。[22]同时，他还对拉格比公学古典课程的教学提出了若干具体建议和要求。

首先，阿诺德对古典课程的教师提出了要求，希望他们模仿古希腊罗马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风格，但同时要求他们必须熟悉现代史和现代文学。在他看来，只有这样，古典课程的教师才能胜任其教学工作。阿诺德认为，如果一位教师仅仅只懂得古典作品而对现代作品知之不深，那是不可能向其学生传递古典作品的精髓的。他强调说：“过去的知识是有价值的。没有它，今日的和明日的知识必将有所缺陷。”但是，“如果对过去的知识的学习仅局限于知识本身而完全与现实生活隔离，如果对这些知识似懂非懂或曲解其意，那么，学习这些古典知识的确也就无可称道了。那些反对古典课程的人也因此可以谅解了”。[23]

其次，阿诺德对古典课程的教学方法提出了一些要求和建议。一是阿诺德反对逐字逐句解释希腊文和拉丁文。但这种教学方法在当时却是流行的方法，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都是如此。因此，阿诺德认为，把希腊文和拉丁文单纯作为语言学习虽也重要，但应是帮助人们去理解和使用它们，去欣赏它们的魅力和美妙。由于希腊文和拉丁文只是一种高度完美的语言典范，因此要应用其蕴含的知识就必须将它们变成自己的语言。为此他要求每一堂希腊文和拉丁文课都必须成为一堂英文课，使每一篇古典作品的翻译成为一篇即席而成的英文作文练习，并探讨如何用自己的语言简洁、清楚、生动地表达原作者令人倾慕的思想。阿诺德强调指出，采取逐字逐句解释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方法不仅无法达到上述效果，而且对学生掌握知识和运用英文也是有害的。它会使学生习惯于玩弄文字组合游戏，习惯于寻找外国成语来替换本国语，其结果就会使学生解释的每一句话变成既非希腊文又非英文，让人觉得滑稽可笑。

二是阿诺德十分重视古典课程中的翻译练习。他认为，古典课程中的翻译练习既是衡量学生能力和知识的尺度，又能促进他们对原文的理解，并提高运用语言的能力。因为在翻译过程中，学生可以学会根据原文作者的年龄和性格去选择词汇与语言风格来翻译作品。例如，在翻译荷马作品时，学生知道只能使用撒克逊语。又如，学生会知道用编年史的语言和风格来翻译希罗多德的作品，知道可以用现代英语去翻译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西塞罗和恺撒（G. J. Caesar）的作品。

为了使古典课程的教学富有成效，阿诺德主张，教师的头脑应当始终保持活跃的状态。他认为，教学是一个动态的而非机械的过程，教师的头脑越是充满活力和生机，也就越能清醒地把握他所教的一切，从而很好地哺育学生的头脑。此外，阿诺德还提出，教师应当是一名学生。他强调说：“只有每天学习的人才适合当教师。”[24]因为不学习，人们的头脑就会发生停滞，“如果一旦头脑停滞了，他就绝不可能给其他头脑带来任何新鲜的信息”。[25]他还说：“只有那些自学能力极强的人才能成为别人的极佳教师。”[26]

在论述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价值以及古典课程的教学方法的同时，阿诺德还对当时拉格比公学以及社会上一些急功近利的教育观做了抨击。有人认为，学校应当教给学生一些关于现代史和现代文学方面的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似乎对学生更有用。对此，阿诺德认为，这是一种浮躁心理的表现，是时代的疾病之一。他强调说：“人类不能只有在看到果实的情况下才播种，而忘掉‘只有播种才有收获’这一基本规律。” [27]他还说：“使男孩变成牢记大量知识的奇才的做法并非明智。我们的聪明之处和我们的职责在于，在每一个适当的时期使他们的官能得到发展，先是记忆力和想象力，然后是判断力，再给他们提供方法，并激起他们自我完善的愿望。”[28]在阿诺德看来，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对于培养“基督教绅士”是最适合的。

三、论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

阿诺德是一位虔诚的基督教徒。他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是不可怀疑的，而其他一切都是微不足道的，需要不断地用批判的眼光重新审视评估。教会本身是一个有用的和必需的机构，但它是人为的，因此，人们可以对它提出批评。在阿诺德看来，批评并非表示敌意，而是一种关心和爱护的表示。但他坚决反对改变教会的本质和动摇教会独立性的任何做法。他认为，所有这些企图都是一种背叛。

阿诺德希望教会采取积极的态度在国家事务和公民生活中发挥作用。为达到这一目的，他主张教会应当进行改革：教堂星期日应整天开放，在不同的时间应提供不同的服务，由不同的牧师主持不同的仪式，从而使宗教渗透到生活的每一方面。在阿诺德看来，一个国家的公民应当忠于法律，也应当忠于道德律，道德律在英国就是基督教的品性，因此，所有国民应当具备基督教徒的品性。

既然英国的公民都应当成为基督教徒，阿诺德认为，英国的教育就应当为培养基督教徒服务，属于基督教教育。他在1828年3月2日给友人塔克（J. Tucker）的信中曾这样写道：“我的想法是要使拉格比公学成为基督教教育的一个场所。同时，如果可能的话，我的目的将是形成基督教徒……”[29]为了实现他的基督教教育理想，阿诺德十分重视拉格比公学学生的神学课程学习，力图使学生将基督教——英国国教精神置于一切之上。因为“基督教知识是每一个人的心灵形成和培养的一个必要部分”[30]。

当然，培养基督教徒并不是基督教教育的最终目的。阿诺德认为，基督教教育的真正意义在于“训练儿童走向永生，使他们了解和热爱上帝、了解和憎恨邪恶，使自然界的一切朝着上帝设计的终极目标发展，使他们掌握最高的真理，培养他们热爱至高无上的上帝的情感”。在他看来，基督教教育不仅“可以为人们打开天堂的大门，而且可以将他们领入天堂”。[31]

阿诺德认为，基督教教育仅靠教会的从属机构是无法进行的。学校也同样无法对儿童进行基督教教育。在学校里教儿童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并不等于进行宗教教育。在阿诺德看来，解救人的灵魂的工作不会这么简单，因为它要比认捐几英镑或数百英镑、比盖一间校舍以及比任命一位教师复杂得多。因此，学校里教儿童学习《圣经》和《教义问答》只能算作初级的宗教教学。其结果只是让儿童了解教义，了解福音，学会唱赞美诗，但这些是不能算作宗教教育的。阿诺德反复强调说：“学校肯定可以进行宗教教学，但如果说学校在进行宗教教育，那是不能肯定的。”[32]在他看来，宗教教学和宗教教育是两个不同的事物。宗教教学只能使人了解宗教，但并不能保证每个人都能信仰上帝、热爱上帝。然而，宗教教育则要使人们热爱上帝。所以，阿诺德说：“对一个人进行基督教教育，就是要使他热爱上帝、了解上帝、信仰上帝。”[33]

阿诺德还认为，基督教教育的实施以及基督教教育目的的实现，需要教会与全社会的人共同努力。在他看来，只有当全社会的人都行动起来的时候，才能实施真正意义的基督教教育。为此，阿诺德告诫家长，即使将孩子送到学校里去，他们仍肩负着基督教教育的重任。他对家长说：“让我们记住，如果我们将孩子送到学校读书，把孩子的教学委托给了教师，但我们不能放弃教育的任务。”[34]在阿诺德看来，孩子们在校外接受的基督教教育往往比他们在学校里接受的基督教教学更加生动和有力。他特别指出，家长对孩子的影响往往会超过学校教学的影响，因此，家长的不良行为，例如，懒散、贪图享乐、脾气暴戾或其他缺点都会对自己的孩子产生深刻的影响。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的这些不良行为是基督教教育的一个障碍。

在谈到学校里的基督教教育时，尽管阿诺德只承认学校里进行的是“宗教教学”，但还是提了几点关于如何在学校里实施基督教教育的意见：第一，要求学校里的所有课堂教学应通力合作，以确保基督教教育的实施。第二，教师应当为学生做出表率，使其言行符合基督教教义；不仅如此，教师还应当努力使学生的言行符合教义要求，并能使学生相互影响。阿诺德认为，“如果教师能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么，学校就会成为真正的基督教教育的场所了。”[35]

在阿诺德竭力提倡基督教教育的同时，英国社会上也有人对基督教教育表现出冷淡的态度。这使他感到十分痛苦。阿诺德觉得，要想实现基督教教育的目的，首先需要一种热情，而这种热情源于对善的热爱和向往，源于对基督教信仰的坚定不移。他认为，如果一旦产生了怀疑倾向，就必须用意志去克服它；如果意志也解决不了问题，那就要用祈祷来摆脱这种怀疑倾向。总之，在阿诺德看来，对基督教和基督教教育是不允许有丝毫怀疑的。这也是与他的“基督教绅士”的教育目标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四、论公学的管理与纪律

阿诺德担任拉格比公学校长达14年之久，对公学教育做了许多研究，在公学教育改革方面也做了不少尝试。在阿诺德的教育思想中，除了前面提及的古典教育和基督教教育思想外，还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关于公学的管理，即公学教师和校长的职责问题。

在谈到教师的地位时，阿诺德对英国的教师未能获得像德国和法国教师那样的地位感到愤愤不平。他强调指出：“在英国，教师在社会中的地位没有获得自由职业者在公众舆论中应得到的尊重。”[36]但是，阿诺德认为，为了提高公学教师的地位；只有将教师的职业和教士的职业联系起来，使教师既能教书又能胜任牧师工作，因为后者“在英国被普遍地看成是绅士的职业”[37]，有着较高的地位。实际上，阿诺德在这里强调的是学校应由教会来办，其“理想的教师是一位具有杰出的智力才能的牧师”。[38]在他看来，由教会的牧师办学，既可达到提高教师地位和使教师得到社会尊重的目的，又可使家长放心。因为“对于牧师办的学校，家长们有一种安全感。他们会觉得将孩子所托付的人至少受过正规的教育，一般而言，也是一个正派的人”。[39]

在谈到公学校长的职责时，阿诺德认为，公学校长在处理教育事务方面应具有独立的不受干涉的权力。他指出，如果哪位校长不具有这种独立性，“我就要明确地劝告他不要担任此职务”。[40]在阿诺德看来，把公学教育事务的管理权委托给一些不熟悉教育理论和实际的人去行使是一个错误。就公学的管理原则来说，阿诺德认为，他的拉格比公学是一个“联邦”，其管理原则是“教会学生管理自己”。[41]因为这个方法比校长去管理学生更有效。只有当学生没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时候，才会需要校长的管理。

第二，关于公学的纪律问题。

在谈到公学的纪律时，阿诺德曾对拉格比公学男生的缺点进行了研究，并将这些缺点归纳为六条，即行为放荡（主要指酗酒）、虚伪说谎、以强凌弱、破坏纪律、懒散闲荡、恶言中伤。阿诺德将这六种缺点称为“邪恶”。为了防止学生的恶行和纠正其缺点，拉格比公学的纪律制度中包括了体罚以及低年级生为高年级生服务的规定。阿诺德专门为这两个纪律规定做了辩解。他认为，家长和教师出于纠正学生缺点的目的而实施体罚是必要的。有人以温彻斯特公学鞭笞学生效果不佳为例批评拉格比公学的体罚制度，阿诺德对此批评做了反驳。他认为，温彻斯特公学鞭笞学生的缺陷并不是其残酷性，而是鞭笞次数太频繁但每次鞭笞又太轻而造成的。在阿诺德看来，鞭笞可以使学生感到痛苦和不适，从而对学生起到惩戒作用。所以，他坚决反对完全取消体罚，不赞成完全废弃鞭笞措施。但是，他也认为，公学校长的职责在于运用智慧，尽力避免采取这种措施。在阿诺德看来，最理想的是用道德动机的力量来取代体罚。因为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道德原则对儿童的影响力愈来愈强烈，所以体罚就应当逐渐减少。至于低年级生为高年级生服务的规定，阿诺德认为，这是寄宿制公学实行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措施，是学生实行自我管理的好办法。因为实行这个制度，低年级学生在为高年级学生服务的同时又受到高年级生的监督和管理。“如果没有这种服务制度，你是不可能管理好一所大型寄宿制学校的”。[42]

第三节 纽曼的教育思想

英国宗教家和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在19世纪英国被看成是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他的教育代表作《大学的理想》对知识、自由教育以及大学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而深入的论述，对英国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和高等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几乎任何的人文主义教育家都会引述纽曼的《大学的理想》”。[43]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纽曼1801年2月21日出生于英国伦敦奥德布罗德街80号。他的父亲约翰·纽曼（John Newman）是伦敦的一位银行家，母亲杰米玛·富尔蒂尼（Jemima Fourdiner）是法国胡格诺派教徒的后裔。

1808年5月1日，7岁的纽曼被送入伊林学校这所在当时颇有声誉的私立寄宿学校读书。在那里，他受到了严格的早期古典教育。纽曼自幼表现出聪颖的才能，11岁时就试图撰写散文和诗句。伊林学校的校长尼古拉斯（George Nicholas）曾回忆说：纽曼在学习中的进步是其他任何学生所不能相比的。由于父母和学校教师的影响，纽曼开始接受福音派教会的观点，其中司各特（Thomas Scott）所著的《真理的力量》（The Force of Truth）一书对他的影响最大。此外，他从《圣经》的阅读中也得到了很大的乐趣。

1816年12月14日，纽曼被接受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新生，但直到1817年6月8日，年仅16岁的他才开始在那里学习。纽曼的导师是肖特（Thomas Short）。在大学期间，他听取各式各样的讲课，并博览群书。1820年11月，纽曼毕业并获得了学士学位。

大学毕业后，纽曼于1822年4月被选为牛津大学奥里尔学院院士。“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44]1824年，纽曼在一本百科全书上发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论述了古代罗马学者西塞罗（M. T. Cicero），并称西塞罗为“世界上最伟大的作文大师”。[45]25年3月，纽曼被任命为圣阿尔本学院副院长。1828年，他又成为牛津圣玛丽教堂副主教，在那里布讲了著名的《大学训诫》（University Sermons）。1832年12月至1833年7月，纽曼曾赴地中海地区进行了一次访问旅行。

1833年，纽曼参与并领导了著名的牛津运动（The Oxford Movement）。这是19世纪30年代英国基督教圣公会内部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兴起的改革运动，旨在反对圣公会内的新教倾向，重新坚持古代尤其是古代希腊罗马时代的理念，复兴唯理智论，恢复天主教思想和惯例。这场运动基本上是对早期教会领袖著作研究的特点和意义的一种重新发现。为了指导这场运动，纽曼主编了90本《时代书册》（Tracts for the Times），并于1841—1843年出版，其中24本是他本人亲自撰写的。“事实上，这场运动是以权威为基础的……《时代书册》本身具有深刻的教育和社会的含义”。[46]纽曼自己后来回忆说：“在很大程度上，我的原理是通过比我自己更年轻的朋友而得到传播的。”[47]

1838年7月至1841年7月，纽曼担任了《不列颠评论》（The British Critic）杂志的编辑。纽曼认为，这段时间是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间”。[48]牛津运动后，纽曼开始怀疑基督教圣公会的正统性，并于1843年9月辞去牛津圣玛丽教堂副主教的职务。与此同时，他于1845年10月在利特摩尔加入罗马天主教会。同年11月，纽曼出版了《基督教原理的发展》（The Development of Christian Doctrine）一书。1848年，他还在伯明翰创建了天主教布道所。

1851年7月，纽曼应爱尔兰大主教卡伦（Paul Cullen）的邀请同意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职务。在爱尔兰大学委员会的要求下，一个包括纽曼在内的小组领导起草了《关于爱尔兰天主教大学组织的报告》（Report on the Organisatio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Ireland），并于1851年10月发表。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正式开办于1852年11月3日。在任职期间，纽曼曾负责编辑每周出版一次（1855年3月后改为每月出版一次）的《天主教大学公报》（The Catholic University Gazette），刊登关于这所大学的新闻和文章，其中不少文章是由他自己撰写的。

与此同时，纽曼在1852年就知识、自由教育和大学教育问题做了5次讲演，又发表了5篇文章，阐述有关一所理想的大学、一种理想的教育以及“绅士”教育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讲演和文章同年汇集成册出版，题名为《关于大学教育范围和性质的论述》（Discourses on the Scope and Nature of University Education）。此外，纽曼还就大学科目的问题发表了许多讲演，并于1858年汇集成册出版了其中的10篇讲演，题名为《关于大学科目的讲演和论文》（Lectures and Essays on University Subjects）。1873年，他把以上两本册子合成一卷出版，书名为《被界定和说明的大学的理想》（The Idea of a University Defined and Illustrated）。这本书后来成为闻名于世的《大学的理想》。1889年，即纽曼去世前一年，《大学的理想》一书已出版了第9版。纽曼强调指出：在这本书里“所提及的那些观点已成为我的整个思想体系，似乎就是我自己的一个组成部分”。[49]应该说，纽曼关于教育的观点是他的整个生活经验的一个产物。

由于都柏林天主教大学内部保守势力的阻挠和反对，纽曼的一些想法和主张无法真正付诸实现，因此，他于1858年11月愤慨地辞去了校长职务，宣布与这所大学完全断绝关系。

辞职后，纽曼回到伯明翰继续著书立说。为了回答对他进行责备的一些批评者，例如，曼宁（Henry Edward Manning）大主教、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牧师等，纽曼于1864年4—6月撰写了自传体的《为自己的一生辩护》（Apologia pro Vita Sua）一书，副标题是《我的宗教观点的历史》（History of My Religion Opinions），详细而坦诚地叙述了他自己宗教信仰变化的经过，因而受到天主教内外人士的普遍赞誉。

1878年，纽曼被选为牛津大学三一学院的名誉院士。同年4月，他曾赴意大利罗马拜会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ⅩⅢ）。1879年，罗马教皇任命纽曼为罗马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

1890年8月11日，纽曼因肺炎在伯明翰去世。

二、论知识

在长期的教会布道和大学教育生涯中，纽曼首先对人类社会的知识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和主张。美国学者沃德（Leo L. Ward）曾指出：“我们为什么寻求知识？知识的价值是什么？知识的效用是什么？假如我们……真正地去考虑的话，我们将在纽曼的著作中发现对这些问题的一个很有启发性的回答。”[50]

纽曼首先是以整体的眼光来看待人类社会的知识的。他认为，知识的种类和范围很多，例如，人的知识、神的知识、实用的知识、理智的知识等。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他曾这样写道：“当我说到知识时，我意指一些知识是智力的，一些知识抓住了那些通过感觉而看到的东西，一些知识对事物进行了观察。”[51]但是，纽曼又强调说：“所有的知识是一个整体，个别的科学是它的一个部分。” [52]在他看来，所有的知识分支是相互联系、交融合一的，因为知识的问题在本质上是统一的。“当知识分得越来越细时，它将不再成其为知识”。[53]

因此，纽曼认为，对于一个人来说，既可以学习有用的知识，又需要学习自由的知识。他曾强调指出：就知识而言，“在一种情况，它被称为有用知识；在另一种情况，它被称为自由知识。一个人可以同时在这两个方面受到培养”。[54]“当有用知识是真理的占有时就是有影响的，当自由知识是真理的理解时就是美丽的”。[55]

尽管纽曼认为不要否认有用知识的必要性或贬低它的好处，指出“没有它们，生活就不能继续下去。我们应该把日常的幸福归功于它们”。[56]但是，纽曼更强调维护自由知识的价值和尊严，把自由知识看作一个“绅士”的知识。在他看来，“……有不少注释者是关于古典著作的，有不少注释者是关于基督教圣经的，我们是从他们那里成长起来的”。[57]何谓“自由知识”（liberal knowle-dge）？纽曼说：“既是工具又是结果的知识，被称为自由知识。”[58]因此，自由知识并不是为了哪一种特殊用途而存在，但却能使人终生有用。在纽曼看来，荷马、色诺芬（Xenophen）、贺拉斯（Horace）的著作都是自由知识的标志，而成为学生应当学习的一些早期著作。因为“长期的经验表明，对古代希腊罗马诗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著作的阅读将达到这样的目的，那就是最好地加强、改善和丰富那些智力的力量”。[59]所以，纽曼强调说：“当我们重新提起希腊和雅典时，总是怀着喜悦的和受其影响的心情。正是在那块举世闻名的土地上，我们认识到智力文化和学校的源泉。”[60]在智力文化方面，“我们可以求助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著作”。[61]在他看来，古代作者的经典著作不仅教育了他们自己的那一代人，而且也教育了在他们之后所有的后代人。

纽曼还主张，要重视英国文学的价值。在他看来，英国文学是英国民族的文学；意指它的古典著作以及古典著作所给予英国的东西。“我们不能取消它们，我们不能否认它们的力量；我们不能写一个新的弥尔顿或一个新的吉本（E. Gibbon）……”[62]

在纽曼看来，古典作者不仅是民族的，而且是属于民族生活中某个特定时期的，但其所使用的语言已延续了一个更长的时期。他举例说，好几百年来，在那些古典作者使拉丁文达到尽善尽美程度的日子之后，它已是一种活生生的语言，因此，它在第二个漫长的时期里成为欧洲人的交往工具。纽曼甚至指出：“从整体上来看，古典著作的影响，与其说仍在阻拦任何事情新的方面产生影响，不如说在激励竞争或引起反应方面起作用。”[63]

对于知识的价值，纽曼是持肯定态度的。他认为，知识或被称为科学，或被称为哲学。纽曼曾这样说：“没有知识，就没有真正的文化。而哲理性是以知识为先决条件的。它要求大量的阅读，或者广泛的信息资料，因而在提出我们关于任何严肃的问题的观点时，能保证我们这样做；没有这样的知识，甚至最有独创性的心理也可能会被迷惑，会被人讥笑，会被驳倒，会被难住，但并不能得到任何有用的结果或任何可靠的结论。”[64]所以，“知识是心灵扩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以及实现它的工具。这一点不仅不能被否认，而且要永远强调”。[65]纽曼把它作为第一原理来看待。在他看来，如果一个人没有什么能超过很好地进行阅读或具有广泛的信息资料的人，那么，他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赋之于“心理文化”（culture of mind）的名称。

纽曼还强调了知识与美德的关系。他说：“去开启心灵、改善心灵和丰富心灵，去了解、领会、掌握、支配和使用知识，是一个作为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目的。……我认为，一个作为仅能用智力了解的目的，也就是一个作为美德培养的目的。”[66]当然，纽曼更强调神学知识对美德的力量，因为那是来自一种鼓舞人的、更新精神的和有条理的原理，有助于治愈一个受伤的心灵。

纽曼认为，所有得到培养的知识，既是为世俗目的的，也是为永恒目的的。假如它趋于世俗的目的，称为有用的知识；假如它趋于永恒的目的，那就称为宗教知识或基督教知识。纽曼说：“忽视任何一种知识，无论是人文知识还是神学知识……那就不是知识，而是无知。”[67]但是，在所有的知识中，他强调神学知识的重要性。因为作为关于上帝的一种原理的神学肯定是知识的一个分支，所以，“神学是一种真正的科学，我们不能排斥它”。[68]纽曼强调指出：“智力的文化不仅与社会的和主动的职责有关，而且也与宗教有关。受过教育的心灵可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成是宗教的。”[69]通过对神学知识的学习和掌握，宗教可以深刻地和不可思议地对人们产生一种继续的影响，唤醒其心灵。因此，“宗教原理是知识，从整体感觉上来说，就如牛顿的原理是知识一样”。[70]

当然，纽曼指出，神学与自然科学这两方面知识是有区别的。这种区别在于：“自然科学是实验的，神学是传统的；自然科学是更丰富的，神学是更严谨的；自然科学是更大胆的，神学是更可靠的；自然科学是进步的，神学是相对不变的；自然科学是未来的想象，神学是忠于过去的。”[71]但是，纽曼又指出，在自然科学与被适当地理解的知识之间很少有真正的冲突，所有科学知识的真理在适当地试验和陈述时能被教会所吸引。宗教神学与科学知识并不是相互对立的，而是紧密联系的。“神学与其他知识有关，其他知识也与神学有关。”[72]因此，在纽曼看来，神学在自然科学的进步中不会有什么要担心的。作为一位被罗马教皇钦封的红衣主教，纽曼就宗教和神学知识提出以上一些观点是一点也不令人奇怪的。

三、论自由教育

在19世纪的英国，“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是一个被众多学者所讨论的问题。那些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学者使用“自由教育”一词。例如，托姆布里奇公学校长诺克斯撰写过题为《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一文；又如，哈罗公学教师法勒编辑出版过《自由教育论文集》一书等。与此同时，那些提倡科学教育的学者也使用“自由教育”一词，例如，英国科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就做过题为《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A Liberal Education，and Where to Find it）的讲演。然而，他们对“自由教育”问题却有着不同的解释和看法。

在西方教育史上，“自由教育”作为一种正统的教育观念，发端于古代希腊。最早提出“自由教育”这一概念的是古代希腊的亚里士多德。当时，只有奴隶主贵族等“自由民”才能享有“自由教育”的权利。因此，自由教育以自由学科为其内容，以自由民的需要为其目的。对于有闲暇时间的自由民来说，最适合于他们的教育便是自由教育。在中世纪时，在神学光圈笼罩下的“七种自由艺术”（seven liberal arts）被认为体现了“自由教育”的观念。在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教育家从反对宗教束缚和要求个性解放的目的出发，提出了以古典语言和文学为主要内容的教育。到18世纪末，“自由教育”一般被理解为一种以古典著作学习为基础的教育，因而“自由教育”与“古典教育”变成了同义词。这种观念被当作一种正统的教育观念，在以后几个世纪的西方社会和教育中产生了持续的重要的影响。

作为19世纪英国教育家的纽曼也对“自由教育”进行了论述。他的《大学的理想》一书往往被看作自由教育理想的权威论述。但是，纽曼并没有跟随亚里士多德去规范他自己对“自由教育”的看法。他认为，自由教育是一种理智的训练，是心灵的普遍培养。纽曼强调说：“从本质上来讲，自由教育仅仅是理智的训练，因此，它的目的不是别的，恰恰就是培养卓越的智力。”[73]在他看来，自由教育或自由探究是一个人的心灵、理性和思考的锻炼。自由教育与“奴隶般的工作”是相对立的，心灵在体力劳动、手工业中间是根本没有地位的。因此，“商业和手工劳动不能纯粹地称之为‘自由的’，重商主义的职业从根本上来看不是自由的。……”[74]然而，在自由教育这一训练过程中，它不是趋于一些特别的或附属的目的、一些专门的职业或专业，而是使理智为了其自身的适当目的以及为了其自身最高的文化而得到训练。在纽曼看来，理智的完善显然是自由教育的结果。自由教育无疑有助于培养人的一些品质，例如，自由、公正、镇静、适度、智慧等。通过自由教育，不仅使理智得到训练，而且也使心灵高于变化的需要之上。

纽曼认为，经过自由教育训练的一种理智不会是部分的，不会是排他的，不会是鲁莽的，不会是困惑的，而是坚韧的、镇定的、崇高的。因为它在每一件事情开始时能看出其结果，在每一个结果时能看出其起因，在每一个障碍时能看出其规律，在每一个延误时能看出其极限。在纽曼看来，这样的一种理智正是通过自由教育而达到尽善尽美的。“它能够从不同的现象中找出普遍规律，能够找出事物的特性，能够按照原则行动，并且能够发现事物的因果关系。总之，它能够进行哲学思辨。”[75]很清楚，作为一位古典人文主义教育家，纽曼特别强调自由教育在理智训练和促进智力卓越中的作用。可以说，“‘卓越的智力’是纽曼的自由教育概念的王冠”。[76]

正因为如此，纽曼强调说：“教育是一个更高级的词：它意指在我们心理本质上的一个行动，以及一种品质的形成。”在他看来，自由教育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传递知识或者讨论与知识有关联的问题。“剥制鸟的标本或演奏乐器是一种优雅的娱乐活动。……但那不是教育；那并不形成或培养理智。教育是一个高级的词：那就是为知识的准备，以及与那种准备相称的知识的传递”。[77]因此，自由教育不仅仅是学习和运用所学的知识，不仅仅是阅读许多书籍和研究许多科目，而是引导心灵趋向真理。不言而喻，纽曼否认自由教育的价值是任何效用的以及专业的或职业的，但强调使人的理智更加完善的自由教育能使一个人为更多的专业或职业做准备。他并没有否认专业或职业训练的价值和需要，而是强调专业或职业训练必须由一种自由教育作为先导。从这个意义上讲，纽曼所说的“自由教育”与其说是一种自由学科的教育，不如说是心灵的训练和培养。

纽曼认为，“自由教育”作为一种好的社会成员的训练，其目的是培养绅士。他强调说：“自由教育并不是培养基督教徒，也不是培养天主教徒，而是培养绅士。作为一位绅士，他具有一种经过训练的理智，一种文雅的举止，一种公正的、公平的和不带偏见的心理，以及一种高尚的和谦恭的生活行为。”[78]在英国教育史上，绅士自16世纪以后一直是英国传统学校教育的理想目标，因此，维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纽曼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这一理想目标。在他看来，培养绅士的自由教育无疑是有助于公众生活和上流社会的。可以说，纽曼的教育事业的目的就是培养“绅士”，他本人也总是作为“绅士”来发表讲演的。

关于“绅士”的定义，纽曼曾这样写道：“几乎可以说，他是一个从未遭受到痛苦的人。这种叙述既是文雅的，又是正确的。……真正的绅士在行为举止上小心地避免可能在与他们共命运的那些人的心里引起一种不和谐或一种慌乱。”[79]这样的一个人不是傲慢的、轻率说话的和爱争辩的，而是一个在理智上很好地受到训练的人，从而具有卓越才智、趣味雅致、坦率公正、沉着镇静、行为高尚、彬彬有礼等品质。纽曼认为，具体来讲，一个绅士能学会去观察事物和进行思考，以便发现什么是哲理性的东西并抛弃不相干的东西；他能做好准备去占据任何有声誉的职位，熟练地掌握任何科目；他能知道如何与其他人交往，如何使他自己进入其他人的心里，如何去影响其他人，如何与其他人相互理解，以及如何宽容其他人；他能与每一个阶层的人都有共同的话题，知道什么时候说话和什么时候保持沉默；他既能与别人交往，又能倾听别人；他既能恰当地提出问题，又能及时地获得答案，同时在行动上也是敏捷的；他是一个令人高兴的伙伴，也是一个能依靠的同伴；他能知道什么时候严肃和什么时候轻松，并具有一种真正的机智既能使他轻松雅致又能使他严肃认真；他具有一种能在公开场合帮助他自己以及在隐退的时候支持他自己的才能。对于纽曼所论述的“绅士”，英国教育学者哈罗德（C. F. Harrold）指出：纽曼主张的“自由教育”旨在培养“绅士”，即“一个经济上独立的、具有良好教养的和有闲暇时间的人”；他提出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实际上是一个‘自由的个人’，但更接近于西塞罗时代的一个罗马绅士的模式……”[80]另一位英国教育学者亚德勒（M. Yardler）指出：“纽曼在很多方面是与柏拉图的‘哲学家’教育的完美结果相同的，因为这两位作者都把教育看作一个文明的过程，正是这个过程使人最充分地适应于他自己所生活的社会，所以，纽曼提出了‘绅士’的理想。”[81]

就自由教育的内容来说，纽曼认为，由于古典的学习比科学的学习更重要，因此，主要应该学习古典语言和文学以及古代历史和哲学，理智的训练包含了对古代希腊和罗马著作的学习。纽曼强调说：“阅读荷马很快就成为一个绅士的教育……色诺芬给我们介绍了一个年轻人应该从心里知道的《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本书……它们是最早放到男孩手中的一些著作。”[82]他还说：“……荷马和亚里士多德与在他们周围的诗人和哲学家一起，成为所有时代人的教师，而且拉丁文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使世界的教育得以继续下去……通过拉丁文，理智训练的传统得以传播。……我想，很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古典著作如此快地成为男孩学校中的教科书。”[83]针对当时一些学者在《爱丁堡评论》上发表的攻击牛津大学以及批判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文章，纽曼反驳说：“我将给你们显示，一种自由教育如何真正地和完全地是一种有用的教育，尽管它不是一种专业的教育。当然，‘好的’是一回事，‘有用的’是另一回事，但是，我把它作为一条原则提出来，这将使我们减少很多忧虑，尽管有用的未必总是好的，但好的总是有用的。好的不仅仅是好的，而且能再产生好的，这是它的属性之一。凡是卓越的、美好的、完善的、合乎其自身需要的事物不可避免地要外溢，把自身的美好散布到周围四方。……假如理智是我们如此卓越的组成部分，以及它的培养是如此的卓越，那么，它本身不仅是美好的、完善的、可敬的和崇高的，而且从真实和高雅的角度来说，它肯定对拥有者本人和他周围的人是有用的。……因此，我认为，假如一种自由教育是好的，它必然也是有用的。”[84]纽曼甚至说，《爱丁堡评论》上那些文章所说的“有用的”，恰恰就是他所说的“好的”或“自由的”。在1830年3月访问意大利罗马之后，纽曼不仅对这座城市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而且还说：“古代希腊永远使我的心在跳动。”[85]到68岁时，他还这样写道：“我有生以来唯一的文体老师就是西塞罗。我想，我应该把一种伟大的理想归于他……而不是其他人。”[86]正因为如此，英国教育学者哈罗德指出：“纽曼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处处表现出真正的亚里士多德的方式。”[87]另一位英国教育学者蒂尔尼（M. Tierney）也指出：“纽曼的《大学的理想》是扎根于古代希腊的教育传统的……”[88]很清楚，纽曼关于“自由教育”的观点表现出十分明显的复古主义倾向。英国教育学者刘易斯·梅（Lewis May）认为，“纽曼无疑是一个与时代不合的人，因为他尽力想回到古代雅典去……”[89]美国教育学者鲍曼（Sylvia E. Bowman）则指出：“古典教育的信徒能够求助于纽曼的支持。”[90]

四、论大学教育

通过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实践，纽曼不仅对大学教育问题进行了认真的思考，而且对大学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的论述。他自己曾这样说：“在说到我本人考虑的一个现在激起如此大兴趣和引起如此多讨论的问题，那就是大学教育的问题。……这个问题是必须进行讨论的，而且它在我心里一直占据了支配的位置。”[91]

在《大学的理想》一书的“前言”中，纽曼就明确地写道：“大学是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意味着，一方面大学的目的是理智的而不是道德的，另一方面大学是以传播和推广知识而不是以知识进展为目的。假如大学的目的是科学和哲学的发现，我不理解为什么一所大学应当有学生；假如大学的目的是宗教训练，我不理解它如何会是文学和科学的所在地。”[92]把大学界定为“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这是纽曼关于大学教育思想中的一个关键论点。在他看来，大学教育应当正确地和彻底地教学生学习普遍知识，因为“大学只有通过教所有的知识分支来教一切知识，而没有其他的方法”。[93]“大学”的名称，意味着在它自己的范围内包括所有各种知识，存在着不同的知识种类或领域。因此，纽曼强调指出，大学是为传授普遍知识而设立的，是为学生学习普遍知识而设立的。

鉴于大学的职责是教所有的知识，因此，纽曼认为，它不能排除作为一个知识领域的神学。他强调说：“没有神学的大学教育完全是没有哲理性的。”[94]他还说：“宗教真理不仅是普遍知识的一个部分，而且是它的一个条件。假如我可以这样说的话，把宗教真理排除在外，那完全是拆散大学教育的网状结构。”[95]当然，纽曼他自己也说得很清楚，这并不是要把一所大学变成神学院。

针对当时英国乃至欧洲对大学职能的看法，纽曼认为，大学的职能是使智力文化成为它自己的直接范围，或者说从事于智力教育。他强调指出，“一所大学，考虑到它是一个教育的场所，大约不会超出它是一个为获得许多科目方面大量知识的场所。”[96]因此，一所大学是“智慧的中心、世界的灯塔、信仰的代理人以及正在成长的一代人的母校”。[97]确实，纽曼反对大学教育过早地分专业，但他又指出，当他在讨论中反对专业或科学知识作为大学教育的有效目的，但他并没有去假设：趋于专业或职业学习的以及从事它们的人是无用的。纽曼强调指出，一位大学教授应当对大学职能有正确的看法，否则，他就“违背了哲理性深处的一种要求，而且对大学教育应当教什么这一点是无知的。他也就不再是一位教自由知识的教师，而是一个有狭隘心理的和偏执的人”。[98]

纽曼认为，大学正是通过教普遍知识，使得学生的心智得到发展。他强调说：“一所大学的作用是把智力文化教给它的学生……大学教有才智的人在所有的问题上很好地思考，去追求真理和掌握真理。”[99]他又说：“一般讲，一所大学是一个逐步了解它的学生的母校，而不是一个铸造厂，或一个造币厂，或一种单调的工作。”[100]因此，一所大学真正的和适当的目标，不仅仅是学习或获得，而是在知识的基础之上练习的思考或推理，或者可以称为哲理性。

在纽曼看来，大学不同于其他的科学团体或学会。针对有人批评“大学是为传授普遍知识而设立的”观点，纽曼反驳说：“有人认为大学这样做会牺牲科学，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我们不能借口履行大学的职责，而把大学引向不属于它本身的目标，因为我们马上会联想到会有许多其他机构比大学更适合于作为促进哲理性探究和拓展我们的知识领域的场所。例如，在意大利和法国，各种享有盛誉的文学和科学学会就经常以各种委员会或大学的附属机构和代表与大学保持着联系。又如，在查理二世（Charle II）时代诞生的和现设于牛津的皇家学会，以及在我们这一时代出现的阿什摩林博物馆和建筑学会等。”[101]纽曼认为，大学的性质和哲学史一起告诉我们，在大学与科学团体或学会之间应当进行这种智力劳动分工。因为教学和发现既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职能，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才能。一般讲，在同一个人身上兼备这两种才能的情况是不常见的。整天忙于向所有学生传授自己现有知识的人，未必可能有闲暇或精力去获得新的知识；探究真理的人，往往喜爱隐居的和平静的生活。最伟大的思想家们在进行研究时，总是专心致志的，不允许自己的工作被打断，而对课堂教学和公开讲课是多少有些退避的。因此，在纽曼看来，在大学中教学与科研两方面的职能是有冲突的，而不应当同时并存。作为一所大学来说，它只保留教学的功能。

纽曼还指出，大学应当根据其制订的标准去工作。他曾这样说：“制订正确的标准，然后根据这个标准进行训练，并促进所有的学生根据其不同的才能去达到这个标准。我设想，这是一所大学的职责。”[102]因此，在担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期间，纽曼就大学的职能、科目及管理问题做了一系列讲演，提出了关于大学需要做什么、实际上可以做什么以及将鼓励和创造什么的设想。总之，在他看来，大学应当在有用的哲学的基础上去进行整顿。

纽曼还认为，以传授普遍知识为其职能的大学，这意味着大学是为学生而设立的。他强调说：“当教会创办一所大学时，它并不是出于爱护才能、天赋或知识自身的理由，而是为了它的孩子的精神幸福以及他们的宗教影响和利益，为了训练他们更好地履行各自的生活职责，把他们培养成更聪明、更能干和更活跃的社会成员。”[103]他还说：“理智的训练，对于个人自己来说是最好的，也使他最有能力去履行他们的社会职责。……假如一个实际的目的必须被指定为一所大学的方针，那么，我认为，那就是训练好的社会成员。”[104]在纽曼看来，“一所大学不是不朽的诗人和作者的诞生地，也不是学派的创立者、殖民地领袖或国家征服者的诞生地。它并不指望有亚里士多德或牛顿（I. Newton）、拿破仑（Napoléon I）或华盛顿（G. Washington）、拉斐尔（Raphael）或莎士比亚的一代人，尽管这样的奇迹以前在它的区域内出现过。另一方面，它也不满足于培养批评家或实验者、经济学家或工程师，尽管这也包括在它的范围之内。但是，一所大学的训练是趋于一个重要而普通的目的的一种重要而普通的方法。它旨在提升社会的智力风尚、培育公众心理、净化民族的道德情趣、给民众的热情提供真正的源泉、给时代的思想提供拓展和节制、有益于政治力量的运用以及使个人生活中的交往雅致”。[105]

纽曼强调指出，作为一种“自由学习”（liberal learning）的大学教育应当提供一种“自由教育”，教学生学习以古典语言和文学以及古代历史和哲学为主要内容的“自由知识”。他说：“假如我们知道大学是什么，考虑到它的基本思想，那么，我们必须使我们自己来到欧洲文化的最早的和最受人赞美的家乡以及欧洲文明的源泉，来到辉煌而美丽的古希腊雅典。……”[106]他还说：“我所说的大学教育，意指一系列扩大范围的阅读，它应当涉及有才智人士的权威著作或通常所说的古典著作。”[107]对此，美国耶鲁大学教授特纳（Frank M. Turner）在《阅读〈大学的理想〉》一文中清楚地指出：“纽曼要使他的听众相信，他们的儿子应当受到的不仅是在一所天主教大学中的教育，而且是一种自由教育，但不是一种专业教育。”[108]美国教育学者加兰在《纽曼在他自己的时代中》一文中也明确指出：纽曼所论述的“大学的目的在于给学生提供一种‘自由教育’。……通过这个过程，学生将成为‘文明的’人，并获得人文主义思想和知识中最好的东西——那就是古典文化”。[109]

此外，纽曼认为，在大学里应当为知识本身的目的而追求知识。在《大学的理想》一书中，第五篇讲演的题目就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Knowledge Its Own End）。纽曼强调说：“当我被问到，大学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我设想应当传授的自由知识或哲理性知识是什么：我回答道，我已说过的话充分地表明，它具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真正的和充分的目的……知识能够成为它自身的目的。”[110]在他看来，知识之所以是真正高贵的、有价值的和值得追求的，其原因是它内部含有一种科学或哲学过程的胚芽。自由知识本身就如人体健康本身既是好的东西也是有用的东西一样。纽曼认为，这就是“知识本身即为目的”的理由，也是它可以被称之为“自由知识”或者“绅士的知识”的理由。

纽曼还认为，在大学教育中，学生不应当被动地汲取知识，而应当主动地进入知识领域，积极地去学习和掌握知识。因此，大学要能够形成一种理想的学习环境，使学生生活在代表整个知识领域的人中间去审视所有的知识。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受到一种真正的和有意义的教育，认识到大学教育的职能是理智的训练，以及学习知识并不是被动地接受那些零星的和烦琐的细节。通过大学提供的一种“自由教育”，学生“将来会处于这样的一种智力状态，即能够从事任何学科的研究或从事任何职业”。[111]

纽曼最后认为，大学教育制度应当有利于教师对学生的影响。因此，他在《大学的兴趣和进步》（Rise and Progress of University）一文中曾强调指出：一种学术制度没有教师个人对学生的影响，那是一个北极的冬天；它将产生一个冰封的、失去活力的和铸铁般的大学，仅此而已。纽曼之所以这样说，其目的是为了使大学更好地成为一个提供“自由教育”的场所，一个“教普遍知识”的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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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英国科学教育思想

在19世纪中期英国科学教育运动中产生的科学教育思想，以哲学家和教育家斯宾塞（H. Spencer）、生物学家和教育家赫胥黎（T. H. Huxley）为其主要代表人物。它尖锐批判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重视科学知识和提倡科学教育，极大地推动了欧美国家学校教育课程和方法的改革，并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英国教育史学家柯蒂斯（S. J. Curtis）和博尔特伍德（M. E. A. Boultwood）曾明确指出：在19世纪的英国，“反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那些学者是……托马斯·亨利·赫胥黎和赫伯特·斯宾塞”。[1]

第一节 19世纪科学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19世纪中期，随着各种自然科学的进一步发展并逐渐成为社会生活所必需，以及进化论的提出，强调科学知识和重视自然科学教育已成为时代的精神，自然科学知识逐步在学校教育课程中占据重要的位置。近代科学教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兴起了一场规模颇大和影响广泛的科学教育运动，继“科学教育之父”培根（F. Bacon）之后，对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进行了又一次尖锐的批判。英国教育史学者劳森（J. Lawson）和西尔弗（H. Silver）指出：“这场科学教育运动是通过19世纪五六十年代诸如赫胥黎这样的人士以及斯宾塞的《教育论》的出版而开展的。这是19世纪为把现实主义和科学引入学校教育领域中的一次最激烈的斗争。”[2]

19世纪以后，社会进步和工业化的进展促使自然科学发展愈来愈快，各种发明创造日益增多。例如，自然科学领域的三大发现：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细胞学说、进化论等；又如，汽船（1807）、听诊器（1819）、蒸汽机车（1830）、收割机（1834）、电报机（1837）、海底电缆（1842）、麻醉剂（1844）、缝纫机（1846）、煤油灯（1853）、打字机（1868）、电话机（1876）、白炽电灯（1879）、无线电（1897）等。人们力求把它们应用于生产劳动、交通运输和社会生活等方面，从而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的前进。所有这一切标志着19世纪是科学和发明大发展的时期，而被世人称为一个“不可思议”的世纪。到19世纪中期，科学发展与工业革命已经在一些欧美国家的社会生活中引起了很大的变化，同时也波及了学校教育。

尽管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自文艺复兴时期后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影响着欧洲国家的学校教育，在学校教育领域内占据着统治地位，但是，从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来看，自培根的时代起已取得了缓慢的但是稳固的进步。在19世纪的德国和美国，科学知识早已进入学校教育课程之中。在高等教育方面，德国的格廷根大学、基森大学以及其他一些大学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已设立了科学讲座和实验室；美国的一些大学的课程也开始趋向科学，并创设了专门的科学院，科学由一般介绍逐渐发展为占据主导地位。在中等教育方面，德国的实科中学在19世纪后地位日趋巩固并为政府所承认；美国的中学更加重视科学的教育，增设科学课程，扩大自然科学的内容，包括物理学、化学、动物学等，并改进教学方法。在初等教育方面，德国和美国的小学从19世纪初起已普遍有实施初步科学教育的倾向，例如，美国早在1837年就发行了第一本供小学生使用的生理学课本。

然而，就英国而言，虽然19世纪40年代已基本完成工业革命，到19世纪中期工业生产进入蓬勃发展的时期，并在世界市场上占垄断地位，对外贸易已深入到世界的所有地方，但是由于英国喜欢保护过去的陈规陋习，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势力特别强大，因此，与德国和美国相比，英国社会忽视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古典人文主义仍控制着学校教育，各级学校的科学教育的实施情况是十分糟糕的。至于在关系到国家发展和经济繁荣的应用科学方面，英国就更为落后。总之，当时英国教育制度的缺点在于：“它为了花而忽略了植物，为了想美丽就忘了实质。”[3]人们总是习惯于把古典语言和学科看作最有价值的知识。在高等教育方面，虽然在18世纪中期，剑桥大学已设立了一些自然科学讲座，但各种自然科学及实验室的工作直至19世纪中期始行输入，一直到1869年科学课程才在牛津和剑桥大学里被肯定下来。可以说，英国大学的教育表现出一种与当时的科学进步和教育改革的精神极不相称的状况。1850年，英国的皇家官员们在关于牛津大学情况的报告中指出：“正如一般所公认的，牛津大学和整个国家都因缺乏一些把自己的生命献给科学的研究和具有科学教育倾向的学者，而极大地遭受了损失。有深刻研究的书籍在牛津大学发行得那么少的事实，实质上削弱了它作为一个学府的特点，因而也阻碍它继续受到国家的重视。”[4]因此，“多数的英国大学生仍停留在……对科学教育的基础知识一无所知的状态上。”[5]就中等教育来说，英国的中学也没有因工业革命以及经济上的变化而有所改变，对科学知识没有什么兴趣，课程与科学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除了教略多一些的阅读和书写外，就是在“古典学科”标题下所包括的科目。它们的“共同特征是拉丁文和希腊文的教学占统治地位。消耗在拉丁文和希腊文教学上的时间达全部教学时间的三分之二”。[6]直到1868年，大约有750所受政府资助的中学没有提供科学学习。当一位中学生毕业时，他可能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近代地理、近代历史和近代文学等科目，更不要说近代自然科学方面的科目。“他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地球围绕着太阳旋转”。[7]“装饰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在学校教育领域中是如此的强大，以致“一些被发觉把希腊文学中人名的重音读错就会脸红的人，或是认为说他不知道一个半神话人物的传说事迹就是受到侮辱的人，却毫不羞愧地承认不知道欧氏管在哪里，脊椎神经有什么作用，正常脉搏是多少次或肺是怎样充满空气的”。[8]至于初等教育，它的书生气太足，注重实际太少，一直到1865年还没有任何方面与科学知识的新世界有联系。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了当时英国的大学和普通学校的课程中严重地存在着轻重倒置的情况，使得“一个男孩，在他整个一生，十之八九用不到拉丁文和希腊文”，但他还“必须硬背拉丁文和希腊文，也不是因为这些语文有实在价值，而是免得他因不懂这些而丢脸，是为了使他受到‘绅士教育’，是因为这标志着某种社会地位，并且因此能受人尊敬”。[9]因此，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鲍恩（J. Bowen）所指出的：“科学仍是学校课程中最被忽视的领域。由于在物理学、化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方面已取得的进步以及对以经验为根据的研究方法的日趋重视，这个问题显得更突出了。”[10]

当然，也应该看到，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工业技术的巨大进步客观上也影响着英国的社会和学校教育，促使它不得不随着时代的潮流而进行一些变革。例如，皇家化学学校（1845）和采矿学校（1851）的成立。又如，1848年在爱丁堡开办的一所中等学校，其课程内容就包括有地理、数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博物学等；此后，在伦敦、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等城市也陆续开办了这样的学校，为把科学知识引进学校课程中做了实际的努力。在这个推进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运动中，值得一提的是1853年英国议会成立了“科学与工艺局”，使得科学与工艺教育的发展开始受到了政府的资助和促进。1859年后，凡是设有物理学、化学、动物学、植物学、地质学、矿物学或其他应用科学的班级和学校，都由“科学与工艺局”给予一定的津贴。

然而，“在19世纪中期，科学和技术教育的缺乏已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11]因此，在当时英国就是否应该实施科学教育的问题进行了争论。这种争论，大约是在19世纪三四十年代开始的。实际上，在19世纪前半期，随着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在欧洲的一些国家里，就存在着截然相反的两种主张：一种主张强调科学的进步要求改革学校教育和促进科学教育实施；另一种主张则是维护自文艺复兴时期以来一直影响着欧洲国家学校教育的古典主义教育传统。这两种主张之间展开了论战。由于英国的国情，这种论战比其他国家更为激烈。斯宾塞在他的《自传》中曾这样写道：当他的那篇题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论文发表时，“论文中最主要的论点，即古典语言和学科的教学应该让位于科学的教学，在十个有教养的人中间有九个人认为这简直是荒谬的”。[12]这场涉及大学、中学乃至小学教育的广泛争论，实质上是关系到科学知识与古典语言和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问题。就其源头来说，自培根的时代就已开其端。

1859年，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C. R. Darwin）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一书问世，提出了进化论，这不仅是世界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而且对英国思想界和教育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因此，在英国的这场论战中，一些英国思想家和社会人士，其中有不少人具有广博的科学知识和享有较高的科学声誉，例如，斯宾塞、赫胥黎、植物学家边沁（G. Benthan）、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法拉第（M. Faraday）等，积极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其对立面是曾任都柏林天主教大学校长的纽曼和以他为代表的顽固维护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保守派。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人士对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知识观和教育观进行分析批判，强调教育改革趋向科学的思想，并领导了实施科学教育的运动。在他们中间，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斯宾塞和赫胥黎。斯宾塞曾写了一系列关于教育问题的论文：题为《智育》的论文发表在1854年5月号的《北不列颠评论》上，题为《德育》和《体育》的两篇论文分别刊载在1858年4月号和1859年4月号的《不列颠季刊》上，最著名的一篇论文《什么知识最有价值？》则发表在1859年7月号的《威斯敏斯特评论》上。这些文章直接论述了科学知识的价值和在学校教育中的重要性，以及如何对学生进行智育、德育和体育，笔调是尖锐而激烈的。这四篇论文后来于1861年以《教育论》（Education： Intellectual，Moral and Physical）为题成书出版，而闻名于世。赫胥黎不仅参加科学教育实践活动，而且就科学教育问题发表讲演和撰写论文，积极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思想。这些讲演和论文于1893年以《科学与教育》（Science and Education）为题成书出版，并得到广泛的传播。

在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运动中，斯宾塞和赫胥黎尖锐地批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强调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推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改革，而成为英国科学教育思想的杰出代表人物。当时美国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Charles W. Eliot）曾指出：斯宾塞是“一个真正的教育先锋”。[13]当代英国教育史学家柯蒂斯和博尔特伍德则指出：“赫胥黎全身心地投入了为科学教育的斗争。”[14]赫胥黎本人也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促进自然科学知识的发展，尽我所能去推动科学研究方法在生活的一切方面的应用……”以及“普及科学知识，发展和组织科学教育”。[15]

毋庸置疑，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与实践，使他们在近代科学教育发展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地位。继培根之后，他们又一次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了有力的挑战和无情的抨击，使先于他们的学校教育改革工作有了一个新的重点。斯宾塞在《教育论》一书中提出了“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卓越见解，制订了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极大地有利于科学知识在学校课程中地位的巩固，因而成为自弗兰西斯·培根试图创立一个在科学范围给全人类带来知识的制度以来，完成了这个任务的第一位英国哲学家。赫胥黎在《科学与教育》一书中批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对新的自由教育观和科学教育观以及理想的大学和技术教育做了精辟而深刻的论述，不仅对近代科学教育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而且富有创新的精神。他从前辈和同时代人那里汲取了养料，但他的思想和预见又高于同时代人而闪烁其光辉。

尽管斯宾塞和赫胥黎在论述科学知识与科学教育时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历史观和哲学观的局限，例如，主张科学和宗教是可以调和的，认为科学的训练也提供了宗教的训练等，然而，应该看到，斯宾塞和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在当时适应了工业革命后英国资本主义经济迅速发展的需要，也适应了社会发展和时代进步的客观要求。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精神，英国科学教育思想无疑是工业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闪烁了时代的光辉，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改革。美国教育家、当时的哈佛大学校长埃利奥特曾对斯宾塞做过这样的评论：斯宾塞的“思想在一个惊人的工业高潮和社会变革中浮现出来，必然涉及很广泛和很深刻的教育改革”。[16]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P. Monroe）也对赫胥黎做过评论：赫胥黎“在为使教育的实际范围扩大到自然科学而斗争方面超过了任何其他的英国人”。[17]当然，如果把斯宾塞和赫胥黎两人做一比较的话，不难发现，赫胥黎作为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的成员以及作为大学教授、科学教育问题的讲演者和作家，在科学教育实际方面所做的工作显然要比仅仅通过自己的《教育论》一书而闻名的斯宾塞多。

在19世纪科学教育运动中产生并得到广泛传播的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反过来又对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直接而积极的影响。由于科学教育运动的发展以及科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因此，英国各级学校教育实践开始起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科学实验的教学开始介绍进学校，自然科学在学校课程中逐渐占据了重要的位置，许多科学课程采用了实物教学的方式来进行，教育理论界也开始承认科学教育对所有发展阶段的儿童来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1867年，不列颠协会（The British Association）曾发布一份年度报告，提出了许多关于科学教育的建议，其中明确指出：“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如果对科学知识一点也不了解，那他就会处于不利的境地。”[18]这份报告还对科学知识和科学训练做了区分，指出科学知识包括初等天文学、地理、自然历史、自然哲学等，科学训练则包括实验物理学、初等化学、初等植物学等，从而为中学的科学教育提供了一个有益的框架。1868年，负责公学调查的克拉伦顿委员会（The Clarendon Commission）在给一个科学团体的信中写道：“在正规的学科课程中引入自然科学，正是人们所期望的，而且也没有任何的理由怀疑它的可行性。”[19]皇家科学教育和科学促进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Scientific Instruction and the Advancement of Science）1875年发表的报告也指出：小学高年级学生应该受到更多的科学教育以及师范学院的课程计划应该更有利于提供为科学教育做好准备的教师，并要求科学与工艺局和教育局尽可能地协调工作。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开始出现提供科学和技术教育的新大学和多科性技术学院，强调应用科学和技术学科的教学与研究。1881年帝国科学与工艺高等学校以及1890年皇家科学学院的成立，也反映了英国高等教育趋向科学学习的变化。至于中等和初等教育，所有的学校都开始承认科学知识的重要性和地位，并设置科学课程和提供科学教育。

此外，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echnical Instruction，1881—1884）和全国技术教育促进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Promotion of Technical Education，1887）的成立表明了英国政府对科学教育和技术教育的进一步重视。1884年，皇家技术教育委员会曾发表报告，提倡在学校教育中应该采用更多的实物教学、更多的工艺工作以及更多的农业，要求在师范学院里能提供更多的科学与工艺教学。在这份报告发表5年之后，英国议会通过和颁布了《技术教育法》（Technical Instruc­tion Act，1889）。因此，从1890年起，英国政府对科学和技术教育提供了更多的资助。

总之，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在19世纪科学教育运动中越来越为更多的公众所理解和接受，使科学知识从19世纪后半期起引入英国学校课程中，并逐渐建立起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毫无疑问，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人物的英国科学教育思想，进一步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改革，促进了学校科学课程的趋向，为科学教育真正在学校教育领域中占据主导地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对其他欧洲国家和美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斯宾塞的《教育论》一书曾在美国拥有最广泛的读者。美国第一位教育学教授、密歇根大学的佩恩（W. H. Payne）在1886年写道：“自卢梭（J. J. Rousseau）的《爱弥儿》问世以后，最有用和最深刻的一本教育著作肯定是斯宾塞的《教育论》。”[20]赫胥黎在1876年应邀访问美国时，曾受到了极为热烈的欢迎。一位美国记者曾这样写道：“整个美国由于赫胥黎在秋天将要访问我国的消息而振奋起来。我们对他的欢迎场面，将大大地超过对威尔士王子以及他的贵族随员和公爵们的欢迎。”[21]可以说，随着斯宾塞的《教育论》和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在欧美国家的出版发行，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了进一步的传播，并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学校教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就这一点而言，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运动以及英国科学教育思想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

第二节 斯宾塞的教育思想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尖锐的批判，提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卓越见解，制订了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极大地推动了近代英国以及欧美其他国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发展。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1820年4月27日，斯宾塞生于英国德比郡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他的祖父、父亲和叔父都是学校教师。因为从小身体病弱，斯宾塞幼时上学读书的时间不多。但他受父亲的影响十分喜爱对自然界的观察。有时，斯宾塞也和父亲的学生一起做物理和化学实验。

13岁时，斯宾塞寄居在他叔父家里，并在其任教的学校里读书。他对数学、机械学等课程十分喜爱，却厌恶拉丁文和希腊文的学习。在读了3年预备课程之后，斯宾塞拒绝了叔父关于送他去剑桥读书的建议，又回到父亲身边继续进行自学。

1837年夏天，斯宾塞已满17岁。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在自己曾上过学的那所学校里担任了辅导教师，但只有3个月的时间。这是斯宾塞一生中在学校教育实践方面仅有的经验。同年秋天，斯宾塞去铁路局工作，同时继续进行研究，考虑改进技术设计和方法并亲自进行各种试验。可以说，正是早期对科学知识的兴趣和信念，促使斯宾塞后来的“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见解的形成，并极力促进科学教育的发展。

在这期间，英国自然科学家莱尔（C. Lyell）的《地质学原理》一书给斯宾塞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对他后来的著述活动以及哲学思想体系的形成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从1842年起，除1844—1846年重新担任铁路局工作外，斯宾塞开始专注于学术研究，并为英国各杂志撰稿。1842年，他撰写了第一本政治论著，题为《政府作用的范围》。1850年，斯宾塞出版了《社会静力学》（Social Statics），其中包含了他后来系统阐述和发展的哲学思想体系的萌芽。1855年，他又出版了《心理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Psychology），开始把进化论应用于心理学的研究。

早在1848年，斯宾塞曾想根据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原理开办一所学校，但未能实现。后来，他积极参加了当时英国正在进行的那场科学教育与古典主义教育之间的激烈论战，从1854年起连续在杂志上发表4篇论文，阐述自己在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方面的见解。由于斯宾塞博览了培根、夸美纽斯（J. A. Comenius）、卢梭和裴斯泰洛齐等许多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著作，从中汲取了体现时代潮流的思想，再加上他本人对当时英国教育制度的认真观察和深刻分析，因此，他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抨击最尖锐，对“什么知识最有价值”这个问题回答最明确，对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学校课程体系表述最清楚。

1859年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那本划时代著作《物种起源》发表后，斯宾塞试图根据进化论的原理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打算撰著一部概括人类所有知识的多卷本《综合哲学》。1862年他写成了《第一原理》（First Principles）；1864—1867年写成了《生物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Biology）上、下两卷；1870—1872年写成了《心理学原理》上、下两卷；1879—1893年写成了《伦理学原理》（Principles of Ethics）上、下两卷；1876—1896年写成了《社会学原理》（Principles of Sociology）三卷。到1896年时，斯宾塞终于完成了这个庞大的思想体系。当时，包括英国所有著名科学家在内的82人联名给斯宾塞发了一封热情赞扬的贺信。他被誉为学术界的“思想泰斗”，也被称为“没有受过学校教育的近代亚里士多德”。[22]

1871年后，斯宾塞先后被英国的剑桥大学等授予名誉博士学位，并被巴黎科学院等聘任为国外院士或通讯院士。但他谢绝了所有这一切荣誉。

1903年12月8日，斯宾塞在伯莱顿去世。

二、教育预备说

针对当时英国学校教育中“装饰主义”的传统习惯势力，斯宾塞尖锐地指出：“我们所追求的都是装饰先于实用。不只在过去，在我们现代也差不多一样：那些受人称赞的知识总是放在第一位，而那些增进个人福利的知识倒放在第二位。”[23]他还指出：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习惯势力就是这么大！在我们教育中装饰就是这样可怕地胜过了实用！”[24]在斯宾塞看来，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在“装饰先于实用”的原则下，课程内容的安排很少考虑是否真正对一个人的心智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有好处。例如，在女孩教育方面，“舞蹈，举止文雅，弹钢琴，唱歌，绘画，这些占了多大分量！如果你问为什么学意大利文和德文，你就会看出，在一切借口之下，真正的理由是认为懂得这些语言才像个贵妇人”。[25]尽管科学知识是近代社会生活成为可能与继续发展的基础，但是并没有人注意这个真理，由于司空见惯而忽略了它。这就使得比其他一切都重要的科学知识学习，却最少受人注意和重视。因此，同人生事业和社会生活有着最密切关系的科学知识，在学校课程中几乎是完全被忽视的。斯宾塞认为，如果这样的情况继续下去，那么，近代英国就会同在封建时代一样。

斯宾塞还分析了英国学校教育中追求“装饰先于实用”的原因，指出：在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影响下，英国学校教育“所考虑的不是什么知识最有真正的价值，而是什么能获得最多的称赞、荣誉和尊敬，什么最能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怎样表现最神气”。[26]

由此出发，斯宾塞在外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教育预备说”的观点。他强调指出：“怎样生活？这是我们的主要问题。不只是单纯从物质意义上，而是从最广泛的意义上来看待怎样生活。……怎样对待身体，怎样培养心智，怎样处理我们的事务，怎样带好儿女，怎样做一个公民，怎样利用自然界所供给的资源增进人类幸福，总之，怎样运用我们的一切能力使对己对人最为有益，怎样去完满地生活？这个既是我们需要学的大事，当然也是教育中应当教的大事。为我们的完满生活做准备是教育应尽的职责；而评判一门教学科目的唯一合理办法就是看它对这个职责尽到什么程度。”[27]因此，在斯宾塞看来，教育就是教导一个人怎样生活，使他获得生活所需要的各种科学知识，为他的完满生活做好预备。

斯宾塞“主张科学应该在教育中占据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因为它对人的生活的主要方面的预备比古典文学更有效用。”[28]为了要达到为完满生活做好预备的目的，我们就要根据这个目的来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重视科学知识的学习。因为“学习科学，从它的最广义看，是所有活动的最好准备。”[29]

三、论科学知识最有价值

在19世纪英国社会，尽管每个人都说为青年人谋生做准备的教育很重要，甚至认为是最重要的，但是差不多谁也不去探究学校教育要教些什么才能做好这一准备。针对这种状况，斯宾塞明确提出，在科学教育与古典主义教育之间的争论中首先要解决知识的比较价值问题。他强调说：“至关重要的问题并不在于这个那个知识有无价值的问题，而在于它的比较价值。”[30]“这是一切教育问题中的重要问题……在能够制订一个合理课程之前，我们必须确定最需要知道些什么东西……我们必须弄清楚各项知识的比较价值。”[31]

斯宾塞认为，有的知识有内在的价值，有的知识有半内在价值，有的知识有习俗上的价值。在确定知识的学习次序时，首先要弄清楚知识的价值并加以分析和比较。在他看来，“合理的看法是：在其他情况相等时，有内在价值的知识，必须放在具有半内在价值或习俗上价值的知识前面”。[32]“价值最大的给予最大注意，价值小些的就注意少些，价值最小的就最少注意”。[33]虽然在学校里设置的课程没有一门课程是一点价值都没有的，但由于学生在校学习的时间是有限的，因而就需要对所学习的知识价值进行比较，把有限的学习时间花在学习最有价值的知识上。当然，斯宾塞也认为，必须找到一些方法来估计每一种知识的价值，并且尽可能地弄清楚哪些知识最值得注意以及哪些知识在将来生活中会有用。

就教育的任务而言，斯宾塞明确指出，那就是教导一个人怎样地生活，训练一个人在各种活动中能够完满地生活，获得为完满生活做好准备所必需的一切知识。所以，在他看来，确定知识的比较价值，就是确定哪些知识对我们最有用处。斯宾塞认为，从完满生活的目的出发，知识的比较价值可以确定为下列一个次序：关于直接保全自己的知识，关于获得生活必需品养活自己的知识，关于家庭幸福所需要的知识，关于社会福利的知识，关于培养各种艺术爱好和欣赏的知识。对于学校教育来说，确定一个一致的比较价值标准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安排课程内容的基础和出发点。因此，斯宾塞强调说：“我们有责任把完满的生活作为要达到的目的摆在我们面前，而经常把它看清楚；以便我们在培养儿童时能慎重地针对这个目的来选择施教的科目和方法。”[34]

根据知识的比较价值标准，斯宾塞在知识的价值上阐明了一种崭新的观点，那就是他那段极其简略而又非常明确的话所表达的：“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这是从所有各方面得来的结论。为了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生命和健康，最重要的知识是科学。为了那个叫作谋生的间接保全自己，有最大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为了正当地完成父母的职责，正确指导的是科学。为了解释过去和现在国家生活，使每个公民能合理地调节他的行为所必需的不可缺少的钥匙是科学。同样，为了各种艺术的完美创作和最高欣赏所需要的准备也是科学。而为了智慧、道德、宗教训练的目的，最有效的学习还是科学。”[35]在他看来，生活在工业时代的每个人都需要科学知识和素养，帮助他们对自己所从事的职业和社会活动有关的事物及过程的理解。斯宾塞还强调指出：“如果科学被抛弃，那么一切知识必然随之被抛弃。”[36]

在科学知识与指导人类活动的关系上，斯宾塞认为，世界上的一切活动都离不开科学知识。在近代社会中，人们都在从事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活动，“而商品的生产、加工和分配的效率又靠什么呢？就靠运用适合这些商品各种性质的方法，靠在不同情况下相当熟悉它们的物理学的、化学的或生命的特性，那就是依靠科学”。[37]所以，如果我们缺乏科学知识，就会有这样或那样的损失，而且损失有时会非常大。特别是随着近代自然科学的迅速发展和日益应用于实际生产之中以及生产过程不断科学化的情况下，缺乏科学知识会使我们的损失更经常和更大。在斯宾塞看来，这种情况对于每一个地区、每一个民族都是存在的。科学知识使我们能够熟悉事物的构成，使自然顺从人们的需要。

在科学知识与艺术的关系上，斯宾塞强调说：“没有科学，既不能有完美的创作，也不能有充分的欣赏。”[38]因为美学一般必须以科学原理为根基，而且只有熟悉这些原理，美学的工作才能完全成功。他曾举例说，“一个从未做过科学探讨的人对于他四周的诗意大部分是茫茫无知的。一个在青年时代未曾采集过植物和昆虫的人对于乡间小道树丛能引起的莫大兴趣就懂不到一半。没有寻找过化石的人就很少知道发现那宝藏附近有些什么带诗意的联想。”[39]所以，科学不仅本身富有诗意，而且能在那些不懂科学的人看来完全是茫茫无知的地方开辟出一些富有诗意的领域来。

在科学与教育的关系上，斯宾塞认为，科学发展史上的一种正确理论必然会在教育上产生一种巨大的结果，并通过教育在文化上产生巨大的影响。在他看来，科学作为学校课程的内容，对学生来说会具有最大的价值。因为“只有天才和科学结了婚才能获得最好的结果”。[40]首先，它表现在科学实际上给学生提供了广大的园地去练习记忆。因为在学习和记忆许多科学知识时，学生已经进行了适当的练习和实验。科学学习对记忆的训练要比语文学习优越得多，同时又训练了理解。其次，它表现在科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判断力。因为科学学习经常要求学生用自己的理智去判断实际研究的每一个步骤，进行仔细的分析、比较和判断，“合理的思维习惯只能通过普遍地学习科学才能养成”。[41]最后，它表现在科学能够锻炼一个人的坚毅和诚实，使他获得独立性。因为科学学习要求学生必须自由地去检验，而不是单纯根据权威来接受科学的真理。在学生还未见到一件事的真实性之前并不要求他去接受，但在科学的真理面前，他将愿意放弃自己一切同科学的真理相冲突的成见。

四、论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

斯宾塞认为，在制订学校课程体系之前，首先应该按照重要的程度把人类社会生活的几种主要活动进行分类和排序。那就是：一是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二是从获得生活必需品而间接保全自己的活动，三是目的在于抚养和教育子女的活动，四是与维持正常社会政治关系有关的活动，五是在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满足爱好和感情的活动。同时，在上述分类和排序的基础上，把教育也排列成一个合理的次序，即准备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间接保全自己的教育，准备做父母的教育，准备做公民的教育，以及准备生活中的各项文化活动的教育。

然后，由此出发，并按照“教育预备说”和“科学知识最有价值”的观点，制订一个合理的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斯宾塞看来，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在有限的学习时间的条件下学习最需要知道和掌握的知识，为完满地生活做好准备。

斯宾塞提出的课程体系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是开设生理学、解剖学。这是阐述生命和身体健康规律，直接保全自己或是维护个人的生命和身体健康，并使他们保持精力充沛和具有饱满情绪的知识。在斯宾塞看来，这是合理的学校课程体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因为生命和身体健康规律的知识比其他任何知识都重要。

第二部分是除了阅读、书写、计算以外，开设逻辑学、几何学、力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社会学等。这是与生产以及商业等活动有直接关系的知识，可以使人们提高生产等活动的效率，以赚取最大的利润而间接地保全自己。

第三部分是开设心理学、教育学（包括一部分生理学原理）。这是为了正确地履行父母的职责和更好地抚养教育自己的子女所需要的科学知识；也是教育艺术的依据，以便正确地对儿童实施教育。在斯宾塞看来，如果父母缺乏这方面的知识，那么，在其子女的发展和教育问题上就会毛病百出。

第四部分是开设历史。历史实际上是一门描述的社会学，学生在学习历史后可以了解过去和现在的国家生活，了解社会义务，以便作为一个社会公民去合理调节自己的行为。斯宾塞认为，在学习历史时，不仅要了解帝王、战争、宫廷阴谋的历史，更要知道研究社会的自然历史知识。

第五部分是开设了解和欣赏自然、文化、艺术（包括绘画、雕刻、音乐、诗歌）知识的科目。这是为了闲暇时间的休息和娱乐所需要的知识，以便建立起一种有健全文化的生活。但是，斯宾塞指出，这一部分应该服从于上面其他部分科学知识的传授。

由上可见，斯宾塞制订的这一个课程体系所包括的方面是比较广泛的，但是，它以自然科学知识为核心也是十分清楚的。这样的一个重视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课程体系无疑冲破了当时英国社会和教育界的传统习惯势力的羁绊，使得学校课程与现实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体现了时代的潮流，代表了科学发展的方向。

五、论教学的方法原理

从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学校课程体系出发，斯宾塞坚决反对古典主义教育的传统教学方法。他指出，从前流行的死记硬背的办法已越来越不受人们的重视，某些旧方法一定要被淘汰，而一些新方法一定会建立起来。但是，斯宾塞认为，新的教学方法必须建立在儿童心理的基础上，适合儿童心智演化的自然过程。因为儿童的“心智演化有个自然过程，干扰它就会发生损害；我们不能把人为的形式硬加在一个正在发展的心智上；心理学也给我们提出一个供求规律，而我们要不出毛病就必须遵守它”。[42]在他看来，教学内容和方法的安排必须配合儿童能力的演化次序和活动方式。这是进行教学的一个根本原理，也是教学的一个秘诀：知道怎样聪明地花费教学时间。

为了使学生更好地学习科学知识和更快地掌握科学知识，斯宾塞在教学必须适合心智演化的自然过程的前提下提出了以下一些教学的方法原理。

第一，从简单到复杂。斯宾塞指出，儿童的心智是不断发展的，因此，在教学开始时应该教少数几门科目，然后逐步增加，最后才可以所有的科目同时齐头并进。与此同时，课程和教材的安排，无论在细节上还是全局上也都应该从简单到复杂。

第二，从不确切到确切。斯宾塞指出，教学内容和方法应该首先从粗糙的概念开始，然后得到确切的完整概念和科学公式。把确切的概念教给尚未发展的心灵是做不到的，即使能做到也没有好处。

第三，从具体到抽象。斯宾塞指出，教学应该通过具体的事例，从具体的事例开始。在科学教育中，实物教学是极其重要的。它不应该限于学校内和教室内的事物，而应该扩展到更大范围的事物，包括田野、山岭、海洋里的事物；它也不应该在儿童早期一结束就停止，而应该继续到更长的时间，包括青年期以及不知不觉地转入博物家、科学家的调查研究。在他看来，这是实施科学教育时所必须坚持的。

第四，儿童所受的教育必须在方式和安排上同历史上人类的教育一致。斯宾塞指出，应该研究一下人类文化中的方法，以便指导我们去决定正确的教学方法，并按照人类心智发展的步骤来引导每一个儿童的心智发展。

第五，从实验到推理。斯宾塞指出，在教学中应该要求学生先观察、先实验，然后在充分观察和积累经验的基础上再进行推理。教师应该十分重视系统地培养学生的观察力。

第六，引导儿童自己去进行探讨和推论。斯宾塞指出，只有通过学生的自我主动性，通过他的第一手经验和发现，科学知识才能令人满意地被掌握。因此，为了取得最好的教学效果，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给学生尽量少讲些，而尽量多地引导他们去发现。因为“学生自己得来的任何一项知识，自己解决的任何一个问题，由于是他自己获得的，就比通过其他途径得来的更彻底地属他所有”。[43]

第七，在学生中间造成一种愉快的兴奋。斯宾塞指出，教师在教学中应该注意引起学生的兴趣，如果硬塞一些他们不感兴趣的和不能消化的知识，就会使他们的心智发生病态，甚至对一切知识产生恶感。因此，教师应该努力用引人入胜的方式来介绍知识，使获得知识成为愉快的事情。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整个教学过程既应该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过程，也应该是一个愉快的教育过程。斯宾塞明确指出：“前者包含了心智成长的科学的主要概括，后者就是培养心智成长的艺术的重要信条。”[44]

六、《教育论》的流传与影响

《教育论》一书是斯宾塞对他自己的科学教育思想的最全面而又最深刻的阐述。这本书1861年出版后，就在英国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英国教育史学家奎克（R. H. Quick）在1868年就把斯宾塞的《教育论》称为最有可读性的著作之一以及最重要的著作之一。据统计，从1878年到1900年的22年里，《教育论》在英国出售了47000本，而成为当时在英国被最广泛阅读的一本教育著作。

此后，《教育论》一书先后被译成法文、德文、俄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丹麦文、瑞典文、匈牙利文、波希米亚文、希腊文、阿拉伯文、梵文、日文和中文等15种文字出版发行，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中得以广泛流传。

在美国，斯宾塞主义在知识界广为流行。据统计，从19世纪60年代初期到1893年年底，包括《教育论》在内的斯宾塞著作共出售了368750本。由于《教育论》一书的发行以及斯宾塞本人1882年对美国的访问，包括杜威（J. Dewey）在内的许多美国教育学者无不以某种形式受到斯宾塞的科学教育思想的影响。斯宾塞以及他的科学教育思想在19世纪后半期在美国所受到的欢迎甚至超过了在英国的情况。

在日本，尽管斯宾塞的声望不及在美国，但斯宾塞主义19世纪后半期在日本知识界也盛行了一段时间。斯宾塞的《教育论》与他的科学教育思想，显然对日本学校教育的改革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世纪以后，斯宾塞的思想在欧美国家的影响曾有一段时间衰弱，但他的《教育论》一直为欧美国家的教育理论界所重视。

第三节 赫胥黎的教育思想

英国生物学家、教育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不仅是进化论的勇敢捍卫者和宣传者，而且是科学教育的积极提倡者和组织者，对近代英国以及其他欧美国家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1825年5月4日，赫胥黎生于英国米德塞克斯郡的一个乡村小镇伊林。他父亲是私立的伊林学校的一位算术教师。由于父亲担任教师的缘故，赫胥黎8岁时就进了伊林学校读书。但是，他的正规学校教育时间是极为短暂的，两年以后，也就是1835年，随着父亲因学校遇到财政问题而被解聘，他也就结束了在伊林学校的学习生活。

赫胥黎从小就进行了广泛的阅读。15岁时，赫胥黎开始跟一位从医的姐夫学医，后来在伦敦当了一名助理医生。

17岁那年，赫胥黎获得了奖学金，使他能够与哥哥詹姆士（James）一起在查林·克劳斯医院正式学习医学。这是他第二次得到正规学校教育的机会。在教生理学课程的琼斯（W. Jones）教授的建议下，年仅20岁的赫胥黎于1845年在《医学报》上发表了第一篇科学论文。1846年春天，赫胥黎完成了必修的医学课程，并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医学学士考试。

1846年12月，赫胥黎作为一名助理外科医生参加了远航南海之行。由此，他开始了自己的科学生涯。在远航中，赫胥黎认真读书和记笔记，并用简陋的仪器研究航行中所能得到的各种活的奇异标本。1849年，英国皇家学会的《哲学学报》发表了赫胥黎寄回国的研究论文：《论水母族的解剖和类缘》。1851年，年仅25岁的赫胥黎在远航归来的第二年就当选为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不久他又获得了英国皇家学会奖章。此时，赫胥黎已进入英国一流科学家之列，成为英国的一个最有希望的年轻科学家。

为了继续进行自己的科学研究，赫胥黎于1854年7月应聘担任了皇家矿业学院的讲师，讲授与古生物学有关的生物学原理课程。这是他从事教育工作的开始。赫胥黎的讲课很生动，没有经院式的味道，赢得了学生的一致好评。他说：“我很高兴，现在我不是在牛津大学。伦敦的空气还没有受到老学究们……以及那些老朽的清规戒律的沾染。”[45]与此同时，赫胥黎积极地投入促进科学普及与应用的战斗，决心成为一个将科学大众化的工作者。

在英国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于1859年问世后，赫胥黎阅读了达尔文赠送的这本书，并成为达尔文及其进化论的主要支持者。他还用进化论来研究人类的起源，第一次科学地提出了人和猿“由同一祖先分支而来”，从而彻底否定了“上帝造人说”。进化论和人猿同祖说的提出使得神学界一片惊慌，并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在科学与神学的激烈论战中，赫胥黎以丰富的论据理直气壮地宣传进化论，并批驳了牛津大主教一伙的愚蠢无知，使进化论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1863年，赫胥黎将自己研究得来的证据编辑成书出版，题为《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Man’s Place in Nature）。它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补充。

1864年，赫胥黎发起成立了“X俱乐部”，其成员有植物学家胡克（J. D. Hooker）、物理学家廷德尔（J. Tyndall）、天文学家和数学家卢伯克（J. W. Lubbock）以及斯宾塞等。这是英国19世纪后半期最有影响的科学家团体。

从1862年到1885年，赫胥黎至少在10个皇家科学或教育委员会中任职。其间，1871—1880年任英国皇家学会干事，1883—1885年任英国皇家学会会长。

对于教育问题赫胥黎是极感兴趣的。在1854年后的近四十年时间里，他在经常谈论教育（从初等学校的教学内容到大学和医学院的课程设置）的同时，也亲自参加了教育实践活动，担任过主考人、教授、院长或校长等职务。其中，特别是在担任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1870—1872）期间，赫胥黎积极参与了英国国民教育制度的创立，为推动英国民众初等教育的发展做了很大的努力。“在其任职的短暂时间内，他为国家初等教育的基础所立下的功绩也许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显著”。[46]赫胥黎还与积极提倡科学教育的科学与工艺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大声呼吁科学教育的普及和发展。他又积极主张公学的改革，支持把科学教育引进公学的建议，并参与了大学体制的改革，对英国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从1877年起，赫胥黎又是技术教育的一个热情的有力的提倡者。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柯蒂斯所指出的：“赫胥黎所担任的各种职务使他与活跃在教育的许多领域中的颇有影响的人士保持了联系。”[47]因此，在19世纪后半期，“赫胥黎对英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具有决定性的影响”。[48]

赫胥黎还编写过许多教科书，在英国的学校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例如，《生理学概论》（Elementary Instruction in Physiolo­gy，1866）再版重印了30次。《实用基础生物学讲义》（A Course of Practical Instruction in Elementary Biology，1875）再版重印了17次等。

由于繁重的科学研究、教学工作、公务和社会活动，从1885年起，赫胥黎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1895年6月29日，赫胥黎因病在苏塞克斯郡的伊斯特本逝世。

二、批判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

针对英国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弊病和缺点，赫胥黎在科学教育与古典主义教育的论战中，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了有力的批判。他尖锐地指出：英国“中小学教育体制阻碍科学教育的严重性是不能低估的。学生养成只会通过书本学习知识的习惯；这种习惯不仅使他们不懂得何谓观察，而且导致学生厌恶对事实的观察。迷信书本的学生宁可相信他在书本上看到的东西，而不愿相信他自己亲眼看见的东西”。[49]学生们几乎把8年或10年的时间花在学习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的那些规则上，或许会用英文写一些诗歌，但实际上是一些令人讨厌的打油诗。赫胥黎还指出，英国的大学不仅不鼓励有创新精神的人，“不给他们提供机会以便尽最大的职责去做他们最有能力做的各种事情；而且，大学教育总是脱离受教育的那些人的心智，总是脱离他们愿做世界上任何特别适合他们去做的事情的愿望”。[50]他特别强调说：“对于那些打算把科学作为他的重要职业，或者想要从事医学职业，或者必须早一些参加生活事务的人来说，古典教育是一个错误。”[51]

在赫胥黎看来，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是“华而不实的”，它极少考虑一个人的实际生活需要，也不能使一个人为参加实际生活做好准备。赫胥黎把它比作“教一个木匠懂得锯和刨的原理，然而从未让他在木头上去实践”。[52]尽管社会生活需要受学校教育的人具有从事商业贸易、经营工厂和购买专利、制定法律和管理国家、处理事务和安排闲暇等方面的能力，尽管学生最需要知道与毕业后所参加的实际生活事务直接有关的一切事情，但是，这一切在古典主义教育的学校里却学不到，因而使学生白白地浪费了一生中最宝贵的时间。在那里，学生被迫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书本上，钻研那些没完没了的拉丁文和希腊文语法形式和规则，并相信书本比自然界更真实，所有的知识都能够从书本上得到。因此，赫胥黎愤慨地说：在英国，“大部分学校和所有大学所提供的教育，仅仅是一种狭窄的、片面的和实质上无教养的教育——在它最糟糕的时候，实在是近于完全没有教育”。[53]

在对传统的古典主义教育进行批判的同时，赫胥黎大力呼吁对当时英国的学校教育制度进行改革。他强调指出：英国“教育之树的根在空中，而它的叶子和花在地上；我承认，我很希望把它上下颠倒过来……”[54]他认为，有必要改进和改善英国的初等教育制度，使它成为学生参加实际生活的一种适当的准备。它应该注重实物教学，抛弃拼命啃书本和反复死记硬背的做法，让儿童从最普通的实物着手，并使他们能够理解由此而引出的那些更高的真理。中等教育应该使学生掌握一种真实的、明确的、完整的和实际的基础知识，而不是大量空泛而又不精确的皮毛知识。至于高等教育，只有改变那些古老大学“半是神学院半是赛马场”的情况，才能发挥其作用，成为真正的学者社团。

三、论新的自由教育观

在西文教育发展史上，早在古希腊时期就已有“自由教育”这一概念，那是指自由民特别是奴隶主阶级才能受到的文雅教育。19世纪中期，在英国社会和教育界就“自由教育”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以纽曼为代表人物的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派人士主张“自由教育”，但他们所说的“自由教育”是理智的陶冶，不仅与古典语言和文学的教育是同义的，而且与古希腊罗马文学的教育是同义的。在他们看来，“自由教育”等同于古典人文主义教育。

赫胥黎在他的讲演和论文中也反复论述并强调自由教育，但是其含义与那些古典人文主义教育人士所说的“自由教育”的含义是完全不同的，而赋予其一种新意，即一种新的自由教育观。在《在哪里能找到一种自由教育》一文中，他阐述了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观，明确指出：自由教育“就是在自然规律方面的智力训练，这种训练不仅包括了各种事物以及它们的力量，而且也包括了人类以及他们的各个方面，还包括了把感情和意志转化成与那些规律协调一致的真诚热爱的愿望”。[55]在赫胥黎看来，“首先，从广度来说，这种教育不受限制，它涉及所有领域中必须认识的事物，锻炼人的全部官能，而且对人类全部活动的两大方面——艺术和科学给予同样的重视。其次，这种教育适宜于全体自由公民，他们可以选择任何一种职业，国家要求他们能够胜任各种职务。……甚至连人类全部官能的发展也将受到这种教育的影响。……同时，这种教育还为某些有天资的人可能具有的特殊才能的充分发展开辟了道路”。[56]应该指出，赫胥黎所强调的一种新的自由教育是多方面的，不仅包括了智力训练，而且还包括了身体、道德和审美方面的训练。

赫胥黎之所以强调一种新的自由教育，主要是因为他认识到，社会竞争会变得越来越激烈，而且在竞争中获得成功的唯一可能是要使人民既有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又具有热情、活力和诚实的品质，以及健康人的强壮身体和很好的行动的真诚愿望。这就需要通过包含多方面内容的新的自由教育来实现。赫胥黎认为，只要通过这种新的自由教育，一个有才华的人“就有可能成为伟大的作家或演说家，成为政治家、律师、科学家、画家、雕塑家、建筑师或音乐家”。[57]而且，这种新的自由教育既能帮助学生利用他们的天生智力的宝库，不断增长知识，又能使他们养成热爱真理和憎恨谬误的习惯，还能使他们精神振奋，充满活力，对自己将从事的职业具有一种尊严感。还有，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能使学生有准备地去接受自然的教育，既不会无能，又不会无知，也不会故意亵渎，并在整个生活道路上获得所需要的一切智力财富。因此，赫胥黎明确指出：这种新的自由教育的职责“首先是为青年提供观察事物的方法，并养成他们观察事物的习惯，其次是分别以科学或艺术的形式，或者以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形式给青年提供学科知识”。[58]

因此，赫胥黎强调说，凡是一个人“已经与自然界完全和谐一致”，就表明他已受到了一种新的自由教育。具体地讲，这种新的自由教育是：

他从小受到这样的训练，以便使他的身体服从自己的意志，如同一台机器一样毫不费力地和愉快地从事他所能做的一切工作；他的心智是一台无污垢的、周密设计的和结构合理的发动机，每个部件都发挥着各自的力量，工作程序有条不紊；又如同一台蒸汽机一样准备担负任何工作，既能纺纱又能锻造精神之锚；他的头脑里储存着有关各种重要而又基本的自然界真理的知识以及有关自然界活动规律的知识；他不是发育迟缓的禁欲主义者，而是充满着活力和激情，但他的情感已被训练得完全服从强有力的意志，并成为良知的仆人；他已经学会去热爱一切美好的事物（无论是自然的还是艺术的），也已经学会去憎恨一切邪恶，并像尊重他自己一样地去尊重别人。……他将会充分地利用自然界，自然界也将会充分利用他。他们将极好地一同携手并进；自然界永远是他的慈母；他是自然界的喉舌，自然界的有意识的化身，自然界的代理人和解释者。[59]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学习内容上，赫胥黎认为，应该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体育锻炼和操练，使学生具有强壮的体格。二是家政教育，使学生具有家政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养成勤俭和合理安排生活的习惯。三是智力训练，使学生学会运用知识的方法（阅读、书写和计算），激起要求理解事物的愿望，获得一定数量的真实知识（特别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知识），受到一定的工艺训练（包括绘画），而且使学生懂得拉丁文和希腊文，以获得任何科学范围的全面知识。四是伦理学和神学教育，使学生熟悉基本的行为准则，培养他们的道德感情，适应社会生活和忍受住它的压力，并对他们进行以《圣经》本身内容为限的宗教教育。其中，赫胥黎更强调智力训练的重要性。他曾这样说过：“假如我能够完全消除一切并重新开始的话，我首先应当保证青年在阅读和书写方面的训练，并培养他们注意和观察所得知的与所看到的事物的习惯。”[60]因此，十分清楚，赫胥黎所主张的一种新的自由教育实际上是一种和谐的、全面发展的教育。

在新的自由教育的学习方法上，赫胥黎根据这种新的自由教育观强调指出，应该要求学生不要从文字中而要从事实中去探求真理；对事物的彻底了解比粗略了解更为重要；不要斥责和阻止儿童提出一些所谓“愚蠢的”问题，使他们慢慢地而又稳固地积累知识，并采用提问的方式来发展思考能力；家长和教师不要压制儿童的求知欲望；要求学生不仅能掌握知识，而且也能付诸行动；要经常重视学生的奋发精神、坚忍不拔的意志和动手能力的培养；等等。赫胥黎认为，一些学生的愚笨“十之八九是‘灌输出来的，而不是天生的’”。[61]在一篇论文中，他也幽默而又深刻地写道：“在教育中，奶瓶实在太多了；年轻人应当用好的智力食物来补给，然后就自己动手。”[62]

为了给学生提供一种新的自由教育，赫胥黎主张，在英国，每一个地方教育委员会都应当尽力使得在它管辖之下的每一个儿童都能受到教育，不仅教他阅读和书写，而且把打开知识宝库的大钥匙放在他的手上。在担任第一届伦敦教育委员会委员时，他也曾多次强调说：“我们的职责是应当准备一把梯子，架在贫民区和大学之间，使……每一个儿童都有机会沿着它向上爬，直到适合他去的地方为止。”[63]

四、论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

针对直到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和教育界对于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仍是不予重视的情况，赫胥黎与其他科学家合作，在一些杂志上开辟了科学评论专栏，并亲自撰写文章和发表演讲，大声疾呼科学知识的重要性。1869年，在一次题为《科学教育》的演讲中，赫胥黎明确指出：“自然科学知识作为一种生活工具的重要性是不容置疑的。”[64]在他看来，首先，科学知识与社会进步有着密切的关系。因为现代文明依赖于自然科学。现在几乎没有哪一个工商业部门不是或多或少地直接依赖于某些自然科学知识，工业生产和商业贸易活动都是直接而又紧密地与科学知识联系起来的。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科学知识和研究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它对于各种实用职业起着使人震惊和意想不到的作用。其次，科学知识与人的心智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人类心智的充分训练来说，自然科学的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它的影响，千百万人的成功依赖于它；而且，我们的整个人生观早已不知不觉地普遍受到了这种宇宙观的影响。这种影响是通过自然科学而强加于我们的”。[65]正因为科学知识是如此的重要，所以，赫胥黎坚定地相信，自然科学知识将会得到传播，并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并遍及整个英国社会。

为了使学生真正学到和掌握科学知识，赫胥黎积极提倡科学教育。因为对于民众的幸福来说，科学教育比许多社会改革更重要；对于工业进步来说，科学教育则是它的必要条件。赫胥黎明确指出：科学教育“并不是指应当把一切科学知识都教给每一个学生。那样去设想是非常荒唐的，那种企图是非常有害的。我指的是，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在离开学校之前，都应当牢固地掌握科学的一般特点，并且在所有的科学方法上多少受到一点训练”。[66]在他看来，“科学教育的最大特点，就是使心智直接与事实联系，并且以最完善的归纳方法来训练心智；也就是说，从对自然界的直接观察而获知的一些个别事实中得出结论。由于科学教育具有这样重要的特点，其他任何教育是无法代替它的”。[67]总之，通过科学教育，可以使学生十分熟悉构成操作工艺基础的那些主要原理，以便使他们自己为参加日常生活和适应新的环境做好准备。

赫胥黎认为，科学教育要取得最好的效果，就必须是实际的。例如，在对一个儿童解释常见的自然现象时，教师在课堂上必须尽可能地利用实物，使教学活动真实；教师要告诉学生，在他们根据自然界的绝对权威而不相信书本上写的东西之前，提出疑问是他们的责任；教师要使学生在对自然界的一些主要现象进行初步观察之后，并在推理能力得到发展和熟悉掌握知识的工具的基础上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等。在生物教学上，赫胥黎首创了把课堂讲授与实验室活动结合起来的独特的教学方法。赫胥黎还认为，为了更好地进行科学教育，在科学教育时应当注意，“第一是恰当地选择论题；第二是注重实际的教学；第三是训练一些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第四是安排充裕的时间”。[68]在他看来，如果科学教育不是作为一种智力训练，不是建立在对于事实的直接的感性认识，以及实际运用对于事物的观察能力和逻辑思维能力的基础上，那么，这种科学教育不仅是没有效果的，而且是毫无价值的。因此，赫胥黎尖锐地指出：“假如科学教育被安排为仅仅是啃书本的话，那最好不要去尝试它，而去继续学习以啃书本自居的拉丁文法。”[69]在他看来，假如旧的古典主义教育方式的幽灵进入新的科学教育方式的肌体内，“我宁可让它们把科学教育的伪装完全去掉”。[70]

赫胥黎大声呼吁把科学教育引进一切学校里。他强调说：“没有什么会比能引进初等学校里的初等科学和工艺教育更重要。”[71]在赫胥黎看来，自然科学的基本原理应当成为初等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他甚至认为，科学教育应当开始于智力的发端，因为当一个儿童开始说话的时候他就试图获得自然科学知识。赫胥黎充分肯定了在科学与工艺局领导下设置的科学课程，并把它看作在科学教育方面已经采取的一个伟大步骤。他还认为，在每所大学里应该建立单独的科学学院，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的科学家。

尤其应该指出的是，在提倡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的同时，赫胥黎提出了文理沟通的观点，明确阐述了科学与文学、艺术、美学的关系，强调科学教育与文学教育具有同等的地位。早在1858年，赫胥黎就说：“时代在迅速地发展，因此，不熟悉科学事务的人将不会被看成受过教育的人。”但他马上又补充说：“科学必须避免的最大危险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的片面发展。”[72]后来，赫胥黎在一次演说中又明确指出：“科学和文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73]在他看来，除自然科学外，还有其他的文化形式。在给友人金斯利（C. Kingsley）的一封信中，赫胥黎也写道：“科学不单指自然科学，还包括一切把缜密的思想方法运用于任何材料所得出的结果。”[74]因此，应当把一种完整的和全面的科学文化引入学校中，绝不能为了科学而扼杀或削弱文学和美学。为了防止培养一些片面发展的人，为了使学生获得真正的文化，赫胥黎主张既要进行科学教育，又要进行文学教育。因为“单纯的科学教育确实与单纯的文学教育一样，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75]学校教育课程应该是所有必要的组成部分（既包括科学又包括文学和艺术）的一种适当比例的结合。很清楚，赫胥黎提出的文理沟通的观点是与片面强调自然科学而压抑和削弱人文科学的观点截然不同的。

五、论理想的大学

在1874年担任英国阿伯丁大学校长的就职演说中，赫胥黎就明确指出：“在我所设想的理想的大学中，一个人应该能得到各种知识的教育，并在运用所有的获得知识的方法上得到训练。在这样的一所大学中，活生生的榜样力量将鼓舞学生树立崇高的志向，在学问上努力赶超前辈的学者，并沿着开辟知识新领域的探索者的足迹前进。他们所呼吸的空气将充满着对真理的热爱和对诚实的激情，因为这是比学问更珍贵的财产，比获得知识的能力更高尚的素质。”[76]他根据自己长期在大学里从事教学工作的实践经验还指出：“世界的未来掌握在那些对于自然的解释能够比他们的前辈更进一步的人手里。大学最重要的职责，就在于发现这些人，爱护这些人，并培养他们最大限度地服务于自己事业的能力。”[77]

在赫胥黎看来，有一小部分人生来就具有特殊天赋和最优秀的品质，具有成为出类拔萃的人的愿望，具有各种专门的才能，而大学就要给这些人提供方便，使他们成为智慧的中心、自然界的阐述者、美的形式的创造者，并利用他们为社会利益服务。在1876年访问美国期间，赫胥黎应邀在标志着“美国高等教育新纪元”的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开办典礼上发表演讲说：“祝愿它的声誉与日俱增，成为一个能获得真才实学的学府、一个自由研究的中心、一个智慧之光的聚合点；直到人们从世界各地慕名而来，就像过去寻找波洛尼亚、巴黎或牛津那样。”[78]这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赫胥黎对大学职能的看法。

针对当时英国大学教育的落后状况，在对英国大学与德国大学进行比较之后，赫胥黎明确指出：那些德国大学“已经从一个世纪以前不屑一顾的样子变成了目前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认真地对学生进行教学和培养的人才最多的学者社团”。[79]“德国大学是‘献身于科学研究和学术教育的学者’社团……它们是真正的‘大学’，因为它们努力阐述和具体应用人类的全部知识，并为各种形式的学术活动提供机会”。[80]在他看来，鉴于德国的一所资金缺乏的三流大学在1年之内所取得的研究成果，能够超过英国一些规模巨大和资金充裕的大学在10年之内煞费苦心而取得的研究成果，因此，英国大学应该学习和仿效德国大学，采取德国大学的做法。

赫胥黎认为，人们应该清楚地认识到，未来的大学是极大地不同于过去的大学。作为一所大学，应该坚决排除与学生将来从事的实际职业相去甚远的学科，帮助学生获得真正的知识，而不要压断他们的“智力脊梁”，培养死记硬背的书呆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赫胥黎提出，理想的大学应该是个学术思想不受任何束缚的地方，是个能使所有的入学者获得所有的知识和掌握所有的学习工具的地方。

赫胥黎十分称赞美国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所阐明的一个原则，那就是，“一所大学的声誉应当体现在它的教师和学者的水平上，而不是体现在教师的数量和所使用的建筑物上”。[81]在他看来，如果把巨额的教育经费变成了纯粹的砖石，而使本来该用于资助学术机构的资金所剩无几，那是最不明智的做法。赫胥黎还强调，在大学里应该注重教学与科学研究的结合。他相信最好的研究者往往总是那些负有教学职责的人。1892年4月11日，赫胥黎在给他的助手兰克斯特（E. R. Lankester）的信中明确地写道：“中世纪大学是落后的：它公开宣布自己是旧知识的储藏所……它的教授与新鲜的事物毫无关系。” “现代大学是进步的：它是生产新知识的工厂，它的教授处在进步潮流的最前列。研究和批判肯定是他们必不可少的东西；实验工作是学习科学的学生的主要职责；书本是他们的主要帮手”。[82]因此，教授在大学里不仅应该在课堂里讲课，而且应该在课后对学生进行指导。赫胥黎认为，一个具有独创性的研究者必须贡献出他的一部分时间去讲课或者指导实际的教学。1892年，在他提出的关于伦敦大学体制改革的具体设想中，就体现了教学与科学研究并重的思想。

对于大学生的任务来说，赫胥黎认为，他们应该认真考虑自己将要称职地履行的庄严职责，踏实地和精深地学习必要的真实知识。因为这些知识，不管在日常事务中看起来是多么无关紧要，或者是多么无足轻重，但也许有朝一日就会发挥作用。他特别提到，如果一个学生进入大学后，“在他专攻的学科考试中表现出缺乏才华和疏于勤勉，则阻止他从事这种显然不适合于他的职业。无论对校方或他本人来说，这都是件大好事” [83]。在赫胥黎看来，大学必须避免把一些不合格或不能胜任职务的人送到社会上去。

最后，赫胥黎还强调了大学教育与中小学教育的联系。他认为，“中小学是为进入大学做准备的，而大学是这幢已由中小学打好基础的大厦的顶端。大学教育不应当与初等教育截然分开，而应当是初等教育的自然的结果与发展”。[84]因此，小学和大学就像教育过程中的两端，作为两端之间的过渡性机构的中学，必须真正成为小学与大学之间的桥梁，继续保持着新的自由教育的广阔渠道，使各门学科得以均衡地发展，使学生为进入大学做好充分而又全面的准备。

六、论技术教育

在英国产业革命以后，随着人们对技术教育意义的认识的深入，技术教育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对此，赫胥黎指出，“技术教育之所以成为必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旧的学徒制已经破除；二是技术发明创造已经完全改变了我们工业的面貌。”[85]为了促进技术教育的发展，赫胥黎和科学与工艺局保持了密切的联系，并接受其委托做了许多实际工作。

1877年，赫胥黎在曼彻斯特做了题为《技术教育》的演讲，明确指出：“在平常使用‘技术教育’这个术语以及我现在使用它的意义上说，‘技术教育’指的是专门适应以从事某种手工艺为谋生职业的人们所需要的那种教育。”[86]在他看来，技术教育相等于手工艺教育。1887年11月，赫胥黎在全国技术教育促进协会成立大会的演说中又指出：“我说的技术教育，就是指对于成功地经营一些工商业部门来说必不可少的那种知识的教育。”[87]

赫胥黎十分强调技术教育的意义，认为技术教育的发展将有助于推动英国工业的进步。1854年创办于伦敦红狮广场的南伦敦工人学院是当时英国的成人教育中心，为技术教育的发展做了不少工作。对此，赫胥黎赞赏地说：“南伦敦工人学院所从事的工作是一项伟大的工作；我甚至可以说，学院所建议尽力实施的那种教育，是目前人们所做的一切工作中最伟大的工作。”[88]对于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的成立，赫胥黎指出：“全国技术教育促进会打算做的工作（我可以说，这是极其重要的工作），不仅对于国家的福利事业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工作，而且也是一种范围很广而又极其困难的工作。”[89]在他看来，如果不认真考虑技术教育的计划，就会延误儿童参加劳动生活，或者妨碍他们自食其力；同时，也就不能促进手工艺者中的优秀人才的成长。因此，赫胥黎大声呼吁发展技术教育，开办职业学校、工厂附属学校等，并设立技术教育师资的培训机构。

但是，赫胥黎竭力反对狭隘的技术教育，提倡完善的和全面的技术教育。他认为，技术教育就是包括使从事工业的人们的生产技能得到全面而又持久发展的一个方法。1879年，赫胥黎在工艺协会上强调说：“尽管成为有技术的工人是一件重要的事情，然而更重要的是要成为聪明的人。”[90]因此，他主张，在技术教育之前的教育应当完全致力于增强体质，提高道德修养以及发展智力，尤其要用有关自然规律的那些主要而又清楚的观点去充实头脑。也就是说，不要把专门的技术教育压在初等学校身上。

与此同时，赫胥黎又特别强调技术教育的实践性，认为技术教育应该与生产实践联系起来，使学生在原理和方法上得到基本训练，养成观察和分析事实的习惯和一丝不苟的态度。他甚至说：“对于一个手工艺者来说，工厂是唯一的和真正的学校。”[91]因此，赫胥黎主张，技术教育既要避免延误儿童参加实际生活，同样也要避免用疲惫的书呆子去替换工厂里的那些精明的和双手灵巧的工人们。

七、《科学与教育》的流传与影响

《科学与教育》一书是赫胥黎本人“在30多年里，断断续续地向许多地区不同的听众和读者发表的”关于科学教育问题的讲演和文章的汇集，[92]集中地阐述了他的科学教育思想。

赫胥黎本人在教育实践中为促进科学知识和科学教育在英国的发展做了大量的工作，1893年出版的《科学与教育》一书所收集的那些讲演和文章也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因此，1925年，在赫胥黎100周年诞辰的时候，英国25位科学家和学者在《自然界》杂志增刊上分别撰写纪念文章，纪念赫胥黎在19世纪科学教育运动中的业绩和贡献。

在科学研究和学术造诣上，赫胥黎无疑赢得了世界范围的公认。他生前至少获得了美国、德国、法国、俄国、瑞士等国家53个科学团体的荣誉称号以及一些著名大学的名誉博士学位。尽管赫胥黎生前对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不能不看到，由于赫胥黎的科学教育思想缺乏一个严密的理论体系，以及教育界学者不习惯于对自然科学家的教育理论进行研究的传统定势的影响，因此，使得赫胥黎在《科学与教育》一书中阐述的科学教育思想在教育理论界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和研究。

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英国教育史学家、赫尔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毕比（C. Bibby）在英国皇家学会、大英博物馆、英国哲学学会以及一些大学的资助下，首先对赫胥黎的教育活动以及科学教育思想进行了研究。1959年，毕比出版了关于赫胥黎科学教育思想研究的第一本权威性著作：《托·亨·赫胥黎：科学家、人文主义者和教育家》（T. H. Huxley：Scientist， Humanist and Educator）。以后，他又陆续出版了其他一些有关著作，其中有《托·亨·赫胥黎本质》（The Essence of T. H. Huxley，1967）、《托·亨·赫胥黎论教育》（T. H. Huxley on Education，1971）、《杰出的科学家托·亨·赫胥黎的生平和科学事业》（Scientist Extraordinary， The Life and Scientific Work of T. H. Huxley，1972）等。此外，毕比还在英国杂志上发表了10多篇文章，对赫胥黎以及他的科学教育实践和思想进行了论述。毕比的努力显然进一步扩大了赫胥黎的《科学与教育》一书以及其中所阐述的科学教育思想在欧美国家以及世界上其他地区和国家的影响。

毫无疑问，“赫胥黎的教育观点甚至在当代的科学技术革命中，也是值得人们很好思考的。”[93]因为赫胥黎在他的《科学与教育》一书中所阐述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富有创新精神的，其中有些观点是有预见性的，从而给人们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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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丹麦民众教育思想

丹麦只是北欧的一个小国，领土相当于英国的六分之一，人口也只有500万。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却引起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广泛注意。丹麦在世界上产生较大影响的事有三项：一是安徒生的童话故事；二是社会福利；三是民众高等学校（The Folk High School）。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丹麦民众教育思想是一种既有特色又有影响的教育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格龙维（N. F. S. Grundtvig）。

第一节 丹麦民众教育思想的特点

19世纪以来，丹麦的民众教育主要是通过所谓民众高等学校而得到广泛发展的。

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在其成立初期，特点鲜明突出，有很强的个性，因此人们很容易把它从其他的教育形式中区分出来。但是，随着民众高等学校100多年的发展与不断的变革，今天人们已经很难对其进行准确的描述。英语和汉语里都找不到与丹麦语“folkehojskole”对应的词汇。人们暂且将它译成英文的“folk high school”。这种学校确实面向成年民众，面向人民，“folk”之译名无可厚非。但是，“高等学校”（high school）却容易令人误解，因为大多数美国人都把它看成是“高中”。

丹麦的“folkehojskole”与美国的“highs school”或一般高等学校不同，它是一个面向所有年满18岁的成年人的教育机构。这种学校没有任何授权；学生之间也没有任何竞争，没有考试，没有分级，也没有分数可言；并游离于正规的教育系统之外。它的全部费用的85%都来自政府，但每所具体学校所采用的办学思想、组织安排和教学设计等各方面工作都不受政府的任何管制。有时，那些激进的学校里发生令政府不快的事，官员们也会咕噜几声。例如，布朗拜市市长拉什姆森（Kjeld Rasmussen）就曾生气地说：“我们将不向那些民众高等学校提供经费了，这种学校使公民学会了更好地向警察扔石头。”[1]据说斯文堡的“red hojskole”（激进学生）曾经发行了一本小册子，宣称入学者可学习一门新课程，其教师有的是市民静坐运动的激进分子，有些甚至是扔石头的能手。斯文堡市市长约翰森（K. B. Johnssen）抱怨道：“所有那些教人怎样危害社会的人都有着充分的自由。既然这样，那往后就让他们自己给自己付费好了。”尽管如此，这些官员们无权因此而取缔任何一所学校。他们顶多在给当地就读这类学校的学生发放津贴的问题上耍点花招，但却很难得逞。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2]实际上是一种成人教育机构，将它与其他教育形式做一比较，可以发现它的一些独特之处。

一、民众高等学校与普通教育

普通教育起源于19世纪的民族和民主运动，它是这场运动的一个方面、一个口号。其宗旨是全体民众都有受教育的权利和自由，使教育摆脱少数僧侣、贵族的垄断，成为全体公民的权利。让民众掌握一定的文化知识和技能，提高民众的文化素质是普通教育的目标，这个目标与丹麦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生活启导”“民众启蒙”的目标是根本不同的。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内容主要是历史、文学和演讲三大科目；而普通教育的教学内容涉及范围比较广泛，例如算术、书写、文法等。

“普通教育”这一名称在1970年《丹麦教育法》中用来区别传统的民众高等学校。但是随着这两种教育方式的发展，它们所开设的课程相同的科目越来越多，普通教育与民众高等学校似乎正在逐渐融合。因此，即使是政府的权威机构，也很难确定缝纫、民族音乐、生态保护等课程到底归属于哪种教育方式。被称为“丹麦民众高等学校之父”的格龙维的民众高等学校思想，在现实的民众高等学校中也已发生很大变化。今天，人们似已无法分清普通教育和民众高等学校了。然而“民众高等学校”这一名称似乎更受人欢迎。因此，在最近10～15年间成立的学校，大都仍冠以“民众高等学校”之名，例如，健康民众高等学校、体育运动民众高等学校、音乐民众高等学校、戏曲民众高等学校等。早在1920年，一些议员和教育官员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过讨论，想对这两种教育机构进行界定，其主要方法是按照民众高等学校的“民众启蒙”思想来界定民众高等学校，结果只有有限的几所学校符合他们划定的标准和条件。他们把民众高等学校界定为“民众高等学校是为成人提供有关历史、诗歌、社会学、哲学的场所”。[3]鉴于这种情况，有些人干脆提出，强行地、人为地给这两种机构划定界限是不可取的，主张让这种状况继续存在下去。因为人们进入哪种学校，不是因为一个学校的名称，而是因为到那里学习自己所需的课程。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民众教育思想已经深入丹麦人民的心里，人民喜欢“民众高等学校”这一称号。丹麦民众高等学校500多年来虽已发生很大变化，但它作为成人大众教育基本性质的特点和传统却保持了下来。

二、民众高等学校与其他寄宿制学校

1970年《丹麦教育法》中规定：民众高等学校、农业学校、家政学校和继续学校四种为成人学校。这四种学校既有其共同的方面，又有其各自的特点和不同的地方。

首先，它们都是寄宿学校，即学生在上学期间，住在学校，吃在学校。这种管理方式可以使学生感受学校的生活气氛，亲身体验到那种民主的、积极向上的、活泼的生活，进而领悟到生活的真谛。最早实施寄宿制管理模式的是民众高等学校，这种模式不仅是民众高等学校的传统，而且通过1970年的教育法把它固定下来。这样，民众高等学校不仅提供各种课程的教学，还为学生提供食宿。即使是因为课程的临时调整、学生外出学习，学校也应提供食宿。立法者的目的旨在维持民众高等学校的传统，保护民众高等学校的健康发展，不让其衰亡。同时也使其明显区别于其他形式的教育和各种休闲教育活动。这种措施不能绝对地认为是某些权威机构给予民众高等学校的优惠，因为它也是民众高等学校100多年的历史经验，已经成为民众高等学校的传统。

其次，它们都是自由学校，原因是它们都源于格龙维关于自由学校的思想。它们都有权确定自己的教学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法，有权支配自己的财务。格龙维认为，学校只有摆脱政府的控制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由。

但是，农业学校、继续学校、家政学校却有着与民众高等学校不同的特点。农业学校根据法规中对农业学校的特殊保护条款，能够针对农民的需要可以随时调整自己的课程结构。同时，教育部通过各种途径把农业学校收为国有，并把它列为职业教育的一个分支。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农业学校创办之初的性质，使它明显地区别于民众高等学校了。而继续学校的特点之一是，一般都通过一定的考试制度招收通过民众高等学校八年级到十年级考试的学生，有的学校限定十一年级。其结果是，继续学校成了民众高等学校的高一级教育机构，成为民众高等学校高年级学生进一步学习的场所。家政学校则为民众提供一种综合的教育，但在学校教学计划中以家政学科为主，其中包括综合课程、厨房管理、基本职业技术等课程。其目的是激发人们的生活热情，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家政学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必须通过考试的学校，像农业学校和继续学校一样；另一种是自由学校，不需任何考试都可以入学。这样看来，只有民众高等学校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不用参加任何考试而入学的自由学校。

从上可见，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颇具特色的成人教育场所。正是由于这种民众高等学校的建立和发展，丹麦成为世界上“自由民众教育”（Free Popular Education）的先驱。它是丹麦对世界教育的一大贡献。在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洲国家都有仿效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类似机构。

第二节 格龙维的教育思想

在19世纪的丹麦，格龙维（Nikolaj Frederik Severin Grundtvig，1783—1872）是政治家兼国民领袖，又是宗教改革家，还是诗人、学者、哲学家和教育家。尤其是他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对丹麦社会和教育的发展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被誉为“民众高等学校之父”。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格龙维1783年9月8日出生于丹麦西南部的乌德拜。幼年时代，他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他在青少年时代亲身经历了丹麦的衰败，于是立志要拯救这个灾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

1792年，格龙维进入亚特兰中部的泰尔哥德中学。1798年，他转至阿赫斯大教堂学校。1800年，格龙维入哥本哈根大学，并于1803年获初级学位毕业。

大学毕业后，格龙维来到朗格兰岛埃格洛克庄园任教。在这期间，他苦读当时在德国崛起的理念性著作，尤其是浪漫主义哲学家谢林（F. W. J. Schelling）的作品。终于，在这些思想与北欧神话的交合处，格龙维找到了认识和驾驭自己人生的契机。

格龙维决心从事文学事业，并于1808年回到哥本哈根，把口传的北欧荒古原人的奇闻轶事整理成书，出版了《斯堪的纳维亚神话》（Scandinavian Mythology），该书出版后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1810年春，格龙维的父亲要求他回乌德拜当牧师，但他不愿意，因为他想在哥本哈根自谋发展。作为任职前的考试项目之一，格龙维于1810年3月做了一场见习布道。这次布道于两个月以后以《为什么在数学里听不到福音？》为题发表。这对当时的布道不啻是当头一棒。哥本哈根的牧师们群起到教会法庭控诉，格龙维不得已而接受惩戒，在教会任职的申请也随之落空。

在极度的精神危机之中，格龙维不得不于1810年圣诞前夕回到家乡乌德拜。在这里，他父亲为他申请到了牧师职位，并于1811年5月受职。格龙维以极大的热情履行他的职责，并仍致力于写作。他于1812年出版《世界编年史简明概念》和《诺斯基尔德诗篇》（Roskilde Rhyme）。这两本著作都着力于描绘上帝的统治和先人的成就，旨在以此振兴教会和人民。

1813年1月，格龙维的父亲去世，他的牧师职位也随之旁落。他只好回到哥本哈根，间接地开展他理想中的事业，于1816年出版《圣经布道》（Biblical Sermons）。因为不能谋得教职，格龙维就潜心于历史方面的研究。1817年，他出版《世界编年史展望》，盛赞路德时代。他还翻译了英文英雄史诗《丹尼韦克》（Danevirke），发表了诸如《复活节的百合节》（The Easter Lily）等诗歌、剧本，以及大量有关哲学和历史的论文。这一时期奠定了格龙维后来事业的基石，他的“丹麦魂”“民智”“人民精神”“活的语言”等概念，均发端于此。

从1818年起，弗雷德里克六世（Frederik Ⅵ）开始每年资助格龙维600克朗。这使他得以娶布里切尔（Lise Blicher）为妻，并养儿育女。1822年秋，他获得了哥本哈根基督教耶稣教堂的牧师职位。

1823—1824年，格龙维由于获得了新的活力，创作了长达312节的诗歌《充满生机的大地是新年的黎明》（The Land of the Living are New Years Morn），又在1824年的圣诞节出版了《欧，再次欢迎您》（O，Welcome Again）。在这些著作中，格龙维展示了他的关于优秀文学的形式与内容的独到见解，认为语言与内容并非通常所说的彼此分离，而是相互融合的。

有一个直接的原因使格龙维在其新的人生观上走在时代的前列。1825年，青年神学家克劳森（H. N. Clausen）出版了《教会传统：耶稣教与天主教的学说和仪式》，认为，教会在某种意义上是“促进一般宗教信仰的共同体”。[4]而格龙维却认为，教会是一个具体的实在物，有其自身的历史渊源。于是，他发表《教会的反驳》，指责克劳森是错误的，并要求克劳森辞职。克劳森以诽谤罪与格龙维对簿公堂。结果，克劳森胜诉，格龙维被判终身接受审查。格龙维虽然受挫，甚至不得不于1826年辞去牧师职位；但是，他由此结交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他们一起研讨问题，出版书籍和报刊。格龙维还因此打消了当大学教授的美梦，决定来到人民群众中间，与人民大众同呼吸、共患难。

1829—1831年，格龙维得到官方资助3次出访英国，研究英国的古典文献。英国人的崇尚理性与讲求实际给他以深刻的影响。他在19世纪40年代出版和发表的《丹麦四叶苜蓿》（The Danish Four-Leaf Clover）、《致孩子们的公开信》等作品里，极力主张自由、自然、灵活的民众教育。为弥补现存教育制度的缺陷，格龙维进一步萌生了建立一种全新的、为生活服务的学校的基本构想，即“民众高等学校”。

1837年，格龙维被解除审查，得以应邀向听众做公开系列讲座。1838年，他在博克学院所做的题为《在活着的记忆中》（Within Living Memory）的讲座，以活泼轻快的口语讲述丹麦的历史，来激发民族自强意识，获得巨大的成功。

1832—1839年，格龙维一直在弗里德里克教堂任无薪传教士。1839年，他获得常任职务，在华托夫医院教堂做教区长。格龙维的听众越来越多。常任职务的获得与社会声望的提高，使格龙维在以后的30多年里免除了经济上的忧虑，而且改变了他的整个生活。

格龙维以其独到的教育理论赢得越来越多的追随者。他们纷纷通过创办民众高等学校，开办师范学院和自由学校来将格龙维的理论付诸实践。一时间，格龙维的民众教育思想风靡丹麦，传遍整个斯堪的纳维亚，并波及欧洲大陆。“民众高等学校”这一教育领域里的新事物在各地出现。格龙维本人也因此连续当选为丹麦下议院议员；1866年，又入选上议院。在克里斯蒂安八世（Christian Ⅷ）和加洛林·阿玛莱（Caroline Amalie）在位期间，他还受到皇帝的厚爱。

格龙维在晚年亲眼见到他的教育理想变成现实，十分欣慰，因而更加努力工作。他人已老而壮志未衰，依然是一位浪漫的诗人、渊博的学者和慈祥的老师。在他的讲坛下，聚集着如饥似渴的兄弟姐妹。在他的教堂里，民间歌谣、通俗演讲和学术讨论此起彼伏。格龙维就这样兴奋地为丹麦民众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1872年9月2日，格龙维因病在哥本哈根去世。

二、政治观、宗教观及文史哲观

作为一位政治家，格龙维在政治上的见解倾向于更加广泛的自由。虽然他对民众的同情自始至终和对国王的忠诚联系在一起，但他仍然主张民主政治，积极地投身到立宪运动中去，成了1848—1849年丹麦制宪会议中有力的成员。他始终反对财产特权，主张保障言论自由和服务责任，使新的民主政治真正能够反映民众的意志而不致成为官僚政治。

在唤醒丹麦人民的民族情感方面，几乎没有人比格龙维更伟大的了。他不仅以诗歌和译著向丹麦民众溯述过去历史上以及传说中的光荣，而且用更直接、更切实的方法激起人民的爱国情绪。1838年，格龙维在哥本哈根做了几次关于丹麦现代史的演讲，引发了“丹麦学社”（Danish Samfund）的成立。这个学社及其以后相继成立的类似组织，专门研讨丹麦民众的一切幸福问题。格龙维首倡的民众高等学校，更以祖国为中心来教育学生。在1844年的斯康林斯班根大会上，格龙维以其出色的演讲，激起了民众的爱国热情。在战争期间，他带领一批人鼓励他的同胞与强暴斗争，用自己对国家命运毫不动摇的信心去激励人民。格龙维反对任何形式的武装侵略和文化侵略，同时也竭力主张以任何形式的武装与文化来捍卫本国的完整。

作为一位宗教改革家，格龙维狂热地投身到宗教改革运动中。虽屡遭挫败，但他仍然成功地领导了为国教会内外两方面的自由而斗争的事业，令国教会取消了有关虐待反国教派以及强迫反国教派子女接受洗礼的有关条例。格龙维还领导了一个名叫“索尼班兹·罗斯宁”（Sognebandets Losning）的改革，于1855年废止了一项条例。该条例规定，除了居住在哥本哈根的人以外，教会以下的所有人都归教士约束；只有他们的教区教士可以替他们举行一切圣礼；他们必须把子女送到教区教士那里，准备接受坚信礼以鉴别他们是否具有应有的宗教观念。

格龙维对丹麦教会所做的不朽贡献，不仅表现在神学上和实际改革上，而且还表现在他所创作的大量宗教诗歌上。他的长诗《罗斯基尔德诗篇》和《哈拉德王与安斯加》（King Harald and Ansgar）叙述了丹麦教会的历史。格龙维的大量赞美诗极大地丰富了丹麦文赞美诗的内容。他的赞美诗深入了丹麦的每一寸土地，展示着他那坚强而愉快的信仰。

可以说，格龙维以其全新的神学思想和主张革新了丹麦的教会政策，以其积极的宗教改革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为人民群众赢得了宗教信仰的自由权和宗教事务的自主权。他主张在丹麦实现非暴力社会革命；他以鲜明的民主政治的主张参加社会政治活动，切实地提高了农民的社会政治地位；尤其重要的是，他以其充满神谕的呼喊，唤醒了沉睡的同胞。正是格龙维所构想的民众高等学校培养的一代又一代新型丹麦人民，在丹麦走向现代化的历程中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19世纪及其以后的丹麦生活，几乎无一例外地都享受着格龙维的永久贡献。作为一位诗人、学者和哲学家，格龙维以大量的文学作品和史学、哲学著作充实了丹麦的文化宝库。他在写作和演讲中所运用的词汇来自丹麦民间，虽然令外国人不易理解、难于翻译，但他的同胞却意会于心、为之雀跃。他的哲学思想看起来晦涩玄妙、捉摸不定，可在民众看来却是清晰可辨、理当如此的。他的史学著作着力于叙述民族精神，渲染的是那种世代相传、永不磨灭的精神力量。在诗歌的创作上，格龙维把一切诗体都打破了，而抓取其中的碎片，就像用象形文字抒情达意一样。他还以其经久不衰的作品在丹麦语言、丹麦文字学、丹麦语言学等许多领域写下了史无前例的新篇章。

格龙维从小就对农民抱有深切的同情。他恼恨一切虐待农民的人。他在深入了解了丹麦农民的历史与现状之后，决计要用自己的勇气，不惜一切代价来教化农民。他的许多作品都是为农民写的“平民读物”。他频繁地与农民接触，积极地向农民和乡村牧师宣讲，推广他的农民思想和主张。他与“农友党”领袖们的私交甚密，热心地支持他们带领农民阶级参政议政。格龙维竭尽全力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便是要给予农民以他们需要的教育，使他们能够应付政治工作，做自己政治生活的主人。

格龙维认为，人人生而平等。因此，他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不是屈尊降贵地分一些文化科学的残羹冷炙来施舍给民众，而是彻底地与民众共同生活，与民众共同分享文化科学的营养。在格龙维看来，应该将有着永久的生命的信仰注入每一个灵魂中去，无论他是多么的贫贱和愚昧，他都会由此而感觉到自己生命之火在燃烧，从而积极地投身到创造性的生活中，去开创宏伟的事业。

三、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

丹麦自古以来的教育只是少数特权者的教育。在丹麦一千多年的学校教育史上，从来就没有过真正的民众学校，因此，造成了丹麦民众的愚昧、顽固、粗俗和顽劣。18世纪末19世纪初，丹麦之所以被战争摧垮，丹麦民众之所以在一系列革命运动及社会变革中表现出消沉、麻木和不知所措，显然都与这有关。怎样使民众变得敏捷、勇迈、富有科学头脑和优良品性呢？格龙维不无激动和浪漫地说：“民众高等学校”是一口天然自疗井。盲者遇之可以复明；聋者遇之可以复聪；哑者遇之可以复语；跛者遇之，不但可以抛弃拐杖、健步如故，而且可以轻快地跳舞。

丹麦皇家教育学院的布格（K. E. Bugge）认为，就某种意义上说，格龙维并不是一个教育理论家，他的兴趣在于创立一种教育机构；与此相应，他的教育思想也不成体系，是零散的，并没有按一定的秩序和逻辑形成整体。其实，格龙维关于教育的主张还是有一定的内在联系的。他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思想有下述几个基本命题。

（一）“活的语言”

格龙维“活的语言”一说，主张把口语作为表达精神生活的工具；同时，认为只有用这种工具才能将生命从一个灵魂传到另一个灵魂。格龙维的门徒们后来把这一原理分解为三个要点：精神即力量；精神凭语言而活动；精神只有在自由中才能活动。

格龙维认为，口语是一种精神的实体，是一切高等人生活不可思议的有力工具。语言是属于精神方面的东西，表达出来通过经验，仍然传达给精神。这是精神启示的唯一捷径，是精神与肉体的内在关系的一种确证。我们的语言，如果只是说说或形容形容我们所看见或感知到的事物，是很不够的。在格龙维看来，如果我们所表达的是存在于我们的心底里或飘浮在我们脑海中的不可见只可解的事物，从而创造出一个现象以外的世界——我们人类自有自享的，在现象世界中只能看见影子或画形的世界，那么，语言就有了其应有的充分的力量。语言高于文字，就像形体高于阴影一样。所以，格龙维说，在精神家族里，口语是子女，文字是奴仆；活的语言，并不是人云亦云的说话，而是骨子里带有人格和信仰的说话；活的语言，在自由的说话里升腾，在精神的通道上穿梭，把生命从一个灵魂移植到另一个灵魂。“没有活的语言，就没有生命”。[5]

（二）“生活启导”

格龙维认为，“生活启导”的意思是说，对真知、真理的理解，绝不源于对课堂教学科目的死记硬背。人们通过课堂教学，记住一些事实和理论，这无疑会有用处，但它不能代替生活启导。生活启导只能从生活本身获得，旨在于使人们能够区别对待光明与黑暗、真知与谎言，能够明了生死的缘由和事业的旨趣。

（三）“民众启蒙”

格龙维认为，每个民族或宗族、每个国家或地区，都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着独特的贡献。据此，他提出了“民众启蒙”的命题。在格龙维看来，一方面，每个民族都生活于其特殊的背景和历史联系之中，而它在这种结构中演示着自己的启蒙戏剧。另一方面，个人和集体都有其启蒙的经历，其目的在于通过智慧而有远见的政策，推动民众启蒙的条件，来创造新社会。

（四）“平衡与平等”

为了创造出“民众启蒙”的条件，格龙维又提出了“平衡与平等”的命题。他强调说：“在彼此存异的两个事物间求取平衡。这种平衡使两者相互丰富。”[6]不同的人和社会组织都力求相互牵制，例如，国家与军队、教会与国家、政府与学校等，都希望自己凌驾于对方之上，或使权力仅仅来自一方。在格龙维看来，同样的情况也常常见于学校内部。在课堂上，教师总是力求支配学生，以便于把他们的知识或思想充填到学生的头脑里去。因此，必须分解权力结构，使各社会组织、各权力中心以及各个人之间，通过平等对话达成共识。

（五）“民智为优”

格龙维认为，“民智为优”的意思是说，广大民众的智慧优于少数智者。更进一步说，启蒙的源泉来自民众，而不是书虫。格龙维并不是仇视知识分子，而是反对旧教育，因为知识分子只是旧教育的牺牲品。

在阐述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的同时，格龙维对旧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早在大学时代，他就写了一部讽刺剧《校长们》，讽刺当时布拉加特师范学院造就出来的那些半通不通的教师。1804年，格龙维发表的第一篇作品就是他写给哥本哈根一家报纸的信，揭露了法斯特一所初级小学的种种腐败情形。他批评当时的旧学校硬使孩子们隔绝了自然，隔绝了家庭生活和自主生活，是一种“死路学校”。尤其是，所有的学校都把广大民众拒之门外，只把少数贵族子弟培养成不劳而获的人。格龙维还揭露哥本哈根大学有四分之一的学生不会写丹麦文；他们对历史也只知一些零星片段的史事；他们只把哲学当成应付下次考试不得不学的一种讨厌的东西；他们更不知道什么叫诗歌，只知道它是无缘无故地押了韵，听起来怪好听的谎话；大学所教给他们的，只是自骄骄人、自忧忧人、自欺欺人。

四、论“生活学校”

格龙维把对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基本命题的见解熔于一炉，并结合他对旧教育的批判，提出了关于“生活学校”的理论。他认为，必须建立一种全新的教育制度，才能使丹麦的教育走出泥沼，培养出健全的人格，撑起丹麦民族的脊梁，使丹麦走向世界先进之林。在这个全新的教育制度里，各级各类学校都必须是为了生活的学校，即“生活学校”（school for life）。

（一）生活学校的目的和主要教学科目

格龙维认为，生活学校旨在培养人类作为个人和作为社会一分子的两重性格。这种学校必须帮助个人充分发展他自己的能力；同时，还要唤醒、培植、启导人类生活。一个人由青年至成年，经受了许多新鲜感人的经验，学校必须帮助他解释这种经验。等他对人生的奇妙了解渐深，学校又得帮助他从紊乱的经验中创造出自己的世界观来，并使他得出一种人生的哲学线索。在格龙维看来，凭着这种人生的哲学线索，他在往后便可以应付一切复杂的社会事务了。也就是说，生活学校在于将“自知”输给每个人，使其达到“知己”。

除了促进人的个性发展之外，生活学校还必须使人成为文明社会的一分子。人类天生是社会的动物。人类的教育必须让他明白地感觉到自己和社会是一体的，过去的传统、现在的生活和行动、将来的希望和责任，都有他的一份。这样，他的日常工作就有了新的意义。他现在所做的工作，说不定是为了集体，为了国家，或是为了整个人类。为此，生活学校仅靠知识灌输是不够的，必须从精神上予以激发，必须创造一种复杂中见统一的神感，来培养学生识察社会的有机关系的心力。

为达到上述目的，格龙维为生活学校制订了历史、国语、唱歌三大主要科目。

首先，格龙维把历史视为整个教育的基础。他认为，如果将历史从一种有机的立场来教，而不是杂乱地堆积许多名称和日期，那么，既可以用它那丰富而可靠的经验来弥补个人狭隘的经验，也可以用它来点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一个人在研究民族历史的时候，重新明白地经历到在个人生长中已经经历了的一切发展阶段。因此，在他的知识与感情上，个人经验便与社会经验联系起来了。研究本国历史时，他会明白发生在自己这一群人的进化过程中的各种特别倾向和特征，也会明白这些特别倾向和特征又在他本人的身上存在着。因此，他得以依照他的社会传统正确地发展他的人格。在格龙维看来，真正的历史教育，使成长中的青年处身于宇宙之间而感到安适，并知道自己和他的国家都是人类大行列的一部分；同时，他还获得一种新的责任感，觉得自己是整个历史的产物，对于将来人类道德、知识等的发展，也应该献上自己的一份力量。

然而，生活学校里的历史教学，不是批评的，也不是死读书的。在这里，“活的语言”为主体，书本只是附庸。教师自己应当利用科学研究的结果，将其精神吸取在心，然后再以诚恳热烈而结构简单的词句，介绍给他的学生。例如，讲述丹麦古代传说，就不能像对专门学者做学术报告那样，用批评的态度去考察它的来源，而要用生动有力的语气，将传说本身重述出来。教师要恢复历史的原貌，使学生从中获得关于民族传统所结成的伟大时代的活的感念。因此，历史教学的材料选择至关重要。教师要辨明什么材料更适合历史教学的目的，能启发青年的灵感，能使学生获得关于历史发展与个人事业有机联系的真诚感悟。

其次，格龙维认为，信仰与语言是将人类的灵魂和一切神圣的以及亲切的事物联结起来的两条宝贵的链锁。有了信仰，灵魂才和它的神圣的渊源相联结；有了国语，才得以与同类的灵魂打成一片。国语是每个人社会生活的基本条件。每个人以国语与他人相互交往，以国语接受民族遗产。国语还是团结国民的最有力的纽带。所以，国语教学与历史教学一样，能兼达个人教育与社会教育的双重目标，是生活学校不可或缺的重要科目之一。

然而，生活学校里的国语教学，并不是研究文法的格式。格龙维说，我们通常用国语谈论说写法则，可是从根本上讲，说写的好坏，全在知不知道要说的东西，认不认识语言的精神。否则，什么法则都没用。国语的老家不在学者们的头脑里，也不在头等作家的笔尖下，而在广大民众的嘴巴上。因此，国语教学的方法应该是自由讲演和“活的会话”。

还有，格龙维认为，唱歌能使我们超脱人世，一见永恒。具体来说，唱歌可以使个人在其本身以及与他人相处之间得到最高的和谐，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要使青年人快乐，学习有兴趣，那么，最佳的选择就是唱歌。在格龙维看来，唱歌不是鹦鹉学舌、哼哼唧唧，而是自然由衷地唱歌。与独唱相比，格龙维更倾向于合唱。他把民间歌曲视为最有效力的讲演工具。他号召词曲作者打破纸头笔头，打破为盛大庆典而创作的局限，深入民间生活，创作出适于丹麦民族的好歌，来鼓舞青年学生的民族情感和进取精神。

（二）生活学校分级

格龙维认为，人类生长自孩提至成人，每个时期都有一种相应的特殊的教育形式。他所理想的教育分为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成人教育三个主要阶段。因此，生活学校也就随之分为三级。

格龙维主张初等教育在家庭中进行，由父母亲自教育自己的孩子，或由一位专职教师教一两个学生。他也承认公共小学是需要的，但必须使其表现出一种新的自由精神。他反对折磨人的考试，要求教师不要为难学生，要尽可能地延长精神上的儿童时代的年限。

格龙维主张，中等教育在学校里进行，但又认为，在14—16岁这一时期，不宜将学生关在学校里，用课桌和书籍来约束他，而应当尽量让他到室外去，到自然界所创造的自由天地里去，学习农业或其他职业，参加有益身心的手工劳动。此外，格龙维提出，在学习任何外语之前，学生应先熟练而完善地掌握国语。

格龙维主张，18岁以上的青年时期是精神创造的时期。学校所给予青年的，不应是一种技能教育或职业教育，而应是一种生活教育，一种能够使他们在离校后继续自修的教育。为此，格龙维构想了一种新型的学校——民众高等学校。

民众高等学校是格龙维将他对“活的语言”“生活启导”“民众启蒙”“平衡与平等”“民智为优”等基本命题的思想有机地熔铸在一起的“生活学校”的最佳典范。格龙维说，民众高等学校向全国各行各业各阶层的人敞开门户。它使青年通达人性，了解社会。它用纯朴、自然的本国语言，把青年置于浓郁的民族氛围之中，使他们学习本国历史，诵唱民间歌谣。在这些活动中，渗透着丹麦人民的光辉伟大、忠厚诚实、和平统一和天真烂漫。它将培养出不可抵挡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培养出无与伦比的爱国精神和生活情趣。在格龙维看来，民众高等学校的简单却伟大的工作是：教导民众，使他们知道自己的天性，他们的国家以及祖国的宪法、经济、财富和实际需要等，以谋求全体的福利。

民众高等学校除以历史、国语和唱歌为三大主要科目外，也开设一些次要科目。格龙维将“国家统计”称为“丹麦之镜”，因为它不仅仅是把若干统计表格凑在一起，而是把丹麦人的生活和经济活动状况生动地烘托出来。该科目的教师最好是曾经游历过全国，对丹麦各地状况有着独到见解的人。丹麦的宪法、法律、国家行政与地方行政状况以及一切有关人文和科学的知识，均可适当编入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计划。

格龙维认为，在民众高等学校里，活的语言当作为其自然而伟大的工具；生活启导和民众启蒙当作为其光辉而宏伟的任务；自由、民主、平等、平衡当作为其不可或缺的条件；广大民众则是它不断的源泉和唯一的主人。在格龙维看来，这种教育，最终要造就这样一种人：他抚养在大自然母亲的怀抱里，能保持对于一切伟大、美丽事物的深情，当看到事实与璀璨的理想相去甚远，以至于远出限度之外时，不至于颓然流于消极。

格龙维还认为，只有高深的学术才能保障民众文化不流于浮浅。因此，他为丹麦成年人设想了“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作为其学制图上的最高点和生活学校的最高级。这是一所名副其实的大学，而不是当时的“拉丁大学”。它以前进的文明与文化为趋向，并包括人类知识的各个部门，它虽以学术研究见长，但仍和民众高等学校一样，以生活的立场代替一切。

格龙维在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上的某些主张在后来成了丹麦教育的实际，尽管并未如他所说把整个基础教育都放在家庭中进行。丹麦虽然没有设立一所名称上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学，但丹麦和其他一些北欧国家的某些大学已在有些方面接近格龙维理想之中的斯堪的纳维亚大学。至关重要的是，格龙维所首倡的民众高等学校迅速在丹麦扩展，创造了伟大的成就，并受到了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人民的欢迎。

丹麦人民在各个方面都甚为珍视格龙维为他们提供的无尽宝藏。在1983年“纪念格龙维诞辰200周年国际大会”上，丹麦教育部部长哈阿德（Bertel Haarder）说：“格龙维对现时代所给予的启示是如此深远，你永远都用不完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人们将在节日的气氛中来庆祝他的300周年诞辰，就像今天我们在这里庆祝他的200周年诞辰一样。”

格龙维的社会实践以及民众高等学校思想不仅在丹麦，而且在北欧以至全世界留下千古英名。因此，有人这样赞誉说：“格龙维仍然活着。他属于全人类。他既服务于工业化国家，又服务于发展中的第三世界国家。”[7]

第三节 丹麦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在丹麦历史上，19世纪40年代是一个转折年代。从欧洲其他国家传来的经济上和政治上的革命运动在丹麦产生了强大的反响。它为丹麦的浪漫主义画了一个句号，使丹麦人从梦想境界进入了现实境界。凭着几个著名人物和特殊天才的力量来反对遍是愚昧冷酷的社会的时代结束了，开始了全民奋起创造光明前途的新时代。这就需要普遍提高全体人民的文化水平，使他们能够担此重任。人们逐渐明白了格龙维著书立说奔走呼号的意思，并接受他的主张，力图实现他的理想。格龙维本人也频繁地出入于大学讲坛和民众集会，向有志此道的青年人宣传自己的主张和理想。许多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创办者这时也与格龙维进一步建立联系。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民众高等学校运动在丹麦开始了，使独特的丹麦民众教育思想进一步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发展。

一、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及其思想

格龙维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理想，最先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实现，这就是罗定民众高等学校（Rodding Folk High School）。它是丹麦最早的民众高等学校。

亚特兰南部是当时丹麦与德国的交界处，丹麦文化与德国文化的冲突在这里表现得异常激烈。拥护丹麦文化的人认为，要使农民有能力保持自己的文化，唯一的办法就是给他们一种国家本位的教育，用丹麦语作启导工具，就如格龙维所主张的那样。

在西斯列士韦，有几个教士和农民倾心于格龙维的思想，又受到第一个创办自由学校者科尔德（Christen Kold）的指导，便立志要开办一所民众高等学校。他们于1842年1月开办民众高等学校，并公开募捐。1842年11月，西斯列士韦举行人民大会。会上，劳伦正（H. N. Lorenzen）发表关于使用丹麦语的演讲，极大地鼓舞了人们的爱国热忱，从而使连格龙维早年的神学反对者克劳森所领导的哥本哈根自由党人也对使用丹麦语和通过民众高等学校来保卫边境上的丹麦文化深表赞同。

弗洛（Christia Flor）直接领导了丹麦的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即罗定民众高等学校的成立。他从1826年起，在基尔大学任丹麦文教授，深受格龙维著作的影响。1829年以后，他与格龙维相识，并成了好友。弗洛是一个机智果敢、有领袖风度的人，知道怎样把民族运动中的各种因素有机地联系起来，以促进民众高等学校计划的推行。在1843年斯康林斯班根爱国人民大会之后，他便巧妙地利用克劳森领导的扶助会的支持而成立了旨在推行丹麦国家理想的西斯列士韦人民联合会。弗洛向该会发表他所拟订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取得一致赞同，当即委派7人组成校董事会，并推举他为主席。在这个董事会里，早在1842年就立志要办民众高等学校的所谓“格龙维派”虽只占有一个名额，不过，弗洛要求有关民众高等学校的一切事务都必须按照格龙维的原则来办理。

他们从哥本哈根的扶助会那里得到一笔借款，在南亚特兰的罗定村买了一处房屋，作为拟办的民众高等学校的校舍。1844年6月，国王克里斯蒂安八世表示同意设校计划，准许开办，董事会便将由弗洛起草的民众高等学校计划印刷发行。这个计划宣称：“我们的目的，是要建立这样一个学校：要使所有民众都获得有用而又有趣的知识和能力。这种教育，不是为了掌握具体操作技术，而是为了使他们作为民族之子和国家公民。我们希望，学校对他们的家庭生活与个人生活，如同对他们的公共生活与社会生活一样，都有一种良好的影响。我们称它为高等学校，是因为它与普通的儿童学校不同，它是收受那些过了浸信礼年龄的青年和成人的教育机构。我们称它为民众高等学校，是因为它收受各行各业的人，尽管它的学生大部分来自农村。青年将在此学得能够以清新和健康的人格明智地思考，正确地说话和书写。”[8]这个计划还规定了学校的组织管理和教学安排。在校董事会的7名成员中，有3名必须从农民中选任。学校首先只聘两名教师，待财力充足后再增聘。学校所开设的科目有：丹麦文与丹麦文学、历史、公民、算术、地理、图画、测量、德文、瑞典文、自然科学、唱歌和体操等。学制两年，每半年为一学程。全部免交学费，但须缴纳膳宿费，每年160克朗。

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于1844年11月7日正式开学。当时有学生20人。首任校长为威格纳（Johan Wegener）。最初只有一个助教，后来包尔生（Poulsen）博士加入了。包尔生担任物理、化学、地质、地理等学科的教学。包尔生还为学校创办了一个试验农场和菜园，一个实验室和一个自然历史博物馆。

继罗定民众高等学校之后，又有多所民众高等学校在丹麦国内建立。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在几个思想激进、与格龙维有着相同观念的先驱者直接参与组织下，冲破外界的重重阻力与内部的种种困难而创立的。因为当时的外部政治氛围并不支持这一新鲜事物，大部分丹麦人并不了解民众高等学校为何物，所以这些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要想生存下去，必须克服来自各方面的困难，必须创造自己的生存土壤和环境，必须寻找自己生存的理由。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集中体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思想。

（一）教学对象以农村民众为主

虽说按照格龙维的思想，民众高等学校是农民、市民、商人等多种成分的平民学校。但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都建立在相对比较偏僻的农村。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当时这些农村地区政治环境相对比较宽松，右派政治势力相对比较薄弱，而这里的农民的思想相对又比较空虚，易于先入为主。这种环境最适于民众高等学校的生存，并有利于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传播。

第二，这些地区接受格龙维思想的人较多，也是格龙维经常演讲的地方。在这些地方开设民众高等学校易于招收学生，也容易收取费用，可以得到当地志同道合的有志之士的帮助。

第三，在经济上，把学校设在农村，购买土地、建造校舍或购置校舍花费较少。

（二）教学目的是给成年人以基本的教育

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依据格龙维倡导的“生活启导”“民众启蒙”的思想，来确定学校的办学宗旨和教学目的。学校要教给学生的不是那种作为农民、市民从事某种职业的专门知识与技术，而是那种有利于公民更好地认识人生、更好地生活的知识。虽然这种目的是很抽象的，但它明确地规定了民众高等学校不是职业性的，进入高等学校的学生不要期盼能学到如何种西红柿、如何经营农场等具体的知识。根据民众高等学校所设课程以及格龙维的思想，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目的是：

掌握生活中必需的工具，例如丹麦语、丹麦文学等。

培养民族思想，即丹麦的民族感、使命感，例如学习丹麦史、世界史等。

培养一种积极向上的工作精神，例如唱歌、体操等。

民众高等学校创办之初就明确了它是成人性的。它游离于传统的教育系统之外，既不是初等教育，也不是中等教育，而是成人教育的一种独特的教育机构。它对入学年龄有着比较明确的规定：受过洗礼的人（在宗教上，称受过洗礼的人为成年人），一般在18岁以上。

（三）教学内容突出历史、国语和唱歌

为了达到激活民众的生活热情，培养民众的民族感和开启民众的创造性的理想，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包括三大科目：（1）历史，（2）丹麦语，（3）唱歌。历史又包括世界史和丹麦史。通过世界史的学习了解，学生可以领悟到人类生活的真谛，知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和历史任务，进而激发他们从事各种不同工作的热情。通过丹麦史的学习，可以增强学生的民族自豪感，对比今日的丹麦社会现状，又可以激发学生的危机感和使命感，使他们能够努力地工作，再创丹麦昔日的辉煌。丹麦语是丹麦民族的语言，只有掌握这种语言，才能与更广泛的民众交流，才能更好地生活。唱歌是激发情感、表达内心世界的工具，是启发民智的一种有效的手段。

（四）争取政府的经济资助

第一所民众高等学校受到了政府的资助。在1849年宪法开始生效后，《农民之友》杂志的主编曾要求政府提高资助的数量。但是，政府以设立民众高等学校考试为条件，这遭到早期民众高等学校的强烈反对。他们声称，增加考试不符合民众高等学校的精神本质，因为民众高等学校的目的不在于提供一种特殊的商业性质的教育，而是激发人内心的潜质。但是，这种观点又遭到了另一派人的反对。他们认为，提供给丹麦农民一种农业技术教育是民众高等学校的首要目的。伴随着这种争论，他们要求政府停止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任何形式的资助，应该给技术学校以单独的资助。

在两派争论之时，一个有影响的前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领袖人物泰斯杜夫（Edwand Tesdorph）站出来说：“启导年青一代，发展他们的精神比任何教育都重要，因为这能影响整个民族；民众高等学校在过去和今天已经成功地发挥了它们的作用，相信在将来也会比今天做得更好，我们没有理由不支持它，更不能停止对它的资助。”这个权威人物的言论，在政府制定资助的政策中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于是丹麦政府决定继续给予民众高等学校以资助。

二、民众高等学校及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伴随着丹麦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发展而不断地发展。它与丹麦社会的发展是协调一致、相互促进的。社会的发展要求民众高等学校适应其步伐，使得民众高等学校必须调整自身的结构，以便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这一角度看，社会的发展促进了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同时，民众高等学校的办学根本目的就是要促进社会的发展。它通过对民众的启导和精神的激发，提高了民众的思想觉悟，鼓起了民众生活和工作的热情，进而促进了丹麦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发展。

1864年，为了争夺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普鲁士联合奥地利出兵丹麦，西欧各国旁观不动。丹麦孤立无援地抵抗普奥联军的进攻，结果遭到失败。丹麦不得不放弃了石勒苏益格、霍尔斯泰因的一切权利，将石勒苏益格割让给普鲁士，将霍尔斯泰因割让给奥地利。这次战争给丹麦造成的损失是惨重的，但却将丹麦逼上了自我强盛之路。这场战争不但没有摧垮丹麦人民的精神，反而激发了丹麦人民奋发向上的激情。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在此时也不失时机地抓住机遇，在激发民众精神方面做了很大努力；同时它自身也获得了史无前例的发展和繁荣。此期间被称为“丹麦高等学校的伟大时代”。

（一）合作运动中的民众高等学校

英国是合作运动的发源地。合作运动后来传到了丹麦，1866年索纳（Sonne）在约特兰西岸的金斯台组织了丹麦的第一个工人合作社，这便是丹麦合作运动的开始。起初工人合作社并没有引起工人的广泛的兴趣，他们没有积极地参与合作社。当时丹麦的社会政治状况是：乡村的农民大都是自由党，城市市民大都是保守党。两大政党之间的矛盾反映在农民和工商业者之间互相不信任。为了在政治、经济上争取到平等的地位，丹麦的自由党鼓励农民办农民合作社，团结起来与城市的工商业竞争，形成了大规模的农民合作运动。由于农业合作运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农民从合作运动中获取了实惠，改变了城市工人和商人对合作社的观点，他们后来也纷纷组织各自行业的合作社。丹麦的合作运动实质上是一场农民为争取自身平等权利的运动。

在农民合作运动中，丹麦的民众高等学校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的丹麦史学家说，农民积极参加合作运动与其说是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原因，倒不如说是民众高等学校的影响。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唤起了青年农民的好学勇为之心，他们的性格坚强了，对人生的希望变得更广大了。他们不仅自己积极地投身合作运动，还影响他们的家人、朋友参加到这场为争取平等的合作运动中来。合作运动的许多领袖都是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唤起了丹麦农民的团结精神，使他们运用自己的努力和能力来改进自己的生活，使农民明白团结合作不仅对个人有益，而且对团体有利。事实也证明了民众高等学校在合作运动中的巨大作用。例如，在丹麦最早成立合作社的地区大都是民众高等学校影响较深的地方。又如，据1897年的统计，合作社的发起者和组织者中有47%的人受过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

丹麦民众高等学校并不是通过宣传合作运动而鼓动农民参加合作运动的，它是以历史和诗歌为媒介，唤起农民的觉醒。民众高等学校正是抱着精神的激发比知识的传授更为重要的主张，以“生活启导”“民众启蒙”为宗旨，为丹麦的合作运动奠定了雄厚的思想基础，并培养了一大批思想活跃和激进的农民活动分子。

（二）民众高等学校思想的发展

1864年战争结束后，丹麦民众高等学校步入了它的发展阶段。除原有各民众高等学校相继恢复以外，新的民众高等学校也不断涌现。很快，丹麦各地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民众高等学校。其中，施洛德（Ludvig Schroder）的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经过扩充而成了19世纪末丹麦民众高等学校的典范。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还体现在包括教学制度、教学内容、管理方式等方面的改进上。

1.教学制度

在新的教学制度下，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程于当年11月开始，第二年4月结束。此期的课程为全体学生所必修。学制两年。每天两课时，每周12课时。

2.教学内容

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开设的课程有：教会史、斯堪的纳维亚史、世界史和物理学史。除了上述必修课是公共课外，其他课都是一年级学生和二年级学生分开教学，女生和男生有时也分开教学。初级班教数学史，高级班则教斯堪的纳维亚语言文学史；初级班教神话传说和丹麦经济生活，高级班则教世界文学和社会学。体操和卫生课，男女生是分开教的。

3.管理方式

从1898年起，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就成了一个自属机构。该校由4位教师组成董事会，决定安排课程、人事等重大事务。董事会须维持学校的传统，保证学校的存在，非得国家教育部的同意，不得变卖或典押校产。

总之，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在施洛德的领导下，与丹麦人民的生活发生了广泛、深入而直接的联系。在阿斯科夫民众高等学校的影响下，丹麦民众高等学校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丹麦民众教育的思想也进一步得到广泛传播。

（三）城市民众高等学校的发展

为了使民众高等学校成为真正的民众的学校，民众高等学校的领导者们认为，只有把城市市民吸引到学校中来才真正体现民众教育的思想。因此，他们把目光转向了城市，吸引城市的市民进入民众高等学校学习，发展城市民众高等学校。

民众高等学校大多成立在农村，招收的学生是农民，这是民众高等学校给丹麦城镇工人和市民留下的一般印象。但是，随着民众高等学校在社会的影响逐步深入，毕业于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有许多人进入丹麦政府的各个部门任职，并领导了丹麦的社会民主运动。民众高等学校成功地塑造了自己的良好形象，这样，民众高等学校在一定程度上引起了城市工人和市民的兴趣，然而他们仍把民众高等学校看成是农民的学校。为了改变这种状况，必须在城市建立民众高等学校。

在1891年，有两所民众高等学校在哥本哈根市成立，其中有一所名为伯普民众高等学校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由于学校的学生数有了一定的规模，而且比较稳定，从1894年开始，学校得到了政府财政上的资助。

尽管伯普民众高等学校在哥本哈根获得了成功，但对于大多数市民来说，他们并不熟悉民众高等学校。为了使民众高等学校在城市扩展，一些坚定的格龙维主义者继伯普民众高等学校成功后，陆续在各城市开办了各种形式的民众高等学校。因此，到20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丹麦已有城市民众高等学校20多所；此外，一些农村地区的民众高等学校也能招收城市的学生入学。这样，民众高等学校已不是早期的只能招收农村学生的农民高等学校了，它已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众高等学校了。民众高等学校在城市的广泛发展，不仅为它自身的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扩大了招生的范围，而且为以后丹麦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顺利发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在城市民众高等学校发展的同时，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也在逐渐发生变化。早期的民众高等学校是不提倡专门技术课程的。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民众高等学校的课程逐渐出现了专门的技术课程，例如，农业技术、手工技术、家政、体操等课程。主张技术高等学校的人们声称：技术民众高等学校招收的是那些不喜欢民众高等学校的学生，也就是说，许多20岁左右的年轻人不愿意从早到晚学习那些诸如历史、名著欣赏、文学等课程。他们强调，技术民众高等学校是民众高等学校的一种形式。一时间，许多民众高等学校把课程的重点放在技术类的科目。这种情况虽然多少有违格龙维关于民众高等学校的思想，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确实解决了丹麦的社会问题，符合社会的需要。可以说，这种做法是格龙维民众教育思想的发展。

当代丹麦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之邦。但丹麦人民把他们一个多世纪以来在各个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归功于格龙维。他们说：直到今天，格龙维所构想和倡导的“民众高等学校一直是解决民主社会中最基本问题的最佳方式。这个最基本的问题就是：教育成年青年过一种良好公民的生活”。[9]



[1] Steven M. Borish，The Land of the Living：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and Damn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Blue Dolphin Publishing，Inc. Grass Vliey，Califonia，U. S.，1991，p.4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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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法国功能主义教育思想

功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早期功能主义教育思想的典型特征在于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尤其注重教育在维护社会稳定与和谐方面的作用。法国的孔德（A. Comte）和涂尔干（E. Durkheim）是早期功能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前者最早提出“功能”的概念和有关思想，对功能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有重要的影响；后者则是第一位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

第一节 功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

以强调社会稳定和谐为特点的功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于19世纪的法国是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的。

19世纪的法国和其他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处于激剧“变革”的时代。从政治上看，18世纪末至19世纪末，法国经历了从拿破仑第一帝国到波旁王朝和七月王朝，再到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公社革命等变化，政权数次更迭，社会动荡不安。从经济上看，这一时期，法国工业革命速度加快，生产力迅速发展。例如，到1847年，法国的棉纺织业共有11.6万台纺纱机和350万个机器纱锭，纺织业仅次于英国占世界第二位；到1848年，工业中使用的蒸汽机达5212台，总功率达6.5万马力；1831年开始修铁路，到1870年已有铁路17924公里。[1]

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发展，法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由于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萎缩，工业社会大踏步前进，因此城市化速度加快。例如，1801年至1851年间，法国居民在2万以上的城镇人口在全国人口中的比例从6.75%上升至10.6%；到1891年时，这一比例又上升到21.1%。[2]同时，农业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加入了无产者队伍。仅1876年至1906年，农业人口就减少了220万人，占当时农业人口总数的9%。[3]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和矛盾。首先，失业问题严重。从传统农业走出来的劳动力涌入城市之后，增加了城市就业的难度，结果是无业游民数量激增。例如，1858年，全法国仅乞丐就有300万人。[4]失业者增多对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其次，贫富差距拉大，“富者变得越富，穷者变得越穷”。[5]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日益尖锐，无产阶级斗争日渐高涨。再次，社会的转型导致了人们价值观念的变化，传统价值观念对人的行为的约束力逐渐丧失，新的价值观念的权威性尚未建立，其结果使社会中出现了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称之为“无规范”的现象。最后，在意识形态领域，各种政治、经济和哲学思想相互碰撞、激烈交锋，尤其是自拿破仑时代以来形成的中央集权思想和谋求资本主义发展的自由放任思想的斗争，导致人们思想混乱、无所适从。

上述的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变化和矛盾使得法国社会潜伏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危机。目睹这一切，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十分忧虑。他们希望重组社会并建立一种稳定、和谐、不断进步的理想社会。为此，他们开始研究社会，创建了社会学理论体系，力图通过社会学的研究来找到重组社会的理论依据或精神支柱以及实现重组社会的途径。孔德1822年提出了一份《有关重组社会的计划》（Plan des Travaux Scientifique Nécessaires Pour Réorganiser la Société），强调了重组社会的必要性，并特别指出了重建思想和重建精神对重组社会的意义。他说：“人们尤其知道目前社会的政治的和道德的巨大危机，最后分析起来，在于精神的无政府状态。事实上，我们最严重的不幸在于现在所有的人之间对一切基本的准则存在着深刻的分歧，而这种准则的稳定，是保证真正的社会秩序的首要条件。”[6]在功能主义者看来，这种准则就是一种精神，一种“符合于我们时代的精神”。[7]对于如何才能重铸这种精神和重组社会的问题，功能主义教育思想家寄厚望于教育。他们希望通过教育来重塑社会成员的人格，重建新的道德观念，加强“集体意识”，以实现社会的协调和进步。孔德提出，要“以道德力量解决社会重大问题”。[8]涂尔干也强调，法国的复兴必须从建立新的、富有活力的教育系统开始。[9]

第二节 孔德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是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1798年1月19日，他出生于法国蒙特比利埃的一个天主教徒家庭。9岁时，父母亲将他送到当地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在这所寄宿学校里，孔德学习了7年，拉丁文和数理学科成绩优异。16岁时，孔德考入竞争激烈的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在巴黎综合技术学校学习期间，孔德依然勤奋钻研、善于思考，被同学称为“思想家”。18岁时，即1816年，孔德因不满意一位教师回答学生问题时的傲慢态度，与该教师发生口角。校方因而勒令包括孔德在内的15名学生退学。后来其他学生获准重新入学，但孔德因未申请而未能再回到学校。孔德的正式教育就此结束。

离开学校后，他一度曾想去美国，并因此研读美国宪法、练习英文，但终未能成行。1817年夏季，经人介绍，孔德认识了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并担任了圣西门的秘书。两人曾有过愉快的合作，但1824年因合著一本书的著作权问题发生纠纷之后，两人便分道扬镳了。[10]

孔德在经济上一直十分拮据，一度曾靠当私人教师糊口。1832—1844年，孔德受聘担任母校辅导教师，生活才有了基本保证。被母校解聘后，他的生活又无着落，幸有朋友和门徒的接济才未断炊。[11]

孔德的爱情生活也十分不幸。他曾与一位当过妓女的女子结婚，后又离婚。1844年，孔德遇上了一位对他后来生活和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已婚妇女克罗蒂尔德，孔德对她是一见钟情，克罗蒂尔德却在与孔德相识的几个月后因病去世。然而，孔德却始终不能忘情。他不仅将他后来所写的《实证政治体系》第1卷献给她。而且，将她坐过的椅子奉为“圣物”，甚至希望死后与她同葬一穴。有人认为，他与克罗蒂尔德的这段感情促成了他将儿女私情升华到对全人类的爱。也是他晚年大力宣传“人本教”[12]的重要原因。

1857年9月5日，孔德趴在克罗蒂尔德坐过的椅子上去世。这是他自己选择的告别世界的方式。

孔德一生勤奋读书，真可谓博古通今。仅在《实证主义日历》《实证主义文库》两本书中，他就提到了三四百位东西方名人。孔德思想形成的渊源也因此变得复杂。在《实证主义哲学讲义》中，他曾提到亚里士多德、孟德斯鸠、孔多塞、亚当·斯密、培根、笛卡儿、伽利略等人对他的影响。在《实证主义教义问答》中，他又提到了对他的思想产生过影响作用的哲学家休谟、康德、狄德罗、伏尔泰、卢梭以及生物学家比夏和心理学家高尔等。

孔德一生著述甚丰。其主要著作有：《论实证精神》（1844）、《实证主义概观》（1830—1842）、《实证政治体系》（1851）、《实证主义日历》（1849）、《实证主义教义问答》（1852）等。1970年，法国有人将孔德生前自己发表的文章以及孔德去世后由他人编辑出版的37篇论文汇编成册，书名为《实证主义文库》。

二、论知识和社会发展

孔德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实证”一词源于拉丁文“Positivus”，意为“肯定”“明确”“确切”。“实证”的思想产生于自然科学开始发展的16世纪。与中世纪空洞荒诞的经院哲学相对立的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强调知识的“确定性”和“实证性”。因此，当时有人称实验的自然科学为“实证科学”，并将16世纪以来推崇实验科学、反对经院哲学的时代称为“实证的时代”。[13]孔德是从其老师圣西门那里学到“实证”一词的，并且将自己的哲学称作“实证哲学”（Philosophie Positive）。在孔德看来，实证哲学是一种新的哲学精神，经过漫长的演变，“已达到自成体系的程度”，而且，只有采用“实证”一词，才能“归纳其基本特征的宝贵属性”。[14]对于“实证”一词的属性，孔德做了这样的解释：首先，它强调“真实”，而不是“虚幻”；其次，它强调“有用”，而不是“无用”；第三，它强调“肯定”，而不是“犹疑”；第四，它强调“精确”，而不是“模糊”；最后，“它的使命主要是组织，而不是破坏”。[15]

孔德对“实证”一词的解释，实质上是他的知识观的基本立场。其强调的是，一切知识都必须建立在观察和实验的基础上，经验是一切知识的来源，经验范围以外的知识都是不可靠的。他说：“从培根以来一切优秀的思想家都一再指出，除了以观察到的事实为依据的知识以外，没有任何真实的知识。”[16]从这一基本立场出发，孔德反对哲学上的唯心主义与唯物主义之争，认为这是属于形而上学范围的问题。他主张，“放弃寻找宇宙的起源和终极，也放弃认识现象的内在原因”，[17]因为人类只能认识现象。

孔德对人类知识的发展（即人类智力的发展）做了研究，提出了著名的“三阶段理论”。也就是说，人类知识的发展都要经过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他说：

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的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段，又名实证阶段。换句话说，人类的精神受本性的支配，在它的每一项探讨中，都相继使用了三种性质基本上不同、甚至根本相反的哲学方法：首先是神学方法，其次是形而上学方法，最后是实证方法。由此便产生了彼此互相排斥的三类哲学，或三类说明一切现象的总的思想体系。第一种是人类智力的必然出发点；第三种是它的最后阶段；第二种只是为过渡而设的。[18]

“三阶段理论”表明，在孔德看来，科学的知识只能是而且必须是实证的知识，这是人类知识和智力发展的“一条伟大的根本规律，为人类智力的发展永远必然遵守”。[19]

根据其对知识发展的规律的认识，孔德进而提出了有关人类社会发展的思想。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也经历了三个阶段，即神学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和实证阶段。

神学阶段是人类社会的童年时期，又可分为拜物教、多神教和一神教三个阶段。孔德认为，这一时期，人类知识处于起步阶段，处在“连最简单的科学问题尚未能解决的时代”，但人类又“贪婪地、近乎偏执地去探讨万物的本原、探索引起其注意的各种现象产生的基本原因（始因与终因）以及这些现象产生的基本方式”，于是，人类不得不求助于超自然的神。因此，人类“一切思辨的第一次飞跃必然是神学性的”，[20]也“唯有神学真正适应人类的童年时代”。[21]

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社会的青年期。孔德认为：“形而上学也像神学那样，主要试图解释存在物的深刻本质和万事万物的起源和使命，并解释所有现象的基本产生方式。但形而上学并不运用真正的超自然因素，而是越来越以实体或人格化的抽象物代之，后者真正有特色的应用常常可以用本体论的名义称之。”[22]孔德还认为，虽然，“形而上学实际上不过是受瓦解性简化冲击而变得软弱无力的一种神学”，[23]但形而上学毕竟不能等同于神学，形而上学的标志“是相信通过推理能发现自然的基本法则”。[24]在他看来，推理的展开，“隐约地酝酿着真正的科学运作”。[25]因此，孔德强调，形而上学阶段是人类社会从神学阶段走向实证阶段之间的过渡性阶段。但这种阶段不可避免，就像人体所固有的“慢性病”一样。他说：“归根到底，我们可以把形而上学状态视作一种慢性病，那是我们个人或集体从童年至成年的精神演变过程中自然固有的。”[26]

实证阶段是人类社会的壮年期。在这个阶段，“人们从思想上已不再徒劳地寻求什么绝对的概念、宇宙的起源和终点以及现象的原因，而是致力于研究它们的规律——也就是研究它们延续和相似的恒定关系”。[27]孔德认为，这是人类社会成熟的标志。他说：“作为我们智慧成熟标志的根本革命，主要是在于处处以单纯的规律探求，即研究被观察现象之间存在的恒定关系，来代替无法认识的本义的起因。”[28]

尽管孔德的知识发展和社会发展“三阶段理论”缺乏科学性，甚至在一些方面，例如，关于形而上学阶段的论述是与唯物主义的观点格格不入的，但孔德的“三阶段理论”也表明了他的另一种观点，即人类知识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始终处于一种不断进步的状态之中。正如他在《实证哲学教程》一书中所强调的：“历史就其总体来说主要是人类智慧的进步史。”[29]孔德的这一论点应该说是正确的。

孔德的关于知识发展和社会发展的“三阶段理论”也是他关于人的教育阶段理论的基础。他认为，个人教育和人类教育的起点是相同的，因此，个人教育也可分为相应的三个阶段。他说：“既然个人教育和人类教育的起点必然相同，个人教育的各个主要阶段也就应当可以代表人类教育的基本时期。我们每一个人在追忆自己的历史时，岂不是记得自己在主要的看法方面，曾经相继地经过三个阶段，在童年时期是神学家，在青年时期是形而上学家，在壮年时期是物理学家吗？”[30]

三、论人性、道德和道德教育

孔德是社会学的创始者。他将拉丁语的词头“soci”与希腊语的词尾“ology”合成一个新词“sociology”（社会学）。在孔德的社会学思想体系中，有关人性、道德和道德教育的论述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是孔德教育思想中的主体部分。

（一）论人性

孔德在谈论人性问题时，并没有探讨性善性恶的问题，而是根据高尔等人倡导的“脑能论”（phrenology）提出了他的人性论主张。孔德认为，人性由“思想”“情感”和“行动”三个部分组成。但他有时又将“思想”（thought）称为“理智”（intellect）或头脑（head），将“情感”（feeling）称为“感情”（affect）、“心”（heart）或“爱”（love），将“行动”（action）称为“活动”（activity）、“实践”（practice）或“品性”（character）。[31]

孔德又将人性具体分为18种表现，并称它们为脑的18种功能。具体如下：

“思想”部分包括：具体的、抽象的、归纳的、演绎的和沟通的5种功能。

“情感”部分包括：营养的、性的、母性的、军事的和工业的5种本能；权力欲和赞许欲2种志向；依附、尊敬和仁慈3种社会情感。

“行动”部分包括：勇气、谨慎和坚毅3种功能。

孔德的人性论是他关于道德和道德教育思想的基石。

（二）论道德和道德教育

孔德十分重视道德在解决社会问题方面的力量。他晚年曾计划写一本名为《实证道德或普遍教育论》（La Morale Positive ou Traité de l’ Education）著作，但未能完成。不过，人们依然可以从《实证主义概观》一书中了解他的道德及德育思想。

孔德十分不满当时法国社会中人的自私自利行为，认为这是导致道德失范的原因。他力图建立一种实证主义道德来改变这种现象。

孔德认为，实证道德的目的在于使人的同情心的本能尽可能地超过人的自私自利的本能，使人的“社会情感高出于个人情感”[32]。在他看来，注重社会同情心，强调爱与自由既是个人及社会福利的第一条件，也是实证道德区别于神学道德和形而上学道德的首要原则。对于形而上学道德与实证道德的差异，孔德未做明确的解释，但他对神学道德的特点做了剖析。他认为，神学道德强调的是利己主义。在神学道德那里，获得自身之得救是每个人的最高目的，也就是说，神学道德主张的爱人类的目的在于爱上帝，而爱上帝又是为了个人得救，因此，这种道德的本质是利己的。它与实证道德强调的利他原则是根本不同的。

孔德又认为，道德教育过程与人类发展相似，也有三个相互联系的阶段：个人、家庭、社会。同情心原则在这三个阶段渐次训练，一步一步沿着爱的序列，逐渐提升其品级。从爱自己出发，到爱家庭，最终爱人类。在孔德看来，爱己和爱人类是爱的两个极端，其间有一过渡阶段，即人的家庭之依恋。他说：“将爱己之情附属于社会情感之下。此两者乃人类爱情尺度之两极端；于中则有一居间之阶段，即家庭之依恋。”[33]孔德非常重视家庭作为人的道德发展过渡性阶段的重要作用。他认为，家庭生活是关系到人能否从自私自利的利己主义过渡到具有社会情感的利他主义的重要问题。家庭生活也是“说明实证道德精神之最佳方式”[34]。在孔德看来，实证道德的基石是建立一种自然秩序。就家庭而言，这就是子女之孝，兄弟之友，夫妇之情，父母之慈。为此，他十分重视培养子女对父母的爱，视其为道德教育之起始。他说：“在儿女之爱父母中，则见有社会情感最初之萌芽，孝者，乃吾人德育之发端。”[35]

孔德还认为，实证主义道德教育建立在理性和感情之上，但后者的作用往往更大。理性的培养是“将诸道德教条，置之于有力之证明之试验下，且保证之，使无讨论之危险”[36]，让人们了解道德定律以便能够判断是非善恶。而感情的培养只能通过练习。他说，“感情唯有练习而发达，当其感情原有之力量甚微时，练习最为需要。”[37]为此，孔德告诫人们，理性在道德教育中固然重要，但“实证主义者必注意，勿过张其重要”。道德教育“尤应安立于情感上”[38]。

四、论教育阶段及工人和女子教育

（一）论教育阶段

在《实证主义概观》一书中，孔德明确提出，要建立一种实证主义的普遍教育系统。这种教育系统视知识和道德相辅相成且同样重要。但两者相比，孔德更重视道德。他说：“实证主义者之教育，当其使人心之重要过于知识。”[39]

在谈到人的教育阶段时，孔德没有根据他的“三阶段理论”，把人的教育分成神学家、形而上学家和物理学家三个阶段；而是将人的教育分为两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从初生到少年，第二个时期从少年到成人。

第一个时期的教育在家庭中进行。它又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初生到换齿期。这一阶段以体育为主。儿童在父母的关怀下，尤其在母亲监督下，操练筋骨。孔德认为，儿童这一阶段身体活动“更重要之目的，则在练习感觉”[40]。他还要求父母在这一阶段注意培养儿童的感情及习惯，为儿童日后的发展奠定基础。孔德说：“父母所应注意者，唯在以诸感情及习惯之印象予之，此等印象，日后必成为合理之基础。”[41]第二个阶段从换齿期到少年，大约为期7年。以学习系统的艺术为主。采取多少有点系统的练习方式进行学习，而不采用上课讲授的方式。孔德认为，这里的艺术是广义的。它包括诗歌，因为诗歌是其他一切艺术之基础，另外它还包括音乐和图画，这是两种特殊的艺术。在这一阶段，儿童还必须学习几个主要欧洲国家的文字。文字学习包含在诗歌学习的内容中，因为不懂文字就无法欣赏诗歌。在孔德看来，欧洲国家文字不仅有美育上的意义，而且有德育上的意义，它是打破“国家偏见之工具，且能造成实证主义之标准的西方情操”[42]。因此，各国都负有教授儿童学习邻近诸国语言文字的责任。法兰西人尤应学习其他四国语言文字。这样，既有助于国家之间亲切关系的形成，又有助于将来一种“公用之西方语言文字”[43]的自然形成，而不必采用“形而上计划”刻意制造一种绝对普遍的西方语言文字。

第二个时期的教育为学校教育时期。孔德认为，这一时期的教育不能在家庭中进行。儿童这一时期应该进入学校学习。孔德列举了学校教育的优点：学生可以效法其最良之教师，可以学到世界知识，可以通过与社会的自由交往而获得同情感的满足。

孔德主张，学校教育应拟订计划分步实施。学习内容要考虑百科全书式的分类定律。根据他的实证主义发展理论，孔德提出，学生这一时期的学习应分为四类：

第一类为无机界的学习内容。它包含四科，分为两组，即数学、天文为第一组，物理和化学为第二组。每一组的学习时间为两年。孔德认为，由于第一组课程涉及范围广，且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故每周应安排两次讲座，以后开设的其他学科每周开设一次讲座。在孔德看来，这几年的学习不可采取强迫方式，而要给学生提供空余时间，让他们学会用心学习。

第二类为生物学，亦称有机物理学。它包括生理学、心理学。生物学在第五学年开设，共开设40讲。

第三类为社会学。孔德主张，在生物学之后应开设社会学。社会学分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两部分，前者旨在介绍人类社会的结构，后者旨在研究人类社会发生和发展的规律，尤以近代社会发展为主。社会学课程开至七年学生时代之终期，也开设40讲。

第四类为语言文字。主要开设拉丁文和希腊文。因为这两门语言可以增进学生诗歌的修养，对研究历史和道德问题亦有帮助。孔德认为，希腊文和拉丁文各有千秋。从艺术上的意义来看，希腊文较有用；而从认识社会之关系来看，拉丁文则较重要一些。

（二）论工人和女子教育

在孔德的实证主义里有三种重要的人物：工人、女人和哲学家。孔德认为，这三种人代表着社会上的道德力量，是实证主义的支柱。

孔德在谈到工人时往往用几个不同的概念来表示，例如，“工人阶级”“无产阶级”“人民”“庶民”等。孔德不满当时法国社会中贫富不均的现象。在他看来，正是由于贫富不均造成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利益不协调，从而引起工人阶级的不满和斗争，最终导致社会的动荡。因此，要消除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重视工人阶级的教育，即他所称的“成年教育”。孔德的所谓“工人阶级教育”实质是要求向工人宣传实证主义。在他看来，如果工人接受了实证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就有了保障，因为“实证主义者既能使贫者满意，又能使富者信任”[44]。为了使工人了解实证主义，孔德要求将各种实证科学编成具有连贯性的系列讲座，依次公开讲演。为了使讲演生动并产生效力，他要求在讨论浅显数学时要伴以哲学思考并且联系社会精神。为了使工人阶级接受实证主义，孔德还要求哲学家深入工人中去，促进两者的结合。他认为，哲学家和工人的交往对双方都有益，“哲学家没有工人就没有力量，工人没有哲学家就没有方向”[45]。

女人在孔德的实证主义中也受到十分重视。孔德甚为崇拜女性，坚信女人是人本主义的化身。他曾将他的母亲、克罗蒂尔德以及在晚年服侍他的女仆称为影响他一生的“三天使”。他的墓碑上刻的碑文就是“奥古斯特·孔德与他的三位天使”[46]。不过孔德并不认为女人应在社会上承担统治工作。他认为，女人是“感性的阶级”，女人最能发挥作用之处是家庭。在家庭中，女人担任两种角色：一为人妻，可以影响丈夫具有普遍的同情心；二为人母，承担教育子女的重任。[47]孔德不赞成女权主义者倡导的“男女平等”，而认为男女是有区别的，男女各尽所能才符合进化趋势。不过在女子教育问题上，他主张男女应该是平等的。

在孔德看来，男女教育平等并不意味着男女应该同校接受教育。对此，他特别做了说明。孔德说，他的男女教育平等观与法国另一位教育家孔多塞的不同。孔多塞主张男女应在同一处接受教育；而他则认为，男女可以在教堂、俱乐部和展览会上自由集合，同受教育，而在学校中“如是往来，为时尚早”[48]。因为男女同校教育会阻碍男女特性自然发展；而且，男女在相当成熟之前，关系不可太密切，否则对道德发展不利。

孔德强调，男女教育平等主要表现在他们所学科目应该相同、任课教师应该相同两方面。如果男女所学科目不同，任课教师不同，或任课教师的讲授不同，必定会“降低妇女教育之标准”[49]。而且，女子教育如果另聘特殊的教师，还会增加教育经费的开支，经济上也不合算。

五、论科学分类和科学方法

实证主义科学分类思想是孔德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孔德关于课程设计的理论基石。

孔德的科学分类思想自1822年在《有关重组社会的计划》中提出之后，也有所发展。在这份计划中，他提出，科学可以分为五类，即“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和“政治学”。其中，“政治学”与“社会科学”（social science）、“社会物理学”（social physics）交替使用，意思相同。

在《实证主义哲学讲义》中，孔德又提出了科学分为六类的思想，增加了“数学”，并用“生物学”取代“生理学”，用“社会学”取代“社会物理学”。在1848年出版的《实证主义概观》中，孔德又提出了“道德科学”概念，将它列在社会学之后，作为第七种科学。这样，按照孔德的科学分类，实证科学应该包括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社会学、道德学。他还从历史发展的观点将前五种科学列为“初级科学”或“自然哲学”，将后两种列为“最终科学”。而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又称“宇宙学”。孔德还列表对这七种科学的关系做了说明（详见图15-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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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1 孔德的科学分类

孔德认为，人类的知识是从低级向高级逐步发展的，是从数学中的简单现象开始的。它从无机现象到有机现象，再到最高级、最复杂的社会现象。先发展的科学一般是后发展的科学的基础，科学之间存在着“渐进的相关性”。[51]

孔德还认为，科学的发展有赖于科学的方法。孔德对实证科学的方法十分重视。他在早期的研究中就提出把“想象”和“观察”作为区分实证科学和非实证科学的方法。后来，在《实证哲学讲义》中，他提出，实证科学有四种方法。在《实证政治体系》中，他又将四种方法扩展为五种。

第一种方法是理论观察法。它要求在理论指导下对现象进行观察。孔德认为，现象越复杂，越需理论做指导。否则，就不知道对眼前的各种事实应该观察些什么。例如，在观察社会现象时，就应该根据社会学的理论来进行观察。他强调，他之所以在社会学中提出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的理论，就是为了使观察者在面对复杂多变的社会现象时，不至于模糊不清、前后矛盾。

第二种方法是实验法。孔德认为，当一种现象正常发展受到外来的干扰，不管这种现象是自发的或是虚构的，都可以看成是实验。[52]例如，生物学中的病态案例，也是一种实验。社会中发生的任何干扰，同样可以视作实验。

第三种方法是比较法。孔德认为，生物学中常用比较法来研究有机体的等级，社会学也可以借用此种方法，用来研究地球上不同区域、不同人类社会的共同状况。在他看来，运用比较法研究社会学，可以使研究人员同时观察到人类社会进化的不同阶段。[53]

第四种方法是历史法。孔德认为，这是社会学独有的方法。历史法可以“鉴往知来”；但由于社会现象过于复杂，使用历史法可能会有困难，需特别谨慎。[54]

第五种方法是主观法。这是孔德晚年倡导道德科学时所提出的一种方法，用于道德科学的研究，但他未做详细解释。有人望文生义，认为这是孔德实证思想的倒退，认为他不再强调科学中的客观性了。[55]

孔德对自己提出的上述实证科学方法非常满意，甚至认为，他在方法论上的贡献可以与笛卡儿相媲美。[56]

第三节 涂尔干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是法国社会学家和教育家。1858年4月15日，他出生于法国东部浮日省埃比纳勒镇一个犹太教教士家庭。祖父和父亲都是犹太教教士，家庭教育很严格，这对他后来人格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尽管他后来没有信奉犹太教。

1879年，涂尔干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当时，法国高等教育崇尚典雅的修辞学和装饰性学科。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也同样如此，学校课程的重点是包括拉丁文和希腊文在内的古典文学，有关科学新发展的课程几乎空白。对此，涂尔干十分不满，他希望能在科学知识方面有所收获。

1882年大学毕业后至1887年，涂尔干先后在桑斯、圣康坦和特鲁瓦3所公立中学担任哲学教师。在这期间，他曾请假一年（1885—1886）到德国去考察教育并进行学术研究，得以与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 Wundt）相识。德国大学生气勃勃的面貌以及德国社会学经济学思想给涂尔干留下了深刻印象。

1887年，涂尔干受聘担任波尔多大学教育学和社会科学系讲师。在那里，他开设了法国大学第一批社会学课程，并受到了学生们的欢迎。这是法国大学第一次公开承认“社会学”这门新的学科，是社会学发展的一个突破。半个世纪前，孔德虽然创立了社会学，但未能确立社会学的学术地位，而涂尔干则不同，他为社会学在法国学术界的发展打开了一个突破口。

1902年，涂尔干受聘担任巴黎索邦大学教育学系教授，讲授教育学和社会学课程。1906年起，涂尔干主持该系工作。1913年，教育学系更名为教育学和社会学系。社会学终于在法国最有声望的高等教育机构中公开地建立起来了。它标志着“孔德思想的产物终于进入了巴黎大学”[57]。

1917年11月15日，涂尔干因心脏病在巴黎去世。在他去世之后，鉴于他在社会学方面的学术贡献，法国政府追认其为国家研究院院士。

涂尔干所处的时代学术思想荟萃。涂尔干从中汲取了大量的学术营养。孔德、斯宾塞、勒努维埃（C. B. Renouvier）、布特鲁（E. M. Boutroux）、莫诺德（G. Monod）和康朗热（F. Conlanges）等人的思想都对涂尔干有过较大的影响。

孔德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的实证主义思想，包括强调运用实证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现象，重视实证的知识以及重视道德和道德教育在社会重组中的作用，对涂尔干的影响很深。涂尔干曾在1900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我确信我之所以强调社会事实之重要，乃是继承孔德传统而来的。”[58]对于孔德与涂尔干的学术联系，美国佛罗里达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约翰逊（D. P. Johnson）的评价是中肯的：“涂尔干试图建立一种以经验为根据的关于社会的科学，并把这种科学与当时社会的道德重建的义务结合起来，因此，涂尔干实际上是遵循了孔德所走过的同样的路线……虽然对当代社会学来说，涂尔干的社会学分析比孔德的分析更精确、更有意义，但涂尔干的观点不过是普遍加强了‘社会学之父’孔德的理论观点。”[59]

英国的斯宾塞在欧美国家一度有很大影响。尤其是他的社会进化和社会有机思想曾广为传播。尽管涂尔干有些观点与斯宾塞尖锐对立，例如，斯宾塞强调个人主义，认为在理想社会中，个人有追求自身利益、增进自身幸福的最大自由，而涂尔干则强调社会是以人们道德上的一致意见为存在前提的，但斯宾塞的社会有机和社会分工思想对涂尔干是有启迪的，人们可以从涂尔干的有关理论中看到斯宾塞的影子。

勒努维埃是一位新康德主义者。他重视道德问题，推崇理性，强调建立社会的公正与正义，主张国家统一办理教育。这些思想对涂尔干也有深刻的影响。有人认为，涂尔干后来建立的以道德基础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是源于勒努维埃的。[60]

布特鲁是涂尔干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哲学老师，曾在方法论上影响过涂尔干。布特鲁认为，各种科学研究都应具有本领域中的相关性的存在。涂尔干接受并发展了这一观点，认为社会科学若要生存，必须发展它所要研究的独特对象，开辟自己的研究园地。而正是涂尔干在探讨社会学研究对象以及社会学方法方面的努力，才使社会学在法国大学的学术土壤里扎下根来。涂尔干也因此被称为“正统社会学的开创者”。

莫诺德和康朗热是涂尔干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历史学老师。在历史学研究方法上，他们强调研究者本身要保持思想的绝对自由和独立性，防止先入为主的观念的干扰。涂尔干接受了这些观点，认为研究一种社会事实时，应从社会环境中去分析和研究，而不能用个人意志的、主观的内省法。

涂尔干一生著述颇多。生前发表的著作主要有：《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社会学方法论》（1895）、《自杀论》（1897）、《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涂尔干去世后，由后人整理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教育与社会学》（1922）、《道德教育论》（1925）、《法国教育学的演变》（1938）。其中，《教育与社会学》一书是涂尔干教育社会学思想的代表作，被认为是早期教育社会学的经典著作。

二、论教育目的

在论述教育目的之前，涂尔干首先对什么是“教育”做了分析研究，并对这一概念的内涵加以限定。

在他那个时代，不少人是从广义方面理解“教育”的，教育的概念往往涵盖了自然界对人的或人们之间相互产生的全部影响。例如，英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穆勒（S. Mill）就认为，教育“旨在使我们的本性得以完善……在最广泛的意义上，教育甚至包括目标完全不同的一些事物对人的性格和能力所产生的间接影响，这些事物是指法律、政府组织形式和工艺美术，以及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些自然现象，诸如气候、土壤和地理位置”[61]。涂尔干对这一界定提出了批评，认为“这一定义含有一些极不协调的事物”，容易让人的思想产生混乱。首先，事物对人的影响在程序和结果方面与来自人本身的影响有着很大的区别；其次，来自人本身的影响既包括成年人对最年青一代的影响，又包括同辈人相互之间的影响。涂尔干强调，他所理解的“教育”应该是成年人对年青一代的影响。他说：“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仅仅是成年人对年青一代的影响，因此，‘教育’一词应该指的是这种影响。”

在讨论教育目的时，涂尔干对其他哲学家和教育家关于教育目的的观点进行了分析研究，把前人提出的教育目的论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康德为代表的理性主义的教育目的；一类是以穆勒（J. Mill）为代表的功利主义的教育目的。涂尔干认为，这两类目的都存在着缺陷。康德的理性主义教育目的要求“使每个人都得到他所能达到的充分完善”，但涂尔干认为，这是难以实现的。涂尔干指出，所谓“充分完善”是指人的各种能力和谐发展，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又互不损害，这只能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理想，虽然“令人向往”，但“并非都能实现”，“因为它与人们同样必须遵循的另一个行动准则有矛盾。这个行动准则规定，我们必须献身于某一项特定而有限的任务。我们不可能也不应当把一切都献给同一种生活方式；我们根据自己的能力有不同的职责要履行，我们应该与自己肩负的职责相适应”。他举例说，适合于思考的人只有从行动中摆脱出来，进行反思，思考才能得到发展。因此，不打破平衡就不会有最初的分工。涂尔干也承认，专业化不排除某种共同的基础，也需要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某种平衡，但他强调“这并不意味着可以把完全的和谐发展作为引导和教育的最终目的”。[62]穆勒的功利主义教育目的要求“使个体成为一个为自己和同样的人谋幸福的工具”，但涂尔干认为，这种功利主义的解释更难令人满意。涂尔干指出，“幸福”是一种主观的事物，是因人而异的。每个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解释幸福，有的人追求物质生活，而有的人宁愿不活也不愿放弃智力上的乐趣。即使从物质生活上来看，生活标准也会随着时间、地点、条件变化而变化，物质生活的幸福也难以准确地界定。“昨天我们感到足够的东西，今天已使我们感到连我们现在认识到的人之尊严也未得到保证，一切都表明我们在这方面的要求将日益增加”。因此，涂尔干强调，用一种不确定的事物来表述教育目的，就会“使教育目的成为不确定的，因而使教育本身成为不确定的”[63]。

那么，教育目的究竟何在呢？涂尔干从教育功能着手，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从古希腊到19世纪，虽然教育因时间和国家不同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但是，教育始终存在着两个要素：“这就是说，有教育就得面对面地有一代成年人和一代年轻人，还得有前者对后者的影响。”[64]在涂尔干看来，所谓“前者对后者的影响”，实际上就是成年人将社会对人的智力、身体和道德几方面的要求传达给年青一代，使年青一代适应并遵守社会形成的种种规范。涂尔干说：“每个社会都形成了某种理想”，“教育要实现的正是这种统一而又多样的理想”。[65]因此，教育的功能表现在两方面：第一，使儿童身心发展符合他所在社会对每一个成员提出的要求，使儿童成为一个合格的社会成员；第二，使儿童的身心发展符合他所属的特定社团（社会等级、社会阶级、家庭、职业）对其成员提出的需求，使儿童成为一个特定社团的合格成员。

总之，教育必须满足社会对人的要求，必须培养社会需要的人。因此，涂尔干强调说：“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所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与发展，以适应整个政治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由此，他得出一个结论：“教育在于使年青一代系统地社会化。”也就是使儿童从“个体我”向“社会我”转变。“在我们每个人身上塑造社会我，这就是教育的目的”。[66]

三、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能有多大效能”，是涂尔干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涂尔干不赞成“教育万能论”。他对英国教育家洛克（J. Locke）和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C. A. Helvétius）认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具有无限作用的观点提出了批评。涂尔干说：“教育并非像洛克和爱尔维修认为的那样是从‘白纸’上培养人。”[67]因为，人的一些“先天性倾向是很强的，甚至是难被破坏或根本改变”的。在他看来，这些先天性倾向之所以“很难被破坏或根本改变”是由于这些先天性倾向“依赖于教育者很少能左右的有机体状况”。于是，涂尔干认为，“当这些先天性倾向具有既定目标，并使思想和禀性趋向于某些严密规定的行动方式与思考方式的这一范围内，个体的整个前途就被预先确定，需要教育做的事情也就不多了。”[68]

涂尔干也不赞成“教育无用论”。有人提出，“好的教育未必形成好的禀性，坏的教育也未必毁坏好的禀性。”[69]有人甚至断言，“儿童有时真的从家长那里继承了很强烈的进行某种行为的倾向”[70]，教育对此是无能为力的。涂尔干对这些观点也做了批驳。他说：“人的特征之一是，天赋的禀性很一般化且非常模糊”，“儿童的前途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由先天性构成预先决定的”，因为儿童通过遗传得到的只是一些很一般的能力，“诸如某些注意力、某种程度的恒心、正确的判断力、想象力，等等”。他十分欣赏苏格兰哲学家和心理学家贝恩（A. Bain）所说的一段话：“伟大的语言学家的儿子没有继承其父的一个词；伟大的旅行家的儿子，在学校的地理学科上可能不如矿工的儿子。”儿童先天的遗传素质只是为儿童的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一个想象力相当活跃的儿童，因环境以及对他所施加的影响的不同，将可能成为一个画家，或者成为一个诗人，一个有创造精神的工程师，一个大胆独创的金融家”[71]。

涂尔干认为，人刚出生时具有一种不确定的潜在性，人在进入社会成为某一社会角色时又必须具备某种明确规定的人格。从不确定的潜在性到明确规定的人格之间存在着很大的距离，教育的作用就在于缩小这一距离。从这一意义上说，教育活动有着广阔的天地。涂尔干还举例说明教育在这一方面的作用。例如，在儿童“义务感”的培养上，“义务感”并非与生俱来，“儿童只有通过其教师或家长，才能知道自己的义务，只有通过教师或家长向他揭示义务的方式，通过教师或家长的言行才能知道义务是什么”[72]。这就是说，受教育者是通过教育者的言行所表现出的具体化的、人格化的义务来了解和认识“义务”的。

在涂尔干看来，教育是人的社会化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和保证。没有教育，人就不可能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正如他反复强调的：“教育的目的是使出生时不适应社会生活的个体我成为崭新的社会我。教育必须使我们超越最原始的本性：儿童正是在这种条件下成为人的。”[73]

四、论道德和道德教育

涂尔干十分重视道德在维系社会稳定中的作用。在他看来，社会秩序和道德秩序是紧密相连的。有了稳定的道德秩序，才能有稳定的社会秩序。为了建立一种新的道德秩序，涂尔干对道德和道德教育做了专门的研究。研究的内容包括道德的发展、道德的权威性、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及其内容等。

涂尔干认为，任何一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道德，而且道德是发展的。他说：“人们有时声称原始社会没有道德，但这种说法犯了历史的错误。因为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他的道德，只是低级社会的道德不同于我们的道德而已。”在涂尔干看来，低级社会道德的最大特征是道德的宗教性，是宗教的道德。宗教道德是为上帝服务的，而不是为人间服务的。他说：“低级社会的道德，其特征就在于它主要是宗教的道德。我在这里想说的是，低级社会中数量最多且最为重要的义务，不是人对他人应履行的义务，而是人对上帝应履行的义务。”[74]敬重上帝，甚至为上帝而献身，是人的最重要的道德义务。在那样的时代，渎神罪的量刑要远远重于其他犯罪。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道德的“人间的义务逐渐有所增加、明确并占首要地位……其他义务在逐渐减少”。在基督教那里，虽然“还存在严格意义上的一些宗教义务……但这种义务所占地位及其重要性已趋降低。最重大的罪过已不再是犯神，真正的犯神已具有与道德上的过错合二而一的倾向”。涂尔干指出，这时的上帝只是道德的卫士，“道德的纪律已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人才制定的”。在新教那里，“捍卫人类的道德几乎已成为上帝的唯一使命”[75]。在分析了人类道德发展的历史之后，涂尔干得出了一个结论：“在社会发生变迁时，道德就会有所变化。”[76]在他看来，道德在发展过程中，最初与宗教紧密结合，以后便逐渐与宗教分离，直至最后完全脱离宗教。割断道德与宗教的联系是历史发展的要求，也是历史进程中长期酝酿的伟大革命。

在谈到道德的权威性力量问题时，涂尔干认为，“在某种意义上，也在相对意义上，道德秩序在世界上有其与众不同的规则。一切道德训诫，无不具有一种强迫我们对它特别尊重的特征。”他强调说，在他那个时代，“关于物质世界，关于人或动物的身心结构的各种见解，已被允许展开自由争论，但唯独不允许对道德信仰随意进行批评”。例如，“儿童对其父母应尽一些义务，人的生命应当受到尊重”等道德训诫是容不得诋毁的。谁若诋毁，谁便会受到指责。人们也不敢轻易诋毁。涂尔干解释说，这是由于道德具有一种神圣性。“道德领域似乎围着一道神秘的栅栏，试图阻止亵渎道德者入内，正像宗教领域禁止渎神者入内一样。这是一个神圣的领域”。[77]但是，道德的权威性和影响力并非一直存在，如果人们不学会正确利用道德的力量，道德权威性便会削弱。涂尔干对此做了明确的说明。“当一个社会的道德力量长期不加以使用时，当这种道德力量不保证某种道德行为得以完成时，这种道德力量就会失去其道德意义，被人病态地和有害地加以使用”。[78]

对于道德教育，涂尔干极为重视。他曾以“道德教育”为题在巴黎大学开设一门课程，课程讲稿后来经过整理以《道德教育论》书名出版。涂尔干在“导言”中提到了他之所以重视德育的两个原因：一是“道德教育历来被教育学者看成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二是由于道德危机的出现，“道德教育问题在今天特别迫切需要予以解决”。涂尔干认为，教育学者应该首先关注道德教育问题，只要把公民的道德问题解决好，社会危机就会消除，社会就会稳定。他强调说：“凡是能减少道德教育的效能，或者使它变得更加不确定的东西，无不同时在破坏公共道德。所以，现在要求教育学者予以注意的莫过于道德教育问题。”[79]

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涂尔干提出了以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就内容来说，道德教育应该是唯理的教育。所谓“唯理的教育”就是强调道德教育内容应该以理性所承认的理念、情感和实践为基础，体现道德教育的非宗教性。涂尔干认为，唯理的道德教育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也符合道德发展的规律。为了实现唯理教育，他要求能够剔除道德教育内容中的宗教因素。涂尔干也清楚，从道德教育的内容中剔除宗教因素是一件困难的事，因为“道德与宗教同源并有部分重合……这两个系统中某些因素之接近已使它们混同起来成为只是一类因素，而某些道德观念与某些宗教观念之结合，也已经使它们不易区分”[80]。但是，必须进行这项工作，因为割断道德与宗教的联系“实为历史发展的要求”。为此，涂尔干要求教育学工作者“深入宗教概念中去寻找似乎已经消失和隐匿在其中的道德实体”[81]。在他看来，仅仅从道德教育中剔除宗教的因素是不够的，“必须用另外的因素取而代之；必须揭示出人们至今只会以宗教形式再现的这些道德力量；必须使这些道德力量从它们的符号中摆脱出来，使这些道德力量以纯理性的形式出现”[82]。

第二，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维护道德的神圣性。涂尔干认为，道德之所以有威慑力量，使人不敢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乃在于道德的神圣性。道德教育的目的之一就在于维护这种神圣性。他告诫人们：“如果不注意保全道德的神圣性，如果不以理性的形式使儿童感受到这种神圣性，那么，我们传授给儿童的道德，只是一种失去它原有尊严的道德。”不仅如此，缺乏神圣性的道德教育还会使“产生教师权威和热情的源泉枯竭（而教师的权威和热情，则是使儿童有更大的热情和更高尚的精神所不可缺少的）”。在涂尔干看来，当教师感觉到自己在进行一项崇高而神圣的工作时，他就会产生一种崇高的感情，就会感到自己的力量有所增加，他所进行的道德教育就会生气勃勃并且有感染力，“反之……我们就可能只有一种无威望和无生气的道德教育”[83]。

第三，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适应社会的变迁。涂尔干认为，社会变化时，道德就会有所变化。所谓“道德社会有所变化”，是强调道德教育应该不断更新内容，传授新的价值观念。涂尔干强调，道德教育“不能只是安心地掌握前人取得的道德成果。我们的社会应当有所创造，因此，教师应帮助其学生准备进行这些必要的创造，断不可只向他们传授前人的道德圣经，相反，教师应当激起他们在这种如同问世已久的书上添加几行字的愿望，还应当考虑使他们这种正当的愿望能够得到满足”。此外，理性化的道德教育还“必须帮助年青一代了解他们所模糊地追求的新思想，还应指导他们去实现新思想……应当为未来做准备”[84]。

五、论国家在教育发展中的作用

在国家和教育的关系上，涂尔干时代的人们有着不同的观点。有的人认为，教育主要是家庭和私人的事务，国家应尽可能地少加干预；有的人认为，国家在教育事务中只能充当家庭的助手和替代者的作用，也就是说，当家庭不能履行其教育义务时，国家才能承担教育的义务；还有的人认为，国家仅具有为家庭提供使用学校的权利，而不应采取任何行动使年青一代具有某种倾向。

涂尔干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从社会方面来说，国家办理教育应该受到欢迎。他说：“教育首先具有一种集体功能，如果教育的目的是使儿童适应他将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环境，那么社会就不可能不关心这样一种程序。”从国家方面来说，“自从教育是一种基本的社会功能起，国家就不能不关心教育”[85]。当然，国家关心教育并不意味着国家必须垄断教育。在涂尔干看来，国家在教育发展方面的作用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提出一些办学原则，要求所有的学校遵守这些原则，例如，尊重理性、尊重科学、尊重思想与情感等原则。涂尔干认为，这些原则都是民主道德的基础，“国家的角色就在于，得出这些基本原则，让人在它的学校里传授这些基本原则，防止任何一个地方的儿童不知道这些基本原则”[86]。第二，由国家直接办理一些学校，承担办学的责任。第三，监督其他非国家开办的学校。第四，认定教师的资格。总之，“要一劳永逸地限定国家应进行哪些干预，这可能相当不容易，但国家干预原则是无可争议的。没有一所学校可以宣称自己有权利完全自由地进行反社会的教育”[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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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

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许多日本思想家和教育家在学习西方文明和教育的推动下，就教育如何适应明治维新时期社会的需求提出了不少有益的见解和主张。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以及曾先后担任过文部大臣的森有礼（Mori Arinori）和井上毅（Inoue Kowashi）。其中，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强调普及教育，主张和谐发展的教育，并注重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三者的关系，被称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启蒙思想的领袖。森有礼提倡国家主义教育，强调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重视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井上毅则关注职业教育的发展以及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并致力于中等教育的改革。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推动了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无疑对日本社会以及教育走上现代化道路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第一节 明治维新与教育改革

“明治维新”指19世纪后期日本从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在这个明治维新时期，明治政府实行了一系列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对日本社会进步或日本民族发展来说，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应看到，明治维新的资产阶级改革是很不彻底的，当时日本资产阶级力量薄弱，并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新政府的当权者们既进行资本主义剥削，也保留了封建的剥削方式。资产阶级民主自由并未彻底实现，封建意识仍占重要地位。明治维新的这些特点都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到教育领域中来，使日本近代教育既有积极进步的一面，也有封建落后的一面。

一、明治维新与近代教育的初创

（一）明治政府的教育改革方针

明治政权建立后，它所面临的最重要课题是克服幕藩体制造成的国内危机与改革封建制度，对抗欧美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争得国家富强和民族独立。为解决这一课题，明治政府提出“富国强兵”“殖产兴业”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教育作为文明开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富国强兵目的的重要手段。根据当时的情况，教育的任务是如何培养作为国家统一思想基础的国民意识，以及为建立富国强兵的资本主义国家而造就一批管理人才和科技人才。为确立解决这一任务的基本方针，日本曾发生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一种主张是国学（皇学）派的“唯神之道”；另一种主张是洋学派的“文明开化”启蒙思想。最初，国学和汉学顽固维护其传统地位并互争教育主导权。木户孝允当时慨叹：“皇学也罢，六经也罢，皆成争论的工具。”[1]1868年至1870年，“国学”和“神道”一度成为“教化”国民的指导思想。这种复古主义显然与明治维新的要求背道而驰，遭到了革新势力、洋学派的强烈反对。从1869年起，在革新派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的推荐下，在洋学机构“开成所”任教的一批洋学者和启蒙主义学者先后到新政府供职。他们于1870年3月仿照欧洲学制，制订了大学规则和中小学规则，开始进行教育改革，试图建立近代学校体系。为加强管理和尽快达到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明治政府于1871年7月设文部省，次年颁布《学制令》，教育改革遂全面展开。此后到1884年自由民权运动基本结束时止，“文明开化”的启蒙思想一直占主导地位，在明治维新教育改革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需要指出的是，国学派和汉学派并未甘居失败地位，在整个教育改革过程中，他们始终固守陈腐思想，伺机再起。自由民权运动兴起后，教育方针中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倾向受到统治者的非议，保守势力抓住这一时机大做文章，企图恢复儒学的指导地位。1878年秋，明治天皇“巡幸”各地，视察教育。次年，元田永孚向文部卿提出《教学大旨》，强调“仁义忠孝为本”。于是，导致了一场关于德育的论争。但是，《教学大旨》起草人元田永孚的观点并未得到明治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赞同。伊藤博文力主学习德国，主张以德国的国家主义来排除英美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建立适应日本近代天皇制的国家主义教育体系。1884年，森有礼接任文部卿，把德国的国家主义与日本的天皇制国体结合起来，辅佐伊藤博文推行国家主义教育政策，使日本的天皇制近代教育体制最终定型。

在经过激烈争论而达到统一认识的过程中，明治政府逐渐确定了推行教育改革的三点方针：一是为提高国民知识水平，普及初等教育；二是为培养科技人才，创办科技教育机构；三是通过教育迅速掌握源自欧美的先进科学技术。在这一方针的指导下，明治政府一面大批聘请外国专家和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尽力吸收欧美文化；一面积极采取措施，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培养适合国家需要的各种人才。

（二）《学制令》的颁布与废除

明治政府成立伊始，曾试图在全国实行统一的学校教育制度，但由于缺乏经验和没有统一的教育管理机构而未能实现。文部省成立后，为继续达到这一目的，成立了归其直接领导的学制调查研究委员会，专门负责草拟学制改革方案。委员会由12名委员组成，其中多数人是著名的洋学家，也有两名是国学家和汉学家。他们广泛搜集了介绍欧美学校制度的资料，借鉴英、法、荷、美等国的学制，于1872年1月写出《学制大纲》，3月完成草案，然后由文部省上报太政官会议审批。同年8月3日，明治政府正式颁布《学制令》。

《学制令》分5篇，共109章。1873年又在第二篇里增添了关于海外留学生规则和专门学校的规定。两者相加，总共是213章。它对学校教育的有关事项做了全面的规定，是一个庞大的国民教育计划。按《学制令》规定，全国分为8个大学区，每区设一所大学；每一大学区设32个中学区，全国共设256个中学区，每区设一所中学；每一中学区设210个小学区，全国共设53760个小学区，每区设一所小学。小学分为上等小学和下等小学，各为4年；中学分为两段，初中3年，高中3年。这种学区制和学校体系主要是模仿法国的教育制度，而在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方面则主要借鉴了美国的教育。

为贯彻新的教育制度，政府在颁布《学制令》的前一天，发布了名为《关于奖励学事的被仰出书》的学制布告，指出过去教育的弊害在于“以学问为武士以上之事，至于农工商及妇女则置之度外，不辨学问为何物。而少数受教育之武士，又动辄高唱为国，不知何为立身之基础，或趋于记诵词章之末，或陷于虚谈空理之途”，结果“文明不能普及，才艺不能增长”，因而强调“为人必须学习”，并说明“文部省要制定学制，逐渐改正教则”。为了造就人才，要求“邑无不学之户，家无不学之人，为人之父兄者……须使其子弟从事于学”[2]。学制布告否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封建教育思想，指明教育是个人立身、治产、昌业之本，主张教育机会均等，强调学问必须是实业厚生之实学，提出了日本资产阶级的近代教育观。

明治政府在颁布《学制令》后，开始着手设立师范学校以培育师资，并于1877年将文部省所辖昌平学校、东京开成所和东京医学校合并，创办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所大学——东京大学。为迅速普及初等教育，明治政府采取了种种措施和强制性手段。到1879年，学校数和学生数都增加了2倍多，教师人数增加了将近3倍。学龄儿童入学率由1873年的28.1%上升到1879年的41.1%。[3]《学制令》在创建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方面都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尤其对普及初等教育有着重要的实际意义。但《学制令》也存在许多弊端，例如，照搬照抄欧洲资本主义教育制度，严重脱离日本实际；过于强调中央集权，限制了地方办教育的积极性；学制单一化和理想化，超出日本当时的经济实力，使人民负担过重等。结果，在实行过程中，遇到种种阻力，加之中央政府的高压政策，使各地方当局和群众产生严重不满，有的地方甚至发生群众捣毁校舍的事件。随着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和反对强迫教育呼声的高涨，明治政府不得不在1879年废止《学制令》，重新修改学校制度，公布《教育令》。

（三）《教育令》的颁布与修改

1879年3月，明治政府颁布《教育令》以取代《学制令》。它是在文部大辅田中不二麻吕的主持下制定的，主要效仿了美国教育行政管理的模式。《教育令》由47个条款组成，对学校种类、学科设置、学校设备和学校管理等都做了重新规定。根据规定，学校种类包括小学、中学、师范学校、专门学校和其他各种学校。《教育令》对义务教育没有做强制性规定，只说6至14岁为学龄期，儿童在学龄期内只要受一年零4个月的普通教育就可以了。不能入正规学校的，也可通过别的途径接受教育。教育行政管理权由中央下放给地方，府、县长官有权决定设立或撤除公立学校。

《教育令》克服了《学制令》的某些弊端，更加适应人民自治、自由的要求，因而受到民众的欢迎，被称为“自由教育令”。但《教育令》实行之后，效果并不好。由于它过分强调自由主义，造成学校增加率和儿童入学率都急剧下降。加之，《教育令》的自由主义精神不符合日本中央集权制的国家管理体制，所以又遭到明治政府内部保守势力的强烈反对。1880年，文部省迫于压力，又对《教育令》进行了修改，并于同年12月颁布《改正教育令》。

《改正教育令》重新强调就学的义务，强化中央对教育的监督权力，强制设置小学校和师范学校，要求各地方应根据情况尽力设置实业学校等。《改正教育令》否定了人民参与教育行政管理的权利，强调国家对教育的干涉，带有浓厚的强制性色彩，因此，人们又称之为“强制教育令”。但该法令公布之后学校增加率和儿童入学率都明显上升，因而受到各界欢迎，随后政府又以之为根据连续制定了《小学教则纲要》《中学教则大纲》和《师范学校教则大纲》等专门法规，使《改正教育令》成为其后一段时期内指导教育发展的纲领性文件。

（四）保守教育思想的复活

1872年颁布《学制令》后，自由民权论的“文明开化”教育思想，即洋学思想一直占据教育改革的指导地位，但以儒学和国学为代表的保守思想并未完全消除。以1879年《教育令》的颁布为契机，保守思想以维护天皇制国家主义的名义再度抬头，并与洋学思想围绕德育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以元田永孚为代表的保守派抓住《教育令》过分自由主义和修身课置于各学科之末的把柄，大肆攻击。1879年9月，他又以天皇“巡幸”各地后提出的应以国家固有道德教育下一代的意见为根据，撰成《教学大旨》，批判“文明开化”思想，指责自由民权运动。他将明治维新后出现的品行恶化、伤风败俗的现象完全归罪于“文明开化”政策，断言长此下去，必将达到不知君臣父子之大义的地步；主张从今以后应据祖宗之训典，着重培育仁义忠孝之精神；要求根本改变明治维新以来的教育方针，恢复儒教。开明派的代表伊藤博文坚决反对元田永孚的主张，他委托井上毅著成《教育议》一文，立即予以反驳。《教育议》认为，品德和风俗败坏的责任不在于实行文明开化政策，也不在于明治维新的学制改革。主张克服缺点和纠正问题，但不应以改变教育方针为措施，而应根据其原因分别加以纠正和修补；而且，为尽快实现富国强兵之目的，不仅不能削弱文明开化之风气，反而更应加强之。元田永孚和伊藤博文的论战，反映了朝廷和政府间的意见分歧，但它并不是根本政策上的对立。双方都希望富国强兵，只是在方法上意见不同罢了。因此，到后来在天皇的调解下，双方终于达成妥协。其结果是，既对维新以来不断探索的开明派教育改革方针加以限制，又给保守思想的复活开了口子。这种二合一的教育思想很快在教育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日本政府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对教师实行了高压政策，建立了国家检定教科书制度，在教育内容中大力增加了皇道主义成分。

二、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确立与扩充

19世纪80年代，日本教育由初创期进入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确立的时期。所谓“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是指教育制度、学校体系及教育内容的指导思想均是国家至上主义的教育体制，它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在日本的出现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现象，而是和当时日本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制度的状况密切相关的，是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君主立宪制的产物。

（一）确立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社会背景

日本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在19世纪80年代，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但它的资本主义改革很不彻底，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互相勾结，以天皇制为靠山，对内残酷地剥削广大工农群众，对外则一面屈从欧美，一面向近邻的朝鲜和中国扩张侵略。与此同时，天皇本身的财富也急剧增长，掌握了日本的经济命脉。为牢固地树立天皇制的绝对权威，政府在保障天皇制经济基础的同时，又开始着手改组政府机构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准备搞君主立宪制。1885年12月，政府迈出为宪政做准备的重要一步，即废除从前的太政官制，创设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森有礼任文部大臣，井上馨任外交大臣。内阁制成立后，继续推行双重外交政策和对内剥削政策。统治阶级的这一系列反动行为遭到进步势力的强烈反对。

经过这一系列准备之后，1889年2月11日，明治天皇举行大典，正式颁布大日本帝国宪法。《宪法》分7章，共76条款。其主体思想是：“以君权为机轴，务求对此无所损毁。”[4]《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天皇，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内阁和全体官吏属于天皇，只对天皇负责，对议会和人民不负任何责任。《宪法》还保障了军部和统帅权的独立。显然，《宪法》实际上是藩阀专制的延续和发展，其本质是借“天皇大权”之名，维护特权财阀利益，由极少数军阀、官僚、贵族实行寡头专制。它确认了天皇制国家为君主立宪制，这标志着明治维新改革运动的终结。

在颁布《宪法》前后，日本政府为加强地主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保护天皇制国家政权，一方面强化了暴力统治手段——军队和警察，另一方面则加强了思想统治。1886年颁布的《学校令》和1890年颁布的《教育敕语》，其目的均在加强国家对学校的控制，培养忠于天皇的驯良臣民。

（二）国民教育制度的确立

自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教育法令，试图建立一个适合日本需要的统一教育制度。在这一时期内，教育思想也异常活跃，尤其是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互相争论，各抒己见，为建立统一的教育指导思想出谋划策。这些活动虽都未能达成预期目的，但却为最终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做了理论上和实践上的准备。19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为建立统一的国民教育制度提供了可能性。在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性的过程中，森有礼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1885年，森有礼就任伊藤内阁的文部大臣。他根据立宪政体的需要，主张以国家主义思想改革教育，并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拟订了一个完整的国民教育制度计划。该计划得到了内阁与天皇的支持，于1886年以敕令形式公布。它包括《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统称《学校令》。

《帝国大学令》公布于1886年3月2日。它规定：帝国大学要适应国家需要，以教授学术、技术理论及研究学术、攻克技术奥秘为目的。帝国大学由大学院（研究生院）及分科大学组成。

《师范学校令》公布于1886年4月9日。它规定：师范学校要培养教师应有的品德和学识。在体系上分为普通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

《中学校令》公布于1886年4月10日。它规定：中学分普通中学和高等中学两级。前者修业5年，由各府县设置和管理。后者修业2年，属文部大臣管辖。1894年6月颁布的《高等学校令》，把从前的高等中学改称高等学校，并明确规定高等学校教授专门学科，属帝国大学预科。

《小学校令》与《中学校令》同日公布。它规定：小学分普通小学和高等小学两级，修业年限均为4年。6岁至14岁为学龄期，学龄儿童必须接受4年义务教育。寻常小学开设的课程有修身、读书、作文、习字、算术、体操、图画、唱歌。

这样，在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指导下，通过法定形式，正式建立起以小学为基础的双轨制学校体系。一轨是高等小学—寻常中学—高等中学—帝国大学；另一轨是寻常小学—寻常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至此，充满浓厚国家主义色彩的日本国民教育制度正式确立起来。但森有礼在制定国民教育制度时，没有注意到职业教育，后来由井上毅对此做了补充。

（三）《教育敕语》的颁布

如果说《学校令》是日本学校教育制度的定型文件，那么，在教育指导思想上形成统一的文件则是《教育敕语》。

明治维新以后，国学派、儒学派和洋学派在教育指导思想上的斗争从未停止过。两者各抒己见，相持不下，一时造成学校中教学的混乱，而且波及整个教育界和思想界。明治天皇对这种情况颇为焦虑，所以亲自过问此事。1886年10月29日，他去东京大学视察，认为所设课程中“和汉道德”的内容贫乏，亟待加强。1890年5月，天皇召见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和文部大臣芳川显正，命令他们编写教育箴言，以确定日本教育的基本纲领，历经起草与修改，在1890年10月30日以天皇敕谕名义颁布，是为《教育敕语》。

《教育敕语》包括三层内容：第一层内容指出，天皇之宏德与臣民之忠孝是国体之精华、教育之渊源；第二层内容列述了14条伦理道德训条；第三层内容指出，这些伦理道德训条具有普遍意义，要求全体国民必须遵守。按照《教育敕语》的思路，天皇乃成为最高道德的化身。

《教育敕语》颁布后，对日本教育界、思想界和学术界都产生了很大影响。《教育敕语》把日本近代教育纳入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政治轨道，加重了封建主义和军国主义色彩，其影响一直持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在这一时期内，《教育敕语》在事实上起到了规定日本教育发展方向的教育基本法的作用。

（四）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扩充

经过明治维新改革，到19世纪90年代，日本的资本主义力量迅速壮大。在经济方面，以轻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基本完成，并开始向发展重工业转化；在政治方面，以天皇为首的政治统治不断加强，对人民的控制更加牢固；在军事方面，与列强猖狂瓜分世界领土的浪潮相适应，相继挑起中日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势力范围日益扩大。在这种新形势下，为积极培养产业革命所需要的科技人才和训练对外侵略的忠顺臣民，日本政府又重新整顿学校体系和加强国家对教科书、对教师的控制，使1886年以来建立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的扩充与完善。

日本政府所采取的主要措施是：第一，延长义务教育年限。1907年3月，日本政府对原来的《小学校令》进行修改，将义务教育年限由原来的4年延长到6年，要求学龄儿童必须接受寻常小学的6年教育。与此同时，大力增加教育经费，使就学率迅速提高。例如，1894年日本义务教育就学率只有61.7%，到1910年则上升为98.1%。第二，改革中等教育结构。1899年，日本政府颁布修改后的《中学校令》以及新制定的《高等女学校令》和《实业学校令》，使中等教育结构在初等教育的基础上形成男子普通中等教育、女子普通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三个系统。这三个系统各有不同任务，无论是入学条件、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都有明显区别。第三，改高中为大学预科性质的“高等学校”。1894年颁布的《高等学校令》改高等中学校为“高等学校”，学制2年，并规定它属于专门教育机构，是为升帝国大学做准备的大学预科。从此以后，日本的“高等学校”不再属于中等教育范畴，而列入高等教育范围之中。第四，增设帝国大学。1897年后，为适应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满足地方增设帝国大学的要求，又相继增设3所。它们是1897年6月设立的京都帝国大学、1907年6月在仙台设立的东北帝国大学和1910年12月在福冈设立的九州帝国大学。第五，颁布《专科学校令》，发展专科学校。第六，公布《师范教育令》，扩展师范教育体系。

通过这些措施，到明治末期，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更趋完善，无论就学校结构来说，还是就教学内容来说，都已基本适应当时经济发展和对内对外政策的需要。此后，只在1918年将高等学校修业年限由2年调为3年，从而形成“六五三三”学制，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再无重大变化。

三、产业革命与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是明治维新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与普通教育一起，构成日本近代教育发展的双重主旋律。所不同的是，日本近代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并未同步发展。其教育发展的顺序是：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后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但这并不是说日本政府不重视职业教育，如果从1871年成立“工学寮”算起，日本政府重视职业教育的起点比重视普通教育还要早些。

（一）产业移植与职业教育的创立

明治政府成立后，未能立即废除与欧美列强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仍受着外国的奴役，并时刻有被沦为殖民地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明治政府领导人一致认为，要免遭灭亡的命运，必须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尤其要建立一支强大的近代化陆海军。然而，封建末期日本的资本主义萌芽极度幼弱，为在这种落后的基础上尽早迎接产业革命的到来，他们采取了“移植主义”政策，即充分发挥国家力量，大力移植欧美资本主义的近代化产业和经济制度，使之在日本扎根生长并最终壮大的政策。为解决技术人才之不足，日本政府一方面大量聘请外国技术专家和向欧美派遣留学生；另一方面采取企业办学和单独设校的方式培养自己的技术人才，这就是日本最初的近代职业教育。

当时日本各部门的官营模范工厂几乎都开展了不同程度的技术培训活动。

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创办了一些独立的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主要是由文部省之外的各部门创办的。职业学校中最早设立的是工业学校。1871年8月，工部省在东京设“工学寮”，这是最初的官立工业学校。农业学校是由北海道开拓厅设立的，先设于东京，后迁至札幌，并更名为札幌农业学校。商业学校，最初由大藏省设立，属银行事务讲习班性质。1875年8月，森有礼在东京银座开办商法讲习所，提倡发展职业教育。

（二）产业勃兴与职业教育的探索

明治初年实行的模范工厂制度，由于完全依赖国家保护，不能把工厂盈亏与经营者的利益直接联系起来，结果导致连年亏损，造成财政困难。明治政府很快发现这一弊端，进入19世纪80年代以后，着手进行坚决改革。1881年4月，政府新建农商务省，宣布把原来官办的工厂（部分军工厂除外）以低价出售给私人经营，实行民营官助的政策。这一政策充分调动了私人办厂的积极性，结果，大批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不断涌现。

伴随产业政策的转换，社会上开始出现普及职业教育的呼声。一些有识之士对《学制令》实施以来学校中所产生的知识主义提出严厉批评，产业界和教育界也越来越关心职业教育。1884年，明治政府发布著名的以发展日本近代大工业为中心的产业革命方案——《兴业意见书》，其中论述了职业教育对实现近代化的重要意义。1885年，文部省又主持翻译了《英国技术教育调查委员会报告》，对欧美各国职业教育的实际情况做了详细介绍。这一切为日本近代职业学校的发展奠定了舆论基础。

1880年后，文部省接管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为了整顿职业学校并促使其迅速发展，1883年和1884年文部省相继颁布《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开始确立职业教育在法律上和教育制度上的地位。这是日本职业教育发展史上最早的正式法规。

尽管如此，职业教育在日本的发展仍很缓慢。其主要原因是，当时生产力水平较低，资本主义刚刚兴起尚不成熟，客观上对兴办职业学校的需要还不十分迫切。

（三）产业革命的兴起与职业教育体系的形成

19世纪80年代后期，日本进入产业革命时代，资本主义获得迅猛发展。例如，从1884年到1890年，各种公司的资本由1340万日元增加到1.89亿日元，增加了14倍。1885年工厂数仅有661个，而到1892年激增到2767个，其中以蒸汽为动力的工厂就有493家（主要是纺织、生丝、织物三业）。日本产业革命的迅速兴起，迫切要求增加培养技术人才和职业人才。

在这种客观形势下，改革和发展职业教育的呼声日益高涨起来。在1894年召开的第六届议会上，议员长谷川泰指出：“过去的学徒制是一种职业奴隶的教育，必须放弃这种学徒制度而兴办劳动效率高的职业学校，日本才能富强起来。”[5]当时担任东京职工学校校长的工业教育家手岛精一在1886年8月的《教育时论》上，发表题为《振兴实业教育》的论文，认为“欧美各国取得今日这样开明富强的结果，查其原因，故非单一，但主要原因在于实业教育之设施”。[6]职业教育家井上毅在深入研究了欧美各国和日本的职业教育后指出：“人民实业上的知识是无形的资本，实业教育乃是富国的基本条件。”[7]

1893年，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后，主张必须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情况，井上毅认为，应优先发展初级职业教育。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后主持制定了以发展职业补习学校为主的《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和《简易农业学校规程》等各项法令。这些法令对初级职业学校的目的、入学条件、课程设置及修业年限都做了详细规定。为使各项法令真正付诸实施，在井上毅的倡导下，成立了专门负责职业教育督察工作的实业事务局，而且采取了坚决的财政措施。1894年6月，井上毅又主持制定了《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上述法令的实施，推动了初等职业学校的迅速普及与发展。例如，从1894年到1898年，徒弟学校由3所增至23所，实业补习学校由19所增加到113所，技工学校由29所增至83所。

随着各类职业学校的陆续成立和社会上对职业教育重要性的进一步认识，政府也更加关心发展和改革职业教育。但是有关职业学校的法令只有职业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等初级职业学校的规程，还没有整个职业教育的统一法令。为了促进职业教育的发展和整顿各种职业学校，明治政府于1899年连续公布了《实业学校令》和与实业学校有关的规程，使职业教育系统化、制度化，尤其是促成了中等职业学校体系的快速建立。

中等职业学校体系建立之后，中等教育明显分为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两个系统。新的矛盾随之出现，即普通中学毕业生可以继续升入大学，而职业中学毕业生则只能就业，没有进一步深造的机会。与此同时，产业界也要求培养更高层次的技术人才。为解决这一矛盾，日本政府于1903年3月27日公布了发展职业专科学校的纲领性文件《专科学校令》，规定凡是以实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为目标的职业学校都属于职业专科学校。至此，多类型、多层次的职业教育体系最终形成。

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对经济发展起到了重大促进作用，加速完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工业化的进程。

第二节 福泽谕吉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活动和著作

福泽谕吉（Fukuzawa Yukich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教育家。1835年1月10日出生于日本大阪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父亲本是中津藩士，因受藩主之命到大阪货栈长期值勤而率全家迁居大阪。父亲酷爱汉学，是位很有才能的人，但受封建等级身份制度的限制，终生怀才不遇，在福泽谕吉出生的第二年，便抑郁而死。父亲去世后，福泽谕吉只好跟随母亲回到故里中津。由于家境贫寒，福泽谕吉到十四五岁时才入村塾接受启蒙教育。他一边学习，一边帮助母亲干些杂活，饱尝了下级武士阶层生活的艰辛与困苦。这一切，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种下了反封建的种子。福泽谕吉入学虽晚，但天资聪颖，学业超群，仅用四五年时间便通读了许多汉学经典和历史要籍，成了远近闻名的小汉学家。不过，由于福泽谕吉憎恶封建等级制度，也不信奉封建伦理道德，他希望有朝一日能离开中津，到外地探求更新的知识。1854年2月，为学习兰学，福泽谕吉到长崎学习荷兰文和西洋炮术。后又转赴大阪，入绪方洪庵的适适塾学习兰学。绪方洪庵是位优秀的兰学家和教育家，在他的指导下，福泽谕吉的兰学知识突飞猛进，并培植了无神论思想和憎恶儒学的思想感情。

正当福泽谕吉在适适塾勤奋学习的时候，中津藩决定在江户藩邸设立一所兰学塾，并邀请福泽谕吉去任教。1858年10月，他遵命到江户，在筑地铁炮洲开设学塾，讲授兰学。这就是“庆应义塾”的前身。在讲授兰学和接触外国人的过程中，福泽谕吉产生了学习英语和去西方考察的念头。1860年1月，适值幕府决定派遣使团赴美交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批准书，福泽谕吉多方求告，终被允许作为随员一同前往。在此期间，他亲身接触到资本主义美国的近代文明，深感封建日本的落后，坚定了向西方学习和输入西方文明的立场。回国后，他一面继续在学塾执教，并把传授兰学改为传授英文；一面受聘于幕府，在外国方（相当于外务省）担任翻译工作。1861年12月，福泽谕吉又以翻译身份随幕府使团访问欧洲。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他先后到过法国、英国、俄国、荷兰和葡萄牙等地。在访问过程中，他详细考察了欧洲的社会状况，得出落后的日本欲学习西方文明必须首先从精神文明入手的结论。他说：“要谋求东洋革新，必须首先输入西洋文化教育。”[8]这种“教育救国”思想，成为他后来从事思想启蒙和教育活动的指导思想。福泽谕吉访欧归来后，国内政治斗争日趋激烈，尊王攘夷运动已发展为倒幕运动，但他没有参与这种斗争，因为他把文明开化、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幕府一边，企图在幕府领导下进行“文明开化”的启蒙教育。1867年1月，福泽谕吉随赴美购买军舰的幕府使团第三次出国。这次出国使他根本改变了对幕府的看法，原因是在出访期间他与上司发生冲突和大量购买图书，回国后受到解职处分。从这次事件中，他看清幕府的昏庸腐败，并预感德川幕府不久将要垮台。但由于他对维新志士误解很深，也未倒向革命势力，而是在轰轰烈烈的倒幕运动中持消极观望的态度。

福泽谕吉对眼前时局虽感困惑和忧虑，但他坚持“文明开化”“教育救国”思想的意念却并未稍改。在被解职之后，他把全部精力用在兴办学塾和著书立说上。1868年，福泽谕吉把学塾由铁炮洲搬到新钱座，并按当时年号（庆应四年）将学塾命名为“庆应义塾”。1871年再将庆应义塾搬到三田，到1872年，学塾规模日益壮大，学生人数已多达302人。随着庆应义塾的发展壮大，福泽谕吉出版了大批旨在介绍西方文明的启蒙著作。其中主要包括：《西洋事情》《西洋枪操法》《西洋导游》《条约十一国记》《西洋衣食住》《启蒙穷程图解》《兵士怀中便览》《洋兵明鉴》《掌中万国一览》《清英交际始末》《世界国尽》和《启蒙学习之文》等。

在福泽谕吉潜心办学和从事著述的同时，日本政局发生了巨大变化。1868年“明治维新”爆发后，德川幕府垮台，新成立的明治政府为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进行自上而下的资本主义改革，一面着力铲除封建遗弊，一面积极推行“文明开化”和“殖产兴业”的政策。明治政府大胆改革的措施和精神，使福泽谕吉彻底改变了对维新志士的看法，他欢呼此乃“古今之一大盛举”，认为“目睹此盛举，虽死亦无憾矣”[9]。从1872年起，他改变了从前消极启蒙和袖手旁观的态度，在继续促进庆应义塾发展壮大的同时，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热情积极开展启蒙宣传活动。从1873年到1875年，他与森有礼等人发起成立“明六社”和创办《明六杂志》，大力宣传启蒙思想。1872年到70年代末，他连续出版了其代表著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由从前单纯介绍西方文明的做法，转为用自己的观点，发挥“天赋人权”思想，阐述对“文明开化”的见解，号召日本国民“人人独立”、舍身卫国，使日本尽快赶上先进国家。这两部著作表明，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思想体系已渐趋成熟。除此之外，福泽谕吉还撰写了《童蒙教训》《怪状女人》《文字教育》《会议辨》《学者安心论》《分权论》《民间经济录》等著作，并创办了《民间杂志》和《家庭丛谈》两种刊物。这些著作无不充满启蒙精神，对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运动起到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发表后，日本一时出现“洛阳纸贵”的局面。作为一名伟大的思想家，福泽谕吉成为妇孺皆知的名字。

19世纪80年代后，福泽谕吉虽仍苦心经营庆应义塾和广泛开展创作活动，但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和国力的增强，他已失去了那种破坏旧世界的热情，他的政治思想开始趋于保守，民族主义思想逐渐恶性膨胀。福泽谕吉的活动目的开始由提倡“文明开化”转变为追求“富国强兵”。对国内，他在政治问题上持所谓不偏不倚的中立主义，主张国权优先，劝说民权派消除不满，希望实现“官民调和”；对国外，他倡导所谓“脱亚入欧论”，主张日本脱离亚洲阵营，与欧美列强为伍，共同参与侵略东方邻国的勾当。

1890年，福泽谕吉对庆应义塾进行学制改革，成立以大学本部为中心的小学6年、中学5年、大学5年的一贯制教育体制。

1897年，福泽谕吉开始回顾自己的著述生涯，整理文稿，准备出版《全集》。1901年2月3日，福泽谕吉因患脑溢血病逝世，时年66岁。

二、论“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

福泽谕吉生平有两大誓愿：一是希望国民从封建束缚下解放出来，二是希望日本从欧美列强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即实现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在这二者之中，他又首先注重个人独立。他说：“国与国是平等的，但如果人没有独立的精神，国家独立的权利还是不能伸张。”[10]他曾列举三点理由来说明这个道理：第一，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不会深切地关心国事；第二，在国内得不到独立地位的人，也不能在接触外人时保持其独立的权利；第三，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会仗势做坏事。福泽谕吉不但强调个人独立的重要意义，而且分析了影响个人独立的原因。他认为，亚洲式的专制主义是制约个人独立的最大障碍。为使深受专制主义束缚的日本人民获得个人独立，并最终实现国家独立，福泽谕吉认为有以下两种途径可循。

第一条途径是实行“文明开化”，树立文明精神。福泽谕吉认为，要实现个人独立和国家独立，“除争取文明之外，没有别的出路”[11]。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阐述了文明的基本思想。第一，文明是相对的，范围广泛，包罗万象。从狭义看，文明仅限于物质方面；按广义说，则应指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第二，文明不是僵死不变和完美无缺的，文明的发展永无止境，不断向至善至美的方向变化。第三，文明的发展具有阶段性，要经过由野蛮到半文明再到文明的发展过程。第四，文明的发展需要人类智慧的推动，任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结晶。第五，文明是衡量社会历史发展的标准，能促进文明的就是利，反之，就是害。在此基础之上，福泽谕吉又把文明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人类的物质需要和精神进步。此二者不可或缺，仅有物质享受，则同动物无异；只求精神进步，会成苦行之僧。二是人类的外在事物和内在精神。在此二者之中，外在事物可以制造，可以购买，较易得手；内在精神却难于求索，因为它既不能购买，也不能一下子制造出来，虽然普遍存在，却难窥其形，难知其所。三是个人文明和国家文明。一个智德兼备的人可算作一个文明的个人，但他所居住的国家不一定是文明的国家。只有全国人民团结一致保卫国家独立、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才算具备国家文明。根据上述思想，福泽谕吉认为，当时日本正处于半文明阶段，为使日本尽快成为文明开化的国家，必须以西方国家为榜样，学习西方文明。在学习过程中，他要求一定结合本国实际，取舍适宜，切忌全盘效法，更不能单纯模仿文明的外形。他认为，应首先学习西方的精神文明，只有当人们的智德水平提高之后，文明的基础才能建立起来，人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目标才能最终实现。

第二条途径是鼓励人人向学，提倡“崇实致用”。福泽谕吉把掌握知识作为实现人人独立和国家独立的又一个手段。为鼓励人们立志向学，在《劝学篇》一书中，他提出“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12]的响亮口号，并认为社会上之所以存在贤人与愚人、穷人与富人、贵人与贱人之分，“这只是其人有无学问所造成的差别”。[13]那么，掌握什么样的学问才能使人摆脱愚弱贫贱而走向智强富贵呢？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福泽谕吉认为，所谓“学问”，并不是能识难字、能读难懂的古文、能咏和歌与会作诗等不切实际的学问，而是有助于人们立身处世的学问。为此，他坚决主张放弃空疏无用的儒学，提倡实际有用的实学。他说，传统的儒学不但不能有助于文明开化，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他甚至说，日本之所以不能“真正开放与西洋列强并驾齐驱，完全是汉学教育之过”。[14]实学则不同，由于它和日常生活紧密相关，能起救人济世之功效。福泽谕吉所说的“实学”，实际上就是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具体是指数理化等自然科学知识。他劝导人们学习这样的实学，并充满信心地说：“如果大家不分贵贱上下，都爱好这些学问，并有所体会，而后士农工商各安其分，各自经营家业，则个人可以独立，一家可以独立，国家也就可以独立了。”[15]

“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是福泽谕吉实现民族独立的手段，也是形成其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以此为指导，福泽谕吉提出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思想。

三、论普及教育

福泽谕吉提倡“文明开化”和“崇实致用”，但他认为，实现文明开化必须依靠人类的智慧，来自外国的实学也不可能轻易地成为自己国家的东西，因此，必须努力普及教育。他所说的“普及教育”主要是指学校教育。福泽谕吉接受西方天赋人权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观点，主张天生的人一律平等，不是生下来就有贵贱之别，受教育是人人应有的权利；同时，他又从国家的角度认为普及学校教育是独立富强的必由之路。

当1872年日本政府颁布《学制令》实行强迫入学时，福泽谕吉高兴地说：“我赞成平日用强迫的办法，让全国的男女适龄儿童，一律就学，这对于日本当今的社会是当务之急。”[16]但是，由于明治初期日本经济落后，财政困难，《学制令》规定的强迫实行六年制义务教育的目标未能实现。从1879年到1886年，明治政府不得不对义务教育规定进行反复修改，并将其年限由6年降为4年。这一事实使福泽谕吉很快认识到，实行强迫义务教育必须充分考虑经济条件，所以，从1886年起，他由赞成强迫教育改为反对强迫教育，主张儿童可根据家庭条件来决定是否入学。他说“人民的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观点不是任何情况下都适用的”，“国民的教育是衣食足之后的事情”。[17]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产业革命蓬勃发展，经济实力不断增强，为进一步普及学校教育提供了财力保障。在这种情况下，福泽谕吉又从反对强迫教育转变为积极主张普及教育。1896年，他在《教育费》一文中说：“在经济比较富裕的条件下，应该为教育事业大量投资，以求学术知识的发展与普及。这是我最赞成的。”[18]在这篇论文里，他还批驳了两种错误观点：一是认为平民百姓入学读书识字，造成了许多人置家业于不顾，高傲自大，妄谈政治，以至于倾家荡产；二是认为培养一个子弟耗费很多金钱是莫大的损失。针对这两种错误观点，福泽谕吉指出，与欧美各国相比，日本的入学率和教育水平还相差甚远，不仅不该削弱教育，而且应该加大发展教育的力度。他号召国家和个人都要不惜金钱，增加教育投资。他说：“已经解决了衣食问题，毫不吝惜地把钱用在教育上，才是真正为子孙未来着想的聪明人。”[19]

为加快普及教育的速度，福泽谕吉还提出应着力发展私立学校。他认为，私立学校开支节省，但同样能为国家培养中坚人才，对国家的富强做出贡献。他反对大力发展官立学校，并多次谈到应将官立学校改为私立学校。

四、论和谐发展的教育

为培养独立自由的个人和建立文明富强的国家，在重视广设学校的同时，福泽谕吉又明确提出在学校之中应实施“和谐发展”的教育。他说：“学校设立的本旨，是促进能力的发育。”[20]“人生下来之后，必须体育、智育、德育同时加以注意”[21]。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应促进学生在德、智、体几个方面获得全面均衡的发展。

为实现这种培养目标，福泽谕吉首先重视体育。他说：“活泼的精神寓于健康的身体。生来身体虚弱多病绝不会有超人的智慧与判断力；即便有，也难以应用。”[22]基于这种观点，他一贯主张对儿童的教育要从体育开始。他曾多次谈道：“关于儿童的教育方法，用身体去实现是最重要的。我主张在幼小的时候，不能强迫其读书，而要待其成长之后，再去训练他的心理。”[23]福泽谕吉不仅主张通过体育锻炼儿童的身体，而且希望通过体育培养儿童的坚强意志和旺盛精神，使其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因此，在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时，他告诫大家切忌把体育当作消遣或游戏，也不赞成单纯为了锻炼体力而组织体育活动。关于体育的活动方式，福泽谕吉认为，各国应根据自己的习俗选择合适的方法。在日本，柔道、游泳、打猎、赛马、划船、摔跤、赛跑等都可作为体育项目。

在学生获得健康的体魄和愉悦的精神之后，福泽谕吉主张要及时对他们进行心理训练。他说：“人不学习，就没有知识，学习才能使人获得知识，增长智力。”[24]可见，他将智育的任务分为两个方面：一是使学生掌握知识，二是使学生发展智力。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福泽谕吉反对封建时代的空理虚谈和向学生传授脱离实际生活的儒学知识，他要求以西方文明为目标，向学生传授实际有用的知识。在教学科目中，他主张应以“实学”为主，中学和职业学校应开设英语和物理，学生入学后要首先学习外文和物理，然后再学习数学、地理、历史、簿记、商法和经济学。关于发展智力，福泽谕吉也有独特的看法。他认为智力就是思考事物、分析事物和理解事物的能力。它可分为两种形式：一是小智，即“探索事物的道理，而能顺应这个道理的才能”；二是大智，即“分别事物的轻重缓急，轻缓的后办，重急的先办，观察其时间性和空间性的才能”[25]。福泽谕吉特别重视智力的作用，认为若有发明，“一旦公之于世，立刻就会轰动全国的人心。如果是更大的发明，则是一个人的力量，往往可以改变全世界的面貌”。[26]但是，在他看来，无论小智还是大智，都必须通过学习知识而获得发展。为顺利完成向学生传授知识和发展学生智力的任务，福泽谕吉主张，在教学方法上，应以学生自学为主，教师应发现学生的兴趣，因势利导，既不放纵，也不乞求。

福泽谕吉也十分重视道德教育。他说，只有健康的体魄和聪明的智慧是远远不够的，“有智慧而缺乏道德之心的人，等于禽兽，非人也”[27]。但是福泽谕吉所强调的道德，与传统的儒学孔孟之道不同，它主要是指通行的人情道理这一普遍的德性，是一种超越宗教派别的道德规范。在《文明论概略》一书中，他将道德分为两种：“第一，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等叫私德。第二，与外界接触而表现于社会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作公德。”[28]其中，私德是日本自古以来人民思想上所认定的道德，是受儒家影响所致。福泽谕吉虽未全盘否定这种道德，但他却极力主张应将私德扩大到公德，更为强调公德的作用。他说：“文明逐渐进步，人与人的关系也复杂起来，就没有理由只用私德这一手段来支配人类世界了。”又说：“我的意思不是说私德无用而把它抛弃掉，而是主张在提倡私德的同时，必须强调更重要的智、德的作用。”[29]从这种认识出发，当明治中期以元田永孚为首的儒学家鼓吹道德之学“应根据祖宗之训典，着眼于阐述仁义忠孝”的德育论调时，福泽谕吉在《何谓德育》《德育余论》等论文中对他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福泽谕吉不仅强调要求改变道德观念，而且在德育方法上也提出了颇为深刻的见解。他认为，儿童道德观念和道德习惯的形成，要受遗传因素、家庭环境、社会风气等各方面的影响。进行道德教育不能仅仅依靠学校教育的力量，必须由家庭、社会、学校各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他说：“想培养孩子们的道德观念，只凭教师讲解是不行的，父母的训诫也很难奏效，最重要的是教育者自身的道德修养，只有教育者躬行实践给孩子做出榜样，使受教育者在潜移默化中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这样才能形成孩子良好的道德习惯。”[30]

福泽谕吉不仅分别论述了体育、智育和德育的意义，而且阐述了三者的关系。他把体育作为发展智、德的基础，又说“智慧和道德，恰像人的思想的两个部分，各有各的作用，所以不能说哪个重要，哪个不重要。如果不是两者兼备，就不能算作完人”。[31]

五、论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

福泽谕吉不但重视学校教育，而且重视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他认为，一个国家的教育应该由这三种教育共同组成；只有它们相互配合、协调发展，才能充分发挥教育的作用。

在谈到社会教育时，福泽谕吉认为，社会恰似一所增长知识和培养道德的大学校，较之学校教育，它的作用甚至更为重要。因为在学校中，无论实行什么样的学制，采用什么样的教则，都只能改变人心的某一部分。而社会教育则不同。首先，社会教育的内容千差万别，无限繁杂，几乎包括家政学、育儿学、商业学、工业学、政治学和社会关系学等各门人生所需要的知识；而且，生活在社会中的任何人，其言、其行、其事都是一部好的社会教育教材。其次，社会教育的方式灵活多样，它虽然没有固定的教师和教法，但社会环境却像空气一样，时时处处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例如，听农夫之言语，可察一年之丰歉；闻车夫之叹息，可知商界之盛衰。最后，社会教育的效果深刻而持久，它既能予人若狂之喜，也能给人切肤之痛，伴人终生，永不停歇。基于这些原因，福泽谕吉十分重视社会教育。他要求学校教育要充分考虑社会影响，以免脱离实际，降低效果。他还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接受社会教育、纯洁社会风气和改变社会面貌。

福泽谕吉也特别重视家庭教育。针对婴幼儿的特点，他强调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在于使儿童养成健康的身体和良好的习惯。他认为，在孩子出生后，父母不应过早地顾及其智力开发，而应像饲养动物一样促进其身体发育。待孩子七八岁后，其身体长得健壮时，再对他们进行智力教育。与此同时，福泽谕吉主张必须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他认为：“习惯比一般的教育更具影响力，因此，每一个家庭就是一所习惯学校，父母就是教师，它远比学校式的讲授更具有力量，效果也相当明显。”[32]为养成儿童的良好习惯，福泽谕吉反对父母用枯燥的说教教育孩子，要求父母以身作则，努力营造良好的家庭环境，用良好的家风去熏陶和影响孩子。他说：“没有美好的家风，要达到孩子具有良好的习惯，培养其健全的精神，就像人掉入泥潭希望身体洁净、耽误农时希望苗之健壮一样是不可能的。”[33]

福泽谕吉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知识丰富，思想深邃，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的民主主义精神。在日本近代史上，他扮演了文明开化巨匠和启蒙运动旗手的角色。通过教育把日本建成文明开化的独立国家是福泽谕吉的最大理想。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他终生辞官不做，潜心研究教育理论和从事教育实践。他所倡导的普及教育、和谐发展的教育以及使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协调发展的思想，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由于他的突出贡献，被日本人尊为“近代教育之父”。

但是，福泽谕吉的思想也并非完美无缺，尤其在晚年时期，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阶段走向帝国主义阶段，他的思想开始由激进转向保守甚至反动。在政治上，由提倡民主权利变为主张官民调和；在外交上，由要求万国平等变为支持侵略扩张；在教育上，由尊重平等自由变为鼓吹国家主义。所有这些，都在日本近现代史上产生了极其消极的影响。

第三节 森有礼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森有礼（Mori Arinor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的奠基人。

1847年，他出生在日本鹿儿岛萨摩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12岁时，他入藩校造士馆接受儒学启蒙教育。两年后，他又入开成所（藩的洋学校）改习洋学。此时，正值日本迫于欧美列强的压力，放弃闭关锁国政策、走上“开国”之路的阶段。西方列强的奴役和国内新旧势力的纷争，在森有礼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1865年，18岁的森有礼受藩之密令去英国留学，在伦敦大学研习物理、数学和化学等科目。留学期间，英国兴旺发达的社会景象使他深受触动。他的视野不断开阔，报国之心也随之产生。森有礼曾表示要“以社稷为重”，“伸张国家之纲维”，[34]并在此基础上，初步形成以法改革日本的设想。他说：“法乃国家之大本，法不明则难治国安民……从今学得万国治制，使与我国传统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大制度，至天下万事，谁不蒙其泽？”[35]1867年，森有礼又转赴美国。经过一段时间的考察，他对美国的民主政治和教育精神推崇备至，认为“美今去开国渐近二百年，国家之政不分大小尽谋于民，成公平正大之政事”。[36]英美式的近代法治观念和民主主义，使森有礼的思想开始向自由主义转化，为其以后提出效法欧美、改革日本的启蒙思想奠定了基础。

1868年，日本“明治维新”爆发，森有礼怀着一颗报国之心回到日本。他一回国，立即得到重用，先后在明治政府中担任征士、公议所议长和学校判事等职务。自1870年起，任驻美少辩务使（遣外使者），再度赴美，并兼任日本在美留学生监督之职。在美期间，森有礼一面从事外交活动，一面关注日本教育的发展。他曾就日本教育问题，多次给美国各界知名人士写信，征求他们的看法。收信者都为他的这一行动所感动，在复信时，不仅谈到日本教育中存在的问题，而且分析了原因及解决的办法。对此，森有礼激动不已，随即将这些信函整理成书，以《日本的教育》为名用英文在纽约出版。受美国社会的影响，森有礼还亲自撰写了《日本宗教的自由》一书，站在基督教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立场上，为争取人权而活动。

1873年，森有礼由美国回到日本，与福泽谕吉、西村茂树、加藤弘之等人一起，创立启蒙学术团体“明六社”，出版《明六杂志》，提倡民主、自由、民权等资产阶级思想，对日本的近代化起了积极推动作用。1875年，他还创立了商法讲习所，提倡发展西式近代职业教育。

1875年，奉政府之命，森有礼出任驻中国公使，曾代表日本政府与李鸿章等人谈判中日外交问题。1880年，他又改任驻英国特命公使，直到1884年。在这一时期，森有礼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由明治初期的一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战士、自由民权的维护者转变为国家主义的崇拜者。引起森有礼思想巨变的原因是德国的变化。当时的德国，在其首相俾斯麦（Otto von Bismarck-Sch önhausen）领导下建立了新德意志帝国，由分散的联邦制一跃而为中央集权制的强大统一国家。尤其是在1871年普法战争中击败法国后，德国国力更盛，其影响波及世界上许多国家。森有礼认为，德国国运蒸蒸日上的根本原因在于俾斯麦奉行的国家主义思想。因此，他主张同是落后而又处于上升期的日本，也应效法德国推行国家主义。所谓“国家主义”，在理论上主张支持社会有机构成的是神的化身，有一个“精神实体”高于一切，一切个人要求和个人道德都应从属于国家和国家权力；在教育上则强调培养国家观念和忠君爱国的道德品质，压制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森有礼的这种国家主义教育主张很合乎当时政府要人伊藤博文的胃口。在1882年伊藤博文去德国考察期间，森有礼专程由英国到法国拜访了他。两人在巴黎会面，就日本教育问题交换了意见，对于实行宪法后如何改革日本教育制度的看法完全一致。伊藤博文很赏识森有礼，当时约定请森有礼在组建内阁时回国担任文部大臣。森有礼为伊藤博文的诚意所感动，接受了邀请，准备将来回国掌管教育；并根据伊藤博文的建议，进一步调查了欧洲各国的教育制度。

1884年4月，森有礼回到日本。同年5月，在参事院担任参议官，同时被任命为文部省的负责人。1885年，明治政府改革官制，撤销从前的太政官制，建立内阁制。伊藤博文任第一届总理大臣，森有礼被任命为第一届文部大臣。森有礼一上任，立即着手改革学制。1886年，他废除了原文部省实施的《教育令》，亲自主持制定和颁布了以国家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帝国大学令》《师范学校令》《中学校令》和《小学校令》，统称《学校令》。此后，又制定了《教科书检定制度》和《师范教育大纲》等文件。

1889年2月11日，森有礼应邀参加《宪法》颁布仪式，在离开官邸时被刺身亡，时年43岁。

二、论国家教育制度

国家主义教育思想是森有礼全部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其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的指导原则；而他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则是实现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手段。两者互相联系，密不可分。

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内容，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可以说是“国体教育主义”。[37]具体地说，它主要包括以下三个要点：第一，为了国家富强而办教育。森有礼说：“学政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国家。例如在帝国大学提高教务，凡涉及学术的利益和国家的利益，应以国家利益为重，放在最前面。其他的学校也是如此。在学政上应始终记住，并非只为学生个人的利益，而要为国家的利益着想。此乃最重要之点，要认真体会。”[38]第二，为了维护国家政体而实施“国民皆受军事训练”的教育。森有礼认为，日本的传统是“万世一系”的，“天皇的不屈路线，像天地一样永存。在这条路线下，力量雄厚的日本从未屈服于任何外国，而且人们从祖先继承下来并不断受到培养和加强的保卫国家的精神和忠诚顺从的性格，仍然光彩夺目。此乃一国富强之基础，唯一无二的宝贵资本”。他主张，要维护这种国体，就必须培养国民维护国体的气质和体力，而培养这种气质和体力的最好方法，就是在学校实施军事训练和在各学科中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第三，在学制上，森有礼主张“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学校行政上，要“根据国家经济理论来办学”。[39]

森有礼的教育思想是这三个要点的“统一”。为了把他的理想变为现实，他拟订了一个全新的国民教育制度计划。在这个计划中，“学术研究”和“教育”被严格地区分开来。森有礼认为，“学术研究”与“教育”是不同的。“学术研究”的目的在于“深入钻研事物的真理”或“培养将从事实际工作的那些人”，“帝国大学是学术研究的场所”；对比之下，“教育”的目的则是要“训练人们，使每个人都完全理解他作为一个日本国民的义务，修身养性，成为有资格享受福利的人”，“中小学是教育的场所”。[40]

以这种观念为基础，通过颁布《学校令》，森有礼主持建立了当时日本“双轨制”的国家教育制度。一方面，在3年或4年的义务初等教育中，仅限于教授读、写、算，而且特别强调灌输日本传统的伦理道德观念和培养学生忠于国家、家庭和社会的品质。另一方面，帝国大学处在教育制度顶端，垄断科学，积极采用西方的现代文明，培养英才以从事现代技术和组织管理工作，而且，即使作为探究事物真理的场所的大学，其行为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例如，《帝国大学令》第一条规定，帝国大学只允许教授并深入研究符合国家需要的科学和技术。这样，在日本的教育制度中，从小学到大学就都充满了浓厚的国家主义色彩。

为保证这种“双轨制”的国家教育制度的顺利实施，森有礼特别重视两个因素：一是师范学校的教育；二是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森有礼认为，师范学校不同于其他教育机关，它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学校群体，又与广大中小学校有着密切的联系。师范教育的成功与否，不仅关系师范学校自身的成败，而且关系到中小学教育的成败。只有办好师范教育，才能保证灌输国家意志，从而形成全体国民统一的民族意识。师范教育是在中小学中实施“教育”的保障。与此同时，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则是学生进入帝国大学的通道，是他们升入帝国大学并在那里开展“学术研究”的必经之路。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由中学、高等学校和帝国大学组成。这是1886年在森有礼的亲自主持下建立起来的。在此以前，日本没有形成连接中学和帝国大学的稳定途径，那时普通中学一直是随意设置的，并且在质量上差距很大。后来，森有礼通过每县只许设一所中学的办法对普通中学进行选拔，并指定在七个地区建立高级中学（后来改为高等学校），填补了这一空白。在森有礼看来，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在日本教育制度中占有“主系”的地位，其他高等教育的国立教育机关和公立教育机关以及私立学校都被置于“旁系”的位置。这种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的基本特征是，所有的学生首先要在小学被教育成为“忠诚的国民”，然后根据“才能”程度被吸收到高一级的学校中去。这就能使大量被认为适合于国家需要的人才被吸收来担任政府的公职，并且使这个按照学校教育程度划分为阶层的社会更接近于一个以才能为基础的社会。

森有礼认为，这样的国民教育制度才是最适合日本需要的教育制度。通过它，既能不断培养出有资格影响社会思想的领袖，如行政机构的高级官员、工商企业的经理和科学方面的专家；又能把广大民众培养成为具有根据自己的才能忠实而勤勉地为国家服务的健全意向的人。

三、论高等教育

关于高等教育的论述，在森有礼的教育思想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其所拟订的国民教育制度中，大学被置于培养英才的学校教育体系的顶端，是学生接受最高教育的场所。从国家主义教育立场出发，森有礼赋予高等教育以全新的内涵。

首先，森有礼认为，创办高等教育必须以满足国家的需要为目的。他说：“学校行政上必须铭记的是并非为学生而办学校，而是为国家而办学校。”[41]换言之，学校的一切工作都在于为国家服务；当学校利益和国家利益发生矛盾时，应以国家利益为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森有礼要求大学必须绝对地服从国家领导。在管理体制上，以国家办学为主；在办学模式上，以国家需要特别是以国家的经济状况为依据。为了实现这种理想，在1886年3月颁布《帝国大学令》时，森有礼对东京大学进行了彻底改革。按照国家办学为主的思想，他先将东京大学更名为“帝国大学”；根据以国家需要特别是以国家经济状况决定办学模式的思路，他又对东京大学的结构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原东京大学只设法、医、文、理4部，以开展学术研究和培养高级管理人才、技术人才为目的。而帝国大学则由大学院（研究生院）和法、医、工、文、理5个分科大学组成。其中，大学院以专门研究学术和攻克技术奥秘为目的，旨在造就高级学术人才；分科大学以教授学术、技术的理论及实用知识为目的，旨在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与原东京大学相比，帝国大学在结构上增加了工科大学和居于法、医、工、文、理5个分科大学之上的大学院；在功能上增加了高级工科人才的培养和更加突出了学术研究的地位。帝国大学的创立，一方面可通过培养高级学术人才为日本的进一步发展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又可通过培养高级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推动日本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更加适合“地位并不太高，国力并不太强”[42]的日本的需要。帝国大学也因此成为日本近代大学的典范。

其次，在办学方法上，森有礼认为，高等学校要实行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研究学问要有学术自由。他把教学和科研视为大学的两个翅膀，教学是科学研究的基础，科研又反过来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两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为促进教学和科研水平的提高，森有礼效仿德国柏林大学，提倡尊重学术自由。森有礼认为，这是柏林大学成功的经验，对日本特别是对帝国大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但森有礼反对无限制的学术自由。在他看来，不管大学的学问多么高尚，都不能无限制地充分自由，因为创办大学的目的是为了国家，所以国家和大学之间自然应有高下之分，也就是说，大学的学术自由应该是不超越国家需要界限的自由。对此，森有礼曾有过明确的论述。他说：“政府慎重地设立了文部省，要以学政之责，又借助国库之财力维持学校，毕竟是为了国家，故学术之目的，也必须完全为了国家，诸如在帝国大学里掌管教务，当遇到为学术还是为国家时，务必以国家放在优先地位而以高度重视。”[43]为确保这种相对的学术自由，森有礼在帝国大学设立了最高权力机构“评议会”，规定评议员一律由文部大臣任命，并定期向文部大臣汇报。森有礼的这种既提倡学术自由又将学术自由严密置于国家领导之下的做法，再度表明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实质。

再次，在教学内容方面，森有礼也有其独特的理解。他把大学的教学内容分为两种，即纯正学和应用学。其中，“纯正学专门研究事物的真理；应用学是研究实用学问的。纯正学以培养硕士、博士等国家高级人才为目的，而应用学则以培养从事专门职业的人为目标”。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学问，都不能仅仅“为了学术而学术，而要为了国家而研究学术”。[44]森有礼在批驳欧洲国家某些大学游离政治和国家之外而仅仅把自己视为真理殿堂时说，与其为真理而真理，不如以应用和实用为学问的生命。只讲事物之理，难免脱离社会实际，这就像读书作文但却不付诸实践一样。以这种思想为指导，他在对东京大学进行改革时，强调把实用作为设置课程的原则，注意增设与社会密切相关的人文学科和国家急需的应用学科。森有礼坚信，只有讲授这些实用的学问，才能保证日本迅速地从三等国进入二等国，再从二等国进入一等国，最终在世界上居于前列。

最后，森有礼十分重视大学中的体育。他说：“根据我的考察，现今我国最缺少的是具有强壮身体能力的人。”[45]为扭转这种状况，他第一次把军事训练纳入日本的大学教育之中，他在帝国大学专门设置了体操训练所，聘请美国教师，进行步兵训练。他希望通过这种兵式训练方法把体育与日本的武士道传统结合起来，培养学生的健壮体格和勇武精神。其实，重视体育是森有礼很早就有的想法。在他出任驻美公使时，他就觉察到日本人的体质太差。森有礼重视体育教育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大学里，也表现在其他各级教育之中，成为日本近代学校重视体育的开端。

四、论师范教育

森有礼除重视大学教育外，第二位重视的就是师范教育。他认为，培养国家领导者与培养教师都关系到国家的未来，是重要而又关键的大事。在1885年视察埼玉县师范学校时，森有礼曾对该师范学校教职员明确指出：日本帝国要向一流国家迈进，必须振兴普通教育，而欲振兴普通教育，应先振兴师范教育；如果没有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良好教师做保证，国家富强将成为泡影。他要求教师不仅应该具备渊博的知识和熟练的教育、教学技巧，而且应该是一个“善良”的人，特别是要具备驯良、信爱和威重三种气质。

为了培养这种符合帝国需要的教师，森有礼通过颁布《师范学校令》，建立了一个很独特的师范教育制度。这个师范教育制度的特点是：第一，师范学校有自己的体系，分为寻常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前者招收高等小学校毕业生，每府县各设一所，以当地地方税作为学校经费；后者招收寻常师范学校毕业生，只在东京设立一所，其经费由国库支出。第二，师范学校有一个严密组织的课程。师范学校的学生不允许按照自己的兴趣和爱好选择学科，而必须根据国家的需要按规定学习。第三，师范学校学生可享受助学金，但毕业后必须到指定的教学岗位去工作。此外，森有礼还特别重视对学生进行军事体操和兵营式训练。他把这种训练看成是锻炼“气质”的最好办法。自从颁布《师范学校令》后，师范生都过寄宿生活，接受兵营式的训练与管理。

森有礼认为，只有依靠这种具有家长式特点的师范教育制度，才能把那些优秀青年训练成符合国家需要的“合格”教师；然后，再通过他们在全国各地学校的工作，去进一步形成日本统一的民族意识。

森有礼对国家教育制度、高等教育和师范教育的论述，在日本近代教育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这种思想为指导而于1886年建立起来的国民教育制度，为日本培养了大批既懂科学技术又忠于天皇制国家的“驯良臣民”。森有礼也因此被称为“日本近代官办教育的最高设计者”。但是，由于他过分强调国家主义和压制个人天性，也为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埋下了隐患。后来，日本教育沦为政治的附庸和最终变成推行军国主义的工具，与此皆有密切关系。

第四节 井上毅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井上毅（Inoue Kowashi）是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制度的缔造者。

1844年，他生于日本肥后熊本藩的一个下级武士家庭，原名饭田多久马。23岁时，他过继给同藩藩士井上茂三郎做养子，改称现名，并取号悟阴。井上毅幼时博闻强记，聪慧过人，四五岁时便能诵诗百首，七八岁时弈棋从不输人，故有“神童”之称。因其资质俊秀，深受必由堂塾师长冈监物青睐，后收其为徒，始授启蒙教育。当时日本学界深受中国传统儒学影响，各藩校均奉朱子学为正统，但由于普遍存在训诂词章之风，已渐失朱子学实践躬行的精髓。长冈监物则与众不同，他与横井小楠一起共抗流俗，极力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必由堂独特的学风在井上毅幼小的心灵中埋下了实学实用的思想种子。

1857年，14岁的井上毅以优异成绩从必由堂毕业，在恩师长冈监物的推荐下，入木下塾继续学习。木下塾主持木下犀潭是熊本藩有名的硕学大儒，与长冈监物一样，同是当地实学派的领袖人物。木下犀潭主持的木下塾也以朱子学为主要教育内容，但他不拘泥于时尚学统和隐微深奥之论，而以培育实用人才、伸张学生个性和鼓励洋学为目标。井上毅在木下塾求学六年。在这六年之中，他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被喻为“木下门下的三秀才”之一。木下犀潭所提倡的崇实致用的学风和所实行的鼓励学生率性发展的教育方法，使井上毅心灵深处早已埋下的实学实用的思想种子，开始生根发芽并逐渐成长起来。

1862年，由于成绩优秀和深孚众望，井上毅被选为藩校时习馆的居寮生。时习馆是当时熊本藩的最高学府，其学生来自全藩各地，定员只有25人。“居寮生”即在校住宿并由公费资助的学生，只有成绩优异者才有此资格。时习馆虽是藩的最高学府，但与必由堂、木下塾相比，其学风却大相径庭。同多数藩校一样，时习馆专事“训诂词章之学”，只重“文义的讲究，章句的穿凿”，全无朱子学原有的存养省察和实践躬行的风格。井上毅对此深为不满，曾撰写《程门诸子淫佛论》和《与某大人论宋学书》，批判宋学的弊陋，痛斥时习馆的教育使人沉溺于旧文、拘泥于词章、不知科学和忘记实业。尽管时习馆的教育很不合乎井上毅的胃口，但他仍然勤勉于学。他以时习馆空疏无用的教育为戒，刻苦钻研儒学经典，不但更加坚定了经世致用的实学观，而且打下了牢固的汉学基础。

1865年，井上毅退出时习馆。翌年，他受藩命到当时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江户（今东京）游学。在被誉为洋学研究中心的“大学南校”，井上毅开始接触西洋学问。戊辰战争爆发后，他离开江户，到长崎继续学习洋学。在学习过程中，西洋学问的先进性和日本危机的社会状况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他的注意力开始由儒学转向洋学，并日益感到，欲使日本彻底摆脱欧美列强的奴役，必须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与日本传统的道德相结合，培育新型的实用人才。

1870年9月，27岁的井上毅受藩命入京，任大学南校少舍长。同年12月，升中舍长。在此期间，他曾向明治政府提交《辛未学制意见》，陈述自己对改革大学南校的看法。他要求减少普通课程，加强外语和专业知识教学，目的在于培养更多的洋学摄取人才和理科术艺之士。由于意见言辞激烈，有批判政府之嫌，故方案未被采用。井上毅迫于压力辞去中舍长职务，并于1871年12月到司法省供职。他虽然暂时离开了教育部门，但关心教育改革之情并未稍减。

1872年，井上毅以司法官的身份赴欧洲考察司法制度。在广泛了解欧洲各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的同时，他特别注意研究这些国家的教育问题。1873年回国后，根据自己的所见所想，井上毅向明治政府提出一份报告和建议，其中见解颇具独到之处。例如，在政治上，主张效法德国，实行君主立宪制和坚决维持国家权威；在教育上，主张学习法国和德国，提倡推行教育领导的“一元化”，加强道德教育和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他的建议受到政府的赏识。在以后的几年中，由于思想深邃和文笔犀利，井上毅本人也日益得到大久保利通和伊藤博文等政府要人的欢心，逐渐成为明治政府的健笔和重臣。1878年9月，他升任太政官大书记官。

1879年，明治维新以来一直潜在的保守教育思想（儒学派和国学派）与开明教育思想（洋学派）的斗争再度激化。这次论争最后虽以两者相互妥协而告终，但自从这次事件以后，井上毅更加得到伊藤博文的信任。1883年以后，随着日本资本主义制度的逐渐确立，为了牢固地树立天皇制的绝对权威，明治政府一方面保障天皇制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改组政府机构与起草大日本帝国宪法，准备搞君主立宪制度。在这一过程中，井上毅协助伊藤博文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不但直接参与了宪法的起草过程，而且，在1889年颁布宪法以后，为保证宪法的顺利实施和进一步加强对人民的思想控制，还以法制局长的身份与元田永孚一起拟订了旨在加强传统道德教化的《教育敕语》。显然，在这一时期的活动中，井上毅的思想已开始日趋保守。

1893年，井上毅就任第二届伊藤博文内阁的文部大臣，开始全心致力于发展日本的教育事业。在其任职的短短一年零五个月期间，他以充沛的精力和旺盛的热情，继承和发扬森有礼所提倡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通过颁布一系列法令，使日本的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尤其在建立职业教育制度和完善中等教育体制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895年，井上毅因患肺结核病去世，享年52岁。

二、论职业教育

对职业教育的论述，是井上毅教育思想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其发展日本近代职业教育的指导思想。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论职业教育的作用

井上毅所处的时期，正值日本确立资本主义制度不久，产业革命刚刚兴起，国力还很薄弱，且时刻处在战争危险之中的阶段。面对这种社会现实，他认为国家亟待解决的首要任务是迅速壮大经济力量。他说：“将来国家建设方面需要研究的主要问题是经济问题，国家的独立和富强都必须以经济的发展为基础，离开了经济的繁荣，军备的扩张和教育的普及将无从谈起。”[46]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井上毅十分重视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作用。他指出：“要想发展国家的实力，必须首先改革和发展实业，而欲改革和发展实业，则必须振兴职业教育。”[47]井上毅把人民实业上的知识看成是无形的资本，把职业教育看成是实现国家富强的基本条件。他曾多次谈道：“实现国家富强的要素有三：第一是煤，第二是铁，第三是国民的工业知识。而在此三点中，第三点最为重要。”[48]他甚至把职业教育的盛衰看成是一国兴亡的重要标志，将职业教育的作用与陆海军的作用比肩对待，认为它们是“构成国家富强的两个车轮”。[49]

井上毅对职业教育的重视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欧美各国职业教育在经济发展中所显示的重大作用；二是日本职业教育仍然落后的实际状态。对于此点，他曾做过明确的阐述：“晚近各国的富力，有与年俱增而不止息之势，这不外乎是科学兴盛，将它发明的一切，运用于实业中的结果。近来，我国的文明虽在进步，可是这个科学知识的能力，仍然没有渗入于普通人民之中，教育和劳动截然分开，农业及工业各种事业仍然是因袭陈规陋习。今天，国家欲充实未来的实力，必须努力向国民的子弟施以科学技术和实业一致并且是适当结合的教育。”[50]为像欧美各国那样快速发展职业教育和尽早发挥职业教育在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井上毅呼吁日本政府和全体国民都来关心和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同陆海军一起作为维护国家独立富强的“城墙”。[51]在他的大力提倡下，19世纪90年代，日本出现了“职业教育的呼声最高，人人只知实业”[52]的喜人局面。

在充分肯定职业教育重要作用的同时，井上毅还就如何发挥职业教育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刻的论述。他认为，职业教育只有通过培养“善良勇武”的实用人才方能达到为国家服务的目的。为培养“善良勇武”的实用人才，他要求职业教育必须首先遵循为“国体”服务的基本精神和陶冶学生“忠君爱国”的思想品德。井上毅是森有礼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拥护者和继承者。在皇典讲究所第九届讲演会上所做的讲演中，他曾明确表示要将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继承和发展下去”。[53]同森有礼一样，井上毅也要求所有教育都必须时刻以维护以天皇为中心的“国体”为鹄的。因此，他在职业教育中特别重视德育，主张“职业教育应以德育为本”[54]，要求从职业学校毕业的学生必须成为正直刚毅、清廉洁白和得到社会信赖的人。为使学生具有这些“珍贵的德义”，他把修身课列为职业学校各学科之首，还在《徒弟学校规程》等职业学校法令中规定，在所有课程中，“除修身课以外，校长可自由取舍选择”。[55]井上毅还要求职业教育必须赋予学生一定的科学知识和生产技术。他说，仅仅培养尊敬日本、热爱日本的国民是远远不够的，国民不仅要有忠君爱国的思想，而且要有忠君爱国的能力，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发挥职业教育为“富国强兵”服务的职能。

（二）论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在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前，日本的职业教育已有一定发展，但由于当时过分强调为技术移植服务和缺乏办理职业教育的经验，使职业教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了偏重高等学校而忽视中、初级学校的畸形状态，结果造成中、初级技术人才匮乏和高级技术人才也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被动局面。井上毅就任文部大臣后，吸取职业教育不成体系之教训，根据产业革命对人才的多种需求，借鉴德国的先进经验，明确提出建立完整的职业教育体系的主张。他说，如同军队一样，职业教育也应划分为三个层次：“一个是培养将军和高级军官的场所，一个是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场所，再一个是培养普通士兵的场所。”[56]这三个层次分别由不同的学校构成，按照井上毅的设想，“培养大将的地方是工科大学和东京的高等学校……培养中下级军官的场所是大阪工业学校，而培养普通士兵的场所是工业补习学校”。[57]

为尽早建成这样的职业教育体系，井上毅根据日本当时的实际需要，首先把突破口放在了以培养“普通士兵”为目标的初级职业教育上。他说：“与其补助高等学校莫如首先补助程度较低的学校。”[58]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1893年和1894年，井上毅先后主持制定和颁布了《实业补习学校规程》《徒弟学校规程》和《简易农业学校规程》等法令，建立了以职业补习学校为主的初级职业教育的机构。根据法令规定：实业补习学校对从事各种职业者及愿从事各种职业的儿童施以高等小学教育，同时以简易的方法授予职业上所需要的知识技术；其入学程度为寻常小学校毕业的文化程度，学习年限规定在3年以内；教学科目定为修身、读法、习字及有关的实业科目。徒弟学校以培养具有初步工业知识的技术工人为目的，教授初步的工业知识和技能，招收年满12岁的寻常小学毕业生，修业年限从6个月到4年不等；教学科目设有修身、算术、几何、物理、化学、制图以及与各种职业直接有关的科目。简易农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培养掌握初步农业知识和技能的现代农业人才；招收14岁以上的学生，以巡回教学和在各地设立分课堂的形式，向学生传授多种多样的农业知识和技术。

为培养“中下级军官”即中级职业技术人才，井上毅积极促成了大阪工业学校的成立。该校专业设置分为机械工艺和化学工艺两大类，前者包括铸造、锻造、钳工、金具制造、钣金细工、木具制造、纺织、电气、造船等；后者包括染物和酿造等。入学年龄均为14岁以上，招收对象为高等小学校毕业生，学习年限为4年。为培养更多的中级职业技术人才，井上毅还对已有的寻常普通中学进行了改革。他在《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中，规定“从第四学年起，在本科外可分设实科”，把职业课程引入寻常普通中学。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制定《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要求“根据各地方的需要，可开设从第一学年起就专门教授实科的寻常中学，以便对愿意就业者实施必要的教育”，并规定此种学校可称为“实科中学”。[59]这样，明治维新以来一直处于薄弱环节的中等职业教育得到了加强和改善。

在高等职业教育方面，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政府虽然投入了较大的物力，但井上毅认为，其发展状况还远远不能满足产业革命的需要。他说：“在所有的文明国，担任行政官、裁判官、财务官、工业家、土木家、农业家的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而十分不幸的是日本从事高等事业的人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的比例却极低。”[60]为改变这种状况，井上毅除进一步充实原有高等职业教育机构外，还采取断然措施，将1886年《学校令》规定设立的高等中学校改为“高等学校”，用以进行高等专门教育。为吸引优秀学生进入高等学校接受专门教育，他还设想授予高等学校毕业生“得业士”称号，使其与帝国大学毕业生具有同等资格。

井上毅不仅重视职业教育的纵向层次结构，而且非常重视职业教育的横向门类结构。在积极发展工业学校的同时，他本着“制造和贸易是列国竞争的猛烈武器”“农业是富国之本”[61]的思想，建立了多所商业学校和农业学校。这样，井上毅在任文部大臣期间，为日本建成初、中、高上下衔接，工、农、商等门类齐全的职业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基础。

（三）论职业教育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

确保职业教育的经费投入和建立一支合格的教师队伍，是职业教育成功发展的两个基本条件。对此，井上毅予以特别重视。

井上毅曾多次谈道：“职业学校，尤其是实业补习学校需要花费很多资金。”[62]但他认为，在兴办职业教育方面花钱是值得的。他说：“发展职业教育的结果所带来的利益将会十倍于所花掉的经费。”[63]基于这种认识，他十分重视职业教育的经济投入。为推动职业教育的全面发展，井上毅还经过艰苦努力，促使政府制定和颁布了在日本职业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该法令是通过议会讨论通过才生效的。在议会讨论该法令时，井上毅抱病出席会议，向议会陈述提请此案的理由。他说：“当今是实业技术竞争的时代，现在将此法案作为紧急事件提出来已经是迟了。像这样重要的法案如延迟一年将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如怠慢一日将会招来百年之忧。今天地球上的形势是和平的，但其和平只是表面的。其实虽无炮火之争，却存在实业技术之竞争，即地球上各国正在展开技术、制造、贸易等方面的竞争。因此，我国怠慢一日就关系到国之富强、命运矣！我们基于这样的感觉，切望此案迅速通过，不要等待6个月，甚至不要等待一天……”[64]《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的主要内容是：国库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补助职业教育，其中重点补助对象是公立实业补习学校、徒弟学校、简易农业学校和中等职业学校教员养成所；补助金额与成立该校时所花费用相同；被地方官厅认可的由农工商行会设立的职业学校，经文部大臣特别批准后也可获得补助。《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实施后，为职业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使各级各类职业学校数量迅速增加。

井上毅还特别重视职业教育师资队伍的建设。他把职业学校教师所从事的工作看成是“与国家的前途命运息息相关的”大事。[65]为使各位教师真正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井上毅对他们提出了严格的要求。首先，他要求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高度的责任心。他说：“责任心对于教师是至关重要的”，[66]教员能否尽到自己的义务，关键是看他是否具有责任心。同时，责任心也是教师爱国心的具体表现，是树立为国家富强服务的思想基础。只有具备高度的责任心，才能热爱本职工作，关心儿童成长，努力把他们培养成为堪当国家大任的人才。其次，他要求职业学校教师必须具有广博的知识。他认为，教师仅有责任心，还不足以为国家富强做贡献，只有将责任心与广博的知识结合起来，才能完成为国家培养职业人才的任务，也才能使责任心得到具体体现。井上毅任文部大臣时，日本职业教育师资力量仍很薄弱，与大规模发展职业教育的客观需要极不相称。为解决这一矛盾，井上毅于1894年主持制定了《工业教员养成规程》，利用国家拨款在东京工业学校设立了临时教员养成所，以速成班形式培养急需的职业学校教师。这种培养形式以后又不断扩大，使师资不足的矛盾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

三、论中等教育

同职业教育一样，在明治前期的教育改革中，中等教育一直处于薄弱环节。因此，中等教育也成为井上毅所关注的焦点之一。

1886年，森有礼主持制定的《学校令》，虽然从法律上确认了中学在日本国民教育制度中的地位，也使中学的数量和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是，却未能从根本上完成建立适合经济发展需要的中等教育体制的任务。其主要弊端是：一是学校数量太少，全国只设5所；二是性质过于单一，主要是为升帝国大学进行预备教育。

井上毅认为，这种中等教育结构不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因此，在就任文部大臣后，他连续制定和颁布了《高等学校令》（1894年6月23日）、《女子教育训令》（1894年7月22日）、《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1895年3月1日）和《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1895年6月15日）等教育法令，根据自己的构想，从以下三个方面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

第一，扩充学校数量。从1894年起，废除过去一府一县只允许设立一所寻常中学的做法，规定各府县可根据财力状况多行设置；不但可设男子中学，也可设置女子中学。

第二，促进普通中学职业化。《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规定，寻常中学可从第四学年开始在本科外分设实科，对欲就业者实施职业教育。《寻常中学校实科规程》更进一步规定，根据地方需要，可开设从第一学年起就专门教授实科的寻常中学，并规定此种学校可称为“实科中学”。此外，根据《高等学校令》规定，将原来的高等中学改为高等学校，除继续承担大学预科教育外，还专门进行职业教育。

第三，加强爱国心的培养。为增强爱国心的培养，《寻常中学校的学科及其程度的改正》规定，废除中学的第二外语，增加日语、汉语、历史及地理的授课时间。

经过改革，日本中学形成男子中学、女子中学和职业中学三类并存的局面，在数量上也有明显增加，基本形成与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合理结构。据统计，到1903年，日本已有普通中学340所；职业中学200所，其中包括机械学校28所、商业学校52所、农业及水产学校113所、商船学校7所。此外，还有工匠及各种艺徒业余补习性质的准中等教育机构200余所。[67]

井上毅一生关心教育，他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其工作是卓有成效的，他继承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缔造了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制度，对中等教育进行了根本改革，使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体制得到进一步完善和扩充。如果说森有礼是日本近代国家主义教育制度的创立者，那么，井上毅则是这一制度的完成者。由于这种原因，他与森有礼一起被称为“日本教育近代化的父母”。[68]但是，也应该看到，在井上毅的教育思想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和不足。首先，他主张天皇至高无上，要求教育绝对服从国家权威，使教育政令带有一般化和强制性的特征，在某些方面脱离地方实际。其次，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中保留了浓重的封建残余，他主张用武士道精神和国家主义思想培养效忠天皇的臣民，为日本推行军国主义提供了理论依据，使日本走上侵略别国和自己最终失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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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章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

在19世纪40—90年代初形成的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已经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历史赋予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的使命，不是制定教育方针政策、办学校、编讲义和“教育学”教科书，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都不是教育专家。但他们创建了无产阶级世界观和方法论，从理论上揭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道路，并运用这种崭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重新考察教育问题，为无产阶级教育观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节 无产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教育问题的关注，从根本上说来，同产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状况以及工人阶级争取教育权利斗争需要相关。

自阶级产生以来，教育就具有一定的阶级性。在近代以前，教育基本上为统治阶级所垄断，正规教育着重培养有产阶级成员，同时也以各种非正规教育形式，对被统治阶级施以思想影响，而被统治阶级受生活环境和活动条件的限制，不仅基本上被剥夺了受正规教育的权利，而且缺乏争取本阶级教育权利的自觉。产业革命后，工人的生活状况和身心发展日趋恶化，在产业革命中诞生的近代工人阶级，在从自在阶级变成自为阶级的过程中，形成了“阶级意识”，也就自觉地参与教育领域的斗争。

19世纪初，在西方发达国家，各种工人组织、社会主义组织纷纷出现，并产生共产主义思想意识，许多带有各种不同思想色彩的工人组织和社会组织，都把工人及其子女受教育权利列入斗争纲领。其中，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主张更触动资产者的神经，受到资产阶级代言人的非难。马克思和恩格斯参与教育领域的论争，实际上是无产阶级登上教育领域斗争舞台的自觉表现。

如果说，空想共产主义者的教育主张，局限于对工人受教育权利的关注，那么，随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共产主义者则代表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对他们所不得不关注的各种教育问题表达无产阶级的见解。其中包括关于产业革命后工人身心发展状况和教育状况的考察，对资本主义教育的评论，对工人运动内部教育思想倾向的评论，以及关于未来教育的预想，在此基础上形成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一、对19世纪欧美教育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40—80年代欧洲主要国家教育现实的关注，主要同在此期间欧洲发生的两大政治事件相关：一是1848年波及法国、德国（含奥地利）以及匈牙利等国的欧洲革命。它是由资产阶级共和派、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广大工人群众积极参加的一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其锋芒指向封建保守势力与复辟势力以及旧教僧侣势力，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扫清了道路。工人阶级在这场革命中，既做出了牺牲，又显示了力量。二是1871年的巴黎公社和19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工人运动重新高涨所显示的新前景。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19世纪40—80年代欧美教育的评论如下。

对英国的教育体制，恩格斯指出：“供应和需求（supply and demand），这就是英国人用来判断整个人生的逻辑公式。因此，在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是自由竞争。因此，Laissez faire，laissez aller的制度支配着行政、医务、教育……自由竞争不能忍受任何限制，不能忍受任何国家监督，整个国家对自由竞争是一种累赘……但是，资产阶级为了使自己必不可少的无产者就范，就不能不要国家，所以他们利用国家来对付无产者，同时尽量使国家离自己远些。”[1]

对19世纪80年代英国的义务教育，恩格斯指出：“英国两个官方政党的活动家大大地扩大了选举权，使选民人数增加了四倍，使各选区一律平等，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改进了教学制度……他们是在缓慢地、萎靡不振地前进，但是任何人也不能随意责骂他们是‘反动的一帮’。”[2]

对美国的教育体制，马克思指出：“在马萨诸塞州每一个市政府都有责任保证所有的儿童受到初等教育。居民在5000人以上的城市应该有中等技术学校，大城市要有更高级的学校。国家分担开支，不过不多。在马萨诸塞州1/8的地方税用于教育，在纽约州则为1/5。掌握学校的委员会是地方性组织，它们委派学校教师和挑选课本。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因此就有了要求中央监督的呼声。”[3]

对美国的免费教育，马克思指出：“‘实行普遍的义务教育，实行免费教育’。前者甚至存在于德国，后者就国民学校来说存在于瑞士和美国。如果说，在美国的几个州里，中等学校也是‘免费的’，那么，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而已。”[4]

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教育政策，马克思指出：“卡诺[5]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对抗耶稣会教徒的教育法的活的象征。”[6]

对法兰西第二帝国的教育政策，马克思指出：“教育法，秩序党靠它来宣布法国的愚蠢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拼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7]

对法国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马克思指出：“公社在废除了常备军和警察这两种旧政府物质权力的工具以后，立刻着手摧毁精神压迫的工具，即‘僧侣势力’，方法是宣布教会与国家分离，并剥夺一切教会所占有的财产。教士们应当重新过私人的清修生活，像他们的前辈即使徒们那样靠信徒的施舍过活。一切学校对人民免费开放，不受教会和国家的干涉。这样，不但学校教育人人都能享受，而且科学也摆脱了阶级成见和政府权力的桎梏。”[8]

对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教育，恩格斯指出：“在法国，现在有全世界最好的学校，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在俾斯麦[9]还没有办法对付僧侣的时候，法国已经把僧侣完全赶出学校了。”[10]他还指出：“法国的资产阶级共和派在1871—1878年间彻底战胜了君主政体和僧侣统治，给法国带来了过去在非革命时期闻所未闻的出版、结社和集会的自由，实行了初级义务教育，使教育普及化，并使之达到如此的高度，值得我们德国人向他们学习——难道他们是作为反动的一帮这样做的吗？”[11]

对普鲁士的义务教育，恩格斯指出：“有两种好制度使普鲁士优越于其他各个大邦：普遍义务兵役制和普遍义务教育制。它是在极端困难时期实行起这类制度的，而在比较好的日子里，它只满足于马虎地实行和有意地歪曲，而使它们失去在一定情况下所具有的危险性质。但在纸面上它们继续存在着，这样，普鲁士就仍然有可能把人民群众中的潜力有朝一日发挥到其他任何地方在人数相同的情况下都不可能达到的程度。……而由于施行义务教育的结果，在普鲁士无疑还留下相当多的具有一定基本知识的人，这对资产阶级是非常有用的；随着大工业的发展，这批人最后甚至不够用了。”[12]

就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国的教育状况，恩格斯指出：“在批评德国政治进步迟缓时，任何人都不应该不看到：在德国要得到对任何问题的正确认识都是困难的。在这里，一切知识的来源都在政府控制之下，从贫民学校、主日学以至报纸和大学，没有官方的事先许可，什么也不能说，不能教，不能印刷，不能发表。”[13]

马克思和恩格斯上述言论中的主要观点是：

第一，关于教育体制，批判法国封建复辟势力和教会对教育的集权统治，揭示了英国自由教育体制的资产阶级性质，比较赞成美国教育的地方分权、社区管理、教学自治的体制，赞扬法国19世纪70年代开始的国家与教会分离、学校与宗教分离的举措，并从巴黎公社实践中发现了对教育实行社会管理的新形式。

第二，关于普及教育，肯定普遍实施义务的、免费的和世俗的教育的方向，即对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和第三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创议与实际成就予以赞扬，即使对普鲁士自1819年开始实施的义务教育，也实事求是地加以肯定。

值得注意的是，恩格斯对19世纪70年代的法国教育与80年代的英国教育的肯定，倒是直接针对考茨基（K. Kautsky）动辄指责“反动的一帮”有感而发。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亲属、朋友交往中，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他们对当时欧洲教育的看法。例如，1866年马克思在给他女儿劳拉的信中提到：“我总认为，要彻底完成对你的教育，还需要经过像住宿学校的那种训练。这对你是很有好处的”[14]。1877年恩格斯在谈到他两个侄儿的学习时也提到：“我一点也不知道海尔曼和摩里茨在大学里学习。他们上几年学是完全没有害处的”[15]。马克思的女儿劳拉·马克思有志于当教师，马克思表示：“教育人，这很好，但困难正在于正确地挑出对他们最重要的东西”[16]。马克思的表舅很善于教育自己的孩子，马克思对此赞扬备至：“亲爱的表舅，你记得吗，我经常和你开玩笑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的培养大大落后于畜牧业。现在我看到了你的全家，因此应当宣布你是培育人的能手。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你所有的孩子都有独特的性格，彼此各不相同，每一个又都有特别的才智，而且个个都同样受到广泛的教育。”[17]

二、对近代教育家的评论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其活动条件的限制，一般并不关注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不过，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对近代著名教育家也有不少评论。尽管这些评论，主要涉及这些人物的世界观、社会观，作为评价这些历史人物的背景材料，倒也弥足珍贵。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近代教育家的评论，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17世纪英国教育家洛克，恩格斯指出：“如果现在英国人对他这样赞许他们的祖先并不十分高兴，那真是太遗憾了。可是不能否认，培根、霍布斯[18]和洛克都是杰出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学派的前辈。”[19]“洛克在宗教上和政治上都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20]

第二，对18世纪法国教育家卢梭，马克思指出：“被斯密[21]和李嘉图[22]当作出发点的单个的孤立的猎人和渔夫，属于18世纪的缺乏想象力的虚构……同样，卢梭的通过契约来建立天生独立的主体之间的关系和联系的‘社会契约’，也不是以这种自然主义为基础的。这是假象，只是大大小小的鲁滨逊一类故事所造成的美学上的假象。其实，这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作了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23]

第三，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教育家爱尔维修，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爱尔维修也是以洛克的学说为出发点的，他的唯物主义具有真正法国的性质。爱尔维修也随即把他的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生活方面（爱尔维修《论人》）。感性的印象和自私的欲望、享乐和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人类智力的天然平等、理性的进步和工业的进步的一致、人的天性的善良和教育的万能，这就是他的体系中的几个主要因素。”[24]“并不需要多大的聪明就可以看出，关于人性本善和人们智力平等，关于经验、习惯、教育的万能，关于外部环境对人的影响，关于工业的重大意义，关于享乐的合理性等等的唯物主义学说，同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25]

第四，对19世纪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教育家欧文，马克思指出：“有一种唯物主义学说，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种学说忘记了：环境正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教育的。因此，这种学说必然会把社会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高出于社会之上（例如在罗伯特·欧文那里就是如此）。”[26]他还指出：“只要看过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就会确信，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27]恩格斯也指出：“新拉纳克的人口逐渐增加到二千五百人，这些人的成分原来是极其复杂的，而且多半是极其堕落的分子，可是欧文把这个地方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模范移民区，在这里，酗酒、警察、刑事法庭、诉讼、贫困救济和慈善事业都绝迹了。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只是由于他使人生活在比较合乎人的尊严的环境中，特别是关心成长中的一代的教育。他发明了并且第一次在这里创办了幼儿园。孩子们从两岁起就进幼儿园；他们在那里生活得非常愉快，父母简直很难把他们领回去。”[28]

第五，对19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教育家傅立叶，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格律恩[29]先生可以毫不费力地批评傅立叶对爱的解释，因为格律恩在判断他对现代的爱的关系的批评时，是以傅立叶用来为自己创立关于自由恋爱的观念的那些幻想为根据的。……如果他想研究体系的这一方面，那么就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不研究傅立叶的教育观点，这些观点是这方面的精华，并且包含着最天才的观测。”[30]恩格斯还指出：“欧文和傅立叶都要求消灭城市和乡村之间的对立，作为消灭整个旧的分工的第一个基本条件……根据这两个空想主义者的意见，每个社会成员都既从事农业，又从事工业；在傅立叶看来，手艺和工场手工业在工业中起着最主要的作用，相反地，在欧文看来，大工业已经起着最主要的作用，而且认为在家务劳动中也应该应用蒸汽力和机器。但是他们两人都要求每个人在农业上和工业上也尽可能多地调换工种，并且相应地训练青年从事尽可能全面的技术活动。在他们两人看来，人应当通过全面的实践活动获得全面的发展；劳动应当重新获得它由于分工而丧失的那种吸引人的力量……”[31]

第六，对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恩格斯指出：“最后我还想谈谈‘科尼斯堡文学报’的一些地方，以便也从这些地方指出荣克[32]先生的暮气沉沉和无味的浮夸……第3号像以前夸奖谢林那样夸奖了赫尔巴特，第4号又把他们两个人都夸奖了一番，另外还对激进派表示反对。”[33]

第七，对19世纪德国教育家罗生克兰茨[34]，恩格斯指出：“波兰人必须选择：如果他们想表演‘真正的悲剧’，那么他们就应该驯顺地让铁蹄和正在转动的历史车轮来蹂躏自己……在罗生克兰茨教授那里受过美学教育的世界历史观点这样说。”[35]他还指出：“霍夫曼[36]（《霍亨索伦王朝下的化学一百年》）引证自然哲学，是从任何真正的黑格尔派都不承认的美文学家罗生克兰茨那里弄来的引证。要使自然哲学对罗生克兰茨负责，就像霍夫曼要霍亨索伦王朝对马格拉夫的发现甜菜糖负责任一样的愚蠢。”[37]

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些言论虽然只直接涉及爱尔维修、欧文、傅立叶的教育观点，而对所有这些在近代教育史上有一定影响的思想家、教育家一般世界观的评论，提供了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可靠的线索。

三、对国际工人运动内部教育思想倾向的评论

19世纪60年代，随着国际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建立了作为历史上第一个国际工人联合组织的“国际工人协会”，史称“第一国际”。马克思和恩格斯作为该组织领导机构“总委员会”委员，参与对国际工人协会活动的指导。不过，国际工人协会内部思想派别相当复杂。“在我们协会中，有各种各样的人，有共产主义者、蒲鲁东主义者、工联主义者、合作社派、巴枯宁主义者，等等，甚至在我们总委员会中也有观点极不相同的人”。[38]“在1864年，运动本身的理论性质在整个欧洲，即在群众中间，实际上还是很模糊的，德国共产主义还没有作为工人政党而存在”。[39]1866年国际工人协会在日内瓦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大会）时，法国和瑞士的代表占代表总数的三分之一，蒲鲁东主义在这些代表中影响甚大。

在第一国际历届代表大会上，多次把“教育问题”列入议程。由于思想派别林立，因此争议甚大。例如，1866年第一次代表大会（日内瓦）通过由马克思起草的关于《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的决议，在1867年第二次代表大会（洛桑）与1868年第三次代表大会（布鲁塞尔）上，蒲鲁东主义者却对日内瓦大会通过的《儿童劳动与妇女劳动》决议重新提出异议，并在洛桑大会上通过由他们起草的决议。针对上述情况，1868年总委员会在筹备召开第四次代表大会（巴塞尔）时，把“关于普及教育问题”重新列入议程，马克思还就此在总委员会发表《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

第一国际停止活动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内部的争议（其中包括教育思想分歧）依然相当激烈。马克思在同蒲鲁东主义者、巴枯宁主义者、拉萨尔主义者以及杜林（K. E. Duhring）的争议中，提出了关于普及教育的基本观点和争取工人阶级教育权利斗争的策略思想。这种争议的历程如下。

（1）第一国际前期的蒲鲁东主义者，从无政府主义出发对公共教育持反对态度。1851年，蒲鲁东（P. J. Proudhon）在《十九世纪革命的总观念》一书中，主张建立没有权威的社会，废除迷信、司法、行政、警察、国民教育、战争、海军，等等[40]；“用契约的观念排除政府的观念”，通过工人协会“对他们（指每个成员）的教育、培养和学习必须加以安排，使他们在完成不愉快的、繁重的义务的时候，能够学会多种活计和专业，保证他们在成年时获得多方面的技能和足够的收入……”[41]。第一国际中的蒲鲁东主义者以此为依据，在讨论国际工人协会有关保护未成年工人权利方面的纲领时，对于争取国家通过立法，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和《关于现代社会中的普及教育的发言》中，对这种无政府主义的观点提出机智的批评，肯定教育立法的必要性，主张普遍实施免费的义务教育。他认为，在资产阶级统治的条件下，“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绝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42]

（2）第一国际后期，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主义者的斗争日益激化。巴枯宁的教育观点，同他的整个观点一样，是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观点的恶性发展。他用一大堆“宁要……不要”的荒谬逻辑，干扰无产阶级争取教育权利的斗争。例如，他们鼓吹工人宁可不受初等教育，也不要强制国家普及工人子女的初等教育。因为提出争取初等教育，似乎就意味着不要完全教育，这就玷污了“永恒原则”；只要不玷污“永恒原则”，即使愚昧无知和每天十六小时的劳动继续使工人阶级愚钝下去也不要紧；等等。巴枯宁一伙撇开现实条件，用种种洁白无瑕的“永恒原则”，禁止工人阶级使用一切现实的斗争手段，使工人阶级在资产阶级统治下解除武装[43]；巴枯宁一伙还提出“到民间去”的蛊惑人心的口号，唆使学生们抛开学校，“破坏一切”，使一切科学和艺术都成为“无定型”的东西，借口数学、物理、化学等基础学科是“官方科学”，一概加以抹杀，甚至叫嚷要“消灭书斋里的革命者”。巴枯宁一伙向青年学生宣传愚昧无知的崇拜，禁止青年进行思考和学习科学，无非是为了防止青年产生对他们那种“破坏一切的正统思想”的怀疑，[44]使青年充当他们阴谋活动的帮凶和打手。

（3）第一国际停止活动（1876年）前后，欧洲各国工人运动进入建立政党时期。德国工人政党建党过程中，在同拉萨尔派妥协基础上拟订了哥达纲领草案。纲领草案反映了拉萨尔派的机会主义观点。在拉萨尔（F. Lassalle）的言论中，充满了“自由”“平等”之类的资产阶级民主喧嚣和对德意志帝国的忠顺信仰。他鼓吹“国家的方针就是朝着自由的方向教育和发展人类”，把普鲁士容克地主和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看成是超阶级的国家。他提出通过争取普选权，实现“公平的分配”，同时通过国家实施平等的教育，无条件地禁止儿童劳动。马克思在批判拉萨尔的政治、经济观点的同时，批判了拉萨尔的教育观点。他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教育对一切阶级是不平等的，所谓“平等的国民教育”，实际上掩盖了教育的阶级实质：在地方资产阶级统治条件下，无产阶级在争取普及教育的同时，应使政府和教会一样地“对学校不起任何影响”，而所谓“通过国家来实施国民教育”，实际上是指定普鲁士德意志帝国为人民的教育者；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无条件地“禁止儿童劳动”的口号，意味着不让儿童和少年参加大工业劳动，这同大工业的存在是不相容的。[45]

（4）德国社会民主党继对拉萨尔主义妥协之后，又发生对杜林的盲目推崇。杜林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理论方面散布了一系列反马克思主义观点。他还异想天开地杜撰出一个“未来学校”计划。在“未来学校”计划中，不仅表现出对人类文化遗产的虚无主义，而且暴露出他对近代科学的无知。恩格斯在剖析杜林的“未来学校”计划时指出，杜林从陈旧肤浅的故纸堆中寻求“卓越的现代教育因素”，随心所欲地处理学科和教材，他的所谓“未来学校”，实际上只不过是“稍为‘高贵’一些的普鲁士中等学校”。[46]

国际工人运动中关于教育问题的争议表明：

第一，从19世纪中期开始，教育问题已经引起工人阶级的关注，标志着工人阶级登上了教育领域斗争的历史舞台。这在人类历史上还属首次出现的新现象。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争议中提出的教育观点，就其性质说来，虽然未超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改革的范畴，但他们是以无产阶级世界观表述符合工人利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要求。

第二，工人运动中的蒲鲁东主义者，站在小生产者立场上看待教育问题，排斥近代公共教育，否定义务教育与免费教育，主张由工人组织自办教育，例如，“教育合作社”，并在手工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实施所谓“综合劳动”教育，显然同历史潮流相背。而拉萨尔主义者倒是赞成通过国家的教育立法，实施义务的免费教育，不过，这种主张夹杂对普鲁士国家的盲目崇拜。马克思面对这样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感到为难：“这个问题有一种特殊的困难之处。一方面，为了建立正确的教育制度，需要改变社会条件；另一方面，为了改变社会条件，又需要相应的教育制度；因此我们应该从现实情况出发。”[47]这就是赞成由议会立法，设立学校，实施义务的、免费的、世俗的教育，但不容许政府干预教学过程。这种主张并非出于杜撰，而是从美国教育管理体制中得到的启发。

第三，如果说拉萨尔的教育观点出于对专制的普鲁士国家的盲目信仰，那么巴枯宁派则鼓吹“破坏一切的正统思想”，“打倒书斋里的革命者”，大学生抛开学校，“到民间去”，破坏一切，使一切文化艺术都成为“无定型”的东西。他们抛出一堆“宁要……不要……”的荒谬逻辑，似乎要捍卫洁白无瑕的“永恒原则”，实际上是使工人阶级放弃一切可以利用的合法斗争的手段，即使继续愚钝下去也在所不惜。说穿了，还是“给宫廷和平，对茅屋宣战”。马克思对巴枯宁派的批判，也属预先对一切“同资产阶级对着干”的思想的警告。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

我国常常使用“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这个概念，其实大家对它的含义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这方面有许多问题值得探讨，例如，“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这个概念的特定内容（即通常所谓“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是指什么？凭什么来区分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其后继者言论中，哪些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哪些不属于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独特的教育思想形态有什么特点，怎样确定它的特点？怎样确定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线索？因此，应着重研究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怎样从所处时代的斗争需要出发，考察教育的历史实际与客观实际，透过错综复杂的教育现象，把握教育的本质，回答现实斗争（包括教育领域斗争）中提出的问题，预测人类教育的前途，并从总体上考察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把握其精神实质。

一、重新确立考察教育问题的视角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在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近代教育思想先驱已经对教育问题进行过长期探索，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材料。马克思和恩格斯吸取了近代教育思想的精华，对丰富的教育思想材料不断进行批判性的思考；由于这种教育思想是伴随着一种崭新的世界观的形成而问世的，借助于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与方法论，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基础的政治经济学，综合考察教育问题，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一种教育思想的独特的教育观；更由于这种崭新的教育观及其赖以形成的理论基础深深扎根于社会土壤之中，所以，它具有历久不衰的旺盛的生命力。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回顾一下近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过程。

教育本身是以人（学生）为工作对象的。在近代以前的教育历史长河中，充塞着的是“吃人”的封建伦理、宗教迷信、烦琐哲学、死读呆记、强迫纪律。这种传统的旧教育，非但无益于人的身心发展，反而窒息人的思想，摧残人的健康；即使是这样的教育，也只有极少数人能够问津，多数人被排斥在学校门外。到了近代，才在这一潭死水中激起一层又一层波澜。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和教育家，首先对中世纪教育发动猛烈的冲击。他们认为，现存的教育违背了人的本性，合理的教育应当使人“灵肉一致”，即使人的身心和谐发展，“身心既美且善”；并且每个人就其本性来说，都能够接受这种教育，也应当受到教育；不仅如此，还需采用合乎人性的方法进行教育。处在中世纪与近代之交的一位伟大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自己的著作《大教学论》（The Great Didactic）中聚集了这些闪光的新教育观念，预告近代教育的来临。

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教育家发出思想解放、个性自由的振聋发聩的叫喊，尚未谋求社会制度上的重要变革。17—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天赋人权”（自然的人权）、“天赋民权”（自然的民权）的理论，并由此引申出“自由”“平等”的口号，从中派生出“教育自由”“教育平等”的主张，谋求教育的普及和教育向合乎人性、合乎自然方向的演变。卢梭的“自然教育”理论和爱尔维修的“教育万能论”成为那个时代教育论坛上的最强音，堪称教育新世纪——资本主义教育世纪的脚步声。

资产阶级革命的成功、产业革命的完成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教育改革的初步成就，意味着近代思想先驱梦寐以求的社会理想与教育思想的实现；然而，同这些思想先驱的华美预言相对照，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与教育状况，却是一幅令人深深失望的讽刺画。特别是在产业革命基本完成的英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日益显示出来，童工的大量涌现，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后代从小就被迫把身心的发展牺牲在资本的贪婪上，而贪得无厌的资产阶级对工人子女的教育实行“放任”政策（政府不管教育），这是资本主义矛盾的一种危险的迹象。在时代的召唤下，空想社会主义应运而生。

空想社会主义代表人物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认为取代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及其教育制度，依然违背人的本性，他们或者谋求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改良，或者谋求这种私有制的废除，而建立财产公有制度，在这个基础上，相当明确地提出“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对所有社会成员实施公共的免费的教育以及消灭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差别等使人耳目一新的课题，并为此集合同道，大声疾呼，乐此不疲地试验，苦口婆心地说教。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这些高尚的理想终究是一种空想。

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17—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到19世纪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大都把教育同人的个性解放以至社会进步联系起来，相当重视甚至夸大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问题在于他们一脉相承的思想武器是人性论、人道主义。他们试图以人的自然本性解释各种社会现象与教育现象。按照人性论的观点，既然人的天赋是平等的，每个人都有发展身心的潜在能力和权利，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有些人能够受教育，得到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机会，而另一些人并且是多数人却丧失这种权利？为什么当时的教育仍然违背人的本性？如果按照他们的说法，这是由于“理性的迷误”，那么“理性”又为什么会“迷误”呢？如果说这是由于缺乏立法与教育，那么，缺乏立法与教育不也被认为是“理性的迷误”吗？所以，以人为出发点，在实践上充其量只能在较浅层次上和有限范围内启发人的思想与解决局部的问题，而在理论上最终只能回到这个出发点去。

19世纪中期，阶级阵线日趋明朗，摆脱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局限，探求新的出发点，是认识发展的必然趋势；种种历史条件的成熟，使得认识的新飞跃成为可能。

马克思在批判资产阶级人性论的过程中，明确指正：“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48]这就是说，人是社会的存在物，现实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人格化，不同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不同承担者。要洞察人和人的教育的底蕴，必须揭示社会关系的奥秘。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超越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历史观而确立的新起点。这个新起点也就成了他们考察教育问题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新的世界观与历史观，固然由于他们找到了考察人的问题，实际上是社会问题的新起点，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从这个新起点出发，一步一步地探索社会关系的奥秘。每当他们对社会关系的探索深入一步，他们对人的本质与人的教育的认识也就深入一步。如果说他们把社会关系作为考察人的问题的新起点，那么，他们又把劳动作为考察社会关系的逻辑起点。他们“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49]。很自然地，也从劳动发展的历史过程中把握教育发展的关键。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并不完全否认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例如，提出“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的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爱尔维修曾断言人的天赋能力是平等的，我们在人与人之间所见到的精神上的差异，是由他们所处的不同的环境，由他们所受的不同的教育所致。爱尔维修提到的教育，“不仅是通常所谓的教育，而且是个人的一切生活条件的总和”，[50]这实际上也就是环境影响。为了塑造改造社会的人，他们也谋求社会环境的改造和教育的革新，这不能说对社会关系的不重视。问题在于他把人的自然属性视为永恒的属性，并断言人的社会属性由人的自然本性所决定。用人性论考察社会关系，并着重考察社会的思想关系、社会的上层建筑，诉诸哲学、诉诸法律、诉诸教育、诉诸风俗习惯等，意味着他们并未洞察社会的底蕴。

马克思主义以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曾经或多或少地肯定过劳动的社会意义（在社会发展中的意义）与教育意义（在人的发展中的意义），有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诸如亚当·斯密甚至早就接触到教育的经济意义，因而成为现代教育经济学的先驱。然而，同样由于他们最终用人性去说明劳动，说明劳动与社会的关系、劳动与教育的关系，把劳动抽象化，把劳动发展史上某种暂时存在的劳动形态绝对化，他们终于解不开劳动之谜，也就解不开劳动与社会关系、劳动与教育关系之谜。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区别，首先在于各自出发点不同。在这个问题上，可谓“失之毫厘，差之千里”。

二、科学地揭示教育的社会本质

马克思和恩格斯掌握了打开社会大门的锁钥，但并未在社会门槛上止步。他们从新发现的逻辑起点出发，登堂入室，一步一步向社会的深层挺进，不断从社会迷宫中探寻柳暗花明的新天地。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历史理论的逻辑展开。这个理论的结晶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造，并从具有同样重要意义的剩余价值理论中得到科学的证实。这又为教育问题的科学解决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从劳动入手揭示社会本质的过程中，相应地从劳动入手揭示人的本质的形成与发展的动因：“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51]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同，给予生产者发展的机会不同，对生产者的需求不同，所以，教育什么与怎样教育，离不开生产什么与怎样生产。人类教育怎样发生？在学校教育的历史长河中为什么会形成一个漫长的同生产劳动脱节的阶段？近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课题是在什么背景下产生的？为什么在物质产品与精神产品越来越丰富以后还不能结束教育与生产劳动脱节的历史？掌握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的“锁钥”，一步一步考察下去，教育历史与现实中这一系列根本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在劳动中，一方面是人与自然界的关系，劳动者使用一定的生产手段作用于劳动对象，形成一定的生产力，创造一定的物质产品；另一方面，人类的生产在任何情况下都是社会生产。人们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进行生产，才能同自然界做斗争。人们在生产过程中结成的社会关系称为生产关系。这种生产关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2]已经形成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成了现实劳动与教育的客观前提。于是，从教育与劳动的关系中派生出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及教育与生产关系的关系，生产关系在劳动过程中同生产力结成一定关系并制约教育的发展；在整个社会中，生产关系的总和又作为一定社会的经济结构，同社会上层建筑结成一对矛盾。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以及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同样是制约教育发展进程的社会动因与客观前提；此外，属于或不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社会意识形态各领域、社会文化各领域，其活动的产物是教育活动素材的源泉，它们本身又作为独立的社会成分，提出对教育的需求，其中有些成分还影响教育的价值判断。因此，一定社会既成的精神文明也是教育的现实前提。马克思在论及美国教育实行地方分权的缺陷时，曾指出：“美国的制度的缺点在于地方的性质过重，教育取决于每一州的文化水平。”[53]从而肯定文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不仅如此，社会的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都异常复杂且不断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不同历史形态的社会结构及其中各个组成部分，进行了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成为周密考察不同历史形态教育的社会性质与职能的理论基础。

（1）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由于劳动过程的技术结合[54]的不同（从手工劳动到机器劳动，而机器劳动在发展进程中又显示出不同阶段），又由于劳动过程的社会结合[55]不同（从个体劳动到社会劳动，从简单协作到分工基础上的协作，这些都属劳动管理范畴），以及由它们所决定的劳动生产率不同，物质产品丰裕程度不同，形成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生产力。只有了解这些，才能洞察教育与劳动分离与结合的历史必然性。马克思和恩格斯断定在一定生产力条件下教育可能产生生产能力，但教育能不能产生生产能力，是否需要通过教育增进生产能力，是以一定社会生产力为前提的，要看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

（2）由于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结成物质资料生产方式中的一对矛盾，从生产力方面考察教育问题所得出的结论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为现实的劳动活动与教育活动还受到一定生产关系的制约。生产关系也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历史形式的生产关系对劳动与教育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作用的性质不一样，更由于一定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依据不同的经济基础又可从总体上确定不同历史形态教育的基本属性。

（3）由于经济基础同上层建筑——特别是政治方面的上层建筑结成社会另一对基本矛盾，从经济基础方面考察教育问题得出的结论也是暂时的、有条件的。因为现实的经济基础、现实的教育不能不受到以政权为核心的现存上层建筑的调节，而在不同经济基础上建立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又不相同，所以它对教育影响的性质也就不同（虽然任何上层建筑无不植根于经济基础之中，任何生产关系无不植根于生产力之中）。

（4）精神生产、社会意识形态各领域也都打上不同的历史烙印，它们同教育之间的联系也是历史的具体联系，这种联系又处于一定的政治、经济的背景之下。

教育同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诸因素之间的联系以人的培养为中介。社会诸动因通过对人的不同需求在教育上打上历史印记，而教育以其诸种社会职能的实现表现自身的社会本质。马克思和恩格斯综合社会诸因素的影响，揭示了人的片面发展的历史根源与社会基础，揭示了用全面发展的个人代替片面发展的个人的历史必然性，为教育的发展与演变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方面着重考察了生产力、经济、政治和精神文明对教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把教育作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特定的社会职能，重视教育对社会发展的作用。他们不赞成把对教育本质、教育的本质联系（教育同生产力、经济、政治、精神文明的关系）的考察停留在抽象的议论上，而总是把教育放在一定历史范围内进行具体考察。

教育不仅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现象，而且是一种特殊的认识现象（更确切一些说，是一种特殊的身心发展现象）。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揭示了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为教学活动合乎规律地开展奠定了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旧唯物论者的“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确认人的主观能动性，在实践基础上统一认识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对于正确处理教与学的矛盾有很大的启发。马克思和恩格斯就德育、智育和体育等方面提出的一些虽然不够系统但能发人深思的见解，凡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是正确的观点，都是把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应用于教育工作的典范。至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我们开辟了独立考察教育问题的道路，更加具有普遍的意义。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线索，可以明了教育的社会本质的主要之点，并据以分析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本质观念的分歧。

过去，通常这样确定马克思主义和非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本质观念的区别：一是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教育家及以后的非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从生物学、人性论、宗教观等角度揭示教育的本质，马克思主义则从社会关系方面揭示教育本质；二是两者在承认教育和政治联系、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人的全面发展等重大问题上的分歧。

实际上，非马克思主义者也可能（事实如此）在一定限度内从社会关系方面揭示教育的本质，也可能（事实如此）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在一定程度上和有限范围内承认教育和政治的联系，教育和生产的结合，甚至人的全面发展。因此，以往的判断值得重新考虑。

为了在教育的社会本质问题上划清马克思主义同非马克思主义的界限，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上把握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的独到见解。从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思想的基本线索中，可以确定教育本质的主要之点：

（1）不是一般地讲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关系，而是把它作为考察教育问题的基本视角。

（2）不是一般地讲社会关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而是把生产关系的总和作为社会经济结构，论证不同历史类型的社会关系（以不同的生产关系为基础）对教育所起的不同性质的作用，以及教育对不同经济基础所起的不同性质的反作用。

（3）不是一般地承认教育和政治的关系，而是明确地肯定我们的教育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社会主义民主的联系，确立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对人民教育事业的领导；同时，不是以单个人、部分人的利益为教育的着眼点，而是以无产阶级、进而全体劳动人民、最终才是全体社会成员的发展为教育的着眼点。为此，逐步把教育事业改造为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自己的事业，即实现教育的社会主义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的教育。

（4）不是一般地讲教育领域中的理论与实际的关系，而是在辩证唯物主义基础上求得理论和实际的辩证统一；同时，不是把教育对象看成是绝对消极的反映对象，也不是把他们看成是自发成长的绝对“自由”的反映对象，而是把他们看成是在一定社会条件与教育条件下能动的认识主体。在唯物辩证法基础上谋求教（教育）与学（受教育）矛盾的辩证统一等。

这里所列的“主要之点”，是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有关教育的论述所做的初步概括，意味着对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发展的现有成果的初步概括。马克思和恩格斯依照他们所处时代的实践条件揭示的教育基本原理，只要这些条件存在，就仍然发生作用；一旦条件发生变化，这些教育原理的应用范围和表现形式也将随之变化。在发展进程中，还将有新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基本原理被发现。所以，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就其本身来说，基本上是一种关于全体劳动者在教育领域中获得解放的条件的学说。它不是一个在教育活动范围内无所不包的教育思想体系，既无必要用它来代替各门教育科学，也不应当用各门教育科学体系来图解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既然是关于教育发展条件的学说，其中包含的各种结论都依存于一定的条件，那么，它就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照抄照搬的教条，各种结论的总和也不成其为一种僵硬不变的教育思想模式。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一样，它是进一步研究教育问题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的方法；唯其如此，它又将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不断越出原有内容的范围，在教育的广度和深度上延伸。这样，在教育领域内，到处都有它发挥威力的天地。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不是一个凝固的思想体系。就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同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关系来说，由于它不是以“抽象的人”而是以现实的人为教育的出发点，不是以少数人利益而是以无产阶级、进而以全体劳动人民的教育为着眼点，具有无产阶级的阶级性和共产党的党性，因此，在原则上（体系上）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有分歧，甚至是对立的；但是，它不仅以经验事实为根据，而且从不拒绝人类在教育思想方面的优秀成果，并不断从中吸取养料。它始终是以前人（和自身）已经达到的终点为起点。所以，它同整个马克思主义思想一样，其中没有也不应有形而上学和宗派主义的东西。由此可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也不是一个封闭的思想体系。

第三节 关于未来教育的构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未教条式地预测未来。马克思在其“马克思主义观点”形成之初，于1843年就明确地宣布：“新思潮的优点就恰恰在于我们不想教条式地预料未来，而只是希望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56]1881年在筹备召开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时，有人打算在大会上提出一个议题，即：假使社会党人取得政权，他们应采取一些什么政治、经济立法措施，并就此向马克思请教。马克思的回答是：“您告诉我的要在即将召开的苏黎世代表大会上讨论的‘问题’，在我看来是提得不正确的。在将来某个特定的时刻应该做些什么，应该马上做些什么，这当然完全取决于人们将不得不在其中活动的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但是，现在提出这个问题是虚无缥缈的，因而实际上是一个幻想的问题，对这个问题的唯一的答复应当是对问题本身的批判。如果一个方程式的已知各项中没有包含解这个方程式的因素，那我们是不能解这个方程式的”，“对未来的革命的行动纲领作纯学理的，必然是幻想的预测，只会转移对当前斗争的注意力”。[57]

19世纪70年代，德国冒出一位“社会改革幻想家中的‘真正的怪物’”，名叫杜林。他试图构建所谓“新哲学体系的最终形式”，涉及面甚广，其中包括“未来学校计划”。恩格斯在评论杜林《哲学教程》一书时，指出：“该书还有一整章描写未来社会或所谓‘自由’社会，其中从经济方面说得极少，却为未来的初等学校和中等学校拟定好了教学计划。所以，这本书暴露出的庸俗性比他的经济著作更直截了当”。[58]可见，恩格斯把在当时那种社会研究条件下妄谈“未来学校”这件事本身，看成是“庸俗”的表现。

否定教条式地预测未来，不意味着不放眼未来。按照马克思的说法，19世纪的社会革命，即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59]只是不侈谈未来，而“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

那么，马克思、恩格斯如何从批判教育的“旧世界”中发现教育的“新世界”呢？

最集中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未来教育”见解的是：“只要看过罗伯特·欧文的著作，就会确信，从工厂制度中萌发出了未来教育的幼芽，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60]

这里所说的“未来教育”，是同“过去教育”“现实教育”相对而论，是大工业生产发展客观需要与在合理社会制度下可能实现的教育。它指的是同大工业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这种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相对于以往脱离教育的“生产劳动”与脱离生产劳动的“旧教育”，在欧文实践的萌芽中，包括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智育”与“体育”，而在傅立叶的观念中还包括“综合”的技术教育；这种生产劳动与这种教育的结合，既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更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这涉及主要由空想社会主义者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的三个基本命题，即：（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2）综合技术教育；（3）造就全面发展的人。马克思和恩格斯通过对劳动过程历史的具体的考察，把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这些“天才的预测”变成可靠的理论。

一、关于“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人的片面发展的社会根源、以普遍的个人的全面发展代替片面发展的历史必然性，进行了系统的考察。自然，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代替在特定社会—文化条件下参与教育实践的人们确立具体的“教育目的”，而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作为一般价值观，对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教育实践，具有指导的意义。重要的是如实地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人的全面发展”的本意。

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共50卷）中，涉及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表述，至少有49处之多。其中有代表性的表述是：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人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而且保存了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61]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中指出：“原来，当分工一出现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一定的特殊的活动范围，这个范围是强加于他的，他不能超出这个范围：……而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定的活动范围，每个人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我自己的心愿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但并不因此就使我成为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62]“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3]“个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到了外部世界对个人才能的实际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为个人本身所驾驭的时候，才不再是理想、职责等等，这也正是共产主义者所向往的。”[64]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信条草案》（1847）中指出：“（第二个问题：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什么？）把社会组织成这样：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并且不会因此而危及这个社会的基本条件。”[65]

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原理》（1847）中指出：“由整个社会共同地和有计划地来经营的工业，就更加需要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能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教育可使年轻人很快就能够熟悉整个生产系统，它可使他们根据社会的需要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根据共产主义原则组织起来的社会，将使自己的成员能够全面地发挥他们各方面的才能……”[66]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草稿）中指出：“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67]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1867）中指出：“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68]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1876—1878）中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69]“摆脱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局限性的社会可以在这方面更大大地向前迈进。这个社会造就全面发展的一代生产者，他们懂得整个工业生产的科学基础，而且其中每一个人对整整一系列生产部门从头到尾地都有实际体验……”[70]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述论述，撇开关于实现个人全面发展的历史前提的分析，单就“人的全面发展”概念而论，值得注意的是：

（1）“人的全面发展”命题，作为人类解放的理想，全面地表述为“普遍的”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2）所谓“全面”发展，指的是个人才能的充分发展，个人体力和智力的全面发展（其中包括全面的体力与全面的智力），即“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

（3）所谓“各方面都有能力的人”，“即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人”，换一种表述（动态的表述）为“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个人。

（4）所谓个人“片面发展”，指的是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或全面发展，是同“社会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或全面发展相对而论的。通过这种考察证明：在私有制下，以“个人生产能力”的“片面”发展为代价（同分工与旧的分工的历史必然性相关），使“社会生产能力”获得“全面”发展；“社会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在合理的制度下，又为“个人生产能力”的全面发展创造物质前提。在共产主义条件下，“个人生产能力全面发展”与“社会生产能力全面发展”互为条件。

（5）“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原以“生产能力”为问题领域，它不涉及人的道德问题（它属于另外的问题领域）。唯其如此，在以上所引各处，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论及“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40多处，均未涉及道德问题，无一例外。

二、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人类历史上曾经历过一个教育和生产劳动脱节的漫长阶段（这个阶段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结束）。到了近代，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关系问题逐步引起注意，并且越来越受到重视。然而，对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探索，有一个从空想到科学的认识转变过程。

从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近代思想界的先驱者对教育和生产劳动关系的考察，大体上沿着两个方向进行，一是生产劳动进入教育家的视野，二是教育进入政治经济学家的视野。主要由前者发现了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主要由后者发现了教育的生产意义。这些研究成果常常在思想家、哲学家、社会改革活动家那里得到综合，遂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纳入各种各样去除现实社会弊病的建议中，纳入对未来社会的乌托邦式的蓝图中。加入这个伟大的探索者行列的，有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莫尔（T. More）和康帕内拉（T. Campanella），工场手工业时期的政治经济学家配蒂（W. Petty）、贝勒斯（J. Bellers）、亚当·斯密，18世纪启蒙思想家和教育家卢梭和裴斯泰洛齐（J. H. Pestalozzi），特别是19世纪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和欧文，等等。卢梭、亚当·斯密和欧文考察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客观基础，代表生产发展的不同阶段：个体农业与手工业、工场手工业和机器大工业。傅立叶别具匠心地提出自由调换工种、以打破使人终生从事于一种职能的旧的分工对人束缚的设想，但是，他企图在手工劳动的基础上消灭旧的分工，属不切实际的空想。欧文和其他先驱者不同，他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建立在机器大工业的物质技术基础上，而且，他不但有设想，还在局部范围内形成初见成效的实践经验，但是，他对于机器大工业本身还缺乏科学的分析。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前的思想先驱们，或者着重从人的自由发展的角度，或者从提高生产的角度，或者从这两个角度，揭示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意义，并且他们都是从社会改造的角度出发的。他们各有千秋，成就迥异，而对于生产劳动和教育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都缺乏全面的历史的分析，因而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物质生产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它不仅和自然界一起，是物质财富的源泉，而且是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源泉。马克思说：“一个人‘在通常的健康、体力、精神、技能、技巧的状况下’，也有从事一份正常的劳动和停止安逸的需求。”[71]然而，并不是任何劳动都能成为人的自然需求，也不是任何劳动都能成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源泉：“在奴隶劳动、徭役劳动、雇佣劳动这样一些劳动的历史形式下，劳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事情，始终是外在的强制劳动，而与此相反，不劳动却是‘自由和幸福’。”这是由于它属于对立的劳动，并且还不具备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的主观和客观条件。在什么条件下，生产劳动才能成为“真正自由的劳动”呢？“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72]

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的“真正自由的劳动”的基本条件，姑且这样理解：劳动的社会性，是劳动过程社会结合的尺度；只有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才可能成为自由劳动。劳动的科学性，是劳动过程技术结合的尺度；只有建立在科学技术基础上的机器生产条件下的生产劳动才可能成为自由劳动。如果说劳动的社会性和科学性属于生产力属性，那么，劳动的一般性即普遍性则属于生产关系的属性。

所以，并不是任何生产劳动都能够成为人的体力和智力发展的源泉，那些非社会性、非科学性和非一般性的生产劳动，反而压抑人的发展；即使是社会性、科学性和一般性的自由劳动，也只是人的发展的客观基础。因为人的体力和智力的发展并不是自发的过程，人在体力和智力方面全面的、和谐的和充分的发展，更不是自发的过程。个人要得到全面发展，还有赖于生产劳动和教育结合：“工人要发挥一定的劳动能力，要改变他的一般的天然才能，使它能够完成一定的劳动，他就得受训练和学习，也就是必须受教育”，[73]“教育就会使他们摆脱现代这种分工为每个人造成的片面性”。[74]从积极的意义上说，就是促成人的全面发展，但也不是任何教育都能起到这种作用。如果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那么，不但生产劳动有一定的规定性，相应地，教育也有一定的规定性。这就是说，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是有条件的。在一定情况下，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虽有必要，但无实现的可能，甚至可能也无必要，倒是教育和生产劳动的分离具有历史必然性。只有具备使生产劳动成为自由劳动的那种历史前提时，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才能在全体社会成员中真正实现。当然，这种历史前提是逐步成熟的。所以，应当把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的实现，看成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

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和恩格斯无意设计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模式。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现存历史运动的真实关系的一般表现。这种关于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基本上是关于实现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条件的理论。它的要义是：

1.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范围与层面

（1）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两个范围：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前者主要涉及劳动制度，在现代生产条件下也成为教育部门的课题；后者主要涉及教育制度，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才越来越受到生产部门的关注。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教育机会大都为有产者占有，他们遂把视线集中在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问题上。

（2）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的两个层面：生产操作者的劳动与教育结合；生产管理者的劳动与教育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处在资本占有生产资料的条件下；主要关心生产操作者的命运。在现代生产条件下，这两个层面均越来越受到关注。

（3）生产操作者的劳动与教育结合，又有两个层次：成年工人的劳动与教育结合；未成年工人的劳动与教育结合。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处时代，童工问题十分尖锐，故更注重未成年工人的教育问题。在现代生产条件下，成年劳动者的继续教育提上日程，在童工制度废除和基础教育普及以后，未成年工人劳动与教育结合的课题转变为在校学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命题。

2.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体系中的“教育”“生产劳动”的含义

（1）马克思和恩格斯从大工业生产的技术性质的考察中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内在联系，故他们所谓“生产劳动”，指的是机器工业中的生产劳动，尤其是社会化生产中的机器劳动（大生产）；与此有关，把教育理解为智育、体育与综合技术教育。表明他们不为传统的局限于文化层次的“普通教育”观念所囿，把普通教育同技术教育结合起来，或者说，扩大了“普通教育”的外延。

（2）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着眼点，所认可的技术教育为“综合技术教育”。这是由于职业技术教育以旧的分工的存在为前提，具有强化旧的分工的意义和导致个人片面发展的缺陷；唯在尚未具备消灭旧的分工的条件下，职业技术教育仍有便于就业、促进生产发展的意义。

（3）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历史必然性，揭示在当时所处历史条件下，有关未成年工人生产劳动与教育结合的斗争目标，无意为未来社会提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具体模式。至于在特定历史条件（如以小生产为基础的国度）下，实行教育与手工业生产的结合，只要于人民有利，且不把这种治标的办法视为治本的办法，并不与教育和生产劳动结合的理论相悖。[75]

3.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意义

（1）作为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西方一般直到20世纪60年代“人力资本理论”问世后，才普遍自觉地把教育作为提高社会生产的手段，这显示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一个世纪以前的先见之明。

（2）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这是区别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思想与非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思想的主要尺度。

（3）由于脱离教育的劳动制度与脱离劳动的教育制度，都属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在改造不合理的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促进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本质差别消灭、克服旧的分工弊端的意义上，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又具有“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的意义。

综上所述，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作为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只要具备大工业生产普遍发展的社会前提，就有必要与可能实施；作为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是马克思主义所赋予的特定含义；是不是以普遍的个人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根本宗旨，是区分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的标志。

三、关于“综合技术教育”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生产劳动与教育的结合，作为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又把“综合技术教育”列入同生产劳动结合的教育的组成部分。什么是“综合技术教育”？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什么如此重视“综合技术教育”？都属值得研究的问题。

1866年，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提出，国际工人协会应当争取限制未成年工人的工作时间，改善劳动的条件，同时使未成年工人的生产劳动同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和体育结合起来。他所提到的综合技术教育，指的是“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同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76]由于综合技术教育既要求使儿童和少年了解“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又要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工具的技能，因而常常被认为是一件高不可攀的事情。

其实，马克思提出综合技术教育是从实际出发的。他所谓“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指的是“工艺学”。这种工艺学在当时大抵是包含自然科学、技术科学一般原理的普通工艺学，而不是现代的分门别类的工艺学（如机器制造工艺学、化学工艺学、纺织工艺学等）。

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理论是在考察机器大工业的技术性质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使用机器所造成的后果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机器大工业的技术性质和手工业有重大的区别。手工业建立在手工工具和手工操作技艺的基础上，根据历史形成的常规进行生产。由于它离不开人的手工操作技艺，相对于大工业生产来说，它是保守的。某种特殊的技艺一经形成，世代流传，历久不变。就个人来说，从事手工劳动的时间越长，经验就越丰富，技艺就越纯熟。因此，手工生产倾向于使人长期、甚至终生从事一种职业。机器大工业产生以前的工场手工业，在手工业生产的基础上进行分工，使得每个工人只从事整个生产中的一种局部职能的工作，这样的分工长期固定，就使得工人成为片面发展的人；机器大工业是科学技术应用于生产的结果。它把生产技术从工人身上转移到机器上。这就是说，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效率，主要不是靠工人的手工技艺，而是靠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运用（在机器操作中，工人从“使用工具”变成“服侍机器”，尽管操作机器也需要一定的操作经验和技巧，但整个说来，操作技术大大简化了）。正因为这样，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技术基础不是保守的，而是“革命”的。它本身将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变化。由于机器本身的不断变化，就产生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这样，大工业就打破了使人终生束缚于一种职能的旧的分工，在客观上需要“用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局部的个人”。[77]然而，由于机器工业化简化了劳动的职能，使得工人的劳动更加单调，工人在生产劳动中失去了全面发挥生产才能和志趣的机会。一个人长期从事这种劳动，如果不辅之以必要的教育，就会更加向片面方向发展。因此，既然机器大工业生产不可避免地产生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如果不使工人掌握生产各个过程的基本原理并使他们获得运用各种生产的最简单的工具的技能，那么，工人就会因不适应劳动的变换和职能的更动而被抛到生产过程之外，成为失业者。所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综合技术教育，就当时的实际意义来说，是弥补旧的分工造成的缺陷，克服使人片面发展的社会弊病，并使工人不致因不适应技术革命和技术革新而失业；就长远意义来说，是使工人在生产过程中获得驾驭劳动条件的自由，成为全面发展的人。

马克思和恩格斯之所以不怎么注重职业技术教育，是由于这种教育以个人终生从事一种职业为前提，有悖于个人全面发展的宗旨。这种主张实际上是以综合技术教育取代狭窄的职业技术教育；不过，后来随着生产与各种工作职能越来越需要专门训练，职业技术教育变得越来越不容忽视。

值得注意的是，以往西方国家只关注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不那么注重综合技术教育。如今，日益意识到传统的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各有缺陷，正在谋求改革。其改革的趋势则是使这两种教育各向综合技术教育靠近（是不是采用这个名词并不重要）。

第四节 马克思和恩格斯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与活动的年代，相对于政治领域的斗争与经济思想领域的争议，教育领域的阶级斗争刚提上日程，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并不突出，因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影响的范围相当有限，重要的是它奠定了无产阶级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堪称人类教育思想史上的丰碑。

进入20世纪以后，随着无产阶级革命的进展和工人运动以及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当代美国未来学者、《第三次浪潮》一书作者托夫勒（A. Toffler）虽不赞成马克思主义，但也实事求是地承认：“马克思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他的思想像赋格曲那样谨严、复杂……连看不起马克思的人，不管他们是否意识到了，实际上也受过他的影响，就像我们受过牛顿、达尔文、弗洛伊德的影响一样，他们塑造了我们的世界观。”甚至断言：“在今天的世界上，对马克思一无所知，就等于半个文盲。”[78]这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已经超出工人运动、社会主义运动的范围，成为人类的精神财富。

如果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从空想变成科学，那么在20世纪，随着无产阶级政权在一批国家诞生，也就有条件实现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转化，并在社会主义教育实践中发展与丰富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资本主义教育为主要考察对象，在批判资本主义教育的过程中揭示了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列宁不但考察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教育的新特点，而且在十月革命后致力于把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变成社会主义教育的活生生的实践，着重解决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改造旧教育、建设新教育过程中的一系列原则问题，随后，苏联率先进行了社会主义时期教育改革的尝试；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则着重考察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的道路。通过他们的创造性理论工作，揭示了资本主义教育的本质，资本主义教育固有的和不可克服的矛盾，社会主义教育代替资本主义教育的历史必然性，社会主义教育和资本主义教育的区别与联系，社会主义教育和共产主义教育的联系与区别，社会主义教育自身发展进程中的若干基本原则、政策界限，以及资本主义前教育的一般特点，等等。

如果说在以往漫长岁月中，由于教育在整个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尚不突出，不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主要精力用于教育的研究，那么，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提高，马克思主义在教育领域中应用的天地将越来越广阔。随着社会主义教育经验的积累和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成熟，很难说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和理论在以后不会成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一个独立组成部分。

在当代，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不仅在社会主义国家理所当然地受到重视，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成为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考察的对象。唯其如此，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再也不容忽视了。

有象征意义的是，英国著名教育史学家博伊德（W. Boyd）曾于1921年著有《西方教育史》一书，该书在他生前先后有六版问世；他逝世后由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教授埃德蒙·金（Edmund kind）修改和补充，作为第七版于1964年付梓。在第7版前言中提到：该书以前各版，虽提及共产主义之父马克思，但仅仅提到而已，忽视了“他是一位对社会学的创见有贡献的人”。正是在感到以往“在西方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忽视了，特别就教育而言更是如此”，而“我们现在要想找到不受马克思主义思想影响的社会理论和教育理论是不可能的”，[79]故在新版《西方教育史》中肯定了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英国教育史学家拉斯克（Robert R. Rusk）和斯科特兰（James Scotland）合著了一本西方教育史经典著作，即《伟大教育家的学说》。在该书1979年第五版中新列了“20世纪教育家”一章，其中就有“马克思”一节。斯科特兰在该书的“前言”中这样指出：在20世纪中，马克思“对教育的影响力甚至超过了一些教育专家”。[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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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

在19世纪70年代后兴起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中，赫尔巴特学派大力宣传和推广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齐勒尔（T. Ziller）、斯托伊（K. V. Stoy）和莱因（W. Rein），以及美国的德加谟（C. De Garmo）和麦克默里兄弟（C. A. McMurry，F. M. McMurry）等人。他们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著作，信奉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大力宣传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与此同时，他们也对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做了某些修正，并在一些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不仅推动了赫尔巴特教育思想在世界范围的广泛传播，而且丰富和发展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科学化、现代化进程，对世界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第一节 赫尔巴特学派的形成和发展

一、赫尔巴特学派形成的背景

赫尔巴特（Johan Feridish Herbart，1776—1841）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教育家。他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使教育学摆脱了依附于哲学的从属地位，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对教育学的科学化做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

然而，赫尔巴特的卓越功绩在他生前及以后的20年里，并没有在德国引起足够的重视。他曾为此嗟叹道：“我那可怜的教育学没能喊出它的声音来。”[1]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之所以未能在19世纪上半期广泛传播，一些教育家认为，除当时德国政府趋于保守，对他的理论不感兴趣、不重视，许多哲学家、思想家正全神贯注于费希特（Johann Gottlieb Fichte）和黑格尔的理论成果而无暇倾听教育界的呼声外，赫尔巴特教育理论本身的深奥、庞杂以及概念表述上的晦涩，使一般教师难以理解，在教育实践中不容易应用也是重要的原因。

欧洲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极大地推动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机器大工业生产的推广迫切要求教育部门培养大批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这就促进了欧洲各国中小学教育的发展。要提高培养人才的质量，关键在于提高中小学教师的素质。如何在较短的时间内对中小学教师进行必要的培训，使他们掌握必备的教育教学方面的技能技巧，成为当时各国教育实践中亟待解决的问题，迫切需要有一种新的教育理论来指导。

当时，不少教育家发现，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具有以下几个突出优点。

（1）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基础坚实。赫尔巴特强调把教育学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上，其中伦理学决定教育的目的，心理学则决定教育的内容和方法。这样，就使教育学具有特定的研究内容和方法，成为一门较完整的学科。

（2）赫尔巴特创立的教学阶段理论简单明了，便于普通教师掌握，也容易在教学中操作，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3）赫尔巴特提出的一整套管理教育学生的方法，有利于学校加强对学生的管理，有利于学生品德的培养。

正是在这样特定的时代背景下，从19世纪70年代起，德国、美国等许多教育家纷纷出版和翻译介绍赫尔巴特的著作，宣传和推广他的教育主张，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

二、赫尔巴特学派的形成

在赫尔巴特1841年去世后的20年里，他的教育学说很少被人注意。但赫尔巴特生前在大学里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教学长达40余年，出版有关教育理论方面的著作甚丰，长期主持哲学讲座，经常举行有关教育问题的演讲，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赫尔巴特学说影响的学生很多。他们通过自己的言论、刊物文章介绍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并且在实践中推广运用他的教育主张，很快在德国形成了声势浩大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

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可以说是在1865年德国教育家齐勒尔的重要学术著作《教育性教学原理的基础》（Foundation of the Doctrine of Educational Instruction）出版后才开始的。齐勒尔在莱比锡大学旁听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课，认真地研读过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和其他教育学著作，系统地接受了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它。他经过多年探索于1865年出版了《教育性教学原理的基础》一书。在该书中，他用通俗简洁的语言系统地介绍了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并说明如何应用它来解决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该书的出版发行拓宽了人们的眼界，激发了人们对被遗忘的赫尔巴特学说的兴趣，许多教育工作者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赫尔巴特的著作，介绍他的理论，使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开始在德国和欧洲其他各国广泛传播起来。

面对信奉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人数不断增多、研究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著作不断增加的形势，为了将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引向深入，在齐勒尔等人的倡导和多方努力下成立了德国的科学教育学研究会（Association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Education），由齐勒尔担任会长。这个学会在齐勒尔、斯托伊等人的领导下，广泛开展了“文化阶段复演说”“核心课程”“教育性教学”“教学形式阶段说”等问题的讨论，促成了介绍赫尔巴特学说的年鉴的编纂出版，并指导德国各州建立研究赫尔巴特学说的分会。齐勒尔等人领导的德国科学教育学研究会的活动，对赫尔巴特学说在整个德国的传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三、赫尔巴特学派的发展

使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影响开始超越德国而遍及欧洲、美洲及亚洲各国的是齐勒尔的学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莱因。莱因于1885年正式接替了斯托伊在耶拿大学的教育学讲座，并举办教育学研究班和兼任附属实验学校的校长，创办发行《耶拿大学教育学研究班通报》等教育刊物，使耶拿大学成为当时德国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研究中心和各国教育理论最重要的发源地。莱因通过该教育学研究班为在世界上传播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培养了许多赫尔巴特主义者。他的学生除了大量来自欧洲国家之外，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智利、南非、俄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家的教育学者。从1886年到1911年，莱因创立的耶拿大学教育学研究班共办了50期，培养了2000多名研究生，他们中许多人学习结束后回国在本国教育部门任职，成为各自国家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鼓吹者和领导者，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用来指导本国的教育改革。

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中心由德国转向了美国。这时期的美国已成为世界头号的工业强国，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对培养人才的教育部门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公立学校运动的迅速发展对提高师资训练的质量，改进教师的教学方法，编写出具有美国特色的中小学教材等方面都迫切需要教育理论的指导，这就促使了美国教育理论界向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学习并把它与美国当时的社会实际相结合，形成了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和麦克默里兄弟（Chales A. McMurry、Frank M. McMurry）。德加谟等人从德国耶拿大学的教育学研究班给美国带回了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并把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传递给他们所培训的教师们。1889年德加谟出版的《方法的基础》、1895年出版的《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主义者》（Herbart and Herbartians）及1892年查尔斯·A. 麦克默里出版的《一般方法要素》成为当时美国各州师范院校学生的教科书，在美国教育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推动了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在美国的广泛传播，使信奉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人数不断增加。

为了把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引向深入，德加谟等人在1892年建立了美国的赫尔巴特俱乐部。1895年，该俱乐部扩大成为“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会”，德加谟任第一任会长和学会年鉴编辑，查尔斯·A. 麦克默里任秘书。美国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当时也是该研究会的成员。该研究会在德加谟等人的倡导下，大量翻译出版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著作，举办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研讨会，使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在美国备受推崇。正如美国教育委员会在1894年至1895年的年度报告中指出：“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的信徒要比在德国国内还多。”[2]

在杜威等人的倡导下，“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会”于1902年更名为“全国教育科学研究会”。此后，有关以赫尔巴特学派为主题的教育文献，其问世的数量显著下降，这表明赫尔巴特学派作为一场运动已趋于衰落。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赫尔巴特学派的思想观点在美国教育界特别是在美国师范院校的教科书中依然占有绝对优势，起着支配地位。就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在美国教育界取代了赫尔巴特学派的领导地位之后，原来信奉赫尔巴特学说的人并没有彻底抛弃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他们保留了其中积极的因素，并根据新的需要不断发展它，使它在教育实践中继续发挥作用。许多人认为，即使在今天，“在美国思想界和课堂实践中，赫尔巴特学说仍然是一个重要的因素”。[3]

在日本明治维新改革20年以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在日本大为盛行。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特别是他的道德教育理论，与大和儒学相一致，且具有近代哲学的新意，因而颇受日本当局的欢迎。日本学者争先恐后地翻译出版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著作，并根据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编写日本的教育学著作。当时，日本教育界的教师们对赫尔巴特的教学论，特别是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非常感兴趣。他们普遍认为，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注意儿童的心理活动，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把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放在极为重要的地位，比起传统的呆读死记的教学方法生动活泼得多，也便于教师按照规定的程序操作运用，有利于提高学校教育教学的效率和质量。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在日本广泛而持久地推广应用，对当时日本中小学教育的发展和教育质量的提高起了很大作用。

20世纪初期，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转道日本传入中国，对当时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尤其对教学论的影响最大。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论，强调以心理学为基础，以多方面兴趣为依据选择教学内容，所阐述的形式阶段论以及由形式阶段论所创立的五段教学法，其最大特点是程序性、可操作性强，它能消除教师课堂讲授中容易产生的混乱现象，能使经验不多的教师迅速地掌握授课的技巧。这正好适应了中国在从传统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型时期学校师资缺乏、教师素质普遍低下的实际情况，因而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欢迎，很快在我国各地广泛传播开来，对我国中小学教育和师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

四、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历史意义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赫尔巴特主义是现代教育中的统治力量，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改革都产生了极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具体来讲，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历史意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它促进了教育科学知识在各国的广泛传播和普及

赫尔巴特学派在德国、美国等地广泛建立推广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教育学研究会，大量翻译出版赫尔巴特的教育著作，著书立说，发行刊物，介绍赫尔巴特学派的观点。据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创始人莱因在其《教育百科全书》（1895）中的统计，从1860年至1895年，仅在德国和瑞士就出版了有关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论著2234部，同时有10种教育刊物先后创办，致力于宣传赫尔巴特的学说。这就使原来鲜为人知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在世界各国广为传播，对赫尔巴特教育理论的兴趣，像浪潮一样，席卷了世界各国的教师和学生。“不仅如此……赫尔巴特的术语，例如，‘兴趣’‘统觉’‘相关’‘教学形式阶段’……一直挂在每个教师的嘴边”[4]。

起初，人们确实把赫尔巴特学派及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当作科学的教育理论，但通过教育实践的检验发现，赫尔巴特及其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确实有许多值得推敲的地方，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各国教育学者对赫尔巴特及其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从各方面进行研讨，使人们对教育科学的认识不断加深。在赫尔巴特学派的基础上，实用主义教育学、教育心理学、教育评价学等新兴学科不断涌现，教育科学体系终于在20世纪初期开始建立起来了。

2.它促进了各国师范教育的迅猛发展，提高了教师的素质，促进了中小学教学质量的提高

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和产业革命的兴起，以及国家主义的盛行，发展教育尤其是师范教育对欧美国家国民素质的提高显得尤为重要。但19世纪60年代以前，欧美各国教育发展缓慢，师范教育极为落后，教师地位低下，素质普遍很低。19世纪下半期兴起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大力提倡发展教育科学，广泛创立师范学校，招收大批有志从教的青年入学，向他们传授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使他们在短期内掌握了教育教学的步骤和技巧，提高了欧美国家乃至世界各国教师的素质，对提高学校教育质量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但是，在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弊端。这主要表现在：

（1）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严重。赫尔巴特学派的创始人及其门徒，在把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从德国向世界各国广泛传播时，武断地认为这种模式对任何学科都普遍适用，要求教师严格按照模式规定的要求进行教学，其结果导致了教学过程中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的泛滥。

（2）赫尔巴特学派虽然也提出教学中要重视学生的兴趣，但重点却在于让教师把现成的知识灌输给学生，要求学生围绕着教师转，对学生积极性的发挥重视不够，不利于学生能力的培养。正如杜威所指出的：“这种哲学在关于教师在教导学生的责任方面是雄辩的，而在学生的特权方面却几乎是缄默的。……简言之，除了教育的本质——寻求机会进行有效训练的生机勃勃的活力这一点外，一切与教育有关的事实都考虑到了。”[5]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席卷全球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给世界教育带来的巨大的积极影响，又要看到它的不足。

第二节 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

一、齐勒尔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齐勒尔（Tuiskon Ziller，1817—1882）是19世纪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德国早期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于1850年考入莱比锡大学学习法律，曾旁听过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课，并接受赫尔巴特学说的影响。大学毕业后，齐勒尔曾任中学教师，因竭力宣传赫尔巴特的学说使他名声大振，被聘为莱比锡大学教授，主讲赫尔巴特的教育理论。1862年，他又仿效赫尔巴特在该校创办教育研究所和实习学校。1869年，他发起组织并领导了德国科学教育学研究会，使莱比锡大学成为当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活动中心之一。齐勒尔的主要著作有：《普通教育学概论》（1856）、《儿童的管理》（1857）、《教育性教学原理的基础》（1865）、《普通教育学讲演集》（1883）等。

齐勒尔1882年去世，享年65岁。

（二）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齐勒尔是位富有创新意识的教育家。他在献身于弘扬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同时，又发展扩大和修正了赫尔巴特的某些重要观点，形成了他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

1.论教育目的

同赫尔巴特一样，齐勒尔认为，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形成学生良好的道德品质；但他又强调说，品德的形成必须建立在以传授知识为主的教学过程的基础上。齐勒尔说，为了实现培养学生道德品质的目的，掌握知识技能的过程，也就是说教学过程，也必须同时成为教育过程，即帮助学生形成良好的个性，成为“善良的人”，即忠于普鲁士君主制度的人。他强调学校的全部工作都要围绕着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服务，特别是课程的设置要科学，教学方法要恰当，对学生的管理要严格如一，使学校真正成为陶冶学生品德的阵地。

2.论课程编制

在继承赫尔巴特观点的基础上，齐勒尔提出课程编制除应注意学生兴趣外，还要以“文化史阶段论”为纵线，以“中心统合法”为横线来选择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

在齐勒尔看来，德性的陶冶和宗教的陶冶本质是一样的，但德性的陶冶仅靠宗教教义的教授是难以完成的，需要借助多种多样的学科内容的研究学习才能达到。也就是说，它只有凭借划分为不同领域，而且以培养品德的终极目标为中心，各种相互关联、以不同方式起作用的课程，才能统一学习者的思想意识，以保证儿童良好人格的形成。但齐勒尔又认为，在众多学科中，必然有些学科在教学中居于中心地位，这些中心学科必须是能够陶冶学生情操的，它同意志的形成直接结合，能唤起学生的兴趣，成为他们意志行动的源泉。因此，他主张，要以历史、文学、宗教作为学校课程设置的核心，并在这些核心课程周围配以自然科学、数学、地理、体操、技能、唱歌、劳作等，把它们统合起来。这就是齐勒尔首创的“中心统合课程论”。

齐勒尔根据赫尔巴特关于儿童学习的材料应与儿童发展阶段相联系的观点，创立了“文化史阶段论”。他认为，儿童是教育的对象，儿童心理发展是有一定顺序的，儿童心理发展的顺序是与人类文化发展的顺序相一致的。因此，根据人类文化发展顺序排列教材，既使儿童容易理解，也容易调动他们的学习兴趣，方便他们的学习，更好地形成他们的个性。

根据文化史阶段论，齐勒尔为德国的国民学校提出了“核心学科”——历史和文学的教材排列方案：[6]

第一学年 叙事童话

第二学年 鲁滨孙漂流记

第三学年 酋长时代，长老史，杜林根之歌

第四学年 裁判官时代，土师史，尼伯龙根之歌

第五学年 犹太王政时代，国王史，德意志王国创立

第六学年 耶稣传，宗教改革史

第七学年 行徒行传，德国自由战争

第八学年 宗教改革史（路德教义问答），新德意志帝国的创立

齐勒尔重视历史、文学核心课程，强调以它们为中心把自然科学、音乐、地理课程联系起来，根据人类文化发展顺序来排列教材内容，适应了当时德国统治者强化道德教育的需要，也为改革以宗教教义为核心的传统德国中小学课程设置提供了新的思路，为科学课程论的创立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论五段教学法

赫尔巴特试图把教学的步骤和人们思维的步骤一致起来，提出了教学过程中的四个阶段，即明了、联想、系统和方法；并认为教师运用这四个步骤进行教学是可行的，在各科教学中是普遍适用的。齐勒尔对赫尔巴特的教学阶段理论倍加赞赏，但他在实践中认识到赫尔巴特对这“四段教学法”论述得还不很确切，也不容易在教学中普遍推广。经过长期的研究，他提出把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中的“明了”可以改为“分析”和“综合”，并对各个阶段的任务和运用要求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形成了他的“五段教学法”。

第一阶段：分析，即教师在上课前要引导学生对所学新教材进行必要的分析，引导学生做好上课的准备。也就是说，教师要通过运用直观教具或讲解的方法，对学生所学的新教材进行明确的提示，激发学生在新的情景下学好新教材的兴趣。

第二阶段：综合，即教师在前一阶段的基础上，引导学生通过思考活动把教师所讲的新教材进行必要的综合，把教师讲的新教材尽可能地吸收到原有观念体系中去。教师在这一阶段应主要运用讲解的方法进行教学。

第三阶段：联想，即教师要引导学生把他所学的新观念与以前所学的观念进行比较，并开始融合到原有概念中去，但尚未出现最后的结果。齐勒尔认为，学生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只有把新旧观念进行融合，才能使所学的知识对学生个性的形成发生影响。由于学生在这一时期的兴趣活动处于获得新知识（新观念）的期待阶段，因此，教师应当在教学中与学生进行无拘束的谈话，运用分析的教学方法进行教学。

第四阶段：系统，即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所学的观念从具体中抽象出来，形成系统化的有条理的知识。齐勒尔认为，学生在联想阶段所形成的新旧观念之间的联系并不是十分有序的，很可能是杂乱无章的，所以，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新旧观念的联想进行审思，使新旧观念之间的联想系统化，并能用准确的语言把所学的概念清晰地表达出来。由于学生此时的兴趣活动正处于探求的阶段，因此教师应该运用综合的方法进行教学，促使学生形成条理化的知识。

第五阶段：方法，即教师不仅要引导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观念），还要引导学生运用知识、巩固知识，掌握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方法。齐勒尔认为，“仅仅掌握知识而不会运用，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必须知道如何运用知识”[7]，因此不能让学生掌握一大堆死的知识，而要让学生通过习题、独立作业和按照教师的指示改正作业中的错误等“实际活动”，运用所学的知识解决实际问题，从而熟练地掌握运用知识的方法。

赫尔巴特指出，由“个别的明确清楚”，到“许多个别的联合”，再到“已联合的许多观念群的系统化”，最后“依照观念的系统化进行某种应用”，“这些阶段是迅速地一个接着一个的，它们是教学应遵循的心理顺序，必须依次仔细做到”。[8]齐勒尔对此表示同意。他认为，“分析”“综合”“联想”“系统”“方法”五段教学法的顺序也是依次进行的，不能随便更改。而且，他也认为，五段教学法在中小学各科教学中是普遍适用的，因为这是在他所领导的实验学校中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结论。由于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的不同，教学对象——学生也经常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因此他强调教师应该根据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以及学生身心发展的实际，机动灵活地运用五段教学法进行教学，不能把五段教学法当作千古不变的教条去生搬硬套。

齐勒尔在长期的教学实验中认识到，要有效地实施五段教学法，还必须对各门教学内容进行合理的安排，“即把各年级所设各门学科的教学内容分成数个项目，这样分出来的每一项目，谓之教法单元”[9]。在他看来，把各门学科的内容分成若干教法单元，也就是把它们编成若干章节，而每次上一节课要讲的内容最好是一个教法单元恰好能完成的。齐勒尔倡导的“教法单元”对于有效地推广他提出的五段教学法，确保中小学课堂教学有条不紊地进行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齐勒尔积极宣传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在弘扬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同时，创立了“文化史阶段论”和“中心统合法”课程论，创造性地为德国初等学校设立了以强调品德陶冶为目的、以历史和文学为核心的课程体系，在当时很受德国教育当局赏识，在德国各地初等学校被广泛应用。他通过研究创立的“五段教学法”是对赫尔巴特“四段教学法”的重大修正，使之更适合于普通教师在中小学教学实践中广泛应用，因而提高了教学质量。

总之，齐勒尔是早期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对赫尔巴特学说在德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德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兴起与在德国各地的传播是和齐勒尔的长期忘我工作分不开的。

二、斯托伊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斯托伊（Karl Volkmar Stoy，1815—1885）是19世纪德国著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活动家，是早期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从梅林文法中学毕业后，他考入莱比锡大学研究神学，后因对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感兴趣而改学哲学，尤其对教育哲学颇有研究。1837年，斯托伊从莱比锡大学毕业后赴格廷根大学学习，多次听过赫尔巴特讲授的教育哲学课，后在赫尔巴特的指导下研究教育哲学、教育学和教学法。他曾在一所私立学校从事了几年的教育管理工作，积累了不少教育工作的实际经验。1843年，斯托伊开始在耶拿大学、海德堡大学任教（其间一度曾担任一所师范学校的校长），讲授哲学、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法等课程。斯托伊是一位富有同情心的、善于鼓舞人的教师，他在耶拿大学40年的教学生涯中，广泛宣传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他和齐勒尔等人通过多方努力，组织并领导了德国的科学教育学研究会，会员遍及全德国。斯托伊还在德国科学教育学研究会的基础上建立耶拿大学教育研究所，专门研究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经常举办赫尔巴特教育学说讲座，吸引了许多德国国内和国外的学生来耶拿大学学习，促进了早期赫尔巴特学派的形成和赫尔巴特学说在德国及世界各国的广泛传播。斯托伊一生注重将赫尔巴特学说做理论上的阐述、补充和发挥。其主要著作有：《教育学百科全书》（The Encyclopedia of Pedagogics 1861、1878）、《学校与生活》（School and Life）、《师范学校的组织与管理》（Organization and Management of the Normal School）、《祖国地理与语言教学》（Home Geography and Instruction in Language）等。

斯托伊于1885年去世，享年70岁。

（二）教育思想

斯托伊是一位极端保守的赫尔巴特主义者。他对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贡献不在于根据赫尔巴特学说提出些什么有创见的观点，而在于对赫尔巴特学说比较深奥晦涩的概念进行解释，并把赫尔巴特的学说用来解决中小学教育实践中面临的实际问题。

1.论教育目的

斯托伊和齐勒尔一样，完全赞同赫尔巴特的教育目的论，认为学校教育的终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良好品德的普鲁士所需要的公民。但他又指出，赫尔巴特主张通过教学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形成学生道德认识的基础的观点是极其正确的，因此，他也强调教学应具有教育性，主张通过教学对学生进行多方面的陶冶，以便完全实现预定的教育目的。

2.论课程设置

从实现培养德国统治阶级所要求公民的要求出发，斯托伊极力赞赏赫尔巴特的根据学生的兴趣设置课程的理论，即根据学生属于来自对事物认知方面的兴趣，设置数学和其他自然科学；根据学生属于来自社会交际和人际关系方面的兴趣，设置历史、语言、文学、宗教等学科。他认为，赫尔巴特根据兴趣理论建立起来的课程体系，内容广泛，门类多样，安排系统，有利于教师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知识，能够切实保证提高教育质量。斯托伊虽然同意齐勒尔的“应把历史发展阶段作为呈现人类文化遗产科目的指导思想”，但他反对过分地强调历史、文学学科的重要性，认为这样做会破坏课程的完整性，不利于学生的品德得到多方面的陶冶。他完全不同意齐勒尔把《叙事童话》和《鲁滨孙漂流记》分别作为小学一、二年级品德教育教材的做法，也极力反对齐勒尔的以历史、文学为核心设置课程的做法。在他看来，齐勒尔对课程设置的革新“是非常有害的，是对赫尔巴特学说的极大歪曲”，他说：“齐勒尔的课程改革总的来讲是不好的，即使其中有好的成分也不是他最先发明的。”[10]

3.论教学阶段

对于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斯托伊并没有太多的阐述和创新，但他和他的学生在耶拿大学附属的实验学校中对赫尔巴特四段教学法在教学中如何应用做了大量的工作，强调应简化程序，使每一位普通中小学教师在教学中能容易地应用。

斯托伊认为，教学过程的四个阶段是赫尔巴特根据“统觉”理论揭示出来的教师讲授新教材、学生学习新知识应当遵循的心理顺序，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的规律。因此，他强调教师不论何种主题，不论主题范围大小，都必须按照四段教学法的规定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地进行教学。在斯托伊看来，只有严格地按照这些程序进行教学，才能使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效地掌握知识，同时也潜移默化地帮助他们形成良好的品性。

斯托伊积极投身于宣传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运动，重视应用赫尔巴特学说解决教育实践中的实际问题，使耶拿大学成为当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中心之一，培养了一大批赫尔巴特主义者，为赫尔巴特学派在德国的广泛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但是，斯托伊的思想是极端保守的，他不顾当时德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一味坚持按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原意指导教育工作，很少对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进行丝毫的变动，因而原来崇拜和信奉他教育学说的人很多后来也脱离了他，去寻求更适合德国当时实际的赫尔巴特学派，斯托伊的学生莱因（也是齐勒尔的学生）则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

三、莱因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莱因（Wilhelm Rein，1847—1929）是19世纪中后期德国著名的教育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中学毕业后，他就学于莱比锡大学、海德堡大学、耶拿大学，先后研究过神学、哲学，后对教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致力于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的研究。由于他聪明过人、成果颇丰，因而在德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中名声大振。莱因于1872年在德国一师范学校任教师、校长。在他的倡导下，该师范学校致力于将赫尔巴特学说运用于教学改革中，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他于1878年与他人合著出版的以赫尔巴特学说为依据的《国民学校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成为当时德国师范学校一本很受欢迎的教科书，并为各国教育界广泛采用。在1885年斯托伊去世后，莱因被聘为耶拿大学教授，主持耶拿大学教育学讲座，讲授教育学、伦理学和教学法等课程，并领导耶拿大学教育研究所及其附设实习学校的工作，举办赫尔巴特学说研究班，吸引来自世界各国的学生前往学习。从1886年到1911年，莱因先后培养了2000多名国外学生。这些学生回国后，把赫尔巴特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推广和普及到许多国家，形成了持续时间很长的、声势浩大的、遍及世界各地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莱因和他的同事们经过多年研究编写了8种教学参考书，详细阐述了如何解决一年级至八年级各科教学中的实际问题。他还创办《耶拿大学教育研究所学报》，使它成为当时德国及其他国家最具影响力的学报之一。

莱因的主要著作有：《教育学大纲》《普通教育学》《国民学校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教育伦理学》《德意志学校教育》等。

莱因于1929年去世，享年82岁。

（二）教育思想

在继承了齐勒尔、斯托伊教育理论精华的基础上，莱因结合自己的教育实践形成了他的教育理论体系。

1.论教育目的

莱因继承了齐勒尔、斯托伊的教育目的说，强调教育的最高目的是把每个学生培养成为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具有良好品德的公民。他认为，教育工作者的根本职责，并不在于向学生传授多少知识，使他们在学业上有多大成就，而在于“把学生培养成为具备善良意志的人”[11]。在莱因看来，善良的意志是一个人值得他人尊敬，能为社会做出应有贡献的基本条件，具有这种条件的人才是成熟的人。因此，他指出：“教育家应当这样教育他的学生，应当以这种理想人类的人格作为他未来的人格。”[12]他强调学校教育全部工作的重心应放在学生品德的陶冶上，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为社会培养出“诚心实意的、为别人着想的、严于律己的和有高度原则性的人，是一个集正直和热情于一身的人”。[13]

在继承赫尔巴特以及齐勒尔和斯托伊的观点的基础上，莱因认为，学校培养具有善良意志的人的教育目的仅靠空洞的说教和严格的纪律约束是难以实现的；这样的任务只有通过教育家精心地编写具有时代气息的教材，教师通过选择恰当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有目的、有计划的教学过程中才能完成。

2.论教学内容和教材的编写

莱因认为，教学占据了教师和学生大量的精力以及在学校中的大部分时间，如果教育目的在于培养学生善良的意志，那么教和学就必须以某种方式和意志的发展发生联系，教育必须通过教学这个途径来形成学生的“思想之环”，并通过这个过程培养学生善良的意志。

在莱因看来，知识是由适当方式安排的观念构成的，教学的任务就在于设法给学生提供系统的科学化的观念，使其有效地吸收，并加以有效地融化到学生原有的知识体系中去。而导致知识和情感、意志发生关系的催化剂就是兴趣。因此，莱因强调指出：“教学的目的可以由此明确规定为：通过兴趣，培养思想之环，以便有可能使其变成意志力。”[14]

莱因指出，要借助兴趣使各种知识变成良好的意志，实现教学的教育性目的，关键在于有针对性地选择人类积累的科学文化知识，科学地编写富有时代气息的各科教材；同时，根据心理学原理和社会发展需要选择教学内容，合理地编写教材。他认为，编写教材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

第一，教材内容的选择必须能唤起学生的兴趣。在莱因看来，兴趣就是那种使知识具有个人意义的感情体验，是推动学生认识的动力，教材内容的选择只有使学生具有浓厚的兴趣，才能使教学更好地适应学生的能力，才能使学生所学的新知识更容易地与原有的旧知识发生联系，从而更好地理解和运用所学的新知识。

第二，教材内容应当与当前社会和本国人民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相联系。在莱因看来，学生道德品质应当在一系列有目的、有计划的活动中来培养，而这些活动又可能是他现在和未来社会活动中将不可避免地要遇到的。形成学生良好个性的最恰当的教材，也许是本国本民族文化的历史和文学，因而莱因认为，教学科目应围绕着本国本民族的历史和文学这个核心来设置。莱因继承和发展了齐勒尔的“文化史阶段论”，强调教材的编写“应当按照与儿童身上可以看到的心理发展阶段相符合的文化分期的连续次序，从原始到现在来进行”。[15]

莱因认为，要按齐勒尔的“文化史阶段论”和“中心统合法”设计课程，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好四个方面的工作：（1）必须准确地测定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了解儿童每一阶段的心理特点；（2）必须确定人类发展的各个历史文化阶段或民族发展的各个阶段，并详细弄清各个发展阶段的特点；（3）必须尽可能地使后者与前者保持时间上的一致和协调；（4）为了实现教学的教育性目的，必须努力使教师的教学集中到围绕最有助于培养学生德性的某种学科上，这些学科主要应在历史和文学等学科中寻找，它们应成课程体系的核心，其他课程的编排应围绕着历史和文学这些核心学科来进行。

莱因和他的同事们参照齐勒尔根据人类文化史发展阶段论为德国国民学校设计的一至八年级课程的道德、历史课程，在长期探索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完整系统的课程改进方案（详见表18-1）。

表18-1 莱因关于德国国民学校一至八年级道德、历史课程方案[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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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因认为，德国国民学校的课程设置，要以陶冶情操和培养品德学科群（主要是历史和文学）为核心来系统编排。他把文化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两类，并依据这种分类为德国国民学校设计课程体系（具体内容见图18-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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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1 德国国民学校课程体系

在莱因看来，自然科学科目和社会科学科目相结合，才能有效地发挥其教育性的作用。以一年级的中心统合课程为例，由12篇格林童话组成的情操教学科目要发挥效用，就需要自然科学科目的配合；自然科学科目要尽量地从童话中选取恰当的内容，同时要尽可能地从儿童的学校生活与个人经验中补充自然科学的教材，但这些教材要有科学性和教育性。莱因还认为，在图画中，也要以能配合情感教学的内容为题材；唱歌则是表达这种教育性教学和能在学校学生生活中激起激情的重要科目；算术、国语也应同情感教学和自然科学科目的内容相联系，并相互融合。

莱因的课程论旨在培养具有“善良的道德意志”的、德意志统治阶级所需要的忠实臣民，这是同当时德国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相适应的，具有浓厚的保守性和宗教性。同时，这种课程论将自然科学从属于历史和文学（主要是德国史和德国文学），忽视了自然科学科目本身存在的重要价值和系统性，对现代科学技术在社会发展和经济生活中的重大作用估计不足。这正是莱因的课程论的致命缺陷，长期受到反对赫尔巴特学派的人的抨击。

3.论五段教学法及其应用

莱因认为，无论是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还是经齐勒尔修正过的五段教学法，在理论论证上都显得抽象烦琐，难以被一般教师所理解，也不易被一般教师在教学实践中轻松地运用。他和他的同事们在反复研究赫尔巴特和齐勒尔教学阶段理论的基础上，经过长期实验，创立了他自己的“五段教学法”，即预备、提示、比较、概括和应用。

第一阶段：预备，即教师将学生置于一种接受知识的课堂教学的情境中，引导学生在上新课之前，先要引导学生复习或回忆已讲过的与新课有关的概念，真正地把原来已学过的概念弄清楚，激发学生在新的情景下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第二阶段：提示，即教师向学生揭示新教材或新思想。教师在这一阶段要根据学科内容的具体特点，把本节课所要讲的内容向学生简要地展示出来，以便使学生明确本节课所面临的具体任务，在教师的指导下积极思考，寻求完成任务的最佳途径。

第三阶段：比较，即教师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新概念与以前所学过的旧材料联系起来。莱因指出，让学生单纯学习一些抽象的概念而不和以前所学的知识相联系，效果不会好，也很难对学生个性的形成发生任何影响。由于学生这一阶段的兴趣活动正处于获取新知识（新概念）的期待阶段，因此教师在教学中应当与学生进行无拘束的谈话，使他们把所学的新知识和原有的知识联系起来。

第四阶段：概括，即教师要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新知识从具体的事物中抽象概括出来，促使他们形成系统化的概括性的理性知识。莱因指出，学生在比较阶段所形成的新旧知识之间的联系并不是有一定次序的，通常情况下是杂乱无章的，因此，教师要引导学生对新旧观念之间的异同进行比较，对新旧观念之间的联系进行思考，并能用准确的语言把所学的知识简要地概括出来。此时学生的兴趣活动正处于探求的阶段，教师应该运用综合的方法进行教学，促使学生形成条理化的概括性的知识。

第五阶段：应用，即教师引导学生把所学的新知识、新思想付诸实际或检验这些新知识、新思想的正确性。莱因非常赞成齐勒尔的观点：“仅仅掌握知识而不会运用，对于个人和社会都是毫无价值的”，“个人必须知道如何运用知识”[18]。他也特别反对仅仅让学生掌握一堆死的知识，极力主张让学生通过习题、独立作业和在教师指导下改正作业中的错误等实际活动，通过动手动脑，运用所学知识解决与课堂教学有关的实际问题，巩固所学知识，在应用知识的过程中熟练地掌握运用知识的方法。

莱因认为，他的五段教学法在中小学各科教学中是普遍适用的，“特别是在形成学生概念方面，运用推理方法进行教学时尤为有效”[19]，因为这是在耶拿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及德国许多学校经过反复实验得出的结论。但他也认为，教学过程中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存在差异性，教学的对象——学生也处于经常的变化之中，因此，教师应当根据教学科目和教学内容以及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灵活地运用他的五段教学法进行教学，反对不顾实际情况把五段教学法当作医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到处套用，因为这样做只能导致教学质量的下降。

莱因创立的“五段教学法”为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的赫尔巴特学派提供了一个简化的教学模式，它既是系统的，又是实用的，能为教师所理解和容易接受，且便于操作，它适应了19世纪末期世界各国广设学校，普及初等教育，但教师素质普遍不高的实际，易于使一般教师运用他创立的“五段教学法”进行教学，能够保证教学质量，因而受到了各国中小学教师的普遍欢迎，很快在德国及其他世界各国学校中广泛地传播开来，极大地影响了许多国家教学改革的发展。美国著名教育家杜威在评价赫尔巴特学派对教学方面的贡献时明确地指出：“很少有人试图依据一般的原理对进行讲述的方法做出概括，形成公式。其中之一，即赫尔巴特学派把讲授分解为依次相连的五个阶段，对于学生静听的讲述课关系极为重要，而且对讲述课的影响之大，远远超过他们所有的主张。”[20]

莱因创立的“五段教学法”被广泛地用来在师范院校培训教师，而且至今依然在世界各国学校教学中被教师们广泛地采用。虽然许多人并不知道莱因，也不知“五段教学法”的由来，但莱因创立的“五段教学法”思想已深深扎根于教师们的脑海中。美国教育家奥恩斯坦（Allan C. Ornstein）在分析莱因“五段教学法”广泛流行的原因后指出：“广而言之，这些原理（指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仍然是当今课堂发展性教学的指导方针。”[21]

莱因作为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代表，在继承赫尔巴特、齐勒尔等人教育理论精华的基础上，在教育目的、教学内容方面提出了自己独特的见解，丰富和发展了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尤其可贵的是，莱因在耶拿大学附设实习学校经过长期的探究和实验，对赫尔巴特的“四段教学法”和齐勒尔的“五段教学法”进行大胆的改进，形成了他自己简明实用的“五段教学法”，使其很快在世界各国中小学广泛传播，对提高世界各国中小学的教学质量起了重要的作用。莱因在主持耶拿大学教育研究所工作期间，创办赫尔巴特学说研究班，吸引大量国外学生前来学习，他们回国后宣扬赫尔巴特学说，使信奉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的人数大增。总之，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形成和发展，并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声势浩大的、持续时间很长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这一切都是和莱因的活动分不开的。

第三节 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

一、德加谟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德加谟（Charles De Garmo，1849—1934）是美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创始人。德加谟1873年毕业于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1886年毕业于哈尔大学。19世纪80年代中期，他进入德国耶拿大学莱因创办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研究班学习，在莱因的悉心指导下深入地研读了赫尔巴特及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主要创始人齐勒尔、斯托伊、莱因等人的教育著作，系统地掌握了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从德国回到美国后不久，德加谟即于1890年被聘任为伊利诺伊大学的心理学教授。1891年担任了斯旺奇莫尔学院院长（1891—1898）；后任康奈尔大学教育学教授（1898—1914），主讲教育学和教育哲学，介绍和宣传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德加谟还同也曾在耶拿大学莱因创办的赫尔巴特学说研究班学习过的麦克默里兄弟齐心协力，于1892年建立了美国赫尔巴特俱乐部（Herbart Club of America）。1895年，该俱乐部扩大为“全国赫尔巴特科学研究会”，德加谟任第一任会长和学会年鉴编辑。在德加谟等人的努力下，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形成了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持续时间近30年的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德加谟除了大量翻译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著作外，还著书立说。其主要著作有：《方法的基础》（1889）、《赫尔巴特和赫尔巴特主义者》（1895）、《兴趣与教育》（1902）、《中等教育原理》（1907）等。

德加谟于1934年去世，享年85岁。

（二）教育思想

1.论教育目的

德加谟赞同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创始人齐勒尔、莱因等人关于学校教育目的的论述，强调学校教育就是品德形成的教育，即把培养学生优良的民族性格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作为学校教育的最高目的。由于美国是由移民组成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如何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使学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成为当时学校教育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在德加谟看来，品德的形成不能靠空洞的说教来完成，只有“当知识和兴趣适当地融成一体的时候，教学的过程就可导致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发展”。[22]所以，他指出，应该通过合理地安排教学过程，把知识和兴趣恰当地结合起来，使教学具有教育性，从而实现通过学校教育培养学生德行的目的。

和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不同的是，德加谟在强调培养学生品德的时候，更多地把重点放在公共道德的培养而不是仅仅强调个人道德的形成。在他看来，由来自众多国家移民组成的新兴国家，让未来的公民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是重要的，但最根本的需要还在于教育人们在互相尊重、互相理解、互相帮助中共同生活，担负起对社会和国家共同的责任和义务。因此，德加谟极力主张美国学校的德育工作中要特别注意加强公民教育，通过有计划的公民教育，帮助学生“形成正确的社会观念，培养适当的社会倾向和充分形成社会习惯”[23]。

德加谟也明智地感到，在现代社会里，仅仅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社会公德意识，而没有用科学知识武装自己头脑的人，是寸步难行的。因此，他也把培养学生对知识的多方面的兴趣，向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文化知识，进而发展学生的智力作为教育工作的重要任务。德加谟说：“只有通过让学生获取我们生活中所需要的知识，才能发展他们的能力，才能更好地满足他们在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中的需要。”[24]但他又说：知识教育和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不可分的，知识教育的目的必须服从于道德教育的目的，并且应为道德教育目的的实现服务。

德加谟还强调指出：“美国的教育，不能面向少数有钱人的子女，应该向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开放，这是美国社会和经济自由化的必然要求。”[25]因此，可以看出，德加谟强调的教育目的是面向美国社会各阶层，培养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具有强烈的公民意识，具有丰富的科学知识和能有效地适应经济生活竞争需要的人。

2.论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

德加谟仔细地考察了美国从殖民地时期到内战结束以来中小学教学内容和教学科目变迁的历史，认为现代社会中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内容较100年以前是极大地丰富了，若现在无论是单纯地采用殖民地时期以强调宗教为主的课程体系，或是采用强调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的课程体系，或是采用强调以自然科学课程为核心的课程体系，都不能适应美国现代社会的需要。因此，他提出，美国中小学要实现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的目的，就需要从历史、文学、数学、外国语、地理、物理、化学等众多学科中，合理地选择若干科目组合成完美的适应美国中小学实际的课程体系。

德加谟认为，各门课程在实现教育目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有些学科对学生形成良好的品德和公民意识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把这些学科称为“核心课程”。他强调中小学课程体系的构建要围绕着核心课程来进行。和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不同的是，德加谟除了把历史（特别是美国史）、文学（特别是美国文学）作为核心课程外，还特别强调应把地理（特别是美国地理）也列入核心课程，因为地理在学生品德的形成过程中起着其他学科难以发挥的重要作用。在德加谟看来，学生通过学习地理（特别是美国地理），可以使学生更好地了解本国山川河流的特点和本国自然环境及自然资源的分布情况，熟悉各地的风土人情，从而使他们对自己伟大祖国有更多的了解，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感，树立建设自己伟大祖国的雄心壮志。

在强调以历史、文学、地理为核心课程的基础上，德加谟还特别重视数学、物理、化学、外国语、图画、唱歌、游戏、体育、手工制作等学科的作用，主张通过科学的搭配使它们成为合理的课程体系，以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使他们主动地投身于学习过程中，更好地为实现教育目的服务。

德加谟还强调每门学科内容的编制要考虑学生身心发展的特点，课程内容的编排要与人类文化发展阶段相适应，在学生不同的年龄阶段应选择不同的教学内容，以便培养学生多方面的兴趣，使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这门学科的内容，并充分发挥这门学科在教育学生中的作用。德加谟倡导的课程论在美国影响很大，对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中小学课程内容和体系的改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3.论五段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在学习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学阶段理论的基础上，德加谟在教育实践中进一步探索符合美国中小学实际的教学模式，提出了他自己的“五段教学法”。

德加谟的五段教学法[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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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知到行

德加谟对他所创立的“五段教学法”进行了详细的、通俗化的解释，并对于每一阶段教师的任务和基本要求都有具体的规定，以便于教师更好地理解和接受。他通过美国赫尔巴特俱乐部（后来易名为全国赫尔巴特科学研究会）组织优秀教师到全国各地运用他创立的五段教学法进行示范教学，使许多中小学教师感到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创立的“五段教学法”提供的教学步骤是切实可行的，便于操作，也能提高教学效率。

但正如杜威所指出的，美国赫尔巴特学派创始人德加谟等人倡导的“五段教学法”是有严重缺陷的：它强调教学过程的程序化，容易使教学走向形式主义；它要求学生围绕着固定的教材和教师转，易于向学生传授现成的有定论的理论知识，教师在课堂上给予学生动手动脑的机会很少，不利于学生能力（特别是动手能力）的培养。

德加谟在吸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代表人物齐勒尔、莱因等人的教育学说时，不是盲目地照搬，而是根据美国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具体实际，有目的、有计划地对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进行改造，使之形成了具有美国特色的赫尔巴特学派。德加谟对于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形成和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地开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德加谟不仅重视宣传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还特别强调把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用来指导当时中小学的教育教学改革，在美国教育理论科学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美国教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麦克默里兄弟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1.查尔斯·A.麦克默里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查尔斯·A.麦克默里（Charles A. McMurry，1857—1929）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教育家、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于1876年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毕业后曾在该校附属实验学校任教，后又担任过该实验学校的校长。19世纪80年代后期，查尔斯·A.麦克默里在德国耶拿大学莱因创办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研究班学习，系统地掌握了德国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的精华。他回国后赴乔治·毕波底师范学校任教，讲授教育学。这一时期，他和德加谟等人极力宣传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参与组织和领导了美国赫尔巴特俱乐部的工作，并根据美国的实际情况对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理论进行改造，形成了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查尔斯·A.麦克默里后半生主要从事教授赫尔巴特学派教育学及传播推广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的工作，编辑出版了全美国赫尔巴特科学研究会年鉴，写出了许多关于中小学各科教学法的文章，编写出不少中小学各科教学书。其主要著作有：《讲授方法》（与F. M. 麦克默里合作，1897）、《普通方法概要》（1892）和《设计教学》（1920）等。

查尔斯·A.麦克默里于1929年去世，享年72岁。

2.弗兰克·M.麦克默里的生平和教育活动

弗兰克·M.麦克默里（Frank M. McMurry，1862—1936）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著名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美国赫尔巴特学派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与他兄长一样都热心于宣传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也因此而闻名于美国和其他国家。弗兰克·M.麦克默里曾先后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立师范大学和密歇根大学学习，对哲学和教育哲学颇有研究。受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他于1887—1888年和德加谟等人慕名前往德国耶拿大学莱因创立的赫尔巴特教育学说研究班，学习和研究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学说。后转入德国海伦大学学习，1889年获海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892—1893年，他又获日内瓦大学和耶拿大学博士学位。弗兰克·M.麦克默里在《教育四十年回忆录》一书中写道，当他第一次接触到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时的兴奋之情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他和德加谟等人都认为真正找到了解决美国教育问题的金钥匙；他认为这一时期的学习对他教育思想的形成影响很大，在那里所接受的教育训练改变了他对许多教育问题的看法。[27]弗兰克·M.麦克默里回国后与德加谟和他兄长等人组织和领导了美国赫尔巴特俱乐部（后易名为全国赫尔巴特科学研究会）的工作，并先后在伊利诺伊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任教，讲授教育学等课程。他曾编写过许多受中小学师生欢迎的教科书。其主要著作有：《讲授方法》（与查尔斯·A. 麦克默里合作，1897）、《教育四十年回忆录》等。

弗兰克·M.麦克默里于1936年去世，享年74岁。

（二）教育思想

从查尔斯·A.麦克默里和弗兰克·M.麦克默里的论著中，可以把他们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1.论教育目的

从德国赫尔巴特学派强调的道德生活是人类生活中的最重要部分的原则出发，麦克默里兄弟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品德，帮助他们形成善良的个性，使他们成为具有强烈爱国意识的公民。在他们看来，“儿童自身的幸福和国家的繁荣，对道德教育和性格培养赋予最神圣的职责。学校工作中学生所学的所有功课，比如有用的知识和良好的智力训练，都应服从于和服务于道德教育和性格培养的目的”。[28]

麦克默里兄弟认为，道德教育的核心部分在于学生良好性格的培养。在他们看来，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许多公民所组成的群体，公民性格的培养则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前途，因此，学校教育工作的重点在于培养学生良好的性格。

麦克默里兄弟在思考道德教育目的时主要是从个人利益角度考虑的。他们认为，如果个人具有良好的性格，那么，由个人组成的国家必定是繁荣稳定的。因此，他们极力主张设计教育目标时应该从个人需要出发，而不能因为强调国家利益而牺牲个人利益。这是他们典型的资产阶级个人本位主义人生观在教育领域的突出反映。

麦克默里兄弟认为，在确定了教育目的之后，就应该寻找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弗兰克·M.麦克默里曾这样说：“许多人认为教师的个性是影响学生性格形成的潜在因素，但我觉得教师合理组织的教学在学生性格的成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教师指导学生学习所用的教材中已包含着许多教育性因素，能对学生个性的形成发挥重要影响，既可起好的作用，也可起不好的作用。”[29]因此，麦克默里兄弟强调要实现教育的教育性目的，关键在于教师科学地编写和合理地组织教材。他们把它称为“实现教育目的的途径或工具”。[30]

在麦克默里兄弟看来，“意愿”是一个人性格中的决定性因素，因而它也应成为美国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他们认为，儿童不得不努力学习学校课程表上的所有学科，那是因为经过精选的各门学科的教材中包含着人类文化道德观念的精华，教师则是学生值得模仿的典范。因此，麦克默里兄弟运用建立在理性心理学基础上的赫尔巴特学派理论反复论证：“具有良好的性格和道德意识的公民是可以通过教师运用正确的方法讲授选择含有良好道德思想因素的课程来实现的。”[31]

2.论兴趣在教学中的作用

麦克默里兄弟认为，兴趣是教育性教学理论的基本概念。兴趣赋予人们有关人的含义的知识，并使其具有个人的意义。“在整个教育学思想大事年表中都表明，古代的和现代的教育学已经引起教师注意的就是兴趣的原理，它是唯一特别注重感情生活的”。[32]

在麦克默里兄弟看来，兴趣是教学的最高目标。弗兰克·M.麦克默里就指出：“对于赫尔巴特主义者来讲，强烈的永久性兴趣是教学过程中最高的目的，知识的获得过程应受兴趣的制约。”[33]通过研究，麦克默里兄弟认为，兴趣具有以下两大功能。

第一，兴趣是教育过程中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麦克默里兄弟认为，每一个学生学习过程的主要部分，都会受到有无兴趣的影响。如果学生对某一事物有兴趣，他才会注意这一事物，而且兴趣越浓厚，注意的程度才会越高，反之亦然。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说，注意是学习过程的第一步，而只有兴趣的人才会对事物产生注意，因而兴趣也是教育过程中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

第二，兴趣的强弱与学生的学习效果的好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麦克默里兄弟认为，一个人要取得良好的成绩，对学习没有兴趣是不可能的，兴趣是学生学习的推动力，指导并保证学生思维的正常进行。学生只有形成浓厚的兴趣和强烈的学习动机，才能更好地把所学的知识与原有的知识有效地联系起来，更好地理解和掌握所学内容，从而促进学习成绩的不断提高。因此，他们强调兴趣是教育教学过程的基础，要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就必须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弗兰克·M.麦克默里指出：“兴趣是教学的最高目的，而观念是达到目的的手段。那就是说，兴趣是目的，知识是手段。”[34]因此，在麦克默里兄弟看来，判断教学效果的好坏，不在于学生知识获得的数量，而在于学生是否具有了浓厚的学习兴趣。

在论述了兴趣的作用后，麦克默里兄弟大力呼吁要改革传统教学理论中忽视学生兴趣的陈旧思想，使学校的各项活动生动有趣，以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他们强调对中小学课程的设置和选择，要切实适合儿童的发展水平和他们的兴趣。因为如果学生所学的课程内容超过了他们的理解能力，或者他们对所学内容缺乏充分准备，那么，学生就不可能对所学习的内容产生兴趣。因此，麦克默里兄弟强调“教材编写的内容必须限于学生统觉能力的范围内，必须与学生心灵中原有观念发生联系，还必须适应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发展水平和兴趣类型。”[35]他们还指出，为了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教学方法的选择和应用上，在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中都要进行相应的改革。

晚年的麦克默里兄弟几乎完全抛弃了他们早年的赫尔巴特学派思想，而强调学校的教学要完全围绕着学生的兴趣转，根据学生的兴趣选择课程、教学方法，让儿童自由自主地学习，成为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学派的忠诚的拥护者和盟友。

3.论教学内容和课程编制

麦克默里兄弟根据兴趣功能的原理指出，兴趣对于课程的重要意义在于它对学生道德教育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兴趣是品格发展的核心因素，教育工作如果不从道德的角度对学生的兴趣加以引导，它对学生道德的影响就很难达到预定的目的。因此，他们指出在编制课程和选择教学内容时，务必使其产生导致学生良好愿望和行动的兴趣。由于课程内容繁杂，要发挥课程的教育性作用，就要选择一些重要的人文学科作为课程内容的核心。弗兰克·M.麦克默里指出：“由于历史和文学用来专门研究人类的动机和行为，它们对学生品德的形成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因此，历史和文学应该在公立学校的各个年级开设。”[36]即强调历史和文学学科在中小学课程体系中的核心地位，其他学科如地理、数学、化学、图画、唱歌、体育和手工操作等，不仅要围绕着核心课程来开设，并且要为核心课程服务。

麦克默里兄弟还特别强调“相关”在课程编制中的作用。在他们看来，中小学所设立的各种教学科目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的，因此，教师在编制教材时，要选择两门以上的学科，把它们组合成综合学科，例如，综合自然科学、综合数学等。查尔斯·A.麦克默里解释说：“例如，关于明尼阿波利斯瀑布的论述，除了商业、铁路、明尼阿波利斯瀑布等严格的地理关系之外，还应通过必要的说明，介绍瀑布下方的岩石地层和峡谷（地质学），磨坊、汽轮和齿轮转动的原理（物理学），松木厂和松林（松树），早期历史（印第安人和阿拉伯人）等等。”[37]从麦克默里兄弟对相关课程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他们期望通过在中小学设置一些综合课程，促进学科知识的密切联系和结合，有利于学生形成一种综合的观点且能够记忆牢固的知识，也便于应用它们来解决新的实际问题和学习新的知识，“从而教会学生去寻求、理解和培养适合于正在形成的思想倾向的种种关系”。[38]

4.论五段教学法在教学中的应用

麦克默里兄弟认为，在确定了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编制的问题之后，运用何种教学步骤和何种教学方法进行教学，便成了提高教学质量的关键。在继承莱因的“五段教学法”的基础上，他们提出了自己的“五段教学法”，并对各个阶段的特点和对教师的要求提出了自己的看法[39]。

第一阶段：回忆，即教师引导学生把与所学教材有关的经验回忆起来，以便学生为学习新教材做好准备。他们强调教师在导入新课之前，先要引导学生回忆已讲过的与新课有关的内容，激发学生在新的情景下学习新知识的强烈欲望。

第二阶段：提示，即教师在学生回忆原有的知识基础上，且有了强烈的学习欲望时，运用学生熟悉的知识向学生解释新概念，以便他们理解[40]。

第三阶段：比较和分离，即教师要在学生理解教材的基础上，让学生把所学的概念和原有概念进行比较，区分出本质的和非本质的东西，以便学生在头脑中保留本质的东西，而把非本质的东西彻底地抛弃。

第四阶段：概括，即教师引导学生在比较和分离的基础上，对所获得的知识进行归纳和整理，让学生从具体化的知识中把最本质的概念或原理概括出来。

第五阶段：运用，即无论学生学习了些什么知识或找到了哪些原理，教师必须确保学生会运用它们。

麦克默里兄弟认为，“这五个步骤在学习中是必要的，因为所有人在获得知识过程中都要经历这些阶段”。[41]通过运用赫尔巴特学派兴趣原理和统觉理论，麦克默里兄弟揭示了一个有条理的教学步骤，这样教师在教学中就能非常容易地运用“五段教学法”进行教学，且能保证教学质量的提高，因而很受教师们的欢迎。麦克默里兄弟与德加谟等人创立的“五段教学法”在美国师范院校和中小学教学实践中盛行了几十年之久，对美国师范教育的发展和中小学教育质量的提高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正如杜威所说的，赫尔巴特学派“五段教学法”的优点又正是它的致命缺陷。麦克默里兄弟等人倡导的“五段教学法”强调教师把现成的书本知识按照规定的步骤进行教学，容易造成教学过程模式的形式化，不利于教师创造性地发挥；同时，它强调学生按照教师规定的步骤去被动地接受知识，难以使学生有更多的动手动脑的机会，不利于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也难以对学生因材施教，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杜威曾指出：“这种见解的基本理论缺陷在于，忽视了有机体活动的存在和特殊作用。”[42]

尽管查尔斯·A.麦克默里认为“赫尔巴特比其他任何哲学家提出了更多更好的教育原理”[43]，但值得注意的是，麦克默里兄弟并不像其他赫尔巴特主义者在时代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依然顽固地坚持赫尔巴特学派的教条。他们在20世纪初就抛弃了赫尔巴特学派理论中的陈腐内容，提出反对僵死的形式主义，转而接受杜威的“从做中学”理论，去推广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麦克默里兄弟因宣传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组织和领导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运动而名扬天下。美国赫尔巴特学派运动开展得如此迅速，范围如此之广，持续时间如此之长，在世界各国都是罕见的，而这一切也是和麦克默里兄弟等人的活动分不开的。麦克默里兄弟对以莱因为代表的德国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理论的主要内容进行了重大修正，使之更适合于美国教育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作为美国赫尔巴特学派主要创始人的麦克默里兄弟，并不是保守僵化地坚持赫尔巴特学派的教条不变，而是根据美国20世纪初的社会和教育实际情况，吸收实用主义教育理论的合理因素，使之更好地改造赫尔巴特学派理论，抛弃其不正确因素，保留其原有的积极因素，更好地为美国的教育改革服务。

即使在今天世界各国的教育教学中，无论是教科书的编写，还是教学方法的运用，依然可以感觉到赫尔巴特学派的影响。这说明了赫尔巴特学派运动虽然早已结束，但赫尔巴特学派教育理论中的一些观点依然会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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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实验教育学思想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现代实证科学的形成和发展，为把教育学真正从哲学中解放出来，提高到独立的科学高度，欧美国家的一些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尝试将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法运用到教育研究领域，从而产生了以教育实验研究为标志的实验教育学。它最先出现在德国，后扩展到其他欧美国家，成为20世纪初期很有影响的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潮。实验教育学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德国的梅伊曼（E. Meumann）和拉伊（W. A. Lay）。实验教育学思想是20世纪初期教育科学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为教育学真正走向科学化做出了其独特的贡献。

第一节 实验教育学思想的产生

一、实验教育学产生的原因和背景

19世纪是资本主义社会迅速发展的时期，同时也是自然科学蓬勃发展的时期。自然科学的勃兴以及实证的研究方法的流行，促成了“科学万能”“实证万能”的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实证主义哲学反对思辨的哲学，强调对于一切事物都应从事实上得到证实。在这种哲学思潮的影响下，实验被看成是验证假说的一种最有效的手段，许多学科也成为“实验科学”。

早在19世纪30年代，在德国生理学家米勒（Johannes Miller）的倡导下，生理学逐渐成为一门实验科学。它为儿童研究提供了许多基础研究成果，例如，胚胎生理学揭示人类胚胎发展史是动物进化过程的复演。此外，通过大量的实验和观察，生理学家对人体的生理结构和机能，尤其是神经系统的解剖结构有了基本的了解，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人的一些生理现象，同时为心理实验和教育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与方法。

正是在实证主义的哲学思潮以及实验生理学的影响下，实验心理学得以产生和发展。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设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以生理学、生物学和医学为依据，用归纳的、实验的、统计的方法去研究人的各种心理现象，探求以量的数据说明心理的客观法则。冯特还于1883年创办了《哲学研究》杂志，刊登了大量有关心理学实验问题的报告。这些报告大多集中于对儿童视觉、听觉反应时间的实验研究，并通过统计分析做出相应的结论。冯特利用心理学实验室，一方面从事于开拓性的心理学研究，另一方面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其中就有实验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梅伊曼。

实验心理学对儿童心理的实验研究为实验教育学提供了理论的依据；更重要的是，它为实验教育学提供了具体的研究方法——实验法。美国的麦柯（W. A. McCall）在推广教育实验法时说：“今日实验之技术，除少数之例外，概为一部分教育心理学家所专有。”[1]例如，教育实验中常用的比较实验法便是心理实验的基本方法。这种实验一般将实验对象分为2组或3组，一为控制组，另一为实验组，通过改变实验组某一因素后，观察比较两组的结果，然后得出结论。实验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拉伊的“语言比较实验”就属于这一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实验心理学促成了实验教育学的产生；甚至可以说，没有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就没有实验教育学。当然，并不否认，实验教育学也从实验生理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研究的成果中借鉴和吸取了许多理论，并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拉伊就认为，实验教育学应有理论上及实际上广博而深刻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所有的生物学科和哲学学科。

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固然是促进实验教育学产生的一个动因，因为它为实验教育学提供了科学基础。然而，导致实验教育学产生的直接原因是学生课业负担过重以及精神疲劳等问题。19世纪，由于自然科学的发展及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许多自然科学被引入学校成为课程内容的一部分。而且，当时新人文主义盛行，新人文主义者竭力主张人格的陶冶，反对狭隘的、片面的教育，因而在原有的学校课程中又加入了种种新的科目以达到此目的。同时，这一时期世界各国间的交流增多、冲突加剧，使外域知识的学习显得越来越重要，这也同样反映到学校课程中来。因此，这一时期中学的主要科目除原有的拉丁语、希腊语之外，还大量增加了人文科学、自然科学和现代外语，有些学校甚至还增加了一些职业课程以适应社会的需要。科目的大量增加导致学生课业负担过重，精神过度疲劳，身体健康恶化。这个问题首先引起医学界的注意，随后成为1860年以后教育界所关注的一大问题。世界各国学者都希望能从生理学、心理学中寻找到解决这个问题的途径和依据。一些国家的教育和心理学者便开始采用实验和统计的方法对学生进行“疲劳测定”，为改善学生的健康状况制造舆论和提供实施依据。世界各国政府一般都支持这类研究，有的还从经济上资助设立教育实验室。此后，儿童疲劳问题的研究逐渐发展成为改进教学方法的实验研究。1896年，拉伊发表了《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正字教学法指南》，探讨拼写的教学方法问题。因此，可以说，教育工作的客观需要成为实验教育学产生和发展的直接动因。

至于“实验教育学”的概念，是由德国实验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梅伊曼在1900年首先提出来的。他把对儿童学习疲劳、学习经济性问题的研究称为“实验教育学”。1905年，梅伊曼和德国实验教育学的另一位主要代表人物拉伊共同主编《实验教育学》杂志，刊登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大力宣传推广教育实验。1908年，拉伊出版了《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一书，系统阐述了实验教育学的性质、目标、体系和方法。这类论著的传播为德国实验教育学派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当然，产生于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实验教育学也有其深刻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当时，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间政治和经济竞争的加剧，反映到教育领域便是进一步发展和改革教育，以促进各自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增强竞争实力。这一时期，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已普遍实施了义务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也有很大发展，但各国教育不仅在教育体制上沿袭了传统的做法，而且在教育理论上依然是赫尔巴特的“主知主义”教育理论占有主导地位。传统的儿童观以及划一的教学模式，极大地限制了儿童身心正常、自由地发展。可以说，教育领域中的落后状况与社会的迅速发展形成了明显的反差。因此，这一时期涌现出一大批教育改革家，他们在抨击旧教育的同时，或创办新式学校，或试图创立一种新的教育学说。梅伊曼和拉伊便属于后者。

实验教育学首先产生在德国，这也不是历史的偶然。尽管英国是第一个爆发工业革命的国家，而且工业革命曾促进了英国的科学发展，使之出现过一批科学巨匠，但英国政府对科学一向采取放任政策。它虽然给予科学家从事研究的自由，但从不给予科学家经费上的支持。这就延缓了科学转化为生产力的过程，并进而使科学发展失去动力。因此，英国的科学从18世纪起开始衰落，这也必然会影响到其教育科学的发展，因为教育科学的发展是与整个科学的发展相一致的。

18世纪的法国曾是世界文明的中心，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大多是理性主义者，他们相信知识就是力量。理性主义者认为，科学能为法国大革命提供思想武器，能主宰历史，科学更能促进生产发展，更能巩固国防。但动荡不安的法国不是科学的最佳园地，而且法国也不会成为心理学研究的基地，因为法国人感兴趣的是知识而不是人，是人的知识理性而不是活生生的人的需要。

对于德国来说，它深受18世纪法国科学精神的影响，19世纪人的非理性的种族经验又成为德国人关心和研究的重要对象之一。德国人认为，科学方法可以用于全部知识领域；而且，德意志民族重视对观察到的事实进行认真的、彻底的和谨慎的搜集，爱好分类或归纳的方法。这些都为德国心理学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前提。德国在生物科学研究领域以及在感官生理学研究方面的领先地位，使得实验心理学首先诞生于德国，这些都为实验教育学提供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和实验技术基础。此外，德国还是以赫尔巴特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的大本营，建立在抽象的思辨基础上的教育学在社会变革面前无法将教育导向新生。传统的教育观、忽视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的学校制度、呆板的课堂模式以及传统的课程内容和机械的教学方法，使得德国的学校教育不能与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发展相适应。这种状况无疑引起了当时德国众多社会人士，包括教育家、心理学家、医生、生物学家和生理学家的重视。他们受实证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从实验生理学、实验心理学的理论出发，运用当时流行的实验、观察、统计、测验等方法研究儿童与儿童教育问题，试图解决传统学校教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和弊病，从而兴起了一场实验教育学思想运动。梅伊曼和拉伊则是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和主要代表人物。梅伊曼作为一位心理学家，强调严格的、科学的实验室定量研究；而来自教学第一线的拉伊则强调教室实验的定量与定性研究的结合。

实验教育学家最初的教育实验曾遭到人们的嘲讽。经过他们的努力，在短短二十多年时间内实验教育学思想便传播到世界上很多国家。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讲义》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标准教科书。拉伊的著作更是在当时就被译成了多国文字，甚至在北美的智利和亚洲的日本都开设了以拉伊的《实验教育学》为基础的实验教育学课程。在德国，几乎所有的大学都开设了名称不一的实验教育学课程。此外，很多国家还建立了众多的教育学实验室，从事教育实验与实验教育学的研究。一些国家政府和地方当局鉴于教育实验的效果，纷纷在经费上对教育实验的开展提供资助，这推动了实验教育学的进一步发展。

二、实验教育学思想的特点

作为西方教育现代化开创时期的一个教育流派，实验教育学以它的反传统、重视教育实验及将儿童作为教育的真正逻辑起点而独树一帜。20世纪初，实验教育学思想与欧洲的“新教育”运动、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相互呼应，共同促进了西方教育现代化的进程。尤其是它强调采用科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教育问题，从方法论上为改进旧教育和建设新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与传统的教育思想相比，实验教育学具有以下两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强调教育实验。“实验教育学思潮是作为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的一个明显特点是试图站在自然科学的立场上研究教育现象”。[2]对于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的主知主义教育思想，梅伊曼和拉伊都进行了尖锐的抨击。他们都认为，传统的教育学体系仅仅是一些有规范意义的概念和准则的组合，这些概念和准则往往建立在教育家的主观思辨和臆想之上，缺乏科学的依据；而用这些概念和准则去指导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很难不产生问题。他们强调指出，要想使教育科学具有实在的指导意义，必须将其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这个基础便是教育实验。教育实验可以验证教育假说，更重要的是，它可以突破个人经验的主观局限性，实验的结果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实验教育学的概念和准则由于经过教育实验的验证，因而教师在运用时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当然对于教育实验的认识，不同的教育学者有不同的看法。例如，梅伊曼认为，教育实验应由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在严格控制的心理学实验室进行；而拉伊则强调，教育实验应由教师在正常的学校环境中进行。但是，他们都认为，教育实验是实验教育学思想区别于传统教育思想的主要标志。在他们看来，实验教育学的建立应是一种方法的革命。尽管实验教育学家所从事的教育实验研究并不一定是科学的、完善的，但他们利用实验心理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方法处理教育问题，对教育实践的经验进行数量上的统计并做出定量的分析却是可取的并具有开拓意义的。它使教育理论由传统的纯粹经验和逻辑思辨走向科学化，并对后来的教育研究产生了积极的、深远的影响。

第二，重视儿童研究。一切教育教学活动，只有从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出发才能收到良好的效果。然而，传统教育学对于儿童的认识止于观察和抽象的描述，儿童不过被看成是成人的缩影。实验教育学家认为，传统的儿童观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儿童的身心发展与成人之间是存在差异的。教育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必须要研究儿童，研究他们身心发展的特征。因此，实验教育学家所进行的教育实验几乎都是围绕儿童而展开的。他们对儿童的兴趣、爱好、情感、记忆、身体发展、智力和智慧类型、性别差异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例如，梅伊曼的研究课题大部分属于儿童心理学的范围，而拉伊则把教育学分成个体教育学、自然教育学及社会教育学。个体教育学就是专门研究儿童个体素质和禀赋的，实验教育学家一般都认为，实验教育学不同于儿童心理学。儿童心理学往往研究儿童心理的单一机能，并常常与实际生活脱离；实验教育学对儿童的研究则从教育所面临的问题出发，考察教育与儿童发展的关系。实验教育学对儿童研究的重视及其取得的研究成果，与当时盛行的儿童研究运动一起为儿童真正成为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提供了依据，使教育科学化迈出了关键的一步。

第二节 梅伊曼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活动和著作

梅伊曼（Ernst Meumann，1862—1915）是德国心理学家、实验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1862年8月29日他出生于普鲁士的威尔登根的一个牧师家庭。他受其父亲影响最初学习神学。中学毕业后，梅伊曼曾先后在杜平根、柏林、哈勒、波恩等大学学习，后入莱比锡大学跟随德国著名心理学家冯特学习实验心理学，是冯特最出色的学生之一。对实验心理学的精深造诣，为他以后所倡导的实验教育学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889年，梅伊曼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便被聘为莱比锡大学讲师，后又升任为助理教授。1900年，转任杜平根大学教授，主持哲学和教育学讲座，开始注意研究教育问题，并在德国《教育学刊》（Zeitschrift für Pädogogik）杂志上发表文章。

1900年，梅伊曼第一次提出了“实验教育学”的概念。1905年，他转任哥尼斯堡大学教授。次年，又转任闵斯特大学教授。后又作为德国心理学家艾宾浩斯（Hermann Ebbinghaus）的继任人被哈勒大学聘为教授。最后梅伊曼又回到莱比锡大学任教。在梅伊曼辗转各大学任教期间，他一直致力于实验教育学的研究，并曾在苏黎世指导巴伐利亚州的几个教育工作者撰写有关实验教育学的博士学位论文。从1905年起，梅伊曼与实验教育学的另一位奠基人拉伊共同主编《实验教育学》杂志，刊登实验教育学的研究成果，大力宣传和推广教育实验，推动了德国的实验教育学派的形成。1911年，梅伊曼参与了汉堡大学的创办并任该大学教授；同时在汉堡发起成立“少年研究所”以进行其独特的儿童心理研究。

1915年4月26日，梅伊曼患肺炎去世，享年53岁。

在长期的教育研究和实践中，梅伊曼发表了众多著作，其中与实验教育学有关的主要有：《学习心理学》（Psychologie der Lernen）、《实验教育学讲义》（Vorlesungen zur Einf ührung in die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和《实验教育学纲要》（Abriss der Experimentelle Pädagogik）等。《实验教育学讲义》为多卷本著作，该书结合心理学、生理学、解剖学、精神病学、犯罪学等学科知识，论述了广泛的教育问题，反映了到那时为止在教育心理学方面的所有最新研究成果。该书与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1903年发表的《教育心理学》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两本标准的教育心理学教科书。此外，梅伊曼还曾编辑《普通心理学文库》等杂志，为实验教育学的传播和发展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二、论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世纪转折时期，人们对教育研究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和信心，力求将教育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当时，教育和心理学者所关心的基本的课题有：学习时间和精力的节省、心理测验、训练和迁移以及道德教育。这些问题既是教育心理学的课题，又是实验教育学的课题。除了道德教育中不可把握的变量太多、难以人为控制各种变量而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实验样本外，其他三个领域的研究都取得了富有成效的结果。梅伊曼在《实验教育学讲义》中对一些具体的教育问题，例如儿童智力发展、儿童学习的疲劳、学习的经济性、儿童的个别差异、各科教学法等都有详尽的阐述。

梅伊曼认为，实验教育学与其他科学一样并非突然产生的，而是有着深刻的背景：一是以往一些教育家，例如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等人在儿童心理及教育教学方面的探索；二是与教育学有关的众多经验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精神病理学、解剖学和生理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及研究方法在儿童身心发展及学校教育研究中的应用，极大地动摇了以思辨为特征的传统教育学。梅依曼认为，以上众多学科结合在一起应用于教育理论与实际，便促成了实验教育学的建立。这些学科之所以能汇合在一起，是因为它们具有共同的方法论基础，即用客观的、精确的科学方法调查具体问题。

在论述实验教育学的性质时，梅伊曼指出：

从来的教育学，虽努力于规范之提供，但毕竟是缺乏规范上重要的科学基础，即是单作概念的科学，规范的科学观，而忘却事实关系上经验的建设。规范本应立在事实的基础之上，然而赫尔巴特与福禄培尔均单独作演绎的说法而忘却事实的方面，实验教育学正欲补救此种缺点者。[3]

在梅伊曼看来，传统教育学的体系仅仅是一些规范意义的、概念化的原则和准则的组合，而这些原则和准则往往是教育家根据一种教育目的推演出来的，作为结论旨在告诉教育工作者该如何进行教育和教学。由于传统教育学所提出的原则和准则都是未经证实的东西，都缺乏精确的依据，尤其是缺乏科学的方法特别是实验的方法进行严密的论证，因此，传统教育学很难说是科学的。例如，卢梭这一类教育家便往往通过幻想、凭直观思维来代替严格的科学论证。卢梭提出的遵从儿童的本性、考虑儿童年龄特征进行自然的自由的教育无疑是正确的，但他所提出的儿童年龄分期及其特征显然是其主观的臆想，不符合儿童身心发展规律。又如，尽管赫尔巴特花了很多力量使教育学成为科学的学科，但是他未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教育学。他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之上的教育学是依靠逻辑推理来构建的，而且他的心理学是一种具有哲学意味的心理学。因此，传统教育学作为思辨的产物，往往带有教育家个人经验的色彩而具有局限性，将其用于教育实践缺乏科学真理的普遍指导意义。当实际教育工作者将这些原则和准则奉为真理，照抄照搬，就会阻碍教育事业的发展。

梅伊曼认为，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它具有自身的特点和规律，而非伦理学或心理学在教育领域里的应用。教育学应分为两部分：一为叙述的、说明的教育学；一为组织的、科学的教育学。前者专门研究教育上的基本事实，阐明事物是什么，为整个教育理论提供具体的事实和论据。它可以由实验进行普遍的验证，因而与一般的经验科学同具有普遍的性质，例如，小学生的阅读和书写的心理过程和一般规律等。后者指教育学的组织方面，即根据教育和教学的一般概念组织跟教育有关的具体事实。这部分没有普遍性，往往依时代、文化的变迁而变化，例如，教育目的就具有很强的时代性、民族性、阶级性，而各时代教育的具体组织方式也往往与其时代特征联系在一起，其正确与否很难用实验的方法来验证。因此，在梅伊曼看来，至少到那时为止，企图用实验的方法在探讨教育具体问题的基础上进一步系统地描述整个教育学体系，那是完全不可能的。这种系统描述必然带有各种猜测与假设，而这是从根本上违背实验教育学精神的。因为实验教育学只能是陈述的学科，无实验根据的任何思辨都不应引入实验教育学。然而，实验教育学虽应与系统教育学不同，但它仅仅是汇集有关教育的各种实验的一门科学，不能改造传统教育学的全部，只是对以往教育学中对教育事实研究的疏漏以及妄下独断结论的弊端的矫正。可以说，与拉伊欲以实验教育学取代传统教育学的做法相比，梅伊曼对实验教育学及传统教育学的见解还是比较公允的。

在梅伊曼看来，实验教育学是研究儿童身心发展以及教育方法的。从他的《实验教育学纲要》的目录中便可窥见一斑。《实验教育学纲要》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为根据经验的儿童学之教育学建设，下篇为根据学校儿童作业分析之教育学建设。上篇包括四章，依次为“儿童学概论”“关于儿童身体发达的实验研究及其教育的意义”“儿童各种精神能力的发展”“儿童个性与天赋的个别差异研究”。下篇包括三章，依次为“精神作业概论”“作业分论及实验教学论的任务”“实验教育学的将来”。《实验教育学纲要》是《实验教育学讲义》的浓缩和补充，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梅伊曼曾详细论述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其包括：（1）调查儿童总的身心发展的规律，例如，儿童身心发展是渐进的还是跳跃的等。（2）调查儿童心理的各组成部分的发展情况，例如，感知觉、想象、记忆、思维、意志和情绪等方面的发展规律及特点等。（3）研究儿童的个体差异。（4）研究儿童的特殊禀赋，即天才儿童的特点。（5）研究儿童学校作业的情况，即作业的技术及经济、学校作业与家庭作业的比较等。（6）调查儿童的教学方法，例如，针对不同学校和不同学科具体分析各种读书方法、计算方式的优劣等。（7）研究教师的工作，例如，学校制度的合理性等。从上述研究领域的划分来看，第1～4项完全属于普通心理学或儿童心理学的范围，第5项属于教育心理学的范围，只有第6～7项才可列入教育学的范围内。这一方面表明了梅伊曼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注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考察教育问题；另一方面也体现了梅伊曼一再强调的观点，即实验教育学应像实验心理学一样注重发现和研究事实，而非教育学理论的系统组织和建构。

梅伊曼为实验教育学划定的研究范围基本上涵盖了当时教育和心理学者所研究的问题。由于这一时期社会生产和科技的迅速发展导致学校科目大量增加，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损害了学生的健康，因此，教育和心理学者迫切需要找到克服心理疲劳和进行有效学习的方法。他们关注于心理疲劳产生的原因及其如何克服，学校每门课程和每个年龄段的儿童与哪种水平的疲劳有关，以及学生怎样才能以最少的时间和努力有效地完成作业，以及如何安排各种教学的时间顺序才能取得最佳的学习效果等。对于这类问题，梅伊曼做了大量的实验研究。他研究学习的内外条件，即主观条件与客观条件对学习效果的影响，编制了详细的条目进行实验证实，对家庭作业与学校作业时间长短与疲劳的关系也做过详细的讨论。对儿童心智及个别差异的研究也是他的研究重点，因为教师面临着如何将不同禀赋的学生分类以及如何有针对性地对学生进行学习指导的问题。因此，梅伊曼提出，必须建立实验教学论，对学校所教的科目从心理和生理上进行科学的分析，以其分析的结果为基础来论述各科教学的方法。这显然是有一定启发作用的。

总之，梅伊曼作为实验教育学的倡导者，十分注意从教育对象即儿童的身心特点，尤其是心理特点来考察教育问题。尽管梅伊曼本人只是研究儿童的一些孤立的心理机能，例如注意、记忆等，不可能全面地研究儿童，而且由于当时实验技术和统计技术的缺陷，实验结果的精确性受到限制，但是，他关于儿童身心发展的状态、教师的活动、教材教法的使用、学校的组织等问题的研究，不从理论推理或偶然的经验出发，而是依据客观的研究和对事实的探求，从而使每一个实际教育工作者都能清楚地了解他所采用的方法和措施的依据。虽然梅伊曼为实验教育学划定的研究范围大多囿于心理学的范围，但是，他在教育与人的身心发展关系上做出了新的探索。梅伊曼不是把人的发展与自然的发展做简单的类比从而得出教育教学上的结论，而是通过大量艰苦的客观的实验来探求比较符合人的认识规律的教学理论。众所周知，正是由于心理学知识的丰富和积累，人们对于教育和教学过程的阐发才更具有了科学的依据，而教育学也向理论化、科学化迈进了一步。从这个意义上说，梅伊曼为实验教育学划定的研究范围，不仅弥补了以往重哲学思辨式的传统教育学的弱点，而且更有助于教育学的科学化。

三、论实验教育学的法则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梅伊曼非常强调教育的一切问题都应从儿童出发，但这并不是实验教育学的全部。就实验教育学的全部而言，它包括三个法则：（1）关于儿童态度的法则；（2）关于教师活动的法则；（3）关于教学方法及学制的法则。这三个法则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后两个法则必须建立在前一个法则的基础之上；同时，这三个法则都来自实验，否则实验教育学便失去了其实践的价值。

如果单从概念层面去理解这三个法则，梅伊曼似乎无过人之处。在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洛克的《教育漫话》、卢梭的《爱弥儿》、赫尔巴特的《普通教育学》、福禄培尔的《人的教育》等论著中，对儿童心理、教师活动以及教学方法等都已有论述，有些论述甚至极为精辟，但这些教育家的论述的共同特点是基本上止于抽象的描述。

就实验教育学与旧的传统教育学的区别来讲，梅伊曼强调指出：

教育学从古到今，不是概念的科学，就是规范的科学。旧教育学每每先说明教育与教授的意义、目的及种种任务，其次讲解实际上的规定，认为教育学含有为教育及教授的实地指导者的性质的事物。这样决定规范与法则，就他本身而论，固无不当，然而从来教育上的规范颇缺乏精确的根据。凡缺乏事实关系之根本研究的规范，仅是论理的构造，或是无理由而规定的教权，或是个人经验的集合而已。卢梭与赫尔巴特等教育学者对于儿童精神之实际的关系与身体的发展，实有许多误谬的论断。从来教育学就是缺乏纯粹的事实的关系之经验的基础，实验教育学的价值不在于设立有裨实际的规定，而在使个个教育家得随时明了他所应用的教育处置的理由。那些机械地服从一定的规则，实妨害教师的活动，消减儿童的自发力，而且有减少儿童好动倾向的危险。更精密地说，实验教育学就是经验的探究之教育学，这种科学之主要的研究方法是实验，这种方法在教育学的范围内发生很大的革新，所以有“实验教育学”的名称。[4]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梅伊曼所提倡的实验教育学的法则与旧的传统教育学法则的区别在于法则建立的基础及其内涵。旧的传统教育学的法则是建立在零散的经验或主观臆想之上，而实验教育学的法则则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之上。

实验教育学的第一个法则是关于儿童态度的法则。众所周知，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应该是儿童，但在人类社会史上很长一段时间里，儿童一直被认为是“小大人”。尽管自卢梭起便确立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但是使儿童主体的思想在教育实践中得到贯彻却需要科学的儿童心理研究的帮助。客观的、科学的儿童心理学研究得益于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建立。实验生理学对人体结构机能的了解为心理实验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而实验心理学的研究大多以儿童为对象，直接促进了儿童心理研究的发展。实验心理学，按梅伊曼的说法，几乎就是实验教育学。梅伊曼认为，教育要真正发挥它的作用，必须从儿童出发，考虑儿童发展的内部矛盾，考虑他们的身心发展状态和水平。因此，教育和心理学者必须研究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规律和特征，研究儿童心理各组成部分的发展情况及相互关系，研究儿童与成人身心发展的差异，研究儿童的个体差异，研究天才儿童的特殊禀赋和特点等。

梅伊曼不但研究儿童心理的发展，而且非常重视儿童与成人的比较研究。他说：

人们普遍以为儿童之知及道德的活力的锻炼是教育及教授的任务，然而若就儿童之实验的研究结果观察，这种见解未免太偏狭。据我们的实验，儿童的心身作用与成人全然不同，所以成人之力的锻炼与儿童亦应差别。成人修炼已存的能力而求他完成；儿童不然，他一部分要获得现在还没有的能力，一部分将自然的粗率的心的作业变为同于成人所见的简易的作业。因此，对于儿童教育及教授的任务正在于促成这事项。[5]

梅伊曼的这种观点也代表了其同时代一流教育家和心理学家的观点。它批判了旧的儿童观，使实验教育学中建立关于儿童态度的法则具有了更深刻的内涵。

实验教育学的第二个法则是关于教师活动的法则。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正是通过自身的一系列活动去影响学生智力、能力及品德的。但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的活动应遵循哪些法则，在教育史上历有争论。18世纪末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和赫尔巴特都极力主张按照心理活动的规律来分析教学过程，明确提出应根据受教育者心理活动的规律去规定教学的过程及教师的活动。尽管他们对实际的教学过程及教师活动做了比较正确的描述，但他们对儿童心理的理解仍缺乏科学的依据。例如，赫尔巴特用以阐明教学过程的“统觉”理论便是其哲学式心理学逻辑推演的结果。他把心理活动的内容仅仅看作观念的运动显然是不够科学的。与赫尔巴特相同的是，梅伊曼也强调教师的活动应建立在儿童心理活动的规律上。但是，他所认可的儿童心理活动的规律不是其主观臆想或人云亦云的东西，而是要经过实验研究验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结果；同时，一切与教育有关的教师的活动也应经受严格的实验研究验证，因为只有这样，整个教育教学过程才能摆脱盲目性而更具目的性。梅伊曼提出的在实验基础上建立关于教师活动的法则，在一定意义上是为了探求教师活动的规律，提高教师的独立性和职业兴趣。对于这一点，当代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曾给予充分肯定。他说：“在实验教育学方面，情况也同样是如此，因为它的明显目的就是要变成培养教师的一门卓越的学问，使教师的活动达到科学的水平，如果他受到充分训练的话。”[6]

实验教育学的第三条法则是关于教学方法及学制的法则。这也是梅伊曼实验教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梅伊曼认为，教学方法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这两方面是互相联系的，教的方法必须要考虑学生是如何学习的，即教学方法必须依从于儿童生理和心理发展的规律。在这方面梅伊曼做了大量的研究。他曾研究了儿童阅读、拼写、算术、图画等科目的学习心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相应的教学方法，探求教学方法法则的客观性和适用性。在梅伊曼看来，由于法则并不是某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运用任何一种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各种具体的教学方法在不同法则的指导下，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教学效果，因此，实验教育学要想发挥其“提供依据”的作用，建立关于教学方法的法则是十分必要的。

在学校教育中，不仅仅教师的活动和教学方法制约着学生的发展，学制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一个国家的学制制定得是否恰切和完善，直接关系到教育目的的实现、教育和教学工作的进行以及教育事业的发展。20世纪初，各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生产和科技发展的需要，纷纷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学制的改革成为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事实上，学校教育制度不仅受制于政治经济制度和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也为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所制约。在人的一生中，从出生到成长为青年，经历着不同年龄的发展阶段，这些阶段是互相连续的，同时又是互相区别的，一个阶段接着一个阶段，新的阶段代替旧的阶段。人在各个阶段有其发展的特点，学校教育制度必须适应人的身心发展的这种客观规律。正因为梅伊曼清晰地认识到这一点，所以他把关于学制的法则也作为其实验教育学的法则之一。

综观梅伊曼为实验教育学确立的三个法则，可以清楚地看出，它们与旧的传统教育学是不同的。在他看来，无实验根据的任何思辨都是违背实验教育学精神的。在《实验教育学讲义》一书中，梅伊曼曾指出：

当前实验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依靠在实验室里不停工作的学术性实验者的研究，如果他们与实验心理学家有区别的话，只在于如下事实，即后者所讨论的是包括在教育过程中的各项问题；另一方面，它受到专业研究者和教师的支持，这些人在教室里发现了他们的问题，并在那里进行他们的实验。[7]

梅伊曼承认当时德国存在着实验室实验和教室实验两种不同的教育实验方式，但是他推崇并采用的是实验室实验。由于梅伊曼早年接受过严格的实验心理学训练，他认为，只有严格按实验心理学的一套方法进行教育实验研究得来的结果才是可靠的、有价值的。所以，他重视在实验室中的教育实验，而不赞成在自然的教育实际过程中对儿童进行观察和实验研究。从一定意义上说，实验室实验由于是在特设的心理学实验室里进行，实验条件控制得更完善，因而所得结果也更为准确。但另一方面，实验室的情境与教育实际情况差别较大，因而其实验结果的实际效用不如自然实验；同时实验室也很难模拟全部的实际的教育情境，实验研究的内容因而受到限制。在现代的教育研究中，实验室实验只是一种补充。

在推崇实验室实验研究的同时，梅伊曼还强调实验研究人员应该是受过专门训练的实验心理学家。毫无疑问，在创设实验情境、控制实验条件、分析实验结果等方面，实验心理学家确实比一般教育工作者高出一筹，但实验心理学家毕竟不在教育教学的第一线，因此与学校教师相比，对教育教学中应该注意的问题相对缺乏敏锐性。由于梅伊曼在研究方式上对实验室实验研究情有独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他的研究领域的扩展。尽管他认为凡是由儿童本性决定的一切教育问题、凡是涉及教育手段与教材的一切方面以及凡是教育工作涉及的一切领域都是可以进行实验研究的，但他自己所进行的实验研究只是侧重探讨儿童心理因果关系在教育中的影响。

在对实验教育学的性质、研究领域和法则做了论述后，梅伊曼还提出了发展实验教育学的任务：一是实验教育学家应该用实验的方法对以前各种教育研究成果重新进行综合整理和研究，这个过程需要更多的心理学家参与；二是实验教育学家应该集中各方面力量加强对教育实际问题的研究；三是实验教育学家要把实验的方法作为教育研究的主要方法，用实验研究论证儿童身心发展及其特征和儿童的学习等各方面的活动；四是实验教育学家应该注意推广实验研究的方法，成立实验教育研究会，并对教育工作者进行系统的辅导。值得一提的是，梅伊曼一再强调实验教育学是教育科学发展的结果，并受到与教育相关的各种科学的影响；应该借鉴其他一些学科的研究成果和方法，并坚信研究方法的改良与科学的进步大有关系。

梅伊曼作为第一个提出“实验教育学”概念的教育家，系统地论述了实验教育学的性质、方法、研究范围和任务，要求教育学应从实验心理学出发并建立在实验研究的基础上，尽管他推崇并采用实验室实验研究方法，因而有些脱离教育实际；尽管他受盛行的实证主义影响，主张实验教育学只能处理可由验证的具体事实，反对建立教育学的完整体系，但客观地说，梅伊曼的一些见解和主张对教育科学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我国老一辈教育学者雷通群先生曾这样指出：

兹综评实验教育学的价值，从内容上言，实验教育学之起兴，原在欲得到实际价值之丰富的教育规范，因此，不得不算为有重要价值。盖教育规范与法则，愈具有实证的经验的基础，则其内容亦愈觉真正，但实验教育学亦自有限界，盖其所研究者，只是“存在”的世界，而教育学之全般任务除“实在”的研究外，还要加上“当为”的研究。“当为”的研究，乃由于人类之价值意识中所生者，因此梅伊曼之认实验教育学只是一种特殊的教育学，颇觉中肯。[8]

教育学既有应用性特征，又有基础性特征，梅伊曼的功绩在于他看到了教育学的应用性及实践性特征，并且认识到教育学作为一种实践科学，绝对不能仅以思辨的逻辑推理的方式来进行研究。但颇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的和认识的局限，梅伊曼没能看到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在进行教育问题研究时简单地照抄照搬了自然科学的方法，这就难免不足了。

第三节 拉伊的教育思想

一、教育活动和著作

威廉·奥古斯特·拉伊（Wilhelm August Lay，1862—1926）是德国教育家、实验教育学的创始人之一。1862年7月30日，他出生于德国巴登州的博亲根一个农庄。小学毕业后，他依从父命在家从事农业。1876年父亲去世后，拉伊离乡进入卡尔斯鲁厄第二师范学校学习。毕业后，他在海德堡附近的一所乡村小学教书。后进入卡尔斯鲁厄工业学院攻读自然科学，又转入弗赖堡大学，师从众多名家学习博物学、数学、哲学和教育学等。其思想深受后任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Hugo Münsterberg）的影响。1892年，拉伊发表了论文《理科教学法》（Methodik des Naturgeschichtlichen Unterricht），引起了世人的注目。第二年，便由小学教师一跃而为卡尔斯鲁厄第二师范学校的教师，后来升任该校校长并在那里一直工作了30多年。拉伊以该校及附属学校为基地，研究当时德国一些著名教育学者的思想及研究方法，潜心进行实验教育学的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896年，拉伊发表了《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正字教学法指南》和《低年级算术教学法》。这两本论著引起了当时德国教育学家和心理学家对实验教育学的关注。1903年，拉伊发表了《实验教学论》（Experimentelle Didaktik），此书使他获得了哈勒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1908年，拉伊又出版了《实验教育学》（Experimentelle Didaktik：lhre Grundlegung mit besonderer Rucksicht auf Muskelsinn，Wille und Tat），这是一本系统论述实验教育学的性质、目的、体系和方法的专门著作，曾多次再版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拉伊在激烈批判传统学校教育的基础上，非常强调行动在教育过程中的价值，并把未来的学校称为“活动学校”或“生活社会学校”，因此，拉伊的实验教育学理论一般被人们称为“行动教育学”。

拉伊毕生致力于实验教育学思想和方法的传播。1904年，应吉森大学的邀请，拉伊在第一届实验心理学大会上做了关于实验教学论的研究报告。同年，还在纽伦堡召开的第一届学校卫生学国际大会上做报告，呼吁在大学、师范学校以及大城市的中小学里建立实验教育学实验室。1905年，拉伊向巴登州教育部提出设立教育学实验室的建议书。1906年夏天，根据他在卡尔斯鲁厄第二师范学校里所做的实验，本着医疗卫生教育的宗旨，拉伊在吉森大学讲授了医学心理学课程。同年，他还在挪威的克里斯蒂安尼亚举办一系列有关实验教学论的讲座。其后，又在德国的新教育中心曼海姆向80多位教师宣传实验教育学的思想和方法。此外，从1905年起，拉伊与梅伊曼共同主编《实验教育学》杂志，以发表实验教育学研究成果。1907年，因与梅伊曼失和遂辞去该杂志编辑职务。

1926年5月9日，拉伊在卡尔斯鲁厄逝世，享年64岁。

拉伊一生发表的著作约20本、论文约60篇。除《以心理学实验为基础的正字教学法指南》《低年级算术教学法》《实验教学论》《实验教育学》外，其他主要教育著作还有：《民众教育：教育科学革新概述》（Volkserziehung：Eine Erneuerungder Erziehung swissenschaft in Umrissen，1921）、《行动学校》（Die Tätschule，1911）及《教育学教程》（Lehrbuch der Pädagogik，1912）等。其中《实验教育学》曾在1938年由金澍荣、黄觉民根据英文版译成中文本；1996年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由沈剑平、瞿葆奎翻译的第二个中文本。

二、论教育实验的目标和阶段

（一）教育实验的目标

拉伊和梅伊曼在批判旧的传统教育学方面有着一致的意见，都认为它是根据传统的概念、用思辨的方法建立起来的一种体系。这种体系内容空洞，严重脱离实际，缺乏科学性。在他们看来，为了建立一种新的教育学，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采用实验的手段。下面这段话便充分地说明了拉伊的这种思想。他说：

吾人当翻阅教学法的教科书或关于教学术的书籍时，往往觉得关于同一的教材，竟有揭出反对的或互相矛盾的原则。其中尤以初步的算术教学、缀法教学、外国语教学、图画教学为然……自裴斯泰洛齐以来，综观各科教学法之历史，其中甚少一般承认的教学原则，即此种原则，又因时代或个人的关系，或用或废，虽经数十百之学者与教育家运用赅博的知识、丰富的技术、心理学的修养，欲谋其统一，但至今尚未能尽除其矛盾。何为其然也？盖因未曾从实验上确立教育与教学上之客观的原则。吾人当从实际上出发，做实验的研究，从此而建设实验教育学尤其是实验教授学。[9]

拉伊认为，新旧教育学的主要区别在于搜集经验的方式和研究的方法。旧教育学只以知觉、内省的观察和其他简单的观察为依据，在方法上不完全，且多个人色彩，缺乏普遍价值。而实验教育学则通过广泛的观察、统计和实验来补充矫正旧的研究方法，使其更为精密。

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的主要特征是其在教育和教学研究中所运用的新的研究方法，即实验的方法。他在追述实验方法的发展时指出，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中得到广泛应用并极大地促进了自然科学的发展，令人信服地说明它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科学研究的方法。教育学要成为一门科学，也应该借助实验。“因为实验的方法一向用得太少，在各特殊方面的教学中矛盾的地方太多。在各种方法中，有许多地方往往被认为已经证实可靠而其实只是一个假定，我们还不确知是否可以普遍的应用，或只在某特殊方面可以应用”。[10]在拉伊看来，唯有实验才是验证这些教育假定的最科学的方法。

拉伊还认为，教育实验既不同于儿童学的实验，也有别于心理学实验。教育实验有实际的教学的或教育的目标。尽管实验教育学与儿童学的实验对象都是正在发展中的人——儿童，但儿童学的研究是从理论出发的，而实验教育学则是从实际要解决的问题出发的。与心理学实验的区别更是表现在目标、条件、方法、结果以及应用等方面。第一，心理学实验往往研究儿童心理的单一机能，例如，感知觉、意志、行为态度等；在研究过程中，它力求把儿童的心理活动过程简化为最基本的因子，使各种复杂现象以最简单的方式呈现出来。教育实验却要研究儿童心理过程的复杂方面，因为教育学所处理的问题总是跟各种状况和原因相互联系着的，主要要了解实际教学过程中儿童心理的动态，也就是教师每天所要面临的问题。正如拉伊所说的：“教学的实验是一种教学的方式，在这种教学中，进行步骤的方式（刺激、印象）和结果（反映、反应）都可以正面控制和用数学的方法来比较。”[11]第二，心理学实验有意识地把研究的对象和问题与实际生活隔离，研究结果缺乏应用性；而教育实验则反对这种人工的隔离的心理学实验，因为教师需要的是可以指导他如何改进儿童学校生活的教育学和教学论。这也是拉伊实验教育学的目标。第三，心理学实验注重心理现象的一般性、普遍性；而教育实验则从个别问题出发，寻求被试者目前状况，注重的是实际情形而非抽象形式。第四，心理学实验注重于一般心理过程的分析，目的在于获得心理过程的知识；而教育实验则利用这种过程来达到特殊的目的，即教育实验的宗旨是从实验中所获得的知识的运用。第五，心理学实验的主要对象是儿童头几年的发展，且只在于发展本身；而教育实验先假定有了这种发展，再确定教育对这种发展的影响，注意儿童的个别差异并且加以评价。总之，“只有当一项实验的主要目的是解决教育学的问题时，这项实验才是教育学实验”。[12]在教育实验中，拉伊强调教室实验，强调实验情境要符合教室的特点。在他看来，教育实验“必须满足以下要求：实验的条件要尽可能与班级教学的条件相一致”。[13]

拉伊认为，教育实验的目标在于根据生物学、社会学以及道德和伦理的科学的定律和规范，用实验、统计和有系统的观察，来解决教学和教育上的问题。它的根本目标在于给教师们一个理智地从事教育教学活动的根据。在教育历史上有众多著名教育家的教育论断，教师个人也有自身的教育教学经验。教育家的论断具有权威性常会被人们奉为金科玉律，教师个人的经验也常会捆住自己的手脚，然而，无论教育家的论断，还是个体的经验，常常是真伪参半，因此拉伊就是想通过教育实验来解放教师们的头脑，使他们在实际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更具主动性和批判性。

拉伊非常强调实验方法在实验教育学中的作用。他说：“为了解决教学和教育中的各种问题，可以卓有成效地采用实验的研究方法，即特别适宜在教育上运用实验、统计科学和客观或系统的观察。[14]”可见拉伊所指的实验方法并不单纯只指“实验”这一种研究手段，它还包括“系统的观察”和“统计”。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所采用的观察方法应是有意识、有目的的，它不是偶然发生的，而是事先有系统计划的。这种观察应在简单化、容易视导并可以切实控制的情境下进行。实验教育学所采用的统计方法是对反复观察到的材料进行记录与计算，并对有关问题进行测量，再进行比较和分析。除统计个别儿童的情况，还要确定全班儿童的平均数字；此外，为获得某种数据还可通过问卷来收集素材等。但在实验教育学中最重要的方法还是实验。拉伊认为，教育学作为一门科学，它必须将每一种教育现象视为各种原因造成的结果，如能揭示其因果关系就可以提出正确的教育主张和教育措施。但有些教育现象表现出来的因果关系是极其复杂的，单凭普通的经验是无法确定的，统计和观察在复杂的情境中只能产生一种推测，这就需要将各种复杂的情境简单化到可能的范围内，在一段时间内只有一种原因能发生作用，借此来确定各种原因在结果中所占的地位，这就是实验的方法。另外，在旧教育学中，有许多被认为是可靠的方法、学说或理论，在新教育学中仅仅是一种假定，这种假定是否正确，或在某一特定条件下是否正确，或只是部分正确，这一切必须通过实验来确定。应该看到，拉伊并不轻视这些假定，而把它们看成是连接新旧教育学的纽带，是实验教育学的根据和出发点。

拉伊与梅伊曼在教育实验上的分歧主要在实验方法上。拉伊强调教育实验的主角是教师，而梅伊曼则坚持由专业的心理学家来进行，但在实验教育学研究要有适当的标准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是一致的。那就是（1）实质的目标：知识和技能学习等；（2）形式的目标：儿童心理的发展、学习态度、概括能力的发展等；（3）伦理道德的目标：自我制约、自我矫正等。

（二）教育实验的阶段

拉伊认为，教育实验的过程一般包括：（1）初步的实验。研究者熟悉研究的范围，决定研究的计划，确定一些不可预知的因素，避免一些可能的错误，进行尝试性的实验。（2）真正的（主要的或基本的）实验。把第一次实验结果放在一边，充实有关的资料或事实，进行基本的实验。（3）控制的（证实的）实验。对真正的实验所获得的结果进行检验与证实。在以上三个环节完成之后，拉伊指出，还要在同样的环境中，用同样的学生，应用所研究的问题，来进一步证实结果和结论的正确程度。正因为如此，拉伊非常强调实验的环境要尽量与教室环境保持一致。

在拉伊看来，教育实验依靠的不应是纯粹的意见或偶然的、未经控制的、不严密的经验，而应建立在一种科学的、事实的根据之上，这就是科学的教育学的假设。这些假设的根据：一是过去的教育经验与理论，二是现代自然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结果。[15]利用这些结果以及周密系统的观察、统计、实验来验证假设，以获得定律或概括性的结论，最后在实践中加以应用。因此，每一个教育实验的过程都应包括三个阶段：假设阶段、实验阶段和应用阶段。具体来说，首先，在进行教育实验之前，对所要研究的问题在详细考察与论证的基础上提出假设。其次，针对假设提出各种有关的疑问或指出以往研究结果的异同，即提出需要实验解决的项目，并从教室实验中来正式解答问题。这个阶段要经过以下的过程，即：（1）初步的实验。淘汰一部分问题，将研究的范围缩小。（2）真正的实验。在各种不同状况下对一个特殊问题进行详细的研究，这种研究必须说明教学的各种结果，即属于教学本身的主要结果及事先没有计划到而偶然发生的附带结果。（3）控制的或校对的实验。真正实验的结果有可能与常识不符或所得到的结论自相矛盾，这就需要进行校对实验，或采用新方法，或改用一组新的对象，以便得到更准确的结果。最后，在实际的教育教学中证实教学实验的结果。下面我们用拉伊关于拼写的研究，具体说明他的教育实验的阶段。

拉伊关于拼写的研究目的在于确定小学拼写教学的最有效的方法。当时对小学生的拼写教学存在不同的意见：有的强调听力以形成词的听觉印象，有的强调视觉形象轻视听觉的重要性；有的主张拼音规则的学习和理解，有的则反对讲授规则；有的主张教发音方法，有的则强调书写动作表象的重要性。拉伊通过对这些争论的整体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假设：（1）大脑皮质的不同区域接受不同的神经刺激，有功能上的分工。（2）感知事物时，各种局部感觉分散到大脑的各区域中去。（3）这种局部感觉通过神经纤维得以连接。（4）一个局部感觉可因联想作用而引起其他局部感觉。（5）互相连接的感觉的集合构成概念。（6）统一的感觉不靠字句，低等动物也有。（7）只靠字句不能创造一个新的感觉（关于视、听、触、嗅等局部感觉）。（8）形式的文字上的感觉本身是由局部的文字感觉所构成，包含声音的表象、语言动作的表象、书写感觉的表象以及书写运动的表象。（9）形式的文字上的感觉与具体的感觉联系在一起，共同构成一个生理上的和心理上的单元。（10）拼写的主要功能是从书法中正确地表示出其所要表示的具体感知的文字感觉，因此运动感觉的表象是最重要的局部感觉。在提出以上假设的基础上，拉伊又进一步提出一系列问题，以通过实验来证实动作、活动或运动感觉的表象是一切心理或神经活动的基本因素。拉伊提出的问题如下：（1）从最经济最符合卫生学的角度来评价，不同的拼写练习方式——默写、口头拼写、阅读、抄写该如何排列它们的次序？（2）印刷体和书写体哪一种是拼写用的最好材料？（3）听觉、视觉、言语运动和书写各自在拼写上的功能如何？问题提出后，拉伊用实验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问题。被试者是小学一年级至六年级的学生，以整班实验的方式进行，在实验期间保持平常的教室状况。为得到难度一致的材料，拉伊特别设计了在音节的清晰度、字音的排列以及写法上都相等的无意义的韵句或无意义的字。下面就是用于四年级的一组无意义材料：

1.Libug，Bollis，Gohlin，Seufil

2.Labog，Billas，Gahlen，Seiful

3.Lubag，Balles，Gihlan，Saiful

4.Reibog，Mallis，Kahlum，Teufar

5.Rabig，Mellor，Kahlin，Teifor

6.Reibag，Millus，Kuhlin，Teufor

7.Labig，Bellas，Guhlan，Teufir

8.Lobig，Billor，Gehlan，Tdfur

拉伊先做初步的实验来确定印刷体与书写体哪一种比较适宜，结果表明用书写体呈现材料较好。实验的学习模式有四种：先听后写；先看后写；大声拼读写在黑板上的词；抄写。实验的样本共有4800个。拉伊根据每个学生所犯的错误数，计算出各种方法的错误率，其结果概括如下：

1.先听后写但不发音　　　3.04%

　边听并小声地说，再写　2.69%

　边听并大声朗读，再写　2.25%

2.先看后写但不发音　　　1.22%

　边看并小声读，再写　　1.02%

　边看边大声读，再写　　0.95%

3.大声拼读　　　　　　　1.02%

4.抄写　　　　　　　　　0.54%

经过对这些结果的解释与评价，拉伊归纳出下列主要的结论：（1）语言器官与手部活动所产生的运动感觉在拼写上占很重要的位置。（2）在拼写方面耳朵远不如眼睛重要。（3）视觉优于听觉2～3倍，抄写优于口头拼写2倍、优于阅读3倍、优于听觉6倍。（4）在一切的拼写练习中，抄写的作用最大。最后，拉伊还进行验证实验。其不同于前面的复习次数相同的实验，而是复习次数不同但练习时间一样，根据验证实验，拉伊得出以下结论：不但从错误率上看，抄写是各种拼写练习中最有效的方式；而且从练习的时间和效果的持久看，抄写的效果都是最好的。因此，拉伊认为，已为实际的拼写教学找到了最好的方法。

除了拼写教学的实验，拉伊还进行过算术、图画、自然科学等科目的实验研究。每个实验都遵循着从假设到实验再到实践中运用的过程。在搜集资料以及评价、概括、归纳结论时，拉伊完全按照当时科学上已经成立的根据来进行，以避免纯个人的观点及偏见。尽管拉伊所采取的统计方法是初级的，但他的研究为后人开辟了道路。

毫无疑问，实验的研究方法是拉伊实验教育学的最重要的特征，但拉伊认为，这只是教育学成为科学的一个前提条件。教育学要想成为科学，除了有可靠的研究方法，还应有理论上和实际上广博而深刻的基础，这个基础包括所有的生物学科和哲学学科。按拉伊的理解，生物学科是指狭义的生物学、解剖学、生理学、卫生学、心理学和精神病学等；哲学学科包括知识论、政治经济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等。由此，教育科学应包括三大领域：教育史、辅助科学、新的研究方法。旧教育学的缺陷就在于只借助于教育史和辅助学科的研究，而没有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实验的方法）对这两者的研究成果进行鉴定。实验教育学则运用新的研究方法（系统观察、统计和实验）验证教育史和辅助学科的研究成果，最终将研究结论组成一个系统的科学。因此，拉伊认为，实验教育学是完整的教育学。尽管梅伊曼认为，实验教育学只是“发现事实”而不能涵盖教育学的整个领域，“实验的”教育学与“系统的”教育学是对立的；但拉伊却认为，发现事实和构建体系是一个完整的统一的过程。

拉伊还认为，实验教育学是旧教育学的有机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实验教育学只是旧教育学的补充，而是将取代旧教育学。拉伊把实验教育学看成是“一般教育学”，即“未来的共同的教育学”。它包括三个组成部分：（1）个体教育学，研究儿童在遗传特性、种族的特性以及家庭和国家的特性中表现出来的先天倾向。（2）自然教育学，研究环境中自然的因素（气候、自然地理和动植物生活等）与儿童间的相互关系。（3）社会教育学，研究社会因素对儿童的影响。由于个体、自然生活和社会生活是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因而个体教育学、自然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

三、论行动教育学

由于生物学的发展促成了实验生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因此，拉伊非常推崇生物学的价值，认为教育学的建立应该以生物学为基础。从生物学的观点看待儿童，就必须把儿童看成是在身心两方面都有待发展的活生生的人。身是心的工具，是一架感觉和运动的机器，这架机器不断接受着外来的刺激，并将刺激引导到内心中去进行内化。拉伊认为，这里所说的外来刺激就是指环境影响，它包括社会环境影响和自然环境影响。社会环境包括各种社会因素，例如，家庭、伙伴、阶级及其思想意识、学校、地方社团以及宗教等社会文化活动；自然环境包括儿童所处的地理环境、气候等。在拉伊看来，如果没有刺激，就不可能有儿童身心的活动和发展，它是教育的条件和因素。另外，儿童对刺激的反应（反射、冲动、随意动作等）反作用于环境，制约着教育的进程和结果。也就是说，有机体对外界任何一种刺激的反应过程都遵循着“刺激—内化—反应”的步骤，它们的统一体便是行动。行动是人类生活中最基本的现象，人类靠行动维持生命并得到发展。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行动则是“印象、类化和表现”。所谓“印象”就是通过感觉感知外界事物；“类化”就是对感知印象进行思维加工，就是“心理上的融化”；“表现”则是通过行动来表达思维的内容。只有这样，行动以及由此产生的心理过程才算完成。因此，拉伊认为，行动和表现是教育的基本原则，教育必须设法使学生通过反应（行动）来实现自己身心的发展。

对于当时流行的教育改革，拉伊认为，教育改革家的各种观点应该最终汇合到“活动”或“行动”上来。对于“学”与“做”，拉伊曾做过哲学上与字义上的探讨。拉伊认为，按“学”的本义，应该包括“做”“观察”以及“仿效”，这就是“活动”。儿童身心两方面的活动应是教育教学的全部。但旧学校中“表现式的教学和由做而学的教学的缺乏，表示对于一切与创造、自我发展、工作等有关的能力的忽略。这种忽略，足以延缓身体的发展，妨碍健康，学生每被误解，或在将来的事业上得不着帮助，或竟连发育也受阻碍”。[16]因此，“一种动作的教育，是一个必需的因素”。[17]必须用观察的表现的教学来代替被动的教学，用“做的学校”来代替“看的学校”。实际上，“做的学校”就是拉伊所设想的未来的学校，称之为“活动学校”或“行动学校”。

拉伊认为，活动学校是一个带有社会性的集体，是游戏与学习的结合，是一个能够允许学生进行最多种活动的组织。在活动学校中，允许学生自我最自由、最完满的表现。每种表现的方式、每种有益的活动都被利用起来，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促进儿童身心的健康发展。拉伊说：“从活动学校看来，决定一切的因素是儿童，不是教材或儿童将来的事业。”[18]因此，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及生活领域的扩大，活动学校的教育应当依次分为相连的五个阶段：（1）6岁以前为家庭生活团的教育；（2）6～9岁，进行乡土生活团的教育；（3）9～12岁进行地方生活团的教育；（4）12～14岁进行祖国的教育；（5）15岁进行人道的教育。

针对旧学校的弊病，拉伊从其教育的基本原则出发，提出以一种“有机课程”来代替旧式课程。所谓“有机课程”就是按照卫生学、经济学、逻辑学、伦理学、美学和宗教哲学的规范所指导的各种活动。可以说，这种课程是一种以活动为骨架的网络，它不像旧式课程各门科目之间不协调，各种活动之间缺乏相关性而导致耗费学生的各种能量。在拉伊看来，有机课程反映着刺激与表现、观察与反应、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相互联系。它通过价值和卫生的教育，提高学生的健康力；通过经济的教育，培养节俭的品质，以最少的消费获取最大的效果；通过科学的教育，使学生掌握真知；通过艺术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审美情趣和能力；通过伦理的教育，培养学生的善行；通过宗教的教育，培养学生虔诚的圣心。但贯穿其中的基本的教育原则便是“行动”或“表现”。正如拉伊自己所说的：“表现包含了一切创造的、形成的、构建的和展现的因素，包含了每一种实践活动和创造活动。”[19]

拉伊把教学分成两种：“实物观察的”教学和“形式模拟的”教学。他把跟“知觉”有关的一切：自然界的生活（自然史、物理、化学、地理）、人类的生活（历史、公民、经济学、伦理学、哲学和教育学）归为前者，而把他认为可以作为“表现”材料的一切：实验、雕塑、数学、动植物培养、图画、语言、唱歌、戏剧、舞蹈、游戏、体操、道德方面的表现、班级团体中的行为等列入后者。拉伊认为，实物观察的教学与形式模拟的教学必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单元，因此教材的组织应采取相互关联而非集中的方式。在每一个教学单元中，都应包含一个三重的过程：“刺激—联想—反应”“印象—类化—表现”“观察—心理上的消化—表现”。这三个过程是紧密联系的，因而“在事实教学中要应用表现，在形式教学中要应用观察，这些是教学的基本原则或指导原则”[20]。如果根据这些原则来安排教学，在学习自然常识的时候，就应该让学生在学校实验园地里进行播种、栽培植物或饲养小动物；如果做不到这一点，也应该尽量在教室里或学校里放一些花木盆景，让学生去照料和培养，学生在课堂上也应该画一些球茎、块茎、花蕾、子房等。而且，在算术课上可应用地理教材，例如山的高度、河流的长度、铁路、政府收支等。在拉伊看来，这样做可以使算术课更有趣味，还可使学生加深对地理学、公民学和经济学的了解。只有在教学中利用各种各样的“表现”方式，学生才能表现自己的主动性，才能有所行动，也才能使教学有效且持久。

拉伊还非常重视游戏在教学中的作用，在他看来，游戏是儿童本能冲动的表现。在游戏中，儿童观察、类化和表现的能力得到了发展，同时进行了自我教育。在自我教育的过程中，儿童表现出持久的注意和良好的观察，不会引起心理的疲倦。因此，拉伊认为，从游戏入手的教学是符合自然的一切教学的理想。

正是因为强调“行动”在教育中的价值和作用，拉伊的实验教育学又称为“行动教育学”。他认为，这种行动教育学是建立在活动学校的各种活动的基础上的。它应该阐明以下的概念：（1）生活公共体。人类生活和自然生活构成生活公共体，这个公共体是一个教育的生物社会。对个体而言，个体的形成有赖于个体与生活公共体中其他分子间的多重的交互关系，随着个体的成长，生活公共体也将不断地从家庭、邻里、地方扩展到全国以至全球、全宇宙。生活公共体中有多少分子，个体与生活公共体便有多少种交互关系的可能。（2）相互作用。个体的发展往往受到生活公共体的影响。例如，土地、水、光、热、空气、动植物以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会对个体产生影响。好的生活公共体往往会促进人的发展，反之亦然。但是，人并不是被动地接受这些影响，而是能动地对生活公共体产生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便是人的活动或行动。人的各种行动可以改善生活公共体的面貌，因而个体与生活公共体的相互作用对于双方来讲都是非常重要的。（3）行动。这是拉伊行动教育学中最重要的内容。个体在与生活公共体相互作用过程中产生的一切刺激、反应、表现等统称为“行动”。行动的主要类型有反射、本能的行动及有意识的行动。有意识的行动可以造成一种螺旋式的“观察—理解—呈现—观察”的循环，反映出个体在动作上与生活公共体的交互关系。在拉伊看来，一切有意识的现象都带有动作，只不过我们没有注意罢了。人的整个心理活动就是运动的表象和运动的感觉。没有感官的动作，就没有知觉；没有运动的感觉和运动的表象，便没有感觉、没有思想、没有情感、没有意志的动作。儿童从出生到死亡，其间的所有动作都构成教育所要加工的材料。“基本的心理过程告诉我们，意志与理智是相同的，教学愈能顾及意识的运动方面，借以形成一种工作的教学，则在意志的发展上和教育上，收效愈大”。[21]（4）发展。儿童的一切反射、冲动及意志活动都有其解剖学的、生理学的基础，活动（行动）是发展的，儿童的身心也从低级到高级逐步发展和变化，是一个自然的成熟过程，教育则是发展的指导。（5）指导。儿童由遗传而来的接受印象、类化印象以及从各种表现的方式来对印象发生反应的能力是不能传授也不能收回的，但是可以改善的，教育就是按照规范的科学对于人类的身体和心理的发展的引导和控制，使儿童身心的发展能趋利避害。（6）教育上的指导点。教育的目的是使学生形成统一的和谐的人格，使生活公共体达到完美的境地，因此，要想使儿童的人格发展达到教育者的预想目标，必须对某些刺激或加强，或减弱，有时甚至需要遏止某些刺激，以便使所有的刺激和活动组成一个和谐的整体。科学的教育必须建立科学的以及文化的目标来作为引导儿童身心发展的指南，这些目标便是教育上的指导点。自然发展的身体的科学的指导点应符合自然的原则，而文化教育的精神的科学的指导点应符合文化的价值。

拉伊的“行动教育学”是对赫尔巴特学派的主知主义教育理论的批判。在《实验教育学》杂志1905年第1期中，拉伊明确指出：“现在肯定不能再把赫尔巴特和齐勒尔的心理学与教育学体系看成是正确的了，肯定不能再把它们当作心理学、教育学的学习与研究的基础了。”[22]他批评旧的传统学校是“读的学校”“坐的学校”“文字学校”“书本学校”；他批评这类学校把学生视为知识的容器，忽视动手的活动的教育，压抑学生的创造性，限制学生身心的发展。应该看到，拉伊的这些批评是正确的，但他把“行动”和“表现”作为教育学的基本原则，任何学科的教学都要在“印象—类化—表现”上统一，就有些教育学生物学化的意味了。因为教育毕竟是一种社会现象，不能只根据生物学的规律来进行解释。

作为德国实验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拉伊与梅伊曼一样在实验教育学领域里进行了一系列开创性的研究，内容涉及许多方面。美国纽约大学教育学教授拉多塞尔耶维奇（Paul Rankov Radosavljevich）在《实验教育学》英文本的“导言”中说：“拉伊在教育上的贡献很多，而且这些贡献包括理论的（科学）和实际的（艺术）两方面，现代欧洲关于学校改革的整个教育思想，大部分受了拉伊关于实际上和理论上著作的影响。”[23]应该说，这种评价并不为过。

拉伊始终工作在教育第一线，毕生致力于实验教育学的研究与推广，他对于教育研究的某些见解至今仍具有启发意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拉伊十分重视改革旧的师范教育，认为师范学校应设立教育实验研究机构，师范生应掌握教育学和心理学的实验研究方法，对有争议的问题敢于进行实验验证，而且他还强调师范学校的教师应该是一位研究工作者，与实际教育工作者保持最密切的联系，共同促进实验教育学的发展。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拉伊的这些观点也是可取的。

总之，梅伊曼和拉伊所倡导的实验教育学理论及研究方法，无疑对教育科学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为教育科学的研究开辟了新视野。但是，应该看到，教育实验并不等于教育科学，无论是实验室实验还是教室实验，实验方法本身有一个不断科学化、完善化的过程，同时理论假设的正确性也是影响实验结果正确与否的重要因素。实验的方法虽有助于事实的发现，但在有条件控制下的事实发现往往是不全面的。教育科学是一门综合性的科学，它既需要实验的研究，也需要理论的思辨，将两者对立起来，并不能建立一种真正科学的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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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

19世纪中期以后，欧美国家研究儿童及儿童教育的兴趣日益浓厚。许多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开始探索儿童智力的来源、儿童智力的测量及儿童心理的内容等。在他们中间，主要有英国的高尔顿（F. Galton）、法国的比纳（A. Binet）和美国的霍尔（G. S. Hall）。这种对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的热情终于在19世纪末引发了波及欧美许多国家的儿童研究运动。儿童研究运动一直持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历时30多年。

第一节 儿童研究运动概述

一、儿童研究运动的兴起和发展

在西方教育史上，强调教育应遵循自然的思想早已有之。但儿童的自然或本性，即儿童身心特征和年龄特征究竟如何？儿童的行为究竟有何特点？人们则未去深入研究。直到18世纪后半期，才有一些教育家，例如，瑞士的裴斯泰洛齐和德国的提德曼（Tiedeman），对儿童的行为做了观察，并写下了观察日记。提德曼1787年还根据自己的日记写成《儿童的心理发展》一书；该书1897年译成英文，对美国的儿童研究运动产生过重要的影响。[1]19世纪中期以后，有关儿童和儿童教育的问题逐渐为人们所关注。法国学者罗别许（Lobisch）发表《儿童心理发展史》，对儿童的生理发展做了重要的研究。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受其表兄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开始对人类的智力来源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于1869年出版《遗传的天才》一书，宣称人类智力源于遗传。这些为19世纪80年代儿童研究运动的孕育提供了背景和营养。此后，德国心理学家普莱尔（W. T. Preyer）1882年发表《儿童心理》，英国心理学家萨利1880年和1884年发表了两篇有关儿童想象力和语言的论文，美国心理学家霍尔1883年发表了题为《儿童心理的内容》论文和一本《儿童研究》小册子。儿童研究运动由此拉开序幕。

19世纪90年代后，儿童研究运动得到了迅速发展。具体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在儿童研究方面出现了一批杰出的代表人物。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人物是霍尔。他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活力的和有号召力的人物”[2]。人们认为，美国的儿童研究运动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轰轰烈烈展开的。霍尔创办了第一份儿童研究运动的杂志——《教育研究》；还在1892年创办儿童研究暑期讲习班，培养了一批儿童研究运动的骨干。1894年，霍尔创建全国教育协会儿童研究分会，并担任第一任主席。随着儿童研究分会的建立，“美国儿童研究运动已经坚实地发动起来了”。[3]

第二，涌现了一批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除了前面已提及的一些论著外，英国心理学家萨利还在1895年出版了一本畅销书《童年研究》；瑞典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1899年出版《儿童的世纪》；法国心理学家比纳1903年出版《智力的实验研究》，1909年又出版《关于儿童的观念》；美国霍尔1904年出版《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1914年德国学者斯特恩（W. Stern）发表《幼儿心理学》。

第三，建立了一批儿童研究机构。在美国，除了全国教育协会儿童研究分会外，还有23个州成立了分会，拥有大量的会员。伊利诺伊州分会1896年召开了一次大会，与会者达3000人。在欧洲，英国于1896年、德国于1897年、法国于1899年也先后成立了儿童研究协会。1890年至1914年间，欧美国家先后成立了25个全国性的研究协会。[4]

第四，创办了一批儿童研究刊物。在儿童研究运动中，不少欧美国家创办了专门杂志作为儿童研究的阵地。其中最著名的当数霍尔创办的《教育研究》。其他杂志还有：英国创办于1899年的《教育学家》（1907年更名为《儿童研究》）；法国创办于1900年的《研究简报》等。据统计，在1890年至1914年间，欧美国家大约创办了20种儿童研究杂志。[5]

人们对儿童和儿童教育问题的兴趣之所以在19世纪后半期逐渐浓厚，并最终引发一场声势如此浩大的儿童研究运动，其背景原因，大致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其一，19世纪后半期，欧美一些国家先后颁布强迫教育法令，初等教育迅速发展。随着初等教育的发展，人们需要对儿童深入地了解。从教师方面来说，研究儿童和了解儿童是为了更好地进行教育和教学。正如美国学者勒基（G. W. A. Luckey）所说的，儿童研究运动的目标是“确定从古代到现代教育实践中最好、最正确的特征，使我们的教学符合由儿童自发兴趣决定的儿童成长的自然阶段”[6]。从家长方面来说，他们需要了解儿童的教育和教养方面的知识，使家庭教育得以改进。正如美国一位学者所说的，儿童研究运动的目的在于“了解儿童的身体、智力、社会性和宗教是相对成熟的还是不成熟的，了解如何在最佳时间促进其最完善的成熟”。[7]

其二，19世纪以后，随着欧美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展，儿童福利事业方面的问题日渐突出，例如，弃儿、流浪儿、违法青少年的问题及残疾儿童的教养问题等。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不少国家建起了相当数量的孤儿院、青少年收容所、工读学校；有的国家还开展了为残疾儿童提供牛奶，帮助困难家庭儿童上学等福利事业活动。从事这些福利事业活动的社会工作者们为了做好工作，积极投身于儿童研究活动。一方面，他们想通过研究儿童和了解儿童，以便更好地为儿童服务，并且为制定儿童福利事业的政策提供依据；另一方面，他们也想通过儿童研究活动以引起公众对儿童福利事业的重视，从而提高儿童福利事业以及他们自身的地位。

其三，19世纪欧美国家工业化社会的迅速发展，引起了人们新旧价值观念的剧烈碰撞，人们判断是非善恶的标准模糊了，道德行为上出现了“失范”现象。因此，如何对青少年进行道德教育也成了人们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儿童的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可以说是推动儿童研究运动的重要动力之一。许多研究者所调查和研究的问题中大都有涉及儿童道德方面的内容。例如，霍尔1915年在克拉克大学设计的问卷中就包含有儿童的思想和行为以及儿童的伦理和宗教动力的内容。[8]

二、儿童研究的主要领域和方法

关于儿童研究的主要领域，澳大利亚教育学者康内尔（W. F. Connell）做了较为准确的概括。他指出：“儿童研究运动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努力，以揭示儿童和青少年的发展规律，探索其身体的、心理的和情感的发展，解释他们的行为，研究他们的兴趣和态度……”[9]

从儿童研究的内容来看，儿童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领域。

第一个领域是儿童的身体与健康。英国儿童研究协会成立时主要是由医生和教师中对城市贫困儿童的卫生条件和成长感兴趣的人组成的。19世纪90年代，欧洲国家许多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对儿童的心理疲劳问题特别感兴趣，法国心理学家比纳曾在1898年对心理疲劳研究做了全面的总结。霍尔及其同事对儿童的身体健康、生理缺陷等十分关注。美国希恩（M. W. Shinn）在其著作《一个婴儿的传记》中，对婴儿的视觉运动的发展做了详细的记录。

第二个领域是儿童的兴趣、情感和态度。许多研究者对儿童的兴趣做了深入研究，有的还编制出兴趣量表和兴趣发展常模。在这些“兴趣”理论中，瑞士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Édouard Claparéde）的观点具有独特性。在对兴趣问题进行研究的基础上，他将儿童的兴趣发展划分为三个阶段六个时期。[10]

一是获得和试验阶段：

（1）感知兴趣期（0～1岁）

（2）语言兴趣期（2～3岁）

（3）一般兴趣和智力觉醒期（3～7岁）

（4）特殊目标的兴趣期（7～12岁）

二是组织和评价阶段：

（5）情感的、道德的和社会的兴趣，专门的兴趣和性的兴趣期（12～18岁）

三是生产阶段：

（6）工作和将各种兴趣从属于某种高级兴趣的时期（成年）

除儿童的兴趣外，儿童的情感和态度也是研究者关注的重要问题。霍尔对儿童情感、态度、行为等道德和道德教育问题也有过专门的论述。

第三个领域是儿童的智力问题。从普莱尔的《儿童心理》一书开始，儿童的智力问题便成了许多儿童研究者的研究焦点。例如，英国的高尔顿对智力问题的研究。虽然许多文献在谈到儿童研究运动时并未过多提及高尔顿的作用，但不可否认，高尔顿的《遗传的天才》一书的出版对后来儿童智力的研究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他发明的心理测验对后来智力测验的影响更是显而易见的。在儿童智力的研究中，法国比纳的《智力的实验研究》出版以及“比纳—西蒙智力量表”的问世是儿童研究运动中有关智力研究的代表性成果。

在儿童研究的方法上，儿童研究者主要采用的是问卷调查和个别观察法。英国高尔顿在研究儿童智力问题时，就使用过问卷法，并因此成为问卷法的创始人。问卷法的大量应用是在美国。按美国一位心理学家的说法，在“儿童事务和问卷调查表方面已经疯狂了”。[11]霍尔本人在1894至1915年间，至少就194个题目散发了问卷调查表。霍尔对问卷的科学性十分重视。制作问卷时，先通过预测合理选择题目；然后将题目分类整理使之形成系统；测试前对测试人员进行培训，使之掌握问卷调查技术；最后采用统计法对资料进行处理。

有的心理学家也曾试图采用实验法研究有关问题，但是，“往往由于实验仪器粗制滥造，抽样不适当，对于反应的分析不符合要求，结果，研究过程和结果遭到很多非难”。[12]

三、儿童研究运动的意义

历时30多年的儿童研究运动在欧美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其影响和作用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来看。

首先，儿童研究运动有力地推动了儿童福利运动。它使许多人对改善儿童的学习和发展条件产生兴趣。在儿童研究运动的影响下，“提供更好的健康设施、娱乐设备、儿童图书馆和学校膳食，以及改善学校教室和青少年劳动条件，是许多对儿童研究感兴趣的人乐于承担的任务”。[13]

其次，儿童研究运动对儿童学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儿童研究运动改变了人们的旧的教育观念，改进了旧的教育方法。儿童研究者反对学生被动地接受知识的传统的学习方法，要求根据儿童自身特点，即根据儿童身心特征和兴趣进行教学。并且，通过问卷调查，为教师和家长提供了大量有关儿童身心特征的资料，以便教师和家长采用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儿童研究运动还扩展了学校教育内容，使体育、音乐、美术等学科受到重视。人们认为，这是儿童研究运动重视儿童身体及各方面才能研究的结果。此外，儿童研究运动还促进了师资培养和培训工作，不少师范学校及大学教育系和教育学院都开设了儿童研究课程。还有，儿童研究运动促使人们对早期教育的关注。1906年至1917年，美国儿童游戏场所在100多个城市中增加到上千个。[14]

最后，儿童研究运动促进了人们对儿童心理和行为的认识，推动了心理学在教育上的应用，为教育心理学的创立准备了条件。美国学者认为，儿童研究运动至少把三个有关儿童的观念带进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第一个观念是儿童研究运动论证了儿童间的差异，使人们明白没有两个儿童是一样的。这就要求教育工作者研究这种差异并因材施教。第二个观念是儿童的特性是复杂的和难以捉摸的，儿童行为各个不同方面是相互关联的。例如，要研究智力的发展，就必须了解身体、社会和情感方面的发展。从而使教育工作者意识到，教给儿童的任何东西所引起的变化不是其行为的单一机能，而在一定程度上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儿童的发展。第三个观念是儿童发展要经历一系列阶段。尽管儿童研究者对阶段的划分以及各阶段特征的意见并不一致，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儿童研究者都希望教育工作者能够了解儿童发展的阶段性。美国儿童研究者贾德（C. H. Judd）曾对教师了解儿童发展阶段性的重要性做了如下说明：“对于教师，真正的问题是：在心理准备好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之前必须满足的条件是什么？……如果我们知道这些条件并能控制它们，那么我们就能够在我们认为适当的时候，使儿童出现这种心理现象。”[15]

儿童研究运动也存在不少缺点，特别是研究方法的科学性难以令人信服，因而招致不少批评。美国心理学家鲍德温（J. M. Baldwin）曾批评霍尔的问卷法缺乏正确的方法论前提；美国心理学家桑代克也对儿童研究运动使用的问卷法持批评态度，而主张使用客观法。[16]

第二节 高尔顿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高尔顿（Francis Galton，1822—1911）是英国心理学家、教育学家和优生学的创始人。1822年2月16日，他出生于英国伯明翰的一个兄弟会成员家庭。父亲塞缪尔·高尔顿（Samuel Galton）是银行家，母亲维奥莱塔（Frances Anne Violetta）是英国哲学家、诗人和科学家伊拉斯谟斯·达尔文（Erasmus Darwin）的女儿。高尔顿童年时代的生活富裕、优越。他还曾通过其母亲的关系认识了不少社会名流，这为他后来研究优生学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高尔顿最初的学校教育是在几所小学校中接受的。1836年，他被送到伯明翰爱德华国王学校。在这所学校里，高尔顿学习了两年。但他并未从这所学校的古典课程中获得多少收益。为了日后能行医，高尔顿在伯明翰跟随一名医生做了一段时间学徒。此后，他于1839年进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学习了一年医学课程。1840年，高尔顿进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师从霍普金斯（William Hopkins）学习数学；但由于生病，未能完成学业，只获得了一个普通学位。

1850年后，高尔顿到南非探险，并将旅途见闻记录下来，1853年以题为《热带的南非》一书出版。这次探险使高尔顿成为著名的探险家。从此，高尔顿也成了皇家地理学会会员，并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56年，高尔顿当选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863年，高尔顿出版《气象学或天气图表法》（Meteorographica，or Methods of Mapping the Weather）。这本书的出版又使高尔顿成为英国气象委员会成员（1868—1900年）。除了气象学之外，高尔顿还从1865年开始研究遗传的规律。在调查中，高尔顿发现当时有关人的特性的资料十分匮乏，于是创建了人体测量实验室，收集人的感觉、力量、身高及人的三围。该实验室就是后来伦敦大学大学学院生物测量实验室的前身。这一时期，高尔顿还对人的指纹进行了研究，写了《指纹》和《模糊的指纹》两篇论文，出版了《指纹辞典》。

1859年，高尔顿的表兄查尔斯·达尔文发表《物种起源》，高尔顿立即宣称并开始对人类的遗传问题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持续了40多年，出了一批研究成果，例如，《遗传的天才》（1869）、《英国的科学家》（1874）、《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1883）、《自然的遗传》（1889）、《著名的家庭》（1906）等。在对遗传问题的研究过程中，高尔顿创立了优生学。在他看来，人的才能主要由遗传决定，而与后天环境的影响关系不大。由此，高尔顿认为，人类社会种族的改善在于优秀人口的繁衍以及限制劣等人口的发展。为了进一步研究优生学，高尔顿于1904年在伦敦大学大学学院建立了优生学实验室，1907年设立优生学奖学金。同时，他还担任了创刊于1901年的《生物统计学》杂志的顾问。

1853年8月1日，高尔顿与前哈罗公学校长巴特勒（George Butler）的女儿路易莎·简（Louisa Jane）结婚。高尔顿长期住在伦敦，与英国知识界和科学界人士来往甚密，在学术界名气很大。

自1897年妻子去世后，高尔顿身体一直十分虚弱。1911年1月17日，高尔顿因急性支气管炎去世。在遗嘱中，高尔顿将大约4.5万英镑的遗产捐赠给伦敦大学，作为优生学职位的基金。

二、关于智力遗传和优生学的研究

高尔顿是智力遗传论者。他在《遗传的天才》一书的“导言”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本书要证明的是，人的自然能力源于遗传……我认为，每一代人都对其下一代的自然禀赋具有惊人的影响力。”[17]

高尔顿在对智力遗传问题的研究中收集研究了大量的资料，特别是研究了被其称作“著名人物”（eminent men）的资料。其中包括1660—1868年间英格兰的法官、乔治三世（George Ⅲ）时代的政治家、1768—1868年间的英国首相。此外，他还收集了被其称作“杰出人物”（illustrious men）的家族资料，其中包括著名的将领、文学家、科学家、诗人、画家、音乐家等。在高尔顿那里，所谓“著名人物”是指那些百里挑一或千里挑一的人物；所谓“杰出人物”则是指那些因能力而获得声望的人物。

高尔顿声称，他惊奇地发现大部分的“时代巨匠”（Man of the Time）是中年人，且都年过50。他认为，这种现象似乎说明，出身贫寒者需要相当长一段时间来展示其才能并达到其应有的地位。因此，高尔顿以50岁的英国男子为研究对象。据高尔顿统计，当时不列颠诸岛大约有200万年过50岁的男子，其中只有500名左右的人可称作“著名人物”。也就是说，在普通的人群中，每4000人才产生一个“著名人物”；每100万人中才产生250名“著名人物”。高尔顿这个结论的用意是很明显的，那就是要说明，在普通人群中出一个“著名人物”是多么的不容易。

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高尔顿还介绍了他对一些“著名人物”的家庭和家族调查的情况。他一共调查了300个著名的法官、政治家、将领、文学家、科学家、诗人、艺术家和神学家的家庭。这些家庭中的每一户至少出过一个“著名人物”。结果，他发现，在这300个家庭中一共出了977个著名人物。其中，85个法官家庭中出过262个“著名人物”；39个政治家家庭中出过130个“著名人物”；27个将领家庭中出过89个“著名人物”；33个文学家家庭中出过119个“著名人物”；43个科学家家庭中出过148个“著名人物”；20个诗人家庭中出现过57个“著名人物”；28个艺术家家庭中出过97个“著名人物”；25个神学家家庭中出过75个“著名人物”。[18]

在这些家庭中之所以出现数目众多的“著名人物”，在高尔顿看来，这是遗传的作用。高尔顿列举了他的证据。他发现，儿子一辈中的“著名人物”一般要多于父辈中的“著名人物”。例如，每100个法官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6%，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36%；每100个政治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33%，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9%；每100个文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48%，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51%；每100个科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6%，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60%；每100个诗人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0%，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5%；每100个艺术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32%，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80%；每100个神学家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占28%，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达40%。儿子一辈出“著名人物”家庭的数量不如父辈的只有将领家庭。在高尔顿调查的39个将领家庭中，父辈出“著名人物”的家庭占47%，而儿子一辈只占31%。[19]对于这一特别现象，高尔顿做了特别的说明。他认为，造成将领后代“著名人物”较父辈要少的原因大致有两个：一是将领们很早就从事军事生活，即使结了婚，也常常远离家庭，和妻子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少，因此所生的儿子数目不多；二是著名将领的儿子由于各种原因死得较早。为了说明其观点，高尔顿列举了欧洲几个著名军事统帅的例子。例如，亚历山大大帝英年早逝，留下的遗腹子后来因政治斗争原因被谋杀；恺撒留下的私生子也同样因政治斗争被谋杀；拿破仑一世在其妻生下一个儿子之后就完全与她分居了。高尔顿强调指出，尽管这些著名将领的儿子辈中“著名人物”出得不多，但这些将领的孙子辈中，“著名人物”的数量不比其他类型家庭的少。这种现象也正说明了遗传的作用。在高尔顿看来，“著名人物”家庭产生的“著名人物”数量要大大多于普通家庭，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人的品种的优越性。在《遗传的天才》一书中，他明确写道：“我将这一现象归因于品种的优越性，正是这种优越性保证了这类家庭中著名人物占有不同寻常的高比例。”[20]

高尔顿还调查了30个有艺术能力的家庭和150个无艺术能力的家庭。他发现，有艺术能力家庭的子女中64%也有艺术能力，而无艺术能力的家庭中只有21%有艺术能力，因此，他认为艺术能力也是遗传的。[21]

此外，高尔顿还搜集了80对双生子的资料，用双生子比其他亲兄弟、亲姐妹在心理上更为相像的事例，力图证明他的观点，即人的心理也完全是遗传的。[22]

高尔顿的智力遗传论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是错误的。当然，在人的发展过程中，人的遗传素质有着重要的作用。但人的后天发展更多地取决于人后天所接受的教育和所生活的环境。高尔顿之所以得出智力和能力遗传的错误结论，是由于他没有考虑到“著名人物”家庭的优越环境在子女成才过程中的作用。这些家庭子女所获得的教育机会、所享受的教育条件显然要比其他家庭子女多得多和优越得多。

高尔顿的智力遗传决定论曾在欧美国家一度产生较大的影响。甚至到了20世纪60年代，其残余影响依然存在，那个年代，西方有人还认为，黑人智力天生比白人差，而且这种差别是无法用教育来改变的。[23]

尽管高尔顿的错误观点“在现代心理学史上造成了一个长远而丑陋的遗迹”[24]，但是，人们认为，其有关智力遗传问题的研究还是有一定意义的，其研究至少引发了两个与人类有关的科学方向：一个方向是优生学；另一个方向则是运用量的方法来说明群体智力的分布状况和个体智力的状况。[25]

“优生学”是高尔顿创立的新概念。在他看来，优生学是为改善未来人类的精神与身体的学问。[26]高尔顿的优生学思想是建立在其智力遗传论基础上的。他认为，由于人的智力、能力都是遗传的，那么，要提高人的智力和能力就应该从改良血统或改良人种方面着手，即通过优生学的计划来实现人类的改善。高尔顿说：“人的自然能力都源于遗传，就好像各种生物的外形结构也都是遗传的一样。因此，如果我们可以利用血统的改良，使狗或马具有善跑或做其他任何事情的特殊能力，那么我们也可以借助几代人的婚姻产生高智力的人类。”[27]

著名心理学家波林（E. G. Boring）曾这样分析过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 Wundt）与高尔顿研究心理学目的上的差异：“冯特希望改进心理学，高尔顿则希望改进全人类。”[28]可以说，波林的评价是正确的。“他（高尔顿）那花样繁多的研究虽没有固定的计划，但他却有一共同的目标，那就是他所说的优生学”。高尔顿自己曾表示：要“努力地去握动这个伟大的进化工作”。[29]

应该看到，优生学是科学研究上一个值得重视的新领域，它对减少人类遗传疾病，保护新生婴儿的健康，均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由于它片面夸大遗传的作用，大肆宣传天才遗传论，结果，后来成了法西斯进行种族主义统治的工具。

三、关于心理测验的研究

高尔顿是心理测验的发明者。在1869年出版《遗传的天才》一书后，高尔顿对人类才能测量的兴趣逐渐增加，并于1883年出版《人类的才能及其发展的研究》。有人将此著作的出版视为个体心理学及心理测验的肇端。1884年，高尔顿在伦敦南肯辛顿博物馆内设立了一个实验室，利用仪器测量人的身高、体重、触觉、肺活量、拉力、握力、叩击的速率、听力、视力、色觉以及其他个别差异。

高尔顿心理测验的目的是为其改进人类品种的目的服务的。在他看来，人的智力和各种能力都是天生的，他的任务就是要测量出人类能力上的差异，并作为人类繁殖后代的参考。因此，高尔顿的心理测量“与德国心理学的麻烦的心理物理法大不相同”。[30]后者注重分析少数可作为一切人的代表者的心理现象，而高尔顿的心理测量更注重结果。因此，高尔顿说：“我们不欲分析我们辨别两物异同的能力究竟是由于许多基本的知觉中的哪一知觉的活动。我们只要研究其整个的结果。”[31]其方法也因此以“简便”为特征。

高尔顿的心理测量方法之一是内省法。他很重视内省法，强调内省法结果的有效性。高尔顿认为，一个人对于自己内心经过的情形的报告和地理学家对于一个新地域的报告同样有效。高尔顿说，他自己就擅长于观察意识的事件和客观的事件。例如，当他在伦敦街头散步时，曾经观察自己的心灵，先断定其联想历程的门类之多，而后又推定其发生于“意识的前厅”之内的无意识历程的范围之大。[32]高尔顿以他的内省体验为依据，得出了一个结论：人在考虑选择的时候，观念起伏，最后乃使其一观念支配行为，包括意识行为。他还以用内省法研究宗教意识问题为例来证明他的观点：他从滑稽报刊中取出一张滑稽画，故意相信画中有神圣的品质，对它说话“假装诚敬，好像它有一种神力可赏罚人们对它的行为似的”，如此之后，他终于获得了一种对此画的一种迷信的情感，有“野蛮人对于偶像所有的情感”。[33]

高尔顿强调内省方法结果的可靠性是有其道理的。因为心理测量无论采用什么精密仪器，但对心理的描述主要依据是被试者的主观体验，当主观体验不可靠时，测量结果的可靠性就难以保证了。

为了保证心理测量结果的可靠性，高尔顿还发明了一些心理测量的仪器。这也是他对心理学发展的贡献。高尔顿发明的测验仪器主要有以下几种[34]。

（1）口笛。后来被称为“高尔顿哨音”，用以测量听觉阈限，不仅试验人类，而且试验动物。他将一口笛置于一空心手杖的顶端，手杖的另一端置一橡皮球可使口笛发出声音，用以在动物园和街道上试验动物。他还以煤气或氢气与口笛并用，用以测试分贝很高的声音。高尔顿的口笛后来经过形式上的改造和口径的改良之后成为心理实验室中的一件标准仪器，一直使用到20世纪30年代，之后才被更精密的电子仪器所替代。

（2）横木。高尔顿创制了一个横木，在上面刻上不同的距离，用来测试人们对于视觉范围的估计力。他还用一圆盘来测试人们对于垂直线的视觉判断力。高尔顿的横木后来也成为心理实验室的一件标准仪器。

（3）小盒。他用黄铜制成不同重量的小盒，精巧美观。他以每三种重量为一组，让被试者将每组重量依轻重排列，用以测试被试者的肌肉感觉。这一测试后来被智力测验容纳。这表明高尔顿的这样一个观点为他人所接受，那就是：感觉的辨别力可以用来表示判断力和智力。

高尔顿还制作了其他一些仪器。例如，他自制了一个摆子，用以测量反应时间；复制了一台巧妙的仪器，用以测量以臂击物的速率；制作了一个器具，用以测量颜色深浅的辨别力；制作了卡片，用以测定视觉的敏锐度；制成羊毛球，用以测验颜色辨别力等。不过，这些仪器未能流传。

在心理测量中，高尔顿首次采用了统计法。他将比利时统计学者奎特雷（L. A. J. Quetelet）的常态律改进为有效的测量工具，在英国建立起统计的科学。在高尔顿看来，统计学和人类心理测量是不可分离的。

第三节 比纳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比纳（Alfred Binet，1857—1911）是法国心理学家、教育家，现代智力测验的创始人。1857年7月11日，比纳出生于法国尼斯城。1871年，比纳到巴黎求学。1878年获巴黎圣路易斯公学法学学位，1884年获巴黎大学科学博士学位。

比纳好学且兴趣广泛，早在中学时代就对法律、自然科学、医药和心理学等学科十分爱好。1878年，比纳师从著名的神经病学家夏尔科（Jean Charcot）研究催眠术，并对病态心理学产生兴趣。经过几年研究，比纳出版了有关催眠术和潜意识的著作，并由此开始对人格和实验心理学进行研究。1892年，比纳应聘担任巴黎索邦大学心理实验室主任助理。1894年，比纳担任该实验室主任，在这个职位上他一直工作到去世。

1895年，比纳创办《心理学年报》，并经常在该杂志上撰文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受英国心理学家高尔顿的影响，比纳也对一些著名的作家、艺术家、数学家和棋手做了类似的测验；同时他还研究了一些天才儿童和智力迟钝儿童的体型、书法等方面的特征。1903年，比纳发表《智力的实验研究》，这是他对自己两个女儿的心理现象和特征的研究成果。1904年，他接受法国政府委派组织一个专门委员会，研究如何为无法在正常学校学习的智力缺陷儿童设立特殊教育班级问题。比纳认为，要想为智力缺陷儿童设立特殊班级首先必须诊断儿童的智力，以区分智力缺陷和智力正常的儿童。为此，比纳与同事西蒙（Théodore Simon）设计了一份用以诊断儿童智力的测验量表。1905年，这份著名的“比纳—西蒙测验量表”正式公布。这份量表由30道测验题组成，按由易到难顺序排列，以通过的题目数作为智力水平的标志。1908年，该量表做了第一次修订，测验项目由30道增加到59道，测验题按年龄编排，用以测试儿童的智力年龄。1911年，比纳等人又对该量表做了第二次修订，将量表所测试的年龄范围扩展到成人。比纳认为，从3岁儿童到成人都可用此量表测试出其智力年龄。智力年龄的依据就是被试者答案的正确率。

1911年10月18日，比纳在巴黎去世。但是，他的智力测验思想传到了许多国家，特别是美国由此而兴起了轰轰烈烈的测验运动。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孟对“比纳—西蒙量表”又做了一次修订，并于1916年公布这份新量表，即著名的“斯坦福–比纳量表”。该量表第一次引入了“智商”的概念，比原先的量表又有了较大的进步。

比纳的主要著作有：《推理心理学》（1866）、《个性变化》（1891）、《实验心理学概论》（1894）、《智力的实验研究》（1903）等。

二、论智力和智力测验方法

（一）论智力

什么是智力？这是比纳认为在设计智力量表和进行智力测验之前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

在比纳那个时代，人们对“智力”概念的理解是多种多样的，如有人认为“差不多所有与心理学有关的现象都是智力的现象。感觉、知觉以致推理都是智力现象”。[35]比纳认为，有些心理现象不是智力的本质性活动。因此，智力测验不需要对全部的智力现象和人的全部心理过程进行测试，如果那样做就是浪费时间。

智力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比纳认为，“智力有一个基本功能。这一功能的改变或缺乏在实际生活中是举足轻重的。这一功能就是判断，或称之为机智（good sense），或现实感、首创性、使自己适应环境的功能”。“判断好、领会好、推理好，这些都是智力的本质的活动。一个人缺乏判断就可能是一个愚笨者或者朦胧者；但如果有好的判断力，即他就绝不可能成为这两者”。[36]于是，比纳得出一个结论：判断力是智力功能中最为重要的因素。与判断力相比较，其余的智力功能似乎都不那么重要了。为了证明其观点，比纳列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比较感觉能力与判断力的重要性问题。有两位女子，又聋又瞎但非常聪明。比纳强调说，这两位女子虽又聋又瞎，但这并未妨碍她们成为非常聪明的人。这也说明：“感官的全部或甚至部分完善并不能构成相等于判断的心理因素。”从另一方面说，测量被试者感受能力的敏锐性要容易得多，而且测量感受性也是为了知道被试者判断的精确性而不是为了发现他们的感受性。

另一个例子是比较记忆力与判断力的重要性问题。比纳说：“乍一看来，记忆是最为重要的心理现象，人们在测验智力时不由得要给它以显著的位置。但是记忆与判断是截然不同的，并且与判断是各自独立的。一个人可能很机智，但却缺乏记忆力。相反的情况也很常见。”[37]比纳还以他们当时正在观察的一个智力缺陷的女孩为例说明其观点。他说令他们惊异的是，这个女孩的记忆比他们强得多。比纳等人测量了这个女孩的记忆力并且证实了它。“然而这个女孩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愚笨型”[38]。

比纳的智力观的特点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他十分注重判断力在智力现象中的地位。他把判断看成智力的基本功能和智力的本质活动。这一观点成了比纳编制智力测验量表的指导思想。

（二）论智力测验的方法

1904年，法国公共教育部部长组织了一个专门委员会，由比纳负责。该委员会的任务是要研究保证对缺陷儿童进行有利的教育所应采取的措施。经过多次讨论，该委员会规定了为这些特殊儿童建立特殊教育班，包括被允许入学的条件、教学人员资格以及应使用的教学方法等；还决定，任何被怀疑为迟钝的儿童，必须首先经过教育上和医学上的检查，证明其确实因智力状态在普通学校中不能获益，才能被允许进入特殊教育班。这一特别委员会的上述规定实质上是要求采取一些可靠的方法真正地鉴别儿童的智力状况。

要做到这一点，即保证鉴别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在当时是相当困难的。按照比纳自己的话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困难”。[39]比纳所说的“理论上的困难”是指人们对智力缺陷状态的认识不一致。尽管当时人们大都同意用三个等级来表示智力缺陷状态，即用“白痴”（idiot）表示最低级状态、用“愚笨”（imbecile）表示中间状态、用“朦胧”（moron）表示最接近正常的状态。但是，人们对这三个等级的理解和判断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种理论认识上的差异致使操作上出现令人吃惊的不同诊断。比纳列举了一个例子以说明：有一个儿童到一所精神病院看病时带了几张各不相同的诊断书。第一份诊断书说他是“愚笨”，第二份诊断书说他是“白痴”，第三份诊断书说他是“朦胧”，第四份诊断书又说他是“智力退化”。

比纳对造成不同诊断结果的原因做了具体分析。他认为，主要有三种原因导致了这种现象：第一种原因是医生的“无知”。某些医生缺乏才能，连一些已有绝对明显症状的疾病也看不出来。第二种原因是因为“名词定义的变换不定”，同样一个词由于使用的人不同而含义各异。比纳认为，诊断的不一致，很可能只是由于使用了不同的术语而引起的言语不一致。第三种原因是不同的医生用不同的方法检查病人而导致对疾病的描述缺乏准确性，或者由于一些医生没有努力地寻找准确的症状并对之加以仔细分析和说明。

对于第一种原因，比纳认为，那是一种个人的失败，科学本身是不负责任的。至于第二种原因，在比纳看来，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不同国家的医生，甚至同一国家不同的医生，使用的名词各异也容易造成诊断的差别。但比纳发现，“有些医生虽然使用了相同的术语，但在对同一儿童的诊断上却又经常不一致”，致使每个人都根据自己的想象来划分智力状态的界线[40]。之所以出现这种诊断结果的混乱，比纳认为，是由第三种原因即方法上的缺点造成的。他说：“仔细观察，人们就能看出这种混乱主要来自检查方法中存在的缺点。当一个精神病医生检查一个智力低劣的儿童时，他并不去找出这个儿童所表现出来的每一症状，说明这些症状并加以分类，而满足于他对病人的主观印象，即一个总的印象，然后根据直觉做出诊断。”因此，比纳强调说：“对这问题的历史方面的研究，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所缺乏的是鉴别诊断的准确根据。”[41]

于是，智力测量的方法问题成了比纳的研究重点之一。经过几年研究，比纳发现，可以使用以下三种方法来鉴别智力缺陷的状况。[42]

（1）医学的方法。用以鉴别智力缺陷的解剖学、生理学和病理学方面的症状。

（2）教育学的方法。依据儿童所获得的知识总量来判断其智力。

（3）心理学的方法。对智力的程度做直接的观察和测量。

比纳认为，在这三种方法中，“医学的方法是间接的，因为它从生理推测心理。教育学的方法比较直接。但心理学的方法是三者中最直接的，因为它的目的在于测量目前的智力状态”。[43]

比纳还对心理学方法的基本思想和目的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做了专门论述。比纳提出，心理学方法的基本思想“是建立一个我们称之为智力测验的量表。这个量表由一系列难度逐渐增大的测验构成的，从能观察得到的最低智力水平的测验一直到平均正常智力的测验。这一整套测验中的每一组各与不同的智力水平相当”。[44]

比纳认为，心理学方法的目的有两个：一是要使“所有的测验简单、迅速、方便、准确、内容多样化，使受测试者与测验者保持不断的接触，而且主要目标是针对受试者的判断能力”。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比纳要求，测验在保证高速度进行的同时又不能使测验时间超过20分钟。他说：“超过了20分钟就不可能不使受试者感到疲乏。在这最大限度的20分钟里，必须各个方面都轮流测到，最少要做10个测验，所以每个测验不能超过2分钟。”[45]二是要测定智力的水平。为达到这一目的，比纳要求，尽可能地把先天的智力和后天的教育分离开来。他说：“我们唯一要测量的是智力，尽可能地不顾及受试者的教育程度。”[46]比纳认为，测验者应当把被试者看成既不会读又不会写的毫无知识的人。测验内容要摒弃许多具有词语、文学或学术性质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乃是属于教育考察的事，而不是智力测验的任务。

三、“比纳-西蒙测验量表”

（一）测验量表的内容

比纳于1911年第二次修订了他与西蒙1905年公布的测验量表。这份新量表的测试对象包括3岁、4岁、5岁、6岁、7岁、8岁、9岁、10岁、12岁、15岁和成人等年龄段的儿童、青少年和成人。测验试题按由易至难顺序排列，每个年龄段的测验由5道试题组成；只有4岁年龄段例外，只测试4道题目。这份新量表一共由54道题目组成。各年龄段测验题如下。

3岁测验：

（1）指出鼻子、眼睛、嘴。

（2）学说两个数字。

（3）指出图中各物。

（4）说出自己的姓名。

（5）学说6个音的语句。

4岁测验：

（1）说出自己是男或是女。

（2）说出钥匙、小刀和便士（货币名）的名称。

（3）学说3个数字。

（4）比较2条线。

5岁测验：

（1）比较2种重量不同的物体。

（2）照画一个方形。

（3）学说10个音的语句。

（4）计算4个便士。

（5）把分开的长方形再合起来。

6岁测验：

（1）辨别早晨和下午。

（2）就日常事物依其用途而下定义。

（3）照画一金刚石形。

（4）计算13个便士。

（5）辨别图画中面容之美丑。

7岁测验：

（1）指出右手和左耳。

（2）叙述图画中各物。

（3）做同时发令的3种差遣。

（4）计算6个苏（“sous”，货币名，一个苏为[image: ]法郎）。

（5）说出4种基本的颜色。

8岁测验：

（1）比较记忆中的2种物体。

（2）从20数到0。

（3）说出图画中的缺点。

（4）说出日期。

（5）学说5个数字。

9岁测验：

（1）兑换20个苏。

（2）就事物用途之外下常用字的定义。

（3）认明一切钱币。

（4）按顺序说出每年中的月份名。

（5）回答简单的问题。

10岁测验：

（1）依轻重排列5种重量不同的物体。

（2）根据记忆重描图画。

（3）批评语言中悖理之处。

（4）回答难解的问题。

（5）用3个字于2个句子中。

12岁测验：

（1）抵抗暗示。

（2）用3个字于1个句子中。

（3）3分钟内说出60个字。

（4）解释抽象名词。

（5）重组词句。

15岁测验：

（1）学说7个数字。

（2）说出3个同韵字。

（3）说出26个音的语句。

（4）解释图画的意义。

（5）解释事实。

成人测验：

（1）剪纸测验（折纸剪洞）。

（2）根据想象重组一个三角形。

（3）分辨同类抽象名词的意义。

（4）说出国王与总统的3点相异之处。

（5）说出所听的短文的主要意义。[47]

（二）测验量表的特点

在“比纳—西蒙测验量表”问世之前，智力测验已进行了20多年的尝试，但未获得广泛的认可。而“比纳—西蒙量表”一问世，就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究其原因，那是由于“比纳—西蒙测验量表”的三个显著特点所致。

第一个特点是“比纳—西蒙测验量表”用年龄作为标准。可以说，用年龄作为智力测验的标准是比纳的创造。人们认为，用年龄作为标准，一是容易把握，二是容易理解。而以前人们用“白痴”“愚笨”“朦胧”来表明智力缺陷的不同程度，或用“聪明”“极聪明”“笨”“极笨”来表示智力的差异，其标准都难以把握，也不易为人们所理解。因此，用“智龄”来表示一个人的智力水平，一听就能理解。

第二个特点是“比纳—西蒙测验量表”只测试高级心理现象，例如推理能力、创造能力、判断能力等；而不像其他智力测验者那样去测试低级心理现象，例如感觉的辨别力、记忆力、反应速度等。人们认为，这正是比纳获得成功的高明之处。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推孟曾对此做了颇为清楚的说明：“近今心理学家，大概都承认高等的智力和……初等的心理作用，没有多大的关系。许多动物有敏锐的感觉；低能的儿童，除十分厉害者之外，皮肤感觉、视觉、反应、想象之形式亦和普通儿童的并没有显著的异点。但是，论到了解力、抽象作用、推理作用、联想作用、知识之多少、自动的注意等，则他们和普通儿童差得远了。”[48]

第三个特点是“比纳—西蒙测验量表”测试的是智力的整体而不是智力的各部分。比纳在其实验阶段也曾像其他测验者一样试图将注意力、感觉辨别力、联想能力分开测试，但未能成功。后来，比纳意识到这些能力是紧密连在一起的、不能分开测试的。于是，他改变了策略，下决心去测试智力的整体，终于获得了成功。正如推孟所评价的：“智力测验之所以能够成功，全在于这个目的的更换。”[49]

比纳的智力测验研究是欧美国家儿童研究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为儿童研究运动提供了方法，并为后来的智力测验研究的发展铺垫了道路。

第四节 霍尔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活动和著作

霍尔（Granville Stanley Hall，1844—1924）是美国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1844年2月1日，他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阿什菲尔德一个基督教徒家庭。祖上是1630年从英格兰来到美国的移民。在学区读完小学后，霍尔曾先后在阿什菲尔德文实学校和威利斯顿文实学校读过书。

1863年，霍尔进入威廉斯学院学习。在威廉斯学院期间，霍尔不仅学业成绩优异，而且读了大量文学和哲学著作，还曾参加过文学俱乐部。1867年，霍尔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进了纽约的一所神学院。同时，霍尔还在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兼职以获得更多一些收入。尽管当一位牧师是霍尔家庭对霍尔的希望，但霍尔对宗教持有一种怀疑态度。一年后，他就离开了神学院，动身赴德国。1868年夏季，霍尔抵达波恩。在德国，他住了两年多时间，学习德文和研究德国人的生活。在此期间，他还结识了一批德国哲学家和神学家。

1871年，霍尔回到纽约。这一时期，美国大学对受过德国哲学训练的年轻人并不欢迎。霍尔不得不又花费一年时间修完神学课程。1872年，霍尔终于在安蒂奥克学院找到一份教师工作。在这所学院里，霍尔工作了四年，讲授文学、哲学，导演话剧。这一时期，他和黑格尔学派的一些年轻人有着密切的往来。1874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的著作《生理心理学纲要》出版。这本书引起了霍尔对心理学的极大兴趣。1876年，他辞去安蒂奥克学院的工作到哈佛大学担任英语教师。在哈佛大学任教的两年里，他还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

霍尔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于1878年再次赴德国学习。这次赴德国，他主要是为了研究物理学、生理学以及实验心理学。在莱比锡大学，他成为冯特的第一个美国学生。1880年，霍尔从德国回到美国。几个月后，哈佛大学聘请他讲授教育学。霍尔主讲的教育学课程非常成功，深受学生们的欢迎。1882年，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聘他为特别讲师，并拨款1000美元建立了美国第一个心理实验室。霍尔经过自己的努力，不仅使他的心理实验室在美国处于领先地位，而且还在其周围聚集了后来对美国教育和心理科学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一批年轻人，其中有卡特尔、杜威、贾斯特罗（J. Jastrow）、桑福德（E. C. Sanford）等。1887年，霍尔创办了《美国心理学杂志》。

1888年2月，霍尔担任了刚建立的克拉克大学的校长。霍尔起初想把克拉克大学办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式的大学，以科学研究为主，但在风格上要比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更加接近德国模式。霍尔的这一理想终因经费不足而未能实现。但在他的领导下，克拉克大学成为当时美国儿童心理学和儿童研究中心。他在克拉克大学期间共培养了81名心理学博士。1892年，霍尔创建美国心理学会并被选为第一任主席。同年，创办《教育学研究》杂志，该杂志后来成为儿童研究运动的喉舌。1893年，霍尔在芝加哥主持了教育实验心理学会议，并在开幕式上发表讲演，从此拉开了儿童研究运动的序幕。

1919年，霍尔75岁时从克拉克大学校长职位上退休。1924年4月24日，霍尔在马萨诸塞州的伍斯特去世。他将遗产中的大部分捐赠给了克拉克大学，用以设立遗传心理学教授职位。

霍尔一生研究兴趣广泛，成果甚丰。1882年，他发表的论文《儿童的道德和宗教训练》引起了人们广泛的注意。1883年，霍尔发表论文《儿童心理的内容》。由此，霍尔在学术界的声望迅速上升。到1888年时，霍尔已成为美国第一流的教育研究者。[50]此后，霍尔的学术成果不断问世。1904年，霍尔出版了《青少年：他们的心理及其与生理学、人类学、社会学、性、犯罪、宗教和教育的关系》，这是一部两卷本的著作，涉及的领域广泛。为了完成这部著作，霍尔还创造了300多个新的英语词汇。该书一出版，立即引起轰动，一下子在美国就售出2.5万本。1906年，霍尔出版《青年：他们的教育、生活方式和卫生学》，这本书后来被作为美国师范院校的教材。1911年，霍尔的两卷本《教育的问题》出版。人们认为，这本书的出版标志着霍尔的研究兴趣彻底地从教育转向心理学。[51]此后，霍尔又写了不少心理学著作，其中主要有：《现代心理学的奠基者》《心理学家消闲活动》《一位心理学家的生活和忏悔》等。总之，霍尔在19世纪90年代里“作为美国心理学界和教育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而崛起。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霍尔在美国心理学界和教育界已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在追求新颖做法的教师和教育学教授中，早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52]

二、关于儿童心理内容的问卷调查

1869年10月，德国柏林教育学协会颁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教师调查城市学校入学儿童的个性。同年，有的学者采用问卷方式，就75个问题在2万名刚入学的男女儿童中做了大规模的调查。结果发现，男女生之间，城乡儿童之间，甚至同一城市不同街区儿童之间在知识面以及感兴趣的事物方面存在着差异。柏林教育学协会的这次问卷调查对霍尔有很大的启发作用。

1880年，霍尔第二次从德国留学回国，就在波士顿采用柏林问卷对波士顿的入学儿童做了调查。之后，考虑到柏林问卷中提出的一些问题不适宜在美国使用，霍尔对柏林问卷做了修改和补充。将原先的75个问题增加到100多个，并对原先问题涉及的数学、天文、气象、动物、植物、地理、综合等领域做了拓宽，增加了儿童信念（包括儿童对正误观念的理解）等新领域。霍尔编制完成新的问卷后，曾在波士顿对400名4岁至8岁儿童进行过调查，还在堪萨斯城对678名6岁入学儿童进行过调查。霍尔将两地的调查结果记录下来并做了比较。

霍尔问卷的部分内容和结果[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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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那一时期美国儿童的常识性知识面不宽，大城市儿童所了解的知识不如小城市儿童了解得多。除外，在身体、气象、几何以及其他方面，大城市的儿童也不如小城市的儿童。例如，有90.5%的波士顿儿童不知道肋骨的位置，而堪萨斯城白人儿童中只有13.6%、有色人儿童中只有6.4%不知道肋骨的位置；又如，有93.4%的波士顿儿童不知道皮制品来源，而堪萨斯城白人儿童只有50.8%、有色人儿童只有72.3%不知道皮制品来源；再如，89%的波士顿儿童不知道面粉来源，而堪萨斯城白人儿童只有34.7%、有色人儿童只有57.4%不知道面粉来源；等等。

霍尔还发现，男女儿童在知识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女孩在诸如身体部位、家庭和家庭生活、彩虹以及在正方形、圆形、三角形等概念的掌握方面要超过男孩。但是，在立方体、球面体、角锥体等知识方面，女孩不如男孩。[54]但是，霍尔发现，男女儿童的差异除了身体知识外，在其他方面并不像柏林问卷调查结果那么大。在同样的49个问题的回答中，美国男孩在69%的问题（即34个问题）上超过女孩，而德国男孩在75%的问题上超过女孩。

通过对波士顿和堪萨斯城调查结果的研究，霍尔还发现，家长为子女入学所做的最佳准备工作是让儿童熟悉自然界事物，特别是熟悉乡村的景色和声音，并将儿童送进良好的、卫生的幼儿园。

根据波士顿和堪萨斯城两地的调查，霍尔还建议，每位教师在任教一个新班级时，或在一个新的住宅区任教时，应该利用自己的经验和技术仔细地探索儿童的心理，了解儿童已经掌握的知识，这样才能避免自己所做的努力不至于落空。霍尔还要求，师范学校应该教给学生怎样去探索儿童心理的方法和技术，并将此作为师范训练的主要内容。

霍尔1883年在《普林斯顿评论》上发表的论文《入学儿童的心理内容》就是在这两次调查结果的基础上写成的。该论文的发表后来被看作美国儿童研究运动肇端的标志。

三、论青少年的心理特点

青少年时期，随着生理的发展，青少年的心理上也出现了许多以前未曾有过的特点。例如：有的“爱好精神上的紧张状态，并且强烈地喜爱兴奋”；有的充满着“活力感和对更丰富的生活的渴望”；有的“出现了极端性的倾向，追求色彩鲜艳、奢侈放荡的生活”。霍尔对青少年的心理特征仔细研究之后，认为这些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一些“非常显著的互相对立的冲动”[55]。

精力旺盛与衰退。霍尔认为，青少年的精力有着周期性旺盛与衰退的特点。在精力旺盛时期，青少年可以“有几小时、几天、几周或者几个月过分旺盛的活动。男青年热衷于训练或者打破纪录；睡眠可以减少，学习上通宵开夜车，死记硬背；追求某种新风尚，得意洋洋，欢闹不已”。[56]在精力衰退时期，青少年显得“软弱无力，无精打采，呆缓迟钝，漠不关心，疲倦，冷淡，嗜睡，偷懒；他觉得缺乏动力，难以做额外工作和做过度努力；当他激励自己拼命去干时，他却陷于松弛的迟钝状态，并且怀疑世界上的一切事情是否真值得去干”。霍尔发现，青少年精力的变化有着周期性的规律。“显示出有时以月计，有时甚至以季计的节律”。这种周期性的变化在男青年身上表现尤为明显，女青年也会有这种变化。有时，“十五六岁的女孩通常想要睡眠或休息一个星期，并且好像浑身使不出劲来，可是以后又狂热地渴求艰苦而乏味的工作了”。[57]霍尔认为，青少年的这种精力变化有着生理方面的原因，是一种自然的现象。他说：“大自然在这里至少是用更替方式来推进她的发展工作：一时致力于发展机能，一时又致力于增长器官的体积；也许用这种节约的方法比过多地保持均匀、平衡和稳定性更能达到较高的发展水平。”[58]

快乐和痛苦情绪的波动。霍尔认为，儿童的情绪经常“在快乐与痛苦——生活的两极、生活的最高统治者——之间摆动”，而且这种心境的波动是迅速而不断发生的。“他们哭笑无常，对于各种印象所做的情绪反应是直接的。他们生活在现在之中，对现在的一切变化都有所反应，他们的情感很少受过去和未来的影响”。[59]在霍尔看来，青春期前后儿童的快乐与痛苦情绪的波动是有差别的。青春期前的儿童，情绪波动的频率高，速度快。“到了青春期，波动就逐渐缓慢下来，但常在一段时间内更趋极端，从得意洋洋，特别是从意气消沉中恢复过来是迟缓的”。[60]霍尔发现，致使儿童快乐与痛苦的原因中有生理的和营养方面的原因。当精力旺盛时，他们“常常无缘无故地在任何小事上觉得快活，他们由于生机旺盛而快活得大嚷大叫”。当身体疲劳时，他们“厌世主义的抑郁心境在一段时间使生活变得暗淡无光，一个新的联想占了优势，像换了另外一个人似的”。[61]有些人早晨醒来时、在上学时、在中午时都没有精神，霍尔认为，这是营养上的变化造成的。

自我感的增加和自信心的不足。霍尔认为，青少年的自我感“完全是一种新高度的意识”，有了自我感的青少年“希望自己成为成年男女，并被旁人承认为成年男女；希望被尊重、被征询和被信任”。[62]随着自我感的产生，他们的荣誉感也强烈起来了，有时为了维护荣誉，甚至不惜采用决斗、用拳头等手段。自我感中还包含有强烈的自我肯定意识。他们“觉得自己对于异性具有了不起的吸引力。……把自己放在显眼的地位；高谈阔论，矫揉造作，修饰打扮，以引人注目，或者自鸣得意甚至骄傲自大，自以为比别人高明”。[63]但霍尔也发现，有的青少年在自高自大以致“竭尽厚颜无耻之能事”的同时，又“感到信心不足和内心虚弱，需要大肆虚张声势来加以遮掩。他怀疑自己的力量、担心自己的前途，他的自爱受到了伤害，在各方面深深地觉得丢脸，也许内心有所不满，却感到无力抗拒”。[64]

利他思想和自私心理的碰撞。霍尔认为，儿童在进入青春期之前，衣、食、住、教育等“都是由别人照料的”，而进入青春期之后，“却必须为别人服务了”，他们逐渐意识到“生活再不是自我中心的，而应该是利他中心的了”。[65]青少年的利他思想迅速发展，有时甚至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例如，“青少年可以发誓终生克制自己并从事于艰苦的劳动，以献身于某种伟大的事业或某种终生的前程，即使为此而抑制乃至排除一些人类最深刻的本能也在所不惜。他或她可以奉命办事；为病人、愚昧者、堕落者以及残疾者阶层服务；拥护伟大的慈善事业，而且常常对生活中普通的和无害的欢乐和安适实行禁欲主义，在吃、喝、睡眠方面过分克制，甚至可以做到有损健康的程度”。[66]霍尔发现，青少年一方面利他主义情感不断发展，另一方面又存在着自私心理。有时候，“最显著的自私和贪心与慷慨和宽仁同时爆发出来”。“对别人的所有权、食品衣着可以粗暴地踩在脚下，同时又对别人或者是对同一个人做到最周密的关心和照顾……”[67]

善行和恶行的交替。霍尔发现，青少年时期，“善良大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动人和纯真，德行从来没有这样完美无瑕……良心虽然不是这时新生的，现在已可以扮演主要的角色了。它唤起迫切追求正义的渴望，激励着最高的抱负和决心。对所有的人和生物的慈爱发自内心，饱满清新；对别人的共同的和个人的幸福表示衷心的祝愿，能想方设法揣测和满足别人的愿望……对于这个世界，少男少女简直是好得过分了”。[68]然而，有时又会有恶的行为发生，例如，“说谎的倾向突然发生，一时难于克制。愤怒不能控制，四处发泄，人受其害。一些卑鄙的或者想象不到的行径使旁观者为之吃惊。社会的公共约束被抛弃不顾，突然一阵阵脏话连篇……”[69]

孤僻的性格和依附的心理。霍尔发现，有的青少年性格孤僻、羞怯、忸怩，不愿在人们面前，特别在异性面前露面；他们喜欢单独散步，喜欢与星星、海洋、森林、动物交谈，爱好自然胜过爱好人类。而另外一种类型的青年则愿意投身于同伴友谊之中；他们不甘孤独，但又无法排遣自己，只好“可怜地依靠同伴才能求得自己的欢乐”。他们渐渐失掉了独立性，“失掉了独立行动、思考和冲动的能力，形成了依附的顺从者和追随者的固定习惯”。[70]

强烈的敏感性和无情的冷漠。这在青少年违法者中有明显的表现。霍尔发现，许多少年杀人犯对其罪行的受害者的痛苦无动于衷，铁石心肠，面对心爱的宠物的痛苦却十分敏感，柔情充溢。

除了上面的特点之外，霍尔还探讨了青少年其他方面的特点。例如，有的青少年充满好奇心，对知识充满兴趣，渴求知识；而有的青少年则对一切事物淡漠处之，任何事物也无法使他们激动。又如，有的青少年立志做学问，手不释卷，热心读书；而有的青少年则认为饱学只是徒有虚名，希望“震动现实世界，立功成名，出人头地，做一番积极的有创造性的事业”。[71]再如，有的青少年保守；而有的青少年激进。

对于青少年身上表现出来的那些“相互对立的冲动”，霍尔认为教育工作者不必害怕。他说：“在美德的幼芽蓬勃生长的同一土壤上，也可以杂草丛生。”[72]他还说：“如果青少年要闯入人的王国，他必须在其道路上努力、战斗和猛攻。这里同样有许多冲动在力求表现，它们一时好像很强烈，但以后却就销声匿迹了。”不过，霍尔也提出，教育工作者要防止青少年冲动的低级形式，“而给它以高尚的去处和境地”。[73]也就是说，要引导青少年对一切真、善、美事物产生兴趣和专心致志。

四、论道德和学校教育

（一）论道德

什么是道德？霍尔把“道德”看成一种“超级卫生学”（superhygiene）。这种“超级卫生学”旨在“使我们的肉体和灵魂，使我们的物质的、社会的、工业的环境，始终处于最佳状态”。[74]从这一目的出发，霍尔提出：“道德就是健康。”[75]在他看来，所谓“健康”是指一种完美或神圣的状态。因此，霍尔又把道德解释成人类演化进程中的最佳状态和人类最健康的状态。如果这种最佳和最健康状态受到破坏，那么道德就出现了问题。他举例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实质上是世界道德的崩溃。

霍尔在谈论道德时还提出，道德是良心、荣誉感、“超人”（superman）的集合。他认为，良心只是道德的一部分。在霍尔看来，良心是一种无意识的本能的趋向美德的冲动，也是一种对内心“神谕”（oracle）的承诺；但是，良心并不能完全制止恶行，以良心名义所犯下的罪行数不胜数，因此，霍尔认为，防止和制裁恶行，还需要法律和法令。

荣誉感是一种非常微妙的情感。霍尔认为，它可以使一个胆怯的男孩去拼命，也可以使一个泼辣的女孩害羞和哭泣。人们为了捍卫荣誉可以牺牲生命，因为屈辱地活着，生命毫无价值。但是，荣誉感也像良心一样并不能保证美德。荣誉感本身也会扭曲变形，以致小偷、妓女和乞丐群中也有“荣誉感”。在霍尔看来，真正的荣誉感的最显著的功能是培养人们热爱后代的情感和责任感。这种情感超越种族，纯洁无瑕。这里，霍尔显然是将人的荣誉感与人类社会的不断繁荣联系在一起了。他要求青年男女把这种荣誉感当作生命的空气和自然的呼吸来看待。“因为未来后代的所有问题的解决取决于今日男女青年的荣誉感”。[76]

“超人”是霍尔借用德国哲学家尼采（F. Nietzsche）提出的一个概念。霍尔认为，“超人”概念是达尔文的生存竞争、适者生存理论的一种推论。对于“超人”而言，人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是重要的。“如果我们失败了，文明也与我们一起失败”，[77]这是“超人”的信念。为了适应生存，“超人”可以破除旧的道德教义的束缚，创造新的价值标准。

霍尔强调指出，他的道德观是一种全新的人的价值标准，旨在呼吁人们用一种新的价值尺度来衡量个人的、工业的、社会的道德，以促进社会的健康发展。

（二）论学校教育

霍尔晚年目睹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给美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受战争的影响，学校的生活也发生了变化。学期缩短了，男孩放假去农场干活以生产粮食。青少年们要参加许多社会性工作，例如，参加小红十字会工作、为法国孤儿募捐、与比利时及其他同盟国儿童通信、参加准军事训练等。中小学校里的爱国主义教育明显地加强了。在中学和大学里，应用学科，例如化学、物理学、经济学、心理学，明显地受到了重视。大约有50万原本上大学的青年应征入伍。每所学院和大学都成立了学生军训营。霍尔认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学校教育也需做相应的改革，以促进学生道德的发展，培养儿童的适应生活的能力。为此，他提出了以下几点建议。

一是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应该以活动为中心，儿童的活动应该适应儿童的心理和生理发展的需要。霍尔认为，儿童兴趣对教育之重要犹如圣灵对于古代教会之重要。成长中的儿童的身体和灵魂是最宝贵的，也是最可雕塑的。教育价值的一个标准就是看成长的一代人是否能走向成熟。这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是衡量教育价值的一个尺度。

二是学校应该充分注意应用性课程的德育作用。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原因，应用性课程受到了学校的重视，以致一些人产生了应用技术第一、纯科学其次的观念。按照这些人的想法，学校课程应更多地重视应用性技术，以使大多数人掌握这些技术。至于有关创造发明、科学研究的课程则属于少数天才人物的学习和研究内容。霍尔认为，重视应用课程是社会的需求，学校教育必须传授一些应用技术以使受教育者在工业社会中找到一个既能体现个人价值又能满足社会需求的最佳位置。在他看来，这种做法不会影响人性的发展、品德的培养，因为应用性课程也具有德育的作用。霍尔强调说：“人类已经掌握了无以计数的自然力量，但要求将这些自然力量用于人类造福事业而非破坏事业的呼声从未如此强烈。”[78]这种呼声是人类渴望用正确的道德观利用自然力量的需求。

三是学校教育应该注意培养忠诚、献身精神、英雄主义、荣誉感、团队精神以及亲密的同伴友谊等品质。霍尔认为，这些品质是战争中必需的，也是战争给学校教育的启示。当然，在和平环境中，这些品质也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是人的道德的最重要的因素。霍尔还认为，这些品质的培养可以通过学科教学来实现。例如，在学习古典学科时，“古典学科应该人文化”。[79]所谓“人文化”，霍尔指出，就是学习拉丁文应重在掌握了解它的内容、意义、精神以及一些注释材料，而不要像法国人那样，只注意学习枯燥的冗词。只有这样，学生才能把握古典文学的精神。总之，古典学科的学习可以在培养学生民主思想的同时，又不影响学生的服从与纪律精神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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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外国教育思想历史是一个源远流长和异彩纷呈的过程。从对外国教育思想历史轨迹的分析考察中，可以清楚地看到，19世纪的教育思想是其中一个重要而灿烂的篇章。就教育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来说，19世纪的教育思想高出18世纪及先前时代的教育思想。在外国教育思想历史进程中，19世纪的教育思想既是18世纪及先前时代教育思想的继续和发展，又对20世纪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影响。

一

在整个19世纪，在不同时期、不同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想。它们表现出以下一些主要特点。

第一，时代性特点。

在19世纪，随着自然科学的进步以及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变化，人类社会生活也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美国教育史学家佛罗斯特（S. E. Frost）曾这样指出：“19世纪是个变革的时代，其间许多陈旧的东西被打得粉碎，而人类的创造精神正在产生着新生的事物。”[1]因此，无论是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还是新兴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欧洲，还是在美国和日本，尽管各种教育思想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和主张，但是，它们都是19世纪时代和社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反映了19世纪社会和时代变革与发展的需求。

英国的儿童教育和贫民教育思想、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美国的公共教育思想以及丹麦的民众教育思想的出现，适应了19世纪社会对发展国民教育和扩大教育对象的需求，从而推动了欧美国家教育的普及。美国教育家杜威就明确指出：美国公共教育思想强调“建立一个公立的、免费的公共教育制度，主要就是在殖民地独立战争和建立共和制度之后出现的社会情况的反映”。[2]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的出现反映了19世纪欧洲国家在初等教育和学前教育尤其是在学前教育上的新的需求，而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又促进了幼儿园教育的发展，使得人类社会的学前教育提升到一个崭新的阶段。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思考和探讨了新的历史时期日本教育的改革和发展问题，例如，提倡文明开化、强调普及教育、确立国家教育制度、发展职业教育等，反映了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社会需求，对日本成为一个发展很快的新兴资本主义国家起了很大的作用。

第二，继承性特点。

19世纪教育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以先前时代，尤其是18世纪的教育思想为基础的，其中有一些教育思想可以说是18世纪教育思想的直接继续和发展。

毫无疑问，对19世纪教育思想影响最大的是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美国教育史学家鲍尔（E. J. Power）曾这样指出：“裴斯泰洛齐对欧洲国家教育模式的影响是深刻的。每一个欧洲国家都期望从那里得到启示或激励，尤其是德国。同样地，美国也受到他那富有魅力的影响。”[3]可以说，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论和方法以及他的教育精神对19世纪欧美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在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以及具有重要影响的福禄培尔教育思想，在许多方面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中直接吸取了养料。赫尔巴特和福禄培尔都曾经亲自赴伊弗东学院参观学习，并与裴斯泰洛齐一起讨论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没有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也就不可能有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和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

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美国的公共教育思想、丹麦的民众教育思想都受到了18世纪法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的影响。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显然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有着思想渊源上的联系。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受到了18世纪启蒙教育思想的直接影响，而且在思想渊源上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早期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有着一定的联系。

由于在西方教育历史上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由来已久，因此，19世纪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西塞罗主义以及14—16世纪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存在着一定的联系，而19世纪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则是早期科学教育思想（培根的教育思想）在新的社会时代中的继续和发展。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教育思想的出现，也是欧美国家教育思想影响的结果。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教育家大都到过欧美国家学习考察，接受了西方的文明理论和先进的教育思想。日本从德国、法国、美国等国家中“贪婪地吸收了所有的新思想，大肆模仿西方，却又本着创造的精神增加了许多自己的东西”。[4]

实验教育学思想、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在儿童观上与18世纪卢梭的教育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在这些教育思想中，可以看到在西方教育思想历史上被看作“现代教育派理论”思想渊源的卢梭教育思想的影子。

第三，多样性特点。

尽管19世纪的教育思想吸取了18世纪及先前时代教育思想的成果，但它们并不是单纯的抄袭或简单的组合，而是将以前的教育思想的成果融合到新的教育思想中并成为一个新的统一体。应该说，19世纪的教育思想在新的社会历史背景下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不同的教育问题或教育问题的不同方面进行了更深入、全面的论述，而成为许多有个性的教育思想。就教育思想的多样性来看，19世纪的教育思想显然是大大超过18世纪及先前时代的教育思想。

美国的公共教育思想在借鉴与吸收欧洲国家教育的经验的基础上，把公共教育作为整个国家教育的基本模式，并提出了单一的教育阶梯，突出地表现了与欧洲国家教育传统有所不同的美国教育的特色。

英国的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法国的功能主义教育思想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深入地思考教育与人以及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从而认识到教育对个人幸福的作用以及教育对社会发展的功能。

新人文主义教育思想、美国高等教育革新思想的出现，促使人们更加关注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德国教育家洪堡的大学教育思想以及美国高等教育革新家的思想充分体现了19世纪大学现代化运动的方向，并为20世纪当代大学的发展确立了原则精神。

福禄培尔的教育思想的出现，尤其是幼儿园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充分表现了其注重学前教育的特色，并促使人们进一步关注学前教育问题。

英国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和英国科学教育思想的出现，以及英国科学教育思想在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促使人们对学校教育特别是课程内容进行了更深入的思考，并使英国乃至整个世界的课程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俄国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对沙皇政府反动落后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学校教育进行了尖锐的和全面的批判，代表了俄国在废除农奴制度前后的一种新的教育思想。

实验教育学思想、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的出现，促使人们从生理学和心理学等角度出发进一步思考教育与儿童的关系问题，推动了教育的实验研究，兴起了儿童研究运动。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教育制度，构想了未来社会的教育。尤其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以无产阶级的世界观与方法论为依据，更全面而科学地揭示了教育的本质以及未来教育的理想。

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的出现，突出地反映了教育理论的科学化趋势。由于赫尔巴特试图构建一种科学的教育学的理论框架，因此，可以说，在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中，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一种最有代表性和最有影响的教育思想。从19世纪后期起，由于赫尔巴特学派运动的兴起以及德国和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的大力宣传，使得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逐渐在西方教育思想中占据统治地位，并成为“传统教育派理论”的代表。

二

19世纪的教育思想对欧美国家乃至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教育制度、教育目标、教育内容、教育方法产生了重要而深刻的影响，并促使学校教育实践发生了令人可喜的变化。它特别明显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教育目标上开始趋向国民教育、公共教育和民众教育。

由于德国的国民教育思想、美国公共教育思想、丹麦民众教育思想以及法国功能主义教育思想、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教育思想的出现和传播，欧洲国家、美国和日本在教育目标上开始了由英才教育到国民教育、公共教育、民众教育的转变。因此，在德国国民教育的发展更加受到关注，在美国出现了公立学校运动，其他欧洲国家和日本也都把初等教育普及作为一件重要的事情来抓。尤其是美国的公立学校运动以建立免费的普及的公立学校制度为目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在19世纪中的出现和传播，探讨了新的理想社会的教育并提出了对未来教育的构想，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成人教育，特别是工人教育的发展。

在教育目标上的这种转变反映了19世纪社会政治和经济的要求。从政治体制上看，尽管不同国家的起点不同，发展的历史也有反复或挫折，但是，在人民群众的艰苦斗争下，都在向民主的道路迈进。众所周知，教育权利是政治权利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民主的政治不可避免地要求每一个公民都具有一定的文化知识。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最先进的工人完全了解到，他们阶级的未来取决于正在成长的工人一代的教育。因此，在不少进步的社会人士为民众的教育权而呼吁的时候，无产阶级也为争取自己子女的教育权而进行不懈的斗争。从经济发展上看，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19世纪中从手工工场向大机器生产过渡，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在生产和经济中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相应地，经济的发展越来越需要生产者掌握与之相适应的文化知识。因此，它要求受教育的范围从以前的少数统治者扩大到多数的民众。也就是说，资产阶级也需要有一定文化和技术的生产者。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对工人实施教育只有合乎它本身利益的那一点点。

虽然19世纪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发展要求教育目标的转变，但应该看到，19世纪教育思想的传播对教育目标的转变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在不同的国家中，国民教育、公共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发展是不平衡的。

第二，在教育内容上开始趋向以科学知识为核心的课程。

早在14—16世纪，就已存在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之争。到19世纪中期，在英国又出现了一场古典人文主义教育思想与科学教育思想的激烈争论，并波及其他欧洲国家。尽管古典人文主义教育的传统势力十分顽固，但由于以斯宾塞和赫胥黎为代表人物的科学教育思想的传播，推动了科学教育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这不仅使人们普遍认识到学校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实施科学教育的重要性，而且使科学教育逐步在各级学校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主导地位。

虽然近现代欧美国家学校课程的改革是与科学知识的分化和发展以及培养目标的多元化有关的，但科学教育思想的传播和影响所起的极其重要的作用，那是不容置疑的。

此外，有不少19世纪教育思想家，例如，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和洪堡、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英国空想社会主义教育思想家欧文、日本教育家福泽谕吉和井上毅等，在他们的教育思想中都提出了符合社会和时代发展方向的观点。

第三，在教学原则和方法上开始趋向心理化、科学化。

在19世纪，随着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发展，哲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研究取得了重要成果。在生理学和其他自然科学发展的基础上，许多学者把不同领域的研究方法运用于心理学的研究中，并最终导致了心理学的独立。在18世纪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倡导“教育心理学化”的号召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出现了“教育心理学化运动”，极大地推动了教育科学的发展，促使教育科学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逐渐成为一种共识。根据对儿童心理的观察、实验、量化分析以及对教育心理的研究，人们清楚地发现，儿童的心理发展和掌握知识的心理规律是有章可循的，遵循这些规律，教学工作就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被称为“科学的教育学奠基人”的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正是在心理学和哲学的基础上，对教育理论特别是教学论进行了探索，在教育心理学化方面做了有意义的尝试。它初步揭示了教育科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以及教学与教育的关系，第一次系统地研究了教学过程及其规律，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教学阶段理论。因此，在西方教育思想史上，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一种首先以心理学和哲学为基础的教育理论体系，极大地促进教学原则和方法趋向心理化、科学化。尽管其本身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但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可以被看成是教学原则和方法进入心理化、科学化时期的起点。

在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普遍受到人们重视的情况下，德国和美国的赫尔巴特学派广泛传播这一教育思想，而兴起了赫尔巴特学派运动。赫尔巴特学派教育思想在促使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特别是教学论的通俗化、简明化和具体化方面做了努力，同时在某些方面也有所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了教学原则和方法的心理化、科学化。

此外，被誉为“德国国民教育之父”“德国教师的教师”的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在长期的教育工作实践中对教学原则和方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并从学生、社会文化条件、教材、教师四个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被誉为“俄国教育科学的创始人”“俄国教师的教师”的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在揭示儿童智力发展特点的基础上对教学理论做了论述，并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他们的教育思想对教学原则和方法的心理化、科学化起了一定的作用。

由于19世纪的教育思想家注重教学理论诸方面的研究，并从心理学和哲学两方面加以探讨，促使了人们对教学认识的深化，并使教学原则和方法趋向心理化、科学化。19世纪的教育思想家提出了许多反映教学规律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例如，直观性原则、文化适应性原则、渐进性原则、系统性原则、坚实性原则、巩固性原则、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教育性教学原则，以及分析教学法、综合教学法、问答法、练习法等。应该看到，教学原则和方法趋向心理化、科学化，标志着近代教育思想的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不仅促使学校教育和教学工作更有效地开展，而且奠定了现代教学理论的基础。

三

从西方教育思想历史来看，作为近代西方教育理论奠基人的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试图构建一个教育理论体系。但是，经过18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直到在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出现，才标志着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体系的形成。与此同时，近代欧美国家教育制度也确立了起来。因此，可以说，欧美国家和日本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在19世纪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但是，应该看到，19世纪的教育思想家在对教育问题进行思考和探讨的过程中并未解决全部问题。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教育是一个永恒的问题，头绪万千，错综复杂，涉及的方面和因素很广泛；二是由于时代和社会的局限，以及认识论和方法论上的缺陷，影响了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认识。

从整个19世纪教育思想来看，主要侧重在对教育制度以及教师的教育和教学的研究与论述上。即使在19世纪教育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也是从教师如何更好地进行教育和教学这一点出发提出对教育问题的见解与主张的。就这一点来讲，它是以教师为中心的。美国教育家杜威曾这样指出：赫尔巴特所论述的主要是教师心理学，从而低估了儿童在获得知识过程中的主动和积极作用。可见，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注重对教师以及教师的教学过程的论述，而对儿童以及儿童的学习过程的论述是不够的或忽视的。尽管赫尔巴特的教育思想是在心理学和哲学基础上构建起来的一个教育理论体系，但这个体系显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以致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学校里普遍存在着这样的情况：教师热衷于用老一套的课本进行老一套的训练，盲目地让天真无邪的孩子死记硬背和复述那些毫无意义的冗词赘语。

虽然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实验教育学思想、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倡导实验研究的方法研究教育和教学问题，采用问卷法、观察法、测验法对儿童的生理和心理进行研究，试图去弥补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乃至近代西方教育理论体系的不足，但是，并没有解决学校教育和教学以教师为中心的问题。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传统教育的批判以及教育革新的洪流中开始兴起的那些20世纪教育思想，例如，西欧新教育思想以及美国进步教育思想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就是以在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作为批判对立面的。美国教育家杜威作为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现代教育派理论”的代表人物，对以赫尔巴特为代表人物的“传统教育派理论”进行了全面而击中要害的分析和批判。此后，在西方教育理论界出现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之争。也许可以这样说，这种争论至今并没有停止。

与此同时，还应该看到，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与20世纪的教育思想密切相连，对20世纪的教育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是20世纪教育思想的前奏和先驱。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19世纪后期出现的实验教育学思想、儿童和儿童教育研究思想与在19世纪教育思想中占有主导地位的赫尔巴特教育思想以及赫尔巴特学派的教育思想是不合拍的。它们比较注重儿童的主体，强调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研究，实际上成为20世纪的西欧新教育思想、美国进步教育思想和杜威教育思想的肇端。

正因为19世纪教育思想与20世纪教育思想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因此，对19世纪教育思想的研究无疑将有助于对20世纪教育思想的理解。

本卷各章节的执笔人是：第十章——李爱萍，第十一章——贺国庆，第十二章第一节和第三节、第十三章——单中惠，第十二章第二节、第十五章、第二十章——朱镜人，第十四章——王德林，第十六章——朱文富，第十七章——陈桂生，第十八章——续润华，第十九章——屈书杰，结语——单中惠。全书由单中惠和贺国庆负责统稿。

限于著者的水平，如有疏漏或不妥之处，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1] S. E.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第393页。

[2] 赵祥麟、王承绪编译：《杜威教育论著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35～336页。

[3] E. J. Power，Main Current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1970，p.494.

[4] 《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第406页。


参考文献

1.劳伦斯·阿瑟·克雷明：《学校的变革》，单中惠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2.S. 鲍尔斯、H. 金蒂斯：《美国：经济生活与教育改革》，王佩雄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S. E. 佛罗斯特：《西方教育的历史和哲学基础》，吴元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年版。

4.滕大春：《美国教育史》，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王英杰：《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与改革》，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6.陈学飞：《当代美国高等教育思想研究》，大连：辽宁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7.奥尔德里奇：《简明英国教育史》，诸惠芳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8.赫胥黎：《科学与教育》，单中惠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9.斯宾塞：《教育论》，胡毅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年版。

10.斯宾塞：《斯宾塞教育论著选》，胡毅、王承绪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11.A. 波叶：《丹麦的教育》，吴克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12.P. 曼尼奇：《丹麦的农村教育与合作》，陈友生译，上海：新世纪书局1930年版。

13.N. 台维斯：《格龙维与丹麦民众高等学校》，戴子钦译，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版。

14.H. 贝格特鲁普：《丹麦的民众学校与农村》，孟宪承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1年版。

15.王养冲：《西方近代社会学思想的演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16.孔德：《实证主义概观》，萧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17.D. P. 约翰逊：《社会学理论》，南开大学社会学系译，北京：国际文化公司1988年版。

18.孙中兴：《爱·秩序·进步：社会学之父——孔德》，台北：巨流图书公司1993年版。

19.孔德：《论实证精神》，黄建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20.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万智强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2年版。

21.陈秉璋：《实证社会学先锋——涂尔干》，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81年版。

22.于海：《西方社会思想史》，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23.陈奎：《教育社会学》，台北：三民书局1980年版。

24.张人杰主编：《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25.吕万和：《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26.王桂：《日本教育史》，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27.福泽谕吉：《福泽谕吉自传》，马斌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8.福泽谕吉：《劝学篇》，群力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9.福泽谕吉：《文明论概略》，北京编译社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

30.鹿野政直：《福泽谕吉》，卞崇道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31.麻生诚、天野郁夫合：《教育与日本现代化》，刘付忱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0年版。

32.小林哲也：《日本的教育》，徐锡龄、王明皖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

33.苏联教育科学院编：《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恩格斯论教育》辑译小组辑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4.W. F. 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张法琨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35.贺国庆：《近代欧洲对美国教育的影响》，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36.筑波大学教育学研究会编：《现代教育学基础》，钟启泉译，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37.理查德·D. 范斯科德等：《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38.佐藤正夫：《教学论原理》，钟启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39.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教育学》，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40.A. C. 奥恩斯坦：《美国教育学基础》，刘付忱等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

41.中国教育史研究会编：《杜威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研究》，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

42.拉伊：《实验教育学》，金澍荣、黄觉民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

43.拉伊：《实验教育学》，沈剑平、瞿葆奎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4.雷通群：《西洋教育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

45.姜琦：《现代西洋教育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

46.麦柯：《教育实验法》，薛鸿志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年版。

47.大河内一男：《教育学的理论问题》，曲程等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

48.高觉敷、叶浩生主编：《西方教育心理发展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

49.W. F. 康内尔：《近代教育史》，孟湘砥、胡若愚译，台北：五南图书出版有限公司1993年版。

50.T. H. 利希：《心理学史——心理学主要思潮的发展》，陈仁勇译，台北：耘桥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87年版。

51.E. G. 波林：《实验心理学史》，高觉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52.张述祖等审校：《西方心理学家文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

53.推孟：《比纳西蒙智力测验》，华超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

54.尾形裕康：《日本教育通史》，早稻田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

55.唐泽富太郎：《日本教育史》，诚文堂新光社1961年版。

56.福泽谕吉：《福泽谕吉全集》，岩波书店1961年版。

57.大久保利谦：《森有礼》，文教书院1944年版。

58.堀武松一：《日本近代教育史》，新荣堂1963年版。

59.井上毅传记编纂委员会编：《井上毅传》，国学院大学图书馆1975年版。

60.海后宗臣：《井上毅的教育政策》，东京大学出版会1922年版。

61.梅根悟主编：《世界教育史大系》第2卷，讲谈社1978年版。

62.井上久雄：《日本现代的教育思想》，福村社1979年版。

63.上沼八郎编：《福泽谕吉教育论集》，1981年日文版。

64.唐泽富太郎：《日本的近代化与教育》，1981年日文版。

65.E. P. Cubberley，Readings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Houghton Mifflin Company，Boston，1920.

66.R. F. Butts and L. A. Cremin，A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 Culture，Holt Rinchart and Winston，New York，1953.

67.W. T. Harris，Elementary Education，in N. N. Butler（ed.），Monographs on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Vol.3，New York，1895.

68.J. E. Morgan，Horace Mann：His Ideas and Ideals，National Home Library Foundation，Washington D. C.，1936.

69.A. E. Winship，Great American Educators，Werner School Book Company，New York，1900.

70.W. P. Lannie（ed.），Henry Barnard：American Educator，Teachers College Press，New York，1974.

71.R. C. Jenkins and G. C. Warner，Henry Barnard，The Connecticut State Teacher Association，Hartford，Connecticut，1937.

72.J. D. Puilian，History of Education in American，Charles E. Merrill Publishing Company，Columbus，Ohio，1991.

73.W. T. Harris，Horace Wiann，C. W. Bardeen，New York，1896.

74.E. I. F. Williams，Horace Mann：Educational Stateman，The Macmillian Company，New York，1937.

75.M. Peabody Mann，Life and Works of Horace Man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Washington D. C.，1937.

76.Horace Mann，Report of an Educational Tours，Simpkin and Company，London，1846.

77.G. Compayré，The History of Pedagogy，D. C. Heath and Company，Boston，1910.

78.L. A. Cremin，The Republic and the School：Horace Mann on the Education of Free Men，Teachers College Press，New York，1974.

79.J. Messerli，Horace Mann：A Biography，Alfred A. Knopt，Inc.，New York，1972.

80.L. H. Tharp，Unttil Victory：Horace Mann arid Mary Peabody，Little Brown and Company，Boston，1953.

81.Horace Mann，Lecture on Education，Boston，1840.

82.G. Compayré，Horace Mann and the Public School in the United States，Thomas Y. Crowell，New York，1907.

83.G. A. Hubbell，Life of Horace Mann：Educator，Patriot and Reformer，W. M. F. Fell Company，Philadephia，1901.

84.G. L. Gutek，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American Educator，Y. Cro-well Company，Chicago，1970.

85.T. Misawa，Modern Educators and Their Ideals，D. Appleton and Company. New York，1909.

86.W. T. Harris，Psychologic Foundations of Education，New York，1898.

87.W. T. Harris，“The Pedagogical Creed of William T. Harris”，in O. H. Lang（ed.），Educational Creeds of the Nineenth Century，New York，1898.

88.W. T. Harris，Correlation of Studied in Elementary Education，in Report of the Committee of Fifteen on Elementary Education，Amo Press & the New York Times，New York，1969.

89.W. T. Harris，The Relation of School Discipline to Moral Education，in Third Yearbook of the National Herbart Socie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07.

90.John S. Brubache and Wills Rudy，Higher Education in Transition：A History of Americ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1636—1976，Harper & Row，Publishers，1976.

91.S. Willis Rudy，The Revolution in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1865—1900，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21（1951）.

92.L. R. Versey，The Emergence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5.

93.Frederick Rudolph，The American College and University History，Random House，1962.

94.Paul Westmeyer，A History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Charles C. Thomas Publishers，1985.

95.Barnard Berelson，Graduate 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Mcgran Hill Book Compary，Inc.，1960.

96.B. Bailyn and D. Fleming，Glimpses of the Harvard Pa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6.

97.R. Hofstadter and W. Smith，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A Documetary Histor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98.S. J. Curtis and M. E. A. Boultwood，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English Education Since 1800，University Tutorial Press Ltd，London，1960.

99.S. J. Curtis and M. E. A. Boultwood，A Short History of Educational Ideas，University，Tutorial Press Ltd，London，1965.

100.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Yale University Press，New Haven & London，1996.

101.V. A. Hubber，The English Universities，London，1843.

102.Fergal McGrath，The Consecration of Learning：Lectures on Newman’s Idea of a University，Gill and Son Ltd.，Dublin，1962.

103.Henry Tristran（ed.），John Henry Newman：Autobiographical Writings，Sheed and Ward，London，1956.

104.F. W. Farrar，Essays on a Liberal Education，Macmillan，London，1867.

105.J. J. Findley（ed.），Arnold of Rugby： His School Life and Contribution to Education，Co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25.

106.T. W. Bamford，Thomas Arnold on Education，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0.

107.A. P. Stanley，Life and Correspondence of Thomas Arnold，Ward，Lock & Co.，London，1900.

108.Sylvie E. Bowman， John Henry Newman，Jwayne Publishers，Inc.，New York，1972.

109.T. H. Newman，Apologia pro Vita Sua，edited by D. J. Delaura，W. W. Norton & Company，1968.

110.Ian Ker，The Achievement of John Henry Newman，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St. Paul，Minnesota，1990.

111.Richard Aldrich， In History and In Education，The Woburn Press，London，1996.

112.J. H. Newman，The Use of Knowledge，edited by Leo L. Ward，Appieton-Century-Crofts，Inc.，New York，1948.

113.C. F. Harrold， John Henry Newman： An Expository and Critical Study of His Mind，Thought and Art，Longmas，London，1945.

114.J. H. Newman，Select Discourses from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edited by May Yarcller，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55.

115.Ian Ker，John Henry Newman： A Biography，Clarendon Press，Oxford，1988.

116.J. H. Newman， University Sketches，edited by Michael Tierney，The Richview Press，Dublin 1856.

117.A. V. Judges（ed.）， Pioneer of English Education，Faber and Faber Ltd.，London，1952.

118.J. Lawson and H. Silver，A Social History of Education in England，Methuen & Co.，Ltd.，London，1973.

119.E. P. Cubberley，The History of Education，Houghton，Boston，1920.

120.P. Gordon and D. Lawton，Curriculum Change in the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London，1978.

121.H. Spencer，An Autobigraph，Willianis，London，1904.

122.P. Monroe， A Textbook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The Macmillan Co.，London，1912.

123.M. Hiprice（ed.），The Development of the Secondary Curriculum，Crom Helm，London，1986.

124.C. Bibby，T. H. Huxley on Education，Cambridge：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71.

125.A. M. Kazamias，Herbert Spencer on Education，Prentice Hall，N. J.，1966.

126.R. F. Butts and L. A. Cremin，A Gultural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Hole，New York，1955.

127.R. H. Quick，Essays on Educational Reformers，Appleton，New York，1924.

128.Leonard Huxley，Life and Letters of Thomas Henry Huxley，Appleton，New York，1902.

129.C. Bibby，T. H. Huxley：Scientist， Humanist and Educator，C. A. Watts & Co.，1959.

130.Christian Thodberg and Anders Pontoppidan Thyssen，N. F. S. Grundtvig： Traidition and Renewal，Copenhagen：Det Danske Selskab，1983.

131.Steven M. Borish，The Land of the Living： 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s and Denmark’s Nonviolent Path to Modernization，Blue Dolphin Publishing，Inc.，Grass Valley，California，1991.

132.Thomas Rordam， 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s，Copenhagen：Det Danmark Selskab，1980.

133.Ebbe Lundgard，The Danish Folk High School， 1970—1990，Development and Conditions，The Association of Folk High Schools in Danmark，1991.

134.The Danish Institute，Grundtvig’s Ideas in North America： Influences and Parallels，Scavdinavian Seminar College，Holte，Denmark，1993.

135.Charles J. Brauher， American Educational Theory，Ohio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4.

136.Alexander Rippea，Education in a Free Society，New York，1983.

137.W. B. Clive，Priniciples and Method of Teaching，London，1906.

138.Gerald L. Gatek，Educ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Historical Perspective，New Jersey，1986.

139.James Bowen，A History of Western Education，Vol.3，Lincoln Published，1981.

140.Charles De Garmo， Herbart and Herbartians，New York，1895.

141.Herbert H. Foster，Principles of Teaching in Secondary Education，New York，1921.

142.Cbrothy Mcmurry，Herbartion Contributions to History Instruction in American Elementary Schools，New York，1946.

143.Frederick Eby，The Development of Modern Education，New York，1945.

144.F. Eless，Modern Education Development，New York，1974.

145.W. A. Lay，Experimental Pedagogy，Prentice Hall，Inc.，New York，1936.

146.Francis Galton，Hereditary Genius：An Inquiry into Its Lazvs and Conse-quences，Macmillan and Co.，Ltd.，1925.

147.G. S. Hall， The Contents of Children’s Mind on Entering School， in Aspects of Child Life and Education，Ginn & Company Publishers，Boston，1912.

148.G. S. Hall，Morale， the Supreme Standard of Life and Conduct，D. Appleton and Company，1920.


人名索引

A

Alexander the Great 亚历山大大帝 381

Amalie，C. 阿玛莱 168

Angell，J. B. 安吉尔 58，62

Aristoteles 亚里士多德 50，89，96，112，115，116，120，134，192

Arnold，T. 阿诺德 87，93，94，95，96，97，98，99，100，101，102，103，104

Ashby，E. 阿什比 90

B

Bacon，F. 培根 124，128，129，133，192，193，267，410

Bain，A. 贝恩 210

Baldwin，J. M. 鲍德温 377

Barnard，F. A. P. 巴纳德 58

Barnard，H. 巴纳德 1，2，4，5，7，8，9，10，11，12，28，29，30，31，32，33，34，35，36，40

Bellers，J. 贝勒斯 290

Bentham，G. 边沁 128

Bibby，C. 毕比 160

Bichat M. F. X. 比夏 192

Binet，A. 比纳 204，370，371，374，375，385，386，387，388，389，390，391，394

Bismarck-scho nhausen，O. von 俾斯麦 243，264

Blair，H. W. 布莱尔 6

Blow，S. E. 布洛 38

Boring，E. G. 波林 382

Boultwood，M. E. A. 博尔特伍德 87，88，123，129

Boutroux，E. M. 布特鲁 205，206

Bowen，J. 鲍恩 126

Bowles，S. 鲍尔斯 18

Bowman，S. E. 鲍曼 117

Boyd，W. 博伊德 298

Brubacher，J. S. 布鲁巴克 54，75

Buchanan，J. C. 布坎南 60，79

Bugge，K. E. 布格 171

Butier，G. 巴特勒 378

Butler，N. M. 巴特勒 61，72

C

Caesar，G. J. 恺撒 98，381

Campanella，T. 康帕内拉 290

Carnot，R. E. 卡诺 264

Carter，J. G. 卡特 9

Cattell，J. M. 卡特尔 67，396

Charcot，J. 夏尔科 385

Charle Ⅱ 查理二世 119

Child，FJ. 蔡尔德 65

Chipman，N. 奇普曼 2

Christian Ⅷ 克里斯蒂安八世 168，180

Cicero，M. T. 西塞罗 96，98，105，115，116，410

Claparede，E. 克拉帕雷德 374

Clausen，H. N. 克劳森 167，179，180

Comenius，J. A. 夸美纽斯 133，276，348，416

Commons，J. R. 康蒙斯 67

Comte，A. 孔德 188，190，191，192，193，194，195，196，197，198，199，200，201，202，203，204，205，206

Condorcet，M. J. A. N. de C. de 孔多塞 192，201

Conlanges，F. 康朗热 205，206

Connell，W. F. 康内尔 373

Copleston，E. 科普尔斯顿 91，92，93

Coram，R. 科拉姆 2

Cornell，E. 康奈尔 58，60，62，72，81，82，83，323

Cremin，L. A. 克雷明 7，11，20，40，72

Cubberley，E. P. 卡伯莱 36

Cullen，P. 卡伦 106

Curtis，S. J. 柯蒂斯 87，88，123，129，146

D

Darwin，C. R. 达尔文 128，134，145，297，371，378，405

Darwin，E. 达尔文 377

Davison，J. 戴维森 92，93

Day，J. 戴伊 53

De Garmo，C. 德加谟 300，303，304，323，324，325，326，327，328，329，334

De Gurowski，A. G. 德格鲁斯基 5

Demosthenes 德摩斯梯尼 98

Desartes，R. 笛卡儿 192，204

Dewey，J. 杜威 9，67，68，75，77，143，304，307，322，327，332，334，335，396，409，416，417

Diderot，D. 狄德罗 192

Duhring，K. E. 杜林 271，273，285，288，309，319

Dunster，H. 邓斯特 50

Durkheim，E. 涂尔干 188，190，204，205，206，207，208，209，210，211，212，213，214，215

E

Ebbinghaus，H. 艾宾浩斯 343

Edgeworth，R. L. 艾吉渥兹 90

Edwards，N. 爱德华兹 2

Eiiot，C. W. 埃利奥特 49，54，57，58，60，62，63，64，68，69，70，71，72，73，74，75，76，77，78，82，85，86，129，130

Eliot，J. 艾略特 49

Engels，F. 恩格斯 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69，270，273，275，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1，292，293，294，295，296，297，298，412，413

Everett，E. 埃弗雷特 13

F

Faraday，M. 法拉第 128

Farrar，F. W. 法勒 92，112

Fichte，J. G. 费希特 301

Flor，C. 弗洛 179，180，297

Flwell，W. W. 福韦尔 60，83

Fourier，G. 傅立叶 268，269，270，276，286，290

Frederik Ⅵ 弗雷德里克六世 167

Frobel，F. W. A. 福禄培尔 29，344，348，409，410，411

Frost，S. E. 佛罗斯特 408

Fukuz Yukichi 福泽谕吉 216，230，231，232，233，234，235，236，237，238，239，240，241，243，414

G

Galilei，G. 伽利略 192

Gall，F. J. 高尔 192，196

Galton，F. 高尔顿 370，371，375，377，378，379，380，381，382，383，384，385，386

Garland，M. M. 加兰 92，121

George Ⅲ 乔治三世 379

Gibbon，E. 吉本 109

Gintis，H. 金蒂斯 18

Gilman，D. C. 吉尔曼 36，49，58，59，62，63，64，65，66，67，68，72

Graves，F. P 格莱夫斯 10

Grün，K 格律恩 268

Grundtvig，N. F. S. 格龙维 161，163，164，165，166，167，168，169，170，171，172，173，174，175，176，177，178，179，180，181，182，186，187

Gutek，G. L. 古特克 36

H

Haarder，B. 哈阿德 178

Hall，G. S. 霍尔 35，183，370，371，372，373，374，375，377，395，396，397，398，399，400，401，402，403，404，405，406，407

Hall，S. R. 霍尔 4

Hamilton，W. R. 汉密尔顿 92

Harper，W. R. 哈珀 61，77，84

Harris，W. T. 哈里斯 1，8，11，12，37，38，39，40，41，42，43，44，45，46，47，48

Harrison，B. 哈里森 38

Harrold，C. F. 哈罗德 115，116

Harvard，J. 哈佛 30，49，50，52，53，54，57，58，59，62，65，67，68，69，70，71，72，73，74，75，76，77，82，85，128，130，355，395，396

Hawley，G. 霍利 2

Hegel，G. W. P. 黑格尔 38，39，270，301，395

Helvetius，G. A. 爱尔维修 209，267，270，276，278

Herbart，J. F. 赫尔巴特 6，269，300，301，302，303，304，305，306，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20，322，323，324，326，327，328，329，330，331，332，334，335，339，340，341，344，345，348，350，368，410，412，414，415，416，417

Herodotos 希罗多德 89，98

Hobbes，T. 霍布斯 267

Hofmann，A. W. von 霍夫曼 269，270

Homeros 荷马 96，98，109，115

Hooker，J. D. 胡克 145

Hopkins，W. 霍普金斯 29，36，49，58，59，62，63，65，66，67，68，72，155，156，378，396

Horace 贺拉斯 109

Hume，D. 休谟 192

Huxley，T. H. 赫胥黎 88，112，123，124，128，129，130，131，132，144，145，146，147，148，149，150，151，152，153，154，155，156，157，158，159，160，414

I

Inoue Kowashi 井上毅 216，221，224，22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259，260，414

J

James，W. 詹姆士 144

Jastrow，J. 贾斯特罗 396

Jefferson，T. 杰斐逊 2，3，54，57，72，83

Johnson，A. 约翰逊 30

Johnson，D. P. 约翰逊 205

Johnssen，K. B. 约翰森 162

Jones，W 琼斯 144

Judd，C. H. 贾德 377

Jung，A. 荣克 269

K

Kant，I. 康德 192，206，207，208

Kautsky，K. 考茨基 266

Key，Elley 爱伦·凯 371

King，Edmund 埃德蒙·金 298

Kingsley，C. 金斯利 53

Kingsley，J. L. 金斯利 107，154

Knox，V. 诺克斯 87，112

Koid，C. 科尔德 179

L

La Follette，R. M. 拉福莱特 83，84

Lankester，E. R. 兰克斯特 157

Lassalle，F. 拉萨尔 271，272，273，274

Lawson，J. 劳森 124

Lay，W. A. 拉伊 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6，354，355，356，357，358，359，360，361，362，363，364，365，366，367，368，369

Leo XIII 利奥十三世 107

Lewis，S. 刘易斯 2

Lincoln，A. 林肯 9，60，80

Livis，T. 李维 89

Lobisch 罗别许 371

Locke，J. 洛克 166，209，266，267，348

Lorenzen，H. N. 劳伦正 179

Lowell，A. L. 劳威尔 74

Lubbock，J. W. 卢伯克 145

Lackey，G. W. A. 勒基 372

Lyell，C. 莱尔 371，374

M

Mann，Horace 贺拉斯·曼 1，2，4，5，7，8，9，10，11，12，13，14，15，16，17，18，19，20，21，22，23，24，25，26，27，28，30，31，33，34，40，47

Manning，H. E. 曼宁 107

May，Lewis 刘易斯·梅 117

Marx，K. 马克思 261，262，263，264，265，266，267，268，270，271，272，273，274，275，277，278，279，280，281，282，283，284，285，286，287，288，289，290，291，292，293，294，295，296，297，298，299，412，413

Mayo，A. D. 梅奥 10

McCall，W. A. 麦柯 337

MclVIurry，C. A. 麦克默里 300，303，304，324，328，329，330，331，332，333，334，335

McMurry，F. M. 麦克默里 300，303，324，328，329，330，331，332，333，334，335

Meumann，E. 梅伊曼 336，337，338，339，340，341，342，343，344，345，346，347，348，349，350，351，352，353，354，355，356，359，363，369

Mill，J. 穆勒 208

Mill，S. 穆勒 207

Miller，J. 米勒 337

Milton. J. 弥尔顿 96，109

Misawa，T. 米萨瓦 38

Moberley，G. 莫伯利 89

Monod，G. 莫诺德 205，206

Monroe，P. 孟禄 130

Monroe，W. S. 门罗 36

Montesquieu，C. L. de S. 孟德斯鸠 192

More，T. 莫尔 290，323

Mori Arinori 森有礼 216，218，222，223，224，227，232，241，242，243，244，245，246，247，248，249，250，253，254，255，259，260

Morrill，J. S. 莫里尔 57，60，63，78，79，80，81

Munsterberg，H. 闵斯特伯格 355

N

Napoleon I 拿破仑一世（拿破仑：381）

Newman，J. H. 纽曼 87，92，93，104，105，106，107，108，109，110，111，112，113，114，115，116，117，118，119，120，121，122，128，148

Newton. I. 牛顿 14，111，120，297

Nicholas，G. 尼古拉斯 105

Nietzsche，F. 尼采 405

O

Omstein，A. C. 奥恩斯坦 322

Owen，R. D. 欧文 3，268，269，270，276，286，290，414

P

Pestalozzi，J. H. 裴斯泰洛齐 6，27，29，30，133，290，344，350，356，370，409，410，414

Page，W. H. 佩奇 66

Parker，F. W. 帕克 9

Payne，W. H. 佩恩 132

Peabody，M. 皮博迪 15

Petty，W. 配蒂 290

Piaget，J. 皮亚杰 351

Pierce，J. 皮尔斯 9

Plato 柏拉图 89，96，115

Porter，N. 波特 73

Poulsen 包尔生 181

Power，E. J. 鲍尔 409

Preyer，W. T. 普莱尔 371，374

Proudhon，P. J. 蒲鲁东 270，271，272，274

Q

Quetelet，L. A. J. 奎特雷 385

Quick，R. H. 奎克 143

R

Radosavljevich，P. R. 拉多塞尔耶维奇 369

Raphael 拉斐尔 120

Rasmussen，K. 拉什姆森 162

Rein，W. 莱因 300，303，306，315，316，317，318，319，320，321，322，323，324，327，328，329，333，335

Remsen，I. 雷姆森 65

Renouvier，C. B. 勒努维埃 205，206

Ricardo，D. 李嘉图 267

Roosevelt，T. 罗斯福 86

Rosenkranz，K. 罗生克兰茨 269，270

Rousseau，J. J. 卢梭 132，133，192，267，276，290，345，348，349，410，411

Rowland，H. A. 罗兰 65

Royce，J. 罗伊斯 66

Rudy，S. W. 鲁迪 86

Rush，B. 拉什 2

S

Sabin，H. 萨宾 9

Saint-Simon，C. H. de 圣西门 191，192，276

Sanford，E. C. 桑福德 396

Schelling，F. W. J. 谢林 166，269

Schroder，L. 施洛德 185

Scott，T. 司各特 105

Shakespeare，W. 莎士比亚 96，120

Shinn，M. W. 希恩 374

Short，T. 肖特 105

Silver，H. 西尔弗 124

Simon，T. 西蒙 375，386，391，394

Small，A. W. 斯莫尔 67

Smith，A. 斯密 192，267，278，290

Smith，S. 史密斯 91，92

Sonne 索纳 184

Spencer，H. 斯宾塞 123，124，127，128，129，130，131，132，133，134，135，136，137，138，139，140，141，142，143，144，146，205，206，414

Steffens，L. 斯蒂芬斯 86

Stem，W. 斯特恩 372

Stoy，K. V. 斯托伊 300，302，303，312，313，314，315，316，317，323

Sullivan，J. 沙利文 2

Sumner，C. 萨姆纳 14

Sully，J. 萨利 371

Sylvester，J. J. 西尔维斯特 66

T

Tacitus，P. C. T 塔西佗 89，96

Tappan，H. 塔潘 54，55，57，60，72，81，83

Tayler，O. 泰勒 5

Terman，L. M. 推孟 386，394

Tesdorph，E. 泰斯杜夫 183

Thordike，E. L. 桑代克 75，343，377

Thucydides 修昔的底斯 89，96

Ticknor，G. 蒂克纳 54，57，72

Tiedeman 提德曼 370

Tierney，M. 蒂尔尼 116

Toffler，A. 托夫勒 297

Tucker，J. 塔克 100

Turner，F. J. 特纳 66

Turner，F. M. 特纳 121

Turner，J. B. 特纳 79，80

Tyndall，T. 廷德尔 145

V

Van Hise，C. R. 范海斯 83，84，85，86

Virgilius Maro，P. 维吉尔 96

Voltaire 伏尔泰 192

W

Ward，L. L. 沃德 108

Washington，G. 华盛顿 3，9，120

Wayland，F. 韦兰 57，59，72，83

Wegener，J. 威格纳 181

White，A. D. 怀特 58，62，63，64，72，81，82，93

White，E. E. 怀特 42

Wilson，W. 威尔逊 67

Winship，A. E. 温希普 9，10

Wundt，W. 冯特 204，337，343，382，395，396

X

Xenophen 色诺芬 109，115

БakyHиH，M. A. 巴枯宁 270，271，272，274

ЛéHиH，B. И. 列宁 298

Y

Yardler，M. 亚德勒 115

Z

Ziller，T. 齐勒尔 300，302，303，307，308，309，310，311，312，313，314，315，316，317，318，320，321，323，324，327，368

Ушиииckиǔ，K. Д. 乌申斯基 4，414，4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外国教育思想通史.第八卷，19世纪的教育思想.下/吴式颖，任钟印主编；单中惠，贺国庆分册主编.—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9

ISBN 978-7-303-21986-5

I.①外… Ⅱ.①吴…②任…③单…④贺… Ⅲ.①教育思想-思想史-国外-19世纪 Ⅳ.①G40-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21034号




营　　销　　中　　心　　电　　　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与学术著作分社 http：//xueda.bnup.com



WAIGUO JIAOYU SIXIANG TONGSHI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19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　　刷：北京利丰雅高长城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28

字　　数：392千字

版　　次：2017年9月第1版

印　　次：2017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88.00元



策划编辑：陈红艳　　责任编辑：鲍红玉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民　　　责任印制：马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image: ]


[image: ]


[image: ]




总主编

吴式颖 [image: ]

副总主编

李明德 金锵 单中惠 史静寰 张斌贤

编委（按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王保星 方晓东 龙育群 史静寰 朱旭东

[image: ] 李明德 李淑华 杨孔炽 杨汉麟

吴式颖 吴国珍 张斌贤 陈如平 陈红艳

金锵 周采 单中惠 赵卫平 饶涛

贺国庆 徐小洲 郭法奇 诸惠芳 黄学溥

褚宏启



	导言

	第一章 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	第一节 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与教育

	第二节 20世纪的政治潮流与教育

	第三节 20世纪的科技进步与教育

	第四节 20世纪心理科学的发展与教育




	第二章 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	第一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第二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第三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中的著名教育实验

	第四节 西欧新教育思潮的基本理论

	第五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之分析




	第三章 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和教育活动

	第二节 论幼儿的发展与教育

	第三节 论教育的功能与目的

	第四节 论教育的环境

	第五节 论自由、纪律及工作

	第六节 儿童之家的教育内容

	第七节 论科学的教育学及教师

	第八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第四章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第一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第二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时期的主要教育实验与理论

	第三节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

	第四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时期的主要组织、教育实验和教育思想

	第五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特征及影响




	第五章 杜威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与时代

	第二节 教育本质论

	第三节 民主、科学与教育

	第四节 教育目的

	第五节 课程论

	第六节 教学方法论

	第七节 道德教育论

	第八节 职业教育论

	第九节 影响与评价




	第六章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	第一节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第二节 康茨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布拉梅尔德的教育思想

	第四节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评析




	第七章 新传统教育思潮	第一节 新传统教育思潮的兴起

	第二节 要素主义教育派的理论

	第三节 永恒主义教育派的理论

	第四节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潮




	第八章 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	第一节 德国社会教育学的先驱——第斯多惠

	第二节 威尔曼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第三节 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第四节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第五节 诺尔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第九章 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	第一节 文化教育学的形成

	第二节 斯普朗格的文化教育学

	第三节 李特的教育思想

	第四节 文化教育学的发展




	第十章 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第一节 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第二节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甘地的教育思想




	第十一章 列宁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论文化革命

	第二节 论教育同政治的密切联系

	第三节 论年青一代的教育

	第四节 论教师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管理




	第十二章 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育思想

	第三节 凯洛夫《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




	第十三章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教育活动与著作

	第二节 辩证的教育观和教育目的论

	第三节 论集体主义教育

	第四节 论劳动教育

	第五节 论家庭教育

	第六节 影响与评价




	第十四章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日教育的法西斯化

	第二节 德国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第三节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第四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第十五章 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教育目标

	第二节 科学教育

	第三节 宗教观与宗教教育

	第四节 自由主义教育







导言

本书的第九卷和第十卷论述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变化最大、最快的世纪，人类在这一百年中取得了比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大得多的成就。历史事实说明，在20世纪，人类社会与教育的发展大体上可以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为标志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前，战争和革命为各国政治生活的主题，而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在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出现了以电力代替蒸汽为机器运转动力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推动了各国经济的进一步增长，并使德、美两国后来居上。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以及日本都进入了帝国主义发展阶段。为了争夺和瓜分殖民地，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在这时已发生三次著名的帝国主义战争，即1898年的美西战争、1899年的英布战争和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以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为一方和以法国、俄国、英国为另一方的两大帝国主义军事集团，为重新瓜分殖民地、势力范围与争夺世界霸权而展开激烈斗争，最终导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这次战争历时4年（1914—1918），有31个国家、15亿人口被卷入战争，使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巨大的损失。但战争使帝国主义的力量遭到极大的削弱。特别是俄国无产阶级在战争进程中举行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社会制度并存、共处和竞争的世界新格局。这不但给后进国家树立了一个进行革命与建设的新榜样，促进了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而且还促使欧美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政治经济制度进行调整与改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矛盾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国家和苏联的矛盾、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错综复杂。1929年至1933年，在资本主义世界还爆发了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不仅使各国的经济遭到极大的破坏，倒退了许多年，而且激化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在这种形势下，英、美等坚持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国家试图在资本主义范围内对其中某些弊病加以改革，以缓和矛盾和危机，恢复资本主义的稳定与发展；德、意、日等封建传统较深、占有地盘较少而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则迅速走上对内镇压人民、对外进行野蛮侵略的法西斯专政道路。唯有摆脱了资本主义统治的苏联在短短的20余年时间里不仅恢复了遭受长期战乱所破坏的国民经济，而且建立起强大的工业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使它由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了仅次于美国的工业强国，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意、日结成“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在“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下实行联合，开始扩大对邻国的兼并和掠夺，进而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世界性战争，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给包括侵略国家在内的人民带来了最深重的灾难。可喜的是，在这场关系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大搏斗中，人民最终赢得了胜利；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被彻底打垮；曾是世界一等强国的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社会主义力量空前壮大，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一系列国家摆脱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持续三个多世纪的殖民体系迅速瓦解。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推动了科学技术的发展，并促使人们对如何避免重演世界性战争悲剧和保障持久和平进行深入思考。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和平与发展成了时代的两大主题。美、苏之间的“冷战”虽持续了很长的时间，大小战争在一些地区时有发生，但终究没有酿成另一场世界性战争。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半个多世纪里虽然没有爆发新的世界大战而以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美、苏之间的斗争，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扼制社会主义发展势头和社会主义力量反扼制的斗争，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帝反霸权的斗争却是异常激烈的。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起，随着西欧各国和日本经济的恢复与发展，它们已不需要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于是，它们在经济上与美国的摩擦加深，在政治上的独立倾向增强，资本主义世界便日益走向分化。至20世纪80年代，美国、西欧和日本三足鼎立之势业已形成。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和斗争。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种种复杂原因，特别是西方国家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与苏联的和平演变政策得手和这些国家改革指导思想的失误，导致了东欧各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改变。成立于1922年12月、曾对世界发展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也于1991年12月解体。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形成的以美、苏军事对峙为特征的两极国际格局至此彻底瓦解，更加强了世界多极化与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引发了新的矛盾的产生和发展，第三世界国家为捍卫自身主权与经济发展的斗争也不会止息。

20世纪是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世纪。20世纪初期，现代物理学的两大支柱——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建立之后，迅速影响到现代自然科学的各个领域。从此，原子能的研究、遗传工程、天体物理、地质力学、信息传播技术、航空航天技术以及材料力学、人体科学等都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和现代数学的发展，为电子计算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电子计算机由于战争的需要研制出来后，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空间技术和生物工程的发明和应用为标志，涉及信息技术等诸多方面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便开始了。这次革命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7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到80年代以更大的势头发展着，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

进入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与经济的联系越来越密切。在20世纪前期，随着电力技术、内燃机技术、冶炼、化工等技术的发展，在许多国家兴起了电力、电讯、汽车、飞机制造、石油化工、高层建筑业等一系列新型的产业部门，使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到20世纪后期，科学技术不仅是生产力，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的进步成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整个经济增长的源泉。第三次工业革命使整个经济结构特别是产业结构，也就是国民经济中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和联系发生了重大变化。这表现为农业人口和从事制造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下降，从事服务和信息行业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上升；产业结构中“技术密集”型企业（微电子、机器人、原子能、宇航等工业以及现代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等）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钢铁、机械、纺织业等）；新兴工业区按人才、交通、环境等方面进行建设。国际贸易中的商品结构和投资重点也发生了变化，经济管理思想和管理手段实现了现代化。

与19世纪相比较，20世纪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出现了革命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发展到列宁主义阶段，指导俄国无产阶级夺取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产生了世界性影响，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方法论受到更广泛的重视。20世纪40年代后期发展起来的系统论、信息论和控制论成为新的思维视角。在西方哲学领域出现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思潮。属于科学主义思潮的主要是实证主义哲学的各个流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逻辑实证主义。属于人本主义思潮的有生命哲学、实用主义、现象学和存在主义。心理学在19世纪取得成就的基础上在20世纪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在西方，20世纪前期比较流行的有机能主义心理学、行为主义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由弗洛伊德（S. Freud，1856—1939）创立于19世纪末年的精神分析心理学在20世纪前期和后期又分裂出多种支派。在20世纪前期兴起而在后期更为流行的心理学派还有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心理学（属认知心理学派）。人本主义心理学则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心理学在苏联也获得了发展。20世纪30年代后期，由于联共（布）中央对儿童学过于简单粗暴的批判，使苏联心理学研究停滞不前，直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以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基于20世纪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与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教育无论在西方国家还是在苏联或第三世界的发展中国家，都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获得了很大的发展。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西欧和美国兴起了旨在改造落后于社会发展需要的传统教育的教育革新运动，揭开了现代教育的新篇章。在十月革命取得胜利后，苏维埃政权即遵照列宁的教育思想对旧教育进行了革命性改造，建立起民主的、世俗的和统一的新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机械化的要求和推动下，苏联大力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并使中等专业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但扫除了文盲和提高了广大工农的文化水平，还培养了近百万名国家建设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和将近160万名中级专门人才，为国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文化教育基础。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法、美等资产阶级民主国家调整了教育政策，在发展和改进初等教育、扩大中等教育、建立和加强职业教育、发展高等教育等方面都采取了措施，提高了教育民主化和科学化的水平。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也进行了教育改革，使教育得到了改进与发展，但是在纳粹党上台后，便迅速地使其教育成了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意大利和日本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始终推行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印度在20世纪前半期争取民族独立的解放斗争中极为重视教育的普及工作，并开展了民族教育和基础教育运动。埃及在1922年独立后也使其教育获得了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初期，德国、意大利和日本都不得不开展教育的民主改革，大力清除法西斯和军国主义教育的流毒，进行教育重建工作，其他许多国家也都进行了大量艰苦的工作，以恢复被战争所破坏的教育网。此后，教育成了发展经济、推进科学技术革命和提高国家综合国力的重要手段，因此，各国都十分注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至90年代的半个世纪里，各国都在不断地增加教育投资、改进教育管理，并且根据本国教育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改革与调整，以求教育体制的改进和教学内容的更新。就对世界教育发展的影响而言，50年间可以说有三次重大的教育改革。第一次改革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进行的，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这次改革以极大的推动。改革的重点在删除教学内容的陈旧部分，增加大量新的科学知识，尤其重视外语、数学和自然科学教学的改善，同时还特别注重天才教育及各级各类职业技术教育的扩充，以应对经济发展和高科技竞争的紧急需要。第二次改革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报告的出版（1972年8月）引发的。该报告提出了传统的教育体制，即封闭的“制度化教育”和传统的教育内容与方法已不能适应科学技术革命时代和信息社会的需要的问题，建议实施全面的终身教育，推动了20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的发展和普通教育的改革。第三次改革也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推动的。198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举行第36届教育大会，将“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列为重要议题之一。在它的影响下，在高等教育领域，教学、科研、生产一体化被作为重要方针之一加以贯彻。与此相适应，在中等教育方面使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融合与渗透也成为发展的趋势，其目的都是要大大地缩短教育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周期，更直接地为社会发展服务。

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与这个世纪教育实践的发展一样，反映了时代急剧、快速变化中提出的各种要求，因而呈现出教育理论基础的多元化和各种思想流派既相互争斗又相互渗透与吸收的特点，促进了教育科学的繁荣，并使各国的教育政策法令也带有更强的理性和理论色彩。20世纪外国教育思想的发展历程还更加清楚地说明，教育思想的发展既是教育实践变革的先导，也是教育实际经验的总结。

标志着现代教育开端的欧美教育革新运动虽有共同的时代背景（均是针对因第二次工业革命深入发展而引起的一系列社会问题而进行的社会改革运动的组成部分），并以抨击形成于19世纪的旧教育体制、教育内容与方法及其理论依据和建立符合现代社会要求的新型教育为共同目标，但因其活动的地域不同，兴起的具体历史背景、继承的文化传统和发展轨迹具有许多差异之处而被划分为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西欧新教育运动是适应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各国社会发展需要而兴起的教育革新运动。19世纪后半期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生物学和心理学的发展为发动这场运动的新教育家的思想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方法论基础。西欧新教育运动以英国教育家雷迪1889年在阿博茨霍姆创办第一所“新学校”为开端，雷迪的思想与办学经验很快传播到欧洲其他国家，在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比利时都办起了进行教育改革实验的新学校。新教育家们在借鉴现代科学文化成果和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较完整和丰富多彩的教育理论，引起了教育思想和教育价值观念的巨大变化。新教育运动从产生、发展到衰落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对世界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发展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新教育家的著名代表除雷迪外，还有英国的沛西·能、怀特海、罗素、尼尔，法国的德摩林，德国的利茨、凯兴斯泰坦，比利时的德可乐利，瑞典的爱伦·凯，意大利的蒙台梭利，瑞士的费利耶尔等。其中蒙台梭利既是西欧著名的新教育思想家，又是杰出的幼儿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她在教育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活动导致世界幼儿教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是兴起于19世纪末延续到20世纪头20年的一场波及全美的资本主义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但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比进步主义运动持续的时间要长得多。它与西欧新教育运动相似，从兴起、成型、兴盛到衰落也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在运动中涌现出帕克、杜威、约翰逊、沃特、博德、克伯屈、帕克赫斯特、拉格、华虚朋等一大批教育家。他们进行了各种教育改革实验并进行教育理论探讨，形成了强大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这些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家和改革家对旧教育或被杜威所称谓的“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关于现代教育的系统见解。杜威曾将“现代教育”与“传统教育”观点的分歧概括如下：主张表现个性、培养个性，反对从上面的灌输；主张自由活动，反对外部纪律；主张在经验中学习，反对向教科书和教师学习；主张把技能和技巧当作达到直接的切身需要的手段，反对通过训练获得孤立的技能和技巧；主张尽量利用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反对或多或少地为遥远的未来做准备；主张熟悉变化着的世界，反对固定不变的目的和教材。[1]但是他警告说，决不能用极端对立的公式进行思考，迷恋于把自己的信念归结为非此即彼或认为它们之间没有种种调和的可能性。

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最杰出的代表，其他人可以说都是他的学生和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追随者。杜威从19世纪90年代就开始致力于美国教育改革，创办并主持芝加哥实验学校（1896—1903），并开始构建其以实用主义哲学、机能主义心理学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社会政治观为理论基础的教育思想体系，“在20世纪初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间的这段时期，教育也已从赫尔巴特主义的时代转移到杜威主义的时代，这是一个从静态观点到动态观点的转变”[2]。杜威一生勤奋工作，著述宏丰，其理论涉及教育问题的方方面面。所以，尽管他的教育理论产生于美国社会，并且是为完善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服务的，但它毕竟是立足于现代社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基础之上的现代教育理论，充满着浓重的现代气息，它的价值是超越国界的。[3]实际上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也是具有世界性的。他的著作于20世纪20年代在苏联甚至也是很流行的。

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分化的产物。虽然杜威在一开始就十分注意教育的社会功能，但是在其早期著作中，他从批判旧学校脱离儿童生活和强调教育应尊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的角度出发，提出改革将是学校工作重心的转移，从而明确地提出了儿童中心论，并将之比作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期进行的系列教育改革实验中，虽也有“社会目标”和“双重取向”的实验，“儿童中心”取向的实验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在进步主义教育协会于1920年公布的七项教育原则中突出的也是儿童中心主义思想。长时间形成的规范、思维模式和20世纪20年代的成就，导致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多数活动家对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引发的变革需要缺乏敏感，遂使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派别在进步主义运动中突显出来。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康茨和拉格。他们充分挖掘杜威教育思想中强调社会功能的一面，批评儿童中心论者忽视了社会形势的变化，认为进步主义运动的弱点是对社会问题不够重视，主张教育应当致力于社会的改造，为建立新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杜威和克伯屈也赞同和支持他们的主张。在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和美苏“冷战”的形势下，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50年代获得了更大的发展并且成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流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他将改造主义称为“危机时代的哲学”，认为教育的改造是社会改造的前提条件。他提倡以行为科学为基础改造课程和教学过程，要求教师劝导学生参加社会改造活动。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批判地继承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遗产，同时又从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教育思想中吸取了营养。马克思主义对它的形成与发展也有一定的影响。

在西方教育思想发展的历史进程中，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流派都是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新教育思想的批判者与对立面出现的，它们被合称为新传统派教育思想或保守主义教育派。其中要素主义和永恒主义者的影响更大一些。要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兴起于20世纪30年代末，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得到强有力的发展，并一度成为美国占统治地位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要素主义的主要代表是巴格莱，五六十年代的代表人物有科南特、贝斯特和里科夫。要素主义教育派强调应把人类文化遗产中的“共同要素”作为学校教育的核心内容，提倡按学科组织教学和严格的智力训练以及天才教育，主张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应处于中心地位，要求学生刻苦和专心学习。他们对进步主义教育和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批评和指责，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应对美国教育落后于苏联负直接责任。要素主义者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中、小学的教育改革提供了理论武器，对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永恒主义教育思想流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教育家赫钦斯、阿德勒，英国教育家利文斯通，法国教育家阿兰等，是这一流派的主要代表。永恒主义者强调教育的本质因其表现基本的人性而不应随意改变；认为理性是人的最高属性，因此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发展人的理性，培养具有理性的人；主张加强“理智”训练；提倡学习经典名著，掌握具有永恒价值的知识；提倡通才教育，反对狭隘的职业教育；认为教育不是生活本身，而是生活的准备，教师在教育中应发挥主导作用。永恒主义者批评实用主义哲学未给人们提供好与坏、善与恶的智力标准，进步主义教育只重个性，忽视了共性，在教育内容上过分强调经验与活动，忽视了基础学科的学习。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流派20世纪30年代产生于意大利、法国等西欧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曾在美国流行。它以宗教学说为理论基础，主要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神学家和教育家马里坦。他于1948年到美国定居。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力图使托马斯主义为现代社会服务，是宗教人文传统的继承者。其基本论点是：教育应以宗教为基础；教育的目的是培养真正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实施宗教教育应该是学校教育的核心；教育是属于教会的。

综上所述，以西欧新教育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派（特别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派）的所谓“现代教育”派为一方与“新旧（老）传统教育”派为另一方进行的理论论战，基本上构成了20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世界教育思想发展的主旋律。从深层次上看，这一论战还延续到20世纪下半期。在20世纪上半期，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范畴的教育理论还有德国的社会教育思潮和文化教育学派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主主义教育思想。德国社会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为纳托普、诺尔等，文化教育学派的代表人物则有斯普朗格和李特。福利特纳的解释学教育学和朗格威尔德的现象教育学是由文化教育学派的理论演化出来的。这些教育思想都有其价值，对西方教育的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伟大代表是泰戈尔和甘地。泰戈尔是印度的伟大诗人、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是自然主义、人道主义和民族主义以及基于印度哲学传统中的“梵我同一”理想，强调教育的目的是求人的和谐发展。他批评英国对印度的殖民教育，但不反对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提倡普及农村教育并亲自创办学校，按照他自己的教育观点进行教育实验。他的教育思想与实践活动和他的伟大诗篇一起，对印度人民的觉醒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甘地是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先驱和领袖。他的教育思想侧重人民的基础教育，强调通过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教育改造和重建印度农村乃至整个印度社会。他的这种教育思想和他的政治思想与革命方略是紧密联系的，对促进印度民族的解放起了重要作用。

在20世纪前半期，苏联的教育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列宁是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领袖，是苏联共产党和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缔造者。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一样，列宁也没有撰写过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但是他在自己一生的革命实践活动中，结合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需要，对教育问题做过大量论述，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对苏联的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建设起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克鲁普斯卡娅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和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在十月革命前就发表了许多教育论著，探求俄国教育革新之路。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1915年）。这部书的主题是考察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怎样产生和发展起来的，对20世纪20年代苏联的教育改革起了指导作用。十月革命后，她长期担任各种教育领导职务，又发表了大量有关教育问题的报告和论文，涉及幼儿教育、普通教育和成人教育问题。她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对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青少年的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方面都有一些独到的见解。卢那察尔斯基是苏联著名的文艺理论家、社会活动家和教育家。他担任苏俄与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主持文教工作长达12年（1917—1929），发表了大量教育言论，贯彻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方针和马克思主义有关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由克鲁普斯卡娅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在进行教学改革时以变通的形式全面推行西欧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某些教学形式与方法（主要是德可乐利的综合教学课、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在克服教学脱离实际生活方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不利于系统知识的传授和学生技能、技巧的培养。20世纪30年代，联共（布）中央出于普及义务教育和发展高等教育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的需要，颁布了一系列整顿中、小学教育的决定，其中强调普通学校的重要任务是使学生掌握系统的科学基础知识与读、写、算的技能和技巧，以便为中等专业学校和高等学校培养合格新生；要求实行分科教学，编制比较稳定的分科教学大纲和教科书；肯定班级授课制度，强调教师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等。这些政策思想成了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39年第1版，1948年第2版，1956年第3版）教学论部分所论证与发挥的基本观点。这部《教育学》是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前期苏联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的主要教学参考书。马卡连柯是苏联杰出的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实践家。他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环境、遗传与教育的关系，教育与教学的关系，教育目的与方法的关系，师生关系。他的许多著作在集体教育、劳动教育和家庭教育等方面提出了系统而深刻的见解，对苏联教育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上述的苏联教育思想指导了以为人民利益服务为宗旨的教育改革并总结了苏联前期教育的实践经验，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期外国教育思想的光辉篇章。

在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前期盛行于德、意、日等国的法西斯教育是以作为法西斯主义组成部分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德国纳粹党的头子希特勒和意大利国家法西斯党的头目墨索里尼露骨地直接地鼓吹侵略有理、专政必需。由他们控制的法西斯政权采取一系列教育措施向人民灌输法西斯主义思想，毒害德、意两国的青年学生。日本的军国主义政府结合本国的皇国传统宣传军国主义思想和法西斯教育理论，毒害自己的国民与青年。三国反动的政治家所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不仅反对马克思主义，而且排斥最起码的资产阶级民主和自由，美化专政和独裁，公然为杀戮和消灭其他民族提供“理论依据”。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在意大利是秦梯利，在德国是克里克（又译科利克）等。他们以更细致的“理论”宣扬民族沙文主义与军国主义思想；反对理性主义，提倡唯意志论，剥夺了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追求真理的自由；要求通过教育培养学生对法西斯政权和所谓“元首”“领袖”的盲目崇拜与绝对服从，驱使青年学生为法西斯独裁统治者所策划的侵略战争卖命。这种思想绝对是外国教育思想中的糟粕。本书对它进行评价完全是希望人们能够永远引以为戒。

当人类处于水深火热的战争灾难之时和面临核战争的危险之际，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德裔美籍物理学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对人类命运与前途和教育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他发表了一系列谈论教育问题的论著，要求培养富有独创精神、身心和谐发展的人。爱因斯坦强调要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在教学内容上要文理兼顾，专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结合，避免过早地专门化，并从求真、从善、体验宇宙之美的视角深刻地阐述了科学教育。作为一个不断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家和始终将人类命运萦系心头的思想家，爱因斯坦还在许多论文中探讨了宗教与科学互为补充的问题和宗教教育的必要性。他所说的宗教是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他所说的宗教教育就是使人趋于至善的教育，包括博爱、善心及献身于科学事业精神的培养。爱因斯坦的一些教育论文还谈论了自由主义教育问题。他的深邃的教育思想闪耀着天才的智慧，且与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截然对立，给人以极大的思想启迪。

由于心理学的发展、心理学的学派林立及其演进，在20世纪形成了一些主要反映和应用心理学研究成果的教育思想流派，包括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思想和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等。新行为主义是行为主义的发展。它于20世纪30年代在美国兴起，曾一度占据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地位，20世纪60年代极为流行，其后走向衰落。代表人物有斯金纳、加涅、布卢姆等。他们都致力于人类行为特别是学习过程的研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是由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 Piaget，1896—1980）创立的。他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对儿童的语言和思维进行深入的观察与研究，初步形成了关于儿童智慧发展阶段的理论，以后又在批判地吸取现代结构论、生物学理论、控制论等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为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心理学基础。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对儿童教育给予了较多的关注，撰写了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阐述他自己的教育见解。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等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标志着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兴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另一个结构主义心理学家奥苏伯尔也撰写了一些专著，阐述其教学与学习理论。精神分析学派是对20世纪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它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弗洛伊德创建于奥地利。不注重研究意识、理智等传统的心理学课题而致力于探讨无意识（或称潜意识）、本能、性、人格和动机等问题是其特点。由于研究视角的不同，20世纪20年代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中分裂出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他们已开始认识到应从社会环境中寻找人类动机的根源。20世纪40年代以后，在美国形成了新精神分析学派。他们更加强调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对诱发精神病的作用，以及这些因素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新精神分析学派由于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又分为包括人本主义精神分析派、社会文化精神分析派和人际关系分析派的社会文化学派与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派。它们的研究对儿童教育都提出了一些很有价值的见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美国兴起，既有社会历史的大背景，也有教育发展中的矛盾。这里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生产获得巨大发展的情况下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之间的关系失衡；知识成为工具，人异化为物的矛盾日益严重；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不仅操纵和控制了社会物质生产的一切过程，而且加强了对人的心理、意识的灌输，通过政治、文化等力量奴役人和压抑人的本性，导致了人们内在价值观念的丧失和外部价值标准的瓦解，促使人们转而从内心世界寻求价值目标，期望能“自由选择”行为准则。在教育方面由布鲁纳等主持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加重了学生的学习负担，使许多学生在学业竞争中失败，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受到批判后，新传统教育思想影响加强，而传统的教学模式又阻碍着学生情感与个性的发展，学生普遍不满，怨声鼎沸，甚至以怠课、逃学方式表示抗议。在这种社会和教育背景下，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应运而生，并在20世纪70年代发展至鼎盛时期。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同时继承了西方人道主义传统，还吸收了存在主义哲学的某些思想观点。它主张教育的目标应是培养心理健康、能自我实现和富有创造性的人，强调学校必须为学生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特别是要创造能促进人们学习和成长的良好心理气氛。其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斯洛、罗杰斯、弗洛姆、奥尔波特等。他们的理论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强烈地影响了美国的公共教育。

在20世纪的教育思想流派中，也有主要是将某种哲学思想引申于教育领域，或将某种哲学原则与方法应用于教育问题而产生的。例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和分析教育哲学就属于这种类型。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些哲学家和教育家（如布贝尔、雅斯贝尔斯、波尔诺夫、莫里斯、奈勒等）将存在主义哲学引申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取向的教育思潮。它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在西方一些国家广泛流行。该流派强调重视研究和解决“人”“主体”“生存”的问题，主张教育应以个人的自我实现为目标，使人认识自己的存在，形成一套不同于他人的独特生活方式；教育应当维护个人自由，帮助个人进行自我选择，并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主张采用对话、问答、讨论的方式进行教学。从整体上和实质上看，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具有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等特征，但作为一种反对传统的现代教育理论，该流派对现代社会及其学校制度一些弊端的批评以及对教育领域中多方面问题的探讨还是有一定的启发作用的。分析教育哲学是将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性教育哲学思潮，“在分析哲学看来，教育界漫无止境的学说之争，都是由于概念、语言和意义的混乱所造成的。如果教育概念清晰了，意义明确了，教育理论就可以达到科学化，进而促进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4]。因此，分析教育哲学是将严格的概念和命题分析视为教育哲学的根本任务。分析教育哲学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主要代表人物有哈迪、奥康纳、谢夫勒、彼得斯、索尔蒂斯（亦译索尔梯斯）等，他们的研究工作为元教育学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20世纪后半期，随着现代工业的迅速发展，国际的经济竞争加剧，科学进步和技术革命突飞猛进，世界上一些较发达的国家由工业社会开始转向信息社会，以知识密集型的企业逐渐取代多年流行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和资本密集型企业，要求教育界创造性地开拓教育科学，研究揭示新时期的教育规律，探讨教育革新的道路，预测未来教育的发展，同时也为教育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更加有利的条件。新的时代愈益依靠教育提供各种有力的支撑，而历史上形成的制度化教育越来越显示出其不适应性，因此，近几十年来对教育问题的研究和讨论出现了世界性的空前繁荣，教育思想极为活跃，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研讨范围既涵盖宏观教育，也涉及微观教育。这一时期教育思想和理论的讨论和发展还具有紧密结合当代世界各国教育改革实际的特点。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后半期兴起了激进主义教育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终身教育思想和一些新的教学理论。其中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主张着力研究和探讨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教育自身的经济成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图论证和阐述教育对生产力、劳动市场、社会和个人收益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试图指出由于现代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新特点而对教育本身提出的新要求。它如今已成为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学科，对各国的教育决策和管理已经并继续产生着广泛的影响。终身教育思想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法国，法国的保罗·朗格朗是这一思想的主要理论家。他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表的报告和专著（其中最重要的是《终身教育引论》，1970年出版）中系统地论述了终身教育的概念和推行终身教育的必要性，受到广泛支持，并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接受，成为战后第二次世界性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

在20世纪下半期，苏联、日本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也有很大的发展。

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非常重视教育理论建设。成立于卫国战争从防御到反攻的转折时期（1943年10月）的苏俄教育科学院（1966年改为苏联教育科学院）积极参与改革与发展教育的实际工作，在总结教育历史的经验教训和发展苏联教育理论的事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后期至50年代前期，以凯洛夫《教育学》为代表的教育思想体系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但自1956年开始批判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之后，教育界的思想大为解放。随着普及义务教育的不断发展，普通教育的任务也有所改变。这一切促使教育学界改变了对教学过程功能的看法，认识到教学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技能与技巧，而且要使学生获得全面的教育与发展。同时，教育学者也认识到，德育具有自身的规律性，不能将教学过程等同于德育过程。此后，苏联教育学界在以辩证的整体观与综合观为方法论的指导下进行了各种教育调查和教育实验，使苏联教育理论获得了很大的发展。比较著名和影响比较大的是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实验和他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赞科夫的教学实验及其发展性教学理论、巴班斯基的教育实践与教育调查及其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等。

20世纪后期，日本的教育思想是在国际国内综合影响下，伴随社会的改造和转变与经济的迅速恢复和高速发展而发展的，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初期，日本在美军（以联合国占领军的名义）占领下进行社会改革和教育改革，教育民主化思潮得到了比较大的发展，但教育中仍存在复旧思想（尊皇思想和军国主义）和新旧教育思想的斗争。20世纪50年代初，在政治上形成了美军占领时期之后的《旧金山体制》。日本重新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并允许日本政府复审前一时期公布的法令。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政府于1951年设立“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对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战后各方面的改革进行全面性的“检审”，导致整个日本战后社会改革与教育改革方向的转变，教育方面的突出表现之一便是教育的国家统治主张的复活。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六七十年代，日本经济从复苏转为高速增长，经济的高速发展对教育发展提出新的要求，促使教育中的经济至上观与能力主义盛行，教育成了经济的附庸。与体现在教育政策方面的教育的国家统治主张、经济至上观和能力主义思想相对应，日本教育界的民间组织与人士继续为教育的民主化而斗争，使教育民主化思潮得到进一步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以后，日本社会沿着国际化、信息化、成熟化、高龄化的方向发生变化，终身教育思想受到重视。日本政府在这一时期还提出了另外一些面向21世纪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措施，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组织则对政府的教育改革思想与教育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反省与批判，捍卫教育的民主化、学术自由和国家和平发展的方向。

20世纪后期，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主要是贯穿于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实践之中，其主要追求是要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教育的经济发展主义、教育的现代化和全民教育。这一时期发展中国家比较著名的教育家有：印度的拉达克里希南，他提出了民族民主教育思想；埃及的塔哈·侯赛因，他论述了教育的民族特性、教育目的、发展教育是国家的神圣职责和教师的作用、权力与地位、教师的培训等理论问题；巴西的保罗·弗莱雷，《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是他的教育理论代表作。

本书在第九卷首先详细地论述了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其中着重地论述了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政治潮流、科学技术进步和心理学发展在教育思想发展和演进中所起的作用。然后，分别论述和评价了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杜威的教育思想、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新传统教育思潮、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印度的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列宁的教育思想、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共15章。第十卷分别论述了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思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分析教育哲学、激进主义的教育思想、“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终身教育思想、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及教学思想、20世纪后期欧美新的教学思想、20世纪下半期日本的教育思想、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并对这些教育思想进行了详细的评价。第十卷还以专章对教育思想的分化和融合进行了详细论述，其中着重论述了教育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元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和教育研究方法论的进展，并对后现代主义思潮、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和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潮进行了分析和阐述。

本卷各章的执笔人是：导言——吴式颖；第一章——李明德；第二章——吴明海、王保星；第三章——杨汉麟；第四章——季平；第五章——褚宏启；第六章——邹海燕；第七章——洪明；第八章、第九章——陈如平；第十章、第十五章——向蓓莉；第十一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和第三节——王保星、吴式颖；第十二章的第二节——诸惠芳、吴式颖；第十三章——诸惠芳；第十四章——陈如平、杨孔炽。全书由吴式颖、诸惠芳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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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社会背景

20世纪是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巨大变化的世纪。首先，基于20世纪前后的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许多国家加快了工业化的发展，社会生产力获得空前提高，并引起社会各方面的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新的科技革命和工业化新发展的推动下，人类社会又进入信息时代，并正在引起社会发生新的重大转变。其次，在20世纪，人类社会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被压迫的民族摆脱了殖民主义的统治，建立了独立发展的国家，其中有些正在试图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百年来资本主义国家起起伏伏的民主运动，也推动着这些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不时调整社会关系，进行一定的改革；全世界人民都在努力争取和平与发展。最后，20世纪的科学技术中包括心理科学的发展，其更是取得了许多重大突破。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科技革命，使得科学技术的发展更加突飞猛进。

在20世纪，人类社会在复杂、曲折的发展中，各方面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变化。这些变化也同时有力地引发和促进了人们各种传统观念的变革和新思想的兴起，其中包括各种传统教育思想的更新和新教育思想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使20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呈现出百花齐放、一片繁荣的景象。

第一节 20世纪工业化的发展与教育

教育与社会生产的关系是一切教育发展的基础：一方面，通过教育为生产部门输送足够数量的合格劳动力（操作人员和管理人员）；另一方面，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水平又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然而，无论是教育还是作为教育背景的社会生产力都不是固定不变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变化，它对教育的需求和可能提供的物质基础也不同；同时，不同时代的教育在生产上的意义也颇不一样。这是考察和研究整个教育史特别是20世纪教育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发展首要的一个基本观点。

在这里，拟简要探讨作为20世纪社会主要特征的工业化的进展与教育思想理论发展的联系。

一、“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与教育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由于科学技术的新发现和新发展，出现了所谓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它以电力代替蒸汽为机器运转的动力为标志。许多国家相继建立了一系列新兴工业部门。冶金、机械制造、船舶等老工业部门经技术改造后也获得迅速发展。在一些国家，重工业生产体系开始形成，并很快超过轻纺工业而在世界工业中居主导地位。世界工业总产值在19世纪最后30年增长了2.2倍，至20世纪初的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又增长3.66%。

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普遍地加快了世界各国工业化的进展。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国家的民用工业大大缩减，但军事工业得到畸形发展。战后，各国又致力于恢复和发展经济，通过更新机器设备、革新技术、开展生产合理化运动等措施刺激生产。到1925年，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总产量即先后达到或超过战前水平。在20世纪20年代，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都取得了重大进展。不过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各国经受了一次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表现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的不适应性。

唯俄国在十月革命后自20世纪20年代中期开始进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至1937年，其工业总产值在国民经济总产值中已占77.4%，而在世界工业总产值中也由大约占4%上升至10%。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爆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给各国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不但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战败国的工业体系崩溃了，其他许多国家的工农业生产也都下降了，各国工业化进程倒退了几十年。只有美国利用大战的机会发了横财，1938年至1944年，美国工业生产总额增加了近两倍。到大战结束时，美国已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值的一半，成为世界头号工业化强国。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凭借其雄厚的经济和科技实力，并采取一系列刺激经济发展的政策，不仅继续保持原有三大支柱工业的强劲势头，还迅速发展飞机制造、计算机、宇航、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农业方面也在向高度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和经营管理上的专业化和社会化推进。尽管美国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曾发生过多次经济危机，但总的来说，不但其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全国工业化水平。苏联经过战后的两个五年计划也使其工业得到恢复并大大地超过了战前的发展水平，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工业强国。英、法等国和日本在美国援助下也很快恢复了遭受战争破坏的经济，从20世纪50年代起，这些国家也进入了新的经济发展阶段。另外，有些基础较好的新兴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努力发展经济，谋求逐步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有的学者认为，正是在“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的基础上，许多国家经过数十年的努力，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工业文明已基本统治了全世界。到20世纪70年代末，在北美、西欧、东欧、苏联以及亚洲的日本和新加坡、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和地区的共约十亿人口已过着工业化的生活，也就是说，工业文明至少已拥有世界1/4的人口。[1]

社会工业化，不仅是一种经济，并涉及政治，而且是一种文化，和整套社会生活方式有关。特别是在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的推动下，工业文明的建设过程和工业化社会的逐步实现，不但意味着社会生产力的空前提高，而且引发了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化。

工业化的进程使生产劳动的技术基础不断变革。到20世纪前后，一些国家已由机器劳动的初级阶段进入机器生产的发展和成熟阶段。由于工厂的工作机和工具机更加专门化和精确化，工艺过程日趋复杂化，从而不仅要求劳动者具有一定的技术素养，而且要求劳动者具有起码的文化素养。这就产生了通过教育训练劳动力的普遍需求。于是，不但促进了初等教育的普及和初级职业学校的勃兴，还开始对普及中等教育提出了需求。教育对提高社会生产力的作用，已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重视。

在生产机械化的进程中，又出现了自动控制的“四环节的机器体系”，即把工作机的控制职能转交给自动控制装置，从而使工人主要操纵自动控制装置（按电钮）而与劳动对象脱离直接接触。工业化的这种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促使进一步提高普及教育的程度。

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工业化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也日益强劲地反映到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上，使“制度化教育”的模式几乎成为教育系统中的范型。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标准化 工业化社会最为人们所熟悉的原则，就是标准化。标准化不仅体现为生产千千万万同样的产品，它也应用在许多其他事情上。例如，在劳动组织和管理方面，泰勒（F. W. Taylor，1856—1915）认为，只有每个工人在劳动中每一个动作实现了标准化，劳动才是科学的。他还强调每项工作只有运用一种最好的（标准的）方法，一种最好的（标准的）工具，和在一个明确的（标准的）时间去完成，才是最有效的。由泰勒所倡导的一套标准化管理方法，成了现代企业管理的典范。

在工业化社会中，不仅劳动逐渐标准化，还有工资等级标准化，各种测验标准化，等等。为了准备让青年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教育部门和教育家设计了标准化的教学目标和课程，标准化的智力测验和考试，标准化的学校升级制度、入学条件和学分计算，甚至将学校各年级的每门课程的教学进度都标准化了。

专业化 这是工业化社会的第二重大原则。大工业生产加速了劳动分工，越来越要求技术人员和工人专精某一工作。1908年，美国的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廉价汽车时，曾把一个单元的生产工序分成7882个工种，并认为不同的工种完全可以由不同的工人去完成。他甚至断言其中有2637个工种可由一条腿的人去干，有715个工种可由一条胳膊的男工和10名男性盲人来干。总之，这意味着大工业专业化的工作，不需要一个“全人”去工作。随着劳动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各种各样的专门职业不断兴起。

工业社会的专业化原则也反映到学校教育上。例如，不仅把教师和学生截然地划分为“生产者”和“消费者”，而且往往过分地强调专业化教育。有的学者认为，德国教育制度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过于专业化，甚至发展到僵化，因而不利于技术革新和发挥创造性或创业精神。[2]

同步化 大工业生产要求劳动随机器运转的节奏进行；同时又要求高度有效地利用机器设备和劳动力，因而在劳动时间的安排上，必须精密地加以组织，使劳动同步化。同步化原则也渗透到工业化社会中的各个方面。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如规定统一的儿童入学和毕业的年龄，统一的进校、离校和上下课时间，甚至同一年段各班统一的教学进度，要求学生在同一时间做同样的事情。此外，还要求从小就培养儿童有时间观念等。

集中化 大工业生产把许多劳动集中到工厂企业里，成千上万的工人集中在一起劳动。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人口也越来越集中到大城市，各种经济组织也集中化。人们普遍地认为集中化是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因此集中化原则也深深地渗透于各方面。这在教育中也有明显的表现。例如，儿童都集中在学校里学习，班级上课制的发展，群体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模式；不但教育行政系统是高度科层化，学校内也实行集权化管理等。

总之，伴随着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工业化在世界各国不同进度地发展着，社会生产力的极大提高不仅为教育提供物质基础，还对教育的发展不断提出新的需求，而且将“制度化教育”推进到了高度发展的阶段。

20世纪学校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日益完整地反映工业化时代对劳动者的要求。为了着力培养训练能够在机械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式化、科层化、同步化的现代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角色，学校遂不断完善教育制度，使“制度化教育”模式日益渗透着工业化社会的一些基本原则。

这种适应现代工业社会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普遍地提高了人类的教育和文明水准，在一定意义上解放了人，并为工业化社会的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另一方面，这种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又使人在教育过程中越来越丧失自主性，压抑和束缚了个体的自由发展，阻碍了个人创造力的发挥，特别是在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下，更加凸显了这种教育的弊端。

然而，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使“制度化教育”得到高度发展，进一步显露了传统教育的众多弊端，同时也为改革传统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和提供了新的契机。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西欧的新教育运动和美国的进步教育运动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兴起的。这两场运动都针对以教师、课本和班级为中心的传统教学制度在新形势下日益显露其妨碍儿童自主自动地学习和个性发展的根本弊病，提出了教育改革的种种主张和建议，从而形成了20世纪前期欧美教育思想发展中的主旋律。但是，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这种改革的思想和实践虽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却未能引起教育制度上根本性的变革。

二、信息时代对教育的新要求

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在新科技革命（也有人称其为“第三次变革”）的推动下，一系列新兴工业，从电子、激光、光纤、通信、信息，到遗传工程、代用能源、海洋工程、宇航、生态工程等，迅速地蓬勃发展起来，从而引起社会发生新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人类正迈向新的时代。这个新的时代，不同于以前的工业时代，被人们称之为“信息时代”，也有人称其为“后工业时代”或“第三次浪潮”。

人们认为，进入信息时代，社会体制的各个方面，从工厂生产、交通运输、信息传播、机关办公、家庭生活方式以至人们的价值观都正在发生或将要发生迅速变化。20世纪六七十年代后的许多事实也已证明了这一态势。

在信息时代，由于生产的技术基础又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先进的工业领域，对生产起决定作用的是知识、信息、想象力和创新精神。社会的主要财产是信息，它是一种非物质的、无形的，却有无限潜力的财产形式。而且，在信息时代，“知识就是力量”的概念也将过时。因为人们要想取得力量，不仅要占有现存的知识，还需要具备关于知识的知识。总之，科学知识和信息的意义和作用越来越大。

随着科学技术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大量传统工业正在被新型工业所取代，社会的工作类型将大变样，机械的、重复的、分工过细的工作将逐渐减少。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和发展，将逐渐不再需要成千上万工人干统一、标准化、重复性的劳动，而日益需要受过良好教育、具有较多文化知识、善于随机应变、富于革新精神的劳动者，需要各种各样有聪明才智和个性的人。

在信息时代，不但将引发生产和经济上的变化，还将相应地改变文化和政治结构。例如，扩大非集权化和民主化，特别是扩大民主参与。家庭也在发生变化，工业时代的“核心家庭”逐渐向“单亲家庭”和“双父母家庭”演变。

正在走来的信息时代所引起的各种社会变化，已对从步入工业社会时开始逐渐形成的一套“制度化教育”观念和体制提出了挑战。信息社会的一些特征对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信息社会需要有一套新的教育观念和教育体制，因而近几十年来，教育领域正在涌现出一系列新的变化。

（一）对传统学校教育系统的改革

传统的学校教育以“学龄期”的未成年人为对象，形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学校系统。现代社会日益重视幼儿教育和成人教育，已趋向把“学前儿童”教育和成年人教育都纳入教育系统，成为“终身教育”体系。这样，“学龄期”这一概念也就日趋过时。

传统的各级学校之间从低级到高级组成为一个自我封闭的连续系统，前后相互衔接。这种学校教育系统虽有利于受教育者学习的连续性，但却妨碍许多人因各种原因而希望继续受教育的机会。为了使每个人有较灵活地自由地选择受教育的时期和范围，就需要改革这种封闭的教育系统，补充或代之以开放的教育系统，以适应开放社会的发展趋势。

而为了以开放的教育系统代替封闭的教育系统，则需要更新衡量教育和选拔人才的标准。封闭的“制度化教育”体系倾向于具有筛选性和竞争性，主要依靠这个体系内部规定的标准来决定允许谁和不允许谁学习，在什么年龄学习。开放的体系则应倾向于不要筛选性、竞争性和标准化的规定性，主要根据学习者自己的旨趣和能力做出决定。

教育系统的上述重大转变，不仅要求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还需要具备相应的社会条件，因此只能逐步地加以实现。

（二）对学校教育的新思考

学校这种教育组织形式经过工业化社会中的发展和完善，已成为“制度化教育”的范型。然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新科技革命，特别是计算机与大众传媒的日益广泛应用，引发了人们对学校教育的新思考。

20世纪70年代，学者伊里奇（L. D. Illich）不但主张教育“非制度化”，还建议在社会上“取消学校教育”。他认为，现行“制度化教育”体制下的学校教学消灭了多数人独立学习的愿望；知识被看成一种商品，一旦购得，便被看成私有财产；现行的学校教育正在为各种受压抑的、互相疏远的和失去人性的社会服务；在阶级社会中，这种学校教育不是使人自由发展，而是使人更加“异化”。因此，在伊里奇看来，学校应该被取消。他认为理想的教育形式是“教育网络”，包括教育媒体的咨询服务、技艺交流、同伴切磋、非专职教育家的咨询服务等。

对伊里奇这种对“制度化教育”的激烈批评，许多人颇有同情，但对他关于“非学校社会”的主张，人们却持审慎的保留态度。人们认为，尽管青年能够养成他们自己的品格，并且能够通过社会生活和实际任务的完成来学习，但这种学习还不能完全取代某种形式的学校教育的特有功能。

20世纪70年代初出版的《学会生存》一书的作者指出，学校教育的确必须改革。一方面，不要把教育的权力交给一个单独的、垂直的、有等级的机构，使这种机构组成社会中的一个独特团体；相反，所有的集体、协会、工联、地方团体和中间组织都必须共同承担教育责任，发展各种非制度化的教育方式，向人们提供充分的教育机会。另一方面，未来的学校必须把教育的对象变成自己教育自己的主体。受教育的人必须成为教育他自己的人，别人的教育必须成为这个人自己的教育。该书作者认为，这是学校教育的根本转变，这种转变“是今后几十年内科学与技术革命中教育所面临的最困难的一个问题”[3]。

（三）职业教育观的转变

20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社会的发展，职业教育逐渐受到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后，职业教育得到了很大发展，已经同普通教育并列为两个教育系统。

但是，工业社会的传统职业教育着眼于个人终身从事一种固定职业的就业准备，过早的专业化教育往往导致人的片面发展甚至人格分裂。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职业流动性增大，为使人们能在新的工业时代为社会效力并适应形势，同时使个人得到多方面的发展，必须更新职业教育观，改革传统的职业教育。新时代的职业教育应把青年培养成能够适应各种各样的职务，不断发展他们的能力，使他们能跟得上不断改进的现代工作手段、工作方法和工作条件。也就是说，“这种教育应该帮助青年人在谋求职业时有最适度的流动性，便于他们从一个职业转换到另一职业或从一个职业的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4]。近几十年来，职业教育中普通教育成分的增加，促进“职业教育普通化”，正是适应这种形势发展的需要。

在信息时代的社会里，由于职业流动性日趋增大，越来越需要对成年人进行继续的培训。“通过训练、再训练、更多的训练来重新调配劳动，将成为第三浪潮工业中最大的项目之一。”[5]而且，这种训练指的不只是专业的机械技巧，还包括帮助人们过渡到全新的生活方式。

总之，随着职业教育或职业训练重要性的日益凸显，人们对职业教育甚至对“职业”本身的观念的更新，已逐渐引起全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更加关注和支持。

（四）从群体化教育转向重视教育个人化

工业时代的教育体制是将学生集中于学校和班级，为学生群体提供的是在统一的学习时间限定条件下学习相同分量的内容，然后按照规定的标准，将学生分成等级并进行遴选淘汰。这种教育体制下的教育和教学往往抹杀学生的差异，压抑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改革这种群体化教育体制的弊端，要求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和个别特征，重视个别化教育和教学的教育思想，在20世纪20年代就被一些国家的教育家所强调，并进行了小规模的实验和推广，但由于群体化教育体制在本质上适应工业时代社会的需要，因而实际上并未也不可能根本性地冲击和转变这种体制。

随着20世纪50年代信息时代渐露端倪，社会的变化和发展速度加快，社会越来越呈现多样化、个性化，因而也日益需要一种多样化、个人化的教育组织形式。因为社会的变化在性质上差别很大，它们往往影响着每一个人，而且它们既展现着新的前景，也包含着新的挑战和威胁，所以教育必须培养人去适应这种各式各样、复杂多端的变化，应该尽力使教育个人化和个性化并为自我学习做好准备。

改革群体化教育体制的关键，人们认为，是要把教育转变为不是用来遴选、淘汰学生，而是真正为学生的学习，而且是让学生自主学习。而为了让学生自主学习，就应该允许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学习需求，允许在学习时间上具有灵活性，允许学习速度和学习成就参差不齐，也就是说，应该采用“个人进步制”代替“群体进步制”。有的人将这种转变比喻为铁路火车能满足工业时代大容量运载的需要，但是使大家出门旅行都是以同样的速度到达同样的目的地；而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人们将转向汽车—飞机一体化运输，以满足人们各种各样的旅行需要。

个别化的教学观念和实践，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又被重视起来。“有人创造了一套一套可以分成许多单元的教学内容，而这些单元又是可以调换进行的，因此学校的教学内容正在变成一些单元的体系。向学生指出的学习路线不再是直线型的。由于这些单元是可以互相调换的，学生就可以按照不同的知识水平选择一条最适宜的途径……学校的时间不再被分成许多划一的课时。个人的进度不同，多种多样的工作代替了整齐划一、步调一致的共同前进。学生有一定的时间按照个人进度进行学习。”[6]

为了推行个别化教学，有些人建议缩小学校的规模，甚至设想建立一种“校中有校（schools within a school）”的彼此独立运作的小型学校，为每个学生配一名辅导教师。当然，在个别化教学中，教师的作用也在发生变化。教师除传授知识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去了解和判断学习者的需要，引导和鼓励学生学习，考核学生所获得的知识，要教导学生学会学习。

总之，从20世纪下半期开始，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和工业化的新发展，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信息时代。由于社会正在发生重大的转变，从而也对教育不断提出新的挑战，使得教育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在许多方面进行更新，并正在发生大的转变。

第二节 20世纪的政治潮流与教育

在20世纪，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深远的重大政治事件，经历了各种尖锐复杂的政治动荡。两次规模空前的世界大战，给人类历史进程带来了巨大影响。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发展的新纪元。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较量，全世界人民反对法西斯集团的斗争，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的抗争，资本主义国家被剥削的劳动群众争取和平、民主与发展权利的运动，等等，构成了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并深刻地影响着近一百年来世界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的发展。

一、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与教育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不仅为世界各国无产阶级开创了争取解放的先例，提供了丰富的斗争经验，还使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变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一部分，开辟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的新时代。

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下，在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根本变革的同时，把文化革命特别是扫除文盲和实施平等的普及教育作为首批最重要的任务。1918年10月颁布的《统一劳动学校规程》，不仅为创建社会主义新学校勾画了第一幅蓝图，而且在教育史上第一次宣告必须对旧学校进行根本改造，建立一种真正能够接受全体儿童的民主的、平等的、普及的和统一的学校教育体制。列宁在1920年还强调指出，改造旧学校决不意味着要彻底抛弃旧学校，而是应当从这种学校里吸取人类积累起来的一切有用东西，并将其作为创造真正的共产主义文化的基础。

在苏联，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的发展与社会主义学校教育体系的建立，许多教育家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于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同时，致力于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的教育思想理论的研究和探讨，构建了所谓苏维埃教育学。这是苏联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重要成果的组成部分。苏联这种教育思想理论的本质特征在于，它力图揭示教育和教学的客观规律，特别是探讨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的基本特点，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必须为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教育、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等一系列重大的教育问题，做出了创造性的论述。这不仅为苏联制定本质上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政策和实施一系列教育改革提供了教育理论依据，而且在世界教育思想发展史上开创了新的篇章。

苏联国民教育制度鲜明的人民性、民主性和社会主义方向性，各级学校教育的发展和人才培养所取得的惊人成就，无不令世人瞩目。苏联许多杰出的教育活动家和理论家在研究社会主义教育和创建与发展苏维埃教育学中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理论，受到世界教育界的重视，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欧和亚洲一批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是20世纪继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的另一重大事件。尽管这些国家在传统和具体社会经济条件方面都存在很大差异，但都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的和社会的根本变革。作为社会大变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些国家的国民教育制度以及教育教学思想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对旧制度遗留下来的极端反民主的教育制度进行了改革，对各种反动的教育思想理论（包括法西斯主义教育）开展了广泛的批判，强调以社会主义理论和科学的知识为基础革新教育目标和教学内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尽管其中有些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末或90年代初发生了重大转折，但作为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中不可分割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们所建立的民主教育制度，在教育的意识形态、教育目标、教育内容和教学思想等方面所进行的许多具有先进性和科学性的研究与论述，对丰富和促进20世纪下半期世界教育思想理论的繁荣和发展，无疑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社会主义国家的诞生和发展，是20世纪世界历史发展中的一股强大的政治潮流，它有力地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社会主义国家在教育思想理论和实践方面的研究探索及其成就，对20世纪世界教育史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二、西方国家的民主运动与教育

近一百年来，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运动和社会改革，是20世纪世界教育发展和演进的另一重要因素。

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削弱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激化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内外矛盾，引发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一系列革命运动。1918年，德国爆发了以无产阶级为主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德国君主专制统治，成立了资产阶级专政的魏玛共和国。1919年7月颁布的《魏玛宪法》规定了一些实质上有利于资产阶级的公民权利和自由。在教育方面，把建立统一学校、实现教育的统一性、扩大教师在学校工作中的参与等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这体现了一定的民主教育思想，为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推行的某些教育民主化改革提供了法律依据。在英国、法国、意大利、美国和日本等国，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初，爆发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为争取基本的民主权利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斗争。这些运动和斗争，有力地推动了各国社会和教育的改革，促进了民主主义思想包括教育民主化思想的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20世纪20年代，是资本主义世界的相对稳定时期，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得到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也在所容许的范围内，采取了若干改善人民生活的措施，并努力使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走向完善。在这种形势下，为了适应工业发展对提高劳动者文化水平和培养资产阶级所需人才的需要，为了调整社会阶级关系，为了维护和发展资本主义制度，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在进行某些社会改革的同时，也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给予了较大的关注，甚至对教育怀有极大的抱负。一些教育家不仅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开展了热烈的讨论，而且进行了大量有关教育革新的实践和实验。正是在这种基础上，各种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在欧美一时极为活跃，如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的西欧新教育思潮和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这时流传极为广泛。这些教育思潮，实际上都是力图借助教育重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社会，为适应新时期社会经济、政治的需要而探求教育良策。应该说，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西方教育思想是充满抱负的，是乐观主义的。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一书中，基于对当时资本主义世界（主要是美国）及其教育的考察和分析，力图说明教育与民主主义之间的关系，并期望通过改革教育来改良社会，完善民主制度，使个人得到自由发展。尽管杜威所理想的民主主义，本质上是希图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维护美国资本主义制度，但他对旧时不民主的教育的许多批评，仍是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的，因而受到了全世界的民主主义教育家的重视，并产生了重大影响。这反映了20世纪20年代西方教育思想的主要倾向。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猛烈冲击了资本主义制度，使欧美各国在政治上也陷于危机。各国资产阶级政府为摆脱危机纷纷采取不同的对策和措施。英、美等国则力图通过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某些弊端的修补来缓和矛盾和危机，挽救资本主义制度。与此相适应，一些教育家也对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进行了反思。他们之中有些人强调传统教育的优越性，主张通过所谓“新传统教育”来解决教育危机和社会危机；另一些人则立足于强化教育对改造社会的功能，提出所谓“改造主义”的教育理论，期望通过这种教育来摆脱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困境。而在日本和德国，则由于军国主义和纳粹势力乘机兴起，建立法西斯专政，并企图通过严厉打击和镇压民主进步力量、发动侵略战争来摆脱危机。与此相应地便在日本和德国建立了一套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教育，使教育成了法西斯独裁统治和侵略扩张的工具。

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和接着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遭到了巨大的损失和破坏，其广大人民更是深受其害。第二次世界大战虽以法西斯的灭亡而告终，但给人类历史带来了一次空前的浩劫。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国际帝国主义，大大鼓舞了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反法西斯战争的硕果而建立的联合国及其宪章，不仅在维护世界和平和促进国际合作的事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且对战后世界各国的社会和教育改革也具有重要意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47年提出讨论的《世界人权宣言》，根据《联合国宪章》的精神，也对教育权利做了明确阐述，其中第二十六条写道：“人人皆有受教育之权。教育应属免费，至少初级及基本教育应然。初级教育应属强迫性质。技术与职业教育应广为设立。高等教育应予人人平等机会，以成绩为准。”“教育之目标在于充分发展人格，加强对人权及基本自由之尊重。”“父母对其子女所应受之教育，有优先抉择之权。”[7]当然，教育权利之真正充分实现，取决于一个国家人人都能享受到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权利的条件。但《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地将受教育的权利视为一种人权，并对其进行了基本的认定，这对推动各国教育的民主化，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值得注意的是，为推动各国教育民主化的进展，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还于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了《取缔教育歧视公约》（Convention Against Discrimination in Education），并得到77个国家的批准。这项公约责成成员国制定促进机会均等和平等待遇的教育政策。在必要时，国家应通过立法以确保教育机构在接受学生方面及在学生待遇方面，不存在任何歧视。这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广大人民对受教育权利的要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加快了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但与此同时，各种新的社会矛盾又急剧尖锐起来。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各国的工人运动，美国的黑人民权运动，美国和法国的反越战运动、大学生运动等，风起云涌。这些运动迫使各国资产阶级政府采取了一些社会改革措施，包括完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并提出了一些教育改革计划。

尽管战后各个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改革计划存在许多差异，但都基于经济的和政治的需要，突出了两种基本的教育观念：一种是所谓的自由教育观，强调教育机会均等和人的自由发展；另一种是所谓的教育的经济主义，强调教育是人力投资，是经济增长的工具。就前一种教育观念来说，几乎各国都许诺扩大教育制度的民主化，不仅在原法西斯专政的日本、德国、意大利掀起了教育民主化改革的浪潮，而且在英、美、法等国，也把教育民主化作为战后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在这些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随着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消除教育上的种族、阶级、性别歧视，促进教育机会均等，一直成为社会的热点之一。“教育是一项人权”“教育面前人人平等”等口号满天飞。各国政府也颁布了一些教育法案，力图通过某些教育改革措施来促进教育民主化的进展。

但是，随着教育实践的发展，人们对教育民主化的观念也在深化和扩展，所谓“教育机会均等”的含义也在更新。“入学机会”“教育成就”“教育收益率”“教育参与”等新概念的提出，引发了对教育民主化问题的热烈讨论，并涉及一些有关的教育改革措施。

例如，在加拿大的魁北克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初期，就将教育民主化视为大众教育，视为每个人在各级学校的入学和所有教育资金的使用上都有均等的机会。然而，到20世纪60年代，魁北克的一个调查委员会在总结其教育改革的基础上却依据教育民主化原则，提出了以下三项主要目标。

使每个人都受到符合其不同需要的高质量教育，不论其信仰、社会出身、文化程度、社会环境、年龄、性别、健康状况和智力水平。

使每个人都可以在最适合其能力、爱好和兴趣的范围内继续学习，达到尽可能高的水平，因而可以利用有助于他得到充分发展的一切因素。

使所有的青年为社会生活做好准备。同时尽可能地为成年人提供进修机会。[8]

在美国，1972年曾发表科尔曼及其合作者的研究报告：《论教育机会均等》。该报告认为，儿童所处的环境差别，尤其来自他们家庭方面的差别，对个人的教育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儿童在发展中所处的社会—经济环境是他们学业得以成功的首要因素。这种观点显然否定或忽视了由于教育不平等所造成儿童学业成功上的差别，因而受到众多批评。不过，由科尔曼报告引起的一些探讨也引发了一种观点，即认为，实际上，在美国社会里只有努力解决各社群之间在社会、经济和心理上的差别，“机会均等”、教育民主化的问题才会有意义。

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起，教育一直是美国社会最受关心的问题，一则因为在“冷战”中教育被视为美国霸权主义的卫士和根本，二则因为在20世纪60年代教育被视为社会改革的动力。而从1970年起，教育系统面临着更为尖锐的各种问题，以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国家教育优异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国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

其实，各个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发展，都类似上述美国的情况，深受国际斗争、国内民族民主运动以及社会改革所驱动。而且，许多教育问题一直处于探索和争论之中。

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与教育

20世纪，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世界各大洲的民族解放运动汹涌澎湃、高潮迭起并获得伟大胜利的时代。

大致说来，20世纪的民族解放运动出现了三次高潮。

（一）第一次高潮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战争给被压迫民族和劳动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受到严重的打击，力量被削弱，无产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政治觉悟得到提高，特别是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给予世界人民以启示和鼓舞，因而在全世界许多地区都掀起了20世纪首次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

在亚洲，1919年中国爆发了五四运动，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也是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重大转折点。五四运动以后，马列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从此，中国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了长期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斗争。印度的民族解放运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便逐渐高涨。1919年至1922年，印度人民不断地向英国殖民当局举行罢工、罢市、示威游行以至武装起义等各种抗争。后来，虽在甘地提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影响下，印度这一时期的独立运动没有取得实质性的进展，但毕竟进一步唤起了民众对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意识。

在非洲，埃及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正式沦为英帝国主义的保护国，实际上处于英国的军事管制之下。因此，埃及人民和许多进步人士从1918年开始即不断开展各种斗争要求实现埃及的完全独立。在埃及人民的坚持斗争下，1922年3月英国被迫承认埃及为独立的主权国家。利比亚和索马里人民的反意、反英斗争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持续到战后。南非人民抗议英国殖民当局的种族歧视斗争更是风起云涌。

在拉美，阿根廷、巴西、尼加拉瓜、古巴等国的工农群众和激进人士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至20世纪20年代，掀起了抗击英、美等外国势力的掠夺和控制或反对本国专制统治的斗争。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许多国家或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尽管由于各种原因，未能取得根本性的胜利，但它首次在广大的范围给殖民主义以沉重的打击，标志着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新觉醒。

随着这次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在一些国家也掀起了一次民族教育运动，主张维护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反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教育侵略，要求给广大人民提供民族教育。例如，在印度，即在民族教育思想的推动下，提出了抵制殖民当局控制的官办学校，广泛建立民族学校，普及初等教育等要求，迫使殖民政府对学校教育进行了某些调整和改革，从而使民族教育得到一定的发展。埃及于1922年获得独立后，即在宪法中强调要努力实行一种坚定的和自由的教育政策，竭尽全力维护埃及的民族性，帮助每一个埃及人养成爱国主义精神和民族尊严感。在拉丁美洲，由于受到欧美体制的影响，一些国家则试图推行欧美的教育模式，对教育进行所谓实证主义的改革，扩大学校教育的机会，发展人民民族主义精神。

（二）第二次高潮

1929年至1933年的世界经济危机，激发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一些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社会动荡，加强了对殖民地的统治和掠夺。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军国主义政权不仅强化其对内的法西斯主义统治，还迅速走上对外侵略扩张的战争道路。广大殖民地和被侵略国家的人民日益陷入新的水深火热之中，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都急剧尖锐，从而又引起了一次世界性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

在亚洲，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发动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后，肆无忌惮地不断对中国扩大武力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抗日情绪，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救亡运动。1937年“七七”事变后，日军全面侵华，从而引发了中国全民的抗日战争。在印度，由于经济危机的影响，英殖民者加强了对印度的掠夺，迫使工农群众奋起反抗。从1930年起，在甘地和国大党的推动下，开展了第二次大规模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虽然这次运动终因无力坚持而于1934年宣布停止，但对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仍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美洲，受到经济危机严重打击的古巴人民于20世纪30年代初掀起了反对独裁政府及其支持者美帝国主义的斗争。1933年9月，建立了以医学教授格劳·圣马丁为总统的新政府。该政府代表古巴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推行了许多社会改良措施，包括改革大、中学校和师范教育。但美国一直想方设法继续控制和干涉古巴，迫使古巴人民的解放斗争持续不断。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如巴西、智利、阿根廷等，随着帝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国家对拉美地区的争夺的加剧，到20世纪30年代后期，更加深受各种控制、渗透和掠夺之苦，从而迫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广泛开展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20世纪30年代一些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高潮，又一次打击了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侵略扩张，也触发了国内的民主改革。正是在这种基础上，这些国家的民族民主教育亦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例如，印度在这一时期开始推行所谓的“基础教育”运动，就是一场新的民族教育运动。它要求建立适合印度国情的学校，重视农村教育和成人教育，提高印度人民的民族气概等。

（三）第三次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出现，殖民主义势力的严重削弱，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迅速地促进了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空前高涨，并逐渐形成为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第三次高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是欧美列强的殖民地、半殖民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这些国家的工农群众和民主进步人士在抗击日军中浴血奋战，对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后，接着又向新、老殖民主义者进行了谋求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例如，菲律宾在抗击日军之后，1945年9月又掀起了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斗争，最后迫使美国允诺菲律宾独立。印度尼西亚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宣告独立，成立共和国，接着又抗击了荷兰对印度尼西亚发动的两次殖民战争，并获得胜利，才真正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印度、缅甸、马来西亚都在日本投降后，又为挣脱英国殖民者的控制而斗争，而越南、柬埔寨则进行了多年的抗法战争，并都先后获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非洲的民族民主运动更是不断高涨。战后初期，民族独立运动主要在北非，如1952年埃及爆发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53年成立了埃及共和国，1957年加纳获得独立，翌年几内亚继而独立。到20世纪60年代，整个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进入高潮。至1968年，先后有30多个国家赢得独立。

在拉丁美洲，继古巴革命和多米尼加的反美爱国斗争之后，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也蓬勃发展，大批殖民地和附属国纷纷挣脱帝国主义的统治、控制和威胁，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从1962年至1981年，仅加勒比地区就有12个殖民地先后获得独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亚非拉地区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运动波澜壮阔，并先后走上独立发展的道路，使殖民主义土崩瓦解。随后，第三世界的崛起，大大地改变了国际的政治面貌。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的高涨，许多新的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和发展，不仅使亚非拉地区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使全世界的教育状况逐渐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特别是推动了教育民族化、民主化、现代化的观念和理论在全球的研讨和实践。

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挣脱殖民主义的统治。各国获得独立后，在教育上的首要任务则是要改变和消除殖民教育及其恶果，使教育真正地民族化。这不仅要求根本变革独立前的殖民教育体系，而且要从根本上树立民族教育的意识和观念，以便不断发展适合本国国情的教育，并使教育设施和课程计划民族化。这种情况在阿拉伯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20世纪50年代泛阿拉伯主义诞生后，使教育阿拉伯化，几乎成为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各国教育改革的基本特点。

教育的民主化，是各国民族民主运动的另一重要目标。对长期深受殖民主义和专制主义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来说，如何加快扫除文盲、发展普及教育、扩大受教育机会、逐渐实现教育领域的民主改革，是一项既迫切又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在那些经济和文化比较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教育民主化的问题更为突出。因此，在这些国家，扫盲、基础教育、农村教育、成人教育、女子教育、职业技术教育，往往优先受到重视。

教育的现代化，也是所有摆脱殖民统治的民族独立国家的重要目标。由于各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各异，因而对教育现代化进程的要求也自然不同。但是，几乎所有战后获得独立的国家首先都面临着发展经济的重大课题。而要加快经济发展，则必须实现工业化，并进而借助新科技使农业现代化。但这一切都有赖于发展现代教育，培养掌握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各种人才。因此，大部分发展中国家都把教育看成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手段，把教育发展计划和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结合起来。有些经济发展较快的发展中国家，还把教育的现代化与社会的现代化密切联系起来考虑。

20世纪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大批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及其在教育方面的改革和发展，显然也是推进世界教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

第三节 20世纪的科技进步与教育

在人类历史上，每次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和突破都对教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仅丰富和革新了教学内容，改进了教学手段，也引发和推进了教育思想观念的更新和演进。20世纪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尤其是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对教育思想发展的影响更是今非昔比。

一、20世纪科学技术的重大发展

18世纪60年代开始的第一次科技革命，以蒸汽机的大规模生产应用为代表；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的第二次科技革命，以电力的广泛应用为标志。20世纪上半叶科学技术的发展，虽然基本上是第二次科技革命的继续和扩展，但其成就却令人瞩目。

在现代自然科学方面，首先是物理科学取得了许多新的突破。从20世纪初开始，由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M. K. E. L. Planck）的能量子假说、爱因斯坦（Albet Einstein，1879—1955）的光量子说，到玻尔（N. H. D. Bohr）的原子结构模型，表明反映微观粒子结构及其运动规律的量子理论的建立。这是物理学理论从经典物理学阶段进到现代物理学阶段的一次飞跃，它使人类对客观物质世界的认识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其次，是化学方面，在20世纪一二十年代，一些化学家应用量子力学原理来研究分子的微观结构，遂形成了量子化学这一新的学科。到20世纪30年代，又建立了高分子化学理论。最后，在生物学和生理学方面，美国的摩尔根（T. H. Morgan，1866—1945）于1917年基于遗传学的研究，发现了遗传因子“基因”。苏联的巴甫洛夫（П. Павлов，1849—1936）通过对高级神经活动生理的研究，揭示了外在环境和生物体反应活动之间的关系，建立了条件反射学说。

在新兴技术的发明应用方面，由于科学理论上的重大进展，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不仅内燃机在各方面得到广泛应用，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电力和电机的生产和应用更是“异军突起”。这些新技术的应用，有力地加快了工业、交通、农业、军事等方面的现代化进程。无线电技术的进展又使通讯事业快速发展。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化学工艺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促进了橡胶、纤维、塑料等化工产品的涌现。

从20世纪中叶开始，在上述众多科学技术取得突破性发展的基础上，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战后的军备竞赛、“冷战”时期的美苏争霸以及许多国家战后恢复经济和推行建设计划等方面对科学技术的需要，逐渐引发了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学技术革命也被称为新科技革命，它使人类对自然界的认识又获得了新的重大突破，在许多科学技术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①基于相对论和量子力学，推出了原子能技术和核能产业。原子能的利用是一次新的能源革命，为人类能源开发展现了广阔前景。②由电子理论导致的无线电和微电子技术得到迅速发展，并产生了电子信息产业。1946年，美国试制成功第一台电子计算机。20世纪50年代以来，电子计算机十分快速地几经升级换代。电子计算机的发明和利用，是人工智能的一次突破，而电子信息产业的出现，则进一步引起生产、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深刻变化。③在现代生物化学、生物遗传学特别是分子生物学基础上形成的生物工程（亦称遗传工程）以及前所未有的生物产业，完全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诞生的新兴科学技术。它是一种人工利用生物的生长、代谢、遗传、变异等特性及其规律生产某种产品或实现某种目的的工程技术。近几十年来，这种科学技术已被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医学等方面。生物工程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创举之一。④现代航天技术的发展也是第三次科技革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主要研究人类如何进入、利用和开发外层空间的工程技术。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航天技术由对近地空间发展到对太阳系的其他行星和星际间的宇宙空间探索。20世纪七八十年代，苏联和美国在航天飞机和宇宙飞船方面的研制和试飞成功以及空间站的建立，使航天技术进入了新阶段。⑤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激光技术、光导纤维、新材料、海洋开发等领域的研究和应用也取得了重大成果。

上述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科学技术的新发展，充分显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作用，并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推动着社会生产力的增长和社会经济结构以及文化等方面的巨大变化。在一些发达国家，知识密集型产业和高科技产业的比重急剧上升。20世纪90年代以来，人类正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大门大步走去。

新科技革命无疑促进了人类社会的迅速发展，同时对每个人自身的发展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但是，新科技革命并不像西方有些人士所强调的那样，似乎有了这个“革命”，就可以解决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和各种社会危机。其实，科技活动的后果根本上取决于产生这些活动的社会经济制度。新的科学技术如果应用不当，则不仅会带来许多新的社会矛盾和问题，如能源危机、环境污染、生态平衡受破坏等难题，甚至还可能造成人自身发展的片面化和异化。

二、科技腾飞对教育思想发展的影响

20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开始于20世纪中叶的新科技革命和科技腾飞，对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特别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力地推动传统教育思想的革新和现代教育思想的建树

19世纪末发端于欧美对传统教育的革新要求，进入20世纪后，逐渐成为全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中的一股洪流。这固然有其多方面的原因，但和科学技术的发展显然有着密切的关系。科学技术的腾飞，一方面引起社会职业结构的快速变化，劳动力的智力化倾向大大增强；另一方面又加快了知识的“陈旧”过程，要求人们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高适应变化和创新的能力。这反映在教育上，即强烈要求对与科学技术快速进步及其影响不相适应的传统的教育体系进行改革。特别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科技革命的发展，知识和信息活动开始日趋成为人们生产和生活的主要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改革不合时宜的传统教育的要求和呼声更加高涨。而为了使教育适应科技时代的要求，首先必须革新教育观念。例如，从传统的片面强调以传授书本知识为中心的知识传授型教育观转变为重视与社会实际紧密联系和学生智力开发的教育观，从传统的只注重正规学校教育的小教育观转变为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相结合的大教育观，从传统的一次性教育观转变为终身教育观，等等。正如有位西方学者说的，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创造了一个无论从意念还是物质上说都是崭新的世界，它既要求教育从思想理论到实践都进行必要的重大改革，同时也为这种改革提供了许多有利的条件。革新过时的传统教育思想，建树适应时代潮流的教育思想，是教育现代化的必由之路。20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正是循着这一轨迹前进的。

（二）促进教育科技取向思潮的产生

第二次科技革命起步之后，科学技术开始逐渐成为独立的生产力要素，其生产力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而进入20世纪中叶开始的新科学技术革命时代，由于科学技术因素渗透于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以及整个生产过程之中，促使生产发生质的飞跃，使得科技的生产力作用更空前提高，愈益显示科学技术不仅是一般的独立生产力要素，而已是第一生产力。

科技的生产力作用的提高，使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的中介作用也随之提高。教育的这种中介作用突出地表现在，它源源不断地提供着联结科技与生产的各级各类人才。科学上的理论、思想、发现、发明只是一种知识形态的潜在的生产力，若要使其成为现实的生产力，首先需要经过技术设计，然后进行试生产，最后转为大批量生产，而这整个过程都有赖于具备较高教育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科学技术越复杂、越完善，就越需要劳动者具有高水平的知识和技能。反过来说，劳动者的教育水平越高，就越能迅速地使科学知识转为现实的生产力。因此，随着教育在科技与生产间的中介作用的提高和增大，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几乎世界各国都高度重视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模式，把教育的科技取向置于特别重要的地位。

在此同时，美、苏为了争霸，另外一些国家出于各自政治、军事、外交的目的，极力借助教育来推动科技的发展，以加强各自的军事实力或综合实力。例如，1957年苏联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后，引起美国朝野的震惊，普遍认为是苏联教育的成功带来了科技实力。为应对苏联的挑战，1958年美国推出《国防教育法》，把培养现代科技人才，发展科学技术作为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此后，美、苏之间的教育竞争更加激烈，两国教育改革中的科技取向更加突出。

到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活动家发表了大量的有关阐述教育的科技取向的论著和文件，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年）、《世界教育危机》（1985年）等，或举行了有关教育改革和科技革命问题的研讨会，对教育的科技取向的倾向或思想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论证和阐发，从而使这一思潮得到更加广泛的扩展。

此外，西方一些未来主义学者，基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的快速变化，对未来世界的科技革命及其社会、经济后果纷纷提出各种预测。尽管他们的预见存在很大差异，但都认为在未来世界，科学技术的作用和影响将越来越大，因而教育的科技取向也将越来越受到重视。西方未来主义学者的许多论述，也影响着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的发展。

20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使人们对教育的作用和功能的理解、对教育培养目标的制定、对教学内容的选择等，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正是在这一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往往通过有关的教育政策法令和政府行政干预，将教育的科技取向落实到教育和教学改革中，使教育的科技取向成为国家的一种战略性举措。

（三）要求树立动态的教育质量观

关于教育质量的问题，由于人们习惯于按照传统的教育标准和质量概念去衡量，因而很容易认为任何会影响教育质量的重大教育和教学改革都是有损于教育质量的，有些人甚至立刻叫喊教育质量下降了，出现教育危机了，等等。其实，这是一种把教育质量标准看作一成不变的观点，是一种静态的教育质量观、保守的教育质量观。这种教育质量观，显然与科技腾飞和社会快速发展变化的时代对教育质量的要求越来越不相适应。因此，树立一种动态的教育质量观是现代教育发展的客观必然。

动态的教育质量观特别强调密切注视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对教育提出的挑战，要求及时地根据需要和可能，调整教育质量的标准，并将其作为制定教育和教学改革的方略和举措的重要指导。

就关于基础教育的质量观来说，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不仅不能削弱中、小学的基础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反而应该使基础教育真正具有基础性，应该十分重视基础学科的教学。但基础学科以及它们的内容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应该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断推陈出新。同时，还应该改变那种以为在科技发达的社会中只需要学好数、理、化，不必学好文科的片面观点，改变那种只重视知识的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的观点。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分低能的学生素质已越来越不能适应技术变化和知识增长非常迅速的形势。而且这里所说的能力，以自学能力、独立工作能力和创造革新能力最为重要。此外，科学技术的发展还要求对青少年抓紧思想道德教育，培养他们具有正确的思想和高尚的品德。总之，在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特别要求树立动态的、发展的、适时的教育质量观。

（四）重视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的运用

现代科学技术已可为教育提供从控制系统到微观计算机、从大众媒体到全球通信网络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这不仅对教育机构和教育者革新传统的、陈旧的教育手段和教学方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和提供了物质技术条件，也将强烈地冲击人们的教育观念，为普遍推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实施开放教育、大众教育、终身教育树立更明确的目标和信心。

（五）教育科技主义取向的流传与加强人文教育的呼唤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总的说来，显然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的进步产生了极为积极的影响。但是也应该指出，随着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及其所显示的巨大力量，人们对现代科学技术日益给予高度重视，甚至兴起了科技主义。这反映在教育领域，就是教育的科技主义取向思潮广泛传播，在许多国家甚至将这种取向作为一种战略性的举措。在这种形势下，人文教育被忽视了。由于削弱了人文教育，造成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严重分离，从而使掌握高科技或生活在高科技社会中的个人，往往因素质上有缺陷，个性发展上畸形，导致精神空虚，人格堕落，人际关系淡漠，甚至异化为所谓“经济动物”“科技奴隶”“智能强盗”。这种高科技与人的低素质的矛盾，对西方社会的持续发展日益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近一二十年来，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教育家大声疾呼加强人文教育，提倡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整合，使科学教育人文化，以培养高素质的各种人才。这既体现了一种新的人才观，也反映出一种新的教育观。

第四节 20世纪心理科学的发展与教育

从19世纪后期起，随着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科学而迅速地发展起来，各种流派的心理学观点和理论相继兴起，心理学和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关系也日趋密切。由裴斯泰洛齐于19世纪初首先提出的“教育心理学化”的号召，到20世纪初已成为众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的共识。他们往往共同努力探讨心理学及其对教育工作的意义，以及有关心理学在教育领域的具体应用，并取得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因而有力地促进了现代教育思想理论和教育实践的发展。而从20世纪下半叶以后，心理科学方面的许多重大进展，更是为教育思想理论的创新和教育实践的改革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一、20世纪初心理学的惊人进展与现代教育科学的形成

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初这一时期，随着整个科学技术的进步，在实验心理学的引发和推动下，心理学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德国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1832—1920）不仅于19世纪六七十年代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心理实验室，倡导实验心理学，强调心理学的实验研究，而且创建了内容心理学，主张心理学的任务是在实验条件下对心理内容作构造元素的分析。在冯特的直接影响下，艾宾浩斯（H. Ebbinghaus，1850—1909）着重用客观法研究了记忆这一高级心理过程，而G.缪勒（G. E. Müller，1850—1934）则对视觉和听觉进行了许多研究，并将客观法和内省法结合使用。他们都对推动实验心理学和内容心理学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在冯特等人创立和发展内容心理学的同时，还兴起了机能心理学。倡导机能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在欧洲有德国的布伦塔诺（F. Brentane，1838—1917）、英国的瓦德（J. Ward，1843—1925）和法国的李播（T. A. Ribot，1839—1916）、比纳（Alfred Binet，1857—1911）等人。他们一般主张心理学应研究心理机能而不是研究心理内容，其中有的人还重视心理发展的研究。在美国，机能心理学还朝着实用方面发展。例如，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和霍尔（G. Stanley Hall，1844—1924）作为美国早期机能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都注重研究心理现象在人对环境的适应过程中的作用、个人之间的心理能力的差异。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机能主义心理学得到强劲的发展。首先，芝加哥大学的杜威在1896年发表的《在心理学中的反射弧概念》一文中，明确反对心理学中的元素主义，认为心理是机能，而他所谓的机能，主要是指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作用，从而主张心理学的研究对象是整个有机体对环境的适应活动。接着，安吉尔（J. R. Angell，1869—1949）和卡尔（H. Carr，1873—1954）也对机能主义心理学做了进一步的阐发。随后，哥伦比亚大学的桑代克（E. L. Thorndike，1874—1949）和吴伟士（R. S. Woodworth，1969—1962，或译伍德沃思）也在机能主义总倾向的影响下，对心理特别是动物的心理进行了广泛的实验研究。桑代克根据动物学习的实验，认为学习就是在刺激与反应之间形成联结，并提出了两条学习的定律，即练习律和效果律。后来，他又对这些学习定律进行了修改和补充。1903年，桑代克出版了《教育心理学》一书，开创了教育心理学这门独立的学科。桑代克把人的心理作用简单化为情境与反应的联结，吴伟士则认为心理学应该研究整个人的全部活动，包括人的意识和行为。因而，他们两人都有向行为主义过渡的倾向。

20世纪初，心理学发展的另一成果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产生。行为主义的著名首创者是华生（J. B. Watson，1878—1958）。他从1913年开始发表了一系列著作阐述他的行为主义观点。他把心理、意识归结为行为，并认为只有用客观方法研究行为才是心理学，主观体验、意识根本不能作为科学研究的对象；主张心理学只研究行为，研究刺激与反应。华生还认为，人与动物一样，其行为都可以用学习或训练加以控制，从而否定遗传因素的意义，强调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影响。但他也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人与动物有质的区别。

与行为主义同时兴起并且也反对冯特式心理学的学派，还有诞生于1912年的格式塔心理学（Gestall，又译“完形主义”）。它的倡导者是魏特墨（M. Wertheimer，1880—1943）、柯勒（W. Köhler，1887—1967）和考夫卡（K. Koffka，1886—1941）。他们不反对心理学研究意识，只是反对把意识分析为简单的所谓心理元素；同时，他们也不反对心理学研究行为，只是反对行为主义者把行为分析为简单的反射过程。他们认为，在心理现象中，整体是不可分析为元素的，整体不是由元素合成，整体是先于元素，整体决定部分。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心理现象的整体性，曾有助于对某些心理现象的观察和理解，但只强调整体，而完全否认对整体进行分析，其实也无法真正认识整体。

由弗洛伊德于1895年开始创立的精神分析学派（也称心理分析），是西方现代心理学发展中的另一突起的异军。弗洛伊德的基本理论是强调本能和无意识的冲动在人的生活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强调人类的行为动机，重视情绪的发展，注意心理冲突的动力过程，从而发现了一些心理现象的病理规律，并提出了一些富有启迪的新问题，但他过分夸大了本能和无意识因素在人的整个活动中的作用，其基本理论体系是唯心主义的。

以上简要的叙述表明，从19世纪后期到20世纪初，在欧美，各种心理学观点和心理学流派雨后春笋般地破土而出。众多心理学家运用实验研究的方法，取得了不少科学研究的成果，提出了许多心理学的理论。这不仅空前地发展了心理学，而且直接或间接地推动了教育思想理论的发展，促进了现代教育科学作为一门独立的新社会科学的形成。这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

（一）儿童研究的勃兴和儿童观的变化

由于心理学发展的影响和心理学家的推动，从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在欧美一些国家兴起了对儿童研究的广泛兴趣，甚至出现了一场儿童研究运动。最早大力倡导这一研究并产生了很大影响的，应是美国心理学家霍尔。他于1883年发表了《儿童心理的内容》一文，还出版了一本小册子《儿童研究》。这被人们认为是这一时期儿童研究运动的开端。霍尔在20多年的儿童研究中，创立了发展心理学，并对运用科学方法研究儿童发展和教育问题做了大量的推动工作。这场运动，在欧洲，甚至在日本，也有许多研究者积极参加，并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例如，萨利（James Sully）在英国出版了流传很广的《儿童研究》一书。法国的比纳发表了一系列论述儿童的可暗示性和智力发展的著作。1914年，德国的威廉·斯坦因（William Stern）出版了《幼儿心理学》一书，对近30年儿童研究的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评论。为促进儿童问题的研究，许多国家还创办了儿童研究杂志，建立了儿童研究协会。据统计，1890年至1914年大约创办了20种独立刊行的有关杂志，有25个国家建立了全国性的儿童研究协会。

儿童研究运动涉及儿童甚至青少年的身体、智力和情感的发展，以及他们的态度、兴趣等问题的研究。许多研究者期望能揭示儿童成长发展过程中的某些规律，为一切教育工作者更多更好地了解和指导儿童提供有益的帮助。

当时的这一儿童研究运动，尽管有它的不足之处，如研究方法还不够严谨、不够成熟，资料取样不够充分，对问题的分析也欠周全等，但它对现代教育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澳大利亚教育史家康内尔（W. F. Connell）指出，儿童研究运动清楚而坚定地把有关儿童的三个绝对必要的东西带进教育学和心理学思潮之中。一是确认儿童之间存在很大差异。这一运动首次对在校学生的个别差异做了许多研究和测定，并展示给广大师生，建议一切教育工作者必须正视这一事实。二是确认儿童是复杂而多面的人，儿童行为的一切不同方面是彼此相关的。因此，必须全面地了解和关心儿童，各种教育应相互联系，把儿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教育和培养。三是确认年轻人的成长要经历一系列阶段。这些阶段既有相对的独立性，又有彼此的连续性。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还提出了各种儿童生长阶段划分的不同观点，并要求教育工作必须建立在儿童心理发展的基础上。[9]儿童研究运动既反映了人们对儿童的重视，也引起了人们“儿童观”的重大变化。

（二）心理测验和教育实验的发展对教育观的影响

从19世纪初起，少数教育家即试图通过实验来探索教育特别是教学的某些原则和方法，以便改进教育教学工作。但他们的教育实验基本上是个别的、分散的、手工式和经验式的。到19世纪后期，教育实验才与心理学上的实验运动密切联系，并逐渐与教育的实证研究相结合，朝着运用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的方向发展，从而开辟了教育实验的新局面，兴起了一股教育实验的潮流。

首先对这一时期教育实验的发展产生有力影响的，主要是美国教育心理学家桑代克和瑞士教育心理学家克拉帕雷德（E. Claparéde，1873—1940）。桑代克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用实验法研究动物心理。后来他又转向研究人类的学习，并呼吁通过观察和实验来研究教育。他在1903年出版的《教育心理学》中写道：“教育科学，当它在发展的时候，就像其他科学那样，有赖于对教育机构的影响作直接观察和实验，并且有赖于以定量的精确性研究和描述的方法。”[10]桑代克自己在教育领域所进行的广泛多样的实验，为教育实验提供了许多示范和经验。

克拉帕雷德致力于实验心理和教育心理的研究。他在1905年所写的《实验心理和儿童心理》一书中强调指出，要使学校教育以及教学大纲适合于学生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这只能通过利用科学设计的教育实验的结果来实现。他认为必须通过观察和实验对儿童进行认真的研究，将教育工作建立在儿童行为的发展模式上，并以此来影响教育的进程。1912年，他在日内瓦建立了卢梭儿童研究和教育研究院。

建立实验学校、实验班级或教育研究室，是推进教育实验的有力措施。1899年，杜威在芝加哥大学教育系建立了第一个教育研究室。1905年，比纳在巴黎的一所小学校里建立了教育实验室。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欧美一些国家先后建立了许多教育实验室。而在这个时期的教育实验潮流中，德国的梅伊曼（E. Meumann，1862—1915）和拉伊（W. A. Lay，1862—1926）是享有盛名的教育实验主义者和实验教育学创始人。梅伊曼从1901年起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论述教育实验。1905年梅伊曼与拉伊共同创办《实验教育学》杂志，1908年两人合著的《实验教育学讲义》出版。梅伊曼和拉伊之间虽存在某些意见分歧，但两人都强调教育学必须建立在科学实验的基础上，强调实验教育学的意义。

这一时期的教育实验研究所涉及的主要问题有五个：①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桑代克关于学习定律的研究，拉伊有关学习拼音的研究等，都为探索和揭示这方面的规律做了有益的尝试，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②如何具体了解每个学生的智力，以便更好地因材施教。能力和智力测验的研究，特别是比纳以及西蒙（Theophile Simon，1873—1961）关于智力量表的研究和制定，在这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发展。这不仅激发了人们对智力研究的浓厚兴趣，而且引起了许多教育家和心理学家对教育工作的新思考。包括当时的蒙台梭利和后来的皮亚杰等人都沿着智力研究的思想路线，对儿童的心理和教育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观点。③关于训练迁移的研究。如训练可否迁移，怎样的教学才会产生最好的迁移，教师在训练迁移中具有怎样的作用，不同学科学习的迁移有什么特点，等等。桑代克、梅伊曼和英国的温奇（W. H. Winch）、布里格士（T. H. Briggs）等人在这方面做了大量有益的研究，并提出了一些有助于提高学习和教学效果的原理原则。④关于道德教育的研究。运用实验方法研究儿童的品德培养，这几乎是一个全新的课题。虽然由于品德培养的复杂性，往往难以提供令人满意的实验事例，从而影响实验研究的成果，但它引起了人们对这方面研究的重视。⑤关于教育研究（包括教育实验）本身的科学方法的研究。许多研究者在将实证方法引入教育研究时，对如何根据教育这一现象的特点，具体地应用设计、实验、测验、测量、统计等方法进行定量研究本身，做了许多探索，从而为提高教育研究的科学思维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由此可见，由于心理学的惊人发展，各种心理学理论的提出和讨论，大量儿童研究和教育实验所取得的成果，首次为现代教育科学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较前更为科学的依据。

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心理学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这段时期，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20世纪初已初成体系的一些心理学流派，如行为主义、格式塔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派等得到了发展，而且又出现了一些新的心理学研究趋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心理学家都逐渐更加重视教育心理学的研究，力图探讨和揭示有关教育和教学的某些心理学依据，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影响。

行为主义作为对西方现代心理学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到20世纪20年代，由于它强调心理学应从对意识的研究转向对行为的研究，从而扩大了心理学的领域；因为它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激起了一些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对从心理学角度研究学校教育和学习问题的浓厚兴趣，促进了心理学在教育领域中的应用。

大约从1930年起，以华生的行为主义为代表的早期行为主义逐渐被一些新的行为主义所取代。最初的新行为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有托尔曼（E. C. Tolman，1886—1959）、赫尔（C. L. Hull，1884—1952）、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等。新行为主义的一般特征，首先是将操作主义引入心理学，强调应用可观察的操作分析方法研究心理学；其次，为克服早期行为主义者忽视有机体内部条件的因素，主张应重视研究刺激与反应之间的有机体内部的所谓“中介变量”；最后，一些新行为主义者还试图把苏联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与操作主义的观点融合起来。新行为主义者托尔曼在1932年发表的《动物和人类的目的行为》一书中最先提出“中介变量”这个概念，他试图从可以观察到的环境刺激（自变量）和行为反应（因变量）之间探索有机体的内部过程，研究行为的一般内在机制和个别差异。他还否认桑代克的效果律，认为奖励或强化在学习中所起的作用很小，初步提出了学习的认知理论以替代刺激—反应的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绝不是一系列盲目的、机械的、尝试错误的行为，而是学习者对他的环境获得某些认知，从而改变自己的行为以适应环境的要求。他还将只是形成了某些认知而尚未表现在外部行为中的现象称为“潜伏学习”，并认为这对学习的效果有重要意义。托尔曼的心理学，尤其是他的学习理论，在当时的学习心理学和有关教育理论中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不过，托尔曼的整个心理学理论主要是依据他对动物实验的结果推论出来的，故仍不免忽视人与动物之间的本质差异。

格式塔心理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人们广为了解后，从20世纪20年代起，也开始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产生强烈的影响。

格式塔心理学把学习看作有目的的和创造性的活动。例如，柯勒于1925年出版的《人猿的智慧》一书中，根据他对黑猩猩的学习过程的实验研究结果，首先提出了顿悟的学习理论。他认为，学习不是由于盲目的尝试，而是由于领会到自己的动作和情境，特别是与目的物的关系而获得成功的。考夫卡则认为学习的问题可分为记忆的问题与成就的问题。当人们再遇到同样的或相似的情境或问题时，往往可较顺利地加以对付或处理，这就是学习中的记忆问题。人们若遇到一种新情况或新问题，就得首创地去对付和解决它，这就是学习中的成就问题。考夫卡认为，对新情境的适应或新问题的解决，在于能对旧的格式塔进行改造，并建立一种新的格式塔，而要建立一种新的格式塔，便有赖于智慧或顿悟。总之，格式塔心理学也强烈批评桑代克的尝试错误学习说，主张把学习看作有目的的、探究的、富于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活动，认为一切学习实际上是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格式塔心理学的这些观点，尽管完全否定学习中也往往含有尝试的成分是一种偏颇，但它对树立重视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注意在教学中引导和启发学生的“顿悟”的教育观，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

格式塔—场心理学的创立者勒温（K. Lewin）及其弟子们还致力于意志和需求的研究。勒温认为，人的行为是随着人与环境两个因素的变化而变化的，即不同的人对同一环境可产生不同的行为，同一个人对不同的环境亦可产生不同的行为，甚至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情况下对同样的环境也可产生不同的行为。勒温将人和环境这两个因素称之为“动力场”。勒温的这些观点，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的个性、人格是在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尽管勒温并未真正认识社会关系对个性发展的制约性，而且他后期还企图通过社会心理学的研究来解决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但勒温的许多观点促进了众多心理学家和教育家重视研究各种社会关系对学校教育的影响，扩展和深化了教育科学的新领域。

似乎可以说，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对教育理论特别是学习理论的发展影响最大的心理学，主要就是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视精神分析学派的影响。一般来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精神分析学家对教育并没有很直接的影响。在20世纪20年代，已有少数人开始用精神分析的术语来描述有关儿童发展的状况或探讨它对教育的某些意义，或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例如，美国的玛格丽特·诺姆伯尔格（M. Naumberg）就在她创办的华尔登学校（Walden School）里，试图以精神分析为指导，鼓励学生表现自己的内部生活，让每个学生爱干什么就干什么。在欧洲，也有一些新教育运动的热心人利用精神分析的理论去探讨某些教育问题，或将精神分析学的有关知识应用于学校教育实践。其中，以英国教育家尼尔（A. S. Nell，1883—1972）于1924年创办的夏山学校（Summerhill School，亦称萨默希尔学校）产生的影响最大。尼尔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受到启迪，强调以自由教育的观点作为其办学的指导思想，并建立了一种自由教育的理论。可以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主要是一些教育领域的进步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精神分析学。这是因为在他们看来，精神分析学家注意探究内驱力和冲动，强调儿童心理的发展主要与情感相联系等，这与进步主义教育认为兴趣和需要在教育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观点是一致的。进步主义教育关于应关怀儿童个人自由发展的主张，也得到精神分析理论的支撑。

也应该指出，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一些心理学家在教育心理学方面也有许多贡献。其中最突出的是维果茨基（Л. C. Bьгостский，1896—1934）。他主要是对儿童的语言发展和智力发展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描绘了儿童的智力发展过程，指出了该过程与语言发展的关系，以及教学和意识在这一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肯定教学是智力发展的决定性动力。他的一系列观点不仅对苏联心理学和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且在许多国家受到重视。

总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这段时期，各种心理学派别的许多心理学家都日益重视对儿童的发展与教育问题的研究。教育心理学已发展成为一个重要领域。它在能力和成绩测验，儿童和青少年的智力、情感和社会性的成长，学校各科教学方法的实验，学生学习的认知过程等方面，都开展了许多研究，从而对儿童的心理发展和教育教学规律获得了新的了解和认识，一些教育观念和理论得到进一步的明确和深化。例如，关于教育应帮助儿童通过智力的、情感的和社会行为的成长而得到全面的发展；学习依赖于充分而适当的动机，教育者应把儿童看成一个有功能的整体，要关注儿童的兴趣和需要，调动儿童的学习主动性；良好的教育和教学技巧是提高教育效力的关键，教育者应不断探索和掌握有效的教育技艺；学校环境特别是其中的师生关系和学生之间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等观念，日益被广大教育工作者所了解和接受。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心理学的新发展和一些新教育理论的提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大脑的研究和生物化学等科学方面所取得的突破，也使心理学取得了许多新的重要发展。心理学的进一步分化产生了许多新的心理学分支。随着心理科学在生活的各方面的广泛应用，几乎出现了各行各业的心理学。其中，对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影响较大的，当是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心理学和人本主义心理学。

（一）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和教育思想

由托尔曼和赫尔等人于20世纪30年代开始倡导的新行为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加涅（R. M. Gagné，1916— ）和布卢姆（B. S. Bloom，1913— ）等人的阐发，遂一度发展为占有重要地位的心理学流派，并主要对教学理论和教学方法方面提出了许多革新性的观点，从而形成一种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其中包括斯金纳的操作主义程序教学理论、加涅的累积学习理论以及布卢姆的掌握学习教学理论。

斯金纳是彻底的操作主义者。他认为心理学应该只研究能够观察的行为；心理科学的任务应该是描述行为，而不是解释行为。斯金纳着重研究了有机体通过自身的操作性活动作用于环境，从而产生某种结果这样一种行为方式，分析了它的主要特点，探讨了控制这种操作性行为的条件，从而对新行为主义又做出了新的贡献。斯金纳还发表了《学习的科学和教学的艺术》和《教学机器》等著作，基于他的“操作性条件反应”和“积极强化”理论，倡导了程序教学，设计了教学机器。尽管斯金纳因受机械主义思想的限制，其设计的直线式教学程序和教学机器存在不少缺陷，引起了一些人的批评，但他在开辟教学论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教学工艺学方面所做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

加涅也致力于人类学习的研究。他认为，学习活动包含四个基本要素，即学习者、刺激情境、已有的学习结果、反应动作。学习是学习者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据此，他提出了以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的学习过程模式。加涅认为信息加工的学习模式对于理解和改进教学具有重要的意义。在加涅看来，教学的每一事项都应该以学习者的内部条件为依据，教学的任务则是要促进和增强学习者内部的学习过程。他还具体探讨了教学及其与学习过程的关系。加涅还试图用累积学习的观点来解释人的心智能力的发展。他认为，个体的发展实际上是个体的累积学习的结果导致其行为的发展，并具体提出了一个累积学习的层级模式。加涅的学习和教学理论虽有不尽完善之处，例如，其学习层级理论就存在过于简单化的缺点，他也未提出一套明确的课堂教学模式，但他对学习与教学中的诸因素所做的深刻论述，是颇有价值的。

布卢姆也在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吸取了前人有关个别教学的观点，而对传统的教学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他认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找出既考虑到个别差异，同时又能促进全体学生最充分发展的“策略”。在他看来，这种“策略”就是他自己提出的所谓“掌握学习教学理论”。这一理论主张每个学生都有能力理解和掌握任何教学内容，并达到高的学业成绩水平，但它要求既重视班级群体教学，又必须根据需要进行经常性的个别化教学。布卢姆还详细探讨了掌握学习教学模式的基本程序，指出它大体上由教学前的准备阶段、教学实施阶段和教学评价阶段这几个基本环节构成。他认为，掌握学习教学的过程不仅仅是一种掌握知识的过程，也是一种有利于增强学生的学习信心、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调动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培养他们的学习能力的过程。

上述三人的教育思想虽然基本上都是以新行为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的，但斯金纳是典型的新行为主义者，加涅则吸取了认知心理学的某些观点，而布卢姆则几乎参考了各种主要的学习和教学理论。

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尽管在推动学习和教学理论的心理化和科学化，促进教学手段现代化方面做出了贡献，但它毕竟受到行为主义心理学忽视人的意识特征的缺陷的限制，因而也未能摆脱把人兽化和计算机化的倾向。

（二）结构主义心理学和教育思想

在结构主义心理学基础上创立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另一重要的教育思想流派。结构主义心理学属于认知派心理学。它不同于行为主义心理学只强调外部行为，而主张研究人的意识内部结构的发生发展变化过程。首先是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开始将结构主义哲学引入心理学领域，从而首创了建构主义的“发生认识论”和认知心理学。皮亚杰认为，儿童的认知发展表现为一种内部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既不是起源于先天的成熟，也不是起源于后天的经验，而是起源于主体通过活动对客体的适应。适应依赖于有机体的同化与顺应两种机能的协调，使有机体与环境取得平衡。皮亚杰还认为，心理发展有四个基本要素：成熟；物理环境；社会环境；平衡过程。儿童的认知发展可分为感知运动、前运算、具体运算和形式运算四个阶段。皮亚杰还在其认知心理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他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他强调，为使教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将教育奠定在儿童心理学的基础上。他认为，根据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应该使儿童的学习成为他们自己内部的建构过程，成为促进儿童发展新的机能、提高儿童的心理水平的过程。为此，在教学中，教师应让儿童有充分的活动，并通过儿童自身的积极活动而自我发现，以便使学生获得深刻的理解；还应采用新颖法，让儿童接受新的“情境”，以不断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美国认知派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布鲁纳（J. Bruner）则将皮亚杰关于儿童认知的理论进一步发展，并应用于教学论特别是课程论问题的研究，从而确立了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布鲁纳认为，智力活动本身是一个连续不断的构造过程。知识就是“我们构造起来的一种模式，它使得经验里的规律性具有了意义和结构”。最佳知识结构有三个组织原则，即再现形式的适应性原则、再现的经济性原则和再现的有效性原则。布鲁纳还认为，任何学科的教学首先应帮助学生掌握该学科的基本结构。他还建议，为了激发儿童的智力发展，教师在提出一个学科的基本结构时，应尽可能引导学生自己去发现它，即引导学生去主动地理解一门学科的基础。布鲁纳强调指出，发现学习对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具有重要意义。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提出适应了现代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对教育的新要求。它在关于儿童认知发展的心理学研究新成果的基础上，对如何引导学生更有效地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和信息进行了新的探索，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教育教学革新建议。

（三）人本主义心理学和教育思想

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是心理学界的一个新流派。它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马斯洛（A. H. Maslow，1908—1970）、罗杰斯（C. R. Rogers，1902—1987）等。人本主义心理学提倡以人为心理学的中心课题，而且要把人当作人来研究。它吸取了格式塔心理学强调心理现象的整体性的思想，主张把人视为一个统一的有机体，认为成长和发展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自我的充分发挥和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人的发展的本质是内在潜能在后天环境中的充分实现，价值是人类动机的主要方面，人具有创造性和主动性，应该尊重个人自由。总之，人本主义心理学反对行为主义心理学把人兽化和计算机化。

随着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发展和传播，逐渐在其基础上形成了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这是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在许多国家兴起的一种教育思潮。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主张把“完整的人”作为核心概念，要求把人的心理现象、人的学习、人的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去把握，应通过教育去培养具有整体人格的人；认为教育的主要功能应是创造最好的条件，促使每个人达到他所能及的最佳状态，帮助个体发现与他的真正的自我更相协调的学习内容和方法，提供一种良好的促进学习和成长的气氛，以使每个人所具有的先天性的友爱、求知和创造等潜能得到自我实现。在人本主义者看来，这是组织教学过程、选择教学方法、确定教学内容、规定教学形式的基本依据。

人本主义心理学和人本化教育思想对人类潜能的重视，对人类创造性和好奇心的强调，对自我实现的研究，对健康人格形成的探讨等，都刷新了人们对人及其教育问题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研究的发展。它反映了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的新情况下，人异化为物的现象日益严重，从而要求对人的重视。但是，它过分夸大了个体主观意识和个人主义价值观，把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实现”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

20世纪下半叶心理学的新发展，为更新教育观念，揭示新的教育和教学规律，构建新的教育理论，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和一定的科学依据。

诚然，制约和影响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除上述四个主要方面外，20世纪的各种哲学思想，例如实用主义、实证主义、存在主义，以及与研究人自身密切相关的各种人类学以及思维科学等，对20世纪的这种或那种教育思想的产生或发展，都有不同程度的影响。

此外，教育思想总是与一定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或受制于一定的意识形态。而在20世纪，在世界的意识形态领域，尽管存在着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以及它们之间的论战和斗争却基本上贯穿始终。因此，在考察20世纪的各种教育思想及其发展时，也绝不可忽略这一特点。



[1] ［美］阿尔温·托夫勒：《第三次浪潮》，朱志焱等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68页。

[2] ［美］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粟旺等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4年版，第74页。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大比较教育研究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00页。

[4]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239页。

[5] ［美］阿尔温·托夫勒：《预测与前提》，第60页。

[6]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171页。

[7] ［英］利厄·莱文：《人权：问题与答案》，张彤等译，香港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7～48页。

[8] ［法］加斯东·米亚拉雷、让·维亚尔：《世界教育史（1945年至今）》，张人杰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1年版，第53页。

[9] ［澳］W. F. 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第196～199页。

[10] ［澳］W. F. 康内尔：《二十世纪世界教育史》，第196～199页。


第二章 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

19世纪末20年代初，首发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及由此引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变革的成果已在西欧诸国牢固地确定下来，资本主义生产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着，累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实现了从自由竞争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过渡。与此相适应，物质生产领域所发生的这些变革必然呼唤着、引导着并推动着精神生产领域的变革，要求抛弃传统的社会价值观，代之以新的能体现并维护资本主义生产理念的现代社会价值观。事实上，随着西欧各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文化巨匠的倡引下，自由、平等、博爱、天赋人权及个人主义价值观等先后确立起来，各种类型的文化革新运动也次第勃兴，以适应工业化持续推进的需要。风云际会，西欧新教育运动和新教育思潮此时兴起，即是以适应工业化生产的社会现实所提出的教育改革之时代亟须为圭臬的。

第一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洲不仅处于世纪转换的新时期，更是处于社会转型的新时期。这一时期，欧洲的生产力从蒸汽时代步入电气时代，欧洲的科学从牛顿时代步入爱因斯坦时代；欧洲国际关系从自由竞争时代进入垄断竞争时代，并激起新的民族主义；欧洲主要国家都进入资本主义时代，客观上又为自由主义的发展预留了更大的活动空间。与此同时，西方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研究发生转向的趋势，欧洲乃至整个西方的传统教育开始向现代教育转型，出现了许多“未来教育的幼芽”。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欧洲新教育运动兴起的历史文化背景。可以说，西欧新教育运动对西欧各国社会政治、经济、科技、文化发展的适应与促进，是以当时西欧各国社会发展为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提供历史动力为逻辑前提的。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实际上是西欧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科学和教育自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是“新时代”的产物和宠儿。

一、工业主义：西欧国家经济发展步入昌盛期

工业主义（Industrialism）这个概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经济学界首先使用，而后被其他社会科学研究领域所接受，一般用以指18世纪下半叶英国工业革命以降，全球范围内在工业革命的直接推动及间接作用下所出现的以新知识应用于经济和社会活动，从而越来越多地使用机器生产以替代此前的手工操作为主要特征的社会生产状况。[1]

第一次工业革命以使用非生物能源、简单的机器大生产和不太高的技术水平为特征，其实施的结果把人类社会从农业文明时代引入工业文明时代，进而使工业革命本身成为迄今为止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大分水岭。工业革命的意义正如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1917—2012）所声明的那样，是“从远古创造农业、冶金术、书写文字、城市和国家以来人类史上最巨大的转变，这个革命已经改变了并继续改变着整个世界”。[2]

美国史学家布莱克等人确信，“到19世纪末，工业主义就已经在全欧洲和世界的其他许多地区确立起来”[3]。对西欧而言，工业主义的确立表现出双重内涵：其一是指西欧于19世纪末已步入第二次工业革命发展阶段，即以电与钢铁为物质技术基础，以内燃机和电动机的广泛应用为特征的“电工技术革命”阶段的到来，经济增长速度大大超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其二是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各国经济生产获得迅速发展，积累起巨大的物质财富。以工业生产为例，这一时期钢、生铁及煤的产量均有显著增加，这在表2-1中可以清楚地反映出来。[4]

表2-1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法、德钢、生铁、煤的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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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农业生产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扩张性发展。化肥与机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作物轮种及作物育种技术的应用开发了土壤的生产潜力，并可更好地利用气候条件，所有这些均标志着欧洲农业步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伴随工农业的发展，西欧的商业和贸易也获得长足发展。欧洲在世界贸易中所占份额从1840年的28亿美元增加至1900年的200亿美元；商船的净吨位则由1850年的18.6万吨增加至1910年的1904.5万吨。

二、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确立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产阶级通过革命、改良及其他方式掌握了西欧各国的统治权，以资产阶级立法的形式，将标志其观点和指导其政策的哲学——自由主义确定为居于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

对于自由主义，从来都缺乏明确的为所有人接受的解释。我们回顾费格森、休谟和亚当·斯密的苏格兰启蒙运动，阅读以洪堡、孔斯当和基佐为代表的欧洲大陆自由主义的原始著作，解析辉格党人及托克维尔、巴斯夏等人对于自由主义的诠释，便能真正地体味到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个人对自由主义所给予的多重解释。但与此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尽管对自由主义解释的侧重点彼此各有不同，但各种解释都有着几近一致的目标：追求个人的自主地位，个人拥有至高无上的自主权，可以选择自己想要的事物，可以为了相互得益而彼此订立契约。“简言之，这种自由主义，首先就是关于‘自由’的，除了个人的自由外，再也没有什么别的自由。”[5]

在西欧，自由主义出现在中产阶级坚持工商业利益，以反对贵族占优势利益的时代。故而，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个人摆脱国家一切控制及束缚的自由，主张扩大选举权，大力发展国民教育事业，要求建立符合社会发展进步需要的政治组织和经济组织。在经济领域，自由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开展都应遵循供求规律，由供求法则确定物价；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自由主义提出个人自由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与目标。为此进一步提出赋予个人享有更大的自由以推动社会进步，宣称自由的道路会引导人类走向幸福的彼岸。

三、民族主义：个人归属感的实现

19世纪末20世纪初，伴随各民族国家的建立，西欧的民族主义也发展到了一个阶段性的顶峰。

民族主义的发展有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19世纪西欧发生的巨大变革主要发生在各民族国家的格局内；而变革得以成功的基础恰恰是民族主义式的忠诚，即对操共同语言并拥有共同历史传统的忠诚。第二，在工业主义浪潮推动下建立起来的合法的经济机构和广泛的普及教育体制，均是以民族国家的缔造为前提的。这一点，法国的经验是一个典型的范例。第三，民族主义在这一时期较好地满足了城市化过程中所萌生的民族感情的需要。19世纪后半期，工业化、城市化的不断推进，导致数以百万计的农民离开土地而进入城市。他们抛弃了原来的许多传统，精神上存在着失落无根的现象。民族国家在这个时代成为人民新的依靠及精神寄托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到1900年，民族国家也几乎成为把法律、教育和社会福利集中于一个统一体系的唯一组织。

不过，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主义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已与以前大相径庭。在法国大革命时期，罗伯斯庇尔、丹东、马拉等法国革命的宣传家及领导人发现，民族主义是号召法国人民反对王朝势力的强有力武器。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也证明，民族主义是他们把新兴的工业势力联合起来反对土地贵族及其他封建势力的一种纽带。而在19世纪后半期资产阶级进入政治舞台中心掌握统治权之后，民族主义则成为一种维护民族国家稳定的学说。在20世纪初，民族主义是占支配地位的感情上的联结物，它给欧洲人提供了一个共同体、一种传统、一套道德标准、一个进行商业交易的合法结构和一种政治活动的动力。

四、乐观主义：人们对未来社会发展充满信心

自西方走出黑暗的中世纪以来，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等大规模的思想解放运动，经过工业革命、政治革命、科学革命等大规模的意义深远的社会大变革运动，欧洲国家的物质生产状况及国民的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的改观。一种乐观主义精神弥漫欧洲，人们对自身能力获得前所未有的信心。人们先前对在其周围的神秘世界及对不可知的未来所表现出来的谦卑、惊恐不安的态度已为一种乐观自信、健康向上的新态度所取代。物理科学的发展使人们获得这样一种观念：世界如一台大机器，其主要原理已被揭示。随着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世界的了解将更为深刻，更为具体。达尔文进化论的出现及其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的运用，更使人们有理由相信未来是美好的，通过自己的努力，一定可以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定可以创造一个物质繁荣、社会安定、科学昌明的美好未来。

五、教育科学的新进展

（一）实验教育学的兴起

作为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一种新型教育思潮，实验教育学以教育实验为标志，强调通过实验研究儿童，以确定科学的教育方法。实验教育学者兴起于德国、法国等欧洲国家，并对美国产生了重大影响。主要代表人物有德国的梅伊曼、拉伊以及法国的比纳等。

实验教育学的诞生是与这一时期实验科学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密不可分的。1879年，德国心理学家冯特在莱比锡大学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心理学实验室，标志着实验心理学的诞生。冯特和他的弟子们在心理学研究中不但吸取了感官生理心理学方面所取得的许多科研成果，还采纳了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广泛应用的实验、观察、统计、测量等方法，以对人的心理现象进行研究。实验心理学的发展无疑为实验教育学的诞生既提供了有关研究成果，又在方法论上给予了有益的启示。“就这点而言，实验心理学为实验教育思想的产生提供了科学基础。通过以心理实验为标志的实验心理学这一媒介，实验教育思想借鉴了当时在自然科学领域风行的实验方法。”[6]

作为实验教育学的开创者，梅伊曼首先确定了实验教育学的研究范围。他认为，实验教育学主要就这样一些问题进行研究：学龄儿童身心发展状况、儿童的精神能力、个性问题、个人天资问题、儿童作业与疲劳问题、儿童学习各门学科的方法及各种教学法。梅伊曼还身体力行，着重就儿童记忆发展特点、识记规则及儿童审美等问题进行了实际探索，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儿童“学习经济化”的目标。梅伊曼的实验教育学观点，在他的《实验教育学入门讲义》《实验教育学纲要》等著作中都得到了集中反映。

与梅伊曼的实验教育观相一致，拉伊也主张必须开展有针对性的、组织严密的科学实验，以提出教育及教学的一般方法及原则。鉴于当时学校的教育、教学计划及教学方法均缺乏切实可靠的教育实验的基础，拉伊倡言以行动原则为指导，在正常的学校环境中开展教育实验。教育实验的实施应体现科学的秩序，即首先就某一问题提出假设；继而依据假设制订实验计划和执行计划；最后将实验所得结果及推导而出的结论应用于教育、教学实践。拉伊实验教育观的特色在于他对行动教育作用与意义的理解和把握。拉伊认为，儿童最自然的学习方式便是活动（行动）。通过行动，儿童对所生存的环境及接受的刺激（包括学习）做出自己的反应，而所有这些先天及后天获得的反应便成为整个教育赖以施行的基础。基于这种认识，拉伊大声疾呼：“我们需要运动教育，需要行动教育学。必须以观察、发明教学来替代被动接受的教学。必须以行动学校替代文字学校。”[7]而代替的具体措施便是将图画、泥工、模型制作、制图、演戏、唱歌、音乐、跳舞及养护动植物、做实验等活动引入教育过程。在学校内营造一个小型的生活环境，让儿童在这个环境中通过活动来学习，进而达到获取知识、陶冶意志的目的。拉伊的实验教育思想主要反映在《实验教育学》（1907年）及《行动学校》（1911年）等著作中。

当梅伊曼、拉伊各自开展教育实验的时候，法国心理学家比纳则凭借自己在教育和心理测量领域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为实验教育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比纳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假设儿童为雏形的成人，认识不到儿童与成人之间所存在的质的差异。他所推崇的教育应该建立在认可并科学反映儿童与成人间存在的差异以及儿童之间在心理特点和接受能力方面存在差异的个体心理学的基础之上。简言之，比纳认为，教学内容的确定、教学方法的选择、教学组织形式的安排等，均应依据儿童的个性差异及心理特征统筹实施。在实施学校教育评价时，比纳认为须从学生的课堂学习、考试成绩及离校后的实际结果等各个方面综合起来进行。其间力戒仅凭主观臆想下结语，而应进行精确的测量。在诸多指标的测量中，智力作为思维定义、意义理解、发现及判断能力的综合体现，对其进行测量便表现出明确的教育教学意义。为此，比纳经过潜心研究，于1903年出版《智力的实验研究》（L’etude Experimentale de I’intelligence）一书，并于1905年与医生西蒙合作编制了一套智力测验量表，即比纳-西蒙智力量表（Binet-Simon Intelligence Scale）。该量表在1908年及1911年两次修订。智力测验量表由难度依次递增的30个问题组成，要求被试者在20分钟内对涉及答案的对错做出选择。凡能通过相应年龄等级测验的儿童，即为达到了该等级的智力年龄，否则即归入智力落后一类。当然，国际心理学界对通过量表测验个体智力的做法的科学性存在争议，但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即比纳借助于智力测验将教育教学活动的实施建立在对儿童心理发展状况之上的努力方向，是代表了教育科学方向的，是值得肯定的。

（二）儿童研究运动的初步开展

当1900年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瑞典著名妇女活动家及儿童教育家爱伦·凯（Ellen Key，1849—1926），也为自己的著作《儿童的世纪》（The Century of The Child）画上了句号。爱伦·凯在《儿童的世纪》中声称，即将到来的20世纪将是儿童的世纪，《儿童的世纪》即是献给所有希望培养20世纪新人的家长们的礼物。事实上，作为教育科学运动的一部分，儿童研究运动在19世纪后期即已开启并初步进行，爱伦·凯则道出了这场运动的主旨。

19世纪末，达尔文进化论的提出、实验生理学及实验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的发展以及相关自然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的获得，为近代儿童心理学的诞生奠定了科学的基础。儿童心理学的诞生以1882年德国生理学家和实验心理学家普莱尔《儿童心理》一书的发表为标志。1883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家霍尔发表《儿童心理的内容》《儿童研究》两部著作。英国心理学家萨利还对儿童心理进行了实验研究，并于1880年及1884年分别发表了关于儿童想象力及语言发展的论文。所有这些均说明儿童研究运动已经正式展开。

儿童研究运动的开展是世界性的。欧美许多国家为开展儿童研究运动创设了专门的研究协会，创办了儿童刊物。美、英、德、法四国分别于1894年、1896年、1897年及1899年先后成立了儿童研究会。1909年，在法国巴黎还成立了国际儿童研究会。各国发表儿童研究成果的主要园地性刊物有美国的《美国心理学》杂志与《教学报》（后改为《发生心理学》）、德国的《儿童研究杂志》、英国的《儿童学家》及法国的《通报》等。

在具体研究成果上，普莱尔的《儿童心理》首次提供了儿童心理学的完整体系，并在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上为以后的儿童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启示。霍尔则通过研究提出了儿童心理发展的复演理论，即认为儿童心理发展反映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应把儿童心理发展看成一系列或多或少复演种族进化历史的过程。[8]从复演理论出发，霍尔认为教育应对儿童心理发展复演种系进化这一特点给予充分的思考。为此，应采取各种有效的方法，为儿童释放一些原始的本能，为满足其对野蛮性行为的热望创造可行的途径。具体的活动包括引导儿童去郊外远足，让儿童参与各种活动，包括游戏、园艺、木工、泥塑等手工劳动，最应避免的是把儿童关在教室内死读书。比纳、西蒙等人则在儿童智力测量上为儿童研究运动做出了贡献。

在这场持续达30年之久的儿童研究运动中，除前已述及的主要研究成果之外，还出现了其他许多有影响的儿童心理学及儿童研究理论。应该说，尽管所有这些理论表现出这样或那样的理论上的不足，抑或研究方法及研究手段上表现出不够科学的一面，但他们的确为儿童真正成为教育实践的逻辑起点提供了依据，向教育科学方向迈出了极重要的一步。如果说此前的教育家们，如卢梭、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及福禄培尔对儿童在教育教学中的主体地位、儿童的心理特征进行了哲学思辨式的抽象探讨，那么儿童研究运动的实施者则为他们的思辨与抽象的结论提供了切实具体的说明及实验例证，丰富了教育科学的理论体系。

儿童研究运动对于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所发挥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儿童研究运动促进了欧洲新教育和美国进步教育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9]基于儿童心理学家在儿童研究运动过程中形成的对儿童的理解，一种崭新的儿童观形成了。这种儿童观认为儿童心理具有发生、发展、变化的过程；游戏、活动是儿童最适于从事的活动，是儿童天性的最恰如其分的表现形式；儿童心理的发展复演了人类种系进化的全过程；儿童与儿童之间存在着个性差异。这一儿童观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资产者对儿童的理解暗合，并最终成为新教育运动兴起的理论奠基石之一。

（三）儿童学的起落

在实验生理学、实验心理学与实验教育学的共同培育下，19世纪末20世纪初还出现了“儿童学”这样一门致力于使儿童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

“儿童学（Paidology）”作为一个学术概念，首次于1896年出现在德国人克里斯曼（Oscar Chrisman）的博士论文之中。在文章中，克里斯曼就儿童学的定义给予了界定：

儿童学是一种纯粹的科学，其职能在研究儿童的生活、发达、观念及本体。儿童学之对于儿童和植物学之对于植物、矿物学之对于矿物没有两样；儿童学不是教育学，因为教育学是应用科学，儿童学却不能作应用科学看待。[10]

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儿童学研究者借助于问卷调查和智力测验的方法对儿童个体的现有智力发展水平、儿童个性的发生及遗传的发育成长过程、儿童常见疾病、儿童心理、异常儿童等内容进行了研究。应该承认，这些研究是有益于儿童教育理论与实践发展的。

20世纪初，儿童学几呈大发展之势，欧美各国一些学者均从不同方面参与了相关问题的研究。1911年，在比利时心理学家德可乐利（Ovide Decroly，1817—1932）的推动下，在布鲁塞尔召开了首届国际儿童学会议。此后，儿童学在欧美各国得到进一步的传播，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也引入了儿童学并进行了大量研究。当然儿童学的研究由于外部环境及学科本身的原因，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出现了一些偏差，从而招致儿童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欧美各国渐趋衰败的命运，苏联政府则于1936年颁令宣布取缔儿童学。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诸国在经历了此前资产阶级为夺取政治领导权而与封建贵族及王权开展的国内斗争，在经历了国家之间的战争（如1870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之后，得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这一难得的和平时期。在这一时期，各国政局相对稳定，工业主义的膨胀性发展为各国积累了巨大的物质财富；标志中产阶级认识理念和指导其政策的哲学——自由主义得以确定下来；物质的进步、科学的发展又促进了各国民族主义及乐观主义的兴起。所有这些变革均从客观上要求教育在人才培养上发生相应的变革，以适应并进一步促进上述社会诸方面的发展。简言之，社会存在的变革必然导致教育理论及实践的变革。这一时期教育科学的新进展则为教育理论与实践变革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

第二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发展历程

1889年英国教育家雷迪（Cecil Reddie，1858—1932）创办阿博茨霍姆学校（Abbotsholme），标志着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1966年新教育联谊会更名为“世界教育联谊会”，标志着西欧新教育运动的结束，前后70余年。依据新教育运动发展历程的自身逻辑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即以19世纪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为西欧新教育运动兴起的阶段；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为西欧新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欧新教育运动逐步消解，为消解期。

一、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

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主要得益于一些对社会宗教及精神复兴满怀信心的个人或私人组织的努力。他们所创设的为数不多且规模较小的私立学校便成为新教育运动的发祥地，英国教育家雷迪则是创办新学校的先行者。

雷迪早年信奉社会主义，并在1883年加入激进的社会主义组织“新生活兄弟会（The Fellowship of the New Life）”。不过，当投身教育事业时，雷迪已放弃了社会主义信仰。雷迪主要是出于对当时英国学校教育，尤其是对公学教育的不满而致力于教育事业的。雷迪认为，英国当时的公学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要学习内容，与日常生活需要相脱离，不可能承担起对社会文明进行改造的巨大使命，只有创办一种全新的学校方可得以较好地践行这些职责。他在1889年创办的阿博茨霍姆学校即是这样一种全新的学校，这不仅体现在该学校的课程设置上，还体现在教学组织与教学方法上。正因为如此，该校一经建立即引人注目，一些锐意革新教育的教育家竞相学习并纷纷仿效。

继阿博茨霍姆学校创设4年之后，巴德利（John Haden Badley，1865—1967），在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创办了贝达尔斯（Bedales）学校。随后建立的类似的新教育机构还有：位于曼彻斯特由亚历山大·戴文（Alexander Devine）创办的高顿男童之家；位于布里斯托尔，由帕克（Badminton Park）创设的女童学校。此类学校虽然为数不多，但却以鲜明的新教育特色而引起世人的重视：它们强调儿童通过具体的活动，如手工劳动、园艺作业及远足等进行学习；教师仅仅起指导者的作用，负责学生的看护、营养及心理健康发展等事务；允许学生参与学校的管理事务。

阿博茨霍姆学校的榜样作用超越了国界，德国教育家利茨（Hermann Lietz，1868—1919）、法国社会学家德摩林（Edmond Demolins，1852—1907）在参观了雷迪创办的学校之后，分别在德国、法国创建了新学校。

1898年，德摩林出版了《新教育》（Education Nouvelle）一书，主张在法国推行新教育，并于第二年创办了法国第一所新学校——罗歇斯学校（Ecoles des Roches）。稍后，利茨于1901年至1904年在德国的埃尔森堡、豪宾达、拜勃斯顿地区创建了3所乡村寄宿学校（Landerziehungsheime）。其中设在埃尔森堡的乡村的寄宿学校招收6～12岁的男童，设在豪宾达的学校招收13～16岁的男少年，设在拜勃斯顿的学校则招收16～19岁的学生入学学习。后来这3所学校又扩展成为8所，均仿效阿博茨霍姆学校，提供新教育。

这一时期，受阿博茨霍姆及其他新学校的影响，荷兰、比利时、瑞士、意大利等国也先后创办了各式各样的新学校。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瑞士教育家费利耶尔（Adolphe Ferriere，1879—1966）创办的克拉塞格学校（1899年），德国教育家文内肯（Guctav Wyneken）等创设的威克尔斯多夫学校（1906年），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创办的“隐修学校”，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罗马创设的蒙台梭利学校（1907年），德国教育家格希布（P. Geheeb）兴办的欧登瓦尔德学校（1910年），英国教育家玛格丽特·麦克米伦（Margaret McMillan，1860—1931）与雷切尔·麦克米伦（Rachel McMillan）姐妹创办的保育学校。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欧各国共兴办新学校达100余所。

值得注意的是，西欧新教育运动在初步兴起时期缺乏类似总体教育规划一类的东西。各个教育家凭着自己对新教育事业的理解，更具体地说，是依据自身对社会发展所需要的教育发展类型的把握来创办新学校，投身于新教育运动。他们纷纷创设新学校，以具有建设性的教育实验作为开路先锋，然后在实践中不断丰富、更新自己的教育思想。当然在这期间，各国的教育家在教育观念上有互相学习借鉴的地方，在教育实践上也发挥了相互启发的作用，但这种借鉴与启发均是教育家个人的随机行为，缺乏必要的组织与计划性。鉴于新教育运动在西欧各国发展的现状，客观上产生了从理论上诠释新教育运动开展原则的需要，也萌生了各国新学校之间实现有益的交流与联系的需要。这一时期瑞士教育家费利耶尔凭着对新教育事业怀有的热忱及卓有成效的理论诠释与实践工作，为新教育运动步入正轨做出了贡献。

费利耶尔在为比利时教育家瓦斯孔塞罗（Faria De Vasconcellos）所著的《比利时之新学校》一书所作的序言中，对新学校及新教育运动进行了理论上的总结和阐释。费利耶尔首先指出，新学校就其性质而言，是实验教育学的实验室，儿童在新学校的学习包括与手工劳动相联系而实施的智力教育及通过儿童自我管理而进行的道德教育两个方面。此外，费利耶尔还具体归纳了新学校的特征，例如，实行寄宿制；校址大多选在环境优美的乡间或城市远郊；注重学校家庭气氛的营造；重视发挥儿童经验与兴趣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新学校开设游戏、园艺劳动、手工、体操、旅行等课程，发展儿童多方面的能力；等等。

为促进各国新学校之间的交流与联系，费利耶尔于1899年在瑞士日内瓦创建“国际新学校局（Bureau International des Nowsrelles）”，具体负责有关新教育的文献交流及保存事务。

这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兴起阶段，既表现在各国创设了不同类型的具有新教育一般特征的新学校，又表现在对新教育的一般理论及原则进行了初步探索。

二、西欧新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新教育运动逐步蓬勃发展。这不仅表现在此前创立的新学校获得进一步发展，在教育实践的推动下，新教育理论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和丰富，还表现为新学校在继续创办及新教育运动原则得到具体确立，更体现为新教育联谊会的成立和该组织的卓有成效的工作。

1919年，德国人类学家鲁道夫·斯泰纳（Rudolf Steiner）创办了瓦尔道夫舒勒学校（Freie Waldorfschule）。此前，斯泰纳曾于1914年发表《人类学视野中的儿童教育》一文，集中论述了自己对新教育的理解。瓦尔道夫舒勒学校以其鲜明的新教育特征吸引了众多学生，在最初5年内，在校生达到1000人。但1938年遭纳粹封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复办。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创办的较著名的新学校还有设在维也纳的兹采克学校（Franz Cizeks School），该校提供完备的艺术自由表达教育，让学生从事手工活动以培养他们的各种能力。另外，位于德国德雷斯登郊区哈雷拉的达尔克罗斯学校（Dalcroze School）也是较为知名的一所新学校。该校特色之一便是采用韵律舞蹈的方法进行教学，把儿童的活动与艺术、手工、音乐及舞蹈等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注意引导学生在对有意义的活动的积极参与中悟出教育的真谛。英国教育家尼尔创办的夏山学校是一所较为著名同时也具有较多争议的学校。尼尔先在德国达尔克罗斯学校负责外国学生部的工作。1923年，德国南部撒可尼地区政局动荡，尼尔遂将该部迁至维也纳附近的圣塔哥思堡。该校因不设宗教课程而不见容于维也纳教育管理部门，遂又迁至英国多塞特郡的莱莫·雷季斯地区，在此正式组建夏山学校。夏山学校最有特色之处在于让学生最大限度地参与学校的管理及各种政策的制定。这里还应提及英国女教育家苏珊·艾萨克斯（Susan Isaacs，1885—1945），她于1924年在剑桥大学废弃的麦芽作坊内开设了一所幼儿学校——马尔丁豪斯实验学校，该校采用了一种有别于蒙台梭利教学方法的新办法。通过对2～9岁幼儿进行系统、详细的观察和研究，在玛格丽特·麦克米伦保育学校运动的基础上，艾萨克斯将英国保育学校的理论和实践推向一个新高度。

在新教育理论的发展上，这一时期也表现出一些新的特点。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新教育理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充实和完善。这些教育理论主要包括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坦（George Kerschensteiner，1854—1932）的公民教育及劳作学校理论，瑞典教育家爱伦·凯的自由教育理论，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的幼儿教育理论。同时，在新教育实践蓬勃开展的大背景下，又涌现出一批新的教育理论家，他们是英国的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1861—1947）、沛西·能（Percy Nunn，1870—1944）、罗素（Bertrand Arthur Russell，1872—1970）、尼尔以及比利时的德可乐利等。

各国新教育家在开展新教育运动的过程中，基于对共同事业的追求，交流与联合的趋势更为明显，日内瓦国际新学校局已经远远满足不了形势发展的需要。为此，一些教育家曾于1914年集会于英国，共同商讨筹建国际新教育组织机构的相关事宜。在瑞士教育家费利耶尔的积极倡议和组织下，1921年7月30日至8月12日，英、法等14个国家的100余位代表在法国加莱（Calais）举行国际新教育研讨会。与会者就“儿童创造性自我表现”这一主题展开了热烈讨论，蒙台梭利、德可乐利、尼尔等人还进行了专题发言。最后，会议决定成立“新教育联谊会（The New Education Fellowship）”；创办一份刊物作为宣传新教育理论的阵地，这份刊物的名称是《新时代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New Era；an international quarterly journal for the promotion of reconstruction in education）。《新时代的教育》还以法文、德文同时刊印。此次会议还确定每两年举行一次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在欧洲举行了8次会议，在南非和澳大利亚举行了两次会议。新教育联谊会成立后，国际新学校局的工作没有中断，而是与新教育联谊会一起开展工作。

1921年召开的加莱会议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便是新教育原则的确立。原则共有7条：

①一切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准备让儿童在自己的生活中寻找和实现其精神的至高境界。无论教育家持什么观点，教育的目的皆在于维护及增进儿童内在的精神力量。

②教育应尊重儿童的个性。而只有通过让儿童内在的精神力量自由，才能发展儿童的个性。

③各种学习及真正的生活训练都应给予儿童的天赋兴趣以自由施展的机会。应在各种手工的、智力的、审美的、社会的和其他类型的活动中唤醒和发展儿童的天赋兴趣。

④每一年龄有其特定的性质，因此需要儿童在教师的协助下自己来组织个人的和团体的纪律。这种纪律应能养成更强的个体的和社会的责任感。

⑤教育中的自私性竞争必须加以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合作。利用合作的方式教育儿童献身于他所属的团体。

⑥实施男女同校教育，接受共同的教学和教育。尽管男女有别，但是让男女儿童合作会相互产生有益的影响。

⑦正确实施新教育，不仅要把儿童培养成为合格的公民，使其能够履行对邻里、本民族及整个人类的职责，还有助于其意识到个人的尊严。[11]

从新教育联谊会所确定的这七项原则来看，新教育主要是以肯定儿童自由、发展儿童个性为己任的，与此同时，还强调了培养儿童合作精神的重要性。

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华尔街股票市场全面崩溃，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全面的经济危机。这次危机使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发展呈现大萧条的态势，生产倒退，货币贬值，失业率骤升，并引发了严重的政治危机及社会问题。这次危机导致新教育联谊会从而也是新教育运动工作重点的转移。如果说此前新教育运动重点是儿童兴趣的发展、个性的张扬、活动的组织，那么此后的重点则是考虑新学校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这一转变从新教育联谊会议主题的更易中即可清楚地看出。

1929年经济大萧条之前，新教育联谊会共举行了5次会议，其主题分别为：“儿童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教育与创造性”“儿童创造性的培养”“教育中的自由内涵”“新心理学与课程”。1932年及此后几次会议的主题分别是“教育与社会变迁”“为国际社会之生存而教育”“教育改革与新教育”等。事实上，1932年之后，新教育运动的实施开始强调通过教育对社会进行改造；要求让儿童初步认识社会生活与经济生活的真实情况及其所表现出来的复杂性；注重培养儿童的社会参与意识及社会责任感；教育儿童正确对待本国的民族遗产。

1942年4月，新教育联谊会在英国伦敦召开会议，会议通过了著名的《儿童宪章》，重申所有儿童，不论性别、种族、国籍、宗教信仰及社会地位如何，均享有如下基本权利：

①儿童的人格是神圣的；儿童的需要必须是任何良好教育制度的基础。

②儿童所享有的适当的衣、食、住的权利应该被认为是国家财源的首要开支。

③儿童拥有有效的医疗保健及治疗的平等权利。

④儿童拥有接触本国知识与智慧宝藏的平等机会。

⑤儿童享有接受全日制学校教育的权利。

⑥所有儿童都应该得到适度的宗教教育。[12]

三、西欧新教育运动的消解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随着联合国教育科学文化组织的成立以及各国教育形势的新发展，西欧新教育运动逐步走向消解。新教育联谊会从1946年之后便开始讨论教育的一些具体问题，如新学校的教师等。新教育联谊会于1966年更名为“世界教育联谊会（World Education Fellowship）”。英国教育史专家斯图尔特（W. A. C. Stewart）指出：“这个协会的未来也许更困难，但是，它在英国及世界教育革新史上所表现出的活力和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13]作为一场教育运动，作为一种教育思潮，新教育终归要走向消解，但是半个世纪以来，新教育由小到大、由分散到联系、由上而下，或如急风暴雨，或如涓涓溪流，深深地影响了西欧教育观念及教育制度，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积淀成文化，对未来有形无形中发生着影响，这种影响是长远的、深刻的。

第三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中的著名教育实验

在西欧新教育运动开展的过程中，各国新教育家先后创办了一大批实施新教育的实验学校。这些学校不仅在实践中提供了一种迥异于传统学校模式的新学校类型；而且，这些实验学校还在事实上为新教育思想及理论的形成与完善提供了直接的前提。在所有新教育的实验中，雷迪、德摩林、利茨、德可乐利、巴德利、蒙台梭利、麦克米伦、尼尔、瓦斯孔塞罗等人所开展的教育实验均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性。由于对蒙台梭利另有专章论述，本章只对其他教育家的教育实验进行一定的研究。

一、雷迪的阿博茨霍姆学校

阿博茨霍姆学校是西欧新教育运动中创办的第一所新学校，由英国教育家雷迪于1889年创办于英国德比郡一个风景秀丽的小镇。

雷迪创办新学校的最初动因是出于对当时公学教育状况的不满。他认为，英国公学远远不能发挥其应有的改造社会的积极作用。为此，他在为创办阿博茨霍姆学校而向布莱斯委员会提交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打算组织的学校，目的不是为了满足几个追随时尚者的一时兴致，而是为了满足经过改革的英吉利民族之正常需要。”[14]

阿博茨霍姆学校为男子寄宿制中学，招收11～18岁的男孩入学。为培养“新男孩（a new boy）”，即具有广阔的、综合的、帝国的目光，在未来可以承担领导职责的男孩，雷迪决意在阿博茨霍姆学校实施一种全面的教育，培养学生具备领导、合作、平衡诸多方面的能力。

领导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向学生分配一系列任务，引导他们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养成自力更生、独立负责的品质，锻炼独自解决问题的能力来实施；其次，在可能情况下，创造条件让学生担任学校公职，以承担更大的公共责任，并养成与他人合作的意识。

学生合作精神及能力的培养主要通过开展各种活动来进行。以小组为单位把孩子组织起来从事艺术创作、演戏、收割干草、搭篱笆、筑茅舍、筑泥厕、筑玻璃暖房等活动，在具体的活动中养成与人合作的精神，并培养相应的能力。

学生平衡能力的培养则是通过教育孩子们调和生活中存在的诸如合作与竞争、自由与法制等之间存在的二元张力来进行的。

阿博茨霍姆学校的生活是很有规律的。上午主要用于室内的学习活动；下午主要开展室外活动，如手工、体育运动及体力活动；晚上主要用于音乐、文学及社会性的娱乐活动。这从一天的生活作息安排中就可清楚地发现。

表2-2 阿博茨霍姆学校一天生活安排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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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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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能体现阿博茨霍姆学校教育特色的是该校的课程设置。阿博茨霍姆学校的全部课程共包括六大块。

第一是学科课程，包括英语、现代及古典语言、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经济、社会研究、卫生学、体育等。雷迪认为，他的学科课程与传统的公学古典课程不同。当时，伊顿公学有24位古典学科教师，6位数学教师，一位历史教师，却没有自然科学和现代语言教师。雷迪要把公学课程轻重次序颠倒过来。他认为最重要的是母语（英语），它在课程中居于中心地位；其次是现代语言，如法语和德语；又次是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再次是历史和地理；拉丁和希腊语处于辅助科目的位置，之所以教授，是因为它们能为全面理解英语及现代语言服务。英语教学要与有关社会日常事务联系起来，如让学生在参加戏剧表演、学校报纸的编纂与新闻采访等工作中锻炼语言表达能力。现代语言，如德语、法语，要以直接的方式教授。他直接从德国和法国聘请教师来教授德语和法语，要求教师主要通过生活情境而不是只通过阅读书本来教学；因为雷迪认为，有限的但积极的要求比广泛的却被动的要求更受欢迎，也更有效。生物学是通过在基地及学校周围精彩的大自然里的田间作业来教学。自然科学的目的在于使日常生活现象更易于理解，要采用归纳法来教，反对“抽象原理和烦琐的术语”，多用“简明具体的事例”。为此，必要的模型、工具、仪器应由学生自己做，所有自然科学科目要尽可能结合起来教。为了上好生物学科，学生们自己建造了水族馆及草族馆，甚至建立了一个小动物园，还给当地的植物、动物拍照、速写。他认为，卫生学是身体和生活的中心，要结合身体与生活来教学。要用生动的、自然的方式来教数学，如参加工厂实习、调查、计算自己口袋里的钱，进行买主与卖主的角色表演，等等。历史教学不能湮没于事实与时间之中，而重在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为此要研究原始材料，如传记及同时代的报纸和杂志等。地理学并非只记住地名和物产，而在于为我们生活的世界确定方向，要与历史教学相结合。至于古典语言教学，学生要通过翻译和欣赏古典艺术理解古典语言，而不能拘泥于古典语言的某个语法细节。

第二是体育和手工劳动课程。阿博茨霍姆学校每周有三个下午用于手工劳动，两个下午用于体育。雷迪认为，英国有潜力的拓殖者和未来的领导人应该学习怎样使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仅仅看人家劳动是不够的，一个人必须自己动手，只有这样，孩子才能直接从物质世界获得深刻印象，物质世界才能得到必要的组织和改造。据此，他要求男孩们在占地133英亩（约0.5平方千米）的广阔校园内进行手工劳动和体育。学生们修筑自己的棒球场和网球场，建造实习工厂，栽花，种草，植树。总之，在农场、在车间、在树林，都有组织得很好的课程。

第三是能唤起想象的艺术课程。该学校开设了美术、音乐和手工等课，以使男孩们接触优秀的传统艺术和现代艺术，学习一些艺术技能和手艺。尤其重视音乐课，不但是为了培养男孩子的音乐欣赏能力和歌唱能力，而且是为了培养他们和谐的性情和对生活美的感悟能力。

第四是社会教育课程。为了使这所学校成为温暖和紧密团结的集体，社会教育极受重视。班级保持小型，每个班级不超过15人。学校尽可能多地营造家庭气氛。校方鼓励在晚上和周末举办社交娱乐活动，鼓励俱乐部活动和戏剧音乐演出，鼓励协同作业计划，等等。

第五是道德和宗教教育。雷迪为改革传统的宗教和道德教育方式，在阿博茨霍姆进行了新的尝试。在雷迪那里，宗教教育与道德教育彼此不分，融合为一体，宗教与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是通俗易懂、非教条、非宗派偏见。其方式主要如下：①创造具有自己特点的礼拜仪式。雷迪一改以往以消极的美德（Negative Virtue，不做好事也不做坏事）方式讲释“摩西十戒”的做法，而以积极的方式重新解释，并且在这个仪式上宣讲世俗伟大作家的作品。②认为道德与宗教教育不仅是智力认识过程，而且是情感和态度的认同过程。③将重点放在宗教与道德教育同日常的实际生活相联系上，注重在做事上磨炼。

第六是健康与卫生教育课程。健康与卫生是雷迪喜爱的话题，他指出：“身体是灵魂之庙，健康的身体意味着纯洁的灵魂。”[16]他通过词源学的考证，认为健康是科学与宗教的目的。他在阿博茨霍姆开展的健康与卫生教育基于三个原则：①经济学与卫生学是首要之点，因为卫生学意味着个人经济学，经济学则是社会的卫生学；②社会健康依赖于精力充沛的个体行动；③过健康的生活，创造有益的健康环境，将宣传付诸实践。

在健康与卫生教育方面，雷迪痛感传统公学缺乏必要的性教育。他指出：英吉利男孩应该在性生活上受到直截了当的、诚实无欺的指导；男孩本质上是纯洁的，但愚蠢的教学导致道德败坏。在阿博茨霍姆，他开展全新的性教育。他认为，其一，必须意识到性教育是高尚与美好的工作，是伴随着“鲜花与蜜蜂的”[17]事业；其二，性教育遵循以下原则，一是简洁的事实教学，二是私下的个体的忠告；其三是用卢梭自然教学法，反对未成熟的经验和对青春期的加速；其四，发展男孩的业余爱好，鼓励同学之爱；其五，将性教育放在更广泛的环境或背景之中，鼓励男孩以一种开诚布公的、自由的、无所惧的态度对待性与身体。学生寝室的墙上悬挂着他亲自书写的匾额：“健康的事物，物质地、精神地、智慧地蕴藏于裸体之中……”寝室内不隔离成小单间，校园里有希腊裸体雕塑。

不能把以上六个方面的课程看成性质不同、相互分离的部分，而应该看成在一定程度上是相互联系的。此外，还应尽可能把课程与当地现实情况及男孩们的现有的活动联系起来。总之，雷迪认为，和谐均衡教育的课程理想只有通过智力的、体力的、道德的、艺术的、社会的各方面课程恰当而成功的结合方可实现。

1889年至1899年，经过雷迪及其同事们10年的苦心经营，阿博茨霍姆学校的新教育实验获得巨大成功，并产生了较大的国际性影响，曾在该校工作过的教师及参观过该校的别国教育家，以阿博茨霍姆学校为榜样，创办了包括贝达尔斯、罗歇斯及乡村教育之家在内的一批新学校。雷迪也因其在阿博茨霍姆学校所做出的开创性的贡献而被誉为“新教育之父”。

二、利茨的乡村寄宿学校

利茨为西欧新教育运动时期德国的杰出代表。受英国雷迪的阿博茨霍姆学校的直接启发，利茨于1901年至1904年先后在德国的埃尔森堡、豪宾达及拜勃斯顿地区创办了3所乡村寄宿学校，标志着新教育运动在德国的兴起。

利茨1868年出生于多米瑞亚省鲁根岛的一个农场主家庭，在自家农场内度过了无拘无束、快乐自由的童年时代。后被送入格爱夫斯瓦尔德城堡的一所寄宿学校就读，深受学校内因循守旧、呆板机械的传统教学之苦。后又进入哈勒大学与耶拿大学学习，接触到神学、历史、德国语言、哲学及教育学方面的大量知识。受德国教育家莱因（W. Rein）之荐，利茨于1896年访问了雷迪的阿博茨霍姆学校，并在那里任教一年。1897年，利茨结合自己在阿博茨霍姆学校的亲身体验及自己的理解，在一本书中对阿博茨霍姆学校进行了详细的描述。在教育思想的形成过程中，利茨还受到了法国教育家卢梭及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等人的影响。

自己的成长经历及在阿博茨霍姆学校的体察使利茨深信，乡村环境蕴含着无穷的教育力量，而城市是最不利于教育开展的一种环境。

作为一位新教育理想的成功的践行者，利茨在教育实践中还表现出百折不挠、始终如一地献身教育事业的顽强精神，并在具体办学过程中表现出极强的人格魅力。

乡村寄宿学校注重教育社会化，其目的在于养成和谐发展的人格。利茨认为，这种人格易在本地习俗的环境中发展。他反对本国过分的工业化，希望他的学生与自然相接近，脱离城市的虚伪，在劳动中同农民共过简朴、勤俭的生活。利茨对当时影响中等学校至深的严格、守旧的智力主义持反对态度，抛弃了大部分陈陈相因的学科。他这样做并非轻视文化遗产，而是认为文化遗产不应仅为取得广博知识之用。曾在利茨的学校任校长的安德森（Andesen）博士说得好：我们努力培养的不是知识人才，而是独立追求者与力行者。利茨的学校的一切设施在于造就平衡发展的儿童。儿童积极地参加游戏、劳作、工艺、美术及社会生活，手脑并用，获得并改善经验。比如，开展音乐教学的目的不仅在于技术的熟练，也在于发挥音乐教育改善经验、陶冶高尚情操的作用。学生音乐欣赏能力各有不同，但是音乐之于儿童生活的需要，恰如肺之于他们的生活。

校址选择注重地理心理因素，即注重地理环境对儿童本性发展的影响。利茨创设的乡村寄宿学校皆坐落于环境绝佳的乡村，校舍就建在有着青山、绿水、森林、溪流、牧场的大自然环境之中，远离都市尘嚣。例如，一所为年幼儿童办的学校设在一个极普通的德国农庄，这里有红色瓦屋，形形色色的茅舍，如茵的草原，还有一条河缓缓地穿过村庄；成群的鹅、鸭在河里戏水，几架牛车在小石铺成的道路上辘辘地走过，而远处的礼拜堂钟声悠扬。

每所乡村寄宿学校对学生年龄都有一定的限制。学生按年龄分校是为了让低年级的学生克服模仿的本性，充分发展他们个人的才智与能力。按安德森博士所报告的乡村寄宿学校的经验，分校的好处就在于可培养儿童的责任心和成就感。

乡村寄宿学校的生活富有规律性及家庭气氛。学生鸡鸣即起，做清晨竞走。早锻炼后15分钟，进第一次早餐。6：15上第一次课；7：30进第二次早餐，接着上第二次课；到10：15共分三个时段，每个时段有45分钟。上课毕，休息，学生又略用点心，然后整理房间，所余时间则为自由游戏之用。接着又上一次加倍时间的课，然后是丰盛的午餐。午餐后，休息一小时；14：00学生从事手工作业（分别在校舍中、工场内或田园中进行）或练习音乐。（利茨的每所学校都有自己的乐队，如四音队和三音队等）。16：00略用点心，然后进行体育活动至17：00。体育活动大半是运动与游戏。17：00至19：00儿童回室内休息，然后用清淡的晚餐；晚餐后举行自由晚会（Freier Adend），校长、教师、学生，或露天席地，或娱于一室之内，或朗诵或高歌或奏乐，其乐融融，呈现家庭聚会之亲密景象。

乡村寄宿学校以家庭式的生活为基础实行学生自治。每个学生都是团体的一分子，都有权参与关于学校及其生活的一切事项。这种团体生活常常从各方面给学生以自治和负责的机会。

利茨认为，乡村寄宿学校的教师不应只是一个知道者，还应是个力行者。他不仅知道教学，更重要的是他应有丰富的情趣、深刻的同情心和社交能力，能够将师生间的隔阂融化，在生活方面给学生做榜样。

1919年，利茨曾在一封信中对自己近20年的教育经验进行了总结，认为乡村寄宿学校的目的在于把自己的上述思想付诸实践，而要“把这些思想付诸实践，就需要来自它们的领导者的创造力、判断力、勇敢精神、严密的思考力和毅力；它们的工作人员的能力、真诚和献身的精神；学生父母亲或他们的代理人的信任和了解；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是，需要那些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的灵敏性、接受能力和热情”。[18]

利茨创办乡村寄宿学校的实践在德国产生了巨大影响。曾在利茨的学校任教过的教师在德国其他地区建立了类似的学校，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类学校已达12所之多。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文内肯与格希布合办的威克斯多夫学校以及后来格希布独办的奥登瓦尔德学校等。

三、德摩林的罗歇斯学校

德摩林是法国著名的社会学家、教育家。早年曾就学于蒙格勒耶稣学院。1894年8月，他在英国爱丁堡大学暑期班上与雷迪相识，随后参观了阿博茨霍姆学校，并与雷迪交流了教育思想。他盛赞雷迪的实践是一本打开的关于更能适合社会生活所需要的教育学的新书，并且指出，造成拉丁民族在世界竞争中不如撒克逊民族的原因固然很多，但拉丁民族比较腐朽的教育体系实在是一个重要原因，而英国教育却一派生机，乡村寄宿学校的建立则给英国教育注入了更新的活力。

德摩林对当时法国教育现状很不满。其一，他批评法国教育以培养服从与安分之人为能事。他指出，法国教育只偏重以记忆力培训为主的智育，而偏废体育与德育。教师处于监督地位，只求禁止与稳定，不求学生独立自主与承担责任精神的培养；而当今社会发展、国家复兴则要求学生有自由进取的精神。其二，他批评了当时法国公立寄宿中学师生关系的不正常。法国公立寄宿学校教职员有两种，一种是普通教师，一种是舍监。普通教师不与学生住在一起，另有宿舍，一上完课即回宿舍，师生之间的交流仅限于教室内，无其他交流机会，即使教师人格高尚也不能发挥应有的感化作用。舍监多是缺乏经验、素养较低的青年，总是以恐吓、惩罚手段对待学生。这样，寄宿学校就不能发挥应有的教育作用。其三，他批评法国公立中学纪律严酷且与外界隔离。法国公立中学校舍多在都会中央，高墙围绕，学生蜷伏其中，与社会及自然界相隔绝；受拿破仑中央集权主义的影响，以训练军队的方式训练学生；监督者褊狭冷酷，只知强迫与命令，不知自由与宽容，使多数学生无自然发展之机会，身心备受创伤，结果养成孤僻执拗的性格。

为树立榜样，扭转时弊，德摩林依照阿博茨霍姆学校，于1899年在巴黎郊外诺曼底风景区德勒创办法国第一所新学校，校名叫罗歇斯学校。

罗歇斯学校为男子寄宿中学，男生自八九岁入学，先上小学课程，然后受中等教育，中学毕业后或入大学或从事行政等职业。

学生分在5栋宿舍楼。每栋宿舍楼住学生25～35人，教师5人。起居、饮食、课堂教学都在楼内，组成一个和谐的社会团体，使人有家居之感，所以又叫“小家庭”。与阿博茨霍姆学校只有男教师不同，罗歇斯学校的教师有男有女。男女教师如学生父母，参与学生活动，改善“小家庭”生活，师生关系融洽。

学生清晨8：00至中午12：30集中于中央校舍上课。12：30至14：00回原宿舍吃午饭、休息。14：00各宿舍学生聚集一处，或学习游戏体操，或学习手工。15：00回宿舍或复习功课，或整理内务。晚饭后自由活动，学生或游戏，或读书，或练习音乐，其乐融融。

每个宿舍推选了3～5人为干事，管理寝室、自修室和阅览室等，并同教师会商教育教学改革事宜。

罗歇斯学校既重视古典科目教学，也重视现代学科的学习。全部课程共分为三大类，其中第一类是古典科，开设希腊语、拉丁语等科目；第二类是现代科，主要学习现代语言、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等科目；第三类是特别科，为从事农业和其他实业者开设各门必要的科目。

罗歇斯学校课程教学有三个特点。其一是以游学法学习现代外语。全校学生必在某个时期轮流赴英国、德国游学一段时间，学习外语，熟悉他国国情。这样，谙熟英语、德语者众多。其二是重手工科。全体学生每周有三个下午从事手工。手工种类很多，有厚纸细工、制木、黏土细工、木工、金属细工、锻冶、园艺、写真等。其三为设置游戏科。冬天以踢足球为主，夏天以打板球为主。罗歇斯学校道德教育以师生之间互守信用为基础，以诚为体，如遇学生不诚实，教师也不干涉，让学生自行反省、改过。

总之，罗歇斯学校的目的在于养成学生强壮之身体、诚实之道德、富于自主独立之精神，成为对社会有用的、发展健全的人。

四、德可乐利的隐修学校

德可乐利是比利时医生、心理学家、教育家。1871年出生于比利时东佛拉芒省雷内克斯市，曾在根特大学学习医学，并以优异成绩获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在医院从事研究和治疗神经系统疾病，这就促发了他对研究、教育常态和病态儿童的兴趣。1901年，他在布鲁塞尔郊外自己的寓所创办异常儿童特殊教育学校。学校事业取得成功后，他试图将异常儿童的特殊教育经验改造成一种新的教育方法，推广到常态儿童教育实践。1907年，在布鲁塞尔爱尔德殊街，他创办了一所常态儿童教育学校，取名为隐修学校（L’Ecole De L’Ermitage），后世人又称之为“德可乐利学校”。学校开办时，经费紧缺，条件艰苦，只有一间简陋的小屋和几名学生。然而德可乐利率领学生与教师节衣缩食，辛勤劳动，不但使学校维持下来，而且取得了很好的业绩。对此，德可乐利乐观地说：“我们从未有过充足的经费，这算是幸事。”因为艰苦生活磨炼了师生的创造力、生存能力和品德。后来学生人数增多，一些热心赞助德可乐利事业的人筹款帮助他在布鲁塞尔郊外美丽的坎布来森林另外建立了较大的新校。处在大自然怀抱的新学校，景色优美，一派生机，这与学校崇尚生活、崇尚自然的精神相映照，致使来参观的人赞叹道：“这所学校处在大自然的环境里，与自然现象相接近。”此时，学生年龄范围扩大到了3～18岁，又增设中学班级，人数大大增加，一度达250人。

这所学校有如下几大特色。

第一，本着德可乐利生活教育信条：“教育为生活而存在，赖生活以进行。”自由便是学校生活教育的灵魂。美国华虚朋（Carleton W. Washbume，1889—1974）博士等说：“我们一进入这所学校便感觉到一种快乐的空气。无压迫的儿童生活，自动的工作课室里大都设有几张长桌，每一张长桌约有十五六个儿童环绕而坐。墙上贴满了儿童自作的图画……墙上贴着一条长的纸条，沿着楼梯自楼下而达楼上，上面写着‘到伟大而奇异的动物园之路’的几个字。儿童们在学校各处的来往谈话都很自由，高年级很安静，低年级比较嘈一点。教员是有权威的，遇有越轨的自由即行干涉，可是很少有要教员管理的事件发生。”[19]由此，我们可见生活教育之一斑。

第二，实验一种新的课程制度，这种课程以“儿童和他的境况为中心”，以“儿童和他的需要为枢纽”，把课程分为个人和环境两大类。以个人生活的营养、居室、防卫和活动四种需要为中心，把家庭、学校、社会、自然界等各主要的知识联系起来，组成教学单元——一个兴趣中心。各年级都按照某一个兴趣中心或单元组织教学。小学五个学年的兴趣中心是：第一学年是儿童与他的有机体，第二学年是儿童与动物，第三学年是儿童与无生命界，第四学年是儿童与蔬菜，第五学年是儿童与人的环境。儿童在每一个学年的学习，都必须通过观察、联想和表达三个活动过程来进行。

第三，特别注重个人与团体的合作，团体的工作目的在于养成合作能力。华虚朋讲：“德可乐利是以团体工作为主，而以训练的及技术的个人教学为辅的，团体作业之利用这种技术，是因团体作业以引起使用它的需要，而不是借团体作业以教授它们。总之，团体作业，其目的不在旁的，而在教导合作，而在发展各个儿童的性格，以便他适合于这种复杂的社会生活。”[20]

第四，学校的教育目的在于发展儿童独特的想象力、敏锐的观察力、专心作业和与人合作的精神。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须把环境弄得丰富，所以他们有小动物，有各种有趣味的东西，有郊游和远足，儿童对环境的反应有一个向导，对作业有一个兴趣中心。另外，教职员当然是由能干的人充任。他们必须有爱儿童的心，必须活泼、聪明、富有创作的想象力与能力，必须明白和体谅他们的学生，从观察儿童生长中感到最大的欣慰。

第五，学校一天生活安排得生动活泼、丰富多彩。上午教授算术、阅读、写字及拼字。所有的练习都用游戏方法去发动，成功与竞争是主要动机。上午留用的时间都用于各种练习，如观察、比较、联想等功课以及图画、诗歌与游戏。下午时间应用于教授劳作与外国语课程。有时上午举行特殊旅行。

德可乐利在隐修学校所实施的新教育实验，极大地推动了比利时乃至整个欧洲的新教育运动的发展。而且借助汉玛宜（A. Hamaide）的《德可乐利学校》（Decroly School）一书的出版，德可乐利的名字及其所开展的教育实验更为世人所熟悉。法国教育史学家罗热·加尔（Roger Gal）在总结新教育运动的历史意义时指出，德可乐利以个人生活的营养、居室、防卫和活动四种需要为中心构筑课程体系，以观察、联想和表达为基础构筑教学体系，对儿童的观察、研究、实验、教育“在繁忙活跃的气氛中进行，在实行互助和自我纪律的学校共同体之中进行。这无疑是‘学校为生活、依靠生活’的最完整、最平衡的范例”[21]。

五、巴德利的贝达尔斯学校

巴德利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新教育的著名实践者。早年接受公学教育，后进入剑桥大学学习。1889年，巴德利大学毕业后即应雷迪之邀加盟阿博茨霍姆学校，并成为学校的中坚。

1893年，出于对雷迪在阿博茨霍姆学校某些做法的不满，巴德利与妻子在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彼得斯费尔特近郊创办了贝达尔斯学校。在巴德利的领导下，贝达尔斯学校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

第一，在人与社会之间，贝达尔斯学校更强调人自身的发展。在阿博茨霍姆，雷迪虽看到了人，提倡人的全面发展，但人是第二位的，他首先关心的是教育的社会问题；贝达尔斯学校的理想是“把自由和责任结合起来，使个性要求与社会义务一致”。[22]巴德利并非忽视教育的社会理想，但是他首先考虑的是教育的育人功能，即如何培养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他认为，只有新型的个人才能组成新型社会，具有创造力的人将过一种充实的生活，由此将形成更人道和文化更丰富多彩的社会。为了使学生得到充分的发展，该学校力图为学生做好三件事：①提供可以充分表现他们自己的事和机会；②有一群兴趣盎然、相互砥砺的教师；③有可以指导他们努力的人类行为理想。巴德利比雷迪更大度和宽容，对待属员和学生更民主。雷迪预定阿博茨霍姆专为主导阶级服务，学校管理基本沿袭传统公学的做法，强调纪律甚于自由，统一甚于多样，有着更多的斯巴达遗风。而巴德利则有着更多的雅典的民主精神。“异端邪说”在雷迪那里是得不到支持的；但是在贝达尔斯那里，在学生生活的各个阶段，巴德利对孩子的各种观点都予以尊重，不强调思想的统一性，而尊重思想的多样性。[23]巴德利不像雷迪有性别歧视，在贝达尔斯学校教师和学生有男有女，不像阿博茨霍姆教师与学生均为男性。巴德利对待教师也较雷迪宽容，所以该学校教学人员也较阿博茨霍姆安心与稳定。巴德利曾提出六条原则：①在男女同校教育的环境中给儿童充分的自由，使他们的身心得到正常的和健全的发展；②既考虑到每个儿童心智的、道德的及身体的需要，又考虑到社会的需要；③给儿童充分的自我表现机会，以适合他们的创造性冲动；④举行宗教仪式活动，但是不强迫儿童参加；⑤提倡合作精神；⑥在教师与学生之间建立一种友好和信任的关系。

第二，贝达尔斯学校的民主性主要体现于议会式的自治制度的建立。巴德利不仅仅关心造就可视为领导人的人物，而且更为关注学生的发展；不是关心如何统治学生，而是关心如何让学生学会自治。他努力使学生想出治校的途径和方法，这样学生就有机会去领会治理意味着什么，以及人们可以怎样着手利用管理形式。他帮助学生通过普选最终建立了议会，使全体学生都在某种程度上参加治校。该学校的校务和日常生活的管理尽量交给年龄稍长的学生去负责。校长、教师和学生代表组成的学校参政会每年修改校规一次，并讨论校内任何人所提的意见和建议。但是，巴德利同时认为，学生自治有一定的限度，这就是处理他们确实能自己处理的事情。阿博茨霍姆学校也让学生参与管理，但是基本沿袭公学级长负责制，等级森严。贝达尔斯学校议会式的学生自治制度无疑在学校生活民主化方面是一个不小的进步。

第三，贝达尔斯学校招收女生，实行男女同校。1898年，贝达尔斯学校首次招收4名女生入学，由此揭开了探索男女同校教育的新篇章。在男女同校教育问题上，巴德利表现出不同于雷迪的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男女同校是“我们学校（贝达尔斯学校——笔者注）的重要精神之一，是我们对教育的见解之自然的、逻辑的结果。我们认为教育是一种充分地利用经验以发展整个生活的训练，不应只限于男性或女性的一方面。犹之于不可限于一种信条一样。我们把男女生一块儿培养，并不是要使他们彼此相像，不过觉得世界上一般的人常把男女性分别对待，实于任何方面——男性或女性——的充分发展都有阻碍。我们已承认没有两个人是十分相像的，那么，如果教育不仅是锻炼儿童，则儿童的自然不能够笼统地对待，而当认他们为人，认他们各有各的不可忽视的特性，性之不同，又何能外此呢。要使性的差别充分地发展，只有让男女学生一块儿发展，以便最道德地、最健康地发展和保持他们的自然的同与不同”。[24]巴德利确信，男女同校受教育不但不会混淆各自的性别特征，反而能更好地使他们保持各自的特点，提高各自在学业上获得成功、在人格上获得健康发展的可能性。

第四，贝达尔斯学校依儿童入校学习年龄设置了初级部与高级部，实行分部招生、分部学习。在具体教学实践中注意遵循不同年龄儿童身心发展特征。

初级部招收5～9岁学生，其中又分低、中、高三个年龄组。低年龄组的儿童在有着良好的专业素质的教师的引导下，操作各种教具；中年龄组的儿童则花费半个上午做些所谓的知识的功课，其余时间做手工。高年龄组的儿童上午在为他们专设的工场做东西，下午则从事户外游戏活动，晚上做知识方面的功课。之所以如此安排，贝达尔斯学校的解释是：“在早上的时候，他们是充满了活力，他们要用之以创造东西，所以早上我们让他们到木工厂去，或其他的工场做东西。在下午，他们要休息和做户外的活动，到了晚间，他们在生理方面已经疲倦乃坐下来做心理方面的功课。”[25]

贝达尔斯学校的高级部招收10～19岁的儿童，人数很多，是学校的主体。高级部课程设置和阿博茨霍姆学校一样，注意学生发展的均衡性。从横向角度来看，高级部课程设置还注意平衡性，巴德利认为学生要手脑并用，均衡发展，据此他设置“手业”课程和“头业”课程。所谓“头业”课程，是指国语（英语）、历史、地理、数学、自然科学等知识课程。所谓“手业”课程，是指与知识课程相对的技能课程，包括图画、木工、金工、烹饪、缝纫及其他作业。这种学科的学习，室内作业在教室、作业室、体操室进行，室外作业在庭院广场进行。巴德利反对手业课程的价值不及头业课程的观点，认为要增加手业课程的时间，力主两种课程要均衡。在贝达尔斯学校知识学科的课程准许选择，是选修课，但是技能学科却全是必修，不允许选择。为照顾学生的兴趣及培养学生丰富的个性，贝达尔斯学校课余活动形式多样，十分自由。科学研究会、音乐研究会、古典文学研究会、考古研究会，社团林立，颇为活跃。多数学生会弹钢琴、拉提琴及演奏其他乐器。低级部和高级部各成立一个管弦乐团。每学期举行一次“乐之夜”，有戏剧、舞蹈、朗诵、讽刺小品等。莎士比亚是英国的骄傲。贝达尔斯学校每年举办一次莎士比亚戏剧表演会，学生自编、自演，有力地锻炼了学生各方面的能力。

此外，该学校高级部的课程设置还注意时间上的阶段性。按纵向时间来说，课程设置大体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10～13岁）为普通科，给学生提供广阔的普通训练，以便发展他们的一般能力，为将来专门学习做好准备。设置的科目有英语、外国语（法语）、历史、地理、数学、科学（自然研究、物理、化学和生物学）。第二阶段（13～17岁）为升学科，预备学生毕业后参加升学考试，开设的科目有语文、数学、历史、地理和自然科学。音乐、图画因有培养创造力的因素，也为必修。第三阶段（17～19岁）是专攻科。通过高一级学校入学资格考试者，可以根据各自的才能和兴趣，做专门的学习、研究，实行没有时间限制的个别教学。

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贝达尔斯走自己的道路，与阿博茨霍姆学校相比，有更好的业绩。英国的克赖也斯木（Clayesmore）学校校长迪瓦因（A. Devine）说：“巴德利具有比雷迪更开阔的思想，并且具有更为明智的和全面的观点实现一些更高的目标……在英国，没有一所学校像贝达尔斯学校那样确实使人感到兴趣盎然。”[26]美国教育家华虚朋参观后说：“巴德利和他的同事们的崇高目标，男女同校教育，身心两方面的均衡发展，适应个人的需要，以及美丽的学校环境，所有这一切使得贝达尔斯学校几乎成了一所理想的学校。”[27]贝达尔斯学校的成功业绩是基于阿博茨霍姆经验基础上的创新，对此，巴德利有清醒的认识。他说：“在我的一生中，阿博茨霍姆学校是最重要的转折点。”[28]在最初的贝达尔斯学校的简历上，巴德利这样写道：“这个计划试图体现在现代教育科学观点上最典型的和所赞同的思想，以及体现通过作者在阿博茨霍姆学校的经验而提出的实际方法的思想。作者从阿博茨霍姆学校成立起就是那里的一位助理教师，愿对阿博茨霍姆学校给他的深深恩惠表示感谢。”[29]

六、玛格丽特的保育学校

玛格丽特·麦克米伦，苏格兰人，英国保育学校的首创者。早年系统研究过柏拉图、卢梭、福禄培尔、阿诺德和斯宾塞的教育思想，并接受了杜威及托尔斯泰的有关教育信条。出于对当时英国幼儿教育状况的不满及贫民儿童的深深同情，并在其姐姐雷切尔·麦克米伦的帮助下，于1908年在博乌开设幼儿实验诊所，后迁至代特福得，发展成为集儿童诊所、诊治中心、营地学校及幼儿学校于一体的保育学校。

玛格丽特创办的保育学校不同于当时一般的慈善机构，其中不仅倾注着她的爱心，而且体现着她对幼儿教育问题的思考。

在当时的英国社会，压抑人性的工厂制度、不合理的社会物质条件以及教师不良的教法，使儿童的近视、呼吸不良、营养不足及其他缺陷成为普遍现象。对此，玛格丽特痛心疾首。她认为，人的有机体是一个统一体，各种情感的发展都取决于身体健康和免于疾病及饥饿；只有把使儿童从出生起就身体健康看成人类一项基本职责和社会工作时，教育的其他目标才有可能取得成功。因此，她规定保育学校的首要目标是身体健康。

该学校招收1～7岁的幼儿。初来保育学校的孩子都患有不同的疾病。麦克米伦姐妹请来两个医生、一个保姆和一位专任牙科医生协助工作。

玛格丽特说，保育学校应该是花园。从满足儿童自然生活的要求出发，保育学校应有充满阳光的广场，有多种多样的花、草、树、木，还有鸟、兽、虫、鱼，这些都构成幼儿生命活动的源泉。一切幼儿的用具都是很轻便的，可以在广场随意搬运。所用的椅子比普通学校的椅子要低，这便于教师和幼儿谈话、歌唱与游戏。为了采光，校舍面向东、西。建筑物的色彩，选柔和的灰色，以适合儿童的心理。淋浴是幼儿最必要的事情之一，因此，为适应幼儿年龄特点，保育学校设有光线与空气俱佳的浴室。

在生活细节方面，玛格丽特也十分注意。她让幼儿穿干净、宽松的衣服，吃新鲜富有营养的食物，过有规律的生活。消化不良是幼儿很容易犯的毛病。玛格丽特认为，一要让孩子多吃新鲜蔬菜和水果。新鲜的蔬菜和水果，无论何人都是必需的；对于成长期的儿童，尤其是无产阶级的儿童，更为必需，因为他们的头脑缺少矿物性的盐分。二要让孩子生活有规律。孩子早晨起来即沐浴；9：00吃早餐；12：00吃午餐；16：00吃晚餐。

培养幼儿的健康精神是保育学校的另一个重要目标。

玛格丽特认为感觉是幼儿精神的基础，而感觉主要是在活动中得以发展的。居住在代特福得这种贫民窟的儿童之所以愚钝与落后，多半是缺乏基本感觉训练，不仅缺乏感觉、听觉的训练，而且缺乏嗅觉训练。保育学校的孩子，蒙住眼睛，每12人中只有1人能把一种很香的花与其他的花区别开来，有些孩子总是穿衣过多，浑身大汗却满不在乎；有的孩子嘴唇发紫，牙齿打战，还是待在室外。她甚至认为：穷人的耐心并非全是耐心，这多半是麻木不仁。对于这些贫民家的孩子，每一次活动，甚至一次淋浴，都能有力地刺激他们迟钝的感觉和软弱的肌肉，都可能意味着一次真正的智力和道德启蒙。所以她认为，活动是保育学校主要的教育方式。

在各种活动中，她首推游戏。她认为，幼儿具有天生的情感和能力，又对游戏有天生的兴趣，所以，可以多通过游戏加强儿童之间的接触与交流，协调各种基本感觉，这些感觉最终导向感知的完善及情感的发展，情感的健康发展是儿童表现力和想象力发展的基础。

玛格丽特十分重视艺术教育的力量。她认为，艺术对陶冶人的情感和想象力的作用很大，所以保育学校要开展音乐、绘画、诗歌、手工等活动。为了在不随意注意中引起孩子对艺术的随意注意，教室里和走廊里挂有供儿童欣赏的绘画。各教室的周围以及室外庭院各处都悬有黑板，儿童可以随意涂鸦，因为玛格丽特认为，儿童喜欢动手，这不是他们无意识的动作，而是他们在创造本能的驱动下有意识地创作。学校里备有许多适合儿童的乐器，开展多种形式的音乐活动，所以，玛格丽特说，保育学校是剧场。

玛格丽特认为，儿童活动是有一定的年龄差异的。保育学校的教师应该注意这个特点。一两岁的幼儿，常常喜欢不断地跳跃、歌唱，教师就应常与他们共跳跃、同唱歌；三四岁的幼儿，生活内容显著地分化、发展，而且运动的欲望更强，每见一物，就要动手去与它接触，所以教室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以力图满足他们的欲望和冲动为指导原则。对4～7岁的幼儿，有节奏的步行运动和呼吸运动是自然需要的，但保育学校不要按照普通学校依口令而行的方法来训练，而是任其自然，玛格丽特认为，对幼儿来说，自由和喜悦是生活的基调。

关于读写算的要求，玛格丽特认为要区别对待。她指出，读法、写法的教授，除诉诸视觉之外，还要诉诸儿童的筋肉感觉和触觉。但她对幼儿期的数学不甚重视，认为幼儿缺乏处理形体和数的能力；这种能力的发展，要到年满9岁才开始。因此年满7岁离开保育学校的正常儿童对读法和写法较为熟悉就可以了，不必期望其算术能力有多大的进步。当然，保育学校并非完全没有数的教育，不过教授方法与一般算术的教授不同，只是借助游戏尤其是指头的游戏，让幼儿有一种数的经验。

玛格丽特在英国新教育运动中的贡献的确是别具一格的。当时英国多数新教育家的教育实验以有产者的孩子为教育对象，且多数是达到学龄期的儿童，学生入学是要交费的。而她的保育学校招生对象是无产者的幼儿，而且是免费的。应该说玛格丽特的保育学校要比别的新学校更具有民主性。她的创举在当时引起许多人对英国幼儿教育现状的关注。一批教育家向她学习，办起了保育学校，形成保育学校运动。例如，1924年，苏珊·艾萨克斯在剑桥创办马尔廷·豪斯（Malting Hause）幼儿园，以“自我实现”为主题进行教育实验。保育学校运动直接导致了英国幼儿师范学校的创办。玛格丽特的事业也引起当时英国政府的关注。政府不仅予以资助，还重新考虑幼儿教育的政策。1918年8月，《费舍法案》（Fisher Act）通过，该法案规定，地方当局应当为2～5岁的儿童开设幼儿学校，并对接受监督的私立幼儿的学校提供资助。这一条款首次将幼儿期教育列入国民教育体系，人们认为这是与玛格丽特的事业分不开的。应该说，玛格丽特的教育推动了英国幼儿教育事业的发展。

七、尼尔的夏山学校

亚历山大·萨瑟兰·尼尔为英国教育家，是著名的新学校——夏山学校的创办人，以激进的新教育观点及全身心投入新学校的教育实验而闻名遐迩。

1883年10月，尼尔出生在苏格兰富法地区的一个小村庄，并在此度过了并不快乐的童年与少年时光。自14岁起他便离家独自谋生，先后从事工厂勤杂工、煤气检修工及布店学徒的工作，后又在小学里担任助理教师。1908年考入爱丁堡大学学习英语、文学，1912年毕业后，曾做过短期的编辑工作。

1917年春，尼尔应征入伍，两年后退役。后应女教育家恩索尔（B. Ensor）之邀，参与《新时代》刊物的编辑工作，并在1921年新教育联谊会举办的加莱会议上发表题为“摈弃权威”的演说，观点激进，语惊四座。

1924年夏，尼尔在原德国达尔克罗兹学校外国学生部的基础上，在英国的多塞特郡雷季斯地区组建夏山学校。后于1927年迁至伦敦东北郊萨弗克郡的雷丝顿地区。尼尔即在此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教育实验。

基于对自由教育的独到理解，尼尔在夏山学校进行了颇有成效的教育实验。

尼尔认为，教育的最大目的便是将儿童失落的自由还给他们，使儿童拥有充分的自由，使其人格得到健全的发展，而不再饱受恐惧及仇恨的蹂躏。为此，夏山学校在教学过程中一改传统学校中儿童被束缚、被压抑的做法，而是依学生年龄分组，使学生在一种不受束缚的宽松环境中自由地学习、生活、成长。这里儿童上课是自愿的，教师从不主动要求儿童学习，而是在儿童的请求下提供帮助。这里，“学生宿舍并不要受检查，也没有人去唠叨他们，他们是听任自由的。没有人告诉他们应该穿什么衣服：任何时候他们要穿什么就穿什么”。[30]

尼尔在夏山学校的教学活动中还着重发挥学生自治在自由教育中的作用，着力把夏山学校办成一所学生自治的学校。在夏山学校，确保这一思想得以实现的主要措施就是建立学校自治会。学校的一切规章制度、学生学习及生活中的所有问题均须经每周六晚上的学校自治会讨论决定。自治会主席一般由年长学生担任，连任不得超过两届。自治会成员包括学校学生、教职员及保姆。所有成员权利一律平等，每人只有一票，任何人没有否决权。凡经自治会表决通过的决议，任何人都须遵守。自治会每周集会一次，通常在周六19：00至20：30举行。

开展情感教育，也是夏山学校一项重要的教育内容。尼尔认为：“我觉得在不自由教育下的人们不能痛快地生活，因为这种教育完全忽略了生命中的情感；情感是生动的，假如只发展头脑而压抑感情，生命将失去活力而变得没有价值；如果情感得到自由发展，那么心智自然也会成熟发展。”[31]基于这种认识，尼尔要求夏山学校的教师尊重儿童，热情关心儿童，并通过爱儿童而给儿童一种自信的感觉。尼尔反对对儿童实施体罚，因为体罚会从精神上挫伤儿童的锐气，最终导致自信心的丧失。当然反对体罚并不是不对儿童实施任何形式的处罚。对于那些犯错的学生也进行就事论事的、与道德规范无涉的处罚。

创新观念及精神的培养也是夏山学校所追求的一个教学目的。夏山学校的学习环境是宽松的。学生可自由着装，没有刻意的宗教教育及政治意识形态的灌输，学生可保持各自的民族文化习俗。教师引导学生积极探索，而不是把学生牢牢地束缚在书本上，让学生死读书。尼尔说：“父母不明白学校书本是多么的不重要。孩子和成人一样，只学得会他们喜欢学的东西。所有的奖品、分数和考试均妨碍性格正常地发展。只有书呆子才主张唯一的教育是从书上得来的……书本是学校中最不重要的东西，学生须读的只是基本读物，其余需要的是工具、泥巴、运动、戏剧、图书和自由。”[32]

尼尔在夏山学校的新教育实验是独具特色的，并在诸多方面代表新教育事业较为激进的一面。在其早期教育著作选《夏山学校：一种激进的儿童教育方法》（Summerhill：A Radical Approach to Child Rearing）于1960年11月出版后，尼尔的教育实验及其取得的成就为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所了解，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八、瓦斯孔塞罗的彼爱尔实学校

彼爱尔实（Bierges）学校是比利时教育家瓦斯孔塞罗于1912年10月创立的一所新学校。其目的是培养学生健全之性格、创造之精神、独立之气象、责任之观念。

彼爱尔实学校首先注重为学生品行的发展创设和谐的自然及社会人文环境。瓦斯孔塞罗对传统学校的修身教育不以为然，认为品德非由外铄而由内发，德育必须从学生自身经验出发，使学生自身完成其道德生活，通过自身的设计与努力，以树立合于真善美之精神生活。据此，生于斯长于斯的环境对学生的道德进化有重大关系，教育者不可不以教育的方式适当地予以组织。环境建设包括自然环境、社会环境及美的生活的建造。

学校自然环境的建设，是新学校成功的第一个条件。瓦斯孔塞罗认为，新学校依据归于自然之说，所以学校位置宜在乡间，但对大都市教育之便益并非概行放弃，故新学校宜建于大都会附近的乡间之田野。彼爱尔实学校设于比利时巴拉班之旷野，俯瞰溪谷，小山苍翠，如入画图。其地幽静，居之愉快。人精神之感动，平和之执业，生之乐趣等，均能满足。学校地处农村，学生可以目睹农夫耕作之现状；又距工业隆盛之地不远，学生可定期参观工厂、矿山。此学校距布鲁塞尔乘车只有45分钟，学生可定期进城参观博物馆，雕刻、绘画等展览会，出席音乐会，观赏戏剧，结合在校研究科目可适当地前往大学听有关讲座。自然环境建设除选好校址外，校园布置也须讲究。彼爱尔实学校有教屋和教场两相分离的建筑。其四周有菜园、果树园以及14英亩（约5.6万平方米）以上的耕作地，又有很宽敞的运动场。

瓦斯孔塞罗认为，自然环境对人的感化固然重要，但要造成学生的道德品性，还需要让学生直接参与社会环境的建设。社会环境的建设有两个基础。第一，赋予体育、智育、劳动等一切教育活动以生命，使之发挥砥砺学生品德的作用。游戏、体操、竞技、散步、旅行，能使学生发现自己、训练自己、强健自己，培养勇敢、忍耐的精神，获得互助之美德；手工及其他作业，可使学生的观念得以表达，从而使其建设、发明、想象的欲望得以满足，同时使学生在共同劳作时懂得怎样互相配合。智育的目的不能仅仅止于智育，还要使学生了解人类怎样经过数代努力才达到今日之成就，由此学生才能体会到要获得知识并且发挥其力量，显示其光辉，必须有不屈、忍耐、勇气等高尚情操。第二，将学生日常的社会生活实行学生自治制，让学生选举代表，组成一个自治团体，就学校的社会生活分工负责。自治制有两个目的：其一，自治制是学生自己生活的社会环境，概取放任，任其与社会外界互相影响与接触，借此磨炼学生的活力。若发现不良倾向，则要妥善引导。其二，学生在自治制组织中的生活，是进入实际社会生活的初步尝试，可以体验到作为社会一员的义务与权利的观念。自治制有两个基础：其一是其组织不可没有健全的活动习惯规则来组成；其二是学生既分工又合作，实际体验学校社会生活，再逐步了解社会公共生活。彼爱尔实学校的自治制有如下几点方针：其一，学生代表会议很有权威，会议所做出的决议，如与学校教育精神无重大抵触，学校不予干预。其二，分担事务的学生，如无特别的理由不得推卸；即使有相当理由，也必须经学生会的允许。实行这条方针能使学生懂得，既然要有自由、有权利，就要有忍耐、持久的意志力与责任感。其三，事务与责任，应根据学生身体、知识的实际情况来适当地分配。其四，学生在执行任务时，可自由创意，广泛活动，但要深思熟虑。

爱美、爱真、爱善，是组成道德能力的要素，因而趣味之组成、美的创造力、艺术的教养，必须渗透到学校生活的方方面面。彼爱尔实学校为使外在环境与内在感情相沟通，十分注重美化生活。比如，对学生日常行为施以清洁与秩序训练，用学生制作的图画、塑像、盆景美化校园，鼓励学生举办手工展览会、音乐会和关心自然的“鸟之节日”放生会，千方百计地使学生的学校生活丰富多彩，充满情趣和意义。

瓦斯孔塞罗深知健康的体魄是学生获得发展的基础，为此构筑了保健运动与劳动集于一体的新型教育体系。他认为，新鲜空气、土地、自由、阳光等田园生活固然构成了学生身体健康的基本条件，但还必须辅以计划完善、注意周到的体育。体育的第一个要求必须让学生有正常的生活规则：其一，必须睡眠酣足；其二，食事一日五次，讲究科学用餐；其三，每天早晨要沐浴，就寝前注意清洁身体，气候适宜则多游泳多行日光浴，养成清洁卫生之习惯；其四，每周由校医讲授健康生活的基本原理及其应用，每月训练一名学生协助医生做保健工作。

除做好日常生活保健外，彼爱尔实学校还开展适合儿童、少年的有益的体育活动，如游戏、旅行、手工和农业等。儿童天生喜欢游戏，游戏可使其习惯与周围世界相接触，增加勇气与才能，使其获得良好的经验，并可认识自身，所以被彼爱尔实学校列为重要课程。低年级学生的游戏有蒙目、捉迷藏及其他富于想象力的种种游戏，还有有益的手技、投球及竞走等。中年级和高年级的学生游戏有曲棍球、足球、篮球、网球等，其中穿插活泼的游戏。该学校十分重视旅行。每周两次短途旅行，参观附近的工厂、博物馆、天然风景与历史纪念物。每两周有一次全日旅行。每月有5天修学旅行，学期末又有两三周为满足希望之旅行，或欣赏大自然，或调查工业地带等。旅行不仅增强了学生身体健康，还增加了学生的知识，养成了学生互助、实干、忍耐、持久等品质，对艺术与科学有了直观的体验。

瓦斯孔塞罗认为手工与农业劳动具有体育价值。制笼、制陶器、厚纸工、造模型、制书本、建筑工、金细工、锻造工等诸般手工，可满足儿童、少年的活动要求，并可锻炼其观察、比较和想象能力，激励其创造精神，可使学生应用自然科学、算术等知识，通过严密的训练，使学生习得为实际生活需要的技术上的敏捷，从而为他们肉体与精神的发展，奠定一个有价值的基础。农业不仅为科学知识的无尽源泉，其劳作也有利于少年身体的发育；通过农业劳动，不仅可使学生易于深入实际生活，并可期理想社会生活的实现。总之，瓦斯孔塞罗的体育观是身心和谐发展的新体育观，其体育体系是将保健、运动和劳动集于一体的崭新的体育体系。

在智育教育体系的建立及智育的具体实施上，瓦斯孔塞罗也有独到之处，彼爱尔实学校的智育是一般陶冶与专门化有机结合的全人教育。瓦斯孔塞罗认为，人之为人，与托身于职业之人，二者无论何时不可不保持相互补充的、互助相依的关系；若强行分开，各行其是，则人格分裂，教育之意味将失之殆尽。一般陶冶，不可误视为百科全书式的琐碎枯燥之教育；专门化教育，实不能蔑视儿童之个性、要求、趣味、态度、倾向。彼爱尔实学校按照学生个人的能力与性情，将一般陶冶与专门化教育结合起来制订智育方案。

根据上述精神，彼爱尔实课程设置有两大原则。

其一，从年龄纵向上来看，是一般陶冶与专门化教育相结合的原则。根据该原则把儿童发展阶段分为四个时期，根据各个时期的特点配置有关学科：①准备期——7～10岁；②一般陶冶期——11～14岁；③高度一般陶冶期——15～17岁；④专门教育期——18～19岁。

处于第一期的学生，施以一般陶冶，授予自然、数学、国语、外国语、历史、地理等学科。第二期科目与第一期同，但程度要深。到第三期，学生已发展了各自的倾向，于是加上古典语言等新学科，或者将现代外语、自然、数学等科目加深到适当的程度。第四期学生因为走出校门为生活服务，所以必须施以专门化教育。此期科目的性质，在专门化教育的意义上可视为共通的基本的专门知识。上述各时期年龄划分，并非绝对，要以各个人的发展具体状况而定。

其二，从具体某一时期课程实施的横向角度来看，是中心学科与多学科相互联系的有机结合。瓦斯孔塞罗认为，注意力之集中乃根本要义；对一事物之探究，必须有忍耐持久之力；这种集中钻研某一事物的方法，不仅有利于获取知识，也有利于品性陶冶。这个原则应用于某一上午或某一段时期的课程安排，宜采用中心学科制。比如，某一上午教法语，可用读书、背诵、文法、作文、文学等多种方法来教，这样就使课上得生动而有趣味。若某天上午教算术、默写、读书、历史、物理等多种无直接联系的科目，则会分散学生注意力，学生可能将一无所获。

瓦斯孔塞罗还结合儿童天性及其接受能力，在课程教学上提出了三条原则。

第一条，应该研究人类（包括小孩及成人）与地球之关系。应该让儿童直接接触人类的生活、人类所创造的事业以及大自然中的生物，让儿童自己观察、默思、实验、操作，从而充分了解自然、劳动、生活三者的关系。这是学生学习及教师教授的第一步。为此，瓦斯孔塞罗特别推荐手工和农业劳动。

第二条，学不躐等。学生对目前所学的知识未能理解、比较、把握之时，不另提它项事件。这是学科选择和排列应参照的指针。比如，某科设于入学之初，某科不能设于入学之初，而设于它科之后，均应讲究；即使一学科中各部分的排列，也要注意先后顺序。比如，划分生物类别原则的提出，必须由博物学说明生物外观上的特质、习性、效用之后才可进行。

第三条，学科内教材的排列，应与其学科历史发展过程相一致。瓦斯孔塞罗指出：儿童自然发展顺序与人类发展的过程如出一辙，各科所含知识应该按其发展顺序依次提示给儿童，这是合乎自然而且行之有效的办法。学生可循着学科发展的顺序自己去探索，并可将所学知识加以应用，这样所获得的知识连贯、严密且能保持长久。瓦斯孔塞罗认为，教学之道，要诉诸不断活动之共同研究，诉诸好奇心与兴趣，并能引导一个人努力研究，使其有所发现。

综上所述，由彼爱尔实学校我们可以归纳新学校之所以“新”至少有如下两个特点：其一是和谐。经验、知识、技术、创造力取得和谐，师生之间取得和谐，德育、美育、体育、智育取得和谐。其二是全息化。各教育因素相互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可截然分离。

第四节 西欧新教育思潮的基本理论

在波澜壮阔的西欧新教育运动中，不但涌现了一大批饮誉世界的著名新教育实验，而且还出现了众多的教育思想家。他们扎根于新教育实验这一丰厚的土壤，凭着对新世纪新教育事业的热情，对纷繁多样的教育现象进行了形而上的思考，形成了各具特色的系统的教育理论。这些教育理论又反过来直接指导了新学校的教育革新实验，为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开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爱伦·凯、凯兴斯泰坦、怀特海、德可乐利、沛西·能、罗素、蒙台梭利这些伟大的名字常被人以一种崇敬之情提起。蒙台梭利因其对新教育和幼儿教育的贡献殊多，我们另置专章论述，这里且对其他几位教育家的理论观点进行阐述和评论。

一、爱伦·凯的教育思想

爱伦·凯是瑞典女作家、女权运动活动家，并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儿童的世纪》（1899年）的发表为标志，对新世纪的教育进行了开创性的思考与前瞻。所有这些使爱伦·凯被瑞典人民誉为“瑞典智慧女神”。

（一）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

“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世纪性的教育命题在爱伦·凯那里并非只是一个笼统的口号，而是有其具体内涵的。爱伦·凯明确指出：“用一个完全革新的方法，用一种‘发展之宗教’的眼光去看那全历程，而实现了这一切以后，20世纪将成为儿童的世纪了。这个要在两条路上来到。第一是成人们了解孩子的性质，第二是孩子性质中的纯朴天真须由成人们留心保存。”[33]爱伦·凯在这里道出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其一，新教育的实施必须以了解、尊重儿童的个性及天性为基础。儿童天性中既有善性也有自我发展的能力，其发展非由外铄而实由内发而致。故而，新教育应任儿童发展其固有的创造力，显示其固有的善性，这是一种自由的而非强迫施行的教育。其二，成人须对儿童天性中的纯朴天真倍加呵护，留心保存。为达此目标，爱伦·凯主张实施卢梭式的自然教育。这种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为儿童创造一个外在形式与内部组成皆很美丽的世界，“使小儿在这样的世界中自由地活动，而以不犯他人权利的永久不变的境界为限”，“小儿教育的意义，是在使小儿去自觉其精神，去实践其固有的道路”。[34]

为了保护儿童稚嫩的天性，爱伦·凯主张对儿童少加干涉。在教育活动中，教师只可在旁边间接地使他们受影响，而不可横加干涉。理想的教育是于儿童犯错误之后，教师引导他们在对错误所产生的自然后果的反思中自觉纠正，逐步趋于人格之完善。爱伦·凯预言，假如父母在孩子身上所花费的心血有1%用以干涉孩子，有99%用来引导儿童成长，那么儿童的发展便会出现大的改观。

出于对儿童天性的保护，爱伦·凯尤其反对体罚，认为体罚非但对儿童健康成长无补，而且有极大的危害。“体罚使正义受到玷污，而且还有极大的危害……使性情变得固执，而且使那个牺牲者怨毒蕴积，日夜想把所受于人的残酷照样施加于别人。”[35]爱伦·凯还把教师对儿童的体罚比喻为一个音乐家不用耳朵和手指去调整一件音调失谐的乐器，而是用拳头狂砸乐器，其后果可想而知。

应该说明，爱伦·凯主张对儿童少干涉、不体罚，并不意味着放弃必要的管理。当儿童年龄很小时，严格的管理是必要的，不过这种管理的目的在于使儿童明白自由行动的前提是不妨碍他人。这种管理须依据“始终如一”及“如影随形地矫正”等原则。

（二）家庭教育

对家庭所具有的教育作用的重视以及如何更好地发挥家庭作用的论述，也是爱伦·凯教育理念中的一项重要信条。爱伦·凯认为家庭不仅是小孩身体的住家，更是他们精神的住家。儿童在井然有序、温暖如春的家庭中，个性可得到自由舒展，心灵可得到净化与陶冶，并能彻底体味和了解人生的意蕴，故而爱伦·凯坚决主张家庭是人类教育中最具建设性的要素。

在家庭教育的具体实施上，爱伦·凯提出这样一些实际建议：一是要摆正家庭在教育中的位置。父母亲应把家庭教育功能的发挥视为家庭对子女教育应尽的义务，家庭在子女教育中应拥有自己的地位。二是正确认识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孩子不是为父母而存在，父母也不是为孩子而存在。谁也不能对谁专制，谁也不能忍受谁的专制。三是父母须在生活中以身作则，靠高尚的言行来对孩子行无言之教，不教之教。四是带孩子到大自然中经受锻炼。

（三）未来学校设想

根据自己的自由教育观，爱伦·凯提出了对未来学校的设想。

她认为当时的学校“追随集合的名誉原则、集合的爱国感情、集合的义务思想”，而让孩子学习对学校之盲从，对同伴之愚忠，是用奴隶性来代替个性；[36]未来的学校是个性主义的学校，其宗旨是：在这个学校，人格可以得到自由的发展。在未来的个性主义学校，年少者首先必须学会观察人生和爱人生，使他们自身的力量作为人生最高价值，并有意识地予以培养。

未来学校崇尚自然。学校环以广大的庭园，庭园有花有草。学生自己动手整理花草，并用花草装饰教室及自家窗台，构成“窗边花园”。学生在美化校园的劳动中，审美情趣得以满足，自助能力得以提高。

未来学校是共通陶冶之学校。“共通”体现于学生构成的综合性。学生来自各阶级家庭，各阶级小孩互相交流，消除隔膜，加强友谊，取长补短，共同发展。“上流社会，如果那时还存在，会获得那种为现在所没有之热诚的品性之色彩”，下层阶级，会获得那种为现在所没有的一般的教养的光泽。“通过此种对于一切人给予共通的陶冶之学校，他在一切阶级间之自然的交通，当更深一层。”[37]此外，男女共学也是“共通性”的体现。爱伦·凯认为，男女共同作业和共同生活是自然秩序的常态，因而男女同校学习是符合人性的，是能够促进相互发展的。

未来学校是各尽其善、个性自由发展的。今日学校以学科为中心，实施注入式教学，使儿童“虽为最上等素质，而一与学校相接触，也都一生变为贫弱”，“最好结果，也不过在其学校年限修毕的时候，使小儿变为代表人类之进步与知识之袖珍百科全书而已”[38]，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这只是死读书的学校。未来学校是适合学生多方面兴趣、促进学生多方面才能发展的学校。“对于那种以书籍作为其训练手段之必要之个人，当给予顾虑，同样地，对于有一眼与手之活动作为同一目的之手段之必要之个别场合，也给予顾虑。这里将为具有实际的才干者之场所，同样也为理论家之场所，将为现实主义者之场所，同时也为理想主义者之场所。这两种类之人，都能自由地各尽其善去做；每种类中之人员，往往感到想由于去做对方种类之人所能做之事情以试验自己之力量。”[39]在未来学校，15岁以后，小孩将按自己的专长分流，有的人多从事脑的工作，有的人多从事手的工作，于是在共通学校基础之上各种实用学校应运而生；有关古典研究学校，有关纯正科学、社会科学、美的科学之学校，有关手艺及手工之学校，有关各种职业及官吏之学校，这些学校都具备各种目的与方法，能产生种种不同的训练法与个性。“在这样的学校里，无论对于知的教养与物的教养，对于科学的才能或发明的才能，对于艺术的才能与一切处世之技能，将赋予新鲜的人格力。这个将觉醒并鼓励那种去发现新的科学方法，去思索年少气锐的思想，去做成聪明的发现之能力。”[40]

未来学校用“苏格拉底法”代替注入式教学法。这种教学法的价值，不在于当时获得多少知识，而在于引导学生如何对待问题，对待生活追求，引导学生自己发展自己的伦理，“在人生之大管弦乐中，年少者应该去奏其自身曲调”[41]，教师是间接暗示的指导者。

未来学校对教师是有一定要求的。其一，必须能理解孩子，能理解年少者的欢乐与苦痛，理解他们的游戏与热诚、他们的梦想与憧憬，能够与小孩同玩、同生活、同学习。其二，师范毕业生须实习一年，然后经评审再确定是否正式聘任为教师。评定时可适当征询小孩意见，其根据是：“小儿之本能，以可惊的正确，而选出第一等人。”[42]其三，教师要有独立的人格，对问题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可附和学生，也不可强迫学生附和自己的意见，让学生有选择的自由，这样方可使学生的人格得以自由发展。爱伦·凯认为，教师应有男有女，服务时间较少，休息时间较长，应有丰厚的薪金，这样教师就有继续发展的可能，才能与时俱进，永为人师。

爱伦·凯继承卢梭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并广泛汲取历史上自由主义思想家、著作家的思想精华，同时从本国文化传统和当前周围人群的教育活动中吸收经验教训，形成自己的自由教育思想，并用充满激情的散文诗般的笔触，在辞旧迎新的世纪之交表达出来。“20世纪是儿童的世纪”这一新教育运动的呐喊，激动着千家万户，启示着一个世纪。

二、凯兴斯泰坦的教育理论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教育运动中，凯兴斯泰坦以其在《国民教育的概念》（Begriffvder Staatsburgerlichen Erziehung，1910年）及《劳作学校要义》（Begriff der Arbeitsschule，1912年）中系统表述的国民教育和劳作教育理论，而在当时众多的新教育理论流派中独树一帜。该理论既契合了新教育运动对儿童手工劳动极为重视的趋势，又结合了当时德国社会发展的需要，因而，既促进了德国新教育运动的发展，又在事实上对德国普通教育及职业教育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一）国民教育理论

在凯兴斯泰坦的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国民教育占据核心位置，他明确提出“国民教育是一切教育的核心问题”，同时认为“国民教育的问题，即国家信念的教育，培养人们将个人利益置于集体利益之中的教育，是一切教育问题最最艰巨的问题”。[43]

既如此，那么凯兴斯泰坦所理解的国民教育又是一种什么类型的教育呢？凯兴斯泰坦首先指出了对国民教育存在的种种误解，断言国民教育不是国民知识教育，并不是一个人掌握了公民常识、法律常识、宪法知识、国民经济理论、有关国家任务和国家机构等方面的理论知识，特别是有关公民的权利和义务的理论知识之后便是一位合格国民；国民教育不是经济的或者技术的教育。“劳动才能与劳动热情对于国民教育来说是十分必要的，但尚远远不是充足的条件。才能与创造热情可以同最肆无忌惮的，占有欲的个人主义和最不可遏制贪得无厌，栖于同一个胸膛之中。”[44]国民教育同政治教育也并非同义词。凯兴斯泰坦严格区分了爱国教育、政治教育和国民教育之间的区别后认为，“普及的，热爱祖国的教育不能代替政治教育。同样，政治教育也无法代替国民教育。所有这三种教育都是受其各自理想之鼓舞而存在的”[45]。最后，国民教育也绝不等同于社会教育。概言之，在凯兴斯泰坦那里，国民教育即是为文明与法治国家这一道德集体培养真正国民的教育，这一教育包含了人类教育的所有其他目标与方向。而所谓“真正的国民是那种忘我的，忠心耿耿地为达到和实现这一道德而集体献身的人”[46]。

国民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它所要完成的任务在于：教育国民自觉地或不自觉地，直接地或间接地服务于道德国家的理想，也就是使由国民组成的现有立法国家越来越接近于道德集体这一无限遥远的理想。这一遥远的理想即是这样一种状态，在全体国民组成的国家集体中，国家的法律制度将被自觉遵守，而不再需要任何强制的措施。而这一理想的实现主要凭借科学的国民教育的推行，即“通过正确的建校，建立学校各种学生联合组织、劳动场所和采取正确的劳作方法，教育学生为集体服务，习惯于尽义务，在自愿参与、服从、相互关照以及自愿奉献和重视道德勇气的情况下，从道义上促进这一集体的发展”[47]。

国民教育任务的完成最终要通过向学生传授经过精心选择、科学编排的教育内容来实现。凯兴斯泰坦提出了四大类教育内容。

第一，为使学生更好地进入职业社会承担国家所赋予的使命，进行公民权利与义务教育。

关于小学公民义务与权利的教学任务，必须使孩子懂得下述问题：

①集体通过公共福利给我们提供了些什么？

②对于集体的每一个成员来说，由此产生了哪些义务？

③据此，集体与其全体成员的道德关系中，存在着哪些相互的影响和作用？

④什么叫集体的公民，如家庭、学校、地方、国家集体的公民？公民可以提出哪些要求？他们必须对哪些要求感到满足，以及他们必须全力地保护哪些机构？

至于高年级或在大学内，他认为可以保留“通俗国家学说课”即公民政治课，以使学生了解国家的任务，激发他们产生历史责任感及对祖国的热爱。

第二，进行集体观念的教育。个性的形成离不开集体，离不开实践锻炼。通过为那些小范围的联合组织，如家庭、学校、青年联合会等提供服务以培养学生为某一道德集体服务的习惯，进而培养学生为国家劳动集体服务的习惯。具有这种社会习惯的人，方有可能成为以正义与合法为原则具有道德勇气和忘我精神的“自由公民”。为此，学校能够而且必须做的是，用理想的国家集体的思想和对为实现、为保卫理想的国家集体而献出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的伟大人物的尊敬和爱戴，充实学生的心灵，唤起在国民义务活动中必要的奉献精神和坚定的信念。

第三，进行权威感教育。他说，对人类天性的缺陷来说，没有权威，便很难有真正的文化。他从自己的阶级立场出发认为，在国家事务中，总得有出类拔萃的人当领导，成为“高价值的承载者”，其他人必须承认其作为高价值的承载者的地位，同时应该自觉自愿地服从他们的领导，否则国家将会陷入无政府主义的状态。如果缺少权威感教育，没有崇敬他人的教育，则永远摆脱不了秩序的混乱。他认为，权威教育是充满道德勇气的权威教育。一方面，必须对那些因其精神与道德能力而被任命的权威承载者的人们进行必要的国民教育，使其完全具备公正与合法的思想意识以及一丝不苟的责任感；另一方面，教育公民不仅崇敬、服从权威，而且要敢于谴责那种无能的或者已经忘记自己职责的权威承载者并与之进行斗争。此外，一切权威的概念都随时代变迁和文化进步而不断更新，故公民教育应该不断更新文化观念及权威概念。

第四，进行民族感教育。民族感是“一种集体主义情感”。它以集体为出发点，或来自共同的、以外在事物为目标的成功抱负，或产生于完成共同的劳动任务。凯兴斯泰坦分析并评价了三种类型的民族情感：其一是从高于其他民族的臆想中或者从真正的“光辉形象”的“觉悟”中寻找自己的价值。其二是在其他民族为他们所施放的真香或假香的烟雾中探寻其价值。前者自高自大，后者自欺欺人，凯兴斯泰坦对这两种民族感皆持否定态度。他肯定地提出第三种民族情感，这种民族情感不是在同其他民族的比较中寻找自己的价值，而是致力于自身奋斗，履行自己的道德职责。这种民族自力更生，具有自知之明，只有当他们成功地通过自己的努力使本民族或别的民族在通往理想的道路上前进一步时，他们才感觉到自身价值的存在，充满文化使命的觉悟。他称赞英国人的民族观在相当程度上是立足于这种觉悟的；认为德意志民族过去具有、现在也应具有这种自觉、自省、自立、自奋的价值观。[48]为培养这种价值观，一是“教育我们的民族尊重真正的价值，尊重价值的承载者”，也就是尊重优秀的文化及其创造者、领导者的权威；二是教育公民在为道德集体服务、为国家理想服务中，同甘共苦，无论失败或成功皆怀有希望，这样才能帮助德国人在心中培养起与多数民族一样合理的民族情感堡垒。[49]

（二）劳作教育理论

与其国民教育理论相联系，凯兴斯泰坦对劳作教育理论进行了深入而又极富创见性的思考。在这一探索中，毫无疑问，凯兴斯泰坦吸取了裴斯泰洛齐、莫里托（J. Molitor）及杜威等人的相关教育思想。[50]

在凯兴斯泰坦那里，国民教育的根本目标在于培养有用的国家公民，而服务于这一目标的最佳的组织形式即是“劳作学校”，据此实施的教育即为“劳作教育”。

对于每一个国家公民来说，国家向其提出的第一项要求是：“他应该有能力而且愿意承担这个国家里的任何职务，或者说，有能力从事任何职业活动，并因此而直接或间接地促使国家目标的实现。”[51]公民符合这一要求的唯一途径便是接受劳作学校所提供的就业前的预备教育——职业教育。这类教育强调手脑并用，心智技能与动作技能紧密结合；激发学生以实践为中心继而过渡到对纯粹理论的兴趣，并将二者结合起来；培养严谨的习惯和劳动热情，为未来的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做好充分的准备。

劳作学校的第二项教育任务在于使每一个人养成将其职业视为一种职责的习惯。“这一职责的履行，不仅仅应该以维持自己的生活和伦理自我标榜为准则，而且应该以经过整顿了的国家利益为准绳。”[52]凯兴斯泰坦把劳作学校的这一任务称为“职业教育的伦理化教育任务”，其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职业道德，具体包括从事本职工作的自觉性、责任感和对同事的关心体贴。

劳作学校所承担的第三项任务便是“人们在其中从事的集体的伦理化教育任务”。这一任务具体来说，即是“开发受教育者的兴趣和能力，使他们在从事职业劳动的同时，或者通过所从事的职业劳动，当然，也不排除通过为自我的劳动、为完善其特有的人格价值所进行的劳动，做出他应做出的贡献；使他所隶属的现有国家能够沿着实现一个伦理集团的理想的目标发展”[53]。

在完成上述三项教育任务的同时，劳作学校还担负着性格养成的责任。也就是说，劳作学校要对学生进行公民的道德教育与道德训练，培养学生具有爱国心，对国家集体有忠诚精神，训练学生的意志力、判断力及应变力，正如凯兴斯泰坦所指出的：“劳作学校的意义在于，以最少的知识素材，去换取为国民信念服务的最大量的熟练技能、各种技能和劳作热情。”[54]

与劳作学校所担负的三项教育任务相联系，凯兴斯泰坦还就劳作学校的具体办学方向及遵循的原则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在办学方向上，劳作学校应把主要精力放在思维、道德判断和手工操作能力的培养上，而不应只注重知识的积累。因为仅仅依靠记忆力去获取知识，是难以造就那种先进国家所日益需要的民族和人民的。在办学原则上，劳作学校须谨记：第一，在教育财富允许的情况下，课堂教学须走创造教育财富的道路。第二，须把劳作课当作一门专业课开设；须遵循劳动集体教育原则，即建立并健全符合劳动集体精神的学校管理组织，让学生在劳动集体中学习、生活、成长。只有做到这些，劳作学校才有可能较好地完成自己的教育任务，才能在较少的课堂教学时间内，不仅引导学生认识世界、学习技巧和学会评价事物，而且通过引导使学生经过实践练习而掌握所获取的知识、技能和事物的价值。

凯兴斯泰坦的国民教育思想与劳作教育思想是有着血肉联系的有机统一体，相互印证，相互实现。国民教育是劳作教育的目的与归宿，劳动者个人离开集体劳动及集体理想难以成长为公民；离开了国民教育，劳作教育就成了单纯的个人谋生教育，难以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国民教育是通过劳作教育来实现的，未来公民若不进行劳作教育就难以自食其力，难以成为有用的公民，离开劳作教育，国民教育就成了空中楼阁，可望而不可即。劳作学校的三项教育任务将国民教育和劳作教育有序地组织起来，组成一个更为丰满的国民教育思想体系。

当时，大多数西欧新教育家的教育著述和教育实验活动往往以精英教育为中心，而凯兴斯泰坦则以国民教育为中心，所以德国学者赫尔曼·勒尔称其为“同夸美纽斯、裴斯泰洛齐和格伦维特一样，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全民教育家”，是“一位富有开创精神的全民教育家”[55]。当然，正如许多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凯兴斯泰坦的成就主要完成在德意志帝国时代，他的教育理论观点历史局限性十分明显，且不说其鲜明的服务于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益的立场，我们在其中还不时可以发现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子。

三、怀特海的教育思想

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英国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怀特海以一位成就卓著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的自身体验和睿智，深刻地探讨了人类智慧的价值及如何培育智慧的问题，对一些教育基本理论问题进行了有价值的探索，从而在新教育运动中独树一帜。

怀特海1861年2月出生于英国肯德郡的兰姆斯歌特的一个书香门第。14岁进入著名的谢伯恩公学学习，19岁入剑桥大学学习数学，先后获理学硕士、文学硕士及理学博士学位。1885年至1910年，他在剑桥大学从事数学及数理逻辑的教学与研究工作。1901年至1913年，他和罗素合著三卷本《数学原理》（Princile Mathematica），为现代数理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10年至1924年，怀特海在伦敦大学任教，研究科学哲学，并开始思考教育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教育演讲和论文，如《自由教育中数学的地位》（1911年）、《数学原理与初等教育关系》（1912年）、《教育目的：呼吁改革》（1916年）、《技术教育及其与科学文学的关系》（1917年）、《教育与自我教育》（1918年）、《普通教育中科学的地位》（1923年）、《自由与训练的节律要求》（1923年）等。1924年至1937年，他在美国哈佛大学任教，此间将上述有关教育的演讲及论文结集，以《教育的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1929年）为题出版发行。

作为西方现代“有机哲学”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怀特海对教育问题的有关思考是建立在他的哲学观和社会观基础之上的。其哲学观认为，自然和宇宙是由连续不断的经验事物和独立存在的永恒客体结合而成的一个普遍联系、发展变化的有机体。其社会观认为，社会是一个和谐统一的有机体，社会成员应该用合作互助的精神代替生存竞争和社会阶级斗争。哲学、宗教、理性、情感等精神因素是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显然，怀特海的哲学观是唯心主义的哲学观，他的社会观也违背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发挥决定作用的原理，认识不到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促进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不过，怀特海承认运动、发展、变化，强调事物的整体性和相互联系原则，这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这种认识也反映在他对教育问题所进行的思考之中。

（一）智慧训练与知识活力

1916年，怀特海在题为“教育目的：呼吁改革”的学术演讲中提到：“在现代生活条件下，规律是绝对的，凡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定要失败的。你们所有的英雄行为，社会魄力，机智及在陆上、海上取得的胜利，都不能改变这个命运。”[56]由此可知，怀特海把智慧训练上升到事关一个民族生死存亡的高度来认识，追求智慧、训练智慧成为怀特海智育教育的主要目的。

怀特海首先对传统的智慧训练说进行了分析与批判。他认为，传统的智慧训练把人的心智视为无生命的工具，学习知识只是为了磨砺这一工具，等到这一工具磨得锋利了才可使用。这种认识把知识学习、训练智慧、运用心智于现实生活三者机械地割裂开来。故而在向学生传授知识时，既不注意所授知识与现实生活是否有联系，也不注意知识之间有无相通之处，只是一味地盲目灌输，导致学生对知识的学习只能知其然而难能知其所以然，不能消化，更不能转化为自己的智慧，甚至损害学生的心智。怀特海把学生所“掌握”的难以消化吸收的概念称为“无活力概念”，并认为这类概念是窒息现代世界人类才华的、最致命而又最危险的概念之一。[57]

为实施科学的智慧训练，怀特海主张确立正确的心智观为第一要务。“心智绝不是被动的：它是一种永不休止的活动，灵敏、富于接受性，对刺激反应快。你不可能推迟它的生命，到你使它锋利的时候才有生命。”[58]如果我们把传统形式训练说的心智观称为死的心智观，那么怀特海的这一心智观则可称为活的心智观。

其次，从科学的心智观出发，要认识到教育不是灌输的过程，而更主要的是一种引发的过程。人的发展、成长的内因与根据在于人自身，而教育只是外因，只能发挥条件的作用。而这种教育作用的发挥只能以充分尊重学习者的积极性、主动性为前提。

最后，要保持知识的活力，避免产生无活力概念。“为了教育的成功，必须永远使所接触到的知识有一种新鲜感。它要么本身是新的，要么必须在新时代新情况的应用上有所创新……就像刚从海里打出的鱼一样，其首要意义在于保鲜。”[59]为保持知识的活力，怀特海认为，教学知识必须与实际生活建立起联系，教会学生懂得知识与概念在实际生活环境中的作用。“理论性概念应该总是在学生的课程中得到重要的应用……这个理论本身就包含着一个使知识保持活力和防止知识僵化的问题，这是一切教育的中心问题。”[60]顺此思路，怀特海确信，唯有与学生的生活——现实的以及未来的——相联系的知识才有可能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学生才会乐于学习、乐于接受，才能最终发展学生的智慧。

总之，怀特海认为心智、生活、知识三者在任何时间段内都是彼此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它们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在教育过程中，儿童的学习必须以尊重其本性、兴趣为前提，知识的传授必须与生活实际相结合，且应保持知识的活力，以最终促成儿童智慧发展这一目标的实现。

（二）教育节律

为更富有成效地训练、发展学生的智慧，怀特海提出了他的著名的教育节律论，即“学生应该在适合的时间，在他们到达恰当的心理发展阶段时，学习不同的学科，采用不同的学习方式”。[61]他认为不注意学生心理发展的节律和性质是教育上无活力的主要根源之一。

怀特海把个人心理发展的全过程分为三个阶段：浪漫阶段、准确阶段和概括阶段。与这三个阶段相对应，教育也就有相应的周期，一个周期又一个周期，便形成教育节律。

浪漫阶段即开始理解阶段，学生满怀兴趣地感知教材并对其自由探索，初步感知教材内部的基本原理及各概念间的内在联系。准确阶段即知识增长阶段，学生用分析的方法逐步分析第一阶段所感知的事实，证实或证伪事实之间种种可能性的猜测，条分缕析，构筑自己的知识体系。概括阶段也即为综合阶段，是从认识知识到发展知识的阶段。这三个阶段构成了个体心理发展的一个完整的周期，教育过程完全是与这个周期相一致的连续不断的、循环往复的周期过程。

依据儿童心理发展的节律原理，怀特海具体分析了幼儿期、青年期及大学期教育节律的原理。以幼儿期为例，儿童的浪漫阶段是从开始感知和理解个别事物到认识事物之间的联系。这一阶段心智成长的特点是采取外部的形式，从事知觉和身体活动的调节工作。准确阶段是掌握口语，将事物进行初步分类，并加强与别人感情上的联系。在概括阶段，儿童运用语言将事物做出进一步的分类并增强对事物的兴趣。对于一个人的一生来说，其发展的浪漫阶段在最初的12年，准确阶段则包括整个中等教育时期，概括阶段则始于成年期。

关于儿童发展阶段年龄划分理论古已有之，但提出儿童心理发展节律性及儿童教育节律性理论则是怀特海在继承中的创新，充满辩证法的色彩。至于他对幼儿期、青年期、大学期的心理特点、教育特点及具体方法的阐释，主要意图是为了进一步阐释他的节律性理论及给他人以一种启示，由于并未经过心理实验和教育实验的实证，个别断语并不见得恰当。

（三）普通教育与专门教育

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绅士教育与当时的欧洲大陆相比可以说有更多的学以致用因素，但是在以后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由于古典主义的影响，英国自由主义教育更多地倾向普通教育，长时期重学轻术。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率先在英国爆发。大工业的产生与发展，一方面使生产的门类越来越多，促使科学与技术的分化越来越深，客观上需要专门人才，需要专门教育；另一方面大工业本身具有革命性，要求其管理者必须知识广博，多才多艺，能够适应变革的需要，这就需要普通教育。教育到底是培养通才还是专才，到底应实施专业教育还是普通教育？英国教育在此首鼠两端，踌躇难决。怀特海对这种举棋不定的态度极为不满，明确地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一方面，他反对过分专业化的倾向。过分专业化，导致社会上各门知识日趋专深却互不接触，虽然每一个专业都在进步，但是它只能在自己那一个角落里进步，导致“知识界的领导人物失去平衡。他看到的只是这一种或那一种环境，而没有看到全面。调度的问题只交给庸碌无能、因而不能在某种事物中获得成就的人。简单地说，社会的专门化职能可以完成得更好、进步得更快，但总的方向却发生了迷乱”[62]。总之，过分专业化致使人们的思想陷于一隅，所以只是在一种专门化的范围中培养青年是无济于事的。

另一方面，怀特海又反对只重视普通教育而对专业教育盲目排斥的倾向。他认为，19世纪世界上所产生的较深刻变化是知识的增长，这使人有远见，而远见的获得需要专业知识。再说，“人类生来就是专门家”，因此，专业教育又是必要的；“排除专业化，你就毁灭了生活”。[63]“一个只有普通陶冶的人是生活在上帝的世界里最一无所用的人。”[64]

那么，出路到底何在？

首先，他明确指出他的人才观：“我们的目的是要造就这样的人，他们既有一般文化修养，又有特定的专业知识。专业知识给他们发展的基础，文化修养使他们如哲学般的深邃、艺术般的高雅。”[65]

其次，他反对把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人为割裂、绝对对立起来的做法，认为二者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应该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得益彰。怀特海说：“目前各国正在考虑通才教育和专业教育的平衡问题……我认为解决这一问题的秘诀，并不在于把精深的专业知识与较浅近的普通知识对立起来。”诚然，二者有所区别，“普通陶冶旨在培养心智活动；专门研究则利用这种活动，但是，过分强调这种整整齐齐的对立是不行的”。[66]正确的态度是辩证全面地看待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将技术教育与自由教育对立起来是荒谬的。没有一种充分的技术教育不是自由教育，没有一种自由教育不是技术教育。至于把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联系起来的办法，怀特海认为不可强求划一，每所学校须结合各自的特殊环境来考虑。

综上所述，怀特海智育思想以训练发展学生的智慧为目的，以知识教学为实施手段。从空间角度来说，知识教学务必与生活相联系，用充满活力的知识来引发、促进学生智慧的发展。从时间角度来说，教育须遵循人的心智发展的节律性特征，促进学生的心智从一个周期向另一个周期不断发展。从具体教育实验来说，他认为普通教育须与专门教育互相补充，有机结合。可以说，怀特海的教育思想确立了一种相互联系、发展、能动的新型智育观，从理论上肯定了新教育的实施成果，这是有积极意义的。

四、德可乐利的教育思想

比利时教育家德可乐利在长期的教育实践活动中形成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他的教育思想大致上可以从这样几个方面来认识。

（一）生活学校论

“生活”是德可乐利教育思想体系中的一个关键概念，他自己创办的隐修学校即“为了生活”而设。关于生活学校，德可乐利主要有两点考虑。一是让孩子在实际生活中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生活学校的目的即让孩子适应明天的生活，而途径则是在今日生活中学习生活。二是为孩子获得适当的发展性刺激而组织一个良好的环境。为此，学校必须置于自然环境之中。教室不应仅设计成一个听讲的地方，还应设计成工作室和实验室。每班学生数量以20～23人为宜，不可过多。学校日常教学安排为：早晨习读、写、算；之后，实施以兴趣为中心的课程计划；午餐后，从事劳动或学习外语。在教学活动中，争取家长参与。

（二）课程论

课程是教育教学的核心。德可乐利批评当时的课程与儿童生活及需要相脱离。具体说，当时的课程没有或极少与儿童各种活动相联系；教材极少与儿童的根本兴趣和儿童的发展有关；科目之划分对儿童的思想历程考虑不够；各学科有许多教材超出大多数儿童的理解及记忆能力；课程中太注重口授的科目；儿童的创造及自动的机会过少。德可乐利认为，我们既然准备学生生活，就必须使他尽量懂得什么是生活。生活含有两种实体，即包含生物自身与生物所处的环境，据此，课程内容当然要含有两种成分：其一，普通生物，特别是人类；其二，宇宙环境，包括社会环境。课程目的必须使儿童懂得：其一，自己的人格，包含自我、自我的需要，信仰、目的与理想；其二，他所生活的、依赖的、活动于其中的自然环境和人类环境，以使他自己的需要、信仰、目的与理想得以实现。

生活广阔无涯，那么生活课程如何具体实施？生活的兴奋是兴趣。“兴趣是一座水门，它能打开注意的储蓄池和指引注意泄放出来。它亦是一种刺激，脑髓能力赖它而冲出。”[67]故此，德可乐利提出以兴趣为中心组织教材的课程观。在一段时间里以学生生活中感兴趣的一个问题为中心从多个角度进行研究，在研究过程中涉及算术、语言、历史、地理等科目的内容。德可乐利学校，在一、二年级，每一季节选择一个兴趣中心组织材料，一学年就有多个兴趣中心课程，故称“多面中心”教材组织法。三年级时，采用“单一中心”教材组织法，每学年只选一种基本需要为兴趣中心来组织教材。根据研究，德可乐利认为人有四种基本需要：“自求营养的需要，抵御寒暑的需要，自卫御敌的需要，活动、团体工作、娱乐及自谋上进的需要。”[68]儿童在研究问题时，就环境而言，要注意人类家庭、学校与社会、动植物界、无机物四个方面；就人的需要满足情况而言，从以下三个方面研究：人类所得的利益及实现这些利益的方法；人类所遇的困难及战胜困难的方法；有益于儿童个人行为的实际结论，即儿童在为己为人时所必需的东西是什么。[69]

（三）活动教学法

活动分类标准很多，按教学过程的先后次序，德可乐利把一所学校所必须具备的活动分三类，即观察、联想和表达。针对每一个兴趣中心，可采用上述三种活动予以研究。三种活动有机联系，构成德可乐利的教学法。

观察 德可乐利认为，观察就是对感兴趣的人或事物进行直接的感知，从而获得知觉经验。观察的目的有三：其一，使儿童习于注意四周现象，探索事实的原因，实证它们的结果；其二，研究各种代表生物的生活表现，使儿童逐渐获得动植物及人类自身普遍进化的观念；其三，用一种具体的方法使儿童感知生活的复杂观念。

观察按专注的程度分两大类。第一类是偶然的观察，观察日常偶然的事项，包括：①每日观察教室里发生的事，如植物的生长、动物的出生与死亡、种子发芽、花蕾开放；②观察气候的变化，如白天的时间、季节的变迁、风雨、气压；③将儿童所惧的物品进行分类；④观察学校中所养动物的生活习惯，如蛤蟆、蚕、蝶蛹、米虫、兔、天竺鼠、小鼠、黄雀等。第二类是专题观察，观察专题研究的事物。专题观察之前，教师须向学生讲清他们所要研究的问题，并让儿童自由发表意见，然后教师修改、补充。在观察的过程中，教师引导儿童将观察所得的种种意见加以比较、综合，构造成彼此都能接受的完整意见，这种比较、综合、构造的过程就是学生的学习推理过程。

联想 所谓联想，德可乐利认为，就是在对事物直接观察的基础上，引导儿童从时间上和空间上，回忆以前所直接观察的事物，或间接获知的事物，并且认识直接获知的事物和间接获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在教学过程中，联想活动的目的首先是认识他们所发现的各种复杂关系，认识它们的原因与结果，从而为自己与他人获得指导行动的原理；其次，通过联想，经历前人或他人曾经战胜过的困难，儿童渐渐明白，没有他人的贡献，自己简直不能生存，从而意识到对父母、对社会的责任，培养人类的义务观念、合作情操和互助精神；最后，联想教学可以使儿童认识事物的必然性。

联想教学第一步就是扩大儿童个人经验。通过直接观察获得的个人经验必然比较狭窄，然而可在此基础之上，通过他们自己搜寻的真实材料为媒介，如通过图书、故事、事实、新闻、有关远方物品及异地情形的描写，来间接地认识他们从未看过的动物、植物与人类，认识别的民族、别的风俗、习惯与文化，扩大见识，同时激起探究未知世界的好奇心与想象力。第二步工作就是比较、综合。为了比较全面地认识事物及事物与事物的关系，为了从经验中“抽取所有的知识上及道德上的结论”[70]，必须对直接获得及间接获得的经验进行一番比较的综合。“儿童必须学习比较他现在观察所得的，和他往日同样观察过的；他们必须学习唤起过去的经验，和唤起时所应有的努力。”[71]

表达 所谓表达，德可乐利认为就是引导儿童将获得的对事物的认识恰当地表现出来。表达分具体表达和抽象表达两种形式。具体表达可以包括泥工、编辑、绘画和多种手工活动。抽象表达主要是语言活动，如读书、写字、作文、讲故事、演说、讨论等。表达的意义在于：其一，有助于巩固通过观察和联想所学到的东西，尤其是把这些东西整理汇编成笔记簿与粘贴簿形式时更是如此；其二，有助于扩大所学东西的意义和扩大学生兴趣的范围。在表达活动中，儿童被鼓励以歌曲、诗歌、舞蹈和戏剧表现他们的情绪；被激励把自己放进自己所写或所制的东西中，并创造性地以他们最感兴趣的、最适合于他们的任何媒介物表现他们自己。

德可乐利教育思想以较强的实践性而著称，他关于学校教育宗旨的厘定，对于以兴趣为中心的课程设计以及观察、联想、表达三种教学活动的安排，无不建立在丰富的教育实践的基础上，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他先于意大利教育家蒙台梭利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研究儿童的心理与教学，他的这一工作标志着新教育运动在比利时的拓展。

五、沛西·能的教育思想

托马斯·沛西·能，20世纪上半叶英国著名学者，很有影响的教育家。

1870年，沛西·能出生在英格兰布里斯托尔的一个教师世家，祖父与父亲都是教师，且自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沛西·能早年在父亲开办的学校里接受小学及中学教育。1890年至1906年，沛西·能先后获伦敦大学理学学士、文学硕士、科学博士等学位。自1909年起，沛西·能就职于伦敦师范学院（后为伦敦大学教育学院），先后任数学与物理学教学法讲师、教育学教授，并于1932年出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沛西·能一生精力充沛，涉猎广博，著述宏丰，在数学、物理、化学、音乐、哲学、教育等领域均有建树。但他最重要的贡献还是在教育领域的探索。其成名作《教育原理》（Education：Its Data and First Pinciples，1920年）吸收当时心理学、生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对英国新教育家的许多共同教育观念做了理论上的阐释，对英国教育的进步产生了重大影响。

（一）教育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个性

在沛西·能看来，教育的最大目的在于发展学生的个性。他在《教育原理》初版、二版、三版的自序里对此进行了反复的申明：“我深信，如果我们的文化要加固它在少数人的专制和多数人的专制之间目前所处的风雨飘摇的据点，稳健地、勇敢地追求教育上的个性原则则是极端必须的”[72]，“我们必须强调教育上的个性，学者的个性，教师的个性，学校的个性……因为，这是最关键的主张。如果这个主张丧失了，则一切都丧失了”。[73]“一切教育努力的根本目的应该是帮助男女儿童尽其所能达到最高限度的个人发展”。[74]

沛西·能把学生的个性发展视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其所持的个人本位的社会历史观与进化论的教育本质观的合乎逻辑的自然延伸。

在社会历史观上，沛西·能主张个人本位主义。他认为，社会是由个人组成的，当以“个人”为本，唯有个性自由发展的个人所构筑起的世界才是无限美好的。他说：“人类社会除了在一个个男男女女的自由活动之中，并通过这些自由活动以外，再没有其他什么善了，教育实践必须按照这个真理来计划。”[75]沛西·能承认社会环境及社会遗传在个人成长过程中发挥的作用。他认为，个人成长是他对社会环境的多种反应的结果，其中包括来自父母、兄弟、同学、教师、伙伴、对手、朋友、敌人、雇主、雇工的多方面的影响。同时社会遗传— 一个民族的全部传统和文化制度也在其中发挥作用。但沛西·能更为强调的是，“民族传统和制度之所以重要，仅仅因为它们有助于形成个人生命的优良形式，在宏伟庄严的传统面前，它不愿丧失自己现实的感觉”[76]。简言之，无论空间与时间可对个人成长发挥怎样的影响，现实的个人的个性发展仍是最为值得关注的。沛西·能认为，欧洲大陆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这种哲学认为个人的全部职能在于为所谓的“共同体”的人格的利益服务，这完全颠倒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英国，人们则素有尊重个人自由的悠久传统。在沛西·能心目中，个人是社会的前提，自由是义务的前提，教育的目的应该是追求人性的自由。

其次，沛西·能崇奉进化论的教育本质观。他认为教育就其本质而言，仍是一个生物学过程。他说：“就其起源而言，教育乃是一种生物过程，它不仅存在于一切人类社会之中——不管这些社会多么的原始——甚至也以一种初级形式存在于高等动物中间。我把教育称为一种生物过程，意思是说，教育乃是人类或动物生活的一种先天具有的表现形式而不是一种后天获得的表现形式。”[77]因而，教育既不待周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须科学予以指导，而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免的行为。生物的冲动是这一行为发生、维持的主要动力。就动物界而言，“一切动物，从变形虫起，它们都是力量的中心，跟外界经常处于能动的关系之中，但是都是以一种特有的独立态度面对世界。每一种动物都以自己的方式和时间交易，和环境来往，各自按自己的本性和力量，走自己的道路，并且在它和外界的交往的过程中发展一个简单的或复杂的个性……”[78]动物界如此，以个性为生命特征的个人，在与社会环境及社会遗传的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也必然产生发展个性的内部要求，因而教育的目的即在于促进这种个性的成长。沛西·能对此总结说：“以培养个性为目的的教育是唯一适应‘自然’的教育。”[79]

（二）以发展个性为原则建立合理的教育和教学制度

根据教育目的观，沛西·能对教育制度、学校、课程与教学提出了一整套自己的主张。沛西·能认为，理想的教育制度就是教育机会均等的教育制度，以使每一个儿童的天赋都能得到尊重和发展。理想的教育制度与理想的社会制度相辅相成，故理想的教育制度必须与理想的社会制度同步构建；当然，理想的教育制度和社会制度并非突如其来，必须基于对旧制度的改造。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资产阶级及其贵族与无产阶级在社会地位上存在着天壤之别，从而造成整个英国社会分裂成了“两个民族”，这是历史形成的，“是一项继承的债务”；英国教育及社会的“旧制度在根本上是不以为耻地建立在社会分化的基础之上的”。在这样不公正、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下的教育制度必然也是不公正、不公平的，不可能有教育机会均等，不公正、不公平的教育制度又进一步制造了社会的两极分化。因此，“任何一个新的制度，不能不主要是一个旧制度的改造”，在这改造的过程中，使这“两个民族”有“统一的民族情感和民主观点，并且在语言、主要文化和和谐兴趣方面”都成为一体至关重要，而要使语言、文化、情感、观点、兴趣趋同，则必须主要依赖机会均等的教育制度的建设。那么，如何建立机会均等的教育制度？他认为，必须遵循尊重儿童个性自由的原则，建立符合满足不同儿童个性发展需要的不同类型学校的教育制度。“无论如何，由于儿童的天赋能力，各种特殊的才能和倾向很不相同，没有一个单独的教育制度能满足所有儿童的需要，这一点是显然的：儿童个性千差万别，但不管怎样突出或怎样卑微，只有在一个有利于个性成长的教育环境中，才能指望个性的全面发展。”据此，他建议：“一个开明的社会将为年青一代设置不同标准、不同类型的学校，特别是中等学校。于是每一个儿童，可以找到最适合他的天性和需要的学校，而在这个不完善的世界中，将尽可能使‘教育机会均等’。”[80]

沛西·能确信，理想的教育制度可以造就“自己具有创造的力量”的学生，这样的学生必将创造更加美好的将来，“这个将来，孕育着光明的希望”，“虽然我们的儿童不能在不同于我们的另外一个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加公平合理的世界，但是，他们绝不是一定会重蹈我们的覆辙，除非由于我们自己的错误造成这样的结果：确信他们自己具有创造的力量，这个力量，如果明确地予以鼓励，耐心地予以指导，就能够把我们最好的东西加以改造；当黑暗的阴影过去了，‘世界的生活就将前进到宽广而充满着阳光的高地’，变成比我们所曾看到的世界更加美好”。[81]

理想的教育制度具体落实于理想的学校制度。沛西·能用生动的笔触描摹理想的学校制度：“在那里，所有教师都是具有优良性格和天才的男男女女；在那里，行政上的困难很少存在；在那里，儿童潜在能力的诊断是没有错误的；在那里，学校成为没有被派别权利所腐蚀和没有被派别偏见所束缚的社会机关。”[82]

沛西·能认为，理想的学校，必须为青年创造才能及个性的形成创造有利的条件，因此学校环境的选择十分重要。他认为，学校虽然必须是一个集体，但必须是一个具有特殊性质的集体，其特殊性体现在以下几点。

首先，学校必须是一个“自然”的集体，沛西·能认为学校的职能在于使学生社会化，这与学校的目的是发展学生的个性并不矛盾，因为培养个性并非培养古怪的个性，个性既包括“自尊性”，又包括“社会性”，“首创性的特征不在新奇而在于真诚……真诚是一种成就，只有那些能按照他们自己天性而有较大的行动的人；那些能从别人那边，不是吸取强加于他们的东西，而是吸取他们自己所需要的东西的人，才可能有这种成就。虽然学校永远在亲切友爱和社会服务的传统中形成学生的个性，同时必须认识到，真正的社会服务的训练，是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而最高的社会形式将是这样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每个人可以自由地从共同的生活条件中吸取他的天性所需要的东西，并且用他最特长的东西去丰富这个共同的生活条件”。[83]因此，学校首先必须是一个“自然”的集体。意思是，在校内外生活条件之间应该有自然的联系，不应有突然的割裂。在校内，师生“学术上和广大社会兴趣没有隔绝”，能够走出象牙塔，走出校门，积极参加校外的学术活动，与社会生活广泛联系，使校内生活与校外生活自然过渡，紧密相连。[84]一个学生在学校可能是个好学生，但到社会不一定是一个好公民。要从好学生顺利地过渡到好公民，就必须使学生走出校门，投身社会实践，参与广大的社会活动，从而切身体会作为一个社会公民的“目的、劳动、责任和牺牲”。“通过这样一些实践，而不是通过有关公民义务的冗长的报告，足以使最重要的生活气息到达学生的心灵深处，从而唤起他的公民义务和服务的精神。”[85]

其次，学校必须是一个“人为”的集体。意思是说，学校生活应该真实地反映外界，但是“它仅仅应该反映这个世界中最优秀的和最重要的东西”，也就是说应该有选择地反映，反映现实社会的精华部分，而非完全等同于外部世界。学校是国家进步的阶梯、再生的源泉，担负着继往开来的使命。沛西·能说：“一个国家的学校是国家生活的机关，它的特殊职能在于巩固它的精神力量，维持它的历史传统，保全它的过去成就，并且保卫它的将来。一个国家，通过它的学校，应该意识到它生活中最好的运动所经常吸取它们的灵感的无穷无尽的资源，应该来分享它的英雄儿女的美梦，应该不断地进行自我批评，应该澄清它的理想，应该重新教导和重新指引它的各种冲动。”[86]

所以，学校生活要与社会有自然的联系，开门办学，但这种“自然”必是“人为”的，是根据本国民族精神、文化传统、将来理想精心思考和设计的，并且是时时反省和更新的。学校既要与社会相互开放，但又不完全等于社会，而是有自己的相对独立性。

在课程设置上，沛西·能认为，应遵循的最基本的原则即是“有用性原则”。关于“有用”，他倾向于“实质教育论”，认为实科教育对生活具有直接作用；但他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形式训练”的心理智力的训练价值。依据“有用性原则”，沛西·能把课程理解为“在大世界上具有最大的和最有永久意义的活动”，并把课程分为两组：第一组是指保障个人和社会生活条件的，维持个人和社会生活的标准的一些活动，如注重健康和姿态优美、礼仪、社会组织、道德和宗教等；第二组是构成社会的坚实组织的典型的创造性活动，主要包括文学、艺术、手工劳动、科学、历史、地理等。沛西·能尤其重视历史与地理教学，认为历史说明现在与过去休戚相关，地理说明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依赖。

（三）教育活动中的保守性和创造性

沛西·能认为，有机体的自我表现，体现为保守性活动或创造性活动。其目的是在变化着的情境面前保持某种早先的状态时的活动就是保守性活动；其目的在于某种积极的进取和成就的活动就是创造性活动。两者均为自然的活动，是相互联系、相互转换的，一切自我都兼有保守性和创造性的因素，只不过侧重点不同而已。保守性活动和创造性活动的研究，在教育上具有重要意义。

首先，学校应该使学生在文化活动中既要尊重和继承传统又要勇于冒险和创造。沛西·能认为：学校应使学生对于他们民族生命和整个文明的保守性基础有所理解和体会，并使他们对维护这个基础能有效地、明智地、尽责地起一些作用；学校应该使学生对生活中一些冒险行动富有激情，并且相信自己有力量使它获得成功。所以，必须防止一种倾向，即：使每一种教育都僵化成为一种封闭而停滞的制度，而对社会环境的不断变化的需要反应太少。沛西·能认为，教育必须作为个人创造力有最充分发展和表现机会的手段。[87]他说：“学校的风气至少要使学生有节制地冒生活中之险的热情及对自己去完成它的信心，否则学校工作便是失败的，危险在于说教式的武断的教学法势力太大，较自由的学习方法没有展开的余地；这种较自由的学习方法是以信任每个学生的自发性的天才和发展这种应有的自发性责任感为基础的。”[88]

其次，在教育活动形式上，保守性活动具体表现为常规和仪式，创造性活动则表现为游戏。早在正式教育开始之前，婴儿的行为就交织着保守的或创造的冲动。

在幼儿园生活中，儿童对盥洗、衣着、就餐和就寝已具有既定的习惯和一定仪式，无论谁对儿童讲一个他们熟悉的故事，只要变更故事原文，他们定会察觉。从儿童喜爱伴有节奏反复的律动舞蹈和表演，至遵守一定规范的行为，参加学校规定的典礼和活动，这些都是儿童期常规趋势的表现形式。“在儿童期，常规趋势都是过多活动的表现，儿童渴望运用他成长着的身心的力量，但是他的才艺宝库却狭窄有限；所以，他爱好重复熟悉的东西，因为他从此得到最充分的有效的自我表现。”[89]沛西·能指出，意识到儿童常规趋势有重要教育实践意义。年轻教师往往热衷于培养儿童创造性的“自我活动”而忽视常规趋势意义的倾向；教师忘记了，儿童喜爱重复熟悉的东西，这是他们控制自己的小天地所不可缺少的手段。遵循常规趋势这个原则对于艺术和手工艺教学同样具有直接的意义，因为通过重复掌握材料乃是自我审美表现的主要方面。

儿童创造性活动的一个典型表现形式是游戏。“在对游戏的理解中，存在着解决大多数教育实际问题的关键，这样说并不过分”。例如，儿童参加童子军运动，过富于冒险刺激性的营地生活，一方面极大地满足了儿童的创造性欲望，丰富了他们的生活经验；另一方面又使他们从共同生活中切身体验与人相处，如何为公众服务。游戏是一种情绪化的本能冲动。在游戏中，儿童的情绪支配本能、控制情境，创造性的自我表现欲望得到极大的满足，不仅仅是儿童过剩精力的发泄，更主要的是丰富了儿童的生活经验，为未来生活无形中做了某种准备。“公正的观察家都不会怀疑，如果教师能够学会利用在游戏中放出来的大量的智能，学校教学会更加有效……我们应该把儿童希望在生活中试验的动力作为教育他的指南。”[90]

活动的保守性与创造性在教育上的另一个表现是纪律与自由的关系。纪律是保守性的，自由是创造性的，对一个人的个性形成来说，二者皆需要。沛西·能指出，盲目强调的纪律，纯粹压制性的纪律，不管在军营里还是在教室里，不仅是自由的对立物，而且很容易变成一种危险堕落的东西；盲目地强调自由，把自由理解为不加节制、顺随瞬间的幻想，这种自由的肮脏的同义语是放任，无任何价值。纪律与自由之于人同等重要。对纪律的正确理解，应该是一个人的冲动和能力服从一种规则，这种规则使它们的混乱情况有一种形式，而且使原来表现缺乏效率和浪费的地方变得经济而有效率。接受纪律的控制必须是自愿行动，其中有向往更高的完善或“表现性”的天赋的冲动；接受纪律，可以使一个人超越自卑，达到成功的目的。接受纪律必须是自愿、自由的，而自由又必须是为纪律所约束的自由，唯有如此，一个人方可真正获得自由，也就是说，“只有当自由选择了有价值的目的，在追求这些目的时，又使自由服从高尚形式或方法的控制时，自由的高级的价值才能产生”[91]。

个性教育是沛西·能教育思想的中心议题。他主要从生物学角度论述了个性教育的合理性和必要性，而且从有机体运动的保守性和创造性的哲学角度论述了教育中的继承与创造之间的关系，阐述了常规、礼仪及游戏的教育价值。以发展个性为原则，阐述了他的学校制度、课程设置、教学方法等主张。个性教育是英国教育的传统。沛西·能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从新的视角加以论述，并且提出具体的实施方案，无疑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六、罗素的教育思想

伯特兰·罗素，是享有世界声誉的数学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英国现代杰出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罗素的一生充满着对爱的渴望、对知识的追求和对人类苦难的同情，把人类美好理想的实现寄托于教育，不但为此著书立说，阐明自己的教育主张，而且创办学校将自己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成为20世纪著名的教育活动家和教育思想家。

罗素于1872年5月18日出生在英国威尔士的一个辉格党贵族世家。他少小孤寂，由祖母抚养成人。1890年入剑桥大学三一学院学习数学，3年后通过学位考试。1894年改习哲学，并以优异的成绩从哲学系毕业。之后，罗素既从事大量的学术研究活动，出版了众多的研究成果，也进行社会政治活动和教育实践活动。

罗素一生著作宏富，且涉及多个学术领域。较有影响的论著有：《数学原理》（Principia Mathematica，与怀特海合著，3卷，1901年至1913年）、《社会改造原理》（Principles of Social Reconstruction，1915年）、《哲学问题》（The Problems of Philosophy，1920年）、《教育论》（On Education：Especially in Early Childrenhood，1926年）、《教育和社会秩序》（Educational and Social Order，1932年）、《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1945年）、《人类的知识：其范围和限制》（Human Knowledge：Its Scope and Limits，1948年），等等。

罗素为人类社会所做的贡献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可。罗素195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1958年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卡加林奖；同年获丹麦的索宁奖。

罗素曾在多部著作中论及教育问题，并集中在《教育论》中系统阐述了自己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为试验自己的教育主张，罗素于1927年9月创办了皮肯希尔学校（Beaconhill School）。在《教育和社会秩序》中，罗素更是集中探讨了教育的内外部关系问题。

（一）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罗素对传统教育制度深感不满，认为传统教育非但不能促进社会的进步，反而严重阻碍了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

罗素认为，传统教育未能发挥其“打开新世界钥匙”的功能，恰恰相反，“宗教促进了愚昧和对现实的非充分认识；性教育经常使人神经错乱……从而使成年人的幸福变得不可企及。学校里所灌输的民族主义暗示青年人最重要的责任就是去杀人；阶级感情促进人们对不公正的经济制度的默认，而竞争则增加了社会斗争的残忍”。[92]按罗素的看法，教育的政治动机被当时许多国家危险地利用了，每一国家的历史教学总在赞美自己的国家如何完美无缺，在一切方面都要优于别的国家。更有甚者，还在年轻人中间有意煽动民族主义情绪及复仇意识，将整个世界引向更为不安的未来。一句话，传统教育已经丧失了教育的真实而又永恒的内涵，它教导人们把获取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不幸的基础之上。

传统教育既以狭隘的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利益为服务目标，它便压抑了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罗素确信，传统教育及现实教育的诸般错误，无不在于“将孩子们看成没有人格的人。他们将孩子看成实现社会宏伟计划的材料；工厂中未来的‘手’和战争中的‘刺刀’……”[93]

这种教育既不尊重儿童的权利，又不考虑他们的心理特点。儿童被强迫接受他们不能理解的政治观念，被动接受书本知识。儿童“没有思想的时间，也没有时间使他们智能方面的爱好得以畅所欲为，从第一次进学校起一直到离开大学为止。从头到尾，没有别的，只有一个长时期的辛苦忙碌于考试的赏赐和课本上的事实”。[94]

（二）自由教育

在批判传统教育的基础上，罗素提出了自己对自由教育的认识。这一教育既尊重学生的个性自由，又强调宽以待人；既强调自由又主张一定的纪律约束。

自由教育首先是尊重学生人格、尊重学生个性自由的教育。自由教育将每个学生都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个性，而不再仅仅是拼装玩具的零件、团队中的士兵、一个国家的公民。

自由教育还是依据儿童独特的心理特征而实施的教育。这种教育十分注意利用儿童求知欲旺盛这一心理特点，着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信心和能力。倡导学生对一切问题都要提出合理的疑问并进行广泛讨论，创造条件让他们体验独立思考的乐趣。

自由教育更是一种宽以待人的宽容教育。罗素指出，小至学校大至社会，到处可以看到忌妒、偏见、排除异己等不宽容现象，在儿童社会和成人社会，都有一股追求“统一性”的逆流，这些都遏制了个人多样性和创造性的发展。为革除这些前景堪忧的社会状况，自由教育提倡宽以待人，让宽容的种子在儿童稚嫩的心灵中生根，让贤能之士有一个宽松的生存与成长环境。推而广之，罗素主张在爱国精神之上增加国际精神的要义，并在课程中反映出来。“因此，关于宽以待人的课程应当在儿童的早期就开设。如果人们不再渴望得到那些只有以别人的不幸为代价才能获得的东西，那么，通往社会自由的道路就平坦了。”[95]

最后，自由教育还是一种相对的、有条件的自由的教育。罗素具体分析了自由教育之中的自由：在学与不学方面，儿童只享有部分自由；年轻人在选择学习内容及升入高一级学校方面也只享有部分自由，学生所享有的观念自由则是一种完全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对于个体而言，自由教育包括6岁以前的品性教育及6岁以后的理智教育两大部分。

1.品性教育

罗素认为，美好幸福的生活有赖于具有美好品性的人的创造，而美好品性则须由教育来培养。

美好的品性最基本的是四种：活泼、勇敢、敏感、理智。其中活泼是人心理和生理健康的特征，拥有此品性可增加人们对外界的兴趣，引起人们探究外物的好奇心，并防止忌妒心的产生。勇敢是指克服恐惧的方法和态度，它能促使个体升华自然的本能和欲望，积极地超越自我。敏感具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属于理智范畴的敏感，是洞察力；二是情感范畴的敏感，是对刺激所产生的适当情绪反应。理智包括知识和智力两部分。知识是指已获得的实际知识，智力则是指对知识的理解和获得知识的能力。

罗素认为，以培养上述四种品行为目的的品性教育在儿童6岁之前便可基本完成。6岁以后，学校则不必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去考虑儿童的道德教育问题。

品性教育主要包括以下一些内容。①及早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要在婴幼儿期培养儿童具有良好的卫生习惯、生活具有规律性、自娱习惯及自制习惯，以为后来的发展打下基础。②战胜恐惧与忧虑，赢得勇气与希望。帮助儿童克服恐惧感及忧虑意识，对儿童人生幸福及未来社会发展均有重大意义。教师应从儿童的实际出发，帮助儿童自幼克服各种先天性的本能恐惧及后天习得的恐惧，引导他们摆脱忧虑，对未来充满信心，培养孩子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③通过游戏培养儿童的想象力。罗素认为，儿童时期的本能冲动在于权力欲，权力欲是儿童游戏的主要动力。借助于游戏，儿童可以把权力欲转化为想象力。罗素进一步主张，通过适当的游戏刺激儿童的想象力，以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必要的准备。④培养建设性的兴趣和技能。建设和破坏是儿童满足其权力欲的两种方式。建设即指增加新的系统或产生预定的结构，破坏即指改变现存结构又对产生新结构缺乏兴趣。人类社会最好的生活是无数个体建设的结果，许多美德的幼芽也是经历建设的快乐而产生的。为此，罗素主张让儿童参与各种建设性活动，在习得建设性技巧的同时培养建设性兴趣。⑤培养孩子的公平意识。教育儿童理解每个人在世界上都拥有自己的地位和一定的财物，一个人不可侵占他人的地位和财物，这便是公平意识。⑥培养孩子的诚实品质。诚实是道德教育的主要目标，它不仅指语言上的诚实，更指思想上的诚实。培养孩子的诚实品质必须做到不恐吓孩子，不对孩子撒谎，谨慎对待孩子的谎言。⑦爱心与同情心的培养。爱心与同情心是正确行为的两个要素，爱心是美好品性的本质。在培养儿童爱心时须做到：爱心应顺其自然，不可刻意追求；只能用爱心启发爱心；夫妻相爱的和谐家庭能促使孩子萌发自然的爱心；身心和谐的教师也可对孩子发挥积极影响。同情心的培养主要通过观察法进行，并借助历史教学升华学生的同情心。⑧科学实施性教育，避免儿童因性无知或处理不当而给以后的生活留下阴影。在实施性教育时须做到：一要永远真实地回答问题，二要像对待其他知识那样对待性知识，三要态度自然和蔼。⑨在教育活动中善用赏罚，并注意发挥伙伴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2.理智教育

儿童在接受品性教育之后便要进入理智教育阶段。理智教育的目的在于追求知识，发展能力，并培养儿童具备科学精神。

对于知识，罗素表现出充分的尊重，认为“知识可以使人类摆脱自然力和破坏欲的制约”[96]。在人类社会，“只有一条进步之路，那就是为爱所支配的科学。没有科学，爱是无能的；没有爱，科学便是破坏性的”[97]。

理智教育除追求知识、发展智力外，还要培养儿童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主要包括好奇心、虚心求教、有志者事竟成的信念、耐心、勤奋、专心、勇于探索等。

罗素把6岁之后的理智教育分三个阶段实施：6～14岁为普通课程教育阶段；15～18岁为专门课程教育阶段；18岁之后为大学教育阶段。

第一，普通课程教育阶段。在这一阶段要完成的教育任务：一是讲授普通课程知识，二是发现学生的特殊才能，为下一步的专门培养做准备。在这一阶段，学生学习的课程主要包括地理、历史、舞蹈与唱歌、文学作品、数学、自然科学及室外活动等。

第二，专门课程教育阶段。学生15岁之后便进入专门课程教育阶段，即在古典文学、数学与自然科学及现代文学科三者中选一门作为专攻课程。在专门课程教育阶段须努力做到：在师生之间建立平等的朋友关系；帮助学生树立远大的学习目标，激发学生独立探索的精神；鼓励学生关注政治、社会及神学方面有争议的重大问题。

第三，大学教育阶段。18岁之后，部分学业优异的学生进入大学深造以成长为专门人才。

至于大学教育的目的，或者说大学培养什么样类型的大学生的问题，罗素从英国大学历史的变迁中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认为，英国大学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是中世纪，大学只是些培养牧师的师范学院，除牧师之外几乎无人求学。第二阶段是从文艺复兴到19世纪，英国政治是贵族政治，各大学实行绅士教育，重视纯学术性的研究。第三阶段是“现在”，即20世纪。英国政坛是财阀政治，只重实用的技术学习而不重纯学术研究，所以罗素讲：“现在英国各大学正在恢复类似于它们在中世纪所处的位置；它们正在成为职业训练学院。律师、牧师和医生通常都上过大学；高级文职人员也是如此。工商业中日益增加的工程师和技术人员都是大学生。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复杂，工业变得越发科学，专业人员的需要量也越发增加，而这些人才的主要来源是大学。”[98]罗素认为，大学培养技术人员，进行技术开发乃是现代工业社会所必需的，然而纯学术研究也是应该保存的，只有进行学术研究，才有可能产生新知识，“新知识是进步的主要原因，没有新知识，世界很快就会停滞不前”。[99]“一切伟大的进步起初都是纯理论的，只是后来才发现能够实际应用。即使有些辉煌的理论永无实用的可能，它们本身就是有价值的；因为认识世界是最大的用处之一。”[100]据此，理想的大学是将第二、第三两个阶段的优点结合起来，其目的有两个：“一方面，为某些职业训练人才，另一方面，从事与眼前用途无关的学术研究。因此，我希望在大学里所看到的能是些有志从事专门职业的学生，和在学术研究方面具有特殊才能的学生。”[101]这也就决定了学生的学习内容有的是钻研实用技术，有的是从事纯学术研究，有的是在纯学术研究和实用技术开发的中间层次工作。这样，三个层次的学习内容，既继承了传统，又反映了现实；既着眼于当前实用利益，又有长远的打算；既照顾到物质层面的文化开发，又照顾到精神层面的文化创造，比较全面和系统。

自由主义是英国自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罗素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继承并超越了这一文化传统。文艺复兴时期开始的自由主义文化传统，至少有两条线索：一条是对人类知识的尊重，一条是对人的身心和谐发展的尊重。就知识教育而言，又有两条线索可循，从弗兰西斯·培根提出“知识就是力量”到斯宾塞“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一致的答案就是科学”[102]的自问自答，是尊重科学的传统；从科利特到阿诺德是基督教人文主义文化传统。爱与知识是罗素的人生追求，并且将这种追求付诸教育思想与实践。罗素作为科学家，崇尚科学，很重视科学知识的教育，很显然继承了培根和斯宾塞奠定的传统；作为和平主义者，他悲天悯人，厌恶战争和偏见，充满对人类的同情，继承了人文主义的“博爱”精髓。但罗素自己不是基督教教徒，也不提倡宗教教育，之所以如此，是因为罗素站在文化传统的高度，对两种知识观进行去糟粕取精华的创造性的综合。但人文主义中有“爱”与“理性”的精华，同时科学精华在于“理性”。罗素通过强调理性，使人文主义和科学精神有了相互对话和融合的可能；通过汲取“爱”，使科学发展有利于人类发展的正确方向，是对科学精神有益的补充。当然，罗素强调科学，也是对宗教迷信的冲击，这就是罗素对尊重知识的传统的批判继承和创造性的超越。不仅如此，罗素继承从弥尔顿到洛克强调人的身心和谐自由发展的传统，并且将之与自己的知识教育观相结合，从而使自己的自由主义教育主张不是消极的软性教育，而具有积极的建设性意义，从而使他整个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呈现出历史的继承性与超越性。

罗素自由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具有历史性，更具有积极的时代意义。罗素的目光由数理逻辑的象牙塔转向现实社会时，正值第二次工业技术革命方兴未艾而大英帝国经济及科学技术开始落伍，著名的“英国病”暴发了。他强调，知识尤其是科学知识的教育，实际上是顺应时代潮流而对“英国病”对症下药。而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正战火纷飞，他反对战争，也深为科学技术非但未造福人类反而助纣为虐痛心疾首。所以，他又强调“爱”的教育，强调普遍的人类关爱与同情，希望人类在和平共处的大同社会里正确利用知识为人类造福，共创美好的新世界。“教育是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其时代意义正在于此，这不仅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而且对今天的世界也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可谓高瞻远瞩。

第五节 西欧新教育运动与新教育思潮之分析

西欧新教育运动首发于英国，继而扩展到法、德、意大利、比利时诸国，兴起的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在各国虽有差异，但是所针对的现实社会问题及教育问题则几乎相同，这就使不同国家涌现的新教育思想能够交汇成20世纪宏大的教育思潮——西欧新教育思潮，尽管它们角度不一，侧重点也不尽相同，但相辅相成，相互激荡，相得益彰，蔚然壮观，气象万千。

在教育目的观上，凯兴斯泰坦强调国民教育，旨在培养国家有用的公民，而其他新教育家更多的是强调精英教育，旨在培养未来理想的“新人”——未来统治者。就意识形态而言，无论是“公民”还是“新人”，无非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未来被统治者和统治者，与传统教育相比并无新意，无怪乎克鲁普斯卡娅一针见血地指出：“新学校”是“用新方法达到旧目的的学校”。[103]

但是其“新方法”毕竟有新意。新教育家从新的角度以新的认识为他们所理想的人才赋予了新的品质。在18～19世纪，教育家们往往从哲学和道德的角度设计人的品质，因而，他们所强调的主要是人的道德品质、认识品质（理性）。新教育家虽然并不否定道德品质和认识品质，但他们更注重从社会学、心理学和生物学等新兴学科角度出发来设计理想人物的理想品格。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他们认为，无论是“公民”还是“新人”，都是现代社会发展所需的新型人才。这些人应该具有开阔的眼界、现代文化科学知识，特别是擅于应变的活动和组织能力；不仅有会思考的头脑，而且有经过实际活动锻炼出来的强健的体魄和灵巧的双手，有得到自由发展的个性和勇气。在对人的认识上，传统教育从原罪论出发，认为人性本恶，故蔑视人性，强调灌输与压制。而新教育家斩断了人性恶的尾巴，认为人性本善，并且从心理学和生物学角度出发，强调儿童（如爱伦·凯）、自由（如蒙台梭利）、兴趣（如德可乐利）、活力（如怀特海）、勇气（如罗素）和自我表现（如沛西·能）等，总之突出强调人性及人性的和谐发展，强调自由教育、个性教育、和谐教育。尽管由于当时进化论盛行，容易导致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等研究人及人的教育的学科生物学化。但是我们应该知道，在工业革命汹涌的浪潮中，在市场经济的滚滚红尘中，在金钱至上、物欲横流的近代资本主义世界，新教育家强调“人”及“人的教育”，这种求索与呐喊无疑是教育史上继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具有创新意义。

与新的教育目的相适应，新教育家们关于课程设置也有新意，这就是课程观具有和谐性。传统教育观由于蔑视人的个性，所以并不是按照人的身心发展规律来办事，只是按照如何统治好学生来办事，其课程设置就具有片面性。而新教育家们为了促进人的智力、体力、情感等多种因素的和谐、自由发展，其课程观就具有一种和谐性，这种和谐性不仅体现于显性课程方面，而且体现于潜性课程方面。

显性课程是指正式列入学校教学计划的各门学科。新学校显性课程的和谐性体现在不仅有智育课程，而且有体育、音乐和手工等课程；不仅如此，而且每门课程的设置也都具有和谐性。

新教育家并非绝智弃圣，相反，与时俱进，为适应现代社会发展的需求，他们相当重视智育。其智育课程与传统智育相比较有如下特点。其一，以学以致用为原则，在现实生活基础上，设置人文课程和科学课程。其二，在知识课程的实施上，其教学目的是通过知识教学以发展智慧。其三，教学原则的特点体现在人、生活、知识各因素内部的和谐性以及上述三者的和谐性上。具体来讲，第一是尊重个性原则。尊重个性就是要尊重儿童的自由，反对同一性；在教学组织形式上，提倡小型学校、小型班级和个别化的教学方式。第二是学以致用原则。学以致用的第一步是使学生明白该知识对于实际生活的用处，这样可以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第二步将所学知识运用于实际生活，使学生进一步将知识转化成自己的智慧。第三是教育节律原则。怀特海从人的发展角度，沛西·能从学科历史发展角度，分别提出教育节律学说，说明教学过程有一种动态的和谐美；同时也说明在教学过程中，学生、学科历史、生活实际、教师诸因素有内在的联系，其结构也呈现出一种和谐美。第四是鼓励智慧探险原则。首先是重在鼓励，其次是反对“提供规范，避免错误”的传统观念，最后是正确处理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建设性行为与破坏性行为的关系、保守性与建设性的关系。

潜性课程是指虽然未在教学计划中得到反映，不通过正式教学进行，但是仍然对学生的知识、情感、信念、意志、行为和价值观等方面起潜移默化作用的教育情境，包括物质情境、文化情境、人际情境。在西欧传统学校的潜性课程中，纪律和宗教等形式主义充斥，学生个性受到压抑，压抑到极限则引起校园暴力事件发生。新学校则不然，其潜性课程生动活泼，丰富多彩，气氛明朗而自由，充分体现了自然、文化、社会和人的和谐性的关系。

根据地理心理学原理，新学校校址一般选在城郊风景绝佳之处，既得自然环境冶情悦性之功效，又得城市文化熏陶之便利。新学校校园一般面积宽阔，树木葱茏，芳草丰茂，飞禽出没，一派田园风光。有些校园建筑用文化历史名人的名字命名，洋溢文化气息。

新学校提倡民主的生活方式，学生生活实行民主生活制度，一方面适应学生个性的需要，使每个人既有一定的参政权利与机会，又使每个人的行动受到自己所参与制定的校纪的束缚，自由与纪律得到良好的统一；另一方面改变了长期存在的学校生活与校外社会生活严重脱离的现象，使校内外的生活得到统一；同时，既可以锻炼学生的领导能力，又可以提高未来公民的参政议政的素质。

新学校一般上午上显性课程，联课活动一般在下午和晚上，所占时间比显性课程还多。体育、音乐（含戏剧、舞蹈等）、手工等不仅是为显性课程而必修，而且也构成联课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科目不是为了竞争、生计等外在目的，而是为了人的个性及和谐发展的教育本身的目的。联课活动的组织形式多是团体活动。新学校社团林立，学生进出自由。这不仅能锻炼学生的合作、组织能力，而且能活跃学生思想，对培养他们的创造精神有好处。

西欧新教育家们既对教育进行了深刻的理论思考，又置身火热的新学校创办的实践活动，致使新教育活动理论与实践并重，严谨与热情相生。这些理论思考的结晶及丰富的办学经验所化成的新教育思潮，对西欧各国教育进行了一番革故鼎新的洗礼。

就其性质而言，西欧新教育运动可以首先理解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欧教育现代化过程中的一次伟大的教育继承与创新运动。这一运动的历史宗谱可以追溯至近代初期的文艺复兴运动，拉伯雷、蒙田最早为这一运动提供了理论启示；[104]更是直接承袭了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教育思想中的一些合理内核，吸取了他们强调儿童兴趣、活动、自由及个人经验的教育思想。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新教育运动是教育发展传统在特定环境——西欧、特定时期——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延续，表现出明显的历史继承性。在继承的同时，西欧新教育运动还表现出巨大的创新性。这种创新性的最大表现便是新教育的思考者及新学校的创办者在对传统教育所进行的批判上。传统教育的理论依据通常是由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及其后继者席勒（T. Ziller）及莱因等人所提供。传统教育崇尚智育和权威，把知识和技能视为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教师主宰一切；以课堂教学为中心；学习内容仅限于一些固定的教材和规定的学科。而所有这些均未能体现儿童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因此受到新教育家们的猛烈抨击。新教育家们改变了人们原有的关于儿童、知识、课程、教学的认识，构筑起新的以遵循儿童身心发展特征为基础，强调儿童兴趣、活动、自由、个性在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注重实际、注重科技教育及一切实用知识教育的新型教育体系。从这一意义上来说，西欧新教育在对传统教育批判、反思的基础上，进行了批判性、创造性的“再造工作”，是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与完美统一，是对传统教育的超越与升华，体现了教育发展螺旋式前进的发展趋势。

其次，西欧新教育运动还是由于受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作用而引致并致力于解决教育内外部矛盾冲突的一场教育变革运动。教育的发展首先是教育系统的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教育的传统与变革、教育理念与教育实际、儿童的发展目标与儿童的现有发展水平、教师与学生、学生与教学内容等诸多矛盾是教育发展与变革的主要动力，新教育运动的兴起与发展便是这一动力作用的结果。出于解决传统教育中在儿童观、课程观、教师观、教学组织形式方面存在的具体问题，即在解决教育系统内部矛盾的过程中，新教育运动应运而生，蓬勃发展。另外，教育系统只是社会诸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其发展又是具体的，是在一定社会生产力条件下，在一定生产关系的背景下进行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规定了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同时一定历史时期的生产关系则确定了教育的特质。教育的发生和发展均离不开具体经济、政治、文化功能的发挥，孤立的教育是没有存在的依据的。西欧新教育发生发展有具体的历史背景，它适应了西欧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发生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状况及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以教育理念的更新、教育内容的变革、教学组织形式的完善使教育为更好地履行其社会职能具备了更多的可能性。关于社会功能的发挥，从1927年至1933年波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促使新教育运动发生重大转变以及而后新教育运动发展的实际中可较好地得以理解。一句话，这场运动是具体的、历史的，是教育内外部关系规律综合作用的结果。

作为一场伟大的教育革新运动，西欧新教育运动对西欧乃至整个世界教育的发展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

首先，西欧新教育运动所取得的一些成果性认识，比如，强调学校的责任在于鼓励学生去解决问题，学校课程应更多地反映现代社会的实际面貌，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锻炼能力及参加具有生活特点的活动的机会，学校的一切须适应社会变化，为学生的个性自由、完善与发展创造条件等，在事实上构成了20世纪西方教育发展的重要的认识起点与逻辑前提。20世纪，西欧乃至整个世界的教育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上述认识的践履与追求，是在具体历史条件下对此所做出的进一步完善、丰富与发展。

其次，除理论上的启迪外，西欧新教育运动还为后来世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直接的实践范例。各国新学校的创办者以极大的勇气和不惧挫折、不辞劳苦的献身精神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教育实验，为现代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探索现代社会条件下教育全面改革的一种实践模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新学校兴衰成败乃至整个新教育运动的所长所短对后来教育事业的发展都是弥足珍贵的财富，其经验可借鉴，其教训可吸取，其志向可继承，其精神可发扬。诚如我国学者论及的那样，“新学校的意义并不在于它是否或多大程度上证明了新教育家们所提出的思想，也不在于它存在了多长时间，培养了多少学生，而仅仅在于它是一种新的尝试、一种探索。新学校的成功与失败对后人的价值是同样重要的”。[105]

最后，教育史发展的实际也证明了西欧新教育运动的影响。19世纪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几十年间，西欧各国教育领域所出现的一系列变化，均与新教育运动存在着程度不同的联系。新教育的一些主张渐为各国政府所采纳，并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下来。1919年的德国宪法第148条即把公民教育与劳作教育规定为初等学校的必修科目。此外，新教育思想传播到世界许多国家与地区，与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合流，为世界各国的教育现代化事业谱写了新的篇章，自此，现代教育的发展便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正如费利耶尔所强调的那样，教育革新运动的“一种新的精神在世界上传播开来……旧的传统学校将不能抵制它”。[106]

当然，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西欧新教育运动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且不说新教育运动的阶级性质，单就对儿童兴趣、活动、个性的强调来看，也可见明显的教育生物学色彩。该运动在反对传统教育旧的三个中心的同时，又建立起了新的三个中心，似有矫枉过正之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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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

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1870—1952）是西欧新教育运动中涌现的主要教育思想家之一。现代世界著名的澳大利亚教育家W. F. 康内尔曾指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有三个人研究出了新的教育思想，并将这些思想付诸实施，从而获得了卓著的声望”。[1]蒙台梭利便是他所说的3位教育家的第一人。她的教育理论探讨与实践侧重在幼儿教育方面，因此又被认为是20世纪最杰出的幼儿教育家。

第一节 生平和教育活动

蒙台梭利于1870年8月31日出身在意大利东部安科那省（Ancona）希亚拉伐拉镇（Chiaravalle）一个保守的天主教徒家庭。当她5岁时，全家搬迁到罗马。蒙台梭利是家中的独生女，从小勤奋好学，乐于助人，具有顽强的个性。“从早年她就显示了自己是一个有决断力的女性。”[2]16岁中学毕业时，她违背家庭的安排进入男子技术学院学习工程，临毕业那年又决定改行学医。由于意大利从未有过女医生，故此举不仅在家中引发轩然大波，还成为当时的一则社会新闻。她不顾父亲的百般阻拦与社会保守舆论的非议，亲自求见意大利教育部长巴塞利博士（Dr. Guid Bacelli），对其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后获得特批，进入了罗马大学医学院。在罗马大学医学院的6年学习期间，她必须忍受各种歧视女性的大男子主义作风及生活上的诸多不便——例如，学校没有女厕所、她只有深夜才能利用实验室（因为校方不允许她与男生一起做人体解剖实验）等。有时她觉得无法坚持下去了，准备打退堂鼓，但倔强的个性及坚强的毅力终于占了上风，上述消极的想法转瞬即逝。[3]历经艰辛和奋斗后，蒙台梭利于189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成为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位女医学博士。毕业后不久，她被罗马大学聘任为该校附属精神病诊所的助理医生，主要治疗对象是低能儿童。因工作需要，促使她深入研究低能儿童教育的先驱、法国心理学家依塔德（Jean Itard，1774—1858）和塞贡（Edouard Seguin，1812—1880）的著作。为了充分领会他们的思想精髓，蒙台梭利甚至从头至尾把他们的著作抄写一遍，还译成意大利文。[4]通过认真学习、钻研，结合自己的医疗实践经验，她开始形成这样的信念：“儿童智力缺陷主要是教育问题，而不是医学问题。”[5]

1898年，在意大利都灵召开了一次关于教育学的讨论会。蒙台梭利在会上扼要阐述了她对低能儿童教育的看法，声称：“低能儿童并非社会之外的人类，他们能接受教育并获益；他们即使无法得到比正常儿童更多的教育，也应和正常儿童所得的教育一样多。”[6]此主张在当时不啻为石破天惊之论，并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教育部长不久任命她为国立特殊儿童学校的校长。她在此岗位上工作了两年。任职期间，蒙台梭利以极大的热情投身于低能儿童的教育工作。后来她说：在特殊儿童学校工作而得到的实践经验等于“使我得到了第一个真正的教育学的学位”[7]。

辛勤的劳动与探索换来了丰硕的成果。蒙台梭利成功地使许多原来人们认为难以有造化的低能儿童有了长足进步，在国家考试时达到同龄正常儿童的水准，并进入一般学校学习。但蒙台梭利并未陶醉于自己所取得的成就。此时她开始考虑，假如缺陷儿童经过合适的教育可以达到正常儿童的标准，为什么正常儿童不能达到更高的水平？她想起了意大利杰出人类学家、她的老师塞吉（Guiseppe Sergi）在《教育训练》中的呼吁和教导：“今天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教育方法；为此奋斗，也就是为人类复兴而奋斗。”[8]1901年，蒙台梭利决心投身于正常儿童教育这个广阔的领域，为更多的儿童造福。她选定自己的研究方向主要在幼儿教育，并着重研究3～6岁儿童的教育问题。这时，尽管她已有了坚实的自然科学知识和丰富的教育实践经验，但仍感理论修养不够，于是又重回罗马大学进修了哲学、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和人类学等课程，并广泛阅读了夸美纽斯、洛克、卢梭、裴斯泰洛齐及福禄培尔等人的教育名著。1904年至1908年，她曾担任罗马大学人类学讲师。在此期间力图将人类学的一般原理运用于教育研究。罗马大学的学习研究及工作使其理论基础更加坚实，眼界更为开阔，从而为研究正常儿童教育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20世纪前后的意大利，是欧洲一个甚为落后的国家，文盲众多，穷汉遍野。在首都罗马，市政当局为了粉饰太平，保持所谓古罗马文明的风貌，将大批赤贫居民赶到市郊，将他们禁锢在圈定的贫民区内。这些地区极其污秽、拥挤，其贫困、愚昧的凄惨景象令人触目惊心。儿童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中成长，更令一些慈善人士扼腕叹息。1906年，一个名叫罗马住宅改善协会的慈善机构提出一项包括创办幼儿教育机构在内的公寓改建计划。蒙台梭利接受该协会邀请，满怀改革社会和教育、为穷苦民众服务的理想，来到罗马贫民区。

1907年1月，蒙台梭利在罗马圣罗伦佐（San Lorenzo）贫民区开办了一所招收50名3～6岁贫民儿童的幼儿学校，并命名为“儿童之家（Casa dai Bambini）”。不久在同一地区又开设了一所。她在此处将最初使用于低能儿童的教育方法经过适当修订，运用于正常儿童，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注意。甚至罗马的富人也为之怦然心动，纷纷出资请她去为自己的孩子开设“儿童之家”。在师友们的鼓励与催促下，蒙台梭利于1909年写了《适用于“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的科学方法》一书（英译本改名为《蒙台梭利方法》）。她在书中总结了“儿童之家”的实践经验，全面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点和方法。此书出版后不久就传遍四方，被译成20多种文字。慕名前来参观“儿童之家”的国内外各方人士络绎不绝。1911年，蒙台梭利离开“儿童之家”，致力于传播自己的思想和方法，促进世界各国幼儿教育方法的改革。为了满足各国的需要，自1919年后，蒙台梭利在不少国家开设了每期半年，招收各国学员的国际训练课程班，亲自传播她的教育方法。此课程班从1919年一直办到1938年。其中首届及每隔一年固定在伦敦办班，其余年份则在欧、美其他国家及印度办班，受训人数有时高达四五千人。学员回国后，大力宣传蒙台梭利的方法，由此形成的蒙台梭利运动进一步扩大到世界范围。

蒙台梭利于1912年和1915年两次访问美国，备受各界欢迎。1913年，美国蒙台梭利教育协会宣布成立。美国以蒙台梭利名字命名，或采用了蒙台梭利方法的学校一度达200多所。杜威与其女儿在1915年合著的《明日之学校》一书中专辟一章，介绍了蒙台梭利的方法。但由于种种原因，美国的蒙台梭利热潮于1916年后很快就衰退了。蒙台梭利学说在欧洲一些国家则仍保持影响。1929年在荷兰成立了一个宣传蒙台梭利思想的国际组织“国际蒙台梭利协会（Association Montessori International）”。蒙台梭利担任会长，并在此后连任9届大会主席。她还进一步拓宽自己的研究领域，努力将“科学的教育方法”应用于教育的各个阶段，在新生儿和青春期研究方面取得诸多成果。20世纪30年代后期，墨索里尼上台后，宣传个性自由、反对暴力干涉的蒙台梭利学说被禁止传播，她的肖像、著作在德国和奥地利等国亦被纳粹党徒当众焚毁。蒙台梭利被迫离开祖国，到荷兰、印度等地避难及工作。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蒙台梭利虽已达耄耋之年，仍不辞辛劳，到各国巡回演讲，指导教育工作，呼吁通过教育改造世界，促进世界和平，最后客死荷兰。

除《蒙台梭利方法》（The Montessori Method）外，蒙台梭利的主要著作还有：《教育人类学》（Educational Anthropology，1908年）、《蒙台梭利手册》（Dr. Montessori’s Own Handbook，1914年）、《高级蒙台梭利方法》（The Advanced Montessori Method，1912年）、《童年的秘密》（Secret of Childhood，1933年）、《新世界的教育》（Education for the New World，1946年）、《儿童的发现》（The Discovery of the Child，1948年）、《有吸收力的心理》（The Absorbent Mind，1949年）等。

第二节 论幼儿的发展与教育

一、儿童观及教育观的思想渊源及理论基础

作为欧洲新教育的重要代表及杰出的教育家，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并具有坚实、深厚的根基。

方法论 蒙台梭利受法国特殊教育专家及医学家依塔德及其弟子塞贡的影响尤深。蒙台梭利在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时曾说：她的方法的成功既是她10年研究的结果，也可以说是对依塔德和塞贡40年所做工作的小结。[9]

生物学及其他自然科学 蒙台梭利成年之际，正处在19世纪末自然科学的长足发展时期，加之她本人曾学医，故通晓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及生理学。一般认为，除了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与孟德尔的遗传学说外，法国昆虫学家法布尔（Jean Heri Fabre，1828—1915）、生物学家喀雷尔（Alexis Carrel，1873—1944）及荷兰生物学家德弗里（Hugo Devries，1848—1935）对她的影响尤大。法布尔主张在自由环境中观察所研究对象的行为；德弗里提出有机体进化的“突变理论（Mutation Theory）”及昆虫生长的“敏感期（Sensitive Period）”理论；喀雷尔则从生理学的角度大声疾呼要重视幼儿教育。这些主张在蒙氏理论中都留下了痕迹。

近代西方哲学 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Henri Bergson，1859—1941）宣传“生命哲学”，宣称“生命的冲动”是唯一的实在，其向上的运动创造精神，也创造生命的形式。在社会历史问题上，柏格森主张用“个性自由”的“开放社会”来代替“暴力统治”的“封闭社会”。这些思想都对蒙台梭利产生了影响。

心理学 蒙台梭利接受了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1871—1938）的目的心理学思想，认为控制人类行为的是本能的冲动，强调儿童来自先天的自发的能动性的重要作用。此外，她的感官教育思想也明显受到了历史上沿袭已久的，认为人生来具有不同的心理官能并且可以分开加以训练的官能心理学（Faculty Psychology）的影响。

教育思想 蒙台梭利早年正置身于新教育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她和新教育的许多代表人物一样，接受了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等人的儿童本位及内发论思想。有人指出：“与已应用的大多数其他方法相比，她受卢梭的影响极大。她的著作的许多段落读来很像是卢梭写的一些主题的变种；而她对成人世界的责难，说他们完全不考虑儿童的问题，也令人想起卢梭的态度。”[10]她对旧教育摧残儿童，忽视儿童的精神需要，将教育变成灌输与惩罚的同义语的做法深感憎恶，要求认真研究儿童，洞察其身心发展的规律。

除上述影响外，蒙台梭利也受到了宗教的影响。

上述诸种学说或观点，有不少是殊途同归或交叉重合的，它们既是蒙氏学说的思想渊源，也在某种意义上构成其儿童观及教育学说的理论基础。

二、儿童心理发展与遗传、环境的关系

蒙台梭利关于遗传和环境对于儿童心理发展影响的思想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在早年，她虽然并不轻视环境，但更倾向于强调遗传的作用；在接受卢梭、柏格森、麦独孤等人的影响后，提出了不无神秘色彩的生命力学说。声称儿童不仅具有肌体，还具有一种内在的生命力。儿童的生命力“是一种难以捉摸的东西”，正像一个“生殖细胞”一样，确定着个体发展的准则。她说：儿童的“生长是由于内在的生命潜力的发展，使生命力显现出来，儿童的生命就是根据遗传确定的生物学的规律发展起来的”。[11]针对时弊，蒙台梭利指出，人们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生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儿童具有一个积极的精神生命”，因而“有意无意地压制”儿童，在教育上采取一系列错误措施。由于大力推崇内发论，她在谈到环境的作用时声称：“环境是生命现象的第二因素，它可以促进和阻碍生命的发展，但决不能创造生命。”[12]但到后来，她根据心理学研究的新成果及自己的经验，逐渐修正并完善了自己早年较为偏执的观点，在注重遗传因素的同时，倾向于强调环境的主导作用以及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在20世纪40年代末出版的《有吸收力的心理》一书中，蒙台梭利指出：“除遗传因子的作用外，还有它们对之起作用的环境的影响。环境在成熟的过程中起着主导作用。”认为心理变化只有通过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才能产生，“并只有通过对环境进行的自由活动所得的经验才能完成”。[13]她还用阿维龙野孩的事例来说明：“我们若在一个远离人烟、与世隔绝的地方将孩子养大成人，只给他们物质食粮，别的什么也不给，那孩子的身体发育会是正常的，而大脑的发育却受到严重损伤。”[14]

三、儿童心理发展的特征与教育

（一）心理胚胎期与外界环境

蒙台梭利认为，人和动物都是在适宜的环境中自然生长和发展的。但人并不能像动物那样一生下来就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本能，并做到动作协调；人的本能是在生活中逐渐显现出来的，是通过自己和环境交往的经验建立起来的“内部组织结构”。她认为人类有两个“胚胎”期：一个是在母体内生长发育的过程，可称之为“生理的胚胎期”；另一个则是人类特有的“心理的（或称精神的）胚胎（Spiritual Germs）期”，具体表现在从出生到3岁的婴幼儿阶段。她认为，这个时期是儿童心理的形成时期。儿童心理的发展经历着与生理胚胎期发展同样的路线，开始几乎是一无所有，受到一种内在生命力及创造能力的驱使而发展，经过与外界交往，吸取外界的刺激和印象，积累材料，形成许多感受点和心理所需要的器官，然后才产生心理活动。

（二）“吸收心理”与教育的方式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成长受内部潜能的驱使，但并不意味着儿童的发展能在脱离外界环境的情况下自动地实现。她认为，婴幼儿具有一种下意识的、不自觉的感受能力与特殊的鉴别力，简称“吸收心理（Absorbent Mind）”，即能通过与周围环境（人和事物）的密切接触和情感的联系，获得各种印象和文化，“利用他周围的一切塑造了自己”[15]，从而形成心理、个性和一定的行为模式。蒙台梭利认为幼儿这种自然吸取和创造性的功能是成人所没有的，儿童在幼年期所获取的一切将保持下去，甚至影响一生。她要求教育者和教育机构必须为儿童提供尽可能丰富的精神食粮供儿童吸收。她认为这种需要如同生理胚胎期的儿童需要母腹这样一种特殊的营养和保护环境一样重要。

蒙台梭利还进而指出，由于所有儿童都具有一种“吸收”文化的心理，因此他们能自己教自己。在她看来，这一发现给教育界带来了一场革命，“由此我们发现教育并非教师教的过程，而是人的本能发展的一种自然过程；不是通过听，而是依靠儿童作用于环境获得的经验。教师的任务不是讲解，而是在为儿童设置的特殊环境中预备和安排一系列有目的的文化活动主题”。[16]

（三）发展的敏感期与教育时机

受荷兰生物学家德弗里的影响，蒙台梭利指出，生物界存在一个事实，即各类生物对于特殊的环境刺激都有一定的敏感时期，这种敏感期与生长现象密切相关，并与一定的生长阶段相适应。例如，毛虫在初生后第一阶段对光很敏感，为了得到强光，它爬上树梢。与此相关联的是树梢有最嫩的叶子，适于幼虫食用。当毛虫长为成虫后，可以吃较大的树叶，对光也就失去了敏锐的感受力。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与这一生物现象类似，也有各种敏感期，在发展过程中也经过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都有某种心理的倾向性和可能性显示出来，过了特定的时期，其敏感性则会消失。

蒙台梭利相信儿童在每个特定时期都有一种特殊的感受能力，这种感受力促使他对环境中的某些事物甚为敏感，而对其他事物则置若罔闻。她认为，这种注意是由于本能与特定的外部特征之间的密切联系而产生的一种兴趣，是从无意识深处产生出来的一种热情，通过各个敏感期及不同活动的交替进行，儿童“在一种稳定的节奏中，在一个不停地燃烧着的火焰中进行着人的精神世界的创造工作”[17]，逐渐形成自己的个性特征。

蒙台梭利还指出，敏感期是在一定的外界环境中出现的，环境提供了心理发展的必要条件。当环境与儿童的内部需要协调一致时，一切都会顺乎自然地实现。如果缺乏适宜的环境，儿童就将失去并永远丧失这个自然取胜的机会。正因为敏感期是有时间性的，会转移的，所以成人必须善于识别，并努力创造条件予以最大限度地利用。

根据自己对儿童的观察与实验，蒙台梭利还试图对儿童的敏感期加以区分，提出儿童从初生到5岁是感觉的敏感期（2～2.5岁时达到顶峰）；秩序的敏感期是从1岁多到4岁左右；[18]语言的敏感期是在出生后2个月到8岁；动作的敏感期约从初生到6岁。

蒙台梭利关于敏感期的描述显得有些空泛，但她的有关思想（包括前述“心理胚胎期”的思想等）充分肯定了幼年期在人生发展过程中的价值，为早期教育的重要性找到了科学的依据。这些问题后来成为教育心理学及儿童心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她的研究为后人的进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础。

（四）发展的阶段性与教育的重点

以当时的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为依据，蒙台梭利还研究了儿童发展的阶段性问题，指出儿童发展是有阶段性的，在发展中的每个阶段，儿童均有其特定的身心特点，而前一阶段的发展又为下一阶段奠定基础。她将儿童心理的发展分为以下3个阶段，并分析了每一阶段的特点及教育的重点。

1.0～6岁

这是儿童个性形成的最重要的时期。其中又分为心理的胚胎期（0～3岁）及个性的形成期（3～6岁）。在心理的胚胎期，儿童尚不能接受成人的任何直接影响，主要借助有吸收力的心理来适应生活。他们能依靠敏感性，无意识地去感受周围环境中各种事物的特征，以获得大量的印象。个性形成期的心理发展包括通过作用于环境的活动发展意识及充实、完善已形成的能力两个方面。蒙台梭利认为，这个时期的儿童虽然继续从周围环境中吸取印象，但已不仅依赖感觉，也依赖手这个“能直接接触到的心理器官”[19]。他们已能有意识地利用环境，将无意识获得的东西，予以有意识的加工。他们的动作虽仍带有模仿性，但却是有选择的。他们不是靠成人的直接帮助，而是通过参加活动，为自己加入成人的世界做准备；同时，儿童也通过各种活动，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心理，直至获得记忆、理解力和思维能力。由于儿童思维能力的提高和各种愿望的产生，他们对成人、环境的影响更为敏感，在成人的帮助下，能更好地集中注意力，并对社会和文化学习发生兴趣，于是，儿童的个性就在其内在生命力的推动和敏感性的引导下，通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而逐渐得以形成。

蒙台梭利认为，由于在婴幼儿阶段会发生人类心理的创造与行为的形成这一惊人现象，而“胚体的生命与童年的改变对成年的健康与人种的未来意义具有决定性意义”[20]。故这一发展阶段对人生是最重要的。当幼儿产生“精神的饥饿（moral starvation）”或“心理的疾病（spiritual disease）”时，则将与身体上的挨饿一样具有毁灭性，故童年教育是人类最重要的问题。她主张“教育应始于诞生”[21]。

2.6～12岁

这是儿童增长学识和艺术才能、有意识地学习的时期。这一阶段儿童的主要特征是：发展已有了很大的稳定性，开始具有抽象思维能力，产生道德意识和社会感，并要求离开过去那种狭小的生活圈子。根据上述特征，蒙台梭利主张对儿童的教育也要有相应的改变，应从感觉练习转向抽象的智力活动。

3.12～18岁

其中又可分为两段：12～15岁和15～18岁。这时儿童进入青春期，身心有了更大的改变，身体发育渐趋成熟。心理上，他们有了自己的理想，产生了爱国心和荣誉感，能根据自己的兴趣探索事物，因此可以对他们进行像成人那样的宣传教育。

综上所述，蒙台梭利的儿童观的要点及重要特色是：重视早期教育；认为儿童心理的发展具有节律性、阶段性、规律性；强调生命力的冲动是儿童心理发展的原动力，同时又强调儿童心理的正常发展必须依靠环境和教育的及时、合理的安排及主客体的相互作用。可以说，蒙台梭利在以遗传（天性）为中心的前提下，把遗传与环境、教育、活动这些影响儿童发展的因素统一起来了。从她的有关论述中我们感觉到一种强烈要求，即为了正确对待和教育儿童，必须研究、掌握、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和个性差异。这正是当时席卷欧美的新教育思潮的体现，也是100多年前卢梭所开创的新的儿童教育事业的继续发展。

第三节 论教育的功能与目的

一、论教育的功能

与同时代的许多改革者一样，蒙台梭利承认教育具有影响社会发展的功能。她将教育视为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途径之一，视为重建社会和拯救人类的最佳手段。她还指出，教育的这种社会功能须主要通过影响个体的发展来实现，声称：“要想帮助和拯救世界只能依靠儿童，因为儿童是人类的创造者。儿童被赋予各种未知的能力，这些能力能够引导我们走向一个光辉灿烂的未来。如果我们确实渴望一个新世界，那么教育就必须把发展这些潜在的可能性作为它的目标。”[22]

以上述观点为出发点，蒙台梭利认为社会必须关爱儿童，必须承认其权利，满足其需要。父母固然应担负起自己的责任，而社会亦须给他们以必要的指导。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精神上，社会都要为教育提供帮助，尤其是给教育投入更高比例的资金更成为当务之急。同时，教育也应通过其自身进步所取得的利益来慷慨地回报社会。

二、论教育的目的

蒙台梭利指出，教育具有双重目的：“一是生物学的目的，二是社会学的目的。从生物学上讲，我们希望教育能够帮助个体自然地发展；从社会学上看，我们教育的目的是培养个人适应环境。”[23]在她看来，教育的这两个目的总是交叉重叠的，根据儿童的年龄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侧重点。在儿童形成的婴幼儿时期，帮助儿童身心自然发展更重要一些；而在“急速发展时期”过后，应更多地注意社会学的目的。在此基础上，蒙台梭利还指出，“教育的基本任务”是使生物的目的与社会的目的相结合，“使每个儿童的潜能在一个有准备的环境中都能得到自我发展的自由”。[24]显然，蒙台梭利在谈到教育目的及任务时，其价值取向都是建立在个人本位（或儿童中心）基础上的。不过不可由此得出蒙台梭利忽视社会的结论。她认为，教育促进儿童的自然发展，不仅具有个别意义，还具有普遍意义，是改造人类及社会的根本途径，声称：“改造社会最紧迫的任务之一就是改造教育，以唤起潜伏着的神奇的力量……这种力量将在儿童身上出现，他们注定会成为能理解和驾驭我们当代文明的人。”[25]

蒙台梭利希望用新方法培养品质优异的人，期望年轻人成为有能力、有条件保持科学进步文明的强有力的新一代。虽然她并未详细描述这种新式教育所臻之理想境界，但将自己的希望与同时代改革者的希望联系在一起，相信通过他们的努力可以出现一个新的、美好的世界。她视推行新式教育为一场“和平革命”— 一场非暴力的、不流血的革命，认为这是人类光明和希望之所在。

第四节 论教育的环境

一、设立儿童之家的意义

蒙台梭利赋予儿童最初几年的生活以极其重要的意义，认为所有的社会习惯和道德习惯都在此时期形成，并影响终身。然而目睹现状，蒙台梭利深感不满，认为无论是社会还是家庭，都未能建立真正帮助儿童发展的制度。她强调指出，现代教育发展要求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目标一致，为儿童发展提供方便，但现实的情况却与此相悖。因此，儿童之家的设立就具有重要的意义。她在《儿童之家的章程规则》中明确指出：设立儿童之家的主要目的是“为那些外出工作不能照顾孩子的父母提供免费服务”[26]。其社会意义是通过“楼内学校”的特点表现出来的：一是有助于妇女外出工作，使家庭教育向社会化方向迈出第一步；二是有助于密切学校与家长的联系。儿童之家的设立还有“纯教育意义”，即为儿童的自然发展提供适宜的环境，根据儿童的年龄特点进行教育，促进其身心协调发展。

二、教育的环境

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内在潜能是在环境的刺激、帮助下发展起来的，是个体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她指出，旧的教育只包括教师和儿童两个因素，对于环境是不重视的。新的教育应当包括教师、环境和儿童三个因素，三者之间彼此都应发生作用。这个环境之所以必须是“有准备的环境（prepared environment）”，是因为现代人们的生活环境极其复杂，许多地方对幼儿并不适宜。一个孩子出生后要适应这样的世界，取得经验，就需要成人的帮助。为此，必须在成人和儿童的世界之间建立一座“桥梁”。所谓“有准备的环境”就是要起这样一种桥梁作用，其目的是使成人的世界适合儿童的发展。

如何为儿童预备环境呢？蒙台梭利认为，对于新生婴儿而言，最好的环境就是父母本身：“母亲必须喂养子女，当她出门时不应单独将他们留在家中。儿童需要‘营养’与联结母子间的‘爱’，因为它们可解决儿童适应上的困难。”[27]她认为，婴儿唯有与父母相处，吸取其言行，才能成长并适应世界。

对于3岁后的儿童，蒙台梭利则主张供给一个能激发其活动动机的“有准备的环境”。她所谓的“有准备的环境”主要是针对3～6岁的幼儿而言的。根据自己开办儿童之家的幼儿教育实践经验，蒙台梭利对“有准备的环境”提出了以下标准和要求：①必须是有规律、有秩序的生活环境；②能提供美观、实用、对幼儿有吸引力的生活设备和用具；③能丰富儿童的生活印象；④能为幼儿提供感官训练的教材或教具[28]，促进儿童智力的发展；⑤可让儿童独立地活动，自然地表现，并意识到自己的力量；⑥能引导儿童形成一定的行为规范。

蒙台梭利在她的著作中曾描述了她所创办的儿童之家的情形，可作为所谓“有准备的环境”的一个范本。她说：儿童之家并没有什么固定的形式，而是给儿童提供了活动和发展的一种环境。它附有一个宽阔的庭院，儿童可以在庭院的树荫下游戏、工作和休息。此外，它还有专门为儿童设计的工作室和休息室。室内的器具（如桌椅板凳）都做得小巧玲珑，便于儿童随意取用或移动。工作室是儿童之家的最重要场所，置有长玻璃柜和带有两三格小抽屉的柜。玻璃柜很矮，儿童可轻松自如地到柜中取放各种器具。在抽屉柜里，每个儿童有他自己的一格抽屉，用以存放个人物品。墙的周围挂有黑板，儿童可以在上面绘画写字；还贴有儿童喜欢的各种图片，并经常调换内容。工作室的一个角落还铺上了地毯，儿童可以在地毯上活动。休息室则是儿童彼此交谈、游戏和奏乐的地方。此外，饭厅和更衣室都按儿童的特点和需要布置。在这样的环境中，儿童是主人，他们饶有兴趣地活动着。每天的活动时间为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包括谈话、清洁、运动、用膳、午睡、手工、唱歌、照料动植物，以及各种感官和知识的训练、学习等。儿童的学习、工作可由自己安排掌握，不受规定时间的限制。[29]

综上所述，蒙台梭利所谓的“有准备的环境”就是一个符合儿童需要的真实环境，是一个供给儿童身心发展所需之活动、练习的环境，是一个充满自由、爱、营养、快乐与便利的环境。她认为，当儿童被置于上述“有准备的环境”时，他们就能按自己内部的需要、发展速度和节奏来行动，最终成长为表现出一系列优良品质和惊人智慧的人类一员。

第五节 论自由、纪律及工作

一、自由是科学的教育学的基本原则

根据蒙台梭利的儿童发展学说，儿童的生命潜力是通过自发的冲动表现出来的。这种冲动的外在表现就是儿童的自由活动。蒙台梭利对传统教育压抑儿童自发冲动的做法给予猛烈抨击，声称“在这样的学校里，儿童像被钉子固定的蝴蝶标本，每个人被束缚在一个地方——课桌椅上”[30]。她对于传统教育用惩罚或奖励来威逼或诱使儿童服从外加的、强迫的纪律这一做法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即使采用奖励这种似乎与惩罚不同的刺激，也只能产生非自然的或强加的力量。

蒙台梭利提出，真正的科学的教育学的基本原则是给学生以自由，“我们必须采用以自由为基础的教育方法去帮助儿童赢得自由。换句话说，对儿童的训练应帮助儿童把限制他们活动的社会束缚尽可能地减到最少”。[31]她要求允许儿童按其本性个别地、自发地表现，认为对儿童的自由活动采取何种态度，是区分教育优劣的分水岭。她还指出：如果说新的科学的教育学是起于对个体的研究，则此研究必须专心于对自由儿童的观察；并认为，如果要以最简明的言语来概括她的方法，即它是建立于“有准备的环境中的自由”的教学法。

为了有利于儿童的自由活动，蒙台梭利在儿童之家按照前述所谓“有准备的环境”，精心布置了一个给儿童以充分自由、便利的活动场所。在这种环境中，打破了成人强加给儿童的观念：动就是坏，不动就是好。蒙台梭利认为，允许儿童自由活动，这是实施新教育的第一步。在自由活动中，儿童体验到自己的力量。这正是激励他们发展的最大动力。

二、工作是协调自由与纪律的中介

儿童之家里存在充分的自由，这是否意味着否定纪律？如果要纪律，自由和纪律是什么关系？二者能否协调？通过什么来协调？在有关问题上，蒙台梭利提出了一些独特而耐人寻味的思想。

在要不要纪律的问题上，蒙台梭利肯定地回答：儿童之家是要纪律的，而且在儿童之家里，儿童也是守纪律的。这种纪律是怎样形成的呢？她指出：“纪律不可能通过命令、说教或任何一般的维持秩序的手段而获得。”[32]一切想直接达到纪律的目的都是不能实现的，真正的纪律对于儿童来说必须是主动的，只能建立在自由活动的基础上。因此她大声疾呼：“活动，活动，我请你把这个思想当作关键和指南：作为关键，它给你揭示了儿童发展的秘密；作为指南，它给你指出了应该遵循的道路。”[33]此外，蒙台梭利所谓纪律赖以建立的自由活动不是指的随心所欲的胡动蛮干或胡思乱想，而是指的一种手脑结合、身心协调的作业。在蒙台梭利的词汇中，通常把这种活动或作业称为“工作（work）”。有人认为，蒙台梭利的教育原理可用“工作”二字来综合。

蒙台梭利认为，工作是人类的本能与人性的特征。她声称在儿童之家发现了一件令人惊讶的事实，即儿童竟然“喜欢工作甚于游戏”。儿童喜欢操作教具，并从教具中得到满足与乐趣，毫无厌恶与疲倦的表情。她说：儿童的“工作欲”正象征着一种“生命的本能”，在顺利的环境下，工作这种本能会自然地从内在冲动中流露出来。她认为，儿童的工作与成人的工作性质并不相同。儿童的工作有以下特征：①遵循自然法则，服从内在的引导本能；②无外在目标，以“建构为人”或称自我实现、自我完美为内在目标；③是一种创造性、活动性与建构性的工作；④须独立完成，无人可替代或帮助完成；⑤以环境为媒介来改进自己，形成自己与塑造自己的人格；⑥依自己的方式、速率进行，为自己的内在需求而重复。[34]

蒙台梭利认为，幼儿期的各种感觉练习及日常生活技能的练习等自发的活动，都是工作。工作可起中介作用，将“自由”和“纪律”这两个在传统教育中根本对立的概念有机地联系与统一起来。换言之，工作可促进非压迫、非强制的纪律的形成。

蒙台梭利还具体分析了工作之所以能促使纪律形成的原因。

第一，从生理的角度讲，工作有助于儿童肌肉的协调和控制，从而具有正确支配自己行动的能力。第二，从心理的角度讲，工作有助于培养意志力，这是儿童服从纪律的先决条件。第三，工作有助于培养独立性。蒙台梭利此处所谓的独立性主要是个生物学的概念，即能自我支配，依靠自己的器官满足自己的欲望和要求。她认为，如果使儿童沉浸于工作，使他们学会“依靠自己”，从工作中获得乐趣，满足自己的欲望，这样，人人专注于自己的工作，“儿童之间没有妒忌，没有争吵”，良好的纪律就体现出来了。蒙台梭利还认为，只要儿童自发地工作，在工作中就会学会尊重他人的工作权利及懂得“善”和“良好的规范”。

从蒙台梭利的上述分析来看，显然，工作之所以能促进纪律形成的根本原因是由工作的性质、特点决定的。由于工作欲是儿童的一种内在冲动，工作是儿童身心发展的必经之路，因此只要引导得法，就可导致非压迫的纪律的形成。蒙台梭利说：“真正的纪律是通过工作第一次显现出来的。到了某一时刻，儿童对一项工作有了强烈的兴趣，我们从他脸上的表情和长时间全神贯注于一项活动，就可以看出，这个儿童已走上了纪律之路。”[35]在形成纪律的过程中，蒙台梭利和卢梭一样，完全排斥了“说理”的作用。她认为，幼儿仍处于潜意识向有意识的过渡阶段，成人的说教不会奏效。此外，采取强制命令、规范去束缚儿童将压抑儿童的个性，这是违反自由原则的。

上述通过工作这样一种在相当程度上是身心结合的自由活动去建立（或形成）良好纪律的思想，是蒙台梭利在自由与纪律问题上的基本与独特的观点。这一主张的实质即“纪律必须通过自由而获得”[36]。她认为，通过“工作”，儿童即可以“入其彀中矣”，即使放手给他们以自由行动的权利，也不会有越轨行为。这一主张在她的幼儿教育实践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蒙台梭利幼儿学校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较好的秩序、纪律，曾令参观者惊叹不已。

澳大利亚教育家康内尔认为：“自由、工作和秩序（liberty，work，and order）是蒙台梭利为儿童营造的建筑物的三根主要支柱。”[37]总的来说，蒙台梭利通过工作而统一起来的从自由经作业而到秩序的纪律教育思想是富有创见的。传统教育家们也未尝不希望通过良好的活动环境达到秩序，但又认为由于儿童天性的野蛮顽皮，此理想在儿童群聚处难以实现，故赫尔巴特声称必须用威胁、监督等管理手段克服儿童的“烈性”，作为教育的先决条件。[38]而蒙台梭利却把儿童的内在冲动视为发展的动力，试图通过积极的“引导”而不是消极的“堵塞”“防范”来达到秩序和纪律。二者的差别实际上反映了新旧两种教育观的对立。但蒙台梭利完全排斥说理在幼儿教育中的作用，不免和卢梭一样陷入了片面性。

第六节 儿童之家的教育内容

一、感官教育

重视幼儿的感官（或称感觉）训练和智力的培养，这是儿童之家的重要特色，也是蒙台梭利教育方法的一大特点。蒙台梭利重视感官教育主要是基于以下原因：第一，幼儿正处在各种感觉的敏感期，要不失时机地使感官得到最充分的发展。第二，感官是心灵的门户，感官对智力发展具有头等重要性。蒙台梭利认为，儿童在进入儿童之家以前，已在无指导的情况下吸收和积累了大量杂乱的印象，而正确的智力活动是建立在清晰的概念之上的，故整理印象应是“智力发展的第一步”，这也需要通过感官教育才能办到。第三，与蒙台梭利早期从事特殊教育时所形成的一个基本信念（“智力低下与其说是医疗问题，不如说是教育问题”）有关。她认为通过感官教育，可以对某些因感官存在缺陷而影响心智发展的儿童进行及时补救。只要这些感官缺陷在敏感期之前被发现，就有可能通过感官教育得到较大的改善。

基于上述认识，蒙台梭利极为重视感官教育。她的感官教育主要包括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及触觉的训练，其中以触觉练习为主。她说：“幼儿常以触觉代替视觉或听觉”，即常以触觉来认识周围事物，故尤为重视触觉。这一主张和卢梭相似。

在儿童之家里，蒙台梭利针对人的各种感官，专门设计了各种有独创性的教具。这些感官教具大致具有以下重要特点及使用要领。

教具根据其用途分为不同的种类 蒙氏的每一类教具基本上都由若干部件组成。所有部件除了某一维度（如大小、重量、频率高低等）有量的差异外，其余性质相同。例如，训练感知重量的教具，所有的部件均同质、同形，只是每个部件之间存在量的差异，以便使儿童通过操作这套教具，训练对重量感觉的敏锐性。

每种教具各训练一种特殊的感觉 蒙台梭利要求在训练时，应尽可能排除其他感官的干扰，以便使所要训练的感官得到的印象尽可能纯正、清晰。例如，为了训练触觉，要求儿童将眼睛蒙上，或者在暗室中操作训练触觉的教具，以便排除视觉的干扰。蒙台梭利强调：唯有集中精力，全神贯注地工作，这种工作或教育才具有最大的发展价值。

教具能控制儿童使用不当的错误 即儿童在操作过程中能根据教具的“暗示”进行“自我教育”，一旦使用不当，就要推倒重来，直到正确为止。例如，蒙台梭利设计了一套训练视觉感知能力的教具：在一块木板上有10个直径大小不等的圆孔，每个圆孔相对于1个能和它紧密配合的圆柱体。每2个相邻的圆孔直径只差1毫米。要求儿童正确地把混放在一起的10个圆柱体放进相应的圆孔中。儿童操作时，如果欲将一个圆柱体塞入直径小于它的孔，则不可能放进；如果放进比它大的孔，最后则至少有一个圆柱体放不进剩余的孔中。儿童这时要探究其中的原因并重新操作。儿童正是在独立操作教具及自行矫正错误并可能有多次反复的过程中，提高了在观察基础上的分析和推理能力。蒙台梭利认为，这是一种“自我教育”。“自我教育”是体现蒙台梭利方法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她一再强调：“人之所以成人，不是因为教师的教，而是因为他自己的做。”[39]

在实施感官教育时，蒙台梭利还强调应遵守循序渐进的原则。因为感官教育主要针对儿童的敏感期而拟定，而敏感期的出现是服从个体发展节律的，故应根据这种发展节律设计并循序渐进地进行感官教育。在感官训练上可采用分解的办法，把复杂的整体分解为简易的几部分进行练习。蒙台梭利认为，感官教育的循序渐进还具有实践意义，即可以使感官教育同读写算的教学联系起来。她说：“一旦感官教学走上正路，并唤起兴趣，我们就可开始真正的教学。”[40]

二、读、写、算的练习

在是否让幼儿学习读写算的问题上，一般的心理学家认为，幼儿期的主要任务是获得生活经验以及通过活动、游戏等形式去发展各种能力，不应过早学习文化知识。与此相反，蒙台梭利认为，3～6岁的儿童已具备学习文化知识的能力，这种能力是与具有吸收力的儿童心理特点一致的；教育者应当利用这种能力，为儿童准备适当的教材、教具，并提供正确的学习途径。

在儿童之家里，可谓异乎寻常的是，蒙台梭利打破常规，将写字的练习先于阅读的练习。她认为文字的书写关键在于握笔，即肌肉的控制能力，因此，主要通过触觉的训练就能循序渐进地过渡到书写练习。蒙台梭利识字法的渐进程序大致如下。

第一阶段，练习执笔、用笔的机械动作，训练儿童的肌肉机制和握笔能力。属于手工作业的绘画练习可作为握笔能力训练的间接准备。

第二阶段，掌握字母的形体。大致可分为三个步骤：①通过视、触、听觉相结合的练习，了解字母形体。可以从砂纸上剪下大型的手写体字母，贴在方形的硬纸板上，让儿童把视、摸、描、发音结合起来。②辨认字母的形体。即当儿童听到某个字母的发音时，能从教师所给出的一些字母中辨认出该字母的形状，并选出来交给教师。③记住字母的形体。教师可将字母放在桌上，几分钟后，再问儿童：“这是什么？”以使儿童巩固记忆。蒙台梭利认为，通过上述步骤，儿童可以掌握字母。当儿童熟悉字母后，就可以给儿童一支笔，临摹字母，开始练习写字。

第三阶段，练习组字和词。由于意大利文的拼写和发音十分接近，因此这一点对儿童并不困难。蒙台梭利受德弗里“突变理论”的影响，认为儿童由于通过多次的触摸等活动，知道了字母的形状，很快就能“爆发”出写字的欲望和能力。这时他们会连续地写，到处去写（包括路上、门上、墙上乃至面包上）。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这种举动不是为了执行任务，而是服从内部的冲动。在儿童之家中，据说4岁的儿童毫不费劲地就学会了写字，这在当时被视为奇迹。

掌握了文字书写的技能之后，儿童再转入阅读学习。阅读教学及算术教学也都遵循由简单到复杂的程序，有时可采用生活中的实例，但主要的途径仍然是各种感官教具。

蒙台梭利经过实验，证明所有儿童都具有学习读、写、算的能力。她感到遗憾的是：人们并未认识到6岁前的幼儿已进入学习的敏感期，否认他们有学习读、写、算的可能，这就严重影响了儿童的发展。

蒙台梭利的上述思想为儿童的早期文化教育提供了理论和范例，富于启迪和借鉴的意义。但也有人指责她的有关主张的缺点是：其一，强调的是词汇的学习，而忽略了句子结构的学习；其二，按照她的语言学习“爆发式”的顿悟说观点，忽略了儿童之间及儿童与成人之间语言交流的作用。

三、实际生活练习

蒙台梭利的感觉训练、读写算的练习，属于蒙氏教育体系中“发展的练习”。另一类练习则为实际生活训练，又称为“肌肉教育”或“动作教育”。主要包括以下几项。

日常生活技能的练习 注重实际生活技能练习，是儿童之家的显著特点之一。这种练习可培养独立性。蒙台梭利声称：“谁若不能独立，谁就谈不上自由。”[41]通过实际生活技能练习培养自理能力正是培养独立的人的重要途径，也是蒙氏培养目标的具体化。当然，我们也应看到，儿童之家收托儿童的时间很长（每天约8～10小时），幼儿人数很多，而教师只有1名，如果幼儿都长期生活不能自理，教师也难于全面照顾。蒙台梭利借鉴低能儿童教育的成功经验，在儿童之家中推广日常生活技能的练习。蒙台梭利早年受塞贡影响甚大。塞贡主张将人类实际生活需要作为激励低能儿童活动的动机，使之通过活动增长智力。蒙台梭利对此十分信服，并成功地应用于特殊教育实践。儿童之家的幼儿虽属正常儿童，但她认为正常儿童与低能儿童在幼儿期颇多共同之处：一个是还未发育的儿童，另一个是没有能力发育的儿童，故有些方法是可以通用的。蒙台梭利认为，日常生活技能的练习是一种要求神经系统与肌肉高度协调的综合性运动，对儿童的发展颇为有益。

在儿童之家里，蒙台梭利设计了不少诸如练习走路、正确的呼吸、说话乃至开抽屉、开门锁、系鞋带、系扣子、看书等一系列的练习和专门的教具。她要求儿童在练习时应掌握要领，力求将动作完成得准确、迅速。为此还可将较为复杂的动作（如穿衣）进行合理的分解，指导儿童有分有合地进行练习。她要求儿童做的每一种动作，不仅要达到动作的目的，还要注意达到目的的方式。

园艺活动 蒙台梭利接受了卢梭的影响，主张儿童应多到大自然中从事自由活动。她认为，儿童从事在自然环境中进行的园艺活动有很多益处。其一，可使儿童脱离人为生活的束缚。其二，符合儿童的兴趣，有益于儿童的健康。其三，能练习动作的协调。其四，可发展儿童的智力。主要表现为可训练儿童的感觉、观察力，识别事物的异同；激发他们探求事物发展内部原因的求知欲。其五，可以发展预见性。她认为幼儿所想的只是眼前的事物，而不考虑未来；但当他们通过园艺活动，知道动物须喂养，植物应浇水，否则就会饿死或枯萎时，他们就将过去与未来联系起来了。蒙台梭利认为，这种情况并非成人提出要求的结果，而是自动发生的，也属于一种自动的教育。

手工作业 蒙台梭利的手工作业主要是指绘画和泥工。她主张，儿童在学习写字前，先要学习绘画，以作为基础，故她将绘画称为写字的“间接法”。具体做法是：首先准备各种立体的图形作为教具，让儿童用手触摸图形的轮廓，再将形体放在纸上，要儿童将轮廓勾画出来，最后用色笔涂满所绘轮廓。至于泥工，即要儿童将泥土塑成各种器具或动物。蒙台梭利认为，泥工既可练习手的动作，也为儿童提供自我表现的途径。

体操 蒙台梭利认为3～6岁的幼儿正处于锻炼肌肉的重要时期。为帮助儿童的肌体得到正常发展，应为他们设计各种体操练习。她认为，此时最主要的体操练习应是走步。走步首先要学习保持身体平衡，为此她根据儿童的生理特点设计了一种“走线”（直线、椭圆形线与“8”字形线）的平衡练习。此外还设计了其他的一些特殊器械和设备，帮助儿童进行一些基本的动作练习。

节奏动作 这种练习的目的是促进儿童动作的协调，发展节奏感。练习的第一步是要儿童在音乐中走路、跑步和跳跃。第二步是使儿童按乐调做出不同的节奏动作。最后发展到由儿童自由表演各种优雅的动作。开始练习时儿童只是乱跑乱跳，经过多次练习后逐渐具有了强烈的节奏感，并可随着各种音乐翩翩起舞。

上述蒙氏教学法中不乏匠心独具之处。总的来说，她要求手脑结合，身心和谐的幼儿活动的指导思想是可贵的；但与此同时，她也提出过一些招致争议乃至批评的意见，主要表现在她把现实的活动同想象的活动对立起来。蒙台梭利反对儿童游戏，特别是批评福禄培尔鼓励儿童想象的游戏。她声称，“在儿童的生活中，游戏并不重要”，游戏是儿童无事可干时才会想到的花招，“当儿童感到他有重要的事情要干时，他是不会进行这种琐细的活动的，他视游戏就如同我们看待下棋或打桥牌一样，只是闲暇时的一种快乐的消遣。如果强迫他们长时间从事这种游戏，他们就会感到痛苦”。[42]她认为，儿童只有从事真实的活动（如自我服务和家务劳动），才能产生活动的目的性、责任感和其他社会性的品质。她也不赞成给儿童准备漂亮的玩具，认为与其给儿童假的洋娃娃，不如让他们接触真正的伙伴，从事真正的交往。蒙台梭利把她的教具统统称作教材（materials），不叫玩具（toys）。

蒙台梭利忽视乃至反对培养想象力的倾向在前述的绘画与音乐教育上也体现出来。她明确反对“自由绘画”，声称：“这在我的体系中并没有地位。我避免用这些无用的、不成熟的，令人厌倦的努力。”[43]在她的教学体系中，绘画教育是建筑在感官教育基础之上的，实际上只是一种无想象力的对外界事物的临摹，所要培养的只是精细的观察能力和良好的手控能力。音乐教育也是建筑在感官教育基础上的，在其过程中，着重的是节奏感及听觉辨音的训练，并不强调对音乐的美感和情操的培养。此外，她还反对向幼儿讲述神话故事，认为这些故事不仅使幼儿产生幻想，而且让幼儿被动地接受，违反了自由活动的原则。蒙台梭利的上述观点显然是失之偏颇的，因此后来受到了人们的指责。

这里要说明的是，蒙台梭利之所以不赞成培养幼儿的想象力，主要出自两个原因：一是她所领导的儿童之家主要收容从小处于贫困家庭的贫民子女，如果倡导培养想象力，会导致儿童不切实际的空想。蒙台梭利曾说：丰富的想象力意味着“他们对生活有着一种伤感和浪漫的色彩”。二是根据幼儿的身心特点，想象只能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正确感知才能有积极意义，而幼儿正处在培养感知的阶段，所以不能在此时对他们提出发展想象力的要求。

此外，我们还应看到，蒙台梭利的这一观点与她早年从事特殊教育的经历不无关系。对于低能儿童来说，进行个别的感官及生活技能训练是有益和有效的，而提出更高的要求则是不切实际的。由此而形成的信念及习惯对她后来从事正常儿童教育也颇具影响。反对培养幼儿的想象力即可视为影响之一。不过也应指出的是，蒙台梭利并不反对在较高教育阶段培养想象力。她在论述7～11岁儿童教育的《高级蒙台梭利方法》中曾辟专章论述有关问题。

第七节 论科学的教育学及教师

一、论科学的教育学

科学的教育学是蒙台梭利时刻不忘的话题及毕生为之探索、奋斗的目标。她在《蒙台梭利方法》中指出，尽管科学的教育学“至今尚未形成”，甚至“也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但她坚信，科学的教育学必须通过实证科学与实验科学来建立，其中“生理心理学或实验心理学将为新教育学奠定基础”。此外，“应用于研究儿童体格的形态人类学也是促进新教育学发展的一个强有力的因素。”[44]她还借用塞贡的话说：“今天，人类社会迫切需要重建教育方法，为此奋斗也就是为人类复兴而奋斗。”[45]

为了建立科学的教育学及教育方法，蒙台梭利提出了以下构想：一是在理论及实践中将科学与教育融为一体。“这种融合将把科学家直接引入学校这一重要领域，同时也将把教师提高到目前科学家的水平。”不过在这样做时，她要求“我们应该更多地培养教师的科学家精神，而不是科学家的机械技巧”。[46]二是创办科学实验学校，鼓励教师进行科学观察，以便他们通过实践掌握科学方法要领。蒙台梭利认为，创建科学的教育学是为了更好地了解儿童，发现童年的秘密，而绝不会束缚儿童。相反，“如果科学的教育学一旦在学校里诞生，那么，学校必然会允许孩子们自由地和自然地表现自己，使一切充满生机。这是一种根本的改革”。[47]她一再重申：“科学教育学的基本原则应该是学生自由的原则。”[48]在她看来，只有在自由状态中观察儿童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儿童的特性。总之，在蒙台梭利的心目中，科学教育学与儿童中心的自由教育是协调统一的。

二、论教师

如上所述，在蒙台梭利学校，主要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式是自由活动、自我教育。她认为，新教育改变了传统的教育模式，由原来的儿童被动和教师主动，变为儿童主动和教师“更多地被动，而不是主动”[49]，或者说由教师中心变为儿童中心。蒙台梭利根据其科学教育学及儿童中心论的观点，对幼儿教师提出了以下三点要求。

（一）具备观察的素质，了解儿童特点

蒙台梭利认为，观察是一种科学方法，是了解儿童之路。教师只有努力使自己成为一位观察者，才能耐心地等待，不干涉儿童，尊重儿童的各种活动，使儿童自动地为他们显示其需求。如此教师才能真正地了解儿童的精神，并揭示其生命的法则——内在的秘密，而给予适时与适量的帮助。因此她认为，善于观察应是教师必须具备的素质，“观察时等待”是教育者的座右铭。[50]有时甚至说：观察是幼儿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和研究的唯一一本书”[51]。

（二）善于指导或引导儿童

蒙台梭利认为，观察及了解儿童虽然重要，但不是教育的最终目的。“教育工作者的首要任务是：刺激生命——使儿童自由发展与开展。”[52]这就要求教师的工作除了消极的观察，还应进行指导、引导及示范。在这方面教师主要有4项职责。第一，不是直接教儿童方法和观念，也不能采用奖罚等手段（因为外部的评价，会剥夺儿童自己独立的能力）。教师的职责是给儿童提供活动的环境及进行作业的教具。教师应成为环境的“保护者（keeper）”与“管理者（custodian）”，使这个家充满舒适、和平、清洁、秩序。第二，应是儿童的示范者。即教师应注意自己的一言一行，在仪容上要整洁，在风度上要自然、大方、文雅、端庄。因为儿童是吸收者与模仿者，教师的任何言行举止都可能无意识地影响儿童人格的发展。第三，根据儿童的成熟程度，引导儿童选择相应的作业，然后促使他们通过作业达到自我发现和发展。为了使儿童选择适当的教具，教师先要对教具有充分的了解，对每套教具的难度和在使用中所产生的内在兴趣都要有亲身体验，由此可推断出儿童在每项教具上将花费多少精力和持续多少时间。第四，指导的另一含义是维持良好的纪律和阻止不良行为。前文已提到，蒙台梭利主张通过“工作”来培养和维持纪律，但是教师必须在两个问题上约束学生：一是不允许冒犯和打扰他人；二是必须正确使用教具。

在蒙台梭利的体系中，教师的主要工作是指导，所以她把“教师”的名称改为“指导者（directress）”。她认为，当好一个指导者并不容易，指出教育工作中如果缺乏一个受过良好训练的教师的指导，那么环境再好也无用。

（三）成为学校与家庭、社区的联络者与沟通者

蒙台梭利认为，教师必须时常与儿童的父母及生活的社区联系沟通。这是因为家庭与社区都是儿童的社会环境，并占据了儿童生活的大部分。通过这种联系，有助于澄清家长与社会的旧教育观念，使学校与家庭、社会共同努力，从而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此外，儿童之家的特点及重要性即在于使学校与家庭合一，并作为一个过渡机构，使学校具备社会化的功能。因此，教师保持与家长、社会的联络和沟通，自然是其职责之一。

第八节 历史地位与影响

一、蒙台梭利与福禄培尔幼教体系比较

蒙台梭利是西方教育史上与福禄培尔齐名的幼儿教育家之一，他们的教育理论既有不少相同（或相似）点，也存在许多不同之处。

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都深受卢梭的影响，反对传统教育对儿童身心的束缚和压迫，反对外铄论；信奉性善，赞同内发论，主张以儿童为本位；要求认真研究儿童的特点，遵循自然，强调教育中自由及活动的重要性。二是都极其重视幼儿期（尤其是3～6岁幼儿期）的教育，重视童年生活对人的影响，倡导建立专门的幼儿社会教育机构及培训大批合格教师来从事幼儿教育工作。

他们的不同之处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在教育内容、方法上，福禄培尔倡导“游戏”“恩物”、作业（绘画、纸工、手工），认为游戏是幼儿自我表现的最高形式，强调应通过游戏来发展幼儿的想象力和创造力；蒙台梭利则主张“工作”、自我教育、感官教育（包括读、写、算的练习）、实际生活练习等，认为工作是幼儿特有的有价值的活动，反对有想象活动的游戏及玩具，否定创造性游戏在幼儿教育中的重要作用。二是在教学组织形式上，福禄培尔要求组织集体教学，蒙台梭利则主张个别活动，单独的学习。三是在教师作用问题上，在福禄培尔的幼儿园里，教师被视为“园丁”，须承担对幼儿的关心、指导乃至教学（如“恩物”的演示、说明）的职责；而在蒙台梭利的儿童之家中，教师由主动转向被动，被称为“指导者”，只是承担指导、引导及环境保护、看护的责任。由于蒙台梭利与福禄培尔在具体的教育主张上有上述差异，因此有人提出：蒙氏体系的确立使得“幼儿园有史以来最重大的一种教育体系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使得幼儿教育思想“多元化”“多样化”了。[53]

二、蒙氏学说20世纪20年代在美国的衰落及原因

自从蒙台梭利于1907年创办了儿童之家，1909年出版了《蒙台梭利方法》一书之后，她的幼儿教育理论在各国幼儿教育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推广蒙台梭利方法力度最大的国家首推美国。美国采用蒙台梭利方法的学校一度达200多所。然而20世纪20年代后，蒙台梭利热在美国及一些国家跌入低谷。究其衰退的原因，主要是由于蒙台梭利的教育观点与美国当时影响较大的教育理论，存在着重要分歧。

对智力发展及早期教育的看法 在20世纪20年代，英、美等国关于儿童智力及心理发展最盛行的观点是“智力固定说”或“发展预定说”，并依据此观点反对倡导早期教育。比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宣扬“复演说”，认为人正常的心理发展是复演种族发展史，是一种预定模式的自然呈现。他认为，8岁以前的幼儿阶段相当于“类人猿阶段”，让小于8岁的儿童学习读、写、算是浪费时间，有害无益；另一个著名心理学家格塞尔（A. Gesell，1880—1961）宣扬“成熟说”，认为人的心理发展是由机体的成熟决定的。成熟是按一定顺序的固定模式出现的，在儿童成熟的时间表之前去教儿童只能事倍功半。当时另一位美国著名学者卡特尔（J. McKenn Cattell，1860—1944）与英国著名学者高尔顿（F. Galton，1822—1911）均视个体的特征是由遗传决定，故认为个体智商是固定不变的。法国人比纳、西蒙则用量表来衡量儿童的智力水平。制定量表的目的之一就是淘汰智力有缺陷的儿童。他们的做法都支持了“智力固定说”及早期教育无用的观点。在有关问题上，虽然蒙台梭利认为儿童的发展受内部潜能的驱使，须遵守宇宙的自然法则，也呈现一定的节律性，但这种发展须在适当的环境和条件下，借助于一定的刺激才能表现出来，儿童须依赖“工作”才能发展自然的禀赋，并使所形成的各种功能得以正常发展。她认为，儿童的智力并非固定或预定的，儿童的智力落后是由于早期遭错误的对待而产生的，并可通过及时发现并采用特殊的教育措施而予以补救。此外她还重视早期教育，认为幼儿阶段是人格形成的决定性阶段，可以而且应当学习读、写、算等文化知识。总的来说，蒙台梭利倡导的可以说是一种“动态”的发展观及“可变”的智力观，不能不被当时势力强大的“静态”的儿童发展观（发展预定说）、“不变”的智力发展观及其主张的早期教育无用乃至有害论所排斥。

对于刺激反应和强化作用的看法 20世纪20年代行为主义心理学在美国很时兴。华生提出了刺激—反应（S-R）公式，将此作为解释行为的原则，认为有什么刺激就会有什么反应。桑代克断言，人类和动物只在刺激和反应的“联结”上有数量的不同，而无质量的差别；认为人类的学习和动物一样，为“练习律”和“效果律”所支配，新的刺激作用于被动的机体，经过重复的练习和奖励的强化，就能使学习获得成功。按照上述观点，教育工作者不必注重儿童自身的兴趣、动机、结构及个别差异，单纯外因即可以决定儿童的发展。蒙台梭利则认为，每个儿童都有自己的内部结构及身心发展规律，他们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刺激，环境应适应儿童的内在需要和兴趣。她还认为，人的能力和认识的动机在生命开始时即存在，有适宜的刺激时就可以被引发出来，并不需要对学习进行外部的强化。蒙台梭利的上述观点和行为主义的外因决定论的观点显然是不同的。

对感官训练的看法 对于蒙台梭利强调系统的、形式的、通过特定的教具进行单独的感官训练的做法，美国一些学者也进行了批评，认为她的有关做法是人为的、孤立的；她虽然强调自我教育、自由发展，但实际上并不符合“自由教育”的原则。杜威对此则评论道：“蒙台梭利教育法和美国教育革新家意见不同之处，不是对于自由价值的主张有什么不同，只是他们运用自由的方法彼此不同。蒙台梭利学校的学生，在物质方面似比美国教育家所办学校中的学生觉得自由些，但在思想方面，他们却不及美国学校的学生了。”此外他还指出：在蒙台梭利学校里，儿童“虽有选择所用器具的自由，却没有创造的自由，没有选择自己目的的自由”。[54]

如果说杜威对蒙台梭利学说的评价是褒贬兼而有之，且褒大于贬的话，另一位著名的进步主义教育活动家克伯屈（William Heard Kilpatrick，1871—1965）对她的评价则基本是否定的。克伯屈认为，受惠于塞贡的蒙台梭利学说的内容，“主要是属于19世纪的中期，是落后现代教育理论发展约50年的学说”。[55]他对蒙台梭利的批评集中于两个方面：一是感觉训练是落伍的，所采用的教具缺乏变化，无法充分激发儿童的想象力，运用于读、写、算在英语国家更是不可能的；自动教育也是一种梦想，而非事实，因此断定她所倡导或发明的感官教育及教具具有很大局限性，价值不大。二是缺乏社会生活的训练。克伯屈指出：蒙台梭利的各类教具脱离实际生活，缺乏社会兴趣及社会关系；儿童的学习是单独进行的，没有提供与社会合作的机会，因此相对于杜威的学校社会化及从生活、经验中学习的主张，蒙台梭利是瞠乎其后的。有人指出：“克伯屈以一位名教授、名教育家的身份，对蒙氏体系做如此苛刻、严厉的批评，其对当时教育人士之冲击与影响是不可言喻的。”[56]

对师生关系及教学组织形式的看法 从传统教育的观点而言，教师中心、课堂中心、书本中心是天经地义的。蒙台梭利则反对学校设固定的时刻表，儿童可自由选择作业、自由活动、自我教育，儿童是学校的中心，教师则是观察者和指导者。这些观点自然会受到主张维持传统教学秩序及教师权威地位的人的反对。

对教育对象的看法 由于蒙台梭利有过早年从事特殊教育及贫苦儿童教育的经历，美国代表中上阶层利益的社会舆论认为，蒙台梭利教育法是针对身心有缺陷的儿童设计的，只适用于环境恶劣的贫苦阶层的儿童，而不适用于中上阶层家庭的儿童。

由于上述种种原因，包括来自不同营垒、持不同立场的人对于蒙氏体系的责难、批评及分歧意见，特别是来自于克伯屈的批评，美国的蒙台梭利热1915年后“顿时冷却，且以相同于蹿起时的惊人速度快速衰退。到了1918年，只剩零星的报道而已”[57]。当时尽管蒙台梭利仍然健在并积极活动，却有人宣称：“蒙台梭利的全盛期已过。”但历史人物及其学说的命运往往是曲折的。当蒙台梭利在美国遭到冷遇时，人们未曾料到，40年后，蒙台梭利学说会重新获得肯定的评价并兴起一股响应的热潮。

三、当代对蒙氏学说的评价及其影响

（一）国外对蒙台梭利学说的评价

20世纪50年代末叶，蒙台梭利的下述主张在美国等一些国家又重新引起人们的注意并得到了肯定。

第一，蒙台梭利重视早期教育的思想受到了支持。以前美国一些学者曾否定童年是认知发展的关键时期。20世纪60年代以来，许多心理学家已抛弃了这一见解。比如，心理学家布卢姆综合了有关生长模式的研究，提出儿童早期是智力和情感的功能发展最迅速的时期，认为早期缺少智力刺激的儿童，将永远达不到本来应达到的水平。现在人们已普遍承认从初生到7岁是儿童智力发展最快的时期，不应错过良机对儿童进行教育。20世纪60年代后不少心理学家对幼儿学习阅读、计算问题也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研究报告。比如，斯塔慈（A. W. Stats）1962年以实验证实：对4岁儿童如能给予个别的注意，并允许他依自己的速率学习，则可学会阅读。福勒（W. Fowler）1962年教他2岁的女儿阅读，后写成专论，证实早期智力刺激的重要性。德尔金（D. Durkin）1954年起以50名学前儿童做纵贯式8年研究后发现：所有儿童在6岁之前均可学会某种程序的阅读，进入小学3年后更显示出早期的阅读可导致良好的成绩。上述新的研究结论都支持了蒙台梭利的观点。

第二，蒙台梭利对于儿童智力及心理发展的看法受到了肯定。前面已述，蒙台梭利认为智力、心理的发展虽是由内驱力推动的，但既不是单纯的内部成熟，也不是环境、教育的直接产物，而是机体和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后天的环境与教育能影响智力的发展。这种通过与环境交往获得经验，使儿童智力、心理得到发展的观点，得到了当代儿童心理学巨擘、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与美国心理学家布鲁纳等人认知发展理论的赞同。现在人们已普遍接受了这一观点，即为儿童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措施，通过丰富儿童的经验及各种活动，可以开发儿童的巨大潜力，消除和防止智力落后的现象。这不啻又回到了蒙台梭利的立场。

第三，蒙台梭利强调的感官训练思想也受到重视。皮亚杰早在1942年就提出：“感知的运动的智能是思维的源泉，而且在人的一生中将继续不断地受到知觉和实际活动的影响。”[58]近年来美国的学者们也主张：认知能力的培养应从感觉训练开始，感觉发展得越好，带来的外界信息就会越多；而缺少感觉的经验，会影响到知觉的发展。这些观点都符合了蒙台梭利的主张。此外，美国心理学家亨特（J. McV. Hunt）于1962年在对蒙台梭利设计的感官教具进行了研究以后指出：她的教具并不像以前人们所说的那样死板，而是有一定的心理学根据的，并可以解决“动机”问题。亨特根据皮亚杰的理论，提出智力的发展依赖于两个因素，即内在的可能性和有刺激的环境，只有在这两个因素配合得十分“相称（the match）”（或称“匹配”）的情况下，才能激起儿童学习的动机，并促进智力的发展。他认为，蒙台梭利的有关做法，即让儿童在有准备的环境中，根据自己的意愿和进度，选择按等级顺序排列的教材或教具，可以解决“相称”问题，从而促进儿童的发展。

第四，蒙台梭利的敏感期及儿童心理发展的阶段论理论受到了现代心理学家的支持。蒙台梭利早年自德弗里的昆虫研究而获得灵感，提出了儿童发展敏感期及关键期的理论，认为儿童如果在敏感期中遭遇障碍，则心理的损害将难于弥补。现代不少心理学家继续了这一研究。比如，洛伦茨（K. Lorenz）于1935年提出了“印刻（imprinting）”学说；索普（W. H. Thorpe）于1961年提出了小鸟学唱歌的敏感期研究；斯科特（J. P. Scott）于1968年对于关键期的定义赋予新的教育意义，将关键期定义为“情况的稍许改变可导致巨大影响的时期”。他们的研究证明了：学习有其适应时机与预备状态，必须抓紧敏感期及时施教。这些都支持了蒙台梭利早年倡导的观点。

上面所介绍的是20世纪50年代以后人们对蒙台梭利的新的、肯定的评价。但是，正如杜威所说的：“教育上的事没有一件是没有争论的。”现在尽管不少人对蒙台梭利的教育主张予以肯定，但也仍然存在非议，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蒙台梭利感觉训练的评价，有些人仍然认为她的做法机械、呆板、烦琐、枯燥，所用教具脱离生活实际；二是蒙台梭利教育法限制了儿童的想象力、创造力以及情感和语言的发展；三是在儿童提早学习读、写、算问题上，有些教育家并不怀疑蒙台梭利从感觉训练开始，教儿童学习读、写、算的成就，但他们从珍惜儿童童年的立场出发而反对这一做法。

（二）我国学者对蒙台梭利教育思想的评价

蒙台梭利教育法于1913年由日本传入中国。20世纪20年代以前，对中国的幼儿教育产生过一定的影响，有一些学者曾著书或撰文予以介绍。20世纪70年代后，大陆及台湾都有一些学者继续对蒙台梭利的教育思想进行探究。我国学者（主要是当代大陆学者）对蒙台梭利思想的评价大致有以下基本观点：充分肯定了她反对旧的传统教育，以及努力探索新的幼儿教学法的努力，认为她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见解，值得人们吸取、借鉴或进一步研究；同时，在以下六个问题上批评了她。

第一，在对儿童心理发展问题的看法上，尽管蒙台梭利承认心理的发展是持续不断的前进过程，并强调机体和环境的交互作用，但由于她并不承认心理发展的根本动力是主客观相互作用引起的内部矛盾，这就使她的理论仍存在缺陷，并未达到科学认识论的水平。此外，她的生命力学说带有某种神秘的、唯心的色彩。

第二，批评蒙台梭利对环境的看法。蒙氏所谓的环境主要是指自然环境及简单的物质环境。批评者认为决定人的心理发展的环境主要是社会环境、社会生活；儿童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不仅是与物的关系，更重要的是与人发生关系；蒙台梭利要求儿童只注意物，而不注意人，对儿童的影响出自“物”的组织，而不是成人的影响，这样，儿童只能获得一些脱离社会生活的个人经验。

第三，蒙台梭利的教育方法是脱胎于教育低能儿童的特殊方法。此方法的特点是：以过时的官能心理学作为出发点，将感官教育建立在形式训练说的基础之上，推演至正常儿童，遂使其方法在实践上带有机械训练的性质，在理论上带有旧时代的烙印。

第四，蒙台梭利主张自由教育、自动教育，将教师的职责由主动转向被动，否定了教师在儿童个性形成中应起的重要作用。

第五，蒙台梭利一概否定奖惩，否定儿童的假想游戏等观点也失之偏颇。

第六，蒙台梭利虽注重方法的研究，却不注意课程问题，对幼儿应掌握哪些基本知识亦未作明确要求，致使实践中课程常有凌乱现象。[59]

（三）蒙台梭利在当代的影响

蒙台梭利的学说从问世到当代，尽管一直存在着对它的批评意见，但蒙台梭利对幼儿教育的贡献及重要性已成为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她被人们赞扬为“儿童世纪的代表”，“在幼儿教育史上，是自福禄培尔以来影响最大的一个人”，并对“英语国家的教育影响尤大”。[60]亨特在1964年版《蒙台梭利方法》的序言中指出：蒙台梭利方法重视儿童早期经验，主张通过感知的运动的协调促进智力发展等思想符合当今的儿童心理学的见解，成为它目前在美国流行的主要原因。1958年，美国第一所新蒙台梭利学校在康涅狄克州格林尼治城创立。1972年，美国蒙台梭利学校即达762所，1980年则超过了2000所。在这些幼儿学校中，她的重视“工作”价值及环境的哲学取代了无法控制的及非引导的游戏的地位。在其他国家，蒙台梭利的影响也在不断扩大。有人指出：“蒙台梭利方法因为简明、学习材料精确、目的狭窄以及结果明确，对于渴望在工作中获得一些可靠指导的许多教师是有吸引力的。”[61]

1969年，蒙台梭利思想的推崇者在纽约成立了“进步的蒙台梭利国际协会”，自称“代表进步的蒙台梭利教育思想”，并提出了一套有组织的教育方案，要求按照蒙台梭利的教育原则，应用现代教学技术，进行新的改革。1979年，蒙台梭利的另一批信徒又在华盛顿成立了“国际蒙台梭利学会”，目的是向全世界传播蒙台梭利的新教育主张，力图使她的“通过教育改革社会，进而实现世界和平”的理想得以实现。与此同时，1929年在荷兰成立的“国际蒙台梭利协会”也仍在积极活动。蒙台梭利逝世后，由她的孙子马里奥·蒙台梭利（Mario M. Montessori）领导，此组织在欧洲较有影响。

曾长期追随蒙台梭利工作的史坦丁（E. M. Standing）在《蒙台梭利的生平和著作》中说过：“蒙台梭利教学法不是一个完结的方法，它如同生物继续生长着。”可以预期，今后各国还会有许多幼儿教育工作者会继续发展、完善蒙台梭利的教育理论，将她如此珍爱并奉献终身的幼儿教育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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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于19世纪70年代，衰落于20世纪50年代，是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也最广泛的一种教育思潮。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已经内化、提升为美国教育的“传统智慧”。它是理解美国教育、美国文化乃至美国历史的不可逾越的基石。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欧洲新教育思潮一起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教育思想的主流，同时又是世界现代教育思想的重要开端，对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它也是理解世界现代教育思想的一块不可逾越的基石。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应对美国工业化和民主化对教育的挑战的产物。它所面对和努力解决的问题——工业化初期和民主化初期的问题，是许多国家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的问题。因此，研究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更具有现实的意义。

第一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从总体上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四个方面：社会大转折、旧教育的不适应性、进步主义、世界教育科学和思想的发展。“社会大转折”和“旧教育的不适应性”共同构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形成的客观必要性；“进步主义”与“世界教育科学和思想的发展”共同构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形成的主观可能性。

一、社会大转折

南北战争到20世纪初是美国历史上的重大转折时期：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大转折，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转折，由殖民地文化向独立文化的大转折。

（一）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大转折

1.工业化与手工训练学校、职业教育运动

南北战争后出现了以电子工业为标志的新兴工业，使美国完成了由第一次科学技术革命向第二次科学技术革命的转化。19世纪末期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并成为世界最先进的工业国家。

工业的高速发展急需大批熟练工人。由于现代劳动分工过细，车间不再是学习手工艺的最佳场所，原来的师徒制无法适应培养熟练技术工人的需要。那么如何才能解决工人的培养问题呢？

1876年，在费城的百年博览会上，俄国莫斯科高等帝国技术学校校长沃斯（Victor Della Vos）向美国揭示了一条解决工业人才问题的通道：以教学车间（instructive shop）取代在职训练（on-the-job training）。莫斯科高等帝国技术学校创办于1868年，其课程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数学、物理等基础学科；另一部分就是通过学校的教学车间传授的细木工、铁匠等技术课程。沃斯的思想在美国产生了巨大反响。1879年6月6日，华盛顿大学的伍德沃德（Calvin M. Woodward，1837—1914）受俄国教育经验的启发，在华盛顿大学创办了一所附属手工艺训练学校。学校的课程分为两部分：智力部分（数学、绘画、科学、文学、历史）和体力部分（木工、金工、制模、切割、锻压、焊接）。这是美国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由此，在美国兴起了一场“手工训练运动（The Manual Training Movement）”。实质上，这是一种融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为一体的综合性学校，是美国综合中学历史的开端，也是美国职业教育运动的开始。

手工训练学校最初的办学目标是含蓄的。伍德沃德在1879年指出，新学校的目标是既强调脑力劳动也强调体力劳动，是普通的而不是职业的，重点在教育上而不是在生产上。然而，24年后他却夸口说：“由于手工训练学校的成倍增加，我们解决了国家所需要的所有技工的问题。”[1]因此，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手工训练学校分为两类：一类能够始终坚持1879年那个伍德沃德所强调的手工训练的教育性、普通性，如杜威在《明日之学校》（Schools of Tomorrow）中分析的帕克的昆西学校、约翰逊的有机学校、沃特的葛雷学校等；一类却像1903年的伍德沃德一样，将手工训练与职业、技工等功利主义联系在一起。真正的进步教育家如杜威、博德、克雷明等认为，只有前一类的手工训练学校和手工训练运动才属于进步主义教育。而后一类手工训练学校和手工训练运动实质上是一些研究“实际”的教育工作者和后来出来支持他们的大资产阶级一道打着“工业进步”和“教育进步”的旗号发起的一场职业教育运动。

2.农业机械化与自然研究、农村生活教育运动

农业机械化是工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从南北战争到20世纪30年代，美国农业经历了一个以畜力为主要动力的半机械化到以蒸汽机、内燃机为基本动力的机械化过程。

农业机械化是农村生活发生的最深刻的变化：农业机械化使得主宰农村生活的不再是农业文明而是工业文明；农业机械化使得大量的农业人口转化为工业人口，使得越来越少的人关心和了解农业和农业文明；农业机械化如同工业化一样使得劳动的分工过细而无法在劳动场所进行农艺的教育。眼看着人们大量地涌入城市并由此向往工业和城市文明而背离农业、农业文明和大自然，那些深知农业文明价值、热爱大自然的人开始满怀热情地倡导农业教育运动。康奈尔大学农学院院长贝利（Liberty Hyde Bailey，1858—1954）呼吁，农村生活的真实、质朴是整个社会道德的基础。农村是城市的根。只有记住这一点，才能保证文明社会的不断进步。而保证实现这一理想的只有教育，只有学校。于是，贝利积极倡导“自然研究”。“自然研究”就是在教育中“教学生了解‘农村情况’，就是要使他们了解‘自然状态’‘质朴生活’和‘对普遍事情的同情”。[2]贝利坚信，接受过自然研究教育的儿童不会加入逃往城市的队伍，而会热爱农业、热爱土地、热爱自然。贝利认为，不仅农村的儿童应该接受这种自然教育，城市的儿童也应该接受这种自然教育。在贝利的倡导下，自然研究俱乐部在全国各地得到迅速发展，学校花园在贫民区成为相当普遍的现象，农业知识慢慢进入小学课程。一些私立学校也开设了各种丰富多彩的反映农业生活的课程。各州的法令中也开始出现了相关的规定。更为生动的是农村少年之家的出现。“到1906年，全国有成千上万男女少年在照管花园、饲养小鸡、搜集昆虫和野花，以及烹饪、制造罐头和烘烤。这些活动都是由地方学校当局发起的。”[3]这种景象在工业化、都市化的社会中出现是多么让人感动！

贝利的教徒般的狂热感染了农民、教育家、自然资源保护者和城市改革者，也感染了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1858—1919，美国第26任总统）总统。他任命了一个农村生活委员会（Commission on Country Life），贝利任主席。在农村生活委员会的领导下，他出版了大量的有关农村教育的研究报告和著作。贝利和农村生活委员会的努力没有白费，国会在1914年终于通过了《史密斯—利弗法案》（The Smith-Lever Act），建立了一个农业和家政学方面的全国性推广教育工作的制度。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贝利和农村生活委员会的努力，农村、自然与工业、现代文明间的联系永远地留在了美国人民的心中，留在了美国的“文化”中。这对于帮助美国人民顺利地、比较圆满地而不是非此即彼地、肤浅地完成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形成一种“辩证的文明”“平衡的文化”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同时，应当注意的是农村生活教育运动本身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杜威的论述中分明能看到贝利的影响：“我们不能忽视这种类型的生活中所含有的训练和品格形成的因素……我们不能忽视直接接触自然、实际事物和素材、手工操作的实际过程以及适合社会需要和有效的知识对教育目的的重要性。”[4]

3.都市化与贫民安置运动、社会改造主义

都市化是工业化的直接后果。城市的发展使美国社会进入了名副其实的现代社会，但是也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很多社会问题。在美国，城市发展的最大的恶果是贫民窟的出现以及以后的进一步的种族主义歧视的产生。

贫民窟的贫穷、肮脏、疾病引起了慈善家的同情，“贝利”又在城市出现了，这就是贫民安置运动或称城市改革运动。1886年，科伊特（Stanton Coit）在纽约开办了美国第一所贫民安置所或称社会服务社。此后陆续出现了一批贫民安置所，其中最有名的是简·亚当斯（Jane Adams）和斯塔尔（Ellen Gates Starr）在芝加哥创办的赫尔会所（Hull House）。贫民安置运动实质上是一些具有社会道德心和同情心的慈善人士为改善贫民生活而向他们提供帮助的一种温和的改良主义运动。贫民安置所最初像个大保姆：马路、房间太脏，就成立清扫学会；少儿犯罪，就成立托儿所、幼儿园、少年之家；发病率、死亡率高，就自动变成医疗所、急救中心；找不到工作，就提供各种手工艺教育。随着工作的开展，贫民安置所逐渐意识到，改善贫民生活的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教育。于是，以赫尔会所的社会化教育计划为代表的教育运动成了贫民安置运动的主要内容。他们批判那种以狭隘的贵族文化为主要内容而歧视、拒绝下层社会精神和文化的学校教育，批判那种以书为媒介的、与生活脱节的教育，而倡导民主的文化、民主的教育。这正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本质。贫民安置运动是进步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简·亚当斯也对杜威产生了特有的影响。简·杜威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因为赫尔会所和简·亚当斯的缘故，杜威那作为教育指导力量的民主信念具有了更加激烈和更加深刻的含义。”[5]

简·亚当斯在倡导民主教育时，其观点和态度已经变得激进。改良主义已经变成了社会改造主义。由改良主义向社会改造主义的转变在根本上是立场的转变，即从中小资产阶级的立场转向了贫苦大众的立场。这实际上已经预示着进步主义发展的一种结果：康茨（George Sylvester Counts，1889—1974）的出现、《教育前沿》（The Educational Frontier）的出版及他们的最终结局。

（二）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转折

19世纪末，美国出现了第一次企业合并高潮。1870年至1905年，钢铁工业部门产量增加了9倍，但企业数从1808家减少至608家；1880年至1905年，美国造船吨位翻了一番，但造船厂减少了一半。据1890年统计，全国财富的7/8为1/8的人口所占有，1%的人口集中的财富比其他的99%的人口的财富还多。资本和生产集中到一定的程度就是垄断的出现。

托拉斯的出现在美国引起的反响是极为强烈的反托拉斯斗争。在反垄断、反托拉斯的斗争中，最激烈的是中小资产阶级，因为他们是最直接的受害者。昨天，他们还生活在自由、平等、博爱的美国之梦中，今天美梦却成噩梦；昨天，他们还和那些大资本家平起平坐，今天却被之践踏在脚下。他们想奋起斗争却又无权无势、无能为力，不得不采取他们认为最有效的温和的改良的办法，这就是倡导、发起以“进步”为口号的进步主义思潮。

（三）由殖民地文化向独立文化的大转折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能够在美国产生如此持久、深刻的影响，必然是以它与美国文化的契合为基础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能够在美国产生如此持久、深刻的影响，也表明它是一定时期美国文化的代表。

南北战争后到20世纪初美国面临着史无前例的文化危机，是美国文化的重大转折时期。

与殖民地文化的斗争 美国文化的创建早在富兰克林时代就开始了。富兰克林的反英的政治思想、功利主义教育观和他创办文实中学的实践就是证明。英国人认为美国文化贫瘠、说话南腔北调，不符合标准英语，韦伯斯特（Noah Webster）则大力提倡“纯粹美国英语”，与之抗衡。爱默生（Ralph Waldo Emerson，1803—1882）认为从欧洲移植来的学校压抑儿童天性、死抠书本、脱离实际，倡导按照儿童的天性，立足民主社会创办学校。爱默生被看成美国理想主义的代表，被看成从卢梭到杜威的桥梁人物。爱默生的理想主义是美国梦想时代的表征，是早期进步主义的有机组成部分。

工业人文化 工业高速发展的结果不是共同富裕，而是两极分化。作家雅各布·里斯（Jacob Riis）在《另一半人的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里揭示了美国贫民窟里的贫困、肮脏，受到各种疾病威胁的生活。两极分化引起社会人道主义者的重视。19世纪末出现了贫民安置运动。贫民安置运动提出了两个重要的思想或称文化概念——“社区服务”和“社会共享”。贫民安置学校也称社区服务中心。他们提供社区服务的目的是改善贫民生活，缩小贫富差距，因而提出了社会共享的思想。在共享实践中人们总结出：共享不仅是社会财富的共享，更重要的是工业文明的分享。在贫民区里生活的人和来自乡村的大量青年基本上都是文盲。他们无法了解工业和懂得文明，也只好任人摆布，无所作为，远离社会财富。解决两极分化的根本出路是让更多的人了解工业，成为工业的主人，即工业人文化。工业人文化包括两方面内容：合作精神的倡导和工业知识的传授。工业人文化的任务落在了教育身上，成为进步主义教育的重要使命。

移民美国化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在一次又一次移民潮中，移民问题日益突出。移民美国化问题，即如何使移民和谐相处，如何使移民适应美国的工业和社会的发展，是移民问题的核心。移民美国化问题在社会上引起广泛讨论。基本一致的观点有两个。第一，建立以美国文化为核心的多元文化。移民在保留本民族的优秀的传统文化的同时，适应更为广泛的美国生活的主流文化并为之做出贡献。第二，传授美国文化的主要途径是学校。为了实现移民美国化，学校在教育教学上实行一体化与多元化的结合。一方面，学校应该积极传授知识和美国文化传统，尽量打破各民族学生间的界线，养成他们合作的精神。另一方面，学校应该鼓励学生继承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为了实现移民美国化，学校应该向社区开放，成为“社区的中心（neighborhood centre）”。这种社区中心的学校模式，正是杜威《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r）一文中所描述的。“多元、开放、兼容的文化”政策是美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政策，给美国文化注入了无限的生命力，同时也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所坚持的原则，也给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注入了极大的活力。但是，正是多元化为国家的必要的宏观的统一的政策和管理设置了无尽的障碍，正是多元化使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长时期没有确定自己的哲学而被人轻易地斥之为“放纵主义”，并最终流于适应生活。

随着独立问题、工业问题、垄断问题、移民问题的出现，人们必须重新审视道德和文化的价值。美国文化建设成为极其紧迫的任务。在美国文化建设中，杜威是最重要的人物。杜威倾毕生心血研究的和代表的“民主主义”和“实用主义”，是当时美国普遍的意识形态和生活方式的反映。杜威认为，教育改革首先是哲学改造、文化改造和科学建设。杜威指出，新文化与旧文化斗争的核心是面对现实的大众的民主文化与脱离实际的少数人的贵族文化的斗争。杜威认为，不仅书本是文化，工人和农民所做的知识也是文化，也具有“艺术的”“科学的”精神。如果不进行文化的改造，人们就还会用欧洲的传统的贵族文化来评价文化，必然导致对生活中具有普遍意义的文化采取鄙视的态度而给予否定。杜威说：“当把学术专业看作是文化或自由教育的类型时，一个机械师、一个音乐家、一个律师、一个医生、一个农民、一个商人或者一个铁路管理员的训练，就会被看作是纯技术的和专业教育的类型。它的结果是我们到处看到的‘文化人’和‘工人’的区分，理论和实际的脱离。”[6]因此，摆脱欧洲文化的控制，创建美国的民主文化是建立进步教育的前提。

二、进步主义

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几乎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都经历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大转折，然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却只发生在美国。原因在于，美国拥有植根于它所特有的自然、历史、文化中的进步主义。

进步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末以前，几乎是美国精神的代表。即使是对进步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抨击最激烈的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过去10年的教育改革在社会政策上几乎没有留下什么重要的革新业绩。但是，对于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热情的支持者）来说，一个多世纪以来，进步主义思想似乎已经自然地扩大了影响。”[7]进步主义思潮起源于爱默生的理想主义，起源于杰斐逊的共和主义，起源于最早移植到美国并对美国产生强烈影响的洛克的民主观和知识观，甚至起源于最具有原创意义的移民精神。根深才能叶茂，只有追根溯源才能深入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持久、广泛的影响，才能理解它的精神实质。

（一）进步主义时代

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是美国的“进步主义时代”，这个时代出现了五花八门的社会思潮。19世纪末的主要社会思潮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进步主义、民粹主义和社会主义。

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Social Darwinism）反映的是垄断阶级的利益。它把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的观点迁移到社会领域，认为社会生存的原则也是“适者生存”“弱肉强食”。按照这个原则，竞争便是最好的生存方式。它在政治上则表现为种族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导师是斯宾塞和他的《社会静态学》（Social Statics）。

进步主义思潮（Progressivism）主要反映的是城市中小资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自由派控制垄断、克服因垄断带来的各种社会弊端的改良愿望。罗斯福的控制托拉斯、威尔逊的“新自由”政策反映的是统治阶级内部即大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改革要求。而市政改革运动、各阶层的反托拉斯运动、限制自由放任的改良主张和黑幕揭发运动，则反映了城市中小资产阶级的改良愿望。这些都归于进步主义思潮。其中，黑幕揭发运动（Muckrakers）最为激烈。

民粹主义思潮（Populism）反映的是农民对垄断资本主义的不满。以人民党运动为代表的农民运动是这一思潮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

社会主义思潮（Socialism）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愿望。由于工人在理论上的薄弱和组织上的多样性和复杂性，这一思潮包括有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空想社会主义和小资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

在这四大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和进步主义，而由于当时空前的反托拉斯运动，进步主义思潮的影响最大。进步主义思潮的本质可以在与其他思潮的比较中得以体现。首先，进步主义对社会达尔文主义进行了批判。这种批判以自学成才的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ester Frank Ward）为代表，他针对《社会静态学》写了一本《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他认为，人们把动物的进化与人类的进化等同起来，是因为忽略了一个决定性的事实，即人脑。人脑是有目的的，能制订计划，因此，进化的性质发生了变化，机械的放任主义的进化变成了有意识、有计划的进化，相对静态的进化变成了动态的进化。这种“有意识的进步”或者叫“有目的的进步”，是理性主义和理想主义的产物，是进步主义的“进步的灵魂”，也是杰斐逊、贺拉斯·曼和杜威的灵魂。这种“有目的的进步”的手段在现实中便是国家干预和控制，在通向未来的过程中就是教育。其次，进步主义与社会主义也有着本质的区别。其本质区别在于，社会主义是否定资本主义的，而进步主义却是肯定资本主义的。进步主义不仅肯定资本主义，而且坚信所有的社会弊端都可以通过采取更多的手段加以克服。恰恰是这种信念使“改良”的进步主义发展为“空想”的进步主义，接近于空想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空想”的进步主义使进步主义成了留在美国人心中的永久的“美国梦想”，使杜威的《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成为美国永远的教育代表作。

（二）进步主义的源头

几乎在所有关于进步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论述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深情的联想：将杜威与贺拉斯·曼联系在一起，又将贺拉斯·曼与杰斐逊、爱默生联系在一起。其实，还可以往前追溯，循着这种联想继续追溯。

前面在分析美国文化时就指出，美国作为移民国家，就已经决定了它必然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点：不进取、不勇敢、不自信就不会移民；不务实、不开放、不学习就无法成为成功的移民；不宽容、不民主、不多元就无法维系一个移民社会；没有平等和自由、没有竞争、没有财富就无法吸引移民。这就是美国移民特有的文化和精神，也是进步主义思潮的最原始的依据。正是这种美国移民特有的文化和精神，造就了美国先天的选择牲：哈佛学院从英国移植过来后就招收工匠、技师甚至农夫子弟；在欧洲众多的思想中，美国人对洛克的民主主义、理性主义、功利主义和卢梭的浪漫的自然主义情有独钟。进步主义思潮是美国这种移民特有的文化和精神的延续。

实际上，除了进步主义时代的进步主义，在美国人的“联想”中，确实存在一种“早期的进步主义”。克雷明对此做了清楚的说明。贺拉斯·曼和他的公立学校运动是早期进步主义的代表。“他在普及教育观点中注入了一种无限的信念：人类生活和教育机构的臻于完善。公立学校一旦建立，任何邪恶都不能抵抗它们的有益影响。普及教育能够成为人类环境的‘伟大平衡器’‘社会机构的摆轮’以及‘无穷财富的创造者’。贫穷无疑将消失，标志全部人类历史的‘富人’和‘穷人’间充满仇恨的不和也将随之消失。”[8]贺拉斯·曼对人类进步的乐观主义以及他将学校看成人类进步的车轮的信念正是进步主义的信念，也是进步主义与进步主义教育内在关系的最典型的表述。贺拉斯·曼的信念起源于杰斐逊，起源于爱默生。克雷明概括说：“他的信念代表了早期美国进步主义的一种有魅力的混合体，把杰斐逊的共和主义、基督教的道德主义以及爱默生的理想主义结合了起来。”[9]杰斐逊认为：所有人都应有自由、自治的权利，然而自由、自治要以理智为基础；所有人都有追求个人幸福的权利，但还要把公共利益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为此，公共教育是必需的。爱默生留下了一个预言：“总有一天我们将学会用教育来取代政治。”[10]基督教道德主义指的是自由新教的道德主义。它所关心的是如何在自由、平等、多样化的新的道德价值体系中建构一种具有向心力的共享的道德内核。贺拉斯·曼沿着富兰克林、杰斐逊、基督教的思路自然找到了这个内核和形成这个内核的方法，这就是“社区精神”和“公立学校”，使得杰斐逊、爱默生等人的思想具体化、实际化，使民主主义、国家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自然主义、道德主义、唯实主义、多元主义等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特有的“进步”的理念，并将其牢牢地寄托在教育上。这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杜威和他那个时代的进步主义者实质上是贺拉斯·曼等人的继承人。他在《明日之学校》中清楚地表达了他的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公立学校创始于自由民主精神的觉醒。”然而，“由于这些公立学校的体制未能适应新情况，而只简单抄袭现有的学校，因此符合新社会的改造过程仍在进行着，并且仅仅正开始变成自觉的行动”。[11]正是这个原因，杜威一直以自己的言行去区分真假进步主义，捍卫真正的进步主义。

（三）进步主义的本质和内涵

进步主义是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理想主义、理性主义、改良主义等与此相关联的各种主义的结合体，是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有时包括大资产阶级和工人农民在内的人们捍卫民主和社会进步的一种改良思潮。

国家主义 进步主义产生于美国谋求国家独立的过程中。正是由于国家主义，进步主义才会对狭隘的旧的个人主义进行批判。旧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强调个人的权利和利益至上，被称为自由的或放纵的个人主义。新的个人主义也认为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要素，也重视个人的权利，但同时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和共享，将社区精神和国家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这种个人主义被称为社会的、道德的或进步主义的个人主义。对这种新个人主义进行论述的不仅有杜威，还有杰斐逊、贺拉斯·曼。促进国家进步，是进步主义最崇高、最迷人的一面。当“国家”的信念在人们心中遭到毁灭时，进步主义就会在本质上失去存在的依据。20世纪60年代越南战争后这个局面最终出现了。因此，将进步主义理解为放纵的个人主义是不确切的。

民主主义 进步主义者强调，他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维护民主：民主的政治（国家干预）、民主的经济（社会共享）、民主的文化（平衡多元的文化，包括对工农文化的认可）和民主的教育（公立学校和学术与做的融合）。当垄断来临时，中小资产阶级和人民一道坚决地捍卫着民主。要实现民主，教育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民治力，就不会有民治，这是从杰斐逊到贺拉斯·曼到杜威的一致看法。

理想主义 进步主义者面对社会问题时，总是认为只要通过各种努力，找到新的办法，问题都会解决。这种乐观的精神产生于美国特有的较多地获得成功的移民文化中是非常自然的。正是这种理想为进步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提供了适宜的心理基础，也正是这种理想为进步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注入了热情、活力和魅力。

理性主义 进步主义的理性主义并不是毫无根据的，他们的根据就是对人的理智的信任。前面分析的沃德与斯宾塞的区别便在于此。这种区别不仅存在于沃德与斯宾塞之间，同时也体现在杜威对当时流行的教育测量运动的批判中。在这些区别中，我们应该看到，这种理性主义的核心就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正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进步主义才会成为理想主义者；正是相信人的主观能动性，进步主义才会相信国家干预尤其是教育的作用；也正是由于好强调主观能动性，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其发展中才会反复提醒自己不要将自己限制在任何狭隘的范围内，甚至不要给自己下定义。

改良主义 进步主义的代表人物是中小资产阶级。他们的思想的最本质的特征是改良主义，具体表现为“有限制的资本主义”。这对他们来说是唯一的改革道路，因为他们不想也无力改变现有的制度。这一点，不仅鲍尔斯和金蒂斯看得清楚，克雷明对此也毫不含糊：“最后，也许最重要的是，进步主义者基本上是温和主义者——尽管都感觉到了社会问题，但他们‘需要时间’。”[12]进步主义总是尽量将自己限制在改良的范围中，他们拒绝激进，拒绝康茨。这种拒绝充分体现了中小资产阶级的软弱，体现了中小资产阶级与大资产阶级在力量上的悬殊。正是这种拒绝使进步主义日益变得保守，并最终失去社会力量的支持。

进步主义与教育 在对进步主义的分析中，我们已经可以看到教育与进步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的本质的联系：合作、共享、社区精神乃至国家意识都需要在公立学校中培养；人民的民主意识和民主能力需要教育来培养；人的理智和主观能动性需要教育来培养；在社会诸因素和诸工具中，教育是最温和、最有效的改良手段，实际上成了进步主义的最根本的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爱默生的预言在这里变成了现实。不可否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在美国的社会进步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它的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它不可能真正遏止垄断，不可能实现真正的民主。一旦它越出改良主义一步，跨入激进主义，就会立即受到垄断阶级的制裁，然而，如果它不跨出这一步，就无法实现它的最终理想，只能原地踏步，只能在口号中不断重复那些理想，以至于人们产生厌倦。这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最后的尴尬境地。

三、旧教育的不适应性

社会大转折需要新的教育，进步主义也需要新的教育。然而，美国当时的教育情况又是怎样呢？赖斯关于美国公立教育的调查和杜威对旧教育的分析应该最能说明这一问题。

（一）赖斯关于美国公立教育的全面调查

赖斯（Rice，1857—1934），美国批判旧教育的英雄，进步教育的先驱。他的关于美国公立学校的全面调查实际上是当时在全美影响最大的教育界的黑幕揭发运动。

1892年，赖斯应《论坛》（The Forum）杂志的聘请于1月7日出发，走访了36座城市，与1200名教师个别谈话，对公立学校进行了调查。调查到6月结束，10月文章发表。赖斯的调查报道了丑闻，揭露了教育亟须改革的落后的阴暗面。巴尔的摩的一位教师告诉他：“我原来是教高年级的，由于心力衰竭，医生建议我休息，我现在在小学教学。在这儿，我不必操什么心。”芝加哥的一位教师再三呵斥他的学生：“想什么呢，赶紧告诉我，你都记住什么了？”在布法罗（Baffalo），一位行政官员管理着700名教师，一些行政人员雇用一些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充当教师。

同时，赖斯也使人们看到了教育的进步和希望。明尼阿波利斯（Minneapolis）有一个非常努力、进步的教师团体。教师们极富同情心，尤其是对那些来自贫困的移民家庭的孩子。在印第安纳波利斯（Indianapolis），政府干预已被排除于学校管理之外，一批能干的“进步”的教师在研究如何将综合化思想引入课程改革。在拉波提（laporte），赖斯惊喜地看到艺术教育的成果以及教师们在教学中与学生的亲密关系。弗朗西斯·帕克主持下的昆西师范学校是赖斯见到的“最进步、最有意义的学校之一”。

赖斯调查报告引起的社会反响是惊人的。《波士顿每日广告》（Boston Daily Advertiser）发表感想：“……必须承认他所调查的事实是令人遗憾的。教育改革势在必行。泛滥在现存教育中的机械主义和无目的的忙碌与其说是在教育孩子还不如说是在坑害孩子。”《芝加哥快讯》表示：“芝加哥学校至今仍在政府的卵翼之下简直是羞辱。”以上所介绍的是相信调查报告的。与此同时的也有蔑视和歇斯底里的斥责。波士顿《教育杂志》（Journal of Education）认为赖斯过分吹毛求疵。新英格兰《教育》（Education）把他描绘成一个刚刚放弃行医、学了一点教育学内容的苛刻的新闻记者。

不论褒贬，赖斯调查的意义在于，他在调查报告中一再使用“进步”一词，并第一次较全面地介绍了进步学校，对进步教育的倡导、发起做出了贡献。[13]

（二）杜威对旧教育的分析

杜威对当时美国教育的批判是最有代表意义的。杜威认为，当时的美国教育基本沿袭了欧洲传统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主要是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教育制度被分割成两个互不相关甚至互相对立的部分：贵族教育和贫民教育，或美其名曰自由教育和实用教育。这种教育一方面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不平等性，与民主格格不入；另一方面重视学术、轻贱职业，使得学术和职业相对立，导致人与社会的隔离，使教育无法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再者，旧的教育或者将教育看成“塑造”，或者看成“复演和追溯”，严重地忽视了教育中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甚至没有认识到教育的“改造”功能。这样的教育不可能完成进步主义赋予教育的任务，进步主义者只好积极地参加到教育改革中去。

（三）义务教育法对旧教育的致命冲击

如果没有工业的迅速发展，就没有义务教育法的出台。如果没有义务教育法的出台，杜威和进步主义者的民主教育的理想就不可能实现。从1852年马萨诸塞州的第一个义务教育法到1918年密西西比州的最后一个义务教育法，是美国教育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克雷明对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在美国教育史中的地位的确定是历史的、公允的。“即使从来没有进步运动，没有社会服务社、城市改革协会、农村生活委员会或移民资助协会，没有詹姆斯、霍尔、桑代克和杜威，仅仅义务教育的实施就会改变美国学校。”[14]人们如果因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光彩夺目而忽视义务教育的历史贡献，那便是不客观的。是义务教育向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提出了问题，也提供了机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使美国的义务教育法和公立学校运动具有超越自身的更新和更丰富的内涵。

四、世界教育科学和教育思想的发展

如果说“社会大转折”和“旧教育的不适应性”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产生的客观必然性，“进步主义”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观愿望，那么，世界教育科学和思想的发展则武装了进步主义教育者的头脑，提供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观可能性。

（一）卢梭的贡献

人们在提到卢梭的自然主义时总是冠之以“放纵的”“消极的”卢梭主义。然而，没有卢梭，儿童中心的思想就不可能在美国得到迅速的传播。杜威虽然反对纯粹的儿童中心论，然而他对卢梭的贡献的评价却是最高的。他认为，卢梭的贡献犹如哥白尼，将教育的中心移到了儿童，儿童成了太阳。因为只有这样，教育才会是民主的。个人的充分完满的发展是民主主义社会的本质。

（二）赫尔巴特的影响

赫尔巴特将教育学建立在伦理学和心理学基础上，致力于教育学的科学化和普及化；并在此基础上在他的代表作《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ädagogik aus dem Zweckder Erziehung）和《教育学讲授纲摹》（Umriβ Pädagogischer Voresungen）中建立起系统的，便于教育工作者学习和理解的教育教学理论；他创办了教学论研究所、教育研究所和附属实验学校，全面地培训教师。赫尔巴特通过教育的科学化推动教育理论的普及化，顺应了当时世界教育运动对教育理论和培训教师的需要。正是因为赫尔巴特顺应了时代的要求，他所直接领导的教育研究所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教育者，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教育思想的中心。赫尔巴特也因此被称为“教育科学之父”。1895年，全国赫尔巴特教育科学研究会在美国成立，约翰·杜威是委员会成员之一。可以这样说，没有赫尔巴特，就没有美国的教育科学运动，就没有赖斯，就没有帕克的教育心理化的努力，就没有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深刻的分析。

（三）早期儿童研究运动

儿童研究是当时世界科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部分，美国于1894年首先建立儿童研究协会，美国的23个州还分别成立了分会。霍尔在1887年创办了《美国心理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ology）。在儿童研究运动中，美国很快成为世界的主要舞台，起着重要的作用，这对于进步主义教育的发展直接起着推动作用。美国儿童研究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霍尔、桑代克、杜威、格塞尔、弗洛伊德等。儿童研究运动促进了美国进步教育的发展并为其提供了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的大转折时期，也是美国人勤奋学习的时期。美国人在学习、移植国外思想和科学的过程中，又以自己特有的精神和文化，创造和丰富了世界教育科学和思想，这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第二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时期的主要教育实验与理论

在以上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决不仅仅是教育界的事情，其目的、目标是“社会的”，但它在操作上又必然是“教育的”。如何将社会的目的和目标转换为教育的观念、思维和行为，这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点和难点。杜威以他5年芝加哥实践的亲身经历说明了这一点：“艺术非一日之功，困难的问题在于将这些概念付诸实施——看看在某一特定时期内什么教材和教学法、什么比例和何种安排是可行的，有益的。说到这里，我们必须再一次回到实验室的想法上。对这样一些问题没有预先的答案。”[15]其实，这种转换在任何一次教育改革中都是必需的，也都是重点和难点。正因如此，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形成时期的重要的成系统的教育实验具有特殊的理论价值。换句话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在教育实验中实实在在地逐渐形成的。

一、帕克的教育实验与理论

帕克（Francis W. Parker，1837—1902）被杜威称为“进步教育之父”，这也许是对他的最高的评价和奖赏。因此，帕克的教育实践和改革具有特殊的意义。帕克从16岁开始当了9年农村中学教师，之后服役于联邦军队，当过上校。但他一直关心教育并对当时的教育不满。他以贺拉斯·曼为榜样，用继承下来的一笔遗产到欧洲考察了当时最主要的教育改革。

1873年，昆西市教育委员会决心进行教育改革。1875年至1880年，帕克被聘请为昆西市督学。于是，帕克将自己的想法付诸昆西的教育改革中，提出“教育要使学校适应儿童，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的原则，对课程、教材和教法进行了改革。他废除背诵，提倡理解；反对以割裂的课程为中心，而提倡以儿童为中心设置综合课程；等等。“不久昆西市学校的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抛弃了固定的课程以及缀字课本、读本、语法书和习字帖，儿童从简单的词和句开始学习语言，而不是死记硬背字母表。教师在教室里使用杂志、报纸和自己设计的材料，以替代传统的教科书。学生通过实物而不是规则学习算术，同时在当地农村旅行，并从中开始学习地理……”[16]这就是昆西教学法。它获得了成功。教学模式的改变激发了儿童学习的积极性，马萨诸塞州的督导调查的结果说明，昆西学校学生的学习质量在县里名列前茅。昆西教学法的意义在于，帕克在实践中引用了裴斯泰洛齐注重儿童内心发展、实物教学、教育家庭化的主张，采用了福禄培尔通过游戏和活动进行教学的制度，同时，还在课程中运用了赫尔巴特关于兴趣和注重新、旧知识相连的原则。昆西学校实际上是美国第一批新教育理论实验室的代表。正是在这些实验中，帕克逐渐认识到新教育的核心是关心儿童的成长，而研究儿童应该通过他的自然的活动和活动倾向来进行。这种儿童中心的观点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也正是在这些实验中，人们看到实验与新教育的关系，杜威则进一步看到了创建教育学实验室的意义。因此，毫无疑问，帕克是进步主义教育实验的先驱者。

1880年，帕克离开昆西市在波士顿担任公立学校督学后不久，就开始担任芝加哥库克县师范学校校长。这使他在昆西改革中形成的一些新的教育思想继续得到实验。果然，帕克的工作热情和艺术发展到了顶点。儿童被真正放在了教育的中心地位。帕克认为，儿童只有在民主的温暖的集体中才能得到自由成长，为此，这所学校被组织成了一个学生所熟悉的家庭、一个学生所熟悉的社区和一个理想的民主社会。学校为了增加课程对儿童的意义而改组了课程。儿童围绕兴趣通过实际会话和写作进行学习，拼写、阅读、书法和语法完全融合在了一起。学生在田野、湖边，通过观察、绘画和描述进行学习，科学、语言和艺术也联系在了一起。在这样的学习中，学生的敏感、潜能和创造的热情被激发起来。教师成了儿童的巧妙的引导者，教师的工作也充满着挑战、创造和热情。帕克成了教育的艺术家，也成了成熟的教育家。继1883年对昆西教学法进行总结而写成的《关于教学的谈话》（Talks on Teaching）之后，帕克于1894年出版了《关于教育学的谈话》（Talks on Pedagogic）。这“很可能是美国第一篇获得国际声誉的教育学论文”。“这标志了一种从美国早期的先验论到更新的科学教育学的过渡，从对欧洲理论的依赖到更有独创性的尝试的过渡。”[17]

帕克的贡献主要在于：他在美国建起了第一批新教育的实验学校，起着从先验教育学向科学教育学过渡、从欧洲教育学向美国教育学过渡的作用；通过实验尤其是库克师范实习学校，帕克将他的儿童中心、实验和创造的新教育思想播撒在年青一代教师的心中；更为重要的是，帕克的实验和实验中遇到的问题对敏感的杜威产生了深深的影响。1895年后，杜威的儿子和女儿都在库克师范实习学校读过书。不久，杜威夫妇就创办了一所实验学校。杜威称帕克为“进步教育之父”，这与杜威和帕克之间的这种继承和发展的关系，是非常贴切的。杜威是帕克的真正的继承人。他通过芝加哥实验，完成了美国科学教育学的建设任务。

二、杜威的芝加哥实验和理论

杜威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代表人物。对于教育实际工作者以及想深入体会杜威教育思想的理论工作者来说，芝加哥实验具有特殊的意义。这是因为杜威的许多重要著作都是在芝加哥实验学校期间发表的，如《我的教育信条》（Mr Pedagogic Creed，1897年）、《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Society，1899年）和《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年）。其中，《学校与社会》是杜威对实验学校家长和赞助人的几个讲话合成的集子，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他对实验学校的设想，是他前期教育著作中影响最大的一本。

芝加哥实验学校简称“杜威学校”。最早的名称是“大学初等学校（University Primary School）”，1902年更名为“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这是杜威从密歇根大学来到芝加哥大学，任该校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系主任时所做的主要事情。在学校开办之前，杜威起草了《大学附属小学的组织计划》，对学校作了规划。这份《组织计划》和后来的《学校与社会》是介绍和理解实验学校的基本材料。

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性质 实验学校不是属于师范学校或师范系的实习学校，它类似于科学实验室，是大学教育系的一个教育思想和科学的实验室。杜威有全面系统的理论作为实验假设，因此人们将实验学校看成杜威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的实验室。这在进步主义教育实验中是极少的。也正因为如此，其意义非同寻常。但是，杜威在实验中不仅坚持对他的思想进行实验，同时也坚持着一种新的实验观：“它不打算论证任何一种特别的观念和学理。它的任务是按照现代心理学所阐明的智力活动和生长过程的原理来观察儿童教育问题。……既然目的是这样，当然学校的条件必须与之相适应。在这种阻碍儿童生活的主要事实表现出来的不自然的条件下致力于研究生长的过程和规律，这是显然不合理的。”[18]因此，杜威对实验的基本要求是：“保证各项安排允许并鼓励自由研究，保证重要的事实不致被忽视，保证具备使探寻所指引的教育实践能够赖以进行的各种条件，保证没有来自不正当地依赖于传统和先入之见的歪曲和压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这所学校将成为教育上的实验站。”[19]实际上，这是杜威一贯坚持的教育实验观和科学观。杜威在《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Progressive Education and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和《教育科学的源泉》（The Sources of the Science of Education）中集中论述了教育实验问题。他在《进步教育与教育科学》的开篇就提出：“什么是进步教育？教育实验的意义是什么？实验学校的意义是什么？”首先，教育实验是建立教育科学的必要环节：“教育科学还没有这样的定律之成功，可以来凭依，正因如此，所以它是在一种试验的初步时期中，因而它尤其需要博大而有目的的假设来了解它。”[20]教育实验是教育科学化的第一步，教育实验必须要有假设。然而，教育实验并不等于教育科学：“的确，像教育这样一种事业，我们必须谨慎地和谦逊地使用‘科学’这个词：没有什么自称是严格符合科学的学科，会比教育更可能遭受假冒科学的损害；要建立起一种僵硬的正统观念、一整套标准化的为大家所接受的信条的学科，再没有比教育更为危险。”[21]

关于实验学校的假设 在《学校与社会》中，杜威明确地说明了实验所依据的三个最基本的心理学以及相应的教育观点。假设1：“进化论使人们熟悉了一种见解，即不能把心理看成个人的、垄断者的所有物，而是代表了人类的努力和思想的成就，它是在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中得到发展的，社会需要和目标是形成心理的最强大的力量——文明和野蛮之间的主要区别不是每个人面对的赤裸裸的自然界，而是在于社会遗产和社会媒介。”[22]这就是说，儿童的心理发展应该是在与社会、与社会的需要和目标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中发展的。将这种心理学观点转换为教育的语言就是，教育发展中形成的直观教学、实物教学、学科知识教学都应当作为这种相互作用和学习的有机组成部分而被吸收进来，否则，就是本末倒置。只有这种与社会的需要和目标的接触和相互作用中的学习才能使学生感受到真正的学习意义，才具有最大的感染力，否则会导致教育的最大的浪费。这个假设是最能反映杜威实用主义思想或者说进步主义思想的本质的。它体现了杜威、帕克的儿童中心论与其他的纯粹的儿童中心论的本质区别，是理解杜威教育思想的关键。假设2：“人们曾讨论过观念，讨论它们是来源于感觉，还是来源于某种固有的精神官能；但是，他们的根源在于和来自行动的需要的可能性却被忽视了。”[23]这是杜威机能心理学的典型表述，是1896年他写的“心理学上的反射弧”一文的主要观点。杜威的机能心理学是对官能说、感觉论、先验论和刺激反映模式进行批判的产物。他强调主、客观的相互作用，这种作用的连续性以及人在这种相互作用中的主观能动性，包括儿童的本能。把这种观点转换为教育的语言就是，一种人强调知识中的感觉，重视直观教学、实物教学，另一种人则强调知识中的理智，重视知识体系、理论、书本的学习，还有一种人把学习看成一次性的。这几种学习都忽视了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学习与儿童生活的联系。唯有“行动”，唯有在做中学，这种局面才能改变。假设3：“第三个差别就是把心理主要看作一个过程的现代概念——是一个生长的过程而不是固定的东西。”[24]过去的心理学将人的心理看成大致是不变的，于是，儿童便是小大人，这正是卢梭极力批判的。正因为把儿童看成小大人，因此，在教育上将按照成人思维编排出来的知识体系直接灌输给儿童，便成为一件最简洁、有效、自然的事情。而将人的心理看成一个生长的过程，则要求教育不再以知识教学为最重要的事。教育和教师首先关心和研究的应该是儿童的心理，要尊重儿童的心理特点。在这一点上，杜威是个儿童中心论者。

关于芝加哥实验学校的具体情况 芝加哥实验学校从1896年至1903年，共存在了8年，经历了两个阶段：1896年至1898年为尝试错误的阶段，1899年至1903年为发展阶段。学校的规模从最初的16个学生发展到1903年的140个学生，从最初的3位教师发展到23位教师。1903年，实验学校并入杜威任院长的芝加哥大学教育学院，在同一年，杜威辞职，实验终止。按照实验性质和实验假设，杜威将儿童的生长，也就是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比方说从4到8岁的儿童中看到的），是以直接的社会兴趣和个人兴趣、印象、观念和行动之间的直接的即时的关系为特征的。为原动力找到表现出来的出路的要求是迫切的、刻不容缓的。”[25]这就是说，这个阶段的任务主要是发现儿童，因此要保证儿童能够按照他自己的直接兴趣进行游戏和活动的条件。而这种条件体现在教材（广义的概念相当于整个学校环境）上就是使之最接近儿童的家庭生活和邻里、社区的生活。然后由近及远，扩大到典型职业（能够体现城市生活与乡村生活的相互依赖）和社会方式的历史演变。这些材料不是教师要求学生学习的内容，而是儿童在他们的编织、烹饪、讲故事、表演等游戏中自然吸收的。否则，就无法发现儿童。第二个阶段是从八九岁到十一二岁。这个阶段的儿童与第一阶段的儿童的本质区别是儿童不再只凭“兴趣”活动，而是开始了“有目的”的活动，在行动与行动目的和行动方法之间建立一种认识。这一时期提供的教材要具有鲜明的社会结果和目的，同时又具有鲜明生动的人性特征，即在儿童的经验和想象的范围里能够激起儿童强烈愿望的教材。例如，从制作的目的出发，了解漂白、染色、肥皂制造、盘碟制造乃至油脂、冶金术等；从个人的社会参与出发，了解历史如移民、清教徒等。随着工作和兴趣的日益分化，当学生对各种现实形态和活动有了充分和直接的了解时，当学生明白知识是解决生活中各种问题的方法和工具时，即懂得知识的来源和意义时，学生的教育将进入初等教育的第三个阶段，即与中等教育交界的知识的学习阶段，十三岁到十四五岁。为了保证“经验的连续性”，阶段与阶段之间都有一个过渡。第一阶段的过渡期是7～8岁，第二阶段的过渡期是11～12岁。

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意义 这所学校的最大的意义就像所有这类进步主义实验学校的意义一样，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学生学习积极性的激发、新型教师的培养和新教育理论的形成。芝加哥实验学校的最重大的意义是对杜威教育理论的贡献。这些贡献主要体现在杜威在这一时期发表的主要著作中。芝加哥实验学校实现了杜威建立科学教育学的愿望，并使关于如何创建科学教育学的教育科学和教育实验的思想成为杜威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芝加哥实验学校使杜威能够在实践中系统地考察、检验和论证他的哲学、心理学以及与这些相一致的教育观点，同时，实际上也是迫使杜威将他的抽象的理论转换为教育实践和操作的语言。这种转换对于杜威思想的发展和人们对杜威的理解都是非常关键的。在芝加哥实验学校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杜威教育理论的独特性和独特价值。从他的假设1可以看到，杜威绝不是一个一般的儿童中心论者，他将儿童与社会之间的直接的相互作用看成儿童成长的最大推动力。在这一点上，杜威超越了卢梭的自然教育、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和要素教学。假设2则是对过去的静止的二元的认识论的超越，显然是一种进步的达尔文主义的表述。芝加哥实验学校的课程实现了从儿童中心到学科中心的发展过程，使卢梭的儿童中心思想在课程中得以体现，同时又充分强调了教师的引导作用，重视了知识的意义和价值，克服了卢梭自然主义的“危险”和“放纵”。在杜威的芝加哥实验中，我们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杜威所创建的教育理论的超越性。当然，这种超越并不是因为实验过程，而是因为他的实验假设。因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其他任何实验都无法与之相比。

三、“明日之学校”及新的教育理论

在《明日之学校》中，杜威欣喜地介绍当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出现的新实验、新学校，并将它们与教育理论的发展和进步主义教育的原则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通过分析，使人们看到将教育理论运用到教育实践中会发生什么，看到在教育发展的历史中教育理论是如何不断进步的，使人们深入了解进步的含义。这实际上是一本教育理论的普及读物，也是一本著名教育实验的案例分析集。可以说，有的实验的价值是通过杜威的这本书才得以充分挖掘和体现的。但是，又应该客观地看到，有些新实验和新学校不是因为杜威所说的理论而产生的，而是产生于一些杰出的实际工作者的精明见识，不是在教育专业人员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是在公众的推动下进行的。正是这种自发性和创造性才真正反映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社会性和时代性。

（一）约翰逊的“有机学校”与“有机教育”

约翰逊（Marietta Pierce Johnson，1864—1938）是一个一流的教师，因为她善于学习，掌握了理论，也因为她善于批判，有对儿童、教育的热爱。约翰逊的“有机学校（Organic School）”1903年创办于亚拉巴马州的费尔霍普镇，因其实施“有机教育”而著称。

“有机教育”是约翰逊从纽约普拉特院长亨德森（C. H. Henderson）那里学来的一个术语。这个概念如亨德森所说：“有机体不可能一部分是健康的，另一部分是不健康的，整个有机体总是或健康，或不健康。”[26]因此，儿童的各个方面的发展，身体的和精神的发展应该同步进行，而不应该只重视其中一个方面。只有有了强壮的身体、充沛的精力，儿童才能产生探索的欲望。不仅如此，只有在身体的不断活动中，儿童才能了解探索周围世界的方式。只有各种感官成熟了，儿童才能从事精细的工作，包括写字。因此，约翰逊赞同教育者的责任就是尊重儿童在其生长阶段的需要和兴趣，“全心全意地，无私地”为其生长提供适当的条件，而不是为了未来而强迫儿童牺牲他眼前的需要和快乐。甚至，她还提出为了儿童的真正的自然的发展，教育工作者必须耐心地等待儿童学习愿望的产生。为此，阅读、写字可以等到八九岁再来学。一旦他们愿意学，他们就会克服困难，迅速地学会。

有机学校最值得约翰逊骄傲的可能就是没有考试：“令人非常激动的是。如果我们的教育制度能够接受并应用这个观点——没有考试、没有测验、没有失败、没有奖赏、没有不自然，那么我们就可以预期几年内的社会状况；由于儿童间的真诚交往不断发展，儿童生活自由，没有双重目的，就永远不会受骗子的诱惑，甚至有一定的预见性；基本真诚的发展，是所有道德的基础。”[27]有机学校没有成绩，因此完全按年龄分班：幼儿班（6岁以下）、第一生活班（6～7岁）、第二生活班（8～9岁）、第三生活班（10～11岁）、初级中学（12～13岁）、高级中学（14～18岁）。阅读和写字从8～9岁开始。在生活班里主要安排了体育、自然研究、音乐、手工、野外地理、讲故事、感觉教育、戏剧表演、数的基本概念等活动课程。这些课程大都在室外进行。到初级中学后，课程才逐渐系统化。

儿童是儿童，不是小大人。儿童有享受他儿童时期的幸福的权利。为了儿童得到生长，我们宁可荒废时光。这显然都是卢梭的观点。因此，杜威将约翰逊的有机教育看成卢梭儿童中心论的典型：“教育即自然发展的一个实验。”

（二）梅里安的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与《儿童生活与课程》（Children Life and Curriculum）

1903年，密苏里大学教育学院成立，1904年，开办附属中学，1905年，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建立。梅里安（Junius L. Meriam，1872—1960）作为教育学院的教授，同时负责这两所学校。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既是学院的实习学校，更是学院的实验学校。学校的实验方案和思路都由大学的教授们确定。学校虽然创办于1905年，但是学校的改革和实验思路以及相应的课程方案是在1907年开始明确和实施的。梅里安的《儿童生活与课程》是反映实验思路和课程方案的代表作。

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改革方案的思路明显受到了卢梭、裴斯泰洛齐和帕克的影响。梅里安和几乎所有的关注儿童快乐和真正发展的教育家一样，都坚信卢梭提出的意见，即儿童就是儿童，儿童有享受他童年的权利，要从儿童的生活、自然需要、兴趣出发安排学校教育，使学校成为学生的学校。然而，传统教育恰恰是用成人的想法要求儿童，割裂儿童校内外的生活联系，制造两种生活，制造两个儿童，使儿童无法得到自然、快乐、真正的生长。不仅如此，它还可能会造就出一个消极、厌倦、笨拙、欺诈的儿童。因此，教育应该认认真真地从了解儿童的生活入手，学校里的生活应该与校外的生活一样。学校应该帮助儿童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游戏和工作。

儿童是如何学会说话的？这并不是从儿童在教室里学习读和写开始的，而是在他需要和有事要说的时候开始的。读、写、算的知识教学只有有机地结合在儿童的活动的需要中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同时，梅里安也不相信可以为教作文而教作文。他认为，所有的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教学都应该自然地贯穿在儿童的活动中逐渐地进行和发展。传统的、与生活隔离的、知识与知识之间隔离的课程和教学模式在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中是不存在的，取而代之的是完全与儿童生活相类似的生活。这是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的最本质、最重要的特征。

这首先体现在他们的一日生活安排上。前三个年级的学生一天的生活分成四个阶段，安排四种活动：游戏、讲故事、观察和手工。时间安排是：9：00 —10：30，观察；10：30 —11：00，体操；11：00 —12：00，游戏；13：30 —15：00，讲故事；15：00 —16：00，手工。到四年级，一天被分为三段：产业、讲故事和手工。观察在一、二年级的内容是植物、人、地球、天空，到四年级发展到对本地工业和活动的观察。五、六年级，是对世界范围的产业和活动的了解，七、八年级是产业史、职业活动。在“讲故事”的名义下包含着许多内容：在讲故事中学习阅读、写作、戏剧、唱歌、绘画、摄影、外语等。手工最初是满足儿童想“做些什么”的愿望，如为玩偶娃娃做些什么的愿望。随着年龄的增长，作业的程度在不断提高，逐渐与他对产业的了解和他所学到的绘画、戏剧等知识联系起来。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的大纲就是这样实实在在地为儿童每一天的生活考虑，实实在在地从儿童的生活出发的。

学校的环境也保证与儿童的生活相一致。学校有一幢两层楼房，其中有一间占一层一半面积的“喷泉屋”，供游戏、跳舞和集会等使用，沿墙陈列着学生的作品，是学校的社交中心。因为没有专门的教科书，因而在楼的第二层有一个875平方英尺（81平方米）的图书馆。正规意义上的教室不多。教室用大的折门相连，通常两三个班一起，没有固定的桌椅，可以自由活动。

学校没有指定的预习、作业，没有考试，但“他们的成绩和他们进大学的年龄表明，他们在小学的训练已经给他们创造了一些有利的条件，使他们在从事艰苦的正规学习方面的能力超出了公立学校的学生”。[28]

当然，判断一项教育实验，靠学生是否有能力“跟上”这实验所要改进的那种制度作为标准，这是很少有价值的。实验的目的，不是在于发明一种方法，使教师能在同样的时间内教儿童更多的东西，或者甚至使儿童更愉快地为大学的课程做准备。实验的目的，更确切地是要给儿童一种教育，这种教育能向他展现他自己的各种能力，以及如何在他所处的世界中从物质的和社会的两方面练习这些能力，使他成为一个更好、更幸福、更有用的人。[29]

这是杜威对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的最高评价。这种评价的意义主要还在于它对于进步教育实验评价的一般的、普遍的意义。其普遍的意义在于杜威清楚地看到了几乎所有进步教育实验面临的最大困境是人们会用对旧制度的要求来要求新实验，使得反对追求升学率的进步教育实验却不得不面对升学率，使得进步教育实验往往不得不回避马上要升大学的中学而只能在小学中进行。其普遍的意义更在于杜威极其清醒地、理智地、坚定地提出了进步教育实验应当坚持的目的和评价标准。

（三）沃特的葛雷学校—— 一个“雏形社会”

早期进步主义教育实验中，约翰逊的“有机学校”、梅里安的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实质上是对卢梭、裴斯泰洛齐等人的教育思想和杜威的生长理论的一种实验，而沃特（William Wirt，1874—1938）的葛雷学校（Gran school）则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一种实验。它是早期进步主义学校中真正具有进步教育实质的学校。

沃特在芝加哥大学时是杜威最喜欢的学生。1907年，年仅33岁的沃特被葛雷市教育委员会任命为督学。由于他早就开始了改革计划的设计，因此，上任后就立即设计了一种从幼儿园到中学的学校制度并组织实施，这就是“葛雷计划（Gran Plan）”。葛雷计划实际上是杜威教育思想的一种整体的有机的体现。

它首先体现在解决使杜威深感痛心的学校所普遍存在的“浪费”上。杜威认为，一切浪费都是因为组织问题，而组织背后是一种动机和观念，核心是隔离。沃特在葛雷学校里亲眼看到了杜威所说的和儿童、纳税人抱怨的那种惊人的浪费。整个学校在星期六和假期搁置不用，这是第一层浪费；学生平时只学习5小时，设备仍然闲置，这是第二层浪费；学生只学习5小时，没有最大限度地利用学生的在校时间，这是第三层浪费。为了克服这些浪费现象，葛雷学校在休息日办起了夜校、周六特别班、夏季学校等各种形式的成人教育班，以提高市民素质。在学校内部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从5小时延长到8小时。另一方面为了提高设备的利用率，采用了“分团学制”，即多收一倍的学生，将学生分成两部分，一部分学生从上午8点到下午3点，另一部分学生从上午9点到下午4点，在原来的教室里轮流上课。不上课的时间可以让学生从事各种感兴趣的职业活动。节省下来的钱可用来添置设备，聘请更多的教师，减少班额，进一步提高教学效益和效率。

葛雷计划在管理和教学计划上都充分体现了灵活性。在教学的组织形式上，葛雷计划也采取了更有效的方法：不按年龄分班而以能力分班，分为快班、普通班、慢班，采用小班上课。这样，学生可能在不同科目的快班、普通班、慢班里学习，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所有学生都平等的分层次教学，充分重视了学生的个别差异。不仅如此，学校的教学计划每2个月组织1次，学生可以任意改变他们的学习计划。学生不仅轮流在传统的教室里上课，还轮换在实验室、礼堂、操场、工场进行活动。每个学生每天用于通常的课堂教学的时间是2小时，还有2小时用于通常的课堂作业和实验室活动，另外有1小时在大礼堂，1小时用于游戏和“应用性活动”，还有2小时可以自由活动。学生在工场里可以从事工业训练、科学实验、音乐、绘画等活动。六年级至十二年级传统的课堂教学时间增加1小时。小学生和中学生在一起工作，大的学生帮助小的，学生可以学到责任心和合作精神。总之，葛雷计划的灵活性在于建立学校和社会的生动的联系、培养学生的自主和社会精神，真正提高教育的效益。这是杜威认为葛雷计划最值得肯定的地方。

杜威在分析学校的浪费时指出，最大的浪费还不是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浪费，而是“人的生命的浪费，儿童在校时的生命的浪费和以后由于在校时不恰当的和反常的准备工作所造成的浪费”[30]。将儿童的学习和他的生活联系起来，将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就会消除这种不恰当的反常的准备，是克服这种浪费的唯一办法。葛雷学校为学生设置的各种职业活动或称“应用性活动”以及学生组织的学校自治活动、“清洁牛奶运动”、企业界人士来校等活动，都是将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联系起来，“将学校办成一个雏形社会”的做法。

这种“将学校办成一个雏形社会”的做法的意义，不仅在于克服生命的浪费，还在于实现进步主义所倡导的“教育促进社会进步”的精神。教育是实现自由民主的最好手段，但是，过去由于大众教育需求太小，儿童决非小大人的思想还太新，学校只能被看成一个孤立的机构，看成一部分人的教育。现在，这些情况都发生了变化。社会要求社会化的学校。在工业化社会中，实现民主自由的关键是将科学引向大众。因为“科学是如此迅速地改变了所有的社会和工业状况，因此如果极少数人完全垄断了科学材料，就不可能有人人平等的机会。当这些大众学校被创办后，社会就很自然地求助于现有学校的课程和组织了”[31]。

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葛雷计划就是杜威所期待的，能够体现贺拉斯·曼的自由民主精神和进步教育的社会改良愿望的“自觉的行动”。

第三节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

在半个多世纪中，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经历了美国发展的南部重建、工业化、垄断化、第一次世界大战、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新政、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几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每一个历史阶段的特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科学等都在一定的意义上规定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内涵，历史的变迁则相应地决定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轨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从一开始就是多元的，其发展同样也是多元的。在那个时代所出现的几乎所有的新生事物——科学主义的测量运动、表现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艺术运动以及激进的社会主义——都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产生着影响。聚集在进步主义教育旗帜下的不仅仅有中小资产阶级，还有垄断资产阶级。即使是在真正的进步主义者中也存在着唯科学主义、儿童中心主义与社会目标主义、温和派与激进派、理论派与实践派、功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斗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就是在如此复杂的情形中发展着。它吸纳着所有与它的发展方向相一致的新思想，具有极强的包容性，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能够不断发展，也正是这种包容性使其茫然不知所从，使“进步主义”性渐渐退去。同时，它的另一部分又不断地辨别着它所吸纳的一切思想的“进步主义”性，具有极强的分辨性，正是这种极强的分辨性时时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指明方向，但也正是这种极强的分辨性使其消失在一种激进的理想中。只有清楚地看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复杂性并将这复杂的线索认真地进行梳理，才能真正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兴衰。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真正客观的历史的启示。

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的重大事件

（一）重大“背景”事件

1.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克雷明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作为进步教育发展时代的起点，并指出：“由于许多的原因，第一次世界大战成了进步教育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32]仔细考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的社会及进步教育的变化，就会理解克雷明这一结论的深刻含义。从表面上看，第一次世界大战使美国从一个“进步的时代”进入一个“迷惘的时代”。所谓“进步的时代”主要是指以西奥多·罗斯福和威尔逊为代表的进步主义理想和道德占主导地位的时代。所谓“迷惘的时代”是指美国人民在历史的发展中对原来在人们思想中占主导地位的传统道德、理想即进步主义产生怀疑，感到困惑甚至起而反叛的时代。从“进步的时代”进入“迷惘的时代”，实际上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美国历史的一些更深层次的变化引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影响概括地说就是“经济的繁荣”“政治的保守”和“文化的成熟”。

战前，美国欠下欧洲各国60亿美元的债务，战时，美国不仅还清了债务，而且借给欧洲各国103亿美元。这就是“经济的繁荣”。“经济的繁荣”不仅表现在财富的增长上，更重要地表现在工业水平的发展上。技术革命在1919年至1929年达到第一个高峰，泰勒的工业科学管理理论使工业管理进入了新阶段。科学技术在工业和人们生活中产生着奇迹般深刻的影响，也对人们的科学技术观产生着深刻影响。经济繁荣带来的是实用主义、功利主义和个人主义、科学主义以及国家在经济管理上的放任主义的进一步膨胀，理想主义、联合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干预等进步主义的内容退到了一边。经济的繁荣没有促进民主的发展，也没有促进政治的前进，形成的恰恰是两极分化、政治的保守。

“政治的保守”的最集中的体现是1920年共和党在选举中的胜利。

在两极分化中、在政治上的挫折中，同时由于来自欧洲战后的非理性主义等各种思潮的传播，美国理想、道德、思想、文化陷入极端的混乱和迷惘中。人们对理想、理性产生怀疑，宿命论式的决定论开始占上风。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主义、科学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正因如此，在教育界才会出现巴格莱（W. C. Bagley，1874—1946）称之为“教育中的宿命论”的智力测验运动，才会产生“节约教育时间委员会”及其影响下的课程理论和课程体系，才会使得克伯屈去寻找具有“普遍”和“决定”意义的“方法”。在这种变化的意义上，似乎表现主义和弗洛伊德的学说是个例外。从表面上看，它们都极其重视人性，追求人性的解放。但仔细分析就会发现，它们都对人的理性进行否定而极力弘扬人的自然的原始的本能、直觉和性欲，属于非理性主义。在非理性主义与理性主义及其他各种思潮的冲突中蕴含的是文化的成熟。

2.“经济危机”和“新政”及其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1929年至1933年，美国发生重大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对教育的直接影响是教育经费的减少，尤其是公立学校教育经费的减少。“经济危机”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深层次的影响来源于它所引起的美国经济政策、政治和文化的变化。美国“经济危机”发生的最重要的根源是代表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在经济上采取的自由放任政策和政治上的保守甚至反动而导致的经济和政治局面的严重失衡。“经济危机”对美国经济的巨大破坏和给美国人民带来的巨大痛苦，证明了自由放任主义的失败，证明了单方面维护垄断资产阶级利益的共和党的失败。这些失败是对垄断资产阶级的沉重打击，是对20世纪2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主义、科学主义的打击。而在这些失败和打击中复苏的是在20世纪20年代退到一边的代表中小资产阶级利益的理想主义、联合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改良主义以及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干预等进步主义的内容。

1932年罗斯福的出任是民主党的胜利，“新政”的成功则是进步主义的成功。“新政”的主要内容是实行国家干预。有人将“新政”看成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在美国的试验，而实际上，“新政”是以罗斯福牢牢掌握的由各种各样的进步主义组成的进步联盟为基础和后盾的。下面这段话可以用来说明这一点：“在罗斯福领导下进行改革与恢复的希望，激动着知识分子。自1917年以来，他们从来不曾这样振奋过。政治思想家、各学科教授、编辑、关心社会的律师、牧师和作家们，抛弃了20世纪20年代曾经磨灭他们影响并将他们与中产阶级隔离开来的麻痹状态与犬儒主义。他们要求重新取得进步运动先驱和美国民主传统主要发言人的高尚地位。”[33]曾经支持过威尔逊的杜威在这个阶段积极支持新政，就典型地说明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进步主义的关系。

3.社会主义及其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如果仅仅看到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进步主义、与新政的关系，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表现出来的激进性，无法理解康茨，无法理解后期的杜威，也无法彻底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没落。

1919年，在共产国际的推动下，由原来的社会党“左”派成立了美国共产党。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主义对美国产生深刻影响的不是共产组织，而是马克思主义。一大群“敏感的”知识分子认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杜威和康茨均在其中。杜威和康茨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们反对阶级的对立而主张联合，反对暴力革命而主张运用“智慧”的和平的手段。他们反对将阶级斗争作为社会发展的动力，而认为人类发展的真正动力是科学技术。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集体主义”，将其与他们曾经主张的“联合主义”相等同，用以抨击20世纪20年代与自由放任主义相一致的个人主义。同时，他们也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为民主的实现而进行国家控制的思想。

在这种分辨中，我们应该清醒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进步主义的关系实际上是一种“论据”与“论点”的关系。进步主义只是用当时在社会中有广泛影响的马克思主义来论证它的基本观点，来促进它的重新崛起与兴盛。因此，进步主义在20世纪30年代并没有本质的发展。但是，由于它曾经将自己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一时迎合了人们的心理，促进了自身的兴盛，但最终使自己背上了“激进”的骂名，分担了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在美国所遭受到的厄运。

这种厄运在1938年左右终于到来了。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和1939年苏联政府与希特勒（Adolf Hitler，1889—1945）统治的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彻底动摇了美国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任。于是，反映康茨等人的激进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社会新领域》（Social Frontier）在1939年不得不改名为《民主新领域》（Frontiers of Democracy）。了解了这个厄运，才能够理解为什么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1938年能达到最高峰而又迅速地分裂，走下坡路。

（二）重大“内部”事件

1875年，帕克被聘请为昆西市督学，开始在昆西市进行教育改革，与教师们一起创造出“昆西教学法”，建设了一批新型学校——昆西学校。昆西学校实际上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的第一批实验学校。帕克当之无愧地被杜威称为“进步教育之父”。

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成立。它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从一种自发的、社会性的思潮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逐渐走向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思潮。进步教育协会成立后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最重要的标志，人们往往以它的盛衰论整个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盛衰。

1924年，《进步教育》（Progressive Education）杂志创办。《进步教育》是进步教育协会活动的宣传刊物，在公众心目中树立起了“进步教育”这一特殊形象，是当时教师了解进步教育的重要参考资料。同时，《进步教育》也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的晴雨表，是研究、分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杂志于1957年停办，被当成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解体的标志。

1924年《进步教育》第一期刊登进步教育七项原则。进步教育七项原则是进步教育协会的行动纲领，具体体现了进步教育协会的宗旨及活动性质。对于理解进步教育协会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至关重要。

拉格（Harold Ordway Rugg，1886—1960）与舒马克合作的《儿童中心学校》（The Child-centered School）一书完成。这本书对19世纪9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儿童中心倾向的学校实验进行了系统分析，被看成20世纪20年代以“儿童中心”为主要内容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作。

1932年，康茨发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一文。它标志着真正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再次崛起。它迫使那些自我陶醉在狭隘的儿童中心和教育专业的发展上的进步教育者不得不面临社会的挑战，重新反思自己的成果。它将进步教育的中心从儿童移向社会。

1933年，由克伯屈、博德、杜威、蔡尔兹、拉普、赫尔菲什和塞耶组成的编委会编写的《教育新领域》发表。这表明康茨的社会改造主义“在某种意义上”受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支持，表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方向上的重大转变。

1932年至1940年的“八年研究”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突破和成就。这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由前阶段在小学的实验进入到中学阶段的重大突破。

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Progressive Education at the Crossroads）。它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出现的又一重大转折。

1939年，创刊于1934年专门提供给教师的反映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进步教育思想的杂志《社会新领域》改名为《民主新领域》。这基本标志着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结束。

1944年，进步教育协会更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1955年，进步教育协会（“美国教育联谊会”于1953年曾恢复“进步教育协会”的名称）解散；1957年，《进步教育》停刊，这一切都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衰落的重要标志。

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阶段

在发展阶段的划分上，应当注意划分线索的相对一致性：或统一以重大“背景”事件作为划分依据，或统一以重大的“内部”事件作为划分依据。两种划分方法对于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缺一不可。然而，在具体的阶段划分上，以一条线索贯穿始终会使事情显得清晰一些。在这种情况下，以“内部”事件为划分依据，同时以“背景”事件作为一条暗线，更便于揭示教育发展的规律。此外，这里所进行的阶段划分是针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而言的，与针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阶段划分是有区别的。以起点的确定为例，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以1879年第一所手工训练学校的创办为起点，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以“进步教育之父”帕克创建“昆西教学法”为起点则更为恰当。

第一阶段 1875年，帕克被聘请为昆西市督学，开始与教师们一起创造“昆西教学法”，直到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办。这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和确立时期。

正是“昆西教学法”使赖斯看到了美国教育“进步”的一面。“昆西教学法”的意义在于，它揭示了新教育的核心是关心儿童的成长，而研究儿童应该通过他的自然的活动和活动倾向来进行。这种儿童中心的观点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昆西教学法”的意义还在于，它是美国教育实际工作者自觉自发地运用新教育理论进行的教育改革和创造。昆西学校的意义在于，它们是美国第一批新教育理论的实验学校，而实验学校及其实验从来都是新教育思想发展的园地。正是在昆西学校的启示下，美国出现了大量的实验学校（包括杜威的实验学校），也正是因为有这样大批的实验学校，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才能够发展成有相当规模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办的意义在于它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整体上从主要由社会推动向教育工作者自觉地追求专业发展，从教育工作者的自发行为走向组织化。这种意义具体体现在协会创办的宗旨中：“重点是把那些分散的和不统一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使教育改革能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下去。”[34]这种意义还具体体现在进步教育协会所确立的进步教育七项原则上。

这一时期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内容和特点集中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社会各界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推动和认可。以中小资产阶级为代表的进步主义者掀起了一次又一次以“进步”为名的教育改革运动，力图以教育促进工业进步和文化建设，以工业人文化来使人们重新分享财富与文明。这时，社会各界的进步主义者从各自的目的与立场出发，都站在“进步教育”的旗帜下。他们从总体上可以分为两类：中产阶级和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以及反映他们利益的政府代言人如民主党领袖西奥多·罗斯福等是从改良的愿望出发的，是真正的进步主义。而大资产阶级即各垄断财团和代表他们的各种协会和政府代言人则是从功利出发的，不是真正的进步主义。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两种不同的手工训练学校，才会出现职业教育运动。也正是因为被大资产阶级利用而在表面上获得了他们的支持，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才能迅速形成。正是在各种力量的推动下，在不到30年的时间内就形成了从内容到体制都得到了更新的美国进步教育体系。

另一方面是进步教育理论基础与模式的建立。社会各界对进步教育运动的推动和认可，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迅速形成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外在因素。而帕克的教育实验、赖斯的教育调查、杜威的教育理论、约翰逊的“有机学校”、梅里安的密苏里大学附属小学、沃特的葛雷学校等教育界的自觉探索，尤其是进步教育理论基础与模式的建立，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得以成立的内在根据。帕克的《关于教育的谈话》（1894年）和杜威的《学校与社会》（1899年）成为美国划时代的教育著作。进步教育的课程和教法的基本模式的原则从此建立起来了。这些原则是：①重视学校与社会的联系；②以儿童兴趣为中心；③综合课程（学术课程和活动课程）；④强调个别教学；等等。这些原则的建立直接为下一阶段的各种课程模式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第二阶段 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立至1933年《教育新领域》的出版，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挫折和拓展时期。

前面我们提到，之所以以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立作为重要的分水岭，是因为它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整体上走向了专业化、组织化。那么，我们必须问一个问题：是否只有它代表着这种转变？显然不是。以桑代克为代表的在20世纪20年代达到高潮的智力测验运动在儿童智力研究上为这种转化做出了贡献；在节约教育时间委员会领导下的从儿童生活需要出发制定的课程及在其中产生的以博比特为代表的课程理论，在课程研究上为这种转化做出了贡献；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传统的进步主义进行抗议的主张表现主义艺术的《七艺》（The Seven Arts）杂志，鼓励那些本身具有艺术和创造精神的教师把儿童视为艺术家，鼓励他们的灵感与创造，这恰恰是对帕克和杜威等早期进步主义教育家的儿童的“艺术和创造的本能”的一种专业化、组织化的发展；同样产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弗洛伊德学说使“心理分析”一词成为普遍的专门的术语和方法，丰富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儿童中心的内涵。既然对进步教育走向专业化、组织化做出巨大贡献的努力有这么多，那么，为什么要以进步教育协会的创办作为第二阶段的标志呢？首先，进步教育协会是由前一阶段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积极的拥护者和参与者如科布、史密斯、乔治等发起和组织的。在它的名称、宗旨和七项原则的确定中也可以看到，它在本质上与前一阶段的进步教育实验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有着更强的继承关系。相比较而言，其他的努力则大多来自外界的启发和推动。其次，进步教育协会的宗旨“重点是把那些分散的和不统一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使教育改革能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下去”[35]。因此，进步教育协会是自它产生之后最具有包容性和代表性的进步教育组织。以上所提到的来自各方面的发展都在进步教育协会和《进步教育》杂志中得到宣传和交流。

通常，人们都是以1932年康茨发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一文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的第二阶段的结束和第三阶段开始的标志，而在此我们却以1933年《教育新领域》的出版作为标志。理由在于康茨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与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立场、观点和方法上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康茨的社会改造主义是从小资产阶级和贫苦人民的利益出发的，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主要是从中产阶级的立场出发的。康茨主张教育改造社会，并将社会分析和社会改造作为教育的直接的主要的任务，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则提倡教育对社会进行积极的但有限度的改造，将社会分析和社会改造作为教育的一种重要方法和内容。当康茨提出“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后，杜威的回答是：学校绝不可能是政治、智力和道德变化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康茨的文章发表后，进步教育协会内部立即发生了分歧，并立即明确地提出，进步教育不能全部依据某种哲学，没有一个委员会（主要指康茨担任主席的社会和经济委员会）有权代表进步教育协会发言。因此，康茨发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应该被看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一个具有重大意义的外在刺激，以它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的阶段标志不是很恰当。康茨的文章的刺激在进步主义教育中的真正具有实质意义的反应是1933年《教育新领域》一书的发表。这本书实际写于1932年。康茨的文章，刺激了20世纪20年代由于整体上进步主义的受挫而导致的似乎在“儿童中心”中沉默、消失的“社会改良主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克伯屈、博德、杜威、蔡尔兹、拉普、赫尔菲什和塞耶组成的编委会编写的《教育新领域》的发表，表明康茨的社会改造主义受到了进步主义教育的主要代表人物的支持。由于进步教育者的积极反应，也由于康茨在进步教育协会中的地位（协会中社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主席），更由于人们在理解和认识上的局限，人们将康茨的激进的社会改造主义与进步主义教育混为一谈。当然，无论进步主义教育者如何竭力地进行区分，人们看到的更多的是他们之间的一致性。而且，无论如何，背上这种激进的骂名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没落的一个重要原因。然而，在康茨的改造主义和进步主义之间做出区分，是非常重要的。这关系到如何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和没落。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就不能很好地理解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与20世纪2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以及早期进步主义教育的关系；如果将二者混为一谈，也不能准确地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没落的原因：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变化和没落的根源是改良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垄断阶级不仅不允许激进的改造主义的存在，也不会允许社会改良主义的存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没落实际上是改良主义的失败。它与改造主义合在一起，只是给了人们更好的攻击的口实，加速了它的没落。

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立至1933年《教育新领域》的出版，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遭受第一次重大挫折的时期。这种挫折体现在教育上，便是科学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儿童中心（个人主义）的所谓进步教育思想在这个阶段占主导地位，而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教育思想却退在了一边。在这一阶段，以杜威、博德为代表的改良主义的进步教育家成了进步主义教育的批评者。杜威抨击儿童中心学校的学习缺乏成人的指导，并深刻地指出唯科学主义的最终结果是放弃教育自身的目的而将实际操作中的教育降低到为某种科学提供实验资料的地位。不仅如此，智商测验、统计方法、心理分析等从来都不会是孤立存在的。它们将被商人的功利主义所利用和控制，或成为个人主义反对传统的社会和道德标准的工具。改良主义的进步教育家与儿童中心和科学主义的所谓进步教育者的本质区别是：前者认为建立教育的社会目标，进行哲学思考是第一位的，而后者关心的是生物学或者个人主义意义上的儿童和科学主义的方法。

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立至1933年《教育新领域》的出版，也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要的拓展时期。拓展在两个方向展开：一是儿童中心方向的拓展；二是社会改良主义方向的拓展。每一个方向的拓展自身又包括两个方向：一是吸收外界的营养，拓展自身；二是积极传播自己的思想，拓展影响。

儿童中心方向的拓展在前面已经提到并做了分析。这个方面的拓展主要是教育工作者借助于科学主要是心理学、统计学和艺术的新理论等教育以外的领域的最新成就来进行的。这种拓展违背了进步教育的本质，但在方法的意义上却又极大地丰富了进步教育的内容。这种拓展是当时美国国内占主导地位的拓展。不过，这方面的拓展也不仅仅是在国内，国际上也在进行。这一时期产生的几种著名的课程和教法模式：道尔顿制（Dalton plan）、文纳特卡制（Winnetka System）和设计教学法（Project Method）迅速地传到世界各地。以道尔顿制为例，仅在英国就有2000所中学推行道尔顿制。

社会改良主义方向在当时却是有悖于美国国情的，只能在国外寻找发展的可能。非常难得的是，当时美国经济政治实力的不断增强尤其是在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地位的迅速提高以及当时世界新教育运动的蓬勃发展对新教育的渴望，为拓展提供了客观的充足的机会。更难得的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近20年的发展中已经享誉世界，出现了享有世界声誉的进步教育家，如帕克、杜威、克伯屈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前，杜威的教育方法已为许多欧洲进步主义者所熟知。这一方法的许多特点已被克拉帕雷德、德可乐利、奥托、纳托普与凯兴斯泰坦认可为进步主义教育理论之首要的和有系统的陈述。”[36]当然，我们在此强调的不是方法意义的拓展，而是进步主义教育的社会改良主义的拓展。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教育在积极寻求社会变革或正在发生社会变革的国家如苏联、中国等得到了拓展。苏联20世纪20年代占主导地位的“劳动学校”和由此形成的“综合教学大纲”的思想与杜威有着密切的联系。这种密切联系的根源在于杜威的积极的社会改良主义与苏联教育家希望通过教育进一步完成苏联社会改造的任务的某些一致性。杜威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则直接是他的社会改良主义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结合。晏阳初、梁漱溟、黄炎培、陶行知等都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也都是杜威的弟子。杜威的学校即社会、教育即生活在中国变成了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但是思想的改良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

第三阶段 1933年《教育新领域》的出版至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和顶峰时期。

重振指的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社会改良主义的重振，而社会改良主义是进步主义的灵魂，因此，在本质意义上，社会改良主义的重振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20世纪20年代社会改良主义在国内的沉默是由当时美国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保守的政治和非理性主义的文化心理等各种客观因素决定的。与此相一致，20世纪30年代社会改良主义的重振是由经济危机、罗斯福新政、社会主义思潮的兴起等客观因素决定的。不过，除了外在的原因外，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变化和发展也有其自身的原因：它一直存在儿童中心和社会改良主义两个方向。1933年，在整个美国社会的“进步主义”的背景下，在1932年康茨文章的刺激下，《教育新领域》出版，标志着社会改良主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随着社会改良主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1938年达到顶峰。1938年，进步教育协会任命了另一个“教育哲学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报告《进步教育：它的哲学和挑战》从头至尾都是杜威的哲学”。[37]这本身就具有象征意义。同时，1938年，进步教育协会的人数达到了最高峰。

1933年至1938年，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重振主要是指社会改良主义方向的重振，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儿童中心方向，在专业化、组织化的方向上的停滞。进步教育协会先后成立了各种专门的委员会；“八年研究”将进步教育实验从初等教育扩展到了中等教育；越来越多的大学不断地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改革大学的课程。这些都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巨大进步。

第四阶段 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至1957年《进步教育》杂志停办，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分裂和衰落时期。

1938年博德发表《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是一个重要的象征，说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开始走向衰落。1938年，进步教育处在一个怎样的十字路口，面临着什么样的抉择？在博德的书中可以看到，他认为，进步教育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传统，来自欧洲的贵族以及贵族教育，来自柏拉图的绝对理念，来自人们对冲突与斗争的厌烦。赫钦斯（R. M. Hutchins，1899—1977）是当时这些挑战的重要代言人。同时，博德又清楚地看到了进步教育所肩负的历史使命，这就是传播民主文化，使普通人都能获得真正的民主。这种使命来自社会进步的需要、科学（实践性）的需要以及它们对人的需要。因此，博德认为，进步教育面临的抉择是：“如果进步教育能够成功地致力于将民主精神转变为民主哲学和方法，这个国家的未来的教育就会掌握在进步教育的手里；如果进步教育仍然坚持单方面地热衷于个别学生，它就会原地打转，就会落后。”[38]博德的分析有一定的道理，但也存在局限性。首先，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重振的核心就是关注民主文化的建设。它面临的问题不是在主观上是否致力于民主建设，而是在客观上如何面对垄断阶级的反民主的势力。其次，他的分析主要着眼于观念分析、内在原因分析，虽然对影响进步教育发展的社会背景也做了分析，但分析不够具体、全面。

1938年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的“大清洗”和1939年苏联政府与希特勒政府签订的条约使20世纪30年代激进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难逃骂名、厄运；新兴工业的发展和泰勒等的工业科学管理理论使工业发展进入了新阶段，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强调适应、儿童中心、经验的进步主义教育面临根本挑战；1938年，巴格莱起草的《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之纲领》（An Essentialist’s Platform for the Advancement of American Education）在大西洋城正式通过，“要素主义者促进教育委员会”正式成立，进步主义教育出现了掘墓人；1938年就已开始走向战争的美国使人们无暇顾及教育；进步教育协会的人数在1938年达到最高峰，此后开始逐年减少。

虽然博德对进步教育的危机的分析不够具体、准确、全面，但他适时地发表了《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并在全部分析中所突出的一个问题，即进步教育是否敢于建设一种民主文化，切中了危机的要害。因此，以《进步教育在十字路口》作为阶段划分的重要标志，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一些研究将1944年作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衰落的起点，主要依据是在这一年进步教育协会改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American Education Fellowship）”。然而，实际上，1944年的更名已经是进步教育衰落的结果和表现。20世纪30年代末，人们对进步教育的批评在增加。“‘进步教育协会是否已完成了它开始想要完成的任务？’‘进步教育协会是否必须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而继续存在？’这些和其他相类似的令人失望的问题支配了20世纪40年代初理事会的一些讨论会。”[39]实际上，1938年的各种的历史转折就已经决定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没落，“进步教育协会”更名、解散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第四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时期的主要组织、教育实验和教育思想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发展中从总体上总是难以确定一个统一的目标，但这并不意味其中的具体组织、具体实验和各个教育家也没有目标。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有着各自的目标，明确的统一的目标才难以确立；正是如此，进步主义教育才会生机勃勃；因为他们的成功，他们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流、代表，甚至使人们认为他们就是进步主义教育的本质所在。但是在研究时，我们首先要将他们看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现象，然后对这些现象进行整理和分析。只有这样，才能准确把握和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一、进步教育协会

“进步教育协会”成立于1919年。它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从一种自发的、社会性的思潮变成了一种有组织的、逐渐走向组织化和专业化的思潮。进步教育协会成立后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最重要的标志，人们往往以它的盛衰论整个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盛衰。1944年进步教育协会更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及1955年进步教育协会解散，都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衰落的重要标志。那么，进步教育协会到底是由谁发起的，它是一个什么性质的组织，是如何工作的？它与进步主义教育是什么关系，到底在多大的程度上代表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

（一）进步教育协会的创办

根据进步教育协会的主要发起人之一柯布和克雷明的记述，最初提出建立教育协会的想法的是约翰逊，目的是支持她的工作。柯布在此基础上希望建立既能吸引专业工作者，又能吸引外行，能够让不同的教育工作者和家长聚集在一起交流思想的更广泛的协会。柯布的想法得到了史密斯等人的支持，体现在新协会起草的计划中：协会的“重点是把那些分散的和不统一的力量集中起来，以便使教育改革能在全国各地继续进行下去”[40]。

进步教育协会早期领导集体的构成情况：

第一任会长（1921—1923）：摩根，莫雷恩公园学校校长；

第二任会长（1923—1925）：史密斯，比弗乡村日校教师，后任帕克学校校长；

第三任会长（1925—1927）：弗罗利切，格切学院教授；

第四任会长（1927—1929）：柯布，美国海军学院英语教师。

其他参与协会成立的还有女富翁威廉斯、慈善家孔利等。

从协会领导者的情况看，进步教育协会是由热心改革的教育实际工作者组成的群众性组织。组织的职能有两项：一是交流，二是研究。协会在声明中说：“进步教育的目的是以对人的心理、生理和精神，以及社会的特性和需要进行科学研究为基础，促使个人得到最自由和最充分的发展。”[41]这一声明表明，进步教育协会研究的重点是学生个人的发展及教育问题。

（二）进步教育协会的原则

1924年，由进步教育协会创办了《进步教育》杂志。集中反映这一时期进步教育思想的是刊登在《进步教育》杂志封面的七条进步教育原则。

1.给儿童本性自然发展以自由

学生的一切行为由他自身按照他所在社会的需要去主宰，而不是受其他任何外在法律控制。学生应该拥有充分创造和自我表现的机会和一个充满兴趣和自由自在的环境。

2.兴趣是儿童一切活动的动力

兴趣应该通过直接或间接地与外界的接触、活动和经验的获得得到满足，应该通过运用获得的知识并在不同学科间建立联系而得到满足，应该通过一种成就感而得到满足。

3.教师是顾问，不是教头

教师应该相信进步教育的目标和原则，给儿童创造性的发展以更多的自由，这点至关重要。

4.科学地研究学生的发展

学校的记录不能仅仅是学生的学科成绩，还应该包括身体、精神、道德和社会等对今后生活有影响的各方面情况。

5.极大地关心影响学生身体的一切因素

进步教育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学生的健康。学校应该有充足的时间、空间让学生活动，有明亮的光线、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校舍，充分利用室外空间。教师应随时观察学生的身体状况并随时与家长保持联系。

6.学校与家庭协作满足儿童的生活需要

学校应该为学生提供一个最大限度包括儿童所需的能满足一切兴趣的类似家庭的环境，尤其是在小学阶段。这种环境只有通过教师和家长的合作才能形成。

7.进步学校应该成为教育运动的先导

进步学校应该成为教育运动的先导。它应该是新思想的实验室。它将过去优秀的经验与当前的新理论结合起来，形成新的教育理论。

儿童中心显然是进步教育七项原则的中心思想。

（三）进步教育协会的性质、地位和发展

在1919年进步教育协会创办时，有85人登记入会，参加协会的都是一些热心教育改革的实际工作者和社会人士。

1924年，《进步教育》杂志创办。杂志以丰富生动的形式介绍了美国和欧洲的进步教育和新教育的情况，面向教师和家长介绍了具体的课程、教材和教法。由于进步教育协会和《进步教育》杂志的深入实际的具体而广泛的影响，再加之名称的巧合，在广大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了“进步教育”的形象，使进步教育协会在公众心目中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言人。

进步教育协会从它创办之初就与欧洲新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协会的最早的组织者们对欧洲教育尤其是对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关于儿童心理的研究就很关注且有一定的研究。进步教育协会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新学校局”取得联系，与欧洲新教育运动保持密切的关系。在1924年《进步教育》的创刊号上，就有关于欧洲新教育运动的详细介绍，其中包括新教育组织、原则以及重要的学校和实验等。1925年，进步教育协会的代表参加了在英国举行的新教育联谊会。

这种密切联系的根源在于关注焦点和原则上的一致，这就是儿童中心。这从进步教育协会的七项原则与新教育的七项原则的比较中就能看出来。正是这种一致性，使进步教育协会及时吸纳了欧洲新教育运动的丰富成果，在儿童中心方向上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由于他们的儿童中心方向，协会在广大公众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种特殊的“儿童中心的进步教育”的形象，这种思想尤其在1919年至1933年第二阶段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克雷明认为，在进步教育协会的发展中，1929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这一年协会的执行委员会为了扩大进步教育协会的范围和影响，开始创立各种各样的专业委员会，如“教育资源委员会”“教育自由协会”“中等学校课程委员会”“人际关系委员会”“约翰·杜威学会”“社会和经济委员会”“农村学校委员会”“家庭和学校关系委员会”“成人教育委员会”“实验学校委员会”“文化交流委员会”“师范教育委员会”“广播教育委员会”“学校与大学关系委员会”，等等。这些委员会的成立可能是进步教育协会人数增加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些专业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进步教育协会由过去的组织化走向了专业化。专业化有利于进步教育协会的研究工作的规范化，但也使进步教育协会逐渐失去了对社会变化的敏感，逐渐失去了最初那些热心教育改革的家长、社会人士乃至教师、校长这样一些教育实际工作者。

1932年2月18日晚，康茨在进步教育协会的年会上的讲演，使进步教育协会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学校敢于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吗？教师敢这样做吗？他一针见血、咄咄逼人地指出，进步教育的最大问题是仅仅关注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进步教育运动的领导权已经转移到了中上层阶级的手里。并且进一步提出，进步教育要真正成为进步的，就必须深入社会底层，必须面对一切社会问题。康茨的诘问、责难及建议破除了进步教育协会的自满，打破了平静，使进步教育协会受到了最严峻的挑战。

这种挑战实际上是进步教育协会难以应付的，因为这种挑战所昭示的发展方向已经超越了进步教育协会创办的初衷，也超越了协会主要领导和组织人员的能力范围。于是，进步教育协会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首先成立以康茨为主席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然后一次又一次地成立专门的教育哲学委员会来制定教育目标，结果是背上激进主义的骂名，在进步教育协会中引起对激进主义乃至改良主义的憎恶，最后是对制定目标的绝望和进步教育协会的分裂。康茨的发难与社会和经济问题委员会的成立使进步教育协会具有了新的吸引力，但很快几乎是立即又导致了进步教育协会的分裂。进步教育协会的分裂实质上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效率主义、科学主义及儿童中心与理想主义、联合主义、浪漫主义、人道主义、国家在经济上的宏观干预及社会改良主义的分裂。

有些人将进步教育协会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衰落归罪于社会改良主义，这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清楚，它绝不是唯一的原因。

1938年以后，由于进步教育协会内部由日益专业化和社会改良主义的重振导致的分裂，更由于整个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所遇到的来自国际国内工业、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挑战，进步教育协会开始走向衰落。

1932年以后支撑进步教育协会的仍然是他们在儿童中心和专业化方向上的努力。著名的道尔顿制、文纳特卡制、设计教学法、“八年研究”、林肯学校等，都为进步教育和进步教育协会提供了丰富的内涵，增添了光彩，也为教育科学尤其是儿童研究、课程研究和教育实验的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儿童中心”取向的教育实验及思想

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过程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儿童中心取向的教育实验。这是由于受到了欧美早期教育科学运动尤其是心理科学的发展和欧洲新教育运动的影响，同时也是进步教育追求专业化的结果。我们在前面已经分析过，以桑代克为代表的智力测验运动在儿童智力研究上做出了贡献；以博比特为代表的从儿童生活需要出发制定的课程在课程研究上为这种转化做出了贡献；主张表现主义艺术的那些本身具有艺术和创造精神的教师把儿童视为艺术家，鼓励他们的灵感与创造，加深了对帕克和杜威等早期进步教育家的儿童的“艺术和创造的本能”的理解；弗洛伊德的学说使“心理分析”一词成为普遍的专门术语和方法，丰富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儿童中心的内涵。由此可见，“儿童中心”取向的角度是多样的，内涵是丰富的。在此，我们主要介绍三种“儿童中心”取向的教育实验：注重个别差异和个性发展的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表现主义的普拉特游戏学校和心理分析的沃尔顿学校。

（一）“个别教学”的道尔顿制和文纳特卡制

克雷明在《学校的变革》（Transformation of the School：Progressive in American Education）中提到，当时，注重个别差异的个别教学的思想主要来源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师范学校的校长伯克，帕克赫斯特（Helen Parkhurst，1887—1973）、华虚朋和贝蒂都是伯克的学生。

1.帕克赫斯特和道尔顿制

帕克赫斯特，美国著名女教育家，道尔顿制创始人。帕克赫斯特l907年毕业于威斯康星州立大学，分别在小学、中学和师范学校教过书。她曾参观蒙台梭利学校并在那里担任教师，受过正规的蒙台梭利教学法的训练。1920年，她在马萨诸塞州的道尔顿中学推行一种新的课程和教学计划。这就是著名的道尔顿计划。道尔顿计划的要点如下。

工作课程（job curriculum） 学生都是未来社会共同体中的工作者。为了帮助他们尽快地适应社会需要，设置工作课程可以在学校生活与社会生活之间形成一种连续性。课程被划分为一个个小部分。每一部分形成一个单元，称为“工作单元”。“工作”的设置应经过全体教师商讨决定。每一个单元有一主题思想。单元的内容应丰富，使学生有充分想象的余地。

工作间和实验室取代教室 比如，地理课中的地形单元有一个工作间，也叫学术工作间，里边有书籍、尺子和仪器，另外还有一间实验室，这里挂满了各种图片。工作间和实验室基本按学科分类安排，这样使用起来比较方便。

年级划分 不同年级有不同课程，每一个年级设一名导师，但几个年级常常生活在一起，是一个共同体，互相交流思想。

工作合同 每个学生与导师之间都有一本工作合同手册（job book）。手册上铅印着某科、某日的学习问题。学生在工作手册上回答问题。课程采用单科独进。每一科大约都有20天时间，也就是20个工作单元。每个学生有一张工作卡，记载着他完成工作的情况。学生如能提前完成工作，可以进入下一门科目的学习。学生每天有15分钟时间与教师商量他的工作情况。上午结束前，年级学生与专家一起讨论工作中出现的一些根本性问题。这一时间称为“会议时间”。道尔顿计划的本质是学生的每一个进步都是按其自己的速度取得的，只有这样才能使课堂的内容被彻底地吸收。

教师是导师 教师的教学贯彻在与学生的讨论中。讨论以个别讨论为主，也可以出简报，约某部分或几个学生讨论。另外，还有年级讨论。教师的任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制定工作手册；第二，与学生一起讨论工作中出现的问题；第三，教学生充分地利用和分配时间。

道尔顿制的工作课程、个别教学、自我教育能力的培养等措施很具体，因而在20世纪20年代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道尔顿制产生于美国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其广泛应用还是在英国。帕克赫斯特访问英国后，1921年10月，道尔顿协会在英国成立。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大约有2000所学校施行道尔顿制。道尔顿制传至英国及欧洲其他各国，也传到了苏联、中国，影响比较广泛。

道尔顿制的特点是工作课程和个别教学合同。但应看到，它的工作课程是由学科课程分成小的工作单元而形成的，它与美国当时所倡导的融学术课程与作业课程为一体的综合课程是有区别的。它的个别教学是从学生学习进度的差别出发，而不是从学生的兴趣出发，与进步教育的儿童兴趣中心思想也非一致，这是道尔顿制之所以没有在美国得到广泛推广的原因。

2.华虚朋和文纳特卡制

华虚朋曾就学于帕克的库克师范学校附属实习学校，1914年至1919年任教于加利福尼亚州立师范学校，受到帕克的影响。1919年至1943年任伊利诺伊州文纳特卡学校的校长。随后，他成为纽约市立大学布鲁克林学院的教育教授和师范教育系主任。华虚朋是进步教育协会的领导成员，1936年至1940年担任进步教育协会会长。1941年，华虚朋与拉格等一道主持新教育联合会会议，是美国在新教育联合会的重要代表人物。华虚朋在任文纳特卡学校的校长期间，与教员们共同研讨、制定并实施了一种新的课程教法制度，这种制度被称为文纳特卡制（Winnetka System）。

华虚朋对他所接触的新教育思想和进步教育思想的特征做了如下概括：每个孩子都应有独立人格，都有获得全面发展的权利；集体教学法应让位于促进个体发展的方法。为了实现人格的全面发展，每个孩子都要经历三个教育阶段：第一，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第二，有充分的机会表现自己，从事创造性活动；第三，逐渐认识自己是社会的一名成员。

要使学生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教师首先要选定各学科的共同要素，然后选择学生可以接受的方式（如动画法等）传授给学生。学生掌握知识和技能的速度可能会不同。为了确保每个学生脚踏实地地进步，教师要根据学生的个别差异给每个学生建立目标书，一个目标一个目标地前进。为了在学习中培养学生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能力，要针对学生的情况安排测试，学生通过测试自我纠正、自我完善。

华虚朋认为，在个人能力的各要素中，最关键的是自我表现能力，因此学校可以提供作文、模拟记者采访、演剧、工艺、音乐表现等各种机会让学生尽情地自我表现。

培养社会感和合作精神的最佳途径就是让学生参加集体活动。学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一起工作，可以从工作中获得一种荣誉感和幸福感。文纳特卡学校是孩子们的学校。他们管理校园，清扫操场，装饰教室。他们比教师还尽心尽力。文纳特卡学校是一个大集体。每个学生都是这个集体中的一员。

文纳特卡制与道尔顿制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它强调基本知识和技能在儿童个性发展中的作用，突出培养了儿童自我教育能力和社会感，被认为是对道尔顿制的改进。

在文纳特卡制中，我们可以看到个别教学与智力测验、表现主义、社会目标的有机结合。

（二）表现主义的普拉特游戏学校

表现主义也称表现派，是产生于19世纪末的一种重要的现代艺术流派。表现主义的核心是反对拘泥于任何形式和任何束缚的艺术，而以可以摧毁一切的本能、直觉、想象力去尽情地、令人陶醉地表现世界。表现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传入美国，是与美国“迷惘的一代”反理智主义和追求艺术中的自然主义结合的产物。1916年至1917年在美国短暂存在的《七艺》就是体现表现主义的一份重要杂志。它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影响却很大。它凝聚了绘画、舞蹈、音乐、摄影、雕塑等各个艺术领域的表现派艺术家，并且指出：“这是一个意味着美国全民自我意识到来的时期，是一个伟大的开端。在这样的时期里，艺术不再是私人的事情；艺术不仅成为国民生活的表现形式，而且是一种提高国民生活价值的方法……”[42]这里，艺术已经超越了艺术自身，而要求成为一种新的生活价值、新的生活方式。这是针对工业文明的文化和精神的贫乏而产生的。这种超越和抗议影响及渗透到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也包括教育。表现主义尤其关注儿童原始的、朴素的艺术创作。

克雷明认为，没有任何人像普拉特（Caroline Pratt）那样在她的工作中反映了表现主义对教育的影响。普拉特1867年生于纽约的费耶特维尔；1892年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学习幼儿园方法和工艺美术课程；1894年到费城女子师范学校教手工训练课程。由于不愿受约束，她辞职到纽约找工作。在工作中，她打破课程原则，让学生从事任何他们愿意做的建设性活动，获得了成功。普拉特在一次观察儿童游戏时发现，儿童通过游戏可以充分表现他们对世界的了解，并促进他们对世界的了解。于是，在1914年，普拉特创办了游戏学校（也称城市和乡村学校）。

在游戏学校中，普拉特带儿童去参观公园、商店、动物园、港口等，然后将积木、黏土、颜料、小动物等各种材料提供给儿童，将儿童看成艺术家，让他们通过这些材料来创造性地表现他们所看到和理解的事物。这就是表现主义的教育。这种教育受到了表现主义艺术家和那些冲动的有创造欲望的教师的支持。在这样的教育中产生了来自学生创造力的一流的艺术，同时也造成了放纵和混乱。表现主义教育将创造力和表现夸张为进步教育的全部内容，显然是偏激的，但无论如何，它对于“儿童中心”“创造力的培养”无疑是一种丰富和拓展。

（三）心理分析的沃尔顿学校

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说在1909年弗洛伊德访美后传到了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非理性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美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弗洛伊德的精神心理分析学说是一种决定论的人性论，其核心概念是“无意识”即“力必多”。弗洛伊德认为，意识只占心理结构中很小的一部分，好比露在海洋上面的冰山的山顶，而无意识却好像沉没在海洋下面的巨大的冰体，在人的精神活动中占有支配地位。弗洛伊德的学说反对“文化的压抑”，呼吁“爱欲的升华”。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弗洛伊德学说在西方教育界产生反响，《儿童期的心理卫生》（The Hygiene of Childhood）、《儿童的无意识心哩》（The Child’s Unconscious Mind）、《教育工作中的心理分析》（Psycho-Analysis in the Service of Education）等陆续出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几乎整整一代教师都受到了弗洛伊德学说的影响。他们将无意识看成学生动机和行为的依据，认为教育的任务是帮助儿童将受压抑的情绪成功地升华为对社会有用的力量。

农伯格（Margaret Naumburg）将弗洛伊德的学说物化成了著名的沃尔顿学校。农伯格是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的学生，也是杜威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到欧洲在“儿童之家”向蒙台梭利学习，回国后曾创办“儿童之家”。然而不久，农伯格就因认为蒙氏方法过于呆板而放弃了“儿童之家”。1914年，在约翰逊的指导下，农伯格创办了一所自己的“儿童学校”，后成为沃尔顿学校。这所学校的建立是对压制和压抑成千上万的小学生的创造性和自发性的正统教育的罪恶的揭露和批判。学校的宗旨是将心理分析应用于教育实践。学校将大量的精力用于对学生人格的研究和发展上。他们认为教育有两个任务，即解除和升华。解除，就是使儿童不至于过分受到父母的束缚、教师和教科书的束缚，要鼓励他们自由地表现自己的内部精神世界，促进他们情感、智慧和体力的发展。升华，就是将每一个人的勃勃生机和精力引导到某种积极的建设性的活动中。为了完成这两个任务，学校首先要创设一种热烈、轻松、高度个人化的气氛，让每个学生都能在精神上放松，能够学习他们自己可以做的事情，能够独立思考，能够创造性地表现自己。为了创造这样一种气氛，就必须彻底打破教师、教科书的权威，因此，沃尔顿学校废除了各种形式的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学习和活动的时间由学生自己安排，由于重视学生的创造性表现，艺术成了核心学科。艺术成了进行心理分析、完成教育基本任务的最重要的途径和方式。在这一点上，心理分析的儿童中心与表现主义的儿童中心是一致的。

心理分析，尤其是它对内驱力的探究，使儿童研究处于积极的动态之中，更使儿童研究向内在的纵深的方向深入，为研究儿童的原始的创造的潜能，更为儿童创造的潜能的表现做出了特殊的贡献。

“儿童中心”取向的教育实验在进步主义教育实验中占绝对主要的地位，其内容非常丰富。除以上三种外，还有“智力测验”的儿童中心、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的儿童中心等。

三、“社会取向”和“多重取向”的教育实验及思想

“社会取向”和“多重取向”的教育实验在进步主义教育实验中虽然不占主导地位，但却是进步主义教育中与“儿童中心”取向相并行的两个重要的方向。

（一）“社会取向”的教育实验：拉格的社会课程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本质上是一种社会改良主义教育思潮。通过教育改良社会是很多进步主义教育家的愿望。如何通过教育改良社会则是他们不断思考和探索的问题。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时期，即1876年至1919年，“社会取向”的教育实验占有主导地位，这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的阶段性是一致的。1879年伍德沃德的手工训练学校、1888年贝利到康奈尔大学担任第一位园艺学教授和自然研究俱乐部的建立、1886年美国第一个社会服务社的建立，实质上都是“社会取向”教育实验的“开端”。杜威的芝加哥学校和沃特的葛雷学校更是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的意义上都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社会取向”的教育实验的典范。

20世纪20年代以后，由于种种原因，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仍然存在着“社会取向”的教育实验。拉格的社会课程就是一个典型。

拉格是一位非常敏感、热情、富于变化的教育家。克雷明说：“如果某个人的经历象征着进步教育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里的不断变化，那么这个人肯定是拉格。”[43]拉格毕业于达特默思学院土木工程学专业。毕业后到伊利诺斯大学当研究生，学习心理学、社会学、教育学。1915年获哲学博士学位。伊利诺斯大学毕业后，拉格从土木工程专业转向教育，自然地融合在当时时兴的教育测量运动中，一头钻进教育统计和测量，出版了《应用于教育的统计法》（Statistieal Methods Applied to Education）。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由于接触和受到《新共和》（The New Republic）和《七艺》的影响，拉格的教育生涯发生了第一次重大转折。1928年，他和舒马克一起合著了一本象征20世纪20年代进步教育的著作《儿童中心学校》，揭示了20世纪20年代进步教育的精髓：“进步教育联系着艺术家与工业文明社会表面性和商业主义的有历史意义的斗争。”[44]1929年的经济危机使拉格的教育生涯发生了第二次转折，即从儿童中心主义转向社会改良主义。这一时期他的代表作是《美国的文化和教育》（Culture and Education in America）、《美国生活和学校课程》（American Life and the School Curriculum）、《美国教育基础》（Foundations for American Education）。

拉格的社会课程是他1919年到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任教时在刚建立不久的林肯学校设计、实验的。实验始于1920年，1936年的《美国生活和学校课程》集中反映了他的实验。他说：“大约16年来我几乎没有中断地执行了两个主要任务：第一，给青年人描绘一幅工业民主主义文化的肖像；第二，说明它为教育者们所使用。”[45]这实际上是对拉格工作的高度概括，也是对他的社会课程的高度概括。第一项任务实际上是拉格社会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即使学生了解社会；第二项任务则是他围绕目标而设计的课程方案。

拉格的社会课程的制定过程如下：首先，在各门社会学科中选出一批“开拓思想家”。然后，在他们的论述中找出使用频率最高、最重要的概念，如民主、战争、失业、收益、交易、社会冲突、领导等。接着列举思想家们在使用这些概念时的一些重要的观念，如“随着人口增长，租金也上涨”，“一个好的政府必须为人民担负起立法者和官员的责任”。最后是提出一系列中心论题，如“民主主义的发展”“经济帝国主义的产生和扩大”等。[46]这样，由概念、观念和论题组成了社会课程的框架，即以论题为中心，以观念为线索，以概念为基础。从形式上看，拉格的社会课程是单元课程，是问题中心课程，是儿童中心课程，但是在实质上又非常注重概念和思路的形成，以学生对社会的了解和正确理解为目标。因此，它兼顾了儿童中心和社会中心，兼顾了儿童和知识，兼顾了知识的更新和知识的结构，与杜威的课程论极为相似。这种课程设计思想是有借鉴意义的。

（二）“多重取向”的教育实验：林肯学校

前面我们所介绍和分析的学校的实验大多是以某一种理论为主，甚至以实现某一种理论为目标的。而林肯学校在这一点上与其他实验有本质的区别。它不是以某一种理论为主，更不是以实现某一种理论为目标。它的目标是创办一所“现代学校”。学校的主要设计者和创办人弗莱克斯纳（Abraham Flexner）说，学校的目的是“为孩子提供他们需要的知识，并且发展他们在现实世界中把握自己的力量”[47]。这种概括是高度的、简洁的。它超越了片面的儿童中心和社会中心取向，却又是真正的儿童中心和社会中心取向。这是进步主义教育进步的体现。正是站在这样一个高度上，弗莱克斯纳指出，很多进步学校往往是偶尔地放弃这个或改变那个，致使传统仍然继续存在于教育中，因此，他认为，教育改革必须是彻底的：“现代教育显然以相反的方式发展起来；它不包括任何东西，因为现在是不会创造出肯定的事物的。”[48]正是因为有这样的理性基础，林肯学校才能独立地、不依附于任何理论地、全面地、彻底地从自己的立场出发吸纳所有有利于实现其目标的教育成就，成为“多重取向”的教育实验，才能在美国教育史上产生其他学校难以相比的伟大的、持久的、预言性的影响。

林肯学校的酝酿始于1915年，当时，弗莱克斯纳在普通教育委员会的会议上最初提出创办一所普通教育的现代学校。1916年，弗莱克斯纳发表了他的著名的代表作《现代学校》（A Modem School），为创办这所现代学校做好了思想和理论上的准备。这是林肯学校成功的关键。弗莱克斯纳在最初创办这所学校时极力主张独立创建。可惜的是，为了解决经费问题，他的主张没有被采纳。林肯学校创建于1917年，是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的附属学校。就在这时，已经种下了林肯学校的悲剧的种子。林肯学校实质上是在家长和普通教育委员会的支持下创办起来的，是一所有足够捐款进行实验研究的学校。1940年，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为了解决它自身以及它的另一所附属学校贺拉斯·曼学校的财政困难，强行将贺拉斯·曼学校和林肯学校合并，遭到了家长的敌视和反抗，在1948年被彻底关闭。

尽管如此，由于其先进的理念基础，林肯学校仍然是辉煌的。林肯学校是一所大的实验学校。就和所有的学校一样，课程是学校的灵魂。林肯学校也创造了它的特殊的课程体系。林肯学校的课程是围绕科学、工业、美学和公民学四个方面来组织的，建立以问题为中心的，配之以经过彻底改造的系统的学科知识的课程体系。

林肯学校的以问题为中心的“工作单元”是有名的：

一、二年级 现实生活的游戏；

三年级 以船只的学习作为进入历史、地理、阅读、写作、算术、 艺术和文学的入口；

四年级 关于食物的学习；

五年级 关于运输的学习；

六年级 不同年代的书籍的学习；

七年级 人类及其环境；

八、九年级 生活在一个电力时代；

十、十一年级 古代和现代的文化；

十二年级 生活在当代美国。

林肯学校围绕问题中心开设的学科课程：

小学 音乐、工艺美术、自然科学、家政和体育；

中学 数学、英语、生物、物理、社会科学、现代外语、工艺美 术、家政和 体育。

这些学科的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育程序和方法都是重新制定的，是与问题中心和科学、工业、美学、公民学四个方面相统一的。

在林肯学校，每一个孩子从入学开始，教师就要对他们进行书面的记录，并广泛地应用这些资料。

在林肯学校，既有问题中心课程，又有学科课程；既有儿童的尽情的艺术创作，又有大纲和考试；既有经济和工业，又有文化；既有现代，又有古代；既有教师创造性的工作，又有他们细致的测验和记录。“当进步主义理论家发现相互之间越来越不能相互容忍的时候，他们的理论却不知怎么在一些学校的生活中结合了起来。”[49]实际上，道理很简单，儿童需要教育，儿童所需要的教育，所需要的教育逻辑，比教育理论的逻辑重要得多，严密得多。只有真正从儿童出发，我们才可能真正统一我们的教育和教育理论。这才是真正的理论研究的方向，才是真正的儿童中心取向。因此，可以这么说，林肯学校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在实践中的集大成者。

四、“八年研究”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它的发展中一直没有停止过它的拓展：儿童中心方向的拓展，社会改良主义的拓展，二者结合的拓展、多重方向的拓展，还有从小学到中学的拓展。“八年研究”就是从小学到中学的拓展的代表。我们都知道，小学是基础教育的初始阶段，没有过多的升学压力，因而提供了改革的余地和宽松的环境；而中学却不然，中学是基础教育的出口，直接连着大学，有较大的升学压力，因而改革的余地就自然很小。因此，从小学到中学的拓展是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个重大的发展。

“八年研究”的最初想法是在1930年进步教育协会的年会上提出来的，是围绕如何发展中等教育，如何使中学为青年服务的问题展开的。中等教育的改革必须同时考虑大学的入学要求。因此，中学的改革必须中学和大学合作进行。为此，同年10月成立了一个“中学和学院委员会”，会长是约翰·巴勒斯中学的校长艾肯（Wilford M. Aikin）。

委员会用了两年的时间做准备。首先确定了实验的指导思想：①更好地掌握知识；②学习更有连贯性；③发挥学生的创造力；④对现代文明的问题有清楚的了解；⑤更好地个别指导学生；⑥有更好的教材和更有效的教学方法。[50]简言之，就是建立一种更加适合青年需要和社会需要的灵活的中等教育。

从指导思想出发，委员会在被推荐的200所中学中确定了30所不安于现状的各种类型的中学，有私立中学也有公立中学，有大型中学也有小型中学。同时，委员会也和300所学院签订了协议。中学和学院合作的具体内容是统一指导思想，合作进行实验研究，合作的关键是300所学院同意在实验期间对实验学校推荐的毕业生不实行原来的入学要求。毕业生主要持校长的推荐书和一份学校提供的详细的档案材料申请入大学。校长的推荐书须证明学生：“（a）具有确保完成学院功课的一般智力；（b）有明确的严肃的学习兴趣和目的；（c）已显示出有能力对学院开设的一门或一门以上的学科进行成功的学习。”[51]没有这种合作为前提，中等教育是不可能进行改革的。在“八年研究”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考试改革对于中等教育改革的重要性。正如康内尔分析的：“到目前为止，学校工作大部分都被适应学院入学要求的需要所左右。这个目标一旦被取消，它们就不得不彻底考虑它们的目的，并为它们的存在提供更加根本的教育上的理由。在它们各学校必须花费许多年的时间殚精竭虑地思考，方能够对它们的目标做出一个令人满意的说明。”[52]这种对教育目的、教育本质的追求和思考，能够使长期在适应考试的过程中逐渐麻木的教师及管理人员产生教育意识的觉醒，使他们真正成为教育的主人和创造者。

由于入学要求的变化，由于委员会对实验学校只提出了指导思想，主张实验学校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进行改革，从而为实验学校的创造性的研究和工作提供了条件。各实验学校的工作是创造性的，同时也是严肃的。首先，他们花了大量的时间思考和确立学校的目标。其次，他们要求全体教师重新设计课程和管理。最后，还必须严肃地对实验的结果进行测试和检验。在实验期间，评价委员会设计了200多种关于过程和目标的测验。

实验在1933年开始启动，一直进行到1941年，共8年。在1941年结束时，泰勒领导的追踪研究组，对“八年研究”的结果进行了评价。评价挑选了1475组大学生，每组两个学生，一个是实验学校的学生，一个是普通学校的学生，两个学生在性别、年龄、学习能力、家庭情况和社会情况方面相近。对照的结论是：

“发现这30所中学的毕业生

1.平均总成绩稍高于比较组；

2.除外语以外，其他各门学科的平均成绩高于比较组；

3.专攻的学业领域与比较组相同：

4.在见习次数上与比较组的学生相同；

5.每年获得学校荣誉稍多于比较组；

6.理智上的好奇心和内驱力常高于比较组；

7.在思维上较比较组更常评为精确、系统、客观；

8.对教育的意义有较为清楚或明确的认识——在学院头两年里与比较组对比，特别明显；

9.更常表现出高度的应付新情况的能力；

10.在有效地计划时间方面与比较组没有区别；

11.有与比较组相同的适应问题，但能更有效地找到解决办法；

12.更常参加艺术活动，而且更常喜欢艺术鉴赏的经验；

13.更常参加一切有组织的学生团体，但宗教性的和服务性的活动除外；

14.每学年获得非学术性荣誉的百分比更高些（如担任学生组织的职务，当选参与管理，荣获体育奖章，在戏剧和音乐活动中担任主角）；

15.与同龄人和谐相处的能力与比较组无甚区别；

16.对于他们的学校教育所作评判与比较组仅仅稍有不同；

17.选择职业的定向能力较好；

18.对时事更为关心；

……

这些数据充分表明这30所中学的毕业生，从整体上看，无论是用学院的标准来衡量，或是通过他们的同龄人来评价，或是与学生个人相评比，比比较组的学习要稍胜一筹”。[53]

追踪研究组在以上结果的基础上提出，如果结果是可靠的，如果大学想招收到思想活跃、学业优秀、讲求实际、与同学能和善相处的学生的话，学院就应鼓励中学摆脱传统课程模式，进行改革。

五、克伯屈的教育思想

克伯屈，出生于美国佐治亚州，1891年毕业于佐治亚州墨色大学（Mercer University），获文科学士，1892年又在该校获文科硕士。从墨色大学毕业后，其先后任公立学校教师及校长等职，教授数学多年。1909年，他到哥伦比亚大学担任助理教授，一边工作，一边深造，既是杜威的得意弟子，又是杜威的亲密同事，191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8年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担任教育哲学教授。克伯屈1926年应中华教育促进社的邀请来华讲演，宣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主要著作有《教学方法原理》（Foundation of Method）、《变动文明中的教育》（Education for a Changing Civilization）、《设计教学法》（The Project Method）等。

（一）克伯屈教育思想的来源

克伯屈在《教学方法原理》的前言中对自己思想的来源做了明确的说明：“我从斯宾塞、詹姆斯、杜威、桑代克和伍德沃德等人的学说中受益匪浅，如不提及实在有忘恩之嫌。他们的教导对形成本人所提出的观点有很大的帮助。这本书的字里行间充溢着他们的思想，特别是杜威、桑代克的思想。我的贡献大部分建立在他们的基础上。”[54]克伯屈继承杜威的实用主义教学哲学并使之通俗化，变成一种广义的教学法。同时，他在研究了桑代克的学习理论的基础上，又创造出了一种狭义的教学法。

（二）广义教学法和狭义教学法

“两种方法问题确实存在。一种是狭义的，另一种是广义的。一种与学习组成教育的一些具体内容有关，另一种将教育看作与整个生活相关的整体。我们能够也必须研究二者。心理学家与实验教育工作者对于第一个问题即狭义上的方法问题，帮助极大。第二个问题从某种角度说是生活本身的问题，对第二个问题即广义的方法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我们给予生活问题的答案。”[55]

广义教学法是以生活为中心，确定教育目的、课程和教法的方法。“教育即生活”就是指教育的目的就是生活的目的，教育的内容就是生活的内容，教育的方法就是行为的方法。德国是一个极权国家，教育便是双轨的，一轨为贵族子弟，一轨为贫民子弟。美国是一个民主主义国家，教育就以促进个人发展和养成个人参与民主生活的愿望和能力为目的。以往的生活是平静的、恒定的，以往的经验也是以后的经验，教育只要把经验与知识传授给下一代就可以了。然而，现代的生活变化迅速，未来难以把握，以往的知识不再够用，如今的经验又很难适应明天，课程便成为“经验的不断改造”的过程。接受以往知识的方法可以是死记硬背，但不断改造经验的方法只能是在行动中不断尝试。这就是广义教学法的内涵。实质上，这不是一种教学法，而是克伯屈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哲学的通俗解说。

狭义教学法是指一般意义上的教学法，即传授知识和技能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克伯屈把他的狭义教学法建立在桑代克的“学习规律”上。教学应从儿童的心向（准备律）出发，学习的过程就是一个满意或不满意的过程（效果律）。克伯屈认为，狭义教学法对学生经验的改造和获得是必需的，然而它并不能解决教育的根本。

（三）变动文明社会中学校的责任与广义教学法

克伯屈指出，由于科学的发现、发明及工业化的进程，整个文明社会处于一种不断变化甚至加速变化中。在这种变动的文明社会中，学校的责任发生着根本的变化。在这里，首先要明确如何确定学校的责任。为此，克伯屈提供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思路：“每个学校都应该一方面考虑面对儿童的教育需求，另一方面考虑儿童的生活中必然会承袭下来的整个教育潜力。记住这两件事，学校就能决定自身的任务了。”[56]过去，衣、食、住、行的一切东西大部分都来自家庭，或来自近邻，是自给自足的。儿童在家庭中很早就接触了生活本身。儿童受到的教育大部分来自与父母的共同生活。然而，随着工业化发展，家庭的很多劳动都变成了行业，家庭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儿童在家庭中受到的生活本身的教育越来越少。同时，由于现代生活的日益复杂，儿童已经很难直接直观地理解生活。可是，理解生活是儿童最重要的教育需求。因此，学校必须承担起这一切责任。过去由于家庭、社会的教育作用，学校可以比较简单地进行狭义的教学，即教书。现在，学校则必须承担起家庭、社会不再能承担起来的教育任务，对儿童的生长和生活负起更全面的责任，即进行广义的教学。再者，由于生活的迅速变化，那种用固定的教材进行教学，让学生死记硬背或形成某种固定的秩序的狭义的教学方法已不能适应需要。广义教学法强调的是学生的思维、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行动的原则。

（四）三种学习尤其是态度的学习

克伯屈提出，在儿童的学习过程中有三种学习：正学习、副学习和附学习。正学习（primary）指一种作业的直接学习，如做一件衣服，即技能的学习；副学习（associate）来自附带的暗示（associate suggestion），如衣服能不能洗，如何染色，即知识的学习；附学习（concomitant）是指正学习进程所伴随的态度、理想，如做衣服时应该“谨慎”，即态度的学习。克伯屈指出，在这三种学习中，我们往往重视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的学习，而忽略态度的学习。但在实际中，态度的学习非但是重要的，也是客观存在的。

态度对于一个人的生活是非常重要的。在生活中，我们需要不断地选择，而所有的选择都是由个人的态度决定的。每个人随时随地都在确立态度，不管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生活态度的确立是无法避免的，是一种客观事实，尤其是对儿童而言。而且，“各种理想各种态度都有其自身的生活史。每一种都像事实、知识或技能一样，是实实在在培养起来的”。[57]因此，态度的培养非常重要，是教育最重要的责任。

克伯屈在分析人们忽略态度培养的原因时指出，人们在态度的教育上是存在误区的。

误区一：态度是在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中自然形成的，不需要特别的培养。克伯屈以学生学习历史来具体说明这种误区：“学会历史课程内容是一回事，学会热爱历史是另一件事。二者相关，但却不同。学会如何独立而又可靠地对历史做出判断则又是一件事。每种学习都有价值，需要考虑。正像对前者一样，对后者也不应该存有侥幸得来的心理。”[58]这里，克伯屈指出了一个关键问题：知识和技能的学习一定会使学生形成一种态度，但不一定能形成我们所期望的态度。正因为如此，才会出现历史成绩很好的学生也会力掷其书，大喊道：再见吧，我这辈子再也不会读一本历史书了。

误区二：态度是偶尔得到的，并不是和学生的每天学习、每一节课和每一次活动有关。因此，教师不必天天关注它，以它作为自己的责任，于是也就忽略了它。而克伯屈恰恰指出了一个事实，即“共时性学习”的客观存在。

第一种因素是这一事实：当儿童以具有意义的方式对任一情境做出一段时间的反应时，他不是做出单一的反应，而是做出多种多样的反应，对情境的各个不同部分和方面做出多种多样的反应。我把儿童以不同的方式学到的内容称为“共时性学习”。第二个因素是：教师对任何学生学习情境的处理方式，从好的或坏的方面影响着这些共时性学习的总和。这两个因素是联系在一起的，必须一起加以考虑。这两个事实或因素为我们提出了广义上的方法问题：教师应该如何做，以便使这种“共时性”学习的总和收效最佳？[59]

这种共时性学习也就说明了，学生每天的学习、每一节课和每一次活动都同时发生着三种学习，包括态度的学习。这种学习才是真实的。一种学习，如知识学习的孤立存在，反而是抽象的、不客观的。

误区三：测验是衡量教师工作的尺度，迄今为止的测验主要局限于较机械的学习方面，由此，使教师和管理人员过于重视较机械的知识和技能的学习。克伯屈批判了这种在当时盛行的测验运动：这种测验分散了教师对“无法估量”的学习的注意力，尤其是对理想和道德习惯等态度的学习的注意力，这是非常危险的。为此，克伯屈呼唤着，翘首仰望着全面衡量学生成绩的那一天的到来，那将是一个伟大的日子。

在破除三个误区的基础上，他形成了以下基本观点：态度的学习不是在知识和技能学习中自然而然发生的，而是需要特殊的关注、计划和培养的；态度的学习不是偶尔发生的，而是在每一节课和每一次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是与知识和技能的学习有机相关的，因而需要态度培养的内容和方法的策划；态度也需要评价，应该制定全面衡量学生的评价方法以作为评价研究的方向；态度、知识和技能的学和教是共时性的学和教，是广义的教学法。广义教学法提醒我们应该注意这三种学习，也就是说要注意学生的全部反应。广义教学法的操作表现就是对刺激—反应的全部环境和全部过程的控制。只有这样的教学，才是高效率的教学。

由此，欧美许多国家将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方面的学习作为教学大纲的三个重要方面，其中，态度是首要的。我们国家的教学大纲主要是由知识点构成的。对态度和技能不够重视，也就是平时我们说的，对思想品德和动手能力不够重视。当然态度不等于品德。在我们国家，将态度等同于品德甚至政治思想，使我们注重了态度的政治性、社会性而忽略了态度形成的科学性和心理依据。这是我们在态度认识上的一个特殊的误区。这个误区也阻碍了我们对态度的科学的认识。打破主要是由知识点构成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模式，建立由态度、知识和技能三个方面构成的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模式，是我们课程改革的方向。

（五）设计教学法

从广义教学法和狭义教学法出发，克伯屈形成了对课程、教材、教法的一套看法，并在总结美国设计教学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设计教学法。

1.关于课程、教材、教法的基本观点

课程 课程有心理和论理两种。克伯屈接受杜威的观点：课程从儿童心理出发，经过经验的不断改造，从而达到论理。

教材 书本未被学生接受时只是书本，不是教材。教材被学生接受，必须在它与学生之间寻找共同点。儿童与教材的共同点是种族经验。儿童个体经验就是人类种族经验的缩写。这里的经验不是结果，而是指经验过程，即行为的过程。因此，儿童与教材的共同点归根结底是行为方式，如丈量土地、建造船只等。

教法 将广义教学法与狭义教学法结合起来。广义教学法提醒我们应该注意这三种学习，也就是说要注意学生的全部反应。广义教学法的操作表现就是对刺激—反应的全部环境和全部过程的控制。狭义教学法则告诉我们应该不断把学生的心向引入正学习，沿着正学习的轨道不断前进，即经验的不断改造，这样才能保证课程由心理课程过渡到论理课程。二者结合起来，教学就可以真正实现高效。

2.设计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是克伯屈教育思想的实践体现。对“设计”，克伯屈有如下明确定义：“设计就是在社会环境中，专心致志、努力进行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或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单元，其中‘目的性’这一点非常重要。”[60]这里的“目的”也就是杜威所说的生活、生长，桑代克心理学上的“心向”。“设计”实质上就是从儿童的生活和心向出发对活动或者说某一行为的设计，对活动过程中刺激与反应的全面安排。克伯屈的设计教学法是对杜威的“问题解决法”原理的具体的应用。杜威把思维过程分为五个步骤：①发现疑难问题；②确定问题的性质；③提出解决问题的假说；④推论假说的含义；⑤通过观察实验弄清假说的含义是否与事实相符，然后决定是接受还是抛弃。克伯屈完全接受了杜威的这一思想，他的设计教学过程的四个步骤基本上与上述思维发展的五个步骤相一致。设计教学法包括四个阶段：①决定目的；②拟订计划；③实施工作；④批评结果。所有的工作都应该由学生来做，学生自己去选择目的，决定目的，制订计划，实施工作，批评结果，教师只是提供一些相关的参考资料。设计教学大致有四个种类：①以实现一个计划为目的，如造一只船等；②以享乐为目的，如听一支乐曲等；③以解决某一问题为目的，如弄清“我从哪里来”等问题；④以获得知识技能为目的，如练习书法以期达到一定的水平等。

克伯屈的广义教学法和狭义教学法的结合实质上是杜威的教育思想和桑代克的联结主义心理学的结合。他的设计教学法通过有目的的活动，实现儿童中心目标和社会目标的结合。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中，人们将这种结合概括为“进步主义与专业主义的结合”。克伯屈在寻找结合的方法上做出了独特的贡献。他不仅思考了这种结合在哲学上的方法，如人们在思维上的误区，也深入研究了这种结合在心理上的方法，如共时性学习等；同时也提出了教育上的如在课程和教法上的方法，最终具体化为一种深化的设计教学法。克伯屈对方法的热衷，使有些人认为他不重视目标，认为他将杜威的教育思想庸俗化了。当然，在将一种哲学转化为具体的方法时，走形几乎是难免的，也是应该尽力克服的。但是，将一种思想和哲学转化为现实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何况，克伯屈的对确定性、对方法、对专业化的追求与同时代的那几种儿童中心的专业化相比，无论在哲学意义上还是方法意义上都是有本质区别的。他在根本上是属于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更多地体现了杜威的思想。正因如此，克伯屈成为20世纪30年代对康茨的挑战反响最大的进步主义教育家。

第五节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特征及影响

以上，在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形成和发展的分析中，在具体的教育实验、教育组织和教育思想的分析中，我们一直关注的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特征及影响等这样一些根本性问题的探索，在实质上我们的分析就是围绕这些根本性问题展开的。因此，在分析的最后需要的只是一个概括性的总结。

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和任务

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工业的发展和垄断的出现，一批中产阶级打着恢复和重建民主社会的旗号，掀起了一场进步主义的社会改良运动，其根本目的是促进工业发展，控制垄断，重新分享财富，确保中产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进步主义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和任务的构成要素是：它是应对美国工业化和工业文明的产物，其任务是解决工业化所需要的熟练劳动力和工业文明提出的工业人文化及工业与其他文化的平衡发展问题；它是应对美国由自由向垄断转变的产物，其任务是解决如何保护个人的发展利益和维护民主文化的问题；它是由中产阶级发起的，其任务是如何有效地维护中产阶级的利益。这三个要素有机地构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性质，不能割裂，否则就无法准确地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也无法理解在思潮发展中出现的一些现象：为什么以适应社会变化尤其是工业发展为目标的进步主义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开始无法再适应工业发展的需要？为什么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发展中似乎占有更主导的地位，而社会改良主义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发展却要艰难得多？为什么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形成时期更多关注的是贫民，而后来越来越关注中产阶级的子女，进步教育协会最终被康茨指责为在中上层阶级的把持之下？等等。但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毕竟面对了当时的时代问题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问题：它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工业化初期大批熟练工人的培养问题，深入地提出了工业人文化及工业与其他文化的平衡发展问题并为问题的解决做出了努力和提供了思路，同时更为控制垄断，发展民主，建立民主的大众的教育而呐喊。毫无疑问，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那个时代的先进性是必须得到肯定的。然而，它毕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解决了工业化初期大批熟练工人的培养，确实使劳动人民获得一定的教育，但这种教育是肤浅的，难以适应未来的；它解决了工业化初期工业文明的建设问题，却无法应对20世纪30年代后工业进入电气化时代真正以科技为基础时对文化尤其是民主和教育的挑战。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衰落最终是一个时代问题。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虽然是以中产阶级为主发动的，但在整个运动中鱼龙混杂，曾被大资产阶级利用，也曾代表过劳苦大众的利益。因而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分析必须从阶级的观点出发，必须是一分为二，甚至一分为几地分析，同时又要时刻意识到它是最终代表中产阶级的。否则，就无法理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为什么有时能代表劳苦大众的利益，有时又不能？为什么曾经在形成时期得到大垄断集团的积极支持，后来却遭到大资产阶级的反对？康茨因发表《学校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一文而一度遭到解聘。1944年，进步教育协会为回避人们对“进步”的看法而更名为“美国教育联谊会”。

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特征

（一）把教育作为社会改良的工具

进步主义者试图通过教育促进工业人文化，改变中下层阶级对工业的无知状况而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进步主义教育者们试图通过设置综合课程培养一批适应工业发展的代表中产阶级利益的技术和管理人才。进步主义教育家们把教育的社会性放在首位，实质上是把教育当作经济、政治的附属物。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曾被工商界利用，为工业发展培养了劳动力量，输送了大批人才。但至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不但未能实现通过教育解决垄断和不民主等棘手的政治、经济问题的理想（实际只是一种幻想），反而导致了自身的分化和没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作为进步主义运动的一部分，一直随着中产阶级发展而动荡。当中产阶级的利益与整个资本主义制度相一致时，教育运动则兴盛；当中产阶级利益违背资本主义制度保守集团利益时，教育运动则衰落。

（二）实用主义态度

把教育作为社会改良的工具，就会形成对待教育的两种态度：当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未来的社会时，会产生理想主义的态度；当人们更多考虑的是现实社会时，则会产生实用主义态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往往容易形成后一种态度。工商业界如此，政府如此，进步主义教育家也是如此。进步主义教育改革以改革、实验为名追随时尚，突出的是教育的功利性、即时性，而忽视或否定教育的规律性、永恒性。在进步教育运动中产生并对运动起指导作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更能深入说明这个问题。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进步主义教育深入分析了教育和社会的具体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当时的社会问题，如工业化带来的工人的培养和文化等问题；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进步主义教育敏锐地吸纳了当时几乎一切有利于教育发展的思想和文化成果；但也正是这种实用主义的态度使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缺乏前瞻性，并最终缺乏适应性。

（三）儿童中心

“儿童中心”思想是对卢梭自然主义儿童观和赫尔巴特兴趣中心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儿童研究运动的结果，更重要的是进步主义运动中社会个人主义的反映。社会个人主义认为只要个人好了，社会也就好了。以儿童为中心是指学生的一切行动由他自身按照他所在社会的需要去主宰。从儿童中心出发，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改革和实验都有一个相同的特征：以个别教学取代集体教学。儿童与教师之间个别地签订合同。儿童对自己的学习有主动权。他可以自己决定进度，随时请教教师，自由出入各种实验室。教师变成顾问和导师。儿童个性和社会性的发展是进步教育课程教法的核心。

由于儿童中心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曾经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占有主导地位，更由于其及时吸纳了当时丰富的关于人的研究的成果而获得了极大的拓展，使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儿童中心的特征尤其突出。

（四）综合课程

工业的迅速发展仅靠私立的技术学校为工业输送人才已远远不够，而美国单轨的公立学校体制又不允许进行学术与职业教育的分轨，解决人才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在公立学校中设置融学术科目与职业科目为一体的综合课程，由此，综合课程不仅解决了工业人才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学校与社会脱节、儿童社会性发展以及教育民主化等问题，成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公认的最佳课程模式。综合课程模式后来也传到了英、法、德等欧洲其他国家。但是综合课程削弱了学生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五）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

一提到进步主义教育，人们自然就会想起杜威，而一提到杜威，人们也自然会想到进步主义教育。确实，二者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首先，二者生活在相同的时代背景中，面对相同的问题；其次，杜威的教育理论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发展中的作用是最大的，甚至被看成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理论旗帜；最后，在杜威周围形成了一个理论群体，包括克伯屈、博德等，他们在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都有很大的影响。

不过，我们仍然不能因为这种内在联系而将二者混为一谈。美国著名教育史权威克雷明对杜威与进步教育协会的关系所做的描述能够在一定程度体现这种关系。“杜威拒绝参加这个组织，在埃里奥特去世后才接受这个协会名誉主席的职务。”[61]埃里奥特去世后一年即1927年，协会决定请杜威担任名誉主席，在给杜威的信中写道：“您比任何人更能够代表我们协会所主张的哲学思想。”[62]“杜威接受这一职务，一直担任到他1952年去世为止。尽管杜威1928年就职演说时的观点遭到了尖锐的批评，而且他在协会中从来没有积极的活动，但是，杜威对协会的工作尽心尽力……”[63]显然，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不是一回事。

诚然，由于时代背景的一致性，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其他教育工作者关注的问题有相似之处，但具体关注的侧重点却有所区别。从根本上，杜威是一个积极的社会改良主义者。他反对绝对的儿童中心主义，而主张儿童中心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的统一。这是杜威与其他进步主义者的最重要的区别。另外需要注意的是，杜威是一个哲学家、理论家，他思考问题的角度与方法自然也会与其他进步教育工作者不同。

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一）对美国的影响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及时适应了美国工业化进程中工业、文化等各方面发展的需要，对美国工业发展和美国文化的形成做出了贡献。在面对垄断时，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为美国民主主义传统的维护做出了极大的努力。

在适应社会的同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积极展开对旧教育的批判，建立起了一套与美国工业、文化相一致的进步教育体制：民主化、多元化的教育体制，六三三学制，以综合课程为特征的综合中学模式，儿童中心的课程教材教法模式，等等。这种体制保留至今，成为美国现代教育的特色。

以教育与工业进步为主题的职业教育运动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对美国教育变迁影响最大的一场运动。其主要表现为：以综合课程为特征的综合中学体制的形成，教育的实用技术倾向的形成以及工商界参与管理教育等。这三方面正是美国现代教育体制的三大主要特征。

以实用主义态度对待教育问题，否定教育自身的规律和把教育作为民主化的工具而追求形式上的多元化，即实用和形式上的多元，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中形成的并影响至今的两种基本观念。这两种观念使教育常常成为某种时尚和思潮的追随者。各种教育流派、教育思潮、教育观点都可以在美国得到一席之地而风行一时。但是，美国教育目标的混乱、不稳定，教育质量徘徊不前却成了美国老生常谈的问题。美国教育改革多次，但结果却大致相同，历史证明，不触及实用主义的思想体系，美国教育改革仍将难以推动。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早已衰落和解体，但是，“美国没有一所学校完全逃脱了它的影响”[64]。这就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美国的深远影响。

（二）国际影响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国际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从杜威1916年《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出版，到1941年‘八年研究’的结束，在这25年的时间里，世界各国的教育家们都有赖于美国的领导；而他们所接受的某种领导，显然是富有进步主义气息的。”[65]康内尔的分析是有道理的，也是有一定的事实根据的。

1.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欧洲新教育思潮的关系

欧洲新教育思潮是应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工业革命的成果和垄断制度在欧洲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确立下来后对教育改革的需要而出现的教育思潮。它在兴起时比较集中地反映了资产阶级尤其是大资产阶级对教育的要求。这具体地体现在乡村寄宿制学校的英才教育中。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代表的是中产阶级的利益，甚至为了控制垄断还联合了下层大众的力量。

虽然存在着以上不同，但由于时代的共同特征如工业革命和资产阶级对教育的需求，欧洲新教育思潮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有着很多的相似之处，如强调个性化的儿童中心的教育，注重实际知识和本领的学习和掌握，等等。这使得二者自始至终都处于相互的学习和交流中。

欧洲新教育思潮与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关系可以下面的事例做具体说明。

1921年10月，道尔顿协会在英国成立。20世纪20年代中期，英国大约有2000所学校施行道尔顿制。

1927年，美国进步教育家拉格在新教育联合会（The New Education Fellowship）会议上讲解了他的课程思想，把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观点带给欧洲的同行，引起极大的反响。

1932年，进步教育协会真正作为美国代表团出席新教育联合会会议，成为会议的中心。会议主题“教育与变革中的社会”反映了当时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焦点。

1941年，拉格、华虚朋等主持新教育联合会会议，杜威在会上做了题为《民主与文明》的报告。会议收到了一份特别报告，它是由6个国家19位代表联合提交的。报告的题目是《善良的人们》（Men of Good Will），发起人是克伯屈。

2.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苏联的影响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十月革命前已传到俄国。十月革命后，在1917年至1930年，将旧教育制度改革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阶段，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继续对苏联教育界产生影响。当时，苏联和美国一样面临着工业发展和民主建设问题，苏联教育界有影响的人物包括苏联当时教育改革的决策人克鲁普斯卡娅都认为，在苏联的教育改革中也可以利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中的某些思想观点和具体措施。在这种情况下，杜威的思想受到高度重视，他的每一部新著作都被翻译出版。道尔顿制、综合教学、设计教学法均以变通的形式在苏联流行。杜威和克伯屈在1928年先后访问苏联则可以说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苏联的影响达到顶峰的标志。

20世纪20年代，苏联利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经验曾给苏联的教育改革带来某些积极效果，例如，学校制度较为灵活并注重教育实验，教育与社会生活、与生产劳动的联系较为紧密，等等。但是新的教育教学制度未能解决苏联工业化所提出的人才培养问题。到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整顿。1931年颁布的《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指出：“学校的教学没有提供足够的普通教育知识，学校的一项重要任务——培养充分掌握科学基础知识（物理、化学、数学、语文、地理等）而且完全符合中等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要求的人——也完成得不能令人满意。因此，学校的综合技术教育化往往流于形式，没有把儿童培养成为能使理论联系实际的熟悉技术的、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66]同时，《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还提出要坚决反对设计教学法。随后，政府陆续颁布了《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等。20世纪30年代的教育大调整实际上是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的肃清。不过，我们还是应该对这一整顿进行深入的研讨。它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更有工业和经济发展的原因。最根本的原因是，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进入了电气化时代，需要更高质量的人才和教育。这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美国衰落的根本原因是一致的。

3.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对中国的影响

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杜威以及克伯屈等进步主义教育家来中国进行考察和访问，陶行知、黄炎培、晏阳初、梁漱溟、胡适等一代教育家受到杜威及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比如，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和“学校即社会”翻个跟头形成的“生活教育论”等，都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产生影响的事实。

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中国的拓展和影响与其在苏联的影响有相似的原因。当时的中国正是五四运动时期。如何建设一种民主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和教育，是所有志士仁人关心的问题，也是所有有见识的教育家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这同时也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所关心和研究的问题。当时的中国是革命的时期。革命的道路有很多，有主张暴力革命的，有公车上书的，也有教育救国的。许多知识分子走的是社会改良主义和教育救国的道路。这一点与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本质有相似之处。正是由于这些本质上的相似之处，双方才会相互吸引，相互学习，相互影响。当时中国的《新教育》大量登载着关于进步教育的文章，几乎就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晴雨表。

不过，如同在欧洲、苏联一样，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在中国所产生的进步的教育思潮在阶级性上和具体的国情上，是有区别的。忽视了这些区别，就是忽视了民族性的、阶级性的历史事实，将使我们无法真正认清历史。同样是平民教育，同样倡导的是民主的、大众的教育，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从中产阶级立场出发的，目的在于促进工业发展，控制垄断，建立一种以平衡为核心的民主文化；而以陶行知为代表的人民教育家则是从穷苦的人民立场出发，目的在于帮助人民学会改造他们的生活。正因如此，陶行知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翻个跟头形成“生活即教育”，并将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定为假的生活教育而将“生活即教育”定为真的生活教育。陶行知认为，“教育即生活”实际上是将教育看成生活的影子，学生在这样的生活中不可能与生活发生真正的摩擦，不能受到真正的教育，也不能对生活起到真正的作用。而“生活即教育”是让学生在真正的生活中学习，学生的生活与真正的生活不断摩擦，受到的便是真正的教育，对生活也真正能起到改造的作用。正是由于人民的立场，陶行知从一般的平民教育走向了国难教育，走向了革命。

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是广泛的，受其影响的不仅是欧洲，不仅是苏联和中国，还有日本、墨西哥、印度等。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之所以产生如此广泛的影响，是因为它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正是所有国家都正在面对或即将面对的问题，即一个时代——工业化初期和民主化初期的问题，同时也与美国在解决这些问题的特殊性有关。由于美国国情的诸多特殊性，如工业以前所未有的高速度发展、民族独立、文化建设与工业发展的同时发生等，美国不得不更加全面地、完整地思考这些重大转折及其所出现的问题。这样全面的、完整的高度使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在当时的世界教育舞台上发挥了一定的先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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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杜威的教育思想

美国哲学家和教育家约翰·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是教育思想史上的大家，他对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做出了他人不可比拟的贡献。杜威不同于先人，但又批判地吸收了先人之长。他是在一个崭新的理论与现实基础上论述教育问题的，诚如他在《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一书的序中所言，他的教育哲学，“把民主主义的发展和科学上的实验方法、生物科学上的进化论思想以及工业的改造联系起来，旨在指出这些发展所表明的教材和教育方法方面的变革”[1]。因此，杜威的理论也就呈现出崭新的风貌，与先于他的教育理论有着本质的不同，是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理论变革。

第一节 生平与时代

杜威于1859年出生于美国佛蒙特州的小镇柏林顿。中学毕业后，杜威进入佛蒙特州立大学学习，对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赫胥黎的关于生物进化的观点和生物有机体及其各个部分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观点对杜威的思维方式产生了重要的影响。1879年大学毕业后，杜威先后在一所中学和一所乡村学校任教，在教学之外，杜威潜心思考哲学问题，阅读了大量的哲学著作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著作，并在一个哲学杂志上发表了几篇论文，如《斯宾诺莎的泛神论》《康德和哲学方法》等。

1882年，杜威进入霍普金斯大学学习研究生课程，受到哲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ierce，1839—1914）和心理学家霍尔的影响，但对杜威影响最大的是黑格尔主义者莫里斯（George Sylvester Morris）。通过莫里斯，杜威接受了黑格尔的哲学，他认为这种哲学用一种相互联系的、对立统一的观点看问题，对人的精神能起一种解放的作用。尽管后来杜威因认识到黑格尔哲学的缺陷而疏远了它，但他仍然承认黑格尔哲学在他的思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对其思想方法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884年，杜威应聘到密执安大学讲授哲学课程。除1888年至188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短期工作外，他在密执安大学一直任教至1894年。在此期间，杜威的哲学思想开始成熟起来，逐渐远离黑格尔主义而转向其不同于前人的经验主义。杜威认为，黑格尔的庞大的哲学体系根基不牢，矫揉造作。詹姆斯以进化论为依据的机能心理学使杜威旧有的哲学信仰发生了变化。詹姆斯强调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强调心灵与外部环境的不可分割性，这些观点对杜威经验主义哲学的形成影响甚大。在密执安大学任教期间，杜威对教育问题产生了兴趣。1885年，他发表了第一篇教育论文《教育与妇女健康》。在离开密执安大学之前，他共发表了5篇教育论文，并与他人合写了一本教育心理学的著作。杜威试图把教育、心理和哲学理论结合起来进行研究。

1894年，杜威应芝加哥大学校长哈珀（William Rainey Harpper）的聘请任该校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主任，并讲授哲学、伦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课程。1896年，杜威创办了“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Chicago University Laboratory School）”，对教育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实验学校是新的教育理论的“实验室”，其任务是“检验和显示理论工作在实际情况中的结果”。杜威经常到实验学校进行调查研究，和教师交流、讨论教育问题，这些工作对杜威教育理论的形成和发展影响甚大。杜威的一些重要著作就是在此期间写就的，如《我的教育信条》（My Pedagogic Creed，1897年）、《学校与社会》（The School and the Society，1899年）、《儿童与课程》（The Child and the Curriculum，1902年）等。这些著作勾勒出杜威教育思想的基本框架。杜威教育思想形成的标志是《我的教育信条》的发表，这是杜威早期的一本纲领性著作，言简意赅，篇幅虽短，却透彻地阐明了杜威教育思想的精髓，杜威以后的教育著作只是对它的进一步丰富和发展而已。随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变化和杜威哲学、政治学、美学等思想的不断发展，以及与他人的学术辩论对杜威理论自身发展的促进作用，杜威教育思想的内容逐渐丰富，深度不断加大，影响也日益广泛。

由于在对实验学校的管理问题上与芝加哥大学存在分歧，杜威于1904年辞去了芝加哥大学的职务。从1904年起，杜威一直在哥伦比亚大学任哲学教授，直到1930年退休。杜威勤于写作，发表了大量的哲学和教育论著。主要教育著作有《教育中的道德原理》（Moral Principles in Education，1909年）、《我们怎样思维》（How We Think，1910年）、《明日之学校》（School of Tomorrow，1915年）、《民主主义与教育》（Democracy and Education，1916年）、《经验与教育》（Experience and Education，1938年）、《今日之教育》（Education Today，1940年）、《人的问题》（Problems of Men，1946年）等。1952年，杜威于纽约逝世，享年94岁。

杜威是一个思想大家，他熔欧美思想于一炉，具有深厚的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功底。他是在其哲学思想、心理学思想基本成熟后才开始关注教育问题的，而且他一生都未终止对哲学问题的研究，并将教育问题与哲学问题、心理学问题、社会学问题结合在一起进行研究，这就使其教育思想既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理论深度又具有他人难以企及的宽广视野。杜威还集欧美教育思想之大成，对欧美的教育思想史进行了系统、细致、深入的梳理，充分借鉴吸收了人类千百年来积淀下来的教育智慧，这使得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厚重的历史底蕴，给人一种强烈的历史纵深感。

更为重要的是，杜威是立足于现代社会论述教育问题的，他的教育思想具有浓郁的现代精神。其教育思想是美国现代社会生活的反映，并随着美国社会生活的发展而发展。杜威是紧扣美国社会生活的现实讨论教育问题的，既反映了美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要求，又力求解决现实的种种社会问题。

杜威的教育理论形成于19世纪90年代，而19世纪90年代正是美国社会生活变革的历史分水岭。

美国是一个年轻的资本主义国家，当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工业革命的时候，美国还是英国在北美洲的殖民地，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都十分落后。但到19世纪末，美国完成了近代工业化，从一个发展中国家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但工业化也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经济生活混乱。市场调节是资本主义经济的一个基本特征，由于缺乏统一的管理，市场调节弊端迭出，经济生活出现混乱。大大小小的经济危机频频出现，而企业界自身对此却无能为力。1893年的经济恐慌使大量银行关门、工厂倒闭、公司破产，经济体系陷入停顿，几百万工人流浪街头找不到工作。第二，政治危机加深。进入工业化时代，人们热衷于追逐财富，大众政治意识淡漠，政府工作人员素质低下，以政治为工具来捞取金钱和权势，是他们生活的最高目标。少数大资本家恣意操纵政治，“强奸”民意，对民主制是一个极大的讽刺。第三，贫富分化加剧。尽管社会总财富奇迹般增值，但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虽然赤贫者仅占贫困人口的一小部分，但其他贫困人口的收入亦不足维持家庭基本生活水准。第四，劳资对立尖锐。当时美国工人处境十分悲惨，工时长，工作条件恶劣，缺乏必要的劳动保护和安全条件，结果职业病流行，工伤事故频出；工资很低，终年劳碌还不足以养家糊口。工人多次举行罢工，劳资关系紧张成为举国关注的重大社会问题。第五，道德文化衰落。为追求财富，不择手段，不考虑其他人的利益，运用获得的财富来危害社会，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盛行一时，是文化衰落的重要表现。

上述这些问题归结起来不外两个方面：一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发展到极点，尤其是少数大资本家与广大工人的冲突发展到极点，达到了不控制个人行为就无法维系社会整体的地步；二是精神文明没有与物质财富同步前进，物质财富的增长反倒带来了精神文化的衰落，没有能成为改善社会整体的有力杠杆，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严重脱节。归根结底是一个问题：资本主义创造了物质与技术的进步，却使社会文化精神的发展相对滞后，导致了社会生活的失谐，物质力量不仅没能为社会服务，反倒成为社会进步的异化物。

1900年至1917年的社会改革运动——进步主义运动的使命就是要解决上述棘手的社会问题。改革主要做了以下努力：在经济方面加强了政府干预，在政治方面进一步实现了民主化，贫困人口的生活条件不同程度地得到改善，实行新劳工政策缓和了阶级矛盾，等等。进步主义改革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已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的基础上，推动社会的全面改善，创造出与物质繁荣相应的精神文化条件，重建遭到工业文明摧毁和破坏的社会价值体系。

尽管进步主义改革运动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对于社会的重建却不是一次改革运动所能彻底完成的。美国史学家康马杰精辟地指出：“19世纪90年代的大问题在半个世纪之后仍然是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90年代开始形成的种种理论，50年后仍在探索和应用。……虽然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物质生产大大增长，技术有了惊人的进步，科学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但1890年之后的60年毫无疑义乃是一个统一体。”[2]

杜威的教育理论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杜威于1952年离世。可以说上面提到的社会问题是杜威一直面对的，是他一直关注的，也是他一直力求解决的。

美国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变革对杜威的教育思想具有深刻的影响。1915年在《明日之学校》中，杜威指出美国社会生活有两大变化，并要求教育随之而变，“在最近的150年间，发生了改变人类生活和思维习惯的两大变化。我们刚刚看到了这两大变化中的一个，即民主思想的发展，是如何要求教育上来一个变革的。另一个，即通过科学发现所带来的变化，他［它］必须在课堂中得到反映”[3]。

杜威的教育思想是西方优秀文化遗产与美国现代社会相融合的结晶，正是这一点，奠定了它在人类教育史上尤其是在人类教育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历史地位。

第二节 教育本质论

教育是什么？这是一个教育思想者不容回避的基本问题。杜威对此的回答是：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三个命题构成贯穿杜威整个教育思想的主旋律。

一、教育即生活

杜威的“教育即生活”并不是将教育与各种各样的生活相混同。杜威提出这个命题有其特定的目的。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教育即生活”的含义。不能说原来的传统教育就不是生活，畸形的生活、不合时代精神的生活、压抑儿童天性的生活，也是生活的一部分，在过去体罚盛行的学校中，儿童同样是在生活着。生活无处不在，杜威所倡导的生活是一种“新生活”，这种生活更能和当时整个宏观社会生活的节拍相一致，更能满足儿童的需要和兴趣而成为儿童的生活，而不是为未来的成人生活做准备。当时美国的学校生活恰恰既脱离社会生活，又脱离儿童生活，杜威所要做的就是要变脱离为结合。因此，杜威提出的“教育即生活”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要求学校与社会生活结合，二是要求学校与儿童的生活结合。这两个方面实际上是要求改造不合时宜的学校教育，使学校生活成为社会生活与儿童生活的契合点，从而既合乎社会需要，亦合乎儿童需要。与这两种要求相应，杜威提出“学校即社会”以克服学校与社会生活的分离；同时抨击“生活准备说”以克服学校与儿童生活的脱离。

“学校即社会”这个命题并未将学校与社会相混同，因为杜威所要求的学校生活是一种经过选择的、净化的、理想的社会生活。他认为学校的功能有三：第一，简化社会生活。社会生活是错综复杂的，社会对儿童的影响也是错综复杂的，学校应简化社会生活，选择那些基本的东西，使青少年能够掌握，否则会令他们无所适从。第二，纯化社会生活。学校对社会生活的选择，其目的不仅在于简化，还在于清除糟粕，“学校有责任不使这些东西掺入它提供的环境，从而就力所能及，抑制它们在社会环境中的影响”，而“把有利于未来更好的社会的那部分加以传递和保存”。第三，平衡社会生活。由于儿童生活于不同的社会环境中，接受的社会生活的影响往往有褊狭、片面之处，因此，“学校环境的职责，还在于对社会环境的各个要素保持平衡，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不受社会团体的限制，接触更广阔的环境”[4]。

杜威反对教育为固定的成人生活做准备，认为生活准备说的弊病有四：其一，使教育丧失动力。“儿童生活在现在，这不仅是一个不能回避的事实，而且是一件好事。将来只是作为将来，它缺乏紧迫性和可见的形体。为某件事情作预备，如果不知道去预备什么，也不知为什么要预备，这是抛开已有的力量，而在模糊的机会中寻找动力。”其二，将来距现在非常遥远，若使教育着力于预备将来，则贻误了现在所提供的“许多极好的机会”和有利条件，就不会收到好的教育效果。其三，用传统的陈旧的要求去控制教育过程，“受教育者个人的特殊才能”受到漠视。其四，它使人不得不极大地求助于利用外来的快乐和痛苦的动机。如果预期的未来和现在的可能性割裂，就没有激发和指导的力量，必须另外搭上一些东西，才能发生作用。于是就采用威逼利诱的方法，以奖赏为许诺，以痛苦作威胁。[5]杜威认为，“教育是生活的过程，而不是将来生活的预备”，“学校必须呈现现在的生活——即对于儿童来说是真实而生气勃勃的生活。像他在家庭里，在邻里间，在运动场上所经历的生活那样。不通过各种生活形式或者不通过那些本身就值得生活的生活形式来实现的教育，对于真正的现实总是贫乏的代替物，结果形成呆板而死气沉沉”。[6]

杜威明确地讲：“既然教育并不是谋生的手段，而是与过富有成效和本身有意义的生活的过程是一致的，它所能提供的唯一最终价值正是生活的过程本身。”[7]因此，杜威强调的生活是现在的、儿童的生活，他要求教育重视儿童现在生活的内在价值，使儿童从目前的生活中得到乐趣，而不仅仅将现在的生活视为为另一种生活做准备的工具与手段。这种认识是相当深刻的，对教育实际是一直具有批判意义与改进价值的。

加强与社会的联系、满足儿童的需要并非杜威提出“教育即生活”的终极原因。教育本身应是一种美好的生活，教育应与现实生活相联系，教育应成为促进美好生活的积极手段。这是杜威“教育即生活”命题的核心要求。

二、教育即生长

杜威提出“教育即生长”这一命题，其本意并不是要把教育与生长相混同。杜威的“教育即生长”理论表达了一种新的教育观和发展观。

在杜威看来，生长是指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是一个具有达尔文主义色彩的生物学概念。但杜威已对生长这个生物学概念做了改造，已赋予它丰富的社会内涵。因此，杜威教育理论中的“生长”并非一个纯粹的、与社会无涉的东西。

从杜威对前人的几种教育观、发展观的批判可以更加明了杜威“生长”论的内涵。

第一，批判“教育即预备”，认为生长不同于预备。本章前文已经指出了预备说的四种弊端，不再重述。这里主要强调两点：一是预备说强调教育为未来做准备，漠视现在的种种可能性和有利条件，不使教育过程本身成为有意义的东西、有乐趣的东西、值得向往的东西；二是预备说强调的未来是固定不变的，但事实上，世事是变易的。而“教育即生长”则使教育过程本身顾及儿童的需要与兴趣，使儿童在教育和生长的过程中享受种种乐趣。教育和生长也为未来做准备，但不是为“固定不变的”未来。

第二，批判“教育即展开”，认为生长不同于展开。“教育即展开”所体现的发展观是：发展不被看成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而被视为潜在能力向特定的目标的展开，这个目标被看成完美无缺的，任何阶段的发展都没有达到这个目标，只是向这个目标的展开。“展开说”虽然也赞扬发展、过程和进步，但这些皆被看成只是过渡性质的，其本身并无真正的价值，真正的价值在于固定不变的终极目标，所谓从有限中体现出无限，从短暂中体现出永恒。杜威认为，一个遥远而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从理论上讲是先验论的，与直接经验无涉；从实际上讲是空洞的，只代表一种模糊的情感上的渴望，而不是代表可用理智领会和说明的东西。福禄培尔的抽象的象征主义、黑格尔的向绝对理念趋近的发展观都是展开说的典型例证。杜威认为，从逻辑上讲，“教育即展开”是“教育即预备”的变种，而且将预备的目标变得更遥不可测、不可捉摸。在“展开说”中，发展的重要性是暂时的，其本身不是目的，只是使已经含蓄的东西显露出来的手段。

第三，批判“教育即官能的训练”，认为生长不同于形式训练。形式训练说认为人的心灵生来具有某些心理官能或能力，如观察、记忆、判断、概括等，教育就是通过反复练习训练这些官能而不必考虑运用什么材料训练，教材是外部的、无关紧要的东西。杜威认为，人没有这些生下就具备的官能等待着训练，人生下来只是有一些“天赋倾向”，而且，人也没有所谓一般的看、听或记忆的能力，只有看、听或记忆某种东西的能力。离开练习所用的材料，一般的心理的和身体的能力训练全是废话。实际上，人的各种能力是天赋的主动倾向与某些材料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人的发展与生长是人的心理与外界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生长不能离开社会背景独自进行。

第四，批判“教育即塑造”，认为生长不同于塑造。“教育即塑造论”强调外部因素对心灵的塑造作用，赫尔巴特是个典型。他的理论强调环境对心灵的影响，但忽视和低估了儿童所具有的许多主动的和特殊的机能，没能顾及生长与发展的内在条件。杜威认为，这样只会减弱教育和生长的成效。杜威的生长论是很重视内在条件的。

第五，批判“教育即复演和追溯”，认为生长不同于复演和追溯。复演说认为，个体的恰当的发展在于有秩序地重复动物生活和人类历史过去进化所经过的许多阶段，教育的本质就是追溯，就是回顾过去，用过去的精神遗产塑造心灵。杜威认为，这种理论的生物学基础是错误的，个体的发展并不严格遵守人类种族发展的许多阶段，而且教育的任务就是解放儿童，使之不走老路，使儿童从复演过去和重蹈覆辙中解放出来。教育不应从以往的事物中寻找其标准和模式，不应使现在和未来去适应过去，而应展望未来，把利用过去作为走向将来的重要手段。因此，生长不是保守地面向过去的，而是积极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

第六，批判“教育即自然发展”，认为生长不同于自然发展。自然发展说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卢梭，卢梭反对形式训练说所主张的人生而具有各种能力，但强调人天生具有一些特殊的本能和冲动。自然发展说的积极之处，在于重视儿童的身体活动，注意儿童的爱好和兴趣，关心儿童的个别差异；其消极之处，在于将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认为自然的都是善的（性善论），都是可取的，而社会则是邪恶的，会对人产生坏影响。杜威认为，人类原始冲动本身既不是善的，也不是恶的，自然的或天赋的能力，提供一切教育中起发动作用和限制作用的力量，但不能提供教育的目的。天生的冲动与倾向不可能自生自长，应有一定的外部条件。应提供一个适当的环境使可取的倾向得以发展，使不可取的倾向因不用而废弃。自然发展说的主要缺陷在于，它在强调生长的内在条件的同时，忽视了外在条件。

从这六种批判，可以看出杜威的基本观点是：①教育与生长的目的在于过程自身；②生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没有终极的目标；③生长是机体与环境（内在因素与外在因素）相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相互作用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④生长是面向将来而不是追溯过去的。总之，杜威的“生长”概念体现出一种新的发展观。

这种新的发展观是杜威民主理想的反映。儿童个体的充分生长并不仅仅是达到社会目的的一个手段和工具，它本身便是民主主义的要求，而充分生长又能更好地促进民主主义的理想。

这种新的发展观是对旧教育的否定。旧教育消极地对待儿童，不尊重儿童的需要和兴趣，学校的重心在任何地方，唯独不考虑儿童的心理需要与能力，生长论则要求尊重儿童，使一切教育和教学适于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兴趣、需要的要求。但这种尊重绝不是放纵，杜威明确地讲：“如果只是放任儿童的兴趣，让他无休止地继续下去，那就没有‘生长’，而‘生长’并不是消极的结果。”[8]激发兴趣不等于放任兴趣，这是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实践的一个重要区别。

在杜威看来，生长体现为身体、知识、能力、道德等诸多方面的生长，从理论上看，这并没有什么新意，是几千年前的亚里士多德早就论证过的。然而，不同的时代对这几个方面的发展有不同的要求，杜威的卓越之处在于他描绘了工业化民主化的现代社会对人的生长与发展内容的新要求。笼统言之，这种新要求是：应具有民主精神与民主素质；应具有良好的职业能力；应具有新个人主义的道德风貌；应具有良好的公民素质；应掌握智慧的方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因此，在杜威看来，生长的内容不是虚无，杜威对它的论述亦不是泛泛空谈，生长在杜威眼中有其切实的内容。儿童的生长与发展主要就是上述几个方面的生长和发展，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和现实针对性。

三、教育即经验的改造

“教育即经验的改造”是杜威教育理论中的一个重要命题。经验在教育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杜威认为，“一切真正的教育从经验中产生”，“教育是在经验中、由于经验、为着经验的一种发展过程”，“在各种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一点是可以永久参照的，那就是教育与个人经验之间的有机联系。或者说，新教育哲学信奉某种经验的和实验的哲学”。[9]

经验是西方哲学史中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概念，但杜威赋予传统的“经验”概念许多新的内涵，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克服了经验与理性的对立。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经验作为一个与“理性”、与知识对立的概念而受到轻视。杜威理论中的经验与理性的含义皆不同于传统。经验不再是通过感官被动获得的一些散乱的感觉印象，而是机体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过程，机体不仅受环境的塑造，同时也对环境予以若干改变。在杜威看来，理性不再是一个抽象的体系，或某种神秘的官能，而是一种“智慧”，一种使经验（或做、行为等）更富成效的“智慧”。因此，这种理性是一种新理性。这种新的理性与新的经验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经验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运用智慧的、理性的过程。

第二，拓宽了经验的外延。西方近代哲学（尤其是英国经验哲学）往往视经验是认识的一个阶段，将经验与感性认识相联系。经验论遂成为一种感觉论、一种认识理论。杜威认为，新的经验概念使近代认识论关于各种认识问题的讨论失去意义，知识依然很重要，但现在首要的事实和基本的范畴是“在利用环境以求适应的过程里所起的有机体与环境间的相互作用”[10]，知识是从属于这个相互作用的适应过程的，知识的来源问题更是次一等的问题。知识不再是孤立、自足的东西，感觉也失去其作为知识门户的地位，而成为行为的刺激。经验不是再像旧认识论那样被视为感觉作用和感性认识，而是一种行为、行动，它当然含有知的因素，但在此之外，喜怒哀乐、酸甜苦辣等因素也是经验的构成部分。经验不再仅仅是与认识有关的事情，认识的、情感的、意志的等理性非理性的因素皆涵盖在内。在教育上，学生“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就不仅仅是学知识，经验成为儿童各方面发展和生长的载体。“教育即经验的改造”中的“经验的改造”也就不只是知识的积累，而是构成人的身心的各种因素的全面改造、全面发展、全面生长。

第三，杜威强调了经验中人的主动性。感觉主义经验论把经验看成一个被动的认识过程，洛克的“白板说”是典型的例证。杜威则认为经验是一个主动的过程，不单是有机体受环境塑造，还存在着有机体对环境的主动的改造。他认为忽视经验的主动的因素，是传统的经验哲学的致命缺点。

杜威对经验的改造实际上反映了他在哲学上（尤其在认识论方面）克服行为与认识、经验与理性、客观与主观、情感与理智等二元对立的努力。

并不是所有的东西都可被称为经验，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有教育意义。杜威认为，相信一切真正的教育从经验中产生，并不意味着一切经验都真正地具有或相同地起着教育作用。经验和教育不能直接地彼此等同起来。因为有些经验是不利于教育的。任何对经验的继续生长起着抑制或歪曲作用的经验，都是不利于教育的，有些经验甚至还具有错误的教育作用，所以仅仅强调经验的必要性还不够，还应注意经验的性质，应对经验予以选择。因此，“以经验为基础的教育，其中心问题是从各种现时经验中选择那种在后来的经验中能富有成效并具有创造性的经验”[11]。

富有成效并具有创造性的经验必须有衡量的标准，杜威提出经验的连续性原则和交互作用原则作为衡量标准。经验的连续性原则意味着，每种经验既从过去经验中采纳了某些东西，同时又以某种方式改变未来经验的性质。“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组和改造”从字面上看主要揭示的也是经验的连续性原则。经验的连续性或经验的不断改造，意思是说：“经验作为一个活动的过程是占据时间的，它的后一段时间完成它的前一段时间；它把经验所包含的、但一直未被察觉的联系显露出来。因此后面的结果揭示前面的结果的意义，而经验的整体就养成对具有这种意义的事物的爱好或倾向。所有这种继续不断的经验或活动是有教育作用的，一切教育存在于这种经验之中。”[12]可见，连续性原则揭示的是经验改造过程的前瞻性。这种连续性、前瞻性的作用在于增加指导或控制后来经验的能力。

另一个原则就是经验的交互作用原则。“交互作用（interaction）”是指机体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交互作用原则强调经验过程中人的主动性，与教育相联系，这一原则要求教育过程中应尊重儿童的身心发展条件与水平，顾及儿童兴趣，提高儿童参与教育过程的积极性主动性。而这一点，正是传统教育所缺的，“传统教育的问题，不在于它着重控制经验的外在条件，而在于对也能决定要有什么样的经验的内在因素太少注意。这就从一个方面违反了交互作用的原则”[13]。传统教育提供的外部条件——抽象的教材、死板的教法是与儿童的兴趣、能力不相符合的，儿童受到压制，因此，机体与外部条件难以有效地交互作用以形成有价值的经验。杜威认为，教材和教法的任务在于使特定的个人在特定的时间产生有教育价值的经验。杜威对课程论与教育方法论的讨论也是围绕这个中心要求展开的。

第三节 民主、科学与教育

杜威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科学与教育以及民主主义与科学精神的关系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阐明了现代教育与民主、与科学的内在联系。

一、民主主义的含义

1915年，杜威在《明日之学校》中指出：“广泛认识民主与教育的关系，可算是现今教育趋势中间最有趣味、最有意义的一点。”1916年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可以说是杜威对民主主义与教育的关系的最详尽的论述。这种关系最简略的表达是：教育是为了民主的，教育应是民主的。

杜威对民主的理解是相当广泛的，他认为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的东西，而且是一种生活的方式，它应渗入生活的方方面面。这是他一贯的思想。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民主和政治的民主不是对立的，前者反而是后者的切实保障，他说：“除非民主的思想与行为的习惯变成了人民素质的一部分，否则，政治上的民主是不可靠的。它不能孤立地存在。它要求必须在一切社会关系中都出现民主的方法来支持着它。”[14]

民主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包括“社会的和个人的生活方式”。作为一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民主主义的定义注重于共同利益的分享和自由无碍的交流两个方面，杜威认为这种社会的生活方式是一种追求共同利益的联合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自由无碍的共同交流经验的方式，社会的全体成员都能以同等条件，共同享受社会的利益，打破阶级、种族和国家之间的屏障。

将民主看成一种个人的生活方式是对民主的一种更深层的阐释，这意味着民主不是一种形式的和外在的东西，而是一种内在的东西，意味着“民主是一种道德的理想”[15]。这种道德理想的基础有三点：其一，相信人性的潜能。每个人不分种族、肤色、性别、家庭背景、贫富，其天性中皆蕴含发展的可能性，每个人都是平等的，都有权获得平等的发展机会，都应也都能获得充分的发展。其二，相信人的理智判断与行为的能力。亦即相信人的理性，相信人的理性在克服困难、解决争端、控制环境中的作用，相信通过“理智”，人类能进入一个美好的社会。其三，坚信日常生活与工作中人与人之间是能够合作的。合作意味着和平与安宁，而不是怀疑、矛盾和暴力。

可见杜威民主的基础是人道主义。他曾明确地讲：“归根到底，民主主义的问题是个人尊严与价值的道德问题。”[16]在《哲学的改造》中杜威对民主主义的道德含义做了精辟论述：“政府、实业、艺术、宗教和一切社会制度都有一个意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就是不问种族、性别、阶级或经济地位，解放和发展各个人的能力。这和说它们的价值的检验标准就是它们教育各个人使他的可能性充分发展的程度，是完全一致的。民主主义有许多意义，但是，如果它有一个道德的意义，那么这个意义在于决意做到：一切政治制度和工业安排的最高检验标准，应该是它们对社会每个成员的全面发展所做出的贡献。”[17]

二、自由与平等

自由与平等是从属于民主的两个范畴。

1935年在《自由与社会控制》中，杜威对“自由”的含义做了较集中的论述。他认为，第一，自由是具体的。自由不只是一个观念、一个抽象的原则，对自由的要求是一种争取权利的要求。第二，自由是相比较而言的，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阶级的自由与其他是有联系、有影响的，自由之多寡只有通过比较才能测量。第三，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同时也意味着控制。这一点是杜威着力强调的。一些人常常以为自由是不受限制的，因而为了自身的自由而损坏大多数人的自由，把自由看成与政府行为相对立的东西，反对政府的干涉与干预，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杜威极力反对少数人以自由原则为借口，不顾大多数人的利益，而满足一己私利。他支持政府出面维护大多数人的自由，批评经济上放任的自由主义政策。杜威是支持进步主义时代所形成、并由罗斯福作为新政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的。

杜威认为，权威与自由不是相对抗的，权威代表着稳定性，个人借此获得方向和支持，而个人自由则代表着有意识地促使产生变化的各种力量，问题不是将二者截然分开，而是使二者相互渗透，不使权威所代表的稳定性成为阻碍进步的力量，亦不使自由成为漫无节制的盲目行为。“我们需要一种权威，但这种权威不同于它们活动的旧形式，而是能用以指导和利用变迁的；我们也需要有一种个人自由，但这种个人自由不同于那种为个人无限制的经济自由所产生并为它作辩护的个人自由；我们所需要的这种个人自由是具有普遍性的和为大家所分享的，而且它是在社会上有组织的明智控制的支持与指导之下的。”[18]

杜威心目中的权威就是“智慧的方法”或“科学的方法”。杜威认为在科学方法兴起之前，权威在理智之外，处于某种制度之中，诉之于外在的教条。权威要求以对科学和科学方法的信仰取代旧有的权威。杜威明确地讲，“自由主义强调智慧的方法”[19]。美国学者库尔兹（paul Kurtz）认为，杜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至整个30年代，在出版的一系列重要社会政治著作中，“力图重新确定自由主义的含义，强调不应把自由主义视做某一个特殊政党的政纲和计划，而应看作一种用于民主社会去解决社会问题的智慧的方法”[20]。

杜威很关注教育的自由，认为：“教育的自由，具体讲来，就意味着学生和教师的自由：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的学校的自由。”但教育的自由受到许多传统的和现实的因素的限制，这些传统影响着学校里的学科、教学方法、纪律、组织和行政管理，“但是在这些麻烦的限制之外还有一种在目前特别危险的限制，那就是企图把学生和教师的心灵、嘴巴和耳朵同样都封闭起来，使他们不能接受一切与代表经济上和政治上既存利益的特权阶级的实践与信仰不相调和的东西”，杜威认为教师的宣誓问题是与教育自由不相符合的，限制教师抨击时弊的权力，限制教师关心社会问题，让教师宣誓效忠，是对自由的亵渎，“既然思想自由与表达自由是一切自由的根源，否认教育方面的自由就是犯了反对民主的罪恶”。杜威认为，要培养“理智的公民就绝对需要有教师和学生在教与学的方面的自由”。因此，教育自由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没有研究的自由，教师和学生没有自由去探索在社会中发生作用的力量以及用来指导这些力量的手段，那么就不能产生为有秩序地发展社会所必需的理智行为的习惯。……每一种用来限制教育自由的力量都鼓励着人们最后诉之于暴力来取得所需要的改变。每一种倾向于解放教育过程的力量都鼓励着人们去采取理智的和有秩序的方法，领导正在向任何方向进展的社会改变朝着一个比较公平的、平等的和人道的目的前进”。[21]

可见教育的自由的关键意味着理智的自由，意味着理智的方法（智慧的方法），而这些最后意味着一种美好的社会生活。

平等之于民主犹如自由之于民主一样重要。杜威指出：“相信平等，这是民主信条的一个因素。然而，它并不是相信自然天赋的平等。宣布平等观念的人们并不认为他们是在发布一项心理学上的主张，而是在发布一项法律上和政治上的主张。一切个人都有权受到法律的平等对待以及在其行政管理中有平等的地位。每一个人总是生活于一些制度之下的，而他所受的这些制度的影响都是平等的；如果在数量上并不如此，在质量上是如此的。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来表达他自己的判断，虽然当他的判断与别人的判断构成一个集合的结果时，他的判断的重要性在数量上也许并不是平等的。简而言之，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一个人；每一个人都享有平等的机会来发展他自己的才能，无论这些才能的范围是大是小。再者，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需要，而这些需要在他自己看来是重要的，正像别的需要在别人看来是重要的一样。自然的和心理上的不平等这一事实本身就更成为理由以通过法律来建立机会上的平等，因为否则自然上和心理上的不平等就变成了压迫天赋较差的人的一个手段。”他又说：“相信平等的这个民主信念是这样一个信念：每一个人都应该有机会来贡献他可能贡献的任何东西。”[22]

杜威承认人的天赋是有差异的，人生而平等是不足信的。他指出，即便是早期平等的最热心的倡导者也不会愚蠢到认为人的天赋是决然相同的，因此平等应是道德意义上的，而道德意义上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之间的独特性，即不可比性。杜威举例说，在研究工作中，能达到亚里士多德、牛顿、爱因斯坦等人那样的水平者寥寥无几，但并不能说这大多数人的研究工作是毫无价值的，是不屑一顾的。因此民主意味着对特殊性的、差异性的尊重，意味着个性（individuality）的充分发展，而个性是独特的，不能说一个人的个性较另一个人的个性高、好。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需要，每个人都应得到充分的发展，每个人都应获得同样的发展的机会，每个人都有为社会做出贡献的权利和义务，总之，“每一个人都同样是一个人”，大家都是平等的。杜威明言，“民主主义者坚信道德上的平等”。民主主义的“基本的道德与理想意义”就在于这种平等。[23]

基于对平等的这种看法，杜威对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盛行的智力测验持否定态度，认为测验结果将人分成优劣高下，以测验结果决定人的机会和地位是不平等、不民主的表现，是封建余毒在作怪，心智上的不平等不能成为道德上的不平等的依据。而且，智力测验所测的只是人的心智的某一方面或某几个方面的情况，不能以偏概全，将一个人某些方面的情况看成一个人整体的面貌。[24]最后，智力商数（IQ）不过是揭示了某种现实性和一些可能性，世事是变化的，人亦是变化的，“一测定终身”是用静止的观点而不是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与生长的原则、经验不断改造的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民主与教育

杜威认为，“教育是一种社会的过程，而世界上有各式各样的社会，所以教育批判与教育建设的标准，包含一种特定的社会理想”[25]，这个特定的社会理想就是民主主义。教育应为维护促进民主主义这个社会理想服务，教育是民主的工具。杜威认为若没有教育，“民主主义便不能维持下去，更谈不到发展。教育不是唯一的工具，但它是第一的工具，首要的工具，最审慎的工具”。[26]

教育是为了民主的，同时教育也应是民主的。民主主义不仅为教育提供了一个奋斗的目标，而且还对教育提出了民主的要求，杜威认为民主主义本身便是一个教育的原则，一个教育的方针和政策。杜威提出生长论，要求使儿童得到充分的发展，要求建立新型的师生关系，要求尊重儿童，要求教师参与学校的管理；杜威崇尚公立学校制度，反对双轨制等都体现了民主对教育的要求。

但这些都是对民主与教育二者关系的表层的或一般的表述。更深层的关系在于：其一，民主（含自由与平等）的深刻的道德含义是使人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而教育是实现这种发展的不可缺少的手段。在人的充分发展（或者说生长）中，民主的理想与教育的理想找到了契合点。其二，民主意味着个人需要、兴趣的满足，如果教育能提供一种使儿童的需要、兴趣得到满足的生活，那么教育此时就与民主融而为一，这也是杜威讲教育即生活而不是生活的准备的深意所在。其三，民主主义这一美好社会理想的实现，不是轻而易举的，会遇到各种问题和障碍，克服这些问题与障碍不能靠旧习陈规，亦不能靠暴力，而应靠“智慧的方法”，而对智慧的方法的掌握是有赖于教育去达成的。

要使民主主义得以成功的维持，必须将应用于自然界的科学探究的方法应用于社会，即必须“科学人文化”，“使科学和技术成为民主希望和信仰的侍仆”，并“养成观察和了解的自由的、广泛的、有训练的态度，使这些态度成为和科学方法的基本原则血肉相连的东西，成为习惯的不知不觉的东西。在这个成就中，科学、教育和民主动机合而为一”。[27]

杜威教育思想的最本质之点，或者说其哲学的最本质之点就在于此，在他看来，科学的方法反对因循守旧，反对任何外部的权威，强调创造和验证，与民主精神是相通的。若人们掌握了这种方法，形成了新的心理习惯，布乎四体，形乎动静，各种社会问题就会迎刃而解，杜威理想中的民主主义随之就会到来。

四、科学的方法与教育

科学的方法即智慧的方法。胡克认为，杜威特别强调“智慧的方法”，“这表明了‘智慧’的作用是杜威伦理哲学和教育哲学中的惟一绝对价值”。[28]学者陈峰津言：“杜威思想之中心为‘科学方法’。”[29]

智慧的方法、科学的方法确切地讲主要是指那种不依赖偏见和权威的“科学态度和科学精神”。杜威认为，科学同政治、经济、道德一样，是社会文化的一个部分、一个方面，人们一般把科学理解为一种包括许多结论的体系，“我们忽视了科学还具有一种性质，即它也是一种态度，这种态度体现出一种习惯于运用观察、反省和试验的方法的意志。当我们以这个观点看科学时，科学作为文化的组成部分的意义就带有一种新的色彩”。这种科学态度有一些比较显明的因素：“决不轻信、大胆怀疑，直到得到真凭实据为止；宁愿向证据所指向的地方去寻求而不事先树立一个人偏爱的结论；敢于把观念当作尚待证实的假设来运用，而不当作一个武断来加以肯定；以及（可能是这一切之中最突出的）醉心于新的探究领域和新的问题。”[30]但科学精神与科学态度被局限于有限的范围内，只有少数人具有这种精神和态度，主要的原因在于人们认为科学方法只适用于自然界，不适用于人类社会，科学不能进入价值的领域。杜威所要做的是要将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生活，以解决社会生活中的诸多问题，树立一个新的理智的而不是神学的或专制的新权威。

杜威认为，科学的方法具有极为重要的社会价值。首先，社会中存在的弊端能够革除。如果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精神而不是依从习俗和外在的权威，人类社会中许多经济、政治问题皆可解决。其次，美好的社会生活理想可以达成。概括言之，杜威社会生活的理想就是民主（当然它又包含许多具体内容），而民主的基础就是科学的方法和智慧的方法。杜威于1939年在《自由与文化》中指出：“民主的未来却是同这种科学态度的广泛传播紧密联系着的。这种科学态度是防止受宣传笼统（络）迷惑的唯一保证。而尤其重要的，它是可能形成一种足够明智的舆论以对付目前社会问题的唯一保证。”[31]1944年，他在《对自由思想的挑战》一文中说得更明确：“政治民主的核心是用讨论和交换意见的办法来裁决社会上的差别。这个办法大致接近于用实验探究与检验的手段来影响变化的方法：即科学的方法。民主程序的基础就是使社会改变依赖于实验的结果。”[32]

杜威要求教育应注重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杜威认为，当时“教育的标准和方法在大体上仍是科学和技术发展前的时期之标准和方法”，“在大体上，科学是作为一套现成的知识技能来教的。它的教学不能在方法上提供一切有效的明智行动的榜样。它的教学在大体上并未顾到科学实际进入人生的状态，并未把科学作为一个最高的人文学科去教，而是把科学作为牵涉到人生关系的‘外面的’一个世界的学科去教。它的教学并未联系于科学实际进入现在人生的每一方面与情形之道路。不消说，它的教学更未联系到关于人生事务的科学知识在战胜自流的状态上可能做的事情。科学的方法和结论将不能在教育上取得基本重要的地位，直等到大家把它们看成并利用为指导集体的和合作的人类行为之最高工具”。[33]

科学方法是达到民主理想的手段，而教育则是将这种方法植入人心的重要手段，因而教育是实现民主理想的手段之手段，是更基本的手段。教育的责任因之就更为重大。

第四节 教育目的

杜威的教育目的理论是杜威教育思想中最为晦涩难解的部分。本节从三个方面对杜威的教育目的理论做简要剖析。

一、所谓“教育无目的”

杜威以所谓“教育无目的”论而著名，他有几句典型的论述。①“教育的过程，在它自身以外没有目的；它就是它自己的目的。”[34]②“因为生长是生活的特征，所以教育就是不断生长；在它自身以外，没有别的目的。”[35]③“我们探索教育目的时，并不要到教育过程以外去寻找一个目的，使教育服从这个目的。我们整个教育观点不允许这样做。”[36]④“我们要提醒自己，教育本身并无目的。只是人，即家长和教师等才有目的；教育这个抽象概念并无目的。”[37]

这几点并不能说明杜威持“教育无目的论”。杜威在这里只不过区分了两种类型的目的：一种是教育过程之外的目的，一种是教育过程之内的目的——只不过说明了教育这一活动的目的必须以人为依托。杜威明确承认教育有过程以外的目的，他认为在非民主社会，目的是强加于教育过程的。杜威的民主主义理想使他提出了富有民主主义色彩的“生长”作为教育目的。

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所有的目的都是人的目的，没有人的参与和介入，任何活动不仅不会有目的，而且活动本身根本就不会存在。教育是由人所从事的一种活动，我们一般所言的教育目的严格来讲应是“人通过教育这种活动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这里的人比杜威所提及的“家长和教师”的范围要广泛得多），实际上教育目的所体现的是人的目的，就如同杜威所提出的教育目的——生长是他的主观的目的一样。但在理论和实践中一般不将“教育目的”与“人的目的”作严格的区分，实际上杜威在很多地方也没作严格的区分，而是大谈教育目的的特征、类型等。因此，没有必要把杜威的“教育本身并无目的”这一句话置于太重的地位，并将之作为杜威“教育无目的”论的重要证据，因为杜威讲这句话时，主要是说明目的是依人而存在的，一切活动（包括教育）的目的都是人的目的，离开了人，教育不仅无目的，而且根本就不会存在。

目的性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一个根本特性，人的实践活动之所以不同于动物的本能活动，就在于人的一切实践都具有自觉的意图，具有预期的目的。教育作为人类的实践活动之一，也是有目的的。教育目的是教育实践的第一要素和前提，没有教育目的也就不存在教育这种活动。杜威一生的教育实践与教育理论研究自然且必然也会有他自己改革教育的理想和目的。由之，不少人认为，杜威的教育无目的论只存在于理论形态，杜威的教育实践却是有目的的。本书认为，这种看法是不确切的。第一，这种看法将理论与实践割裂开来，是杜威所深恶痛绝的二元论的表现。实际上，杜威的理论与实践是统一的，他在理论上所宣扬的，也正是他在实践中所奉行的。第二，杜威的教育实践是有目的的。这谁也不能否认，杜威在理论上也是主张教育是有目的的，他说：“教育一事，不可以无目的。无目的则如无舵之舟，无羁之马，教育的精神从何发展，其结果必不堪设想。”[38]这个目的在杜威看来就是生长（至于这个生长的目的能否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那又是另一回事情）。也就是说，在理论形态上杜威也是主张教育有目的的。第三，如果杜威在理论上承认教育无目的，那么他的整个教育理论既无建立的必要，也无建立的可能。

总之，在教育目的问题上，杜威主张教育有目的，这个目的就是过程内的生长。讨论杜威的教育目的，关键不在于“有目的”与“无目的”的问题，而在于杜威“支持什么目的”与“反对什么目的”的问题。

二、能否以“生长”作为教育的目的

美国学者霍恩（H. H. Home）对以生长作为教育的目的质疑，认为：“问题在于我们的生长不止一种，而有多种，有正当方式的生长，也有错误方式的生长；有常态的生长，也有变态的生长；在许多犯罪学生中，有许多错误的生长；许多生活乃是歪曲的生长；一些所谓的‘新’教育，乃为停止之生长。我们仅称‘教育即生长’还不够，必须加以补充，而称教育为正当方式的生长，生长必须建立一个正当的标准。”[39]也就是说生长有不同的方向，必须为生长确立一个正确的方向、确立一个社会标准。

对于霍恩的批评，杜威在《经验与教育》中做出了非正式的答复。杜威也承认一个人有不同的生长方向，“一个人有可能生长成为老练的强盗、恶棍或腐化不堪的政客，这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教育即生长、生长即教育的观点来看，问题就在这种方向的生长，一般说来，是促进还是阻碍生长。……只有当按照特殊方向的发展有助于继续生长时，才符合教育即生长的标准”[40]。在此，杜威提出“继续生长”作为生长的标准。然而，一种坏的生长，并不因其导致了更多的生长或者好的生长而成为好的生长。比如，某人因窃而致巨富，然后以此财力孜孜以求于学问或从事慈善事业，“窃”导致了好的生长，但“窃”却绝非好的生长。所以，更多的生长，或引致其他的生长，并不能作为衡量生长的好坏的标准。

杜威还曾提出“包含最多生长的可能性（Containing the Possibility of Maximum Growth）”作为衡量的标准，美国学者普莱斯（Kinsley Price）认为这依然费解，令人捉摸不定。

教育目的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又是一切教育活动的归宿，它涉及的是教育应为一定的社会培养什么样的人的问题，因此教育目的的表述就必须表达出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关键问题。杜威的“生长为了生长”能解决培养什么人的问题吗？不能，生长不能作为自身的目的，它本身还需要一个标准，需要别的因素加以规定。因此，尽管杜威给教育提供了一个过程内的目的，但从逻辑上看，它却并不能给人提供一个切实的目的，起不到教育目的应有的作用，它是一个“假目的”。

从过程的角度规定教育目的不能反映出教育目的的本质特性（培养何种类型的人），不能够揭示出教育目的应揭示的东西。过程是一种中性物，其性质需要别的因素加以规定。当杜威告诉我们教育的目的是“生长为了进一步的生长”时，其意义似乎是同语反复，我们从中很难获得任何有价值的信息，心中会感到茫然而不知所措。虽然生长是一个假目的，但在研究杜威教育目的理论中，我们绝不能完全抛开这个假目的去寻找其“真目的”，然而实际上我们往往都这么做。我们一般的模式是，先论证生长不能起到教育目的的作用，等于没有提出教育目的，然后突然转折，认为杜威还是有目的的，目的是……这种方式显然是在杜威的生长论与其整个教育理论之间划一道鸿沟，这道鸿沟实际上是划不开的，因为生长是其教育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是与其整个理解融为一体的。我们认为，生长有其丰富的内涵，杜威的生长的目的论为“假目的”，主要在于他规定教育目的的方式和角度与我们不同。生长具有社会性的内容和方向，这才是生长的实质，我们规定教育目的一般都是从这个角度着手的，但杜威不从这个角度而从过程本身来规定，他将儿童生长的过程看得比实质更重要，将过程凌驾于实质之上，这是其生长目的论的要害所在。杜威从生长的一个不足以说明教育目的是什么的方面规定教育目的而走向“假目的”，我们要做的是从生长的那些能说明教育目的是什么的方面去寻找杜威的“真目的”，而不应抛开生长去寻找杜威的真目的。杜威要培养的是掌握科学探究的方法、具有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具有良好民主素质、具有宽泛职业素质的人，但这个目的与生长是什么关系？杜威会怎么看待这个目的？对这些问题不能持回避态度。本书认为，这几个方面所揭示的内容就是生长的中心内容，杜威会认为这几个方面是从属于生长的过程的，是有待于进一步“生长”的。这说明杜威的问题不在于他不承认这几项内容的重要性，而在于他根本就不从这个角度看待教育的目的，他的强调变化和过程的哲学不允许他这么做。生长不是单面的，而是一个多面体，讨论杜威的教育目的必须找准分析生长问题的恰当角度，否则就会误入歧途。

三、个人与社会

生长不是自然发展，生长具有强烈的社会性。在杜威看来，使个人得到充分生长、全面发展是民主主义社会对教育的要求，同时通过教育所获致的个人的充分生长、全面发展又成为促进民主主义社会的重要工具。杜威将个人生长与民主的社会目标看成一致的东西，在民主主义的旗帜下，在“教育即生长”的口号下，个人与社会的对立、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的对立归于消失。

可见，杜威并不是不谈社会，并不是不谈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重要的是弄清楚杜威所谈社会的性质以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性质。

杜威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认识有诸多不足：其一，杜威所讲的个人、社会不可分离，互为规定，是一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表象的描述，他没从经济关系这一深刻的、具体的、历史的角度去看待这一关系；其二，在教育上，他的个人社会关系论的实质是想通过教育促进儿童的充分生长，然后改造社会，使社会进步，他视教育为改造社会的根本手段，其社会改造论属改良论；其三，杜威一方面讲社会条件不能决定教育目标[41]，一方面又认为教育批判和教育建设需有“一定特定的社会理想”[42]，一方面杜威认为生长的教育目的只有在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才能达到[43]，一方面又认为真正民主的社会只有通过教育、通过儿童的生长才能达到。“谁不亟欲知道哪一个一定应该在先，或者其中一个不存在是否另一个能出现啊！”但杜威却始终“没有解答我们提到的两难之境”。[44]在此杜威陷入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那样的怪圈。

那么，教育目的到底是由个人（受教育者）还是由社会所决定的呢？杜威没有讲清楚这个问题。杜威讲个人的自然倾向不能提供教育的目的，又讲社会不能决定教育的目标，他的答案是教育目的是由教育过程自身所决定的。当然这有一个前提——必须在民主主义社会。那么专制社会里存在的外在于教育过程的目的是由什么决定的呢？杜威认为是由外部命令决定的[45]，实质上是统治阶级决定的。这不就等于承认了教育目的的社会决定性吗？当然杜威反对这种外在的目的，但主观上反对并不等于客观上不存在。

教育目的，不论主观上提出的还是客观上存在的都是社会存在的反映。教育目的虽然在表现形式上是主观的，反映提出者的主观愿望，但却是针对现实并在现实的基础上提出的，它往往反映现实的不足与匮缺。杜威提出“生长目的论”，要求尊重儿童的心理水平，正说明在教育实际中人们对儿童心理水平不够重视，这正说明民主的社会理想对教育的制约性；杜威要力求培养的那些素质（尤其是职业素养、民主素养、科学方法的掌握等）也都是由当时美国经济工业化、政治民主化的社会现实所决定的，是柏拉图所不会提出的，是奥古斯丁所不会想到的。

概括地讲，杜威的教育目的理论着力于怎样使教育目的更民主、更人道而不受外在的强制；着力于怎样使教育目的更有成效，而不流于美好的空想。

第五节 课程论

杜威的课程论是以其哲学上的经验论为理论基础的，是对“教育即经验的改造”这一教育信条的进一步展开。

一、对传统课程的变革

变革的动因在于杜威认为传统课程有弊端，与这些弊端相对，杜威提出变革课程的三项要求。

其一，新课程应是合于儿童心理需要、兴趣与能力的。在杜威看来，传统教育的课程是由前人所积累起来的系统的间接经验构成的，是一种符号和文字构成的系统，“超出年轻的学习者的已有经验范围，是他们力不能及的东西”。[46]结果造成不良后果，代表知识的言辞成为纯粹感觉刺激，没有什么意义，学校的教材和学生的需要和目的脱离，仅仅变成供人记忆、在需要时背出来的东西。教育因之成为机械的和死板的，儿童读书也就因此失去了积极的动力而成为一种被迫的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并使那些“即使用最逻辑的形式整理好的最科学的教材”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

其二，新课程应是统一的，具有整体性，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儿童的生活和经验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儿童到学校，多种多样的分门别类的学科便把他的世界加以割裂和肢解，使儿童对世界的认识失去应有的全面性而流于片面。因此，新课程应克服旧教材所具有的这种弊端。

其三，新课程应具有社会性。并不是说旧的以系统知识为形式的课程与社会无关，因为系统知识本身就是人类社会日积月累的产物。但是，当这种系统知识在新的社会情境中以不恰当的方式灌输给儿童时就失去了其应有的价值，就丧失了其效用，因而也就失去了其能动的社会作用。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专列一章讨论“教材的社会性”问题，认为“一个课程计划必须考虑课程能适应现在社会生活的需要；选材时必须以改进我们的共同生活为目的，使将来比过去更美好”，“承认教育的社会责任的课程必须提供一种环境，在这种环境中，所研究的问题都是有关共同生活的问题，所从事的观察和传授的知识，都能发展学生的社会见识和社会兴趣”。

那么，什么形式的教材才能满足这几个方面的要求呢？那就是活动性、经验性的主动作业。作业的方式很多，“除了无数种的游戏和竞技以外，还有户外短途旅行、园艺、烹饪、缝纫、印刷、书籍装订、纺织、油漆、绘画、唱歌、演剧、讲故事、阅读、书写等具有社会目的（不是仅仅作为练习，以获得为将来应用的技能）的主动作业”[47]。在杜威看来，这些作业既能满足儿童的心理需要，又能满足社会性的需要，还能使儿童对事物的认识具有统一性和完整性。在这种作业中，心理需要、社会需要、认识的统一性与完整性达到契合。

二、直接经验与间接经验的关系

不少研究者从杜威批判旧的以系统知识为表现形式的课程，倡导活动性、经验性的课程出发，认为杜威轻视间接经验的价值，太过于重视直接经验。这种看法是错误的，实际上杜威一直非常强调间接经验（系统知识）的重要性。

1899年在《学校与社会》中，杜威认为书本作为经验的一种代替物是很有害的，但“‘书本’和读书对于经验的阐明和扩充是重要的”[48]。1902年在《儿童与课程》中，杜威认为系统知识是经验改造要达到的一个重要目标。1916年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阐述了系统知识的特点与作用，系统知识不同于意见、猜测和道听途说，是可靠的、无疑的、确定的而不是含糊不清的，系统知识“是一个处于疑难的情境时可以依靠的已知的、确定的、既成的、有把握的材料。它是心灵从疑难通往发现的一座桥梁。它具有一个理智的经纪人的作用。它把人类以往经验的最后成果压缩精简，记录成可用的形式，作为提高新经验的意义的工具”[49]。1938年在《经验与教育》中杜威批判了进步教育实践对间接经验的忽视，明确地说：“旧教育强迫儿童接受成人的知识、方法和行为的规则，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成年人的知识和技能对于未成年人的经验没有指导的价值，只有极端的非此即彼的哲学才会导出这种主张。”[50]

总之，在杜威看来，系统知识对经验的改造具有不可取代的指导作用，而且经验改造的重要结果之一就是获取较系统的有逻辑性的知识而不是琐杂的感性印象。即系统知识既是经验改造的一个重要条件，又是经验改造要达到的一个结果。

杜威在理论上一直是重视系统知识和间接经验的，不仅如此，他还认为直接经验有局限性，他讲道：“直接观察自然比较生动活泼，但是也有局限性。无论如何，一个人应能利用别人的经验，以弥补个人直接经验的狭隘性，这是教育的一个必要组成部分。”[51]他又讲道：“个人直接经验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如果没有代表不在目前的、遥远的媒介物的介入，我们的经验几乎将停留在野蛮人的经验的水平上。……所以我们依靠文字，借以获得有效的有代表性的经验或间接经验。”[52]

杜威所反对的不是间接经验本身，而是传统教育那种没有成效的、不顾儿童心理水平的传授间接经验的方法。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既能使儿童最后获取系统知识以作为经验改造和生长、生活的有效工具，同时又不违背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这才是讨论杜威课程论时应注意的关键问题。

三、经验的转换与知识的组织

杜威提出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是：教材心理化和经验的组织。方案的中心在于解决课程问题中的“逻辑的”（系统知识）与“心理的”（儿童已有经验）二者之间的对立。

杜威认为在儿童的经验和构成科目的不同形式的传统教材之间不存在鸿沟，儿童的经验是起点，由成年人和专家编制的教材为教育提出了一个应当不断前进的目标，但不能当作起点。“因此，就需要把各门学科的教材或知识各部分恢复到原来的经验。它必须恢复到它所被抽象出来的原来的经验。它必须心理化。”[53]这种心理化实质上就是把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即直接经验化。

教材心理化的任务需要教师来完成。但仅仅将系统的教材转化为经验还不够，“在经验的范围之内搜集学习的材料，这仅仅是第一步，下一步是将已经经验到的那些东西累进地发展为更充实、更丰富也是更有组织的形式，即逐渐地接近于提供给有技能的、成熟的人的那种教材形式”。[54]

这个过程也就是杜威从20世纪20年代末起一直反复强调的经验的组织原则。杜威指出，那种认为组织是一种与经验无关的原则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否则，经验就将成为分散而混乱的东西。经验的组织原则不是孤零零的东西，它赖以存在的基础是经验中内含的理性和思维的因素，是抽象和概括等要素使组织成为可能。因此，经验的组织原则本质上是经验的理性原则，是使经验不断扩展的原则，是使学生的个体直接经验不断趋向种族间接经验的原则。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将学生获取系统知识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这个过程即经验的组织过程：“在学生的经验中，教材的发展根据事实可以分成三个相当典型的阶段。在第一阶段，学生的知识表现为聪明才力，就是做事的能力。学生熟悉了事物，就表明他已掌握材料。在第二阶段，这种材料，通过别人传授的知识，逐步地得到充实和加深。最后阶段，材料更加扩充，加工成为合于理性的或合于逻辑的有组织的材料——掌握这种材料的人，相对地说，就是这门学科的专家。”[55]

杜威将“逻辑的”和“心理的”二者之间的对立辩证地统一起来，并在儿童的直接经验中找到了二者的契合点。杜威不反对获取系统知识，但关键是用什么方式获得，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才构成杜威与传统课程论的主要区别。

四、杜威课程论的不足

从理论上看，杜威提出的以经验为基础的课程理论是论证严密、无懈可击的。但若从实践的角度去考虑，则会发现有几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其一，并非所有的系统知识都可还原为直接经验。系统知识的存在形式是逻辑的，其根本特点是具有很大的概括力和包容性，有些系统知识所反映的内容根本不可能还原为儿童个人的直接经验，有些即便能还原，但在数量上和程度上也是很有限的。

其二，教材心理化并不等于教材直接经验化。杜威的课程论有一个基本的假设，即教材心理化等同于教材直接经验化，好像只要将系统知识化作直接经验，就是儿童的心理所能承受和理解的。事实却是，儿童对他本人直接经验的东西很多是不能理解的，要理解这些东西反而需要系统知识的介入，需要先前形成的经验（并不仅是直接经验）的参与。杜威意在通过直接经验去理解系统知识，但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直接经验的理解需要以系统知识为条件。

其三，组织原则的贯彻存在困难。怎样将学生的个人直接经验“组织”为较系统的知识，是一个非常难解决的问题。首先，学生的个人直接经验是相当有限的，这就使“组织”立在一个不甚宽厚的基础上。其次，将个人直接经验组织为较系统的知识是要花费相当长的时间的，但学校教育的时限却是短暂的。最后，杜威过高地估计了儿童本人组织知识的能力和教师指导的能力。

杜威对间接的系统知识厚爱于心，但他所提供的获取知识的方法却难以达于这一目标，手段与目的存在着冲突和对立，使杜威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他在晚年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1936年，他在《芝加哥实验的理论》中指出：“关于‘教材’，迫切的问题是要在儿童当前的直接经验中寻找一些东西，它们是在以后的年代里发展成为比较详尽、专门而有组织的知识的根基。要解决这个问题是非常困难的；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到现在还没有解决，而且永远不可能彻底解决。但是，无论如何，我们曾试图研究这个问题以及这个问题所带来的各种困难。”[56]

尽管杜威的课程论有种种不足，但杜威对传统课程及其教学的批判却是有价值的，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也许不切实际，但他所提出的解决课程问题的思路——既合乎于儿童心理水平又能使儿童最后获得系统的知识，并能在理解的基础上有效地应用于生活经验——却是正确的。杜威课程理论对后人的启发作用主要之点应在这里。

第六节 教学方法论

与其课程论相应，杜威提出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从做中学”的方法，是一种经验的方法、思维的方法、探究的方法。

一、对传统教学方法的批判

杜威认为，传统的教学方法是一种沿袭甚久、积弊甚深的教学方法，教学活动是在教室这个专门设定的场所里进行的，教师站在讲台上向学生灌输与生活无涉、亦不合于儿童理解力的系统性很强、逻辑性很强的教科书，儿童则坐在固定的位置上，静听和记诵教科书，这种方法是一种典型的以教师、教科书、教室为中心的教学方法，学生、学生的活动、教室以外的世界是没有什么地位的，传统教学方法的目的在于使儿童获取知识，但由于这种知识脱离生活、不合儿童兴趣，结果儿童虽能背诵它、记住它以应付提问、考试和升学，但却不能真正掌握它。儿童处于消极的、被动的地位，兴趣、爱好受到剥夺和压制，能力发展与主动性受到压抑和束缚。杜威对传统的教学方法一直是持尖锐的批判态度的，他所要做的变革就是变教师讲授、学生静听的教学方式为师生共同活动、共同经验的教学方式，书本降到次要的地位，活动是主要的，教学也不再限于教室之内。

19世纪后半期，在杜威提出其教学理论前，美国的教学理论受欧洲影响较大，在教学方法方面，裴斯泰洛齐的实物教学与感觉训练法、赫尔巴特学派的五段教学法在美国都有相当的影响，这两种方法对传统教学有所改观，裴斯泰洛齐以实物教学与感觉训练取代了言语训练和记忆，赫尔巴特则使人们意识到教学方法必须以明确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为指导，五段教学法使教师们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大大强化了教学活动。杜威认为，这两种教育史上的“革新”既有长处，亦有不足。

杜威认为，近代的经验主义、感觉主义在反对只重书本知识方面起了直接的有益的作用，认为知识源于人的感觉，把实物和直接观察引入学校，但是直观教学往往把感觉活动孤立起来，把它作为目的本身，从而忽视了思维。这种教学方法在认识论上的缺陷有三：其一，它虽具有破坏性，是批判僵化的理论教条的破坏性工具，但不富有建设性，它在教育上的应用，或者是夸大单纯物质刺激的作用，或者是单纯堆积孤立的实物的特性，而知识却不同于感觉印象的结合；其二，直接印象虽然生动形象，但也有范围狭隘的短处，在学习过程中，“个人必须从具体的符号进展到抽象的符号，即只有通过概念思维才能理解其意义的符号，学习开始时，过度地专注于感觉和实物会阻碍这种发展”；其三，经验是主动与被动的融合，这种方法只强调被动的方面。正因为有这几点不足，“它在教育上的影响限于对旧时的课程注入了一个新的因素，偶尔改变了一下旧时的科目和方法。……它并没有削弱知识性的和抽象的或‘理性的’科目的范围”。[57]因此，杜威对这种教学方法持否定态度。

杜威指出，赫尔巴特的伟大贡献在于使教学工作脱离陈规陋习和全凭偶然的做法。他把教学带进了有意识的方法的范围，使它成为具有特定目的和过程的有意识的事情，而不是一种偶然的灵感和屈从传统的混合物。他用教法和教材联系的观点来阐明教学方法上的各种问题：教学方法必须注意揭示新教材的方法和顺序，保证新教材和旧教材的恰当的相互作用。但赫尔巴特的方法亦有弊端，具体表现为两点：其一，在实践中往往成为枯燥的常规，机械地沿袭指定的步骤，使处理问题缺乏主动性和灵活性；其二，强化了教师的作用，但却低估了儿童的主动的心理因素，尤其是需要、情感、兴趣等因素，教学对儿童而言依然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因此，杜威说赫尔巴特的教育哲学依然“坚持古旧的和过去的东西”[58]。

从以上分析可知，杜威所希求的新的教学方法是一种主动与被动、感性与理性、知识与情感、认识与行动相结合的方法。

二、教学方法的性质

杜威所力倡的教学方法是思维的方法。思维是指反省思维（reflective thinking），意指对某个问题进行反复的、严肃的、持续不断的深思，思维的功能，即在于求得一个新情境，把困难解决，疑虑排除，问题解答。

思维或反省思维的方法就是一种解决经验中存在的问题的方法、一种使人明智的经验与行动的方法。每一思维单位的两端，开始是一个迷惑、困难或纷乱的情境，结果是一个澄清、统一和解决的情境。思维就是在这两端之间进行着的，共有五个步骤。杜威非常重视思维能力的培养，认为“思维就是明智的学习方法”[59]，“就是有教育意义的经验的方法”。基于此，他将思维五步法直接运用到教学方法上，认为：“教学法的要素和思维的要素是相同的。这些要素是：第一，学生要有一个真实的经验的情境——要有一个对活动本身感兴趣的连续的活动；第二，在这个情境内部产生一个真实的问题，作为思维的刺激物；第三，他要占有知识资料，从事必要的观察，对付这个问题；第四，他必须负责有条不紊地展开他所想出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第五，他要有机会和需要通过应用检验他的观念，使这个观念意义明确，并且让他自己发现它们是否有效。”[60]

对这种思维的方法应作广义的理解，不应把它看成我们一般所言的纯粹思维的方法，实际上，它是一种综合性的方法、行动的方法，因为这种思维过程中包含观察、分析、综合、想象、抽象、概括等多种能力的运用。

杜威所言的思维过程涉及知识的参与、涉及各种能力的运用、涉及对各种观念与假设的检验，这使得杜威所言的经验的改造不同于一般的经验改造，他的经验更像是一种科学的“实验”，他在很多地方明确讲“经验即实验”，[61]所以他的经验主义也被称为“实验主义”。因此，我们不能将杜威的“从做中学”和“经验的改造”作肤浅的理解。关于教学方法的分析再一次证明杜威的经验改造含知识、理性的因素，绝非直接经验的简单相加，而是一个不断超越直接经验的狭隘性的过程，一个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

杜威提出的教学方法论所体现的不仅仅是教学方法的变革。也不仅仅是教学论的变革，而是整个教育观念的变革，正是这种新的教学方法揭示了杜威教育理论与传统教育理论的根本区别。这种区别表现为以获取知识为目的还是以培养智慧为目的。他讲道：“知识与智慧的区分，是多年来存在的老问题，然而还需要不断地重新提出来。知识仅仅是已经获得并储存起来的学问；而智慧则是运用学问去指导改善生活的各种能力。”[62]杜威要培养的是人的智慧，即明智的行为、行动的能力，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传统教育以知识为目的并以知识扼杀智慧，杜威则以智慧为目的并以知识来增进智慧。

三、杜威教学方法论的不足

杜威的教学方法有以下几点值得讨论。

其一，知识的地位问题。尽管杜威极言系统知识的作用，但怎样才能获得系统知识在他那儿始终是一个悬而未决的关键问题。智力发展或者说智慧地解决问题是需要系统知识为基础的，没有知识为素材、原料，思维和智慧只能是空谈。

其二，认识的途径问题。西方学者福克斯将杜威与布鲁纳的教学论予以对比，认为：“布鲁纳与杜威在他们关于认识的途径或方式的单一性还是多样性的争论上有不同的见解。布鲁纳指出不止一种，应该按照要取得的知识的类型，采用适当的一种，虽然他没有充分发展这一论点。杜威坚持只有科学的方法才是认识的途径，虽然在这点上是有争议的，杜威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从来没有令人满意地证明过，依靠科学的方法能够应付‘隐喻语法’中提出的问题，甚至能够应付归类为社会科学（用它们的标准尺度来说）的学科。”[63]西方学者哈丁认为：“我敢肯定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清楚，如果用设计教学法教学，我们知识中的相当一部分是不会获得的。”[64]西方学者柏克森也认为，科学的方法、智慧的方法“并不是对所有的认识类型都是有效的”[65]。还有两个更为严重的问题：一是解决问题与获取知识并不总是一致的，有些问题解决后，虽使人能从中获得一些观念，但这些观念并不构成真正的知识，或者说获得的一些观念是早已熟知的常识，无多少价值。二是杜威强调的是提出假设解决问题，有时会出现这种情况：问题的解决方式有多种，此时多种假设都是有效的，这里就又产生了一个对知识的甄别问题。有时候错误认识也有助于问题的解决，如崇信上帝可解决一些人的信仰危机，但这种错误认识却绝非正确的东西。有用的并不都是真理。尽管杜威在这一点上不像詹姆斯那样主观、那样露骨地宣称“有用就是真理”，但他对效用的强调、对知识的工具主义的理解，也是受到很多指责的。

其三，问题存在的普遍性问题。杜威将思维过程、经验改造过程、知识获得过程皆与解决问题联系，似乎问题无处不在，实际上有那么多的问题吗？西方学者谢弗勒对杜威的“问题”提出质问：是否所有的问题都有答案？是否所有答案都有价值？是否所有的问题都是真的？将教育局限于“问题的解决”是否低估了教育的价值？谢弗勒认为，教育不仅应促进学生的思维能力（improve thinking），更应拓宽学生的视野（create wider perception），不应将教育的任务只限制在问题的解决上。[66]本书认为，问题的情境不论经过多么精心的设计，情境中的“问题”对广大无边的知识的包容度、涵盖力都是很有限度的，将知识的获得，将儿童的充分全面的生长只寄托于、只依赖于“解决问题”的过程，是远远不够的。

其四，思维方法（或科学方法）的作用问题。杜威寄予科学方法太高的期望，认为通过它可以改变整个社会，认为只要通过教育将这种方法植入人心，社会的彻底改造就可以达成，这是其改良主义社会观的体现。

杜威解决了一些老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问题。杜威的课程理论和教学方法理论有许多不足之处，归结起来主要还是一点：知识的获得问题。杜威没能切实地解决这个问题，因此他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就显得底气不足，力量不够。杜威何以后来又被人批判，新传统派教育理论何以能够崛起，与杜威理论的不彻底性不无关系。

传统的教育是教授学生以知识；一般的教育革新是教给学生获取知识的方法，即教学生怎样学；杜威是要教给学生行为与行动的方法，即教学生怎样做。不能武断地讲这三种主旨不同的教育方式或教育观念孰优孰劣，实际上，这三种方式是相互补充的，而且都是必要的。杜威的最大失误在于过分强调了“教学生怎样做”，而相对忽视了“教授学生以知识”和“教学生怎样学”。当然，“做”是最重要的，但没有知识做必要的基础，一个人可能既不知道去做什么，更不知道怎样去做。

第七节 道德教育论

杜威认为道德应当是“社会事务的最高调节者”[67]，学校教育的道德性与社会性是统一的。学校道德教育的任务就是“维持社会的生活、促进社会的福利”，学校的社会性“总的说来乃是衡量学校道德工作和价值的尺度”[68]。美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迈进使原有的伦理价值体系落后于时代，原先的民主、自由观念以及道德观念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杜威的道德教育思想与美国社会生活的变迁是息息相关的，反映了价值伦理观念变迁的时代要求。

一、新个人主义

道德教育的主要任务是协调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往处理这个问题的见解有三种：第一种主张个人至上，认为社会必须服从个人；第二种主张社会至上，认为个人应服从社会，遵奉社会为他所规定的各种目的和生活方式；第三种认为社会和个人相互关联，是一个有机体。杜威认为第三种见解比较可取，可以避免个人至上论和社会至上论的片面性。杜威反对将社会和个人割裂开来，如同美国学者福克斯所指出的，“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问的二分法，是全部杜威思维的一个主要突破点”。[69]首先，个人与社会在存在方面不可分离；其次，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相得益彰，个人的充分发展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社会的进步又可为个人的发展提供更好的基础。

这种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看法反映到教育上就是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个人的教育联系起来，杜威的这种社会与个人的关系理论在当时无疑有重大意义，对改造旧教育对儿童的压制、对社会的漠视作用甚大。

杜威的个人与社会关系理论还具有强烈的社会针对性，这种针对性主要体现在他对个人主义的看法上。个人主义绝非一个简单的道德概念，在美国文化中，个人主义占有极重要的地位，对于美国的发展曾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它与美国的民主、自由等观念息息相关，它的变迁亦反映了美国民主与自由的变迁。同进步主义者一样，杜威反对旧个人主义，力倡新个人主义。

旧个人主义又称“倔强的个人主义（Rugged Individualism）”，也译作“僵硬的个人主义”。杜威曾指出，这种个人主义重视“个人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70]，反对政府对个人自由的控制。这种个人主义在开拓时代对美国的发展曾起到不可忽视的历史作用。但19世纪末，随着自由土地和西部开拓的终结，随着工业化和都市化的崛起，随着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这种与在大自然做斗争中显示神威的旧个人主义亟待变革。但社会道德价值观念的转换滞后于经济发展，旧个人主义遂流于自由放任主义，成为后者的代名词，旧个人主义从人与自然的搏击中转入到人与人的无情竞争中，在经济和政治生活中走向无政府主义，使社会控制失衡。少数在经济竞争中成功的人凌驾于大多数人之上，少数人的个人自由侵害了绝大多数人的个人自由。大萧条后杜威对旧个人主义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深有感触，他认为旧个人主义是与旧自由主义相伴而行的，二者“所珍视的是商业中投机者的自由”，维护的是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它们之所以反对政府控制，是因为控制会使少数大资本家的利益分流于普通大众，使少数人的利益受到损害。少数人以捍卫自由为幌子反对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实质上维护的是少数人的自由，损害的却是大多数人的自由。杜威指出，提倡倔强的个人主义的人（包括胡佛总统）“所重视的个人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等，是那些在现存的金融资本主义制度中已爬到最高地位的人们的倔强性、独立性、独创性和毅力等。他们将受到批评，因为他们把自由和倔强的个人主义与他们在其中发财的制度的维持等同起来”[71]。

杜威要求以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杜威并未细微地描述这种新个人主义的具体内容，但从他的《旧个人主义与新个人主义》中可以看到新个人主义有两个重要特征：其一，重视社会性。强调社会责任感，杜威要求建立参与式民主制和合作控制工业的体制，使工业的重心在于为整个社会谋福利，而不是简单地追逐利润，以期建立一种“人道的工业文明”并使工业和技术成为人类生活的仆从而不是反过来。与这种要求相关，杜威要求政府介入经济事务，要求将“社会责任感”渗入工业界、商业界，他甚至还建议建立一种由资方、工人和政府三方组成的合作与指导机构，共同规划与规范工业活动，避免因利益冲突而导致的经济危机。这种新个人主义所具有的社会性一是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合作，二是强调政府对经济活动的控制。这种社会性的要求落实到教育上，杜威认为，就要求个人应在社会的航道中运用其体能与心能，学校应为一个真正的合作社会造就公民。其二，重视理智的作用。杜威认为在一般的用法上，个人主义是最具模棱两可性质的词。因此应对之加以具体分析，不可笼统论之。杜威指出，一方面，在经济与法律中存在着过分的个人主义（这实际上是指放任的自由经济政策和与之相关的法律条规）；另一方面，在理智生活（intellectual life）中却缺乏真正的个人主义，没有创造性，没有生机和活力。前者有害于社会，后者亦有害于社会。杜威呼吁一种新的个性（个人主义）的出现，这种个性意味着一种解放，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建设性的。在一个合作的社会中新个人主义要求更新个人的作用，并为了社会的目的运用科学和技术，杜威进一步要求在人类事务中运用科学方法，将之应用于道德、政治、工业诸领域。如果这一要求实现了，不仅能改进社会，还能解放人的精神与心灵，使之成为创造与欢乐之源。可见重理智作用意味着有促进个人发展与社会改善两方面之功效。

总之，旧个人主义是极端个人的，新个人主义是重社会的；旧个人主义是物欲的，新个人主义则是理性的。新个人主义取代旧个人主义是以一种社会的伦理的力量去驾驭物质的力量。落实到教育上，就是要求为新的时代培养一种新的个人，这种个人并不为追逐个人私利而不顾公益，也并不头脑僵化、墨守成规而对变动不安的社会熟视无睹，抑或手足无措。这种新个人主义并不否定旧个人主义中的那些积极因素如创造性、独立性等，它是在对其优点积极吸收的基础上，结合新的社会状况对旧个人主义的扬弃。

二、公民训练

杜威认为不能狭隘地理解公民训练，将之解释为能够明智地投票、能够服从法律等，儿童是一个有机整体，将来要担负各种各样的社会角色。因此，公民训练应包含广泛的内容，“公民训练能力可以表示比职业能力更加模糊的若干资格。这些资格包括的范围很广，从使一个人成为比较令人满意的伙伴，到有政治意义的公民训练，例如明智地判断人和各种措施的能力，在制定法律和服从法律时起决定作用的能力”。杜威认为人与人之间平等参与社会与互相交流的能力、个人创作艺术和欣赏艺术的能力、娱乐的能力、有意义地利用闲暇的能力等，亦应成为公民训练的重要内容。[72]总之，公民素质就是指一个人参与社会生活的能力、与他人共同生活的能力以及个人从自身生活中寻求积极的乐趣的能力。简言之，就是促使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更丰富、更充实、更和谐、更美好的能力。

杜威非常强调培养学生的民主素质。由于美国是一个民主社会，社会和政府的管理，要由社会的各个成员去负责。所以各个成员一定要受到一种训练，使他能够承担这种责任，使他对于人民全体的情况和需要具有正确的观念，并且发展那些能够保证他适当参与政府工作的品性，如主动精神、独立性、足智多谋等，然后才能够避免民主政治的滥用和失败。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杜威将公民训练作为教育要达到的重要目标之一，认为20世纪初的几十年对美国而言，公民训练是一个紧迫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由于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移民的语言、习俗、宗教信仰、文化背景皆有很大差异，如何消除隔阂，增进理解，形成共识，即如何将这些移民“美国化”是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在工业化前的19世纪移民总数为2000万人，这些移民来自北欧，与当时的美国人属同一种族，有着同样的文化背景，来到美国后定居于农业区，其血统与文化同土生土长的美国人的血统和文化容易达到共鸣，同化从来不是问题。从20世纪开始到1917年美国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止，移民总数达1300万以上，这些移民为新移民，属于许多种族，主要来自南欧。由于美国工业的扩展和免费土地的告罄，新移民不可能像老移民那样从事农业，而是到城市中的工厂去谋求生存之道。当时的都市环境既不能促进社会和经济的平等，也不能促使各种不同的种族融为一体，新移民居住于市内本民族的区域内，操着本国的语言，保持着原有的民族习惯和道德，并创立起他们自己的经济生活。此时，同化就成为一个难题。这种同化也就是杜威所说的美国化（Americanization）、社会化（Socialization）和国家化（Nationalization）。当时不少人认为移居到美国的但出生于国外的孩子缺乏公益心，缺乏美国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和负责精神，以及为公众服务的意识和国家的意识。遂主张用一定的手段培养这些公民素质，进行军事训练就是他们提出的重要手段之一。1916年，杜威著文反对用这种手段进行公民训练，认为军训是一种消极的手段，主张运用积极的教育手段。杜威认为“首要问题是弄清国家的理想是什么”，“我们需要一个社会理想，这个理想应真正是国家的，它将把我们的思想和情感凝聚在一起”。[73]通过教育，依照国家的理想铸造儿童的思想和情感，这种培养公民的方式较之只重外部服从的军训效果要好得多。

同年，杜威在《国家化教育》中认为真正的国家精神与国家理想是民主主义，与美国化的公民训练相关的民主主义有两层意思。第一，真正的国家主义、美国主义是国际主义的（international）和族际主义的（inter-racial）。这是针对现实而言的，新移民拥入城市给工厂的工人们造成就业压力，新移民中的一些激进分子也使社会感到不安，人们不合理地将贫困、犯罪等社会问题归咎于新移民的头上，新移民遂受到猜忌和敌视。有人将国家主义视为对其他国家的敌视，将民族主义视为对其他民族的不容。杜威认为，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其人口构成是复杂的，但它必须成为一个整体，所有的人皆和谐相处，以创造一种美国的国家精神，这种精神应是宽容的和友好的，不能因原来的信仰、语言、文化有差异而将其中之一凌驾于其他之上。教师的责任在于异中求同，培养共识。第二，真正的国家主义、美国主义是倡导机会均等的。旧移民时代有丰富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人们齐心协力与自然斗争，新移民时代没有免费的土地，人与自然的斗争转化为人与人之间的斗争与倾轧。人人机会均等的含义也发生了变化，对成人来讲，不再是提供免费的土地，对儿童来讲，也不再是简单地提供校舍、课桌、黑板和书本。杜威指出：“只有当学校使所有的人能把握其在工业时代的命运，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时，才能称得上机会之均等。”杜威这里强调的是经济生活中的平等，而经济不平等是当时的首要问题。杜威认为，“将美国的教育国家化就是运用教育去促进我们的国家理想，那就是民主主义的理想，这是国家教育的核心和灵魂”，“我们的国家和民主是同等的概念。我们的民主意味着对所有人类（包括国外的）的友谊和美好祝愿，意味着对国内所有的人的机会均等”。教育应积极培养儿童对所有的人，不分男女地域的尊敬和友好之情；应发展每个人的能力，使之得到充分的成长，使之充分运用其力量并以其最佳的方式服务于共同的社会。[74]

三、道德教育的途径

杜威认为，离开了社会生活，学校就没有道德的目标，也没有什么目的，道德教育的目的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这就决定了道德教育不能远离社会而在真空中实施。

学校生活的“社会化”是进行道德教育最基本的要求，社会道德与学校道德应是统一的，“不能有两套道德原则，一套为着校内生活，一套为着社会生活。因为行为是一个，因此行为的原则也只是一个”。[75]学校教育的道德性与社会性是相通的，“归根到底，行为的道德的品质和社会的品质，是彼此相同的。所以说，衡量学校行政、课程和教学方法的价值和标准就是它们被社会精神鼓舞的程度。……威胁着学校工作的巨大危险，是缺乏养成渗透一切的社会精神的条件；这是有效的道德训练的大敌”。杜威要求学校本身必须是一种社会生活，社会的观念和社会的兴趣只有在一个真正的社会环境中才能发展；还要求校内学习应与校外学习联系起来，因为学校的社会生活毕竟不能完全代表学校以外的生活。[76]可见“学校即社会”在杜威看来不仅是教学改革的要求，也是道德教育变革的要求。

道德教育不仅应通过学校生活进行，还应通过教材与教学方法进行，这三者相互影响不可分割，构成“学校道德的三位一体（moral trinity of the school）”。要求通过教材与教学方法进行德育，实际上是为了沟通获得知识、发展能力与道德发展之间的联系，消除理性与道德、知与行之间的对立。

在《教育中的道德原理》中，杜威将道德教育的原理分为社会方面和心理方面。道德教育应有社会性的情境、社会性的内容（如同新个人主义和良好的公民素质所揭示的）和社会性的目的，这属于社会方面；心理方面是指道德教育若要取得成效，就必须建立在学生本能冲动和道德认识、道德情感的基础上。若漠视这些心理条件，道德行为可能会变成机械的模仿或外在的服从。对于社会的道德要求，应顾及学生的心理能力，应使学生知之、好之、乐之。也就是说，社会方面的道德教育原理是关于道德教育的“目的和内容”方面，心理方面的道德教育原理则是关于道德教育的“方法和精神”方面，前者决定应当做“什么（what）”，后者决定应当“如何（how）”做。

在《民主主义与教育》最后一章《道德论》中，杜威从哲学的高度讨论了道德教育中存在的四种对立：内部和外部（动机论和效果论）的对立、义务和兴趣的对立、智力与性格的对立、社会和道德的对立。杜威认为这些对立都不是绝对的。道德是能将个人兴趣与社会要求相统一的，道德不是与理性（知识）无关的，也不是与社会无涉的。杜威对这四种对立的说明是对其道德教育的社会原理和心理原理的进一步阐明。

第八节 职业教育论

美国工业化的完成，使经济活动在整个社会生活中处于最显著的地位。工业化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教育必须适应经济的巨大变革。工业化对教育的影响和要求是多方面的，但工业化与教育最相关的问题是职业训练问题。杜威积极支持职业教育，他将职业训练称为教育上的革新，认为其是教育适应正在形成中的新社会生活的需要的一种努力。

一、职业与文化修养

杜威认为在民主社会里，从事某种职业，担负一定的劳动是受人尊重的事情。在一个真正民主的教育系统中，在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中，劳动教育或职业教育应成为整个教育活动的一部分。

在旧时代，职业与文化修养是对立的，前者意味着劳力、粗俗、为他人服务，后者意味着劳心、高雅、统治他人，二者的对立是劳力与劳心的对立，是劳动阶级与闲暇阶级的对立。杜威认为，造成这种阶级对立的社会基础现在已不复存在，劳动不但是受人尊重的，对个人生存与发展来说，亦是必要的。

杜威反对把职业教育看成仅仅属于金钱性质、具有狭隘的实用性质的东西，他认为若把职业教育看成“工艺教育”，看成获得专门职业技能的手段，那将是十分危险的。杜威认为职业技能的获得应有一个广泛的文化修养背景。亚里士多德认为课程大致可分成实用学科和文雅学科两类。实用的学科，为实际所必需，只服务于实利，是不高尚、不文雅的；文雅的学科，是专供享受和闲暇之用，是高尚而文雅的。因此，亚里士多德重视理智享受而轻视职业训练，认为前者高贵而后者卑贱。尽管亚里士多德之后社会已发生许多变化，但“现在还有许多人认为，真正的文化修养或自由教育和工业的事务至少没有任何直接共同的东西，认为适合于群众的教育必须是一种有用的或实际的教育，而这种教育，把有用的和实际的教育与培养能力和解放思想对立起来”[77]。结果，实际中的教育成了一种自相矛盾的混合物，“文化”的科目的目的不在于为社会服务，“实用”的科目不注重精神陶冶。

杜威认为造成混乱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文化”与“实用”的看法存在混乱。他认为，如果我们更审慎地分析文化和实用的各自的意义，我们就可能比较容易地制定一种课程，它应该同时既是有用的，又是自由的。只有迷信使我们相信这两方面必然对立，即一个科目是有用的，便是不自由的；一个科目因为无用，所以有文化修养的作用。我们一般可以发现，以实用为目的的教育牺牲想象的发展、审美能力的改进和理智见识的加深，这些当然具有文化修养的价值，所以不但有损于自由的教育，也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所学知识的用途。这并不是说所学的东西完全无法利用，而是只能应用在别人监督之下进行的常规性的活动。狭隘的技能在技能本身以外没有其他用处；任何技能如果能加深知识和完善判断，就容易在新的情境中被应用并受个人的控制。也就是说，职业教育中若注意职业技能的文化背景，反倒更具有职业效能，文化因素不是对职业因素起阻碍作用，而是起促进作用。

更重要的，现在的职业含有更多的理智与文化因素，这就使职业教育与文化修养的结合有一种内在的联系。杜威指出：“现在的工业主要已经不再是习惯传下来的以经验为根据的、比较粗糙的程序了。现在的工业技术是工艺学技术，这就是说，根据数学、物理学、化学和细菌学等的发现所制造的机械。经济革命提出了许多问题要解决，对机械的应用产生了更大的理性的尊重，从而激发了科学的发展。工业，也因科学的发展收回了复利。结果，工业方面的职业有了比过去多得无限的理智的内容，和大得无限的文化修养的可能性。这就需要一种教育，使工人了解他们职业的科学的和社会的基础，以及他们职业的意义。现在这种教育的需要变得非常迫切，因为没有这种教育，工人就不可避免地降低到成为他们所操作的机器的附属品的角色。”[78]职业的内涵与过去不同了，对文化也应有一种新的阐释。杜威认为，不能“把文化理解为少数人所专有的文雅和修饰”，不应把文化局限在个人的小圈子里，而应打破它独善其身的樊篱，使之益于他人与社会。

总之，过去为很小一部分人所独享的文化修养今天应进入千千万万平常百姓家，现代职业中已含有丰富的文化修养因素，现代职业与文化修养具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教育仍拘泥于传统，仍视职业教育仅为培养机械技能的手段，则降低了职业教育本身所具有的丰富内涵，则表明人们仍未明了当今社会生活的性质，仍未明了教育在今日社会中的使命。

二、职业与个人发展

杜威将职业与兴趣联系起来，认为如果一个人对他所从事的职业感兴趣，不仅能使个人得到满足，而且因其热爱此工作，必能使该项工作做得更好，更加有利于他人和社会。

杜威进而转向对现实的批判，认为：“现在社会制度的最大祸害不在贫穷，不在贫穷所遗留的苦难，而在于事实上有许多人他们的职业都不是他们所喜欢的，他们从事这些职业不过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79]这段话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美国当时资本主义发展中所存在的异化现象。这种现状当然是不合乎杜威的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民主理想的。

应使职业合乎个人兴趣对教育提出了要求，教育不应为青少年预先选择一个职业，因为“预先决定一个将来的职业，使教育严格地为这个职业做准备，这种办法要损害现在发展的可能性，从而削弱对将来适当职业的充分准备”。这种做法也许能培养呆板的机械的技能，但却会牺牲职业对个人与社会的意义。杜威认为：“唯一可供选择的办法，就是使一切早期的职业预备都是间接的，而不是直接的；就是通过从事学生目前的需要和兴趣所表明的主动的作业。只有这样，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才能真正发现个人的能力倾向，并且可以表明在今后生活中应选择何种专门的职业。”杜威要求职业指导应具有灵活性，“如果教育者以为职业指导可使人对职业做出确定的、无可改变的和完全的抉择，那么，教育和所选职业都可能流于呆板，阻碍将来的发展”。[80]

一般视职业为人生存下来的手段，杜威则认为职业更是使个人得到发展的手段，他说：“一种职业也必须是信息和观念的组织原则；是知识和智力发展的组织原则。职业给我们一个轴心，它把大量变化多样的细节贯穿起来；它使种种经验、事实和信息的细目彼此井井有条。律师、医生、某一化学分支学科的实验室研究工作者、父母、热心本地公益的公民，都各有一种经常起作用的刺激物，使他注意和联系一切与他的事业有关的事物。他们从自己的职业的动机出发，不知不觉要搜集一切有关的资料，并且保存起来。职业好像磁铁一样吸收资料，又好像胶水一样保存资料。这样组织知识的方法是有生命力的，因为它是和需要联系的：它表现于行动，又在行动中重新调整，永远不会停滞。”[81]

三、职业与社会改造

杜威给职业下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定义：职业是唯一能使个人的特异才能和他的社会服务取得平衡的事情。杜威论职业和职业教育的着眼点是使教育适应经济的变化并力图通过新的职业教育克服经济生活中存在的种种弊端。

杜威看到了工业化进程中存在的劳资之间的冲突、对立与不平等。被雇阶级从事一种职业不是对职业本身感兴趣，只是为了获得金钱报酬；雇主阶级追逐利润与权势，沉溺于纵容娇养，炫耀示人，控制着很多人的活动，与平等的和普遍的社会交往隔绝。杜威认为，这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是不合理的，而现有的狭隘的职业教育很可能延续这种阶级划分，成为实现社会宿命论的封建教条的工具，那些有优裕的经济力量作后盾、能达到自己欲望的人，将要求一种自由的和文化修养性质的职业，将要求一种居于统治地位的指挥他人的职业，从而把教育制度割裂开来，使处境比较不幸的青年主要受特殊的工艺预备教育，这样，“把旧时劳动与闲暇的划分，文化修养与社会服务的划分转移到号称民主主义的社会中去”。杜威要求新的职业教育应阐明“职业的全部理智的和社会的意义”，使未来的工人能接触当代的种种问题以及所提出的有关改进社会的各种方法，将训练未来的工人使之具有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的能力，使他们不会盲目地听天由命，使他们有参与社会管理的愿望和能力，有变为主宰工业命运的主人翁的能力。这是对“经济机会较差的人”讲的。对于社会中享有特权的那部分人来说，把工业生活正确地运用在教育上，能增强他们对工人的同情心，并提高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杜威认为，通过新的职业教育，“再加上立法和行政方面的设施，就足以改变现在工商业制度有害于社会的弊端”。[82]

杜威认为，教育应成为改革目前工业秩序的手段，他充满激情地讲道：“我们所要求的改造不难正式加以解释。这种改造标志着一种社会，其中人人都应从事一种职业，使别人的生活更有价值，更能认识联结人们的纽带，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阂。这种改造意味着一种事态，每个人对他的工作的兴趣不是勉强的，而是明智的，即每个人的工作都是和自己的能力倾向志趣相投的。不言而喻，我们现在离这样的社会状况还很远；从字面和定量上讲，我们也许永远达不到这种状况。但是，在原则上，我们已经完成的社会改革的性质是符合这个方向的。要实现这样的社会，现在有更充分的资源，是过去任何时候所不及的。如果我们真有实现这种社会的聪明的意志，在前进的道路上就无不可逾越的障碍。”[83]

职业在一个人的生活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即使一个人有了满意的职业也并不能说明他的生活一定是幸福的，但如果一个人没有满意的职业则他的生活肯定是不幸福的。一个人满意于职业，就会醉心于工作，职业就成为他发展的轴心，亦成为他生活美满幸福的源泉。这样既益于个人身心健康发展，也益于社会生活的优化。使人人“乐业”，使社会平等和谐，是杜威职业教育思想的核心要求。杜威力图通过新的教育尤其是新的职业教育，将不能尽如人意的个人生活与社会生活加以改造，使之更加美好。

总起来看，杜威关于职业和职业教育的思想也就是工业民主化的思想，他要求将民主精神渗透到居于社会生活主流的工业生活中去。杜威的愿望无疑是非常好的，只是含有太浓厚的理想化色彩。

第九节 影响与评价

杜威的教育观是一种崭新的教育观，这种教育观建立在对前人学说系统的批判的基础上，建立在杜威的新的经验论、人性论、心理学、政治观的理论基础上，建立在新的民主化、工业化的现实基础上。这种教育观的核心体现在社会政治方面是倡导民主主义，力图调和个人与社会的冲突；体现在哲学上是批判各种二元论。力求克服各种二元对立；体现在经济方面则是要求加强广义的职业训练，希图以之克服工业社会的不足；体现在文化上则是倡导科学方法，企图以之破除陈规陋习，建立一种新文化，实现美好的社会理想。这种教育观的基本要求是实现教育的内在价值与工具价值的结合，使教育过程本身既是有乐趣的，有益于儿童个人的，又是富有实效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这种教育观的直接的根本的目的是通过活动性、经验性的课程和教学方法使学生掌握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个目的居于其他所有目的之上。这种教育观体现了现实主义与理想主义的结合，它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希望通过教育这种手段使不完美的现实走向完美的理想之境。这种教育观的历史价值在于它立足于新现实、新理论的基础上，宣告了教育理论旧时代的终结和新时代的开始。因此，美国教育家克伯屈认为，杜威是“世界上未曾有过的最伟大的教育家”[84]。

杜威的教育理论在20世纪的东、西方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这种影响并不是其理论中的某一具体论点产生的，而是其理论的总体精神和基本观点引致的。杜威的教育思想在美国教育的影响不仅在于推动了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而且对美国的整个教育领域（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两个方面）都具有深远的影响，杜威把美国教育带入了一个新时代。杜威是美国精神的代言人，更是美国教育精神的代言人。杜威去过日本、中国、土耳其、墨西哥和苏联进行访问，对这些国家当时和其后的教育实践和理论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更重要的，他的许多著述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广为流传，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是世界性的。

杜威生前享有盛誉，死后却一度蒙受恶名。杜威享有盛誉是当之无愧的，诚然，杜威的理论自身亦有很大的甚至于致命的不足，但他所蒙受的恶名却多是人们由于对他的误解强加于他的。这种误解不仅存在于美国，也存在于中国，不仅存在于过去，也存在于现在。美国学者布鲁巴克曾于1960年著文《对于杜威教育哲学的十大误解》[85]，详尽说明了美国对杜威的误解。在美国，最大的误解是将杜威与进步主义教育混为一谈，使杜威在20世纪50年代成为代人受过的替罪羊，里科弗将军于1959年发表的《教育与自由》是这种误解的极端表现[86]，在苏联卫星上天后所造成的军事恐慌中，甚至连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也于1959年加入了抨击杜威的行列。[87]

虽然杜威理论中有不少不足之处，虽然杜威生前死后遭到不少批判，但这些并不能抹杀他在教育思想发展史上以及其理论对现实的重要意义。在美国，杜威被认为是进步教育理论的最主要的代表人物，这种认识无可厚议，可非议的是将杜威的理论与进步教育的实践混为一谈，实际上理论与实践是有区别的，实践在许多方面偏离了杜威的理论并引起杜威对实践的批判。许多批判者将杜威与进步教育实践混为一谈，将实践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归咎于杜威，并因此抹杀杜威在教育理论上的深刻洞见。这种全盘否定的做法无疑是错误的。杜威提出并讨论了许多基本的教育问题，也许他提供的解决问题的某些方案并不切实，但他提出的这些问题以及他提出的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直到今天仍然是有启发意义的。美国学者克雷明认为：“进步主义派提出的问题中，在他们建议的解决办法中，许多是没有时间性的。”美国学者万·梯尔认为，杜威、克伯屈、波特等人提出的基本问题，如什么是教育的目的？学校计划应该建立在什么基础上？这些目的和基础都明确后，学校应教什么？这些问题并没有过时，不会消亡，也不会被扼杀，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美国的“新的教育技术学的倡导者们，各种形式的教育组织的倡导者们，对学科结构进行研究的拥护者们，早晚得正视这些不可回避的问题并考虑所提出的可能解决办法”。万·梯尔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那些解释者所提出的中心问题和为我们时代寻得切实可行的答案所做的有关贡献，并没有过时。它们一定并且必将继续存在下去。它们终究将像观念世界中所常见的一样，以现代教育的种种新建议的形式，以靠我们的前辈而建立起来的新综合的形式，具体表现出来。过于性急的掘墓人以及当前那些掘墓人的安慰者，随着20世纪的前进，将会发现他们误认的死尸恰恰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88]

杜威教育理论中富有生命力的东西不在于杜威所提出的某一具体的教育建议，而在于其教育理论所反映的总体精神。杜威的教育理论要解决三个重要的问题：①教育与社会的脱离；②教育与儿童的脱离；③理论与实践的脱离。他提出的各种理论、各种设想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都是为了克服这三种根本弊端。这三个问题不仅杜威的时代存在，而且现在乃至将来依然会存在，这三种脱离可以说一直困扰、困惑着每个时代的教育决策者、教育实践者和教育研究者。杜威提出的解决这三个问题的思路及其理论所反映出的总体精神，如要求加强教育、学校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使学校不只是消极地适应社会的变化，而是积极参与社会生活的改善；要求尊重儿童心理发展水平，使教育过程既具有成效，本身又有乐趣；要求加强理论与实践的联系，使理论在实践中指导实践并使自身受到检验和发展；这些对今日之教育依然有很大的启发意义。而且杜威在具体论述中所提出的不少观点如要求克服个人与社会的对立，要求以道德文化的力量加强对市场经济的规范与调控，要求培养一种新型的人以适应变世，要求将教育的工具价值与内在价值结合起来，要求克服教学论中知识与行为、知识与道德、理智与情感、感性与理性诸方面的对立，等等，这些对当今教育的启发意义也不是枝节的，而是具有重大理论价值与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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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

第一节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

改造主义（Reconstructionism）教育思潮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一个分支，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发展新阶段的派生物。它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经过40年代的衰落后，于50年代再次盛行。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是康茨和拉格，50年代的代表人物是布拉梅尔德（Thedove Brameld，1904—1977）。

一、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背景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两起两落，每一次都经历了不同的社会历史风云。

（一）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社会背景

20世纪30年代是美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时期。1929年至1933年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不仅改变了美国人民的生活，也影响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

1929年，纽约证券交易所股票指数暴跌，由此拉开了美国经济危机的序幕。危机迅速波及全国并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1930年，400万美国工人失业。到1931年年底，失业人数上升到800万。大批工厂、商店、银行倒闭，工人工资巨减。20世纪20年代美国社会那种繁荣景象转瞬即逝。美国上下一片恐慌。

经济危机不可避免地也冲击到教育。学校经费锐减，学校设备难以增添，许多学校计划无法实施。由于就业机会减少，大批高年级学生滞留在校，给学校带来了新难题。据统计，1930年至1934年，初中学生几乎减少一半，学时也大量减少，各州平均每学期缩短20天；教员的工资也减少了25%～40%；不少教师因为学校（尤其是黑人学校）关闭而被解聘。大约有20万名合格教师被解聘。[1]

学校课程减掉了一半，除一些基本学科外，其他课程基本被取消，如艺术、音乐、家政、卫生、教育等。这也是危机之后美国教育家们（包括早期的改造主义教育家）进行课程改革、大量增设有关社会学科课程的原因之一。

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是灾难性的，它证明美国人对所遭遇的危机显得束手无策。因此，这场危机无疑是一服清醒剂，使美国人从往昔繁花似锦的生活中清醒过来，开始把眼光转向社会，开始关心社会问题。

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批教育家们从教育领域出发，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途径和方法。拉格和康茨本来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分子，此时，他们已不满于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开始把眼光从儿童转向社会，要求教育承担起改造社会的重任，为解决社会危机和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做出贡献。他们的思想是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典型代表，这些思想也是早期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标志。

（二）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再次兴起的社会背景

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的社会问题的话，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再次兴起则归因于世界范围的国际问题。

这个时期发生的两个重大国际事件对美国改造主义教育的再次兴起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一个事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美国虽然参战，但本土没遭一枪一弹，因此，不仅保住了元气，反而大发战争横财，一跃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强国。战后，美国为了争当世界霸主，加强了在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里的竞争。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如官兵素质低、文化水平有限、人才极为缺乏等。因此，美国政府越来越认识到，国家的竞争离不开人才，而人才的培养又离不开教育。只有大力发展教育，提高广大民众的文化水平，国家才能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二个事件是苏联人造卫星上天。1957年，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卫星。这件事犹如又一次“珍珠港事件”，震撼了美国，令一向骄傲自大的美国人相形见绌。它证明苏联人在科技领域尤其是尖端科技领域里的研究已经领先美国，这对一向以世界霸主自居的美国无疑是一个威胁。美国人不得不检讨自己的教育。“人造卫星的挑战，不仅使美国人从他们对教育漠不关心的状态中唤醒过来……还显示出我们对我们民主国家教育职能和目的的看法，存在着惊人的混乱状况。”[2]于是，美国上下要求改革教育，加强科技人才培养的呼声日趋高涨。美国政府遂于1958年颁布《国防教育法》，增拨教育经费，加强自然科学、数学和现代外语的教学，确保人才培养，以迎接苏联的挑战。

上述两大历史事件无疑为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再度盛行提供了机缘，但就教育内部而言，此时改造主义的重现也不是毫无根据的。由于进步主义教育过分强调以儿童为中心，强调做中学和直接经验，结果忽视了学生学习系统的科学知识，学校教育质量下降，国民科技素质不高，在美国影响长达半个世纪的进步主义教育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和苏联人造卫星上天，使美国的教育问题一下子暴露出来，成了众矢之的。在国家和教育面临危机的时刻，一些教育家重新唱起了改造主义教育的老调子，试图通过教育来解决社会危机。他们明确提出，教育应以改造社会为目的。这种思想在教育界形成了一定的声势，遂酿成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新抬头。

二、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发展新阶段的派生物

纵观改造主义教育发展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改造主义教育是从进步主义教育中派生出来的。它在整个产生和发展过程中，始终和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交织在一起，很难划清它们之间的界限。甚至改造主义教育家们自己也承认他们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真正继承人。布拉梅尔德说过：“正在形成中的改造主义哲学，从进步主义那里学到了最多的东西。在某些形式上这两种理论这样相似，以致人们可以合理地问，它们实际上是否分离得开。的确，改造主义的方向不是单纯地为了试图与众不同而全然与众不同而被提出的。相反地，改造主义者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为这样的信念所激发，即它的最亲密的哲学上的同盟者不可估量的成就，由于被组合到重新加以表述的形式里去，将会最好地保存和延续下去，这种重新加以表述的形式，在试图改正进步主义的弱点的同时，将会补充、统一和加强它的成就。”[3]

实际上，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并不是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发明创造。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从来不否认教育与社会之间的联系。杜威虽然强调儿童个人的自由发展，但他始终没有忘记学校与社会、学校与生活之间的联系。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各个时期的教育著作中看到。在《我的教育信条》（1897年）中，杜威深信“教育是社会进步与社会改革的基本方法”[4]。在《学校与社会》（1900年）及《民主主义与教育》（1916年）等著作中，杜威又多次重复自己的观点，再三强调学校应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杜威的这种思想倾向到了晚年更加明显。杜威的忠实信徒、进步主义教育流派的另一位重要人物克伯屈也对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深信不疑。在《教育与社会危机》（1932年）一书中，克伯屈明确提出教育在解决社会危机中具有积极的作用。进步主义教育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还多次召开会议，讨论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

不过，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虽然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强调教育应参与社会的改造，但是，真正把社会改造作为教育的目的明确提出来的还是改造主义教育家们。

改造主义教育是在对进步主义教育进行“补充、统一和加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可以说，改造主义教育是进步主义教育的继承和新发展，是以改变了的形式而存在的进步主义教育。改造主义教育无论是在思想上还是在组织上都沿袭了进步主义教育。二者思想上的接近不必说，就连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大部分代表人物也出身于进步主义教育世家，都是进步主义教育思想的支持者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参与者。不仅如此，改造主义教育家们在其成长初期还得到了来自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最大支持。这一点可以从下面所谈到的改造主义教育发展的整个过程得到证明。

（一）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

1929年至1933年的美国经济大萧条是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兴起的契机。当时，面对经济危机所带来的严重后果，在美国占统治地位的进步主义教育受到了多方面的批评。为了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方，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只好把眼光转向社会，企图借助教育的力量来达到改造社会的目的。于是，进步主义教育内部便产生了分歧。一部分人如拉格、康茨等开始走上了一条改造主义的道路，希望借助教育的力量来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克服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问题。而另一部分人虽然也强调教育的社会作用，但是，仍坚持进步主义的一些主张，如以儿童为中心，围绕儿童设计课程等。这部分人包括杜威、克伯屈等。可见，改造主义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本是一家人。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兴起，但严格说来，它的历史更长。“从本世纪初起，教育改革者的一个普遍而永久的课题，就是必须使教育内容更多地与当代社会相关联。”[5]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出现了许多旨在加强学校与社会联系的社会科学课程。这一时期改造主义教育的杰出代表人物是拉格。

拉格的课程改革试验始于1920年，在著名的林肯学校进行。这是一所因试验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而闻名的学校。在这里，拉格“热衷于把弥合学校与社会之间的隔阂，特别是使社会学科的设计充分地适应20世纪的时代要求，看作这个时期的主要教育任务”。[6]拉格的这项课程试验持续了16年，得到了美国近400所学校中的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支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经济危机爆发以后，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愈加成为教育家们关注的话题。一些教育家们指责学校脱离社会，造成人们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愚昧无知。为此，一些教育家及教育组织便开始着手这方面的工作，并在20世纪30年代引发了一场关于教育在社会改革中的作用问题的全国性大辩论。

例如，1929年成立的美国历史学会社会科学委员会发表了许多有关社会课程改革方面的文章，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的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该委员会因此吸引了大批一流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康茨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1932年，在进步教育协会上，康茨针对当时的社会问题和教育现状，慷慨激昂地发表了题为《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的演说。康茨在演讲中大胆提出，教育要与生气勃勃的社会生活相结合，教师要在学校与社会之间架起桥梁，学校要敢于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个演说和1932年康茨的另外两个演说被合并成一个小册子以同名出版。这本书可以说是20世纪3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宣言，成为他们宣扬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依据。康茨的诘问也在美国社会尤其在教育界掀起了轩然大波。针对康茨的诘问，人们在各种场合、各种刊物上发表了不同的看法。有人支持，也有人反对。

康茨本人及这个时期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得到的最大支持来自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其中尤以克伯屈为甚。克伯屈和康茨二人本来就是进步教育运动中的亲密战友。此时，克伯屈毫不隐瞒自己的立场，明确表示支持康茨的观点。1932年，克伯屈发表《教育与社会危机》，支持康茨的观点，指出学校必须与当前的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必须积极参与社会改造。1933年，由许多著名进步主义教育家撰稿，由克伯屈编辑的《教育新领域》（或译《教育边疆》）一书出版，进一步宣扬通过学校改造社会这一主题。1934年创办的《社会新领域》（The Social Frontier）（或译《社会边疆》《社会前沿》）杂志由康茨任第一任主编，克伯屈任董事会主席。该杂志在创刊词中声称：它将“把它的篇章，积极地贡献给一切关心使教育履行其在当今社会变迁时代之全部责任的人们的思想发展”[7]。1939年该杂志改名为《民主新领域》（或译《民主边疆》），成为进步教育协会的一个刊物。在其存在的10年间，该杂志成了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喉舌，许多教育家如杜威、克伯屈、康茨等都在上面多次发表文章，宣传社会改造主义的观点。可见，这个时期改造主义教育与进步主义教育之间还难以划分界限。一方面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开始关心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这个时期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也很不成熟，没有提出自己的全新理论，只不过是在进步主义教育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一些修正和补充。

全国教育协会也对改造主义教育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1935年至1937年，该协会连续三年以社会改造为主题出版年鉴，提出了当时流行的一些社会变革观点，指出了人们所面临的问题，提出了教育改革的一些指导性意见。

全国教育协会所属的社会经济目标委员会也对康茨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观点表示了极大的支持。1932年，该委员会主席明确表示支持康茨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中所表述的观点。该委员会还于1937年以报告的形式补充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在这份题为《社会经济目标在教育中的表现》的报告中，委员会“主张学校应把相当多的时间花在社会和经济问题上”，“学校必须对建立更好的社会体制起作用”。[8]

此外，还有一部分支持社会改造论的人采取了折中主义的态度。他们一方面欢迎某种程度上的社会改革，支持学校扩充社会学科课程；另一方面又忽视学校在社会改造中的重要作用，认为教育的任务不过是培养人。

改造主义者一方面从进步主义教育家们那里获得了支持，另一方面又对进步教育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提出了批评。

康茨在《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一书中说过，学校应成为建设社会文明的中心，而不是袖手旁观。他批评进步教育过多地注重个人的发展，忽略了对社会的改造。他认为：“进步主义教育需要新的目的——这个目的并不是来自含糊不清的个人修养，而是来自对建设一个更有价值的社会的坚定承诺。”[9]

此外，拉格也对进步主义学校的一些做法提出了异议。他批评进步主义学校过于避免强制，但缺少建设性和智力上的严肃性，导致课程缺乏细致计划和连续性；进步主义教育家的著作描述性的内容多，批评性和建设性的意见少；虽然强调创造性，但没做认真严肃的分析；强调学校与社会的联系，但没有提供联系的途径。进步主义学校的另一个缺点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几乎全部为中上层阶级的儿童所垄断。

拉格的上述观点得到了杜威的认可。杜威在1928年和1929年的两次进步教育协会的年度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拉格的观点，表示进步主义学校确实需要开设具有丰富和严格知识内容的课程，学校的课程应当与外部现实世界保持联系等。到了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家们便更多地关心社会问题而不是个体发展。

总之，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经过拉格、康茨等人的活动（包括杜威、克伯屈等在内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们的活动），关于教育与社会改造的关系问题一时间闹得全国沸沸扬扬。这场大辩论壮大了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声势，引起了人们较多的注意，促使人们更多地思考学校在社会改造中的作用。从理论上讲，这个时候的改造主义教育家们发表了一系列著作，广泛探讨了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为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兴起奠定了一定的理论基础；在实践上，20世纪30年代的这股教育思潮也给学校教育带来了一系列变化，最突出的变化是学校课程中的社会内容大大增多。美国全国教育协会在《研究通报》第13期上所发表的《提高社会智慧：书目说明》一文中指出，1928年至1935年，学校新开设的社会经济方面的课程多达200门。[10]由此可见人们对这一问题的关心程度。

然而，改造主义教育在20世纪整个30年代的美国教育中毕竟没有占据主导地位。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虽减，但势力犹存。同时，一些其他教育思想开始活跃起来，如要素主义、存在主义、永恒主义等。

进入20世纪4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的复苏，有关社会改造的讨论逐渐降温，人们的调子也变得温和起来。1939年至1945年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转移了人们对国内问题的视线，改造主义教育思潮也随之沉寂。

（二）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再次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人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国际问题上，国内问题暂时处于次要地位。此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进行了许多改革，解决了不少社会问题。于是，人们不再像从前那样迫切要求社会改革。一些教育家也开始感到教育的当务之急是维持社会秩序而不是改造社会。这便是20世纪4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沉寂的主要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20世纪50年代，美国社会又一次面临着重大的社会危机。这一次的危机不是来自国内，而是来自国外。1957年，就在人们刚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阴影中走出来的时候，苏联成功地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这件事给美国社会所带来的影响丝毫不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珍珠港事件”。美国人无疑感到了来自苏联的威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竞争加剧。除了军事上的竞争以外，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之间的意识形态斗争也日趋严重，形成了“冷战”格局。面对这样一个危机四伏的社会，教育又一次首当其冲，成了人们批评的把柄。人们指责美国教育过分照顾儿童个人的自由和兴趣，忽视了学校纪律和系统知识的传授，结果导致教育质量下降，国防实力受损，使美国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人们纷纷呼吁改革教育，重振美国雄风。对于如何发挥教育在社会重建中的作用这个问题，教育家们做出了不同的回答。要素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永恒主义等教育流派从各自的立场提出了不同的理论，而另一些教育家则认为这些教育理论均无济于事，必须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即改造主义教育理论。显然，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是危机时代产生的一种“危机哲学”。

此时的进步主义教育思潮已经失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进步教育协会的成员已经减少了一半。它的活动也几乎没有任何创意。到了20世纪5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思潮与学校的实际改革已经没有多大的联系，只是在理论上进行一些有关社会问题的讨论而已。不仅如此，进步教育协会及其刊物在理论上也日益向改造主义教育思潮靠拢。1955年进步教育协会解散，1957年《进步教育》杂志停刊。这两件事标志着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辉煌时代已经结束。

20世纪50年代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潮融合了新、旧两股势力。一方面，20世纪30年代开始活跃的一些改造主义教育家如拉格、康茨等人继续奉行自己的改造主义教育观点。康茨在20世纪50年代先后发表了《教育与美国文化》（1952年）、《苏联教育的挑战》（1957年），宣传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号召美国人起来迎接苏联教育的挑战。另一方面，一些新人相继涌现，如史密斯（Othanel Smith）、斯坦利（William O. Stanly）和布拉梅尔德。其中尤以布拉梅尔德为杰出代表。

布拉梅尔德目睹了20世纪30年代的那场大辩论，但他当时只是一个旁观者。虽然他也发表了一些看法，但影响不大。20世纪50年代，他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日趋成熟，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著作，如《教育哲学的模式》《教育哲学的改造》等，为这个时期的改造主义教育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的影响远胜于30年代。尽管如此，它仍然摆脱不了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干系，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形式存在着的进步主义教育而已。布拉梅尔德本人也承认，改造主义教育从进步主义教育那里学到了很多东西，并在“改正进步主义的弱点的同时，将会补充、统一和加强它的成就”[11]。一方面，他们正确评价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承认它的贡献，认为进步主义教育思潮是“它的最亲密的哲学上的同盟者”，有着不可估量的成就；另一方面，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又对进步主义教育思潮进行了无情的批评，指责它对社会改造不力，拖拖拉拉，等等。此时的改造主义教育家们已经不满足于解决美国一国的社会问题，而是以天下为己任，大谈人类的危机、人类未来的希望、全球主义等，企图以此来重建社会秩序，挽救社会危机，实现人类大同的理想社会。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受到了较多的注意，但得到的支持却不多，于是，在活跃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再流行了。

第二节 康茨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简介

乔治·康茨，美国教育家，改造主义教育的积极倡导者。

康茨于1911年毕业于巴克大学，1913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研究生课程，1916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16年至1956年，康茨先后在华盛顿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任教。在芝加哥大学学习期间，康茨开始分析和研究社会问题。1922年，他在一篇题为《美国中等教育的选择性》一书中，猛烈抨击美国中学里的不平等现象，指出公立中学的学生绝大部分是富家子弟，公共经费被社会中的特权阶级所利用，穷人不过是为富人子弟接受中等教育付出代价，而他们自己却因贫困或无知而不能利用为他们提供的受教育机会。康茨要求消除公立中学中的种族偏见和阶级不平等，使公立中学真正成为人民的学校，服务于民主的目的。

1927年，康茨出版了《教育委员会的社会成分》，批评美国地方教育委员会被中产阶级所垄断，具有明显的阶级偏见。1928年，康茨的又一本力作《芝加哥的学校和社会》一书问世，再次批评美国的教育管理和决策机构。他通过对政治论争的分析，提出学校应成为更适应政治的工具，应改变教育委员会的构成，由职业团体、工人阶级、妇女俱乐部、较重要的宗教派别和其他团体的代表组成。

1929年，《中等教育和工具主义》一书问世。这本书集中体现了康茨的社会改造主义教育思想，反映了他此后30年的基本观点。在书中，他批评美国的教育改革从来没有真正面对工业文明社会的现实，只是做一些修修补补或表面的工作；认为学校如果不接触社会底层和社会生活的源头，便成了注定要失败的教育实验，尽管教育工作者们的努力是善意的，但社会终将选择自己的生路。

1932年，康茨在进步教育协会上发表了题为《进步教育敢于进步吗？》的讲话。这个讲话与同年的另两个讲演合并为一本小册子发表，题为《学校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吗？》。康茨的讲演可以说是进步教育协会历史上最精彩的一次。他的讲演引起了巨大反响。他反复以提问的方式，使用“敢于”一词，向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发难。他一方面肯定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成就，另一方面又批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被中上层阶级所控制，对重大的社会变革不闻不问。他警告说：“进步教育要真正成为进步的，就必须从中上层阶级的影响中解放出来，勇敢和果断地面对所有的社会问题，开始努力对付严酷的生活现实，与社会建立一种有机的联系，发展一种现实可行的和可以理解的福利理论，形成关于人类命运的咄咄逼人和富于挑战性的观点，在欺骗和灌输的妖魔面前比今天显得更为镇定自若。”[12]

1934年至1937年，康茨担任进步教育刊物《社会新领域》的主编。该杂志成了20世纪30年代进步主义教育的真正喉舌。康茨本人也曾在上面多次发表文章，阐述社会改造主义观点。

康茨还是“约翰·杜威教育和文化研究协会”的成员。该协会成立于1927年，成员主要来自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他们自称是社会改造主义者。协会以一种非正式的讨论小组形式出现，定期举行讨论。

康茨的其他教育著作有：《教育的社会基础》（1935年）、《教育与社会问题》（1935年）等。

二、康茨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与学校的功能

康茨明确提出，教育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过程，不可能脱离时间和地点而按自己的规律进行。有什么样的社会就有什么样的教育。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一样，是整个文化或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为一定的目的服务的。教育的力量是强大的，但教育的好坏不取决于教育本身，而是由教育所表现的人生观和文明概念所决定的。康茨肯定美国教育基本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的特定历史，但他认为仍需进行改造，以便适应工业革命给社会经济、政治带来的变化。

康茨批评美国的教育改革一直未触及社会现实。“一所学校不能仅仅通过决议而具有社会进步意义。它如果不接触社会的底层和社会生活的源头，那么，只能是另一种学究式人物感兴趣但肯定要夭折的教育实验……如果进步教育不是扎根于一些有深远意义的社会运动或社会倾向的话，那么它只能是一种欺骗的手段。尽管知识分子的所有努力是善意的，但社会将固执地选择它自己的生路。”[13]

康茨认为，学校是一个社会机构，反映了一定的社会价值、信仰和知识等，并反过来对它们进行改造。当学校单纯地反映社会时，它就如同一面镜子；而当学校进行社会改造时，它就不是单纯地反映社会现实，而是能动地去解决社会问题，就会建立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他指出，目前的美国社会已今非昔比。随着工业化的发展，合作替代了竞争，社会经济形式取代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萧条证明依靠个人力量无法解决社会危机。在这样一个新、旧社会交替之际，学校面临着挑战。如果学校勇敢地接受这个挑战，投身于社会改造之中，一个崭新的社会秩序就会出现。

通过对古今和国内外教育的分析，康茨认为，一个伟大的教育事业应当完成四项任务：“第一，教育必须保证使年青一代掌握社会文化遗产的重要知识和技能。第二，教育必须以不屈不挠的精神促进人对世界现实及其未来发展的理解。第三，教育必须不遗余力地培养年青一代忠诚拥护自由人类的伟大价值。第四，教育必须重视整个人类的广大文化遗产，必须激发人的创造性才能，并对一切优秀的艺术和科学发展做出贡献。这样的教育，才能阻止人类的灾祸而有利于产生一个全人类的、繁荣的、自由的、公正的、美丽与和平的世界。”[14]

（二）论教师和教学

康茨高度评价了教师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他主张，教师应引导社会前进，而不是当社会的尾巴；教师应当成为学校与社会之间联系的桥梁；教师有责任思考社会未来的发展方向，有义务向学生和社会阐明社会的发展前景，并鼓励学生去实现这种前景。作为领导者，教师应在相互冲突的目标和价值中做出选择，成为政策的制定者。教育家们不仅要关心学校事务，而且要在有争议的政治、经济和道德等问题上做出重要的选择。这是每个教育家必须回答的问题。

关于教学，康茨认为，教学应当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教学内容必须突出民主遗产、科学和工艺。在他看来，美国遗产中的民主主义和平等主义具有永久的文化价值，应当在教学中予以重视，但是要对它们进行改造，以便与现代工业社会相结合。此外，教学内容中还应当包括一些重要课题，如贫困与种族歧视、环境污染、战争等，这些问题都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分析，可以培养学生关心社会的积极态度和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三、评价

对康茨的评价，可以围绕着他提出的两个问题进行，即学校是否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进步主义教育是否敢于进步。对这两个问题的回答，基本上反映了康茨的教育思想全貌。

关于学校是否敢于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康茨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他认为学校可以担当起建设一个新的社会秩序的任务。康茨的观点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一些激进分子对此持欢迎态度，而一些保守分子则不以为然。许多进步主义教育家虽然也强调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但他们从未将教育置于如此之高的地位。杜威反驳说，在一个政治和教育力量复杂的社会里，学校绝不可能是政治、智力和道德文化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它不过是理解和认识“要维持一种真正变化了的社会秩序”[15]的必要条件。杜威辩解说，教育工作者开始充分认识社会变化以及社会变化对学校影响这件事本身就是一个变革。杜威的批评不无道理。确实，学校作为一个社会机构，它受到来自政治、经济、文化和道德等方面的影响，仅仅依靠学校自己，是不可能建设新的社会秩序的。

关于进步主义教育是否敢于进步，康茨的回答是否定的。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积极分子和进步教育协会的成员，康茨对进步主义教育及其组织是又爱又恨。他一方面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感到骄傲，并继续奉行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教育主张，如关心儿童及其个性的发展，重视学习兴趣的重要性，强调活动在教育中的作用等；另一方面他又对进步主义教育家的一些做法感到不满，对进步主义教育家缓慢的改革步伐显得极不耐烦，认为进步主义教育家在社会改革面前胆子太小，步子太慢。

康茨指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脱离社会现实，已经到了不进则退的严峻关头。只有面对经济与工业发展的现实，与社会各界建立有机的联系，成为改造社会的工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才能真正进步；否则，它就是逃避时代赋予教育的重大责任，像“鸵鸟”一样脱离当前的社会危机，或干脆改头换面，变成“冥想的教育运动”“亲善的教育运动”“有希望的教育运动”。因此，康茨大声疾呼：“进步主义教育敢于进步吗？”

康茨的批评可谓一针见血，揭露了当时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种种弊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确暴露出故步自封、行动缓慢的一面。进步教育协会作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标志和代言人，“与当时许多最进步的力量断绝了联系；由于一直害怕激进主义，进步教育协会没有进行艰巨的工作，以集合可能支持它的教育事业的各种政治力量……协会完全不了解究竟什么是推动美国教育的基本力量”。[16]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不敢进步，没有与美国社会的不断变革保持一致，这是它衰落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三节 布拉梅尔德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简介

西奥多·布拉梅尔德，美国教育家，改造主义教育最著名的倡导者。1904年生于美国威斯康星州的尼尔斯威尔，曾在该州里彭学院攻读英语文学。1928年入芝加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课程，1931年获该校哲学博士学位。在芝加哥大学求学期间，布拉梅尔德第一次接受了实用主义教育的影响，并且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危机爆发以后，面对危机所带来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布拉梅尔德试图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找答案。于是，他开始研究辩证唯物主义，尤其对列宁的政治哲学感兴趣，写了一本题为《对共产主义的探索》的书。两年后，他又写了一篇题为《卡尔·马克思与美国教师》的文章。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自然主义有许多地方是互相助益的，目前大多数教育理论家还没有看到这一点”[17]。

1931年获博士学位后，布拉梅尔德先后在纽约长岛大学、阿德尔菲大学任教。1939年赴明尼苏达大学讲授教育哲学课程。1947年任教于纽约大学。

20世纪30年代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潮无疑对布拉梅尔德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虽然他当时没有参加那场大辩论，但他赞成改造主义者们提出的一些主张。40年代，布拉梅尔德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日趋成熟，发表了不少言论。1947年，他发表《危机时代的各派教育哲学》一文，认为改造社会不仅要通过政治行动，更重要的是唤起人们内心的革命，使人们为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和实现人们共同生活的远景而承担义务。他说：“改造主义首先承担新文化的建设。”[18]

20世纪50年代，布拉梅尔德相继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论著，如《教育哲学模式》（1950年）、《从文化的观点来看教育哲学》（1955年）、《走向改造主义的教育哲学》（1956年）、《教育的文化基础——一种跨学科的研究》（1957年）、《急需一个改造的教育哲学》（1959年）等。这些著作对20世纪5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成为改造主义教育家们的理论武器，也标志着改造主义教育发展的顶峰。

进入20世纪6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想逐步被其他各派的教育哲学取代。但是，布拉梅尔德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1977年，他在《教育理论》杂志上发表《作为激进教育哲学的改造主义：一次重新的评价》，再次阐述与充实自己的观点，并对改造主义教育重新进行了评价。

布拉梅尔德曾和他人合办《刀刃》杂志，讨论民族问题，主张民族之间相互平等，取长补短。1947年至1953年，布拉梅尔德还相继担任美国教育联谊会的副主席。1947年至1948年任美国哲学学会主席。

二、布拉梅尔德的主要教育思想

（一）布拉梅尔德教育思想的理论前提

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掀起了一场波澜壮阔的教育改革运动，一些观点各异的教育思想一个接一个地出现。归根结底，它们不过是进步主义教育和新传统主义教育之间的较量。前者继承和发扬了进步主义教育的基本主张，如改造主义教育；后者以反对进步主义教育起家，要求恢复传统教育，如要素主义教育、永恒主义教育、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等。

面对各派教育哲学的挑战，布拉梅尔德不以为然地认为，简单地在各派哲学之间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是错误的，采用拼凑的办法制定一种新的教育理论也是不对的。“必须考虑一个根本不同的处理问题的办法”[19]，构建一种新的教育理论，这个理论就是改造主义教育思想。

布拉梅尔德认为，改造主义教育是建立在两个理论前提之上的。

第一个前提是时代的需要，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危机时期的时代中。”[20]这次危机是前所未有的。由于氢弹的使用，人类文明可能在一夜之间毁于一旦，而放射性尘埃更是在不知不觉中破坏着人类的生活，威胁着人类的生命。此外，苏联人造卫星也是美国社会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危机。这件事表明，与美国资本主义相对立的苏联共产主义阵营开始崛起，美国作为世界第一强国的霸主地位受到威胁。对此，“任何教育制度，要是不及时地优先考虑这些事件，提供一切可能的机会诊断它们产生的原因，并考虑年青一代怎样可以应付它们，这样的教育制度，就是逃避它最迫切的职责。”[21]改造主义教育正是在这样一个危机时代产生的一种“危机哲学”，一种适应时代需要的教育理论。

第二个前提是行为科学革命的出现。布拉梅尔德认为，行为科学“已经正在唤起那些熟习它的人们，认识到人类现在正在接近建设一个富裕、健康和人道的世界文明的机会”[22]，“这一个革命要求教育重新考察它整个传统结构，并考虑：①编排教材的新方法，②组织教学过程与学习过程的新途径，③确定学校和社会的目的的新方法”。[23]而在此之前，上述这些迫切需要事实上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没有一个是“需要依靠古典哲学的形而上学的或其他思辨方法的原理”[24]。

布拉梅尔德认为，美国所需要的那种教育（即改造主义教育）必须根据这两个前提进行改造。

（二）课程的改造

布拉梅尔德批评当时中小学和学院的课程“大体上是一个不相连贯的教材的大杂烩”[25]，各门教材（语文、数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等）之间很少或根本没有联系，每门学科往往又划分为若干不相连贯的单元。布拉梅尔德认为，课程的改造必须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上。行为科学的研究成果表明，课程中的这种划分和再划分的方法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有机体是一个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整体，人类生活在一个相互联系的模式和结构之中，因此，课程结构也必须具有统一性。在他看来，课程不仅应当包含人文学科，也应当包含自然学科。“一个从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实验知识得来，而又对我们这方面的知识有所贡献的关于整体的人的理论，不仅应该把所有其他知识领域统一起来，同时应当给它们提供新鲜而有力的意义。”[26]1957年，布拉梅尔德在《新时代的教育》一文中设想建立一种新型初级学院，招收17～20岁的青年。他还为此设计了一套包括政治、经济、科学、艺术、教育以及人际关系等内容的四年课程计划。这套计划以社会改造为中心，对每一学年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第一年，引起动机，确定学习方向，同时学习经济和政治方面的改造。第二年，研究科学和艺术领域里的问题。第三年，研究教育及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第四年，掌握实现理想社会所需要的技巧和策略，并对已学过的知识进行总结，形成综合观点。布拉梅尔德认为，尽管每一学年的学习内容有所侧重，但4年的课程都围绕一个中心，即“我们能有哪一种世界，我们要哪一种世界？”[27]以此问题为中心，学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科学的、道德的、美术的、宗教的以及其他方面的知识。每一门学科都应以各自的社会问题统一起来，与社会改造紧密相连，而不是一些肤浅的和过时的问题。学习时要利用各种资料来源，包括书本、社会经验、与专家的个人接触等。

布拉梅尔德的这套课程构想虽然以社会改造为目的，以社会问题为中心，但显然与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做法相似，如他强调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学科知识为中心，重视个人直接经验的获得而不是书本知识的学习。

（三）教学过程和学习过程的改造

布拉梅尔德认为，行为科学的一切研究成果正在运用于教育实践之中，但这种运用还很不深刻，常常成为赶时髦的标志。行为科学关于人类集体内部的力量和过程的研究，将有助于教学过程的改造，而人类学和心理学在文化与人格领域里的研究则将促进学习过程的改造。它们的研究表明，学习包括外部经验和内部经验两个对立面，学习是有意识的活动，但有些学习是完全无意识的，而这种现象却被课堂教学的正规理论所忽视。

布拉梅尔德进一步认为，学习过程是从学生的经验开始的，这种经验不单指学生的直接经验，也包括间接经验。学生的学习既包括有意识学习，也包括无意识学习。

（四）教育和文化新目的的确定

布拉梅尔德认为，学校是一个文化机构，教育过程也是文化的传递与修改过程。在危机时代，由于人们的价值观念、文化习惯、宗教信仰等发生混乱，教育的修改作用更加突出，教育必须在新文化的重建过程中发挥作用。“改造主义首先承担新文化的建设。”[28]教育哲学面临的首要任务就是确定青年人应当为之奋斗的、特殊的文化价值和文化目的，在人的心灵中引起一场意义深远的革命。

布拉梅尔德说，教育和文化新目的的确定在三四十年以前是很难设想的，而今天却变为现实。这要归功于科学的发展。正是由于科学研究的进步，教育目的的重新确定才有了依据。“行为科学正在开始证明，现在可以根据我们对文化的比较价值甚至普遍价值的研究来表述人类的目标……这在历史上是第一次。”[29]尽管这方面的研究还有限，但已足以使人们能客观地描述这些价值，这也正是教育所应实现的目的。显然，这种确定教育目的的途径有赖于研究的扩大和深入。布拉梅尔德相信：“一种真正有一个目标为中心而进行的教育，在用科学上可以探知和检验的人类未来的希望来代替这些破坏力量方面，能够比任何其他机构做出更大的贡献。”[30]

布拉梅尔德自称改造主义是一种危机时代的哲学，面对危机四伏的社会，教育的目的就是要改造社会。这种改造不是指采取什么政治行动，而是人类心灵上的一场革命，是通过教育使社会成员承担起为建设社会新秩序和实现人们共同生活的理想社会的义务。这是当前情形下教育最迫切的任务。

与此相关，布拉梅尔德提出了一个改造主义的重要概念——社会一致。布拉梅尔德认为，为了消除危机，建设社会新秩序，实现理想社会的目标，教育首先要消除彼此间的分歧，培养人们的群体意识和集体心理，形成人们共同的思想、信念、习惯等，使之在口头上和行动上达到一致，最终实现一个民主、富裕的理想社会。布拉梅尔德的这种理想社会不仅指美国，而且包括全人类，是一种遍及全球的民主文化。按照他的说法，他要实现的也是一个全人类的大同社会。

第四节 改造主义教育思潮评析

一、改造主义是一种折中主义哲学

作为一种“危机哲学”，改造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美国社会危机的产物。面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失利和要素主义、永恒主义的猛烈攻击，改造主义教育在夹缝中求生存，尽量向各派哲学学习，并将所学融入自己的哲学。布拉梅尔德坦白地承认，改造主义哲学具有折中主义的性质，“改造主义深深地受惠于其他多种教育哲学。改造主义不能同这些教育哲学割断联系，即使它想这样做也不可能；当代的哲学观点不能忽视它们，正如改造主义不能忽视它们所由发源的而又给予影响的各种文化一样。改造主义正确地评价进步主义、永恒主义和要素主义做出的许多贡献，并把它们的许多东西组合到自己的模式里去”[31]。

改造主义主要受到三种哲学的影响，“真诚地尊重和借用所有三种主要的哲学”[32]。改造主义从要素主义那里借来了多种测验工具，认为教育可以从精确的统计和对各种事实的分析中得到许多好处。此外，“改造主义在某种情况下同情要素主义、理想主义和实在主义所坚持的关于我们所参与的和所依靠的世界的客观性”[33]。改造主义赞赏要素主义“以这样的审慎判断人类自己和环境的效能的限度”[34]。只是改造主义从这种信念中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并且用不同的观点解释“客观性”。改造主义一方面向要素主义学习，另一方面又批评它保守落后，是文化落后的典型。

改造主义从永恒主义那里也借来了许多东西。例如，关于人类命运的一些问题，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早就考察过了。这表明人类的全部环境或全部文化是人塑造的，是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但是，改造主义批评永恒主义是一种倒退，是企图用古代和中世纪的标准来解决当代的现实问题；改造主义则认为它同自己的文化环境是不可分割的。

改造主义从进步主义那里学到了最多的东西，和进步主义是最亲密的盟友。二者在许多哲学和教育问题上具有十分相同的看法。它们都建立在实用主义这种哲学基础之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既是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支持者、参与者，又是改造主义教育的倡导者。例如，康茨、拉格等人。甚至杜威、克伯屈这些坚定的进步主义教育家们，到了后期也不断修正自己的看法，吸收了改造主义的一些观点，从注重儿童个人发展转向社会改造。可以说，改造主义实质上就是进步主义在新形势下的继续和发展。

此外，改造主义也受到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如布拉梅尔德本人。但是，改造主义教育虽然承认阶级矛盾，却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通过阶级合作和社会改良来达到社会一致，消除阶级矛盾，建立一个新的社会秩序。这便夸大了教育的作用，忽视了社会因素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改造主义无疑具有折中主义的性质，也正是因为这种折中性质，人们攻击它是无组织的、机会主义的，缺乏自身的哲学特点。而布拉梅尔德则把这种折中倾向看成“生长中的磨炼”，而不是看成改造主义哲学的合乎需要的特点。他承认改造主义还不成熟，还要接受实践的检验，还有一些弱点须加以纠正。事实确实如此。改造主义的哲学基础是实用主义的，它对许多哲学问题所持的态度和进步主义相差无几。无怪乎人们总是把它看成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个分支。这也是它缺乏生命力的一个原因。在进步主义遭到批判的时候，改造主义自然在劫难逃。

二、改造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改造主义教育萌发于20世纪30年代，成熟于20世纪50年代。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对美国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改造主义教育是在1929年至1933年的经济危机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流行起来的。这两个时期正值美国社会经历了急剧动荡和变化之后，人们对现实社会和教育等诸多问题不满，呼吁进行社会改革。以社会改造为宗旨的改造主义教育在这两个时期的出现与流传，正好迎合了一部分人的上述心理。因此，它的出现与流传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得到了一部分人的响应，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人们观念的转变上。它使人们更加关心社会问题。“许多教育家，而且可能还有更多的科学家、艺术家和一般哲学家，正开始按照对于改造主义者说来十分熟悉的方式来思考和行动。”[35]当然，教育活动也或多或少地受到影响，开始接受改造主义的观点，进行一些实验。但是，这种影响是很有限的，很难说这些变化就是改造主义的影响所致，还是社会发展的大势所趋，抑或是在进步主义这把保护伞之下的活动。比如，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课程改革实质上就是进步主义组织的。即使改造主义者们自认为在20世纪50年代带来了一些影响和变化，它们也不完全属于教育性质，大多不是在学校范围内进行的，如群众运动的兴起、民族平等呼声的加强等。同时，这种影响仍主要集中在教育理论界，很少涉及学校实际工作，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即使在教育理论界，赞同的人也不多。“只赢得比较少数的教育理论家的赞同，而且即使在这些理论家之间，争论还是经常的。”[36]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改造主义教育本身有缺陷。

改造主义教育强调学校具有社会改造的功能，这种思想反映了时代和社会的需要，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改造主义试图通过教育建设社会新秩序，达到社会一致，这无疑夸大了教育的作用，使教育负担太重。由于改造主义过分强调教育的社会改造功能，反而把教育自身的责任放弃了，没有充分发挥教育在文化传递和继承方面的作用。改造主义所要建立的新秩序实际上是为了恢复美国在世界上的霸权地位，与共产主义阵营相抗衡。因此，这种民主和社会理想是很虚伪的。

改造主义教育家对于如何实现教育的社会改造目的没有提出具体的意见，只不过是一些空谈而已。如果说20世纪30年代的改造主义还采取了一些实际行动，进行了一些社会学科课程的改革的话，50年代的改造主义教育家则停留在空泛的理论上，没有提出一套切实可行的教育方案，因此，对教育实践几乎没有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改造主义教育家虽然批评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主张和做法，但他们同样没有解决进步主义教育的一些难题。他们批评进步主义教育缺乏目标，过分强调手段、方法和过程，而他们自己提出的以改造社会、建设新的社会秩序并最终实现人类大同社会为目的的教育，则又远不可及。况且，他们也没有提出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和方法。他们批评进步主义教育过分强调个人生长，忽视社会生活和社会合作，但他们又走过了头，处处以社会为中心，忽视了学生的系统知识学习，从而为新传统主义留下了攻击的把柄。他们过于看重社会一致，这也与美国社会格格不入。美国是一个多元化、多民族的国家，崇尚自由与个性，强求一致显然不受欢迎。再则，教师也不可能做到不偏不倚，因为他们如果是社会改造主义者，便具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新传统主义教育对此进行了批评。要素主义教育家认为，教师可以教导学生思考现实问题，但本人必须保持中立；教师可以解释社会，但不能建设新社会。要素主义进而提出了与改造主义教育针锋相对的一个观点，即“学校不能走在文化改革的前面，而只能伴随于它”[37]。

改造主义教育流派批评当时学校课程互不关联，但它的以社会为中心而设计的课程也忽略了学生系统知识的学习，成了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攻击的目标，被指责为过于迷恋变革和当前的社会危机，忽视了传统的、永久的价值的学习。

改造主义教育流派广泛吸收了科学研究的新成果，尤其是行为科学的研究，这无疑是受到了20世纪50年代行为科学发展的影响，也为教材的编写、教法的改进及学习过程的心理提供了一定的科学依据。但不幸的是，改造主义教育家们夸大了行为科学的影响，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当时还不成熟的这样一门科学之上，不免显得草率，理论基础不牢固。更何况行为科学本身也有缺陷，关于研究成果的解释各种各样，没有统一的定论。因此，改造主义教育把自己的理论建立在行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只能是部分正确而已。

其次，是社会的原因。

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正处在改革与动荡关头。新传统主义异军突起，对进步主义教育发起了猛烈的进攻。进步主义教育最终招架不住，败下阵来。于是，新传统主义尤其是要素主义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在这种情形之下，实质上奉行进步主义教育那一套的改造主义教育思潮自然不得人心，难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人越来越渴望和平与安定。此时，他们虽仍强调自由，但也开始关心实现自由的条件，看到了纪律和秩序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而口口声声要求改造社会、重建社会的改造主义教育家过多地强调了教育的改造功能，过分关注儿童的自由和兴趣，忽视了社会的稳定，忽视了纪律和秩序，因此，他们自然不受人们的欢迎。美国政府出于政治考虑，也希望社会稳定，以便集中精力发展教育，培养科技人才。改造主义教育思想流派既不能提供改革社会的良方，又不能培养社会所需的人才，当然不得人心。

由于种种原因，到了20世纪60年代，改造主义教育思潮便势力减弱，受到了人们的冷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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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新传统教育思潮

新传统教育是指西方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半期，力主恢复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至夸美纽斯、赫尔巴特以来所形成的教育传统的教育思潮，它由几个既相互区别、又密切相关的教育思想流派所构成，包括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等，其中以要素主义为主要代表。

自杜威首次提出传统教育的概念并对传统教育予以抨击之后，西方教育理论可粗略地划分为两大阵营：一是以实用主义和进步主义教育为代表的“现代派”或“进步派”，二是以要素主义为代表的“传统派”或“新传统派”两大派系。

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风行近半个世纪的欧洲新教育运动、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是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的，它们与进化论、科学实验主义等现代认识论和价值观紧密联系在一起，在教育改革中将儿童的兴趣和社会的需要置于中心位置，突出教育在解决个人和社会实际问题中的价值和作用。但是在20世纪30年代，随着西方社会政治、经济危机的出现，许多人已开始怀疑占主流地位的教育改革是否发生了方向性的偏差。作为对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回击，自20世纪30年代起，西方，特别是美国要求回复传统教育的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等教育思潮揭竿而起。尽管他们的思想主张存在着某些差别，但都认为进步主义教育过于关注儿童个人的经验和适应当前即时的需要，忽略了学校传授系统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职能，直接导致美国中小学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都认为要改变美国教育落后的现状，就必须恢复基础课程，突出智力标准，注重心智训练，加强学校的纪律性，以教材、教师为教育的中心取代以儿童的兴趣和活动为中心；都注重对西方民主社会公民的培养。

新传统教育思潮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60年代末一度衰落。但从七八十年代起，又有以新的姿态重现活跃之势。美国教育学者鲍恩（J. Bowen）和霍布森（P. R. Hobson）在分析西方现代教育思想的源流时，就把七八十年代教育思想的纷争继续归结为“进步派”和“传统派”两大思想派系之争，并指出始自于卢梭、杜威的“进步派”在七八十年代已分化为“冲突派”和“纠正派”，源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传统派”也可区分为“自由派”和“保守派”。[1]

美国另一教育学者古泰克（G. L. Gutek）在对西方历史上各种教育思潮做了系统的分析后，也认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恢复基础运动”的兴起与要素主义教育思潮紧密相关，“恢复基础运动”是要素主义复兴的一种形式。他还指出，这一运动正沿着三条不同的途径向前发展：一是受贝斯特（A. E. Bestor，1908—1994）理智学科主张的影响成立于20世纪50年代的“基础教育委员会”，正继续为美国学校达到基本的学术性技能和科目的要求而不懈努力；二是由部分家长、企业家、政治家和少数职业教育工作者所结成的松散联盟正为教育质量的提高而共同奋斗，尽管他们对教育现状的批评动机各不相同，有的是不满学生考试分数的下滑，有的是不满传统道德观念的丧失，有的担忧校园毒品的泛滥及美国在世界上经济地位的下降，等等，但在要求学校恢复传统的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方面，他们团结在了一起；三是联邦政府组织的教育改革运动，以里根总统执政期间教育部长贝尔（T. H. Bell）组织的中小学教育质量调查委员会1983年题为《国家处于危险之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报告为起始，其后一系列的教育研究、调查报告和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向都是沿着“提高教育质量”这一主题进行的。[2]

由此可见，从20世纪70年代西方“恢复基础运动”到90年代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统一学校课程、倡导全国性教育标准的教育改革，其间所包含的教育理念与新传统教育思潮并非毫无干系。尽管很少有人标榜自己的思想属于哪一流派，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的名称也少有使用，尽管当代主流改革的趋势与上述思潮所倡导的精神和内容也存有重大差异，但新传统教育思潮与西方当代教育改革的理念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这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限于篇幅和资料，本章着重探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较为活跃、思想表述较为集中时期的新传统教育的几个流派。

第一节 新传统教育思潮的兴起

一、新传统教育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西方各国经过经济的快速发展后出现了停滞的局面。1929年爆发的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使西方社会深深陷入了经济与社会的困境中。工、农业生产出现了大规模的滑坡，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下降40%以上，几乎所有的行业和部门都出现了不景气，失业人口达5000多万。美国是遭受这次经济危机打击最为严重的国家，其危机的性质和程度是史无前例的。1932年美国的工、农业产值仅为1929年危机前的一半左右，经济损失计2500亿美元，钢产量甚至倒退到了31年前的水平，失业人口达1700万。

经济危机很快触发了政治危机，导致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加剧。更为严重的是1929年至1933年经济危机造成的萧条阶段尚未结束，1937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又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社会矛盾和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处于非常危急的关头。

就在西方社会备受严重经济危机的困扰之际，20世纪30年代末期，西方世界的政治格局又出现了重大转折。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分别建立了法西斯政权，企图通过发动战争实现其统治世界的野心，他们签订了“同盟条约”，自称是“改造世界秩序的轴心”。法西斯政权的暴政与野心对西方民主国家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极大的威胁。这种威胁不仅来自战争本身，还来自与国际法西斯势力遥相呼应的各国内部法西斯集团势力的兴起与壮大。如美国法西斯集团建立的“三K党”“美国军团”等老牌恐怖组织在20世纪30年代就十分嚣张，1934年，“美国军团”甚至组织50万退伍军人进驻华盛顿，企图实行法西斯专政。

在教育方面，20世纪30年代的西方，进步主义教育和新教育运动正处于鼎盛时期，美国的进步主义教育在公立学校教育中居于支配地位，但进步主义教育在30年代西方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面前的软弱无力，使之遭受了来自各个方面的强烈批评。新传统教育思潮正是在这一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下兴起的。通过对教育的整顿和重建，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捍卫民主政体，拯救社会政治、经济危机，成为这一时期普遍之呼声。这为新传统教育思潮的兴起创造了适宜的氛围，提供了良好的条件。

二、新传统教育思潮的产生及流派

20世纪30年代前后，出于对社会和教育状况的焦虑和不满，美国大学和学院中部分具有人文主义倾向的学者开始撰写文章、发表演说，试图通过教育恢复和光大西方人文主义的历史传统来解决社会政治经济所面临的严重问题。

虽然这些人提出的教育思想和建议在细节上有所不同，但都一致宣称：①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的哲学在学校实践中居支配地位是不合适的；②学校需要有来源于自然主义哲学和实用主义学说之外的指导价值和标准；③这些价值和标准都可在古希腊、希伯来和西方世界的基督教传统中找到。[3]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持上述主张的著名学者有：赫钦斯、阿德勒（M. J. Adler，1902—2001）、利文斯通（R. W. Livingstones，1880—1960）、阿兰（Alain，1868—1951）、巴尔（S. Barr）、多伦（M. V. Doren）、布坎南（S. Buchanan）、诺克（J. J. Nock）、巴比特（I. Babbitt）、莫尔（P. E. More）、福尔斯特（N. Foerster）、海特（G. Hight）等。其中以赫钦斯的影响为最大，声誉也最高。由于上述学者大都坚持西方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理性主义的人性观和绝对真理论，都把教育理解为是对人之为人的永恒不变的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培养，并试图从人类历史文化遗产中选择永恒学科内容，强调教育的永恒原则，因而被称为永恒主义者。他们的教育思想也被概括为“永恒主义教育”。另外，也有学者称之为“古典文科教育”“古典人文主义传统”“文艺人文主义传统”“传统主义”等。

永恒主义教育思潮在西方有时被分为世俗派和宗教派两翼，世俗派主要是由以赫钦斯为代表的上述提到的著名学者构成，宗教派则以法国宗教教育家马里坦（J. Maritaim，1882—1973）为代表，马里坦的哲学主张全面恢复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St. Thomas Aquinas，1224—1274）的哲学和教育思想，因而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

20世纪30年代下半叶，为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捍卫和加强西方民主主义理想，解决新的经济、政治危机所带来的严重社会问题，以巴格莱为代表的一批学者又纷纷著书立说，发表了改进美国教育的行动纲领，并成立了相应的学术团体。这些结成联盟的学者自称“要素主义者”，要求“以文化的共同性”为基础，让学生学习那些已经由西方历史证明的人类知识、观念和价值，将代表人类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要素传递下去，认为唯有如此才能拯救美国和西方社会。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要素主义的思想和活动兴起不久便转入低潮。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上半期，要素主义教育理论在东、西方意识形态冲突加剧、形成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的背景下，受到美国朝野的赞赏和支持。要素主义对传统文化、权威、纪律、系统知识等一系列问题的重视和强调，符合这一时期美国政治经济发展的新需要，故1958年美国著名的《国防教育法》就吸取了要素主义教育理论的许多观点。

美国教育家科南特（J. B. Conant，1893—1978）和里科弗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按要素主义的思想方向阐发的教育理论，进一步发挥了20世纪30年代要素主义者的教育观点，构成了要素主义教育理论的新发展。

由于要素主义教育理论自身所存在的“内在缺陷”，使之在教育改革的实践过程中未取得预期的理想效果，20世纪60年代末，影响逐渐衰弱。虽然作为有组织建构的思想运动的要素主义已不复存在，但要素主义教育理论中所包含的那些思想要素在“恢复基础运动”中仍有所展现，故西方有些学者声称要素主义自20世纪70年代又以新的形式开始复活。

要素主义、永恒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作为要求恢复传统教育的思潮，在反对其共同的论敌——进步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哲学面前立场是一致的，其教育理论的精神、内容和气质也惊人地相似。但他们批判敌手的角度和重点不尽相同，各自理论的某些侧重点也略有差异，表现出新传统教育各思想流派的不同特点及与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微妙关系。

永恒主义反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整个自然主义和实用主义哲学基础，认为实用主义根本就谈不上是一种哲学，实用主义对至关重要的价值问题没有提供任何明确的标准，以实用主义作为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十分危险的，它已经使美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了巨大偏差，如否认教育的终极目的，过于迁就儿童的兴趣爱好，放弃教育的自身责任，等等。

永恒主义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抨击是有的放矢的。为了更有力、准确地批判进步主义教育，永恒主义的主要代言人赫钦斯把进步主义教育与杜威的教育思想作了区分和剥离。赫钦斯在批判进步主义教育和杜威时，至少从几个方面为杜威进行了辩解。第一，针对进步主义教育强调教育必须适应环境需求，赫钦斯指出“适应论”之所以成为美国占据主导地位的理论，是杜威的追随者对杜威的误解造成的，杜威本质上是一个社会改革家，“当杜威在讲适应环境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环境首先应当改善”。[4]第二，美国学校职业训练倾向的盛行，不能从杜威的理论中寻找依据，因为杜威是将单纯的职业训练看成“狭隘的”和“非自由的”，把职业训练看成学校的任务，是对杜威的“根本的误解”。第三，心智的自由需要训练，“对这个问题，没有比杜威的简明论述更好的了”[5]。

应当看到，赫钦斯为杜威辩护，除了他要还杜威思想以本来面目，从而更加集中、有力地批判“混乱”的进步主义教育实践外，两人某些思想也表现了某种程度的一致，这也许就表现为赫钦斯和杜威的教育理论都注重人的内在力量的充分发展，都要求通过教育使人获得最终的自由和解放，他们都注重教人而不是教教材，都要求提高人的理解力而不是知识的灌输，他们都具有共同的人文主义的倾向。除此之外，两人几乎在所有的问题上观点都大相径庭，即使赫钦斯在为杜威辩解时，多数情况下也是在批判的前提下进行的。

在反对进步主义教育这个共同的敌人面前，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站在了一起，他们都竭力主张要保存和发扬西方的优秀文化传统，都要求恢复教师和教材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不过，要素主义与永恒主义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分歧。要素主义把人类以往的创造性成就视为解决当前问题的知识和源泉，永恒主义则将之作为人类普遍真知灼见的不朽的表现；要素主义关心个人对物质和社会环境的适应甚于关心永恒真理，永恒主义则主张关注人的理智和精神力量的充分发展；在教材的选择问题上，要素主义强调适应现实的实际生活，着眼于提高智力水平，对当代科学技术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永恒主义则强调对包含着所谓永恒真理的经典著作的学习；要素主义不像永恒主义那样反对进步教育的整个哲学，不否定杜威的认识论，他们反对的是杜威追随者们公开否定教材重要性的言论，对进步主义教育，他们只反对某些具体主张。

新托马斯主义与永恒主义教育思想最为接近，西方有些学者干脆把新托马斯主义视为永恒主义的宗教派，或把永恒主义视为新托马斯主义的世俗派。不过，新托马斯主义与永恒主义亦有细微之别，其中最大的区别就表现在是否承认宗教意义上的上帝或神的存在，永恒主义将“形而上学”当作最高哲学，并止于形而上学，而新托马斯主义认为失去神学支持的形而上学是没有根基的，表现在教育上就是前者更倾向于注重对学生的思维的训练，希望通过心智的磨炼而获得真理，而后者则注重神启，强调宗教知识，注重宗教教育。不过，这种差别不是对抗和冲突性质的，因为永恒主义虽不提倡宗教教育，但对宗教抱着同情的态度。在永恒主义者的“百部名著”学习计划中，《圣经》也是必读作品之一。新托马斯主义对当代的各科学术的态度比永恒主义更积极、乐观些，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活动课程也持谨慎的批评态度。除此之外，新托马斯主义与永恒主义在有关教育过程的一般目标、教学进程的性质、自由艺术的作用等重大教育问题上的观点基本一致，两者在反对进步主义教育和实用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在思想上最容易结成牢固的联盟。

值得一提的是，要素主义作为一种教育理论不像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那样以哲学或神学为理论基础，它是来自不同方面的一种共同的教育主张和思想见解，不依据任何一种特定的哲学，正如古泰克所说：要素主义对秩序和结构的偏爱主要是社会的和文化的，而不是哲学、形而上学或神学的。[6]

第二节 要素主义教育派的理论

一、要素主义教育派的形成

要素主义（Essentialism）有几种不同的译法，如本质主义、精粹主义、精华主义等。就essential一词看，意为“本质的”“基本的”“必不可少的”“精华的”以及“要素的”，要素主义者所指的要素，即人类一代代传继下来的优秀文化遗产，包括学术、艺术、道德、技术、习惯等。

要素主义主张学校应当把人类文化中最基本的要素传授给青年一代，应向学习者授予社会所必需的“共同知识”和“共同价值”，以使学习者能够掌握社会所必需的“起码的知识、技能和态度”。这种教育观点在西方具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早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运动中就已产生。夸美纽斯、洛克、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都可归属于要素主义教育思想范畴之中。[7]

“要素主义”一词最早由德米亚西克维奇（M. Demiashkevich）于1935年提出。1938年针对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动荡不安、进步主义教育的“软弱无力”和法西斯势力的全面兴起，在美国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一批有着不同哲学思想的教育学者组成了一个学术团体，即“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其成员有：德米亚西克维奇、莫里森（H. Morrison）、布里格斯（T. Briggs）、布里德（F. Breed）、康德尔（I. L. Kandel）、芬尼（R. Finney）等，这个团体也得到了唯心论教育家霍恩的支持，时任美国《学校与社会》杂志编辑的布里克曼（W. Brickman）也撰写了重要著作，如《十年后的要素主义》（1948年）、《教育中的要素主义》（1958年）等，反映了要素主义传统并发扬了要素主义思想。

在该团体中，巴格莱是主要代表人物。他在1938年4月美国《教育行政与辅导》杂志上发表了《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纲领》（也称《要素主义者的宣言》），阐释了要素主义的基本教育主张。巴格莱的这篇论文以后一直被视为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经典论著，该宣言的发表标志着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产生。“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这个组织的主要目的在于要求美国教育捍卫和加强美国的民主主义理想，以对抗当时法西斯主义的兴起，把美国教育从进步主义教育所造成的“混乱”中解放出来。

“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曾于1939年、1941年召开过两次会议。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其活动暂时停止。战争结束后，在新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再次受到重视，并在与进步主义教育的对抗中逐步占据了优势，以1955年美国“进步教育协会”的解散和1956年“基础教育协会”的成立为标志。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新传统教育思潮，特别是要素主义教育思潮影响的扩大，还与战后世界“冷战”格局有关，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阵营在对立冲突的意识形态中，展开了以军事科技为主的多方面的竞争。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美国带来强烈震撼，在全国性的反思、检讨中，美国意识到自己军事科技落后的根源在于教育，在于美国的教育制度未能造就出一流的科技人才，教育问题一时成了美国举国上下关注的焦点。要素主义集中反映并代表了这一社会思潮，要素主义者警告说美国的教育已接近荒废的边缘，中小学和学院里学生大量的时间实际上是被浪费了。鉴于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已给美国资本主义社会带来了严重威胁，他们呼吁要对美国中小学教育及大学教育提出新要求，要求对未来美国公民进行民主主义的教育，以抵御来自苏联的影响和威胁。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南特、里科夫（H. G. Rickover，1900—1986）、贝斯特等都站在要素主义立场提出了教育改革设想，要素主义教育思潮由此进入巅峰时期。

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失败，要素主义的影响也逐渐衰落，但在20世纪70年代的“恢复基础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美国政府倡导的教育改革运动中，要素主义教育思想又有复苏的迹象。

二、巴格莱及其《要素主义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

巴格莱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要素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毕业于密执安州立大学，1898年在威斯康星大学获得理科硕士学位。1900年又在康奈尔大学获心理学和教育学博士学位。在短暂地主持师范学校的教师培训工作后，任伊利诺斯大学教育学教授。1917年至1940年，巴格莱任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其间，他与德米亚西克维奇等人一起组织了“要素主义者促进美国教育委员会”，亲自起草并发表了《要素主义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1939年，他帮助建立了美国教育促进会，并担任该协会的秘书和会刊《学校和社会》的编辑。其主要教育著作有：《教育过程》《教育的价值》《教育与新人》等。

（一）以知识和训练为教育的中心

巴格莱认为，教育的最高目的在于人的心智的训练，这种训练是以人类的共同文化要素为基本素材的。在巴格莱看来，教育的本质就是传授人类种族遗传下来的共同经验和文化精神，这是人类社会得以存在、繁衍和发展的重要前提。他说：“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教育则是传递这些知识的过程，或者说教育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的那部分的过程。”[8]无论人类历史多么悠久，各民族的文化差异如何巨大，就整个人类范畴而言，总存在着所有民族都能接受和欣赏的共同文化和经验，即共同要素，这种共同经验或文化要素远比个人独立积累的经验重要，因为它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和各民族的尝试。共同要素包括共同思想、共同理解、共同准则以及共同精神等方面，它是人类文明的精华，也是人类教育的核心内容。其中，民主的社会理想是最为重要的要素之一，巴格莱指出，对美国这样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来说，这一共同要素的传授是建立和巩固民主和平等社会的保证，美国教育的首要功能就是保卫并强化美国民主的理想，“这些民主的理想就是包括在要素主义者的纲领中最首要的要素”[9]。

基于教育应传授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共同经验和知识，巴格莱对进步主义教育的活动课程和设计教学法提出了强烈的批评。他指出，进步主义教育的活动教学、活动课程，常常“把活动本身当作自足的目的，而不问通过这种活动能否学到什么东西”，即使在活动中附带学一点知识，也无法照顾到学习内容本身的逻辑关系、因果联系和前后顺序。学习者学不到严格而严密的学科，只是获得零碎、肤浅的知识。这种否定在学校中进行系统书本知识传授的做法，是一个潜在的、可悲的、非常危险的陷阱，它“削弱基础知识，夸大浅薄的东西，贬低顺序性和系统性，而且还加重了较低级学校的弱点和缺乏效能”[10]，最终的结果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下降。这在美国已经得到印证。

要克服上述弊端，就要从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中精选出具有永久性价值的知识和经验，设计出稳定而系统的课程，如读、写、算、数学、物理、化学、历史、地理、外国语及古典语（拉了文和希腊文）等。为此，教材的编写要按学科的逻辑顺序循序渐进地编排。巴格莱主张统一的课程应在全美范围内推行，他认为全国性的统一课程是美国特别需要的，因为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人口的流动性特别大，没有共同的课程，这使美国人缺乏相互交流、理解的基础。

为加强对学生的心智训练，巴格莱主张不得以任何借口取缔中学课程中的拉丁文、代数学、几何学等精密而又要求严格的学科，“这些科目在课程中之所以占重要的地位，乃是由于人们相信掌握它们证明在很大程度上对于心智训练是有价值的”[11]，“美国的教育理论很久以来，已经把‘训练’这个词从它的词汇中摒弃了”[12]，巴格莱称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不注重以最基本的公认的基础知识训练学生，就好比把大厦建在流沙上，其结果是注定要失败的。

（二）突出教师地位，树立教师权威

巴格莱主张教学过程是心智训练的过程，也是学生受到严格训练和艰苦钻研的过程，不能凭学生自己的兴趣和爱好行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的管束是正当的。教师相对于受教育者而言，在掌握知识和社会经验方面更为成熟，能更清晰地识别和欣赏人类文化中的价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居主导地位。巴格莱说：“要素主义者的要素之一，就是当指导既是为个人福利所必需又是为民主集团的福利和进步所必需的时候，承认未成年的初学者有权得到这种指导。成年人对未成年人所负教导和管束的责任，对于延长人类的未成熟期和必需的依赖期具有生物学的意义。”[13]

巴格莱反驳了进步主义教育指责发挥教师作用就是压抑儿童民主、自由的观点。他从历史的角度指出，只有在野蛮的原始社会成年人才纵容和放任他们的孩子。成年人具有管束和教育未成年一代的责任，是人类经过漫长的历史逐渐认识到的，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进步和必然要求。教师承担历史赋予的责任，在教育和教学活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是责无旁贷的。对学生在学习中取得长足进步来说，教师的个人辅导是必不可少的，学生应完全听从教师的指导。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以系统的讲解为主要方法，管束应当严厉，应通过训练养成学生刻苦学习和遵守纪律的习惯。学生的自由并不是教学的手段，而只是教学过程的目的与结果。但在强调教师作用的同时，巴格莱也指出教师不可忽略自我修养，愚蠢、粗暴的管束是毫无道理的，毫无价值的。

巴格莱主张教师不应忽视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学习者自发通过经验的非正式的学习也是重要的，学校应尽量为这种经验提供多种多样的机会。不过，学生的这种经验须与学校学习的内容具有联系才有意义。此外，教师也应注意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自控力的增强，其自我教育的能力也在提高，教师的教学工作也要根据这一特点安排。

（三）制定严格的考核标准，加强学校纪律

巴格莱指出，实用主义教育理论强调儿童的自由和活动，“完全放弃许多学校制度里以学业成绩的严格标准作为升级的条件，而让全体学生‘按照预定的时间表’通过”[14]，其结果是导致教学无章可循，学校纪律松弛。要改变这种现状就必须按一定的标准对学生进行考核，如果没有一种鼓励学习者努力学习的措施，对学习者有害无益。考核可以发现尖子学生，可让特优者跳级学习；同时不应把“过分严厉的恶名施加于学生的不及格，认为不及格就是永远无能的标志”[15]。大量的事例表明学生时代考试成绩不及格并不意味着就不能取得重大成就。学校要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对学生提出纪律要求并加以合理的管束，而不能让学生过于自由，因为“未成年人选择他们必须学习什么的自由，同他们日后免于匮乏、恐惧、欺诈、迷信和错误……的自由对照起来，它的重要性是微不足道的”[16]。

（四）匡正教育理论

巴格莱认为，美国教育在实践上的混乱和软弱无力，究其原因还在于美国人信奉和坚持了一种错误和偏执的教育理论。他指出，长期以来，在漫长的教育史中，始终贯穿着两种对立的理论，存在着有关教育理论问题的争议，这些问题可以以对立概括的方式将它们表述为：“个人与社会”“自由与纪律”“兴趣与努力”“游戏与工作”“目前需要与长远目标”“个人经验与种族经验”“心理组织与逻辑组织”“学生主动性与教师主动性”等。而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教育理论日益偏向上述几组对立概念中的前者，即强调自由、兴趣、目前需要、个人经验、心理组织和学生主动性等，蔑视甚至谴责它们的对立面，即纪律、努力、长远目标、种族经验、逻辑联系和教师主动性等。这种偏执的教育理论“实际上是嘲笑严格、正确、坚毅和精益求精的理想等品质而宽容马马虎虎的工作态度，并认为它是合理的”，它已给美国教育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必须予以抨击和摒弃，使教育理论成为“强有力、生气勃勃、积极的”理论，而不是“无能的、软弱的和含糊的”理论。

巴格莱的要素主义教育主张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教育理论试图从偏重教育服务于社会向着重传授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转变，对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次教育改革在指导思想和原则上就吸取了巴格莱要素主义的某些观点。巴格莱的《要素主义促进美国教育的纲领》作为要素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作，对奠定要素主义教育流派的理论基础，无疑起了重要作用。

三、科南特的教育观点

科南特，是美国科学家、外交家和教育家，毕业于哈佛大学，获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1933年起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一职，长达20余年，其间，他组织的“自由社会普通教育的目标”的专题研究在1945年形成研究报告，即著名的《哈佛报告》，在美国教育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科南特曾在美国政界、科技界和外交界担任过重要职务，在社会上享有较高的声誉。1957年起，在美国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开始研究教育问题，对美国中小学及师范教育情况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向全国发表了研究成果。科南特的教育主张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学校教育改革产生了重要影响，科南特本人甚至被誉为“也许是20世纪中叶最有影响的美国教育家”[17]，其主要教育著作有：《今日美国中学》《教育政策的形成》《美国师范教育》《分裂世界中的教育》《教育与自由》《知识与堡垒》等。其中以《今日美国中学》和《美国师范教育》的影响为最大。晚年，科南特对自己的一生作了总结，撰写了自传：《我的几种生涯：一位社会发明家的回忆录》（1970年）。

（一）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科南特的教育主张基本属于要素主义范畴，但科南特不像20世纪30年代要素主义那样敌视进步主义教育，也不像早期要素主义者那样要求美国学校向欧洲学校看齐，而只强调智力训练和学术性科目的学习。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所处的新的历史和国际条件下，科南特以一个杰出科学家和外交家的眼光，审视美国教育，提出自己的主张，具有鲜明务实特点，较少有早期要素主义者的形而上的思辨特征，注重采用观察、访问、调查等方法研究具体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要素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方法和理念上的变化。

科南特所处的时代，与20世纪30年代要素主义者所面临的国际、国内形势已有很大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交通的便利、通信的发达使国与国、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大为缩短，这个“缩小了的地球”却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美、苏为代表的两大敌对阵营的对立而形成了一个“分裂的世界”。在这个分裂的世界上，两大阵营展开了激烈的军事、经济的角逐，核武器的威胁时时存在，尤其是1957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使两大集团的军事科技竞争达到白热化程度，美国朝野深感自己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落后，国家安全丧失了保障，纷纷要求通过改革教育以改变这一现状，保证美国在国际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科南特的教育思想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的烙印，他从事教育研究推动教育改革的出发点就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捍卫美国“自由国家的公认的领袖”地位。科南特认为美国是自由国家面对苏联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主要捍卫者，通过教育保证造就“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是美国战后教育的新任务。国家的安全与发展离不开足够数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学校教育特别是中小学教育，只有重视基础学科如数学和自然科学课程的教学才能培养出合格的人才。同时，为了让学生了解美国在世界上的“极其重要的地位”，学校应教会学生关心国际事务，为此，学校中的本国历史、社会问题研究、外交政策和外国语课程都应大力加强，而数学、自然科学和外国语作为“新三艺”毫无疑义是最重要的学科。

（二）关于中等教育

科南特对中等教育问题的论述是立足于对美国中学教育现状的详尽、认真地调查基础上的。在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的资助下，科南特于1957年对美国26个州的103所中学进行了两年多的调查研究，形成调查报告于1959年发表，即《今日美国中学》一书。根据调查结果，他认为美国中等教育的现状基本上是令人满意的，“为改进美国中学对美国教育的基本范型做出根本性的改动并不必要”[18]。需要改进的是“必须通过学区改组来大大减少小型中学的数目”，发展综合中学，扩大现有学校的规模，如要求毕业班的人数至少须有100名学生。因为小规模的中学限于条件难以开设高深科目，而综合中学规模较大，师资多，容易购置现代化教学设备，便于开设新学科，有利于提高教学质量。

在科南特看来，理想的综合中学应当承担三重职能：第一，为所有的未来公民提供普通教育；第二，为准备就业的学生开设良好的选修课程，使他们学到谋生技能；第三，为准备升学的学生开设专门的高级文、理课程。在课程设置上，科南特特别注重普通教育，强调在综合中学里应设置一些标准学科，以作为所有学生必修课程的共同核心，这些课程包括英语（4年）、社会研究（3～4年，包括美国史、美国问题与美国政府）、数学（九年级生学一年代数或普通数学）、自然科学（九、十年级生至少学一年，包括生物和普通物理）。普通教育必修课应占学生总课时的一半。

在保证普通教育的基础上，科南特主张综合中学应开设至少7门选修课程，这些课程可划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性或半职业性的，如打字、速记、文书、供销、商业、农业、文艺等，这类课程以“可获得效益的技能”即谋生技能为核心；另一类是程度较深的学术性文、理科目，供那些学习文、理科目能力较强的学生学习。无论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科南特主张都应按学生的能力进行分组，而不是进行分科或分轨。为加强对学生的学习指导，他建议建立学生辅导制度，每250～300名中学生设立一专职辅导员，负责对学生能力、学业成绩和其他测验等工作，以便对学生选定修业计划做出指导。科南特意识到中等教育改革是与师范教育改革密切相关的，为此，他对师范教育也予以了极大的关注。

（三）关于师范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单一目标的师范学院日益萎缩。1950年，全美尚有114所师范学院，到1960年只剩55所，师资的培养工作转由大学或文理学院进行。师范教育的这种转变引发了许多问题与争论，从培养目标到课程设置都相当混乱，而师资培养问题直接关系到中小学教育的质量，影响着整个教育改革的成败。鉴于此，科南特从1961年起，在卡耐基促进教育基金会的再次资助下，对美国人口最为稠密的22个州的77所培养师资的院校进行了为期两年的调查研究。在此基础上，科南特提出了27条改革美国师范教育的建议。科南特的师范教育思想要点如下。

首先，应重新建立师范教育的领导体制。针对美国当时师范教育的领导体制存在的弊病，科南特主张应摆脱由州教育当局对师范教育的单独控制，充分发挥各方力量对师范教育的影响。他建议应由州教育当局、有关高等院校、地方学校董事会和有关教育团体协调，加强对师范教育的管理。州教育当局的职责在于制定师范教育的法令和规章，监督教学实习权，并为师范教育提供财政资助和信息；高等院校负责制订和实施师范课程计划；地方学校董事会负责安排好师范生的教学实习；有关教育团体的作用是咨询或在有关方面的要求下做出评价和建议。

其次，应重新确立师范课程发展的新方向。科南特主张师范课程既要有文、理科普通教育的广博基础，又要有系科专业教育的专深素养，同时还要保证教育学专业课程的应有地位，在此基础上，针对美国师范教育的现状，加强学术性文、理科目的基础知识和基本的智力训练。这就是科南特所谓的师范教育改革的“新方向”。在科南特提出的师范课程结构中，文、理普通教育的科目包括英语、文学、艺术、历史、数学、科学、哲学、经济学等，其课时数约占总学时的50%。各科专业课程的学时数约占总学时数的37%，教育专业训练的学时数约占13%。[19]科南特承认教育学科的某种价值，但认为这些学科在智力训练上是软弱无力的，因此主张对教育理论课程加以精简，删去空泛、重复的内容，增加实用、科学的内容，将教育研究的重点放在美国社会的教育、学生集体的行为和人的发展等方面，提高教育课程的学术水平。教师的继续教育、在职进修也应侧重提高学术性文、理课程的水平，而不是着重于教育课程。他要求小学教师必修的教育课程在整个教学计划中不超过1/4，中学教师则不超过1/8。他甚至建议由对教育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社会学家、历史学家和心理学家来教授教育科目。师范教育的这种“新方向”的目的在于培养科学人才及能培养这种人才的教师。

最后，应将教学实习作为教育专业训练的重点。科南特认为教学实习是培养合格师资各环节中最基本的因素，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它既是教师培训的一个重要步骤，又是考验和检定教师能力的重要依据。科南特指出，指导教学实习的教育学教师，其角色类似于医学院的“临床讲解教授”，应由对教学法和文理科目都有造诣的人担任，他们应与中小学的教师合作共同负责师范生的教学实习，并把教学方法的学习与教学实践和对实习生的评价统一起来。使每一个师范生都能胜任教学工作，这是师范教育工作的重点，评判学生胜任与否的依据是学生在教学实习中所取得的成绩，而不是在学习教育课程阶段所取得的学分。

（四）关于天才教育

科南特与早期的要素主义者一样，十分重视天才儿童的培养。早在1950年，他在自己参与编写的《天才儿童教育》这本小册子的前言中就指出，美国教育忽视对在全体学生中占少数的具有天赋才能的儿童的培养，造成了对“有学术才能的人”的培养的失败。在《知识的堡垒》一书中，他进一步指出：“没有一个人期望大部分学龄儿童学会演奏一种乐器，但是几乎人人都希望鼓励有音乐天才的儿童发展他们的才能。我们对待音乐的态度，可以作为我们美国人对我们具有语文或数学天才的青年教育应有态度的榜样。需要焕发地方的热情，发现并适当地教育那些智力特别高的人。……通过鉴别才能激发起来的兴趣和竞赛而引起的动机，应当能使我们的学校比现在更多地利用每个世代的丰富的才能资源。”[20]

科南特认为英才学生约占学生总数的3%，对这类学生要在其比较年幼时就把他们鉴别出来，最大限度地发展他们的特有才能。学校应创造相互竞争的学习气氛，提倡学生间的竞争精神，在全国规模上设立必要的有奖竞赛。科南特主张对天才学生应采取特殊措施加以培养，如编成特殊班级进行教学、配备专门的教师、在中学高年级开设大学选修课、开设免费的暑期班等。

科南特的教育思想对美国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过相当的影响。1961年，美国全国教育协会政策委员会通过的《美国教育的中心目标》的声明，就是在科南特的影响下，把智力训练作为中学基本职能的新重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界大力推行天才教育和数学、自然科学、外语“新三艺”，推广“科南特学校模式”改革中学和师范教育课程，都与科南特的积极推动有着直接的联系。

科南特的教育思想对美国经济和科技的发展，对军事力量和国际影响的加强都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对西方其他主要国家和苏联等国的教育改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科南特的报告开始受到批评，被认为忽略了学生的情感、社会责任感及职业准备。有人要求“用多重的非传统的学校来代替科南特在其有影响的《今日美国中学》一书中以及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他对教育家和社会各界参加的全国会议上所做的所有讲演中如此强烈提倡的综合中学”[21]。但从1983年美国联邦政府发起成立的“教育委员会”提出的报告《国家处于危险中，教育改革势在必行》的内容中可以看出，这些建议的基本精神和这次教育改革的基本倾向，与当年科南特的主张又有其“惊人的相似之处”。[22]

四、贝斯特、里科夫的教育观点

贝斯特是美国历史学家、教育评论家，毕业于耶鲁大学，曾先后在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斯坦福大学、伊利诺伊大学、牛津大学、华盛顿州立大学执教。1956年任美国基础教育协会会长职务，主要著作有《学习的恢复》《教育的荒地》等。

作为教育评论家，贝斯特对美国教育持批判的态度。他认为，美国虽在一个多世纪里为普及教育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校生人数已发展到1870年的4倍，取得了相当的成就，但与此同时，美国花费在教育上的经费也增加了90倍以上。美国人民慷慨地、忠实地维持的公立学校，其教育质量与国家投资的经费和人力相比是极不相称的。公立学校没有培养出在读、写、算和普通知识方面受到足够训练的合格毕业生，这已经引起了大学、企业和家长的“普遍不满”。

原因何在？贝斯特指出，“归根到底，所以造成我们公立中学的平庸表现，不在于缺乏努力而在于没有方向”[23]，即美国教育缺乏正当的目标。在贝斯特看来，美国公立学校表现出一种“反理智主义的歇斯底里症”，将教育的主要职能看成“生活适应”，或看成经验的重组，将学校或大学当作“奢侈供应行业的一个分部”，是一种为那些“学习上马马虎虎、消磨时间却有一套的青年男女提供适合他们的消遣的学校教育”。

在贝斯特看来，美国公立学校在教育的名义下从事着过多的与教育无关的事情。而“真正的教育就是智慧的训练”[24]，一种健全的教育制度应当提供充分的基本智力课程的训练。学校不允许存在非理智的活动，学校本身也不应是生活适应或职业训练的机构。学校的目的是完全有关智育的目的的，其他诸如道德行为、社会适应以及公民义务教育等固然也很重要，但只能是在学校所特有的智力训练的框架内进行。

“智力训练”在贝斯特看来，即审慎地培养思考能力，它与基本技能和基础学科紧密相关。读、写、算能力关系到能否掌握文明所需的各种复杂的技能、技巧，是重要的学习内容；基础学科包括历史学、哲学、数学、化学等，这些学科是人类经过若干世纪的试误过程通过研究手段的不断完善而形成的，“掌握这些知识并非仅仅为了深造，它们对于保障人们自身权利也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25]学科并不只意味着事实的堆积，更重要的是学科代表着思考问题的方法，“而将这种训练有素的思考能力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正是教育制度所要担负的首要的不容回避的责任”。[26]

贝斯特坚信以理智训练为目标的教育“对国家的福利和民主制度的安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首先，从政治层面看，民主国家要求公民具有高度的文化教养，在推理和判断能力方面受过严格的训练，否则，公民作为选民将因无从理解科学、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经常需要国家当机立断的国际关系等复杂的问题而有害于政治民主制度。其次，从经济层面看，美国的公立学校及与之衔接的其他教育机构，担负着培养科学家、医生、学者和工程师的责任，“如果学校不能胜任这项工作，国家就将因为丧失智力而受到威胁，并将直接导致工业萧条和防务力量的削弱”[27]，直接影响国家安全。最后，从精神层面看，国家的文化价值，也“应当通过学校的智力训练去捍卫”，一个民族丧失对自己崇高目标的信念将会导致精神的堕落。总之，“民主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健全的精神取决于这个国家的教育制度能否紧紧跟上现代生活与日俱增的对理智的迫切要求”。[28]

为消除对“普及的、公共的、民主的教育原则”的误解，合理地使用有限的教育资源，贝斯特主张美国教育应明确地区分两个原则或两个教育目标：一个目标是“确保每一个未成年公民受到起码的智力训练”，这就是普及教育的原则；另一个目标是“为每一个有才华的并且在发展自身智力方面不遗余力的青年提供深造的机会”，这就是教育机会均等的原则，同时兼顾两者才是民主的教育制度的真实含义。如果国家不能提供足够的普及的学校教育，理智生活的基础就会受到削弱，如果不能为富有才干、学习勤奋的人提供足够多的高深的教育，就注定会把国家带到一条“智力平庸、停滞不前的歧路上去”。

贝斯特认为“普及教育”和“教育机会均等”两个原则或目标决不可混为一谈。他说，对于前者，国家已经投下了大笔的钱，接下来应当把注意力放在后者上。义务教育阶段一过，教育选择性原则必须立即付诸实施，必须把高深的训练当成一种非经努力就不能到手的特权，必须对成绩优异、学习努力的学生实行奖励，必须把这一阶段的教育看成一种投资而不是施舍。即使在普及教育原则下，也要注意避免教育资源的浪费，普及教育原则并非社会福利原则，也不是一种无差别教育的原则。总之，教育必须让“智力竞争”这一健康的力量重新得到体现，让有能力者得到力所能及的发展，教育者所要关心的不是退学学生的总数，而是天资好、智力高的学生是否因缺少资助或学习课程不足以提起他们的兴趣而辍学。

为使学校工作能突出重点，将有限的资源和时间做出合理的分配，贝斯特对学校的职能按其重要程度的序列进行了详细、具体的界定和排列，依次为：第一，提供基础学科方面标准的智力训练；第二，为特优生提供特殊的机会；第三，开设面向优生的特殊教育课程和面向差生的补习课程；第四，开设公共体育课；第五，开设多样化课程，包括某些职业训练；第六，设法让属于正常情况下退学的学生从学校的教学计划中获益；第七，确保高才生能继续维持学业；第八，设计“适应生活”一类的课程；第九，举办校际体育赛事。为此，学校的活动也应相应分为九类，依次分别是：①基础知识学科的规范化教学，这些学科包括英语、数学、历史、自然科学、外国语等；②面向优秀学生的专门活动；③面向后进生的辅导课程；④公共体育课；⑤职业训练；⑥课外活动；⑦为优秀生提供奖学金；⑧“适应生活”类的课程；⑨举办校院体育赛事等。

学校的一切活动，包括财政预算和经费配额都应以此为基础，区别轻重缓急，做出合理安排。显然，在上述九类活动中，以第一类基础学科的教学最为重要，经费和学时占有都应最多。最后两类活动在资源不足时是可以放弃的。贝斯特认为对教育活动只有分清主次，才能明确方向，才能克服进步教育所造成的“混乱”局面，使美国教育不仅在“数量”上取得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得以真正地提高。

里科夫是美国教育评论家、海军中将，于美国海军学院毕业后继续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学习电机工程。他曾在海军担任过各种职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田纳西州原子能委员会计划并监督制造了美国第一艘核潜艇。20世纪60年代开始关注教育问题，撰写了不少评论美国教育的文章和著作。主要著作有：《美国教育——全国性的失败》《教育与自由》《瑞士教育与美国教育》等。

里科夫的军旅生涯，使他对苏联人造地球卫星上天给美国国家安全造成威胁的危机感更加强烈，他对教育问题的论述也是从这一政治战略角度出发的。他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装置的有力冲击不仅深入星际空间，也击破了美国对现代技术优势的自满信念，使得美国人对一向被视为“母性”一样神圣不可侵犯的教育制度发生怀疑。

里科夫指出，面对一个公开声称要“埋葬”我们而且逐日加强它的工业和军事力量的强大和无情的对手，首先，“必须唤醒美国人认清我们民族所面临的危险……重新估价我们所珍爱的信念和生活方式”[29]，其次，必须借鉴俄国教育成功的经验，虚心学习欧洲的优秀教育传统。

在里科夫看来，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是“俄国教育的胜利”。他将苏联教育与美国教育进行了比较，认为苏联教育的胜利是有其原因的。苏联的国家收入总体虽不高，但与美国相比，其用于公共教育的百分比却较大，苏联对学术成就的奖励非常吸引人，以致苏联学生愿意学习学术性科目，而美国教育则缺乏这样的激励制度，美国55%的中学毕业生中，只有很少一部分曾经学过苏联39%的中学毕业生在文学、本国语、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和地理各科所学过的内容；苏联虽跟美国一样缺乏校舍，但它采用二部制，对教室和实验室的利用率是美国的一倍；苏联对教师业务标准定得很高，教师教学负担很重，但社会尊重他们，待遇也相对很高，美国教师则缺乏这样的标准，地位和待遇也不够有吸引力；苏联缺少引诱儿童溺于玩乐的环境和自由，客观上有利于儿童集中精力，认真学习，美国儿童则在进行充满快乐的活动中忘记了学习的真正目的；苏联的科学家没有政治批评的权利，但在与政治相离较远的学科领域内，如数学、物理、化学、天文学等，却被给予了显示自己特殊才能的自由，这促使有聪明才智的人的批判能力集中发展到科学研究工作上来，美国科学家的环境显然是与此不同的。

从苏联的教育制度中，里科夫认为可以判明两个基本事实：一是在一个极权国家，即使人民生活标准极低，也能把某个经济部门提高到世界上最发达的水平；二是一个现代的专制国家能通过一种符合国家利益而不考虑儿童个人需要的教育制度，使全体儿童的智能发展到极限。

为此，美国应采取相应的对策。里科夫认为，美国作为一个非极权国家和多重目的的社会，国家收入、国家财富和人才是在公开市场的价格制度下分配到各经济部门的，人们倾向于享受标准越来越高的物质福利，追求快乐舒适的生活，而对用于保证在“热战”或“冷战”中军事及政治胜利的东西则投入不足。在国家危机面前，里科夫认为应重新建立价值标准，“以更大的努力用于足以使美国强大的事情上去”，为此，不惜做出物质上的牺牲，哪怕这种牺牲是巨大的。他建议，一要增加教育投资，将生产合理的生活必需品以外的经费，如庞大的广告开支和新型汽车制造与消费的费用等节省一部分，投到教育上；二要提高科学家和技术专家的待遇，提高他们的威信、地位和物质报酬，使更多的年轻人选择走科学的艰苦学术工作的道路。

然而，里科夫指出仅仅靠增加教育经费和提高科学家待遇的措施是远远不够的，最为重要的还是要通过教育制度来培养“通晓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的科学家和工程师。在里科夫看来，美国现行教育最为严重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对优秀智力的漠不关心，对心智问题的漠不关心”，进步教育是造成这一问题的始作俑者，进步教育家们所特有的那种轻松的乐观主义、盲目的自满情绪和拒绝警告的自负对教育造成了极大的损坏。这就意味着对美国现有的教育制度要进行彻底的改造，“有训练的人才只能从彻底改造过的教育制度培养出来，这种教育制度有着完全不同的目的和比较高的学术标准”。[30]

除借鉴俄国教育的经验外，本着对欧洲传统教育的倾心向往，里科夫建议学习欧洲的教育经验，进行一次教育革命，通过这次革命，使美国儿童受到“严格的学术性教育”，培养出“既有扎实的文理学科的基础，又受到优良的专业教育”的人才来。

贝斯特、里科夫的教育思想与科南特一样，构成了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课程改革”和“天才教育”的理论依据，对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产生了一定影响。

五、要素主义教育理论评析

纵观不同时期要素主义教育家的言论，可以发现，要素主义是一种把学校的基本职能视为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基本要素的教育理论。其基本主张可总结为：①在教育目的上，强调人的心智或智力的发展；②在教育内容上，主张开设以学科为中心的系统的学习科目，要求学生掌握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③在师生关系上，强调教师是文化的代表者，在教育过程中属于支配、主导的地位；④在教育与社会关系上，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特别是为国家急迫的政治和经济的现实服务，为社会培养高素质的公民和知识深广、善于思考的专业人才；⑤在教育的重心问题上，要素主义者反对迎合儿童即时兴趣和需要，反对学校承担如“社会适应”“职业教育”“消费教育”“娱乐活动”等一类非本质的功能，要求学校以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的学习为重心，强调如果学校承担上述非本质、非要素的活动，就意味着基本技能和基础知识的要素核心将被冲淡或削弱。

要素主义者的上述观点早期没有受到人们普遍的注意，影响有限。其理论主要代言人巴格莱20世纪40年代中期去世，使该流派的领导力量受到削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进一步抑制了要素主义教育思想的传播。但从20世纪50年代起，要素主义一跃成为支配美国教育发展的主要思潮，“为60年代后美国的中、小学课程改革运动提供了理论武器，课程改革运动中很多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都是从要素主义教育观点中受到启示而投入改革的”。[31]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南特、贝斯特、里科夫等要素主义者对美国教育实践的影响较大，他们的许多教育主张，如加强基础知识教学、实行天才教育等已被美国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所采纳。科南特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进行的两次大规模的教育调查的基础上写成的《今日美国中学》和《美国师范教育》，对20世纪60年代美国公共中等教育和师范教育改革发生了重要影响，是改革的指导性文献之一。

要素主义主张系统知识的学习和传授，强调学习内容的逻辑性、连贯性、顺序性，反对任凭儿童兴趣放任自流的所谓“做中学”，对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合格人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美国当代教育史上几经反复的“钟摆式”发展历程表明：忽视学科内容自身逻辑结构的学习最终必然导致教育质量的严重下降。要素主义者主张在学校中要树立教师的权威，要有严明的纪律，要有一定的考试制度和奖惩制度等，这些主张只要不被推到极端，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学校教育自身的规律的。

要素主义要求大力发展对少数有天赋的学生的天才教育，在某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和某些重要的历史时期应不失为一项积极的教育措施，因为“教育周期比较长，实施天才教育可以缩短时间，对一个国家或民族解决燃眉之急的缺人问题是个好办法”[32]。从实际效果看，要素主义者的英才教育措施也的确为培养美国当时亟须的科技人才发挥了作用。

此外，要素主义教育在立足于社会现实和国际形势的基础上，要求传授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长期以来进步教育缺乏明确的教育目的和有效的教学内容的弊端，它“在一个风雨飘摇的大海里为美国的教育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33]

要素主义教育也存在着一些严重的不足。从理论上看，要素主义关于学习人类文化共同要素的思想尚缺乏科学依据和哲学基础，对如何科学地界定出学校所需传授的人类历史文化中的基本要素没有予以明确的证明，或提出明确的原则。只是迫于时局和形势的需要（常常是从国家政治和安全的角度）提出自己的要素设想，并将自己所认可的要素视为公认的、普遍的、必然的，这使得要素主义者对学校所需传授的人类历史文化中要素的界定缺乏严密的论证和辩护，更谈不上实证。

有些有争议的学科也被作为要素内容在学校予以设置，是难以令人信服的。如巴格莱认为古典语（拉丁语、希腊语）也是学校应当开设的科目，理由是古典语的学习会锻炼人的心智，从而对其他科目的学习发生正迁移，但关于古典语的学习是否对其他科目的学习有正迁移的作用，桑代克和伍德沃德早在20世纪早期就曾做过较为严密的实验，实验的最终结果是古典语的学习对其他学习没有迁移的效果，或效果极不明显。巴格莱在20世纪30年代重提学习古典语，将之作为基础科目，而又未对上述实验结论予以证伪或提出有根据的驳斥，其对要素的界定难免不足以使人信服。

要素主义强调教师权威、书本中心和学校纪律，对进步教育过于放纵儿童、降低学习要求在实践中造成的严重后果具有纠偏的作用。但要素主义在这个问题上又走到了另一个极端，片面强调书本知识，轻视学生的学习自主性和实践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压抑了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同样也不能产生良好的教育效果，甚至引起了学生的不满和抵触情绪。实际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要素主义并没有使美国的教育改革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产生多大效果，反而引起了新的问题。

要素主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度成为美国教育改革的主导性思潮，这与当时国际形势、政治格局及联邦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着直接的联系。但要素主义在专业的教育领域的影响并不太大，倒是在20世纪70年代“恢复基础运动”中及此后产生了不断增长的影响。关于这点，西方有学者指出：“尽管要素主义者详细地、不停地阐释其立场，他们的教育哲学在教育学院、在师范教育中或在专业文献中并不流行，要素主义不是被忽略了就是被降到教育史中书之注脚的位置……从70年代开始美国的要素主义以颇为流行的‘基础’教育运动的形式复活，在某些方面，这个当代运动像较早前的要素主义一样，对美国公立教育提出了很多批评。”[34]要素主义与美国的“恢复基础运动”及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育改革的主导方向之间所存在的关系仍是一个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第三节 永恒主义教育派的理论

一、永恒主义教育派的思想渊源

永恒主义（Perennialism）是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美国的重要教育思想流派，其哲学基础是欧洲古典实在论。这种实在论认为个别的、具体的事物及其变化发展是非本质、不真实的，一般概念才有真实性，共相才是事物的本质。永恒主义就是运用古典实在论的观点来解释教育问题的一种教育哲学思潮。

永恒主义认为，教育的重要原则是亘古不变、普遍适用的。其主要信条如下：①由于人性是不变的，因而立足于人性的教育的性质也应是永恒不变的；②理性乃是人将自己从其他动物中区分出来的特性，是人的本质力量之所在，因而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培养人们运用理智的能力；③由于真理是不变的，放之四海而皆准，教育应该使人掌握真理，而不应去适应当下的、稍纵即逝的眼前需要；④教育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对生活的准备；⑤应当让儿童学习能使他们认识精神和物质世界之永恒事物的那些基础科目，经典著作包含着所要学习的永恒真理，应是主要的学习内容。

永恒主义教育理论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古希腊时期的自由教育传统。永恒主义者引证最多的就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亚里士多德把灵魂分为植物的、动物的和理性的三类，认为理性乃人之灵魂的根本特征，正是理性灵魂使人区别并超然于动物和植物。在亚里士多德看来，任何灵魂的真谛或目的就是实现其最大的潜在可能性，所以，对人的教育应当尽可能地发展和实现其理性力量。

自由教育以人的理性为发展目标，强调心智的训练，这种教育思想在西方源远流长，具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基础。古希腊时期智者派创设的“三艺”、柏拉图倡导的“四艺”、中世纪的“七艺”都是为实现自由教育而开设的科目，其影响力波及至今。尽管19世纪兴起的科学教育对传统的自由教育形成了巨大的冲击，但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自由教育仍构成欧美中等教育的主流。20世纪后，由于“实验教育运动”和“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盛行，自由教育居于教育理论和实践中的优势地位从根本上受到了挑战，丧失了其原有地位。

20世纪30年代，西方政治、经济危机的爆发，导致人们对居于主流地位的进步教育的怀疑。一些大学和学院的学者，立足人文主义立场，纷纷发表观点，声称自然主义、实用主义和科学哲学支配学校的教育实践是不合适的。他们认为，现代社会种种危机的根源在于现代人的精神、理智的破产，即古希腊和中世纪信念的崩溃，这种崩溃是与培根等近代先驱者的出现同时产生的，又由于卢梭等个人主义者的出现而更甚，到杜威则达到了顶峰。拯救的办法就是要进行“道德的、理智的、精神的革命”，即推倒近代的信念，恢复古希腊、中世纪的信仰，完成这种革命要依靠教育的力量。永恒主义就是这一时期从传统的自由教育精神出发，以进步教育和实用主义为对立面建构起来的教育理论。其中赫钦斯的教育思想最具代表性。

二、赫钦斯的教育思想

赫钦斯是永恒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言人。在耶鲁大学求学期间，他感到法学专业对学习文法、修辞和逻辑知识的严格要求能使人获得很好的训练，而这些科目正是西方传统自由教育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赫钦斯自此对实施自由教育产生了殷殷期望。

1929年，年仅30岁的赫钦斯出任芝加哥大学校长，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大学校长之一。在他的领导下，芝加哥大学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进行了全面的教育改革，从办学目的到教学方法，从大学体制到课程设置，无一不在永恒主义的目的和原则下予以重新规划和组织。20世纪30年代后期，美国马里兰州安纳玻利斯的圣约翰大学的教育改革，也是在赫钦斯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不仅如此，他的教育思想影响力还触及20世纪60年代英、美两国部分大学的教育改革。

20世纪40年代，赫钦斯主持编纂了由英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出版的《西方世界经典著作》大型丛书，该丛书共54卷，在西方世界颇具影响，至20世纪80年代初，该丛书已重印了20余次。

赫钦斯的主要教育著作有：《美国高等教育》（1936年）、《逆耳之声》（1936年）、《为自由而教育》（1947年）、《伟大会话》（1952年）、《民主社会中教育的冲突》（1953年）、《乌托邦大学》（1953年）、《美国教育之考察》（1956年）、《学习化社会》（1968年）等。

（一）教育的最高宗旨——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充分实现

赫钦斯对教育问题的批判和论述，特别是对教育目的和教育价值的界定，无一不是以基于古典实在论的有关宇宙、人性和知识的见解为依据的。赫钦斯视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充分发展为教育的最高宗旨，就是以与古典自然律思想相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在他看来，宇宙是有秩序、有意义的，变化万端的事物背后都贯穿着决定宇宙秩序的根本原则或规律，支配事物变化的法则是永恒不变、普遍适用的。人，作为宇宙间的存在，也要受到永恒法则——自然律的支配，“自然律是以人性为基础的”，它不仅意味着人类固有本性力量展开的逻辑和现实的必然，还具有道德的含义，即也是一种道德律，遵从这种必然性本身便具有至高无上的道德价值，两者是合二而一的事情。

赫钦斯所谓的自然律实际上指的是“人成其为人”的规律，是人的本性的展开和实现的过程。他沿用了亚里士多德常用的属加种差的定义法对人之本性进行了形而上学的描述，认为“人是道德的、理性的、精神的存在物”，“人的进步意味着人的理性、道德和精神力量的最充分的发展”。[35]

赫钦斯也曾对教育目的做过其他多种表述。比如，教育目的在于发展人的理性；在于帮助人寻找善的秩序和价值等级；在于引出人类本性的共同因素；在于把人联系起来并促进人类思维的发展；在于培养智慧美德；在于培养自由心智；等等。在上述诸多形式的表述中，始终贯穿着一个精神实质，即人作为一种区别于植物、动物的“类”，其理性的、道德的和精神的本性的充分实现，才是教育应当孜孜追求的最高目的。这一目的的实现靠的就是自由教育。

由于赫钦斯把理性和道德作为人所共有的本质力量，且认为真理是有关宇宙和人性的绝对正确、永恒不变的知识，所以，他断言：教育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对任何人都是相同的。他的一个著名的三段论式命题就是：“教育意味着教学，教学意味着知识，知识是真理，真理在任何地方都是相同的。因此，教育在任何地方应当是相同的。”[36]

（二）实施全民教育——自由教育

自由教育（亦称文科教育、文雅教育、博雅教育等）是赫钦斯教育思想的核心部分。赫钦斯对自由教育的价值做过充分的估价。首先，他认为自由教育是使人的本性得到充分发展的教育，是以人为中心，以培养人的优秀性为目的的，“凡是人，无论是普通公民，贩夫走卒，还是专家学者都应该接受这种植根于人的理性的自由教育，以便使自己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自由人”[37]；其次，自由教育具有促进思想交流和文化传递的价值，因为“自由艺术是交流的艺术，人类心智的伟大产物是全人类的共同遗产，这些遗产提供了一种框架，通过它，我们就能相互理解，没有它，所有的事实材料和局部研究及社会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就是琐碎的和无用的”[38]。自由教育能够给予人们共同讨论问题的共同的思想、原则和信念，赋予人们进行交流所必需的技能，也正是要通过自由教育，西方的这种传统文化才能延续下去。

赫钦斯主张自由教育的内容应由两大部分组成：一是那些触及了有关人性、社会和自然本质、具有永恒价值的永恒课程；二是理解基本问题或进行心智训练所必不可少的思维和学习的技能，即自由艺术。前者包括从古至今的西方经典著作和文献，从荷马史诗到联合国宪章，从古希腊、中世纪的名篇佳作到近现代包括马克思、爱因斯坦的著作在内的西方思想巨著，共80多名作家的140部作品，既有文学作品，又有哲学、历史、心理、物理等著作；既有诗歌，又有圣经；既有经验科学方面的名著，又有历史性文献，题材极为广泛。后者，主要包括文法、修辞、逻辑、数学等，这些学科是阅读经典著作、理解西方悠久文化传统的必不可少的手段，且自身就具有心智训练的作用。

经典著作的学习以“研讨班”的组织方式进行，由15～25名学生在阅读教师指定材料的基础上进行相关问题的讨论，教师不过多地进行教学或解释，其任务在于在研讨班中维持一种“会话”的气氛。在赫钦斯看来，阅读名著就是读者与著者间的思想交流，是读者与著者间的“对话”，教师应采用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法，提出问题，引导学生讨论。此外，赫钦斯还主张设立与学习经典著作的“研讨班”相辅相成的“指导班”，对学生的语言、数学、科学等学科的学习提供训练和指导。

自由教育应是全民性质的，赫钦斯认为这是现代社会自由教育对西方传统自由教育的超越，因为自由教育在赫钦斯看来具有两大特征，它既是统治者的教育，也是闲暇者的教育。这两个特征使得自由教育在以往的少数人专制的社会里，在人们还没有从繁重的生产劳动中挣脱出来时，不可避免地带有阶级的色彩，只能为少数人所享有，而在现代社会“民主使得每个人都成了统治者，因为民主的实质就在于普选权，如果自由教育是统治者应该接受的教育（对这一点我从来未否认过——原注），那么，每个人都应当接受适合于理智地运用闲暇的教育，即自由教育；如果闲暇使得自由教育成为可能，而工业化又给每个人以闲暇，那么，工业化就使得人人接受自由教育成为可能”[39]。

（三）社会精英的造就——高等学术

在普通学院4年的自由教育基础上，赫钦斯主张实施3年的大学教育，即高等学术。它既是自由教育的继续和深化，具有教育的职能，又是对高深专门知识的探索，具有研究的职能。两者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作为教育，是对理智美德的追求，作为学术，它致力于知识的增长”。[40]

赫钦斯是20世纪上半叶对美国高等教育现状批评得最为激烈的教育家之一。他极力推崇注重自由教育和纯学术研究的古典大学模式，本着对欧洲大学传统精神的倾心向往，他对背离这种精神，向着实用主义、科学主义方向发展的美国高等教育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其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①美国大学的课程缺乏“理智”内容，形成了“反理智的大学”，所开设的课程无聊而杂乱，从事着与培养人的理智力量无关的活动；②美国高等教育一味满足适应社会的需要，从事过于庞杂、以谋生为目的的职业训练工作，忘记了自己的真正职能，降低了大学的水准，使大学堕落成一个发放文凭、证明职业资格的机构；③美国高等教育过于追求规模与数量，而忽视了提高质量；④美国大学过于崇尚金钱，误把维持一所大学生存的物质条件当作竭力寻求的目标，以至于失去了自己的独立性，丧失了学术自由；⑤美国大学各科系间缺少共同的语言和思想交流的基础，高等学术沦为封闭、狭隘的职业技巧。

在赫钦斯看来，大学应是指导人类前进的智慧灯塔，而不是如实反映社会需求的镜子，大学必须为真理的目的而追求真理。现代大学应跟古代和中世纪的大学一样，成为“独立思想的中心”和“批判的中心”。按古代和中世纪大学的精神，赫钦斯不仅在理论上提出而且也在实践中推行了他的高等教育理念。在由他主持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芝加哥大学的改革实践中，他将芝加哥大学各科系调整整合为三个学院：形而上学学院、社会科学学院、自然科学学院。形而上学学院是研究最高学问的机构，“不仅包括对第一原则的研究，且包括由它派生的学科：关于自然界变化原则的自然哲学和对人及人的艺术品（包括文学）的研究”[41]；社会科学学院开设作为实践哲学的伦理学、政治学、经济学和法学等课程；自然科学学院以自然为研究对象。学生可在上述三类学院中选定某一类中的某一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业，在学习本专业的同时兼学其他两个学院的课程，尤其是学习形而上学，“那些自身没有理智内容的专业学院”就这样被取消了，现代大学科系中那些收集材料和专业实践活动，被赫钦斯安排到位于大学附近，但不属于大学的研究所和技术中心进行，谋生所需要的职业技术，更应该在职业岗位中通过“学徒制”去实际训练。

（四）未来社会的理想——学习化社会

学习化社会（the learning society）一词现已被人们广为接受，最早使用这个词的就是赫钦斯。他早在1953年就提出了“学习化共和国”的概念。

所谓学习化社会，赫钦斯认为：“也许就是任何时候，不只提供定时制的成人教育，而以学习、成就、人格形成为目的而成功地实现着价值的转换，以便实现一切制度的目标的社会。”[42]在学习化社会中，工作与回校学习可交替进行，社会设立多个成人教育中心，让学习者在此研讨那些“最重要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从哲学最基本的问题到当今最为急迫的社会问题，等等，都可以提出来加以讨论。组织成人教育中心的目标，不在于改进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或谋求职业，而是像古雅典人那样谋求全体公民优良才能的最充分的发展。

赫钦斯宣称君主制的原则是荣誉，暴政的原则是恐怖，他所信奉的共和国的原则则是教育，且是“终身自由教育”或“无止境的自由教育”。现代社会必须进行终身教育的缘由，赫钦斯分析如下：①终身自由教育是人之为人的要求。人只要活着，就不会停止成为人，就得运用人之为人的本性力量，即理性，这是一个与人的生命同始终的过程，而理性的发挥就意味着教育和学习，在这个意义上，人是学习的动物，生命不息，学习不止。②终身自由教育是教育活动自身的要求。“需要经验的学科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有些学科只能在儿童成人以后有了一定的经验才能理解，“且经验越丰富，理解力就越强”，因此，教育也应随着人的经验的增长而不断加深。③终身自由教育是应付未来社会变化挑战的需要。20世纪，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成就和由它带来的知识、技术、职业的变动，已使教育无法为之而直接准备.教育面向未来的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通过持续不断的自由教育，发挥人的理智力量，在瞬息万变的现实社会中以不变应万变。④终身自由教育是工作“人文化”和享受闲暇的需要。西方工业化生产的机械化、自动化，一方面使生产劳动变得越来越单调、无人性，另一方面又给人们带来越来越多的闲暇。在前一方面，“任何形式的职业或技术训练似乎都不能有助于给集装线的生活予以意义”，只有通过终身自由教育使他们的心智得以训练，理解力得到提高，才能使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生产的目的、过程及意义，工作“人文化”的目标才能实现；就后一方面，自由教育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一种闲暇享受方式，终日娱乐式消遣（如看电视）将会使人退化到“最低形式的植物生活水平”。

“学习化社会”一词的提出，是赫钦斯对西方教育的重大贡献。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刊行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作为寻求未来社会形态的概念承用了这一词。尽管对教育的理解不尽相同，但在指出教育与社会的变革最终必然是走向学习化社会的道路这一点上却是完全一致的。此后，美国卡耐基高等教育委员会也提出了《走向学习化社会》的报告书，从而使“学习化社会”这一概念日益流行，相关的实践也越来越活跃。

三、阿德勒的教育观点

阿德勒是美国哲学家、教育家，早年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和工作期间，约翰·厄斯金（J. Erskine）开设的阅读和讨论西方古典著作的研讨班对阿德勒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和长远的影响。

早在20世纪20年代，阿德勒就结识了以后成为他密友的赫钦斯。两人的教育思想极为一致，以至于阿德勒在阐述自己的教育观点时经常使用“赫钦斯和我认为”的句式。1930年，阿德勒应时任芝加哥大学校长的赫钦斯的邀请，前往芝加哥大学任教，协助赫钦斯对芝加哥大学进行改革。1937年，阿德勒与赫钦斯等人又领导了马里兰州安纳玻利斯圣约翰学院的改革。在大学和学院改革期间，他们共同推出了以西方经典著作为教学内容的名著课程。为推进西方名著学习计划在社会范围的实现，阿德勒和赫钦斯又共同发起成立了西方名著基金会，该基金会在20世纪60年代初发展成美国最大的成人教育机构之一。1952年，阿德勒创办了芝加哥哲学研究所并任所长，此后继续在全国各地参与校外成人名著研讨班的组织工作，其中以阿斯彭（Aspen）成人文科研讨班影响最大。

1944年至1952年，阿德勒与赫钦斯一起共同主编了在西方社会颇具影响的《西方名著丛书》，1977年又与多伦合编了《西方伟大思想宝库》，该书被称为“三千年西方思想的第一部指南”。

阿德勒对哲学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在1977年出版的自传《逍遥自在的哲学家》（Philosopher at Large）中表示自己更倾向于接受作为一个哲学家的声誉。不过，阿德勒一生关注教育并为之付出了毕生的精力，如领导大学教育改革、编写名著（如西方思想宝库）、推行成人名著计划等，这是有目共睹的，只不过是阿德勒在哲学，特别是在英语阅读指导方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超出了他对教育的影响，如他撰写的《怎样读一本书》已成为指导英语阅读的经典性著述，被认为“比他其他著作之总和的影响还大”[43]，某些指导阅读性文章甚至被收录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的权威性大学英语阅读教材中。

阿德勒的主要哲学和教育著作有：《艺术与智慧》（1937年）、《当代教育危机》（1939年）、《怎样读一本书》（1940年）、《道德的辩证法》（1941年）、《教育革命》（1958年）、《哲学状况》（1970年）、《教育宣言：派迪亚建议》（1982年）等。

阿德勒与赫钦斯一样倡导在学校乃至全社会实施自由教育，主张让所有的人都接受这种使人成其为人的训练。他确信理智是将人类从其他动物中区别出来的根本属性，为追求物质享受而反对理性生活的人实际上是否定他自己是一个人。在阿德勒看来，人具有知性与德性两个方面。基本的知性是理解力、知识与智慧，自由教育就是以发展知性为己任的；基本的德性包括勇气、坚毅、克己、公正和审慎，它们是其他德性的根源。知性与德性两者是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人的精神和道德发展的能力，帮助人获得良好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理智和道德美德。这种以人的理智和道德发展为目的的教育，从社会方面看是政治的或服务性质的行为，从个人方面看，是为富有创造地享受闲暇而对业余时间的健康、崇高的享用。”[44]

以人的理智和道德发展为目标的教育是一个发展或完成“人”的过程，这个过程的目标是绝对的和普遍的，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对任何人都相同，是永远不变的。西方名著就是“超越它们源起的地域”和时间的限制的最好学习材料，每一部名著“都能以独特的方式提出人所必须面对而且经常发生的基本问题”。名著中蕴含着对人类重大问题和原理的积极探索，这些探索所得出的结论都是人类思想最重要的成就。在阿德勒看来，一切伟大著作都是当代著作，名著的学习能使人的心灵获得“见解、领悟力及智慧”，阅读名著是教育的手段，是“优雅生活的手段”，其真正目的是使每个人都能过上“自由人和自由民的生活”，这也是自由教育的目的所在。除经典著作外，阿德勒还大力提倡与学习经典著作紧密相关、建立在传统的“自由七艺”基础上的“自由课程”，如文法、数学等，认为这些学科可训练心灵和发展逻辑能力，使人掌握写作、说话和推理的基本规则。

阿德勒认为自由教育应当是全民的终身的教育。他与赫钦斯一样分析了自由教育的实施条件，指出现代社会民主政体的建立、经济的繁荣和闲暇时间的享有，已使传统的只为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教育成为人人都能接受的教育。而学校教育在实施自由教育方面是有局限性的，学校不可能完成全部的教育，因为学校存在着“学生过于年轻或不成熟、课程不适合年轻人等这样一些内在局限性，闲暇活动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离校后继续学习，学校教育充其量只是一种准备”[45]。

在教学的性质和方法上，阿德勒沿袭了亚里士多德的思路，把教学与农耕和医疗工作进行了类比。他认为教学是一种“合作性”的艺术，这种艺术与“操作性”的艺术具有明显的不同。操作性艺术是指制鞋、造船、绘画、雕刻一类的艺术。在这类艺术中，艺术家是成品成型的主要成因，自然起着为艺术家提供资源或模型的作用，没有艺术家的工作，自然本身无法生产出鞋子、船只、绘画作品或雕塑之类的产品。“合作性”的艺术所从事的是“自然本身也能做的工作”，没有艺术家的介入，自然本身也会产生结果，与艺术家介入相比，只是结果的好坏及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罢了。比如，生物无须医生亦可得到健康，植物、动物无须农夫、饲养员亦可生长，熟练的医生和农夫等仅是使健康或生长更确定、更规则、更充分而已。在社会中有些人不靠教师的帮助亦学到了不少东西，有广博的学问和深刻的见解就是这个道理。教师的作用只是在于“他讲求方法的指导使我们的学习更容易而且更有效”[46]。教师必须像农夫和医生一样对会使其艺术产生完满结果的自然的进程保持极高的敏感度，对教师而言，就是对学习的自然进程保持这种敏感度。正是人类学习的性质决定了教育的策略和方法。

教学艺术不同于农耕和治疗的艺术的地方是教学总是涉及某一心灵与另一心灵的关系。教师要与学生进行对话，这种对话远甚于“谈话”，因为大部分教学内容几乎都是不知不觉由师生间的个人交换而传授下去的。这是一种双边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教师给学生的自然学习进程以协助和指导，帮助学生领悟、评估、判断和认识真理，引导学生自己学习和思考，而不是灌输固有的概念或教条。教学是一种“最高的辅助与合作的艺术，是为了别人好而奉献的工作”。

阿德勒认为：学习能导致知识的增进、理解力的提高（而不是对事实的记忆），它本质上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教师的艺术主要是由那些如何帮助他人从较少的认识和理解水平提升到较高的认识和理解水平的方法构成”。[47]正如医生每一次医治病人时都要与病人身体的自然保持合作一样，教育亦应与每一个学习者的“自然学习进程”的性质保持合作，才能取得理想的效果。这一要求对现代学校来说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一方面普及教育的实施使入学人数大为增多，另一方面，能与学习的自然进程真正“合作”的教师为数不多。为此，阿德勒主张可以通过两个补救措施尽量予以弥补：一是让天资聪颖的学生通过无须教师帮助的发现来学习，因为这类学生需要教师的帮助较少；二是让每个好学生都去教学，以帮助学习不太好的学生。阿德勒认为：“这样做不仅让每一个学生都有一个教师，而且会使学生成为更好的学习者，因为，教他人某门学科会增加自己对它的理解。”[48]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阿德勒于1982年出版了《教育宣言：派迪亚建议》一书，重申了永恒主义的主要教育主张，某些方面也做了一些变通发展。在“派迪亚建议”中，阿德勒继续强调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使“人都成为受过教育的人”；强调学校教育不仅要给学生以知识、技能，还要培养学生接受终身教育的习惯和性向；继续倡导实施全民自由教育；进一步将学习的性质分为知识（语言、文学、美术、数学、自然科学、历史、地理、社会科学等学科）、技能（读、写、听、说、观察、测量、评价、计算等）和理解（对经典著作的阅读和讨论）三种类型，提出与上述三类学习相对应的教学方法应分别是说教法、辅导法和苏格拉底式的“谈话”法。在经典著作的学习方面，阿德勒扩大了学习内容的范围，除包括那些永恒不朽的“历史、科学和哲学”方面的著作外，又增添了“电影、戏剧、舞蹈和音乐”等方面的著作。

《教育宣言：派迪亚建议》的问世，被西方部分学者视为永恒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某种程度的复活，其发展趋势值得进一步关注。

四、利文斯通、阿兰的教育观点

利文斯通是英国教育家和古希腊学研究者，曾就读于曼彻斯特公学和牛津大学。1931年被封为爵士。历任伊顿公学临时学校助理、贝尔法斯特女王大学名誉副校长、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院长、牛津大学副校长等职。主要教育著作有：《保卫古典教育》（1916年）、《论教育》（1960年）、《教育的未来》（1941年）、《虹桥及其他教育论文集》（1959年）等。

利文斯通认为对教育目的问题的思考应建立在对人类本性的考察的基础上。人类各个时代所出现的问题和危机都产生于不变的人类本性，具有极大的相似性和可比性。教育永恒的目的就是对人精神力量的培养。科学、技术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本身并不是目的，这些知识对文明来说不可或缺，但是作为文明的基础则过于狭隘了。人不能只生活在物质世界中，人应当有精神世界的追求。现代社会过于讲求功利，尤其需要超越物质和即时需要的精神力量的指导。

在利文斯通看来，完整、健全的人类生活可划分为三种基本的需要：维持生活的需要、社会生活的需要和发展人格的需要。相应地，完整、健全的教育也应包括三个方面的因素：职业的因素、社会的因素（政治的因素）和精神的因素。这样，健全的社会需要三种主要的教育：①职业教育，它与保证社会提供它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并保证其正常运行有关，以培养社会所需要的大量各种类型的专业人才为己任，这类教育决定了社会效率；②社会的或公民的教育，即通常人们所说的公民的训练，社会凝聚力和社会延续性多半取决于这类教育；③精神教育，这是一种使人适合于过一种好的生活的教育，亦称品格教育，即人的身体、精神和品性等方面所能得到的最大限度的教育。这种教育对整个国民生活和精神都会产生深刻的影响。利文斯通认为，现代社会所缺乏的正是这种教育。

利文斯通指出，现代教育的重大缺陷就在于教育被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所包围，缺乏教育目标上的“一致性”和“一种能够确定和指导教育过程的精神”。这就使得现代学校的课程本身虽不乏优秀，但却缺少内在联系，犹如一盘大杂烩。由于西方教育和生活缺少的是“一种宗教信仰，一种人生观，一种用以指导训练和支配个人生活，并由此去指导、训练和支配国家生活的正当理想”[49]，因此，必须给现代教育注射一针营养剂以使它恢复元气，即树立理智的生活态度和人生观，将爱、正义、勇气、自制、仁慈和自由等精神内容注入儿童心灵，这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

现代社会所缺乏的精神营养，在利文斯通看来，可以从古希腊和基督教的文明传统中吸取。利文斯通认为，古希腊和基督教的知识是有关善恶的知识，它是各行各业的人都必须具备的知识，这种知识是要通过古典学科来掌握的。古典学科因此被利文斯通看成有关目的的学科，一个人即使精通科学、技术、经济学等方面的知识，如果不懂善和恶，那些知识也是毫无用处的。

利文斯通认为，西方文化传统的根基是“基督教和古希腊精神”。作为“理智和自由的一种信念”，它们显示了“人性中许多较深刻的需要”，是“美满的人类生活所必需的”，是一种“世界性的超自然的文化”。古希腊和基督教精神为近代世界提供了一切所需要的东西，向古希腊人学习就是要学习他们毫不狭隘的“向前看的精神”，这是一种“创造了科学的精神”。一句话，利文斯通认为古希腊文学中含有支配人类生活的永恒的理性精神，这就是现代人为什么至今还需要古典教育的原因。

利文斯通指出，古典教育最好的途径是将注意力“放在希腊作家的著作本身而不是放在论述他们的著作的书籍上”，应“使读者立即与天才面对面地接触”，这就需要读原著，需要学习希腊语和拉丁语。此外，利文斯通认为古典语言中所包含的价值在于它对人生观的培养，这是其他现代语言所无法比拟的。科学、技术、经济学、商业上用的现代语言对当代世界来说当然是必需的，“但是他们所关心的是生活方式而并非生活目的”[50]，而古典语则是有关目的的学科，也是有关精神的学科。人们总是生活在两个世界中，一个是世俗世界，这个世界时时刻刻都紧随物质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发展；另一个是精神世界，这是一个价值的世界，科学少了这个世界就无法确认真理的存在，宗教信仰和道德离开它就了无意义，舍弃它去追求自然科学、经济学、社会学或者其他什么东西，就如同人的饮食少了维生素一样后果将是致命的。正因如此，将古典语列入现代学校课程在利文斯通看来是理所当然的。

阿兰是德国哲学家、散文家、教育家。原名为夏提埃（E. A. Chartier），曾就学于巴黎男子高等师范学校，专攻哲学。毕业后曾在卢昂等城镇中学执教，后在巴黎亨利第四国立中学任哲学教授，1933年退休。他一生写了不少短篇论文和散文，总计有4000余篇。其论著生前被编为各种专集。主要著作有：《阿兰语录》《文学论丛》《政治论丛》《教育漫谈》等。

阿兰对西方现代教育理论热衷于儿童的发展阶段、兴趣、本能等的倾向极为不满，对欧洲新教育运动和美国进步教育运动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和实践大加鞭挞，声称自己的教育言论“不外乎对那寓教学于游戏的体系狠狠地踢它一脚”[51]。他直言道：“什么儿童乐园，什么寓教育于娱乐之中的发明，我是不太相信的。那本来不是对待人的出色方法。”[52]

阿兰指出，学习不同于游戏，学习是艰苦的劳动而不是玩七巧板或吃蜜饯。推动儿童发展的“绝不是对游戏的爱好”，因为，在他看来儿童“每一分钟都在摆脱对游戏的爱好”，其最大愿望莫过于“尽早不作儿童”。儿童期望着人们把他们从游戏中拉出来。另一方面，对儿童按成人的要求加以塑造是可能的，“人的天性容易按他人的评判而成型”[53]。教师的责任就在于要给儿童提出严格的要求，铁面无私地对儿童下命令，责令他们完成各种作业，而不是心慈手软地哄他们游戏。阿兰的信条是“人，只有靠他自己按严格的方法才有指望，那些拒绝严格的方法的人是永远不会有所成就的”[54]。阿兰认为人是靠辛苦的陶冶而成其为人的，先付后收，这是规律，给精力旺盛的儿童施加适当的压力以促使其学习并不是什么坏事，苦尽然后才会甘来，儿童只有在长期坚持辛勤努力学习后，才会发现学习的真正乐趣。“教学的艺术恰恰在于要儿童吃一些辛苦，把自己提高到人的境界。”[55]教师在树立威严的同时，阿兰主张还要对儿童辅之以家长对孩子般的温情，两者结合、协调一致会产生更好的教育效果。

阿兰是古典主义教育的热情鼓吹者，极力主张现代学校应把古典语言和经典著作作为学习内容。他认为，好的文学作品不仅可以使人增长知识，还有陶冶人、改造人的功能。为扫除阅读历史作品在语言文字上的障碍，阿兰主张学习拉丁文。他甚至要求在儿童学龄初期以至入学之前就学习古典语言和经典著作，认为人的学习应遵循一条“先接受、后理解”的规律。古典作品的语句最严密、最丰富、最深刻，儿童阅读这些美妙篇章“仿佛像在听音乐一样”，一开始就会被悦耳的音调抓住。只有让儿童在人类文化宝藏中耳濡目染，才能使儿童崇拜、虔敬历史上的伟人及其著作，这是儿童有所收获、有所提高的必然途径。

阿兰最为重视的学科除拉丁文外，还有几何学和诗。几何学被他视为通往“自然的钥匙”，诗被视为通往“人伦的钥匙”，只有在这些方面受到严格的训练才能成其为人。

五、永恒主义教育理论评价

永恒主义教育理论从实质上说是一种教育哲学思潮，其哲学基础是欧洲古典实在论。永恒主义试图从有关宇宙和人类的“共相”方面寻找教育的真谛，强调共同人性、共同的教育目的、共同的课程、共同的教育原则，这对建构完整的教育理论，解决教育实践中某些共同存在的问题无疑提供了一种有益的思路。尤其是永恒主义主张确立一个以共同人性为基础的内在教育目的，把教育与人是什么，人应当成为什么，什么是良好的社会和生活等重大问题直接联系起来，对纠正西方现代社会过于注重教育的工具性价值倾向具有积极的意义。

永恒主义要求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需求都对学校和教育产生巨大影响的现代社会，认真思考学校和教育的真正职能是什么；坚持教育只有一个发展人的中心目的，反对学校和教育对社会的一味适应；强调普通教育要坚持基于共同人性基础上的培养目标，大学教育要保持自身在学术和社会发展中的引导人类发展的“灯塔”作用，这对西方教育在快速发展中容易丧失自我、失去目标具有一定的警示和纠偏的作用。

永恒主义倡导实施全民的自由教育，是对西方传统的只为少数人所享有的自由教育的发展和超越，反映了现代社会的民主要求。这种在教育普及阶段实施自由教育的主张，对普遍提高公民素质，发挥教育对人的精神生活的巨大价值有着积极的作用。永恒主义教育理论将教育看成一个终身的过程，率先提出建立学习化社会，这也是永恒主义对现代社会的杰出贡献。

不过，永恒主义教育理论也存在着明显的盲点和误区。在探讨和确定教育的内在目的和永恒价值时，永恒主义走上了文化和哲学的返古之路，这使其教育理论具有浓厚的复古色彩。永恒主义者言必称希腊，以2000多年前人类对自然和自身的认识结果来解决20世纪新的历史条件下遇到的问题，忽略了事物变化发展的一面，这种复古倒退的做法显然是不明智的。这并不是说古必不如今，而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认识的深化，对人性和教育目的等一类问题“共相”的认识也被不断赋予新的内容，永恒主义显然没有反映这方面的变化发展的认识成果。永恒主义从类似于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形式”的概念中，引申出具有普遍共同性的人性和教育目的的观念。这虽然不能说是一种错误的教育思考方向，但永恒主义忽略了对这类问题的历史的和动态的考察，缺乏对教育问题的辩证思考，从而陷入了绝对主义、二元对立的思维定势之中。比如，永恒主义把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尖锐对立起来就是这种思维定势的典型产物。普通教育与职业训练的对立，是社会还处于前技术时代时的认识造成的，人的心智发展、理智的运用是不能脱离人的实践活动的。在职业教育中，通过了解职业的、社会的、历史的、心理的、文学的甚至艺术的各方面来获得类似于自由教育那样的心智训练和陶冶并非不可能。关于这一点怀特海说得好：“以技术教育与普通教育相对立，是一件荒谬的事情，技术教育中若没有普通教育，就不是适当的技术教育，而普通教育也有技术训练的作用，即所有教育都包含技术和智慧两方面。”[56]

永恒主义在教育内容上主张以古典名著为主，这在20世纪知识更新速度加快、科技成果喷涌而出的社会是极不适宜的。尽管古典名著不乏教育的意义和价值，但像永恒主义者那样将古典名著置于学校教育内容的首要地位，且在名著教材中对古今之内容做了厚古薄今的安排，让学生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花在读古书上，成天钻进故纸堆里，只能说这是落后、迂腐的做法了。

永恒主义注重人的理智、道德和精神力量的培养，但总体而言，却忽略了人的身体、情感等方面的教育，作为一种自治的教育理论体系而未能涉及上述问题，难免失之全面和完整。

永恒主义的许多有关教育的命题和判断，都是建立在形而上的哲学思辨的基础上的，是对传统哲学命题的直接演绎，而这些演绎出教育命题的哲学命题本身常被永恒主义者自己看成“不证自明”的，如“人是理性的动物”“人是道德的动物”，等等。然而，从逻辑学的角度看，上述命题的判断并不是实质性判断，而只是描述性判断，将教育理论建立在这些命题基础之上，难免显得脆弱、片面。即在教育价值一类问题上，永恒主义者所做的论证、辩护似不够充分。

永恒主义只是从哲学信念出发简单地理解教育、理解儿童，未对儿童生理和心理的过程和特点进行过认真的、系统的考察，在涉及教育事实一类问题上所下的判断和结论往往显得轻率、武断，缺乏事实依据。在他们那里，儿童的学习过程和成人的学习过程被混为一谈，儿童不同于成人的身心特点被忽略了，这方面，永恒主义的许多判断和命题是缺乏严格的科学论证的。比如，阿兰说儿童每天都想摆脱游戏，而对名著的学习则跟听音乐一样一下子就被打动、被抓住了，但他并未提供与此相关的事实依据和论证。类似的情况在永恒主义者那里是较为普遍的。

永恒主义教育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是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它对这一时期的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永恒主义者，特别是赫钦斯的自由教育的主张，使西方有些国家转变了一度偏重职业技术教育的倾向，开始注重人文教育或通才教育；有些国家在高等教育阶段规定一段时间的基础教育阶段，以拓宽学生的基础知识。关于这一点，正如美国沃尔格林基金会主席克尔温（J. G. Kerwin）所说：“在（美国）大多数的学院或大学专业训练前的普通教育计划已经实施或正在制订，毫不夸张地说，这种趋势如果要归诸美国今天生活中任何人的话，就应当归功于赫钦斯。”[57]

20世纪60年代起，随着西方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和永恒主义教育思想倡导人的年迈或去世，永恒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已经逐渐衰落。不过，阿德勒在20世纪80年代的《教育宣言——派迪亚建议》的发表，被西方学者认为是永恒主义的复活。美国学者古泰克指出：“正如要素主义正从基础教育的形式中酝酿着现代之复兴一样，永恒主义也正从赫钦斯长期的同事阿德勒设计的‘派迪亚建议’中历经复兴。”[58]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90年代，西方主要国家出现了日益重视提高教育质量、设置共同课程、组织统一考试的倾向，这一教育改革的趋势与永恒主义及新传统教育思想的关系是颇值得玩味的。

第四节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潮

新托马斯主义（Neo-Thomism）是西方以基督教为基础倡导宗教教育的现代教育思想流派。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理论直接建立在新托马斯主义的哲学世界观上，它把宗教教育作为教育的核心和最高目标，要求通过设立以宗教原则为灵魂的课程，进行“道德上的再教育”和“宗教信仰的恢复”，主张各级各类的学校都应进行宗教训练，以培养“真正的基督徒”和“有用的公民”。

撇开其宗教色彩，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在基本精神和主要理念上与永恒主义惊人的一致，因此，西方学者往往把新托马斯主义纳入永恒主义教育思想的麾下，将之视为永恒主义的宗教派（另一派是以赫钦斯为代表的世俗派）。

不过，新托马斯主义主张以上帝的启示和信仰来把握世界，在教育上更强调精神直觉能力的培养。同时，新托马斯主义把教会的权力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认为教会具有家庭和公民社会所没有的使人们“灵魂得救”的超自然的权力，“教育特别是属于教会的”，并主张以教会来协调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实际上已构成了宗教教育思想体系。基于此，亦可将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个独立的教育思想流派。

一、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派的思想渊源

新托马斯主义是天主教在当代最有权威的神学哲学，起源于圣托马斯·阿奎那在13世纪创造的“经院哲学”，圣托马斯的“经院哲学”即被称为“托马斯主义”或“托马斯哲学”。

托马斯哲学吸取了亚里士多德的形式和质料说，认为物质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由形式（共相）和质料（个别）结合而成的，它们由低级向高级逐级发展。物质的形式离不开个别具体事物，形式的等级形式是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的纯粹形式。纯粹形式也有等级之分，最高级的是神，其次是天使，最低级的是人类灵魂。纯粹形式能使自己“个体化”。人类灵魂的“个体化”就是与人的肉体相结合，产生出有形式（灵魂）和质料（肉体）的人。人的灵魂在纯粹形式等级中处于最低级的地位，但是具有灵魂形式的人在物质世界中处于最高地位。人是物质世界和非物质世界（神的世界）、自然界和超自然界的纽带。人作为灵魂和肉体的统一体具有人性，人由于有纯粹形式最低级的灵魂，又具有神性，因而具有人性和神性双重本性，其中神性高于人性。犯有原罪的人应当使灵魂摆脱肉体欲望的束缚，过一种沉思的生活，依靠人的神秘直观，在圣灵的启示下，在冥想中沉思上帝，达到忘我的纯洁的与神接近的境界，这是人类获救的唯一途径。

托马斯哲学在13世纪以后被罗马天主教会奉为经院哲学的最高权威，后随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的兴起和发展的冲击，逐渐走向衰落。近代经验论和唯理论哲学的兴盛更使经院哲学面临严峻的挑战。

19世纪下半叶，为挽救天主教的危机，罗马教皇利奥十三世（Lio ⅫⅠ，1810—1903）于1879年发布《天父圣谕》（又称《永恒主义》），即“关于在天主教学校里恢复天使博士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基督教哲学”的通谕，宣布将托马斯·阿奎那的哲学作为天主教的唯一真正的哲学，要求所有天主教会和天主教学校都必须加以倡导和讲授，号召“按圣托马斯·阿奎那的思想重建基督教哲学”。此后，在以梵蒂冈为首的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复活经院哲学并使之现代化便成为西方思想领域的一股重要潮流。新托马斯主义者在欧洲建立了研究和宣传新托马斯主义的几个中心，如比利时的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梵蒂冈圣托马斯学院、法国巴黎天主教神学院等。这些机构和学校在宣传和推广新托马斯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新托马斯主义”一词就是由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率先提出的。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在其创办的《新经院哲学评论》杂志1894年出版的第一期上，登载了《新经院哲学》一文，正式提出了“新经院哲学”和“新托马斯主义”的概念。这是新托马斯主义哲学形成的标志。这一流派的倡导人自诩自己的哲学具有700余年的历史，亦将自己的学说称为“永恒哲学”。

新托马斯主义竭力适应20世纪西方社会的新特点，以托马斯为旗帜，努力调和科学与宗教、理性与信仰之间的矛盾，试图回答现代自然科学和认识论对天主教神学哲学的挑战，使“托马斯的基本原理不断地体现在现代科学的研究成果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新托马斯主义逐渐越过欧洲大陆传播到美洲等地，成为现代西方哲学中最有影响的流派之一。

20世纪30年代，以法国天主教神学家马里坦为代表的一批学者，以新托马斯主义哲学为理论依据，对当时方兴未艾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建立了基于宗教哲学的教育理论，这派教育理论便被称为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

新托马斯主义者十分重视教育问题。1929年，教皇庇护十一世在所发的《青年的基督教教育》通谕中，就全面地论述了基督教的教育观，反映了这一教育流派的基本教育思想。马里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撰写和出版的论著和论文，系统地阐述了其宗教教育思想体系，倡导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观。马里坦实际上是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

20世纪60年代后，特别是1965年第二届梵蒂冈会议后，新托马斯主义标榜“世俗化”和“现代化”，积极寻求同其他宗教或意识形态之间的对话，并积极吸取了形形色色的现代哲学思想，试图通过这种交流建立适应新时代需要的天主教哲学。结果新托马斯主义内部出现分化，产生了人格主义的托马斯主义、超验的托马斯主义、进化论的托马斯主义等。同时，新托马斯主义走出了教会和神学院，进入了大学和社会，在非天主教教徒中也产生了一定影响。

二、马里坦及其《教育处于十字路口》

雅克·马里坦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神学家和教育思想家，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他信奉中世纪基督教哲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几乎全部理论，一生都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和宣传工作，他说如果我不宣传托马斯主义，我就是有罪的。

马里坦1913年受聘于巴黎天主教学院讲授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侨居美国，先后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聘为客座教授，其间还曾多次应邀到卢汶高等哲学研究所讲学。战后，马里坦曾任法国驻梵蒂冈罗马教廷大使，与罗马教皇建立了很深的私人关系。卸任后回到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直到1956年退休。此后长期隐居，直至去世。在他退休后的第二年，美国印第安纳州圣母大学成立了马里坦研究中心，旨在鼓励人们继续研究马里坦的哲学。

马里坦一生撰写了大量题材广泛的著作，与其哲学著作相比，马里坦的教育著述较为有限，其主要教育代表作为《教育处于十字路口》。马里坦1943年曾在美国耶鲁大学举办过系列教育讲座，4篇讲稿分别以“教育的目的”“教育的动力”“人文学科与自由教育”“当前教育的尝试”为主题。同年，他将这4篇讲稿合辑成册，考虑到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各种教育思潮对抗纷争、思想混乱、教育迷惘的现状，特以《教育处于十字路口》为书名，力图通过此书为教育的发展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该书全面、系统地表述了马里坦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观点。此外，马里坦于1955年撰写的《托马斯主义教育观》一文也是他为数不多、较为系统的教育力作，被收辑于全美教育研究会主编出版的第54期年鉴《现代哲学与教育》。

（一）关于教育目的与价值

马里坦从托马斯主义关于人的哲学立场出发，认为人作为有机体是由“个体”与“个性”两部分构成的。“个体”即人的肉体，它以物质为“最初实体的根源”。物质有要求在空间占有自己的位置的倾向，所以作为个体的人是利己的、排他的，只能屈服于自然界的力量的影响，没有自由与独立性；“个性”则指人的灵魂，“不牵连到物质”，以“精神为根源”，也是“独立和自由的本原”，是“创造性的统一”，是神性在人身上的体现。不朽的灵魂在人身上创造了一个特殊的境界：有理性、能思维、有自由意志、能信仰和爱上帝，等等。人的这些品质构成人的本质特点。

人既是“个体”的存在，又是“个性”的存在，既是肉体的，又是精神的，二者相互依存，缺一不可。但物质的各种限定来自形式，灵魂高于肉体，“个性”高于“个体”。

在马里坦看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根据使人成其为人的“个性”特征确定的，这个主要的目的就是使“人获得内部和精神的自由，换句话说，就是通过知识、理智、善良意志和爱获得解放”。人通过理智探求真理，获得知识，逐渐从学习低级状态的知识发展到学习高级状态的知识，从最低级的感性认识发展到最高级的智慧阶段；由于人的心智有趋于统一的倾向，因此各类知识必然要在人心中获得整合，而能够统辖它们的正是智慧，这也是人的理智生活的追求所在；意志以善为目标，以爱为行动原则，“博爱、爱上帝、爱一切人，这是最高的德行”，[59]是人类行动的最高原则，也是人类真正幸福的根本。一个人只有获得真理的最高成就——智慧，拥有最高的德行，才能获得内在的和精神的自由与解放。知识可以使人臻于真理，爱可以使人达于上帝，人在历史的长河中不断进化发展，但人的精神本性却是永恒不变的，正是这种超越时空的东西，才是教育所要致力发展的首要目标。

除教育的主要目的外，马里坦指出教育还有第二目的，或称“附加的教育任务”，即为适应当代社会对教育的“适应当前公共利益的要求”，培养富有社会责任感、善于解决问题的优秀公民，这是教育对社会所承担的责任，这一目的处于从属位置，无论教育的附加任务是什么，发展人的内在精神力量这一首要和本质的目的都不可放弃。

（二）关于教育过程和方法

马里坦认为教育过程本质上是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过程，因为人的内在精神活动的行动力量只能来自内部，不能从外部给予或强加，在某种意义上，也是自我教育和自我解放的过程，不应只局限于家庭和学校，而应贯穿人的一生。但这个过程的真正实现要求有良好的环境和指导，这就要求教育者参与。

在马里坦看来，儿童是有自然和自发活动的“自然倾向”的，这种自然倾向构成了教育活动和过程的动力。教育的作用在于唤醒人的自然倾向，如爱真理、爱善良、爱正义、乐于生存、与他人合作等。在说明教育过程的自然性质时，马里坦引用了圣托马斯把教学与治序过程相比较的著名例子，认为教育者只能像医生为病人治病那样，采取与“自然”合作的态度，帮助人的自然倾向的内在发展，而不是从外部强加什么。

依据教育过程的这种性质，马里坦主张在教育过程中要培养儿童对生活的积极态度，创造以爱和关注为中心的共同生活的环境和气氛。在马里坦看来，教育工作者最珍贵的天才就是对儿童的爱和关注。这种爱和关注必须具备两个特征：一是指向儿童的精神深处；二是以鼓励的方式表现出来。这就要求教师“着重影响的精神化和内在化”[60]，即教师不能把现成的知识从外部灌输给儿童，也不能仅仅通过激发其外在因素如兴趣、竞争意识等达到目标，而是要倾听儿童内在精神的呼声，考虑其需要，唤醒并鼓励他们将隐藏在灵魂内部的精神力量充分发展起来。

马里坦竭力倡导“沉思的学习方法”，也即“掌握真理的学习方法”，认为儿童很早就有特有的沉思能力，完全可以在没有骚动、只有稳定地集中注意的沉思状态中学习。在马里坦看来，只有这种学习方法，才能真正促成青少年的自觉活动，激发其心智，形成其对认识的渴望，等等，最终使他们从掌握真理中获得愉悦，作为对艰苦努力学习的报偿。不过，马里坦在将“沉思的学习方法”作为主要方法的同时，认为可以将进步教育所提倡的解决问题的学习方法作为辅助方法，以防止沉思的学习退化为消极、呆板的驯服，维持个人的学习的主动性和兴趣。

（三）关于基本自由教育

马里坦将教育视为人的自我教育、自我解放的过程，是终身进行的。学校教育只是对人终身自我教育的准备。对中等教育阶段的学生，马里坦主张实施基本的自由教育，这种教育“运用自然智力本身的方法，处理普遍认识”。就其训练的重点来说，主要在哲学上；就其目标来说，是培养能够自由地对新的变化境遇做出正确的和独立判断的未来公民，而不是培养未来的专家、教授或特权阶级的上等人。由于自由教育是人之为人的教育，“所有公民都有权受大学前的自由教育——因为他们都是人”。[61]因此，中等教育即基本的自由教育是全民性质的。

马里坦主张将7年的中学教育划分为两个阶段，并按照自己对人文学科和自由艺术的理解，为这两个阶段拟定了内容广泛的课程计划。前三年属第一阶段（13～15岁），设置语法，逻辑和语言，历史（民族史、人类史和文明史、科学史），地理，天文，植物学，动物学等课程。这些课程与自由艺术的掌握、理智的正确推理以及经验事实的牢记有关。后四年属第二阶段（16～19岁），所设课程主要包括那些直接与理智的创造性和感知直觉有关的知识，如数学与诗歌、自然科学与艺术、哲学、伦理与政治哲学等。中学阶段学习上述学科不在于掌握专门的知识，不是要获得科学或艺术成就本身，而是要掌握科学或艺术的意义，理解、欣赏真理和它们所产生的美，理解科学或艺术的目的、性质、范围，等等。自由教育的实质就在于此。

学习上述课程的基本方法，就是阅读经典著作。在马里坦看来，经典著作是人类精神成就的集中体现，阅读经典著作就是与名著作者直接对话，学习者从对话中与伟人们一起分享真理与美，从而使自己的心智得以滋养。

鉴于传统意义上的人文学科已不能够完全适应现代社会的需要，马里坦主张对之予以改造，将自然科学，甚至工艺学、手工劳动（最低限度包括精神上的活动——马里坦语）都包容到自由教育的内容中来，这是马里坦对传统的自由教育思想的一个发展。

（四）关于高等教育

高等教育在马里坦看来是以发展人的理智成就为己任的，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专业知识（高等学术），它与以发展人的自然理智为任务的中等教育有所不同，不是全民教育，而是那些通过大学入学考试、有能力并乐于进一步从事理智工作的人才能接受的。

马里坦将大学教育的知识范围理解得非常广泛，“典型的现代大学实际上应当包括所有的艺术和科学，甚至包括那些有关共同生活安排及人类心智在实际事务上的运用的艺术和科学”[62]。为此，马里坦在《教育处于十字路口》一书中提出，一所理想的大学应当开设以下四大类学科：第一类是各种实用艺术和应用学科，如技术训练、工程、管理、工艺和手工、农业、矿业、化学、统计学、商业、金融等；第二类是实践性学科，如医学、法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第三类是理论和艺术学科，如数学、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理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史前史、考古学、历史、古代和现代语言文学、哲学、音乐、美术等，这些学科“能通过真理与美来解放人的心智”，是大学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文明传统的巨大财富；第四类是与智慧有关的学科，其目的和性质都是普遍的，如形而上学、知识论、伦理哲学、社会与政治哲学、历史与文化哲学、神学及宗教史等。

为更好地组织上述学科的学习，马里坦认为，在理想的大学里，所有系、科都应当由学院代替，应按照上述四类学科，设立四个相应的学院。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第四类学科相对应的学院。因为在马里坦看来，高等教育各专业知识并不是或不应是杂乱无章的，各专业知识应与“普遍性的精神”结合起来，将各专业知识纳入等级有序的知识统一体，以避免和克服高等教育中各学科主次不分、多科平行的现象。实用学科、实践学科等都必须在最高层次的形而上学、哲学和神学中找到自己的性质和意义。

针对大学中存在的重科研轻教学的现象，马里坦强调大学教授的任务是教学而不是科研，认为以“研究取代教学的企图”是“愚蠢的”。在这一前提下，马里坦指出，为加强大学的研究工作，应建立“研究院”，专门致力于科学的发展和知识的增进工作。为进一步发挥一所“健全的”大学应有的职能，马里坦还建议在大学里建立两个机构，即“精神生活学院”（“智慧学院”）和“精神复兴中心”。前者是学习和探讨理智最高状态——智慧所应把握的知识的专门机构，其办学模式可以从人类文明的历史传统中吸取养料，如古希腊时代的毕达哥拉斯学院和柏拉图学院，甚至中国和印度的一些古老学院等，在精神和形式上都是值得借鉴的；后者是为信仰基督教的学生建立的对人类灵魂进行启蒙的场所，学生可以在此接受精神生活和沉思的训练，学习圣经、神学以及作为神学最高部分的“福音完善的科学”。

（五）关于道德和宗教教育

作为一个宗教思想家，马里坦对人的道德和宗教教育非常重视。在他看来，道德和宗教教育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在人的道德生活中存在着两种美德或准则；一种是“适用于人类生活的道德的美德和准则”；另一种是“适用于神圣生活的最高级的或神的美德和准则”。“道德的美德只是教人们注意人类的习惯或与人的利益相关联的生活规则”，[63]神学美德则把人的心灵与上帝和最高的善统一起来，神学美德高于道德美德。因此，进行道德教育最终必定要进行宗教教育。

在道德教育中，马里坦认为首先应当注重对儿童的道德意识，如爱、憎、良心、义务感等的培养，而家庭在这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在马里坦看来，家庭是儿童“有意识地和下意识地接触爱并从而获得道德营养的基本的人类社会和人类环境”，既是滋润一个人爱的活力和德行的最早场所，又是把人类社会联合起来的爱的基本形式。在家庭中，通过家长直接的教育活动，如教诲、表率、他们所促进的宗教习惯和灵感等，或者一般地说，通过“家庭的共同经验，共同忧患、努力、苦难和希望，家庭生活的日常劳动，在争争吵吵和相亲相爱中发展起来的日常的爱”，[64]儿童的情感和意志不知不觉地得以发展。

学校的道德教育可以采取自然道德的教学方式进行。自然道德教学方式可以多样化，既可通过道德哲学（伦理学、政治和社会学）的直接教学进行，也可以通过那些能够体现道德美德的人文学科和自由艺术教学中的启示进行，而最重要的还是通过经典著作的启示进行。阅读经典著作这种方式甚至比专门的道德课教学更有效，因为所有经典著作的内容都渗透着道德价值，阅读它们不仅可以获得道德美感和道德知识，还能了解人类的道德经验，从而产生荣誉感、怜悯心和尊严感等好的德行。除道德教学外，学校的生活环境也可以滋养学生的道德美德。学校的共同生活、纪律、管理、活动等，都是道德教育的手段，也是理解、体验民主生活需要的实际途径。在这方面可以帮助学生组织各种自治小组，通过学生间的互助活动及参与学校管理等来实现。

在马里坦看来，宗教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最高形式。首先，宗教为道德价值标准提供了确实性的基础。宗教是关于上帝的，而上帝是有关绝对真理和绝对完善的存在的，“不承认或不相信上帝，那么具有无条件的或不得不服从价值的道德法则就没有确实性，人们也就没有确实根据来建立伦理的标准”。[65]其次，由于犹太基督教是关于人的说明，本身就是道德生活的解释，所以道德生活总是这样或那样、有意或无意地与宗教信仰和经验紧密相连的。马里坦声称现代社会已经证明，宗教与生活割裂，正是不道德的根源。

马里坦认为神学美德主要有三种：信仰上帝、寄希望于上帝和爱上帝。宗教教育的根基除了应扎在作为自然人的存在中之外，更应当扎在神学美德中。“基督教教育不仅重视人们具有的自然心灵，不仅将其全部工作建立在人性的内在生命力上，而且把其全部工作建立在不可缺少的仁爱的力量上，建立在信仰、希望和仁爱三个神学美德上。”[66]

宗教教育可以在家庭、学校和教会中进行。对于现代社会世俗化趋势难以挽回，马里坦要求宗教教育不应是强迫的，而应当“建立在学生和家长自愿的基础上”，同时，宗教教育本身也应“多元化”，学校应允许宗教教育反映各种不同的信仰。

在宗教教育中，马里坦特别突出神学教学，指出神学教学的目的“不是在于培养一个神父、牧师或犹太的法学博士，而是丰富学生对神学智慧的伟大教义和远景的非宗教性知识”[67]。为了加强神学、哲学（哲学在马里坦看来就是“还俗的神学”）与当代社会问题的联系，马里坦建议神学课程的学习可以以研讨班的形式进行，经常邀请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传教士、劳工领袖、经理等各类人士参加，让学生与各种思想的代表接触交流，并“以一种权威哲学和神学的观点”去理解它们。至于基督教经典文献的注释，应作为选修课供那些渴望基督精神的学生学习。最后，马里坦指出，宗教教育必须具有完整性，作为基督教信仰象征的宗教习惯应当渗透到日常生活中，基督教学院或大学校园里应当组织各种礼拜仪式，成立专门的宗教生活小组，一方面研究伟大的神学家的思想，另一方面负责每日的福音传递及祈祷工作。

三、新托马斯主义教育理论评价

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是以托马斯主义者关于实体、人性、知识、真理、价值的理论为基础的。贯穿其教育思想的一条主线就是使人成其为人，即通过理智和意志的充分发展，使人获得精神的和社会的自由。这一基于人的本性的永恒不变的教育目的的提出，就其思想的社会背景看，主要是针对20世纪上半叶连续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深重灾难的。残酷的战争使西方很多人意识到，发达的科技如果偏离或取代人自身的价值，只能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因此，战后西方许多思想家都特别关注人自身的价值问题，形成一股哲学思潮，加之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实用主义和进步教育强调教育的功效性和即时需要，使新托马斯主义者感到教育的目标、方向发生了偏差，教育面临着巨大危机。新托马斯主义者提出培养既富有理智又懂得博爱的人的教育目的，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一思潮的反映。把教育建立在普遍的基于共同人性的基础上，对对抗和缓解西方现代社会日益严重的人的异化现象，防止将人作为工具和手段具有积极的意义，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西方人文主义或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不过，新托马斯主义并未认识和揭示出西方当代社会的种种危机以及日益异化的真正根源，其对人的信念是以对神的信仰为前提的。马里坦就声称自己的人道主义是“以神为中心”，认为人只有在上帝身上才能复权，极力排除以人为中心（如以“个体”）可能带来的物质至上、享乐主义的这一“堕落”与“罪恶”的一面，这使其人性说带有中世纪禁欲主义的色彩。

新托马斯主义注重受教育者的内部动力因素，强调学习者自身的主体作用，应当说这是不断为近现代教育学所肯定的思路，对克服教育中机械训练、强迫灌输现象具有积极的意义。新托马斯主义把受教育者的主体精神提到极高的地位，从人的自我教育和终身教育的意义上来理解，的确抓住了教育过程的最重要的东西。新托马斯主义对人的自然倾向和发展条件的认识，对自然倾向在爱和关注的氛围中发展方向的论述，集中体现了宗教哲学对人的灵魂超然于其他在的理智和爱的内在精神的特有关注，应当承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生的自然活动导向精神活动的思路是正确的，教师对学生的爱和鼓励也是促使学生学习、培养健全人格必不可少的条件。不过，新托马斯主义的哲学立场，使其把理性等精神的东西理解为高高在上的，最终是与至高无上的上帝联系在一起的，这就决定了他们无法真正理解感性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关系。尽管新托马斯主义者也意识到了儿童认知有自己的特点，意识到了实践的作用，但并不了解来自感性的理性认识最终必须在实践中接受检验的意义，这必然将教育过程和方法最终导向纯思辨甚至神秘主义的死胡同。

在自由教育问题上，新托马斯主义者考虑并适应了以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为特征的现代社会的新情况、新需要，将自由教育的含义扩大至包容自然科学甚至工艺学和手工劳动的范围，反映了新托马斯主义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现代新观念的重大妥协和让步。在这方面，新托马斯主义者比之同样强调自由教育的以赫钦斯为代表的世俗派永恒主义来得明智，更易为现代社会所接受。新托马斯主义强调自由教育对象的全民化，适应了现代社会的民主潮流，有利于全面提高国民的文化知识水平和素养。新托马斯主义在基本自由教育的最后阶段，并未像永恒主义世俗派那样完全否定专业分化，而是力图在不损害学生发展自然理智、学习普通知识的前提下，照顾学生专业才能和倾向的差异，这无疑是可取的。

新托马斯主义强调人的精神的社会自由的最终实现还在于对上帝的无限接近，这与老托马斯主义者的观点并无多大差异。马里坦就认为可以直接把他的思想概括为托马斯主义而不必加个“新”字。不过，新托马斯主义者并没有简单地重现中世纪圣托马斯·阿奎那的宗教学说，为了使托马斯主义能够在以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为特征的资本主义工业化时代继续支配人们的思想和精神，新托马斯主义致力于调和神与人、宗教与科学、信仰与理性、天国与人间的尖锐矛盾。表现在教育上，就是既要发展人之为人的本质力量，又要把这种力量看成上帝的恩赐和神性的表现；既把神学看成至高无上的学科，又不得不在公立学校中淡化神学的宗教意义，允许学生有不选修神学的自由，并容纳一定的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科目；既力图恢复传统的自由教育的精神，又不得不扩大人文学科的范围，并赋予其一些新的内涵，使新托马斯主义教育思想具有明显的调和和折中色彩。正因如此，西方有学者认为新托马斯主义思想“既是反现代的又是极现代的”。

尽管新托马斯主义为适应当代社会的需要，在许多问题上都做了种种妥协和变通，但这一在精神上属于中世纪的教育学说与现代西方以科学和技术为特征的文化价值观在本质上是格格不入的，两者间的尖锐冲突和矛盾难以真正调和与折中。

新托马斯主义作为以基督教的宗教学说为基础的教育流派，在世俗学校制度和社会中的影响较为有限，但作为天主教公认的哲学学说，在拥有6亿信徒的天主教世界中有着广阔的市场。某些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意大利、法国、西班牙、拉丁美洲国家等）也在某种程度上受到这一教会哲学的影响。为传播和鼓吹新托马斯主义的思想，梵蒂冈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了广泛的教会分支机构及学校，培养严守教规的神职人员和天主教世俗知识分子。在美国和西欧的一些宗教学校以及一小部分世俗大学，新托马斯主义的教育理论已得以传播和实施。新托马斯主义有关道德和宗教教育的思想也对一些学校产生了影响，有些学校进行了宗教训练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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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德国社会教育学思潮

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教育史上出现了流派迭出、学说纷呈的局面。在众多流派、学说之中，社会教育学思潮脱颖而出。尽管它不像文化教育学那样“有压倒一切之势”，但它以其独特的理论风格和对教育的实际贡献，在德国教育史上赢得了一席之地。

第一节 德国社会教育学的先驱——第斯多惠

一、生平与著述

德国的社会教育学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上半期。1835年，德国教育家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威廉·第斯多惠（Friedrich Adolph Wilhelm Diesterweg，1790—1866）在其著作《德国教师培养指南》（Wegweiser zur Bildung Für deutscher Lehrer）一书中，第一个提出“社会教育学”一词，标志着社会教育学的诞生。第斯多惠也因此成为德国社会教育学的先驱。

1790年10月29日，第斯多惠出生于德国威斯特法伦州（Westfalen）的西根市（Siegen）。从1813年起，他执教于法兰克福沃尔姆斯市（Worms）的一所中学，1818年又应聘担任爱北斐特拉丁学校的教师兼副校长。1820年，第斯多惠应聘担任莱茵省梅尔斯市新成立的国立师范学校的校长，1832年调任柏林师范学校的校长。在任期间，第斯多惠积极提倡提高教师的地位，特别主张要改善教师的教育训练，培养教师的独立精神与社会责任感。他认为教师应具有完整的人格，社会应具有完善的教育政策，才能实现以上的目标。第斯多惠大半生从事教师培训事业，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师理想。他在1851年出版的《教育年鉴》（Padagogisches Jahrbuch）上，高度赞扬了19世纪德国国民学校教师的精神。他的其他著作还有：《文明的生活问题》（Lebensfragen derzivilisation，1836年），《教育的意愿与当为》（Padagogisches Wollen und Sollen，1857年），《选集》（Ausgewahlte Schriften，1877—1878）四册，《言论集》（Schrifien und Reden，hrsg. Von H. Detters，1850年）。时隔一个世纪，1950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还出版了《第斯多惠全集》（Samtliche Werke），共8册。

二、主要教育观点

第斯多惠十分重视社会问题与国民教育的关系。他认为家庭与学校、工作场所与工业界必须互相配合，社会、政治、教育、宗教也要发生联系，总之，国民教育要受现代社会或现代世界的引导。第斯多惠认为，国家需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学校组织。但他主张给予学校一种自由的教育政策，教育目标就是使每个受教育者能有独立的与批判的思想。因此，第斯多惠反对教会或国家干涉教育制度。在他看来，教会或国家只能在精神上对学校进行监督而已。

第斯多惠的教育思想受裴斯泰洛齐的影响很大，带有鲜明的泛爱主义特征。他认为，教育的重点应放在使人了解生活，并能过公众的生活。当时西欧逐渐迈入工业化，造成大量童工与儿童失学的问题。第斯多惠大声疾呼要重视这些问题，认为要站在人类学的观点，用泛爱主义的态度对待儿童。他主张设立“城市学校（stadtschule）”，供失学儿童就读。这种学校重视实际的教学，让儿童学习生活上的实际知识与技能。他还主张在城市设立“公民学校（bürgerschule）”，用以改善公民教育。经过他不断地呼吁，普鲁士政府于1831年修改了考试法，将“实科学校（bealschule）”赋予“公民学校”的性质。

第斯多惠发现，随着德国工业化的到来，许多人由于无一技之长而无法就业。为了使他们能够就业，他主张设立“星期日学校（sonntagsschule）。”这种学校为手工学徒而设，使他们能接受各种技艺。他希望这种学校能成为德国工业化的根本和基础，也要使青年了解工业化以后从手工迈入机器操作的重要性。

第斯多惠的教育思想的最大特点就是一切以爱护与关心儿童为出发点，希望儿童将来能成为有用的公民。他说：“教育不仅是发展人的能力，使他成为有用的公民，而且也要实施教育性教学，发展与形成人的能力，包括人的知、情、意，使他成为完整的人，在法律、道德与虔诚中过幸福的生活。”[1]由此，教育的实际目的有三：一是增强理性；二是国家与教育要负起精神上的监督的教育责任，并设立完善的教育机构；三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使人获得自由。[2]

第斯多惠认为，教学与社会教育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教学的根本是用教学的方法与人类学的方法，对于人的肯定与教师职业的肯定；社会教育是经由知识而达到“生活的参与（lebendigeteilnahme）”，其目的都在于获得“新生（neugeboren）”，能过上新生活。

第二节 威尔曼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一、生平与著述

奥托·威尔曼（Otto Willmann，1839—1920）是德国早期社会教育学家。1839年4月24日，他出生于波兰的黎撒城（Lissa）。1857年至1863年在布列斯牢（Breslau）和莱比锡等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大学期间，他曾做过德国著名教育家、赫尔巴特学派的代表人物戚勒（Tuiskon Ziller，1817—1882）的助教，曾深入地研究赫尔巴特教育学中有关社会的概念，因此他受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影响很大。此外，他还受德国著名思想家施莱玛赫（Schleiermacher，1759—1805）有关宗教与道德思想的影响。1863年，他威尔曼大学毕业后来到莱比锡巴特师范学校（barthsche）任教。5年后又转到维也纳的“教育中学”（padagogium，相当于师范学校）担任正式高级教师，以后又参加了短期的教师养成训练，这段经历为他后来从事教育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1872年，威尔曼受聘担任布拉格大学哲学与教育学教授，致力于国民教育现状研究和教师养成的研究。1903年，他转任沙尔斯堡的天主教大学。直至1910年退休后，威尔曼还专心写作。最终，1920年由于心脏病发作，他死在写字桌旁。

威尔曼毕生热衷于写作，其主要著作有：《教育即文化财产的繁殖》（Erziehung als Fortplanzung der Kulturg[image: ]ter，1872年）、《教育即后代的同化》（Erziehung als Assimilation des Gesellschaft，1873年）、《教育即社会的繁殖》（Erziehung als Fortplanzung der Gesellschaft，1875年）、《教育学百科全书》（Enzyklopȧdie der Ṗa dagogik，1876年）、《教授学即根据社会研究与陶冶历史之关系的陶冶理论》（Didaktik als Bildungslehre nach ihren Beziehungen zur Sozialforschung und zur Geschichte der Bildung）共两册（1882—1889年）、《理想主义史》（Geschichte des Idealismus）共三册（1894—1897年）、《哲学概论》（Philosophische Propȧ deutik），后易名《哲学大纲》）共分三部分（1901—1914年）、《课堂与教室选集——教育理论与教学理论短文集》（Aus H[image: ] rsaal und Schulatube. Gesammelte kleinere Schriften zur Erziehungund Unterrichtslehre，1904年）、《哲学论文集》（Gesammelte Philosophische Schriften，1912年）、《教育学辞典》（Lexikon der Pȧdagogik）共5册（1913—1917）。此外，后人还为他整理出版了《教育论文集》（Kleine pȧdagogische Schriften，1959年）和《威尔曼全集》（Sȧmtliche Werke，1968年）共16册。

二、社会教育学的意义

威尔曼首先从语源学的角度剖析了“社会”这一概念。他认为“社会（sozial）”一词是从拉丁文sociais演变而来的，socialis又是从soicus一字演变而来的；而socius其意义为“同时代之人（genosse）”或“同伴（geselle）”，动词则为sociare，有“结伴（gesellen）”的意思；最后则演变成societas，那就是社会，即英文的society，德文的gesellchaft。根据以上拉丁文字义的解释，社会含有“婚姻之结合（ehebund）”的意义，再扩展至“大众的集合”。[3]从这个意义上说，人具有社会的本质，具有社会生活的本质和能共同生活的天性。威尔曼进一步分析指出，与“社会”相对的概念是“个人”，个人是可分离的，是属于个别的。但个人存在于社会之中，因此个人必须与其他人或团体发生关系，彼此发生从属的关系，只有这样，个人对社会才有“关联感”；否则，个人与个人之间将是一盘散沙。

威尔曼认为，个人与团体之间，最重要的事情是教育，而教育必须有教育理论，那就是教育学。然而，教育学是个体的教育学还是社会的教育学呢？要回答这一问题，首先必须肯定的是：人生存在社会中，教育具有引导的作用。因此，教育有两条路线可走。第一条：教育是施之于个人的，教师的任务就是指导学生，使之改变其生活；学校的任务通过教学工作，引导青年人合群，以及训练他以后能遵守法律与秩序。第二条：教育是一种“养护”，帮助人们打破以个人为主的樊篱，进入协同体之中。由于社会提供了辅助的工具，因此教育必须以社会为条件，尤其是道德教育必须在具有社会道德的地方来实施，这样学校与传统的陶冶场所之间就建立了互为关联的联系。[4]

但是，威尔曼认为以上两条道路都各有所偏。所以他又指出，如果在教育中只重视个人的因素或社会的因素，就容易失去平衡，因此教师必须兼顾二者均衡地发展，教育理论也必须赋予两者相同的价值。在这种情形下，社会教育学不但是教育学的特殊形式，也是教育学的一部分，并且与个体教育学的关系越来越密切。如果将社会教育学与个体教育学作比较，个人的教育是在社会中进行的，个人与社会是不可分离的，必须将其作为完整的范围来把握。[5]

在威尔曼看来，社会教育学的主要意义在于研究教育的社会因素和研究教育理论。也就是说，社会教育学一方面要提高对社会环境的兴趣，另一方面要使教育理论具有各种“社会的因素”，以避免教育理论滑入个人化的境地。其实，远在柏拉图时代，就已经从个人与社会两方面来把握教育理论了。但总是首先把握的是社会的因素，如道德、法律等；即使把握教育的个人因素，也是从社会的观点来做正确的引导。所以，威尔曼认为，社会教育学在教育理论的研究方面，就如柴火与光一样，引导着个体教育学的发展。[6]

社会因素具有不同的形式，威尔曼在此引入了“社会连带”的概念。他解释说，所谓“社会连带”就是家庭与社会的关系。因为家庭是社会的起点，它与社会的关系可分为三个序列：家庭—宗族—民族；家庭—故乡—祖国；家庭—社区—教会。每个家庭成员，都以家庭为基础，由家庭引导他与社会发生“社会连带”的关系。家庭的传统提供给每个家庭成员“一般的生活”和“特殊的生活”方式。其中，“一般的生活”是“国民生活”的一部分。“国民生活”是以“民族财”与“国民性”为基础，后两者包括语言、风俗、民族传统与历史等。而“一般的生活”其“连带”是以职业的性质与职业的场所为基础，它具有“实用的共同性质”和“法律的共同意识”两个特性。在社会环境中，国家成为“社会连带”的负荷者，因为国家具有行政的力量，并以行政力量促进社会结构的关联，此外，宗教信仰和宗教教育也有助于内在的连接，促使人性完满。[7]综上所述，社会教育学可被理解为教育的“社会连带”的研究，其目的在于唤醒受教育者的心灵，使其产生“社会的与宗教的同感”。

此外，社会教育学的意义还在于：陶冶爱国主义情操，唤醒国民热爱祖国、遵守法律、为国服务，成为国家的有用的公民；培养社会的民主的观念，以避免过分个人化而造成个人主义；实现社会自由与平等，建立有秩序的“社会连带”；配合国家的政策来推行社会政策，实现未来的国家的目标。[8]

三、教育的社会因素

威尔曼的社会教育学概念非常强调“个人与社会的从属性”。威尔曼指出，“个人”在古希腊文字中的意义是“原子”，因此原子的本义是不能分割及不能再继续分割；在希腊自然哲学中有关原子的概念，人们认为是物质的最后部分。其实，一个人的身体是由许多原子组成的，并且这些原子相互发生作用。如果一个社会将它与一个人来作比较，那么个人就是社会中的一个原子。在“社会连带”中的部分，个人好像被局限在范围之中，其实个人在其范围中仍有自由，在性质上与拿破仑被困于孤岛上与外界隔绝不同。

个人由于与社会有从属性或依存性，很自然地参与社会的活动，享受社会的文化财，于是语言、传统、道德、设施等，这些历史的产物就成为人接受社会教育的基础。个人的社会生活免不了使用精神——道德财，就如同人免不了使用语言一样。个人免不了与人接触，所以科学与艺术的修养也是不可或缺的。这些社会力量，足以解决个人与社会之间所存在的问题。所以，威尔曼认为，个人在社会范围内追求善、幸福、神圣，社会则要求个体为社会服务。[9]因此，个人服务社会，社会养护个人。

基于以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个人必须自律，能自我约束；而社会对个人则有强制性，并提供个人的幸福。二者如果没有教育贯穿其间，将会妨碍个人的自我肯定；社会也无法对个人实施训练。所以，教育理论必须赋予个人与社会正确的均衡概念。而且教育的立足点是对受教育者有完善的照料，这种照料以生活的条件为主，并且是一种个人的照料，指导着儿童能过幸福的生活；同时也要培养儿童具有社会的性格，因为儿童将来长大成人，要与社会、法律发生关系。这种对儿童的陶冶，其目的在于使儿童将来能成为真正的人，具有精神与道德的人格和品格。[10]

四、社会教育学的特色

威尔曼认为，许多相关的学问有助于社会教育学的研究。教育学就是教育理论与教学理论的科学关联，教学的内容与陶冶的工作，有助于教育学理论的形成。宗教的智慧也可以成为教育学的基础，所以神学的价值也可以当成“世俗科学”来看待。历史也可以应用于教育学中，不同的民族、不同的时代，其教育活动，可以各作为互相比较的项目，所以历史材料可以被视为价值丰富的陶冶工具。自然科学则有助于教育学建立的研究方法。[11]教育学的理论建立以后，有助于社会教育学建立理论，因为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有重要的密切关联。

但是，威尔曼指出，社会教育学与教育社会学并不相同。前者偏重社会的教育功能，后者偏重教育的社会功能。关于后者，威尔曼进一步指出，社会学是法国实证主义学家孔德所建立的，它属于科学的层次并采用了自然的研究方法，但只注意到政治面与社会面，所以其理论并不完备，只能称为“社会物理学”，因为它缺少了“社会伦理学”的内容。因此，依威尔曼的意见，教育社会学的目标在于：更新学校教育中社会课程的教学，引导社会的民主化，促进社会立法，制订教学计划，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12]

威尔曼为建立社会教育学的科学基础，将其视为教育理论系统的一部分或一分支，而将教育科学分为“个体教育学”与“社会教育学”，其中社会教育学的特色是“所有与青年陶冶有关的都是社会的主体，可以视为社会连带的全体”。而且社会教育是“建立在集体教育关系上的”。[13]他认为，社会教育学也可以被理解为从社会的观点去作教育的观察，因此，在他的眼里，社会教育学的特性不仅可以把握，而且也可以通过社会的观点来教育个人。

威尔曼在其论文《在教育中个人因素与社会因素的从属感》中认为，要更新社会教育的工作，而且要经常寻找教育的基本概念，从两方面去考虑：完全地了解个人与社会。人应该成为独立的人，就如在戏剧中扮演一个角色一样，而且所扮演的角色必须与他人合作，即人与他人发生关联。他又认为，在教育的尺度中，教学是与训练有关的，学生将被引导进入道德的生活协同体中。人在道德的生活协同体中，即作为生活内容的负荷者。[14]

在威尔曼的概念里，许多事物、知识都是互为关联的。例如，年长一代对年青一代的照顾就是一种世代的关联。由于这种世代的接触，可以培养年青一代的知识和能力，形成“社会主体的更新过程”，还可以形成“社会的道德更新”。从这个意义上说，教育其实就是“社会的更新”。[15]威尔曼认为有了“更新”，确立新的生活秩序，社会才会有进步，否则社会将停滞不前。

五、社会教育的作用

威尔曼认为，社会教育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施予照顾和陶冶，用责任的意识与道德目的来引导受教育者。在教育的过程中，特别要重视道德，因为教育既是一种道德行动，也是一种道德义务。[16]教育的功能就在于培养青年人的道德责任。他给教育下了一个定义：“教育具有照顾的、规则的与陶冶的作用，在于使人发展成为成熟的人，为了赋予他在生活协同体中建立善的部分。”[17]在这里，所谓“成熟的人”，也就是阐明了个人的更新，而与社会相结合的观点。其中的社会因素为：教师与学生建立了关系，个人的发展是为了他能成为协同体中的一分子。

威尔曼特别看重生活的价值，尤其是社会生活、家庭生活、团体生活、民族生活。社会教育就是要在各种生活中产生作用。他认为，生活协同体具有完整性、是不容分割的，其特性为：要把握生活协同体，必须把握社会的意义；要把握“社会连带”，必须把握社会主体。家庭在“社会连带”中占有显著的地位，而且家庭是“社会的原形质（das protoplasma der gesellschaft）”。在家庭中，教育时间长且有力量，儿童游戏的空间是通过家庭来安排的。家庭的训练，最重要的是道德训练，因此，家庭的传统对儿童的个性发展有很大的影响。团体生活在于培养观念与道德，用教育来“形成”它们。民族是靠自然的与上帝的意愿来统一，经由种族、语言、风俗、信仰、权威与虔诚等结合而成的，民族性具有精神道德的价值。因此，道德陶冶的作用，成为所有教育的根本及生活的根本。

六、社会教育机构

到了晚年，除了民族与社会两项因素外，威尔曼在“社会连带”中还加入了国家的因素。他认为，国家的发展或多或少是与民族和社会有关的，而且国家是以权力为主，在本质上，这种权力是由社会关系来保证的。所以，国家具有保护和维护法律秩序、行政的义务，其最重要的功能则是使人民能过不受干扰的生活。国家是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因为许多社会教育的事业都要靠它来举办。在威尔曼看来，国家是各种连带的负载者，而教育是各种连带最重要的媒介。

相比较而言，威尔曼更重视学校的功能。在他看来，学校是很重要的社会教育机构，是“社会连带”的重要一环，具有“超越国家的性质（überstaatiche art）”。威尔曼认为，陶冶的本质在于培养人的知识与能力，因此，学校的功能不仅是鼓励学生创造，而且还要与社会发生关联。在他的心目中，社会是陶冶本质的最原始负荷者，而学校是一种组织，引导儿童过正确的、适宜的生活。学校中所使用的语言、道德、传统，成为“精神运动的运河”[18]。总之，学校应与教会、家庭互相配合。此外，受德国学术自由思想的影响，威尔曼认为，学校在教学方面应享有自由，这样教学才有成果，在“教学自由”的情况下，个人、社会、机构的权利才能确立与获得保障。

晚年的威尔曼更加笃信宗教。他认为“社会连带”必须加入宗教，并把它当作教学的工具，他尽量谋求教会的完美，并要求具有教育的意义。威尔曼觉得教会的作用在于发现人的本质，透过拯救，使人的精神获得肯定。因此，他称教会为“完满的社会连带”[19]。威尔曼又认为，教会具有“自然的与超自然的特性”。在自然的特性方面，教会具有“社会力量”，能促使不同职业、不同立场的人，尽可能地互相接触；在超自然的特性方面，宗教是一种精神，它在精神世界的最尖端，具有“完满性”。[20]依照威尔曼的意见，教会对个人和社会具有巨大的教育意义。在社会文化的范围里，需要有陶冶的统一形式，透过教会而发生作用，并加以肯定。所以，他说“教会是学校之母”。

综合以上的概念，威尔曼给社会教育学下了一个定义：“社会教育，就其名称而言，国家必须视其为‘社会连带’的一部分来认识；其次，家庭、学校、教会也有其地位，它们必须成为社会情况的负荷者。很显然，青年陶冶要反对陶冶的一致式样，要求教学的自由，将社会与教会容纳进去，不但要根据国家的命令制订陶冶的类型与标准，而且要从本质方面去共同努力。”[21]威尔曼认为，教育有两大功能：在个人方面是形成人格，使其具有精神的、道德的价值形式；在社会方面是社会的更新，使其成为道德的、文化的协同体。[22]因此，他的教育学理论既是社会的教育学，也是个人的教育学。

第三节 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一、生平与著述

保罗·纳托普（Paul Natrop，1854—1924）于1854年1月24日出生在德国的杜塞多夫。1885年起，他担任马堡大学教授，是德国著名哲学流派马堡学派（Marburger Schule）新康德主义（Neukantinisums）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在哲学上致力于认识论的研究，建立精确科学的基础，并将科学理论转于实用方面。在心理学中，他主张体验；在教育学中，他主张建立教育哲学的体系或建立“马堡的教育学”。纳托普的主要著作有：《社会教育学》（Sozialp ȧ dagogik，1895年）、《柏拉图的观念理论》（Platos Ideenlehre，1903年）、《普通教育学》（Allgemeine Pȧdagogik，1905年）、《社会教育学论文全集》（Gesamelte Abhandlungen zur Sazialpȧ-dagogik，1907年）共3册、《哲学与教育学》（Philosophie und Pȧdagogik，1909年）、《裴斯泰洛齐》（Pestalozzi，1909年）、《精确科学之逻辑的基础》（Die logichen Grundlagen der exakten Wissenschaften，1910年）、《哲学、它的问题与它们的问题》（Die Philosophie，ihr Problem und Ihre Probleme，1911年）、《普通心理学》（Allgemeine Psychologie，1912年）、《社会理想主义》（Sozialidealismus，1920年）、《现代哲学的本质的阐释》（Die Philosophie der Gegenwart in Selbstdarstellungen，1923年）、《实践哲学演讲集》（Vorlesungen[image: ]ber Praktische Philosophie，1925年）、《哲学的系统学》（Philosophische Systematik，1958年）、《教育学与哲学》（Padagogik und Philosophie，1966年）等。

二、社会教育学的意义

纳托普所认为的“社会教育”，是指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一般的教育，这种教育通常含有社会的意义；并不是把教育分割为两个部分，一是学校教育，二是社会教育。他又认为，社会教育不只是实际的“社会帮助”，还是通过社会的一种教育。因此，他的理论与威尔曼的理论截然相反。

纳托普认为，社会教育学理论的建立，需要以教育实际作为基础。这是最普遍的方法，也是最能发挥作用的方法。教育最重要的就是要将人教育成为人。就个人来说，自我教育是必要的。这是因为人只有通过他自己的意志、他自己的力量，来形成他自己，所有其他人所能给予他的帮助，只能算是由帮助达到自我帮助。所以个体教育学，在事实上，只是教育工作的一般性工作而已。道德力量是人的中心力量，它可以使人直接地与团体发生关系，并具有强迫性。因此，个人的所有教育事务，必须反映到团体的教育事务上。所谓团体即使一个教师与一个学生也能构成，没有一种教育学不具有这些因素，所以所有教育学都含有社会教育学的因素。[23]

在纳托普看来，社会教育学的含义非常广泛，只不过在程度上不同而已，即各种团体教育因素在教育学中所占的分量不同。纳托普认为，团体一部分与教育有关；而教育则全与团体有关，因为师生关系的存在就构成团体。他指出，在社会哲学的观点里，团体有“共同的意志”，而个人有“特殊的意志”，这些“特殊的意志”被“共同的意志”所吸收，而成为“共同的我”；但是对于“共同的我”，必须赋予社会秩序，并提高团体的要求。因此，教育学可以说，除了本身的性质外，还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要求社会教育赋予“社会秩序”，为个人教育打下健康的基础。就以上的情形而言，教育可以证实有社会的意义。社会生活的意义可以作为教育本质的决定因素和教育的一种本质目的。教育与国民的工作生活以及家庭生活相关，主要的是在强调社会与父母的教育责任。所以社会教育学家，不但要有理想的要求，即用国民理想主义的力量去实施教育；而且要有现实的要求，即用健康的唯实主义去正视教育的社会因素。[24]

纳托普认为，社会教育学的特性是要用裴斯泰洛齐与康德的教育理想来形成人与陶冶人。他主张，社会教育一方面要建立人的基本力量的不可分割的统一性与本质的同一性；另一方面要求促使人根据指引和谐地发展。以上两者都是要经过社会教育，使人性从基本开始达到最高的人性。[25]

三、社会秩序与道德教育

纳托普认为，社会秩序对道德有影响。他指出，道德概念的扬升，是从家庭到全民的团结所产生的结果，对于教育问题应该经常加以了解，这对于教育理论的理解是极为重要的。从家庭到民族文化的扬升，要建立在民族的完整生活上，也需要扩大“社会连带”。因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必须紧密地联系，以形成社会生活，并创造社会秩序。在家庭中的青年教育与在学校中的青年教育，负有建立社会秩序的共同使命。[26]纳托普指出，青年教育必须对青年人进行正确的指导，实施健康的道德教育，使青年具有良好的品格。

社会秩序对青年教育有很大的影响，对于青年而言，社会虽然制定了处罚的规则，但这并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要采用训练与道德来规范他。有了训练与道德才能使青年人“自我照顾”与“自立”。

在西方教育思想家中，大部分都很重视宗教对人在精神陶冶方面的影响，纳托普也不例外。他认为，青年教育，除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要共同负起责任外，宗教本身也负有责任，因为宗教处在较高的地位，所以它相当于“高级警察”，具有监督的意义，也具有高级的教育意义，所以宗教对于人的德性的建立，有很重要的意义。

纳托普指出，社会教育就是要使青年人认识生活条件与教育之间的关系，在陶冶之中养成高贵的气质，并且要使青年人逐渐成熟。在成熟的基础上，能配合社会的发展，体验社会进步的意义。[27]他强调说，社会教育最终是要建立人类的希望，包括人权的重视、和平的期望、自由的希望、绝对的民主等。希望青年人踩着前人的步伐迈进。因此，发展的意义就是要有利于社会生活。

关于教育方面，纳托普与裴斯泰洛齐一样重视国民教育，因为国民教育是属于基本的教育，它可以除了实施体育、有助于身体发展外，还可以养成儿童的独立性，扩大基本知识和经验的范围，养成“儿童的受教能力”。此外，学校教育也要包括“社会连带”，培养未来的公民。纳托普认为，学校是社会组织的一部分，学校教育必然含有社会教育的性质，不必另外实施社会教育。因此，学校教育负有社会教育的重要任务，其关键在于把教学建立在统一性、平等性、民主性的基础上。[28]

四、社会教育学的重要概念

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理论并没有忽略人的个性，它还强调教育的正常功能，促进个人与社会的联结。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事先考虑到社会生活中的事实，使教育学实际化。即教育思想必须考虑到社会原则，注意到事实。

纳托普关于“社会”的概念，具有多方面的意义：而社会教育学至少有两种基本的意义：第一，教育工作有教与学的作用。每一个人都是“从家庭出发”，以教育关系为条件，而与社会发生联系。[29]就教育家而言，他的课题不只是把握每个人的个性，还要作教育的引导，赋予每个人理性。第二，陶冶要根据社会的事实，在社会陶冶的范围内，决定社会的组织形式，以作为教育学的关系形式，如家庭、大学和国民高等学校等，作为“自由的陶冶协同体”。协同体具有文化的固定价值，与陶冶的“事件”发生关联，将每一个人的意识投入协同体中关心陶冶问题。在教与学的过程中，建立协同体的关联性。以上两种意义说明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在二者之间又参与了教育关系，成为一个等边三角形。

纳托普把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来看待，并着重事实的教育关系。他认为，教育课题的意义为：“必须发现教与学所表现出来的实际活动。”他又认为，师生关系的建立，是以陶冶的协同性为基础的，这种师生关系如已建立，那么社会的原则就可以作为教育辅导的引导观念。此外，他还重视教育过程的分析，建立了“描述的方法”。[30]他说：“教育过程可以自由地用心理学来描述它，但是这种描述的有关基础是逻辑的及有关的伦理学与艺术的方法。”[31]使用各种描述方法，可以尽量使教育关系的机构能为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所了解。

纳托普的教育基本概念强调三个原则：即集中原则、独立原则和社会原则。这三个原则对于教育行为的了解是有帮助的，而且有很高的价值。所谓“集中原则”是教育引导的课题：引导学习者的知识、意愿、艺术创造等具有和谐性，尤其是在发展阶段。所谓“独立原则”是帮助或用教育引导受教育者能“自我工作”，先由教育活动引导，然后受教育者即使处在个别的情境里也能自己判断与创造。所谓“社会原则”是教师与学生的集体关系，他们在教育工作中的普通条件下，在心理上能尽可能地互相了解。

纳托普的社会教育学理论，可以认为是一种广义的“社会的教育学”。因此，其基本概念在于建立教育的原则，在于尝试建立师生关系，用意识来作为建立关系的媒介。这个重要概念一经确立就不难理解，何以在纳托普的观念中学校教育具有社会教育的性质了。

在纳托普的教育思想中，加入了道德的课题。他认为，人的道德发展有三个阶段：一是“驱力”，二是“意志”，三是“理性的意志”。这三个阶段可以显示出人的成熟的情形。[32]纳托普认为，个人必须具备“基本道德”。有了以上的道德发展三阶段，才能具备活动的三种形式：一是“驱力”使人具有经济法则与工作法则；二是“意志”使人具有法律与管理的社会形式；三是“理性的意志”使人能形成“人的陶冶”思想与社会组织。[33]也就是要人养成“社会生活的道德形式”。[34]

纳托普在社会教育学方面有很大的成就，他常与威尔曼一样被人们所称道。纳托普曾经表示：在理论教育学的领域里，宁愿作一个“社会教育家”，由此可见他的自我期望！这些期望与他所建立的理论并没有被人们所遗忘。

第四节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一、生平与著述

阿道夫·赖希魏因（Adolf Reichwein，1898—1944）是德国著名的教育家。1898年10月3日出生于德国的鄂姆斯（Ems）。赖希魏因上大学时曾受教于纳托普，因此他的思想受纳托普教育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很大。纳托普重视社会教育的价值，赖希魏因则认为教与学应以社会教育为基础。赖希魏因还受德国社会学家杜尼斯（Ferdinand T[image: ]nnies，1855—1936）的影响。杜尼斯有关社会的概念，赖希魏因都有深入的理解，尤其是杜尼斯有关人与社会关系的理论，因为在社会关系建立以后，才能过有组织的生活。

赖希魏因是德国文化政策的制定人，尤其在成人教育方面曾做出巨大贡献。他极力主张认真推行成人教育，建立“工作的社会”；并且关心德国的青年运动，如游岛运动。他的著名主张是：“工作与智慧要相互连接。”也就是说：工作要靠智慧；有智慧，工作才能成功。凭借这些成就，赖希魏因被在教育学术界负有盛名的哈勒大学聘为教授。他由于在大学教书时反对纳粹，因此被迫离开大学，到巴林姆（Oberbamim）的乡村当乡村教师。1939年，赖希魏因担任柏林民族博物馆馆长，但在5年后，还是因为坚决反对纳粹，1944年被纳粹迫害致死。

赖希魏因生前对苏联的教育制度很有研究，对苏联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Ф. 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1821—1881）的思想有深入的研究。他将陀思妥耶夫斯基和裴斯泰洛齐两人并列，把他们看成“宗教精神家”，所以他的思想也受到以上两人的影响。他出任民族博物馆馆长时，对东方文化尤其是对中国文化兴趣浓厚，曾从事18世纪文化中国与欧洲关系的研究。此外，他对日本的劳工运动与农民运动也有兴趣。

赖希魏因的主要著作有：《中国与欧洲——18世纪历史与艺术家的关系》（China und Europa. Geschichte und K[image: ]nstlerische Beziehung in 18.Jahrhungdert，1923年）、《孙中山与民族运动》（Nationale Bewegung. Sunjatsen，1923年）、《用工作来塑造中国》（China bei der Arbeit，1928—1929年）、《苏联教育制度》（Das Bildungswesen in Sowjet-Ruβ land，1921年）、《日本的劳工运动与农民运动》（Japans Arbeiter-und Bauernbewgung，1927年）等。其主要著作大部分是论文或短篇，刊登在各种杂志上，内容颇为广泛，包括有关博物馆教育、民族运动、音乐教育、电影教育、民众高等学校教育等。短篇文章后来由斯坦曼（Ulrich Steinmann）集成《民族·诸民族·故乡·世界》（Volk-Vōlker-Heimat-Welt）一书出版。

二、社会教育学的概念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思想的形成，是由亲身经历而得来的，他看到当时德国农村生活非常清苦贫穷的现象，因而说道：“对于我整个的生活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就是见到威斯特伐（德国莱茵河右岸的山脉）的贫穷农夫，那时我还年轻，当兵的时候就是在该村庄度过的。”[35]这些重要的经历，使得年轻的他就感觉到社会因贫穷所造成的现象——社会的苦难与社会的差距。由于有上述的想法，于是他形成了“社会观”，认为人对社会应该有责任，想借此提高国民的知识水平。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思想，很显然受到“游鸟运动”的影响，他写信给他的妻子说：“游鸟运动十年来有很大的成就，是一种真正的青年运动。”依据赖希魏因的经验与体验，教育的概念就是要建立“新的生活风格”，而游鸟运动就是青年人新的生活风格的表现。

赖希魏因认为，游鸟运动首先直接与土地和人民、道德、风俗习惯、民族性有关。他又认为，文化的根本是民族性，不同的民族性形成不同的文化。其次，“民族艺术”也与文化有密切的关系，因为民族艺术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在以上的前提下，游鸟运动融合了文化与艺术，成为一种“自由的与精神的活动”。[36]

赖希魏因认为应该从现代科学的方法去了解社会教育学，这样对于社会教育学才会有正确的概念。而研究社会教育学就是要找出方法来尽量办自己的同胞的教育，尤其要养成有责任感的道德意识。社会教育所要帮助的不仅是儿童与青年，而且对成人与老人也要帮助，也就是说，所有各年龄阶段的人和所有生活范围以内的人，如果有需要帮助者，都应该给予帮助。

赖希魏因认为，社会教育与社会、政治关系极为密切，只有在社会与政治安定时，社会教育才会发展得更完美，如果碰上战争与革命，社会教育就难以推展，不但如此，还会造成“文化危机（kulturkrise）”。他说：“战争与革命很显然地会造成文化危机，使我们失去安定，甚至对信仰发生怀疑，连带地产生‘文化怀疑（kulturskepsis）’，使整个形势发生改变。”[37]

由于“文化危机”会产生可怕的现象，一旦危机降临在年青一代的身上，由年青一代承受，也就会反射到青年的身上。在这种情况下，文化必须有出路，因此，赖希魏因尝试将中国古代哲学应用到现代来，给予青年人“指导的帮助（orientierungshilfe）”与“预示的帮助（deut-undshilfe）”，使青年人已经失去的价值标准和方向，重新再显示出来。[38]他说：“年青一代的团体，遭受到时代纷扰的精神问题，‘东方的智慧（selbstbesinnung）’则有助于安定与宁静。”[39]赖希魏因十分称赞中国文化，认为中国古代的哲学是东方的智慧。在他看来，中国文化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应该要求年青一代具有中华文化的理念，并具有“东方的智慧”，这样才能作“自我的致思（Selbstreflexion）”[40]，以达到“自我的反省”，能满意地控制文化的情况与社会的情况。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学的概念融入了中国古代的哲学，融入了“东方的智慧”，即以助人为根本的责任感意识。

三、社会教育学的基本观点

（一）个人主义是恶根

赖希魏因认为，个人主义是文化危机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社会教育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个人主义虽然其范围不同，但是都足以造成文化危机。所以在社会、国家及职业生活的范围里，都要超越个人主义。这样不但能使内在理性化，而且进一步地能建立社会的关系与人的关系。他说：“个人主义在经济的范围中其意义是资本主义，在职业、社会与国家中的意义是：以机械生活为目标的管理，因此是置于机械的压迫之下的，是由个人必须解放出来，恢复到‘我’的真面目，那就是‘人格’，是穿透资本主义的机械论的工具。”[41]

在赖希魏因的心目中，个人主义是文化危机的根本，它与资本主义几乎没有什么分别，人如果过分强调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那么人就会成为机械的附庸。因此，社会教育就是要扬弃个人主义与资本主义，将人与人视为社会中互为关系的群体。

（二）社会的更新

要解决个人主义的危机，就是要打破“个人主义的循环（individualistiche kreislauf）”[42]。其解决的方式是，必须向每一个人尤其是青年人灌输“社会思想”，让青年人在小团体中能体验到“社会思想”，那就是“同志情谊的精神（der geist der kameradschsft）”与“预备帮助的精神（der geist der hilfsbereitschaft）”。

在古老的社会里，那些古老的文化，有时与社会并不一定有太大的关联。自从有了政府的组织以后，有领导者出现，人们就慢慢地开始团结，于是产生了“同志情谊的新世界（die neue welt der kameradschaft）”，那就是“工作的协同体（arbeitsgmeinschaft）”。在这个协同体中，各种不同的人，如自由的人、强有力的人、独立的人，组成了一个工作社会。

赖希魏因对社会更新持乐观的态度。他认为，只要能了解困难，冲破困难，有足够的人力，就可以达到社会更新的最高目的。他甚至说，人们不需要具备各种社会理论的知识，也不需要有社会的或政治的目标，就可以容易地了解“新的人的社会的图像”[43]。在这个图像中，青年运动要具有社会的形式，也就是青年人在社会中，能实现自己的理想，能创造自己，并对社会中的事物与人用良心来加以衡量。

赖希魏因认为，社会教育就是要养成人们“在社会中过新的生活”，以服务为目的，于是“为他人服务是正确的社会法则”。他之所以提出“服务”的概念，考究其动机，是要打破个人主义的观念，使人不仅为己，还要为他人。唯有人人以服务为目的，社会才能获得更新，人人才能过新的社会生活。

（三）理想的社会

赖希魏因认为社会唯有改革，才能更新，也才能进步，朝理想的社会迈进。他认为，理想的社会是精神的社会（geistgemeinschaft）、生产的社会（produktiongemeinschaft）、陶冶的社会（bildungsgemeinschaft）、教育的社会（erziehungsgemeinschaft）、民族的社会（volksgemeinschaft）这五种社会的综合。社会教育的功能就是在于建立理想的社会，理想的社会也就是和谐的社会。

（四）社会的性质

赖希魏因将社会的性质区分为工作的社会和生活的社会。所谓“生活的社会（iebensgemeinschaft）”，其意义为：营造共同生活的社会或一群人在时间与空间里，为了本身的生存而互相依赖的社会。[44]所谓“工作的社会（arbeitsgemeins-chaft）”，其意义为：工作范围非常广泛，不但包括精神的工作与身体的工作，而且也包括文化的工作，如音乐、游戏与庆典等。工作的社会中的人们，要讲究新的工作方法，这样对经济才有帮助，能发挥实际的作用。[45]

人们所处的社会，既是生活的社会，也是工作的社会，因为人必须共同生活，不能离群而索居，同时人也必须工作才能谋生活。那么，“为生活而工作”与“为工作而生活”、“生活”与“工作”二者相辅相成。

（五）社会新形态

社会新形态的形成，最主要的因素有二：一是战争，二是进化。前者对于社会新形态的产生是急剧的，并且是重大的变迁；后者对于社会新形态的产生是逐渐的，其变迁是缓慢的。社会教育促成社会改革是缓慢的，是属于进化的方式。在赖希魏因的观念中，社会必须不断地更新，才能产生新的社会形态。

要建立社会新形态，他认为还必须有新的社会秩序，其次是社会观，再次是社会经验。这三者必须互相配合，才能建立社会新形态。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学的基本观点在于舍弃个人主义，以社会全体为前提，追求社会的更新，建立社会的新形象，以达到理想的社会。

四、社会教育的理念

赖希魏因的社会教育理念主要来自纳托普。他认为，个人在社会中逐渐客观化（其主观消失），社会的图像开始发展。所以教育要强调社会面，然后使社会面趋向于社会的极（pol des soziales）。[46]因此，他认为教育的活动要强调社会理念的体验，了解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要求。而且现代社会教育要了解目的，引导人们具有责任意识及与他人能和谐相处。

基于以上的原因，赖希魏因肯定社会教育以“人性的理念（die Idee der menschlichkeit）”为重心。他认为，在现代的工业社会里，社会教育的概念是：所有社会改革，其中心应以人的需要为主，因此“人性”成为“社会教育的概念的支柱”。因为在赖希魏因的心目中，每一个人的价值与尊严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严肃的。

赖希魏因认为，推行社会教育时，要从人性的理念去考虑人的生活是否合乎教育的原则，这样社会教育才会有效果。从人性的理念去考虑他人的所作所为，必须是设身处地地体会，这样才会了解人性。

根据赖希魏因的意见，在教育与陶冶的范围内，人性是不可或缺的基础。教育家所持有的“人性的理念”的看法，认为它是教育思想与教育行为的原动力。赖希魏因认为，把这种人本主义的观点引入社会教育的理论中，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种理论强调“教育青年人对事与人的尊敬”[47]。有了对人对事尊敬的心态，才会有对同胞尊敬的心态，并将这种心态推展。赖希魏因还强调对于人性要有“新的体验”与“新的把握”。这样社会教育的动机才会显现出来，才能自我考验，实现教育目的。社会教育功能发挥以后，其就会朝向指导的、教育的社会道路迈进。

赖希魏因也重视“精神（geist）”，认为“精神”将带给人们完满的意义。它的形成力来自人的内在，人可以在形成力与改变过程中体验出来。在“精神”中，人自己可以了解生活原则，这种“精神”使人产生有义务性质的法则，形成一种新的社会关系，使人与人之间能互相沟通，互相唤醒，以了解人性的理念。[48]

五、民众高等学校的性质

民众高等学校属于社会教育的范畴，民众高等教育与成人教育有关。赖希魏因对于成人教育理论有独到的见解，也有很大的成就。赖希魏因认为，成人教育除了职业辅导和职业选择与一般的民众陶冶工作以外，其他重要的还有三种理念：①双亲之家（eltemhaus），其设置的目的在于过一过乡村生活；②青年运动（jugendbewegung），其发展的目的在于把青年活动引向正道，如游鸟运动；③战争体验（kriegserlebnis），其演习的目的在于培养前线同志情谊。[49]

他又认为要有民族统一的中心理念，必须使不同的民众教育机构共同发挥功能。这些不同的民众教育机构最重要的要算民众高等学校了。他实际参与耶拿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所以对成人教育知之甚详。他认为，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目的是要培养民主政治与养成国民守法的习惯，因此民众高等学校的任务是依据社会教育实施的步骤去认识和推行成人教育。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与一般正规学校不同，因此民众高等学校的教学，应特别强调社会与政治的教育工作。其施教的方式则是重视“实事求是（sachlichkeit）”“批判的思想（kritisches denken）”“生活的接近（lebensnahe）”3个方面。“实事求是”的原则强调，教育要注重事实的解释，反对先入为主的判断与政治宣传。在这一点上，赖希魏因反对纳粹，认为希特勒搞政治宣传。[50]“批判的思想”强调要培养受教育者有独立的批判思想。“生活的接近”要求在生活中立稳脚跟，并给予生活的指导。据此，赖希魏因认为，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生活学校。民众高等学校存在的意义，就是要教导受教育者了解社会实际。

但赖希魏因并不把民众高等学校看成一盘散沙，而认为民众高等学校应该有计划，教材的选择应以与生活有关者为主，并以与人有切身关系者为重。他认为，经济学与生活关系最为密切，而且经济问题也是实际的社会问题。

民众高等学校还是一个自由交谈的场所。当今重要的问题都可以提出来讨论，这样可以引导受教育者对事物有公正的看法，以及教导他们进行思想训练，这些都与个人的直观能力有关。

综上所述，赖希魏因认为民众高等学校具有四个方面的性质。

（一）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经济的学校（wirtschaftsschule）

它传授现代工业社会所需要的经济学的基本知识，教导受教育者了解经济与社会的现实状况及其所包含的问题和它的层次。因此，控制经济结构与社会结构是社会教育的主要课题。[51]

（二）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民众的学校（volksschule）

民众高等学校运动的本质与功能，在于促进民族的统一与团结。所以，赖希魏因说道：“民众高等学校，我们认为是一种民众的学校，民族命运之所系，社会问题之解决，团体活动之推动等方面的场所。”[52]

（三）民众高等学校是人性的学校（die schule zur menschlichkeit）

民众高等学校的本质是“人性的学校，换句话说是以人性为主”[53]。人性陶冶的主要原则要以社会为图像，使每一个人都能发挥其力量，在理性化与技术化的现代工业社会，不但要重视人的价值，而且也要重视在生产过程中的实用性。[54]社会教育就是兼顾以上的重要因素，在强调社会与经济方面的重要性之际，也要承认人性的原则。

（四）民众高等学校是团体教育的场所

赖希魏因社会教育的基本论点，是要建立理论与生活加以统一的原则，这种思想与当时丹麦的民众大学的理念相同，既可以促进社会改革，又可使受教育的学生获得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基本知识。在团体精神的关联之中，民众高等学校的任务是训练青年人与成年人，使他们不但在专业的范围内，有专门知识，也有与人交往的能力。这样，民众高等学校就成了知识媒介的场所和团体教育的中心，使受教育者在生活的范围中有所创造，因此他特别强调“团体的理念（gemeischaftsidee）”。也就是说，把民众高等学校视为“民众高等学校协同体”，成为团体生活体验的场所。[55]

六、社会教育的展望

赖希魏因对社会教育的发展信心十足，认为社会教育应该普及到社会上，为青年人与成年人提供良好的学习场所，要依照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想，将人教育成“脑、手、心”三者和谐发展的人。所以，他说：“陶冶人的精神与心灵、意志与态度，使其在生活中均衡发展，个人能形成他自己，这就是教育的意义与目的。”[56]

他认为，社会教育应该有目的，这样才能有所成就，达到“真正的生活的帮助”。一是为民众的教育尽心尽力，其中包括个人的发展、文化的体验及唤醒个人的能力；二是谋求社会生活的适应，以及社会依照既定的目标和谐地发展。依照赖希魏因的观念，社会教育的理想在于追求“完整性”，培养受教育者成为“完整的人”。所谓“完整的人”，就是具有完整的人格，身心都健全，并且具有各项能力，足以适应社会生活，尤其是具有责任心，能为他人和社会服务。

因此，赖希魏因将社会教育分为知识教育与品格教育。前者追求基本知识以及职业方面的知识，尤其是要培养受教育者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能有正确的观点，并且养成各方面所需要的经验；后者在于培养具有责任意识的品格，足以使社会的关系发生积极的转变。他认为，这种社会关系的转变不是梦想，是可以实现的，但是要人格坚强、意志力、谦逊寡欲、牺牲四个方面互相配合才行。社会关系发生改变，才能形成“社会的更新”，以建立进步的新社会。

赖希魏因非常重视民主，他提出了社会的理想与民主的理想。所谓社会的理想是人人有责任意识，人人为他人而服务；所谓民主的理想是“团结”与“容忍”。“团结”是各方面都和谐安定，有可能实施民主制度；“容忍”是每一个人都负有“共同的责任”，能够尊重对方的意见。社会教育就是往社会的理想与民主的理想的道路迈进！

第五节 诺尔的社会教育学理论

一、生平与著述

赫尔曼·诺尔（Herrman Nohl，1879—1960）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1879年10月7日出生于德国首都柏林。其主要学术思想是教育学，主张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科学，其他的研究涉及历史、哲学、德国语言等。诺尔的思想受狄尔泰（Wilheim Dilthey，1833—1911）及鲍尔生（Friedrich Paulson，1846—1908）两大思想家的影响很大。他受狄尔泰的提拔，担任狄尔泰的助手。1919年被聘为耶拿大学的教授。同年，他在图林根创办“民众高等学校（Volkshochule）”。1920年转任哥廷根大学教授，讲授哲学与教育学，直到1949年退休为止。在当时许多学者批评教育的情形下，他深受改革教育思想的刺激，发挥了其老师狄尔泰的“精神科学的教育学”的理论。为了实现其理想，他特别注重“教师的培养”与“教育社会学”，从而成为社会教育学大师。

诺尔的主要著作有：《苏格拉底与伦理学》（Sokrates und die Ethik，1904年）、《绘画的世界观》（Die Weltanschauungen der Malerei，1908年）、《教育学与政治学论文》（Pȧ dagogische und Politische Aufsatze，1919年）、《德国的教育理论及其运动》（Die Padagogische Bewegung in Deutschland und ihre Theorie，1933年）、《哲学概论》（Einfuhrung in die Philosophie，1935年）、《美学的实际性》（Die asthetische Wirklichkeit，1935年）、《性格与命运》（Charakter und Schicksat，1938年）、《道德基本经验》（Die sittliche Grunderfahrungen，1939年）、《三十年来的教育论文选》（Pȧ dagogil aus 30 Jahren，1949年）、《现代教育的课题》（Die Pȧdagogische Aufgabe der Gegenwart，1949年）、《席勒》（Schiller，1954年）。在他去世后，还出版了一系列的遗作，包括《教育学的负担与课题》（Schuld und Aufgabe der Pȧdagogik，1962年）、《社会教育学的课题与方法》（Aufgaben und Wege zur Sozialpadagogik，1965年）、《学校教育论文选集》（Ausgewahlte sculpȧdagogische Schrifien，Hrsg. Von W. Popp，1967年）、《教育学论文选集》（Ausgewahlte Pȧdagogische Abhandlungen，Hrsg. Von Offermann，1967年）、《德国运动》（Die deutshe Bewegung，1970年）、《教育学手册》（Handbuch der Pȧdagogik，5 Bde，1928—1933，mit Pallat，1928—1933）。

二、社会教育学的概念

诺尔认为，新的教育是一种最好的诊治方法，对国民中不幸者予以辅导，能使他过得更快乐、更勇敢、更有创造性。所以，他于1919年在其所著的《教育学与政治学论文》序言中，提出了“生活中的工作（Lebensarbeit）”的理论。[57]而教育在生活的空间中，要建立教育学的本质，尤其应以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为基础。

诺尔将教育学的基础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实际的—俗人的（realistisch-weltmannische）”基础；二是“社会的（soziale）”基础；三是“人文的（humanistische）”基础。其中有关社会的基础，在他早期的思想中，强调政治教育的价值，他说：“所有的生活指向建立在我们国家的意志统一与力量提升上，这就是早期所谓的国家公民教育。”[58]所谓国家公民的教育，他解释道：一个民族用政治的方法来“形成”它，换句话说就是政治的陶冶、理想的实现。也就是政治教育的目的在于实现自由和民主，并且使一个国家成为“文化国家（kulturstaat）”。

诺尔与威尔曼早期的思想相同，认为个体教育学与国家教育学相对立。诺尔强调国家教育的价值，国家教育又偏重在政治教育方面，所以他早期说：“总而言之，坦白地说，社会教育学，就是国民（民众）的教育。”[59]但是后来他扩大了社会教育学的概念，认为“理想的文化国家”的目标，在达成的过程中，个人教育不容忽视，所以需要发展一种“新的社会教育学”在本质上与需要上涵盖个体教育学，因为个人的“需要帮助（nothife）”的思想掺杂在其中。[60]于是他将个人教育与国家教育加以结合。

诺尔在教育上所做的努力，在于建立“教育情境”与“教育关系”。而社会教育一方面将其基础建立在“帮助的需要（hilfsbedürftig）”上，另一方面又是“自我帮助（selbsthilfe）”。这两方面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课题。因此，社会教育所占的地位应该是：一方面是要建立“人的新概念（neuer Begriff vom menschen）”；另一方面是要从新人文主义去建立“人的文化协同体（die menschliche kulturge-meinschaft）”。

人在社会中要通过团体生活，在团体生活中应具有民主的方式。因此，政治教育应该强调对民主的认识，在学校中也要安排这种生活的方式，在自由与自我活动方面也要讲求服从。诺尔认为，心灵是一种内在的形式，善与恶各方面，均掌握在人的手中，个人的正确教育，成为创造共同生活的基本条件。

诺尔认为，社会教育具有“责任（verantwortung）”的意义，这种“责任”应分为两方面，一是个人责任，也就是“自我的责任（selbstverantwortung）”；二是社会责任，也就是“帮助的责任（hilfsverantwortung）”。他说：“心灵之集中的秘密就是自我的责任，这种自我责任的成长，其价值在于赋予人义务，并能自我认识，过自由的共同生活，它的课题在于为协同体承担一部分责任，成为团体的一分子。自我的责任就是责任的主观化。”[61]社会的责任在于建立“道德结构（sittliche struklur）”。他说：“所有的人在共同生活中，所要把握的就是实际的道德。”[62]

社会教育的实施应该重视教育的责任。如果有了责任，那么社会教育的对象应该是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其工作范围包括无人管教的孩子的教育、监狱中犯人的教育、青年的照顾、农村子弟的教育等。诺尔除了提出上述的见解外，还认为社会教育应依“重要的情况（notfalle）”而实施，偏重于教育实施方面。所以对于社会教育的课题的了解，应该以对教育问题深入了解为主要手段。社会教育注重实际，所以与生活有关，于是“生活的了解（lebensverstandnis）”与“生活的辅导（lebensführung）”成为社会教育的重要工作。[63]

三、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

诺尔认为，社会教育的工作范围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

诺尔认为，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是很重要的问题，但并不是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不但要由专家来解决，而且也要加以研究。[64]专家们处理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问题时有两个要素：一是环境，二是设施。诺尔认为，教育的设施对人的发展有很重要的意义，而且环境也与人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失去管教的儿童如没有好好的教育，其人格的发展必将导致错误的发展。因此照顾失去管教的儿童，要从外在的连接引导至内在的保持，也就是说以外在的环境的教育力量，使人的本性发生改变，并保持良好的一面。

对于无人管教的儿童，常采用心理分析的方法医治，即以弗洛伊德的方法为基础。诺尔认为，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方法的应用，具有广泛的意义，但不是从“原始欲望（primare libido）”去着手，而是要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把握。诺尔认为，裴斯泰洛齐重视家庭中成员的关系的理论，值得重视。因为裴斯泰洛齐认为，家庭中的父母兄弟姐妹的关系是一种“聚合的人的关系（die gesamtmenschliche bezüge）”，这种关系可以使儿童在家庭生活中学习，与环境建立良好的关系。

按诺尔的观点，对于无人管教的儿童施教，要给他们幸福与快乐，期望他们的行为能完美，所以供给他们各种运动、游戏、活动的设施。此外，还要时常给予奖赏，奖励其良好的行为表现。并且要他们体验那些高尚的情怀，来作为一种幸福的意志训练。

诺尔还认为，实施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应该赋予“高级的精神指向（hohere geistige richetungen）”，使儿童朝正常的方向发展。他的发展所显示出来的，不但要经由教导，而且要经由在团体中的生活，才能使其发展有正确的方向。[65]必要时可以给予青年人一些刺激，这些刺激对青年人的生活能量具有唤醒的作用，能够产生新的火花，以他的动机驱力为出发点。诺尔认为，青年人的职业与兴趣是一种“高级兴趣”。他说：“青年人做一件事情要能成功，必须唤醒其高级兴趣，从以自我生活为中心，转变成为所有高级存在的基础。”[66]

对于无人管教儿童的教育，应该以能提高其将来的生活水平为前提，并且要发展其责任意识，引导他进入团体之中，并使他容易成功，这样使他对团体活动觉得有意义。

（二）青少年的福利与养护

诺尔建议要发展实际的教育活动，尤其是社会教育的实际活动。社会教育所谋求的是“需要的帮助”和“人的权利的获得”，所以社会教育所努力的也就是实现青少年的福利与养护。他提出了“青年福利的养护（jugendwohlfahrt-spflege）”这一术语。这种“青年福利的养护”，“它的目的不只是权利、健康、经济的成就或者是心灵治疗的维护，因为这些只是一部分而已，最重要的是幸福的获得。”[67]从以上的教育观点出发，社会教育的责任必须邀集政党、教会参与，并非只是国家的责任，而且施教的人必须具有帮助的热诚。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照顾对于个人而言，是有客观的价值的，并且对那些穷苦无助的人，要激励其追求幸福，除了吃、住、工作以外，还要有娱乐。这些事情，就如一个人渴望获得爱一样。

按诺尔的观点，社会教育的工作具有广泛的意义。他认为，所有社会教育所要做的努力，都要以需要的情况来定，对于照顾的加强，将视同如母亲关心孩子的方式来处理。不过，不能忽视的是还要激发青年自我帮助的意识，也就是帮助者具有责任意识，被帮助者也不能完全依赖他人。同时，帮助者也要斟酌需要的情况，做出不同程度的帮助，不能一味地一视同仁。

诺尔认为，必须把社会教育工作视为积极主动的工作，而不是等待伤害发生以后才去处理，所以要尽可能做社会的预防工作。在所有的工作范围中，对于青年的教育，社会要主动负起责任来。

青年应具有理想。社会希望青年人成为有用的社会公民；青年希望工作有成就，能独立，这两方面构成了“社会教育职业的伦理（ethos der sozialpàdagogische berufe）”。

社会教育除了照顾以外，还有保护的义务及引导的责任，这正如欧洲中世纪的“骑士精神（ritterlichkeit）”。因此，诺尔认为，对于青年的照顾发挥社会的功能是非常重要的。[68]然而要达成这种理想愿望，必须要求家庭、团体共同负起责任，引导青年人渡过危险与困难。另一方面，也要有“精神上的慈爱（geistige mütterlichekeit）”，才能有关怀与细心的照顾，使青年人在生活上获得帮助。诺尔认为，在一个家庭中，丈夫应该有“骑士的精神”，妻子应该有“精神上的母爱”，这样儿童才能得到好的照顾。同样，社会亦然，男人应该扮演骑士的角色，女人应该扮演母亲的角色。这样，青年人才能获得保护与帮助。

（三）青年辅导与帮助

青年的成长过程需要成年人的辅导与帮助，必须建立一个信念，那就是青年人遇到困难时必须帮助他、照顾他，使他的困难得以化解。青年辅导与帮助在于找到好的方法，将“严重结构之上瑕疵予以完整的重建”。因此，青年辅助的工作应是正面的转变。也就是说，青年辅助的主要任务是诊治破碎的创伤，还要使那些无法上学的人受到陶冶。人们可以将这样的工作比喻为医生照顾病人。这种工作是具有完整性的工作，但是这完整性并非包括一切，因为教育和医疗的对象只是那些有缺陷者，这个情形恰可与健康对比。温登堡曾说：“即使有最精良的医疗设备，也不能终止对健康的要求，必须确定身体之精神能力对于工作所能负荷的程度，一般国民的注意力不是置于健康上，而是集中于疾病上。每一个人应自己负责保持其健康，对抗失责和对健康的忽略。”[69]由于人们将注意力集中在疾病上，而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健康的保持上，以致造成对青年辅助责任的轻视，只针对青年犯罪行为或不正常行为的发掘，形成了本末倒置的现象。

对于青年辅助的实施是无可争论的，这种“精神丰富的社会思想”是高度同情心的发挥，也是社会伦理的重视。青年辅助的指向是建立在人的高等陶冶与环境的高等陶冶上。青年辅助与陶冶也有着密切的关系，陶冶的问题不但与人有关，而且与环境有关，二者要相互改变——人们改善环境，环境影响个人。人受教育不能用世俗的眼光来衡量，纵使个人有不良的发展，社会团体对他的教育也要担负责任，并应寄予深深的同情！

青年人的心理问题，往往最容易被人忽略，凡遇有心理学问题，必须施予教育的辅助。辅助的出发点是“自我帮助的意识”和“责任性”的唤醒，对自己如同对团体一样。辅导人员所站的地位是观察并负起责任；被辅导者将很自然地、经常被动地被问及相关的事情，而辅导人员根据法律所赋予的权利行事，也就是辅导的保障。

诺尔认为，如果辅导人员所做的辅导只是以社会伦理为范围，或者只作为一位同情的使徒，那么完全误解了裴斯泰洛齐教育爱的观念。因为教育辅助是一种“教育爱”。也就是说，最后每个人只有他自己能够自我帮助。所有对青年人的辅助和教育，必须达到目的，对个人应该鼓励其创造自我帮助的力量与勇气。处理这个问题、这个观点，人们应再度去加深研究，寻出任何可能接受和每一项给予最大的帮助的途径，就是最小的事情也凭良心去做，这就是社会教育所要去努力的目标，而且社会教育最后仍有个人的价值。

诺尔又认为，德国公共辅助的工作做得并不成功，尤其是教育上的福利与养护方面，更不完善。因此，需要唤醒人们建立“自我帮助的意识”，有了这种自助的意志，才能为自己建立信心，奋发向上，也才能为他人服务。

以上那些概念是严肃的，同时对于国民健康的促进也具有伟大的意义和充满着良知。所以医治与救助的青年工作，对于那些生病与不幸的青年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工作应建立在预防上，医疗也要建立在预防上。诺尔认为“照顾（fürsorge）”是以“兴趣”为前提的，因为一个人必须对某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喜欢，才会愿意去照顾他，并且“照顾”的工作是一件很烦人的工作，如果没有兴趣的支持，这项工作很难继续下去。

“青年养护（jugenpflege）”这个名词比“照顾”有更深远的意义，成为社会教育的主要课题。“养护”有一项积极的意义，那就是“健康的保持”，以保持人的健康。这种工作要从夫妻的讨论和母亲的协助开始，到托儿所、母亲咨询所、幼儿园、日间学童托管所、日间之家、地方修养所、教育咨询所、被学校开除之青年养护、职业咨询和青年民众高等学校等为止。以上这些场所、机构在促使青少年及儿童在环境中保持健康，并为一项幸福的存在而努力。所以发展是积极的工作，其精神为教育的本质。正确的发展和积极的指导成为青年工作的重要项目。

（四）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工作

诺尔曾经在图林根设立“民众高等学校”，这种学校也是属于社会教育的一种。由于他在军中时见到他的同志们都是精神上与心灵上的贫乏者，使他产生创办“民众高等学校”的动机，想利用“民众高等学校”来教育社会上的每一个人。

诺尔认为，在社会中，人们应该“学习新的见闻”，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低层次的国民有精神上的需要，去认识更多的事物，以增广见闻，因为他们无法接受更多的普通教育，由此可从“民众高等学校”来补充普通教育的不足；二是国民要从低层次迈入高层次，必须以经济做基础，通过教育机构的教导，才能完成，也就是实施国民的陶冶与生活的陶冶，并且进一步地发展专门科学的专门教育，使国民的教育进步更为深远。国民接受良好的教育之后，将会与国家更为密切，与工厂中的工作人员更为密切，甚至会与路上的行人更为密切。[70]

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对象虽然是从青年开始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成年人。其主要特征如下。

一是民众高等学校是一种教育组织，其重要意义在于实施高级人性的陶冶，增加“国民责任感”。在诺尔看来，民众高等学校对于精神文化的陶冶有很大的贡献，因为它具有启蒙作用，成为国民陶冶的新指向，可以使民众对于人有新的概念，以及对文化团体也有新的概念，也就是使这种学校具有新人文主义的色彩。这种学校根据“人性”来创办，其目标是为社会培养有用的公民，使他们能过“公民的生活”，而不只是生活的机械化、理性化和人的照顾的教育，基于有用的观念，成为在社会中的一位工人。因此，民众高等学校的陶冶在于，使人具有“完整的精神力量”，能过“工作生活”与“团体生活”。

二是民众高等学校不仅是获得知识的场所，也是从精神教育到公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所以，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是从以上观点出发来探讨，由此可以认定民众高等学校的教育问题也就是成人教育的教育问题。在这种学校受教育，可以找寻生活中一种可了解的关系，建立教育的课题，在学校中，受教育者可以自由地工作和自由地做决定，在所定的范畴中做生活的引导与生活的了解，有助于肯定人在世界中的地位，也可唤起人们了解意志自由与人格独立的意义。不仅如此，民众高等学校顾及生活的每一种力量之间的关系，包括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与宗教的力量，及其构成的法则，它们肯定了人的关系和人的生活形式，学生的需要将获得帮助。

三是民众高等学校与青年教育的关系有“青年养护”与“青年照顾”。此外，民众高等学校也与大的社会教育机构，如民众图书馆、音乐厅、艺术馆、博物馆等合作，提供民众教育性质的服务，其项目包括：阅读、民俗艺术的保护、民众音乐会、团体晚会、农村福利的照顾、工会教育联合会的成立等。

四是民众高等学校设立的最高意义，是在快乐中培养教育意志，把工作当作生活，以愉快的心情参加社会活动或宗教活动，用教育来扩展视野与工作范围。而且这种学校有很多的教育课题，如加以分析，成人教育也有不同的形式，许多因素也具有陶冶的功能，如报纸、电影、生活圈的关系等。

民众高等学校的精神，它所能发挥的作用，也具有一些学校教育的性质，然而在今天，人们并不太去考虑这一点。民众高等学校所能发挥的作用，包括知识的灌输、科学的分析与思考和具体生活要件的思考等。所以它的工作是“一种实际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是一种必需的工作”。[71]

四、社会教育的理想

诺尔在《社会教育学的评价》（Sozialpȧ dagosche Ansatz）中强调：“教育被理解为生活辅助与生活教导。”因此，社会教育的工作，其本质是为了解决个人所遭遇到的困难。社会教育工作者，不但是理想的热衷者，而且也是重视生活实际的工作者，他能感觉出青年或成人所面临的问题并鼓励他们去面对困难，激励他们，使他们得到发展，从而去克服困难。所以，社会教育的工作被理解为一项生活之责任性的工作，它的产生是为了对生活中遭到的困难做出反应，进而解决困难，使人们在社会中能生活得更幸福。

按照诺尔的意见，社会教育也具有普通陶冶的性质，其陶冶财如哲学、宗教、地质学、文学等；其职业陶冶的性质为：职业养成与职业进修，这两种性质的综合，可以促使人形成“伟大的兴趣”和要求实际的生活，致力于生活问题的解决。诺尔说：“人，以生活的奋斗为手段，要问一问自己存在的意义，哪一些所教导的是实用的思想，并有所帮助。”[72]因此，社会教育可以提高人文陶冶于教育实际的价值。

诺尔把社会教育看成一种帮助，尤其是急难的帮助，具有积极的意义。困难一解决，人们就可以过着幸福的生活，再加上文化的陶冶，使人能变化气质，有责任感、有道德意识，社会形成了新的生活形式、新的生活类型与新的生活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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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教育理论

诞生于德国的文化教育学是20世纪初西方最重要的教育思潮。有的学者认为，文化教育学“出类拔萃，波澜壮阔，几有压倒一切之势，观之现在其他学派，大都随其流而和其说，更可见其影响之既大且深”[1]。近半个世纪以来，文化教育学逐渐风靡欧美，并波及日本、菲律宾，其影响至今不衰。

第一节 文化教育学的形成

一、文化教育学的基本含义

什么是文化教育学？理解它的基本含义是弄清这一教育思潮的首要问题。

由于文化教育学是建立在狄尔泰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因而最早又被称为“精神科学教育学（geisteswiss eschaftliche padagogik）”。但是，在德国教育史上，人们对文化教育学（kuluturelle padagogik）这个概念的解释充满着歧义性。德国著名学者本纳（D. Benner）在他所写的《教育科学主潮》（Hauptstromumgen der Erziehungswssenschaft）一书中指出：“精神科学教育学是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教育流派，它主要探讨教育经验问题。”另一位学者丹纳（H. Danner）则认为，文化教育学主要关注教育现实性问题。[2]还有学者认为，所谓文化教育学，就是从历史的文化立场来解决教育问题的一种教育理论思潮。

以上几种观点都各有侧重，或从其研究领域，或从其研究的逻辑起点来界定文化教育学。然而，这种教育思潮在其目的论上，注重从历史文化和生命阐释入手研究教育，故被总称为文化教育学。这种状况足以说明这一教育思潮理论的深奥性、内容的丰富性和影响的深远性。

二、文化教育学的哲学基础

文化教育学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在其渊源上，与19世纪后半期至20世纪初期的各种人文哲学思潮密切相关。以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为首的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可以推为其最重要的理论基础。

19世纪末20世纪上半期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矛盾重重，阶级斗争十分激烈，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动荡不安。为了重新恢复社会的稳定，调和日益加剧的阶级矛盾，生命哲学不仅反对传统理性派唯心主义的抽象原则和绝对观念，而且反对经验派唯心主义标榜的经验、感性事实，认为实证主义的机械论和唯理论的抽象原则均不能成为当代社会的有说服力的世界观，而只有以“生命的体验”“生命的充实”为根据的哲学，才能成为洞察当代社会的本质和真理的世界观。以狄尔泰为首的生命哲学家，将生命概念提到哲学的中心地位，成为各种现实和价值的出发点，以此去解决现代文化冲突，并开创一条不同于唯理论和经验论的第三条道路。生命哲学坚决反对当时自然科学把物质看成僵死的、凝固的东西，忽略人的活生生的生命的做法，主张用精神科学这一与自然科学截然不同的方法论去研究充满活力的生命现象。

生命哲学认为，近现代社会由于科学技术导致的严重分工以及社会等级制度，社会与个人、人的生命感性与理性、现实与理想发生了严重的分裂和对立，这种有限与无限、经验与超验的普遍分裂，使人成为畸形的碎片，人被物化了，丧失了生命的激情，失去了童真。要获得人性的生命解放，则必须重视人的生命，不断挣脱物质的锁链和理性的专制，恢复人性和谐，达到生命与世界、形式与内容、感性与理性、有限与无限、物质与精神的统一。生命哲学家坚持生命作为一种创造力的永恒冲动，才是哲学和教育学研究的真正对象。生命只能通过体验和理解去加以把握，即只能通过融入对象、进行体验、寻找启示的解释学方法才能揭示人类精神世界的奥秘。

除了以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作为其理论基础以外，文化教育学还广泛吸收了文化哲学作为自己的理论基础。德国文化教育学的提倡者同时又是文化哲学的提倡者。因此，文化教育学的哲学就成为以生活为单位的一种哲学，一方面注重知、情、意的统一活动，另一方面又注重历史的、社会的实在发展。在教育上所产生的结果是“体验”“全人活动”的教育，同时又是以历史社会为中心的教育学说。在文化哲学透视下的“教育”，是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得到陶冶的客观文化体系，由于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地发展。从这里可以看到，以“文化哲学为基础的文化教育学具有明显的‘经验—实用’的文化传承与创造倾向”。以至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是以文化为主的时代，也就是教育的时代。[3]

文化教育学还以李卡尔特（H. Rickert，1863—1936）的新康德主义的价值哲学为基础。在李卡尔特看来，价值是区别自然和文化的决定性的标准，凡是文化必定具有价值，也必须以价值的观点加以考察。文化“是财富的总和，它只有作为这样的东西才可能被理解”，因为价值是在文化中“实现”的，“历史创造了文化财富，文化价值实现于文化财富之中”。[4]因此，李卡尔特把哲学问题看成价值问题，尤其是文化价值问题。李卡尔特将价值问题作为哲学的重要对象，有其合理性，尤其是对主客体及其价值的阐释，以及进一步将文化价值的重要地位凸显出来，提出“文化财”这一重要概念，对文化教育学的代表人物斯普朗格（Franz Ernst Eduard Spranger，1882—1963）和李特（Theodor Litt，1880—1962）影响很大。

在方法论上，文化教育学更受到胡塞尔（Edmund Husserl，1859—1938）现象学的影响。现象学是一种通过所谓“直接的认识”去描述现象的研究方法。胡塞尔认为，经验和事实是靠不住的。所以应当通过观察具体形象来直观其本质。文化教育学融合了先验法与经验法，并把纯粹思辨与科学实证法结合起来，既重视经验，又从经验事实出发而力求直观普遍的本质。这一点可以从斯普朗格的生活类型说看出来。

三、文化教育学的教育学背景

除了以上哲学思想的影响，文化教育学还受到当时德国风云而起的各种教育思潮的影响。这些思潮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反对赫尔巴特将自然科学的步骤结合进教育理论中，而把活生生的教育关系变成了简单的“目的—手段关系”。也就是反对“填鸭式”的知识灌输，而倡导一种注重人的知、情、意全面发展的教育。这些思潮中与文化教育学关系最为密切的是：回归自然教育、儿童本位思潮、艺术教育运动和劳作学校理论。

德国教育家赫曼·利茨有感于都市生活的病态和教育漠视个性等弊端，倡导返回人类的故乡——大自然中去重新体验安谧的自然、芬馥的生活和温馨的人情。因此，他于1901年至1904年创建了3所乡村寄宿学校。利茨认为，教育有两个基本概念：一是祖国之爱，即爱自己的乡土，进而扩充为爱自己的国家；二是道德训练，培养学生追求理想的韧劲，增强他们的责任感与义务感。他赋予乡村教育之家三个宗旨：①光明，指智慧的训练，是要使儿童认识真理、热爱理想，不为物欲所蔽，这样才能心智清晰，得到光明；②爱，爱是情感与道德的陶冶，爱是人与人相处之道，人们之间互相理解，和睦相处，就会产生爱心；③生活，即指技能的传授。利茨进一步认为，教育应包括品格教育、宗教道德教育、身心官能力量的发展、公民教育、民族文化发展的工作。换句话说，就是使每个学生的身体、精神、宗教感、道德感、知识、情感诸方面都能得到均衡发展。这种发展不是向下或横行的，而是向上的发展。利茨的乡村教育之家，对于人格教育、艺术教育、劳作教育、体育活动非常重视，是德国现代教育运动的开拓者。

儿童本位思潮由19世纪末20世纪初瑞典著名女教育家爱伦·凯所倡导。爱伦·凯强调指出，教育是开发儿童固有个性的事业，因此，教育应以儿童为中心，任何有强迫意义的计划教育都要取消。德国教育改革家贝特霍拉德·奥托（Berthold Otto，1859—1933）进一步发展了她的观点，但他除了重视儿童的自由活动及内在能力的发展外，也承认教师及教学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奥托特别强调家庭与学校的密切联系，学校应具有家庭的和睦气氛，使藏有各种问题的学生无限制地发问，不仅如此，这种自由交谈的方式还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精神，它能够把生活方式不同、阶级对立的人们融合在一起，加强理解，彼此沟通，从而组成一个民族整体。奥托反对班级教学，认为教育工作应注重个别指导，使学生感情融和。总之，奥托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独立思考、仔细观察外界、深切了解环境的新人。

德国艺术教育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厄内斯特·韦伯（Ernst Weber，1873—？）。在韦伯看来，当时德国教育存在四种弊端：第一，学校教育内容跟人的生活相冲突；第二，忽视学生个性发展，而倾向于团体教育；第三，这种教育带有强迫教育的特性，忽略了学生的自由活动；第四，偏重知识的灌输，而忽略情操的陶冶。为解决德国教育中存在的这些问题，他认为教育的任务应该是发展个人的人格特质和培养创造力，这种教育要求根据艺术原理来实施，也要求教师必须是一位艺术家，他必须精于说话的艺术，同时要懂绘画、音乐和手工，教师教导学生，犹如艺术家创造作品一样，是在创造价值。艺术教育的基本原则就是发展儿童个性，注重知、情、意的全人格均衡发展。

劳作学校有别于传统的所谓“学习学校”。这种学校反对那种偏重课本知识及教师传授的教育，主张儿童的自主活动，并通过共同的劳作活动使儿童的心灵均衡发展，以达到“职业训练”与“公民教育”的双重目标。其倡导者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坦明确指出，一切教育的目的是教育有用的国家公民。为培养这种公民，在学校中就应使儿童在实际的共同劳作中得到训练，因为实际的劳作才能陶冶儿童将来职业生活的能力。同时，共同的劳作又培养了儿童为生活团体服务——为国家服务的精神。因此，他认为学校有三项任务：职业训练或职业准备、职业的道德化、团体生活的道德化。他所说的道德化，是指提高人们内在的人格价值。

可以看出，以上四种教育思潮为了摆脱赫尔巴特教育思想的羁绊，从多个视角对德国教育进行了深层次的思考。尽管由于时代的局限，它们不免带有许多片面性，但这些片面之词为文化教育学的产生造就了浓厚的研究氛围，也为文化教育学者提供了新的研究思路——从“文化”这个大视角去研究教育。

四、文化教育学先驱——狄尔泰

在文化教育学发展史上，首先要提的人物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他生于比布里奇的一个牧师家庭。曾在海德堡大学学习神学，后来到柏林大学主攻历史和哲学，1864年获博士学位。1866年，他任教于巴塞尔大学，1877年到布累斯劳执教，1882年起到柏林大学洛采学院任哲学教授，直至1905年退休。他的主要著作是《精神科学导论》（1883年）。在这本书里，他提出了研究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和他对感性生命与历史境遇的独特见解。

狄尔泰的生活年代正处于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的时代，这是一个理性哲学走上穷途末路和德国古典唯心主义哲学终结的时代，西方哲学正处在向非理性主义转折的非常时期。这种方向性的变化对狄尔泰的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狄尔泰认为，人文科学必须以“生命（leben）”作为研究的出发点，因为生命本身“包含着揭示一切认识和一切思维的联系。一切认识的可能性的关键即以此为基础”[5]。在狄尔泰看来，从人类的社会制度和组织到个体的经历和心理意识取向，再到各种精神科学和文化形态（如语言、艺术、宗教、哲学和习俗、风尚等），以及人类历史的演进，无一不是生命的表达和体现。所以，生命这一范畴是与人类生活、历史和文化密切联系着的。他说：“我们正处于传统模式的形而上学的终结之时，同时又在思考我们要终结科学哲学本身。这就是生命哲学的兴起。”[6]

在狄尔泰看来，生命固然是有机生命进化阶段中的一个表现，但从科学进化论的角度来谈生命，已不是哲学的思考方式。因此，人的生命绝不能只由生物性来规定。生命是有限个体从生到死的体验的总和，它植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生命之中。生命表现为由情感去感受，以思想去反思的体验，而体验又总是对生命自身置于其中的生活关联的体验；也就是说，处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之中的生命的复杂关联就形成了生活。因此，生命即生活，生活即生命，其中心的关联是体验。一切知识都以生活关联为基础，一切哲学理论也都起源于日常生活关联和个体的生活。所有的思想，每一种内在的和外在的行动，都体现着生命生活的结构。生命包括了人的全部活动和体验。

作为狄尔泰的生命哲学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关于研究人文科学的独特方法论。他反对人文科学受自然科学的普遍影响。狄尔泰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精神科学（geisteswissenschsften）”一词，以便与自然科学区别开来。“精神科学”就狄尔泰的经典界定看，通常被翻译成“人的科学”，而且广泛认为它是包含了心理学、哲学和一些社会—历史科学。狄尔泰认为，对人的研究与对自然的研究是不同的：人的研究一旦成熟完备起来，它就不仅是描述性的和理论性的（像自然科学那样），而且还具有规范性。“人的研究包括：①事实；②公理；③价值判断和规则所构成的三级命题。”[7]对人的研究旨在对人的产物和制度的具体情境的描述和分析，去对它们做出评价。必须指出，这种评价并非以外在的方式（无论是理性的还是主观的）来衡量某种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科学的目标是客观的。但是，狄尔泰认为人性的客观化应在其独特单一性上去加以理解；评价就是去品评和鉴赏。狄尔泰并不绝对地排斥自然科学在理论上的普遍化，因为他感到，只有当个性作为对齐一性的认识的升华时，对个性的鉴赏才是真实的。此外，理论和因果解释的尝试也应当成为对人的研究的背景。

精神科学对人的研究与自然科学对自然的研究是不同的，相应地，研究精神科学的方法也有别于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精神科学导论》主张将人文科学建成阐明性科学。将个体体验、以创造性表达方式来表现这种体验以及对这种体验的反思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作为这种思想的基础。

狄尔泰还认为，“理解”是精神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基本方法。如前所述，精神科学和历史科学的对象是生命及其现象，所以，理解也是把握生命的基本方法。按照狄尔泰的观点，无论是对于个体层次还是对于宏观层次的生命及其现象的理解，都是作为理解的主体由外向内而对对象（生命）所做的“介入”。因而理解不单纯指理性思维方式，而主要是指主体运用想象、移情和心理体验来领会对象的意义并与对象融为一体的认识过程。可见，对于生命的认识主要依赖于理性以外的方式。

狄尔泰的生命哲学思想为文化教育学的产生作了必要的理论准备，他也成为这一重要教育理论流派的先驱。

第二节 斯普朗格的文化教育学

一、生平与著述

弗兰茨·恩斯特·爱德华·斯普朗格是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德国现代教育学的开创者。1882年7月27日，斯普朗格诞生于柏林西郊利西特菲尔德（Lichterfelde）的一个玩具商家庭。他自幼聪慧，喜欢读书。6岁时，斯普朗格结束了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进入多罗台恩（Dorothen）市立实科中学的小学部学习。1894年，斯普朗格升入“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就读过的灰色修道院（grauses koster）文科中学，并在这里接受了良好的中学教育。1900年，斯普朗格考上柏林大学哲学系，从此开始了他的求学、著述和教书的学者生涯。

柏林大学是1809年根据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的建议创立的著名大学，秉承“学术自由”和“教学与研究相统一”的办学思想。斯普朗格一进入柏林大学，就被该校浓厚的学术气氛所吸引，并有幸拜在德国著名哲学家狄尔泰和教育家鲍尔生门下攻读哲学。这两位导师的学说对斯普朗格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狄尔泰提出要建立一门精神科学，从而把历史学、社会学、文学、宗教、法学、道德科学和心理学等研究精神世界的各门具体学科统一起来，对人类的整个精神世界进行全面研究。鲍尔生从文化哲学的角度出发，认为教育是把前代理想的“文化财（kulturguter）”传递给后代的理性活动，主张依靠教育，使个人精神得以发展，把前代的文化财作为精神遗产，传递给该文化系统的每个成员。这些思想在斯普朗格的著作中都有清楚的体现。1905年，23岁的斯普朗格在鲍尔生等人的指导下，完成毕业论文《历史科学的基础》，获得哲学博士学位。

1906年至1911年，斯普朗格分别在两所高级女子中学教书，在教课之余研究洪堡的教育思想。他认为，洪堡的教育思想鲜明地体现了人文主义的理想，即对人进行完全的人的教育，使人的个性充分发展。洪堡把“自由”作为教育的“第一个和不可缺少的条件”，反对等级学校，反对当时学校中禁锢学生思想和束缚学生自由发展的状况，反对国家干预教育。这些观点都和斯普朗格注重人性的教育思想不谋而合。在实际的教学过程中，斯普朗格切身体会到，由于赫尔巴特传统教育思想的影响，当时德国的中小学有一种忽视人的教育的倾向。因此，斯普朗格着力研究洪堡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意在改变当时学校教育的现状。1909年，斯普朗格发表了《洪堡与人文主义理想》一书，并以此获得了在柏林大学任教的资格。

1911年，斯普朗格应聘到莱比锡大学当编外教授，1912年被提升为教育学正式教授，接替实验教育学派代表人物梅伊曼的职位。这段时期是斯普朗格思想逐渐成熟、形成自己体系的重要时期。1914年，他发表了代表作《生活类型论》（Lebensformen）。此书广泛地研究了人的个性类型，并对此进行了科学的划分，是对个性心理学的一大贡献。此书出版后，立刻引起轰动，为斯普朗格带来了世界性声誉。1919年，斯普朗格又发表了另一部重要著作《文化与教育》（Kultur und Erziehung）。斯普朗格在书中通过对历史上重要人物思想的研究，深刻地揭示了文化与教育血肉不可分的关系。斯普朗格认为，所谓教育，是以环境在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得到陶冶，同时使已有的客观文化体系，由于个人心灵的不断介入，得以更为生动地发展。此外，斯普朗格在莱比锡期间，还结识了著名教育家凯兴斯泰坦，并与他保持联系，直到他去世。凯兴斯泰坦的劳作教育思想，对斯普朗格职业教育思想的形成起了很大的影响作用。[8]

1920年，柏林大学的哲学家利尔（Alois Riehl，1844—1924）告老还乡，斯普朗格又转到柏林大学，担任哲学、教育学教授。在此期间，他与李特等人一起主办《教育杂志》月刊，宣传文化教育学的思想。1933年，斯普朗格因抗议刚上台的纳粹政府干涉大学自由，提出辞职，由于同事的劝阻，他继续留任。1937年至1938年，斯普朗格应邀赴日本讲学，誉满东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他曾一度出任伯林大学校长，但因不满西柏林盟军军政当局的政策，于1946年转任图宾根大学哲学教授，直至1954年退休。战争经历使斯普朗格的思想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他更加自觉地追求民主和民族的人文主义理想，这都明显地反映在他的后期著作中。除了教书、写作外，他还担任繁重的社会工作。他于1951年至1954年当选为德国研究联合会副主席，1955年被联邦德国内政部任命为权力委员会委员。从1951年起，斯普朗格一直担任联邦德国科学院院士。1963年9月13日，斯普朗格在图宾根逝世。

为了纪念这位著名的教育家，从1969年起，联邦德国陆续出版了11卷本的《斯普朗格全集》。斯普朗格的学说在欧美、日本广为流传，欧美不少国家还成立了“斯普朗格思想研究会”。

二、构造心理学

斯普朗格是从构造心理学来构筑他的文化教育学的。作为狄尔泰和鲍尔生的高足，他的构造心理学深受狄尔泰精神科学学派“生命哲学”学说和鲍尔生温厚朴实的文化教育观的影响。斯普朗格认为，教育学必须以心理学为基础，必须以心理学的成就或原则为依据。教育学如果没有心理学的坚固基础，就如同建筑在沙漠上一样。他同时强调，教育学所赖以存在的心理学还应以文化关系为出发点，一切活动都以文化关系为依据。在整个意义上，构造心理学又称“精神科学的心理学”或“文化哲学的心理学”，从而与以往那种以实验心理学为研究特征的“自然科学的心理学”区分开来了。

“人”的研究和分类是斯普朗格构造心理学的主要内容。斯普朗格认为，人不仅与其他生物或滞留在原始社会的民族一样，受自然环境的支配，同时更受文化环境的影响。“人不仅生于一个自然环境中，同时还生于一个文化环境中……所以，人在现实所表现的各种差异，不仅是生物学方面的差异，而且是精神领域，即文化领域的差异。”[9]他指出，当前的科学对人的生物方面的研究已经很精密了，但是，却忽视了“超生物阶段（über-biologisch）”。所谓“超生物阶段”，是指人除了维持正常的生理需要外，还追求生活的意义内容。因此，心理学不能只研究人的内在的精神过程，还要探讨内在精神过程与世界构造的关系。

在斯普朗格看来，心理学关于人的研究可以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发展心理学的研究，他称之为“年代心理学”，这主要从纵向来研究人的心理发展过程。他把儿童及青年心理的发展过程分为6个阶段，即乳儿期（0～1岁）、学步与学语期（1～3岁）、幼儿期（3～9岁）、儿童期（9～14岁）、成熟期（14～17岁）、青年期（17～20岁）。[10]斯普朗格指出，乳儿期乳儿唯一的生活环境就是“母亲的胸”，他们一天大部分时间处于睡眠状态中，“主观”与“客观”的区别极不明了。而学步与学语期，儿童离开母亲的身体，独立和自我意识逐渐发生。到幼儿期，儿童心理开始由“自我”向“世界”过渡，这一时期儿童与世界的关系是“你我关系”或“同族体验”。满10岁时，则转向现实世界，儿童的兴趣具有外倾的特征。成熟期，又称思春期，儿童的性已成熟。与前一个时期相反，儿童重“内省”，由注意现实转向自己内心世界。斯普朗格指出，以上各个时期的过渡期或转换期常常是生理与心理的危险时期，而“过渡期精神的危险”是教育上最不能忽视的问题。相对而言，成熟期是人生最重大、最漫长，同时又是最危险的时期。危险产生于空想与现实的摩擦，解决这个问题是教育的基本任务之一。

过了青年期，进到成人期，人的生物学的决定因素逐渐减少，而与历史、社会、文化的关系逐渐增加，而构造心理学要根据“超生物的阶段”，研究人类生活在文化环境中的关系。因此，构造心理学的第二部分便是对成人心理的考察，由这可以从横向区分人的精神构造的类别。斯普朗格在此提出了著名的“生活类型论（lebensformen）”。他运用狄尔泰的类型说，把人划分为六种基本类型：理论型，是以理性或认识为立场的人，如探讨事物本质的学者；经济型，是从事实业以发展经济为目的的人，如企业家和商人；审美型，是以创造美的价值为生命的人，如艺术家；宗教型，则为追求满足人类的最高向往的价值体验而确立人生全部意义的人，如宗教家；权力型，是那些主张坚定、活动力强和善于支配他人的人，如政治家；社会型，则指富有社会共同精神、代表人生根本方向的人，如教育家。

斯普朗格指出，不同类型的人所追求的价值是不同的。他们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分别是：理论型——“真”，经济型——“利”，审美型——“美”，宗教型——“圣”，权力型——“权”，社会型——“爱”。在以上六种价值中，宗教型的价值最高，并和伦理的道德价值一起构成了整个精神生活的最高规范。因此，斯普朗格认为，教育与木匠制作家具、农民种植庄稼有着本质差别，教育面对的是生活在某一特定文化环境中具有精神道德本质的人。因此，教育的任务在于传递文化、体验文化价值，并培养能创造文化价值的人。

三、文化哲学

斯普朗格是从文化哲学的高度来理解教育的。他认为，教育作为一种活动，它是与人类文化同时发生与发展的。与经济、科学、政治、宗教等相比，教育在人类全部文化活动中具有特殊的目的和价值。为了展示这些特殊的目的和价值，教育学就必须借助于文化哲学。

所谓文化哲学，就是以文化为基础建立的一种哲学，其代表人物有19世纪以来的康德、文德尔班、李卡尔特、狄尔泰等。其中心命题在于以人在社会历史之中的文化（物质和精神财富）来说明人与人的生活。斯普朗格基本接受了这些人的文化哲学观点。按照他的理解，文化是人类在适应和改造环境过程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及其结果。人类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创造的知识、道德、风俗习惯、信仰、法律等，都属于文化。这种文化又构成了超越自然环境的“环境”。这样，斯普朗格用文化这一概念就将个人与社会、自我与历史、主观精神与客观精神统合起来了。

在斯普朗格看来，个人是主观精神，文化是客观精神，二者不可分割，是同一过程的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精神的主观与客观的联系是他的思想体系的核心”[11]。按照这种思想体系，文化是一种超个人结构的客观精神，而个人作为主观精神，只有在与文化的联系中才可能生存。个人生活必须受文化的支配和制约，汲取文化的营养并得以充实。个人素质也必须依赖文化环境得以发展。他特别指出，个人对文化的依存关系不是一种因果关系。客观的文化并不必然促使个人向一定的方向发展。只有当个人具备意识和体验价值的能力时，文化才会对个人产生影响，否则文化仅是“死的、潜在的精神内容”[12]。所以，与其说客观文化刺激或不刺激个人的成长，不如说个人的主观精神接受或不接受客观文化的影响。不仅如此，斯普朗格还认为，个人不仅是客观文化的载体，同时也是它的主体。个人的主观精神可以通过其创造活动，发展和创造文化。总之，个人与文化的关系是一种“生动的循环”，其主观意义是个人的形成，其客观意义就是文化的发展。就是说，个人与社会是同一过程的两个方面。

综上所述，斯普朗格进一步提出了“教育就是文化过程”的命题。他认为，文化过程包括“文化的创造”和“文化的传递”两个部分。前者是从主观个人到客观文化的转化；后者是从客观文化到主观个人的转化。教育属于文化的传递过程。但是，从文化到个人的转化过程不都是教育过程，要使一般的文化过程变成教育过程，必须把文化过程置于一定教育观点之下。要使文化环境成为教育环境，必须要有教育者规范的意识活动的参与。毫无疑问，客观文化仅仅作为潜在价值存在，还不会产生教育的作用，它要成为教育的过程，必须由文化的负载者来真正加以理解和评价。同时，这种文化必须与具有体验能力的、不断复苏的个人精神相碰撞。从这个意义上，教育是文化传递过程的一个特殊方面。在这里，斯普朗格与鲍尔生“以文化传递为教育目的”的观点是一致的。

四、文化教育学

根据构造心理学和文化哲学，斯普朗格深入探讨了教育领域内各方面的问题。他指出：“教育问题是文化本质与要求而产生的精密的、创造的、分析的结果。”[13]因此，真正的教育应该是文化的教育。这种教育是根据社会文化所进行的、培养个人人格精神的一种文化活动，其最终目的在于唤醒个人的意识，使其具有自动追求理想价值的意志，并有所创造，增加文化的新成分。

（一）唤醒论

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绝非单纯的文化传递。教育之所以为教育，正在于它是一个人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14]进而言之，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东西，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唤醒人的生命感、价值感，“一直到精神生活运动的根”。[15]

斯普朗格认为，人是有灵的、活生生的个体，人的生成并非草木生成那样总是连续不断的过程，在很多情况下表现出不受因果关系制约的突然性，即在某一神圣的时刻感到豁然开朗，完成由渐悟到顿悟的飞跃。由此可见，唤醒是教育过程的一个特殊领域，是主体内已有的某种准备在教育影响下发生突变，突然呈现。教育的本质不是制约受教育者，而是解放他。因此，教育过程应首先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解放受教育者各自的内在力量。

他认为，由于唤醒是使人“内在性觉醒”，内在性又是完全孤独、特殊的领域，它是无法用什么固定方法从外部直接加以操纵的，因此，促使个人觉醒的办法不可能根据什么规律推导出来。教育只能为此提供一些材料，但哪些材料奏效，目前还不能预测。这既说明教育有局限性，又说明教育所面临的一个难题。教育者应付出极大努力去解决这个难题，使教育的可能性变为现实性。

（二）陶冶论

斯普朗格认为，教育是以环绕个人周围的客观文化为材料，使个人心灵获得适当的陶冶。但是，客观文化并不是原封不动地作为陶冶材料起作用的。文化财富只有与个人的有规律性的自我发展过程相结合时，才会变成帮助个人成长的陶冶的材料。陶冶过程是在教育过程中将现有的文化还原为生成过程，并与儿童的体验合拍后产生的效应。

年代心理学表明，儿童及青少年的心灵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向高级运动的过程，而且各个年龄段都表现出各自的特征，因此，教育过程中对儿童的陶冶应相应地划分为不同的阶段。

陶冶的第一阶段是“基础陶冶”。基础陶冶的任务是养成以后陶冶必需的基本精神和能力。这一阶段的任务主要通过家庭教育、初等教育和中等普通教育来实施。陶冶的内容要与儿童的活动相联系。包括养护儿童身体，锻炼儿童感觉，让儿童学习生活常识，参加各种游戏和家庭所在地的公益劳动，了解祖国历史和风俗，掌握初步的各科理论知识等。

陶冶的第二阶段是“职业陶冶”。这一阶段的任务由中等和高等教育机构和大学各系科的教育来承担。教育过程以特定的专业科目为主，也有相关科目辅助，培养学生个性或某方面的职业倾向。斯普朗格指出，职业陶冶并非培养孤立化的个体，而是培养与他人紧密联系的专门化的有独到见地的人才。

陶冶的第三阶段是“一般陶冶”。这是建立在职业陶冶之上的高级陶冶。经过职业陶冶的青年应更加关心拓展自己的文化领域，把自己的事业置于广阔的社会文化背景中去把握和行事。这样才能深刻理解自己职业的意义。这一阶段的陶冶任务将由成人教育机构或通过自我修养等途径来完成。

（三）教育爱

斯普朗格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以爱作为根本的文化传递过程。他说：“教育是基于对他人的精神施与之爱，使他人的全部价值受容性及价值创造性从内部发展出来。”[16]因此，他特别强调，教育者的首要条件是对受教育者具有真挚的爱。他甚至认为，所谓教育就是教育者的爱倾注于受教育者心目中的过程。教育者在对受教育者热爱的同时，还要对文化财富酷爱，特别要酷爱具有陶冶价值的文化财富。这两方面的爱构成了教育活动中的教育爱，是做好教育工作的前提。

（四）教育学体系

斯普朗格虽然没有系统的教育学论著，但他对教育学体系建设问题一直十分重视。他认为：“科学的教育学的任务在于说明现存文化本质，阐明其意义，确立其价值与规律。”[17]所以，教育学是社会的、系统的、文化的科学。它具有三大职能。教育学的文化职能在于指出文化与教育的关系，分析复杂社会关系作为特殊的教育因素。系统职能在于列举种种标准人格，并阐明其独立的构造。社会职能在于培养活泼的有意志价值的人。

斯普朗格把教育学的主要问题分为四大类，即教育理想、教育可能性、教育主体及教育机关。与此相对应，教育学分为规范的部门、精神论的部门、心理学的部门、社会学的部门。[18]教育学的四大问题由四个部门去研究。他认为，其中最困难的问题是教育理想。教育理想首先是教育哲学的中心问题。教育理想是由民族或国民的生活自身产生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具有不同的教育理想。不同民族的教育理想通过“教育理想的类型学”来研究，不同时代的教育理想由教育史来探讨。至于其他三个问题，教育可能性的原理可以儿童学为基础。教育主体表明教师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可由教师论来说明。教育机关与制度论是属于教育社会学的领域。

斯普朗格是文化教育学的主帅，他将狄尔泰生命哲学和精神科学思想广泛应用于文化教育学中，从而第一次打破了赫尔巴特古典教育思想长期垄断教育的局面，给德国现代教育学体系的确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的构造心理学突破自然科学的心理学的范畴，纳入了伦理学内容，给教育学提供了全新的学科基础。他关于“教育是文化过程”的命题，是对“教育是知识获得过程”的直接批判，比传统教育学只注重知识的教育观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他在文化哲学的指导下，引入了“唤醒”“陶冶”“教育爱”等重要范畴，为教育本体论的重建提供了新的思路。他关于教育体系建设的设想，符合当时学科建设和理论研究的需要，可供我们参考和借鉴。此外，本文未涉及的师范教育理论，对德国师范教育制度的发展和完善影响很大。斯普朗格作为“百科全书式的思想家”，其影响遍及哲学界、教育学界和心理学界。20世纪70年代，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股“狄尔泰复兴”运动。作为狄尔泰的弟子并获得真传的斯普朗格的许多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认同，被欣然接受。但是，尽管斯普朗格的文化教育学在理论上有重大的建树和突破，然而对教育实践的具体指导方面显得不够。有玄学之弊，这是他的教育思想最大的不足之处。

第三节 李特的教育思想

一、生平与著述

西奥多·李特是德国文化教育学派中与斯普朗格并驾齐驱的另一位重要的代表人物。1880年12月27日，李特出生于德国杜塞尔多夫市的一个中学教师家庭。1899年，李特进入波恩大学学习古典语言，后转到柏林大学专攻历史和哲学。1904年大学毕业后，他先后在波恩和科隆两地的文科高级中学任教16年之久。这段教书生涯，使他对德国教育状况有了较全面的了解，为以后进行较深刻的理论分析奠定了基础。

1917年5月，李特以科隆市费特列·威廉高级中学教师的身份参加了普鲁士文化部召开的大中学教师会议。会间，李特发表演说，主张建立“文化教育学”，因此被公认为提出德国文化教育学的第一人。1918年，他应聘到波恩大学任教，开始其系统的教育理论研究。1920年，他被聘为莱比锡大学哲学和教育学教授，接替转任柏林大学教授的斯普朗格的职位。直至1937年因对当时纳粹统治持不同政见而被迫退休。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李特重新在莱比锡大学执教。1947年又返回波恩大学，从事教育哲学和生命、文化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直到1952年正式退休。李特在学术界和社会上的声誉，使他于1932年获得歌德奖金，1953年又获得和平勋章。

李特一生写下20多种著作，主要有《历史与生活》（Geschichte und Leben，1918年）、《个人与社会》（Individuum und Gemeinschaft，1919年）、《教育学文集：现代文化》（Pȧdagogik in dem Sammelwerke：Kultur der Gegenwart，1924年）、《教育学的可能性与局限》（Moglichkeiten und Grenzen der pȧdagogik，1926年）、《近代伦理学》（Ethik der neuzeit，1926年）、《引导和放任？》（Fuhren und Wachsenlassen，1927年）、《认识与生活》（Erkenntnis und Leben，1928年）、《自然科学与人的陶冶》（Naturwissenschaft und Menschenbildung，1952年）、《德国古典陶冶思想与现代劳动市场》（Das Bildangsideal der deutschen Klassik und die moderne Arbeitswelt，1955年）、《职业教育、专业教育与人的陶冶》（Berufs-bildung，Fachbildung，Menschenbildung，1958年）、《教育学与文化：教育短篇论文集（1918—1926）》（Pȧdagogik und kultur，1965年）等。

二、教育学的理论基础

李特的教育学说也是以狄尔泰的文化哲学为理论基础的。此外，还吸收了德国著名哲学家黑格尔的辩证法思想和胡塞尔的现象学观点。他认为，教育的确立是历史的，教育的本质是辩证的，教育的意义是多方面的。因此，只有从各个角度，包括国家、政治、自由、生活秩序、行政等现象直观地和辩证地考察分析，才能解释复杂的教育学问题。[19]

李特认为，教育学所研究的问题包括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两大方面。早于教育理论，教育实践首先由于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而产生。但是，为了使教育实践更有成效，更好地发挥作用，于是一些人凭借自己的经验开始对教育目的、教育方法等发表种种意见和主张，由此开始了教育理论的研究。在他看来，历史上的专家学者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提出理论观点。有的系统地追忆和陈述以前支配教育实践的传统思想；有的立足于自己的亲身经验提出理论；有的将自己独特的哲学、伦理学或宗教思想应用于教育研究；还有的人如卢梭、裴斯泰洛齐把自己的教育思想用极通俗的小说体裁表述出来。李特认为，历史上的各种个人见解和转述别人的思想都不能说是科学的教育学。

至于赫尔巴特的教育学说，由于他把伦理学和心理学作为教育学的理论基础，确立了教育学是一门独立科学的地位，在教育史上的贡献应是大书特书的。但是，李特认为，赫尔巴特企图建立一门普通教育学，像数学、物理学那样不同时代与国别都适用，他的目的显然没有达到。另外，赫尔巴特把教育目的论建立在伦理学基础上，把教育学看成伦理学和心理学的应用科学，这样势必降低教育学的地位。李特认为，教育目的与方法是统一的，决不能分离开来一个一个地去考察。因此，在李特看来，教育学说要有牢固的根基，就必须以文化哲学、现象学和辩证法作为它的理论基础。

李特认为，教育是整个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教育学的确立不应脱离文化哲学；要真正了解教育学，就必须以“文化哲学的通观”去把握。他说：“假如不以文化理想为基础，人的一切实际活动都是不完整的和不牢固的。重要的是要透过文化教育学这面多维镜，去了解不同的团体和民族阶层及其不同的信仰，以呈现今天生活的风范。”[20]在李特看来，教育需要以文化理想作指导。青年的教育和陶冶的目的、形式和指导都不是孤立的，而是与整个文化生活联系起来的。教育目的和教育内容取之于文化；反过来，文化只有依靠教育才有可能存在、延续和发展。文化哲学和教育学是密不可分的两个学科。

当然，教育学有自己的独特领域，这就是教育事实。教育事实是由教育的主体和教育的客体，即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两个方面共同构成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所以能构成教育事实取决于两个条件：第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相同的精神构造，这是相互了解和体验的基础；第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处在相同的文化环境中，保持同体不离的关系。[21]如果把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只看成孤立的自然实体，他们就会毫无联系地存在着，构不成教育事实。只有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同属精神实体，且具备上述两个条件，他们才共同构成教育事实。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如果存在明显的对立，教育将是虚伪的、空洞的；相反，双方目标一致，在同一文化活动中紧密联系，才是充实的、真正的教育。

三、教育学本质论

通过对教育思想的系统研究，李特归纳出4种关于教育本质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艺术。教育的思想和行为在本质上是反理性的，它更多的是一种发自直觉的行为。在此前提下，教育学则是一种“理解—描述的艺术科学”。李特认为，这种观点存在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教师不能像艺术家对待材料那样对待学生。第二种观点认为，教育是一种技术，教育学则是一门工艺学，二者是目的与手段的关系。李特对此持不同意见。他指出，技术的对象是无生命、无感觉的死材料，它自身没有什么目的和意欲，这与教学中活生生的对象——学生截然不同。因此，将教育学等同于工艺学是一种片面的观点。第三种观点是内发论。它认为，人的发展是其内在素质或天赋逐步展开的过程，教育者的作用只是提供成长养料和精神食粮以及促使生长的外部环境等。李特指出，这种观点把人的内在天赋看成命中注定的，而无视历史、社会和文化影响的意义以及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作用。第四种观点认为教育学是一门应用科学，它是介于理论与实践的一种反映。就教育理论而言，教育学要解释某种历史关联性，以及设立教育目标，确定教育事实的依存关系；就实践而言，教育学是教育思想的应用活动，它具有开发人性、引人向上的独特作用，因而要划清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的界限来确定主题。

李特强调说，为了使教育按照一定的路线发展，教育学必须具有崇高的教育理想。他认为，历史上曾出现过四种教育理想：一是完整性，造就完美的人格；二是和谐性，通过人文活动，使人的精神调和，共同创造文明；三是普遍性，使生活与文化关联；四是形式性，以宗教、道德、科学和艺术来充填教育的内容。因此，“教育学即是理想，即是精神的一般趋向”。[22]而教育学理想的承担者——教育家，则承担起造就人与巩固人性的重要使命。

李特把教育学理解为一个兼容并包的庞大体系。教育学以真理为根据，具有把宗教预言、形而上学的思辨、科学的理论、社会计划、政治意愿等综合起来，而其中任何一者都具有不能替代的性质。李特认为，教育学表现为一种精神力量。一般来说，与教育学密切相关的精神力量有七种：就国家而言，教育与国家的关系表现为3种情形，即国家教育化、教育学的政治化、教育学脱离政治；就社会与经济而言，教育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整体进步，反过来，社会经济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一定的物质基础，同时不断地向教育提出新要求；就宗教而言，它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发展精神文化，与教育更是密不可分的；就科学而言，科学以其强大的理性和具有普遍性的客观法则成为教育学的立场和方法，成为人们完成某种目的的强有力的手段；就艺术而言，教育通过艺术表征人类的创造精神，培养人的意志；就道德而言，道德教育培养“道德品格” “具有德性的人格”和“道德的协同体”；就协同体而言，这是将教育理想转移到社会形式的一种媒体，从事多方面的工作，发挥精神的自动功能。[23]李特认为，只有将教育学与以上精神力量之间的关系加以限定，教育学才能赢得真正的“自治”。[24]

四、文化课程论

李特的陶冶论特别重视人文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他认为，人文学科能发展人的心灵，帮助发展和谐的人性。这些学科不仅代表一个民族的精神遗产，而且也标志该民族的最高智慧，是陶冶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科学给人以力量，但这种力量仅仅有助于我们去掌握方法。与科学不同，哲学则决定目的和探究人类终极目标。因此，哲学、宗教以及人文学科在所有的方面都高于科学，而且这已是被西方历史所证明了的事实。基于以上认识，1925年，李特提出了“文化课程教学原则思想”[25]。

按他的解释，文化课程是一种新的陶冶原则。它不是新教材的教学，而是一种社会、政治、经济、历史、文学等知识的综合性的传授。文化课程为陶冶或教育的改革服务，所传授的知识不超越专业的范围，不是求实用，而是传播文化，充实人的精神。李特指出，文化课程的目的是培养新德国人。这种新人不仅有文化教养，而且意志坚强，行动有分寸，有德国国家意识和德国民族的价值观念。因此，在文化课程原则指导下的学校教育应把德国语、德国史放在中心学问的位置，它们可以使德国人明了从古代到现代发展的历史。外国语也是必要的科目，因为学习外语有助于科学研究。文化课程要求教育者根据价值陶冶功能来选择和传授教材。这样的教育就不是简单的主智主义，而是陶冶人的活动。

李特设置文化课程的目的在于，在人的理性教育，主要是知识教育中，渗入情感、意志等超理性的成分，不仅使学生在知识上受教，也在情感上受到震撼，并砥砺其意志。李特甚至认为，仅仅进行“课程”教学，在履行文化职能时有可能收到反文化之效，造就出一批缺乏情感、缺乏意志、没有纳新能力、没有人生趣味的“现代机器人”。只有文化课程，才能使受教育者身体里流淌着新文化的血液，从而富于人性的魅力。

五、文化财的陶冶论

在文化教育学思潮中，李特特别重视客观文化的陶冶价值。他认为，文化价值被包含于各种文化领域的文化财之中。教育是认识那些被包含于文化财中的客观文化价值，把它作为受教育者的人格内容并实现之的活动。从不同的教育目的去考察文化财，则其中所含的价值，即对受教育者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所以教育者要对文化财加以选择。李特在这个问题上赞同斯普朗格的观点，按照教育者对于文化财所持的态度，文化价值呈现一定的价值顺序。因而，教育不能将文化财原封不动地收容下来，而是寻求其中所包含的陶冶价值。

李特进一步指出，有陶冶价值的文化财可称之为“陶冶财”。陶冶财的范围要比一般的文化财狭小。陶冶财的确认，既要看文化财自身的内容，又要看该内容能否适合陶冶过程的要求。文化财从其产生来看，是人类生物体活动的结果。所以，追溯其产生的过程，把已经客观化、形式化和固定化的文化财还原于最初的产生过程，可以引起教育者的精神活动与受教育者的精神活动的共鸣。这样，文化财就具有陶冶价值。因此，受教育者在体验文化生成时，不应原封不动地记忆、接受或吸收下来，而应对文化有所创造和发展，这才是真正的陶冶。

李特还特别强调，在陶冶过程中，既要考虑到教育者的陶冶能力，也要考虑到受教育者的陶冶可能性，二者决定陶冶水平的高低。李特指出，受教育者是尚未成熟和正在成长的一代，因此，用于陶冶的文化财是否适合于他们的心灵发展是十分关键的。教育者对此不应忽视。

陶冶除表现有认识文化、掌握文化、创造文化和发展文化的作用外，李特认为，还表现有“形式作用”，即受教育者在体验文化生成过程时，也受到了文化如何生成的陶冶。受教育者了解前辈如何创建各种文化后，就能促进其智力的发展和意志的培养。

六、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论

李特还专门研究了社会与个人的关系问题。他认为，个人与社会是相互依存的，客观文化与个人的主观精神也是相互依存的。在他看来，陶冶过程是指将形式化了的文化财还原于其当初产生时的精神活动，而在受教育者的精神内部引起同样的活动。但是，当把具体的受教育者放在其前面而施行实际的教育时，却不得不考虑每个受教育者的天赋素质的差异。李特认为，文化财中特有的客观性与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存在对立，这样，摆在教育者面前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调和多样的文化财与个人的素质差异。

李特认为，在个体方面，每个受教育者都具有一定的文化接受能力和文化创造能力。只有当受教育者的这些能力表现出与原始的文化创造行为一致时，才能产生陶冶价值。李特认为，受教育者的个性很难用一个固定的结论加以概括，但大体可以分成几类，以利于对他们施以针对性教育。他赞同斯普朗格等人对人生形式和个性类型的划分，认为这种划分对于澄清主观精神（个人）和客观精神（文化）都十分必要，可以建立两者之间的联系。

李特还谈到，如果把个性差异分类学说扩展到社会上的学校教育系统，就可以很好地说明为什么应建立各级各类教育机构——学校。他认为，教育人本来是全社会的事业，只是到后来它的一部分才成为学校的事业。社会上设立不同类型的学校，也正是从总体上企图适合不同个性的受教育者的需要。

李特认为，学校是社会、文化和现实生活的“附属体”。[26]它能以符合受教育者精神状态的形式，如知识的简化和条理化模式，把受教育者与客观文化联系在一起，引导他们为与生活结合做准备。在李特看来，这是学校“真正的教育天职”[27]。他还指出，学校应成为一个“更为美好的新世界的诞生地”。学校里的学生处于“可塑性最强的年龄”，他们的任务是去实现未来的蓝图。因此，学校应在教学和生活中在人的价值追求方面树立一种高尚的思想境界，进一步发展成为“青年人的生活领地”，发展成为培养新生理想的地方，并始终以这种“思想境界”来衡量自己的工作，从而发挥与学校的职责相符的自觉的、可喜的作用。[28]

李特不仅是一位文化教育理论家，也是一位脚踏实地的教育思想的实践家。尽管西方有人认为，李特的理论不如斯普朗格的理论那样庞大而严谨，然而由于他重视将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相结合，其理论的现实性和可能性得到教育思想界的更大重视。他提出把文化理想作为现代人教育的基础和目标，这将斯普朗格关于教育与文化的一般论述推进了一大步。他的陶冶论偏重文化的影响和熏陶，而文化课程论将社会、经济、历史、文学等因素结合起来，形成一种全新的具有人文主义精神的课程，把知、情、意统一起来，从而否定了传统课程单一知识灌输和死记硬背的模式，这是一种新的教养观。李特倡导教育的精神力量，展示了教育功能的多样性，有助于对教育本质的深入探讨。此外，他重视受教育者的个性差异，强调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相互合作，其都可供借鉴。但是，需要指出的是，李特的教育思想充满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他的文化课程论过分强调德国的历史和民族价值观的意义，很容易造成褊狭的民族主义。

第四节 文化教育学的发展

在斯普朗格、李特之后，经过其他教育家的努力，德国文化教育学又与不同的哲学思想流派交汇，形成了不同的研究方向。其中以福利特纳（Wilhelm Flitner，1889—？，或译弗利特纳）的解释学教育学、鲍勒诺夫（O. F. Bollnow，或译波尔诺夫）的人类学教育学最为著名。这不仅使文化教育学显示出强大的生命力，而且给予文化教育学以新的视点和新的启迪，全面推进了文化教育学的发展。鲍勒诺夫又是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主要著作发表在20世纪下半期，本书将在第十卷有关部分做详细论述，本节仅对福利特纳的解释学教育学作些评述。

一、福利特纳的生平与著述

威廉·福利特纳，属德国文化教育学派的后起之秀。他将20世纪人文科学方法中影响最大、流传最广的一种哲学方法论——解释学方法运用在对教育现象的解释上，从而形成了文化教育学派的新的走向——解释学教育学。

1889年8月20日，福利特纳出生于德国名城魏玛，并在魏玛城度过了中学时代。1909年起，福利特纳在耶拿大学学习文学、历史和哲学，由于受到私人教师赫尔曼·诺尔的影响，他对狄尔泰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1913年大学毕业后，福利特纳到柏林等地寻求再深造，但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而中断。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福利特纳回到耶拿，先后在多所中学任教，直至担任耶拿高级实科中学的督学。1919年4月1日，福利特纳领导创办了图宾根人民大学和耶拿人民夜大学，这充分展示了他的教学能力和组织才干。1926年，福利特纳调到基尔教育学院专门从事师范教育的研究工作，1929年又转到汉堡大学任教。纳粹统治时期，福利特纳由于与著名哲学家厄内斯特·卡西勒（Ernst Cassirer，1874—1945）和心理学家威廉·斯坦因等人对纳粹政策不满而受到压制，他只能开设所谓纯学术的讲座，来躲避政治灾难。这一时期，他潜心研究了黑格尔的法哲学、裴斯泰洛齐的教育学、歌德的人文主义和文化哲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他担任了联邦德国大学校长联合会的教育顾问，并领导其学校理事会达10年之久。1963年他荣获歌德奖金。

福利特纳一生勤于笔耕，著作颇丰：《世俗教育》（Laienbildung，1921年）、《成人教育问题》（Das Problem der Erwachsenenbildund，1923年）、《人民夜大学》（Die Abendvolkshochschule，1924年）、《系统教育学》、（Systematische Pȧdagogik，1933年）、《大众学校思想的四个来源》（Die vier Quellen des Volksschulgedankens，1941年）、《西方教育的楷模和目标》（Die abendlȧndischen Vorbilde und Ziel der Erziehung，1947年）、《教育途径与方法的理论》（Theorie des pȧdagogischen Weges und der Methode，1950年）、《教育与陶冶的基本问题和时间问题》（Grand-und Zietfrangen der Erziehung und Bildung，1954年）、《当代教育科学的自我意识》（Das Selbstversti ndnis der Erziehungswissenschaft in der Gegenwart，1957年）、《文科中学的高级阶段》（Die gymnasiale Oberstufe，1961年）、《基础的精神陶冶》（Grundlegende Geistesbilduny，1961年）等。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系统教育学》和《大众学校思想的四个来源》。

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福利特纳就曾指出，将解释学引入系统的教育科学是大有可为的事情，而以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的经验教育学，其认识论已部分地转向了解释学的理解论。他因此提出，应在教育科学中建立解释学教育学这一特殊的经验形式。[29]福利特纳的这一思想主要受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1900—2002）的影响。伽达默尔不同意狄尔泰的“理解论”，他认为，哲学解释学并不只是精神科学方法论，或只是一种“避免误解的艺术”，它首要的是一种本体论，要研究一切知识“对我们的世界经验总体的关系，证实理解是存在的基本特性”。[30]因此，在伽达默尔看来，理解不仅是主体各种可能的行为之一，而且是此在本身存在的方式，而哲学解释学就是通过研究和分析理解的种种条件与特点，来论述作为此在的人在传统、历史和世界中的经验，以及人的语言本性，最后达到对于世界、历史和人生意义的理解和解释。福利特纳吸取了伽达默尔解释学的主要思想，并用解释学的观点和方法对教育史、教育现实、学生的学习、语言与互相理解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二、对教育史、教育现实的理解

在西方教育界，对教育史的界定众说纷纭，没有形成统一的看法。文化教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斯普朗格、李特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将教育纳入历史的范畴之中进行考察，试图找出各个时代的教育所共有的典型结构。福利特纳也展开了自己独到的研究。

福利特纳对当时在教育史研究中存在的实证主义倾向进行了批判。他认为，这种研究只是注重资料的收集和广引博征，或者是从一个横断面上去研究过去，结果是把历史的连续性弄得支离破碎。福利特纳指出，实际的历史不是在书面史料中发现的，史料批判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史料的历史见证人总是从自己有限的角度去看历史，所以不能提供历史的总体概念。因此，他赞同诺尔的观点，认为教育史是教育思想的继续和展开。福利特纳还指出，这种实证主义的研究方法会造成理论与实践的脱节。人们只是为研究而研究，鼓励一种无益的博学，在字堆中玩弄文字游戏，却忘了自己的使命。他强调，理解过去的最终目的是用它来指导我们今天的教育实践，从而把过去与现在联系起来，形成一个连续性的有机体。

首先，理解历史就是对一定的历史开放，以便发现一个特定的社会历史事件和产物所形成的一个整体统一的模式。这是因为教育事实在历史中并不是孤立出现的，而是与社会的政治、文化、经济等因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其次，理解历史也就是理解人的创造性活动。福利特纳认为，教育史总结了关于教育本质的、质朴的事实，它包括教育理论、教育实践、陶冶思想等，而所有与教育相关的事件都围绕着人进行，教育史所记载的一切都是人创造出来的。他指出，人类的创造性活动是一股精神流，当它被固定在文件、人工制品、行为模式中时，就需要不同时代的人们以不同的方式来翻译、理解和解释它。这种种不同的解释都从某一个侧面极大地丰富了它原来的意义。

最后，理解历史是为了更好地“运用”，给予教育实践者明确化的指导。从这一个意义上说，解释学教育学是一种实践的理论，这也是教育学有别于其他人文学科的特点所在。

福利特纳除了强调对历史的理解外，还非常重视对教育现实的理解。他特别指出：“解释学中的解释和理解并不仅仅是指向历史事件，而是与人类所在的现实和处境息息相关。”[31]这里所谓的现实，就是客观存在的事物，既包括物质方面的，也包括精神方面的。因此，福利特纳认为教育学的对象“就其广泛程度来说，必须囊括所有的人类的生活，凡是与教育现象发生关联的文化和社会事实，以及个体的生理事实，都是教育学研究的对象”。也就是说，解释学教育学必须关注教育的现实动态，并对它做出自己的阐释。

根据以上观点，福利特纳认为，自从人类存在以来，教育就相伴其左右，教育将社会的文化历史内容传递给年青一代，而年青一代在这种教育环境中逐渐成长，形成自己独特的人格，展现了人类自身生产的无限可能性。因此，教育的本质在于：教育是一种“精神启蒙”或“启迪（znspiration）”，教育帮助人们完成了从经验域到自我实现的意义的开发。[32]

三、对学生学习的理解

福利特纳用解释学的方法阐明学习这一最具有普遍意义的活动。他首先认为，学生的学习是以“理解视界（verstehenhorizont）”为出发点的。“视界”这个概念主要是指人的前判断，即对意义的探求和开发，每一种视界都应对应于一种前判断体系。视界是一个不断形成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固定下来。学生进入学校学习时，就已经带着家庭和周围环境中得到的零散而肤浅的知识参与学习，这就构成了他们的前判断体系和理解视界。在与教材打交道时，学生总是以这种前判断体系为出发点，来理解事物和知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知识的不断增加，他们的理解视界也不断拓宽和丰富，逐渐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由知之不多到知之较多，并且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

福利特纳指出，学生的学习带有明显的年龄特征，构成了某一年龄阶段的学生的“自我世界（eigenwelt）”，而这种“自我世界”又决定了学生的“理解视界”。在他看来，环境和教育虽然可以促进或改变一个人的发展，但这必须在具备一定的生理和心理的条件下才能成为可能。例如，我们不能使一个色盲成为一个画家，也不能把一个五音不全的人培养成为歌唱家。因此，就要求教育者一方面要相信教育的力量，另一方面还要懂得学生的生理、心理发展的规律性和相对的阶段性，根据他们发展的特点去实施教育，才能收到满意的教育效果。福利特纳认为，学生的“自我世界”是打开理解学生精神世界大门的钥匙，这个“自我世界”的内容极其丰富，犹如一本活的有待解释的好书摆在教育者面前，教育者必须耐心、细致地解读，才能慢慢地品出一点味来。此外，教育者还要设置与学生“自我世界”相符合的课程，引导学生不断扩大“理解视界”和“自我世界”，在增长知识的同时，也获得多方面的发展。

四、语言的教育学意义

福利特纳把语言作为解释学教育学的目标之一。因为人的自然本能需要日常语言的交流，“孩子从一出生起就要适应精神世界的互相理解共同体，每个人都需要理解，因为这是他共同行动和与他人生活的根本”。[33]不仅儿童个性社会化，需要参与语言游戏等活动，而且人们朝夕相处、共同生活，也需要通过语言这一中介；即使日常交往，语言也可以是陌生人之间的中介桥梁。通过对话，互相理解，从而达到对等的地位。在福利特纳看来，教育作为有意识控制的活动过程，应使用语言的社会化功能；儿童天生具有理解和参与团体的需求，教育者应努力培养，来完成文化同化的目的。

五、陶冶理论的教学论转换

福利特纳主张把人类精神的历史结构作为陶冶知识纳入教育。从1939年开始，福利特纳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文科中学陶冶目标的论著和文章，其中最为重要的有：《基础的精神陶冶》（1939年）、《关于基础精神陶冶的教学计划》（1939年）、《具备入大学的资格与文科学校》（1959年）、《文科中学的高年级》（1961年）。例如，他在《具备入大学的资格与文科学校》一书中，以上述要求为基础，探讨了以什么方式来确定文科中学毕业考试的原则。福利特纳首先追问了赞成和反对毕业考试的社会和经济原因，以使人们不仅理解文科中学课程的精神形式，而且也明白大学的精神规定。他认为，文科中学和大学“不仅是社会状态的产物，而且也包含着对所给定的任务和关系的回答。教育机构不是社会适应的器官，它曾经是而且现在也是精神思考的场所。因此，它必须重新回答所面临的任务”。[34]在此，福利特纳拒绝了社会团体的绝对要求，这些社会团体提出了在大学、文科中学以及毕业考试上制定出一套明确的秩序。例如，要求把职业教育作为进入大学学习的前提条件，学术性大学应与综合大学并列等。在他看来，反映文科中学和大学机构形式的精神内容是作为社会政治目标的教学论折射，因而所有的教学形式都应指向这一内容。

关于学术陶冶，福利特纳回溯了历史上的大学观念，尤其是洪堡的大学观。他认为，大学观念的普遍看法包括：一是“教学和科研相结合的原则”；二是“精神自由的原则”；三是“学生学习自由的原则”；四是“学术性研究公开功能的原则”。福利特纳认为，科学不是封闭的，它要批判地接受，而不受国家和社会的约束来发挥作用。大学陶冶的目标在于，“既不是指向判断……事物的可靠性和可认识性，也不是观念的内核或对人类负责的作用和意义”。[35]因此，大学新生必须对所学专业有一定的了解，具备一定的方法论基础和哲学悟性；对大学教师则要求有语言表达好、知识面广博、精通外语。在此，我们可以看出，福利特纳在对历史的阐释中寻求对学术陶冶的普遍原则。

福利特纳还分析指出：“新兴的教学论，一方面以学校教育观和‘陶冶思想’为研究对象，另一方面又把生活和学习心理学以及与此相关的方法问题作为自己研究的重点。那些蕴含着精神陶冶的本质的东西，却极少成为研究的对象，而这正是引起以往教学论家思考的关键问题。”[36]所以，福利特纳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扭转这一局面，使人们不仅仅是将目光局限于具体而狭隘的教学论问题上，而要注重陶冶的基本精神形式。

福利特纳通过多年的努力和辛勤的著述，终于在解释学与教育学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他不仅以解释学的方法重新对教育史和教育实践进行了阐释，而且在阐释过程中，发展了解释学的实践性方面，使解释学教育学成为一门实践哲学，并使文化教育学有了新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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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

印度的教育如同其古老的传统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在1757年普拉西战役使印度沦为英国殖民地之前，印度的教育包括其固有的传统教育与外来的伊斯兰教育。不列颠的入侵，“使印度教育传统的历史延续中出现了明显的断裂过程”。[1]英国对印度的统治直到1947年印度独立，时近200年。英国实施的教育促进了印度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但其推行以英语为教学语言的西方教育，割裂了印度文化自身发展进程，引发了印度知识分子为恢复印度文化与传统教育的不懈奋斗。

第一节 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一、英国殖民统治初期的“东学派”与“英学派”之争（1813—1853）

英国殖民初期，印度原有的教育主要是由印度教与伊斯兰教开办的乡村小学和高等学校，教学内容为宗教知识和简单的读、写、算知识，至19世纪初，已渐趋衰落。另一方面，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于1498年发现从西方通往印度的航线后，大批西方人来到印度，传教士为宣传基督教从事办学，用印度当地语言教授基督教教义与基本的读、写、算知识，并将《圣经》翻译成印度地方语言，促进了印度地方语言的发展。

作为英国在印度的官方机构，东印度公司于1600年成立，其最初对待印度教育的态度是既不干扰也不支持的“中立政策（neutral polioy）”。19世纪以前，英国殖民者并不重视印度的教育。他们仅于1789年创办了加尔各答印度教学院与“迈达萨”学院，1791年在贝拿勒斯（Banaras）创办了梵文学院，分别通过研究梵文与阿拉伯文，培养印度教法律人才与伊斯兰教法律人才。[2]181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东印度公司特许状，规定东印度公司每年的教育拨款不得少于10万卢比，用于复兴和改良文学，鼓励印度学者向居民传播和宣传科学知识。这种鼓励东方教育的做法引发了印度近代教育史上的“东学派（Oriental Party，Orientalism）”与“英学派（English Party，Anglicism，Occidentalism）”之争。

“东学派”的代表多为东印度公司官员。他们出于政治和文化的考虑而采取了鼓励东方教育的做法。例如，一些官员担心输入西方教育，会同时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思想散布于印度，不利于其殖民统治。如当时的一位英国议员杰克逊（Jackson）所认为的那样：“由于向美国输出了教育，我们已经失去了在那里的殖民地。我们不能再在印度这样做了。”[3]他们采取了支持印度固有教育制度的政策，创建了用印度语言进行教学、学习印度文化的学校。其次，英国在印度的行政管理也需要精通梵语、阿拉伯语及波斯语并熟悉当地风土人情的印度官员的协助。另外，当时有许多欧洲文化名人对印度古代文化产生浓厚兴趣，如德国哲学家谢林、叔本华，诗人歌德，教育家洪堡等，他们将诸多印度古代典籍翻译出版，介绍给欧洲世界。东印度公司的官员如黑斯廷斯（W.Histings）、琼斯、科尔布鲁克等，通过研究印度文学、语言、算术、天文学、法律、哲学、宗教等领域，推动了印度古代文化的再发现，确立了印度古代文化在近代世界的地位。[4]

“东学派”鼓励印度文化的做法遭到了“英学派”的挑战。“英学派”的主要代表是英国的福音主义者、自由主义者和功利主义者，他们强调对印度社会必须进行根本的改革。福音主义者认为，印度人愚昧无知得已误入歧途。不列颠负有使印度得到新生的使命。他们认为，为了驱除印度的黑暗状态，需要利用英语教育传播基督教及欧洲的科学与艺术，并相信宗教改革必将导致印度的政治与经济复兴，这是文化上的欧洲中心论者所持的观点。自由主义者则相信西方教育优越于印度的传统教育。功利主义者如穆勒父子（J. Mill；J. S.Mill）也提倡教育应以有用的知识为目标，而非印度那种“晦涩和没有价值的知识”。

另一方面，印度社会内部也出现了学习西方的呼声。以印度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拉姆·莫汉·罗伊（Ram Mohan Roy，1772—1833）[5]为代表的新兴资产阶级希望借助西方文化与教育，使印度摆脱愚昧与落后。他呼吁，政府为使印度得到进步，制定包括数学、自然哲学、化学、解剖学等科学科目为内容的比较自由和开明的教育系统，聘请受过欧洲教育的学者并建立现代学院。在政府未加采纳的情况下，他于1817年，与戴维·黑尔（David Hare）合作，在加尔各答创建了第一所现代类型的英语学院——印度学院（Hindu College）。罗伊被尊称为“印度文艺复兴之父（The Father of the Indian Renaissance）”。随后，孟买的商人也资助建立了教英语和各种现代科学知识的爱尔芬斯顿学院，在高等教育领域开始实行西方教育。

19世纪，随着英国殖民势力在印度的扩大，需要懂英语、掌握西方知识的印籍经济代理人和由西方观念培养的、倾心于英国的印籍低级官吏和雇员，殖民政府开始着手建立适合其统治的新教育制度。1823年，政府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总会（General Committee of Public Instruction），由于总会主席麦考利勋爵的建议，以本廷克为总督的参事会于1835年3月决定，以后所有拨给教育的款项只能用于英语教育；维持原有的东方学校，但这些学校学生进一步的定期生活津贴和经籍出版所需费用，则停止发放，这笔资金用来“通过英语向本地居民传授英国文学与科学知识”。至此，论争以“英学派”取胜告终。英语教育带来的不仅是西方文化的扩散，还有巨大的政治利益。英语教育的引入，是综合了经济、行政、政治、宗教和道德诸因素的结果。

二、殖民地印度教育的西化（1854—1904）

殖民地印度教育西化的确立，以1854年颁布的《伍德教育急件》为标志。

1837年，英语代替波斯语，成为官方和法院的语言。1844年，当局规定在文官考试中优先录用接受过英语教育的印度人作为公务人员，英语教育由于生计的需要开始受到重视，使英语教育成为印度人谋求高级职位的阶梯。自此，英语教育为印度人所接受并得到迅速发展。1849年，印度完全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后，殖民政府于1854年颁布了由伍德（Charles Wood）任主席的议会监督局制定的《伍德教育急件》（Wood’s Educational Despatch），提出在印度建立完整的近代教育系统，内容包括：在各省设立公共教育部（Department of Public Instruction）；在管区首府建立大学，吸收私立学院为管区大学的附属学院；增加公立学校；对私立学校实行补助金制度，建立上下衔接的学校制度；确立英语为教学语言等，确立了印度教育的西方化。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均得到很大发展。[6]《伍德教育急件》奠定了印度教育西方化的基础，但由于它单纯强调教育的西化而忽视了其东方教育传统；强调政府的控制而阻碍了教育的多样化及印度自由学习的传统；忽视了宗教在印度教育中的地位及初等教育的发展，成为印度现代教育发展中所产生的诸多问题的根源。

1857年，印度仿效英语伦敦大学模式，创办了加尔各答大学、孟买大学和马德拉斯大学，1882年和1887年又分别创办了旁遮普大学和阿拉哈巴德大学，这些大学只负责授予学位，具体教学活动在其附属学院进行。《伍德教育急件》所规定的补助金制度的实行，促进了私立教育的发展，由于私立学院必须隶属大学，公立、私立教育在大学汇合成统一的系统，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公立与私立学校（包括中等与高等教育）均得到很大发展。学校的主要教学语言是英语，教学内容主要为西方思想和自然科学知识，印度传统知识居于次要地位。学校施行世俗教育，不同于基督教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

初等教育直到20世纪初仍被排除在印度近代教育系统之外。殖民政府重视高等教育而忽视初等教育的做法与其持有的“渗透方案（Filtration Scheme）”不无关系，即认为政府的任务是培养英国化的知识分子，通过他们，可以将西方文明与价值观渗透到下层民众。直到他们认识到渗透不能满足殖民需要时，才开始重视初等教育。官方计划开办分别供富裕阶层子弟入学、用英语教学的小学和面向大众、用印度语言教学的小学。除了大城市和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地区以外，其他广大地区的初等教育均停留于传统轨道。

殖民地印度教育的西方化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基本得到确立。

殖民主义的扩张，破坏了印度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的正常发展。但另一方面，西方教育的引进，客观上促进了印度文化与西方文化的碰撞，给印度文化注入了新的因子。印度现代学者斯皮尔认为，英国统治的第一个贡献是帝国的概念。[7]他认为，民族主义是印度新知识分子（特别是在孟加拉）通过观察英国人的习性和研究其文学作品的合力而“领会”到的。“祖国印度”这一新的世俗女神被创造出来了。印度历史学者欧文认为，印度民主制的种子，是由19世纪传入印度的西方教育，尤其是英国的教育播下的。[8]在这以前，由于印度社会的种姓等级制度，[9]印度人接受教育的情况是不平衡的，女子的受教育程度大大低于男子，乡村的教育落后于城市，低级种姓受教育的机会比高级种姓少。通常，高级种姓位于教育阶梯的顶部，而表列部落及表列种姓[10]则居于底层。传教士和开明的印度人开创了妇女教育的先河。1849年5月，贝休恩（J. D. Bethune）在加尔各答建立的贝休恩女子学校是印度妇女教育的转折点。1882年，印度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发展妇女教育的建议，继而通过连续几届政府的方案得到强化。1921年后，由于女性在政治上的觉醒和对自由解放运动的参与，妇女教育开始得到显著发展。低级种姓的教育在印度传统上是不受重视的，英属印度政府明文规定不允许把“不可接触的儿童”排除于政府学校大门外。但直到甘地发起废止对“不可接触者”（又称“贱民”）的歧视时，低级种姓的教育才得到大量资助。英国人还首先提倡落后地区的教育，虽然这种努力从根本上说是出于政治动机，以遏制逐渐成为其统治危险的“发达的”阶级或团体的力量，但在客观上推动了对落后地区及不发达团体的教育。同时，一部分印度知识分子运用他们学习到的现代科学知识和民主思想对印度古老的陈规陋习，如种姓制度、偶像崇拜、早婚、殉夫等，进行了大胆改革，奠定了近代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

在英国的殖民教育下，一批接受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西方资产阶级自由思想的杰出知识分子，成为印度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和积极参与者，他们为推翻英国的殖民统治，争取国家独立，做出了巨大贡献。

印度民族主义者对英国殖民教育的批判主要如下：殖民当局官员对印度语言的轻蔑态度使得印度语种遭到排斥，在高等和中等教育领域，印度语言基本上被英语所取代。印度学生与自己的母语疏离，甚至鄙视母语和印度文化，无法与大众交流。殖民政府办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低级官吏和办事人员，所以着重开办文、法、商等专业，除医学院以外，工程学院与农业学院寥寥无几，使得文科学生超过需求，造成知识分子失业或半失业，而工业技术人才严重短缺，影响了印度工业的发展。在教学内容上，英国殖民者极力褒扬西方文化和政治、经济制度，同时大力鄙夷印度文化传统，其殖民统治被说成是解除印度苦难，而印度的反英斗争被说成是歹徒骚乱，印度人应选择服从英国统治的道路。印度民族主义者指出，这样的教育只能腐蚀青年的灵魂，使他们不能热爱自己的祖国和增长对祖国的自豪感。

三、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与发展（1905—1947年独立后）

20世纪初，很多印度知识分子对于英语教育逐渐从最初几乎盲目的崇拜转变为不满。一些教育团体致力于用祖国语言代替英语。1901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开办实验学校，使用孟加拉语进行教学，印度民族教育开始萌芽；1902年，沙玛吉斯（A. Samajists）建立了一所用印地语进行教学的学校，梵文也得到重视。义务初等教育的呼声开始出现，而不仅仅要求增加高等教育经费以及改善大学设施。

印度民族主义教育思想兴起于20世纪初，发展至1947年印度独立后，历经三个时期，是印度独立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1905年10月，在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11]运动中，一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提出了抵制公立学校的主张，大约1000名学生集会，集体宣誓抵制一切官办学校。印度民族主义领导人决定建立一项基金，提供给因参与抵制运动而被开除的学生，使他们获得继续学习的机会。1905年11月，兰格浦尔县建立民族学校，约300名被官办学校开除的学生入学。随后，加尔各答、达卡和迪纳吉浦尔县亦分别建立民族学校。

1906年3月11日，印度民族教育会议成立。其宗旨为：“在现行的初等、中等和高等教育体系之外，建立单独的而不是与之对立的，奉行民族主义路线并完全处于民族控制下的教育体系，包括文科、理科和工科在内。”[12]民族教育会议的成立，标志着孟加拉省民族教育运动的全面展开。但对于制定何种民族教育方针，民族领导人存在着几个方面的分歧：在对待官办学校的策略上，极端派提出在政治、司法、文化与教育领域全面开展抵制运动，促使殖民政府瘫痪，而温和派如同其在经济上强调发展民族工商业而非抵制一样，他们在教育领域关心的也不是抵制，而是建立民族学校本身；在采取文、理、工并举还是只开办工科上也存在分歧，多数人持三科并举的观点，也有人认为技术教育是印度最为缺乏的，应集中力量开办工科教育，并于1906年成立“促进技术教育协会”；在重点发展民族大学与中学还是小学教育与大众教育的问题上，也存在不同意见；会议成员虽然赞成“发扬民族文化传统、学习西方先进思想和科学技术”，但在教育内容设置上存在分歧，比如，有人主张开放课程设置，学习西方先进的思想和科学技术，有人强调用印度教的宗教价值观培养学生等。最后，会议折中规定，民族教育以印度语言为教学语言，英语作为选修课程，专门设立基金提供宗教教育，重视学习祖国的知识，同时吸收最优秀的西方思想，理科注重学习东方的科学知识、医学知识等。由此可见，民族教育的大潮中存在诸多不同走向的支流。

尽管存在分歧意见，民族教育运动仍得到发展。在孟加拉学院，教科书用印度语种编写，学生可以自由选择孟加拉语、印地语、乌尔都语及英语做作业、回答问题，文、理、工科学生的学习均和印度的发展联系密切。院长奥若宾多·高士曾在讲演中深情地呼唤：“在一个民族的历史上总会有一些关键时刻，这时，神把一项任务、一个目标摆在她面前，其他任务无论本身多么高尚，都要为之让路。对我们的国家来说，这样的时刻来到了。没有什么比为她服务更贵重了，一切事情都可围绕这个目标进行。努力学习吧，为了她的繁荣！勇于吃苦吧，为了她的喜悦！”[13]一些地区的民族学校在民众积极的捐助下建立起来。民族教育会议也从每年基金收入中拨出一部分作为补助金，补助新成立的学校，并建立奖学金制度。小学也开始了“民族化”的进程，一些农村开办了农民夜校。

1906年，在极端派的努力下，印度国大党年会通过了民族教育决议。1909年，浦那县建立了两所民族中学，使用由孟加拉民族教育会议拟定的教学大纲并参加其统一考试。同年，安德拉教育会议建立了模范民族学院。1908年，在马德拉斯的拉贾蒙德税县建立了一所民族中学。民族教育运动的开展，促进了印度各地民族主义者之间的联系。

1908年，抵制英货和司瓦德西运动由于温和派的退出和殖民政府的镇压而失败，民族教育运动受到沉重打击。许多曾声明要脱离与官办大学的附属关系而转入民族教育会议的民族学校，为保住政府的补助金而食言。孟加拉民族教育会议除了其自办的学院外，没有一所学院和中学附属于它。由于民族运动极端派领导人遭逮捕、监禁或流放，民族教育运动也失去了脊骨并随之瓦解。另外，如前所述，民族运动领导人对于民族教育方针存在分歧，使学生难以适应。1909年，民族教育会议阻止学生参加抗议当局镇压学生运动的集会，使作为政治斗争一部分的民族教育会议失去了往日风采。1906年，有729名学生参加民族教育会议的第一次大学入学考试。而到1909年，考试人数锐减为163人，表明它先前的吸引力已大大降低。另一方面，为压制民族教育运动，殖民当局规定，一切官方机构和英方及附属英方的印度企业，均不得录用民族学院和民族中学学生，造成很多民族学校学生毕业即失业的状况，许多学生及其家长在就业压力下放弃了选择民族学院。同时，殖民当局通过允许学生用印度语言写作业、在教学内容上改变过度鄙视印度文化传统的改革，减轻了学生的反感。据1910年的殖民官方报道，“大学教育有了很大的吸引力，得到了越来越高的评价”。

随着抵制英货运动的失败，第一个时期的民族教育运动陷入低潮。但它在诸多方面留下了探索的痕迹：在这场运动中，印度大众开始加入。民族教育运动不再仅是少数知识分子的呼声；对青少年爱国主义精神的培养引起广泛的关注；探索了创办民族教育的方针路线；打破了英语作为大中学教学语言的垄断地位，等等。这些开创性的探索奠定了继续开展运动的基础。

印度民族教育运动的第二个时期始于20世纪20年代，发展于20世纪30年代，在20世纪40年代趋于完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对之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1920年，在那格普尔年会上，国大党通过了甘地制定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以抵制官办学校为前提，私立学校拒绝接受政府认可和补助金，大批学生离开官办学校，进入新近纷纷成立的民族学校。在这些学校里，作为全印语言的印地语取代了英语，教学使用地方语言。教育上的不合作运动使得官办学校的学生人数急剧下降。1921年，学院入学人数下降8.6%，中学下降5.1%：而民族教育得到迅速发展。例如，因“不合作运动”退出官办学校并转入泰戈尔创办的桑地尼克坦学校的学生逐年增加，学校发展成大学，在1921年易名为“国际大学”，次年又在学校附近创办了大学农科和农场。

1937年，甘地撰文系统阐述他的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基础教育思想。1937年10月，“全印民族教育大会（All-India National Educational Conference）”在瓦尔达首次召开。会议通过了甘地提出的基础教育原则，并制定了瓦尔达基础教育方案（Wardha Scheme of Basic Education），简称“瓦尔达方案”或“基础教育方案”，确定了甘地所拟订的四项基本原则：①在全国范围内为所有14岁以下儿童实施七年制免费义务教育；②采用本民族语进行教学；③教育必须以手工劳动和生产性工作为中心，其他一切活动要尽可能和儿童的环境及其手工劳动密切联系；④学校实行经济自给，自行负担教师的工资。[14]1938年，国大党批准该方案后，基础教育运动在印度全面展开。国大党在其执政省份开办了许多基础学校和基础教育教师培训中心，一些民族教育机构也创办了自己的基础教育学校。1945年，全印民族教育工作者会议在瓦尔达附近的萨瓦格拉姆召开。在甘地的建议下，会议决定将基础教育扩大至四个阶段：前基础教育，对象为3～6岁儿童；基础教育，着重于7～14岁儿童；后基础教育，服务于完成基础教育的15～18岁的学生；成人教育，以父母为主要教育对象。要求通过劳动和服务促进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印度农业的发展。

印度第二个时期的民族教育运动，以甘地的基础教育思想为指导，在印度得到广泛开展。基础教育运动将教育对象扩大到成人，提高了印度大众的文化与教育水平；基于印度作为一个农业国家的需要，教育以手工劳动为中心，并因此与西方教育模式相区别。从1921年到1947年，教育机构开始由少数印度人控制，人民在政治上也更为觉醒，私立学校与学院增加，教育得到迅速的发展，官方控制教育的努力渐趋失败。

印度独立后的民族主义教育发展为其第三个时期。印度于1947年8月独立后，新宪法于1950年1月生效。宪法中有关教育的条款规定，“国家应努力在自本宪法生效之日起10年内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义务教育，直到他们满14岁为止”。并规定无论是基于宗教的还是基于语言的少数民族，都有创办和管理自己的教育机构的权利。宪法条款保护社会上和教育上落后的市民阶层以及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利益，为这些处于社会底层的阶层提供资源与条件以促进其教育进步，宪法第45条规定了国家为包括处境不利阶层儿童在内的所有儿童的义务教育权利：“国家应尽力在本宪法实施后的十年内，对于十四岁和十四岁以下的所有儿童实施免费义务教育。”[15]并为增进弱小阶层的教育利益单设条文，宪法第46条规定：“增进表列种姓、表列部落和其他弱小阶层的教育和经济利益——国家应特别注意增进人民中弱小阶层之教育与经济利益，特别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教育和经济利益，并应保护彼等不受社会之不公待遇与一切形式之剥削。”[16]宪法还规定教育方面须为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保留名额，不过这项规定的实施常遭受优势种姓的极力阻挠，乃至为此发生暴力冲突。宗教自由作为教育原则提出，学校不得进行宗教教育，而由道德社会和精神教育所取代，从而在学校里防止任何分裂、宗教仇恨和宗教偏见等不良倾向。宪法赋予妇女与男子完全平等的权利，规定国家不应仅仅因性别而歧视任何公民。宪法还要求印度各邦应尽力在初等教育阶段为语言性少数民族儿童的母语教学提供充分的便利，并为国语印地语的普及和发展做出规定。比如，“准备科技术语；出版经过修订和注释的优秀印地语著作；翻译学术和科学领域的权威著作；筹编百科全书；为印地语打字机准备字键；指定合适的印地语速写符号；用印地语出版通俗文学作品等”。[17]

总之，印度在独立后，根据自己的意志决定着对英国在政治与文化上的遗产的取舍。而其民族独立与民族教育运动，成为印度独立以后制定自身发展道路的重要遗产。

第二节 泰戈尔的教育思想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Rabindranath Tagore，1861—1941），印度桂冠诗人、哲学家、人道主义者和教育家。他对印度国民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提出了崭新的重要见解。[18]在教育领域，他给予了世界具有永恒价值的信念，那就是教育必须根植于自身土壤，喜悦、自由、对自然的爱以及东西方的不断接触，是一个成熟的教育体系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将为世界的永久和平铺平道路。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泰戈尔于1861年5月7日出生于加尔各答一个望族家庭。其祖先为低等的婆罗门种姓，至祖父辈，家族渐渐显赫富裕。祖父与父亲均支持印度启蒙思想家、社会改革家拉姆·莫汉·罗伊所开展的事业。父亲戴本德拉纳特·泰戈尔精通欧洲哲学，对宗教怀有深厚感情，对艺术极其敏感，对实际工作精明善断，被人们尊称为“大圣人”。他常在印度各地旅行，喜爱登上喜马拉雅山的峰巅，沉浸于对大自然粗犷壮美的欣赏与冥想之中。1863年，为支持梵社运动的开展，他在距加尔各答约100英里（约161千米）的桑地尼克坦（意为“和平之乡”）创办了一个静修中心。

泰戈尔是家中的第14个孩子。他所诞生的这个家庭，充满了对宗教的虔敬与对美好生活的享受，家教自由而严格。父亲鼓励子女们自由发展，允许他们发表各自见解而不加任何限制。家中常开展哲学与宗教问题的讨论，安排演戏、诗歌朗诵会与音乐会。泰戈尔的哥哥姐姐多为诗人、音乐家、剧作家和小说家。当时印度著名的诗人、演员、音乐家和学者是家中常客。大家对于各种有争议的问题各抒己见，谈话气氛十分活跃。在性格形成时期，泰戈尔的心灵从家中所充溢的印度伟大传统与自由思想中汲取着丰富的养分。

在童年，泰戈尔进过4所学校：东方学院、国立师范学校、孟加拉中学和圣萨维尔学校。教师那种把知识强塞进学生脑瓜和五花八门的惩罚方法，使他热爱自然与自由的心灵产生了反抗的情绪。在回忆著作《我的童年》（My Boyhood Days）中，泰戈尔用幽默的笔调表达了他对于学校教育的批评。他将当时对学生进行“填鸭式”灌输的学校称作“制造读书写字的工厂”，学生经过一番“加工监制”，便有望“在市场上卖出贴了特别商标的高价钱”。[19]由于不堪忍受学校教育，泰戈尔在大约14岁时渐渐脱离学校教育，而主要在家里接受家庭教师和兄长的教育。他的文学天赋在未满9岁时就表现出来，能按照音律正确地排列诗行。童年所听到的印度古典圣歌也深深吸引着他的心灵。

12岁那年，泰戈尔被父亲带到桑地尼克坦，那里空旷无涯、荒凉单调。但对于生活在庭院里的孩子来说，这个自由的天地犹如天堂。在那里，父亲给泰戈尔讲授梵文、孟加拉语和英语文学作品。在晴朗的夜空下，他给泰戈尔讲解天文学知识。他还让孩子每天计算日常花费，以培养他的职责感。泰戈尔一生游历过许多地方，然而，任何其他地方都没有像这块土地那样影响他的心灵。在一首诗歌中，他称它为“蛰居在心灵上的情人”。1901年，他在这里创办了自己的教育实践基地。

1878年，17岁的泰戈尔被父亲送往英国。父亲原本希望他来日担任律师或印度公职，一年半以后，他回家了。虽未完成学业，但他已经看到西方文化的积极方面，在与英国人的接触中，他增长了对英国诗歌与西方音乐的兴趣。

回到热爱的环境，泰戈尔立刻恢复了创作能力。在60余年的创作生涯中，他为人类留下了50多部诗集、20余部戏剧、100余篇短篇小说、12部中长篇小说、2000多首歌曲、2500桢画作。他创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Jana-Gana Mana Adhinayaka）于1950年被定为印度国歌。他的诗歌清新澄澈，诗集《吉檀迦利》（Gitanjali）于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并由东西方的译文传遍世界，其隽永的意境所表现的纯美世界，给世界上众多文学家的创作以“优美花朵般的影响”，得到广泛赞誉。

泰戈尔对于世界的贡献远非限于文学领域。在他生活的年代，印度尚处于英国殖民统治的蹂躏之中。为追求祖国的独立与自由，他不顾英国政府的高压政策，通过大量文章与演讲谴责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在英国政府1919年在阿姆利制造残酷镇压印度群众反抗斗争的惨案后，为了“给由于恐惧而遭受不幸，变得无言和麻木的千千万万同胞以抗议的声音”，他公开声明他放弃英国政府几年前授予他的爵士称号。[20]他是甘地所领导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最真诚的拥戴者之一。尽管他们在一些方面的思想和做法不同，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建立起深厚的友谊。泰戈尔关注占印度人口90%的农民的命运，他比圣雄甘地早20年，比民族政府早半个世纪，就用有限的资金，在自助和启蒙原则的基础上，先后在自己的庄园和什利尼克坦（意为自助村）建立集体农业实验中心，帮助农民建立学校、医院、合作企业、银行和自治村社制度，并将自己的儿子送往美国学习农业，以便服务于印度农业。

泰戈尔不仅投身于印度争取独立的斗争，还以人道主义精神关注世界形势的发展，并尽其一生坚持为保卫和平与自由而大声疾呼。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与巴比塞、罗素、勃兰等人一起组织“光明团”，为和平而奔走。1916年，他在访问日本、美国时，发表了题为《民族主义》（Nationalism）的演讲，揭示了西方民族主义为扩大地盘而爆发的互相争斗及对东方民族的残酷统治，并反对东方照搬西方，主张用东方思想创出一条新路，用新的创造作为对人类的献礼。他认为：“真正的现代化是心灵的自由，而不是成为奢望的奴隶。它是活动和思想的独立，而不是同欧洲亦步亦趋。它是科学，但不是在生活中滥用科学。”[21]1919年，在罗曼·罗兰的邀请下，他在反对战争的《人类精神独立宣言》上签名。1937年，泰戈尔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的野蛮行径表示了严正谴责。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斥责了帝国主义分赃的慕尼黑会议。

从某种意义上说，泰戈尔是孤独的。他因为自己的激进主义而招致咒骂，又因为自己的保守性而受到谴责。他热爱故乡的每一寸土地，在诗歌中反映了印度历史的光荣，他对于印度古代文化的挖掘，丰富了印度文明遗产并使之与现实生活相联系。但是，与他的同胞相比，他对祖国的爱的表达往往非常不同：他热爱印度人民，但从不支持同胞关于“印度人是上帝特选臣民”的迷信；他表达对人民忠诚的方式之一，是在文学作品里揭示印度社会的顽症痼疾，如种姓制度、官僚专横和印度教的愚昧，这种方式常使得他的爱国情感招致怀疑。在印度国内，他反抗英国对印度的殖民统治，但并不因此全盘否定西方文明，因为他拒绝一切形式的偏执，他在文章与言谈中直言赞美西方的平等、自由与民主的观念。当他发现以印度教爱国者和激进的民族主义者名义出现的反动者，谴责西方的一切事物，推崇“雅利安生活”时，他写了一些十分尖锐刻薄的文章。对此，罗曼·罗兰评论道：“正如1813年歌德拒绝抵制法兰西文明和文化，泰戈尔也拒绝抵制西方文明。”[22]泰戈尔的传记作者克里巴拉尼评论得精当：泰戈尔“鼓励民族主义而抨击极端民族主义的生活方式。”[23]在殖民统治和战火纷飞的年代，他始终不放弃在一个相对贫弱的国家里，呼吁世界和平、东西方文明互相汲取，这种态度招致一些狂热的民族主义者对他的冷嘲热讽。也许，他过于超脱于他所处的时代了。在当时，眼前的需要或许比对永恒价值的赞颂更为迫切，这也是他招致甘地批评的原因：诗人是为将来而活的。在国际上，他公开抗议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曾因此受到敌视、污蔑。在许多时候，泰戈尔感到了孤独，然而，这种孤独大约也是每一个因心灵而伟大的人所必然面临的命运吧。所幸的是，在他生活的年代，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如罗曼·罗兰、叶芝、爱因斯坦等都是他精神上的盟友。

作为一位诗人的哲学家，泰戈尔一生都以美学观点看待哲学问题，力图使真理以美的形式出现：“真理在它的边界，遇到美。”他的一篇阐述教育观点的文章题为《诗人的学校》（A Poet’s School），而他对宗教问题的思考是以一个艺术家的身份进行阐述的。[24]他认为，外部世界是“人类精神的摇篮”，但理智者以疏远和无感情的方式观察事物，他们对待自然和生活的态度冷酷无情，由此所得的世界只是个影子；只有用充满感情和兴趣的心灵去观察事物，才能获得一个真实的世界。[25]因此，在泰戈尔的思想中，生活、和谐、美、协调、秩序、爱、喜、音乐等概念以及他用来描述自然的大多数比喻都是与人的气质、冲动和情感相联系的。他往往以知觉来丰富他的理性。心灵的感受与自然的比喻丰富了他对于哲学概念的表述。在对哲学概念的思索中，他表现出典型的东方式思维，矛盾被当作实在的众多方面来接受，不完美被当作趋向于完美的一个阶段。[26]如他的诗歌所写的那样：真理之川“从他的错误之沟渠中流过”，“如果你把所有的错误都关在门外，真理也要被关在外面了”。[27]

泰戈尔认为，“人既是有限又是无限的”，人将物质性和精神性结合到其自身之中。“他既是大地之子，又是上天的后嗣。”在《人生的亲证》（The Realization of Life）一书中，他说：“在我的存在的一端，我与木头和石头是同一的。在这里我不得不接受普遍规律的支配。这是我生存的基础……然而，在我的存在的另一端，我又区别于万物。在这里我冲破了类同的封锁线，作为一个人而单独存在着。”他认为，人与神能够结合，正是这种力量使人英勇无畏地战胜痛苦。

在教育领域，泰戈尔所做贡献的影响是深远的。1901年12月22日，他带着5名教师、5名学生，其中还包括他的长子，在他生平第一次感受到自然之壮美的桑地尼克坦建立了实验小学。这片荒原上原无树木，泰戈尔带领师生们建屋种树，至今已蔚然成为森林，树的年龄就记载着学校的年龄。1928年，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分别开创了两个新的节日：植树节和开犁节。植树节现在成为全印度节日。在桑地尼克坦，他根据自己对人的和谐发展的信念确定了教育目的；根据自己童年时代在不同学校里所遭受的折磨、对印度学校儿童的困境所做的细致观察，以及用所持信念教育儿子的尝试，他确定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与方法，并努力改变当时教育上诸多舶来的做法，以适应印度文化的需要。他将桑地尼克坦学校比作“运载我一生中的头等货物的航船”“我的一篇用手摸得着的诗”。[28]在这里，他作为一位诗人的想象力与理想主义得到具体表达。1921年，这所小学发展成一所闻名于世的国际大学。这所被称为“世界艺苑”[29]的大学，力图把东西方文化及印度古今文化融合在一起，在世界各国之间交流文化、传播友谊。世界艺苑吸引了世界上许多著名学者、艺术家等前往讲学。在泰戈尔的倡导下，国际大学于1937年成立“中国学院”，中国学者先后到此讲学或做客的有许地山、徐志摩、徐悲鸿、陶行知、竺可桢等。

泰戈尔一生撰写了许多教育方面的著作和文章，如《教育危机：一个诗人的信念》（Crisis in Education：Faith of a Poet）、《印度的教育》（Education in India）、《教育的理想》（Ideals of Education）、《教育问题》（The Problem of Education）、《教育的兴衰》（The Vicissitudes of Education）、《教育的传播》（The Diffusion of Education）、《教育的媒介》（The Medium of Education）、《教育的艺术》（Art in Education）、《儿童道德教育》（Moral Education for Children）、《新教育》（New Education）、《我的教育任务》（My Educational Mission）、《东方大学》（An Eastern University）、《我的学校》（My School）、《诗人的学校》（A Poet’s School）等。他的哲学、美学著作也包含了他对于教育问题的许多精辟论述。

二、和谐论与教育

《奥义书》等古代印度经典所包含的吠檀多论思想对泰戈尔哲学的影响最大。泰戈尔认为，人须在梵的精神中生活和行动才会有欢乐。据《奥义书》，梵的精神实质“是万物的生命和光芒，是宇宙意识”[30]。泰戈尔比喻说，这是一种具有生命的意识，通过无数乐器所演奏的并且永远保持完美和谐的永恒交响曲表现出来。[31]宇宙之根本统一对印度人来说不是简单的哲学思辨，而需要在感情上和行动上去亲证这种伟大和谐的生活目标，在宁静与和谐、善与爱中，人与万物相结合。[32]他希望年轻的心灵渗透关于和谐的思想：他生于一个人类世界，这个人类世界与它周围的世界是和谐一致的。[33]教育的目的即是通过智力、体质、道德与精神诸方面的和谐发展，使人的生命与万物和谐统一，即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神的和谐一致，教育的真正功能是将人身上最好的东西引发出来，并使他的个性能够得到充分全面的发展。[34]他尊重个体的差异，认为不同个体有着独特的心灵，并在人的完全发展中遵循自身的轨迹。

泰戈尔的教育哲学根植于三项原则：儿童的自由与快乐；创造性的自我表达；与他人及自然的和谐。在泰戈尔看来，自然的安排总是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具有永恒的与万物的合一性。而学校不具有世界的完整性，它只是一种为授课而做的特殊安排，其目的就是制造统一模式的人，忽视个体之间显而易见的差异。学校往往以一种严肃、傲慢的姿态，“把孩子们从一个充满着神亲手创作的奥秘，充满人格启迪的世界中强行拉开。它仅仅是一种纪律规定，而拒绝考虑个性。它是一个设计特殊的工厂，以获得相同的结果”，[35]学校窒息了孩子对生活的爱。在本是拥有或应该拥有更多自由的童年，学校教育成为学生们“为进入文明社会”而服的“刑期”。这正是他在学生时代深感痛苦的。

在泰戈尔看来，当时的教育目标仅囿于发展儿童的智力，而不关心儿童的需要。在孩子们渴望知晓地球时，却教给他们地理；在他们渴望学习语言时，教给他们的却是语法；孩子们渴望的是叙事诗，供给他们的却是编年史。在智力训练上，儿童被视做既定知识的简单接受者，教育者没有考虑儿童自己就能够设法准备最适合自己的知识。于是，在儿童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由成人观点出发想象出来的知识就像水一样，被灌输到儿童的头脑。儿童往往只学习到其中一小部分，而大部分都“从知识的航船上滑下大海，沉没了”。这种过程只触及外在的方面，而忽视了儿童的心灵、内在动力及丰富潜力，泰戈尔形象地将之描述为：“鹦鹉饿着，而我们只顾装饰鸟笼。”他补充说，教育应该培养儿童通过独立的努力发展其思考的能力，并且发展直接从大自然及生活中学习的能力。重要的不是从书本中获得储存知识的仓库，而是应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培养持续的求知欲与心灵的敏锐。

泰戈尔认为，教育不是灌注到儿童大脑的某种物质，而是儿童内在自我的不断成长。如果儿童的自我发展得当，其内在潜能就将自然抒发，个性也会和谐发展。他认为，教育不是“有意识的灌注过程，而是无意识的吸收过程”[36]，为此，教育需要引发学生探求知识的渴望，创设激励的气氛，并将价值观渗入其中。

为了实现上述目的，泰戈尔需要为其教育计划设计合适的课程。他在桑地尼克坦小学强调并发展了个性的思想。对他而言，想象力、美感与情感对于儿童个性发展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理性，情感在人的一生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幼年时期尤甚。印度教育家萨卡尔（S. C. Sarkar）评论道：“他将想象力、美感及高尚的情感提升到与理性同等的地位，当它们运用于诗歌、音乐与艺术的领域时，它们几乎与理性一样，是发现现实的重要途径。”[37]泰戈尔认为，情感可以通过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等课程得到适宜的引导和训练，而各种各样的手工劳动有助于刺激儿童的智力与感觉，劳动也是自治与独立的条件。

现在，体育和游戏被认为是儿童教育中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但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不是这样，成人往往以自己的想象来塑造儿童，剥夺他们自由活动的快乐，将儿童运动和游戏看成浪费时间与精力的事。泰戈尔强调，儿童的天性是活泼的，运动和游戏是儿童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重要部分。身体的活动除了能保持儿童身体的健康以外，还可以使儿童的头脑保持敏捷。于是，他在课程的科目中给予运动和游戏以优先的地位，通过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动，为儿童创设一个快乐和自由的环境，并使学生从中接受充分的体质训练。

心灵的充实与灵魂的安宁是和谐的生活所不可缺少的。泰戈尔认为，在很大程度上，完整的人是道德和精神的化身。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学生应该过简朴、自律的生活，摈除一切种族或其他一切偏见，关爱一切人，并吸收与人交往中的美德与兄弟般的精神。

泰戈尔的天才最好地反映在他对儿童的爱以及他为了给印度建立一个不同的教育体系所做的毕生奋斗中，在这个教育体系中，头、心和手的优秀品质得到和谐发展，其目的在于培养能够超越国家狭隘边界的具有广阔视野的全人。

三、自然主义与教育

在《人生的亲证》中，泰戈尔认为，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对于印度人来说，人和大自然的和谐是伟大的事实。人能够思索是因为他的思想和周围事物是一致的，人类能够利用自然的力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只是因为他的力量同宇宙的力量是和谐的，而且长期以来人类的意图同贯穿在大自然里的意图永远不能互相冲突。[38]

泰戈尔在教育计划中给自然以重要地位，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指无生命的物质世界，如天空、山脉、河流、太阳、月亮、星、风、云、雨、四季的更迭、日与夜的世界；第二个层面包括作物、树木、花草、果实、动物的非人类世界；自然的第三个层面是相对于现代物质生活中文明人而言的自然人。泰戈尔与自然的早期密切接触是跟随父亲一起旅行去喜马拉雅山，自然的壮美在他年幼的心灵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他相信“自然”的生活可以给人的精神和心灵提供深切的喜悦和终年不断的幸福，所以他希望人与自然能够有一种完美的和谐。

对泰戈尔而言，自然是喜悦、自由和美的源泉，只要给予儿童机会，他们就会在心中捕捉这些感受，培养和谐的精神。他用诗歌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儿童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星星同他说话，天空也在他面前垂下，用它傻傻的云朵和彩虹来娱乐他”。[39]他认为，儿童早期就应该亲近自然，他们有对于美和新鲜事物的内在热爱，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不竭的活力并得到身体、智力和精神的和谐发展，也将改善他们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自然教给孩子合作、同情与和谐的美德，他们对自然的爱将进一步转化为对万物的爱，这种情感对于世界和平是必不可少的。泰戈尔写道：“大自然多种多样的美必将不知不觉地深植于儿童的心灵……当他们能够意识到与外部世界的和谐时，他的内在天性也将感到和谐。”[40]他认为，人的成长不仅需要母亲的胸怀，也需要地球和水、天空和空气的哺育。他呼唤让孩子们在开阔的天空下游戏，因为那是阳光和云朵的舞台。

泰戈尔认为，自然是灵感的源泉，它教给孩子关于自由和美的第一节课，并给予他巨大的快乐，使他能够解决所面对的问题。但不幸的是，孩子往往被剥夺了这种快乐，而远离了这个知识的重要来源。泰戈尔悲哀地写道，学生的头脑原本是敏锐、不知疲倦地渴望着从大自然中获得第一手知识的，但学校用纪律阻碍和监禁了学生的感受能力，“我们好像博物馆里无生命的标本，呆若木鸡地坐着，功课像打在花朵上的冰雹一样落在我们身上”[41]。在一次演讲中，泰戈尔说到，造物主给予儿童不知疲倦的翅膀，他们每天都渴望着寻觅新的经验，而现存教育限制了孩子发展的自由，扼杀了他们心灵中自由与探究的精神。泰戈尔认为：“这种自由对于儿童心智与道德的成长是不可或缺的……我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那就是人只有通过自由方能获得充分发展，当我们限制儿童的这种自由时，这意味着我们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儿童，我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心中植入造物主要给儿童充分成长的目的。”[42]泰戈尔相信，身置自然中的教育，将给予儿童自由的精神。

他认为，对于个性的充分发展而言，一个广阔、开放的空间是必需的条件之一。而城市的环境很难满足这样的要求。所以，理想的学校应该远离嘈杂的市区而建立在自然的怀中，即乡村中。他说，造物的本意不在于“我们应该出生在砖石与砂浆的保卫中，城市是为了满足人的实用需求而建造的，它们不是我们自然的住所。儿童应该享有与自然的自由、直接和喜悦的接触以充实他们的心灵，如此，他们在身体、心灵和精神方面就可以健康、快乐地成长”[43]。泰戈尔以这种原则，将他在桑地尼克坦的学校“设在一个美丽的地方，那里远离城市，古树成荫，视野开阔，直望到远处的地平线，儿童们在这里可以享受最大的自由”。

在他的学校里，他建议采用古代印度的教育原则。在印度古代，贤士就是在森林隐居的场所给学生们传授知识的，教师和学生在大自然的生活气息中，通过讨论点燃知识的灯盏。学生的精神随导师精神的成长而成长。泰戈尔呼唤这种教育方式：“在印度，我们依然在记忆中珍惜森林中的伟大教师群落。这些教师和他们的家庭住在一起，他们的目的是发现上帝的世界，并在上帝中发现他们自身，这种处所既不是学校又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修道院。他们虽然生活于社会之外，但他们对于社会就如同太阳之对于群星，社会从这个中心得到生命和光明。”[44]他从自己童年的生活经验感到，文化气息较之正规的教学方法更为重要，孩子们的潜意识比他们的显意识智力更为积极。在桑地尼克坦，学校绝大部分最重要的课程通过潜意识进行教学，并使学习的过程充满与大自然的交流。泰戈尔鼓励孩子们研究大自然瞬息万变的形态并由此热爱大自然。在桑地尼克坦，孩子们在广袤的天地之间学习。在满树繁花的春天，孩子们跟青年教师去森林，听他用孟加拉语背诵和讲解莎士比亚与勃朗宁的诗歌。泰戈尔赞赏学校的一位青年教师罗易使教学人格化，由此，学校的孩子们不是从教科书中，而是从有生气的教师那里学到知识。[45]学习之余，学生在花园中清理树根周围的泥土，给作物浇水，修剪树篱等。这样，他们与自然就不仅是知识上的联系，而且包括了手工的联系。

在泰戈尔看来，新式学校所设置的课程应该生动而多种多样，不仅滋养智慧，而且滋养心灵，没有不一致和不和谐去扰乱青年人的心智。“这样，教育就不会变成虚假、沉重和抽象的事物，以至于学生只有在学校的几小时内才会关注。”[46]他认为，儿童的课程不仅由学校提供，还应当来自于受人类之爱支配的世界，儿童有能力从自然环境中重新组织其智力课程，而不是从分科的课程中汇拢知识。泰戈尔极力推荐印度儿童通过远足与旅游来获得关于历史、地理和印度社会习俗的第一手知识，他认为从这些经历中获得的知识更有价值。他建议道：“在经常的远足和旅游中，学生的感官会变得敏锐，他们将可能在兴趣中观察并学习到无尽的知识。”[47]他为此设计了一个五年环游印度的课程，他相信，学生在这种过程中所学到的知识将比从几百本书学来的更多，不仅不易遗忘，还会珍视这种学习。

除了自然的教育价值以外，他还认为应教导儿童与世界万物生活于和谐之中，使儿童认识到，人类是生态系统中的一部分，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植物、动物都有与人类共存的权利。从现代意义上讲，泰戈尔也是一个生态学者，而那时，“生态”这个概念还远未诞生。在当代世界，人类为了自私的目的而对环境和生态造成了一系列破坏，因而人们对于保护环境与生态已经谈得很多。在泰戈尔生活的时代，这些问题还未出现，但泰戈尔在桑地尼克坦就常常宣传保护自然对于自然自身以及人类道德与精神价值的重要性。

卢梭曾在《爱弥儿》的篇首写道：“自然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变坏了。”泰戈尔可能只同意这句话的前一部分，而不赞同后一部分。因为他坚信教育的目的是在个人与社会之间建立一种愉快的和谐，每个人必须成为他所属的社会的一部分，并以此实现每一个个体与其他人的基本和睦。他的社会是一个国家的社会，并信仰宇宙主义（universalism），以此作为他梦想的社会的基础，在桑地尼克坦，他通过不同的计划，尽力实现个人与社会的融合。

四、论生活、艺术、宗教与教育

（一）生活与教育

1877年，泰戈尔在一篇文章中首次抨击了现存教育。他指出，舶来的教育模式既无助于判断力的培养，也无益于独立思考的形成。他在一则格言中写道：“脱离泥土的树是不自由的。”他在日后将教育与人生联系起来，并使教育根植于国家的传统，由此得见端倪。在《教育的兴衰》一文中，泰戈尔针对印度教育与生活脱节的情况比喻道，教育好像是一个乞丐，他总是在冬天才能有钱买到夏天的衣服，在夏天才能买到冬天的衣服。为了纠正这种学识和生活混乱的弊端，“我们祈祷上苍结束教育的沧桑巨变，在冬天给我们冬天的衣服，在夏天给我们夏天的衣服”。他衷心希望印度人民的语言与其思想同一，教育也与生活同一。

1930年，泰戈尔访问了苏联。在指出“专制是严重的灾害……在它的名义下许多人受到压迫，它的阴暗方面是暴力的运用”的同时，他也看到苏联工人和民众走在社会最前列。他在访问途中见到的苏联农民快乐的面庞，引发了他的热情。他赞赏俄国革命带来的伟大成就——“把被压迫者提到人的位置上来”[48]。他将农民的欢乐归功于教育的普及，他称羡苏联在短短20年里，在扫盲及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取得的成就，教育消除了无知与迷信，并使之与受教育者的生活成功地联系起来，这与处于英国统治下的印度所发生的事情截然相反。回想自己的祖国像其他许多国家一样，大部分人作为牲畜被对待，没有成为人的机会，他反思道：“文明的宝塔是建立在对人类社会的大多数——世界工人——的奴役和摧残基础上的。对此，我羞愧得无地自容。”[49]他认为，无知是造成印度农民生活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合适的教育将把农民从贫困中解救出来，但英国统治者没有为此做任何事情。在他看来，沙皇时代的俄国农民与同时代的印度农民生活状况曾经一样恶劣，因此他被在苏联的所见所闻强烈地震撼了，尤其是它的教育领域。在莫斯科的演讲中，他吐露了他的这种感受：“我能够感受到你们的教育理想同我的非常相似，那就是，人应过一种完整的生活，通过这种过程，他们的心智将准备接受教育的丰富惠泽，而不仅仅是储存科学指导和信息的孤立因素。”[50]当他看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印度农民已大大地落后于苏联农民所取得的进步时，他感到悲伤。

泰戈尔在一首诗里写道：

噢！我不幸的国家，

你将同那些一向受辱的人们，

一起蒙受凌辱。

他们垂首站在你的面前，

你却剥夺他们的人权，

始终不给他们怀中的温暖。

你将同他们一起，

蒙受同样的凌辱。[51]

但诗人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仍保持着乐观，他相信当教育的光辉照耀到印度每一寸土地的那一天，印度将取得进步，将同样拥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正如他在诗歌中呼唤的那样：

我的父呵，让我的国家觉醒起来吧。[52]

为了消除印度的贫穷，泰戈尔认为，教育需要将人从无知中解放出来，使人获得自由。由此，教育需要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为了纠正教育不问实际的弊端，诗人实际上早在1918年左右就在什利尼克坦创办了一个附属于教育基地的平行机构——农场和工艺中心，继而成为大规模村社发展的实验中心。泰戈尔将这个中心作为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和社会服务的实践基地，从而建立起学生与农民之间的联系，泰戈尔还请来名匠教山达尔的孩子，使他们成为工艺上的名手，自助助人。在其中的乡村改造学院（Institute for Rural Reconstruction）里，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的手工劳动成为学院的课程，实现了泰戈尔将教育与经济生活联系的思想，并促进着不同阶层民众平等的关系性联结。师生们将作物栽培和饲养牲畜的科学方法教给村民，帮助村民改进卫生环境，开办门诊部，为劳动阶层和低等种姓的村民开办夜校和流动图书馆，给村民上课，作有关宗教、文化和公众问题的演说报告。师生们以服务与牺牲的精神振奋村民们，提高村民的公民意识和道德水平。[53]

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尽管泰戈尔出身于贵族，但他没有按照当时印度上层社会的习惯把子女送到英国高等学府学习，而把自己的大儿子送到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去学农业。当他学成归来后，泰戈尔将他安排到庄园工作，他希望美国的先进技术能改进印度的落后农业。此外，他还建立了实验室及多种手工业作坊，组织学生从事各种劳作。克·克里巴拉尼评价说：“通过某种形式的劳作和手工业进行教育的思想及其实践最早发端于桑地尼克坦。在这之后，圣雄甘地才把这种见解包括在今天印度称之为‘基础教育’的制度中去。”[54]在他的造就全人的教育理想里，教育包含了人的生活中的智力、体质、经济、美学、社会与精神等各方面，学校成为社会的心脏。他认为，“真正的教育在每一阶段都会实现训练及知识与我们所处环境的有机联系。”[55]在他看来，人们需要通过热爱生命去搜集知识，然后抛弃生活去获取知识，最后，他们将以成熟的智慧返回到他们更完全的生命。[56]

他批评只重书本不重实际和以考试为中心的教学，在这种教学里，书页封闭了学生的心灵之窗，“书籍里的词语像膏药一样贴在心理的皮肤上，使我们的心灵不能与真理直接接触”。书本构成了一个与外部世界隔绝的坚固堡垒，学生栖息于内，隔绝了与造物主的交流。泰戈尔并非否认书本的作用，他只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书本的局限和危险，书本只是对于从真实生活和自然中获得的知识的一种补充，他更强调从生活和经验中获得知识的重要。

在《我的学校》中，泰戈尔描写了一位以“成功教育家”著称的有经验的校长，他满意于儿童学习植物学的兴趣，却不相信孩子们关于树木的个人经验。泰戈尔坚持，在初期教育阶段，孩子们应该通过自然过程，即直接通过人和物获得真理。[57]他认为，孩子们通过自己的经验所获得的知识将导致本能的形成，是自然自己教育的结果。例如，孩子通过爬树可以了解关于树木的知识，他们知道如何对待树枝，怎样分配体重，以免给幼枝造成负担。通过个人的经验，孩子们能巧妙地利用树木去采集果实，进行休息，甚至利用树木躲避不喜欢的追逐他们的人。泰戈尔认为，作为教育的一部分，要让儿童认识到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存在的系统里，在那里，树木不仅仅是产生叶绿素并从空气中摄取二氧化碳的树木，而且是活生生的树木。

在他的学校里，学生参加反映生活真实情境的纺织、木工、编织、木雕和制陶等手工艺劳动。泰戈尔强调，课程并非一成不变和僵化的，课程可以根据教师和学生的需要，经过师生的相互交流而得到调整，并与生活相联系，由此可以使儿童做好准备，克服恐惧，正视生活。在他的课程里，正如卢梭的课程一样，自然是一股驱动的力量，也是一种实验室，在那里，学生可以检验影响生活的情境。

（二）艺术与教育

艺术是与美联系在一起的，作为一个诗人的哲学家和教育家，泰戈尔非常注重文学与艺术熏陶在儿童审美与和谐个性发展中的重要性，他在一篇文章中说：“如果我想让自己的儿子成长为一个人，我会让他从童年起就像一个人那样成长……我会告诉他勿完全依赖于记忆力，他将会有足够的机会思考自身并运用想象力……文学的熏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对于人的发展是不可缺少的。”[58]

在桑地尼克坦和什利尼克坦，为了发展儿童对于自然的感情和他们对于人类环境的敏感性，泰戈尔设计了文学、节日仪式和宗教教学，他强调人的教育必须考虑个性整体的有机发展，由此，需要同时刺激他们身体和精神的天赋。

在进行艺术教育时，他注重让孩子消除被动性，在他们进行的每一种活动中培养自我参与意识，由此，每一个孩子都可以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探索美的神奇，塑造自己的创造性和审美的敏感性，这一点在泰戈尔的教育实验中处于最优先考虑的地位。

在桑地尼克坦，学生的审美能力通过两个层面的训练得到培养。

第一个层面是让学生从明显的和外在的观点来体验和分享美感经历。比如，运用四肢的锻炼；发问、思考和观察能力的发展；对鸟、兽、树木以及自然各种现象的兴趣与热爱；制作日常用品的经历；保持卧室和环境的清洁、健康和美丽的习惯；经常沐浴，保持身体、衣物和行为的洁净的训练；在饮食、身体锻炼、休息方面的自律和细心维持身体与智力的力量。

使学生审美敏感性得到锻炼的第二个层面是培养他们的内在感受能力。比如，帮助处于痛苦中的他人和在每一个方面都乐于为邻居服务；了解自己国家多方面的知识，发展对国家的责任感；从思想、行为和语言上尊重和热爱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各种社会服务组织和国外新文化发展的最新资料。简言之，教育的目的是学生必须在最充分的意义上，忠诚于他们的人性，并在思想、情感和行为上表达这种忠诚。

为培养学生的审美敏感性，桑地尼克坦的学生开展了以下一些活动。[59]

①参加全年的节日与典礼，让学生通过戏剧、美术、音乐、舞蹈、即席写作诗文等，在各种各样的主题和文化及审美的计划中培养审美能力。

②开展社会服务项目，培养友善、同情与合作的精神。

③开展识字运动，培养仁爱、怜悯与胞爱的感情，反映世界同一的美学视角。

④会见邻人并倾听他们的诉说，以加强学生对人类行善的感受，并扩展其视野。

⑤为贫困和无助学生集资。分两个步骤进行，第一个步骤是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常规的集资，第二个步骤是从学生组织的节日中进行。

⑥通过出版期刊、手册、纪念品等丰富创造性的和美学的精华。

泰戈尔亲自为儿童写作了许多诗歌，指导他们排演戏剧。桑地尼克坦的孩子们自己创作剧本或即兴演出他们的作品，他们至少创办了三种连环画杂志，表现出绘画方面的才华，孩子的耳朵则受到音乐的熏陶。泰戈尔相信，美术、舞蹈、戏剧、音乐和其他旨在培养人的美感的训练，还将转化成人类追求持久和平、友好、仁爱和美学的崇高的感情。

（三）宗教与教育

泰戈尔将自己的宗教称作“人的宗教”，他认为造物主在人身上显示其自身，人的世界就是在其一切经验中寻找对造物主的最好表达，人有责任在创造中体现造物主的存在，人在其中不仅是接受者，同时也是赠予者。泰戈尔写道：“我感到我最终寻找到了我的宗教，这就是人的宗教。在这种宗教里，无限者在人性中获得了其真义，并来到我的身边，寻求我的爱与合作。”[60]在他看来，宗教是人的自我超越能力，通过战胜自我，通过超越一切傲慢、贪婪和恐惧，通过认识一切世俗的损失和肉体的死亡都不能从真理和人的高尚灵魂中取走任何东西，人能够做到这点。[61]人所具有的能够超越自身并不断推动他向更高领域前进的能力，就是人的最本质特征。“真正的宗教观乃是证悟最高灵魂与一切创造物的灵魂之间的最圆满的爱的关系。”[62]他形容说，宗教是一种思乡病[63]，就像一群思乡者日夜盼望飞回自己山区的家乡那样，信仰宗教的人也处于飞往他的永恒居所的神圣航程之中。

泰戈尔的宗教教育思想，建立在他的教育计划之中，他强调了自然与人的和谐，这种思想来自他对于世界万物和谐一致的意识。他对人的个性发展的强调，使他不可避免地更为强调精神的发展，而非人为的教条与规则。他认为，宗教不能由教室里每周固定时间的课程学来，宗教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与上帝存有个人精神体验的感觉，这种体验“可以从我们童年日常生活的某个地方获得，在那里，精神世界的真理尚没有被人事的需要所模糊；在那里，生活单纯，充满闲暇，广阔的空间、纯净的空气与自然深沉的宁静环绕其中；在那里，人生活在对他们面前的永恒生命的信仰之中”[64]。

在桑地尼克坦，没有开设任何一门宗教课程，只有关于普遍宗教的思想。泰戈尔认为，美与道德相联系，如果人希望获得真理，道德需要寓于美的精神。真与美是善这枚硬币的两面。宗教情感使人去爱，并亲近社会和国家，也亲近其自身，所有这些都会成为善与利他主义的基础。

在桑地尼克坦，早晚的沉思是进行精神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成为学校惯例，至今大学依然设有供沉思的大厅，学生们按时自觉地去沉思。在静寂的大厅里，人们心中默默吟诵：

OM！大地、天空、星界，

　愿我的意识完全与你合一

　你这智慧闪烁的创造者。

OM！你是我们的父亲，

　愿你赐予我们智慧

　让我们在这里顿悟，

　我向你致敬！

　让这一切成为真实。[65]

泰戈尔解释，“OM”的意思是圆满，它代表无限、完美、永恒，是指万物的整体。沉思由“OM”开始，可以使人的心灵洋溢起无限圆满的感觉，摆脱狭隘的自我，并体会自我和世界之间永恒的联系。沉思意味着人的意识和外部广袤世界的合一。泰戈尔认为，人只有通过沉思才能认识最高真理，当人的意识完全沉浸于沉思之中，便自然会懂得，那不仅是一种获得而且是人与神的合一，在沉思中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单纯、自然，从而使人获得自由。

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大自然的合一，是泰戈尔的教育理想、教育原则和教育宗旨，也是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泰戈尔相信，以爱与和谐为基础的宗教教育有助于这种理想的实现。

五、国际主义与教育

1921年，泰戈尔将桑地尼克坦的儿童学校，发展成世界瞩目的国际大学——世界艺苑，在成立前，泰戈尔曾在美国给在桑地尼克坦的一位教师写信：“我需要一小块地方以建立一个社会，那里的男性和女性将认识到地理上的界限是不存在的，他们将了解只存在一个民族，那个民族包括了人类的各个种族。”[66]在国际大学，他选择了一行古老的梵文作为大学的座右铭：“整个世界相会在同一个鸟巢里。”（Where the world makes its home in a single nest.）[67]他宣称：“国际大学是印度拥有献给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的代表。国际大学向四周奉献出自己最优秀文化的成果，同时也向他人汲取其最优秀精华，并把这种做法看作是印度的职责。”[68]

建立国际大学的思想与他的经历和世界观相应。在《我的童年》里，泰戈尔说明，他早年学到的知识全靠与人的接触而来，对于外国的知识也来自于他同外国友人的接触，通过这种接触，“东方和西方结了友谊。我在生命中实现了我的名字的含义”[69]。泰戈尔始终相信每一个民族，每一种文化，都应该在世界占有一席之地：“每一个民族的职责是，保持自己心灵的永不熄灭的明灯，以作为世界光明的一个部分。熄灭任何一盏民族的灯，就意味着剥夺它在世界庆典里应有的位置。”[70]

在《教育的理想》一文中，他写道：“人类的教育活动是世界性的，它是联系不同时代和国家的普遍合作的伟大运动。”他不赞成“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东方和西方永远不会相遇”的观点。他认为，东西方的差异正是它们得以融合的基础，因为，同一的事物是不能融合的，他赞成世界不同文化的互相吸收，并确信东西方不同文化最优秀因素的融合将形成一种新的文化类型。问题不在于抹杀差异，而是在保存差异的情况下如何融合，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他希望国际大学成为印度文化中心、研究东方学的学院以及东西方文化的交流阵地，成为一个伟大的为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集会的场所，其建立的理想是：一切民族的精神一致。泰戈尔呼吁：“我们必须通过无尽的爱和智慧认识到人不是任何特定部落的代表，人的最伟大的身份是人，现在是需要声明人属于所有国家、所有时代的时候了，对人来说，民族与肤色的差异是没有存在的位置的。”[71]国际大学成为友谊与国际合作的灯塔，吸引着各国学者与艺术家一代一代前来，他们自由地交流思想，相互学习，边教学边研究，共同过着简朴的世界大家庭的生活。

从西方文明的价值里，正如从自己祖国的往昔价值里一样，泰戈尔汲取着鼓舞和营养。因为他相信，自己也能大量地给予西方。他在《诗人的学校》中希望，在将来，印度教育所开启的精神的宝贵遗产，将馈赠给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印度对世界的永久贡献。他看到了东西方文明互相补充的价值，但他反对抹杀本民族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盲目模仿西方。在泰戈尔生活的年代，对西方的盲目模仿在印度是一种时尚，在学校内，英语被作为教学语言。泰戈尔并不非常反对使用英语，英语是科学领域里一个基本的工具，他也希望印度在这个领域里放射光芒。他同意在高年级教授英语，但他反对在儿童早期以英语作为教学媒介，因为这会增加儿童学习的难度，损害儿童学习的兴趣，这种教育也将成为一小部分人享有的特权。他总结说，用外语教学将导致国家的失败。泰戈尔坚持用母语作为儿童的教学语言。他毕生重视孟加拉文的创作，用孟加拉文写了许多优美的儿童启蒙读物和教材。不仅如此，他认为，印度所希冀的教育体系不应是一种由西方输入的体系，而应当是深深扎根于印度土壤及其灿烂文化的教育体系，印度教育的目标应包括让学生了解印度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使他们认识到印度的文化知识是整个人类文化遗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有了解了自己的文化，将来才有可能获得伟大的成就，也只有如此，印度文化的宝贵遗产才能对世界文化做出贡献。

泰戈尔在一生中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在19世纪的最后一天，他用孟加拉文写了一首题为《世纪的黄昏》（The Sunset of the Century）的诗，诗歌抨击了以“民族自爱”面目出现的民族主义。在1910年出版的《吉檀迦利》中最感人肺腑的一首诗中，他描绘了聚集在西方上空乌云中的阵阵雷鸣，预示了巴尔干战争和即将来临的恐怖。[72]泰戈尔希望，通过东西方的交流，世界不同国家、种族的人民将增进彼此的了解，由此在真诚的国际理解和广阔的人道主义基础上，促进人类的和平。为此，他希望儿童学习世界的历史，他认为世界上只存在一种历史，即人的历史，人类生活于一个家庭之中。教师应当教育儿童，在他们探索知识的过程中，超越国家的狭隘界限。让他们认识到，无论是什么种姓或什么肤色，他们的思想和成就都属于所有的人。[73]

六、评价：泰戈尔——印度教育的开路先锋

泰戈尔的传记作家克·克里巴拉尼评论道，泰戈尔对于印度的贡献是细致而深刻的，因为他在政治家无能为力的领域里，发现并扩大了蕴藏在创造活动后面的源泉。

泰戈尔进入教育领域时，其思想尚未定型，他根据自己的思想创设了自己的教育模式。其中，他对童年及学校生活的记忆，影响了诗人对于教育的观念。桑地尼克坦成为诗人为实现自己的教育理想而进行的尝试。在诗人的有生之年，这所学院的发展，与变迁中的时代的脉搏同步跳动，诗人曾这样写道：“这所学校的成长就是我的生命的成长……它的理想在变迁中得到成熟。”[74]

很难说泰戈尔的教育思想纯粹是其多方面天才的综合。事实上，泰戈尔非常熟悉诸多欧洲优秀思想家的思想，他的天才使他能将他所能发现的思想家（卢梭、裴斯泰洛齐、福禄培尔等）以及现代思想家（杜威、甘地等）的思想糅合到他自己的思想中来。其中，他汲取最多的是卢梭的思想。与卢梭不同的是，泰戈尔不仅创立了一种教育理论，而且还是一个将其社会及教育理想付诸实践的行动者，他在桑地尼克坦的学校是同类教育实验的先声。正如萨卡尔所说的那样，“理想的教育家必须结合他作为哲学家、诗人、神秘主义者、社会改革家、科学家及真正的行动者的天赋”[75]。泰戈尔正是这样一个教育家。

他第一个在印度建立和制定了在教育学上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例如，学生在家庭和普通中小学里所获得的知识，远比进入学院所获得的知识更为重要；母语作为儿童的教学语言，较之外国语言更加简便易行；通过实践活动所获得的教育比书本教育更真实；教育的真正目的，不是用死记硬背的知识去塞满头脑，而是掌握全部感性知识和发展心灵；文明远胜纯粹经院知识；等等。[76]

在印度历史上，泰戈尔第一个提出儿童充满潜力，而教育的任务就是给儿童以机会，使其自然地发展潜力。泰戈尔的感受力非常敏锐，他由自己不愉快的学校生涯意识到，其他儿童的经历也大抵如此，因此他希望将儿童从高墙的包围与专制教师的严格管教中解放出来。他清楚，如果希望儿童发挥其特殊个性中的潜能，就应该给予儿童自由。泰戈尔因此可以被称作印度儿童中心教育之父。[77]不过，泰戈尔并不贬低教师在教育中的作用。教师在桑地尼克坦的学校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泰戈尔认为，自然、生命与教师是教育的3个来源，儿童的敏感性需要由独立而富有创意的思考点燃，这件艰难的工作属于教师。在泰戈尔的教育计划中，教师仿如一束放射着光明和知识的永不熄灭的火焰，他要求教师不断学习，并比喻说，一盏灯只有在自身燃烧着火焰的时候，才能点燃另一盏灯。

泰戈尔对现代教育的另一个重要贡献是他对自然的爱。他对自然的感情不仅通过他作为一个诗人的眼睛，而且他认为自然具有教育的价值。他认为，在自然环境中进行教育可以增进与世界的亲密关系，增强与世界交流的能力。儿童的心灵渴望着这种亲密，但不幸的是，城市的生活阻碍了这种情感的发展。泰戈尔并不像卢梭那样对社会抱有敌对的思想，与甘地一样，泰戈尔赞同社会环境也是教育的基本组成部分。

泰戈尔对于妇女教育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和同情，他毫不反对妇女教育，相反，他希望她们能承担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责任，他希望女性承担起教育的工作，而不要在乎别人会如何看待这种独立。不过，他认为，女性的教育在某些方面是与男性的教育有别的，她们需要接受一些特别技能的训练。他希望女性能与男性并肩在所有领域发挥她们的天赋，因为国家的进步同时也是人的平等的进步，如果女性被排除在教育之外，那么印度就是在退步。他还意识到，需要为女性建立一所大学，他在访问温哥华时对一位到访者说：“除非世界上的女性能与男性同样地创造，否则她们会将男性向后拉。”泰戈尔认为男性和女性应当共同行动，实现人类的共同理想并创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这是他对人性的信念的一部分。

在世界教育史上，泰戈尔不仅在诸多著作中表达了其教育理想，而且毕生致力于实现这个理想，在他的学校里：

人们为生命的最高目的、在自然的安宁之中聚集到一起。在那儿，生命不仅是静思的，而且是在活动中觉醒的；在那儿，孩子们的心灵不会被强迫去信仰；在那儿，他们要去将人的世界实现为他们渴望成为其居民的天国；在那儿，日出、日落和静寂的、灿烂的群星，每天都受到孩子们的重视；在那儿，人们在花儿与果实的盛会中尽情地享受着欢乐；在那儿，年轻人与老年人，教师与学生围坐同一张桌子，共进他们世俗之餐和永恒生命之餐。[78]

第三节 甘地的教育思想

莫汉达斯·卡拉姆昌德·甘地（Mohandas Karamchand Gandhi，1869—1948），20世纪印度民族独立运动的领袖、“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倡导者，享有“圣雄（mahatma）”称誉。他从小受印度教熏陶，1888年赴英留学，接触到西方文明，1891年获律师资格。甘地为印度的独立战斗了一生，以倡导乡村社会改革运动及对英国殖民统治者实行“非暴力不合作运动”而著名。但当印度于1947年独立后，甘地于次年1月30日在德里被刺身亡。[79]

对于甘地思想与实践的特征，诸多研究者将之视为印度传统与现代性的融合。美国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依洛德·鲁道夫和苏珊·鲁道夫合写的《甘地领袖魅力的传统根源》一书评述道，甘地以传统的印度圣贤形象出现，应用深深扎根于印度民众之中的印度传统观念、象征、语言，例如，“人对自己的自治能力的提高可以增强对周围环境的控制能力”，勇气应包含在“禁欲”“苦行”“自我折磨”“自我纯化”和“非暴力”之中，同时创造性地给它们注入现代西方民主、平等的思想，由此恢复了印度民众百年来遭受异族蹂躏的民族自尊心，鼓起了他们争取独立自主的信心和勇气。这是甘地的真正贡献。加利福尼亚州克威尔学院人文学教授诺尔曼·布朗也指出，甘地成为印度人民的杰出领袖，其根本原因在于他提出的每个思想、每个主张都以印度民众熟悉的印度教为依据，同时对印度教的思想做出合乎时代的、又为民众所理解的“天才的、贴切的”解释，唤起了民众内心深处的共鸣，赢得印度民众广泛的同情和支持，民众因此衷心拥戴他为领袖。马萨诸塞州圣乔治威廉大学政治系教授马丁·路易斯认为甘地是卓越的政治家，甘地开创性地提出的“自治”“共同繁荣”“土地捐献”等政治目标、印度教与伊斯兰教的团结、高等种姓与低等种姓的团结、印度与英国是“伙伴”而非“臣属”等，是以前任何人从未提出过的，是具有时代性和远见卓识的政治主张；他有政治家的才干和非凡的动员与组织民众的能力，他领导的3次大规模“不合作运动”是印度史无前例的政治斗争；他把国大党从只限于在上层阶级活动的政党，扩大为吸收下层人民、工人农民参加的政治组织，对国大党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且又为他实现其政治纲领和政治主张起到了有组织地动员民众的桥梁作用。[80]

甘地将教育视为实现印度民族独立与建设的重要力量，一生发表了诸多论述教育的著作、文章与演讲，如《基础教育》（Basic Education）、《成人教育》（Adult Education）、《为生活的教育》（Education for Life）、《教育的改造》（Educational Reconstruction）、《英语媒介造成的罪恶》（The Evils Wrought by the English Medium）、《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我的教育观点》（My Views on Education）、《新教育》（The New Education）、《教育问题》（The Problem of Education）、《致学生》（To the Students）、《真正的教育》（True Education）、《妇女教育》（Women’s Education）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不仅抨击了英国殖民教育的文化奴役，而且提出了自己对于印度教育的设想。在发表于1940年的著名的《建设纲领》（Constructive Programme）中，甘地将教育和社会道德作为理想印度的基础。《建设纲领》主要内容包括：①教派团结；②废除“不可接触”（贱民）；③禁绝烟酒；④土布；⑤其他农村工业；⑥农村卫生；⑦新的基础教育；⑧成人教育；⑨提高妇女地位；⑩健康与卫生教育；k宣传国语；l热爱自己的语言；m为经济平等而工作。围绕着“基础教育”，甘地提出了他对于教育的思考和计划，并将其作为实现印度自给自足社会的重要途径。

一、教育中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

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所倡导的反对英国殖民统治、恢复印度民族自尊、争取民族自治的手段，其前提是遵守法律与拒绝使用暴力。

（一）非暴力不合作思想的来源

甘地认为，目的并不能证明手段的正确性，而手段的纯洁却是实现良好目的的基本条件。用什么手段得到的只能用同样的手段保持：用暴力夺得的只能用暴力保持，凭真理得到的也只能凭真理保持。如果说泰戈尔哲学思想的核心是“美”，那么，甘地哲学思想的核心就是“真”。真理就是上帝，就是阿特曼（自我）[81]，追求真理就是追求上帝，就是认识“阿特曼”。真理不可分割：人类同一和万物合一。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琼·邦杜兰特指出了甘地的“真理”观与西方“真理”观的差异。在西方，“真理”是一个哲学范畴的抽象名词。甘地的“真理”则属于宗教范畴，其基本含义来自于早期印度教的伦理思想，即把“梵天”看成万物存在的基础，人们通过“禁欲”“苦行”“纯化”，最终达到“梵天”与“自我”合一。甘地的“真理”也和“梵天”一样，是万物存在的基础。“真理”是道德的内涵，实在的本体，人们实现道德的完善，才能与“真理”一致。对甘地来说，“真理”就是“上帝”的最重要代名词，所以，甘地常说“真理是上帝”。然而，他又不同意“上帝是真理”的说法，因为当“真理”用于描述和形容上帝的时候，失去了“真理”作为实在本体的意义。[82]

甘地最喜欢的“坚持真理”的形式是“文明的不服从”“不合作”“直接行动”和“绝食”，也即“非暴力不合作”。其思想主要来源于印度传统文化、印度的民族主义与英国的法律教育。

非暴力思想的积极方面是爱。在这方面，印度古代经典如《薄伽梵歌》《罗摩衍那》等，加深了甘地的道德观念及其宗教洞察力；在英国，他了解了基督教，耶稣的一生和人格使他深深景仰；托尔斯泰强调忍耐具有强大的力量和尊严的思想也给甘地以启迪。甘地相信，人的本性与一切高尚和友好的行为相一致。[83]每个人的内心都存在着神的因素。神性以理智、良心和自由意志等形式表现出来，如果能用正确的方式利用这些神性的因素，人就能使天国降临到地面。而通过爱，人能够纯化内在的生命，并使自己得到提高。爱包含着仁慈、友好、宽恕、容忍、慷慨、善良、同情等高尚情感。憎恨是容易的，而爱却需要最高的能力和力量。当要求一个人去爱一个通常被看作自己敌人的人的时候，这种爱尤其困难。非暴力是自觉地忍受痛苦以感化他人，是以人的全部心灵来反对专制者的意志，而并不意味着向专制者的意志屈服和妥协。甘地说：“假如有人因为无知而对我们施加痛苦，那么我们就用爱去赢得他。‘非暴力是最高的法’，这就是爱的力量的验证。”[84]这是“服从于我们人类的更高的法律，良心的呼唤”[85]。所以，甘地认为，非暴力所代表的是强大，而不是软弱。非暴力是一个包含着持续不断的思索、努力、考验和行动的能动过程。[86]他相信，只要在这种人类法则指导下进行斗争，一个人就能反抗非正义帝国的全部权力。[87]

美国思想家索罗的“文明不服从”思想对甘地也有很大的影响。甘地认为，从道德意义上说，做一个公正而又诚实的人要比尊重法律更恰当，如果法律不能代表公正，就需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进行抵抗，即在合法中违法。在英国殖民期间，印度人属于英国公民，甘地所领导的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方式就是在不违背英国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的。比如，他在印度的抗盐税斗争中，率领群众79人到海边煮海水制盐以违反盐法，但他因此接受的处罚与入狱又是合法的。

正如戈耶尔（B. K. Goyal）评论的那样，甘地的思想实质是精神性的，他关于世俗生活的所有言论、著作、沉思与行动的背后，贯穿着一根他对真理、仁爱与非暴力的不可动摇的信念的丝线。[88]而他所倡导的一切，都是经过他实践过的。他在自己坚定和成熟的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哲学。他自己的生活不是别的，正是实验的记录。这就是为什么他将自己的自传定名为《我探索真理的实验》（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的原因。甘地最为重视的是生活的道德价值和精神价值。甘地之所以赢得了“圣雄”的称誉，正是因为他对人民的爱，而他的爱，又是贯穿在“非暴力不合作”运动之中的。

加利福尼亚州太平洋大学比较政治学系教授琼·邦杜兰特指出，甘地的“非暴力”和“自我折磨”被作为避免冲突双方使用暴力的最好方式，它促进了自身的“道德纯化”，由于它表现的爱和真诚，也促使对方发生变化，这就是甘地学说的“辩证法”。“发现真理”“非暴力”和“自我折磨”是甘地“坚持真理”学说的三要素。她同时比较了甘地的“非暴力”思想与西方熟悉的“消极抵抗”的不同。西方的“消极抵抗”是个人对政府的一种反抗形式，用以解决个人与政府、个人与成文法律之间的冲突，甘地的“非暴力”斗争不是个人的反抗，而是民众运动，以解决社会的政治冲突。同时，它不是西方人通常理解的所谓“消极”的“弱者对强者”的反抗。恰恰相反，甘地的“非暴力”的反抗方式是强者的表现，是精神上和道德上的强者，是“执着的、百折不回地对‘真理’的追求”，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方式，为人类解决社会冲突做出了特殊贡献。[89]

在教育领域，甘地也积极倡导对英国殖民教育的消极方面进行非暴力不合作的抵制。1921年1月9日，甘地制定了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参加者所应遵守的各项具体规定。其中关于教育的条款有：“父母将我们的孩子们，从政府管理的学校中退学，在他们家里或经由民族学校，为孩子们做出一定安排。”[90]他尤其抨击了英国殖民教育者将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做法。

甘地致力于和平的非暴力不合作思想影响深远。2012年11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甘地和平与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所（The Mahatma Gandh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for Pea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MGIEP）正式成立，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亚太地区建立的首个一类机构，致力于开展和平与可持续发展领域的教育研究、知识分享、能力建设和政策制定。[91]

（二）抵制英语作为教学语言

甘地是在英国，并通过英语来认识、了解自己的国家及其宗教的特征和传统的，当他为了印度的独立，成为大英帝国的主要叛逆者时，他仍然没有忘却英国人民及其思想传统给他的启迪。在他生命的最后岁月，他仍然表示他从来没有反对过英国人或任何西方人，英语也不会从他的知识库中被驱逐。他所反对的是英语超出了它所应该占据的地位，印度不能把它作为国语或教学语言。[92]

甘地认为，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的殖民教育政策给印度带来了“惨重的损失”和“无可估量的智力与道德伤害”。首先，英国殖民者给印度儿童从小灌输英国文化，以此来维护和巩固英国的殖民统治，这种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的影响更为长久。1947年7月31日（当时印度已摆脱英国的殖民统治而获得独立），甘地在一个祈祷会上发表演讲，提到一位印度读者用英文给他写信，他就此评论说，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已经结束了，但印度人已经习惯了被奴役，以至于他们仍旧不能摆脱英语的影响，英语的征服较之英国刀剑的征服，是更恶劣的奴役方式。[93]这种教育制度培养了一批崇尚西方文化的亲英分子，维护了“英国统治”。甘地认为：“印度人如果从小就训练他们的孩子用英语思想和谈话，那就等于背叛了他们的孩子和国家。他们剥夺了孩子继承本民族精神遗产和社会遗产的权利，致使他们无力为国家服务。”[94]

其次，英语作为教学语言阻碍了印度儿童的智力发展。学生必须花费很多时间学习英语，然后才能学习其他课程，从而阻碍和延缓了他们对知识的获取。甘地认为，如果将教学语言从英语改为学生的母语，学生在7年之内就可学完中小学所有课程，而不是11年[95]，而他也可以因此在为群众服务方面做出更多和更大的贡献。

最后，以英语作为教学语言，而民族语言在校园里被禁止使用，妨碍了印度语言和文化的学习与传输，削弱了印度的民族根基。受过英国式教育的学生与印度传统文化疏远，他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与家人逐渐格格不入，成为陌生的家庭成员，其母语词汇非常有限，所以在讲话时他们往往不得不借助于英语词汇甚至英语的句子[96]，致使他们与家人之间产生隔阂，造成了不可估量的道德伤害。

甘地分析了印度国语应该具备的条件：①它对于政府官员应该是容易学习的；②在印度全国它应该可以作为宗教、经济和政治交流的媒介；③它应该是印度大多数居民的口语；④它应该是全印度都容易学习的语言；⑤在选择这样一种语言的时候，不应该仅仅考虑当前和短暂的利益。

他认为，深入的思考表明英语不能满足这些要求，从而不能，也不应该成为印度的国语。英语只能作为诸多语言中的一种教给学生，并用于外交事务及国际贸易，印地语是能够满足作为国语要求的语言。[97]而且，民族语言是民族自尊的象征，当民族语言在国家教育制度中获得了公正的地位，成为学校的教学媒介，印度人就会恢复自尊。语言还将有助于民族自治。他认为，如果印度人对其民族语言失掉信心，这就是对自己信心不足的标志，是衰落的标志。任何一种自治的方案如果不尊重印度先辈所说的语言，就不能使印度成为自治的民族。[98]从语言的问题出发，甘地呼吁印度人必须对印度文明有信心，在《对印度文明的信念》（Faith in India Civilization）的讲演中，他动情地说：“我来到这里为了告诉你们，你们应该对印度文明有信心，并坚定地维护它，如果你们这么做了，印度就终有一天会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99]他认为，尽管印度的气候、景致和文学可能都比不上英国，但印度必须在她自己的气候、景致和文学中获得繁荣，依靠模仿欧洲是永远也实现不了印度的自治的，印度人必须建立自己的遗产。

加利福尼亚州克威尔学院人文学教授诺尔曼·布朗在《美国人对甘地的认识》一文中提出，甘地是以政治主张来实现宗教理想。例如，甘地“坚持真理”的学说从印度教的传统教义“阿信萨”或“非暴力”的思想发展而来，“自治”一词也来自梵文，它的深层含义蕴于印度教的基本教义“自我控制”和“人格独立”。甘地所进行的其他社会与政治活动，也都由宗教意义确立。甘地的目的是使印度达到道德上的目标。[100]

二、基础教育思想

如果说“非暴力不合作运动”是甘地所倡导的反抗英国殖民者从外部强加的不公正，那么在印度内部，他反对愚昧与无能。他坚持，一个民族要想获得自由，就必须依靠自己的双腿站立起来。在他看来，印度社会是一个由乡村组成的社会，如果农村能成功地摆脱贫困，印度就会赢得自治。他正是依据这种思想制订了基础教育计划。1937年，甘地在《哈里真》上系统阐述了自己的教育思想并将之命名为“基础教育”，其中心是训练儿童参加手工艺的生产劳动，教给他们有助于在一个合作性社区里生活的态度和价值准则，从而使乡村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建设起自给自足小型社区所组成的理想社会。这种教育思想与印度原有教育有诸多不同之处，所以甘地又称之为“新教育”。

在《论新型大学》（Of New Universities）一文中，甘地阐述了基础教育的基本要素：①真正的教育应该是自立的；②手工技能将自始至终得到应用，也就是说，学生的手每天都将熟练地劳动一段时间；③教育须用该省语言作为传授媒介；④各种教派的宗教培训在基础教育中将没有地位，而将代之以基本、普遍的道德原则教育；⑤不管学生是儿童还是成人、男性或女性，教育将延伸至他们的家；⑥既然数百万接受基础教育的学生会将自己认为是印度的全体，他们必须学习一种跨省的语言。[101]

（一）基础教育的宗旨

甘地设计的基础教育计划，是一种通过工作、在工作中和为了热爱工作的教育。他强调，所有的科目都必须考虑到国家、人民、生活、身体和社会的环境。他将手工劳动引入课程，并以此作为新教育计划的中心，使所有课程均围绕手工劳动展开。他认为，“引入手工劳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培养工匠，而是发掘它的教育价值，手工劳动有着社会与心理的基础”，其目的在于得到身心的全面训练、促进社会平等、实现学校经济自立。

1.身心的全面训练

甘地认为，真正的教育能够帮助人们了解“阿特曼”、我们真实的自我、神和真理。人们学习、研究知识的不同分支，也是为了了解自我。教育还必须基于真理与爱，通过道德教育或品质训练，培养人们树立一种为实现伟大目标而抛弃自己的一切的信念。

甘地提出，教育意味着使孩子和成人在身体、心理和精神方面都得到全面的最好的训练。只有对儿童身体的各个器官如手、脚、眼、耳、鼻等进行适当训练，才能达到真正的智力教育。他认为，一个儿童能灵巧地运用身体的各个器官就为其智力的发展提供了最佳、最快的途径。但他同时指出，如果心理和身体的发展与相应的心灵觉醒不能同时进行的话，那么心理和身体的发展也只能是片面的。他将心灵的教育称为“精神训练”。他认为，精神训练是一种特殊的工作。发展精神就是形成性格、认识神和实现自我。“只有当一个儿童的心理教育与身体和精神机能的教育同时进行时，他的心理才能得到适当和全面的发展。这三者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因此，根据这种理论，以为它们三者能分别或相互独立的发展，那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102]

因此，甘地不赞成印度当时“总是竭力给孩子们的头脑填满各种知识，而不考虑如何激励和发展他们自己的智力”的教育。他认为，需要用适当的体力劳动作为智力训练的主要手段来教育儿童。围绕某种专门职业，如饲养家禽、木工、纺纱、编织或其他类似的手工艺，使儿童产生对工作的兴趣并发挥出最高的技巧，在此过程中训练儿童的头脑、身体、手艺和技术等，以唤醒每个人生来就有的某种禀赋和能力，并使他将来成为他所学的那种手艺的能手。[103]因此，基础教育的课程以手工艺劳动为中心进行设置。

甘地认为，儿童的教育主要是父母承担的义务。故而，对于身心的全面训练而言，创设一个生动的教育环境远比建立众多学校重要得多。一旦这样的环境在其坚实的根基上建立起来，学校就将完结其使命。

2.促进社会平等与学校经济自立

在印度，种姓等级森严，手工艺生产通常被视为是最底层最卑贱的种姓所从事的技艺，多属于“不可接触者”。甘地对外反对英国殖民政府的不公正，对内则试图从印度社会内部消除不平等和不公正。甘地认为，英国无权统治印度，但印度也只有在纠正了其社会痼疾以后才能胜任自治。[104]“不可接触者”制度就是印度的社会的痼疾之一。只要“不可接触者”制度的诅咒还在污染着印度人的心灵，那么他自己在世界眼中就是一个“不可接触者”，而一个“不可接触者”是不能够赢得非暴力自治的。去除“不可接触者”制度意味着像对待自己的亲友那样对待被称为“不可接触者”的人。[105]1915年5月25日，甘地在阿赫梅达巴建立的非暴力抵抗学院，就试图通过接受“不可接触者”家庭并与之一同生活，来动摇“不可接触者”制度。

在教育领域，甘地试图改变仅注重高等种姓阶级的印度教育传统与殖民教育制度，通过将“不可接触者”从事的手工艺设置为中心课程并开办生产性学校，打破社会等级的樊篱，视每一种职业具有相同的价值。在他的著作中，他提到美国学者约翰·罗斯金（John Ruskin）《直到最后》一书给他的启发：经济的繁荣需要关注全民的利益；体力劳动（如理发师）与脑力劳动（如律师）具有同等价值；有价值的生活是劳动者和工匠的生活。甘地还曾与托尔斯泰交流对个人自由和平生活权利的赞颂与对一切形式的压迫的否定。[106]

在手工艺生产中，甘地将纺车作为最重要的工具。纺车是印度所发现的早期手工艺的一种。在早年，印度人的衣服都是使用纺车织成。但因为纺车限于未受过教育的工匠使用，它逐渐衰落乃至被废弃。甘地认为，西方文明的机器化大生产带来了严重的失业问题，而使用纺车进行手工劳动，则可以使千百万处于半失业半饥饿状态下的印度劳苦大众获得生存的机会，并使人人处于平等的地位。他认为：“‘纺车’一词的最真实的含义，是人类尊严与平等的标志。”[107]他将纺车视为实现非暴力社会理想的媒介，利用纺车纺织成为经济自主运动的主干，希望通过使用纺车，消除竞争与剥削，使印度人拥有简朴宁静的生活。

甘地相信，他的通过纺织等手工劳动来传授基础教育的计划，是具有深远影响的无声的社会革命的前奏。它将为城市和乡村的关系提供健康和道德的基础，并将为消除当前社会不安定的邪恶和阶级之间败德的关系长期奋斗，它将抑制印度乡村的逐步衰落，建立一个更公正的社会秩序的基础。其中，“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没有不自然的分界线，每个人都享有基本生活的工资与自由的权利。而所有这些并不伴随在印度这样广阔的大陆实行机械化可能涉及的血腥的阶级战争恐怖，或者巨大的资本支出。最后，它并不需要高度专业化的天才，它将使大众将命运掌握在他们自己手中。[108]而只有通过教育民众，使所有的人都获得抵制滥用权力的能力的时候，印度的自治才能实现。

甘地相信，当社会最底层儿童的基础教育课程得到开展时，“教育”将获得“平等”的象征意义，社会的既定结构亦将由此得到改变。

甘地在其初等教育规划中，尤其考虑了印度农村的需要。他建议，大学应该建在乡村，为印度广大的乡村服务。[109]总体而言的工业和特指的纺纱，也应该有助于农村生活的改善。在学校里，采取何种特定产业作为教学媒介则需要取决于当地情况。例如，乡村的人们可能告诉你他们对农业感兴趣，而对纺纱不感兴趣，在这种情况下，就要选择前者作为教学媒介。在《关于学生》（About Student）一文中，他进一步认为，教育必须证明它促进了其所在国家的发展。[110]他还认为，大学教育应当与国家的需要联系起来。

在学校财政方面，甘地认为，真正的教育必须自立，从而摆脱对政府拨款的依赖并免受政府的干涉。他建议，一个民主的国家不应为建立大学而筹措经费，而应该由需要大学教育的人提供，各产业（矿业、商业、医药、农业等）也应该为他们所需要的毕业生的培训支付费用。在基础学校开设生产性的课程，学生生产的产品将由其家长购买或在市场出售，使学校通过生产的收益获得教育经费，从而达到财政的自我维持和经济自给，摆脱政府控制，实现教育自主。

（二）基础教育的扩展

甘地认为，印度是以乡村为基本单位的农业国家，基础教育的设计如果忽略了70万乡村和数百万农民，也就意味着忽略了印度。为了教育印度广大的农村民众，甘地认识到基础教育的范围需要扩展，它应该包括每个人在生命每一阶段的教育。其中，成人教育成为一个重要的方面。

在甘地看来，成人教育的目的在于使男人和女人在各方面成为更优秀的公民，女性和“不可接触者”亦包含在内，使所有成人均纳入成人教育之中。成人教育应教导邻里和睦，斩断“不可接触者”制度与社会问题的根基。成人教育意味着教育者用成人自己的语言，给予他们一种纯粹的和对社会有用的生活所需要的全面的教育。如果他们不能做到自立，那种教育就是有着严重缺陷的。[111]

在教学方式上，甘地倡导灵活的传递先生制：“每一个人在获得关于自我这一真理的知识时，都同时是一个教师和学生，在他所知道的意义上，他是一个教师；在他需要学习的事物的意义上，他又是一个学生。如果我们比我们的邻人对于某种事物知道得多，我们就应该乐于与他分享我们的知识，并同样乐意从他那里学到他所知道得比我们多的东西。如果我们能够经常与他人交流这些知识，那么我们就不会感到教师的缺乏，教育也就会成为一个没有痛苦和自发的过程。”[112]他认为：“基础教育学校的教师必须将自己看作属于全体的教师，当他接触到任何一个人时，无论是男人或女人，青年或老年，他都要问自己：‘现在，我可以给这个人什么呢？’”。在进行基础教育的地方，儿童也可以作为父母的教师，这样，乡村里的农民与工人也可以获得成人教育。

同时，甘地认为，在没有教师的情况下，教育也可以进行。人真正的教师是他自己，经验是最大的学校。例如，很大一部分手工艺在学校是学不到的，而只能在车间里学习到，从学校里获得这方面的知识只能是鹦鹉学舌。其他科目也可以从书中自学。因此，成人最需要的就不是学校，而是对知识、勤奋与自信的渴求。

在教育内容上，甘地认为，成人教育要从教育成年学生认识他们的国家的广大和伟大开始。村民的印度只是在他的村庄之内，他到另一个村中就说他自己的村子是他的家。印度对于他只是一个地理名词。因此，成人教育首先就是用口头语言对成年人进行关于国家的政治教育。他认为，应该为成人文盲建立夜校。但他们不必一定学习读、写、算，而可以通过讲座的帮助接受基本知识，但如果他们愿意，则可以为他们安排读、写、算课程。

1945年，在甘地的建议下，全印民族教育工作者会议决定将基础教育扩大至四个阶段：前基础教育，对象为3～6岁儿童；基础教育，着重于7～14岁儿童；后基础教育，服务于完成基础教育的年龄主要在15～18岁的学生；成人教育，以父母为主要教育对象。要求通过劳动和服务促进教育与社会的联系以及印度农业的发展。

（三）以手工劳动为中心的课程设置

甘地批评那种只有书本知识但缺乏生活技能的教育内容。在评论孟买的教育时，他说道，在城市中成长的儿童可以熟记诗歌并像鹦鹉一样背诵出来，他们会跳舞、模仿、击鼓、回答关于历史与地理的问题……但如果叫他们修理一把椅子或补一件破了的衣服，他们就做不了。迄今为止，他们所接受的课程尚不能保证使他们成长为公民。[113]他相信，儿童只有在基础教育中接受职业基础训练，方能自立起来并从中获益。

在甘地的基础教育计划里，初等教育课程包括儿童的母语、数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地理与历史、手工或多种技术工作、物质文化（physical culture）、印地语、美术与音乐。[114]每一门科目都围绕手工劳动进行。教师不是机械地将手工艺教给学生，而是尽量采取口头的方式科学地教给他们，每一道工序进行时，都应该阐明其原理。根据每个儿童的特殊资质决定他（她）工作的种类。他相信，这种教学方式可以使儿童的心智和灵魂得到最大发展。

在他对印度教师的讲演中，他建议，学生上学日的5小时中，4小时用于手工劳动，1小时用来讲解学校手工的科学知识和不能包含于手工课的其他科目。在讲授手工时，历史、地理与数学的部分或全部知识可以包含其中，语言和语法可以作为其中的一部分，正确的发音也可自然地包括进去。教师可以将手工作为这些知识的载体。在教儿童正确语言的过程中，语法的知识也就自然地教给了他们。儿童必须从一开始就学习正确的运算步骤，因此，教学应始于数学。整洁也不是一个单独的科目，儿童必须在做任何事情时都保持整洁，从干净、整洁地上学开始。儿童学习字母也可以通过手工劳动。甘地建议，读应该先于写，字母应该被当成图画，教儿童认识，然后教他们画字母，就像他们画一只乌鸦或鹦鹉那样，而不要让儿童一遍一遍地摹写字母。当他们学会轻松地画图时，再教他们写字母，这个阶段完成后，他们会从一开始就写得一手好字。这也就是甘地所主张的任何事物都不能强行教给学生，教给儿童的一切都应该使他感到有兴趣，对儿童的教育应该像游戏，并将游戏作为教育的一个基本部分。甘地认为，以手工艺劳动为中心，任何一门科目都可以在职业训练的同时教给儿童。[115]

甘地以纺车为例，说明以手工艺为中心的多种科目教学。他认为，如果印度人想在当今恢复其往日的辉煌及恢复、重建乡村生活，那么，对儿童的教育必须始于纺车。他所设计的课程首先是将纺车在日常生活中的地位教给儿童，然后向他们简短介绍纺车的历史及它衰落的原因，跟随其后是关于印度历史的简介以及机械课程——讲授纺车的构造、棉花特性、种植及生长地区的相关知识，通过这些，使学生涉足农业。[116]

由此可见，甘地的基本思想是通过手工劳动，使儿童得到身体、智力及心灵的全面教育，通过教授手工劳动的步骤，将历史、地理、数学等所有相关知识教给学生，从而引导出儿童内在的一切潜能。甘地表示相信，如果采纳了这种教育，一个直接的结果将是自立。但自立的特征并不是它成功的标志，它成功的标志在于通过以科学的态度教授手工艺，引导学生成长为全人。

在甘地的基础教育计划中，并不包含宗教教育，在充满诸多宗教冲突的印度，甘地担心教授宗教将导致冲突，而不是和谐。另一方面，他认为各种不同宗教所存在的普遍真理，可以并且也应该教给儿童。但这种真理不是通过词语或书本教给学生的，儿童只能通过教师的日常生活学习这些真理，如果教师身体力行真理与正义的原则，儿童就可以认识到真理与正义是一切宗教的基础。[117]甘地相信，所有宗教的本质都是相同的，每一个人都应该像尊重自己所信奉的宗教那样热爱并尊重其他人的宗教。他还强调，忘却诸如印度教徒、穆斯林、波希人、基督教徒、古遮拉特人、马德拉斯人、旁遮普人、信德人、卡赤人、苏尔特人等差别的必要性。他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真理，浅显易懂，一个7岁的孩子就可以做得到，但教师自身必须首先持此信念。[118]在国民大会（国大党前身）内部，甘地要求每一个成员打破各种教派之间的界限，无论自己的宗教是什么，他都要代表印度教徒、伊斯兰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犹太教徒等，即代表每一个印度教徒和非印度教徒。

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教育思想及基础教育思想，对印度的教育尤其是农村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基础教育计划通过手工艺与体力劳动以刺激儿童大脑发展的思想，为现代心理学研究和教育实践所证明。许多教育家欢迎基础教育，并拟订了广泛的实施计划，几个大的地区在印度独立后都以相当大的规模实施了基础教育计划。但是，对于甘地所坚持的用纺车作为学习的媒介及维持印度古老手工艺以复兴印度的方案，许多知识分子与政治家提出反对意见。他们认为，以科学实验为基础的科学教育对于复兴印度教育有更重要的作用，通过科学使印度摆脱贫穷也将有更大的价值。印度普通教育与技术教育小组委员会则认为，在初等教育阶段过分强调职业性将损害精神的成长，他们还担心让儿童在学校生产劳动产品以维持学校财政需要，将“在某种程度上意味着学校内将出现童工”[119]。20世纪60年代，当印度走向工业化的发展道路时，甘地以农村教育为对象制订的教育计划逐渐衰落。

尽管如此，甘地的教育思想仍在印度教育史上占有重要位置，而其目标的真诚，以及为穷人的事业献身的精神，更是得到了广泛的崇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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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章 列宁的教育思想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Bладимир Илъич Ленин，1870—1924）是俄国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伟大导师。他继承、捍卫了马克思与恩格斯的革命学说，并结合俄国革命的特定条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缔造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在领导俄国人民推翻沙俄专制统治、维护并巩固革命成果、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的革命斗争实践中，列宁始终把工农群众和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视为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列宁结合不同时期革命形势发展及解决不同教育矛盾的需要，对一系列重大的教育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与分析，并做出了重要的指示。实践证明，列宁的教育思想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为探讨并切实解决社会主义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问题提供了启示，指引了前进的方向。

第一节 论文化革命

列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表现之一，便是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理论对帝国主义时期各国政治、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研究，认识到资本主义在各国之间发展不平衡这一客观规律，进而得出社会主义革命可以首先在世界帝国主义链条中处于最薄弱环节的一国或几个国家中取得胜利的结论。在这一理论认识的指导下，列宁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所带给俄国的有利革命时机，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建立了实施无产阶级专政的新型的社会主义国家，为俄国经济发展与文化进步提供了制度及组织上的强有力的保障。应该说，苏联的建立及其推行的社会主义建设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次伟大胜利，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在俄国革命实践中得以辩证运用的具体体现。但这一胜利却遭到俄国孟什维克以及其他反对派的责难。他们认为，俄国工人阶级的整体文化水平偏低，缺乏从事革命及参与政治革新的文化能力，进而断言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实属狂妄的举动。在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上，他们主张先开展“文化革命”，再实施政治革命。他们的这些言论曾导致部分人认识上出现偏差，亟待肃清。

导致部分群众在文化建设问题上产生模糊认识的还有来自以波格丹诺夫（A. A. Богданов）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影响。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派在文化建设问题上表现出十足的“左”倾倾向，鼓吹全盘抛弃过去的一切文化，主张在“干干净净的地面上”创造特殊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遗产方面，无产阶级文化派持一种历史虚无主义态度，叫嚷把旧的艺术形式摧毁，粉碎，彻底铲除，甚至还主张把已有的自然科学成果也列入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上层建筑之列，进而实现彻底的社会主义化。历史发展具有自身的连续性，文化建设亦然。一定历史阶段的文化建设事业无不是在合理吸收此前文化发展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按照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认识，在全盘抛弃资本主义时期所创造的一切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建设纯粹的社会主义文化事业，无疑将给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左”倾言论是一种极具危险性的错误思潮，必须予以及时地揭露与批判。

当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领导苏联人民取得国内外敌人强加的残酷战争（1918—1920）的胜利后，列宁及时提出了工作重心的转移问题。他指出：“从前我们是把重心放在而且也应该放在政治斗争、革命、夺取政权等方面，而现在重心改变了，转到和平的‘文化’组织工作上去了。……如果把国际关系撇开不谈，只就国内经济关系来说，那么我们现在的工作重心的确在于文化主义。”[1]列宁强调，摆在苏联人民面前的是这样两大任务，一是改造接收于旧时代的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简直毫无用处的国家机关；二是在农民中开展文化工作，提高广大农民的文化水平，实现完全的合作化。必须适时地开展一场大规模的文化革命，苏联才有可能完全成为真正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欲把这一认识转化为广大人民参与的革命性行动，必须首先让他们了解文化革命的意义、目的、任务及途径，这已成为现实发展的要求。

作为一位具有高度政治敏感及非凡洞察力的伟大导师，列宁及时把握了不同历史时期文化革命的具体形式与现实需要，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理论，与形形色色的关于文化革命与建设的错误思潮进行了坚持不懈的斗争，从而避免了社会主义建设及教育发展蒙受不必要的损失。

针对孟什维克及其他派别提出的先文化、后革命的错误言论，列宁在1923年初由其口授的《论我国革命（评尼·苏汉诺夫的札记）》一文中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虽然谁也说不出这个一定的‘文化水平’究竟是什么样的，因为这在各个西欧国家都是不同的），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赶上别国人民呢？”[2]在文化与革命的先后次序问题上，列宁强调必须从帝俄时代的社会现实出发，对于贫穷、落后、有着浓厚的农奴及封建残余的俄国来说，在短时间内提高民众的普遍水平是毫无可能的事情。若是等待民众的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后再开展政治革命，那么政治革命可以说是遥遥无期。正所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实质上，孟什维克的先文化、后革命的言论是一种反革命理论，是一种以隐蔽的方式表达不革命意愿的错误思想。对于捆在帝国主义战车上濒于绝境的俄国而言，不先行政治革命，奢谈提高工农的文化水平及从事文化建设事业只能是痴人说梦，异想天开。

在《论合作制》一文中，列宁也迎接并粉碎了反对派的进攻，驳斥了“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里培植社会主义是狂妄的事情”的论调。

列宁写道：“我们的敌人曾不止一次地对我们说，我们在一个文化不够发达的国家推行社会主义是冒失行为。但是他们错了，我们没有从理论（一切书呆子的理论）所规定的那一端开始，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变革成了我们目前正面临的文化变革、文化革命的先导。现在，只要实现了这个文化革命，我们的国家就能成为完全社会主义的国家了。”[3]苏联的实践证明，十月革命的胜利的确为迅速并全面提高苏维埃民众普遍的文化水平提供了必要的条件。借助于苏联政府在文化教育领域内推行实施的一系列行之有效的如扫盲、普及义务教育等措施，苏维埃人民的文化水平及整体国民素质均较前有了显著提高，而这种提高反过来又加速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发展进程。

为彻底揭露无产阶级文化派的真面目，肃清其在对待文化遗产问题上所表现出来的历史虚无主义毒素，列宁在一系列的言论中揭露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险恶用心，并向广大人民指出了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的正确道路。

“无产阶级文化派”是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来自革命阵营内部的修正主义分子团体。他们所倡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异的内涵。初始，“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一个阶级要取得统治地位，是靠这个阶级的文化水平，而不是首先占有生产手段。故而主张工人阶级只有发展无产阶级文化才能取得国家政权，而不是主张无产阶级首先通过暴力革命的形式获得政治上的独立与解放，而后再着力提高广大人民的文化水平。孟什维克即持有与此相同的观点。十月革命胜利后，“无产阶级文化派”鉴于革命形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遂改弦易辙，又开始大肆鼓吹“纯无产阶级文化”，拒绝文化遗产，企图使这个派制组织脱离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进而摆脱党的领导。正如“无产阶级文化派”的主要成员列别杰夫-波良斯基（Лебедев-Полянский）在该派机关刊物《无产阶级文化》1918年第1期发表的文章中所谈到的，纯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充分的主动性、不受一切法律限制的条件下才可能得到建设与发展。而所谓不受一切法律限制意即摆脱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摆脱苏维埃人民政府的管辖。“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言论一度在青年中造成了十分恶劣的影响。

为彻底批判“无产阶级文化派”的错误言行，列宁专门发表了《论无产阶级文化》《青年团的任务》等著名文章及讲话。在《论无产阶级文化》一文中，列宁首先指出，“无产阶级文化派”所声称的创建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以及要求在从事文化建设活动时脱离党的领导的企图，都会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造成危害。列宁要求无产阶级文化派必须明确自己在文化建设事业中所处的位置，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完全看作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中的辅助机构，并且在苏维埃政权（特别是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国共产党的总的领导下，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4]

列宁认为，并不是像无产阶级文化派所主张的那样，可以抛开一切传统文化遗产来创建社会主义新文化。恰恰相反，“只有确切地了解人类全部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文化，只有对这种文化加以改造，才能建设无产阶级的文化，没有这样的认识，我们就不能完成这项任务。无产阶级文化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那些自命为无产阶级文化专家的人杜撰出来的。如果硬说是这样，那完全是一派胡言。无产阶级文化应当是人类在资本主义社会、地主社会和官僚社会压迫下创造出来的全部知识合乎规律的发展”[5]。无产阶级文化事业建设的关键就在于对千年来人类文明史中一切有价值的文化成果持海纳百川、广采博取的立场，充分认识到人类文明演进的继承性，吸收传统的文化思想体系中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提供有价值的服务的东西，改造那些部分丧失了存在价值的东西以为我所用，丢弃那些不利于社会主义文化进步的东西，戒绝抛弃一切、拒绝一切的历史虚无主义态度。

1920年10月2日，列宁在题为《青年团的任务》的演说中，还以马克思学说的形成为例具体阐释了对待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列宁指出：“如果你们要问，为什么马克思的学说能够掌握最革命阶级的千百万人的心灵，那你们只能得到一个回答：这是因为马克思依靠了人类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所获得全部知识的坚固基础；……凡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一切，他都有批判地重新加以探讨，任何一点也没有忽略过去。凡是人类思想所建树的一切，他都放在工人运动中检验过，重新加以探讨，加以批判，从而得出了那些被资产阶级狭隘性所限制或被资产阶级偏见束缚住的人所不能得出的结论。”[6]

随着苏维埃政府工作重心从战争转入和平建设以及经济建设上来，列宁审时度势，适时提出了文化建设的任务，并把这一建设视为一场革命。列宁向全党及广大人民指出，在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政治变革任务之后，应把文化建设提到工作日程上来。而文化建设任务的完成同样需要一个较长的时期，需要文化建设者们以坚韧不拔、不屈不挠、始终如一的大无畏精神全身心投入。

在文化革命的具体任务上，列宁提出文化革命必须完成的任务包括扫除文盲，普及义务教育，实施广泛的政治思想教育，改革旧的教育制度和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造就新型的知识分子和培养各种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发展具有民族形式和社会主义内容的民族文化，等等。而在诸项文化革命任务中，列宁对扫除文盲尤为重视，认为这是文化建设与革命的基础工程，必须首先完成。

列宁之所以把扫除文盲视为文化革命最迫切的任务，主要基于这样五个方面的考虑。

一是文盲的存在成为经济建设的阻力。根据1920年的人口统计，苏联每千人中识字者仅为319人，文盲率高达68.1%。这于国家经济建设极为不利。列宁就此指出，“不识字的人不能实现电气化”。毫无疑问，欲成功地在最新科学技术成就基础上彻底恢复并改造工农业，就必须扫除文盲，使民众摆脱愚昧落后状态，掌握文化知识与科学技术。否则，国家确定的一系列经济建设目标便断难完成。

二是文盲的存在不利于政治教育。列宁指出，文盲的大量存在是推行政治教育的最大障碍，文盲自立于政治之外，只能导致流言蜚语、传闻偏见。故而进行政治教育之前就一定要提高民众的文化，使他们有可能用读和写的本领来改善自己的经济状况和国家的处境。

三是扫除文盲是实现合作化的重要条件。关于扫除文盲与实现合作化的关系问题，列宁曾作过这样的表述：“我们面前摆着两个划时代的重要任务。……我们的第二个任务就是在农民中进行文化工作。这种在农民中进行的文化工作，就其经济目的来说，就是合作化。……但完全合作化这一条件本身就包含有农民（正是人数众多的农民）的文化水平的问题，就是说，没有一场文化革命，要完全合作化是不可能的。”[7]

四是扫除文盲还是根治拖拉作风与贪污行为弊病的一剂良药。列宁结合政府工作中所存在的办事拖拉、效率不高及贪污腐化等弊端，有针对性地提出扫除文盲工作不仅仅局限于识字，还要使人们有文化，培养人们形成与拖拉作风和贪污行为做斗争的意识。克服拖拉作风及贪污行为这一弊病是一种极为困难的艺术，而只有普遍提高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使他们更有文化，才有掌握这门艺术的可能。

五是扫除文盲还是革新国家机关的需要。列宁在论述有关革新国家机关问题时指出，革新国家机关所必需的正是知识与文化，而不是靠蛮干和突击，或单凭机智和毅力以及人的其他任何优良品质。为此，列宁向全党及苏联人民提出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号召，并于1919年12月26日签署了《关于在俄罗斯联邦居民中扫除文盲的法令》，开展了广泛的群众性的扫除文盲运动。

第二节 论教育同政治的密切联系

关于教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上早已阐明的问题。他们认为，教育与政治之间的联系是一种必然的联系，而不论这种联系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回击资产阶级指斥无产阶级以社会教育代替教育就是要消灭人们最亲密的关系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而你们的教育不也是由社会决定的吗？不也是由你们进行教育时所处的那种社会关系决定的吗？不也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吗？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8]

在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上，列宁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关系决定教育的社会阶级性质的基本原理，并从十月革命后苏联教育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形势出发，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教育必须同无产阶级政治相联系，强调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教育事业必须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宏伟事业的组成部分，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事业的整体目标和根本利益。

列宁反复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密切联系，既有理论上的考虑，又有实践上的目的。从理论认识来说，列宁是要教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每一位教育工作者全身心投入教育事业的发展，并把这种投入上升到服从并服务于社会主义政治的高度，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自觉地在社会主义政治的既定轨道中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从实践要求而言，十月革命胜利后，在苏联文化教育领域出现了一股教育脱离政治的潮流，一些曾在教育理论界有着广泛影响的团体和代表人物鼓吹教育自由，教育中立，教育脱离政治，所有这些使年轻的苏联社会主义教育事业蒙受了损失。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在教育界的工作人员还缺乏必要的理论上应战的准备，批驳教育脱离政治的错误思潮的任务便历史性地落到列宁的肩上。

事实上，列宁早在十月革命之前就开始系统地论述教育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这种论述始于对沙皇政府教育政策反动性的揭露。列宁在《我们的大臣在想些什么？》中指出，沙皇政府的“忠臣孝子”们竭力推行愚民政策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地位，认为俄国的国民教育部实际上行使着警察搜查部、愚弄青年部及人民求知欲压制部的职能。

十月革命后，针对一部分教师受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操纵下的“全俄教师联合会”的蒙蔽和影响而提出“教育脱离政治”的口号，针对以文特策尔（K. H. Вентцель）为代表的“自由教育派”鼓吹自由学校、自由教育，针对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鼓吹纯无产阶级文化只有在摆脱无产阶级政权的管辖，不受一切法律限制的条件下才能得以发展的论调，针对有些人反对根据社会政治任务确定教育目的，列宁从七个方面全面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与社会主义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

一是教育事业应服务于无产阶级政治目的的实现。1918年8月28日，列宁在全俄教育工作者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演讲中宣布，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事业要彻底服务于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这一政治目的的实现。后来，列宁又再次强调，全部教育事业应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目的。具体说来，就是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全部教育事业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以便真正地为实现无产阶级专政提供服务。不论这种教育属于一般的政治教育，或是属于文学艺术方面的教育，都应该致力于为推翻资产阶级，消灭一切人剥削人的现象这一无产阶级的政治目的提供必要的服务。

二是学校教育的一切活动必须与无产阶级斗争联系起来开展。列宁在批驳资产阶级宣扬学校可以脱离政治的虚伪性之后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之后，应该“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9]。与资产阶级主张教育脱离政治的虚伪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无产阶级公开主张，无产阶级的学校教育工作与无产阶级政治息息相关，联系的主要表现便是学校教育事业始终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神。也就是说，把学校活动同全体劳动者反对剥削者的斗争密切联系起来。

三是全部教育事业都要贯穿共产主义道德的培养。1919年，列宁在《俄共（布）党纲草案》中明确规定：“在国民教育方面，俄共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把1917年十月革命时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即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摧毁这种统治和完全消灭社会阶级划分的工具”，“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即为使共产主义的完全实现成为可能而准备条件的时期，学校不仅应当传播一般共产主义原则，而且应当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者和非无产者阶层传播无产阶级在思想、组织、教育等方面的影响，以培养能够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一代人”。[10]

四是教育事业与政治密切联系的方式之一便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列宁认为，教育事业与政治之间的密切联系不是空洞的，而是有着实实在在的内容，服务于经济建设可视为教育事业所应承担并完成的最大的政治。列宁在1918年三四月间谈到，在任何社会主义革命中，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任务解决以后，随着剥夺剥削者及镇压他们反抗的任务大体上和基本上解决，必然要把创造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的根本任务提到首要地位，这个根本任务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提高居民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11]不仅如此，列宁还向广大教育工作者提出要求，要求他们关心国家电气化计划的制订，要求他们打破关门教书的旧习，与无产阶级和劳动农民结合，与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切战斗着的劳动群众同呼吸、共命运。

五是把教育工作彻底置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列宁要求把各类教育机构完全置于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任何独立于党的领导的企图都会使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蒙受损失。在处理“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问题上，列宁把这一思想认识付诸行动，要求无产阶级文化协会的一切组织必须无条件地把自己置于教育人民委员部机关系统辅助机构的位置，要把自己的任务当作无产阶级专政任务的一部分来完成。

六是彻底揭穿“教育不问政治”这一口号的虚伪性。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指出，一些资产阶级教育理论家或受他们影响的一部分人所提出或信奉的“教育无党性”“教育不问政治”信条只能是撒谎骗人。他说：“资产阶级国家愈文明，它就愈会骗人，说学校可以脱离政治而为整个社会服务。”[12]事实上，资产阶级一方面竭力宣扬教育脱离政治，另一方面“把贯彻资产阶级政治作为办学的重点，竭力通过办学替资产阶级训练机灵听话的奴才，甚至在全国上下竭力利用普遍教育替资产阶级训练这样的奴仆”[13]。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学校向学生教授的任何内容无不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学校完全是作为资产阶级统治工具而存在的，浸透了资产阶级的等级思想。资产阶级学校承担着为资本家培养恭顺的奴才和能干的工人的职责。

七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与资产阶级在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所表现出来的虚伪相对照，列宁主张在社会主义阶段，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应彻底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的需要。长期以来，我们在理解列宁所提出的“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问题上存在偏差，并在实践中偏离了列宁的要求，以至于把学校教育视为实现“全面专政”，打击、迫害广大教师群众的工具。因而，准确完整地理解列宁关于“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命题的原意便成为必要。对“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这句话的最准确、最直接、最明确无误的理解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学校不应停留于传播一般的共产主义原则，而应实现无产阶级从思想上、组织上、教育上对劳动群众中的半无产和非无产的阶层的影响，以最终有利于无产阶级专政目的的实现。显然，学校服务于无产阶级专政目的方式是间接的，是应该体现学校教育的特点的。

在论述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时，列宁把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政治之间存在着客观必然联系这一基本原理与苏联的教育实践与政治建设结合起来，自觉地运用这一理论指导各级各类教育活动的开展。借助于撰文、讲演及颁行法规的方式，列宁着力使广大教育工作者在教育活动中明确地、自觉地、主动地贯彻无产阶级的政治方针，充分发挥无产阶级教育事业在整个无产阶级事业中的功能，使教育事业始终服从并服务于无产阶级彻底消灭人剥削人、彻底镇压剥削者的反抗以及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这一最终政治目标。列宁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问题的指示，不但直接为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而且还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事业以及被压迫人民争取受教育权的斗争提供了宝贵的理论启迪。更为重要的，列宁有关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论述还为我们提供了这样的启示，即教育与政治相联系的具体内容也需随着社会形势和无产阶级任务的变化而变化。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时期，最大的政治便是为推翻地主资本家而进行的阶级斗争，教育与政治联系的内容便是服务于阶级斗争；而当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经济建设便成为国家最大的政治，而服务于经济建设，为经济建设培养一大批合格的人才便成为教育服务于政治的具体表现。

第三节 论年青一代的教育

在长期的革命生涯中，列宁深深体会到共产主义事业的艰巨性与长期性。共产主义事业既要彻底根除旧有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又要在改造的基础上建立一个与旧社会完全不同的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需要一代又一代人不断的努力，因而培养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便成为一项迫切的任务。出于对这一问题的高度一贯的重视，列宁对年青一代的教育给予了具体指导。在《青年团的任务》《论无产阶级文化》《论综合技术教育》《伟大的创举》等一系列著作中，他号召青年要通过不断的学习成长为继承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共产主义者。

列宁首先要求青年人认清社会形势以及自己的职责。十月革命后，苏联面临着严峻的社会形势，迅速恢复与发展备遭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成为事关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生死存亡的大问题，同时也关系到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成败，这一问题必须引起广大青年的重视，青年必须自觉地学习文化，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知识，接受系统的共产主义教育。“每个青年必须懂得，只有受了现代教育，他才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如果不受这种教育，共产主义仍然不过是一种愿望而已。”[14]

在教育内容上，列宁主张年青一代首先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说。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借助于人类文化积累的全部成果，研究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年青一代只有充分掌握马克思主义学说，才有可能真正掌握并彻底遵循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坚定自己为共产主义事业终生奋斗的信心和决心。在具体学习过程中，列宁强调，马克思主义及共产主义知识的学习必须贯彻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而不可流于若干共产主义的口号及共产主义若干空洞概念的学习上。在这个问题上，列宁再三强调：“如果说，学习共产主义只限于领会共产主义著作、书本和小册子里的东西，那我们就很容易造就出一些共产主义的书呆子或吹牛家，而这往往会使我们受到损害，因为这种人虽然把共产主义书本和小册子上的东西读得烂熟，却不善于把这些知识融会贯通，也不会按共产主义的真正要求去行动。”[15]

继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之外，列宁还主张加强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主张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都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针对资产阶级把自己的道德吹嘘为天赋的、全人类的、超阶级的道德，列宁着重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我们的道德完全服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我们的道德是从无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16]；“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这也就是共产主义教育、训练和学习的基础”[17]。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目标上，列宁主张从共产主义事业的宏伟目标出发，并结合当时的国内情况，着重年青一代的集体主义精神、自觉纪律和共产主义劳动态度的培养；培养教育青年克服利己主义的私有心理，发扬一心为公的精神，消除旧习惯的影响，养成主人翁的劳动态度及团结一致的纪律。在实施原则上，列宁强调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即要求年青 一代要把自己学习、教育、训练的每一步骤同无产阶级及劳动人民不断进行的反对剥削者的旧社会的斗争联系起来，同参加生产劳动及社会公益活动联系起来，要求青年人在火热的社会生活中通过学习与磨炼，全面提高自身的共产主义道德水准。

除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之外，列宁还号召年青一代系统地学习文化科学知识，用人类所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充实自己的头脑。年青一代为具备现代有学识的人所必须掌握的一切知识，必须学习、学习、再学习，借助于长期学习，使知识成为年青一代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为实现年青一代掌握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所积累的一切有益的文化成果这一目标，列宁向广大年青一代提出倡议，把从前用在政治斗争上的全部热情用在掌握科学技术上，必须使那些在学习上表现出懈怠或不用功的学生受到在同资产阶级斗争时期的逃兵或工贼所受到的类似待遇。

在学习方式上，年青一代的学习也应表现出自身的特点，列宁在《青年团的任务》中，在论述对旧学校、旧教学内容所持的正确态度的基础上，详细说明了年青一代的学习方式以及相应的教育教学方式。这些论述既结合了当时苏联教育的实际，又充满了辩证色彩，极具说服力和号召力。列宁指出：“有人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实行强迫纪律的学校，死记硬背的学校。这说得对，但是，要善于把旧学校中的坏东西同对我们有益的东西区别开来，要善于从旧学校中挑选出共产主义所必需的东西。”[18]他又说：“旧学校是死读书的学校，它迫使人们学一大堆无用的、累赘的、死的知识，这种知识塞满了年青一代的头脑，把他们变成一个模子倒出来的官吏。但是，如果你们试图从这里得出结论说，不掌握人类积累起来的知识就能成为共产主义者，那你们就犯了极大的错误”；“我们不需要死记硬背，但是我们需要用对基本事实的了解来发展和增进每个学习者的思考力，因为不把学到的全部知识融会贯通，共产主义就会变成空中楼阁，就会成为一块空招牌，共产主义者也只会是一些吹牛家。你们不仅应该掌握知识，而且应该用批判的态度来掌握这些知识，不是用一堆无用的垃圾来充塞自己的头脑，而是用对一切事实的了解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没有这种了解就不可能成为一个现代有学识的人”。[19]列宁谆谆教导广大年青一代，要以历史的与现实的态度相结合的方式对待学习问题；要善于并有能力把具体的学习任务与共产主义建设事业的远大目标结合起来；要从具体的社会实践出发，把学习与实践结合起来，要接近生活，接近工农，参加劳动和社会服务，把学到的书本知识应用到实际建设任务中去。

为了使年青一代真正掌握文化知识，特别是现代科学和现代技术，列宁要求坚决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并立即尽可能地实施综合技术教育。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对这一原理曾做过全面的科学论述。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还明确地提出了对男女儿童和少年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要求。列宁结合俄国实际和苏联面临的教育问题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思想。

早在1897年，列宁在对俄国民粹主义分子尤沙可夫的空洞计划提出批评时，就十分完整地表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原理。他指出：“没有年青一代的教育和生产劳动的结合，未来社会的理想是不能想象的：无论是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或是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都不能达到现代技术水平和科学知识现状所要求的高度。”[20]这里，列宁把“脱离生产劳动的教学和教育”与“没有同时进行教学和教育的生产劳动”同时提出，并作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进行分析。就学习对象而言，前者是指学龄期的儿童和少年在学习期间的教学、教育与生产劳动之间的结合，后者则是指已走向劳动岗位的青年工人的生产性劳动与教学、教育的结合。至于两种形式的结合的区别是很清楚的，前一种结合当是以学为主、以学为基础的结合，后一种结合则是以劳为主、以劳为基础的结合。应该说，严格区分这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是列宁对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思想的丰富和发展，并对苏联年青一代的教育工作的开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列宁对年青一代提出的教育要求、对新一代学校教育任务的论述无不体现了这一思想。

依据马克思在《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中所提出的男女儿童和少年应接受综合技术教育的论述，列宁在1920年就综合技术教育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过程中所处的地位及发挥的作用等问题专门撰写了《论综合技术教育》。在《论综合技术教育》中，列宁要求必须根据马克思的思想来理解综合技术教育的原则性意义，不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来认识这一问题，而应结合苏联国内的实际情况来推行综合技术教育。列宁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是在教育、教学实践中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主要途径和重要形式。他主张把普通教育、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告诫人们要避免过早地专业化。列宁主张，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个问题上必须着重发挥综合技术教育的作用。因为这关系到人的全面发展问题，关系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得失成败大事，一切否认或轻视综合技术教育的认识和行动都是愚蠢的；另一方面，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又必须正视社会现实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

在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上，列宁结合20世纪初现代生产进入以电力为基础时代的新形势，提出综合技术的见识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本知识应包括：关于电力的基本概念，关于机械工业和化学工业中运用电力的基本概念，关于苏俄电气化计划的基本概念，关于农艺学的基本原理。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具体实施措施，列宁也根据当时的条件提出，组织学生到电站、工厂和国营农场参观考察；邀请工程师、农艺师及大学数理系的毕业生做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报告；设立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小型博物馆、展览车、展览船；组织学生进行有关综合技术教育的实习作业。当然，囿于当时的客观条件，列宁的许多关于综合技术教育的见解难以较好地实现；不过，列宁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及综合技术教育的许多见解是宝贵的，是马克思主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与苏联实践相结合的珍贵结果。

第四节 论教师和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管理

列宁一贯重视教师的作用并关心教师队伍的状况。早在1909年，他就在给喀普里党校学员的信中写到，学校的真正性质和课程的政治思想方向既不可能决定于任何的监督与领导，也不可能决定于任何的教学大纲和章程，而是“由教学人员来决定”的。[21]列宁在揭露沙皇政府的反动教育政策时，曾非常具体地、愤怒地谈到当时国民教师悲惨的生活状况和他们遭受的政治迫害。列宁还指出，特别是在1905年至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失败后，许多国民学校的校长、督学和教师被解职，教师被沙皇政府追赶得像兔子一样不得安宁。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百忙中多次出席各种教师会议并发表讲话，亲自做教师的工作。他在一些讲话和著作中深刻地分析苏联当时教师队伍的状况及变化，阐明教师的地位与作用，指明改造和建设教师队伍的正确政策。

列宁坚信，“大多数教师是同工人阶级和劳动农民紧紧站在一起的”，“大多数教师是一定会真心实意地拥护被剥削劳动者的政权的”。[22]他还说，从旧社会过来的“教师群众接受了资本主义文化遗产，全身沾染了这种文化的缺点”，但他们也是一些“受资本主义压迫的、资本主义与我们争夺过的群众”，必须对他们进行耐心的工作，把他们“引上正路”。[23]列宁要求党组织、教育行政领导部门和先进教师一起来做好争取与团结旧教师的工作。他要求，不仅要把教师的一部或大部彻底争取过来，而且要把全体教师彻底争取过来，做到不再混有不可救药的资产阶级反革命分子，要把认真地贯彻共产主义的原则（政策）作为当时国民教育方面最迫切的任务之一。[24]1923年1月，他在口授的《日记摘录》中再次强调：“应当不断地加强组织国民教师的工作，以便使他们从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在无一例外的所有资本主义国家里，他们一直是资产阶级制度的支柱）变成苏维埃制度的支柱。”[25]他强调，新生的国家政权迫切需要知识分子，要“吸收数十万有用的人才来为共产主义教育服务”[26]。

为了改造旧教育，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新教育，列宁在强调争取和改造旧教师的同时，还提出了培养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新教师的任务。他认为，这支新的教师队伍应该紧密地同党和党的思想结合起来，能贯彻党的精神和团结工农群众，并以共产主义精神教育年青一代和工农大众。列宁一再强调，要组成社会主义的教师大军，这支大军正是由新、旧两部分教师组成的。

列宁指出，苏维埃的教师大军“首先应该成为社会主义教育的主力军”[27]。它肩负着培养建设新生活的年青一代的重任，同时还要向工农大众进行广泛的社会教育和普及文化科学知识。因此，他要求提高教师的地位和待遇，尊重他们的劳动。列宁在《日记摘录》中这样写道：“应当把我国国民教师的地位提到在资产阶级社会里从来没有、也不可能有的高度。这是用不着证明的真理。为此，我们必须经常不断地坚持不懈地工作，既要振奋他们的精神，也要使他们具有真正符合他们的崇高称号的全面修养，而最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28]他认为这是当时苏俄国民教育工作中应当注意做的“主要事情”。他警告说：没有“把国民教师的地位提高到应有的高度……就谈不上任何文化”。[29]

在教育管理方面，列宁一贯强调共产党对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他在晚年特别关心的是应该如何发挥党的领导作用的问题。针对俄共（布）召集的第一次党的国民教育会议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列宁于1921年2月初相继发表《中央委员会给教育人民委员部党员工作者的指示》和《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等重要文件，专门论述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领导与管理问题。其主要精神是：要求有关领导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纲中关于国民教育目的任务的规定，正确理解和贯彻党中央有关教育工作的方针、政策和决定；要避免空谈，多做实际工作；要善于领导教师群众，做好教师的思想工作，帮助他们解决工作中的实际问题，要善于同教师友好合作，充分调动和发挥他们的主动性、创造性与积极性；要有计划地充分估计、检验和总结实际经验，并系统地利用这种经验和教训，以利于改进工作；要吸收具有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知识的教育家以及在职业技术教育（包括农业教育）方面具有同样知识的人参加中央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工作。他要求教育人民委员部和部务会议将主要精力集中在上述这些方面的工作上。他写道：“共产党员领导者要能修正具有实际经验的教师的教学大纲，编写适用的教科书，切实地改进（即使改进很少）10个、100个和1000个教育专家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条件，只有这样的共产党员领导者才是真正的领导者。如果一个共产党员只会侈谈‘领导’，却不善于安排专家做实际工作，不善于使他们在实践中取得成就，不善于利用成千上万的教员的实际经验，那么，这样的共产党员就毫无用处。”[30]列宁还说：“衡量国民教育部门（和机关）党员的工作成绩，首先应当看他吸收专家的这项工作做得如何：是否善于发现他们，善于使用他们，善于实现教育专家和党员领导者的合作，善于检验已经做了的工作及其进度，善于前进——哪怕是极其缓慢极其有限地前进，只要是切切实实，依靠实际经验就行。”[31]

此外，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管理方面，列宁还强调了必须发挥工农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他认为，工农群众的参与有利于克服教育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弊病。他期望工农大众能够自觉地投入掌握文化的斗争，成为文化教育的真正主人。

列宁的这些教育管理思想，充分地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民主精神。

列宁的教育思想是他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他的教育思想和他的革命理论一样，都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的。如前所述，列宁用辩证的观点正确地处理和论证了无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的关系。他在论述社会主义文化教育建设的道路时虽强调对旧的文化与教育应该进行批判和根本改造，但是他并没有割断新文化、新教育与旧的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中所创建的文化教育宝库的历史联系，而是摒弃并且严厉地批判历史虚无主义，提出批判地继承文化教育历史遗产的方针，要求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人力、物力的基础上创建社会主义的新文化和新教育。1918年三四月间，列宁曾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的提纲中提出一个公式：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 + 美国的国民教育 = 总和 = 社会主义。这一公式极好地说明了他对当时科学技术知识与教育的最新成就所持有的开放态度。20世纪20年代美国进步主义教育思想和杜威的教育思想在苏联被批判地加以利用，和列宁的态度是有一定关系的。

列宁科学地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他深刻地揭露了教育超政治的观点的虚伪性，明确地指出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教育必须与其历史任务相联系。尤其重要的是，当苏俄社会发展转入和平建设的轨道时，列宁非常及时地指出，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为创建更高的劳动生产率服务。

在谈论年青一代的教育问题时，列宁主要是从当时世界政治经济发展与科技革命的要求和苏俄的实际情况出发，侧重论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智育、综合技术教育的任务与途径，而很少一般地论述人的全面发展。在列宁的著作中有时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这两个词作为同义词使用，但是他明确地区分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两个发展阶段，并且指出：“我们在俄国（推翻资产阶级后的第三年）还刚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即向共产主义低级阶段过渡的最初阶段。”[32]在列宁的著作中时常提到要把年青一代培养成“共产主义者”，但他所强调的主要是使青年具有共产主义的思想觉悟、道德品质、劳动态度、现代人的学识和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本领。在谈到教育、训练和培养全面发展的、受到全面训练的人，即会做一切工作的人的时候，列宁写道：“共产主义正在向这个目标前进，必须向这个目标前进，并且一定能达到这个目标，不过需要经过许多岁月。如果目前就企图提前实现将来共产主义充分发展、完全巩固和形成、完全展开和成熟的时候才能实现的东西，这无异于叫四岁的小孩去学高等数学。”[33]

总之，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列宁十分重视发挥无产阶级专政的教育职能。他要求对工农大众进行耐心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同时要实现从扫盲到培养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所需要的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和熟练劳动者的任务。

在论述共产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管理与领导时，列宁强调从实际情况出发，多做实事，并指示要依靠教师与工农群众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善于总结实际经验，以推动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发展。

列宁的教育思想大多是对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实践中提出的实际问题思考的结果，带有非常具体、实际、可操作性强的特色。但是，列宁的教育思想又具有普遍意义。列宁所思考与回答的问题，也是一切从事社会主义建设的国家可能遇到的问题。特别是当无产阶级在一个像旧俄国那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里取得政权并着手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列宁的教育思想更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

列宁教育思想的另一特征便是其发展性。列宁针对许多教育问题所提出的观点，没有一味地重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具体结论，而是在新的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相关原理，并得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和结论，将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与实践推向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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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章 苏联前期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克鲁普斯卡娅的教育思想

娜杰日达·康斯坦丁诺夫娜·克鲁普斯卡娅（Надежда Константиновна Крупyская，1869—1939）是苏联的著名革命活动家、苏维埃教育的组织者和卓越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她对苏维埃的学校建设及苏维埃教育理论的研究均做出了极大的贡献。

一、生平与事业

克鲁普斯卡娅（旧译“克鲁普斯卡雅”）于1869年出生在彼得堡一个具有革命民主思想氛围的家庭。14岁时父亲克鲁普斯基告别人世，克鲁普斯卡娅为帮助母亲维持生计，边学习边做工。

1886年秋，克鲁普斯卡娅毕业于奥波连斯卡亚女子中学，又入师范班学习了一年并取得了家庭教师资格证书，之后便开始从事教育工作。1889年，克鲁普斯卡娅进入彼得堡别斯图日夫高等女子学校历史语言系学习，并开始接触马克思学说。

1891年秋，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出任什吕谢尔堡大路（彼得堡郊区）斯摩棱斯克镇星期日夜校教师，直至1896年被捕入狱。其间，克鲁普斯卡娅积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宣传及工人的教育活动之中，并在活动中结识了列宁，与其成为志同道合的战友。

1899年，克鲁普斯卡娅撰写了自己的第一部著作《女工》。她在书中详细揭露了俄国劳动妇女恶劣的生活条件，并尝试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分析无产阶级儿童的教育问题。

1900年，克鲁普斯卡娅在乌法单独度过最后一年的流放生活。在从事家庭教育工作及革命活动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开始对教育问题产生浓厚兴趣，先后写了《优秀教师的典型》《教育问题的社会作用》《学校与生活》3篇教育论文。1901年4月至1905年11月和1907年12月至1917年4月，克鲁普斯卡娅两度随列宁侨居国外。侨居国外期间，克鲁普斯卡娅一方面协助列宁从事大量的组织和宣传工作；另一方面在列宁的建议和支持下，开始系统研究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教育思想、俄国以及欧美的教育理论，并对西欧和北美的学校教育情况进行了实际考察。这一时期克鲁普斯卡娅关于教育问题研究与思考的成果，集中体现在她于1915年完成的《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一光辉著作之中。该书事实上成为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得以确立的理论基础。在对教育问题进行理论思考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还撰写了30余篇教育论文，对沙皇政府所实施的教育政策的反动性以及资产阶级学校教育的阶级性进行了揭露和批判。

十月革命胜利后，克鲁普斯卡娅一直在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担任重要职务，先后出任该部社会教育司司长（1917—1920）、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又译政治教育总局）主席（1920 —1930）、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组长（1921—1932）、副教育人民委员（1918年3月至5月，1929—1939）等职务，在建立苏联国民教育体系的事业中表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克鲁普斯卡娅还领导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苏联最重要的教育理论刊物《走向新学校之路》及成立于1930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家协会”的具体工作。

在繁忙的政务工作之余，克鲁普斯卡娅还十分注重结合具体教育工作进行教育理论方面的探讨，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关社会主义教育制度、教育目的、教育内容、原则以及教育方法的论文、报告以及教育评论，从而为苏联的教育工作提供了切实的指导。

1939年2月27日，克鲁普斯卡娅因病在莫斯科逝世，享年70岁。

二、《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基本观点

《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是克鲁普斯卡娅完成的重要著作，是她为工人阶级夺取政权后的教育工作进行理论思考的结果。

就其对苏联教育发挥的影响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事实上为稍后苏联教育体系的缔建提供了理论基础。苏联首任教育人民委员阿·瓦·卢那察尔斯基在论及苏联初期的教育事业时曾认为，克鲁普斯卡娅的“这部著作……是我们制定整个工作纲领的依据，无论是确立关于教育的新思想，还是这些思想的具体实施，乃至我们共和国成千上万所学校的具体教学工作和实际的教学进程，我们都是以她在本书中所阐明的思想为依据。”[1]

就具体内容而言，《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这部光辉著作着重探讨了劳动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的问题。用克鲁普斯卡娅自己的话说，就是为了探索在民主主义条件下国民教育必须使生产劳动同智力发展相结合的观点是如何产生并发展起来的。

关于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问题，克鲁普斯卡娅在初版序言中做了扼要的追溯。她认为，这一观点产生于大工业开始大规模利用和剥削儿童劳动这一时期。英国作家约翰·贝勒斯首先提出了这一问题。这一主张在此后不同的时期得到英国及欧洲大陆许多人的支持和重视。卢梭即积极赞成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观点。瑞士的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更为在国民教育中进行生产劳动事业献出了毕生的精力和全部的财产。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代表的工人民主主义者，在19世纪中期及以后发展并科学论述了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克鲁普斯卡娅还对欧文在劳动教育问题上所做出的努力表达了崇高的敬意。她认为，欧文一生都在考虑和设法使工人摆脱极端贫困和愚昧无知的境界。其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的历史性考察成为《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前半部分的主要内容，也为她坚持劳动教育、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的观点提供了认识上的基础。

在《国民教育和民主主义》中，克鲁普斯卡娅对卢梭、欧文、裴斯泰洛齐等人重视劳动教育的立场及实践进行了系统的总结，认为他们都是结合各自所处的社会条件，从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探讨国民教育问题的。

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卢梭在其成名作《爱弥儿》中所推崇的是劳动是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劳动，而“在人类所有一切可以谋生的职业中，最能使人接近自然状态的职业是手工劳动。”在卢梭那里，劳动既被理解为每个人的社会义务，同时又被视为儿童智力发展的手段。更为重要的是，卢梭主张儿童从事劳动的目的，不在于这种劳动的结果，而在于这种劳动对儿童的教育意义。克鲁普斯卡娅对于卢梭重视儿童学习手艺进行了具体分析，认为卢梭所强调、所倡导的并不是一种职业教育，而是一种综合技术教育。“卢梭虽然认为他的学生应该学习某种手艺，但是他最重视的并非职业教育，而是综合技术教育，不是准备从事某门专业，而是准备进行一般的劳动。”[2]根据克鲁普斯卡娅的分析，卢梭之所以把综合技术教育置于职业教育之上而给予特别重视，主要出于这样几个方面的考虑：综合技术教育可以使学生受到从事任何职业的训练；可以扩大学生的智力眼界，使其既能胸怀全局又能正确判断各个部分之间的关系；综合技术教育还为评价产生于劳动之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提供了正确的标准，有助于学生真正了解现存的社会制度。一言以蔽之，卢梭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有助于卢梭所设想的把学生培养成拥有哲学家头脑及农夫身手的人这一目标的实现。

继卢梭之后，克鲁普斯卡娅又全面考察了瑞士民主主义教育家裴斯泰洛齐有关劳动教育的一些主张。使人民彻底摆脱一贫如洗、无依无靠、愚昧无知状态的唯一手段就是发展教育，这是裴斯泰洛齐对教育作用所持的最基本的认识。应该说，裴氏所主张发展的这类教育是与劳动人民的要求紧密相关的，其目的在于培养个体的全面的劳动能力，可以训练个体的体力和智力。在裴斯泰洛齐看来，“学校是防止儿童被这种单调的劳动弄愚蠢的一种工具。学校应该仔细考虑儿童的劳动，使它成为发展儿童全面劳动能力的手段，教儿童学会从事各种各样的劳动”。[3]

克鲁普斯卡娅还通过比较的方式，对裴斯泰洛齐与欧文的教育观点进行了对比分析。裴斯泰洛齐与欧文均认为人是环境的产物，现实的社会境况与人的本性是不相符合的。但对于问题的解决途径，两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裴斯泰洛齐认为，帮助人民的方法或途径在于改变儿童的劳动条件（即他所理解的教育）；而欧文则认为只有变革总的社会关系（包括改革教育），才能向人民提供真正的帮助。

在论及欧文同意儿童参与生产劳动时，克鲁普斯卡娅还谈及了17世纪末叶著名教友派信徒约翰·贝勒斯有关劳动教育的主张。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愿望，贝勒斯想帮助那些流浪街头的失业贫民。为此，他在《关于建立工业学校以研究目前工农业各部门的建议书》中提出，要创立一种使富人有利可图、使穷人能过一种丰衣足食的生活，使青年能受到良好教育的工业学校。值得注意的是，贝勒斯特别强调在工业学校里，教学与体力劳动是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与家庭教育相比，工业学校应在六个方面表现出自身存在的独特性：年龄不同、能力不同的人可以从事各种活动，学会使用各种生产工具；学生们可以通过与各民族（工人）代表的交往而掌握各种语言；工人学校教育可为成人及其他儿童提供学习的榜样；儿童的成长不与实际生活相脱离，恰恰相反，儿童的学习是以与人们的密切交往为基础的；儿童的成长经常受到成人的悉心照料；工业学校开办图书馆以及研究植物的实验园地，以供儿童学习之用。从有关贝勒斯关于劳动教育的论述中，克鲁普斯卡娅提出这样一个观点：由于英国工业发展，贝勒斯在17世纪就理解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重要性，认为这种劳动可以发挥重大的教育作用。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克鲁普斯卡娅还介绍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时期所出现的各种法案（提案）中的劳动教育主张。克鲁普斯卡娅借助于大量的考察明确指出：“必须通过相当的教育去培养人民群众进行生产劳动的思想，在国民公会所通过的无数有关国民教育的草案中，像一根红线似的贯穿着。”[4]劳动教育思想体现在雷佩尔提的草案中，体现在洛姆草案中，体现在拉卡纳尔草案中，体现在加任费拉特茨的草案中，体现在拉瓦锡所拟定的国民教育计划之中。克鲁普斯卡娅强调，对于这些思想，工人阶级都予以充分重视，从中吸取了一切健康的、重要的东西，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发展丰富、补充和进一步完善，“但是工人阶级的主要功绩还在于他指出了这些见解与工业发展要求的密切联系，指出了这种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导致教育与儿童的全面生产劳动的必要结合，以及这种结合将为消除社会上目前还存在的劳动分工做好准备工作”。[5]

克鲁普斯卡娅指出，对劳动教育进行全面研究并得出深刻结论者，当推马克思以及与马克思持有同样观点的恩格斯。她在书中详细地论述了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她强调说：通过对英国童工劳动以及《工厂法》关于童工教育有关规定的研究，马克思指出，“尽管工厂法的教育条款整个说来是不足道的，但还是把初等教育宣布为劳动的强制性条件。这一条款的成就第一次证明了智育和体育同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可能性，从而也证明了体力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的可能性”[6]；针对大工业生产的本质特征以及工人子弟的实际生活状况，马克思提出普遍禁止童工既与大工业的存在及本性不相容，又使劳工教育的实施失去了基础，马克思据此提出：未来教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更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的手段之一。所有这些都说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在崭新的原则基础上来谈论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

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的最后部分，克鲁普斯卡娅还系统分析了19世纪末欧洲所存在的大量的读书学校的状况。她以日内瓦一所模范国民学校为例，向人们展示了读书学校如何使学生个性及教师个性受到双重压抑的情形。接受此类读书学校教育的学生不能简明扼要地表达最简单的思想，毫无观察能力及独立思考能力，不能根据最简单的实验得出结论。导致这一时期读书学校大量存在的原因，是由于这一时期科学的工艺学使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这时的工业生产对具有技能的劳动的需要缩小了，而对无技能要求的劳动的需要却增加了。但是这种情况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得以初步改观。克鲁普斯卡娅详述了这一时期科学技术进步如何导致社会生产对工人从业知识技能要求提高的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利用科恩基、卡敏尔等资产阶级学者的研究成果，并借助法国社会主义者拉法格的研究成果，认真分析了手工业学校取代学徒制的必然性，职业教育随着科技发展逐步改变性质的必然性，并以美国和德国为例说明工业发达国家如何为职业教育的普及而大力兴办劳动学校。克鲁普斯卡娅对这类劳动学校评价颇高，认为从读书学校到劳动学校的转变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适应了生产发展与科技进步对劳动者素质不断提高的要求。

克鲁普斯卡娅在《国民教育与民主主义》一书中，对劳动教育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思想的渊源、沿革进行了系统的梳理，明确肯定劳动教育的积极意义，坚持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坚持综合技术教育，所有这些为无产阶级厘定教育方针、吸取教育历史遗产提供了理论启明灯式的指导作用。

三、论学前教育

出于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事业培养合格接班人的高度责任感，克鲁普斯卡娅对学前教育问题表现出一贯的重视，参与大量的学前教育实践活动，并在理论上进行了深刻的思考和总结，撰写了一系列学前教育著作，如《妇女与儿童教育》《学前教育》《论儿童的学前教育》《论学前儿童的玩具》《要更加重视学前教育工作》等。在《论社会主义学校问题》《社会主义教育的理想》等一系列论文和报告中，克鲁普斯卡娅也就学前教育的主要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十月革命前，克鲁普斯卡娅即参与了为工人阶级子女争取受教育权利的斗争。她在《妇女与儿童教育》（《女工》一书摘录）中，对沙俄时代劳动人民子女缺乏必要学前教育的状况进行了描绘。女工们在大多数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很好地教育自己的子女。女工们没有时间、没有钱来教育自己的子女。即便是吃饱、穿暖、不打赤脚这样最基本的条件，女工们也往往很难保证。克鲁普斯卡娅指出，造成这种不公平现状的最根本因素在于社会制度。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之后，即只有“在未来的学校里，学生将学到更多的知识，他们在校期间将要养成从事生产劳动的习惯，而更主要的是，这种学校不仅教儿童学习，还要发展儿童的各种能力（智力和体力），把他们培养成有益于人、精力充沛的公民”。[7]

十月革命后，克鲁普斯卡娅在新形势下全面论述了学前教育的作用。她认为，一个人童年时期生活和接受教育的情况对其未来一生的发展往往有着重要作用，主张把儿童在相当多的时间内交给学前教育机构接受教育，主张“这种学校应尽一切可能搞好年青一代的身体健康……学校应该从儿童的幼年开始就增强和发展他们的外部感觉：视觉，听觉，触觉等，因为这些都是人们用以认识外部世界的器官”。[8]考虑到大多数居民的家庭环境难以较好地促进儿童外部感觉的发展及儿童的创造力，克鲁普斯卡娅主张开办足够数量的幼儿园。为更好地开展学前教育工作，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包括幼儿园在内的一系列托幼机构必须明确自己所承担的责任以及各自的具体职责范围。学前教育机构欲实现培养儿童充分、全面发展这一目标，必须把自己的工作纳入整个教育体系的范围去考虑，即把自己的工作作为实现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一部分。这个社会主义教育目的便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种人要具有自觉的、组织的社会本能，具有严正的、成熟的世界观，能清楚地了解周围自然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发生的一切事情；这种人能从理论上认识并在实践中从事各种劳动（既有脑力劳动，又有体力劳动），能建设合理的、内容丰富多彩而又愉快欢乐的生活。”[9]只有这样，学前教育工作者才能对本职工作充满自豪感，才能够把全部精力投入学龄前儿童的培育工作中，也才能更好地热爱儿童，尊重儿童，了解儿童。也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发挥学前教育工作的重要作用，在较大程度上把工人和农民从照顾抚育儿童的繁重劳动中解放出来。

在幼儿园的职责范围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了这样的认识：维护儿童身体健康，养成必要的卫生习惯；利用儿童能够接受的方式向其进行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为儿童未来智力的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克鲁普斯卡娅号召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充分认识到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重要性，而且思想品德教育必须充分考虑儿童的年龄特征和接受能力。在向儿童实施爱国主义、国际主义和集体主义教育时，尽可能引导儿童从实际生活中获得一些印象，引导儿童从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中接受必要的思想品德教育。具体措施包括让儿童“参加游行，到工人俱乐部去玩，经常与女工、农妇和少年先锋队员见面——所有这些活动都会对幼儿发生作用”[10]；多组织儿童参与或自身组织一些集体活动，在实际活动中养成关心别人、热爱集体的优良品质，并在儿童之间培育友谊。

在幼儿智育上，克鲁普斯卡娅也做过一系列的指示。她主张在把儿童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的同时，还应把儿童造就成为智力发达的人。幼儿智育的主要任务在于扩大儿童的视野，充实他们的生活经验，培养他们的技术兴趣，引导他们在观察自然、了解社会的活动中唤起独立自主的精神。在扩大儿童视野的方式上，克鲁普斯卡娅要求考虑不同儿童在生活环境方面存在的差异。比如，对于广大农村儿童而言，扩大其视野的途径可选择让其了解城市的生活，带领他们参观城市的企业，了解现代大生产的实际状况；而对于那些久居城市的幼儿，则应设法让他们知晓植物的生长情况及动物的生活情况。此外，克鲁普斯卡娅还再三强调，尽管因年龄所限，儿童这时对所接触到的一切还不能透彻地理解，但此类知识的传授及相关经验的获得必定令其未来受益良多。

在德育及智育过程中，克鲁普斯卡娅十分注重发挥游戏及玩具的教育意义。在《无产阶级儿童》一文中，克鲁普斯卡娅指出使儿童从三四岁起在幼儿园做游戏，通过游戏来学习，熟悉自然情况，了解广阔的世界。她对幼儿游戏的重视主要建立在这样一种认识基础上：许多游戏往往成为幼儿认识周围世界的方式和手段；能增强儿童体质，发展儿童的肌肉和感觉器官，培养儿童的注意力和观察力；游戏活动还有助于培养儿童形成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团结友爱、互助合作等信念和品质。在各类游戏中，克鲁普斯卡娅对创造性游戏活动极为赞赏。在这类游戏中，儿童通过自己构思游戏内容，自己组织安排游戏活动，从而使自身主动性得到发展。

与重视儿童游戏活动相联系，克鲁普斯卡娅对幼儿的玩具也非常重视。在1936年撰写的《论学前儿童的玩具》一文中，克鲁普斯卡娅就幼儿玩具问题提出这样的认识：就玩具的制作而言，要从儿童的兴趣和需要出发，并认真结合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制造一些能帮助儿童研究周围生活、发展其主动性和积极性的玩具。在玩具制造上竭力避免的是在玩具的装潢上费尽心思，追求高档奢华。在玩具的选择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须坚持这样一个标准，即从儿童喜欢什么和儿童需要什么这样一个标准来为儿童选择玩具。针对儿童还不能很好地分辨各种颜色、区别物体大小，则应为其选择一些辨别颜色和区别大小的玩具。按照克鲁普斯卡娅的意见，小班儿童所需要的是那些能够帮助他们学会辨别各种颜色、区别大小、估计距离远近、发展触觉和听觉之类的玩具。[11]

克鲁普斯卡娅就学前教育所发表的一系列见解，体现了她对儿童的关怀与热爱之情。她号召广大学前教育工作者要全身心地去了解儿童，了解他们的喜怒哀乐，体察他们的兴趣需要，而不可把成人的喜好强加于儿童身上。她还反复指明，学前教育工作所遵循的一项最基本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原则在于：尊重儿童的权利，首先是他们接受教育的权利，接受他们那一年龄段所需要的那种教育的权利。所有这些均为当时及后来苏联学前教育事业的发展确立了方向，因而也使她成为苏联社会主义学前教育制度的重要奠基人。

四、论苏维埃学校的教育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苏维埃学校教育的思想，集中体现于她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综合技术教育以及青少年一代政治思想教育和道德教育的有关论述中。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克鲁普斯卡娅一贯重视的教育理论问题，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她把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视为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途径。为彻底改变沙俄时代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学校成为读书学校的旧面貌，克鲁普斯卡娅与她的同事们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把苏维埃学校教育发展成与劳动相结合的新型教育事业。

在学制上，克鲁普斯卡娅在20世纪20年代倡议并支持创设工厂艺徒学校、农村青年学校及七年制工厂学校，在九年制学校的八年级、九年级实行专业化，在普通教育基础上使学生务必接受一定程度的劳动和职业训练，以便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及文化事业的发展。

除注重通过改革学制以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外，克鲁普斯卡娅还十分重视通过改革更新教学内容以实现这一目标。她明确提出，教学的基本中心应该是以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对经济生活进行研究，故而判断苏维埃学校教育是否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或结合程度高低的标准，即是视其教学内容安排的情况。从这一认识出发，克鲁普斯卡娅就一年级学校（1～4年级）、二级学校（5～9年级）的教学内容提出了这样一些具体意见：1～4年级学生须学习从事劳动活动和文化生活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重视儿童观察力、感受力的训练。5～7年级的学生则应学习研究劳动活动的基本领域，了解各种形式的劳动，学习社会发展史、艺术史、本族语和外国语，能够妥善地安排自己的生活与劳动。在这一阶段，学生还须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如了解地球的起源、物种与人类的起源，以为学生正确世界观的形成奠定基础。8～9年级则实行分科教学，以便使“学生有可能更深入、更全面地熟悉他们所选择的知识领域，更好地掌握该门科学的研究方法。在第二圆周阶段应使学生尽可能独立地研究材料，深刻地思考材料，并养成对所选择的知识领域的专门兴趣”。[12]

为真正使苏维埃学校教育与苏维埃的社会生活与社会生产劳动紧密结合起来，克鲁普斯卡娅要求广大学校教育工作者树立这样一些新观念：把学校视为与所在地区及全国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生活保持千丝万缕联系的机构，能够对实际生活发挥积极干预作用的机构，能够帮助年青一代依靠崭新的方式在社会主义原则上改造整个生活的机构。依据这些崭新的教育观念，克鲁普斯卡娅曾在《论中学》中把七年制学校的办学方针归结为：“1）用知识和技能武装学生，这种知识和技能是今后进行普通教育学习所不可缺少的；2）教学生学会把知识运用于生活；3）授予学生一般的综合技术的劳动技能，使学生养成有计划地、合理地安排工作的能力以及集体工作的能力；4）给儿童打下共产主义世界观的基础；5）养成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目前的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还未贯彻执行这一方针。”[13]

这一时期苏维埃教育领域所出现的综合教学大纲也是服务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一目标的。所谓综合教学大纲，即教学内容不是依据学科教学的原则来组织，而是通过共同的主题联结起来。每个主题均从这样三个方面来选取材料：自然界、自然资源和自然力；人对自然力和自然资源的综合利用；社会生活。综合教学大纲的最初设想是由克鲁普斯卡娅首先提出来的。她在发表于1922年的《谈教学大纲问题》中提出，人们的劳动活动应该在苏维埃学校教育体系中占据核心位置，人们的劳动与生产活动应该在一级学校和二级学校的教学大纲中处于基础地位。

克鲁普斯卡娅关于综合教学大纲的思想，借助于她所领导的国家学术委员会科学教育组于1921年至1925年颁行的《国家学术委员会教学大纲》（通称“综合教学大纲”或“单元教学大纲”）变成了现实，并一直实施到1931年，对苏维埃学校教育事业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实践证明，综合教学大纲在促进学校与社会生活相结合、促进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方面的确产生了积极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克鲁普斯卡娅所提出的变读书学校为劳动学校的设想。苏联学校教育的实施保证学生具有相当广阔的社会政治视野和总的发展水平，同时促使苏维埃学校教育在形式上变得更为生动活泼。不过，应该承认，综合教学大纲也对苏维埃教育的发展产生了一些消极的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不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文化知识。对于这些不足，克鲁普斯卡娅在后来也有了足够的认识，对自己先前的认识做了必要而及时的修正。20世纪30年代以后，她在《党的最重要的决定》《关于中小学的决议》《努力贯彻执行联共（布）中央的决定》等一系列的文章和报告中，针对综合教学大纲实行中所出现的问题指出：“不能把劳动置于知识之上。这是复古，这是后退。应该用渊博知识的光芒来照耀劳动，理解劳动，把它提到更高的阶段”，并且肯定教学跟生产劳动结合必须在学生的一切社会生产劳动服从学校的教学和教育的目的的基础上进行。[14]

在克鲁普斯卡娅有关苏维埃学校教育的论述中，综合技术教育也受到相当的重视。她认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是苏维埃学校教育实现国家工业化、改造国民经济的需要，同时还是共产主义教育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的需要。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既是技术进步、经济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工业化的工具。她认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改造，激起群众，其中包括儿童，对技术感兴趣，这就为综合技术教育创造了有利条件。必须使这种兴趣从儿时起就受到支持。”[15]新一代的苏联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事业的建设者也只有了解现代生产的基本原理，具有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现象之间的关系的能力，才能更好地适应工业化程度日渐提高、经济建设任务日益繁重的社会现实。基于对综合技术教育重大经济意义与教育功能的清晰认识，克鲁普斯卡娅就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基础、内容、组织形式、方法以及与职业教育的关系问题进行了全面论述。

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仅仅让学生获得某种单一的技术和多种手艺，更不是让他们了解与别的生产部门相脱节的某一生产部门。综合技术教育的推行必须把技术形式的研究与科学知识的学习有机地结合起来。因而，综合技术教育实施的基础在于从技术的各种形式、发展和联系中来研究技术，并用相应的理论来说明生产过程。综合技术教育的实施应与普通教育紧密联系起来。

就内容而言，克鲁普斯卡娅认为“综合技术教育制，并不是某种特殊的讲授科目，它应该渗透各门学科，反映在物理、化学、自然、社会各科教材的选择上”[16]。此外，克鲁普斯卡娅还指出在理解及选择综合技术教育的内容时，还应避免这样一种错误倾向，即把学生的理论学习与生产劳动的联系归结为从生产领域当中挑选一些零碎的事例来说明某些理论原理。正确的态度是从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各门学科及其相互联系中揭示对一切生产部门都起作用的现代技术的基本原理。要结合普通教育使学生了解科学是巨大的生产力，了解自然科学知识在技术和工艺过程中的实际运用。

对于综合技术教育的组织形式和方法，克鲁普斯卡娅也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比如，在课堂教学中加强艺术和制图的教学，以巩固学生的形象思维和视觉记忆；在校内组织小型工厂和实验园地，并与学校所在地的工厂、国营农场和集体农庄加强联系与合作，使学生在校内外的生产劳动互相促进，相得益彰；适时组织学生到电站及各类现代化大工厂去参观，扩大学生的综合技术视野；等等。

针对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实际中还存在的一些偏差，即实践中存在的综合技术教育流于一般性职业技术培训的情况，克鲁普斯卡娅对综合技术教育与职业教育的关系进行了说明。她首先认为二者是有区别的，综合技术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学生理解劳动过程和生产原理，发展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和理解一定的现象之间关系的能力；职业教育则在于通过对学生进行职业知识的学习及职业技能的训练，使学生获得具体职业岗位的就业资格和从业技能。但二者又存在着内在联系。职业教育的存在是适应当时生产发展水平的结果，但其发展欲不断适应现代大生产中生产社会化程度不断提高、技术基础日益科学化的发展趋势，则必须与普通教育与综合技术教育联系起来。如能在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基础上进行职业教育，则不但能使学生迅速而牢固地掌握某种职业技能，还能使他们获得适应现代生产特点的能力。为此，克鲁普斯卡娅主张把苏维埃的普通学校都建设成为实施综合技术教育的学校，并且倡议创办以综合技术教育为基础的职业学校。

在重视通过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及综合技术教育等手段造就全面发展的苏维埃国家公民的同时，克鲁普斯卡娅还要求苏维埃学校教育工作者对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引起足够的重视。

在政治思想教育方面，克鲁普斯卡娅认为欲把年青一代培养造就成为自觉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必须对其进行科学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共产主义理想信念的教育，必须对其进行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教育。克鲁普斯卡娅在《论中学》一文中提出，七年制学校要把培养儿童具备根据共产主义道德原则调节自己行为的习惯确立为办学方针。此外，她还号召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承担起培养青年团员成为共产主义社会积极建设者的光荣使命。

在集体主义教育方面，克鲁普斯卡娅尤为重视集体主义思想情感的教育。她认为，相对于资产阶级教育要把儿童培养成为个人主义者而言，苏维埃学校教育的最终目的在于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为集体主义者，即把年青一代培养成不和集体对立，并能把集体的意义提高到新的高度来认识的一代新人。为此，她要求苏维埃学校发挥集体主义教育基地的优势。在学校教育中营造一种健康向上的集体主义氛围，使儿童在其间耳濡目染而逐步成长为具有集体主义观念、意识和情感的人。在集体主义教育问题上，克鲁普斯卡娅还指出，集体主义既是教育所追求的目的，同时又是培养儿童的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及国际主义情感及情操的基础，是形成一切高尚的道德观念的土壤。

五、论成人教育

在长期的教育生涯中，克鲁普斯卡娅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论述，并从苏维埃革命和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对成人教育事业表现出一贯的重视并发挥了事实上的领导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苏维埃成人教育事业的发展。

在成人教育发展方针上，克鲁普斯卡娅提出应以文化科学知识武装工农大众，并在这一基础上来提高他们的政治觉悟和劳动能力，使他们永远摆脱愚昧无知和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所处的不自由的困境。她认为，必须以此作为规范引导成人教育发展的原则性与方向性规定。

就成人教育的内容来说，克鲁普斯卡娅在十月革命初期及以后与她的同志们先后开展了成人扫盲教育、工农成人教育、政治宣传及成人专业教育，极大地提高了成年人的文化水平、政治理论知识水平及专业修养。

克鲁普斯卡娅非常关心成人扫盲教育工作，自十月革命后她便参与了最初的扫盲教育工作，并从理论上对扫盲教育给予充分的说明。她认为，苏维埃教育应向人们提供一种广泛的职业教育。而在当时尤为重要的是向广大工人授予能使他们成为生产主人的广泛知识，即大规模地开展成人扫盲教育。为了系统指导这一工作，她于1938年将34篇有关文章结集出版，名为《扫除文盲》。

在很多情况下，成人扫盲教育是与工农成人教育及政治宣传结合起来进行的。即把成人的扫盲与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的宣传、与苏维埃制度的宣讲、与一定政治建设任务的鼓动互相结合起来。这在1920年末克鲁普斯卡娅出任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领导人后表现得更为明显。在克鲁普斯卡娅参与起草的关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和党的宣传鼓动任务》的文件中，就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重点做出这样的规定：“政治教育总委员会及其各机关的工作重点应当放在对非党群众的宣传鼓动和文化教育工作上，同时，政治教育总委员会的工作人员和力量也应当尽量用于提高党员的觉悟水平（党校、政治常识学校等）。”[17]自此以后，政治教育总委员会通过不同的成人教育方式及报纸杂志开展了形式多样、丰富多彩的成人教育活动。

根据苏维埃联邦工业化水平不断提高及国民经济技术改造逐步深化的现实要求，克鲁普斯卡娅还提出要借助成人教育加强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尤其要对那些被提拔到领导岗位的干部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业教育工作，切实提高这部分人的科学文化水平、政治觉悟及视野、专业技能素质及组织管理能力。

克鲁普斯卡娅深知成人学习既需要政府及有关教育机构的支持与帮助，同时更要求个人掌握正确的学习方法及坚持不懈的学习精神。因而她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便先后发表了《组织自学》《农民青年自学问题》《自学在政治教育工作系统中的地位》《学校与自学》等一系列专门论述自学的文章，以向广大志在自学、追求进步的成年人提供具体的指导与帮助。

作为一位终生致力于以人类的全部文化财富和教育智慧提高苏联人民的整体国民素质、为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事业造就全面发展的人才为奋斗目标的伟大教育家，克鲁普斯卡娅在长期的教育实践及理论探索中，始终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教育问题的光辉论述为依据，就国民教育与民主的关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综合技术教育、年青一代的政治思想教育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教育理论宝库。而且，克鲁普斯卡娅还亲自参与了十月革命后苏联教育的大变革与大发展实践，并担负了领导职责。苏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取得了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大力发展中等及高等教育、建成广泛的成人教育体系等巨大成就，这是与她的辛劳和有力指导分不开的。所有这一切均说明，克鲁普斯卡娅无论就教育理论探讨，抑或是教育实践发展领域而言，均为苏联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而重要的贡献。与这些贡献相比，克鲁普斯卡娅在教育领导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失误，比如，在20世纪20年代推行综合教学影响了学生对系统知识的学习与掌握，便显得微不足道了。况且，她本人也在后来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修正了自己的一些观点。

第二节 卢那察尔斯基的教育思想

阿纳托利·瓦西里耶维奇·卢那察尔斯基（Анатолий Васильевич Луначарский，1875—1933）是苏联著名的革命活动家、文艺评论家和教育家。十月革命后，他被任命为苏俄和苏联第一任教育人民委员，时任长达12年（1917—1929），在建立苏联国民教育制度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艺术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生平与教育活动

卢那察尔斯基于1875年出生在波尔塔瓦城的一个开明的高级官吏家庭。家庭的激进思想倾向对他的世界观的形成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从17岁起，他参加基辅秘密学生团体举办的马克思主义自学小组，并在郊区的铁路工人和手工业者中间进行革命宣传活动，1895年加入俄国的一个社会主义民主小组。同年，卢那察尔斯基进入瑞士苏黎世大学的自然科学哲学系学习，受到经验批判主义思想的影响。但与此同时，他又与流亡在瑞士的普列汉诺夫及其“劳动解放社”成员阿克雪里罗德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在普列汉诺夫的指点下，卢那察尔斯基研究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和19世纪德国古典哲学。在文艺史和艺术理论方面，他也从普列汉诺夫那里得到许多教益。1898年，卢那察尔斯基返回俄国，次年便因从事革命活动被沙皇政府逮捕，在监狱和流放中度过了大约6年时间。1904年5月，他流放期满回到基辅。同年10月，他根据列宁的建议前往日内瓦，协助列宁创办布尔什维克的秘密报纸《前进报》和《无产者报》，发表了许多政论文章，受到列宁的喜爱。卢那察尔斯基积极地参加了俄国1905年至1907年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他曾于1905年4月受列宁委托在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武装起义问题做报告，半年后回到彼得堡从事革命活动。革命失败后，他于1907年年初再度流亡国外，长达10年之久。

在1905年至1907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遭到失败以后，卢那察尔斯基一度背离了列宁的政治思想路线，在政治上与亚·亚·波格丹诺夫等人一起组成《前进报》集团，否认革命已转入低潮，否认党有必要改变斗争策略，反对利用国家杜马展开合法斗争，坚决要求把社会民主工党党团从第三届国家杜马中召回来，因而被称为“召回派”；在思想上宣传“造神说”，主张创立一种新的“社会主义”宗教，并利用奥地利物理学家恩·马赫和德国哲学家理·阿芬那留斯创立的经验批判主义向辩证唯物主义展开进攻，还在意大利的喀普里岛办了一所所谓的党校，受到列宁的坚决批判。列宁为批判波格丹诺夫和卢那察尔斯基等人的错误和捍卫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撰写了《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1908年发表）的论文和《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写于1908年2至10月，1909年5月出版）一书。

经过列宁深入细致的耐心教育和帮助，卢那察尔斯基于1912年完全脱离了《前进报》集团，成为布尔什维克创办的《真理报》的积极撰稿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坚定地站在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批判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护国主义观点。1917年二月革命后，他迅速回到俄国，参加推翻临时政府、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宣传鼓动工作。在这段时间里，他担任布尔什维克报纸《无产者》文学部主任，是《教育》杂志编辑部成员，并与克鲁普斯卡娅一起，为争取国民教育的民主化而进行斗争。

列宁对卢那察尔斯基的人品与才华非常赏识。即使在卢那察尔斯基参加《前进报》时期，列宁对他还是保有某种程度的“偏爱”，相信他会回心转意。列宁曾对高尔基说过，卢那察尔斯基比波格丹诺夫和巴扎罗夫的个人主义少，是“一个天赋异常丰厚的人，我对他‘有偏爱’……我很喜欢他，是个杰出的同志”[18]！十月革命胜利后，1917年11月9日（俄历10月26日）成立了以列宁为首的人民委员会，列宁当即任命卢那察尔斯基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主管全国的文化教育工作。按列宁后来所写的《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一文的说法，卢那察尔斯基是教育人民委员部中全党都“十分了解的”可以算是“专家”的两名工作人员之一。[19]

卢那察尔斯基深知俄国文化教育的落后状况，他也十分了解工农大众对教育和获得知识的渴望与向往。在1917年11月11日（俄历10月28日）发表的《教育人民委员关于国民教育的宣言》中，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一个充斥着文盲和愚昧无知的国家里，凡是在教育方面真正民主的政府，都应该把反对这种愚昧的斗争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应当采取各种措施，争取在最短的时间里使居民普遍识字，并大力支持工农群众的文化教育运动；要建立符合现代教育学要求的学校网，普及义务教育；要设立一系列师范专科学校和师范学校，尽快地培养出一支庞大的人民教师队伍，并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改善教师（特别是小学教师）的待遇。[20]卢那察尔斯基还明确指出，必须使国民教育民主化和世俗化。他特别强调，对一个十分贫困的国家来说，要完成真正民主地组织教育的任务是特别困难的，但鉴于掌握知识乃是改善劳动人民的境遇并使他们的精神得到发展的最强大的武器，“尽管国家的预算的其他项目也许必须削减，但是用于国民教育的预算仍应是高的”。[21]卢那察尔斯基最后表示：“我们深信，劳动人民和诚实的教育界知识分子同心同德、齐心协力，必将使国家摆脱难以忍受的危机，并且将通过完善的人民政权，把我国引向社会主义和各民族兄弟般团结的王国。”[22]同年11月12日和15日，卢那察尔斯基还发表了《告学生书》和《告教师书》，号召师生认清形势，坚决支持工农群众建立新生活与新的、民主的学校的斗争。可以看出，卢那察尔斯基在这些文告中表述的教育方针政策，与列宁在教育方面的主张是完全一致的。这些文告在革命初期对争取师生和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新政权和创建新的教育体制的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正如大家了解的那样，建立新的社会主义新文化和新教育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其间既要反对来自右面的反对改革旧教育的一切活动，又要排除来自“左”面的干扰。而在某种程度上说，排除“左”的干扰是更为困难的。十月革命初期，以波格丹诺夫为首的无产阶级文化派就是以“左”的面貌出现的反对派。他们对抗党对文化教育事业的领导，主张“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享有完全的“自主权”；全盘否定文化教育遗产；反对吸收知识分子参加苏维埃的文化教育建设，主张离开广大群众的阶级斗争和生产斗争，由少数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专家来创造“纯粹的无产阶级文化”。卢那察尔斯基虽然在无产阶级文化教育组织享有自治权的问题上犯有错误，受到列宁的批评，但是在其他问题上他是与无产阶级文化派做了坚决斗争的。1918年6月，无产阶级文化派的头面人物列别杰夫·波良斯基（当时他还是教育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在第一次全俄国际主义教师代表大会上做了一个题为《关于未来学校公社》的报告，他主张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劳动的组织者和新社会的组织者”。按照他的观点，所谓劳动的组织者和新社会的组织者根本不要学习文化。因此，他认为“教育的主要方法应该是劳动、交际、创造和娱乐”。他和他的志同道合者断然否定新旧教育之间的任何联系，甚至主张完全抛弃“课桌、分科教学、根据课本给予作业”，公然主张“去掉一切包含在班级教学概念中的东西”，“废除学校这个概念”。[23]在1918年制定《统一劳动学校规程》的过程中，以学校改革处处长列别申斯基（П. Н. Лепешинский）为代表的一派（所谓的“莫斯科派”）主张以“生产劳动为学校生活的基础”，取消教学大纲、班级授课制和假期，使学校成为“劳动公社”。卢那察尔斯基不赞成这一派的意见，认为这种意见反映了无产阶级文化派的情绪，对学校作为文化教育机关所特有的任务认识不足，指出不能“因为公社而忘记了学校”，社会主义文化也不能同资产阶级文化一刀两断。他坚持学校应以教育和教学活动为主，反对把学校办成以生产劳动为主的“学校公社”。他在把知识分子团结到共产党周围为社会主义的文化教育事业服务方面，在保卫俄国文学艺术遗产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受到列宁的肯定。20世纪20年代后期，卢那察尔斯基对舒里金（В. Н. Шульгин）等人宣传的“学校消亡论”也给予了尖锐的批评，指出否定学校的作用是一种极有害的倾向，是违反党纲和列宁指示的。[24]由此可见，卢那察尔斯基在主持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期间虽犯有一些错误，但总的说来，他还是力图按照俄共（布）中央的政策和列宁的指示精神办事的。在改造旧学校和创建社会主义教育体制和发展社会主义文学方面，他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卢那察尔斯基在国外也以其博学和多才多艺享有很高的声誉。

1930年，卢那察尔斯基被推举为苏联科学院院士、科学院主席团的成员。从1927年起，他开始接受政府委托从事一些外交活动。1933年年底，他被任命为苏联驻西班牙的全权代表，但在赴任途中因病逝世。

在1918年至1933年，卢那察尔斯基还担任《国民教育》《人民教师》《文学》等大约20种定期刊物的责任编辑或编委会成员。从1929年9月起，他被任命为苏联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学术委员会主席。卢那察尔斯基在教育方面的论文和演说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被辑成《卢那察尔斯基论国民教育》（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наро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出版，1976年又出版了《卢那察尔斯基论教育与教养》（А. В.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о восnитaнии и образoвaнии）一书。

二、论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

卢那察尔斯基在其论文和演说中反复论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的关系问题，十分强调教育在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中的作用。1918年4月26日他在全俄第一次教育代表大会的演说中就指出，人民是按三条战线为自己的自由和幸福而进行斗争的。他所说的三条战线就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战线。按照他的意见，人民政权，即真正的大多数人的政权，只有在具备了三个条件的情况下才可能实现。这三个条件就是：拥有统治权（在国家消亡之前）、经济权和教育权（把知识传授给每一个人，使广大群众有最低限度的觉悟）。在他看来，人民群众只有在掌握了生产资料和知识之后，才能成为“获得了完整的人民政权的胜利者”，二者缺一不可，无论缺少其中的哪个条件，其政权都是不充分的。[25]他指出，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不仅仅是革命的社会主义者，就连稍微彻底的民主主义者也是这样认识的。例如，美国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统就曾明确地说过，如果人民不掌握足够充分的知识，民主就不可能是自由的；18世纪法国革命的历史也说明了，没有知识就谈不上政权和法律面前的平等。卢那察尔斯基说：“政权可能马上夺取：政权通常是通过革命易手的。一个国家的经济和文化水平与它的政权形式之间的矛盾是逐渐成熟的。……新的阶级将通过革命的道路去夺取政权。因此在组织政权的过程要研究学校的问题。”[26]

首先，处于愚昧无知状态的人民大众是不可能真正掌握政权的。卢那察尔斯基清醒地认识到，对全体人民进行普通教育和技术教育是作为执政党的共产党的不可推卸的责任。在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列宁就把卢那察尔斯基召去，任命他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人民委员，要求他去“摧毁俄国的愚昧落后”。卢那察尔斯基作为教育人民委员立即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大规模的扫盲运动，把它看作具有“头等重要意义”的工作。他说：“当人民中的大多数还是文盲时，就不可能指望他们能真正懂得管理自己的事情，中央也不可能与文盲保持接触。我们似乎要通过翻译才能与他们联系。我们每个人都认识到，愚昧无知就像一堵厚厚的墙，把共产党的工作人员与人民群众隔离开来，只要我们不在这堵墙上打开缺口，在真正人民政权的道路上我们就寸步难行。”[27]卢那察尔斯基清醒地认识到，国民教育领域中最基本的工作，是要进行普遍的扫盲教育，是要搞好初级小学，搞好四年制的小学。他说，如果文盲源源不断地从学龄初期的儿童中产生，这样的国家就不可能被认为是充分文明的国家。因此，学校必须能够吸纳所有的学龄人口。他认为，关于扫除文盲的法令，是苏维埃政府的最伟大的法令之一；党、政、工会和经济等各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都必须重视扫盲工作；要让工人农民识字，提高他们的文化和技术知识以及政治觉悟；支援农村就是要进行扫盲工作，否则农村将永远是野蛮的。

其次，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经济发展的任何一个阶段都要与教育的发展程度相适应。国民教育是国民经济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国民教育与国民经济是密不可分的。经济发展得越快，国家能拨给学校的经费就越多；教育发展了，就能为生产部门提供更多的优秀的熟练劳动力。因此，经济与教育是相互支援的。卢那察尔斯基强调，国家的技术水平不仅仅归结为机械化程度，也不仅仅归结为它的能源。国家的技术水平还取决于本国人民的大脑、精神和双手。从这个观点出发就会发现，苏联当时的尴尬状况是没有足够数量的合适人选去操作机器，既没有不同熟练程度的工人，也没有各个专业的不同水平的工程技术人员去满足全国工业化发展的需要。工业化和机械化需要各行各业的人才，既需要行政管理和经济管理人员，也需要从事商贸和卫生保健等工作的人员。所有各行各业的人员都必须在一定程度上与工农业领域中蓬勃发展的高水平的大机器生产相适应。由此可见，经济与教育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具有极其深刻的意义。

1925年，苏联人民战胜了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的反革命势力，度过了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苏维埃政府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宏伟目标。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在工业化的口号下应该从另外的角度去认识下面这个论点并赋予它新的意义。这个论点就是：广大人民群众通过革命获得了受国民教育的权利，无论就政治意义还是就经济意义而言，国民教育的发展现在是革命进一步取得成绩的基础。因为工业化不是一个含义狭窄的口号。“工业化不仅仅是发展城市工业，工业化还有计划地包含着农业的发展，工业化还有计划地、不可分割地包含着国民教育的提升。对我国来说，工业化首先意味着把我国的经济提高到更高的技术水平上。谁不明白，这种提高不仅需要大量的机器，而且需要大量的操作机器的人？谁不清楚，如果我们明天拥有了德国所拥有的机器设备，但是我们却达不到它的国民教育水平，这种状况将使我们获得较少的利益？”[28]可见，卢那察尔斯基明确地把教育与经济、与国家的工业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认为，脱离现实的唯心主义的文化发展能够自然而然地成为促使国家繁荣昌盛的动力的观点是错误的，脱离实际地认为某种程度上纯粹的经济发展最终会使国家获得财富的观点同样也是错误的。既不存在这样的纯粹的文化发展，也不存在这样的纯粹的经济发展。经济发展的前提条件必然是全民族知识、技能的提高，是处于所有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全民族文化水平的提高。反之，文化的发展也是如此。所以，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经济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国民教育的发展计划完全有必要有机地纳入我国的工业化计划中”[29]。

因此，卢那察尔斯基指出，教育人民委员部同样也是经济人民委员会，它也从事着经济事业。他指出，在苏联的基本建设战线上存在着大量严重问题，文化的发展与经济发展速度严重脱节。当时，苏联某些从事经济工作的同志认为，只要把更多的钱投入经济建设中，就能迅速地把国家引上健康发展的道路，他们也就登上了通向社会主义的最初几级台阶。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如果一个建筑师打算建造一座十多层高的大楼，他就得考虑，他的大楼将建造在怎样的地基上。我确信，我国的文化基础不能承载这样的建筑物，在这样简陋的地基上整个建筑物、整个大楼将化为废墟；我们的工人、技术员、工程师的劳动的专业技术水平，我们制订经济计划、进行经济监督的水平，我们的党、政、工会各条战线的工作人员的业务水平，纯经济战线的工作人员的水平，都不具备承载这样的建筑物所需的品质”。卢那察尔斯基这样说，并不是要求“少花点钱到建设上去”，而是希望“从这几十亿卢布中能多拨出一点钱来用于为建造高楼大厦牢固地打好地基”。[30]

当时的人们通常把军事看成第一条战线，把经济和教育分别看成第二条战线和第三条战线。这是因为在苏维埃政权成立初期，它“与全世界资产阶级的矛盾冲突是十分尖锐的，不得不用武器通过直接的、公开的战争去保卫它”；人民也不能继续生活在1918年至1919年这样的极度贫困之中，“继续这样的贫困无异于扼杀革命”[31]，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有足够的力量去抵御资产阶级的进攻，才能保证军队有饭吃，有衣服和鞋袜，有足够的武器装备。但是绝不能由此错误地认为，第一是国防，第二是经济，第三才是教育。卢那察尔斯基明确地指出：“没有教育难道能进行战争吗？当然不能。在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同样在经济建设中，教育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32]这种作用表现为在军队中开展的政治文化教育工作。教育工作使昨天的逃兵、昨天的不明事理的农民小伙子，变成了在国内战争的所有各条战线上夺取了胜利的红军战士。军队离开了有高度觉悟和文化水平的军人，离开了先进的技术装备，要取得战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因此，“每个教师，不论他在政治教育机关工作还是在教小学生，在这个意义上说，他都是在完成巨大的国防工作，他与我们的红军战士和军事机关一起共同为同一个事业服务”[33]。在经济战线上，教育为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输送合格的劳动者，培养专家和学者。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第三条战线与第一、第二条战线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无论是国防还是国家的管理，也无论是经济的发展，如不迅速开展第三条战线上的工作则都是不可思议的。”[34]第三条战线实际上既是第一条战线也是第二条战线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随着战争的结束和经济的发展，第一条战线、第二条战线将会加入第三条战线，从而最大限度地发展人们的各种才能。

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苏联的国民教育事业发展很快。1925年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有学校62300所，1926年有67800所，1927年有70000所。学生的人数增加得更快，在这3年中，各年分别为485万、531万、565万人。国家的任务是要继续发展和巩固现有的学校网，从而达到在1933年至1934年将所有的学龄人口吸纳进学校网中去的目标。完成这项任务需要花费14亿卢布。但当时的苏联由于连年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破坏，教育经费捉襟见肘。卢那察尔斯基不无忧虑地指出，虽然学校数量和学生人数都有了明显的增长，但生均经费只有54卢布，比沙皇俄国时期还少20卢布。他大声疾呼：“如果延缓增长对第三条战线的拨款，哪怕只延缓一分钟，也是一种耻辱。”[35]教育能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教育也需要经济的支援，需要国家的投资。他强烈要求改变教育人民委员部在整个国家预算中的份额还不到3%的状况，并深信随着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国民教育的经费会越来越多，反过来，国民教育也将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推动力。

三、论苏维埃学校的建设

卢那察尔斯基从就任教育人民委员之日起就十分重视苏维埃学校的建设，下决心从根本上改革旧学校。他尖锐地批判旧学校。是一种政治学校，被明显地打上了资产阶级精神的或地主资产阶级精神的文化和政治烙印。他认为，旧学校的教育是与伪教育掺和在一起的，充斥了大量无用的甚至有害的知识，像神学这样的学科根本就是大毒草。而且旧学校也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所具有的两面性。在中等学校和高等学校中，智慧遭到毒害，科学被扭曲，而初等学校的任务既是教识字，同时又使人继续陷于奴隶的蒙昧之中。因此，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无论如何应从根本上改造”旧学校 [36]，建设苏维埃的新学校。但卢那察尔斯基并不以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来对待旧学校的改造和向西方学习。他认为，旧学校中也有一些进步教师，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因此“无论如何不能消灭学校机关。实际上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学校关闭一段时期，简单地遣散教师并开设新的学校”[37]。对外国资产阶级的学校，应认真考察，吸收其有益的东西，因为“如果我们忘记了资产阶级或在资产阶级领导下在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忘记了这些成就在美国资产阶级手中所造成的巨大威力（在其他国家中威力较小些），那就太愚蠢了。我们当然需要向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习，因为我们在技术方面，以及与这些技术相联系的浩瀚的知识方面，我们的水平要低得多”[38]。可见，在对待旧社会的遗产的认识上，卢那察尔斯基比当时在苏联流行的“无产阶级文化派”的观点要正确得多。然而，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由于受当时具体的历史条件和认识水平的限制，卢那察尔斯基也犯过错误。例如，他曾反对采用经过生活检验和有科学根据的按学科编制的教学大纲和班级授课制度，宣传并实行“综合教学大纲”和“设计教学法”，给苏维埃学校工作造成了损失。

苏维埃的新学校应该是怎样的呢？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新学校“承担着双重任务：一方面，传授过去所获得的所有知识，不言而喻，重点要放在传授新文化、新科学（首先是无产阶级的）上面，放在传授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的组织和我们的共产主义思想上面；另一方面，切断旧思想入侵到儿童中去的道路，不让我们在旧社会时与之斗争的一切东西有可能沾染我们的儿童”[39]。在他看来，新学校既能使学生掌握人类获得的全部知识，又能训练学生去建设和保卫国家，培养忠于社会主义的人。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新学校与旧学校最大的不同就是新学校是“统一的劳动学校”，即新学校应充分体现“统一”和“劳动”两个原则。统一的学校指的是：全国的学校，从幼儿园到大学，构成相互衔接的阶梯；所有的人，不分性别、不分种族、不分阶级出身，都有同等的入学权利和读完学校的所有阶段的权利。这就是说，学校对所有的人都是统一的。学生能否升入高一级学校，与其出身和家长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无关，完全取决于他个人的才能。“在每一个儿童享受受教育的权利和所受教育的水平的意义上，学校对所有的居民都应该是同等的。”[40]劳动学校指的是：把劳动列入学校的课程中，所有的学生都要从事各种形式的劳动，引导学生积极地、灵活地、创造性地认识世界。卢那察尔斯基指出，在统一的劳动学校中的劳动“使学生的思想和身体习惯于工业的思维和行动。此外，在这种学校中劳动还通常被看成获得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的基础”[41]。他认为，体现马克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思想的劳动学校是符合劳动人民利益的。只有体现了“统一”和“劳动”原则的普通教育学校，才能为国家培养出不同层次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

在正确认识和建设统一劳动学校的问题上，卢那察尔斯基注意纠正了一些错误的观点和做法，积极支持并倡导新形式的学校。

卢那察尔斯基反复强调，“统一”与“划一”不是同义词，千万不可把二者混为一谈，不可把统一学校看成千篇一律的学校。他说：“统一丝毫不表明学校不必适应其所处地区的特殊条件。在各种不同的教育实验中，在具有一定天赋的儿童的侧重面方面，学校是各式各样的，这样的学校甚至允许儿童发展的个别化。一所学校内部的、当地学校体系内部的、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内部的所有这些多样化的形式，不仅是允许的，而且被认为是非常有益的。”[42]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随着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出现了各级各类学校，其中既有各种类型的普通教育学校，也有各种类型的职业教育学校和高等学校，学校的发展呈现出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局面。

当时有一种错误的做法是片面强调所有的人有同等的入学和升学的权利，在高校招生中借口增加工农出身学生的比例而放弃或降低对其文化知识的要求。卢那察尔斯基对此提出了批评，指出这样做无异于狐狸邀请鹳吃盘子中的食物。他强调高等学校培养人才的质量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工业化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斗争的成败，高等学校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输送学有专长和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专家。为了纠正这种偏向，卢那察尔斯基积极支持开办工人系（或译工农速成中学），加快工农青年提高自己的知识水平以符合高等学校的入学要求的步伐，他把它形象地比喻为“一种靠在高等学校窗口上的消防梯”。

卢那察尔斯基对当时出现的一些新型的学校是很支持的。比如，他认为中等技术学校是一种实践性很强的、很重要的学校，其使命是培养具有中等专门技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因为“我们不仅需要经过高等学校培养的专家，在我们国家的和社会生活的所有各个领域中还需要一大批中级工作人员”[43]。又如，他认为工厂艺徒学校是培养未来的熟练工人的主要学校，是马克思所主张办的那种学校，“这种学校是真正进行与普通教育和体育紧密结合的个别的劳动教育的学校”[44]；他认为农民青年学校是“我们的国民教育所取得的最有意义的成就之一”[45]，是培养有农艺知识的有文化的农民的主要学校。

卢那察尔斯基还十分重视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在苏维埃学校中的作用，认为正确组织共青团和少先队的活动是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途径，是共产主义教育的直接的、广泛的和正确的方法。然而，他又指出，不能用共青团和少先队组织来取代学校。

四、论全面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

卢那察尔斯基明确提出了要对学生进行全面发展教育的思想，提出苏维埃学校的任务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即一方面发展（和满足）他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他的一切才能，并且力求使这些需求和才能不相互干扰，而成为一个完整的整体，如同在制造机器时我们关心的是使机器的各个零件不相互妨碍，使机器发挥最大的效能”[46]。

在人的全面发展教育中，卢那察尔斯基强调了德育的重要性。他明确指出，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是我们时代的集体主义者，他们更多关心的是社会生活而不是个人的利益。新型的公民应满腔热情地对待社会主义建设的政治—经济关系，全神贯注于这种关系，热爱它们，从中看到自己生活的目的和内容”[47]。他认为，苏维埃学校的首要使命就是使年青一代具有共产主义道德、高度的政治觉悟和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分析周围的事物和现象、理解历史和人自身的发展、理解资本主义的本质和社会的发展趋势。他要求学校培养儿童的集体主义精神，要让孩子学会尊重人，善于使自己的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尤其要服从整个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利益，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但这绝不是扼杀个性，否认独创精神，而是要使人在集体的基础上获得充分发展。“我们必须使人的才能在集体的基础上获得充分的发展——这是在社会中广泛分配劳动的保证。只有在各个个体身上能明显表现出人的个性多样化的社会，才是一个真正文化富有的社会。”[48]

卢那察尔斯基主张通过智育使学生成长为有学问的人。“有教养的人一般地、大体地了解所有的一切，他有自己的专业，他精通自己的业务，而至于其他的专业，他可以自豪地声明：人类的一切知识我都不陌生。”卢那察尔斯基认为这样的人是“我们时代的好公民”。[49]他辩证地揭示了人的“一专”和“多能”之间的关系，指出人的一生是短暂的，要在短暂的一生中掌握人类世世代代积累的知识财富是不可能的。因此，人类社会是通过劳动分工来获得尽可能多的共同的知识财富的。他说：“既知道技术、医学，也知道法律、历史等学科的原理和结论的人，确实是一个有教养的人。他确实是在向着无所不知的理想前进。但他不应该浮光掠影地知道一切，他应该有自己的专业，他应该知道自己的事情，同时又有兴趣并善于进入任何其他的知识领域中。这样的人就能听到在他周围演奏的整个一台交响音乐会，他能听懂所有的音符，所有的音符都融进了我们称之为文化的和声中。在这同时，他本人在演奏一种乐器，演奏得很好，为共同的财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这个共同的财富完整地反映在他的意识中，反映在他的心灵中。”[50]

卢那察尔斯基还指出，学校教育只是把开启知识宝库的钥匙交给了学生，学校教育的时间和范围是有限的，而人的教育过程则伴随着人的终生。他说：“人活多久，他就要学习多久。一个人不必再学习的时期是没有的。生活本身就是这样安排的，人必须学习不仅是因为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的完善是永无止境的，还因为我们周围的生活每个月都向我们提出新的任务，迫使我们去适应新情况。”[51]

卢那察尔斯基认为，全面发展的新人必须具有健壮的身体。如果一个人有高度的共产主义觉悟，知识渊博，但健康状况极差。那么，他也不可能成为好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他反对把体育工作置于学校工作末尾的做法，指出：“儿童的体育是所有其他一切的基础。在儿童的发展中不正确地采取卫生措施，不正确地组织体育运动，我们就永远也不能获得健康的一代。”他认为，如果苏维埃学校不重视体育，这就是在犯“极大的罪过”[52]。

卢那察尔斯基对美育也很重视，把它看成全面发展教育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他认为，美育的基本任务是发展学生的艺术才能和对现实及艺术作品的欣赏能力，培养学生的情感。他说：“任何人都应该知道所有的科学和所有的艺术的基本原理。不管你是鞋匠还是化学教授，如果你的心灵对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封闭的，这就是说，你是一个畸形的人，就像你瞎了一只眼或你是个聋子似的。”[53]

卢那察尔斯基还强调了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对人的全面和谐发展所具有的重要作用。从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直至整个20世纪20年代，苏联教育界对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本质、内容和实施方法存在着一些错误的观点，把劳动教育等同于综合技术教育，过分夸大劳动教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卢那察尔斯基对此有比较正确的认识。他不同意把劳动看成学校生活的基础，严厉批评使学校劳动公社化的观点，反对脱离普通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的过早的、狭隘的职业化。他认为：在苏维埃学校中劳动是一门学科，使学生获得各种劳动知识和技能；劳动也是一种教育的手段和方法，通过各种形式的劳动使学生较容易地领会和掌握多门学科的内容，在集体劳动中培养学生的性格和良好的劳动习惯；劳动还是学生与人民共同活动的一个过程，使学生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认识到自己是一个伟大的社会集体中的一个成员。这样，就把学校中的劳动与教育、教学及社会生活联系在一起。他明确指出，学校中的劳动应该是学生力所能及的、有益的，不得把劳动看成某种自给自足的事业或使学校完全自负盈亏的手段。学校不是生产商品的，它是培养有文化的人的场所。如果通过劳动儿童没有变得更聪明、更灵巧，什么知识技能也没获得，这样的劳动是没有意义的。

卢那察尔斯基是综合技术教育的拥护者，在贯彻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综合技术教育思想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他在一次报告中指出：“我们不能在学校中放弃综合技术教育原则。但这绝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教儿童掌握几种手艺和生产技术。我们对综合技术教育原则的理解是：应该教儿童掌握生产知识，而且是工业生产知识，使他们了解生产的原理、生产中的一般知识以及生产中可能出现的那些主要变化。”[54]他主张分两个阶段实施劳动教育和综合技术教育。在第一个阶段上主要是通过劳动使学生掌握科学基础知识，让学生从事一些包括自我服务在内的简单的劳动来训练双手，养成使用各种简单工具的技能和习惯。在第二个阶段上主要实施综合技术教育。在通过劳动传授知识的同时使学生了解生产本身，了解生产的组织及它的主要过程和主要材料等，选定自己的职业方向。在这一阶段上，学生应该到工厂或农村去参加他们力所能及的、符合卫生学要求的、有教育意义的生产劳动。

为了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一代新人，卢那察尔斯基很重视学前教育和社会教育，要求改变苏联学前教育的落后状况，广泛地建立学前教育机构。他说：“必须牢记，只有从学龄前起就用我们的精神教育下一代，我们才能培养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55]这是因为幼儿期的儿童具有很大的可塑性，幼儿期是决定一个人的性格的很重要的时期。

第三节 凯洛夫《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

凯洛夫（И. А. Кайров，1893—1978）为苏联著名教育家，曾先后出任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院长、俄罗斯联邦教育部部长职务，对20世纪四五十年代苏联教育实践的发展发挥了较大的影响。在教育理论领域，凯洛夫也以其主编并由叶希波夫（Б. П. Есипов）、里韦斯（С. М. Ривес）等多人合作编著的《教育学》对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在一系列教育改革决定中所反映的教育指导思想进行了较系统的总结。

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第一版出版于1939年，被选用为师范学院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参考书。后于1947年加以修订，并经俄罗斯联邦教育部批准成为师范学院教育学课程的教材于1948年再版。1956年，经过再次修订的《教育学》又出了第三版。

应该说，凯洛夫《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体系与当时苏联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有着内在的联系，并在很大程度上接受了战后初期联共（布）中央及苏联政府所颁行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政策及法规的影响。在论及《教育学》的思想渊源时，该书作者明确指出：《教育学》的教育思想建立在这样三个方面的基础上：“①作为科学一般方法论基础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关于文化和教育的学说；②经过批判地改造过的教育学历史遗产，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工作与发展的历史经验，特别是我国进步的教育学对于科学的贡献；③苏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关的现代工作经验以及家庭教育的经验。”[56]

就凯洛夫《教育学》所体现的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这本著作着重体现了20世纪30年代联共（布）中央为整顿苏联教育工作而颁布的一系列决定中的教育观点。也就是说，该《教育学》是《关于普及初等义务教育的决定》《关于小学和中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关于中小学教科书的决定》《关于苏联中小学结构的决定》以及《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系统中的儿童学曲解的决定》中所反映、贯穿的教育观点的集中系统表述。

一、教育的性质

凯洛夫《教育学》1948年版全书共3编21章。第一编“教育学总论”论述了教育学的产生、发展，论证了教育的阶级性和历史性，并谈到了苏联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教育学》一书的作者认为，真正的教育科学只有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为基础才有可能建立起来；要以共产主义教育的思想和政治方向来确立苏联共产主义教育的目的和任务；并要求完整全面地理解共产主义教育的全部内容，即把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与美育结合起来统一实施。在教育的阶级性与历史性问题上，《教育学》认为，当社会尚处于无阶级状态时，教育不具备阶级性。当人类社会步入阶级社会之后，教育则表现出鲜明的阶级性，表现出具体的阶级倾向。此外，不同历史时期的社会教育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这就是教育历史性的表现。在有关教育作用问题上，这部《教育学》集中接受并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同时批驳了“教育万能论”和“教育决定论”的片面认识。在此基础上，它明确提出“教育不能不承认人们天性的差异，他们气质表现的特征和他们感觉器官的特征等”，并得出结论：“就是人的遗传素质的发展，不论是在肯定的趋向上或是在否定的趋向上，都不是自然完成的，而主要是由于教育的结果完成的。”[57]

二、教学论思想

第二编“教学理论”则主要论及学校教学过程所涉及的主要内容，如教学过程的本质、教学原则、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在教学过程本质问题上，凯洛夫《教育学》认为，教学首先是指教师在学生自觉与自动参与下以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的体系武装学生的过程，同时教师还担负着以科学原理和共产主义世界观充实学生头脑、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并训练发展学生的智力的责任。

在认识教学过程的本质时，凯洛夫《教育学》提出要以列宁的有关论述为指导，即把列宁所强调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这一原理作为组织教学过程的指南。但同时还应认识到教学与科学的认识并不完全一致，而表现出教学过程的特殊性。在教学实践中，这些特殊性表现为：借助于教学过程向学生传授的是前人已经获得的真理（知识）；在教学过程中学生是在有经验的教师指导下获得对现实事物的认识的；在教学过程中需强调巩固知识的工作；教学过程中还应有计划地实现发展儿童智力、道德和体力的任务。基于对教学过程的如此认识，凯洛夫等人又在《教育学》中提出六个有着内在关联的教学环节：①使学生感知具体的事物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学生的表象；②分清事物的异同、主次，认清它们之间的各种关系；③形成概念，认识定律、定理、规则、主导思想、规范等；④使学生牢固地掌握事实和概括性的工作；⑤技能和熟练技巧的养成和加强；⑥在实践中检验知识，并把知识应用于包括创造性作业在内的各种学习活动中。

有关教学的基本原则，凯洛夫等人在《教育学》中共提出直观性原则、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巩固性原则、系统性与连贯性原则及通俗性与可接受性原则。直观性原则的运用，其目的在于确保学生在感觉具体事物的基础上形成观念和概念，确保学生尤其是低年龄儿童的学习活动的安排能够体现其年龄特征的要求。自觉性与积极性原则的主旨则在于保证儿童通过积极的思维活动.对已感知到的外部具体事物及其特征进行对比、甄别、分析、归纳，并最终得出概念性及规律性的认识。至于巩固性教学原则，《教育学》给出了这样的定义：巩固地把知识保持在记忆中，当有必要时，要能想起这些知识并以它作为凭借。而系统性与连贯性教学原则的运用，主要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按照严格的逻辑编写系统的教学大纲与教材；教师系统讲述其任教学科；学生进行系统的学习。对于教学的通俗性与可接受性原则的运用和体现，凯洛夫等人指出教材所涵盖的知识范围、复杂程度及深度应切实符合特定年龄段儿童的年龄特征，要照顾到学生的知识水平、领会科学问题所达到的程度及智力水平等。

显而易见，凯洛夫等人在《教育学》中所提出的直观性原则等五条教学原则，其目的在于让学生通过教师系统的讲授及对教材的掌握，牢固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与技巧。而这一目的正是联共（布）中央在20世纪30年代初开始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所追求的。

对于苏联学校的教养与教学内容，凯洛夫《教育学》也进行了具体的界定。凯洛夫等人强调教学计划的制订应遵循这样一个基本要求，即确保学生依据教学计划所学习的知识应该是从整个科学知识中选取出来的基本知识。他们还对包括在教学计划之中的21门学科的教育及教养意义进行了详细论述。除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及教科书在教学过程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教学大纲包括所有构成教学科目内容的问题和题目的纲要，是教师从事教学活动所必须依托的基本指导文件。教科书包容了学生所要学习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是学生获取知识的主要源泉之一。

在教学工作的组织形式上，凯洛夫《教育学》在详细回顾班级授课制产生与发展的基础上，从历史经验出发视其为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从而在事实上为联共（布）中央《关于中小学教学大纲和教学制度的决定》的精神进行了论证与维护。在对班级授课制产生与发展的历史进行回顾的基础上，凯洛夫等人充分肯定了这一教学组织形式对提高苏联普通学校教育质量的意义。不仅如此，《教育学》一书的作者还对班级授课制做出如下估价：“上课所以成为教导工作的基本组织形式，是因为主要在这里实现着共产主义的教育、教养、教学的目的及任务。”[58]借助于对班级授课制的重视，凯洛夫等在《教育学》中所讲述的教学方法主要集中于教师教的方法，详细讨论了教师的口头讲授方法（叙述和讲演）。所有这一切与20世纪30年代苏联政府为系统纠正由于综合教学的实施而影响学生对系统知识的掌握而推行的一系列教育教学改革密不可分。

三、道德教育思想

凯洛夫《教育学》认为，除承担把新一代培养成为有学问的人这一任务外，苏联学校还担负着这样一种职责：把新一代造就成为全心全意忠实于社会主义事业并善于了解苏维埃国家政策的有学识的新人。为实现此目的，苏联学校必须在道德教育方面注重培养儿童具有共产主义道德信念，即具有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集体主义精神、热爱劳动、珍惜公共财物、诚实正直、意志坚强、乐观向上等方面的道德品质。

爱国主义精神的教育，就是要在学生心目中树立热爱苏维埃共和国的信念，确立把自己掌握的全部知识与才能贡献给祖国的决心，以及在祖国处于危难时奋勇保卫祖国的大无畏革命气概。

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精神的教育，就是培养学生对于每个劳动者的人格、对于劳动群众的巨大作用与意义以及他们的创造能力表现出崇敬、尊敬以及无限信任的态度。

集体主义精神教育就是教导青少年团结友爱，彼此互助，正确对待并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充分认识到个人只有在集体中、在社会中才有可能充分发挥多方面的才能，从而最终教导青少年树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信念。

热爱劳动的教育，就是教导青少年学生认识到劳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一切能力和美德的源泉，是共产主义教育和道德教育的重要内容。此外，劳动教育还要致力于培养儿童对劳动者具有深沉的爱与感激的情感，并引导他们在参与实际劳动的过程中养成坚忍、刻苦、不畏艰难的精神与品格。

珍惜公共财物的教育则与集体主义精神教育的关系密切，即对国家、集体的财物要珍惜，要爱惜，对公共财物的使用与保管时时刻刻表现出强烈的主人翁责任感，力争使公共财物发挥最大限度的作用。

在培养儿童具有诚实正直、意志坚强、乐观向上的道德品质方面，凯洛夫等人明确主张“培养共产主义道德品德，也就是培养青年坚强的意志和坚定的性格”，培养他们具有不屈不挠的顽强性、坚忍性、不怕艰难险阻及任劳任怨、心地坦荡、乐观向上的道德品质及风范。

在道德教育的实施原则问题上，《教育学》一书的作者们旗帜鲜明地主张要以列宁在《共青团的任务》中所提出的“应该使培养、教育和训练现代青年的全部事业，成为培养青年的共产主义道德的事业”作为道德教育的指导方针。也就是说，道德教育全过程应渗透共产主义目的性与思想性，这是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所须遵循的首要原则。此外，结合道德教育开展的具体实践，《教育学》还相继提出了一系列的道德教育原则，如适应儿童的发展水平、连续性、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尊重学生人格相结合、长善救失、在集体中和通过集体进行教育、了解学生特性和进行个别教育相结合等。

《教育学》一书的作者们高度重视教学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认为青少年一代的德育任务基本上是在教学过程中完成的；强调学生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培养，不仅要以教学的内容为转移，而且还要以教学方法为转移。如此，教师便在道德教育过程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不仅要保证教学上的教学效果，而且还要保证教学上的德育效果。

在道德教育方法的选择上，《教育学》列举了这样一些可选的方法：说服法、练习法、儿童集体组织法、奖惩法，并主张完整的道德教育活动是多种道德教育方法综合运用的结果。而且，“为了巧妙地应用这些方法，最重要的是必须知道每种方法的主要特征和方面，以及该项方法能够发生效果的那些条件”。[59]

总体说来，凯洛夫、叶希波夫、里韦斯等人所编著的《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较为全面而系统地总结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在普通教育改革实践中所积累的经验，集中体现并论证了苏联在这一时期所颁布实施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决定中所依据的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针。《教育学》在对教育的历史性与阶级性进行论证的基础上，建构起较为完整的教学论体系，并集中而详尽地阐述了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及道德教育的途径与具体方法。而所有这些见解均代表了苏联这一时期教育理论探讨与研究的最高水平。凯洛夫等人的《教育学》中的教育思想不仅对当时苏联教育实践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这种影响还跨越国界，对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理论建设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凯洛夫《教育学》的教育思想体系以其注重系统知识传授、注重教学过程中教师主导作用的发挥而著称，这一特征也确保了20世纪三四十年代苏联教育质量的提高。对于这一点，我们应给予客观的评价。不过，尚需指出的是，这部《教育学》在对有些教育问题的论述上表现出不同程度的绝对化、机械化，很少辩证化。在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有关论述的引用上也表现出牵强附会的做法，如把智育、综合技术教育、德育、体育和美育五育的实现理解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的实现。同时，该书也没有能够根据苏联当时已发生很大变化的文化教育状况、教育自身特点及其发展规律，提出和解决新的教育理论与实际问题，而是坚持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全部结论，表现出浓厚的教条主义色彩。所有这些都成为此后苏联教育理论建设进一步思考并加以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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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章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

第一节 生平、教育活动与著作

安东·谢苗诺维奇·马卡连柯（Антон Семёнович Макарeнко，1888—1939），是苏联著名教育革新家、教育理论家、教育实践家和作家，是一个崭新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创建者。他的教育理论著作是他开创的社会主义教育实践的概括和升华，他的文学创作以生动的艺术形象和丰富的事实，反映了他为之付出毕生精力的教育实践活动和教育理论探索，生动地体现了他的教育理想。

一、生平[1]

1888年3月14日（俄历3月1日）马卡连柯出身于乌克兰哈尔科夫省别洛波里市的一个铁路工人的家庭。马卡连柯的家庭在经济上是贫穷的，但在精神上是富有的。他的父母爱自己的孩子，但从不溺爱。他们善于把爱和严格要求适度地结合起来，使全家生活在和睦的气氛中。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马卡连柯从儿童时代起就养成了诚实、有责任感和自尊心的品质。

1896年至1901年，马卡连柯在当地的一所铁路学校学习。1901年他的全家随父亲所在的工厂迁到克留科夫镇。1901年至1904年，马卡连柯在克列缅丘格市的一所四年制学校学习。他以门门功课5分的优异成绩从学校毕业，然后进了该校附设的一年制师资训练班。1905年，17岁的马卡连柯在克留科夫铁路小学担任高年级教师，开始了自己的教师生涯。

马卡连柯说：“我本人是工人的儿子，我的学生也都是这样的人……他们的父母……是机车和车厢库的工人、司机、助理司机、旋工；其中，间或也有站长。”[2]因此他与工人群众有着血肉的联系。当时正值俄国第一次革命进入高潮，马卡连柯深受工人阶级革命情绪的影响，投身进步工人运动。他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尤其喜爱并大量阅读了高尔基的作品。高尔基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位导师”和“行为的典范”。他说，高尔基的作品“就像一支火箭突然划破了我们昏暗的天空，在这以后，天空变得越发黑暗了。但是，我们再也不能忘怀这支火箭，我们痛苦地竭力想搞明白，我们在这瞬间的闪光中看到了什么……高尔基认真研究了我们人的和公民的生活。尤其是在1905年以后，他的活动、他的著作以及他的令人惊讶的生活，成了我们的思想和修养的源泉”[3]。他把高尔基的人道主义思想作为自己处理教育问题的出发点之一和重要的思想基础。这一切对马卡连柯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在马卡连柯的倡导和领导下，组织了家长委员会。家长委员会实际上是进行革命活动的组织，他所在的铁路小学成了工人集会的场所，成了当地革命活动的大本营。马卡连柯也因此遭到了沙皇政府的迫害，被迫离开了这所学校，于1911年去偏僻的多林斯卡亚村的铁路小学任教。1914年，马卡连柯进入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深造，1917年毕业，因其毕业论文《现代教育学的危机》而荣获金质奖章。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给他的评语是这样写的：“马卡连柯无论在能力、知识还是在发展和勤劳方面，都是杰出的学生，尤其对教育学科和人文学科表现出浓厚的兴趣，阅读了有关这方面的大量书籍并提交了许多优秀论文。他将成为所有各门学科，尤其是历史和俄语学科的十分优秀的教师。”[4]这段经历使马卡连柯一方面积累了教育、教学经验，比较扎实地掌握了自然科学、哲学、心理学与教育学方面的知识，另一方面对他的教育观点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他曾说过，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的校长“培养出了许多布尔什维克……他永远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在我们身上培养人的最好的志向……我从他那里吸取了我的教育信念的主要原则：尽可能多地要求一个人，也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5]。这一切决定了他必然以积极的态度迎接十月革命。而十月革命的胜利又为他施展抱负、建立新的教育思想体系提供了思想基础，创造了条件，为他“展开了空前未有的远景”[6]。

从师专毕业后，马卡连柯被任命为克留科夫高级小学校长。他到任后不久便爆发了十月革命，马卡连柯怀着高尔基的那种“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的喜悦心情迎接人类历史新纪元的来临。1919年，他调任波尔塔瓦第二市立小学校长。

十月革命胜利初期，帝国主义的武装干涉和国内白匪的叛乱造成战火连绵不断，使许多青少年成了孤儿，流落街头。他们的年龄在8～18岁，大多数人没有道德观念，目不识丁，无责任感，以乞讨、偷窃、暴力，甚至卖淫为生，成为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的严重问题。收容、教育这些青少年成了国家的一项特殊的紧迫任务。1920年秋，波尔塔瓦省教育厅委托马卡连柯在离波尔塔瓦6公里处开办一个少年违法者工学团。十月革命前这里是改造少年违法者的场所，现在成了工学团的团址。马卡连柯来到这里时，这里破烂不堪，全部设备都被破坏了，甚至连果树都被挖走了，生活和教学用品一无所有。第一批学员都是犯过刑事罪的少年。出于对高尔基的崇敬，马卡连柯把它改名为高尔基工学团，并与高尔基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他在该工学团工作了8年。1927年，乌克兰国家政治保安部决定在哈尔科夫郊区组建新的儿童劳动公社——捷尔任斯基公社。马卡连柯应邀筹办并兼管该机构。从1928年9月起他完全转到捷尔任斯基公社，直至1935年。在捷尔任斯基公社成立之初，从高尔基工学团转去了50名学员。马卡连柯来公社后又有100名高尔基工学团的学员转到捷尔任斯基公社。马卡连柯说：“这样，事实上捷尔任斯基公社不仅继续了高尔基工学团的经验，而且也继续了一个人的集体的历史。这对于我和对于我的事业来说，是有很大的意义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继续了并累积了高尔基工学团里所建立起来的那种传统。”[7]

由于健康原因，1935年7月马卡连柯离开教育第一线，任乌克兰内务人民委员部劳动公社管理局副局长。1937年，他迁到莫斯科，专门从事教育理论研究和文学创作，总结自己的教育经验，并经常去教师和广大群众中讲演。1939年1月，由于在“发展苏维埃文学方面取得的杰出成就”[8]，他荣获劳动红旗勋章。1939年2月，马卡连柯向苏联作家协会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同年3月被批准加入联共（布）。长期的过度劳累严重损害了他的健康，1939年4月1日因心脏病突发，马卡连柯在出差旅途中与世长辞，终年51岁。

二、教育活动

马卡连柯的教育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前后两个16年。从1905年至1920年的16年，他担任小学教师和小学校长。1920年至1935年的16年，他组建了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从事少年违法者和流浪儿的教育工作。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对旧的教育思想进行批判，探索共产主义的教育理论，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教育思想体系。这一阶段他在事业上达到了光辉的顶峰。这两个16年构成他教育活动的前两个阶段。第三阶段从1935年至1939年，在这4年中他主要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和宣传工作。

（一）1905年至1920年的教育活动

1905年，马卡连柯从师资训练班毕业后就被安排到一所铁路小学担任高年级教师。马卡连柯当时所受到的教育是“最低的师范教育……这种最低的教育就是只能委托我做初级小学教师，月薪是25卢布”。根据当时的情况，即使从师范学校毕业的青年教师，也只能教初小。而马卡连柯一开始就被任命为高级小学教师，足见他的才能早已被人们刮目相看。这是一所工厂办的学校，学校里有统一的工人协会。马卡连柯说：“我作为这个工厂的工人的儿子，成了这个协会的会员。我在这所学校工作了9年，在这所学校里所取得的经验，对我是很有意义的。”[9]9年中他“为生活输送了约五百个学生”[10]。

1917年，马卡连柯从波尔塔瓦师范专科学校毕业后担任了克留科夫高级小学校长，开始专心致志探索新的教育方法和教育道路，实验以后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中所采用的教育方法。他当时就已认识到没有巩固的儿童集体，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苏维埃教育，也认识到了生产劳动的教育意义。他在学校里组织了一支管弦乐队，带领学生开展校外和课外活动。他还组织学生从事农业劳动，把全校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在花园里或菜地里工作。学生在规定时间集合在一起，马卡连柯亲自指挥，学生们举着旗，打着鼓，列队走向工作地点。学生开始工作前，马卡连柯做简短的讲话，然后各个小组进入指定地区工作。不难看出，高尔基工学团的某些组织形式的胚胎，正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二）1920年至1935年的教育活动

马卡连柯说：“在1920年到1935年的16年中我领导着一个集体：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它们是一个集体。”在这16年里，“我一直与一个集体一起工作。在这个集体里，人员确实有变动，但是在一代一代之间保持了传统和继承性的条件下逐渐变动的”[11]。16年的呕心沥血，马卡连柯在苏联教育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马卡连柯是在非常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工作的。当时正值苏联国民经济处于极端困难时期，许多人食不果腹、衣不蔽体。马卡连柯一方面要解决学员的吃、住、穿问题，又要同他们身上存在的懒惰、偷盗、破坏纪律等恶习做斗争；另一方面，还要抵制来自某些上级和其他方面的种种压力和非难。这既是创业探索时期，又是同旧的教育思想进行尖锐斗争的时期。马卡连柯以自己辉煌的教育实践表现出了一位进步教育家的胆略和大无畏精神。马卡连柯从马列主义的唯物辩证法中汲取营养，获得智慧；他的始终如一的乐观主义，坚定了他的献身精神。他与学员们一起忍饥挨冻，喝一样的稀粥，穿同样的破衣烂鞋，有一段时间甚至“没有领到分文薪资，还要靠养活社员的面包来养活”他自己[12]，表现出了非凡的吃苦耐劳精神。马卡连柯身体力行地实践自己关于“要按新方法造就新人”的诺言，全身心地投入集体的建设中。他每天工作十五六小时，“没有间断，没有假期，没有病假，没有休息日地工作着”。马卡连柯通过组织学员参加维护国家和社会利益的斗争，带领他们建铁工场、木工场，经营大规模农田建设，办起牧场和养猪场等，自己动手改善生活和学习条件，从而去“矫正这些违法者的心灵，使他们能被生活所接纳，也就是给他们治病，给他们的性格打补丁”。马卡连柯说：“随着我的集体的成长和富足，随着它成长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的集体，我逐渐对自己的事业、对自己提高了要求，同时事业对我和对我的集体也提高了要求……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就是没有违法的儿童，而有的只是那些与我一样有充分的权利享受幸福生活的人，有的只是那些与我一样有才干、有能力生活和工作、有能力成为幸福的人和有能力成为创造者的人。”[13]后来，在捷尔任斯基公社甚至办起了照相机厂，进行达到现代高技术水平的工业生产，公社中还有了完全中学。

马卡连柯“经历了近7万小时紧张的教育工作”[14]，把3000多名流浪儿和少年违法者改造、教育成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保卫者，其中不乏出色的工程师、教师、医生、科学家，有的成了英雄和模范，有的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为国捐躯。马卡连柯为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也赢得了学员们对他的无限爱戴和崇敬。学员们把马卡连柯看成自己最敬重的师长，最亲爱的兄长、父亲，最亲密的朋友，看成集体中不可缺少的一员。他们在感情上甚至不能接受马卡连柯结婚成家这样一个极普通、极正常的事实。马卡连柯本人也谈到了这一情况。“在高尔基工学团孩子们不允许我结婚。他们只要一看到我跟某个妇女在一起就会噘起嘴来……因此在40岁以前，我简直没有时间去结婚。”[15]

马卡连柯在高尔基工学团的8年，是他探索和实践集体主义教育思想的时期。他建立和发展了作为主要的教育组织形式的集体，创造了新的有效的教育方法，在培养新人的过程中克服人们意识和行为中的一切旧的残余，而他本人也在探索和实践的过程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捷尔任斯基公社是一个已经有了传统、原则和方法的集体，马卡连柯在这里继续满怀信心地实践自己的教育理想，建立起了自己的教育思想体系，把自己的全部才能、精力乃至生命都献给了这个集体。

（三）1935年至1939年的教育活动

在这段时期，马卡连柯主要从事教育理论的研究，并经常出席各种报告会、座谈会，直接向人民群众宣传他的教育思想体系。这时的马卡连柯已是一位完全成熟了的教育家，为教育科学中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解决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时期马卡连柯研究的重心转向共产主义教育的一般理论和实践问题、苏联普通学校的教育问题和家庭教育问题。他始终关心着教育方面的一些重要的关系问题：教育与政治、学校与社会、教育与教学、教师与学生、教育目的与方法的关系；研究如何把学生培养成有积极的爱国主义情感的公民，如何进行劳动教育和经济教育，如何在与资产阶级的和宗教的伦理道德的斗争中培养学生遵循共产主义道德原则和规范，如何培养自觉的纪律等重要问题。他研究的中心依然是教育集体的培养问题。在这一时期他写下了大量不朽的论文和著作。

三、著作

马卡连柯教育遗产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他把教育学上的问题紧密地与马列主义思想体系，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思想意识和道德观念，与共产党的政治、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联系在一起。他的遗产是很丰富的。虽然已经出版的著作达100多种，但马卡连柯实际创作的作品远远不止这些。

马卡连柯最著名的一部著作是长篇小说《教育诗》。从1925年到1935年，马卡连柯整整耗费了10年的心血，写下了这部反映新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伟大作品。这部教育小说以高尔基工学团为原型，描写了一个教育集体的形成和新的教育理论的产生及其巩固和发展的历史，以生动的艺术形象阐明了一个统一的集体和新的教育理论具有的强大的力量和所取得的胜利。马卡连柯说，这本书“描写我的生活、我的错误和我的小小的斗争”[16]。《教育诗》满含深情地赞美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及其所开创的事业，渗透了作者对人类的无限热爱，诠释了生活的意义，揭示了人类的创造性劳动的潜在力量，艺术地再现了在建设新社会的斗争中新人和集体的形成过程，激发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美的力量。可以用“社会—集体—个人”这样一个公式来表达这部小说的主要思想。

在完成《教育诗》之前，马卡连柯创作了描写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生活和经验的中篇小说《1930年进行曲》和剧本《好心情》。《塔上旗》是描写捷尔任斯基公社的生活和工作的另一部小说。如果说《教育诗篇》是描写集体的产生和发展，描写对教育方法的研究和探索，那么《塔上旗》则是《教育诗》的继续，它描写一个已经巩固了的并取得了成功的集体的生活和成就。这部著作中提供并解决了许多复杂的教育理论问题。马卡连柯认为，《塔上旗》“对于我，对于我所持的观点的演变，具有很重要的意义”[17]。他还说：“在《教育诗》中我关心的问题是如何表现集体中的人，如何反映人与自己的斗争以及集体为了自己的价值、自己的风貌而进行的斗争，这是一种更紧张的斗争。而在《塔上旗》中，我追求的是完全不同的目的。我想表现我有幸在其中工作的那个出色的集体，反映这个集体的内部运动、它的命运和周围环境。”[18]他反映了如何在儿童集体的思想斗争中，在丰富多彩的愉快的劳动生活中开展复杂的教育工作和性格的磨炼，如何形成社会主义社会的人的个性。在这本书及他以后的著作中进一步发展了他的教育思想体系。

《父母必读》是马卡连柯的又一部教育小说，以家庭教育为主题。马卡连柯写这部书是因为“最近两年来……我已经较少地忙于流浪儿童的工作，而较多地忙于‘有家’儿童的工作了。以前在高尔基工学团所收容的是流浪的违法者，而最近两年就比较多地收容‘有家的’儿童了……我应当多注意家庭，关心家庭。所以，我觉得我有必要为做父母的写这样一本书”[19]。《父母必读》原计划出四卷：第一卷写的是关于作为一个集体的家庭的问题；第二卷中谈家庭里的道德和政治教育，并适当涉及学校；第三卷谈有关劳动教育和职业选择问题；第四卷谈如何教育一个人，才能使他成为一个幸福的人。遗憾的是马卡连柯逝世前只写完并出版了第一卷。《父母必读》继承和发展了裴斯泰洛齐、卢梭等教育家的教育小说的传统，把科学教育理论的宣传与哲学的概括及道德伦理问题不可分割地结合在一起。

1934年，马卡连柯被接纳为苏联作家协会会员。他认为自己的职责就是要为加强文学在新社会的建设和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而奋斗，认为苏维埃儿童文学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完整的共产主义的个性”，他在这一时期写下了许多不朽的著作。《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是他的第一部长篇教育科学著作，是对自己教育经验的总结。他在这部著作中强调了教育过程的组织必须与国家的建设、社会生活密切联系起来，教育过程的开展要通过学生的自治机构和集体。马卡连柯把教育集体看成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基本手段，论述这一问题的著作有：《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学校里学生的性格教育》《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共产主义的教育和行为》《我的教育观点》等。马卡连柯关于共产主义教育的理论和方法问题的观点，在他的系列讲座《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中，得到了比较全面的阐述。在这部著作中马卡连柯还揭示了苏维埃学校的教育目的，把教育目的与年青一代的发展前景联系在一起。论述这一问题的专著还有《教育的目的》等。

马卡连柯讲话的速记稿，为我们认识这位杰出的教育家的理论观点和实践活动提供了丰富的材料。马卡连柯的发言的特点是尖锐的批判性、辩论性和战斗性。

在剧本《真正的性格》和《出差》中，揭示了苏联青年的道德面貌，以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新老两代之间的崭新的相互关系。剧本《荣誉》表达了这样一个主题：“谁和人民在一起，谁热爱人民，谁为了人民的幸福而奋斗，荣誉就永远属于他”，揭示了“荣誉”这个概念的道德内涵。

第二节 辩证的教育观和教育目的论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为指导的，始终贯穿着辩证唯物主义这根红线。马卡连柯说：“再没有比教育学更辩证的科学了。”[20]“教育学是最辩证、最灵活、最复杂、最多样化的一门科学。”[21]马卡连柯的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正是建立在这一认识基础之上的。教育过程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每一对矛盾都构成辩证统一的关系。马卡连柯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这一观点出发，形成了自己的辩证的教育观。

一、辩证的教育观

（一）学校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马卡连柯认为，从教育学的目的出发，一切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他相信“学校是强有力的教育手段”[22]。“我深信教育影响有无穷强大的力量。我深信，如果一个人没被教育好，过错全在教育者身上。如果一个儿童很好，这应该归功于儿童时代的教育。”然而教育不是万能的，学校也不是孤立于社会之外的世外桃源。马卡连柯正确地指出：“人之所以不好，只是因为他曾生活在不好的社会制度里，生活在不好的环境里。”[23]在谈到高尔基工学团的少年违法者时，他说：“他们只是一些陷入困境的人。我很清楚地懂得，如果我在童年时代陷入这样的境况，我也会成为像他们一样的人。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孤苦无助地流落街头，没有社会，没有集体，没有朋友，没有经验，神经备受折磨，没有前途——任何一个正常的儿童的举止行为都会像他们那样。”[24]“即使是最好的孩子，如果生活在组织得不好的集体中，也会很快变成一群小野兽。事实正是如此。”[25]他还指出：“人受到整个社会的教育。社会中的一切事件、它的工作、前进运动、它的生活方式、成功与失败——所有这一切都是强大而复杂的教育因素……”[26]在这里，马卡连柯正确地揭示了教育与社会对儿童成长的辩证关系。

（二）个人与社会的辩证关系

马卡连柯认为，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辩证统一的关系，这是他的集体主义教育观的基本出发点。他主张教育不应是为了个人的幸福；应当为了共同的幸福、共同的斗争而进行教育。他指出：“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基础之上的。在这个社会中不应有孤独的个人，他时而像脓泡一样突出，时而像路边灰尘那样渺小，他应当是社会主义集体中的一个成员。在苏联不可能有置身于集体以外的个人，因此就不会有与集体的命运和幸福相对立的孤立的个人命运、个人道路和个人幸福。”但这并不是说要抹杀人的个性，把所有的人都塞进同样的模子里，从而培养出同一类型的人。马卡连柯说：“最抽象的人在我们的想象中无论多么完整，然而具体的人毕竟是形形色色的教育材料，而被我们制成的‘产品’也将是形形色色的。个人的一般品质和个别品质，在我们的设计中能够构成错综复杂的结合。”因此马卡连柯提出，要“创造一种方法，它既是普遍的和统一的，又能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发展自己的特点，保持自己的个别性，这样的组织任务才无愧于我们的时代，无愧于我们的革命”[27]。马卡连柯关于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进行教育的思想和平行教育影响的方法（关于集体主义教育观将在下节论述），正是基于他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辩证认识。

（三）教育与教学的辩证关系

马卡连柯既重视对学生进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的教育，也重视用科学文化知识武装学生的头脑，认为教育与教学之间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是相辅相成的。他主张学校中的一切工作都应具有教育性。他反对狭隘地把教育等同于教学，认为教育和教学是“教育科学的两个或多或少地独立的部分”。他认为，学校是强有力的教育手段，但是又指出了“教育过程不仅仅在课堂里进行”，受教育的不仅是儿童和学生，所有的人都在随时随地以“广泛的社会影响的方式去接受教育”[28]。马卡连柯对苏联20世纪30年代某些教育家将教育过程等同于教学过程的观点提出的批评，对苏联以后的教育理论的发展起了积极的作用。

（四）教师与学生的辩证关系

“我竭力让他相信，与其说我是个教师，不如说我是在教他，使他有文化，使他能在工厂工作；我要让他相信，他是生产过程的参加者，他是公民，而我是在他的帮助之下，在他的参与之下指导他的生活的一个长者。我决不愿意让他相信他自己仅仅是个学生，也就是说，仅仅是教育的现象，而不是社会的和个人的现象。然而，事实上，对于我来说，他确实是教育的现象。”[29]马卡连柯的这段话，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他对师生关系的辩证认识。马卡连柯认为，在儿童集体中应当有有威信的、有文化的、有工作能力的成年人。这样的成年人就是教师。“教育就是年岁较长的一代把自己的经验、热情、信念传授给年轻的一代。”[30]马卡连柯又认为，教育者本人也必须受教育；任何教师都无权单独行动，进行个人的冒险。“应该有一个教师集体。哪里的教师没有结合成一个集体，集体没有统一的工作计划，没有一致的步调，没有一致的、准确的对待儿童的态度，那里就不会有任何的教育过程。”教师集体应该“有共同的见解、共同的信念，相互帮助，互不嫉妒，不追求学生对个人的爱戴。只有这样的集体，才能够教育儿童”。马卡连柯还说：“如果有五个能力较弱的教师团结成一个集体，他们受到同一种思想、同一种原则、同一种作风的鼓舞，齐心协力地工作，比起十个随心所欲地单干的能力强的教师来要好得多。”[31]另一方面，马卡连柯认为，教育虽然是为学生未来的生活做准备，“但我们的儿童集体决不愿意过为了某种未来的生活做准备的生活，儿童集体不愿只成为教育的现象，它愿意像其他每个集体一样，成为有充分权利的社会生活的现象”。集体的每个成员不把自己看成“未来个人的萌芽”[32]。因此，教师就应该把自己的学生既看成“教育现象”，又看成是“有充分权利的公民”，是对社会承担着职责和义务的人。教师既要严格要求学生，又要发挥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使学生集体本身也起着教育作用，成为教育的主体。由此，马卡连柯又提出了一个观点：“教师集体和儿童集体，这不是两个集体，而是一个集体，而且是一个教育集体。”[33]

此外，关于高度尊重与严格要求、纪律与自治、惩罚与奖励之间的关系问题，马卡连柯都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予以解决，我们将在下文阐述。

二、辩证的教育目的论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科学的一个相当重要的课题就是研究教育目的和达到这个目的的方法。他本人对此问题非常重视，认为“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就是工作应当彻底地适合目的”，目的性应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基础。他根据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观点，对此问题提出了自己精辟的理论见解。

（一）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

马卡连柯认为，教育目的应该适应社会政治经济的需要和时代的要求，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只有根据社会的要求和需要才能规定出教育目的，教育必须培养出“社会所需要的人才”[34]。教育目的产生的依据是什么呢？马卡连柯是这样回答的：教育目的“来自我们社会的需要，来自苏联人民的追求，来自我们革命的目的和任务以及我们的斗争的目的和任务”[35]。教育目的“应当辩证地、批判地从我们的政治需要出发。它不仅应当从当前的需要出发，而且应当从我们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从共产主义社会的需要出发”[36]。因此，“作为教育产品的人的培养计划，应当根据社会定货来制订。”[37]而所谓的“培养和谐的个性”这样的目的，是一种脱离了时间和空间范畴的目的，只能是一种抽象的目的。

（二）个性与共性的统一

马卡连柯指出：“我们工作的目的应当表现在经我们教育者的手造就出来的人的实际品质上。”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培养医生、工程师、工人……资本主义社会同样需要从事这种职业的人。两种不同社会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人除了职业的共同性之外，应有“以一些直接对立的个性特点相区别”[38]。马卡连柯所追求的培养目标是怎样的呢？他说：“我们希望培养出有文化的苏维埃工人。……我们应当培养他守纪律，他在政治上应是开展的……应当培养他有义务感和荣誉感。……他应当善于服从同志，也应当善于命令同志。他应当善于做一个有礼貌的、严肃的、善良的人，必要时……善于做一个无情的人。他应当是积极的组织者。也应当是坚韧不拔的和经受过锻炼的，他应当能够约束自己并且影响别人；如果他受了集体的惩罚，他应当尊重集体和尊重惩罚。他应当是快乐的、充满朝气的、神态端庄的，能够进行斗争和建设、善于生活和热爱生活的。他应当是幸福的。……还培养他们具有经营者和组织者所需的多种多样的品质。”[39]这就是马卡连柯教育理想中的培养目标。这些相对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性特点，又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所追求的普遍的目标，具有共性的特点。

马卡连柯充分认识到，虽然我们培养出来的人“都应当是对工人阶级的事业有益的”，但每个人都具有自己独特的个性特点，是“品种非常不同的教育材料”，“由于（人）材料的不同以及这些材料在社会上的用途的多样性”，共性的实现必须以“各种形式为前提”，否则就是“抹杀个性的”。“忽视人的多样性和硬把教育的任何问题塞进对所有的人都适用的一句话里面，那会是不可思议的粗枝大叶”。马卡连柯认为，这是教育目的论中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他提出警告说，这种抹杀个性的论点在“教育学中为自己筑成的巢，比在其他任何学科中所筑的巢都要坚固”[40]。马卡连柯指出，个性和共性的结合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特点，在教育实践中“最危险的事情就是畏惧这种复杂性和多样性”。这种畏惧有两种表现形式：一种是千方百计地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把具有丰富个性特点的人“硬套进一个标准模型里”，培养出的人是千人一面；另一种是所谓的个别处理，消极地用零敲碎打单独对付每一个人的办法来对付千千万万的学生。马卡连柯指出，“第一种畏惧使教育学接近于旧时代的官方规范，第二种畏惧使教育学接近于儿童学。”[41]教师的任务就是要引导学生，使学生的个性朝着社会需要的方向发展。

（三）教育方法的目的性与辩证性

马卡连柯认为，一方面，教育方法是由教育目的决定的，整个教育过程就是适合目的的过程，教育过程的目的应该成为教育工作的主要基础，目的不明就不可能进行教育活动。他说，要“根据我们的目的来提出教育方法”。我们要“培养出无愧于这个时代的真正的公民”，因此就应该“根据这个最神圣的目的，而且是最普通、最实际的目的来引出教育方法”[42]。

另一方面，教育方法又具有辩证性，他把教育方法的目的性和辩证性，看成“苏维埃教育体系基础的基本原则”。马卡连柯精辟地指出，第一，不允许有不去实现既定目的的任何方法；第二，任何方法都不是“永恒不变、永远有效和永远分毫不差地生效的”[43]。他说：“没有任何绝对正确的方法，也没有必定有错的方法。使用这种或那种方法的范围，可以扩大到十分普遍的程度，也可以缩小到完全否定的状态。”[44]而这一切都取决于环境、时间、个人和集体的特点，以及教育者的才能和修养、他所要达到的近期目的等。马卡连柯一针见血地指出，不管建造什么样的房子都需要使用砖头、木材、混凝土、钢材，同样的道理，培养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资产阶级活动家也完全可以采用同样的一些方法。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方法的选择，而在于方法的配合和它们的互相关系的安排。马卡连柯指出，不能脱离整个体系去单独分析某一种方法。分析任何一种方法，如果脱离了其他方法和整个体系，脱离各种方法的综合影响，就既不能认为它是好的，也不能认为它是坏的。

（四）教育目的研究的严肃性

马卡连柯以十分负责的、严肃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来研究教育目的。他认为，教育目的就表现在教育者所培养出来的人的实际品质上。被教育者就是教育的产品。产品可能有优秀的、合格的、勉强合格的和不合格的。教育工作中是否允许出现不合格品呢？有人提出可以有10%的不合格品率。马卡连柯算了笔账：苏联当时有3000万儿童，按照那些人的想法，就允许有300万儿童“背离了我们苏维埃的道德规范”，这将使国家和人民遭受严重的损失和危害。马卡连柯称持这种观点的人是“人民的敌人”。他断然相信，并且一生都坚定地说，在教育工作中“不许有1%的不合格品，不许有一个被断送了的生命”[45]。他认为，对教育目的的研究是一件十分严肃的、责任重大的事情，必须有高度负责的精神，坚决反对不负责任的空谈。

（五）对错误观点的批判

马卡连柯认为，在对教育的适合目的性的认识上有许多曲解和错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类：演绎臆断类、强调伦理概念类、孤立方法类。

演绎臆断类的特点是由假定的前提得出结论。不是通过经验的检查，而是通过逻辑推理去得出某种方法有效与否的结论。20世纪20年代苏联采用的综合教学方法就是这类错误的例证。强调伦理概念类的错误是把手段和方法与在伦理内容上没有疑义的概念混淆起来。孤立方法类的错误是将某种方法与整个方法体系割裂开来。

第三节 论集体主义教育

集体主义教育思想是马卡连柯教育思想体系的基础和核心，如何组织和培养集体是马卡连柯全部教育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中心问题。马卡连柯说：“我们的教育任务就是要培养集体主义者。”[46]他要求创造一种方法，“它既是一般的和统一的，同时又能使每一个个人有发展自己的才能、保持自己的个性、按照自己的志向前进的可能。”[47]这个方法就是集体主义教育方法。

一、“集体”的概念

马卡连柯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是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的原理为依据的，是从共产主义教育的总目的出发的。马卡连柯强调，必须正确理解集体这个概念的实质。他认为：“只有按照社会主义原则构成的社会统一体，才可以称为集体。”[48]集体是一个社会有机体，集体内部有机构、权能、责任和各部分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依赖关系。马卡连柯在从事苏维埃教育工作的16年中，把自己的主要精力都放在解决集体和集体机构的建立、解决权能的制度和责任的制度等问题上。根据他的观点，集体应该具有四个特点。①集体不是乌合之众，而是由共同的目的、通过共同的劳动并在劳动的共同组织中把人们团结在一起。②每个集体都是整个社会的一部分，与其他集体有着有机的联系；集体首先对社会负责，对整个国家承担义务；集体的每个成员只有通过集体才能参加社会；组织性和纪律性是形成、巩固和发展集体的基本条件之一，在集体中个人的目的和利益必须服从集体的目的和利益。③集体拥有管理机构和协调机构，这些机构有权代表集体并行使各种职责。④有正确的集体舆论。在集体中间，同学之间的关系不是友谊问题，不是爱的问题，也不是一团和气的问题，而是“责任重大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问题”。马卡连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是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上的，个人不能脱离集体而存在，个人的创造能力和力量也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得到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集体主义者，这样的人只有在集体中、通过集体和为了集体才能培养出来。他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创造了一整套集体主义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二、集体主义教育的原则和方法

（一）依存和服从的原则

马卡连柯认为，在集体中最困难的一个问题是建立服从关系，而不是建立平等关系。他在集体中采用了“复杂的依存和服从的原则”。值日队长制度就是一个例证。一个孩子，今天是值日队长，领导着整个集体，而明天他就是集体中的普通一员，要服从新的领导人。他“努力使集体的各个全权代表之间的依存关系，尽可能多地交织在一起，使得服从和命令尽可能多地相遇”。为什么要建立这种依存关系呢？因为儿童生活在一个有共同目标的集体中，在这个集体中存在着复杂的依存关系。每个人要使自己个人的志趣与整个集体的志趣一致起来，使个人目的与共同目的不发生对立。“哪里个人目的与共同目的相一致，哪里没有任何不协调，哪里的集体才是苏维埃式的。”集体成员彼此之间是由自己对集体的义务、关系、职责、荣誉以及行动等互相联系起来的。因此“这种一个集体的成员与另一个集体的成员之间的有组织的关系，是教育过程中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49]。马卡连柯认为，必须教会学生善于命令，善于服从，勇于负责，乐于接受集体的委托，习惯于过有组织、有纪律的生活。

（二）对儿童高度尊重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

为了培养全面发展的一代新人，马卡连柯从自己的教育实践中总结出一条最基本、最重要的原则，即对儿童高度尊重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他提出，“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他说：“我们向每个人提出有深远意义的、有充分根据的和一般的要求……我们对个人也表现出极大的、有原则的尊重。这就是把对个人的要求与对个人的尊重结合起来……”[50]马卡连柯认为，对一个人提出要求，就是对他的力量和可能性的尊重，而在这种尊重里表现出对他的要求。如果对人没有要求，就不可能形成集体。从这一基本思想出发，他主张在教育工作中首先必须尊重儿童，即尊重儿童的人格，相信儿童的力量，善于发现儿童的优点，满腔热情地对待他们，把每个儿童都看成发展中的人。因此，他在改造少年违法者时从不提他们的历史，不揭人家的疮疤，不伤害其自尊心。

（三）平行教育影响原则

马卡连柯认为：“个人对个人的影响是一种狭隘的和有限的因素。整个集体是我们的教育对象，我们应当把有组织的教育影响针对着集体。……集体是个人的教育者。”[51]于是马卡连柯提出了平行教育影响原则。这就是说，教育者和学生集体的自治机构只与分队（集体的基层组织）发生关系，“尽量不和个别人打交道”[52]，在教育集体的同时通过集体去教育个人；而在教育单独的个人时也应想到对整个集体的教育，通过对个人的教育去影响集体。捷尔任斯基公社曾开除过一名社员。马卡连柯在谈到这件事时说：“在这件事中受到教育的不只是被开除的那个人，而是整个集体。整个集体在为提高自己的品质的斗争中受到了锻炼。”[53]因此，马卡连柯的平行教育影响原则，实际上也是一种个别影响的方法，但它不是由整个集体直接转向个人，而是以集体为媒介转向个人。马卡连柯认为，教育只有针对集体中的每一个人，而不是针对个别的个人时，才能培养出真正的集体主义者。

（四）前景教育原则

马卡连柯认为健康的集体必须不断发展。根据集体运动的规律，他提出了沿近景—中景—远景路线发展的前景教育原则。他指出：“人的生活的真正刺激因素是明天的快乐。在教育技术中，这种明天的快乐就是最重要的工作对象之一。”“培养人，就是培养他对前途的希望。这个工作方法就是建立新的前景，运用已有的前景，逐渐代之以更有价值的前景。”按照这一原则，首先应该激发生活的乐趣，把欢乐变成现实的东西，然后把较简单的欢乐变为更复杂的、更重要的欢乐，即从简单原始的满足过渡到高尚的责任感。这就要不断地向集体提出新的任务，向集体展示一个又一个前景，引导集体为实现新任务的目标而奋斗，鼓舞集体在追求美好的前景中不断前进。这是使集体不断发展、巩固，永葆青春活力的生命线，个人在集体的这种前进运动中也逐渐地成长起来。马卡连柯也指出了在建立前景路线时必须注意的几个问题。第一，在展示前景方面，“永远应当培养集体的意向，而不只是个人的意向”。要让学生“关心集体的前景胜过关心个人的前景”。第二，要使个人的前景与集体的前景协调，“使我们的学生感觉不到这两者之间有什么矛盾”。第三，要给学生机会，使他们努力追求的是“要求投入一定劳动的满足”。总之，马卡连柯主张建立的前景是学生“共同追求的明天，它饱含着集体的努力和集体的成就”。马卡连柯说：“如果您真正关心集体，如果您确实努力使集体的生活更快乐，如果您不欺骗集体，从不向它指出过后不能实现的迷人前景，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前景路线的教育才会是有效的。向集体指出它前面的任何快乐，即使是很小的快乐，都能使集体变得更巩固、更和睦、更朝气蓬勃。”[54]

（五）集体的作风和传统

马卡连柯指出，根据集体继承的原则，优良的作风和传统对于美化集体、巩固集体具有重要意义，培养集体的作风和传统是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方法。他认为，优良的作风应有三个标志：①集体成员朝气蓬勃、积极乐观、充满信心、团结向上；②每个成员都知道自己在集体中的地位、责任，自觉维护集体荣誉；③每个成员都能自我克制，对他人谦虚、礼貌。传统是与作风相联系的。传统的建立必须经过紧张、热烈的工作和长期经验的积累。传统一旦建立就不能用命令方式取消，而要用更有力、更有益的新传统代替。马卡连柯对他领导的集体所形成的各种传统深感自豪，这些传统大大提高了教育工作的效率。马卡连柯说，集体的美德“要靠传统来维持”，传统能“美化儿童的生活”，没有传统，就不可能有“正确的苏维埃教育”，“任何东西都不能像传统那样去巩固集体”[55]。

（六）纪律教育

在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体系中，纪律教育是与集体主义教育紧密联系的。严格的纪律促使集体变得更完善，使集体的每个成员变得更美好。在纪律教育方面马卡连柯提出了以下几个重要的理论观点。

一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纪律是一种道德的和政治的现象”，“我们的纪律永远应该是自觉的纪律”。纪律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所谓有纪律，正是一个人能够愉快地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在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中他从不依靠强制性的纪律。“强制性的纪律，对于我们的集体来说是格格不入的。”[56]

二是根据上面这一思想，马卡连柯强调“纪律首先并不是教育的手段，而是教育的结果，以后才能成为一种手段”[57]。他认为，良好的教师集体和组织完善的、统一的学生集体才是最主要的教育手段，纪律是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培养起来的。纪律与生活制度的区别就在于后者是“协助教育的一种固定的手段和方法”，而“纪律是整个教育过程的结果”。

三是“纪律的基础就是不需要理论的一种要求。”马卡连柯认为，行为理论应“伴随着纪律”，“和纪律平行，而不是纪律的基础”[58]。他指出，必须让学生明白什么是纪律，为什么需要纪律，这就有必要向学生讲解行为理论。

四是“如果对个人没有要求，那么，无论是建立集体还是建立集体的纪律，都是不可能的事情。”他认为，纪律的基础是要求，要尽量多地要求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他主张，对个人提出“一贯的、坚定的、明确的、不予修正和不予通融的那种要求”。马卡连柯指出，组织要求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要求应当是发展的”。他把要求的发展与集体的发展联系起来，相应地把要求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在集体处于初创阶段时，这时由集体的组织者和领导者提出要求而且以不许反对的专断方式提出要求。第二阶段是在集体中已出现了一些积极分子时，这时积极分子以自己的意见来支持领导者的要求。第三阶段是在集体已形成和巩固时，这时由集体来提出要求。马卡连柯说：“这是由组织者的专断要求到个人基于集体要求向自己提出任意的要求所应经历的途径。我认为这一条途径就是苏维埃儿童集体发展的基本道路。”[59]

五是马卡连柯认为，惩罚是使集体纪律化的因素之一，它实际上也是一种要求。“确定整个惩罚制度的基本原则，就是要尽可能多地尊重一个人，也要尽可能多地要求他。……在惩罚中要能体现出对学生的要求。”[60]合理的惩罚制度不仅是合法的，也是必要的。它有助于学生形成坚强的性格，能培养学生的责任感，锻炼意志，增强抵御和战胜诱惑的能力。在必须惩罚的情况下，惩罚不仅是一种权利，而且是一种义务。惩罚是集体影响的一种形式，其出发点是集体。“惩罚的本质在于一个人体验到自己正受到集体的责备。”[61]惩罚是一种教育，它不应造成精神和肉体的痛苦。有权实施惩罚的，首先是整个集体或者是集体委托的一个人。惩罚不应妨碍集体的发展，而且要很少使用，“少到所给的惩罚能引起整个集体的注意”[62]。

三、集体的组织结构

（一）统一的学校集体

马卡连柯一生致力于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他指出，许多教师、儿童、家长和社会团体，不知道学校应该是一个统一的集体；在许多学校中只有班级集体，而没有学校集体，这就是酿成许多不幸的根源之所在。统一的学校集体是班级集体和社会之间的联系环节，它是一个统一的社会有机体。马卡连柯认为：“只有建立了统一的学校集体，才能在儿童的意识中激发舆论的威力，舆论是起调节和约束作用的教育因素。”[63]有了学校集体的舆论，就能使学生养成使个人的行为有利于社会的习惯，养成儿童的公民荣誉感和责任感并认识到自己对别人的义务。马卡连柯说：“如果我没有统一的学校集体，我就不会工作。”[64]统一的学校集体的形成要有两个条件：一是统一的教师集体，二是统一的学生集体。

马卡连柯认为，没有教师集体就培养不出儿童集体，统一的教师集体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教师都把全校的成功放在第一位，把自己班级的成功放在第二位，而把自己个人的成功放在第三位。在这样的集体中，每个教师不追求、不炫耀个人的成绩，而是竭力使整个集体的成就发扬光大。在这样的集体中，有统一的工作方法，不但能为自己的班级负责，而且还能为整个学校负责。只有在这样的集体里才会有真正的教育工作。在这样的一个统一的、精诚团结的集体里，即使最年轻、最没有经验的教师，也会成绩卓著。

马卡连柯指出，班级集体与统一的学校集体是两回事。各个班集体各自为政，只了解自己班级的事情，而不认识其他班级和年级的人，也不知道他们的事情。而在统一的学校集体中，每个学生关心的不再仅仅是自己的班级这个小圈子的利益，他们受到学校共同目的的鼓舞，亲身体验到学校的共同的快乐。

为了建立统一的学校集体，就必须有统一的学校利益、统一的学校工作方式、统一的学校自治。此外，还要有集体成员之间的交往和了解，因此马卡连柯建议学校中的学生集体不应超过1000人。

（二）基层集体和集体中的自治

马卡连柯认为，理想的基层集体的特点是，它既感觉到自己的统一、团结和坚强，又感觉到自己是一种社会制度，是具有某种义务、职权和责任的一个集体和组织。在马卡连柯的教育实践中，这样的基层集体就是分队，这是由队长负责的一长制的权力机构。基层集体的人数在7～15人。起初分队的领导人总是选举“最坚强的”儿童担任，后来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分队领导由孩子们轮流担任，分队也变成了由不同年龄孩子组成的混合分队，在每个分队里，既有年幼的孩子，也有十七八岁的青年。马卡连柯认为，混合分队在教育上是很有效的。不同年龄的人之间能产生更大的相互作用，很自然地进行着不断积累经验和传递经验的过程。年幼的孩子从大孩子那里获得各种各样的知识，掌握行为习惯、工作方法，学会尊重大孩子和他们的经验。大孩子学会关心小孩子，为他们承担责任，形成最美好的同志关系。这样的集体与家庭很相像。在今天大部分家庭都只有一个孩子的情况下，混合分队的思想就显得更有意义。轮流担任分队队长，使孩子们能在集体中有效地练习“命令和服从”。马卡连柯认为，在集体中的专门练习，能培养共产主义的意志、勇敢和目的性。

集体中的自治机构是全体大会、队长会议、值日队长制度等。全体大会要解决一切日常生活问题和工作问题，所有学生都参加全体大会，它是主要的自治机构；队长会议是处理一切日常工作的管理机构。马卡连柯指出，对学生自治机构的指导是领导人首先要注意的工作，他的责任是要注意引导学生在解决眼前问题时永远不忘记明天的任务和整个集体的前景，全体大会的“一切工作的主旨应当是向前进，使教育机关日趋繁荣，改进教育工作，提高学习和生产成绩”[65]。领导者要注意经常培养积极分子，与积极分子的关系应是友好的和实事求是的，坚定不移地利用自治机构的威信。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学员在实施自治的过程中形成了许多很好的传统，例如，绝对服从全体大会的决定，任何人，包括马卡连柯在内都不得违反大会的决定；在全体大会上犯错误的人要站出来，站在会场的中间，交代自己的错误，听同学们评论他的行为；严格地遵守时间，发言简短，只讲一分钟；值日队长是集体的全权代表，所有的人都必须服从他，值日队长在全体大会上对着大家敬礼之后所做的报告，领导人无权检查其真实性、可靠性；等等。这些传统对巩固集体、教育自己起了很好的作用。

第四节 论劳动教育

一、劳动教育与集体主义教育的结合

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理论在他的教育思想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与他的集体主义教育理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集体，正是在共同的劳动过程中形成的，并在共同的劳动中得到巩固和发展。在高尔基工学团中学员主要从事农业、畜牧业和一些手工劳动，经费主要靠国家预算，学员的劳动收入用来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在捷尔任斯基公社，建成了苏联第一座生产电钻的工厂和第一座生产费捷牌照相机的工厂。学员的劳动收入不仅保证了自己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和集体所需的开支，还能向国家上缴利润。马卡连柯从关于儿童集体的基本观点出发，在公社中办起了学校、工厂，工厂中有工程师，有生产财务计划，有细致的劳动分工，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和定额要求，有工资，也有义务和责任。公社社员可以变换几次工种，他们了解工厂的生产计划、生产过程的组织。他们从事的是真正的工业生产劳动，履行生产工人的一切义务，享受生产工人的一切权利。他们在公社中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十年制普通中等教育。马卡连柯认为，“拥有工厂并为工厂负责的集体，可以获得极多的组织者的技巧”，并且社员参加生产过程中各道工序的工作，对于培养他们的性格起了很好的作用，使“他们在认识上、习惯上和观点上，都有广泛性和多方面性的个性特点”。在他们离开公社以后，也可以从他们身上看到从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组织工作和生产工作中“获得的那种熟练技巧的反映”[66]。

二、劳动的教育意义

马卡连柯的劳动教育理论是以马克思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基本原理为依据的，也是从社会主义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出发的。

首先，马卡连柯肯定了“在教育工作中劳动应该是最基本的因素之一”[67]。然后，马卡连柯阐明了在什么情况下劳动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他指出，第一，“一般的”劳动并不是教育的手段。“只有用一定方式组织起来的、有一定目的的劳动，也就是作为全部教育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的劳动，才能成为教育的手段。”[68]第二，“劳动如果没有与其并行的知识教育，没有与其并行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教育，就不会带来教育上的好处，成为不起作用的一种过程。……只有把劳动作为总的体系的一部分时，劳动才可能成为教育的手段。”[69]随着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劳动教育实践的发展，马卡连柯对劳动教育的意义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了。他坦率地承认：“我不仅是劳动教育的拥护者，而且是生产教育的拥护者。”[70]他主张学校里应该有生产过程，因为，只有在生产过程中才能培养出生产集体成员的真正的性格；在生产过程中，在执行生产计划时，人们才会感觉到自己对每一部分工作应负的责任。因此，马卡连柯不能想象脱离生产条件的劳动教育。他认为，不注意创造价值的劳动，是不可能成为教育的积极因素的。即使学习劳动也是这样，应该从劳动所能创造的那种价值观念出发。

三、劳动教育与普通中等教育的结合

在捷尔任斯基公社中，既有现代化的工厂，也有十年制中学。在那里生产劳动教育与十年制普通中等教育和谐地相结合，获得了“最健全、最自然的配合”。社员们在那里受到了当时的苏联青年所能受到的最好的中等教育，公社“教育出来的人，懂得生产，懂得生产组织，也懂得生产过程，此外，还是一个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有教养的人”[71]。马卡连柯自豪地说：“捷尔任斯基公社不晓得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之间的鸿沟。机器制造学院的工农速成中学把我们的社员直接引导到高等工业学校，并且他不仅作为一个有准备的大学生，而且作为一个具有熟练技术的优秀能手进了高等工业学校。”[72]公社的毕业生，无论是升入高等学校还是直接就业，都没有任何困难。

关于劳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结合问题，马卡连柯的认识是逐步发展的。马卡连柯承认，他起初是“劳动过程”的拥护者，认为应该让儿童学习某种生产劳动，获得某种熟练技术。这种偏见就是认为劳动过程应该与教学计划联系起来。如果孩子们在制作凳子，就应使这种劳动与地理、数学、俄语等学科的教学联系起来，但结果发现在它们之间很难建立起这样的联系。在实践中他认识到了追求这种机械的联系是很荒谬的。在生产劳动过程中，学生自然会运用他们在课堂上获得的知识，复杂的生产过程还能满足学生广泛的兴趣爱好。由于公社正确处理了劳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结合问题，公社在培养其社员中等教育和高级熟练技能的同时，还培养了他们经营者和组织者所必须具备的多种多样的品质。所以马卡连柯认为，学校里的学习过程和生产产品的生产活动结合起来，就能有力地决定人的发展，因为学习过程和生产活动消灭了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界限，培养出有高度熟练技术的人。他认为，在苏维埃的教育中，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没有本质的差别。无论是在体力劳动中还是在脑力劳动中，“最重要的方面首先是劳动力的组织，是从事劳动的人”[73]。

第五节 论家庭教育

一、关于家庭中的集体主义教育

在儿童的家庭教育问题上，马卡连柯同样强调了集体主义教育的重要性。

马卡连柯认为，旧式的家庭是一种父权的家庭，孩子的生活完全服从父亲的意志，孩子“没有办法摆脱父亲的权威”，父亲滥用自己的权力，“像刚愎自用的人那样残酷地对待孩子”。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家庭首先是一个苏维埃的集体，它与旧家庭的根本区别就在于此。每个苏维埃家庭，“都是由享有平等权利的社会成员构成的集体，家长与儿童的区别在于家长领导着家庭，儿童在家庭中接受教育”。儿童将成长为怎样一个人，取决于儿童本人的能力和所受的教育。为了使家庭教育得以顺利地进行，马卡连柯要求家长们懂得：第一，在家中他们“不是绝对的、不受任何约束的主人，而只不过是集体中一位年长的、负有责任的成员”。家长必须从孩子幼年起，在孩子的一举一动中，在孩子的游戏中培养他集体生活的习惯，不可让孩子成为家中的“暴君”，不可让孩子成为“利己主义者”。第二，家长要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孩子对“苏维埃的法律承担责任”。每个做父母的都应严肃地对待自己的生活，任何移情别恋造成的家庭的破裂都会病态地反映到儿童的教育上。马卡连柯规劝那些经常吵吵闹闹的家长们，“如果家长真正爱自己的孩子并想尽可能好地教育他们……就应该尽量不使彼此之间的不和睦发展到分裂，从而不把孩子置于最困难的境地”。马卡连柯认为，家庭集体的完整和团结一致，是正确地、有效地开展家庭教育的基本条件。第三，家长不应把家务事与自己的社会工作截然分开。家长应通过自己的心灵、自己的思想，把国家发生的事情，把自己所在单位发生的事情，把自己在工作中取得的成就、为国家做出的贡献，把自己的喜怒哀乐传达给孩子，让孩子产生兴趣，让孩子为家长的成就感到自豪，从而让孩子从小就融入社会的大集体中。第四，家长是家庭集体的领导成员，他必须以身作则，父母“自己的行为，是最具有决定意义的东西。……父母对自己的要求，父母对自己家庭的尊重，父母对自己的一举一动的检点——这就是首要的和最主要的教育方法”。在家庭教育中是没有任何灵丹妙药的，需要的是最严肃、最朴实、最真诚的态度。第五，“教育工作首先是组织者的工作”[74]。家庭教育工作的实质不在于家长对孩子的直接影响，而在于家长是如何组织自己的家庭、自己的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如何组织孩子的生活。在家庭教育工作中是没有小事的，家长必须十分关注小事情，正是这些小事情每天、每时、每刻都在起着作用，组成日常的生活。家长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指导这种生活，组织这种生活。

二、关于家长的威信

没有威信就不可能进行教育。在孩子的心目中父母的威信就是父母的价值与力量所在。有些家长错误地认为，孩子听话就说明家长有威信，于是为了达到听话的目的而去得到让孩子听话的结果，追逐自己的威信，从而培养出了懦弱的孩子，培养出虚伪的、不诚实的自私自利的人。马卡连柯在《儿童教育讲座》中分析了几种建立在这种错误基础上的威信。这些虚假的威信就是：①以高压获得的威信；②以妄自尊大获得的威信；③以迂腐获得的威信；④以说教获得的威信；⑤以爱获得的威信；⑥以善良获得的威信；⑦以友谊获得的威信；⑧以收买获得的威信；等等。虚假的威信尽管有着形形色色的表现，但都是“以故意做作为原则，力图用任何手段制造‘听话’的假象”[75]。马卡连柯指出，家长的真正的威信的基础在于家长的生活和工作、家长的公民责任感，在于家长对孩子生活的了解和帮助以及对孩子教育的责任心。马卡连柯认为真正的威信应该是以了解、以帮助、以责任心获得的威信。

三、关于百分之百成功的教育

马卡连柯的以下两个观点是每一位家长，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予以充分重视的。

第一，马卡连柯强调了早期教育的重要性，他认为，必须从孩子诞生后就开始对他进行正确的教育，“对一个人的教育的成功与否取决于5岁以下的幼儿期”[76]。“教育的主要基础是在5岁前打下的。”[77]孩子将成为怎样的人，主要取决于家长在他5岁前把他造就成什么样子。如果孩子在5岁前没有得到应有的教育，“那么以后就不得不进行再教育”[78]。马卡连柯认为：“这种矫正工作，再教育工作，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再教育工作需要花费更多的精力，需要更多的知识，更大的耐心，并非每个家长都能做到这一切。……再教育和改造——这项工作非但更困难，而且是痛苦的。这样的工作即使取得了圆满的成功，也经常使家长忧伤，损伤他们的神经，往往会扭曲家长的性格。”因此，马卡连柯忠告每位家长“要始终做好教育工作，力争将来不必再做任何改造工作，力争从一开始就把一切都做对”[79]。

第二，马卡连柯坚定地认为，在儿童的教育中不允许有任何一个不合格品，因此家长和每个教育工作者都必须有高度负责的精神，不使任何一个儿童由于不良的教育而成为废品。

四、关于教育中的尺度与分寸

马卡连柯强调进行教育工作并不需要什么特殊的天赋，教育工作也不是什么很困难的事情，只要具有健全的理智就可以了，健全的理智表现为善于掌握尺度与分寸。一方面家长本人要善于掌握尺度与分寸，另一方面要从小培养孩子学会掌握尺度与分寸。

马卡连柯直截了当地说，对孩子的爱“需要一定的限度，就像需要奎宁和食物一样，谁也不可能吃下10公斤面包并为自己的好胃口自豪。爱也需要有尺度，有分寸”。爱，是人类最伟大的情感，它能创造奇迹，创造新人。但是，爱超过了限度就成了溺爱，成为“制造废品”，也就是“造就拙劣的人”[80]的原因。很难找到不考虑和不希望孩子幸福的家长，甚至有的家长为了儿女的幸福准备放弃自己的幸福，准备牺牲自己的幸福。然而，马卡连柯尖锐地指出，这是家长所能给予自己的孩子的最可怕的礼物。关于这种可怕的礼物可以这样说：“如果您想毒死您的孩子，给他大剂量地喝您自己的幸福吧，他就会被毒死。”马卡连柯用生动的事实说明，盲目的母爱把母亲变成了孩子们的女仆，以孩子为中心的家庭正在把孩子变成家庭的暴君。家长应该培养孩子去追求为父母带来幸福，在孩子的眼中父母应首先有权享受幸福。马卡连柯说：“必须教育孩子关心父母，培养孩子产生一种纯朴的自然的愿望，让他们在父亲或母亲的愿望没得到满足之前自愿放弃自己的欲望。”[81]

具有分寸感，善于掌握尺度，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家长要善于掌握对孩子的慈爱与严厉的尺度；在干预孩子的生活的程度上家长既要放手，给予孩子必要的自由，但这种自由又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家长既要发展孩子的主动性，让他有可能去随机应变，进行一定的“冒险”，又不可以放任不管，不可以让孩子习惯于过一种随心所欲的“不受监督的生活，习惯于不受监督地思考和做决定”。必须培养孩子坚强的意志。坚强的意志不仅仅是想什么就得到什么的本事，还是一种迫使自己拒绝不需要的东西的能力。马卡连柯正确地指出：“意志——这不单纯是欲望和欲望的满足，这还是欲望和制止、欲望和拒绝的同时并存。如果您的孩子只练习实现自己的欲望而不练习遏制自己的欲望，他就不会有坚强的意志。没有制动器就没有机器，没有遏制也就不可能有任何意志。……必须培养孩子具有遏制、制止自己的能力。”[82]

五、关于家庭生活制度

马卡连柯认为，一个守纪律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始终善于选择正确的行为，选择对社会最有益的行为，也能坚定地持之以恒，不管会遇到什么样的困难和不愉快”[83]。凡是能愉快地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的人，就是一个守纪律的人。为了培养出守纪律的人，必须做许多工作，其中包括建立合理的制度。家庭的生活制度是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不可能是千家一律的、一成不变的。家长在制定家庭的生活制度时首先要考虑制度的合理性和目的性，必须尽可能地让孩子自己去理解为什么需要制定这样的制度，并且重要的是让孩子经常去练习正确的行为，牢固地形成好的习惯。制度还必须具有确定性，不可朝令夕改，家长必须监督孩子认真执行，而且要求孩子做到的家长自己首先应该做到。制度的主要目的是积累正确的纪律方面的经验，有了正确的制度就不再需要惩罚。马卡连柯提请家长们注意，“没有正确的制度，惩罚本身不能带来任何好处。而如果有了好的制度，即使没有惩罚也能如鱼得水，只是需要更多的耐心”[84]。

第六节 影响与评价

一、马卡连柯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影响

马卡连柯是苏维埃教育学的杰出理论家和实践家。他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他建立了一个崭新的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中充满着深刻的、丰富的内容，他的教育理论中包含着深刻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智慧，极大地丰富了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他的教育理论经受了半个多世纪的考验，证明了它仍然对我们现在的教育具有指导意义。他的教育遗产的强大生命力就在于理论与实践的紧密联系。他的教育遗产是对他个人和他的集体32年的经验的深刻的理论概括，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的理论运用到矛盾层出不穷的教育过程中的教育现象上。他的教育实践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组织、建立起来的集体——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为我们提供了社会主义制度下教育的样板。3000多名流浪儿和少年违法者在他的教育下获得了生活的通行证，成为苏维埃国家的英勇保卫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生力军。

马卡连柯逝世后不久，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就成立了由他的夫人领导的马卡连柯教育遗产研究室。1940年，联共（布）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和《教师报》发起了深入研究马卡连柯教育体系的活动。从那时起，陆续发表了马卡连柯的一些教育论文和讲稿以及研究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文章。许多研究者把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作为自己的学位论文的研究课题。教育科学院在1946年出版了马卡连柯的《教育论文选》，1948年出版了他的《教育文集》，这本文集收进了马卡连柯以前没有发表过的一些讲演稿和报告。1950年至1952年出版了《马卡连柯文集》（7卷本），1951年至1958年出版了它的增补版。此外，还出版了一些关于马卡连柯研究的专著，如麦丁斯基（或译米定斯基）教授的《马卡连柯的生平和教育学说》、巴甫洛娃教授的《马卡连柯教育体系和现代生活》。苏联教育科学院出版的《苏维埃教育学》和《国民教育》月刊，也经常刊登有关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研究的论文。苏联的教育史教科书和教育学教科书，一直有评价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的专章，引用他的教育名言。1951年，在列缅丘格市建立了马卡连柯纪念馆。1975年，苏联教科院主席团做出决定，要求深入研究马卡连柯的教育遗产。1978年，为纪念他90周年诞辰，以“马卡连柯与现代化”为主题召开了全苏研讨会，充分肯定了马卡连柯教育遗产的现实意义。1977年出版了《马卡连柯文选》（2卷本）。为纪念马卡连柯100周年诞辰，苏联教育科学院从1983年至1986年编辑出版了《马卡连柯教育文集》（8卷本）。

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对苏联教育科学的发展的影响是很大的。苏联当代著名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可以说是与马卡连柯一脉相承的。苏霍姆林斯基继承了马卡连柯教育思想的精华，研究现代条件下的各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创造了自己的理论体系。

马卡连柯的教育遗产不仅属于苏联人民，也属于全世界人民。高尔基曾肯定过马卡连柯的教育试验所具有的世界意义。世界各国有214个代表团参观过捷尔任斯基公社，公社的教育实践让他们赞叹不已。他的著作被翻译成许多国家的文字出版。中国的教育工作者对马卡连柯是很熟悉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在20世纪50年代就出版了《马卡连柯文集》（7卷本）的中译本（以《马卡连柯全集》为书名），80年代又出版了分为上下两卷的《马卡连柯教育文集》。这套文集把马卡连柯的主要论文和报告集中了起来，更便于我国的教育工作者学习、研究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和实践。马卡连柯用文艺体裁写成的教育名著《教育诗篇》《父母必读》和《塔上旗》，早在20世纪50年代都被译成中文出版，受到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欢迎。根据马卡连柯的《教育诗篇》改编拍摄的同名电影，也被译成中文在全国放映，引起了轰动。报刊上大量发表研究马卡连柯的文章，各级师范院校的教育史和教育学教材，都专门介绍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在我国教育工作者中间，他的教育思想已深入人心，他对教育事业的忠诚、热忱和献身精神，起了很大的鼓舞和表率作用。马卡连柯的影响早已超出他的祖国的国界。有人说，他是与卢梭、裴斯泰洛齐、托尔斯泰、福禄培尔等杰出教育家齐名的经典作家，这并不为过。

二、评价

马卡连柯是马克思主义教育家。他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武器，打破阻碍教育发展的旧传统，与曾被苏联教育界广泛运用的、在西方流行一时的“儿童学”和“自由教育论”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儿童学者认为，儿童的命运是由遗传或某种不变的环境影响决定的，他们利用不科学的测量和问卷，随意地宣判一些孩子是“难教的”“落后的”“有缺陷的”，把他们赶出校门，送进特殊学校中，葬送了许多孩子的前途。在当时还没有一个科学工作者对这些非科学的观点和做法进行批评的时候，马卡连柯率先向儿童学发起挑战。他深信正确的教育能够开发人类伟大的创造力，他不纠缠于儿童的过去，而是把着眼点放在儿童的前途上，出自于对人的信任和对人的爱，他相信每个人都是可以教育好的。他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教育实践，是对儿童学的有力批判。自由教育论宣扬“儿童是生命的花朵”，把儿童理想化，对儿童一味地溺爱，以尊重儿童为幌子，放弃教育者的责任和义务。马卡连柯热爱儿童，但他严格地把握住爱的尺度，他对儿童高度尊重与严格要求相结合的原则，他的前景教育原则，就是对这种错误教育思想的批判。

马卡连柯是教育的革新家。他把自己的全部才智、全部力量都投入教育的创新中，他研究了当时不被人注意的教育科学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许多大胆的、独创性的理论见解。他的辩证的教育观和教育目的论，他建立的集体，他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及一系列教育原则和方法，他的劳动教育思想和家庭教育思想等，都是具有独创性的。

马卡连柯是卓越的教育理论家。他建立了一个崭新的、完整的教育思想体系。

马卡连柯是伟大的教育实践家。他在高尔基工学团和捷尔任斯基公社的实践，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都是独树一帜的，他所取得的教育成果，很难有人能与他并驾齐驱。

马卡连柯是出色的教育艺术家。他善于了解每个学生的心理，他不墨守成规，不因循守旧，他掌握了高超的教育机智，他是语言大师，他能根据情境的变化随心所欲地控制语调和运用语言，他能发现并激发每个学生身上的美德，采用创造性的教育方法。他还写出了影响深远的教育小说《教育诗篇》和《塔上旗》。

最后，应该指出的是，在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中，也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和一些偏颇的意见。马卡连柯的教育活动主要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斯大林时期“左”的思想的干扰和影响，认为教育科学虽有悠久的历史，产生了不少著名人物和光辉的思想，但同时既无方法、工具，又无逻辑，简直是一无所有。有的只是“某种骗人的幌子”[85]。这种否定教育理论的继承性的意见是有失偏颇的。其次，他对儿童学的批评意见中包含着某些过于偏激的成分，导致某些教师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忽视了对儿童年龄特点和个性特点的研究，不利于儿童心理学的发展。



[1]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8，Москва《Педаrorика》，1986. стр.116-128.

[2] ［苏联］马卡连柯：《职业的选择》，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Москва 《ПеДаrorика》，1984. стр. 38.

[3] ［苏联］马卡连柯：《高尔基对我一生的影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 8，10.

[4]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8，стр.118.

[5] ［苏联］马卡连柯：《在雅罗斯拉夫第一铁路中学纪念会上的演说》，Пеsosuческue сочuненuя，Том 4，стр.315.

[6] ［苏联］马卡连柯：《高尔基对我一生的影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2.

[7]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人民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01页。

[8]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8，стр.127.

[9]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343.

[10] ［苏联］马卡连柯：《职业的选择》，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85页。

[11]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工作经验谈》，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344，365.

[12]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450页。

[13] ［苏联］马卡连柯：《共产主义教育和行为》，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Москва 《ПеДаrorика》，1984，стр.323.

[1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6页。

[15]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Москва《ПеДаrorика》，1986，стр.48.

[16] ［苏联］马卡连柯：《高尔基对我一生的影响》，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678页。

[17]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01页。

[18] А. С. Макаренко，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6，Москва 《Педаrorика》，1983，стр.5.

[19]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01页。

[20]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3页。

[21]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28.

[22]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25.

[23]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30.

[24] ［苏联］马卡连柯：《共产主义教育和行为》，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323.

[25]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31.

[26]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Москва 《Педагогика》，1983，стр.166.

[27]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的目的》，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47，46.

[28]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365～366页；［苏联］马卡连柯：《工作经验谈》，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37页。

[29]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65，172-173.

[30]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38.

[31]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65，172-173.

[32]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家莫名其妙了》，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40.

[33]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234.

[3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67.

[35]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26.

[36]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29。

[37]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9页。

[38]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69、167.

[39]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家莫名其妙了》，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38-139.

[40]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69-170.

[41]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的目的》，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46.

[42]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29.

[43]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提纲）》，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18.

[4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79-180.

[45]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诸惠芳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50～151页。

[46]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106页。

[47]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70.

[48]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工学团工作方法的经验》，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18页。

[49]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94，195，193.

[50]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50，165.

[51]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家莫名其妙了》，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139.

[52]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50，165.

[53]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363.

[54]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1，стр.311-314.

[55]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35，134.

[56]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387页、第401页；《教育的目的》，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48.

[57]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20页。

[58]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401～402页。

[59]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50，151，153，158.

[60] ［苏联］马卡连柯：《学校里学生的性格教育》，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101页。

[61]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50，151，153，158.

[62]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经验中的若干结论》，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240.

[63] ［苏联］马卡连柯：《苏维埃学校里的教育问题》，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205.

[6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55页。

[65]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过程的组织方法》，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60页。

[66]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456～457页。

[67]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诸惠芳译，第60页。

[68] ［苏联］马卡连柯：《关于儿童教育的文艺书籍》，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7，стр.32.

[69]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4，стр.127.

[70] ［苏联］马卡连柯：《我的教育观点》，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227页。

[71] ［苏联］马卡连柯：《普通学校的苏维埃教育问题（讲演）》，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下卷，第462页。

[72]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家莫名其妙了》，引自吴式颖等：《马卡连柯教育文集》上卷，第30页。

[73]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63页。

[7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1～17页。

[75]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28页。

[76]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99页。

[77]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18页。

[78]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99页。

[79]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0页。

[80]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15页。

[81]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74～175页。

[82]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120～121页。

[83]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40页。

[84] ［苏联］马卡连柯：《儿童教育讲座》，第49页。

[85] ［苏联］马卡连柯：《教育诗篇》，Педагoгические сочинения，Том 3，Москва 《Педаrorика》，1984，стр.74.


第十四章 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曾先后建立了以墨索里尼为首的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和以希特勒为首的德国纳粹政权，鼓吹极端的民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实施对外侵略扩张的政策，推行法西斯极权统治。与此同时，亚洲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日本的统治集团也竭力加强军国主义化，走上了法西斯的道路。虽然这3个国家有着不同的历史传统和文化特征，但殊途同归，最终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个战争策源地，成为20世纪暴力和恐怖的万恶之源。

第一节 法西斯主义与德、意、日教育的法西斯化

一、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由来

“法西斯”是一个令人憎恶的字眼。人们一提到它，往往会联想到德、意、日法西斯侵略者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的浩劫。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在人们日常用语中，法西斯成了暴政和恐怖的同义词。

其实，“法西斯”这个词从它出现到1922年法西斯政权在意大利建立，其含义几经演变。法西斯最初来自拉丁文“fasces”，原指古罗马官吏出巡所执的中间插着一把突出斧头的束棒，它是象征有权者对违背其意志者处以鞭笞或死刑的特殊标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法西斯头目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1883—1945）最初组建法西斯党，并非取自拉丁文“fasces”，而是取意大利文“fascio”，其意思是“协会”或“联盟”。

19世纪末，受社会主义思想影响，新兴的意大利工人阶级开始组织起来。有的地方建立的工人阶级组织就以法西斯“fascio”命名，其实质是一般意义上的工人协会。1890年，意大利西西里岛建立劳动者法西斯，曾提出一个反映工农要求的提高工资、取消苛捐杂税和改善劳动条件的革命性纲领，深受工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欢迎，虽然它不久遭政府镇压而被迫解散，但在意大利产生了全国性的深远影响。从那以后，法西斯成了革命的代名词。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意大利米兰工会建立了一个自称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法西斯组织——国际行动革命法西斯。1915年1月1日，刚刚脱离社会党的墨索里尼加入这个组织，将其更名为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但到同年8月因墨索里尼应征入伍，这个革命干涉行动法西斯就自行消失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墨索里尼于1919年3月23日在米兰建立新的组织，仍以法西斯命名，称为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他仍想以法西斯的革命的含义争取工农群众，重新获得社会党广大党员的支持。但在1919年11月意大利议会大选中，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遭到惨败。于是，墨索里尼“放弃了社会主义的调子”，开始与地主和资产阶级结合，在城乡广泛进行暴力恐怖活动。这时，法西斯一词的含义发生了质的变化，成为暴力恐怖的同义语。

1921年6月，墨索里尼在意大利议会的演说中正式宣布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为敌。[1]他做起重新恢复古罗马帝国霸业的迷梦，把法西斯一词的由来追溯到古罗马时代。墨索里尼认为，“束棒”标志既可用来向法西斯分子灌输古罗马帝国的好战精神，又可以此说明法西斯是一个生死与共的整体，强调一致与纪律，凡是有不一致或违犯纪律者，立即绳以斧钺。墨索里尼利用战后在意大利广泛出现的强烈怀念古罗马的情绪，强化他在法西斯运动内部的权力，为日后对外侵略扩张和实行极权独裁统治寻求历史的和理论的根据。

1921年11月7日，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在罗马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更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将“束棒”定为党徽。[2]作为一种国际范围的现象，法西斯与暴力恐怖、极权统治和侵略战争联结在一起。德、意、日法西斯的首领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法西斯主义也就成了遗臭万年的罪恶的同义语。

二、法西斯主义的历史特征

综上所述，法西斯主义是20世纪前半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首先发源于意大利的一种国际范围的反动的历史现象。作为政治概念的法西斯主义，实际上是反映、表述这种历史现象的一个总概念，它包括法西斯主义思潮、法西斯运动、法西斯政权等相互联系的几个不同的概念。

一般而言，法西斯主义是在帝国主义陷入全面危机期间，主要在一些封建国家和军国主义传统影响浓厚的帝国主义国家出现的，以克服危机、对抗革命、实行扩张为目标的反动社会思想、政治运动和政权形式。执政的法西斯的基本特征包括：第一，它是崛起于社会中下层的右翼狂热运动，同原有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成政治联盟后所建立的反动政权，代表以垄断资产阶级为主体的新老统治集团的利益；第二，它是以极端民族主义为政纲核心，以侵略扩张、发动战争、争霸世界为其一切重大政策根本出发点的最野蛮凶残的帝国主义国家政权；第三，它是以极权制代替民主制的反共、反社会主义、反民主主义的恐怖独裁统治，是资产阶级专政的极端形式。[3]

执政的法西斯存在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德意类型，由意大利率先发端而经纳粹德国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其主要特点是有一个由强有力的党魁领导的群众性的法西斯政党，由这个政党发动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法西斯运动，采取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相结合的方式，但以自下而上为主要方式，与统治阶级权势集团结成政治联盟，取得全国政权，进而废除议会民主制，全面确立法西斯极权制。另一种类型是日本类型，其主要特点是通过近代天皇制自上而下地逐步实现国家的法西斯化，保留了较多传统形式和特征。

三、法西斯主义的理论观点

（一）极端的民族主义

极端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思潮，本来是帝国主义国家不同程度上普遍存在的现象。作为法西斯主义政治纲领核心的极端民族主义，有它自身的特点。

法西斯主义主要发生在德、意、日这三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突出地反映了这些国家垄断资产阶级向老牌帝国主义国家夺取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资本输出场所的渴望和意图。尤其在陷于严重经济政治危机困境期间，它们的扩张要求更是特别强烈，特别急切。这种要求的集中表现，就是公然宣扬所谓“生存空间”“生命线”一类谬论，将其作为全力追逐的根本目标。希特勒抓住德国地理学家、人种史学者弗·拉采尔在《生存空间论》（1901年）一文中提出的这个概念，殚精竭虑地予以发挥，宣称“保证德国的生存空间是我们的最高原则”。纳粹党副领袖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解释说，“生存空间”政策是纳粹运动“最深刻的任务，而其他一切只能看成达到这一目的的准备和手段”[4]。墨索里尼也宣扬“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5]。

法西斯主义发生于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极度不满的德、意、日三国，表明他们绝不甘心忍受英、美、法构筑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力图冲破或撕毁这些条约和协定，进而摧毁主要维护英、美、法既得利益的国际关系格局，建立由它们称霸世界的新格局。它们的极端民族主义必然导致动用武力挑起战争，危及整个世界和平。事实上，德、意、日三国先后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争策源地。

法西斯国家政权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战争以夺取“生存空间”和世界霸权，需要一个与此相适应的政治体制，即以极权制取代民主制，来保障把国内所有人力、物力、财力严密控制起来，使用于战争。极权制在政治上实行以领袖原则为依据的元首独裁制。希特勒说，“决不能实行多数决定的制度……必须要由一个人单独地做出决定”，“这一原则是绝对责任和绝对权威的无条件结合”。[6]极权制剥夺议会的一切政治权力，使其名存实亡，从而废除议会民主制。极权制在经济上推行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对私人企业实行统制经济。在组织上则推行职团制、民众共同体和家族国家等形式。

（二）狭隘的种族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

希特勒是一个十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在他看来，人类社会处在一种永恒的生存斗争之中。“世界不过是个适者生存、强者统治的丛林，一个弱肉强食、优胜劣败的世界”；弱者服从强者，劣者服从优者，是“支配宇宙一切事物的永恒意志”和法则。[7]这一观点不仅是纳粹德国，也是意大利和日本法西斯共同的思想理论基础，而在纳粹德国，特别突出的表现是它的极端民族主义深深植根于种族主义。后者是前者重要的思想根源和精神支柱；前者则是后者在政治上的具体体现。在纳粹党人那里，二者往往混同而很难区分，都被用以作为进行侵略扩张，实行种族灭绝的借口。纳粹党人的种族主义认为，世界的历史是种族斗争的历史，雅利安人是世界文明的创造者，“一切高级人类的创始者”；作为雅利安人的后代的日耳曼人是“地球上最高的人”，是“主宰种族”，应由它行使“主宰的权力”，统治世界；[8]犹太人、斯拉夫人等都是劣等种族，犹太人种下的最坏的祸根是民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和苏维埃国家，所以对犹太人、马克思主义的工人运动等，不仅要反对，而且要加以消灭。这显然是一种蛊惑人心的无稽之谈。

（三）极权主义

极权主义是墨索里尼在20世纪20年代首先提出的。威廉·夏伊勒曾经在书中写道：“在法西斯主义者看来，一切都存在于国家之中，在国家之外不存在任何有人性或精神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法西斯主义是极权主义的”。[9]由此可见，极权主义是一种国家观。它宣扬国家至高无上，所谓“国家是一种权势和绝对权力的意志”；国家包容一切，所谓“整个民族参加相应组织的一切政治、经济、精神力量，都能在国家内进行活动”；“在国家之外既没有个人，也没有集团（政党、团体、工会、阶级）”，“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国家是绝对的，在它面前，个人和集团都是相对的”。这里所说的国家“绝对权力的意志”，当然也就是法西斯统治集团或者首脑个人的意志。西方不少学者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实行极权主义，这至少是一种误解。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关，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社会主义国家是人民当家做主，体现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人民大众的意志，而在涉及利益分配上实行国家、集体、个人利益统筹兼顾的原则。这与法西斯主义的国家至高无上，根本否定个人和集团在国家之外的存在，完全是两种截然相反的国家观。把二者等同起来显然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二节 德国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一、希特勒的纳粹教育思想

作为德国的法西斯头子，阿道夫·希特勒的纳粹教育思想是纳粹德国时期教育的主导思想。

1889年4月20日，希特勒出生于奥地利布劳恩诺镇的一个海关官员家庭。6岁时在林茨郊区的费什哈姆小学读书，后随家迁到外地上了中学，1906年至1913年流浪于维也纳。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希特勒在慕尼黑自愿参战，曾因作战英勇获得铁十字勋章，1918年11月德国战败后回到慕尼黑。1919年9月，怀有政治野心的希特勒加入德意志工人党（Deutsche Arbeiterpartei），次年该党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Nationalsozialismus，即纳粹党）。1921年7月希特勒排斥原领导人德雷克勒斯，当选为纳粹党主席，被称为“领袖”。1923年11月12日，因组织慕尼黑啤酒店暴动失败，希特勒被捕入狱，1924年12月获释。1925年2月17日重建纳粹党。1933年1月，希特勒在垄断资本和容克势力集团的支持下出任德国政府总理。1934年8月兴登堡总统逝世后，希特勒自任元首兼总理，解散国会，取消所有反对派政党，残酷迫害和屠杀共产党人、进步人士和犹太人，实行法西斯专政，大力重整军备，疯狂推行侵略扩张政策。1937年11月，法西斯德国、意大利、日本三国建立“柏林—罗马—东京反共轴心”。1938年3月吞并奥地利。1939年3月16日，占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同年9月1日，希特勒下令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1941年6月，他撕毁《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全面发动侵苏战争。1945年4月30日，苏军包围柏林时他在总理府地下室开枪自杀。

希特勒著有自传《我的奋斗》（Meinkampf）（第1卷，1925年；第2卷，1926年）、《重新崛起之路》（1927年）。其中，他于狱中完成的自传《我的奋斗》一书，由于宣扬极端反动的民族主义、军国主义、反犹太主义和反民主主义思想，曾被称为“纳粹党圣经”。当时不仅德国每个家庭的桌子上都摆着这本书，而且还发给每个学生阅读。1934年，纳粹政府建立国民教育部，希特勒的朋友、纳粹党员、冲锋队的大队长、具有狂热的纳粹主义思想的卢斯特（Bernhard Rust）出任教育部长，他在学校教育领域中竭力贯彻希特勒的“种族论”和“争取生存空间”的思想，把《我的奋斗》奉为教育方面“绝对正确的指南针”。值得一提的是，希特勒是一位出色的演说家，他总是开动各种宣传工具，采用讲演、报告等形式，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民族观点、文化思想以及他的纳粹教育思想。

（一）论教育的国家化

希特勒很重视教育，把它提高到以纳粹主义教育后代，使纳粹“事业”能够持久延续下去的高度。1933年11月6日，他在一次讲演中说：“当一个反对者说，‘我不会投向你那边的’。我就平静地说‘你的子女已经属于我们了。一个民族是万古长存的。你算什么？你是要死的。但是，你的后代现在站在新营垒里，在一个短时期后，他们就将不知道别的，而只知道这个新社会’。”[10]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希特勒强调国家必须掌握教育全权，不允许任何其他势力插手。希特勒在1937年5月1日说过：“这个新国家将不把它的青年交给任何人，而是自己管理青年，自己进行教育和抚养。”他甚至强调，纳粹革命的根本问题，“不仅是要掌握政权，而且是要教育人”。[11]因此，德国的学校教育从一开始就被纳入法西斯化的轨道，成为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

早在希特勒写作《我的奋斗》时，就对当时的德国青年缺乏“民族尊严”、无视祖国与民族的文化与艺术生活的现状，感到强烈不满。他认为：“能明白祖国的荣幸，是有赖于对她的伟大的认识。”[12]因此，“要创造健全的社会环境，以为教养个人的基础，则使人民国家化，是首要的而且是最重要的问题。因为只有在一个人经过了教育而得知他的祖国的文化、经济、政治之伟大后，他才能领会这个国家的人民之可骄傲之处。一个人只能为他的所爱的而奋斗，爱他所尊敬的，尊敬他所了解的”。[13]希特勒指出，“国家”这个词的真正意义在于，它能有助于形成社会的各种原则，没有它，国民教育是不能设想的。它有很大的功绩，“因为它能铲除社会的污点，攻击身体与精神的疾病之渊源，因此增加国民一般的福利”。[14]

希特勒认为，德国长久统一在共同文化根基之上，而且种族单一，只有克服政治上的传统观念的问题。对于民族杂居的国家而言，要克服各个民族的离心的倾向，国家必须中央集权，内部必须要根据这种目的而组织。同样地，要维持一个大帝国，必须有一致的中央集权，才能达到目的。但希特勒指出：“产生一个统一与持久的国家观念的唯一方法，只有由学校与教育来做。”[15]

（二）论教育的培养目标

希特勒要培养什么样的年青一代呢？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强调说：“教育是政治的，政治是教育的。”“一个民族国家的整个教育的主要目标，决不可以只是灌输知识，而是要造就十足强健的体魄。”[16]他在1935年的纳粹党代会上公开声称，一个德国青年应该“像猎犬那样敏捷，像鞣过的皮革一样坚韧，像克虏伯工厂生产的钢那样经受过锻炼”[17]。在同其党徒的谈话中，希特勒讲得更为坦率：纳粹的教育目标是培养这样一代青年人，“全世界在这代青年的面前都要骇得倒退。我要的是具有强烈主动性、盛气凌人的、无畏的和残忍的青年。在他们身上既不允许有软弱，也不允许有温和，我要从他们的目光里看出骄傲的神色和猛兽般的狂野……”[18]“我们将没有学术训练。对我们年轻人来说，知识是一种毁灭。”可以说，这就是纳粹时期德国教育的指导思想。

与希特勒的论调相呼应，在1937年和1938年，德国国民教育部曾分别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做过规定，完全贯彻了希特勒提出的指导思想。国民教育部规定，小学的任务是“把德国的青少年教育成为民族大家庭中的一员，教育成为具有为元首和民族奋勇献身精神的人”，而不在于“传授许多仅仅对个人有用的知识”。它又规定，中学要有助于“国家社会主义者”的成长，因为“今天进入我们学校的德国青年是面向未来的”。[19]

（三）论国家教育体系

希特勒认为，培养合格的纳粹接班人，首先要把体格锻炼放在首位。他在《我的奋斗》中表示，青年有了强健的体魄，才能具有唯我独尊的自信心、坚强的毅力和灵敏的决断能力，由此推动“整个民族表现出伟大的意志力”，民族就能得到复兴。因此，希特勒强调，“在民族国家中，身体锻炼既不是个人问题，也不是仅同其父母有关的问题，更不是同社会毫无关联的次要事情”，这是保持民族生存的要素，国家必须全力维护。希特勒要求学校增加体育运动时间，闲暇时间也应组织体育活动；到一定的年龄就应学习拳击，因为这项运动“最能鼓舞战斗精神，培养灵敏的决断能力，并使身体运用自如”。出于外交上的考虑，希特勒没有把重视体育锻炼的目的全盘托出。其实，通过加强体育锻炼，提高国民的身体素质，保障国防军有强健的士兵来源，增强侵略扩张的实力，也是一个重要的动机。

希特勒所谓的德育，就是纳粹主义的政治教育。主要是强调培养青少年忠诚于领袖，具有实现纳粹主义的坚强意志、顽强毅力与责任心，勇猛好斗、不重私利、勇于为纳粹德国牺牲一切。希特勒认为，德国之所以在1918年战败，原因就在于国民不能同仇敌忾，奋勇作战，其根源在于教育上的弊端。平时不注重国民性格的训练，致使“国民缺乏意志，积习已深，对于稍有危险性的事情，大都瞻顾不前”。他还认为，由于德国国民不能保持“缄默”，和平时期常任意泄露工业秘密甚至国防机密，战争时期则常让敌国掌握重大军事情报。因此，“民族国家的教育，应该使德育与体育并重”[20]，使青年绝对忠诚于纳粹国家，“为德意志民族争回自由，并恢复昔日的卓越地位”。[21]

智育在纳粹德国被降低到次要地位。希特勒公开声称，“我不要智育”。[22]他认为，在政治家中间，“知识水平越高，其事业上的成就就越小”。在他看来，具有理智的知识分子不能团结一致，缺乏最重要的“意志力”。“不能靠知识分子创造历史；不能把知识分子作为支撑一个社会的成分”。[23]“只受过普通教育，但体格健全、性格坚强、富于自信心与意志力的国民，要比学识甚深但体质虚弱者对民众共同体更有价值”。[24]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希特勒要求青年一般到中学毕业即可，同时中小学要大幅度削减知识课程，增加纳粹政治教育和军事体育训练的比重。希特勒还要求更改中小学课程的内容。比如，历史课，不求历史知识的系统，应主要强调种族斗争，对学生灌输纳粹的“种族和国家”理论；德语课则要求密切联系社会的日常生活，培养学生对纳粹党的感情和对“元首”的忠诚；即使生物学，也用来竭力宣扬日耳曼人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也是占有主宰地位的民族”，而犹太人则是“劣等民族”，是“德国的民族祸害”。按照希特勒的要求，在大学里，体育是一门重要的课程，并强迫所有的学生学习“种族学”，至于法律、政治科学、历史、哲学和经济学等，都被涂上了纳粹主义的色彩；大学生们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放在希特勒青年运动、纳粹党和军事活动上。

希特勒认为，纳粹教育要注重“天才”的选拔与扶植，“国家的高等教育机关，应尽量对各种天才开放”。同时，不论对“天才”或一般学生，都应注重能力的培养而不是知识。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学校只注重灌输知识，忽视实际能力的培养，因此教育出来的人，都是“饱学的懦夫”，而非民族的“坚毅的壮士”。他要求纳粹教育吸取上述教训，反其道而行之。实际上，纳粹所谓的注重能力培养，不过是不让学生接受更多的科学知识而得以认清纳粹主义反动的本质，但又具有在现代化条件下能为他们所用的具体操作能力。

希特勒把军队看成“最高和最后的国民教育”“民族最伟大的学校”，要求以服兵役作为青年教育的终结阶段。因为在他看来，其一，军队能教会青年使用武器，养成绝对服从的军人习惯，具备日后进行战争的能力；[25]其二，国防军是德国“最具社会主义性质的组成部分”，是对青年进行思想教育的最好场所。希特勒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纳粹国家应“以德国陆军为榜样”，其中可贵的素质是纪律、团结和牺牲。1933年年底，戈培尔在题为《青年和德国社会主义》的演讲中宣称：“我们的社会主义是基层普鲁士军队和普鲁士官吏传统的社会主义。正是这种社会主义使弗里德里希一世及其掷弹兵能进行七年战争。”[26]纳粹头目对军队的颂扬，包含有讨好拉拢国防军的动机，同时也是出于希望把德国民众首先是青年，“冶炼”成绝对服从和勇于为他们卖命的工具。

二、克里克的法西斯教育理论

纳粹德国时期，希特勒纳粹教育思想的主要倡导者，首推德国法西斯主义教育理论家厄恩斯特·克里克（Ernst Krieck，1882—1947）。1882年，克里克出生于德国巴登州费吉萨伊姆（Vogischeim）。1900年，克里克从卡尔斯鲁厄师范学校毕业后，在曼海姆小学执教长达20年。这一期间，他坚持研究社会志、民族志、教育史、文化史。1922年，克里克撰写成《教育哲学》（Philosophic der Erziechung）一书，在德国教育思想界引起很大反响。1923年，他凭借《教育哲学》等著作获得海德尔堡大学的博士学位。1924年，克里克辞退小学教职，专门从事研究、著述和评论工作，完成了其教育体系的研究。1933年起担任法兰克福大学教授，并陆续发表教育著作。由于他的教育理论与纳粹的政策相符合，1938年升任海德尔堡大学校长，最终被公认为纳粹教育的杰出理论家。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被拘留并死于狱中。除《教育哲学》外，克里克另一部著名的著作是1925年写成的《人类形成》（Menschenformung，1925年）。

（一）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

克里克从否定客观真理开始他的理论建设。他说，一切认识都带有一种态度，一种“取决”，同时它又为态度与取决服务。认识者所处的地位和所承担的任务决定着他的认识。因此，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真理，真理就在他最后的态度、最后的决定中。[27]凡合乎我们意志的认识，能为我们自己的目的服务的认识就是真理。由此可见，在克里克看来，真理是主观决定的。但这种主观决定还不等于个人决定。因为“民族、种族、宗教与世界观，是真正认识的前提”。真理是由民族、种族的需要与任务决定的。“德国民族需要生存空间，这是整个民族生存的任务，同时也是科学的任务。”[28]克里克说，政治的目的就是科学的目的，所有为这种总任务服务的科学都是政治科学。他把教育学也列为这样的政治科学。

从这种认识论出发，克里克疯狂地反对理性。他把科学家通过理性去探求真理的企图与努力，说成是科学的绝对主义而加以呵责。他根本否认理性有使人发现真理的可能性。在反对科学的绝对主义的叫嚣中，他取消了探求客观真理的科学研究的自由。他说什么科学研究不应受限制，受限制的是研究科学的人，等等。他所谓不受限制的科学研究，指的是为纳粹的政治目的服务的“科学”，如种族学，以及用于战争目的的各种军事科学、技术。

克里克的反理性主义还表现在他对德国大学传统的攻击上。他说，德意志帝国原来是由普鲁士军人建立起来的，但却由大学中的学者们掌握了国民思想的领导权，从而破坏了政治—军人路线。他指责德国的学者、教师、作家们，说他们的血肉中还藏着不少的理性主义和自由主义，要求什么自主和个人自由。他说：“当前的任务是肃清文化上的自由主义和削弱民族的因素，并粉碎反动的袭击。”[29]克里克试图通过这种反理性主义的认识论，去取消各级学校教学内容中的真正科学的东西，并剥夺教师在教学工作中追求客观真理的自由。

（二）论“民族的”教育

克里克把教育列为所谓“德国革命”的一部分。他重复了纳粹党人在登台以前的蛊惑性宣传：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在凡尔赛条约的束缚下，成为西方的奴仆，没有自由发展的余地。德国要寻找新的出路，但德国人“处在西方的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之中都不满意”。克里克说，德国革命——国家社会主义——是在这种情况下找到营养基地的。

纳粹党人大肆宣传“生存空间”，乃是为了转移劳动人民的目标，企图使他们相信，造成他们悲惨生活的原因是德国生活地盘不够。所以，为了结束这种悲惨遭遇，他们应该扩充德国的地盘，而不是起来革除资本集团的命。在克里克的教育理论中，这一点表现得很露骨。他要求学校与家庭参加争取德国民族足够的生存空间的斗争，用这种精神去培养民族的年青一代。他提倡一种“民族的”教育，要求学校培养“民族的”人，以为德国革命——“民族的”革命——服务。他要求对教育与学校进行“民族的改革”。

克里克不隐讳法西斯主义中的民族主义、种族主义主要是为了对付无产阶级。他说：“国家社会主义运动与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大的区别，不仅在于国社运动包括所有阶层。同时……运动的发生是来自民族冲突的基层。”[30]克里克和其他的纳粹党徒一样，想把阶级矛盾溶化于“民族的”统一体或“总体”中。

克里克的民族的教育理论是这样的：“德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创造一个新民族；在新民族的创造上，对德国人尤其对德国青年的“种族培养”十分重要；为了创造这种新民族，就“必须对德国的高贵的种族特征加以培养”。[31]所谓高贵的种族特征，是指日耳曼的军国主义特征：“日耳曼人在欧洲始终是国家的组织者；在普鲁士的德国精神中，在陆军和国家中，就可以看到这种北日耳曼种族的伟大表现和历史影响。可惜这种精神没有全部被德国民族所掌握；而为外来民族精神所冲散。可是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革命中……这种精神又复活了。”克里克要求以日耳曼的或普鲁士的军人性格培养年青一代。“决定命运的是性格，代表德国国民性格的是强大的坚忍的北方和东方种族的普鲁士军人的精神。普鲁士军人精神就是武装力量的精神，是经得起严格训练，绝对服从，不惜任何牺牲的精神；因此，德国历史的新时代，创造新的德国，必须表现在这些性格上。”[32]

克里克所提倡的“民族的”教育，其具体的实现是所谓“血与土”的教育。关于血与土的教育，克里克发过许多神秘主义的梦呓。他认为，血不是一个生物学、化学、物理学的概念，而是祖先遗传的象征。血是种族精神、民族性格的源泉与寄托。土是个人的与国体的——种族的——生命（无知与精神的）源泉，是种族精神与种族传统的基地。所以，以培养高贵的德国种族特征为任务的“民族的”教育，必须是血与土的教育。这种理论，实际上是对希特勒种族主义叫嚣的一种微弱的回响。

（三）论民族世界观的教育

克里克要求各级学校把所谓民族世界观的教育，放在工作的首位。用克里克的话来说，这种教育“应当使所有的人在思想上、行动上、态度上，完全与民族生活共同体与生活秩序一致”。也就是说，与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一致。对青年进行这种教育，是为了用种族、民族的观念去模糊他们的阶级与阶级斗争意识，同时用仇恨其他民族的感情煽动他们，从而为参加对外侵略战争做好准备。他替各级各类学校制定了这样的任务：①小学应当培养儿童的民族特性和给儿童有关生活地盘的实科知识；这就是说，小学应对儿童宣传沙文主义并授予他们对侵略战争有用的知识。②中学要按民族世界观，用德国的政治思想培养学生；这就是说，中学应以法西斯思想灌输给学生为主要任务。③职业学校应使学生把职业当作民族的一种机能；这就是说，学生要用自己的职业去为侵略战争服务。④师范学校应迁入乡间，“以便使德国民族从‘血’与‘土’中重新获得新生”。⑤关于高等教育，重要的不是给予学生以知识资料，而是培养学生的民族世界观。他要求教师本身必须具有这种世界观，并全心全意为民族整体的总任务服务。

克里克的民族世界观的教育，与他的反理性主义的教育理论有着必然的联系。他宣称，“民族的”教育，并不是由各科知识的总汇所构成，而是通过民族世界观的培养来实现的。他要求把民族世界观作为各级各类学校的全部教育、教学工作（内容与方法）的指导原则。在纳粹统治下的德国教育，正是否定了系统科学知识的教学，而把全部工作重点放在对学生进行法西斯政治思想教育上面的。

纳粹党人不仅要利用学校，而且要利用青年组织去进行毒化教育。这种要求充分反映在克里克的教育理论中。他批评了战前德国青年运动中的“浪漫主义”，要求以“一切为了总体，为了生存空间，去规定新的青年运动的目的与方式”。他说，青年组织是国防组织的前期（预备）教育，应该从属于国防组织。事实上，在纳粹的教育实践中，正是把青年组织当作学校更为有效地进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教育的工具的。

克里克在其教育理论中，大肆宣扬对民族、对国家、对元首（希特勒）的盲目崇拜与绝对服从。关于“元首”，克里克说：“元首有绝对的权威，一切人必须效忠于元首。就在元首的绝对权威的体制中产生义务、形式、秩序、训练、共同行动态度。”[33]克里克无非重复第二号纳粹头子戈林（Herman Ġoring，1893—1946）所提出的口号：“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信仰、一个领袖。”

希特勒曾经公开污蔑人民群众，说群众是不能思想、不能组织的，他们只能感觉与行动；能够思想（出主意）与组织的只有个人（领袖）和追随领袖的少数人物。根据这种观点，克里克在其教育理论中也大肆宣扬其所谓的“领袖原则”。克里克说，民族的、种族的、国家的核心是政治军事“杰出人物”，他们应高居于人民群众之上，掌握国家的政治权力，代表国家的政治意志。这种作为法西斯领袖的“杰出人物”将从所有真正的德国人中挑选出来并加以训练，训练的核心内容是民族的、军人的性格；对上级的绝对的盲目的服从，对下级的绝对专制与压制。克里克的想法得到了许多有影响的纳粹党领袖的支持。于是在纳粹统治时期，设立了3种训练法西斯头目的特殊学校：一是阿道夫·希特勒学校，二是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学院，三是骑士团城堡。对此，希特勒也曾宣称，在这些学校里，“一种青年将成长起来，世界将在他们面前发抖”。1941年以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些特殊学校受到了更加密切的注意。

第三节 意大利的法西斯主义教育思想

一、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教育主张

墨索里尼，意大利的独裁者，法西斯国家的始作俑者，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战犯。

1883年7月，墨索里尼生于普雷达皮奥的多维亚。其父是铁匠，母亲是小学教师。自幼生活在意大利北部农村，受布朗基主义[34]和国家主义思想影响很大。1901年加入社会党，由于进行无政府主义和反对教权的宣传而闻名。1912年出任社会党机关报《前进报》主编，因办报颇有成效，跻身社会党领导人之列；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又因其鼓吹意大利参战，被社会党开除，旋即依靠本国大资产阶级的支持和法国资助，创办《意大利人民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墨索里尼利用资产阶级右翼和反动军人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恐惧和人们对凡尔赛和约条款的不满，于1919年3月在米兰建立半军事性组织——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1921年11月该组织改名为国家法西斯党，墨索里尼任领袖。1922年10月，墨索里尼发动“进军罗马”政变，建立法西斯政权，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在他统治的20多年间，对内镇压民主运动和其他党派活动；对外大力扩军备战，推行扩张政策，侵略埃塞俄比亚，武装干涉西班牙和占领阿尔巴尼亚。1937年加入德、意、日《反共产国际协定》，1940年又追随法西斯德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1943年7月，由于军事冒险连连失利和国内人民反法西斯运动的高涨，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独裁政权垮台，墨索里尼本人被囚。同年9月，希特勒派德国伞兵将其劫往德国，又在意大利北部充当德占领区傀儡政权头子。1945年4月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处决。

早在1922年意大利法西斯政权建立当初，墨索里尼就决定要改革教育制度，造就法西斯运动新的一代。他说，教育制度的改革应比其他方面的改革更加深刻，更加法西斯化，以作为传播法西斯主义和巩固法西斯政权的一项重要措施。他声称，作为强国之策，他决心彻底改革意大利统一后实行60余年的教育制度，并扬言要使这一改革成为“最法西斯化的改革”[35]。他之所以这样做，原因有三：一是当教员的经历加深了他“对青年及其发展的必然关心”；二是经验使他认识到，教育“对一个民族的命运与发展，在精神与经济方面均产生深刻的影响”；三是“意大利是个具有高度文明传统的国家”，由于现在的教育体制缺乏高尚的灵魂，使这一传统受到严重损害。因此，必须予以改革。他说，法西斯的“伟大思想和伟大革命”已为这一问题的解决创造了条件，“现在已是用断然、明确和有机的方式对教育这个在意大利民族精神生活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薄弱环节进行改革的时候了”。“我们要更新教育法，使其更加具有现实意义”，并借此机会“把消极的因素和糟粕的东西从学校中清除出去”。[36]这些主张得到多数法西斯领导人的支持。

墨索里尼主张通过教育体制改革促使教育法西斯化的目的是十分露骨的。但是，至于教育体制改革主导思想，即确立什么样的教育方针，无论是墨索里尼还是他的御用文人秦梯利（旧译真太尔或真蒂莱，Giovanni Gentile，1875-1944）均未专门论述，但他们在讲话中多次有所涉及，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重在法西斯主义精神的养成

墨索里尼认为，把法西斯主义渗透到学校，有益于全体学生和教师的法西斯主义“共同灵魂”的养成。不然就会“教化不深”“感情不同”，法西斯主义的“共同信仰”就不能确立，法西斯纪律也就无法维护。[37]为在青年中培养法西斯骨干分子，实现法西斯精神的养成，墨索里尼于1930年批准建立法西斯精神学校。他本人和法西斯党的其他高级领导人分别到该校讲过课。

（二）灌输法西斯主义的好战精神

墨索里尼多次强调法西斯党重在对青年学生进行好战精神的教育。他说：“一个理想的法西斯主义者，是左手一杆短枪，右手一部书，两者缺一，便是本党的病态，不健全的象征。”因此，“法西斯党员，不仅双手要武装，头脑也要武装起来”。[38]法西斯主义的事业，要由双手和头脑都武装起来的理想的法西斯主义者来完成，而造就这样的人只能靠法西斯主义教育来实现。墨索里尼说，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要使青年学生“深刻地了解我们的历史和我们的传统”。这里所说的“历史”和“传统”，即古罗马的殖民史和好战传统。他在接待意大利《书与枪》杂志的编辑时说，“你们永远不要忘记，在历史上，战争是绝对的，和平是相对的”，因此，意大利青年人都应当保持“罗马子孙的好战精神”，“恢复意大利古罗马的光辉业绩”。[39]他通过举办古罗马精神展览，放映有关古罗马精神的电影等各种办法，宣扬大罗马主义。

（三）培养法西斯主义统治人才

法西斯政权建立不久，墨索里尼就明确表示，教育改革的目的在于使法西斯主义渗透到学校与科研机构中，建立一种新的教育制度，一种具有全新的和真正的法西斯主义“革命”性质的教育制度，以利于学校培养出理想的法西斯主义者。为了实现这一愿望，墨索里尼提出要彻底“抛弃民主派的国立学校人人有权进入的概念”，决不能把国立学校变成“既装珍宝又装垃圾的大篮子”，国家只对那些以其自身素质证明其有权受教育的人提供入学受教育的机会，而让那些无权在国立学校占据一席之地的学生从事其他职业。[40]在墨索里尼看来，法西斯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要为“新的法西斯领导阶层造就人才”。[41]

二、秦梯利的法西斯教育思想

乔万尼·秦梯利，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意大利法西斯理论家和教育家，是意大利法西斯教育政策的辩护士和墨索里尼法西斯政权的御用文人。

1875年5月30日，秦梯利出生于意大利西西里岛的卡斯特尔维特拉诺市。他从小受到了良好的教育。1896年毕业于比萨大学哲学系。两年后，又获比萨大学博士学位。他曾用黑格尔的观点考察马克思的哲学思想，于1898年出版《马克思的哲学》一书。1898年至1917年，秦梯利先后在那不勒斯、巴勒莫、比萨、罗马等地大学里讲授哲学。1900年，秦梯利发表了题为《教育的科学的概念》的小册子，首次表现出他对教育问题的兴趣。1901年，他为意大利历史上著名的黑格尔主义哲学家斯帕文达（B. Spaventa）的文集写了长篇序言，赞扬斯帕文达的研究成就，成为新黑格尔主义哲学派别的重要一员。1903年至1922年，秦梯利与意大利著名哲学家、教育家克罗齐（B. Croce）合编《批判》杂志，宣扬新黑格尔主义。他与克罗齐一直保持良好的友谊，先后出任意大利教育部长，直至1924年后因他信奉法西斯主义而反目。继1907年出版《论国家初等学校》一书后，秦梯利于1913年至1914年又发表专著《哲学的教育学纲要》，这标志着他的教育思想体系的形成。1917年，秦梯利向当时的教育大臣呈送了一份题为《战后的教育问题》的长篇报告，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意大利教育发展发表了许多见解。

秦梯利原本是民族主义者，这是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干涉主义者和战后成为亲法西斯主义者的思想基础。他运用自己的哲学，通过宣传和撰写文章为法西斯主义效力，于1922年被墨索里尼任命为第一届法西斯内阁教育部长。1923年初，秦梯利加入国家法西斯党，很快成为该党核心领导成员。同年，秦梯利将他对各地学校教师发表的演讲汇集成册发表，书名为《教育之改造》，旨在配合他主持的教育改革。1924年，秦梯利辞去教育部长职务，担任了“全国法西斯文化研究所”所长，同时继续在罗马大学讲课。1925年，秦梯利在“法西斯最高委员会”任职。次年，又在“公共教育最高委员会”任职，直接参与了法西斯国家基本法令的起草和修正工作。从1925年起，他还主持编纂了《意大利百科全书》（36卷本），于1937年全部出齐。作为法西斯大理事会成员，他顽固地坚持与纳粹德国合作。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墨索里尼政权垮台后，秦梯利于1944年4月15日在佛罗伦萨被反法西斯游击队枪决。

（一）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

作为意大利新黑格尔主义的代表人物，秦梯利在哲学上和其他新黑格尔主义哲学家一样，企图建立一种将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融合为一体的哲学体系。但在秦梯利的观点中，主观唯心主义更浓一些。他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改造入手阐述自己思想的。他不仅排除了黑格尔对自然和客观精神的肯定，也排除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而代之以有限的主体思维活动，或称自我的思维活动。

秦梯利认为，自我的活动是真正的东西，用他的表述就是“行动着的思想”[42]。他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缺陷在于它在“自我”之前设置了作为“自我”的前提的那种东西。按秦梯利的意思，不应当从自然界引出思想，而应当从思想中引出自然界和观念。这里所谈的思想是指“行动着的思想”，是绝对属于我们的思想。他将这种以自我行动为最真实的理论称之为“行动主义”，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显著特征。他还主张“自我”应服从超个人的“普遍的自我”，并使两者糅合在一起。他甚至把个人的精神与普遍的精神以及神的精神都完全统一起来，即所谓“精神之所以成为人的精神是因为它是神的精神，精神之所以成为神的精神是因为它是人的精神”[43]。由此看来，秦梯利不仅不否定神的存在，而且还认为人与神不分彼此。在这点上，他同神秘主义者以及宗教信徒十分相似。

从秦梯利的哲学观点中可以看到，他完全站在法西斯主义立场上，为法西斯独裁统治编造哲学依据。他提出主观唯心主义“自我”论的目的，是要力图证明法西斯主义存在的合理性。按他的逻辑，法西斯头目的“自我”和国家民族的“普遍自我”是一致的，而且代表了神的精神，所以，每个人都应拥护法西斯主义，养成法西斯主义观念，按法西斯主义原则行动。

（二）教育理论的思想基础

秦梯利从他的哲学观点出发论述了个人与社会以及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他对这些关系的认识，又构成了他的教育理论的重要思想基础。

在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秦梯利认为，个人总要通过社会反映自己的存在。“自我”和“非我”是相辅相成的。我们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我们的自由只有在一定的社会关系中才能实现。当我们利用这种社会关系，并且我的意志同时也是他人的意志时，我的意志才是真正的意志，而不是幻想；同样，他人的意志也是我的意志时才是真正的意志。总之，个人与社会不是相互对立的，应该协调一致。

关于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秦梯利是从个人与社会关系中推演而来的。秦梯利认为，国家存在于每个人的个体意志中，我们每个人都应体验到自己是被一个基本法律制度和自治联结在一起而成为一个独立民族的，所以，国家的缺陷不能不是我们的缺陷。在《论国家初等学校》一书中，秦梯利在谈到国家对个人应承担的责任时说，正如国家通过防止内部敌人破坏和防止外来敌人入侵来保障个人全部经济活动一样，国家也应对人格的培养负责，保证每个人能形成一定的道德品质。[44]他极力主张国家应集中管理全国的教育事业，所以，他所主持的1923年教育改革重点之一是建立了中央集权的教育行政领导体制，教育部长集全国教育领导监督大权于一身，下设各个职能部门具体实施教育计划。

秦梯利大谈个人与社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其目的无非希望每个人都成为维护安定的社会成员，绝对服从国家机器的控制。他赞成国家主义的教育政策，认为学校教育是达成国家目的的手段。他说：“国家是个教师，国家维持并发展教育来增进这种德性，在校内，国家成为自觉的真实体。”[45]只有作为国民，才会有自由。学生都应该喜爱领袖，“领袖使国家强大”[46]。因此，教育应灌输国民这种政治观念。

（三）主要教育观点

1.论知识与国民性

秦梯利在《教育之改造》一书中第一部分集中论述了知识与国民性的关系。

首先，秦梯利不赞成“知识无国界”的说法。他认为，知识不外乎是国民的认识。任何知识学问无不通过人格表现出来，而人格离开国民性是不能存在的，所以，非国民性的知识是没有的。如果谁企图把一个人的人格和他的知识区别开来，那就是对知识性质缺乏了解。

其次，什么是国民性呢？秦梯利认为，国民性并不是存在的物质，乃是一种伟大的精神实在。单纯从共同的土地、语言、传统或习惯这些方面来理解国民性是不行的，因为国民性是产生于这些具体事物的、使每一个公民都感受到的一种精神。换言之，国民性是群体个性的意识，它是国家形态的集合意志的反映。因此，秦梯利强调教育的根本任务就是依照国民性精神培养好公民，使受教育者在民族生活中找到生命的最高价值——国民性价值而献身。

在秦梯利关于知识与国民性的思想影响下，意大利的学校课程中也出现了所谓“意大利学科”，正如纳粹德国学校中出现的“德意志学科”一样，显然是十分荒谬的。

2.论课程

秦梯利在分析学校教育过程时指出，教育过程离不开两个条件：一是教师，具有人类文化素养的职业教育者；二是人类传统本身，它保存在人文经典中。好的教师应该带领学生共同学习和探索人文经典，与学生的思想融为一体，以图实现教育目的。他还认为，人文经典主要是指传统的人文学科，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科学，即当丰富的科学理论能够在技术上广泛应用时也应该包含于经典之内。在学校课程问题上，秦梯利指出，由于人文经典是以书面形式保存下来的，所以，语言课程应是学校教育的基础。学习字母是教育的第一步，由此迈向思维大门，进而通向人文经典。作为学校基础课程的语言，主要包括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希腊文，此外是历史、地理等。除了这些基础课程外，秦梯利还提出艺术、宗教、科学、哲学是普通教育课程的四大门类。

他认为，艺术在小学里特别重要。因为儿童的自我表现和创造，是发展的第一步。宗教在小学里也是必修科目。因为儿童没有学过祈祷上帝就等于错过了人生最宝贵的经验。科学在中学里很重要。因为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应学会驾驭自然和利用自然，并形成一定的科学精神和实际能力。中学是学校课程的最高层次。它是建立在其他各类课程之上的综合性课程。艺术家、科学家和宗教家都必须具有统一的中学精神；只有具有哲学精神的人，才算是真正受到良好教育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秦梯利不主张宗教进入中学课程。他认为，小学生具备一些宗教知识是必要的，然而在中学阶段仍强调进行宗教忏悔是不利于国民性的培养的。宗教忏悔是为个别人悔罪服务的，不利于把人们联合起来，反而使人与人之间更趋分离，因此没有教育价值。但总的来说，秦梯利认为宗教并不与法西斯主义相对立，相反地，由于宗教可以帮助回忆古代罗马天主教的辉煌历史，所以对培养学生的民族优越感是十分必要的。

秦梯利对学校课程的论述完全体现了他所设想的学科结构，以古典人文学科为主要内容，向学生灌输民族精神和法西斯国家意识。

3.论教师与学生

秦梯利把教师的施教过程理解为教师把学生潜在的精神转变为实在的过程，只有依照固有规律才能实现这个转变。他所谓的“固有规律”就是指师生在同一教学活动中，教师教的思想和学生学的思想应该合而为一，否则就达不到教学目的。他指出，当教和学的思想合一时，教育者不是让学生依从他们，同样，受教育者也不要求教师顺从他们。教师和学生之间充满亲密情谊，教师有较高的威信，学生也感到是自由的、无拘束的。

4.对教育科学的曲解

秦梯利不主张独树一门教育科学，他是从对人类精神世界的分析出发提出这一见解的。在他看来，人的精神世界由艺术、宗教、科学三个方面构筑而成，因此也就不必要钻研纯粹的教育学。

他认为，当时意大利的教育学（或称教育科学）提出一些与教育实际分离的标准，错误地把教育方法说成是普遍适用的方法，从一个地方产生后可以运用到另外的地方去。有的教学方法是依据心理学理论提出的，尽管各种方法都描绘成对学生发展有特定的促进作用，但他认为，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学都有片面性，没有考虑学生是个整体，没有考虑学生整个心灵平衡协调的发展。

秦梯利还指责在师范院校里开设的教育学，由于内容本身是课堂教学方法汇编，或者是心理学格言集锦，所以起不到培训教师的作用。他不鼓励教师学习教育学，却认为教师应通晓教育史。在他看来，教育史是教育家叙述教育的过去和预测教育未来的学科，属于哲学范畴，应成为教师培训的重要课程。此外，教师要在掌握各自专门知识的同时学习哲学。因为哲学有助于教师素质的全面提高，帮助教师用更高的价值观指导教育和教学活动。他甚至认为，教师应该同时是一位哲学家。

第四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20世纪前期在日本空前膨胀的法西斯主义——日本军国主义，将国家完全置于严厉的军事控制之下，对内实行专制独裁统治，对外实行疯狂的侵略扩张，给日本人民带来了空前的灾难。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作为日本法西斯主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极力主张以尊皇主义、超国家主义、国粹主义以及侵略扩张主义作为教育的指导思想，愚弄民众，培育专制主义者和侵略狂人，从而也将日本的教育推向了灾难的深渊。

一、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背景

日本神道所主张的天皇崇拜思想，是日本军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思想根源之一。原始的神道思想包含了对天然物神灵和祖先神灵的崇拜观念；8世纪初的《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利用神话传说和大陆古代哲学特别是佛教的一些观念，初步构建了神人同系的神道思想和日本皇室“万世一系”的谱系，将天皇看成神的后裔，从而逐渐形成了日本人对天皇的根深蒂固的特殊感情。此后，神道观念又经历了与佛教、儒学思想的反复磨合，从儒学和佛学中获得了有力的理论支持。特别是儒学精致的封建伦理理论，促成了神道中道德意识的发达，加强了神道中的忠君思想和等级观念，并与武士道精神相结合而逐渐形成了以忠君尊皇为核心的忠诚、服从、信义、勇敢、尚武等主要道德要求。明治政府成立后，一开始就大力提倡流行于社会的神道思想，宣扬“唯神之大道”，利用并强化了根深蒂固的神统、皇国观念。

日本的武士道精神和对武士的教育实践，是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的又一来源。日本武士道的前身是“弓马之道”或“兵之道”，它包括高强的武艺、勇敢的献身精神等，是武士道精神的萌芽。到了镰仓时代，武士成为日本社会的统治阶层，武士道精神所包括的内容也大大丰富起来。以向下级武士层层分封土地为特征的“御家人”制度，以及亲子间血缘上的主从关系等，使得武士道精神中的忠诚、信义、尚武、牺牲、俭朴、廉耻、情爱等道德信条更加突出。1232年镰仓幕府制定颁布的“贞永式目”（《御成败式目》）对整个武士阶层提出了一系列的要求。例如，诚心祭祖、崇敬佛教、严守职责、向公背私、知法遵法等，尤其强调主从之间、父子之间的忠孝之道。“贞永式目”作为当时武士的基本法典，以法令的形式规定了武士的道德及行为，是武士教育和管理趋向规范化的重要标志。此后，武士道又继续从神道、禅佛、国学以及儒学中吸取新的精神，并且在江户时代各级武士教育机构——学问所、藩校等中不断加以实施，从而被植根于历代武士们的思想和生活实际之中，成为社会上重要的道德规范、生活准则乃至精神支柱，其中鲜明的愚忠愚孝、竞业尚武的精神特点，尤其成为后来军国主义的思想温床。

17世纪后期萌发并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走向兴盛的日本国学也是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支柱。“国学”原是受儒学中的古学派复古的研究态度的影响，由提倡对日本古籍进行研究，探索日本固有的古代精神而逐步兴起的——17世纪的契冲、户田茂睡、北村季吟以研究古典的和歌为主，形成“歌学”；18世纪的荷田春满则增加日本历史、神道学的研究，提出在儒学之外存在日本的“古道”的思想，主张创办“国学校”并在《创学校启》一文中曾详细地阐述了发扬日本固有文化的意义，完成了“国学”的基本框架；经历贺茂真渊之后，本居宣长成为“国学”的集大成者，他对儒学的批评、对日本“古道”的推崇，虽然有将日本思想从儒学、佛教的既定模式中解放出来的作用，但他对儒学的一概排斥，以及对自然与社会的神秘主义的解释，也就排斥了人的智慧，提倡了对神灵的绝对信仰，埋下了将“国学”导入神学体系的种子。果然，19世纪前期的平田笃胤在当时外来侵略势力增大、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积极地发挥了国学中的宗教性因素，在吸收老庄思想、西方基督教思想和日本古代的天皇传说的基础上，将“国学”发展成为把日本古典特别是把天皇绝对化的“复古神道”，国学精神逐渐被变成了国粹主义、排外的民族主义和尊王思想，“复古神道”遂成为明治时代“国家神道”的前身，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源泉之一。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教育思想之所以在20世纪前期得势，还有当时的国内外原因。

首先是日本的扩张主义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中获得了极大的鼓舞，此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人集团又以很小的代价使日本获得了德国在中国胶州湾的租借地和在南洋群岛的委任统治权。战场上的胜利无疑增强了军方在日本国内的威望，有利于增大军国主义思想的影响。此外，苏联十月革命的爆发，并由此引起的东亚众多受压迫民族的觉醒，使得日本在亚洲称霸的野心受到了威胁；同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法国、俄国、中国、奥匈帝国、土耳其等国的帝政崩溃，也震动了天皇制国家的日本。

从日本国内看，国际共产主义、民族解放思潮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思想涌入日本，造成了大正时期的国内政治民主倾向（政党内阁制和普选法的实行），社会主义在更大范围内得以传播。在这种情况的刺激下，日本国内的反民主反社会主义的力量也在“反赤化”和“振兴本邦固有之道”的旗帜下逐渐集结起来。1918年，主张“大大振兴儒道，而得以宣扬《教育敕语》之圣旨”的“期文会”成立，接着又有类似的反对政治分权、强调天皇绝对权威和极端国家主义的“老壮会”“大日本国粹会”“犹存社”“原理日本社”相继成立，在乡的陆军将校则组成了“恢弘会”等，为军国主义的确立在社会下层打下了基础。从经济上看，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取得空前的经济繁荣之后，从20世纪20年代起经济危机越来越严重。为了打破国际经济危机的困扰，同时也为了转移国内民众的视线到国外，日本当局终于在1931年发动了侵略中国的“九一八”事变，从此，军队右翼势力就借军事行动为杠杆，将整个国家生活置于“军事需要”的控制之下，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在国内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军国主义的教育思想就在当时的教育上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表现

（一）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并不是20世纪前期的天降之物，在此之前，即明治时代就已经表现出了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潮，它们是20世纪前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

极端的尊皇主义的教育思潮直接来自明治维新以后的儒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抬头。当西方的启蒙思想，特别是人权和自由的主张等，如滔滔洪水蜂拥而入、猛烈冲击旧有的日本传统文化的时候，国学者、儒学者以至皇权主义者们就在维护传统和国体的旗帜下站到了一起。19世纪70年代后期和80年代，论述日本国体的著作大量增加，对神道、日本历史、日文和汉文的学习和研究也形成热潮。例如，东京大学于1882年设立了古典讲习科，1889年又增设国史科，等等。在政府方面，则有元田永孚主持的《幼学纲要》《教学大旨》的发表。特别是以天皇名义颁布的《教育敕语》，不仅是儒学正式复兴的重要标志，更重要的是，它以最高权威的名义宣扬了国家主义和尊皇思想，确立了日本中心、天皇中心的原则，以及培育“义勇奉公，以辅佐天壤无穷之皇运”的日本“臣民”这样的教育目标。《教育敕语》中的这些思想，成为后来军国主义教育的灵魂。

所谓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是指在教育中将国家利益置于绝对的至高无上的地位，将教育仅仅作为国家手中的工具的思想。国家主义的教育思潮除了上述方面的基础之外，从德国引进的国家主义（实际上是西方的国粹主义）也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著名的维新人士岩仓具视以及后来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的教育思想都是以国家主义为原则的，特别是森有礼的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就是他1880年至1885年在英国出任大使期间接受俾斯麦的国家主义思想形成的，并受到了当时明治政府中开明的实权派伊藤博文的支持。其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心是教育为国家的利益、国家的强大服务。这一思想通过他在明治政府中的教育领导地位而被具体化为实际的政策，对于明治时代教育制度的建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不过森有礼虽然积极推崇西洋学术及德国国家主义，却并未像岩仓具视那样注重儒学传统及道德教育，相反，他甚至还把国家置于神、佛、儒之上，遭到保守派人士的嫉恨而被暗杀。实际上他的国家至上主义正是明治中期以后尊皇主义借以复兴的思想阶梯，是20世纪前期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基础之一。

以上所述明治后期极端的尊皇主义和国家主义构成了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先导和主要内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就是这样一种兼具封建保守性格和资本扩张性格的教育思想。

（二）临时教育会议时期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开端，大致来说可以1916年“临时教育会议”的组成为重要标志。“临时教育会议”由军阀山县有朋派的平田东助、小松原英太郎掌握实权，军部及三井、三菱垄断集团亦有代表参加。其指导思想正如当时的首相寺内所指出的：“进一步振兴教育，宣扬国体之精华，以辅佐和服务于皇基大业。……以充实护国之精神，培养忠良的臣民为根本宗旨。”[47]可见，军国主义性质的“护国之精神”此时已经开始渗入教育目的与宗旨之中。1924年便确定了以“思想善导、精神复兴”作为文教施政的基本方针。同时，以教育作为战争准备手段的思想也进一步明确起来。在“临时教育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关直彦就竭力主张“在儿童进行体操训练的时候，采用兵式体操，让他们记住术语、枪的操作法，这样，当他们应征入伍时就可以缩短征兵训练年限，万一情况下在国民中征兵，也能够大为节约”。[48]当时的东京大学总长山川健次郎也积极主张在学校中实行兵式训练，以此作为国防常规军的补充手段。他提出日本的国防需要50～80个师团的常备军，但这在经济能力上不允许，但如果首先在小学里就进行军事教育，则能解决很大的问题。这样，临时教育会议后来便做出了《关于振兴兵式体操的建议》，指出：“在学校中振兴兵式体操，既有利于德育也有益于体育，鉴于帝国教育之现状，我们确信这的确是紧要而不可缺的一大要务，希望政府从速采取适当的措施。”[49]此外，临时教育会议还要求选拔现役将官进入文部省，参与准备兵式体操的设施及指挥全国的兵式体操；现役军人到学校充当兵式体操的教官；在中学将兵式体操作为必修课、在小学班级采用部队队列运动的名称；将师范毕业生参加现役军队6周延长为1年；等等。这些思想从1924年起开始实施，促进了学校教育军事化的形成。

临时教育会议还认为，过去小学教育中道德教育不足，必须彻底地加以强化，特别要将“国体观念”渗透于少年儿童的大脑深处。当时的委员长小松原太郎指出：“关于教科书，要赋予的特别用意，将来要加入更加有力的材料，采用对儿童来说能足以给予深刻感动的材料。”[50]力主在国定教科书中强化思想意识教育。结果，从1920年度起改订了寻常小学4年的教科书和修身课本，剔除了修身课本中“不适当的材料”，几乎改换了全部有关事例中的人物。

临时教育会议在师范教育等其他方面也提出了性质类似的建议。

在社会教育方面，具有代表性的思想是平沼骐一郎和三井财阀的代表们提出的“关于完善教育效果的一般设施的建议”，他们力主“明征国体”、强化家族国家观和家长制家族制度。平沼骐一郎还提出了“关于使人心归向统一的建议案”，该“建议案”认为特别应当注意的几点是：“①不符合我国固有的淳风美俗、家族、制度的法律制度必须改正；②讲学言论的自由应有自己的界限；③竞趋新异的弊风应当打破；④奖励好书的发行，对出版物的取缔必须加强，予以严密的注意”[51]；等等。

在“教育审议会”1917年成立并提出上述思想的同时，这一时期社会主义运动、自由主义倾向、民主思想也很流行，对于军国主义思想影响的扩大和措施的实施起了一定的阻止作用。但军国主义者凭借手中的国家机器，最终还是以对外战争为契机，实现了教育的全面军国主义化。

（三）20世纪30年代以后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

以20世纪30年代初日本发动对华战争之后为转折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进入全面确立和完成阶段。其思想方面的表现除了一些军国主义者的言论之外，陆军省发行了关于国防的小册子，以及1934年10月发行的《国防之根本意义及其强化的说明》，也成为军国主义教育思想之大成。这些文件强调国防与思想的关系，强调在国防问题上开展“思想战”的重要性，而“思想战”的基础又存在于学校及社会教育之中，因此要通过教育充实人的精神力和体力等。这表明日本军部此时已经直接站出来提出了对教育的要求，而不是事事通过文部省了。随着日本教育军国主义化的深入，1935年11月内阁设置了“教学刷新评议会”，对于“刷新文教的根本方策”进行审议。该评议会的成员主要是军部代表、崇尚日本精神和主张明征国体的人物。结果会议确定的目标是“在国体观念和日本精神两方面对西洋文化进行再考察，进一步努力明征国体、弘扬日本精神”[52]。此后无论是加强职业教育还是延长义务教育年限，都离不开军事和战争的需要。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专制性和反动性尤其表现在对进步师生的镇压方面。1925年《治安维持法》的制定就是这一思想的具体表现。《治安维持法》颁布的当年就解散了全国25所文部省直辖高等学校（高中）的社会科学研究会（学生团体）。此后的镇压举措便接踵而来。日本军国主义就是这样通过扫除进步思想的反抗而实现了对教育的全面统制。

1937年7月的卢沟桥事变标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新设立的“教育审议会”仍然以军人为主导，文部大臣也由陆军大将荒木贞夫担任。学校中已把“举国一致”“尽忠报国”“坚忍持久”等思想信条作为学校的校训。1938年《国家总动员法》颁布，将军部所提出的建立“高度国防国家”的军国主义思想变成了现实，教育被完全纳入战争的轨道。随着战争的升级，特别是进入20世纪40年代以后，军部控制下的昭和政府及文部省不断发出相应的法令进行学校的设置和改革，整个教育充满了浓重的战争火药味。

三、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特征和影响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由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独特的国情而具有了与德国、意大利法西斯教育思想不同的特征。这就是它所具有的极强的封建性格。这主要表现在：天皇的《教育敕语》一直是日本教育思想的最高准则和灵魂；它以天皇为中心，以维护“国体”、声张“皇威”为旗号，利用教育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成长和扩张培养所需要的人才。幕末时期所谓“和魂洋才”，作为教育的目标来看就是这种既要坚持皇统又要扩张国力，这样两方面的需要相结合的产物，日本的法西斯教育思想继承了这样一个基本精神并尤其强调了“大和魂”。

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由于是传统的尊皇思想与极端国家主义相结合的产物，所以它又具有极强的思想渗透性和强制性。强制性可以说是一切专制思想的共同特点，而它的极强的思想渗透性，则是由于原本贴近民间的神道思想和尊皇思想已经通过漫长的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沉淀于日本文化的深层，明治以来的国家主义正是借助于这一桥梁有效地控制了许多人的思想，控制了教育，并逐步地把它引向军国主义。军国主义所主张的教育目标和政治原则正是因为与传统的尊皇爱国结为一体，得以渗透于日本教育的各个方面，渗透于民众的思想之中。

日本的军国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前期将日本教育引向了灾难的深渊，其恶劣影响和危害性已经不言而喻。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清除，但是日本军国主义仍然阴魂不散。学校教育方面的历史教科书问题、社会教育方面靖国神社保留对战犯的参拜问题、歌颂侵略战争的影片乃至电子游戏的出现等问题，以及一些人对侵略战争的否认言论等，都是日本军国主义思想在今日教育上的遗毒的表现。清除日本军国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仍然是今后的重要思想任务。

在当今现实世界中，法西斯政权虽然早已覆没，但法西斯余孽和法西斯思想并未根除。几十年来，尤其是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老的法西斯分子和新的法西斯主义信奉者们，一直力图借尸还魂，卷土重来。目前在一些西方国家，新法西斯主义重新抬头，开始形成一股政治势力，以至进入各级议会和政府，发展到了相当猖獗的程度，对学校教育领域也有一定的渗透。当然，各国进步力量也以各种形式逐步加强了反法西斯斗争。他们以实际行动表明，绝不允许法西斯主义卷土重来，绝不允许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给人类造成的史无前例的战争灾难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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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章 爱因斯坦的教育思想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德裔美籍物理学家。他1879年3月14日出生于德国的乌尔姆，是继伽利略、牛顿之后最杰出的物理学家，在物理学的众多领域都做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对布朗运动的研究；创建狭义相对论；推动量子力学的发展；建立广义相对论与开辟宇宙学研究途径等。他最重要的科学研究成果是创立了奠定现代物理学重要理论基础的狭义相对论（1905年）和广义相对论（1915年）。1921年，他因为提出光的量子概念和发现光电效应定律而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1955年4月18日，爱因斯坦逝世于美国的普林斯顿。

爱因斯坦是20世纪最著名的科学家之一，同时又是富有哲学探索精神的思想家与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和平主义战士。他的论著不仅包含自然科学与科学哲学论文，而且包含有大量论及世界观、人生观、社会观、教育观、道德观与宗教观的言论，基于“个人经验和个人信念”[1]，他在如下著作中阐述了自己的教育观：《探索的动机》（Motiv des Forschens，1918年）、《爱因斯坦论教育》（Einstein on Education，1921年）、《我们大学的使命》（Mission of Gur University，1925年）、《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1930年）、《宗教与科学》（Religion and Science，1930年）、《论科学》（On Science，1931年）、《文明与科学》（Civilization and Science，1933年）、《教育与世界和平》（Education and World Peace，1934年）、《科学和社会》（Science and Society，1935年）、《论教育》（Some Thoughts Concerning Education，1936年）、《学术自由》（Freedom of Learning，1936年）、《目标》（The Goal：A Lecture at a Summer Conference at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1939年）、《自由与科学》（Freedom and Science，1940年）、《科学和宗教》（Science and Religion，1940年）、《科学家的社会责任》（Social Obligation of the Scientist，1946年）、《自述》（Autobiographisches，1946年）、《思想与观点》（Ideas and Opinions，1954年）等。

第一节 教育目标

童年的爱因斯坦安静，缄默，不喜欢学校里要求学生千篇一律地诵读和通过复述来考察学习。在爱因斯坦眼里，学校的老师仿佛是领着士兵进行枯燥的无意识训练的军士，而学生就如同没有笑容、不准发问的士兵。16岁时，思维敏捷、上课时喜欢指出老师的错误的爱因斯坦甚至被慕尼黑的一所学校开除。正是根据自己做学生和当教师时所积累起来的个人经验，爱因斯坦提出了对教育目标等问题的观点。

一、培养个性与独立的精神

爱因斯坦在多篇文章中都认为，教育应以培养学生个性为目标，以抗拒那种试图将学生培养成仅仅是社会工具的观点和做法。他认为，如果社会成员没有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社会就没有发展的可能。而个人独创性和个人志愿的培养要求个人具有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在一篇文章中他表示：“一个人的真正价值首先决定于他在什么程度上和在什么意义上从自我解放出来。”[2]1936年10月，他在“美国高等教育三百周年纪念会”上发表讲话，明确表达了他对学校教育目标的观点：“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有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不过他们要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3]此教育目标将思考与行动并重，因为在他看来，人格不是靠所听到的和所说出的言语，而是靠劳动和行动来形成的，所以实际行动是实现目标的重要的教育方法。在《自述片断》一文中，他比较了少年时期在瑞士上的阿劳（Aarau）州立中学和此前在德国中学学习的状况，阿劳州立中学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他留下了难忘的印象，与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德国中学相比，他感到：“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些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4]

爱因斯坦对个人独立思考和独立行动的能力的重视，与他所处的时代与环境密不可分。20世纪30年代初，军国主义和法西斯瘟疫在德国泛滥，爱因斯坦目睹德国民众陷入对希特勒的盲目崇拜和战争狂热之中，他以冷静理性的思索和特立独行的勇气坚持着自己对人道与和平的信念，同时对这种普遍的狂热进行着反思。在《我的世界观》中，他坦率表达了对个人价值的重视。他认为，人生中真正可贵的，不是政治上的国家，而是有创造性的、有感情的个人，是人格；只有个人才能创造出高尚的和卓越的东西。而没有独立精神的群众在思想和感觉上都是迟钝的。[5]

他相信，能思考的个人能为社会创造新价值并建立起那些为公共生活所遵守的新的道德标准，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的有创造能力的个人是社会向上发展的动力。他认为，社会的健康状态取决于组成它的个人的独立性，也同样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密切的社会结合。[6]

在学校教育中，针对学习专业知识与养成独立精神两种取向，爱因斯坦认为后者更为重要。他认为，学校教育的首位目标不是使学生获得专业知识，而是使其养成独立思考与独立判断的能力。思考的训练是教育的重要价值。掌握了学科基础理论，并学会了独立思考和工作的人，会找到自己的道路，而且比单纯接受专业化的、沉迷于知识细节的人，能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考察了学校教育的状况后，爱因斯坦指出，学生学业负担太重，如太多和太杂的学科（学分制），会危害独立思考的发展，从而必然导致肤浅。他提出，教育应当使所提供的东西让学生作为一种宝贵的礼物来领受，而不是作为一种艰苦的任务要他去负担。[7]

爱因斯坦相信每个人都具有潜在天赋，这种潜在天赋应当获得机会来加以发展。只有这样，个人才会得到他所应得的满足；而且也只有这样，社会才会达到它最大的繁荣。[8]因为，凡是真正伟大的并且激动人心的东西，都是由能够自由地劳动的个人创造出来的。他声明自己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一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9]这也是教育中尊重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精神的教育原则。

二、培养群性

个人的独立性是爱因斯坦非常重视的方面，群性亦被爱因斯坦认为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之必需。正如他对学校教育目标所表述的那样，独立行动和独立思考的个人应当把为社会服务看作自己人生的最高目的。爱因斯坦认为，学校不是将大量既定知识传授给成长中的一代的工具，而应当发展青年人中那些有益于公共福利的品质和才能。

在《社会和个人》中，他用朴素的语言考察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个人几乎全部的行动和愿望都同别人的存在密切联系在一起：吃别人种的粮食，穿别人缝的衣服，住别人造的房子。大部分知识和信仰也都是通过别人所创造的语言由别人传授而来。他认为，人类之所以胜过野兽，就在于人类生活于社会之中。而个人之为个人及其生存的意义，则在于他是伟大人类社会的一个成员，社会支配着他一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0]在《我的世界观》一文中，他说，他每天上百次地提醒自己：他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都依靠着别人（包括生者和死者）的劳动，所以他必须尽力以同样的分量来报偿他所领受了的和至今还在领受着的东西。而判断一个人对社会的价值，首先应取决于他的感情、思想和行动对增进人类利益有多大作用。[11]爱因斯坦的这番陈述，是他兼具个体沉思与群性探讨的精神生活之写照。

1902年，从苏黎世工大教育系毕业两年来找工作屡屡不顺的爱因斯坦，在朋友的帮助下，开始了在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职业生涯。这位默默无闻的专利局职员正是在此创立了日后给物理学界带来革命的布朗运动论、光子论和狭义相对论。鉴定专利权的工作，要求爱因斯坦多方面思考物理学问题，以便为鉴定提供依据。在这里，他将动力学原理和工艺的兴趣移植到理论物理学，运用老办法解决新问题。在这里，爱因斯坦和几位年轻的朋友在密集的交流里激发彼此思考。初到伯尔尼专利局工作时，他打算业余从事私人授课，讲授物理学，大学生索洛文、哈比希特先后受吸引而来。他们以讨论代替上课，有时会持续讨论到午夜并持续好几天，他们将这个小团队命名为“奥林比亚科学院”。爱因斯坦的同事、工程师贝索后期亦加入。几个年轻人一起散步、阅读、座谈、讨论。斯宾诺莎和休谟的哲学著作、数学和物理学论文等文学作品中，有许多都已为爱因斯坦和他的朋友们所熟知，可这次，迷住他们的是跨学科思考的对话与交流。他们在哲学、社会学、文学、数学、物理学、地质学、医学的思想里遨游，他们曾于午夜后攀登位于伯尔尼南面的古尔腾山，在星空下探讨天文学，在那里待到天明，观看日出，疲惫而幸福。几十年后，索洛文还津津有味地回忆这段难忘的生活：对重要问题的争论有时延长数日之久，他时常到专利局门口，等爱因斯坦下班出来，两人立刻接续前一天的讨论：“你曾说……难道你不相信这一点吗？”或是“对我昨晚所讲的，我还要补充这一点……”爱因斯坦也回忆说：“我们在下班途中的谈话，引人入胜，无与伦比，人世沉浮对我们似乎并不存在。”“在那生气勃勃的短暂生涯中”，“在一切明朗而有理性的东西中”，我们找到了“欢悦”和“乐趣”[12]对于他们的“奥林比亚科学院”，爱因斯坦曾评论为，在全欧洲他都找不到“新思想更好的共振器了”。其中，贝索尤其具有接受新思想和给它增添某些非常重要的欠缺线条的惊人能力，听到爱因斯坦第一次口头解释相对论思想时，贝索意识到，物理学即将开启一个新时代，他把爱因斯坦的注意力转向一系列新的方面，并持续不断地讨论。贝索曾描述这些讨论：“这只鹰用自己的双翼把我——麻雀——夹带到辽阔的高空。而在那里，小麻雀又向上飞了一些。”爱因斯坦《论动力的电动力学》这篇著名论文也以对贝索的致谢结尾：“最后，我要声明，在研究这里所讨论的问题时，我曾得到我的朋友和同事贝索的热诚帮助，要感谢他一些有价值的建议。”在伯尔尼邮电管理局工作的沙凡、探索理论物理学的劳布，以及常和爱因斯坦一起举办五重奏家庭音乐会的4位音乐爱好者，都是爱因斯坦伯尔尼时期的挚友。伯尔尼环境的乐观主义唯理论，直接影响了爱因斯坦对于科学的新发现。[13]

对于学生而言，他们在学校里所学习的文化和知识，也包含着一代一代人的努力。爱因斯坦在对一群儿童的讲话中说到，学生从学校里所学到的奇妙的知识，是数代人工作的成绩，是由世界上各个国家的人们用热忱的努力和无尽的劳动产生的。他充满感情地对孩子们说：“这一切都作为遗产交到你们手里，使你们可以领受它、尊重它、增进它，并且有朝一日又忠实地转交给你们的孩子们。这样，我们这些总是要死的人，就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不朽事物中得到了永生。”[14]他认为，生活和工作的意义就在于此，青年学生一旦了解了这一点，就会用正确的态度对待别的民族和别的时代。

他指出，学校的管理与教师的态度影响着学生行为的动机。对于学校来说，靠恐吓、暴力和人为的权威来进行工作的做法，制造出来的是顺从的人，而学生的健康的感情、诚实和自信将遭受摧残。他建议教师尽可能少使用强制手段，学生尊敬教师的唯一源泉是教师的德和才。学生行为的第二种动机是人对于赞许和尊重的期望，即好胜心。但这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建设性的力量同破坏性的力量密切地交织在一起。如果要求别人承认自己比同学更高明、更强或更有才智，就容易在心理上产生唯我独尊的态度。因此，学校和教师必须避免使用易于产生个人野心的简单办法来引导学生的行为。他不赞成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及选择理论来鼓励竞争。他强调人是社会动物，一个成功的人从同胞那里所取得的，总是远超过他对他们所做的贡献。由此，人们应当禁止向青年人鼓吹以习俗意义上的成功作为人生的目标。看一个人的价值，应当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学校的重要任务在于启发青年人认识到，在学校和在生活中，工作的最重要动机是工作中与工作获得结果时的乐趣，以及对工作结果的社会价值的认识。只有这样的心理基础才能使学生愉快地追求知识和艺术技能，这是人的最高财产。[15]同时，这种用富有活力的表达和知识去唤醒学生学习的乐趣，亦是教师的至尊艺术。[16]

三、培养和谐发展的人

爱因斯坦认为，学校的目标应当是培养和谐发展的人，而不是专家。[17]他反对学校直接教授那些在以后生活中直接用到的专业知识和技能，生活所要求的东西过多，学校不大可能采取这样的专门训练。在某种意义上，技术学校的培养目标亦当如此。单纯的专业知识教育，只能使人成为有用的机器，不能成长为和谐发展的人。他认为，学校应当把发展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判断的一般能力放在首位，需要使学生理解社会伦理准则并对之产生热烈的感情，需要养成对美和善的辨别力，同时还必须学习去了解人们的动机、幻想与疾苦，以此获得与别人和集体的适当关系。他认为，这些价值观主要不是通过教科书传授给年青一代，而是通过“人文学科（the humanities）”，通过同教育者亲身接触得来的。过分强调竞争制度，以及依据直接用途而过早专门化，会扼杀包括专业知识在内的一切文化生活所依存的那种精神。[18]他认为，如果一个人掌握了他的学科的基础理论，并且学会了独立地思考和工作，他必定会找到他自己的道路，而且比起主要以获得细节知识为其培训内容的人来，他一定会更好地适应进步和变化。

针对古典文史教育与自然科学教育之间的抗争，他表示不偏袒任何一方。在他看来，关键是通过教育获得一般能力。比如，学生通过体操和走路、锻炼肌肉和体力的耐劳性以适应任何体力劳动；思想的训练以及智力和手艺方面的技能锻炼也与之类似。他引用了对教育的一种定义：“如果一个人忘掉了他在学校里所学到的每一样东西，那么留下来的就是教育。”[19]爱因斯坦认为，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教师在这样的学校里成长起来，教师应有选择教材与教学方法的广泛自由。

第二节 科学教育

爱因斯坦的科学教育思想是在他一生进行科学探索并对科学本身价值的深入思考中形成的。

爱因斯坦在科学方面的启蒙当归功于他的父亲赫尔曼（Hermann）和叔叔雅各布（Jacob）。他们经营的电工用品商店里的稀奇装置和机器深深吸引着童年的爱因斯坦。5岁时，父亲送给他的一只指南针和他在12岁时得到的一本欧几里得几何学，更使他对科学的奇妙及明晰性与可靠性着了迷。[20]在日后探索大自然奥秘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提出了对于科学教育独创性的见解。1930年，他在《我的世界观》中这样写道：“照亮我的道路，并且不断地给我新的勇气去愉快地正视生活的理想，是善、美和真。”[21]在对科学之真的探索中，他也在寻索科学中善与美的光辉。在爱因斯坦的一生里，真、善、美的理想，成为不可分的“三位一体”。

一、科学教育之真

历史上很多科学家都将探索科学视为破译自然之谜，爱因斯坦亦然，内在的完备的逻辑论证和外部的证实的经验论证，是爱因斯坦恪守科学理论真理性的两个标准。[22]在他67岁时写的《自述》中，爱因斯坦谈到对于自然界的理解，他认为，那是一个独立于人类而存在的巨大世界，在人类面前，它就像一个伟大而永恒的谜，然而至少部分地是可以为人类所观察和思维的。他说：“对这个世界的凝视深思，就像得到解放一样吸引着我们，而且我不久就注意到，许多我所尊敬和钦佩的人，在专心从事这项事业中，找到了内心的自由和安宁。在向我们提供的一切可能范围内，从思想上掌握这个在个人以外的世界，总是作为一个最高目标而有意无意地浮现在我的心目中。”[23]在爱因斯坦看来，自然界已证明它是可以信赖的，而他从来也没有为选择了探索自然界的道路而后悔过。

爱因斯坦认为，人类探索科学和艺术的动机有消极与积极之分。

消极动机如叔本华（Schopenhauer）所说，是试图逃避日常生活中的粗俗与沉闷，以及摆脱人们自己反复无常的欲望的桎梏。爱因斯坦将之归结为修养有素的人渴望逃避个人生活而进入客观知觉和思维世界的愿望，他将这种愿望比做城市里的人渴望逃避喧嚣拥挤的环境，而到高山上去享受幽静的生活：在那里，通过清寂而纯洁的空气，可以自由地眺望，陶醉于那似乎是为永恒而设计的宁静景色。

探索的积极动机是人类试图以自己的世界体系（cosmos）来代替经验世界，并试图征服它的一种尝试。画家、诗人、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都各有自己构筑世界的体系，以此作为感情生活的支点，寻找到他在个人经验的狭小范围里所不能找到的宁静和安宁。对于理论物理学家而言，他的世界图景要求用严格精确的数学语言描述各种关系，以概念建立逻辑结构，并且严格限制主题以描述其经验领域里最简单的事件。他的最高使命是要通过对经验的共鸣为依据的直觉得到普遍的基本定律，由此就可以用单纯的演绎法建立他的世界体系。这种定律就是莱布尼茨（Leibnitz）描述的“先定的和谐（harmonia praestabilita）”。“渴望看到这种先定的和谐，是无穷的毅力和耐心的源泉。”[24]他认为，作为著名物理学家的挚友普朗克即是因此而专心致志于这门科学中的最普遍的问题，而不使自己分心于比较愉快的和容易达到的目标上去。当爱因斯坦的同事们将普朗克对科学探索的执着态度归因于非凡的意志力和修养时，爱因斯坦否认了这种分析。在他看来，促使人们探索自然奥秘的精神状态类似于信仰宗教的人或谈恋爱的人，他们的努力并非来自深思熟虑的意向或计划，而是直接来自激情。除直觉思维建立概念的逻辑结构外[25]，想象力在科学的新发现中亦起着重要作用，诚如爱因斯坦所言：逻辑性可以将你从A带到B，但想象力能到达任何地方。[26]

在探索科学之客观真理的过程中，爱因斯坦极其重视凝思静想的重要，他由自己在乡间生活的经历感觉到，单调而清静的生活强烈地激发着创造性的心理活动。他在多篇文章中都表示，学院生活会把年轻人置于非常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青年学子被迫写数量繁多的论文，必须尽快得出确定的结论，这种压力对于从事纯粹科学研究是有害的。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就这个角度而言，青年爱因斯坦也许是幸运的。1905年，爱因斯坦在德国最有声望的杂志《物理学年鉴》（Annalen der Physik）上发表了包括相对论在内的4篇论文，这些论文中的思想震撼了整个科学界，并且改变了人们观察宇宙的方式方法。那时他26岁，是瑞士专利局一位默默无闻的审查员。也许正是因为自己的这段经历，他常鼓励有兴趣从事科学探索的青年人过清静的有助于独立思考的生活，并选择可以提供自由思考时间的职业，如看守灯塔或者灯塔船。[27]这样，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而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

探索科学的历史也许就是一部不断提出新问题寻求客观的依据、保持理性的怀疑精神的历史。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物理系教授乔塞姆（E. Leonard Jossem）概括了爱因斯坦对提出新问题促进科学发展的观点：学习昨天，生活今天，希望明天，重要的是不断地问为什么；一个问题的简洁形成远比其解答重要，后者或许仅仅是个数学或实验的技巧；提出新问题，新的可能性，从新角度认识老问题，都需要富于创造的想象力，并标志着科学的实际进展。[28]爱因斯坦认为，怀疑的精神是科学探索与教育的灵魂。在他的经历中，他对权威的怀疑首先针对的是《圣经》与国家，当12岁的爱因斯坦发现了《圣经》中许多故事不真实时，他萌发出一种“真正狂热的自由思想”，并且交织着这样一种印象：国家故意用谎言来欺骗年轻人。这种经验引起他对所有权威的怀疑。他说：“对任何社会环境里都会存在的信念完全抱一种怀疑态度，这种态度再也没有离开过我，即使在后来，由于更好地搞清楚了因果关系，它已失去了原有的尖锐性时也是如此。”[29]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评价冲击了持有将力学作为一切物理学思想的最终基础这种教条式信念的恩斯特·马赫，认为马赫的真正伟大，就在于他的坚不可摧的怀疑态度和独立性。他还批评传统大学里的科学教育，往往因袭科学界既定的结论，是“教条式的顽固”[30]，而缺乏怀疑与批判。他强调，当现有理论无法“解释”新事实时，首先必需的是新理论，需要创造的精神：“理论观念的产生，不是离开经验而独立的；它也不能通过纯粹逻辑的程序从经验中推导出来。它是由创造性的行为产生出来的。一个理论观念一旦获得了，人们就不妨抓紧它，一直到它导致一个站不住脚的结论为止。”[31]电磁感应定律的创立人法拉第的一些观念，在爱因斯坦看来，其伟大和大胆是难以估量的，它们对后人的影响可以说是同母亲的奶水一道吮吸而来的，而法拉第正是没有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没有背上传统思想包袱的科学家。

在科学探索中，爱因斯坦强调一切理论都是暂时的假设，他所创建的广义相对论也是如此，他认为：

广义相对论一直到现在还不是理论物理学中的最后定论。无疑地，正像当初它明确建立时的那样，会继续保留下来的是：没有绝对的运动，并且必须在物理学定律中把这一点表示出来。但是广义相对论用来描述空间性质的特殊方法却是暂时的，而不是注定永远不变的。[32]

学生亲手做实验的意义，得到爱因斯坦的充分肯定，他认为物理学课程首要即是其实验性，实验展示了物理学能带来的有趣现象，一个漂亮的实验常常比20个公式更有意义。J. C. 麦克斯韦（J. C. Maxwell）亦阐述过实验对于激发兴趣和求真的价值：“几个亲手演示的实验更能在该课题上启发学生的兴趣，对大自然的严谨性更有信心，并认识到我们的观测具有误差和不确定性，这比死读书，即使是读那些由很聪明地设计、演示实验的大师所著的书也更有益。”[33]

爱因斯坦极其重视科学研究本身及其对于文化发展的价值。在世界经济处于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爱因斯坦提醒人们，科学所创造的知识和方法只是间接地有助于实用的目的，而且很多时候要等到几代以后才见效。科学研究如果受到阻碍，会使国家的文化生活在未来的发展受到摧残。他认为，经济困难不应窒息科学研究的意志和热情。

二、科学教育之善：和平教育

科学曾被认为是可以保持“伦理中立”价值观的领域。“伦理中立”的意思是：科学家，以其科学家的身份，在道德或伦理问题上不偏不倚，这样一种科学家没有伦理的、宗教的、政治的、文学的、哲学的、道德的或婚姻的偏好。作为一个科学家，他的兴趣不在于是对是错，是善是恶，而仅在于是真是假。[34]然而，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在制造战争武器中的普遍运用，现代的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科学技术是一把双刃剑，它既可能扫除无知的愚昧与黑暗，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福祉；也可能刺破和谐，成为人类毁灭自身的工具。[35]

爱因斯坦的一生，铭刻着一位有着道德勇气而特立独行、为世界和平而战的科学家的一生，这一生中，他发表言论最多的领域就是战争与和平问题。

1933年5月，爱因斯坦在给挚友冯·劳厄的信中谈及他对于科学家的伦理观的看法，坦率地表示不赞成劳厄认为科学家应对政治问题等人类事务保持沉默的见解。他认为，德国的情况已经表明，不作任何抵抗就把领导权拱手让给那些盲目的和不负责任的人是缺乏责任心的表现。他赞赏布鲁诺、斯宾诺莎、伏尔泰和洪堡坚持真理的勇气。他表示对自己“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他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36]他甚至感到，如果对社会上那些他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保持沉默，就觉得自己在犯同谋罪。[37]1944年6月17日当《自由世界》（Free World）杂志采访他，请他就一个真正的或者“纯粹的”科学家应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发表看法时，他再一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38]

爱因斯坦对于战争的观点经历了两个阶段：绝对反对一切战争与赞成武装御敌。

在1933年纳粹攫取德国政权之前，他一直持绝对反战、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观点。在《我的世界观》中，他表明，战争是由命令产生的勇敢行为，是毫无意义的暴行，是在爱国主义名义下的可恶的胡闹，是卑鄙与下流的。他对这一切都感到深恶痛绝。他充满激情地写道：“我宁愿被千刀万剐，也不愿参与这种可憎的勾当。”[39]他决心为和平而战斗，并做好了为和平而牺牲的准备。1930年他在纽约美国“新历史学会”主办的集会上做了《战斗的和平主义》的演讲，主张采取两种行动方针使全世界摆脱兵役的奴役：第一条是不妥协地反对战争，在任何情况下都因为良心而拒绝服兵役；第二条是试图通过国际立法来确立在和平时期拒绝服兵役的权利。[40]他在给法国一位和平主义者的回信中也充满信心地说，只要彻底消灭了强迫兵役制，就有可能以和平的精神、人生的乐趣和对一切生命的爱来教育青年。他提醒说，只要各个国家有计划地继续备战，那么恐惧、互不信任和自私自利的野心就会再次导致战争。他主张对侵略不进行抵抗。他认为，一个不进行自卫的国家所担的风险是由整个社会来承担的，是为了人类进步而承担的。这种牺牲，可以促进人类真正的进步。[41]

爱因斯坦选择的是以人为本的价值观。1929年9月16日，法国数学家阿达马（Jacques S. Hadamard）致信爱因斯坦，尖锐批评爱因斯坦发表的下决心不参加任何战争的声明。1929年9月24日，爱因斯坦在回信中表明，人类的福利必须置于对自己国家的忠诚之上，甚至必须置于一切之上。[42]这种观点折射着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所提倡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本精神。爱因斯坦相信“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对于科学也是这样。这些都是老生常谈，凡是把人本身看作是人类的最高价值的人都是这样主张的”。[43]在他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他以耶稣、歌德和康德为例，认为弗洛伊德和他们一样，都是超出自己时代和国家的局限而被人尊敬为道德领袖和精神领袖的人，这样的人对于排除战争罪恶以解放人的身心的伟大目标抱有深挚的热忱。

1933年，爱因斯坦写信给在比利时的法国青年反战人士纳翁（Alfred Nahon），分析了正以一切手段推进战争的德国给比利时和法国等国家造成的严重威胁。面对着新的情况，爱因斯坦改变了他的绝对反对一切战争和拒服兵役的观点，他开始赞同依靠武装力量御敌，他相信，这样做才能拯救欧洲的文明。他并不认为这样做是放弃他以前所坚持的原则。他表示，他最大的希望仍是“在 不远的将来，拒绝服兵役重新成为一个为人类进步事业服务的有效方法”。[44]同时，爱因斯坦一直不遗余力地为建立超国家政权努力。1946年5月29日，他在芝加哥举行的“争取世界联邦政府学生大会（The Rally of Students for Federal World Government）”上做了广播演讲，说明人类可用的进攻性武器足以毁灭整个地球。他认为，需要教育人们根据全世界的利益来思考，每个国家通过国际合作让出一部分国家主权，创建一个能够运用司法裁决来解决各个国家之间的冲突的世界政府，他认为这是人类活下去的唯一希望。[45]

在反对战争的斗争中，往往面临着为坚持和平而与国家利益之间的冲突。在“爱国”的激情与全人类真理相冲突的每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真正能坚持健全的理性乃至与之抗争，真正“吾爱吾国，但吾更爱真理”的人寥若晨星。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科学家——都免不了受到时代的限制不容易明察，或因为缺乏足够的勇气坚持自己所认为的真理。坚持真理往往不是一个智力问题，而是一个性格问题，往往需要非凡的勇气乃至甘冒“卖国贼”之大不韪。因为“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时，往往是“以太阳的名义”[46]。1914年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有93位科学文化界名流联名发表《告文明世界书》（Manifesto to the Civilized World），否认德国侵略比利时的战争罪行，宣称德国文化是最优秀的文化，德国人只能靠战争与胜利来保存其文化。而在反对德国侵略，提倡一个和平与合作的统一欧洲的声明《告欧洲人书》上签名的科学家只有包括爱因斯坦在内的4位。此后，爱因斯坦又在《全世界裁军宣言》（1930年）和《罗素—爱因斯坦宣言》（1955年）[47]上签名，为世界和平不遗余力地呼吁。

1939年，爱因斯坦获悉德国正在研究原子能，他担心纳粹抢先拥有原子弹，将给人类造成无穷灾难。在科学家西拉德的帮助下，爱因斯坦写信给罗斯福总统，建议美国着手研制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后，他期待和平能在人间永驻，但美国在战争结束前在广岛和长崎上空投掷了两颗刚刚制造出来的原子弹，牺牲了20多万平民的生命，爱因斯坦作为原子能基本原理的发现者和制造原子弹的倡议者，感到极度痛苦与矛盾。爱因斯坦意识到核战争对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组织了“原子科学家非常委员会”，出版《原子科学家公报》，使人们认识到核战争的危险，呼吁加强联合国的力量，以保证全人类的安全与和平。

爱因斯坦认为，科学的应用将成为天使抑或魔鬼，主要在于人类的选择，在于科学教育的价值取向：

科学是一种强有力的工具。怎样用它，究竟是给人带来幸福还是带来灾难，全取决于人自己，而不取决于工具……我们的问题不能由科学来解决，而只能由人自己来解决。……我们唯一的希望就在于拒绝会有助于准备战争或者以战争为目的的任何行动。[48]

1931年，爱因斯坦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发表演讲。他向学生们表明自己对于科学与科学研究的观点。他认为，科学的价值应在于解放人、助益人的幸福。生命的价值在于使一切有生命的东西都生活得更高尚、更优美。但事实却与这种价值相违背：应用科学在战争时期成为人们相互毒害和相互残杀的手段；在和平时期，科学没有将人从单调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反而使人成为机器的奴隶。他请学生们将关心人本身作为技术奋斗的主要目标，希望学生们关心如何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科学思想的成果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他恳请年轻的学子们在埋头于图表和方程时，千万不要忘记这一点。

你们只懂得应用科学本身是不够的。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49]

爱因斯坦提倡用和平主义精神教育孩子以预防军国主义。他认为，欧洲的不幸就在于它的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错误的心理。他批评教科书颂扬战争，而又掩饰战争的恐怖，以及把仇恨灌输给孩子们。他表明他将教孩子们和平而不教他们战争，向他们灌输爱而不灌输恨。他建议重写教科书，消除古代人的怨恨和成见，并主张教育应当从摇篮里开始，认为全世界的母亲们都有责任在孩子的心灵里播下和平的种子。[50]历史课应该讲述人类文明进步的工具，而不应灌输帝国主义势力和军事成功的理想。地理课应启发学生对于不同的民族（包括通常被认为是“原始的”或“落后的”民族）的特性有深怀同情的理解。[51]他认为，科学与技术教育，不仅是保障和维持和平的技术问题，而且还有启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务。[52]

三、科学教育之美

当童年的爱因斯坦被指南针里磁力的神奇和繁星闪烁的天空表现出的美丽和深邃深深吸引时，他认为，这些都体现着上帝的思想方法和他对人的功德。他常说，科学家的使命就是要学会“了解上帝的心意”。

成年的爱因斯坦提出了真理的美学标准：“我坦白地承认，我被自然界向我们显示的数学体系的简洁性和优美强烈地吸引住了。”他认为：“一种理论的前提的简单性越大，它所涉及的事物的种类越多，它的应用范围越广，它给人们的印象也就越深。”[53]他始终认为，好的理论应发现周围世界的美与对称。自然科学研究最高的使命是从混乱之中整理出秩序和规律。[54]

在《论科学》中，爱因斯坦表达了自己对于科学及探索科学的理解。他相信直觉与灵感，认为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它概括着世界上的一切，推动着进步，并且是知识进化的源泉。科学家需要借助于想象力，超越自然界显现在我们的感官和仪器上的表象，以求在不羁的思索中瞥见宇宙的真相。他认为，科学工作的基础是建筑在宗教感情上的对于世界的合理性和可知性的信念。艺术与科学是互相补充的，都是一种对于表达未知的东西的努力。音乐家用音符构筑他的世界，而科学家用的是数学公式，这些都是为试图创造合理的世界图像，使之成为自己的精神家园，并获得日常生活所不能达到的安宁。[55]

爱因斯坦提出的相对论的著名公式：E＝mc2中，E代表能量的总额，m代表质量，c代表光速。它表明能量与质量只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一切质量都是能量，一切能量都是质量。现代西德物理学家玻恩认为广义相对论是“哲学领悟、物理直觉和数学技巧最惊人的结合”，是“一件伟大的艺术作品”。[56]

哲学、文学、艺术作品探究的目标与主题，一定程度上与物理学的目标与主题内在相通，“登山之路不一，望巅之月相同”，那轮明月是“在自然界中探索和寻找清晰因果和谐的理性颂歌”[57]。这个敏锐深厚的洞见，是爱因斯坦的传记作家之一、苏联科学院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的库兹涅佐夫（1903—1984）博士带给我们的，这位通晓哲学与文艺的科学家书写于《爱因斯坦传——生·死·不朽》最令人击节称叹的部分，或许还不是以其物理学家身份准确阐释爱因斯坦的科学思想，也不是用精挑细选的基于证据的生平轶事勾勒爱因斯坦的个性，而是在最后的“对比”部分，将爱因斯坦与影响人类至深的4个领域的思想家相比较：哲学界的亚里士多德、笛卡儿；物理学界的牛顿、法拉第、马赫、玻尔；文学界的陀思妥耶夫斯基与音乐界的莫扎特。自如运用这4个领域的不同概念、结构，库兹涅佐夫探寻着人类在不同领域开展的本质接近的探索。

爱因斯坦以内在逻辑论证的完备与外部经验论证的证实，作为科学理论真理性的两个标准，与之呼应的是，亚里士多德向存在的实在性和感性的可把握性问题复归，渗透着结合推理和观察的努力；[58]笛卡儿在1619年11月10日的日记里兴奋地写下“我思故我在”是令人惊讶的科学的基础，意味着当他在客观世界中寻找具有像“我思”这样明确性的某种东西时，这两个“本来意义”开始融合。[59]

文学捍卫个性的价值，个性不应被泯灭于宏观定律，犹如物理学里的粒子对宏观定律具备相对自由，这是文学与科学的共鸣。作为一个科学家，爱因斯坦坦陈文学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给予他的影响比任何一个思想家都多，甚至比高斯还多，爱因斯坦评论道，陀思妥耶夫斯基揭示生活的目的，在于探索精神存在之谜。库兹涅佐夫揭示了他们内在探索的相似之处：艺术创作和科学思想里反常、悖论的存在，促使已经确定的逻辑结构（以及概念、规范）向另一种逻辑结构转变，要求新的理论能可靠解释统计学里的反常经验；[60]在爱因斯坦的量子力学里，粒子的存在与生存、粒子对宏观定律的相对自由，只有在与存在的宏观客体联系时才有物理意义，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文学创作亦是探讨建立在尊重个体的东西基础之上的宇宙和谐和道德和谐是否存在。[61]陀思妥耶夫斯基艺术创作的基本思想，是捍卫人的个性，使其不受漠视个性命运的宏观定律的支配，他反对把人的命运类比于热力学中个别粒子的命运。[62]库兹涅佐夫惊心动魄地写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融合了“大地上的一切呻吟，备受折磨的孩子们的哭泣，因痛苦而不知所措的人们的喃喃自语和濒临发狂而丧魂失魄的呐喊”，“所有这一切都融合为一了，却又保留着，并且我们还能在绝望的喊叫中区别出每一种声调、每一个哭泣的孩子的呜咽声。”甚至宇宙的天命和谐也消解不了一个小人物的痛苦。[63]量子力学里，个别粒子的行为不被忽视，粒子同宏观物体发生相互作用，并且能够在已知条件下以其个体行为开始引发链式反应，这种个体行为在一般情况下不取决于宏观定律。[64]

库兹涅佐夫指出，同莫扎特的对比揭示出爱因斯坦科学贡献的浪漫主义。[65]爱因斯坦不仅是物理学家，也是一位有能力欣赏美并创造美的音乐家，他曾带着心爱的小提琴参加慈善募捐音乐会。一次，德国一家报纸刊登了小提琴演奏家爱因斯坦演出的报道，他兴高采烈地剪下那条简讯，拿给熟人们看：“您以为我是个学者吗？其实我是个著名的小提琴家！”[66]爱因斯坦演奏小提琴的技巧虽不那么精湛，然而却有干净、自信和内在的表达力的特点，在演奏中吸引爱因斯坦的是严格表达作品的结构。例如，巴赫的音乐使爱因斯坦联想到耸入云霄的哥特式教堂的结构以及数学结构的严密逻辑。艺术反映世界和谐的“天籁”也吸引着他。爱因斯坦并不关注表演者的个性表现。库兹涅佐夫援引澳大利亚钢琴家克来因的观点指出，爱因斯坦与莫扎特的联系在于，莫扎特的音乐具有某种超脱时间、地点和环境的惊人的独立性，爱因斯坦的初始概念也正是运动的基本定义对参照系的选择的独立性。如果说，黑格尔概念里的古典主义是使具体的东西服从于抽象的规则，动力学则以对静力学规则的破坏表现着自身的浪漫主义美学，库兹涅佐夫将体现在文化、艺术和科学中贯穿的突如其来的变化，与其同一主题交织的有机和谐，界定为浪漫主义。艺术用色彩斑斓的多相本质反映世界，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反映的世界图像也是多相与反常的，空间与时间中的多样性成就彼此。莫扎特的每一乐句、和声并不消溶于整体，每个音符的存在都发挥着个性的价值，同时体现整体，每个音符、和声、乐句都是整体的局部体现，具有永恒存在的特性。并且，莫扎特音乐的多相还表现在其戏谑乐句融合着最深刻的悲剧性的、浮士德式的冲突。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探究亦然，既包含对古典思想根本基础的怀疑，又融合着对新基础的浮士德式的欢快—英雄般的追求，乃至使概括化思想顶峰拟人化的幽默。爱因斯坦在每一个特定的实验中和每一个个别推导中都想听到开普勒的“天籁”、存在的统一和谐，这种和谐不是先验的，而是实验可以验证的。宇宙的存在既仰赖于矛盾与否定，又仰赖于与之联结的理性，失去任何一方，宇宙都将失去其存在。[67]

于探究科技与人文奥秘间穿梭游走时，不同领域间的领悟往往得以交互迁移、润泽彼此，这或许也是融合科技与人文教育的一个理由。

第三节 宗教观与宗教教育

对于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等物理学家而言，他们对于自然界的探索是和他们对宇宙宗教感情分不开的。他们心中的“上帝”就是使人充满赞美感和敬畏感的庄严、永恒的宇宙秩序和自然规律。

一、宗教观

爱因斯坦认为，宗教涉及目标和价值，涉及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感情基础。“宗教关系到人对整个自然界的态度，关系到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理想的建立，也关系到人的相互关系。”[68]作为一个不断探索世界奥秘的科学家和将人类命运萦然系于心中的思想家，爱因斯坦在诸多关于科学与宗教关系的文章中，探讨了宗教与科学互为补充的问题。

在《自述》中，爱因斯坦介绍了自己对宗教及其与科学的关系的思考。爱因斯坦出生在一个犹太教徒家庭，但他父母思想自由，对其他宗教信条抱开放的态度。为使孩子受到另一种信仰的感化，从而使他更能宽容有不同思想和信仰的人，他们把小爱因斯坦送到天主教小学上学。但爱因斯坦对宗教的信仰在12岁那年终止了——通过阅读通俗的科学书籍，他发现《圣经》里的许多故事都是不真实的。少年时代的宗教天堂由此失去。生活给爱因斯坦关上了一道信仰之门，但它从别处为他打开了一扇窗：他在探索自然界的过程中体会到宇宙宗教情感，在这种宗教情感中，宗教与科学齐头并进，为造福人类、探索自然的目的而互为补充。

“宗教同科学之间真正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吗？宗教能被科学代替吗？”1948年，爱因斯坦给纽约“自由牧师俱乐部”的回信以此设问开头。他接着回答说：通过冷静的思考只能得出否定的答案。1940年9月，他以《科学和宗教》为题在美国“科学哲学和宗教同民主生活方式的关系讨论会”第一届会议上做过演讲。在他看来，一个信仰宗教的人，就是已经尽他的最大可能从自私欲望的镣铐中解放了出来，全神贯注于超越个人的价值的思想、感情和志向，而不在于同神是否有联系。在他看来，科学家对存在中所显示出来的理性的庄严所抱的深挚、崇敬和谦恭的态度，就是宗教的态度。他认为，科学与宗教是可以互补的，因为科学只能断言“是什么”，而不能断言“应当是什么”，即它所关涉的是事实判断，而不关涉价值判断；宗教涉及对人类思想和行动的评价，属价值判断范畴，但却不能有根据地分析事实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他以一种形象的比喻来说明科学与宗教的这种关系：科学没有宗教就像瘸子，宗教没有科学就像瞎子。在这个过程中，科学不仅替宗教的冲动清洗了它的拟人论的渣滓，而且能帮助人们对生活的理解达到宗教的精神境界。爱因斯坦相信，通向真正宗教感情的道路，不是对生和死的恐惧，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对理性知识的追求。[69]另一位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在《因果性与自由意志》中也写道：“科学和宗教这两者并不是对立的，在每一个善于思索的人的心目中，它们是相互补充的。一切时代最伟大的思想家，在他们的天性中同时也是具有深沉宗教信仰的人。”[70]这种宗教信仰就是宇宙宗教情感。

宇宙宗教情感是爱因斯坦所认为的宗教经验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是恐惧宗教与道德宗教。这是1930年，爱因斯坦对发表于《纽约时报杂志》的《宗教和科学》一文所做的分析。爱因斯坦认为，恐惧宗教源于原始人对饥饿、野兽、疾病和死亡的恐惧，通过祭献给特定的鬼神求得心灵的寄托；道德宗教则希望借助于某个具体的形象对人的保护、支配、奖励与惩罚，寻求引导、慈爱和扶助。将科学家的宗教感情与普通人的宗教感情加以比较后，爱因斯坦指出：后者的上帝是一个有奖有罚、与人类的命运和行为有牵累的上帝。

宇宙宗教感情是宗教经验发展的最高阶段，很多科学家持有此种宗教感情与上帝观。他们相信普遍的因果关系，并对自然界和思维世界里所显示的崇高庄严与不可思议的秩序及自然规律的和谐感到狂喜的惊奇，他们所信仰的上帝是那个在存在事物的有秩序的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并希望将宇宙作为单一的有意义的整体来体验。[71]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宗教的上帝概念就是“同深挚的感情结合在一起的、对经验世界中所显示出来的高超的理想的坚定信仰”，即斯宾诺莎的“泛神论”概念。[72]

泛神论在历史上是一个源远流长的哲学思潮，它的渊源一直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其核心观念为认为大自然即上帝，上帝即大自然；上帝和整个宇宙是一个统一体，上帝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它是无处不在的。17世纪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将“泛神论”发展到了完美的阶段。斯宾诺莎认为，上帝是唯一的无限实体，上帝和大自然是一回事。或者如黑格尔所说，斯宾诺莎把“自然当作现实的神，或把神当成自然，于是神就不见了，只有自然被肯定了下来”[73]。

爱因斯坦认为，宇宙宗教感情是科学研究最强有力、最高尚的动机。只有那些做了巨大努力，尤其是表现出献身热忱的人，才会理解这样一种感情的力量。如对于多年寂寞劳动中的开普勒和牛顿所持的对宇宙合理性的深挚信念与要了解它的热切愿望，只有献身于同样目的的人，才能深切地体会到究竟是什么在鼓舞着这些人，并且给他们以力量，使他们不顾无尽的挫折而坚定不移地忠诚于他们的志向。在爱因斯坦看来，给人以这种力量的，正是宇宙宗教感情。[74]

实际上，用“宗教”一词来表达这种对于探索宇宙的激情，只是因为爱因斯坦和其他科学家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词汇，来“表达（我们）对实在的理性本质的信赖；实在的这种理性本质至少在一定程度是人的理性可以接近的”。他认为，在这种（信赖的）感情不存在的地方，科学就退化为毫无生气的经验。[75]

二、宗教教育

爱因斯坦认为，清洗掉迷信成分的宗教，是培养道德行为和进行伦理教育的最重要的源泉。在他看来，宗教、艺术与科学都是同一棵树的分枝，为着使人类的生活趋于高尚，把单纯的生理上的生存境界提高，并且把个人导向自由。他追溯了大学的发展史，指出较古老的大学之起源于教会学校，绝非偶然。教会和大学就其执行的真正职责来说，都是为了使个人高尚，都是试图通过扩大道德和文化的谅解与拒绝使用暴力来完成这一伟大任务。19世纪，教会同非教会的文化机构失去了本质的一致性，产生了无意义的敌对，但仍保持着对于发展文化的努力。[76]如果说宗教求善，艺术求美，科学求真，那么，在这里，爱因斯坦再一次表达了他对于真、善、美三位一体的信念。

在爱因斯坦看来，属于事实判断的科学知识只能使人们探索“是什么”，它并不能直接打开通向价值判断的“应当是什么”的大门。人们可能有完备清晰的知识，但这并不意味会明了人类所向往的目标。终极目标本身和要达到它的渴望必须来自另一个源泉，这个源泉就是宗教。宗教在人类社会生活中履行的最重要职能是使人确立终极价值目标，并使它们在个人的感情生活中牢靠地建立起来，由此，人类的生存与活动才能获得意义。这种价值目标可以叙述为：个人的自由而有责任心的发展，使他得以在为全人类的服务中自由地、愉快地贡献出他的力量。他认为，这是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东西存在于那里，它们不是通过证明，而是通过启示，通过有影响人物的作用而存在的。教育和学校有责任帮助青年人在这种精神状态中成长，使他感到这些基本原则对他来说好像他所呼吸的空气一样。[77]如果方法背后没有一种生气勃勃的精神，就只能是笨拙的工具。

考察了实际生活以后，爱因斯坦失望地看到，由于缺乏博爱的宗教精神，个人之间与团体之间如同战场而不像管弦乐队，人们为了追逐名利不惜牺牲自己的同胞。在学校里，这种竞争毁灭了人类友爱与合作的感情，成就被看成来自个人的野心和对被排挤的畏惧，而不是来自对生产性和思想性工作的热爱。

在《伦理教育的需要》一文里，爱因斯坦批评了教育忽视宗教的做法。他认为，因为实用和实际的目的而过分强调单纯智育的做法，直接导致了对伦理价值的损害。他认为，在忧乐与共的同情心支持下的对同胞的了解是重要的，在这个意义上，宗教构成了教育的一个重要部分，但教育对之考虑得太少了，就连仅有的那一点考虑也还是很不系统的。[78]

在科学教育中，宇宙宗教情感也是激发探索科学的有力动力。爱因斯坦认为，科学对宗教有一种依存关系，孜孜不倦地探求自然界奥秘的科学家，都浸染着真正的宗教信念：相信宇宙是完美的，并且是能够被认识的。他认为，如果这种信念不是一种有强烈感情的信念，如果那些寻求知识的人未曾受过斯宾诺莎的对神的理智的爱的激励，那么他们就很难会有那种不屈不挠的献身精神，而只有这种精神才能使人达到他的最高的成就。[79]

第四节 自由主义教育

如果我们将自由主义传统界定为信仰与追求自由、与偏执和专制主义抗争、坚持自己心目中的真理，那么，爱因斯坦可谓是一个执着的自由主义者。他在著作中多次论及自由问题，其人格更是追求自由的写照。

一、论自由

1940年，爱因斯坦发表《自由和科学》一文，提出了对自由的见解。他将自由分为三种。

第一种为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即不受限制地交换一切结果和意见，这种自由是科学进步的先决条件。他认为，在一个自由的社会里，一个人不会因为他发表关于知识的一般和特殊问题的意见和主张而遭受危险或者严重的损害，交换的自由是发展和推广科学知识所不可缺少的，需要法律的保障和宽容的精神。

第二种自由为外在自由，即保证人不会为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的活动的程度。爱因斯坦认为，这种自由需要由合理的分工来提供可能性。

科学以及一般的创造性精神活动的发展，还需要第三种自由——内心的自由，即思想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也不受一般违背哲理的常规和习惯的束缚。[80]他认为，学校应该通过鼓励独立思考来支持这种自由，而不应用权威的影响和强加给青年人过重的精神负担来干涉内心自由的发展；另一方面，只有不断地、自觉地争取外在自由和内心自由，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由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81]

爱因斯坦在《文明和科学》中充满感情地描述了自由的价值：如果没有自由，就不会有莎士比亚、歌德、牛顿、法拉第、巴斯德和李斯特。而好的家庭生活、铁路和无线电、传染病的防治法、廉价书籍、文化与艺术、将人从生产生活必需品所需要的苦役中解放出来的机器等，都需要自由方得以存在。如果没有自由，大多数人就会过被压迫和被奴役的生活，就像在古代亚洲的庞大专制帝国中所过的生活那样。爱因斯坦认为，只有在自由的社会中，人才能有所发明，并且创造出文化价值，使现代人生活得更有意义。而这种给予后世巨大恩惠的自由是通过先辈的艰苦斗争赢得的。爱因斯坦认为，自由处于危险之中，人们需要抵抗那些威胁学术自由和个人自由的势力，而这一切也是启蒙和教育的重要任务。[82]

二、自由主义教育

爱因斯坦批评了教育中扼杀自由的做法：学生们为了考试，不得不将一大堆废物塞进自己的脑袋以应付考试。这种强制的结果曾使他在通过最后的考试后有整整一年对科学问题的任何思考都提不起兴致。他认为，研究问题的神圣好奇心是一株脆弱的幼苗，它需要鼓励，而更重要的是需要自由。他认为，要是没有自由，它不可避免地会夭折。那种认为用强制和责任感就能增进观察和探索的乐趣的想法，是一种严重的错误。[83]在爱因斯坦看来，教育应该是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而不是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

爱因斯坦的人格与行为本身就是他坚持自由与真理的写照，是自由主义教育的源泉。

一个自由主义者往往很难见容于任何缺乏宽容的政府与社会，因为他总是仿佛一只不知疲倦的牛虻，凭着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勇气，对于社会的阴暗面进行不懈的批判和反思，表达着他对于真理的坚持，对于建立一个更加自由、宽容与平等的社会的积极参与。

一个人独立思考、独立行动的能力往往需要一定程度的孤独。在《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表明，他常感到自己是一个“孤独的旅客”，为了保持独立的思考与独立的行动，他感到需要与他的国家、家庭、朋友甚至最接近的亲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与孤独。他清楚地知道这样的人会失去天真无邪和无忧无虑的心境。但同时，他庆幸自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不为别人的意见、习惯和判断所左右，由此保证其独立的精神。实际上，爱因斯坦在一生中所做的许多思考和行动，都显示出其独立的思考和坚持真理的勇气，在基于人道的基础上呼吁和平的诸多国际性努力和行动都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而且许多诸如此类的努力都是在支持者非常少的情况下做出的。

在德国，他谴责纳粹的屠戮。当希特勒于1933年1月在德国实行法西斯政变后，爱因斯坦即在美国发表了《不回德国的声明》，宣布放弃他的德国国籍，同时辞去他在普鲁士科学院中的职位，因为他“不愿生活在个人享受不到法律上的平等，也享受不到言论和教学自由的国家里”。对于很多思想家来说，出生地和精神家园也许并不必是同一个地方，如白居易诗云：“心泰身宁是归处，故乡可独在长安。”爱因斯坦这个执着于心目中的真理的“孤独的旅客”，也期待着精神上的家园，他认为根据出生地而决定的国籍只是一个偶然的条件，在一封给挚友的信中，他充满激情地希望处于不同“祖国”的学者和知识分子团结在一起，组成求知、正直的人值得认真关怀的唯一“祖国”。什么样的国家是爱因斯坦心目中现实的祖国呢？他在声明中说，他要选择生活在实行“公民自由、宽容，以及在法律面前公民一律平等”的国家里。[84]他认为，公民自由意味着人们有用言语和文字表达其政治信念的自由；宽容意味着尊重别人的无论哪种可能有的信念。而这些条件在当时的德国都不存在。在爱因斯坦的心目中，他将康德和歌德所代表的德国和纳粹的德国分开，前者所代表的德国才是他心目中的祖国。他希望康德和歌德那样的伟大人物将在德国重新被人纪念，而且也会在公共生活里，在人民的心坎里，以及通过对他们所矢忠的伟大原则的实际遵守，而永远受到尊敬。当普鲁士科学院要爱因斯坦为纳粹讲一点“好话”，以利用他的威信在国外为纳粹辩护时，他予以严词拒绝。爱因斯坦认为，那样做就等于要他完全放弃他“终生信守的关于正义和自由的见解”，只会有利于图谋损害德国优秀文化及其观念和原则的人，而且将导致道德败坏和一切现存文化价值的毁灭，哪怕是间接的。[85]

在美国定居并加入美国国籍后，他公开反对美苏之间的冲突对抗和美国的核讹诈，呼吁原子科学家为生活而非死亡去行动，呼吁黑人权利，呼吁美国科学家应当拒绝政府的不义要求，反对美国的强迫普遍军事训练和对公民权利与学术自由的侵犯。1954年，《记者》（The Reporter）杂志问爱因斯坦对有关美国科学家处境的文章的意见，他表达了对于知识分子的自由受到限制的状况的不满。他回答说，如果他重新是一个青年人并决定怎样谋生，他决不想做科学家、学者或教师。为了求得在当时环境下还可得到的一点独立性，他宁愿做一个管子工，或者做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86]爱因斯坦这篇短文引起美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呼应，多数报纸被迫开展讨论知识分子的自由问题。当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干涉教学自由，传讯教师，欲审问其政治信仰，教师写信给爱因斯坦，询问他的意见时，爱因斯坦回信，鼓励该教师拒绝作证。他认为，应做好为祖国的文明幸福的利益而牺牲个人幸福的准备，哪怕坐牢和经济破产都在所不惜。他的行为使美国法西斯头目麦卡锡将他视为“美国的敌人”，美国众议员甚至试图对他进行法律起诉，法西斯组织出版的刊物将他辱骂为“颠覆分子”。

爱因斯坦对他生活于其中的美国进行的批评，曾使冷战之中的苏联将爱因斯坦作为他们的盟友。而当爱因斯坦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提倡建立世界政府时，4位苏联科学家联名发表了一封抨击爱因斯坦的公开信，认为在一个存在着不同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世界里建立“世界政府”，只能是幻景，指责他“已成为和平和国家合作的最凶恶敌人的阴谋和野心的支持者”[87]。爱因斯坦以严肃和诚恳的心情写了一封回信，希望“一切善良的人”努力增进相互的了解。对于公开信中强调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冲突，他在信中赞扬了苏联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做出的努力，但同时指出：“另一方面，我们还是不应当错误地把一切现存的社会和政治的祸害都归咎于资本主义，也不应当错误地假定，只要建立起社会主义就足以医治人类的一切社会和政治的痼疾。这样一种信仰所必然有的危险，首先在于它鼓励‘忠实信徒’的狂热的褊狭性，从而把一种可行的社会组织形式变成了一种像教会那样的东西，把一切不归属于它的人都污蔑为叛逆或者是为非作歹的坏分子。一旦到了这种地步，谅解‘非忠实教徒’的行为和信念的能力也就完全丧失了。我深信你们从历史上一定知道，那些坚持这样一类顽固信仰的人，曾经使人类遭受了多少不必要的痛苦。”他表明，为了削弱迟早总要引起战争的强权政治，他才拥护“世界政府”这个概念。[88]

爱因斯坦的反省精神和道德勇气还表现在他对于凭良心行事的原则的坚持。他在1950年给美国“科学和社会责任协会”的公开信中指出，外界的强迫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一个人的责任感，但绝不可能完全摧毁它。针对德国战犯的纽伦堡审判默认了这样一条原则：犯罪行为不能以执行政府的命令为借口而获得赦免，应以良心来代替法律的权威。究竟什么是不道德的行为，这只能由个人自己的判断和良心来确定。爱因斯坦认为，道德规则应当放在现行法律之上，在良心与法律之间：人的良心比现行法律有更高的权威。个人有权利和义务不参与他认为是错误的或者有害的活动，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人权。[89]1955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费拉得尔斐亚市（Philadelphia，现通译“费城”）的一个人给爱因斯坦写了封信，说美国最高法院的法官道格拉斯（Willian O.Douglas）发表了一个声明，反对爱因斯坦强调的原则“人的良心比现行法律有更高的权威”——这也是纽伦堡审判所承认的原则。写信人说自己是一个“普通公民，没有受过正规的学校教育”，搞不清这个问题，请爱因斯坦解答。1955年2月21日，爱因斯坦在回信中清晰肯定地回答：“盲目服从那些我们认为是不道德的国家法律，只会妨碍为改革这些不道德的法律而进行的斗争。”[90]

爱因斯坦明了自己选择的命运，在一篇未完成的遗稿中，他写道：“我所想做的事，不过是要以我微弱的能力来为真理和正义服务，准备为此甘冒不为任何人欢迎的危险。”[91]一个坚守思想自由的人，从孤独里来，也许还要回到孤独里去。然而，对自己心目中的道德法则的信仰，正是思考者力量的来源吧。深受德国古典哲学惠泽的爱因斯坦，常引康德为德国之骄傲。康德曾将人内心的道德法则与星空类比：

有两种东西，我们愈时常、愈反复加以思索，它们就会给人心灌注一种时时在翻新、有增无减的赞叹和敬畏：头上的星空和内心的道德法则。

当人仰视浩渺的天宇和闪烁的繁星时，会觉得在这博大深沉的宇宙间，作为一个人是多么渺小；而当人找到了自己所信仰的道德法则，则又会感觉自己有一方精神家园，伸延到辽远的天际，足以与整个宇宙相比拟。法国哲学家帕斯卡尔亦有言，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里最脆弱的东西；但人是一根会思想的苇草，人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为此，人必须提高自己，努力好好地思想，而这就是道德的原则。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中国古代哲学家陆象山说“万物皆备于我”，都是由人的、自己的视野来看这个世界，把握这个世界，这也就是爱因斯坦在论及学校教育目标时所强调的独立思考的价值所在。

爱因斯坦不仅以其在科学上的卓越贡献闻名于世，也以他一生致力于谴责战争、呼吁和平的著作与行动，以他伟岸的人格、幽默睿智的风采、简朴的生活和音乐上的造诣闻名于世，他成为人类在20世纪的一个传奇，也成为科学史上一个供后人学习、研究与超越的新的起点。1999年12月，路透社邀请34名来自各国政界、商界、艺术界和学术界专家名人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爱因斯坦名列第一。正如他的传记作家罗伯特·克威利克在《爱因斯坦与相对论》中所评论的，爱因斯坦的理论改造了科学与哲学。“将来，任何一个想顺着科学真理之路看得更远的人，只有站在他强壮宽阔的双肩上才能做到。”[92]在教育领域，他对于教育的诸多论述，以及他自身坚持真理的言行所构成的教育资源，也成为教育思想研究的宝贵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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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章 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

新行为主义是美国20世纪30年代后出现的一种心理学理论流派，曾一度占据心理学研究的主流地位，60年代达到顶峰，其后走向衰落。新行为主义致力于人类行为特别是学习过程的研究，有些新行为主义者还直接将其理论应用于教育领域，他们为教育、教学思想奠定了行为主义方法论基础，开辟了教育科学研究的新视角。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指的就是以新行为主义立场来阐述、解释和解决教育问题的理论体系。

第一节 新行为主义概述

新行为主义是由早期行为主义发展而来的。早在20世纪20年代早期，美国心理学家华生（J. B. Watson，1879—1958）在笛卡儿哲学、孔德实证主义和当时动物心理学的影响下，对传统心理学发起了挑战。他于1913年发表了第一篇重要论文“行为主义者眼光中的心理学”，次年又出版了《行为：比较心理学导言》一书，阐述了行为主义的重要原则，使行为主义从当时构造主义与机能主义学派僵持不下的争论中异军突起，在心理学界引起了强烈反响，为后来新行为主义的崛起奠定了基础。

华生行为主义的基本主张是：心理学要成为一门科学并跨入自然科学之列，就必须放弃对“心理”“意识”等机体内部状态的研究，而代之以对“行为”的研究。因为“心理”“意识”等机体内部状态是无法通过实验手段进行验证的，而“行为”在实证科学的意义上是可被观察的。行为主义所要研究的就是可被观察的行为与引起这些行为的外在条件的关系，行为主义就是研究刺激与反应关系的科学。相应地，研究“心理”“意识”等常使用的传统心理学“内省的”的方法，也必须由科学的方法（观察法、条件反射法、实验法、语言报告法等）取代。

华生将人或动物的行为视为外界刺激直接控制的结果，将人的全部行为都归结于刺激—反应的公式。这一立场使他导出了环境决定论或教育万能论。华生认为，外部因素是学习的决定性因素，任何人的行为都是可以通过学习和训练控制的，与机体的遗传因素无关。他的名言是：“给我一打健全的婴儿和我可用以培养他们的特殊世界，我就可以保证随机选出任何一个，不管他的才能、倾向、本能和他的父母职业及种族如何，我都可以把他训练成我所选定的任何类型的特殊人物，如医生、律师、艺术家、大商人或甚至于乞丐、小偷。”[1]

华生对刺激所引起的“反应”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依据先天遗传、后天获得及表现形式的外显与内隐等标准，将反应区分为4类：①明显的遗传反应，如抓握、吃奶、愤怒和恐惧等；②潜在的遗传反应，如内分泌腺的分泌等；③明显的习惯反应，如开门、打球等；④潜在的习惯反应，如思维等。脑和脊髓在华生等早期行为主义者的眼中，并不比肌肉和腺体更重要，神经系统仅仅是使反应较为迅速和完整而已。

以华生为代表的早期行为主义者试图以自然科学的严格标准界定心理学的研究范围和方法，以客观的方法研究可观察的行为，摒弃以内省法研究主观意识，这在西方近代心理学发展史上是一次划时代的转变，体现了人类行为研究对客观性、可证实性等科学理念的追求。但他们完全无视机体内部因素，把复杂的心理现象简单化、机械化和极端化的观点，也受到心理学界的批评。至20世纪30年代，华生行为主义的强硬立场也引起了行为主义阵营内部的不满。一些行为主义者试图在坚持客观性原则的基础上，对早期行为主义进行改造以克服其简单化倾向，这就导致了新行为主义的产生。

20世纪30年代新行为主义的出现与逻辑实证主义和操作主义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逻辑实证主义在孔德、马赫实证主义提出的直接证实命题的基础上，提出间接证实的方法，即一个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通过对已得到证实的命题的推衍或通过源于观察的事实的推理，也是可以接受的。这就从方法论上打破了早期行为主义者的研究禁区，使通过可观察的行为推断有机体内部因素的研究成为可能。早期行为主义的S-R公式被改写为S-O-R。比如，新行为主义的代表人物赫尔（C. L. Hull）、托尔曼（E. C. Tolman）都开始对S-R之间的中介变量进行研究。同时，以斯金纳（B. F. Skinner）为代表的操作主义构成了新行为主义的另一支。操作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衍生于逻辑实证主义，由美国物理学家布里奇曼（P. W. Bridgman）首创。操作主义是一种科学哲学的原则和方法，主张科学的概念必须以可重复的操作来界定，凡是不能由操作定义的概念都是没有意义的。这一观点经托尔曼引入心理学后，为不少行为主义者所接受。从操作主义的立场出发，可以认为，一切不能为操作所表述的主观意识、心理状态都是没有科学价值的；反过来，若可以用操作定义来表达有机体的内部因素，这种研究也是可以接受的。斯金纳就是心理学界操作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心理学理论可表述为操作主义心理学理论。

新行为主义在刺激、反应之间的有机体内部因素问题上的妥协姿态，使早期行为主义在研究领域、对象和方法问题上垒起的坚硬堡垒开出了豁口。20世纪60年代后，这一豁口在渐成主流的认知心理学和科学哲学方法论的新进展的巨大压力下日渐扩大，新行为主义者的阵营出现急剧分化。一部分新行为主义者开始对自己的立场发生怀疑，认为“逻辑实证主义……以及它的严格的操作程序原则已经过时，是站不住脚的”；[2]有的新行为主义者大胆吸取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产生了将行为与意识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认知行为主义、折中行为主义，以至新行为主义在除“仍旧坚持‘反应’在心理学定义中的中心地位的观点”外，已难以找到其他共同点了。[3]美国心理史学家库克（S. Koch）甚至提出要对新行为主义的名称进行重新概括，他指出：“温和的新行为主义几乎全然丧失了其可鉴别的特点。的确，观点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值得在其名称前面再加上一个新的‘新’字（Neo-Neobe havio-rism）。”[4]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已很难将行为主义视为一个旗帜鲜明的心理学派别了，一般将较为强调研究个体行为及其条件的心理学理论都泛称为新行为主义。本书正是从这一角度，将加涅（R. M. Gagné）和布鲁姆（B. S. Bloom）与斯金纳一起纳入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一章中。

第二节 斯金纳操作主义教育思想

斯金纳（B. F. Skinner，1904—1990）是美国当代著名心理学家、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之一。他的基于操作条件反射和强化学说基础上的程序教学、机器教学和行为控制的思想，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及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

—、生平与著作

斯金纳1904年出生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早在汉密尔顿学院就读期间，就对华生的行为主义、巴甫洛夫的条件反射学说和罗素的哲学感兴趣。1930年，斯金纳获哈佛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次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后，留在哈佛大学从事研究工作。1936年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先后任副教授和心理系主任。1938年出版了《有机体的行为》（The Behavior of Organisms）一书，首次阐述了他的心理学基本思想。1947年重返哈佛大学，任心理系教授。他不仅是一个新行为主义者，而且也是操作主义和实证主义的信奉者。斯金纳对教育的兴趣由来已久。1953年的一天，他到小女儿就读的小学四年级听算术课时，发现整个教学情形“十分荒谬”，效率很低。他感叹道：“糟糕得很，他们正在那里毁灭心灵，而我们可以干得好得多。”[5]次年，他在《哈佛大学教育评论》春季号上发表《学习的科学和教学的艺术》这一著名论文，根据操作主义心理学的基本原理阐发了自己的教育、教学思想，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程序教学制定了理论，同时发明了教学机器。1958年，他又出版了《教学机器》一书，使机器教学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盛行一时，斯金纳本人也因此被称为“机器教学之父”。

斯金纳著述甚丰，除上述已提到的外，他还著有《言语行为》《强化程序》《教学技术学》《关于行为主义》。他的小说体著作《沃尔登第二》及《超越自由和尊严》是力图以新行为主义原理阐述社会生活的著作。斯金纳1975年退休后仍著述不辍，先后出版了《操作主义的实验分析》（1977年）、《论行为主义和社会》（1978年）、《一个行为主义者的成长》（The Shaping of a Behavior，1979年）等著作。1987年，斯金纳受我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之约，特为该刊撰写了《程序教学再探》一文，以大量生动的事例深入浅出地阐述了自己的教育主张，并对批评做了回应，如对程序教学与创造性培养的关系、行为技术与艺术欣赏兴趣形成的关系等问题都做了具体解释。[6]

斯金纳在行为科学方面的研究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社会影响，曾受到社会的高度赞誉和尊重。1958年和1968年，他先后被美国心理学会和美国政府授予“杰出科学奖”和“国家科学奖”。1971年，美国心理学会为表彰其功绩，再次赠予他金质奖章。在他去世前不久，该学会还授予他“杰出贡献”荣誉证书。

二、教育理论的心理学基础

斯金纳教育理论是以其行为主义心理学为基础的。

（一）操作性条件反射

斯金纳认为，心理学是描述行为（即反应）与刺激关系的一门科学，从操作主义的角度看，在刺激与反应之间是不存在什么中间变量的，即便有，由于缺乏可操作性也是没有意义的。有机体的内部犹如黑箱，对黑箱中的活动做出理论上的任何推论都是不客观的。

斯金纳的心理学与传统的刺激—反应心理学的最大区别在于他对反应行为进行了区分。传统的刺激—反应心理学强调“没有刺激就没有反应”，刺激在先，反应在后。斯金纳则认为反应有两类：一类是引起的反应；另一类是发出的反应。引起的反应是应答性行为，是由已知刺激引起的，如光线会引起瞳孔收缩，喝柠檬汁会引起唾液分泌等；而发出的反应，是操作性行为或操作性条件反射，它不是由可识别的刺激引起的，而是由有机体本身发出的，如拖地板、开车、写信等行为。操作性行为的特点在于行为的发生并没有明确的先行刺激，似乎是自发的。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活动都属于此类。强化刺激尾随其后可增加这一行为发生的可能性，强化刺激可以是能增强操作性反应速率的任何事物。比如，将饿鼠置于实验室的笼中，乱窜、尖叫的老鼠无意中触到实验者有意设置的杠杆，食物落下，经过多次尝试后，老鼠便学会了按棒行为，即建立了操作性条件反射。这里，由于食物促使了按棒行为的重复，因而具有强化刺激的性质。

斯金纳将在动物实验中的成功结果推广到人类的社会生活，认为人的学习与低等动物通过操作性条件反射进行学习的基本性质是相同的，只不过人类在日常生活中的学习更加复杂而已。婴儿起初并不是有意识地叫“妈妈”，只是在牙牙学语时偶尔发出一声“妈”，母亲就会高兴地抱起孩子亲吻，给孩子以关爱和赞赏，久而久之，婴儿便学会了叫“妈妈”，这便是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建立的例子之一。斯金纳断言，人类的行为主要是由操作性条件反射构成的，对操作性条件反射的研究是通向行为科学的最好途径。

（二）强化理论

按斯金纳的实验结论，强化在学习活动中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强化是由强化物实施的，当某一刺激加入某一情境时，加强了某一操作性反应的概率，它就是正强化物；当某一刺激物从某一情境中被排除时，而加强了某一操作性反应的概率，它就是负强化物。两者的作用效果总是增进一个反应的概率。惩罚不同于负强化，惩罚是通过呈现负强化物或排除正强化物去降低某个反应，它只能压制反应率，却不能减少消退过程中反应的总次数，不能使行为根绝。这一发现无疑为反对学校教育中的惩罚现象提供了基于实验的理论依据，是有积极意义的。

在人类实际生活中，斯金纳认为强化并不总是连续的，人类的行为往往是在间歇性强化中进行的，如垂钓者并不是每次都能钓着鱼，学生不是每次参加考试都能得到高分或表扬，买奖券更不是每次都能中奖。为此，斯金纳对强化做了分类：一是定时强化，即在固定的时距施行的强化，如每隔4分钟、15分钟等强化一次。强化之间的时间间隔越短，机体反应越快，反之则反应速度下降。间歇性强化下的行为保持的时间比连续性强化下的行为所持续的时间要长。二是定比强化，即在预定的多少次反应之后而出现的强化，定比强化中的反应一般比定时强化中的反应要快些。这一点，可在工商界用奖金鼓励生产或优质服务时，往往应用定比强化的方法（采用计件奖励而不是计时奖励）中得到印证。斯金纳进一步指出，强化是可以替代的，二级强化就是替代性强化，它是指一个原先不起强化作用的刺激，通过反复地和一个起强化作用的刺激相联系，变得能起强化作用。

斯金纳还用强化列联（contimgecy of reinforcement）来表示一个反应接一个强化刺激组成的序列，它由辨别刺激、行为或反应本身、强化刺激这3个变量或项目组成。在一个完整的动作序列中，有机体每一局部的反应都为下一局部的反应提供了辨别刺激，形成连锁。斯金纳非常重视强化列联，认为动物和人类的许多复杂行为就是在强化列联中通过连续接近的塑造形成的。此外，通过强化反应的某种特征，如它的速度、持续时间、强度等可以形成反应的分化，这也是塑造动物和人类复杂行为的途径。斯金纳认为，人格的形成也是强化的结果，人格不过是一组反映强化史的行为模式，社会的文化、规范就是在强化中得以传递的。在一个特定的文化和社会中，当一个新的个体进入其中时，他所表现的行为若符合该民族的社会规范和价值体系，则获得“强化”，如和谐的人际关系、尊重的获得都可起到强化的作用；若违反了该民族的规范和价值则会受到惩罚，如受到歧视、被剥夺自由、丧失声誉等。个体因此而获得特定的文化价值规范，社会文化规范因之而得以延续发展。

（三）论言语行为

言语被斯金纳视为动物与人之间的唯一区别。不过，他认为，人类有机体的言语也是一种操作反应。如同动物的操作行为可以用食物加以强化一样，一个人的言语也可以通过别人的言语声音或手势得到强化。比如，前例中的婴儿学会喊“妈妈”就是如此。在斯金纳看来，婴儿得到强化的声音明显地依赖于他在其中所受的教育的文化环境，但言语行为的“机制”与文化无关。说话者做出的反应就是发出声音，听者的行为由说者说了什么而决定强化、不强化或惩罚说者，因而能够影响说者以后的行为。言语行为中的言语操作是语言社会用来强化列联的工具，说话者操纵他们自己的言语行为便可以控制或定出听者的反应性质，如父母对孩子说话，如果不恰当地使用“顽皮”这个词，就会影响儿童以后的说话和行为。因此，斯金纳认为建立一门言语自我管理技术学，对发现人们必须说什么和限制控制变量范围这两方面都是有用的。总之，斯金纳认为言语也是一种行为，因为它服从强化的规律，并且是可以预测和控制的。

三、主要教育观点

斯金纳将其有关操作性条件反射和强化原理做了广泛的推广应用，而“在应用操作心理学的各个领域中，斯金纳最热衷的是教育”。[7]他从操作主义心理学的立场，对美国教育和教学提出了批评并阐述了自己的主张。

（一）对美国教育的批评

斯金纳对美国20世纪50年代的教育和教学提出了如下主要批评。

首先，斯金纳指出，长期以来，美国学校中儿童的学习只是为了防避或躲避惩罚。即使进步教育运动也没有使这一状况得到真正的改变，这一运动并没有以积极的控制去代替令人反感的控制，其结果无非“从一种令人反感的刺激形式变为另一种令人反感的刺激形式”，教学的任何效果“都在令人反感的控制必然会引起的焦虑、无聊和攻击中变得无影无踪了”。[8]

其次，斯金纳批评道：在美国的典型课堂教学中，学习行为得不到及时的强化，表现为行为与强化间的间隔太长，反应与强化之间，只要有几秒钟的延搁就会大大地破坏强化的效果，而学校往往是在一天之后或一周之后才给学生以反馈。同时，强化次数太少。据斯金纳统计，在小学前四年中，强化出现总共只有几千次，而真正需要的强化次数是25 000～50 000次，因此课堂教学必须改革。

最后，学校缺少一个逐步接近所要求的最终复杂行为的一连串的强化列联，即缺少一个连续强化的方案。斯金纳指出，教师若不建立一个在每一步上都给予强化的列联，最终复杂行为就不能形成，教学也不可能达到其所期望的目标。

（二）学校中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的基本条件

斯金纳认为，“教育主要关心的是文化的传递”[9]，教育是改变和塑造人的行为的一种努力。教育学应被视为科学技术学的一门最重要的分支。应以行为科学的原则和方法改造教育和教育学。为此，必须考虑在学校中创造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基本学习条件。首先，要明确学校期望建立什么样的行为，因为教师是学生行为的塑造者，教师必须对教什么、要学生形成的是什么行为等有清楚的认识，才有可能达到有效的教育。其次，要善于安排和利用有效的强化物，对儿童的单纯控制事物本身的“自动强化”（如儿童可以连续几小时地玩玩具）要予以高度重视。此外，教师的亲切、友善，对学生的奖励，学生间的竞争等对学生的学习都具有强化作用，应善于加以利用。最后，必须使强化同所要求的行为联系起来，将教学过程尽可能地分成许多小步子，最大限度地提高强化频率，以逐步形成复杂的行为模式，并在每一阶段上保持这种行为的强度。

（三）程序教学和机器教学

符合上述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条件的教学，在斯金纳看来就是程序教学和机器教学。他认为，教学就是通过控制使学生形成正确的行为反应，“学生被教，其意就是诱导学生从事新形式的行为，而且是在特殊场合下的特殊形式的行为”。[10]在教学领域中，正是通过安排好强化列联并提供强化而塑造有机体的行为，并使行动在一定时间内保持一定的强度水平。程序教学就是应用特殊的强化技术，以取得特殊形式的强化结果，它具有以下7个特点。

一是适合学生的既有水平。程序应由学者专家预先编定，使程序材料与学生的知识背景相联系，材料所用的语言要能被儿童所理解。

二是有学习程序的目标或目的。程序设计者在设计整个程序中，要明确确定学生所应掌握的知识、技能范围，并且这些目标或目的是用可操作、可观察、可测量的术语加以说明的。

三是学生的积极反应。程序学习要求学生和程序间相互影响，其程序教材呈现给学生的知识一般是以问题的形式出现的，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通过填空、解题、书写答案做出反应，这就使学生的学习经常处于积极状态。

四是小步子的逻辑序列。教学内容按内在联系分成若干小单元，编成程序，材料一步步呈现，每次只给一小步子，难度逐渐递增，使学生容易理解。

五是及时的强化。学生学习过程中每做出一个反应，教师都应立即做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即对学生的反应给予反馈，做出正确答案本身就是一种强化，它能使学习者得到奖赏而增强信心。

六是自定步调。以学习者为中心，鼓励每一个学生以自己最适宜的速度进行学习。

七是最低的错误率。程序教材的编制是由浅入深、由已知到未知的，这可保证学生基本上每次都能做出正确的反应，使错误率降到最低的程度。斯金纳指出，不应让学生在发生错误后再去避免错误或纠正错误，无错误的学习更有活力和效率。

斯金纳主张程序教学应通过教学机器来进行，他倡导使用“能评价构答式反应的机器”，这种教学机器可以通过对其提供的填充、运算和写出答案等活动方式，使学习者在构答问题时能经常处于积极的反应状态。其程序材料以直线式编排，学生学了第一步获得正确反应后再出示第二步，依次类推，学完为止。斯金纳不赞成学生从一组选择材料中选择答案，而是极力主张由学生自己去构答答案，因为多重选择难以避免学生只是凭幸运选对答案，而不是真正掌握知识，且似是而非的多重选择答案会造成“塑造行为的障碍”。

斯金纳最早发明了算术教学机器，以后又研制了其他形式的教学机器。他在哈佛大学讲授心理学时，就是使用改进过的机器进行教学的。20世纪60年代，斯金纳发明的教学机器曾被广泛使用。据统计，仅在1963年这一年中，就约有80%的教学机器的程序是以斯金纳的原理为依据设计的。随着计算机的问世和推广，斯金纳发明的简易直线式程序的数学机器目前已很少使用了，现在它们都被收藏在国立博物馆内。不过，随着计算机在学校教育中的广泛使用，程序教学在计算机辅助教学技术方面已被探出了新路子，这方面的研究正不断深入，显示出越来越广阔的前景，但斯金纳在这方面所做工作的作用和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四、论行为科学

斯金纳后期研究的重点已从实验室中的动物转到人类行为，他在考察人类行为的条件时，将社会性认可作为关键性的“泛化强化物”，认为人类个体主要是通过两种方式的强化取得与其成员相一致的行为。一是模仿，个体由于发现自己的行为和他人行为协调一致而被强化；二是增强个体在群体中的效应，从而使行为得到强化。比如，“小伙子全副武装，服饰鲜明，在阅兵队伍里风度潇洒，昂首阔步，人群的欢呼使他的行为得到强化。然而，如果一个人独自行进，人们就不会对他欢呼”[11]，行为也不能得到强化。群体的行为乃个体强化史的产物。

斯金纳否认人有自由选择的意志或自主性。在他看来，人正是通过在群体中上述两种方式的强化而被塑造出社会性行为的。人从来没有摆脱环境的控制，人的行为是社会环境的结果。所谓人的自由不过是对环境中令人厌恶的刺激的一种逃避而已，社会的经济、政治制度、文化风俗、宗教信仰都是控制，教育也是一种控制，是通过“强化”塑造受教育者的控制行为。控制并非都是可恶的，在好的控制下，人类可以更幸福。斯金纳坚信“控制环境，你就可以控制行为”[12]，通过控制环境来控制行为的途径就是建立行为科学或行为技术学，其关键是为所要塑造的行为提供一致的积极强化。强化可归结3种价值类型或“有益事物”。

①有助于生物生存而成为有益之事物。

②由于利他而成为有益之事物。

③有助于文化生存而成为有益之事物。

前两者与健康、安全和增加社会责任有关，后一类与“加速发展能实现遥远结果的实践”有关。斯金纳认为，正如生物进化过程中对行为结果较敏感的生物种类最适于生存一样，在文化进化中使人们处于对自身行为后果的最充分控制下的形式，最有利于人类的生存。斯金纳在《沃尔登第二》中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没有私有制、没有家庭的理想化公社社会。这个社会在斯金纳看来就是可以通过“拥有物质和心理方面的必要技术”来实现的，而不必依赖政府的改组、国际的政治活动或等候人性的改善。“我们所需要的是一门行为技术，只要我们能像调整宇宙飞船的飞行轨道那样精确地调整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只要我们能以在加速高能粒子时所怀有的那种信心来改善工农业，只要我们能像物理学稳步趋近绝对零点那样脚踏实地地创造出一个和平世界（尽管这两种目标或许是永远不可企及的），我们便能够迅速解决所面临的问题。”[13]总之，斯金纳坚信人类可以设计出完美行为的技术，达到行为控制目的，犹如用物理技术达到自然控制的目的一样，尽管目前实现起来困难重重，但仍是值得向往和努力的。

斯金纳的行为科学思想反映了他对人类美好理想社会的向往和达到这种途径的思考，我们不否认其理想的正当性，也不否认行为科学在塑造人类行为、造就社会中所能发挥的应有的作用，但仅凭行为技术的实施就能达到人类理想社会的实现，这一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幼稚了，难怪斯金纳本人对此也显得信心不足。

第三节 加涅的累积学习理论

一、生平与著作

加涅（R.M. Gagné，1916—2002），美国著名心理学家。1937年毕业于耶鲁大学实验心理学专业，就读期间深受以赫尔为首的耶鲁学派的影响，接受了新行为主义的学习观。1940年获布朗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加涅应征入伍，以心理学家身份在美国空军心理实验室工作，负责空军飞行员的测量和挑选。自1958年到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心理学教授后开始从事学术研究，重点研究问题解决和数学技能的学习。此时在美国，由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而引发的全国性的课程改革运动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很多心理学家都关注并参与了这一运动，加涅的兴趣也开始转向对学校科目学习的研究，并与马里兰大学合作研究各种教学设计。在参与全美科学促进会发起的《自然科学入门大纲》的编制工作中，他详细研究了智慧技能和学习智慧技能的前提条件，学习层级的观点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1965年，加涅出版了《学习的条件》一书，该书是有关学习和教育的重要著作，在教育和心理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很快被译为德国、西班牙等国文字，加涅也因此享誉全世界。

从20世纪60年代起，加涅对心理学的研究较多地吸取了认知心理学的学习观。这一立场的变化，在《学习的条件》一书从1965年至1985年的4次再版的修订序言中表露无遗。比如，他在第三版的前言中声称他是以信息加工模式解释学习活动的，而这种学习理论在加涅看来“代表着人类学习科学研究中的重要进展”。[14]1969年，加涅到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教育系从事教学和研究工作，此间，他和布里格斯（L. J. Briggs）合著了《教学设计的原则》一书。该书在学校教师中具有较大影响，工业系统的职业训练和计算机教学也纷纷采纳该设计。加涅还与其同事一起培养了不少教学设计方面的出色的博士研究生。

加涅曾任美国心理学会军事心理学分会和教育心理学分会主席、美国教育研究会主席，并获得过多项荣誉。比如，美国教育研究会的卡潘“杰出教育研究奖”（1972年）、桑代克教育心理学奖（1974年）、美国心理学会颁发的“应用心理学杰出科学奖”（1982年）。除前述的两本代表作外，加涅的其他著作还有《知识的获得》（1962年）、《学习与个别差异》（1967年，与他人共同主编）、《学习层级》（1968年）、《对学习与教学的一些新的看法》（1970年）、《教学中学习的要旨》（1974年）、《帮助学习者为新的学习作准备》（1980年）、《教学技术学之基础》（1986年）。

加涅学习理论的流派归属观点各异，有的认为加涅的基本观点属于以斯金纳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体系，有的则把加涅的学习理论归于认知教育心理学名下。实际上，加涅的学习理论兼具新行为主义和信息认知心理学派的特点，体现了教育心理学研究中各学术流派之间的相互吸收、取长补短的发展趋势。高觉敷教授主编的《西方教育心理学发展》把加涅置于“认知教育心理学”名下讨论，是从加涅学习理论的认知心理学倾向这方面出发做出的；本书将加涅归于行为主义体系，是从其学习理论的行为主义倾向出发做出的。鉴于加涅学习理论的综合性的特点，这两种划分并不互相排斥。

二、论学习的性质和过程

加涅长期致力于人类学习的研究，他认为“学习是人的倾向或能力的一种变化，这种变化要持续一段时间，而且不能单纯归之于生长过程”。[15]这一定义包含了以下几层意思。

第一，学习必须导致主体发生变化，学习是否发生也正是借助主体的变化去推导的。比如，从不会骑车到学会骑车是一种动作技能的变化，这是学习；学会骑车后继续骑车，只是习得技能的运用，动作技能本身并未发生变化，这就不是学习。但并非所有的主体变化都是由学习引起的，学习所导致的主体变化可以是使主体行为改变的能力的发展，也可能是“态度”“兴趣”或“价值”等倾向的改变。加涅强调学习导致主体的变化是指内在能力和倾向的变化，而本质上不是指外部行为的变化，其立场有别于正统的行为主义者。不过，加涅仍然坚持了新行为主义的立场，认为尽管内部变化与外部反应不一定完全一致，主体的内部变化仍必须根据外部的行为来推测，这种推测往往是要经过多次观察和测量才能完成的。

第二，学习所导致的主体变化必须相对持久，保持一段时间，过于短暂、迅速消失的变化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诸如适应、疲劳等造成的主体暂时性变化，更应该与真正的学习所造成的变化区别开来。

第三，学习所导致的主体变化应该排除由生理成熟或先天反应倾向所带来的变化，由儿童的年龄增长、身体发育而产生的主体变化不是由学习引起的，应被排除在学习所引起的变化之外。学习所产生的变化是后天获得的，是学习主体在与环境的相互作用中产生的。

以上是加涅对发生在日常生活情境中广义学习性质的看法。至于学校情境中所发生的学习，加涅认为完全不同于前者，他指出：“学习不仅是自然发生的事件，它也是在某种可以观察到的条件下发生的”[16]，学习条件的可控性和可变化性被加涅视为学校情境中学习的特点。正因为有这个特点，学校中的教学工作才能够根据学生不同的内部条件设计或安排适当的外部条件，使学生能够有效地学习，实现学校所预期的学习结果。

加涅为进一步说明学习的实质，对学习活动的构成要素进行了分析，他将学习活动分解为4个基本要素：学习者、刺激情境、已有的学习成果和反应。

第一，学习者能够通过感觉器官接受外界刺激，通过大脑将来自感官的信号用许多复杂的方法加以转变，并通过肌肉来表达各种行为以显示他已学会的东西。在接受刺激的过程中，各种神经活动被激活，并被组织成各种活动图式，有些图式被以记忆的方式储存下来，以便在必要的时候重新恢复。记忆又可转变为行为，这些行为是通过被观察到的肌肉运动来进行各种反应的。

第二，刺激情境是对刺激学习者感官事件的统称，刺激通常表示某一刺激事件。

第三，已有的学习成果即以往学习活动的结果，它们是保持在记忆中的以前的学习内容。

第四，反应即指刺激输入后所产生的动作，当用反应的效果而不用反应的表现来描述反应时，反应就是操作。

在加涅看来，学习是获得能力和倾向的过程，这个过程可分为8个阶段。

①动机阶段。动机表现为学习者力图控制、支配和掌握其所处环境来达到既定目标的自然倾向。与学习有关的动机包括诱因动机、操作动机和成就动机3类。动机和学习表现为相互促进的关系：动机可以促进积极的学习，而成功的学习也可以促进动机的发展。在这一阶段，教育工作者的任务就是要善于辨别学习者的各种动机，并把它们引到学习的目的活动中去。

②领会阶段。这阶段表现为学习者对全部刺激中与学习目的相关的部分加以注意。什么样的外部刺激被知觉是由学习者的注意心向决定的，学习者总是有选择地接受外来刺激，学习者以往的学习经验、指导语、他人的暗示和学习目标都对学习者的选择性知觉产生影响。这一阶段，教育工作者应注意引导学习者的选择性知觉，使刺激的安排能凸显出各种区别性的特征，如通过在课文中某些字和词语下面画线或用不同字体印刷的方式就能达到影响学习者知觉选择的目的。

③获得阶段。这一阶段学习者注意并感知到外部刺激后，对学习材料进行编码，新的知识进入短时记忆并随后转换成长期记忆的状态。编码的作用在于使学习材料更好地得以记忆储存，最好的编码程序是鼓励学习者以自己的选择方式去编码。这一阶段教育工作者重要的任务是为学习者的知识编码提供指导，表象、语词、命题及双重编码的运用都是可采用的方法。

④保持阶段。经过编码的学习材料在大脑中得以巩固增强，长久保持。练习是达到长久保持知识的有效方法，教学中可通过让学习者在各种情境中反复运用所学知识和能力的方法来达到这一目标。

⑤回忆阶段。这是对存储的信息加以恢复和提取的阶段，也是一个检索活动的过程，搜寻记忆库并使学习过的材料得到复现。这一过程深受提示线索的影响，教学中既应注意对学习者检索过程的外部激活，又要使学习者学会自己选择回忆策略。

⑥概括阶段。在新的情境中运用所学得的能力的阶段，也称学习的迁移，如学习者把学到的杠杆原理运用于移动重物。迁移不仅要求理解原理，而且还要理解“操作规则”或发挥检索的作用，教学工作中应尽可能地创造多样化的新情境以使所学的原理得以应用。

⑦操作阶段。这一阶段表现为学习者对其所学的知识进行操作。操作是一种可观察的行为，既是对下一步反馈的重要准备，又使学习者从操作的变化确信学习已经发生，并从自己的产品中获得满足。教育工作者应善于指导学习者对其操作进行观察。

⑧反馈阶段。学习者从由学习而来的新操作而意识到他已取得了预期的目标，这种信息反馈本身具有强化的作用，在人类学习中特别有意义，它使学习者在学习动机阶段确立的期望在反馈阶段得以实现。

从学习最初的动机阶段，到最后的反馈阶段，加涅认为正好形成了一个圆环。加涅从新行为主义的立场指出：“学习的环节”是由强化来联结的。凭借这种联结，学习从动机阶段所确立的期望到反馈阶段期望的证实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学习过程。

三、论学习的分类和条件

加涅认为，人类行为发展是学习的结果，而人类学习是具有累积性质的，他说：“个体的学习在本质上是累积的。”累积学习（cumulative learning）的提出是加涅在学习理论上的创新，强调学习的累积性质也是他学习理论的特色之一。早在20世纪60年代初，加涅就试图以层级（hierarchies）的观点来组织和说明从简单到复杂的学习能力。他在1965年版和1970年版的《学习的条件》一书中，曾将学习分成由简单到复杂的8种类型，以后在该书的1977年版和1985年版中又将学习分为5种类型。

加涅早期对学习的8种分类分别如下。

①信号学习。主要是指由刺激所引起的不自觉的学习，是对某种信号的一般性和弥散性的反应，相当于巴甫洛夫和华生所说的经典条件反射。

②刺激反应学习。指学习使一定的情境或刺激与一定的反应相结合，并得到强化，学会以某种反应获得某种结果。它比经典性条件反射更为复杂，相当于桑代克和斯金纳所提出的操作性条件反射的学习。

③连锁学习。指一系列刺激—反应动作的联合，即连在一起的反应系列。比如，用钥匙开锁包括选钥匙、对锁孔、拧动等一系列反应。连锁实际上包括动作和语言两种联结形式，加涅的连锁学习则专指非语言的刺激—反应联结。

④言语学习。这类学习与第三类学习类同，只不过是把小的语言单位连接起来，形成语言单位的联结。

⑤辨别学习。指对学习情境中一系列类似的刺激进行辨别，并对各种刺激做出适当的反应。比如，学习者对数字0，1，2，3，4，5，6，7，8，9加以辨别，做出分化。

⑥概念学习。指对各种具体刺激的共同特征做出概括，并产生相应的反应。比如，将狗、猫、猪等用“动物”的概念加以抽象。这类学习与辨别学习的性质正好相反，形成对照。

⑦规则学习。是指学习概念的联结，即形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概念连锁。

⑧解决问题。指运用所学原理和法则去解决新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学习者能获得一种把两个或更多的以前习得的规则组合成为一种具有高级规则的新能力。

加涅认为上述8种类型的学习存在着层次关系，每一后继学习类型都是前一学习类型更加复杂的表现。低级的学习是简单的、基本的，高级的学习是复杂的、抽象的，后者是对前者的发展，并以前者为先决条件，共同构成一个由低到高，由简单、基本到复杂、抽象的累积学习模式。加涅的学习累积或学习层次模式，将几乎所有心理学家所研究过的学习类型都纳入自己的模式，并确定了各种学习类型在整体中的位置，合理地整合了各学派对学习的研究成果，对教育学、心理学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上述有关人类学习的研究的基础上，加涅进一步从学生个体的学习结果来分析学习活动，提出作为学习结果要取得的能力有5种，这5种学习能力也被视为5种学习类型。

①言语信息学习。指的是学习陈述观念的能力。这类能力包括获得名称、事实和对事物所做的概括，与知道“什么”有关。

②心智技能学习。指的是学习使用符号与环境相互作用的能力，它是逐渐积累的，与知道“怎样”有关。

③动作技能的学习。指的是人类从幼年到成年、从简单到复杂的动作的学习。动作技能的特点表现为平稳流畅、准确适当的操作能力。

④态度学习。指影响人对事物、事件或他人采取某种选择性倾向的学习。这类学习不决定具体的行为，而是影响人将要做出哪一类行为。

⑤认知策略学习。“认知策略是学习者自己选择、修正注意、学习、记忆和思维方式的一种内在过程”[17]，是一种内部组织的技能，与学生把握“如何学习”有关，需经长期的精心培养才能形成。

以上5种类型的学习，在加涅看来，不存在孰轻孰重的等级关系，其顺序是随意排列的。但对心智技能学习，加涅又做了进一步的划分，将其再分为5个亚类，它们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依次是：辨别学习、具体概念学习、定义概念学习、规则学习和高级规则学习。加涅认为，心智技能学习的5个亚类存在着层次性，每一层次中较高类型层次的学习各自以其前一级学习为先决条件，但不能还原为低一级学习，它与低一级的学习有着本质的不同。不过，对其他学习结果，如动作技能、态度等，加涅并没有再做亚层次类型的划分。

可以认为，加涅以学习的结果为依据所做的5种类型划分是对8种类型划分的简缩和提升，更加突出了学校学习的特点和更高水平的学习。联结和连锁学习之所以未被纳入5种类型，是因为它们过于简单，不是学校学习的主要类型。加涅指出：任何学到的能力，不管人们是怎样描述它的（如数学、历史、经济学或其他科目），都具有这5类范畴的特征。这5种不同类型的学习需要不同的学习条件，而这些学习内部过程的外部条件正是教学理论所关心的事情。

四、论教学

什么是教学？加涅认为，教学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动、激化、维持、促进学习者学习内部过程的一整套外部条件，是教师依据学生的内部学习条件，创设、安排适当的外部条件，促进学生有效地学习，以实现预期的教学目标的过程。教学的目的最终不是指向知识而是指向能力，“从最普遍的意义上说，教学变成主要不是传递有待贮存下来的信息，相反，它却是激发利用学习者早已具有的能力，并确保学习者具备有利于完成目前学习任务以及今后更多的学习任务所需的能力”。[18]

在加涅看来，教学理论是在学习条件理论基础上形成的，对学习条件的研究是教师规划、设计教学和开展教学活动的前提。为此，加涅对5种类型的学习所需的主要条件都做了详细分析。

①言语信息学习重要的学习条件是须以各种符号或语言来激活注意，并为学习者的有效编码提供学习材料的有意义的前后关系。

②心智技能的学习条件应注重4个方面：一是要促进先前学得的部分技能的恢复；二是要呈现符号或语言的线索使部分技能的组合有顺序；三是要适当安排间断复习的时机；四是要运用各种前后关系去促进迁移。

③动作技能学习的条件在加涅看来主要包括提供言语指导、安排反馈的练习和提供直接而精确的反馈。

④态度学习形成条件的3个方面：第一，在选择某项行动后，对成功的经验进行回忆；第二，对选择的行动进行操作，或观察榜样人物对这一行为的操作；第三，对成功的操作给予反馈，或观察榜样人物的反馈。

⑤认知策略学习形成的条件主要是要善于对认知策略做出描述，并为各种认知策略的练习提供机会。

加涅从信息加工角度，以学习者内部心智加工的方式为依据将教学划分为3个阶段。

①教学的准备阶段。这一阶段的任务是为学习者从事新的学习任务提供有利的条件，使新的学习能够顺利进行，它包括吸引学习者注意、把目标告诉学习者和激励对先前学习的回忆3个教学事项。

②教学的作业阶段。这一阶段是教学过程的核心和关键，它包括向学习者呈现刺激材料，提供学习指导、引出作业、提供反馈4个教学事项。其任务在于帮助学习者将新的能力转换成便于日后回忆的样式，并区分出学习的难易、有效无效的类型。

③复演和迁移阶段。包括评价作业、增进保持和迁移两个教学事项。其任务在于将学习者已掌握的新能力推广到各种各样的情境中去。

在教学内容顺序的安排上，加涅主张直线式，即倡导以学习层级理论为依据的由简单技能到复杂技能的单一维度教学内容的安排。直线式的内容编排，不失为一种可供选择的教学内容编排方法，较为适合以心智技能为主要内容的学科，但也存在着过于简单化、忽视各技能之间相互交叉关系的弱点，在以言语信息为主的科目中就显得不太合适。

教学活动在加涅看来是复杂且易受一些特殊情境限制的，因此，在教学之前应进行详细的规划、设计。规划、设计可以较大的单元或学程来制定，一个教学单元或学程所需的时间可从几天到几个月不等。一个学程可包含几个课题，它们依次可以有不同的教学目的，每个课题又可以进一步分成子课题，子课题又可以进一步分成一些课。在加涅看来，上述学程、课题乃至于子课题一般不是为单个学习结果设计的，而是包含两个或更多的学习目标，“教学设计的根本理由就在它能达成一系列的教育目标”。[19]比如，以“美国政府”为主题的学程，就包含了多重教学目标：获得关于政府的形式和工作程序的信息，尊重民主过程的态度以及适合于解决社会问题的认知策略等。教学活动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学的实施，它要求教育工作者为学生提供外部帮助的环境，激发学习动机，刺激学生回忆，用语言向学生传递、演示怎样做某些事。此外，备课亦是教学活动中的一项重要工作。

第四节 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

一、生平与著作

布鲁姆（B.S. Bloom，1913—1999）是美国当代杰出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自1943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学位后，长期投身于教育问题的研究。20世纪四五十年代曾任芝加哥大学的主考人，提出了有关教育目标分类的系统学说以作为课程编制和评价的依据，《教育目标分类学》是他这方面研究成果的集中体现。该书的第一分册（1956年）是有关知识领域的，之后又出版了有关情感领域的第二分册（1964年）。《教育目标分类学》在美国的发行量超过100万册，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深受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的欢迎。

从20世纪60年代起，布鲁姆的研究重点转向环境因素与人类特性之间的关系，探求各种学习能力差异的产生根源。1964年他撰写了《人类特性的稳定与变化》一书，阐述了儿童能力发展的过程、意义和影响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他后来提出改进教育实践的建议奠定了理论基础。1968年，布鲁姆在卡罗尔（J. B. Carroll）“掌握学习”概念的启发下，撰写了《为掌握而学习》一文，发表于加利福尼亚大学《成绩评定评论》杂志，这标志着他“掌握学习”教学法思想的初步形成。

20世纪70年代，布鲁姆的教学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他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掌握学习”的思想，提出了“为掌握而教”和“为掌握而学”的系统理论，并使之产生了世界性的广泛影响；布鲁姆1976年所著的《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Learning）一书被誉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最有意义的教育研究成果之一”；他在《学生学习的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手册》（1971年）中所提出的教育评价新概念，被认为对现代教育改革做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

20世纪80年代，布鲁姆在深入研究了英才的成长过程的基础上所著的《发展青少年的才能》（1985年）一书，充分肯定了环境和教育因素在英才成长中的关键作用，为他“掌握学习”的理论再次进行了佐证。

布鲁姆不仅是“国际教育成就评价协会（IEA）”的创建人之一，而且曾是首任“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ERA）”的会长。晚年仍担任许多国家课程和教育评价的顾问工作。

除前述著作外，布鲁姆的其他重要教育著作还有：《掌握学习》（Master Learning，1971年）、《评价促进学习》（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合著，1981年）、《我们的儿童都能学习》（All Our Children Learning，1981年）等。

二、基本教育观点

布鲁姆在深入考察了影响学生学习的各种因素的基础上，指出传统教育中那种把学习成就的差异归之于遗传、抚养、运气等因素的观念是错误的。他发现在人类的许多最显著的特征中，成长最快的阶段是儿童出生后的最初5年，这既包括诸如身高一类的生理特征，也包括诸如语言、能力等发展方面的智力特征。他指出，若17岁时测得的智力成熟度为100%，那么从出生至4岁占50%，5～8岁占30%，9～17岁占20%，显然，幼年期是人的身体和智力发展的最重要的时期，为此，布鲁姆十分重视儿童的早期教育。布鲁姆的儿童智能观和早期发展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影响，激发了人们对儿童启蒙教育计划和学前教育的兴趣和关注。

在影响人身心发展的因素上，布鲁姆十分注重环境和教育因素所起的作用，他指出，个人赖以生存、发展的环境，对处于迅速发展时期的某些特性影响最大，而对于处于缓慢发展时期的某些特性影响较小。由于幼儿阶段是儿童身心发展变化最快的时期，所以，环境对这种变化发展的影响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幼儿阶段大多数人都是在家庭中度过的，家庭环境对儿童的身心发展最有影响。布鲁姆和他的助手经过调查、实验证实：从处境不良转换到富裕环境里的儿童，其心理成长的速度一般是加快了。比如，出生和成长在费城的黑人学生平均智商为96～97，而南方偏僻农村地区的黑人学生远低于这个智商水平。要使这些学生也达到费城黑人学生的平均水平，则必须给他们更多的刺激，或转到类似于费城的城市才有可能。

在个体充分发展的可能和教育的职能问题上，布鲁姆认为虽然人类在学习、思维以及达到某种规定成就水平的能力上存在着差异，但这些差异在他看来并不像人们所想象的那么大。他坚信，每个人只要给予他足够的时间，采用适当的方法，都是能够达到教学规定的标准的。这正是学校的职责所在。他说：“教育必须日益关心所有儿童与青年的最充分的发展，而学校的责任是提供能够使每个学生达到他可能达到的最高学习水平的条件。”[20]布鲁姆为此对美国教育实践中，特别是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所造成的牺牲大批学生、只注重少数尖子学生培养的状况提出了强烈的批评，认为这种做法具有“当今教育体制中最浪费、最有破坏性的一面，它压制了教师与学生的创造力，降低了学生的学习热情，也破坏了相当数量的学生的自我形象和自我理念”。[21]要彻底改变这种现状，首要的是彻底改变对学生及其能力的原有观念，改变对学校教育职能的错误看法，重新树立对学生学习潜力和教育职能的新观念。

对人才的成长，布鲁姆否认天生能力和特殊天才是先决条件，他通过对一批在各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人才的长期考察指出：除极少数的比例外，大多数的人才在其发展过程中，环境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是主要的，特别是幼年时的家庭环境对人的才能的发展更是起着首要的作用。在布鲁姆看来，人才的成长是与专业领域中完成事业的胜利感、创造性劳动的意义和乐趣相伴随的，而这有赖于全社会对人的才能高度发展的巨大激励和鼓舞，因而必须为人才的成长提供一个鼓励优秀的社会环境。

三、教育目标分类

教育目标分类学是由布鲁姆为代表的专家们，为使课程编制和测试评价有一个适当的基础而建立的一种对教育目标的分类体系。它试图通过对预期教学成果的分类陈述，反映出学生在认知、情感、思想、行为等方面的变化，使教育目标成为教学与评价的指南。由于布鲁姆对教育目标的阐述是对教育在某个阶段结束时要求学生达到的行为的表述，因此，它也是一种对学生行为的分类，具有明显的新行为主义倾向。

布鲁姆将教育所应达到的目标划分为三大领域。

（一）认知领域

这是教育目标中占比例最大的领域，包括从简单回忆学习材料、按理智任务的目标确定问题性质到综合新观念和新材料等活动方式。认知领域的目标又被分为6个类别。

①知识。主要指对具体的知识、处理具体事物的方式方法的知识、学科领域中普遍原理和抽象概念的知识的回忆或再现。在以上3个亚类别中，又可再分出更小的类别，如在具体知识之下，又可分出术语知识和具体事实知识等。

②理解。指对正在交流的材料或观念的领会或领悟，包括转化、解释和推断3种行为水平。

③运用。指在具体的情境中对概念和原理的使用，它以理解为基础。

④分析。指将交流内容加以分解，弄清各种概念的层次和关系，包括要素分析、关系分析和组织原理分析。

⑤综合。指对各组成部分和各要素加以整合，以产生新的模式或结构，它包括以下3个亚类：进行独特的交流、制订计划或操作步骤、推导出一套抽象关系。

⑥评价。指根据内部证据或外部标准而做出的价值判断。

从认知领域的6个类别可以看出，除第一类是知识外，第二类到第六类均属能力范畴，其复杂程度也是由低到高的排列。布鲁姆的认知领域教育目标分类是一个知识、能力由简单到复杂的排列体系，每一层次或类别都是建立在前一层次的基础之上的。比如，评价就涉及对知识、理解、运用、分析和综合等所有行为的组合。在知识和能力两类目标中，布鲁姆更重视能力目标，因为能力比知识具有更为广泛的适用性和持续性，它对变化迅速、难测未来的现代社会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二）情感领域

对人类情感领域的教育目标进行分类是布鲁姆教育分类学的一个特色。布鲁姆认为，尽管对情感领域进行目标分类很困难，但“情感目标能够也应该成为美国教育目标的内在部分”。[22]在布鲁姆看来，人的兴趣、愿望、态度、鉴赏、价值观、义务感、意志力等特征可按等级层次排成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连续系列，从一般情感活动出发，用可观察的行为或成果表述这种内在情感的构造。情感活动是一个内在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情感成分以单纯察觉开始，经过一系列中间阶段，最终达到对行为的控制。情感领域的目标可分为接受、反应、价值评价、组织、由价值或价值复合体形成的性格化5个类别，它们分别描述以下5种情感活动形式。

①学习者感受到某些现象和刺激的存在。

②受到充分驱动的积极注意而对现象有所作为。

③对某种价值准则的态度或信念。

④将各种价值整理成一个确立了相互关系的价值体系。

⑤价值体系被个体内化并长期支配和控制个体的行为方式。

以上5个类别各自又可再分为一些亚层。比如，接受类别可分为察觉、愿意接受、有控制地或有选择地注意3个层次；价值性格化类别可再分为泛化心向和性格化两个层次。

（三）心理运动

这是指运动技能、操作方面的目标，或某些要求神经肌肉协调运动的目标，常与说、写活动相伴随，或与体育、贸易、技术课程联系在一起。

布鲁姆强调将教育目标分为三大领域，并不意味着以上3个领域是各自独立、互不相干的。相反，这3个领域，尤其是认知领域和情感领域相互包容、紧密交织在一起。比如，认知目标中有情感成分，情感目标以认知为手段，而情感目标也可作为认知目标的手段，同时实现认知与情感目的。布鲁姆的教育目标分类综合了教育学和心理学的研究结果，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已被广泛运用于教学实践，对课程、评价和教学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四、掌握学习理论

掌握学习是布鲁姆教育思想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他在前人相关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创造性的发挥和总结。

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充分肯定学生的学习能力，认为学生学习的个别差异是“人为的和偶然的，而不是个体所固有的”。[23]差异的原因不在于他们掌握材料的能力，而在于学习的速度，而“只要有合适的学习条件，绝大多数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和继续学习动机等方面将变得十分相近”。[24]也就是说，只要教师在选择适当教材的基础上，对学生的学业成绩真正有所期待，经常对学生的进步给予反馈和评价，那么，90%以上的学生都能掌握学校所规定的课程内容。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的思想是针对传统教育将班级上课制中学生学业成绩与能力的正态分布混为一谈，并将学业成绩的正态分布视为理所当然的前提假设提出的。布鲁姆指出，在大多数教师的观念中，只有1/3的学生是胜任学习的，另有1/3将不及格或刚刚通过，余下的1/3则处于中间状态，这是一种非常错误的观念。他指出，如果学生对一门学科的能力倾向是呈正态分布的，只有当所有学生都接受相同内容和时间的教学时，他们的成绩才是正态分布，如果每个学生都能得到他自己学习所需要的时间和质量的教学，那么，绝大多数的学生都能掌握所教的学科，甚至达到熟练的掌握程度。在这种情况下，能力倾向的差异与学业成绩没有必然的联系，两者的相关系数接近于零。可见，掌握学习理论所强调的是每个学生都有能力理解、掌握任何教学内容，并达到较高的学业成绩水平，它所关心的是使教学适应学生的需要和特征，照顾学生的个别差异。

布鲁姆在上述论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3个变量。

①初始认知特征。学习者在学校的学习是建立在一系列初始学习的基础上的，这种初始学习带有的认知特点是影响学生学习结果的一个重要变量。

②初始情感特征。指学习者在学校学习过程中，对学习、学校的态度和动机，它直接影响学生学习的努力程度，包括积极和消极两个方面。如果学生在学习第一项任务时完成得较好，那么，在学习第二项任务时就会表现出积极的心态；反之，如果学得不好，就会丧失热情和信心。

③教育的质量。指学习的提示、练习和强化适合学生需要的程度。由于不同的学生达到掌握所需要的教学类型和质量是十分不同的，因此，教学质量的判断应以教师在各个学生身上所花的努力而不是整体班级所花的努力为依据。影响教学质量的因素，在布鲁姆看来，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一是提示，指为学生呈现材料的清晰度；二是参与，指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程度；三是反馈—矫正，这是对教育质量影响最大的因素。

布鲁姆对影响学习结果的变量的分析，构成了他掌握学习、教学理论的基础，并为他提出完整的改进学校教学、掌握教学策略提供了依据。

布鲁姆所倡导的掌握学习的教学，以教师的班级授课制与小组辅导教学为组织形式，教学进度由教师掌握，学生在教学集体中相互合作进行学习，教学内容通常被分成两个星期为一个周期的单元，在每个单元完成之后进行“诊断测验”，以发现学习中存在的问题。其具体过程是：首先，根据学生的初始条件确定教学内容和目的要求。其次，实施所拟定的教学计划。再次，在一个单元的教学完成之后，对学生进行测验，以确定学生是否学会所教的内容。最后，根据学生在测验中暴露出来的问题，由教师有计划地再进行一次不同于第一次的个别讲解，“对没有命中的目标再射一箭”，即“给学生第二次机会”。而对已通过测验，已掌握了学习内容的学生，则可让他们自己做一些补充性的练习，等待全班同学一起进入另一个单元。

布鲁姆认为，要使掌握学习的教学得以顺利展开，必须注意以下4个要点：第一，每一个学习单元都要有明确的、有待完成的一组学习目标；第二，对全体学生所要达到的最低限度标准，必须有明确的界定；第三，要明确在测验中，预定的目标是否达到；第四，对未达到的目标，要根据测验结果所表明的每个学生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进行相应的教材辅导和矫正性辅导。

总之，掌握学习的教学模式注重目标分析、诊断测验、补充性辅导等，而矫正—反馈程序更是这一模式的核心。与传统教学相比，掌握学习的教学具有一些突出优点。比如，它有助于学校中学生学习成绩的大面积提高，有助于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能力，有助于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增强学习的信心。对减轻学生为分数而竞争的紧张关系，建立良好的集体合作生活和气氛也颇有裨益。布鲁姆还根据现代社会迈向终身教育时代的特点，要求从终身教育的高度理解掌握学习，他指出：“现代社会要求终身继续学习……掌握学习能够给予在校学习的热忱，并能够使他们（指学生——笔者注）养成终身对学习感兴趣。正是这种继续学习，应该成为教育制度的主要目的。”[25]布鲁姆的这种理解颇具启示意义。

五、教育评价理论

布鲁姆对传统教育评价单纯对学校学生进行等级划分、只起选拔作用的性能极为不满，认为这种贴标签式的成绩评价对学生的学习及今后职业、人格方面的发展都是不利的。应当将传统的、以分等与筛选为主的评价改变为以改进教学为中心的评价，使评价发挥促进学习者学习的作用。为此，布鲁姆把教育评价分为三大类。

（一）诊断性评价

一般指在教学开始前进行的，对学习任务所需的先决认知条件和先决情感条件进行的评价，其目的不是给学生贴标签以决定要把学生分入好班或差班，而是为了使教学更加适合学生的背景和需要，以促进学生的学习。它包括对学生学习准备程度的诊断和对学生做出适当的分置，诊断性评价通常以过去的成绩报告单、技能或情感调查表和标准化诊断性测试为依据。

（二）形成性评价

布鲁姆借用并扩大了斯克里文（M. Scriven）使用的形成性评价的概念，将形成性评价视为在教学过程中（通常在各个单元教学后）进行的对某一具体学习任务掌握的程度的评价。这种评价要求在课程编制、教与学的各个过程的形成中，收集各种有用的证据，使用系统性评价，以便对上述过程加以改进。故形成性评价包含两个重要的职能或步骤：一是提供反馈，“形成性测试旨在为教师和学生提供反馈”。[26]这种反馈信息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诊断性质。二是用反馈信息来改进教学。矫正依赖于反馈，反馈又服务于矫正。矫正与反馈是形成性评价在教学过程应用中的关键所在。形成性评价不是用来给学生评等级而是用来衡量掌握学习是否真正发生。正如布鲁姆所说：“由于形成性测试是诊断性的，我们相信它不应用于正式地划分等级，只是用它来判断是掌握了还是没掌握。”[27]

（三）总结性评价

总结性评价指的是在学期或学年中的几个大的教学阶段后或整个课程结束后，对整个课程或其中几个重要部分的全面评定。评价的重点侧重于认知能力与技能，其目的主要是针对总的教学效果评定学生的最终学习成绩，并根据学生达到最终目标的程度给学生评出等级。

在布鲁姆看来，以上3种评价既有区别，又相互联系。比如，诊断性评价常借助有关总结性评价的结果，总结性评价既为相关内容新的教学确定适当的起点，又可像形成性评价那样为学生提供反馈。在评定学生的最终成绩时，除主要依据总结性评价外，也需参照平时的形成性评价。只有明确3种评价的不同功能和有机联系，才能保证教育评价对教与学的真正促进。布鲁姆的教育评价思想，特别是形成性评价的概念和方法，也是其掌握学习教学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在西方教育实践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并产生了积极的效果。

第五节 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评述

本章所介绍的3个人物，除斯金纳的理论具有较为典型的新行为主义特征外，加涅和布鲁姆的教育思想均非典型意义上的行为主义。加涅的研究立场正如第三节所指出的已经过从行为主义到信息认知学派的转变和折中。对于布鲁姆，有论者分析道：“布鲁姆的教学论不属于新行为主义的教育流派，但吸取了新行为主义教育中的科学化思想，采纳了斯金纳程序教学的合理部分，布鲁姆的教学论运用了皮亚杰、布鲁纳、奥苏伯尔等人的认知结构理论，但和认知结构主义教育流派又有区别。”[28]从斯金纳典型的行为主义立场到加涅、布鲁姆的折中姿态及由此带来的对他们流派归属的争议，昭示着新行为主义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意味深远的变化。

斯金纳的学习理论是在心理学实验室的“纯”研究中建立的，他的实验对象是白鼠、鸽子一类的动物，从动物身上归纳总结出来的学习、行为规律，到底在多大程度上适合对人类自身的解释，这是值得深思、实际上也是富有争议的问题。从根本上说，这是一个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斯金纳的操作主义理论是对19世纪下半期以来，以自然科学方法论为框架研究人类心理和行为的实证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挥。这种以严格的实验为依据的理论，相对此前以思辨为特征的心理学（如赫尔巴特心理学）来说是一大进步，大大提高了教育、教学研究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但不可否认的是，行为主义存在着把人类行为简单化、机械化的倾向，是一种把人简化为一种“较大的白鼠或较慢的计算机”后而得出的有关学习和教学的理论，它至少是不足以揭示人类复杂学习的全部真谛的。

加涅所做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对斯金纳的强硬立场的“软化”，是对其他学习理论流派的包容。尽管加涅受过行为主义的严格训练，但他在认知心理学的崛起之中，看到了心理学研究的新方向，转而从认知心理学的立场研究心理的内部过程。他不满足于行为主义者对学习和教学问题的简单解释，也不拘泥于一种类型、一种观点或一种理论，而是在纵览了各家各派的学习理论后，对其进行综合，既吸取了巴甫洛夫和华生的经典条件反射学习理论、桑代克和斯金纳的操作性条件反射学习理论，又包容了布鲁纳的认知策略学习理论和奥苏伯尔的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加涅的学习和教学理论是一个涵盖了各派学习理论的综合体系，也是一个不断吸取新理论、新观点的开放性体系。

布鲁姆既不像斯金纳那样把实验室中归纳出来的学习理论直接推广到实践中，也不像加涅那样擅长于对各派别的学习类型加以整合。他的学习和教学理论是在参考了各种学习理论和影响学习的变量研究的基础上，针对教育现状所产生的实际问题，并为解决这些问题提出来的，更为贴近教育、教学实际，更为关注教学中“人”的因素，因而，也更易于指导教学实践，更易于为广大教师所理解、运用。斯金纳、加涅、布鲁姆几乎是同一时代的人，但他们的学习和教学理论的差异却反映出新行为主义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被“浓缩”了的嬗变历程：从拒绝学习的内部因素的研究转向有条件的、不同程度地接受这种研究；从强调学习性质的单一性转向承认学习类型的多样性和相互包容性；从注重实验室的“纯”实验转向研究直接面向教育实践问题的解决。这一变化也是西方教育研究方法论新进展的一个侧影，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是具有深远意义的。

斯金纳、加涅、布鲁姆在现代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中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理论都在不同层面上揭示了教育、教学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斯金纳从经典条件反射中区分出操作性条件反射并提出强化理论，是具有心理学研究重大理论突破意义的，在教育实践中也产生了一定范围内的积极的效果；斯金纳所设计的教学机器虽已退出历史舞台，但其倡导的程序教学中所包含的一些重要原则，如教材的循序渐进，个别化的安排组织，教学适合个人特点，让学生按自己的能力、速度学习，以有效的积极强化手段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等，对西方教育、教学仍在发挥作用。斯金纳的理论不仅推动了教育、教学理论的科学化，而且也推动了教学手段的科学化和现代化，它重新激起了西方对个别化教学的研究和兴趣，使个别化教学在中断多年后又重新活跃起来。不过，正如英国教育史学家詹姆斯·鲍恩（J. Bowen）所说：“斯金纳的理论事实上突出了我们今天面临的根本困境之一——技术论和自然主义之间的冲突。”[29]站在这一冲突的焦点上，斯金纳在晚年仍坚持自己严格的新行为主义立场，面对认知心理学的崛起并日渐占据心理学的主流地位，斯金纳仿照左拉（E. Zola）的用语，以6个一连串的“我控告”对认知科学家提出了批评后，呼吁道：“让我们把行为主义从因莫须有罪名而被放逐去的魔王岛上接回来，让心理学再一次变为行为科学。”[30]我们认为，斯金纳的理论有其合理之因素，但其行为技术论的简单化和机械化的倾向必须克服。如果说行为主义真的像斯金纳呼唤的那样会复兴并重返主流地位的话，那么，它必须是在消化和超越认知学派的基础之上，对自身做出必要的调整和更新之后才有可能。简单的回复只能是幻想。

加涅的学习理论不仅探讨了人类一般的学习，而且对课堂中学生的学习做了集中的论述，他后来提出按学习结果对学习进行分类就是从学校教学的各科中概括出来的，突出高级认知学习也更为关注学生学习的特点的结果。加涅提出的各种学习类型不仅包容力广，而且他所提出的认知策略的学习，强调学生要学会如何学习，这是符合当代学习化社会的要求的。加涅的学习分类，学习层级和累积模式及教学序列原则已广为教育界认同并采用，对教学理论、实践和研究的设计，都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虽然加涅的学习和教学理论也存在着缺乏独创性、缺少实验证明、理论模式也较为机械的弱点，但他对教育心理学所做出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

布鲁姆的教育思想直接立足于教育现实，对教育、教学的改革具有重大的实用价值。他的教育目标分类学吸取了当时有关教育学和心理学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心理学有关能力、价值观、技能的掌握和关于学习内化过程的研究成果，所作的分类是广泛、全面的。其对情感目标的系统划分更具有创新的意义，目标分类为广大教师在实践中精确地选择特定的行为目标、组织有效的教学提供了标准和依据，已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加以验证、应用。布鲁姆的掌握学习理论力图在不打破传统班级上课制的基础上，消除学生学习中的个别差异，使每一个学生都得到最充分的发展。这既保持了传统班级上课制高效率的优点，又扭转了把学生学业成绩视为与能力一样呈正态分布的根深蒂固的传统偏见。这一理论的提出和完善，无疑是具有革命性的，它为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开辟了新视野。布鲁姆的教育评价理论，尤其是形成性评价的思想，促使传统的以分等和筛选为主的评价理论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被视为继20世纪30年代泰勒（R. W. Tyler）之后教育评价理论的又一次创新，为西方教育评价开辟了新阶段。

尽管像斯金纳那样的“纯”新行为主义从20世纪60年代起已开始走下坡路，但它所倡导的一些基本理念仍在对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领域发挥着重要影响。在实践层面上，如果说新行为主义者在20世纪40年代还只是零星、分散地将学习原则应用于实践的话，那么，自20世纪50年代起，新行为主义的学习理论已有了自己广泛的应用领域，如教育、成人临床治疗、保健、社区工作、罪犯审判、工商、军事等。以行为主义学习理论为基础的行为矫正（behavior modification）技术和行为分析（behavior analysis）技术已广为应用。实际上，在当代西方幼儿教育和初等教育中，许多研究都直接反映了当代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影响。比如，美国的幼儿早期教育方面的“开端（headstart）”计划，恩格尔曼、贝雷特等课程方案和早期训练计划，都是按行为主义理论设计的[31]，其最主要的特征是：课程按成人精密设计的程序和内容展开，教学以教师为中心，使用详细规定的教案进行直接教学，教学过程中大量使用强化手段鼓励儿童，这种方法在幼儿园和家庭障碍儿童和社会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的教育和训练方面已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效果。初等教育方面亦如此，如20世纪70年代早期美国教育总署（Office of Education）制订的“跟进（follow through）”计划，在全国100多个城、乡社区范围内，将初等教育中社会处境不利家庭的儿童分成9组进行教学，9组中有两组的教学以行为主义的理论为指导。该计划的最终结果显示，这两组的教学效果是所有组当中最好的，“学生不仅在学业知识和技能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步，而且在认知和情感测试中也取得了好成绩”。在研究计划结束后若干年内，再次调查的结果证明上述两组学生的学业进步仍是令人满意的。[32]

目前，在行为主义者组织的专门机构“行为医疗促进会（AABT）”和“国际行为分析协会（IABA）”的支持下，行为主义方向的研究工作还在进行。在教育领域，除继续研究学生学业成绩和平衡化的行为获得与保持问题外，更加注重外在强化向内在强化的转化技术的研究，注重将教师所掌握的强化操作手段向与儿童生活联系密切的人（如家长）推广的工作。过去行为主义者很少考虑研究的适用性问题，认为课堂中获得的研究成果会自动适用于家庭和社会，现在则认为需要研究不同情境运用的条件，需要对教学程序做出修改以适用于校外各种情境。此外，加涅和布鲁姆的学习和教学理论正在被后来的研究者不断地深化、补充和发展，这一过程还在持续之中。



[1] 华生：《行为主义》，1930年英文版，第152页。转引自刘恩贝、李铮：《心理学简史》，甘肃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2] S. 莱斯：《行为治疗中的理论问题》，1985年英文版第7页。转引自叶浩生：《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江苏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第134页。

[3] 杨清：《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派别》，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26页。

[4] S. 库克：《行为主义与现象学》，1964年英文版，第17页。转引自叶浩生：《现代西方心理学流派》，第134页。

[5] 杜·舒尔茨：《现代心理学史》，杨立能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77页。

[6] 斯金纳：《程序教学再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4期。

[7] J. A. 舍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孟小平译，辽宁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5页。

[8] 斯金纳：《学习的科学和教学的艺术》，见普莱西、斯金纳等：《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刘范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79年版，第71页。

[9] 斯金纳：《程序教学再探》，载《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7年第4期，第15页。

[10] 斯金纳：《教学机器》，见普莱西、斯金纳等：《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第85页。

[11] 转引自《斯金纳和操作行为主义》，见J. A. 舍伦伯格：《社会心理学的大师们》，第108页。

[12] 转引自马文驹：《斯金纳》，见赵祥麟、李明德、赵荣昌：《外国教育家评传》，第3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90页。

[13] 斯金纳：《超越自由与尊严》，王映桥等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页。

[14] R. M. Gagné，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struction，LBS College Publishing，1985，p. xiii.

[15] R. M. Gagné，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struction，p. 2.

[16] R. M. Gagné，The Conditions of Learning and Theory of Instruction，p. 2.

[17] R. M. Gagné and L. J. Briggs，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Holt，Rinehard and Winston，1979，p. 71.

[18] 加涅：《学与教的新观点》，唐晓杰译，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学》（上），人民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568页。

[19] R. M. Gagné and L. J. Briggs，Principles of Instructional Design，p. 45.

[20] B. S. Bloom，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Mccraw-Hill，1981，p. 2.

[21] B. S. Bloom，Human Characteristics and School Learning，Mccraw-Hill，1976，p. 25.

[22] B. S. Bloom，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p. 327.

[23] 布鲁姆：《布鲁姆掌握学习论文集》，王钢等译，福建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43页。

[24] 布鲁姆：《如何认识学生的个别差异》，周南照摘译，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学》（上），第672页。

[25] 布鲁姆：《掌握学习》，施良方译，瞿葆奎主编：《教育学文集·教学》（上），第701页。

[26] B. S. Bloom，Evaluation to Improve Learning，p.63.

[27] B. S. Bloom，“Mastery Learning”，in J. H. Block：Mastery Learning Theory and Practice，Hott，Rinehart and Winton，Inc. 1971，p.58.

[28] 黄志成：《布鲁姆的教学论》，见钟启泉、黄志成：《美国教学论流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12页。

[29] J. Bowen & P. Hobson，Theories of Education—Studies of Significant Innovation in Western Educational Thought，John Wiley 8L Sons，1987，p. 270.

[30] B. F. Skinner，Congitive Science and Behaviorism，British Journal of Psychology，Vol. 76，1985.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学》（上），第513页。

[31] 钟启泉：《国外课程改革透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65页。

[32] S. W. Bijou，“Behaviorism：History and Educational Application”，in T. Husén：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Education，V1. 1985，p.449.


第十七章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广为盛行的一种哲学思潮，其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上半叶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F. De. Saussure），但它作为一种方法论被广泛应用到多门学科领域并形成一种思潮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事情。结构主义并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流派，而是一大批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家用共同的方法进行研究而形成的一种较为系统的方法论。这一方法论广泛地影响了一系列的具体学科，如语言学、人类学、社会学、历史学、文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它使上述学科都产生了各自理论的代言人，如人类学中的列维-施特劳斯（C. Levi-Strauss），心理学中的皮亚杰（P. J. Piaget）、拉康（J. Lacan），历史学中的福科（M. Foncault），文艺理论学中的巴尔特（R. Barthes），教育学中的布鲁纳（J. S. Bruner）等。

结构主义既不满足实证主义对经验现象的“客观”描述和还原主义的方法论，也不赞同曾风行一时的存在主义以主体自我存在为中心衡量世界的思想方法，而是结合现代自然科学对事物进行整体研究的趋势和成果，将整体性的观点和方法引入社会和人文科学，从结构与要素的关系中去理解现象。尽管结构主义者对结构的解释不尽相同，但他们都认为结构是现象中各个部分或要素之间的关系的组合，部分或要素只能在由这种关系组合而构成的整体中获得它的意义，现象的性质和变化就是由这种结构支配并决定着的，还原论方法下的机械因果关系是无法真正把握事物发展的原因的。在结构主义方法论的影响下，产生了结构主义教育思想。

第一节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从其渊源和理论基础来看源于皮亚杰。皮亚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开展了对儿童认知结构的研究并创立了发生认识论，为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奠定了学说基础。结构主义教育思潮主要是透过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声势浩大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也称“学科结构运动”）体现出来的。这场运动的直接发起人和理论代言者是美国的布鲁纳和施瓦布（J. Sehwab），他们在皮亚杰认知结构理论的基础上，对知识结构、学科结构进行了悉心的研究。他们认为知识乃是人们赋予经验中的规律性以意义和结构而构造起来的模式，任何一个知识领域内总存在着基本的知识结构，它通常是由一定的概念体系所组成，揭示着这门学科的主要内容，并制约着这门学科的探索活动。教育工作者必须把这门科学的结构和这门科学所特有的探究方法编制成教材，使学习者通过对教材的学习达到对知识结构的把握、从而对所学学科产生深刻理解。学习者的学习不是环境刺激的被动反应，而是主体自身将其纳入自己的认知结构的过程。学习在本质上是发现性质的，教育工作者应当注重发展学生的认知结构，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自主探求精神，鼓励对学科结构的直觉理解，养成学习者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在结构主义思想的指导下，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60年代掀起了全国性的规模浩大的教材、教法改革运动，不少学术组织，如“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PSSC）”“生物科学课程研究会（BSCS）”“化学教材研究会（CHEMS）”“学校数学研究会（SMSG）”“小学科学规划会（ESS）”等都参与了各自学科的课程改革和教材编撰工作。此间编制的小学、中学主要教材多达10余套，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地理、科学常识等学科。为使一线教师理解、掌握新教材，还对教师进行了专门的培训工作。在这场运动中，涌现出了一大批热心于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学者和教育工作者，出现了大量研究学科知识结构、学生认知结构、教学过程、教学方法的书籍和文章，较有影响的有布鲁纳的《教育过程》（The Process of Education）、《论认识》（On Knowing：Essays for the Left Hand）、《教学论初探》（Toward a Theory of Instruction），施瓦布的《学科结构的概念》《探究科学的教学》，菲利普·H. 费尼克斯（P. H. Phenix）的《意义领域》，福特（G. W. Ford）和帕格诺（L. Pugno）的《结构和课程》（论文集），希兹（R. W. Heath）的《新课程》，埃拉姆（S. Elam）的《教育和知识结构》（论文集）等。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和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兴起是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首先，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使人类知识出现了倍增的势头，各学科领域的新知识、新发现日益增多，知识更新周期加快，知识的迅速膨胀使学校的知识传授面临巨大的困难，迫使学校考虑知识的整合和学科的重新组织问题，这无疑为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盛行提供了空间。

其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苏进入冷战状态，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同时，展开了经济实力的较量和科技水平的竞争。1957年，苏联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发射，给美国和西方阵营带来了极大的震撼。美国将在科技竞争中的落后归咎于教育，为改变劣势，美国联邦政府颁布了《国防教育法》，决定由政府大量拨款改革各级教育，加强自然科学、数学、外语“新三艺”的教学，加强天才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并动员了一大批科学家、教育家主持领导全国的教育改革运动。结构主义教育思潮及其课程改革运动一开始就受到政府的倡导和支持，如当时任美国联邦教育部部长的麦克姆林（S. Micmurrin）就主张学校应成为发展智力的机构；曾任卫生、教育和福利部部长的约翰·加德纳（J. Cardner）的教育口号是“学业优秀”而不是“教育均等”或“自我实现”。他们对推动结构主义教育运动发挥了重大影响。课程改革运动还得到了政府在经费上的大力资助，如《国防教育法》就是要求通过增拨联邦政府的教育经费来推行新课程，提高教育质量，它规定从1959年至1962年的4年内的拨款多达8亿多美元。充足的经费为课程改革提供了经济条件。

最后，从教育内部看，在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之前，美国和西方教育深受进步教育和新教育课程论的影响，强调课程和教法的组织以学生个人活动为中心，忽视了学科系统知识的学习，远远无法满足现代科学技术高速发展、知识爆炸对学科学习的新要求。课程、教法改革的滞后与时代的要求、呼唤极不相适应，这一矛盾构成了结构主义教育思潮兴起的内在动因。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及其思想只是结构主义教育思潮的主体组成部分，而非全部。一般而言，凡以结构主义方法建构的教育理论体系都可归于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之名下。英国学者雷克斯·吉布森（R. Gibson）在其所著的《结构主义与教育》一书中把教育中的结构主义分为3类：传统结构主义、过程结构主义和伯恩斯坦的结构主义。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组成颇为复杂，对教育实践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一般具有以下特征：①都将有关儿童认知结构发生、发展的认知心理学理论作为教育学理论的基础，以儿童认知结构的发生、发展为依据探讨教育、教学问题；②都以课程、教材、教法的改革为核心，或将之作为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主张教育应鼓励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促进迁移发生；③都十分重视儿童学习的自主性和积极性。

由此，本章将皮亚杰、布鲁纳和奥苏伯尔等的理论纳入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如果说皮亚杰是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奠基人，布鲁纳是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言人的话，奥苏伯尔则是一个坚持传统课程和教学理念的结构主义者，他对当代西方教学理论和实践同样产生了重要影响。

当然，不同的结构主义教育理论家在不同的问题上很可能存有不同的观点。比如，在儿童认知发展方面，皮亚杰强调不同发展阶段的质的区别，主张课程的组织要适应这种差别；布鲁纳则否认这种质的差异，主张任何学科都可以以适当的方式教给任何年龄的学生。在学习方法方面，皮亚杰、布鲁纳都强调发现法；而同样注重形成学生知识结构的奥苏伯尔则突出有意义的课堂接受学习的意义。这并不足为怪，因为结构主义本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哲学，结构主义教育也不是一个完全统一的教育思想流派。

第二节 皮亚杰建构主义教育思想

皮亚杰（J. Piaget，1896—1980）是当代世界著名的心理学家、教育学家，日内瓦学派（又称皮亚杰学派）的创始人。他在哲学、逻辑学、生物学等领域都有所建树，被西方许多人士视为与苏格拉底、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齐名的思想文化巨人。

一、生平与著作

皮亚杰出生于瑞士，早年学习生物学，1918年获自然科学博士学位。在担任西蒙（H. Simon）的助手时，曾在巴黎“比纳实验室”从事儿童心理研究工作。在对儿童进行心理测量并将结果标准化的过程中，皮亚杰受到儿童形形色色的各种答案的启发，感到如果透过儿童的答案，特别是错误的回答去研究儿童心理、分析儿童的思维过程，可能是探究人类认识起源的最佳途径。自此，皮亚杰以自然状态下的“临床法”，即以观察、谈话、讲故事、做作业等方式对儿童进行跟踪研究的方法，深入探讨了儿童心理发展问题，倾注了毕生的心血。

皮亚杰的儿童思维研究工作，受到了瑞士心理学界的重视。1921年他应邀回到瑞士，担任日内瓦大学心理系教授和卢梭学院研究室主任。1925年至1932年，在妻子的协助之下，他通过观察和实验，对自己的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出生后头几年的心理发展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形成了有关儿童智力起源、儿童象征行为（游戏和模仿）的一系列理论。1933年，皮亚杰担任日内瓦学校学院（后改称为日内瓦教育学院）院长后，开展了大规模的儿童研究工作。他以数理逻辑为工具，对儿童思维的守恒、分类、序列和转化等方面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建立了有关儿童各个发展阶段的年龄特点和儿童心理发展的完整理论。

皮亚杰曾3次连任瑞士心理学会主席，1954年被推选为国际心理学会主席，后来又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领导下的国际教育局局长。为组织和团结各囯有关学者共同研究发生认识论，皮亚杰于1955年创建了“国际发生认识论中心”，并亲任主任，出版了中心专刊——《发生认识论研究》。该中心在儿童认知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已出版专集30余种，并形成了独特的儿童心理学派——日内瓦学派。

皮亚杰曾前往多国著名大学讲学，获得多个名誉博士、名誉教授或名誉院士等称号，美国心理学会1968年还授予他“心理学卓越贡献奖”。

皮亚杰一生著述颇丰，共发表300余篇论文和50多部著作，但相对而言，其中关于教育的论著较少，因为皮亚杰最初进行的大量儿童心理学研究，主要在于探讨心理学的一般原理和发生认识论问题。20世纪60年代以后，他才直接对教育问题予以较多的关注，并撰写了一些有关教育问题的专著。皮亚杰的主要著作有：《儿童的语言和思维》、《儿童的判断和推理》（1924年）、《发生认识论导论》（1945年至1950年）、《儿童的道德判断》（1952年）、《逻辑学与心理学》（1957年）、《儿童期至青年期逻辑思维的成长》（1958年）、《儿童心理学》（1969年）、《结构主义》（1970年）、《教育科学与儿童心理学》（1970年）、《发生认识论原理》（1972年）、《心理学与认识论》（1972年）、《心理学与教育》（1976年）等。

二、论认知的结构和机制

皮亚杰自称是一个结构主义者，但他指出：“结构主义真的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学说。”[1]在《结构主义》一书中，他对盛行于各个学科领域的结构主义做了全面的回顾和考察，概括出了“结构”的3个特性。

①整体性（wholeness），指结构内部的各成分不是孤立的或硬性相加混合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并受制于结构本身内部的规律。

②转换性（transformation），指决定整体性质的结构并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建构活动中运动发展的，这种转换既可以使结构得以保存，又可丰富其内容。

③自我调节性（self-regulation），指结构无须借助外在因素而可自行进行自身的规律调节。[2]

实际上，皮亚杰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研究儿童时，就从儿童智慧发展的同步性（表现出相同的智慧水平）中，意识到儿童认知发展过程中存在着结构的特征。随着研究的深入，他逐渐探究到儿童的思维或认知整体、转换和自我调节的结构特性，《结构主义》一书是他试图从哲学的高度对结构特性所做的归纳。

由此，皮亚杰把结构视为“由具有整体性的若干规律组成的一个自身调整性质的图式体系”。[3]所谓“图式”，乃指“动作的结构或组织，这些动作在同样或类似的环境中由于重复而引起迁移或概括”[4]。它既是指在认识过程中主体外物质动作的协调组织，又是指认识过程中主体内化到头脑中进行的精神动作的协调组织，个体对客观刺激做出反应就是因为个体的动作具有对之做出反应的某种图式。图式不是神经系统的物质生理结构，而是指一种主体活动的功能结构，即外部动作和内部思维的功能结构。在婴儿出生之际，图式是本能动作，是遗传性的，在适应环境的过程中，图式会得到不断的改变和发展。比如，儿童最早的吮吸反射就具体体现了一种反射图式。在刚出生时，婴儿通常不加分辨地吮吸塞到嘴里东西（如乳头、手指头），只有单一、笼统的吮吸图式存在；以后，儿童逐渐学会区分刺激，如在饥饿的时候，只接纳有奶汁的刺激物，而拒绝其他刺激物。这种区分是婴儿通过他们既有的反射和运动器官实现的，虽是最低水平上的区分，但却是以后智力活动的开端。随着儿童的成长，图式会不断地分化，变得更多、更抽象，由图式构成的网络系统也会日益复杂化。成人有大量相当复杂的图式，因而能够对周围环境做出许许多多的区分。引起图式发生变化的乃是同化与顺应机制。

皮亚杰借用生物学的“同化（assimilation）”和“顺应（accommodation）”概念来解释主体图式在能动适应环境中的变化发展。

所谓同化，是指人们把新的感知、运动的或概念的材料整合到已有的图式或行为模式之中的认知过程，可在3种水平上进行：在物质水平上，主体用实际动作同化客体本身并产生合乎人类需要的结果（如技术产品）；在行动水平上，主体用运算图式同化自身的个别动作，使自己的行动成为转变客体的有效活动；在思维水平上，主体用精神的动作同化来自客体的经验材料，使物理经验被同化于由逻辑数理经验形成的认识图式之中而成为关于客体的物理知识。同化能从量上丰富和改变原有的图式，但不能从质上革新和改变图式；而起革新作用并能使图式发生质的变化的是“顺应”机制。

所谓顺应，是指个体受外界刺激，原有图式发生变化或被重新建构，导致认知结构的变化发展。顺应一旦发生，主体就会尝试着再次同化刺激，由于结构已改变，刺激便可以迅即被同化。故同化总是最终的过程。

总之，在同化过程中，人们把自己可利用的图式强加于有待加工的刺激物，刺激物被“强制”地适应主体的结构；在顺应过程中，主体“被迫”改变自己的图式以适合新的刺激物。同化导致认知结构量的增长，顺应促使认知结构产生质的变化。同化和顺应是适应过程的两个互补的侧面，它们同时发生，不可分离。如果一个人总是同化而不顺应刺激物，其结果只能形成若干个大图式，因而不可能发现事物之间的差别，大多数事物会被混淆起来；如果总是顺应而不同化，就会使人仅拥有许多琐细而无概括性的图式，使人把大多数事物看成完全不同的，而找不到事物的共性。这两种极端都会导致人的认知的畸形发展，故保持同化与顺应之间的某种平衡是必要的。皮亚杰认为，平衡就是一个以同化和顺应为手段的自我调节过程，平衡使外部经验最终纳入主体的内部经验（图式），它只是一种非常短暂的状态，不平衡的发生，使主体产生寻求平衡而进一步去同化和顺应的动机，引起恢复平衡的努力。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循环往复，导致结构的不断发展，而这一发展始终是在自我调节下进行的。

皮亚杰以结构主义的方法考察认知发展过程，他强调认知结构在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主体自主调节下的同化顺应机制的变化发展，这与许多强调结构的静态性、共时性甚至天赋性的早期结构主义者的观点大相径庭。后期结构主义者如巴尔特（R. Barthes）、德里达（J. Derrida）等都不承认有固定不变的结构，认为结构是变化发展的，具有历时性，皮亚杰的主张与他们不谋而合。皮亚杰的结构主义认识发生论的研究工作在时间上是属早期的，而其观点则是超前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属后期结构主义的，以至于西方学术界对皮亚杰到底是归属前期结构主义还是归属后期结构主义的问题产生了争议。正因皮亚杰反对将结构凝固化，注重结构的主体构造过程，他的教育学说亦是以此为基础，故将他的教育思想冠以“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称呼比之“结构主义（structuralism）”更为妥帖。

三、论认知的发展阶段和动力

儿童的认知发展，在皮亚杰看来，并不是数量的简单累加过程，而是认知结构的发展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不同性质的认知结构构成了认知发展的不同水平。皮亚杰根据儿童从出生到青年时期“运算”的特点，将儿童认知发展划分为4个阶段。

一是感知运动阶段（从出生至2岁左右）。这一阶段认知活动以感知和运动反射为主要形式，且依赖于眼前的事物，不能应用心理表象从事智力活动。虽然这一阶段的认知“是以知觉和运动为其唯一的工具，它既不能进行再现，也不能从事思维”，但是“它已构成了行为的图式，用作以后建立运算结构与概念结构的基础”。[5]这个阶段的末期，儿童已开始具有应用心理表象的能力，尽管这种能力还不十分完备。

二是前运算阶段（大约从2岁至7岁）。这一阶段尽管儿童的思维有了质的飞跃，他们不像前一阶段依靠实际动作对当前感知的事物进行思维，而是随着符号功能的建立，“能够通过符号或分化符号的媒介来引起当时感知不到的对象或事物，从而使它们再现出来”。[6]即凭借心理符号替代外界事物而进行表象性思维，进行各种象征性活动或游戏。不过，这些表象都具有自我中心性质，符号表征还未达到系统和逻辑的水平，还不能从事物的变化中把握事物概念的守恒性和可逆性。故这一阶段的认知仍属前运算性质。

三是具体运算阶段（大约从7岁至12岁）。这一阶段，儿童已经能够在头脑中从一个概念的具体变化中抓住实质性的东西，动作不仅是内在的，同时也是可逆的，达到了守恒的水平。儿童已可以进行初步的逻辑思维即通过逆反性和互反性两种可逆性使运算图式达到守恒。由于运算守恒的出现，儿童已具备初步的逻辑思维能力，能正确地把握逻辑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但还离不开具体事物的支持，否则就难以顺利解决问题。此外，这一阶段的运算一般比较零散，还不能较好地构成一个整体。

四是形式运算阶段（大约从12岁至15岁）。“这个时期的特点，一般来讲，是掌握一种新的推理方式，这种推理的方式已经不再完全限制于处理具体对象或可以直接再现的现实”，[7]而是可以进行命题运算，并运用命题推论出逻辑结论，儿童已能在头脑中将形式和内容分开，凭借假设和推论进行逻辑推演的思维，思维水平与成人接近，即达到了形式思维水平。

在认知发展四阶段的关系方面，皮亚杰指出，首先，阶段出现的先后顺序是固定不变的，不能逾越，也不能颠倒。阶段具有普遍性，任何儿童都必须遵循这种不变的发展顺序。其次，每一阶段的儿童都有该阶段的独特的认知结构，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决定着儿童行动的一般特点，一旦具备这种认知结构，就能从事该结构所允许的水平相当的各种活动。最后，认知结构的发展是一个连续建构的过程，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延伸，前一阶段的结构是后一阶段结构的先决条件，并为后者所代替。

认知发展阶段说揭示了不同年龄阶段的儿童认知结构发展的质的区别，皮亚杰反复强调各个阶段的顺序性和不可逾越性，但他的这一主张并未被20世纪50年代末美国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所重视。

对于儿童认知结构发展的动力问题，皮亚杰既反对从外在环境寻找起因的经验论，也反对返回先天寻找根源的预成论。他认为，儿童认知发生、发展的源泉在于主体的动作或活动。皮亚杰指出，影响认知结构发展的因素有4个：一是成熟，包括机体神经系统和内分泌系统的成熟。它们可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或阻碍认知的发展，但它们只是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二是物理经验和逻辑数学经验。物理经验是主体作用于客体的过程中，通过抽象而发现的客体的性质，如物体的颜色、重量、比例、速度等；逻辑数学经验则不同，它不是对客体本身性质的抽象，而是主体从自身的动作中抽取出的经验。三是社会环境，包括社会生活、文化教育、语言信息等。它们与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其经验只能在社会互动中才能获得。但这仍是必要条件，只能促进或延缓而不能决定儿童的认知发展。四是平衡因素。前文已述皮亚杰认为认知结构的发展是在图式从不平衡到平衡，再到新的不平衡的矛盾运动中实现的，而这一矛盾运动过程，在皮亚杰看来，是图式的自我调节过程。“自我调节是生命最普遍的特性之一，也是机体反应与认知性反应所共有的最一般的机制。”[8]自我调节被皮亚杰理解为认知结构转换和发展的内源因素和真正动因，正是它使不断成熟的主体内部组织与外部环境相互作用，推动认知结构在平衡与不平衡中不断动态发展。

四、论教育应当成为一门科学

皮亚杰竭力主张“教育应当成为一门科学”，而要成功地建构一门教育科学，不可缺少的就是要“建立一个为创造真正适应心理发展法则的教育技术所必需的心理学体系。如果没有精心建立一个真正的儿童心理学或心理社会学，就不可能真正产生新的方法，新的方法的存在无疑必须从建立这样一门科学之日算起”。[9]

皮亚杰指出，无论是在历史上，还是在现实中，西方教育学的研究是非常薄弱的。与哲学、生物学以及其他自然科学相比，教育学缺乏学术价值和自身尊严，还远远没有发展成为一门科学。他注意到这样一种现象：有影响的教育著作很少出自职业教育家之手，教育领域中极大一部分的革新家也不是职业教育家，而是在其他学科领域颇有造诣的杰出人物。皮亚杰在回顾、分析了西方教育史和现实社会的各种教育理论后指出，无论是西方教育史上的夸美纽斯、卢梭、福禄培尔、赫尔巴特，还是与他同时代的杜威、蒙台梭利、德可乐利等，他们在教育学方面都未受过多少训练，而是在诸如神学、哲学、心理学或自然科学方面颇有成就。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皮亚杰认为并不是因为教育学本身不具有成为一门科学的性质，而是因为教育学与其他科学相比，有着更多、更复杂的因素，要建构其特有的知识体系，难度更大。而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教育学从它的母科学中也只能获得有限的帮助，因为那些科学本身也还未达到足够的进展”[10]，一句话，教育学还没有建立在真正的心理学的基础上。

皮亚杰对西方教育史上杰出教育家们建立教育思想的心理学基础做了分析与评估。他指出，卢梭尽管坚信心理发展的法则，强调儿童与成人心理的差异，但卢梭对心理发展阶段和机能的论点过于简单、武断，更谈不上科学；裴斯泰洛齐虽然在办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他的教育思想具有一定程度的形式主义色彩，对于真正的心理发展很少考虑到具体细节；对赫尔巴特，皮亚杰肯定了他以一种极其明确而又易于理解的方式使教育方法适应于心理学的法则，认为这在教育思想史上具有创新的意义，但皮亚杰同时指出，赫尔巴特的心理学本质上是一种被动接受的心灵论，他未能把发展的生物观和对智力这个不断构造的过程的分析两者调和起来，建立一个关于活动、发展的儿童心理学理论；至于福禄培尔，皮亚杰认为虽然他直觉地懂得游戏的重要性，已朝着注重活动这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大步，但他用形式化了的手工劳动去代替与儿童生活真正需要相联系的具体探索，阻碍了儿童从事真正创造性的活动，以致歪曲了活动概念的本意。总之，在皮亚杰看来，在教育的历史和现实中，虽不乏建立在心理学基础上的教育理念，有些也有可取之处，但总的来说，对教育的研究是十分落后的，教育学还远没有成为一门科学，而要真正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就必须使教育学建立在科学的心理学的基础上，这种科学的心理学应是以发生认识论为根基的。

从严格意义上说，称皮亚杰为发生认识论者或心理学家，比称他为教育家更为合适。但皮亚杰关于人类知识形成和儿童知识获得的研究成果，显然在某种程度上为把教育学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上提供了新的基础。

五、论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

从发生认识论的立场出发，皮亚杰极为重视儿童智力和道德能力的发展。他指出：“教育的主要目标就在于形成儿童智力的与道德的推理能力……在智力的方面能达到连贯性与客观性，而在道德方面则能相互作用。”[11]“智力”一词在皮亚杰那里与认知、思维、智慧等概念是通用的，“智力乃是一种最高形式的适应，乃是在把外物不断同化于活动本身和这种同化的图式顺应于事物本身之间的一种平衡状态”[12]，其基本功能是通过构成现实的结构来构成内心的结构，使有机体能有效地适应不断变化的环境，接近最佳的生存条件。这种内部机能结构既具有理解的功能，又有发现或发明的功能，且这两方面的功能不可分割。因为要理解一种现象或一件事情，就要对产生这个现象或事件的转变过程加以改组，而要重新改组这些转变过程则要构成一种转变的结构，而这种转变的结构的建构，是要有发明或发现的因素的，故皮亚杰说“理解即发明”。教育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追求这种理解力的提高，它是与学生的探究性思维方法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的。

道德能力的发展是皮亚杰另一教育主要目标。在皮亚杰看来，道德目标旨在形成儿童的道德推理能力和良好的人际相互作用。由于道德与人际交往的规则有关，皮亚杰十分重视社会交往对儿童道德推理能力的重要作用。他指出，社会交往不仅是儿童智力与道德发展的一种手段，而且也是推动儿童个性总的发展的一部分。它有助于养成儿童批判的态度、客观推理和思考的习惯，有助于儿童思维连贯完整地发展。儿童如果不同他人进行思想交流和合作，就无法把他的运算组成一个连贯的整体。

皮亚杰分析说，在学校中儿童社会交往主要指儿童之间的交往，同时也指师生之间的交往。合作是交往的基础，学生间交往的重点应放在儿童之间的合作上，而不是竞争上。儿童在社会交往中会逐步“懂得别人有和自己不同的观点，也学会在合作的形式中协调不同的利益去行动”。[13]如果说角色以互逆的思维方式看问题标志着守恒这一较高级认知形式的出现的话，那么，通过社会交往，儿童会逐步克服自我中心，迈向道德价值内化和自律的更高目标。

六、论主动学习和活动教学法

皮亚杰认为，儿童真正的学习不是成人外加给他的，而是自己独立进行的，儿童是通过自己的活动来建构认知结构的，是主动的学习者，“除了主动地掌握一件东西以外，就不可能学会任何东西”。[14]

主动学习的动力主要不是来自奖励或惩罚之类的外在强化，而是来自认知结构同化、顺应过程中不平衡或冲突的状态的自我调节。由于儿童的主动行动或自我调节与儿童认知图式的适度冲突有关，教师的任务就是要提供给儿童既与其经验有一定的联系，又新颖的环境或学习材料，使儿童产生认知上的不协调和冲突，从而引发儿童启动思维，进行主动学习。

主动学习是在儿童的活动中展开的，活动被皮亚杰视为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桥梁，是认识的来源。为此，“活动教学法”是儿童教育的重要原则，它使儿童在个人建构性的兴趣活动中提高智力运算的能力。活动的类型多种多样，如游戏活动、视听教学活动、每门学科中的探讨和重新发现活动等。鉴于“活动”一词容易导致歧义和误解，皮亚杰指出，进行活动学习要避免两种错误认识：一是不能夸大具体活动的作用，在儿童认知发展的初级阶段，具体活动诚然具有重要的意义，但在以后的高级阶段，具体的活动就应由抽象思维取代了，抽象的思考也同样是活动，“一个运算就是一个活动”，且对认知结构的建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二是活动不应被理解为一种视听表象过程，因为这种认识完全抹去了基本的逻辑数学运算的应用，将问题简单化了。

从感知活动到形式运算活动，是认识结构的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皮亚杰认为应注意不同发展阶段活动的性质及其过渡。比如，年龄较小的儿童应以游戏活动为主；视听教学应注意利用直观形象向抽象逻辑思维的过渡；各门学科的探讨和重新发现活动要与一定的知识体系相联系等。

活动教学法除有利于儿童的智力发展外，它本身还具有鲜明的道德价值。皮亚杰指出：“活动的方法并不是要把学生引导到无政府状态的个人主义，特别是当活动方法是把个人活动与集体工作相结合的时候，这种方法是要把学生训练得自动地服从纪律和自愿地努力工作。”[15]因为在皮亚杰看来，活动特别是集体协作的活动，既包括了个人内部的行动协调，也包括了个人之间的行动协调，智力运算在人与人之间交流、调整、协作的成果体现的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皮亚杰指出，强调学生主动学习和“活动教学法”，并不意味着降低教师在教育中的地位，而是要求教师把儿童与教师间、儿童与儿童间的相互协作转化为一种高级形式的合作，这显然是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第三节 布鲁纳结构主义教学思想

布鲁纳（J. S. Bruner，1915—2016）是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和教育家，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流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建立在结构主义方法论和认知心理学基础上的教学理论，对美国和欧洲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课程和教学改革产生了深刻影响。2015年，布鲁纳度过了自己的百岁庆典。

一、生平与著作

布鲁纳出生于纽约市的一个中上阶层的家庭，1937年毕业于杜克（Duke）大学，继续在该校攻读一年硕士后，转学至哈佛大学，不久获心理学博士学位。

布鲁纳早年研究动物的知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曾在艾森豪威尔统帅部进行心理战术研究，并在欧洲服役。战争结束后，布鲁纳回到哈佛大学，研究兴趣转向了认知心理学。在研究中，他深受皮亚杰发生认识论的影响，20世纪50年代中期还曾前往欧洲拜访过皮亚杰。1960年协助创建了哈佛大学认知研究中心，有力地推动了美国认知心理学派的发展。

布鲁纳在早年的心理学研究工作中，就表现出了对教育改革的兴趣。早在1946年，他就曾在美国《哈佛教育评论》上发表过“当代法国与教育改革”的论文。1959年，布鲁纳担任美国科学院教育委员会主席。在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而引发的改革美国教育、提高教育质量的强烈呼声中，美国科学院在伍兹霍尔召开了讨论中小学数理学科教育改革会议，布鲁纳被委任为会议主席。综合这次会议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意见，布鲁纳1960年出版《教育过程》一书，其教学改革思想引起人们广泛注意，该书也被视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课程改革运动的纲领性著作。其后，布鲁纳在教育改革的实践之中继续发表了《教学论探讨》（1966年）、《婴幼儿教育》（1968年）、《教育的合适性》（The Relevance of Education，1971年）、《教育过程再探》（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Revisited，1971年）、《论教学的若干原则》（1972年）等论著。已发表的有关心理学、教育学方面的论著多达200余篇（部）。

20世纪60年代，布鲁纳曾任总统教育顾问小组成员（1960）、美国心理学会会长（1965，1966）等职。由于在教育改革和心理研究中的突出贡献，他曾获美国心理学会“杰出科学贡献奖”（1962）、美国教育研究会和教育出版机构联合奖（1969）等科研奖。

二、论认知结构与知识结构

布鲁纳的教学论思想是以结构主义认知心理学为基础的，他反对行为主义者解释人心理过程的“S-R”模式，注重对认知的内部过程和内部机制的研究。在研究方法上，布鲁纳深受皮亚杰、乔姆斯基（N. A. Chomsky）和列维-施特劳斯的结构主义思想方法的影响，坦称自己就是“按照结构主义表达知识观”“按照直觉主义表达研究认识过程”的。[16]

从结构主义立场出发，布鲁纳从人类智力的进化、个体智力的成长和学科性知识几个角度考察了人类认知、知识的性质和过程。他指出，知识并不是对外在现实的认知，“知识是人们构造起来的一种模式，它使得‘经验’里的规律性具有了意义和结构。任何组织知识体系的观念都是人类发明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使经验更经济、更连贯。例如，我们在物理学中发明了力的概念，在心理学中发明了动机的概念，在文学里发明了风格的概念，它们都是帮助我们获得理解的一种手段”。[17]人类追求知识实际上是发现知识或材料所具有的结构，这种结构并不是一被发现就具有的客观存在，而是由人所塑造、形成、构造出来并“外加”到知识或材料上去的。

在布鲁纳看来，认知是人通过心理内部机制获得知识的过程，它包含了对知识的获得、转换和评价。在这一过程中，知识被转化为个体的经验和智慧，人的认知结构是在主客体的相互作用中，通过对所获知识进行同化和顺应而形成的。学习者以已有的内部认知结构对“从外而内”的输入信息进行编码加工，以易于掌握的形式加以存储；并采取外推、内插、转化等方法，“从内而外”地推出新的结论或知识，再对处理知识的方法进行评价，从而实现对原有的认知结构的扩大和改组。

根据皮亚杰对儿童从具体到抽象的认识发展图式的描述，布鲁纳以“再现表象”的不同水平为依据，将知识分为3种层次不同的类别。

①动作式。即动作表象，它是“以某种学会做出反应和形成习惯的动作为基础”的。

②映象式。即映象表象，它依靠视觉或其他感觉组织和各种概括化映象的使用，“主要受知觉构造的各种原则”的控制。

③符号式。即符号表象。它是“用一组符号命题或逻辑命题来表示并受形成和转换命题法则或规律所支配的”，是通过文字或语言形成的。

以上3种不同水平的知识再现方式，代表着儿童认知发展的3种不同水平，儿童的认知发展大致可划分为3个由低到高的阶段。“人类的智力发展始终会沿着这3种表象系统的顺序前进。”[18]不过布鲁纳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皮亚杰以儿童生理年龄作为划分阶段的分界线。皮亚杰曾说，“一切智力的养料并不是所有年龄阶段的儿童都能吸收的”[19]，教育工作者只能努力去“发现符合每个阶段的知识并用有关阶段的心理结构所能同化的方式教给学生……教师试图加速学生的发展，只是浪费时间和精力”。[20]布鲁纳对皮亚杰强调各阶段的不可逾越性持否定态度，他认为3种表象系统可以在儿童不同年龄阶段同时存在，3种表象系统“从任何意义上讲，它们都不是分为阶段的问题，而是代表发展中不同重点的问题”。[21]这一认识的差异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各自的教育主张。

良好的知识结构，在布鲁纳看来，具有两个重要特点。一是简约性。即任何良好的知识结构总是以最经济、最简单、最具有概括性的方式表述自己的。比如，美国漫长而复杂的内战可概括为“有关奴隶制的战争”；自由落体的下落距离可用“[image: ]”公式表示等。二是迁移性或生成性。即经过简约的结构化的知识具有繁衍的价值，可以概括化的结构性知识推出或生成新命题，使知识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增加知识的活力。布鲁纳有关认知和知识结构的观点构成了他教学论思想的重要基础。

三、论课程与教学

布鲁纳认为教学论是“阐明有关最有效地获得知识与技能之方法的规则”[22]，相对于学习理论和发展理论的描述性质而言，教学论是一种规范性理论，主要回答教什么、何时教、怎样教、教的进行有何条件等基本问题。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了布鲁纳教学论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掌握“学科基本结构”

面对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科学文化知识的迅猛增长、学校传授的知识日益陈旧的现状，布鲁纳指出，许多知识领域早已在大踏步前进，可是这些进步都未反映在学校教学之中，这种状况必须扭转，学校必须反映人类新的知识成就。但新知识的引入并不意味着要增加更多的学习内容。布鲁纳反对学习内容单纯的量的增加或削减，他从结构主义的立场出发，指出学科知识在现代社会迅速增长，有其不断膨胀的“爆炸（explosion）”的一面，但任何知识作为学科结构之中的一部分是相互联系的，知识发展的相互联系和结构化，使知识在“爆炸”的同时，又表现出“爆聚（implosion）”的一面，“从外表看，它像是爆炸，从内幕看，它似乎更像爆聚”。[23]学校应当利用知识的爆聚性质来解决知识的爆炸所导致的学校教学内容日益增多、教不胜教的难题。布鲁纳因而从知识的质的整合上，而不是量的删减的意义上提出了有关现代学校教学内容的理论。

布鲁纳提出，现代学校的课程设计和教材编写都必须以“学科的基本结构”为中心，“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该学科的基本结构”。[24]所谓“学科基本结构”，就是指某门学科的基本概念、定义、原理和原则，它包括学科的题材结构和学科结构。前者指学科小单元教材的结构，如生物学中的支配低等动物运动倾向的“向性”，代数中的交换律、分配律和综合律，英语中的主、被动句转换的文句构造等；后者指整个学科的结构，如布鲁纳与其他研究者为美国小学五年级设计的人类学，其学科结构由5个基本概念构成：使用工具、语言、社会组织、长时期的儿童教育、心情的象征表达。

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在布鲁纳看来，具有多方面的“深远的意义”。

①基本结构是学科的精髓和概要，掌握了学科的基本结构就可以理解和把握整个学科，且使这种理解易于进行，“懂得基本原理可以使学科更容易理解”[25]，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学科概莫如此。

②基本结构是一种简化的知识，有助于学生记忆。

③基本结构具有“广泛而又强有力的适应性”，既能产生使学生适应特定工作的“训练的特殊迁移”，又能形成构成学生日后认识和处理事物基础的“原理和态度的迁移”，结构化的知识越是基本，它对新问题的适应面就越宽广。

④基本结构“能够缩小学校‘高级’知识和‘初级’知识之间的差距”[26]，使各级学校中的知识保持连贯性。

课程的制定、教材的编写，在布鲁纳看来，应由各科领域卓越的学者、专家和有经验的教师共同参与完成，使课程和教材的建设“围绕着社会公认为值得它的成员不断关心的那些重大的问题和价值”进行。

（二）尽早教授学科的基础理论知识

学科的基础知识应尽可能早地教给学生，这是布鲁纳在“何时教”问题上的重要观点。他宣称：“任何学科都能用在智育上是诚实的方式，有效地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27]这一著名的论断是布鲁纳从其知识表象的分类理论推出的。在布鲁纳看来，知识具有动作式、映象式、符号式3种表象（前文已述），儿童的认知发展也大致经历这3个阶段。因此，只要将学科内容转换为符合学生认知阶段性特点的知识形式，使之与儿童的认知结构和学习兴趣相吻合，任何一门学科的基础知识都能用从一般到个别的认识捷径教给任何发展阶段的任何儿童。“任何观念都能够用学龄儿童的思想方式正确地和有效地阐述出来”[28]，“认为任何学科不可能按某种方式教给实际上任何年龄儿童，这种看法是毫无道理的”[29]。布鲁纳为证明其假设的可行性，曾在伍兹霍尔会议期间进行过教学示范，使小学五年级学生通过仿照高深数学规则玩数学游戏来掌握函数论。

为此，在教材的组织上，布鲁纳既反对传统的“学科中心课程”偏重知识本身逻辑顺序的“直线式”编排，也不赞成进步教育“儿童中心课程”注重儿童兴趣的“圆周式”排列，他强调逻辑顺序和心理顺序间的“转换”和沟通，提出以学科基础理论知识为中心的“螺旋式”的课程编排。这种编排呈倒三角形的螺旋状结构，使“一门课程在它的教学进展中，反复地回到这些基本观念，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直至学生掌握了与这些观念相适应的完全形式的体系为止”。[30]应当说，螺旋式的课程编排，一方面体现了直线式编排的逐步提高、深化的顺序，另一方面又显示了圆周式编排方式的扩展、加宽的特点，不失为较为理想的教材组织原则。

布鲁纳认为，尽早让学生掌握学科的基本结构是有效、便捷进行教学的主要途径，可以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在这个问题上，他批评以往的学校过于注重儿童学习的成熟因素，消极地等待儿童伴随成熟而到来的学习准备状况的做法，提出了将“等待准备”改为“创造准备”的新观念。至于具体教学活动的程序，布鲁纳认为应该根据学习者的不同情况而异，它取决于多种因素，如学习者过去所学的知识、智力发展的阶段、材料本身的性质、个人智力差异等，需以经济有效的观点全面考虑，使教学工作既遵循儿童智力发展的进程，又有利于加快这一进程。

（三）激发儿童学习内在动机

布鲁纳认为，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具有内在的学习愿望，内部动机是维持学习的基本动力，它对学生的选择性探索活动具有重要影响，是教学成败的首要因素。儿童学习的内在动机在布鲁纳看来有3种基本类型。

①好奇心（curiosity）。这是种族生存所必需的一种天生的生物内驱力，它促使儿童的探究不断地从一个事物转向另一个事物，从一种活动转向另一种活动，保持一种旺盛不息的求知欲。

②胜任的内驱力（competence）。这种内驱力使儿童对自己能胜任的活动越来越感兴趣，在自动改造环境和顺利解决问题中获得满足，受到激励，增强活动力。

③互惠的内驱力（reciprocity）。指的是儿童具有求得与其所生活的集体文化相一致的动机，它驱使作为群体成员的人们对他人做出反应，并与他人一起为一个目标而共同操作。

在布鲁纳看来，以上3种动机都具有自我奖励性质，其效应不是短暂而是持久的，而强化或外在奖赏仅对驱动一定的行为或保持重复性的行为起作用。因此，由这些内驱力引发的内在学习动机远比奖励、惩罚、竞争等引发的外在学习动机更为重要。

（四）适时强化学习

布鲁纳认为，反馈在教学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反馈可使学习者知道学习结果如何，它可使学生明确自己的学习活动是否正通向既定的目标，并不断地矫正或确定下一步的学习活动，从而使整个教学过程得以顺利进行，有效学习得到强化。提供反馈信息，首先必须适时，即强化时间的安排必须正确。在学习者对自己的学习成果与学习目标进行比较时，教师要及时为学习者提供有关信息，使学习者意识到自己的学习与学习目标之间的差距，从而对学习进行必要的强化或矫正。反馈信息提供过早，会干扰学习活动的进行；过晚易使学习者失去受帮助的机会，甚至有可能先接受了不正确的信息。反馈信息的提供，还要注意学习者学习时的内部状态，如学习者处于强烈冲动和焦虑不安的内在状态时，反馈信息难以发挥积极作用。在这种情况下，教师应首先采取妥善手段消除学习者不良的内在状态，然后再提供有关信息。其次，反馈信息本身必须能为学习者所理解，适合学习者的认知水准。例如，如果学习者处于动作式表象为主的水平，那么，给予图像水平或符号水平上的强化就难以奏效。因此，反馈信息既要为学习者所理解，适合于学习者所做的努力，又要使学习者的学习迈向更高的水平。最后，教师在帮助学生进行强化或矫正时，要培养学生逐步具有自我检查、自我强化、自我矫正的能力，并逐渐降低教师的指导和外部报偿作用，因为教学只是一种暂时状态，其目的是促进学生自我学习。

（五）倡导发现法

在教学方法上，布鲁纳主张“发现法”。就学生学习而言，可以称之为发现学习，就教师的教法而言，又可以称之为发现教学。发现法虽不是布鲁纳首创，但他精辟地论述发现法的精神实质，为之提供理论基础，使之在课堂教学中成为重要的学习和教学方法的功绩，仍应予以充分肯定。

布鲁纳认为，“发现是教育儿童的主要手段”[31]，“我们教一门科目，并不是希望学生成为该科目的一个小型图书馆，而是要他们参与获得知识的过程。学习是一种过程，而不是结果”[32]。在布鲁纳看来，单纯地传递教材结构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进一步培养学习者创造性解决问题的探究态度并掌握相应的方法。对学生而言，“发现不限于寻求人类尚未知晓的事物，确切地说，它包括用自己的头脑亲自获得知识的一切方式”[33]。教师通过启发引导，使学生按照自己观察和思考事物的特殊方式去认知事物，理解学科的基本结构，或通过教材、教师所提供的有关材料去亲自探索、发现应得出的结论或规律性知识，并发展“发现学习”的能力。

发现法的实质在于把现象重新加以组织或转换，使人能超越现象进行再组合，从而获得新的领悟，包括寻找正确的结构和意义。发现法在课堂教学中就是要使学生在教师的帮助下，能够亲自发现事物的结构和规律，像数学家那样思考数学，像历史学家那样思考历史，为此，布鲁纳提出了有效进行发现教学的几个要点。

一是鼓励学生积极探究。教师要树立学生能依靠自己努力，运用自己头脑解决问题的信心，鼓励学生用自己的头脑思考，设身处地尝试，并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思索的机会和时间。

二是加强新旧知识的联系。布鲁纳认为，相邻的概念间具有“隐约的相似性”，从而使它们之间存在一致性或相容性，教师在教授新知识时，应善于利用知识的这种特点，启发学生寻找新知识与他们已有知识之间的联系，将新知识纳入已有的知识结构，改善自己的知识构成。

三是培养学生运用假设、对照的技能。假设与对照是发现法的重要因素，在发现学习过程中，假设的建立主要靠直觉思维完成，直觉思维不同于渐进积累式的分析思维，“它倾向于从事看来是以对整个问题的内隐的感性知识为基础的那些活动”[34]，是一种“跃进、越级和采取捷径”的，对“问题或情境的意义、重要性和结构”的“直接了解或认识”。布鲁纳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大力“发展学生直觉天赋”，鼓励学生对学习中的问题答案进行大胆猜测，并学会用分析思维对假设进行检验。对照是进行探究的另一有效方法，“通过引导儿童探索对照物，儿童就更加可能按照一种方式去组织他的知识，这种方式可以帮助他在需要发现的特定情境中有所发现”[35]。

布鲁纳的发现法有利于学生积极主动地掌握知识、发展智力，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的课程改革运动中广为运用，在当今西方教育、教学改革中仍是一种颇受重视的学习和教学方法。

第四节 奥苏伯尔的教学与学习理论

奥苏伯尔（D. P. Ausubel，1918—2008）是与布鲁纳同时代的美国著名教育心理学家，尽管他的教学论思想与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始发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无甚联系，甚至在某些主要观点上还与布鲁纳等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论者针锋相对，但奥苏伯尔在接受皮亚杰结构主义知识论或认识论影响方面与布鲁纳是同样深刻的。奥苏伯尔不仅以结构的观点考察知识和认知过程，而且把教学的主要目的归于形成学生的知识结构，同样是一个结构主义的教育心理学家。

一、生平与著作

奥苏伯尔生于1918年，早年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学士、哥伦比亚大学心理学硕士学位。后在布兰迪斯大学攻读医学。1943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950年又获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此后24年里在伊利诺伊大学教育研究院担任教授工作。1975年转任纽约市立大学研究生院教授，并任该院博士学位教学计划主任。1978年退休后，一方面继续担任该校的荣誉教授，一方面自办诊所，从事心理咨询和治疗工作。奥苏伯尔在医学、精神病理学和发展心理学等学科领域都颇有建树，是位博学多才的学者。但就其主要贡献和影响而言，以教育心理学领域为最大。他一生发表过大量学术论著，阐述认知教育心理学思想的系统教材有《教育心理学：一种认识论》（Educational Psychology：A Cognitive View，1968年）、《学校学习：教育心理学概论》（School Learning：An Introduction to Educational Psychology，1969年）；重要教育专著有《有意义言语学习心理学》（The Psychology of Meaningful Verbal Learning，1963年）。他的教育心理学著作被译为多种文字而广为传播，奥苏伯尔本人也被西方多国邀请前往著名大学讲学。由于奥苏伯尔对教育心理学的贡献，1976年美国教育心理学分会曾授予他桑代克奖。

二、有意义言语学习理论

奥苏伯尔认为，学习理论应当“主要关心发生在课堂的学习”。[36]学校课堂中的学习，在奥苏伯尔看来，是以语言符号所代表的系统知识为内容的。学习理论应当研究以语言符号代表的系统知识，在什么样的条件下才能有效进行，其心理机制如何，课程与教法怎样依据这种机制组织实施等。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奥苏伯尔认为，传统教育心理学是无能为力的，因为传统心理学往往将实验室中对动物学习的研究成果或对人类机械学习的研究成果应用于课堂教学，忽略了以语言符号为代表的系统知识学习的特点。

根据课堂学习中知识的来源和学习过程的性质，奥苏伯尔将学习划分为“接受—发现”“机械—意义”两个维度。学生的学习可以分为机械的与有意义的两类。有意义的学习和机械学习又都可分为接受学习和发现学习。奥苏伯尔指出：发现学习不一定都是有意义的，接受学习在适当的条件下完全可以产生有意义的过程和结果。这一区分，奥苏伯尔认为很重要，因为学生获得的大多数知识主要是通过接受学习而来的，并非通过自动或独立的发现。有意义的言语学习过程是一个同化（assimilation）过程，即学习者以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吸收并固定新学习的知识的过程，同化的结果是新知被理解和保持，原有的认知结构发生变化。教育的目标就是要有目的、有计划地发展学生的认知结构。有意义言语学习的实质就是在符号代表的新知识与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已有的适当观念之间建立实质性的和非人为的联系。

奥苏伯尔把“认知结构”定义为“个体的观念的全部内容和组织，或者就教材而言，指个体的特殊知识领域的观念的内容和组织”，即它既指学习者的全部知识的内容和组织特征（广义而言），又指学习者在某一特殊领域的观念的内容和组织特征（狭义而言）。所谓实质性的联系，即非字面性联系，指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已有的表象、已有意义的符号、概念或命题的联系。例如，小学生学习“等边三角形是有三条等边的三角形”这一定义时，其认知结构须预先具备“三角形”和“等边”的概念，这样才能将原有的一般“三角形”概念或表象加以改造，产生新的“等边三角形”概念或表象，也就是说两者建立了实质性联系；所谓“非人为性联系”，即非任意联系，是指符号所代表的新知识与认知结构中的原有有关观念在合乎理解的逻辑关系上的联系。比如，上例中的“等边三角形”概念与学生认知结构中的一般“三角形”概念的关系就不是人为性的或任意性的关系，而是符合一般与特殊的逻辑关系的。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观与皮亚杰不同的是：皮亚杰的认知结构含有个体先天的成分，如吸吮图式、抓握图式，新的图式是在先天遗传图式基础上，在与后天环境的作用中，借助同化与顺应功能形成的，而奥苏伯尔的认知结构不包含这种遗传成分，纯粹是后天习得的学科知识实质内容及其组织。

奥苏伯尔认为，有意义学习的进行须具备3个前提条件。

一是学习材料必须具有逻辑意义，它指的是学习材料本身“与人类学习能力范围内的有关观念可以建立非人为性的和实质性联系”[37]，机械学习的材料（如无意义音节或配对联想学习词表）是无法建立这种联系的。

二是学习者必须具有有意义学习的心向。它指的是学习者在学习新材料时，须具有积极主动地将新材料与认知结构中原有观念联系起来的心理倾向性。缺乏这种倾向性，对新材料按字面死记硬背，充其量是机械学习，而不是意义学习。

三是学习者的认知结构中必须具有同化新知识的原有适当观念。

以上3个条件在有意义学习中缺一不可，第一个条件是外部条件，第二个和第三个条件是内部条件，其中学习心向属于非认知因素，认知结构变量属于认知因素。奥苏伯尔认为，在学校教学条件下，学生学习的材料一般都符合学习的第一个条件，值得更多关注的是学生的心理准备和原有认识基础，讲解式教学只有在满足了上述3个条件后才是有意义的教学，才是学校传授文化科学知识的基本形式。

三、论认知发展的阶段和学习类型

奥苏伯尔赞同皮亚杰儿童认知发展的阶段划分理论，根据皮亚杰的认知发展四阶段理论，奥苏伯尔稍加发挥，指出：“决定各个阶段划分的依据与其说是它们所涉及的逻辑过程的类别，不如说是这种过程所依据的资料的抽象程度。”[38]据此，他将儿童认知发展划分为前运算阶段、具体运算阶段和抽象逻辑阶段。

一是前运算阶段大约相当于学前期。这一时期的儿童在奥苏伯尔看来只能从具体感性经验中进行抽象，即所谓的一级抽象或初级抽象（primary abstraction）。通过这种抽象，儿童获得一般事物的表象。比如，儿童获得“树”的表象是因为儿童亲眼见过各种树且又听过成人说“树”，通过概括而形成，这一过程就是一级抽象。一级抽象使儿童获得大量的一级概念或初级概念，以此为基础，借助儿童在日常交往中的直觉形式掌握的句语规则，儿童便形成了包含一级概念的命题，如“猫爬上树”等。一级抽象的概念是通过大量正、反例形成的，抽象过程是假设、检验和概括的过程，从学习方面看，属发现学习。

二是具体运算阶段。大约相当于儿童初等教育时期，这一阶段儿童已能够借助概念的个别例证进行二级抽象，即通过直接掌握定义，把握概念间的关系，理解事物的共同本质特征，而不必通过大量的具体实例来发现事物的共同特征。如，儿童学习物理课上的功=力×距离的定义，借助这个意义，儿童就把握了功与力及距离这3个概念之间的关系，从而理解“功”这个概念。这就是二级抽象过程。具体运算阶段的儿童虽然能获得二级概念，但尚需实例支持，因为这一阶段儿童的思维功能尚不成熟，缺乏实例的学习会发生很大困难。二级抽象虽也需直观，但与一级抽象的直观有本质的不同，由于概念的本质特征已由定义揭示出来，学习者在二级抽象中所需借助的例子只是用来同化已被抽象出来的定义特征而已，从学习观点看属接受学习。

三是抽象逻辑阶段。相当于儿童11岁或12岁至成年时期，这一阶段儿童的思维特点与前运算阶段儿童大致相同，都能掌握二级概念及其所构成的命题，但其抽象程度大大超过后者，不必借助具体实例支持，仅凭定义便可把握概念及命题，例子的作用无非增加教学的生动性而已。不过，奥苏伯尔认为一个人在不同领域中其认知发展水平是有差别的，不同的儿童在认知发展水平上也会参差不齐。所以，即使中学或大学阶段的教学，仍要适当地运用实例来说明抽象概念和命题。

根据有意义学习任务的复杂程度，奥苏伯尔又把有意义学习分为3种基本类型。

一是代表性学习。指学习单词代表什么，其心理机制是符号和它们所代表的具体事物或观念在学习者认知结构中建立相应的等值关系，也称概念名称学习。例如，当“狗”这个符号和实际的狗所引起的认知内容相同时，“狗”这个符号就获得了意义。由于符号本身具有人为性，代表性学习带有某些机械学习的特点，是最低级的有意义学习。

二是概念学习。指掌握同类事物或现象的共同关键特征或本质特征的学习，包括概念同化和概念形成两种形式。前者以定义的形式直接向学习者揭示新概念的本质特征，学习者利用认知结构中原有的适当概念理解新概念，从而获得新概念的意义，相当于二级抽象。这是学习概念的主要形式，适合于年纪较大的学生；后者是从概念的大量具体例证中，通过辨别和概括发现事物共同本质从而获得概念的，相当于一级抽象，适合于学龄前儿童和小学低年级学生。

三是命题学习。指“学习以命题形式所表达的观念的新意义”，它以代表性学习和概念学习为基础，通过定义直接掌握命题，是最高层次的学习类型。

此外，奥苏伯尔还从其他的标准对学习做过分类。比如，他根据认知结构中学习者原有观念与新观念在概括程度上包摄水平的高低，将有意义学习又划分为上位学习（前者低于后者）、下位学习（前者高于后者）、并列结合学习（前者与后者呈并列关系）。

四、渐进分化和综合贯通的教学原则

在奥苏伯尔看来，认知结构与知识结构具有同构关系，良好的知识结构或认知结构的形成，既是教学追求的目标，又是影响学生下一步学习的变量。教学应传授“特定学科中那些有宽广解释力和最有包摄性、概括性以及能够同该门学科的具体内容建立联系的实质性概念原理”[39]，并以一定的程序和方法将知识内容编排组织起来。为此，奥苏伯尔提出了“渐进分化”和“综合贯通”原则，作为组织课程、呈现教材和组织教学活动的基本原则，他强调说：“不论在哪一学科，要使教材的内容编排成序，有两个原则是适用的，这就是不断分化原则和综合贯通原则。”[40]

渐进分化原则要求教学应首先呈现包摄水平高、最有概括性的学习内容，然后逐步从上述一般内容中分化出较为特殊的细节，建立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间的逻辑意义联系，使知识由上位到下位，由一般到个别，渐进分化。这一原则的假设前提是：从整体到部分的学习和记忆比从部分到整体的学习和记忆更符合人类的认识序列。前者的学习比后者的学习更容易。同时，个体对某一学科领域的知识在头脑中的组织是一个层次结构，最具包摄性的观念处于这个结构的顶点，并逐渐容纳范围较小和高度分化的命题、概念和事实材料。综合贯通原则是有意义学习中新旧知识同化过程的另一面，即知识在不断分化的同时，知识的意义之间也在相互融会贯通。在上位学习和并列学习中，认知结构中原有知识通过与新知识的重新组织，克服新旧知识间的混淆和矛盾冲突，形成新的知识结构。学习者只有清晰地分辨出新旧知识的上下关系或发现它们的不同点，有意义的学习和教学才能得以顺利进行。

此外，奥苏伯尔还提出过其他一些教学原则，如巩固性原则、系统性原则等，而渐进分化和综合贯通原则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也是最有特色的。

五、论接受学习与讲授法

奥苏伯尔对美国进步教育及布鲁纳大力倡导的教学改革运动放弃学生接受学习和课堂讲授教学的做法极为不满，他指出：“许多教育理论家不公正地谴责言语讲授教学，要毫无保留地将它摒弃掉。几十年来，言语接受学习一直被斥责为‘鹦鹉学舌’的背诵和机械记忆孤立的事实，是勿需多事考虑的旧教育传统的残余，这似乎已经成为一句颇为时髦的口语。”[41]接受学习本身并不必然是被动的、机械的学习。造成人们误解的重要原因来自学习理论的缺陷，一是因为教育心理学习惯于用单一的学习原理来解释不同性质和类型的课堂教学，不明白解决问题的学习与有意义理解言语材料的学习有不同的方法和目的；二是许多机械学习或遗忘的原理，如反应竞争、刺激类化和倒摄干扰等被不加批判地从实验室推导到课堂学习中去。没有对课堂有意义接受学习和保持大量学科知识的适当心理学理论的研究。实际上，接受学习只要具备学习材料有逻辑意义、学习者有适当的同化新材料的原有观念和意义学习的心向这3个条件，就是积极、主动的意义学习，也是一种适合课堂有意义语言学习的最适当、最便捷的方法。

接受学习的特征，在奥苏伯尔看来，是把要学习的全部内容或多或少地以定论的形式呈现给学习者，不需要学习者任何形式的独立发现，只需学习者将学习材料加以内化，把新旧材料的内容有机地结合起来，也就是使新的学习内容与认知结构中有关内容融为一体，并存储下来。与发现法相比，接受学习主要用于学科知识的学习中，发现法主要用于问题的发现解决中。由于接受学习比发现学习少了一个发现即解决问题的阶段，因而可以节省学习者学习的时间。从产生的时间上看，儿童接受学习比发现学习出现稍晚，是儿童学习达到较高认知成熟的标志，学校中随着儿童年龄的不断增长，接受学习的能力会逐渐增强，系统基础知识的传授应主要地以接受学习的方法而不是发现的方法进行。故有意义的讲解式教学是课堂教学的基本方式，发现法只应作为讲解法的有效辅助手段。讲解法更适合于高年级的学生，适于弄清概念之间关系的教学。

六、论先行组织者

先行组织者（advance organizers）是奥苏伯尔为帮助学生在获取新材料过程中能够更有效地利用原有知识来同化新知识的一种教学策略，也被视为一项实验技术和教学设计技术。其方法是在安排学习任务之前呈现给学生引导性材料（先行组织者），“这些引导材料包括的内容在抽象、概括和包摄水平上高于学习任务本身，这样的组织者的作用是为学生稳定地纳入和保持新材料中更具体和更分化的内容提供观念上的构架，同时也用来增强新材料内容同认知结构中有联系的干扰性概念的可辨别性”。[42]即，先行组织者一方面通过选择性地提取学习者认知结构中适当的原有知识作为整合新材料的“类属观念”，从而增加新材料对学习者的熟悉性和意义性；另一方面为新材料的学习提供观念上的固着点。“总之，组织者的主要功能，是在学习者能够成功地学习手头的任务之前，在他已知的知识与需要去了解的知识之间架设一座桥梁。”[43]

先行组织者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陈述性组织者”，主要用于学习者不熟悉的材料中，为新的学习提供最适当的类属者。比如，在学生学习特殊种类的机械能（如潜能和动能）之前，讲授者要先围绕机械能的概念确立一个讲解性组织概念，描述什么是机械能，有何作用，并列举出例子。另一类是“比较性组织者”，主要用于相对熟悉的材料，目的在于比较新材料与认知结构中相类似的材料，从而增强似是而非的新旧知识之间的可辨别性。比如，已学过乘法运算的学生在学除法时，比较性组织概念就可通过指出除法运算与乘法运算之间的相同与相异来增加新旧知识可辨别性，乘法运算的旧材料就为除法运算的新材料提供了固着点。

奥苏伯尔的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是根据学生课堂有意义言语学习的教学提出的，对中小学的教学实践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较能被一线教师所接受。

第五节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

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对当代西方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影响是多方面的。

就其思想主流看，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及其课程改革运动，是战后西方科技迅猛发展和国际政治力量激烈斗争的产物。注重学生知识结构的形成和认知能力的发展，强调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直觉思维和创造能力，倡导学生主动学习、发现学习，无疑适应了社会对教育人才的需求，这使其理论具有鲜明的现代意识和时代感。正因如此，作为指导这场教育改革运动的纲领性著作——布鲁纳的《教育过程》，一经问世，就轰动一时，被西方教育界部分人士誉为“划时代的著作”，“有史以来教育方面最重要、最有影响的一本书”。《教育过程》当时在美国几乎每年重印一次，截至1978年已重印达16次之多，并被译为俄、德、法、意、中、捷克、波兰、罗马尼亚和阿拉伯等20多种文字。直至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课程方面的专家仍将《教育过程》一书列为20世纪以来对美国课程有重大影响的著作。布鲁纳本人也被西方有些学者誉为“也许是杜威以来第一个能够对学者们和教育家们谈论智育的人”[44]，成为战后新教学理论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领导展开的美国课程改革运动已产生了国际性的影响，“在美洲和其他欧洲国家里，改革运动几乎与美国同时开始。发展中国家一般在这四五年以后仿效之。在60年代，大多数非洲国家、东南亚国家也开展了”。[45]

不过，以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为指导的这场课程改革运动却是以失败的结果告终的。许多课程设计由于不切实际而难以实施，正如布鲁纳在改革10年之后撰写的《教育过程再探》中所说：“（伍兹霍尔）会议后最初五年的课程设计，除了戴上一两个‘桂冠’夸示一番外，竟没有一个设计是值得采用的。”[46]课程改革并没有达到其发起者所预定的目标，只培养了少数“拔尖”学生，而大部分学生适应不良，导致教育质量普遍下降。究其原因，可以说这是由布鲁纳结构主义教育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和美国国内社会政治、经济环境变化双重因素所致。

首先，从其理论自身看，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的理论家们在按他们的理论设计课程、教材时，由于过分强调学科的知识结构，使教学内容过于理论化、抽象化，既忽视了所教内容与社会现实生活的联系，又脱离了学生与教师的实际。新编课程的学术性太强，内容过于深奥，缺少趣味性，导致了不少学生学业失败。布鲁纳的“任何学科的基本原理都可以某种形式教给任何年龄的任何人”的论点，在理论上还是有待进一步探讨的。在实践层面上，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者们本身也没有很好解决这一问题，过早地传授了超出学生接受能力的高难度的知识，造成学生对新课程、新教材的恐惧心理。同时，过难的教材使得一般教师哪怕是在接受过专门的培训后仍难以胜任教学。此外，结构主义教育家们最为注重的学科知识结构，对数学和自然科学等学科来说较易确定并获得共识，而想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找到普遍承认的知识结构则不那么容易了。实际上，具有结构主义思想倾向的专家学者们在许多学科的知识结构的确定上也是存有分歧的。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理论的“内伤”还不限于上述种种，它还缺乏关注教育改革与社会变革关系的宏观视野，仅把改革的实施限于课程、教材、教法方面，是难以使结构主义的课程改革在复杂的教育与社会的互动关系中获得成功的。布鲁纳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过于理想主义”，过于“天真无知”了。他意识到“教育不是一个与社会无关的中立性题目”，他的研究方向也由此发生了变化，“所关切的已不是凭借课程从内部去改革学校，而是为了适合社会的需要，把学校全部改组，把学校改为教育机关”，因为“起中介作用的工具势将不是课程而是学校，甚至连学校也不是而是社会”。[47]

其次，从社会政治、经济环境看，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国内政治运动的兴起，干扰了课程改革的正常进行。结构主义课程改革理论是在苏、美争霸的国际斗争中酝酿的，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上天将其推上了历史舞台，当美国“阿波罗登月计划”成功后，美国人开始自满，“卫星冲击”带来的危机意识日渐淡薄，学术性课程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大大削弱，随着美国国内政治、经济等社会矛盾的激化，社会关注的热点已从学术性课程改革转移到国内政治经济问题。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战场上的失利加剧了国内的社会矛盾，使政治不平等问题和相对贫困问题日益突出，联邦政府为缓和和解决种族和贫困问题，虽再度进行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教育改革，但使课程改革的重点落在了消除种族偏见和注重不同阶层儿童的不同经验上，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最终湮没于国内激烈的政治经济矛盾之中。20世纪70年代兴盛一时的“恢复基础”教育运动，强调加强读、写、算基本技能的培养，正是对结构主义课程改革所造成后果的一个纠正。

值得注意的是，结构主义教育思想中注重适应科技迅猛发展时代对教育要求的这一面，又使其自身在现代社会中具有一定的生命力。20世纪80年代，随着美国经济、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国内政治、种族矛盾的相对缓和，强调现代化课程教育的呼声再次高涨。1983年，美国教育质量委员会的报告再度号召：“在大学工作的科学家、学者和各专业分会的成员，像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以后那样，与学校教师进行合作，帮助中小学学生使用富有挑战性的教材，掌握现代课程的核心。”[48]在美国再度兴起了“科学教育”的改革。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中的某些教材经过修改仍在使用，发现法在低年级推行也获得了较好的效果。

就皮亚杰的建构主义教育思想而言，它透过布鲁纳间接地影响了这场改革运动。皮亚杰的理论为以布鲁纳为代表的结构主义教育思想和运动提供了充实、丰富的心理学依据和结构主义的方向。当然，皮亚杰对教育的影响远不限于此，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开辟了人类认知研究的新视角，他的理论被誉为是所有认知发展理论中最有见解和解释力的，已成为欧美等国进行学校教育和教学改革工作的重要理论依据，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迪克沃兹（E. Duckworth）等人出版《皮亚杰再发现》一书后，皮亚杰的认知发展理论更加风靡全世界。他的理论和实验不断地被世界各国教育工作者推广、重复，有人估计，单就皮亚杰的“守恒”概念就有3 000次以上的验证。教育史学家康内尔惊叹：“在教育研究中决没有一个课题在这么短的时期内被这么多人用来研究。”[49]皮亚杰的理论对世界各国从婴幼儿、中小学直至大学的教育改革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西方各国流行的活动教育、开放教育、视听教育及新的教育技术的采用，都与皮亚杰的思想不无联系。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皮亚杰的理论和实验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和检验之后，一方面，其已被验证的合理部分被继续加以保持和扩大；另一方面，其有争议的部分，如儿童出现“守恒”的年龄问题、遵循儿童心理发展的4个阶段与适度超前发展关系问题，则被加以修改、补充。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新皮亚杰学派”的形成，标志着皮亚杰的理论被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新皮亚杰学派在承认皮亚杰关于认知发展的结构思想，认知发展阶段性思想和认识发展的主、客体相互作用思想的前提下，从信息加工认知发展模式出发，更多地关注认知发展的微观机制，皮亚杰的理论必将通过新皮亚杰学派的发展达到新的高度，并将继续对西方乃至世界各国的教育发挥影响。

奥苏伯尔的理论，虽然没有像布鲁纳理论那样一度成为风行全美的教育改革运动的指导思想，但奥苏伯尔有意义学习理论广受人们注目，特别是受到广大教师的重视。作为一名认知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同样具有国际性的影响，他的理论为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心理学研究和教学实践开辟了一条新思路。没有哪个心理学家像他那样对传统的学习和教学方法做出如此鞭辟入里的分析，把现代认知心理学与传统学习和教学方法的精华结合起来，使课堂学习和教学有了一种既传统又全新的理论。奥苏伯尔在教育心理学领域的声誉并不在布鲁纳之下。

奥苏伯尔和布鲁纳的教学理论存在着不少分歧，但与其说它们是相互矛盾的，不如说是互为补充、相得益彰的，如发现法的使用更适合年少儿童和自然科学，有意义接受学习更适合年长儿童和人文社会科学。

最后，本章在结构主义教育思想标题下介绍的几个代表人物，除了在研究方法上坚持结构主义的立场外，都试图把现代科学方法论应用于心理和教育研究。皮亚杰早年就以控制论的模式研究认识机能；布鲁纳运用系统科学方法论的一些观点解释人的学习心理活动，他以信息加工模式解说认知学习，还根据控制论的反馈原理阐述教学原理和评价准则。皮亚杰、布鲁纳和奥苏伯尔都反对行为主义和传统的认知理论把动物实验中得来的学习原理简单地推广到课堂学习中去的做法，都主张研究在自然的教学或课堂情境下的儿童学习，反映了西方教育研究方法论发展中的新趋向，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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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

精神分析学派产生于19世纪末，是在精神病的治疗实践中发展起来，以潜意识的活动为研究对象，对20世纪的教育产生了重大影响的现代西方心理学主要流派之一。

精神分析学派亦称弗洛伊德主义，是由弗洛伊德创立的。它代表着这个学派的正统，被称为古典精神分析。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和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是古典精神分析向新精神分析的过渡和中介。20世纪30年代末和4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强调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因素作用的社会文化学派，或者对古典精神分析加以变通、修正和扩充的自我心理学，通常被称为新精神分析学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霍妮、沙利文、弗洛姆、埃里克森、哈特曼、安娜·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派虽然没有系统的教育观点，然而这个学派在潜意识、人格、潜能、道德、创造力、自我、情感、性心理、心理健康与心理治疗等一系列问题上独到的看法，却对20世纪的教育思想与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以至有人断言：“弗洛伊德对20世纪的教育思想所产生的影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1]；“也许在历史上再也没有什么能比弗洛伊德心理学对教育的影响更大”[2]。因此，当我们回顾20世纪教育思想的发展时，如果忽略了精神分析学派，那就不可能写出一部完整的20世纪教育思想史。

第一节 精神分析学派的基本理论

一、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是奥地利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他生于摩拉维亚的弗赖堡（现为捷克的普莱波）小城镇里一个犹太籍的商人家庭。1873年进入维也纳大学医学系学习，毕业前曾在著名的生理学家布吕克的生理研究室工作。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2年至1885年在维也纳综合医院担任医师，并从事脑解剖学和病理学的研究。1886年至1938年私人开业治疗精神疾病，并与维也纳的内科医生布洛伊尔共同研究歇斯底里，1895年他们合著的《癔病研究》（Etudien Uber Hysterie）一书出版，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开始。1896年弗洛伊德明确提出精神分析的概念，1900年他出版的《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1900年）通常被人们视为精神分析学派正式建立的标志。1910年召开的第二次国际精神分析大会上，成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协会，这标志着精神分析学派的最终形成。1930年弗洛伊德被授予歌德奖金。1936年，他80岁时，荣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1939年病逝于英国。主要著作除《梦的解析》外，还有《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1904年）、《性学三论》（1905年）、《精神分析引论》（1910年）、《群众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1921年）、《自我和本我》（1923年）、《文明及其不满》等。

弗洛伊德作为精神分析学派的奠基人，尽管他没有留下任何论述教育的专著，但“这并没有妨碍他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对教师和家长所起到的成人对孩子的权威作用作深入的探讨、分析，并在必要时提出批评”。[3]作为对人格进行系统研究的第一人，他的人格理论，有着极强的教育含义。

（一）人格结构理论

人格结构理论是弗洛伊德学说的核心。早期，弗洛伊德提出心理地形学，认为人格由不同意识水平的3个部分组成，即潜意识（深层）、前意识（中层）、意识（表层）。

①潜意识。指被压抑的欲望、本能冲动以及其替代物（如梦、癔症）。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的主要特点是非理性、冲动性、无道德性、反社会性、非逻辑性、非时间性、不可知性、非语言性。这些为人类社会、伦理道德和宗教法律所不容许的东西，有强烈心理能量的负荷，因为人总要按着快乐原则去追求满足。潜意识是心理深层的基础和人类活动的内驱力，它决定着人的全部有意识的生活，甚至包括个人和整个民族的命运。潜意识概念作为弗洛伊德的理论基础，是精神分析的核心部分，即使在后来对他的理论进行修正的所有人中，也都没有抛弃这一基本的概念，否则他就不是精神分析学家了。

②前意识。指潜意识中可召回的部分，即人们能够回忆起来的经验。它是潜意识和意识之间的中介环节。潜意识很难或根本不能进入意识，前意识则可能进入意识，所以前意识到意识尽管有界限，但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前意识的主要作用就是检查作用，即不准潜意识的欲望和本能随便侵入意识中。但是，当前意识丧失警惕时，被压抑的欲望或本能也会通过伪装而迂回地渗入意识。

③意识。指人格的表层部分，由人能随意想到、清楚觉察到的主观经验组成。在弗洛伊德的理论中，意识是人的心理活动中比较小且非主要的部分，服从于现实原则，调节进入意识的各种印象，压抑着心理中那些原始的本能冲动和欲望。但是，意识同外部的联系，与其同机体内部环境的联系相比，既要受较多条件的限制，又距离比较远些，所以，不仅潜意识系统，而且意识系统，归根结底，也都是由先天的本能以及抑而未发的欲望所决定的。

晚年，弗洛伊德对意识构造论进行了修正，提出了一个新的人格结构学说。他将本我、自我、超我与他的意识—潜意识维度相联系而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

①本我。指最原始的与生俱来的潜意识的结构部分，它置于结构的深层，是人格结构最重要的决定部分。其中储存着人性中最接近兽性的一些本能性冲动。它是储存心理能量的地方，混沌弥漫，仿佛像一口本能和欲望沸腾的大锅。它按照快乐原则，急切寻找出路，一味追求欲望的满足。弗洛伊德认为，唯一的出路就是通过自我。

②自我。指意识的结构部分，是来自本我经外部世界影响而形成的知觉系统。自我是人格中理智的、符合现实的部分，处于本我与超我之间，按照现实原则，充当仲裁者，监督本我、予以适当满足。自我的心理能量大部分消耗在对本我的控制和压抑上。弗洛伊德打了这样一个比喻：本我是匹马，自我是骑手；动力是马，骑手给马指出方向。自我驾驭本我，但本我并不完全听话，这说明本我的潜力是很大的。他有一句名言：“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自我具有防卫职能和中介职能。自我常常是“三个暴君”——外部世界、超我和本我的仆人。

③超我。指人格中最道德的部分。它代表良心、自我理想，处于人格的最高层，按着至善原则监视着自我，对本我的各种冲动加以检查，履行着“看守人”和“检察官”的职责，以便达到自我典范或理想自我的实现。在弗洛伊德看来，本我、自我、超我三者是相互作用的，冲突是经常发生的，三者保持平衡，就会实现人格的正常发展，如果三者失调乃至破坏，就会导致神经症。

（二）人格理论的动力学基础

本能论是弗洛伊德人格理论的动力学基础。他认为，本能是人的生命和生活中的基本要求、原始冲动和内驱力。早期，弗洛伊德把基本的本能分为自我本能和性本能两种。所有的生物都是按照自我保存和种族生存的要求而活动的。性本能也称为力比多，是人的行为的内在潜力，这种本能促使人通过各种方式获得满足。与自我本能相比，性本能可以被抑制，乃至使其进入潜意识，亦可以升华，通过转换或替代的方式求得表现。正因为如此，弗洛伊德的这个观点通常被人们称为“泛性论”。晚期，弗洛伊德对早期的观点进行了修正，将本能分为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生的本能包括自我本能和性本能，它表现为生存的、发展的和爱欲的一种本能力量，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自身中的一种进取性、建设性和创造性的活力。死的本能表现为生命发展的另一种对立力量，它代表着人类潜伏在生命中的一种破坏性、攻击性、自毁性的驱动力，是对自我所建立的一切的毁灭，恢复为原始的早期状态。

（三）保持人格完整和矫正人格障碍的理论

弗洛伊德有关矫正人格障碍和保持人格完整的一个基本理论是焦虑论。早期，他认为焦虑是由被压抑的力比多转变而来的，即本我是焦虑的根源。后期，他把自我看成焦虑的根源，认为焦虑是自我发出的一种信号。当自我觉知到真实的或潜在的危险时，这种知觉就引起焦虑，焦虑又反过来调动包括压抑在内的心理防卫机制，从而帮助有机体脱离危险，为自我保存服务。

为了使个体能够很好地处理焦虑，自我又产生了另一种机能，即防卫。自我防卫机制是自我应付本我的驱动、超我的压力和外在现实的要求3个对手的心理举措和防卫手段，以减轻和解除心理紧张，保持人格结构的平衡。实质上，自我防卫机制是一种自我保护法。

二、精神分析学派的发展

弗洛伊德的两个得意门生阿德勒和荣格，由于反对泛性论而同其老师发生分歧，他们于1911年和1914年先后离开了弗洛伊德，另立门户，导致了精神分析学派的分裂。

（一）阿德勒的个体心理学

阿德勒（Altred Adler，1870—1937），是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和个体心理学的创始人。1895年在维也纳大学获医学博士学位，先为眼科和内科医生，后转为精神病学，追随弗洛伊德探讨神经症问题，是弗洛伊德学派的核心人物之一。1911年因反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而突出强调社会因素，离开弗洛伊德而创立了个体心理学。1926年阿德勒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客座教授，1932年到长岛医学院主持美国医学心理学的第一个讲座，1937年病逝于苏格兰。他的主要著作有：《神经症的性格》（1912年）、《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1919年）、《生活对你应有的意义》（1931年）。

阿德勒个体心理学的核心是所谓追求优越。在他看来，人的活动背后的基本动力是对优越的追求。他认为，统一的人格以及他的整个生命和精神都具有一定的目标性和方向性，即都指向一定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优越”，形成有最好可能性的自我。羡慕别人、胜过别人、征服别人等都是这种追求优越的人格体现。人追求优越的愿望是来自人的自卑，由于自卑而促使人进行补偿以取得优越。因此，自卑与补偿是个人追求优越的基本动力。每个儿童在克服自卑的过程中都形成了一套定型化的行为模式，这种行为模式就是一个人的生活风格，通过这种行为模式，个体实现追求优越的目标。阿德勒认为，自我不是本我的奴仆，而是一种创造性的智慧力量，这种力量独立地活动着，它使人们有效地适应生活环境。这种创造性自我的概念是他的理论的高峰。在阿德勒看来，创造性自我是按照自己的创造性构建起来的独特的生活风格，是人的一种主观结构。它在塑造人格中是一种有意识的主动力量，反映了人的本质的、积极的、创造的、有目的的方面。由于阿德勒早年强调自卑与补偿，强调追求优越对人类行为的影响而遭到严厉的批评，人们指责他过度强调自私、自我的驱力。为此，他又提出了社会兴趣，认为人从本性上来讲是社会动物，人天生具有社会兴趣的潜能，但现实的社会兴趣只有在教育与训练影响下才能形成。社会兴趣的含义非常广泛，包括合作、互助、人际关系和社会关系、热爱、同情等，发展社会兴趣是对个体自然缺陷的真正补偿。

（二）荣格的分析心理学

荣格（Carl Gustay Jung，1875—1961）是瑞士精神病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1900年获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6年他与弗洛伊德通信，积极参加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活动，深受弗洛伊德的器重。1911年他们共同创立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荣格当选为第一任主席，但不久遂与弗洛伊德在理论上发生分歧。1914年他离开弗洛伊德，创立分析心理学派。20世纪20年代后，为研究集体潜意识的性质与现象，赴非洲、新墨西哥等地考察原始人的心理。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等都曾授予他荣誉博士学位。其主要著作有：《心理类型》（1926年）、《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1968年）、《记忆、梦、反省》（1961年）等。

荣格认为，人格结构由意识、个体潜意识和集体潜意识3个层面构成。意识是人格结构的最顶层，是心灵中能够被人觉知的部分，其核心是自我，由有意识的知觉、记忆、思维、感情组成。个人潜意识是人格结构的第二层，即和意识自我最相近的、比其作用更大的潜意识的表层部分；个人潜意识的主要内容是情结。情结是指一组一组被压抑的心理内容聚集在一起的情绪性观念群，它决定着我们的人格取向和发展动力。集体潜意识是人格结构最底层的潜意识部分，是人类在种族进化中所遗留下来的心理残余。集体潜意识是人通过遗传获得的，由原始的意念和思想组成，是个体始终意识不到的东西。原型是集体潜意识的内容，是遗传的先天倾向，不需要经验的帮助，就可以使个人的行动在类似情况下与他的祖先行动相似。荣格把人格类型分为两种：外倾型和内倾型。这是两种不同的人格反应特有情境的态度或方式。外倾型的特点是心理能量往往指向外部世界，内倾型的特点是心理能量经常指向内心世界，这两种对立的心理态度通常都不同程度地同时集中于一个人身上，只不过每个人身上都会程度不同地表现出某一种态度占优势。荣格在两种态度类型划分基础上，又进一步描述了4种心理的机能类型，即感觉型、直觉型、思维型和情感型，并由此提出了8种性格类型：外倾感觉型、外倾直觉型、外倾思维型、外倾情感型、内倾感觉型、内倾直觉型、内倾思维型、内倾情感型。他认为，人们往往是几种类型的综合，在意识和潜意识状态变化时，这些类型特征的人也会有所改变。

三、新精神分析学派

新精神分析学派一般指的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在美国兴起的精神分析学派，主要代表多数为从欧洲特别是德国为逃避纳粹迫害而移居美国的一批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少数为美国本土精神病学家和人类学家。

（一）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

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修改和抛弃了弗洛伊德的本能论和泛性论，把文化、社会条件和人际关系等因素提到了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和治疗原则的首位。虽然这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的观点具有很大差异，但他们都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的制约和决定作用，强调家庭环境和幼年时期的经验对人格发展的影响，把遗传的重要性减少到最低程度，认为可以通过改变环境条件来改变病态的心理和行为。

1.弗洛姆的人本主义精神分析

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1922年在海德堡大学获得博士学位。1925年加入国际精神分析协会。1933年应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邀请赴美讲学。1934年定居美国，在美国多所大学任教。其主要著作有：《逃避自由》（1941年）、《自我的追寻》（1947年）、《爱的艺术》（1957年）等。

弗洛姆认为，人是社会文化的产物，人在社会中不断地为社会所同化，从而满足社会的需要，形成与社会相应的人格。人的任何行为都是特定的历史文化的结果，整个社会经济制度和文化对人的精神具有决定性作用。他认为，人格形成和发展的最根本动力是逃避日益增加的自由和企图恢复到较安全的存在。人类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直到资本主义社会所获得的更多自由，反而因面临西方现代社会中冷酷竞争的现实，更容易使人产生孤独和恐惧感，得到的安全越少。因此，人们要形成健康的人格，就必须逃避现代社会的自由，追求安全。逃避自由的方式有两种，一是积极的方式，发展积极的自由，用爱和工作与这个社会联系起来，来克服自己的孤独和疏离，用自己真正的情感、知识和智慧与这个社会相联系，使自己成为独立的与自己相统一的个体；二是消极的方式，即完全逃避任何形式的自由。权威主义和人本主义是人们获得安全的两种制度，人本主义的社会是弗洛姆设想的理想的社会制度，在这样的社会中，人们就不会有孤独和恐惧感，从而使人们达到安全的境界。弗洛姆认为，儿童的人格特征都是适合当时特定的社会需要的，因此，父母的教育目的就在于使他们的孩子形成与社会系统相应的人格，这样儿童才可以避免形成消极的防卫机制，发展健康的人格特征。

2.霍妮的社会文化精神分析

凯伦·霍妮（Karen Horney，1885—1952）生于德国汉堡。1913年获医学硕士学位。1932年移居美国，先在芝加哥担任精神分析学院的副院长，后到纽约精神分析研究会工作。她是美国精神分析促进会的创办人之一。其主要著作有：《现代人的神经症人格》（1937年）、《精神分析的新道路》（1939年）、《精神病与人类生长》（1950年）等。

霍妮认为，人生来就处于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中，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中，人们都力求获得安全感，逃避危险，这正是人们所追求的目标，也是人格发展的根本动力。霍妮说的基本焦虑的含义是：一种自我渺小、无足轻重、无依无助、无能为力的体验，和生存于一个充满荒谬、欺诈、妒忌、敌意、怨恨和暴力的世界的感受。她认为，在儿童时期，父母的冷落、敌对和放弃，会使儿童形成一种“基本不幸”，这是孩子形成基本的焦虑的根源，也是人的神经症发生的根源。这种不幸的第一个结果便是儿童的基本敌意的形成。但由于儿童又必须依赖父母，为了生存不得不把这种敌意压抑到潜意识之中。这种压抑的直接结果是儿童把敌意投向整个世界和整个社会，使儿童认为世间的一切事物和一切人都对他充满危险。这就导致不安全感的产生，并进而转变成基本焦虑。儿童对他周围的世界越感到焦虑，他就越敌视这个世界，两者交织在一起，就变成了培育精神病的温床。

3.沙利文的人际关系说

哈里·斯塔克·沙利文（Harry Stack Sullivan，1892—1949）生长于美国，是精神分析人际理论的创始人。早年从事精神病学的研究和治疗，以后又成为精神分析的理论家。沙利文生前只出版了一本《现代精神病学》（1947年），其主要的著作《精神病学的人际关系理论》（1953年），是他死后由他的学生整理出版的。

沙利文理论的核心是所谓的人际关系论，即把人际关系看成人格形成和发展的基础。他认为，人格并不是单独形成的东西，是人与人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是个体在人际关系中产生的一种日益完善而稳定的行为模式。他认为，人格是其他心理现象的动力中心，其结构主要由自我系统、动能、经验模式3个方面构成。自我系统是儿童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中形成的一种自我觉知系统，具有调节心理状态、减少焦虑的作用。动能是人在交往中表现自身能量的持久形态，它是人类所特有的，能体现人际关系的特色，可以在危及个人生存的重要时刻，究察人际关系间的重要意义。经验模式是指儿童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具备了在文化环境中应付各种符号化的能力，这种经验模式的发展经过了3个阶段，即经验分离模式、经验并列模式和经验综合模式。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人际关系的产物，它的产生又影响着人的人格特征，不利于人的自尊的形成。他认为焦虑是指那种能引起有机体的需要和唤起有机体不安全感的紧张状态，但他强调的是由社会不安全感引起的焦虑。儿童必须使自己的行为与社会要求保持一致，才会获得安全感和舒适感。

（二）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

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是古典精神分析在弗洛伊德逝世以后的新发展。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把研究的重点由“本我”转向“自我”，强调后天自我的价值。他们认为，自我具有自己能量的来源和它的动机与目的，把自我看成是一个理智指导的系统和人格中更富于独立性的部分，是人格结构的中心。

1.安娜·弗洛伊德的自我防卫理论

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1895—1982）是弗洛伊德最小的女儿，自我心理学的奠基者。主要著作为《自我和防卫机制》（1942年）等。

安娜的主要贡献是对自我的研究，特别是对自我防卫的研究。她认为，自我发展总是离不开防卫机制的发展，通过防卫机制的活动可以看到自我的影子。安娜认为防卫是本能变化、固着等的标志，因为本能动力是不能直接观察的，但通过防卫则可以看出他们的作用。防卫是人格成功的保卫者，通过防卫防止无意识的材料进入意识，这样可以使人减少麻烦。她把她的父亲著作中提到的自我防卫机制归纳为：压抑、投射、内向投射、反向形成、升华、认同、合理化、解脱、固着、退行。由于安娜在她的理论中突出了自我，并且强调环境影响和人际关系对自我发展的重要性，从而促进了后人对自我的研究。安娜重视环境教育的作用，她认为儿童的自我和超我的潜意识冲突还非常弱而且很不成熟，因此，给儿童创造一个好的环境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应教给孩子们正确的方法和态度去对待潜意识的东西进入意识时可能出现的可怕冲动。

2.哈特曼的自我心理学

哈特曼（Heihz Hartmann，1894—1970）被誉为自我心理学之父。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精神分析方面最负盛名的理论家，曾在维也纳精神病和神经病研究所和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主要著作有：《自我心理学和适应问题》（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on，1958年）等。

哈特曼的主要贡献在于澄清了弗洛伊德体系中关于自我心理学概念和体系的一些模糊思想。他认为，自我在人格结构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自我与本我有不同的生理根源，不受本我的控制，具有很大的独立性。他把自我看成自主的，它的机能是适应性。哈特曼提出了两种自我自主，一种叫一级自我自主，指的是诸如知觉、记忆、思维、运动技能等方面的生理根源。这种机能的目的是使人们适应环境，主要是为了满足本我的需要。另一种是二级自我自主，是生理成熟和学习之间的冲突的产物，这种机能自主的产生是为了对产生于与本我的冲突机能进行限制，并达到适应生活的目的。适应是一级自我自主和二级自我自主相互作用的结果，是机体与环境交相作用的过程，是为维持人和他所处的环境的心理平衡服务的。他分析了4种自我调节机能，首先是保持个体与环境的平衡，其次是保持本我的多方面冲动的平衡，再次是保持本我、自我、超我3个方面的平衡，最后是保持自我不同目标之间的平衡。在环境方面，哈特曼提出了“日常期待着的环境”的概念，这指的是对儿童发生作用的母亲以及其他所有的人，这是儿童自我的最合适的社会环境。他们在精神上和生理上合理地抚养婴儿以使婴儿能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环境来适应。他肯定了母亲对婴儿心理发展的关键作用，推动了后来亲子关系的研究。

3.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

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Homburger Erikson，1902—1994）是当代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的最著名代表，也是当代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代表。埃里克森生于德国，1933年加入弗洛伊德组织的精神分析学会，在安娜·弗洛伊德的指导下接受精神分析训练。1939年入美国籍，从1960年起任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1970年退休。其主要著作有：《儿童社会》（1950年）、《同一性与生命周期》（1959年）等。

埃里克森认为，人格发展中起重要作用的是自我。自我是一个独立的力量，它帮助个体建设性地适应环境，使个体勇敢地面对危机，解决冲突，顺利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埃里克森在承认本能冲突的同时，又认为社会文化和生理因素、心理因素之间的作用是人格发展的重要动力，强调社会环境影响在解决心理危机中的关键作用，从而提出了他的著名的心理社会发展阶段理论。他认为人的一生是一个生命周期，可以分为8个阶段。在发展过程中，以个人的自我为主导，按自我的成熟时间表，将内心生活与社会任务结合起来，形成一个既分阶段又有连续性的心理社会发展过程。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里都有普遍性的心理社会任务有待解决，个体不断地度过危机，从一个阶段发展到另一个阶段，依次通过人生的8个阶段。这8个阶段依次是：①基本信任对不信任；②自主对羞怯和怀疑；③主动对内疚感；④勤奋对自卑；⑤自我同一性对同一性混乱；⑥亲密对孤独；⑦繁殖对停滞；⑧完整对绝望。前四个阶段发生在婴儿和童年期，第五阶段发生在青年期，最后3个阶段发生在成人期以后。他特别强调了青年期，因为这是童年向成年的过渡期，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切都对成人的人格有极大的影响。

四、对精神分析学派的简要评价

（一）精神分析学派在心理学方面的主要贡献

第一，扩大了心理学的研究领域，开辟了潜意识心理学研究的新纪元。弗洛伊德的理论揭开了长期被人们忽视的精神世界的新课题——潜意识问题，为潜意识心理学体系的建立开创了新纪元。经过荣格和弗洛姆的努力，新精神分析把潜意识的研究又推向了新的高度，提出了研究的新视角，开辟了研究的新领域，加深了研究的新层面。

第二，加深了心理学研究的深度，开创了人格动力学与变态心理学新领域。精神分析从内向外、从深层向表层的研究，对任何精神现象，不分巨细，都追本求源、寻根问底，使由弗洛伊德建构的动力心理学成为当代西方人格心理学的主要理论支柱之一，并为人格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由于其重视精神病人的内心冲动和动机，为变态心理学的发展开拓了新道路。

第三，促进了自我心理学与文化心理学的发展。精神分析的自我心理学强调后天自我的价值，把自我看成人格结构的核心，形成了系统的自我心理学理论。而精神分析的社会文化学派，则强调社会文化因素对人的心理的制约和决定作用，着重探索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和冲突，为文化心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四，奠定了身心健康的医学新模式。精神分析强调社会、心理因素在疾病中的作用，加深了人们对健康的认识，使心理健康问题被提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他们主张用精神分析方法来发掘病人被压抑到潜意识内的心理矛盾以治好病人，打开了重视心理治疗的当代医学模式的新途径。

（二）精神分析学派的主要问题

第一，反理性主义的倾向。弗洛伊德过分夸大潜意识的意义，过分强调性的生命本质与身心活动地位的泛性论，贬低了人的理智的价值，表露出明显的反理性主义的倾向，以至于“触犯了全世界、招惹了人们的厌恶”。

第二，神秘主义的倾向。精神分析把潜意识的作用神秘化，把一些复杂的精神现象归因于神奇的、缺乏科学根据的心理机制作用，使其理论蒙上了一层神秘荒诞的面纱。

第二节 精神分析理论的教育内涵

教育心理学家特里宁（L. Trilling）说：“精神分析影响西方人的生活，实无以胜计，起先它的理论是由针对某些心理疾病构想出来，最后却发展成一门关于思想本身的划时代学术。凡是有关人类命运或本质之类的教谕或学说，没有不受其影响的。”[4]的确，精神分析以其对人的本性的独特见解和对当代西方教育现状的深刻批评，为对人的教育活动提供了许多发人深省的见解。诚然，精神分析本身不是一门教育科学，也不是一门教育哲学，而且由于20世纪理性主义一直占据着教育理论的主流，精神分析学派的理论对教育的价值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然而，随着20世纪80年代人文主义精神的弘扬，以及在理性主义指导下的教育实践中的许多失误，使得教育界开始真正重视精神分析对教育的深远意义。

一、以潜意识理论为基础的教育观

潜意识理论是精神分析学说的核心，弗洛伊德的个体潜意识学说，第一次揭示了被意识封锁和压抑在人心灵深处的各种本能欲望和非理性的隐秘王国，打破了意识独尊的一统天下，改变了对人类精神结构的看法。新精神分析学者，如荣格的“集体潜意识”、弗洛姆的“社会潜意识”等理论又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人性的认识，动摇了理性主义对人的传统看法，为符合人性的教育提供了崭新的启迪。

（一）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对潜意识能量的积极引导，使人拥有幸福、完整的人生

精神分析学说认为，潜意识这种非理性的原始力量是人类心灵的主要成分，主宰着人类的行为，影响着人的能力和判断，甚至影响着个人的命运。如果任其自由发展或误导了它，势必造成不幸和疾病，使潜能不但不能得到释放，反而会造成各种心理疾病而需要治疗。因此，对潜意识的能量，人类如果不能主动去引导它，它将以巨大的力量奴役人类，导致人对生命的厌恶和绝望。精神病人正是如此，他们所拥有的就是不幸、残缺的人生。如果我们以积极的态度对待它，它就是个人所拥有的巨大的发展潜能，成为幸福、完整的人生的基础。因此，“弄清楚潜意识的冲动与有意识的冲动之间的关系有很大的意义，弗洛伊德在这方面的研究是很值得注意的。从教育的观点来看，关于使人的潜意识的冲动迁移到有意识冲动上去的问题是很重要的问题”。[5]

本我作为人类兽性部分位于潜意识中，对于这种生命本能的力量，阿德勒称之为追求优越，荣格看成是一般的生命力，霍妮解释为基本焦虑，而沙利文则认为是对安全与满足的需要和对个人行为有影响力的人的影响这两种因素作用的产物，弗洛姆则解释为人本需要。这种生命的非理性力量会由于挫败、防卫、压抑，使能量被压抑进入潜意识，导致不幸的人生。但如果这种能量在环境因素的作用下能得以升华，就能衍生为人的创造力、志趣、道德、习惯和态度等。因此，作为最重要的环境因素的教育，关键就在于引导学生的非理性的心理能量走向积极的成长，去追求幸福的、完整的人生。

（二）潜意识能量的积极引导的关键是形成强有力的自我，培养健康的人格

本我遵从快乐原则，如果对儿童的教育只是顺从其一切本能冲动或所谓兴趣而不加以限制，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成为一个为社会所不容的放纵的人，这将危及家庭、社会乃至儿童本人。超我遵从至善原则，是社会道德的代言人，严厉地限制着本我。如果超我过于强大，成为绝对的权威力量，则将使人的行为只是出于对权威的屈服和顺从，或是对权威的恐惧，而不是出自于现实的理性认识。过强的超我不但会使人失去丰富的精神生活空间，而且会造成对本能的过分压抑。这种压抑，尤其是幼年时期的压抑，将会导致心理疾病，产生精神变态。由压抑造成的焦虑不但不能使人的潜意识的力量得到积极开发，而且会阻碍人的创造力的发挥。

对本我的自由放纵和超我的严厉禁止都不利于健康人格的形成，都有导致精神病的危险。这样形成的人将是不幸的、残缺的。因此，健康人格形成的关键在于培养强有力的自我。教育的首要任务就是“教育须于自由和禁止之间选得一中庸之道”。[6]只有使自我得以健康发展，淡化冲突，才能使本我、自我、超我三者之间协调一致，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有理性、精神健康的人来。

自我遵循现实原则，是本我与超我的仲裁者，能够协调本我与超我的冲突，并控制二者的运动。它对不能马上满足的本我起缓冲作用，使超我的压力缓和下来。因此，强有力的自我是人格结构各部分平衡的基石，是形成健全人格的关键。布拉梅尔德（T.Breameld）利用精神分析的语言说道：聚集在“自我”中的智力任务就是学会怎样对一个聚集在“本我”中的强烈的欲望进行指示，以便遵从或修改聚集在“超我”中的意识的社会强制性，即“本我过去在哪里，自我即应在哪里！”如果说弗洛伊德由于把自我看成产生于本我，而对教育在强有力自我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估计不足，那么新精神分析的学者们则由于强调自我的后天价值，强调社会文化因素的重要性，而充分地重视了教育对自我形成的意义。阿德勒就认为人的本性必须在教育和训练的影响下才能形成，他因而极为重视儿童的临床指导，帮助人们采用正确的方法教育儿童。哈特曼认为一级自我自主并不依赖于本我的发展，它们有自己的学习和成熟过程，其功能包括知觉、记忆、思维、技能等。在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理论中，每一阶段都有其要完成的独特的教育主题，学龄早期的主题是创造，学龄中期的主题是勤勉，青年前期的主题是自我同一性等问题，只有在每一阶段完成了相应的教育任务，儿童才能养成强有力的自我，形成健康的人格。弗洛姆极为重视家庭环境对儿童人格形成的影响，他认为只有在正确的养育方式培养下，儿童才能发展健康的人格特征。因此，新精神分析的崛起，意味着精神分析已由早期的只关注病态人格的心理治疗，转移到更为关心增强自我的功能，以形成健康人格的教育问题上，其人格学说为人格教育实践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依据。

一是健康的人格是智育的基础。在教育思想史上，精神分析学派明确、深入地研究了人格与知识的关系，认为智育只有建立在人格教育基础上，才能产生最大的效用，即知识只有获得了个人意义才能得以有效地掌握和应用。个人对知识的掌握、运用是以人格为中介而产生效应的，只有人格健全者，才能深刻领会知识的实质并将之服务于社会，而人格上的障碍与缺陷则会妨碍知识的学习，或者使知识的运用走上反社会的道路。健康人格与知识学习之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健康人格既是进行有效学习和启发创造力的前提，又是有效学习的必然结果。

二是道德教育即人格教育。精神分析认为人类的行为几乎决定于心理原因，主张心理决定论。从这一观点出发，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即是人格教育。弗洛姆曾断言，人格是经验产物，又成为个人伦理的基础。一个人有了健康的人格，就能清楚地判断、能负责、能爱人，也才会有真正的道德行为。而人格有缺陷和不健全的人，就不可能有真正的道德行为，如懦弱的人很难担负起社会的道义。在精神分析学者看来，由于道德教育等于人格教育，人格发展的条件就成为道德教育的基础。爱、成功的体验、自我实现是道德教育的主要过程。自我实现基于成功的体验，成功的体验有赖于因材施教，两者均源于爱，因此爱成为道德教育的动力。

（三）健康人格的形成主要决定于儿童的早期经验

精神分析认为，成年人的人格异常往往在某些方面可追溯到儿童时代的事情或经历，因此，他们极其强调早期经验对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弗洛伊德在其《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我们往往由于注意祖先的经验和成人生活的经验，却完全忽视了儿童期经验的重要。其实，儿童期经验更有重视的必要。因为它们发生于尚未完全发展的时候，更容易产生重大的结果，正因为这个理由，也就更容易致病。”“一切倒错的倾向都起源于儿童期。”他认为一个人的人格发展在5岁左右就基本定型了，其后的人格发展都是前生殖阶段发展的持续、补充而已。因此，儿童将来的人格发展是正常或变态，5岁前的经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阿德勒亦强调早期经验的重要性，认为儿童4～5岁时，生活风格就已经形成，这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是相同的。霍妮认为，人格发展主要根源于儿童与父母的相互关系。如果儿童真正地感受到了父母的爱与温暖，就会感到安全，人格从而得到正常的发展。如果从小就没有享受父母的关怀与爱护，就会产生不安全感，对父母抱有敌意，最后又将这种敌意投射到所有人或事物上面，进而转变成为基本的焦虑。一个具有基本焦虑的儿童的人格是不正常的，很容易在成年时出现神经病。沙利文把自我系统的发展归结为儿童与母亲的交往中所产生的防卫作用。哈特曼则肯定母亲对婴儿人格发展的关键作用，强调早期亲子关系的重要性。

精神分析学派强调早期经验对健康人格形成的重要性，有助于对早期教育的重视。而这种早期经验，重要的既不是知识的学习，也不是严格的道德训练，而是父母、教师和社会所给予儿童的爱，高品质的爱是个人心理健康及幸福的素材。

弗洛伊德强调的是性爱，认为教育的爱应尊重儿童的天性，表现为关心而不是强迫屈从，应给予儿童充分的自由，让儿童自由探索，在自由中成长，从探索中发现自我，并建立起良好的生活态度和品德，教师和父母充其量只是引导者而已。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一书中，认为爱有4个基本要素，即关怀、负责、尊重和了解。教师和父母对儿童的爱是给予而非接受和占有，只有具有爱的能力的教师和父母才能使儿童真正享受到爱，教育的爱要能引发儿童爱人的能力。总之，精神分析认为唯有爱的教育才能培养儿童健全的自我，爱不仅给儿童提供了积极的正确的认同对象，也使教师能有更大的胸怀来接受儿童的移情，从而引导儿童形成强有力的自我。

二、以人格理论为基础的教学观

精神分析的人格理论对教学提出了新的要求，使教学的作用扩大至人的整个精神世界而不只是局限于意识部分。同时，还为教学提供了新的动力来源，也为教学的进行提供了新的操作依据，也可以说，引发了一种人格化的教学观。

（一）知识的教学

精神分析把知识的获得与人格相联系，认为健全的人格是获得真知的基础，为此，应注重两种心理对学生获得知识的作用。

1.抗拒学习

这是学生期望学习新的知识技能，但又眷恋着旧适应方式的防卫或矛盾倾向。抗拒心理既可能是一种人格的固着，也可能是对新事物的一种退缩反应。弗洛姆认为，个人一旦发觉自己无能，便失掉肯定自己的能力，他必须放弃自由，排除新事物的威胁，并倾向于固着和退缩。这种人格障碍源于失败、挫折和打击，深藏于潜意识，阻碍了人们对客观事物认知的能力，抗拒的程度越重，越易固执己见，有时甚至无法学习新知识。为此，教师应给予学生成功的机会，注意使学生体验成功，帮助他们克服抗拒心理，以获得新的知识。而在弗洛伊德看来，认同是克服抗拒学习的有效方法，因为认同可以提高学习的主动性。

2.焦虑

精神分析认为，焦虑是污染心理生活的毒素，学生要获得真正的知识就必须从焦虑中解放出来。霍妮把儿童的基本焦虑视为导致成人神经症的早期原因。沙利文认为焦虑阻碍人们对问题的有效解决，限制了人们对发生的一切的观察，不能使自己认识到自我能力和价值，不能形成好的自尊。一个具有焦虑性格的人，其思考能力和创造力都会受到焦虑的严重影响，使之无法成功地学习，因此，教学之前必先解除学生的焦虑。

（二）发展想象力，启发创造力

精神分析认为人的想象力本身没有好坏之分，它是潜意识和意识互动的产物，其性质主要受潜意识的影响。想象力一经配合潜意识的内容，便决定其运作方向。趋向事实的想象力，便形成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被引向惧怕或退缩的想象，就成为扼杀正常人格的凶器，成为个人不幸的根源，其创造力必然受阻。

1.充分利用“升华”的作用

精神分析所谓的“升华”，指的是个人将被压抑的欲望或心理能量移用到对社会有益的、高尚的创造性活动上去。升华作用能使原来的动机冲突得到宣泄，消除焦虑情绪，保持心理上的安宁与平衡，使人的创造潜能得以发挥。为此，教师应给予学生充分的学习自由，鼓励学生发现自己的能力，正确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使学生获得成功体验，消除无能感。

2.消除恐惧

恐惧是不安全感、失败和不能自我接受的情绪反应，它使个人无法冷静思考，不敢放弃旧的适应方式以寻找新的适应方式。它不但不能引发学习兴趣，反而因害怕挫败、防卫压抑而使能量抑入潜意识。因此，恐惧只会使学生的创造力萎缩。课堂学习应避免产生由教师权威所造成的惧怕气氛。师生良好的情感沟通，对学生人格的尊重，活泼的教学，有利于开发学生的创造潜能，有利于把他们的能量引导到创造性的、有意义的活动中，使他们在活动中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体会到自身的价值和对集体的归属。

（三）非理性能力的陶冶和诱导

传统的教学偏重于知识传授的理智过程，学习的内容主要在启发智能，忽略了非理性能力的培养。被弗洛姆视为被遗忘的语言的课程，如音乐、美术、诗篇、神话、舞蹈、英雄传奇等这些有利于陶冶和诱导非理性能力的课程常常被忽视。精神分析学派认为，这种情感与理智相脱节的教学，使学生缺乏相应的情感体验，难以保证学生知行统一。为此应注意4点。

1.重视游戏的作用

精神分析认为，游戏是情感教育的基础。儿童通过游戏可以摆脱害怕、焦虑以及其他可能导致成年期精神疾病的消极情绪，使人格得以正常发展。教师通过游戏可能会把学生教得更有人性。

2.注重良好的学习情境的建立

精神分析认为，呆板严格的学习情境易导致学生对学习的厌恶，而活泼、生动和自由的学习情境则有利于培养学生对生活的希望和爱等积极的情感，使学生发展高度丰富的情感世界和富有情趣的个人生活。

3.重视内在需要

精神分析认为，人类行为决定于心理因素，不注重学生的内在动力，就不可能有主动的学习。学生知与行之所以脱节，就是因为教育只针对学生的理智，而不考虑学生的内心需求。这种教育的效果必然不好。例如，品德的培养，只有让学生感到遵守行为规范的需要，并在活动中获得丰富的内心体验，才能真正陶冶出良好的品行。

4.解放自我

如果教学只是针对理智的知识的学习，易导致学生建立强大的超我，而抑制其他方面的兴趣，并阻碍自我的发展。这样，学生的思维和情感难以统一，意识与潜意识将互相对立。因此，必须给予学生支持、信任、自由，以便提高学生的自信心，发展强有力的自我，使自我成为调节学习的核心。

（四）快乐与现实原则相结合

将“快乐”与“现实”原则相结合应用于教学，就应为学生提供一种中庸、自由与活泼的教学，在这种教学中，儿童的本能受到尊重，同时，社会公认的道德规范亦能得到内化。

1.实施正确的性教育

弗洛伊德认为，把性视为禁忌，使性欲遭到压抑是产生心理病态的根源。有鉴于此，他提倡对儿童进行性启蒙和性教育。精神分析认为，性教育应坚持正视而不是压制，开导而不是羞辱的原则。对儿童所提出的有关性的问题，应进行科学性和知识性的回答，不能与道德混为一谈。另一方面又不能拔苗助长，不能对其解释太多或说得太严重，以免引起儿童的恐惧和心理负担。

2.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

教学应有助于儿童的本我、自我、超我三者协调关系的建立，教学在尊重人性需要时，还有责任培养学生的社会化，使学生形成健全的社会性格。弗洛伊德认为：“教育必须在自由放任的锡拉巨岩和禁律的卡律布狄斯旋涡之间沿着正确的航道前进……求得一种最佳的平衡，即找到使这种教育取得最大效益而又变得最无危险的方法。”[7]

第三节 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教育发展的影响

精神分析理论给20世纪许多教育思想家以极大的启发，一些教育工作者也纷纷将其应用于教育实践，使精神分析的理论对20世纪的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教育思想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以潜意识思想为基础的人格理论，为20世纪的教育理论提供了新的视野，使20世纪的教育实践更加丰富多彩。

（一）对教育思想家的影响

传统的教育注重的是人类心灵的意识部分，过度强调智力因素的作用，教学只注重训练学生的感官和理性，常常是意识单兵作战，甚至不自觉地把意识与潜意识相对立，未能使两者协调起来，这既不利于心灵中意识部分的发展，也使得全面和谐发展学生的目标难以实现。精神分析学派的以潜意识思想为基础的人格理论加深了人们对人性的认识，它有助于揭示思维对存在、理性与情感的关系，有助于全面认识人的本质，动摇了理性主义对人的片面看法，深刻地影响了许多教育家对教育本质、目的等的理解。20世纪一些著名的教育家，如欧美的布拉梅尔德、杜威、罗素、格塞尔、皮亚杰、艾萨克斯、蒙台梭利、怀特海等，苏联的克鲁普斯卡娅、维果茨基、鲁宾斯坦、列昂节夫等，都对精神分析的理论产生过浓厚的兴趣，有的甚至以其作为自己教育理论的立论基础之一。有的学者认为：“20世纪的一条新的思想线索与曼海姆（K. Mannheim）和奥托·兰克（Otto Rank）等论著家称之为‘自发’一词有关。要像注重智育那样注重情感和情操教育……”[8]“精神分析的成果从一个新的方面促进了这种思想，这是一件新鲜事物。20世纪的这一产物揭示了潜意识心理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以及它对儿童发展的影响，并且说明教育必须要考虑存在于每个儿童人格中的内在力量。现在，教学变得远不是单纯传授知识，也不仅仅是评价智力的成长。教师不仅要了解所教授的专业，而且要广泛深刻地了解他所教授的儿童。”[9]布拉梅尔德将“非理性”作为其学习理论的基础，宣称：“如果我们要把教育的力量有效地导向民主世界文明这样伟大目的的实践，就必须认识到并利用这些强大的非理性力量。”[10]罗素认为，在教育中给儿童尽可能大的自由这一论断的根据是非常有力的，他指出：“因任何方式受到压抑的儿童都容易用仇恨来回答，如果像通常那样，他找不到报复的自由道路，它便在内心郁积恶化，并可能在余生之中带着各种奇怪的后果陷入潜意识状态之中。”[11]他对精神分析的性启蒙和性教育观点更是极为推崇，从20世纪20年代起相继发表了《婚姻与道德》《我们的性教育》等与弗洛伊德相似的甚至更激进的主张。他指出：迄今为止，“有关性的问题被迷信和禁忌团团包围”，指责“官方教育造成儿童的性无知”。他认为，人在成年期出现精神错乱乃是由于童年期受到错误的性教导之故，“至关重要的是，孩子这方面的知识本源应当首先是父母或教师，而不是那些因教育不良而变得下流的孩子”。[12]格塞尔根据精神分析的本能论认为，教育必须考虑把本能作为一切学习的推动力量，“儿童及人类中的所有发展都是以本能为基础……教育不能用规定学习课程的办法强行发挥其智育功能。支配思想成长的规律在其发生作用时与支配身体成长的规律一样，都是直接和不可抵制的。如果我们强制任何一个规律，人格就会被摧毁”。[13]

（二）对教育流派的影响

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许多重要的教育流派都产生了影响，其中主要是两个方面。

1.影响了进步主义的教育观

“弗洛伊德强调了人的许多动机的物质基础，成熟阶段上性欲的重要性，还强调了许多社会风俗在生物学方面的基本意义，他的这些见解都增强了自然主义的观点。热衷于儿童中心教育的人和幼儿教育的专家都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14]“与儿童中心论的进步主义者相关的，是那些受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强烈影响的教育家。”[15]精神分析理论对进步主义教育的影响主要表现在：①受精神分析动力心理学观点的影响，强调在教育过程中要重视儿童的动机，并对此进行了深入分析；②受精神分析心理决定论的影响，强调情感生活在学习中的重要性；③受精神分析人格理论的影响，重视个体自由发展的问题；④受精神分析心理治疗术的影响，主张个体咨询与个性发展程序的研究方法。

2.影响了人本主义的教育观

广义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包括了具有人本主义精神的新精神分析学，如弗洛姆的理论。因此，精神分析学派对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是明显的，“当前的咨询和指导的理论极其强调自我、自知、选择和自主……这个事业的理智工具是从‘自我心理学’，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从精神分析学那儿吸取来的”。[16]这主要表现在：①人本主义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显然受到新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学的影响，如“功能自主性”对其“自我选择”的影响；②人本主义强调为学生提供一个能使自我健康发展的学习环境，与精神分析动力心理学思想是一致的；③人本主义的心理疗法是在精神分析心理疗法基础上的发展，如罗杰斯的患者中心疗法就来源于新精神分析的关系治疗法。

二、精神分析理论对20世纪教育实践的影响

精神分析学派的人格理论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教育的宗旨应是整个人的发展，除了知识和能力外，健康人格将是人类追求幸福与成功的人生的心理基础。教育的目的不只是要发展学生的某一种机能，某一种能力，而是要造就有良好的适应能力、创造精神、身心全面发展的人，而要达到这个目的，教育必须走人格教育的取向。

（一）人格教育的教学实践观

弗洛伊德的人格结构理论的提出标志着西方人格心理学的开始，他不仅注意到了人格的多层次性，而且首先提出了人格中动机、欲望等非理性的潜意识因素的存在和巨大作用，深层次地发掘了人格的内在结构。他的人格理论使人格教育不停留于知识的灌输和道德说教的任何行为现象的“表面价值”，而是通过对潜意识的探讨使人格教育深化。新精神分析学者对健康人格的进一步研究，使健康人格的培养教育成了20世纪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重大实践课题。这种教学实践观对20世纪的教学内容和方法的改革所产生的影响是随处可见的，开发创造潜能、个性化与社会化的统一、内在动机、自主学习、学习焦虑、非智力因素、消除恐惧、给予成功的体验、性教育、心理健康教育等思想已成为教学理论中的基本观点。这些都是精神分析理论的人格化的教学思想，以其精辟的见解和特有的方式给我们启迪的结果，由此推动了20世纪教育实践的深入发展。

1.极大地推动了现代儿童心理学的研究

当代著名教育史学家康乃尔强调，精神分析学家的工作揭示了“内心推动力量和内心斗争对人格的影响”。对潜意识影响的重大意义的新理解，极大地推动了儿童心理学的发展。20世纪许多著名儿童心理学家，如格塞尔、艾萨克斯、皮亚杰等都曾深受启发，从而导致“对童年的研究迅速地成为一种公认的科学”。

2.为早期教育实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精神分析理论阐述的幼年生活经验和教育对于儿童心理发展和人格健康发展的重大意义，“帮助了众多从事幼儿教育工作的进步主义者加深对其承担任务的理解，或者说对这一任务的重要性有了更为透彻的认识”。[17]使早期教育、亲子关系的重要性深入人心。

3.使对学生的性教育得到重视和正视

20世纪世界各国对学生性教育的重视和正视，是与精神分析的贡献密不可分的。精神分析学者强调，错误的性观念会产生压抑和焦虑，从而成为精神病的原因之一，因此，教给儿童正确的性知识是很重要的，它关系到儿童的未来幸福。教师应正确地看待、解释和开导儿童对性的好奇，切忌羞辱，这些观点加深了人们对性的认识，加强了人们对青少年性教育的重视。

4.使心理健康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

20世纪以来，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下，欧美各国的各级教育机构纷纷关注儿童的心理卫生。心理卫生课的开设，心理健康的咨询、诊断以及不正常儿童的心理治疗遂成为现代学校的职能。许多精神医学界人士高声疾呼，对现代生活中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警告，强调幼儿期母爱的照顾与心理健康的关联性，促使保育事业的改进与振兴成为各国儿童福利政策的重点。

5.影响了新的教学模式的产生和发展

精神分析理论向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也为教学模式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理论根据。20世纪一些新的教学模式都深受其影响。比如，洛扎诺夫创立的暗示教学法，主要通过暗示、联想、练习和音乐等综合方式，充分地利用了潜意识心理活动，诱发了学生的学习需要和兴趣，并与有意识的心理活动相配合，从而增进了学生学习外语的兴趣和信心，获得了惊人的效果。

（二）以人格教育的思想为基础的教育实验

20世纪许多深受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影响的教育家，纷纷将其理论运用于教育实践，进行有目的的教育实验，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南姆伯格创办的“沃尔登学校”、尼尔创办的“萨默希尔学校”等。

1.南姆伯格创办的“沃尔登学校”

南姆伯格（Mangarete Namberg）是最早将精神分析理论作为教育实践指导思想的教育家，她于1914年在纽约创办的“沃尔登学校”被视为当时“最明确地”按照精神分析理论“定向”的、“最有生气”的教育机构之一。[18]南姆伯格规定办学的目的是：“运用精神分析原理去教育一般儿童。”[19]学校的基本任务是：①升华，即引导个体与群体的充满内驱力的生命力得到积极的表现。②释放，即将儿童从成人的过分束缚下解放出来，鼓励他们表现自我的内在生活，促进其情感、智力和体力的发展。学校致力研究与发展学生人格，关注儿童潜意识的情绪、家庭背景和社会调节。与传统学校相比，该校的特点是：学校气氛宽松，课表高度个体化，力求适应儿童的需求，既坚持智力的严密性，又鼓励创造性活动。

2.尼尔创办的“萨默希尔学校”

尼尔（Alexauder S. Neil，1883—1973）因对精神分析理论极为推崇，主张要以精神分析理论作为办学的指导思想。他认为，传统教育存在着许多不合理。比如，不理解儿童的动机，特别是不理解儿童潜意识，过分强调理智教育的作用，儿童在“以禁止为能事”的学校中失去了自由，变得不会生活，害怕甚至憎恨生活。正确的教育方法应该是一方面将对儿童公开的和暗中的控制减少到最低限度，同时将为儿童提供可资利用的机会增加到最大限度，自由会使得越来越多的潜意识的东西变为意识。为实现其教育理想，他于1921年创办了著名的“萨默希尔学校”，并主持该校工作几十年。“萨默希尔学校”的宗旨是，学校只适应学生的需求，而不是要求学生适应学校，一切让学生自然发展，不刻意给予任何方式的教导，学习活动完全自由。该校曾得到弗洛姆极高的评价，尼尔也曾被称为“系统的运用弗洛伊德理论于教育实践的教育家中间”的“一个代表”[20]。

除南姆伯格和尼尔外，还有一些实验学校，如莱恩的小共同体、贝蒂和伯克的沃克波拉茨、巴德利的贝达尔斯、库尔特·哈恩的戈登斯通、卡斯尔的夸克尔学校等都或多或少地受到精神分析理论的影响。

三、精神分析学派的教育观的缺陷

（一）片面扩大了潜意识作用，否定了意识在人的教育中的重要作用

精神分析认为潜意识支配了人的全部活动，把教育只看成对这种非理性的心理能量的开发，这样就否定了人的理性和意志在学习中的作用，使教育行为成为一种非理性的活动，表现出了生物学化的倾向。

（二）过分强调人格教育中本能的动力作用

弗洛伊德的人格理论，把本能当作人格中至高无上的天然作用力量的观点，是反社会、反科学的。虽然新精神分析学者强调了文化、社会因素的重要作用，但其心理决定论的观点与弗洛伊德是一致的，因而实质上仍未能深入说明人格教育的社会性。

（三）其理论缺乏实证，对教育实践的影响难以进一步深入

精神分析的理论缺乏严格的科学实证，许多观点总脱不尽思辨和猜测的味道，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其理论虽然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思想或对教育实践有重要启迪的思想，但由于猜测多于实证，不能被人们所普遍接受，以至无法对20世纪教育实践产生更为深入的影响。

人类已经进入21世纪，在新的世纪里，精神分析理论将以其新的研究对教育的发展产生新的动力。只注重技术、知识传授的教育已远远不能满足新的世纪对人的素质要求。20世纪末人文精神在教育领域的重新崛起，引起了人们对精神素质价值的严肃思考，人们将更为广泛地承认儿童身上创造潜力的重要性及其在教育中的意义，这种对教育宗旨的新的理解，必将对21世纪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产生深刻的影响。而教育观念上的这种变化与心理学的发展同节拍的、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已认识到科学主义的心理学观的弊端而转向倡导社会文化的心理学观，使当代西方心理学中的科学主义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在20世纪末由对峙逐渐走向整合。人文主义传统的精神分析理论将在这种整合趋势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这些年来，人们已真正开始用实验手段验证潜意识的存在，如内隐记忆的研究，这预示着对人性的理解将成为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研究。精神分析对意识特别是潜意识活动规律的进一步揭示，将有助于为符合人性的教育奠定坚实的心理学基础。开发人的心理潜能，倡导创造性学习，提高人的精神生活的质量，把人培养得更有人性，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特征。随着精神分析理论对意识与潜意识、理性与本能的联系、人格结构的更为深入的实证研究，并注意纠正和克服其理论中的根本缺陷，将为教育如何培养创造性人才开辟一个全新的视野，使学校教育更有效地促进个人的成长和自我实现。总之，精神分析学派是一个远未完成的、有待深入发展的心理学体系，或许它对20世纪教育的影响仅仅是开始，21世纪才是它发出更绚丽的光彩的理想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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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章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西方教育思想领域，基于前半世纪以来教育理论和实践对作为教育对象的人的态度的反思，在新崛起的强调以人的价值及人性之研究为使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础上，当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开始异军突起，到七十年代发展至鼎盛时期。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宣称要将教育彻底地置于人性的充分发展和培养“完整的人”的价值取向上。这一思潮对近几十年来的西方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第一节 当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兴起的时代背景

就历史渊源而言，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中第一次得到了集中的体现，并形成了最初的思想体系。这一体系具有以下3个方面的特点。

在观念上，更加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的巨大作用，尤其是强调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强调使学生能够充分地享受现世的幸福。

在内容上，把古典作品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打破经院哲学对教育的垄断，树立起尊重知识、弘扬理性的新原则，在不同程度上恢复了教育的世俗性，拓宽了学生的知识面。

在方法上，较为关注教育在发展人的情感、兴趣、个性、创造性等方面的作用，提倡采用灵活多样的教学形式与方法使学生“自由地”发展，反对当时习以为常的对学生的体罚。

文艺复兴时期形成的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历经演变，到了卢梭那里则几近登峰造极。卢梭以“归于自然”“顺应自然”为基本出发点，第一次明确地提出教育要“以天性为师，而不以人为师”。他认为：“我们要真正研究的是人的地位。在我们中间，谁最能容忍生活中的幸福和忧患，我认为他就是受了最好教育的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真正的教育不在于口训而在于实行。”[1]在卢梭看来，学生的学习过程，是其本人通过自己在活动中形成经验的过程，是在形成经验的同时“发现”知识的过程，因此，是学生自主的活动过程。教学方法必须根据学习方法来确定，必须以学生的需求、兴趣为中心，并且要给予学生充分的自由。到了19世纪末，美国教育家杜威进一步将卢梭的教育理念付诸教育实践。杜威举起了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旗帆，提出教育要实现“哥白尼式”的革命，即改原先的“教师为中心”为“学生为中心”，格外强调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动性、能动性，格外强调学生的学习兴趣在整个教学活动中的绝对作用。这一新的认识取向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教育观念、理论以及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此后的“进步主义教育”又进一步在美国的学校教育中强化了类似的主张。

然而，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后，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和“进步主义教育”受到许多美国人的抨击和抛弃，代之而起的是复归于“教师为中心”的“要素主义教育”等新传统教育。“要素主义教育”反其道而行之，把社会的需要作为教育目的的基本内涵，要求教育必须首先满足社会对人才的要求，必须首先服从捍卫国家利益的需要。因此，“要素主义教育”的倡导者们在学校教育中反对“学生为中心”，主张在教学计划制订和课程设置时必须体现学术性、逻辑性、系统性，主张在教学过程中突出严格的认知能力的训练。于是，十分自然地，学生的发展，学生个性的多样化发展，学生极为丰富的情感世界的发展，诸如此类的问题，在“要素主义教育”中得不到应有的重视，甚至被忽视了。这种教育价值取向，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叶又因为“结构主义教育”的勃兴而从另外一个方面得到了发展与弘扬。

但是，美国这种“钟摆式”的教育改革模式并没有使美国的教育摆脱困境。“结构主义教育”运动经历了轰轰烈烈的将近10年的课程改革之后，终于偃旗息鼓。面对新的幻灭，美国许多人在万般无奈之中产生了深深的“怀旧”情愫。早在1962年，印第安大学的万·梯尔（W. Van Til）在《进步教育果真过时了吗？》一书中预言：教育技术学和结构心理学的大师，谁也逃避不掉进步教育论者的课题，都必须借助于如杜威、波特、康茨和克伯屈等人的远见卓识来解决教育中的问题。他最后嘲讽道：“过于性急的掘墓人，随着20世纪的前进，必将发现他们误认的死尸恰恰是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的。”其后，在1970年，美国卡内基教育基金会也委托社会学家西尔伯曼进行一项调查研究工作，这项工作最后写成《教室里的危机》（Crisis in Classroom）一书，在美国社会引起强烈反响。西尔伯曼认为，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的“改革派忽视了以往的经验，特别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教育改革运动的经验。他们不理解他们所阐述的问题，几乎都曾被杜威、怀特海、波特、拉格等人早已阐述过；也不知道他们所想搞的工作，几乎都曾被贝克、沃什巴恩、帕克赫斯特等人早已搞过，更不消说这些都被杜威本人和富来兹纳等早就阐述和搞过了”。[2]即使是美国“结构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布鲁纳最后也感到改革实际上已走进了一种误区，难以为继。他在1971年出版的《教育的适当性》（The Relevance of Education）一书中开始考虑改弦易辙，主张教学内容应从“科学立场”转向“人的立场”，学校开设的课程不仅要考虑到科学认识问题，而且要考虑到如何有助于解决学生自己的一些实际问题，如人际交往、感情、关心社会等。正是在这种日趋浓重的“困惑”和“无奈”中，并且在人们的“怀旧”情结的驱动下，一度被人们所不齿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旋即得到广泛的青睐，并引导着新一轮教育改革的思路。

诚然，20世纪60年代以来兴起的人本主义教育思潮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相比，有许多不同的特点，其中一个重要之处是这一思潮几乎从一开始就与风靡西方的人本主义心理学有着唇齿相依的联系，不仅当代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家中有许多人本身就是著名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而且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理论在教育活动中的实际应用。因此，当我们审视当代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时，不应该也不可能置人本主义心理学于不顾。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是一个自我标榜以人的价值及人性之探索为使命的重要心理学流派，它与行为主义学派（behaviorism）和精神分析学派（psychoanalysis）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西方心理学的“三足鼎立”之势，因此又被称为是“第三股力量（third force）”，其正式形成的标志是1961年《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的创刊以及1962年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的成立。这一心理学思潮在20世纪70年代得到很大的发展，尤其是1971年在荷兰举办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国际会议之后，其影响迅速扩展到欧洲、亚洲等地区。美国心理学会也于1971年正式设立人本主义心理学分会（AAHP），这标志着人本主义心理学进入美国心理学界的主流。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为：

①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人，是“健康人”，是具有个人丰富体验的人，研究的使命在于揭示人类的真正本性。

②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主要研究人的创造性、主动性以及人的自我实现，并将个体之自我的充分发展和实现看成人最基本的需求之一。

③人的尊严和价值的提高，应成为心理学主要的研究内容，应格外重视人类潜在能力的挖掘与培养，应强调个体的意愿、情感和价值观。

在此基础上，人本主义心理学形成了自己的主要理论体系，如动机机能自主论、需求层次论、自我实现论等。这些理论，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当时美国社会对教育变革的理论需要。美国学者索里（James M. Sawrey）和特尔福德（Charles W. Telford）在其《教育心理学》（Educational Psychology）中指出：“人们期望教育尽可能既有助于自我实现和个人安宁、和谐和精神健康，也有助于社会化。重点在于更多地帮助人们有目的地、热情地生活，自我实现和内心和谐，而不是只强调灌输一种欲望，使得人愿意接受为最高价值的某种文化的社会要求。过去几代中很少有人曾要求这种经验上难得的东西，几乎没有哪种文化曾期望教育制度对此目标做出重要贡献。”[3]在这种背景下，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些最基本的主张，很快便在教育界得到广泛的共鸣与响应，与此同时，一些对教育怀着浓重忧患意识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积极涉足教育问题，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抨击传统教育，提出学校教育一些新的准则，呼吁进行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从而形成了一股新的以人本主义为核心的教育思潮。如同美国心理学家A. R. 吉尔根（Albert R. Gilgen）在《当代美国心理学》（American Psychology since World War II）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在五六十年代由罗杰斯等少数人倡导的人本主义、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倾向到70年代初期已发展成为一声势浩大的运动，这一运动的领袖是那些以人为中心的哲学领袖。”[4]

第二节 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教育思想

马斯洛（Abraham Harald Maslow，1908—1970），1908年4月1日出生于美国纽约一个从俄国移居而来的犹太人家庭。幼时，马斯洛孤独自闭，埋头读书。他的大学生涯是遵从父命从学法律开始的，但只学了两个星期就因索然无趣而中断了学业。后来，他根据自己的爱好在威斯康星大学攻读心理学专业，师从著名心理学家哈罗（Harry Harlow），并于1934年获得了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布鲁克林学院执教，其中有两年时间在一家制桶厂担任过管理人员。从1951年至1969年，马斯洛转到布兰迪斯大学工作，在那里潜心研究心理健康问题，同时开始致力于阐述人本主义心理学对政治学、经济学、伦理学等的价值和意义。正是在布兰迪斯大学工作期间，马斯洛成为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的领导人和代言人。1970年7月8日，马斯洛溘然去世。其主要代表作有：《动机与人格》《宗教、价值观与高峰体验》《走向一门存在心理学》《人性的极致》等。

马斯洛对心理学做出的主要贡献，体现在他领导并创立了人本主义心理学这一被世人称为心理学“第三股力量”的重要流派。众所周知，行为主义心理学是20世纪初兴起的一个心理学派别，它寻求一种完全客观地以自然科学为样板的心理学，主张只研究如人类外显的、可观察的行为，用如刺激与反应这样的逻辑来描述人的行为，并对人的行为进行预测和控制。而精神分析理论是在治疗心理疾病的临床实践中形成的一个在心理学发展史上同样具有重要影响的学术派别，它认为，人的心理不仅是一种意识现象，也是一种无意识现象，所谓的意识只是人的心理生活中的一小部分，精神分析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把人的心理分成3个部分：本我（id，即原始的欲望、需要等）、自我（ego，居于本我和超我之间，其功能是对本我和超我之间发生的冲突进行仲裁）、超我（superego，即良心）。这一学派的两个主要观点是无意识冲突理论和泛性论。从上述两个学派的基本主张来看，行为主义完全否认人的本能的存在，一味强调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精神分析则把健康心理绝对地归因于本能的满足，把人的本能看成个体释放心理能量的原动力。因此，在西方，有分析家认为：“马斯洛的目的是通过注重对长期来一直被忽视的主体的研究从而使心理学完善化，更确切地说，是注重对健康的、完善功能的人的研究。正是这种努力形成了人本主义这一心理学的第三势力，而精神分析和行为科学构成了另外的两股势力。”[5]马斯洛是作为一名精神分析家在弗洛伊德传统中开始他的生涯的。但他很快就不满意弗洛伊德对人的行为的解释，因为这种解释的依据是对精神病人而不是对正常人的观察。他研究健康的、成长中的儿童的行为，他把注意力集中于儿童的动机作用。他认为正常儿童幸福地成长，具有获得新技能、新概念和一般能量的自然倾向。马斯洛否认S-R理论家关于环境决定行为的信念，他坚持人要做出选择，而选择的主要决定因素是人：他现在是怎样的人，他希望成为怎样的人。不同的人及其不同的诉求，决定着不同的选择。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基本特点是强调学习过程中人的因素，因此，对情感、志向、态度、价值观、创造力、人际关系等特别感兴趣。1962年，在马斯洛等人的努力之下，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宣告成立，同时发表了一篇包括4个部分的主题声明：①心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经验着的个体；②心理学家的研究重点是选择性、创造性和自我实现；③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格言是只研究对个体和社会具有意义的问题，即根据意义来选择研究的问题和研究的步骤；④心理学要关心和重视人的价值与尊严，开发人的潜能。这个主题声明，可以看成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一份宣言，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研究纲领。

马斯洛对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在通过对“健康人”进行系统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需要层次”理论。在《动机与人格》一书中，他对人类“需要”的一些本质特点进行了概括。他认为，人类的需要有高级需要和低级需要之分，同时具有一些比较明确的规律，主要体现在下述5个方面。

①在人类的进化过程中，层次越高的需要，出现得越晚。

②在个体的发展过程中，层次越高的需要，出现得越晚。

③需要越是高级，同人的本能的联系就越少。

④高级需要虽然与人的本能联系较少，但其满足的愿望比低级需要更为强烈。

⑤高级需要的形成与满足的条件，要比低级需要更多、更高。

根据这一基本认识，马斯洛进一步提出了需要的5个层次，它们依次由低级到高级组成一个相互联系、依次递进的完整系列：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需要、自我实现的需要。根据马斯洛的意见，只有前一个需要被满足之后，才有可能形成后一个更高级的需要。

马斯洛“需要层次”理论的贡献在于首次提出了人类存在“自我实现的需要”，并加以系统地阐述。马斯洛认为，人类有机体是自我导向的（self-directing），不仅具有健康成长和自我实现的潜能，而且具有相应的内驱力（drive）。他曾系统地研究过他认为是“自我实现者（self-actualizer）”典范的一些著名历史人物，如林肯、爱因斯坦、亚当·斯密、罗斯福、弗洛伊德等，通过对这些人生平的研究，他最后归纳出“自我实现者”的下述特征：对信仰坚定，能坦诚地承认自己和接受他人，思想行动毫不做作，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喜欢独处和安静，能独立自主，既不追求时尚也不墨守成规，对人类的生存条件表示同情并致力于人类的繁荣，仅与少数人形成了深厚的友情，具有民主的价值观，创造性强，超越环境而不是与环境对抗，常有“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s）”表现为强烈兴奋感、洞察力和幸福感，等等。他进而将上述这些特征应用到学校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上，要求学校教育根据这些“自我实现者”的特征重新研究教学过程，设计教学方法，改革教学内容。马斯洛写道：“根据这种新的第三心理学（the new third psychology）……教育的终极目标——就治疗心理学来看——是帮助一个人成长为最富有人性，使他的最高级潜能得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与实现，使人臻于最佳的发展状态（stature）。总之，理应帮助他进入他能进入的最好境地，使他内在的潜能得以实现。我们称之为健康成长的东西，就是向着这一个最终目标成长。”

马斯洛对美国当时的教育状况极为不满，指责“我们的传统教育似乎已病入膏肓”，指责作为传统教育之重要理论基础的教育心理学只关注年级、学历、成绩和文凭等这样一些手段，而对智慧、理解力和判断力这样一些涉及教育目的的重大课题却漠不关心。他认为，教育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在《走向一门存在心理学》一书中，马斯洛罗列了林林总总达43个之多的“基本观点”，其中有许多就是直接针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而提出的。比如，每个人具有先天的内在潜能；个体具有主观能动性，因此，应允许儿童对自己的发展进行选择；家长和教师要满足儿童生理、安全、归属与爱、尊重、自我实现等需要，并帮助他们做出明智的选择等。这些观点对美国学校教育的变革产生了各种各样或直接或间接的影响。

马斯洛生前写的最后一篇论文也是关于教育的，题目是《人本主义教育》，发表在《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1970年夏季号上。在这篇文章中，马斯洛也开始对人本主义的一些基本教育主张进行反省，对人本主义者中认为能力与训练无关的这种流行观点表示担忧，并探讨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可以既能传授一些知识，又能有效地促进一个人的成长？他总的看法是这两者要完全结合起来是很困难的，但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这时，他已经意识到学科知识对个体成长的重要性，认识到学科知识可以使人了解世界，可以启迪人，因而有助于成长。只是这篇论文写完后不久，马斯洛就去世了，所以这个观点没有得到进一步的阐发，也没有引起其他人本主义教育家应有的重视。

第三节 罗杰斯的“非指导教学”思想

罗杰斯（Carl R. Rogers，1902—1987），1902年1月8日出生于美国一个原教旨主义家庭。少时因家庭管束极严及频繁转学等原因，性格内向。中学毕业后，最初选择的专业是农学，后转到文理学院改学历史，研究生阶段则专攻治疗心理学，并于1928年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学位，1931年获得该校博士学位。1940年受聘为俄亥俄大学心理学教授，后又在芝加哥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著名高等学府任教授。1955年被选为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56年被选为美国应用心理学会主席。其主要代表作有：《咨询和心理治疗》《病人为中心的治疗》《论人的形成》等。这些著作都不同程度地涉及了教育问题，尤其是《论人的形成》一书，是人本主义教育学的一本具有代表性的著作。

罗杰斯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者中对教育发表意见较多的一位，也是对美国乃至西方国家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影响最大的一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他的理论形成于20世纪40年代，完善于50年代，60年代开始产生广泛的影响。在教育理论方面，他的主要贡献在于他提出了“非指导性教学”这一新的教学观念、理论与方法。

罗杰斯对传统教育进行了激烈的抨击。他认为，传统教学最大的问题是导致学生认识与情感世界的分离。美国的学校全力进行的是“脖子上教育（education for the neck up）”，学生所接受的知识是“没有感情的知识”，这种知识使美国年青一代变得麻木不仁，所以会毫无愧疚地犯下令人难以置信的暴虐，如越南战争中的狂轰滥炸，杀戮无辜，显得极为残忍。这是因为美国的军人头脑简单，只知道“理智事实”，不会用情感去体验。这种只强调认识、忽视感情的教学，实际上否定了我们自身最重要的部分。在这种教学训练之下，人被可怜地分成两个部分：假如你集中在某个理智工作上，情感就被漠视；假如你集中在情感交往上，就不得不放弃理智活动。非此即彼的无奈选择，将原来是整体的人性分离瓦解了。

基于此，罗杰斯力主教育要培养“完整的人（whole man）”，这也是人本主义教育学者的最基本主张。依据罗杰斯的说法，所谓“完整的人”，是指“躯体、心智、情感、精神、心灵力量融会一体”的人，“他们既用情感的方式也用认知的方式行事”。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即要培养“能自发地活动，并对这些活动负责的人；能理智地选择和自定方向的人；是批判的学习者，能评价他人所做贡献的人；获得有关解决问题知识的人；更重要的是，能灵活地和理智地适应新的问题情境的人；在自由地和创造性地运用所有有关经验时，融会贯通某种处理问题的方式的人；能在各种活动中有效地与他人合作的人；不是为他人的赞许，而是按照他们自己的社会化目标工作的人”。[6]罗杰斯认为，教学理论必须着眼于未来，要立足于社会变化的趋势来理解现时的教学。这是因为，现在所教的科学文化知识，过了几十年甚至只需要几年时间就会过时，各门学科知识无时不在变化之中，而现时学校教学所起的作用，无非“复制某些知识材料”“复制教师的思想”而已。这种教学培养的学生，不能适应不断变化之社会对人才的需要，所以这种学校教育不能满足社会的要求，必须进行变革。变革的核心是：学校必须能真正按照人本主义的精神，为社会培养真正能适应变化需要的有用人才，从而“在现时所学到的东西和将来动态的、变化的、变幻莫测的问题及事实之间，他们能生存于一种美妙的但又是不断变化的平衡之中”。他强调：“在我看来，我们已面临一种全新的教育情境，如若我们要生存，这种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变化和学习。受过教育的人是已学会怎样学习的人，已学会怎样适应和变化的人，已认识到任何知识都不是完全可靠、唯有探索知识的过程才是安全的基础的人。”[7]

罗杰斯认为传统教学最主要的问题是，教师总是居高临下，告予学生如何如何去做，指导学生如何如何去学，学生全然没有任何主动性，没有任何安全感，因此，学生那些与生俱来的非常优异的潜能也就不可能得到充分的释放或实现。为此，他大声疾呼要取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任何“指导（direction）”，借助于“非指导（nondirection）”的原则，还学生一个能充分实现潜能的安全、和谐、自由的学习环境。罗杰斯的“非指导性教学（nondirective teaching）”，直接来自于他本人在心理治疗实践中创造的“非指导性疗法”或“病人为中心的治疗”。1982年出版的《美国教师百科全书》对“非指导性技术”进行了这样的界定：“时常用于咨询、小组治疗（group therapy）和心理治疗的一种方法，它借助于他或她的自我反省活动以及（或者）反应，使个体重组、改组或者改变态度和行为。非指导性技术在性质上是情感的：以个体受他或她的情感约束这个假设为基础。此外，它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上：形成自由表达情绪和情感所凭借的表现手段和替代物，发展接受的行为，以及减少内心冲突，通过这种活动，个体会更好地理解他或她自己。他或她也将会理解什么东西会导致问题的发生。最终，他或她将在情感造就上有所裨益。”[8]根据罗杰斯自己的解释，“非指导教学”不仅仅是一种方法的选择，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哲学信仰和价值观的选择，即学生有权利选择他们自己的生活和学习目标，即使是在与教师的看法相左的情况下也是如此。在这种认识前提下，非指导教学的方法具有4个方面的特征。

①极大地有赖于个体成长、健康和适应的内驱力，所以它要帮助学生正常地成长与发展，帮助学生扫除有碍于成长与发展的各种障碍。

②更多地强调情感因素的作用，而不是强调理智方面的作用，它要创造种种条件尽可能直接地进入情感世界，并且要避免利用理性的方法有目的地去重新组织情感。

③更多地强调此时此刻的情境或体验，而不是个体过去的经验。

④更加强调学习过程本身是一种促进生长的“治疗关系”，即学习过程就是一种生长过程，是不断地扫除心理困惑或心理障碍的过程。

在这种哲学信念和价值观的指引下，结合教学的实际，罗杰斯提出了“非指导教学”的9条教学原则。

①第一条原则也是“非指导教学”的基本原则，要求教师或其他被认为是“权威人物”的人自己首先要充满安全感，具有良好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使学生在独立思考或独自学习的时候能体验到一种真正是相互信赖的关系。

②由教师、学生（有可能的话还可包括家长、社会人士等）共同承担起对学习过程的责任。这意味着是由他们共同来确定上课内容、课程计划、教学方式（以及管理方式）以及其他策略。

③教师提供学习资源，包括来自教师自身经验的资源、来自书本或其他材料的资源或来自社会活动的资源等。在教学中鼓励学生补充他们自己已掌握的知识资源或他们曾接触过的知识资源。

④由学生（或者单独或者与其他人共同商讨）制订自己的学习计划，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向，并对此种选择的后果承担责任。

⑤在教学中创造一种“促进的”学习气氛，即真实的、关心的和理解性倾听的学习氛围。这种学习气氛的形成，最初需要教师进行一定的诱导或安排，但应尽快让学生彼此共同去努力酝酿，包括学生之间的相互学习。

⑥“非指导教学”的重点是形成不断持续的学习过程，学习的内容虽然也重要，但只是第二位的东西。衡量一个学习阶段是否结束的标志，不是学生“学会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东西”，而是他们在学会怎样学到他们想要知道的东西方面取得显著的进步。

⑦实现学生自己制定的学习目标，所必需的训练是一种自我训练，它应该作为学生自己的责任而被认识与接受。

⑧由学生自己来评价他们学习所达到的水平、程度、意义等。当然，同学和教师充满关爰的意见会对学生的自我评价产生影响。

⑨通过形成一种促进成长的教学氛围，不仅使学生更有效率地学习，而且也对学生的生活习惯和行为习惯产生积极的影响，使学生能作为一个“完整的人”而得到发展。

在教学实际中，罗杰斯十分重视健康的心理氛围对学生的影响与作用，强调积极的情感体验对学生学习的价值与意义。为此，罗杰斯提出了3个最为基本的课堂教学要素。

①真诚，即教师对学生坦诚相待，如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想法、感情等，并做到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学生。

②无条件接受学生，即要充分相信学生，充分认识到学生所具有的十分优良的发展潜能，以便促成学生开展有效的自我学习。

③对学生进行移情性理解，即要求教师能从学生的角度看待教学中的各种现象与问题，设身处地地为学生着想，敏于理解学生的心灵世界。

第四节 西方其他人本主义教育家的思想

当代西方人本主义心理学或教育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松散的、缺乏明确和统一纲领的学术派别，尤其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该派别内部又形成了不尽一致的各种观点，并进一步发展成不同的学术阵营。限于篇幅，这里择要介绍3位主要的人本主义教育家的思想。

一、奥尔波特

奥尔波特（Gordon W. Allport，1897—1967），1897年11月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1915年考入哈佛大学，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并获哲学博士学位。此后他获得一笔出国奖学金，先后在德国的柏林大学、汉堡大学以及英国的剑桥大学进修。两年之后重返哈佛大学，并开设了美国最早以“人格”命名的课程（课程名称是“人格：它的心理和社会的领域”）。奥尔波特1939年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1963年获得美国心理学会基金会授予的金质奖章。他主要以研究健康人的人格而著称。其主要著作有：《人格：心理学的解释》《形成：人格心理学的基本点》《人格的模式与成长》等。

奥尔波特是第一代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也是最早对人格的特质进行科学研究的心理学家。早在1936年，他和另外一位心理学家翻遍了《韦氏新国际词典》，把所看到的有关特质的名称列成表，共有17 953项。在此基础上，他又将各种特质进行了实用的区分，得出大多数人有5～10种“中心特质”这个基本结论。这些中心特质便可为某个人真正喜欢什么提供一种综合性的解释。他认为，人格是心理学的本质论题，因为人格是决定个体特有的行为与思想的动态结构，即一种不断发展、不断变化的结构。在他看来，人格结构的核心是“自我统一体（proprium）”。“proprium”是奥尔波特自己创造的一个术语，系指有助于个体特有的统一性和独特性的机能的总称，包括自我、兴趣、态度、生活方式等高级心理机能。他曾经对“自我统一体”这个词进行了说明：“自我统一体追求赋予人格以统一性，但它绝对不是已实现的统一性，静态的统一性，或者是紧张缓和的统一性。……实际上，如同一位哲学家所说的那样，我们智力成熟的标志，就是我们对于解决越来越难解的问题的答案感到越来越不满意的能力。”[9]

奥尔波特还认为，人格的本质可以体现为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健康人“生活方式”的基本特点就是不断地“形成（becoming）”。在这里，“自我”又是一个核心概念。根据他的观点，人格发展的基础部分是由动机的功能自主来决定的，功能自主是新的动机系统，是后天形成的。因此，自我能够做出选择，并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的发展。因此，研究人类的学习活动或规律，如果不考虑学生这个最关键的因素，是无法进行科学的研究的。他本人也设计过一些测量人格特质、态度和价值的量表，不过后来他又认为对人格进行因素研究意义不是太大。

奥尔波特提出了健康人格的6个特点，这些特点与其他人本主义（如马斯洛）关于自我实现者的描述相互映照。这6个特点是：①具有自我扩展的能力；②具有社交能力；③情绪稳定、自信、自我肯定；④能客观地分析与认识事物；⑤对自己有一个非常正确的客观认识；⑥生活目标明确并能持之以恒。

二、弗洛姆

弗洛姆（Erich Fromm，1900—1980），1900年3月23日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人家庭。1922年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受聘于慕尼黑大学从事精神分析研究。1933年应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的邀请赴美讲学，次年正式移居美国并在纽约开办私人诊所。1940年到哥伦比亚大学任教，此后，先后在耶鲁大学、墨西哥国立大学、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纽约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授。1980年3月18日在瑞士提契州病逝。弗洛姆是一位多产的作者，其代表作有：《逃避自由》《自我的追寻》《精神分析与宗教》《论健全的社会》《爱的艺术》《弗洛伊德的使命》等。

弗洛姆所创理论的特色在于重视了社会与人的关系的研究。他分析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钩心斗角、残酷竞争的无情事实，认为由此而来的孤独感、恐惧感、无助感等消极情绪使人产生“逃出自由”这种强烈的动机。但事实上，人又不可能“逃避”现实，因此形成了强迫性观念与行为，致使心理不健康甚或变成精神病人。他分析了现代人对付这种现代社会的5种心理机制：接纳倾向性（或者说“依赖性”）、剥削倾向性、储藏倾向性（通过占有而获得安全感）、市场倾向性（把自己当作商品并迎合他人的要求）以及创造倾向性。这5种心理机制分别构成了人格的不同动力性。弗洛姆认为，前四种倾向性是消极的、病态的、不利于人的发展的；只有创造倾向性才是积极的、健康的、人类社会真正需要的，因此也是个体发展所需要的。为了有助于个体产生这种倾向性，应该建立一个充满友爱、互助的社会，即他本人所说的“人本主义共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

弗洛姆认为，“自我”在后天的真正实现，取决于人的情感和理智能力的充分表现与发挥。所以，他非常强调人的“自发活动”，因为这种活动能充分体现人在情感和理智方面的潜能，能充分体现人的创造性能力。关于这一点，弗洛姆有一些引人注目的观点：首先，自发活动的最主要的因素是“爱心”，因为人的爱心具有很大的能动性，能够保证人与人之间的合作，同时，又有助于人的个性的发展；其次，“自我”的基础是创造性，凭借创造性，人们可以真正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或内心的感受，从而建立起与世界真正的、安全的联系；最后，要允许个体自发地去活动，这意味着允许个体发展或滋育自己独特的完整的自我，允许个体充分实现作为本能地想努力成长、扩展、表现的内在倾向，让其按照自己的方式获得最佳的发展。

三、凯利

乔治·凯利（George A. Kelly，1905—1967），1905年4月28日出生于美国堪萨斯州一个小农场主家庭，是家里的独生子。他的父亲年轻时曾是一位长老会的牧师，浓厚的家庭宗教氛围对他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在大学里最初学的是物理学和数学，本科毕业后由于感到所学的专业不能使他很好地参与社会问题的研究，便考入堪萨斯大学攻读教育社会学，并于1928年获得硕士学位。1930年他又考入依阿华大学心理系，次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他的学术生涯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在堪萨斯福特赫斯州立学院长达13年之久的教学与研究，在此期间他致力于临床心理学的研究与实践，这对他后来创立的理论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二是1946年至1965年他在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这段经历，在那里，凯利与罗特尔（J. B. Rotter）一起创立了被学术界认为是全美国最好的临床心理学课程，并提出对西方心理学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的人格理论。凯利于1967年3月6日去世，享年62岁。他的主要著作是1955年出版的两卷本专著——《个人建构心理学》。

凯利人格理论的核心概念是“个人建构”，它是个体试图解释自己经验时所使用的某种观点或思想，是个体用来预期事件的主要工具。他认为，每个人的行动是与他对自己行为后果的一系列独特的期望相一致的，因此，每个人的“个人建构”或关于生活的预测构成了他的个性和他的现实，并引导着他的各种行为。由于人具有社会性，所以，个体还必须了解其他人的“建构系统”。凯利将个体对另一个体的观点与经验的理解称为“角色建构”，将个体如何按照这种理解去行事称为“角色”。以此为理论依据，凯利设计了一种“建构角色的行为项目”测验：先是让被试陈述一系列对他来说是重要的人和事，然后按每3个项目一组列成表格，请被试再次陈述每一组中的两项彼此怎么相似，又是怎样与第三项不同。最后由训练有素的主试人对被试的上述反应加以仔细分析，通过这种方式可了解被试理解世界的方式之基础，即他的概念体系或“建构系统”。

凯利认为，任何人都是科学家，说得更确切一些，任何人都能像科学家那样终生追求确定性或者说减少不确定性。每一个人都对未来感兴趣，都愿意利用“现在”来检验自己预测未来事件的能力。他有一句名言：“个体的心理进程是由他预期事件的各种方式开辟出来的。”在凯利看来，所谓的“学习”，其实质就是个体在日趋强烈的增加个人建构系统之预期效率的意愿驱动下，不断地改变其原有个人建构系统的过程，因此，个人建构系统中的任何变化都是“学习”。在凯利的学说中，“经验”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个体借助于“建构系统”对各种各样的“经验”所做出的解释与理解，个体的学习过程，就是不断地检验各种“个人建构系统”，就是不断地保持被经验证明是可靠的、有效的“个人建构”，修正或抛弃无用的“个人建构”的过程，就是不断地形成个体更加准确地预测各种事件之能力的过程。

第五节 人本主义教育学的影响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经由60年代的成熟期和70年代的鼎盛期，进而发展到了今天，人本主义教育学对西方当代的学校教育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一、对西方教育理论发展的影响

早在1972年，美国出版的一本很有影响的专著——《当代教育理论》（Contemporary Education Theory）（中译本易名为《当代西方教育理论》）曾系统介绍了1900年至1970年对美国教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五大教育学说：文科教育、进步教育、学科结构运动、教学机器和程序教学、人本主义心理学。作者认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主要是前两种学说，即传统的文科教育和进步教育比较重要。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后三种学说，即学科结构运动、新行为主义和人本主义心理学，比较重要。”[10]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华裔教授江绍伦也在其1982年出版的《教与学的心理学》（中译本易名为《课堂教育心理学》）一书中将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一种新形成的重要学习理论而加以肯定。他写道：“学习理论一般分为两大范畴：刺激—反应（S-R）理论和认知理论。最近几年出现了第三种理论，它强调人类学习的自我实现这一方面，通常称之为人本主义心理学。……你可能发现刺激—反应理论有利于你帮助学生掌握某种机械技能。你也可能运用认知理论原理去设置促进学生的发现活动的情境。而且，当你面对一群缺乏学习动机和兴趣的学生时，你可能集中注意于建立可能加强交往、提高学习和个人努力的人际关系。在这种条件下，你可能发现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某些方面最为适当。”[11]

事实上，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不仅是作为一种学术派别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它也凭借着自己强大的影响力以及对教育截然不同的理解而对整个教育学理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如此之显著、是如此之广泛，以至于法国学者贝斯特（F. Best）在1988年发表的一篇专门分析“教育学”一词演变情况的论文中，忧心忡忡地并且不惜笔墨地直抒了自己对这种影响的不满。他在文中[12]写道：

“教育学”这一术语和概念不知不觉地遭到排斥。与此同时，20世纪70年代出现了“教育学”成为“社会心理学”甚至是小组的“动力学”的同义语的趋势。

这些趋势导致了“教育学”一词的又一次重要的演变：受美国社会心理学思潮（罗杰斯）影响而产生的非指导性教学，被理解成“教育学”的全部。而实际上它仅仅是教育学的一种理论，也就是说，非指导性教学被提高到一种学说的地位。

由于思想和概念处于这样一种状态，法国师范学院的哲学教师们努力从事澄清、正名和分类工作。他们不希望看到放弃关于教育、儿童及其意义，以及知识的传授和获得这三方面理性的、系统的研究，因而创立了教育哲学。心理学，无论是发生心理学还是认知心理学，被看作是一门科学，它是与教育哲学分开的独立的研究领域。教育社会学也同样被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分支，但是独立的程度较小一些，因为在社会学、哲学、教育学之间仍然存在着紧密的历史联系。

我们不应低估把教育学的一种理论（非指导教学）和教育本身相混淆所产生的影响，正是因为这种混淆“教育学”与“非指导性教学”，希望使“教育学”永远消失，而取而代之以“知识”的倾向，变得更加激烈，这给教育研究带来了巨大的压力。

由此，我们也不难看出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对西方教育理论界产生的冲击波，尽管其中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需要我们加以辨别和分析。

二、对西方学校教育实践的影响

在当代，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学校教育中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影响更为广泛而深刻。有西方学者认为：“马斯洛博士和其他第三思潮理论家对各个层次的教育都有重大影响。”[13]约翰·D. 麦克尼尔写的《课程导论》（Curriculum：A Comprehensive Introduction）（第2版）是一本“在北美是比较流行的、供研究生使用的课程论教科书”，这本书的第一编系统考察了4种“流行的课程理论流派”，其中列于首位的就是“人本主义课程”。作者写道：“当前盛行的各种课程理论流派，可以被有效地划分为四个主要类别：人本主义的、社会改造主义的、技术学的和学术性的。……人本主义定向者认为，课程应该为每个人提供自己感到满意的经验。新的人本主义者是自我实现论者，他们把课程看作是可以满足生长和个性整合需要的自由解放过程。”[14]作者还指出：“70年代末，一股强劲的改革之风，吹向了激进批评家所提倡的以兴趣、自然的生长方式和行为冲动为基础的儿童中心课程。强大的压力来自注重传授读、写、算基本技能的以能力为基础的课程。人本主义者对此的反应是，基础应该包括自我指导学习者的各种特征：胜任感、价值澄清、积极的自我概念、发明能力和开放性。除了事实或技能，还有更多的东西要学。感到学习是一种欢乐的事情，具有不断学习新的和刺激性任务的动机，这是极其重要的。”[15]事实上，在美国，当布鲁纳的结构主义课程理论因其课程改革运动的失败而被人们抛弃之后，人本主义课程就迅速地取而代之，并逐渐成为20世纪70年代西方课程改革的基本取向。

国外曾出版过一本题为《70年代的课程》的专著，对人本主义的课程结构进行了系统的设计。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这种课程的基本特点。该书的作者将人的全部能力分成6个领域，即理智领域、情绪领域、社会领域、身体领域、审美领域和灵性领域。为了能全面发展个体这六大领域的能力，作者又把课程分成3种“并行”的课程：课程1、课程2、课程3。其中，课程1是正规的学术性课程和有计划的课外活动，其目的是让学生能够掌握学科的基本概念，从而能借助于这些学术性课程的学习获得认识世界的科学思维方法；课程2是社会实践课，主要有战争与和平、种族歧视、人际关系、经济贫困、人口增长、环境污染等现实中的问题，在学习方法上并不强调对有关知识的记忆，而是强调探究、阐释与综合的思维过程，以期通过这类课程的学习与探索来激发学生对现实问题的浓厚兴趣；课程3为“自我觉醒和自我发展课程”，它与前两类课程都有所不同，主要是这类课程基本上只涉及个人方面的问题，从而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经验，帮助学生人格的发展以及自律习惯的养成。课程3在人本主义课程结构中处于核心地位，并在时间上给予充分的保证。这种人本主义课程改革，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其他国家都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比如，20世纪70年代末，日本、韩国等国家都把“培养丰富的人性”和“培养全人”作为其课程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并且高扬“尊重人性教育”的旗帜，致力于学生课程的人性化。日本在1976年开始对中小学《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进行再次修改，强调了3条原则：培养具有丰富人性的学生；安排既有余地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重视作为国民所必备的基本知识，根据学生的个性与能力进行教育。韩国1981年开始了被称为“人本主义导向的课程改革”，这次改革突出强调“全人教育”，即确保学生在智、德、体、技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全人教育”要培养的人包括下列5个方面：健康的人、爱美的人、有能力的人、有道德的人、独立自主的人。除此之外，这次改革还提出了“五个中心”这样一种新的指导思想：以兴趣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探索为中心、以经验为中心、以技能为中心。[16]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西方人本主义教育课程的基本精神。

三、对西方教育观念的影响

我们知道，人本主义心理学极为重视人类心理世界的“另一半”，即人的情感、勇气、自尊、自信等非认知领域，而这些又恰恰是为传统教育所忽视的方面。“第三思潮心理学理论要求一种新的教育。这种教育将更强调人的潜力之发展，尤其是那种成为一个真正的人的潜力；强调理解自己和他人并与他人很好地相处；强调满足人的基本需要；强调向自我实现的发展。这种教育将帮助‘人尽其所能成为最好的人’。”[17]因此，当人本主义心理学作为极为重要的学术思潮崛起之后，在学校教育中便出现了许多新的认识取向，诸如“情感教育”“情意教育”“整合教育”等，并且出现了一大批以人本主义教育思想为背景的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约翰·D. 麦克尼尔在对西方出现的“人本主义课程”所做的总结中这样写道：“倾听他人想法、自我评价和确定目的，都是重要的课程目的。学习者真正关心的是生活的意义，课程研制者应该对他们这种关心做出反应。把感情与事实糅合在一起是很有道理的。我们还应该帮助学习者掌握不同的认知方式。现在还有少数人希望人本主义课程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课程，或受其他所有课程的支配。”[18]

美国学者利珀（S. H. Leeper）早在20世纪70年代就撰文指出“在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的许多著名领导人中，有几位是戈登·奥尔波特、亚瑟·库姆斯、亚伯拉罕·马斯洛、加德纳·墨菲和卡尔·罗杰斯。当前出现的学校教学计划，主要依赖于这些持对立心理学观（系指对立于刺激—反应行为主义观——引者注）中的这个、那个观点，或者某些变种”[19]。事实上，美国20世纪70年代学校课程改革的口号就是“人本主义”。人本主义对学校教育产生的影响，不仅仅只限于美国，它对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欧美一些发达国家的教育也形成了有力的冲击。从20世纪60年代中叶开始，法国教育理论界出现了一个以“人际关系”为其理论核心的“关系”派，并在学术界成为十分引人注目的新思想，该学派的形成，就与罗杰斯应邀赴巴黎讲学、介绍其理论有直接的关系。从1966年至1976年，在西欧、北美以及日本等地，谈论教育改革时总是会出现“家家讲‘关系’，人人说‘非指导’”，这样一种盛况。

第六节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评述

人本主义教育学的基本观点、理论与方法是标新立异的。这种标新立异，为人们认识教育现象，尤其是认识教育现象中的“人”以及在此基础上认识教育的规律，带来了别开生面的视角，并构成一股来势凶猛的认识思潮，对传统的学校教育实践以及教育理论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人本主义教育学具有自身明显的认识定位，这种认识定位可以将之概括为“以人性为本位”。西方评论家已指出：“存在主义与现象学这两种哲学倾向的影响组成了一种针对心理学建设的巨大的‘人本主义主张’。这一主张主要讨论人的本性和人与现实接触的性质。……存在主义及现象学的主要争论是有关所有科学中显然压抑主观经验和个性作用的问题。他们反对流行的实证主义所强调的经验与行为中客观确定的和明显的细节。他们辩称这种强调所付代价太大而不能抓住人类经验的整体，不能看到据说在个人意识中将会找到的现实的最终实质。”[20]在这种认识定位之下，人本主义倡导者所主张的教育，是一种有别于传统认识的教育，它将人的发展彻底地置于人性的充分养成之上，置于个体内在的（更确切地说是先天的）潜能在后天的充分实现之上，因此，这种教育是以“完整的人”的发展为最基本的价值取向，以培养所谓“充满活力、和谐发展”的人为教育最为基本的目的。

布根塔（J. Bugental）是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会第一任会长。他在1964年把当时方兴未艾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的特征概括为以下4个方面：①人是心理学的中心题材；②人不仅是其各部分的总和，而是必须被当作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来研究；③人本主义心理学高度评价个人自由；④人本主义心理学在确定研究成果的价值标准方面强调人的目标而不是非人的目标的重要性。一般认为，人本主义心理学的主要观点是：心理学的研究对象应该是“健康人”；成长与发展是人与生俱来的自然倾向，其中，自我的充分发挥和实现是人的基本需求之一；人并不是被动地受到环境的制约，人具有创造性、主动性以及能够对自己的未来做出能动的选择；人的本性由经验、无意识和情感所滋育，但不为这些因素所决定。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这些认识重心，可以从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杂志》创刊号上所宣称的目的中一目了然。在创刊号上，人本主义心理学者公开宣称杂志的使命是：“参与出版理论与应用研究，发表具有独创性贡献的论文、文章，并且发表涉及价值观、自主性、存在、自我、爱、创造性、同一性、成长、心理健康、有机体、自我实现、基本需要之满足以及有关概念的研究成果。”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是脱胎于人本主义心理学思想的一种认识体系。这种认识体系，经过众多追随者的不懈努力，形成了相对来说自成一体的思想内涵。人主义教育理论首先把“完整的人（whole man）”作为核心概念，强调每个人与他自身内部和独特性之间的整体性；进而竭力主张教学应该介入学习者的身心、情感认识等各方面的成长。针对传统教育漠视学生的情感世界这一特征，针对当代社会人际关系日趋淡薄这一现状，罗杰斯曾给予强烈的抨击：“今天的个体可能比以往的人更多地意识到他们内心的孤独。如果一个人为生活挣扎，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他就没有时间或者无意去发现人与人之间某种意义上的疏远。但是随着财富的敛聚，随着流动性和暂时性的人际关系系统与日俱增地发展，并取代了古老家园的拓荒生活，人越来越多地意识到他们的孤独。”[21]应该看到，这种认识是对西方社会在物质文明高度发达的同时，精神文明被极大地荒芜这一现状的强烈不满，切中了西方社会及其教育的弊端。人本主义教育以此作为学校教育改革的突破口，从人的本性出发，要求教育给学生更多的关爱，更重视学生的情感生活，这对于我们更加全面、更加深刻地认识教育的内在规律和教育的真正使命是有启发价值的。

人本主义教育思想力图证明：“外部的学习要求与每个人具有的生长趋势是一致的，学习可以作为带来即时的娱乐和兴奋的源泉来体验，而不是作为与别人竞争或保证一个人在未来社会中的地位和工具，学习的手段和目的应该是统一的。同时，认为每个人具有先天性的友爱、求知和创造等潜能，这些潜能必须发挥出来，人的自我实现则是人的潜能不断得到发挥的一种动态的、形成的过程。教育的主要功能是创造最好的条件促使每个人达到他所能及的最佳状态，帮助个体发现与他的真的自我更相协调的学习内容和方法，提供一种良好的促进学习和成长的气氛；因此，必须制定出适应的课程，培养作为促进者而不是权威者的优秀教师，来作为实现这一教育目的最可靠的载体。”[22]这种教育思想，在认识上，强调对整体的把握，尤其是把人的心理现象、人的学习或者说人的教育作为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在方法上，强调教育过程本身，尤其是学生“此时此刻”的心理体验过程，强调学生心理体验过程中的愉悦性，以便使学生能够逐步达到“自我实现”的理想境界；在指导思想上，人本主义教育学的一个引人注目之处是对人的创造潜能的重视与强调，这不仅是人本主义教育关于人的基本认识之一，而且也是人本主义教育组织教学过程、选择教学方法、确定教学内容、规定教学形式的基本依据之一。

在人本主义者有关教育目的的论述中，有3个术语是经常出现的，即“self-actualization”“self-fulfillment”“self-realization”。这3个术语之间并没有非常严格的区别，而且从词义本身来说也是近义词。一般均可将它们理解为“自我实现”。实际上，“自我”以及“自我实现”是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中的核心概念。“自我（self）”这一概念最早是在17世纪由法国哲学家笛卡儿提出的，当时他用“cognito”这个词来描述“自我”概念，并认为“cognito”具有与后天感觉经验无关的先天的（“天赋的”）意识状态。在心理学界，最早使用“self”一词的是美国心理学界的早期领袖詹姆斯（William James，1842—1910），他用这个词表示由于后天的经验而形成的一种意识活动，它包括了个体的抱负（信念）、身体以及社会对“我”的看法。在人本主义心理学中，关于“自我”概念没有统一的解释。罗杰斯对“自我”这个概念曾有过刻意的探讨，但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正式界定，只是笼统地认为：“自我包括个体整个儿地知觉他的机体，他经验到的所有知觉，以及那些知觉同这个环境中其他知觉和整个外部世界发生关系的方式。”[23]因此，所谓的“自我”，实际上是个体对自己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之关系的一种主观认识。关于“自我实现”，最早是戈尔茨坦（K. Gold-sten）在1940年出版的《从精神病理学看人性》（Human Nature in the Light of Psychopathology）一书中使用该词，指的是要尽可能发展个体的潜能。此后，格式塔心理学家、后精神分析学家都使用了这一术语。但真正将这一术语作为概念来看待并上升为理论，则是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贡献。不过，人本主义心理学者也没有对“自我实现”下过完整的定义，马斯洛本人曾笼统地将“自我实现”描述为“对天赋、能力、潜力等的充分开拓和利用。这样的人能够实现自己的愿望，对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总是尽力去完成”。这样看来，“自我实现”是指个体对自己内在的潜能（创造性）、对自己的需要、对自己的理想有一种正确而清晰的认识，努力地把这些潜能、需要、理想充分地彻底地表现出来，并加以实现。

从西方心理学的三大思潮来看，它们彼此之间有很大的不同：精神分析学派只关注心理的消极面，行为主义学派否定人的主观体验，人本主义学派则重视对积极人生的探讨。马斯洛曾造了一个词：“eupsychian”，这由希腊词根“eu-”和希腊文“psyche”所组成。在希腊文中，“eu-”具有“优美”“善良”的意思，而“Psyche”是爱神“Eros”所爱的美女，是灵魂的化身，后引申为“灵魂”。根据马斯洛对该词的定义，它是“由一千名自我实现者在一个与世隔绝的岛上，在没有外界干涉的情况下所倡导的文化……‘eupsychian’一词也可以这样来理解，即它指的是‘向心理健康发展’……”[24]所以，在人本主义心理学者看来，人的发展的本质，是内在潜能在后天环境中的充分实现。罗杰斯认为，“自我”或“自我实现”，是人类的一种先天性的动力，并且是在个体成长过程中通过不断地与其所处的环境相互作用而逐渐形成的。形成了“自我”，意味着他将自己与所处的环境分离开来。由于在这一过程中无时无刻地伴随着外界的各种评价，包括积极的和消极的评价，所以，整个世界或社会就对这个人的成长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罗伯特·梅逊在对美国的人本主义心理学进行评述时写道：“当代社会生活许多方面的集体制度化倾向是有害的。学校必须抵制这种20世纪文化的特色。必须关心并尊重个人需要以及他们之间具有个别差异的权力来抵消这种机械化和非人格的现象。”[25]强调对“自我”的正确认识并充分实现每个人的潜能，这是人本主义对当代教育理论的重要贡献之一，它体现为教育思想对“人性”的“复归”，体现为教育实践对人类情感的“复归”，体现为教育理论对“个体”的“复归”。

非常重视个体的潜能，这是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基本特色之一。关于人的潜能，在20世纪初，著名心理学家詹姆斯曾提出一个著名的假设（他自己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发现之一）：一个正常人的潜能只在后天被利用了10%。后来，另一位学者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认为，人类潜能的利用率不到10%，根据她的研究，仅仅只利用了6%。但是，这一状况在当时并没有引起许多学者的重视，人类潜能问题也一直因为其“神秘性”没有被学界作为一个重要课题进行研究。人本主义教育学派，作为一个在美国乃至全世界都产生较大影响的学术思潮，对人类潜能的重视、对人类创造性与好奇心的强调、对自我实现者的研究、对健康人格的科学探索，所有这一切都大大改变或刷新了人们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推动了相关的研究与思考。如同西方学者所看到的那样：“马斯洛博士关于人类动机的普遍理论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相信人类具有大量尚未加以利用的潜力。……通过对全人类中不足百分之一的精英进行研究，我们知道了人的潜力究竟为何物。马斯洛相信，大多数人都有一种自我实现的需要和倾向。然而，尽管事实上好像所有的人都有这种潜力，却只有极少数的人达到自我实现。部分的原因是：人们对他们的潜力全然无知，他们既不知道什么是有可能做到的，也没有理解自我实现会给人带来什么好处。”[26]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运动的推动，对人类潜能开发这个问题在最近几十年受到众多学者的关注，有关的研究也蓬勃开展起来了。据统计，到1969年底，仅在美国就成立了90多个潜能开发中心。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作为20世纪中叶以来对美国教育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一种教育思潮，对整个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来看也是深刻的。应该说，它带来的是一股“旋风”。尤其是在认识上，它使人们认识和理解教育的视角产生了180度的大旋转。

正因为认识上的反差如此强烈，西方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评论尤其是批评，显得极为谨慎。例如，美国心理史学家舒尔茨在1975年改写后的《现代心理学史》第2版中仍然觉得：“试图对人本主义心理学做出任何评价，还为时过早。它的影响究竟大到什么程度，尚待以后证明，但它肯定值得我们给予仔细而又审慎的注意。”[27]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在当代的出现，有其内在的规定性，并因此含有不同程度的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也应该看到，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由于其所持的认识论与价值观，不可避免地带有许多缺陷，尤其是人本主义教育学者对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则显得十分不可取。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缺陷，主要反映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哲学基础是存在主义，认识论基础是现象学，因此在其研究方法上带有十分明显的主观性和含糊性。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以存在主义和现象学为主要理论基础，将神秘的、以精神形态出现的“存在（being）”视为其理论的演绎出发点，并把这种属于精神范畴的“存在”作为其教育理论认识问题与分析问题的核心。

众所周知，存在主义哲学自我标榜是“人的哲学”。这种哲学认为自由是人的本质，并且存在先于本质，也就是说，“人”首先存在然后才成为人。这种首先存在的“人”就是潜能，人之潜能，是作为一种单纯的主观性而存在的，因此哲学必须关心通过精神途径来把握人的经验世界的人。现象学则格外强调“纯粹意识”内的“存在”，它所谓的“现象”并不是客观现象，而是个体对自身经验的体验，因此它反对因果理论和一切未经考察的假设，主张“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即将所有一切“还原”为意识活动，发现“先验的自我”并对之加以精确的描述。所以，现象学特别强调直观与直觉，认为这才是把握事物原理或事物内部结构的“唯一手段”。

人本主义心理学以及人本主义教育学一脉相承于存在主义的基本主张和现象学的认识方法论，其认识与研究过程带有极为显著的主观随意性，因此难于得出一些能有普遍适用价值的客观原理。美国有人概括了以现象学为方法论特征的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的基本特点：“现象学理论认为个性作为指导行为的对现实的认知和知觉模式，是因人而异的。要了解某个人的个性，必须从那个人的观点看待事物。”由于每个人“看待事物”的观点都带有主观性，是因人而异的，这就难于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基点，最终会使心理学走向虚无主义。有许多人批评人本主义学者使用了“非科学的方法”，并且认为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缺乏一套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概念与体系。例如，许多人认为，马斯洛等人所谓的“自我实现者”的特征是以少数人为样本，而且是按照他自己事先确定的直观的标准来选择样本的，不具有普遍的意义；人本主义教育学者与其说是客观的“研究者”，毋宁说是热心的“社会改良者”；等等。

人本主义理论在研究方法上的种种缺陷，在学校教育中也出现了一些负面效应。江绍伦认为：“由于人本主义方法的运用过分依赖人的品质、教师的忠实保证和他的能力，所以某种实际教学的成功主要是由于教师的人格，他个人的行为，完全不能被别的教师重复。这样，人本主义教学的结果是不容易得到证实的。”[28]基于这些批评，人本主义教育思想的追随者们在认识上也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开始重视起理论体系的建设（理论体系的完整性与严密性），开始重视起科学的论证方法。

第二，在认识倾向上，过分地强调“个体”的重要性，强调个人主义的价值观，把个人的“自我”以及“自我实现”凌驾于团体法则之上，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只关注“个人”，将个体的需要、个体的表现、个体的自由看成教育的全部，从而对个人的价值进行了过分的强调。例如，罗杰斯曾力主：“个人对其自我理解、对其自我概念与态度和自我指导行为的改变具有巨大潜力。”从这一认识出发，个体的“自我”实际上就成为整个教育的核心，成为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这样一来，人本主义教育要求学校让学生拥有绝对的“个人自由”，反对对学生的任何约束力，甚至批评以强调儿童自由而著称的“进步主义”教育也没有将儿童真正地解放出来：“当所谓进步教育主张，在它的教育里，对于个人给予那么多新的显著地位时，它最后却在社会化的学习过程中把个人埋葬在团体活动下面了。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是要把这个可怜的个人，从他在学校里所接受的社会控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他感到学校固然是社会全体的学校，但同时它也是个人自我的学校。”在人本主义看来，学校应该是学生个体为所欲为的所在，只有这样，人的优异的“先天潜能”才能够充分地得到实现。其实，这是一种十分错误的看法。个体的自由、个体价值的实现，必定是一个社会生活过程，不存在绝对的个人自由。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29]，但与此同时，“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集体中才可能有个人的自由”[30]，因此，“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和间接地进行交往的其他一切人的发展”[31]。应该说，这才是对人的潜能在后天发展条件的科学理解。

关于这一点，苏联的心理学家所持的一些认识也可供我们参考。他们在分析了西方人本主义思潮的内在缺陷之后指出：“‘人格学’学派（人本主义学派——引者注）在着重指出社会对于人格的重要影响的同时，却在‘人’类的生物特性中发现了人格的原初决定因素。对于人的社会本质、人的行为动机持人本主义态度，忽视人的本性是社会历史进程的结果，导致他们做出社会是人格的派生现象的结论。人的动机的人本主义化，导致了否定有目的地形成人的需要的必要性，导致了否定需要的历史的可变性。在‘人格学’学派的著作中，人本主义和抽象的社会学观点相结合，他们的研究中出现了非历史主义的‘泛社会’的说法，在‘泛社会’中往往把纷繁的社会关系，归结为人与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把社会的作用则归结为文化的影响。”[32]

第三，人本主义过分强调了“自我”和“自我实现”，必然地，在另一方面极大地忽视社会环境对个体后天发展的重要作用，忽视系统的学校教育对个体在后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影响。

人本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认识前提是，当代社会制度与文化残酷地压抑着人性，因此，他们对人类社会与文化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希望能有一个“与世隔绝”的空间让个体得到“自由”的发展。马斯洛自造“eupsychian”一词反映了人本主义的这一渴望。由于这一原因，人本主义教育对历史上积累下来的科学知识体系也表现出极不应该的轻视，甚至是仇视。他们反对对学生进行任何有组织、有计划的知识传授，反对按照社会已形成的价值观对学生的成长进行任何有意识的干预，反对教师对学生进行任何与其兴趣或愿望相左的教育与管理。在教育中，人本主义实际上奉行着一种“放任自流”的方针。国外一些评论家认为：“希望学生自由地去追求自己需要的罗杰斯学派似乎没有觉察到学生的一些需要是由他的社会环境的灌输养成的。一个捣乱的、爱寻衅的男孩可能是对一种受挫折和疏远的感觉反抗，但也可能同时是对他亲近的同伴集体的准则做出反应。……罗杰斯学派倾向于认为，个人对要求集体承认的需要的反应，是某种干扰其自然发展的事情，这是一种使教师现实地处理学生及其问题发生困难的情况。”

人的发展不可能在“真空”中进行，如此来要求教育，事实上是行不通的。人本主义教育对人的发展的理想化构想已在西方招致广泛的批评：“从整体来看，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似乎通常对下面这一点考虑得不充分，即个体的心理冲突，以及他的许多短期或长期的目标主要不是由个人的不适应或抱负造成的，而是由和他在一起的其他人的压力造成的。这些压力也可能会使个性变得不如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设想的那样一致，甚至具有成熟个性的人每日发生的变化也比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所说的要大。”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在学校教育背景中碰到的最大问题，就是如何处理学校教育与个人发展这样一对关系。这对关系，分解得更具体一些，就是：教育管理与学生自由的关系，知识传授与潜能（创造性）开发的关系，认知发展与情感发展的关系等。依据现有人本主义教育理论，是无法正确地解决这些关系的。把人的潜能看成唯一的东西加以顶礼膜拜，把人的个性看成完全是潜能在后天的实现，这使得人本主义教育理论在实践中困难重重。例如，西方学者对人本主义教育中所形成的课程理论提出尖锐的批评：第一，人本主义者只是“注重方法、技术和经验，而不是根据对学习者产生的结果来评定它们”。第二，“人本主义者对个体的经验没有予以应有的关注。尽管人本主义者认为他们的课程是个别化的，但实际上给一个班上大多数学生呈现的是同一个刺激。”第三，“人本主义者过分注重个体。批评家们希望人本主义者对社会需要做出更多的反应。”第四，“人本主义课程所依赖的理论是有缺陷的。这种理论不是增进不同心理学流派的心理学原理的统一性和联系性，而是增加了科学知识的分离性。”[33]在很大程度上，这些批评意见是切中要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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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章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是一些哲学家和教育学家将存在主义哲学引申于教育领域所形成的一种以存在主义为取向的教育思潮。它以人的现实存在、个体的自我实现、个性的自由发展为基调。有些存在主义者尖锐地指责甚至否定现代社会的学校教育，并提出了一系列独特的教育观。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曾一度广泛流行于一些西方国家，但20世纪70年代后逐渐走向衰微。

第一节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作为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的存在主义，发端于19世纪的欧洲大陆。一般认为，存在主义的早期先驱是丹麦基督教哲学家克尔恺郭尔（S. A. Kierkegaard）。但存在主义哲学体系的形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德国，其主要开创者有德国哲学家胡塞尔（E. Husserl）、海德格尔（M. Heidegger）和雅斯贝尔斯（K. Jaspers）等。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存在主义思潮的中心从德国移到法国，其主要代表人物有法国哲学家萨特（J. P. Sartre）、梅劳-庞蒂（M. Merlean-Penty）等。20世纪60年代，存在主义也在美国风靡一时。

在存在主义的阵营内，各种观点林立，对“存在主义”并没有明确的、统一的定义。但存在主义作为一种思潮，在许多问题上还是有其共同的基本特征。

①认为世界是荒诞的，人与世界的关系也是荒诞的，只有人的存在是唯一、可靠的实在，因此强调应专注关于人的存在的研究。

②认为“存在先于本质”，每一个人都必须先存在，然后在自己的存在中创造自己的本质，体现自己的本质，认识自己的本质，从而强调自我设计，自我创造，自我实现。“人，不外是由自己造成的东西，这就是存在主义的第一原理。”[1]

③强调人的主体性，认为每一个人都是自在的，“人的意识的存在是一切可能性的源泉和条件”，因此，“必须以人的主体性为出发点”。（萨特语）

④存在主义虽然不完全否认理性，但更强调人的感情和主观意志以及个体存在的独特性，认为真理不外是“存在的真理”，知识和理性只是人的存在的工具。

⑤认为人是自由的，人就是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抽象的，它与人的现实存在并存，与人的责任感并进。

⑥否认任何道德规范，主张由每个人自己去创造他自己的道德规范。

存在主义是一种生活哲学，关于“人”的哲学，也是一种危机哲学。它的产生和发展，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和危机的不断迭起，人们受到战争、竞争、动荡、恐惧、孤独、绝望等无穷的威胁和磨难，人们遭到的损害日益加剧，人的问题日甚一日地突出出来，人们对现实社会日益彷徨、不满而发出各种抗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由于存在主义强调重视研究和解决“人”“主体”“生存”的问题，因而也被认为可以将它视为一种“人道主义”。然而，从整体上和实质上看，存在主义显然具有主观唯心主义、非理性主义、极端个人主义等特征。在存在主义看来，人像随风飘落的一粒种子偶尔落入世界之中，人完全是自己设计自己的未来，造就他自己。所以，存在主义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个体的主体性等理论都是建立在阉割一切客观世界（自然、社会）的联系以及其规律性的形而上的“个人经验”基础之上的。

随着存在主义哲学的产生和发展，这种哲学便被引申到教育领域。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F. Nietzsche）基于他的“权力意志”论和“超人”学说，把个人的意志强调为一种使人不再受任何在人之外的、凌驾于人之上的、非人的力量支配，而成为一个自由的实体，成为自己的主人、成为世界的主人的力量，而且认为，我们对我们的生存必须自己负责，因此我们要做自身的真正舵手，决不容许我们的存在类似一个盲目的偶然。[2]尼采的这些观点与存在主义的“人”论有很大的共同性。正是在这些观点的基础上，尼采在他所写的《论德国教育制度的未来》中，融入了存在主义思想。他尖锐地指责当时德国的教育制度，并从强调培养“超人”的角度，提出改革德国教育的建议，从而最早地表达了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20世纪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二三十年代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越演越烈，法西斯主义在一些国家推行专制统治，使人们的生存和生活受到空前严重的威胁。接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更是给全世界人民造成了极其深重的灾难，带来了不可言状的沮丧、彷徨和绝望。每一个人和人类社会究竟应该怎样生存下去？人的存在和价值究竟是什么？自然便特别成为存在主义者们密切关注的问题。而一些存在主义哲学家在致力于这类问题的探讨、研究和论述的同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教育或发表教育专著，从而将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一种思潮。

例如，奥地利宗教哲学家布贝尔（M. Buber，文中译为马丁·布伯）早在1923年所写的《我与你》这一著作中，就从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观点出发系统地阐明了他自己的所谓的“关系哲学”，并基于他的“关系哲学”，论述了有关教育目的、教育方式等问题，开创了存在主义的教育对话理论。1939年后，布贝尔相继发表《品格教育》《人与人之间》等著作，进一步阐发了他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在20世纪30年代，倾向于基督教存在主义的德国哲学家弗利特纳（W. Hitner）也用存在主义思想研究教育问题。他认为，教育实质上是学习者以知识传递过程为媒介所进行的“自我陶冶”，教育过程是教育者通过人格与人格的“教育碰撞”，引导受教育者复归于自己的过程。

作为德国存在主义创始人之一的著名哲学家雅斯贝尔斯，从30年代起发表了大量著作建立他的“生存哲学”。他认为，“人是什么以及人能成为什么”，既是哲学思考的根本问题之一，也是教育学的根本问题之一。因此，不仅在他的哲学著作中蕴含了有关教育的论述，而且他还发表过《大学的观念》《什么是教育》等教育专著。他反对专制，反对战争，反对一切对自由的漠视和悲观态度，以及反对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对人的自由的绞杀。他反对压抑人的自我发展的教育制度，强调“教育即生成”，认为只是为了科技、经济和军事目的的教育，不是“本真的教育”，应该“通过教育使具有天资的人，自己选择决定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自己把握安身立命之根”，强调“对话是探索真理和自我认识的途径”，“人的回归才是教育改革的真正条件”等。[3]雅斯贝尔斯大力宣扬所谓“新人道主义”。他显然推进了存在主义哲学和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新发展。但是他的“新人道主义”理论具有神秘主义和信仰主义的特点，他的教育思想本质上也立足于资产阶级人性论的基点，这是由于他作为有神论的存在主义者所不可避免的根本要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基于人们对战争的反思，以及面对新的冷战和西方社会的种种危机，包括“教室里的危机”，助长了存在主义在欧美的进一步发展。

作为当代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的德国学者波尔诺夫（O. F. Bollnow），在新的情况下，不仅从存在主义，而且从生命哲学、人类学乃至精神科学出发，对教育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阐发了存在哲学与教育学的关系，并提出了“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考察方法”、“非连续性”教育、“纯朴道德”教育等富有新颖性的教育理论，从而发展了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但是，由于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各种社会问题和危机迭起，社会矛盾激化，存在主义的中心遂从欧洲转移到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批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出现在美国，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例如，莫里斯（V. C. Morris）著有《教育中的存在主义》《存在主义与二十世纪人的教育》等，他联系美国学校教育中的问题，论述了存在主义对教育理论和教育实际的意义。格林（M. Greene）则在其编著的《教师的存在主义遭遇》《作为陌生人的教师》中，从存在主义的角度探讨了有关教师的问题。克·穆斯塔克斯也在其《异化教育和存在主义的生活》中，阐述了所谓学校是现代社会中加强异化的一个有利因素，并认为教师本身就是异化了的人。而丹顿（D. E. Denton），特劳特纳（L. Toroutner）和范登堡（D. Vandenberg）等人则分别通过他们的《教育中的存在主义与现象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与教育哲学》《现象学与教育研究》等论著，力图将存在主义和现象学都导入教育学。

在美国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代表人物中，最著名的当推奈勒（G. F. Kneller）。他在《存在主义与教育》等著作中，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和阐发。他虽然也承认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某些缺陷，但总的来说是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表示赞赏，并对其予以高度评价，认为它“指示了改革教育的道路”[4]。奈勒的一系列著作和思想在美国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美国，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曾盛极一时，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思潮，真可谓达到了它的顶峰。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含有一系列独特的教育观，但似乎并未形成十分明确的、系统化的、严密的教育思想体系。要深入了解和研究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只能对有较大影响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代表人物的教育观和教育理论进行探讨。

下面各节将分别评介布贝尔、波尔诺夫和奈勒等人的存在主义教育思想。

第二节 布贝尔基于“关系”哲学的教育思想

马丁·布贝尔（Martin Buber，1878—1965）是奥地利宗教哲学家，是有神论存在主义的著名代表人物。他1878年2月8日出生于维也纳一个犹太人家庭。他先后在维也纳大学、柏林大学、莱比锡大学和苏黎世大学攻读哲学、历史和艺术。在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和尼采的思想影响下，布贝尔曾积极参加犹太复国运动。1924年至1933年，布贝尔到德国法兰克福大学担任宗教哲学和伦理学教授。自德国纳粹党和希特勒上台之后，布贝尔主要致力于教育活动。1933年，他建立了犹太成人教育中心，并亲任该中心主任。该机构在当时对加强犹太人的自我意识和团结，并对纳粹暴行进行精神反抗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布贝尔也因此成了当时犹太人的精神领袖，而纳粹的秘密警察则禁止他参加一切社会和教育活动。1938年布贝尔被迫移居巴勒斯坦。以色列建国后，大量移民从伊斯兰教国家来到巴勒斯坦，布贝尔又在耶路撒冷创办成人教育师资培训学院，并于1949年出任院长，为中东和非洲移民培训了一批优秀教师。布贝尔晚年主要转向反对战争，谋求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和平等活动。

布贝尔的主要著作有：《我与你》《品格教育》《人与人之间》《正确和错误》《善恶观念》《生存的对话：哲学和教育学全集》等。

作为存在主义的思想家，布贝尔力图从人所处的各种“关系”中探讨和阐述人的存在的意义、人应如何处理各种关系、使人成其为人。布贝尔虽没有建立系统的教育理论，但他较早基于存在主义观点所提出的一系列教育思想，特别是他以对话理论为基础的教育思想，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一、论教育的目的和任务

布贝尔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创造性本能和交往本能。人的这种“原始天性”对人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它为人的教育提供了潜在的前提，但对人的本能的释放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外在的教育力量。他说，人的天性的显露，即使在良好的社会影响下，如果没有教育的力量，也是难以完整地实现的。必须依靠教育的力量，依靠教育的纯正和热情，教育的爱力和审慎，人才能得到完整的成长[5]。

所谓教育力量，在布贝尔看来，广义地说，就是人的关系世界，包括人与自然界、人与人以及人与精神实体——上帝的关系。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为重要。他认为，人类从其本性来说就是人的对话，人的现实生活完全是人际交往。一个人不能孤立地以一种自己对自己的单一关系来存在和发展，人的成长只有在与他人对话式的交互关系中才能实现。他说：“自我的内在生长并不像今日人们所喜欢设想的那样，是在人同他自己的关系中完成的，而是……在造成另外一个自我的过程中完成的，并且必须认识到造成另外一个自我的人就是我自己。”[6]这即是说，在合理的人与人的关系中，每个人既保持着各自的独立性，又相互信任地共享各种体验，使自己成为另一个自我，从而实现自我生长。

然而，布贝尔又指出，在作为教育力量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是至为重要的。因为合理的师生关系中的教师能够向学生提供知识，帮助学生知道如何从现实生活中做出选择，把自己最佳的潜能充分释放出来，形成人的品格。从这一意义说，教育力量主要是指教育者引导学生对世界做出选择的明确有效的力量。教育中的师生关系高于由一切事物所决定的无目的的、自流的影响，它是有目的的，因此它的教育影响更为有力。

至于教育的目的，布贝尔在《我与你》中写道：“教育的目的不是告知后人存在什么或必会存在什么，而是晓谕他们如何让精神充盈人生，如何与‘你’相遇。”[7]在布贝尔看来，人生可分为公共人生和私人人生。前者与社会制度相关，比如，人在一定社会制度下追逐种种目标，经营实业，出仕从政，传教布道等；后者主要出自人的情感，人的生活中充满爱与恨、欢乐与痛苦等。在现代社会，一方面，社会制度不能营造合理的公共人生，因为公共人生的精神受到经济方面的功利意愿和国家方面的权力的影响和控制；另一方面，人的情感也无力造就完美的私人人生，因为千变万化、放荡不羁的个人情感往往使人沉溺于自我之中，“两者都不能接近真实人生”，而是“荡涤”着真实人生。因此，布贝尔认为“国家制度自由与否，经济体制完善与否，这固然重要，但它与我们所追问的本真人生无所关联”，对人来说，至关重要的是，“步入公共人生的精神是屈从国家和经济还是宰制它们，步入人生的精神能否再度与公共人生融为一体”。[8]这里，体现了布贝尔对人的主体性和所谓真实人生的强调。

布贝尔还认为，随着人之经验世界的能力和利用世界的能力的持续增长，人们越来越“以‘学习知识’这一间接手段来取代直接经验，把对‘它’之世界的直接‘利用’简化为专业性‘利用’”，并把这种能力一代代传递下去，且视为“精神生活之发展”。其实，“这种意义的精神生活实为阻碍，它使人无力于长驻在精神之中”，[9]所以，布贝尔强调指出，教育的目的不在于传授知识，而在于引导人们去充实人生的精神，使人们出于自由的情怀而建立相互之间生机盎然的相遇关系，将真实的公共人生与私人人生和谐、协调地结合起来。这表明布贝尔试图通过教育引导人们一种精神活力：既致力于谋求良好的社会人生，又寻得个人的完美人生，以实现真实的人生。

针对传统教育忽视儿童个性发展的弊病，布贝尔认为教育必须重视儿童创造能力的发展，应该给学生表现其创造能力的机会。但是，他同时又指出，不能完全只用“发展创造力”来说明教育，还必须看到教育是以全人为对象的，因而应当将发展创造性本能和发展共享本能与交往能力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因为人的创造性能力，只有当其置于人与人之间共同相处的关系中，才能成为积极的因素。只以训练人的创造能力为唯一目标的教育，将使人处于一种痛苦的孤立状态中。只有当人不仅被视为一个创造者，而且被视为同志、朋友或爱人时，他才有一种相互关系的意识和感情共鸣。[10]“关系是真实人生唯一的摇篮。”[11]因此，布贝尔认为，真正的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给学生某些知识和技能，还关心着学生整个人的形成，并引导学生建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交往和信任，促进构建真正的共同社会。

在布贝尔看来，对于作为整体的人，品格是构成人之为人的重要标志。他强调，“教育者的最重大任务则在帮助塑造人的品格”教育“必须以品格为目标”。他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说，“名副其实的教育，本质上就是品格教育”。[12]

二、论品格教育

布贝尔像许多存在主义者一样，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在精神和道德领域的种种问题的考察和批评，他特别重视人的品格教育。

布贝尔认为，要进行品格教育，首先必须确立正确的品格概念。在他看来，不宜把个性与品格混同。个性是指一个现实的人所潜在的各种力量的独特的精神——物质结构，是一个成品，因而它的发展实质上是不受教育者影响的；而品格是指稳定地支配着人的行为和态度的内在精神品质或德行，是“介于一个人的本质与他的外表之间的特殊纽带”，是“介于他的为人的统一性与他的一连串行动和态度之间的特殊联系”。[13]而且，布贝尔从存在主义的观点出发，认为现代社会中真正的绝对价值和统一的道德标准已不存在，而抽象的绝对价值和道德准则只会把人变成奴役的工具，因此他又说：“品格崇高的人既不能被视为具有一系列准则，也不能被视为具有一系列习惯。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的整个品质。那就是说，他的特点就在于他是按照向他这个积极主动的人进行挑战的每一情境的独特性而做出反应的。”[14]可见，布贝尔对品格的理解特别强调它的“统一性”，即品格是整个人统一的表现；独特的“自主性”，即品格是基于自我的主动的反应；“可塑性”，即品格是教育加工的产物；“动态性”，即品格需不断发展和提高。

布贝尔虽指出了现代社会矛盾重重，危机起伏，人们的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都受到严重扭曲和异化的现象，但是，他既未揭示出这些矛盾和危机的深刻根源，更无法提出一种实现他所谓相互信任与友好相处的社会理想的真正途径，因而他只能寄希望于个人品格的培养。

布贝尔认为，人的品格是在人与人的关系中形成的。但他也强调指出，教育对品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并认为，有效的品格教育，必须注意以下基本原则。

（一）教师不宜带有明显隐含或诡秘的动机

品格教育不同于智育。在课堂教学中，教师完全可以公开说明他所要传授并要求学生掌握的知识技能；而在品格教育中，如果教师透彻公开地表明他们的意图，那么，一些最易表示出独立性品质的学生，则将由于不愿听任自己被人教育，不喜欢别人想要教育他们，而产生逆反心理和对抗情绪。在品格教育中，也不容许玩弄手段，否则将使教师失去他所具有的那种坦然直率的力量，会对教师本身的行动起着消极影响。布贝尔认为，在品格教育中，教师只能以他自己的整个人去对学生的整个人施以真实的影响。

（二）不要进行伦理说教

布贝尔认为，教师如果进行伦理说教，学生便会把教师的话当作老生常谈，不能成为培养品格的重要因素。他举例说：

“我试图向学生们解释妒忌是可鄙的，我立即就会感到那些比他们的同伴较穷的人内心的反感；我试图解释恃强凌弱是邪恶的，我立即会看到强者嘴角上挂着抑制的微笑；我试图解释说谎会破坏社会生活，却发生了一种令人惊奇的情况：班上的一个最恶劣的撒谎老手竟能对说谎的破坏力写出一篇绝妙的短文。”

在布贝尔看来，这就是因为他“犯了以伦理学进行说教的严重错误”。[15]

（三）要因材施教

布贝尔指出，由于学生的个别特征不同，他们对教师在进行品格教育时所提出的是非观和善恶观，完全可能做出不同的反应。对同样的品格要求，有些学生可能表示反感，另一些学生则报以发自内心的欣然接受。

（四）师生之间应该相互信任

取得学生的信任，是教师接近学生、了解学生、对学生进行品格教育乃至整个教育的重要条件。布贝尔认为：“信任，世界上的信任，由于它，人类才存在；它是教育关系中最具有内在意义的成就。”[16]“对于面临着一个不可信赖的世界因而恐惧、失望的青少年来说，信任就意味着使人豁然开朗地领悟到人生的真理、人的存在的真理。当教育者赢得了学生的信任时，学生对接受教育的反感就会被克服……把教育者看作一个可以亲近的人。”[17]

怎样才能建立信任关系呢？布贝尔强调指出，首先，师生之间必须相互真诚地交往、对话，如果教师在教育中对学生采取诡秘和圆滑的手段，那只会适得其反。其次，信任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协调一致。师生之间也可能产生冲突，重要的是当发生冲突时，教师应该从关心爱护学生出发，在一种健康的气氛中加以解决。这样，冲突也会具有教育价值。“真正的品格教育，就是真正的共同相处的教育。”[18]

（五）明确纪律和自由的关系

布贝尔认为，在品格教育中，一方面必须提倡纪律和秩序，但又不是把纪律和秩序强加给学生，而应使纪律和秩序变成学生内心接受的行为准则，最后铭记在学生的心里。另一方面，也要尊重自由。如果只有强制性的纪律和教师的权威，而没有自由，便可能否定学生的独立性和个性；但又不能让儿童只凭自己的兴趣去学习。强调绝对自由，把自由视为一种主义，一种纲领，也不可能引导学生形成良好的品格。

三、论教学

布贝尔虽然认为在教育过程中向学生传授知识，发展学生的能力，都是必要的，但他更强调教育的着力点应是塑造人的整个品格，使人与人真正共同相处，和谐协调地充实人生，甚至认为教育本质上就是品格教育。因此，在他看来，教学的任务也不能只是传授知识技能，而应该更关注学生整个人的品格的形成。应该通过教学帮助学生更深刻地理解人生，理解人与人的关系（在布贝尔那里，上帝虽是一切价值的泉源，但人与上帝的关系具体体现在人与人的关系中），从而对人生做出自己的最佳选择。

基于以上观点，在教学内容上，布贝尔特别重视人文学科，强调历史、文学、哲学、艺术、宗教等科目的教学，认为学生在学习这些科目的过程中，可以了解到许多伟大作家和思想家对人的本质以及人生阅历的真知灼见，从而激发自己的思想感情，形成自己的高尚品格，充实自己的人生。

对于教学方法，布贝尔强调应该把“对话”理论应用于教学。把教学看成师生之间的“对话”，这是布贝尔教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布贝尔认为，传统课堂教学的严重弊病之一，就是教师把着眼点放在单向的传授知识上，忽视了教学中的人——教学关系中的主体，从而造成知识专制。把教学理解为“对话”，则师生双方“其中的每一个人对于另一个人来说始终是一个主体”。[19]教师通过“对话”把知识“提供（offering）”给学生。“提供”的意思，从教师方面说，意味着教师不是把外在于他的知识“照本宣科式”地传给学生，而是将自己内化了的东西提供给学生，教师没有被贬值为仅是传授知识的手段；从学生方面说，意味着他是在接受别人提供给他的东西，而不只是在承受别人传授给他的东西，未被降为知识的奴隶。

在布贝尔看来，师生之间的讨论或谈话是“对话”教学的最好形式。在进行教学对话时，应该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独立思考、敞开思想，引导学生畅谈。学习好比一场演出，学生是演员，而不是观众。只有这样的“对话”，才能使学生获得深刻的知识，激发学生对真理的探索。对话意味着“共享”，教学也应该成为师生之间在课堂上对知识、情感与期望的一种“共享”。

“对话”性教学要求教师必须同时站在教育工作的两极：他自己的一极和学生的一极。但对话的先决条件又是双方确定最起码的距离。教学艺术就表现在教育的灵活性上，即既保持师生双方最低限度的距离，又通过努力实现最亲密的关系来促进对真正的学习至关重要的对话。[20]布贝尔认为，教师和学生各自以自己的独特的人格和平等身份与对方发生关系，谁也不强加谁，谁也不同化谁，双方在信任的基础上，通过对话建立师生互动关系，并将这种关系推广于整个社会，也就达到了教育和教学的目的。

布贝尔的教育思想，主要是基于有神论的存在主义的哲学观，但也吸取了19世纪末以来西方新教育思潮对传统教育的某些批判观点。不过，布贝尔认为，新教育学派的某些信条也无力解决现代人所面临的众多教育问题，因此必须探索新的教育观念和新的教育方式。

布贝尔强调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应该形成自己的品格和价值系统，能够在其存在的情境中即时决定自己的选择，而只将原则和传统作为参考；这种人应该既有积极的主体精神，又对公共人生和私人人生具有责任感，热爱和向往“真实”的人生。在教育教学上，布贝尔强调师生平等的“对话”，既反对任何压制儿童主体性的教育方法，也要求避免绝对自由的倾向。在布贝尔的教育思想中，无疑蕴含着一些合理的和有一定现实意义的观点。

但是，布贝尔并未对教育问题做出全面、系统的论述，他所提出的一些见解，其中大部分也是格言式的，不仅具有宗教色彩，而且存在明显的矛盾和模糊性、片面性。正如美国教育哲学家奈勒说的，布贝尔既是一位乐观主义者，又是一位个人主义者。[21]他一方面主张通过人们相互间的“交往”“对话”“包容”“友爱”“尊重”“共享”达到和谐共处，但实际上又过分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选择、个人的实现。布贝尔当然未曾真正认识现代西方社会的种种困境的根源及其解脱的根本途径。他希望通过教育来形成他理想中的人，进而达到全人类的认同和合作，这显然只会使他走向新的困境。

第三节 波尔诺夫的教育观

波尔诺夫（O. F. Bollnow，1903—1991）是当代德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理论家。他出生于一个教育世家，1921年到柏林大学攻读物理和数学。1925年起在一所新教育学校任教。短期的从教体验使他对教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又进到图宾根大学研习哲学和教育学。1938年，他出任吉森大学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并长期讲授教育学史课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他被聘为梅因兹大学教授。从1953年起，他又回到图宾根大学接任斯普朗格的哲学和教育学教授职位，直至1970年退职为名誉教授。

波尔诺夫曾在米施（G. Misch，1870—1960），诺尔（H. Nohl，1879—1965）和斯普朗格（F. E. E. Spranger，1882—1963）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下，接受了“生命哲学”和“人类学”以及“文化教育学”的思想。后来，他又受到海德格尔的“存在哲学”的影响，对存在主义的思维方式惊叹不已，并以新的精神觉悟投入存在主义哲学的研究。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段时期里，在各种强调以“人”的研究为主旨的思潮中，波尔诺夫一方面主张将存在主义哲学和教育学联系起来，力图把存在哲学的基本观点引入教育学；同时，又基于他对生命哲学的理解，主张把哲学人类学卓有成效地应用于教育学，力图从现代哲学人类学的视角来重新论述整个教育学。为此，他先后发表了《存在哲学》（1942年）、《纯朴的道德》（1947年）、《生命哲学》（1958年）、《存在哲学与教育学》（1959年）、《教育学中的人类学考察方法》（1965年）、《教育人类学论文集：危机与新的开始》（1966年）、《新的教育哲学》（1966年）、《对话教育》（1972年）、《语言与教育》（1979年）等重要教育论著。

波尔诺夫在他的一系列著作中，既充分肯定存在主义对人的关注以及对人的生成之自我因素的重视，也指出它过分强调个人自由和自我设计的局限性。他试图从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出发，在教育人类学的基础上，整合存在主义教育哲学，并期望以他自己的教育理论为当代西方社会重新调整青年一代的教育提供良策。

一、论教育的基本立足点

波尔诺夫认为，一切理论研究的基础是人的生命关系。而从生命哲学和存在哲学来考察教育，首先需要明确教育与对人的理解的关系。人是什么，这是人类永恒的问题，也是教育学的理论前提。他在《告诫》一文中写道：“应当如何从整体上理解人的本质，以便能够把对人做出的告诫理解为一种合情合理的教育手段？又应当如何反过来再从这里出发去理解告诫，以便它能够发挥教育作用？”[22]在波尔诺夫看来，如果不理解人的概念，就不可能教育人。所谓从事教育活动，也就是认识人本身，而教育学则是考察教育现象中的人。

人的主要生命现实关系是什么呢？首先，波尔诺夫同意康德的观点，人都是时间内存在，人不可能生活在时间之外。但波尔诺夫强调指出，人不仅是关涉当前瞬间的存在，甚至为趋于死亡而不安，人还是抱有未来希望的存在，希望比起不安更为根本。因此，人应对未来负有责任感，并为未来希望的实现而争取积极的富有价值的生活。

其次，波尔诺夫对康德关于人与空间的关系的论述也做了阐发。他认为，空间与人的生命现实的确密切相关，但与人的生命直接相关的空间不是抽象的空间，而是人在其中生活、发展的具体的空间，而“居所”“家”则是这种空间的核心。“居所”“家”是人们现实地所属的东西，它给人们以回归自我的可能性，是把握人的存在的根本条件。“居所”“家”作为人的具体生活空间，它既是人类的文化形式，也是人的一般关系的标志、生活秩序的标志、人类各种制度的标志，它对个体的生成具有重要影响。

最后，在波尔诺夫看来，语言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主要标志。一方面，正是通过语言，通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对话和相互交往，人类才形成人类社会，创造出一个独特的世界，所以语言以及人们借助语言进行的对话和交往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核心。另一方面，从教育的角度看，没有语言，既无法理解人，更无法理解人的生成。人正是借助语言进行人与人之间的对话和交往，才接受社会文化，融入社会文化，使人成为“文化人”。

波尔诺夫认为，从生命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的观点看，所谓教育，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人类文化的传递以及个人的潜力和心灵充分生成的活动。而人的存在、人的生命以及人的内心世界都是复杂的，因此，只有在人的生命的现实关系的基础上去考察人以及人的教育和人的生成问题，才能找到正确的教育原则和教育途径。

二、论教育的连续性和非连续性

波尔诺夫把传统的教育学归结为两种基本的教育学派：

一是“工艺教育学”。这种教育理论将儿童视为同一种可以制作的物质、需要加工的材料；认为教育活动就是教育者按照确定的培养目标，并根据儿童的一般特征，像手工艺者一样地将他们塑造成人。这样，就将教育视为一种技术。

二是“有机体成长论教育学”。这种教育理论认为，儿童不是可以任意制作的材料，而是像植物由自己的种子，根据其内在的法则发芽、成长、开花、结果一样，儿童的成长也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教育也不能随意塑造儿童，只能以儿童与生俱来的素质为起点，为其成长提供有利的条件，帮助儿童排除成长过程中的障碍，促使儿童按其本性和发展的内在规律成长。

波尔诺夫对上述两种教育理论都提出了评述。他认为，前者往往强调按照社会所确定的目标从外部去塑造人，因而使教育受到社会主流价值观和教育观的束缚，并容易导致教育的封闭性和划一性。后者则由于过分强调儿童成长的内在法则，忽视人不仅仅是有生命的存在，而且是“具有自由意志的存在”，是在一定现实情境中的存在，从而容易模糊教育目标，软化教育的作用。

同时，波尔诺夫又指出，尽管上述两种教育理论有很大分歧，并各自存在积极的和消极的因素，但是它们都共同地设定人的生成和发展是连续的、渐进的，人是通过连续的、渐进的教育加工而被培养和塑造的，或者是通过连续的、渐进的教育帮助而逐步成长和完善的。在波尔诺夫看来，传统的教育学理论都是以肯定人的发展的连续性为前提的，以生活过程和教育过程中的任何障碍原则上是可以避免的，从而把连续性教育视为教育的根本形式。这种理论可称为“连续性教育学”。

然而，人的生成和教育过程的连续性真的是一切教育的前提吗？波尔诺夫对此做了否定的回答。他认为，在人的存在和生成的过程中，并不都是确定性的和连续性的，往往由于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事件而变得不确定，使连续性突然被“中断”，使个体的存在和生成产生“转折”，出现“非连续性”。人的存在和生成中的这种非连续性形式，既表现在人的身体成长过程中，也表现在人的智能和意识的发展过程中。

在波尔诺夫看来，在人生中存在大量的非连续性现象，如对人构成威胁的危机、对全新的更高级的生活向往的突然觉醒、使人摆脱无所事事的告诫、对今后生活举足轻重的遭遇等，都具有不可忽视的教育意义，为人的非连续性教育提供了可能性，是一种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他说，当我们“用从存在哲学中学到的观点来观察教育上的诸现象，这时，迄今为止在教育学上几乎没有被注意到的现象便展现在面前。这些现象，我叫作教育的非连续性形式”。[23]例如“危机”，包括各种各样的危机，往往是人生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只要人生存在世上，他就随时可能面对危机。而过去人们一般都认为危机是不好的东西，必须尽量避免，但波尔诺夫认为危机也有积极的教育作用。因为危机固然可能给人带来威胁、损失、灾难等，但如果人们能对其有正确的认识和态度，则可以在对危机的抗争中得到深刻的教育和启迪。波尔诺夫甚至说，人只有通过危机的最大威胁才能获得真正的自我，才能变得更加成熟起来。所以，当危机向学生袭来的时候，教师只应给予帮助，而不要包办代替。

又如“遭遇”，或叫“碰撞”，一个人在生活和成长中经常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遭遇”，这些“遭遇”往往带有偶然性和强制性，而其中有些“遭遇”可能使人受到强烈的“冲击”和“振荡”，或造成人生的连续性突然“中断”，或导致人生的重大“转折”。而这种“冲击”和“振荡”，或“中断”“转折”，既可能使一个人变坏，也可能使一个人更加完善。所以，在波尔诺夫看来，应该把这种“遭遇”看成教育中的一种契机。重要的是要从儿童开始就教育和引导人们为对可能的“遭遇”做好准备，对“遭遇”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以便从“遭遇”中得到教益。

总之，波尔诺夫认为，许多造成人生非连续性的因素都具有二重性，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使这些因素发挥其积极的非连续性教育的作用。

波尔诺夫是西方教育思想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人的存在和生成中的非连续性和“非连续性教育”概念的教育学者。在他看来，人生过程既不是单纯连续性的，也不是单纯非连续性的，它同时具有连续性和非连续性，因此，连续性教育和非连续性教育都是可能的，可以将连续性教育和非连续性教育并列为两种基本的教育形式。诚然，波尔诺夫也认为，其中连续性教育更为普遍，无疑应受到重视，但忽视非连续性教育则是不对的。

三、论纯朴道德教育

面对德国法西斯的黑暗统治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的灾难，以及战后德国甚至整个西方社会精神和道德生活上出现的混乱状况，波尔诺夫先后发表《纯朴的道德》和《道德的本质与变迁》（1958年）等论述有关道德和道德教育的重要著作，对这方面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意见。

波尔诺夫认为，现代西方社会的所谓“高尚道德”，实际上是基于一定时代和一定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制度而提出的道德，它既强调绝对化和标准化，又有不稳定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有关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体制上的动荡、危机或者崩溃，这种所谓“高尚道德”也就变得混乱，并引起人们的厌恶甚至对一切道德价值的疑惑。

为了纠正当代西方社会道德生活上的混乱状况，波尔诺夫主张提倡“纯朴道德”。其所谓“纯朴道德”的主要范畴和内容是：诚实、正直、彼此信任、富有同情心、乐于助人、相互尊重、共同协作、举止端正有礼、责任心、泰然等。在他看来，道德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高尚的”、具有深层意识性的道德；二是“纯朴的”、日常生活中的道德。纯朴的道德植根于人们的正常生活的需要，是道德生活中基本的、稳定的道德因素。也可以说，纯朴道德是高尚道德的基础，高尚道德是纯朴道德的升华。在现代社会，纯朴道德及其教育，显得尤为重要。

例如，作为纯朴道德的信任感，它源自对人的生命的信任和存在的信任，因为只有在这种包容性的信任中，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自身行为的安全感，才有可能展示完满而富有意义的人的存在。又如“严守时间”，作为纯朴的道德，也是与人的生命密切相关的。恰当地分配时间和合理地使用时间，无疑是人实现自我的重要条件。总之，波尔诺夫认为，纯朴的道德不但较易为人们所理解和掌握，而且更有助于人们在混乱的精神和道德生活中保持自我的同一和健康发展，它应该作为建构新的道德生活的基础。

波尔诺夫还指出，道德教育的目的应是形成有道德的人格。什么是有道德的人格呢？他认为，道德总是群体性的，并以行为规范调节个人和群体的关系。当个人的行为既不以一时的冲动为动机，而是自觉地受到社会责任感的约束，又不是盲从外部的道德规范，而是根据自己的道德良心去做出行为抉择时，他便具有自由行动的品质，而道德就成为他人格的表征，这样的人也就可算作有道德人格的人。波尔诺夫并不完全理解道德的社会制约性，但他已注意到外在的社会道德要求与个人内化了的道德意识和行为之间的关系，并强调这种内化的重要性。

如何进行“有道德的人格教育”呢？波尔诺夫认为，主要不是依靠外部的道德灌输，不是通过各种强制的手段，而是要让年轻人在自由的活动中，培养自己的道德判断能力和行为抉择能力，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向年轻人提供榜样，提供参与道德行为活动的机会，让他们自然地成长。

四、论教育教学方法

波尔诺夫主张运用解释学教育法。这是由于他晚年致力于解释学认识论的研究，并主张将这种认识理论应用于教学上。

波尔诺夫考察了历史上的唯理论认识论和经验论的认识论。他认为，前者片面强调“理性”，后者片面强调“经验”，二者都有局限，而解释学的认识论特别是其中关于“前理解与新东西的体验”和“真理的两面性”等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前理解与新东西的体验”，主要是说，人出生之后就通过语言被带入世界，并通过语言理解世界和表现世界。人的认识不是从零开始的，而常常是从人被带入的那个语言世界所创造的“前理解”开始的。人的认识是在“前理解”的基础上，通过汲取新东西而不断自我更新、发展和变化的。人的认识，是对“已有理解”的进一步意识化、明确化。[24]

基于上述观点，波尔诺夫认为，教学工作必须从学生已有的知识和理解开始，即把学生的“前理解”作为一切教育教学的起点。

由于所谓“理解”首先是从人的生命的日常现实开始的，进而“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理解”我们自身，从事生活也就是从事认识活动。因此，教学也必须从学习日常生活中的知识开始，并与人的生命的日常现实和人的生命经验保持密切联系。

波尔诺夫指出，基于人的认识不能囿于“前理解”，总是要接受、体验新东西，教学也应是引导学生从“已有知识”出发，不断汲取新知识的过程。

在波尔诺夫看来，基于语言对人与世界的关系的重大作用，儿童首先是从语言开始学习的，通过语言所学的知识远远多于来自直观教学的知识，因此，他不赞成“从直观到概念”的教学法，而主张“从语言到直观”的教学方法。

此外，波尔诺夫还强调对话教学法。他认为，真理不能获自个人的孤独思维，而只能获自相互对话。对话是获取真理的必由之路。而且，由于对话是双方处于同等地位、具有同等权利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教育教学过程中的对话体现着教育者和学习者之间的平等、自主关系，它最适合于人的自由选择、自我创造的要求。

为使师生之间的对话获得成功，波尔诺夫认为需要师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形成良好的“教育气氛”。而这种“气氛”的建立，首先要求师生相互信任，因为只有在具有包容性的信赖关系中，人才能真正感受到自身行为的安定感，才可能完满地展示自己。其次，要求教师具有“希望”“忍耐”“明朗”“亲切”“快乐”等美德，这些美德是师生开展良好对话的条件。

波尔诺夫从生命哲学、人类学和存在主义思想等多视角对现代西方社会的教育状况进行了开拓性的考察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富有新意的教育观点和教育理论。他强调教育要立足于人和人的生成，谴责漠视和压抑人的教育。他在教育史上第一个明确地提出和论述了非连续性教育及其与连续性教育的关系，要求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扩展了教育科学的视野，并为开辟新的教育方式提供了启迪。他还针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出现的精神危机和道德生活上的混乱，强调向年轻人进行“纯朴道德”教育等，都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

波尔诺夫是欧洲大陆较自觉地、全面地将存在主义引入教育学的学者，但由于他同时也从生命哲学、人类学甚至解释学考察和研究教育问题，因而也觉察到了存在主义的一些不足。比如，认为存在主义过分强调自我设计的自由，过分注重个人的存在和孤独的个人体验，而不能全面把握人的形成的基础；过分的非理性主义倾向等，从而在他自己的教育理论中较注意从人的生命的现实关系去探索人及其教育，较注意社会对人的影响，较重视理性的力量，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做了一些新的阐发。

但是，从总体上看，波尔诺夫的教育思想主要建立在现代唯心主义的精神科学的基础上，并有明显的折中主义色彩。例如，因受解释学的影响，波尔诺夫也在一定程度上过分强调语言在人与世界、人与人的关系中的意义，甚至把借助语言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视为人的主要存在方式。波尔诺夫也未能正确地看到社会经济结构、社会阶级关系对人的生命关系、人的道德、人的形成的真正制约和影响，因而仍然不能全面把握人的形成的基础以及人的形成和教育的基本规律。

第四节 奈勒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阐发

奈勒（George F. Kneller，1908—1999）是美国教育哲学家。他于1936年取得伦敦大学文学硕士学位，1940年又获耶鲁大学比较教育和哲学博士学位。他曾任美国公立学校教师和私立学校校长、耶鲁大学教育学助理教授、美国教育总署拉丁美洲问题高级专家、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教育学教授，还兼任过美国教育哲学学会远西部分会主席。主要著作有：《教育哲学导论》（1964年）、《存在主义与教育》（1964年）、《教育人类学》（1965年）、《教育的逻辑与语言》（1966年）、《教育与经济思想》（1968年）、《教育与科学头脑》（1971年）、《现代教育思想运动》（1984年）等。

作为教育哲学家，奈勒强调哲学对教育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教育的一切主要问题，在实质上都是富于哲理性的。比如，什么是作为教育对象的人的本质，什么是教育在其中进行的社会的本质，什么是教育所应该取向的道德生活，什么是一切知识所力求透彻理解的实在等，都与哲学有密切关系。不同的哲学往往提供不同的教育概念和教育定义。

奈勒评析了各种传统的教育哲学和现代教育理论。他曾说：存在主义和分析哲学“对现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的批判是如此犀利，以致我们不能忽视它们。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两种学说无疑会变得越来越重要”。[25]但他对分析哲学与教育的问题并未着力研究，而是对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具有特别的兴趣和倾向性。在1958年，他就发表过《教育中的存在主义》。他对存在主义的一系列教育观点做了全面的阐发。奈勒不仅是较早将存在主义引入美国教育领域，从而成为促成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流派在美国形成的先驱，而且也是现代美国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

一、论教育的本质和目的

奈勒强调指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的存在先于他的本质，人是在存在的过程中创造他自己的。“人的存在的基本特点是他的绝对自由，这种自由绝不可以受宗教、政权、学说或另外一个人的压制而被否定。简言之，人决定他自己，并且生来是自由的主体。”[26]“一个人成为什么样的人，要由他自己负责。……一个人是借助于选择所制造出来的。”[27]

对于存在主义这种强调“绝对自由”“自我选择”“自我创造”的观点，奈勒认为，它重新唤起了人对自己的关注，它为教育带来了新的人道主义精神，它要求必须以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为起点来研究教育。

奈勒认为，现代社会以大规模的科学技术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和经济运作严重地压制人性，使人更为异化，人的生活是生长与衰退、欢乐与悲剧、生与死的混合物。面对人生的这种种困扰，应怎样理解和确定教育目的的取向呢？

奈勒指出，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以幸福为目的的教育”是一种危险的教育。因为在人的现实生活中，没有痛苦就不可能有幸福。教育应该是让学生认识真实的生活，鼓励学生勇敢地去接受生活的磨炼甚至痛苦的体验，帮助学生树立用自己的努力去争取幸福的信念和决心。而“以幸福为目的的教育”却以幻想去教育人，只向学生描绘生活的美好，引导学生脱离现实地去追求幸福，而不教育学生去面对现实生活的痛苦，因此它是不可取的。

存在主义否定以幸福为目的的教育，是出于对现代西方社会及其教育的一种不信任，应该说，这有其一定的针对性和合理性。但正确的教育也不应该将幸福教育和痛苦教育对立起来，而应该是将二者结合起来。

奈勒认为，存在主义也反对以适应为目的的教育。按他的话说，“‘教育即适应’是一个有害的口号。适应就是接受事先捏造或预先注定的事物”。[28]这是因为在奈勒看来：“存在主义排除了三种传统观念：即教育首先是为了使文化遗产永存而建立的社会机构；教育是传递永恒真理的途径；教育是使青年适应民主社会生活的工具。”[29]这三种传统观念的实质，就是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忽视了教育对个人自由发展的功能。根据这些教育观念培养出来的人绝不是个性自由发展和具有创造性的人。奈勒诘问道：“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创造是很好地适应于环境的人所创造的呢？还是那些孜孜不倦的思想家——渴望充分实现（人类才能和性格特点）的有叛逆精神的人所创造的呢？”[30]事实证明是后者。因此，奈勒认为必须取代这些教育观念，应该“让教育为个人而存在，让教育教给个人自发地和真实地生活，正如他自己的本性所要求他那样”。“教育应当帮助每一个人去做一个对自己负责的人，并且帮助他不顾公众的压力去过自己的生活，并且做出自己的决定。”奈勒还说：“真正的自由和个人的独特性的坚决的肯定是存在主义为今日的教育哲学提出的动人的使命。”为此，学校教育必须鼓励学生自由的、创造的个性的成长。[31]

奈勒的上述教育观点，显然是对那种片面强调教育社会化功能，强求学生同一化、标准化，忽视学生个人独特性的教育的强烈批评和否定，有其积极意义。但他把个人自由发展和有目的的教育与个体社会化对立起来，便又陷入了个人“自我生成”论。

二、论知识教学

奈勒基于教育应促进个体自我生成的观点，认为知识主要是使人从无知和偏见中解脱出来，更好地认识外在事物和他自己，给人带来自由。学校必须完全修改它对知识的传统看法，“既不应当把各科教材即编纂成帙的知识本身看成是目的，也不应当把这些教材看作是为学生谋求职业出路做好准备的手段。反之，应当把这些教材用来作为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手段”。[32]在奈勒看来，教学不应只是为了掌握教材或知识，也不要成为某种职业训练，更重要的是通过教学促进学生的发展。

为了使教学成为有助于学生自我发展的手段，奈勒认为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不可使学生受教材的支配，而应让学生成为教材的主宰，应当让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自己去思考，去领悟真理。例如，学习牛顿的运动三大定律，必须让学生自己去发现这些定律的正确性，并将所获的认识融入自己的世界观。

为了使教学有助于学生人格的发展，奈勒强调：“课程的全部重点必须从事物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33]为使教学不但有益于学生的心智训练，还有助于学生整个人的形成，知识教学必须与学生的情感相联系。因为人不仅是理智动物，也是感情动物。只接触“纯粹客观的”知识而不接触知者的感情，这对于他是没有决定意义的。所以教师“应当鼓励学生无论学习研究什么，在理智上和感情上都要结合着整个自我……使知识更完全地与他自己的本性合拍”。[34]

关于教学内容，奈勒认为，“重要的科目是个人能从中得到自我实现，并且能从中认识世界的那种科目”。[35]但对不同的学生也应存在差异。对有些学生来说，重要的科目是自然科学，而对许多学生来说，历史、文学、哲学或艺术是更为重要的科目。

为了防止知识教学阻碍学生整个内心生活的成长，奈勒认为学习的专业不宜分得太细，狭窄的专门化会降低人的重要性。他强调“学自然科学的学生必须继续地学习人文学科，以防止他的心灵和感情变得狭窄”。[36]他还提出专门化应尽可能多地人性化，使人成为他的专业的主人。

三、论道德教育

奈勒认为，一切价值的第一原则和道德的基础是人的选择，不是自由选择的价值是没有价值的，任何道德体系的目的都应当是扩大所有人的选择的自由。一种道德行为可能是为行善而行善，也可能是自觉的、有目的的。道德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帮助学生将他自己所确定的目的或者从吸取团体或社会的目的所变成的他的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作为自己行动所要追求的目标。因此，道德教育不应该使学生接受被认为是永恒的道德原则，“教师也不应当把他的价值强加于学生，而应当提出他所信奉的一些原则以及这些原则的理由，告诉学生自己选择是接受呢还是不接受”。[37]在奈勒看来，道德教育的焦点是引导学生学会自由选择。

然而，奈勒在强调自由选择的同时，又指出，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由的行动负全部责任，人们不应当只寻求自己的自由而不顾自己的行为对他人的影响。现实社会中的任何一种自由选择都是在某种特定情境、人际关系中的行为，都不可避免地对他人产生某种后果，都必须对这种后果负责。自由与责任是相互依存的。因此他主张教师应同时重视自由与责任的教育。应当明确地告诉学生，各人的生活是他自己的，任何旁人都不能替代，他要对于自己将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负责；应当教育学生形成自主、自尊和自责的品质。

为此，奈勒认为应重视自由与纪律的关系的教育。他反对教师简单地把纪律强加于学生，主张教师应只要求每个学生接受在他看来对其本身有价值或者对于达到某种目的有价值的那种纪律。在自由与纪律的问题上，他认为正确的答案应当是：“既不是压制，也不是无政府状态。”[38]

教育学生正确地对待生与死，也是道德教育的一个重要课题。奈勒认为，初看起来似乎死亡与教育没有关系，其实，“只有死亡的思想使我们真正理解生活的价值”，从而珍惜生命，不让自己堕入不健康的幻想之中。因此，学校教育要帮助学生领会到死亡之不可避免甚至为了某种目的而值得死亡，要引导学生检查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作为一个自由人而充实地生活，或者只是满足于生存着”。[39]死亡教育也就是生命意义的教育，是最深刻的道德哲学的教育。

自由、选择、责任、纪律和死亡的教育，构成了奈勒道德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这是与他重视个人人生问题的存在主义思想相一致的。

四、论师生关系

奈勒反对传统的师生观，认为实在论者将教师视为知识的灌输者，实用主义者视教师为指导学生解决疑难的顾问，唯心论者则将教师作为学生仿效的人格表率等，都是不恰当的。他主张，应根据教师的主要任务在于引导每一个学生走向自我实现这一观点来建立新的师生观。

奈勒甚为赞赏布贝尔在《我与你》一书中对人与人的关系特别是有关师生关系的论述，甚至认为应将布贝尔的这一著作作为一切真诚献身于教育事业的工作者的必读书。他说，正如布贝尔所指出的，一切教育教学工作都应当是一种“对话”关系，师生互为主体，他们之间应是平等的“相遇”，相互信任，又互不迁就。只有这样的师生关系，教师才不仅向学生传道授业，而且能对学生的自我实现给予深刻的影响。

关于教育方法，奈勒着重阐述了以下观点。[40]

第一，一切教育和教学都必须立足于对学生自我发展、自我实现的引导。儿童本性上就是“先驱者”“开创者”和“发明者”，真正有才能的教师就是要机智地选择实现教育教学目标最合适的方式方法。

第二，必须反对只注重一般与典型，或只强调同一化和标准化，用团体精神去压制个人，而应当容许在教育方法和教育组织形式上有更多的差别，以适应无限多样的儿童个性。奈勒甚至认为，如果学校教育做不到这一点，那么“学校应当被撤销”。

第三，不应完全排斥集体教育，依靠集体进行教育的方法也是可以采用的，但必须明确“集体教育的目的是教育个人”，应促使个体通过集体、利用集体以获得他自身的生成。

第四，父母不得放弃教育后代的责任而把孩子的教育完全推给学校。而且，“在家庭里儿童总是被作为一个个的人看待”，这是在学校课堂里的集体氛围中难以做到的，所以家庭应当成为比它现在更大的教育力量。

第五，苏格拉底的启发式教育是“理想的教育方式”，因为教师运用这种方式向学生提出问题可推动学生自己思考，使学生只是获得对他来说是真实的真理。奈勒说：“我认为师生应当不断地相互提问。”[41]

第六，对于不守规则的学生，教师可以采用各种方式加以责罚，并指出其行为的错误之处，但不要看不起他，更不应该使他丢脸或受到同班学生的讥笑，使他失去自尊心和自信心。

第七，一个好教师对于他的学生们的影响将是直接的又是持久的。他应充分估计到教育工作的艰巨性，并依照自己的原则来思考、行动。他既要对自己的自由负责，也要为他的学生的自由负责。由于教师选择了真正成为他自己的样子，便也将培育学生时提出同样的要求。

奈勒尽管也曾批评存在主义对科学、对社会不够重视，但总的来说对它十分赞赏。奈勒之所以青睐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按他自己的话说：

“我越是考虑到今日公共教育的混乱情况，我就越发深信存在主义者指示了改革教育的道路。我们的儿童像羊群一样被赶进教育工厂，在那里无视他们独特的个性，而把他们按同一个模样加工和塑造。我们的教师们被迫，或自认为是被迫去按照别人给他们规定好的路线去教学。这种教育制度既使学生异化，也使教师异化了。现在已经到了要改善的时候了。”[42]

正因为这样，奈勒力图全面阐示存在主义教育思想，推广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并希冀教师能够“培养一批有个性的学生，有朝一日他们就能开始再造文明”。[43]

然而，奈勒也像其他存在主义者一样，虽对当代西方学校教育的许多弊病提出了尖锐的抨击，并强烈要求改革教育，在美国有一定影响力，但他的教育思想也是以极端个人主义为基础的，不可能真正成为解决西方学校教育中诸种困境的灵丹妙药。

第五节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评述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现代教育思潮，它的产生和流传都有其社会历史背景和教育实践的原因。因此，尽管许多存在主义哲学家和教育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观点和教育理论，但其中不乏共同的主要特点。

—、对现行教育制度和学校教育持尖锐批评甚至否定的态度

在存在主义者看来，学校被作为一种社会制度，它在现代生活里的重要职能，是把它所服务的社会的信仰、希望、行动、善恶，在每一个人身上再创造出来。而这样的学校，其实并不只是一种社会制度，它也是一种“个人的”制度，即一种为个人而设立的制度。在这样的学校里，基本上是通过统一化、标准化、机械化的教育和学习过程，向学生传授文化知识、灌输道德规范或予以职业训练，使他们“埋葬”于“社会化”之中，以适应社会生活，却剥夺了学生自我活动的空间和时间，漠视了他们的个人独特性，压抑了他们个性的自由发展。存在主义者认为，这是学校教育的最大缺点和错误。因此，他们不但对这种学校教育给予尖锐抨击，并激烈地要求进行改革。正如奈勒所强调的：存在主义排除了传统观念，而“取代这些观念的，是让教育为个人而存在，让教育教给个人自发地和真实地生活，正如他自己的本性所要求他那样。”[44]

二、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应是为每一个具体的个人服务，帮助每一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

存在主义者强调，教育必须以“人的存在”和“人的生成”为立足点，帮助人意识到他的环境条件，促进他顺利地投入有重要意义的生存中去，养成他对待生活的正确态度。

按照存在主义者的观点，教育的重要目标首先是发展人的自我意识，包括生存意识、自我独特意识、自我创造意识。奈勒曾说：“对真正的自由和个人的独特性的坚决的肯定是存在主义为今日的教育哲学提出的动人的使命。”[45]在存在主义者看来，人的自我意识对一个人的自我本质的实现具有决定性意义。

其次，培养人具有自由地、合乎道理地做出自我选择的能力。存在主义者认为，对任何人来说，存在是基本的价值；而对每一个人来说，与他个人的环境密切相关的事物最为重要。如果一个人允许社会或社会的任何机构把各种价值强加于他，那么这个人就失去了真实性和人性。因此，学校教育要告诫学生，一切幸福都来自自己的选择和创造。学校要为学生提供自由、合乎道理的选择机会，要鼓励和帮助每一个人自由地决定自己的选择，鼓励和帮助每一个人自由地成为他自己。

最后，发展自我责任感。存在主义者强调自由，甚至认为“人就是自由”，尤其是强调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的自由，这是他们基于对无视人的尊严和自由甚至任意绞杀人的自由的抗争。但有些存在主义者也认为，人的“存在”和“生成”离不开世界和社会，“教育正是借助个人的存在将个人带入全体之中。……如果人与一个更明朗、更充实的世界合为一体的话，人就能够真正成为他自己”。[46]因此，每一个人在充分地行使自由时，都必须考虑自己与世界的关系，必须对自己的行动负责，应是自由与责任携手并存，具有高度的自我责任感，只有这样，个人才能与世界“合为一体”，并真正地实现他自己。

总之，存在主义者强调所谓人的生成，甚至认为“教育即生成”。[47]他们主要关注的是人的本质的实现。

三、注重人文学科的学习

存在主义重视品格教育，而存在主义者所谓的品格，是指一个人的行动是出于他的整个品质。他的特点就在于，他是按照向他这个积极主动的人进行挑战的每一情境的独特性而做出反应的，是介于一个人的本质与他外表之间的特殊纽带。品格教育实际上也就是品德教育。在某种意义上说，存在主义几乎把品德教育视为教育的唯一内容，因此它也要求学校修改其对知识的看法。

存在主义教育家一般不赞成以学科为中心的教学。他们认为，各种教材本身没有价值，学生不论学习什么东西，都应将其作为个人借以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手段。但这并不意味着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完全否定知识教育。有些存在主义者甚至主张应学习较广的知识，如雅斯贝尔斯在《现代人》中说：“在一切情况下或一切行业中的活动都需要精通关于事物和人类自己的专门知识。但是只精通一门知识还不够，因为这种知识是否有意义要取决于据有这种知识的人。”[48]而为培养这样的人，他们认为，“课程的全部重点必须从事物世界转移到人格世界”。[49]在他们看来，人文学科更有助于人们认识人的生活、人的世界和人的本质。因此，他们主张其他专门化课程也“必须尽可能多的人性化”。

四、主张个别的、民主的、“对话”式的教育和教学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团体教学的形式实际上抑制和阻碍个人的发展，应该代之以个别的、民主的、“对话”式的教育教学方法。而这些方法的有效运用，必须以师生之间的相互信任和自由、平等为前提，以充分发挥师生的主体性为条件。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不仅对西方社会的传统教育的制度化、标准化、划一化提出尖锐的抨击，也指出美国进步教育的工具性缺陷。它强调学校教育要重视人的生成、人的个性发展、人的自我实现，并以此为基点提出了一系列有关的教育观点和改革教育的意见，其中显然不乏具有一定积极意义的因素。而最吸引人们注意的，大概是如莫里斯所说的，对存在主义来说，现在所要求于我们的，就是要把学生“从他在学校里所接受的社会控制的重压下解放出来，并使他感到学校固然是社会全体的学校，但同时它也是个人自我的学校”。[50]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人的本质是自由，并过分地强调个人的自我意识、自我选择、自我设计和自我发展，把个人的发展与教育和人的社会化对立起来。个体的自由，个人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要受制于一定的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过程，不存在绝对的个人自由和所谓“自我实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生产力与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51]，人的发展要受这两方面共同制约。存在主义教育理论过分强调“个体”的价值和“自我实现”，这不仅是不现实的，而且必然把个人凌驾于人类社会之上。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过分低估甚至否定学校教育。一些存在主义者认为现有的学校教育完全根据社会的需要，把培养学生适应社会作为其首要目的，而且采取教育的制度化、标准化、组织化等手段，强制性地将学生社会化，因此，他们对这种忽视学生个体自由发展的教育提出激烈的抨击。应该说，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他们却由此一般地否定制度化的学校教育，甚至否定学校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则显然是一种偏激。这是与存在主义的反社会的极端个人主义相联系的。

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认为，教师在教育中只要帮助和督促学生对所读、所听到的每一种知识进行独立思考、提出问题，并从中找到影响个人发展的意义。总之，教师只应该是促进学生获得自我实现的人。存在主义者虽不完全否定教师的作用，但他们实际上是贬低了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应有的主导作用。

此外，存在主义教育思想还表现出过分漠视自然科学的教育和学习，过分漠视人的智能的培养等片面性。

正是由于存在主义教育思想的极端个人主义以及它的独特的偏激性和片面性，因而它的实际意义和影响是有限的。正如有的评论者所指出的：“显然，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学校和教育制度，实际上是不可能有的。实际上可能有的是存在主义派的教师或学生个人，这种人强烈地反对那种否认他（她）个人自由的势力。”[52]还有人甚至说：“从60年代到现在，存在主义的影响在人们心目中只是各种革新计划及各种停留在文字上的资料。”[53]这意味着存在主义教育思想在实践上的影响微乎其微。因此，它在20世纪70年代后便逐渐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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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分析教育哲学

分析教育哲学是将分析哲学的原则和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而形成的一种学术性教育哲学思潮。它将严格的概念和命题分析作为教育哲学的根本任务，力图通过“清思”活动澄清教育领域混乱不堪的思想和观念，消弭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漫无休止的学术和概念之争，提高教育理论科学化的水平和教育实践的效率。

第一节 分析教育哲学的产生

一、分析哲学的兴起与基本信念

分析教育哲学是在分析哲学的直接影响下形成的。虽然哲学中概念分析方法的使用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腊时期的哲学，但真正意义上的分析哲学则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20世纪上半叶，分析哲学是西方最主要的哲学思潮之一。

分析哲学经过长期的发展，历经了种种变化，产生了许多派别。实际上，它是一个流传甚广、极为庞杂的哲学思潮，包括逻辑原子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后发展为逻辑经验主义）、逻辑语义学、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新实用主义）、批判理性主义、普通语义学、日常语言哲学等分支派别。其中，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对教育的影响最大。

逻辑实证主义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以罗素（B. Russell），（前期）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和维也纳小组成员为代表。其基本主张可概括为以下3点。

第一，实证是基本原则。实证原则声称：一个论断或陈述只有在它能从经验上被证实时才有意义，不能直接证实的命题须由已被证实的命题的演绎进行间接证实。传统哲学中有关世界本质、人类本性等一类陈述是无法被证实的，因而是无意义的陈述，应予以抛弃。

第二，哲学的任务是逻辑分析。哲学不是一个知识体系，而是一种“分析”活动，哲学的任务是通过对概念的意义和逻辑关系的检验，达到“清思”的作用。

第三，建立符号语言。应抛弃模糊、不确切的自然语言，建立类似于数理逻辑那样的精确、理想的“符号语言”，消除日常语言的含混歧义，使语言的表述既清楚又有条理。

日常语言学派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后期，五六十年代进入顶峰阶段。其主要代表人物是赖尔（G. Ryle）、摩尔（G. E. Moore），（后期）维特根斯坦及“剑桥—牛津学派”。日常语言学派认为：

①哲学问题的产生在于语言的误用，哲学的根本任务是深入调查和详尽阐述日常语言的各种用法，使人们避免概念混淆。一旦澄清了语言，各种哲学争论都将烟消云散。

②哲学不是一种理论或体系，而是“诊断”或“治疗”语言的活动。

③语言具有多种功能，必须从人们的社会交际中研究语言的不同作用。

④语言与人们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决定了语言用法的多样性，不能脱离语言活动和语境来谈语言的意义。

⑤意义问题是语言的中心问题，词所代表的对象不是意义，词的意义在于其用法，语言的意义是相对的。

值得一提的是，对分析教育哲学“伦敦学派”影响较大的维特根斯坦后期提出的“语言游戏说”和“生活形式论”的基本内容大致体现在第4点和第5点中。

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在对哲学的根本态度上是一致的，都要求将哲学作为分析检验概念和命题陈述的工具，只是在判断分析充分与否的标准上，逻辑实证主义强调实证原则和逻辑分析，日常语言学派则注重概念和命题陈述与日常语言使用的符合性。

分析哲学对传统哲学的根本否定和彻底改造被称为哲学领域的“革命”，这场“革命”也深刻地影响了教育。分析哲学的两大派别都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了重要影响。逻辑实证主义主要通过其对社会学、心理学、行为科学、程序教学和教育测量的影响，支持了教育的经验科学研究，并对西方教育理论自身的建设工作做出了贡献，其影响主要体现在方法论方面。日常语言学派通过分析教育实践中广泛使用的概念、术语，对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相对于逻辑实证主义，日常语言分析派关注的教育问题更为广泛，持这一立场的教育哲学家也相对较多，因此，对教育的影响也更大些。

二、分析教育哲学的兴起和基本主张

分析教育哲学萌发于20世纪40年代，英国教育家哈迪（C. D. Hardie）率先用分析哲学的方法讨论教育问题。他在1942年出版的《教育理论中的真理与谬误》（Truth and Fallacy in Educational Theory）一书中指出：“由于存在着许多相互冲突的学说，教育理论的现状很难令人满意。本书的目的在于清除某些不同意见。”[1]他主张用严格的分析方法分辨出教育中的争论究竟是由于事实材料的不一致、还是词的用法的不一致、抑或是情感爱好的不一致所引起的。

面对哲学中已经发生的“革命”，哈迪指出：“我认为在教育理论领域内普遍采用同样的态度，现在是时候了……必须尽可能用最清楚的方式阐述每种教育理论，这样，就不允许用模棱两可的话来文饰那些隐藏的东西。”[2]哈迪在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教育概念和理论的澄清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在整个20世纪40年代，分析教育哲学还未形成气候，在强大的传统哲学面前显得势单力薄，哈迪先驱性的工作并未引起多大反响。

哈迪的教育思想直到1953年12月，谢夫勒向美国促进科学进步协会提交了一篇题为“建立一种分析的教育哲学”的论文后，才受到教育哲学界的广泛注意。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分析教育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由布劳迪（H. S. Broudy）和普赖斯（K. Price）主编的论文集《教育哲学有多少哲学性》拉开了对教育哲学本质问题进行大讨论的序幕。《哈佛教育评论》1956年秋季版专辑讨论了“教育哲学的内容和目的”问题，论者普遍主张教育哲学的任务不是提出实质性的教育准则，而是将分析哲学的方法应用于教育研究，对教育的概念、语言进行分析。由此，分析教育哲学迅速发展，于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进入鼎盛时期，成为这一时期英美等国教育哲学流派中的主流思潮。从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涌现出了一批颇有造诣的分析教育哲学家，如奥康纳、谢夫勒、彼得斯、赫斯特（P. H. Hirst）、索尔蒂斯等。尽管分析教育哲学家的观点不尽相同，但他们的基本信念是一致的（代表后分析教育哲学的索尔蒂斯除外）。分析教育哲学的典型主张如下。

（一）教育哲学要抛弃形而上学和伦理学的命题陈述

分析教育哲学认为，传统教育哲学中大量的命题都属于价值判断，具有先验性假设的特点，是无法用确定的经验或科学实验证实的。教育哲学不应对诸如人性是什么、教育的本质是什么等一类形而上的玄学问题做出任何内容上的判断，也不应对以有关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教育工作规定行动纲领、发出工作指令。教育哲学应善于将复杂的命题陈述还原为经验和逻辑上可以证实的原子命题，或仅对单个具体的教育概念进行语言形式上的分析，将无法证实或由于语言的误用而虚构出来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命题从教育哲学中驱逐出去。坚持逻辑实证主义立场的教育分析哲学家及“美国派”的教育分析哲学家大多持上述观点。不过，以彼得斯为代表的“伦敦派”的分析教育哲学家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命题的态度和立场较为不同，他们一方面声称要坚持分析方法，一方面又预设了先验的前定假设，有意无意地将自己的价值判断渗透到分析方法中。

（二）教育哲学的任务是对教育中基本概念和命题进行逻辑的和语言的分析

分析教育哲学认为，教育问题的纷争和混乱是语言的误解、误用和表达的不确切造成的，教育哲学家不应像传统哲学家那样致力于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而是应用分析的方法对教育理论中的概念和命题进行检验。分析充分与否的验证标准有二：一是逻辑的标准，二是日常语言的标准。前者要求区分命题陈述的不同逻辑类型，考察逻辑陈述的连贯性，后者要求概念的意义要与日常语言的用法保持一致，这两个标准正是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学派的区别所在。

（三）教育哲学的作用在于澄清教育观念，解决教育分歧

分析教育哲学认为：拒绝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命题，对教育语言进行逻辑和语言的分析的目的，乃在于对教育似是而非、含糊不清的语言予以“澄清”，使人们对教育思想的表述建立在科学的、清晰准确的语言基础上，避免理解上的含混和无谓的争论。为此，除对教育理论陈述进行逻辑上的考察外，分析教育哲学对大量来自教育实践的术语、概念、口号和隐喻进行了严格的分析。诸如“教育”“教学”“知识”“学习”“课程”“训练”“灌输”“发展”“需要”“兴趣”“以儿童为中心”“教儿童而不是教教材”“人文学科”“学术自由”“教育阶梯”“多轨课程”“学习的控制”等，均在分析教育哲学家的分析视野之内。

三、分析教育哲学产生的动因

分析教育哲学在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成为英、美等西方主要国家教育哲学的主流思潮是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的。

首先，分析教育哲学的兴起是分析哲学直接推动的结果。分析哲学是西方科学主义思潮的产物。近代以来，西方自然科学的迅猛发展以及它在运用经验方法发现新知识方面的连续突破，促使人们开始在哲学上概括其成就，对其方法论予以总结推广。19世纪中期，第一代实证主义哲学的产生就是以自然科学方法论改造哲学和社会科学的结果。而分析哲学正是实证主义发展到20世纪出现的一种新形式。从历史上看，由于教育自身的特性，几乎每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的产生和发展都会触发教育新理论、新观念的诞生。分析哲学作为20世纪上半叶英、美各国的主流哲学，代表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在这一阶段的成就和方向。在一个崇尚科学的时代，它对教育理论和实践产生影响是十分自然的事。因此，可以说，分析哲学的出现是分析教育哲学产生的直接外部推动力。

实际上，分析教育哲学的历史发展进程最初就是由非教育领域的分析哲家们开启的。比如，英国分析哲学家赖尔、黑尔（R. M. Hare），史密斯（H. N. Smith）；美国分析哲学家布莱克（M. Black）、霍斯帕斯（J. Hospers）和佩里（R. B. Perry）等，他们所做的语言分析为“分析教育学家”以后的工作提供了示范。尤其是赖尔在《心的概念》（The Concept of Mind）一书中所做的精辟论述，更是日常语言学派的教育分析哲学学家的典范。

其次，教育理论的自身矛盾和内在需要是分析教育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传统教育哲学的许多命题陈述往往立足于传统哲学的基本信念，各种教育理论无不以各自对有关“宇宙本质”“人类本性”等形而上学命题陈述的理解，演绎出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使用的概念、术语、命题都未经过严格的检验证实。应当承认，各派教育理论间的冲突、对抗的确有一部分是由教育语言概念模糊、逻辑不清造成的。尤其是在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各种教育理论间的纷争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这一阶段，建立在传统规范哲学基础上的各种教育思潮异彩纷呈，进步教育、要素主义、永恒主义、新托马斯主义、改造主义、存在主义、结构主义、新行为主义等，都在教育理论的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各个流派（行为主义除外）都在自己规范哲学的基本信念下，使用大量未经科学鉴定的术语、概念和命题陈述各自的理论，彼此间相互攻讦、相争不一，形成了教育理论流派众多，广大教育工作者莫衷一是、无所适从的局面。教育理论这一自身状态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消弭纷争的“仲裁者”出现，分析教育哲学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以“价值无涉”、客观公正的清新姿态在众多教育思想流派中异军突起，其独特的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使其他教育理论流派黯然失色。英国教育学者劳森（K. Lawson）就指出，“自从分析教育哲学出现后，人们便不再有兴趣谈论这个流派、那个主义，而是一股脑地投入分析的潮流中”[3]了，分析教育哲学很快成为主流教育思潮。可见，教育理论的内在矛盾和自身需要构成了分析教育哲学产生的内在动因。

除上述根本原因外，分析教育哲学的兴起与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在混乱的教育理论面前撇开对传统哲学的系统学习和思考，直接关注实际教育情境或实际问题的务实态度有关。以美国为例，当时许多教育家并未系统学过传统的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他们侧重学习的是师范学院专门研究教学过程和课堂实践之类的课程，目光集中于解决教育的实际问题。传统的教育哲学热衷本体论、追求体系化的倾向使它自己远离了教育实践。在这种情况下，分析教育哲学提出哲学不是深奥难懂、高高在上的知识体系，而是帮助教育工作者辨明教育实践中所遇到的大量概念、命题的“清思”方法和工具，自然这对广大教育实践工作者和教育家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

本章限于篇幅，在分析教育哲学的诸多代表人物中，只对奥康纳、谢夫勒、彼得斯和索尔蒂斯加以介绍，这4个人物的教育思想也大致反映了分析教育哲学作为一种教育思潮从兴起到衰落的发展历程。

第二节 奥康纳的教育思想

奥康纳（D. J. O’Connor，1914— ）是英国著名的分析教育哲学家。1933年毕业于伦敦大学。曾任英国北斯塔福省大学、利物浦大学和爱塞特大学哲学教授，主要著作有《教育哲学引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西方哲学史》（The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教育哲学新论集》（与他人合编）等。

奥康纳与早期分析教育哲学的先驱哈迪一样，从逻辑实证主义的立场关注教育理论的建设问题。他力图按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标准对教育理论进行分析，框定教育理论的性质、教育与自然和社会科学的关系及教育理论在其中的地位。虽然他也对教育中某些重要概念进行分析，但他关注的重点是教育理论陈述逻辑问题。

一、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

关于教育理论的性质，奥康纳首先以严格的自然科学理论模式的标准，对“理论”一词做了界定。他说：“从理论这个词最严格的意义来看，一种理论乃是一个确定了的假设，或者，更常见一些，乃是一组逻辑的联系着的假设，这些假设的主要职能在于解释它们的题材。”[4]其后，他又对“假设”做了更严格的限定修饰，为“理论”一词下了更精确的定义：“理论是可以由观察来验证的、一套有相互逻辑联系的假设，并且具有更深层的性质，既能驳斥，又能解释。”[5]

在奥康纳看来，理论的功能在于对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其验证标准是经验的可证实性。奥康纳严格区分了3种不同类型的理论陈述的逻辑系统，指出它们是“需要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加以证明”的。

第一是形而上学的陈述，它们是关于“似乎同教育有重大关系”，却“从来没有被任何认可的论证过程证明过”的有关“人性”“神性”等一类信念的陈述。这类陈述在教育中被接受的原因是因为“它们已经是由于别的原因而被人信服的一种哲学或神学的重要部分”。换言之，形而上学的陈述在教育中被接受是盲目、无条件和不经批判的。奥康纳提出，形而上学陈述已经对教育目的和方法产生了巨大影响，认为这种陈述的性质很重要，因为不能将之辨认出来，就“几乎不可能理解它们”，更不理解其逻辑地位。

第二是价值判断的陈述。奥康纳指出，在任何教育制度中，价值判断是不可避免的，流行的教育口号诸如“自然教育”“民主主义教育”“机会均等”“公民教育”等都隐含着价值判断。教育分析的任务就是要将这种隐含着的价值判断鉴别出来，将之转化为某种经验陈述以加以证实或驳斥。虽然要证明一个价值判断“是一个非常麻烦的哲学问题”，但没有明确表达、未经诊断的价值判断往往是造成理解混乱的根源。理解这一点，至少可以“不会对它们变得武断或狂热地相信”。

第三是经验性的陈述。这种陈述能用可观察到的事实的证据来证明。一般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对教育实践的建议，是对教育实践的“好像合理的解释”，“多少是解释有效实践的敏锐的推测”。这类陈述在心理学成为一门实验科学之前的教育学说中大量存在，如赫尔巴特的观念心理学、裴斯泰洛齐的直观教学理论等。奥康纳认为，这种类型的陈述体系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理论，虽然它们在实践方面已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然而从逻辑上说，实践的成功以及对它的解释并不等于理论的正确，“对教育实践中富有成果的创新的曲解”仍然是“无效的理论”。

在奥康纳看来，科学的理论来自于实验而不是实践，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经验性陈述要求确立可靠的能被证明的假设，以预言结果并解释控制过程，只有这种意义上的经验性陈述才是科学的理论陈述。他认为，科学心理学的创立和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为教育理论无须依赖实践创造了条件。符合科学理论标准的心理学实验成果，在奥康纳看来主要是有关“知觉、学习、动机、智力的性质及其分布和发展”的。不过，奥康纳指出，建立在实验基础上的心理和教育方面的经验性陈述，在解释能力上是不及自然科学理论的。例如，心理学中发展最快的学习理论，有关“人类学习和动物学习的过程已经用实验方法很彻底地研究过了，但是还没有凝结成一个单一的、全面的理论”。“没有一个学习理论完全符合事实而排除所有和它竞争的学习理论……在关于人的科学中，即使最好的理论样板和支持它们的事实联系，也不及自然科学中的理论那么紧密。”[6]

根据上述3类理论陈述的逻辑标准，奥康纳对西方教育理论的现实状况进行了考察后指出：西方传统的教育理论往往把形而上学陈述、价值判断陈述和经验性陈述混杂在一起，教育理论变成了“各种陈述的极其复杂的混合物”，就像“智慧的色拉”或大杂烩，既不能被证实，也不能被驳斥，无法证明它们从一种陈述推演到另一种陈述的逻辑关系的合理性。因此，奥康纳说：“‘理论’一词在教育方面的使用一般是一个尊称。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应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7]

二、关于教育理论的基础及地位

奥康纳详细分析了“教育”一词，指出“教育本身并不是一种科学，说得恰当一些，教育乃是由一个共同目的联系起来的一整套实际活动，但是这种活动往往在某种科学理论上有着它们的理论依据”。[8]

他将教育实践活动与医学或工程方面的实践活动进行了比较，认为医学本身也跟教育一样不是一种科学，医学自身的目的在于防病治病，而不在于增进知识。但医生为有效地行医，必须具备与他们工作有关的科学知识。具体来说就是有关人体生理结构及其功能的科学知识（如解剖学、生理学等）。奥康纳认为，医学知识的生长点大多是在纯粹科学，即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理学方面，而不在门诊室和手术室的日常活动中。设计制造医用器械的医学科研工作者即使在医术上并不合格，可他们仍拥有专业的科学知识，实际上这类人多半是纯粹的科学家。这也反过来说明了医学实践所需的理论知识不是来自实践，而是来自生理学、解剖学等自然科学。

奥康纳进一步分析了工程实践后指出，在工程实践方面，没有理论知识方面的发展、突破，就不可能有实践上的长足进步，“如果今天数学和物理学知识并不比300年以前多，我们在实际上就不会有区别于历史上其他时代的19世纪和20世纪的一切机械上的进展”。[9]当然，奥康纳承认，古代和中世纪也有医生和工程师，他们在实践上的成功甚至可以超过它的理论基础，但他们的技能和知识是建立在实践过程中“尝试—错误”的经验上，而不是或很少是建立在经过实验证实的发现上。古代医生的知识就含有“很多的迷信和胡说八道”，他们的“工作范围和工作效率就不可估量地低于近代的医生和工程师”。

在奥康纳看来，20世纪的教育还处于17世纪和18世纪的医学和工程学的水平状态，这是因为医学和工程学实践所赖以发展的自然科学的理论基础已有了长足的进步，而教育实践所需的社会科学或人的科学的理论基础依然薄弱。虽然“有关的社会科学方面已经有了一些进展，但到目前为止，进展还是缓慢的”，更糟的是这些本来就不大的进展还没有恰当地在教育上加以应用。

奥康纳相信教育理论比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更低一个层次；社会科学的理论是教育理论的理论基础。教育理论的科学水平有赖于作为其基础的社会科学的发展状况。不幸的是，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理论的科学发展水平还较为有限。在比较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差异的基础上，奥康纳分析了社会科学科学水平低且发展缓慢的原因有3点。

其一，自然规律和人类本性的规律有着巨大差异。人类行为和动物行为的规律性对一个观察者来说，大体的轮廓是清楚的，通过偶发的智慧和批判性的观察就能学到。这类知识虽然是非常有限、不准确、没有组织的，但它足以使我们成功地与别人共同生活并有效地工作。比如，一个优秀的教师只要从通常的经验中对人性获得足够的知识，就能有效地进行教育工作。社会科学的这种状况使人们自满于这种层次上的知识，从而使真正的科学的理论知识的发展受到了阻碍；自然科学则不同，自然的规律大部分隐藏在事物表面之下，它不是通过漫不经心的观察所能把握的。在自然科学领域，要取得任何进展，都需要进行耐心的和有组织的实验，即观察必须在观察者所能控制并系统地加以改变的条件下进行，同时还必须接受观察者的假设的指导。

其二，社会科学可实验的范围是非常有限的，这既有研究道德方面的原因，也有技术上的原因，大规模地控制社会条件在技术上是困难的，因此，“在关于人的科学方面，在控制的条件下进行观察的可能性自然是有限制的”[10]，只能通过比较的方法来研究，其效果要比系统的实验差得多。

其三，自然的规律有经久不变的特性，而有关人性的规律却较为复杂。“人类本性的规律只在多半不够明确的程度上有赖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规律”，改变社会条件会使人类本性的一些特征显现出来，使过去隐藏的能力得以发展。人类本性规律的复杂性使社会科学的科学研究更加困难。

奥康纳在比较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差异的同时，也指出了两者的联系。他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不可做出太严格的区分，因为人是自然的一部分，“人的身体和自然的其他部分一样要服从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规律”。

值得一提的是，奥康纳认为医学和工程学即使要达到小规模的效率，也必须建立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而对于教育，“只有当它的规模和复杂性已经增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明智的观察者很明显的人类本性的规律证明不够作为理论基础，而需要用关于人的科学来补充或替代的时候，才要求有自然科学的基础”[11]。

奥康纳在分析了现代教育的状况后指出，传统的教育方法已不会产生我们今天所欲寻求的结果了。因为现代社会的条件已发生了变化并对教育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古代和中世纪的教育只培养少数人，而现代教育则要面向全体儿童；旧时代的教师只需传授有限的知识技能，而现代教师则必须相互协作，把全部现代知识传授给下一代，以保证这些知识的传递和发展；现代教师还必须使全体学生都达到足够的读、写、算水平，以使他们有效行使公民的基本职责，而不管他们的能力和兴趣的差异如何。现代教育的这种规模和复杂性，已对教育尽可能有效地应用关于人的科学知识提出了新的要求。

三、对“教育”和“教育目的”的分析

奥康纳认为“教育”一词具有广泛的含义：“‘教育’指的是：①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的一套技巧。②旨在解释或说明这些技巧运用的一套理论。③传递知识、技能和态度的目的所包含和表达的一套价值观念或理想，用以指导所给训练的多少和类型。”[12]

在奥康纳看来①和②是用实证科学，特别是心理科学的方法来解决的问题，它们涉及事实问题，与哲学基本无关。最需要哲学帮助的是③，即价值问题。哲学在这类问题上的作用是表明问题何在及说明这些问题的特殊性质。

例如，关于教育目的，奥康纳建议暂定一个有关教育目的的清单，他在自己暂定的清单上列举的教育目的如下。

①传授最低限度的技能，包括读、写、算等，以使所有的人都能胜任日常事务。

②为所有的人提供能够使其自立的职业训练。在最简单的阶段，它与第一个目的是重叠的，但在技术复杂化的社会里，大量成熟的职业总是要求预先掌握相当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

③唤起人们对知识的渴望。奥康纳认为将这一点列为教育目的不是因为它们是提供增加利润、舒适或威信的手段，而是因为知识的获得和增长本身是有价值的。

④培养批判的精神。奥康纳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之一就是使人们具有批判精神”，没有严肃的和好问的精神的刺激作用，知识、道德和社会的进步就难以发生，至少只能缓慢地发生。批判的精神要求在将某种东西接受为合理的信仰之前，必须等待它的证据，“自我沉溺于对确定性的热爱，虽然远比其他爱好应受尊重，却同样是危险而没有价值的”[13]，这在人类文明处于周期性暗淡的时候尤为如此。

⑤对人类成就的赞赏。这一目的要求将人培养成对文学、艺术、音乐、科学和进步文明及其他最优秀成果有一定的知识和欣赏能力的有教养的人。

奥康纳指出，上述教育目的的提出，肯定会引起争论，这是十分自然的。列出暂定教育目的清单的目的就在于寻找哲学和教育之间的接触点，以使哲学在教育目的所包含的价值判断中发挥其分析与批判的功能，或进行辩护，或予以驳斥，最低限度可以使人“更加容易看出那些坚持某一特殊价值的人所主张的是什么，那些反对这一价值判断的人所否定的又是什么……只有当这些事情已经清楚之后，争论才能解决，如果能解决的话”。[14]

奥康纳虽没有对上述教育目的观进行具体分析、辩护和驳斥，但不可否认，他所进行的一些探讨，为他人进一步的研究做了有益的铺垫。

奥康纳严格的逻辑实证主义立场受到了来自传统的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内部两方面的批评。前者侧重批评奥康纳忽视了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差别，将自然科学理论模式搬来套用在教育理论上，无视教育理论及人的理论的特殊性质；后者侧重批评他关于教育理论3种不同陈述逻辑的划分及合理性。

奥康纳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为标准来衡量教育理论的科学性，这一工作本身是有意义的。但如果一味要求教育理论向自然科学看齐，则无疑是削足适履的做法，毕竟教育理论有着自身的特殊性，能否成为像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理论”是令人怀疑的。有学者说得好：“至少就当前来说，教育中‘理论’一词还是应当在其传统意义上使用，奥康纳意义上的‘理论’概念，只有在教育研究充分科学化这一不太可能的情况下才会被使用。”[15]

第三节 谢夫勒的分析教育哲学

谢夫勒（I. Scheffler，1923—2014）是西方当代著名分析教育哲学家，分哲教育哲学“美国派”的重要代表人物。谢夫勒毕业于美国布鲁克林学院，后获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1952年起任教于哈佛大学。他培养出了在分析教育哲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学生，如彼得斯、索尔蒂斯等，而这些学生又培养了自己的教育哲学博士研究生，他们都对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的分析教育哲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谢夫勒的主要著作有：《教育的语言》（The Language of Education，1960年）、《理性与教学》（Reason and Teaching，1973年）等。

谢夫勒是较早倡导“把分析哲学应用到教育问题上”的分析教育哲学家，在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早在1953年他就指出：“我想，现在已经到时候了，作为教育哲学上的一次正当的和重要的研究，考虑如何把分析哲学应用到教育问题上。”[16]正是他的《建立一种分析教育哲学》（1953年）的论文使得默默无闻的哈迪的思想受到教育哲学界的重视。

尽管谢夫勒早在20世纪50年代已做了大量倡导分析教育哲学的工作，1958年，还与他人一起主编了教育哲学论文集《哲学与教育》，但他对教育哲学思想的系统阐发始见于1960年出版的《教育的语言》一书，比代表奥康纳教育哲学思想的《教育哲学导论》晚了3年。

一、关于“形式化”的、“纯”的教育分析

谢夫勒一方面坚持分析哲学严格的拒绝形而上学的立场，另一方面要求教育分析的焦点应集中在对来自教育实践的语言分析方面，由此形成了他与奥康纳教育哲学思想的两个明显的区别。

第一，两者关心的教育问题领域不同。奥康纳关注教育理论陈述的逻辑问题，以教育理论为主要分析考察对象；谢夫勒则将分析局限于单个的概念，并不试图揭示概念或命题之间的逻辑结构，也不着重分析产生概念的历史及赋予概念意义的社会文化背景。谢夫勒的分析侧重追求概念学术意义的“明晰性”，而较少考虑概念分析的实际运用，这种理论特点和风格被概括为“美国派”，也称“纯粹的概念分析哲学”。[17]

第二，两者在对教育哲学任务的看法上略有差异。尽管奥康纳也一再声称“哲学并不是通常所说的知识，而是一种批判或说明的活动”，但实际上他一方面将哲学当作了批判或澄清的活动，另一方面又认为教育哲学要处理同教育理论直接有关的哲学问题；而在谢夫勒看来，“活动”与“问题”恰恰是分析教育哲学与传统教育哲学的区别所在。因此，谢夫勒认为，奥康纳的分析立场没有完全彻底地贯穿于他的教育哲学，他批评奥康纳将教育哲学当作了沟通教育与相邻领域的“大使”。在谢夫勒看来，教育哲学不应在分析的方法和传统的哲学方法之间徘徊游移，否则，教育分析将丧失活力。他说：“哲学分析，就其当前形式，从本质上说，其根本志趣不是在于将信念综合成全景；而是澄清基本观念和争论方式，不是描绘含糊不清的宇宙景观，而是鉴定具有根源性的思想。”[18]

谢夫勒要求将教育哲学变成一套精确的分析工具，对教育概念和命题进行“形式化”的、“纯”的分析。这种分析要求对一个句子或概念的分析要从句子或概念的形式开始，最终探明句子或概念的定义，而不能将句子的意义或句子中词的意义作为分析的起点，意义只是分析的结果；如果将句子的意义或句子中的词作为分析的起点，就会造成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分析不是从内容和意义着手，而是从句子的形式方面进行，这种分析就被称为“形式化”的、“纯”的分析，这与形式逻辑排除内容，纯粹就句子的逻辑关系进行研究一样。

具体地说，“形式化”的、“纯”的分析就是要把两个要比较的句子或词置于相同的形式中来比较异同，如果句子和命题的形式中两个概念能平行互换到底，没有一个反例，就意味着两个概念相同，否则就是不同。比如，“我告诉你一句谎话”和“我教你一句谎话”，在这两个同样形式的句子中，“告诉”是不能用“教”代替的。前一句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后一句则是违反惯用法的。这就意味着“教”这个词与“谎话”不能构成动宾结构，也就是说，“教”必须带有某种价值意义。概念和命题的意义就是在这种“形式化”的分析中找到的。

二、关于科学的语言和教育中的定义

谢夫勒认为，科学是以实验的方法发现知识的，科学的语言并非一成不变，科学的表述方式随着科学的进步和研究分支领域的不同而不同。无论科学表述的原本方式是什么（如假设、报告、定律或理论等），都不可避免地要面临日后的修正和驳斥。“在任何领域，科学的目标都在于建构满足所有可适用事实的理论体系，因此，孤立的陈述在这个体系中只处于从属的位置。”[19]科学中的定义是技术性的，对它的评估也不能离开这个体系。实际上，对科学中定义的评估依据的是它对理论充分性的作用，至于科学中的定义与日常语言用法是否一致、对常人是否有启迪作用及它在社会方面和修辞上的效果如何等问题，则与科学中定义的评估是完全不相干的。在科学的交流中，定义的使用和解释是由各相应科学共同体中的专业人员掌握的。

包括教育在内的、日常生活中使用的语言与科学的语言性质不同，如果说科学中的定义是技术性、专业性的，教育和日常生活中的定义则是一般性的，谢夫勒称之为“一般定义（general definition）”，它包括以下几种定义类型。

一是规定性定义（stipulative definition）。是下定义者为方便交流而使被定义的词反映下定义者所规定的意义的一种定义。这种定义通常不考虑该词以前的用法，只是对意义做出规定，并在交流或讨论中前后一致地运用，也称“专断选择的定义”。比如，当某人说：“请注意，我知道现在流行着各种各样的有关教育的定义和观点，在我的全部讨论（演讲、论文、著作等）中，‘教育’一词仅指社会为通过有目的的教学和学习而使其文化的某些特定方面永久保留下来而创造和维持的那种社会机构。”[20]这里，对教育的定义就是规定性定义。

二是描述性定义（descriptive definition）。要求对被定义的词的意义或词的使用方法提供充分的描述和解释。虽然描述性定义通常也对被定义的词做出意义规定，但它总是通过对被定义的词以往的意义和用法的说明来解释被定义的词，比如，词典中词的意义通常就是描述性的，一个词，根据其使用场合可以有多个不同的意义。

三是纲要性定义（programmatic definition）。纲要性定义是表示事物应当怎样的定义。比如，将教育定义为：教育是“社会力图发展青年人认识生活中普及精神价值的能力的手段”，就是一个纲要性定义。隐含在这个定义中的规范性表述是“教育应当发展人认识生活中善和精神价值的能力”，这实际上是一个价值判断，其倾向性非常明显：赋予道德和美育以独特的优势地位，而不管在他人看来教育应当怎样，在这方面它也有别于描述性定义。

对上述3种定义，谢夫勒总结道：“规定性定义的重要性在于交流，即旨在促进谈话；描述性定义的重要性在于解释，即澄清词语的常规应用；纲要性定义的重要性在于道德方面，即它体现行动的纲要。”[21]他进一步指出，规定性定义、描述性定义和纲要性定义三者之间是相互交叉、相互包容的，在一个教育定义中往往包含着几种定义类型，对之做出辨别十分重要，因为它有利于对概念、命题的澄清。

三、关于“教学”概念的分析

在谢夫勒对大量教育概念的分析中，“教学”的概念是他花费笔墨最多的，在《教育的语言》一书中，他花了全书的2/5的篇幅讨论了这一概念。

根据赖尔对“任务词”和“成就词”的划分，谢夫勒认为“教学”概念具有“意图方面”和“成就方面”两种用法。“在意图方面使用教学，我们把教学解释为一种活动”[22]，这种活动能否成功地达到预期的结果，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也就是说，教学在任务词意义或“意图方面”并不一定包含着“学习”；但教学在“成就词”或成功方面必定包含着学习，包含着努力及努力以外的其他因素，教学要达到成功需要借助教育研究所揭示的教学规则。正如谢夫勒所说，教学在成功的意义上“有赖于个人努力以外的各种因素，应寻求规则使所做的努力达到最大效果。……通过提供合适的规则促进教学实践的艺术是教育研究的一项主要任务，这种研究不是某些单一科学的而是若干相关科学领域的交叉”。[23]

谢夫勒详尽研究了教学的3种图式：X教Y什么；X教Y做；X教Y如何做。

第一种教学图式“X教Y什么”，既可以是事实陈述句（比如，X教Y某一史实），也可以是规则陈述句（比如，X教Y应该诚实）。对规则性陈述句可以有两种解释：行为性解释和非行为性解释。前者意味着学会了的规则已内化到一个人的行动中，其行动体现出在遵循规则要求，后者则不要求一个人的行动体现已学会的规则。比如，“X教Y借钱应还”这一陈述，作为行动性解释，是要求Y的行为符合“借钱应还”的规则的，但作为非行为性解释，Y可以明白“借钱应还”的道理，但在实际生活中却借钱不还。这就是说，教会一个规则实际包含了两种意义，既可以指获得行为习惯，也可以指仅仅明白了法则的含义。谢夫勒指出，人们往往不注意这种区别，这对教育，特别是对道德教育来说是非常危险的，因为“道德品质的有效发展”有别于“词语上的告诫”，将两者混为一谈，易削弱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的效果。

第二种教学图式“X教Y做”，通常表达的是命令，其语法表现经常是祈使句。如果第一种教学图式的规则作行为性解释，则与第二种教学图式很相似，两者都指向Y的行为。谢夫勒比较了“X教Y做”与“X告诉Y做”句式，认为尽管两者都需要命令去完成完整的句子形式，但前者的命令包含了某种概括性，这种概括性是后者无须的。谢夫勒说：“‘告诉做什么’包含指向要求立即服从的一类命令，而‘教做什么’则指向形成稳定和一般的行为模式。”[24]

第三种教学图式“X教Y如何做”，表达的是技能、技巧的获得。第三种教学图式与第一种教学图式的差别十分明显，容易引起混淆的是第二种和第三种教学图式。日常生活中人们经常使用第三种教学图式的省略式，这看起来极像第二种教学图式。比如，“X教Y唱歌”，它实际上表达的是“X教Y如何唱歌”。谢夫勒强调要注意分辨C种教学图式与B种教学图式的区别：C种教学图式与技艺的获得有关，B种教学图式与规则的获得有关，两者性质不同。

区分并领会上述3种教学图式，在谢夫勒看来，不仅有利于理解教学概念本身，而且有助于对教育中许多重要概念的澄清。比如，借助3种教学图式来理解、分析“科学教育”这一术语，就应当分辨所分析的“科学教育”一词究竟是指什么？是指教学生“科学是什么”，还是教会学生“如何科学地思考”，抑或是教学生“科学地思考问题的态度”。再如，“宗教教学”，到底是指教有关宗教的知识，还是树立宗教信仰，或者是养成宗教行为和习惯？

与奥康纳相比，谢夫勒更为关心对来自教育实践的定义、口号和隐喻的分析，他的分析工作有靠近教育实践的主观意图。但谢夫勒对教育概念和命题进行“形式化”的、“纯”的分析过于烦琐，有些分析陷入了毫无意义、咬文嚼字的文字游戏之中，这又使得他的分析哲学远离了教育实践，成为烦琐主义的代名词。

第四节 彼得斯和索尔蒂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

彼得斯（R.S.Peters，1919— ）是英国著名教育哲学家、分析教育哲学“伦敦派”的倡导人和主要代表人物，曾获伦敦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毕业后留校任教。1963年至1982年一直担任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哲学讲座的主讲，期间亲自创办了英国教育哲学协会并担任主席，出版了教育哲学专业刊物，推动了这方面学术气氛的形成和学派的发展，使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成为当时世界分析教育哲学的中心之一。彼得斯1983年因病退休，在20多年的学术生涯中，他共出版著作17本，发表论文64篇，其中主要教育著作有：《伦理学与教育》（Ethics and Education，1966年）、《教育的概念》（The Concept of Education，1967年）、《教育的逻辑》（The Logic of Education，与赫斯特合著，1970年）、《教育与理智发展》（Educ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Reason，1972年）、《教育哲学》（Philosophy of Education，1973年）、《教育与师资培训》（Education and the Education of Teachers，1977年）、《约翰·杜威的再思考》（John Dewey Reconsidered，1977年）等。

索尔蒂斯（J. F. Soltis）是美国教育哲学家，后分析教育哲学的主要代表。哈佛大学教育博士毕业后，曾任哥伦比亚师范学院教育哲学教授、哲学和社会科学系系主任，也担任过美国教育哲学学会主席的职务。主要教育著作有：《教育概念分析引论》（1968年）、《教育哲学》（1981年）、《师范教育改革》（1981年）等。

彼得斯和索尔蒂斯都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教育理论界取得声誉的。此时，逻辑实证主义在哲学界的影响已走向衰落，取而代之的是日常语言分析学派。在教育方面，奥康纳、谢夫勒拒绝形而上学的立场受到了批评，奥康纳以严格的自然科学理论模式改造教育理论的做法已受到教育界广泛的抵制，谢夫勒埋头于教育概念的“纯”的、烦琐的分析已使人们感到厌倦，分析教育哲学的信誉受到了挑战。彼得斯和索尔蒂斯都意识到旧的分析教育哲学已经遇到了麻烦。这种背景促使两人对前期分析教育哲学以某种形式做出变通。

虽然彼得斯和索尔蒂斯都曾师从于谢夫勒，索尔蒂斯还是谢夫勒的博士研究生，但他们俩都对其教师及前期分析教育哲学表示不满，在对之进行反思、批判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在创新发展方面做了突出的贡献，他们俩的思想观点基本代表了分析教育哲学后期的发展方向。

一、彼得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

彼得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主要集中在以下3个方面。

（一）以“日常语言哲学”作为教育分析的基础

彼得斯改变了谢夫勒进行教育分析的逻辑实证主义思想基础，也改变了“形式化”的、“纯”的分析的风格。他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说”和“生活形式说”出发，认为词的意义在于用法而不在于名称，在分析教育概念时十分注重参考概念出现的背景以及各种与概念有关的问题。以“游戏”一词为例，游戏包括了各种不同情境下的不同的活动，要找到一个能包含所有游戏内涵的本质定义是十分困难的。所以，在彼得斯看来，考察一个概念之前不应先寻找某种标准，制定概念的界说，即不应以定义法去分析概念，而应当在分析概念时了解它在某个时期的语言交往中是如何使用的，因为所有的概念总是与一定的社会生活形式相联系的。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概念分析，不仅可以揭示概念本身，而且还可以形成对社会和文化价值的理性的批判和论证。

（二）放弃中立立场、追求价值理念

彼得斯对“美国派”为分析而分析的倾向进行了尖锐的批评，他说：“虽然教育哲学的头脑因为注入哲学的血液而重新充满了生命力，但是它的动脉也因之而变僵化了，它开始进入一个沉闷的、对已经存在的分析和观点进行整理并试图使之完善的时期，再也没有从哲学或其他地方吸收新鲜思想。对分析的强调使研究变得十分狭隘、零碎……没有对人，对人在自然界中的地位和社会地位做出一般的解释。”[25]

彼得斯认为，前期的分析教育哲学是从旁观者的角度批判教育理论的，它们只研究语言和思维形式而不直接了解世界，公开抛弃规范性的教育指令，不再对教育提出自己的看法和建设性的建议，这种“听之任之”的消极态度实际上是放弃了教育哲学的责任。

虽然彼得斯也坚持分析的方法，重视澄清的活动，但分析、澄清活动的目的，乃在于追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在彼得斯看来，教育原本就是一种价值追求活动，分析教育哲学家要做的就是通过分析搞清楚有价值的活动是什么。彼得斯实际上已经放弃了中立的分析立场，他积极鼓励教育哲学家将伦理原则运用到教育情境中去，他自己的一本著作的名字就是《伦理学与教育》。

（三）倡导古典人文主义的教育观

彼得斯注重教育哲学的规范性、指令性功能，对教育概念的分析已不再是纯形式上的判断，而是意义和内容上的判断，打破了逻辑实证主义和“纯”分析教育学派所设的理论禁区。在彼得斯的教育理论中充满了被奥康纳称为形而上学和价值判断的那一类陈述，这些陈述多半是通过所谓“分析的方法”分析之后表述出来的。

以彼得斯对“教育”一词的分析为例。彼得斯接受了维特根斯坦“意义并非指称”的思想，认为并非所有的词都是根据其指称而获得意义的，“教育”一词就属于这类词，对它的理解应从其必须满足的标准、条件开始。彼得斯从两个途径考察了这些标准，一是对“受过教育的人”这一概念进行分析，考察哪些能力、技巧和态度是属于“受过教育的人”所具备的，再依次确定教育标准。二是直接考察教育过程本身，确定究竟是什么特征使某种活动或过程被称为“教育”。

经彼得斯的分析，“受过教育的人”需具备以下3个特征。

第一，须掌握大量的知识或概念图式并形成认知结构，而不仅仅是掌握专门的技能或具有精深的专业知识，达不到这一点，熟练的钳工、车工，造诣很深的专家、学者都不能称是“受过教育的人”。

第二，所掌握的知识必须有活力，即这种知识能使受教育者形成一种推理能力，进而重组其经验，并能改变思维方式和行动能力。

第三，获取知识是为了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外在的目的，即行为不具有工具性。

通过第二条途径的分析，彼得斯认为教育过程暗含3个标准。

第一，教育包含价值。“‘教育’意味着对受教育者传授有价值的东西。”[26]

第二，教育要传递知识，发展认识能力。“ ‘教育’必须包括知识和理解以及某些不是无活力的认知能力。”[27]

第三，教育非灌输。“‘教育’至少要排除某些传授过程，因为它们缺少学习者的意识和自愿。”[28]

不难看出，经过彼得斯冗长的分析而被“澄清”和证明“是有价值的‘教育’”的概念，是一个典型的、在西方具有悠久历史传统的“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意义上的教育概念。透过他的“分析”，我们看到了一个古典人文主义立场的彼得斯，难怪有学者干脆将其定位于“英国自由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29]，还有的学者称他为“旧式的教育哲学家”[30]，这些评价都不为过。

彼得斯在20世纪60年代对“教育”的分析遭到不少批评，其中索尔蒂斯的批评较为有力，索尔蒂斯认为“教育”概念的使用并不必然包含有价值条件。他举例说，从事中国教育的研究本身并不包含中国学校中有价值的东西值得教和学的主张，以中立的方式使用“教育”一词是可能的。索尔蒂斯的批评迫使彼得斯不得不做出让步，承认在较中立的立场上使用“教育”概念的可能性。在各种批评的压力下，20世纪70年代的彼得斯将“教育”的3条标准修改为两条，即传授的内容应该是有价值的，方法应该是道德的。

二、索尔蒂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贡献

索尔蒂斯作为西方颇具声望的“后分析教育哲学家”，对分析教育哲学的后期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一）坚持教育哲学的分析批判功能

这点应视为是索尔蒂斯对分析教育哲学的继承。索尔蒂斯继续坚持将教育哲学或至少是其中的一部分职能当作“动词”而非“名词”使用，承认教育哲学的分析和清思的功能。他强调教育研究的科学性，强调要以理性，而不是以经常出现在传统教育哲学中的情绪性指令为基础来分析和规定教育的价值标准。直到20世纪80年代后期，索尔蒂斯依然强调指出，在各种形式下，成熟的当代教育哲学主要是一个反思的、理性的、批判的活动，而不是一件事、一个被接受的学说，或者一个不能置疑的有关世界和教育的正统的观点。

（二）调和分析教育哲学和传统教育哲学

索尔蒂斯公开承认传统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各有自己的研究对象，认为二者并无优劣高低之分，具有同等的价值。为将分析教育哲学和传统教育哲学共同纳入更广泛的思想体系，索尔蒂斯勾画了一个立体的教育哲学研究图景，将教育哲学研究分为3个途径，提出了著名的“三维理论”。

第一维度是“综合—概要性研究”。这种研究从广泛的世界观的角度讨论教育哲学，注重一般的哲学问题在教育中的应用，通常是传统的教育哲学研究的视野所及。由于这种研究视野开阔，不是狭窄地就教育论教育，相当于三维空间的“宽”。

第二维度是“分析—解释性研究”。这种研究注重教育哲学的科学性，其主要任务是分析对教育者产生重大影响的主要概念、口号及隐喻，通过分析使似是而非的术语和命题陈述暴露其深层的矛盾，这可比作三维空间的“深”。

第三维度是“规定—纲领性研究”，它是有关教育哲学的价值维度。索尔蒂斯认为，教育哲学家应当通过价值判断和价值评估对教育发出指令性意见。由于分析的方法不能提供价值判断，因此，在教育过程中，制定教育纲领和做出教育决策所必需的对教育“应然”状况的思考需要通过这种研究来进行。在这种研究中，不可能也没必要保持“价值中立”。这种研究的特点是从价值的高度，高屋建瓴指导着教育的方向，可比作三维空间的“高”。

以上3种教育维度，在索尔蒂斯看来，是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对立的。比如，“分析的技术可用来使纲领性哲学系统的概括和综合变得清晰，使之更精确、易懂。”[31]索尔蒂斯认为，传统教育哲学和分析教育哲学各有自己擅长的研究领地，可以和平共处，但不能相互替代。传统教育哲学视野开阔犹如望远镜，分析教育哲学专深精细犹如显微镜，把传统的研究视野和现代的分析方法结合起来就能绘制出教育哲学的完整图景。

（三）积极参与教育实践

索尔蒂斯教育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十分重视教育哲学对实践的积极介入。他说：“除非教育哲学对教育实践有某种结果，否则它将是一个令人无法容忍的研究领域。”[32]尽管谢夫勒、彼得斯也时常提及“教育实践”，但他们主要关心的是对来自实践的概念进行分析，至于这些分析过的概念是否需要返回实践，效果如何，他们并不关心。索尔蒂斯指出，分析教育哲学无视活生生的教育情境，满足于书斋中“零敲碎打”的“纯”研究，脱离了教育实践，这是分析教育哲学面临困境的主要原因，其研究成果被基层教师拒绝是理所当然的。

索尔蒂斯号召分析教育哲学家们关注发生在教师身边的各种教育现实问题，对教育实践中的政策、制度、法令发挥积极影响。例如，他认为对“师范教育改革”问题，不是局限于分析“师范教育”“改革”的概念，而是应对师范教育改革进行具体研究，提出一套培训教师的方案以供教育决策者参考。

第五节 分析教育哲学的意义和局限

作为一种教育哲学思潮，分析教育哲学一度波澜壮阔、声势浩大，成为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英、美等国教育哲学的主流。在其鼎盛时期，一个不懂分析哲学的教育家连登上大学教育哲学讲坛的资格都没有。自20世纪70年代初期之后，由于内部的挑战和外部的压力，分析教育哲学已走向衰落，作为一种思想运动已成为历史，今天绝少有人旗帜鲜明地宣称自己是纯粹的分析教育哲学家。但分析教育哲学留下的遗产是值得批判与借鉴的。

一、分析教育哲学的功绩

从其初衷看，早期分析教育哲学关心的是教育理论的科学性问题，它试图参照以经典物理学为代表的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来清理、改造和框定教育理论，使教育理论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

分析教育哲学的前期代表人物奥康纳所做的就是这个工作。应当说，奥康纳对教育理论的性质的分析论述是必要、适时、有意义的。在自然科学取得如此惊人进展的时代，教育理论没有理由不尝试以自然科学的方法论武装自己。虽然奥康纳在对教育理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比较中，也隐隐地表现出了他对教育理论能否成为真正的科学理论（自然科学意义上）的困惑，但不可否认，他界定了教育理论成为科学理论的标准，并指出了努力的方向。当然，这里并不是肯定奥康纳所指的方向是正确的。实际上，很多人都对奥康纳的分析工作提出了批评，认为他混淆了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性质。应当说，这种批评是没有什么不对的。但问题的关键是，正是奥康纳对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的分析比较，凸显了教育理论与自然科学理论之间的联系及区别，使人们更加清楚地看到教育理论不同于其他学科的自身特点，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工作，对西方教育理论的自身探索、建设，发挥了积极的影响。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教育理论自身为研究对象的“元教育理论”在西方开始形成，自称自己是“广义上的分析学派”的教育理论的理论代言人——德国教育家布雷津卡（W. Brezinka）就要求“元教育理论”要区分并包容3种不同类型的命题体系：描述性命题、规范性命题和规范—描述性命题。应当说，奥康纳对教育命题陈述的3种不用逻辑的划分实际上是“元教育理论”工作的一部分，比布雷津卡的“元教育理论”的提出在时间上更早些。奥康纳有关教育命题陈述逻辑类型的观点已汇入西方“元教育理论”潮流之中，对西方教育理论自身的探索、建设工作将继续发挥积极的作用。

分析教育哲学要求人们对教育概念和思想的表述要严格而清晰，并为澄清教育概念和思想的混乱建立了分析方法和框架，这无疑是可取的。教育作为人类的一个特殊的实践领域，其活动特性是十分复杂的，在教育实践中，概念、命题的陈述也的确十分混乱，毋庸置疑，教育中的相当一部分的争论正如分析教育哲学学派所指出的那样，是由于逻辑的混乱和用词的不当造成的。分析教育哲学使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理论研究者更加关心表述教育概念和命题时逻辑的一致性和用词的准确性，这对于消除由于逻辑和语言问题而造成的教育争论，使人们在教育交流、争论时保持最低限度的理解上的一致性具有积极意义。

分析教育哲学将哲学当作动词理解，关心哲学的分析、批判功能。在某种意义上，它使教育哲学与广大教育工作者更为贴近了。因为哲学不再是一大堆外在的观念和体系，而是每一个教育工作者应当掌握的思考方法，凭借这种思考方法，教育工作者对置于自己面前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不断进行反思批判，显然，这是有助于训练和提高教师和学生的思维能力的。分析教育哲学力主要排斥有关哲学本体论方面的先验性命题，注重对来自课堂教学和教育实践中的概念、术语和实例的分析，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它贴近教育实践的倾向。

二、分析教育哲学的局限性

分析教育哲学在取得上述成就的同时，也表现出了它自身的局限性。无论是其以自然科学澄清、改造教育理论的宏伟抱负，还是创造分析技术澄清教育日常用语的良好愿望，均因其理论自身的先天不足和教育活动所涉因素的过于复杂而未能完全如愿以偿。分析教育哲学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放弃了教育中的价值判断

分析教育哲学与分析哲学一样认为哲学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分析作为意义之体现的语言，反对建立本体论、认识论体系，拒绝回答教育中的人生观、价值观等问题，坚持教育理论在价值问题上的中立立场，将形而上学和价值论赶出教育哲学的大门。而实际上，教育作为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实践活动，正如彼得斯所说本身包含着价值判断。（至少有一部分问题是如此——笔者注）。比如，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教学应传授什么样的知识，受教育者应该具有怎样的道德规范和情操修养等。

教育哲学不回答这样的问题，无异于是一种理论的自戳行为。美国教育家范伯格（W. Feinberg）指出：“方法只有在一定的限度内才是合理的，但是如果运用方法的人没有看到语言问题并不是哲学的全部问题，那么就贬低了这种方法的作用，因为，如果哲学所珍视的只是澄清其语言中的模糊现象，那么，哲学便失去了它解决人类问题的基础而不能成为一种排除哲学障碍的工具。”[33]这一评论同样适用于分析教育哲学。

（二）分析方法的局限

分析的方法是分析教育哲学的精髓所在。分析教育哲学的初衷是想将哲学变成清思的方法和分析的工具，以消除教育概念和理论的表述中的语言和逻辑上的错误，消弭教育争端。不幸的是，这一初衷经过分析教育哲学几十年的发展不仅未能实现，反而给教育理论带来了新的争论的问题。放弃了客观中立立场的彼得斯的分析尤为如此。比如，他对“教育”概念的分析在遭到强烈的批评后曾进行过修正，有学者指出，不知彼得斯是在什么基础上改变他的分析的，也看不出他第二次分析比第一次分析充分在什么地方。一个分析教育家对一个概念的陈述尚且不能一致，又怎能指望不同分析教育家们取得一致的看法并消除教育的争端呢？

后分析教育哲学家索尔蒂斯对分析方法在教育上的运用效果就显得颇为悲观。以“学习”的概念为例，他说道：“慎重地、反复持久地应用分析的技术对学习这个概念进行澄清，产生的结果同那些相信分析范式的力量能够使‘模糊的分类’清楚、准确、明了的人的期望截然相反。”[34]

究其根源，问题的症结在于日常语言派的分析教育哲学把判断分析充分与否的标准定为所分析的概念、命题与日常语言的使用是否相符上。然而，日常语言本身就是模糊的、不确定的，它的意义随着时空和文化背景的变化而变化，用这样一个本身就是模糊、不确定的标准衡量分析的充分与否是不可能取得一致的认识的，这也正是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悲剧所在。

（三）脱离教育实践

在初衷上，分析教育哲学也是力求贴近教育实践的，他们大量分析来自教育实践中的概念和命题，倡导教育工作者掌握分析的思想方法。但分析教育哲学对实践的关注仅基于对语言力量的崇拜，简单地认为只要将教育概念、命题澄清了，教育词语就会自动地影响教育者的目的和行动。他们满足于对一些概念、短语和陈述，以及应该怎样用词等进行不厌其烦的辨析，有时对人们公认的或一目了然的概念也进行长篇累牍的分析。比如，谢夫勒在分析“教学”这个概念时，为说明教师的哪些活动可算做教学活动，不惜花费大量的笔墨一一考察教师的点名、擦黑板、维护课堂秩序、记分等；为说明“教学”含有努力之意，又一一比较了“教学”“造房子”“呼吸”“坐”等动词，并反复强调“呼吸”“坐”等词不含努力之意，而教学是要求“努力”的。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有多少教育工作者否认教学包含着努力呢？这种烦琐、学究气十足的分析不禁使人想起了中世纪的经院哲学。正因如此，不少教育家和教育工作者指责分析教育哲学是在“干傻事”“太琐碎”“搞文字游戏”“是烦琐哲学的新形式”。

分析教育哲学满足于在书斋中对教育概念的烦琐的分析，实际上对西方教育实践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教育实践工作者很难从分析教育哲学中得到真正的帮助，因为分析教育哲学家所从事的概念分析工作与教育实践者所需要得到的东西往往背道而驰，正如有批评者抱怨说：“我从教学的壕沟来到哲学的五角大楼，却惊诧地发现将军们正在下棋。”[35]“下棋”对“打仗”到底有多少直接的帮助呢？

由于教育活动的复杂性和分析教育哲学的自身缺陷，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初期的分析教育哲学，从整体上看，包含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分析教育哲学一方面试图保持价值中立的“客观”分析的立场，另一方面又自觉不自觉地使用价值判断；一方面宣称要抛弃传统教育哲学，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回到传统教育哲学；分析教育哲学对概念和命题的分析，一方面使人们的思想清楚了，另一方面又使问题更复杂了。

从动态看，分析教育哲学的发展经历的正是一个力图不断克服上述内在矛盾，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完善的过程。

20世纪50年代的分析教育哲学拒绝形而上学，坚持严格的逻辑分析的立场，在60年代发生了两个有意义的变化，一个是逻辑的分析和“纯”的分析被日常语言的分析取代，另一个是价值论、伦理学在“分析”的名义下重新得以恢复。这两方面的变化无疑使分析教育哲学与教育现实的距离更近了，与之相伴的是分析教育哲学从原来严格的自然科学立场上的不断后撤。到了后分析时代的索尔蒂斯那里，被逻辑实证主义用“奥卡姆剃刀”割除的传统教育哲学，在索尔蒂斯恭恭敬敬的邀请之下，名正言顺地回到了教育哲学的怀抱，传统的教育哲学和分析的教育哲学被索尔蒂斯糅合成一个新的教育理论体系。分析教育哲学原本只讲分析，不建体系的基本信条被彻底击碎，进一步向传统教育哲学复归。

分析教育哲学作为一场思想运动虽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而且其分析的方法虽然有不少的缺陷，但是它依然具有一定的生命力，只不过它糅进了更新的东西。在索尔蒂斯的影响下，20世纪70年代初期以后的教育分析在研究方向和立场上已发生了重大转向：既坚持价值判断又积极参与教育实践。正如美国著名教育思想家奈勒（G. F. Kneller）所说：“最近十年间（指20世纪70年代中期至80年代中期——笔者注），分析学家们已较少为日常语言所困扰，而更愿意进行对道德和社会的批判工作，有些分析学家已开始对教育制度进行评判，并倡导改革。”[36]在教育实践中的“种族隔离”“道德教育”“课程选择”“专业性教学”等一类问题上都能听到他们发出的声音，而且不只是概念分析方面的，更有意义的是价值判断和选择方面的。

分析教育哲学从对传统教育哲学的批判到向传统教育哲学的复归，走了一条否定之否定的道路。但这种复归并不是对传统教育哲学的简单还原或恢复，而是螺旋式地进入了一个新的更高的层次。正如有学者指出：“索尔蒂斯所复归的传统教育哲学已不是封闭、静止、权威的体系，而是一种既包括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原则，又以开放的心态和心理性的分析为特征的、不断对发育问题进行探索的活。”[37]

后分析教育哲学家虽然也注重价值判断，且不乏对形而上学和伦理学问题的陈述，但它们都是经过分析后被澄清或辩护过的陈述，这与传统的、未经批判的规范性陈述有着明显的区别。分析教育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历史进程也表明：教育是一个特殊的人类实践领域，教育理论有其自己的特殊性，简单地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对之进行改造是难以取得成功的。分析教育哲学的工作加深了人们对此的认识，并鼓舞着人们进行更为深入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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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章 激进主义教育思想

本章所述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想，主要是指萌发于20世纪50年代末的美国并在六七十年代得到发展的一种“非制度化”“非学校化（deschooling）”教育思潮。其主要代表人物有古德曼（Paul Goodman）、科尔（Herbert Kohl）、伊里奇（Ivan Illich）、赖默（Everett Reimer）、波兹蔓（Nei Postman）、温加特纳（Charles Weingartner）和贝赖特（Carl Bereiter）等。这些激进的教育评论家认为，尽管从20世纪初起，许多教育家特别是进步主义教育家，已强烈要求改革传统学校教育的单一性和封闭性，批评以教师、课本、课堂为中心的教学等弊端，但几十年来，学校教育不仅未取得根本性的改善，而且随着现代高度制度化和组织化的学校教育的发展，工业发达国家的学校越来越成了为各种受压抑的、互相隔阂的和失去人性的社会服务的机构，它已无力提供一种真正自由的教育。因而，从总体上重新审视学校，全面地改造学校教育，甚至完全废除学校，建立一种能真正给人以自由选择和控制的教育，遂成为一些持有激进主义观点的教育评论家们的关注焦点。

一般地说，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向传统的学校教育提出了3种主要的改革选择：“开放课堂（open classroom）”“自由学校（free school）”和“废除学校（no school at all）”。上述代表人物的教育观点虽各自有所侧重，他们对现行学校的分析视角和深度也有所不同，对学校教育改革方案的设想更有差异，但是对旧的学校教育模式持强烈的批评态度，并不同程度地主张“非学校化”，却有着共同的倾向。

激进主义教育思潮的提倡者对现行学校的批评甚至否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国当时学校教育的诸多问题，而他们所力图建立一种新型的适合人类需要的教育制度的设想，包括“废除学校”的主张，虽然引起了不同的争论，但也颇有启示。至少“因为它们是以生动活泼的方式提出问题的。它们也帮助我们看到还有其他可能的（即使是极不相同的）教育体系”。[1]

第一节 激进主义教育思潮的思想渊源和时代背景

一、思想渊源

当代激进主义教育思潮的产生有其深远的思想渊源。

有的教育学者把当代激进的教育思潮称为现代浪漫主义教育思想，并将其和18世纪一些浪漫著作家的社会理想主义尤其是卢梭的教育观联系起来。他们认为，卢梭关于人性本是善良的，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儿童的自我发展，应让儿童选择他们自己的学习，不应设置固定的课程，教育不应与生活脱节等观念，为一些现代激进主义教育评论家提供了基本的教育哲学基础。[2]应该说，这种意见是有其一定依据的。

杜威（J.Dewey）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以及进步主义教育思想是现代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另一重要思想渊源。杜威及其他一些进步主义教育家对传统的公立学校课堂教学以教师为中心，迟钝死板，缺乏独创性，压抑学生的个性发展等弊端提出的尖锐批评，对加强学校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尊重学生自己的生活经验和学习主动性，主张把学校建成为社区的一个富有生气的活动中心和促进当地社区乃至整个社会的改造的杠杆等思想，在美国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教育改革事业中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影响。20世纪40年代以后，尽管由于各种原因，进步主义教育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和攻击，至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进步教育运动逐渐衰落了，但是，杜威教育哲学和进步主义教育中一些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和观点，却仍然给一切致力于教育问题探索的人们以启示和激励，引起他们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对教育改革进行新的大胆思考。特别是杜威既肯定设立学校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又从不把学校扩展到无所不在的程度的思想，以及杜威关于学校应该教育全体儿童，但又指出不能期望学校能为儿童提供全面教育，而应充分看到社会其他部分具有教育潜力的见解，对当代一些激进主义教育评论家的观点的形成，显然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美国教育学者理查德·D. 范斯科德等人指出的，古德曼在其《强制的错误教育》（Compulsory Mis-education）等著作中重视偶发的教育，在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的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和赖默的《学校已经死亡》（School is Dead）中提出“非学校化”教育，贝赖特的《我们需要教育吗？》则试图把个人的选择制度化，大大缩小学校教育在教育方面的作用。上述4位激进的教育评论家都“在追求把教育理论的研究建立在经验的性质之上和约翰·杜威联系了起来，即经验被选用来加强个人当前的机会，实现个人始终存在着的人性，并提供未来发展的承诺”；都在探索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两难处境，不过他们之间的观点也有差异，“杜威不稳定地停留在两难处境的一角（学校的潜力），而伊里奇和赖默则是停留在另一角（社区的潜力），就古德曼和贝赖特的问题来说，解决这个两难处境的各种策略都是可行的”。[3]

对当代激进主义教育思想产生过重要影响的，还有尼尔（A. Neiu）的自由教育思想及他在萨默希尔学校的办学实验。例如，尼尔关于儿童一生下来就是善的，应通过教育这一手段给儿童以自由发展，使他们获得幸福和快乐，以达到社会的改良；学校应该适应儿童，而不是使儿童适应学校；应该从小培养儿童自我管理的能力和习惯等基本观点就不断受到古德曼等人的引证和阐发。

激进主义的教育评论家和改革设计者们虽然吸取了卢梭、杜威、尼尔等人的有关教育思想因素，但他们并不是简单地复述这些前人的观点，而是紧密结合新的时代背景，针对美国当时学校教育的现状，开拓性地提出他们的教育理论和改革设想。

二、兴起的时代背景

影响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激进主义教育思潮的直接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教育改革的困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为恢复和发展教育事业，解决战争期间留下的一些问题，在1944年，国会通过了《退役军人重新适应法》，以处理退役军人的就学和就业问题。为解决广大青年适应战后生活的要求，1946年美国联邦教育总署建立了“青年生活适应教育委员会”，促使全美国数千所学校采纳生活适应训练计划。为缓和由于教育上的种族隔离而引起的国内社会矛盾，1954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否决了1896年使学校种族隔离合法化的“分离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的原则。上述措施，对美国战后初期的教育发展无疑产生过积极影响，也曾受到公众的欢迎。然而，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开始，美国社会各界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的批评和争议却越来越多，越来越激烈，主要问题如下。

1.认为美国学校教育质量差

许多人士指出，由于美国学校教育过分强调适应，强调活动和个人兴趣，从而导致降低了基本的学术或技能的教学，结果是不仅学生的学业成绩不高，甚至在下一代中造成了大量新的文盲或半文盲。而1957年苏联卫星上天后，美国朝野都为之震惊，广大人士纷纷将美、苏在科技方面的差距归罪于学校教育的不当，要求改革学校教育、提高教育质量、加快培养“精英人才”的呼声日趋高涨。

2.“向贫困宣战”的失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的经济发展较快，但广大黑人和有色人种以及低下阶层仍处于极度贫困之中，这迫使他们不断站起来争取改善这种状况。美国政府迫于种种压力，曾于20世纪60年代初宣布“向贫困宣战”，并先后颁布了《民权法》《经济机会法》和《小学和中学教育法》等法案，试图从各方面来缓和种族矛盾和贫困问题。美国政府当局还特别强调通过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机会来解决上述问题的有效性。据此，美国政府又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包括几十个补充项目在内的所谓“补偿教育”计划。教育界人士也宣称，教育机会均等将为改变人们的社会不平等提供条件，贫困也将消除。而在黑人和少数民族以及低下阶层中也有许多人对教育寄予厚望，视教育机会为摆脱不利地位的唯一途径。尽管上述法案和计划的实施，对促进教育发展、扩大教育机会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人们发现，教育投资和学生学业成绩的差异并无紧密的联系，扩大教育机会也没有带来种族和个人的经济成功或地位的多大变化，严重的贫困和不平等仍然存在。“向贫困宣战”的失败，激起了人们的深思：为什么增加教育投资、扩大教育机会未能实现人们渴望的平等和消除贫困？贫困和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到底在哪里？怎样的教育才能真正有助于贫困的消除和平等的实现？许多教育家要求应考虑美国教育重新定向。

3.教学改革的不尽如人意

面对美国学校教育质量差，增加教育投资和扩大教育机会也未能真正有效地解决贫困和不平等等问题，加上苏联卫星升空的挑战，美国政府当局和社会各界都认为必须大力改革美国现行教育，特别是必须加紧开展教学改革。

1958年9月美国国会通过和颁布《国防教育法》后，除加大教育拨款，在教育体制上也稍有调整（如新设“中间学校”），主要是引发了战后美国第一次教学改革。这次教学改革是以课程改革为中心，它要求重视科学技术的新发展，更新教学内容，加快教学手段现代化，注意发展学生的能力等。这次教学改革的方向基本上是正确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由于过分强调提高教学内容的理论水平，导致了理论脱离实际的倾向；过分增加教材的难度，造成了学生负担过重；过分强调学生自我学习，从而放松了教育管理；等等。这一系列新的问题表明，这次教学改革并未取得人们所期望的成功。学校教育和教学的质量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改革学校的教育和教学才更有益于年青一代的成长？诸如此类问题，进一步激起了人们的探索。

总之，面对美国学校教育的现状，许多社会评论家和教育批评家都对美国教育的改革极为关注。教育改革越面临困境，各种教育改革的意见和设想也就越多。

（二）社会改造学校的尝试

在20世纪60年代，基于对美国公立学校教育存在的种种弊端的批评，对这种学校教育在“向贫困宣战”中所能起的作用的思考，许多美国人士指责公立学校已成为地方当局控制的最后堡垒，实质上是一个为“压力集团”服务的官僚机构。他们认为，必须全面重新审视公立学校的职能。还有一些人士则进一步认为，消除贫困和不平等的“唯一途径”也许是建立穷人和少数民族自己的社区，以及创办和发展多种多样不同于正规学校的教育形式。因此，随着争取民主权利运动的发展，一时在美国许多地方出现了各种较灵活的学校。比如，在南部各州，许多社区建立了“自由学校”，这种学校专为黑人儿童服务，不承认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在北方一些城市，在反种族隔离政策的期间，社区成员和家长便在教堂的地下室或商店前建立“继续学校”“街头中学”“马路学园”“收养中学”等教育机构。这类学校比较灵活、自由，不考核出勤，没有退学制，学习计划由学生自定，甚至没有固定的上课时间，有的课程在学校学习，有的学科则到有关的现场学习。这类学校一般受到某些基金会或工商企业的资助和支持。这种社会改造学校的尝试，特别受到一些激进主义教育评论家的关注。在他们看来，这类教育形式也许为年青一代的成长提供了更有生气的教育模式，它更有利于教育的大众化，有利于教育与生活实际的联系，有利于发挥儿童学习的主动性。

（三）“制度化教育”的弊端日趋突出

20世纪学校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就是日益完整地反映工业化时代对劳动者的要求。即为了培养能够在机械化、标准化、专业化、程式化、科学化、同步化的现代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角色，遂不断完善学校教育的制度化、统一化、标准化、专业化、集中化。这种“制度化”的从小学到大学的正规学校教育系统，到20世纪中期，随着它的封闭性、强制性、统一性等特点的更加突出，它妨碍个性和潜能的发展、不利于人们自主学习等弊端也就越显著、越严重。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其在生产和生活中的应用，出现了传统工业正在被新型工业所取代的趋势。有的学者将这种趋势视为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或称“后工业社会”等）过渡的开始。这种趋势，将使社会的工作类型大变样，机械的、简单重复的、分工过细的工作将逐渐减少，从而也对劳动者和每个社会公民日益提出新的要求。未来社会的成员不仅需要有较多的文化知识，还要善于适应迅速变化的环境，要富有个性和创新精神，要终身学习。这反映在教育上，就是要求改革“制度化”教育的观念和体制，突破传统学校教育的模式，探索新的教育体系。有些学者还认为，大众性信息媒介工具的广泛运用及其教育作用的日益增长，正为这种改革创造着条件。

总之，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在美国，教育改革的呼声不断高涨，各种改革教育的意见和设想沸沸扬扬，竞相出台。而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推行者跟其他许多教育评论家和改革者的主要不同之处，就在于当众多的后者都寄厚望于美国现行公立学校的改进和完善，致力于呼吁一般的教育结构改组、加强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干预、加大教育投资、扩大教育机会、开展教学改革、加快教学手段现代化、着力提高学生的学业成绩等的时候，他们却异军突起，采取更为激进的态度，激烈地批评美国的现行公立学校教育制度，倾向于教育“非制度化”，甚至主张“非学校化”，在社会上“取消学校教育”。

此外，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许多国家教育的大发展而出现的“世界教育危机”，以及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学生运动的高涨，也使一些激进主义思想家对学校教育的功能深感疑惑和忧虑。

第二节 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

保尔·古德曼（Paul Goodman，1911—1972）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批评家和教育评论家。他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对美国当代年青一代成长问题的探讨和现行公立学校制度的直率批评，以及关于教育改革的一些设想和建议，开启了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在教育界产生了广泛和深远的影响，从而被视为“自由学校（free school）”教育运动的首倡者和“非学校化（deschooling）”思潮的先驱。

古德曼曾在芝加哥大学、纽约大学、威斯康星大学等多所大学执教。他早期致力于文学创作，期望成为诗人、小说家，但未获成功。20世纪50年代以后，美国学校教育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和激烈争论，引起了他的兴趣，使他转向对教育问题的研究。他走访和考察了许多学校，发表了一系列教育著作，如《荒谬的成长》（1960年）、《学者团体》（1962年）、《我生活会属于我》（1963年）、《强制的错误教育》（1964年）、《新改革：过时的保守派的笔记》（1969年）和《自由与学习：选择的需要》（1971年）等，提出和阐述了他的教育思想。

导致古德曼重视教育研究的主要现实因素，是1957年苏联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给美国朝野带来的震惊和美国广大人士对学校教育的批评。正如和古德曼同时持有某些相似看法的埃·Z. 弗里登伯格（E. Z. Friedenberg）所说的，这为古德曼关心了解美国社会中儿童和年轻人的困境打开了一个缺口。[4]但从思想渊源上说，古德曼则深受19世纪西方自然主义教育思想和美国杰弗逊（T. Jefferson）的民主主义以及后来杜威所提倡的进步教育和尼尔的自由教育的影响。正因为这样，古德曼也试图通过所谓“自由学校”教育来实现他关于教育和社会的理想。

一、论人的成长要素

古德曼在他的所有教育著作中，都把“成长（growing up）”作为一个中心概念，并反复表述了他对年青一代如何能更好地成长的基本观点。

首先，古德曼明确肯定人性（human nature）是人之成长为人的基础。他考察了近代社会关于“人性”概念的历史发展。他既不赞同粗暴地将人性视为人的动物性，也反对把人性简单地指为人类才有的特性，如理性、创造性、博爱等。他倾向于认为人性是由上述两个部分构成的。他说，正如弗洛伊德（S. Freud）所试图证明的，在人性中有着非常冲突的机能，它使得人有可能吸收文化，只有这样的社会动物才有可能成为有教养的，教育的每一个步骤实质上都是困难的社会冲突的解决。[5]在古德曼看来，人性是“一种发展的潜能（potentiality），既不是文化的，也不是空白的，但它使得人有可能接纳文化。我们必须让‘它’显露出来，向‘它’提供发展的机会，而不要妨碍‘它’”。[6]儿童的“成长”，也可以说是人性在适当环境中的显露和发展。

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的成长，像任何不断发展中的机能一样，要求环境中有适当的客体去满足他们的各种需要和能力发展，直到他们能更好地选择或创造自己的环境。不论“成长”是正常的或被扭曲的，都受客观环境的影响。没有适合年轻人成长的客观机会或阻碍他们接触有益于成长的环境，年轻人将自发地为他们自己寻找或建构异常的事物以代之，这正是人性的力量所在。然而，完全让年轻人自己做出的选择和建构很少是美好的，通常是愚蠢的，甚至是灾难性的。而让年轻人只顺从统治的社会制度，则将使他们中的大多数成为冷漠、失望和玩世不恭的人。因此，必须为年青一代的成长提供合理的环境，特别是合适的教育和生活。但是，在古德曼看来，美国社会看似十分富裕，但在提供能促进年轻人更好成长的基本客观机会和有价值的目标方面，却极为缺乏。人们没有受到认真的对待。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平常的儿童要成长为一个有用之才，是十分困难的。这实际上是一种“人类资源的浪费”[7]。

人的成长虽然离不开社会和文化，但古德曼并不完全赞同某些社会学家将人的成长解释为就是个体“社会化”，而且还把个体“社会化”视为将一定社会的文化强加在社会成员身上，从而使个体“社会化”成了“教他文化（teaching him the culture）”的同义语。在古德曼看来，这种观点和主张很可能只强调年青一代适应社会制度，而漠视人自身发展中的各种需要；只重视强制地向年轻人灌输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而忽视为年轻人的成长提供整个适宜的社会环境；只注重训练年青一代担负和执行文化，使他们湮没在他们所继承的文化之中，而压抑人们的创造性。古德曼认为，年青一代被不适当地“社会化”，也许是反人性或对人性没有价值的，显然不利于人的成长。[8]

在古德曼看来，教育固然对年青一代的成长有重要意义，但由于现代学校是工业社会“高度组织化体系”中的组成部分，学校教育存在许多局限和弊端，因而更应该重视社会环境对年青一代的重大影响，并将教育扎根于个人经验和群体生活之中。他在《荒谬的成长》中还具体论述了“工作”“阶级结构”“才能”“爱国主义”“婚姻与性”“信念”“竞争”“组织制度”“群团”“保守与变革”等因素对人的成长的影响，并对美国社会在这些方面给予年轻人的有害影响做出了分析和提出了批评。

古德曼认为，“工作（job）”是影响年青一代成长的第一个重要因素。当人没有足够的有价值的工作时，是很难成长的。而所谓“有价值”的工作，即既确有效用，又要求运用人的智慧和能力，并能使人保持人格和尊严的工作。可是，在当代西方社会却很难找到一种真正能使人十分惬意而又有活力和价值的工作。因为在西方的工厂制度下，人在生产过程中处于被动地位，丧失了主动性，不仅对自己的工作既无爱好也无热情，甚至正如马克思所说的，工人还被劳动异化了。学校教育则不断按照这种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去训练年青一代，并指导他们去谋求一个所谓合适的“工作”。这对年轻人的成长会产生什么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在古德曼看来，作为文化的重要内容的爱国主义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他说：“爱国主义是儿童时代和青春期的文化。没有这第一步的文化，就注定会一无所获地对待科学、艺术、人道和上帝这些人类文化。”[9]不过，古德曼认为，美国虽一直在提倡爱国精神，并通过各种途径向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但却逐渐失去了其真实的内涵。特别是20世纪以来，由于不断出现不光彩的和欺骗性的政治事件，由于社区的变动及其功能的削弱等，使得年轻人不再轻信那些悦耳的爱国说教。

“信念”也是年青一代成长过程中的一种要素。古德曼说道：“一个人没有信念，难以成长。因为这将使他不断受到恼人的问题的困扰，如我是没有价值的吗？我如何证明我自己？我将有什么样的机会？等。”[10]古德曼认为，只要我们仔细观察，就会看到儿童富有初级的信念，但是由于社会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有价值的机会和对他们承担切实的责任，严重地削弱着正在成长的年轻人的信念，以致对他们的成长带来不良影响。

古德曼还探讨了各种变革对年青一代成长的影响。这些变革包括物质环境的变化、经济和社会的变革、政治改革、现代道德的发展以及和儿童与青少年直接有关的劳动、教育方面的改革等。但是，古德曼认为，并不是一切变革都会对年青一代的成长产生积极的影响。他以美国社会的一些变革为例，认为有些变革不但意义含糊甚至是失败的。它既打断了传统，又没有确立新的标准，从而造成社会动荡。现代社会这种不成功的变革，反而“加剧了青年人在我们社会中成长的艰难状况”。[11]因此，古德曼虽不完全反对变革，但更倾向于为年轻人的成长建立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环境的主张。

古德曼还强调指出，“社区”作为人们生活、工作、娱乐的基本环境，对年青一代具有重要的教育作用，是年青一代成长必不可少的条件。

总之，古德曼从多方面探讨了人的成长的重要因素，并据此进一步研讨了年青一代的教育问题。

二、对美国公共学校教育的批评

尽管美国许多人士竭力宣称公共学校教育系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譬如说它使每一个美国青年人为进入错综复杂的世界做好准备，为失业青年提供避风港，使下层社会的人得到平等的机会；它是开发创造力、传授知识、培训各种社会工作人员不可缺少的；等等。但古德曼却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不仅没有达到其所宣扬的目的，而且越来越显露出其存在的许多弊端。他对现代美国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提出了种种批评。在《荒谬的成长》中，他指责美国的公共学校“像监狱（like jail）”；而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中，他则批评美国的义务教育制度已成为普遍的“圈套（trap）”。

古德曼在回顾美国公立学校和义务教育发展的历程时指出，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它的公立学校在推动其混合的民众趋向民主化方面确实是一种强大的积极力量，起过重要的作用。在启蒙时代，杰弗逊等人提倡通过义务教育培养“公民”，而当时的“公民”意味着“社会的创造者”，而不只是社会的“参与者”或“适应者”。他们将人民受教育视为增长其作为公民的首创精神和捍卫自由。促进义务教育产生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工业化和都市化。由于当时的社会是一个对广大民众来说充满机会的开放社会，“个人发展”与“社会需要”之间还比较协调，人们将为取得成功而受教育当作人的价值的一种体现。但是，现在各方面的情况都发生了变化。古德曼认为，如今社会的各种计划和决定的权力掌握在最高管理者手中，民主已受到严密的组织和控制。阶级分层日益僵化。虽然新的白领中产阶级的构成，曾使一般人将学历和文凭视为获得金钱和地位的必由之路，但白人移居市郊和黑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的人集中于城内，却加速了事实上的种族隔离，以致使教育机会平等成为神话。下层人们实际上很难有上升的机会。公共学校教育已越来越少地反映人的价值。

在古德曼看来，美国强制的公共学校教育系统主要存在以下弊病。

第一，强制性和标准化压抑学生的自由发展。古德曼指出，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和民族国家的兴起，促使强迫的义务教育为所有儿童提供了一定平等的教育机会。但义务教育制的统一性和标准化，却要求公立学校在班级人数、教材内容、教学目标等方面都执行统一的标准。这种学校教导学生的是，最好循规蹈矩，不要多话，生活中不能有自动性和自由精神，上完学即步入本质相同的职业、文化和政治生活中去。这是“使国家规范社会化和纳入国家‘需要’的教育，是误导式教育”。[12]“学校的拥塞状况和政府的干预，使得对个性的注意和真正的教学成为不可能。……以致可以说，义务教育常像监狱。”[13]

第二，强制的思想灌输扼杀学生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古德曼认为，由于儿童的无知、软弱，因而在任何社会和各个历史时期，儿童都成为思想灌输的对象。在现代社会，对儿童的思想灌输虽然不像以往那样采取体罚等可恶的手段，但是由于儿童在选择性和主动性方面仍受到种种严重的限制，使他们大大失去了和人们以及实际情况的接触，因而仍只能接受单一的思想灌输。在这种情况下，“不管有多少教育和教养的机会，也很难使一个美国儿童成长为具有独立性，使他能发现自我，保持好奇心和创造精神，具有科学的态度，好学的习惯，旺盛的进取心的人”。[14]

第三，脱离实际需要的教学不利于儿童的成长。古德曼认为，美国现行的学校教育制度使得年轻人的成长只有一条路，即让他们在儿童和青少年时代花4～10年在学校学习课文，而不顾这种学习是否的确为儿童的成长所必需。例如，现行公共学校的阅读教学，由于过分强调通过学习课文来掌握语文，这不仅加重了学生的阅读学习负担，而且忽视了实际活动中的自然交往和对话对发展语言的重要作用。特别是通过程序学习和教学机器去学习语言，在古德曼看来，更是不恰当的，因为在实践中没有一个人像教学机器那样吞吞吐吐地说话，建立在工艺机器基础上的教学是不符合自然的。又如，古德曼指出，现行学校的科学教学也因过分强调通过教科书的学习而掌握各种规律和资料，忽视了学习科学应该结合工作和经验，忽视科学教育的重要问题是科学的益处，学习控制科学，以及学会利用科学。

第四，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容易引起学生的不满和敌意。古德曼认为，现行学校由于班级大，人数多，各科教学的要求和程序又统一化和标准化，学生对学习缺乏真正的兴趣，因而往往靠严格的纪律和管理来维持学校的各种秩序。但严格的监督和管理又容易引起学生的不满和对学习的厌倦，甚至促使学生逃学。这样，很可能造成恶性循环。

古德曼指出，尽管美国为发展公共学校而耗费巨额资金，动用大量人力，但由于公共学校教育中存在诸多弊病，必然使美国儿童的成长并不令人满意。例如，因许多学生的学习成绩不佳而引起家长和广大社会人士的关注和批评；中途退学问题日益严重，更受到人们的指责；青少年学生犯罪的频繁出现，尤其令人担忧。在古德曼看来，强制的学校教育既未能使年青一代得到很好的成长，也未能为国家和社会培养真正合格的公民。这样的公共学校教育体系应该坚决加以改变。他说：“义务教育制度已成为普遍的捉弄人的圈套，已无可取之处。许多年轻人，包括贫穷的人和中产阶级，也许最好是离开它。这个制度已没有存在的必要，甚至最好没有任何正规的学校教育。”[15]

三、关于教育改革的设想

关于怎样建立一种能更好地促进年青一代成长的教育系统，在古德曼看来，首先，必须明确认识到“教育是社会的一种功能”，是实现“社会需要的一种工具”，同时，“它本身又是千变万化的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断受到社会需要的推动而发展和变化”。[16]其次，应该充分地看到，人的成长是各种因素对人的影响过程，其中正规的学校教育不过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适当的辅助”，“自动的学与教决定着教育的效果，影响其参与者的好与坏”。[17]因此，“教育必须是自愿的，而不是强制的，因为除非依靠内在的动力，不可能有自由的成长”。[18]最后，应该坚持因材施教。由于每位学生的天性、文化背景、习惯、所懂的语言等存在差异，因而“教育机会应该是多方面的和多样性的，必须减少而不是扩大固定不变的单一的学校教育制度”。[19]应该让年青一代为自己的自由发展做出最佳的选择。

古德曼在《强制的错误教育》一书中具体地提出了6点关于替代强制性义务教育的建议。

①少数班级“干脆不要学校”。这类儿童应选自过得去但不一定有文化的家庭。他们应当是邻居，并有足够数量，以便组成一个相互交往的集体。这并不妨碍孩子们的学习，只要有4～7个月的良好教育，正常儿童就能学完学校前7年的学业。

②少数班级也无需校舍，只要提供教师和利用城市本身的街道、咖啡店、商店、电影院、博物馆、公园和工厂等作为学校。儿童可以在这些地方学到比在校内学习那些抽象的学科更为真实的知识。这样的班级每个最好不超过10人，并配备一位教师。古德曼将此称之为“雅典教育模式”。

③在校舍内外，可请社会上没有教师执照的成年人，如药商、店主、技师等，作为适当的教育者，以帮助年轻人进入成年人世界。

④允许学生自愿出席，不加强制。如果是好教师，就不会有人缺课。义务教育法对强制家长送儿童上学是有益的，但它不应使孩子们最终落入圈套。

⑤把城市学校分散为20～50个人的小单位，并安排在商店门前或俱乐部。这些小型学校里备有电唱机和弹球游戏机，可以把游戏、社交、讨论和正规教学结合起来。有特别的活动时，可以把这些小单位汇聚到公共讲堂或体育馆，以产生一种大团体感。

⑥使用学校的一小部分经费每年送儿童到经济上不富裕的农场去生活2个月，也许可以将来自不同家庭的6名儿童交给一位农场主。这样，可让一些城市里的孩子参加农业劳动，懂得另外的生活方式。[20]

古德曼在后期所写的《自由与学习》和《小型学校》等论著中，进一步阐述了他关于自由学校教育的思想和建议。古德曼说他所主张的自由学校教育，一是指应该废除学校中各种形式的等级，不应该存在种族隔离和因家庭收入而形成的不平等；二是给儿童的学校教育机会应有多样性，让儿童有自由选择的可能性；三是学校应该完全由学校自己的教师、儿童和家长进行管理，应让年轻人发挥主动性和积极性；[21]四是应使偶然的教育成为学习和教学的主要手段，以推迟社会化和保护儿童自由成长的方式来设计小学教育学。[22]

古德曼的自由学校教育思想还突出地表现在他关于“小型学校”的设想中。古德曼认为，不是要完全废除学校，仅仅为了保护出身于不良家庭的儿童，就应该有某些类型的学校，因此他建议创办所谓“小型学校”。

“小型学校”的主要特点是规模小，一般容纳约28名12岁以下的儿童和配置4位已成熟的人（有执照的教师、炊事妇女、学院的高年级生和退学的青年学生各一人）。这种学校必须设在靠近儿童家庭的地方，可以利用当地的房舍或现存学校。这样既可增强它作为现实世界的一部分的意义，也便于儿童从学校逃回家庭，或从家庭逃至学校。古德曼虽然希望12岁以下的儿童都生活于这种学校，但学校没有严格的出席规则和要求。[23]这种学校应该是快乐和有趣的；成年人不应给小型学校以预定的目的或目标；前5年没有设置标准的课程，直到12岁仍未安排正规的学科；学习内容不但不是由教师组织，而且教师对学习内容不应有任何先入之见或规定应学什么。

古德曼认为，对于12岁以上的儿童来说，现行中学也是一种浪费。既然按照科南特（J. Conant）的说法，只有15%的人有学术倾向，为什么要强迫85%的非学术倾向的人挤在中学？他建议那些准备考大学的人可以回到小规模的预备学校里。这种小的预备学校可以是6名学生，3位教师（分别教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注意人性问题）；可和一所大学挂钩，或由将要大学毕业的学生担任教师。一个有学术才能的青年可在此学习三四年，作为进入大学的准备。而对于大多数人，最好是去干他们自己的事，或去当学徒，这比学习课文更好，他们将会发现更适合自己的职业。

关于大学教育，古德曼认为，现行的大学向青年人灌输的知识，大多是乏味和用不着的知识，因而很难培养出对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在古德曼看来，大学是学习专业的学校，规模可以很小。他建议以学者团体来取代大规模的大学和学院，因为大学的工作就是教与学，这是教师与学生之间的事，现行的大学管理是多余的。

古德曼在对年青一代的成长和教育问题的探讨以及对美国现代制度化学校教育所提出的一些批评和改革建议中，强调重视儿童的个性发展和自由选择，反对任何强制性的教育，主张学校教育类型的多样化和小型化等，具有人本主义和理想化的特征，也有一定的开创性和预见性。

但他对美国现代学校教育的批评，大多是印象主义的，缺乏深入和系统的分析。他虽然也常提到经济与学校的关系，但未揭示贯穿这种关系中的机制。[24]他笼统地把“义务教育”“学校教育”和“强制教育”等同起来，从而表现出一些含糊甚至矛盾的观点。他所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过分强调儿童自身的需要、兴趣、个人选择、主动性和生活经验的意义，很少谈到课程问题，特别是其忽视科学。他提出了一些急进的改革意见，但他并未深刻了解只有对社会进行根本性改造才能真正改善教育。

第三节 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思想

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是当代世界著名的教育家和社会批评家，他的思想无论是有关教会及其改革的，还是有关现代社会的教育、文化、医学、交通等领域的变革，都曾引起广泛的争议。在教育领域，伊里奇是公认的“非学校化社会”理论的创始人和“非学校化运动”的倡导者，也是当代西方教育未来学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在西方20世纪纷繁起伏的各种教育思潮中占有一席之地。

伊里奇1926年9月出生于奥地利名城维也纳，早年在自然科学、神学、哲学和史学方面都受过良好的教育，曾获史学博士学位。1951年，伊里奇侨居美国，担任教民均为爱尔兰人和波多黎各人的纽约某教堂的助理教区神父，在长达5年的牧师生涯中，他深入参与了社会处境不利群体的社会福利工作，这为他了解美国下层人民的生活、认识和揭露繁荣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提供了机会，埋下了他社会批判理论的种子。1956年，伊里奇前往人口众多、生活贫困的波多黎各地区（曾是美国殖民地），在波多黎各庞塞天主教大学任副校长，出于对他的所谓的“跨文化意识”的兴趣，他任职后不久就成立了一个跨文化研究中心，为神职和非神职传教士提供西班牙语训练，以使他们赴美后能够到美国各城市的波多黎各人中展开工作。该中心虽然以语言教学为主要活动，但伊里奇十分重视培养学员从不同的文化角度观察事物的能力。回国后，伊里奇任职于美国天主教福特汉姆大学（Catholic Ford-ham University），担任教授。此间，他萌发了创建人类问题研究中心的想法，因为他感到拉美地区所存在的问题多半是有关资源、人口和技术知识方面的，而这也是全球人类所面临的问题。

1961年，伊里奇在朋友的帮助下在墨西哥创建了“多文化文献中心（CIDOC）”。起初它也是一个为到拉美地区工作的神职人员提供西班牙语及有关拉美课程教学的培训机构，后发展成为完全世俗化的、以人类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拉美和发展中国家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机构。“多文化文献中心”的创立旨在收集大量相关资料，激发人们对上述问题的关注，探讨并提供可能的解决途径。该中心还经常举办有关教育问题的研讨班，探讨教育改革及其出路等全球性问题。参加讨论的不乏世界各国教育改革的领袖人物和知名教育家，如美国教育改革领袖保尔·古德曼、埃维里特·赖默（Everett Reimer），巴西教育改革家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等。“多文化文献中心”自成立之日起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一直都是美国和拉丁美洲关心教育和文化问题的知识分子的会聚中心。伊里奇激进的教育思想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20世纪60年代，他就撰写了多篇文章在各种杂志上发表，主张在现代社会应废除作为教育主要机构的学校，建立一个无学校、社会性学习媒体极为发达、人人可进行自主学习的社会。由于与罗马天主教会在思想上发生分歧，伊里奇于1968年放弃了牧师工作。1971年，伊里奇将多篇重要文章整理成册，以《非学校化社会》（Deschooling Society）的书名出版发行。在学校教育这样重大的人类问题上，伊里奇提出了如此激进的主张，自然激起了西方社会的强烈反响和广泛争议，由此，他所倡导的“非学校化社会”思想在整个国际教育界得以广泛传播。

伊里奇是位多产的作家，精通英、西、法、葡、意、德等多国语言文字，其主要著作除《非学校化社会》外，还有《意识的庆典》《宴饮交际的工具》《能源与公正》《医学的报应：剥夺健康》等。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伊里奇的研究重点从分析教育对社会的影响转变为分析现代社会的组织形式问题。

—、论“价值机构化（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values）”

作为社会批评家，伊里奇的社会批判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的社会理论”有着内在的联系。他的理论的出发点是一种“人”，一种带有宗教神秘色彩的直觉上的人。由此，他对包括学校在内的整个西方文明都进行了逐一的分析和批判。弗洛姆（E. Fromm）曾把伊里奇的批判的基本精神表述为“人道的激进主义”。人道的激进主义，按弗洛姆的解释，是一种以人为根源，对各种不言而喻的东西进行“批判性的质疑”的态度和方法，其所根源的人是一种过程中的人，是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实现的潜能的人，这种潜能既可以为自我的存在而转化成更丰富的热情、和谐、爱和意识，也可能转化为堕落、统治他人和毁灭生活的更强烈的欲望和动力。人道的激进主义是以各种“观念和机构是有助于、还是阻碍人更多地自由和快乐生活的能力”为其社会批判的出发点的。

借助于“人道的激进主义”这面透镜，伊里奇自认为找到了现代社会一切邪恶和痛苦的根源，那就是价值的机构化。所谓价值的机构化，指的是人与自己创造的机构之间存在着某种异化关系。也就是说，人创造了机构，赋予机构以价值，结果，机构成了价值的化身而人却丧失了自身的价值。譬如，人创造了医院，医院成了人们赖以保障健康的地方，为此，人将自己的健康交给医院，而自己便不再相信自己的保健；人创造了学校，学校成了与教育直接同一的价值，人把自己的学习托付给了学校，从而丧失了自学的能力，诸如此类都是价值机构化的表现。

教育领域存在的价值机构化的现象，在伊里奇看来，是以下述信念为基础的：学习是教学的产物，“有价值的学习是上学的结果，学习的价值随着大量的外在输入而增值，且这种价值是可以通过分数或证书来衡量和记录的”。[25]这种神话把人的个性发展与学校的操纵性活动混为一谈，使人们盲目地认为学校不仅能产生价值，而且认为这种价值是被量化衡量的，上学越多，学习的价值就越大，从而乐于接受学校所给予或造成的一切等级差别。人们不再相信自己个性的自由发展，不再把自己放在适合自己的位置上，而是把自己塞进别人为他们划定的圈圈里，拼命挤进学校教他们去追求的位置。同时，人们亦把自己的同类放在这样的圈圈里，直至每个人、每件物都找到适当的位置为止。人们对学校能创造价值的神话深信不疑，对学校顶礼膜拜，把学校当作“圣牛”一样的东西供奉起来。现代社会有关学校的神话在伊里奇看来是根本站不住脚的，因为“学习是最不需要他人操纵的人类活动，大多数的学习不是教学的结果，而是无阻碍地参与有意义的环境的结果”。[26]在伊里奇看来，学校的机构化价值是一种量化的价值，而人的个性发展是不能用这种学校教育的量化尺码来衡量的，有关学校的神话应被彻底推翻。在这方面，伊里奇在闻名遐迩的论文“学校：神圣的牛”中进行了充分的发挥，在这篇写于1968年的论文中，伊里奇对美国“圣牛”般地位的公立学校进行了淋漓尽致的批判。

整个人类历史，在伊里奇看来，就是价值机构化的历史，是人与他自己创造的机构的异化史，在当今世界，这种状况愈发严重，危害也日益加深，并在自然、社会、人的心理各个层面表现出来，“价值机构化不可避免地导致环境的污染、社会的两极化和心理的无能，这是全球走向衰落和现代化悲剧的三个方面”。[27]改变这一状况的唯一出路，在伊里奇看来，就是实现价值非机构化。为此伊里奇选择了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方法，把希望寄托在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少数“先知人物”身上，由他们传达福音、启迪众生，承担起挽救人类的重任。

伊里奇对美国社会价值机构化的揭露和抨击在某种意义上触动了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矛盾，应当说这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的。不过，伊里奇在揭示这种矛盾时只是停留在价值机构化这类现象本身的描述和批判上，未能揭示出这些社会表象背后的实质性因素。在如何改变现状，实现一个“价值非机构化”的理想社会上，伊里奇把希望寄托在少数先知先觉的人物身上，他的英雄人物救世论不可避免地将他的社会批判理论导向了历史唯心主义，陷入了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者曾落入的有关改变人和改变环境问题的泥潭之中。

二、论“隐蔽课程”

伊里奇对学校的批判是从他所谓的“隐蔽课程”入手的，可以说，对“隐蔽课程”的批判是其社会批判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是一个历史的范畴，近代学校的一个根本标志是将学校作为一种国家的制度来设置和管理，故又称公立学校。伊里奇“非学校化社会”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废除学校，他运用独特的社会批判的眼光，考察了学校的社会作用，结果发现了长期以来一直被人们忽略的“隐蔽课程”，伊里奇称之为教育家们的“盲点”，并以此作为他批判学校的突破口。

在欧美的教育社会学中，隐蔽课程一般被认为是在公开课程背后的“学校和课堂的组织与指导的方式”对学生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伊里奇对学校的隐蔽课程重新做了自己的解释，他说，“我运用隐蔽课程这个词表示一种与学校中发生的事情相对的学校教育的结构”，即由照管、社会角色选择、价值与信仰的灌输、教育（主要指知识和技能的教学）等学校的社会职能构成的有机机构。“这种隐蔽的结构形成了一门教程，它永远不受教师或校务委员会的控制而独立存在。它永不休止地传递着这样的信息：只有通过学校教育才能为每个人成长为社会的成人做准备：学校中不传授的东西几乎没有什么价值；校外学到的东西是无价值的。我把它叫作学校教育的隐蔽课程，因为它构成了制度的不变结构，只有在它的范围内，所有的课程改革才可以进行。”[28]伊里奇指出，学习原本是个人的一种自主的活动，它完全是自律、自助、自我实现的过程，学习本身没有交换价值，学习就是一种价值，但学校的隐蔽课程使自主的学习没有了价值，使学习只有作为学校机构的产物时才有价值。这使得人放弃了自主学习的愿望，把学习的责任从个体身上转到了学校，并完全依赖于学校的教学。结果，学校的教学获得了价值，人自身的学习丧失了价值。学校教育的标签——文凭变成了商品，成了一种比美金和卢布更容易流通的通货形式，并可转化为受保护的特权，一方面擢升了社会新贵，另一方面又将没有进过学校或只持有低级学历者打入社会的底层，并通过让家庭背景好的子女对公共教育经费实际上的更多占有这种隐蔽的“双倍的剥削”，造成了进一步的社会两极分化。此外，隐蔽课程还有一种仪式，“是一种由学校设立的进入现代社会的入门仪式”，学校和社会就是通过这种仪式筛选着学生，筛选的过程表面看来是平等的，而实际上仪式本身就是在为某种特定的阶级意识和价值作辩护，“这种仪式的目的，是向仪式的参与者隐瞒平等主义社会的神话与仪式所辩护的阶级意识之间的现实矛盾”。[29]

在伊里奇看来，现代学校的隐蔽课程，不仅在制造着社会的不平等，而且还巧妙地将这种不平等隐藏起来。现代学校已成为社会再生产价值机构化的强大工具和加速器，阻碍了真正的学校和教育，造就了无能力、无个性的人，并带来了社会两极分化和新的不平等。为此，必须将现代学校连同它的隐蔽课程一起废除，并按新的有关人、学习和成长的思路，建立“非学校化”的社会。

三、论“非学校化社会”

“非学校化社会”简单来说，就是一种废除了学校及其类似学校的一切价值机构的社会。在伊里奇看来，建立“非学校化”的社会并不是要通过政治革命的手段，而是跟废除其他的价值机构一样，通过以渐进方式进行的意识革命和文化革命的途径。这种革命要求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要对自己所处的异化境地有着清醒的认识，从而自觉地运用宪法赋予自己的自由的权利，摆脱对社会特权机构的依赖，克服心理的无能，成为现实社会中积极的消费者。在“非学校化社会”中，教与学都是人们天赋的自由，没有强迫学习或变相的强迫学习，人们在自己乐意从事的工作中、在与他人的密切交往中进行着学习，这种学习主要是以人们的好奇心为动力的，学习者能够“赋予他们所接触到的一切事物以意义”。

在提出自己的“非学校化社会”理想之前，伊里奇曾对当时存在的要求改革美国学校的几种主张进行过分析，他指出：“这些关于新的教育机构的建议分成三大类：在学校系统内的课堂教学改革；在全社会普遍设立自由学校；将整个社会改造成一个大课堂。”[30]对于课堂改革，伊里奇认为这种改革是在现行学校体制内进行的，没有触及学校的隐蔽课程，改革的结果无非使课堂成为各种现代设备和方法的实验所而已，不可能对学校有真正的改造作用；对于自由学校，伊里奇分析道：“名副其实的自由学校，必须符合两项条件：第一，它们应当避免采用分年级入学管理，并让合格学生在合格教师跟前学习隐蔽课程的管理方式。第二，更重要的是它们必须提供某种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所有参与者——教职员和学生——都可以免受学校化社会的隐蔽课程的影响。”[31]从这一理解出发，伊里奇认为现实社会中几乎没有一所自由学校能够满足上述要求，因为在现实社会中，自由学校的学生依然要获得学业证书才能为社会所接纳，自由学校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自由。对于第三类建议，伊里奇是持积极的支持态度的，他自己就强调：“一个人要成长，首先需要利用事物、场所和过程，利用事件和记录。他需要去看、去接触、去修理、去掌握有意义的环境中的任何事物。”[32]不过，伊里奇对在现行社会制度下，建立“知识自由市场”的改革建议表示担忧，认为这是一种最时髦、也是最危险的建议。所谓建立“知识自由市场”在当时主要是指通过向贫困儿童提供各种渠道的资助，使社会上的每一个儿童都能获得一份自己选择的教育。伊里奇认为这种看似平等的改革建议，在学校继续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可能产生好的社会效果的。因为在知识自由市场中学校依然是教育的垄断者，这种改革不仅没有影响学校化社会，而且反而会被学校化社会重新利用和控制。

在伊里奇看来，良好的教育制度应有3个目的：一是能向每一个想学习的人随时提供获取现有资源的条件，二是能使每一个想与人共享知识的人能够找到其学习者，三是能使想向公众提出有争议的问题的人有机会将自己的论点公之于世。为此，在伊里奇的头脑中，理想的教育形式就是现行教育机构的反面——“教育网络，它可以给每个人创造一种将生活时间转变成学习、分享养育的机会”。教育网络即学习网络，它是伊里奇设想的“非学校化社会”中理想的教育机构，共有4种。

（一）为教育对象提供的查阅资料的服务

伊里奇认为事实本身就是基本的学习资源。在这方面，学习者可利用的学习资源是多种多样的。它们不仅包括图书馆、实验室、博物馆、戏剧院、游乐室等具有展示功能的学习场所，而且也包括工厂、农场、机场、公共场所等日常生活和工作场所。图书、文学资料、磁带、生产工具、机器、标本，直至山川湖泊、飞禽走兽等也都是可资利用的教育资源。伊里奇指出，后工业化社会的特征之一，就是要求“在这个社会中，科学知识溶解在工具及其零部件中，这些工具和零部件可以小到每个人都能够掌握的单元被有意义地使用，只有这样的工具，才能使获得技能的渠道社会化”。[33]为便于人们充分利用一切可供学习之用的物质或程序，“非学校化社会”应为这类学习的发生创造良好的条件，“为教育对象提供的查阅资料的服务有助于学生接触正式学习所使用的事物或过程”，要建立这种网络，伊里奇认为应当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全社会发挥其教育的潜力。

（二）技艺交流

该网络由具有某些技能，又愿意将之传授给别人的人们组成。一个人只要有一技之长，就可以成为教师。技艺交流网络要使大众公平地获得帮助，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创设免费的由政府支持的技艺中心，向所有人开放，特别是在工业区内。这些中心可传授学徒所需要的诸如打字、计财、编制程序和操作电脑等技能。二是成立技艺交流银行，每个公民都可获得入门技艺所需的“基本贷款”，并以此贷款或同价物换取必需的基本技能的教育，超出“基本贷款”以外的进一步的贷款，由给别人传授技能的人获得。只有给别人传授技能达某一定量时间的人，方可到更资深的教师那儿要求学习同等时间。此外，伊里奇还建议创立一种机关来指导该网络的运用，以保证自由，防止滥用，并提供考测服务。

（三）同伴切磋

主要用于希望与他人分享某种共同兴趣的人身上。该网络可以由地区布告栏、计算机、各种出版物等媒介构成。使用者只需通过报姓名、住址、描述欲寻找的同伴要求及本人准备的情况，电脑和其他媒介就会反馈给他所输入同样信息的人名和地址。同伴切磋的场所完全由双方协商约定，俱乐部、游览区、公园以及私人住宅都是碰面约见的理想去处。另外，废除了教育的学校的建筑物和操场也可以服务于这个目的。在伊里奇看来，该网络具有广泛的政治意义，“是打破市民依赖官僚政府的公共服务的第一步”，最充分地体现了“非学校社会”的理想。

（四）教育工作者的网络服务

在伊里奇提供的4种网络中，该网络相对来说是非本质的，它是对前三种网络的补充。伊里奇区分了这种网络服务的3种工作类型。第一类是创造和操作学习网络的工作，由教育网的行政工作人员担任，他们应“专心致力于建立、维护和引导学习者走向各种资源的通道”。[34]第二类是引导学生和家长使用这些网络的工作，由教育咨询人员担任，以“帮助学生找出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到目标的途径”。比如，对值得阅读的书籍和可供实习的场地做出建议等。第三类是教育的激发和教导工作，也是难度最大的工作。由未来的社会的“师傅”承担，他们与学习者的关系就是师徒关系，理想的教育家是学习者的良师益友，是排除疑难、点化真谛的导师。

通过以上4种教育网络的建立，加上相应的文化和政治的变革，伊里奇相信，一个民主和参与的理想社会就会到来，在这个社会中，每个人都为实现自我而工作，没有“强迫性劳动，强迫性学习和强迫性消费”，学习和教育都成了愉快和享受闲暇的活动。至此，伊里奇为我们展示了一幅完整的“非学校化社会”的理想蓝图，这里，教育、闲暇、工作和生活所有这一切都融为一体了。显然，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

伊里奇的教育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深刻的社会矛盾和教育危机：一方面，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自动化的大生产给西方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同时也激化了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加剧，生态平衡遭到破坏，环境污染日益加重，所有这些矛盾使越来越多的人体验到社会异化现象的日趋严重。许多人因而转向对社会现实的批判，转向对人类自我价值的追求和对全球人类命运的思考，伊里奇的理论就是这种社会思潮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伴随着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教育的大发展而出现的“世界教育危机”和各国学生运动，使昔日被供为“圣牛”、神圣不可侵犯的学校的合理性遭到了怀疑，受到了挑战，作为社会批判论者，伊里奇率先对现代学校发难。

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作为一种现实社会的教育改革方案显然是缺乏严密性和可操作性的，具有乌托邦性质。他没有为自己的教育改革主张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也没有为其理想提供充分的辩护或提出实验性依据，甚至也“没有参考社会教育或学习研究的成果”。[35]这种立足于直觉的、激进的教育改革主张，尽管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但要转化为社会现实显然是极为困难的。正如有论者指出：“他的教育理论和建议在今天很少为人们所接受，原因就在于此。”[36]伊里奇的4种教育网络的设想理想化色彩极为浓厚。例如，拥有一定知识和技能的人都愿意并且有能力去教育别人吗？如果专业人员在运用其技能（而不是教学）中能得到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回报或自己能够得到更大的满足，那么，又会有多少专业人员愿意花时间来教育别人呢？显然只有少数人而已（社会现实正是如此），而少数人要满足多数人的学习要求，最有效的场所还是学校。再如，伊里奇的学习网络假定任何知识和技能都可在任何年龄，以任何顺序学会，然而，事实是儿童的年龄和成熟程度是决定儿童什么时间学什么的重要依据之一，学科自身以及各门相关学科之间也就具有逻辑和递进的联系，网络如何保证学习时间和内容的正确选择以及知识技能的连贯性、系统性呢？诸如此类的问题和矛盾，伊里奇并没有做出合理的说明和解释，而完全否定学校的存在，必然引起众多的抨击和异议。

不过，宏观而言，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思想和4种学习网络的设想还是富有启迪意义的。它提醒我们学校不是唯一可资的教育资源，学校之外，还有许多机构、社会力量具有教育的潜力，能够承担教育的责任，促使我们的视野从学校扩展到整个社会。伊里奇对学校的批判，“使学校更具有自我批判的精神和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的意识”，[37]这是有利于当代学校的健康发展的。伊里奇的“非学校社会”如果剔除其完全废除学校的激进主张，从其正面内容理解也是一种学校化社会。目前，学校化社会的建立和终身教育的实施，已是国际教育的发展趋势和致力的目标，伊里奇的教育思想在基本精神上与上述国际教育的潮流和趋势有一致之处，这使得伊里奇的教育思想在现代社会学校和教育改革中给人以新意，并激起人们的教育新思维。

第四节 赖默、波兹曼和温加特纳的教育思想

埃维里特·赖默（Everett Reimer）是与伊里奇齐名的激进主义的教育思想家，伊里奇曾在《非学校化社会》一书的序言中说：“我对公共教育的兴趣归功于埃维里特·赖默。”正是在赖默的影响下，伊里奇才开始关注教育问题，对人们习以为常的义务教育制度提出怀疑和批判。

赖默与伊里奇1958年相识于波多黎各，共同的志趣使他们不仅成为生活中的好友，而且也成为教育思想上的牢固同盟者。他们在由伊里奇创办的“多文化交流中心”经常相互促谈，交流思想见解，在各自发表自己的著作前，这种经常性的学术交流、对话活动已经进行了十余年，1967年以后，这种相互的思想交流还成为一项定期安排的活动。因此，赖默的教育思想与伊里奇十分接近，他们都对传统的学校制度提出了强烈的批判，都要求废除学校而代之以学习化的社会。赖默的教育代表作《学校已经死亡——教育中的选择》（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发表于1971年，比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略晚一年。伊里奇在1970年出版《非学校化社会》一书时，赖默也在考虑出版自己的著作，伊里奇为此把这两本著作的出版看成“共同研究的各自观点”的表述。而实际上“共同的研究”和交流已使两人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以至于罗宾·巴劳（Robin Barrow）在《激进的教育——自由学校和非学校化的批判》（Radical Education—a Critique of Freeschooling and Deschooling）一书中将赖默和伊里奇的激进教育主张放在同一章节中作为一个整体加以介绍和批判。

在对学校制度的批判方面，赖默认为美国的学校实际上是将4种社会职能集于一体的，这4种社会职能是：照管、社会角色选择、思想信仰灌输和教育，且它们通常是以发展技能和知识的形式表现出来的。[38]在赖默看来，将“照管”作为学校的职责是错误的，这不仅要平白增加大量的教育经费，而且从整体上看，也不适合处在不断发展成熟中的学生。因为儿童只是在早期需要照管，学校将对学生的“照管”作为自己的职责就等于把自己变成了军营、监狱或精神病院之类的机构。在学校的社会角色选择问题上，赖默考察了学校在社会地位分配过程中的作用，他把学校的社会地位分配职能称为“把青年分到他成年后将占据的各种社会职位的分类”，对赖默来说，这种“学校的职业选择是多余的，而且对个人通常是灾难性的……职业选择的主要职责根本不是个人的选择的问题，而是学校制度继续生存的问题……退学的年龄决定了男女儿童是否因其身、手或脑的劳动而得到报酬，也决定了他们得到多少报酬。这反过来大体上决定了他们能在哪里生活，他们能与谁交往，以及他们如何度过有生之年”。[39]在赖默看来，社会变化极为迅速，学校在学生身上花费了大量的经费和时间之后，未必能使学生在社会上谋得相应的工作。更为有害的是，在一个学校化的社会中，文凭或证书成为主宰个人命运的东西，且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领域或方面，以至于“一个垃圾清扫工也需要文凭”。[40]由于个人的发展机会是由学校中的学业成绩决定的，而实际上就是由文凭或证书决定的，文凭或证书的获得跟个人的努力并无多大关系，一个学生的成绩的好坏“主要取决于父母的文化程度、家庭的藏书、旅游的机会等”。赖默断言：“一般说来，父母有文化的孩子，即使不上学也会学会阅读，而父母无文化的儿童常常是入了学也未必学会。”[41]因此，“成绩不过是将特权永久化的烟雾而已”。[42]社会信仰的灌输及教育更是把社会的不平等直接凝固化。总之，在赖默看来，将多重社会目标集于一体的学校，已导致教育开支的剧增、教育效率的下降和社会控制的不断加强，它在现代社会已没有存在的价值，“学校已经死亡”。

赖默承认学习是存在某种连续性的，但他反对“学校将学习当作教学的产物”[43]，认为将学习看成教学的结果是对学习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的混淆。与古德曼不同，赖默强调知识的学习不能局限于直接的经验，认为通过直接经验的学习往往是一种低效的、缺乏目标的学习方式，某些知识并不需要通过直接经验来学习（如有关图书分类系统的作用的知识），有些甚至通过直接经验根本无法获得（如热力学第二定律）。为此，赖默主张应给学生提供不限于直接经验的更多的学习机会。即使是学生从事操作性的活动，赖默也主张要重视这种活动的知识和理论的层面，并为这种学习创造良好的机会和条件。

在赖默看来，现代社会学校的弊端太多，学生学习所需要的场所不是学校，而是生活环境中一切可资利用的学习资源，社会应当为每一个人都可以选择自己的学习方式创造良好的环境。至于学什么，怎样学，什么时候学，这些问题并不是由学术讨论来决定的，而是由个人或志愿团体的自由选择决定。传统的学校所负担的、为学生提供学习环境和条件的职能，完全可以被社会团体或场所取代。能提供这种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场所的范围是极为广泛的，从学习原子物理的研讨班到地方上的各种鱼市等，都可以成为学习者的学习场所和途径。如果说赖默和伊里奇的教育思想十分接近、自成一体，都提出了激进的废除传统学校的主张的话，激进教育思想的另外两个代表人物——波兹曼和温加特纳则共同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自己激进的教育改革的主张。

波兹曼（Neil Postman）曾担任过美国中、小学教师和美国纽约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研究，他主编的新英文系列丛书在美国有一定的影响。温加特纳（Charles Weingartner）也有多年中学教师的工作经验，曾在昆士学院（Queens College）任教，与波兹曼一起共同编写过《教学中的革命》（A Revolution in Teaching）、《学生手册——为了学校的转向》（A Student Handbook for Turning Schools Around）等著作。波兹曼、温加特纳两人的教育思想也极为相近，他们共同撰写的《教学——一种颠覆性活动》（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一书就是他们激进教育思想的共同代表作。波兹曼、温加特纳虽然与伊里奇一样都被称为激进的教育改革思想家，他们也都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的学校制度极为不满，但与伊里奇要求废除传统学校的主张不同，在他们看来，与其废除传统学校，还不如对它们加以改造利用，使学校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都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波兹曼、温加特纳的教育思想是直接面对飞速发展的科技时代所带来的社会问题提出的，他们极为关注人类的生存状况，具有强烈的社会危机和忧患意识。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乃至人类社会的生存状况和未来前景，他们进行了两点基本判断：第一，人类社会生存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史无前例的、至今仍无法解决的问题的严重威胁，这些问题有些是美国社会特有或特别突出的，有些则是全球性的，它们包括：社会中越来越多的精神病、犯罪、自杀、性泛滥、毒品问题，人口爆炸问题（包括出生率控制问题、流产问题、住房问题），空气、水源污染问题，粮食问题，垃圾处理问题，交通问题，停车问题，噪声问题等。在国际方面面临的问题有：原子弹问题、越南问题、红色中国问题、古巴问题、中东问题、外援问题、国防问题等，不一而足。而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上还存在着一个最为关键的问题，那就是“我们究竟能为解决这些问题做什么？”[44]的问题。在波兹曼和温加特纳看来，上述问题已经给美国社会及全人类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如果我们不能及时、有效地予以解决，将直接对人类的生存与否和生存状况造成重大威胁。第二，上述问题所造成的恶劣状况是有可能得到改善的，改善的手段就是教育，或主要要依靠教育。波兹曼和温加特纳充分估计了教育在解决上述社会问题中的作用，指出：“我们并未简单、浪漫到认为通过教育或其他手段，所列举的所有问题都能被解决，但有些问题是能够被解决的，而且更多的是直接通过教育而不是别的手段解决。”[45]

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认为美国20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公共教育上的投资花费巨大，但美国学校在办学目标上却远离人类生存最基本、最迫切的问题，“很少甚至没有增加任何共同生存的机会，没有帮助我们解决哪怕是一部分上面所提的问题”。[46]尽管美国的教育也在做不断的改革，但美国学校在办学的基本方向上已失去了自己应有的目标，始终没有正视未来，没有正视人类在迅速变化的社会中所面临的紧迫的生存问题。在他们看来，美国公共教育在办学方向上眼睛一直是向后看的，美国教育制度的状况就犹如一个驾驶着身价百万的赛车的车手，嘴里尖声高叫：“快！快！”眼睛却一直盯着后视镜，既不知自己现在身在何处，也不知自己该开往哪里，至今还未粉身碎骨，已算万幸了。

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认为，“不断的、越来越快的、无所不在的变化”是现代社会最显著的特征，培养能够把握这种变化的人应该成为学校的根本目标。学校可以通过创设环境，帮助学生掌握适应在一个飞速变化的世界中生存所必需的观念和技能。波兹曼和温加特纳把他们所要培养的、理想的人称为能够“探测定见（crap detecting）”的人，学校则应当是培养这种类型的人的理想机构（不像伊里奇和赖默要废除学校）。何谓“定见”？他们认为，“定见”就是一种未经审思就接受的思想或信念，它们与一个人生长于其中的社会主流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人们在社会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往往不加选择、未经批判地就接受了某些思想或信念，并把它们当作唯一正确的东西供奉起来，但这些被供奉的东西往往并不是真理，只是在某种条件下形成的一家之言、一孔之见而已，而其信奉者却浑然不知。“从某种角度看，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与尊奉‘定见（crap）’做斗争的历史。”[47]在波兹曼和温加特纳看来，如果说“定见”在变化缓慢的社会中还不至于危害过大的话，那么，在人类社会变化发展如此之快的现代社会，如不对之加以辨析和纠正，就会直接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因此，现代社会的人应当是善于发现“定见”的人，教育对造就这种新型的人肩负着重要的责任：“我们要牢记，新的教育将培养这样一种人——善于探测定见。”[48]

波兹曼和温加特纳从多个角度阐释了“探测定见”这一术语。他们认为“探测定见”可以被理解为教育中的一种“反循环（counter-cyclical）”的做法，即强调文化中非主流的因素，突出那些被社会主要机构所忽视的价值。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反熵反馈系统（anti-entropic feedback systems）”，“熵”是反映宇宙中自然或人工系统为减少混乱或无效性而存在的一种普遍、必然的“衰落”趋势的概念，这个过程不可逆转，但可以被减缓或被部分控制，控制的方法就是“维持（maintenance）”，维持的状态是文化生活状态的最好表征之一。“探测定见”还可理解为“反熵力量（anti entropic force）”的积聚，它要求实现充分的反馈，即不仅要了解“衰落”过程，而且还要具备及时“维持”的手段和能力，具有这种能力的人必须具有这样的品性：能意识到变化，对变化引起的问题保持敏感性，当熵加速发展到危险的程度时，愿意并有勇气倾听报警之声。此外，“探测定见”也可理解为“不断更新的社会（ever-renewing society）”或理解为“社会的自我意识（social self-consciousness）”等。

透过波兹曼和温加特纳对“探测定见”概念的多角度分析，可以发现他们力图培养的所谓“善于探测定见”的人，实际上是对社会上各种习以为常的东西持批判反省态度、勇于面对并善于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人。这种人不仅具有敏锐的观察力，而且“拥有‘颠覆性’的理智工具——人类学的世界观”。[49]在他们看来，人虽然不可能完全摆脱偏见，或在实际中完全不受他所熟悉的东西的影响，但人对社会特定的思想和信念应不是无批判、无原则地接受的，一个“有能力的定见探测者，是不会被自己自然成长于其中的社会的独断论定完全捕获的”，他不把自己熟悉的东西当作唯一或最好的东西，对自己生活的世界中可能存在着的偏见保持高度的警觉。“颠覆”指的就是对传统偏见或未接受反省的“定见”的颠覆，就是对社会现状无批判地接受态度的颠覆，在现代社会就是对居于支配地位的制度性官僚政治、技术理性和大众媒体的颠覆。颠覆的最终目的乃在打破定见，开拓思路，“在充满前所未有的困难、不确定性和机会的世界中，发展年轻人为生存而应用最佳策略的能力”。[50]

教育如何才能培养出“善于探测定见”的人？怎样的教学才算“颠覆性”教学？波兹曼和温加特纳在《教学——一种颠覆性活动》一书中予以了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如下建议。

第一，要摆脱传统的按预定的教学计划或教学大纲按部就班进行教学的旧有习惯，根据各种紧迫的社会问题和学生的实际情况组织学习内容。教师可以把如下问题写在便条上：“今天我打算让学生做什么？”“有什么益处？”“我是如何知道的？”等，并将便条贴在盥洗间的镜子上或其他每天早晨容易看到的地方，这样组织的学习内容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都更具针对性。

第二，教师在课堂中应尽量让学生们接触一些他们感兴趣的问题，使学生在没有教师指导的情况下自己处理问题，并尽量避免将答案告诉学生，也不要因为没给答案而可能发生的长时间的课堂沉寂而感到担忧，因为沉寂意味着学生正在思考，也可能意味着学生对教师所布置的智力任务萌发敌意，但不管如何，教师拒绝告诉学生答案总体上是有益的。这将使学生进行更为积极、主动地学习。

第三，教师在课堂上要注意倾听学生的述说，但不要参与到述说中去，就像心理医师静静倾听病人的述说一样。倾听的方法可以从卡尔·罗杰斯（Carl Regers）《论成为一个人》（On Becoming a Person）一书中学得。教师在倾听时也可邀请其他教师来课堂进行观察，下课后可问来观察的教师下列问题：根据你对学生述说的倾听，明天和下星期你将让他们做什么？通过这种相互观摩的活动，可使根据学生实际的认知、情感和他们所关心的事物所做的教学设计变得越来越有效。

第四，帮助学生学会如何问问题。这一点在“颠覆性”教学中特别重要。“一旦你学会了如何问问题（相关的、合适的和实质性的问题——原注），你就学会了如何学习。”[51]问问题的能力被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视为生存于这个飞速变化的时代的重要工具，它能造就“一种迥然不同、更为大胆、更富有潜力的理智”。[52]在培养这种态度和能力的具体做法上，教师可对课堂中的学生做出规定，只允许他们以提问的方式说话，然后给学生安排任务，让学生就教师提出的任务编出一系列的问题，并对问题编得最多的学生予以适当的奖励。教师对学生编出的问题应先注重数量，逐渐过渡到注重质量，让学生学会对所提的问题的标准进行考察，由此，对所提问题的质量进行评估，可让学生对自己所提的问题提出下列问题：问题中包含了未经证明的假设吗？还有未定义的概念吗？所提的问题是否暗含了获得答案的程序？等等。这样的问题具有对自身的反思性质，并不在于求得正确的答案。像“谁发现了美洲？”这样的问题是要求有正确答案的，应将这个问题转化为“你是如何知道谁发现美洲的？”。

第五，教师应对自己的判断是否具有主观性进行反思。教师在对自己的学生做出评价时，可以通过虚拟角色互换的方法，即在头脑中暂时搁置自己的教师角色，把自己想象为被评价的学生，从被评价的学生的角度体会能否接受这样的评价，从中发现其中可能存在的主观偏见并及时予以纠正。

第六，充分发挥想象性预期的作用。教师应把自己的学生想象为最聪明或最有潜力的学生，同时，也要让学生自己产生这样的自信。预期本身对实现这种预期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人的行为往往是自己及他人预期的结果。尽管也许有许多现实性因素使教师产生这样的想象很困难，但充分发挥这样的想象力对推动学生朝着这一方向努力极具价值。

第七，给学生创造一个宽松自由的学习环境。把学生的学习成绩作为鉴别学生等第的工具是传统学校的习惯做法，“颠覆性”教学将彻底改变这一状况，所有按照教师的要求完成学习任务的学生都可以获得教学制度所允许的最高分数。让学生在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下进行自主的学习。

第八，让学生进行以未来为指向的学习。进行未来指向的学习是适应社会飞速发展的需要，要使学生免于“未来震荡”的冲击就必须使学生具有面向未来的思维方式，在教学中应让学生广泛接触和讨论有关未来的各种问题，敢于提出自己的设想，如“如果某类事件发生，你认为将会怎样？”等。

第九，增进学生对媒体的认识。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认为，各门学科的教师都应充分关注媒体对人的影响问题。比如，历史学科的教师就要引导学生了解“媒体对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影响效果”问题；英语学科的教师就应当引导学生关注媒体在创造新文学、新读者、新的文学鉴赏方式方面的作用等。

第十，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认为教师在教学时应注意，“颠覆性”教学并不排除使用习惯的方法和学习材料，因为“特定具体的目标、讲演、电影、教科书甚至惩罚都可能是有根据的”。所要求的主要是教师及学生的角色在方法论上或心理学上的变化，这是有关“课堂环境性质的根本性变化”[53]，这种变化对“颠覆性”教学是极为重要的。

第十一，教师应进行诚实的自我检查。自我检查就是要求教师不断对自己的课堂行为提出为什么，使自己的行为真正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

波兹曼和温加特纳教育思想具有鲜明的时代感，是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西方社会从传统的工业文明转向后现代社会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的反映。他们对科技迅猛发展的现代社会人类未能对这种发展做出正确的回应表现出极大的担忧，要求学校直接面对与人类生存攸关的问题，发挥教育在解决这些问题中的作用，这种主张应当说是合理的，符合时代要求的。在通过教育解决人类社会紧迫问题的途径上他们提出的“颠覆性”教学，是以20世纪60年代后在西方开始盛行的人类学的基本理念为基础的，应当承认，人类学及其方法论在西方社会科学领域崛起并成为当今西方社会科学中与实证科学平分秋色的方法论原则并不是偶然的，它在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某些社会性问题上，的确能够发挥实证科学方法论所无法比拟的作用。

“颠覆性”教学培养出来的学生不仅具有关切人类生存问题的忧患意识和乐于解决问题的积极心态，而且不为社会传统的思维定势所制约，勇于创新，善于从不同的视角看待和分析问题，这正是现代社会尤其是知识经济社会对人的基本要求。波兹曼和温加特纳能够在20世纪60年代就提出当今知识经济时代所要求的人的素质特点，反映了他们对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富有远见的预测力。不过，在创新与传统的关系上，他们的观点是偏激的或者说是激进的，他们过于注重社会发展创新的一面，忽略传承联系的一面，他们拟订的教育目标及教育方法无不反映了这一特点，这就决定了他们的教育思想与成为全面推进的教育实践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

第五节 激进主义教育思想评析

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特点，首先是它对美国的现行教育特别是公立学校教育提出了相当“激进”的批评，甚至是强烈的指责。

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美国公立学校制度描绘成尽善尽美的事业，宣扬它在控制学校与学生以及使美国多民族社会化方面发挥了无法代替的作用。然而，在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推动者古德曼、伊里奇、赖默等人看来，这是学校对教育的垄断，是把学校变成为官僚机构的基础。他们认为，这种公立学校制度带来了诸多的弊端和恶果。例如，把学校通过主流文化的传递对年青一代进行思想灌输和社会化就视为教育，从而强化了教育的强制性；造成学校教育与社会实际脱节，忽视了学校之外的其他社会部分的教育潜力和教育形式的多样化；通过隐蔽课程和隐蔽机构使现行的主流价值观制度化，不仅掩盖了真实的不平等，而且还在再造不平等；在知识成为商品，学习变成一种消费或为获取文化资本的情况下，强制的教育使学习变成了一种压抑人性的事情等。古德曼曾把强制的公共学校教育批评为“圈套”“监狱”，伊里奇则指责：正是强迫性学校的存在，才把任何社会都分成了两个王国：一个是“学术的”或“教学的”，而另一个则不是“学术的”或“教学的”。“学校划分社会现实的力量是无限的；教育成为非世界性的，而世界则成为非教育性的。”[54]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激进性”的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它不仅激烈地批评美国现行教育的一般弊端，而且指责“制度化”的整个教育，甚至极端地否定学校。

其次，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推行者提出的教育改革设想和方案也是颇为“激进”的。例如，H. 科尔强调突破正规的学校校园，主张在传统的学校内外设置“开放课堂”，以便为大众提供能让他们自我发现的环境；他建议在“开放课堂”里，学生可以个别地或分组地选择他们愿意学习的东西。古德曼和科佐尔（J. Kozol）则激烈批评美国的公立学校，反对强制性的教育，主张为贫民和少数民族设立小型的“自由学校”，以帮助他们发展有益于自己社区的能力。伊里奇和赖默则对现存学校持否定态度，主张以“欢乐的（convivial）”学习机构或所谓“学习网（learning webs）”取代学校。而伊里奇则更加“激进”，他不但主张废除学校，甚至建议废除类似学校的一切实施思想文化灌输和社会化的价值机构，并明确地正式提出了“非学校化（deschooling）”这一概念。

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和推行者们，或者要求重新确定教育和学校教育的传统意义，或者赞成修改学校的作用并缩减其活动范围，或者主张逐渐增加其他社区机构的教育职能，或者建议充分运用现代教育手段，或者建议干脆取消学校而代之以“教育网络”。总之，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倡教育的多元主义。

最后，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们在批评美国现行教育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对美国社会提出了这样那样的评论或批评，使得激进主义教育思想也具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

例如，古德曼在其《荒谬的成长》一书中，认为在现代西方的社会或文化中，人性之所以变恶或违反人性，是在于没有为人们提供“人的工作”，即能被欣然视为有活力和有价值的，从而可以使人引以为自豪的工作。他还指出，在美国，首要的社会机构搞官僚作风并事先确定了所有的过程和决定，因此事实上个人没有任何需要表达的权力，从而扼杀了人的一切创新精神。美国学者埃·Z. 弗里登伯格认为：“古德曼始终对美国社会的商业化、人情冷漠、对个人交往和忠诚的破坏以及对自然秩序的破坏持批评态度。”[55]而罗宾·巴劳（Robin Barrow）在其《激进的教育》中，甚至将古德曼的《荒谬的成长》称为“社会评论”。[56]

伊里奇的“非学校化社会”思想则对美国产生贫困和异化现象的社会基础——资本主义商品社会及其在文化知识、价值方面的商品化和学校教育机构的制度化，进行了一定的揭示和剖析，并提出了激进的批评。他认为，只有当技术和知识不再成为商品时，技术和知识才能为每一个人提供一种能力；只有当学习不再与学习者相异化时，人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他期望通过废除现行的学校制度，而代之以人人能够自主学习的“教育网络”，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一种人人平等、自律自助和愉快交往的“非学校化社会”。这是伊里奇的一种独特的社会批判理论。

到20世纪70年代，激进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对美国的教育曾产生重要的影响。

首先，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们对美国现行教育所进行的一些考察和分析，在一定程度上较尖锐地反映了资本主义美国学校教育中的一些弊端和危机，使人们深化了对美国教育及其社会的认识。其次，他们对美国制度化的公共学校教育的激进批评，以及由此引起的对制度化学校教育的讨论，使许多人也开始较深刻地对这种教育产生怀疑甚至是憎恶和轻蔑，逐渐认为它是教育的绊脚石。最后，激进主义教育思想家提出的“非学校化”思想以及由此引起的不同意见的争议，提升了人们对学校教育在社会中的作用问题的关注，引发人们去探索可能的教育改革新途径。总之，激进主义教育思潮为在教育理论上开拓新的研究提出了新的问题，做出了新的尝试。

激进主义教育思潮也促进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教育实践的改革，特别是引发和推动了开放教育运动、自由学校运动和贬抑学校运动的发展。在20世纪70年代以前，很少有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涉及有关可选择的公立学校问题。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关于自由选择的主张为美国公共教育发展提出了新的方向，逐渐成为社会的信条和学校实践的组成部分，成为可选择学校运动的一个重要的思想渊源。到1976年，在美国已有1/4的学区推行可选择学校的活动或项目。1980年，美国已有10 000多所公立的可选择学校。根据1978年的《可选择教育法案》（The Alternative Education Act），佛罗里达州要求为那些现存学校体制不能满足其需要的学生提供可选择项目。州和联邦的法律要求为残疾儿童提供最少限制的学习环境，同时强调向所有的学习者提供适宜的服务。到1981年，美国已有300万儿童到公立学校的选择教育项目中注册。可选择教育成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英等国学校教育的主流。可选择学校被设计来为许多不同类型的学习者服务。由于可选择学校运动使学生、家长和教师有更多机会考虑学习和教学的多样化，有利于所有学生的个别化学习，从而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57]由于“选择学校带来了某种希望”，也引起了对可选择学校问题的广泛讨论，以及可选择学校的方案的研究和制订。

伊里奇和赖默还根据他们于20世纪60年代前后在拉丁美洲各国的考察和研究，认为第三世界各国的各种教育问题是和各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单靠让更多的公民上学，或发展一种仿照美国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学校制度，都不能解决这些问题。他们警告第三世界各国要避免困扰着发达国家的教育惩罚。

激进主义教育思想对世界其他国家也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首先，不仅引起了许多国家的有关专家而且是社会上的知识界对学校教育的“真实可靠性”的兴趣和关注，出现了不少论述这个题目的著作。例如，1978年在瑞士由“群众性的家庭运动”出版的《成问题的学校》一书，就力图说明以家庭和学生为一方，学校为另一方，二者之间的冲突，而从社会和个人的角度提出了学校教育的真实可靠性问题。其次，推动了各国可选择性教育的发展，如非正规教育、社区教育、继续教育、终身学习等，在一些国家都得到了较快的发展。人们普遍地认为这有助于扩大教育机会，以满足各种人的学习需求。在英国，为了提供家长和学生自主选择学校的权利，在20世纪80年代末国会通过的教育改革法案中规定，地方教育当局管理下的所有中学，和学生数在300名以上的规模较大的小学，在多数家长要求下可以摆脱地方教育当局的控制，直接接受中央教育机构的指导。这一政策称为摆脱选择（option out）政策。法案还决定，自1990年4月起，撤销内伦敦教育局。除学校的摆脱选择主要取决于家长外，法案还赋予家长为子女自由选择学校的权利。法案要求所有学校都公开招生，不受地区限制，直至满额为止，以利于家长和学生自由选择学校。

尽管激进主义教育思想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出现于美国有其教育的和社会的现实基础，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对美国的教育和社会所提出的一些分析和批判具有一定的重要意义，他们所描绘的一些教育改革设想和意见也富有开拓性和挑战性，但是，也需要指出。

一是他们虽然把教育问题与社会问题联系起来，然而，他们并未真正认清教育与经济、政治之间的本质的关系。伊里奇甚至看到了美国社会的贫困和异化现象与美国社会的资本主义商品化和官僚机构的操纵和垄断的关系，但他没有揭示出这种关系本身受制于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因而他对这些现象及其根源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和无力的。

二是他们所提倡的“自由学校”“可选择教育”，或以“学习网”取代学校等主张，虽对“制度化”学校教育是一次激进的批评与冲击，有助于推进教育的大众化、社会化，但是，他们之中有些人似乎认为，只要能够提供自主和自由的学习，甚至实施“非学校化”，就可以消除异化现象，使人们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这种观点是颇肤浅的。因为只要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商品化、垄断化的学校和机构就会存在。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废除商品性质的学校或废除学校，实施完全自由教育，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这种见解，就其绝对形式而言，看来并不符合世界上任何现有的社会政治范畴”。[58]

可以说，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虽然对美国的现行教育和社会持一定的批判论，但他们实质上是主张在不根本触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通过渐进的教育改革和文化变革来达到所谓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西方有的学者将他们称为“无政府主义者”，也有人称他们为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者。

三是他们虽然大声疾呼应提供自愿、自主、自由的教育和学习，但是他们对如何将其普遍地推行，并未做出令人信服的有力论证。伊里奇本人也只是坚信非学校化社会一定会到来，但对于何时到来也颇感踌躇，因此他称“非学校化”主张是“非常不确切的预测”。

不过，时代在前进，经过近几十年来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学校也不能一成不变。今天，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制度化”的学校教育体制已不可能只做一些表面上的调整了。事实上，如果学校不迅速从根本上加以改革，它们很可能会被其他一些反应更灵敏的机构所取代。从这一角度回头去看，也可以说，当年的激进主义教育思想的倡导者们的某些思想也蕴含着一些尚不清晰的预见性。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华东师大比较教科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版，第49页。

[2] G. Kneller，Movements of Thought in Modern Education，pp.197-199.

[3] 理查德·D. 范斯科德、理查德·J. 克拉夫特、约翰·D. 哈斯：《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北京师范大学外国教育研究所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36～37页。

[4] E. Z. 弗里登伯格：《保尔·古德曼》，见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2卷。

[5]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Randon House，New York，1960，p.9.

[6]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6.

[7]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14.

[8]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11.

[9]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97.

[10]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p.139-140.

[11]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231.

[12]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Random House，New York，1964，p.23.

[13] P. Goodman，Growing up Absurd，p.224.

[14]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68.

[15]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31.

[16]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210.

[17]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213.

[18]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211.

[19]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61.

[20] P. Goodman，Compulsory Mis-education，pp.32-34

[21] P. Goodman，Mini-school，p.35

[22] P. Goodman，New Reformation：Notes of a Neolithic Conservative，Random House，1969，pp. 85-86。见理查德·D. 范斯科德、理查德·J. 克拉夫特、约翰·D. 哈斯：《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第36页。

[23] P. Goodman，Freedom and Learning，p.109. See Robin Barrow，Radical Education——A Critique of Freeschooling and Deschooling，Martin Rober Tsom & Corp，1978，p.101.

[24] G. F. Kneller，Movements of Thought in Modern Education，p.203.

[25] Ivan Illich，Deschooling Society，Harper & Row，New York，1972，p.56.

[26] Ivan Illich，Deschooling Society，p.56.

[27] Ivan Illich，Deschooling Society，p.8.

[28] 伊里奇：“学校教育的抉择”，见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第651页。

[29] 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第655页。

[30] 翟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第650页。

[31] 翟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第655页。

[32] 翟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第659页。

[33] 翟葆奎：《教育学文集·教育与社会发展》，第663页。

[34] Ivan Illich，Deschooling Society，p.142.

[35] 马塞拉·加哈尔多：《伊万·伊里奇》，见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2卷，第244页。

[36] 马塞拉·加哈尔多：《伊万·伊里奇》，见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2卷，第244页。

[37] George F. Kneller，Movements of Thought in Modern Education，p.214.

[38] Everett Reimer，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Doubleday，1971，p.24.

[39] 理查德·D. 范斯科德、理查德·J. 克拉夫特、约翰·D. 哈斯：《美国教育基础——社会展望》，第137页。

[40] Everett Reimer，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p.26.

[41] Everett Reimer，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p.32.

[42] Everett Reimer，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p.29.

[43] Everett Reimer，School is Dead：Alternative in Education，p.40.

[44]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enguin，1971，p.12.

[45]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12.

[46]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12.

[47]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h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3.

[48]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h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3.

[49]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h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xiii.

[50] Robin Brarrow，Radical Education——A Critique of Freeschooling and Deschooling，p.155.

[51]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35.

[52]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38.

[53]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p.205.

[54] 转引自张人杰：《国外教育社会学基本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83页。

[55] E. Z. 弗里登伯格：《保尔·古德曼》，见扎古尔·摩西：《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第2卷，第125页。

[56] Robin Barrow，Radical Education——A Critique of Freeschooling and Deschooling，pp.92-96.

[57] Editors-in-Chief，Torsten Husen T. Nevile Postlethwaire，The 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d of Education，Pergamon Press，1985，pp.254-256.

[58]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第49页。


第二十三章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曾盛行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一些西方国家。在一定意义上提出这一教育思想的主要人物有：德国的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法国的布狄厄和阿普尔，英国的萨勒普，美国的鲍尔斯、金蒂斯和吉鲁克斯等。“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代表人物企图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和理论较具体地揭示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职能、特点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诸方面的关系，对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弊病提出更加深刻的批评，并试图探索改革教育甚至变革社会的方策。“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以“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自诩，也一度被视为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激进主义教育思潮的一翼。“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虽然对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启迪的论述，但它在一些根本理论上却背离或曲解了马克思主义。

第一节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概述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产生，有其多方面的社会因素。

一、教育改革形势逼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由于科学技术的飞跃发展，经济的增长，社会民主的逐渐扩大，以及资本主义国家在各方面反复出现的危机，产生了许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从而向教育提出了一系列挑战。这些强劲的挑战，不但表明教育越来越成为社会和国家的重要领域，而且使发展和改革教育事业成了世界性的潮流。正如人们常说的，到处的教育都在运动之中。不仅传统的教育甚至教育本身都受到了强烈的冲击和指责，使得教育越来越被迫进行改革。为教育革新而大胆探索已成为时代的焦点之一，这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显得尤为突出。

有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也承认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但他们认为，这些改革并没有促进社会机会均等和个人自由发展的实现，反而使资本主义教育制度更加“合法化”。因此，必须对教育改革进行新的思考。

二、自由派教育理论失灵，激进主义教育思潮兴起

无论是以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教育理论，或者功能主义社会学派的教育观点，都高度强调教育的作用，认为教育可以带来社会民主、平等和个人自由。它们宣扬“教育是打开通向现代化大门的钥匙”“学校是平等化者”“教育是变革社会的最好媒介”等。功能主义者还认为，社会中技术尖端程度的提高说明需要不断延长学校教育的年限，而教育的成就既有助于确保工业化和都市化的民主政治所要求的技能和态度得到发展和保持，又能使职业安排、收入和权力的分配有可能得以公正地进行。[1]总之，无论是进步主义教育理论还是功能主义教育理论都认为教育与社会一体化是完全统一与和谐的，而教育变革与社会变革的动力就在于这种统一与和谐。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战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许多国家的教育事业也的确一度呈现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使自由派的理论相得益彰。然而，好景不长，到20世纪60年代末期，随着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衰退，各种社会动荡迭起，教育部门也开始迅速下滑。不仅学校入学率锐减，辍学率上升，学生学业水平不佳，而且校内骚乱和暴力事件不断，各种教育改革收效甚微，社会不平等也有所加剧。这种种情况引起了广大人士对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反思，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质疑。而许多持激进主义观点的教育学者则纷纷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企图通过教育实现公平的社会流动和社会平等化，只不过是自由派教育家的理想。他们认为，与其说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是“平等化”的机器，不如说它扩大和加深了原有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只能是社会不平等的维持者，而不可能成为社会变革的推动者。激进主义教育学者对资本主义的学校教育的强烈指责和对自由派教育理论的批评，也引发了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对教育问题的兴趣和关注。

三、“马克思热”的出现

“新马克思主义”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初。当时西欧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爆发的工人革命运动相继失败，资本主义社会进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使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反思。他们认为，欧洲工人革命运动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经济条件不成熟，而在于无产阶级革命意识的不成熟。他们把强调历史唯物论的马克思主义称为庸俗的马克思主义，而将研究中心从经济领域转向意识形态领域。这些人被视为第一代“新马克思主义”者。

20世纪30年代初，马克思的一些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等首次公开发表。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和西方学者似乎从这些著作中得到了“新”的重大发现，掀起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高潮。但其中许多人主要是抓住经过他们自己诠释和理解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大做文章。这便是所谓第二代“新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形势进一步引起了西方许多理论家和社会活动家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在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出现“新左派”运动。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不但在西方出现了所谓“马克思学”，甚至形成一股“马克思热”。这种情况也反映到学校和教育界。“新马克思主义”一时成为欧洲学生运动的理论旗帜，一些教育学者也积极开展有关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研究。英国的罗·勒斯克和詹·斯科特兰在1981年再版的《伟大教育家的学说》一书中，不但简要叙述了马克思的某些理论和观点，还高度评价说：“对20世纪的教育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完全不是某个职业教育家，而是一位政治哲学家，即马克思。”[2]英国教育学者萨勒普（M. Sarup）则认为，当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新探索和做出新解释的形势，对如何应用马克思主义来探讨和研究教育学，已成为一个重要的课题。[3]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界发表、出版了不少研究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论著。当然，在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产生兴趣并对其进行研究的人当中，情况是相当复杂的。由于他们各自的立场或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不同，或研究的方法不同，或研究的视角不同，因而得出各种不同的解释，做出各种不同的结论，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但毫无疑问，这对西方教育理论界是一种重要的挑战。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就是在上述情况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面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各种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及教育领域存在的种种问题，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区别于其他激进主义的教育学者，着力应用经过他们“理解”“诠释”和“发展”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理论来分析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提出他们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教育观。

一般认为，“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有两个主要倾向。一是所谓“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它注重对马克思早期的、具有所谓较多“人道主义”因素的著作（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研究，强调社会文化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强调个人解放和消除不平等，宣扬通过改善教育和意识形态即可能促成社会改造的理论。二是所谓“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或“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它注重对马克思的后期著作（《资本论》等）的研究，强调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与“结构”特征，强调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包括教育）的决定作用，认为社会变革的动力取决于社会矛盾和阶级对抗的激化。

在上述两个主要倾向的基础上，许多当代“新马克思主义”者都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的弊病及其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复杂关系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揭示、分析和批评。但是，由于他们往往各取所需地应用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或理论，或因各自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因而，比较具体地说，在“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又表现出不同的教育理论模式。其中有所谓“社会批判理论”教育观，“再生产理论”教育观，“抵制理论”教育观。而“再生产理论”教育观又可分为“经济再生产模式”“文化再生产模式”和“霸权—国家再生产模式”的教育观。

所谓“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显然并不表示它对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真的有什么重大的“创新性”发展。其实，许多“新马克思主义”者几乎根本否定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系统论述的教育理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对教育研究的指导价值仅在于其中某些一般的社会理论和哲学理论。因而，他们基本上只是应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如“生产关系”“社会关系”“经济结构”“上层建筑”“国家机器”“意识形态”“再生产”“异化”等，对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学校教育进行考察和研究。所以，尽管在“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中也有许多值得重视的思想因素，但从实质上看，“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是与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原理大相径庭的。

第二节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教育观

所谓“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也称法兰克福学派。“社会批判理论”学派，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一支，最早产生于20世纪20年代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它一直对当时的一些社会现象、社会思潮及其代表人物进行评论，致力于发展所谓“社会批判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法兰克福学派在考察国际社会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过程中，在理论上越来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甚至攻击马克思主义。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早期代表人物是霍克海默（M.Hor-Kheimer），他于1937年发表《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一文，首次使用并阐述了“批判的社会理论”这个概念，要求对现存制度进行根本的变革性的批判。后来还有马尔库塞（H. Marcuse）、阿道尔诺（T. Adorno）、哈贝马斯（J. Habermas）、施米特（A.Schmidt）等。他们的基本理论观点是一致的，但随着他们所处的时代的发展，他们之间也有意见分歧。这里仅对“社会批判理论”学派的第一代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和第二代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教育观点进行简要评介。

一、马尔库塞

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9）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的重要成员，是“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中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马尔库塞甚至被欧洲“新左派”运动奉为“精神领袖”。

马尔库塞出生于德国柏林，曾获哲学博士学位，1932年成为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正式成员。两年后，该所迁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他随之赴美继续在该所从事研究工作。1940年，马尔库塞转到美国国务院情报研究局任职。从1950年起，他又步入教坛，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等校从教。马尔库塞的主要著作有：《理性与革命》（1941年）、《爱欲与文明》（1955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1958年）、《单向度的人》（1964年）和《反革命与造反》（1972年）等。

马尔库塞曾积极参加法兰克福学派的创建和发展“社会批判理论”。他认为，马克思社会主义理论是“生产力崇拜”的结果，在现代条件下已经过时，必须重新界定社会主义的本质。他对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提出了激烈的批判，并期望建立一种能使人成为自己的主人，具有普遍的快乐和自由的合理社会，但又认为这种“新”社会实现的基础不是马克思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而是“人性解放”的需要。他曾以“马克思主义现代化者”自诩。他的“社会批判理论”涉及一系列有关教育的重要观点。

（一）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压抑人性的社会和教育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并不像人们所描绘的那样是令人羡慕的幸福、和谐、美满的乐园，它仍然是一个压抑人性、摧残人的本质的不人道的社会。在现代工业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一方面，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及其在生产、工作和生活中的广泛应用，强大的科学技术威力不仅扩大了其控制的对象，将广大知识分子和白领阶层也包括在内，而且将这种控制从人的肉体深入人的灵魂，对人的心理进行系统的操纵和控制。先进的科学技术越来越消灭人的个性，使人成为机器或机器的附属品。另一方面，工业技术的进步，日益增长的生产率为社会创造了巨大财富和丰富的消费品，以满足人们的需求。但是，人们除了物质上的需求外，还有更高尚的追求。而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为了维持其整个社会的正常运转，几乎强制性地推行高消费、高生产政策，引导人们一刻不停地去追逐各种物质目标，使人们完全陷入商品拜物教。在社会普遍压抑个人发展的条件下，个人的真正需求却受到各种压制。所以，表面上个人自以为是自由的，实际上人成了商品的奴隶，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就是这样一个等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上升的国民生产总值）=奴役的扩大。”[4]马尔库塞还说：“在技术帷幕背后，在民主政治帷幕背后，呈现出这样一个现实：全面的奴役，人的尊严的丧失。”[5]在他看来，在当代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商品拜物教，已确定为一种生活方式，并把它强加给社会中的每一成员。这样，便使人在各个方面都萎缩了或丧失了真正的自由，成为顺从和受制于现代社会的“单向度的（one-dimensional）”人，人们实际上是生活于“一种舒适、平稳、合理、民主的不自由”[6]之中，并“自愿”地在意识和态度上同化于现代社会，失去了自己的个性，失去了独立自主的批判思维能力，变成顺从于该社会的统治制度的工具。马尔库塞认为，这是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统治形式。这种以意识形态的控制和操纵为主要方式的统治，已是整体社会对个人的统治，而不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

资本主义社会的人为什么会“舒舒服服”地接受上述社会生活方式和统治形式，并被其操纵、控制和支配呢？在马尔库塞看来，这是由于：一方面，在商品拜物教盛行的社会，人超出基本的衣食住的需要越多，人拥有的财富和舒适越多，人也就越受到社会控制和操纵，因为这些需要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是由社会控制和操纵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通过学校教育和借助日益发达的意识操纵系统，如报纸、电视、电影、无线电等现代传媒，从童年时起即向人们宣传、灌输“单面性”的思想，把单向度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标准强加给人们，培养人们支持现存统治和维护现状的顺从意识，从而成功地控制人们的头脑，其中特别是学校教育在这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二）将社会的革命改造寄望于“新的主体”和“意识革命”

马尔库塞认为，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生产条件和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白领工作和蓝领工作、生产工人和非生产性工人出现了“趋同”的倾向，工人阶级已不再是一个受剥削的阶级，他们的社会地位已与这个社会融为一体，再加上在思想意识上受到维护现存社会关系的各种宣传、教育所操纵和控制，人性受到物质统治的压抑，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已处于“单向度”和与资本主义社会“一体化”的状态中。他们觉得一切社会现象似乎都是合理的，并不感到自己被奴役，更未产生对这种被控制和被奴役的反抗意识。工人阶级失去了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主体作用。

基于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上述认识，马尔库塞认为，当代革命的首要问题已不是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而应从改变人本身、改变人的心理和生活方式入手，从文化入手，从“意识革命”“本能革命”入手，使人们意识到自己作为人的真正本质，即培养“新型的人”。按照马尔库塞的观点，这是新时代革命重心的转移，同时也意味着革命主体的变化。他曾这样描述：“只有当群众已分解成摆脱一切宣传、灌输和操纵，能认识和理解事实，评价可替代的目标的个人时，自决才是现实的。换言之，只有当社会由一个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来组织、维持和再生产时，社会才会是合理的和自由的。”[7]马尔库塞这里所说的“具有新质的历史主体”，也就是具有“一种不愿再生产现状——拒绝合作的意识和感情”的“新的主体”，即“技术的和科学的知识分子干部”以及“学校和大学中未被融合的青年”。[8]马尔库塞特别重视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的革命作用。

这样，马尔库塞就把改变不合理社会的革命希望寄托于“意识革命”和“本能革命”，寄托于所谓“新的主体”即“新型的人”，特别是青年知识分子的身上。

（三）关于“新型的人”的培养

如何才能培养出这种“新型的人”呢？马尔库塞认为，当前的公立学校是培养不出这种新人的，因为这些学校必须听从地方和州及国家有关部门的决定，必须为现存社会服务。即使是浪漫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学校和开放教室也不可能培养出这种新人，因为这种自由学校和开放教室的理论则是教导人们要“爱”和“关心”，而不是要求教师和学生成为富有思想的社会批判者和新生活方式的创造者。所以，一切变革只能从个别的教师开始。

马尔库塞提出，教师可以利用公民课引导学生去思考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父母的生活方式，并设想有无改变的可能。教师还可以鼓励学生去弄清诸如此类的问题：为什么他们的父母要从事特定的工作？工作的目的是什么？他们以及他们的父母都把钱用到哪里去了？他们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等等。马尔库塞认为，通过对这类问题的思考和讨论，就可能使学生从潜在的消费者变成潜在的学校和社会的分析评论者，并促进学生以及社会的“意识革命”。

马尔库塞还强调文学艺术对人的解放的教育作用。他认为，教师可以利用艺术、音乐和文学去表现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强制劳动和消费所压抑的人类本性和情感。他说，艺术可向人们揭示人的自然本性与社会的矛盾。艺术既是“对现存社会的谴责，另一方面……又是对自由的渴望”。“艺术作品，如果能在个人典型的命运中，表现现存的不自由和反抗力量，从而彻底揭露被神秘化的（和僵化的）社会现实，并展示变革（解放）的视野，那么它就可能具有革命性。”[9]在马尔库塞看来，通过阅读文学艺术作品，学生将会发现在没有压抑的社会中，每个人的精力和希望都可以自由地表现，从而提高他们对人自身内在力量的信心，激起他们对压抑人的社会的抨击，唤起他们对合理社会的向往。

马尔库塞对大学生寄予很高的期望。他一方面认为，从革命的本性讲，大学生不可能代替工人阶级成为主要的革命力量。但另一方面，他又强调指出，大学生思想敏锐，比较会对现存社会秩序产生怀疑，只要加以引导，他们便可能成为社会变迁的潜在的“催化剂”；学生运动是“希望的酵母”。

马尔库塞比较深刻地揭示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社会生产力虽然高度发展，但在严重的商品拜物教的影响下，在意识形态被高度地操纵和控制之下，人们的思想和意识也发生了巨大变化，人的心理本能结构遭到破坏，人变成了“单向度的”人；特别是对无产阶级来说，结果更为严重，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意识”几乎丧失殆尽。马尔库塞的这些分析和认识，对揭露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但是，马尔库塞把当代资产阶级的统治曲解为社会整体对个人的统治，则否定了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仍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他不是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社会结构和关系出发来理解和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的种种病症，而是停留在“意识”和“心理”层面，因而没有对意识、文化现象背后的社会根源做出合理的解释。因此，他认为，现代社会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建立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革命的动力源已不是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而是精神领域中反对资本主义异化和心理压抑的革命，并主张用“意识革命”来取代经济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尔库塞还把科学技术与现代社会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混为一谈，从而笼统地将技术进步视为似乎必然导致对人的“奴役的加强”。他还把社会改造和合理的自由的社会的实现，只寄希望于所谓“新的历史主体”，寄希望于“意识革命”和人性的充分发挥，寄希望于年青一代“经得住漫长教育过程的考验”，寄希望于几代“新型的人”的培养。由于马尔库塞没有真正揭示现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因此，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问题也未能提出真正深刻的论述。他所提出的通过所谓“意识革命”和培养“新型的人”来实现社会革命的设想和方案，只能在实践中被证明是无奈的幻想。

二、哈贝马斯

哈贝马斯（1929— ）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右翼著名代表。他出生于德国的杜塞多夫，先后在格丁根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1955年成为法兰克福学派的正式成员，后来在海德尔堡大学和法兰克福大学任教多年。在20世纪60年代，哈贝马斯曾支持激进学生运动。后因与运动领导人发生意见分歧，70年代初，遂带着他的学生离开了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到新建立的普朗克科学技术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担任领导。

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有：《理论与实践》（1963年）、《认识与人的兴趣》（1968年）、《技术与科学即意识形态》（1968年）、《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化问题》（1973年）、《交往与社会进化》等。

哈贝马斯认为，发达工业社会中科学技术的进步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直接从事生产的劳动者变得越来越不重要了。在发达工业社会，经济调节和政治操纵的技术统治制度已经取代了任何可以明确规定的阶级统治，并且在制度化的科学技术进步的基础上，创造了跨越社会界限的忠诚，从而使阶级矛盾隐而不见了。同时，在哈贝马斯看来，现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自由资本主义，现代资本主义国家和经济不可分离地纠结在一起并从政治上得以调解，国家和经济不再处于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简单关系中，总之，现代资本主义已出现一系列新变化。因此，哈贝马斯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已不能充分说明现代条件下社会主义建立的“必然”性；他力图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改造”。

然而，哈贝马斯也不完全赞同马尔库塞等人过分看重从心理结构的压抑和解放、人性的异化和消除角度来阐述合理社会建立的基础。他企图在对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进行“改造”的基础上，结合当代社会学理论，创立一种新的、普遍的社会“规范”理论，为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提供学说依据。

关于教育问题，哈贝马斯虽没有什么专著，但他基于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系列观点，也提出了一些带有明显改良主义和折中主义的教育思想。

（一）强调教育和学习是社会进化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对社会进化问题表现了浓厚的兴趣。他一方面宣称要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关系等方面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作为研究社会进化的基础理论，但他实际上是试图以他自己的所谓新理论来“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他指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决定论，强调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教育和学习过程越来越是社会历史发展的重要因素。

哈贝马斯认为，人类社会总是在一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存在和发展的。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社会的进化而需要教育和学习。这种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内容，“不仅是对生产力的发展具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性的知识，而且包括对相互作用结构具有决定意义的道德—实践意识”。[10]

在哈贝马斯看来，人类社会的教育和学习，是和社会进化相辅相成的。一方面，作为学习过程的承担者的个体，是社会的主体，他通过教育和学习承受和适应现存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另一方面，社会系统又借助于社会主体的学习能力和学习结果，以形成新的结构，促进社会系统的继续发展。因为具有社会进化意义的任何创新，既意味着进入新的学习水平，导致新的问题的出现及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也意味着社会进化和新的社会形成。所以教育和学习始终是社会进化过程中极为重要的内在因素。而且，哈贝马斯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未来社会“将被科学和教育系统的至高无上的地位所表征”。[11]

（二）提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

哈贝马斯认为，在现代社会，科学技术的进步既带来了巨大的生产力，也加剧了人的异化。他和马尔库塞一样，把科学技术本身同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应用的非人性倾向混为一谈，从而用虚构的“科学技术与人性的对立”来代替资本主义社会真实的阶级之间的对立，错误地理解资本主义社会人性更加异化的真正根源。

哈贝马斯虽也指出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方面都潜伏着危机，但同时他又认为，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干预和调解活动日益频繁，政府对社会的控制日益加强，尤其是“教育系统在横向和纵向两方面的扩展，确实使通过大众媒介实现社会控制这一点变得更容易了”[12]，因而资本主义制度又趋于稳定。

按照哈贝马斯的观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既已出现许多新的特点，阶级对立成了次要的关系，阶级斗争理论已不能到处搬用。那么又如何使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呢？哈贝马斯曾支持过激进学生运动，但后来他又指责运动中的“活动主义”倾向，认为这可能迫使统治集团使用武力，从而主张采取所谓“群众教育战略”。[13]他认为，只要恢复自由资本主义的舆论结构，变革舆论精神，形成所谓“纯粹交流思想”的舆论气氛，发挥舆论的制衡和教育作用，就能实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革命化”。他说，“舆论的力量将有更大的作用，作为国家公民的个人对国家进行干预，以舆论为媒介把政治制度变成一种‘合理的’统治”，这是可能的。[14]哈贝马斯既高度评价舆论的作用，并将其视为所谓“群众教育战略”，又企图以“舆论结构”的变革和所谓“群众教育战略”来取代社会革命。

（三）论兴趣、认识和教育

哈贝马斯认为，在人的本性中根植着3种不同的“兴趣”：一是“技术的兴趣”，这是指人对事物做出预测和控制的兴趣。二是“实践的兴趣”，这是指人为了得到保障和发展而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了解和共识的兴趣。三是“解放的（emancipatory）兴趣”，这是指人和社会对摆脱束缚、追求解放的兴趣。这3种兴趣分别引导了具有探讨性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解释性的人文科学和批判性的哲学与精神分析学，而且还分别与人的工作、人际关系和“自我反省”等活动相联系。他特别重视“解放”的兴趣及其在现代生活中的作用。他认为，这种兴趣旨在把人类从各种自我施加的压抑和扭曲了的交往环境中解放出来。在哈贝马斯看来，人正是在这些兴趣的基础上，去形成和发展人类生活的基本方向和目标。如果没有人的兴趣，人类社会也就不可能前进和发展。

哈贝马斯强调说，人的认识和教育都与兴趣有密切联系，“兴趣先于认识，这正好像兴趣只能通过认识得以实现一样”[15]；而教育既基于人的兴趣和认识，又能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为了使教育能更好地促进兴趣和认识的实现，必须按照上述兴趣来指导选择学科、教材、教学方法和学生的活动。

在教材的选择上，哈贝马斯指出，自然科学的学习固然重要，但要真正使人们能够预测和控制自然，还必须学习其他学科。例如，学习历史，这有助于了解人类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学习社会科学和文学，这有助于更好地了解个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关于教学方法，哈贝马斯主张，学校应通过课堂讨论来鼓励学生进行独立的和批判性的思考。他认为，精神分析是首要的独立思考模式。因为在精神分析中，当事者和心理治疗专家谈话之后，便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并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但是，教师不可能都是心理治疗专家，而且他要应付全班的学生，很难与每个学生进行心理治疗式的对话。因此，哈贝马斯又认为，可以在班级中形成一种所谓的“理想说话情境”，让每个学生有同等的说话机会，教师平等地鼓励每个学生发表意见，并通过讨论取得共识。

哈贝马斯虽然强调讨论的方法，但他也指出，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教学都只能采用讨论的方法；其实，许多有价值的教材和知识还是必须由教师的讲解来传授给学生。所以，教师应该很好地将讲解教材与组织讨论协调起来。

哈贝马斯极为重视学习和教育的作用。他认为，社会的进步，不是某种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形态的出现，而是某种知识水平的扩展。因此社会进步知识的增长，是一种学习过程。人具有学习的能力，当人们通过学习获得的知识水平和能力超过了社会系统所能适应的范围时，就要求按照增长的知识水平建立新的社会系统，新的社会系统就在进化的意义上达到新的发展水平，即形成新的社会形式。而其中道德—实践知识的水平对社会进化的方向具有关键性的作用，因为“新的社会一体化形式的引入要求某种道德—实践类型的知识，而不是那种可以在工具行为和战略行为规则中加以施行的技术性可用知识”。[16]所以，哈贝马斯认为，道德—实践知识的学习和增长是极其重要的。

应当指出，哈贝马斯关于3种兴趣的观点是不科学的，过分强调将兴趣作为课程设置的基础更不恰当。显然，不是所有的自然科学都是受预测和控制的兴趣所引导的，其中出于纯理论探索的动机驱动也是同样重要的。他关于兴趣、认识和教育的一些观点，实际上是试图将解释学、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以及精神分析学说等有关的思想结合起来的一种折中主义观点。

哈贝马斯断言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社会主义”革命不是或主要不是“物质生产方式”的革命，而是一种“生活形式”的变革，而且，这种变革应该是一种渐进的“进化”过程，也就是通过学习机制和教育促进知识、道德和能力水平逐渐增长和提高的过程，是文化发展和更新的过程。这样，哈贝马斯实质上就是认为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源泉应该到人类文化和道德的领域中去寻找。显然这过分夸大了文化和道德对社会变革的作用。

“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基于社会批判精神，曾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文明和教育中的一些新情况，并进行了较深刻的分析批判，这有其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由于“社会批判理论”学派对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不仅未能做出真正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相反，还以这些新情况为借口宣称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因此，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教育问题的一些基本观点，实质上是建立在历史唯心主义和改良主义的思想基础上的，这只能是一些美好的“理想”。

第三节 “再生产理论”教育学派的教育观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经写道：“每一个社会生产过程，从经常的联系和它的不断更新来看，同时也就是再生产过程。”“把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联系起来考察，或作为再生产过程来考察，它不仅生产商品，不仅生产剩余价值，而且还生产和再生产资本关系本身；一方面是资本家，另一方面是雇佣工人。”[17]对于马克思的这一关于“再生产”理论，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它对考察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具有重要意义。他们曾试图应用这一理论来分析和揭示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的特征，并由此提出了一种所谓“再生产教育理论”。持这种观点的一些学者遂被称为“再生产理论”教育学派。

在这些“再生产理论”教育学派看来，一般地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作为社会再生产机构，它实际上具有3个方面的意义。

第一，学校不断提供为在由阶级、种族和性别加以分层的劳动力中取得各自的地位而具有不同知识和技能的阶层和社会集团。第二，被视为再生产机构的学校，在文化的意义上，对知识、价值、语言形式不断地部分地起着分布的作用，对构成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模式及其利害关系不断起着合法化的作用。第三，学校被看作国家机器的一部分，它不断制造国家政治权力下的经济的和意识形态的强制，并使这种强制合法化。[18]

“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再生产教育理论”的提出，可以追溯到早期的法国“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者阿尔都塞（L. Althusser，1918—1990）。他在其《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等论著中首先阐述了一些这方面的主要思想。[19]

第一，教育系统是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阿尔都塞在论述社会整体包括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强调，作为上层建筑的国家，它除了传统马克思主义所指出的具有镇压和强制性的国家机器（RSA）外，还有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ISA），其中包括宗教、法律、政治、道德和文化、教育等系统。由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构成的教育系统是首要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为了培养人、改造人和使人们能够适应他们的社会生存条件的要求，任何社会都必须有教育这种意识形态机器。而“在阶级社会中，意识形态是统治阶级根据自己的利益调整人类对其生存条件的关系所必需的接力棒和跑道”。[20]在阿尔都塞看来，任何国家都是通过镇压性的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来维护其现存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来巩固其统治地位的。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尤其是其中的教育系统则起着更为重要的作用。

第二，再生产劳动力是作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的教育系统的重要职能。阿尔都塞认为，作为生产力要素的劳动力的再生产是在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中进行的，其中主要是在教育系统中的学校进行的。个体在经过不同时限的教育和训练后，便被投放到生产部门中。一般是到16岁，大批青少年便被送去充当地位低下的工人和农民；年龄稍大后，又一批劳动力从学校出来，去补充中低级技术人员、白领工人、中低级行政官员；最后，从学校教育的顶层投放一批人成为资本家、经理、官吏、政客、知识分子。教育系统就是这样为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不同层次的劳动力的。

然而，劳动力的再生产，不仅是要求某种劳动技能的再生产，而且也是要求劳动者具有现存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再生产。按照阿尔都塞的话说：

“孩子们在学校里，除了学习读、写、算等知识和技能外，在学习过程中，还学习有关良好行为习惯的‘规则’，即根据他‘注定’要担任的工作，在劳动分工中的每一分子都应奉行的态度、道德准则、公民的和职业的良心。这实际上意味着尊重劳动的社会技术分工的准则，从根本上说就是由阶级统治所确定的统治秩序的规则。”[21]

这就是说，学校教育在传授给孩子们以知识技能的同时，还必须要求他们掌握劳动生活中的“规则”和“准则”。因此，劳动力的再生产具有意识形态上的意义。

第三，教育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重要保证。阿尔都塞指出，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功能已超过宗教的意识、形态影响，学校已成为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学校教育系统从幼儿园开始，即反复地向孩子们灌输大量用“知识”包装起来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或者就是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如公民指导、伦理学）。由学校按层次“投放到生产中去”的每一批人，事实上都接受了与在阶级社会所充任的角色相适应的意识形态。学校正是通过向学生实施渗透了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知识技能训练，对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再生产服务。因此，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阿尔都塞注意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整体结构以及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考察其教育，把教育系统视为资本主义社会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之一，并明确地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在按层次再生产劳动力的同时，事实上也就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这对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社会阶级性质有一定的意义和启示。但是，阿尔都塞把学校教育系统整个地、笼统地视为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则不免夸大了学校教育的意识形态性。他把学校根据社会劳动分工再生产不同层次的劳动力和再生产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等同起来，也是不对的，这既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私有制经济基础和阶级性质，也未能真正揭示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阶级特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基本沿着所谓“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思路，进一步阐述所谓“再生产教育理论”，而且随着研究和探讨的深入，又出现了所谓“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文化再生产”教育理论和“霸权—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一、“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

一般认为，“经济再生产”教育理论的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是美国的教育学者鲍尔斯（S. Bowles）和金蒂斯（H. Gintis）。他们在其《资本主义美国的学校教育》等论著中，力图应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特别是关于经济再生产理论考察美国的学校教育，并试图建立他们的“教育政治经济学”。

（一）认为教育的职能受制于社会经济结构

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教育是社会的一个组成系统，一定社会的学校教育的职能必定受该社会基本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所制约。从美国的教育史看，美国学校教育的发展是与美国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发展相联系的。比如，根据自由主义革新家的所谓“民主主义学校”的观点，教育系统至少必须履行以下职能：一是有助于青年人完整地学习各种专业的、政治的和成年人其他的任务；二是通过教育的平等化，促进社会的平等；三是关注学生在道德、认知和审美方面的圆满发展。可是，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美国社会，教育系统之上述3种职能之间实际上存在尖锐的矛盾。学校教育只集中注意于第一个职能。至于教育的平等化，实际上“美国教育是高度不平等的，接受学校教育多少的可能性实质上取决于一个人的种族背景和父母的经济水平”[22]，更不用说教育可以促进社会平等。

鲍尔斯和金蒂斯对自由主义教育理论家关于个人事业成就大小是由其智商（IQ）的高低决定的说法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们通过对美国少数民族和妇女的遭遇的分析，认为这种似是而非的说法不过是将现存的不平等的“阶级分层制度”合法化，致使处于社会低下层的劳动阶级安于其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和所受的教育训练，驯服于现存的“阶级分层制度”。

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发展，鲍尔斯和金蒂斯指出，由于在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任务就是把青年人统合到成人劳动角色中，而为了实现这种“统合”，“学校教育既培养并奖励某些能力的发展和某些需要的表达，而同时又阻止和处罚另一些能力和需要。……教育系统按照劳动的社会分工的需要，裁制个人的自我概念、志趣和社会阶级身份”。[23]所以，学校教育实际上“抑制了它可能促进各种类型的个人发展，这种统合的职能是与实现其促进个人发展的职能相对立的”。[24]

因此，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美国学校教育的职能之所以不能顺利地促进社会平等和人的圆满发展，是和美国学校必须把新一代青年人统合进去的美国社会经济结构的性质密切相关的。只有将美国的学校教育置于美国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中进行考察，才能够真正了解美国教育系统的主要职能以及它的所有改革。

（二）指出教育与社会之间存在“对应原则”

在鲍尔斯和金蒂斯看来，教育系统是由一整套与劳动市场相对应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形式组成的。“教育系统与其说按照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自觉意图来运转，不如说是通过影响劳动场所个人关系的社会关系与教育系统的社会关系之间的紧密对应来运行。”[25]他们认为，在教育系统的社会关系和生产系统的社会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对应原则（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这种“对应原则”体现在各个方面，例如：

①通过不同层次学校的知识技能教育，依次把青年人培养为普通低级工人和农民、白领工人、低层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以及各种上层人物，即为职业结构的不同层次提供相应的劳动力。

②通过学校形成青年人具有与职业结构中不同层次相适应的不同个性品质，最低层次的职业要求有遵守纪律的个性特征，中层职业则要求有独立工作和自治的个性特征，高层职业则要求一种能将其组织的目标与价值内化为自觉行动的个性特征。

③为达到上述要求，在不同层次的学校里往往采取不同的训导和管理方法，中等学校倾向于严格限制和指导学生的活动，社区学院则容许有较多的独立活动和较少直接的监督，而在大学则强调学生将各种规范内化和形成自觉性。学校里的奖励、惩罚和威胁制度也反映了劳动市场上的就业、工资和失业机制。

④教育的结构和组织形式的变迁是与资本积累过程、雇佣劳动制的推广和生产体制的发展相适应的。

……

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正是这种教育和社会之间的“对应原则”使一批又一批的青年人被统合到资本主义的经济系统和社会关系中去。

鲍尔斯和金蒂斯关于教育与社会相对应的理论，对了解和认识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与教育之间的关系，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较具体的分析材料与启示。但是，这种对应理论对教育和社会的关系的分析显然过于简单化，它没有深入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生产方式与生产力的内在关系中去考察教育，因而仍未能真正揭示教育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三）强调教育是生产关系再生产的要素

基于上述对应论，鲍尔斯和金蒂斯又指出，教育系统正是通过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应的学校教育来“合理地”维护和再生产这种结构，成为社会关系再生产的要素。

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实现教育系统对社会关系再生产的功能，主要是通过以下方式：

①向青年人传授为在现代社会取得良好职业成就所需要的知识技能。

②帮助将经济不平等合法化，从而缓和人们对劳动等级制分工和个人在其中获得某种职位的过程的不满。

③培养、奖励和充任等级制中的各种职位相切合的个人特征。

④强化个人的成层意识，使个人的需要（至少是局部地）同分化了的经济生活条件相一致。

⑤通过各种课堂社会关系（classroom social relations）将维护资本主义逻辑和合理性的劳动观念、社会规范、价值观念、权威观念等意识形态不断地影响学生。此外，发生在教师和学生关系中的“隐性课程”对实现和加强学校与社会经济结构之间的意识形态联系，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四）提出所谓“社会主义的教育策略”

教育既与社会经济结构相对应，所以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弊端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造成的。只要经济的和社会的不平等存在，教育也就不可能成为实现平等的手段。鲍尔斯和金蒂斯认为，既然产生异化和不平等的根源不在人类本性，不在科学技术，也不在教育系统，而在于资本主义的制度和结构，因此，要建立真正平等和民主的教育制度，则必须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的经济生活，实行经济民主制。按鲍尔斯和金蒂斯的话说：“资本主义是挡在走向未来社会进步道路上的一种不合理的制度。它必须被取代。”[26]

然而，在现存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学校既不能也不应该被废除，那么如何克服学校教育的弊端呢？鲍尔斯和金蒂斯提出了所谓“社会主义的教育策略”。在他们看来，在资本主义制度未被取代的条件下，只能期望“革命的教育工作者”联合学生、教师、家长和其他社会成员，实行对学校的控制，建立一种“统一的阶级意识”，为实现教育民主、平等和自由而斗争，把教育改革的近期目标与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的长远目标结合起来。[27]

鲍尔斯和金蒂斯也认为，学校教育的根本改革有赖于制约教育制度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变革。然而又如何变革资本主义社会呢？鲍尔斯和金蒂斯却承认他们对此还不可能提出明确的答案，只能期望通过“教育策略”为此做出努力。

正如有些西方教育学者所指出的，鲍尔斯和金蒂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分析和论述具有一定的深度和新意，它有助于更具体地揭示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在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关系上的作用和后果，有助于阐明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资产阶级性质。但是，鲍尔斯和金蒂斯在强调教育与经济生活存在对应关系的同时，却忽视了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以及它与经济生活可能产生的矛盾和对立的一面，教育不只是相对应地被动适应经济生活，教育也可以发挥能动的积极作用。对这种理论的局限和不足，鲍尔斯和金蒂斯自己在他们后来发表的《教育理论中的矛盾和再生产》（1981年）中也有所认识，但他们始终未意识到这是由于他们深受结构主义功能论的影响。

二、“文化再生产”教育理论

有的“新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只从“经济再生产”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仍是很不够的。他们主张应用马克思的再生产理论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和阶级关系以及社会统治之间的联系，并从这种联系进一步考察学校教育，从而揭示文化（或称“文化资本”）在再生产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关系中的作用。这就提出了一种所谓“文化资本再生产”教育理论。法国教育社会学家布狄厄（Pierre Bourdieu）被认为是这一理论的首要提倡者。他在其《文化资本传递的再生产——一种关于教育系统理论的要点》、《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等论著中阐述了这一理论的主要观点。

（一）学校通过传递文化而为再生产现存社会关系服务

布狄厄既不同意理想主义者把学校看成完全独立于外在力量的机构，也反对某些激进主义者将学校视为仅仅直接反映经济制度的需要。他认为，一般地说，由于学校教育的主要职能是传递文化，学校通过传递文化为社会服务，因此不宜把学校直接与社会的政治经济相对应。从这一角度来看，学校是有相对自主性的机构。但是，作为一种社会力量的文化，在阶级社会中，它又成为统治阶级利益与社会日常生活的中介。而且，它对于统治阶级的经济和政治利益，不是像专断的和历史上偶然的力量在起作用，而是通过把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描绘成现存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的必然的和自然的因素为其服务。从表面上看，学校似乎是在“公正”和“客观”地传递文化，但实际上却是在这种“公正”和“客观”的幌子下，隐蔽地施行它的各种社会职能。所以从实质上看，学校的功能就是通过对统治阶级文化或主流文化的传递、生产和分配，微妙地再生产现存的社会关系。

（二）关于文化、文化资本和教育的关系

布狄厄首次提出了“文化资本”这一概念。他认为，在阶级社会中，文化不是单一的，既有统治阶级的文化，也有其他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文化；既有主导文化，也有次等文化。每个人通过他们家庭所属阶级或阶层的文化背景而继承和形成起来的语言和社会交往的能力的不同倾向，如语言方式、实际知识、专业技能、思维模式、行为举止、对成功机会的把握等，就构成一个人的“文化资本”。衡量这种个人“文化资本”的指标，主要是看其所属家庭的高级文化教养的多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上层阶级拥有雄厚的经济和文化条件，因而他们的子女也拥有优越的“文化资本”，而低下层阶级的儿童的“文化资本”则处于劣势。

不同社会背景的儿童在“文化资本”上的差异，不但影响他们入学和专业的选择，使上层阶级子女大多选择学术性学科，而下层阶级子女则只能选择一些非学术性的课程，而且还影响他们获得学业成功的机会。因为在学校教育中所宣扬和传递的基本上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或社会主导文化，这种文化与来自上层阶级子女的“文化资本”是相接近的，而且被视为最有价值的文化，并被用来作为标示学生好坏的标准。这样，来自上层阶级家庭的学生便在学业上较易取得成功。而那些来自与统治阶级文化只有脆弱联系或无联系的家庭的学生便在学习上处于明显的劣势，而且往往使他们的“文化资本”不是被削弱就是被同化。正如布狄厄所描述的：“上层社会的文化是如此地接近学校文化，致使来自下层阶级的儿童也获得大量提供给有教养阶级儿童的某些东西，如风度、情趣、才能等。”[28]统治阶级就是这样通过学校使下层阶级的儿童接受上层社会的文化，并“同化”于上层阶级的文化，从而使统治阶级的文化合法化。而这个过程表面看来竟是如此的“自然”和“公正”，如此的“合理”！

（三）“符号暴力”与统治阶级文化的再生产

布狄厄认为，语言作为负载文化信息的符号系统，本来是人们用来交流的一种工具，是为人服务的。但当它一旦自成一统时，它所拥有的符号对人却具有了一种“暴力作用”，即强制性的功能。学校教育正是经由具有“暴力作用”的语言这一中介将统治阶级文化传递给所有学生，使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的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受到统治阶级文化的“洗礼”。

在学校虽然存在各种意识形态，但并不是“一视同仁”地对待各种意识形态，而总是以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为主导。任何一种教育制度都有它自己的“文化专断性（cultural arbitraries）”学校教育中的这种“文化专断性”实际上是统治阶级文化的变种。当学校在教育学生时，也就在将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灌输给来自其他文化背景的儿童，贬低、排斥和削弱其他阶层或集团的文化对儿童的影响，这种影响包括知识、思想和情感等方面。学校教育的这种微妙作用，不仅保证了统治阶级文化的再生产，并形成了一种与统治阶级利益相一致的关于现存社会的界说，从而维护了其阶级控制和统治。学校这种蓄意对低下阶层的儿童施加统治阶级的文化“洗礼”和“文化专断”，以达到统治阶级文化再生产的教育方式，布狄厄称其为“符号暴力（symbolic violence）”行为。[29]

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中的这种“符号暴力”行为是怎样进行的呢？布狄厄认为，这主要是通过课程的组织和安排。学校里设置哪些课程，以及这些课程在整个教学中的地位，各门课程的具体内容的选择，都要体现所谓“霸权课程（hegemonic curriculum）”的要求。布狄厄以法国高等学校教育为例，指出学校的这种“霸权课程”一方面强调符合统治阶级利益和价值的知识，另一方面则贬低和削弱其他类型的知识，尤其是那些对工人阶级和其他阶层或集团有关的知识。比如，将课程知识分为高地位知识和低地位知识。实践性学科知识，如工艺、烹饪技艺等都被视为低等的或次要的知识，这类知识专门提供给工人阶级的子弟学习；而那些被视为高地位的理论知识课程如西方史、自然科学等，则体现了中等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文化资本”，专门提供给经由高等教育而进身于专业职位的人。

当然，被压迫的低下层阶级的气质、习性和态度以及其他一些由于历史原因所形成的特征，也会通过这些阶级出身的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到学校中来，从而使学校中的文化和意识形态存在某些差异，但在一般情况下，这种差异并不影响学校的“文化专断”和“符号暴力”行为。

布狄厄将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看成一支相对自主的文化力量，并从所谓“文化资本”与教育的关系的角度，指出了学校通过文化传递而对统治阶级的“文化专断”和“文化再生产”以及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化”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有助于深刻地认识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职能。但是，布狄厄过分地着眼于学校教育及其文化传递的相对自主性，而未充分地看到它们在根本上与经济关系的密切联系。同时，他也过分地把学校视为只是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的静态机构，而未充分地看到在学校教育过程内部也存在冲突、抵制和斗争的复杂关系。正如吉鲁克斯所指出的，布狄厄不懂得“文化既是一种结构（structuring）过程，也是一种改造（transforming）过程”。[30]因而这种“文化再生产”理论也未能真正全面地反映资本主义学校教育的现实。

三、“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20世纪70年代，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应该从政治方面来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揭示国家干预学校教育和学校教育在“国家再生产”过程中的作用，这就是所谓“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这一理论的渊源，可以追溯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意大利哲学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国家学说。葛兰西认为，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国家政权的特征已发生很大变化。国家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领域：一是政治社会，二是市民社会。前者指政府行政管理、法和其他强制性国家机构；后者指某些社会集团通过像社区、工会或学校这样一些所谓的私人组织而行使的整个国家的领导权。因此，从“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的意义上看，国家就变成了“统治阶级用来不仅辩护和维持其统治，而且设法赢得被它统治的那些人的积极同意的实践和理论活动的整个复合体”。[31]也就是说，广义的“国家”，不仅是指严格的强制性管理机器，也指“市民社会”所提供的工会、商会、文化、教育等机构。

在葛兰西看来，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意识形态方面和文化方面的“领导权”是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日益重要的因素。统治阶级在掌握强制性的镇压机器的同时，也把操纵、控制意识、形态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柱。统治阶级通过教育制度、宣传媒介、文化市场等引导低下层阶级接受他们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所以，这方面的“‘领导权’的每一种关系，必然是一种教育关系”。[32]

基于上述观点，葛兰西认为，工人阶级在能够有效地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在市民社会的各个领域——社会生活、生产、文化和教育等，去抵制和破坏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由于这些领导权的行使同知识分子有密切关系，因此争取知识分子的进步和革命转变，对工人阶级革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革命运动需要发展“直接从群众中”产生出来，并“仍同群众相接触”的新型的革命知识分子。

应该指出，葛兰西的严重错误不仅在于他过分强调意识形态和知识分子的作用，而是他把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指望完全寄托于知识分子身上，力图以此来取代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和无产阶级革命理论。

葛兰西的“国家学说”对许多“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有很大影响。有些“新马克思主义”者正是依据葛兰西的“国家学说”来考察当代资本主义国家与学校教育的关系，其中主要的代表人物有法国教育社会学家阿普尔（Michad Apple）。他在其《意识形态与课程》《教育与权力》和《教育中文化与经济的再生》等著作中基本上沿着葛兰西的“国家学说”论述了“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

阿普尔不赞同鲍尔斯和金蒂斯将教育与经济生活相对应。他认为，学校教育绝不只是经济生活的反映，它与国家、文化都有密切联系，有时它们之间还存在冲突。如果只看到学校教育在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就将忽略学校生活的复杂性，忽略存在于学校中的矛盾和冲突，忽略学校教育与国家的关系。阿普尔强调指出，学校教育制度作为国家和政权结构中的一个重要部分，它通过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的控制和影响，对国家的再生产起着重要的作用。若从更根本的角度上看，经济、国家和文化都既是阶级矛盾的场所，又是阶级协调的部门，而学校则是不同的阶级在更广泛的互动过程中进行相互斗争和调整的舞台。

国家是怎样干预和控制学校教育，并发挥学校教育对“国家再生产”的功能呢？

在阿普尔看来，在资本主义社会，法人阶级（资本占有者和上层管理人员）为了取得经济利益，需要其他阶级的辅助，为此，他们便竭力使自己的文化（包括思想方式和生活方式）在社会占据主导地位，并使其他阶级接受这种文化。阿普尔根据葛兰西关于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的思想，称这种文化为一种“霸权（hegemony）”，即一种控制方式，其核心是一种由世界观和价值体系构成的“意识形态”。学校就是传播这种文化的主要场所。例如，国家鼓励社会团体编辑出版和推销包装好的教材，这种教材对教学内容、施教方案、考试，甚至师生活动都进行了规定，以强化对教师教学的控制。教师则根据这种教材宣传科学至上，鼓励个人竞争和个人占有，宣扬所谓高质量的生活和消费等，以构成学生个人主义的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要内容，使学生形成“根源于经济体制所要求的意识形态霸权的思维范畴和特征”。[33]

又如，主要通过大学和某些教育系统传播生产技术与管理知识，以便为生产、专利权、刺激市场需求、分拣和控制劳动配置而创造新的手段。

再如，学校把关于生产技术和管理知识等当成一种“精密的过滤器”，根据等级制就业市场可能提供的职位对学生进行分拣。大部分学生被送去参加体力劳动或蓝领工作，少数人去从事脑力劳动或白领工作。这实际上是通过学校课程和课堂社会关系的影响，以保证用从事不同工作所必需的文化、知识、技能装备不同阶级、阶层的学生。而且，国家通过颁发或认可各级各类学历证书，使学校教育制度的筛选功能合法化，使“英才教育”和“专家治国论”的教育倾向合理化。

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干预和控制还明显地表现在：国家通过立法来确定学校教育的基本方针政策，政府通过对教育研究计划提供各种规模的资助来控制教育发展的方向，通过新设专业和课程的投资、制订国家考试计划和组织教师培训以控制教学，强调以资格为基础的教育系统管理学。

但是，阿普尔也指出，由于文化教育和经济、政治既存在相互适应又存在矛盾，因此，学校也可能对国家的干预和控制产生一种抵制的因素。

教育工作者如何抵制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对学校教育的干预和控制，削弱学校教育的“国家再生产”功能呢？阿普尔认为，首先是教师和学生要善于利用学校和国家的干预与抵制之间的矛盾，以及学校教育与经济、政治之间的矛盾，还要扩大这种“抵制”活动的范围。比如，教师可以尽可能地开展各种共同的活动，发表讲演，举行研讨会，出版报纸，进行艺术表演等；还可以提出能吸引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方案，可以和其他国家的劳动者建立联合等。不过，阿普尔本人对这些活动也不持乐观态度。他一方面宣称抵制和改革是“可能的”，但又认为这是“不容易的”！

阿普尔之所以最后陷入悲观主义，是由于他只注重考察国家干预和控制教育，而不够重视在资本主义社会这种干预和控制在具体的学校关系和社会生活中可能引起的冲突。而且，阿普尔的这种“国家再生产”教育理论，和前述“文化再生产”教育理论相似，虽然指出了资本主义国家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操纵和控制，但却未充分地看到文化和意识形态有其相对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第四节 “抵制理论”学派的教育观

从20世纪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西方有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认为，“再生产教育理论”为广泛地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性质、职能及其与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材料和视角，是有一定价值的。但是他们又指出，这种教育理论仍未能全面地说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他们表示要向这种理论提出挑战，要超越这种理论。他们强调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学校教育的关系时，应该把矛盾、冲突、抵制、斗争等概念作为重要的取向，应该揭示学校一方面再生产出符合社会统治利益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另一方面也可能产生出与其相矛盾、冲突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从而提出一种所谓“抵制的（resistance）”教育理论。

“抵制理论”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的吉鲁克斯（Henry Giroux）。他的著作：《意识形态、文化和学校教育过程》《新教育社会学中的再生产和抵制理论：批判分析》等在教育理论界有一定影响。

一、强调学校的相对独立性和复杂性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学校是相对独立的社会机构，它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关系甚为复杂。

第一，学校既作为劳动力再生产机构而与经济结构发生密切关系，并受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制约，但它又是进行政治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因而又在一定程度上独立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控制之外，并不只是接受经济集团的直接控制。

第二，在学校教育中，无疑是以统治阶级的权力和影响为主导，但由于学校是由学生和教师以及各种课程知识、意识形态、课堂社会关系、组织风格等多种要素所构成，因此学校又可能对占支配地位的主流文化和意识形态有选择地支持或进行抵制。

第三，学校既是在社会所规定和允许的“界限”内从事活动，不管这些“界限”是经济的、政治的或意识形态的；但它又可能与这些“界限”存在矛盾，甚至部分地影响、突破或改变这些“界限”。

第四，学校不是单一性的机构，而是多元化的文化教育场所，各种文化教育思想会有意无意地挑战占统治地位的文化教育思想。

上述情况，在西方社会是相当普遍存在的。比如，有些学校强烈地主张实施“自由教育”“通才教育”，这就和统治社会或专业部门要求培养专业化的、更适合于劳动市场需要的专门人才或劳动者的教育思想和有关政策相矛盾。又如，尽管学校源源不断地培养出来的毕业生已远远超出了可以雇佣他们的经济容量，出现毕业生“失业”或所谓“教育过剩”的现象，但为了满足人们的教育民主化要求，为不同阶级出身的人提供接受教育和提供社会流动的机会，仍需发展和完善学校教育。这在许多西方国家也是一种尖锐矛盾。

总之，在持“抵制”理论的一些“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看来，学校不只是统治文化或主流文化独占的场所，也是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或反主流文化，以及各种阶级或阶层的意识形态进行较量、争斗的场所。而且学校还可能为产生各种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意识形态利益设置“机能障碍”的矛盾和冲突提供“震源”。因此，必须充分地认识到学校内外关系的复杂性。

二、学校具有“抵制”功能

一些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指出，“再生产”理论奉行的是传统马克思主义的结构功能主义观点，这种观点抹杀了人创造历史和推动历史发展的主动精神和能动作用。基于这种观点的“再生产教育理论”的严重缺陷，就是过分强调社会经济、文化或政治对学校教育的决定作用，而忽视教育系统中的教师、学生和其他人员的能动作用和主动精神。例如，吉鲁克斯说，按照“再生产教育理论”，学校“经常被看成为工厂或监狱，教师和学生则被视为只像是按资本主义制度的逻辑和社会惯例行事的士卒和脚夫（pawns and bearers）”。[34]因此，“再生产教育理论”也就看不到学校内部存在的矛盾和斗争，看不到学校具有的“抵制”因素和“抵制”功能。

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社会文化是由统治阶级文化和下层阶级与集团的文化共同构成的，社会文化不是单一的。而且，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并不完全被动地赞同和服从统治阶级的文化，它们也具有能动的力量和自我制造与再生的品格。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整个社会文化再生产的产物，其中一部分也是“自我生产”的结果。对统治阶级文化来说，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既是再生的，又是抵制的。

社会文化的这种现象必定反映到学校里来。正如吉鲁克斯所说：

“抵制理论最重要的假设之一是，劳工阶级学生不全然是顺从于教导他们准备从事异化劳动生活的权威主义的教师和学校，而成为资本的副产品。相反，学校不仅是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矛盾和争夺的场所，而且也是各种团体的、有见识的学生进行抵制活动的场所。”[35]

吉鲁克斯还说：“学校经常发现它们自己与统治社会的需求不一致。”[36]英国的教育社会学学者萨勒普也说过：“学校不仅再生产社会的生产关系，它们也再生产抵制的方式。许多学生针对学校的公开目标发展一种特有的抵制。”[37]所以，在“抵制”理论教育学者看来，断言资本主义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再生产会自然而然地获得成功，乃是毫无根据的。

三、学校的“抵制”文化的特点

有些“抵制”理论教育学者还具体调查研究了学校的所谓“抵制”文化，或称“反学校文化（anti-school cultures）”。例如，英国教育学者威利斯（Paul Willis）认为，“反学校文化”是劳工阶级文化的一个层面，是某些基本的劳工阶级的态度与价值的一种表现。出身于劳工阶级家庭的学生，深受下层阶级的所谓“工厂—地板（shop-floor）”，即劳方文化的影响。他们的文化背景教他们准备进入工厂劳动，但同时也往往使他们以某种方式抵制或反对学校中的社会主流文化的价值，如对脑力劳动高于体力劳动的观念的拒斥。

“抵制”文化最基本、最明显的表现，是坚定、广泛且个人化地反对“权威”。许多学生认为教师的权威是专断的。他们对学校的“权力主义”经常提出挑战，对于知识和资格常表现出一种轻蔑的态度，对传统的“规则”和由上面强压下来的令人不满的东西持抵制的态度。但他们对学校中的主流文化或“权威”的挑战或抵制，并不一定都是出于高度自觉的反社会行为。当他们离开学校而进入一定的社会职业结构，他们原先的那种“抵制”精神也就随之消失。

然而尽管如此，持“抵制”理论的教育学者认为，之所以会出现“反学校文化”和学生抵制行动，也不能只从学校内部的矛盾和差异去说明。正如吉鲁克斯指出的：从表面上看，学生反对或抵制的是学校的规章制度，但其根源却在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种族、性别歧视等不平等的“意识形态霸权（ideological hege-mong）”上。因此，从实质上看，学生的抵制行动是对维护不平等的、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的一种反抗，具有“解放”的积极因素。

从以上所述可见，“抵制”教育理论在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问题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见解。特别是对下层阶级和集团的文化在学校的影响以及出身于这种文化背景下的学生在学校的行为表现的探讨，对学校中统治阶级的文化和下层阶级的文化之间的矛盾的教育学意义的探讨，都具有重要启示。吉鲁克斯曾宣称：“‘抵制’理论在着重分析学校与广阔的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上，是一个有价值的理论的和思想的建造。而更为重要的是，它为了解下层集团经受教育失败的复杂途径，为指出新的思维方式和再建批判教育学的模式，提供了一个新的手段。”[38]此外，“抵制”教育理论还将学生抵制或对抗性行为的分析从教育心理学倾向转向于政治科学和社会学的分析。

然而，也有些教育学者指出，“抵制”教育理论对学校里的意识形态如何深入学生的人格的问题未给予足够的关注；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反学校文化”或学生的抵制行动的社会根源及其社会意义也未做出全面和深刻的论述，对如何促进抵制和引导抵制的问题更缺乏深入的研究。至于把校内学生的一般违纪或行为失检都同政治性的抵制行动混为一谈，显然更为不妥。

第五节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评析

从以上各节所述“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各种主要观点和理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现状和教育理论研究的某些趋向，尤其是体现了“新马克思主义”的所谓社会批判特征。

首先，“新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试图应用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或理论来考察和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国家、社会与教育之间以及教育内部既存在相互协调一致的统一性，又充满了矛盾和冲突，这对教育变革和社会变革都可能产生新的影响。面对新情况，一些“新马克思主义”者重视从实际的教育问题出发，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概念或理论来探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试图发现新问题，解说新问题。他们的这种用心和批判态度，尽管受到他们的非马克思主义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的局限而未能充分如愿，而且还可能产生误导，但它本身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应该用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去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新情况、新问题，并做出新的理论说明的趋势。

其次，“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为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质、教育职能和教育中的矛盾等提供了生动的材料，并进行了一定的揭露和批判。

“新马克思主义”者针对许多资产阶级社会学家和教育理论家抹杀或者掩盖资本主义社会存在阶级不平等和阶级对抗的事实，而以职业的、种族的和性别的地位差异来取代阶级矛盾，并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教育美化为一种自由、平等地发展全社会一切个人的个性、促进社会各阶层通过“社会流动”而实现“平等化”的手段等观点，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如何使劳动者更加异化，使人们受到更为严重的压抑，如何通过学校教育为资本主义制度和阶级统治再生产劳动力和生产关系，再生产符合资本和统治阶级利益的文化，再生产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霸权”，如何通过教育消除下层阶级对资本主义社会种种不平等、不公正的事实的不满、抵制和反抗等，进行了较具体的揭露和批判。“新马克思主义”者试图从不同的角度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不是在促进机会均等、个性发展，而是相反地在加深社会的不平等和人的畸形化，它是维护和再生产资本主义制度的工具。“新马克思主义”者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与其教育的关系的研究，对当代资产阶级教育的阶级性质和弊病的揭露和批判，应该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再次，从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发展来看，“新马克思主义”者力图从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经济学、教育文化学等不同视野去开拓对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的批判研究，有的人还试图建立新的社会学或教育政治经济学。他们的研究重点虽然是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而且有些人侧重从宏观上考察和分析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与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的关系，但是在他们的研究和探讨中，不仅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说提供了一定的新材料，也为我们多视角地研究当代教育问题提供了一定的新思维和新启示。

最后，也应该指出，虽然“新马克思主义”者的某些教育观点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许多基本概念和原理，如关于国家、阶级和阶级斗争，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人的本质和异化等，不是没有从根本精神上和整体意义上去真正理解和把握，就是借口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新情况而蓄意对其进行歪曲，然后再用经过他们诠释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教育问题，因此，在他们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中，明显地存在许多背离马克思主义或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校教育时，往往庸俗地或歪曲地应用马克思的某些概念或理论。例如，鲍尔斯和金蒂斯的“经济再生产”教育论就片面地强调教育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对应”关系，甚至把学校教育完全看成社会经济生活的“对应性”表现，忽视学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和自主的能动作用，从而带有浓厚的经济决定论倾向。而“文化再生产”教育论者则又过分强调学校在“再生产”统治阶级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功能，而对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对文化关系的决定性影响有所忽视。

“新马克思主义”者在分析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作用时，只注意到教育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性质，并对这方面进行了较深入的探讨和揭示，但忽视了教育在传递科学技术方面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把社会变革的动力归之于劳动者的意识觉醒，实质上否定生产力的决定作用。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们把科学技术本身和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应用混为一谈，因而笼统地诅咒科学技术越进步越加深入的异化，否定科学技术发展的进步意义。“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把教育作为意识形态的工具的从属性绝对化、夸大化，从而否定教育的传递科学技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不仅违背历史事实，也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学者所向往的“社会主义”不过是小资产阶级式的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大杂烩。他们把社会变革的希望寄托在教育变革上，希望通过所谓民主、平等、人道的教育，能改变人们的心理意识，使人性复归。同时，又把教育变革的希望寄托于部分教师或知识分子的进步活动上。这就使他们由此提出的一些激进的社会批判理论或教育改革建议不可避免地带有书生气，显得苍白无力；或者使他们对教育变革和社会变革的出路均感茫然，根本提不出真正科学的社会变革理论和对策。

“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之所以会在许多有关理论的分析和意见上陷入错误或困境，主要是因为他们或者奉行所谓“人本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把人性的解放和“人道主义”作为思考教育问题的立足点，或者奉行所谓“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的主张，把教育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简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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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章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

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是20世纪下半期世界教育思潮中最有影响力的教育思想之一。它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在70年代发展为经济学界和教育学界颇受人们高度重视和关注的一种思潮。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科技和人的智能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增大，教育同经济的关系更加紧密，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想也进一步扩展和深化，并在许多国家广泛传播。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主张着力研究和探讨教育和经济的关系，特别是强调教育自身的经济成分及其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力图论证和阐述教育对生产力、劳动力市场、社会和个人收益等方面的影响，同时也试图指出由于现代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之新特点而对教育本身提出的新要求。

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一定程度上探讨和揭示了现代教育和现代经济关系中的某些规律性，从而即使经济理论出现了重大进展，也给教育领域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它提高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的新认识，而且从一个方面有力地促进了各国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但是，教育的经济主义作为一种教育思潮，它也存在一定的偏颇，并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

第一节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

作为一种现代世界教育思潮的教育经济主义，虽然兴起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但它的形成和发展轨迹却源远流长。

一、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早期思想

近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诞生对知识和教育的需要，对探讨教育的经济价值提出了客观要求。随着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教育对生产和经济的意义与作用逐渐显现出来，并受到社会的日益关注。一些思想先驱和理论家在20世纪以前就在这方面进行了不断的探索和研究，并提出了许多重要论述。

（一）威廉·配第

早在17世纪，英国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W. Petty，1623—1687）就曾试图从有益于生产和经济增长的视角来考察人的价值和教育问题。他认为，“技艺”是提高工作效率和发展生产的一个重要因素，“有的人，由于他有技艺，一个人就能够做许多没有本领的人所能做的许多工作”[1]，因此，教育和训练可使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出现差别。他将海员和农民的劳动所得进行对比，认为由于海员所受到的训练，一个海员的劳动所得的货币价值实际上等于3个农民。在他看来，英国的财富主要在土地和人口上面。他力图根据有关统计数字测算出当时英国人口的经济价值。[2]这是配第试图突破重商主义者认为财富就是货币，货币是唯一财富的观点，首次试图确立一个国家人力的经济价值。

从有技艺的劳动能创造更多财富和获得更多收益的立论出发，配第建议英国政府应重视教育。他主张由公共经费提供各种学校和大学的费用，使一切阶级的儿童都能进入学校学习。他还建议将中等学校建成机械中学，并注重下层社会儿童的职业技术教育和劳动教育。他甚至认为：“如果英国还有贫困观象，或是有人因贫困而被处绞刑，或因饥饿而死，那是由于缺乏教育而造成的。”[3]

（二）亚当·斯密

到18世纪，亚当·斯密（A. Smith，1723—1790）作为英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工业过渡时期资产阶级杰出的经济学家和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立者，他在其于1776年发表的《国富论》中，第一次直接地、明确地论述了教育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重大意义。在他的有关论述中蕴含着许多现代教育经济学的思想萌芽。

亚当·斯密认为，财富的源泉是一国国民的全年劳动。而增进国民财富的第一个决定性因素是分工。他说：“劳动生产力上最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更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4]在他看来，在一国国民总数为一定的条件下，由于分工，人们的劳动熟练程度以及劳动技巧和判断力越高，劳动效率就越高，生产的产品也就越多越好。如果一国国民从事有用劳动的人数越多，从事无用劳动的人数越少，所能生产的产品也越多。这意味着，从根本上说，人的经验、知识、技能是发展生产和增进国民财富的重要因素。

在分析“资财”时，亚当·斯密认为“固定资本”主要包含四项，其中第四项是：“社会上一切人民学到的有用才能。”他说：

“学习一种才能，须受教育，须进学校，须做学徒，所费不少。这样费去的资本，好像已经实现并且固定在学习者身上。这些才能，对于他个人自然是财产的一部分，对于他所属的社会，也是财产的一部分。工人增进的熟练程度，可和便利劳动、节省劳动的机器和工具同样看作是社会上的固定资本。学习的时候，固然要花一笔费用，但这种费用，可以得到偿还，赚取利润。”[5]

他还指出：

“一种费去许多工夫和时间才学会的需要特殊技巧和熟练的职业，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学会这种职业的人，在从事工作的时候，必然期望，除获得普通劳动工资外，还收回全部学费，并至少取得普通利润。而且，考虑到人的寿命长短极不确定，所以还必须在适当期间内做到这一点，正如考虑到机器的比较确定的寿命，必须于适当期间内收回成本和取得利润那样。”[6]

在亚当·斯密看来，正是由于各种职业业务学习有难易，学费有多寡，因此各种职业劳动的报偿之间也有区别，“熟练劳动工资和一般劳动工资之间的差异，就基于这个原则”。[7]

亚当·斯密不仅首次明确地将人的知识和才能看作如同高价机器一样的个人和社会的财富，并将其列为固定资本之一，而且首次对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进行了研究。

亚当·斯密还考察了青年教育设施的费用和各种年龄国民的教育经费问题。他认为：“如果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学校和学院组织得比现在更合理，那么大众由此受到的利益将更大。”[8]

（三）萨伊

萨伊（J. B. Say，1767—1832）是法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代表人物。由于18～19世纪资本主义机器工业的进展，教育和科学技术对发展生产和经济的意义进一步显现，使萨伊在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上，更明确地提出：“当任何职业（不管是高级职业或低级职业）所需要的技巧，只通过长时间和代价很高的训练才能得到的时候，这种训练每年必须支付一定费用，而这些费用的总和构成累积资本。这样，它的报酬，不但包括劳动工资，而且包括在训练时所垫付的资本的利息。”[9]在萨伊看来，一个人付出一定的费用，通过教育和训练而获得一种特殊才能，他就享有着一种积累的资本，一种财富。这种资本，这种财富，虽然是非物质的，却能以专门职业的服务形式取得收益。因此，萨伊说：“教育是资本，它应当产生和劳动的一般报酬没有关系的利息。”[10]而且，他还认为，由教育费用所构成的累积资本所应收回的利息，不仅是指某个人所花的教育费用的利息，严格地说它应该是社会在这方面全部教育费用的利息，不管费用有无效果。

（四）冯·杜能

德国庸俗经济学家冯·杜能（H. Von Thünen，1783—1850）在1826年出版的《孤立国》一书中，也论述了教育的重要经济意义，并接受了前人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

杜能认为，对人的劳务是否构成国民财富的一部分这个大有争论的问题的回答，实际上是毋庸置疑的。他说：“由于受过较高教育的国民，用同样的物质设备装备起来，就能比未受过教育的国民创造更大的收入，并且由于这个较高的教育只有通过需要消费大量物品的教育过程才能获得，受过较多教育的国民也就拥有较多的资本，并表现为较多劳动产品的利润。”[11]因此，他主张把人看成资本，而且认为，那种不愿把人视为财富和实物资本，担心这样看待人和分析人会把人贬低的观点，乃是在政治经济学最重要的问题上导致概念不清和混乱解说的原因。他还指出，事实可以证明“人只有服从资本规律才能成功地保持其自由和价值”，“不认识如果不利用这种资本，国家将损失这种资本的数额而贫穷。这样，我们将再一次发现，由于人们不把人的教育费用看作生产资本，而造成不公正”。[12]基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意义，杜能还认为，随着智育训练得到广泛的发展，人才必将辈出，他们在机器工业和农业方面有能力创新，每有发明便能提高劳动效率，获得更多的产品，而且，“随着人类精神文化的提高，十分艰辛的体力劳动将逐渐消失”。[13]

上述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教育经济价值观，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17～19世纪资本主义工业化过程中，随着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劳动者的知识和技能在创造物质财富中的作用日益显现，作为培养和训练劳动能力之教育的经济意义已逐渐受到重视。

这里应强调指出的是，在19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通过他的劳动价值学说、社会再生产理论、生产劳动与非生产劳动理论等，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教育在劳动再生产和科学知识生产力再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重要问题，做出了空前深刻的论述。马克思的教育经济观，为科学的教育经济思想奠定了理论基础。

然而，直至19世纪，由于即使在资本主义国家，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仍然很不充分，劳动者的知识和技术水平对生产的作用还不够明显，资本家主要是考虑通过增加雇佣劳动者的数量和劳动强度来获取剩余价值，资产阶级政府则更多地关注通过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来巩固和维护资本主义制度。因此，对资产阶级思想家来说，他们关于教育经济思想的论述，基本上只能被看成主要对人力在创造财富中的作用、人力是否也是一种资本、教育费用可否视为一种投资等问题上的初步探讨，尚未能提出稍微系统化的教育经济理论。当然，尽管如此，这些经济学家试图揭示教育与经济关系中某些规律性的探索，特别是关于人力资本问题的提出，无疑是对将物质资本的积累视为国民财富增长的唯一源泉的观点的一种挑战。

二、进入20世纪前后的西方教育经济思想

到19世纪末，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到广泛的应用，在资产阶级经济学领域中，关于教育的经济意义和人力资本的思想受到进一步的关注，有关的理论也得到进一步发展。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 Marshell，1842—1924）在其具有广泛影响的主要著作：《经济学原理》（1890年）一书中，曾相当详细地论述了普通教育、工业教育以及学徒制的经济意义，并以“教育作为国家的投资”的标题辟专节论述教育投资问题。马歇尔接受了亚当·斯密关于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可以说等于一台高价机器的基本观点，认为人高效率地从事生产的精力、才能和体质都可以被看成资本，教育是一种投资。他说：

“把公私资金用于教育之是否明智，不能单以它的直接结果来衡量。教育仅仅当作是一种投资，使大多数人有比他们自己通常能利用的大得多的机会，也将是有利的。因为，依靠这个手段，许多原来会默默无闻而死的人就能获得发挥他们的潜在能力所需要的开端。而且，一个伟大的工业天才的经济价值，足以抵偿整个城市的教育费用。”[14]

马歇尔还对教育的直接收益和间接收益的区别首次进行了明确的说明。按他的话说，国家不仅从许多人的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改良上得到直接经济利益，而且，教育还能改善每一社会阶级内部的生活，增大等级之间的流动性，充当社会阶级之间的缓冲剂。

马歇尔认为，英国上层社会比较注意为自己子女选择职业所需要的教育训练进行投资，而在下层社会，“工人的教养和早期训练方面的资本投资，却受到种种限制”，从而使大多数人只能终生从事简单的体力劳动，他们的才能未得到发展，“如果这些才能得到充分发展，则它们对国家的物质财富（且不说更高的目的）的增加，等于补偿发展这些才能所需费用的许多倍”。[15]因此，他建议英国政府应重视教育，增加教育投资。

不过，按照当代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西奥多·W. 舒尔茨（T. W. Schultz，1902—1998）的评述，虽然，在马歇尔看来，“知识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最强大的火车头”[16]，但马歇尔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还是不清晰的，因为马歇尔认为将资本概念用于人类既不适当又不实际。“马歇尔的观点是，如果按照抽象的数学观点，人类无疑是一种资本，但人力资本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它与市场脱节。”[17]所以，马歇尔实质上仍是以实物资本为核心而重视教育的经济功能。

20世纪初，曾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的经济学家费谢（I. Fisher，1867—1947）则认为，所谓资本就是指随时产生一系列劳务的东西或客体。人在接受不同教育之后，他便变成一种能随时产生一系列劳务的客体，因而他是一种资本。这种资本源于他随时产生一系列劳务的能力，故称为人力资本。费谢不但明确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而且明确地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人力与资本的结合。不过，费谢并不关心教育，他未能将其关于人力资本的思想与教育直接联系起来。

20世纪前后，由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界追求效率的思想蓬勃兴起，特别是泰勒（F. Taylor）掀起的所谓科学管理运动，加上美国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的广泛影响，也引起教育界对效率问题的关注。在1910年，曾是美国教育领导人之一的柏格莱（W. C. Bagley）出版了《教育管理》一书，其主旨就是试图论述如何使用于学校的货币、人力和时间能获得最大的收益。

基于对教育投资效率的关注，在美国，不少人士对当时学校的浪费和无效率现象提出批评，要求对学校教育的产品——学生的质和量做出估算，主张对学校建筑及设备使用率进行计量，对学校的预算进行成本分析。为适应这种态势，有些大城市甚至成立效率计算机构以便提供教育生产效率分析方面的服务和咨询。但是，也有许多教育界人士强调教育应主要立足于对人格的教养，而对这种追求经济效率的观点不予赞同，甚至表示反对。

然而，对教育的效率及其经济意义的关注并未减退。到20世纪30年代，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又热闹起来，其中较有影响的是美国学者沃尔什（R.Walsh）的研究。1935年，沃尔什发表了题为《人力的资本观》一文，介绍他对医师、律师、工程师等人员接受专业教育所付出的成本以及他们一生所得利益问题所进行的研究。为了对教育投资的成本和收益进行估算和分析，他还提出一个各级学校教育成本支出一览表，并在计算各级学校教育成本的基础上，算出它们的平均成本。沃尔什这种试图运用成本利益计算方法来具体分析个体教育投资，并探讨个体教育投资是否也是出于如同办工厂、购机器一样的动机，是一种追求利润的投资，大概是教育经济思想历史发展中的第一次。

除沃尔什外，洛索和雷夫（J. D. Russel & F. W. Reeves）则对高等教育学生人数与成本支出的相关性进行过研究。到20世纪40年代，有关教育投资效益的研究更为活跃。

据统计，从1886年至1917年，有关研究教育与收益相关的短文和书籍共125种。而到1940年，这类著述已达约500种。[18]

20世纪30年代以后，一些欧美国家发生经济危机，失业率剧增，遂引起对人力计划问题的关注。教育界也主张在制订教育计划时，除考虑传统的教育目的外，应重视就业和人力计划问题，使教育计划和经济计划结合起来，因而有些学者又转向这方面的研究。

从上述可见，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关于教育经济价值的研究，不仅不再限于有关教育有无经济价值和人力资本概念的一般探讨，而是开始把注意力逐渐转向对教育投资和效益的研究，转向对人力计划或教育计划中的经济目的方面的研究。

当然，由于现代经济发展的水平，以及长期以来经济学界认为物质资本才是经济增长的最根本因素，教育界则认为训育人格的形成和完善才是教育的根本主旨等观念的深刻影响，即使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国家，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认识仍存在分歧。因此，对这方面的研究虽已取得很大进展，但仍是初步的、不系统的和无组织的，其影响力也是有限的。

三、当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

进入20世纪下半期以后，在过去有关教育经济思想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兴起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所谓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是指不仅高度提升教育对经济的巨大作用，而且把经济目的作为教育价值的主要取向，并据此考虑和处理社会的众多问题，从而甚至发展为“经济至上”论。

当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之所以勃兴于20世纪60年代，这有其时代背景。一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许多国家都为医治战争的创伤致力于经济建设，加速发展经济成为战后各国普遍的共同要求，而人力资源的开发越来越被认为是增长经济的有利因素。二是从20世纪50年代起，在所谓“第三次工业革命”浪潮的冲击下，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科技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而科技人才的培养依赖教育。三是战后世界的冷战局势，使主要国家之间加剧了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科技实力的竞争。各国政府也日益认识到所有这些竞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依存于人才的竞争和教育的竞争。从美国1958年颁布的《国防教育法》和1964年的《职业教育法》，日本文部省于1962年发表的教育白皮书《日本的经济增长和教育》等都可以看到这种势头。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民主运动的发展，使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寄希望于通过发展教育，实现教育平等化来促进所谓的社会和经济平等。五是战后日本和西德在经济恢复和发展上出现的奇迹，普遍地被认为是由于两国重视普及教育和技术教育的结果，是表明教育对经济具有巨大作用的有力例证。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在世界范围内，关于教育与经济的相关性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日趋扩大，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据统计，仅在1961年至1966年，有关这方面的研究论著就达747件；到1978年已达2000余件。从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教育、科技和经济之间有机联系的加强，以及它们彼此的迅速发展，有力地促进了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迅速形成并波及世界，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教育思潮。

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有关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成为这一思潮中的热点。而在这方面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当推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他于1959年发表了其有关人力资本理论的第一篇论文——《人力投资——一个经济学家的观点》。1960年，舒尔茨又发表题为“人力资本投资”的讲演。在这篇讲演中，他分析了传统的经济理论不能满意地解释许多国家战后经济的迅速增长，认为通过人力投资而改善人的素质是这种经济迅速增长的主要原因。此后，舒尔茨又相继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如：《用教育来形成资本》（1960年）、《教育和经济增长》（1961年）、《回顾人力投资的概念》（1962年）、《教育的经济价值》（1963年）等，上述这些著述首次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体系框架，为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

除舒尔茨外，美国经济学家丹尼逊（E. F. Denison，1915—1992）也于1962年出版了《美国经济增长因素和我们面临的选择》一书。该书根据美国的历史统计资料，对美国经济增长的因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其中包含对有关教育年限和知识进展等经济增长因素的分析。根据丹尼逊的估算，在1929年至1957年美国实际国民总收入增长率的诸因素中，“教育年限的增加”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由12%上升到23%，“知识进展”这个因素所起的作用占20%，这两项因素合计占了全部增长率的43%，显示了教育和知识因素所起的巨大作用。丹尼逊的研究和观点，在美国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形成和发展中也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还有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G. S. Becker，1930—2014）的研究也颇引人注目。他先后发表《大学教育投资不足》（1960年）、《人力资本：理论与经验研究》（1964年）等论著。在贝克尔看来，家庭也是人们做出一连串资源分配决定的场所，因此他把注意力转向家庭行为上。他还着力探讨了人力资本投资与工资差异问题，并着重考察了个人教育支出的经济效益。贝克尔的论著一时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

此外，1961年首次人力资本投资会议在美国的召开，无疑激发了对教育与经济问题特别是人力资本问题的热烈讨论，对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美国的兴起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20世纪60年代的西欧，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虽不如在美国那么强劲，但也有强烈的反应。

法国学者德博韦（M. Debeauvais）和英国经济学家维泽（J. E. Vaizey）于1960年合写的《教育发展的经济意义》一文，不仅探讨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明确地认为教育既是消费又是投资，是对人的投资。还有法国学者H. S. 帕尔内的《教育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及P. 罗斯洛的《教育发展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依存》等文，都阐述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的相互作用。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一些有关“教育与经济”的实证研究在英、法等国大量涌现。当时西欧的许多有关实证研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涉及劳动科学，主要关于教育对实际就业的影响，制约教育系统的经济活动和劳动方式，预测教育与就业的模式等。另一类涉及经济学，主要有关确定教育规划中要列入预测和核算的数据；通过国际比较，分析教育投资所占的比例与按人口计算的经济收入发展指数之间的相关等。总之，至20世纪60年代末，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西欧也已势不可挡。

进入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由于世界经济危机的冲击，各国的经济增长出现缓慢态势，教育发展在经历了60年代的黄金时期之后也面临众多问题，但是世界范围内的新科技革命却突飞猛进，因此如何使教育适应科技革命和经济发展的新要求，成为世界各国普遍关注的现实课题，新的一轮教育改革浪潮在世界范围掀起。在这种形势下，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也在全世界得到进一步发展，而且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首先，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基本内容，已从一般教育与经济相关性的理论研究，转向对教育效益的分析和经济计量模式以及收益分配问题的探索，并与开发人力资源的教育规划相结合，探讨教育计划的革新。例如，美国学者汉森（W. L. Hansen）于1970年出版了《教育收益与人力资本》一书。英国学者萨恰罗普洛斯（G. Psacharopoulos）使用数学工具对教育的经济效益和教育计划等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著：《25国高等教育经济收益》（1972年）、《教育的经济收益：一个国际比较》（1973年）、《学校教育和收入分配》（1976年）、《家庭背景、教育与成就》（1977年）、《教育计划的过去、现在和将来》（1978年）等。萨恰罗普洛斯还提出了一个教育费用——效益分析的计算公式。而德国的学者似乎更注意教育规划和教育政策的经济理论研究，如马克斯·普朗克协会教育研究所即曾就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以及教育规划的方法和技术等问题发表了大批研究文章。

其次，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日益超出经济学家的范围，而扩大到社会学、政治学、教育学、行政管理学，以至规划学等领域。各国的有关学者还注意结合本国的国情，使教育经济主义思想具有各国的特色。比如，在日本，教育经济学更多地从属于教育行政学；德国的教育经济学者着重对教育效益和教育规划的研究；法国的一些社会学家则力图把教育经济主义思想引入社会学。总之，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内容日益增多，影响日益扩大，甚至有的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从教育经济主义的角度来分析社会不平等的原因。

再次，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日益与世界范围的教育改革探索相结合。随着国际经济竞争和科技竞争的加剧，为培养适应新形势要求的人才，各国教育都面临严重的挑战，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把教育作为促进科技和经济发展，增强国际竞争能力的手段。这为教育经济主义思想进入具体的教育改革提供了条件。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不仅影响教育的价值取向，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国的教育改革。

最后，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日益成为国际教育合作事业发展的“催化剂”。例如，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许多教育经济主义者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和社会现代化建设的关键问题，不是缺乏物质资本，而主要是由于教育不发达，人力资源未得到开发。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教育和开发人力资源，联合国的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印度的新德里、中东的贝鲁特、非洲的达加等地区设立了教育规划的训练与推广中心，使新的规划方法和技术得以在世界各国推广，以促进各国现代教育和经济规划的制定和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也可看成受到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推动。

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到20世纪90年代达到了它的顶峰。但是，随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日益高涨，它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和批评。这种质疑和批评既来自教育经济主义者内部欲使这股思潮更趋完善的各种观点。比如，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理论过于强调以现有的经济理论和范畴去解释教育的经济现象，忽视了教育如何作用于经济这一基本问题。而更多的质疑和批评，是人们认为绝不能把教育的经济性片面化和绝对化，反对把教育建立在把人培养为“经济动物”的取向上，而强调教育应立足于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人自身的全面发展的需要等。

以下各节将扼要介绍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主要流派的基本观点。

第二节 “人力资本理论”与教育

由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贝克尔等人最初系统阐述的人力资本理论以及现代教育之经济价值的基本观点，既为当代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兴起揭开了序幕，也一直成为该思潮的主要内容。

一、何谓人力资本？

在传统的资产阶级经济理论中，所谓资本，一般讲的是物质资本。与物质资本相对应的人力资本（human capital）这一概念，是由美国经济学家沃尔什于1935年首先正式使用，后由舒尔茨给予理论阐述而获得其特定含义的。

舒尔茨指出，虽然许多经济学家早就谈到人是国家财富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人们却长时期未认识到人力资本的重要意义。他在《人力资本投资》中说：

“尽管人们学到有用的知识和技能是显而易见的事，但是，这些技能和知识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种资本实际上是深思熟虑的投资的一种结果；这种资本的增长的速度在西方国家超过了传统（非人力）资本，它的增长也许正是这种经济制度最突出的特点，而这些却是不明显的。人们普遍注意到，国民产出的增加超过了土地、工时和物质再生产资本的增加。也许人力资本投资是说明这种增长差距的主要依据。”[19]

舒尔茨认为，如把资本理解为由一些具有提供某种价值的未来服务的经济属性的实体所组成，那么资本可分为人力资本和物力资本两类。物力资本是体现于物质产品上，人力资本是体现在人身上，两类资本之间显然存在差别。在舒尔茨看来，那种把资本局限于物质财富，或认为资本只包括物质设施、建筑物、器材和物质库存等，乃是一种偏见，这种偏见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政府贬低人力资本投资和抬高物力资本投资的固执态度的原因。舒尔茨认为，一般地讲，资本就是投资，通过人力投资形成人力资本，通过物力投资形成物力资本，二者都是发展经济所不可缺少的。而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本尤其显得重要，因为“如没有相当发达的人力技能，也就不可能充分利用各种复杂的现代化的物力资本”。[20]

舒尔茨还指出，人力资源明显地具有量和质两个方面。量的方面指一个社会中的人口数量、从事有用工作的人口所占比例和劳动时间，这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该社会的人力资本的多少；质的方面指人的技艺、知识、熟练程度与其他类似可以影响人从事生产性工作能力的东西。在这些方面，每个劳动者也是不一样的，就是同一个劳动者在受一定的教育和训练后，他的劳动的质量或工作能力、技艺水平和熟练程度，也是有差别的。简而言之，人力资本理论所谓的人力资本，就是体现在劳动者身上，以劳动者的数量和质量表示的资本。

二、人力投资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过分地强调非人力资本的作用，没有考虑人力资本，特别是忽视人力资本在现代经济生产中所起的重要作用，这是一种错误。由于人力资本没有与物质资本同步发展，结果使经济增长增加了许多限制性因素。因此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指出，在现代生产中，人力投资的作用大于物质形态投资的作用，必须充分认识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要性。

广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包括：中小学教育和高等教育、在职培训、人员迁移、卫生保健及经济信息等，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教育投资。舒尔茨说，人们应该而且会继续高度评价教育对文化的贡献，这是完全应该的；但是，我们无视教育对收入的贡献则是目光短浅、缺乏远见。在通过发展现代农业和工业来实现丰裕方面，教育已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根源。他曾估算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认为只有20%是物质形态的投资产生的，其余80%主要是教育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的作用，即是人力投资的结果。他还认为，西德和日本之所以在战后取得经济的迅速发展，其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两个国家的人民具有较高的知识、技能，在于这些国家在教育和科技方面投入了大量的资金。这些事实表明，“学校和知识进步都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21]但舒尔茨同时也指出，绝不能忽视其他方面的投资，如果“只注重教育，我们有着看不到形成人力投资的其他源泉和看不到它们的贡献的危险，从而把一切贡献都归功于教育”。[22]

作为人力资本投资主渠道的教育投资，它具有两重性：未来消费部分和未来收入部分。舒尔茨说：

“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教育可以说是一项消费活动，它为受教育的人提供满足，但它主要是一项投资活动，其目的在于获取本领，以便将来进一步得到满足，或增加此人作为一个生产者的未来收入。因此它的一部分是类似普通耐用消费品的消费品，另一部分是生产物资。”[23]

这就是说，教育投资虽具有消费性，但主要方面是生产性。教育投资的生产性就在于它能够开发人的潜能，增长人的能力，包括文化知识、技能以及良好的素质，从而提高劳动者的质量，促进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同时也增加个人未来的收入。

教育投资所说的“教育”包括普通教育、高等教育、正规学校教育和非正规教育。投入教育的资源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学生们在就读期间放弃的收入和用于教育生产性服务的资源。这两部分组成为教育投资的成本。舒尔茨认为，教育的资本形成既不是一个小的常数，也不是一个恒定的常数，它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变化。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教育投资的根本目的，无论是国家投资教育还是个人投资教育，都是为获取经济方面的收益。所以对于作为人力投资主渠道的教育投资的指向，应和考虑一切物质资本的投资指向一样，都要根据投资的收益率来决定，哪方面收益高就增加对它的投资，哪方面收益低就减少对它的投资。而影响教育投资效益率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在很大程度上同样受到市场供需规律的制约。

经济和社会发展对人力和教育的需求是动态的。在一定时期，某方面的人力可能供不应求，另一些部门又可能是人才过剩，这种人力需求上的差别以及由此引起的人力价格的变动，往往导致国家和个人对教育投资指向的变动。所以，长期不变的教育投资计划是不可行的，只有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并及时调整教育投资的指向，才能取得高的投资收益率。

如何有效地将投资资源分配给教育的问题，还必须考虑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例如，在不同的国家，对农业部门的人力投资和工业部门的人力投资比例，就应有所区别。又如，在经济发达国家对需经教育（包括高等教育）的高技艺人力需求比发展中国家的需求大得多。所以一个国家的教育投资绝不可简单地照搬别国的经验和模式。

舒尔茨还认为，教育投资也存在一定的风险，特别是当政府、家庭和学生在做出他们的教育资源分配的决定时，如果依据远未完善的情况预测，就可能带来投资的低效益甚至失败。所以，政府及各个家庭都必须不断地吸取和积累这方面的经验。

三、教育投资的收益测算

舒尔茨首次对教育投资的效益进行了较详细的测算，并提出了测算的理论和公式。这种测算及其结果，不仅成为舒尔茨等人人力投资理论的实证依据，而且对20世纪60年代起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风行也有很大影响。

舒尔茨在其《教育的经济价值》一书中，列举了许多项教育收益。比如，社会从教育机构的研究中获得的收益；潜在人才的发现和培养；增进人的能力以适应就业机会的变化；师资的准备；为持续的经济增长准备各种人力；提供更好的个人品德表现、文化能力和其他服务能力等。这里说的教育收益，显然不限于经济效益，但人力资本理论是主要立足于教育投资的经济收益的。

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者都认为，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是极其复杂的，要鉴别教育在提高有益于经济增长的人的能力方面的作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工作。许多研究者都在这方面做了努力的探讨。

舒尔茨曾把教育服务分成3类：一是纯粹为消费的教育服务。如对改善生活质量包括提高人的艺术鉴赏力和家务能力等；二是纯粹为投资的教育服务，即个人为提高他们正在从事的工作能力而接受的教育；三是同时为这两种目的服务的教育，它既不是纯消费，也不是纯投资。而在第三类中，有的是主要为消费，其次才为投资的教育，如在美国大多数家庭都把初等教育划归为此类；有的是消费考虑和投资考虑几乎并重的教育，许多人认为普通中学教育和某些文科院校的教育即属此类；有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投资，其次才是为消费的教育服务，如大多数学院和大学的教育以及几乎所有的专业教育。这些不同类别的教育服务是随社会的教育需求而变动的，而影响社会教育需求变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教育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其中包括父母和学生对预期收益率的期望。

不管是哪一种教育服务都需要成本，都存在教育开支这一基本的经济事实，并与经济发生关系。为了探索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联系，舒尔茨曾提出3种不同的比率。

①用教育—劳工比率来显示与劳动力总量有关的投入教育的人力，即根据教师和年龄适合于从事劳动的学生与从事劳动者人数之比率来计算。

②用教育—收入比率来表示投入教育的资源与消费收入之间的关系，即把教育资源的增长与消费收入连接起来。

③用教育—投资比率来表明投入教育的资源与投入能再生产实物资本的资源之间的关系，即根据投入教育的资源与用作非人力资本形成的资源之比率来计算。

而当他采用这3种比率研究美国1900年至1956年的教育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时，竟产生了令人吃惊的类似结果：在这期间，美国分配给教育的资源增长为（按美元计）消费收入增长的3.5倍和实物资本形成增长的3.5倍，教师和因上学而放弃收入的学生人数的增长（按劳动投入）亦为美国已就业的劳动力增长的3.5倍。[24]它表明这可能是用来分析教育与经济增长间关系的可行方法。

在舒尔茨看来，教育的收益可分为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两个方面。从理论上讲，教育的个人收益主要有5个方面：①未来较高的收入；②未来较健康的身体；③未来较强的企业工作能力；④未来合理安排家庭活动的能力；⑤未来较大的职业机动性。一般地说，由于受教育者是社会成员之一，私人收益包括在社会收益之中，社会收益则是私人收益和其他（本人不能获得的）收益的总和。

关于教育对个人的收益，舒尔茨虽然主要以物质收益（工资额）作为衡量收益的尺度，但他不赞同单纯以工资收入的数量来确定教育的收益率，而主张用具有同等教育程度而实际上得不到同等薪金的各种社会因素，对教育收益率计算值做进一步调整，以使所确定的教育收益率更为准确。舒尔茨还认为，衡量教育收益时，还应该考虑一些非金钱收入的因素，如从所选择的工作环境所得到的某些满足。

关于教育对社会的收益，舒尔茨也指出，如果是计算教育的某一阶段的收益率，可先测定学生按学历不同而得到收入的差别，算出各教育阶段的毕业生的收入差额，以这一差额与该教育阶段的教育费用之间的比率来表示收益率。用这一方法，舒尔茨曾测算出1957年美国小学、中学、大学教育费用占总教育费用的比率分别为28%、45%、27%。而各级教育的收益率是，初等教育为35%，中等教育为10%，高等教育为11%，各级教育对美国教育平均收益的贡献分别为9.8%，4.5%和2.97%，三项合计17.27%，取近似值为17.3%。而1929年至1957年，提高教育程度对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贡献为33%。[25]

由于影响人力投资的社会效益和个人收益的因素比较复杂，一些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往往运用不同的方法进行测算，因而也可能得出不同的结果。例如，贝克尔也对收入、投资成本和收益率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研究。他把影响收入差别变化的因素概括为3个方面。

①不同社会阶层所受教育水平的差别。这种差别越大，收入级别的差距也就越大。

②个人教育费用。不仅指货币成本，还指受教育的努力所包含的心理成本。教育不是一般的消费，收入越高，对教育的消费必定越多。

③利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利率越高，就越有可能产生巨大的收入差距。贝克尔认为，影响人力资本投资规模的一个最重要的因素无疑是这种投资获得的可能性及其收益率。[26]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学生在学期间所放弃的收益的变化，通货膨胀对教育投资效益的干扰，教育中新技术的运用对教育效率的提高，还有一个国家的政局是否稳定，都会影响教育投资收益的实现。

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人力资源是一种巨大的资源，高度重视人的知识、智力和能力在经济增长中的巨大作用；认为教育作为人力资本投资，可以提高人的质量，增加人的智能，改善人的生活，从而带来个人和社会的巨大效益，促进经济增长。该理论还强调，随着劳动者智能在现代生产中的作用日益增大，开发人力的教育投资在现代经济发展中也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因而主张应把教育投资放在重要的地位。所有这些观点，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的某些客观规律。

人力资本理论研究者对教育投资经济效益的测算，虽然其计算方法与指标尚未构成完整的体系，其中有些问题也仍待探讨，但他们的测算尝试以及所取得的成果，至少表明了科学地确定出教育投资收益率的必要性和制订教育投资计划的重要性，也有助于提高人们对教育的经济效益的重视。

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和进展，促进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兴起。但是，人力资本理论，作为资产阶级教育经济学流派之一，它在实质上是从获取利润这一立足点来看待主要由教育投资构成的“人力资本”，因而并没有把“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进行原则区别。它将教育的收益视为同劳动者的活劳动完全无关，是投资的结果，把教育水平增长的全部效果仅仅归于工资的增加上，而工资的增加又是人力资本中的利息而已等观点，则掩盖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教育投资的实际利润是更熟练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的增长这一事实。

第三节 教育筛选理论

随着人力资本理论研究的深化，到20世纪70年代，一些美国学者开始认为，过分强调经济增长往往只能使极少数人获益，而大部分国民仍生活在相对贫困之中，因此，他们试图采用新的观点和方法去研究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把注意力越来越较多地放在人力投资对收入分配的作用上面。这种趋势把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推向了新的发展，而教育筛选理论即是这股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新发展的重要内容之一。

教育筛选理论的主要倡导者和论述者有思罗、史潘斯、陶布曼等人。

1972年，莱斯特·思罗所发表的《教育与经济平等》一文，首次提出了有关教育筛选理论的一些观点。

在思罗看来，“人力资本”理论强调个人教育作为一种人力投资将获得相应的收益，因而视教育为改变社会收入分配的强有力的工具，这种观点是值得怀疑的。思罗否认生产率和个人收益与个人教育水平之间存在联系。他认为，大量证据表明，美国劳动力市场的特点与其说是工资竞争，不如说是职业竞争。也就是说，不是人们去找职业，而是职业去找人，找“合适的”人。在以职业竞争为基础的劳动力市场中，教育的功能不是授予技能从而提高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而仅仅是证明他的“潜能”，并依据学历文凭给予他一定的地位，然后，又根据这种被证明的身份安排他一定的职务并给予较高的工资。

思罗还提出了一个“职业竞争”模式。他认为，在职业竞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劳动力市场中，个人收入一是取决于他在劳动力阶梯中所处的相对位置，二是取决于经济中就业机会的分配状况。工资是建立在职业特点的基础上。

在职业竞争经济中，实际起作用的问题是挑选和培训工人，以便用最少的培训费用取得预想的生产率。对新工人和起始职业岗位来说，构成挑选基础的是工人的“背景特点”，如年龄、性别、教育成就、已有的技能和心理实验的成绩等。雇主正是依据这些“背景特点”挑选雇员并把他们划分成不同等级。分配给每个人的职业及其相应的培训等级是按从上到下的次序进行排列的，最好的职业分配给最好的工人，最差的职业分配给最差的工人，形成劳动阶梯。

思罗强调指出：

“教育和正规培训是筛选工人的极为重要的背景特点，以至于教育分配的改变对劳动阶梯的形成具有重要影响。……在筛选过程中教育所起的作用是否比其他因素更重要些，虽然各种职业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别，但是，教育的筛选检验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27]

然而，尽管教育可以影响劳动阶梯的形成，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教育能改变收入的实际分配。改变收入分配不仅是劳动力等级阶梯的功能，而且也是职业机会分配的功能。例如，随着各级教育的发展，大学毕业生供给的日益增加，将导致他们接受更低级的职业机会分配。在这个过程中，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可能接受中学毕业生所从事的最好职业，从而导致中等学校毕业生平均收入的下降。这样将保持具有高等教育水平与具有中等教育水平的劳工之间的明显的工资差异。但是，思罗认为，这一工资差异并不表明富人比穷人有更大的潜在生产率，也不表明贫富之间有收入均等的机会，所以，“大量的教育投资必然造成浪费，它们根本不会带来人们所期望的平等”。[28]

史潘斯（M. Spence）于1973年发表的《筛选假设——就业市场信号》一文，正式阐述了教育筛选理论。接着，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教授陶布曼（P. Taubmam）也发表了《作为投资和作为筛选工具的高等教育》（与T. 威尔斯合著，1974年）、《收入不平等的原因》（1975年）、《收入的决定性因素：遗传学、家庭和其他环境》（1976年）等一系列论著，又进一步阐发了有关教育筛选理论。

这种所谓筛选理论认为，在大多数劳动力市场上，雇主和求职者相遇时，彼此缺乏供选雇时使用的完全信息，而雇主总是希望选雇具有适当能力的人，以便安排他去承担某一职位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下，雇主只能从求职者的一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个人特征和属性，即所谓“不完全信息”去鉴定这位求职者。史潘斯将这种个人特征和属性分为两类：一类叫“标识”，它泛指求职者本人无力改变的属性，如该人的性别、种族、年龄等；另一类叫“信号”，它泛指那些隶属于求职者个人并受自己操纵的、可以人为改变的特征，如教育水平等。在史潘斯看来，“标识”和“信号”虽都是雇主决定选聘人员的条件概率分布的参数，但在求职者的个人“标识”已成为既定的条件下，而反映求职者可以改变的“信号”特征，特别是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便成为雇主识别求职者的能力，并决定从中选聘人员的一个“筛选装置”。

教育筛选理论认为，教育作为一种“信号”，不仅成为雇主鉴定和选聘求职者的一个“筛选装置”，具有“筛选”功能，而且也和工资有关。和人力资本理论一样，筛选理论也注意研讨教育与收入（工资）的关系。一般地说，筛选理论和人力资本理论都认为求职者的教育水平与工资高低成正比。但是，在分析教育与收入之间关系的中间环节时，筛选理论却提出了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观点。

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提高受教育程度就会提高一个人的劳动生产率，从而得到较高的工资，如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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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筛选理论看来，教育只反映一个人的学历，只是一种较高的文凭，它可能对劳动生产率没有重大影响，但由于它向雇主提供了他需要雇用的求职者的品质的信号，从而可能得到雇主的雇聘，并付给较高的工资。因此，教育作为一种信号仅仅成为一种雇主的挑选手段，而教育与收入的关系则如图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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筛选理论还进一步探讨了教育信号与工资等级的关系。该理论认为，雇主首先是根据求职者的特征（主要是教育水平）和对求职者个人的边际产品做出预测，并在此基础上决定向不同教育水平的求职者支付多少工资，制定工资等级表。这种工资等级表，由于是依据预测制定的，所以带有主观性。在这种情况下，有时必须进行调整。否则，如果只是“学历主义”的筛选，不仅会导致“文凭膨胀”的毛病，而且会使雇主造成经济损失。因此，雇主必然注意观察和调查所雇人员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如果发现工资不能相应地体现其劳动生产率，则必须对原定的工资等级表进行调整，并以此作为下一次招聘时确定工资时的依据。这样，求职者对教育信号的选择态度也将发生变化或调整自己的教育投资。在新的雇用后，雇主又通过新的观察和了解，获得新的可用信息，再进行必要的新的工资调整。经过这样多次的反复调整，直至工资相应地反映受雇者的实际劳动生产率，并据此制定一个均衡的教育—工资等级表。这样确定的工资等级表，在劳动力市场上，一方面将成为雇主选聘不同教育水平求职者的、相对符合实际的工资标准；另一方面，由于它明确表示教育和工资的关系，也便于求职者考虑自己获得高低不同的教育信号所需的成本，做出适当的教育投资的抉择。

筛选理论还认为，教育的私人收益和社会收益是不一样的。有时候，由于某些信号的存在，每个人都蒙受损失。有的时候，有些人受益，而另一些人受损。由于市场均衡结构中随意性因素的作用，故意的过量教育投资是明显可能的。正如史潘斯所说的：每个人都对劳动力市场状况不断做出合理的反响。通过教育信号，信息被传递给雇主。但是，在有些情况下，它属于“完全的信息”，在另外的情况下则不然。在信号成本方面也将出现随机变量。这都可能阻碍雇主很好地区分具有不同生产能力的个人。

所以，在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中，在没有适当的协调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如过分地依赖学历文凭作为选聘的依据，或对雇员的教育水平要求超过岗位的需要，则教育水平的提高不但不一定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可能给社会和个人都带来重大的损失。

在筛选理论看来，由于劳动力市场职业竞争和工资竞争的复杂关系，应采取以下措施：①改变工资结构；②大力进行研究与开发，以改变技术进步所产生的技能混杂现象；③为政府部门的就业提供保证；④制定旨在造成劳动短缺的财政、金融政策；⑤确定旨在对实行低工资的雇主施加压力的公共工资等级；⑥鼓励私人雇主缩小其工资差别等。否则，期望教育水平的提高会促进社会的平等是不可能的。

尽管教育筛选理论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人力资本理论的见解，使人们增进了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但也有些学者对这种理论的正确性表示怀疑。例如，有的学者认为，教育成就和工作成绩之间的关系，以及教育与收入的关系贯穿于收入的全过程，是不容置疑的，而筛选理论却不予正视。

第四节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教育经济观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另一些经济学者对人力资本理论的方法提出了另一种挑战。他们认为，人力资本理论基于统一的竞争性劳动力市场分析和考察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不符合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实际，其理论仅仅适用于劳动力的某些部分，而对其他部分，主要是少数民族和穷人，这个理论则不适用。他们详细分析了劳动力市场，提出劳动力市场并不是统一的竞争市场，而是被划分为两个或多个不同的市场。由于存在不同的劳动力市场，教育与收入也有不同的关系，所以，要了解教育的经济作用，必须研究和了解劳动力市场的划分和实际运行与教育的关系。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倡导者对劳动力市场的划分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研究，但他们主要是试图从制度的角度去分析劳动力市场的内部结构，解释不同种类或不同阶级的劳工在劳动力市场受到不同待遇的社会现象。

美国学者多林格（P. Doeringer）和皮奥里（M. Piore）于1971年出版了《内部劳动力市场和人力分析》一书，认为应将劳动力市场区别为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劳动力市场。在前一种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确定和分配是由一系列管理规则和管理程序控制的，并为内部劳动力提供某些特殊权利。例如，只有内部劳动力才有权填补内部职位；他们的继续受雇权，甚至就业权都得到保护。在后一种市场中，劳动力的价格确定、分配和培训方案是受经济变量直接控制的，无法享受内部劳动力市场劳工所享有的那种特权。当然，这两种市场是相互联系的，而且彼此间存在着流动现象。该书还详细考察了内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认为技能专门化、在职培训和习惯是导致内部劳动力市场产生的主要因素。也正因为这样，所以就业的稳定性就成为内部劳动力市场最显著的特征。

也是在1971年，皮奥里还明确提出了“双重劳动力市场”的理论。他说：

“双重劳动力市场能最好地解释就业和人力安置在贫困永久化中所起的作用。双重市场的一部分，即主要市场提供的工作具有如下若干特征：工资高、工作条件好、就业稳定、职业有保障、权利平等、在工作制度的行政管理上具有适当的程序，并有晋升的机会；另一部分，即次要市场，其工作明显地不像主要市场那样吸引人，这一市场的工作往往是工资低、工作环境低劣、就业变化性大、要求苛刻、随意给予纪律处分，以及晋升机会很少等。穷人被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29]

皮奥里认为，之所以形成双重劳动力市场，并将穷人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这有着复杂的原因。例如，就业稳定性的要求和严厉的资格条件将次要市场的工人拒之于主要市场的大门之外；一些求职者由于受到歧视而被迫进入次要市场；与上述次要市场有关联的行为特征，通过使在这方面就业的人员的生活方式适应于次要市场的工作和生活而得到加强等，都使主要市场和次要市场区分开来。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的倡导者虽对劳动力市场的具体划分有不同的意见，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则是大同小异。

总之，在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看来，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劳动力市场不是完全统一的竞争市场，它基本上可划分为两个部分：“主要劳动力市场”（又译“头等劳动力市场”）和“次要劳动力市场”（又译“次等劳动力市场”）。“主要劳动力市场”提供大公司、大企业及其机构的工作，是由那些能受雇于需要受过训练才能从事的职业，或有经济前途的职业，或具有流动性职业的人构成，其大部分工作的工资待遇较高，并有工作保险和明确的晋升制度。“次要劳动力市场”提供小企业的工作，是由无须受过良好训练的或通常是作为临时工被雇佣的人构成，工资报酬较低，也没有工作保险和明确的晋升制度。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指出，传统的劳动力市场理论通常假定工资与生产率相等，因而认为工人的教育和年龄等一类特征与收益的关系是代表劳工属性与劳工生产能力之间的一种关系，工资水平、追加教育的收益以及工作经验反映着工人的边际产品和更高的教育水平及较长工龄的边际产品。其实，教育与收入之间的连接关系，和工人的生产能力本身并不相关，反而与区别能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和囿于次要劳动力市场的工人的某些基本特征相关。按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倡导者的说法，在美国，工人的工资主要并不是由他们的生产率决定的，而是由他们的一些基本特征如性别、种族、教育水平等决定的。因为一般是比例高的男性、白人和教育水平高的人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享受较好的工资待遇；而比例较高的女性、少数民族和教育水平低的人进入次要劳动力市场，受到较差的待遇。因此，只是在主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才与工资成正比关系；而在次要劳动力市场中，教育水平与工资没有显著的关系，一个人有较高的教育水平并不必定具有经济作用。

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还认为，教育对个人的经济收益，不在于它提高了个人的劳动生产率，只在于它是决定一个人进入主要或次要劳动力市场的一个重要特征。这种观点与筛选理论近似，都把教育水平视为具有“筛选”功能，但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强调，教育与工资之间的正相关并不适用于那些仅仅被次要劳动力市场接纳的人。

按照有些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倡导者的观点，由于劳动力市场的划分，进入主要劳动力市场的种种限制，以及在次要劳动力市场基本不存在教育水平与工资的正比关系等状况，实际上反映了美国社会结构的基本矛盾，所以，试图从改革劳动力市场入手来促进社会平等的改革需要，仅靠教育改革措施是不会起到显著作用的，如美国联邦训练计划、补偿教育计划等很少能缓解黑人和其他群体的不利地位。

第五节 苏联学者的教育经济思想

早在20世纪20年代，有的苏联学者即根据当时苏联为恢复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对发展教育的需求，在马列主义有关原理的指导下，注意研究国民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人物是被誉为苏联经济学“泰斗”和现代教育经济学研究先驱之一的斯特鲁米林（С. Г. Струмилин，1877—1974）。

斯特鲁米林于1924年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国民教育的经济意义》。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以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划分以及社会再生产等理论为指导，就年龄、工龄和教育程度对劳动技能的影响，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论述。他明确肯定，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的劳动技能也随之相应提高；劳动者个人和国家的经济收益，远远超过对教育的投资。

到20世纪60年代初，斯特鲁米林在《苏联的教育经济》一文中，根据苏联经济和教育发展的实践经验，指出：

“现时生产中所认为的真正重要的东西，已经不是手臂之力，而是生产线上站在机器旁边的工人们的知识、才智所能妥加利用的工艺技术。正因此理由，科学才与生产所必须的技术和动力一样，在此变成一种直接的生产力。此外还可以说，科学的‘效率’，在这种情况下，是看应用知识的多寡，了解程度的深浅以及它在工人中传播范围的广狭而定增加的比例。”[30]

斯特鲁米林认为，要使科学成为直接的生产力，必须在学校及成人教育方面大量投资。斯特鲁米林不仅从理论上对教育的经济意义进行了分析和论述，并沿着“教育——复杂劳动程度——经济价值”的脉络，用统计和计量的方法测算了教育的经济效益。他为教育经济思想在苏联的发展，促进对教育和科学的重视，做出了积极贡献。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的逐渐扩展，关于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在苏联也进一步受到许多学者的关注。有的学者指出，仅借助于不同熟练水平的工作者的工资额的统计资料，来确定通过教育而取得的国民收入增长的方法，是很不准确的，因而认为对教育经济问题进行调查研究更为重要。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一些学者组织力量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这是苏联教育经济思想领域的一个特点。

一些苏联学者根据调查研究的结果，对教育和经济的相互关系问题进行了许多较深入的论述，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影响较大的有科斯坦扬（С. Л. Костанян）主编的《国民教育经济学》一书。该书曾被定为苏联高等院校的教科书。作者在“序言”中强调：“在我们的时代，如果不剖析由科学技术进步所发生的社会进程和经济过程，那就不能找到改善教育体制的途径，不能提高教育体制的效率。”为此，不仅必须了解教育本身，还必须研究教育同其他社会设置以及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关系。[31]该书着重阐述了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提出和探讨了在科学技术迅速发展的条件下，如何建立教育的组织机构和管理体制，做好智力开发工作，提高教育的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制定国民教育发展规划等问题。

苏联的教育经济思想研究者在分析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时，首先强调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人是生产活动的中心，劳动者的知识、技能和体力是决定生产率的基本因素。而在劳动力再生产中，在劳动者知识技能的提高和更新中，教育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他们指出，调查研究的结果表明，大多数工人完成生产定额的百分比，随着他们教育程度的提高而成正比例地增加；随着工人文化程度的提高，合格产品显著增加，工具的损坏显著减少；工人的教育程度同他们的生产合理化建议活动具有直接的联系；工人的文化素养直接影响他们掌握新工种的时间。总之，教育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强大动力。

苏联学者认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不仅决定于他们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劳动生产率是由许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劳动技术装备的水平和劳动组织的水平。但是，如果工人的教育程度和技能的熟练程度不提高，那么，即使采用新技术、先进的工艺和劳动组织方法，也不能保证取得理想的经济效率。所以，在这两个过程之间存在着极其紧密的联系，但是，归根到底，“现代化的物质生产的效率直接取决于劳动者的知识和业务技能一般发展水平。劳动者有了较高的教育水平就会有助于他们改进劳动工具，有助于使他们的劳动成为一种创造性的活动”。[32]

苏联学者的教育经济思想还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体制下，教育是全民的事业，教育投资本质上不只是为追求“利润”，但国民教育影响着国民收入的创造和利用。他们认为，一方面，当时苏联国民收入的25%～27%是依靠提高工作人员的劳动生产率而创造出来的，而这又是与通过教育提高了工作人员的业务能力直接相关的。另一方面，国民教育又是利用国民收入中消费基金的部门之一，教育的大部分费用都是从消费基金中支付的。国民教育同积累基金的利用也有直接关系，如教育机构的基本建设投资。总之，随着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长、劳动人民物质文化需求的提高，文化教育的投资也在不断增加。这是确定投资比例和分配在文化、科学和教育事业中占用的劳动资源的客观基础。

在分析和揭示教育的经济收益的计算方法方面，苏联学者把复杂劳动按一定的比率（俗称劳动简化比）折算为简单劳动，并以此为基础来确定因教育程度提高而带来国民收入增长的方法，这在国际上也有一定的影响。这种方法，是20年代斯特鲁米林所首创。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因计算劳动简化比的依据不同，遂演变成3种具体的计算方法：一是工资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该方法最初是通过同等劳动熟练程度的战前工资额，借助于劳动市场自由竞争而形成的各种熟练程度工资额差别，按比例增添剩余价值部分后进行计算的。到20世纪60年代，由于许多社会因素的影响，工资额已不足以直接作为评定劳动熟练程度的尺度，所以借助于工资计算劳动简化比的方法已日益遇到许多困难。二是教育年限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这是按教育年限长短进行计算的方法。它把普通的和职业的教育水平作为工人的熟练程度的基础，根据各类劳动者受教育年限的差别来计算劳动简化比。例如，以受过初等教育者为劳动单元，把一定时期受过高等和中等教育的劳动者换算为初等教育毕业的劳动者，得出初等教育程度劳动者的总数，然后再求出教育程度提高所产生的价值占国民总收入的比率。三是教育费用劳动简化比的方法。这是以培养简单的和需要专门技能的劳动力方面所需要的社会费用的实际水平差别作为计算复杂劳动和计算简化比的客观标准。一般说来，花在一个劳动者身上的教育投资越多，他的教育程度就越高，其劳动也就更加复杂，就能创造更多的价值。

当然，设计具有科学的理论依据又便于实际应用的教育经济效益直接计算方法，是一件十分复杂的工作。苏联学者所设计的上述方法，虽然也不是最完善的，但显然有其特色。

在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在世界范围蓬勃兴起的年代，苏联的一些学者关于教育经济问题的研究和论述，对促进苏联政府更加重视使教育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并采取许多改革和发展教育的措施，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第六节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评析

以上各节扼要介绍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中的主要流派及其基本观点。其实，由于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带有世界性，几乎所有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都对它有所反应，因而不免各种理论纷呈，观点林立。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兴起的美国，除以人力资本理论为基本观点的所谓“主流派”教育经济主义思想外，20世纪70年代后又出现包括劳动力市场划分理论、社会化理论和“超过教育”论等所谓“反主流派”的教育经济主义思想。除了美国，在西欧和日本，甚至在苏联，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也同样来势迅猛，不少学者在这方面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论述和观点。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兴起，不是偶然的。它反映现代经济和现代科技发展对教育的客观要求，反映现代生产、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之间内在有机联系的发展，它也是现代教育自身发展的一种趋向。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体现了人们对当代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崭新认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教育与经济相互关系的客观规律。

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

教育经济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不论是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理论认识，或者对教育、经济甚至社会的某些改革与发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一）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激起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极大关注和研究兴趣，提高和加深了人们对教育与经济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和理解

近半个世纪来，在世界范围内，关于“人力资本”“教育投资”“教育的经济效益”“教育与就业”“教育资源的配置”等，不仅成为经济学界和教育学界开展研究和探讨的主要热点，也是社会各界普遍关心的问题。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认识层面上给人们的最大启示主要有两点。

1.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通过多视角地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分析和阐述，以及通过各种调查和数学计算方法，对教育因素在拉动和促进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的揭示，使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耳目一新。以前人们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研究主要是依据表面观察或者说是逻辑性的推理，来阐释教育对经济的作用，或做出定性分析，因而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认识，更多的是停留在学者们的理论上，难以或者说没有更多地被政府决策者和企业主所认同。正是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对教育的经济价值的理论分析和统计测算，才使人们逐渐更清晰、更深刻地认识到经济建设必须依靠教育这一规律。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研究充分表明，教育在促进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不仅在于它向社会提供一支能在科学上有发现、发明，在生产技术上有创新、变革的科学研究和设计队伍，一支能掌握和运用先进生产方法的技术队伍，一支适应于工业化水平的生产和技术管理人员队伍，还提高了全社会的科学文化水平，为新产品的推广和使用以及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和提高准备了条件，为人类积累起来的科学知识和生产经验的代代相传提供了保证。

教育不但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短期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而且是实现持续的经济增长的决定性的因素。不发展教育，持续地再生产劳动力，提高劳动者的素质，持续的经济增长将是难以实现的。

为了更好地实现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也必须依靠教育。例如，通过发展教育，可使企业的劳动生产率提高，降低生产成本，增加盈利，从而也增加国家和个人收入。通过发展教育，可以扩大社会就业机会，提高低收入者获得收入的能力，缩小个人收入差距等，这一切都表明教育在协调社会经济发展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正是由于人们对教育的经济功能逐渐有了崭新的认识，才逐渐树立起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的观念。

2.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另一重要启示，就是使人们基于对教育与经济关系的新认识，逐渐形成了新的教育价值观。那种认为教育主要就是关注人的精神、道德和社会文化的发展，关注社会秩序稳定的观点，受到了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强烈冲击。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强调教育的经济效益等，有力地把教育推向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轨道。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由于人们教育价值观的转变，日益要求教育要密切地融入社会、融入经济，要把教育作为发展经济、增强经济实力的重要因素。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把教育为经济服务摆在突出位置，而在有些国家甚至将此提到了战略性地位。

（二）教育经济主义思潮不仅推动了教育的改革和发展，甚至对社会体制提出了新的改革要求

近半个世纪来，在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影响下，为了使教育更好地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更大地发挥教育为经济服务的职能，各国不仅扩大了教育规模，提高了教育的普及程度，还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的教育改革。例如，各国都注意调整教育结构，着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扩大各种职业技术培训，把成人教育和继续教育放在重要地位。各国普遍增加了教育经费，加大教育投资，并根据教育经济效益的要求，确立合理分配和使用教育资源的原则。教育同社会、经济一体化程度的提高和教育、科技、生产一体化的趋势，也推动了教育内容和教学方式方法现代化的改革，以及为提高教育质量而进行的整体改革。1986年，美国在一份题为《国家为培养21世纪的教师做准备》的报告里指出：“只要教育质量继续下降，经济就不可能繁荣起来。”

特别是近一二十年来，各国都面临着日益紧张的世界经济竞争，因此各国都要求教育能够应付国际经济竞争和技术竞争，要求加快加大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步伐。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鼓吹人的经济价值，强调人力资源及其开发，因而也对一些社会体制提出了相应的新要求。例如，舒尔茨指出，随着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有用知识的进步，便要求完善生产和分配这种知识的制度；随着人的经济价值的上升，也要求企业和社会建立更健全的安全和保健制度；随着人的时间价值的上升，遂要求各种消费活动和劳务活动的有关制度更加合理。总之，随着人力经济价值的上升，必然要求对各种妨碍人力资源更有效地得到保护、开发和利用的滞后的制度进行改革。

二、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负面影响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积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作为一种“思潮”，它也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并产生了不小的负面影响。

首先，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把教育与经济的关系作为研究教育价值的出发点，凸显教育的经济功能和经济价值取向，虽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它在强调教育的经济意义时，却发展为“经济至上”论，从而对教育的整体社会功能缺乏全面的观点。许多教育经济主义思潮的推动者往往没有看到或者不注意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有的人甚至将教育的经济功能与教育的政治、文化功能对立起来，这就从片面地强调教育的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而忽视教育经济功能的传统教育观走向了另一极端。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功能，应是一个整体，如果单方面地只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忽视教育的其他社会功能，既可能使人们对教育的作用产生片面的认识，实际上也可能影响人们真正科学地理解和把握教育与经济的关系。

其次，教育经济主义思潮所强调的人力资本理论，固然提升了人的经济价值，引发了对人力投资的重视。然而，这种理论往往由于基于单纯追求提高生产力，追求创造更多“利润”，而把人只视为创造物质财富、发展经济的手段，关心的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者的生产技能，关心教育如何为经济界提供各类人力，而忽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忽视教育对人的发展这一基本价值取向。其实，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要求作为社会生活的主人，劳动者应当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得到培养，成为全面、综合发展的人。“教育不仅仅是为了给经济界提供人才；它不是把人作为经济工具而是作为发展的目的加以对待的。应使每个人的潜在才干和能力得到充分发展……”[33]正因为如此，“人力资本”理论对人力和教育关系的某些观点，已受到越来越多的批评。

最后，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强调教育的经济意义时，既强调经济发展必须依靠教育，也强调教育必须为经济建设服务；既提高了教育的经济含量，也加强了经济的教育含量，这都是符合现代经济和现代教育发展规律的。但是，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主张教育融入经济时，却往往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性，甚至把教育引向完全经济化、产业化、商品化、市场化，仅以经济需求来规范教育的本质和发展，这就背离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的专门特点，也不符合教育与经济关系的真实规律，结果将使教育和经济都得不到应有的效益。

教育经济主义思潮在实践上的负面影响，突出地表现在近几十年来，西方教育的人文精神被淡化了；在很大程度上，教育成了单纯追求提高生产力和经济增长的手段，教育对国家、对个人的意义都似乎主要是增加经济收益；教育的文化功能普遍受到贬抑和损伤；人自身的健全发展被忽视，甚至使人进一步异化为经济的工具；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却陷入精神上的贫困；青少年道德水平下降，犯罪率提高；等等。这些都不能不说同教育经济主义思潮膨胀的影响无关。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许多思想家和理论家已逐渐认识到，单纯以经济增长为导向的社会发展战略，将会导致严重的恶果。他们提出，今后应以人为导向的发展，应以人的精神丰富，人与人和人与自然的关系和谐，经济发展与整个社会协同进步作为社会包括教育的价值取向。尽管知识经济时代正悄悄地走来，但单纯以经济的需求来界定教育与经济的关系将日益显示出其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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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章 终身教育思想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推行和各国学者的积极提倡下，终身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迅速发展，并逐步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发展和改革的思潮。

第一节 终身教育思想的渊源及其产生的时代背景

一、终身教育思想的萌芽及其发展

广义而言，教育作为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和培养人的活动，与人的一生共始终。这一观念，自古有之。也就是说，终身教育思想源远流长。它可以追溯到古代的圣哲孔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及亚里士多德等人的哲学及教育思想中。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宗教经典中都有类似于终身教育及终身学习的思想。近代伟大的教育家夸美纽斯也对之进行了论述。[1]然而，古代及近代的终身教育、终身学习的思想都很零散，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对人性的认识基础上，与现代的终身教育思想不可同日而语。

从严格意义上来说，具有现代意味的终身教育思想萌发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虽然当时并不具备终身教育思想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但作为一种理论，终身教育思想已深深地根植于欧美各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沃土中。

现有资料表明，英国成人教育家耶克斯利（B. A. Yeaxlee，1883—1967）是最早明确提出终身教育概念的人。

耶克斯利曾参与了1919年英国复兴部所属的成人教育委员会发布的《1919年成人教育报告》的撰写。该报告断言，成人教育是一种“永久的国民需要”，“应当是普遍的和终身的”。[2]因而，该报告被认为是最早具有终身教育思想的政府报告。

为了进一步阐述他的终身教育思想，耶克斯利于1926年出版了其终身教育的代表作——《终身教育》（Lifelong Education）。在该书中，耶克斯利认为，人只有一生不断地受教育，才能发展智力，获得精神自由，了解自己和他人，最后才可寻到皈依上帝的道路。他指出：“如果我们问，一个人什么时候可以完成教育？唯一的正确答案是：其生命终止时才会完成。”[3]耶克斯利认为：“教育包括知识、经验和伙伴关系。正是因为如此，它永远不会结束，同时也不仅仅是开始于儿童和青少年时期。”[4]总之，在他看来，教育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但是，耶克斯利阐述终身教育的出发点和最终的落脚点是出于宗教的需要。尽管在耶克斯利所处的时期，随着世俗化的发展，宗教作为教育的工具的职能逐渐丧失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耶克斯利仍然强调宗教作为教育工具的重要性，仍然坚持将宗教作为阐释生活意义的源泉，同时也作为他论述教育意义和目的时所常用的工具。

正是因为耶克斯利将终身教育思想与宗教联系起来，从而使他的终身教育思想的传播受到很大的限制。正如有关学者所指出的，他将终身教育的有关论述严格地限定在其狭小的范围内，其思想观念“仅仅像是个紧包着的花蕾，还没有绽放和成熟”。[5]在宗教早已失去其固有的优势和地位时，耶克斯利单单从宗教的角度论述终身教育，这当然不会引起当时及后来的人们的注意。然而，我们得承认，耶克斯利的终身教育的思想虽根植于宗教思想，但其视野已超越其时代教育实践之局限，在如今看来，仍是一个很大胆的构想。

杜威（J. Dewey）在其《民主主义与教育》等著作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出终身教育的概念，但他的“生长论（growth）”与终身教育思想存在着内在的联系，甚至有学者认为，其生长论为终身教育理论和实践提供了哲学范式。[6]

美国现代著名的成人教育家林德曼（E. Lindeman，1885—1953），深受杜威教育思想的影响。在《成人教育的意义》（The Meaning of Adult Education，1926年）一书中，林德曼将成人教育的特性主要归纳为4个方面。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方面是，林德曼将教育设想为一个终身的过程。他认为，教育是生活的预备的观念，使学习过程陷入恶性循环。林德曼明确提出，教育即生活。所以，他认为，应该放弃那些将教育归属为青年时期的学习过程的所有僵化观念。在他看来：“整个生活就是学习，因而教育是没有止境的。”[7]可见，林德曼将杜威的思想贯穿于其教育理论之中，并在其中有机地融合了终身教育的有关思想，从而确立了其进步主义成人教育理论。

总之，从英国的《1919年成人教育报告》开始，经耶克斯利和杜威、林德曼等诸多教育家的积极探索和不断提倡，终身教育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教育思想。

尽管终身教育思想早已产生，但是，它在欧洲乃至全世界形成一种重要的国际教育思潮，或者说，终身教育思想的真正确立还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朗格朗的著作《终身教育导论》（1970年）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编著的《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1972年）是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里程碑。

二、终身教育思想确立的社会历史背景

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与现代社会人们所面临的一系列挑战是分不开的。

自20世纪以来，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科学发现与大规模地应用这种发现之间的时间间距也在逐渐缩短，其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特别是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世界出现了以电子科学、材料科学、信息科学、生物工程、海洋工程、激光技术和宇航空间技术等重大技术突破为标志的新技术革命，其影响更是巨大。

科学技术的革命性的发展，对当今社会生活的很多方面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作用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迅速的变化。具体表现在产业结构的变化，即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下降，而第三产业呈上升趋势。产业结构的变化又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化，即就业于各部门中的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农业人口占就业人口的比例降低，第二产业、第三产业的就业比例逐渐上升。

第二，社会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人们的信息量大大增加。这一切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并不同程度地对人们的原有观念、思维模式和生活方式产生了影响。同时，由于科技的进步，自动化程度的提高，人们的工作时间缩短，而闲暇时间增多。这就使人们面临如何利用闲暇时间丰富、充实和完善自己的问题。

第三，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得人们对自身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人们对儿童和青少年具有学习的能力这一点毫不怀疑。但是，对成人的学习能力一直没有形成正确的认识。通常都认为，随着年岁的增长，成人的学习能力降低。然而，随着科学的进步，生理学、脑科学和心理科学的综合研究表明，人在成年前期、中年期乃至老年期，智力仍然十分活跃。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智力模式。随着年龄的增长，改变的是人的智力模式，并不证明人的智力的衰退。因此，成人依然具有较强的学习能力，年龄并非决定一个人能否学习的关键因素。同时，认知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发展进一步证明儿童早期教育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总之，科技的发展以及由其带来的社会生活的巨大变化，使教育改革迫在眉睫。

第四，人口问题同样是个挑战。从1960年至1968年，世界人口从略少于30亿增加到差不多35亿。在8年内猛增了17%。在这8年内，世界学龄（从5岁至19岁）人口的总数，大约从9.55亿增加到11.5亿，增加了近20%。[8]然而，世界人口的发展并不平衡，人口的迅速增长主要发生在不发达地区。这些地区人口总数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从1950年的66%上升至1975年的75%。由于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比发达地区的人口年轻，因此，发展中国家拥有世界学龄人口总数的比例就比较大。比如，1980年，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40%是在15岁以下，而发达国家只有23%的人口年龄在15岁以下。[9]虽然人口发展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的影响力是不同的，但其影响都不可低估。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学龄人口的急剧增长使已有的教育负担更加沉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统计表明，发展中国家1960年至1980年小学阶段在校生人数增加的50%被人口增长所抵消，即只有50%的教育发展是用来提高儿童的入学率。因此，为了适应人口增长的速度，为了提高入学率，发展中国家需要不断扩大教育才能使每年的入学率有所提高。同时，除了数量上的发展，发展中国家还面临着提高教育质量的问题，特别是提高普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质量，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的不断变化以及社会、学生发展的需要。而对于发达国家来说，自20世纪60年代末以来，随着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的下降，人口出现了老龄化。比如，在欧洲，1975年，17.4%的人口在60岁以上，而到2025年，估计将有24.7%的人口在60岁以上。同一时期，北美60岁以上的人口将从14.6%上升至22.3%。[10]这些老龄人口对教育产生许多需求。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教育资源，满足老龄人口进一步学习的愿望便成为许多发达国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尽管世界各国都对教育进行了一系列的变革，但仍不能满足人口迅速发展的需要。

第五，社会政治的变革也是教育的发展所面临的严峻挑战。自1945年以来，世界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但世界的各种政治力量仍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特别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第三世界地区的民族主义运动和争取独立的斗争风起云涌。这些国家一旦取得独立，都开始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文化。在发达国家，战后的民主化运动也不断高涨。当时所有的国家都有两个信念，即政治信念和经济信念。所谓的政治信念是指一个民主的国家要克服由于过去的偏见和社会经济的不公正所产生的严重的不平等，而最可行的方法就是大规模地发展教育，即将教育作为争取平等的一个重要阵地，而其中受教育的平等被看成社会平等政策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世界许多国家主张扫除文盲，普及初等教育，增加全体青年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的机会，并为成年人尤其是妇女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经济的信念强有力地支持政治信念。尤其是人力资本理论的发展更使人们坚信，国家的发展来自技术的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这两者的进步又取决于教育的发展。在这种大的历史背景下，各国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并向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

总之，正如朗格朗所指出的，现代人面临的科技发展、人口增长、政治变革等诸多挑战使得教育处于前所未有的严峻考验之中，而终身教育思想正是对这些挑战的最有力的回答。

第二节 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

保尔·朗格朗（Paul Lengrand，1910—2003），是法国当代著名的成人教育家、终身教育理论的积极倡导者和奠基者。

朗格朗于1910年出生于法国。巴黎大学毕业后，他曾在中小学任教多年。后来，他到法国的格勒诺布尔（Grenoble）工人教育中心担任领导工作，并曾在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的麦克吉尔（McGill）大学讲授法国文学。1948年，朗格朗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属的成人教育局工作，并于1962年成为该局的负责人。与此同时，朗格朗还负责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中与成人教育有关的项目，并任法国文化和发展协会的秘书长以及教育发展委员会秘书处的成员。

1965年，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三届促进成人教育国际委员会”的会议上，朗格朗以“Education Permanente”为题进行了学术报告。该报告引起与会者的极大反响。后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Education Permanente”改为英译“Lifelong Education”，即终身教育。正是在这个学术报告的基础上，朗格朗于1970年写成并出版了其代表作《终身教育引论》（An Introduction of Lifelong Education）。该书出版后，被译成20多种文字，在国际上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被公认为是终身教育理论的代表作。

朗格朗在《终身教育引论》一书中，明确提出了终身教育思想。在为中译本写的序言中，朗格朗指出：“教育和训练的过程并不随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结束，而是应该贯穿于生命的全过程。这是使每个人在个性的各方面——身体的、智力的、情感的、社会交往的方面，总之在创造性方面——最充分地利用其禀赋和能力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认为：“必须把教育看作是贯穿于人的整个一生与人的发展各个阶段的持续不断的过程。”[11]

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极其丰富，概括起来主要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终身教育是现代社会的需要

朗格朗指出，传统上一般地将人的一生划分为两个阶段：准备阶段（幼年期和青春期）与实际活动阶段，并认为在前一个阶段所获得的知识和能力可以在后一个阶段一劳永逸地享用。但是，在现代社会，这种一个人有了一定的知识和技能以后便可以终生应付裕如的观念正在迅速过时并正在消失。他认为，对于所有的人来说，现代社会除了来自年老、疾病、交往、职业、政治、宗教等的一系列挑战而外，自20世纪初以来，又增加了一系列新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决定个人和社会命运的条件，并最终促使终身教育思想的确立。这些新的挑战主要有以下9个方面。

第一，变化速度加快。朗格朗认为，由于变化的加快，“使教育和教育工作者面对各种各样的问题和需求，这些问题和需求的广泛程度和复杂程度将动摇整个教学观念和教学方法的传统基石”。[12]所以，传统的教育体制和方法已不能适应新的需求，教育不得不寻求新的道路。

第二，人口增长。人口的增长及人的寿命的延长，不仅对教育的需求不断增长，而且对教育的职能、性质也提出改变的需求。特别是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发展来说，来自人口增长的压力和挑战更是极其巨大和严峻。朗格朗认为，只有大规模地求助于各种各样的现代技术手段来传播知识和提供训练，才能使满足人口需求的教育设想成为现实。并且，他指出，为了使不断增长的人口与人类可利用的资源之间保持平衡，必须依靠教育来提供有效而持久的解决方法。

第三，科学知识和技术的进步。科技的发展要求各行各类人员不断提高知识和技能水平，因而，朗格朗认为，如果要培养工程师使之能够适应未来的技术，那么“主要的力量应放在教会学生如何学习，因为学生将不得不活到老学到老”。[13]

第四，政治挑战。朗格朗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的进步和技术的变革，国家的政治结构同样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对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提出了新的要求。特别是对于第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来说，更要建立起实质性的经济文化和物质设施，把主要力量用于改变人们的思想、道德风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培养公民感，以巩固基础必然脆弱的新独立国家的地位。

第五，信息。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迅速发展，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媒体获得多种多样的信息。因而这种信息化的社会要求人们对信息具有理解、吸收和阐释的能力，特别是应具有批判力和选择力，而不经过一定的教育和训练，人们就不可能充分地认识和发挥信息所具有的建设作用。

第六，闲暇。由于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人们拥有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如何充分地利用闲暇时间就成为人们所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使人们通过各种场合和机会来获得文化教养便成为他们所面临的最为迫切的任务。

第七，生活模式和相互关系的危机。随着社会的急剧进步和发展，传统的礼仪、道德观念、习俗都受到极大的冲击，人们对于许多问题有了新的认识和看法，这一切都极大地冲击了人们固有的生活方式和相互之间的关系。因此，社会的发展要求人们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新的教育内容。

第八，身体。朗格朗认为，在许多国家，特别是在西方，人类文化有数百年的时间对自己的身体存在不客观的认识，尤其是到了现代社会，人们的身体更经受着严峻的挑战。因此，人们需要科学地认识自身，从多方面发现身体的美和价值，从而建立起一种更和谐、更充实的生活。

第九，思想意识形态的危机。由于社会的发展，传统的价值观念、行为准则和信念都受到极大的冲击，每个人都面临各种抉择，人们不再盲从，而是批判地接受各种思潮和意识形态模式。

因此，朗格朗认为，为了迎接以上的诸多挑战，“帮助人们去创造发明；引导人类去想象、冒险和从事各种各样的研究；使人类接受对自己的信念、态度和知识必须不断地提出怀疑的地位……教育必须在它的具体目标、内容和方法上不断进行更新”[14]。

二、终身教育的含义

朗格朗除了对终身教育确立的历史背景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外，还对终身教育思想的含义进行了全面的阐述。

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是一系列很具体的思想、实验和成就，换言之，是完全意义上的教育，它包括了教育的所有各个方面，各项内容，从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刻起一直到生命终结时为止的不间断的发展，包括了教育各发展阶段各个关头之间的有机联系。”[15]“当我们说到终身教育的时候，我们脑子中始终考虑的就是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整体性。”[16]并指出，“终身教育的概念是圆周式的：只有当人们在儿童时期受到良好而合理的教育……他们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终身教育；但是，除非成人教育在人们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中牢固地确立了自己的地位，除非它有了坚实的组织基础，否则就不能完成这样一种教育。”[17]从以上这些朗格朗对终身教育概念的阐述中，可以总结出以下几点：首先，终身教育是指人从出生到死亡为止整个一生的教育，教育并不限于青少年阶段，而应贯穿人的一生，并且人一生的教育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即在某年龄阶段的教育是由先前的教育所决定或影响的，又将对未来的教育起决定或影响作用；其次，教育并不限于在学校中进行，应该使学校以外的社会机构也承担教育的功能，把教育扩展到社会整体中，并寻求各种教育形式的综合统一。

具体地说，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主要包括以下这样两个方面的内容。

首先，它打破了那种将教育限定在某个年龄阶段的传统认识。朗格朗认为：“如果人们一致同意，教育过程必须持续地贯穿在人的一生之中，那么，就不可能有理由认为某个年龄阶段是专门用于教育的。”[18]尽管人的一生中的某个时期比其他时期对学习更为有利，但是它只是表现在某些能力或技巧性较强的学科和体育运动中。他坚信，人们在一生中的每个阶段，都可以接触和学习许多形式的智力、体力方面的知识技能，它们的大门是敞开着的。朗格朗认为，每个阶段都有自己的长处和弱点，自己的优点和缺陷，而且无论如何都有自己的具体内容，所以，需要每一个时期在教育上都做出特别的努力。教育工作者应尽一切努力摒弃任何一种把思想和道德、习俗看成一成不变的观念；他们不仅需要努力使人接受变革，而且需要努力以各种方法促进教育的对象机智而有效地参与各个阶段的变革。

其次，明确提出教育过程的统一性和连贯性。朗格朗指出，虽然无论是在学校教育和制度化教育的范围内，还是在校外教育的各个领域内，都已经有许多终身教育的因素，但至今仍对这方面缺乏全面认识。于是，他认为，如果不求助于一种新的教育概念，求助于对教育的重新认识，将教育看成统一的系统，则要解决当代的许多教育问题，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终身教育的目标

在朗格朗看来，终身教育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更美好的生活”[19]，或者是“从中汲取一切有益的东西，使人过一种更和谐、更充实、符合生命真谛的生活”。[20]具体来讲，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的目标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一）培养新人

朗格朗指出，在当今世界，那种拥有一种知识或技能后便可以终身享用的观念已经过时，教育不再是单纯地获得知识，而在于促进个人的发展。教育的真正对象是全面的人，是处在各种环境中的人，是担负着各种责任的人，简而言之，是具体的人。他认为，作为个体的人应从两个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把他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考察；另一方面是从他与其他人，与社会的一般关系上来考察。他既是孤立的，同时又是与别人联系在一起的。因此，他指出：“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适应个人作为一种物质的、理智的、有感情的、有性别的、社会的、精神的、存在的各个方面和各种范围。”[21]并认为，“在终身教育中，每个人都能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因为，它提供了一系列不同种类的适合各人个性、独创性和职业的教育和训练。”[22]总之，朗格朗认为终身教育一方面使人能够适应各种变化，特别是经济和职业方面的变化；另一方面，能够“培养每个人通过多种形式的自我教育在真正的意义上和充分的程度上成为自己发展的对象和手段”。[23]即培养具有丰富个性的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使人能够充实、幸福地生活。

（二）实现教育民主化

朗格朗将实现教育民主化作为终身教育的另一重要目标。在朗格朗看来教育民主化的核心内容是教育机会均等。他主张学校教育的“重点一定要放在为民主而教育人这一点上”。[24]并认为，终身教育是“实现真正平等的手段”。[25]朗格朗提出，终身教育是贯穿人的一生的教育，它不仅可以在学校教育阶段，而且在人的终身过程考虑实现教育机会均等问题。

四、实施终身教育的战略建议

朗格朗指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体制、自己的结构、自己的传统、自己的禁忌、自己的便利条件，而且，一个国家在一定历史时期总有一个问题在重要性上超过所有其他问题而必须予以优先考虑。因此，朗格朗认为，仅仅提出一种模式的终身教育是不可能的。鉴于这种考虑，朗格朗提出了发展终身教育战略的一般性原则，这些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要保证教育的连续性以防止知识过时。

第二，使教育计划和方法适应每个社会的具体要求和创新目标。

第三，在各个阶段都要努力培养新人，使之能适应充满进步、变化和改革的生活。

第四，大规模地调动和利用各种训练手段和信息，这种训练和信息超出了对教育的传统定义和组织形式上的限制。

第五，在各种形式的行动（技术的、政治的、工业的、商业的行动等）和教育的目标之间建立密切的联系。[26]

朗格朗认为，在以上这些原则的基础上，各个国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条件建立适合自己国情的终身教育的模式。但是，建立终身教育的模式必须遵循这样一个总原则：使教育成为生活的工具，成为使人成功地履行生活职责的工具。

从上述原则出发，朗格朗提出了改进学校教育、成人教育及扫盲教育的建议。

朗格朗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出发，对传统的学校教育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内容严重地脱离社会生活，学校以书本作为传播学问的主要手段，教师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这一切都极大地扼杀了学生的创造性。朗格朗认为，传统的学校教育极其强调考试和文凭，学校教育用考试作为手段，使儿童接受现成的知识，并在极狭窄的领域里去竞争，这样势必损害儿童在情感、精神等方面的发展，缺乏对社会的适应能力。朗格朗还指出，传统的学校教育不承认真才实学及其独创性，将考试作为筛选和淘汰人才的工具，这样造成了许多考试失败者无法再获得教育机会，导致社会资源和人力投资的不合理消耗，而且，这种考试制度使得学校课程改革和教学方法的改革及首创精神受到极大限制。

由于传统学校教育存在诸多的弊端，所以这种传统学校教育无法适应社会急剧发展的需要。因此，朗格朗主张，必须依据终身教育的思想对学校教育的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改革。他认为，在终身教育思想的指导下，学校教育必须使学生学会学习，学校教学的重点不能再放在刻板的内容上，而“必须着眼于理解的能力、吸收和分析的能力、把学得的知识加以条理化的能力、应付裕如地处理抽象与具体之间的关系和一般与特殊之间关系的能力、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的能力以及协调专业训练和学识广博的能力”。[27]

朗格朗从教育是统一的、整体的这种终身教育的观点出发，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虽然，“学校教育，与整个教育过程相比，将只占一个较短的时期”，但是，“学校教育将成为充分的完整的教育过程中相当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序曲”。[28]他认为，成人教育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社会必须采取同样坚决的措施改进为儿童和青少年在普通教育阶段设计的课程内容及教学方法，否则成人教育难以取得成功。他指出，“只有当人们在儿童时期受到了良好而合理的教育，这种教育以实际生活的需要为基础，又为社会学、心理学、身心卫生的研究成果和数据所阐明，他们才可能有名副其实的终身教育”[29]，即儿童只有从幼年起就接受良好的教育，他才有可能不会停止学习和停止进行自我教育。可见，朗格朗非但没有轻视学校教育的作用，反而从终身教育的思想出发，更加强调学校教育的重要性及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进行改革的必要性。

在论述学校教育时，朗格朗还对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之间的关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一方面，朗格朗认为，“如果没有精心安排的成人教育结构网，那么，就不可能对学校教育进行认真的改革，因为需要向学生提供百科全书性的知识”[30]；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成人教育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青少年时期的教育。因此，必须改变学校教育的落后状况，学校教育“必须使每个人按照他自己的本性得到发展，而且这种发展应是他自己志趣、倾向和能力的一种作用，而不是让他按一种只适用于某种特定的对象即学得快而且对学校制度顺从的‘天才学生’的既定模式来发展”。[31]他还主张，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教育的任务在于培养未来的成人承担生活的责任和义务，接受变革，适应社会习俗、道德观念的迅速变化。总之，朗格朗极其重视学校教育与成人教育之间的衔接与统一，并认为，“成人教育为最终决定一种不拘泥于传统形式的教育结构与方法提供了独特的实验室”。[32]

由于朗格朗早年一直从事成人教育工作，所以，他对成人教育的重要性有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教育工作不管怎样重要和必要，它都只是一种准备，只是真正的教育过程的一种不完美的开端。这种教育只有在成人中进行时，才能体现它的全部意义和发挥它的全部潜能。”[33]可见，在他看来，成人教育对整个教育的贡献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别的教育所无法代替的。可以说，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的成人教育实践。在朗格朗看来，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固然是现代科技、人口发展及社会政治变革等诸多因素作用的必然结果，然而，从教育自身发展的特点来说，终身教育思想的产生也是在很大程度上与成人教育理论的发展密切相关的。正是由于人们在成人教育方面对教育“这一领域所进行的工作的性质、环境、进展以及遇到的障碍作了一系列的分析，才提出和制订了终身教育的理论，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终身教育的实践”。[34]朗格朗还明确提出：“成人教育在整个终身教育体制中是‘火车头’。”[35]同时，朗格朗又指出，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又赋予成人教育以新的意义，并为它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前景。他说：“如果人们一致同意教育过程必须持续地贯穿在人的一生之中，那么，就不可能有理由认为某个年龄阶段是专门用于教育的。”[36]他指出，学习有一定年龄限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并坚信：人们在一生的任何阶段都可以接触和学习许多形式的智力、体力方面的知识技能。可见，他从终身教育的观念出发，积极肯定了成人学习、成人教育的可能性。

总之，在朗格朗看来，成人教育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终身教育的提出、发展和深化与成人教育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是分不开的。反过来，终身教育理论的提出与不断的深入人心，又使人们对成人教育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因为在终身教育思想确立以前，人们往往简单地将成人教育看成学校教育的补充和附属品，是人们可有可无的业余活动，是社会的自发活动。终身教育理论的出现纠正了这种片面认识，它将成人教育视为继学校教育之后获得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必要手段，并认为成人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它既是终身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实现终身教育的基本条件。

因此，朗格朗主张，对于成人教育，政府应给予财政上的大力支持，同时，要制定必要的法令和管理措施，而且政府必须为成人提供各种教育服务机构，使他们得到必要的帮助。另外，朗格朗还强调：“成人教育不能走以儿童为对象的传统教学法的道路。只有当负责成人教育的人经过了心理学、社会学、技术和教育的专门训练，认识了如何去适应成人的动机、吸收能力、发展需要，为成人设计的教育计划才能有效地得以实施并达到预定目标。”[37]

朗格朗不仅对学校教育和成人教育进行了分析和评价，而且他还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出发，对扫盲教育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在传统的扫盲运动中，只教成年文盲读、写、算的一些知识，而全然不顾他们生活的社会与经济环境，也不考虑他们已获得知识的效果和未来的用途，这种认为学习掌握读、写、算的技巧就能够把贫穷的、未受教育的人从无知、饥饿和疾病中解救出来的扫盲主义的信条是建立在荒谬的空想基础之上的，这就注定了扫盲教育很难取得实质性的成功。其实，“扫盲的目的并不是单纯使一个不识字的人能够识得几个字，而是要使他更好地同他的环境协调一致，更好地理解生活的真正意义，提高他个人的尊严，接近他认为有益的知识源泉，掌握他走向美好生活所需要的实际知识和技术”。[38]朗格朗对传统扫盲教育脱离社会和经济实际的批判是十分正确的。正是因为以往的扫盲教育中存在的这些致命的弱点才使多年以来世界各国，特别是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扫盲运动举步维艰，收效甚微。

另外，朗格朗还从终身教育的角度出发，对教师的作用给予了重新的认识。他认为，在任何终身教育的体制中，教师作为知识传递者所发挥的作用在重要性和影响两方面都将消失，这是因为由于大众传播媒介的发展，教师的单纯传递知识的作用将减弱；但是，由于教师在培养学生的能力、个性和性格等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所以，他作为教育者的作用将要加强。正是因为如此，朗格朗主张，为了使教师完成其任务，要立即开展对他们必不可少的最低程度的培训，以便消灭浪费并为终身教育打下基础。朗格朗还认为，鉴于教育涉及人格的许多方面，影响社会组织的众多成分，教育只靠从事教育工作的专职人员去做是不可想象的。所以，他主张教育是集体的事业，在某一时刻和某些条件下对教学和训练负有职责的任何人都是教育工作者。而且，他认为，实施终身教育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政治任务，要完成这项任务将涉及国家组织的所有部分。

总之，朗格朗的终身教育思想是极其丰富的，这一思想的提出对当代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可以说，正是受终身教育思想的巨大影响，各国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揭开了教育改革的序幕。

第三节 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

终身教育理论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确立后，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丰富和完善的过程。其中，《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及学习化社会等著作的发表和概念的提出对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起了尤为显著的影响。

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的终身教育思想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是继朗格朗的《终身教育引论》之后的又一部涉及终身教育的力作。该书是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在一年多的时间内先后举行了6次会议，对23个国家进行了实地考察，充分引用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多年的教育活动过程中所积累的经验，并研究了70多篇有关世界教育的形势和改革的论文，最后于1972年完成的。该书在出版后的两年内相继译成33种文字，在世界各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以埃德加·富尔为主席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从回顾教育发展的历程谈起，着重论述了当时世界教育面临的挑战与主要倾向，指出了关于教育革新的一些策略和途径以及最终走向学习化社会的道路，最后还论述了教育的国际合作问题。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明确提出了科学的人文主义教育目的。埃德加·富尔在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勒内·马厄的呈送报告中指出，《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的完成，主要基于4个设想之上。其中，第二个设想是“对民主主义的信仰”，即“一个人有实现他自己的潜力和享有创造他自己未来的权利”。第三个设想是，“人类发展的目的在于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第四个设想是，“唯有全面的终身教育才能培养完善的人……我们再也不能刻苦地一劳永逸地获取知识了，而需要终身学习如何去建立一个不断演进的知识体系——‘学会生存’”。[39]而勒内·马厄给埃德加·富尔的复函中，对于埃德加·富尔所领导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并强调指出，“教育应扩展到一个人的整个一生，教育不仅是大家都可以得到的，而且是每一个人生活的一部分，教育应把社会发展和人的潜力的实现作为它的目的”。[40]该委员会认为，“科学训练和培养科学精神看来乃是当代任何教育体系的主要目的之一”。[41]教育还要培养创造性及承担社会义务的态度，教育要培养完人，“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这就是对教育基本目的的一个广义的界说”。[42]“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成为他自己，‘变成他自己’”[43]，这种科学的人文主义教育目的与朗格朗的培养“新人”的目标是一致的。

《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除了提出科学的人文主义教育目的外，还对于成人教育的重要性以及成人教育与终身教育之间的必然联系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该书明确指出，“教育过程的正常顶点是成人教育”，成人教育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成人教育对于非成人教育的教育活动的成功，起着决定性的影响。而且还指出，“成人是否可能学习，这是实际应用终身教育这个概念的关键问题”。[44]总之，书中充分肯定了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间的内在联系。另外，对于传统的考试制度，《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也进行了尖锐的批判。该书指出，呆板的、形式主义的和丧失个性的考试制度所产生的问题，“只有遵循终身教育的路线，把教育过程的结构进行彻底改造时，才能得到真正的解决”，也就是说，“当教育一旦成为一个连续不断的过程时，人们对于成功与失败的看法也就不同了。如果一个人在他一生的教育的过程中在一定年龄和一定阶段上失败了，他还会有别的机会。他再也不会终身驱逐到失败的深渊中去了”。[45]

然而，《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的价值不仅仅在于它对以上问题的阐述上，还在于它对终身教育做出了进一步的论证和阐述。

为了推动教育的发展，《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了21条革新教育的建议，分别涉及教育政策的指导原则、教育机构与教育手段、学前教育、普通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扫盲、新技术的应用、教师的地位、师资培训、学习者在学校生活中的地位及学习者的责任等。

其中的第一条，也是最主要的一条建议是：“把终身教育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今后若干年内制订教育政策的主导思想。”该委员会还对终身教育进行了权威性的界定：“终身这个概念包括教育的一切方面，包括其中的每一件事情。整体大于部分的总和。世界上没有一个非终身的而又分割开来的‘永恒’的教育部分。”并认为：“终身教育并不是一个教育体系，而是建立一个体系的全面组织所根据的原则，而这个原则又是贯串在这个体系的每一部分的发展过程之中的。”[46]

更可贵的是，《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提出“每一个人必须终身不断地学习”，并把终身教育确定为“学习化社会的基石”。[47]可以说，“学习化社会”的概念尽管不是由《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率先提出的（下文中对此有所论述），但是，这个概念的广泛传播却得益于此书。因此，仅仅从这一点而言，《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对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另外，《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又提出了“终身学习”的概念，使终身教育理论得到了更深层次的发展。一般来说，“终身教育”这个概念强调政府应建立各种教育机构，为学习者提供各种教育的机会和场所。该概念更强调政府在终身教育的实施和发展中的重要性，而对终身教育的主体——学习者却有所忽略。然而，学习是个体发挥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过程，如果个体对终身学习没有需求，那终身教育的实施是根本不可能的。“终身学习”着重从学习者的角度出发，强调个人的持续学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因而，“终身学习”这一概念的提出，弥补了“终身教育”的不充分性，使终身教育理论的内涵进一步得到充实和完善。

正是由于《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的广泛传播，20世纪70年代以后，“终身学习”“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等诸多蕴含丰富思想的概念成为终身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教育改革和教育实践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可见，《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在终身教育理论的发展历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二、戴夫的终身教育20条原则

戴夫（R. H. Dave）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汉堡教育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20世纪70年代活跃在终身教育理论界的一位学者。1975年，他根据各国刊载的终身教育文献中对终身教育思想的有关论述，把大家共同主张的终身教育理论概括成20条，在国际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这20条终身教育理论[48]如下。

①“终身教育”这个概念是以“生活”“终身”“教育”3个基本术语为基础的。这些术语的含义和对它们的解释基本上决定了终身教育的范围和含义。

②教育并非在正规学校教育结束时便宣告结束，它是一个终身的过程。

③终身教育不限于成人教育，它包括所有阶段的教育（学前、初等、中等及其他教育阶段）。

④终身教育既包括正规教育，也包括非正规教育。

⑤家庭在终身教育过程的初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⑥社会在终身教育体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从儿童与之接触时就开始了。

⑦中小学、大学和培训中心之类的教育机构固然是重要的，但它们不过是终身教育机构的一种。它们不再享有教育的垄断权，也不再能够脱离其他社会教育机构而独立存在。

⑧终身教育从纵的方面寻求教育的连续性和一贯性。

⑨终身教育从横的方面寻求教育的整合。

⑩终身教育与英才教育相反，它具有普遍性，主张教育的民主化。

⑪终身教育的特征是：在学习的内容、手段、技术和时间方面，既有灵活性又有多样性。

⑫终身教育对教育进行深入的探讨，它促使人们能够适应新的变化，自行变更学习内容和学习技术。

⑬终身教育为受教育者提供各种可供选择的教育方式和方法。

⑭终身教育有两个领域，即普通教育与专业教育。这两者不是孤立的，而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⑮终身教育有助于提高个人或社会的适应能力和革新能力。

⑯终身教育发挥矫正的效能，克服现行教育制度的缺点。

⑰终身教育的最终目标是维持、改善生活的质量。

⑱实施终身教育的3个主要的前提条件是：提供适当的机会、增进学习动机、提高学习能力。

⑲终身教育是把所有教育加以组织化的一种原则。

⑳在付诸实践方面，终身教育提供一切教育的全部的体系。

以上20条终身教育原则提纲挈领地对终身教育的含义，包括中小学、大学和培训中心在内的学校、家庭和社会在终身教育过程中的作用、终身教育的目标和意义以及实施终身教育的前提条件等进行了概括。由此也可以看出，终身教育思想的内容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相当丰富了。

三、《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的终身教育思想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49]（Learning：The Treasure Within）堪称里程碑式的教育文献，也是对终身教育有独到见解的一部著作。它是由雅克·德洛尔任主席的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经过3年的研究，于1996年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的成员除了欧盟主席雅克·德洛尔外，其他14名代表来自世界各地，大多数是政治家、科学家、经济学家及社会活动家，少数来自教育界。因此，《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与《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不同，它是从更广阔的国际经济、政治、文化背景来论述教育问题的，而对教育的微观领域较少涉及。但是，该报告根据对未来教育面临的挑战的研究和思考，根据不同国家和不同地区的实际，从更广阔的视野提出了一些极有价值的和可行的教育革新建议和行动计划。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充分肯定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将德育放在突出的位置，对终身教育的认识也更理性化。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明确指出，“终身教育是进入21世纪的关键所在”[50]，并要求把“终身教育放在社会的中心位置上”。[51]该书对终身教育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揭示，主张“把与生命有共同外延并已扩展到社会各个方面的这种连续性教育称为‘终身教育’”。[52]它认为，终身教育固然要继续重视它使人适应工作和职业需要方面的作用，但是，这决不意味着人是参与生产过程的简单因素，即把人视为手段而不是目的。除了职业和工作需要外，终身教育还应该重视它在铸造人格、发展个性以及增强批评精神和行动能力方面的意义，即终身教育应“使人作为人而不是作为生产手段得到充分的发展”[53]。这一观点与前文提到的朗格朗和《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的有关论述是一脉相承的。

《教育——财富蕴藏其中》指出，下一个世纪的教育将承担双重任务：发展人的认识水平，掌握相应的知识和技能；标出判断事物的标准，使人不至于迷失方向。为此，教育必须围绕以下4种基本学习加以安排。

第一，学会认知（learning to know）。学会认知是为了掌握认识的手段，学会学习，而不是获得经过分类的系统化知识。学会认知虽然不以掌握包罗万象的知识为目的，但也不排斥知识的学习。在学会学习方面，要学会运用注意力、记忆力和思维能力。

第二，学会做事（learning to do）。学会做事包括各种职业技能，但在信息社会里，学会做事的主要内涵是学会有效地应付变化不定的情况以及参与创造未来的能力。

第三，学会共同生活（learning to live together）。由于当今世界是一个充满暴力的世界，因此，尤其需要一种能使人们通过扩大对其他人及其文化和精神价值的认识，来避免冲突或以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教育。学会共同生活首先是发现他人，其次，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发现他人即使学生懂得人类的多样性，认识到所有人之间的相似性及相互依存性。认识他人的一个必要前提是认识自己，只有在认识自己的时候，才能真正设身处地去理解他人。所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努力，指在做一项共同的项目时，增进相互之间的了解，从而消除分歧。即学会共同生活的“途径是本着尊重多元性、相互了解及平等价值观的精神，在开展共同项目和学习管理冲突的过程中，增进对他人的了解和对相互依存问题的认识”[54]。

第四，学会生存（learning to be）。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重申了《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提出的原则：发展的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

总之，《教育——财富蕴藏其中》认为，“这四种学习将是每个人一生中的知识支柱”[55]，即终身教育是建立在这4个支柱的基础之上的。

另外，该书还认为：“人人享受高质量的基础教育仍然是20世纪末的重大挑战之一。”它指出，强调终身教育，并不意味着“为了校外教育或非正规教育的利益而忽视正规教育的重要性”。相反，“那些保证每个人能继续学习的技能和能力，正是在教育系统内培养出来的”。[56]而且还认为，“成功的基础教育能够激起继续学习的欲望”。[57]鉴于此，《教育——财富蕴藏其中》特别重视基础教育，并要求从该阶段起，“教育内容应培养学习兴趣、求知的欲望与乐趣以及不久以后接受终身教育的愿望与能力”。[58]

从以上论述可以看出，从20世纪70年代的《终身教育引论》到90年代的《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人们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认识也是一个不断丰富，并日趋完善的渐进的发展过程。

四、学习化社会的提出及其含义

自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在终身教育思想发展的同时，有关学习化社会的构想也在同步发展之中。在《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中，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就提出，将终身教育思想的实施同创建“学习化社会”结合起来，从而使终身教育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

当然，“学习化社会”概念的出现，不仅与终身教育或回归教育的提出相联系，而且，它与诸如后工业社会和信息化社会的有关思想的发展密切相关。早在1968年，美国教育家赫钦斯（R. M. Hutchins）就曾提出学习化社会的概念。虽然，赫钦斯当时并未对学习化社会下定义，但他曾对学习化社会的概念提出过一些观点。他以古希腊的雅典城为例，说明什么是学习化社会。他指出，当年雅典人努力创造一个社会，使其成员的最高能力均能获得最圆满的发展。教育在当时并不是一种片段的活动，也不是在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场所以及人生某个阶段才实施的一种活动；教育是整个社会的目的，整个雅典城市都在教育它的民众。[59]

那么，何谓学习化社会？英国经济和社会研究委员会（ESRC）将学习化社会定义为：“学习化社会是这样一个社会：所有的公民可以获得高质量的普通教育和合适的职业培训；在获得一份相称的工作（或一系列工作）的同时，在其一生中继续参加教育和培训工作。学习化社会将优秀和公平结合起来，并且会为其所有的公民提供知识、理解力、技能方面的训练，从而促使国家经济的繁荣和更多方面的发展……学习化社会的公民通过继续教育和培训能够参与到批判性对话和行动之中，提高整个社会的生活质量，并确保社会一体化和经济的成功。”[60]波什尔（R. Boshier）在谈论学习化社会时指出，学习化社会的基本观念是把学习当作“正常的和日常生活的事情”，而教育则被视为“所有公民的潜在人权”。在他看来，学习化社会就是以学习者为中心的社会。[61]

综括起来，学习化社会具有以下一些特性：未来性、理想性、综合性与发展性。

所谓未来性，是指学习化社会并不存在于当前任何一个社会中；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先进国家，目前均未能达到学习化社会的状态。所以，学习化社会只是许多国家未来所追求的一个社会目标。

所谓理想性，是指学习化社会带有一种乌托邦的色彩，它期望人类社会能够成为一个人人都能终身学习并能不断自我成长与圆满发展的社会。其理想性就在于它将学习化社会设想为铲除学习障碍、实现教育机会的均等及促使人类潜能的充分发展。

所谓综合性，是指学习化社会实际上融合了许多教育与学习的观念在内，而且它的发展，必须建立在这些教育与学习的观念之上。

所谓发展性，是指学习化社会的发展是没有终点的，因为人类社会本身具有一种动态发展的特性，所以，只要人类社会存在一天，学习化社会就要发展一天。也就是说，所谓的学习化社会，是指一个人人均能终身学习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学习者的基本权利能够获得保障，教育机会能够公平地提供，学习障碍能够合理地铲除，终身教育体系能够适当地建立。即学习化社会将是一个以终身教育体系为基础，为满足人们终身学习需求而创建的新社会。

由于学习化社会是一个未来的、理想的、发展的概念，所以，它的实现必须具有相当的发展条件，才有实践的可能性。据英国成人继续教育协会的调查，在政府对学习化社会的构想与成人实际上进行的学习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62]这就难怪许多人对学习化社会的存在与否或是否能够到来表示怀疑了。然而，许多组织和国家正在行动，力图实现学习化社会。如，欧洲联盟的会员国，为了推动终身学习，发展学习化社会，特将1996年定为“欧洲终身学习年（The European Year of Lifelong Learning）”，并发表了《教与学：迈向学习化社会》（Teaching and Learning：Toward the Learning Society）的政策白皮书。

学习化社会还只是个理想，迄今尚无一个社会已经发展成为学习化的社会。然而，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国家，将学习化社会称为教育改革及社会发展的目标。当然，学习化社会的创建需要具备若干的条件：首先，从个人方面而言，学习化社会的创建必须始于终身学习者的培养；其次，在社会层次方面，组成社会的家庭、组织及社区都应学习化，通过学习化家庭、学习化组织及学习化社区的发展，创建学习化的社会；最后，就政治层次而言，政府有责任建立终身教育体系，提供终身学习的环境与机会。

但是，也应注意到，“终身教育、学习化社会的理念虽已被广泛用作制定政策的指导思想，然而，倘若它们依然在可能实现的范围之外，那么，它们的效度就十分有限了”。[63]而且已有迹象表明，尽管终身教育等思想观点仍在被讨论和使用于一些文献中，但它们如今出现的频率已远远少于二三十年前了。

第四节 对终身教育思想的批评和反思

终身教育思想自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提出以来，不断地得到了国际组织和各国学者的积极响应。但是，并非所有的人都对终身教育拍手叫好，事实上，它也在不断地遭到批评。

其中，非学校论者对终身教育持坚决抵制态度。非学校论形成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主要流传于西方发达国家，因它对学校教育的尖锐批判和对现代教育改革的激进见解，引起了西方教育界的普遍关注。

非学校论的代表人物是伊里奇（I. Illich）。作为激进运动的代表人物，伊里奇对传统的学校持否定态度。他认为，学校在当前社会上的地位和它所受到的压力使学校不仅不能成为替人类服务和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真正教育工具，反而成为各种受压抑的、互相隔阂的和失去人性的社会力量的工具。因此，伊里奇主张对教育进行一场革命，提出教育与学校分离，反对学校对教育的控制，建议从社会中取消学校，建立非学校化社会。

伊里奇在反对学校作为教育工具的同时，主张知识的非制度化。在他看来，学习是个人的活动，非学校化的社会是个人学习的重要网络。他认为，真正的学习是人们完全自愿参加的学习，绝大多数人是在校外通过参与生活获得他们的知识的。他主张在整个社会里建立由所有有利于学习的资源构成的网络，由这些网络系统代替学校，形成相互联系的学习网，或学习交流方式，这样可以使学习者能够获得受教育的机会。总之，以伊里奇为代表的非学校论者从想象中的“自由选择”理想出发，主张学习的自由化、均等化、个性化，以及教育的网络化、社会化。

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伊里奇将终身教育与学校教育等同。他认为，提倡终身教育会使人的一生的教育都受制于学校教育的控制。因而，伊里奇对终身教育思想持否定态度。

可见，以伊里奇为代表的非学校论者深刻揭露了现代学校教育的弊端，但是，他们却对学校教育采取了一种过于激进的态度，尤其是从非学校论对终身教育思想所持的偏激态度可以更加清楚地看到它的激进性及片面性。实际上，从前文中我们已认识到，终身教育是从现实中的终身学习的需要出发，主张学习的终身化、持续化以及教育的一体化与社会化。因而它不仅不把学校与教育完全对立起来，反而主张改革学校教育，并把学校教育与社会教育加以一体化，进而推动教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除了以伊里奇为代表的非学校论者外，以下的一些研究者也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提出一些不甚积极的看法。

法国学者格拉（A. Gras）认为：“终身教育是一把双刃的剑。乐观主义者认为，终身教育给个人提供了总是存在着的再一次机会。但是，对终身教育持有怀疑态度的人则可以反驳：在一个激烈竞争的社会中，终身教育会使竞争加剧……继续不断地进修很可能使狂热地追求生产率的人受益，同时会使技术至上的主张得以实现……受教育最多的人，将还是学习动机最强、最善于选择收益最高的学习渠道的人。因此，社会各阶层的差别将日益扩大，他们在文化上将出现非同质化，这是推广终身教育而对受教育少的阶级又不采取有步骤的优惠措施所可能产生的结果……不仅学校教育不能保证，即使终身教育本身也不能保证社会公正得以进一步实现。”[64]从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格拉对终身教育持极其冷静的态度。在他看来，终身教育是否会使竞争加剧，终身教育的实施能否真正地实现社会公正，这涉及如何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推进终身教育的有效实施的问题。

法国另一位学者珀切（R. Puchen）对于终身教育提出了以下问题：终身教育针对什么人？终身教育通过谁来实施？终身教育的课程内容主要是什么？终身教育的目标是什么？怎样实现终身教育的目标？由于对以上问题当时未能一一做出回答，所以他认为终身教育是个没有确切含义的“弹性思想”，其作用相当于“新宗教”。[65]可见，珀切主要是针对如何实施终身教育而提出问题的，因而也是针对当时无法实施终身教育而对它表示疑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员杰普（E. Gelpi）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在对终身教育的发展进行了分析后，表示终身教育即使在理论上被人们所接受，但在实际的政策和实践中由于生产体系和教育体系中的障碍使之影响非常有限。[66]

朗格朗本人对终身教育的认识也有一个微妙的变化过程。在《终身教育引论》（1970年）一书中，他明确提出：“终身教育仍处于概念阶段……它无疑会与具体的成就长期地保持相当的距离，这正是概念的性质所决定的。”然而，他又坚信，由于许多因素的推动，“终身教育不仅已经变成人们所向往的，而且已成为可以实现的……这项事业今天是有可能实现了，并且今后终身教育必将大有希望”。[67]1979年，他在《终身教育的前景》一文中指出，终身教育所发挥的作用可以与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自由、正义与人权等观念相提并论。他认为，“威胁终身教育的主要危险是忘记它是一种思想”，终身教育的重要性及范围是十分清楚的，即终身教育“不是漂浮在乌托邦的云彩之中，而是建立在对现实的各种情况的分析之上，并服务于实践的抱负之中”。[68]但是，朗格朗在1989年的一篇文章中却指出：“提起终身教育，如果不是持敌意的态度的话，也会遇到许多保守的意见。一些教育家表示，终身教育只不过是指向成人教育的一个新名词，而这样的使用会带来混乱。另一些人在承认终身教育所暗含的合理性的同时，将终身教育视为是远远超出了许多国家将之付诸实践之可能的乌托邦。”[69]他还说，虽然终身教育在发展过程中遇到了许多的阻力，但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的积极推广，它逐渐地被各国政府所接受。不过，朗格朗也承认，从理论的角度而言，终身教育理论取得了极大的进步，但就实践而言，尽管围绕终身教育的理念进行了许多探索，可是，就许多情况来看，由大多数国家当局的兴趣表明，终身教育依旧停留于嘴巴上说说而已的境地。[70]

对终身教育哲学颇有研究的美国学者韦恩（K. Wain）认为，虽然30多年来，终身教育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苏霍多尔斯基（B. Suchodolski）所声称的终身教育已成功地响彻世界是过分夸大事实。[71]韦恩指出，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教育理论工作者较少地讨论终身教育问题。他以《国际终身教育杂志》发表的文章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他指出，在这份关于终身教育的国际性杂志上，有关论述终身教育的文章较少，大多是关于成人教育的文章。而这种将终身教育与成人教育等同，或者说，二者之间含义的互换不仅对终身教育的发展不利，而且也有损于成人教育的发展。他认为，终身教育运动之所以没有广泛推广，原因就在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它的支持力度较之以前有所减弱，而终身教育正是由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力宣传才得以盛行一时的。但是，韦恩指出，终身教育及学习化社会的提出使成人教育的兴趣扩展到存在于社会环境中的非正式学习中，并且使教育的职责扩展到学校后教育机构之外的社会的所有机构，这一切都极大地丰富了成人教育的思想。因此，在韦恩看来，终身教育论的发展仍然是十分必要的，但必然会面临许多的困境。

英国学者塔尔特（M. Tight）指出，许多发达国家都无法将终身教育真正地付诸实践，更何况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国家呢。所以，他认为，终身教育实际上过去是，如今仍是一种乌托邦思想。[72]对于学习化社会，他同样持怀疑态度。他认为，不存在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所倡导的到处都能获得教育的社会，即使像美国和瑞典这样一些富裕的、试图创造一个学习化社会的国家，仍有众多的人口被排除在受教育的权利之外。[73]因此，他将学习化社会视为“神话”，并认为，“学习化社会目前是不存在的，在可预见的将来也没有真正可实践前景的存在”。[74]

从某种程度而言，日本对终身教育的研究较早，也是对终身教育的批判声音较高的国家。日本对终身教育的批判主要有以下两种：第一，把终身教育论当作由统治阶级通过权力普及的体制性观念，站在这种观念的立场上提出政策。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政府从1971年以来相继提出的“谋求把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家庭教育有机地综合统一的‘终身教育论’，与其说发挥各种教育的独自性，在这个基础上求得有机的联系，还不如说是要贯彻政府的教育政策，作为有效地教化国民的方法，才开展终身教育”。[75]鉴于这样一种认识，有人承认尽管终身教育有利于充分发挥学校、社会、家庭各自的教育作用，并在这个基础上有机的联系，但他们担心政府会利用终身教育搞体制方面的阴谋。第二，对于终身教育理论能否真正地与日本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表示怀疑。有的学者指出：“如果从终身教育的固有本质研究，大致说来，终身教育论的弱点是对社会与教育的现实及其存在的深刻矛盾，还没有正确地彻底地掌握。”[76]另外，终身教育理论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的，即“终身教育的概念是国际合作的产物……由于这个事实，它才得以仅在几年之中，或者说在瞬息之间，就征服了整个世界”。[77]所以，如果对于这种理论与日本的社会、教育如何联系没有认真地考虑，就贸然将之引入日本，难免会发生一些偏差，甚至会违背其本来的精神，从而给日本的教育，乃至社会的发展带来不幸。鉴于以上的一些顾虑，日本学界的不少人士对终身教育持反对或者说是怀疑态度。然而，近年来随着终身教育思想的逐步传播和有效实施，日本民众对终身教育思想的认识不断地深入，以上的一些顾虑也在逐渐地减弱。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发现，对于终身教育的批评，原因是多方面的。这与早年人们对终身教育的期望过高，将之视为解决教育问题甚至是社会问题的幻想不无关系。同时，也与多年实施终身教育过程中遇到诸多困难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上文的有关论述虽出于对终身教育理论本身的一些反思，但主要是对其在实践中所具有的可操作程度及在现有的条件下是否可能实现其目标的怀疑等诸多因素造成的。因此，一方面，我们不能超越现实条件对终身教育提出不切合实际的要求，即将终身教育思想神化。我们应该认识到，终身教育思想不会带来教育领域的突发式革命，不会成为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因为作为一种理论，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它有其不可克服的局限性。另一方面，我们也决不能因为终身教育思想在现有历史条件下不能得到充分实施而否定它，因为终身教育思想的全面实施必然要以成熟的、完善的主客观条件为基础。所以，如何行之有效地实施终身教育思想不仅是终身教育思想本身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使它进一步得到社会认同的必然要求。总之，作为一种思想，终身教育能在极短的时期内被世界各国政府所接受，并成为指导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主要原则，这就已表明了它的理论价值。而且我们相信，终身教育思想必将会对未来的教育发展产生极大的影响。因此，如果说，终身教育思想是“乌托邦”，那它只是现在的“乌托邦”，而不是未来的“乌托邦”。

第五节 终身教育思想的理论价值及实践意义

近三四十年来，由于国际社会的积极倡导及各国教育工作者的一致努力，终身教育理论更趋完善，并已成为世界各国制定政治、经济、文化与教育的有关方针和政策的主要指导思想。这一思想的提出对当代人类社会的发展，特别是教育改革和发展有着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终身教育思想的提出是当代教育理论的重大变革。终身教育思想是从当代社会变革对人类生存的挑战以及人类迎接挑战的需要出发，在充分吸收现代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行为科学及语言学等众多学科最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的。它突破了传统教育的一般局限性，从更广阔的社会大背景对传统教育理论及其弊端进行了较为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对教育做出了诠释，从而使教育理论产生了一次新的变革。

终身教育思想冲破了传统教育理论对教育的定义，扩大了人们对教育的研究视野。虽然以往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将教育划分为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个层次，但在实际的研究中却往往将重点放在学校教育上，并且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也往往将教育等同于学校教育，以为学校教育就是教育，教育过程就意味着按计划使儿童在学校中接受文化知识的过程，学校教育的结束就意味着一个人一生所受教育的结束。这种狭隘的教育观不仅阻碍了个人、社会及教育的长足发展，而且这种理论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人们在急剧变革的现代社会中难以找到一个全面指导教育改革的根本思想，而只能对学校教育制度、目的、方法及内容等方面进行一些局部的改革。这些改革虽取得了一些成效，却不能从根本上迎接和解决当代社会发展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所提出的诸多挑战。而终身教育思想则认为，教育不能仅仅局限于青少年时期，而应该贯穿于人的一生；教育就不应局限于学校，而应扩展到学校以外的社会各个层次和多个部门之中。也就是说，教育是无时不有、无处不在的、人类自身不断完善的必要活动。终身教育思想拓展和丰富了教育的内涵和外延，实现了对传统教育的超越和变革。这一超越开拓了人们的研究视野，使人们意识到当代教育改革是一项全人类的系统工程，必须将某一具体教育问题置身于这一大的系统中去考虑，否则仍然不能解决问题，最终无法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终身教育思想是推动当代教育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它已贯穿于当代教育改革的各个层面。它的提出推动了教育实践的发展，对当代教育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首先，它打破了千百年来学校对教育的垄断，促进了各种教育形式的发展。终身教育在提倡改革现有学校教育的同时，把几乎所有形式的教育因素即家庭、社会、工作场所中的学习与教育看成一个整体，一个有机的大系统，在这个大系统中各种教育因素都是人类应付挑战所不可缺少的，都有自己的重要作用。人们认识到在当前社会中假如忽视其他教育因素，而仅仅孤立地在改善学校教育上下功夫，无论花费多大努力，也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正是在终身教育的影响下，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受到了世界各国政府和团体的高度重视并得到了长足发展，从而为更多的人提供了他们所需要的学习和受教育的机会，提高了人们迎接挑战的能力，为人类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前景。

其次，终身教育推动了学校教育的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终身教育是针对传统学校的诸多弊端提出的。但是，终身教育并不否定学校教育存在的必要性。不管过去、现在还是将来，学校教育作为整个教育体系中的主体与支柱的地位也决不会改变。终身教育不是传统学校教育的简单延伸、简单叠加、简单重复，也不排斥学校教育的存在与价值，而必须内在地包含并以青少年必须接受的学校教育为基础，是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多样的一种教育。总之，终身教育主张对传统学校教育的弊端进行改革，使之与其他教育形式相适应，从而成为终身教育的大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终身教育同样是世界各国改革学校教育的基本指导原则。在这一原则的指导下，人们把学校教育的目标从单纯地传授知识转变到培养适应社会变革的各种能力尤其是学习能力上。因为从终身教育的观点来看，学校教育仅仅是人们终身学习过程的一个较短的阶段，这一阶段应为人们走向社会做好准备，因此学校教育不仅应注意培养学生参与社会生活、发展自身的多种能力，如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处理人际关系的能力、与他人合作的能力、管理和解决矛盾的能力等，而且还要注意养成个人终身学习的态度、动机和兴趣。同时，在终身教育的指导下，学校面向社会各阶层举办包括讲座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教育，这不仅满足了社会各阶层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而且充分利用了学校的各种资源，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社会教育资源的不足。

再次，由于终身教育的广泛影响，人们已不再满足于对学校教育进行局部的改革，而是着眼于学校如何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从整体上自觉纳入终身教育的大系统中，使教育内容更加丰富，形式更加灵活，方法更加适当。

最后，由于终身教育思想与实践的影响，世界许多国家的企业也投入了大量的经费和人力对职工进行各种职业培训。

可见，终身教育思想对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各种教育的影响是全面而深刻的。

终身教育思想提出将教育贯穿于人的一生的各个阶段；主张教育的社会整体性，即打破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之间的彼此隔离状态，把人生各个阶段影响人的发展的各种因素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些思想已被世界许多国家的教育实践所证明，是具有可行性的战略决策。事实表明，终身教育已不再是乌托邦式的幻想。《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中也指出：“终身教育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而是在以一系列强化这种教育需要的变革为标志的复杂教育环境中日趋形成的一种现实。”[78]但是，终身教育的全面展开和实现，必然以一系列社会的、教育的物质设施等客观条件的具备和国家政策决策人、教育工作者与广大民众的教育观念等主观因素的成熟为依托和基础。所以，尽管以终身教育为原则对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方面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些成就，但这不足以表明，终身教育的思想已不折不扣地变成了现实，或者说终身教育是解决一切教育问题，甚至社会问题的万应药，而只能说，已取得的这些成就只是向终身教育的全面实现迈出了一小步。因此，我们既应该清楚地意识到，终身教育的实现必然是一个渐进的、漫长的过程，又要坚信终身教育的前景是极其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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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六章 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及教学思想

20世纪后期，以下几个主要历史特点影响着苏联教育思想的发展。

第一，美苏争霸，处于冷战状态，意识形态的斗争加剧。

第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起到了解放思想的作用。

第三，苏联的社会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提出了建立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新的社会关系、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这样一个三位一体的战略性任务。

第四，科技革命的浪潮冲击着世界各国，也对苏联教育理论和实践的现代化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

第五，先后开展了多次教育改革。所有这一切必然对教育理论提出一系列新课题和新要求，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苏联教育思想的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

第一节 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及教学思想发展的特点

一、以辩证的整体观作为方法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成功地运用辩证的整体观来全面规划学校与社会、学校与家庭、课内与课外、学生与教师、个人与集体、个性与共性、学习与其他活动，形成了由德、智、体、美、劳诸方面构成的和谐教育体系。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其他一些教育家也提出了要以整体观来研究教育、教学过程的要求，把教学过程看成一种“整体现象”“整体过程”，提出了“综合施教观”。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巴班斯基继承了前人的成果，总结了罗斯托夫地区学校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经验，在理论上予以升华，提出了辩证的系统—结构方法。巴班斯基以此为方法论指南，把教学过程最优化推广到教学过程、教育过程和学校管理中，实施了广义的教育过程最优化，又进而把广义的教育过程最优化推广到宏观的综合施教体系中。

二、重视教学的发展职能

由于时代的局限，苏联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教育家普遍忽视教学的发展职能。这种理论缺陷在20世纪后期苏联教育家的教育思想中得到了较好的弥补和纠正，在他们的教育理论中都不同程度地突出了教学的发展职能。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理论体系中，学生的一般发展处于重要地位。他理解的一般发展既包括智力因素的发展，也包括非智力因素的发展；既包括所有心理品质的发展，也包括脑力活动的一般技能技巧的发展。在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体系中，教学的发展职能处于重要地位。

赞科夫对教学与发展问题进行了20年的实验研究。他界定了一般发展的概念，确立了以最大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一般发展的主导思想，创立了发展性教学理论，填补了传统教学论中忽视教学的发展职能这一空白。

巴班斯基吸收了发展性教学理论研究的成果，把它充实到自己的最优化理论体系中。他进一步界定了一般发展的概念，明确提出了教学的职能还包括教育和发展。他从辩证的系统—结构论出发，通过教学过程最优化使发展性教学产生最优效果。

苏联其他教育家，如达维多夫、马赫穆托夫等，都从不同的侧面强调了教学的发展职能。苏联诸多教育家各自做出的贡献，使发展性教学理论不断发展完善，大大地推进了苏联当代教学论。

三、重视教育实验研究

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的、有影响的教育思想，都是在教育实验的基础上提出的，又通过实验予以检验。其中既有整体性实验，也有专题性实验，也有介于二者之间的实验。苏霍姆林斯基一生从事的是学生全面发展的实验研究，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赞科夫从事教学与发展实验研究，改革了传统教学论体系的一些缺陷。达维多夫从事学习活动理论的实验研究，在发展学生的理论思维（抽象思维）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并为赞科夫提出的教学原则提供了更多的理论依据。马赫穆托夫从事问题教学实验研究，在教学方式、方法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果，为赞科夫的实验提供了方式、方法上的保证。巴班斯基从事教学过程最优化实验研究，提出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并与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和谐的综合施教思想相呼应。

这些教育家从事教育实验具有以下共同特点：

①具有献身教育事业的雄心大志。

②具有勇于探索敢于创新的精神。

③在实验前都有科学的假想，并按此假想建立全新的教学教育体系。

④边实验边总结，以实践充实理论，以理论指导实践，并在实践中检验新的理论，最终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和施教体系。

四、密切了与邻近科学的联系

随着知识整体化趋势的加剧，教育科学与邻近科学的联系更密切了。20世纪后期苏联的教育思想在相当程度上吸纳了哲学、社会学、心理学、经济学等领域的研究成果，引进了心理实验的方法，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成为重要的方法论原则。

所有这些都表明这一时期苏联的教育理论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重大发展，一些教育思想具有开创性、独创性意义，对世界教育改革和教育发展产生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第二节 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理论

一、生平

苏霍姆林斯基（В. А. Сухомлинский，1918—1970）是享誉世界的苏联著名教育理论家和实践家。

1918年9月28日苏霍姆林斯基诞生于乌克兰一个农民家庭。1935年，17岁的苏霍姆林斯基从师资培训班毕业后返回故乡，成为一名农村小学教师。此后，他用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波尔塔瓦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函授班的学业，接受了高等师范教育，获得了中学教师证书。1939年9月至1941年7月，苏霍姆林斯基在一所完全中学当语文教师兼教导主任，领导全校的教学工作。这为他广泛探讨和研究教育理论提供了有利条件。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霍姆林斯基重返教育岗位，先后任中学校长、区教育局长，全力以赴投入战后恢复学校的工作。1947年他被任命为帕夫雷什中学校长。从此他一直在这一岗位上勤奋耕耘，直至1970年9月2日去世，历时23年。其间，苏联各地的许多师范学院都邀请他去工作，甚至波尔塔瓦师范学院院长，他的学位导师也亲临帕夫雷什，动员他去基辅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他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

苏霍姆林斯基深信，要当好一名校长，就必须一天也不脱离学生和教学。他明确地提出了一个口号：到学生中去，到课堂中去，到教师中去。他身为校长，还兼了一个班的班主任，从一年级一直跟到该班学生毕业。他认为：“教育——这首先是人学。不了解孩子——不了解他的智力发展，他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禀赋、倾向，就谈不上教育。”[1]他与学生朝夕相处，对学生了如指掌，了解他们的欢乐和痛苦，关心他们的成功与失败。学生在校期间的全部生活都是他的研究对象。20多年中，经他长时间直接观察的学生达3 700多人。他愉快地同学生一起活动，一起读书，一起旅行，他为每个学生写了观察记录。探索各年龄期学生的个性、心理和精神生活的发展规律。他坚持在教学第一线工作，担任一门课程的教学。他把到教师中去，了解、帮助和培养他们，看作自己的主要任务之一。他把全校教师团结成一个优秀的教师集体，这是帕夫雷什中学取得成功的有力保证。由于苏霍姆林斯基不懈地进行教育改革和实验，使帕夫雷什中学不仅成为苏联的优秀学校，而且被看成当代世界著名的实验学校之一。

苏霍姆林斯基数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地工作，还在工作岗位上通过了副博士论文答辩并获得了副博士学位。他以帕夫雷什中学为实验基地，同时也广泛研究其他学校的经验，孜孜不倦地钻研教育理论，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研究教育的新问题，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并做出新的理论概括。他全面探讨了普通教育的各个领域，提出了使青少年全面和谐发展的理论。苏霍姆林斯基给教育事业留下了丰富的精神遗产。他一生撰写了50多部专著、600多篇论文、1 500多篇供儿童阅读的童话、小故事，他的作品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发行。苏霍姆林斯基逝世后，苏联教育部和乌克兰教育部分别编选了五卷本和三卷本的《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文集》。他的著作生动地反映了学校教育的真实情况，是对学校工作的高度艺术概括、提高和再现，因此被称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他本人被誉为“教育思想的泰斗”。

苏霍姆林斯基的辉煌成就给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1957年他39岁时被选为俄罗斯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59年荣获功勋教师称号。他还荣获两枚列宁勋章，多枚乌申斯基奖章和马卡连柯奖章。不少国家的教育领导机构和有影响的学术团体，纷纷邀请他出国讲学。1968年他当选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6月被选为全苏教师代表大会代表并荣获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他作为一位有独创精神的教育家被载入苏联史册。

二、全面和谐发展的理论

（一）教育信念

苏霍姆林斯基在长期的教育实践过程中逐步明确并完善了自己的教育信念，这些信念也是他长期进行教育实验和理论探索的主要思想依据。他相信“教育具有强大的力量”[2]，相信每个孩子的可教育性。同时他还认为热爱孩子、关心孩子，是树立相信孩子、相信教育的力量这一教育信念的前提。在苏霍姆林斯基的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爱孩子”[3]。而要爱孩子，首先就要了解孩子，熟悉孩子的精神世界，成为“孩子们的朋友和同志”[4]。苏霍姆林斯基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样袒露自己心迹的：“我热爱自己所从事的教育工作，因为它的主要任务是认识人，了解人。在工作中，我首先去认识人，从各个方面去观察他们的内心世界。玉石不经雕琢不成器，作为教师，要善于对待，善于琢磨，才能使人成才。教育的艺术就在于能够看到人类精神世界中那些取之不尽的各个方面。”[5]

苏霍姆林斯基另一个重要的教育信念就是要培养全面和谐发展的人。这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的核心，像一根红线贯穿于他的教育理论体系。个性的全面和谐发展是苏霍姆林斯基首先提出的。他把“全面发展”“和谐发展”“个性发展”三者融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苏霍姆林斯基在这个问题上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第一，明确提出了德、智、体、美、劳各方面发展所要达到的程度，把充实学生的精神生活和丰富他们的内心世界作为衡量全面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用德、智、体、美、劳各育相互渗透的思想丰富了全面发展的理论。第二，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和谐发展，是对全面发展的补充、完善和提高，要求把各方面的发展有机地联系起来，成为相互依赖缺一不可的统一体，处理好认识世界与改造世界的关系，使二者处于相互促进的和谐之中。第三，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在实现全面和谐发展的同时要使每个学生在所有各个领域中充分表现出自己的天赋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要求在每个学生身上找到他的“闪光点”，使学生因某事取得的成功而产生的自尊、自信和自豪感发生情感迁移，成为他在其他方面取得成功的动力，从而找到并打开全面发展的突破口，使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第三个重要的教育信念是：在学生接受教育的过程中自我教育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苏霍姆林斯基深信“自我教育是学校教育中极重要的一个因素”，教育与自我教育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自我教育就没有真正的教育……”[6]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自我教育涉及学生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其核心是要充实和发展学生的精神世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人的成长中教育固然起着比环境更重要的作用，但自我教育的作用比教育更重要。人的思维、兴趣、爱好、才能和倾向的形成和发展固然离不开个人的禀赋，但更离不开教育的培养，尤其是自我教育。

（二）德、智、体、美、劳诸育统一施教的理论

1.德育

在苏霍姆林斯基的全面和谐发展教育中，德育居于核心地位，贯穿于学校教学、教育工作的各个方面。知识、劳动和道德，是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思想体系的支柱，而这三者又统一在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理想、有才能、有丰富的精神生活的合格公民这一培养目标中。

苏霍姆林斯基要求学校培养道德高尚的人，这样的人应具有以下基本的道德修养。

①具有公民的义务感。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这“是公民教育的基本原则之一”，他要求学生懂得自己生活在人们中间，要“用意识来检查自己的行为”，使自己的行为给“周围的人带来快乐”[7]。

②具有“对人民的知恩感”。苏霍姆林斯基把“知恩感”看成“责任感、义务感、公民的尊严感的亲姐妹”。他要求学生明白人民给了他们“童年、少年和青年时代的幸福”，要求学生“学会以德报德，用自己的力量为其他人创造幸福和快乐”。[8]

③认识到“生活中所有的财富都是劳动创造的……没有劳动就不可能有诚实的生活。”[9]

④要求学生“成长为社会主义社会的诚实的公民，成长为心灵纯洁、才智聪明、心地善良、双手灵巧的人。”[10]

⑤勇于“以公民的态度对生活中的恶的种种表现进行毫不妥协的、积极的斗争”。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如果少年对他在生活中看到的丑恶现象表示出一分的愤怒和蔑视……他就会十倍地做好事，用自己的行动肯定生活中的善。”[11]

苏霍姆林斯基把德育的任务归纳为四项。

第一项任务是要培养良好的道德习惯。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习惯是基本的道德修养在思想上的深化和行动上的具体化，是道德观念和信念的入门。在学生的少年期培养道德习惯尤其重要，如果道德修养的最重要的真理在少年期没能成为习惯，造成的损失是永远也弥补不了的。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习惯的源泉，就在于高度的自觉性与对一些现象、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的道德品质的个人情感评价之间的统一”[12]。据此，他提出了培养道德习惯的3条规律。第一，通过正确的教育，使孩子养成不惜牺牲个人利益去帮助别人的习惯，公民的义务感就是“在基本的道德习惯中孕育的”[13]。第二，“对自己的行为，尤其是对那些能反映出对劳动、对自己的亲人、对集体成员的态度的行为，做出情感评价并进行亲身体验”[14]。这比第一条规律进了一步，因为“一个人要对自己的行为做出情感上的评价，他就应该调动自己的意志的力量”[15]。苏霍姆林斯基还要求少年“不仅对好的行为，还要对那些不可以做的、不允许的行为做出情感上的评价”[16]，因为对“不可以”的体验，就是培养个人在社会中判别道德方向。第三，使道德原则与教师促使学生做出的行为相一致。根据这3条规律，苏霍姆林斯基制定了“道德习惯纲要”，要求培养以下道德习惯：做事有始有终，认真负责；对工作不推诿，不剽窃别人的劳动成果；帮助老弱孤寡者，不管他们是否是自己的亲友；自己的愿望要与满足愿望的道德权利相一致；自己的快乐、自己的愿望的满足，不应给家长和其他人带来困难或忧虑和痛苦，要与别人的需要相协调；要诚实，不隐瞒自己的错误……

第二项任务是培养高尚的道德情感。所谓道德情感，就是个人对各种事物、现象的态度。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用毫无热情的、漠不关心的态度去解释和理解世界，就不可能认识周围的世界。在人的活动过程中缺乏高尚的情感修养，情感缺乏崇高的思想性和方向性，那么，对共产主义理想的信念和忠诚是不可思议的”[17]。由此可见，道德情感充分体现了社会政治的方向性。苏霍姆林斯基把道德情感的内容归纳为三个方面：敏感性、同情心和义务感。敏感性就是要培养学生明辨是非、爱憎分明；善于细腻地体察和感受他人的情感；勇于为维护真理而进行不妥协的斗争。同情心就是要孩子从小学会关心人、尊重人、信任人，学会尊老爱幼，在集体中形成相互关心的气氛并激发自尊和自信。义务感是苏霍姆林斯基德育内容的核心，它涉及“一个人对别人、对社会、对祖国所负的义务，对最高道德原则所负的义务。整个教育过程都贯穿着一条道德义务感的红线。义务感并不是束缚人的枷锁，它能使人获得真正的自由。恪守义务可以使人变得高尚。教育者的任务，就在于使义务感成为自觉纪律这个极其重要的品质的核心……”[18]

第三项任务就是要树立坚定的道德信念。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道德信念是德育的基础，“只有当信念构成一个人的行动和行为的核心时，这种信念在人身上才会鲜明地表现出来”[19]。信念是由思想转化而成的，它是少年个人的崇高愿望，是他对道德理想的追求，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使受这种愿望和追求所驱使的行为尽可能地多，是少年教育中的一条“黄金法则”，因为“只有通过积极的活动信念才能存在、巩固并得到磨炼”[20]。

第四项任务是树立高尚的道德理想。道德理想是以道德习惯、道德情感和道德信念为基础的，这四项任务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苏霍姆林斯基对道德理想的定义是：“道德理想，这既是一种社会的东西，同时也是一种深藏在人心中的东西；这是政治、道德、审美原则在个人身上的折射。”[21]他认为应该把年青一代培养成具有鲜明的社会精神和公民精神的人。社会精神的核心是对先进的思想和崇高正义的事业坚信不疑，并满腔热情地、英勇顽强地去实现它。公民精神的核心是爱国主义精神。他说：“热爱祖国，这是一种最纯洁、最敏感、最高尚、最温柔、最无情、最强烈、最温存、最严酷的感情。一个真正热爱祖国的人，他在各个方面都是一个真正的人。”[22]苏霍姆林斯基的最高伦理价值是“理想高于生命”，他的一生充分体现了他自己的道德价值观。

苏霍姆林斯基通过各种渠道，采用各种方法实施德育，其中最主要的是：

①通过课堂教学和学习各种基础知识进行德育，把德育渗透到各科教学中去。

②通过制定德育大纲、编辑和利用《人类道德价值文选》、建立“思想室”等措施，进行思想政治教育和共产主义道德教育。

③通过各种劳动和社会公益活动进行德育。

④重视集体的教育作用。

⑤使教师的人格发挥榜样的作用。

2.智育

苏霍姆林斯基重视教育在促进科技进步方面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方面的双重使命，建立了与之相适应的智育体系。这个智育体系有两个特点。一是充分反映时代对人的全面要求，通过智育授予学生基本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形成科学的世界观，发掘每个人独特的天赋才能，开发他们的智力，使之产生强烈的求知欲，发展他们的认知能力和创造能力，养成脑力劳动的技能，培养他们对脑力劳动和把科学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兴趣，培养精神丰富的、全面和谐发展的文明公民。二是把智育纳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完整的施教系统中，统筹兼顾地处理智育与其他各育的相互渗透关系，以及智育这个相对独立的子系统中的各种矛盾和关系。

苏霍姆林斯基把开发智力看成智育的主要目的，而把形成科学的世界观看成智育的核心。他强调，“教学是智育极重要的手段”[23]，但他把教学仅仅看成广义的教育“这朵花朵上的一片花瓣”[24]。他明确提出，“智力教育与获取知识远不是一回事。尽管不进行教学就不可能有智力教育，如同没有阳光就没有绿叶一样，但同样也不能把智力教育与教学混为一谈，如同不能把绿叶等同于太阳一样。”[25]

苏霍姆林斯基把知识分为两类，一类是必须保持在记忆中的基本真理，没有它们“就不可能掌握知识的顶峰”[26]。第二类知识“就是对无须保存在记忆中的东西的理解能力，是对人类所积累并在书籍中保存下来的那些无穷无尽的瑰宝的利用能力”[27]。他要求教师尽力做到使学生不把获得知识看成最终目的，而是看成一种手段，把知识看成“思维的工具”，这样知识才能不断充实、完善和发展，学习才能成为永无止境的追求和愿望。

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类的知识在不断积累，而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解决这一矛盾的关键是发展人的智能。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体系中基本技能的培养占有重要地位。他特别重视9种基本技能的训练，把它们归并为3组。

第一组：读、写、算技能。

第二组：观察、思考、语言表达能力。

第三组：独立思考、独立工作、自学能力。

苏霍姆林斯基从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中得出了一条规律，这就是制定和贯彻两个教学大纲。第一大纲是指学生必须掌握的学校教学大纲范围内的所有知识，第二大纲是非必修知识的大纲，掌握第二大纲的重要途径就是独立阅读。苏霍姆林斯基在《给儿子的信》中是这样论述二者的关系的：“如果你想有充裕的时间，那你就要天天读书。……你所阅读的内容，就是你用以治学的基础，基础越牢固，越雄厚，学习越容易。你每天读的东西越多，你的时间储备就越充足。因为在你阅读的东西之中，有千百个接触点，这些点同你在课堂上所学的材料连接起来。我把这些接触点称之为记忆的锚。它们把必须学到的知识同围绕人的知识的海洋连接在一起。”[28]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课堂教学有两个任务：“一是传授一定的知识；二是激发求知欲，鼓励少年越出课的范围，去阅读、去研究、去思考。”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掌握第二大纲，其实质就是少年在智力上的自我肯定，是集体的多方面的精神生活，是精神财富的经常交流。”[29]除了阅读之外，苏霍姆林斯基还十分强调教会学生观察和思考。他说，学生需要观察“如同植物需要阳光、空气和水一样。……儿童要理解和记忆的东西越多，他就越需要看到周围自然界和劳动中的种种关系和相互关系”[30]。苏霍姆林斯基把“在大自然中发展儿童的思维、增强孩子的智能”看成“儿童机体自然发展规律的要求”[31]。

苏霍姆林斯基十分重视学习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把学习看成精神生活的一部分。他指出：“学习不应当归结为不断地积累知识、训练记忆力，也不是进行死记硬背……我提出的目标是努力使学习成为丰富多彩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这样的精神生活才有助于儿童的发展，有助于丰富他的才智。”[32]苏霍姆林斯基坚信，智力、情感是知识的种子成长为智慧的肥沃的土壤。苏霍姆林斯基从3个方面说明了精神生活的含义。

第一，从全面发展的角度看，人的精神生活意味着在积极的活动过程中形成、发展和满足德、智、体、美、劳等诸方面的兴趣。

第二，从发掘人的天赋才能的角度看，学校的精神生活应该创造充分的条件去发展每个学生的个人特长，使每个学生都能找到展示、表现、确立其力量和创造才能的场所。

第三，从智育的角度看，学校的精神生活表现为与必修课程无直接关系的各种智力兴趣的激发、发展和满足，表现为知识在实践中的运用、智力财富在集体中的交流。

他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必须贯彻的几个原则：

①情感与思维相伴而行，情感推动思维，思维推动情感。

②情感与意志相互作用，相互促进。

③自信心与道德尊严感相互作用，学校“最重要的教育任务之一就是使每个孩子在掌握知识的过程中体验到人的自尊心和自豪感”[33]。

④利用情感迁移规律，发挥积极情感的作用。

在帕夫雷什中学，整个下午都由学生自由支配。学校为学生建立了各种各样的满足学生全面发展需要的、能发掘每个人的天赋才能的课外兴趣小组。苏霍姆林斯基通过这些措施引导学生发展三项爱好：最喜爱的课外读物、最喜爱的学科、最喜爱的劳动创造项目。

3.体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体育是一个人得以全面、和谐发展的最重要因素”。关于体育的任务，他认为，“这首先是关注健康……其次……保证人的身体发育、精神生活以及多方面的活动能够协调一致”。他明确指出，对儿童和少年实施体育，应有不同的任务和重点。儿童的体育主要是促进机体的正常发育和增强健康。而“在少年阶段，他们身上所发生的生理过程与其精神生活和意识的形成有密切的联系，并能深刻地反映一个人的未来，因此体育已经不能仅仅局限于身体的锻炼与健康了，它还涉及人的个性的许多复杂方面……”[34]必须增加充实智慧才能，培养道德情感、道德品质，发展审美修养，评价周围世界和自我，培养对体力活动的热爱等多方面的内容。

健康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体育思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说：“对健康的关注——这是教育工作者首要的工作。孩子们的精神生活、世界观、智力发展、知识的巩固和对自己力量的信心，都要看他们是否乐观愉快、朝气蓬勃。”[35]他对学生学习差的原因进行了多年的调查研究发现，85%的学生学习成绩不良是健康状况不佳引起的；健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精神生活，尤其是脑力劳动的修养。高水平的脑力劳动修养来自对学生身体健康的、智力的和审美的多方面的培养。他坚决反对死记硬背式的脑力劳动，认为这会导致青少年的身体发生病变；他极力主张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适当结合，以保证脑力和体力的协调发展。为了使学生有健康的身体，苏霍姆林斯基采取了许多措施。例如，为学生创造有利于健康的绿色环境，增加学生户外活动的时间，把大自然看成健康的源泉；制定有利于健康的饮食、劳动和休息制度；有计划、有针对性地进行体育教学和体育锻炼。帕夫雷什中学的体育教学包括让学生掌握卫生保健知识，体育教学的目的不是追求少数人的体育成绩和个人记录，而是着眼于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健康水平。

4.美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美是道德纯洁、精神丰富和体魄健全的有力源泉。美育最重要的任务是教会孩子从周围世界的美中看到精神的高尚、善良、真挚，并以此为基础确立自身的美。”[36]在苏霍姆林斯基的个性全面和谐发展体系中的美育实际上是一种“情感教育”。他要求“把道德情感、智力情感和审美情感紧密地联系起来加以培养”，因为“个人对社会观念的情感—审美态度越明确，道德情感就越深刻”[37]。

（1）大自然在美育中的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是从发展感觉修养和知觉修养开始的。”[38]对儿童、少年来说，大自然的美就是培养这些修养的学校，它能培养细腻的知觉，而知觉的细腻又孕育了情感的细腻；大自然的美又是使思想变得崇高的源泉之一。他还强调，教育者的任务“就是要使少年在与大自然的交往中发展自己的智力”[39]，大自然深化了孩子们的审美感知，而审美感知又激发了孩子们的求知欲，因为“少年的审美知觉越深刻，他的思想的飞跃就越有力，他就越渴望通过自己的思想去看到更多的东西”[40]。

（2）艺术在美育中的作用

苏霍姆林斯基说：“艺术，这是体现人的心灵美的时间和空间。……艺术能舒展人的心灵。人在认识艺术的价值的同时也在认识人身上的人性，提高自己以达到完美，并体验快乐。”[41]

他认为，艺术进入少年的精神世界是从认识语言的美开始的，因此他十分重视语言的教育作用，认为“在一定的意义上语言是唯一的教育手段”[42]。他要求培养学生对语言及情感—审美色彩的敏感性，并把这种敏感性看成人的和谐发展的前提条件之一。他指出：“对语言美的认识，在少年的心灵中孕育着高尚的自豪感、人的尊严感。”[43]他还认为，儿童、少年对语言情感色彩的认识，是他们“丰富的、真正的智力生活的开始”[44]。苏霍姆林斯基还主张，“努力通过文艺作品去灌输这样一种思想：一个人要忠于劳动人民的崇高目标和理想。……使道德美成为完全是个人的、珍贵的、不可动摇的理想”。他确信，“对道德美的体验使少年在心灵上得到升华……”使“少年比任何时候都深刻地感觉到自己是一个真正的人”。[45]

音乐也是苏霍姆林斯基进行美育的重要手段。“音乐把人的道德的、情感的、审美的修养连接在一起。”[46]它是一种情感的语言，能表达语言所表达不了的人的感受的最细腻的色彩。苏霍姆林斯基明确指出，音乐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音乐家，而是培养人”[47]，是“展现人身上最宝贵的东西——对他人的爱，决心去创造美和确立美”。在音乐美的感召下，“孩子们信任地敞开了自己的心扉，他们的心灵对……人与人之间的细微的接触变得很敏感，在人与人的相互接触中反映出相互关心和体贴的关系”[48]。

苏霍姆林斯基还认为，“绘画和雕塑作品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情感—审美教育体系”，“是对少年进行智力教育、情感教育和审美教育的一种特别有力的手段……”。[49]绘画和语言在美育中同样是密不可分的。

此外，苏霍姆林斯基还十分重视环境美、仪表美、劳动的美和人际关系的美在美育中的重要作用。

5.劳动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明确指出，没有劳动的教育是片面的教育，“劳动与智力发展、道德发展、审美发展、情感发展，身体发展之间，与个性的思想和公民基础的形成之间，有着牢固的联系纽带”。脱离了德、智、体、美诸育的劳动，“脱离了创造、兴趣和需求的劳动，脱离了学生之间的多方面的关系的劳动，就会成为一种劳役……”[50]这两段话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劳动教育是苏霍姆林斯基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体系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他提倡的劳动教育有3个目的。

第一是社会目的，即劳动要为社会创造财富，体现出经济价值。这就要求学生具有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能力和愿望；要求他们掌握必要的劳动技能技巧和必要的基础科学知识，充分发挥和发展自己的天赋才能和兴趣。

第二是思想教育目的，即通过劳动丰富学生的精神生活，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完善审美情操，使劳动成为人生乐趣的源泉，而这种“劳动的乐趣是一种巨大的教育力量”[51]，是劳动教育最本质的目的。

第三是培养创造性劳动态度。创造性劳动是苏霍姆林斯基劳动教育理论的核心，是“道德修养的源泉”“精神文明的基础”。创造性劳动有3个特点：

①用人的聪明才干去丰富劳动内容，完善劳动过程，使劳动成为一种智力劳动。

②用新技术代替传统的劳动方式，用机械化代替纯体力劳动，减轻劳动强度，提高劳动效率。

③手脑结合。这种劳动教育能有力地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教育对德育起着促进作用。他说：“劳动是道德的根源。在集体的精神生活中必须贯穿着尊重劳动、尊重劳动人民这根红线，并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对自己的尊重……”“劳动能够成为人的和谐发展的基础……劳动确立的公民感，连同认识、掌握世界所带来的愉悦是非常强有力的情感刺激因素，能鼓舞人从事不轻松的劳动，而只有当劳动不是轻松的时候，劳动才能够起教育作用，教育的最为微妙的秘密之一，就是善于看到、找到、发现劳动的公民因素、思想因素。”[52]此外，劳动还能帮助学生确立辩证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并让人获得创造的欢乐，就其实质而言就是促使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孩子们通过劳动实现了道德上的自我肯定，他们的劳动成果让他们体验到最初的公民自豪感。孩子们“用为人们创造的物质财富去衡量走过的生活道路。这种情感越深沉，对他人的公民责任心就越自觉”[53]。

苏霍姆林斯基几十年的教育实践使他确信劳动教育能促进智育。“手能增长才智”[54]，“儿童的能力和才干来自他们的指尖。……来自手指的那些细小的溪流在补充创造性思维的源泉。……孩子的手越巧，就越聪明”[55]。苏霍姆林斯基要求统一地进行智育和劳动教育，要求找到能发展智力和能力的劳动，能把人引入创造的境界中去的劳动，认为这是智育和劳动教育的主要任务之一。

同时，劳动中激发出的自信、自尊和自豪感，也是推动学生学习的强大的情感力量。

苏霍姆林斯基还认为，劳动对体育的促进作用在于劳动能培养健美的体魄、强壮的身体、优美协调的动作，劳动还能缓解少年神经系统的紧张，犹如“神经系统和心脏健康操”[56]。

苏霍姆林斯基还竭力通过劳动去培养学生高尚的情操，促进审美教育。具体表现在培养学生热爱劳动的品质，形成热爱劳动的基本美德；用劳动去创造财富，创造美，陶冶人的心灵；在劳动中鲜明地体现人的相互关系的美，而这种美又能孕育集体中的每个人的心灵美。此外，劳动动作、劳动成果和产品本身也体现出美。

三、全面和谐发展教育理论对教育科学的贡献及其影响和评价

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思想体系，具有辩证全面、不断创新的特点，深深地扎根于实践，来自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完善，因此具有蓬勃的生命力。他的教育思想与马卡连柯的教育思想一脉相承，是在苏联普通教育理论发展、演变和完善的基础上形成的，标志着苏联教育理论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使苏联的整个普通教育理论更加完善，更富有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色。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培养目标上，把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教育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辩证地统一起来，解决了二者的区别和联系问题。他的教育理论始终把培养学生的正确的政治方向放在首位，综合实施德、智、体、美、劳诸育，把它们统一在总的政治方向和社会对人提出的要求上。教育的社会功能和个人发展功能的结合点，就是保证个人的素质才能的充分发展。

第二，在苏霍姆林斯基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正确确立了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主体地位。他把教育过程分解成3个组成部分：教师—学生—集体。他要求教师无论在品格修养还是知识阅历方面都应成为孩子们的不容置疑的权威。他反复强调师生之间要进行经常的精神交往。学生始终是苏霍姆林斯基注意的中心。他主要考虑两个方面：一是每个个体（其性格、气质、智力、兴趣、志愿、情感等）的发展特点，二是孩子的发展所处的社会环境。关于学生自我教育的理论是他的重大创新，他的工作重点始终放在培养学生积极向上的内动因上。

第三，他建立了一个独特的整体施教体系。这是由学校、家庭、社会构成的“整体施教系统”，由空间、时间、爱好构成的“创造活动系统”，由教师的主导作用、学生的主体地位构成的“师生合作系统”共同构成的为“全面发展”教育服务的体系，全面和谐发展教育思想渗透在这一体系之中。

第四，苏霍姆林斯基在学校管理和领导方面，为后人提供了许多宝贵的经验。苏霍姆林斯基坚定地认为并且身体力行地实践了一个好校长应该是好的组织者。他把健全学校的行政组织机构，明确各部门的职能、权限和作用，看成学校管理工作的重要问题，把由教师代表、学校各部门负责人、家长委员会代表组成的校务委员会，作为学校的最高议事和决策机构。这充分说明了重视集体领导、重视发挥集体的智慧、坚持群众路线、坚持发扬民主，是他办学的重要指导思想。苏霍姆林斯基还十分重视教育思想的领导。他把自己的教育信念转化为全体教师的共同信念，为此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具体工作。苏霍姆林斯基精湛的领导艺术和高超的管理才能，就在于他善于从千头万绪中始终把教育信念问题，作为学校领导工作的最重要的问题。

第五，苏霍姆林斯基对教育事业的无私的奉献精神和对教育理论的无穷尽的探索精神，为人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他对教育理论的探索，不唯书不唯上，而是在亲自试验的基础上，从实际出发，赋予体现时代要求的新内容。他的理论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因此更有说服力，更有生命力。为了下一代的健康成长，为了他们的全面和谐的发展，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把自己的整个心灵、把自己的全部生命献给了孩子们，献给了人民的教育事业。

第三节 赞科夫的发展性教学理论

一、生平

赞科夫（Л. В. Занков，1901—1977），苏联著名心理学家、教学论专家、教育科学博士、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

赞科夫17岁就开始从事教育工作。从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起，他师从苏联著名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从事儿童缺陷学的研究，任俄罗斯教育科学院缺陷学研究所所长。他对教学论的专门研究始于1950年。1952年他组建了实验教学论实验室，对教学中教师语言与直观手段的结合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对学生掌握知识的过程以及观察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发展问题进行了实验考察和心理分析，撰写了一些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对改进低年级学生的教学问题提出了很有见地的意见。他的研究成果为他带来了很高的声誉，1956年成立俄罗斯联邦心理学家协会时他成为该协会组织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同时又是由凯洛夫任总主编的《教育学》1956年版的主编之一。

1957年，赞科夫开始领导俄罗斯教育科学院普通教育研究所教育与发展问题实验室（1968年更名为教学与发展问题实验室），就教学与发展的关系问题进行了长达20年的全面系统的实验研究，创立了发展性教学理论体系，对苏联的教学论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他一生发表了20多部专著和50多篇论文，其中的《论小学教学》《教学论与生活》《和教师的谈话》，曾经是苏联教师的必读书。他的总结性专著《教学与发展》被译成多种文字，享有世界声誉。为了表彰他在教育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就，苏联政府先后授予他一枚列宁勋章、两枚劳动红旗勋章。

二、教学与发展问题实验

20世纪50年代以来，人类社会进入了第三次科技革命时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具有高度一般发展的人才。而当时苏联的教学实践和教学理论，都存在着重知识教学、轻能力培养的倾向和忽视一般发展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对个人崇拜的批判，使苏联广大教育科学工作者和教师从教条主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这一切促使赞科夫顺应时代潮流，把实验心理学和心理分析方法引入教育学研究，揭示“教学与发展关系中客观的教育学规律性”[57]。他认为，教育科学应重视对儿童成长过程的研究，揭示学生掌握知识和心理发展的过程，并以此为依据来安排教学与教育工作，建立一种新的教学体系，以求达到较高的教学效果，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

赞科夫关于教学与发展问题的实验分4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1957年至1961年）为实验的摸索阶段，仅在一个实验班中进行。这一阶段的成果反映在《论小学教学》一书中。该书探讨了小学教学的整体性问题，论述了以学生的理想的一般发展为目的的新教学论原则。赞科夫在实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小学教学新体系的设想，转入了实验的第二阶段（1961年至1965年），即实验的扩大阶段。其间实验班增至371个并扩展到莫斯科以外的其他城市，编出了俄语、数学、劳动教学、歌咏等学科的实验教学大纲的初步方案，又从小学教学年限改为3年出发确定了自然和地理学科的教学内容等，还编写了3本实验用参考书。1964年，赞科夫对两轮实验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建议苏联教育部把小学学制由4年改为3年。第三阶段（1965年至1969年）是实验的推广阶段，实验班最多时达1 281个，分布在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和其他8个加盟共和国境内，参加实验的教师达数千名，学生达数万名。其教育实验时间之长、规模之大，在教育史上是罕见的。赞科夫认为，把实验网铺得广，“有助于查明教学结构与学生一般发展进程及掌握知识和技巧之间的客观的规律性联系。……让广大教师了解新的实验体系……在学生的一般发展上取得比传统教学法大得多的成果”[58]。1969年至1977年是实验的总结阶段。

在整个实验过程中，赞科夫坚持边实验边总结，采用走出去、请进来的办法，进行了大量的比较调查和跟踪调查，获得了关于实验班学生各方面的真实材料。1975年，赞科夫发表了《教学与发展》，全面总结了他领导的实验室20年来的教育实验，阐明了实验的指导思想，介绍了实验的方法和进程，阐述了发展性教学理论的教学原则、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以及学生达到的一般发展水平和他们掌握知识、技能、技巧的情况，科学地论述了发展性教学理论的整体结构。

三、发展性教学理论体系的基本内容

赞科夫发展性教学理论的基本内容，包括实验教学论体系的主导思想和他对“一般发展”概念的界定，实验教学论体系教学原则、教学计划、教学大纲和教科书、教学方法等内容。

（一）“一般发展”概念的界定

赞科夫建立实验教学论体系所依据的基本思想是使这一体系“在学生的一般发展上取得尽可能大的效果”，目的是“促进学生理想的一般发展”[59]。可见“一般发展”是赞科夫发展性教学理论中的一个基本概念。赞科夫对“一般发展”的含义，进行了如下的解释。

第一，“一般发展”是指儿童心理的一般发展，“是指儿童个性的发展，它的所有方面的发展。因此，一般发展也和全面发展一样，是跟单方面的、片面的发展相对立的。”[60]“一般发展……指的是个性的所有方面（包括道德感、观察力、思维、记忆、言语、意志）的进步。一般发展包括整个个性。”[61]

第二，“一般发展”不同于“特殊发展”。一般发展在任何学科的学习中，在任何情境中都会表现出来；特殊发展是指在某门学科或领域表现出的才能的发展。二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而且互相不能替代。“一般发展是特殊发展的牢固基础并在特殊发展中表现出来，而特殊发展又在促进一般发展。”[62]赞科夫认为，一般发展是使儿童“在人类活动的任何一种领域里从事创造性劳动的基础”[63]，使之善于学习并适应社会的发展。

第三，“一般发展”也不同于“全面发展”。赞科夫的一般发展指的是“发展问题的心理学和教育学方面”，他认为全面发展“主要是指该问题的社会和教育方面”[64]。

第四，“一般发展”有别于“智力发展”。“所谓一般发展，就是不仅发展学生的智力，而且发展情感、意志品质、性格和集体主义思想。”[65]

第五，“一般发展”这个概念本应包括身体发展和心理发展，但在赞科夫的实验中，“研究的教学与发展问题是有一定局限的……”，他“研究的是教学与儿童心理一般发展的关系”[66]。

赞科夫认为，教学结构，即整个教学论体系与学生的一般发展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教学结构是学生一般发展的一定过程发生的原因。”[67]从这一因果关系出发，赞科夫提出了通过实验教学论体系促进学生一般发展的具体途径是观察活动、思维活动和实际操作，这同样也是了解学生发展程度的途径。

（二）实验教学论体系的教学原则

赞科夫从他建立实验教学论体系的基本指导思想出发，吸取了苏联以往的教学科研成果，依据维果茨基的教学与发展的关系及最近发展区的理论，提出了用整体性观点安排教学结构、组织教学过程时必须遵循的5条教学论原则。

以高难度进行教学的原则 这条原则是针对传统教学内容贫乏、陈旧、过分简单、不重视规律性知识的教学的状况提出的，是整个实验教学论体系中起决定性作用的一条原则。赞科夫认为，“难度”在教学论中的含义是指“克服障碍”和“学生的努力”。赞科夫说：“以高难度进行教学的原则的特征，并不在于提高某种抽象的‘平均难度标准’，而是首先在于展开儿童的精神力量，使这种力量有活动的余地，并给以引导。”这就是说，运用的教材和方法能为学生设置应克服的障碍，“能引起学生在掌握教材时产生一些特殊的心理活动……使这些知识……在以后的认识过程中能引起对这些知识的再思考。这就是知识的系统化，这种系统化的结构是复杂的”[68]。赞科夫还指出：“我们指的不是任意一种难度，而是要能认识现象的相互依赖性及其内在的本质联系的那种难度。”[69]这就是说，这条原则对教学内容的结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实施这条原则的关键是把握难度的分寸。把难度控制在学生的最近发展区所能达到的程度上。因此，教师要有区别地、尽可能准确地判断全班学生掌握知识的质量和特点，使难度分寸适合于全班学生和个别学生的实际情况。同时，教师还应随着学生水平从现有的发展区向最近发展区的转换相应提高难度，引导学生逐步向更高目标前进。

以高速度进行教学的原则 这条原则在赞科夫的教学论体系中起着重要的调节作用。它是针对传统教学论形而上学地看待巩固性原则造成的进度慢、重复多的弊端提出的。这种弊端使学生失去蓬勃向上的学习热情和不断前进的内部动力。高速度教育原则要求教学引导学生“不断地向前运动。不断地以各方面的内容丰富学生的智慧，能为学生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所学的知识创造有利条件，因为这些知识被纳入一个广泛展开的体系中”[70]为学生越来越深入地理解所学知识创造条件。

但“高速度”绝不等于“开快车”“赶进度”，绝不意味“越快越好”。高速度也有一个掌握分寸的问题，即根据能否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来决定速度。贯彻这条原则要与贯彻高难度原则相联系，高难度要靠高速度来辅佐，即最根本的是要从减少重复中加快教学速度，从加快速度中扩大知识广度，从扩大知识的广度中提高理论深度。这就是说，通过加快教学速度来扩大学生视野，深刻理解知识间的内在联系，以知识的广度和深度来达到知识的巩固度。

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 这条原则是对高难度原则的补充和限定，它要求高难度必须体现在提高理论知识的比重上，而不是追求一般抽象的难度标准。所谓理论知识，是针对具体的技能技巧而言的，指的是一门课程的知识结构，对具体的技能技巧起统率作用。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就是要让学生在尽可能深刻理解有关概念、关系、依存性的基础上，在充分的一般发展水平的基础上掌握技能技巧。赞科夫指出，传统教学论只看到儿童认识活动中具体思维和感性认识的一面，片面强调传授经验型知识，以训练技能技巧为主，理论知识的传授仅为技能训练服务。赞科夫认为，在客观上科技的发展已使人的感官延伸到客观世界和微观世界，借助现代教学手段可以扩大儿童感性知识的范围，使抽象复杂的概念变得具体易懂；在主观上小学生已具备发展逻辑思维的可能性。因此，应该用相应深度的理论知识去诱发这种可能性，训练小学生的理论思维、逻辑思维、抽象思维。把教学内容的重心转移到学科的知识结构上，就能使学生学会举一反三，学得的知识能融会贯通，也就加快了思维发展过程，促进心理机能的早日完善。

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的原则 这条原则与传统教学论的掌握知识的自觉性原则既近似，又有很大的区别。就理解的对象和性质而言，自觉性原则着眼于学习活动的外部因素，“即把应当掌握的知识、技能和技巧作为理解的对象……”[71]赞科夫的这条原则着眼于学习活动的内部机制，要求学生理解的对象是学习过程、掌握知识的过程，即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去探索获得知识的方法和途径，掌握学习过程的特点和规律。因此，教师应当引导学生自己去学。贯彻这条原则，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性，有利于较早地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使他们在小学阶段就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为以后的学习打好基础。

使全班全体学生（包括最差的学生）都得到一般发展的原则 这条原则是前四条原则的总结，是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的有力保证。赞科夫认为，在传统的教学条件下，即使完全落实个别对待的教学要求，优生的发展仍会受阻，而差生在发展上几乎毫无进展，这是因为没有把学生的一般发展看成最重要的任务来对待。赞科夫的实验教学特别注意对差生的帮助。他领导的实验室对差生进行了长期的观察和比较研究，指出从心理学角度看差生普遍具有以下特点：自尊心强；不合群，思想负担重；求知欲低，甚至对学校、学习有反感；观察力、语言表达能力、抽象思维能力差。传统教学不能为差生提供真正的智力活动，把补课和布置大量训练性练习看成克服学业落后的必要手段。其结果是加重差生的负担，阻碍其发展，拉大了他们与其他学生的差距。赞科夫认为，这些学生尤其需要在“发展上系统地下功夫。[72]”

这条原则绝不是要拉齐学生的水平，降低教学要求，限制优生的发展，而是要让优、中、差3类学生都以自己现在的智力水平为起点，按照自己最大的可能性，得到理想的一般发展。这就要求教师目标明确地工作，发现、培养和发展每个学生的个人爱好和能力，力求将相同的或不同的教学内容，建立在每个学生不同的最近发展区上。

以上五条原则是有机地相互联系的，具体体现在小学教学的结构中，不可把它们分割开来，“每一条原则都是根据它在教学论体系中的作用，根据它的职能，以及根据它与其他原则的联系的特点而具体地表现出来的”。贯彻这5条原则是为了让学生对学习产生“内部诱因，增加和深化这种诱因”[73]。因此，在贯彻这些原则时要尽量“开拓学生发展的可能性……必须给个性以发挥的余地”[74]。

四、发展性教学理论体系对教育科学的贡献及其影响和局限

以上述5条原则为重要标志的实验教学论体系，是赞科夫首创的苏联发展性教学的第一例完整体系。这一体系成功地运用了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尤其是矛盾论和系统论，以整体性观点为具体的方法论基础，解释了教学结构与学生的发展进程之间的因果联系，提出了在教学实践中促进儿童的一般发展原则和具体途径，把良好的一般发展看成现代人的重要特征。赞科夫把心理实验方法直接引进教育和教学研究领域，创造性地反映了时代的精神，在教学论与心理学研究相结合方面，达到了世界教学理论研究的先进水平。他的研究成果使苏联教育界对儿童的年龄特点做出重新估计，形成较全面的认识。他的教育实验提高了儿童的心理发展水平和学习能力，为增加小学阶段的学习内容提供了依据。苏联1969年进行的教育改革把小学由四年制改为三年制，与赞科夫的教学实验有着密切的关系。赞科夫关于教学的双重任务的思想（教学既要传授知识、技能和技巧，又要促进学生的一般发展，在发展的基础上掌握知识、技能和技巧）被苏联教育理论界接受，并体现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教育学著作和课本中。他的思想为改变苏联教育学中不注意对儿童的心理进行研究的偏向做出了重要贡献。他的5条教学论原则包含一定的合理思想，他的实验教学论体系，在指导思想上强调学生的一般发展，在教学原则上着重发掘学生的学习潜力，在学习动机上重视激发学生的内部诱因，在教学方式方法上主张灵活多样，在巩固知识上注重知识之间的联系。这些都是他对教育理论做出的贡献。

但是，赞科夫把他的新体系与“传统教学论和教学法”截然对立起来，这是欠妥的。他对某些问题的论述理论论证不够充分，概括不够科学，表述不够准确，致使从苏联到现在的独联体各国至今尚没有一本教育学教材把赞科夫提出的5条原则作为教学论原则。

第四节 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一、生平

巴班斯基（Ю.K.Бабанский，1927—1987），苏联著名教育家，教学论专家，苏联教学科学研究的重要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巴班斯基出生在罗斯托夫州的一个农民家庭。1949年从顿河罗斯托夫师范学院物理—数学系毕业后在中学当物理教师，其间在职进修并获得教育科学副博士学位。后来调任罗斯托夫师范学院教育学教研室主任、副院长、党委书记。他1971年成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1973年获教育科学博士学位，1974年成为苏联教育科学院正式院士。1975年，他任该科学院附属的高级教师进修学院院长，主持该科学院教育学理论和历史科研部的工作。1979年，他开始担任苏联教育科学院副院长，直至1987年8月9日因心脏病突发猝然去世。他生前还兼任俄罗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理事会会长、全苏“知识”协会附属心理学和教育学传播委员会主席、苏联最高学位评定委员会教育科学评议会主席。

巴班斯基毕生致力于教育科学研究。从20世纪60年代起，他就以罗斯托夫地区的普通中学为实验基地，潜心进行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理论的研究，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和积极现实意义的、颇具新意的完整的教学理论，在苏联和世界各国引起了强烈反响。1972年问世的博士论文《教学过程最优化——预防学生成绩不良的观点》，就是在总结在罗斯托夫地区许多学校大面积消灭留级现象、提高教学质量的先进经验的基础上撰写的。在这之后，他又在该地区的两所学校内进行了4年的教学实验，根据实验结果撰写并于1977年出版了《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这是一部全面论述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奠基性作品。在这之后，他在莫斯科等地推广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并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于1982年出版了《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方法论原理》等专著，他主编的《教育学》被列为苏联师范院校公共必修课教材。巴班斯基一生发表的著作有300多部（篇）。在他去世后苏联教育科学院编纂、出版了《巴班斯基教育文献》，以纪念这位为教育理论做出杰出贡献的教育家。由于巴班斯基杰出的组织工作和学术研究成果，他被授予苏联教育科学界最高奖励乌申斯基奖章和政府颁发的劳动红旗勋章及各族人民友谊勋章。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产生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产生，与苏联教育改革中出现的问题和取得的成就直接有关。

第一，这一理论的提出，是要克服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实践中存在的片面性。随着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的教育改革的深化，在苏联教育界中出现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教育理论界，学者们争相建立各自的教学论体系，对传统予以否定；学者们夸大自己的体系中的新因素，对一些基本的教学论问题看法不一，互相排斥；方法论上形而上学相当盛行。以赞科夫为代表的各种教学实验取得很大成就，但由于大部分研究者只从某一方面研究教学现象，导致了片面性，只能使一部分学生获得较好的发展，而且忽略了德育和劳动教育问题。

第二，这一理论的提出是为了解决师生负担过重的问题。1964年教改的重点是实现教学内容的现代化。由于不适当地强调了“高难度”和“高速度”原则，使社会对学校的要求与师生实现这些要求的实际可能性之间存在着差距，学生的学习负担很重。又由于当时教学理论上的众说纷纭，使在教学第一线的广大教师无所适从，顾此失彼，造成教学过程的组织不甚得法，再加上对师生劳动成果的评价存在着严重的形式主义，使师生负担大大增强，学生不及格现象大量出现。

面对苏联教育理论界和教育实践中出现的不正常现象，巴班斯基承担起了创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历史使命。他吸收新的和旧的教育理论中一切积极的因素，摒弃其中的消极因素，调解各个学派之间的紧张关系，综合各学派中有关最优化研究的成果，予以提炼提高，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体系。

（二）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产生的理论前提

第一，在教育理论方面关于教学过程最优化问题的研究，许多学者已从不同的侧面进行了深入探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为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创立打下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正如巴班斯基所说：“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的理论，是教育学发展中合乎逻辑的一个阶段。它直接以教育学先前所取得的成就作为依据。”[75]

第二，在探索教学过程最优化途径方面已有了大量的实践，取得了宝贵的实验成果。其中尤为突出的是苏霍姆林斯基在他所领导的帕夫雷什中学的实验。苏霍姆林斯基虽然没有使用“最优化”一词，但他的全部教育活动都是在为学生探索教学教育过程最优化的途径。其他的实验还有赞科夫的小学教学改革实验，马赫穆托夫总结的喀山经验，等等。至于巴班斯基本人在罗斯托夫地区所进行的长期的教学实验，特别是为该地区大面积消灭留级现象所创造的经验，更直接地为该理论体系的创立提供了实际材料。

第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借鉴了最优管理的一般理论，在苏联就是劳动的科学组织理论。该理论的主要原则就是最优化原则。巴班斯基还同时运用了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心理学等理论原理来构建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基础。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

（一）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定义

巴班斯基把辩证的、系统—结构方法作为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方法论基础，其中，括整体观、系统观、矛盾观、综合观、发展观、真理的具体性，等等。这就是说，巴班斯基的理论把构成教学过程的所有成分、师生活动的一切内外部条件，看成是相互联系的，在相互联系中考察所有教学任务和完成这些任务可能采取的形式和方法。因此，教学过程“最优化并非某种特殊的教学方法或方式”，而是科学地指导教学、合理地组织教学过程的方法论原则；“是在全面考虑教学规律、原则、现代教学的形式和方法、该教学系统的特征以及内外部条件的基础上”[76]，教师对教学过程做出的一种目的性非常明确的安排，是教师有意识地、有科学根据地选择一种最适合某一具体条件的课堂教学模式和整个教学过程的模式，组织对教学过程的控制，以保证教学过程在规定的时间内发挥从一定标准来看是最优的作用，获得可能的最大效果。

必须指出，首先，在巴班斯基的最优化理论中，“最优化”一词具有特定的内涵，它不等于“理想的”，也不同于“最好的”。“最优化”是指一所学校、一个班级在具体条件制约下所能取得的最大成果，也是指学生和教师在一定场合下“所具有的全部可能性”[77]。最优化是相对一定条件而言的，在这些条件下是最优的，在另一些条件下未必是最优的；过去或现在看来是最优的，现在或将来看来就未必是最优的。巴班斯基的最优化理论充分体现了辩证法的灵魂——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

第二，巴班斯基指出：“教学反映着教师活动和学生活动的辩证统一。因此，教学过程中应予以最优化的参数本身是双方面的……教学过程最优化不仅要求科学地组织教师的劳动，还要求科学地组织学生的劳动。”[78]

第三，巴班斯基认为，教学过程最优化不是具体的方法，“而是教师工作的一项特殊原则，是解决任何教学教育任务的一定的工作方法，专门用于在规定时间内（尽可能在较少的时间内）以较少的精力取得当时条件下尽可能最大的效果”[79]。这里，巴班斯基把效率和效果结合起来考虑，要求在一定的具体条件下，以最少的时间和精力消耗取得最大的效果。

（二）评价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基本标准

评价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基本标准有两条：效果标准和时间标准。

效果标准是指，每个学生在教学、教育和发展3个方面都达到他在该时期内符合其最近发展区的实际可能达到的水平（但不得低于规定的及格水平）。这条标准包含3层意思。第一，要从学习成绩、品德修养、智能发展3个方面全面衡量效果；第二，评价效果要有客观标准，这就是国家规定的教学大纲；第三，评价要依据具体条件和实际可能，强调的不是现有的实际学习可能性，而是最近发展区内的实际学习可能性。时间标准要求教师和学生都遵守规定的课堂教学和家庭作业的时间定额。把这两条标准具体化，可以把教学过程最优化的评价标准规定为：

①在形成知识、技能和技巧的过程中，在形成某种个性特征、提高每个学生的教育和发展水平方面可能取得的最大成果。

②师生用最少的时间取得一定的成果。

③师生在一定的时间内花费最少的精力取得一定的成果。

④为在一定时间内取得一定成绩而消耗最少的物资和经费。

教学过程最优化可分为总体最优化和局部最优化。总体最优化要求以综合地解决教学、教育和发展任务为目标，以效果和时间、精力、经费等的最低消耗作为衡量最优化的标准，要求学校领导、全体师生、家长共同完成最优化任务。局部最优化是根据总体目标的一部分或按照个别标准进行最优化。

总之，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就是把社会的具体要求与师生的具体情况、所处的环境和正确的教学原则结合起来，制订最佳的工作方案，灵活而坚决地予以实施，从而取得最优的教学效果。

（三）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体系

教学过程最优化的方法体系是指相互联系的、导致教学最优化的方法的总和。这一方法体系由教师的最优教授方式和学生的最优学习方式两部分有机地组成，它既包括教学过程的5个基本成分（教学任务、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形式、教学效果），又包括教学过程的3个阶段（准备、进行、分析结果）；既包括教师的活动，又包括学生的活动，强调师生力量的协调一致，从而找到在不加重师生负担的前提下提高教学质量的捷径。该方法体系包含以下8个基本方法，实现了社会的、心理的、控制的三方面因素的统一。

1.综合规划学生的教学、教育和发展任务，注意全面发展

巴班斯基通过深入研究，为广大教师拟定了综合规划任务的程序。教师首先要认真钻研教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参考书，周密考虑学生在学习某个课题时可能完成的教学、教育和发展任务。然后教师要根据学生的年龄特点、学业程度、教育水平和发展水平去具体确定任务。接着教师要比较各种任务的意义和完成任务所需的时间，从中确定主要任务。最后，教师确定每堂课的“最高任务”。按这样的程序综合设计和具体确定教学任务，就能同时完成多项任务，大大提高教学效果。学生要领会教学任务并在自己的活动中积极地予以实现，还要考虑自己的可能性提出补充性任务。

2.深入研究学生，具体落实任务

巴班斯基提出要研究学生实际的学习可能性。实际的学习可能性是指以个性为中介的、决定具体的个人在学习活动范围内潜在的内部和外部条件的统一。内部条件包括：个人接受教学的能力、思维、记忆等基本过程和属性的发展程度；学科的知识、技能和技巧；学习劳动的技能和技巧；对个人的工作能力有特殊影响的身体发展因素；个人的学习态度；对学习有特殊影响的教育因素。外部条件包括家庭、文化环境和生产环境的影响以及教师、学生集体和教学物质基础等的影响。为了更好地判明学生的实际学习可能性，必须有比较完整的研究学生的大纲和一套行之有效的研究学生的方法。巴班斯基经过深入的实验研究后提出了一份大纲。该大纲包括7个项目：学生参加公共活动的积极性和劳动创造性、道德修养、学习态度、学习认知活动的技能技巧水平、学习毅力、身体素质、家庭的教育作用。研究学生的方法包括观察、谈话、诊断性作业、研究有关文件、教育会诊等。教育会诊法是巴班斯基的创造。这种方法类似于医生给病人看病，即在班主任的主持下，任课教师、校医、家长代表等参加讨论全班学生鉴定的会议。与会者充分发表意见，找到个别学生学习不良和行为欠佳的原因，确定用共同的力量去排除那些原因的方法。

3.依据教学大纲，优选教学内容，分出内容重点

这一方法以抓住活动的主要环节这个方法论原理为依据，并且考虑了心理学关于形成动力定型以及在一定的时间内能感受的课题和概念有一个最合适的可能数量的理论。巴班斯基提出了优选教学内容的7条标准：①教学内容的完整性；②教学内容的科学价值和实践价值；③突出主要的、本质的东西；④教学内容必须符合各年级学生的可能性；⑤教材安排必须符合规定给该教材的课时数；⑥考虑教学内容的国际水平；⑦内容应符合当前教师的可能性和学校教学物资设备的可能性。

巴班斯基又规定了教师在优选教学内容时的工作程序：①深入分析教科书内容，判断它能否完成特定课题的教学、教育、发展任务；②从教学内容中划分出最主要的、最本质的东西；③考虑学科之间的协调；④按照分配给本课题的教学时数安排教学内容；⑤保证区别对待差生和优生。学生要把注意力集中在最主要的东西上，尽力掌握最本质的东西。

4.根据具体情况选择最合理的教学方法

巴班斯基把教学方法分成三大类。第一大类是组织和自我组织教学活动的方法；第二大类是激发和形成学习动机的方法；第三大类是检查和自我检查的方法。第一大类从传递和感知知识信息的来源方面分成口述法（讲述、讲演、谈话）、直观法（图解、演示等）和实践法（练习、实验、劳动等）；从传递和感知知识信息的逻辑方面分成归纳法和演绎法；从思维方面分成复现法和问题探索法；从学习管理方面分成学生独立学习法和教师指导下的学习法。第二大类分成激发和形成学习兴趣的方法、激发和形成学习义务感和责任感的方法。第三大类分成口头检查和自我检查法、书面检查和自我检查法、实验实践检查和自我检查法。巴班斯基认为，每种教学形式和方法都有自己的优点和不足，有自己的适用范围，实施教学过程最优化必须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合理的方法。而且教学方法具有辩证统一性，各种方法互相渗透，师生从各方面相互作用，因此教师应该根据教学阶段的目的任务、教材内容的特点、学生的可能性和教师运用各种方法的可能性以及现有的教学条件来选择教学方法，并对教学方法进行最优组合，配合运用。

5.采取合理形式，实行区别教学

对学生进行区别教学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的一个重要方法，为此，必须把全班的、小组的和个别的教学形式最优地结合起来。区别教学不是简化教学内容，而是对学生进行有区别的帮助。学生则应尽可能依靠自己的优势方面，提高自己的薄弱方面。

6.创造必要条件

不为教学创造必要条件，教学过程最优化是不可能的。这些条件包括教学物质条件、学校卫生条件、道德心理条件和审美条件。这些条件有的由科学—教学法机关、国民教育机关来保证，有的由校长和教师来创造。

7.随时调整教学活动

由于在教学过程中常会出现意外情况，需要迅速改变教学方法。教师善于对变化了的情况灵活地做出反应，这是教师掌握教学过程最优化的重要标志。

8.分析教学效率，确定最优速度，节省师生时间

这个方法要求根据最优化的标准，分析教学结果是否符合达到预定的教学任务的目标，分析时间的消耗量是否符合学校卫生标准所规定的时间定额。

以上8个方法构成了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的完整的方法体系。只有综合运用整个方法体系，才可以认为真正实施了教学过程最优化。

（四）体现在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体系中的教学规律和教学原则

巴班斯基用系统论的观点分析了教学的规律性，揭示了9条教学规律，又从中引申出11条教学原则。

①“教学过程有规律地受更广泛的社会过程和社会主义社会需要的制约，特别受社会主义社会对全面和谐发展的，能够积极参加生产活动、科学活动、社会活动和文化活动的人的需要的制约。”

②“教学过程包含在整个教导过程，教养过程、教育过程和发展过程存在着有规律的联系。”由这两条规律引申出“教学目的性原则”“教学科学性原则”“教学同生活、同共产主义建设实践联系原则”。

③“教学过程有规律地依存于学生的实际学习可能性。”由这条规律引申出教学的“可接受性原则”。

④“教学过程有规律地依存于它赖以进行的外部条件。”从这条规律引申出“为教学创造必要条件原则”。

⑤“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在作为一个整体的教学过程中是有规律地联系在一起的。”由此引申出“在教师发挥指导作用下，学生在教学中的自觉性和积极性原则”。

⑥“教学内容有规律地取决于教学任务，教学任务则反映社会的需要、科学发展的水平和逻辑、实际学习可能性和外部的教学条件。”由此引申出“教学的系统性和循序性原则”以及前述的教学的可接受性、目的性、与生活联系、科学性等原则。

⑦“激励、组织和检查学习活动的方法和手段有规律地取决于教学的任务和内容。”由此引申出“教学的直观性原则”和“依据教学任务和内容配合运用各种教学方法和手段的原则”。

⑧“教学的组织形式有规律地取决于教学的任务、内容和方法。”由此引申出“依据教学任务内容和方法，配合运用各种教学组织形式原则”。

⑨“在相应的条件下，教学过程诸成分的相互联系，可以保证取得巩固的、理解的和实效的教学效果。”由此引申出“教养、教育和发展效果的巩固性、理解性，实效性原则”。[80]巴班斯基指出，只有综合运用以上教学原则，不低估其中任何一条原则，才有可能成功地解决现代学校的任务。

巴班斯基还为上述原则的实施拟定了更为详尽的教学规则，形成了“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规则”3个层次的、操作性渐强的控制体系。这是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的重要特色。

四、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对教育科学的贡献及其影响和评价

苏联教育理论界历来重视对方法论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起方法论研究中的一个新特点就是注意到了各门学科之间以及每门学科内部日益加剧的分化与整合趋势。学者们开始研究教育学与哲学、社会学、经济学、心理学以及与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和科学地组织劳动的理论的相互关系问题。巴班斯基把上述科学的研究成果运用到教学论研究中，尤其是成功地运用了辩证的系统方法，这是苏联教学论研究史上从未有过的尝试。

巴班斯基在教学论方面的贡献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他揭示了教学的动力来源于教学的“主导矛盾”，即学生在教师的影响下产生的对掌握一定的知识、技能、技巧的需求，与学生为满足这些需求所拥有的实际可能性之间的矛盾。第二，他强调了教学的职能还包括教育和发展。第三，他提出了教学规律→教学原则→教学规则这样一个控制体系，提出了教学内容最优化的标准，拟定了方法体系及分类，提出了学生实际学习可能性的概念，强调把教学建立在这种可能性的最近发展区上。

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具有兼收并蓄的特点。他从辩证的系统—结构论出发，使发展性教学的所有研究成果都在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中占据恰当位置，通过教学过程最优化体现出发展性教学的最优效果。因此，尽管这一理论存在着优选步骤烦琐、对学生创造能力的培养不够重视等缺点，但仍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理论体系。他的论文和专著在苏联被推荐为教学领导人员的函授教材和教育工作者的学习参考书，苏联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师范院校《教育学》课程的教学大纲中列入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许多学校成功地运用了他的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他的著作被译成了多种文字在许多国家出版，产生了巨大的国际影响。

第五节 阿莫纳什维利等人的“合作教育学”理论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苏联各地涌现出一批以阿莫纳什维利（Ш.А. Амонашвили）为代表的实践型学者和学者型实践家。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进行教育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各自创立了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教育、教学体系。他们的体系虽各有所侧重，但其共同点是强调要在合作的基础上建立师生关系，强调学生既是教育的客体又是教育的主体，于是形成了“合作教育学”。需要说明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苏联社会的急剧而复杂的演变，“合作教育学”被涂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本节所研究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的“合作教育学”。

“合作教育学”的核心是师生之间的“合作”，形成“教师热爱学生——尊重学生——教师信任学生——教师严格要求学生——学生卓有成效地学习——学生信任教师——学生尊重教师——教师热爱学生”这样一种“合作”的循环。

一、师生之间合作关系的建立

苏联教育理论界曾有一种观点，认为儿童对教育的抵制，是一种客观的、符合规律的现象。“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师生之间发生冲突，这种现象是“教育的悲剧”。阿莫纳什维利（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心理科学博士、教育学研究所所长）从3个方面揭示了引起这种悲剧的原因。

第一，忠于职守的教师竭尽全力去实现由社会决定的教育目的、任务和内容，千方百计地使学生提前接近自己的未来，努力把他们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优秀人才。然而教师在这样做的时候，不考虑学生的年龄、生理和心理特点，也不考虑受这些特点所制约的学生的兴趣、需要和愿望。而学生的这些特点决定了他们更多地着眼于当前的需要。他们希望长大成人，但又缺乏足够的力量去抵制满足眼前需要的诱惑，不管这种需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因此他们往往把教师的教育活动看成对自己利益和权利的侵犯，不理解教师的善良愿望。师生之间产生矛盾，其主导方面在教师，是教师不考虑学生的特点加以正确引导造成的恶果。

第二，人有自我发展的自主要求，离开了自主性，人就不可能得到发展。而教师往往把学生仅仅当作教育的对象，看成教师要求的客体，这就必然造成师生之间的冲突。

第三，教师的专横态度，他的所谓的“严格要求，严厉管制”，把学生拒于千里之外，使学生的学习愿望逐渐淡薄，对教师缺乏好感；师生相互之间的这种态度形成了恶性循环，使“悲剧”加重。

“合作教育学”提倡通过合作来培养合作精神，同时培养学生的集体主义精神和坚定的目的性。“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师生之间的这种合作必须通过长年累月的努力才能建立起来，是在与学生的交往中产生的，而把教师与学生联合起来的关键是要转变师生之间的关系。教师必须让学生从学习的内部获得学习的动力，要使学生乐意参加到共同的学习劳动中，让他们感受到获得成功、进步和发展的快乐。“合作教育学”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它特别强调学生的“乐学”，重视让学生乐意学习，乐意参加到教师与学生共同的教学过程中来。为了使“合作”的思想不致落空，需要有一整套的教学方法予以保证。

二、没有强制的学习

“合作教育学”的核心是在教学方法中完全排除对学习的强制手段。其倡导者们认为，传统的学校教学，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种强制的过程，建立在权力主义的基础上，由负责教育孩子的成人决定孩子的努力方向和目标，学生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学到一定数量的知识，被迫接受社会强加于他的学习任务。在对孩子的压制中，“分数”起着“胡萝卜和大棒”的作用。于是教学过程就变成了两个对立面的“统一”：一方面，具有教育经验和良好高尚愿望、拥有社会给予的权力的教师强制学生学习和掌握知识；另一方面，学生似乎并不理解教师的良好愿望，把教师的行为看成对其人格和自己的真正需要的侵犯。在这样的情况下，学生的潜力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挥。“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通过自己的实践或实验，提出了一些主张和方法来实现“没有强制的学习”。

（一）自由选择的原则

针对上述造成师生冲突“悲剧”的第一个原因，“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要求贯彻自由选择的原则来克服这一矛盾。贯彻自由选择的原则就是要把来自社会的外部要求与学生个人的内在需要结合起来。他们认为，在认知活动中，学生只有在相互平等的、其人格得到尊重的基础上才能努力与教师合作。对小学生来说，为体现自由选择原则而安排的教学过程必须以下面一系列原则为基础：

①在教学过程中创造友好的、相互信任和相互尊重的良好气氛。

②必须在与儿童合作、共同做出创造性努力的条件下进行教学过程。

③必须创造条件使学生能在那些教育价值相同但主观评价不同的教材中自由地进行选择。

④必须满足儿童对日益丰富的学习活动的需求及他们的各种认识能力发展的需求。

⑤必须启发、激励儿童进行独创性的和建设性的学习活动。

贯彻“合作教育学”思想的教师们，在一切可行的场合下，都为学生提供自由选择的机会。阿莫纳什维利在自己的教育实验中，甚至让小学一年级的学生也有机会自由选择做什么习题。乌克兰顿涅茨克市教师进修学院教研员、第五中学教师沙塔洛夫（B.Φ.Шатадов）把“布置”作业改变为“推荐”作业。“布置”作业具有强制的性质，不管学生会还是不会、会多会少，都必须完成。而“推荐”作业是教师根据讲课的内容，在一定范围内确定一些题目让学生选做，题目的难易、数量都由学生自己决定，完成作业的时间也有一定的灵活性。在俄罗斯联邦功勋教师雷先科娃（C. H. Лысенкова）的班上，在做复述练习时，由学生自己选择该把哪些较难的词语写在黑板上。俄罗斯联邦功勋教师、教育科学副博士沃尔科夫（И.II.Водков）只给学生布置制作模型的任务，而如何制作、用什么材料制作，完全由学生自由选择决定。“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自由选择是发展创造性思维的捷径，即使最缺乏创造力的儿童也善于进行选择。

（二）改革对学生学习活动的评价

“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大胆地改革了传统的“打分”制度。阿莫纳什维利取消了小学中的“分数”；雷先科娃不给她的学生打2分；沙塔洛夫在遇到某个学生完不成家庭作业时，仅在班级日志上该学生掌握知识状况的栏目内做个记号。尽管他们的做法不尽相同，但其实质都是要使学生没有强制地学习，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养成学习习惯，培养对学习的责任感，发展学生的个人品质和独立活动的能力。

阿莫纳什维利认为分数对小学生来说是弊多利少，因为：

①它引导学生以获得好分数作为学习的动机，从而熄灭了获得认识的欢乐这个内部动机。

②它使没能得到好分数的学生失去自信心。

③它引起学生的嫉妒和自负心理，离间学生之间的友好团结。

④分数决定了学生在班级、家庭、社会中的地位，而学生的分数是由教师决定的，于是造成了师生的对立。

⑤分数往往成为某些教师手中“制服”学生的鞭子。

⑥它导致学生为获得好分数而死记硬背。

基于这种认识，阿莫纳什维利在自己的小学实验班中开展了“没有分数的教育”，用“评价”取代“打分”。阿莫纳什维利认为，传统教育从整个学习活动结构中排除了评价这一因素。学生从一开始就没有进行评价的职责，评价完全由教师来承担。全部教学活动的最终结果是分数。分数是教师的愿望和权力的具体体现。阿莫纳什维利把评价看成学习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一种具有特定目的的认知活动。教师和学生都是评价的主体，评价包括师生的共同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学生集体的评价。在评价过程中，学生获得新经验，完善为达到目的而采用的方法，预防或及时改正错误。评价不是教学过程的结束，它是伴随着教学过程的所有阶段进行的。当需要检查已经完成的或即将进行的具体的智力的和实际的操作及其结果是否正确时，评价尤其有效。

三、提出困难的目标和超前学习的思想

“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为了保持合作精神就必须向学生提出尽可能复杂的学习任务，并使学生相信自己有能力完成这一任务。因为把学生联合起来的正是对自己能力的这种信心，没有普遍的奋发向上的求知欲，就很难达到合作。

与上述思想相联系的就是超前学习的思想。沙塔洛夫超前一两年完成教学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沃尔科夫向小学一年级学生布置通常应由高年级学生完成的作业。雷先科娃把近景与远景结合起来对学生进行训练，改变了一般教师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即只懂得“昨天”和“今天”）的做法，把“明天”引进了课堂中。在她的课上除了复习旧课、讲解新课外，还安排出一些时间让学生学习将在50堂课或100堂课以后学习的教材。这是一种顺便地、在不知不觉中逐步提前学习一些困难的课题，使学生逐步接近目前所学习的教材的一种方法。在此过程中雷先科娃为所有的学生都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去磨炼自己的思维能力。这样做可以循序渐进地学习所有的东西，保证完成一切必不可少的过渡步骤，由最简单的过渡到中等的，再由中等的过渡到最复杂的。

四、给学生提供学习依靠点的思想

在任何一个班级中，学生的能力都不可能是一样的。“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反对把学生按能力进行分组，也不赞成对不同能力的学生布置不同难度的作业，尤其反对对低年级学生进行补课。总之，他们反对一切能引起儿童猜疑（怀疑教师把自己看成差生）的做法。他们通过各自的实验都提出了要给学生提供学习依靠点的思想。虽然各自的做法不同，但原则是相同的，即要给学生的学习提供一个依靠点，即引导性的叙述线索、解题的规则和方法，使能力最差的学生也能流利地回答教师的提问，同时又不影响全班学生的学习，也不打乱课的进程。为学生提供学习依靠点的目的只有一个，即尽可能地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合作教育学”的一个必要前提就是要使思维能力最差的学生也能得到发展。

（一）纲要信号

这是沙塔洛夫的创造。纲要信号就是一种由字母、单词、数字或其他信号组成的直观性很强的教学辅助工具，它通过各种信号提纲挈领、简明扼要地把需要重点掌握的知识表现出来。沙塔洛夫认为，学习过程就其本身内容而言，就是从多方面来掌握、巩固和实际运用处理纲要信号的技巧的过程。纲要信号主要有4个作用。第一，有助于学生剔除不重要的细节，把握教材的要点，在理解的基础上记忆，大大减轻学习负担。第二，教师借助于纲要信号可以把课讲得生动活泼、趣味盎然，更好地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第三，为贯彻理论知识起主导作用的原则创造了条件。第四，适应科技迅速发展的形势，把新知识及时纳入教学中。总之，纲要信号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既加强了学科自身的系统性和连贯性，又密切了学科之间的相互联系。[81]

（二）依靠性示意图表或卡片

雷先科娃认为，依靠性示意图表或卡片在她的课上起着推动力的作用。所谓依靠性示意图表，就是教师利用表格、卡片、拼字板、平面图、素描画，乃至算盘珠和刻度尺等示意工具，把在讲解教材时产生的结论当着学生的面显示出来，让学生在听教师讲课时亲眼看到推导的轨迹。这种工具能加深学生的理解，直观地训练逻辑思维能力，还能大大节省时间。雷先科娃特别强调，依靠性示意图表一定要在课堂教学的过程中引进，千万不可将它们像宣传画一样挂在墙上，变成一种司空见惯的东西。而且，在使用这种图表时一定要进行评论，予以控制。

五、大单元教学的思想

“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对教材做了综合处理，把学生要学习的所有章节结合为一个统一的大单元，这些章节也就不再是原来学科中的独立成分。根据实现学科间联系的原则，他们从不同的知识领域、劳动种类里挑选几十个章节，把它们结合成一个大单元。从这些章节中找出关键性的、基础性的问题，即找出与所有章节或若干章节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法则、规律、解题的规则和原则等，这些问题的学习和掌握，是在完成实践作业的基础上，同时地、平行地、相互联系地进行的。实现大单元平行教学能充分利用教师的专业知识，使教师的工作名副其实地成为创造性的工作；它还能增加所学教材的容量，大大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它能把新东西有机地吸收到所学教材的内容中；它有利于确立教材之间的逻辑联系，突出主导思想，并向学生阐明主导思想，几十倍地提高教学效果。

六、集体的创造性教育和创造性自治

苏联教育科学院院士、教育科学博士伊凡诺夫（И.Л.Ивапов），深入地研究了集体的创造性教育的思想，并把这一思想贯穿在由他创建的闻名全苏的“伏龙芝公社”和“马卡连柯公社”中。公社教育方法的宗旨是：训练从一年级到毕业班的全体学生从事集体的公益性的创造活动，目的是培养集体主义者。“人人都创造，不创造者靠边站！”成了公社成员的座右铭。

创造性自治是“合作教育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创造性的自治，也就没有集体的教育。实施创造性自治的主要原则有三项。

一是充分信任。根据“合作教育学”的思想，学校是由教师与学生共同管理的。对学生集体的任何工作，教师都要予以充分的信任。

二是开诚布公。除非可能会使学生或教师受到侮辱的问题外，班级和学校生活中的一切问题都应毫无例外地由集体予以评价。

三是班干部轮换制。创造性自治的一个特点是在集体中没有发号施令的长官，没有主动与被动之分。全体学生都学习担当组织者和执行者，成为集体主义者，在集体中形成的不是简单的“领导者—服从者”这样的直线关系，而是复杂的合作关系。在轮换班干部时教师要对新手进行训练，不能放任自流，自治体系促进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密切交往与合作。

综上所述，“合作教育学”的宗旨是，使儿童深信他将获得成功，教会儿童学习，不允许任何一个儿童掉队，也不允许任何一个儿童意识到自己落在同学的后面，使最没才能的儿童也得到发展。“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认为，用“合作教育学”的方法，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自己的个性受到尊重，感受到教师对他的关怀，同时也能激发起儿童的社会责任感。他们认为，在合作的气氛中成长起来的儿童，人人都善于思考和热爱思考，思考的过程对他们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宝贵财富；人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人人都有组织工作和交际的才能；人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树立了为人们造福的明确目标；人人都有创造的才能；人人都具有社会责任感。“合作教育学”的倡导者们都强调师生之间的合作；强调教师不仅本人要勇于创造，还要积极引导学生进行创造；强调既要按社会的需要和要求培养人才，又要保证每个学生自身的发展，即强调教育的双重功能；强调每个教师都要有高超的教育艺术。所有这些在教育学上都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1]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毕淑芝等译，见《育人三部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11页。

[2] 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叶玉华译，见《育人三部曲》，第678页。

[3]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5页。

[4]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9页

[5] 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见《育人三部曲》，第678页。

[6]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赵玮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3页、第23页。

[7]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肖甦，诸惠芳译，见《育人三部曲》，第494页。

[8]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95页。

[9]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96页。

[10]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97～498页。

[11]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0页。

[12]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4页。

[13]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6页。

[14]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7页。

[15]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7页。

[16]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07页。

[17]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56页。

[18] 苏霍姆林斯基：《和青年校长的谈话》，赵玮等译，上海教育出版社1983年版，第155页。

[19]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217页。

[20]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17页。

[21]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17页。

[22]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92页。

[23]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257页。

[24]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11页。

[25]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17～18页。

[26]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80页。

[27]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289页。

[28] 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见《育人三部曲》，第736页。

[29] 苏霍姆林斯基：《给儿子的信》，见《育人三部曲》，第459～461页。

[30] 苏霍姆林斯基：《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周蕖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61页。

[31]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34页。

[32]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109页。

[33]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173～174页。

[34]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398页。

[35]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110页。

[36] 苏霍姆林斯基：《帕夫雷什中学》，第424页。

[37]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57～558页。

[38]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59页。

[39]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06页。

[40]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05页。

[41]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07页。

[42]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565页。

[43]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08页。

[44]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11页。

[45]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12～613页。

[46]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18页。

[47]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19页。

[48]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21～622页。

[49]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28页。

[50]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35～636页。

[51]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260页。

[52]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96页、第636页。

[53]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97页。

[54]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641页。

[55] 苏霍姆林斯基：《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见《育人三部曲》，第275页。

[56] 苏霍姆林斯基：《公民的诞生》，见《育人三部曲》，第421页。

[57]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杜殿坤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版，第18页。

[58]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0页。

[59]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1页。

[60] 赞科夫：《论小学教学》，俞翔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0页。

[61] 俞翔辉等：《赞科夫新教学体系及其讨论》，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45～46页。

[62] 赞科夫：《教学论与生活》，俞翔辉等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年版，第25页。

[63] 赞科夫：《论小学教学》，第23页。

[64] 赞科夫：《论小学教学》，第20页。

[65] 赞科夫：《和教师的谈话》，杜殿坤译，教育科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48页。

[66]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21页。

[67]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23页。

[68]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3～44页。

[69]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5页。

[70]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5页。

[71]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8页。

[72]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49页。

[73]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50页。

[74] 赞科夫：《教学与发展》，第51页。

[75] 巴班斯基：《教育学》，李子卓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第275页。

[76]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张定璋等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84年版，第58～57页。

[77]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第2页。

[78]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第56页。

[79] 巴班斯基：《教学过程最优化——一般教学论方面》，第2页。

[80] 巴班斯基：《教育学》，第181～183页、第191～204页。

[81] 关于沙塔洛夫的纲要信号，可参见况平和：《让学生从学习重负中解放出来——沙塔洛夫教学法评介》，人民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


第二十七章 20世纪后期欧美的新教学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欧美教学思想的发展进入了一个空前活跃的时期，各种新观点、新理论及其相关的新教学实验纷纷出现。本章主要分析和评论这一时期欧美新教学思想的主要特点，以及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理论、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理论以及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它们和其他教学思想一样，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教育的改革新潮在教学论领域中的反映，也是战后世界性的教育改革在教育思想领域取得的丰硕成果。

第一节 20世纪后期欧美新教学思想的主要特征

一、20世纪后期欧美新教学思想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

20世纪后期欧美一系列新的教学思想成果，主要是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那次教育改革中取得的。一系列教育改革实践中的经验教训和指导思想上的偏颇，直接提供了新教学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和理论前提。

众所周知，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巨大变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科学技术和科技人才受到了空前的重视。各国政府在大幅度增加教育投资发展教育事业的同时，也在课程和教学方式上大力进行改革。但当时由于过快地加深教材的难度和分量，导致了学生负担过重，严重地挫伤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学习信心，也影响了学生的健康，甚至在学生中产生了强烈的抵触情绪；一些学科的前沿知识移入教材，但却由于过分强调了学科的结构性、系统性、理论性等，忽视了日常生产生活基本知识和基本能力的培养，教育与社区生活严重脱节；加上受教育机会因种族、性别和地区不同而形成的不平等现象日趋加重等原因，引起了社会舆论的抗议。因而，如何在课程内容实现更新的情况下，既能大大提高教学效率又能保证儿童轻松愉快的问题就提在了教育工作者的面前，促使人们在教学方面加强进行思想探索和实践探索，推动了新教学思想的形成。

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教育改革之所以出现上述问题，与当时流行的科学主义、人力资本理论以及方法论思想上的偏颇有关。

教育上的科学主义思潮随着工业革命兴起开始萌发，到19世纪，已经在教育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占统治地位的、稳定的教学模式。它以具有独立形态的“学科”为基准组织教材，目的是教给学生系统的学科知识。在教育和教学的组织上，以工业化大生产模式为榜样，学校实行严格纪律下的集体教学，教学的核心组织是班级，主要的方法是读书。为了像工业生产那样提高教学的效率，各门知识按照不同年级的水平加以编排，相互接续，形成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教学“生产线”；同时也像一般的工业生产过程那样，以检测（考试、测验）来淘汰“不合格产品”。而最终以“产品合格证书”表明教育和教学的完成。在这样严格“科学化”的教育和教学中，纪律、分数、升留级、证书、学位等是重要的管理手段，儿童的自然天性和个性完全被排斥在教育的过程之外。同时，这种教育和教学还助长了“学历主义（credentialism）”的流行——学历比其他因素更能决定一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它的畸形发展，将学校变成了一个确定等级的“筛选”机构，它所引发的激烈的升学竞争，导致了对儿童身心的压抑和摧残，违背了教育的本来宗旨，牺牲了真正的教育。

为工业化发展服务的“人力资本理论”则把教育行为视为一种经济上的投资活动，它一方面揭示了教育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功能，确认了教育对经济增长的意义，很快成为许多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但另一方面，这一理论仅仅注意教育的经济作用，而对当时西方社会发生的一些重要政治问题（例如，漫长的越南战争引发的美国国内及世界性的反战情绪；和平运动高涨；种族和民族问题引起的越演越烈的斗争；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大批青年失业；人权运动、妇女运动、青年运动的此起彼伏等），“人力资本理论”对此束手无策。

“人力资本理论”所面临的问题实际上是20世纪60年代“科学主义”盛行、人文精神失落所造成的一种结果；而“人力资本理论”所暴露出来的弱点，则说明了“经济至上”主义的局限性。它们都不是解决一切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结果，教育上的科学主义思潮受到了挑战，人文主义思潮则在此时逐渐抬头，成为新教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强大推动力量，众多包含人文主义因素的教育和教学思想逐渐兴盛起来。

人本主义在教育思想界的代表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有美国的奥尔波特和马斯洛，在70年代以后有德国的弗洛姆和美国的罗杰斯。人本主义教育思潮以人本主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主张教育培养心理健康、富于创造性、能够“自我实现”的人。为此学校必须提供良好的环境和教学条件，营造促进学生学习和成长的心理氛围。罗杰斯批判以往的教育以教义为中心，或以知识、以教师、以课堂为中心等，认为它们几乎消融了人的自我意识，培养了只会按照别人的标准去感受、去思维、去行动的人。他进而提出了“以人为中心”的教育主张和“非指导性教学法”，从而对此前人本主义性质的教育和教学改革做出了概括并上升到一个新的理论高度。教育上的人文要求在20世纪60年代及其以后的教育改革中，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过分强调科技因素的倾向，缓和了教育只培养“科技人”“经济人”的弊端，受到了社会的广泛重视。

总之，20世纪后期随着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生产力的迅速提高，人的知识基础和人文素质的高低在社会发展中的影响越来越大。为了解决人类知识总量迅速膨胀与人类个体掌握知识的数量、时间都极其有限的矛盾，同时为了解决学生科学知识的增加与智力、能力乃至思想品德的提高二者之间的矛盾，人们在教学领域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不断探索和研究，从而获得了许多新的教学思想成果。

二、20世纪后期欧美新教学思想发展的主要特征

由于注重科学知识的学习与人文精神的培养相结合，在教学理论的创新中注意吸收了人本主义的思想要素，所以人文精神的凸显，成为这一时期欧美新教学思想的第一特征。它具体表现在以下3个方面。

第一，提升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视教学为双边过程。传统的教学理论主要论述教师的教学，只研究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活动，忽视对学生学习过程的研究；同时它只注重知识本身和教材的组织，不注意研究教育的对象。这一弊病虽然受到20世纪上半期进步教育运动（或新教育运动）的冲击，但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科学主义的抬头，新传统主义的教学理论仍然没有将学生放到应有的教学地位上，如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问题仍然没有解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的新教学理论从学生心理发展和人格维护的角度，论证了教师传递知识与学生获取知识相结合、相统一的必要性；强调了教学过程中学生自身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并从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这一角度出发，加大了对学生学习方法的研究力度，表现出既讲求改进教师的教法，又注意指导学生改进学法的特征。

第二，着力培养学生的学习能力，突出教学的可发展性。新教学理论不仅维护学生的人格和心理在教学过程中的地位，而且尤其注重培养学生“学会学习”，提高独立钻研能力，为学生离开教师以后能够继续自我发展打下可靠的基础。这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新教学理论的特点之一。除了布鲁纳的发现教学、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教学法”等之外，还有其他如沙塔洛夫“纲要信号法”、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法”等，所有这些教学思想都无一例外地把发展学生的智力和培养学生的能力放在重要的位置上，把培养学生独立获取知识和运用知识的兴趣、能力、意志和习惯作为教学论研究的重要内容，要求在教学中贯穿对学生的启发和探索精神，并以指导学生学会如何学习作为重要的指导思想。新教学思想将这种要求看成教育青年适应未来社会的重要对策之一。

第三，注意学生非智力因素的养成和利用，重视教学过程中的情感因素。新教学思想的一个共同点，就是非常注重激发学生轻松愉快的情绪体验，培养学习兴趣，进而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正确的学习态度，更好地掌握知识、发展能力。在众多新教学理论中，最为重视学生的情感表现在教学过程中的作用、并着意加以运用的，当属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洛扎诺夫“暗示教学法”的基本思想就是让学生在没有任何精神压力的轻松愉快的气氛中学习，强调情绪的最大限度地放松。它充分利用情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不使学生感到任何紧张的条件下，大幅度提高教学效率。

当代新教学理论之所以注重情感及学生的其他心理活动在教学中的作用，同近十几年来生理学、心理学的研究取得长足进展有很大的关系。心理学的研究表明，人类的学习与情感活动密不可分，倘若在认识过程中带有消极的情绪，就会抑制认识活动的进行，使智力活动受阻，反应就变得迟钝。这些研究成果使人们强烈关注情感因素在教学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从而开始考虑如何把知识的掌握、智力的开发、非认知因素的优化等方面不可分割地统一到教学过程中，使它们相互促进。为此，新教学理论都十分强调设置良好的环境和积极的正面引导，以便用良好的感情体验带动智力的良好发挥，提高教学效率；另一方面，也注意将学习结果及时反馈给学生，以达到及时强化的目的。凡此都表明教学理论的发展已经进一步建立在对人自身的科学研究成果之上了。

从以上几点可以看出，尊重学生在教学中应有的地位，重视可发展性，重视个性心理特征及其发展要求等，是新教学思想中人本主义的重要体现。这种教学理论中的人本主义，并不排斥对学生的知识教育和道德要求，相反，它期望更有利于这些要求的实现而又不局限于这些要求，期望促进未来的教育和教学更好地把科技的要求和人文的（包括道德的）要求结合起来，促使教学改革沿着合理的方向前进。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美新教学理论的第二个方面的特征，是它对传统教学思想的借鉴、吸收和综合。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当代新教学理论注意吸收传统教学思想中的合理部分，在方式方法上更为重视多种优化组合，达到教学的综合性效果。系统论告诉我们，世界上各种事物或过程，并不是杂乱无章地堆砌在一起的，而是分属于大小不同的系统，这些系统又是按一定的规律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结合在一起的。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样由各个部分（子系统）组成的有机整体的功能已经超过了组成它的各部分功能相加之和，这个整体已经变成了一个具有新质的系统。新教学理论运用系统论的这些新观点于教学的研究之中，注意有机地综合与教学相关的各种观点、方法，使其发挥单个因素所不能发挥的整体功能。以“暗示教学法”为例，它主张在教学中运用教师的朗读和讲授，学生听讲以及练习，同时还倾听美妙动听的音乐、做各种轻松愉快的游戏等多方面的手段。表面上看，它较之传统的教学方法并没有多少不同，然而它却能够取得比传统方法更好的教学效果。原因就在于对它们进行了符合教学规律的科学组合，发挥了各种教学手段有机综合后的整体功能。这种体现教学整体性、综合性的特点，是众多新教学思想的共同趋势。

第二，当代新教学理论糅合看似对立的一些教学观念，更为科学地分析了一些教学思想中的重要问题，加大了理论深度。过去的一些教学理论，由于研究者的思想方法不同、研究问题的角度不同等原因，在一些教学问题上产生了不同的见解乃至完全相反的意见。新教学理论则体现出将一些重要观念进行糅合的综合化趋势。例如，德国的范例教学法除了主张教学与教育的统一、学生与教材的统一等之外，发展到后来，克拉夫基将“形式教育”和“实质教育”的观点加以融合并上升为“范畴教学理论”，还进一步具体化为“教学论分析”的方法。其他如教学必须适应社会要求抑或必须适应学生心理的问题、教学的统一计划与多样选择的问题、发现学习与接受学习的问题、集体教学与个别教学的问题等，在许多新教学思潮的理论中都有兼顾、糅合、统一的趋势。

除了上述两大方面的特点以外，一些新教学理论还在研究的方法论和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具有趋同的倾向。例如，在方法论方面，现代的控制论、系统论、信息论的一些基本原理（如反馈原理等）都成为各派教学理论研究的共同指导思想；在具体的研究方法方面，各派代表人物都越来越多地注意教学实验和教学调查；新的科学手段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使得利用电脑、利用互联网等现代化手段搜集观点、储存和分析资料等成为可能。可以肯定，这些也是21世纪教学论研究方法的大趋势。

新教学理论的上述特征和发展趋势的出现，是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生产力高度发展、人类的自我意识不断增强的反映，是当代社会追求高效而大量地培养知识人才，又追求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的要求所致。新教学理论既着眼于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教会学生学习，又借鉴、继承和完善历史上形成的各种“教”的理论，较之过去的教学思想更加完善，但我们仍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认识和分析它们，为我们的教学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第二节 洛扎诺夫暗示教学法

“暗示教学法”又称“启发式外语教学法”“洛扎诺夫教法”等。其创始人乔治·洛扎诺夫（Georgi Lozanov，1926—2012），原是保加利亚研究精神病治疗的心理学家、心理学博士。暗示教学法是洛扎诺夫20多年的实践和研究成果。

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研究正式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知识的增加已成“爆炸”趋势，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浪潮席卷各国，传统的教育和教学思想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和批判。暗示教学法作为这一背景中出现的新教学思想，也具有强烈的时代针对性和批判性。

洛扎诺夫曾经指出：“在科学和技术发展迅速的今天，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也在国与国之间不断地增长，人类于是在消化有用而且必需的信息上遇到异常的困难。克服语言障碍，加速消化科学和技术成就，这是传统和现代的教学法都找不出解决办法的问题。因而要求有一条通向教和学的新途径，否则，我们的这个世界就迎合不了今天和明天的需要。”[1]

他还认为，传统教学只注重理性的、逻辑的、有意识的心理活动，忽视无意识心理活动和情感等在学习中的作用，因而极不符合人的心理活动规律。传统教学在忽视学生无意识心理活动、低估学生的学习潜力的认识基础上，在教学内容上只重视现有课本上的知识内容，在教学方法上只注重用灌输的方法迫使学生学习，造成了学生长时间的心理紧张，产生厌学心理，将学习变成了沉重的精神负担。凡此，都极大地妨碍了他们去学会更多的知识，妨碍了他们学习潜力的发挥。传统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既不符合人类的心理特点，也不能适应现代“知识爆炸”的大势，必须加以改革。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就是从对人类的心理活动的研究出发而产生的新的教学思想。它注重采用各种暗示手段，激发学生的心理潜力，达到提高学习效率、加速学习进程、促进自我发展的目的。

一、暗示教学法的理论基础

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是在他的心理暗示理论和无意识理论的基础上提出来的，而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理论又是其暗示理论的基本前提。

（一）无意识心理活动

所谓无意识心理活动与人类的其他心理活动一样，都是一种心理现象。众所周知，人类活动的显著特点就是它的意识性，或者说是自觉性。也就是说，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绝大多数活动都是自觉的、有目的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与之相伴随的也有一些活动是自动进行而不假思索的，是不自觉地或者基本上不自觉地进行的。例如，一个钢琴家在演奏曲目时的活动当然是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但是他的手指打击琴键的活动则是自动化了的无意识活动。人的心理活动也和人的肌肉活动一样，其中也同样存在着无意识的部分，这就是无意识的心理活动。洛扎诺夫说：“每一思想、感情、知觉等心理活动，其中除有一个清晰而居中心的经验总和外，总有一个居在背景的、模糊而外围着的经验系列与之平行着。”[2]例如，就“注意”这一心理活动而言，听话的一方注意力集中于说话者所说的内容，是有意注意，是“注意”这一心理活动的中心；但同时他也在无意识地注意着说话者的表情和态度，但它只处于注意中心的外围，是模糊地感受着的，是前者的陪衬。又如，在情感性的心理活动中也存在着无意识的现象：同样一件事情，发生在这个人身上会使你立即产生同情的感情，而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会使你立即产生厌恶的感觉，这些心理感觉往往都是很快地不假思索地发生的，是不自觉地和无意识地产生的，是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结果。同样，在人的记忆、想象等心理活动中也都有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存在。无意识心理活动还包括睡眠中梦境的产生，对一些刺激所产生的瞬间思想反应和冲动等。实际上，无意识活动也是现实世界在人脑中的一种反映。

无意识活动（包括无意识心理活动）对于人的行为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洛扎诺夫甚至认为一切意识都建立在无意识的组合上，一切意识活动都是以无意识活动为基础的。原因在于，居于意识中心的有意识心理活动总是和居于中心外围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同时出现的，它们都是人类复杂生活过程中所不可缺少的心理活动。它们之间始终存在着这种中心和外围的“两重水平”的交流。当处于中心的有意识活动发生偏移的时候，处于外围的无意识活动往往就会进入中心位置，成为有意识的东西。所以，无意识的心理活动往往就是有意识活动的一种准备，影响着有意识活动的形成和质量。例如，不少作家、科研工作者常常产生的“创作灵感”，就是无意识心理活动参与的结果，它往往能解决长期冥思苦想而不得其解的问题。可见即使是理性的发明或逻辑的构思这类复杂的思维活动，也往往少不了无意识活动的某些影响作用。洛扎诺夫认为，人类的学习活动依靠大脑两个半球的协调活动，依靠理智活动和感情活动的统一，依靠大脑中始终交织地进行的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统一，只有当这两种心理活动达到高度和谐的时候，人的思维活动才会产生最好的效果。

（二）暗示理论

鉴于无意识心理活动在人的认识过程中的重要性，以及传统教学对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忽视，洛扎诺夫认为教学过程中必须把充分调动学生的无意识心理活动作为最重要的任务，最大限度地挖掘学生的认识潜力。而要有效地调动和利用无意识心理活动，最好的方法就是使用心理暗示。洛扎诺夫以现代生理学和心理学为基础，首先研究了暗示理论，并于1971年正式提出了“暗示学”的思想。

所谓暗示，是指在非对抗态度的条件下，用非直接的、含蓄的或对方不能明显感觉到的方式和方法，对人的心理和行为施加影响。活动中的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周围事物或他人的各种暗示，从而在思想上或行为上按所暗示的情况有所表现。例如，接受一定的看法或信念，按一定的方式行动等。所以人是可接受暗示的生物。而人的这种可接受暗示的特性，是建立在无意识心理活动积极性之上的。或者说，暗示是通过各种无意识心理活动而产生相应的结果的。暗示对于心理的影响的主要特点，是它较之语言的、逻辑性的教导对心理的影响更为直接，更为自动，常常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作用。

洛扎诺夫认为，人不能脱离环境而成长，环境所给予的暗示是人成长的重要推动力量之一。环境包括自然、地理、历史、学校、人物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们都是在不知不觉之中对我们发生着影响。暗示机制既存在于人和物之间，也存在于人和人之间，就连人们的相貌、说话的声音、语调、身体的姿势等，都会在不知不觉之中对我们发生影响，构成某种暗示。环境就是这样用各种方式来刺激人们的感官，人们不断地做出反应，于是就渐渐地养成了人们的习惯，乃至形成一种观念并转化为一定的行为。而这些影响大多数都是在不知不觉中或者意识并不太强的情况下发生的。我们的心理就是由这些暗示的刺激而进行活动的。所以，洛扎诺夫认为，人的这种可暗示性“是人类个体之中一种普遍的品质，由于它，才使人和环境间的无意识关系发生作用”。[3]当然，各种暗示所发挥的作用也可能相互抑制、相互抵消。但不论如何，环境对人的暗示作用无处不在，因此也必然存在于任何教学过程之中，于是教师就可以通过暗示的方法，调动学生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并与有意的心理活动相配合，提高教学效率。

暗示学虽然是以研究无意识心理为主的，但并不是说有意识的、理性的心理活动就可以完全不加考虑。实际上，有意识与无意识是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总是互相伴随、互相影响、互相转化的。暗示学要研究的内容包括如何协调好它们之间的关系，使它们相互促进。

洛扎诺夫的暗示学理论还认为，人的心理能力和生理能力虽然是人类普遍具有的能力，但是这些能力中的大多数仍然未被很好地开发和使用，无意识心理能力就是这种未被充分使用的潜在能力之一。因此，人类仍然具有巨大的生理潜力和心理潜力，可以而且应当不断进行这种潜力的开发。历年来奥林匹克运动会世界纪录的不断刷新，就是人的生理潜在能力不断被挖掘的结果。而世界著名国际象棋大师科尔塔诺夫下盲棋的对手数量由34增加到56的事实，则是人的心理潜在能力不断被挖掘的例子之一。暗示学的实验研究证明，身心健全的人的生理潜力和心理潜力都有继续挖掘、发挥和运用的余地，而如何运用各种暗示手段，则是充分调动人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发挥人的各种潜在能力的关键。

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就是建立在上述暗示理论和无意识心理活动思想的基础上的。它运用心理学、生理学以及精神治疗学等有关专业知识揭示人的心理发展规律，主张改革教学环境，使学生在精神轻松愉快、毫不紧张的心理状态下进行学习，并力图通过暗示的方法，激发和利用无意识心理活动，建立学生的无意识心理倾向，并将各种无意识组合起来，使无意识与有意识达到高度的协调，并使之充分发挥整体功能，以此最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心理潜力，提高教学质量。

二、暗示教学法及其教学原则

洛扎诺夫认为，暗示教学法的目的和任务，就是在教学中“创造高度的动机，建立激发个人潜力的心理倾向，从学生是一个完整的个体这个角度出发，在学习的交流过程中，力求把各种无意识暗示因素组织起来”。[4]而要通过各种暗示手段，在课堂上充分调动学生的无意识心理活动，则必须遵循3条主要的原则。

（一）愉快而不紧张的原则

洛扎诺夫认为，创造愉快而不紧张的学习气氛，是利用无意识心理活动开展教学的必要条件，因为只有消除心理上和生理上的紧张，才能避免不必要的精力消耗，避免无效劳动，人的思维活动才能达到最活跃的状态。因此，这个原则就是要使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自始至终感受不到任何外部的精神压力，保持积极愉快的情绪，将学习看成满足求知欲和情感需要的一种快乐，集中精力、增强信心，避免出现对于学习的枯燥无味的感觉和消极对待的态度，而不愉快的事情往往在无意识中就为知觉所抵制。因此，凡是被学习者意识到不愉快的事，总不如被他认为愉快的事记忆得更迅速、牢靠。这实际上是十分明显的事实，但人们往往视而不见，将学习一概看成极为严肃的艰苦过程，甚至认为营造轻松的气氛不利于学习，而有意加重紧张的气氛，从而扼制了无意识心理活动的积极作用，影响了学习效率的提高。

（二）有意识和无意识统一的原则

洛扎诺夫认为，只有当有意识和无意识得到和谐统一的时候，学生的个性特征、记忆力、理解力、想象力等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传统教育在教学中只顾有意识而忽视无意识，只顾理性的约束和推动而不顾感情的参与和催化，甚至完全无视无意识的存在，无视情感、想象及其他心理活动中的无意识存在。暗示教学法要求正视各种无意识心理活动的存在，并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把学生看成同时具有有意识和无意识心理活动的整体，看成既有理性又有情感活动的个性整体，充分而巧妙地利用各种暗示的方法，发挥学生大脑左右两半球的功能，利用无意识心理活动和情感在学习中的积极作用，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三）暗示相互作用的原则

暗示的相互作用，是指建立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信任、相互尊重的和谐关系，以利于学生的暗示可接受性与教师的暗示主动性的相互交流与配合，和各种暗示手段、方式、作用和结果的相互协调配合。它要求教师善于建立和维护与学生之间的亲密接触，从而通过这种良好的师生关系，方便地暗示和引导学生的情感及其他无意识心理活动，并使之与有意识的活动趋于一致，使学生更好地接受知识，提高教学成绩。

洛扎诺夫认为，以上3条基本原则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可分割。它们既适用于成人的暗示教学，也适用于儿童的暗示教学，既适合于外语教学，也适用于其他学科的教学。它们将使得教学过程成为一个始终轻松愉快的过程。

三、暗示教学法的基本途径和具体方法

洛扎诺夫的暗示教学法主要通过3条基本途径来实现。

一是心理的途径。就是从学生的个性出发，建立诱发学生心理潜在能力的外部环境，消除学生的任何紧张心理，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这就要求教师遵循心理学理论的指导并接受相应的实践训练；充分认识无意识心理活动在学习过程中的重要性；同时在教材、教学组织和设备等方面，也要依据心理学进行相应的改变。

二是教育的途径。就是按问题重新编排知识容量很大的教学单元，同时在尊重学科特点和保持整体逻辑的前提下，加强教学的情感—暗示效果。这就要求教师破除知识只能一点一滴地接受这一传统教学观念，并用跨学科的观点来修改和重组教学内容，同时善于借用愉快的氛围、变化的情境、快速的节奏进行高效率的教学。

三是艺术的途径。就是通过各种艺术形式及手段与教学内容的有机结合，创造轻松适宜的学习气氛，增强暗示的效果。这就要求教师了解各种艺术形式，善于搜寻、利用和创造各种艺术产品并把有关教学内容的基本原理和规则系统与它们联系到一起，从而取得心理上和教学上的良好效果。艺术的途径不是仅仅为了放松情绪，也起着对态度、动机等方面的暗示作用，还可以促进学生对教学内容的理解和记忆。之所以有这样的效用，是因为艺术是直接诉诸直觉和感情的，是接受外界影响和暗示的最广泛而快捷的途径。

在上述3条途径中，具体的暗示方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是环境暗示。就是正确地设置教学的外部环境，以此排除因环境造成的情绪和肌肉紧张，对学生产生一种愉快轻松的心理暗示，形成一种“假消极状态”，诱发学生潜在学习能力的发挥。洛扎诺夫主持的暗示研究所所布置的教室环境是：教室四周的墙壁上有壁画，窗上有雅致的窗帘，地上铺有地毯。除了精致的家具外，学生的座位是放在教室中间排成弧形的软椅；弧形的对面也是一把软椅，是教师的座位，座位旁边放着两盆花草盆景，座位的后面是黑板，黑板上装有两个喇叭，天花板上挂下两个话筒。整个教室布置得十分雅致，好像一间宽敞的休息室一样。优雅的环境有利于消除紧张气氛，给学生一种轻松的暗示，有利于学生的身心健康，有利于注意力的集中、记忆力的增强、学习效率的提高。

二是权威暗示。就是利用人们对各类权威（人物、事物、机构）的崇信心理，使学生获得对某教学内容的重要性的暗示，引起学生的重视和高度注意，从而产生较好的学习效果。暗示学研究所曾经将水平相近的若干学生分成两组，让他们朗读同一首诗。对实验组，在朗读前告诉他们这首诗是保加利亚最著名的诗人耶沃洛夫写的，从而形成一种权威暗示；对另一组，不告诉他们这首诗是谁写的。两组学生朗读后，让他们立即默写，结果实验组的记忆成功率是56.6%，后一组仅为30%。后来的又一次试验更加强化权威暗示，要学生默写刚刚听过的诗文，结果实验组平均记忆成功率达98.5%。可见，利用权威而实现的暗示力是很强的，有增加学习者注意力和加强记忆力的作用。

三是声音暗示以及各种综合艺术暗示。就是把教学内容的基本原理和规则与音乐、戏剧、舞蹈乃至电影等综合艺术形式联系起来，使学生产生丰富的想象和联想，从而产生良好的教学效果。其中声音—音乐暗示，就是在上课时常常伴以音乐或悦耳的鸟鸣声以及自然界其他各种动听的声音，使学生的大脑和身体各部分放松，产生一种“假消极状态”——表面上是在欣赏音乐而处于消极的学习状态，实际上联想、观念、情绪都在起伏，接受着强烈的暗示，学生在无意识中学到了应学的东西，并且效率高、记得牢固。例如，在洛扎诺夫主持的英语学习班上，教师在介绍完课文后，就宣布音乐会开始。通过音乐，以各种方式不断重现课文内容，使学生在没有疲劳感觉的情况下高效率地获得知识。

此外，暗示教学法还要求教师具有极其诚恳的态度，并保持这种态度与教材、课堂环境、教学过程的组织等方面的高度和谐；教师还要注意自己说话的语调，并使教材的介绍和整个教学过程具有明显而较快的节奏；等等。

四、暗示教学法在具体学科中的运用

根据暗示教学法的上述原则和方法，洛扎诺夫等研究者还在一些具体学科的教学中设计和实践了适应不同学科的教学方式和步骤，进一步检验和丰富了暗示教学法的理论。例如，暗示研究所曾开办过一个为期25天的英语学习班，该班学员是完全不懂英语、年龄和职业各不相同的12个保加利亚人。所用教材为长度相等的10篇课文，每篇课文后面是语法（以英、保两种语言的对比分析为基础），总共包括近2000个单词和短语。每天上课3小时。

第一天，教师先让每个学生重新设定自己的社会角色——确定新的姓名、籍贯、年龄和职业等；然后给学生发课本，再对第一篇课文逐段地进行有表情地朗读、用保加利亚语讲解内容和语法问题。

介绍完课文以后，教师宣布音乐会开始：第一阶段是“积极音乐会”——在海顿的交响乐中让学生集中注意力听教师充满表情地朗诵学习过的课文；第二阶段是“消极音乐会”——在高雷利的协奏曲中教师仍然轻快地朗诵上述课文，但学生不必注意教师的朗读内容。随着音乐的结束而结束第一天的教学。

第二天，在教师简短地回顾学习过的课文以后，学生分组，分别扮演课文中的不同角色进行课文表演。此时教师穿梭其间，进行鼓励，间或正确地朗读课文而不直接指出学生的错误。1.5小时后休息0.5小时，其间播放音乐。

再次开始上课时，先是播放一首短歌，然后师生分组做指定的游戏，并在游戏中进行课文对话。学习在欢笑声和音乐声中结束。

第三天，第一段时间是通过穿插进行的短剧、书面作业等，更广泛地对学习过的知识进行运用，产生提高运用能力和巩固知识的作用，结束第一篇课文的学习。第二段时间是开始新的一课的学习——教师对第二篇课文进行朗读、讲解，为第四天的学习做准备。如此连续25天结束后，进行一次测验和一次演出。学员掌握了所学内容的93%以上。

总之，暗示教学法在某个学科的教学中，除了遵循暗示教学的原理和原则外，还充分利用各种艺术的形式满足儿童的兴趣和天然的求知欲望，让他们体验成功和喜悦，从而保持学习中的良好心态，充分发挥暗示的教学作用。

例如，小学语文、算术课以及初中的化学课教学中，也都采取了游戏、表情朗诵、演出短剧、听音乐、简单的身体活动等手段，将传统的教学方法加以改造并有机而紧凑地联系起来，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放松了身心，做好了激发潜力的准备；他们愉快地发现知识的天地，不断生发出学习的动机和好奇心，从而不断地深入学习下去。

“暗示教学法”的前身是洛扎诺夫的“暗示超级记忆力”研究。洛扎诺夫自1955年研究“暗示超级记忆力”，到1964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自1965年开始，他在保加利亚领导了一个“暗示法教学小组”，以求将这一成果应用于英语教学之中，结果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当时他们在一个“一天教1000个外语单词”的实验中，取得了高达98.08%的成功率。第二年，“暗示法教学小组”升格为独立的研究所。该所接着在16所实验学校的5000多名学生中继续进行了教学实验，再次获得极大的成功。暗示教学从此受到心理学家、教育学和教学法专家的一致好评，在教育学和心理学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此后，暗示教学法开始成为教学改革的重要方法在保加利亚推广开来，并逐步传播到东欧各国以及苏联、欧美各国和亚洲的日本，许多国家还成立了研究机构，出版了有关的杂志。1971年，第一次国际暗示法研讨会在保加利亚的利亚瓦尔召开，洛扎诺夫发表了著名的《暗示学》，他的研究所也正式定名为“暗示学研究所”。此后暗示教学法进一步获得发展。1976年，全世界实验过暗示教学法的城市已有21个。1977年参加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暗示法学术会议的各国代表竟然达到1000多人。20世纪80年代，我国上海、苏州、吉林、山东、江苏等地也有人开始在英语、语文、数学等学科中对成人或在校学生进行暗示教学法的实验教学。因为这种教学要求有较高素质的教师、较为宽松的学校环境和较好的物质条件，所以普遍性地推广并不十分容易。但是它强调让学生在一个轻松愉快的学习环境中心情舒畅地学习、要求借助各种暗示手段充分调动无意识心理活动，从而充分发挥学生潜力的思想，以及强调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运用各种手段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自信心等观点，都是值得借鉴的。

第三节 瓦根舍因和德国的范例教学理论

德国的“范例教学论”是与美国布鲁纳的“结构课程论”以及苏联赞科夫的“新教学体系”齐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三大现代教学论流派之一，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瓦根舍因和克拉夫基。

瓦根舍因（Martin Wagenschein，1896—1988）大学毕业以后作为一所文科中学的教师，主要讲授物理和数学课程。在教学中，他总结自己多年的有关教学经验，于1950年提出了在物理和数学教学中进行“范例教学”的思想，成为较早提出“范例教学论”的学者之一。1956年以后，瓦根舍因任当时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图宾根大学教授，进一步积极从事“范例教学”的理论研究和实践，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成为德国著名的物理和数学学科教学论专家、范例教学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范例教学原理》（1950年、1951年）、《物理课程的教育之维》（1962年）、《理解学习》（1968年）等。

德国范例教学论的另一名代表人物是马尔堡大学教育学教授、原西德教育协会主席团主席克拉夫基（Wolfgang Klafki，1927—？）。他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提出的“范畴教育”和“教学论分析”的思想、70年代提出的“批判—设计教学论”，以及80年代对范例教学的重新论述，进一步延续和扩大了范例教学思想的影响，丰富和发展了范例教学理论。克拉夫基的主要著作有20世纪50年代的《基本的教育学问题与范畴教育理论》，20世纪60年代的《教育理论与教学论研究》，20世纪70年代的《批判—设计教育科学观》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范例教学》《教育理论与教学论新研究》等。

一、“范例教学论”的提出

“范例教学”作为一个教学理论流派在20世纪50年代的西德出现，与1951年的蒂宾根会议直接相关，同时在思想上也有其一定的历史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战败的西德为了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培养建设人才，增强国力，适应世界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形势，亟须发展教育事业，迅速提高教育质量。当时振兴教育的主要措施，是增加课时、扩充教学内容，增加课程门类等；加之传统的影响，教师的教学讲求学术的系统和全面。结果，学校中庞杂的课程、过多的教学内容，使得学生课业负担太重，严重地破坏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和主动性，妨碍了学生能力的培养和智力发展，教学质量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改革旧的教学、避免上述弊端，成为西德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重要问题。

1951年秋天的蒂宾根会议，主要就是为解决上述教育质量问题而召开的西德各界教育人士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海姆佩尔（Heimpel）以“了解事物的本质”为前提，明确提出了“范例教学”的设想；同时，由几个著名教育家共同起草而由大会通过的《蒂宾根决议》，则在批评和分析了当时教育中存在的弊端之后，提出了一揽子提高教育质量的建议，同时也提出了范例教学的思想：“没有对教材的自觉限制，也就不可能达到教学的彻底性。”“精神世界的本源现象是可以通过个别由学生真正理解的事实例子来加以说明的。”“透彻地讲解教材的实质，这一点绝对应当领先于任何教材范围的扩充。”[5]

《蒂宾根决议》在德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会议之后，许多教育界人士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和专门性著作，瓦根舍因也将自己在物理和数学教学中所进行的“范例教学”经验上升到理论的高度进行探讨，并将这一研究逐渐扩大到其他课程的教学过程中。克拉夫基也对“范例教学”进行了理论阐述。通过众多教育家的共同研究和努力，“范例教学”的理论体系轮廓逐渐清晰，并发展成为独立的教学论流派，成为当时西德教育改革的重要依据之一，其影响也由国内扩大到国外。

范例教学的思想的出现不仅是德国当时教育改革的需要，而且也具有一定的教育思想史和教育实践史基础。正如克拉夫基所指出的：范例性的原则早就是古希腊、古罗马教育的选择原则了。“在近代哲学和教育学范围内，诸如夸美纽斯、克里斯蒂安·沃尔夫、康德和胡塞尔都曾提出过有关范例作用的理论，即在认识、道德觉悟和审美能力形成过程中范例作用的理论。最后还可以举出范例教育的设想与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的理论及其以后在19世纪所产生的影响之间的关系，以及与这种理论在20世纪德国的教育改革中和精神科学教育的教学论中的明显或不明显的发展之间的关系。”[6]此外，20世纪的20年代和30年代，德国的施普兰格、韦尼格、李特等人就已经提出了用“范例教学”代替那种按完整体系进行教学的设想；蒂宾根会议前，瓦根舍因等人也发表了关于范例教学的有关研究论文。这些研究，为蒂宾根会议以后范例教学论的研究、成型和传播做出了重要的理论准备。

二、“范例教学”与“系统教学”

任何新的教育思想的提出，不仅有继承历史的一面，而且也总是伴随着对当时流行的教育理论的批判。范例教学也是如此。瓦根舍因认为，以“系统作为教学过程的原则”是传统教学的最主要的弊病之一。他说：一门学科越老、体系越坚固、结构越严谨，教师“就越想从头到尾地、从简单到复杂地、点滴不漏地教它，这就是所谓的系统的教学过程”。这种教学过程认为“不论是逻辑上还是年代次序上都将必须有体系，其中如有缺陷则将产生恶果”。[7]瓦根舍因指出，这样一来虽然是“合乎逻辑”了，但却是不符合教育学的，是把学生当成了成熟的人。也就是说，历来教育的弊病就在于只注重知识的系统性而忽视教育对象的存在，忽视了教学过程对于发展中的儿童所具有的意义。这种“系统教学过程”一味强调教学的“完美性”，为达到教材的系统性而不断增加教学内容，使得教师和学生在众多的教材内容面前只能匆匆而过，学生的头脑被充塞了一大堆学得不深不透的材料，智力活动被阻塞；同时也必然要加重学生的负担，造成学生厌学，教育质量降低。

“范例教学”与上述“系统教学”有着重要的区别。按照瓦根舍因等人的论述，我们可以将这种区别归纳为以下4个方面。

一是精简教材，“把教材限制在‘本质’方面”。在这个问题上，要有“敢于缺漏的勇气”。但是在精简教材时，“减法式的删除”也是不对的。因为那将使教材变得杂乱无章并失去核心，使学生所学的东西变得更加浅薄。

二是对教材中的重点进行深入的教学，以教学的彻底性代替“系统教学”的那种肤浅的全面。瓦根舍因要求全力以赴地教学有限的课程内容。这些重点内容被瓦根舍因称之为知识“平台”，也就是范例。

三是范例教学谋求在个别中了解整体，“整个教学从一个平台通向另一个平台，其中间安排较松的连接步骤”。[8]即在加强范例（或平台）部分的教学时，某些枝节也适当关照，避免学生在对知识的认识上失去系统性和连续性。

四是培养学习者从基本的知识出发，进一步独立学习其他的知识的能力和智力，并陶冶学生的情操。用瓦根舍因自己的话来说，范例教学“应当是一种具有教养性的教学”[9]，他甚至认为学科学习始终是教养过程的副产品。克拉夫基也认为，范例教学应当是一种主动的、发生的以及再构—发现的学习。总之，范例教学强调教学的教育性和教学的“可发展性”，使学生能够不断自我提高各个方面的能力。这实际上也是范例教学的目标。

三、范例的基本性质和选取原则

按照克拉夫基的总结，“范例教学”要想实现自己的上述目标，只有一条道路，那就是通过选取适当的范例来进行教学。因此，范例的选择就成了教学成功的关键；范例教学思想的代表人物也都首先对范例的概念和基本性质进行了探讨。

从瓦根舍因的论述来看，范例至少必须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性质。

一是对于学科知识整体来说，范例不是孤立的知识重点，而是能够反映整体的、相互联系的重要知识。

二是对于教育的对象来说，范例必须具有渗透性、启发性。范例不应是脱离学生实际而仅仅从学科知识中提取的知识点，它应当能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主动性、注意力等整个精神世界。

总之，范例的基本特性是它既能反映学科的整体，又能反映学习者的整体。否则就不是“范例教学”所要求的范例。

根据这样的要求，瓦根舍因通过对物理等具体学科的分析，提出了选取“范例”时所必须注意的问题，提出了范例教学的一些基本原则。

必须注意的问题之一是，范例的选取不能有一种普遍适用的基本模式，它必须取决于教师个人对它的深入理解和大胆尝试，取决于教师对教材和学生的深刻了解，要求师生共同进行较有把握的探讨。

另一个必须注意的问题是初始范例的选择。瓦根舍因称之为“上车”。他认为，“上车”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从容易的地方开始，然后再步步加深，而是要从一开始就探讨一个能激发儿童自发性的问题，从学生有兴趣的实际现象和问题开始，进入基本知识的学习。这样，学习的活动就像进行原始的研究，激发学生从自己感到奇异的现象中索取知识。

瓦根舍因在对物理、数学、历史等学科的具体论述中，提出了选择范例、实现范例教学的基本原则。

第一是基本性和迁移性。基本性就是要求范例教学要选择某门学科中的基本知识，包括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规则和基本规律等来进行教学，使学生通过这些基本性内容的学习，掌握学科知识的基本结构，从而举一反三（迁移）地学会相关的其他知识。

第二是基础性和教养性。瓦根舍因所说的基础性，是指选择的范例对于受教育者来说应该是基础的东西——适应他们的实际发展水平和知识基础；成为促进他们的整体全面进步（包括精神世界的提高）的基础。基础性要求注意教育对象的经验、思维乃至整个精神世界，它是基本性之上的更深的一个层次。

第三，范例教学论还提出了“范例性”原则。它要求教学应通过所选取的“范例”，使教学内容之间，以及内容与方法之间产生有机的联系，并使学科的内容结构与学生的思维结构二者适应和统一起来，成为沟通学生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桥梁。它是基本性、基础性、迁移性、教养性等方面要求的综合体现。

上述基本性和基础性是范例教学的实质，从而也是选取范例的基本要求。它要求教给学生的知识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基础知识，是能起到示范作用的典型事例。这些知识不但是一面能反映学科整体知识的镜子，而且也是与学生的生活和思想实际紧密联系的、使他们感到有用的和有趣的知识。通过对范例的学习，学生可以举一反三地理解许多基本性和基础性的东西，并揭示事物或思想之间的联系，实现学习的迁移和对知识的应用，并得到精神的陶冶，从而获得进一步学习和成长的基础和动力。

四、范例教学的推广和教学组织方式

为了探索和推广范例教学，以及在实际教学中真正有效地开展范例教学，瓦根舍因还提出了研究和实施范例教学的一些具体设想，以及具体的教学组织方式等问题。

（一）创办实验学校

瓦根舍因将“范例教学”这种新的教学方式比作一艘“充满希望但没有建造好的船”，不能匆忙下水，“它的建造计划只能通过在教学实践的海洋中获得许多试航经验来加以说明。——这就产生了创办实验学校的任务”。[10]在具体的创办实验学校的过程中，他要求给有关公立和私立学校在教学计划上、教学方法上、考试形式上和挑选教师的工作上提供实验的自由。

（二）给教师以自由

瓦根舍因认为，范例教学是一种创造性工作，实施范例教学的首要条件是得到教师的理解。因为范例教学作为一个新的教学途径，它需要教师的勇气，不怕失败；它无从模仿，需要的是自愿和着迷；它还需要善于组织，师生共同探讨。那么，怎样才能培养和获得进行范例教学的教师呢？瓦根舍因认为，必须给教师以自由。给予教师的自由越多，就能吸引更多“创造性的头脑”加入教师队伍。

（三）实行课题教学，取消学科界限

实施范例教学，就是围绕精选的范例开展教学活动，因此必然要打破历来的学科知识体系，选择具有代表性的例子，从而把一门学科概括成若干课题来组织教学。课题的选择原则包括了基本性、基础性和范例性原则，课题必须保证能够从学科结构中获得某个关键性的见解，它应当是学生发现知识的突破点、兴奋点和学习过程中承上启下的关键。

（四）教学时间和班级组织的灵活性

按范例性的课题开展教学活动，不仅要打破学科体系，同时也必然要打破传统的课时安排和班级规模。瓦根舍因认为，各课题所需要的教学时间并不一致，有的只需几个课时，有的则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甚至更多；每个课时45分钟也不能适应范例教学。他认为至少两课时学同一个课题较为适宜。在班级规模上，瓦根舍因主张实施范例教学的班级人数最多为30人，从而保证教师有更多的精力进行范例教学的设计和组织。

（五）范例教学的具体步骤

关于范例教学的步骤，瓦根舍因虽然没有做过专题性的论述，但是他的许多论文中还是涉及了这个问题；其他一些范例教学论的代表人物则明确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瓦根舍因曾经指出：“教学必须从‘上车’开始，而到达基本性后下车，并展现这些基本性。然后，当掌握了基本的原则时这些原则也就意味着是掌握其他原则的钥匙。”[11]在这里，我们大致地可以看到瓦根舍因关于范例教学的3个步骤：第一步是“上车”。“上车”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探讨一个能激发儿童自发性的问题，并且能够是一个范例性的问题；第二步是探讨由这个范例性的问题所反映出来的基本知识点，掌握这个基本知识；第三步是展现这一基本性的知识范例，使之反映学科的其他方面，并促进学生各方面的进步，如达到基础性、教养性的要求等。

比特（Wilheln Buthe）的范例教学阶段论与瓦根舍因相似。他认为，教学中的每一个范例的教学可以分为3步：首先是选择和描述范例，其次是由范例说明一般的、抽象的真理，最后是在上述学习的基础上把握新的现象和知识。

施滕策尔（Arnold Stenzel）把范例教学的过程分成4个阶段。

①通过典型事例（范例）说明事例所属事物（个案）的本质特征。

②通过范例和学习的迁移，将上述对“个案”特征的研究推广到与其相类似的一类事物（类）上，认识一系列类似事物的本质特征。

③通过范例和上述对“类”的研究，认识此类事物的发展过程和发展规律。

④通过范例和进一步使学生获得对于世界的基本看法和社会生活经验，了解社会和自身在相关方面的状况，自觉规范自己的思想和行为。

范例教学论代表人物关于教学阶段划分的设想虽然不一致，但是总的看来是大同小异。注重范例在整个教学过程中的作用，以及由个别到一般地逐渐扩展和深入，是它们的共同特征。

五、范例教学论的进展与评价

以瓦根舍因等人为代表提出的范例教学论，强调精选教材和通过范例进行教学，重视教学内容的基本性、基础性等观点，是符合教学过程中学生认识事物的特点的。同时，它突出教学中的问题意识，调动学生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来组织教学，注意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学习的可持续性等，都反映了现代教育发展的重要趋势。所以，它的出现受到了人们的广泛注意，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中期曾在联邦德国兴盛一时，在当时国际性的教育改革浪潮中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成为当时有名的三大教学理论之一。

在范例教学论传播的过程中，人们也注意到了范例教学论的一些问题。例如，基本性、基础性、范例性在各门学科中如何具体体现？如何正确检验教学的结果和学生的知识质量？如何使学生更好地掌握知识的系统？这些问题范例教学论并未充分地加以解释。此后，布鲁纳的教学思想、皮亚杰的教学思想以及其他心理学成果的影响逐渐扩大，到了20世纪60年代末以后，范例教学研究渐入低潮。

尽管如此，此后德国学者对于“范例教学”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探讨并没有完全停止，其中克拉夫基的研究尤其具有重要的意义。

克拉夫基指出了20世纪60年代末至80年代初德国教学论研究中存在的主要倾向。一方面是流行的新概念和新观点过分排斥已有的教学理论研究，过于追求对教学理论中的难题做出“崭新的解释”，从而减少了对范例教学的兴趣，忽视了范例教学的已有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继续对“范例教学”进行研究的人们则对新思想、新理论，特别是对当时正在形成的学科教学论等问题缺乏概括和总结，也缺乏讨论和实践。他认为有必要克服这两方面的问题，将“范例教学”与新出现的教学思想相比较、相结合。克拉夫基在这个方面做了不少的研究工作，并从教育的本质等理论的角度深化和丰富了范例教学论。

克拉夫基进一步明确了范例教学的特征，力图将范例教学与流行的新教学思想联系起来，说明范例教学仍然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教改方案。

例如，克拉夫基指出，范例教学注意到了学生已经具有的各方面的水平，在帮助学生获得独立性，帮助学生获得批判性的认识、判断和行为的能力，帮助学生获得主动地继续学习的能力等方面，与“面向学生的教学”、与强调学生主动性等新提法、新观点是一致的，它也是一种“主动的、发生的以及再构—发现的学习”。[12]

又如，克拉夫基认为范例教学对于学生所学习到的东西，一方面注意加以巩固和保持，另一方面使得学生对于所学到的知识作为有意义的“活动性知识”和能力来体验。因此，范例教学与所谓“方向指导性学习”等新的提法之间，不是互相排斥的；范例教学可以促进“方向指导性学习”的进行。

克拉夫基对于范例教学思想也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充实和深化了范例教学思想，并有所创新。

克拉夫基认为，范例教学主张精简教学内容、对重点内容进行彻底性地教学，反对过去大部分教学计划中教材充塞、内容广而不深的做法，是有利于帮助学生主动学习的，但它忽视了另一条道路——从结果出发进行分析—回逆再构，以达到对具体问题的理解。他认为，这第二条途径是一个甚为可行的、从学生方面考虑可能同样是“发现”的学习过程，因而是符合范例教学目的的。

克拉夫基还指出，一般和特殊的关系对于范例教学通常是基本的关系，是范例教学构想的基础。他还提出了“范畴教育”理论，认为教育本身就是一种将传授知识与发展能力这两方面统一在一起的一种“范畴”；如果在教学的一开始就明确教学过程包含着传授知识和发展能力两个方面，就有可能使得教学发挥它所具有的“双重开发”的作用；范例教学就是这样一种具有双重开发作用的教学，而不应当成为一种片面强调发展智力、培养能力的教学模式。此外，克拉夫基还在教学内容的选择和确定、教学方法的选取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见解。

总之，20世纪80年代以后克拉夫基等人对范例教学论的发展和创新，在理论上和具体操作方面都弥补了早期范例教学的不足，深化了早期范例教学思想，赋予了范例教学论以新的生命力。

第四节 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理论

一、凯勒和他的“个别化教学系统”——PSI

凯勒（Fred S. Keller，1899—1996）1931年获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后，一直致力于心理学研究，对心理学的教学与研究做出了很大贡献，成为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1948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凯勒杰出教学贡献奖，同时，凯勒还获得了美国总统颁发的杰出研究奖。1962年，凯勒因协助巴西大学创建心理学系而受到巴西政府的奖励。

1963年底，凯勒回国就任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从这时开始，他就致力于著名的“凯勒计划”——个别化教学系统（Personalized System of Instruction，简称PSI）的研究和实验。1965年，他在亚利桑那大学继续进行的这一实验得到了谢尔曼的大力支持，取得了较大的成绩，他的个别化教学系统因此逐渐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1968年，凯勒应邀在美国心理学会举办的一次会议上做了题为《再见了，老师！》的学术报告，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他的个别化教学系统。这一报告，是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思想基本形成的重要标志。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系统进一步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不少基金会对于这一个别化教学模式的研究提供了支持和赞助：1973年建立了“个别化教学中心”；美国心理学会、教育研究学会等学术机构及其他团体后来又多次召开大规模研讨会对凯勒的这一教学模式进行了研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及其他国际性组织也举办国际性的研讨会。这样，个别化教学系统的影响和应用范围逐渐扩大：在学科范围方面，从心理学、工程学科扩大到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等学科；在学校种类上，不仅高等学校，而且在其他类型的学校中，也有不少学校采用凯勒的个别化教学模式；在地域范围上，遍及全美各地的众多教师都采用凯勒的教学模式进行教学实验；甚至拉丁美洲和欧洲的一些国家，乃至亚洲的日本、韩国、印度等，都介绍、实验了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系统。

二、凯勒的个别化教学模式和基本思想

凯勒的个别化教学模式是以学生的自主学习为主体，教师的指导、帮助和考查为辅助的教学体系。它重视教师的辅导、学生的自主学习和对学生学习后的评价。因此，这一教学系统的模式和基本思想大致可以分为3个部分：教师的教学准备、学生的自主学习、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一）教师的教学准备

凯勒的个别化教学模式以学生自学为主，不要求教师进行讲课，但是教师并不是可有可无的——教师大量的精力是放在教学之前的准备工作上的，其主要任务是准备教材、设计教学方案、考虑如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等。他认为只有教师认真做好了教学的准备工作，学生的自学才能顺利地展开，达到个别教学的预期效果。教师的工作并不轻松。具体来说，教师的教学准备包括以下5个方面。

一是按照学校的教学要求，选定一门课程的全部教材，即确定“教什么”。凯勒认为，教师在教学中虽然只是辅助者的角色，但由于书面文字资料是主要的教学来源，所以在教学前，教师对教材做好充分的准备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事情。提供完备的教材，或系统编制教材是凯勒个别化教学的重要一环，只有这样，学生的学习和教师的指导才有基础，学生的学习才能获得成功。

二是确定怎样教。凯勒主张由教师把教材系统划分成大小适当、内容连续的小单元，以便有顺序地交给学生学习。每一单元结束，都安排一些测试题目，以便进行单元测验。

三是编写交给学生的学习指导材料。指导材料的内容主要包括对各单元教学目标的明确说明，教材内容的分析以及一些练习题等，方便学生自学。总之，是将教学的目标、内容、要求、过程等全部告诉学生，让学生明确地知道应当怎样学，怎样才算达到了标准。凯勒对于每一单元的掌握标准，是要求达到“完美（perfection）”的程度，即百分之百地掌握。在凯勒看来，对各个单元的要求越高，期望就越高，从而有助于学生获得较好的学习成绩。

四是编制多套单元测验试题，用于不同时间对学生进行测验。在某单元学习后第一次测验没有通过的学生，还要为他们准备再测验的不同的试题。凯勒认为，掌握规定的教学内容是教学的主要目标。为了达到教学目标，促使学生掌握各单元的内容，就要进行单元测验。如果学生通过了单元测验，就表示他已经达到了标准，就可以进行下一个单元的学习；如果不能通过测验，就表示他还没有达到规定的要求，就要重新学习该单元，直到能够通过测验为止。

五是做一些讲述、示范、回答问题以及主持讨论方面的准备，以适应学生学习过程中的需要，并思考如何激发学习兴趣，强化学习动机，不断鼓励学生努力学习等。但是凯勒主张具体教材不是教师上课时要讲述的主要内容，教师的讲述和示范不必与学生学习的内容有关，讲述的内容也不要列入考试的范围。凯勒认为，教师也不要每天讲课，一学期只要讲6次左右即可。教师少量几次讲课的主要目的是激发学生的动机和兴趣，增进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联系与交流，而不是向学生讲解教学内容。

总之，凯勒认为教师在教学系统中只是教学的成员之一，他不应是教学的领导者，而只是学习的辅导者；他应始终相信学生的学习能力，激励和帮助学生进步。即使有的学生成绩不好，通过反复矫正最终还是能够完成学习任务。作为教师，他的主要工作都应放在教学的准备过程中。准备工作如果做得好，学生就可以得到清楚、正确的指导，学习就容易获得成功，顺利进入下一个单元的学习。反之，如果一个单元的内容安排过多，或单元测验难度不当，或指导不清楚，对学生的学习就会产生不利的影响。此外，凯勒认为由于有限的教师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学生，有必要安排几个熟悉教材内容、能够讲解教材的学生作为教师的助手。这种“学生助理”通常应当由曾经学习过该科目的学生或班上学习较好的学生担任。他认为，学生助理的作用表现在3个方面：

①辅导和帮助学习上碰到困难的学生，回答同学们提出的问题。

②记录各个同学的学习进度，向教师报告学习情况。

③按照教师的标准答案，评阅单元测验试卷。

学生助理虽然可以分担教师的部分工作，但是不可能完全取代教师，因为教师在凯勒的教学系统中，必须主持和处理一些重要的事情，特别是要担任上述重要的教学准备工作。

（二）学生的自主学习

在凯勒的个别化教学模式里，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学习基本上是学生的一种自学过程。学习开始前，学生领取教师制定的第一单元的教材和第一单元的指导材料；学习时学生按照指导材料的要求逐步进行学习，目标是达到指导材料所规定的标准。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自主性、主动性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第一，个体学习的场所自主确定。学生可以选择自己认为方便的地方进行学习，教师不能硬性规定学习场所，因此，运用这种个别化教学法，教室里很少看到教师面对全班学生讲课的情景。

第二，每天的学习时间自主安排。原则上学生可以利用任何时间进行学习，不拘于一定的上下课时间。

第三，遇到难以理解的问题时，可以主动询问教师或学生助手，得到他们的指导和帮助。

第四，学习进度自主掌握。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基础、时间、能力等因素，决定自己学习进度的快慢和参加测验的时间。当学生认为自己对本单元的学习内容掌握得差不多了，可以主动要求教师给予测验。凯勒认为，由于学生个体之间在学习能力、时间安排等方面有较大差异，学习能力较弱的学生可能需要用较多的时间才能达到规定的标准，而学习能力较强的学生则用较少的时间就可能达到。因此必须让学生自己决定学习进度。如果不顾学生的这些差异，强制地给学生安排统一的学习时间，那么学得快的学生不能及时地继续前进，就会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而学得慢的学生也得不到更多的时间好好学习，不能保证学习质量。此外，由学生自行决定学习进度，在他们的心理上可以产生一种轻松、舒适、满意的感觉，减轻学生的心理负担。总之，凯勒给予学生在学习的过程中高度的自主和自由，对他们的唯一要求是每单元的学习要达到指导材料中所规定的标准。

（三）对学生学习的评价

凯勒认为，让学生及时地知道自己的学习成绩，有利于提高学习效果，有利于学习积极性的保持和提高，否则，就会失去补救缺失和改正错误的机会，从而对以后的学习产生不良的影响。在具体的教学过程中，对于结束单元学习后按要求进行单元测验的学生，教师通常应对其进行15分钟的测验，由教师或学生助理立即进行评定。如果学生通过了测验，达到了掌握的标准，那就可以发给他下一个单元的学习材料进行学习；如果学生未能达到标准，他就必须听取教师或助理所指出的不足和错误，重新学习原单元的学习材料，学完后重新参加测验，直到达到规定的标准后，才能进行下一阶段的学习。

除了上述单元测验之外，还有一定的实验操作成绩评定和学期结束前的期末考试。单元测验成绩和实验成绩占总成绩的75%。期末考试的成绩占总成绩的25%，是总结性评价。

凯勒曾在《再见了，老师！》（1968年）一文中对上述教学系统及其基本思想做了一个初步的总结，提出了个别化教学系统与传统教学模式不同的5个特征：①以掌握为指导（以掌握知识为指导方针）；②学生自己决定学习进度；③教师用少量的讲课激励学生；④使用指导性教材；⑤安排学生助理。这5条当中，第一条——掌握既定的知识、达到规定的标准，是教学工作的目标；其他几条都是为了保证这个目标的实现服务的，其中最基本的是学生自定学习进度。可见，凯勒的教学系统是一种有严格要求的个别化教学体系，它首先要求确定教学目标，规定每个学生必须达到标准才能继续学习，这样就保证了教学的质量。同时又将教学目标具体化，及时进行反馈。在保证质量的大前提下，尽量给予学生以自由。给予学生自由并非对学生放任自流，而只是放手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学习方式进行学习，给学生高度的学习自主权。

三、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的背景、理论来源及其影响

凯勒作为在大学任教多年的学者，他看到了当时教学中存在的许多弊端，1963年开始运用心理学的强化原理、程序教学原理以及掌握学习的思想于心理学科的教学上，进行个别化教学的改革创新实验。1968年通过《再见了，老师！》较为系统地提出了个别化教学的理论。20世纪70年代，他的这一教学思想引起了众多的教学、研究人员的研究，并得到了较大规模的传播与应用。

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的产生和流行有其历史的和时代的基础。

19世纪后期心理学的进步、20世纪初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兴起、杜威思想的传播以及“儿童中心”思想的流行，使得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就出现了个别化教学的尝试，其中道尔顿制就是典型的例子。道尔顿制是美国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市中学进行的一个教学实验的产物，它基本上是以按月按周分割教材、学生自学、定期检查为主的个别教学制度，教师仅在必要时提供指导等。道尔顿制提供了类似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的基本框架。

20世纪50年代斯金纳将心理学“操作条件反射”“积极强化”的理论运用于教学，并促成了教学机器的出现，从而建立了一种个别化的自动教学方式——程序教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由此也促进了个别化教学的兴起。作为斯金纳的朋友与同事，凯勒深受斯金纳思想的影响，他的许多思想，如及时反馈、及时强化、小步前进、学生自定学习进度等，都来源于斯金纳教学模式的相应原则。及至教育改革潮流大起的20世纪60年代，美国学校教育实践中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学理论和各种各样的教学组织方式和方法，十分注意适应学生的个别差异进行教学，从而又出现了许多个别化教学理论、方法和技术。个别化教学成为美国教育改革中的一个最活跃的领域。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系统就是分析和吸收各种个别化教学的实践经验和理论，在这样的改革大潮中应运而生的。

20世纪70年代，布鲁姆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自己在此之前提出的“掌握学习”理论，并提出了教学评价的新概念，也极大地影响了凯勒的教学思想。例如，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关于“先决认知行为”——教材中小单元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关于“形成性评价”和“总结性评价”的论述、关于绝大多数学生都能达到掌握学习的标准的论断等，都为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基础。

因此，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系统与道尔顿制、斯金纳程序教学，以及布鲁姆的掌握学习模式有着不少共同的因素。例如，它们都将教材划分成按逻辑顺序排列的较小的学习单元让学生学习；都明确规定各单元具体的学习任务、教学目标，并要求学生学习达到；都注意及时反馈、及时强化，要求学生在学完每个单元后接受教师的检查，通过单元测验及时地了解自己的学习效果、及时改正错误；都强调在掌握前一个单元学习内容的前提下进入后一单元的学习等。

由于凯勒的个别化教学系统主要是面向大学阶段教学的，并且能够注意吸收当时最新的心理学、教育学理论，尽可能地避免已有的个别化教学模式的不足，所以它的理论与已有的教学模式又有很大的不同。例如，它比道尔顿制更为严格地掌握学生每一个单元的学习标准，防止了道尔顿制的放任自流；它虽然吸取了布鲁姆的新理论，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面却修改了布鲁姆的设想，给予了学生更多的自由——自己学习、不固定学习及测验的时间和地点、不以教师讲课为主等，有利于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它吸收了斯金纳程序教学思想中的重要内容，但是却不像程序教学那样几乎完全依赖机器而忽视教师在教学前的重要作用和在教学过程中的辅导作用；这样，它作为一种教学理论由于操作上的改善，便于在大学教学中广泛使用；由于一定程度上的取长补短，所以成功的可能性更大。

凯勒个别化教学的成功尤其表现在帮助学生牢固掌握基础知识、提高学习成绩方面。原因在于教学过程中的多次测验可以从多方面促进学生的学习。例如，多次的单元测验无形中突出了各个学习阶段的重点，分散了学科知识的难点，学生的注意力被集中到教师所认为的基本内容上，因而容易学好；多次的单元测验可以及时了解学习情况，便于及时补缺补差；一学期大约15～20次的小测验，使得学生的学习时间得到较为均匀的分配，避免了传统的教学体系中，学生为应付一两次大考而集中学习的弊病。同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较大的自由度和主动权，有利于提高他们的学习积极性，从而也能为他们的学习创造较好的心理条件。当然，次数繁多的测验也有增加师生负担的弊病，而且各次测验的分量和难度也需要认真地衡量。尽管如此，美国有关学者对凯勒个别化教学系统的研究，大多数都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凯勒个别化教学理论的成功。例如，根据1979年库利克（Kulik）的总结，在61项对凯勒教学法的研究中，有57项证明凯勒个别化教学的效果优于普通教学法的效果。很多按凯勒教学方式学习的学生也认为，他们在这一方式下的学习比平时更加努力。

第五节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斯坦福大学教授班杜拉（A. Bandura，1925— ）的社会学习理论，是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大力进行教育改革的大背景下产生的。在此之前的1949年至1952年，班杜拉在爱荷华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阅读了米勒和多拉德的《社会学习与模仿》一书，接受了“社会学习”这一概念。1962年，他发表了论文《通过模仿进行的社会学习》，并于第二年出版了著作《社会学习与人格发展》，提出了他自己的有关社会学习的观点，受到了世界心理学界的广泛重视。1969年班杜拉出版《行为矫正原理》，并于1971年和1977年两度出版了著名的《社会学习理论》（Social Learning Theory），标志着社会学习理论的正式形成和成熟。

鉴于班杜拉的成就和影响，1980年美国心理学会授予他杰出科学贡献奖。20世纪80年代以来，班杜拉在研究中更为突出强调认知因素的特点，并集中研究自我调节学习。1986年，班杜拉出版新著《思想和行为的社会基础——社会认知理论》，概括了社会学习理论的最新的研究成果。为了突出认知因素在社会学习中的作用这一理论特点，此时班杜拉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社会认知理论（social cognitive theory）”。

—、社会学习的含义

班杜拉对于“社会学习”的理解，在一开始主要是指观察学习。在后来的思想发展过程中，社会学习这一概念的含义逐渐丰富起来，包括了对环境或榜样的观察、认知，以及对自身行为的调节和控制等多方面的内容。社会学习理论实际上也就包含了人的认知理论、行为的控制理论的一些内容。

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认为，人类的学习都是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进行的，人和人之间总是互相观察和互相影响着，常常要通过借鉴其他学习者的方式方法、态度、行为来进行学习；因此，人类的学习不仅包括知识体系，而且包括社会态度、行为习惯的形成等。他认为，研究上述社会因素对于人的学习状态和学习结果的影响，以及研究认知活动的影响，是“社会学习理论”的任务。它与以往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区别在于，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研究的是学习者本身的行为操作所具有的学习作用，而“社会学习理论”特别强调的则是通过观察、体验环境，而发生的自我调节过程及其对于学习所起的重要作用；这种学习被称为“替代性的、符号的和自我调节的学习”，即通过直接或间接观察他人的机体反应，以及通过对他人的模仿来重新调整自己而完成的学习。

班杜拉在1963年所做的一项典型研究可以帮助人们对社会学习——观察学习概念的理解。

一群5岁的儿童在参观了许多非常能吸引他们的玩具以后，又被告知不许他们玩这些玩具。然后他们被随机地分成3个小组，接受了不同情境的影响。

第一组的儿童看了一部电影短片，影片中一个小男孩正在玩上述被规定不许玩的玩具，后来小男孩的母亲来了，非但没有制止他继续玩玩具，反而还加以称赞，并且与孩子一起高兴地玩了起来。

第二组的儿童也看了一部电影短片，开头的内容相同，但是孩子母亲的态度完全相反：她严厉批评了孩子，而且小男孩马上放下手上的玩具，吓得用毯子捂住脸，在沙发上直发抖。

第三组没有看任何电影。

受到不同情境影响后的3组儿童分别学到了什么？于是，让每一组孩子分别地进入有许多吸引人的玩具的房间，在没有成人在场的情况下各逗留15分钟。实验者暗中进行观察，结果发现第一组儿童大约1分钟以后就大胆地玩起了禁止玩的玩具；第二组儿童平均7分钟之后才开始玩玩具，有的孩子竟然自我克制了15分钟；第三组儿童平均自我克制了5分钟左右的时间。

可见，儿童们通过上述的观察学习（社会学习）而学会的东西，不仅仅是行为主义学习论所说的特定的S-R的联结（例如，上述电影中反映的儿童玩玩具的具体动作），而更主要的是一种由于社会性信息的机能而产生的、带有示范性的“象征性表象”（特别是不同的态度）。也就是说，在这一过程中，儿童有很多行为（玩玩具的具体动作等）并没有受到S-R式的强化，而主要是学习者提供的态度方面的参照榜样在儿童以后的行为中起到了一种暗示的和启发的作用，影响了他们后来的行为。这就是一种“通过示范进行的学习”，是以观察学习为起点的“社会学习”。

班杜拉认为，这种“通过示范进行的学习”与“通过反应结果进行的学习”（班杜拉称之为“直接学习”），二者之间显然有着很大的不同。第一，“直接学习”注意的是直接经验的获得，即行为所造成的正负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和决定了学习的成果。而“观察学习”不仅可以避免上述问题，而且有着很多“直接学习”所不具有的长处：不仅不需要尝试错误过程而迅速掌握知识，而且可以同时迅速掌握一定的行为模式。第二，“直接学习”往往获得的是个体经验，是零散的知识或行为模式，而“观察学习”可以从示范中获得较为完整的知识和行为模式。

由于学生只要观察到别人在一定条件下表现的行为，就能学会这种行为（即“观察学习效应”），所以在观察学习中，学生可以不亲自体验，而是由示范者替代学习者进行了反应，因而班杜拉把观察学习也称为“替代的学习”。

班杜拉认为观察学习除了具有对于知识的“学习效应”以外，还具有抑制效应（抑制学习者已经习得的行为）、解除抑制的效应（解除对某一行为的抑制）、反应促进效应（使学习者表现出已经习得的某种行为）、抽象示范效应（使人学会概念、判断、言语、信息加工策略等抽象性的规则）、创造性示范效应（使学习者表现出新的创造性行为方式）。

班杜拉认为影响社会学习的主要因素来自两个方面：学习者方面和来自学习者之外的方面。

首先，与学习者有关的因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如果学习者在接受相关影响之前接受了某种暗示，就会使学习者在真正接受这一影响时，表现出主动接受刺激的认知倾向。例如，预先告诉学习者模仿示范者的行为后有奖励，那么就有可能较好地激发学习者的动机并使得他们主动地注意观察示范者的行为。二是如果对学习者的动机教学放在接受了某种影响以后和进行测验以前，学习者的主动学习意识以及学习中的灵活性也会得到提高。

其次，与示范者有关的因素主要有3个方面。一是示范者的年龄、性别和身份特征。身份高的或身份与学习者身份相似的示范者容易被接受，有益于社会学习效率的提高。二是示范者表现出来的行为类型如果与学习者的行为序列相类似，或形象十分鲜明的，学习者就容易模仿。如果过高过难，学习者就无法模仿，产生的学习效果就很小。三是示范者的行为结果如果受到奖励、表彰等正面的肯定，那么它们就比较容易受到学习者的模仿，增强学习效果。

由此可见，在一般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榜样对学习的作用是值得加以注意的。

二、社会学习的过程及其本质

班杜拉通过大量的社会学习实验研究的观察和分析，总结了社会学习过程的4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引起学习者注意，注意到榜样的行为、获取有关的信息，以便更好地接受刺激。要求示范者的榜样性行为要同学习者的经验基本一致，从而缩短学习者与榜样者之间的心理距离，增强对被试的刺激。

第二阶段是保持上述刺激的阶段。学习者在获得了刺激和影响后的一段时间里，仍然会表现出与所受刺激相关的某种行为，这就是社会学习的保持过程。这种保持是通过“形象的”和“言语的”两种方式完成的，前者往往借助于表象，后者指言语的编码系统。如果使这两种学习的保持系统互相匹配，那么学习者对榜样的学习可以保持更长久、更牢固。

第三阶段是运动再现过程。把记忆中的表象转换成行为，学习者通过实际的操作训练，通过自己行为的信息反馈，集合头脑中的意象和语言信息，进行自我修正和调节，做出正确的反应，改善自己的行为。

第四阶段是对学习者的反应给予肯定的反馈或否定的反馈，使学习者的行为得以保持或消退。上述4个过程缺一不可，否则就会影响观察学习的效果。

班杜拉提出的观察学习的4个过程都包含了主体内部的认知过程，因为它相信人的认识能够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对环境中和自身行为中的信息进行编码、储存和再现，从而能够在没有强化的条件下，通过观察榜样进行学习。班杜拉避免了将学习仅仅看成刺激—反应的行为主义观点，而认为学习主要是概念协调这一在中枢水平发生的认知过程，从而将人的学习与动物的学习从本质上区别开来。

三、强化：社会学习对行为的调节和控制

在论述社会学习对人的行为的协调或控制效应时，班杜拉特别注意通过强化来激发和维持行为。他的强化理论包含并超越了行为主义的强化思想。

（一）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

以行为主义为依据的一些学习理论认为，学习与强化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行为受外部强化所控制。斯金纳就曾提出：一个刺激—反应之后紧跟着强化，这个反应的出现概率就会增强。但班杜拉则认为，在观察学习中即使没有强化，学习者也能够学会新的行为模式，而强化只是决定观察者是否把学会的行为表现出来，指出了强化对人的行为的控制和调节作用。班杜拉进而将强化分为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3类。他认为，行为主义所强调的就是直接强化，是指学习者直接受到的外部强化。

“替代强化”是以榜样为媒介的、间接性的强化。即在替代强化过程中，观察者本身没有直接受到强化，而是他观察到榜样受到强化，从而影响到他自己的动机。上述班杜拉的3组5岁儿童的实验中，第一组儿童观察到榜样的行为受到表扬和奖励而表现出来的积极模仿行为，以及第二组儿童观察到榜样受到惩罚而表现出来的消极行为，就是一种替代性强化所产生的结果。

“自我强化”是学习者根据自己已有的标准，通过自发地预测自己的行为结果，以及通过接受反馈得来的信息进行自我评价、调节和控制自己的行为。当他认为自己的行为合乎已有的标准时就给予肯定的评价，不符合时则给予否定的评价。自我强化往往胜于外界的强化，更具有学习的价值。

（二）对强化的预期

班杜拉把直接强化、替代强化和自我强化三者称为影响和决定学习者行为的“结果因素”，因为它们所反应的都是行为的结果对以后行为的影响；但他认为，影响和决定以后行为的因素不仅仅有“结果因素”，还有“先行因素”。所谓“先行因素”就是人在认知了行为与强化之间的关系后所产生的对下一步强化的“预期”。

班杜拉把对强化的预期又划分为“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

结果预期是行为者个人对自己将要进行的行为的结果进行的推测或预期。如果他预期到自己的某一行为将导致肯定的结果，那么这一行为就会被激活和被选择。

效能预期是指行为者对自己能否进行某一行为所进行的预测。当他确信自己有能力进行某一行为的时候，他就有可能去执行这一行为；当他觉得自己没有效能进行某一行为的时候，他将不会愿意去做这件事，即使他知道这一行为将会带来某种好处。所以“效能预期”也表现出一个人对于自己的行为及其结果的信心。

由此可见，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都能够在行为之前产生影响，它们赋予行为一定的目的性、方向性和心理动力，从而达到调节和强化行为的效果。

四、认知：连接行为与环境的关键因素

班杜拉认为，人的行为之所以会受到先行因素（效能预期和结果预期）、结果因素（直接强化、替代强化、自我强化）的调节和控制，关键的原因是人具有认知的能力。他认为，不论是行为的先行因素还是结果因素，都只有与认知的调节、控制结合在一起，才能影响到行为。先行因素、结果因素以及认知的控制和调节，这3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就构成了个人对行为的调节、控制系统。在这个系统中，认知及其一定程度的积累，一方面可以指导人们在一定程度上预测行动的可能和结果，由此产生的结果预期和效能预期就得以对行为以及行为目标进行自我调节，从而形成自我强化系统。另一方面，自我强化系统形成后，通过认知活动对行为进行评价，这种自我评价和自我强化也会调节和控制行为及其目标。

但是，不论是先行因素、结果因素，还是认知的调节和控制，它们都只是个人心理因素。班杜拉认为，认知等个人因素还必须与环境因素、行为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才能逐步成长起来并发挥作用。具体说来，认知能力等个人因素使得人们能够通过观察学习接受环境中的各种信息（包括自身行为的反馈信息等），并以此形成和改变内部的认知结构、调节外在的行为方式或力度。这样，环境对个人的内部因素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而个人的内部因素和行为又反过来控制环境影响的程度和范围。在这个过程中人的认知起着关键的作用，它自身也在这三者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环境和行为的关系，以及认知与行为的关系，分别是行为主义和人文主义（特别是认知主义）心理学家各自侧重研究的对象。前者强调环境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后者强调认知与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班杜拉则持三者相互作用论的立场，强调了认知主体对信息的处理作用、对环境和自身行为的调节和控制作用，以及个人对环境的认知如何作用于行为、行为又如何影响环境和认知等相互关系问题，他是一个认知、环境、行为三者相互决定论者。因此，从人的“社会学习”的最终成果——行为表现的角度看，人的行为受到内外两方面的控制：外部的因素通过影响认知的内容、结构、性质、方向等调节和影响人的行为，内部认知也能直接调节人的行为或者通过影响和控制来自外部的各种强化因素而间接地调节人的行为。班杜拉所描述的观察学习的过程就是：首先对强化进行预期，然后才注意并认知榜样的行为，最后做出反应。可见，强调认知对人类行为的控制和调节是班杜拉理论的核心，是社会学习理论的基本立场。

五、自我调节的学习

自我调节的学习（self-regulation learning）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学习理论研究的热门课题。此时班杜拉等人的“社会认知理论”也对自我调节学习做了重点研究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是原先“社会学习理论”的深入和发展。

（一）自我调节学习的理论基础和认知机制

如前所述，班杜拉的社会学习理论发展到20世纪80年代以后，尤其注重认知在连接环境与行为之间的关键作用，注重认知在先行因素（效能预期和结果预期）、结果因素（直接强化、替代强化、自我强化）中的关键作用。一方面，认知虽然受到行动反馈信息和其他环境信息的影响，但另一方面它也能通过对先行因素和结果因素的影响，主动地调节或控制来自外界的各种信息影响，从而调节和控制自我行为（包括学习行为），实现自我调节学习。

自我调节学习所依据的上述思想观点，表明了认知因素在个人的自我调节学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尤其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反应在“效能预期”中的个人认知的重要作用。如前所述，“效能预期”和“结果预期”被班杜拉看成两种强化预期：结果预期是行为者对自己行为的结果进行的预期，效能预期则是指行为者对自己能否进行某一行为所进行的预测。所以，效能预期和结果预期都能够在行为之前产生影响，它们赋予行为一定的目的性、方向性和心理动力，从而达到调节和强化行为的效果。特别是在“效能预期”中，一个人的自我效能感（self-efficacy）是自我调节学习得以持续的心理原因。所谓自我效能感就是一个人对自己的“效能预期”：当一个人高度确信自己有能力执行某一活动时，他就是有了高度的自我效能感，并会有极大的可能去进行那一活动，反之就是自我效能感差，就难以自愿地进行某一活动。所以，自我效能感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调节或决定着一个人此后的行为以及行为目标状况，包括调节和控制自我学习。例如，当一个学生确信他自己有能力通过认真听课这一行为的实施，达到提高学习成绩的目标的时候，他才能顺利地进行这方面的自我调节——自觉地认真听课。一般来说，人在成功之后往往自我效能感增强，行为目标也会得到提高；多次失败则会降低自我效能感，行为目标也随之降低。

二是在学习策略的自我调节中认知因素的重要作用。学习过程中对学习策略的自我调节，是指在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为达到一定目标而自觉实施的各种具体行为。班杜拉认为“自我调节策略”十分重要，因为策略的有效使用会帮助一个人更好地达到目标、进而增强人的自我效能感并反过来影响策略的选择和使用。自我调节策略的运用，包括认知过程的自我控制和学习环境的自我建构两大方面，它要求学习者在认知调控方面能够有计划地组织学习活动，能自我指导、监控和评价；在对学习资源的认知和操纵方面，能设法调整自己的努力程度，有效地安排和运用时间，有机地综合新旧知识；在行为方面能够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所拥有的学习策略的有效性，从而能够选择建构有利于学习的环境等。能够较好地使用自我学习策略者，就是学会了如何自我学习的人，所以一般来说能更多地使用自我调节策略的学生，学习成绩往往较好，而学习不良的学生往往是因为他们在学习上较少运用自我调节策略。

（二）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的自我认知机制

自我调节学习的实现除了与上述自我效能感的上升以及自我调节策略的实施紧密相关以外，学习过程中还必须进行自我观察、自我判断、自我反应等自我认知活动，不断推动自我调节学习的展开。

所谓自我观察，就是学习者从数量、质量、速度等方面系统地观察自己的学习行为，其中重要的方式之一是有规律地对学习情况进行回顾和总结，了解自己的学习进度、学习了哪些内容、能记住哪些内容等，这种非书面或书面的“自我记录”反映了在达到目标过程中的学习进展信息，它对于激发新的动机、设置下一步目标、调节和改进自己的学习行为等都具有较大的价值，是自我调节学习过程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自我判断，是在自我观察的基础上把当前的学习结果与自己计划达到的目标进行比较（绝对评价），或者与别人达到的目标的情况进行比较（相对评价），这样做能够提供学习反馈信息，帮助调节学习动机和学习目标，使得目标对人更有切实的价值和具体的可接近性。认知目标的价值及其可接近性，可以使人更关心自己的学习结果，更方便地对自己的学习结果进行评价；同时，在自我判断中对学习结果的归因，也能对下一步的行为施加影响或调节。例如，将学习成绩的取得归因于能力和努力的程度，往往会促进自我调节学习的继续。

所谓自我反应就是学习者对自我判断的结果所产生的反应。第一种反应是对评价结果的内心满意程度，它引起自我效能感的变化；第二种反应是直接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调整，以便调节今后的努力程度或学习策略；第三类反应是调整个体外在的条件使之适应自身今后的学习。可见，学习者的自我反应对于进一步加强自我调节学习也有着重要的作用。

六、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的意义

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即后来的社会认知理论）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以行为和认知二者为研究对象，强调人的认知活动对学习及其他行为的调节、控制作用。“认知”这一心理活动既影响心理内部的其他因素，又对外部环境的影响进行选择和限制，它是调节和控制学习行为以及其他行为的关键因素，也是贯穿并调节人的行为、环境、个人因素的纽带。这样，班杜拉的这一理论就突破了传统的行为主义理论与传统的认知理论的局限，将人的认知过程和行为的自我控制放到了很高的地位，同时，这一理论中的许多具体观点也具有重要的教育实践意义。

例如，关于自我效能感的论述使我们看到，一个学习行为无论多么有价值，如果学生感到自己做不了，他就难以自觉地去做。因此一定要使学生体验到成功的滋味，增强他们的自我效能感，增强他的自信心。当学生感觉到自己有能力、有信心的时候，他将获得多方面的心理强化，能更好地发挥自己的心理能力；反之，学生就会产生自卑感，就难以获得进步。

又如，替代强化的理论能使人们更加注意到如何将直接强化（如学校中的直接赏罚）的作用由个别对象扩大到其他学生；使人们能更为科学地发挥榜样的作用，如榜样的一致性、适应性、多样性等，在外部评价、外部强化的基础上，进而帮助学生学会自我评价、自我强化。

此外，社会学习理论对认知作用的强调及其对行为、环境关系的论述，有利于帮助人们正确地看待儿童与环境的关系，树立正确的儿童观和教育观。它要求人们既重视教师的作用、榜样的力量以及其他环境因素的影响，又重视儿童心理和生理发展特征在其学习中的主体作用，注意发挥儿童的主观能动性，培养他们的自我调节、自我学习能力。这样，就能使儿童获得健康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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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八章 20世纪下半期日本的教育思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教育思想受到外来的思想影响和新的教育实践的促进，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基于这一时期日本教育发展的特点和日本社会的实际状况，其教育思想的变迁可以大致分为美国军队占领时期、经济高速发展时期、20世纪末以来的时期3个发展阶段；同时，在以政府为主导而流行的教育思潮之外，民间教育组织的教育主张也是日本教育思想史上不可忽视的篇章。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的教育民主化思潮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的社会改革

1945年8月，日本军国主义当局因战败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人民终于从日本法西斯专政的奴役下解放出来，社会民主思潮一度高涨。同时，根据《波茨坦公告》，美国军队以联合国占领军的名义对日本实行占领统治。这一时期从1945年8月起，持续了将近7年时间，是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特殊时期。当时，美国占领军迫于日本国内外民主力量的压力，同时根据自身的需要，主要针对战前的日本军国主义，在日本主持进行了以美国社会制度为基本样板的社会改革。

美军占领期日本的社会改革，在政治上主要以制定新宪法、改革政治体制为中心，剥夺天皇及军国主义分子的政治权利，实行主权在民的原则。在新宪法中确定了放弃战争的原则、尊重人权与自由的原则和天皇没有实际政治权利的原则，并且以专门条款规定了受教育的平等权和义务教育免费的原则等。为教育的民主化和教育民主化思想的兴起提供了政策和法律前提，从而也提供了较之战前无法比拟的宽松的社会环境。与此同时，国内进步力量积极开展的争取民主制度的运动不断高涨。1945年日本共产党重新建党，各地的工会和农会也迅速建立起来。但群众运动的兴起并不符合当权的美国占领军和日本政府的意愿，对于社会主义运动更是不能容忍。所以当局对于蓬勃兴起的民主革命活动采取了威胁和镇压的措施。尽管如此，来自民众的民主要求还是成了当时推动社会政治民主化改革的重要影响力量，也成了推动教育民主思潮兴起的重要力量。

为了改变战后初期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教育危机，美国占领军当局和日本政府还从1946年起积极推进了以民主化为特征的“三大经济改革”和教育改革。所谓“三大经济改革”，一是指1946年开始的农地改革，将土地从封建主手中分散到农民手中，确立起自耕农制度；二是指从1947年开始的破除财阀经济垄断，扩大了经营民主，促进了企业自由竞争；三是指1945年开始的一系列确立劳动基本权的改革，使工人在劳动条件、生活待遇、失业保障、劳资关系等方面获得了一定的法律保证，改善了劳动生产关系。由此可知，三大经济改革对于扩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对于进一步破除封建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促进战后的经济恢复和社会安定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战后美国占领军推行的上述各种政治、经济政策，虽然对于劳动者来说仍然是一种有限的民主，但相对于日本战前的军国主义专制统治来说还是前进了一步。这是因为战后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社会主义运动和民族独立运动的蓬勃发展等，使得日本的军国主义天皇国体再也无法保持下去，迫使美国占领军当局不能不摧毁日本的军国主义势力和侵略主义体制，以“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和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威胁”[1]。总的说来，上述国际国内条件，促进了战后日本的民主教育思潮的兴起。

不过，历史总是一个连续的长河。在以民主化为主导的日本社会变革中，也有一股逆反的潮流存在，继续维护皇权国体。这种守旧的和反动的主张也必定要反映到当时的教育思潮中。

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教育政策和教育实践中所表现的民主教育思想

早在美国占领军介入日本的教育改革之前，文部省曾于1945年9月15日公布了《新日本建设的教育方针》。其虽为时势所迫并且保留了“护持国体”的旧理念，但在第一条“新教育的方针”中也初步反省了过去的教育，提出了包括建设和平国家、提高智德水平、铲除军国主义和要对世界的进步和发展做出贡献等内容在内的教育方针。从此“新教育”一词就与建设未来和平国家相联系而开始使用起来。

美国占领军直接而系统地介入日本战后教育改革的标志是1946年4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的发表。该报告书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强调民主、自由、平等、个人、分散、开放和法制，其教育政策思想集中到一点，就是以美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取代日本军国主义。该报告书的主要精神贯穿于1947年的《教育基本法》和《学校教育法》之中。

反映在教育目的方面的思想，是以“培养完美的人格”取代《教育敕语》所要求的“忠良臣民”。这是当时日本教育政策和实践中民主理念的重要体现之一。“忠良臣民”是为天皇制国家而存在的，绝对服从于天皇专制权威。只需要有“忠良”的品德而无须有个人的独立思考和个性的发展。而“培养完美的人格”则是培养“热爱真理，有正义感，尊重个人价值，勤劳负责，充满独立自主精神”（《教育基本法》）的人。这里提出的“国民”，已不是俯首帖耳、毫无个人尊严的“臣民”；他所服务的国家是“和平国家”“民主的、文化的国家”，而不是穷兵黩武的“皇国”。教育由专制国家的工具转而以民主精神、独立精神的养成为目的，这一点成为当时日本教育政策思想的一大特征。

战后教育决策思想中的民主理念，主要体现在废除“敕令主义”这一点上。即废除通过天皇颁布诏书进行教育立法的方式，改由国会对法案进行审议通过后再予以公布。按新宪法的规定，国会是由民选产生的立法权力机构，是国家唯一的立法机关，因此它的决策所具有的民主性，与天皇诏书敕令的专制性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例如，《教育基本法》制定之前，由各界代表50人组成的“教育刷新委员会”，本着“主权在民”的宪法基本原则，否定了少数人提出的由天皇颁布新的教育诏书的方式公布教育大法的做法，经过反复的讨论，提出了对内阁总理大臣的建议：《关于教育理念及教育基本法》。该建议提出了后来文部省起草的《教育基本法》的基本框架和主要条目；文部省起草的法案后来又经过教育刷新委员会、内阁会议、枢密院、众议院的审议，并由众议院、贵族院通过。《教育基本法》的这一形成过程，“打破了教育指导理论由天皇下赐的做法，实现了人民自己民主地来加以决定。这件事本身就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1947年3月5日《朝日新闻》社论）它体现的是以民主立法方式规范教育行为的西方法制观念。而《教育敕语》姑且不谈它的具体内容，仅以它的那种专制式的强迫性下达方式，就谈不上任何民主精神。

占领期日本教育行政管理体制中的民主理念，表现为战前的中央集权改变为地方分权。美国教育使节团第一次报告书就认为：“文部省曾为支配日本精神界的人们的权力中心。为防范重蹈覆辙，以及避免滥用行政机关之职权计，我们提议削减该机关之行政管理权，移由都道府县及地方的学校行政单位掌握。过去借视学制度以强行统制学校的措施，务须予以废除。”[2]这是典型的教育地方分权主张。按照这一指导思想，1948年的《教育委员会法》以及第二年的《文部省设置法》确定了战后日本教育的地方分权管理体制。

占领期日本教育中的民主理念，还表现在单轨学校制度和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实施，为更多的人创造了受教育的机会，把学校教育从英才主义教育向普及性教育推进了一步。新的“六三三制”单轨学制规定，任何阶段的儿童都是男女同校学习的，所有儿童接受同样的教育。它在小学之上设初中，实行九年普及义务教育，不仅延长了义务教育的年限，对提高一般劳动者子女的教育水平有利，而且从法律上保证了所有儿童有同样的机会上高中、升大学。这种单轨式的学校制度虽然显得过于划一，但其指导思想的民主性是十分明显的。

占领期日本教育中的民主思想还表现在其他许多方面的更加开放和自由上。例如，1949年的“社会教育法”，将社会教育提高到与学校教育平起平坐的地位，对于扩大成人的受教育机会、提高一般民众的教育水准、提高劳动者的素质等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又如，在师范教育方面采取开放式的师资培养方式，一般大学只要经过批准都可培养师资，从而有利于扩大师资培训体系和提高师资培养水平。在要求教师不断提高履行职责的水平的同时，也要求主管单位必须为教师创造经常进行各种进修的机会和物质条件；教师有建立自己的团体、维护自身权益的自由等。占领期教育的民主理念还表现在《教育基本法》的“不屈服于邪恶统治”，不进行特定政党的政治教育和特定宗教的宗教教育等方面。

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民间教育研究中的民主化思想

日本的民间教育研究，主要是指教师、教育学者或其他领域的学者们自主进行的教育研究。它不包括接受来自政府、公共团体乃至企业等方面经济资助的研究。

民间人士和团体的教育研究，在日本近代教育制度建立的过程中曾经发挥过重要的影响，推动了教育实践的进步。然而在20世纪30年代日本军国主义猖獗的时代里，民间的一切正常活动都遭到了残酷的镇压。战后随着法西斯专制的结束、人民民主力量的兴起和政治、经济等方面民主化政策的实施，战前的许多民间教育人士纷纷恢复了自己的研究，并形成了“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等许多全国规模的教育研究团体。这时的民间教育研究以充分彻底地实现人民大众及其子女的教育权利为目标，显示了积极要求实现教育民主的总体思想倾向。“民主主义教育研究会”（在日本一般简称为“民教”，后改名为“日本民主主义教育协会”，一般简称为“民教协”）的教育民主化思想集中表现于它们提出的宣言或纲领当中，其中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该组织的成员们将在日本实现教育的民主化作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和最终目标。在“民教协”成立时发布的纲领中，第一条就提出要“根据波茨坦公告的精神，作为日本民主革命的一环，为谋求教育的彻底民主化而努力”。其宣言中也说：“我们在这里宣告，我们要为铲除妨碍发展民主主义教育的一切障碍，建立民主主义教育而奋斗。”[3]

第二，该组织的成员们认为，振兴教育的唯一道路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建立民主和进步的教育，但是在当时的日本教育中，官僚、封建和法西斯的倾向又有所抬头，教育经费也在不断地被推到民众的身上。因此，民主教育面临着极大的危机，教育民主化的斗争一日不可懈怠。

第三，在实现日本教育民主化的方法论方面，“民教”的刊物《生活学校》提出了内外结合的思想，即“我们要了解广大教师默默努力、经历二三十年暗中探索所取得的成果。在这一经验的基础上，再吸收美国教育的经验教训。只有这样，才能使日本教育的民主化得以实现”。[4]此外，“民教协”的纲领中还提出了与国内所有其他方面的民主力量联合起来、同世界上各种进步力量联合起来，共同为日本的教育民主化而奋斗的观点。

第四，在具体的教育改革思想方面，“民教”和“民教协”也提出了多方面的民主性要求。例如，在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方面，它们要求坚决清除封建的、国家主义的和法西斯的教育观点，积极普及进步的、民主的和科学的教育观点；对于教科书，“民教协”主张建立民主的教科书编辑机构，实行教科书的民主管理，反对官方垄断教科书的制定和发行工作；在学校和教师的组织和管理上，“民教协”主张成立民主的学校委员会管理和经营学校、公选校长、废除视导制度，反对对学校的官僚统治；必须从学校中彻底开除战犯，实现教师法定资格审查制度的民主化；必须保证教师的最低生活水平；对于学生，要实行学费的国库负担制度，保证学生的学习生活，为此必须免费供应教科书、学习用品和午餐；要保证师生的政治权利，反对压制进步教师和学生的自主活动，反对官方对教师的强行再教育等。

美军占领期间成立的民间教育研究组织中，还有一些是教学专业性质的研究会，但是教育民主化的思想也是它们教育理论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例如，历史教育者协会在其成立宗旨中指出：“我们希望从日本清除一切封建的、法西斯的东西，尽快在国内发展民主主义，在国外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只有民主的实践的立场和目的才是正确的历史教育的根本立场和目标。”日本小学生作文研究会成立时的纲领也提出了“为日本教育民主化及其发展竭尽全力”[5]的奋斗目标。

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初期日本教育中复旧思潮和新旧教育思潮的论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想虽然是以教育民主化为主要倾向，但是年深日久的尊皇思想以及军国主义，并未销声匿迹；更何况美国占领军只是从政治、经济及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上采取一定的改革措施，并没有从思想理论上对尊皇思想和军国主义进行批判。他们为了美国在亚洲的长远利益，从利用和控制日本当局出发，甚至不追究在侵略战争中起重大作用的天皇的战争责任，从而使得尊皇思想和军国主义继续顽强地保留下来。

战后新旧教育思潮的论争，首先具体表现在新宪法制定过程中有关教育条款的拟定上。

日本政府于1945年10月成立宪法问题调查委员会，开始着手制定宪法修正草案。当时官方对战前的《大日本帝国宪法》的相关条款只准备做词句上的修正。对此，当时许多党派、社会组织、民间教研机构乃至个人，大都提出了针锋相对的意见，草拟出自己的新宪法的提案，反映了他们对于战后日本社会发展、对新教育的不同观点和期望。例如，当时日本共产党的宪法议案最为激进，它的《新宪法（草案）》主张成立人民共和国，第37条提出：“所有人民的受教育、获得技术的权利应得到保障，初等及中等学校教育实现义务制，其费用全部由国库负担，在更上一级学校的就学也应实行由国库负担一部分的制度，企业家不得为经营上的原因而妨碍雇员的就学。”[6]此外，当时的日本社会党、民间的“宪法恳谈会”以及高野岩三郎个人等拟定的各种宪法草案，也都提出了人民有受教育的权利或义务等条款，反映了民主的呼声；而当时的日本自由党、进步党的宪法草案则坚持天皇国体，有的甚至仍然称人民为“臣民”，也没有教育问题的条款。

由于民主进步力量的论争，后来的《宪法修改草案大纲》以及进一步修改发表的《宪法修改草案》终于吸纳了反映时代进步潮流的教育思想。在最后通过的宪法中指出：

按照法律规定，所有国民都有按其能力，平等地接受教育的权利。

所有国民都负有根据法律的规定让受其保护的子女接受普通教育的义务。义务教育应当是免费的。

战后新旧教育思潮的论争，还集中表现在对天皇《教育敕语》的态度方面。

以文部省为代表的官方机构以及相关的人士，从一开始就企图继续维持《教育敕语》的原有地位，主张继续以《教育敕语》作为日本教育和全民道德的最高指针。例如，战后第一任文部大臣前田多门虽然提出反对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但却指出：“教育之根本不消说是以《教育敕语》为首……”[7]战后第二任文部大臣安倍能成也声称：“没有理由可以变更我们对天皇《教育敕语》的尊崇，它仍是我们日常道德的准则。”第三任文部大臣田中耕太郎也明确指出：“《教育敕语》已存在于整个历史时代，永不失误，永不可破，是日本人民道德的主要准则。”[8]

另一些人则主张通过变更形式保留天皇敕语的基本精神。例如，后来的文部大臣高桥圣一郎认为，《教育敕语》本来具有“丰富而光辉的思想”，主要的问题，首先是“被人曲解和滥用了”，其次是时代发生了变化，所以应当由天皇颁布新的教育敕语。此外，为协助美国占领军和即将到来的美国教育使节团的工作而成立的“日本方面委员会”也在他们的报告书中说：“教育诏书揭示了天经地义的公道，并非错误的，但是随着形势的进展，有些内容不适于再作为国民今后的精神生活的准则了，所以想求天皇再发一个新诏书以明示作为和平日本建设的根底的新国民教育方针，以及国民精神生活的新方向。”[9]他们甚至详细地提出了新诏书应有的主要基调、基本内容、语言风格等。

官方的上述复旧言论遭到了社会各界进步民主势力的强烈批评。例如，《读卖新闻》的社论《是什么阻碍了教育复兴》认为，教育敕语是封建儒教的教条的产物，应该历史地从民主主义的立场上进行审判。一些学者还在日本国会以《论废止天皇敕语》为题发表言论，要求用合法的指令直接地、坦率地、毫不含糊地废止过去的《教育敕语》。

在社会各方对“保留《教育敕语》”和“天皇颁布新教育诏书”的不断批评下，文部省的《关于诏书及敕语的处理办法》不得不承认应该抛弃以《教育敕语》作为教育唯一渊源的观点。然而，在日本新的宪法和《教育基本法》颁布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官方竟然对《教育敕语》一直没有采取废止措施，这一现象说明了旧思想的顽固性；就当时的情况看，美国占领军及“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暧昧态度也助长了这一现象。1946年3月，美国教育使节团的报告仅仅提出：“宣读《教育敕语》的典礼可不必遵行。对学校里挂的天皇肖像也无须深深施礼。”[10]丝毫没有废止《教育敕语》的意思，更谈不上对“敕语”的深刻分析和批判。经历较长时间的论争，直到1948年6月日本众参两院才通过了废止《教育敕语》的议案，此后文部省也才命令《教育敕语》的所有副本都从所有学校中清除。《教育敕语》真正在法律上和组织上的废除至此才得以实现。

占领期日本教育领域中的进步与保守思想的论争还表现在其他众多方面，例如，教育管理思想上关于地方教育委员会的民选制与任命制之争等。虽然总的看来在当时是民主势力占上风，但是保守的尊皇思想并没有随着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等进步性法律的制定而消失，它们在后来的适当时机改头换面地再现出来，成为影响20世纪下半期乃至后来日本教育思想和实践的重要因素。

第二节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日本教育思想

一、“旧金山体制”下日本社会改革的转向

从1947年起美国就制造单方面与日媾和的舆论，以便启用日本的力量为自己的亚洲政策服务。随着世界政治局势的发展，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壮大，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传播，世界上形成了两大敌对阵营的“冷战”局面，美国开始改变对日政策：一方面声言为了日本政府恢复处理国内事务的全权，允许日本政府复审已经公布的现行法令（日本政府据此设立了“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另一方面，于1951年9月操纵48个国家签署了《旧金山对日媾和条约》，并在美日之间签署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由此，日本重新获得了国家的政治独立。但是，根据这两个条约，美国军队仍然驻留日本，并且享有在日本任何地区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1953年2月签订的《美日行政协定》又使得驻日美军获得了“治外法权”的待遇，这就最终形成了日本战后历史上美军占领期之后的“旧金山体制”。

“旧金山体制”并没有使日本获得真正意义上的完全独立。尽管如此，日本人还是有了一种“解放”感，特别是日本的复旧势力和军事力量，由于美国的反共政策和侵朝战争的需要而受到鼓舞，社会上的各种保守势力也开始活跃起来。日本政府1951年设立的首相“私人”咨询机关——“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对包括教育改革在内的战后各个方面的改革进行全面性的“检审”，成为清算和修正战后一系列改革法令的最早的专门机构。从此，整个日本战后社会改革的方向开始产生大幅度的改变，教育改革也不例外。1953年，执掌文部省大权的冈野清豪文部大臣认为：美军占领时期的“文教政策决定于占领之下这种特殊情况之中，因此其中可能是有一些不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地方。所以，在迎来独立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此进行慎重的研究，并加以改善”。对于这种说法，著名的日本教育家大田尧、平原春好等认为“这是对开倒车的一种明显的借口”。[11]实际上，“旧金山体制”下日本教育改革方向的转变中，就包括了教育上各种保守倾向的加强特别是国家主义思潮的卷土重来。

二、教育的国家统制主张

“旧金山体制”下保守势力的回潮，在教育思想上的突出表现之一是教育的国家统制主张的复活。这一主张在教育内容或道德教育方面极力要求加强尊皇式的“爱国心教育”，而在管理体制方面则主要是要求削弱和废止战后初期建立的地方分权的教育行政制度，加强国家对教育的专制。它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国主义和国家主义教育思想的顽强反映。

（一）“爱国心教育”思想的兴起

以加强“爱国心教育”为旗号的暗中复旧思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就开始显露了。1950年，当时的天野文部大臣就曾经在一次讲话中提议各校在庆祝活动中挂“太阳旗”、唱“君之代”，此后又提出设置以培养“爱国心”和“防卫意识”为目的的“特设新修身课程”；他还提议起草《国民实践要领》这种类似《教育敕语》之类的文件，设想把天皇作为道德中心，建立国民精神教育的基础。1952年9月，首相吉田茂明确声称：“应当从物心两个方面巩固再军备的基础。所以在精神的教育方面，必须由传授日本历史为万国之冠、日本国土为世上最美等等地理和历史的教育，来养成作为军备根底的爱国心。”11月他又在第15次特别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说：“国民知道爱国心为何物是极为重要的……没有爱国心的军队，才真正是值得担心的军队。”[12]1953年，文部大臣冈野清豪则称颂“《教育敕语》包含了千古之真理”[13]，并积极采取措施恢复日本地理、历史、柔道、剑术的教育，建立以培养“公共心”“爱国心”为目的的道德教育。可见，这种培养“爱国心”的思想是当时日本当权者的重要教育指导思想，它把沙文主义性质的“爱国心教育”具体定位在服务于重整军备的目标之上，其实质是要继续发扬尊皇思想，是国家主义在思想教育方面加强控制的反映。

与保守的“爱国心教育”思想相对应的，是“冷战”背景下日本政府中的一些当权者，以维护“教育的政治中立”为借口，主张严格限制学校教职员的政治行为。这一主张，战后最早表现在1948年修订的《国家公务员法》和1949年确定的关于“政治行为”的人事院规则等文件中，结果在2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出现了从中小学教师中清除大批“信仰共产主义”者的“清共运动”；自1953年起，又以“教育中立”“教育正常化”、反对“偏向教育”等为借口，限制教师中进步的思想和社会行为；1954年6月还通过了修改的《确保义务教育学校保持政治上中立的临时措施法》和修改的《教育公务员特例法》，进一步大幅度地限制教员的政治活动；甚至在20世纪60年代初还出现了以“教育正常化”为借口的强迫教师脱离教育工会组织的事件。

（二）扩大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要求

《教育基本法》主张教育的政治中立和宗教中立，其本来意义是排斥国家权力和宗教权力对教育的干涉，防止重新发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那种教育被邪恶势力统治的现象。但是一些教育方面的官员却将国家教育行政放在了“教育中立”的保证人、“教育偏向”或“教育正常化”与否的裁判员的地位，将国家作为教育权的主体者，要求削减地方教育管理范围，扩大中央教育行政对地方教育事业、教育内容、教育财政等教育各方面的控制力度和决定权。这种扩大国家教育行政权力的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文部省权限扩张论。文部大臣清濑一郎曾认为，“按现行的法令规定，文部大臣是临时的负责人……在这些问题上，国家到底怎样做才算是负起了责任，我认为这是日本教育上的一个盲点”[14]。当时的《文部时报》也认为，虽然战后的文部省设置法从法律的角度大大削减了文部省的权力，但是实际上人们还是要求文部省更多地在各个方面负起责任；同时又认为权力过于分散往往有百害而无一利；还认为用其他机构“牵制和平衡”文部省权力，往往造成责任不清、政出多门。因此，必须实行文部省对教育的一元化领导。

第二，主张实行地方教育委员会委员“任命制”并削减地方教育委员会数量。1948年的《教育委员会法》曾规定都道府县市镇村各级都设置由当地居民选举产生的教育委员会，全面负责本地的教育工作。这就是所谓地方教委各级“同时设置论”和委员“公选论”。但是日本政府中的许多人从一开始就不同意这种彻底的美式教育地方分权。例如，1951年设于总理府内的“地方行政调查委员会”和“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同时建议地方教育委员由地方公共团体负责人提名、取得议会的同意而选择任命。一些地方团体如“都道府县议会议长会”等，则从节减经费、实行综合行政等角度，反对同时设置，主张对委员实行任命制；虽然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教组”）等民间组织反对上述主张，极力要求地方教育委员会保持公选制度，但教育中央集权思想最终仍然占据了上风，导致了1956年“地教行法”的通过，地方教育委员会从此由“公选制”转变为“任命制”。“民主主义国家的教育行政开始向国家主义的、官僚统治主义的教育行政转变了。”[15]

与上述文部省权限扩张论、地方教委委员任命论相伴随的，是教育其他方面特别是教育内容、教科书等方面的国家统制主张，以及对教师工作情况鉴定、对教师进修提高等方面的统一管理的主张等。文部省和政府有关部门凭借国家权力，不顾部分民间学术团体和教师团体的担心和批评，将各种加强国家统治的主张贯彻到各项教育政策之中。

三、教育中的能力主义和经济至上观

（一）经济高速发展与教育的地位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失败曾经使得日本的经济全面崩溃。战后初期通过全面的社会改革，特别是实行三大经济改革，较快地形成了经济复苏的局面。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的军需物资主要在日本订货，也促成了战后日本经济的复兴。到1955年，日本已实现了经济的全面恢复。次年日本政府的《第十次经济白皮书》宣布了战后在恢复中求发展的时代的结束。1957年年底，日本岸信介内阁制定《新长期经济计划（1958—1960）》；1960年，池田内阁又提出《国民收入倍增计划（1960—1970）》，极大地刺激了投资的扩大和经济的繁荣。1968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跃居德、英、法之前，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仅次于美国的经济大国。

20世纪五六十年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管理科学的应用是推动日本经济飞速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但是，无论科学技术的应用还是管理制度科学化，都必须依靠高素质的人才，因而必须依靠教育的发展。这一点已经成为日本经济发展的重要历史经验。但与此同时，它也孕育了教育完全从属于经济的思想。特别是这种思想为日本当局所信奉的时候，就使得日本教育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附庸、政治工具地位脱离出来以后，又很快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附庸、国家工具地位，使得教育几乎失去了自己应有的性格。

（二）教育中的经济至上观与能力主义

使教育完全服从于经济发展、将教育作为经济附庸和国家工具的思想主要来自政府当局和经济界人士。恢复和发展经济的迫切需要、赶超先进国家的强烈愿望，使得他们将教育单纯看成了经济起飞的工具而忽视教育在发展人的个性和心理潜力、光大人的多方面价值上的作用，从而走向了经济至上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界首次提出教育必须从属于经济发展观点的文件，是1952年10月16日“日本经济者团体联盟”（日经联）所发表的《关于重新检讨新教育制度的要求》。该报告认为战后单轨学制的“基本缺陷”是过度强调普通教育，不重视职业者的培养。为此必须充实职业高中，为企业培养劳动骨干；必须改进大学制度，以培养经营的领导人才等。此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日经联又相继提出了《关于改善当前教育制度的要求》（1954年12月23日）、《关于适应新时代要求的技术教育提出的意见》（1956年11月8日）、《关于振兴科学技术教育的意见》（1957年12月26 日）等。1956年9月，日本通产省“产业合理化审议会”提出的《关于产学合作的教育制度》的咨询报告，进一步促使教育更直接地服务于具体的经济计划和经济措施。在地方，关西经济联合会《关于对工业教科书的意见》（1957年9月6日）等报告发表了类似的观点。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地经济和商业机构提出的有关报告数量仍然有增无减。

经济界对于教育的不断要求，强化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教育问题上的经济至上思想，并强烈影响了社会的众多方面，导致绝大多数的人们普遍地忽视了教育的其他功能和应有的其他任务。在教育思想界也有这样的倾向。例如，东京大学教育社会学家清水义弘就曾批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教育改革忘记了服务于企业的观念，认为制定教育政策应考虑到政治的利益和实业的利益等。在政府方面，1960年制定的《日本经济的长期展望》和《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从经济发展和雇佣关系的角度出发，进一步将教育绑上了经济发展的战车；1962年，文部省发表的《日本的成长与教育》直接将教育作为经济内部的事项而讨论了“教育投资”的问题，实质上表明了教育相对于经济发展来说只居于从属地位的观念；1963年1月一份题为《关于开发人的能力政策的咨询报告》也直接提出必须改革教育训练的规模和结构，使之与未来的各种类型工人的培养和谐一致。这些思想奠定了后来经济和教育政策的基调。

与教育中经济至上主义相伴随的是教育中的能力主义。能力主义者基于经济至上的观点，主张让“具有不同能力”的学生进入不同的学校接受不同的教育，以适应产业结构对各种劳动力的需求。由此也就必然导致他们提出设置“多样化”的学校，以便按照学生的“不同能力”施行不同的教育，实现为各类企业输送不同规格人才的目标。例如，1963年的《经济审议会报告》曾提出：“我们必须引导国民接受这样的观念，即他们只有根据他们的能力和能力倾向接受教育的权利，而且只有通过学校的测验，他们才能运用他们被确认的能力当一名工人。”[16]由此可见，这完全是从经济意义上的能力主义出发提出的教育改革观点，完全无视学生个性的发展和素质的多方面提高。

上述观点一方面将学校看成了鉴别和划分不同学生的能力的机构，另一方面又将“能力”看成与生俱来的东西，进而又将“升学竞争”“学历社会”“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等，归罪于人们（特别是家长和学生自己）对自我能力的过高估计和对自己教育权利的过高要求。例如，一些拥护这种观点的人认为，“考试地狱”这种反常现象并不是考试制度本身造成的，而是由于人们未能认真考虑自己的才华和能力，为大学入学考试投入了无意义的精力。“日本现实中存在着众多的愚蠢谬论，其中最为荒谬的是固执地要求‘权利’。”[17]这种将“考试地狱”的发生归罪于日本民众的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仍旧存在。例如，当时的文部省官罔本熏就认为，日本公民的“绝对平均主义心态”是他们不能正视能力差异而人人投入考试竞争的心理原因。总之，上述观点实际上就是要求人们放弃提高自己能力的信心和努力上进的权利，承认有不可改变的能力差异。

四、教育民主化思潮的发展和深入

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日本教育中的国家集权要求和经济至上主义虽然受到政府当局以及有经济实力的社会力量的支持而获得了教育思想的主流地位，并且得以体现于国家教育政策和教育实际之中，但是，它们并不代表当时日本教育思想的全部内容。实际上，维护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和平民主精神、反对教育的国家专权的思想潮流在民间从来没有消失过。“国民教育”思潮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兴起，就是教育民主化思想深入发展的重要表现。

“国民教育”本身不是一个新的名词，它也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就日本来说，自19世纪中叶的明治维新开始，“国民教育”就有“国家严密统制的公共教育”的含义。到19世纪80年代，特别是1890年《小学校令》使用“国民教育”一词以后，日本的国民教育体制得到确立和基本完善，“国民教育”的含义就只剩下“由国家掌握教育的兴办权和管理权，为国家的利益服务，培养良好国家公民的教育”这一点了。随着19世纪后期国家主义、尊皇主义的越演越烈，“国民教育”也演变成《教育敕语》指导下的“臣民教育”；进入20世纪以后又进而变成了军国主义的教育，人民的各种教育权利被剥夺殆尽。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军国主义教育被彻底否定，基于日本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制度建立起来，日本教育发生了历史的转折，“国民教育”一词也几乎停止了使用。但是，此次改革是以外来力量的急促运作为主，国家主义性质的“国民教育”思想未能受到认真的分析批判；加之20世纪50年代初旧金山体制确立后，日本政府迫切需要利用教育为经济的复苏和发展服务，因此国家主义教育思想又为当局所重视，并且在他们的教育政策中越来越多地体现出来，对战后初期确立的教育民主化原则构成了越来越大的威胁。

为了维护《教育基本法》为标志的战后教育改革成果，日本思想界和教育界的一些民间组织和人士大胆地站出来进行了顽强的斗争。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人们在“为了国民、依据于国民、作为国民的权利”的意义上开始使用“国民教育”一词。1955年8月，《思想》杂志编辑出版“国民教育”专刊，就是以这种新的意义开始使用“国民教育”一词的标志，也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新的“国民教育”思潮兴起的标志。

“国民教育”思潮的主要观点是坚持《教育基本法》的精神，即坚持教育上的民主自由和人民的教育权，坚持国民是教育的主体，反对国家对教育的越来越多的统制。同时还主张和平教育，坚持民族独立，反对依附美国，反对战争。例如，1960年7月，日本教职员工会中央委员会发表的《确立民主教育的方针》就曾指出：“不实现人类的誓愿——和平，不实现民族的独立，就不可能确立国民教育。”[18]清水几太郎在《思想》杂志刊登的《关于国民教育》一文则认为，“为了使国民教育在真实意义上达到新的自觉的阶段，就应当以对日本新宪法的学习、实践和拥护作为国民教育的根本依据”，为此，他提出了国民教育的3个要件：第一，“国民教育必须依据于普遍的价值乃至理想来加以贯彻”，这里的“普遍的价值”就是体现于宪法中的自由、平等与和平的理念。第二，“国民教育必须保持‘国民性的扩展’或‘国民性的规模’，也就是说必须与国民生活的现实有着全面性的联系”。“日本的教育不单单是国家教育。为了作为真正的国民教育发展之，教育者们必须在对宪法的学习、实践和拥护中论证并实行‘教育从国家独立出来’的理念。”第三，“国民教育必须保持对外的主体性”[19]，这就是必须以国民为主体，抵制来自美国方面和日本政府方面的军备要求等。

这一时期关于“国民教育”的专门著作还有矢川德光的《国民教育学》（明治图书出版株式会社1957年初版）和1958年上原专禄的《立于历史意识之上的教育》（国土社1958年初版）等。前者将当时苏联教育学的研究成果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优秀的教育实践相联系，对国民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有系统地论述，认为国民教育的内容应当是宪法和《教育基本法》所表明的民主主义教育、人权教育、和平教育和民族自立的教育；“国民教育”可以说就是在这几个方面“形成国民”的教育，培养具有民主主义精神的、热爱和平和民族独立的国民。

“国民教育”思想中反对国家的教育统制、争取人民的教育权力的思想，不仅表现在学者的著作中，也表现于教育实际当中。例如，1951年11月首相的咨询机构“政令修正咨询委员会”《关于教育制度改革的报告》开始提出地方教育委员会废除公选制改为任命制的时候，报纸上就出现了大量担心教育中央集权化而希望慎重改革的舆论反映；尤其是教育界提出的批判意见最多。

又如，在反对“工作情况鉴定”的斗争中，日本教职员工会发表的《紧急状态宣言》指出：“工作情况鉴定是为了完成近来急速推进的一系列反动文教政策而推出的东西，这一点毫无疑义。它是想要不断束缚教师所具有的权利、压杀其自由。同时它包含着剥夺教育的自主性、压制有创意的生动教育实践、封杀教师工会活动的阴险意图。”宣言明确提出了“教育是全体国民的教育”的观点，并代表全国50万教师表达了要阻止工作情况鉴定、粉碎教育集权控制的决心。[20]

教育民主化思想的深化还表现在“同和教育”的进展方面。所谓“同和教育”，是基于民主主义和平等精神，以部落解放为目标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实践运动的总称。这里所说的“部落”，是指仍处于较低社会发展水平上的为数不多的人群，包括经济特别落后地区的少数民族部落、封建时代被称为“秽多”“非人”的人群的后代等，他们常常受到不公平的待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民主化改革中，新宪法关于“全体国民在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不因人种、信条、性别、社会身份或门第而在政治、经济或社会关系上有差别”（第14条）的思想，带来了“部落解放”运动的重新兴起，1946年2月成立了“部落解放全国委员会”，1955年改称“部落解放同盟”。作为部落解放运动的一环，消除教育差别和差别意识的思想再度扩展开来，人们对“同和教育”的认识也进一步深化。首先，将同和教育问题与人权问题联系起来。将消除差别教育看成确立人权的重要前提，看成争取和平独立的、民主主义的、广泛的国民运动的一个方面；其次，将同和教育的思想扩展、渗透到教育的各个具体方面，如教科书免费、普及高中教育、反对学习成绩统测、成人扫盲及其他教育等；此外，同和教育思想也进一步影响了行政当局，促成当局加大了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力度，从而使得同和教育在20世纪60年代取得了重大的进展。

进步的民间教育团体及个人对于教育的国家垄断化、保守化、僵硬化的现象所进行的斗争，努力维护和发展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中已有的民主因素，促使和平、民主、科学在教育中占据应有的地位；民间教育运动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反映了民众教育权意识的加强，是战后日本教育民主化的重要思想源泉。

第三节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教育改革指导思想

一、教育发展的成就与“教育荒废”

20世纪50年代后期和整个60年代的经济高速发展，将日本推上了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经济强国地位。日本国民收入大幅度增长，生活随之日益富裕。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日本当局又及时调整产业结构，最大限度地改变了日本产业经济过度依赖进口石油的状况，并大力发展了知识密集型产业，从而较好地应付了1973年和1980年两次世界性的石油危机的冲击，使得日本国民经济的增长率保持在5%以上的较高水平，高于美、德、英、法不超过4%的增长速度，形成了经济高水平稳定发展的局面。

经济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相互促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日本教育的发展也十分惊人。在100%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基础上，高级中学的数量也迅速增加，1950年初中毕业生仅有42.5%升入高中，而到1970年时已达到82.1%，1980年高达94.2%，此后便基本实现了高中的普及；而高等教育在进入20世纪60年代以后就呈现所谓“教育爆发”的态势，仅四年制大学就由1960年的245所增加至1975年的420所，学生由62万人增加至173万人，20世纪80年代末适龄青年的38%以上得以进入大学深造。日本的高等教育从此开始进入“大众化阶段”。

但是，在教育体系迅速膨胀的同时，国家行政和经济界在教学计划、课程设置、教科书及其内容、教师进修学校管理等教育的各个方面的集中控制和影响也日益加强，引起了民间人士的不断批评；学校教育以及青少年中的不良问题自20世纪60年代后期开始也越演越烈——学生逃学、恶作剧、自杀、校内暴力（欺侮弱者、侵犯教师）、家庭暴力以及“考试地狱”和社会中的“学历主义”等不良现象不断发生，并出现不良问题的低龄化趋势，学生的文化知识水平和教师的威信逐渐下降。这些严重的“教育荒废”现象，引起社会各界对日本教育状况的广泛忧虑和关注，形成了不可忽视的反省和批判的思想浪潮，成为推动日本政府从此不断加大教育改革力度的重要原因之一。

就日本教育当局方面来说，最能反映其教育改革思想的是它所制定的各项教育改革的方针政策；而这些教育政策的直接来源又主要是内阁以及文部省设立的各种审议会的咨询报告。20世纪后期以来最具影响力的咨询报告和政府文件主要有：70年代“中央教育寓言会”（简称“中教审”）的《今后学校教育的综合扩充与整顿的基本措施》报告（1971年）；80年代“临时教育审议会”（简称“临教审”）的4次咨询报告（1985年至1987年）、内阁会议决定的《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1987年）；90年代中教审的《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报告，以及文部省每年发表的《我国的文教政策》等。上述文件既是20世纪末以来日本教育改革政策的基础，也较为全面地反映了20世纪后期日本当局和经济界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思想。

二、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思想

上述报告中关于教育改革必要性的论述，反映了行政当局和经济界视教育为社会发展动力、教育必须适应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形势而不断改革的思想。例如，1971年中教审的报告指出：“我国近代性质的学校教育具有百年之历史，它具有毫不逊色于其他国家的优点。但是，倘若固守于这一传统，学校教育将不仅不能成为时代发展的原动力，而且还将对社会发展产生巨大的阻碍。”[21]1987年4月，临教审第三次咨询报告也认为，日本社会正沿着国际化、信息化、成熟化、高龄化的方向发生变化，尤其是经济社会正在从以大量生产、大量消费为中心的模式向着以多品种、少量生产和服务为中心的模式迅速过渡，教育的目标、体制和政策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加以改革。

临时教育审议会的终结报告则从“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育的历史和现状”两大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改革的必要性。

从“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方面来看，“我国社会正面向21世纪，进入向成熟化、信息化和新的国际化发展的时期”。[22]所谓日本社会的“成熟化”，指人们在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的同时也追求精神生活的丰富；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调整；老龄化社会的来临和越来越多的妇女走向社会；多样化价值观念的出现及其导致的团体意识和责任感的削弱、庸俗文化的泛滥等。所谓“信息化”主要指科学技术的发展等。但它在给人们带来巨大的物质财富和便利的同时，也导致了对人的情感需要的忽视以及人本来所具有的各种素质的退化。所谓“国际化的发展”指世界范围内的经济交流、文化交流和政治交往的扩大，加深了国际社会中的相互依赖关系，日本作为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一，也要承担起与自己的国际地位相称的国际责任，并将不可避免的文化摩擦转化为国际化的动力等。适应这种时代对教育的要求，教育改革势在必行。

从“教育的历史和现状”方面来看，一方面历史的东西已经不能适应需要，另一方面现实的教育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改革所强调的完善人格、尊重个性、崇尚自由等理念，并未在学校教育中得到充分重视。“我们必须承认：我国的教育，过多地培养了以死记硬背为中心的、缺乏主见和创造能力的、没有个性的单一规格的人才；对日本人应有的形象缺乏自觉……尤其是近年来，激烈的入学考试竞争、‘恶作剧’、逃学、校内暴力、青少年不良行为等被称为教育荒废的现象越来越突出，事态的发展很值得人们忧虑。”[23]而学校教育和教育行政的刻板划一、缺乏个性，以及部分教职员团体不适当地介入政治斗争等，则是导致了教育荒废现象日趋严重的重要原因。凡此，都使得学校教育无法很好地担负自己的社会使命，失去家长和社会的信赖。

根据上述分析，报告认为日本教育应根据即将来临的21世纪的情况和要求，重新认识自己的历史使命。针对存在的问题和未来的可能性，充分认识日本文化与日本社会的特征与变化，应当是这次教育改革的出发点。

实际上，上述报告要求教育适应日本社会的成熟化、信息化、 国际化等，是有其经济、政治和教育等方面的背景的。例如，国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个人自由支配时间的增加等，对教育的要求更为广泛了；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以微电子技术的广泛应用为主导的科学技术迅速发展，导致80年代初“产业结构审议会”提出了“科技立国”的口号，产业结构的发展走向创造型、知识密集型方向，对教育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样的背景下，加上世界的多极化发展趋势，日本的政治家们也不甘心于“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世界地位，积极要求当“政治大国”。1982年，中曾根上台后便明确提出了将争做政治大国作为自己任内的最大任务，认为实现“国际国家日本”是现代日本的最大目标等，从而提出了以“战后政治总决算”为口号的社会改革任务，将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财政改革并列为“三大改革”，表明了面向未来的强烈的教育改革意识。

三、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的教育改革思想

终身教育思想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世界范围内流行开来以后，也逐渐成为日本第三次教育改革及之后的重要教育改革指导思想，与过去以学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改革思维方式有了重大的不同。

在日本，较早提出终身教育问题的重要文件是1970年5月1日内阁会议决定的《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1971年4月“社会教育审议会”发表的《适应社会结构急剧变化和社会教育的应有状态》的咨询报告，以及1972年日本“经济调查协议会”发表的《培养新产业社会的人才——从长远的观点看教育发展》的建议书也对终身教育和终身学习给予了极大的关注，并强调应当以“建立终身学习体系”作为教育改革的基本路线。及至20世纪70年代末，中央教育审议会组建的“终身教育委员会”提出了《关于终身教育》的专题咨询报告（1981年），并在后来提出了以建立终身教育体系作为今后教育改革的指针的思想。进入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临时教育审议会的4次咨询报告，以及后来日本内阁会议颁布的《关于当前教育改革的具体方略——教育改革推行大纲》等重要文件，都将“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完善终身学习体系”作为重要内容加以阐述。1989年文部省发表的《我国的文教政策》也重点论述了终身学习体系的意义和措施。

关于改组已有的教育体系并“必须建立以向终身学习体系过渡为主轴的新教育体系”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20世纪80年代末临教审的终结报告曾归纳为4点。第一，针对在学校教育广为普及的同时，学历社会的弊端也日益严重的情况，建立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可以摆脱学校的自我封闭，改变仅以学历评价人的状况，同时为那些在年轻时未能如愿进入学校和工作单位的人在其后半生实现自己的愿望而提供拼搏学习的机会；第二，可以适应生活水平提高、老龄人口增多等因素带来的学习需要的多样化需求，进而促进民间的学习活动、文化活动、体育活动以及信息产业活动的开展，形成综合性的学习网络；第三，可以适应科学技术的提高、国际化的发展以及社会产业结构和就业结构的变化，让教育、科研和企业更好地加强联系，让人们如愿地学习到新知识和新技术；第四，可以恢复家庭的教育影响力并使之与社区、学校的教育更加密切地结合，从而加强对儿童的教育力量，克服家庭和社区教育影响力下降和对学校教育过分依赖的倾向。总之，其认为终身学习体系的建立，将有利于学习者的个性发展以及教育的多样化、信息化、国际化目标的实现。

关于如何建立和完善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日本教育改革当局提出的具体方略包括：改革企业和政府机构的人事录用制度，打破评价和雇佣时偏重于形式上的学历和校历的状况；搞活各种学习活动，开放、扩充和完善各种校外教育机会；学校的课程、教学、招生等方面都要适应社会的变化，加强与社会和家庭的联系和合作，积极接收社会成人入学；振兴校内外的终身体育运动和运动科学研究；加强和健全文部省以及都道府县推行终身学习体制的力度，加强终身学习体系和设施的建设；完善和制定有关的社会教育的法令；等等。

四、尊重个性的教育思想

日本教育改革当局还把重视个性的教育思想作为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的基本原则，提出：“ ‘重视个性的原则’是此次教育改革中最重要的、也是贯穿始终的基本原则。”“必须对照这一原则，从根本上重新认识教育的内容、方法、制度、政策等教育的整个领域。”[24]

对于尊重个性的教育思想，官方的报告提出了3个方面的依据：一是依据于《教育基本法》关于“维护个人尊严”“培养完美的人格”“尊重个人价值”等基本精神；二是依据于教育改革任务——打破划一性、封闭性、非国际性，克服“教育荒废”等严重问题；三是基于人性和集体的需要，因为每个人都是各自独特个性的存在，只有富有个性的个人集中在一起，才能形成集体的活力。

但是官方上述尊重个性的教改指导思想，对于“个性”的理解是宽泛的：“所谓个性，不仅指个人的个性，还意味着家庭、学校、社区、企业、国家、文化、时代的个性。”[25]由此推论出必须尊重和发挥他人的个性，必须尊重和服从国家和民族的个性的结论，显示出较为明显的道德色彩乃至国家主义的色彩，这一点遭到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力量的批评。但是上述尊重个性的思想也要求将“个人尊严、个性尊重”恰当均衡地摆在个人与集体、社会、国家等关系之中，认为自由伴随着重大的自我责任感，它与放纵、无秩序、无责任、无纪律是完全不同的等观点，应当是可取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日本教育当局对于儿童个性发展的关注进一步加强，并将“培养生存能力”突出地作为重要的教育目标。1996年7月第15届中央教育审议会向文部大臣提交的咨询报告《面向21世纪我国教育的发展方向》的主题就是“让孩子拥有‘生存能力’和‘轻松宽裕’”，报告将培养下一代的“生存能力” 作为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以适应未来变动剧烈的社会，适应国际化、信息化、科学技术等多方面的社会变化。报告认为，这种生存能力的培养必须具有“轻松宽裕”的教育环境，克服过度考试竞争所带来的压力以及“欺负弱小”等现象，即保持“心灵上的轻松宽裕”。这一主张必然导致要求培养学生在教学中能自己能动地学习，“能够自己发现问题，自我思考，主动做出判断和行动，具有较好地解决问题的素质和能力。并且能够自律，善于和他人协调，善于为他人着想，感情丰富和充满人性。同时，能够强健地生存下去的健康和体力也是不可缺少的”[26]。咨询报告还强调，教师、父母和社区内其他成年人都应关心儿童的成长；要利用整个社会的轻松宽裕的环境培养孩子们的“生存能力”。

近年来对年青一代个性培养及生存能力的关注，与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的崩溃有着密切的联系。企业的不景气，势必要精简人员，越来越重视有效地使用每一个职员；在录用新职员方面，也提出了破除学历主义和校历主义、注重良好个性素质的要求。可以说，日本经济界在结构调整和企业转换时期人才观念的新变化，它们的重视个性教育反对学历主义的新要求，是政府部门关注个性培养的直接原因。

政府的教育改革方案所表达的尊重个性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明确地避免置儿童的个性发展于不顾的做法，是政府力图克服“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现象的表现，较之过去将教育完全作为政治的工具或作为经济的附庸有了较大的不同。

五、面向世界的“教育国际化”思想

如前所述，出于世界多极化的发展趋势和不甘心于单纯“经济巨人”国际地位，日本当权的政治家以及一些仍心怀军国主义的人士积极推动日本成为世界上的“政治大国”。在这样的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后期，临教审代表日本教育行政当局提出了培养“世界中的日本人”的教育目标，为此它要求坚持教育的“国际化原则”等。

临时教育审议会的报告认为，这一新阶段中的“国际化”，与明治以来赶超型近代化时代的国际化，在思想认识、方法及任务上都是不同的。它提出新阶段的所谓“国际化”不再是追赶和学习别人，而是要求日本人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积极为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做出自己的贡献。同时，在向国际化迈进的过程中，创造日本教育体系灵活适应时代要求的自我革新能力。由此决定了教育的国际化要站在全人类和全球的角度，以培养能在各个领域都能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的日本人为目标。

出于对外“做贡献”的需要，首先必须使日本人真正获得国际社会的信赖。为此要求“面向世界的日本人”：第一，必须具备从国际角度出发，既能保持日本文化的个性，又能深刻理解多元文化的能力。第二，必须具有爱国心而又能避免仅仅从本国利益出发去判断事物。可见，虽然极为强调“国际化”，但在取得别国信赖的同时保持爱国心和日本文化的个性是绝对不可少的，因此临教审的最终报告较之它前几次的报告在这个问题上更多地强调了学校应该采取有效的方法，使学生理解国旗和国歌的意义，培养敬重国旗和国歌的感情和态度。第三，要具备实现国际化而要求的沟通能力，包括语言能力、表达能力、国际知识和教养等，同时尤为不可缺少的是对日本历史、传统、文化、社会具有广泛而深刻的认识和有说服力的自我见解，以便让世界更好地了解和接受日本的文化，更好地实现“日本社会的国际化”。在具体措施方面，教育当局提出了加强日语和外语教学、加强归国子女和海外子女教育、建立面向国际的一般学校和高等学校、改善留学教育和留学生教育以及加强国外知识的普及教育等。

总之，关于教育国际化的思想可以说是一种有远见的思想。因为在一个日趋国际化的社会中，着力培养善于在全球活动的人才，是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日本教育国际化思想中所包含的某些扩张主义倾向和自我优越感，也引起了人们对其“国际化”“政治大国”要求的警惕。

六、“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教育改革思想

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日本教育当局就提出了教育适应即将来临的信息化社会的思想。这一思想也是当时临教审一系列咨询报告的重要思想之一。这些报告认为，信息化的进展具有彻底改变教育模式的可能性，其基本的作用就是在教育中大幅度地扩充教育者与学习者的双向信息传递，并缓和时间和空间的制约，创造以信息网络为中心的新的“学习空间”，进而对人们的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但另一方面，信息化的进展又可能造成人们直接经验的减少、间接经验的增加，使人们过分依赖信息，或因不能正确处理信息而造成信息膨胀，造成许多不适应现象。这正反两方面的作用，都极大地影响着人才的培养，所以必须及时地改革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来临。

基于上述观点，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3条原则是：真正开展适应社会信息化的教育；充分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搞活教育机构的工作；消除信息化产生的反面作用，促使教育环境人性化。为此，以信息化为目标的教育改革必须完成4个方面的任务。

第一，确立信息道德。就是使每个人都能预先认识自己所传递的信息对他人、对社会可能产生的影响，趋利避害，也为了防止对电脑、版权等无端侵入的不良事件；因此，为了建设理想的信息化社会，必须确立信息化社会新的伦理道德即“信息道德”，并将它作为社会普遍的基本准则之一。

第二，构造信息化社会学习系统。包括建立旨在对于“培养信息利用能力的教学内容和方法”进行研究的体制；建立旨在对于“教育各领域中最适合的信息媒介”进行研究开发的体制；建立旨在培养适应信息教育的教师的教育体制；建立旨在对信息机器副作用等问题进行研究的体制。

第三，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即在各级各类学校和社会教育中有效地运用信息手段进行教育工作。为此必须培养教师的信息使用能力，提高教师素质，完善学术情报系统等。

第四，创造信息环境。包括在学校等各种教育场所创造开放的信息环境；建立开放的信息储存库并开发相应的数据库构造系统；有效地运用最尖端的信息技术于教育领域，适应个别化和多样化的学习要求；继续重视电视等传播媒介的积极作用，但更要重视硬件的标准化发展和提高软件的兼容性，使得操作更为简易；等等。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思想仍然不断地在有关政府的文件或报告中表现出来。例如，1992年规定的小学高年级的社会科教学内容中，就提出了信息化教育的目标；1997年，“教育课程审议会”发表的《关于改善教育课程基准的基本方向》也再次提出了使教育适应信息化社会的观点。

七、教育改革必须以政府为主导的思想

改变战后初期教育的地方分权、加强国家政权对教育事业的集中控制，始终是日本当局的目标。这种强调集中统一和行政作用的思想也贯穿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的教育改革之中。1971年6月提出“第三次教育改革”口号的中教审报告，在谈及“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根本问题”时多次提出：公共教育的内容和程度，学校教育的普及和充实等，都是“政府的任务”，“是政府对国民的重大责任”[27]，以此为削弱地方分权，加强政府控制制造舆论；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教育改革由国家主导的思想进一步加强，中曾根在1984年2月的国会会议上提出“建立一个作为内阁总理大臣的咨询机构来审议、调查和受理一系列教育改革问题”，这一机构就是1984年8月建立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它较之隶属于文部省的“中央教育审议会”层次更高，更具权威性，内阁直接干预全国教育改革的意图由此表现得十分明显。

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后发表的咨询报告继承了日本当局历来的教育集权思想。这些报告虽然提出了动员全体社会成员参与教育改革的观点，但也明确提出政府主导教育改革的要求。该会的第四次咨询报告指出：“在政府推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文部省必须发挥应有的作用和履行应尽的职责。为此，文部省应当根据本审议会的咨询报告建立健全强有力的教育改革促进体制，积极采取各项措施，保证教育改革的顺利进行。”[28]可见，教育改革仍由“政府推行”，文部省仍然是改革的主导力量。

此外，在具体的管理中也反映出这种“政府主导”教育改革的理念。一是加强文部省的统一指挥力度，除了组织上的调整以外，20世纪90年代文部省反映教育改革情况和趋势的《我国的文教政策》 从几年发表一次改为每年出版一次。二是强调巩固以“任命制”方式产生的地方委员会的权威，实际上也就是加强了政府主导的基础。在校内，则必须对应于学校管理的各个方面“按照学校的种类、规模以及各种职务的性质，确立协助校长分担校务的教头、教务主任、学年主任、教科主任、学生指导主任等属于管理和指导方面的职务制度”。[29]这些校内的领导职务也都是实行任命制的。这些思想在咨询报告中提出以后，都逐渐渗透到具体的教育改革政策或法令之中。除了在文部省设立有“教育改革推进总部”（1987年改为“教育改革实施总部”）以外，学校内教头、教务主任的权限也大为加强。

上述几个方面的教育理念是日本政府和教育行政当局在教育改革中的基本教育理念，是20世纪最后20多年日本教育改革的基本的指导思想。这些思想理念贯穿于教育改革的诸多方面，对于日本教育改革的实践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不过，这些思想观念在从形成发展到贯彻实施的过程中，也充满各种争论，对其中的许多不足和偏颇之处，曾经并且今后仍将受到来自民间进步思想力量的批评或批判。

第四节 对主流教育思潮的反省与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的教育改革始终处在日本当局的主导之下，政府的教育指导思想成了占统治地位的主流教育思潮。但是来自日本教育第一线的、对主流教育思潮的反省和批判思潮，也是日本教育思想发展历史上不可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们反映了民众的心声和要求，其中也不乏许多发人深省的观点，并在一定程度上对日本教育的实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种对主流教育思潮的反省和批判思潮，可以以日本教职员工会的教育思想为代表。

一、日本教职员工会关于教育改革的基本理念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日本教职员工会”（“日本教职员组合”，简称“日教组”）作为拥有众多教育家在内的日本最大的民间教育组织，是日本教育思想界反省和批判当局教育政策和教育思想的代表和主力军。该组织的教育理念，主要表现如下。

（一）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

日本教职员工会“教育改革研究委员会”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几次报告中，集中提出了“我们的教育改革理念”。其主要思想总的说来就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宪法和《教育基本法》为依据，强调国民的教育权、教育自由、学术自由、教育的地方分权，主张民众参与教育行政，反对在“战后政治总决算”的名义下试图否定战后民主主义教育的理念，反对推行军事大国化和技术立国化的国家主义、能力主义的教育改革。具体内容包括：第一，发展旨在保障国际和平和人权的民主主义教育；第二，创立新的公共教育并保障终身学习的权利；第三，依靠实现教育的自由和自治，提高学校教育与教职员的地位；第四，创造与自然共存的、对应于新的科学技术发展水平的教育；第五，确立基于国民和教职员参加的民主教育。

（二）关于公共教育的概念和原理

针对行政当局以及经济界对学校教育的越来越多的控制，日本教职员工会的教育改革研究委员会力图澄清公共教育制度的基本概念，认为“公共教育制度既非国家教育的别名，也没有依赖于资本之手的道理。必须从社区居民与教员同心协力把培养后代视为自己的责任的立场出发，重新认识公共教育制度”。提出“‘面向每个孩子的学校’如何同培养我们国民共同的后继者联系起来，这是公共教育制度的改革所必须追求的目标”。[30]强调真正的公共教育在教育机会均等、学校向全体国民开放、家长的教育权、教育的自由和中立性、排除政府控制、公费教育、义务教育等方面的要求和具体改革的措施。

（三）关于克服“考试地狱”“教育荒废”的思想

日本教职员工会认为，日本教育中充满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些问题又集中表现在以升学考试制度为代表的中学生出路指导的问题上。升学考试以书面考试的成绩来区分和甄别毕业生，以能力主义为指导实行排他性竞争，极大地伤害了青少年的人格，损坏了他们的同情心和亲和感，从而成为厌恶学校、逃学、恶作剧、暴力等问题行为产生的主要原因。他们认为，必须彻底改革学校教育及升学考试制度。建议保障全体青年都接受高中教育，实行“高中准义务化”，从而全面废除高中升学考试；积极建设向国民开放的大学；改善和发展公共教育条件、赞助私立学校、缩小公私立学校之间以及各大学之间的差别；在大学招生中废除统一的一次性考试，实行入学资格试验性考试（A考试）和各大学自己的考试（B考试）相结合；在社会上废除大企业、政府部门从指定大学招工的制度，以减少“学历社会”的影响；改革学校的课程和教学；等等。他们还认为，物质的繁荣和经济的成功并不意味着教育就有了良好的环境，学校要注意克服学生对安逸生活的依赖风气，克服家庭变小、自然环境变坏、游戏场所缺乏、考试竞争等造成的学生的不良生活习惯以及不善玩耍、不善交往的缺点，要依靠投身自然和加强社区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来克服这些问题。

（四）关于和平和裁军教育

日本教职员工会还针对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复活趋势，正面表达了加强“和平和裁军教育”的主张，并提出有关的4个课题。

一是全体教育工作者必须学习战前和战后和平教育的历史，从国际角度考虑，在日本近代史上发生战争的原因及战争造成的损失，深刻理解日本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内容及历史意义。

二是必须加深对1980年巴黎举行的裁军教育世界会议确认的“裁军教育十项原则”的理解，重视相关教材，开发最富有创造性的教育方法。

三是抵制大众媒介对暴力的肯定和对军国主义的赞美，抵制自卫队的教育介入，培养儿童对人类怀有感情，自觉认识人的尊严，发展憎恨暴力和战争的教育。

四是必须进一步加强和平与裁军教育的国际交流和友好往来。

（五）对政府“第三次教育改革”思想的批评意见

日本教职员工会对政府教育政策中的一些理念和具体规定的批评由来已久。特别是1984年9月直属于中曾根内阁的“临时教育审议会”成立以后，日本教职员工会对临教审的一些具体教育改革理念提出了批评。

例如，针对临教审提出的“尊重个性的原则”，认为它实质上着重强调的不是确立个人的尊严，而是强调企业和国家的个性，强调国家的存在和发展以及作为日本人的自觉意识，将自律、自我责任放在个性自由之上，因而极易将教育导入服务于政府需要的方向；针对“教育国际化”和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的提法，指出它的着眼点是在于清除日本在国际市场上的经济活动的障碍，以便海外产业的开发。

日本教职员工会的一些人士还认为，建立终身学习体系的主张忽视了学校在提供基础教育和保障基本的学习权利方面的重要作用，不搞好学校教育这个基础，终身学习体系只能是沙地上的楼阁。

此外，对于临教审提出的“充实德育”“学校教育的多样化”等也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临教审提出的德育忽视科学的看问题的方法和判断力的培养；多样化则是一种差别教育，甚至是战前多轨制的复活。

总之，日本教职员工会通过它所设立的“国民教育研究所”等研究机构、各种专门问题委员会以及作为其成员的著名大学教授们的活动，表达了继承和坚持民主和平教育、维护教学和研究的自主自由、反对教育专制、反对经济至上、反对军国主义教育、克服“教育荒废”等多方面的教育思想，其中一些内容虽然不无偏颇，但从一定的角度来看也是对官方教育指导思想的有益补充，成为20世纪后期日本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二、对几个重要主流教育观念的批判思潮

除了上述基本的教育改革理念以外，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组织对当局所依傍的一些重要教育指导思想也进行了揭露和批判，形成了自20世纪后期以来对主流教育观念的批判思潮。

（一）对教育投资论的反省与批判

日本的“教育投资论”是其教育中经济至上主义的重要思想依据之一，并作为战后日本的一种教育政策思想而成为重要的主流教育思潮。但是以日本教职员工会成员为代表的众多民间人士，对于教育投资论则保持了冷静的分析批判态度，他们对其提出了如下的批评。

第一，教育投资论会迫使教育从属于经济，从而失去教育自身的主体性，失去按照教育自身的需要和规律予以发展的可能。

第二，教育投资论由于强调教育服务于国家经济计划，必然地要求国家对教育经费加大控制力度，进而带来了国家政权对教材、教学内容、教师工资以及教育其他方面的集中控制，教育的国家专制由此被强化和被合理化、理论化，从而危害人民的教育自由。

第三，由于教育投资论中的经济效率原理，使得教育投资的分配倾向于“可信赖者”而保证投资的安全与效益，但这样必然助长教育机会的不均等，产生固化教育差别的作用，加强了“能力主义”和“多样化教育”（实际上是差别教育）的泛滥程度。

第四，教育投资论将教育投资的目的定位于“人力资本”的形成，由此将导致人才标准以国家政治和国家资本发展的要求为准绳，必然造成教育目标、教学内容等方面的统治和统一的强化，进而妨害学生个性的自由发展。

第五，由于遵循经济上的效率主义，教育投资论导致国家政权不愿意在它们认为“多余”的事情上使用金钱，结果将不得不由社会团体和学生家长来填补这种经费空白，从而将加重民间负担，也可能造成“私费”对公共教育的危害。

第六，教育投资论注重“以钱赚钱”从而导致教育评论方面的偏颇：或重数量而忽视质量，或重经济效益而混淆政治是非。

从以上的介绍中可以看出，日本学者们对于教育投资论的反省与批评，是与他们教育主权在民、教育机会均等、注重个性发展以及反对军国主义的和平教育理念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二）对教育国家统制的抵制与反省

将战后初期确立的教育行政分权转变为中央集权，可以说是后来日本历届政府致力实现的目标。但是，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为主的教育界民主进步力量也从一开始就展开了捍卫民主宪法和《教育基本法》的斗争，积极宣传教育民主、教育自由的理念，揭示教育统制现象及其根源。上节所述的“国民教育论”就是这一斗争在20世纪50年代的主要思想成果之一。

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反对扩大国家教育专制、声张国民教育权利的斗争取得了重大的思想进展。被称为“教育诉讼史上划时代的判决”的“杉本判决”[31]的宣布，就是这一进展的重要标志之一。

该案的起诉方是高中社会科教科书《新日本史》的编者、东京教育大学教授家永三郎，他曾于1956年以教科书检定制度违宪和违法（教育基本法）为由起诉文部省；1967年他因编写的教科书再度遭到文部省检定官的处罚而又一次提起诉讼，要求取消这一检定处分。“杉本判决”就是针对第二次诉讼所做出的一审判决。该判决书认为文部省对家永三郎教科书所进行的检定，违反了宪法第21条及《教育基本法》第10条而判决原告胜诉。判决书以8.6万余字的篇幅阐述了判决的理由，表达了否定国家的教育干涉、承认国民教育权的基本思想。具体说来有以下主要观点。

第一，承认国民教育权。判决书指出，宪法第26条关于受教育权利的规定，是保障国民特别是儿童受教育权利的，而按照宪法第25条的规定，受教育的权利也可以说是“生存权性质的基本权利的文化侧面”。儿童受教育的权利是一种“为了在将来充分展开其人性而自我学习、了解事物、长成自身的与生俱来的权利”，教育是一种“在以满足儿童的学习权、展开其个性、完成其人格为目标的同时，培养能继承过去文化、发展民主和和平的国家，进而担当世界和平大任的国民的精神性和文化性的工作”，而“承担教育儿童责任的是以双亲为中心的全体国民”。“国民的这种教育责任，就是一个与所谓‘国家教育权’相对的概念，即国民的教育自由。”[32]

第二，关于学术自由和教育自由。判决书认为，在教育活动中，教师的学术自由和“教育乃至教学的自由”应当予以尊重，应当承认教师有资格判断和采用对儿童和学生来说最适当的教材和教学方法。判决书还认为，教科书执笔者为了尽教育的责任，作为一个国民将学术研究的成果以写作和出版教科书的形式传授给担负下一代重任的儿童们，这是他的自由。

第三，错误地运用检定就是违宪。判决书认为，教科书检定制度实际上发挥着禁止以未经检定的教科书作为教科书来发行的机制，但是对此加以误用，就难免要受到侵害宪法所保障的表现的自由等方面的指控。

第四，关于教育行政的任务。判决书认为，教育行政本来就应当以教育设施的设置、管理等作为自己的任务；认为国家对教育内容的介入基本上是不允许的，因为它“并不真正与以政党政治为背景的多数表决而被决定的东西相协调”。[33]

总之，杉本判决书致力于对宪法的教育条款和《教育基本法》有关条款的解释，认为它们保障的是国民特别是儿童的学习权和教师的教育自由及学术自由，并认为教师的这种自由是由其专业性和科学性所决定的。杉本判决被认为是“否定国家教育权、在司法历史上最早承认国民教育权的历史性判决”，“是教育讼诉史上划时代的判决”。[34]在此后的“高津判决”（1974年）、“衅上判决”（1975年）以及“最高法院关于学力测验的判决”（1976年）中，也都不同程度地继承了“杉本判决”的思想。

杉本判决的产生是长时期以来民众舆论抵制国家教育集权、声张国民教育论所积累的思想成果的法律表现。当时在法庭内外，以一些专家学者为首的广大民间人士纷纷发表保卫教育民主自由的见解，从而提供了杉本判决的思想理论基础。

（三）对军国主义教育的警惕与批判

在当局对教育的干涉和控制不断加强的同时，日本军国主义教育观也借着“爱国”“国防”“国际化”等旗号逐渐抬头。以日本教职员工会中一批极有影响的学者为代表的民主人士，对此有着清楚的认识，他们对日本军国主义兴起并影响于教育的几乎每一个事件，都有着及时而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例如，早在1978年，日本教职员工会就在当年的定期大会上针对“日之丸”旗和歌曲“君之代”被鼓吹的问题，发表了《日本教职员工会对“日之丸”“君之代”的统一见解》的决议。决议指出：“从‘君之代’的歌词内容及其所发挥的历史性作用来看，它的复活是对主权在民的宪法原理及《教育基本法》的民主教育理念的否定，因此坚决予以反对。”[35]至于“日之丸”虽然被作为日本国家的标识而被国内外所采用，但是它作为明治时代的产物，包含了天皇制国家主义的理念。政府和自民党将“君之代”“日之丸”法制化，目的是为了复活和强化国家主义，因此必须予以反对。1977年6月，文部省公布的《学习指导要领》明确以“君之代”为国歌，20天后就有日本教职员工会等97个民间团体共同发表反对意见，认为“君之代”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天皇制时代的东西，其歌词无论怎样解释也是充满了天皇主权的内容，所以以此为国歌，与日本宪法的国民主权原则是根本对立的，也是对全体国民包括教职员和儿童、学生思想和信仰自由的压制与侵害。

又如，面对20世纪70年代末文部省《学习指导要领》和教科书内容的反动化，1981年日本教职员工会等8个民间组织认为，“当教科书被‘国防’和‘天皇’所充斥的时候，就是我们以别的国家作为战场了”。[36]因此，其强烈其反对教科书的“国有化”，反对国家权力对教育和教科书的介入。

对军国主义思想的警惕和反对也反映在对教育国际化问题的看法上。日本教职员工会等民间教育团体指出，政府强调“培养面向世界的日本人”和教育“国际化”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和政治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借“面向世界”让教育更好地替日本资本主义企业的世界扩张以及为成为“国际国家”培养人才；另一方面是要借“加强日本人的自觉”向学生灌输国家主义思想，加强忠君和爱国心教育，并积极向世界张扬日本的优良传统和文化，最终是要在成为经济大国的同时，使日本也成为称霸世界的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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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章 20世纪下半期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

发展中国家的情况甚为复杂。拉丁美洲有些国家在19世纪便先后从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其中有的经过长期的国内动荡甚至战争，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北美与欧洲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下，建立起了“自由主义的”新国家。但这些新国家不仅未彻底摆脱殖民主义的影响，有的还反复处于专制统治之下。这种情况势必阻碍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使这些国家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之列。

在非洲、亚洲和阿拉伯世界，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殖民地地区才真正相继获得独立，先后建立了独立的国家。20世纪中期以后，大量亚、非、拉独立国家的诞生，在全世界形成了庞大的发展中国家阵营。

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由于曾受到殖民统治的残酷掠夺、压迫和奴役，长期陷于贫困和落后状态。从全世界范围来说，只有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这些国家的广大民众为争取民族解放和国家独立的斗争不断高涨，给整个殖民体系以致命的打击，才得以在取得了独立的基础上，走上新兴国家的发展道路。

任何一个国家的教育思想和教育政策，都是和它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背景以及教育实践密切联系的。各个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千差万别，其教育思想和政策自然也存在各种差异。但是，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又由于其社会和教育的演变都经历着大致相同或相似的途径，因而在它们的教育思想中也存在一定的共同特征。

第一节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中国家教育思想发展的主要特点

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演变，虽受到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科技进步、教育改革的影响，但主要还是受制于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特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无论是表现在国家教育政策方面的教育观念，还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家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主张，从根本上说，都基于发展中国家的国情和教育实践。

发展中国家在独立之前的教育不仅带有很深的殖民主义性质，而且极其落后。殖民主义者为了维护其对各殖民地的统治，一方面轻视甚至否定当地民族的历史文化传统，抑制当地民族文化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采用宗主国的教育模式开办一些学校，对少量当地儿童教以初步知识和宗教教义，灌输奴化思想；而对殖民主义管理人员的子女和从当地居民中挑选的上层人物的子女，则施以宗主国学校体制的教育，其目的是训练他们为殖民当局服务。诚如19世纪中叶曾在印度推行过殖民教育的英国学者麦考莱（Macaulay）声称的：“人民群众是用不着教育的。不过我们应当努力造就出英国人和他们所统治的千百万土人之间的一个媒介阶层，一个具有印度人的血统和肤色，但又有英国人的爱好、见解、道德和才智的阶层。”[1]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取得独立时，都面临着大量的文盲。例如，印度在1947年独立时，识字的居民仅占全国人口的16.6%；伊拉克1958年独立时，农村人口中文盲占92%。非洲的几内亚1958年独立时，文盲占全国人口的95%以上。在亚洲和非洲的某些地区，居民中的文盲甚至达100%。由于经济落后，人民贫困，学校极其有限，大量适龄儿童无法入学，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独立时，适龄儿童入学率只有10%至20%。非洲的阿曼到20世纪70年代初独立时，全国仍只有3所小学。至于中高等教育，在独立前的许多发展中国家更为稀少。由于教育经费短缺，教学设备和设施十分简陋，教师严重不足，各级学校的教学水平普遍很低。发展中国家独立时的这些教育状况，决定了发展中国家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教育政策的制定。

在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都把发展教育视为一项重要的奋斗目标。人民如饥似渴地希望受到教育，政治家以发展教育作为竞选的口号，许多理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和国家领导人期望教育成为推动经济发展，维护国家统一，消除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主要不是表现在教育理论家们对教育教学问题的探讨和论述中，而是贯穿于这些国家的教育政策以及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践之中。

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考量，主要集中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

第二次世界大战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勃兴。随着独立的民族国家的诞生，要求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的呼声在这些国家迅速高涨。而在有些发展中国家，“民族主义运动斗争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为了使教育真正地民族化”。[2]

所谓建立民族主义的教育，首先，是把发展民族教育，加强民族性教育，作为保卫国家独立，促进民族和谐统一的基本要素。例如，马来西亚1960年发布的“达立报告书”指出：“我们要时常牢记，教育可以作为国家统一和繁荣的媒介。”[3]

在有些发展中国家，老殖民主义者虽被赶跑了，可是一些新的反动势力虽然在形式上承认这些年轻的民族国家的独立主权，但又千方百计地力图重新获得在这些国家失去的利益，甚至蛮横地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制造混乱。而在某些发展中国家，由于在殖民时期留下的种族、宗教或部落隔阂远未消除，也妨碍着国家的团结和统一。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有识之士和政府都认为，为了使国家得到真正的独立，促进民族团结，实现国家统一，不仅要发展各级学校，还必须强调向青年一代加强民族意识、民族自信心、民族内聚力、民主合作以及公民责任感等方面的教育，强调把民族主义的感情和革命传统作为能够融合各阶级和各人种以及发挥民众活力的重要因素。

其次，是实现教育民族化。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认为对殖民统治时期按宗主国教育模式所建立的教育体系和学校必须进行改革，才能使教育适应本国的需要。这种认识和要求既很普通，也甚为强烈。

要求努力创办新的学校，使教育设施和课程计划不断“民族化”，既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各国教育的特点，也是拉美各国民粹主义者最为关心的大事，而且在许多发展中国家成了政府行为。这种情况，在阿拉伯世界甚至被称为“教育阿拉伯化”，在非洲地区则被称为“教育非洲化”。这种强调教育“民族化”的观念，对推动发展中国家独立初期的教育改革和发展，无疑起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战后阿拉伯国家和许多非洲国家的教育演变，首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展开的。“教育民族化”的要求，有力地促进了民族区域间的合作。例如，1957年3月，埃及、叙利亚和约旦的教育部长在大马士革签署了第一项阿拉伯地区各国文化合作协定，协定“规定了阿拉伯各国在思想、文化和民族的要求上必须统一，并邀请所有阿拉伯国家都加入该协定”。[4]

20世纪70年代曾在世界基督教协进会担任第三世界教育特别顾问的巴西教育家弗莱雷（Freirc）到过亚、非、拉许多发展中国家考察教育，并向这些国家提供教育服务。1975年，弗莱雷又应邀到刚刚获得独立的几内亚比绍帮助其制订发展民族教育计划。他后来在《给几内亚比绍的信》中强调指出，几内亚比绍发展民族教育必须摒弃葡萄牙人遗留下来的殖民教育体系，提高被葡萄牙人所鄙视的民族语言的地位，使之成为国语，应将发展教育和重建国家的努力紧密联系起来，应根据自己的国情制订教育发展计划，不能照搬别国的教育模式。弗莱雷的这些观点，反映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民族化的实践。

然而，教育民族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是一个艰巨的过程。许多发展中国家独立后，都着手教育改革，采用本族语作为主要的教育用语，修改了历史、地理等课程，致力于培养新的教师。但由于这些国家原来的教育基础薄弱，因此又不得不学习甚至简单地搬用发达国家的教育模式，包括教育建制、课程结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还广泛聘用外国教育顾问。结果，不仅给国家的教育民族化带来新的困境，而且由于脱离本国国情地采用别国教育模式，还造成许多新的问题。所以，不少有识之士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民族化将是一项长期的任务。

二、教育的经济发展主义

发展中国家，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取得独立的发展中国家，都极为重视教育对发展经济的作用，要求把教育的经济功能放在重要地位。

发展中国家在殖民统治时期，几乎都是农业国，工业上主要是为宗主国提供原材料。在殖民主义的掠夺下，经济十分落后，人民长期过着极其贫困的生活。独立后，广大民众都希望国家能快一些发展经济，早日摆脱贫困。而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发展经济，不仅要以现代技术改造农业，而且要实现工业化。而这些目标的实现，又依靠发展教育，培养各种人才。正如肯尼亚在1963年独立后，当时被称为肯尼亚“民族主义之父”的肯尼亚塔总统所指出的，现在必须重新认识和考虑独立国家的教育问题，应该把教育视为国家发展的重要工具，建立适应农业国家的小学教育，适应国家工业发展的中等教育特别是中等技术教育。这种强调经济发展的教育观念，充分反映了发展中国家谋求通过发展教育来实现经济发展的强烈愿望。

20世纪五六十年代，许多西方经济学家和政治家认为，只要西方工业化国家将大量资本投入加上现代技术转移到亚洲、非洲新独立的农业国以及早期独立的拉丁美洲国家，就能使这些国家的经济摆脱困境，以比工业化国家更快的速度，进入经济持续发展的历程。但是，实践很快使人们认识到，这种理论是不恰当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既没有大量的工业内行，也缺乏受过良好教育的现代劳动力，而这些是经济迅速发展的前提条件。不过，这种理论和设想毕竟使人们认识到教育与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

接着是西方的“人力资本理论”对发展中国家的教育观念和教育政策起了重要的影响。这种理论认为，劳动者通过教育和训练所获得的知识和技能可以成为人力资本，这是资本的一种形式；这种人力资本的作用大于物质资本的作用，人力资本的投资能提高劳动生产率。这种理论很容易被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因此，许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把知识人力的迅速增长视为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将增加教育经费、发展教育视为经济增长中最为有益的投资，把国家的发展建立在教育的发展以及其所促进的经济发展的基础上。

在上述观念的指导下，发展中国家制订了教育发展计划。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召开一系列会议给予支持和推动。许多发展中国家加大了教育投资。有些发展中国家把重点放到扫除文盲和普及初等教育上，有些国家则着力发展中等和高等教育。据有关统计，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尽管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仍存在许多严重问题，但它们的各级学校的注册学生总数却像火箭一样地飞速增长，从1960年的1.46亿增长至1980年的4.1亿，几乎增加了两倍。而发达国家则从1960年的1.81亿增加至1980年的2.37亿，增长不到1/3。发展中国家这种教育迅速发展的势头，虽然在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很大差别，但总的来说，这种增长势头是普遍的，并直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开始趋向下降。而且，在许多地区或国家，第二级特别是第三级教育的注册人数比初等教育注册人数增长的百分比要大得多。例如，在拉丁美洲，1960年至1980年的20年中，初等教育注册人数增长了134%，中等教育增长了493%，高等教育则增长了831%。[5]到20世纪70年代末，大量发展中国家所统计的中等和高等教育注册率已与50年代初法国、英国和德国的注册率相当甚至还要高，这颇令人感到震惊。[6]这些情况表明，教育上的经济发展主义思想，的确有力地推进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的迅速发展，成绩斐然。

三、关于教育改革的道路

教育改革是发展中国家独立后的一个重要问题。但如何看待教育改革，怎样进行教育改革，人们却有不同的观点和策略思想。

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教育部门都在不同程度上确认，一个受社会发展制约并为社会发展服务的教育体系，它的改革无论就其基本目标或是总体特征而言，显然是与社会问题密切联系的。广泛地说，教育体系乃是社会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如果不对社会进行改革，那么教育体系的任何全面而又深刻的改革是无法实现的。所以教育改革具有复杂性和艰巨性。同时，由于各个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体系的基础及其变革的范围、节奏以及对教育变革的要求不同，各国的教育改革思想和实践也显然存在差异。可以说，在发展中国家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教育政策。

但是，从发展中国家基本的教育改革策略来看，主要有两种观点，并选择了两条道路。持第一种观点和选择第一条道路的人认为，任何合理的整体变革都应从基础开始，初等教育是整个教育体系的基础，更何况在初等教育中儿童的人数最多，因此教育改革应从初等教育开始。持第二种观点和选择第二条道路的人则从教育的主要目标和形势的急需出发，他们认为首先应该关心快要达到或者已经达到谋生年龄的年轻人的教育，即中等教育以及其他各种现存的和新的中等后教育。持这种观点的人还认为，由于受中等教育的人数不多，中等教育受传统的束缚较少，因此它更容易“把握”，更容易变革；而且还认为中等教育是各级教育的接合点，它的任何变革既可能对初等教育产生影响，也可能对高等教育产生影响。

试行釆纳第一条道路的国家有喀麦隆、尼日尔、马里、坦桑尼亚、秘鲁等。当然，这些国家所进行的教育改革也有所不同。例如，喀麦隆主要是通过建立“农村应用教学法协会”来组织和推动基础教育的改革。尼日尔则主要运用大众传媒——电视作为推动基础教育改革的手段。埃塞俄比亚也把初等教育当作改革的起点，它主要运用了无线电收音机，为教育改革和教育规划服务的11个无线电广播电台发挥了极为显著的作用。有些国家还强调基础教育不仅包括儿童的就学，还应包括对成年人的功能扫盲，应把扫盲工作放到重要地位。比如，埃及教育部长在1970年颁布“埃及新扫盲法”时强调指出：“如果说我们过去带着文盲的耻辱还能生活的话，那么若是不根除文盲，用这个时代的种种武器武装我们的阿拉伯民族，我们就不能在今日的世界——一个具有现代科学、发达技术以及智慧和政治剧烈冲突的世界上立足。”[7]所以，改进扫盲工作，提高扫盲效率，也是教育改革的重要方面。从各方面来看，基础教育的改革，不论是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等改革，都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涉及基础教育与社会环境之间一些深层关系中的问题时，教育改革便又遇到许多困难。

选择第二条道路的国家主张把快要进入职业生涯年龄的青年人的教育作为全面改革教育的开端。在选择这条教育改革道路的国家当中，具体措施也是多种多样。有的国家如贝宁创办了许多民众的教育、进修和生产入门中心，初步建立了校外的和学校以后的多渠道教育结构。有的国家则着力改革中等教育，如塞内加尔通过建立一种实用中等教育结构和相应的教学机制，使不能进入普通中等教育或中等技术教育的中学生，有80%可以接受这种中等教育。有的国家如印度、古巴则通过最大限度地合并中等教育的各种不同渠道，甚至通过统一中等教育的第一阶段来对中等教育进行全面的改革。各国对中等教育的改革，一般都主张加强学校部门与劳动世界的联系。

许多有识之士认为，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改革，不论是持哪一种观点和主张，都必须把教育改革的计划和策略同本国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计划密切联系起来思考和抉择，才能取得成功。

四、教育的现代化

教育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教育领域中的另一重要任务。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和教育界人士都对此甚为关注。人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现代化，首先必须以各国的经济和社会现代化进程为基础，必须使教育发展与经济、 社会发展相协调。

然而，在许多发展中国家，经过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教育大发展，学校的数量和注册学生人数都有较大的增长，但是由于人口的增加，教育结构的失衡，教育资源配置不够合理，机械地搬用工业化国家的教育模式，特别是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协调不够等，到70年代末，便出现许多新的问题。例如，原计划在1980年普及初等教育，但这一目标远未实现，许多发展中国家还有大量儿童失学。在不少发展中国家，中等和高等学校毕业生找不到适当的工作。这在印度尤为突出。1978年春天，有一位印度新闻工作者曾这样报道：“几百万有文化的、体面的、常常是西方化的年轻男人和妇女，都没有工作——这是印度受过教育的失业者。他们构成了这个国家贫穷的一个特殊方面和一个日益严重的问题。”[8]此外，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基础教育的质量较低。所有这些问题，无疑构成了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绊脚石。

显然，许多发展中国家教育现代化的当务之急，是要使本国的教育尽可能跟上时代的发展，适应本国经济、社会现代化建设进展的需要，适应世界教育改革的进步潮流，全面提高教育质量。这就要求对教育结构、课程结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进行全面改革。在近二三十年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如参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各种科学课程教学计划，改革旧课程与旧教学法，编制新教材，购置新的设备，培训合格的教师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这方面的改革又因受到经济条件和教育基础薄弱的限制而遇到许多困难，进展的步伐一般不大。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学校教育现代化的进展远远落后于一些较发达的城市。

随着世界贸易和文化交流的日益广泛，不同的文化输入和影响不断扩大，往往动摇很多发展中国家传统的文化教育模式。同时，就发展中国家自身来说，为了实现现代化，也不得不引进和学习先进国家的经验，有些国家甚至过于性急地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这就常常使发展中国家在推进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引发本国的传统文化教育与引进的西方文化、意识形态以及教育模式的冲突。一些人强调维护和发扬本国的传统，另一些人则强调学习西方。所以，在探索教育现代化的过程中，如何在理论认识和实践上正确处理本国的优秀传统和先进国家教育现代化的经验，仍是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改革和发展中需要认真研究和解决的课题。

五、全民教育思想

全民教育（education for all）思想的正式提出，始于1990年3月在泰国宗迪恩召开的“世界全民教育大会”。大会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等国际机构联合发起的。会上通过了《世界全民教育宣言》和《满足基本学习需要的行动纲领》两个划时代的文件。此后，又在一系列国际性会议上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和宣传，从而使全民教育思想不仅为国际社会所接受，而且越来越成为全球关注的热点之一。而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全民教育思想显然更有重要意义。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等文件指出，由于世界面临的种种问题，已导致许多欠发达国家的基本教育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重大退步。今天，仅在发展中国家就仍有近9.5亿文盲和大约3000万功能文盲，其中2/3是妇女；还有1亿以上的学龄儿童没有上学，不计其数的成人未能完成基础教育计划，或未掌握基本的知识和技能。这在科学技术瞬息万变，历史进程飞速发展，社会、经济和政治空前变革的时代，是极不适应的。“全民教育”的世界基本目标是到2000年普及并完成初等教育，同时使一定的百分比达到或超过规定的必要学习成绩水平；使成年人文盲率到2000年减少至1990年的一半；要特别重视女童入学和妇女教育，以明显地减少男女入学率和文盲率之间的差距。“全民教育”思想强调“人人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全民教育”的最终目标是“要满足全体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本学习需要”。[9]

“全民教育”不是一个简单的口号，它的提出和实施是对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教育的严峻挑战。它已引起许多发展中国家的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可以说已成为近几十年来发展中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中心议题。

然而，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要实现上述目标，不论是真正扫除文盲，还是真正普及初等教育，都是不容乐观的，都要付出巨大的努力。特别是对非洲的某些国家，遇到的困难可能更大。

“全民教育”思想，在某种意义上说，它特别反映了广大未能受到基本教育的人民群众的要求。因此，全民教育思想也正是发展中国家许多有识之士以及教育家的心愿。

总之，发展中国家的教育思想，充分体现了这些国家在取得独立之后，主要是谋求促使教育摆脱和消除殖民主义统治的消极影响，复兴和发扬本民族的优秀文化教育传统，利用教育来为国家发展的需要服务。普遍强调通过群众教育，把新兴国家建成富有战斗力的统一体；通过广泛的职业教育，为青年提供就业机会，让青年人在国家建设工作中创造更多财富；通过高等教育和专业教育，为国家培养一大批杰出人物。而近几十年来，许多发展中国家在教育方面的思考，则更多地关注于更好地处理教育改革与发展、教育传统与教育现代化、精英教育与大众教育等关系的问题，以便使教育体系得以更好地适应本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以及世界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趋势。

当然，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也有一些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和教育家对教育问题发表了许多有意义的论著，提出了许多颇有见地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其中不少人不但对他们自己国家的教育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且具有一定的世界性影响。以下各节仅分别介绍印度的拉达克里希南、埃及的塔哈·侯赛因和巴西的保罗·弗莱雷等人的教育思想。

第二节 ［印度］拉达克里希南的民族民主教育思想

拉达克里希南（S. Radhakrishnan，1888—1975）是现代印度著名的哲学家、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1888年9月5日，拉达克里希南出生于离马德拉斯市40英里（约64.4千米）的提鲁纳克小镇。童年时期在基督教教会学校上学。1910年，他以其第一部著作《吠檀多的伦理观》获得哲学硕士学位。此后，在马德拉斯省立学院、迈索尔大学、加尔各答大学担任哲学教授。由于拉达克里希南在东西方哲学思想方面富有成果的广泛研究，1929年，他被聘为牛津大学比较宗教学教授。1931年，他出任安德拉大学副校长。数年后，又转任印度（Hindu）大学副校长。

拉达克里希南还曾任印度大学委员会主席、印度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团第一任团长、印度驻苏联大使等职。1952年，他被选为拉耶雅萨巴邦的第一副总统，在那里他建立了一系列有关民主政治、议会制度和民族关系的准则。1962年，拉达克里希南成为印度共和国总统。

作为现代印度最博学的思想家之一，拉达克里希南发表了20多部著作，其中《理想主义的人生观》《宗教在现代哲学中的影响》《东方宗教与西方思想》《教育、政治和战争》《信仰的复兴》《人的概念》《自由与文化》等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拉达克里希南不论是在担任普通教师，或负责大学的领导，或从事政务活动，都很重视教育问题，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特别是强调印度的教育应该为争取印度的自由、统一和民主做出贡献。

一、论人性及其发展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万物起源于“实在”，而最终的“实在”是精神性的；同时，他确信宇宙的发展过程是符合某种目的的，并力求达到这种目的。而宇宙发展的最终目的也是“精神”。由于这种“精神”具有超越已知物的力量，所以可以称它为“绝对”。而把“绝对”作为创造者来观察时，“绝对”便成为“神”。按拉达克里希南的话说：“万物产生的源泉，万物生存所依靠的活力，以及万物发展所要达到的完善，都是同一个神。神爱我们，创造了我们，并支配着我们。”[10]

然而，拉达克里希南又认为，神虽创造了世界，但作为万物之源的“实在”在世界的显现物则是“物质”“生命”和“心思”，世界是“有秩序的整体”，世界是能动的，并朝着完全精神化状态的目标发展。

拉达克里希南的基本哲学观显然是唯心主义的，并有浓重的宗教神学特点。但是他没有封闭在哲学的象牙塔里。作为政治活动家和教育家，他关注现实世界的事态和印度民族的振兴与富强，关心人的教育和发展。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人具有终极精神性的灵魂，但人又是一个生物的和心理的个体，人有肉体、生命和心思。因此，可以说，人是这两方面的“特殊结合体”。

作为“物质的人”“自然的人”“肉体的人”，人具有自然的属性。人的这个方面是真实的。从人的这个方面来看，一个人的行为是按照他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来决定的，即是由经验和环境条件所决定的，因而是有限的。不过，人的这个方面的活动，并不是完全混乱无章，而是有其内在秩序的。

但人之所以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事物，在于人具有思维和设计自己行动的能力。人的行动不是盲目的，他可以根据以前的情况确立自己的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进行一系列的努力。这表明人有一种超越自身的能力，这种能力被拉达克里希南称为“自我超越性”。其实，这也就是人的“灵魂”“精神存在”。

整体的人体现为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但二者不可分离。拉达克里希南说：“精神的领域并没有割断与生命领域的往来。把人分割为外部欲望和内部本质，这样做肯定违反人的生命的整体性……超验的实在和经验的实在——这两种实在的秩序是紧密相连的。”[11]因此，拉达克里希南指出，肉体的性质不应当被压抑或被摒弃，而应当去完善。

不过，拉达克里希南对人的基本看法，是强调人的精神存在。他认为，首先，人的一切精神活动都意味着人具有“自我意识”，具有“自我超越”的能力。这种“意识”和“能力”高于经验，它像一根弦能把一个人全部的深思熟虑的经验捆绑在一起，并使人具有独特的个性。正是由于人具有这种“意识”和“能力”，人才能组织自身的活动，并进行精神方面的发展。这是人的真正本性。

其次，人的一切精神活动，如艺术、道德或宗教的活动，都表现出人性与神性有亲缘关系。人之所以探索真理、追求至善、渴望美德、创造美，之所以能够改恶从善，都因为人具有内在的精神因素。拉达克里希南认为，这种精神因素乃是神性的火花。

最后，拉达克里希南认为，自由和创造性是人的精神的本质。正是由于人具有自由的和创造的能力，人才能不被环境条件所决定，才能突破肉体方面的有限性，自由地选择自己生活和行动的道路。换言之，人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自身。

然而，正如拉达克里希南所指出的，在现代社会，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虽然物质生活日趋富裕，但却引人沉湎于物欲，精神受压，思想堕落，人性丧失，人变成了机器。总之，人的真正本性被扭曲，人无法自主地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他强调地提出，人们必须正确处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应该充分认识到人本质上是一种精神存在，在每一个体身上都潜藏着无限的创造力，蕴含着不断完善和升华的可能性；应该摆脱混乱的物质世界的迷误，战胜环境的种种压力，让体现人的真正本性的“内在精神渗透到人的整个生活，人的心灵、肉体和友爱之中，在抛弃自私的本我中获得更深层次的自我”[12]，重振其自由的、创造的、自我超越的力量，使人不断向着更高的精神状态发展。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这也就是人生的目的——使“自我”最高本性得到充分显现。

拉达克里希南关于人性的许多观点是建立在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基础上的，是不足取的。但他在指出人的肉体方面和精神方面不可分割的同时，强调人的“自我超越性”，强调要重视、重振和发展人的精神力量，显然是针对印度人民在精神上长期受到殖民统治的压抑，现代社会中人性受到严重扭曲所表达的一种不满，是他对印度人民的激励，也是他对人性的一种呼唤。

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

拉达克里希南从教育哲学的角度，结合印度的教育实际，阐述了他对教育的一些基本观点。

（一）全面的和高尚的教育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传统教育只注重传授知识和技能，那是一种不完全的教育。他基于对人性的理解指出，教育“不仅是智慧的训练，而且应该包括心灵的净化和精神的陶冶。忽视了心灵和精神的教育，不能说是完整的教育”。[13]

当今世界上强国欺凌弱国，人与人之间你争我夺，贫穷的人民受苦受难，这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是与过分重视物质而忽视精神性的教育密切相关的。他认为，人本质上更渴望完美与高尚。如果我们重视人道主义教育，努力培养公正和仁慈的品质，培养对受苦受难的人民的同情心，培养为人类福利做贡献的道德，将会减少世界的紧张不安。

通过教育使人们树立恰当的理想和价值观，在拉达克里希南看来，也是教育的重要功能，因为理想和价值观是引导人生并帮助其达到目标的强大动力。

（二）民主、自由的教育

在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和政治思想中，“民主”“自由”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是因为在他看来，在长期的殖民主义统治下，印度人民根本没有民主、自由，为争取印度的独立和民主、自由，印度人民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因此，应该教育青年人重视和珍惜这种民主、自由。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民主的事业也是发扬人类的自由精神的事业。只有每个人的思想和感情不被他自己内心的占有欲所充塞时，每个人不被教育成只关心他自己时，人的心灵和精神才会得到纯洁的发展。如果扭曲年轻人的灵魂，他们就将成为社会的危险分子，妨碍民主、自由的真正实现。

教育不仅是提供知识和技能，还应该培养人们的内心爱好、理智态度和民主精神。拉达克里希南强调，民主精神将使人成为对国家有责任感的公民。真正的民主是有不同意见的公民为了共同的目的而达成一致。他还强调，为了维持印度的自由、统一和民主，教育机构就应该以自由而不是服从，以统一而不是地方主义，以民主而不是专制教育人民。此外，还必须教育青年人学会遵纪守法、举止庄重、自我教育。

（三）宗教教育

作为一个宗教虔信者的拉达克里希南认为，一个人必须有一种宗教信仰。宗教信仰在本质上是人的内在体验，它不为外来因素所决定，它是自由的。它能够使人证悟人类精神的活力和万物生存的根本。对个体来说，宗教信仰是塑造人，使人具有完整、和谐的人生的手段。因为宗教信仰展示一整套价值观和道德要求，鼓励人们通过践履、反省和自我控制来约束自己的生活和活动。因此，应该重视宗教教育。

关于如何进行宗教教育，拉达克里希南根据印度的情况提出，首先，宗教教育应按照印度宪法的有关规定推行。例如，按照“宗教信仰自由”的规定，对任何在国家认可的教育机构就学的人，如没有本人同意，不得被强迫参加任何一种宗教组织。其次，根据印度大学教育委员会（1948—1949）的决定，宗教不得作为一门学科定时地正式在课堂中讲授。因此，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宗教教育的主要途径不是宗教教义的说教和强行灌输，而是让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阅读一些宗教经典。学习这类经典，有助于拓宽人的知识面，敞开人的思想，激发人的崇高理想和志向，鼓舞人的高尚情操。在学习中，如能进行反省，则可使人们的思想从不平静的生活和各种刺激、痛苦和冲突中解脱出来，以新的眼光审视世界。当然，这里所说的“新的眼光”，也就是一系列的宗教的观点。

（四）科学教育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强调宗教信仰，并没有贬低科学在生活中的作用。科学与宗教并不是相互对立的，它们代表人生的两维：理性的与心灵的。

然而，当科学从作为探求知识、真理的手段转而成为追逐权力，成为被贪权者和自私的人用来行暴和牟利的手段时，便出现了同胞之间的战争，使人类面对的是绝望、沮丧和恐惧。拉达克里希南曾这样写道：“当我们在原子弹时代为命运而挣扎时，科学的成就使我们的心灵沮丧了，感到像无家可归的流浪汉，陷于盲目的机器中。”[14]但这不是科学的错，不能归咎于科学的失败，实际上这是人类的失败。根本的问题是将科学用于和平、繁荣以及极大地增进人类的幸福，还是被用于带来破坏和毁灭。拉达克里希南虽然未能深刻揭示科学之所以被应用于危害人类自身的深刻社会原因，但他显然主张科学应造福于人类。

因此，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必须进行科学教育，使人们正确地对待科学。科学只有掌握在那些对人类怀有深厚的感情和努力使生活更丰富多彩的人的手里，才是安全的。

还要通过教育发扬科学的精神。应该教育人们善于发展和运用理智的好奇心、想象力和技术，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同时拒绝一切陈腐的思想，无效的思想方式。

三、论大学教育

曾多年担任过大学领导工作的拉达克里希南高度评价大学教育的意义和作用。这是与印度独立后尤其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等教育迅速发展的实践密切相关的。

拉达克里希南认为，大学不仅仅是知识机构，它应是人的智慧、意志和情感的训练场所。一个大学人应该自由而不冷淡，谨慎而不消极，热心而不感情用事。

关于大学的功能，拉达克里希南强调指出，大学不单是学习的场所，也是文化之家。大学不但要以知识、信息和技能传授给男女青年，还要培养他们具有奉献和公正的精神。塑造人是现代大学的神圣任务。而所谓塑造人，不是把人培养成为能够“鹦鹉学舌”似的重复某些旧东西，而是要使他们形成高尚的情感、文明的理念以及对自然和社会有成熟的理解。如果大学不能实现这些目标，那就辜负了它应有的使命。

为了充分发挥大学的作用，拉达克里希南对大学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他认为，大学能给予青年人什么样的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不管怎样富丽堂皇的校舍和设备都代替不了教师的影响和作用。因此大学应有高质量的教师。

大学教师必须具有任何文明人应具备的基本品格，成为良好行为的榜样。大学教师还应是文化、社会和政治领域中进步的新精神的“储藏所”，教师本身如果没有这方面的精神，他就不可激发学生的新精神。因此，拉达克里希南呼吁：“要使我国那些大方的、殷勤的、大胆的、勇敢的青年人有益于新印度、新国家、新社会的建设，必须从教师们做起。”[15]

在教学方法上，拉达克里希南主张，应向学生提供适当的谈话、讨论、辩论以及与教师广泛交换意见和思想的机会。

虽然拉达克里希南的哲学观、宗教观和对人性的基本看法都是基于唯心主义的，他也没有提出全面系统的教育理论体系，但他在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上对独立后的印度教育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由他所做的“印度大学委员会报告”（1948—1949）成为印度独立后发展高等教育的重要指导文件。他关于教育的一系列观点，对推动印度的民主教育、科学教育、宗教教育以及妇女教育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节 ［埃及］塔哈·侯赛因的教育思想

塔哈·侯赛因（Taha Hussein，1889—1973）是埃及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1889年，他诞生于埃及南部明亚辖区的一个小社区。埃及自1882年被英国占领后，遭到英国殖民者的残酷掠夺和统治，广大人民更加贫困。塔哈·侯赛因的父亲是一位小公务员，收入微薄，家庭负担沉重。正是在这种境况下，塔哈·侯赛因度过了他的艰苦的童年，并于6岁时不幸双目失明。他在乡村学校学习了多年之后，出于对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强烈愿望，克服重重困难，于1902年前往开罗并进入古老的爱兹哈尔大学学习。1908年，塔哈·侯赛因深感爱兹哈尔大学传统教学方法的缺陷，遂转入新建的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特征的国立大学。在这里，他广泛接触了伊斯兰文明、古埃及文明、阿拉伯文学、东方史等领域，并于1914年获博士学位。随后，他又被送到法国的索邦大学深造，攻读社会学、心理学等新学科，1918年获该大学博士学位。

1919年，塔哈·侯赛因回国。当时埃及爆发了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并于1922年宣布独立。塔哈·侯赛因被聘在国立大学任教的同时，也热情地关注和参与了充满民族主义活力的文化活动和民族独立事业。1928年，他被任命为民族大学文学院院长。由于他在政治、文化和教育方面的积极活动和贡献，在1942年被任命为教育部文科顾问，并同时担任亚历山大大学校长。1950年1月至1952年1月，他出任埃及教育部长。此后他一直在开罗大学担任教授，至1973年逝世。

塔哈·侯赛因的著作颇丰。在教育方面，他除写有《埃及教育的未来》这一专著外，还发表过许多论述教育问题的论文和演讲。他的教育思想理论和实际活动，是和埃及谋求国家的独立、自由和富强的历程密切联系的，并对埃及的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教育的建立和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论教育的民族特性

在长期遭受外国殖民统治的埃及，探寻和维护其文化教育的民族特性，是埃及许多有识之士共同关切的重要课题。作为政治和文化教育活动的积极参与者和领导者的塔哈·侯赛因认为，首先必须认真审视和决定埃及文化的民族特性的基本内涵，以便为埃及教育的总体框架奠定基础。

埃及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国家。塔哈·侯赛因认为，构成埃及民族特性的文化渊源有3个方面：一是埃及古老的历史，这是它的民族的主要特征之一，也是它的文化教育的支柱之一。他说：“只有建立在从前的永恒埃及的基础上的新埃及才会有所发明，才会具有创造力……基于这一原因，只有从埃及那久远的历史中我才能思索埃及教育的未来。”[16]二是埃及与古希腊文明的联系，这是埃及文化的第二大支柱。三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言。它们在埃及受到了热烈的接纳，对埃及影响很大，构成了埃及文化的第三大支柱。在塔哈·侯赛因看来，在思考埃及的民族特性时，必须看到埃及文明和地中海文明以及欧洲文明的密切关系。

在埃及人民争取彻底实现独立和自由的民族主义的背景下，塔哈·侯赛因指出，首先是要坚信自己的民族文化的特性，但又不能僵化地对传统文化抱残守缺。他主张以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来理解新时代各民族的生活及其关系，并将欧洲的现代文明成果引进埃及。他既拒绝响应偏执的伊斯兰民族主义的召唤，也不赞同狭窄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他认为，在全面地思考和规划埃及文化教育的特征时，既要坚持埃及古老历史文明的基础，又不要排除对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遗产以及现代欧洲文明的借鉴和接纳。

塔哈·侯赛因认为，埃及文化的显著特征之一是它的民族统一性，这也应当成为它的教育的民族特性的主要表征。因此，他强调指出，教育特别是普通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要促进民族统一的实现。他认为，教育是使国家本身实现民族统一，使民族意识到自己有责任捍卫自己的自由和独立存在的权利的手段，是国家能够使民族得以生存并维护其存在的唯一手段。正是通过教育，国家才得以保持基本统一的民族遗产，并让这些遗产一代代传承下去。所以，学校教育必须让每一代人学习本国统一的民族遗产，培养他们的社会和民族归属感。

由于学校特别是初级学校的多样性，如有公立学校、私立学校、教会学校和外国侨民学校等，这对民族统一性可能产生一定的威胁。对此，塔哈·侯赛因主张国家应对各种学校实行标准化管理，并将民族遗产的统一性及其代代相传这一要求贯彻到学校教育的目标和课程内容中去，充分体现教育的民族特性和民族利益。他甚至呼吁取消各校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的差别，如果这种差别有损于民族统一、社会和谐及埃及的特征。

埃及民族的另一特征，在塔哈·侯赛因看来，是在埃及存在着一种人道主义文化。这种文化是埃及古老、和平与持久的特性的一部分，它深植于埃及人民的心中，鼓舞和引导人们反对压迫，排除黑暗，追求独立和自由，走向光明。这种人道主义文化不但教育着历代埃及人，也深深地影响着非埃及的阿拉伯人。埃及民族的教育无疑应传承和发展这种文化。

此外，塔哈·侯赛因还指出，必须重视教育对民族文化的双重作用，即一方面要通过教育对文化的传承来保护文化；另一方面，又要通过教育对文化的丰富和更新来发展文化。也就是说，既要教育人们了解自己民族文化的特点，并注意保护其民族特性中的永恒部分，又要教育人们了解自己周围世界的变化，并适应这种变化，发展民族文化。

二、论教育的目的

目睹长期处于殖民统治下的埃及人民不仅过着贫困的生活，而且还受到各种压迫，特别是农村居民更是陷于深沉的苦难之中，塔哈·侯赛因认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所有的埃及人都获得民主、自由和平等的生活。

他曾对人类社会的不平等提出严厉的指控。他说：“在权利和责任以及接受今生今世降临到我们头上的利益和负担方面，我们生来都是平等的。当压迫者骑在人民头上的时候，应当由我们自己把他们拉下来；当暴君出现的时候，应当由我们自己把他们赶走。”[17]他认为，尽管历史可能把人们分为穷人和富人，尽管天性可能在能力和才干方面把人们区别开来，但他们都是人。因此，领袖和统治者们、贵族和主人们那种高人一等的观念，必须被人与人之间平等的信念所取代。然而，平等的实现，是与民主、自由紧密联系的。没有民主和自由，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

塔哈·侯赛因强调指出，从教育上看，只有不仅提供为所有人接受的普及初等教育，还能提供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才能使埃及真正实现民主。他断言，任何与无知共存的所谓民主，都是以谎言和欺骗为基础的。如果说权力来自人民，那么他们必须得到受教育的机会，因为权力决不能产生于无知。一个民主社会中的教育，应为一切人谋求民主。同样，无知和自由也是不相容的。只有通过教育使人们充分意识到自身的权利和义务以及其同胞的权利和义务时，才有真正的自由。

不论是在埃及处于英国殖民统治时期，还是在取得独立后的重建和发展时期，塔哈·侯赛因都曾表明，要使埃及成为民主、自由、平等的国家，要在埃及建设一个经济、军事、文化上强大的社会，固然需要一支强大的军队，进步的民族经济，并实现科学、艺术和文学的独立，但如果没有发展的教育和知识，便什么也不能实现。他认为，基础奠定于教育和文化，力量来自于教育和文化，繁荣溯源于教育和文化。“实现所有这些目标，只有一条途径，一条唯一的途径，即把教育建立在牢固的基础之上。”[18]

基于上述对教育目的和作用的观点，塔哈·侯赛因强调学校教育应重视学生的全面发展，学校既要使学生的身体和智力得到发展，还要使“他们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要把他们培养成为“有责任感的公民，有益于自己的社会，不辜负民族的信任……接受训练去保卫民族和建立安全与正义，使他们有能力取得成功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19]他还坚持认为，应该培养学生具有良好的理解力、判断力和鉴赏力，发展学生有益于个人和民族的才能，以使他们成长为对个人和对国家都有用的人。

据此，塔哈·侯赛因还对各级学校的目标提出了建议。他主张，初等学校不仅要为学生就业做准备，还要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将来成为良好的国家公民奠定基础。中等教育作为初等教育的延伸，不仅是为青年人能过上体面而有益的生活或进一步接受高等教育和大学教育做准备，还要达到在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保持独立和国内自由基础上的民族统一。高等教育则要为学生在高级公共机构就业做准备，使他们成为有文化素养的人。高等教育当然要重视学术研究，但不能脱离现实生活。总之，塔哈·侯赛因认为，所有的教育机构都不应当是单纯传授知识和培养智力的地方，还应该培养具有维护国家独立和确保民族中所有成员的平等、自由和社会正义能力的人。因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文化知识基础上建设民主社会的现代文明。而且，他们将不仅关心自己国家的安全和稳定，也关心全人类的和平与发展，关心世界的进步与繁荣。

三、论发展教育是国家的神圣职责

塔哈·侯赛因强调指出，教育既是维护民族统一、国家独立以及建设民主社会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手段，那么，国家和政府的决策者就应当赋予教育最优先的地位。他认为，教育同国家安全是一致的。对此，他曾颇有见地地论述道：

“当我们要求发展教育和普及教育的时候，我们不是要取悦人民，也不是要向他们提供什么可有可无的东西。不，我们要求的是使他们享有最基本的权利，拥有他们应得的最起码的东西。人们对适当教育的需要并不亚于国家对强大防务力量的需要。人们不仅受到外部掠夺成性的外国列强入侵的威胁，也受到内部愚昧无知的威胁。愚昧无知破坏了人们的道德和物质环境，使他们受制于外国人的领先知识。如果边界后方的人们都是愚昧无知的，如果他们没有能力开发自己的土地和各种资源，没有能力管理好自己的生活，没有能力通过自己在科学、哲学、文学和艺术方面对人类进步做出贡献而赢得外国人的尊重，那么，即使埃及拥有强大的军队保卫其领土和边界，也不能确保其真正的独立。”[20]

为了确保实现国家所规定的教育目标，塔哈·侯赛因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提出了国家指导教育的问题。他呼吁国家不仅要对各种教育加强指导和监督，还应为各级学校确定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并督导其实施。教育部理应成为负责监督全国教育的唯一的国家机构。

塔哈·侯赛因虽强调国家对教育的指导和监督，但他并不主张只能由国家兴办学校而反对学校的多样性。他认为，在不影响培养学生的民族性格的前提下，应当支持个人、组织和私立部门建立学校。为了有利于全体公民都受到教育，社会共同办学的方式是可取的。塔哈·侯赛因不但提出这些主张和呼吁，而且在他担任教育部长期间，曾努力将这些理念付诸实践。例如，号召社会各方面的力量资助教育事业，特别是鼓励私营企业为发展教育做贡献。

为了使全体公民都受到教育，塔哈·侯赛因认为应坚持免费教育的原则。根据埃及的实际情况，首先，国家有责任实施免费的初等义务教育，因为初等义务教育不仅是真正的民主生活的基本支柱，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支柱。至于中等和高等教育虽不是义务的，也不可能对所有进入中等和高等学校的人实行免费，但每个人都有权利接受中等和高等教育，这不但符合民族利益，也有助于实现真正的民主。所以国家至少应当对贫困学生上中学提供免费条件。他甚至说，为埃及人提供教育同允许他们得到阳光，得到他们呼吸的空气和饮用的尼罗河水一样，都是天经地义的。他的这些主张和观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曾赞扬他为“空气和水部长”。他在1950年和1951年颁布的关于普通中等教育和技术教育的法规中就强化了免费提供这两种教育的原则。他为在埃及实行免费初等教育和中等教育的呼吁和努力，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并由于1952年7月革命和1971年宪法的制定而得到实现。该宪法确立了在普通教育、高等教育的各个层次上及所有国立院校实行免费教育的原则。

国家要发展教育，当然需要一定的经费。对此，塔哈·侯赛因强调说，国家无疑应该筹措必要的教育经费，就像它为国防筹措所需的资金一样；国家也要把教育开支放在重要地位。他赞同国家征收教育税，并呼吁禁止各种资金浪费；要求在许多方面节省开支，把钱用到教育事业上来。他还呼吁对教育经费的开支加强管理和引导，使教育经费的使用更加合理和适当。

四、论教师

塔哈·侯赛因在《埃及教育的未来》一书中用专章论述了教师问题。他认为必须充分认识教师的重要作用。他强调，任何良好的课程设置和教学计划，都需要优秀的教师去创造性地实施，才能实现其教育目标。何况教师的任务不仅是向学生灌输知识，更为重要的是还要训练指导他们的思维，使他们成为正直的人。实际上是人们把培养子孙后代的重任都委托给了教师。

塔哈·侯赛因是教师的权利和地位的积极辩护者和维护者。他断言，必须尊重教师和教师职业，高度重视教师的地位，信任他们，增加他们的工资，并为教师提供社会、经济和医疗保障。这不仅是为了使他们能满足自己生活和工作上的物质需求，也是为了表明他们的工作的重要性。只有当教师自己感到满足和自信时，他们才能更好地教育学生，并得到学生的尊重。

由于教师负有光荣而重要的使命，并受到人们的高度信任和尊重，教师自己也必须热爱教师工作，应像父母般地关怀学生，以认真的态度教育和培养学生。塔哈·侯赛因诚挚地劝导说，如果教师把儿童看成自己为了生计而不得不摆弄的原材料，那么他自己也就成了工具，就失去了对自己职业的真正理解和热爱，失去了对自己的职业应当得到的尊重和信心。换言之，如果教师成了工具，学校成了工厂，学生成了原材料，那么教育也就将失去它至关重要的生命、爱和活力。

也正因为这样，塔哈·侯赛因呼吁要重视教师培训。他特别指出，应把小学教师的培训提到与高等院校教师的培训同等重要的地位，应该规定只有完成中学课程的学生才能进入培养小学教师的师范院校接受培训。他坚决反对那种认为只要能够熟记教科书的人便可从事小学教师工作的观点，主张小学的教师和管理者都必须取得“教师许可证”。

对于中等教育的教师，塔哈·侯赛因认为应由在大学获得第一学位后又继续在专门的院校取得教育学文凭者充任。他甚至提出，为使中等教育教师在专业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应要求他们获得硕士学位。他还呼吁教师与大学保持联系，以便继续深造，并获得更高学位。在塔哈·侯赛因看来，良好的师资培训制度是发展教育，保证教育质量的一个重要条件。

塔哈·侯赛因除对上述有关埃及的重大教育问题做了重要的论述外，还主张延长义务教育的学制，呼吁为完成扫盲学习的人提供继续教育，要求重视体育等。由于他急切地希望“看到埃及揭去了无知的面纱，沐浴在知识和学习的光芒之中；看到在埃及把教育带给了所有的人……”[21]，因此他的有些观点在提出时可能带有一定的超前性。但总的来说，他的许多教育见解和思想，不仅对埃及的教育发展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即使对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教育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第四节 ［巴西］保罗·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理论

一、弗莱雷教育思想的形成

保罗·弗莱雷（Paulo Freire，1921—1997）出生于巴西伯南布哥州累西腓附近的雅博阿唐镇。他13岁丧父，从小深受周围环境和家庭的影响，笃信天主教。上大学期间，他一边做工一边学习，以便养活自己和支持母亲的生活。他从小就看到了广大劳动者的困苦以及他们被当局多次镇压的罢工斗争，强烈地体会到了社会的不平等。

他弗莱雷大学毕业后从事工会工作，不久又在巴西工业社会服务社任专家。他还曾在天主教朋友的帮助下，到大学负责过学生工作。在当地一些反主流派的青年天主教徒知识分子的影响下，弗莱雷逐渐具有了一种民主、激进、反主流的思想，这些思想后来成为其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20世纪40年代，他在伯南布哥州主要领导初等教育部门的工作，开始了他的教育生涯。

20世纪50年代，弗莱雷在巴西东北地区参加了扫盲教育，开始了他在国内连续15年的成人民众教育工作，这使得弗莱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初步形成了自己教育思想的基础。1959年，他出版了自己的早期教育思想代表作《巴西的教育与现实》（Educasaoe Atualidad Brasileire），总结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思想成果。

20世纪60年代，世界民主力量的发展、古巴革命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巴西工人阶级及左派政党的活动，促进了民众力量的发展；同时，美国肯尼迪政府也加大了对拉美国家的渗透，对拉美地区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援助。20世纪60年代初期，巴西也展开了新的社会发展计划，比较注重边远地区的发展，建立了东北地区开发管理局，累西腓进而发展成巴西东北地区的工业中心。弗莱雷此时担任了“累西腓民众文化运动”中成人教育计划的总协调员。通过工作实践和与运动成员之间的讨论和活动，弗莱雷进一步积累了成人扫盲的工作经验，丰富了他的成人扫盲思想，并在一些城镇进行了许多成功的教育实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后来，弗莱雷担任了教育部全国扫盲计划协调员，他的成人教育方法特别是他的解放教育思想逐渐流行开来，其影响扩大到东北地区乃至巴西全国，也引起了世界的注目。

然而，拉美地区的发展也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城市的变化加重了贫富差别和文化对抗，农民也积极争取拥有自己的土地，民主运动风起云涌。在文化方面，巴西受制于全国主流文化的地方主义的反抗意识也高涨起来，这对弗莱雷的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造成了他的解放教育理论中的反抗主流文化意识。而他提出的充满批评精神的解放教育观点——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的观点，也因符合了当时拉美地区的阶级斗争背景而产生出来，并受到拉美地区许多教育工作者的欢迎。

1964年巴西发生的军事政变，打断了弗莱雷在国内的成人教育活动。他受到军事当局的监禁并被驱逐出境。此后16年间，弗莱雷一直在国外流亡，先后在许多国家工作。他曾担任美国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参与了智利阿连德政府的农村教育工作并任智利大学教授；还担任过几内亚比绍、尼加拉瓜、格林纳达以及非洲一些国家的民众教育顾问。在日内瓦，他加入了巴西工党。1965年，弗莱雷将1959年出版过的《巴西的教育与现实》进行补充、修改，更名为《作为解放实践的教育》再行出版，提出了将扫盲与思想解放相联系的思想和有关成人扫盲的新教学方法，在非洲各地产生了很大影响。不过他自己后来指出：“我对我的第一本书《作为解放实践的教育》感到不满，因为在书中还没论及政治。”[22]

1969年，他又总结在智利参加农村教育实践后得到的新观点——教育与阶级、政治的关系理论，出版了著名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这也是他的最主要的代表作。20世纪70年代，他又利用在美国的教学经历和感想，写作了《为了自由的文化行动》等。在这个阶段的国外教育活动中，弗莱雷看到了更广泛的社会现象，接受了世界思想潮流的影响，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他的教育思想。经历十多年的风雨，巴西的政局也逐渐走向缓和，1980年弗莱雷终于回到了祖国巴西。

回到巴西后，弗莱雷将在非洲的调查材料加以整理，出版了关于扫盲教育理论的批判性研究报告《发展中的教育学——几内亚信札》。但他首先是希望“重新认识巴西”，以便更好地继续从事巴西的民众教育事业。为此，他经常在全国各地进行调查；他还创立了“凡莱达（vereda）”教育中心，与民众代表和教育工作者共同探讨教育问题，发表了大量的谈话记录；他除了在圣保罗天主教大学和卡皮那斯大学任课外，还担任了圣保罗大学工党名誉主席，参与了巴西工党教育委员会的工作；他经常出席国内外各种学术会议和其他会议，从事著作，寻求各种机会传播自己的教育主张。

1989年至1991年，弗莱雷任巴西最大城市圣保罗市的教育局长，这使得弗莱雷有机会将他的教育思想付诸实践，推行了许多新的教育改革计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1993年出版的《城市教育学》就是弗莱雷任圣保罗市教育局长期间的经验和思想的总结。在该书中，弗莱雷强调了民众教育以及全体儿童的教育在重构民主社会中的重要意义。1997年5月，弗莱雷去世。

弗莱雷的“被压迫者的教育学”理论具有极强的民主性和批判性。他以提高民众觉悟、解放民众思想为己任，积极开展扫盲教育和民众教育的实践和研究。因而，他也将自己的教育思想称为“解放教育（liberating education）”理论。

二、论教育的政治性

教育的政治性问题，或者说教育与政治的关系问题，是弗莱雷长期思考的重要问题。他曾经指出：“我以前曾将政治看成一种微不足道的东西。我曾天真地认为，作为教育者，完全与政治无关。”[23]然而经历对现实社会的观察和思考，通过大量的教育实践，弗莱雷终于改变了自己的这种认识。他说：“后来遇到军事政变，我遭到监禁和流放，这种经历使我将教育与政治联系了起来。……在智利，当我着手写《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一书时，我就开始解释我所称作的教育的政治性。后来，我采取了更彻底的立场，并终于说出了至今一直说的：教育即政治，政治即教育。因此，我认为进步的教育者应承担起这种‘教育的政治性’的任务。”[24]这样，教育的政治性思想就成了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也成为弗莱雷解放教育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础。

弗莱雷探讨教育的政治性问题的重要思想基础之一，是对当时主流文化和学校制度的阶级分析。他指出，在阶级统治的社会中，具有特权的统治阶级将其所需的文化和价值标准强加于社会。巴西社会的主流文化，也只不过是统治阶级的文化。民众大半只能接受现存主流文化的规范，按这种文化规范行事，无法进行重大的自我选择。现行学校制度作为向新一代灌输主流文化的一种方式，是由统治阶级建立起来的，因此，这种学校的主要功能是传承社会主流文化，再造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才，这就充分体现出了教育的政治性。弗莱雷指出，教育之所以是政治的，是因为教育是塑造人和塑造社会的场所；由于社会是通过教育才朝着这个方向或那个方向发展的，所以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具有了政治性。

弗莱雷还认为，教师作为现实生活中的人，总是一个阶级的人，他在自己的教学实践中必然要表明赞成什么、反对什么，赞成谁、反对谁，“正因为教师的工作总是在赞成什么或反对什么，所以他会产生另一个大问题：如何使我的教育实践与我的政治选择保持一致？”[25]教师的政治选择必然地赋予了教育和教学以一定的政治性。

教育的政治性还体现在课程、教学的方式方法当中。作为统治阶级向人民灌输主流文化的一种途径，课程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上层阶级控制的。目前学校中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传统课程，因此，不管选择课程的过程如何，课程的政治性不可避免。并且统治阶级大多主要是采用单方面的灌输式教学，反映了统治阶级的愿望。此外，在为低收入者开办的学校中削减各种艺术课程、降低硬件设施标准，学校由于学生的来源不同而获得的办学经费也极不均等，在标准化测试以及学校制度的设置等方面，也都显示着统治阶级兴办教育、兴办学校的政治性。

总之，弗莱雷认为，不管教师和学生本身以及其他人是否承认自己教学活动的政治性，教育的全部活动在本质上都是具有政治性的。

三、对传统教育的批判

弗莱雷揭示教育的政治性，实际上是对统治阶级的批判，对当时巴西不平等教育的批判。弗莱雷认为，统治阶级强行将自己的文化观念和价值标准通过教学大纲、教科书及其他教育政策和制度强加给教育，也强加给了学生。他认为这种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必然是一种“驯化教育（domesticating education）”——将民众“驯化”成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社会成员。

上述传统文化和驯化教育的基本特性，决定传统教育的第一个明显特征是教育和教学标准的自上而下的规定性。教育制度、教学计划、教学大纲以及教科书和课程设置是受上层阶级控制、为社会上层服务的，未能接受社会下层广大民众的建议和要求。因此它是自上而下垂直强加的、官僚主义的、反民主的和专制的教育。

弗莱雷还指出了传统教育的贵族性质。这种贵族性质尤其表现在教育内容当中：课程所反映的社会文化被局限在文学、绘画、音乐及其他艺术的著名作品方面，尤其注意文化精英们所熟悉并热衷的文化知识和上层社会的经验，要求民众和学生以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精英们的言行为榜样。因此，这种教育与大多数民众的实际生活是严重脱离的、贵族性的教育。

传统教育的驯化性质，还决定了其教育方式的单向性。弗莱雷指出，传统的教育将教师视为教育的主体，将学习者作为被动地接受知识的客体，这是一种从学习者外部强加的、给予性的教育。他指出：“这种教育成了一种存款行为，在这种教育中，学生是账号，教师是存款者。师生之间没有相互交流，而是教师讲授知识，进行‘存款’，学生只有耐心地接收、记忆和重复……在教育上的这种‘银行存款’的概念中，知识是那些自诩为博学的人赐予被其认为无知的人的一种赠品。”[26]

弗莱雷深刻地批评了这种驯化式教育的极大危害性。他指出，驯化教育将统治阶级驯化民众的目的，强加给教育。它根据统治阶级的需求，要求学生学习远离生活现实的内容，学生们被迫面对生疏的贵族性（“学术性”）文化，致使学习者看不到他们自己创造文化的力量和自己的历史文化地位，使得他们感到自己缺乏文化，不得不完全依赖于教师和学校，甚至认为只有学校中所教导的东西才是唯一正确的。弗莱雷认为，这样使学生所内化的价值观和形成的习惯，禁锢了他们的思想，束缚了创造性，有损于学生民主精神、批判意识的发展。他们可能不再相信自己有能力创造新知识和改造旧社会，成了屈服于现实、为统治者们所欢迎的最容易控制的人。

驯化教育将学生看成一种客体，不断向学生填入正统的观念，必然导致课堂上教师一人唱独角戏的、灌输式的传统教学模式。他认为，这种银行存款式的教育，只让教师向学生传授知识和让学生按规定的内容记忆现成的知识，而不允许学生提出异议，不仅是不民主的，而且压制了学生对权威的怀疑，扼杀了他们的创造能力。在这种“银行存款”式的教育制度中，学生掌握许多知识而丧失思考能力，“学生接收存款越多，他们发展批判意识就越少”[27]，他们在将来只能成为被动而驯服的公民和劳动者。弗莱雷指出，这种传统教育不仅不能使学生成为有批判精神的人，甚至还会使学生成为丧失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异化人。学生发展的是一种依附教师、依附权威的思想，所以他们所了解的教育，就是听从教师的教导和训诫，因而，他们反而怀疑真正的教育——实施民主式教学和培养批判意识的解放教育是不是“真正的”教育，甚至不愿意改变已经形成的教育价值观、知识观等已经内化了的观念。不仅学生如此，教师在传统的教育中，也已经习惯于居高临下地讲解正统的知识，习惯于维护自己的威望，并且将这些看成天经地义、合乎体统的东西。教师也成了依附权威的人，成了进行教育改革的阻力。

四、论解放教育的基本目标和基本要求

针对上述驯化教育的种种弊端和危害，弗莱雷提出了将受教育者从传统文化、传统观念、传统教育的束缚中解救出来的解放教育思想。而用解放教育的思想来批判驯化教育，首要的就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批判意识。这是解放教育的基本目标。

弗莱雷认为，所谓批判意识，是意识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一种解放了的思想意识。在意识的这一发展阶段中，人们能够看到环境与社会的复杂性，能全面地、批判性地思考他们周围的事物，认识到了变革的必要，并具有了改造周围环境、进行变革的信心；不仅有了批判思维，而且有着批判的行动，相互促进和发展。具体说来，具有批判意识的人相信和了解人类创造历史的能力，了解权力的形成和行使机制；他们具有正义感，勇于批判社会中的种种偏见和丑恶现象，参与和推动教育的乃至社会的改革计划；他们具有读写能力、参与讨论的能力；他们善于思考，思想较少受到束缚而能够打破常规思考事物的深层意义和实质，理论联系实际，进行自我组织和自我教育等。弗莱雷的解放教育试图发展的就是具有这些特征的批判意识。

培养批判意识，是为了将学习者的意识从“神秘意识”“单纯意识”等低级阶段中解放出来。“神秘意识”是完全没有从传统文化教育的束缚中脱离出来的意识，即处于“无转变”的思想状态。在这一阶段中，人们认为命运无法抗争，只能听天由命，只有上帝才能改变自己的命运。这种尚未转变的思想意识——神秘意识，是目前大多数人的意识。此外，“单纯意识”也只是一种“半转变思想（semitransitive thought）”，在这一阶段中，人们有了不很彻底的变革思想，也具有了一些能力，会有一些行动去进行一些改革。但是，他们思想不失肤浅，仍然希望依靠某个强人来改变整个世界，因此极易相信那些用花言巧语来欺骗大众的专制人物，仍然未能完全脱离传统文化教育意识的束缚。所以，仍然保留“神秘意识”和“单纯意识”的人们，都应当是解放教育的工作对象。弗莱雷认为，以培养批判意识为重要目标的解放教育，可以激励学生在学习知识的同时主动参与社会改革，促进民主与平等，“这种批判意识可以使他们作为世界的改革者介入于这个世界”。[28]

那么，如何在“解放教育”中培养批判意识，使受教育者的意识获得完全的解放呢？弗莱雷提出首先要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使民众产生觉悟。

弗莱雷的“文化人类学”认为，文化不是专家和精英人物的专利，而是社会中所有人的行为和结果，是人们相互作用的方式；每个人每天都创造并拥有着文化，它就是人们的日常言行。解放教育就是要使学习者了解文化人类学的上述基本原理，使他们觉悟到，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每个人每时每刻都在参与人类社会文化的创造，因此他们都应当是文化的拥有者和文化的主人，从而使学习者的思想意识在这样的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新认识，不断解放开来。

针对传统教育的问题和解放教育所追求的目标，弗莱雷提出开展解放教育的几个基本要求。

第一，生活实际决定课程内容。弗莱雷认为，要使学习者了解上述“文化人类学”的基本思想，并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提高文化、提高觉悟，就要对传统的课程进行彻底改革。在这方面，他要求根据民众的需求，联系现实问题安排课程内容——围绕人们生活的主要环境和主要内容制定课程，根据学生的思想和语言情境来安排教材。为此，批判教育要在教师从事的课堂研究和社区研究的基础上，进而研究学生的语言、行为、认知水平、情感发展状况及其环境。解放教育也希望学生成为研究者，去研究日常社会经验和教学内容中的问题。通过这样的研究，将学生日常生活和活动中经常出现的东西（字、词及生活活动主题）作为课程的基本内容；从学生常用的和了解的词汇以及他们对材料的理解入手，将学习材料和他们的现实环境联系起来。

第二，课堂教学以提问和对话为主。弗莱雷认为教师必须在课堂中通过情境对话，将各门课程的内容变成问题呈现给学生思考——即在教学方法方面，实行利用情境、提出问题、进行讨论的方法，而不要将学科内容以空洞乏味的理论、晦涩难懂的术语呈现给学生，要根据学生的实际经验，用学生们习惯的用语，作为问题提出来，促进学生进行思考。这样，各科的学习内容与学生的日常活动和思想就有了密切的联系，学生得以通过各种课程的学习，思考自身和社会中的实际问题，学会分析批判地检查自己的经验，不断深入地了解自己的生活方式，培养关注自己的生活价值和生活意义的信心，培养学生批判地看待周围的环境并考虑如何来改变这种环境的能力。此外，提问和对话本身由于包含着大量的情感因素，如幽默、同情等，因此，解放教育的课堂除了发展学生的社会探究和思维习惯以外，也有利于发展学生良好的情感。弗莱雷还认为，师生之间的交流一是要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不能说假话；二是要积极地参与实际活动，不说空话。师生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进行交谈和活动。在师生共同探索中，可以发展他们共同的意识，把学习看成学生与教师共同的事业。激励教师和学生主动参与教学，也将为他们以后能积极参与社会改革打下良好的基础。

第三，师生民主，关系平等，都是教育的主体。弗莱雷要求解放教育中的师生关系应当是完全平等的关系，实行平等对话、双向交流、互相讨论。在课堂中，承认和尊重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文化，也不论年龄、性别、社会阶层，反对歧视。而提问和对话式的教学，则是师生民主平等、双向交流的重要途径；在课堂上，教师和学生一样有权阐述自己的观点，重要的是教师不应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学生，而应该用学生能够接受的语言在开展问题讨论的过程中推出自己的观点。学生不仅可以自由地提问，而且可以不同意教师的观点。弗莱雷指出：“教师必须在不否认学生的情况下肯定自己。”[29]

弗莱雷认为在解放教育中，师生都应当是教育的主体，社会现象和问题才是学习与研究的客体。尤其在课堂教学方面，学生应当通过思考和分析问题以及对话、讨论等方式参与教学，将学习本身变成一个师生之间或学生之间相互作用与合作的过程。由于课堂谈话是师生共同构建的，学生在对话中有了同等的发言权，这样，学生在课堂上是通过自己的主动活动而获得知识，而不是单纯、被动地听老师讲课。整个教育过程都鼓励提问、注重讨论、培养批判意识和创造性。由于这种共同参与的教学形式，课堂本身就成了活跃的和学生相互影响的场所。

师生在教学中同为主体以及学生的主动性，还表现在由学生和教师共同编制和评价课程；学生有评论课程的权利，有权对教学本身和学习本身进行自我思考和讨论。学生可以批判性地思考他们所学的知识、学科内容、学习质量以及知识与社会的关系。

第四，教师应当是思想解放者和引导者。弗莱雷对实施解放教育的教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课堂教学方面，要教师做到与学生共同讨论课程设置、按学生的思想和语言来提出问题引导对话、与学生一起学习甚至向学生学习，这对教师来说并非易事。原因在于，要使课堂对话确有成效，提问是关键所在。在这里，教师要善于提出能够激起思考的问题；要通过提问激励学生自己提出问题以及学会对答案提出疑问，而不是仅仅回答问题。所以，虽然教学的基本形式是围绕教师和学生提出的问题进行对话，但是教师是启动这一过程并将之引向深入的主要力量。通过启发性问题的提出以及适当的讲解或总结，由教师引发学生用他们自己的语言来进行对话。同时，对话式教学也要求教师摆脱单调的、盛气凌人的灌输知识的教学方式，要求他们成为问题的提出者和对话的领导者。

此外，弗莱雷还要求教师有崇高的心灵和解放了的思想意识。他认为：“建立课程计划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培训教师，单纯传授教学过程中的技术问题并不困难，困难的是确立一种新的态度——对话的态度，这在我们的培养和教育中完全忽视了。”[30]他认为一名优秀的解放教育的教师，首先要忠于人类、充满爱心；要坚信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致力于人的解放，而不是驯化和奴化人民；必须坚信，通过教育人们开始思考他们所受到的统治时，他们也就迈出了思想解放的第一步。

弗莱雷是巴西最著名的教育家，其新颖的解放教育思想引起了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兴趣和广泛的研究，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尤其在他的代表作《被压迫者的教育学》于1970年出版以后，为下层民众的思想解放而扫盲的观念日益受到关注，甚至影响到1975年9月在波斯波利斯举行的国际扫盲讨论会发表的《波斯波利斯宣言》。例如，该《波斯波利斯宣言》中对扫盲概念的规定是：“扫盲不仅是学习阅读、书写和计算的方法，而且要对人的解放和全面发展做出贡献。因此人们是这样理解扫盲的，它为人们批判地认识他们所处社会的各种矛盾及其目标创造了条件……”[31]。《被压迫者的教育学》有16种文字以上的版本流传世界各地，其他著作也在不少国家被翻译、出版。

弗莱雷教育思想的背后是当代众多哲学观点的影响。存在主义、文化人类学、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基督教思想等思潮是其中最主要的方面。这种复杂性是引起人们对弗莱雷教育思想不同评价的重要原因之一。有人甚至称弗莱雷为拉丁美洲的杜威。但弗莱雷的教育思想在总体上来看还是属于一种反主流文化的激进主义思想，因此也引起保守派的反对。实际上，弗莱雷所主张的教育的政治性、教育中的文化人类学理论，以及以培养批判意识为目标的解放教育的理论，将教育与受教育者特别是下层人民的觉悟过程联系起来，可以说是一种努力解除劳动者思想桎梏的教育理论，是为思想解放而战斗的教育思想；他还通过成人扫盲教育的实践，包括课堂教学的实践，研究了教育过程与思想解放过程的关系，将教育与现实生活和斗争相结合，具有强烈的政治意义和思想解放的意义。在具体的教学中，弗莱雷还提出了师生平等交流的原则和通过情境提问开展对话的教学方法。凡此，也都显示了教育思想现代化的发展趋势，对于教育思想的革新和教育教学的改革，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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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章 教育思想的分化与融合

当代西方教育思想出现了不断分化、相互融合的发展趋势。这一趋势的表现是多方面、全方位的。本章拟从西方教育分支学科发展历程、元教育理论的兴起和建构及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进展3个方面展示这一过程。

第一节 教育分支学科的蓬勃发展

教育是人类社会延续发展的重要手段，作为一项人的实践活动，它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的方方面面都有着密切的联系。

随着人类社会的进化发展和教育实践活动的不断深入，教育在其职能走向相对独立和专门化的同时，与自然、社会和人类自身各方面的联系不断深化和加强。作为概括、反映上述现象的教育科学[1]的发展亦出现了类似的格局。

继初创阶段的教育母学科形成之后，教育科学一方面朝着细微化、专门化的方向衍生出众多分支学科，另一方面各学科间又相互融合交叉形成新的边缘学科，走向综合化。教育科学的分化与综合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一体化过程，这一过程在西方教育科学发展史上经历了3个不同的阶段。

一、独立形态教育学确立和若干母学科初创阶段（约从17世纪上半叶至19世纪中叶）

长期以来，西方教育思想寄附于哲学母体之中，没有形成独立的知识形态。培根（F. Bacon）虽在1623年所著的《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一书中，首次提出了教育学应是一门独立学科的思想，但他本人并没有从事教育学体系的建构工作。

真正将教育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着手创建独立形态教育学体系的，当属17世纪的夸美纽斯（J. A. Comenius）。他在1632年撰写的《大教学论》一书中，较为系统地论证了各种教育理论问题，初步建构了教育理论体系。一百余年后，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J. F. Herbart）在历史上首次试图使教育学成为一门科学，他不仅确立了教育学理论的基本范畴，而且明确要求把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和伦理学基础之上。赫尔巴特1806年完成的《普通教育学》是对夸美纽斯教育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它标志着较为严密的教育学体系的确立，为西方教育科学日后的分化发展奠定了基础。

18世纪上半叶，除教育学外，教育史也获得了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学科形态。早在17世纪西方就有学者把历史上业已发生的教育实践和思想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比如，法国就有学者在1675年撰写的《教育精华与教学》一书中，专门论述文艺复兴时期之前的教学发展和课程理论，堪称有关教育史研究的最早著述。[2]不过，当时研究的对象范围还较为狭窄，只是将历史上教育思想和实践中的某一部分作为研究对象，尚未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18世纪下半叶，教育史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在德国，出现了一批对后世较有影响的教育史著作，其中，德国教育家梅格尔斯道夫（C. A. Manglsdorf）1779年的《教育制度的历史研究》一书被视为教育史学科独立的标志。[3]19世纪初，教育史已作为一门学科登上德国大学的讲坛。1847年，德国矿物学家卡尔·冯·劳默（K. V. Raumer）四卷本的《近代教育史》（History of Pedagogy），无论是体系上还是对后世教育史研究的影响上，都堪称西方教育史学科逐步走向成熟的标志。

鉴于各国国民教育制度的纷纷建立和各国之间交往的日益频繁，借助他国教育之经验为本国教育实际服务成为当时西方各国急切之需要，直接促成了比较教育研究在19世纪20年代的兴起。自法国学者朱立安（M. A. Jullien）在1817年出版的《比较教育的研究计划与初步意见》中首次提出“比较教育”的概念后，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了西方各国的重视，并获得了一定的发展。尽管比较教育直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才成为“跻身大学氛围的一个学术探索领域”[4]，其理论体系在西方部分学者看来至今仍未成熟，但就它长期以来以比较的方法研究本国以外的教育这一对象范围而言，在教育科学系谱中应属一门“年长”的学科了。

教育科学初创阶段的教育母学科，分别将最广泛意义上的教育对象范围作为研究的领域。教育学研究教育、教学最普遍的一般性问题；教育史和比较教育则分别以历史的方法和比较的方法从时间和空间维度来界定研究对象，表现出教育科学初创阶段学科形成与发展中母学科研究对象范围划定的粗放特征。

二、教育科学初步分化发展阶段（约从19世纪中叶至第二次世界大战）

19世纪以来，始于18世纪中叶以动力机械为标志的工业革命已深刻地影响了欧洲社会的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各国政府日益重视教育在工业化社会中的作用，着手推动建立现代学校和国民教育制度，推行普及义务教育。

在这一背景下，培训小学教师的师范学校在西方纷纷建立。在德国，最早由康德（K. Kant）、赫尔巴特在大学中讲授的教育学，开始成为师范学校的一门必修课程，并出现了最初的分化：一方面衍生出教育学原理（哲学性质）、普通教育法（教育家思想）等理论性学科，另一方面又分化出帮助未来教师传授某一专业的专门教育学。以后又逐渐演变为分科教学法和学科教育学。

从哲学母体中诞生出来的教育学在这一时期又再度与哲学结合，产生出教育哲学。教育哲学一词的产生似乎有些偶然，但却反映出教育哲学行将从教育学中分娩出来的过程中两者血脉相连的“亲缘关系”。

赫尔巴特讲座继承人罗森克兰茨（J. K. F. Rosenkronz）1848年以德文撰写了《教育学体系》（Die Padagik als systen）一书。美国教育家布雷克特（A. C. Brackett）将它译为英文时，换上了“教育哲学”的书名。这一改译不仅没有引起争议和批评，反而促使美国不少教育学者纷纷以该词为书名著书立说，表述对教育的哲学思考。1916年，杜威（J. Dewey）出版的《民主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导论》标志着从哲学层次思考教育的知识体系已趋于成熟，教育哲学由此被视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这一阶段，教育科学的分化发展主要是沿着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特别是心理层面）的关系两个方向展开的。教育心理学、教育社会学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较早从教育母学科与其他学科交叉而分化出来的分支学科。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工作最早由欧美各国的社会学学者着手进行。美国社会学家沃德（L. F. Ward）在1883年《动态社会学》（Dynamic Sociology）一书中分析教育与社会关系时，首次使用了“教育社会学”一词。20世纪20年代，教育社会学成为大学的一门课程，1917年美国社会学家史密斯（W. R. Smith）编写了第一本教育社会学教科书——《教育社会学概论》。一般认为，法国学者涂尔干（E.Durkheim）1922年撰写的《教育与社会学》建立了较为完整的教育社会学理论体系，他被认为是这门学科的创始人。

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欧美各国盛极一时的儿童研究运动、实验教育运动中。由于19世纪中叶以来，生物进化论的确立，揭示了人与动物之间的内在联系，为通过对动物的观察和实验研究展示人的学习行为的条件和规律提供了理论上的依据。桑代克（E. L. Thorndike）的研究就是上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在实验室中通过对动物学习行为的大量观察和实验，总结出动物学习的规律并直接推用于人类的学习行为。桑代克1903年撰写的《教育心理学》一般被认为是西方教育心理学作为一门学科正式独立的标志。

受实证主义思潮的影响，教育心理学问世之初，在方法论上便以科学——实证范式为楷模，侧重于对研究对象特征的准确定量描述和大量数据的分析处理，这又促使作为定量研究的工具性学科——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的兴起和产生。20世纪30年代，教育测量研究向教育评价研究过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评价学已成为西方颇受重视的新兴学科。

除上述学科外，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教育国家化、义务化带来的学校的快速增长和近代企业管理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巨大成就，使教育管理如何吸纳管理学的理论成果成为热门研究主题，教育管理研究逐渐形成体系化知识，发展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教育科学急剧交叉分化发展阶段（约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今）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进入了以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和空间技术为标志的科学技术新时代。

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社会和人文学科领域新观念、新思想的层出不穷，使人类各学科的知识总量急剧增加，知识更新速度加快。各领域的新发现、新知识的数量几乎每十年就翻一番。学科的分化越来越细，研究的领域越来越专；同时，各学科间知识的相互渗透的进程越来越快，新兴学科，特别是交叉学科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

不但各门自然科学之间、理论学科与应用学科之间相互交叉，而且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人文科学之间也相互渗透，各学科的方法也相互移植，表现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更为明显的、频繁的学科间的渗透交叉、分化融合的趋势。教育科学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与上述人类学科总体发展表现出了相同的趋势。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的渗透交叉、分化融合进入了急剧加速的阶段，其形式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外向分化

随着普及教育年限的不断延长和各类教育的蓬勃发展，20世纪60年代西方各国学校的规模、数量、类型都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有了较大的发展，赫尔巴特式的“普通教育学”已远不能适应教育实践发展的需要了，根据学校的类别、专业的性质和教育对象的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成为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由此分化出一大批新的研究领域，如学前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老年教育、特殊教育、医学教育、军事教育、艺术教育、职业教育、技术教育、科学教育等。有些领域的研究不断深入，逐渐形成体系化的知识，成为新兴的教育分支学科，如高等教育学、成人教育学（androgogy）等。有些新分化出来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再度交叉，又形成次级的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如比较高等教育、学前教育心理等。

（二）内向分化

除外向分化外，一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已获得独立地位且较为成熟的教育分支学科，在其自身理论体系不断充实、完善的同时，以内向分化的方式快速发展，形成了一大批新的子级分支学科。如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政府大力推行教育改革和发展高等教育相联系，教育社会学在20世纪60年代相继酝酿分化出教育革新社会学、教育政策社会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等[5]；随着教育微观现象研究的深入，教育社会学又进一步分化出学校社会学、班级社会学、教师社会学、教学社会学、课程社会学、教育知识社会学等[6]分支学科或研究领域。

战后的教育心理已从以往注重实验室中对动物的研究转向在学校和课堂环境中以儿童、学生为对象的实地研究，对真实、自然环境中教育研究对象的研究促成了教学心理学、学校心理学等一类分支学科的创立。随着研究的深入，教育社会心理学、高等学校心理学、学校管理心理学、课堂社会心理学等新兴学科或学科领域相继产生。

教育史、比较教育学、教育管理学等一批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就已成型的学科在战后也经历了类似的分化过程。

（三）交叉分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科学中新兴交叉学科得以迅猛发展。它们是由两门或两门以上的学科彼此交叉而形成的边缘学科，广泛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原理和方法分析、研究教育现象，逐步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这类学科构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教育学科的主干部分。

1.基础理论型学科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方已将教育与社会的关系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产生了教育社会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随着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主要矛盾的转移或某一时期对某些热点领域的倚重，对教育与总体社会关系的研究也进一步分化为对教育与经济、教育与政治、教育与文化等领域的研究，由此分化出一批理论型的交叉学科。

教育经济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这一时期，经济学在西方已是较为成熟的学科。尽管对教育与经济的关系的研究早在17世纪英国的古典经济学中就已着手进行，以后也不断有零散的研究出现，但像20世纪60年代那样集中而有力的研究是前所未有的，它与西方社会战后发展特点紧密相关。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各国纷纷改革战时体制，实施经济发展战略，使战后西方在经过短暂而艰难的一段恢复时期后，迅速走向经济高速增长，美国更是创造了经济奇迹。美国学者发现，在国民收入长期增长过程中，存在着超越人力资本投入因子增长比例的“剩余因子”，经济学家舒尔茨（T. W. Schultz）以教育投资的增长因素予以解释，这实质上就是将教育投资视为生产效果的直接影响因素。他与其他学者一起构建了人力资本理论的基本体系，不仅改变了长期以来形成的教育属于消费事业的传统观念，而且为教育经济学的正式独立奠定了基础。此后该领域研究成果数量急剧上升。

英国经济学家维泽（J. E. Vaizey）在1962年出版的《教育经济学》一书中正式使用“教育经济学”名称；1963年，国际经济学会在法国组织教育经济学专题讨论会，会议论文由维泽和国际经济学会会长罗宾逊（J. Robinson）经过精选，于1966年出版，该论文集的出版，使教育经济学在国际学术界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20世纪60年代被认为是西方教育经济学的黄金时代。70年代后，教育经济学的研究重点开始由纯经济学分析转向社会学的多元分析。同时，教育经济学本身也发生了分化，出现了高等教育经济学等新兴的分支学科。

随着西方20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快速增长的结束及随后社会政治、文化危机的凸显，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的美国首先迎来了教育政治学的黄金时代。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政治民主化浪潮持续高涨，联邦及州政府对学校的政治影响不断加强，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研究也随之走向深入。以艾利奥特（T. H. Eliot）的《公立学校政治学》（The Politics of the Public School，1959年）为代表，出现了一批教育政治学论著，初步形成了教育政治学学科体系。60年代中期后，教育政治学的研究人员大为增加，研究成果空前增长。其中，美国艾安纳克恩（L. Iannaccone）1967年出版的《教育政治学》是这一学科领域影响较大的著作。美国建立了教育政治学协会，并出版会刊，教育政治学被一些大学的政治系和教育系列为正式课程，对学科性质、范围的界定，方法论的探讨等学科建设工作已在一定程度上展开。

美国对教育与文化关系的研究是以教育人类学的学科形式表现出来的。尽管教育人类学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萌发并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其大发展和独立学科地位的获得却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教育人类学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学科体系化和专业化，七八十年代已趋向成熟，至少“在科学殿堂作为一门独立学科注册的资格”已经得到确认。[7]教育人类学含有两个不同的体系，一是美国教育文化人类学，一是德国的教育哲学人类学[8]，前者将教育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将文化人类学的观点和方法应用于教育领域，后者以哲学人类学的立场和手段研究人与教育的关系。

文化教育人类学是在西方种族、民族和贫困阶层问题日益突出的背景下得到发展的。1954年美国人类学会与斯坦福大学联合举办的教育与人类学会议及次年出版的第一本教育人类学教科书《教育与人类学》（Education and Anthropology）标志着（文化）教育人类学的正式形成。1970年“美国人类学与教育学学会”成立及随后的《人类学与教育季刊》杂志的发行，使教育人类学研究及学科建设迈进了新阶段。

在哲学教育人类学方面，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有大批相关著作问世，但还没有形成严密的理论体系。20世纪60年代中期后，西方科技高速发展在不断推动社会进步的同时，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造成的人的“异化”现象日益突出，教育中人的潜能、情绪、意志等问题受到哲学人类学家的关注。随着研究的深入，哲学教育人类学在20世纪70年代也趋于成熟。

教育人类学的成熟，使原来在该学科领域名词使用上混乱不堪的局面得以改观。20世纪70年代后，学术界在采用“anthropology of education”一词标指教育人类学学科名称方面逐渐取得了统一。

除文化教育人类学和哲学教育人类学外，教育人类学还形成了其他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别的众多分支研究领域及相应学派，如体质教育人类学、心理教育人类学、比较教育人类学、社会教育人类学等。

教育人类学不仅是一门新兴的教育分支学科，而且深具方法论意义，人类学研究方法已在教育研究领域被越来越多地采用，表现出旺盛的生命力。

20世纪60年代，对教育与社会各层面关系的研究还发生了两个方面的变化：一是教育与更为具体的社会问题结合起来，产生了诸如教育人口学、教育法学、教育卫生学等一类学科；另一方面是把教育与超出社会范畴的自然与社会统一体结合起来，研究其间的关系，如教育生态学等。

教育生态学是以整体论的观点，以系统分析的方法研究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及其作用机理的一门新兴学科，与人类学一样，也具有方法论性质。20世纪70年代中期才形成。

虽然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心理学家巴克（R. Barker）和赖特（H. Wright）曾从生态角度探讨过儿童行为发生、发展的特点与教育的关系问题[9]，但大规模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一方面，20世纪60年代以来，工业化过程中过量地掘取和破坏自然资源而造成的生态失衡现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生态学及其生物圈、生态平衡的观念逐渐被人们接受，进而影响到其他学科领域；另一方面，在终身教育和继续教育思潮的影响下，对教育概念的理解也大大拓展了。

在这一背景下，美国教育家劳伦斯·克雷明（L. Kreiman）以教育为主体，系统地研究了教育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他于1976年发表的《公共教育》（Public Education）一书被公认为教育生态学的代表作。[10]教育生态学目前正沿着宏观与微观两方面展开研究。宏观方面，以教育现象和教育制度为中心，研究社会群体环境与人类教育活动的交互关系，以揭示有利教育系统发展的环境，寻求教育发展趋势的方向、教育应有的体制和体系；微观方面，注重学校环境和课堂环境，分析学校的物资设备、校园环境、学生文化、分班制、课堂的座位安排、课堂气氛等。不过，西方教育生态学独立的时机尚未完全成熟，不少研究实际上还是属于教育社会学的一部分。[11]

2.应用技术理论型学科

除基础理论型的交叉学科外，二战后兴起的应用型边缘学科也颇引人注目，以直接服务于教育实践为宗旨，通过与其他学科特别是“软科学”及技术性学科、具有方法论性质的学科的交叉，形成了一批应用理论型学科或新兴学科领域，如教育未来学、教育规划学、教育预测学、教育政策学、教育系统学、教育信息学、教育控制学、教育情报学、教育技术学、教育传播学、教育工程学等，这类学科多数正处于形成之中，尚未完全形成自己严密的体系。

教育未来学、教育规划学、教育预测学、教育政策学可被视为具有内在联系的一组学科群，西方学者在上述学科的名称使用上往往相互替换，如教育未来学，有些学者用“教育预测”“教育未来研究”等来指代，而教育预测又是从教育规划发展而来。

“教育未来学”被认为是运用未来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教育发展趋势的综合性应用学科。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初，随着国际未来学研究从理论转向应用而被引入教育研究。它通过探讨未来教育活动的发展前景，为教育事业的规划、计划、管理、发展战略决策和其他决策服务。一些国际性的未来研究组织对教育未来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如美国1960年成立的“世界未来学会”专门分设了教育分会；由25个国家各领域的学者专家组成的全球未来问题的国际学术性机构——罗马俱乐部，将未来教育作为重要的探索领域之一，其研究报告《学无止境》是颇具国际影响的未来教育学专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十分重视对这一领域研究的协调组织工作，1978年第20届大会上批准了题为“教育未来发展问题的研究”活动计划，以加强各会员国教育政策和规划的制定工作。1981年至1983年的三年计划以“促进关于教育未来的思考和研究”作为一项重要专题，组织了多次国际会议。

“教育规划”作为术语始于20世纪20年代的苏联，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才作为做出决策和组织实施的实用方法在其他国家广为应用[12]，对其研究也逐步拓展深入。

“教育规划”从长远的观点看待教育的发展、制定目标、安排优先解决的问题，谋求教育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诸方面发展的协调一致，既是工具性学科，又属综合性学科。教育规划领域研究的展开是在战后西方义务教育延长，入学人数猛增及将教育视为人力资本投资而使教育经费急剧上升的背景下，教育决策者统筹安排教育发展的结果，它最初与经济发展规划中对人力的需求规划相关，是经济规划的一个部分。

自1961年法国成立第一个规划组织机构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63年以自身为中心成立了“国际教育规划研究所”，出版了大量文献、著作，极大地推动了教育规划的研究工作。20世纪60年代教育规划已形成一套规划方法和技术。20世纪70年代教育规划的研究更多地强调教育规划与社会政治环境的关系。技术上，各种数学模型、预测和制订计划的工具得以扩充和完善。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教育规划的经济目标进一步转向文化和社会目标，研究领域也进一步拓展和深化，如教育经费、教育结构、过度教育、公平问题、改革问题都被纳入教育规划的研究领域，教育规划学的理论体系框架已初步建立并逐步走向成熟。

教育预测起初属于教育规划的一个组成部分，后随现代预测学的形成和各种预测活动的广泛开展，理论逐渐丰富，形成了一个既与教育规划学、教育未来学相互联系，又独具特色的教育科学研究的领域，作为一分支学科现正处于开创发展阶段。

“教育政策学”是西方政策科学走向成熟、教育理论走向应用化的结果。从历史背景看，自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后，凯恩斯的经济理论使西方国家对经济运行的政府干预大大增强，国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继而国家的影响和控制向社会生活全面渗透。国家地位、决策的重要性日益显著，国家决策的范围也由过去单纯的军事、经济方面，转向相互联系、相互牵制的社会众多领域。

由于教育在战后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发展中的独特作用和战略地位，使教育政策的研究受到国家决策者和专家学者们的关注。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教育理论界许多知名学者都参与了教育政策的研究工作。几乎所有西方国家的教育研究所中，教育政策都是重要的研究领域，美国俄勒冈州更是教育政策研究的中心。教育政策学也成为许多著名大学的研究课程或专业，如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科群中就有“教育政策研究”群；伦敦大学教育学院有政策研究系。《教育政策学刊》《教育政策》等专业性杂志也分别在美国和英国发行。

1984年，瑞典著名教育家胡森（T. Husén）邀集了世界几十名著名教育理论家和教育决策部门的高级官员在斯德哥尔摩大学举办“教育研究是怎样影响教育政策”的研讨会，出版了论文集，进一步推动了教育政策学的研究，也促进了决策部门与研究部门之间的合作。

战后西方由工业化社会转向知识化、信息化社会的过程，直接推动了教育技术学、教育控制论、教育系统论、教育信息学、 教育工程学、教育传播学等一批应用性、技术性学科的兴起。

“教育技术学”是20世纪70年代在视听教育和程序教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门技术性分支学科。随着广播、录音、电视、录像在教学中的广泛应用，如何充分利用各种学习资源（教具和其他媒体），以获得最佳的教学效果，成为新兴的教育技术学研究的专门领域。

20世纪60年代，教育技术学的研究在理论、方法和手段上都有了新的进步和创新，作为一门技术性学科，它追求客观性、可再现性、可测量性、可操作性及目的指向性，已初具体系。20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通信和电子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和现代教育技术由高等教育、成人教育向基础教育领域的推进、普及，教育技术学的研究重点也转向以计算机为中心的多媒体教育系统、计算机教育通信网络系统和卫星电视教育系统等领域。

在教育技术学的发展过程中，作为教育技术学重要支柱的信息科学也越来越被人们所关注。计算机辅助教育系统的开发和应用，使人们看到教育过程也是一个信息的流通、传播和处理的过程，并从这一方向展开了教育研究。20世纪80年代，教育信息学已被作为一个概念提出，初步形成了自己的研究领域，目前正处于发展之中。

控制论应用于教育领域始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斯金纳发明的程序教学和教学机器直接运用了信息反馈和反馈控制原理。尽管斯金纳当时并未使用控制论这一概念术语，也未提出教学机器与控制论的结合，但他实际上最早将控制论原理运用于教学。

20世纪60年代初，“三论”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完善，加之它们在工程、自动控制、经济、管理学领域应用获得巨大的成功，促使西方一批自然科学家、控制论学家和少数教育家联合起来，展开教育控制的研究，使教育控制论逐渐发展成为一门新兴的分支学科。1962年，德国教育家赫尔马·弗兰克（H. Frank）发表的《教育学的控制论基础》是这一领域展开深入持久研究的一个开端。由弗兰克领导的德国柏林师范大学控制论研究所和国际程序教学协会以控制论的思想为指导对微观教学过程进行了大规模的研究，使该所成为欧洲乃至世界最大的教育控制论理论研究中心。他们出版了大量的研究成果，据不完全统计，从1962年至1972年，约有3 000篇有关教育控制论的论文在联邦德国杂志上发表。

弗兰克1984年编写的《未来教育科学基础教程》，系统地论述了教育控制论的产生、基本理论、应用和最新研究成果，是教育控制论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的标志。教育控制论将教育作为一个多要素、多层次、多功能的系统，试图通过对教育系统的功能的研究，建立一整套原理、方法和技术以最优化地达到教育目标。它与教育系统论一样，也具有方法论的性质。

第二节 元教育学的产生与发展

在西方，“元教育理论（meta-theory of education）”一词正式出现大约是20世纪70年代初。作为一种新兴的元理论体系，目前正处于孕育发展过程之中，它与“元教育学（meta-pedagogy）”还未见有明显的区别。“元”即英文中的“meta” 一词，有“在…… 之后”“超越”的意思，它与某一学科名称连用通常表示这一学科的更高级的逻辑形式，意味着以一种批判的态度审视原来学科的理论和研究活动。“meta” 一词与学科名联用最早出现在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学者整理亚里士多德著作的过程中，他们将亚里士多德物理学著作之后的著作称为“metaphysica”，意为“物理学后诸篇”（我国学者将其译为“形而上学”）。

20世纪20年代，德国著名数学家希尔伯特（P. Hilbert）首次提出“元理论”概念，他把数学理论作为研究对象进行数学哲学研究，这种研究数学理论的理论即为“元数学”。在元数学的影响下，元物理学、元化学、元逻辑学、元语言学、元伦理学相继兴起。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又产生了元哲学、元社会科学、元科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元理论。一般说来，元理论指的是以研究结果和研究活动为对象进行再研究而形成的知识体系，元教育理论就是以教育理论和教育研究为对象进行再研究而形成的一种教育理论，它是教育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以澄清教育理论的认识论为己任，其内容核心是教育理论的性质和分类问题，与其他学科领域的元理论一样，本质上是一种认识论上反思和综合性质的研究。

一、元教育理论的萌芽

赫尔巴特早在1806年创立教育学思想体系时就意识到建立科学教育学的重要意义，并在此基础上对教育理论的建构进行了反思。他力图把“科学的”教育学建立在实践哲学和心理学的基础之上，但由于当时实验心理学并未产生，赫尔巴特使教育理论科学化的目标并未真正实现。不过，其后西方的教育理论沿着赫尔巴特开创的伦理和心理方向展开了演化。沿伦理学—教育学方向，出现了从伦理、价值规范角度阐述教育理论的各种教育理论流派，如19世纪最后几十年，德国冠以各种名称的教育学就有社会教育学、 个性教育学、审美教育学、理想主义教育学、文化教育学、民族教育学、国家主义教育学等；沿着心理学—教育学方向，深受实验心理学影响的德国教育家梅伊曼（E. Meumann）和拉伊（W. A. Lay）创立了“实验教育学”，实验心理学强调实证、实验的科学精神在随后的费舍尔（A. Fisher）和洛赫纳（R. Lochner）的“描述教育学”中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形成了“科学教育学”流派。

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史就是各种理论体系、流派相互对抗斗争、相互妥协包容的历史。各种教育理论派系之间的争论，必然引起人们对教育理论自身的思考。历史上，第一个从认识论角度对教育理论性质进行较为系统的反思，并对教育理论的类型做出区分的是德国原赫尔巴特学派的维尔曼（O. Willmann），他在1876年就提出应将教育理论分为科学教育学和实践教育学（维尔曼称之为“教育学说”）两种类型，认为前者研究教育的社会和文化事实方面，确定是什么，而不规定“应当做什么”，是经验、分析、归纳和说明性的社会科学；后者具有行为规范或准则体系特征，它规定应当做什么，是规范、要求和命令性质的，其命题的适用性在时间和空间方面都是有限的。二者之别表现为“规律” 与“规则”之别。30多年后法国教育社会学家涂尔干发表“教育学的本质与方法” 一文（1911年），指出对教育的思考可从科学的目标和实践的目标出发，前者尝试描述和说明是什么或曾经是什么，后者则尝试确定应当做什么，他把科学教育理论从以实践为目标的教育学中区分出来，并称之为“教育科学”。此后，德国教育家洛赫纳在20世纪30年代建构“描述教育学”中也独立表述了类似观点。上述几位学者堪称元教育理论之先驱。

尽管历史上任何一个教育学家创立自己的教育理论体系时，首先都面临一个“教育学是什么”的元理论立场问题，但将这一问题作为专门的研究对象，在认识论上加以系统反思，是西方近代科学实验方法在自然科学领域取得重大突破并推动包括教育在内的各学科领域思维方式变化的结果，反映了西方科学主义思潮对教育研究的重大影响。对教育理论的元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是零星、附带性的，没有形成规模，影响甚微，元教育理论研究尚处萌发阶段。

二、元教育理论的兴起

元教育理论的兴起与20世纪西方分析教育哲学运动紧密相关。在分析哲学思潮的影响下，伴随着战后西方各种教育理论流派之纷争，从20世纪50年代起，分析教育哲学活跃于英美等国教育理论界，并在20世纪60年代进入全盛期。

分析教育哲学一问世，便以对教育理论中的概念、命题、教育实践中的语言进行逻辑和语言的分析、检验为己任，其所做的工作很大一部分属元理论范畴，尽管分析教育学家并未使用“元教育理论”或“元教育学”一词，但分析教育哲学对教育理论命题逻辑的分析实际上已构成元教育理论的一个部分，并为后来元教育理论概念的出现和体系的形成打下了基础。

由于分析教育哲学可分为逻辑实证主义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两大派系，其对教育理论的性质和类型的反思大致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

（一）以科学理论为标准反思教育理论的倾向

以归属逻辑实证主义派系的英国分析教育学家奥康纳（D. J. O’connor）为代表。奥康纳从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理论”观出发，认为理论是由具有逻辑联系的一套假设建立起来的，其功能在于对现象进行描述、解释和预测，而迄今为止传统的教育理论一般都包含三种不同逻辑系统的陈述内容。一是形而上学部分，这部分陈述是无法用科学标准去肯定或否定的；二是价值判断部分，传统的教育理论存有许多指令性的价值判断，这些价值判断往往是没有明确表达的或未被诊断的，极易引起理解上的混乱；三是经验性的部分，其中很大一部分只是对成功实践的解释，而从逻辑上讲，实践的成功不等于理论的正确。在奥康纳看来，传统的教育理论往往把这3种不同性质的陈述混杂于一体，既非经验判断，又非分析判断，从一种陈述推演到另一种陈述的逻辑关系的合理性无法证实。因此，奥康纳指出“理论”一词在教育方面的使用一般是一个尊称，“只有在我们把心理学或社会学上充分确立了的实验发现运用于教育实践的地方才有根据称得上理论”。[13]不过，奥康纳并没有从根本上否定教育科学理论的可能性，只是指出现存教育理论在满足自然科学意义上的科学理论的标准上是失败的。

（二）以实践理论的标准反观教育理论的倾向

以归属日常语言分析学派的英国分析教育哲学家赫斯特（P. Hirst）为代表。赫斯特不同意奥康纳关于教育理论应是科学理论的观点，他认为教育理论是一种实践理论，即“为某种活动而组织起来的知识”。在理论构成上，赫斯特指出奥康纳把“理论”理解为“科学理论”，忽视了非科学性因素的重要意义，他认为教育客体不同于自然客体，非科学因素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教育活动并非都是可观察的，理论虽然具有解释的功能，但解释不应只局限于对教育事实的解释，还要“涉及信念、价值问题”。赫斯特的观点受到了奥康纳的批评，奥康纳指出，如果赫斯特所言的价值判断不能在该理论的事实部分得以检验的话，使它们构成完整的理论就没有意义，二者间在逻辑上无法构成完整统一的理论。面对指责，赫斯特一方面承认“我一时不能认为价值判断能在事实部分得以证明”[14]，另一方面仍坚持教育理论中事实与价值两部分在理论上是不可分离的。此外，分析教育哲学家彼特斯（R. Peters）虽否认教育理论的学科独立性质，但亦强调教育分析的目的还在于追求某种有价值的东西。后分析教育哲学的代表索尔蒂斯更是从“三维理论”出发恢复了哲学本体论、价值判断在教育理论中的地位和意义，以上3位学者的元理论倾向大致可归于此类。

分析教育哲学从20世纪70年代起开始走向衰落，但分析哲学教育家们对教育理论的反思、探索却具有深远的意义，它不仅使教育理论的元研究成为理论界关注的热点，而且为元教育理论从单纯分析批判阶段转向自觉的体系建构阶段奠定了基础。

三、元教育理论的构建

“元教育理论”“元教育学”“元教理学（meta-educoeogy）” 概念最早由德国教育家尔夫冈·布雷津卡（W. Brezinka）在其论著《从教育学到教育科学：元教育理论导论》（1971年）中提出，他的理论是迄今为止唯一的呈体系状态的“元教育学”或“元教育理论”。

布雷津卡的元教育理论体系是在同德国各种教育理论流派的论争中形成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德国教育理论界存在着3种主要教育理论流派，一是作为德国师资培训课程，直接以教育实践为目的的实践教育学（或规范教育学）；二是强调体验和理解的人本主义倾向的精神科学教育学（或称解释学教育学、文化教育学）；三是注重教育事实分析的科学教育学（或称经验教育学）。这3种主要教育理论流派相互攻讦、各不相让，使德国教育界的理论纷争一时难分难解。教育理论的混乱状态促使具有分析哲学倾向的布雷津卡考虑教育理论的“清思”问题。他从波普（K. Popper）科学哲学的立场，率先向精神科学教育学发难，指出精神科学教育学缺乏科学性却以科学之名自居是令人难以容忍的，并于1966年在德国《教育学杂志》上发表题为《科学教育学的危机在最近出版的教科书中的表现》一文，对精神科学教育学的非科学性进行了批判，由此拉开了与以精神科学教育学为主的价值取向教育学流派的论战序幕，在论战中，布雷津卡也接受了论敌的某些批评意见，不断修正和发展自己的观点，逐渐形成了元教育理论体系。1978年，布雷津卡在发行第4版《从教育理论到教育科学——元教育理论导论》一书时，将书名更改为《元教育理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实践教育学基础导论》，这一意味深远的更改蕴含着布雷津卡思想的变化发展，同时也标志着布雷津卡元教育理论体系建构工作的初步完成。

布雷津卡明确表示，他是从“最广义的分析哲学”立场来建立元教育理论的。他认为，元教育理论就是一种关于“教育理论的认识论”，是“以教育学（教理学）知识的分析、批判哲学（或认识论哲学）为核心”，旨在澄清各种教育理论的认识论基础，它包括对教育学基本命题和陈述逻辑进行语言的、逻辑的、经验的和意识形态的分析。

基于波普的批判理性主义，布雷津卡提出了自己的科学理论观，认为科学理论必须满足以下4个条件：一是经验性，指理论命题的真假可为人们的经验所判断；二是同一性，指所有理论命题在逻辑上的相互一致；三是可证伪性，指理论的所有命题都是暂定的结论，可以被证伪推翻；四是工具性，指理论命题应有助于人们认识世界，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工具。科学理论是描述性的命题体系，是事实陈述，它解释是什么和曾经是什么，而不回答应当做什么等价值判断问题。以此为标准，布雷津卡对西方教育理论的性质和发展过程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历史上最初的教育理论是为了指导教育者的教育活动而建立的，“是实践理论，而不是科学理论”，实践理论是“规范—描述相混合的命题体系”，“它的创立是为了用实践知识武装教育工作者”，“它指明关于教育目的和教育手段的规范取向”[15]，它表述应当是什么，应当做什么和不应当做什么等包含各种价值判断和规范的问题。教育实践理论的目的规范来自特定社会的宗教、伦理或意识形态；关于教育手段的规范来源于心理学知识。长期以来人们一直把上述实践性教育理论视为唯一可能的教育理论，并常常冠之以“科学”之美名，将徒有“科学”之美称的实践教育学与作为真正的科学理论的科学教育学混为一谈，西方教育理论的危机盖源于此。由于只承认一种教育学，忽视了“多种建构教育理论的可能性，传统教育理论的观念步入了误区”，它“试图在一种相同的命题体系中将实践教育理论的规范性任务与科学理论的描述性任务联系起来，这就产生了一种模糊不清的大杂烩式的学科，它既不能满足一门科学在方法论上的要求，又无益于那些对实践教育理论抱有期望的教育者”。要澄清这种混乱的理论现状，科学教育本身是不堪负此重任的，只有通过元教育理论才有可能使我们厘清并解决这一问题。

布雷津卡一再强调不要再把教育学或教育理论理解为是一门“兼有规范—经验（或实践—科学）双重任务的大一体化的学科”[16]，而应当对教育理论的描述性命题体系、规范性命题体系和规范—描述性命题体系做出区分。为此，他将教育理论分为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也称教育行为学）3类。

（一）教育科学

科学的教育理论在布雷津卡看来就是“在逻辑上相互联系的并且多少得到证实的规律性假设系统”，“是获得关于教育行为方面的科学认识”，[17]它不仅要把教育作为社会文化情境的一部分而加以客观描述和分类，而且要在目的与手段的关系中去理解达到目的的手段。教育科学并不只是单纯描述事实，而是以某种试图实现的目标（目的）为起点，探寻教育现象中的各种因果关系，查明教育活动介入的各种可能性，达到“逼近真理”的认识。教育科学的研究不应从事实开始，而应从教育的问题开始，以证伪原则（而不是归纳）作为检验认识的标准，其基本程序是：

①以某一问题领域的相关知识为基础提出问题。

②提出解决问题的暂时性假设或理论。

③根据这些假设与事实的一致性，以及与其他各种相对来说已经得到证实的理论假设之间的逻辑关系检验这些假设或理论，如果对这些理论假设的证伪失败，就意味着理论假设得到了证实和暂时的确立，直至以后被证伪为止。

布雷津卡主张应把教育科学视为实证科学范式中特殊类型的运用，教育科学是从属于社会科学之下的，研究社会行为和人的心理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关于教育这一“浓缩领域”的科学表述。教育科学是理论问题与历史问题自身统一而又相互关联的实在科学，它主要为解决技术性问题提供帮助，并不能为实际的教育问题直接提供现成答案。

（二）教育哲学

教育哲学是教育科学的补充，“它回答在制定教育计划和采取教育行动时出现的价值问题和规范问题”。[18]教育科学必须以一种价值基础为先决条件，必须有一定的“规范”，而这种规范的提出所依靠的正是教育哲学。这一任务经验教育科学是无法胜任的。教育哲学能为教育者和管理者提供评价取向和规范取向，它首先要讨论各种与评价、规范有关的问题，这些问题涉及教育情境中的全部因素，尤其涉及各种目的和手段。为此，他提出应把规范教育哲学划分为教育目标规范哲学和教育手段（教育者行为方面和实物手段方面）规范哲学。规范教育哲学也并不局限于传统教育所关注的道德价值判断方面，它还包括对法律价值、宗教价值、经济价值、卫生价值等各种维度价值的思考和规范。

（三）实践教育学（praxiology of education）

实践教育学亦称教育行为学。布雷津卡认为实践教育学所涉及的是尚未存在的事物而不是已经存在或发生的事件，它主要回答“什么是应当发生的”“应当做什么”“教育应该如何进行，教育者在努力发挥种种影响时，应当怎样做或应当做什么”[19]等问题；其目的在于提供规范性知识；其任务在于给教育工作者的实践活动提供指导，这种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4个方面：一是说明社会的文化情境对教育工作者的意义；二是阐明各种教育目标；三是对教育行为和建立教育机构提出实践观点、规范、建议或指导；四是激发、鼓励和支持具有道德价值的教育活动中的价值取向和各种倾向。实践教育学因此在所涉及的对象、理论的目的和任务等方面都与教育科学区别开来，非科学性构成了实践教育学的特性之一，“实践教育学没有科学目的，而只有实践目的”[20]，它是直接指向教育中的每个实际问题的，既为教育工作者规定任务，又给教育工作者解决具体问题提供有效方法。在布雷津卡看来，实践教育学不是教育哲学和教育科学的附庸，而是独立的教育学形式，但实践教育学要有效地指导教育实践必须从教育科学中获得法则性的知识，从教育哲学中寻求价值判断的标准，它是通过对教育科学与规范教育哲学所提供的知识进行综合性评估来指导实践的。

在教育科学、教育哲学和实践教育学三者的关系上，布雷津卡强调“每一种教育学课题应当在它适合的理论范围内得到探讨”，“经验教育科学既不能代替哲学理论，也不能代替实践教育理论”。布雷津卡一反在教育科学框架内对各类教育学进行分类的做法，将教育理论按其命题逻辑体系的不同一分为三，使3种不同逻辑陈述的教育学在各自有效的范围内解决问题，成为相互区别、取长补短的元教育理论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反映了教育理论分化发展已到了需要在更高认识论层次上对之进行梳理、整合的理论建设的内在要求，布雷津卡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率先、适时地展开了这方面的研究工作。他对元教育理论概念的提出和元教育理论体系的建构是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首创，是西方教育理论自身探索、建设的一个飞跃。布雷津卡的元教育理论已在德国乃至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反响，鉴于布雷津卡在国际教育理论界的影响，美国学者克里斯坦森（J. E. Christensen）在1981年特邀布雷津卡为其《作为教理学的教育学展望》（Perspective on Education as Educology）一书就“元教育理论”问题撰稿。

公平而论，布雷津卡的元教育理论并非无懈可击，理论自身尚不成熟，引起争议是难免的。但在教育理论发展到学派林立而又纷争不下的阶段，进行元理论的思考，对各种理论从认识论根基上进行反思，厘清各种理论的逻辑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是一项十分必要且意义深远的工作。布雷津卡建立元教育理论体系的这一思路无疑是正确的。尽管布雷津卡元教育理论体系还有待于进一步完善、充实，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不要忘了，像这样的元理论构想和决定并不足以创建更为合宜的教育理论，对认识论基础的分析须随之于系统的理论工作”。但可以肯定，新兴的元教育理论，正如它形成历程中所经历的那样，将在今后各种教育理论的相互碰击、论争的过程中逐步臻于成熟、完善。

四、教育元研究的发展

除布雷津卡体系状态的元教育理论外，20世纪7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其他各种形式的教育元研究活动。比如，美国学者格拉斯（G. U. Glass）创立元分析概念和技术，对大量的教育实验研究成果进行整合，从而得出具有更为广泛普遍性和包容力的研究结论。具有定量研究性质的元分析技术在教育行政决策和教育实践中已产生了较好的效果，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都为元教育理论的丰富和发展注入了新鲜血液；美国课程论专家阿特金斯（E. Atkins）试图从科学哲学中造出有助于课程论走向成熟的认识论原理，建立元理论课程；法国学者米亚拉雷（G. Mialaret）考察了教育学科发展的历史进程和现状，提出了复数形式的教育学概念，以取代单数教育学，反映现代教育学科不断分化综合、渗透交叉并生成大量学科群的发展现状；为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理论发展的新特点，西方学者中出现了试图以“教理学（educology）”来代替“教育学（education）”称谓的倾向，教理学一词的出现正是西方教育理论界反思教育理论性质和现状的产物，也是元教育理论的成果之一。

总体而言，西方元教育理论体系还处在孕育和发展之中。从历史上看，西方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在理论自身的不断分化和整合中进行的，目前西方教育理论的多元化发展似乎已到了一个在继续多样化发展的同时需要进行一定程度整合的阶段。元教育理论体系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它是否能真正担负起整合西方教育理论的重任，虽有待历史的检验，但建构元教育理论体系这一思路是正确的，至少是值得尝试的。

第三节 教育研究方法论的新进展

教育研究方法论是教育研究的逻辑规范，它与支持、阐释各种具体教育研究方法的基本原则和哲学信念紧密相关。从历史上看，19世纪中叶之前，西方教育研究的方法主要有两类，或将实际教育经验加以归纳总结上升为理论，或从传统哲学（中世纪主要从神学）的基本信念出发直接演绎出教育基本命题，以直观经验总结和哲学演绎为各自特征的二类研究范式在教育研究中常常同时使用，并行不悖。比如夸美纽斯在教育研究涉及“教育事实” 部分时，一般采用对前人和自身教育经验予以归纳陈述的方法，而对与“教育价值”有关的问题，则采用从圣经和权威著作演绎的方法；赫尔巴特运用归纳方法提出了儿童多方面兴趣的理论，其教育目的和教育方法则分别从实践哲学（理性主义伦理学）和心理学（观念心理学）中推导出来。

理论研究的重大进展往往是以方法论的率先突破为前导的。19世纪下半叶，自然科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自然科学丰硕成果的取得是它早在17世纪就试图摆脱传统思辨方法采用近代科学方法的结果，它是培根实验方法、归纳逻辑，笛卡儿（R. Descartes）数学方法，牛顿（I. Newton）经典力学体系的胜利。

以自然科学研究方法改造传统思辨哲学的努力产生于19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实证主义哲学的产生为结果。实证主义是对西方经典自然科学研究方法予以归纳上升到哲学层次而形成的思想体系。实证主义方法论不仅在自然科学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而且，随着孔德（A. Comete）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出现，深深影响着包括教育在内的社会科学的研究，并逐渐成为社会科学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范式。

尽管在西方教育史上不乏实证主义研究取向的先驱，但实证主义对教育研究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始于19世纪后半期，以冯特（W. Wundt）1879年心理学实验室的创立为标志。实验心理学的创立使心理学研究走上了“实证”道路，与心理学研究密切相关的教育研究也随即进入了实证时代。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广为盛行的学校统计调查运动、学生成绩测验运动和智力测验运动就是在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下展开的。冯特的学生梅依曼和教育学者拉伊创立的实验教育学标志着教育研究科学—实证范式的正式形成。实验教育学主张以观察、统计、实验的研究方法取代传统的直觉经验归纳和思辨的方法，以理论的“技术”和“操作”性取代纯理论的思辨体系。这一以“科学”和“应用”为特征的研究范式一经提出，便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包括心理研究）广为传播，它直接引发了以法国比奈（A. Binet）、西蒙（T. Simon）为代表的智力测验运动和美国桑代克的“精确的科学方法”取向的教育心理学的产生。后者还第一次使用公式化和实验检定的学习理论构建教学方法体系。

在实证主义方法论影响下，教育研究开始在严格的自然科学的“科学”意义上追求“科学化”的过程。科学—实证方法论下的各种典型的具体方法，如观察、统计、调查、测量、实验在教育研究中广为应用，并一度取得辉煌的成就，如仅在心理测验方面，西方现有的2 700多种测验有一半以上源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盛行的1920年至1935年。教育研究中，行为主义者的介入，更是把科学—实证研究范式推向极致。教育研究科学化、实证化成为西方20世纪上半叶教育研究方法论的主流倾向。

实证主义从其发端至今已历经数代的发展，尽管各代实证主义者之间存在着某些理论上的差别，但其方法论原则基本是一致的，可概括为如下几个要点。

①决定论。认为任何事物都有其发生、发展的原因，科学的任务就是发现并揭示事物间的因果关系，为人们预测和控制提供稳固的基础。

②经验论。认为可靠的知识只能来源于经验，理论和假说的可靠性取决于是否有经验证据确证它。

③还原论。认为可以将复杂事物加以简化、分离，还原为基本要素，一切概念可以且必须还原为直接的经验内容，通过对简化了的对象的可控性研究，达到对复杂现象的认识。

④价值无涉论。认为科学研究只涉及事实，与价值问题无关，价值判断必须从研究中摒除或还原为事实问题，研究应是客观的、中性的。

⑤普适论。认为运用统计分析，通过一定样本的测量，可以概括归纳出类的特性，研究的结果有普遍的适用性。

实证主义方法论指导下的教育研究超越了纯粹哲学思辨和直观经验总结的方法论阶段，它发现并揭示了教育现象中部分规律和规律性联系，对获得不断深化、精确化的教育知识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在大群体、大样本的研究中其地位是难以替代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原则下的研究方法至今仍在发展之中，各种研究技术和手段正不断趋于精细化和完备化。

不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实证主义已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批评和挑战。尽管在西方教育研究中实证主义方法论仍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指导原则，但它以往那种巨无霸式的主导地位已被撼动。教育研究中，“科学—实证”范式本身也发生了某些变化。

一、“科学一实证”范式的自身嬗变

“科学—实证”研究范式在20世纪下半叶失去往日风采，有着内、外部两方面的原因。

从外部看，实证主义自其诞生之日就伴随着注重人生命主体特征的人文主义者及其他社会科学流派的反对、抗争。20世纪下半叶，其对手的理论体系已日渐完善、成熟，理论阵营的力量日趋增大，它的攻击对实证主义来说是致命的。

从内部看，实证主义的堡垒仍是从内部被攻破的。首先，20 世纪中期前后科学哲学阵营内部发起了革命，波普的证伪主义直接否定了实证主义的经验归纳逻辑；库恩（T. Kuhn）的科学范式革命论强调社会的心理因素，而不是经验与科学理论间的逻辑关系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动摇了实证经验与科学主义的基本信念；费耶阿本德（P. Feyerabend）的科学研究“无政府主义”否认一切理论方法的普遍有效性，强调“怎么都行”，值得注意的是，科学哲学的新观念直接动摇了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西方科学哲学在20世纪中期完成它对传统科学观的否定之后，经过近几十年的近于停滞的状态，现正酝酿一场新的革命性变革[21]，尽管其由“破”到“立”的阶段性转化尚需时日（有学者认为需百余年），但其变革方向是对近些年来研究“复杂现象”的“非线性科学”（如混沌学）做出哲学的概括。根据非线性科学的特点，新的科学哲学将是一种注重有机论、整体论和“返魅”科学观的体系，它将把被实证主义所忽略、排除的某些东西重新吸纳进来。科学哲学自身的变化体现了自然科学自身研究不断深入、涉足“复杂现象”时所带来的方法论革新，它促使实证主义阵营中的许多研究者纷纷转变立场或弱化原有立场。

其次，与科学哲学的变革相关，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分析教育哲学一度盛行，并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果说，建立在孔德的实证主义立场上的梅伊曼、拉伊的实验教育学注重实证和实验的意义和作用的话，那么，建立在以罗素（B. Russell）为代表的新实证主义（逻辑实证主义）和后期以维特根斯坦（L. J. J. Wittgenstein）为代表的日常分析学派基础上的分析教育哲学则把研究的重点放在了对教育概念、命题进行逻辑和语言的分析上，使实证主义的教育研究由实证转向了分析。到20世纪70年代初，分析教育哲学自我缩小教育研究范围和单一的分析方法所暴露出来的缺陷越来越明显，不但没有通过对教育概念、命题的分析达到厘清观念、解决纷争的初衷，反而使教育研究失去了与活生生的教育现实和规范价值的联系，受到了来自教育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越来越强烈的批评。

最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和社会人士倾向于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本质的差异，以经典自然科学[22]为标准的实证方法在教育研究中已日益陷入窘境，不能完全适合对教育这一特殊、复杂对象的研究，以客观、价值无涉的研究立场追求普适性研究结果只是美好愿望而已。

相同的教育现象，经同样自信恪守“科学—实证”立场和方法、追求客观性、准确性和可检验性标准的不同研究者的研究后，竟出现不同乃至相反的研究结论，甚至同一个研究者在不同的时间做同样的研究也会得出不同的结论。这种情况在“科学—实证”范式的教育研究中不胜枚举，以至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学者格拉斯（G. U. Glass）针对教育实验多而结论不一致的局面，首次提出了“元分析”（meta-analysis，又译为“后分析”“后设分析”）的概念和技术。元分析是对某一教育领域或具有某一特征的各项单个教育实验或其他经验性教育研究的成果进行计量整合的一种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现已发展成一套独特的融传统的文献研究法和现代统计技术于一体的研究方法。元分析的实质在于从研究方法上总结以往教育实验和其他经验性教育研究的得失，对实验研究的成果予以整合。尽管还存有争议，绝大多数元分析的结论普遍被视为某项研究主题的终结性认识。如格拉斯等在1982年对1900年至1979年十几个国家的77项有关班级规模与学习成绩的研究（总学生数达90万）进行元分析得出结论：在实验控制变量相同的情况下，小规模班级的成绩比较大规模班级的成绩多出1个标准差，合适的教学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弥补班级规模大所带来的缺陷。这一结论已成为共识，并在教育行政决策和教学实践中取得良好的效果。元分析的方法在西方颇受关注，西方20世纪80年代后出版或再版的有关教育研究方法的专著纷纷将之纳入自己的视野，如由路易丝·科亨（Louis Cohen）和劳伦茨·麦良（Lawrance Manion）合著、在西方颇负影响的《教育研究方法》（Research Methods in Education）一书，在1988年出第3版时，专门增补了“元分析” 一节。其他新近再版的有关教育研究方法和方法论的书也大致如此。元分析方法是定量研究的方法，它依然坚持实证主义价值无涉原则和其他基本信念，并未超过实证主义方法论范畴，但元分析的出现反映了实证主义倾向的研究者对自己教育实验结果的某种程度的反思，至少是研究结果的量上的反思和整合。

在寻求对教育实验研究量上的整合的同时，实证主义倾向的教育研究者也普遍意识到经典自然科学研究对象和教育研究对象性质上的差异，不再像早期实证主义者那样要求对教育实验进行自然科学意义上的严格变量控制。20世纪60年代准实验研究（quasi-experimentation）概念和设计方法的提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并代表了这一倾向。准实验的概念和方法最早由坎贝尔（B. T. Compbell）和斯坦尼（J. C. Stanley）提出，美国社会学家托马斯·库克（T. P. Cook）和坎贝尔在1979年合著的《准实验——关于实地情境中的设计和分析》（Quasi-Experimentation：Design and Analysis Issues for Field Studies）将其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教育准实验以实地情境中业已形成的学校、班级或自然生活状态下的个人、群体为研究对象，不设控制组或设不相等的控制组，甚至测量也不进行专门设计，常常使用学校常规考试获得的数据，这与20世纪上半叶研究者们在严格的实验室控制条件下对白鼠、鸽子之类动物进行研究并把其结论推至课堂和学校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准实验的研究方法和设计，一方面恪守实证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坚持揭示教育现象间的因果联系；另一方面又试图顾及教育现象的相互关联、难以分割的特点，主张研究真实、自然的条件下的研究对象。从严格的实证立场看，准实验研究结果的可靠性和效度都大为降低。由于每种具体情境间都存在程度不同的差异性，准实验要求对实验结果的代表性和可推广性要加以谨慎的解释和论证，这实际上又弱化和修正了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某些信念和原则。西方近几十年发展起来的适合于复杂情境的其他多因素实验设计和统计分析也反映了类似的研究理念的变化。

二、人本主义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崛起

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西方教育研究主流范式是实证主义的，它以经典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生物学最初形成的研究传统和模式为模仿对象，对这一范式的描述词汇除“实证的”外，还有“定量的”“常规的”“传统的”等。[23]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教育研究赖以立足的科学基础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主宰教育研究方法论的学科基础不再是经典自然科学，而是逐渐过渡到社会、人文科学。这使西方教育研究方法论发生了重大转向。

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基础上教育研究范式的称谓名目繁多，如“定性的”（qualitative，国内有学者认为应译为“质的”）、“自然的”“人种学的”“诠释—人类学的”“后实证的”“后现代的”[24]等，尽管上述称谓具有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各种称谓所指代的对象也不完全一致，但就它们所描述的教育研究范式主要以人文、社会科学为理论基础这点看，似可概括为“人本主义范式”。瑞士著名教育学者胡森曾把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根源归于狄尔泰（W. Dilthey）的精神科学、胡塞尔（E. Husserl）的现象学及以哈贝马斯为代表的批判哲学。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现象学、诠释学、语义学、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人类学、人种学、存在主义哲学、精神科学学派、符号互动论、批判理论等都为人本主义的教育研究范式提供了理论基础。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历史可追溯到19世纪，在实证主义范式酝酿生成之际，它就开始作为对立范式出现了。不过那时它还是一个呼声微小的“边缘范式”。20世纪60年代起，特别是八九十年代以来，“教育研究正摆脱实证研究设计和方法论的支配，转向诠释的、人种的或定性的研究，这一过程虽然缓慢，但正逐渐发展”。[25]据一项西方学者的调查表明：在比较教育研究中，1979年声称自己基本采用或倾向于采用定性研究方法从事教育研究的教育研究人员约占被访人数的55%，而到1988年，这一数字已上升到77%。[26]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的基本前设信念及对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在研究的性质上

人本主义范式认为，人的现象与物的现象之间存在着本质的差异，社会是人类建构自己生活的意义世界，社会中的任何秩序都是当事者通过观念和解释创造出来的，社会现象、教育现象充满着意义和诠释；而“科学—实证”的研究范式以固有、先在的所谓科学观念、假想去检验所谓的经验资料，无法揭示当事者和其中事件的意义。把自然科学研究物的方法应用于复杂的人类现象是简单化的做法。人的行为并非全然不证自明、可量化、能被客观测量的。在教育研究中，应抛弃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中“相关”“规律”“客观性”等概念，代之以对人类日常生活中行动和意义的理解和诠释，“应发现社会现象的意义和行动而不是原因和结果”。[27]

（二）在研究对象范围问题上

人文主义研究范式强调应以整体的观点研究社会现象，认为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把复杂现象或过程分解成若干因素或独立的几个部分加以研究，这种把具有整体联系的研究对象从整体中孤立抽取出来的还原论方法是行不通的，研究者应对真实自然情况中的研究对象及与之相联系的全部背景因素进行整体研究，注重对研究对象的社会的、文化的和历史背景的理解。

（三）在研究的目的问题上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倾向于认为社会研究的目的在于形成唯一适合被研究者个体的知识体系，而不是形成具有普适性的、历时的知识体系，尽管这在持人本主义范式立场的研究者间还存在不同意见，但强调教育研究目的的个案化和具体情境化已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倾向。

（四）在因果关系问题上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否认人的行为可用在时间上先于它们而发生的原因或原因的组合来解释，认为情境中所有的因素都处在即时的相互作用状态中，不能区分为简单的因果关系。

（五）在研究中价值的作用问题上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批判实证主义范式的价值无涉的立场，认为任何研究都以价值为基础，研究不可避免地受到研究者价值、理论的选择、方法论选择的影响，价值内在于研究之中，实证主义范式的价值无涉是虚幻的。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立足于人文、社会科学，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有着本质的不同。近几十年西方不少颇为活跃的教育研究理念和方法都可归于人本主义研究范式麾下。比如“人种志研究（ethnographic research）”，自美国芝加哥大学一批教育社会学家率先将其引入教育研究领域后，该类研究在20世纪60年代后的西方被不少教育研究工作者采用，在班级课堂教学研究中的应用尤为活跃。人种志研究不采用严格的实验设计和正式的会谈访问，较少使用标准化测试工具，着重在自然情境下通过观察等手段，体验研究对象的各种心态、观念，理解研究对象的真实思想动机，揭示客观环境因素与研究对策的互动关系，特别注重观察中的主位（emics）和客位（etics）方法。前者要求研究者从教师或学生的角度去观察，记述分析要符合被研究者的思想观念和行为特征，以发现被研究者认为是有意义的适宜内容；后者则从旁观者角度去观察。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借助录音、摄像等设备进行全程观察记录已成为可能，观察的手段进一步丰富。美国教育学者威廉· 维尔斯曼（W. Wiersma）曾将“人种志研究”定义为“为特定情境中的教育系统、教育过程以及教育现象提供完整和科学的描述” 的研究。他认为人种志研究具有现象学、自然主义和整体性三大特征[28]。现象学特征要求研究者应抛弃任何有关研究对象的先入之见，从被观察者的角度去理解事件和行为的意义，以参与者的身份进入情境；自然主义特征要求研究在真实、自然的实地情境中展开，观察在自然情境下发生的情况；整体性特征要求以整体的、全局的观点看问题，以关注整体情境为重心。

人种志研究强调任何假设或结论的形成应立足于实地情境中所收集的资料，并随资料的变化而改变，所有资料都必须在收集资料的环境和情境中得以解释，这种强调假设或结论依赖于所收集资料的归纳的研究理念，被西方学者称为“扎根理论”（grounded theory，国内有学者译为“实在性理论”“有根据的理论”“植根理论”等）。在这种研究理念之下，参与性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 深度访谈（indepth interviewing）、三角互证法（triangulation）自然成为人种学研究的典型、常用的方法。[29]

与人种志研究相关，美国社会学家哈罗德·加芬克尔（H. Garfinkel）于20世纪50年代创造了“常人方法学”（ethnomethodology，国内学者译为“民族方法学”“俗民方法论”“本土方法论” “人种学方法论”等）一词，以标志社会科学研究新理念。“常人方法学”反对将社会视为具有普遍特性的研究对象，主张放弃对社会结构、社会的建制、社会进化规模等一类问题的研究，而代之以对日常生活中社会成员的“生活世界”的研究；认为在生活世界中，不存在抽象、一般化的社会活动类型，只存在人们具体交往和以交往为基础的特定情境，要求在承认人的交往的特定情境前提下，揭示出这种特定情境是如何在交往中形成及如何影响人们的交往行为的，即理解人类交往情境的形成过程。

从所提倡的研究理念看，常人方法学与人种志研究大都重叠一致，其常用的方法亦为参与性观察、三角互证法等，因为常人方法学的理论根源也来自于现象学、解释学和日常语言分析哲学。不过，常人方法学在教育中侧重对课堂谈话言语特色的分析[30]，在收集资料时不太关注被研究者的情感因素，因而被认为与传统的同情、理解被研究者的人种志方法存有“对抗性的冲突”。

近几十年来，西方有关教育研究的文献中“人种志研究”“常人方法学”等字眼大量涌现，相关类型的教育研究也大为增加。比如，美国贝克尔（H.S. Becker）等人1961年的“穿白大褂的男孩：医学院中的学生文化”的研究，博耶（E. L. Boyer）等1983年至1984年有关美国高中的研究，哈雷（B. Harry）1992年的特殊教育中的跨文化交流研究，加拿大克莱汀尼（D. J. Clandinin）以两年时间在两所小学低年级班级以助理教师身份参与教学活动所做的“教师教室意象对教学行为的影响”的研究等，这些都属人种志研究和常人方法学应用于教育研究的具有代表性的范例。英国还发展出了学校教育人种志（the ethnography of schooling），倡导研究者长期参与观察，发现学生如何建构社会事实及对所处文化的内在感受。

人本主义研究范式自20世纪60年代起在包括教育在内的西方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广泛崛起绝非偶然现象。20世纪60年代的西方，在经历了快速的经济发展之后，进入了一个社会政治、文化急剧动荡变革的时期，震撼世界的学生骚动和种族冲突，打破了人们原本期望的通过科学进步、经济发展圆满解决社会问题的美梦。严重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危机引起了政府和全社会的极大关注，迫使政府和社会科学研究人员思考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和相应对策，了解参加社会运动的个人及群体的真实想法。此前盛行的追求客观、讲求预测和控制的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未能有效地预见和防范社会危机的爆发，其方法论的性质决定了它难以真正贴近和理解社会运动参与者的内心世界和行动意义，显示出这一研究范式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局限性。而人本主义研究范式恰好弥补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这方面的不足，它要求对研究对象先“存而不论”，抛弃研究者任何“前在之见”，再通过现象学还原达到对被研究对象的本质直观；将行动与事件置于真实、自然的背景中，从当事者的立场和角度理解其意义，正如德国精神科学学派代表人物之一、 著名教育人类学家波尔诺夫（O. F. Bollnow）所比喻的——研究鱼，研究者不应把鱼捉至岸上，而是应当自己像鱼一样潜入水中。显然，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强调揭示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的内心真实世界，强调以整体有机的观点理解人的行为和事件的意义，这正是实证主义研究范式所缺乏和回避的。人文主义教育研究范式较为适合微观（如个体）和中观（如班级、学校等中小群体）层次上的学习和教育活动，实际上，它在西方教育研究领域中也是在这个层次范围内较为活跃。

三、行动研究范式的异军突起

行动研究（action research）是近几十年来西方社会科学领域较为活跃的一种研究类型或策略，具有独特的方法论逻辑，也被视为教育实际工作者的教学和工作方法。

在传统的科学—实证范式下，教育研究的理论成果对实际教育工作者在特定背景情境中解决具体问题的作用有限，为克服教育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巨大鸿沟，早在进步教育运动中就形成了教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在让儿童学会如何为解决问题共同活动之后，接下来便是让教师也采用他们曾教给儿童的那种方法，学会如何共同有效地解决自身的问题”[31]的研究倾向。

20世纪50年代，“行动研究”一词被正式应用于教育，用来指称教育实践者为解决自身活动中的问题而采用的一种新的研究类型和策略。直到20世纪50年代末，教育行动研究在美国结构主义课程改革运动所内含的理论与实践关系观念（专家学者负责理论建构，基层教育实际工作者负责实施，专业人士负责效果评估）的冲击下，其发展势头受到遏阻。

20世纪60年代，盛行英国的“开放教育运动”“教师即研究者运动” 使行动研究再度兴起。与此前的行动研究相比，20世纪60年代后复兴的行动研究深受定性研究方法论的影响，它不像早期行动研究那样崇尚科学—实证的方法和手段（如测量、统计、实验），致力于对教育现象量的把握，而是表现出对复杂背景中行动和事件的重质、重整体、重互动关系的新思维。

尽管20世纪60年代后复兴的行动研究并不排斥定量研究的方法，但对原先立足于严格的自然科学意义的实验条件和方法在理解上已进行了较大修正，以符合错综复杂的教育情境。具有实验倾向的行动研究一般采用“准实验研究”的设计，更为关注现场真实自然情境的因素及其相互关系；与人种志和常人方法学相结合的行动研究，倾向于将行动研究视为由实践者作为研究主体，为增进自身实践活动而在实地情境中进行的反思性探索，视为批判、反省和职业定向性的活动。典型的教育行动研究具有课题产生的自然性、研究过程的行动性、研究主体与实际工作角色的一体性、研究者与研究结果受用者的统一性、研究人员的合作性、研究目标的具体问题指向性、研究成果的非普适性及研究程序上的不断反馈与调整等八大特征。[32]

教育行动研究的对象是当下发生的教育实践，研究者本身就是实践活动的参与者，研究的目的旨在提高行动质量，增进行动效果，它所蕴含的方法论逻辑属实践学（praxiology）范畴。行动研究者在实践中常常根据实际情况边研究、边修改研究方案，他们关心的是自己在实际工作中所面临的问题，这种问题可能具有普遍性质，但更多的是特定班级或学校所特有的，具有个案性质。

行动研究者坚信：从具体情境中概括出来的理论只有回到该情境及其背景或回到具有类似于该情境及背景的环境中才能显示出意义，理论是研究者在自身实践中通过反思活动即研究活动形成的，研究从行动开始，在行动中进行，并以行动质量的提高与否作为检验研究成果的标准。作为反思或研究成果的理论在以实践的增进为目的行动中扮演着指导行动的角色。在反思自身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理论需在进一步的行动中得到检验和修正，针对某一具体实践的反思活动不断从实践中形成理论，理论在发生着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接受反馈而做出调整，这是一个不断循环的理论与实践的互动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实践得以增进，理论得以发展。

教育行动研究范式与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不同，它试图摆脱实证主义和人本主义在教育研究方法论上矛盾对立，强调理论与实践在研究过程中是不可分的互动关系，不再把理论的产生和实际的运用看成可以相互分离的孤立过程，而是在行动过程中将两者统一起来，以反思为中介，在理论与实践的辩证互动中寻求实践的增进和理论的发展。这使得行动研究在方法论上既包容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下的方法，也容纳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下的方法，定量与定性研究方法结合在行动研究中表现得十分明显。

教育行动研究是鉴于教育理论流派众多，无法形成共同一致的见解，缺少对具体教育情境的实际指导价值，而由部分教育研究者和教育实际工作者发起的，它放弃了从纯理论方面寻找解决教育具体问题途径的努力，转而面向实践，试图通过系统、长久、不断调整的实践者自我反思活动，达到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研究和工作的合一。

行动研究的方法论逻辑对改变教育研究中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局面有着特殊的意义。行动研究倡导的教育理论行动化、情境化的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代表了西方教育研究进入后现代时代而表征出来的特征，它对广大基层教师具有天然的亲和力，易于为教育实践者接受。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种运动，它是由英国部分教育研究者和教师自发组织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它已逐渐被西方部分国家政府教育机构及国际教育机构认可、倡导，正处于方兴未艾的发展之中。

四、整体观、系统论的研究取向

当代西方教育研究方法论的重大变化之一就是抛弃作为科学—实证研究范式根基的原子论、还原论和机械观，转向整体、 系统观。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倾向于对现象进行分解式研究，把研究对象从教育整体中分散孤立出来加以控制以确定因变量与自变量的关系，它只能揭示局部的规律而不可能展现事物发展的全貌，而整体、系统观则将现象作为系统对待，认为任何系统都是由一定的结构构成的整体，系统的功能大于各孤立部分功能之和，对系统中各孤立部分的研究不能代替对整体的研究。

整体、系统观研究取向的兴起并不像行动研究那样以某一职业群体参与为主，以“运动”的方式表现出来，它也不是受某一学科或某一研究领域的影响而表现出来的单一的方法论倾向，而是自然科学、社会人文科学、横断科学及综合科学发展到当今时代所形成的共识，并在上述各类科学领域普遍表现出来，如自然科学领域以分形和混沌理论为主干的“非线性科学”的方法论原则；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结构主义、人种志研究方法、常人方法学；横断科学领域的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及在此基础上兴起的自组织理论、耗散结构论、协同论、突变论，都共同展示了其整体、系统思想方法的魅力。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展起来的生态学及其方法，以其整体论（holism）和系统分析进一步加强了这一趋势。生态学追求综合、联系、平衡的研究理念已对教育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宏观教育生态学就要求把教育作为一个有边界、有范围、有层次、各因子在功能上协调一致的生态系统来研究，以弄清教育生态系统的构成要素、特征、功能和运行机理等。

整体、有机方法论取向的教育研究适用于从个体行为到课堂教学，从学校教育活动到宏观教育规划等各个教育领域。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研究的大量成果都是这一方法论取向的产物，如美国教育规划专家库姆斯（P. H. Coombs）颇负盛名的著作——《世界教育危机：一种系统分析》（The World Crisis in Education），即以系统的观点，以输入—输出模式对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进行了描述分析。斯坦福大学的艾森纳（E. W. Eisner）以生态学系统联系的观点对美国教育改革反复出现、令人关注的“钟摆现象”的分析都颇具代表性。[33]实际上，整体、系统的思想方法贯穿于西方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各种正在崛起或发生变化的教育研究方法之中，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嬗变、人本主义和行动研究范式的兴起和壮大，都与这一方法论取向有着密切的关联。

五、面向未来的研究取向

当代科学技术的不断创新、突破，带来社会变化发展的急速加剧，而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工作具有较长的周期，如何将教育的发展纳入未来社会需求之中，使教育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1979年编《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一书语），成为不少西方学者研究教育所选择的方向。

约从20世纪50年代起，面向未来的教育研究得到了系统、 有组织的广泛运用，它是通过对影响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预测并试图控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出现的发展态势或未来趋势。面向未来取向的教育研究同样也突破了长期以来西方教育研究中的定性方法与定量方法尖锐对立的局限，注重定性与定量研究的结合。如在西方未来学和未来教育学中，现有的200余种预测未来的方法大体可分为两类：建立在逻辑思维、推理判断基础上的“定性”分析和大量运用数据的“定量”分析。

以托夫勒（A. Tofler）、伊里奇（I. Illich）为代表的技术派、乐观派倾向于用理想主义描绘未来“后工业社会”“电子技术社会”，展示出未来人人接受终身教育的“学习社会”的前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从能源枯竭、人口膨胀的“灾难性前景” 估计中，指出“未来的教育就是生存教育”，以传授生存的技能来防止人类的毁灭。他们的研究大都属于定性性质，但也不排除定量方法。同时，在教育的预测规划实践中应该使用的趋势或预测研究中，除定性方法外，定量的方法被广泛使用，如利用统计学、人口学、运筹学、系统论、控制论、计量学、数理逻辑学的方法，通过数字、方程、图表、模型、计算机模拟等进行预测。以面向未来为取向的教育研究目前已发展出了不少行之有效的独特的预测方法，如趋势外推法、特尔斐法、关连树法、前景设想法、 类推法等。[34]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教育研究在方法论上除了上述转向变化外，还出现了以布雷津卡的研究为代表的、对教育理论自身进行认识上反思的“元研究”（本章第二节已讨论）和跨学科的研究取向。

跨学科研究倡导对教育现象和问题进行多学科、多视角的综合研究，采用不同的学科方法研究同一对象，实际上体现了不同研究范式的彼此宽容和相互取长补短的态势，它是现代科学的发展不断揭示出原本被人们认为是毫无联系的现象间也存在密切联系后研究理念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人们日益意识到教育现象与自然、社会以及它们的各个层面存在着密切联系和复杂关系，试图从多学科的角度，用不同学科的方法揭示教育现象。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跨学科”的方法在教育研究中不断被加以应用，虽然遇到传统分科研究习惯的巨大阻力，但仍处于艰难而又顽强的发展之中。

第四节 若干新兴教育思潮的崛起

20世纪后半时期以来，国际上又陆续出现了一些新的教育思潮，如新保守主义教育思潮、新自由主义教育思潮、全球化教育思潮、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女性主义教育思潮、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潮等，教育思想的分化与融合进一步加剧。其中后4种教育思潮在思想上的关联较大，是以对现代性的反叛或颠覆姿态出现的，本节主要讨论这4种教育思潮的兴起与发展，展示当代教育思想的分化与融合。

一、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

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西方出现的以反传统哲学为特征的社会思潮和文化思潮。它首先兴起于法国和美国，20世纪七八十年代风靡西方并向全世界蔓延，成为世界范围内盛行的一种综合性社会文化思潮。其影响领域极为广泛，除教育外，还涉及文学、哲学、艺术、语言、历史、心理学、法学、社会学、政治学等诸多领域。后现代教育思潮就是这种社会文化思潮在教育领域的展现。

（一）后现代主义的思想渊源

由于后现代主义者反对界定或者规范其主义，因此，其概念很难准确界定。当代美国后现代主义者的主要代言人之一——大卫·格里芬（David Kay Griffin）就说：“如果说后现代主义这一词汇在使用时可以从不同方面找到共同之处的话，那就是，它指的是一种广泛的情绪，而不是一种共同的教条——一种认为人类可以而且必须超越现代的情绪。”[35]其基本特征是反现代和反理性。

自西方启蒙思潮开始，人类理性就被尊为至上权威。后现代主义则把对理性的怀疑和批判奉为圭臬，推向极致。对理性和现代性的批判，并非肇始于后现代主义。早在启蒙诞生阶段，理性论就遭到过经验论者的批判。后现代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崛起是有其特定的思想文化和社会历史背景的。反现代性思潮虽然孕育于现代主义的母体，但后现代主义的兴起主要还是基于后现代社会（又称后工业社会、信息社会、晚期资本主义）的现实发展需要，是适应科学哲学嬗变引发的认识论变化的反应，也是世界范围内资本主义危机和精神异化的反映。

从思想文化背景上看，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代科学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导致人类认识论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揭示确定性知识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受到了怀疑，尤其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哥德尔的不完全定理等新的科学理论的提出，科学哲学内部以库恩和费耶阿本德为代表的对逻辑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批判，实际上是在宣告，即便是在自然科学领域，人们都难以真正寻找到近代科学孜孜以寻的确定性知识，更何况是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这就为强调“不确定性”“非中心性”“非整体性”“非连续性”等为核心内容的后现代主义的出现提供了认识论方面的空间。

从社会历史背景上看，传统理性主义者坚信人类理性力量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作用，视社会的进步为历史必然。但随着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原本以为依靠人的理性能够解决的许多问题并没有被真正解决，经过理性启蒙的世界并没有实现理性的许诺。相反，20世纪50年代中叶前后，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社会矛盾反而日趋尖锐，如人口爆炸、种族冲突、能源枯竭、环境恶化等，所有这些，使人类失去了原有的安全感，进而对现代主义产生怀疑。

此外，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大众文化的传播瓦解了现代社会的等级制度，人类的主体性和个体性得到极大的解放，中心与边缘、事实与真相、现象与本质、自我与非我、时空与距离等的界限逐渐模糊。这些也为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二）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的主要特点

后现代主义并非思想统一的流派。依据大卫·格里芬的分类，后现代主义至少可以分为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两类。解构性的后现代主义以“怀疑”“否定”和“摧毁”为特征，主要代表人物是利奥塔（Jean-Francois Lyotard）、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福柯（Michel Foucault）、拉康（Jacques Lacan）等。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以“建设性”为主要特征，倡导开放、平等，倾听、宽容、尊重、关爱，大卫·格里芬、里查·罗蒂（Richard Rorty）是主要代表人物。

1.批判现代性

对现代性进行反思和批判是后现代主义众多思潮的共同动机和追求。所谓现代性，从哲学角度看，指的是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确立的理性原则和科学精神。它强调理性、权威性、同一性、整体性、确定性和终极价值。后现代主义者则拒绝被现代性所首肯的话语系统，他们要求解构主体性、消解同一性、抨击理性，否定规则、秩序、权威、真理、崇高、完美、合法性、普遍性、简单性等概念。表现在教育方面，就是对现代社会的教育目的、制度、课程、教材、教法进行了无情的批判和颠覆。认为教育的神圣性需被消解，教育不再应作为一个复制社会秩序的手段，也不再是大规模的社会工程的工具。教育目的并不在于追求共识和统一的标准，而是通过宽松的争论去发现悖论和错误，追求异质。教育应引导学生了解他人对其选择的差异性所可能提供的各种良好理由，并学习接受教育的差异性。[36]

2.强调非理性

非理性也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重要特征之一。后现代主义者强调，人与自然、人与人是处在一种复杂的关系中的，任何人都不能自以为能超越这种关系而成为独立的他者，人应当由存在的冷静观察者、分析者变为存在的关心者、参与者。也就是说，人的存在，与人的自身有关，人要参与进去，不要去履行那些僵化的、所谓“理性”的信条，不要企图去“理性”地分析自己的人生。因为，人生本身就不在“理性”的范畴之内。进一步说，非理性就是人性，尊重人性就必须肯定人的非理性存在。后现代主义强调个人的经验、背景、意愿和喜好在知识、生活、文化上的优先地位，反对连贯的、权威的、确定的解释。在教育领域表现为对普遍的、一般性的教育理论的蔑视，强调教育应当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获得暗示，而不是要去寻找或建构教育的逻各斯（logos）。教育中，后现代主义十分青睐的两个概念——“去中心（decentering）”和“边界松散（loosening of boundaries）”，前者不仅仅是指学科知识的“去中心”，同时也包含了教育权威、教育控制和教育措施的“去中心”；后者指的是以往教育狭隘的定义和范围是不合理的，应当加以扬弃。

3.倡导多元化

后现代主义反对哲学上长期占统治地位的“二元论”，主张通过发动一场思维方式上的变革来消除主客体的分离，从而改造由二元论带来的现实世界中价值与事实、伦理与实际需要的分离，并取消二元模式中主体的中心地位。在思维的方法方面，后现代主义强调世界自身的多样性和丰富性，提倡对世界的认识应该是多视角、多维度的、差异性的。比如，德里达提出的“解构”概念、利奥塔对“元话语”的质疑和提出的“谬误推理”、福柯选择疯癫等反常现象研究人文科学史都体现了差异性与边缘。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人对现实世界的认识只能是多样的和歧义的，应该从多视角出发认识和理解世界。[37]相应地，后现代主义者注重教育中各种各样的“差异性”，努力寻求各种“不同的声音”，而不是现代主义下的一种“权威的声音”。他们主张发展并维护个性的、多样性和富有差异的教育，不局限于单一的教育目的，反对从单一理性出发观照和解释世界，要求建立多元多样的教育实践形式，提倡多元文化教育。从这一点来看，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潮与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具有天然的同质性。

（三）后现代主义教育的若干理论

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之下，各国教育学者也从后现代主义的立场对教育问题进行了反思，形成了后现代教育思潮。代表人物包括吉鲁克斯、麦克拉伦、包尔斯、马丁、多尔等。由于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强调不同性、多元性、边缘性，这就使得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在批判现代教育方面相当一致，而在建构教育思想体系方面各行其是，难有共识。正因如此，在后现代主义教育思想阵营中，各种不同的思想派别林立，本身就展示出一种多元的状况。吉鲁克斯的激进态度、包尔斯的较为保守态度、多尔的构造主义倾向以及马丁的女性主义倾向等，都反映了这种多元化的特征。[38]

1.吉鲁克斯的“边界教育学”

吉鲁克斯（Henry Giroux）将后现代主义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一些观点和方法结合起来，创立了“边界教育学”。吉鲁克斯认为，边界教育学是反文本的（counter-text），主张教育要从由优势文化决定的解释中解放出来，注重个人经验及其代表的特殊文化，造就出具有批判能力的公民。这种公民能够认清优势文化的独霸性以及文本的集权性，勇于向它们发起挑战，进而通过对多元文化的认识，跨越文化边际。学生可以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深入了解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关系，认同自己也认同不同文化背景下具有不同价值观的他人。

2.麦克拉伦的公民责任理论

麦克拉伦（P. Maclaren）从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出发，以知识与权力的关系为维度，对教育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认为教育乃取得个人和社会权力的工具，这是教育的本质所在。知识在取得权力过程中是可以获得的。在教育过程中，应该把自我和社会权力获致的重要性放在知识积累之前。教育的重要价值就在于促进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和了解，建立社会责任感，培养富有责任感的公民。

3.包尔斯的生态教育理论

包尔斯（C. A. Bowers）运用后现代主义的方法、观点研究教育生态问题，创立了生态教育理论。在包尔斯看来，建立一种文化与社会环境和睦相处的社会是人类发展的重要目标，造就这种社会，不仅需要摆脱欧洲优势文化的控制，更需要培养具有生态意识的未来公民。因此，教育也要摆脱理性主义控制，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多元思维，实施与自然相和谐的环境教育，培养学生与人和自然和谐相处的能力。

4.马丁的内部平和论

马丁（J. R. Martin）是后现代主义者，同时，又是女性主义者，可称为后现代的女性主义者。她从女性的思维方式出发，提出教育目标应在于求得一种“内部平和（domestic tranquility）”。马丁指出，教育本身是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的组成部分，并与上述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改变教育需从对社会、政治和文化的理解入手。同样，社会的改变也需要对教育的理解。[39]教育目的的确立，不是以个人的自我发展为目的，而是从社会角度出发，考虑社会问题、社会情境和社会整体的发展。女性主义的教育希望把家庭中的平和、安定及各社会成员之间的和平相处扩充到整个社会乃至国家，这样就可以避免人与人之间、社会群体与群体之间利益相互冲突的状态，使整个社会充满和谐。[40]

5.多尔的课程理论

多尔（William. E. Doll）在吸收了自然科学中不确定性原理、非线性观点和耗散结构等理论观点的基础上，批判了泰勒原理，提出了后现代主义课程观。多尔指出，后现代主义的课程是非线性性质的，需通过参与者的行为和交互作用而形成，而不是预设的。后现代课程的建设和实施要充分发挥自组织的利用，发展课程的实践性，以隐喻与叙事方式，实现课程功能。[41]多尔强调，在后现代课程中，教育目的、教育计划、教育评价都是开放、可调整的。课程更多的是以过程为中心而不是以结果为中心。在后现代课程设置的标准方面，多尔提出著名的“4R”理论，即强调课程的4种属性：丰富性（richness）、 循环性（recursion）、关联性（recursion）和严肃性（rigor）。[42]

二、女性主义教育思潮

女性主义教育（feminism education）思潮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女性主义思潮密切相关，是伴随女性主义运动的历史发展而出现和发展起来的。女性主义教育思潮是女性主义运动在知识和教育领域的展现，它试图用性别视角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来分析和思考教育问题，为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开拓一个基于女性视角的空间。[43]

（一）女性主义的流派和主题

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试图寻求一种多元性和差异性的思维方式，并将社会性别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致力于建构女性的话语体系，包括教育话语体系。女性主义教育思潮流派众多，观点各异。加比·韦纳（Gaby Weiner）曾在她的《教育中的女性主义：导论》一书中指出，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是教育和教育研究中的女性主义者不容忽视的新的思维方式。[44]她将女性主义者分为4个流派，分别是自由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者（liberal feminism）、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者（Marxist feminism）、黑人女性主义者（black feminism）和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者（poststructuralist feminism）。

自由主义取向的女性主义者主张教育机会的平等；马克思主义取向女性主义者揭示现代学校教育的本质在于维系资本主义社会；黑人女性主义者指责现代教育不但灌输了男性中心的观点，而且也充斥着欧洲中心主义；加比·韦纳还重点讨论了后结构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指出后结构主义为女性主义者提供了“看待”问题的最佳视角，是分析话语权力的工具，也是女性主义者分析在这一话语中的女性自身立场的有力武器。[45]

除上述派别外，依据不同的标准，女性主义还被划分为激进女性主义、解放的女性主义、批判女性主义、心理分析女性主义、人文主义女性主义、基督教女性主义、穆斯林女性主义、生态学的女性主义、差异女性主义等不同派别。[46]

美国女性主义教育家汤普森（A. Thompson）在梳理女性主义源流时，曾总结了女性主义的4种教育理论，分别是：社会化理论、性别差异理论、结构理论和解构理论。她认为前两种理论局限于西方自由主义理论框架之内。社会化理论强调男女教育上的平等权利；性别差异理论力图描述和捍卫女性价值体系；结构理论集中探讨社会的权力结构；解构理论则关注不断变化的文化实践。[47]

虽然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在具体教育问题上存在分歧，但是她们都要求用性别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审视学校生活的本质。[48]女性主义教育思潮的代表人物主要有艾尔斯沃斯（E. Ells- worth）、高尔（J. Gore）、柳克（C. Luke）、沃克丹（V. Walkerdine）、霍尔（S. Hall）、吉特琳（A. Gitlin）、诺丁斯（N. Noddings）等人。[49]

20 世纪70 年代以来，在后现代主义影响下，差异女性主义力量不断壮大，她们关注知识的发展和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反对施加于女性的暴力行为，要求确保女性声音能够得到认真的对待。例如，卡罗尔·吉利根和内尔·诺丁斯等人提出了女性道德心理发展理论，认为学校教育应当在学校文化与女性文化之间寻找平衡，应当重新认识并在教育中保持女性的特点。

从近来西方若干较为活跃的女性主义者如斯通（1994年）、拉克和高尔（1992年）、肯薇和摩珏（1992年）的著述中，可以发现，女性主义者近期关心的理论主题有4个：一是考察性别差异与影响因素（如阶级、种族、民族等）的关系；二是推动妇女在教育理论、政策和实践等方面集体抗争；三是解决妇女在教育中所面临的不平等的问题；四是采用新的方法，以界定问题、开展调查和进行数据解释。[50]

尽管不同的女性主义派别在具体的教育问题上存在着不同观点，但是她们总的目标却是相同的，都把改变学校教育中的性别不平等作为实现自身所追求目标的重要组成部分，都要求用女性的视角重新审视教育，审视学校生活的本质特性，检查学校的课程设置、教学原则，使教育成为实现社会性别公平的重要途径，以提高女性的素质，最终达到男女两性平等、和谐的发展。[51]女性主义者有关教育的论述主要集中在有关教育的目的、课程、师生关系、教育研究等问题上。

（一）女性主义的教育目的观

女性主义要求建立基于女性立场的知识体系和话语系统，树立以“生态” “关爱”“性别平等”等为旨趣的新的教育目标。比如，在诺丁斯那里，“关爱”不仅是女性的思维方式及行为方式，而且也是合理教育学的基础，更是教育在培养人的方面所要达成的目标。课程的规划、教学的实施和评价、教师的培养都要体现关爱的精神。[52]“教育必须围绕各种‘关心’的主题来组织，而不是根据传统的学科来组织。所有学生都必须受这样的普通教育，即指导他们关心自己，关心他人，关心全世界的人，关心植物、动物、环境、人为的世界以及思想观念的教育。”[53]

（二）女性主义的课程观

女性主义者从女性的立场出发，解构了现代西方国家的主流课程，认为现代学校的课程设置只是按照有利于某些阶层的利益的政治原则来组织的，并不适合所有学生。主张应重新进行课程规划，并在课程设计上关注女性，强调女性的知识、经验、情感，反对性别歧视。其具体主张包括：课程改革应致力于揭露父权家长制控制课程的机制，保证男女性别角色的平等；课程设置要关注女性关心的问题和女子科目，突出女性的特点和气质；课程编排应采取不同的呈现方式，以改变将男性经验视为标准的状况等。此外，女性主义者还反对现代学校的学科分类，认为分科课程不能反映人类知识的联系性质，且还在结果上人为预设了学生学习的不平等。[54]

（三）女性主义的师生观

女性主义者要求营造没有性别歧视、种族偏见、文化偏见的学习环境，让教师和学生都成为这种“自由环境”的活动主体。在这种充满自由的课堂环境和学习共同体中，每一位成员都要有接受差异的包容度，包括对种族、阶级、文化、性别等差异的接受和尊重。为此，需“赋权”给学生和教师，放松对学生和教师的控制。要把学生置于与教师人格同等的位置，鼓励学生以积极学习者的身份参与课堂，勇敢地提出问题和质疑答案，包括对教师的质疑。女性主义还鼓励教师与学生共同探索，共同分享领导权，解除权力的中心化，使教学能够展现出民主的过程，打破传统的上下级式的师生关系，建立平等、互动的师生合作。

（四）女性主义的教育研究观

女性主义在教育研究上引入了性别分析范畴，将“社会性别”作为研究和分析问题的范式。女性主义者哈丁曾指出“女性主义研究的与众不同之处就在于它的方法论和知识论，其中包括3个特征：①以女性的经验作为社会分析的来源；②研究的目的是为女性说话；③把研究者和研究主题放在同一个批判的平面上。”[55]女性主义在教育研究方面具有3个方面的主张：首先，教育研究必须具备女性的立场、意识和经验，做“以女性为对象的研究，由女性来做的研究，为女性而做的研究”。[56]其次，教育研究应注重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视角，并将之作为女性主义教育研究丰富性和有生命力的标志。最后，教育研究在方法上，要富有女性特色。一般来说，女性主义者定性和质性研究方法，远甚于定量和实证研究方法。

三、多元文化教育思潮

多元文化教育（multicultural education）思潮兴起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直接导火索是这一时期以黑人为代表的民族变革运动，随后，这一运动不断发展并逐渐波及其他国家与地区，包括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多元文化教育既是一种概念和思想，也是教育改革和过程，已经成为世界许多国家社会运动和教育变革的重要内容。

（一）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兴起缘由

多元文化教育思潮是多元文化思潮在教育领域的表现。这一思潮兴起的直接背景是反对种族歧视、争取种族平等的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一开始就是与反对种族主义和种族偏见联系在一起的。

20世纪50年代，战后移民潮再度掀起，处于主流社会边缘的少数民族对民族文化的保护意识以及权力争取意识进一步觉醒，直接挑战了西方国家同化主义和融合主义的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使得文化多元主义成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种重要社会思潮。

由于20世纪后50年的移民浪潮是世界范围的，它导致的多民族国家格局的社会变革也是世界范围。20世纪50年代之后，单一民族国家在世界上已不多见。在许多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几种、几十种甚至上百种不同族群共同生活已属常态，不同族群在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提出代表本族群利益的理想与诉求，并反应在国家政策和实践层面。因此，多元文化教育思潮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概括而言，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兴起，主要源于以下几个因素[57]。

首先，人口结构的变化与异质性。作为移民国家，随着移民潮的涌现，20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移民人数快速上升，导致了劳动力市场中劳动力的种族结构、民族结构、年龄结构的相异性和文化素质结构的低层次性，而美国如要保持其在国际经济中的优势地位，就必须对这些新劳动力进行相应的培训和教育，采用能够提高少数民族群体整体素质的新的教育政策。

其次，少数民族自我意识的觉醒。虽然美国曾有学者提出过“熔炉论”和“文化多元论”，但作为政策实践，美国长期以来还是实施以“盎格鲁撒克逊族”为主体的民族同化政策，希望用美国原有的主流民族的语言、文化、行为等来同化新移民和少数民族。这一政策严重抑制了少数民族的主体权利和文化发展，引起了新移民和少数民族团体的极大反感，并引发了一系列反主流文化运动。这迫使政府当局予以应对，期望通过发展多元文化教育来消除种族和民族歧视，维持社会稳定和持续发展。

最后，理论和实践研究的不断深入。移民人口的增加、民族意识的觉醒，导致社会中民族间及民族与政府间的冲突不断，西方社会20世纪60年代也经历了文化冲突的动荡年代。面对以上新情况，美国原有的民族理论已经不能够解释并解决种族和民族所面临的新问题了，这在客观上催生了对民族文化理论和民族相处实践的研究。这些研究不仅要客观面对和解释这些新变化，而且还要进行价值澄清和方向引导。这些研究，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对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础

尽管多元文化教育的概念十分复杂，近年来，西方学术界对多元文化教育概念进行了梳理和归纳，形成了相对一致的看法：[58]认为多元文化教育是以尊重不同文化为出发点，在各集团平等的基础上，为促进不同文化集团间相互理解，有目的、有计划地实施一种共同平等的“异文化教育”。即多元文化教育应使所有学生（不限于少数民族学生），不论其性别、种族、宗教、语言、社会经济地位的差别，认识和理解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包括学生自身所属的文化，以及具有普遍性的为各民族共享的国家主流文化。多元文化教育必须帮助学生获得在国家主流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认识、技能和态度，同时也要有助于培养学生在本民族亚文化和其他少数民族亚文化中生存所需要的能力。

多元文化教育思潮的理论基础也是多样而丰富的。不同学科领域的多种学说都对这一思想构成了支撑，具体包括：社会民族理论中的文化多元主义（cultural pluralism）、文化人类学中的文化传承理论与文化相对主义、心理学中的社会学习理论、教育学中的教育机会均等理论等。[59]

文化多元主义理论是多元文化教育思想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其代表人物是就是霍勒斯·卡伦。文化多元主义认为，在一个多民族国家里，每个民族群体都可以保留本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与此同时，他们也应融入国家的主流文化。

文化传承理论坚信，社会的代际文化传承不仅在学校中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家庭和社区活动中实现；文化相对主义则认为，每个社会文化都有其自身特色，人的思想感情等都是由其生活方式决定的，应尊重不同文化的相互差异，谋求各种文化并存。

对社会学习理论来说，年青一代的社会化是行为模仿的结果。不同社会族群、学校、社区与家庭特有的文化模式将会造就出具有不同信仰、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人。

机会均等理论也是多元文化教育的基础理论之一。该理论认为，教育机会均等意味着将所有的事物提供给所有的人，而不能以学生的种族、文化、宗教信仰、性别或残障等差异为理由，减少或剥夺他们受教育的机会。

上述学说分别从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心理学、教育学等方面阐述和解释了民族文化和民族行为等基本问题，为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形成的多元文化教育思潮奠定了理论基础。

（三）多元文化教育的若干学说

1.班克斯的多元文化教育模式和课程建设取向说

班克斯（James A. Banks）是美国华盛顿大学教授，在多元文化教育理论研究领域具有重要影响。班克斯认为，多元文化教育可从理念、教育改革运动、过程3个角度理解。“理念”视角的理解是指，所有学生不论性别、社会阶级、民族或其他文化特质，都应拥有在学校中平等学习的机会，特别是让某些属于其他团体或不同文化特质的学生，在学校中拥有较好的学习机会。“教育改革运动”视角的理解是指，多元文化教育应试图改变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使来自各社会阶级、性别、种族、语言与文化团体的学生，拥有相等的学习机会。“过程”视角表达的是，追求教育均等就犹如同追求自由与正义一样，是人类努力但仍未达成的理想。[60]

基于上述理解，班克斯对多元文化教育的课程与教学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实践，提出了“课程内容模式”“学业成就模式”和“群际教育模式”3种多元文化教育模式。“课程内容模式”就是通过在课程中增加不同种族、性别人群的文化、意见、经验和争议等内容来完成多元文化教育；“学业成就模式”就是通过提高少数民族或者边缘化人群的学业成就的方式来实践多元文化教育；“群际教育模式”就是通过引导学生接纳、认同不同种族和不同人群的个体来达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61]

此外，班克斯还从教学内容的文化选择视角，提出4种课程建设取向界定，包括“贡献取向”“附加取向”“转化取向”“行动取向”。说明了如何通过具体的课程与教学行为来达成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62]

2.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

霍勒斯·卡伦是“文化多元主义”的首创者和主要理论阐释者。他在《美国的文化与民主》导言中首次使用“文化多元主义”一词，认为文化多元论真正体现了美国的自由平等精神。在卡伦看来，美国具有各种亚文化，每种亚文化都有独特的方言和言语方式，乃至自己审美的和思考的形式，每一个民族的精神和文化都在美国社会里占有一定地位。其主张建立一种能够更多地反映各个少数民族和群体文化价值观，使美国文化更包容性。

卡伦认为，在美国这个大熔炉里，社会中基本的民族差异不应被消灭，而由许多民族组成的美国的运转方式恰似一个交响乐团演奏一曲共同的旋律，每一个民族宛如一件乐器，以自己独特的音色和曲调发挥着作用，共同演奏着和谐的文明交响乐。值得注意的是卡伦的“文化多元主义”中并没有包括有色人种的文明，这种早期的多元理论多少还具有“白人中心论”的色彩。[63]

3.斯利特的多元文化教学方法说

美国学者斯利特（Christine E.Sletter）对多元文化的教学方法有着专门的研究，他把多元文化的教学方法划分为4类；差异教学法（difference approach）、人际关系教学法（relationship approach）、多元文化教学法（multicultural approach）与社会重构教学法（social reconstruction approach）等。[64]差异教学法主要是针对少数族裔群体的学生、家庭困难的学生以及有特殊情况需要照顾的学生等，帮助其克服困难，能够平等地接受教育；人际关系教学法主要是对学生传播关于少数族裔文化的正面积极的信息，并增加学生与少数族裔学生接触的机会，让他们在实际交往中改善歧视的看法，和谐相处。

多元文化教学法与前两种方法不同，它主张全面的改革，包括从学校的教育过程到具体课程的建构。斯利特主张从多元的视角，围绕不同种族、性别、社会阶层等条件构建课程，整体上提高多元文化教育水平和质量。斯利特倡导的社会重构教学法与班克斯的对社会问题做出决定并采取行动途径异曲同工，也着重强调让学生实际接触社会中不平等的现象，应用在学校学到的知识，学会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65]

四、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潮

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系统[66]，也是在国际性的后现代主义理论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之后西方新兴的一种理论思潮，在思想上与后现代主义理论血脉相连，是多种文化政治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集合体。后殖民主义在后现代主义消解中心、解构权威、倡导多元文化的潮流中独树一帜，以其意识形态性和文化政治批评性深刻影响着国际学术界。后殖民主义教育（postcolonialism education）思潮就是后殖民主义思潮在教育领域的表现。

（一）后殖民主义思潮的缘起及理论基础

后殖民主义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黑人思想家赛萨尔（Aime Cesaire）、詹姆斯（C.L.R. James）、法侬（Frantz Fanon）等。20世纪70年代以印度历史学家为代表的一些学者编写了《特称文化研究选》，在此书中，特别强调了自己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并提出了一些写作民族文化历史的新方法。这标志着历史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型。出生于巴勒斯坦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爱德华·赛义德（Edward Said）1978年撰写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一书则被公认为后殖民主义理论史上“里程碑式的论著”，直接开创了后殖民研究领域。在《东方主义》一书中，赛义德将文化和政治两个知识领域联系起来，对福柯的“话语理论”、兰西的“霸权理论”进行了创造性的运用。[67]他指出，西方的知识是被包裹在历史和组织结构中的，它们一方面使欧洲的文化享有特权，另一方面将被殖民人民文化打入另册。[68]通过对东方主义历史的系统梳理以及对潜在的东方主义和显在的东方主义的区分，赛义德明确指出，在东方主义话语背后体现出来的东西方关系是一种权力关系，一种支配关系，一种不断变化的复杂的霸权关系。[69]

后殖民主义思潮兴起的社会历史原因主要有：第一，两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范围内一大批过去的殖民地国家相继获得了政治上的独立，在致力于民族发展的过程中，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意识到重建民族文化传统的必要性。第二，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具有东方血统和生活经历的一批优秀知识分子在西方学术界不断成长，随着这批知识分子学术研究的不断增进，他们的思想影响也更加深远。第三，冷战结束后，民族主义的重新崛起。随着20世纪90年代东西方冷战的结束，世界范围内意识形态的对抗退入幕后，世界政治格局和秩序重新组合，民族国家内部及民族国家之间的矛盾再次凸显出来，不少地区以民族的同质性为诉求的分裂运动在不断地导致血腥的纷争。对这些新问题的出现都需要有新的思考和对策。第四，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对西方文化霸权的担忧在发展中国家日益流行，形成对抗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和欧洲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保持自己民族文化独立性的呼声再度响起。[70]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既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同时也是基于一定的理论基础的。一般来说，葛兰西（Antonio Gramsci）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法侬（Franz Fanon）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而法国哲学家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

1.文化霸权理论

“文化霸权”，也称“文化领导权”“领导权”，用来指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政治支配或控制。葛兰西则用“文化霸权”的概念来描述社会各个阶级之间的支配关系，而这种支配关系并不局限于直接的政治控制，而是试图成为更为普遍的支配，包括特定的观看世界、人类特性及关系的方式。由此，领导权不仅表达了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还渗透到大众的意识之中，被从属阶级或大众接受为“正常现实”或“常识”。文化霸权是一项全面的统治工程，既是一个文化或政治的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按照这种文化霸权的理论，后殖民主义的主要问题就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的统治方式问题，尽管帝国主义对殖民地直接的政治控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20年之内基本结束，但是，它对殖民地人民的经济与文化掌控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因而，民族文化的独立和抗争是合理且必要的。

2.“权力—知识”理论

“权力—知识”是法国哲学家福柯哲学的核心之一。在福柯看来，权力是一个庞大的网络，是各种力量关系的集合。福柯的权力不是某个集团、某个主体的所有物，权力永远是关系中的权力，只有在和另外的力发生关系时才存在。人仅是一种由话语生产出来的形式，主体不仅是一种知识形式，更是一种权力的建构。它通过一整套技术、方法、知识、描述、方案和数据，对躯体和灵魂进行塑造。这种积极的权力还表现在知识的生产方面。权力同知识结成同盟，互相促进，权力操控着知识的生产；知识反过来又帮助权力扩张社会控制。因此，没有中立的、完全客观的知识，知识无不受到权力的浸染。所谓的“真理”实际上是权力的产物。这种微观的、弥散的权力是需要也是可以被反抗的。后殖民主义的核心话语体系正是建立在“权力—知识”观的基础上的。

3.后结构主义理论

后结构主义（poststructuralism）是20世纪60年代在结构主义根基上逆生出来的一种理论思潮或思维方式，在70年代开始广泛进入整个人文学科，迄今为止，已经深刻影响和改变了西方的学术和思想。除福柯外，利奥塔、德里达、拉康等都对这一理论有贡献。“后结构主义”这个名称本身表明了它与结构主义有直接关系。“后”既是一个历史时间标记，也是一个理论逻辑标记。它产生于结构主义之后，是对结构主义的调整、改造，也是对结构主义某一方面的发展、扩充与超越。后结构主义者抛弃了结构主义的简化主义方法论，否认中立全知的观点，认为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事实上只是一个社会建构，在当中有许多不同的意识形态推动者想要成为霸权者。

（二）后殖民主义的立场与特点

后殖民主义并不是一种统一的理论，“自诞生之初它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71]从严格意义上说，后殖民主义属于后现代主义理论，是后现代主义理论的一部分。与后现代主义一样，它也是一种擅长反对、弱于建构的理论派别。鉴于它在西方理论界和教育界均已产生了不小的影响，将之单列出来讨论也似有必要。后殖民主义的基本立场也是批判现代性，反对全球化，解构西方中心主义。它的基本观点是，西方文化的霸权构造了“落后的东方”形象，而东方民族也接受了这种话语，被西方文化殖民了。[72]

1.反对西方中心主义

后殖民主义反对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话语霸权，认为西方中心主义是从一种特权的视角来审视这个世界的，它人为制造了价值优势地区和劣势地区，并通过复杂的语言与修辞策略设置了一系列二元对立，如文明与野蛮、理性与非理性、先进与落后、科学与迷信等。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看来，第三世界国家在政治与经济上的成功并不意味着它在文化上的自主或独立。由于第三世界国家摆脱西方殖民统治的努力常常是借助西方国家所谓现代的方式、现代的语言与文化，这就形成了一个悖论：第三世界国家的反帝、反殖、争取民族独立与富强的事业，常常是借助西方第一世界国家的思想与文化，从而无法摆脱西方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制约。这是必须在反对西方中心主义的运动中予以克服的。

2.重新确立边缘和中心的关系

后殖民理论反对殖民主义，而“殖民”一词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那里成为描述压迫和被压迫关系概念的范畴。在后殖民主义理论家看来，被殖民的不只是那些历史上遭受过西方压迫统治，因取得独立而摆脱被殖民者身份的民族和人民。被殖民者泛指所有非西方的人民、所有的被压迫者，如妇女、被凌辱被压迫阶级、少数族裔等。由于殖民者掌握着文化输出的特权，并将自身的意识形态看作一种优势地位的世界性价值，强制性地灌输给被殖民者，造成了基于西方霸权的、不平等的中心与边缘的关系格局。但当事者却常常迷于其中，毫无察觉。针对传统认识论认为知识与认知者自身的位置无关的论点，后殖民主义突出强调政治立场，主张通过破坏殖民者和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来重新论述边缘和中心的关系，重新划分和跨越知识边界。[73]

3.重新界定被殖民者的主体地位

主体建构是哲学中的重要问题。后现代主义认为主体只不过是某种文化、某种意识形态的产品，主体并非如传统人文主义所宣称的那样是统一稳定的。相反，主体是多重的、散漫的、矛盾的。后殖民主义并不完全同意后现代的观点，而是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其论述的重点之一即重视被殖民者主体性认同和定位的问题。后殖民主义认为，在不同的时间、不同的环境及不同的政治权力情况下，被殖民者对于自我的定位也有所不同。因此，在后殖民时代，被殖民者对其原本之主体必须不断地重新定位，寻找自己的位置，因为文化身份并非固有，而是随位置的选择及社会的变迁而持续地发展，是一个不断塑造的过程。[74]

（三）后殖民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1.后殖民主义的教育目的观

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认为，西方社会普遍相信教育可以使人摆脱无知和愚昧，而实际上，西方社会的学校不过是维持和扩大不平等和不公平的生产性和政治权力性组织，在知识的再生成和造就社会的不平等中扮演着复制者和扩大者的角色。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肯定教育的重要作用，认为“在殖民主义情况下，教育是获得进入公共服务系统机会的主要方式。既然对西方知识的掌握提供了掌握国家和经济的条件，因而教育承担了一个决定性角色。”[75]在后殖民主义教育家看来，必须以一种“去殖民化”的教育取代旧的教育体系。去殖民化的学校的教育目的，不仅在于培养能够关心他人和具有互助合作能力的新人，更要通过造就这样的新人，承担起改变旧有的知识生成路径、变革生产中的社会关系的重任。

2.后殖民主义的知识观

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认为，不存在客观公正、清白无误的知识，任何知识都必然地与权力、社会、历史的关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知识的力量不仅取决于其本身的内容，更取决于它们在建构和传播过程中同社会文化力量的结合状况，特别是同社会文化领域中权力因素的结合方式及其程度。知识的产生过程体现了一种社会和文化的复杂力量对比关系。[76]由此出发，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认为西方启蒙以来的知识体系就是一种霸权话语体系，其文化压制造成了许多“被征服”和“被压迫”着的边缘知识。后殖民主义的教育就是要关注这些“被征服”和“被压迫”着的知识——由于不适合其任务或没有得到详尽阐释的被取消的知识，唤醒人们对这些“被征服”的知识的兴趣，改变这些知识在等级制度下的低定位状况，增加非西方世界的认知价值。

3.后殖民主义的课程观

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质疑现代学校在规训和文化霸权运作机制下的课程，认为当前西方的课程是殖民主义或帝国主义遗留下来分类和划分等级的体系，是充满偏见的。在后殖民主义教育家看来，新的课程应当是“文明之间的对话”，要建构能够展开文化之间对话的新型课程，“将世界各族人民的传统通过具体的个人带到新的对话中来，探讨需要做出哪些努力来创造真正为世界各族人民共享的未来”是这种课程所追求的。[77]后殖民主义教育家认为，要建立这样的课程，就必须摆脱传统学科的课程方法，实现学科的跨界和思维的跨界，以新的立场和姿态来重建课程。后殖民主义的课程观也为西方课程研究和改革带来新视野和新方向。美国课程论专家派纳（William Pinar）就指出，课程研究要摆脱垂死挣扎的状态，就必须从后殖民主义话语系统中吸取营养，跨越界限，建立课程研究的新身份。[78]

4.后殖民主义的教师观

身份认同也是后殖民理论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在后殖民主义教育家看来，在国家的严密控制状态下，教师长期以来在学校处于被压迫者的地位，被定义为教书工匠、教学机器等，教师的专业地位一直没能真正地确立起来。教师应当实现身份认同的转变。一是教师专业身份认同的建构，要以集体身份的转化为目标，实现整个教师集体的处境与尊严的改变和提升。二是教师要将自己原本的学生“保姆”身份或被动执行技术工作“劳动者身份”转变为“文化工作者”身份，主动承担起文化调解人的角色，而不仅仅是知识传授者的角色。三是教师要从被动学习者转换为主动的研究者；从教师进修学习转为教师专业发展；从知识的传授者转化成能力的引发者。四是教师不能只囿于学校为本的视野，要打破孤立、隔离的状态，以更多的参与、沟通、合作一起行动和成长，成为教师群体文化的催化者。[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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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在人类社会快速发展和发生巨大变化的20世纪，一方面，教育在社会的进步和变革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另一方面，社会也不断要求和促进教育自身进行革新和完善。

在时代的呼唤下，20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发展与演进，委实令人振奋。教育科学研究持续地向纵深发展，硕果累累。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百花齐放似的争奇斗艳，色彩缤纷。在新的21世纪已然来临之际，教育科学不但已取得重大进展，而且正向新的高度跨越。

从20世纪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历史发展的主要轨迹来看，一方面，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呈现“多元化”，学派林立，争论激烈，不仅在许多教育观念上表现重大歧异，而且在方法论上，存在辩证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根本对立。但另一方面，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之间又相互渗透，互相补充，朝着基于现代科学基础上的“整合”方向发展，期望建构更为完善和科学的教育理论。教育思想理论的演变，总是循着“继承与创新”“分化和融合”的规律前进的。

一

20世纪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发展，既是对人类社会长期以来的教育实践经验和理论探索的继承和反思，又是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新建构的演进，因而有其明显的时代特征。

（一）心理学愈益成为教育理论和教育科学的重要基础

19世纪初裴斯泰洛齐首次提出“要使教育心理学化”的观点，随后赫尔巴特又明确强调应将教育学建立在心理学的基础上，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关系问题就不断引起教育界的高度重视，在西方甚至一度出现了“教育心理学化运动”。而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冯特实验心理学的建立，桑代克首创教育心理学和学习理论，杜威出版心理学教科书等心理学研究方面的成果，使许多教育家对应用心理学研究教育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到20世纪初，以心理学为基础的教育实验研究甚为活跃，并取得许多重要成果，从而促进了现代教育思想的发展。

而20世纪下半期以来心理科学方面的重大进展，则向教育实践的改革和教育理论的创新提出了更新的挑战，同时也为教育的科学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源泉。近几十年来，新行为主义心理学、结构主义心理学、认知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新精神分析学以及人本主义心理学等对心理科学的研究，都从不同的侧面为更新教育观念，揭示新的教育和教学规律，建构新的教育理论，提供了大量有益的启示和重要的科学依据。在这种形势下，许多实际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科学研究者普遍提高了教育心理学化的意识，不仅更加自觉地将心理学的新成就应用于教育实践和教育科学研究，而且特别关注人及其发展与教育的关系问题，重视教育中的“人性化”“个性化”，强调发展性的教育和教学等。

总之，教育学与心理学的关系从未像今天这样密切。当代教育思想的革新与演进，显然得助于心理科学的发展甚大。

（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与社会的政治、经济更加贴近，与社会科学的联系更加密切

重视教育问题的社会学研究，是20世纪教育思想发展的特点之一。20世纪初，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在其《教育与社会学》一书中，首次较系统地论述了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都得到某种激励和发展，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以及儿童将来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他主张学校应关心儿童与社会的联系，以使年青一代系统地社会化。涂尔干这种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曾得到“功能派”教育社会学家米德（G. Mead）和曼海姆（K. Mannheim）等人的阐发，并与当时强调个人自由发展的自由主义教育思想形成了明显的对峙。从1930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种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的观点，成为谋求缓冲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带来的社会混乱和同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的手段，它呼吁通过教育去建立和维护民主的、有序的社会。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在许多国家取得胜利，工业化、都市化在全球迅速扩展，教育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高度关注。为了深入探讨教育在促进社会全面进步中的作用，许多教育学者对教育的社会学问题进行了广泛的研究。西方有些教育家甚至基于“冲突派”社会学理论而提出种种“激进主义”教育思想，并试图以此来缓解资本主义国家教育中的诸多矛盾。还有一些所谓“新马克思主义”者也试图运用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来分析当代工业发达国家教育中的弊端和问题，并期望这些国家的执政者通过对教育的社会关系的调整来实现社会的改善。这一切表明，各种对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研究正日趋扩展。

同时，从总体上看，在20世纪的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的发展中，也呈现着教育政治化增强的趋势。20世纪前期，一些国家为加强民族团结，或者为维护本国的社会制度，或者为对各种政治革命做出反应，越来越重视向年青一代灌输社会政治意识和忠于国家统一的教育，加强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新兴的民族独立国家为了彻底摆脱殖民主义和组织国家建设，更是把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置于重要地位。而在冷战时期，世界许多国家都在错综复杂的尖锐斗争中，加强了教育领域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和教育的政治倾向性。当然，和平与发展也是近几十年来世界的两大主题，因此，要求通过教育来促进社会改造和社会重建的呼声也日趋高涨。在许多国家，大规模地利用学校教育以确保人民一定的政治信仰，帮助国家的社会和文化状况得到改善，促进国家长远的经济和社会计划的实现，愈益成为制定社会（含教育）持续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的政治原则。但是，也有教育学者对此谨慎地提出：“我们希望政治化永远不要发展到教育和权力不分的地步。”[1]

至于教育与经济的关系，教育理论与有关经济学理论的联系和交融，更是20世纪世界教育发展中令人瞩目的课题。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后，在舒尔茨等人所强调的“人力资本理论”的影响下，一些教育学家和经济学家就教育与经济的互动关系，尤其是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等问题，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观点，并形成了广泛的共识。随之，便出现了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甚至是教育的“经济至上”论。这是近半个世纪以来最具影响力的教育思潮。到20世纪70年代后，这股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还突破了教育学和经济学的范围，使社会学、行政学乃至规划学等也涌入其中。同时，各国的有关学者甚至政府还根据自己的国情和需要，提出各种结合实际的具体见解和主张，使这股思潮的观点林林立立，影响更趋扩大。

（三）科技革命的进展不断引发和推动现代生产、现代科技和现代教育之间的密切联系和相互促进。这是20世纪教育发展的另一显著特征

科学技术是生产力。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新科技革命，更使科学技术日益成为第一生产力。随着现代科技的突飞猛进，教育作为科技与生产之间的中介的作用也空前提高，并引发和促进了教育思想观念上许多重大的变化和更新。

第一，要求把教育放在飞速进步的现代科学技术的基础上进行考察、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已越来越得到人们的共识和教育决策者的重视。世界各国都把通过教育培养科技人才和增强各种实力作为教育的一种主要取向，即所谓教育的科技取向。20世纪70年代以后，这种教育的科技取向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为一种科技主义教育思潮，并对教育的诸多方面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第二，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教育适度超前发展的思想，不仅已构成现代教育的新思维，而且逐渐成为各国发展教育的战略决策。这既是由于科学→技术→生产的逻辑顺序决定了教育→科技→经济的发展模式，也是因为现代世界国家间的经济、政治、军事实力竞争，归根到底取决于科技的竞争、人力的竞争和教育的竞争。

第三，由于科技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新变化，不仅要求人们终身学习以适应快速变化的环境，也为实现个人的继续学习和发展提供了广阔的可能性。反映这种客观趋势的终身教育理论的提出，是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突破，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第四，加强科学教育，使科学和技术成为教育事业中的基本要素，强化科技核心课程，广泛运用现代化教育技术手段，日益被认为是提高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被视为学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方面。

第五，现代科技的腾飞，还激发了一些未来主义学者对未来社会和未来教育提出种种遐想和预测。比如，有的人认为未来社会将是“英才社会”，未来的教育制度将以培养杰出人才为宗旨；有的人说未来社会将是“信息社会”，即知识、智力、技术密集型社会，而未来的教育则将呈现信息化、通才化、个别化等特点；等等。

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已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创新和演进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教育科学与科学技术之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密切关系。

二

一百年来，尤其是最近的数十年间，世界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取得了重大的进展，教育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一）许多新的教育观念和新的教育理论层出不穷，各种教育思潮迭起，教育理论和教育思想流派竞相争鸣

在20世纪，教育观念和教育理论上最令人瞩目的变化，首先当是通过所谓“现代教育”观与“传统教育”观的反复论争，即使人们对这两种教育观中的合理因素和片面性都逐渐获得了较清晰的、全面的、深刻的认识，并逐渐意识到对其应采取的科学态度，同时也促进了这两种教育观自身的彼此“取长补短”和“相互交融”，并在吸取各种教育新思维的基础上进行“整合”。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一种既承续上述两种教育观中的积极成分，又扬弃其中主要缺陷，且更适合现代社会和人自身发展要求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正在茁壮成长。这种具有真正现代意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已日趋被全球教育界所认同，并成为推动各国教育现代化改革的思想支柱。

“学习化社会”概念的提出，“终身教育”理论的确立，反映了现代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对人的新要求。把教育只作为人生的起点训练转变为个人终身学习的终身教育思想，标志着教育观念上质的更新。尽管终身教育思想在当前还有不少超越现实的理想成分，但它对整个教育，特别是对成人教育几乎具有革命性的意义。

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功能的观点，近几十年来，显然朝着两种倾向强化。一方面，更加强调教育对促进社会发展和进步的意义。有些人甚至认为，自古以来教育的功能只是再现当代社会和现有社会关系的观念，如今正转变为教育应当为一个尚未存在的社会培养新人的观念，这是教育思想史上首次出现的现象。还有人强调指出，随着世界将进入知识社会时代，教育也将日益成为促进经济发展、国家强盛、社会进步的关键因素。另一方面，又更加强调教育要促进人自身的发展和完善。有些人甚至认为，今后将更热衷于以“人为中心”的教育倾向，教育学正趋向于向探究人的存在方式的理论方向发展。应该说，上述两种思想倾向都对教育现实产生着强烈的影响。

众所周知，近几十年来，教学论方面的理论建树也是甚为突出的。许多教育学者就有关教学的问题提出了各种观点和主张。其中对教学过程的本质的探讨，对各种教学模式的构想和实验，对课程现代化改革的研究，以及许多基于现代心理学和现代技术基础上的教学方法的提出，不仅对深化教学改革，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而且将教学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各种现代教学论不断推陈出新。

正如《学会生存——教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中所指出的，随着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发展，“在我们的时代里，教育学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甚至教育学这个概念本身也发生了变化。……教育科学的概念和它的应用范围这两方面都正在变得更加广阔。”[2]

（二）教育分支学科大量涌现

20世纪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的另一突出成果，是加速了教育科学的交叉分化，涌现出众多教育分支学科，使教育科学的“家族”成员急剧增加。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西方国家，教育科学主要沿着教育与社会、教育与人（特别是心理层面）的关系两个方向开始分化，教育社会学和教育心理学就是这一分化的早期产物。随着实证主义对教育研究的广泛影响，教育研究也进入了实证时代，教育统计学、教育测量学、教育评价学等相继问世。随后，由于许多国家加快实施义务教育，国家对教育加强干预，以及现代管理科学的出现，又引发了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学等新学科的诞生。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教育科学更是呈现急剧分化融合的趋势。从形式上看，一是外向分化，即主要依据学校的类别、专业的性质和教育对象的特征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使其分别成为教育科学发展的一个独立方向，从而分化出一大批新的教育研究领域和新的教育分支学科，如学前教育学、中小学教育学、高等教育学、医学教育学、军事教育学等。其中有些新分化出来的学科或研究领域与其他相关学科或研究领域再度交叉，又形成次一级的分支学科，如学前教育心理学、比较高等教育学等。二是内向分化，即由于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的深化，使一些教育分支学科又以内向分化的形式快速发展，从而形成许多子级分支学科，如从教育社会学分化出教育政策社会学、高等教育社会学、班级社会学等。三是交叉分化，即由两门或两门以上的教育学科彼此交叉而形成新的边缘教育学科，如教育经济学、教育政治学、教育文化学、教育生态学等。这是基础理论型的边缘教育学科。此外，还有一些教育学科和有关的学科交叉而形成应用型的边缘教育学科，如教育技术学、教育传播学、教育规划学等。

教育科学的急剧分化融合，教育分支学科的大量涌现，是20世纪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重大发展、深化和繁荣的一个重要标志。时至今日，教育学科所包含的分支学科已达数十种。当然，其中有些分支学科已较成熟地构建了其特有的体系，有些则尚待继续研究和完善才能自成体系。

（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取得重大进展

教育研究中的丰硕成果，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发展，都与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以及具体方法的改进密切相关；而教育研究方法本身的进展，其实也是教育思想演进的组成部分。

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从根本上说，自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后，便存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两种根本不同的方法论。20世纪以来，众多有识之士特别是苏联许多著名的教育家，都在教育研究中努力运用辩证唯物主义方法论，因而他们不仅取得了丰硕的教育研究成果，阐明了许多教育中的重要规律，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教育原理，并在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上，突破了教育领域长期以来由唯心主义形而上学方法论占据统治地位的格局，为建立教育研究中的科学方法论做出了贡献。

不过，在西方教育史上，尽管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在教育研究中长期占统治地位，但具体地说，西方教育研究的方法也是在不断革新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西方教育学科研究的方法论主要是实证主义。在实证主义的影响下，教育研究开始在自然科学的“科学”意义上追求“科学化”，并在教育研究实践中广泛运用观察、调查、统计、测量、实验等所谓“科学—实证”的方法，从而一度取得了显著的研究成果。此后，遂使教育研究中的“科学化”和“实证化”成为20世纪上半期西方教育研究中的主要倾向，应该说，这种基于实证主义方法论的教育研究，相对于纯粹哲学思辨和直观经验总结的教育研究，显然是一种进步。这种教育研究的确促进了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发展。

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实证主义日益受到非议和批评，教育界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士指责那种基于实证主义的所谓“科学—实证”型教育研究范式。他们认为，作为社会科学一部分的教育科学的研究对象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有着本质的区别，以经典自然科学为标准的实证方法已日益显示其不完全适合教育这一复杂社会现象的研究。例如，对相同的教育现象，不同的研究者都声称应用实证方法对其进行研究，但他们却可能得出不同甚至相反的研究结论。这就引起人们对实证主义方法的科学性质疑，使实证主义方法在教育研究中的地位和声誉逐渐下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实证主义方法将会销声匿迹；相反，它今后还将在教育研究中发挥一定的影响。

与实证主义者不同，当代西方一些人本主义者认为，对社会现象的研究必须建立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基础上，从而提出了不同于实证主义研究范式的所谓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强调以整体有机的观点，对人类日常生活中的行动及其意义做出诠释，强调揭示作为生命主体的人的内心真实世界，并认为任何研究都是有价值取向的，不存在纯“客观性”“中立性”的研究。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西方教育界不少学者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引入教育研究领域。例如，在有关教育中的跨文化研究，学校教育人种志研究等方面，都应用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在一定意义上克服了实证主义研究范式忽视社会人文现象的特征等缺陷，为某些教育现象的研究开辟了新的思路。但人本主义研究范式又往往容易陷于人性论的泥淖。

近几十年来，在西方教育界，为克服教育理论研究与教育实践脱节的问题，一种所谓“行动研究”已逐渐受到一些教育学者的重视。“行动研究”范式强调研究课题产生的自然性，研究过程的行动性，研究主体与实际工作者的一致性，研究者与研究结果受用者的统一性，研究程序的不断调整性；主张在行动过程中将理论与实践结合起来，使教育理论行动化、情境化。按“行动研究”的提倡者们的话说，即“为行动而研究”“在行动中研究”“由行动者研究”。教育行动研究范式的这些特点，反映了新时代广大教育实际工作者对教育研究的要求，它有利于促进教育实际工作者积极参与教育研究，并及时地发挥教育研究的效益。

现代许多新理论、新学科的出现，都对教育研究的方法论产生了这样那样的影响，为教育研究范式的创新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和条件。

三

21世纪即将到来，回顾和反思20世纪以来世界教育思想的发展，最令人受到激励和启示的是，通过紧密联系教育实践的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创建、阐发和论争，教育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越来越被各个国家和社会所重视，教育界对教育客观规律的认识越来越全面和深刻，对各种教育举措的构想越来越精明和得力，教育研究的方法越来越科学和新颖。而且，正是在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影响和指导下，在不断总结教育实践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人类社会的教育活动日益得到改进和完善。

然而，综观全球的教育现状，几乎世界各国的教育都仍存在这样那样有待改革和完善的问题，许多国家的教育都呈现出举步维艰的局面。特别是面对科学技术腾飞所引发的社会快速变化，教育在未来社会中究竟应扮演怎样的角色？如何处理教育改革与社会改革的关系？教育改革到底怎样突破和深化？应该建构一种什么样的教育体系才能更好地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等等。不断发展的教育实践，必然要求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对教育中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做出创新性的思考和回答，提供适切的指导。

展望21世纪，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发展将更加复杂，传统与变革、有利条件和困境、全球化与各种差异性仍将并存。但是许多教育学者认为，随着教育之系统的和综合的改革，21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发展将呈现以下一些趋向和特征。

其一，关于教育的变革性和战略性思想及理论将更加受到重视。在21世纪，人类将逐步进入信息社会，这是人类历史发展的一个新阶段，人类的生存环境和生存条件都将发生迅速变化，甚至带来一场不可避免的革命。“面对未来的种种挑战，教育看来是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3]因此，从战略的高度审视和研究教育，以适时的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为指导，促进教育不断地、主动地进行改革，将是教育界的一项重要任务。近几年来，许多国家都把发展教育事业提到战略性的地位。例如，中国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韩国则将“为建立主导世界化、信息化时代的新教育体制”方案称为“国家生存战略”。所以，有关教育与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之关系的探讨，有关教育预测学、教育战略学、教育规划学以及教育政策学等方面的研究，都将日益引起教育学者和教育决策者的关注而得到快速发展。

其二，关于人自身的发展问题将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聚焦点。20世纪学校教育体制的主要特征之一，是它愈益完整地反映工业社会对劳动者的要求，为着力培养训练能在制度化、机械化、标准化、程式化、科学化的现代生产流水线上劳动的角色，遂强调教育的统一化、标准化和制度化。这种现代工业社会教育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一方面普遍地提高了人类文明的水准，推动了人的解放为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其历史贡献。但另一方面，又使人在教育过程中越来越丧失自主性，压抑和束缚了个体的自由发展，并扩大了人与人之间文明水准的差距。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必将要求根本改变这种教育模式。信息社会的特点是个性化和多样化，它需要各种各样具有个性的、有创造能力和开拓精神的社会公民。因此，21世纪的教育将更加强调“以人为本”，强调教育的基本目的是把一个人在体力、智力、情绪、伦理各方面的因素综合起来，使他成为一个完善的人。[4]而“教育科学的任务”，则如国际公共教育大会第60号建议书中所说的：“是应该更好地确保人得到充分发展（在身体、智力、道德、审美和社会诸方面），以便使人受到更好的教育和实现最好的社会整合。”[5]所以，有关人自身发展的问题将受到教育科学的特别关注。

其三，关于终身教育的研究将进一步从实践到理论受到世界各国的极大关注。“终身教育”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确立，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次深刻的冲击和挑战。21世纪，随着社会各方面的进步和发展，人的一生将成为受教育的一生，整个社会将逐渐成为一个“学习化的社会”，而终身教育则既是进入21世纪的关键所在，也是不断适应职业界的需要和进一步控制不断变化的个人生活节奏和阶段的条件。终身教育不是一种遥远的理想，而是在以一系列强化这种教育需要的变革为标志的复杂教育环境中日趋形成的一种现实。[6]然而，究竟怎样才能真正实施终身教育，仍存在许多需要研究和探讨的实际问题和理论问题。基于终身教育概念的重要性，它必将继续引起人们的热烈兴趣和深入研究，并带动一系列有关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演进和革新。

其四，提高教育和教学的科学性，将继续成为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工作者努力思考和探索的重点领域之一。总结20世纪的教育经验，推进21世纪教育的科学性，是一项关系到全面提高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益的系统工程。它首先要求教育和教学应该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科学规律，并以科学的教育、教学规律作为教育活动的指导原则。其次，要求将教学内容和教学形式、手段进一步现代化，使科学与技术同一切儿童、青年或成人的教育活动结合起来，特别要帮助人类养成科学精神。最后，要求在发展和繁荣各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的同时，又善于将其中的各种合理因素进行“优化整合”，克服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中的各种绝对化、片面化等缺陷。例如，将“社会本位”和“个人本位”的教育思想进行“整合”，强调“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并重，既注意发挥学习者的主体能动作用，又重视教育者的指导等。总之，要求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对各种合理的、积极的、合乎科学规律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既注意进行“分化”，又注意加以“融合”，以便将整个教育和教学的科学性不断提高到新的水平。

21世纪的教育既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也展示着美好的发展机遇和希望。可以预见，21世纪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也必将不断获得创新、深化和升华。

本卷各章的执笔者是：第十六章、第十七章、第二十一章、第二十二章和第三十章——洪明；第十八章——连榕；第十九章——方展画；第二十章、第二十三章、第二十四章和第二十九章中第一节至第三节以及结语——李明德；第二十五章——巨瑛梅；第二十六章——诸惠芳；第二十七章、第二十八章和第二十九章中第四节——杨孔炽。全书由李明德、杨孔炽负责统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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